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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卷


前言

本卷所收的是列宁在革命活动初期即1893年至1894年所写的四篇著作。

列宁开始革命活动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当时的俄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城乡经济生活都已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但经济发展水平还落后于欧洲其他许多国家。1861年宣布废除农奴制，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沙皇专制制度原封未动，农奴制经济关系的残余还大量存在，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人数激增，而且比较集中。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抗日益加剧，工人阶级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运动蓬勃兴起，罢工斗争接连不断。工人运动在当时还缺乏组织，缺乏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基本上是自发的。在农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村社的解体，引起深刻的阶级分化；出现了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即富农和雇农。广大贫苦农民身受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的双重压迫。

普列汉诺夫于1883年创立的劳动解放社，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作了重要贡献，在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跨出了第一步。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还局限于同工人运动缺乏联系的秘密小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同工人运动真正结合起来。在俄国先进工人和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广为流行的民粹主义思想，受到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有力批判，但其影响远未肃清。80年代至90年代的自由主义民粹派，抛弃了旧民粹主义的革命纲领，走上与沙皇政府妥协的道路，利用手中的合法刊物，攻击马克思主义，挑起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战。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成了妨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主要思想障碍。与此同时，俄国知识界还出现了一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潮，即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这是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在俄国的萌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中采纳了某些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论点，打着客观主义的旗号，极力颂扬资本主义。

在本卷所收的著作中，列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了俄国现实的社会经济制度，阐明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指明了俄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对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

卷首的《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一文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列宁著作，写于1893年春。列宁在文中评介了波斯特尼柯夫的《南俄农民经济》一书，对作者用分类考察而不是依据平均数字来研究俄国农民经济的方法予以肯定，同时也指出了作者观点的局限性和方法论上的错误。作者看到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多样性”，承认各类农户之间存在着经济“悬殊”和“经济利益的斗争”，但注意的是量的差别，而不是质的不同，因而没有按经营的性质来划分农户类别，看不到村社农民中间“直接的剥削”关系，忽视了农民经济的一切变动都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总背景下发生的。列宁利用该书中的丰富资料，对俄国农民经济的现实状况作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揭示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式和过程。他证明：商品经济已占统治地位，村社农民已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农则是经济上不稳固的阶层。列宁的科学论证粉碎了民粹派认为村社农民未被资本主义触动、村社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谬论。

《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分析了俄国的经济制度。市场问题曾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争论的焦点之一。当时有一种流行的民粹派观点认为，由于人民大众日益贫穷，市场有完全停闭的趋势，资本主义不可能充分发展，并且由此得出资本主义在俄国没有根基的结论。列宁详尽地描述了社会分工使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进而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并且说明了这一经济演进过程同市场的关系。列宁指出“市场不过是商品经济中社会分工的表现，因而它也和分工一样能够无止境地发展”（本卷第81页），人民大众的贫穷并不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反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表现和条件。

列宁还批判了《市场问题》一文的作者格·勃·克拉辛的错误。克拉辛引述了《资本论》关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中两大部类之间交换的公式，却得出第一部类的积累不依赖消费品生产的错误结论。列宁在纠正这一错误时指出，作者忽略了技术进步的因素，如果把这一因素纳入马克思的公式，那就可以得出一个唯一正确的结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快
 。”（本卷第67—68页）此外，列宁还批判了克拉辛提出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囊括全国各个经济领域之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依赖国外市场的论点，说明这种论点与民粹派的观点完全一致。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在本卷各篇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剖析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领袖米海洛夫斯基的哲学社会学观点；第二编批判了民粹派经济学家尤沙柯夫的经济理论（这一编至今没有找到）；第三篇考察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纲领。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首先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的唯心史观和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深刻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民粹派把是否合乎“人的本性”作为判断社会现象的标准，认为“具有批判头脑的”杰出人物可以不顾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他的“自由意志”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说马克思主义承认“历史必然性”，就是把社会活动家看作被牵到历史舞台上来的“傀儡”，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列宁在批判这些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时，阐明了构成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基础的原理，论证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列宁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屏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神话，但丝毫不取消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个人的活动只有符合历史规律，而且汇合到人民群众的斗争中去，才能取得重大成果。俄国社会经济制度既然是资产阶级的制度，那么，“要摆脱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本卷第129页）。

90年代的民粹派已无法否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存在，但是，他们把资本主义说成是“人为地”培植起来的，认为“人民生产”即小农经济和手工业是同资本主义对立的经济，农村劳动群众受剥削不过是政策造成的“缺陷”。他们把国家看作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实行改革的工具，祈求政府采取改良措施，“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列宁用确凿的事实雄辩地证明，无论在俄国的农业或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已占优势，不过是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这种生产关系是劳动群众受奴役的根本原因。列宁揭露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纲领的反动实质：它抹杀农村中的阶级对抗，呼吁政府采取自由派的温和的治标办法，企图以此引诱被剥削劳动群众放弃斗争，使半农奴制半自由的经济制度永恒化。旧民粹派主张发动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被自由主义民粹派改变成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主张在保存现有社会制度的条件下实施改良的纲领，这说明民粹主义已经堕落成为小市民机会主义。

在批判民粹派的同时，列宁论证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纲领和策略，阐明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提出了工农联盟和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列宁指出，工人阶级是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统治的整个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帮助工人阶级领会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组织起来，把分散的经济斗争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列宁最后表示坚信：俄国工人阶级一定会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肩并肩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是列宁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也是他以后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的基础。列宁将这篇文章收入《十二年来》文集时，加了一个副标题：《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

司徒卢威在《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一书中对民粹主义作了系统的批判，并且声称他在若干问题上赞同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丝毫不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约束”。为了揭露司徒卢威对民粹主义的批评在哪些地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第一章中把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民粹主义观点作了对照，逐段评述了集中反映70年代民粹派观点的《人民园地上的新苗》一文。在这一章和以后三章中，列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批判了民粹主义的社会学观点、经济观点和政治纲领，揭露了民粹主义的阶级实质。列宁指出，民粹主义是从小生产者的立场来反对农奴制度和资产阶级制度的，民粹派是小生产者的利益和观点的代表。对待民粹派的纲领，列宁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反动的、空想的内容作了尖锐的批判，同时也肯定它的某些反对中世纪制度的条文作为民主主义的要求所具有的进步意义。

司徒卢威对民粹主义的批评却是从客观主义立场出发，只是描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故意抹杀这一过程带来的阶级对抗，避而不谈民粹派的阶级实质，对民粹派纲领持全盘否定态度，主张支持富农，要使俄国从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宁详尽地分析批判了司徒卢威的错误立场，表述了哲学党性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本卷第363页）司徒卢威抹杀现实的阶级矛盾，赞颂资本主义，客观上是在为资产阶级效劳。此外，列宁还揭露和批判了司徒卢威在国家、人口过剩、国内市场等问题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列宁的这四篇早期著作证明，年轻的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不但有深刻的研究，而且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的具体实际，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明了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




《列宁全集》第1卷


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

评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南俄农民经济》一书
[1]



（1893年春）


一

两年前出版的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南俄农民经济》一书（1891年莫斯科版，ⅩⅩⅩⅡ页+391页）极为详尽周密地描述了塔夫利达、赫尔松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三省的农民经济，主要是描述了塔夫利达省内陆（北部）各县的农民经济。这一描述所根据的，第一（也是主要的），是上述三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调查材料；第二，是作者个人的观察，其中一部分是执行公务 
［注：作者曾任塔夫利达省规划官地的官吏。］

 时进行的，一部分是1887—1890年专为研究农民经济而进行的。

把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对整个地区的调查材料汇总成一个完整的东西，并以系统的形式叙述调查的结果，这种尝试本身就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地方自治局的统计[2]提供了丰富的而且非常详尽的关于农民经济状况的材料，但提供的方式却使这些调查材料对公众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汇编是整卷整卷的表格（通常是一县一卷），单把这些表格汇总成相当大而清楚的项目，就要专门下一番工夫。把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加以汇总和整理，早就感到有必要了。为了这个目的，最近在进行《地方自治局统计总结》的出版工作。其出版计划如下：选择某一个能说明农民经济的局部问题，然后专门研究如何把地方自治局统计中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部资料汇总起来；把关于俄国南部黑土地带和北部非黑土地带的资料、关于纯粹农业省份和手工业省份的资料合并在一起。已出版的两卷《总结》就是按这个计划编成的；第1卷专谈“农民村社”（瓦·沃·），第2卷专谈“农民的非份地租地”（尼·卡雷舍夫）[3]。这种汇总方法的正确性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样来汇总，第一，不得不把具有不同经济条件的不同经济区域的资料汇总在一起（同时，由于地方自治局的调查没有完结并漏掉许多县份，要分别说明各个区域非常困难，在第2卷《总结》中已出现这种困难，卡雷舍夫试图把地方自治局统计中的现有资料分别归入各个不同的地区，但没有成功）；第二，不得不单独描述农民经济的某一方面而不涉及其他方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不得不把某个问题人为地割裂开，这就丧失了概念的完整性。卡雷舍夫把农民非份地租地同份地租地、同农民的经济分类和播种面积方面的总的资料割裂开。非份地租地仅仅被看作农民经济的一部分，其实这种租地往往是私有经济的特殊经营方式。因此，按经济条件相同的一定地区来汇总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在我看来是更可取的。

关于用什么方法来汇总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调查材料才比较正确，我是顺便谈谈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是我把《总结》和波斯特尼柯夫的书相比较时产生的，然而我应当声明：波斯特尼柯夫本来就没有打算 汇总
 ，因为他把数字资料推到次要地位，而一心注意描述的完备和鲜明。

作者在自己的描述中，对经济性质的、行政法律性质的（土地占有形式）和技术性质的问题（地界问题；经营制度；收获量）几乎予以同样注意，但他打算把第一类问题放在首要地位。

波斯特尼柯夫先生在序言中说：“应当承认，我对农民经济的技术本来可以多注意一些，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在我看来，经济性质的条件在农民经济中比技术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我国书刊……往往忽视经济方面……很少注意研究根本的经济问题，而对我国农民经济说来，根本的经济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和地界问题。本书以较多篇幅说明的正是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序言第Ⅸ页）

我完全同意作者关于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孰轻孰重的见解，因此，在本文中，我只打算对波斯特尼柯夫先生著作中从政治经济学方面研究农民经济的那一部分加以论述 
［注：这种论述我觉得不是多余的，因为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的这本书是近年来我国经济文献中最杰出的著作之一，但几乎一直没有被人注意。部分原因也许是由于作者虽然承认经济问题很重要，但把这些问题论述得过于琐碎，并且由于搀杂着其他问题的细节而使这种论述累赘不堪。］

 。

作者在序言中对这一研究的要点说明如下：


　　“近来在农民耕作业中出现的大量使用机器的现象和富裕农民经营规模的显著扩大，使我国农业生活进入新的阶段，而今年艰难的经济条件无疑地将给这一阶段的发展以新的刺激。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和机器的使用，农民劳动生产率和家庭劳动能力大大提高，但这一点在确定每一农民家庭所能耕种的土地面积时一直是被忽视的……农民经济中使用机器引起了生活上的重大变化：缩减了农业对人手的需求，使农民更锐敏地感到我国存在着农业人口过剩的现象，促使那些在村里显得多余的家庭增多起来，它们必须外出做零工，实际上成为无地户。同时，农民经济中采用大机器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在现有的耕作方法和粗放的条件下达到了以前想都想不到的高度。这种情况是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之所以有力量的保证。本书的首要任务就是指出并阐明南俄农民中的这种变动。”（序言第Ｘ页）





　　在叙述作者认为这些新的经济变动表现在哪里之前，我应该再附带说明两点：第一，上面已经指出，波斯特尼柯夫披露了关于赫尔松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和塔夫利达省的资料，但是比较详细的只有最后一省的资料，而且也不是有关全省的，因为作者没有提供经济条件略微不同的克里木的资料，而仅限于塔夫利达省北部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和第聂伯罗夫斯克三个内陆县。我要引用的也只是这三县的资料。

第二，塔夫利达省的居民除俄罗斯人外，还有德意志人和保加利亚人，不过他们的人数和俄罗斯人比较起来是不多的：在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的19586户中，德意志移民为113户，即仅占0.6％。在梅利托波尔县的34978户中，德意志人和保加利亚人为（1874+285＝）2159户，即占6.1％。最后，在别尔江斯克县的28794户中为7224户，即占25％。在三县的83358户中，移民总共为9496户，即约占1/9。因此，总的说来，移民人数很少，而在第聂伯罗夫斯克县更是微不足道。作者总是把移民的经济同俄罗斯人的经济分开而加以详细的描述。我则撇开所有这些描述，仅限于研究俄罗斯农民的经济。诚然，数字资料是把俄罗斯人同德意志人合在一起的，但后者为数不多，加进他们也改变不了总的对比关系，所以完全可以根据这些资料来说明俄罗斯农民的经济。塔夫利达省的俄罗斯人是近30年迁居到这一边疆区的，他们和其他俄罗斯省份农民不同的只是比较富裕而已。这个地方的村社土地占有制，照作者的说法，是“典型的和稳定的” 
［注：只有5个村庄存在着个体农户土地占有制。］

 。总之，把移民除外，塔夫利达省的农民经济和一般类型的俄罗斯农民经济是没有任何根本区别的。


二

波斯特尼柯夫说：“现时在任何一个较大的南俄村庄（大概对俄国大部分地方都可以这样说），各类居民的经济状况都是极不相同的，很难把一个村庄作为一个整体来谈它的生活水平，并用平均数字来说明这种生活水平。这种平均数字虽能指出农民经济生活中某些一般的决定条件，但丝毫不能说明现实中经济现象的多样性。”（第106页）

稍后，波斯特尼柯夫说得更肯定了。

他说：“经济生活水平的不同使人极难解答居民一般是否富裕的问题。匆匆走过塔夫利达省的大村庄的人，常常作出当地农民甚为富裕的结论；但如果一个村庄的农民有一半是富人，而另一半经常穷困，这个村庄可以称为富裕的村庄吗？究竟应该用什么标志来确定一个村庄比较富裕或不太富裕呢？在这里，说明全村或全区居民境况的平均数字显然不足以断定农民的富裕程度。要判断它，只能根据许多资料的总和， 并把居民加以分类
 。”（第154页）

也许有人觉得确认农民中间的这种分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因为差不多每篇谈论农民经济的文章都提到了这一点。但问题在于人们提到这个事实时总是不重视它的意义，认为它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偶然的，认为谈农民经济类型时可以用平均数字加以说明，人们总是讨论各种实际措施对全体农民的意义。从波斯特尼柯夫的书中可以看出他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他指出（而且不止一次）“村社内各个农户的经济状况有很大的不同”（第323页），并反对“把农民村社看作某种单一的整体的倾向，而直到现在我国城市知识分子对村社还是这样看的”（第351页）。他说：“最近十年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调查材料说明，我国的村社决不是我们70年代的政论家所想象那样的单一体，近几十年来，村社的居民已分化为几类，其经济富裕程度十分悬殊。”（第323页）

波斯特尼柯夫以散见全书的大量资料证实自己的见解，现在我们应当把所有这些资料系统地汇总起来，检验一下这种见解是否正确，并对下列问题作出回答：究竟谁说得对，是把农民看作某种单一体的“城市知识分子”呢，还是断言农民有很大的不同的波斯特尼柯夫？其次，这种不同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它是否已使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平均数字就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农民经济作出总的评述？它是否能够改变实际措施对各类农民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在引用可以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的数字以前，必须指出，所有这类资料全是由波斯特尼柯夫从塔夫利达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中摘引来的。最初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进行调查时，只收集了各村社的资料，没有收集关于每一农户的资料。但他们很快发觉这些农户在财产状况方面的差别，便进行了按户调查——这是更深入地研究农民经济状况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编制综合表：统计人员确信村社[4]内部农民在财产方面的差别比农民在法律地位方面的差别更大，于是把农民经济状况的全部指标按照一定的财产差别分类，例如按照每户的播种面积、役畜头数、份地耕地数量等等分类。

塔夫利达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是按照播种面积把农民分类的。波斯特尼柯夫认为这种分类法“是成功的”（第Ⅻ页），因为“在塔夫利达省各县的经济条件下，播种面积是农民生活水平的最重要标志”（第Ⅻ页）。波斯特尼柯夫说：“在南俄草原边疆区，农民的各种非农业性质的副业目前还不大发达，现在极大多数的农村居民主要是从事以种植谷物为主的耕作业。”“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表明，塔夫利达省北部各县只有7.6％的本地农村居民纯粹从事副业，还有16.3％的居民除自己的耕作业外兼营副业。”（第108页）事实上，按照播种面积分类，就是对俄国其他地区来说，也比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所采用的按其他标准（例如按照每户份地或份地耕地的亩数）分类的办法正确得多。一方面，份地数量不能直接说明农户的殷实程度，因为份地面积取决于家庭的登记丁口[5]数或现有的男性人数，它对户主的殷实程度只有间接的依存关系，其次，因为农民也许不使用份地，将其出租，并且由于没有农具他也无法使用份地。另一方面，既然居民以务农为主，那就必须确定播种面积，以便统计生产，确定农民消费、购买和出卖的粮食数量，因为不弄清这些问题，农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搞不清楚，农业的性质以及它同外水比较起来意义如何等等也会模糊不清。最后，必须以播种面积作为分类的根据，才有可能把一户的经济同所谓农民土地占有标准和耕作标准相比较，同食物标准（Nahrungsfläche）和劳动标准（Arbeitsfläche）相比较。总之，根据播种面积分类不仅是成功的，而且是最好的和绝对必要的。

塔夫利达省的统计人员根据播种面积把农民分为六类：（1）不种地者；（2）种地不满5俄亩者；（3）种地5—10俄亩者；（4）种地10—25俄亩者；（5）种地25—50俄亩者；（6）种地超过50俄亩者。三县各类农户数目的对比情况如下：






	农户类型
	别尔江斯克县
	梅利托波尔县
	第聂伯罗夫斯克县
	所有三县每户平均播种面积



	　
	百分数
	百分数
	百分数
	（单位俄亩）



	不种地者
	6
	7.5
	9
	——



	种地不满5俄亩者
	12
	11.5
	11
	3.5



	种地5—10俄亩者
	22
	21
	20
	8



	种地10—25俄亩者
	38
	39
	41.8
	16.4



	种地25—50俄亩者
	19
	16.6
	15.1
	34.5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3
	4.4
	3.1
	75







把德意志人除外，总的对比（这些百分数指全体居民而言，包括德意志人在内）变化不大：例如作者认为塔夫利达省各县种地少者（种地不满10俄亩者）占40％，种地中等者（种地10—25俄亩者）占40％，种地多者占20％。德意志人不计算在内，最后一项数字降低1/6（即16.7％，只减少3.3％），而种地少者的数目则相应增加。

我们先从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情况来确定这些农民类别有多大的不同。

波斯特尼柯夫列出了这样一个表（作者没有计算表中所指出的三类土地的总数（第145页））：






	农民类别
	
每户平均耕地面积（单位俄亩）




	别尔江斯克县
	梅利托波尔县
	第聂伯罗夫斯克县



	份地
	购买地
	租地
	总计
	份地
	购买地
	租地
	总计
	份地
	购买地
	租地
	总计



	不种地者
	6.8
	3.1
	0.09
	10
	8.7
	0.7
	－
	9.4
	6.4
	0.9
	0.1
	7.4



	种地不满5俄亩者
	6.9
	0.7
	0.4
	8.0
	7.1
	0.2
	0.4
	7.7
	5.5
	0.04
	0.6
	6.1



	种地5－10俄亩者
	9
	－
	1.1
	10.1
	9
	0.2
	1.4
	10.6
	8.7
	0.05
	1.6
	10.3



	种地10－25俄亩者
	14.1
	0.6
	4
	18.7
	12.8
	0.3
	4.5
	17.6
	12.5
	0.6
	5.8
	18.9



	种地25－50俄亩者
	27.6
	2.1
	9.8
	39.5
	23.5
	1.5
	13.4
	38.4
	16.6
	2.3
	17.4
	36.3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36.7
	31.3
	48.4
	116.4
	36.2
	21.3
	42.5
	100
	17.4
	30
	44
	91.4



	

全　县



	14.8
	1.6
	5
	21.4
	14.1
	1.4
	6.7
	22.2
	11.2
	1.7
	7
	19.9







波斯特尼柯夫说：“这些数字表明，塔夫利达省各县比较富裕的农民不仅使用大量份地（这可能是由于家庭人口多），同时他们也是买地最多租地最多的人。”（第146页）

不过我认为关于这个问题应该指出一点，份地从下等户到上等户的依次递增，不能 完全
 用家庭人口递增来解释。波斯特尼柯夫提供了下表来说明三县各类农民的家庭人口：






	　
	男女人口
	劳动力
	人 口
	劳动力
	人 口
	劳动力



	不种地者
	4 5
	0.9
	4.1
	0 9
	4.6
	1



	种地不满5俄亩者
	4.9
	1.1
	4.6
	1
	4.9
	1.1



	种地10俄亩者
	5.6
	1.2
	5.3
	1.2
	5.4
	1.2



	种地10—25俄亩者
	7.1
	1.6
	6.8
	1.5
	6.3
	1.4



	种地50俄亩者
	8.2
	1.8
	8.6
	1.9
	8.2
	1.9



	种地超过別俄亩者
	10.6
	2 3
	10.8
	2.3
	10.1
	2.3



	全县
	6.6
	1.5
	6.5
	1.5
	6.2
	1.4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下等户到上等户每户份地数量的增加，比男女人数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快得多。我们以第聂伯罗夫斯克县下等户的数字作为100来说明这一点：






	　
	份地
	劳动力
	男女人口



	不种地者
	100
	100
	100



	种地不满5俄亩者
	86
	110
	106



	种地5—10俄亩者
	136
	120
	117



	种地10—25俄亩者
	195
	140
	137



	种地25—50俄亩者
	259
	190
	178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272
	230
	219







显然，除家庭人口外，每户的殷实程度也是决定份地数量的因素。

我们研究各类农民购买地数量的资料时可以看出，购买土地的几乎都是种地超过25俄亩的上等户，其中主要是每户种地75俄亩的最大的耕作者。可见，购买地的资料完全证实了波斯特尼柯夫关于农民有不同的类别的看法。例如作者在第147页上谈到“塔夫利达省各县农民购买了96146俄亩土地”时所引证的资料就根本不能说明问题，因为这些土地几乎全部掌握在占有份地最多的区区少数人手中，即掌握在波斯特尼柯夫所说的“富裕”农民手中，而这些农民不超过人口的1/5。

关于租地也必须这样说。上表中的租地一项包括份地的和非份地的租地。可以看出，租地面积完全随农民富裕程度的提高而相应地扩大，因此，一个农民自己占有的土地愈多，他租进的土地也愈多，从而也就剥夺了最贫苦户所需要的土地面积。

必须指出，这是全俄国的普遍现象。卡雷舍夫教授总结了俄国各地（只要那里有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调查材料）农民非份地的租地情况，并把租地面积和租地户的富裕程度之间的直接依存关系表述成为一条普遍规律 
［注：《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所作的俄国经济调查总结》第2卷，尼·卡雷舍夫著《农民的非份地租地》1892年多尔帕特版第122、133页及其他各页。］

 。

其次，波斯特尼柯夫还提供了更详细的关于租地（非份地的和份地的均在内）分配的数字，现在我把这些数字引证如下：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平均数字完全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我们说第聂伯罗夫斯克县有56％的农民租种土地，这句话只能给人们一个关于这种租地的极不完全的概念，因为在自己土地不够的（下面将说到）各类农户中，租地户的百分数低得多，例如在第一类中只有25％，而自己土地很多的上等户则几乎都租种土地（91％）。每一租地户所租土地在数量上的差别还更显著，例如上等户租的土地分别为下等户的30倍、15倍、24倍。显然，这也就改变了租地本身的性质，因为在上等户中这已是商业性的经营，而在下等户中这也许是由于极端贫困引起的。后一推测可以用租金方面的资料来证实：最低的几类付出的土地租金较高，有时竟比上等户付出的高3倍（在第聂伯罗夫斯克县）。这里必须提醒一点：租地愈少租金愈高并不是我国南部的特点，因为卡雷舍夫的著作证明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

波斯特尼柯夫谈到这些资料时说：“塔夫利达省各县租种土地的多半是拥有足够数量的份地耕地和私有耕地的富裕农民；非份地即离村较远的私有地和官地的租种更是这样。其实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租种较远的土地要有足够数量的役畜，而这里不大富裕的农民连耕种自己份地所需的役畜也不足。”（第148页）

不应该认为，上述租地分配情况，是由个人租种土地造成的。即使租种土地的是村团，情况也毫无改变，原因很简单，因为土地是按照同样的根据即“按照货币”来分配的。

波斯特尼柯夫说：“根据国家产业管理局清册，1890年三县按照契约出租的133852俄亩官地中，租给农民村团使用的可耕地有84756俄亩，即占全部面积的63％左右。但是，农民村团租来的土地是由为数不多的户主而且多半是由富裕户主使用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按户调查十分明显地指出了这一事实”（第150页） 
［注：波斯特尼柯夫并未列出下表的最后一项（三县总计）。他在表[6]下注明：“按照租地条件，农民只有权耕种租地的1/3。”］

 ：[见第13页表格。——编者注］

波斯特尼柯夫总结道：“可见第聂伯罗夫斯克县富裕农户使用了全部租地的1/2以上，别尔江斯克县则在2/3以上，而在租种官地最多的梅利托波尔县甚至占租地面积的4/5以上。三县最贫苦农户（种地不满10俄亩者）一共只有1938俄亩，即租地的4％左右。”（第150页）作者接着又提供了一连串的例子来说明村团租来的土地分配不均，但这些例子不必引用了。

谈到波斯特尼柯夫关于租地决定于租地户的富裕程度的结论时，指出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的相反意见是极有意义的。






	
农　民

类　别


	别尔江斯克县
	梅利托波尔县
	第聂伯罗夫斯克县
	三县总计



	租 地户数


	租地面积（单位俄亩）
	每一租地户租地面积
	租地户数
	租地面积（单位俄亩）
	每一租地户租地面积
	租地户数
	租地面积（单位俄亩）
	每一租地户租地面积
	租地户数
	租地面积（单位俄亩）
	百分比
	每一租地户租地面积



	种地不满5俄亩者
	35
	66
	1.7
	24
	383
	16
	20
	62
	3.1
	83
	511
	1
	6.1



	种地5—10俄亩者
	227
	400
	1.8
	159
	776
	4.8
	58
	251
	4.3
	444
	1427
	3
	3.2



	种地10—25俄亩者
	687
	2642
	3.8
	707
	4569
	6.4
	338
	1500
	4.4
	1732
	8711
	20
	5.0



	种地25—50俄亩者
	387
	3755
	0.7
	672
	8564
	12.7
	186
	1056
	5.7
	1245
	13375
	30
	10.7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112
	3194
	28.3
	440
	15365
	34.9
	79
	1724
	21.8
	632
	20283
	46
	32.1



	

总　数



	1453
	10057
	7
	2002
	29657
	14.8
	681
	4593
	6.7
	4136
	44307
	100
	10.7







在书的开头，波斯特尼柯夫刊载了他的《论塔夫利达省、赫尔松省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工作》一文（第Ⅺ—ⅩⅩⅩⅡ页）。文中他顺便研究了塔夫利达省地方自治机关在1889年出版的《塔夫利达省省志》，这本省志简短地总结了整个调查研究工作。波斯特尼柯夫在分析该书专论租地的一篇时说：

“地方自治局统计表明，在我国土地很多的南部和东部各省，除自己的大量份地外还租种相当多的土地的富裕农民占较大的百分数。这里经营的目的不仅为了满足家庭本身的需要，而且还为了得到一些盈余，一些收入，农民就是靠这种收入来修缮他们的建筑物、购置机器和添购土地。这种愿望是很自然的，而且不包含任何罪恶，因为它还未显现出任何的盘剥因素。〈这里确实没有盘剥因素，但剥削因素无疑是有的：富裕农民既租进远远超过需要的土地，也就夺取了贫苦农民生产食物所需的土地；他们既扩大经营规模，也就需要追加的劳动力，也就要雇用工人。〉但是地方自治局某些统计人员，大概认为农民生活中的这些现象是不合理的，竭力缩小这些现象的意义，而且竭力证明：农民租地主要是由于需要食物；如果富裕农民也租很多土地，那么，这种租地户的百分数毕竟是随着份地面积的扩大而不断减少的。”（第ⅩⅦ页）为了证明这种想法，《省志》编者维尔涅尔先生把塔夫利达 全
 省有1—2个劳动力和2—3头役畜的农民按份地的多少分成几类。结果是：“随着份地面积的扩大，租地户的百分数相应减少，每户的租地面积也相应地减少，但减少的幅度不及前者。”（第ⅩⅧ页）波斯特尼柯夫非常公正地指出，这类方法根本不能说服人，因为农民中的 这一部分
 （只有2—3头役畜的农民）是随便抽出的，而且撇开的正是富裕农民；此外，也不能把塔夫利达省内陆各县和克里木合在一起，因为它们的租地情况并不一样：在克里木有1/2—3/4的居民是无地的（即所谓分成农民），在北部各县这种农民只有3—4％。在克里木几乎随时都可找到出租的土地，在北部各县有时却不能找到。指出下述一点是有意义的：其他各省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人员也做过同样的尝试（当然，同样是不成功的），想把农民生活中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例如以获得收入为目的的租地掩盖起来。（见卡雷舍夫上述著作）

既然农民租种非份地的分布情况证明各个农户之间不仅存在着量的差别（租得多，租得少），而且存在着质的差别（由于需要食物而租地；为了商业目的而租地），那么租种 份地
 的情况就更是这样了。

波斯特尼柯夫说：“1884—1886年塔夫利达省三县在进行按户调查时所登记的、农民从农民手中租来的份地耕地共为256716俄亩，这个数目占该地全部农民份地耕地的1/4，这里还没有把农民租给居住在村庄中的平民知识分子以及文书、教员、神职人员和其他人（在按户调查时不在调查之列的非农民成分的人）的土地面积计算在内。下列数字表明，这一大批土地几乎全部是由富裕农户租种的。在调查时登记的、户主从邻人那里租来的份地耕地的亩数如下：






	每户种地不满10俄亩者
	16594俄亩
	即61％



	每户种地10—25俄亩者
	89526俄亩
	即35％



	每户种地超过25俄亩者
	150596俄亩
	即59％



	
共 计

	256716俄亩
	100％







这些出租的土地，正如土地出租者一样，大多数是属于不种地、不经营和种地少的那个农民类别的。可见塔夫利达省各县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民（约占全体居民的1/3左右）没有耕种自己的全部份地（一部分由于不愿种地，但大部分由于没有种地所需的役畜和农具），把它出租，从而使另一半比较富裕的农民使用更多的土地。无疑地，大多数土地出租者是破落的户主。”（第136—137页）

下面这张表就是上述一段话的证明，它“表明了塔夫利达省两县（地方自治局的统计缺梅利托波尔县的资料）出租份地的户主的相对数字和他们出租的份地耕地的百分数”（第135页）。






	　
	别尔江斯克县
	第聂伯罗夫斯克县



	　
	出租份地的户主的百分数
	出租的份地的百分数
	出租份地的户主的百分数
	出租的份地的百分数



	不种地者
	73
	97
	80
	97.1



	种地不满5俄亩者
	65
	54
	30
	38.4



	种地5-10俄亩者
	46
	23.6
	23
	17.2



	种地10—25俄亩者
	21.5
	8.3
	16
	8.1



	种地25-59俄亩者
	9
	2.7
	7
	2.9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12.7
	6.3
	7
	13.8



	
全 县

	32.7
	11.1
	25.7
	14.9







我们考察了农民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的情况，现在来谈谈役畜和农具的分配情况。关于各类农民的役畜数量，波斯特尼柯夫提供了如下的三县合计的数字：






	　
	共有
	
平均每户有

	没有役畜的农户的百分数





	　
	马
	耕牛
	役畜
	其他畜类①
	共有①



	不种地者
	—
	—
	0.3
	0.8
	1.1
	80.5



	种地不满5俄亩者
	6467
	3082
	1.0
	1.4
	2.4
	48.3



	种地5—10俄亩者
	25152
	8924
	1.9
	2.3
	4.2
	12.5



	种地10—25俄亩者
	80517
	24943
	3.2
	4.1
	7.3
	1.4



	种地25—59俄亩者
	62823
	19030
	5.8
	8.1
	13.9
	0.1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21003
	11648
	10.5
	19.5
	30
	0.03



	
共 计

	195962
	67627
	3.1
	4.5
	7.6
	—



	

［①注：折合成大牲畜。］









这些数字本身不能说明类别，这一点等以后叙述耕作机具和划分农民经济类别时再来说明。这里我们只指出，各类农民在拥有役畜数量上的差别是那样巨大，以致我们看到上等户的牲畜远远超过他们家庭的需要，而下等户的牲畜（尤其是役畜）却少得连独立经营也不可能。

关于农具分配的资料也完全相同。“按户调查曾把农民的农具即犁和多铧浅耕犁进行登记，提供了说明三县全部居民情况的下列数字”（第214页）：






	　
	没有耕具的农户的百分数
	只有多铧浅耕犁的农户的百分数
	有犁及其他耕具的农户的百分数



	别尔江斯克县
	33
	10
	57



	梅利托波尔县
	37.8
	28.2
	34



	第聂伯罗夫斯克县
	39.3
	7
	53.7







这张表说明有何等众多的农民失去了 独立
 经营的可能。至于各上等户的情形，从下列按播种面积划分的各类农民每户农具平均数量的资料可以看出：






	　
	
每户农具的平均数




	别尔江斯克县
	梅利托波尔县
	第聂伯罗夫斯克县



	运输工具（轻便马车等）


	耕具（犁和多铧浅耕犁）


	运输工具
	耕具
	运输工具
	耕具



	种地5—10俄亩者
	0.8
	0.5
	0.8
	0.4
	0.8
	0.5



	种地10—25俄亩者
	1.2
	1.3
	1.2
	1
	1
	1



	种地25—50俄亩者
	2.1
	2
	2
	1.6
	1.7
	1.5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3.4
	3.3
	3.2
	2.8
	2.7
	2.4









在农具数量上，上等户比下等户（作者完全抛开了种地不满5俄亩的一类）多3—5倍；在劳动力数量
［注：见上面各类家庭人口表。］

 上，上等户比下等户多11/12，即不到一倍。从这里已可看出上等户必然要雇工人，而下等户有一半没有耕具（注意：这里的“下等”户指倒数第三类），因此也就失去了独立经营的可能。

自然，上述土地、役畜和农具数量上的差别也决定着播种面积上的差别。上文已列出六类农民每户的播种面积亩数。而塔夫利达省农民的播种面积总数在各类之间的分配情形如下：





这些数字一目了然。应该补充的只有一点：波斯特尼柯夫认为（第272页）每户光靠耕作业就能维持全家生活的平均播种面积为16—18俄亩。


三

前一章里已经列举了一些说明各类农民的财产状况和经营规模的资料。现在应该列举一些确定各类农民的经营性质、经营方式和经营制度的资料。

首先谈谈波斯特尼柯夫的这一论点：“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和机器的使用，农民劳动生产率和家庭劳动能力大大提高。”（第Ⅹ页）作者为了证明这一论点，算出了各类农户耕种 一定
 面积的土地需要多少劳动力和役畜。计算时不可能利用关于家庭人口的资料，因为“下等户提供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力出外去当雇农，而上等户则雇用雇农”（第114页）。塔夫利达省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没有关于雇用的和提供的劳动力的数字，因此，波斯特尼柯夫根据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关于雇用劳动力的户数的资料，根据耕种一定面积土地需要多少劳动力的计算，大致算出了这个数字。波斯特尼柯夫承认，不能要求这样算出的数字十分确切，但他认为他的计算只会大大改变两类上等户的家庭人口，因为其余几类的雇工数字不大。读者把前面引证的关于家庭人口的资料和下表比较一下，就可检验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塔夫利达省三县




	劳动力
	每户(连雇工在内〕



	雇用的
	提供的
	差额
	人口
	劳动力



	不种地者
	239
	1077
	－ 838
	4.3
	0.9



	种地不满5俄亩者
	247
	1484
	―1237
	4.8
	1.0



	种地5—10俄亩者
	465
	4292
	―3827
	5.2
	1.0



	种地10—25俄亩者
	2846
	3389
	－ 543
	6.8
	1.6



	种地25—59俄亩者
	6041
	—
	＋6041
	8.9
	2.4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8241
	—
	＋8241
	13.3
	5



	
总 计

	18079
	10242
	＋7837
	—
	—







把上表最后一栏和关于家庭人口的资料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出波斯特尼柯夫稍稍减少了下等户的劳动力数目而增加了上等户的劳动力数目。因为他的目的是要证明耕种一定面积土地所需的劳动力数目是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减少的，所以作者的大致计算只会缩小而不会夸大这种减少的程度。

作了这一初步计算之后，波斯特尼柯夫提供了一张表来说明各类农民的播种面积与劳动力、役畜以及人口数量的对比关系（第117页）：






	　
	
每100俄亩播种面积




	1对役畜耕种
	户数
	人口
	劳动力
	役畜头数



	（连雇工在内）



	种地不满5俄亩者
	7.1俄亩
	28.7
	136
	28.5
	28.2



	种地5—10俄亩者
	8.2俄亩
	12.9
	67
	12.6
	25



	种地10—25俄亩者
	10.2俄亩
	6.1
	41.2
	9.3
	20



	种地25—59俄亩者
	12.5俄亩
	2.9
	25.5
	7
	16.6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14.5俄亩
	1.3
	18
	6.8
	14



	
总 计

	10.9俄亩
	5.4
	36.3
	9
	18.3








　　“可见，随着经营规模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农民用于养活劳动力即人和牲畜的支出（这是农业中一项最主要的支出）就依次递减。种地多的各类农户用在每俄亩播种面积上的这项支出几乎只有种地少的各类农户的一半。”（第117页）



　　作者在下面用一个门诺派[7]农户的详细家庭收支情况作例子来证实劳力和役畜方面的支出是农业中的主要支出的论点。在该农户的全部支出中，经营方面的支出占24.3％，役畜方面的支出占23.6％，劳力方面的支出占52.1％。（第284页）波斯特尼柯夫认为他所作的关于劳动生产率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而提高的结论具有很大的意义（从上面引证的他的序言中的一段话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就研究我国农民的经济生活和各类农户的经营性质来说，就小规模耕作与大规模耕作的相互关系这个总问题来说，也不能不承认这个结论确实重要。后一个问题被许多著作家搅得混乱不堪，而产生这种混乱的主要原因是把社会条件不同、经营方式各异的不同类型的经济拿来比较，例如把靠生产农产品取得收入的经济和靠剥削其他缺乏土地的农户而取得收入的经济（例如紧接着1861年改革[8]后的那一时期的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拿来比较。波斯特尼柯夫完全避免了这个错误，他没有忘记比较的基本规则：拿来比较的现象必须是同类的。

为了更详细地证明就塔夫利达省三个县所得出的论点，作者首先分别引用了各县的资料，其次单独引用了关于俄罗斯居民（确切地说是俄罗斯居民中人数最多的一类农民——前国家农民[9]）的资料。（第273—274页）






	　
	
每对役畜耕种的土地(单位俄亩）




	全　　县
	前国家农民



	别尔江斯克
	梅利托波尔
	第聂伯罗夫斯克
	别尔江斯克
	梅利托波尔
	第聂伯罗夫斯克



	种地不满5俄亩者
	8.9
	8.7
	4.3
	—
	—
	—



	种地5—10俄亩者
	8.9
	8.7
	6.8
	8.9
	9.1
	6.8



	种地10—25俄亩者
	10.2
	10.6
	9.7
	10.3
	10.9
	9.6



	种地50俄亩者
	11.6
	12.4
	12.3
	12.3
	12.8
	11.9



	种地超过別俄亩者
	13.5
	13.8
	15.7
	13.7
	14.3
	15



	

平均



	10.7
	11.3
	10.1
	—
	―
	―







还是那个结论：“耕种一定面积土地所需役畜的相对数目，经营规模小的农户比‘设备完善的’农户大半倍到一倍。按户调查发现同一规律也适用于所有其他人数较少的一类农民，如前地主农民[10]、租地者等，适用于一切地区，甚至以一乡一村为限的最小地区。”（第274页）

播种面积和经营费用的对比关系不利于小农户，还表现在另一种费用上即用于农具和役畜的费用上。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从下等户到上等户，每户的农具和役畜的数目是怎样迅速增加的。如果计算一下耕种一定面积土地所需的农具和役畜，就会看出它们是随着从下等户到上等户而 减少
 的（第318页）：






	　
	
每100俄亩播种面积




	役畜
	犁和多铧浅耕犁
	轻便马车



	种地不满5俄亩者
	42头
	4.7
	10



	种地5—10俄亩者
	28.8头
	5.9
	9



	种地10—25俄亩者
	24.9头
	6.5
	7



	种地50俄亩者
	23.7头
	4.8
	5.7



	种地超过別俄亩者
	25.8头
	3.8
	4.3



	

平均



	25.5头
	5.4
	6.5








　　“这张表说明，耕种一定面积土地所需的大农具（耕具和运输工具）数量是随每户播种面积的增多而递减的，因此，上等户用于耕具和运输工具的支出按每俄亩平均要相对地少些。种地不满10俄亩的农户有些例外：它的耕具比另一类种地16俄亩的农户少些，这只是因为这一类农户有许多不是用自己的农具而是用租来的农具种地，而这绝不会缩减农具方面的支出。”（第318页）波斯特尼柯夫说：“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十分清楚地表明，农民经营规模愈大，耕种一定面积土地所需的农具、劳动力和役畜就愈少。”（第162页）

后面波斯特尼柯夫又指出：“前几章已经说明，在塔夫利达省的几个县里，各类农民和各个地区都有这种现象。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看来，在其他也是以耕作业为农民经济的主要部门的省份里，农民经济中也显露出这种现象。可见这种现象十分普遍，象是一种规律而且具有很大的经济意义，因为这个规律使小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经济意义。”（第313页）





　　波斯特尼柯夫的后一意见说得早了一点。要证明小经济必然为大经济所排挤，只确定大经济获利较多（产品成本低得多）是不够的，还必须确定货币经济（确切些说，就是商品经济）压倒自然经济，因为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产品是供生产者自己消费而不进入市场，低廉的产品不会在市场上同昂贵的产品相遇，因此也就不可能排挤它。这一点下面将更详细地谈到。为了证明上面确定的规律适用于全俄国，波斯特尼柯夫选择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曾详细地把居民作过经济分类的几个县，并算出各类农户每对役畜和每个劳力所耕种的平均面积。得出的结论仍旧一样：“经营规模小的农户为耕种一定面积土地而支付的劳动力费用，比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多半倍到一倍。”（第316页）这一点无论对于彼尔姆省（第314页）或沃罗涅日省，无论对于萨拉托夫省或切尔尼戈夫省（第315页）都是正确的，因此，波斯特尼柯夫确已证明了这一规律普遍适用于全俄国。

现在我们来谈谈各类农户的“收入和支出”（第9章）和它们同市场的关系问题。


　　波斯特尼柯夫说：“每一个自成独立单位的农户，它的土地面积由下列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生产养活劳动者家庭和住在该农户家里的工人的食物，就狭义来说，这是农户的食物
 面积；第二部分是供给为农户干活的牲畜的饲料，也可以称为饲料
 面积；第三部分包括宅地、道路、池塘等等以及提供种子的那部分播种面积，可称为经营
 面积，因为它是为全部经营服务的；最后，第四部分是生产由农户拿到市场出售的未加工的或加过工的粮食和其他农作物，这是农户的商业
 面积或市场
 面积。在每一单个农户里，土地分为上述四部分不取决于所种植的作物的种类，而取决于种植这些作物的直接目的。农户的货币收入取决于它的土地的商业部分，因此，这部分面积愈大，从它得到的产品的相对价值愈高，农户户主向市场提出的需求就愈大，因此国家在本国市场范围内能够保持的非农业的劳动数量就愈多，农业对于本国的行政（税收）和文化的意义就愈大，户主本身的纯收入和他用于农业支出和农业改良的资金也就愈多。”（第257页）





　　波斯特尼柯夫的这一论断，假如再作一个十分重要的修正，那就完全正确了。作者说到农户的商业面积对于国家的意义，其实很明显，这只能指货币经济占优势，大部分产品采取 商品
 形式的国家。忘记这一条件，认为它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不去精确地研究它在某一国家适用到怎样的程度，就会犯庸俗政治经济学的错误。从整个经济中划分出它的市场面积，这是很重要的。对于国内 市场
 有意义的决不是生产者的全部收入（它决定该生产者的富裕程度），而只是他的 货币
 收入。是否拥有货币绝不是由生产者的富裕程度决定的：从自己那块土地上得到足够自己消费的产品而从事自然经济的农民，是享受到富裕生活的，但是他没有货币；从土地上只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小部分粮食而靠偶然的“外水”得到另一部分粮食（虽然数量少，质量差）的半破产农民，是享受不到富裕生活的，但是他有货币。由此可见，任何关于农民经济及其收入对于市场的意义的论断，如果不是以计算货币收入部分作依据，那是不会有丝毫价值的。

为了确定各类农户的上述四部分播种面积各占多少，波斯特尼柯夫先算出了全年的粮食消费量，他大致估算每人需要两俄石 
［注：俄石是俄国旧容量单位，合209.91公升。——编者注］

 粮食（第259页），即每人需要在播种面积中占2/3俄亩。然后确定每匹马的饲料面积占1.5俄亩，种子面积占耕地的6％，于是得出如下的数字 
［注：波斯特尼柯夫是这样来确定货币收入的：把全部商业面积都作为种植最贵的粮食即小麦，知道小麦的平均收获量和价格，也就算出了从这块面积得到多少钱。］

 （第319页）：





	　
	
每100俄亩播种面积

	
所得的货币收入




	　
	经营面积
	食物面积
	饲料面积
	商业面积
	每俄亩
	每户



	种地不满5俄亩者
	8.9
	8.7
	4.3
	—
	—
	—



	种地5—10俄亩者
	8.9
	8.7
	6.8
	8.9
	9.1
	6.8



	种地10—25俄亩者
	10.2
	10.6
	9.7
	10.3
	10.9
	9.6



	种地50俄亩者
	11.6
	12.4
	12.3
	12.3
	12.8
	11.9



	种地超过別俄亩者
	13.5
	13.8
	15.7
	13.7
	14.3
	15






　　波斯特尼柯夫说：“上述各类农户在货币收入上的差别足以说明经营规模的意义，但实际上各类农户在庄稼收入上的差别一定更大，因为应该估计到上等户每俄亩的收获量更大，出售粮食的价格更高。在对收入的这一计算中，我们纳入计算中的不是农户的全部面积，而只是耕地面积，因为我们没有塔夫利达省各县农户的各种牲畜所使用的其他农业用地的准确数字；但是纯粹从事农业的南俄农民的货币收入几乎完全取决于播种面积，所以上述数字相当准确地描绘出各类农民从农业所得的货币收入上的差别。这些数字表明货币收入是怎样随着播种面积而剧烈地变化着。种地75俄亩的家庭每年得到的货币收入达1500卢布，种地34½俄亩的家庭每年有574卢布，而种地16⅓ 俄亩的家庭只有191卢布。种地8俄亩的家庭只得到30卢布，也就是说，如果不搞副业，这笔收入是不够抵补经营上的货币支出的。当然，上述数字还没有表明从经营上得到的纯收入，要算出纯收入必须从上述数字减去农户用在捐税、农具、建筑物、购置衣服鞋子等等方面的一切货币支出。但是，这些支出的增加并不与经营规模的扩大成正比。家庭开支的增加与家庭人数成正比，而家庭人数的增加，从表内可以看出，比各类农户播种面积的增加慢得多。至于各项经营支出（缴纳土地税和地租，维修建筑物和农具），它们的增加最多不过同经营规模成正比，而经营上的货币收入总数的增加，如上表所表明的，却不止与播种面积成正比。而且所有这些经营支出同农户用于维持劳动力的主要支出比较起来是很小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这一现象：农户经营农业从每俄亩土地上得到的纯收入，随着经营规模的缩小而递减。”（第320页）





　　这样，我们从波斯特尼柯夫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各类农民的农业经营同市场的关系是极不相同的：上等户（每户种地超过25俄亩者）是从事商业性的经营，生产粮食的目的是获得收入。相反，在下等户中，农业不能满足家庭必不可少的需要（这是指每户种地不满10俄亩的耕作者），如果精确地计算一下经营上的全部支出，那一定会发现这类农民的经营是亏本的。利用波斯特尼柯夫所列举的资料来解决下面这个问题也是极有意义的：农民分裂为不同类别，同他们向市场提出的需求量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知道，这种需求量取决于商业面积的大小，而后者又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但要知道，上等户经营规模的扩大与下等户经营规模的缩小是相辅而行的。在农户数量上，下等户比上等户多一倍：前者在塔夫利达省各县占40％，后者只占20％。总的说来，上述的经济分化是否会减少向市场提出的需求量呢？老实说，我们根据先验的推论就可以给这个问题以否定的回答：问题在于下等户的经营规模很小，只靠农业不能满足家庭的全部需要；为了不致饿死，这些下等户只好把自己的劳动力拿到市场上去，出卖劳动力使他们得到一定数量的货币，这样就抵补了（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经营规模缩小而引起的需求量的缩减。但波斯特尼柯夫的资料可以使我们更确切地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

我们以某一数量的播种面积如1600俄亩为例，并假设用两种方法分配它：第一，分配给经济上同类的农民，第二，分配给我们现时在塔夫利达省各县所看到的那种已分裂为不同类别的农民。在第一种情况下，假定每个农户平均各得16俄亩播种面积（塔夫利达省各县的实际情况正是这样），那么，就有100个农户依靠农业完全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向市场提出的需求量为191×100＝19100卢布。在第二种情况下，1600俄亩播种面积还是分配给100户，但用另一种分法，即象塔夫利达省各县农民实际分配播种面积那样：完全不种地者8户，种地4俄亩者12户，种地8俄亩者20户，种地16俄亩者40户，种地34俄亩者17户，种地75俄亩者3户（播种面积共为1583俄亩，这就是说，甚至略少于1600俄亩）。这样分配时，有很大一部分农民（40％）不能从自己土地上得到足以满足全部需要的收入。只计算种地超过5俄亩的农户，向市场提出的货币需求额就为20×30+40×191+17×574+3×1500＝21350卢布。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撇开整整20户[毫无疑义，它们也有货币收入，只不过不是由出售自己的产品得来的]，尽管播种面积缩减到1535俄亩，但向市场提出的货币需求总额却增加了[11]。

上面已经说过，下等户的农民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相反，上等户必须购买劳动力，因为要耕种他们面积很大的土地，自己的人手已经不够了。现在，我们应该更详细地谈谈这个重要现象。波斯特尼柯夫似乎没有把这个现象归入“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至少他在概括自己的研究结果的序言中没有提到它），但是，它比富裕农民采用机器或扩大耕地是更值得注意的。

作者说：“塔夫利达省各县较富裕的农民一般都大量使用雇工，他们耕种的面积远远超过自己家庭的劳动能力。例如三县各类农民每100户中有雇工的情况如下：






	不种地者…………
	…………………………………………………
	 3.8%



	种地不满5俄亩者
	…………………………………………………
	 2.5



	种地5—10俄亩者
	…………………………………………………
	 2.6



	种地10—25俄亩者
	…………………………………………………
	 8.7



	种地25—59俄亩者
	…………………………………………………
	34.7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
	64.1



	
总 计
 ……
	…………………………………………………
	12.9%







这些数字表明，使用雇工的多半是种地较多的富裕户主。”（第144页）

把前面引用过的不包括雇工的（三县分列的）和连雇工在内的（三县合计的）各类家庭人口的数字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种地25—50俄亩的户主靠雇工使自己的劳动力增加约1/3（每户的劳动力由1.8—1.9增至2.4），而种地超过50俄亩的户主使劳动力约增加一倍（从2.3增至5）；按照作者的计算甚至多于一倍，他认为这些户主自己有7129人，应该雇用的劳动力达8241人（第115页）。下等户必须提供大量外出谋生的劳动力，这从农业经营不能给它们提供维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产品这一点上即可明白地看出。可惜我们没有关于提供外出谋生的劳动力数量的精确资料。出租自己份地的户主数目可以作为这一数量的间接指标：前面已引过波斯特尼柯夫的意见，说塔夫利达省各县约有1/3居民没有耕种自己的全部份地。


四

从上面引证的资料可以看出，波斯特尼柯夫完全证明了他的各个农户的经济状况“有很大的不同”的论点。这种不同不仅涉及农民的财产状况和播种面积，甚至涉及各类农户的经营性质。不仅如此。“不同”和“分化”这两个术语本来是不足以充分说明现象的。如果一个农民有1头役畜，另一个有10头，我们称之为分化。如果一个农民除了他占有的份地外，单纯为了利用土地取得收入而租进几十俄亩土地，从而使另一个农民没有可能租到养家餬口所需的土地，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显然是某种重要得多的现象；我们应该把这种现象称为“悬殊”（第323页），称为“经济利益的斗争”（第ⅩⅩⅩⅡ页）。波斯特尼柯夫使用这些术语的时候，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些术语的全部重要性；他也没有发觉后面这两个术语也是不够的。租进变穷了的那类居民的份地，雇用不再自己种地的农民当雇农，这已经不只是悬殊，这是直接的剥削。

既然承认现代农民中有深刻的经济悬殊，我们也就不能只按财产状况把农民分为几个阶层。如果上述的不同只是量的差别，这样划分也许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一部分农民从事农业的目的是为了商业利益，其结果是获得大量的货币收入，而另一部分农民从事农业甚至不能满足家庭必不可少的需要，如果上等农户靠下等农户的破产来改善自己的经营，如果富裕农民大量利用雇佣劳动，而贫苦农民却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那么，这无疑已是质的差别了。所以，现在我们的任务应该是按照经营性质（经营性质不是指技术上的特点，而是指经济上的特点）的差别对农民进行分类。

波斯特尼柯夫对后面这些差别注意太少，所以他虽然也承认必须“更概括地把居民划分为几个类别”（第110页）并作了这种划分的尝试，但是，我们马上可以看到，不能认为他的尝试是完全成功的。


　　波斯特尼柯夫说：“为了更概括地把居民划分为几个经济类别，我们要利用另一标志，这一标志虽然在各地区并没有同类经济意义，但是，它更符合农民自己所采用的分类法，而且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也曾指出各县都有这种分类法。这就是按户主在经营方式上的独立程度即按每户役畜头数来分类。”（第110页）“目前南俄地区的农民，可以按户主的经济独立程度和经营方式分为如下三大类：

（1）有畜力的户主，即有全套的犁或代替犁的其他耕具，不租牲畜、不需插犋[12]而用自己的牲畜足以进行田间工作的户主。这些户主使用曳引犁或多铧浅耕犁，自己有役畜2—3对或更多些，与此相适应，每户有成年劳力三个，或至少有成年劳力两个和半劳力一个。

（2）畜力不够的户主或插犋户，即由于没有足够数量的牲畜来独立驾用而靠插犋进行田间工作的户主。这种户主每户饲养1对、1.5对、在某些场合下甚至2对役畜，与此相适应，有一个或两个成年劳力。这种户主在耕种难耕的土地和必须使用3对役畜曳引的犁（或代替它的多铧浅耕犁）的时候，即使有2对役畜也必须插犋。

（3）没有畜力的或根本没有牲畜的‘无马的’户主，或有1头役畜（大多数是马，因为耕牛通常总是成对地养，只有两头套在一起才能耕地）的户主。他们租别人的牲畜种地，或者出租自己的土地以换取一部分收成而根本不种地。

农民自己通常就是按农民生活中的根本经济标志来这样分类的（这种经济标志在这里就是役畜头数和驾用方式）。但是这样分类，无论在上述三类的每一类中或各类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第121页）





　　这三类在农户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数如下（第125页）：



为了确定上述三县的畜力分配情况，除了上表外，作者又提供了一个按农户饲养的役畜头数分类的表：





可见在塔夫利达省各县，一户最少要有4头役畜才算是畜力充足。

不能认为波斯特尼柯夫这样分类是完全成功的，首先因为在这三类的每一类中都有很大的差别。


　　作者说：“我们看到在南俄有畜力的户主是很不同的：富裕农民畜力很多，较贫苦的农民畜力很少。前者又分为畜力充足的（有6—8头役畜）和不充足的（有4—6头）……‘无马的’户主在富裕程度上也是很不同的。”（第124页）



　　波斯特尼柯夫采取的划分方法的另一个不便之处，在于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如上文所指出的）不是按役畜头数而是按播种面积把居民分类的。因此，要能确切地表现各类农民的财产状况，就得采取按播种面积分类的方法。波斯特尼柯夫按这一标志也把居民同样分为三类：种地少的户主，即种地不满10俄亩和不种地的；种地中等的户主，即种地10—25俄亩的；种地多的户主，即种地超过25俄亩的。作者称第一类为“贫苦户”，第二类为中等户，第三类为富裕户。

关于这三类的数量，波斯特尼柯夫说：


　　“一般说来，在塔夫利达农民中（不包括移民），种地多的占农户总数的1/6左右，中等的占40％左右，种地少和不种地的占40％多一些。而在塔夫利达省各县的全部居民（包括移民）中，种地多的占居民的1/5或20％左右，中等的占40％左右，种地少和不种地的占40％左右。”（第112页）



　　可见把德意志人合在一起对各类人数的改变极其微小，所以利用全县的总数字是不会造成错误的。现在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尽量准确地分别说明这三类中每一类的经济状况，从而力求弄清农民中的经济悬殊的程度和原因。

波斯特尼柯夫没有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因此，他引用的资料很凌乱，对各类农民所下的总的评语也不够明确。

我们先谈占塔夫利达省各县居民2/5的下等户即贫苦户。

这类农民实际上穷到什么程度，最好根据役畜（农业中的主要生产工具）头数来判断。塔夫利达省三县的役畜总数为263589头，下等户（第117页）有43625头，即占总数的17％，等于平均数的3/7。上面已经列举了没有役畜的农户的百分数（下等户的三类各占80％，48％，12％）。波斯特尼柯夫根据这些数字作出结论说：“只有在不种地和每户种地不满10俄亩的两类里，没有牲畜的户主的百分数才相当大。”（第135页）这类户主的播种面积是与牲畜头数相适应的：三县的私有地共为962933俄亩，他们播种146114俄亩，即15％。加上租地，使播种面积增加到174496俄亩，但因为其他各类农民的播种面积也同时增加，而且增加的比例比下等户更大，结果下等户的播种面积只占全部播种面积的12％，也就是3/8以上的居民占有1/8的播种面积。如果联想到作者认为塔夫利达人的播种面积平均数是正常的（即可以满足家庭全部需要的）播种面积，那就不难看出播种面积只占平均数的3/10的下等户是分得多么的少。

很自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类农民的农业经营的处境是极为悲惨的。我们从上文已经看到，塔夫利达省各县33—39％的居民，也就是下等户的绝大多数，是根本没有耕具的。由于没有农具，农民只好抛弃土地，把份地出租。波斯特尼柯夫认为这样的土地出租者（无疑地，他们的经济已经完全解体了）占居民的1/3左右，即仍然是贫苦户的极大多数。我们顺便指出，地方自治局的统计确认这种“出卖”份地（农民常用的字眼）的现象到处都有，而且量也很大。指出这一事实的报刊也已经发明了对付它的办法——禁止转让份地。这样的办法暴露出它的发明人象公务员那样盲目相信上司命令的威力。波斯特尼柯夫十分正确地对这类办法的现实性提出异议。他说：“毫无疑问，单单禁止出租土地是消灭不了这一现象的，因为它深深地扎根于当前农民生活的经济制度中。没有农具和经营资料的农民，事实上不能利用自己的份地，必须把份地租给其他有经营资料的农民。直接禁止出租土地会使土地的出租秘密进行，不受监督，而且出租土地的条件可能会比现在更坏，因为土地出租者出租土地是迫不得已的。其次，农民为了清偿欠缴的国家税款，将更经常地通过村审判所[13]出租他们的份地，而这样出租对贫苦农民是最不利的。”（第140页）

全体贫苦户的经济呈现出完全衰落的景象。


　　波斯特尼柯夫说：“实质上，不种地的户主和租别人牲畜耕种自己土地的种地少的户主，在经济状况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前者把自己的土地全部租给同村人，后者只出租一部分，但是二者不是
 给自己同村人当雇农，就是去挣外水，而且主要还是农业方面的外水
 ，不过是住在自己的家里。因此，不种地的和种地少的两种农民可以合在一起研究
 ，二者都是失去自己的经济的户主，在大多数场合下是已经破产或正在破产的、没有种地所需的牲畜和农具的户主。”（第135页）稍后，波斯特尼柯夫又说：“如果不经营的和不种地的农户多半是已经破产的农户，那么，出租自己土地的种地少的农户就是前者的候补者。每次大的歉收或偶然事故，如火灾、丢失马匹等等，都会使这一类中的一部分户主下降为不经营的农民和雇农。因为某种缘故而丧失役畜的户主开始走向衰落。租别人牲畜种地，含有许多不稳定的、混乱的因素，往往被迫缩小耕地。地方的农村信贷所和同村人都拒绝贷款给这样的农夫
［注：“在塔夫利达省各县有许多信贷社设立在大村庄里，它们靠国家银行的贷款进行业务，但是只有富裕的户主才能得到它们的贷款”］

 ；他要得到贷款，其条件通常比‘有钱的’农民更为苛刻。农民说：‘他什么也拿不出来，怎能借给他呢。’他负债累累，一旦遇到事故，就会丧失土地，尤其是在他还欠国家税款的时候。”（第139页）





　　贫苦户农民的农业经营衰落到什么程度，从作者甚至拒绝回答他们究竟怎样从事经营这一问题看得最为清楚。作者说，种地不满10俄亩的农户的“耕作业所处的条件太不稳定，以致不能用一定的方法加以说明”（第278页）。上面列举的下等户农民的经营的特征虽然为数很多，但是极不完全，因为这些纯粹是反面的特征，其实一定也有正面的特征。直到现在我们只听说这类农民不能算作独立的耕作者业主，因为他们的耕作业完全衰落，播种面积非常不够，而且，他们的耕作业也不稳定。统计人员在描述巴赫姆特县的情形时指出：“只有不缺种子的殷实的和富裕的业主才能遵守某种播种规则，而贫苦农民是有什么种什么，种在哪里算哪里，随随便便种上就算。”（第278页）然而，列入下等户的农民的大量存在（塔夫利达省三县共有3万余户，男女人口共有20余万），决不是偶然的。如果他们不靠自己种地维持生计，那他们靠什么过活呢？主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前面我们看到，波斯特尼柯夫谈到这类农民时，曾说他们靠做雇农和挣外水过活。在几乎完全没有手工业的南方，这种外水大部分是农业方面的，也就是 被雇去
 干农活。为了更详细地说明下等户农民经济的主要特点正是出卖劳动力，现在我们来逐一考察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将这类农民分成的三个级别。不种地的户主就不必说了，他们是地道的雇农。第二级就是每户种地不满5俄亩（平均3.5俄亩）的耕作者。从播种面积分为经营面积、饲料面积、食物面积和商业面积的前述分法中可以看出，这点播种面积是根本不够的。波斯特尼柯夫说：“每户种地不满5俄亩的第一类农民，在自己的播种面积中没有市场面积即商业面积；他们只有靠做雇农和用其他方法挣来外水才能生活下去。”（第319页）最后一级就是每户种地5—10俄亩的户主。试问，这类农民的独立的农业经营与所谓“外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要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掌握一些属于 这类
 户主的 典型的
 农民家庭收支表。波斯特尼柯夫完全承认家庭收支表资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他指出，“收集这些资料是很困难的，而在许多情况下，对于统计人员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第107页）。后一意见很难令人同意，因为莫斯科省的统计人员就收集了一些极有意义的和详细的家庭收支表（见《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经济统计部分。第6卷和第7卷）；沃罗涅日省的某些县份，正如作者自己指出的那样，甚至逐户地收集了家庭收支表的资料。

非常惋惜的是，波斯特尼柯夫自己收集的家庭收支表资料极为不够：他引用七份德意志移民的家庭收支表，而俄罗斯农民的家庭收支表只有一份，并且全部家庭收支表都是大耕作者的（播种面积最小的是俄罗斯农民，有39.5俄亩），就是说，都是根据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现有的资料就能完全清楚地看出其经济情况的那一类农民的。波斯特尼柯夫表示遗憾，他“旅行时未能收集更多的农民家庭收支表”，他说，“要准确地断定这些家庭收支情况，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塔夫利达人虽然对自己的经济情况相当公开，但是收支的准确数字大部分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农民对自己支出的总数或大笔的收支还能记得比较确实，但小数目几乎总是忘掉了”。（第288页）可是收集几份家庭收支表，即使未把零星细数包括在内，也比作者那样收集“将近90份评定”经济状况的“记述”要好些，因为地方自治局的按户调查已经把这种经济状况弄得相当清楚了。

由于我们手头没有家庭收支表，要确定这一类农民的经营性质，只有依靠两种资料：第一，波斯特尼柯夫对养活一个中等家庭所必需的每户播种面积亩数的计算；第二，关于播种面积分为四部分的资料，以及本地农民的货币支出平均数（每户一年）的资料。

波斯特尼柯夫详细地计算了供给全家食物、种子和牲畜饲料所必需的亩数，并根据这个计算作出了如下的最后结论：


　　“完全靠农业为生而不闹亏空的、人口和富裕程度都是中等的农民家庭，在普通年成时，自己应该有4俄亩播种面积供给全家6.5人的食物，4.5俄亩供给3匹役马的饲料，1.5俄亩供给播种用的种子，6—8俄亩生产向市场出售的粮食，一共16—18俄亩。……塔夫利达省的中等户每户约有播种面积18俄亩，但塔夫利达省三县中，有40％的居民每户的播种面积不满10俄亩，如果他们仍然从事耕作业，那只是因为他们靠外水和出租土地得到一部分收入。这部分居民的经济情况是不正常的、不稳定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有备荒的存粮。”（第272页）



　　这一类农民每户平均有播种面积8俄亩，就是说，还不到必需数量（17俄亩）的一半，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这类农民的收入大部分是靠“外水”，即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得来的。另一种算法：根据上面引用的波斯特尼柯夫关于播种面积分配情况的资料，在8俄亩播种面积中，0.48俄亩用于种子，3俄亩用于牲畜饲料（这一类农民平均每户有役畜2头而不是3头），3.576俄亩用于全家的食物（人口也少于中等家庭，约5个半而不是6个半），因此，剩下的商业面积就不到1俄亩（0.944俄亩）了，作者算出从这块土地得到的收入为30卢布。但是，塔夫利达人必需的货币支出总数比这大得多。作者说，收集货币支出的数字资料比收集家庭收支的资料容易得多，因为农民自己常常计算这项帐目。根据这种计算可以看出：

“据塔夫利达人计算，一个中等人口的家庭，即有一个干活的丈夫、一个妻子和四个孩子的家庭，如果只经营自己的土地（大约20俄亩）而不租地，那么它全年必需的货币支出是200—250卢布。一个人口较少而且尽量省吃俭用的家庭的最低货币支出应当是150—180卢布。年收入不会低于这个数目，因为这个男劳动力和他的妻子在本地当管吃管住的雇农一年能挣120卢布，而且还不必负担牲畜、农具等方面的任何开支，又能从租给同村人的土地中得到一些‘油水’。”（第289页）因为这类农民低于中等户，所以我们不是拿中等的货币支出，而是拿最低的，甚至最低数目中的最小的，即150卢布来说的，这笔钱是一定可以靠“外水”得到的。根据这种计算，这类农民靠自己的经营得到（30+87.5 
［注：3.5俄亩的食物面积，每俄亩提供25卢布（25×3.5＝87.5）——波斯特尼柯夫的计算，第272页。］

 ＝）117.5卢布，靠出卖劳动得到120卢布。因此，我们依然得出：这类农民靠独立的农业经营只能抵补他的最低支出的 一小半
 
［注：载于1885年《俄国思想》[14]第9期（《人民土地占有标准》）上的尤沙柯夫先生的计算完全证实了这个结论。他认为塔夫利达省每户的食物的即最低的份地标准是9俄亩。但是，尤沙柯夫先生只把谷类
 食物和税款算在份地的帐上，他认为其他支出可以用外水来抵补。地方自治局统计的家庭收支表证明，后一种支出占全部支出的一大半。例如沃罗涅日省的农民家庭的平均支出是495.39卢布，既包括实物支出，也包括货币支出。其中109.10卢布用来饲养牲畜[注意：尤沙柯夫把饲养牲畜的费用算在割草场和补助农业用地的帐上，而不是算在耕地的帐上]，135.80卢布用于植物类食物和税款，250.49卢布用于其他支出——衣服、农具、地租以及各种经营需要等[《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中的24份家庭收支表]。莫斯科省一个家庭每年平均支出348.83卢布，其中156.03卢布用于谷类食物和税款，192.80卢布用于其他支出。[莫斯科省统计人员收集的8份家庭收支表的平均数——在前引书内。］

 ]。

可见，考察了下等户中各部分农民的经营性质之后，可以得出一个无可怀疑的结论：虽然多数农民也有小块播种面积，但是，他们的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还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有这类农民，更象是雇佣工人，而不象是耕作者业主。

波斯特尼柯夫没有提出下等户农民的经营性质问题，也没有说明外水和他们的经营的关系，这是他的著作的一个大缺点。正因为这样，他始终没有充分说明这个乍看起来令人奇怪的现象，即自己土地太少的下等户农民反而抛弃土地，将它出租；正因为这样，他始终没有把下等户农民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农具）数量大大低于平均数这一重双事实与经营的一般性质联系起来。因为生产资料的平均数，如我们所看到的，恰好只能满足家庭的必不可少的需要，所以，贫苦农民由于生产资料短缺，绝对需要找寻别人的生产资料来使用自己的劳动，就是说，必须把自己出卖。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二类，就是也占人口40％的中等户。属于这一类的是每户种地10—25俄亩的户主。“中等”这一术语对这一类是完全适用的，不过要附带说明一下，他们的生产资料比平均数略微（稍许）低一点：他们每户的播种面积是16.4俄亩，而全体农民的平均数是17俄亩。每户的牲畜是7.3头，而平均数是7.6头（役畜3.2头，平均数是3.1头）。每户的全部耕地是17—18俄亩（包括份地、购买地和租地），而各县的平均数是20—21俄亩。试把每户的播种亩数和波斯特尼柯夫所提出的标准比较一下，就能看出这类农民经营自己的土地得到的收入只能勉强餬口。

根据这些资料，似乎可以认为这类农民的经济是最巩固的：一个农民可以靠它抵补自己的全部支出，他劳动不是为了获得收入，而只是为了满足迫切的需要。然而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这类农民的经济特点却是非常不巩固。

首先，在这类农民中播种面积达到16俄亩这一平均数才够用。可见，种地10—16俄亩的户主，光靠种地不能抵补全部支出，他们也不得不去挣外水。我们从前面引证的波斯特尼柯夫的大致计算可以看出，这类农民雇用的劳动力有2846人，而提供劳动力的却有3389人，就是说，要多543人。可见这类农户中大约半数的生活不是完全有保障的。

其次，这类农民平均每户有役畜3.2头，然而我们从上文已经看出，畜力需要有4头。可见，这类户主有很大一部分不能光靠自己的牲畜耕种土地，必须插犋。这一类中的插犋户也不少于1/2，这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有畜力的农户总数约占40％，其中20％是富裕的上等户，其余的20％是中等户，可见中等户中没有畜力的不会少于1/2。波斯特尼柯夫没有介绍这一类中的插犋户的准确数字。我们看看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就会找到下面的资料（两个县的） 
［注：《梅利托波尔县统计资料汇编》（《塔夫利达省统计资料汇编》第1卷附录）1885年辛菲罗波尔版Б第195页。《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塔夫利达省统计资料汇编》第2卷）1886年辛菲罗波尔版Б第123页。］

 。



全部耕地播种情况





由此可见，在两县的中等户中，用自己牲畜耕种土地的农户占少数：在梅利托波尔县不到总户数的1/3，在第聂伯罗夫斯克县不到1/2。可见上面的三县合计的插犋户总数（1/2）还嫌太低，一点也没有夸大。自然，单靠自己牲畜不能耕种土地的现象已经充分说明经济的不巩固性，但为了具体说明起见，我们还是引证波斯特尼柯夫对插犋所作的描述，可惜他对这个不论在经济方面或生活方面都很有意义的现象注意得太少了。


　　波斯特尼柯夫说：“根据力学定律，三匹马驾在一起的牵引力并不等于一匹马的牵引力的三倍，由于同样道理，插犋户的耕作面积标准也要[比用自己牲畜耕种的农民]低些。插犋户可能住在村子的两头（插犋的大部分都是亲属），而且两个户主（也有三户插犋的）的地块要比一个户主多一倍。这一切都增加了往返上的支出。［注：“在分配土地时，每户按自己的人口在一定地段分得连在一起的地块，因此，人口少的农户的地块要小些。在塔夫利达省，插犋的条件是多种多样的。插犋户中谁有多铧浅耕犁就替谁多耕种1俄亩，例如替一户耕种10俄亩，替另一户耕种11俄亩；或者由没有多铧浅耕犁的户负担工作期间修理多铧浅耕犁的全部费用。插犋的牲畜头数不等时也是这样的：如替一户多耕种一天，等等。在卡缅卡村，多铧浅耕犁的所有者一个春天可以得到3—6个卢布。插犋户之间常常发生不和。”］为了求得和睦，同样要花相当多的时间，有时工作未完就闹起纠纷来了。在另一种情况下，插犋户没有耙地的马匹，于是把马从多铧浅耕犁上卸下来，用几匹驮水，用几匹耙地。在尤兹库伊村有人告诉我，插犋户用多铧浅耕犁往往一天最多耕1俄亩，即比标准少一半。”（第233页）



　　他们不但役畜不足，而且农具很少。从上面引用的说明各类农民每户农具平均数量的表中可以看出，各县中等户平均每户耕具不少于一件。但事实上就是在同一类里面，农具的分配也不均等。可惜波斯特尼柯夫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资料，我们只好查看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汇编。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的8227户中有1808户完全没有耕具；在梅利托波尔县的13789户中有2954户完全没有耕具；这种农户在前一个县中占21.9％，在后一个县中占21.4％。无疑地，没有耕具的户主在经济状况上接近下等户，而有耕具一件以上的户主则接近上等户。没有犁的户主还要多：在第聂伯罗夫斯克县占32.5％，在梅利托波尔县占65.5％。最后，这类户主所拥有的收割谷物的机器（这种机器在南俄农民经济中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在那里用手收割，劳动力不够，并且地块很长，搬运谷物要用整月整月的时间）更是微不足道了：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的这类农民一共只有割草机和收割机20台（每400户1台），梅利托波尔县一共只有178.5台（每700户1台）。波斯特尼柯夫对这类农民的一般经营方法作了如下的描写：

“有役畜不到4头的户主必须靠插犋耕种土地。这一类的户主每户有两个或一个劳动力。由于经营规模较小、实行插犋和农具很少，这些户主的相对劳动能力也就降低。插犋户常用耕得较慢的小三铧浅耕犁来耕地。如果这类户主要租用邻居的机器来收割谷物，那要等到邻居收完自己谷物后才能租到。用手收割，时间会拖长，有时还要雇日工并且花更多的钱。单独一人干活的户主遇到紧急的家事或履行社会义务就得中断工作。农民在离村很远的地里干活，为了一次完成翻地和播种，往往要在那里逗留整整一个星期，而单独一人干活的户主要到那里去干活，那就必须经常回村去看望留下的家属。”（第278页）在中等户中，这种单独一人干活的户主（有一个劳动力的）占大多数，这从波斯特尼柯夫所引的下表中可以看出，这张表说明了塔夫利达省三县各类农户的家庭劳动力的数目（第143页）。






	　
	
每100户中




	无男劳动力的
	有1个劳动力的
	有2 个劳动力的
	有3个和3个以上劳动力的



	不种地者
	19
	67
	11
	3



	种地不满5俄亩者
	9
	77.6
	11.7
	1.7



	种地5—10俄亩者
	4 2
	74.8
	17.7
	3.3



	种地10—25俄亩者
	1.7
	59
	29
	10.3



	种地25^ 50俄亩者
	1.2
	40
	35.7
	23.1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0.9
	25
	34.3
	39.8



	
总 计

	4.3
	60.6
	24.6
	10.5







从这张表中可以看出，在中等户中有一个劳动力或根本没有劳动力的农户占3/5 
［注：波斯特尼柯夫引用特里罗果夫的名著《村社和赋税》来证明自己关于有家眷的（即有很多劳动力的）户主在经济上远远优于单独一人干活的户主的论点。］

 。

为了具体说明中等户和上等户的关系以及中等户经济的巩固程度，我们从《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中摘引一些关于农民拥有的全部土地面积在各类农民间的分配情形的数字，其中包括播种面积分配数字 
［注：这些数字是第聂伯罗夫斯克全县的，包括未列入乡的村庄在内。表中“全部使用土地”一项数字是我算出来的——把份地、租地和购买地加在一起，减去出租地。这里以第聂伯罗夫斯克县为例，是因为该县几乎全是俄罗斯人。］

 。我们得到如下的图表：






	农民类别


	农 户 百分

数


	份地耕地
	购买地
	租 地
	出租地
	全部使用土地
	播种面积



	俄 亩
	百分

数


	俄 亩
	百分

数


	俄 亩
	百分

数


	俄 亩
	百分

数


	俄 亩
	百分

数





	贫苦户
	39.9
	56444.95
	25.5
	2003.25
	6
	7838.75
	6
	21551.25
	44735.7
	12.4
	38439.25
	11



	中等户
	41.7
	102793.7
	46.5
	5376
	16
	48397.75
	35
	8311
	148256.45
	41.2
	137343.75
	43



	富裕户
	18.4
	61844.25
	28
	26530.75
	78
	81645.95
	59
	3039.25
	166981.7
	46.4
	150614.45
	46



	
总计

	100
	221082.9
	100
	33910
	100
	137882.45
	100
	32901.5
	359973.85
	100
	326397.45
	100







从这张表可以看出，按份地耕地数量来说，中等户居第一位：他们手中握有46.5％的土地。份地不足迫使农民去租土地，因此，农民使用的土地总面积增加了50％以上。中等户的土地 在绝对数量上
 也增加了，但 在相对数量上
 减少了：它只占有全部土地面积的41.2％和播种面积的43％；而上等户占了首位。因此，不仅下等户，而且中等户也直接感受到夺取他们土地的上等户的压力。

根据上述一切，我们可以对中等户的经济状况说明如下。列入这一类的是纯粹靠自己种地的收入维持生活的耕作者业主；他们的播种面积几乎和当地农民的平均播种面积相等（或稍低些），能勉强满足家庭必不可少的需要。但是，役畜和农具的不足和分配不均，特别是上等户日益排挤下等户和中等户这一咄咄逼人的趋势，使得中等户的经济不巩固，不稳定。

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类，即包括富裕农民的上等户。在塔夫利达省各县，列入这一类的有1/5的居民，每户种地超过25俄亩。这一类农民的役畜、农具、份地和其他土地比另两类农民实际多多少，上面已引用了足够的资料。为了表明这一类农民究竟比中等农民富裕多少，我们只引用一下关于播种面积的数字：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的富裕户平均每户种地41.3俄亩，而全县的平均数是17.8俄亩，即少一半多。一般说来，事情的这一方面，即种地多的农民最为富裕，波斯特尼柯夫已经相当详尽地说明了，但他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另一个重要得多的问题：上等户的经济在全区整个农业生产中有什么意义，上等户取得成功，其他两类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原来这类农民数量很少，他们在南方最富庶的区域，在塔夫利达省，总共只占居民的20％。因此，可能以为他们在整个地区的经济中的意义是不大的 
［注：例如斯洛尼姆斯基先生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在一篇评论波斯特尼柯夫这本著作的文章中说道：“富裕农户消失在大量贫苦农民中，有些地方似乎根本没有富裕农户。”（1893年《欧洲通报》[15]第3期第307页）］

 。但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这些占人口少数的富裕农民在整个农产品生产中却起着主要的作用。塔夫利达省三县的全部播种面积共为1439267俄亩，掌握在富裕农民手中的有724678俄亩，即一半以上。当然，这些数字远没有准确地反映出上等户的优势，因为富裕农民的收获量比贫苦农民和中等农民高得多，根据上面引用的波斯特尼柯夫的说明，贫苦农民和中等农民是不能进行任何正常经营的。

这样一来，生产粮食的主要是上等户农民，所以（这是特别重要并往往被忽视的）各种各样有关农业的描述和耕作技术改进的评论等等，主要是而且极大部分是（有时甚至完全是）关于少数殷实农民的。我们以推广改良农具的资料为例。

波斯特尼柯夫对塔夫利达农民的农具作了如下的叙述：


　　“农具除少数外，都和德意志移民的农具一样，但式样较少，一部分质量较差，因而价格比较低廉。只有第聂伯罗夫斯克县人烟稀少的西南部分是例外，至今还在使用小俄罗斯的原始农具，如笨重的木犁和带铁齿的古式木犁。在塔夫利达省各县的其余地区，农民都普遍使用改良的铁犁。与犁同样在耕地中占首要地位的，还有多铧浅耕犁，在许多场合它甚至是农民唯一的耕具。但多半是犁和多铧浅耕犁并用……耙地普遍使用带铁齿的木耙，把有两种，一种是用两匹马拉的耙，可以耙10英尺宽的一块地，一种是约1俄丈宽的用一匹马拉的把……多铧浅耕犁是一种有3个、4个或5个铧的工具……在多铧浅耕犁前面常常装一个小播种机，它随多铧浅耕犁的轮子转动而转动。它撒播种子，多铧浅耕犁同时把种子覆盖起来。在农民的其他耕地工具中，偶尔还可以看到一种播种后用来平地的木磙。收割机近10年来在农民中特别流行。据农民说，在富裕的村庄里有收割机的农户几乎1/2……农民的割草机比收割机少得多……农民也很少使用马拉搂草机和脱粒机。普遍地使用风车……运输完全是用现在俄国很多农村都会制造的德国式轻便马车和大车……脱粒各地都使用长短不同的有齿的石磙。”（第213—215页）



　　要知道这些农具是怎样分配的，只有查看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虽然其中的资料也不完全：塔夫利达省的统计人员只登记了犁、多铧浅耕犁、收割机、割草机和马车（即轻便马车或大车）。我们把梅利托波尔县和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的数字加在一起就可以看到，犁和快耕犁的总数为46522件，其中上等户拥有19987件，即42.9％；轻便马车的总数为59478辆，其中上等户拥有23747辆，即39.9％；最后，收割机和割草机的总数为3061台，其中上等户拥有2841台，即92.8％。前面已经引用了表明上等农户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过下等农户和中等农户的资料。现在我们看看大耕作者的经营的这种特点是由什么技术特点造成的。


　　波斯特尼柯夫说：“农民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耕作制和耕作性质。可惜我国农民经济研究者至今还很少研究二者之间的这种依存关系，他们往往还是把农村居民各阶层的农民经济看成是同类的。我先撇开耕作制不谈，而尽量简短地概述我在塔夫利达省各县旅行时调查清楚的各类农户经营中的这些技术特点。用自己牲畜耕作而不需要插犋的户主，每户有4头、5头、6头或更多的役畜
［注：富裕农户每户有6—10头役畜（见上文）。］

 ，而他们的经济状况也有许多差别。四铧的浅耕犁需要套上4头牲畜，五铧的需要5头牲畜。耕地以后紧接着就要耙地，如果户主没有多余马匹，他就不能马上耙地，而要在耕地结束以后再耙，就是说，要用已经有些干燥的土来覆盖种子，这对种子的发芽是不利的。如果在离村很远的地方耕作，就需送水和饲料，没有多余马匹也会使工作中断。在这种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全套的役畜，就会错过时间，耽误播种。有大量役畜而又使用多铧浅耕犁时，农民能较快地播种，更好地利用有利的天气，用较湿润的泥土覆盖种子。可见春耕技术上的优越性属于每户有6头、更好是有7头役畜的‘设备完善的’户主。有7匹马时可以用一架五铧浅耕犁和两副耙同时耕作。农民们说，这样的户主‘是不会停工的’。

如果收成好，在庄稼收完后，当本地经济需求劳动力最紧张的时候，这些户主的经济状况上的差别就显得更为重要。有6头役畜的户主，一面运回庄稼，一面脱粒，用不着把庄稼堆成垛子，这当然就节省时间和劳动力。”（第277页）





　　为了全面说明这些大耕作者的经营性质，还应当指出一点：按照波斯特尼柯夫的意见，这一类农民种地已是“商业性的”经营了。上引商业面积资料完全证实了作者的说法，因为播种面积大部分是生产向市场出售的产品的，在种地25—50俄亩的农户中占总面积的52％，在种地超过50俄亩的农户中占总面积的61％。货币收入的数量也证明了这一点：连富裕户的这种收入的最低数（每户574卢布）也超过必需的货币支出总数（200—250卢布）1倍以上，这样就有盈余，可以积累起来，用于扩大和改善经营。波斯特尼柯夫说，“在每户种地超过50俄亩的最富裕的农民那里”，连“畜牧业的一个部门——饲养粗毛羊——也已具有市场的性质”。（第188页）现在我们来谈波斯特尼柯夫同样没有加以充分研究（甚至几乎没有涉及）的另一个问题：少数农民的经济成就对群众的影响怎样？无疑地，完全是坏的。上面引证的数字（特别是关于租地的）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这里只总结一下就行了。塔夫利达省三县农民共租进476334俄亩土地（非份地和份地），其中富裕户租进298727俄亩，即3/5以上（63％）。贫苦户租进的亩数只占6％，中等户占31％。如果注意到最需要（如果不是唯一需要）租地的是两类下等户（上面引用的关于第聂伯罗夫斯克县各类农民间的土地分配情形的数字表明，上等户仅份地一项已几乎达到播种面积的“标准”数量），那么就会知道，他们因富裕农民扩大商业性耕地而在使用土地上受到多么大的限制。 
［注：波斯特尼柯夫说：“德意志人压迫当地农民的方法……是剥夺他们可以租到或买到的邻近的土地。”（第292页）显而易见，俄国富裕农民在这一点上接近德意志移民甚于接近自己贫苦的同胞。］



份地租地的分配情形也提供了完全相同的结论，上面已引用了这方面的数字。为了指出份地租地对不同类别的农民有什么意义，我们摘引波斯特尼柯夫著作的第4章中对这一现象的描述。


　　他说：“目前份地已成为南俄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投机对象。立下字据，用土地作抵押取得借款，这种做法在塔夫利达省农民中很通行；而来自土地的收入在偿清债务以前归放款者所得，土地可出租或出卖一两年，或长达8年、9年和11年，这种份地的出让要在乡公所和村公所里取得正式证明。在较大村庄里，每逢星期天或节日，我都看到村公所门前聚集着大群闹哄哄的人。问到聚集的原因时，人们总是回答说，这是在请客，由村政权注册证明出卖份地……把份地典给别人使用的现象，不仅在按登记丁口分配土地和根本不彻底重分土地的村庄里有，而且在按现有人口分配土地和彻底重分土地的村庄里也有，不过在后一种村庄里典押的期限通常短些，而且典押时估计到重分土地的期限，因为近来这里重分土地的期限大部分是在村社重分土地的决定中预先规定了的。目前份地的典押在南俄村庄中集中地表现出当地富裕农民（在这里，特别是在塔夫利达省各县，他们为数很多）的切身利益。这种典押是富裕的塔夫利达人大量扩大耕地并得到很大的经济利益的主要条件之一。因此，目前富裕农民对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变化都很敏感，因为这些变化会使他们失掉这种通常租金低廉、地点又近的土地。”（第140页）以下说到的是：梅利托波尔县的县农民事务会议[16]要求每次出让份地都要得到村会的同意，这个命令使农民受到束缚，以及“这命令的后果只是使农村审判所里没有土地契约登记册了，虽然作为非正式的登记册大概还在登记”（第140页）。



　　富裕农民不仅租进大量土地，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土地购买者：在第聂伯罗夫斯克县，他们拥有全部购买地的78％；在梅利托波尔县，在总数48099俄亩购买地中，他们拥有42737俄亩，即88％。最后，独享贷款的也是这类农民。为了补充前面所引证的作者关于南方农村信贷所的意见，我们再引证作者对信贷所的如下说明：


　　“目前村信货所和信贷社在我国有些地方很普遍（例如在塔夫利达省各县就很多），它们主要是帮助富裕农民。可以说，它们的帮助是很重要的。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这种信贷社的地区的塔夫利达农民说：‘谢天谢地，我们现在摆脱了犹太佬。’但说这种话的是富裕农民。经济力量薄弱的农民找不到保人，享受不到贷款。”（第368页）贷款的这种垄断化不是什么意外事情，因为信贷业务不过是一种延期支付的买卖。很自然，只有有钱的人才能支付，而在南俄农民中有钱的只是少数富裕农民。



　　为了全面说明其生产活动成果比其他各类加在一起还占优势的这一类农民的经营性质，要提醒的只有一点，即这一类农民“大量”使用雇佣劳动，而被迫提供雇佣劳动的是下等户。说到这里必须指出：精确地计算农业生产中的雇佣劳动是有很大困难的，我们的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似乎还没有克服这一困难。因为农业所需的劳动在全年内不是固定的、均衡的，而只是在一定的季节急剧增多，所以只登记固定的雇佣工人远不能表现出剥削雇佣劳动的程度，而统计临时工人（往往是计件的）又极其困难。波斯特尼柯夫在大致地计算各类农户的雇佣工人数目时，把一个劳动力耕种15俄亩 
［注：1.8—2.3个劳动力就是27—34.5俄亩，而富裕户农民种的地为34.5—75俄亩。可见富裕户总的特点是它们的经营规模大大超出了家庭的劳动标准。］

 当作富裕户的劳动标准。作者在他的著作的第7章中详细地考察了耕作面积的实际情况，结果表明，只有用机器收割谷物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然而就是在富裕户中收割机的数量也不多，例如在第聂伯罗夫斯克县每10户约有1台，所以即使考虑到作者的说法：机器的主人在收完自己的谷物后把机器租出去，结果仍然是，大部分农民肯定用不上机器，因而要雇用日工。因此，上等户使用雇佣劳动的规模一定比作者所计算的更大，所以这一类农民所获得的高额货币收入很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是从 资本
 （就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赋予这一术语的专门含义来说）得到的收入。把关于第三类的叙述总括起来，可以概述如下：生产资料大大超过中等农民，因此具有更高劳动生产率的富裕农民，是全区农产品主要的、压倒其余两类的生产者；按其性质来说，这类农民的经营是商业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剥削雇佣劳动上的。

对该地三类农民的经营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差别所作的上述简评，是对波斯特尼柯夫书中有关南俄农民经济的资料加以系统整理以后得出的。我认为，这个简评证明：要研究农民经济（从政治经济学方面），不把农民分为几类是完全不可能的。上面已经指出，波斯特尼柯夫是承认这一点的，甚至责备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没有这样做，说它的综合表虽有丰富的数字但“不清楚”，说“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Ⅻ页）。波斯特尼柯夫未必有权这样责备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因为他自己也没有系统地把农民分为“清楚的”类别，但是，他的要求的正确性是不容怀疑的。既然承认各个农户间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有质的差别 
［注：经营性质有自己消费的和商业性的；利用劳动的性质有出卖劳动力和购买劳动力两种，前者是谋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后者是把播种面积扩大到超出家庭劳动能力之外的必然结果。］

 ，那就绝对必须把农民不是按“富裕程度”而是按经营的社会经济性质分类。希望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能立即这样做。


五

波斯特尼柯夫不仅确认农民中的经济悬殊，并且指出这一现象在加强。

他说：“各类农民富裕程度上的不同在我国普遍存在，而且早已存在。但是，近几十年来农民的这种分化表现得很明显，并且看来正在日益加剧。”（第130页）作者认为，1891年的艰难的经济情况[17]一定进一步推动了这个过程。

试问，产生这种对全体农民有如此巨大影响的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波斯特尼柯夫说：“塔夫利达省是欧俄土地最多的省份之一，而且农民分得的土地也最多。在该省，到处都存在着村社土地占有制，比较平均地按人口分配土地，而且耕作业几乎是农村居民的唯一职业。然而按户调查表明，这里有15％的农村居民没有任何役畜，约有1/3的居民没有足够的农具来耕种自己的份地。”（第106页）作者问道：“各类农户之间的这种巨大不同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在纯粹从事农业经营的地区中，不种地的和没有役畜的户主占有这样大的百分数（我们描述的地区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具体说来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第130页）

波斯特尼柯夫在寻找这种现象的原因时完全误入迷途（幸亏没有走多远），扯到“胡闹”、“酗酒”甚至火灾和盗马。但他还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原因不是“事情的最本质的方面”。家中孤儿寡母，即没有成年劳力，同样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在塔夫利达省各县全部不经营的（即没有播种面积的）农户中，孤儿寡母的家庭仅占18％。

作者得出结论说：“不经营的主要原因应该在农民经济生活的其他因素中去寻找。”（第134页）波斯特尼柯夫认为：“在所指出的一些农户的农民经济衰落的原因中， 份地不断缩小
 、农民使用的土地面积有限和农民的平均经营规模缩小，可以认为是最根本的原因，可惜我国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至今还没有弄清楚。”（第141页）作者说：“俄国经济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农民的土地占有规模和经营规模的狭小，不能利用农民家庭的全部劳动能力。”（第341页）

波斯特尼柯夫的这一论点表达得极不确切，因为作者自己曾断定：农民的平均经营规模（17—18俄亩播种面积）足以使一个家庭过小康的生活，在经营规模方面对全体农民下一个一般的笼统的评语是不可能的。为了说明波斯特尼柯夫的这一论点，应该提醒一下，他在前面已确定了农民劳动生产率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而提高的一般规律。按照他的计算，只有上等户才能做到充分利用家庭的劳动力（和役畜），例如在塔夫利达省各县只有富裕农民才能做到，而大多数农民“掘地效率很低”（第340页），浪费大量劳力。

虽然作者完全证明了劳动生产率以经营规模为转移，证明了下等农户的生产率极低，但仍不能把这个规律（波斯特尼柯夫称之为俄国农业人口过剩，农业劳动的饱和）看作农民分化的原因。因为问题正在于为什么农民分为如此不同的类别，而农业人口过剩就是以这样的分裂为前提的；人口过剩这一概念是作者把小农户和大农户以及它们的收入进行对比时形成的。因此，指出农业人口过剩并不能回答“各类农户的巨大不同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个问题。看来波斯特尼柯夫也意识到这一点，不过他没有明确地向自己提出任务——研究这种现象的原因，因此，他的意见有些残缺不全。除了不周全不确切的论点外，也有正确的思想。例如他说：


　　“不能指望目前在土地占有制基础上正进行着的农村生活中的残酷斗争，在将来会促进居民中的村社原则和协调原则的发展。这种斗争不是偶然的条件引起的暂时的斗争……我们认为它不是村社传统和在农村生活中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纯粹的经济利益的斗争；由于缺少土地，这种斗争必然以一部分居民的不幸结局而告终。”（第ⅩⅩⅩⅡ页）



　　波斯特尼柯夫在另一个地方说道：“事实是十分清楚的，在缺少土地和经营规模很小的情况下，在缺乏足够的副业的情况下，农民是不会富足的。经济上的一切弱者不管怎样迟早总是要被抛出农民耕作业之外的。”（第368页）这些意见包含有对问题的正确得多的答案，而且这种答案和上面所谈的农民分化现象完全吻合。答案是这样的：大量不经营的农户的出现及其数量的增加，是由农民中的经济利益的斗争决定的。这种斗争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的，是用什么手段进行的呢？说到手段，那么不仅是抢购土地（从刚才引证的波斯特尼柯夫的那段话是可以这样想的），更重要的是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而降低生产费用（这一点上面已经谈得很多）。说到斗争产生的基础，那么，波斯特尼柯夫的下面一段话已经很清楚地指出来了：


　　“经营面积有一定的最低限度，农民的经营不能低于这个限度，否则就会无利可图，甚至无法维持。为了养活家庭和牲畜〈？〉，农户需有一定的食物面积；没有从事或很少从事副业的农户，还需要一些市场面积，以便销售产品，获得货币来缴纳税款，购置衣服鞋袜和支付经营所必需的工具、建筑物等等方面的开支。农民的经营规模如果低于这个最低限度，就无法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会认为放弃经营去当雇农更为有利，因为雇农的开支比较少，即使总收入少些也可以较充分地满足需要。”（第141页）



　　一方面，如果农民认为把自己的播种面积扩大到远远超过自己对粮食的需要是有利的事，那是因为他可以出卖自己的产品。另一方面，如果农民认为放弃经营去当雇农是有利的事，那是因为他要满足自己的大部分需要就必须支出货币，也就是说，必须出卖点什么 
［注：参看上面引用的关于食物播种面积和商业播种面积的资料（不过从这两种面积上得到的收入是满足耕作者的需要而不是满足耕作业的需要，就是说，这里的收入是指本来意义上的收入而不是指生产费用），以及塔夫利达人用在吃粮（不分男女，每人两俄石）上的平均货币支出的资料。］

 ；而既然他在出卖自己的产品时，在市场上碰到了他无力与之竞争的对手，那他就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总之，供出售的产品的生产是上述现象滋长的基础。农民中产生经济利益斗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存在着一种使市场成为社会生产的调节者的制度。波斯特尼柯夫在描写了“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并作了解释这些变动的尝试之后，转而叙述应当解决“土地问题”的实际措施。我们不再跟着作者进入这一领域，第一，因为这不在本文计划之内，第二，因为波斯特尼柯夫的著作的这一部分是最差的。后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家总该记得，作者正是在试图说明经济过程的时候，矛盾最多，意思也最含混，而对经济过程不作充分和准确的说明，是根本谈不上指出什么实际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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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评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南俄农民经济》一书）》是现存列宁著作中最早的一篇，1893年春写于萨马拉。手稿曾在萨马拉马克思主义青年小组中宣读过。这篇文章列宁曾打算在莫斯科出版的《俄国思想》杂志上发表，但为这家刊物所拒绝。



这篇文章有两种手稿，一种是列宁本人收藏的草稿，另一种是列宁转抄时作过补充的誊清稿。后一种手稿列宁交给了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小组组织者谢·伊·米茨凯维奇，1894年12月3日被沙皇警察搜走，后来于1923年在莫斯科法院档案中发现。这一手稿于1923年初次发表。《列宁全集》俄文各版都是按这一手稿刊印的。



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2章中利用了本文的基本材料。



本卷附录中载有列宁的《在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南俄农民经济〉一书中所作的批注、计算和着重标记》。——1。



[2]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指俄国地方自治机关所组织的统计工作。俄国地方自治机关是1861年改革以后按照1864年的条例在欧俄各省、县逐步建立起来的。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最早于1870—1871年在个别省份进行，以后逐渐推广。1882年莫斯科法学会成立统计部，以协调地方自治局统计工作和进行理论研究。1887年曾召开地方自治局统计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制订了调查提纲。地方自治局组织统计工作，最初是为了收集土地及其他不动产的价值和收益等材料，以便地方自治局课征税捐，后来也为了对农村进行全面的社会经济调查。地方自治局统计起初以整个村社为统计调查的单位，从1880年起改以农户为基本单位。各省、县自治局的统计部门出版了大量分省和分县的概述和统计汇编，提供了极丰富的实际材料。列宁高度评价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同时也指出地方自治局统计工作者对统计材料的整理不能令人满意。列宁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利用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来研究俄国经济。关于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可参看列宁1914年写的《谈谈关于地方自治局统计任务的问题》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1。



[3]指文集《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所作的俄国经济调查总结》。第1卷是瓦·沃·的《农民村社》（1892年莫斯科版）。第2卷是尼·亚·卡雷舍夫的《农民的非份地租地》（1892年多尔帕特版）。——2。



[4]俄国的村社是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农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2/3的农户和4/5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7。



[5]登记丁口指农奴制俄国应交纳人头税的男性人口，主要是农民和小市民。为了计算这种纳税人口，采用了一种叫作“登记”的特别户口调查。俄国人头税开征于彼得一世时代，这种登记从1719年开始，共进行了10次，最后一次是在1857年。许多村社按登记丁口重分土地，所以农户的份地面积取决于的登记丁口数。——7。



[6]弗·叶·波斯特尼柯夫的原表总数项数字有误，列宁引用时作了如下修改：把1476改为1453；10107改为10057；4595改为4593（见本卷第471页）。——12。



[7]门诺派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产生于16世纪，创始人是荷兰人门诺·西蒙斯。18世纪末，一部分门诺派教徒从西欧流入俄国，主要居住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和塔夫利达省。门诺派移民多半是富裕农户。——20。



[8]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和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颁布了改革的法令。这次改革共“解放了”2250万地主农民，但是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保存下来。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粗略统计，在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7150万俄亩，农民则只有3370万俄亩。改革中地主把农民土地割去了1/5，甚至2/5。



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赎买土地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5亿多卢布。这就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象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关于俄国1861年的农民改革，可参看恩格斯的《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5—303页）和列宁的《农奴制崩溃的五十周年》、《关于纪念日》、《“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20。



[9]国家农民是按照彼得一世的法令由未农奴化的农村居民组成的一类农民。国家农民居住在官有土地上，拥有份地，受国家机关的管辖，并被认为在人身上是自由的。他们除交人头税外，还向国家或者官有土地承租人交纳代役租，并履行许多义务。国家农民的成分是各种各样的，他们使用土地和占有土地的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20。



[10]地主农民即农奴，是俄国16世纪末随着农奴制的确立而形成的一类农民。到1861年农民改革止，地主农民属于贵族地主所有。——21。



[11]这里有几个数字不确切。全部播种面积应是1651俄亩。种地5俄亩以上的农户向市场提出的货币需求额应是22498卢布。种地5俄亩以上的农户的播种面积应是1603俄亩。这一篇和后一篇《论所谓市场问题》中，还有个别数字也不确切。这些数字上的差错，有的是所引资料原有的错误，有的是演算上的出入，并不影响对基本论点的理解。——27。



[12]插犋是贫苦农民的一种简单的协作形式，即几户农民把役畜和农具暂时合在一起共同进行农业劳动。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2章中说插犋是被农民资产阶级所排挤的破落农户的协作。——30。



[13]村审判所是沙皇俄国根据1838年有关条例设立的审理国家农民案件的法庭，由村长和被选出来的两名农民组成，村长担任审判长。村审判所作为初审法庭，审理较小的民事纠纷和过失犯罪，可判处罚款、强制劳动和笞刑。村审判所于1858年撤销，但是农村法庭仍然沿用“审判所”这一名称。——33。



[14]《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38。



[15]《欧洲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44。



[16]县农民事务会议是沙皇俄国为了监督乡、村两级的“农民自治机关”而在1874年设立的。在县贵族的代表把持下的这一机构由警察局长、治安法官和县地方自治局主席组成。县农民事务会议受省长主持的省农民事务会议管辖。——49。



[17]指1891年的饥荒。这次在俄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饥荒，以东部和东南部各省灾情最为严重，使大批农民遭到破产，加速了农民的分化和国内市场的形成。恩格斯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以及在1891年10月29日、1892年3月15日和6月18日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三封信中，都谈到了俄国的这次饥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02—303页和第38卷第194—195、304—307、362—367页）。——51。





《列宁全集》第1卷


论所谓市场问题[18]

（1893年秋）


一


在人民大众很穷而且愈来愈穷的时候，资本主义能否在我们俄国发展并充分发展起来呢
 ？须知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需要广大的国内市场的，而农民的破产却在破坏这个市场，大有使市场完全停闭、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建立之势。固然有人说，资本主义把我国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变成商品经济，也就会给自己建立市场，但能否设想，靠着半赤贫农民的自然经济的可怜残余，就能在我国发展起象我们在西欧看到的那种强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呢？单是由于群众的贫穷化，我国的资本主义就是一种软弱无力、没有根基、不能囊括国内全部生产、不能成为我国社会经济 基础
 的东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这就是我国著作界经常提出来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问题；没有市场这个说法是否认马克思的理论适用于俄国的最主要的论据之一。我们要着手分析的《 市场问题
 》这篇论文就是为驳斥这个论据而写的。


二

该文作者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占普遍和绝对的统治”这一假设为基本前提的。他根据这个前提阐述了《资本论》第2卷第21章的内容（第3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马克思在这里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研究社会生产如何补偿用来满足工人和资本家个人需要的那一部分产品，以及用来构成生产资本要素的那一部分产品。正因为如此，在第1卷里，在研究 单个
 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时，可以只是按价值来分析资本和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资本论》第1卷表明，产品的价值等于c（不变资本）+v（可变资本）+m（剩余价值）］，——而在这里，就必须注意按产品的物质构成来区分产品，因为由资本要素构成的那一部分产品不能用于个人消费，反之亦然。因此，马克思把社会总生产（因而也就是把社会总产品）分为两个部类：（Ⅰ）生产资料的生产，即生产资本要素（只能用于生产消费的商品）的生产；（Ⅱ）消费资料的生产，即用于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个人消费的商品的生产。

现在以下列公式［阿拉伯数字表示价值单位——譬如百万卢布，罗马数字表示上述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剩余价值率为100％］作为研究的基础：





	Ⅰ 4000c+1000v+1000m＝6000Ⅱ 2000c+ 500v+ 500m＝3000


	

｛


	资本＝7500产品＝9000


	

｝







我们先假定研究的是简单再生产，即假定生产不扩大，一直保持原有的规模；这就是说，全部额外价值[19]都被资本家用于非生产方面，即用于个人需要而不用于积累。在这种情形下可以看出，首先，Ⅱ500v和Ⅱ500m应被第Ⅱ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消费掉，因为这种产品是以满足个人需要的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其次，以实物形式存在的Ⅰ4000c应由第Ⅰ部类的资本家消费掉，因为要使生产规模不变，下一年度就得保持同样数量的资本来生产生产资料；可见补偿这一部分资本也没有什么困难，因为与之相应的、以煤、铁、机器等实物形式存在的那一部分产品，将在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资本家之间进行交换，并照旧成为他们的不变资本。这样还剩下Ⅰ（v+m）和Ⅱc。Ⅰ1000v+Ⅰ1000m是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产品，Ⅱ2000c则是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产品。第Ⅰ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在简单再生产即在额外价值全部消费掉的情况下）应消费掉价值2000［1000（v）+1000（m）］的消费资料。第Ⅱ部类的资本家要能继续原有规模的生产，就应当购进价值2000的生产资料，以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2000Ⅱc）。由此可见，Ⅰv+Ⅰm应当和Ⅱc。交换，否则就不能按原有规模进行生产。简单再生产的条件，就是第Ⅰ部类的可变资本加额外价值等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Ⅰ（v+m）＝Ⅱc。换句话说，这个规律可表述为：全年 新
 生产出来的价值 总额
 （两部类的），应等于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产品的总价值：Ⅰ（v+m）+Ⅱ（v+m）＝Ⅱ（c+v+m）。

当然，简单再生产实际上是不会有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生产不可能每年都停留在原有的规模上，另一方面是因为积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因此，我们要考察一下，规模扩大的社会生产或者说积累是如何进行的。在积累时，资本家只把一部分额外价值用于个人需要，另一部分则用于生产方面，即转化为生产资本要素以扩大生产。因此，在积累时，Ⅰ（v+m）和Ⅱc不可能相等：必须使Ⅰ（v+m）大于Ⅱc，以便使第Ⅰ部类的一部分额外价值（Ⅰm）不和消费资料交换，而用来扩大生产。这样我们就得出：

甲、 简单再生产公式
 ：

Ⅰ4000c＋1000v＋1000m＝6000。

Ⅱ2000c＋ 500v＋ 500m＝3000。

　　Ⅰ（v＋m）＝Ⅱc。

乙、 积累的开端公式
 ：

Ⅰ4000c＋1000v＋1000m＝6000。

Ⅱ1500c＋ 750v＋ 750m＝3000。

　　Ⅰ（v＋m）﹥Ⅱc。

现在看看在积累的条件下社会生产应如何进行。

第一年：





	　　Ⅰ4000c＋1000v＋1000m＝6000。Ⅱ1500c＋ 750v＋ 750m＝3000。


	

｛


	资本＝7250产品＝9000


	

｝







　　Ⅰ（1000v＋500m）与Ⅱ1500c交换（同简单再生产时一样）。把Ⅰ500m作为积累，即用于扩大生产，转化为 资本
 。如果按原先的比例把它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那末就会得出：

　　Ⅰ500m＝400c+100v。

追加的不变资本（400c）在第Ⅰ部类自身的产品（它的实物形式是生产资料）中就已有了，追加的可变资本（100v）则应从第Ⅱ部类的资本家手里取得。因此，第Ⅱ部类的资本家也应进行积累，拿自己的一部分额外价值（Ⅱ100m）去交换生产资料（Ⅰ100v），并把这些生产资料变成追加的不变资本。因此，他们的不变资本将从Ⅰ500c增加到Ⅰ600c；为了使用这些不变资本，就需要追加的劳动力—— 50v
 ，这50v也是从第Ⅱ部类资本家的额外价值中取得的。

把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追加资本都加到原始资本中去，产品的分配情况就成为：





	　　Ⅰ4400c+1100v+（500m）＝6000。Ⅱ1600c+ 800v+（600m）＝3000。









括弧内的额外价值代表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即不用于积累而用于资本家个人需要的那一部分额外价值。

如果生产照常进行，到年底就会得出：





	　　Ⅰ4400c+1100v+1100m＝6600Ⅱ1600c+ 800v+ 800m＝3200


	

｛


	资本＝7900产品＝9800


	

｝







Ⅰ（1100v+550m）与Ⅱ1650c交换，其间追加的50c从800Ⅱm中取得[同时由于c增加了50，v也要增加25]。

接着550Ⅰm照先前那样积累起来：








	　　550Ⅰm＝440c+110v


 　　165Ⅱm＝110c+55v。











现在把追加资本加到原始资本中去［把440c加到Ⅰ4400c中去；把110v加到Ⅰ1100v中去。把50c和110c加到Ⅱ1600c中去；把25v和55v加到Ⅱ800v中去］，就得出：





	　　Ⅰ4840c+1210v+（550m）＝6600。Ⅱ1760c+ 880v+（560m）＝3200。









在生产继续进行的条件下就会得出：





	　　Ⅰ4840c+1210v+1210m＝7260Ⅱ1760c+ 880v+ 880m＝3520


	

｛


	资本＝ 8690产品＝10780


	

｝







余类推。马克思研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问题所得出的结果主要就是如此。必须附带说明，这里只是最简要地介绍了这种研究，至于马克思详细分析过的很多问题，如货币流通，逐渐损耗的固定资本的补偿等等，因与所研究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则一概省略了。


三

该文作者从马克思的这种研究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可惜他没有把他的结论十分明确地表述出来，所以我不得不根据某些彼此不很协调的说法来加以推断。例如该文有这样一段话：


　　“这里我们看到，在第Ⅰ部类中，在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中，积累是怎样进行的：……这种积累的进行既不依赖消费品生产的运动，也不依赖任何个人消费。”（第15页第3段）



　　当然，说积累“不依赖”消费品的生产是不行的，因为要扩大生产就需要新的可变资本，因而也就需要消费品；大概作者不过是想用这种说法来强调该公式的一个特点，即Ⅰc（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进行再生产时是不和第Ⅱ部类交换的，比如说，社会上每年有一部分煤是为采煤而生产的。当然，这种生产（为采煤而生产煤）通过随后的一系列交换还会与消费品生产发生联系，否则煤矿主和他们的工人都会无法生存。作者在另一处就讲得更差了。他说：“资本主义积累的 
主要

 运动的进行，现在和过去（最早时期除外）都不依赖任何直接生产者，不依赖任何居民阶层的个人消费。”（第8页）这里仅仅是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品的生产占优势。这种说法又被重复了一遍：“如果从一方面说，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是为积累而积累，是生产消费而不是个人消费，那么从另一方面说，对于它， 
典型的

 正是为生产资料而生产生产资料。”（第21页第2段）假如作者想用这些话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以往其他经济组织的地方，就在于机器及其所需物品（煤、铁等）的生产得到发展，那么这完全是对的。就技术水平说，资本主义社会超过了所有其他社会，而技术进步正表现于人力劳动与机器劳动相比日益退居次要地位。

因此，与其批判作者表达得不够清楚的说法，倒不如直接请教马克思，看看能否从他的理论中得出第Ⅰ部类比第Ⅱ部类占“优势”的结论，看看这一优势究竟应当如何理解。

从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公式根本不能得出第Ⅰ部类比第Ⅱ部类占优势的结论，因为这两个部类在这里是平行发展的。可是这个公式没有考虑的正是技术进步。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所证明的，技术进步表现于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比值（V/c）逐渐缩小，而在这个公式中却是把这个比值当作不变的。

显而易见，如果把这种变化纳入公式中，那一定是生产资料比消费品增长得快。可是我还是觉得，第一为了明显起见，第二为了防止可能由这个前提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把这种计算列出来并不是多余的。

［下表中的积累率是当作不变的：额外价值的一半用于积累，一半供个人消费。］

［也可以略过下面的公式而直接看下一页上由它得出的结论。字母ò代表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资本，即额外价值的积累部分。］

第一年：

Ⅰ4000c＋1000v＋1000m＝6000……v：（c＋v）＝20.0％

Ⅱ1500c＋ 750v＋ 750m＝3000……v：（c＋v）＝33.3％

　　　Ⅰ（1000v＋500m）＝Ⅱ1500c.

　Д．Ⅰ500m＝450c＋50v…………v：（c＋v）＝1／10

　　　　　　　 


　Д．Ⅱ60m＝ 50c＋10v…………v：（c＋v）＝1／6

Ⅰ4450c＋1050v＋（500m）＝6000

Ⅱ1550c＋ 760v＋（690m）＝3000

第二年：

Ⅰ4450c＋1050v＋1050m＝6550……v：（c＋v）＝19.2％

Ⅱ1550c＋ 760v＋ 760m＝3070……v：（c＋v）＝32.9％

　　　Ⅰ（1050v＋525m）＝Ⅱ1575c

　　　　　　　　　Ⅱ（1550c＋25m）.

　　　　　　　 


　Д．Ⅱ 28m＝25c＋ 3v…………v：（c＋v）＝约1／9

　Д．Ⅰ525m＝500c＋25v…………v：（c＋v）＝约1／21

　　　　　　　 


　Д．Ⅱ 28m＝25c＋ 3v…………v：（c＋v）＝约1／9

Ⅰ4950c＋1075v＋（525m）＝6550

Ⅱ1602c＋ 766v＋（702m）＝3070

第三年：

Ⅰ4950c＋1075v＋1075m＝7100……v：（c＋v）＝17.8％

Ⅱ1602c＋ 766v＋ 766m＝3134……v：（c＋v）＝32.3％

　　　Ⅰ（1075v＋537½m）＝Ⅱ1612½c

　 　　　　　　　　　　　Ⅱ（1602c＋10½m）

　　　　　　　　　 


　Д．Ⅱ 11½m＝ 10½c＋ 1v……v：（c＋v）＝约1／12.

　Д．Ⅰ537½m＝517½c＋20v……v：（c＋v）＝约1／26.

　　　　　　　 


　Д．Ⅱ 22m＝20c＋2v…………v：（c＋v）＝111

Ⅰ5467½c＋1095v＋（537½m）＝7100

Ⅱ1634½c＋ 769v＋（730½m）＝3134

第四年：

Ⅰ5467½c＋1095v＋1095m＝7657½…v：（c＋v）＝16.7％

Ⅱ1634½c＋ 769v＋ 769m＝3172½…v：（c＋v）＝32.0％

余类推。

现在我们把这个公式中关于社会产品各部分增长情形的结论比较一下[20]：






	　
	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
	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
	消费资料
	社会总产品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第一年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40004450

4950

5467½


	100111.25

123.75

136.7


	20002100

2150

2190


	100105

107.5

109.5


	30003070

3134

3172


	100102

104

106


	90009620

10234

10828½


	100107

114

120









这样我们看到，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即使没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所作的研究，根据不变资本有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的趋势的规律也能得出上面的结论，因为生产资料增长最快这个论点，不过是把这个规律运用于社会总生产时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但是，也许应当再跨进一步吧？既然我们认为v与c+v的比值在不断缩小，为什么不可以认为V会等于零，认为原有数量的工人在生产资料数量增多时仍旧够用呢？这样，额外价值的积累部分将直接加到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中去，社会生产将在第Ⅱ部类完全停滞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来增长。



［注：我不想说，这类现象作为个别情况绝对不可能发生。但这里谈的不是个别情况，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我用下面的公式说明所讲的内容：

Ⅰ4000c+1000v+1000m＝6000

Ⅱ1500c+750v+750m＝3000

　　Ⅰ（1000v+500m）＝Ⅱ1500c

　　Ⅰ500m积累起来，加到 Ⅰ4000c中去：

　Ⅰ4500c+1000v+（500m）＝6000

　Ⅱ1500c+750v+750m＝3000

　Ⅰ4500c+1000v+1000m＝6500

　Ⅱ1500c+750v+750m＝3000

　　Ⅰ（1000v+500m）＝Ⅱ1500c

　　Ⅰ500m照前面那样积累起来，余类推。］

当然，这已是滥用公式了，因为这样一个结论是建立在不可思议的假设上面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怎能设想使v与c的比值日益缩小的技术进步只表现在第Ⅰ部类，而让第Ⅱ部类完全停滞不前呢？使第Ⅱ部类完全不进行积累，是否符合 要求
 每个资本家在破产威胁下扩大企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呢？

总之，从马克思上述研究中能够得出的唯一正确的结论是：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快
 。上面说过，这个结论是直接根据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原理得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以往各个时代无法比拟的高度发展的技术。 
［注：因此，上述结论还可以稍微变个方式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因而还有“市场”）的增长或是靠消费品的增加，或是（这是主要的）靠技术进步，即靠机器劳动排挤手工劳动，因为v与c的比值的变化正表示手工劳动的作用的缩小。］

 马克思仅在一个地方十分明确地专门谈到这个问题，而这个地方完全证实了上述说法的正确：

“资本主义社会和野蛮人的区别，并不象西尼耳所认为的那样，仿佛野蛮人的特权和特性是有时随便耗费自己的劳动，而不能使他获得任何可以分解为（转化为）收入即消费资料的果实。区别在于：

（a）资本主义社会把它所支配的年劳动大部分〈注意〉用来生产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而生产资料既不能以工资形式也不能以剩余价值形式分解为收入，而只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资本论》第2卷第436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89页。——编者注］




四

现在要问，上述理论同“轰动一时的市场问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须知上述理论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普遍和绝对的统治”这一假设出发的，而“问题”却是资本主义“是否可能”在俄国充分发展起来。诚然，这个理论纠正了通常的资本主义发展观念，但很明显，弄清 一般
 资本主义是如何发展的，还丝毫不能解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问题。

然而，该文作者并不限于论述马克思关于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总生产进程的理论。他还指出，必须区别“资本积累的两个 根本不同的
 方面：（1）资本主义生产向广度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生产逐渐囊括现成的劳动领域，排挤自然经济，并靠牺牲自然经济来扩大自己；（2）资本主义生产向深度（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与自然经济无关，就是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普遍和绝对的统治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暂且不批判这种分法，而首先考察一下作者称之为资本主义向广度发展的情况，因为弄清楚资本主义经济取代自然经济这一过程，我们就会知道俄国资本主义将怎样“囊括全国”。作者对资本主义向广度的发展作了如下图解：









	A——资本家，W——直接生产者。a，a1
 ，a11
 ——资本主义企业。箭头表示被交换的商品的运动。c，v，m——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

Ⅰ，Ⅱ——商品的实物形式：Ⅰ——生产资料，Ⅱ——消费资料。











该文作者说：“A和W两方的根本区别，在于A方生产者是资本家，他们把自己的额外价值用于生产，而W方是直接生产者，他们把自己的额外价值（我这里是指产品价值减去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资料价值后的剩余部分）用于非生产方面。

我们循着图式的箭头看去，很容易看出A方的资本主义生产如何靠W方的消费发展起来，逐渐囊括W方。”资本主义企业α的产品以消费品形式供给“直接生产者”；“直接生产者”与之相交换而归还生产资料形式的不变资本（c）、消费资料形式的可变资本（v）、追加的生产资本要素c 1
 +v 1
 形式的额外价值（m）。这一追加的生产资本被用来建立新的资本主义企业a 1
 ，而a 1
 同样将自己的产品以消费品形式供给“直接生产者”，余类推。“从上列资本主义向广度发展的图式中可以看出，全部生产紧紧依赖‘外部’市场的消费，群众的消费（总的来看，无论这些群众在哪里，在资本家身旁或在海外什么地方，都一样）。显然，只要W方所有直接生产者都变成商品生产者，A方生产的扩大即资本主义朝这个方向的发展就会终止，因为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每一个新企业的建立（或旧企业的扩大）都是指望W方有一批新的消费者的。”作者在结语中说：“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即关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流行观念只限于这样看问题，而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生产向深度的发展是不依赖任何拥有直接生产者的国家的，就是说，是不依赖所谓外部市场的。”

从上述一切看来，可以同意的只有一点，就是这个关于资本主义向广度发展的观念和解释这一观念的图式是和流行的民粹派观点完全一致的。

的确，很难把流行观点的全部荒谬性和空洞性比这个图式表现得更清楚更明白了。

“流行观念”一向把我国资本主义看成一种与“人民制度”脱离、与“人民制度”无关的东西，这和图式内所描绘的完全一样，因为从图式中根本看不出资本主义和人民两“方”有什么联系。为什么来自A方的商品在W方找到了销路？什么东西使W方的自然经济变成商品经济？流行观点从未回答这些问题，它把交换看成一种偶然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定的 经济制度
 。

其次，流行观点从来没有 说明
 我国资本主义从何产生，如何产生。该图式也正是这样，对这点并未说明。照图式看来，好象资本家是从外面什么地方来的，而不是就从那些“直接生产者”当中来的。资本家从哪里给自己找来a，a 1
 等等企业所必需的“自由工人”，也是无法了解的。谁都知道，实际上这些工人正是从“直接生产者”当中找来的，但从图式里丝毫看不出商品生产怎样囊括W“方”而在那里造成一批自由工人。

总之，这个图式同流行观点一模一样，根本没有说明我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现象，因此，它毫无用处。制作这个图式的目的（说明资本主义怎样靠牺牲自然经济发展起来而囊括全国）根本没有达到，因为连作者自己也看到，“如果一味坚持所分析的观点，那么得到的结论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不能普遍地发展起来”。

既然如此，那就只有令人奇怪，为什么作者自己同意（即使是部分地同意）这种观点，说：“资本主义在幼年时期确实〈？〉是用这种最容易的〈原文如此！？〉方式〈其所以最容易，因为这里是逐渐囊括现成的劳动部门〉发展起来的，甚至现在〈？？〉它还部分地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地球上还存在着自然经济的残余，因为人口还在不断增加。”

其实，这不是“最容易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而不过是对发展过程的“最容易的理解方式”，并且“容易”到了应当称之为完全不理解才是。俄国的各色各样民粹派到现在还满足于这些“最容易的”手法，他们从来不想 说明
 我国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和如何起作用的，他们只是把我国制度“有病的地方”（资本主义）和“健康的地方”（直接生产者即“人民”）加以对照，把前者放在左边，把后者放在右边，并且用一种感伤的词句来结束全部深奥的思想，说这是对“人类公共生活”“有害的”，那是对“人类公共生活”“有益的”。


五

要修正上列图式，必须首先弄清所说的几个概念的内涵。所谓商品生产，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在这种组织之下，产品是由个别的、单独的生产者生产的，同时每一生产者专门制造某一种产品，因而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就必须在市场上买卖产品（产品因此变成了商品）。所谓资本主义，是指商品生产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不仅人类劳动产品是商品，而且人的劳动力本身也成了商品。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第一个转化是由于出现了社会分工，即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注意：这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第二个转化是由于个别生产者在各自单独为市场生产商品时，发生一种竞争关系，每个人都力图高价卖出，低价买进，结果必然是强者更强而弱者垮台，少数人发财而大众破产，使独立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许多小企业变为少数大企业。所以，图式应制得使人看到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这两个关键，以及由这种发展而引起的市场量的变化，亦即转化为商品的产品数量的变化。

下列图表就是照这个设想制成的。为了 专门
 分析上述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关键对市场的影响，我们把一切没有直接关系的因素都抽象化，就是说，假定它们是不变的（如人口、劳动生产率以及其他等等）。[图表见第74—75页。——编者著]





　　 图表说明：


Ⅰ—Ⅱ……—VI——生产者。

a，b，c——生产部门（例如农业、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

a＝b＝c＝3。产品价值量量a＝b＝c等于3（3个价值单位），其中额外价值为1。 
［注：补偿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价值是假定不变的，因此略去不谈。］



“市场”一栏表示卖出的（或购进的）产品的价值量；括弧内是卖出的（或购进的）劳动力（＝p．c．）价值量。

从一个生产者到另一个生产者的箭头表示前者是后者的雇佣工人。

假定是简单再生产，即全部额外价值都由资本家用于非生产方面。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表示由6个生产者组成的村社经济体系中渐次发生的变化的图表。表中列举的6个时期表示自然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个阶段。

第一时期。有6个生产者，每人都把自己的劳动花费在3个生产部门（α，b和c）。得到的产品（每个生产者得到9，即a+b+c＝9）在自己的经济中供自己使用。这纯粹是一种自然经济；产品根本不进入市场。

第二时期。生产者Ⅰ改变了自己劳动的生产项目：他放弃b的生产，而把早先用于这一生产部门的劳动时间用于生产部门c。由于一个生产者这样专业化，其余的生产者也就减少c的生产（因为业主Ⅰ生产的产品已超过他本身的消费）而增加b的生产，以便制造供生产者Ⅰ消费的产品。分工的出现必然导至商品生产：生产者Ⅰ卖出1c而买进1b，其余的生产者卖出1b（5人各卖出1/5b）而买进1c（各买1/5c）；价值6的产品量进入市场。市场量完全符合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一个c（1c＝3）和一个b（1b＝3）的生产即社会总生产[ 18c（＝a＝b）］的1/9专业化了，社会总产品也就有1/9进入了市场。

第三时期。分工继续发展，完全囊括生产部门b和c：3个生产者只从事b的生产，另外3个只从事c的生产。每人卖出3个价值单位——1c（或1b），同样买进3个价值单位——1b（或1c）。这种分工的加强引起了市场的扩大，进入市场的产品现在已为18个价值单位。市场量仍然完全符合社会劳动专业化（即分工）的程度：3个b和3个c的生产即1/3的社会生产专业化，社会产品也就有1/3进入市场。

第四时期所表明的已经是资本主义生产。表内没有列入商品生产变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因此必须单独予以说明。

上一时期内每个生产者已经都是商品生产者（仅指在b和c两个生产部门内）：每个人都不依赖别的生产者而各自单独为市场生产，当然，市场量是他们谁也不知道的。这种为共同市场劳动的单独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叫作竞争。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只有经过多次的波动才能达到。手艺较好，精明强干的强的生产者会因这多次波动而更为强大，弱的、手艺差的生产者则会因这些波动而垮台。少数人发财而大众贫困，——这就是竞争规律的必然后果。结局是破产的生产者丧失经济独立性，只有到他那幸运的对手扩大了的作坊中去当雇佣工人。而图表所说明的正是这种情形。从前6个生产者都经营的生产部门b和c，现在集中到了两个生产者（Ⅰ和Ⅳ）手里。其余的生产者则给这两人当雇工，他们已不能得到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因额外价值已被雇主占有［我提醒一句，额外价值假定等于产品的1/3，因而生产2b（＝6）的人从业主那里只取得2/3，即4］。结果是分工发展，市场扩大（现在进入市场的己为22），虽然“大众”“变穷了”：成为（局部地）雇佣工人的生产者，每人得到的全部产品已经不是9而只是7，其中3是他从独立经济（即农业——生产部门α）中得到的，4是从雇佣劳动中（从2b或2c的生产中）得到的。这些生产者与其说是独立的业主，不如说是雇佣工人，他们再也没有可能把自己劳动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因为破产使他们丧失了制造产品所必需的生产资料。他们只得去寻找“外水”，即把自己的劳动力拿到市场上去，并以出卖这种新商品得来的货币购买自己必需的产品。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生产者Ⅱ和Ⅲ、Ⅴ和Ⅵ各出卖4个价值单位的劳动力，而购买4个价值单位的消费品。至于Ⅰ和Ⅳ两个生产者——资本家，则每人各生产产品21；其中自己消费10［3（＝a）+3（＝c或b）+4（2c或2b的额外价值）］，出卖11，同时购买商品3（c或b）+8（劳动力）。

必须指出，在这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总数为30的5b和5c的生产专业化了）和市场量（22）并不绝对一致，但表内这一不正确之处，是由于采用简单再生产 
［注：第五时期和第六时期也是这样。］

 即没有积累而产生的，因此，从工人那里攫取的额外价值（每个资本家各得4）都被资本家作为 实物
 全部消费掉了。既然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没有积累，下面将作相应的修正。

第五时期。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也扩展到了农业生产部门（α）：雇佣工人不能继续经营，而主要是在别人的工业企业做工，他们破产了，他们所剩下的只是农业经济的一点残余，约为原有规模的1/2（我们假设原有规模刚够满足一家的需要），这正象我国大量“种地的”农民一样，他们现有的播种面积仅仅是独立的农业经济的一点残余。生产部门α也开始同样集中成少数大企业。雇佣工人现在已不能靠自己的粮食过活，因此，早先因工人有独立的农业经济而被压低的工资，现在已有所提高，使工人有钱购买粮食（虽然数量少于他自己当业主时的消费）：现在工人自己生产1½［＝（1/2）a］，再购买1，总共得到2½，而从前却是3（＝a）。除了工业企业而外又有扩大的农业经济的业主——资本家，现在各生产2α（＝6），其中2作为工资归于工人，而1（⅓a）——额外价值——由资本家取得。这个图表说明，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来的，是“人民”的“贫穷化”（每个工人所消费的一共只是6½，而不是第四时期的7）和市场的扩大（进入市场的已为26）。多数生产者的“农业经济的衰落”不是引起农产品市场的缩小，而是引起它的扩大。

第六时期。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所有生产部门都各自分开而成为各个生产者的专业。雇佣工人完全失去独立经济而专靠从事雇佣劳动过活。结果又是资本主义发展［自给的独立经济被彻底排挤掉］，“大众贫穷化”［虽然工资有了增加，但工人的消费却从6½降到6：他们每人生产9（3a，3b，3c），以1/3作为额外价值交给业主］，市场继续扩大，现在进入市场的已占社会产品的2/3（36）。


六

现在，我们根据上列图表作出几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市场”这一概念和社会分工（即马克思所说的“任何商品生产〈我们加上一句，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共同基础”）这一概念是完全分不开的。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那里就有“市场”；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市场”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市场量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这个产品只有通过货币，才取得一般的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而货币又在别人的口袋里。为了把货币吸引出来，商品首先应当对于货币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就是说，用在商品上的劳动应当是以社会有用的形式耗费的，或者说，应当证明自己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
 。但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生产机体，它的纤维在商品生产者的背后交织在一起，而且继续交织下去。商品可能是一种新的劳动方式的产品，它声称要去满足一种新产生的需要，或者想靠它自己去唤起一种需要。一种特殊的劳动操作，昨天还是同一个商品生产者许多职能中的一种职能，今天就可能脱离这种联系，独立起来，从而把它的局部产品当作独立商品送到市场上去
 。”（《资本论》第1卷第85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5页。——编者注］

 黑体是我用的）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市场发展的限度决定于社会劳动专业化的限度。而这种专业化，按其实质来说，正象技术的发展那样没有止境。要把制造整个产品的某一部分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提高，就必须使这部分的生产专业化，使它成为一种制造大量产品因而可以（而且需要）使用机器等等的专门生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进步表现在劳动社会化上面，而这种社会化必然要求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职能的专业化，要求把分散的、孤立的、在从事这一生产的每个作坊中各自重复着的职能，变为社会化的、集中在一个新作坊的、以满足整个社会需要为目的的职能。下面举例说明：
　　“近来北美合众国各木材加工工厂日趋专业化，‘出现了很多工厂，例如有专门制造斧头柄的、扫帚柄的或活页桌的……机器业不停地向前发展，新机器不断地被发明出来，使生产的某一方面的工序简化，费用减低……每一部门，例如家具业的每一部门都变成了专业，需要专门的机器和专门的工人……在马车业方面，轮缘由专门工厂（密苏里州、阿肯色州、田纳西州）生产，车辐在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生产，车毂则由肯塔基州和伊利诺依州的专门工厂生产。这一切部件都由一些以制造整个车轮为专业的专门工厂买去。这样就有上十个工厂参与了某一辆廉价马车的制造’。”（特维尔斯科伊先生的《美国十年》。载于1893年《欧洲通报》第1期。转引自尼古·—逊的著作第91页脚注1。）



　　由此可见，断言所有自给自足的生产者一旦变成商品生产者，社会劳动专业化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的发展就要停止，这是何等的不正确。俄国的马车生产早已变成商品生产，但有些轮缘还由每个马车（或车轮）作坊各自生产；技术很差，生产由大批生产者分散进行。技术进步必然引起生产的各部分的专业化、社会化，因而使市场扩大。这里应该附带说明一下。上述一切丝毫也不否定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国外市场就不能生存的论点。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只有经过一系列的波动才能达到；生产规模越大，它所依靠的消费者范围越广，这些波动也就越厉害。因此很明显，当资产阶级的生产达到很高的发展程度时，它就不可能局限于本国的范围：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并为自己找寻大量推销产品的国外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显然丝毫不违背下述这个规律，即市场不过是商品经济中社会分工的表现，因而它也和分工一样能够无止境地发展；这正如危机丝毫不违背价值规律一样。只是当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在某些部门（例如棉纺织业）达到充分发展、几乎囊括整个国内市场并造成为数不多的大企业时，在俄国的著作界中才出现了对市场的忧虑。我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利益正是谈论市场和市场“问题”的物质基础，下述事实就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虽然手工业生产价值10亿卢布以上的物资，并且也是为那些贫困的“人民”而生产，但我国著作界还没有人预言过我国手工业将因“市场”的消失而毁灭。关于我国工业将因市场不够而毁灭的哀号，不过是我国资本家欲盖弥彰的骗人伎俩，他们借此对政治施加压力，把自己钱袋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等同起来（谦虚地认为自己“无力”），使自己能够推动政府走上实行侵略的殖民政策的道路，甚至为了保护这种“国家”利益而使政府卷入战争。只有具备漫无涯际的民粹派的空想和稚气，才能把关于市场的哀号（这是已经十分强壮并已经神气起来的资产阶级的鳄鱼眼泪）当作我国资本主义“无力”的证明！

第二个结论：“人民大众的贫穷化”（这是民粹派所有关于市场的议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仅不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它本身就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条件并且在加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需要“自由工人”，而贫穷化也就在于小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大众变穷而少数剥削者发财，小企业破产和衰落而较大的企业加强和发展；这两个过程都促进市场的扩大：从前靠自己的经济过活的“变穷了的”农民，现在靠“外水”即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现在他不得不购买必需的消费品（尽管数量较少，质量较差）；另一方面，这种农民所丧失的生产资料则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变成 资本
 ，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就进入市场。只有用这一点才可以说明，我国农民在改革后时代遭受大量剥夺的结果，不是缩小而是增加了全国总生产量①和扩大了国内市场。大家知道，大工厂的生产大为增加，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二者主要都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国内市场上流通的粮食数量也同样增加了（国内粮食贸易得到了发展）。




［注①：这一点也许只有在农业生产方面会引起争论。例如尼·—逊先生说：“粮食生产正处于绝对停滞状态。”他作出这个结论所根据的只是8年（1871—1878年）的资料。我们来看看更长时期的资料吧，因为8年显然是太短了。我们把60年代[1871年《军事统计汇编》]、70年代[尼·—逊的材料]和80年代[1890年《俄国资料汇编》]的资料比较一下。这些资料涉及欧俄50个省份，包括连马铃薯在内的一切粮食。








	几年的平均数
	播种量
	收获量
	收获

率


	人口（单位千人）





	　年份


	单位千俄石



	　
	　
	(扣去种子） 　



	1864—1866 年（3）


	71 696
	100
	151 840
	100
	3.12
	61 421　100（1867 年）





	1871—1878 年（3）


	71 378
	99.5
	195 024
	128.4
	3.73
	76 594　124.7（1876 年）





	1883—1887 年（5）


	80 293
	111.9
	254 914
	167.8
	4.17
	85 395　139.0（1886 年）










］



第三个结论（关于生产资料生产的意义）要求修正这个图表。我们已经指出，这个图表根本不企求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过程，而只想说明自然经济变为商品经济和商品经济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对市场的影响。因此，在图表里把积累撇开了。但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不进行积累就不能存在，因为竞争迫使每个资本家在破产的威胁下扩大生产。生产的这种扩大在图表内已有说明，例如，生产者Ⅰ在第三第四两个时期之间将自己的生产c扩大2倍，即由2c增加到6c；以前他一个人在作坊里做工，现在他有两个雇佣工人了。显然，没有积累是不能这样扩大生产的，因为这需要建造可容几个人的厂房，需要添置更多的生产工具，需要购买更多的原料等等。就扩大b的生产的生产者Ⅳ说来，情形也是如此。这种个别作坊的扩大，即生产的集中，必然引起（或者说加强也可以）为资本家而进行的机器、铁、煤等等生产资料的生产。生产集中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以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而挤掉了一定数量的工人。另一方面，这些被资本家转化为不变资本的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生产也发展起来了，不变资本的增长现在开始快于可变资本了。例如，把第四第六两个时期比较一下，就可看出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了一半（因为在第四时期，需要增加不变资本的资本主义企业有两个，而在第六时期则有三个），我们把这种增长和消费品生产的增长比较一下，就可看到前面所说的那种情形：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最快。

生产资料增长最快这个规律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总的说来，就是机器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要求加紧发展煤、铁这些真正“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该文作者不懂得这个规律的意义，只看到过程的图解，而没有看到过程的真正内容。这从他下面一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局外人看来，这种为生产资料而生产生产资料似乎是十分荒谬的，但是要知道〈原文如此！〉，泼留希金式的为积钱而积钱[21]也是〈？！！〉十分荒谬的。二者都不知道它们在做什么。”民粹派所竭力证明的正是这一点，即俄国资本主义是荒谬的，它只能使人民破产，而不能提供高级的生产组织。这当然是瞎说。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根本不“荒谬”，相反，这正表现了人类技术的整个进步作用。技术愈发展，人的手工劳动就愈受排挤而为许多愈来愈复杂的机器所代替，就是说，机器和制造机器的必需品在国家全部生产中所占的地位愈来愈重要 
［注：因此很明显，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向广度发展和向深度发展是不对的，因为整个发展都依靠分工；这两个方面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之间真正存在着的差别，只是技术进步阶段不同而已。资本主义技术发展的低级阶段（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还没有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只是到了高级阶段（大机器工业），这种生产才开始出现并得到巨大的发展。］

 。

除这三个结论外，还须补充说明两点。

第一，上面所讲的，丝毫也不否认马克思在下面一段话中所谈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资本论》第2卷第303页脚注（32）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51页脚注（32）。——编者注］

 ）上面已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制造消费品的那一部分社会生产也不能不增长。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只能延缓上述矛盾，但不能消灭这个矛盾。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消灭了，这个矛盾才能消灭。但是，不言而喻，把这个矛盾看作阻碍俄国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东西（民粹派就爱这样做）是十分荒谬的；不过前面的图表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在讨论资本主义发展和“市场”扩大间的相互关系时，不能忽略一个无庸置疑的真理，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引起全体居民和工人无产阶级需要水平的增长。这种增长的造成，一般是由于产品交换的频繁，而产品交换的频繁又使城市和乡村间、各个不同地区间的居民的接触更为频繁。造成这种情形的，还有工人无产阶级的密集，这种密集提高着这个阶级的觉悟程度和人的尊严感，使他们有可能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掠夺趋向作有效的斗争。欧洲的历史十分有力地说明了这一需要增长的规律，例如把18世纪末和19世纪末的法国无产者，或者把19世纪40年代 
［注：参看弗·恩格斯
 《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是一种骇人听闻的、污秽不堪的穷困（毫不夸大）和人的尊严感完全丧失的状况。］

 和现代的英国工人比较一下就可知道。这个规律在俄国也显出了自己的作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在改革后时代的迅速发展也引起了“农民”需要水平的提高，农民比从前“干净些”了（在衣着、住房等方面）。这种无疑是进步的现象，应归功于俄国资本主义而不能归功于别的什么，这一点即使用下面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个事实曾被所有研究我国手工业和整个农民经济的人指出过）也能予以证明，就是工业地区的农民比那些只从事农业生产和几乎未被资本主义触及的农民要“干净”得多。当然，这种现象首先而且最容易表现为单纯对“文明”的外表方面的模仿，但只有瓦·沃·先生这类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才能为这种现象痛哭流涕，认为这里面除“衰落”之外一无所有。


七

要了解“市场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最好把 
第一

 图表（关于A方资本家和W方直接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和 
第二

 图表（关于6个生产者的自然经济如何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所说明的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发展过程的两种看法比较一下。

我们拿第一个图表来看是什么也不能理解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发展呢？它从何而来？它被看成是一种“偶然现象”，它的产生不是归之于“ 
我们

 走错了路”……就是归之于长官的“培植”。为什么“大众日益贫穷”呢？该图表对这一点又没有回答，民粹派不是回答问题，而是以“万古神圣的制度”、离开正路一类的感伤词句以及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来支吾搪塞，著名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在这方面是颇为擅长的。

没有本领解释资本主义，耽于空想而不愿研究和弄清现实，结果必然否定资本主义的意义和力量。就好象资本主义是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无从汲取发展的力量。即使我们说这病人能靠“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来发展，那也只能使他的病况得到微不足道的几乎觉察不出的好转。要知道，为此就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技术 
［注：就是说，以大的工业单位代替小的工业单位，以机器劳动排挤手工劳动。］

 ，而“我们看到”的恰恰是没有这种发展。为此就需要使资本主义囊括全国，而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决不能普遍地发展起来”。

反之，如果我们拿第二个图表来看，就可以看出，无论资本主义的发展或人民的贫穷化都不是偶然的。这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伴侣。市场问题完全不存在了，因为市场不过是这种分工和商品生产的表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不仅是可能的［该文作者至多 
［注：就是说，当他正确地估计了和真正地了解了生产资料生产的意义的时候。］

 只能证明这一点］，而且是必然的，因为社会经济既已建立在分工和产品的商品形式的基础上，技术进步就不能不引起资本主义的加强和深入。

现在要问，为什么应该采取第二种看法呢？检验其正确性的标准是什么呢？

是现代俄国经济现实中的种种事实。

第二个图表的重心是商品经济如何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即商品生产者如何分化为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俄国当前社会经济中的种种现象，就可以看出，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正是我国小生产者的 分化
 。就拿种地的农民来说，一方面，农民大批地抛弃土地，丧失经济独立性，变成无产者，另一方面，农民不断扩大耕地并采用改良的耕作法。一方面，农民丧失农具和役畜，另一方面，农民购置改良农具，开始购买机器等等［参看瓦·沃·《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一方面，农民抛弃土地，出卖和出租份地，另一方面，农民租进份地并贪婪地购买私有主土地。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早就确定了的事实 
［注：农民自己很中肯地把这一过程称为“非农民化
 ”［见《1892年下诺夫哥罗德省的农业概况》1893年下诺夫哥罗德版第3编第186—187页］。］

 ，这些事实只能用商品经济的规律来 解释
 ，正是商品经济把我国“村社”农民也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再拿手工业者来说，在改革后时代，不仅有新的行业产生出来，旧的行业获得更快的发展［这种现象是刚才所指出的种地农民分化的结果，是社会分工愈来愈细的结果 
［注：尼古拉·—逊先生最大的理论错误之一就是忽视了这种现象。］

 ］，而且大批手工业者愈来愈穷，陷入赤贫的境地，丧失了经济独立性，而极少数则靠牺牲这些群众而富有起来，积攒巨额资本，变成包买主，包揽销路，并终于在我国绝大多数手工业中组织起完全资本主义式的 家庭手工制大生产
 。

我国小生产者中存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向，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和大众的贫穷化不仅不互相排斥，反而互相制约，并且无可辩驳地证明，资本主义现时已经是俄国经济生活的基本背景。

因此，说“市场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农民分化这一事实中，并不是什么奇谈怪论。

同时不能不指出，轰动一时的“市场问题”的（流行的）提法本身就含有许多荒谬见解。通常的说法（见第1节）根本就是建立在一些极其不可思议的假设上面的，仿佛社会经济制度可以按照某一群人物（“知识分子”或“政府”）的意志而建立或消灭（因为否则就不会提出资本主义是否“能够”发展、俄国是否“应当”经历资本主义、村社是否“应该”保存等等问题）；仿佛资本主义排斥人民的贫穷化；仿佛市场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无关而独自存在的东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某种特殊条件。

不纠正这些荒谬见解，问题就不能解决。

“当人民大众很穷而且愈来愈穷的时候，资本主义能否在俄国发展起来呢？”我们假定有人果真对这个问题想出了这样的答案：“是的，能够发展，因为资本主义将不靠消费品而靠生产资料来发展。”很明显，这样的答案是以一个十分正确的见解为根据的，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总生产量的增长主要靠生产资料（即依靠生产资料甚于依靠消费品），但更明显的是，这样的答案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正如小前提正确而大前提荒谬，就不能从三段论法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一样。这样的答案（再说一遍）的前提是资本主义正在发展、囊括全国并转入高级技术阶段（大机器工业），而问题的基础却正好是否认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否认大生产形式代替小生产形式的可能性。

必须把“市场问题”从“可能”和“应当”这种毫无裨益的臆测中移到现实的基础上来，移到研究和 解释
 俄国经济制度怎样形成、为什么正是这样形成而不是那样形成的基础上来。

我只就手头现有的材料举几个例子来具体说明上面的阐述是根据哪一种材料。

为了说明小生产者的分化，说明他们中间不仅有贫穷化的过程，而且有大规模的（比较而言）资产阶级经济建立的过程，我来引证一下分属于不同省份的三个欧俄纯农业县的资料，即塔夫利达省第聂伯罗夫斯克县、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和萨拉托夫省卡梅申县的资料。这些资料取自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为了预防可能被人指责所选县份不是典型县份（在几乎不知农奴制为何物和主要在改革后的“自由”制度下才有很多人居住的我国边疆地区，其分化速度确实比中部地区更快），我特作如下几点说明：

（1）从塔夫利达省内陆三个县中挑选了第聂伯罗夫斯克县，因为那里住的全是俄罗斯人［移民户仅占0.6％］，他们都是村社农民。

（2）在新乌津斯克县的资料中，只引了有关俄罗斯（村社）居民的资料［见《新乌津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第432—439页（α）］，其中不包括所谓“独立农庄主”，即那些脱离村社而单独居住在购买地或租地上的村社农民。若把这些农场主经济 
［注：事实上，2294个独立农庄主有播种面积123252俄亩（即每户平均有53俄亩）。他们雇佣了2662个男工（和234个女工），他们有4万多头马和牛，有很多改良农具。见《新乌津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第453页。］

 的直接代表者也算在内，分化情形就会明显得多了。

（3）在卡梅申县的资料中，只引了有关大俄罗斯（村社）居民的资料。



 [22][23]

汇编中的分类，在第聂伯罗夫斯克县以每户的播种面积亩数为标准，其余二县则以役畜头数为标准。

列入 贫苦
 户的，在第聂伯罗夫斯克县是不种地和种地不满10俄亩的农户，在新乌津斯克县和卡梅申县是没有役畜或有1头役畜的农户。列入 中等
 户的，在第聂伯罗夫斯克县是种地10—25俄亩的农户，在新乌津斯克县是有役畜2—4头的农户，在卡梅申县是有役畜2—3头的农户。列入 富裕
 户的是种地超过25俄亩（第聂伯罗夫斯克县）或有役畜超过4头（新乌津斯克县）和超过3头（卡梅申县）的农户。

根据这些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我国种地的村社农民中所发生的并不是一般的贫穷化和破产的过程，而是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过程。大量农民（贫苦户）——平均约有1/2——丧失了经济独立性。他们手中只拥有当地农民全部农业经济的很小一部分——约13％（平均）的播种面积；每户只有播种面积3—4俄亩。要判断这点播种面积的作用，我们只指出下述一点就够了：塔夫利达省的一个农户要专靠独立的农业经济过活而不求助于所谓“外水”，就必须有播种面积17—18俄亩 
［注：在萨马拉省和萨拉托夫省，这个标准要低1/3，因为该地居民的生活较差。］

 。显然，下等户多半不是靠自己的农业经济而是靠外水即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说明这一类农民状况的更详细的资料，那就可以看出，正是这一类农民中，放弃农务、出租份地、丧失农具、外出干活挣钱的人最多。这一类农民代表着我国农村无产阶级。

但另一方面，从这些村社农民中又分化出性质完全相反的另一类。上等户占有的播种面积比下等户多6—9倍。如果把这些播种面积（每户23—40俄亩）和全家光靠自己的农业经济就能过小康生活的“标准”亩数比较一下，就可看出前者比后者还多1—2倍。显然，这种农民从事农业就是为了获得收入，为了出卖粮食。他们有相当可观的积蓄并用这种积蓄来改善经营，提高耕作技术，购置农业机器和改良农具，例如在新乌津斯克县，14％的户主有改良农具；而在上等户中，42％的户主有改良农具（所以在全县有改良农具的农户总数中，上等户便占了75％），集中在他们手里的改良农具占“农民”现有改良农具总数的82％ 
［注：全县农民共有5724件改良农具。］

 。上等户已不能光靠本身的劳动力耕种自己的土地，因而需要雇工，例如新乌津斯克县有35％的上等户户主雇长工（秋收农忙时节雇的人未计在内）；第聂伯罗夫斯克县也是如此。一句话，上等户无疑已是资产阶级了。他们的力量已不在于掠夺别的生产者（象高利贷者和“盘剥者”那样），而在于独立地组织 
［注：当然这也是靠掠夺，但已不是掠夺独立生产者，而是掠夺工人。］

 生产：这一类农民占全体农民1/5，他们手里集中了超过1/2的播种面积[我取三个县的总平均数]。如果注意到这些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即收成）远远超过了下等户中种地的无产者的生产率，那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说，农村资产阶级是粮食生产的主要推动者。

农民分裂为资产阶极和无产阶级［民粹派在此过程中除“大众的贫穷化”外什么也看不见］对“市场”量，即对转变为 商品
 的那一部分粮食的数量该有何种影响呢？显然，这一部分粮食要大大增加，因为上等户的粮食远远超过本身的需要而大批进入市场；另一方面，下等户不得不用干活挣来的钱购买粮食。

为了举出有关这个问题的确切资料，我们所需要的已不是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而是弗·叶·波斯特尼柯夫的著作《南俄农民经济》。波斯特尼柯夫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描述了塔夫利达省内陆三个县（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和第聂伯罗夫斯克）的农民经济，并按照各类农民［按播种面积大小分为六类：（1）不种地者；（2）种地不满5俄亩者；（3）种地5—10俄亩者；（4）种地10—25俄亩者；（5）种地25—50俄亩者；（6）种地超过50俄亩者］分析了这种经济。在研究各类农民和市场的关系时，作者把每一农户的播种面积分为四部分：（1） 经营面积
 ——这是波斯特尼柯夫给提供播种所需种子的那部分播种面积所取的名称；（2） 食物面积
 ——提供养活劳动者家庭和工人的粮食；（3） 饲料面积
 ——提供役畜饲料；（4） 商业
 面积或 市场
 面积——提供转变为商品而在市场上出卖的产品。显然，只有最后一种面积才提供货币收入，而其余的都是提供实物收入，就是说，提供农户本身消费的产品。

在计算各类农民的这几种面积中的每一种面积时，波斯特尼柯夫制成了这样一张表：






　　 说明：
（1）波斯特尼柯夫并未列出倒数的第２栏，这是我计算出来的。

（2）波斯特尼柯夫确定的货币收入数量，是假定全部商业面积都种小麦，并按平均收获量和平均粮价计算的。

我们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经济规模愈大，其商品性就愈大，为出卖而生产的粮食就愈多［各类农民出卖粮食的百分比为12—36—52—61％］。主要耕作者即两类上等户（他们拥有全部播种面积的1/2以上）出卖他们半数以上的农产品［52％和61％］。

假如农民不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假如播种面积“平均”分给全体“农民”，则 全体
 农民都会是中等户（种地10—25俄亩），而进入市场的粮食只会是全部粮食的36％，即518136俄亩播种面积的产品（1439267俄亩的36％等于518136俄亩）。从上表可以看出，现在进入市场的粮食却为全部粮食的42％，即608869俄亩的产品。可见“大众的贫穷化”，40％农民（即种地不满10俄亩的贫苦户）的经济的完全衰落和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使 
9万

 
［注：90733俄亩等于全部播种面积的6.3％。］

 俄亩播种面积的产品投入了市场。

我决不是想说，由农民分化引起的“市场”扩大仅限于此。完全不是的。举例说，我们看到农民购置改良农具，即把他们的积蓄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我们看到进入市场的，除粮食外，还有另一种商品，即人的劳动力。我所以不提这一切，是因为我引用这个例子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明在我们俄国，大众的贫穷化确实引起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加强。我有意选择了粮食这种产品，因为无论何时何地粮食卷入商品流通总是最迟最慢；因而选的地区也是纯农业地区。

现在我再举一个纯工业区即莫斯科省的例子。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6卷和第7卷中，描述了莫斯科省农民经济的情形。这两卷汇编收载了许多叙述手工业概况的出色文章。我只引用《 花边业
 》 
［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经济统计部分，第6卷第2编。《莫斯科省手工业》1880年莫斯科版第2编。］

 一文的一个地方，其中说明了改革后时代农民的手工业如何和为什么特别迅速地发展起来。

花边业在本世纪20年代产生于波多利斯克县沃罗诺沃乡的两个互相毗连的村庄。“19世纪40年代，花边业虽未扩展到广大地区，但已开始慢慢地普及于邻近各村，而自60年代起，特别是近3—4年来，迅速地向周围地区发展了。”

在目前有花边业的32个村庄中，花边业的产生年代如下：

2个村庄——1820年。

4个村庄——1840年。

5个村庄——19世纪60年代。

7个村庄——1870—1875年。

14个村庄——1876—1879年。


　　该文作者说：“如果探究一下这种现象（即手工业正是在近几年得到非常迅速的发展）产生的原因，那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农民生活条件在此期间大为恶化，另一方面，一部分境况较好的居民的需要却有了显著的增长。”



　　为了证实这一点，作者利用了莫斯科地方自治局统计中的一些资料，现在我把这些资料列成下表 
［注：我省略了关于奶牛分配的资料（结论一样），加上了百分比。］

 ：


波多利斯克县沃罗诺沃乡






　　作者继续说：“这些数字雄辩地说明，该乡马、奶牛和小牲畜的总数增加了，但这种财富的增加只属于某些人，即属于有马2—3匹以上的户主…………因而我们看到，在无奶牛无马的农民增多的同时，不再耕种土地的农民也在增加：牲畜没有，肥料不够；地力日益枯竭，不值得耕种；为了养活自己和全家，为了不致饿死，单是男人从事手工业已不够了（他们过去在农闲时本来就从事手工业），现在需要家中其他成员也去找外水了……

……表内引用的数字资料还向我们说明了另一种现象；在这 些乡村中，有2—3匹马、奶牛的人数也有了增加
 。因此，这些农民的财富也增加了，与此同时我们却说：‘某某村所有的妇女儿童个个都在从事手工业生产。’怎样来解释这种现象呢？……要弄清这一现象，我们就得看看这些村子里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就得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那时也许能弄明白，这种为销售而生产商品的强烈欲望是由什么引起的？

我们在这里当然不去详细研究：在什么样的顺利情况下，农民中逐渐分化出一些较强的个人和家庭；什么条件造成了他们的财富；什么社会条件使得这种财富一经出现就能迅速增长，而且增长到这种程度，竟使乡村中一部分居民与另一部分居民有了显著的不同。在考察这个过程时，只要指出农村中一个极其平常的现象就够了。在一个村子里，有某某农民以强健、能干、精明、勤劳闻名于乡闾；他的家庭人口很多，身强力壮、年轻有为的儿子占了大半；他们生活在一起，不分家；他们有4—5个人的份地。显然，种这些地用不着全家的人手。于是有2—3个儿子经常外出做零工或在本地从事手工业生产，只在割草时，才暂时把它们放下，帮助家庭干田间工作。家中各个成员挣来的钱不劈分，成为大家的财产；再加上其他一些有利条件，收入就大大超过用来满足家庭需要的开支。开始有了积蓄，于是家庭就能在较好的条件下从事手工业生产，就是说，能用现钱从原主手里购买原料，能把制成的商品在值钱的时候卖出，能不依赖各种‘分活人’以及男女商人等。

这时，开始有可能雇一两个工人，或者把活计分配给已不能完全独立从事某种生产的贫苦农户。由于诸如此类的条件，我们所说的这个较强的家庭就有可能不单单靠本身劳动来获得利润。在这里，我们当然不去涉及这类家庭如何产生出通常所谓盘剥者、寄生虫之类人物的情形，我们只来考察农民中最平常的现象。载于《汇编》第2卷和第6卷第1编中的一些表格清楚地说明，随着一部分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往往有另外一小部分农民或个别农民的财富增多起来。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乡村与外界、与城市（这里指与莫斯科）的来往日益频繁，莫斯科的某些生活方式逐渐渗入乡村，并首先在这些较为富裕的家庭里流行起来。购置茶炊，购置必要的玻璃器皿和陶瓷器皿，穿得‘比较干净’。农夫穿得干净首先表现在丢掉草鞋穿上皮靴，妇女则先穿上比较干净的衣服，然后才穿上各式皮鞋和皮靴。首先使她们醉心的是各种色彩鲜艳的印花布、头巾、毛织花被巾之类的美丽什物……

……在农民家庭里‘自古以来’就是妻子给丈夫、自己和孩子做衣服……在他们自己种亚麻的时候，他们只须花很少一点钱去购买衣料和做衣服用的东西，而这些钱是靠卖鸡、鸡蛋、蘑菇、草萄、剩余的线毯或麻布零头得来的。其余一切都在家里制造。农妇们在家里生产需要她们提供的一切东西，并把自己田间工作之外的全部空闲时间都花在这上面，这就是沃罗诺沃乡各村花边业的发展非常缓慢的原因。花边主要是由生活较有保障或人口较多的家庭的姑娘们编织的，因为这些家庭不需要全家妇女都去纺麻织布。但是廉价的印花布、细布逐渐排挤着麻布；再加上其他一些情况，如有时亚麻歉收，有时丈夫要做件红布衫，有时自己要做件漂亮点的‘舒勃卡’（无袖女衫），于是在家里织各种麻布、头巾以解决农民穿衣问题的习惯渐渐受到排挤，或者受到很大的限制。服装本身也在变化，这部分是由于家庭织的布为工厂织的布所排挤和代替……

……这就是大部分居民必须竭力为销售而生产商品，甚至让孩子也来参加这种生产的原因。”





　　这位细心的观察家的朴实叙述，清楚地说明社会分工在我国农民群众中是怎样进行的，它怎样引起了商品生产［因而也引起市场］的扩大，这种商品生产怎样自然而然地（也就是通过它使生产者和市场所发生的关系）使得人的劳动力的买卖成为“最平常的现象”。
八

最后，把一位“流行观点”最新最有名的代表人物的论断分析一下，以说明所争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堆砌的抽象概念、图表和公式似乎太多了），也许不是多余的事情。

我说的就是尼古拉·—逊先生 
［注：显然，这里谈不上去分析他的整部著作（这需要专门写一部书），而只能分析他惯用的论据之一。］

 。

他认为，国内市场的“缩小”和农民购买力的“降低”，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他说，手工业的资本化排挤了家庭工艺品的生产；农民不得不买衣服穿。农民为了弄到这笔钱，就加劲开垦土地，由于份地不够，就把这种耕地扩大到远远超过合理经营所许可的限度，他把土地租金提高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他最后终于破产了。资本主义自己给自己掘下了坟墓，把“人民经济”带进了1891年可怕的危机，于是……资本主义停滞了，因为它没有基础，无力继续“走这条道路”。俄罗斯觉悟到“ 
我们

 离开了万古神圣的人民制度”，所以它正在等待……长官下几道“把大生产移接到村社上去”的命令。

这个“万古常新的”（在俄国民粹派看来）理论的荒谬性到底在哪里呢？

是这个理论的制造者不懂得“为生产资料而生产生产资料”的意义吗？当然不是。这个规律尼古·—逊先生知道得很清楚，他甚至提到这个规律在我国也有表现（第186、203—204页）。诚然，由于他具有用种种矛盾自己打自己耳光的才能，有时（参看第123页）他就忘记这个规律，但很明显，纠正这类矛盾，丝毫纠正不了作者上述基本论断。

他的理论的荒谬性，在于他没有本领说明我国的资本主义，而把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的论断建筑在纯粹的虚构上面。

尼古·—逊先生把由于家庭产品被工厂产品排挤而破产的“农民”，看作是某种同一的、内部一致的东西，它对各种生活现象的反映就象一个人那样统一。

现实中根本就没有这种情形。如果没有各生产单位（农户）的孤立性，商品生产也就不可能在俄国产生，并且谁都知道，我国农民实际上是各自经营而不依赖他人的；他们各自担着风险生产归他们私有的产品；他们独自和“市场”来往。

现在我们来看看“农民”的情况是怎样的。

“农民因需要钱而过分扩大耕地，于是遭到破产。”

但只是殷实的、有种子的、有足够役畜和农具的农民才能扩大耕地。 这种
 农民（大家知道，他们是少数）的确增加了播种面积，甚至把自己的经济扩大到没有工人帮助就不能应付的程度。多数农民则根本无力用扩大经济的办法来满足对金钱的需要，他们既没有任何储备，也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 这种
 农民要弄到钱，就得去找“外水”，就是说，他拿到市场上去的，已不是自己的产品，而是自己的劳动力了。出去找外水自然使农业经济更加衰落，这个农民的最后结局就是把自己的份地租给本村社的富户；这个富户扩大自己的经济，当然不是把这种份地出产的产品自己消费掉，而是把它送到 市场
 上去。结果是“人民的贫穷化”、资本主义发展和市场扩大。但不仅如此。这个富裕农民一心经营扩大了的农业经济，已不能象从前那样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了，就拿鞋子来说，买鞋穿对他更合算了。至于变穷了的农民，他也得买鞋穿：他不能自己做鞋子，原因很简单，他已没有自己的经济了。于是产生了对鞋子的需求，产生了粮食的供应，这是善于经营的农夫所生产的余粮（这种农夫的经济的进步潮流使瓦·沃·先生很感动）。附近做鞋的手工业者也同农民现在的处境一样：衰落的经济提供的粮食太少，要购买粮食就必须扩大生产。当然，能够扩大生产的仍然只是那些有积蓄的手工业者，即少数人；他们有可能雇用工人或把活计分给贫苦农民在家里做。而多数手工业者则无从考虑扩大作坊：如果发了财的包买主能给他们点“活计做”，就是说，如果他们能给自己唯一的商品（劳动力）找到购买者，他们就很高兴了。结果又是人民的贫穷化、资本主义发展和市场扩大；这又推动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这个运动到何处为止呢？这谁也说不上来，正如谁也说不上来它从什么地方开始一样，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活生生的有机过程，即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增长的过程。农村中的“非农民化”向我们表明这个过程的开端，它的萌芽，它的早期阶段；城市中的大资本主义向我们表明这个过程的结尾和它的趋向。若想把这两个现象分割开来，若想把它们看作孤立的互不依赖的东西，那你就不能使自己的论断前后一致，就不能说明人民的贫穷化和资本主义的增长这两个现象。

但常有这种情形：一些爱发这种无头无尾的议论的人们不能说明这个过程，于是中止探讨，说这两个他们都同样不了解的现象中，有一个现象［这里当然是指那个与“有批判头脑的人物的崇高道德感”相抵触的现象］是“荒谬的”、“偶然的”、“悬空的”。

显然，事实上只有他们自己的议论才是“悬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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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论所谓市场问题》1893年秋写于彼得堡。文中的一些主要论点，列宁在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小组（所谓“老年派”小组）讨论格·波·克拉辛的论文《市场问题》时已作阐述。



列宁的这篇文章曾在彼得堡及其他城市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中广泛流传。这篇文章的主要结论后来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56。



[19]额外价值即剩余价值。列宁在90年代的著作中，常把“额外价值”与“剩余价值”并用，后来就只用“剩余价值”一词。——60。



[20]《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这一栏所列的是Ⅰ（V+m）的总数，包括了预定作为积累的部分。但第Ⅰ部类新创造的价值（表现为工具和材料），有一部分不是供第Ⅱ部类用的生产资料，而是第Ⅰ部类追加的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有多大部分将用于第Ⅱ部类，多大部分仍留在第Ⅰ部类，这从下一年度两个部类实际运用的固定资本量可以推算出来。



列宁的手稿有两处笔误：3172½误为3172；10830误为10828½。正文表中没有改正。——66。



[21]出自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泼留希金是小说中的一个地主，一个悭吝成癖的守财奴。——83。



[22]7015和28276这两个数字在手稿中误为7014和28275，现已改正。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对此已作修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67页）。——90。



[23]这个数字在手稿中误为149703，现已改正。——90。







《列宁全集》第1卷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
[24]



（1894年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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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俄国财富》 
[25]

 对社会民主党人发动进攻了。这个杂志的头目之一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在去年第10期上就宣布要对“我国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一场“论战”。随后出现了谢·克里文柯先生的《论文化孤士》一文（第12期）和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文学和生活》一文（1894年《俄国财富》第1期和第2期）。至于杂志本身对我国经济现实的看法，谢·尤沙柯夫先生在《俄国经济发展问题》一文（第11期和第12期）中已作了最充分的叙述。这些先生在他们的杂志上总是以真正“人民之友”的思想和策略的表达者自居，其实他们是社会民主党最凶恶的敌人。现在我们就把这些“人民之友”，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策略仔细考察一下。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最注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因此专门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分析。在概略地叙述了阐明这个学说的大量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内容以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用这样一大段话开始了他的批判。


　　他说：“首先自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他的《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逻辑力量同渊博学识、同对全部经济学文献和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结合起来的范例。他把那些早被遗忘或现在谁也不知道的经济学理论家搬出来，他对工厂视察员在各种报告中或专家在各种专门委员会上所陈述的证词中极其琐碎的细节也没有忽视；总之，他翻遍了数量惊人的实际材料，一部分用来论证，一部分用来说明他的经济理论。如果说他创立了‘崭新的’历史过程观，用新的观点说明了人类的全部过去，总结了至今有过的一切历史哲学理论，那他当然会同样竭尽心力地做到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他会真正重新审查并批判地分析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研究世界历史的大量事实。同达尔文比较一下——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经常作这样的比较——就会更加确信这种看法。达尔文的全部著作是什么呢？就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马克思的相称著作究竟在哪里呢？这样的著作是没有的。不仅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著作，而且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也没有这样的著作，虽然这种文献数量很大，传播很广。”



　　这一大段话清楚地说明人们多么不理解《资本论》和马克思。他们被马克思论述中的巨大论证力量所折服，只得奉承他，称赞他，同时却完全忽视学说的基本内容，若无其事地继续弹着“主观社会学”的老调。由此不禁令人想起考茨基在他的一本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著作中所选用的一段很恰当的题词：　 
　　谁不称赞克洛普施托克的美名？可是，会不会人人都读他的作品？不会。

但愿人们少恭维我们，

阅读我们的作品时多用心！
［注：见戈·埃·莱辛《致读者格言诗》。——编者注］







　　正是这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应当少称赞马克思，多用心阅读他的著作，或者最好是更认真思索自己所读的东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逻辑力量同渊博学识结合起来的范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句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光辉词句和空洞内容结合起来的范例。这个评语是十分公正的。马克思的这种逻辑力量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读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上述那一大段话，会以为这全部力量不过是用于最狭义的“经济理论”而已。为了更加渲染马克思表现自己逻辑力量的范围是狭小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着重指出“极其琐碎的细节”、“细心”、“谁也不知道的理论家”等等。这样一来，似乎马克思对于建立这些理论的方法，并没有提出任何值得一提的实质性的新东西，似乎他使经济学仍然停留在过去经济学家原有的范围以内，并没有将它扩大，并没有对这门科学本身提出“崭新的”见解。然而凡是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这完全不符合事实。由此不禁令人想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16年前同一个庸俗的资产阶级先生尤·茹柯夫斯基进行论战时对马克思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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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也许是时代不同，也许是感觉比较新鲜，不管怎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无论在笔调上或内容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编者注］

 〈原文是Das　okonomische　Bewegungsgesetz——经济运动规律〉’，卡·马克思曾这样谈到他的《资本论》并严格地坚持了他的主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这样评论的。我们更仔细地来考察一下这个批评家也承认是严格地坚持了的主旨吧。这个主旨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

这句话本身就使我们碰到几个需要加以说明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其次，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总是听见经济学家说：只有财富的生产才完全受经济规律支配，而分配则以政治为转移，以政权和知识界等等对社会的影响如何为转移——而这也就是《俄国财富》所属的那个圈子里的政论家和经济学家们喜爱的思想之一。马克思谈到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并把这个规律叫作Naturgesetz——自然规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国如此众多的社会学家写了大堆大堆的著作，说社会现象领域根本不同于自然历史现象领域，因此，研究前者必须采用十分特别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既然如此，那对马克思的话又怎样理解呢？

发生这些疑问是自然的，必然的；当然，只有完全无知的人，才会在谈到《资本论》时回避这些疑问。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且先从《资本论》的同一序言中再引一句话，这句话就在上述那句话的稍后几行。

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编者注］



只要把序言里引来的这两句话简单地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就在于此，而这个思想，正象我们听说的那样，是以罕见的逻辑力量严格地坚持了的。说到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两个情况。马克思说的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他说的，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得指出马克思得出他的结论的方法，这些方法，象我们刚才听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说的那样，就是“对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

现在我们来分析《资本论》的这一基本思想，它是我们这位主观哲学家如此狡猾地企图加以回避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指的究竟是什么呢？怎样才可以而且必须把这种形态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呢？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已经指出，从旧的（对俄国说来不是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看来，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们谈论的是一般社会，他们同斯宾塞们争论的是一般社会是什么，一般社会的目的和实质是什么等等。在这种议论中，这些主观社会学家所依靠的是如下这类论据：社会的目的是为社会全体成员谋利益，因此，正义要求有一种组织，凡不合乎这种理想的（“社会学应从某种空想开始”，——主观方法的首创者之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句话绝妙地说明了他们的方法的实质）组织的制度都是不正常的，应该取消的。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可以看出，这位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只是使人的本性得到满足的社会，而完全不是什么社会形态，何况这些社会形态还可能是以少数人奴役多数人这种不合乎“人的本性”的现象为基础的。同样可以看出，在这位社会学家看来，根本谈不上把社会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学家既然认为事物有合乎心愿的，有不合乎心愿的，他就应当找到实现合乎心愿的事物，消除不合乎心愿的事物的条件”，即“找到实现如此这般理想的条件”，——这也是同一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的。）不仅如此，甚至谈不上什么发展，而只能谈由于……由于人们不聪明，不善于很好了解人的本性的要求，不善于找到实现这种合理制度的条件而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种种违背“心愿”的偏向，“缺陷”。显而易见，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呢？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 生产关系
 ，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马克思自己曾这样描写过他对这个问题的推论过程：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象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页。——编者注］









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当然，这在那时 暂且
 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在这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象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直接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了下来；这样一来，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但这个充分表现在《社会契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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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这种思想的痕迹，在一切空想社会主义体系中都是很明显的）中的结论，是和一切历史观察完全矛盾的。社会成员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作一个由某种原则所贯串的一定的完整的东西，这是从来没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的事情；恰恰相反，大众是不自觉地适应这些关系的，而且根本不了解这些关系是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例如人们在其中生活了很多世纪的交换关系，只是在最近才得到了解释。唯物主义继续深入分析，发现了人的这些社会思想本身的起源，也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因此，唯物主义关于思想进程取决于事物进程的结论，是唯一可与科学的心理学相容的。其次，再从另一方面说，这个假设第一次把社会学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在这以前，社会学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总是难于分清重要现象和不重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主观主义的根源），找不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 生产关系
 划为社会结构，并使人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当他们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 
［注：当然，这里说的始终是社会关系的意识，而不是其他什么关系的意识。］

 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时，他们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他们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把各国制度概括为 社会形态
 这个基本概念。只有这种概括才使人有可能从记载（和从理想的观点来评价）社会现象进而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分析社会现象，譬如说，划分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之处，研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之处。

最后，第三，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使 科学的
 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例如，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演进看作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人的社会思想和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对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任何因素来说明问题，同时却使人们有可能看到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这已经是在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本身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

《资本论》的 骨骼
 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仅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虽然他 完全
 用生产关系来 说明
 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部书使读者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同达尔文相比是完全恰当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如果谁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这些概括性的思想，那就怪不得马克思了，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甚至在序言中就已指出这些思想。而且这种比较不仅从外表方面（不知为什么，这一方面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别感兴趣）看是正确的，就是从内容方面看也是正确的。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没有看见另一种象唯物主义那样能把“有关事实”整理得井然有序，能对某一社会形态作出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唯物主义并不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现在有人读了《资本论》，竟在那里找不到唯物主义，还有比这更可笑的怪事吗！唯物主义在哪里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带着实在莫名其妙的神情问道。

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竟看不出那里对现代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看不出那里甚至对种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也是在某种某种生产关系中寻找并找到这些理论的根源的。

他读了《哲学的贫困》，竟看不出那里对蒲鲁东社会学的剖析，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看不出对蒲鲁东所提出的解决各种历史问题的办法的批判，是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的，看不出作者本人谈到应该在哪里寻找材料来解决这些问题时，总是举出生产关系。

他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这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个（而且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形态的范例，是大家公认的无与伦比的范例。于是他坐下来拼命思索这个深奥的问题；“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

凡熟悉马克思的人，都会反问他：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没有叙述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大概只有等到某个卡列耶夫的某本玄奥的历史著作在“经济唯物主义”这个条目内，用相应的号码标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著作的时候，才会知道这些著作吧。

而最可笑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责备马克思，说他没有“重新审查〈原文如此！〉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这简直可笑极了。试问这些理论十分之九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都是一些关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等纯粹先验的、独断的、抽象的议论（我有意举出这些合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心意的例子）。要知道，这样的理论，就其存在来说，已是无用的，就其基本方法，就其彻头彻尾的暗淡无光的形而上学性来说，也是无用的。要知道，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问题开始，就等于从末尾开始。既然你连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没有研究过，甚至还未能确定这个概念，甚至还未能对任何一种社会关系进行认真的、实际的研究，进行客观的分析，那你怎么能得出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概念呢？过去任何一门科学都从形而上学开始，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还不善于着手研究事实时，总是先验地臆造一些永远没有结果的一般理论。形而上学的化学家还不善于实际研究化学过程时，就臆造什么是化学亲和力的理论。形而上学的生物学家谈论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力。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议论什么是灵魂。这种方法是很荒谬的。不分别说明各种心理过程，就不能谈论灵魂：在这里要想有所进步，就必须抛弃那些什么是灵魂的一般理论和哲学议论，并且能够把说明这种或那种心理过程的事实的研究放在科学的基础上。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责备，正好象一个在什么是灵魂这个问题上写了一辈子“学术著作”的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连一个最简单的心理现象都解释不清楚，竟来责备一个科学的心理学家，说他没有重新审查所有关于灵魂的著名理论。他，这个科学的心理学家，抛弃了关于灵魂的哲学理论，直接去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基质（神经过程），而且，譬如说，分析并说明了某个或某些心理过程。于是，我们这位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读这部著作时，称赞它，说过程描写得很好，事实研究得不错，但是并不满意。这位哲学家听见周围的人说那位学者对心理学有完全新的观点，有科学心理学的特殊方法，就激动起来，怒气冲冲地说：且慢，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这个方法呢？这部著作中不是“仅仅有一些事实”吗？其中不是丝毫没有重新审查“所有关于灵魂的著名哲学理论”吗？这是完全不相称的著作呀！

在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家看来，《资本论》自然同样是不相称的著作。他看不出什么是社会这种先验的议论毫无用处，不懂得这种方法并不是研究问题和说明问题，不过是把英国商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或俄国民主主义者的小市民社会主义理想充作社会概念罢了。正因为如此，这一切历史哲学理论就象肥皂泡一样，一出现就化为乌有，至多不过是当时社会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征象，丝毫没有促进人们对社会关系，即使是个别的但是现实的（而不是那些“适合人的本性的”）社会关系的 理解
 。马克思在这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抛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 一种
 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 一种
 进步（资本主义进步）作了 科学的
 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责备马克思，说他从头开始，而不从尾开始；从分析事实开始，而不从最终结论开始；从研究个别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关系开始，而不从什么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开始！于是他问：“相称的著作究竟在哪里呢？”呵，好一个绝顶聪明的主观社会学家！！

如果我们这位主观哲学家，仅仅是对哪部著作论证过唯物主义这一问题疑惑不解，那也许还是小小的不幸。可是他，尽管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证，甚至没有找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叙述（也许正因为他没有找到），却开始把这个学说从未企求过的东西硬加到它的头上。他引证了布洛斯所说的马克思宣布了一种崭新的历史 观
 的话，便毫不客气地推论下去，说这个理论企求“给人类解释其过去”，说明“人类的全部〈原文如此！！？〉过去”等等。这完全是捏造！这个理论所企求的只是说明资本主义一种社会组织，而不是任何别种社会组织。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就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果，那么，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然适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虽然这些社会形态还没有经过专门的实际研究和详细分析，正象已为充分事实所证实了的种变说思想适用于整个生物学领域一样，虽然对某些动植物物种来说，它们变化的事实还未能确切探明。种变说所企求的完全不是说明“全部”物种形成史，而只是把这种说明的方法提到科学的高度。同样，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来说）说明历史的方法。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9—410页脚注（89）。——编者注］

 根据这一点可以判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采用的是多么机智、多么郑重、多么体面的论战手法，他首先歪曲马克思，把一些妄诞的企求强加给历史唯物主义，说它企求“说明一切”，企求找到“打开一切历史门户的钥匙”（这种企求当然立即遭到马克思极其辛辣的反驳，见马克思为答复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而写的“信” 
[28]

 ，接着讥笑他自己所捏造的这种企求，最后，把恩格斯确切的意见（其所以确切，是因为这一次是摘录，而不是转述）引出来，即把唯物主义者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史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3—164页。——编者注］

 等语引出来，于是作出这样的结论：“这些话把经济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缩得很小了！”要多么幼稚或多么自以为是的人，才会指望这种戏法不会被人识破呵！首先歪曲马克思，接着讥笑自己的捏造，然后引来确切的意见，便厚颜无耻地宣布这些意见把经济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缩小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种讥笑办法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可从下述例子看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论证过它们。”（即没有论证过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据）“固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写一部历史哲学和哲学历史性质的著作，甚至也写成了（1845—1846年），但这部著作 
[29]

 从未刊印。恩格斯说：‘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 
［注：同上，第21卷第412页。——编者注］

 ”于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作出结论说：“由此可见，在‘科学社会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要点被发现以及随后在《宣言》中被阐述的时候，据作者之一自己承认，他们做这样一件事情的知识是不够的。”

你看这种批评多么可爱！恩格斯说他们当时的经济“史”的知识不够，因此，他们没有把自己的“一般”哲学历史性质的著作刊印出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这点曲解成这样，好象“做这样一件事情”，如制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点”，即作出《宣言》中对 资产阶级
 制度所作的科学批判，他们的知识是不够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懂得概括全部历史哲学的尝试和科学地说明资产阶级制度的尝试之间的差别，或者是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知识还不足以批判政治经济学。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就太刻薄了，竟不让我们见识一下他断定这种不足所持的理由以及他自己的更正和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决定不发表他们的哲学历史著作，而集中全力来科学地分析一种社会组织，这只表明他们有高度的科学诚实态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决定加上几句话来对此加以挖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自己承认缺乏制定这些观点的知识，这只表明他的论战手法既不证明他聪明，也不证明他体面。

再举一个例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恩格斯，为了论证经济唯物主义这一历史理论，做了更多的工作。他有一部专门的历史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im　Anschluβ）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这个‘就’字真是妙极了。美国人摩尔根的书 
［注：指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一书。——编者注］

 ，出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经济唯物主义原理许多年以后，同经济唯物主义完全无关。”于是他认为“经济唯物主义者附和了”这本书，同时，因为在史前时期没有阶级斗争，他们便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公式加上这样一个“更正”：在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原始时代，起首要作用的人自身的生产即子女生产，和物质财富生产同样是决定的要素。

恩格斯说：“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页。——编者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此宣称：“总之，在40年代末发现并宣布了一个崭新的唯物主义的和真正科学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对历史科学的贡献，同达尔文理论对现代自然科学的贡献一样。”随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重复说，但是这个历史观从未科学地论证过。“它不仅没有经过大量的和多样的实际材料的检验〈《资本论》是“不相称的”著作：其中只有事实和细心研究而已！〉，甚至没有用哪怕是批判和排斥其他历史哲学体系的方法来充分说明过。”恩格斯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只是顺便说出的一些机智的尝试”，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这部著作中所涉及的大量重要问题，是可以完全回避的，尽管这些“机智的尝试”很机智地表明了“从空想开始的”社会学的空洞无物，尽管这部著作详细地批判了那种认为政治法律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的“暴力论”，亦即《俄国财富》的政论家先生们那么热心宣扬的“暴力论”。的确，对一部著作胡诌几句毫无意义的空话，比认真分析哪怕是其中唯物主义地解决了的一个问题，要容易得多；何况这样做又很保险，因为书报检查机关大概永远也不会准许翻译这部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就不必为自己的主观哲学担心，可以把这部书叫作机智之作了。

更为突出和更有教益的（为说明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或赋予空洞以思想形式），是他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评论。“《资本论》中有一些有历史内容的光辉篇页， 
但是

 〈这个“但是”妙极了！这甚至不是“但是”，而是有名的“mais”，译成俄语意思是“耳朵不会高过额头”〉这些篇页也是按照此书的主旨，仅限于一个一定的历史时期，它们并不是确立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过是涉及某类历史现象的经济方面。”换句话说，《资本论》这部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著作，对这个社会和它的上层建筑作了唯物主义的分析，“ 
但是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宁愿回避这个分析：看呀，这里仅仅说到“一个”时期，而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则想概括一切时期，并且概括到根本不具体谈及任何一个时期。很明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为了概括一切时期而实质上不涉及任何一个时期，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些“光辉”而空洞的泛泛之谈。在用空话来支吾搪塞的技巧方面，谁也比不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原来只是因为他，马克思，“并不是确立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过是涉及某类历史现象的经济方面”，所以不值得（单独地）从实质上涉及马克思的著作。多么深奥呀！“不是确立”，只“不过是涉及”！——的确，用空话来抹杀任何一个问题是多么容易呀！例如，既然马克思屡次说明，商品生产者的关系是法治国家公民权利平等和自由契约等等原则的基础，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以此来确立唯物主义呢，还是“不过是”涉及呢？我们的哲学家以他特有的谦逊，避免作实质性的回答，而直接从他的那些夸夸其谈、言之无物的“机智的尝试”中作出结论。

这个结论如下：“在一种企求阐明世界历史的理论宣布40年以后，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对这一理论来说仍然是些不解之谜，这是不足为奇的；而解开这些哑谜的钥匙，第一，是由一个与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完全无关、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理论的人找到的；第二，是借助非经济因素找到的。‘人自身的生产’这一术语，即子女生产，使人觉得有点可笑，而恩格斯却抓住这个术语，以便同经济唯物主义基本公式保持哪怕是字面上的联系。可是，恩格斯不得不承认，人类的生活在许多世纪内都不是按照这个公式形成的。”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论战手法的确一点也“不足为奇”！这一理论是说，为了“阐明”历史，不要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而要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基础。由于实际材料不够，过去没有可能把这个方法用来分析欧洲上古史的某些极重要的现象，例如氏族组织 
[30]

 ，因此，这个组织仍然是一个谜 
［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也没有放过机会来讥笑一下：咳，为什么这样，既然有科学的历史观，而古代史却是一个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从任何一本教科书里都可以知道，氏族组织问题是曾引起许多理论来加以说明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后来，摩尔根在美洲搜集的丰富材料，使他有可能分析氏族组织的实质，并得出如下的结论：对氏族组织的说明，不要在思想关系（例如法的关系或宗教关系）中，而要在物质关系中去寻找。显然，这件事实光辉地证实了唯物主义方法，如此而已。所以，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 为了非难
 这个学说，而首先提到解开最困难的历史之谜的钥匙是由一个与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完全无关”的人找到的时候，我们只能感到惊异，有些人多么不会辨别什么东西是在为自己辩护，什么东西是在痛斥自己。其次，我们的哲学家说，子女生产是非经济因素。可是您究竟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中读到他们一定是在谈经济唯物主义呢？他们在说明自己的世界观时，只是把它叫作唯物主义而已。他们的基本思想（在摘自马克思著作的上述引文中也已表达得十分明确）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说，对政治法律形式的说明要在“物质生活关系”中去寻找。怎么，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子女生产关系是思想关系？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这一点的解释很独特，值得拿来分析一下。他说：“无论我们怎样玩弄子女生产这个术语，以图在它和经济唯物主义之间建立一种哪怕是字面上的联系，无论它在锚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中怎样同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其他现象交织着，但它毕竟有它本身的生理根源和心理根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这一番子女生产有其生理根源的话，莫非是说给吃奶的孩子听的吗！？您为什么要顾左右而言他呢？〉而这使我们联想到，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不仅没有弄清楚历史，也没有弄清楚心理学。毫无疑问，氏族联系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中已经失去它的意义。但关于直接的两性联系和家庭联系，却未必能同样有把握地这样说。固然，它们在整个日益复杂的生活影响下有了很大的变化，可是只要有一定的辩证技巧就可以证明：不仅法律关系，就是经济关系本身也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我们不准备研究这一点，不过我们还是要举出遗产制度来说一说。”

我们的哲学家终于有幸由说空话 
［注：责备唯物主义者没有搞清楚历史，却不试图把唯物主义者对各种历史问题所作的许多唯物主义说明的任何一种拿来分析一下；或者说：本来是可以证明的，但我们不来研究这一点，——的确，象这样的手法，不是说空话又是什么呢？］

 进而谈到事实了，而这些事实是确定的，可以检验的，是不允许“顾左右而言他”轻易绕过问题实质的。我们且来看看，我们这位批评马克思的批评家是怎样证明遗产制度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作为遗产传下来的，有经济生产的产品〈“经济生产的产品”！！这是多么通达！多么响亮！多么优雅的语言！〉，而遗产制度本身在一定程度内是受经济竞争的事实制约的。可是第一，作为遗产传下来的，还有非物质财富，这表现在关心用父辈精神教育子女上。”总之，子女教育列入了遗产制度！例如俄国民法中有这样一条：“双亲应努力进行家庭教育，培养他们〈子女〉的情操，并促进政府意图之实现。”我们的哲学家莫非把这一点叫作遗产制度吗？“第二，甚至专就经济领域来说，既然没有当作遗产传下来的生产的产品就不可能有遗产制度，那么同样，没有‘子女生产’的产品，没有这种产品和与之直接结合着的复杂的紧张的心理，也就不可能有遗产制度。”（咳，请你们注意这句话：复杂的心理与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着”！这简直妙极了！）总之，遗产制度所以是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的上层建筑，是因为没有子女生产就不可能有遗产制！是呀，这真算是发现了新大陆！直到现在，大家都以为子女生产不大能够解释遗产制度，正如饮食的必要性不大能够解释财产制度一样。直到现在，大家都认为：如果说从前俄国在采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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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盛时代，土地不能继承的话（因为当时土地只是被当作有条件的财产），那么，对这一事实的解释，需要在当时社会组织的特点中去寻找。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必认为，这件事实不过是由于与当时地主的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的心理还不够复杂。

我们可以把一句有名的格言改个样子来说：只要把“人民之友”刮一刮，就可以看出资产者的原形。的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一套关于遗产制度同子女教育、同子女生产心理等等相联系的议论，不就是说遗产制度也同子女教育一样是永恒的、必要的和神圣的吗！固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替自己留条后路，说“遗产制度在一定程度内是受经济竞争的事实制约的”，但这无非是想逃避明确回答问题的一种诡计，而且是一种手法拙劣的诡计。既然向我们只字不提遗产对竞争究竟依赖到什么样的“一定程度”，既然丝毫没有说明竞争与遗产制度之间的这个联系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那我们怎能领会这种意见呢？其实，遗产制度以私有制为前提，而私有制则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已经处在萌芽状态的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产品在市场上的转让是私有制的基础。例如，当原始印第安公社的全体社员还共同制造他们所必需的一切产品的时候，私有制就不可能产生。当分工渗入公社，社员开始各自单独生产某一种产品并把这种产品在市场上出卖的时候，表现商品生产者这种物质上的单独性的私有制就出现了。无论私有制或遗产，都是单独的小家庭（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已经形成和交换已在开始发展的那个社会制度的范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例子所证明的，恰巧和他所想要证明的相反。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举出一个事实，但这又是一种奇谈怪论！他继续修正唯物主义：“至于氏族联系，那么它们在各文明民族的历史中，确实有一部分已在生产形式影响的光线下褪色了〈又是一个遁词，不过是更加明显的遁词。究竟是什么生产形式呢？一句空话！〉，但还有一部分在它们本身的延续和普遍化中——在民族联系中发展了。”这样说来，民族联系就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普遍化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社会历史的观念，显然是从给学生们讲的儿童故事中得来的。按这个陈腐浅陋的道理说来，社会历史是这样的：起初是家庭，这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细胞 
［注：这是纯粹的资产阶级观念，因为分散的小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才占统治地位；这种家庭，在史前时期是根本没有的。资产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现代制度的特征硬套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身上。］

 ，然后家庭发展为部落，部落又发展为国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郑重其事地重复这种幼稚的胡说，不过是表明（除其他一切外）他甚至连俄国历史的进程也一点都不了解。如果可以说古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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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过氏族生活，那么毫无疑问，在中世纪，在莫斯科皇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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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氏族联系便不存在了，就是说，国家完全不是建立在氏族的联合上，而是建立在地域的联合上：地主和寺院接纳了来自各地的农民，而这样组成的村社纯粹是地域性的联合。但在当时未必能说已有真正的民族联系：国家分成各个“领地”，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公国，这些公国还保存着从前自治制度的鲜明遗迹、管理的特点，有时候还保存着自己单独的军队（地方贵族是带领自己的军队去作战的）、单独的税界等等。仅仅在近代俄国历史上（大约从17世纪起），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最可尊敬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种融合并不是由氏族联系引起的，甚至不是由它的延续和普遍化引起的，而是由各个区域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换，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引起的。既然这个过程的领导者和主人是商人资本家，所以这种民族联系的建立也就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建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举出这两件事实，都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给予我们的不过是标本的资产阶级的庸俗见解而已，其所以是 庸俗见解
 ，是因为他用子女生产及其心理来解释遗产制度，而用氏族联系来解释民族；其所以是 资产阶级的
 ，是因为他把历史上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范畴和上层建筑，当作同子女教育和“直接”两性关系一样普遍的和永恒的范畴。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主观哲学家一试图由空话转到具体事实，就立刻滚到泥坑里去了。他在这个不很干净的地方，大概感到很舒服：安然坐着，收拾打扮，弄得污泥浊水四溅。例如，他想推翻历史是一系列阶级斗争事件这一原理，于是便以深思的神情宣称这是“走极端”，他说“马克思所建立的、以进行阶级斗争为目的的国际工人协会，并没有阻止住法德两国工人互相残杀和弄得彼此破产”，据他说，这也就证明唯物主义没有清除“民族自负和民族仇恨的邪魔”。这种断语表明，这位批评家丝毫不懂得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非常实际的利益是这种仇恨的主要基础，丝毫不懂得把民族感情当作独立因素来谈，就是掩盖问题的实质。不过，我们已经看出，我们的哲学家对民族有多么深奥的认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会以纯粹布勒宁式的讥讽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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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对待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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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马克思是那个诚然已经瓦解但一定会复活的国际工人协会的首脑”。当然，如果象《俄国财富》第2期国内生活栏编者按小市民的庸俗见解所写的那样，把“公平”交换制度看作国际团结的极限，而不懂得无论公平的或不公平的交换始终都以资产阶级的统治为前提和内容，不懂得不消灭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就不能停止国际冲突，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他一说到国际，就一味嘲笑。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怎么也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真理：除非在每一个国家把被压迫者阶级组织团结起来反对压迫者阶级，除非把这些民族的工人组织团结成一支国际工人大军去反对国际资本，是没有办法来消除民族仇恨的。至于说国际没有阻止住工人互相残杀，那只要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提醒一下巴黎公社事变就够了，它表现了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对待进行战争的统治阶级的真正态度。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全部论战中，特别令人愤慨的，正是他的手法。如果他不满意国际的策略，如果他不赞成那些使欧洲工人为之而组织起来的思想，那他至少应当直率而公开地批评这些策略和思想，说明他认为什么策略更适当，什么观点更正确。可是他并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异议，只是在汪洋大海的空话中到处插入无聊的嘲笑。怎能不把这叫作污泥浊水呢？尤其是，如果注意到在俄国不允许公开为国际的思想和策略进行辩护，就更不能不把这叫作污泥浊水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时所使用的手法也是这样的：他不愿费神去诚实地和确切地表达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何一个论点，然后给以直率而明确的批评，却宁肯抓住他听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片断论据加以歪曲。请你们自己判断吧：“马克思太聪明，太博学了，所以他不会以为社会现象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思想就是他发现的……这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梯子的〉下级 
［注：谈到这个无聊的用语时，必须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别挑出马克思（他太聪明，太博学，所以我们的批评家不能够直率而公开地批评他的任何一个论点），然后摆出恩格斯（“没有那么多创作才智的人”），再后摆出多少有点独立见解的人，如考茨基，以及其余的马克思主义者。试问这种分法有什么重大意义呢？如果批评家不满意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解说者，谁又妨碍他按照马克思学说来纠正他们呢？他丝毫没有这样做。显然，他本想说得俏皮一些，结果却平淡无奇。］

 的人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发明或发现的新东西，而是早已探明的真理”〉，或者说，他们对历来为探明这个真理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至多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很明显，这种说法的确能够影响一些初次听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批评家在这些人面前也就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曲解、讥笑和“战而胜之”（据说，《俄国财富》编辑部的同事就是这样来评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文章的）。凡是稍微知道马克思的人，都能马上看出这种手法的全部虚伪和浮夸。尽可不同意马克思，但是决不能否认，是马克思万分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完全是 新东西
 。新就新在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要指明群众在现代制度下受压迫的事实，只要指明使每个人都可获得自己生产成果的那种制度的优越性，只要指明这个理想制度适合“人的本性”、适合理性道德生活概念等等就足够了。马克思认为不能以这种社会主义为满足。他并不限于评论现代制度，评价和斥责这个制度，他还对这个制度作了科学的解释，把这个在欧洲和非欧洲各个国家表现得不同的现代制度归结为一个共同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对这个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客观分析（他指明这个制度下的剥削的 必然性
 ）。同样，他认为不能满足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渺小的模仿者即主观社会学家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适合人的本性的断语。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 客观
 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 必然性
 （他究竟怎样证明这一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怎样反驳这一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头再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援引必然性的由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问题的曲解极为明显：他撇开这个理论的全部实际内容、全部实质，而把问题说成这样，似乎这整个理论归结起来就在于“必然性”一词（“在复杂的实际情况下不能只援引必然性”），似乎这个理论的 证据
 就在于历史必然性是这样要求的。换句话说，他对学说的内容默不作声，只抓住它的名称，他自己竭力使马克思学说变成一枚“磨光了的金币”，现在却又加以讥笑。我们当然不去探究这种讥笑，因为这套把戏我们已经看够了。让他去翻筋斗，以博得布勒宁先生的欢心和满意吧（无怪乎布勒宁先生在《新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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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抚摸了一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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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向马克思点头哈腰之后又悄悄地向马克思吠叫吧：“马克思同空想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论战，即使没有这一点”，就是说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重申论战的理由，“也是单方面的”。我们只能把这种伎俩叫作吠叫，因为他确实 没有
 拿出 一个
 实际的、确定的、经得起检验的异议来反对这场论战，所以（不管我们怎样乐于谈论这个题目，认为这场论战对解决俄国社会主义问题极为重要），我们简直无法回答这种吠叫，而只有耸耸肩膀说：


　　呵呀，哈巴狗，它敢向大象吠叫，想必是力量不小！
[38]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之后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议论，也是并不乏味的，因为它总算向我们打开了“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这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瓦·沃·先生一起在我国“文化界”的自由派人士中间博得的称号）的一部分真正的思想行囊。他谈到“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和个人活动的作用之间的冲突”时说，社会活动家如以活动家自居，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他们是“被动者”，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暗窖里牵出来的傀儡”，——据他说，这就是从历史必然性思想得出的结论，因此，他称这个思想是“没有结果的”和“模糊不清的”。也许不是任何一个读者都明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哪里弄来这套傀儡之类的胡说。原来，关于决定论和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之间的冲突的思想，正是主观哲学家喜爱的话题之一。关于这个问题，他写了那么一大堆纸张，说了无数的小市民感伤的荒唐话，想把这个冲突解决得使道德观念和个人作用占上风。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冲突，冲突完全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担心（而且是不无根据的）决定论会推翻他所如此酷爱的小市民道德而捏造出来的。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屏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有什么保证能使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在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里？这也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其他社会主义者解决得各不相同的另一个问题：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活动，应当怎样吸引群众参加才能取得重大的成果？显然，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取决于对俄国社会力量的配置的看法，对构成俄国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看法，——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是只围着问题兜圈子，甚至不打算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给以一定的解答。大家知道，社会民主党人解答这个问题时所持的观点是：俄国经济制度是资产阶级社会，要摆脱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显然，严肃的批评应当是：或者反对那种认为我国制度是资产阶级制度的观点，或者反对关于这种制度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看法，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不想触及这些严肃问题，他宁愿用一些毫无内容的词藻来支吾搪塞，说什么必然性是一个太一般的括弧等等。是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任何一种思想，假若你把它当干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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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先把全部内脏剜去，然后摆弄剩下的外壳，那都会成为一个太一般的括弧！这个掩盖现代真正重大而迫切问题的外壳，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喜爱的领域，因此，他特别傲然自得地强调说，“经济唯物主义忽视或不正确地阐述英雄和大众的问题”。看，关于当前俄国现实是由哪些阶级的斗争和在什么基础上构成的问题，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看来想必是一个太一般的问题，于是他避而不谈。可是对于英雄和大众（不管这是工人大众、农民大众、厂主大众或是地主大众）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的问题，他却极感兴趣。也许这确实是个“有兴趣的”问题，但责备唯物主义者集中全力来解决直接有关劳动阶级解放的问题，那不过表明自己是个庸人科学的爱好者而已。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结束他对唯物主义的“批评”（？）时，又一次企图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恩格斯认为《资本论》曾被职业经济学家默然抵制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页。——编者注］

 ，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恩格斯这一看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为了证明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还举了一个可笑的理由，说德国有许许多多大学！），他说：“马克思想到的决不是这类读者〈工人〉，他对科学界人士也是有所期待的。”这话完全不对，因为马克思十分懂得，很少有可能指望资产阶级科学界人士会持公正的态度和作出科学的批评，所以他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确。他在那里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der　groβe　theoretische　Sinn），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页。——编者注］

还有一套颠倒黑白的把戏，也是针对唯物主义的，而且完全是按照第一个公式套下来的。“这个理论〈唯物主义理论〉一直没有被科学地论证过和检验过。”命题就是如此，而证据则是：“恩格斯、考茨基和其他某些人的著作中（象在布洛斯的大作里那样）个别具有历史内容的很好篇页，本来没有经济唯物主义商标也行，因为〈请注意“因为”二字！〉实际上〈原文如此！〉这些篇页考虑到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虽然在这一和弦中经济的弦音占优势。”结论……是：“经济唯物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又是那套老把戏！为了证明这个理论没有根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首先是曲解它，硬说它荒谬到不愿考虑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其实完全相反，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先提出不仅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者 
［注：这是在《资本论》和社会民主党人策略中完全明白表示出来而和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不同的地方。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不以经济方面为限的要求。1843年马克思在给预备出版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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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定纲领时写信给卢格说：“社会主义的原则，整个说来，仍然只是……这一方面。我们还应当同样地注意另一方面，即人的理论生活，因而应当把宗教、科学等等当作我们批评的对象。……正如宗教
 是人类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
 是人类实际斗争的目录。可见政治国家在自己的形式范围内内sub　specie　rei　publicae〔从政治角度〕反映了一切社会斗争，社会需求和社会真理。所以把最特殊的政治问题，例如等级制和代议制之间的区别的问题作为批判的对象，毫不意味着降低hauteur　des　principes〔原则高度〕，因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用政治的
 言辞来表明人的统治和私有制的统治之间的区别而已。这就是说，批评家不但能够，而且应该接触这些政治问题（在道地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些问题是不值得注意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417页。——编者注）］

 ），接着又确认，“实际上”唯物主义者用经济“很好地”说明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这个事实显然击中了作者自己），最后作出结论说，唯物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这套颠倒黑白的把戏倒是很妙地站住脚了！

这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用来“驳斥”唯物主义的一切。我再说一遍，这里没有任何批评，有的只是一堆空洞的妄自尊大的胡说。随便问一下什么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生产关系是其余一切关系的基础的观点，究竟提出过什么异议呢？他用什么反驳过马克思用唯物主义方法得出的社会形态以及这些形态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这一概念的正确性呢？他怎样证明那些即使是他提到的作者对各种历史问题所提出的唯物主义解释是不正确的呢？任何人都一定会回答说：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没有举出任何反驳的理由，没有指出任何不正确的地方。他只是在那里兜圈子，竭力用空话掩盖问题的实质，并顺便捏造种种无聊的遁词。

当这样一位批评家在《俄国财富》第2期上继续反驳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很难指望他会拿出什么象样的东西。全部差别在于他那种颠倒黑白的发明能力已经穷尽，他在开始利用旁人的了。

首先他大谈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甚至说伽法尼电学也同经济唯物主义有联系，因为伽法尼的实验对黑格尔也“发生了影响”。真是惊人的机智！这样说来，也可以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中国皇帝联系起来了！这除了说明有人以胡说为乐事，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说：“事物的历史进程的实质根本不可捉摸，经济唯物主义学说也没有捉摸住，虽然这个学说看来依靠两个基石，一个是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的发现，一个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

这样看来，唯物主义者所依靠的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就是说，唯物主义者把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建立在黑格尔的三段式上。我们又听到这种老一套的责难，说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辩证法，这种责难看来已被批评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批评家用得够滥的了。这帮先生不能从实质上对这个学说提出任何反驳，就拚命抓住马克思的表达方式，攻击这个理论的起源，想以此动摇这个理论的根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毫不客气地采用了这种手法。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中的一章 
［注：指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编第13章（辩证法。否定的否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2—156页。——编者注］

 成了他的借口。恩格斯在反驳攻击马克思辩证法的杜林时说：马克思从未打算用黑格尔的三段式来“证明”任何事物，马克思只是研究和探讨现实过程，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假使说，有时某种社会现象的发展符合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个黑格尔公式，那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这在自然界中根本不是罕见的现象。于是恩格斯引证自然历史方面（麦粒的发育）和社会方面的例子，例如起初是原始共产主义，接着是私有制，然后是资本主义的劳动社会化；又如起初是原始唯物主义，然后是唯心主义，最后是科学唯物主义，等等。谁都明白，恩格斯立论的重心在于：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现实的历史过程；而坚持辩证法，选择例子证明三段式的正确，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以长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罢了。既然已经断然声明，用三段式“证明”任何事物都是荒谬的，说谁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么，“辩证”过程的例子究竟能有什么意义呢？这不过是表露了学说的起源，难道还不明显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他说，不可把理论的起源当作理论的罪过。但是，要在恩格斯这段议论中发现超乎理论起源的东西，那显然就必须证明，至少有一个历史 问题
 ，唯物主义者不是根据有关事实，而是借三段式来解决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企图证明过这点吗？丝毫也没有。相反，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用实际内容把空洞的辩证公式充实到了这种程度，以至可以把这个公式从这个内容上去掉，就象从杯子上去掉盖子一样，并不会改变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把有关未来的问题作为例外，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既然如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什么又这样热心地和这个并不改变什么的盖子周旋呢？为什么说唯物主义者所“依靠”的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呢？他为什么在攻击这个盖子时公然撒谎骗人，说他是在攻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之一呢？

我当然不会去探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怎样分析三段式的例子的，我重说一遍，因为这无论对科学唯物主义还是对俄国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曲解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态度，究竟有些什么根据呢？根据有二：第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第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玩了（或正确些说，从杜林那里剽窃了）一套歪曲捏造的手法。

关于第一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读马克思主义文献时，常常碰见社会科学中的“辩证方法”，碰见社会问题范围（谈的也只是这个范围）内的“辩证思维”等等。由于头脑简单（如果只是简单那还好），他以为这个方法就是按黑格尔三段式的规律来解决一切社会学问题。他只要稍微细心一点看问题，就不能不确信这种看法是荒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辩证方法对形而上学方法（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无疑也属于这个概念）的态度，我们在下面将尽力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的议论为例加以说明。现在我们仅仅指出，凡是读过恩格斯（在同杜林的论战中。俄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或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各条注解和第2版《跋》；《哲学的贫困》）关于辩证方法的定义和叙述的人，都会看出根本没有说到黑格尔的三段式，而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演进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把《欧洲通报》1872年第5期上描述辩证方法的那一段话（短评：《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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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引来，这段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引证过。马克思在《跋》中说，他在《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被人们理解得很差。“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马克思为要更明白地叙述自己的方法，于是摘引了上述短评中描述这个方法的那一段话。短评说：在马克思看来，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要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在他看来，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现象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这些现象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社会关系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关系制度的规律。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精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制度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全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他只要证明现有制度的必然性，同时证明另一制度不可避免地要从前一制度中生长出来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这一点，不管人们意识到或意识不到这一点。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请那些因为人抱有自觉的“目的”，遵循一定的理想，而主张把社会演进从自然历史演进中划分出来的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注意。）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样从属的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这个文化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换句话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客观现象。批判应该是这样的：不是把一定的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它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精确地研究清楚，使它们在相互关系上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特别需要的是同样精确地把一系列已知的状态、它们的连贯性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研究清楚。马克思所否定的正是这种思想：经济生活规律无论对于过去或现在都是一样的。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经济生活是与生物学其他领域的发展史相类似的现象。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与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提并论。更深刻的分析表明，各种社会机体和各种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根据这种观点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因而严格科学地表述了对经济生活的任何精确的研究所应抱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意义，在于阐明调节这个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这一机体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

这就是马克思从报章杂志对《资本论》的无数评论中挑选出来并译成德文的一段对辩证方法的描述，马克思这样做，是因为这段对辩证方法的说明，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十分确切的。试问，这里有一句话提到三段式、三分法、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等等胡说，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用骑士姿态加以攻击的那些胡说吗？马克思紧接着这段描述之后还直截了当地说，他的方法和黑格尔的方法“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观念的发展，按照三段式的辩证规律，决定现实的发展。当然，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说得上三段式的作用，才说得上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马克思说，在我看来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物质的东西的反映”。因而全部问题归结为“对现存事物及其必然的发展的肯定的理解”：三段式只能起着使庸人们发生兴趣的盖子和外壳（“我卖弄起黑格尔的字眼来了”，——马克思在这个跋里说）的作用。现在要问，如果一个人想批判科学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一即辩证法，他无所不谈，甚至连蛤蟆和拿破仑都谈到了，可就是不谈这个辩证法有何内容，不谈社会的发展是否真的是自然历史过程，把社会经济形态看作特殊的社会机体的唯物主义概念是否正确，对这些形态的客观分析的方法是否正确，社会观念是否真的不决定社会发展反而为社会发展所决定等等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评判这个人呢？是否可以说只是由于他不理解呢？

关于第二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批判”辩证法以后，就把这种“借”黑格尔三段式进行论证的办法硬加到马克思头上，并且当然是洋洋得意地攻击这种办法。他说：“关于未来，社会内在规律纯粹是被辩证地提出来的。”（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例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必然使剥夺者被剥夺的论断，带有“纯粹辩证的性质”。马克思关于土地和资本公有的“理想”，“就其必然和毫无疑义来说，纯粹是维系在黑格尔三项式链条的最末一环上的”。

这个论据 完全
 是从杜林那里 拿来
 的，是杜林在他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一书（1879年第3版第486—487页）里运用过的。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字不提杜林。话又说回来，也许这套歪曲马克思的手法是他的独出心裁吧？

恩格斯给了杜林一个绝妙的答复，而且他也引述了杜林的批评，所以我们只引恩格斯的答复 
[42]

 就可以了。读者一定会看出，这个答复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是完全适用的。


　　“杜林说：‘这一历史概述〈所谓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产生〉
［注：这个尖括号〈〉中的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书中比较起来还算是最好的，如果它除了拄学术的拐杖之外不再拄辩证法的拐杖，或许还要好些。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过去的怀中产生出来。从16世纪以来通过上述方法实现的个人所有制的消灭，是第一个否定。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否定，它被称为否定的否定，因而被称为“个人所有制”的恢复，但这已经是以土地和劳动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高级形式了。既然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先生那里同时也称为“公有制”，那么这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更高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矛盾被扬弃〈aufgehoben——这是黑格尔的专用术语〉，根据这种文字游戏，就是既被克服又被保存。……这样，剥夺剥夺者，是历史现实在其外部物质条件中的仿佛自动的产物……未必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凭着否定的否定这一类黑格尔遁词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公有的必然性。其实，马克思观念的混混沌沌的杂种，并不会使那些知道从黑格尔辩证法这个科学原理能够得出什么，或者不如说一定能得出谬论来的人感到惊奇。对于不熟悉这些把戏的人，应该明确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个否定是教义问答中的原罪概念，而第二个否定则是引向赎罪的更高的统一的概念。这种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荒唐类比，当然不能成为事实的逻辑的根据……马克思先生安于他那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却叫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总之，——恩格斯总结说，——马克思不依靠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就无法证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证明建立土地公有制和劳动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必然性；他在根据从宗教中抄袭来的这种荒唐类比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未来的社会里，将存在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即黑格尔的被扬弃的矛盾的更高的统一。
［注：这段杜林观点的表述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完全适用，关于这点，他那篇《卡·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的论文里还有下述一段可以证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反驳那位断言马克思是私有制辩护者的茹柯夫斯基先生时，曾指出马克思的这个公式并解说如下：“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两个尽人皆知的戏法搬到自己的公式中来，第一，这个公式是按黑格尔三段式规律造成的；第二，合题是以对立面（即个人所有制和公有制）的同一为基础的。可见‘个人’一词，在这里具有一种特殊的、纯粹假设的，即辩证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意义，而丝毫也不能引为根据。”这是一个怀有最善良愿望的人在俄国公众面前替“热血志士”马克思辩护以反对资产者茹柯夫斯基先生时所说的话。他就是怀着这种善良愿望而把马克思说成这样：马克思把自己对过程的看法建立在“戏法”上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从这里吸取一个对他不无益处的教训：做任何一件事情单靠善良愿望都是有点不够的。］



我们先把否定的否定撇在一边，来看看‘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杜林先生把这叫作‘混沌世界’，而且他在这里令人惊奇地确实说对了。但是很遗憾，处于这个‘混沌世界’的不是马克思，而又是杜林先生自己。……他按照黑格尔来纠正马克思，把马克思只字未提的什么所有制的更高的统一硬加给马克思。

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他们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这就是一切。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劳动者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
 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懂俄语也一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为译文完全准确〉，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56页〈俄文版第30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编者注］

 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的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
 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
 ’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了。

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这个混乱的杂种，这种从黑格尔辩证法中一定能得出的谬论，这个混沌世界，这个马克思叫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的深奥的辩证法之谜——这又是杜林先生的自由创造和臆想……

那么，——恩格斯继续说，——否定的否定在马克思那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在第791页和以后几页〈俄文版第648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页。——编者注］

 及以下各页〉上，马克思概述了前50页〈俄文版前35页〉中所作的关于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最后结果。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私人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所谓原始积累，在这里就是剥夺这些直接生产者，即消灭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消灭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上述的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消灭它自己的物质基础。这种消灭，这种从个人的分散的生产工具到社会的集中的生产工具的转化，就构成资本的前史。劳动者一旦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生产资料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变为资本〉，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都要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工艺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共同利用，劳动工具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东西，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共同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制本身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成了和它一起并在它羽翼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现在我请问读者：辩证法的混乱交织和阿拉伯式花纹在哪里呢？使一切差别化为乌有的那种概念的混淆在哪里呢？为信徒创造的辩证法奇迹和仿效黑格尔的逻各斯学说所玩弄的戏法——据杜林说，没有这些东西，马克思就不能自圆其说——在哪里呢？马克思历史地证明并在这里简略地概述：正象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造成消灭自身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它同时又是辩证的过程，那么这不是马克思的罪过，尽管这对杜林先生说来好似命中注定的。

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引证过的）。

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在他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确已实现，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他才指出，这还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就是一切。由此可见，杜林先生断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过去的怀中产生出来，或者断定，马克思要求人们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的必然性，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第125页）

读者可以看出，恩格斯这段驳斥杜林的出色议论，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是完全适用的，因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样断言，马克思把未来纯粹维系在黑格尔链条的最末一环上，断言对于未来的必然性的信念只能建立在信仰上 
［注：说到这里，我以为不妨指出：恩格斯的全部解释是载在他谈论麦粒、卢梭学说和其他辩证过程实例的那一章里的。看来只要把这些实例拿来和恩格斯（以及马克思，因为这本著作的手稿预先读给马克思听过）这样明白肯定的声明——根本谈不到用三段式来证明
 什么东西，或把这三段式的“假设成分”塞到现实过程的描述中，——对照一下，就完全可以明白，责难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辩证法，是荒谬绝伦的。］

 。

杜林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间的全部区别，只有下列两小点：第一，尽管杜林一说起马克思就怒火万丈，但他毕竟认为必须在他那部《批判史》 
［注：指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编者注］

 的下一节里提到马克思如何在跋 
［注：指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25页。——编者注］

 中断然反驳了那种说他是黑格尔主义的责难，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十分明确地说明自己是怎样理解辩证方法的那段话（上面引过的那段话）却避而不谈。

第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第二个独到之处，是他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动词时态的用法上。为什么马克思说到将来的时候使用现在时呢？——我们的哲学家洋洋得意地问道。可敬的批评家，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去查任何一本语法书，它会告诉你，当将来的事情是必不可免和毫无疑义的时候，就要用现在时而不用将来时。但是，究竟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它是毫无疑义的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惊问道，他想装出非常激动的样子，把歪曲捏造的把戏弥缝起来。马克思对这点也给了十分确定的答复。可以认为这个答复不充分或不正确，但那就必须指明 究竟什么地方
 不正确， 为什么
 不正确，而不是胡诌一通，说这是黑格尔主义。

有一个时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本人知道这个答复是什么，而且还教训过别人。他在1877年写道，茹柯夫斯基先生尽可认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的理论是一种猜测，但是，他“没有道义上的权利”回避“马克思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劳动社会化问题。呵，当然咯！茹柯夫斯基在1877年没有道义上的权利回避问题，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1894年却有这种道义上的权利了！也许是丘必特可做的，公牛不可做吧？！ 
[43]



在这里我不禁想起曾经发表在《祖国纪事》 
[44]

 上的一则关于对这个社会化的见解的奇闻。该杂志1883年第7期载有一位局外人 
［注：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笔名。——编者注］

 先生《给编辑部的信》，这位先生也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样，认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的“理论”是一种猜测。这位先生说：“其实，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劳动的社会形式不过是几百或几千工人在一个场所内磨着，锤着，转着，堆着，填着，拖着，以及还从事许多其他操作。这个制度的一般性质很可拿一句俗话来表示：‘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谈得上什么劳动的社会形式呢？”

这立刻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算是把问题弄清楚了！“劳动的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一个场所内做工”！！既然连最优秀的俄国杂志之一都有这种奇怪见解，还居然有人要我们相信《资本论》的理论部分已为科学界所公认。的确，“公认的科学”既不能用稍为象样的东西来反驳《资本论》，于是就恭维它，同时继续表现极其无知，重复着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陈词滥调。我们必须稍微谈谈这个问题，好让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知道他按照自己的固定习惯而完全回避了的问题的实质。

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社会化，决不在于人们在一个场所内做工（这只是过程的一小部分），而在于随着资本集中而来的是社会劳动的专业化，每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人数的减少，单独的工业部门数目的增多；就是说，在于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例如，在手工纺织时代，小生产者自己纺纱并用它来织布，工业部门并不多（纺纱业和织布业合在一起）。一旦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单独的工业部门的数目就增加起来，纺纱业单独纺纱，织布业单独织布；这种生产单独化和生产集中使机器制造业、煤炭采掘业等等新部门相继出现。在每个现在已更加专业化的工业部门里，资本家的人数日益减少。这就是说，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日益加强，生产者在结成一个整体。分散的小生产者各人兼于几种操作，所以不大依赖别人：例如一个手工业者自己种亚麻，自己纺麻和织布，几乎是不依赖别人的。正是在这种分散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制度下（也只是在这种制度下），“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句俗话，也就是说，市场波动的无政府状态，才是有根据的。当劳动已因资本主义而社会化，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织布厂老板依赖纺纱厂老板；后者又依赖种棉花的资本家，依赖机器制造厂老板，依赖煤矿老板等等。结果任何一个资本家离了别的资本家都不行。显然，“人人为自己”这句俗话完全不适用于这样一种制度：这里已经是一人为大家工作，大家为一人工作（上帝已没有立足之地，不管他是作为天空的幻影，还是作为人间的“金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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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的性质完全变了。在存在分散的小企业的制度下，其中某个企业停工了，只影响社会少数成员，并未造成普遍的混乱，因而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不会激起社会的干涉。可是，如果一个属于非常专业化的工业部门，而且几乎是为全社会工作但又依赖全社会（为简单起见，我以社会化已达顶点时的情形为例）的大企业停工了，那么，社会其余一切企业都一定会停工，因为它们只能从这个企业取得必需的产品，只有有了这个企业的商品，才能实现自己的全部商品。这样，所有的生产就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同时每种生产又由资本家各自经营，以他的意愿为转移，把社会产品归他私人所有。于是生产形式就同占有形式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后者不能不适应前者，不能不也变成社会的即社会主义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而《祖国纪事》的机智的庸人却把一切归结为在一个场所内做工。真是胡说八道！（我所说的只是物质过程，只是生产关系的改变，没有涉及这一过程的社会方面，没有涉及工人的联合、团结和组织，因为这是派生的现象，第二位的现象。）

我们所以不得不向俄国“民主主义者”解释这种起码的常识，是因为他们全身浸透了小市民思想，除小市民制度外，根本不能想象其他的制度。

我们还是回过来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吧。他拿什么来反驳马克思在作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本身使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到来的结论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呢？他是不是证明了在实际上（在商品的社会经济组织条件下）社会劳动过程不是日益专业化，资本和企业不是日益集中，整个劳动过程不是日益社会化呢？没有，他没有举出任何一个理由来反驳这些事实。他是不是动摇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一种不能与劳动社会化相容的无政府状态的论点呢？他丝毫没有谈到这一点。他是不是证明过一切资本家的劳动过程联合为一个社会劳动过程的现象能同私有制和平共居呢？是不是能想出除马克思指明的出路外，还可找到其他摆脱矛盾的出路呢？没有，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一点。

他究竟靠什么来进行批评呢？靠颠倒黑白、歪曲捏造，靠无非是耍花招的滔滔不绝的空话。

批评家预先说了一大堆关于历史的三段一贯的步骤的废话，然后煞有介事地质问马克思：“以后又怎样呢？”也就是说，在他所描写的那个过程的最后阶段以后，历史将怎样前进呢？试问，对这种手法又能叫作别的什么呢？请注意，马克思一开始从事写作活动和革命活动，就十分明确地表示过他对社会学理论的要求：社会学理论应当确切地描写现实过程，如此而已（例如参看《共产党宣言》 论共产党人的理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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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资本论》里极严格地遵守了这个要求，即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当他证明了这个组织在我们眼前的实际发展具有什么样的趋势，这个组织必然会灭亡而转变为另一更高的组织时，他就结束了自己的分析。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避而不谈马克思学说的全部实质，却提出他的“以后又怎样呢？”这个极其愚蠢的问题，并故作高深地补充说：“我应当坦白地承认，我不完全懂得恩格斯的答复。”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我们却应当坦白地承认，我们完全懂得这种“批评”的精神和手法！

或者再拿这样一段议论来说吧：“在中世纪，马克思所说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甚至在经济关系方面，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因素。除它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但马克思所解释的辩证方法〈莫非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歪曲的辩证方法吗？〉却不主张研究这些东西……所有这些公式显然不能表现出历史现实的全貌，甚至也不能表现出它的局部情况，而只能满足人们喜欢把任何事物都想象为有它的过去、现在、将来的那种爱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您的歪曲捏造的手法也单调得令人作呕！他在马克思的只求表述资本主义现实发展过程的公式 
［注：马克思所以把中世纪经济制度的其他特征撇开不谈，是因为这些特征属于封建社会形态，而马克思研究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按其纯粹状态来说，确实是从分散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制度和他们的个人劳动所有制开始的（例如在英国）。］

 里，先偷偷塞进用三段式证明任何东西的意图，然后断定马克思的公式不符合这个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强加于它的计划（第三阶段恢复的只是第一阶段的一个方面，而把其余各方面略去了），并随随便便地作出结论说：“这个公式显然不能表现出历史现实的全貌！”

同这样一个甚至不能（用恩格斯评杜林时所用的字眼）破例作出准确引证的人，难道可以进行严肃的论战吗？甚至不打算证明这个公式不对在哪里，就硬要大家相信这个公式“显然”不符合现实，难道这值得加以反驳吗？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去批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实际内容，却就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范畴练习自己的机智。譬如说，恩格斯在反驳杜林先生的“永恒真理”时说，“今天向我们宣扬”三种道德，即基督教封建主义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可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自己的道德论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02页。——编者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这一点说道：“我认为历史分期的一切三分法，正是以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范畴为基础的。”多么深奥啊！可是，谁不知道，考察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发展过程，总会在这个现象中发现过去的遗迹、现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萌芽呢？譬如说，难道恩格斯曾想断言道德史（其实他谈的只是“现在”）只限于上述三个阶段吗？难道曾想断言封建主义道德以前没有奴隶制道德，奴隶制道德以前没有原始共产主义公社的道德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去认真批评恩格斯用唯物主义观点阐明现代各派道德思想的尝试，却拿最空洞的词藻来款待我们！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批评”一开始就声明他不知道在哪一部著作里叙述过唯物主义历史观，说到这种“批评”手法，提一下这位作者曾经知道这些著作之一并对它作过比较正确的评价，也许不无益处。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这样评《资本论》的：“如果去掉《资本论》的笨重无用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盖子〈真是咄咄怪事！为什么在1877年“黑格尔辩证法”是“无用的”，而在1894年唯物主义却成了依靠“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呢？〉，那么，不管这部著作其他长处如何，我们也能看出这部著作很好地研究了解决形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关系这个总问题所必需的材料，并且为一定的领域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所谓“形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关系”，也就是社会生活诸方面的相互关系问题，思想的社会关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的问题，唯物主义学说也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定的解决。我们再往下看吧：



　　“老实说，全部《资本论》
 〈黑体是我用的〉研究的是一经产生的社会形式怎样日益发展，怎样加强自己的典型特征，怎样使各种发现、发明、生产方式的改进、新的市场和科学本身从属于自己，使之同化，怎样迫使这些东西为自己服务，最后，这个形式又怎样经受不住物质条件的继续变化。”



　　真是变得叫人吃惊！在1877年，“全部《资本论》”是对一定社会形式的唯物主义的研究（难道唯物主义不正是以物质条件说明社会形式吗？），而在1894年，却甚至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在哪部著作里去找这种唯物主义的叙述了！在1877年，《资本论》是“研究”“这个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可不是吗？〉怎样经受不住物质条件的继续变化”（请注意这点！）；而在1894年却变成根本没有任何研究了，资本主义形式经受不住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的信念“纯粹”维系在“黑格尔三段式的最末一环上”了！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道：“对于这个社会形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关系的分析，将 永远
 〈黑体是我用的〉是这位作者的逻辑力量和渊博学识的纪念碑”；而在1894年，他却宣称唯物主义学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经过科学的检验和论证！

真是变得叫人吃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70年代的 俄国
 农民社会主义，因为自由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而对自由“嗤之以鼻”，曾同那些竭力掩盖俄国生活中的对抗性的“高头大额的自由派”作过斗争，而且幻想过农民革命，但现在它已经完全变质了，产生了庸俗的小市民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认为农民经济的进步潮流给人以“振奋人心的印象”，而忘记了这种潮流带来（和引起）的是农民大批地被剥夺；第二，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维护“热血志士”（即革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不受自由派批评家的攻击为己任，而且是那样专心致志，竟没有发觉马克思的方法和他自己的方法互不相容。可是有人向他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社会学之间的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恩格斯的文章和书就说明了这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说明了这点（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里往往可以看到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非常中肯的批评），——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不去认真地重新考虑问题，反而索性放肆起来。他现在不是欢迎马克思（象他在1872年和1877年所表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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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躲在居心叵测的赞词后面向他乱吠，并且大叫大嚷地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愿以“保护经济上的最弱者”为满足，不愿以货栈、农村改良、手工业博览馆和手工业劳动组合等等善良的小市民的进步办法为满足，而仍然想作“热血志士”，主张社会革命，要训练、领导并组织真正革命的社会分子。

讲了这一小段追述往事的插话以后，看来可以把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理论的“批评”的工作结束了。我们试把批评家的“理由”归纳起来作一总结。

他想要摧毁的学说，第一是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二是依据辩证方法的。

关于第一点，批评家首先说他不知道在哪部著作中叙述过唯物主义。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这种叙述，于是自己捏造一套什么是唯物主义。为了使人觉得这个唯物主义有过分的企求，他捏造说唯物主义者企求说明人类的全部过去、现在和将来；可是后来，批评家查阅了马克思主义者原来的声明，发现他们自己认为只是说明了一个社会形态，于是批评家就断定唯物主义者缩小了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说这样他们就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为了向人说明制定这个唯物主义的方法，他便捏造说唯物主义者自己都承认他们的知识不足以制定科学社会主义，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承认（在1845—1846年）对经济史的知识不够，虽然他们从未刊印这部证明他们知识不够的著作。演了这样一些前奏之后，批评家就以如下的批评款待我们：《资本论》被推翻了，因为它只涉及一个时期，而批评家是需要各个时期的；因为《资本论》并不确立经济唯物主义，不过是涉及经济唯物主义。这些论据大概很有份量并且很重要，所以只得承认唯物主义从未被科学地论证过。接着又用这样一件事实来反驳唯物主义，说有一个与这个学说完全无关的人，完全在另外一个国家研究了史前时期，也得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其次，为了表明把子女生产扯到唯物主义上面去是完全不正确的，表明这不过是玩弄字眼，于是批评家就来证明经济关系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这位严肃的批评家在这里为了教训唯物主义者所作的指点，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深刻的真理：遗产制度非有子女生产不行，复杂的心理是同这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着”的，子女是以父辈的精神来教育的。顺便我们也知道了民族联系就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普遍化。批评家在继续他的关于唯物主义的理论钻研时，察觉到马克思主义者许多论据的内容都是说在资产阶级制度下群众遭受压迫和剥削是“必然”的，这个制度“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他连忙宣称：必然性是个太一般的括弧（如果不说清楚人们究竟认为什么是必然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是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批评家还说，马克思同唯心主义者的论战是“单方面的”，可是只字不提这些唯心主义者的观点是怎样对待主观方法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怎样对待这些唯心主义者的观点的。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基石——辩证方法，那只须这位大胆的批评家一推，就把它推翻了。而且这一下是推得很准的：批评家大卖气力来驳斥似乎用三段式可以证明什么东西的见解，可是闭口不谈辩证方法决不是三段式，不谈它恰恰是社会学中的唯心主义方法和主观主义方法的否定。另一下是专推马克思的：批评家在奋勇的杜林先生的帮助下，把一个不可思议的胡说偷偷加在马克思头上，似乎马克思在用三段式证明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然后批评家就得意洋洋地来攻击这个胡说。

这就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的辉煌“胜利”的史诗！观察这些胜利，岂不是“大有教益”（布勒宁）吗？

这里还不能不涉及一点，这虽然与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没有直接关系，但对弄清楚批评家的理想和他对现实的理解，却是极为重要的。这就是他对西欧工人运动的态度。

上面已经引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说法，他说唯物主义在“科学”上（也许是在德国“人民之友”的科学上吧？）站不住脚，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说，这个唯物主义“在工人阶级中间确实传播得很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究竟怎样解释这个事实呢？他说：“至于经济唯物主义在所谓横的方面获得成就，即它以未经批判地检验过的形式广为传播，那么，这种成就并不是侧重于科学方面，而是侧重于未来的远景所确定的日常生活实践方面。”未来的远景所“确定”的实践这一拙劣词句的意思，不外是说唯物主义所以得到传播，不是因为它正确地说明了现实，而是因为它离开这个现实，转到远景方面去了。接着又说：“这种远景对领会它的德国工人阶级所要求的，对热情关心德国工人阶级命运的人们所要求的，既不是知识，也不是批判的思考。它要求的只是信仰。”换句话说，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所以能广为传播，是因为这个学说答应给工人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可是，只要稍微知道一点社会主义和西欧工人运动的历史，就可看出这种解释是极端荒谬和虚伪的。谁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写道：“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 应该
 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页。——编者注］

 ，并且马克思严格地执行了这个纲领。谁都知道，例如《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是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考察的只是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因素。谁都知道，在未来的远景方面，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所写的东西多得多，他们极详细地描绘了未来的社会，想以这种制度的美景吸引人类，说那时人们不需要有斗争，那时人们的社会关系不是建立在剥削上，而是建立在合乎人的本性条件的真正进步原则上。尽管有一大批叙述过这种思想 的极有才华的人物和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者，然而，只要大机器工业还未把工人无产阶级群众卷入政治生活的漩涡，只要工人无产阶级斗争的真正口号还未发现，他们的理论始终是脱离生活的，他们的纲领始终是脱离人民的政治运动的。发现这个口号的是马克思，是很久以前（1872年）曾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评为“不是空想主义者，而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枯燥的学者”的马克思。马克思发现这个口号，根本不是靠指出什么远景，而是靠科学地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说明在这个制度下剥削的 必然性
 ，探讨这个制度的发展规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当然可以对《俄国财富》的读者武断说，领会这种分析既不需要知识，也不需要思考，可是，我们已经看出他本人对这种分析所探明的起码真理一窍不通（我们将会看到，他那位经济学家同事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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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这种说法自然只能使人付之一笑。不容置辩的事实是：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发展起来，工人运动也就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展开和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取得成就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企图回避唯物主义在工人中间取得成就的真正原因，其手法是对这个学说如何对待“远景”作了与事实真相根本不符的介绍，现在他又开始用最庸俗的小市民的方式来嘲弄西欧工人运动的思想和策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实在举不出一个理由来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因劳动社会化而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论据，可是他却非常放肆地讥讽说，“无产者大军”正在准备剥夺资本家，“随后任何阶级斗争都会停止，天下就会太平，人间就会幸福”。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知道一条比这简单得多和正确得多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要“人民之友”更详细地指出“明白的和确定不移的”实现“合乎心愿的经济演进”的道路，那时这些人民之友就一定会“被召去”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见《俄国财富》第11期尤沙柯夫先生《俄国经济发展问题》一文），可是暂时……暂时工人还应当等待一下，应当指望人民之友，不要抱着“没有根据的自信心”来独立进行反对剥削者的斗争。我们这位作者想彻底摧毁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心”，就声色俱厉地痛斥“这个几乎可以容纳在袖珍词典里的科学”。的确，这还了得：科学居然是只值几文钱的可以放在口袋里的社会民主主义小册子！！有些人只是因为科学教导被剥削者独立进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教导他们拒绝任何掩盖阶级对抗并想独揽一切的“人民之友”，才重视科学，因而才用庸人们觉得有失体面的廉价出版物叙述这个科学。请看，这些人盲目自信到了何等地步！如果工人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人民之友”，那就会是另一回事了，那时，“人民之友”就会拿出真正的、大部头的、学院式的和庸人的科学给他们看，就会把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组织详细地介绍给他们，只要……工人们同意等待，不抱着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心自己起来斗争就行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批评”的第二部分，已经不是反对马克思的理论，而是专门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谈这一部分以前，我们必须稍微离开一下本题。原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正如他在批评马克思时不但没有打算确切地叙述马克思的理论，反而完全歪曲了这个理论一样，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也是肆无忌惮地加以歪曲。必须恢复真相。要做到这一点，最方便的办法是把俄国从前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同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对照一下。讲到前一种思想时，我且借用一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1892年《俄国思想》第6期上发表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里也谈到马克思主义（并且——说来会使他惭愧——是以庄重口气谈到的，没有涉及那些只有按布勒宁方式才能在受检查的刊物上谈论的问题，也没有污蔑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是同马克思主义对立地——如果不是对立地，至少也是同它平行地——叙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当然丝毫不想侮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说，不想把他算作社会主义者，也丝毫不想侮辱俄国社会主义者，把他们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等看待：我只是认为他们和他的 论证程序
 实质上是一样的，差别只在于信念的坚定、率直和一贯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叙述《祖国纪事》的思想时写道：“我们向来把土地属于耕作者和劳动工具属于生产者作为道德的政治的理想。”出发点看来是极其善意的，充满了极其善良的愿望……“我国还存在着的中世纪劳动形式 
［注：作者在另一地方解释道：“所谓中世纪劳动形式，指的不仅是村社土地占有制、手工业和劳动组合组织。所有这些无疑都是中世纪形式，但土地或生产工具属于劳动者的种种形式也应当算作中世纪形式。”］

 已大大动摇了，但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完全取消这些形式，以迎合任何一种学说，不管是自由派的还是非自由派的。”

真是奇怪的议论！要知道，无论什么“劳动形式”，只在它被别的什么形式代替时才会动摇；而我们的这位作者甚至没有（而且他的同道中也没有一个人）打算去分析和说明这些新形式，以及弄清旧形式被这些新形式排挤的原因。更奇怪的是这段议论的第二部分：“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取消这些形式，以迎合一种学说。”“我们”（即社会主义者，——请看上述附带说明）拥有什么手段来“取消”劳动形式，即改造社会各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呢？难道根据一种学说来改造这些关系的想法不是荒谬的吗？我们再听下去：“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一定要从本民族内部培育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但也不是要把西方文明连同一切腐蚀它的矛盾整个儿搬到我们这里来：必须尽可能从各处采纳长处，至于长处是自己的或别人的，那已不是原则问题，而是实际上方便不方便的问题。看来，这是这样简单明了，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的确，这是多么简单呵！从各处“采纳”长处，于是万事大吉！从中世纪形式中“采纳”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而从新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中“采纳”自由、平等、教育和文化。所以没有什么可说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在这里了如指掌：社会学从空想——土地属于劳动者所有——开始，并指出实现合乎心愿的事情的条件：从四面八方“采纳”长处。这位哲学家纯粹形而上学地把社会关系看作是这些或那些制度的简单的机械的组合，看作是这些或那些现象的简单的机械的联结。他从这些现象中抽出一种现象，即中世纪形式中土地属于耕作者的现象，以为可以把它移植到任何别的形式中去，就象一所房子上的砖可以砌到另一所房子上一样。但这不是在研究社会关系，而是糟蹋应该研究的材料，因为在现实中这种土地属于耕作者的现象，并非象你所设想的那样单独和独立地存在着，这不过是当时生产关系中的一个环节，这种生产关系就是：土地为大土地占有者即地主所瓜分；地主把这种土地分给农民，以便剥削他们，于是土地好象是实物工资，它为农民提供必需品，使农民能够为地主生产剩余产品；它是一种使农民为地主服劳役的手段。为什么作者没有考察这种生产关系体系，而只抽出一种现象，因而使这种现象完全被歪曲了呢？这是因为作者不善于考察社会问题：他（再说一遍，我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议论只是当作例子，来批评 整个
 俄国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打算 说明
 当时的“劳动形式”，把这些形式看作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看作一定的社会形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根本不懂得辩证方法，而辩证方法要我们把社会看作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

他根本没有想到旧劳动形式被新劳动形式排挤的原因问题，于是在谈论这些新形式时便重复着完全同样的错误。在他看来，只要指出这些形式“动摇着”土地属于耕作者的制度（总的说来，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并斥责这多么不符合理想就够了。他的议论又是十分荒谬的：他抽出一种现象（土地被剥夺），却没有把它当作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另一种生产关系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商品经济则必然引起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造成不平等，使一部分人破产和另一部分人发财。他指出了多数人破产的现象，却忽略了少数人发财的现象，从而使自己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

他把这种手法居然还叫作“寻求有血有肉的生活问题的答案（1894年《俄国财富》第1期），实则恰恰相反，他不能也不愿说明现实和正视现实，于是可耻地避开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样的生活问题，而躲入天真的空想领域中去；他把这叫作“寻求理想地处理迫切复杂的现实生活问题的答案”（《俄国财富》第1期），实则他根本没有打算去分析和说明这一真正的现实。

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从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毫无意思地抽出个别要素，从中世纪社会形态中抽出这个，从“新”社会形态中抽出那个，如此等等，然后用这些东西给我们臆造了一个乌托邦。显然，建立在这上面的理论，不能不与现实的社会演进相脱离，原因很简单：我们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并不是由这儿那儿采纳来的要素构成的社会关系，而是决定农民和富农（善于经营的农夫）、手工业者和包买主、工人和厂主之间关系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我们的空想主义者所完全不了解的。他们想按自己的理想来改造这些他们所不了解的社会关系的企图和努力不能不遭到失败。

在“诞生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社会主义问题在俄国的情形，概括说来就是如此。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批评以前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观方法开始的；他们不以指出和斥责剥削现象为满足，他们力求 说明
 这种现象。他们看见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是多数人破产和少数人发财的历史，目睹小生产者的大量遭受剥夺与普遍的技术进步同时存在，发现商品经济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发展并巩固起来，这两个绝对相反的潮流就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产生和加强起来，所以他们不能不得出结论说，他们所遇见的是 必然
 使大众遭受剥夺和压迫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这一信念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实践纲领。这个纲领归结起来就是加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加入无产者阶级反对有产者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俄国从最偏僻的乡村到最新式完善的工厂的经济现实的主要内容。怎样加入呢？答案又是由现实本身提示给他们的。资本主义已使主要工业部门达到大机器工业的阶段；它从而使生产社会化了，造成了新制度的物质条件，同时造成了新的社会力量——工厂工人阶级，即城市无产阶级。虽然这个阶级遭受的资产阶级剥削，按经济实质来说，和俄国全体劳动群众遭受的剥削是同样的，但是这个阶级在谋求自身解放这个方面却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它同完全建立在剥削上面的旧社会已经没有丝毫联系；它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本身就把它组织起来，迫使它开动脑筋，使它有可能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社会民主党人自然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个阶级身上，把自己的纲领归结为发展这个阶级的阶级自觉，把自己的全部活动都用来帮助这个阶级起来进行反对现代制度的直接政治斗争，并吸引俄国全体无产阶级投入这个斗争。





现在我们来看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怎样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的。他用什么来反对他们的理论观点，反对他们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

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观点被批评家说成下面的样子：

似乎马克思主义者说过，“真理在于：按照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俄国一定会使具有一切内部矛盾和大资本吞并小资本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起来，而脱离土地的农夫一定会变成无产者，一定会联合起来，一定会社会化，于是万事大吉，幸运的人类就可坐享其成了”。

请看，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的理解同“人民之友”毫无区别，只是对未来的想法有所不同：他们大概完全不注重现在，而只注重“远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意思就是这样，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完全相信，他们对未来的预见没有一点空想成分，一切都是按照严格科学的训条衡量过的”；最后说得更加明白：马克思主义者“信仰并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

总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陈腐最庸俗的责难，这种责难是所有那些丝毫不能从实质上反驳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的人早已用过了的。“马克思主义者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

这完全是撒谎和捏造！

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欧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等等。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只有主观哲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会这样不了解马克思，竟然认为马克思准有某种一般哲学的理论；因此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解答：他是找错人了。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根据理论符合一定的即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现实和历史这一点，而是根据别的什么来论证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而且他们也不能根据别的什么来论证自己的这种观点，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自己就十分明确地说过对理论的这种要求，并且以此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

当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任意反驳这些话，说他“亲耳”听到的恰恰是信奉抽象的历史公式。可是，就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真从他的交谈者口里听到各种荒谬的胡说，那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或其他任何人又有什么相干呢？这除了证明他很幸运地挑中了自己的交谈者，还能证明什么呢？当然，很可能这位机智哲学家的这些机智交谈者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等等，可是，谁不知道现在（这早已被人看出）任何一个坏蛋都喜欢穿上“红”衣服呢？ 
［注：我写这段话是假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确实听到有人说过信奉抽象的历史公式，他一点也没有撒谎。但我认为他绝对需要就此附带声明一句：我是人云亦云而已。］

 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此明达，竟不能把这种“乔装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辨别清楚，或者说，如果他如此深知马克思，竟没有看出马克思十分着重提出的这个衡量他的全部学说的标准（把“我们眼前发生的现象”表述出来），那不过又证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不聪明而已。

不管怎样，他既然在报刊上开始同 社会民主党人
 论战，他就应当针对这样一批社会主义者，他们早已用这个名称，而且只有他们用这个名称，所以决不能把别人同他们混淆起来，而且他们有自己的著作界代表——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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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这样做了，——显然，任何一个稍微正派的人都应当这样做，——并且读过第一本社会民主主义著作，即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那么，他在头几页上就会看到作者以小组全体成员名义所写的那个毫不含糊的声明：

“我们决不想用一个伟大名字的威望〈即马克思的威望〉来庇护自己的纲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懂俄文吗？您懂得信奉抽象公式和判断俄国的事情上不靠马克思的任何威望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吗？

您把有幸偶尔从您的交谈者那里听来的断语，当作马克思主义者的断语，而把社会民主党的一位卓越成员以整个团体名义在刊物上发表的声明置之不理，您懂不懂您这样做是不老实呢？

往下还有更加明确的声明：

普列汉诺夫说：“我再说一遍，在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估计当代俄国现实的问题上可能发生意见分歧”；我们的学说是“运用这个科学理论来分析极其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初次尝试”。

看来，这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阐明社会关系，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

或许，你们以为作者在作这样的声明时，实际上所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吧？但这是不对的。他当时要回答的问题是：“俄国是不是应当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可见这个问题完全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是按我国各种哲学家的主观方法提出的，这些哲学家或者是把长官的政策，或者是把“社会人士”的活动，或者是把“适合人的本性的”社会理想一类的胡说，当作这种应当不应当的标准。现在要问，如果是一个信奉抽象公式的人，那会怎样回答这类问题呢？他大概会谈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马克思理论的一般哲学意义，每个国家经过某某阶段的不可避免性，如此等等。

而普列汉诺夫是怎样回答的呢？

他是象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回答的那样回答的：

他把应当不应当这个无聊的、只能使主观主义者发生兴趣的问题完全撇在一边，始终只谈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只谈这些关系的现实演进。因此，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提得不正确的问题，而是回答说：“俄国 已经走上了
 资本主义道路。”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装作行家的样子，大谈什么信奉抽象的历史公式、必然性的内在规律等等荒诞无稽的鬼话！而且把这叫作“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战”！！

我真不懂，如果他是论战家，那谁又是空吠者呢？！

谈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上述那段言论时，还不能不指出：他把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叙述成这样，似乎他们认为“俄国 一定会使
 它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 发展
 起来”。显然，在这位哲学家看来，俄国还没有“它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这位作者想必赞成俄国资本主义只包括150万工人的看法，——我们在下面还会碰到我国“人民之友”的这种幼稚思想，他们把其余一切剥削自由劳动的现象不知归到哪里去了。“俄国一定会使具有一切内部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起来，而脱离土地的农夫一定会变成无产者。”真是越说越糟！这样说来，岂不是俄国就没有“内部矛盾”了吗？直截了当地说，也就是没有一小撮资本家对人民大众的剥削了吗？没有大多数居民破产和一小撮人发财了吗？农夫还只是将要脱离土地吗？试问，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是什么呢？不正是农民大量遭到剥夺，其强度是世所未见的吗？该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当众说出这种话来。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有这种勇气说：“马克思谈的是现成的无产阶级和现成的资本主义，而我们还需要创造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俄国还需要创造无产阶级？！在俄国，只有在俄国，才能看到群众穷得走投无路，劳动者横遭剥削，它的贫民生活状况往往被拿来同英国相比（而且比得合情合理）；千百万人民忍饥挨饿是经常的现象，而粮食输出却在日益增加。在这样的俄国，竟没有无产阶级！！

我认为，为了这些经典式的词句，应当给健在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建立一座纪念碑！ 
［注：不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也许还要试图抵赖，说他决不是想说俄国根本没有无产阶级，而只是想说俄国没有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吧？是不是？那您为什么不把这一点说出来呢？其实全部问题就在于：俄国无产阶级究竟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组织所特有的无产阶级呢，还是别的什么无产阶级？既然您在整整两篇文章中对这个最关紧要和重大的问题只字不提，宁肯胡说八道，乱扯一通，那又该怪谁呢？］



不过我们在下面还会看到，“人民之友”惯用的策略，就是假装看不见俄国劳动者痛苦不堪的状况，硬说这种状况仅仅有点“不大稳定”，只要“文化界”和政府作些努力，就可以把一切引上正道。这些骑士们以为只要他们闭眼不看劳动群众状况所以不好，并不是因为这个状况“不大稳定”，而是因为劳动群众遭受一小撮剥削者的最无耻的掠夺，只要他们象鸵鸟一样把脑袋藏起来，不看这些剥削者，那么，这些剥削者就会消失。社会民主党人告诉他们，这是不敢正视现实的可耻的怯懦心理。社会民主党人把这一剥削事实作为出发点，并说这一事实只能用俄国社会的资产阶级组织把人民大众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来解释，只能用俄罗斯国家这个无非是资产阶级统治机关的阶级性质来解释，因此， 唯一出路
 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当社会民主党人对他们这样说的时候，这些“人民之友”就大哭大叫起来，说社会民主党人想使人民丧失土地！！想破坏我国人民经济组织！！

我们现在来谈谈这至少是不体面的全部“论战”中最令人愤慨的地方，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的“批评”（？）。谁都懂得，社会主义者和鼓动家在工人中间的活动不能在我国的合法报刊上开诚布公地讨论，受检查的正派报刊在这方面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保持应有的缄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忘记了这个起码的规矩，恬不知耻地利用他对读者说话的垄断权来诬蔑社会主义者。

不过，就是不利用合法报刊，也会有办法来对付这个放肆无礼的批评家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故作天真地说道：“据我所知，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分为三类：旁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过程的旁观者）、消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减轻分娩的痛苦”。他们“对种地的人不感兴趣，而把注意力和希望放在那些已经失去生产资料的人的身上”）和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公然主张使农村进一步破产）。”

这是什么话？！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以这样一种对现实的看法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者，即他们认为现实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摆脱这个社会的唯一出路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难道批评家先生不知道吗？他究竟用什么办法，根据什么理由，把他们同那种荒唐的庸俗见解混为一谈呢？他有什么权利（当然是道义上的权利）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名词用于那些显然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基本原理的人，用于那些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以一个单独团体的名义发表过意见、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出过任何一种单独纲领的人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给自己留下了很多后路，来为这种恶劣手法作辩护。

他用上流社会纨袴子弟的轻浮态度讥讽说：“也许这不是一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却自认为是并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宣布的呢？在彼得堡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沙龙里吗？在私人的书信里吗？就算是这样吧。那就请您在自己的沙龙里，在自己的通信中去同他们交谈吧！可是要知道您是在报刊上公开地反对那些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公开（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发表过意见的人的。而且您明知道只有 一个
 社会主义革命者团体用这个名称，不能把别的什么人同这个团体混为一谈，您却敢宣称您是在同 社会民主党人
 论战！ 
［注：我现在来谈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举出的一个事实
 。凡是读过他文章的人都会承认，他把斯克沃尔佐夫先生（《饥荒的经济原因》的作者）也列为“马克思主义者”。可是，这位先生本人并不这样称呼自己。只要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著作有最起码的了解就可以知道，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这位先生不过是一位极庸俗的资产者罢了。他不懂得，他为之拟订进步方案的社会环境是资产阶级的环境，因此连农民经济中确实可以觉察到的一切“技术改良”，也都是资产阶级的进步，是改善少数人状况而使多数人变成无产者，——既然如此，那他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他既然不懂得他对之提出方案的国家是一个只能拥护资产阶级和压迫无产阶级的阶级国家，那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象一个被揭发了的学生那样躲躲闪闪，拼命向读者证明说：这与我毫不相干，我是“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真是妙极了！我们乐于相信在您眼里除庸人和坏蛋外，没有别的人，但这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有什么相干呢？“在现时”，在不仅社会主义的活动，而且任何稍许独立的和正直的社会活动都要招来政治迫害的时候，有一个在这一或那一旗帜（民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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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或者甚至是立宪主义的旗帜）下真正工作的人，就会有几十个假借这种名义来掩饰其自由派怯懦心理的清谈家，也许还会有几个简直是专谋私利的卑鄙家伙，这谁不知道呢？只有最卑鄙龌龊的家伙，才会把各种肮脏分子玷污了（而且是不声不响地）其中某一派的旗帜这一事实拿来归罪于这一派，这难道还不明白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全部叙述从头到尾都是曲解、歪曲和捏造。我们在上面已经看见，社会民主党人作为出发点的那些“真理”，被他完全歪曲了，被他说成另外一个样子，其实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没有那样叙述过，而且也不可能那样叙述。如果他叙述了社会民主党人对俄国现实的真正见解，他就不能不知道：能与这种见解“相适应的” 只有一种方法
 ，那就是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的发展，组织并团结无产阶级进行反对现代制度的政治斗争。可是他还留了一手。他装着受了委屈的样子，伪善地指天誓日，并油滑地说：“我很乐意听到这点，但我不懂你们抗议的是什么。”（他在《俄国财富》第2期上就是这样说的）“你们仔细读读我对消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评论，就会知道我是说：从伦理观点看来，没有什么可反驳的。”

这当然不过是再次搬出从前那些可怜的遁词而已。

请你们说说，你们会把这样一个人的行为叫作什么：他说他在批评社会革命民粹派（另外一种民粹派还未出现，——我是拿这样一个时期来说的），同时却说出下面一类的话：

“据我所知，民粹主义者分三类：第一是彻底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完全接受农夫的思想，完全按照农夫的愿望把笞刑和打老婆的风气普遍化，总之是奉行皮鞭刑棍政府的万恶政策，这种政策也曾叫作人民政策；其次是胆怯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并不关心农夫的意见，只是企图通过结社之类的方法，把不合俄国国情的革命运动搬到俄国来，——可是，假如不是道路很滑，容易使胆怯的民粹主义者滚向彻底的民粹主义者或勇敢的民粹主义者的话，从伦理观点看来，是没有什么可反驳的；最后是勇敢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在充分地实现善于经营的农夫的人民理想，因而去耕田种地，以便过十足的富农生活。”一切正派的人当然会把这叫作卑鄙庸俗的嘲弄。假如说这种话的人不能在同一报刊上受到民粹主义者的驳斥，假如这些民粹主义者的思想至今只是秘密地叙述过，因此，许多人对于这种思想都没有一个确切的了解并容易相信关于民粹主义者的任何一种说法，那么，大家都会同意这种人是……

不过，也许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还没有完全忘记这里应当安上一个什么字眼。





然而，已经够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诸如此类的诽谤还有很多，可是，我不知道还有哪种工作会比在这污泥浊水中折腾，把散在各处的暗示收集起来加以比较，从中找出哪怕是一条稍微象样的反驳意见，更加讨厌，更加徒劳，更加吃力的了。

够了！



1894年4月






出版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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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读者会看到有些脚注指出要对某些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但实际上却见不到这种分析。

原因在于本文仅仅是对《俄国财富》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所作的答复的第一部分。由于时间紧迫，本文未能及时出版，可是我们认为不能再拖下去，因为我们已经耽误两个月了。所以，我们决定不等全文印完就先出版对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批评”的分析。

在正在准备的第二版和第三版中，除了本文所作的分析外，读者还会看到对《俄国财富》其他头目谢·尤沙柯夫和谢·克里文柯两位先生的社会经济观点所作的分析，以及对俄国经济现实的概述和由此而来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和策略”。






本版说明

[52]




本版完全是照初版翻印的。我们根本没有参加本文的撰述，因此，我们认为自己无权作任何改动，只是担任出版工作。我们出这一版的动机，是相信本书会使我们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活跃起来。

我们认为，为这一宣传事业服务的志愿，应当是社会民主主义信念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建议一切与本书作者志同道合的人，用一切方法（当然，特别是用翻印的方法）予以协助，使本书和一切马克思主义宣传刊物尽量得到广泛的传播。现在的时机特别便于进行这种协助。《俄国财富》的活动越来越具有向我们挑战的性质。这个杂志为了要阻止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社会上的传播，竟公然诬称我们漠视无产阶级利益和主张使大众破产。我们肯定地认为，这个杂志采用这种手段，只会有损于自己而促成我们的胜利。然而不应忘记，诽谤家拥有一切物质手段来广泛散布他们的诽谤。他们拥有每期印数几千份的杂志；阅览室和图书馆也在为他们效劳。因此，为了向我们的敌人证明特权地位的有利条件并非总能保证诋毁得逞，我们就应该尽我们的一切努力。我们深信大家是会作这种努力的。



1894年7月








[24]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一书于1894年写成（第1编于4月完稿，第2、3编于夏天完稿）。1892—1893年列宁在萨马拉开始为写作此书作准备，他当时曾在萨马拉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中作过一些报告，批评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瓦·沃·（瓦·巴·沃龙佐夫）、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谢·尼·尤沙柯夫和谢·尼·克里文柯等人。这些报告是《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的准备材料。



这部书于1894年在彼得堡、莫斯科、哥尔克等地分编胶印出版，在俄国其他一些城市也传抄和翻印过。在国外，劳动解放社和其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也看到过这部著作。



这部书的第1、3两编的胶印本于1923年初在柏林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和列宁格勒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差不多同时发现。《列宁全集》俄文第1、2、3版就是根据1923年发现的胶印本刊印的。1936年发现了新的胶印本，上面有许多显然是列宁所作的文字修改。《列宁全集》俄文第4、5版是根据这个胶印本刊印的，还补上了前几版遗漏的列宁对附录一的统计表的说明。



这部书的第2编至今没有找到。——102。





[25]

 《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谢·亚·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102。





[26]

 指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写的《卡·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载于1877年10月《祖国纪事》杂志第10期。——104。





[27]

 《社会契约论》是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主要著作之一，1762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如果自由被强力所剥夺，则人民有权进行革命，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卢梭的这部著作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就其社会观来说是唯心主义的。——109。





[28]

 指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6—131页）。这封信是马克思在1877年底读到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时写的，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抄寄俄国。恩格斯说：“这封信曾以法文原本的手抄本在俄国流传很久，后来译成俄文于1886年发表在日内瓦的《民意导报》上，随后又在俄国国内的报刊上发表过。这封信同所有出自马克思笔下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4页）——116。





[29]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此书在他们生前未能全部出版，只发表了第2卷的第4章。1932年由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第一次用德文全文发表。——116。





[30]

 氏族组织是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氏族是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由有血缘关系的亲族组成，内部严禁通婚。若干氏族为一个部落，若干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在氏族组织中，人们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生产资料公有，集体从事生产，产品平均分配，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氏族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初为母权制，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逐步过渡到父权制。氏族组织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而解体。关于氏族组织，可参看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7—203页）。——120。





[31]

 采邑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封建土地占有制。采邑是封建君主的财产，由君主暂时赐给军中供职人员或宫廷官吏使用。采邑制度的出现是与中央集权的形成和集中的军队的建立分不开的。在俄国，采邑制度出现于15世纪，至16世纪为鼎盛时期。从17世纪起，采邑和世袭领地这两种封建土地占有制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在1714年彼得一世颁布关于采邑世袭制法令以后，采邑完全成为贵族地主的私有财产。——122。





[32]

 指俄国古代的基辅罗斯（9—12世纪初）。——124。





[33]

 即莫斯科国时期（15世纪末—17世纪）。——124。





[34]

 布勒宁式的讥讽态度指卑劣的论战手法。维·彼·布勒宁是俄国政论家和作家，反动报纸《新时报》的撰稿人。他对一切进步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肆意诽谤。——125。





[35]

 指国际工人协会。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建立。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规定其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为完全解放工人阶级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领导机关是总委员会，马克思是总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积极支持了1871年的巴黎工人起义。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工人运动处于低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在费城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125。





[36]

 《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128。





[37]

 指维·彼·布勒宁1894年2月4日在《新时报》上写了一篇题为《批评随笔》的杂文，极力称赞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一事。——128。





[38]

 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象和哈巴狗》。寓言讲一只小哈巴狗朝着一只大象狂吠乱叫，无理取闹，以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毫不费力地成为“大名鼎鼎的好汉”。——128。





[39]

 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寓言故事《风干鲤鱼》。在本文中，干鱼被用来比喻没有思想内容的空洞提法。——130。





[40]

 指《德法年鉴》杂志。



《德法年鉴》杂志（《Deutsch-Franzosische　Jahrbücher》）是马克思和阿·卢格合编的德文刊物，1844年在巴黎出版。主要由于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卢格之间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杂志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第1—2期合刊）就停刊了。——131。





[41]

 这篇短评是彼得堡大学教授伊·伊·考夫曼（伊·考—曼）写的。马克思认为它对辩证方法作了恰当的叙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3页。——135。





[42]

 以下引用的恩格斯的答复，见《反杜林论》第1编第13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2—147页）。引文是列宁亲自译成俄文的。——138。





[43]

 据罗马神话，雷神丘必特变成一头公牛，拐走了腓尼基王阿革诺耳的女儿欧罗巴。这自然不是所有公牛都能做到的。“丘必特可做的，公牛不可做”一语即由此演变而来。——144。





[44]

 《祖国纪事》杂志（《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是俄国刊物，在彼得堡出版。1820—1830年期间登载俄国工业、民族志、历史学等方面的文章。1839年起成为文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839—1846年，由于维·格·别林斯基等人参加该杂志的工作，成为当时最优秀的进步刊物。60年代初采取温和保守的立场。1868年起，由尼·阿·涅克拉索夫、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扎·叶利谢耶夫主持，成为团结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1877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后，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加入编辑部，民粹派对这个杂志的影响占了优势。《祖国纪事》杂志不断遭到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1884年4月被查封。——144。





[45]

 据圣经传说，“金犊”是以色列人为了走出埃及而祈求祭司亚伦用黄金铸造的领路之神（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146。





[46]

 指《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下述原理：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9—480页）——147。





[47]

 指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当时写的两篇文章：《关于马克思的一本书的俄文版》（1872年4月《祖国纪事》杂志第4期）和《卡·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1877年10月《祖国纪事》杂志第10期）。——151。





[48]

 指谢·尼·尤沙柯夫。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的第2编里着重批评了这个民粹派分子的政治经济学观点（见第1编《出版者说明》）。——155。





[49]

 指劳动解放社。



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伊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从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163。





[50]

 民意主义指民意党的学说和主张。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费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168





[51]

 《出版者说明》是本书第1编的初版跋。文中提到的“正在准备的第2版和第3版”，指本书的第2编和第3编。——171。





[52]

 《本版说明》是本书第1编的第2版跋。——172。







《列宁全集》第1卷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

（1894年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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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最后，我们还要和一位“人民之友”克里文柯先生认识认识，他也是公开同社会民主党人作战的。

不过，我们将不象对待米海洛夫斯基和尤沙柯夫两位先生那样去分析他的文章（1893年第12期的《论文化孤士》和1894年第1期的《途中来信》）。在前面，把这两位先生的文章全部加以分析是必要的，因为分析前者才能明白他们对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反驳的内容，分析后者才能明白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策略、他们的实际建议、他们的政治纲领，以便对“人民之友”有一个完全的了解。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叙述他们的理论观点那样直截了当地、彻底地和充分地叙述过这个纲领。因此，我不得不从这个杂志的不同的文章中摘出这个纲领，好在这个杂志的撰稿人的意见相当一致，不会有什么矛盾。我将多引克里文柯先生的上述两篇文章而少引其他文章，因为这两篇提供的材料比较多，作者又是这个杂志的典型的实践家、政治家，正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这个杂志的典型的社会学家，尤沙柯夫先生是这个杂志的典型的经济学家一样。

但是，在讲到他们的纲领以前，无疑有必要再谈谈他们的一个理论见解。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尤沙柯夫先生常用什么人民租佃能维持人民经济之类的空话来支吾搪塞，以此掩盖自己对我国农民经济的无知。他没有涉及手工业，只是引了一些说明大工厂工业增长的资料。现在克里文柯先生谈到手工业时，也完全是重复类似的词句。他把“我国人民工业”即手工业同资本主义工业完全对立起来（第12期第180—181页）。他说：“人民生产〈原文如此！〉多半是自然地产生的”，而资本主义工业“往往是人为地造成的”。在另一处，他把“小的人民工业”同“资本主义大工业”对立起来。如果你问前者的特点究竟是什么，那你只会听到：它是“小的” 
［注：还可听到的只是：“它可以发展成真正的〈原文如此！〉人民工业”，——克里文柯先生说。这是“人民之友”的惯用手法：只讲些空洞无聊的话，而不是确切地和直截了当地说明现实。］

 ，劳动工具是同生产者结合的（后一定义是我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上述文章里借用的）。可是要知道，这远没有说明它的经济组织，而且是完全不正确的。例如，克里文柯先生说：“直到今天，小的人民工业提供的总产量还比资本主义大工业多得多，而且占用的人手也更多。”作者显然指的是关于手工业者人数的资料，他们达400万人，按另一种计算则达700万人。可是，谁不知道我国手工业经济的主要形式是家庭手工制大生产呢？谁不知道大量手工业者在生产中决不是处于独立地位而是处于完全受支配的从属地位，他们做工不是使用自己的材料而是使用只付给手工业者工资的商人的材料呢？说明这种形式占主要地位的资料，甚至在合法书刊上也引用过。例如，拿著名的统计学家谢·哈里佐勉诺夫登在《法学通报》[53]（1883年第11期和第12期）上的一篇出色文章来说吧。谢·哈里佐勉诺夫在综合书刊上有关我国手工业最发达的中部各省的手工业资料时，得出的结论是家庭手工制大生产占绝对优势，也就是说，无疑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形式占绝对优势。他说：“在确定独立的小工业的经济作用时，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莫斯科省手工业的全年周转额中，家庭手工制大生产占86．5％，独立的小工业只占13．5％。在弗拉基米尔省的亚历山德罗夫县和波克罗夫县的手工业的全年周转额中，家庭手工制大生产和工场手工业占96％，独立的小工业只占4％。”

据我所知，没有人打算推翻这些资料，而且也不能推翻。试问，怎么能避而不谈这些事实，称这种工业是和资本主义工业相反的“人民”工业，并说它可能发展成真正的“人民”工业呢？

这种公然无视事实的态度只能有一种解释：“人民之友”也和俄国一切自由派一样，他们总的倾向是掩盖俄国的阶级对抗和对劳动者的剥削，把这一切说成不过是些“缺点”。话又说回来，也许还另有原因，那就是他们对问题有克里文柯先生那种深刻的认识，克里文柯先生竟把“巴甫洛沃的刀类生产”叫作“半手艺性质的生产”。“人民之友”把事情歪曲到这种程度，真是罕见！巴甫洛沃的刀匠既是为市场生产而不是做订货怎能说是手艺性质呢？莫非克里文柯先生把商人为了运货到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而向手工业者订货这样的制度算作手艺？这未免太可笑了，但他的意思想必就是这样。

其实，生产者具有（表面）独立性的小手工业形式在刀类生产中保留得最少（同巴甫洛沃的其他生产比较起来）。尼·费·安年斯基说：“餐刀和工具刀的生产 
［注：这是刀类生产中一个最大的部门，产值为90万卢布，而巴甫洛沃的刀类生产总值为276万卢布。］

 已同工厂生产很相近，正确些说，已和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很相近。”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制造餐刀的396个手工业者中，为市场生产的只有62人（16％）。为老板 
［注：即商人，他们供给手工业者材料并付给他们通常的工资。］

 生产的有273人（69％），当雇佣工人的有60人（15％）。可见，只有六分之一的手工业者才不直接受企业主奴役。另一种刀的生产，即摺刀（削笔刀）的生产，据这位作者说，则“介于餐刀生产和锁的生产之间：这里大部分工匠已经在为老板生产，但同时还有相当多的同市场发生关系的独立手工业者”。

下诺夫哥罗德省制造这种刀的总共有2552个手工业者，其中为市场生产的占48％（1236人），为老板生产的占42％（1058人），当雇佣工人的占10％（258人）。可见，这里也是独立的（？）手工业者占少数。为市场而生产的手工业者的独立当然也只是表面上的，实则他们同样受包买主的 资本
 奴役。如果我们拿下诺夫哥罗德省戈尔巴托夫全县的手工业资料来看，全县从事手工业的有21983人， 占现有劳动者总数的84．5％
 
［注：独特的俄国经济学家以工厂工人人数（原来如此！）衡量俄国资本主义，公然把这些劳动者以及无数类似他们的劳动者算作农业人口，说他们受苦不是由于资本的压迫，而是由于“人民制度”受到人为的压力（？？？！！）。］

 ，我们就会得出如下数字（说明手工业经济的确切数字只有五金业、制革业、马具业、制毡业和大麻纺纱业中的10808个工人）：手工业者的35．6％为市场生产，46．7％为老板生产，17．7％是雇佣工人。可见 这里也是家庭手工制大生产占优势，即劳动受资本奴役的关系占优势
 。

“人民之友”所以这样随便回避这类事实，也是由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没有超出通常的庸俗观念——资本家就是经营大机器企业的有钱的和有教养的企业主，而不愿知道这一概念的科学的内涵。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看到，尤沙柯夫先生讲到资本主义总是直接从机器工业讲起，而绕过了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这是一种普遍流行的错误，其影响之一就是使人们忽视了我国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组织。

不言而喻，家庭手工制大生产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形式，这里已具备资本主义工业形式的一切标志：商品经济已达到高度的发展，生产资料集中在个人手中，工人大众遭到剥夺，他们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只好把劳动用在别人的生产资料上，他们不是为自己做工，而是为资本家做工。显然，就手工业的组织来说，这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同大机器工业相比，它的特点就是技术不发达（主要是因为工资低得不成样子），工人还保留一小块土地。后一种情况特别使“人民之友”困惑不解，因为他们同十足的形而上学者一模一样，习惯用赤裸裸的直接矛盾来思考：“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

工人没有土地就是资本主义；工人占有土地就不是资本主义；他们局限于这种令人宽慰的哲学，而忽略全部社会经济组织，忘记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就是占有土地丝毫不能使这些土地占有者不过牛马的生活，不遭受其他同样的土地占有者——“农民”的极端无耻的掠夺。

看来，他们也不懂得，当资本主义还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时，在任何地方它都不能使工人同土地完全分离。马克思根据西欧情况探明了这样一个规律：只有大机器工业才彻底剥夺了工人。因此很明显，那种以“人民占有土地”为理由，硬说我国没有资本主义的流行议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同劳动者完全离开土地没有关系，但丝毫也不因此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

至于俄国的大机器工业（我国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正在迅速采取这种形式），不管我国有什么样的独特性，它也具有和整个资本主义西欧相同的属性，它已经绝对不容忍工人和土地保持联系了。杰缅季耶夫用确切的统计资料也证明了这一事实，他（完全和马克思无关）根据这些资料作出结论说，机器生产同劳动者完全离开土地的现象不可分割地联系着。这一研究再次证明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同土地的联系已是这样微弱而且虚幻，有产者（货币持有者、包买主、富裕农民、手工工场主等等）的势力已是这样强固，只要技术再进一步，“农民”（？？早就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就变成纯粹的工人了 
［注：家庭手工制大生产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制度，它既对劳动者实行最厉害的剥削，又使工人只有最小的可能来进行自身的解放斗争。］

 。可是“人民之友”对我国手工业的经济组织的无知还远不止这点。他们甚至对那些不存在“为老板”做工的行业的看法，也和他们对耕作者的看法（这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一样肤浅。不过，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因为那些大谈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先生大概只知道，在世界上生产资料“可能”同劳动者相结合，这就很好；“可能”和劳动者分离，那就很坏。这是无济于事的。

克里文柯先生谈论到资本主义化的行业和没有资本主义化的行业（这里“小生产能自由存在”）时指出，在某些生产部门内，“基本生产费用”很小，因此，小生产在这里能够存在。他以烧砖业为例，说用于烧砖的生产费用可能只有砖场全年周转额的十五分之一。

这几乎是作者举出的唯一实例（再说一遍，主观社会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害怕直接而确切地说明现实和分析现实，宁愿飞向……小市民的“理想”领域），我们就拿它来考察一下，以便指明“人民之友”对现实的看法是多么不正确。

记述烧砖业（用白粘土制砖）的材料，我们可以在莫斯科地方自治机关的经济统计中找到（《汇编》第7卷第1编第2部分等等）。这一行业主要集中在博戈罗茨克县的三个乡，有233个作坊，1402个工人（其中有本户工人567人 
［注：所谓“本户”工人，指的是雇主家庭的劳动成员，以别于雇佣工人。］

 ，等于总数的41％；雇佣工人835人，等于总数的59％），全年生产总额为357000卢布。这一行业早已产生，但在最近15年内，由于铁路的修筑大大促进了销路，它才特别发展起来。在铁路修筑以前，家庭生产形式起主要作用，现在则让位于剥削雇佣劳动了。这一行业也没有免除小工业家在销售方面对大工业家的依赖：由于“缺钱”，前者往往按极低的价格把砖（有时是把“坯”即未烧的砖）就地卖给后者。

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这种依赖关系，而且还有可能了解这个行业的组织，因为这项概述附有手工业者按户调查资料，上面有每个作坊的工人数目和全年生产总额。

为了弄清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说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这个规律是不是适用于这一行业，我们就应当把各个作坊按它们的规模大小加以比较，因为问题正是在于大小作坊在生产中的作用和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的相互关系。我们根据工人人数把手工作坊分为三类：（Ⅰ）有1—5个工人者（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加在一起）；（Ⅱ）有6—10个工人者；（Ⅲ）有超过10个工人者。

我们考察每类作坊的规模、工人成分和生产总额，得出如下资料：






	手工业者类别（按工人人数划分）


	每个作坊的工人平均数


	百分比
	每个工人

的年

产量


	百分比的分配
	绝对数字



	有雇佣工人的

作坊


	雇佣

工人


	作坊
	工人
	生产总额
	作坊①
	工人
	生产总额（单位卢布）





	Ⅰ．有1－5个工人者
	2.8
	25
	19
	251
	72
	34
	34
	167/43
	476/92
	119500



	Ⅱ．有6－10个工人者
	7.3
	90
	58
	249
	18
	23
	22
	43/39
	317/186
	79000



	Ⅲ．有超过10个工人者
	26.4
	100
	91
	260
	10
	43
	44
	23/23
	609/557
	158500



	
总　　计

	6
	45
	59
	254
	100
	100
	100
	233/105
	1402/835
	357000









［注：分母代表有雇佣工人的作坊数和雇佣工人数。下表同此。］

 　

你们仔细看看这个表，就可看出这一行业的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组织：作坊规模越大，劳动生产率就越高 
［注：一个工人的年产量：Ⅰ类为251卢布，Ⅱ类为249卢布；Ⅲ类为260卢布。］

  （Ⅱ类例外），剥削雇佣劳动就越厉害 
［注：有雇工的作坊在Ⅰ类中占25％。在Ⅱ类中占90％，在Ⅲ类中占100％；雇佣工人在Ⅰ类中占19％，在Ⅱ类中占58％，在Ⅲ类中占91％。］

  ，生产就越集中 
［注：占作坊总数72％的Ⅰ类占生产总额34％，占作坊总数18％的Ⅱ类占生产总额22％，占作坊总数10％的Ⅲ类占生产总额44％。］

  。

把自己的经济几乎完全建立在雇佣劳动之上的Ⅲ类，虽然只占作坊总数的10％，却占生产总额的44％。

这种由于多数人（雇佣工人）被剥夺而造成的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情形，既向我们说明了这一行业内小生产者对包买主（大工业家也就是包买主）的依赖，也向我们说明了这一行业中对劳动的压迫。由此可见，劳动者被剥夺和被剥削的 原因
 就在于生产关系本身。

大家知道，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者却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在手工业中劳动受压迫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关系（他们声称这种生产关系是建立在没有剥削的基础上的），而在生产关系之外，在于政策，即在于土地政策、赋税政策等等。试问，这种现在几乎已经是顽固不化的偏见，为什么能一直存在呢？是不是因为对手工业中的生产关系的 另一种
 看法占统治地位呢？完全不是。它所以能存在，只是因为 对现有的实际经济组织形式
 根本不打算作 确切的说明
 ；它所以能存在，只是因为没有把生产关系专门划分出来，不对生产关系单独加以分析。总之，它所以能存在，只是因为不懂得社会科学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即唯物主义的方法。于是我国旧社会主义者的推论过程现在也就清楚了。对于手工业，他们把剥削的原因归于生产关系 以外
 的现象；对于大的工厂的资本主义，他们不能不看见 那里
 剥削的原因正在于生产关系。这样就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对立，互相不一致，这样就无法理解：既然手工业的生产关系（他们也没有考察这种生产关系！）中没有丝毫资本主义的东西，那么，这种大的资本主义是从哪里生长出来的呢？结论自然是：他们由于不了解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的联系，而把前者和后者对立起来，把前者当作是“人民的”，把后者当作是“人为的”。于是也就出现一种认为资本主义与我国的“人民制度”相矛盾的思想，这种思想传播很广，并且在不久以前还由尼古拉·—逊先生改头换面，献给俄国的公众。这种思想所以能存在，只是由于人们墨守成规，尽管它明明不合逻辑：说到工厂资本主义时，他们根据它实际上是什么来判断，说到手工业时，他们却根据它“可能是”什么来判断；说到前者的时候，他们根据对生产关系的分析，说到后者的时候，他们却不打算单独考察生产关系，而直接把问题转到政策方面去了。只要分析这些生产关系，我们就会看出，“人民制度”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过还处在不发达的萌芽状态罢了；如果抛弃那种认为一切手工业者彼此一样的幼稚成见，准确地反映出他们之间的差别，那么，工厂“资本家”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差别有时比“手工业者”彼此间的差别还小， 资本主义不是和“人民制度”相矛盾的东西，而是“人民制度”直接而又直接的继续和发展
 。

也许有人认为这个例子举得不适当吧？也许有人会说雇佣工人的百分比在这里偏高了吧 
［注：这对莫斯科省的手工业来说未必正确，但对俄国其他地区不那么发达的手工业来说，也许是对的。］

 ？但这里重要的完全不是绝对数字，而是这些数字所揭示的 关系
 ，这种关系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关系，不管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性是强还是弱，始终是资产阶级关系。

好吧，我就另举一个例子，故意举一个资产阶级性表现得弱的例子，我从伊萨耶夫先生关于莫斯科省手工业的书中举出这位教授先生称之为“纯粹家庭手工业”的陶器业来说吧。这一行业当然可以充当农民小手工业的代表：技术最简单，设备最少，而且生产的是到处必需的日用品。手工业者的按户调查正好有同样的资料，所以我们可以来研究一下这个对俄国绝大多数“人民”小手工业来说无疑是十分典型的行业的经济组织。我们把手工业者分成三类：（Ⅰ）有1—3个工人者（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加在一起）；（Ⅱ）有4—5个工人者；（Ⅲ）有超过5个工人者，然后我们用上法计算一下：






	手工业者类别（按工人人数划分）


	每个作坊的工人平均数


	百分比
	每个工人

的年

产量


	百分比的分配
	绝对数字



	有雇佣工人的

作坊


	雇佣

工人


	作坊
	工人
	生产总额
	作坊①
	工人
	生产总额（单位卢布）





	Ⅰ．有1－3个工人者
	2.4
	39
	19
	468
	60
	38
	36
	72/28
	174/33
	81500



	Ⅱ．有4－5个工人者
	4.3
	48
	20
	498
	27
	32
	32
	33/16
	144/29
	71800



	Ⅲ．有超过5个工人者
	8.4
	100
	65
	533
	13
	30
	32
	16/16
	134/87
	71500



	
总　　计

	3.7
	49
	33
	497
	100
	100
	100
	12160
	452/149
	224800







显然，这一行业中的 关系
 （这种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也是资产阶级关系：这里有商品经济基础上发生的同样的分化，并且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分化，它导致剥削雇佣劳动，剥削雇佣劳动已在Ⅲ类作坊中起主要作用。Ⅲ类作坊虽然只占作坊总数的1/8，却拥有30％的工人，劳动生产率比平均劳动生产率高得多，生产几乎占全部生产的1/3。单是这种生产关系就已向我们说明了包买主的出现和他们有力量的原因。我们看到，拥有规模较大、收入较多的作坊并靠他人劳动（在Ⅲ类陶器作坊中，每个作坊平均有5．5个雇佣工人）取得“纯”收入的少数人在积蓄“储金”，而多数人却在破产，甚至小作坊主（更不用说雇佣工人了）也不能收支相抵。后者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前者奴役，其所以不可避免，正是由于这种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这种关系在于：由商品经济组织起来的社会劳动的产品落到私人手中，成为私人手中压迫和奴役劳动者的工具，成为剥削多数人而使个人发财的手段。不要以为生产关系的这种性质还不大发展，同生产者的破产并行的 资本
 积累微不足道，因而这种剥削、这种压迫就表现得轻微些。其实完全相反。这只会导致更粗野的农奴制的剥削形式，使资本在它还不能单纯用按劳动力价值购买工人劳动力的办法来直接支配工人时，能用高利贷压榨的罗网把劳动者束缚起来，用盘剥手段把劳动者控制起来，结果是不仅从劳动者身上攫取额外价值，而且攫取很大一部分工资，同时又不让他们有更换“老板”的机会，从而更加重了对他们的欺压；要他们把老板“给”（原来如此！）他们工作看成一种善行，借此奚落他们。很明显，任何一个工人永远不会同意把自己的地位换成俄国“真正”“人民”工业中的“独立”手工业者的地位。同样很明显，俄国激进派所喜爱的一切措施，或者丝毫也不触动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奴役，始终是一些零星的实验（劳动组合），或者使劳动者的状况恶化（禁止转让份地），最后，或者只会净化、发展和巩固现存的资本主义关系（技术改良、信贷等等）。

可是，“人民之友”永远也领会不了，农民手工业虽然总的情况很可怜，作坊规模很小、劳动生产率极低、技术简陋、雇佣工人不多，但其中已经有了 资本主义
 。他们怎样也领会不了， 资本
 是人和人之间的一定关系，尽管我们拿来比较的范畴的发展程度有高有低，它仍然是这样一种关系。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从来不能了解这一点，他们始终反对资本的这个定义。记得其中一位经济学家在《俄国思想》上谈到季别尔的书（论马克思的理论）时，引用了这个定义（资本是一种关系），加上几个惊叹号以示愤懑。

资产阶级哲学家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资产阶级制度的范畴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范畴；因此，他们对资本下了这样的定义，例如，说资本是为了继续生产而积累的劳动，即认为资本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从而抹杀历史上一定的特殊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由商品经济所组织的这种 积累的劳动
 落到不劳动的人的手里，并被用来剥削他人的劳动。因此，他们不是去分析和研究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而是谈一些适用于任何制度的、搀杂着感伤的小市民说教的陈词滥调。

现在就来看看，“人民之友”为什么把这种工业称为“人民”工业，为什么把它同资本主义工业对立起来？那只是因为这班先生们是小市民思想家，他们甚至不能想象这些小生产者是在商品经济体系中生活和进行经营的（因此，我把他们称为小市民），他们同市场的关系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要把他们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愿你们能试一试，把我国“人民”手工业的实际组织研究一下，而不要空谈这种手工业“可能”成为什么，我们倒要看看，你们能不能 在俄国找到一个稍微发达的手工业部门不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
 。

如果你们不同意这个概念必要的和充分的标志，就是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多数人失去生产资料、剥削雇佣劳动（一般说来，私人占有商品经济所组织起来的社会劳动的产品，就是资本主义的实质），那就请你们把“自己的”资本主义定义和“自己的”资本主义历史拿出来。

其实，我国“人民”手工业的组织，对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它向我们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产生于、萌芽于简单协作的形式（陶器业中的Ⅲ类）；其次，它向我们表明，由于商品经济而积蓄在个人手中的“储金”怎样变成 资本
 ，即先是垄断销路（“包买主”和商人），因为只有这些“储金”的所有者，才有做批发生意所必需的资金，可以等待时机在远地市场销售商品；再其次，它还向我们表明，这一商业资本怎样奴役大批生产者和组织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即资本主义的家庭手工制大生产；最后，它向我们表明，市场的扩大、竞争的加剧怎样使技术提高，这一商业资本怎样变成产业资本和组织大机器生产。当这种资本力量雄厚，奴役着千百万劳动者，奴役着整片整片地区的时候，它便开始直接地和肆无忌惮地对政府施加压力，把政府变为自己的仆役，这时我们机智的“人民之友”大喊大叫，说什么“培植资本主义”，“人为地造成”资本主义！

不用说，他们的恍然大悟正是时候！

由此可见，克里文柯先生大谈什么人民的、真正的、正常的工业，不过是想抹杀一个事实，即我国手工业无非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这种手法我们已从尤沙柯夫先生那里领教够了。尤沙柯夫先生不研究农民改革，而空谈意义重大的宣言[54]的基本目的等等；不研究租佃，而把它叫作人民租佃；不研究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怎样形成，而抽象地议论资本主义因缺乏市场而必然灭亡等等。

为了说明“人民之友”先生们把事实歪曲到了何等地步，我再举一个例子 
［注：虽然这个例子涉及已经讲过多次的农民分化，但我认为还是有必要把他们自己举出的资料
 分析一下，以便清楚地表明所谓社会民主党人不注意现实而只注意“预察未来”的这种谎言是多么无耻，表明“人民之友”在和我们进行论战时，避开我们观点的实质，而用一些胡说来支吾搪塞的这种行径是多么无赖。］

 。我们的主观哲学家们很少给我们举出确切的事实，如果我们把他们所举的最确切的事实之一忽略过去，那未免太不公道了。这个事实就是克里文柯先生（这个杂志1894年第1期）引用的沃罗涅日省的农民家庭收支表。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他们自己选出的资料中清楚地看到，究竟是谁对现实的看法比较正确，是俄国激进派和“人民之友”呢，还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沃罗涅日省地方自治机关统计学家舍尔比纳先生，在他记述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县的农民经济一书的附录中，列出24个典型农户家庭收支表，并在正文中分析了这些收支表 
［注：《沃罗涅日省统计资料汇编》第2卷第2编。《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县的农民经济》1887年沃罗涅日版。家庭收支表载于附录中，见第42—49页。家庭收支表的分析载于第18章《农户的人员组成和家庭收支情况》。］

 。

克里文柯先生在重复这一分析时，却没有看出，或者正确些说，不愿看出，这种分析方法对了解我国种地农民的经济毫无用处。问题在于这24户家庭收支表所记述的是完全不同的农户，既有富裕的，也有中等的，也有贫苦的；克里文柯先生本人也指出了这一点（第159页），可是他和舍尔比纳先生一样，单采用那些把各种不同类型的农户加在一起而得出的 平均
 数字，从而把他们的分化完全掩盖起来。而我国小生产者的分化是一个很普遍很重大的事实（社会民主党人早已要俄国社会主义者注意这一事实。见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甚至从克里文柯先生选出的这一点资料中也能十分清楚地看出来。他谈到农民 经济
 时，不是按他们经济规模的大小和经营的类型来分类，而是象舍尔比纳先生那样，按法律地位把他们分为前国家农民和前地主农民，只注意前者比后者富裕，而忽略这两类农民内部的差别比这两类农民彼此间的差别要大得多 
［注：毫无疑义，只靠农业为生并雇有一个雇农的农户，按类型来说，同当雇农的或靠当雇农获得3/5收入的农户是不同的。可是这24户中二者都有。大家自己判断一下，如果我们把当雇农的和雇有雇农的户主加在一起，然后玩弄总平均数，这是一种什么“科学”！］

 。为了证明这一点，现在我把这24户家庭收支表分成三类：（甲）单独划出6户富裕农民，然后是（乙）11户中等农民（在舍尔比纳的表上是第7—10户和第16—22户）和（丙）7户贫苦农民（在舍尔比纳的收支表上是第11—15户和第23—24户）。例如，克里文柯先生说，前国家农民每户的支出为541.3卢布；前地主农民每户的支出为417.7卢布。同时他忽略了各种农户的支出是大不相同的：例如前国家农民中有支出84.7卢布的农民，也有支出 为十倍以上
 的即887.4卢布的农民（即使把一个支出1456.2卢布的德意志移民除开不算）。把这些数字加在一起得出的平均数能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拿我的分类来看，那我们就会看出富裕户每户平均支出855.86卢布，中等户每户平均支出471.61卢布，贫苦户每户平均支出223.78卢布 
［注：每家人口平均数的差别却小得多：（甲类）7.83人，（乙类）8.36人，（丙类）5.28人。］

 。

相差的比例约为4∶2∶1。

我们再往下看。克里文柯先生仿效舍尔比纳，引用了按法律地位分类的农民在个人消费方面的支出额：例如前国家农民每口人每年用于植物类食品的支出为13．4卢布，前地主农民每口人每年为12．2卢布。而按经济标准分类则数字如下：（甲类）17．7卢布；（乙类）14．5卢布；（丙类）13．1卢布。用于肉乳食品的支出：前地主农民每口人为5．2卢布；前国家农民每口人为7．7卢布。而按经济标准分类则数字如下：（甲类）11．7卢布；（乙类）5．8卢布；（丙类）3．6卢布。显然，按法律地位分类的计算法不过是把极大的差别掩盖了起来。因此，这种计算法显然是不行的。克里文柯先生说，前国家农民的收入比前地主农民的收入多53．7％：总平均数（根据24户家庭收支表）为539卢布，前者为600卢布以上，后者约为400卢布。而按殷实程度分类则收入的数字如下：（甲类）1053．2卢布；（乙类）473．8卢布；（丙类）202．4卢布，也就是说，相差的幅度不是3∶2，而是10∶2。

克里文柯先生说：“前国家农民每户产业的总值为1060卢布，前地主农民每户产业的总值为635卢布。”但按经济标准分类 
［注：农具方面的差别特别大：每户农具的平均价值为54．83卢布。但富裕户的农具价值为平均数的2倍多，即111．80卢布，而贫苦户则为平均数的1/3弱，即16．04卢布。中等户为48．44卢布。］

 则是：（甲类）1737．91卢布；（乙类）786．42卢布；（丙类）363．38卢布，——相差的幅度又不是3∶2，而是10∶2。作者既然把农民按法律地位分类，也就无法对这种 农民
 的经济得出一个正确的认识。

如果我们按殷实程度来看看各类农民的经济，那我们就会看出：富裕户的收入平均为1053．2卢布，支出平均为855．86卢布，即纯收入为197．34卢布。中等户的收入平均为473．8卢布，支出平均为471．61卢布，即每户纯收入为2．19卢布（贷款和欠税还未计算在内）；显然，这类农户勉强可以收支相抵：11户中5户有亏空。下等户即贫苦户简直是亏本经营：收入为202．4卢布，支出为223．78卢布，即亏空21．38卢布 
［注：有趣的是雇农（7户贫苦户中有2户）的家庭收支没有亏空：每户收入99卢布，支出93．45卢布。其中有一个雇农由雇主管吃管穿。］

 。显然，如果我们把这些农户加在一起而得出一个总平均数（纯收入为44．11卢布），那我们就会完全歪曲现实。我们就会回避（象克里文柯先生那样回避）一个事实，即有纯收入的6户富裕农民都使用雇农（8人）。这一事实向我们说明了他们的农业性质（他们在转变为农场主），这种农业使他们能得到纯收入，使他们几乎完全没有经营“副业”的必要。这些农户（算在一起）只有6．5％的收支（6319．5卢布中的412卢布）靠副业来弥补，并且这些副业（按舍尔比纳先生举的例子来看）是“拉脚”或甚至是“收购绵羊”一类的事情，这不但不证明他们依赖别人，反而证明他们在剥削别人（正是在后一场合，积蓄的“储金”在变为商业 资本
 ）。这些农户有4个工业作坊，使他们获得320卢布（5％）的收入 
［注：见附录一（本卷第265页。——编者注）。］

 。

中等农民的经济却是另一种类型：前面已经说过，他们未必能够收支相抵。农业不能维持他们的开销，他们有19％的收入是靠所谓副业。这是哪类副业，我们从舍尔比纳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那里指出有7户从事副业，其中只有2户从事独立的副业劳动（缝纫和烧炭），其余5户都是出卖劳动力（“到低地去割草”，“到酿酒厂做工”，“农忙时打日工”，“替人放羊”，“在本地庄园里做工”）。这已经是半农半工，干外活使他们丢开农业，从而彻底破坏他们的农业。

至于贫苦农民，他们经营农业简直是亏本；“副业”的作用在他们的家庭收支中更大（占收入的24％），并且这些副业几乎完全（只有一户除外）是出卖劳动力。其中有两户以“副业”（当雇农）为主，占收入的2/3。

由此可见，小生产者正在完全分化，上等户在变为资产阶级，下等户在变为无产阶级。显然，如果我们拿总平均数来说，那我们丝毫也看不出这一点，我们根本无法了解农村经济。

只是由于玩弄这些虚假的平均数，作者才能采用这样的方法。为了确定这些典型户在全县一般农户中的地位，舍尔比纳先生把农民按份地面积分类，结果，这24户（总平均起来）按他们的富裕程度来说，要比全县中等户高1/3左右。这种计算方法决不能认为是令人满意的，一则因为这24户中有很大差别，二则因为按份地面积分类掩盖了农民分化。作者提出的“份地是”农民“富裕的根本原因”这一论点是完全不对的。谁都知道，在村社内部“平均”分配土地，丝毫不会妨碍无马的社员抛弃土地，出租土地，外出做工而变成无产者；也不会妨碍多马的社员租进大量土地，从事大规模的有收益的经营。例如，我们从这24户家庭收支表上就可看出：一个富裕农民有6俄亩份地，收入共为758．5卢布；一个中等农民有7．1俄亩份地，收入共为391．5卢布；一个贫苦农民有6．9俄亩份地，收入共为109．5卢布。总之，我们已经看到，各类农户的收入比例为4∶2∶1，而份地面积的比例则为2．1∶9．2∶8．5＝2．6∶1．08∶1。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看到，例如，富裕农民每户有份地22．1俄亩，又租进土地8．8俄亩，中等农民的份地则较少（9．2俄亩），租进的土地也较少——7．7俄亩，贫苦农民的份地则更少（8．5俄亩），租进的土地只有2．8俄亩 
［注：当然，我不是想说，单是24户的资料就能推翻关于份地有根本意义的论点。但前面引过的几个县的资料，是完全可以推翻这个论点的。[55]］

 。因此，当克里文柯先生说“可惜舍尔比纳先生引用的资料不能当作衡量全省甚至全县的一般情况的准确尺度”时，我们只能说：只有在采用计算总平均数这种不正确的方法（克里文柯先生就不该用这种方法）时，这些资料才不能当作衡量的尺度，可是一般说来，舍尔比纳先生的资料是丰富而有价值的，它使人有可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克里文柯先生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那不能怪舍尔比纳先生。

例如，舍尔比纳先生在第197页上已不是按份地面积，而是按役畜头数把农民分成几类，也就是按经济标志而不是按法律标志分类。这种分类使人有充分理由说，这24个典型户各类之间的比例，和全县各经济类别之间的比例是完全一致的。

这种分类是这样的 
［注：这里24个典型户同全县各类农户比较的方法，是同舍尔比纳先生用24户平均数同按份地面积分类的农户比较的方法是一样的。］

 ：







［注②：这里从贫苦户内划出了2户雇农（即舍尔比纳的第14号和第15号家庭收支表），所以贫苦户只剩下5户。］





［注③：讲到这个统计表时也不能不指出，这里也可同样看到，一个农户越富裕，则租地数量也越大，虽然
 他的份地数量也在增加。可见这一个县的资料也证明份地有根本意义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看到，某类农户越富裕，则份地面积在该类农户占有的全部土地中所占的比重也越小。如把份地和租地加在一起，求出份地在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各类的数字如下：（Ⅰ）96．8％；（Ⅱ）85％；（Ⅲ）79．3％；（Ⅳ）63．3％。这种现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知道，自解放改革时起，土地在俄国就成为商品了。谁有钱，谁就随时可以买到土地：份地也是要拿钱去买的。不言而喻，富裕农民是在把土地集中到自己手里，同时这种集中因份地的转让受到中世纪的限制而更多地表现在租地上。赞成这种限制的“人民之友”，不懂得这种荒谬的反动措施只能使贫苦农民的状况更加恶化：丧失了农具的破产农民非出租土地不可，而禁止出租（或出卖）土地就会使这些贫苦农民或者暗中出租，因而对出租者的条件更加苛刻，或者把土地白白交给“村团”，也就是交给那班富农。



这里，我不能不引证古尔维奇关于这种臭名远扬的“禁止转让”所讲的十分正确的议论：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看看谁是农民土地的买主。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只有一小部分切特维尔梯土地是由商人购买的。一般说来，贵族出卖的小块地完全是由农民购买的。可见这个问题只涉及农民，并不触犯贵族利益，也不触犯资本家阶级利益。在这类场合，俄国政府很可能甘愿给民粹派一点小恩小惠。这样把东方宗法监护制度（oriental　paternalism）同某种畸形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禁止买卖的政策奇怪地结合起来（mésalliance）。也许会引起正是他们想为之造福的那些人的反对。既然农村分化过程明明是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发生的，那么禁止农民转让土地简直就等于让村社的富裕社员无代价地剥夺贫苦农民。

我们发现，有权转让自己土地的切特维尔梯农民[56]中的移民百分比，要比土地由村社占有的前国家农民中的移民百分比大得多，如拉年堡县（梁赞省）的移民在前者之中占17％，在后者之中占9％；丹科夫县的移民在前者之中占12％，在后者之中占5％。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呢？用一个具体例子就可以说明：

‘1881年，有一个由从前是格里戈罗夫的农奴的5户农民组成的小村社，从丹科夫县比吉尔季诺村迁走了。这个小村社把自己的30俄亩土地，以1500卢布卖给了一个富裕农民。这些移民在家里完全无法生活，多数当了年工。’（《统计资料汇编》第2部分第115、247页）根据格里戈里耶夫先生的资料（《梁赞省农民的迁移》），一个农户只要有300个卢布，即6俄亩中等土地的价钱，就能在西伯利亚南部经营农业。因此，一个完全破产的农民只要卖掉自己那块村社土地，就能在新地方成为耕作者。敬重祖先神圣习俗的心理，如果没有大慈大悲的官僚们的干涉阻挠，未必能够抵挡得住这种诱惑。

当然，有人会责备我悲观，正象不久前责备我对农民迁移的看法一样（1892年《北方通报》第5期波格丹诺夫斯基的文章）。人们通常大约是这样推论：就算讲的完全合乎实际生活，但有害的后果〈迁移的恶果〉的出现，还是由于农民所处的条件不正常，一旦有了正常条件，那些反对的意见〈反对迁移的意见〉‘或会失去效力’。不幸这些确实‘不正常的’条件在自发地发展，而要造成‘正常的’条件，又是那些同情农民的人所无能为力的。”（同上，第137页）[57]］

毫无疑义，按总平均数来说，这24个典型户要比该县一般农户高些。但如果我们抛弃这种虚假的平均数而采用经济分类，那我们就有可能作比较了。

我们看到，典型户中的雇农比没有役畜的农户要低些，但同他们很相近。贫苦户同有一头役畜的农户很相近（役畜虽然少0.2，即贫苦户为2.8，有一匹马的农户为3，但份地和租地加在一起的土地总数却要多些，即12.6俄亩∶10.7俄亩）。中等户比有2—3头役畜的农户高得很有限（他们的役畜稍微多些，但土地稍微少些），而富裕户则同有4头以上役畜的农户相近，只比他们稍 低
 一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作出结论说，这个县至少有1/10的农户从事正常的有收益的农业，而不需要找外水。（有一点必须指出：这种收益表现为货币，因而是以农业的商业性质为前提的。）他们大多靠雇佣工人种地：至少有1/4的农户雇有长工，临时还雇日工的有多少，不知道。其次，这个县半数以上是贫苦户（将近6/10，即无马者占26％，有1匹马者占31.3％，总共占57.3％），他们简直是亏本经营，因而日趋破产，经常不断地遭受剥夺。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且约有1/4的农民，已经主要靠从事雇佣劳动而不是靠种地过活了。其余的农民即中等户，都是勉勉强强种地，经常入不敷出，靠外水贴补，因而经济上一点点稳定性也没有了。

我有意把这些资料分析得这样详细，为的是表明克里文柯先生把现实歪曲成什么样子。他随便取一些总平均数来摆弄，很明显，其结果不仅是虚构，而且简直是欺骗。例如，我们看到，一个富裕农民（典型收支表中的）的纯收入（＋197.34）可以弥补 9个
 贫苦户的亏空（—21.38×9＝—192.42），所以这个县10％的富裕农民的纯收入不仅可以弥补57％的贫苦农民的亏空，而且略有剩余。当克里文柯先生从24户的平均收支表中得出44.14卢布的余额（除去贷款和欠税15.97卢布）时，就简单说成是中等户和中等以下农户的“衰落”。其实，只有中等农民才勉强说得上衰落 
［注：这也未必正确，因为所谓衰落，只是意味着暂时和偶然丧失稳定性，而中等农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处于破产边缘。］

 ，而贫苦农民大众则直接遭受 剥夺
 ，与此同时，生产资料则日益集中在占有规模较大、基础稳固的农庄的少数人手里。

作者既然忽视这后一种情况，也就看不出这些家庭收支表如下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特征：这些家庭收支表同样证明， 农民的分化正在造成国内市场
 。一方面，农户类别越低，则靠副业获得的收入比重就越大（在富裕户、中等户、贫苦户各自的收入总额中分别占6.5％，18.8％，23.6％），而所谓副业主要是出卖劳动力。另一方面，农户类别越高，则农业的商品性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甚至是 资产阶级
 性质）就越强，出卖粮食的百分数就越大。各类农户的农业收入是：（ 甲类
 ）3861.7/1774.4，（ 乙类
 ）3163.8/ 899.9，（ 丙类
 ）689.9/175.25。分母代表收入的货币部分 
［注：要算出农业的货币收入（舍尔比纳没有算出这种收入），必须采用一种相当复杂的算法。必须从出卖谷物所得的全部收入中，减去出卖禾秸和谷壳所得的收入，因为据作者说，禾秸和谷壳是用来饲养牲畜的。作者本人在第18章里去掉了这些东西，但只是为了得出全县的总数，而不是为了得出这24户的数据。我根据他的总结数字得出了出卖谷子所得的收入的百分数（和出卖全部谷物——包括谷子、禾秸和谷壳在内——所得的收入相比较），并按照这个百分数减去禾秸和谷壳的价值。这种百分数，在黑麦是78.98，在小麦是72.67，在燕麦和大麦是73.32，在糜子和荞麦是77.78。然后减去农户自用的数量，就得出了出卖谷子的数量。］

 ，在从高到低的各类农户中分别为45.9％，28.3％，25.4％。

这里我们又很清楚地看到，被剥夺的农民丧失的生产资料怎样变成 资本
 。

克里文柯先生从这样被利用的，或正确些说，这样被歪曲的材料中，当然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他根据一个和他同乘火车的诺夫哥罗德农民的谈话，描述了该地农民经济的货币性质，不得不作出一个公正的结论：正是这种环境，商品经济环境，“养成”“特殊的能力”，使人想方设法“割〈割草〉得贱”、“卖得贵”（第156页） 
［注：“雇人要贱，还要从他身上得到好处”，——克里文柯先生在同一页上又很公正地说。］

 。这种环境成了“激发〈对呀！〉和磨练经商才能”的“学校”。“有才能的人出现了，从中产生了科卢帕耶夫们、杰隆诺夫们[58]和其他名称的吸血鬼 
［注：尤沙柯夫先生！这是怎么回事，您的同志说“有才能的人”成为“吸血鬼”，而您却说人们变成吸血鬼只是因为具有“非批判的头脑”？先生们，这未免不大象话；在同一本杂志上互相撕打起来了！］

 ，而老实纯朴的人则日益落伍，每况愈下，遭到破产，变成雇农。”（第156页）

根据一个条件完全不同的农业省份（沃罗涅日省）的资料，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看来，事情是够明显的了，商品经济体系作为我国包括“村社”“农民”经济在内的整个经济的主要背景，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来，同时还显示出这样一个 事实
 ：这个商品经济 而且正是这个商品经济
 把“人民”和“农民”分裂为无产阶级（破产而变成雇农）和资产阶级（吸血鬼），就是说，正是这个商品经济在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可是“人民之友”总是不肯正视 现实
 ，不肯直言不讳（这太“严酷”了）！克里文柯先生议论说：


　　“某些人认为这种状况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补充一句：是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十分自然的结果。这才是确切地转述了“某些人”的意见，这样就无法用空话来搪塞这些意见，而不得不从实质上来分析问题。当作者不是立意要同“某些人”作斗争时，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货币经济正是造就“有才能的”吸血鬼和“老实的”雇农的“学校”〉，并且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不可抗拒的使命。〈唔，当然咯！谁认为要同“学校”作斗争，同操纵“学校”的吸血鬼及其在行政机关和知识界的奴仆作斗争，那就是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可抗拒的。谁要毫不侵犯资本主义“学校”及其吸血鬼，并想用自由派的治标办法来消除其资本主义产物，那就是真正的“人民之友”！〉我们对这点的看法却有些不同。资本主义在这里无疑起很大作用，这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这就是上面说到吸血鬼和雇农的学校那段话〉，可是不能说资本主义的作用就是这样包罗万象和有决定性的，以至在现时国民经济的变动中竟没有别的因素，而且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别的出路。”（第160页）



　　请看！克里文柯先生不是确切地和直截了当地说明现代制度，不是明确地回答为什么 农民
 分化为吸血鬼和雇农的问题，却用一些毫无内容的词句来支吾搪塞。“不能说资本主义的作用是有决定性的。”——其实全部问题正在于能不能这样说。你要维护自己的意见，就应当指出是什么别的原因在 决定
 问题，除了社会民主党人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反对吸血鬼的阶级斗争 
［注：如果说，目前能接受无产阶级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思想的，还只有城市的工厂工人，而不是农村“老实纯朴的”雇农，也就是说，只是那些失去了同“历代基石”、同“村社精神”密切联系的可爱品质的人们，那么，这只是证明社会民主党人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具有革命的进步作用的理论是正确的。］

 外，还有什么别的 出路
 。可是什么也没有指出来。不过，作者也许把下述一点当作他的说明吧？虽然这很可笑，但“人民之友”是什么也做得出来的。


　　“我们已经看到，日趋衰落的首先是土地少的弱小农户”，即份地不满5俄亩的农户。“而有份地15．7俄亩的国家农民的典型户则是很稳固的……固然，为了获得这样的收入（80卢布纯收入），他们每户还要租进5俄亩土地，但这不过说明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



　　把所谓的“土地少”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这一“更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土地少的人失去土地，土地多的人（每户有15．7俄亩者）则获得更多的土地 
［注：认为占有等量份地的农民就彼此一样而没有“吸血鬼”和“雇农”之分的看法，其荒谬性就更不用说了。］

 。这不过是把一些人破产而另一些人发财的论点换个说法而已！！已经到了抛弃这种土地少的空谈的时候了，空谈丝毫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份地并不是白白送给农民而是卖给农民的），只是描述过程，而且描述得又不确切，因为要说的不单单是土地，而是整个生产资料，而且不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少”，而是农民在 失去
 生产资料，遭到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的 剥夺
 。克里文柯先生在结束他的高论时说：“我们决不是想说，农业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而且可能保持其‘自然的’和离开加工工业而独立的性质〈又是空话！您不是刚才还不得不承认目前已经有了以交换为前提的，因而也是以农业离开加工工业而独立为前提的货币经济的学校吗？干吗还要胡说什么可能和应该呢？〉，我们只是说：人为地造成独立的工业是不合理的〈不妨问问，基姆雷人和巴甫洛夫镇人的工业是不是“独立的”呢？又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和怎样“人为地造成”的呢？〉；劳动者同土地和生产工具分离，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影响，还由于先于资本主义和促进资本主义的其他因素的影响。”这里大概又在提示一种深奥的思想：如果劳动者同土地分离，土地转归吸血鬼所有，那是因为前者的土地“少”，而后者的土地“多”。

这类高论倒责备社会民主党人“眼界狭隘”，说他们不该把资本主义看作决定性的原因！……我所以再次这样详细地谈到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分化，是因为必须说清楚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看问题和怎样说明问题的。必须指明，同样一些事实，在主观社会学家看来，只是表明农民“变穷了”，而“猎财者”和“吸血鬼”“乘机牟利”；从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却是表明商品生产者的资本主义分化，是商品经济本身的力量所必然引起的分化。必须指明，根据什么事实得出下述论点（这一论点已在第一编表述过了 
［注：见本卷第160页。——编者注］

 ）：在俄国，不仅在工厂，而且在最偏僻的乡村，到处都有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到处都是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由于有地方自治局统计这样出色的材料而可以确切地描绘出来的我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分化，非农民化， 实际
 证明了恰好是社会民主党人对俄国现实的理解是正确的，根据这种理解，农民和手工业者是“绝对”意义上的 小生产者
 即 小资产者
 。这一论点可说是 
工人社会主义理论

 不同于旧时农民社会主义的主要之点，旧时农民社会主义既不了解这种小生产者所处的商品经济环境，也不了解小生产者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发生的资本主义分化。因此，谁要认真批评社会民主主义，谁就应该把自己的论据集中在这点上，应该证明俄国在政治经济方面不是商品经济制度，证明农民的分化不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证明大量居民的被剥夺和劳动者的被剥削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而不是由于我国包括农民经济在内的社会经济组织是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组织。

先生们，试证明一下吧！

其次，我所以比较喜欢用农民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资料来说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还有一个理由。如果我在批评“人民之友”的观点时，只是把他们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加以对照，那就背离了唯物主义的方法。所以还必须把“民粹主义”思想说清楚，指明这种思想在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关系中的 
物质

 基础。我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经济状况和实例表明了这种“农民”（“人民之友”就是想充当他们的思想家）究竟是什么。它们证明我国农村经济的资产阶级性，因而也就证实把“人民之友”算作小市民思想家是正确的。此外，它们还表明我国激进派的思想和纲领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之间存在着极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在详细分析了他们的纲领之后会更加清楚）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这些激进派思想在我国“社会”中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也清楚地说明为什么“人民之友”在政治上卑躬屈膝并甘愿妥协。

最后，我们这样详细分析我国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最不发达、而民粹派通常从中吸取材料来论证其理论的那些部门的经济，还有一个理由。因为研究和说明这种经济，最容易从实质上回答我国公众中最流行的一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我们的激进派从资本主义同“人民制度”相矛盾这种通常想法出发，看到社会民主党人把大资本主义当作进步现象，看到他们正是要立足于大资本主义来进行反对现代掠夺制度的斗争，便轻易地指摘社会民主党人忽视大多数农民人口的利益，说他们想“让每个农夫到工厂的锅炉里去受熬煎”等等。

所有这些议论都是建立在一种极端不合逻辑的和奇怪的方法上的：说到资本主义时，根据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什么来判断：说到农村时，则根据农村“可能是”什么来判断。显然，对这一点的最好回答，就是让他们看看 现实的
 农村、 现实的
 农村经济。

凡是不怀偏见而科学地观察这种经济的人都一定会承认，俄国农村是由分散的小市场（或中央市场的小分支）组成的体系，这些市场支配着各个不大的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在每一个这样的地区里，我们可以看到受市场调节的社会经济组织所具有的种种现象：可以看到那些曾经是平等的宗法式的直接生产者在分化为富人和穷人，可以看到 资本
 特别是商业 资本
 的产生，它给劳动者布下天罗地网，吸吮他们的全部脂膏。你们只要把我国激进派对农民经济的记述同有关农村经济生活的第一手确切资料加以比较，那你们就会感到惊奇，因为在被批评的观点体系中，完全不提麇集在每个这样市场上的大量的小商贩，不提所有那些叫作施巴依、伊瓦施[59]和其他还被本地农民取了外号的人，不提操纵市场并残酷地压迫劳动者的大量小剥削者。人们通常把他们撇开了事，说“他们已经不是农民而是商人了”。是的，你们说得完全对：这“已经不是农民”了。可是，你们试把所有这些“商人”，用确切的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说，也就是把那些经商并至少是部分地占有他人劳动的人划为单独的一类，试用精确的数字把这一类的经济力量和他们在本区整个经济中的作用表示出来；然后试把所有那些拿自己的劳动力到市场上出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做工，因而也“已经不是农民”的人划为相反的一类，——你们试来履行这种公正而认真地研究问题的起码要求，那你们就会看出资本主义分化的情况是如此明显，“人民制度”的神话就不攻自破了。这样大量的农村小剥削者是一种可怕的势力，其所以可怕，特别是因为他们对劳动者实行各个击破，把劳动者牢牢地束缚住，使他们毫无挣脱的希望；其所以可怕，是因为这种剥削，在农村的愚昧状态（这是由该体系固有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和缺乏交往的现象造成的）下，不仅是对劳动的掠夺，而且是农村中常有的亚洲式的人身侮辱。如果你们把这种 现实的
 农村和我国资本主义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懂得，为什么社会民主党人把我国资本主义的作用看作是进步的，因为资本主义把这些分散的小市场连成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它造就少数巨大的“祖国栋梁”来替代无数善意的小吸血鬼，使劳动社会化并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劳动者挣脱本地吸血鬼的支配而使他们受大 资本
 的支配。后一种支配尽管引起种种惨状，使劳动者受压迫、死亡、粗野，使妇女儿童身心受到摧残等等，但它比前一种支配却是进步的，因为它 
启迪工人的思想

 ，把隐约的和模糊的不满变成自觉的反抗，把零星的无意义的小骚动变成争取全体劳动者解放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从这个大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本身中吸取力量，因而绝对有希望获得 
可靠的成功

 。

对于所谓忽视广大农民的责备，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可以用卡尔·马克思的一段话来回答：


　　“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
 ”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编者注］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正在摘去装饰我国农村的虚幻的花朵，抨击理想化和幻想，进行招致“人民之友”切齿痛恨的破坏工作，并不是要农民大众仍然处于现在这种受压迫、受奴役和面临死亡的地位，而是要无产阶级懂得什么是到处束缚着劳动者的锁链，懂得这些锁链是怎样打成的，并善于奋起反抗，以便挣脱这些锁链并伸手摘取真正的花朵。当他们把这种思想带给那些按其地位来说是唯一能够掌握阶级自觉并发动阶级斗争的劳动阶级代表时，竟有人责备他们想让农夫到锅炉里去受熬煎。

究竟是谁在这样责备呢？

是那些把劳动者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和“社会”身上，也就是寄托在处处把劳动者束缚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机关身上的人。

这班软骨头竟神气活现地说社会民主党人没有理想！




“人民之友”的理论观点，我们已经谈得似乎太多了，现在我们来谈谈他们的政治纲领。他们想用什么办法来“扑灭火灾”呢？他们说社会民主党人指明的出路是不正确的，那他们认为出路在哪里呢？

尤沙柯夫先生在《农业部》一文（《俄国财富》第10期）中说：“改组农民银行，成立垦殖管理署，整顿官地租佃以利于人民经济……研究和解决租佃问题，这就是复兴人民经济并使其不受新兴富豪的经济暴力〈原文如此！〉侵害的纲领。”在《经济发展问题》一文中，对这个“复兴人民经济”的纲领补充了如下一些“初步而必要的步骤”：“扫除目前束缚村社的一切障碍，取消对村社的监护，过渡到共耕制（农业社会化），发展地里出产的原料的村社加工业”。而克里文柯和卡雷舍夫两先生又作了补充：“发放低利贷款，组织劳动组合式的经营，保障销路，使企业主无利可得〈这点下文要专门，说到〉，发明更便宜的发动机和实行其他技术改良”，最后是办“博览馆、货栈、代理店”。

你们仔细看看这个纲领，就会看出这班先生是完完全全站在现代社会的基地上（也就是说，站在资本主义制度基地上，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想对这个社会修修补补、敷衍了事，而不懂得他们的这些进步办法，如低利贷款、技术改良、银行等等，只能加强和发展资产阶级。

尼古·—逊当然说得完全对（这也是他最有价值的论点之一，“人民之友”不能不加以反对），在现代制度基础上的任何改良都无济于事，无论是信贷，是移民，是赋税改革，是全部土地归农民所有，都不能在实质上改变什么，反而会使现在被多余的“监护”、农奴制贡赋的残余和农民的依附于土地等等所束缚的资本主义经济加强和发展起来。他说，那些希望广泛发展信贷的经济学家，如瓦西里契柯夫公爵（按他的思想来说，无疑是“人民之友”）一类人，也同“自由派的”即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一样，“力图发展和巩固资本主义关系”。他们不懂得我国生产关系的对抗性（在 农民
 中也同在其他等级中一样），他们不是努力使这一对抗充分展开，不是直接同那些由于这种对抗而受奴役的人站在一起，设法帮助他们起来斗争，反而梦想指靠一切人，指靠调解和联合，用这样的办法来停止斗争。这些办法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只要想一想上述分化的例子就会确信，能享受信贷 
［注：想在资本主义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已经看到，“人民之友”已不能否认这种关系的存在），利用信贷来维持“人民经济”即小生产者经济，这种显然不懂得理论政治经济学常识的荒谬主张，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些企图脚踏两只船的先生们的理论是庸俗不堪的。］

 、技术改良、银行之类“进步”的，只是那些在正常和稳固的经营条件下有相当“储金”的人，就是说，只是那些区区少数即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以无论你们怎样改组农民银行和类似的机关，丝毫也不会触动这一主要的根本的事实，即广大居民已经遭到剥夺并继续遭受剥夺，他们甚至无钱养活自己，更不用说进行正常的经营了。

“劳动组合”和“共耕制”也是如此。尤沙柯夫先生把后者叫作“农业社会化”。这当然只是一种笑话，因为实现社会化，并不是只在某个村子范围内组织生产，因为要实现社会化，就必须剥夺那些垄断生产资料并操纵现时俄国社会经济的“吸血鬼”。要做到这一步，就需要斗争，斗争，再斗争，而不是无聊的小市民说教。

因此，他们的这类措施不过是些自由派温和的治标办法，全靠慈善的资产者的施舍来勉强维持。这些办法引诱被剥削者放弃斗争，其害处比可能改善个别人的状况这种好处大得多，这种改善在资本主义关系的一般基础上不能不是微小的和靠不住的。这班先生抹杀俄国生活中的对抗到了何等荒谬的地步（当然，他们这样做是怀有停止现时斗争的极其善良的愿望的，也就是怀有那种铺成地狱的愿望的），这从克里文柯先生的下述论断中可以看出：


　　“知识分子能领导厂主的企业，也能领导人民的工业。”



　　他们的全部哲学不外乎长吁短叹地说，斗争和剥削是有的，但也“可能”是没有的，假如……假如没有剥削者的话。试问，作者讲这种废话究竟要说明什么呢？难道可以否认俄国的大学和其他学校每年都在制造一些谁能养活就去投靠谁的“知识分子”（？？）吗？难道可以后认现在俄国只有资产阶级少数才有钱来养活这种“知识分子”吗？难道俄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因“人民之友”说他们“可能”不替资产阶级服务就消失了吗？是的，“可能”的， 假如
 他们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话。他们“可能”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假如”俄国没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话！有些人一辈子就满足于这种“假如”！这些先生不仅拒绝承认资本主义有决定的意义，而且根本不愿看见资本主义中的任何坏东西。只要去掉某些“缺陷”，他们也许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会过得很不坏。请看克里文柯先生的这样一段话吧：
　　“资本主义生产和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化决不是这样的大门，加工工业通过它就只能离开人民。当然，加工工业可能离开人民生活，但也可能进入人民生活，更加接近农业和采掘工业。为此可能采用几种办法，上述大门也象别的大门一样能够促成此举。”（第161页）克里文柯先生比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来，是有一些很好的品质的。例如他坦白直爽。凡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会写出整页整页的花言巧语、专在问题周围打圈子而不涉及问题本身的地方，求实的克里文柯先生总是不假思索地和毫无愧疚地把他的一切荒谬见解都向读者端出来。请看：“资本主义可能进入人民生活。”就是说，劳动者不同生产资料分离，资本主义也是可能的！这真是妙不可言；现在我们至少完全明白“人民之友”想要的是什么了。他们要的是没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要的是没有剥夺也没有剥削，只有在仁慈的地主和自由派的行政官庇护下勉强维持生活的小市民的资本主义。于是，他们俨然象一个立意给俄国造福的部吏那样着手拟制计划，以建立一个既要狼吃饱；又要羊完好的制度。为了弄清这种计划的性质，我们应当来看看同一作者在该杂志第12期发表的文章（《论文化孤士》）：“工业的劳动组合形式和国家经营形式〈克里文柯先生发表议论时，大概以为他已“被召去”“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了〉，决不是在目前情况下所能设想的一切。例如，也可能有这样一种计划。”接着，他就讲起一件事，说有一位技师带着一份由小股（每股不超过100卢布）股份企业对顿河州进行技术开发的草案，去访问《俄国财富》编辑部。编辑部建议草案起草人作些修改，修改意见大致如下：“股票不应属于私人而应属于村团，同时，将来在企业中做工的那部分村团居民应该领取通常的工资，而村团则应保证他们同土地的联系。”



　　这可真是了不起的行政天才！用多么简单、多么容易的手段就使资本主义进入了人民生活而又消除了它的各种弊病！只是必须设法使农村的富人能通过村团购买股票 
［注：我说富人购买股票（尽管作者附带说明股票应属于村团），是因为作者毕竟是说拿钱购买股票，而钱是只有富人才有的。因此，不管是不是通过村团，反正拿得出钱来的只有富人，正如通过村团购买或租种土地丝毫也不会取消富人对这块土地的垄断一样。其次，得到收入（红利）的还是那些出了钱的人，否则股票就不成其为股票了。所以据我的理解，作者建议的意思是提出一部分利润来“保证工人和土地的联系”。如果作者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尽管从他的话中必然得出这种结论），而是说要富人出钱买股票而不领取红利，那么，他的草案就不过是要有产者同无产者共分罢了。这同笑话中讲的灭蝇药相似，这种药要求把苍蝇捉住放到药瓶里，苍蝇就会立刻死掉。］

 并从有“部分居民”参加劳动的那个企业方面获得收入，而“部分居民”则应得到同土地联系的保证，——这种“联系”使一个人不可能靠这块土地过活（否则，谁愿去为挣“通常的工资”而做工呢？），但足以把他束缚在一个地方，使他遭受本地资本主义企业的奴役而无法更换老板。我说老板，即资本家，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对于付 工资
 给劳动者的人不能有别的称呼。读者也许已经抱怨我把这种看来不屑一顾的胡言乱语谈得这样多。可是，对不起。虽然这是胡言乱语，但是值得研究，需要研究，因为它反映着俄国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因而它是我国最流行的一种社会思想，还需要社会民主党人长时间加以重视。问题在于俄国由农奴制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已经造成而且现时在某种程度上还在造成劳动者的这样一种情况：农民既然不能靠土地养活自己，也不能 靠土地向地主缴纳贡赋（他们直到现在还缴纳这种贡赋）
 ，就不得不去挣“外水”；起初，在从前的好时光，或者是独立的副业劳动（如拉脚），或者是虽不独立但因副业发展极差而报酬还算不错的劳动。这种情形曾使农民能够过着比现在稍好一点的生活，能够在十万个高贵的警察局长和新兴的俄国土地的收集者即资产者的福荫下勉强维持农奴的生活。

于是“人民之友”就把这种制度理想化，干脆抛开它的黑暗面，梦想着这种制度，——所以说是“梦想”，因为这种制度在现实中早就不存在了，早就被资本主义破坏了，资本主义已使广大种地的农民遭受剥夺，已把从前的挣“外水”变成对过剩“人手”的肆无忌惮的剥削了。

我们的小市民骑士恰恰想要保存农民同土地的“联系”，但又不要农奴制，其实只有农奴制才保障过这种联系，而农奴制又被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摧毁了，已使这种联系无法存在了。他们想要这样一种外水，这种外水不会使农民离开土地，在为市场干活时不会产生竞争，不会造成 资本
 ，不会使广大居民受资本奴役。他们忠于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想从这里和那里“采纳”长处，其实这种幼稚愿望自然只会造成忽视现实的反动梦想，使人无法理解并利用新制度真正进步的革命的方面，而去同情那种把半农奴制半自由的劳动的旧时美好制度（这种制度具有剥削和压迫的一切惨状而不可能给人以任何出路）永恒化的措施。

为了证明把“人民之友”当作反动分子是正确的，我且举两个例子。

在莫斯科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中，我们可以读到有关某位克·太太农庄（在波多利斯克县）的记载，这个农庄不仅曾使莫斯科统计学家感到佩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也曾使瓦·沃·先生感到佩服（我记得他在一篇杂志文章里写到这点）。

在瓦·奥尔洛夫先生看来，克·太太这个有名的农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在实践上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他所喜欢的论点：“哪里农民的农业情况好，哪里私人土地占有者的农庄就经营得好些。”从奥尔洛夫先生对这位太太的农庄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她的农庄是用本地农民的劳动来经营的，农民为了偿还冬季从她那里借来的面粉等等而替她种地；并且女主人非常关心农民，帮助他们，所以现在他们是该乡最宽裕的农民，他们的粮食“几乎能吃到新谷登场（从前还不够吃到冬天的尼古拉节[60]）”。

试问，“这种安排”，是不是就会象尼·卡布鲁柯夫先生（第5卷第175页）和瓦·奥尔洛夫先生（第2卷第55—59页及其他各页）所想的那样，排除“农民和土地占有者的利益的对立”呢？显然不会，因为克·太太是靠她的农民劳动过活的。可见剥削一点也没有消除。看不见对被剥削者的慈善态度后面隐藏着剥削，这对克·太太是可以原谅的，但对一个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就绝对不能原谅了。一个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居然对这种事情表示赞赏，也就同西欧那些赞赏资本家对工人仁慈，兴高采烈地传播厂主关心工人、为工人开办消费品商店、建筑住房等等的慈善家完全相似了。根据这类“事实”的存在（也就是“可能”存在）就得出没有利益对立的结论，那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从奥尔洛夫先生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克·太太的农民“因为收成极好（女地主给了他们好种子）已养有牲畜”，经济“宽裕”。假定这些“宽裕农户”不是“几乎”宽裕而是十分宽裕，也就是说他们的粮食不是“几乎”够吃到新谷登场，也不是“多数人”如此，而是大家都有充足的粮食，假定这些农民都有了足够的土地，也有了现时所没有的（多么宽裕呵！）而是靠干活向克·太太租来的“牧场和牧道”。难道奥尔洛夫先生以为，那时，也就是假定农民经济已经真正宽裕时，这些农民还会象现在这样“在克·太太的农庄里细心地、及时地、迅速地干活”吗？或许，农民对这位如此无孔不入地榨取宽裕农民血汗的仁慈太太的感激心情，会象现在非有牧场和牧道不可的农民的绝望处境一样，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吗？

显然，“人民之友”的思想实质上就是这样的：作为真正的小市民思想家，他们所要的不是消灭剥削而是缓和剥削，不是斗争而是调和。他们据以拼命攻击狭隘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那种远大理想，不过是要一些“宽裕”农民照旧向地主和资本家缴纳“贡赋”，只要地主和资本家公平对待他们就够了。

另一个例子。尤沙柯夫先生在一篇颇为著名的文章《俄国人民土地占有标准》（1885年《俄国思想》第9期）中，说明了他对“人民”应占有多大面积土地的看法，也就是说，照我国自由派的说法，占有多大面积可以排除资本主义和剥削。现在，经克里文柯先生这番绝妙的说明后，我们知道，他也是以“资本主义进入人民生活”的观点来看问题的。他把能满足“粮食需要和支付税款” 
［注：为了指明农民家庭收支表中这项支出和其余支出的比例，我再引用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县的24个农户的家庭收支表。每户平均支出为495卢布39戈比（实物和货币都在内）。其中109卢布10戈比用于饲养牲畜，135卢布80戈比用于植物类食品和赋税，其余250卢布49戈比用于其他支出，如非植物类食品、衣服、农具、地租等等。尤沙柯夫先生把饲养牲畜的费用算在割草场和辅助农业用地项内。］

 的份地当作“人民”占有土地的最低限度，其余的，他说可用“外水”来弥补……换句话说，他简直是容忍了这样一种制度：农民由于保持同土地的联系而遭受双重剥削，既在“份地”方面受地主剥削，又在“外水”方面受资本家剥削。小生产者遭受双重剥削，而且生活条件又必然造成他们战战兢兢、备受压抑，不但毫无希望获得胜利，而且根本无法进行被压迫者阶级的斗争，——这种半中世纪状况却是“人民之友”的视野和理想的极限。当资本主义在俄国改革后的整个历史时期内飞速地发展起来，开始连根挖出旧俄罗斯的这一基石，即宗法式的半农奴式的农民，使他们脱离中世纪的半封建的环境而转入现代纯粹资本主义的环境，迫使他们离乡背并，流浪到俄国各地去寻找工作，摆脱本地“雇主”的奴役，并表明剥削（阶级的剥削，而不是某个狠心人的掠夺）的基础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当资本主义已开始把其余那些战战兢兢的和被迫过牛马生活的农民大批地卷入日益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漩涡的时候，我们的骑士们却哀号和嗟叹基石的崩陷和毁坏。他们现在还在哀号和嗟叹这一美好的旧时代，虽然现在大概只有瞎子才看不见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革命方面，看不见资本主义在怎样造成一种和旧剥削制度毫无联系而又有可能和旧剥削制度作斗争的新的社会力量。

可是“人民之友”丝毫不想使现存制度有任何根本改变。他们完全满足于在现有基础上实行一些自由派的措施，而克里文柯先生在发明这种措施方面，表现了我国庞巴杜尔[61]的真正行政才能。

他论述必须“详细研究和根本改组”“我国人民工业”时说：“一般说来，这个问题需要作专门的考察并把各生产部门分成几类：有的是可以运用于人民生活〈原文如此！！〉的，有的是在运用时会遇到某些严重困难的。”

同一位克里文柯先生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这种分类的例子，他把手工业分成三类：一类是不会资本主义化的，一类是已经资本主义化的，一类是能“和大工业争生存”的。

这位行政官断言：“在第一类手工业中，小生产能够自由生存”，——是不受使小生产者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市场波动影响的自由吗？是不受地方市场扩大并集中为一个大市场的影响的自由吗？是不受技术进步影响的自由吗？或者这种技术进步，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也可能不是资本主义的吗？在第三类手工业中，作者要求“也组织大规模的生产”。他说：“显然，这里也需要组织大规模的生产，需要固定资本、流动资本、机器等等，或者这些条件由别的什么条件来抵补，如低利贷款，取消多余的中介，劳动组合式的经营，设法使企业主不能获利，保障销路，发明更便宜的发动机和实行其他技术改良，最后是稍许降低工资，如果这种降低将由其他好处来补偿的话。”

这番议论非常突出地说明“人民之友”口头上是远大理想，行动上是老一套自由主义。你看，我们的这位哲学家恰好是从设法使企业主不能获利并组织大经济开始的。好极了：这正是社会民主党人 
想要做

 的。但“人民之友”想怎样做到这一步呢？要知道，要组织没有企业主的大生产，首先必须消灭商品的社会经济组织，代之以公社的即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那时调节生产的就不象现在这样是市场，而是生产者自己，是工人社会本身；那时生产资料就不属于私人而属于全社会。这样用公社占有形式来替代私人 占有形式
 ，显然需要 预先
 改造 生产形式
 ，需要把小生产者分散的细小的独立的生产过程融合成 一个社会生产过程
 ，总而言之，需要的正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条件。可是“人民之友”根本不打算立足于资本主义。他们打算怎样行动呢？谁也不知道。他们甚至没有提到要消灭商品经济：显然，他们的远大理想决不会超出这个社会生产体系的框子。其次，要消灭企业主的获利，就得剥夺企业主，因为他们的“获利”正是由于他们垄断了生产资料。要剥夺我们祖国的这些栋梁，就需要有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人民革命运动，而有能力进行这一运动的只有和这个制度没有丝毫联系的工人无产阶级。可是“人民之友”根本没有想到什么斗争，根本没有想到除了这些企业主自己的行政机关外，还可能有而且必然有别的社会活动家。显然，他们一点也不想认真反对“企业主的获利”：克里文柯先生不过是偶尔失言罢了。所以他立刻更正说：要知道，“设法使企业主不能获利”这样的事，可以用“别的什么条件”，即用信贷、安排销路、改良技术等来“抵补”。这样就万事大吉了：消灭企业主“获利”的神圣权利这种使企业主先生们感到委屈的事不会有了，而出现的是自由派的温和措施。这些措施只会使资本主义获得更好的斗争武器，只会加强、巩固和发展我国小的“人民的”资产阶级。为了使人毫不怀疑“人民之友”维护的只是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克里文柯先生还作了如下一个极妙的解释。原来消灭企业主获利是可以用……“降低工资”来“抵补”的！！！骤然看来，会觉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实则不然。这是在始终如一地贯彻小市民思想。作者看见大资本同小资本斗争的事实，作为真正的“人民之友”，当然要站到小…… 资本
 方面。他同时听说降低工资是小资本家的一种最有力的斗争手段，——降低工资，也和延长工作日一样，确实是俄国许多生产部门中常有的现象。于是，他为了无论如何要拯救小…… 资本家
 ，便主张“稍许降低工资，如果这种降低将由其他好处来补偿的话”！企业主先生们完全可以放心，尽管起初对企业主的“获利”似乎发过一些怪论。我想，他们甚至会乐意让这位计划用降低工资来 反对
 企业主的天才行政官当财政大臣的。

还可举一个例子来证明：只要一涉及某些实际问题，《俄国财富》那些讲人道的自由派行政官就显出是十足的资产者。在《俄国财富》第12期《国内生活纪事》中谈到了垄断的问题。

作者说：“垄断和辛迪加是发达的工业的理想。”接着他很惊奇：虽然我国并没有“资本的激烈竞争”，可是这些机构也在我国出现了。“无论制糖工业或石油工业都还不特别发达。在我国，不论白糖或煤油的消费几乎都处于萌芽状态，如果注意到我国每个消费者平均的白糖和煤油的消费量同其他国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话。看来，供这些工业部门发展的地盘还很大，还能吸收大量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恰巧在这里，在实际问题上忘记了《俄国财富》心爱的那个所谓国内市场缩小的思想。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前途，而不会缩小。他把我国同消费较多的西欧作了比较之后得出了这个结论。为什么西欧的消费较多呢？因为那里的文化高些。可是这种文化的物质基础，如果不是资本主义技术的发达，不是商品经济和交换的增长使人们彼此更多地接触并打破各个地方中世纪式的孤立状态，又是什么呢？例如，法国在大革命前，当半中世纪式的农民还没有完全分裂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它的文化不是并不比我国的文化高吗？如果作者更仔细地考察俄国生活，那他就不能不看出例如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农民人口的消费，要比纯农业地区的农民人口的消费多得多。凡是考察过我国的手工业、看到这些手工业的发展已给当地居民的全部生活打上手工业烙印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这一点 
［注：即使拿巴甫洛沃的手工业者同近郊各村农民相比，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见格里戈里耶夫和安年斯基两人的著作。——我有意又拿存在着所谓特殊的“人民制度”的乡村作例子。］

 。

“人民之友”丝毫不注意这类“小事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由于文化或由于整个生活日益复杂的缘故，他们甚至也不想想这种文化和这种复杂化的物质基础的问题。他们只要考察一下我国的农村经济，就一定会承认正是农民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才造成国内市场。

他们大概以为市场的扩大还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成长。上述那位国内生活栏编者继续说：“在我国整个生产还不大发展的条件下，在缺乏进取心和首创性的情形下，垄断将是 国力
 发展的新障碍。”作者说到烟草垄断时，认为“这种垄断将从 人民的
 流通中夺去15400万卢布”。这里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的领导者，在我国也同别的任何地方一样，是资产阶级。作者不说资产阶级受到垄断的限制，而说“国家”受到垄断的限制，不说商品的资产阶级的流通，而说“人民的”流通 
［注：其所以必须更加责备作者不该乱用这个字眼，是因为《俄国财富》爱用“人民的”一词来与“资产阶级的”一词相对立。］

 。资产者始终不能理解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不管这种差别有多大。为了表明这种差别该是多么明显，我引证一下“人民之友”心目中的权威性杂志《祖国纪事》。在1872年第2期的文章《富豪制和它的基础》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一段话：


　　“照马尔洛的评论看来，富豪制的最重要的特征是爱好自由主义的国家形式，或至少是爱好自由获取这一原则。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个特征，设想一下8—10年以前的情形，那我们就会看出，我们在推行自由主义方面已取得巨大的成就……无论拿哪一种报纸或杂志来说，显然都或多或少地代表着民主的原则，都在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可是，在发表民主观点的同时，甚至在民主观点的掩盖下〈请注意
 这点〉，往往有意无意地实现着富豪的意图。”



　　作者举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商人给财政大臣的呈文为例，这件呈文表示了俄国资产阶级中这个最可敬的等级对财政大臣的感谢，感谢“他把俄国财政状况确立在尽量扩大唯一富有成果的私人活动上面”。于是作者作出结论说：“富豪分子和富豪趋势在我国社会里无疑是存在的，而且是够多的。”请看，在很久以前，伟大解放改革（根据尤沙柯夫先生的发现，这个改革本应给“人民”生产开辟一条平稳正常的发展道路，而事实上却只给富豪制开辟了发展道路）印象犹新的时候，你们的前辈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俄国的个人进取心的富豪性质，即资产阶级性质。

为什么您忘记了这一点呢？为什么您在谈论“人民的”流通和借发展“进取心和首创性”来发展“国力”时，不提这一发展的对抗性呢？不提这种进取心和这种首创性的剥削性质呢？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反对垄断之类的机构，因为这类机构无疑地使劳动者的状况恶化，可是不应忘记，除了这一切中世纪的桎梏外，束缚劳动者的还有更厉害的现代的资产阶级的桎梏。无疑地，废除垄断对全体“人民”都有益处，因为当资产阶级经济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的基础时，这些中世纪制度残余只是在资本主义灾难上再加上一些更痛苦的灾难，即中世纪的灾难。无疑地，垄断必须消灭，而且消灭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以便通过清除资产阶级社会继承下来的半农奴制桎梏，使工人阶级能够自由行动，易于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所以应该直言不讳地这样说：为了使工人阶级易于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废除垄断和其他一切中世纪的束缚（这种束缚在俄国数不胜数），对工人阶级来说是绝对需要的。不过如此而已。只有资产者才会忘记，在全体“人民”反对中世纪农奴制度的利益一致的背后，存在着“人民”内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深刻的不可调和的对抗。

不过，要想使“人民之友”因此感到羞愧，那就荒谬了。例如，他们谈到农村需要什么的时候，竟说出这样的话来：

克里文柯先生叙述道：“几年前，有些报纸讨论农村需要什么样的职业和哪几种知识分子，结果开了一个很长的五花八门的单子，几乎包括了全部生活领域：男女医生，医助，律师，教员，图书馆和书店的创办人，农艺师，林学家以及从事农业的各种人员，有各种专长的技师（这是一个很广泛的而且几乎还没有涉及的领域），信贷机关与货栈的创办人和领导者，以及其他等等。”

我们就拿工作直接属于经济领域的“知识分子”（？？），拿林学家、农艺师、技师等等来说吧。农村确实是多么需要这些人呵！但问题是 
什么样的

 农村呢？当然是土地占有者的农村，是善于经营的农夫的农村，因为这些人有“储金”，能付给克里文柯先生称之为“知识分子”的那些手艺人以报酬。 这种
 农村确实早就渴望有技师，有信贷，有货栈，——所有的经济著作都证明了这点。可是另外还有一种人口多得多而“人民之友”不妨更要经常想到的农村，——这就是破产的、衣衫褴褛的、被刮得一丝不剩的农民的农村，他们不仅没有“储金”来支付“知识分子”的劳动报酬，甚至没有足够的粮食使自己不致饿死。你们还想用 货栈
 来帮助 这种
 农村！！我们那些有一匹马的和无马的农民拿什么放到这些货栈里去呢？拿自己的衣服吗？可是，他们早在1891年就已经把自己的衣服典当给乡村和城市里的盘剥者了，那时这班盘剥者为了实行你们那种人道的自由派的办法，已在自己的家里、酒馆里和店铺里设立了真正的“货栈”。剩下的只有一双做工的“手”了。可是对于这种商品，甚至俄国官吏直到现在也还没有想出一种“货栈”来存放……

为“农民”中的技术进步所感动而又闭眼不看这些“农民”大批遭受剥夺，这再明显不过地证明这班“民主主义者”鄙陋到了极点。例如，卡雷舍夫先生在《俄国财富》第2期上（《草稿》第12节），居然以自由派白痴的狂喜心情叙述农民经济中的“改进和改良”的情形，“在农民经济中推广良种”，如美国燕麦、瓦萨黑麦、克莱德斯达尔燕麦等等。“有些地方，农民专门划出一小块地来培育种子，在精耕之后，用手种下精选的谷种。”“在改良的农具和机器方面”有“名目繁多的新东西” 
［注：请读者注意这些改良农具在新乌津斯克县的分配情形：占农户总数37％的（贫苦）农民，即28000户中的10000农户，在5724件农具中只占有7件农具，即只占有农具总数0．125％！而占农户总数1/4的富户，却独占4/5的农具。］

 ，如培土器、轻型犁、脱粒机、风车、选种机。“肥料的种类越来越多”，有磷钙粉、骨粉肥、鸽子粪等等。“记者们坚决主张必须在各乡设立出售磷钙粉的本地地方自治局货栈”；卡雷舍夫先生在引证瓦·沃·先生的《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一书（克里文柯先生也引证这本书）而谈到这些令人感动的进步时，简直是热情奔放地说：


　　“我们只能扼要叙述的这些消息，令人振奋又令人忧郁……所以令人振奋，是因为这些穷苦的、负债的、多半失去耕马的人，刻苦劳作，毫不灰心，也不改行，仍然忠于土地，懂得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力量、他们的财富全靠土地，全靠土地使用得当。〈那当然咯！购买磷钙粉、选种机、脱粒机和克莱德斯达尔燕麦种子的，不用说，就是这些穷苦的失去耕马的农夫呵！呵，多么纯朴的天真呵！但是要知道，写出这种话来的并不是一个贵族女学生，而是一位大学教授，一位政治经济学博士！！不，不管怎样，决不能说这只是由于天真的缘故。〉他们狂热地寻找土地使用得当的方法，寻找新的耕作方法、种子、工具、肥料，寻找一切能使养活他们的土地变得肥沃的手段，而这土地迟早会因此给他们百倍的报酬
［注：尊敬的大学教授先生，您说得十分对，经过改良的经济定会给这“毫不灰心”和“仍然忠于土地”的“人民”以百倍的
 报酬。但“农夫”为了取得磷钙粉等等，就应该不同于挨饿的赤贫大众而有闲置的
 货币，可是货币是落入私人手中的社会
 劳动产品；——占有这种改良的经济的“报酬”就是占有他人
 劳动；只有资产阶级的最可鄙的走卒，才会认为这种丰厚的报酬是“刻苦劳作”、“使养活他们的土地变得肥沃”的户主个人努力的结果。呵，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博士，您察觉到这些没有？］

 ……这些消息所以令人忧郁，是因为〈也许读者以为，“人民之友”至少在这里会提到农民大批遭受剥夺吧？因为正是这种剥夺带来和造成土地集中在善于经营的农夫手里，使土地变为资本
 ，变为经过改良的
 经济的基础，正是这种剥夺把“空闲的”“便宜的”“人手”抛向市场，以保证祖国的“进取心”在所有这些脱粒机、选种机、风车方面获得成功。——丝毫也没有提到〉……需要唤醒的正是我们自己。我们对农夫这种振兴自己经济的愿望有什么帮助呢？对我们来说，有科学、图书、博览馆、货栈和代理店。〈真的，先生们，就是这样并列的：“科学”和“代理店”……要研究“人民之友”，不要在他们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因为在这种场合他们总是穿上用“父辈理想”的破布缀成的制服，而要在他们穿着便服，详细讨论日常生活问题的时候。那时你们就能观察到这班小市民思想家的全部色彩和气味。〉对农夫来说，有没有这类东西呢？胚胎当然是有的，却不知为什么发育得很慢。农夫要看实例，但我们的试验田和示范农场在哪里呢？农夫寻找书本知识，但我们的通俗农学书籍在哪里呢？……农夫寻找肥料、工具、种子，但我们存放这些东西的地方自治局货栈，大批的收购，以及购买和推销的方便在哪里呢？……你们这些活动家，私人活动家和地方自治机关活动家在哪里呢？时机早已成熟了，请出来干吧。

　　俄国人民一定会

向你们深致谢意！

［注：见尼·阿·涅克拉索夫《致播种者》一诗。——编者注］ ”



　　尼·卡雷舍夫（《俄国财富》第2期第19页）





　　请看，他们这些小的“人民”资产者之友，就是这样自我陶醉于他们的小市民的进步的！看来，甚至不必分析我国的农村经济，只要看看我国近代经济史中这一惹人注目的事实，即农民经济中有目共睹的进步和 农民
 的大批遭受剥夺同时并存的事实，就会确信把 农民
 看成某种内部一致的单一的整体是荒谬的，就会确信所有这些进步都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可是“人民之友”对这一切都充耳不闻。他们丧失了俄国旧时社会革命民粹派的优点，死抱着他们的一个大错误（不了解农民内部的阶级对抗）不放。


　　古尔维奇说得很中肯：“70年代的民粹派丝毫不了解农民内部的阶级对抗，认为这种对抗仅限于‘剥削者’（盘剥者或豪绅）同他们的牺牲品即富有共产主义精神的农民之间的关系
［注：“村社内部已产生了对抗的社会阶级”，——古尔维奇在另一处说。（第104页）我引证古尔维奇的话只是为了补充上述实际资料。］

 。只有格列勃·乌斯文斯基一人持怀疑态度，他嘲笑了这种普遍的错觉。他非常熟悉农民，而且具有洞悉事物本质的大艺术家的才能，所以不能不看到，个人主义已成为不仅是高利贷者和债务人之间、而且是一般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基础。见他的《混为一谈》一文，载于1882年《俄国思想》第1期。”（同上，第106页）



　　然而，如果说在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当时有关农村经济的比较确实的资料还很少，当时农村的分化还没有这样明显地暴露出来，因而有这种错觉还情有可原，甚至是自然的事情，那么，现在只有故意闭上眼睛，才会看不见这种分化。非常值得注意的，正是在目前，当农民的破产看来已经达到顶点的时候，到处都可听到关于农民经济中进步潮流的谈论。瓦·沃·先生（也是一位毫无疑义的“人民之友”）写了一整本书来谈这个问题。而且你们不能责备他的话不符合事实。相反，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农民中间确实有技术上农艺上的进步，但农民大批遭受剥夺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人民之友”只注意“农夫”怎样狂热地寻找新的耕作方法，使养活他的土地变得肥沃起来，却忽视了事情的反面，即“农夫”又在狂热地离开土地。他们象鸵鸟一样把脑袋藏起来，不愿正视现实，不愿看见他们眼前发生的正是农民失去的土地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 
［注：寻找“新的耕作方法”所以变得“狂热”起来，正是因为善于经营的农夫要经营更大的经济，对这种经济用旧的方法是应付不了的，——正是因为农业日益具有商品的资产阶级的性质，竞争才迫使他们去寻找新的方法。］

 。请试试来驳倒我国村社农民中间 存在着
 这两个完全相反的过程的事实吧，请试试不用我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性而用其他原因来 说明
 这两个过程吧！这是做不到的！一味唱哈利路亚，满口仁义道德，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学问”，他们的全部政治“活动”。他们甚至把温和自由派对现代制度的这种补缀推崇为一套完整的哲学。克里文柯先生用深思的神情说：“生动的小事业远胜于不做的大事业。”——说得多么新颖而聪明。他接着说：“小事业决不是小目标的同义语。”为了证明这种“活动的扩大”，即小事业往往变成“正确的和良好的事业”，他举出一位太太创办学校的活动，然后举出律师在农民中间排斥讼棍的活动，并说律师们打算随同地方法院巡回法庭到外省去替被告辩护，最后举出我们已经熟悉的设立手工业货栈的办法：在这里活动的扩大（扩大到具有大目标的规模），就是要“用各地方自治机关的联合力量在最热闹的地点”设立货栈。

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很高尚的、人道的和自由主义的事业，其所以是“自由主义的”，是因为这种事业将为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清除一切中世纪的束缚，从而便于工人同这个体系进行斗争。这类办法当然不仅不会触犯反而会加强这个体系，——这一切我们早已在俄国自由派的一切出版物上读到过了。如果不是《俄国财富》的先生们迫使我们进行反驳的话，这本来是不值得进行反驳的：这班先生竟提出这些“温和的自由主义幼芽”来 
攻击

 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教训他们，责备他们背弃“父辈理想”。所以我们也就不能不说，他们建议并举出这种温和谨慎的 自由主义的
 （即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活动来反驳社会民主党人，至少是可笑的。至于说到父辈和他们的理想，那我们应该指出，不管俄国民粹派的旧理论如何错误，如何空想，但它们对这类“温和的自由主义幼芽”还是采取 
无条件的

 否定态度的。引号内的说法是我从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关于马克思的一本书的俄文版》（1872年《祖国纪事》第4期）这篇短评中抄来的，这篇短评写得很生动、有力而新颖（同他现在写的东西相比），并且激烈地反对不要得罪我国年轻自由派的建议。

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得连“人民之友”早已把这一切忘得干干净净了，并且他们的策略也清楚地表明：要是对政治机构缺乏唯物主义的批判，要是不理解现代国家的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到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就只有一步之差。

下面是这种机会主义的几个实例：

尤沙柯夫先生宣称：“把国家产业部改组为农业部，可能对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有深远的影响，但也可能只是更换一些官吏而已。”（《俄国财富》第10期）

也就是说，一切都取决于“被召去”的是什么人，是人民之友还是地主资本家利益的代表。利益本身是可以不触动的。

“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不受经济上的强者欺凌，是国家干预的首要的天然任务”，——同一位尤沙柯夫先生在同一地方这样继续说，而《俄国财富》第2期的国内生活栏编者又用同样的话重复说。为了使人毫不怀疑他也同他的值得尊敬的同伙，即西欧自由派和激进派的小市民思想家一样懂得这种慈善主义的谬论 
［注：这所以是谬论，是因为“经济上的强者”的力量也在于他们握有政权。没有这种政权，他们也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经济统治。］

 ，他接着补充说：


　　“格莱斯顿土地法案[62]，俾斯麦工人保险法[63]，工厂视察制，在我国设立农民银行的主张，组织移民事宜，以及反对盘剥者的措施，这都是运用这种国家干预原则以保护经济上的弱者的尝试。”



　　这些话好就好在说得很坦白。作者在这里直截了当地说，他象格莱斯顿先生之流和俾斯麦先生之流一样，想要站在现存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想要修补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不过他不理解这点，也象西欧那班拥护格莱斯顿之流和俾斯麦之流的人不理解这点一样），而不是想要反对现代社会。同他们这种基本理论观点完全一致的，还有下述一点：他们把在现代社会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并保护现代社会统治阶级利益的机关即国家，看作是实行改革的工具。他们简直认为国家是万能的，是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他们不仅期待它来“支持”劳动者，而且期待它来创立真正的正常秩序（象克里文柯先生所说的那样）。不过，他们既是十足的小市民思想家，当然也不能期待他们有别的什么看法。要知道，小市民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个特征也使他们成为反动的阶级），就在于小生产者为生产条件本身所分散和隔绝，被束缚于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剥削者，因此，不能了解使他受到的痛苦有时并不亚于无产者的那种剥削和压迫的阶级性质，不能了解资产阶级社会里的国家也不能不是阶级的国家 
［注：“人民之友”所以是最恶毒的反动分子，是因为他们说国家的天然任务是保护经济上的弱者（照他们那种庸俗的老太婆式的说教来看，事情应当
 如此），然而俄国的全部历史和对内政策都证明，我们国家的任务仅仅是保护地主-农奴主和大资产阶级，并用最残忍手段对付“经济上的弱者
 ”的任何自卫企图。这当然是它的天然
 任务，因为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是浸透了农奴主-资产阶级的精神的，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统治一切，支配一切，把工人控制得“静如止水，低如草芥”。］

 。可是，最可敬的“人民之友”先生们，为什么我国政府一直努力（从这个解放改革时期起特别努力）“支持、保护和创立”的，只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呢？为什么这个仿佛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专制政府的这种不好的活动，恰巧同国内生活中以商品经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为特色的历史时期相吻合呢？为什么你们认为近来国内生活中的这些变化是后果，而政府的政策是前因呢？——尽管初期变化是在深处发生的，以致政府没有觉察出来，并且多方加以阻挠，尽管这个“专制”政府在国内生活的另一种条件下曾“支持”、“保护”和“创立”过另一个阶级。

噢，“人民之友”是从来不向自己提出这类问题的！据说这一切都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黑格尔主义”，“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简直以为只要向这个政府客客气气温顺地请求一下，它就会把一切都安顿得妥妥贴贴。至于说到客气一层，那么应当为《俄国财富》说句公道话，的确，就是在俄国自由派报刊中间，它也是以毫无独立性而超群出众的。你们自己判断吧：

“废除盐税、废除人头税和减低赎金”被尤沙柯夫先生称为是“纾缓人民经济的重大办法”。唔，当然咯！可是废除盐税时，不是规定了一大堆新的间接税而且提高了原有的间接税吗？废除人头税时，不是在改税金为赎金的借口下增加了前国家农民的纳款数额吗？在臭名远扬的减低赎金办法（国家并没有因为实行这一办法而把它办理赎地手续赚得的钱归还农民）实行以后，纳款数额同土地收入不相称的情形，即农奴制代役租的直接残余不是至今仍旧存在吗？——这算得了什么！这里重要的只是“第一步”，只是“原则”，至于其他的东西……将来还可请求一下嘛！

但这一切都不过是花朵。现在请看看果实吧：


　　“80年代减轻了人民负担（正是用的上述办法），因而拯救了人民免于彻底破产。”



　　又是无耻奴才的典型词句，只有上面引证的那段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我国还要创造无产阶级的言论才可与之媲美。说到这里，不禁使人想起谢德林描绘得唯妙唯肖的一位俄国自由主义者的演变经过[64]。这位自由主义者始而请求长官“尽可能地”实行改良，继而央求“哪怕一点儿也行”，最后则采取了永远不变的“同流合污”的立场。当千百万人遭受饥荒，政府对之始而采取小商小贩的吝啬态度，继而采取小商小贩的畏缩态度的印象还很新鲜的时候，“人民之友”竟在报刊上说政府拯救了人民免于彻底破产，这怎能不叫人说他们采取的也是这种永远不变的立场呢！！对农民再加紧剥夺几年以后，政府除成立农业部外，还会废除一两种直接税而颁布几种新的间接税；然后又会使4000万人遭受饥荒，那时这班先生又会照样写道：你看，现在遭受饥荒的是4000万人，而不是5000万人，这是因为政府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拯救了人民免于彻底破产，这是因为政府听从了“人民之友”的意见，成立了农业部！另一个例子：

《俄国财富》第2期国内生活栏编者在谈论俄国“幸而”（原文如此！）是一个落后国家，“还保存着可供按一致原则 
［注：谁和谁一致呢？地主和农民吗？善于经营的农夫和游民吗？厂主和工人吗？要领悟这种经典式的“一致原则”，就应记住企业主和工人的一致是靠“减低工资”达到的。］

 论证俄国经济制度的因素”时说：因此，俄国能够充当“国际关系中经济一致的传播者”，俄国的不容争辩的“政治威力”更使俄国有机会这样去做！！

这个欧洲宪兵，这个一切反动势力的经常的和最可靠的支柱，把俄罗斯人民弄到如此可耻的地步，使他们既在本国受压制，又充当压制西欧各国人民的工具，——这个宪兵现在居然被说成是经济一致原则的传播者！

这未免太过分了！“人民之友”先生们大大超过了一切自由主义者。他们不仅是请求政府，不仅是赞美政府，他们简直是向这个政府祷告，磕头祷告，祷告得这么起劲，使人听见他们虔诚的额头碰地的响声就不禁毛骨悚然。

你们记得德国人给庸人下的定义吗？

　　什么是庸人？

　　一根空肠子，

　　充满恐惧和希望，

　　乞求上帝发慈悲。

这个定义用在这里稍微有点不合适。上帝……上帝在我国完全处于第二位。长官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定义中的“上帝”换成“长官”，那么，俄国人道的自由主义的“人民之友”的思想行囊、道德水平和正义感就都最确切地表达出来了。

“人民之友”除了对政府有这种极端荒谬的看法外，对所谓“知识分子”也抱着同样的态度。克里文柯先生写道：“著作界”……应该“根据现象的社会意义评价现象和鼓励每一个行善的积极尝试。著作界老是说教员、医生、技师不够，老是说人民生病、贫穷〈技术人员少！〉、不识字等等，所以当一些人在赌桌跟前坐厌了，票友干厌了，贵族代表的鱼馅烤饼吃腻了，不顾重重障碍，以罕有的自我牺牲精神〈真了不起：居然把赌桌、戏剧和馅饼都舍弃了！〉出来工作的时候，著作界就应该表示欢迎”。

往下两页，他又以一个老练的官吏郑重其事地申斥一些人“犹豫不决，不知道应不应当按照新条例去当地方官、市长、地方自治局主席和委员。对公民的要求和义务有高度认识的社会人士〈先生们，请注意，这确实可以和俄国著名的庞巴杜尔们，即巴拉诺夫之流或科西奇之流的言论媲美！〉，既不会这样犹豫不决，也不会这样对待事情，因为他们对任何一种重要改良，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加以同化，也就是说，会把它的切合时宜的方面加以利用和发展，而把它无用的方面变成空文；如果改良中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那它就会完全成为一种赘物了”。

鬼知道说的是什么！分明是一钱不值的机会主义，却这样自吹自擂！原来著作界的任务，就是搜集沙龙中对凶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流言蜚语，磕头感谢政府拯救人民免于彻底破产，欢迎那些在赌桌跟前坐厌了的人，教导“公众”甚至不要推辞地方官一类的职位……我看的是什么呀？是《星期周报》[65]还是《新时报》呢？不是，是在看《俄国财富》，俄国先进的民主派的刊物……

这班先生还高谈“父辈理想”，大言不惭地说，他们，正是他们，保护着法国向全欧洲传播社会主义思想那个时代的传统，——因为那时俄国接受了这种思想，才有了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和学说。这简直不象话，要不是《俄国财富》显得太滑稽可笑，要不是这种杂志上的类似言论总是引人发笑，那真会令人十分愤慨和不平。是的，是你们在糟蹋这些理想！考茨基说过：“当时每个社会主义者都是诗人，每个诗人都是社会主义者”。俄国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即考茨基如此中肯地评价过的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这些理想究竟是什么呢？


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生活的村社制度，由此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这就是鼓舞他们、唤起成十成百的人去同政府作英勇斗争的东西。你们不能责备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不善于看重当时这些优秀人物的巨大历史功绩，不善于敬仰这些人物。可是我要问问你们：现在这种信仰究竟在哪里呢？它没有了，根本没有了，所以当去年瓦·沃·先生想说村社能培养人民从事一致的活动，村社是利他主义情感的泉源等等的时候，甚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感到惭愧，羞答答地责备瓦·沃·先生说：“没有一项 研究
 能证明我国村社同利他主义是有联系的。”的确，没有这种研究。可是说也奇怪，有一个时候，人们没有作任何研究也相信了这一点，并且是真心实意地相信了这一点。

怎么？为什么？根据什么？……

——“当时每个社会主义者都是诗人，每个诗人都是社会主义者。”

同一位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补充说，一切诚实的研究家还一致认为农村在分裂，一方面分化出无产阶级大众，一方面分化出一小群把其余居民踩在自己脚下的“盘剥者”。他又说对了，农村确实在分裂。不仅如此，农村早已完全分裂了。同时俄国旧的农民社会主义也随着分裂了，一方面让位给工人社会主义，一方面堕落为庸俗的小市民激进主义。这种变化不能叫作别的，只能叫作堕落。关于农民生活的特殊方式、关于我国十分独特的发展道路的学说，已经变成软弱无力的折中主义了，这种折中主义已经不能否认商品经济成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已经不能否认商品经济变成了资本主义，可是又不愿看见一切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性质，不愿看见在这个制度下的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以 发动农民
 进行 反对现代社会基础
 的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 
［注：其实，我国一切旧的革命纲领归结起来都是这样，例如巴枯宁派和骚乱派[66]、民粹派以至民意党都是这样，他们都相信农民会把占压倒多数的社会主义者派去参加未来的国民代表会议[67]，这种信念在他们那里所占的位置远非末位。］

 ，已经变成以 在保存现代社会基础的条件下
 去补缀和“改善”农民状况为目标的纲领了。

老实说，从上述一切已经可以看出，当《俄国财富》这些先生们要“猛击”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他们会提出什么样的“批评”。他们并不打算直率诚恳地叙述社会民主党人对俄国现实的看法（就防备书报检查来说，这本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只要偏重于经济方面，只要始终采用他们的全部“论战”所采用的那种笼统的、带点伊索式的表达方式就行了）并从实质上反驳这种看法，反驳从这种看法得出的实际结论的正确性。他们不这样做，宁愿用一些毫无内容的词句支吾搪塞，谈论抽象公式和对这些公式的信念，以及深信每个国家必须经过某某阶段……等等之类的鬼话，这种鬼话我们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已经听够了。同时还出现公然的歪曲。例如，克里文柯先生说马克思“承认我们只要愿意〈？！！这么说， 在马克思看来
 ，社会经济关系的演进是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了？？这究竟是什么，是十足的愚昧无知，还是无比的厚颜无耻？！〉并措置得当，就能避免资本主义的波折而走上另一条较为适当的道路〈原文如此！！！〉”。

我们的骑士只有靠公然的歪曲捏造才能说出这种胡话。克里文柯先生从有名的《马克思的一封信》（1888年《法学通报》第10期）中，摘引了马克思谈到他很尊敬车尔尼雪夫斯基（他认为俄国有可能“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痛苦”）的一段话，加上引号，即确切地转述了马克思的话（最后一句是：“他〈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后一种解决法”），然后补充说：“马克思说，我也 赞同
 〈黑体是克里文柯先生原有的〉这种观点。”（第12期第186页）

其实马克思是这样说的：“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68]的论战推断我反对那位‘文学家’的这些观点，那么，他至少也有同样多的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编者注］

 （1888年《法学通报》第10期第271页）

总之，马克思是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没有理由把他看作是俄国特殊发展观的反对者，因为马克思对赞成这种观点的人也很尊敬，而克里文柯先生却曲解成似乎马克思“承认”这种特殊发展。简直是撒谎。马克思的这个声明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不愿从实质上回答问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随便把两种互相矛盾的意见中的一种拿来作根据，也就是说，他既不能根据这种意见也不能根据另一种意见来断定我对俄国事情的看法。”为了使这些意见不致成为曲解的借口，马克思又在这封《信》里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他的理论怎样应用于俄国的问题。这一回答特别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当时不愿从实质上回答问题，不愿分析那些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俄国资料。他回答说：“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 
［注：同上，第130页。——编者注］



看来，这已经十分清楚了：当时问题正是在于俄国是不是力求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农民的破产是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的形成过程；而马克思说，“假如”俄国力求成为这样的国家，就必须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换句话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在研究和说明某些国家的经济制度的演进；至于把这种理论“应用”到俄国来，只能是 
利用

 已经创造出来的 
唯物主义

 方法和 
理论

 政治经济学方法，来 
研究

 俄国生产关系及其演进情形。 
［注：再说一遍，这个结论对每一个读过《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的人不会不清楚，只有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个人才需要专门作解释。］



新的方法论和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立，是社会科学的极大进步，是社会主义的巨大进展，所以《资本论》一出现，“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就成了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理论问题，最热烈的争论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纲领性原理的解决都以这个问题为转移。值得注意的是，当时（10年以前）出现了一个单独的社会主义者团体，它对俄国资本主义演进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而这种回答是以俄国经济现实的资料为依据的，那时它并没有遇到直接的和确定的实质性批评，没有遇到接受共同的方法论原理和理论原理而对有关资料作出不同解释的批评。

“人民之友”虽然向马克思主义者大举进攻，可是同样没有通过分析实际资料提出论证。我们在第一篇文章里看到，他们总是用空话支吾搪塞。同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放过机会来卖弄自己的机智，说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一致的意见，说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商妥。于是“我国著名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一想到他说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俏皮话，就乐得不可开交。马克思主义者意见不完全一致，这是事实。可是，第一，这个事实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歪曲了；第二，这个事实不是证明俄国社会民主党软弱无力，而恰恰是证明他们有力量有生气。近来特别突出的现象是，社会主义者循着各种不同的道路达到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因此，他们在基本的和主要的论点上，是绝对一致的，都认为俄国是从农奴制度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社会的政治形式是阶级国家，结束对劳动者剥削的唯一途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在许多局部问题上，他们的论证方法或对俄国生活某些现象的详细解释是有不同的。因此，我可以用下面的话先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高兴高兴：例如，在这篇简评提到的那些问题上，即在农民改革、农民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租佃等等问题上，在刚才说过的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公认的基本论点的范围内，是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从前人们意见一致，是因为当时都满足于一致承认这样一些“崇高真理”，如农民改革 会
 给俄国开辟正常发展的平稳道路，国家 会
 召请“人民之友”而不召请资本主义利益的代表，村社 会
 使农业和加工工业一同社会化，而手工业者 会
 把加工工业变成大生产， 人民
 租佃支持 人民
 经济等；现在这种引人入胜的和令人感动的意见一致，已为人们的意见分歧所代替了，因为现在人们正在探索如何说明俄国 现实的、已有的
 经济组织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如何说明这一体系的 现实
 经济的演进、这一体系的政治上层建筑和其他一切上层建筑。

这种工作一方面使人们从不同的观点出发承认一个总的原理（这一原理无疑决定着一致的政治活动，因而使一切接受这一原理的人都有权利和义务认为自己是并且自称是“ 
社会民主党人

 ”），一方面又使大家在许多按不同观点解决的局部问题上有发生意见分歧的余地，这当然只是证明俄国社会民主党有力量有生气。 
［注：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问题直到今天还根本没有解决
 。断言“人民租佃支持人民经济”，或把用农民农具耕种地主土地的制度描绘为“农民胜过地主”、地主“牺牲自己的独立性以利于独立的农民”、“农民已从地主手里夺去大生产”、“人民在为农业形式而斗争中成了胜利者”，实际上这决不能算是解决了租佃问题。这只是“我国著名的”瓦·沃·先生的《资本主义的命运》一文中的自由主义空谈。］



同时，进行这一工作的条件又坏得简直难以想象：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把分散的工作统一起来的机关，在我国警察统治的条件下，私人交往极其困难。显然，社会民主党人在细节上不可能充分商讨和取得一致，他们会互相矛盾……

你看，这不是确实可笑吗？

在克里文柯先生同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战”中，有一点可能令人莫名其妙，就是他谈到什么“新马克思主义者”。有些读者会以为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发生了什么分裂，从旧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分化出了“新马克思主义者”。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为了马克思主义来公开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和纲领，而拥护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原来，克里文柯先生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听到好多交际场中对马克思主义者的种种流言蜚语，看到好多自由派用马克思主义来掩饰自己那种自由派的内心空虚，于是以他们两人特有的机智和圆滑，拿出这样一套货色来“批评”马克思主义者。无怪乎这种“批评”是一连串的大笑话和卑鄙的攻击。

克里文柯先生说：“要首尾一贯，就必须对此作出肯定的答复”（答复“该不该努力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问题），“既不怕收买农民土地，也不怕开设店铺和酒馆”，要“欢迎许多酒馆老板在杜马中获得成功，帮助为数更多的包买主收买农民粮食”。

这真是可笑极了。你试向这样一位“人民之友”说，俄国各地劳动者所受的剥削实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根据某些证明农民分化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经济标志，农村善于经营的农夫和包买主应当被算作资本主义的代表，那他一定会嚎叫起来，把这叫作不可思议的邪说，高喊这是盲目抄袭西欧公式和抽象图式（同时小心翼翼地回避“邪说”论据的实际内容）。可是当需要大肆渲染凶恶的马克思主义者带来的“惨象”时，却可以把高尚的科学和纯洁的理想都丢在一边，可以承认收买农民粮食和农民土地的包买主确实是资本主义的代表，而不只是别人成果的“猎取者”。

你试向这位“人民之友”证明说，现在俄国资产阶级由于把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中，不仅已在各地控制着人民劳动，而且对政府施加压力，造成、迫使和决定政府的政策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那他一定会大发雷霆，高喊我国政府是万能的，它只是由于可悲的误会和偶然的不幸，才总是“召请”资本主义利益的代表，而不“召请”“人民之友”，它是在人为地培植资本主义……而在暗地里自己又不得不承认杜马（即仿佛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政府的成分之一）中的酒馆老板是资本主义的代表。可是，诸位先生，难道我们俄国资本主义的利益只是由“杜马”代表，只是由“酒馆老板”代表吗？……

至于卑鄙的攻击，我们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已经看得够多了，现在我们又在克里文柯先生这里碰到了。例如，克里文柯先生一心想消灭可恨的社会民主主义，说“有些人去工厂（当然是在能取得技师和办事员的好位置的时候），动机完全是为了加速资本主义过程”。当然，对这种很不体面的说法，根本用不着回答。只能到此为止。

先生们，请你们以同样精神大胆地说下去吧！帝国政府，也就是你们刚才说的已采取种种办法（虽然也有缺点）来拯救人民免于彻底破产的那个政府，一定会采取再没有任何缺点的办法来拯救你们，使你们的鄙陋无知不致被揭露出来。“文化界”照旧会在吃鱼馅烤饼和赌博的间隙兴致勃勃地谈论小兄弟，编制“改善”小兄弟境遇的人道方案；他们的代表人物听到你们说，他们充任地方官或其他盯住农民腰包的监视者，是他们充分意识到公民要求和公民义务的表现，一定会感到满意。说下去吧！保证你们不但平安无事，而且会得到……出自布勒宁这类先生之口的赞赏和夸奖。




在结束本文时，看来，不妨回答一下大概已有不少读者想到的问题。是不是值得同这班先生这样长谈呢？是不是值得认真回答这一大堆美其名为论战实则受到书报检查机关保护的自由主义的肮脏言论呢？

我觉得是值得的，当然，这不是为了他们，也不是为了“文化界的”公众，而是为了俄国社会主义者能够而且应该从这次进攻中取得有益的教训。这次进攻最明显最确凿地证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俄国社会发展时代（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时代就是如此）已一去不复返了。那种认为俄国民主主义者思想和社会主义者思想似乎没有深刻的质的区别的看法（这种看法到现在还多少存在于俄国社会主义者中间，使他们的理论和实践都受到极坏的影响），现在已根本没有存在的基础了。

完全相反，这两种思想之间横着一条鸿沟，俄国社会主义者早就应该懂得这点了，早就应该懂得同民主主义者的思想 
完全

 和 
彻底决裂的必然性

 和 
绝对的必要性

 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俄国民主主义者在产生上述看法的那个时代究竟是什么人，后来又变成了什么人。“人民之友”给我们提供了作这种对照的充分材料。

在这方面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文柯先生对司徒卢威先生的攻击，后者曾在一个德文刊物上反对尼古·—逊先生的空想主义（司徒卢威先生的短评《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发表在1893年10月2日出版的《社会政治中央导报》[69]第3卷第1期上）。克里文柯先生大肆攻击司徒卢威先生，说他把“拥护村社和份地”的人的思想当作“民族社会主义”（照他的说法，民族社会主义是“纯粹空想性质的”）。这一仿佛是社会主义的可怕罪名，使最可敬的作者大发雷霆。

他高喊道：“难道再没有人〈除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外〉拥护村社和份地了吗？那些起草农民条例、把村社和农民的经济独立性当作改革基础的人呢，那些研究我国历史和现代生活、拥护这些原则的人呢，同样拥护这些原则的我国几乎全部严肃正派的报刊呢？——难道这一切都是所谓‘民族社会主义’这一错误思想的牺牲品吗？”

安静点吧，最可敬的“人民之友”先生！您竟被这一社会主义的可怕罪名吓成这个样子，甚至不愿花点工夫把司徒卢威先生的“小文章”细读一遍。真的，把社会主义罪名加在“拥护村社和份地”的人头上，是多么不公平呵！得了吧，这里有什么社会主义呀？要知道，反对剥削劳动者的抗议和斗争，目的在于完全消灭这种剥削的斗争，才叫作社会主义，而“拥护份地”则是主张农民赎买以前由他们支配的全部土地。即使不是主张赎买，而是主张无代价地把农民在改革前所占有的全部土地留归农民，那也还是没有半点社会主义，因为这种农民土地所有制（在封建时期形成的），在西欧各地也和在我们俄国一样 
［注：农民的分化就是证明。］

 ，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当谁都知道在村社内部安然存在着和不断产生着对劳动者的剥削的时候，“拥护村社”，也就是说，反对用警察手段干涉通常的土地分配方法，究竟有什么社会主义呢？这未免把“社会主义”一词用得太滥了，也许要把波别多诺斯采夫先生也列为社会主义者吧！

司徒卢威先生根本没有说过这种骇人听闻的不公道的话。他说的是 民粹派
 的“民族社会主义的空想性”，至于他把什么人算作民粹派，那可以从他把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叫作同民粹派的论战这一点上看出来。普列汉诺夫无疑是同社会主义者，同那些与俄国“严肃正派的”报刊毫不相干的人进行论战的。因此，克里文柯先生没有任何权利把属于民粹派的东西归到自己名下。如果他一定要想知道司徒卢威先生对于自己所属的那个派别的意见，那我就奇怪他为什么没有注意到、 没有替《俄国财富》翻译
 出司徒卢威先生文章里的下面一段话：


　　“随着资本主义的向前发展，我们刚才叙述过的世界观〈民粹主义的世界观〉就要失去基础。它或者是堕落为一种只会妥协并且力求妥协的十分虚弱的改良派
［注： Ziemlich　blasse　kompromiβfahige　und　kompromiβsüchtige　Reformrichtung——用俄文来说，这似乎也可译成文化派的机会主义。］

 （这种可望得到发展的势头早已有了）；或者是承认现实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并作出由此必然产生的理论的和实践的结论，换句话说，就不再是空想主义的了。”



　　如果克里文柯先生猜不出我国这种只会妥协的派别的苗头在哪里，那我就劝他瞧一瞧《俄国财富》，瞧一瞧这个杂志可怜地企图把民粹主义学说的片言只语和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承认凑在一起的理论观点，瞧一瞧这个杂志指望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改善和恢复小生产者经济的政治纲领 
［注：克里文柯先生想对司徒卢威先生进行攻击的企图，只会令人觉得可怜。这简直象小孩子一样没有能力认真提出什么反驳意见，而又象小孩子一样恼怒起来。例如，司徒卢威先生说尼古·—逊先生是“空想主义者”。他同时十分明白地指出他为什么这样称呼他，（1）因为他忽略了“俄国现实的发展”；（2）因为他不理解我们国家的阶级性质，而向“社会”和“国家”呼吁。克里文柯先生能用什么来反驳这一点呢？他是不是否认我国的发展确实是资本主义的呢？他是不是说我国的发展是别的什么发展呢？他是不是说我们的国家不是阶级国家呢？不，他宁肯完全避开这些问题，用可笑的愤怒来攻击他自己臆造出来的“死板公式”。再举一个例子。司徒卢威先生除责备尼古·—逊先生不理解阶级斗争外，还责备他在理论方面犯了一些有关“纯粹经济事实”的大错误。例如他指出，尼古·—逊先生说我国非农业人口数量不大，却“没有看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恰巧会把这80％（俄国农村人口）和44％（美国农村人口）的差别拉平，可以说这就是它的历史使命”。第一，克里文柯先生歪曲了这句话，说“我们的”（？）使命是使农民丧失土地，其实这里讲的只是资本主义有缩减农村人口的趋势；第二，他对问题实质（是不是可能有一种不会使农村人口减少的资本主义呢？）只字未提，就信口胡说什么“书呆子”之类的昏话。见附录二（本卷第272页。——编者注）。］

 。民粹主义堕落为小市民机会主义，这是近来我国社会生活中最突出最重大的现象之一。

的确，如果我们看看《俄国财富》的纲领内容，看看所有这些调整移民和租佃、所有这些低利贷款、博览馆、货栈、技术改良、劳动组合和共耕制，那我们就会看出，这个纲领在所有“严肃正派的报刊”上，就是说，在不算是农奴主报刊或御用报刊的自由派报刊上，确实流传很广。关于这一切办法的必要性、有益性、迫切性和“无害性”的观念，在整个知识界中已根深蒂固，并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播：无论在外地各大小报纸上，或在地方自治局的一切调查材料、汇编、记述等等中，都会碰见这种观念。如果把 这
 当作民粹主义，那么，得到的成功当然是巨大而不容争辩的。

不过这根本不是民粹主义（就这个词旧有的惯用的意义来说），并且这种成功和这种广为流传，是以民粹主义的庸俗化为代价的，是以同我国自由主义针锋相对的社会革命的民粹主义转变为同这种自由主义同流合污的、仅仅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化派的机会主义为代价的。

只要看看上述农民和手工业者分化的情景，就会确信后面这一点。这种情景并不是在描绘什么个别的或新的事实，不过是试图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吸血鬼”和“雇农”的“学校”这个意思，而这种“学校”在我国农村的存在，是连论敌们也不否认的。不言而喻，“民粹主义的”措施只能加强小资产阶级，或者（劳动组合和共耕制）必然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治标办法，是一种无聊的试验；自由派资产阶级在欧洲各地那样温和地推行这种试验，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试验丝毫也不触犯这个“学校”本身。由于这同一原因，甚至叶尔莫洛夫先生和维特先生之流也丝毫不会反对这种进步。恰恰相反。先生们，请干下去吧！他们甚至会发给你们“试验”费，——只要能诱使“知识分子”脱离革命工作（即强调对抗，向无产阶级解释这种对抗，设法把这种对抗引上直接政治斗争的大道），而去千弥缝对抗、调和及联合之类的事情。请干下去吧！

现在我们稍微谈谈民粹主义堕落到这种地步的过程。这一理论在它产生时，在它的原始形态中，是颇为严整的，它从人民生活的特殊方式这一观念出发，相信“村社”农民具有共产主义的本能，因此认为农民是直接为社会主义奋斗的战士。可是，一方面，它缺乏理论上的研究，缺乏俄国生活事实的印证；另一方面，它在运用这种以农民上述假想品质为基础的政治纲领方面又缺乏经验。

于是这一理论朝着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发展下去了。理论工作主要是研究他们想看作共产主义萌芽的那种土地 占有
 形式；这一工作提供了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实际材料。可是这种多半涉及土地 占有
 形式的材料，使得研究者完全忽略了农村的 经济
 。发生这种情形是自然的，尤其是因为：第一，研究者没有一种坚定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即没有一种说明必须把生产关系划分出来单独加以研究的理论；第二，所收集的实际材料都是直接提到农民的迫切需要，提到使农民经济受到压制的眼前灾难。于是研究者便一心一意来研究这些灾难，如农民缺少土地、税款过重、毫无权利、备受欺压的情形。这一切都叙述、研究和解释得这样详细，用的材料这样丰富，假如我们的国家不是阶级国家，假如它的政策不是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转移，而是以公正地讨论“人民需要”为转移，那么，它一定万分相信消除这些灾难是必要的。天真的研究者们相信社会和国家是可以“感化”的，完全沉溺在他们所收集的那些事实的细节中，惟独忽略了农村的政治经济结构，忽略了那种真正苦于这些眼前直接灾难的经济的主要背景。结果自然是：本来要维护苦于缺少土地等等现象的经济的利益，现在却是维护那个把持这种经济的阶级的利益，因为只有这个阶级才能 在
 村社 内部
 现存社会经济关系下，在国内现存经济制度下维持和发展起来。

理论工作本来是要研究出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应当成为铲除剥削的基础和支柱，结果却制订了一个代表小资产阶级（即正是支撑这种剥削制度的阶级）利益的纲领！

同时，实际革命工作也是完全朝着意外的方向发展的。社会主义者既然相信农夫具有共产主义本能，自然就要把政治置诸脑后而“到民间去”。于是一大批最有毅力最有才能的工作者就来着手实现这个纲领，但他们在实践中不得不承认农夫具有共产主义本能的想法是幼稚的。这时他们认为问题不在于农夫而在于政府，因此把全部工作转到同政府作斗争，而进行斗争的只是一些知识分子和间或追随他们的 工人
 。这个斗争起初是为了社会主义，它所依据的理论是：人民已决心实现社会主义，只要夺得政权，不仅能完成政治革命，而且能完成社会革命。近来这个理论显然已经威信扫地，于是民意党反对政府的斗争，也就变成激进派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

因而，从另一方面说，工作导致了与其出发点恰巧相反的结果；从另一方面说，得出了一个只代表激进资产阶级民主派利益的纲领。其实，这一过程还没有完结，但看来已经完全明确了。民粹派的这种发展是十分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的学说是以农民经济有其特殊结构（村社）这一纯神话式的观念为基础的：神话一接触现实就烟消云散了，于是农民社会主义就变成了一种代表小资产阶级农民利益的激进民主主义。

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民主主义者的演变：

克里文柯先生议论道：“不要没有成为完人倒成了全俄国的懦夫，满脑子是模糊的美好感情，但既不能真正献身也不能做出什么切实的事情。”说教是很好的，让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用的吧。克里文柯先生继续说，“关于后面这一点，我知道这样一件令人难受的事实”：在俄国南方有一些青年，“他们对小兄弟怀着最善良的愿望和热爱；对农夫多方表示关注和尊敬，几乎待之如上宾，用一个匙子吃饭，拿果子酱和饼干款待他们，买他们的东西时总是比旁人付的钱多，给他们钱用（或是借，或是作为“茶钱”，或是干脆就送给他们），向他们讲欧洲制度和工人团体等等。当时一个年轻的德国人施米特也住在那里，他管一点事，确切些说，不过是一个园丁，他没有任何人道主义观念，是一个十足狭隘的形式主义的德国汉子〈原文如此？？！！〉”等等。他们在这个地方住了3—4年后分手了。又过了大约20年，作者来到这个地方时听说，“施米特先生”（人家因他做过好事，已把施米特园丁改称施米特先生了）教会了农民种葡萄，使每个农民一年获得75—100卢布的“一笔收入”，因此，大家“深深地怀念”他，“对于那些只对农夫怀有美好感情而没有为他做半点切实〈！〉事情的先生们，却连一点记忆也没有留下”。

我们计算一下，就知道这件事发生在1869—1870年，恰好是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者试图把“欧洲制度”的一个最先进的和最大的特点——国际搬到俄国来的时候。[70]

显然，克里文柯先生的叙述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了，于是他赶紧加以说明。

他解释道：“当然我并不是说施米特比这些先生好些，而是说为什么他虽有种种缺点但终究在该地区和居民中留下了更为经久不灭的痕迹。〈不是说更好些，而是说留下了更为经久不灭的痕迹，——这难道不是胡说八道？！〉我也不是说他做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恰恰相反，我举出他做的事情，只是当作一个例子，说明这事情虽然极小，是顺便做的，对他本人根本算不得什么，但无疑是切实的。”

你们看，这个说明是很模棱两可的，但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它的模棱两可，而在于作者把一种活动的有成效和另一种活动的无结果相比较时，显然没有觉察到这两种活动方向的根本区别。这段叙述能如此突出地说明现代民主主义者的面貌，关键就在这里。

这些青年向农夫讲述“欧洲制度和工人团体”，显然是想发动农夫去改造社会生活形式（说不定我这个结论在这里也是错误的，但是我想，谁都会同意这个结论是合理的，因为是从克里文柯先生上面那段话中必然得出来的），想发动他们去进行社会革命，反对这个使劳动者遭受不可言状的剥削和压迫的现代社会，与此同时人们普遍对各种自由主义的进步办法表示欢迎。至于“施米特先生”这位十足的业主，不过是想帮助其他业主安排好自己的家业，如此而已。试问，怎能把这两种目标完全相反的活动加以比较对照呢？这无异于把一个人力图破坏某个建筑物的活动的失败，同另一个人想要加固这个建筑物的活动的成功拿来比较！要进行有点意义的比较，就要看看为什么这些到民间去的青年想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尝试毫无成效，——是不是因为他们从错误观念出发，以为“农民”正是被剥削劳动居民的代表，而实际上农民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所以有这种错觉，显然是由于农奴制崩溃时代的影响，当时农民确实作为一个 阶级
 行动过，不过是作为农奴制社会的一个阶级），因为农民内部正在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总之，必须分析旧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些理论的批判。可是，克里文柯先生不这样做，却拚命证明“施米特先生”所做的“事情无疑是切实的”。得了吧，最可敬的“人民之友”先生，您干么要去敲敞开的大门呢？谁怀疑这一点呢？经营一个葡萄园并由此得到75—100卢布的收入，难道还能有比这更切实的事情吗？ 
［注：试向那些对农夫讲欧洲团体的青年建议，要他们干这种“切实的”事情吧！看看他们会怎样对待您，会给您怎样出色的申斥！您会对他们的思想怕得要死，正如您现在怕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一样！］



于是作者解释说，如果一个业主自己经营葡萄园，那会是零星的活动，如果几个业主都这么做，那就是一种普遍推广的活动，把小事变成真正的正确的事业， 举例来说，就象
 亚·尼·恩格尔哈特 那样
 不但自己使用磷钙粉，而且还向别人推广磷钙粉生产。

请看，这个民主主义者多么了不起呵！

我们再从关于农民改革的议论中举一个例子来看。上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时代的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怎样看待农民改革的呢？他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只好 缄默不语
 ，只好用隐晦的说法对准备实行的改革作如下的评论：


　　“假定说，我愿意设法保存您用来做饭的粮食。不言而喻，如果我是出于对您的好感才这样做，那么我的这番热心是由于料到粮食是属于您的，并且用粮食做成的饭对您身体有好处，对您有益处。可是，我一旦知道粮食根本不属于您，用粮食做成的每一餐饭都要您拿钱去买，这笔钱不仅超过一餐饭本身的价值

 〈这是在
 改革以前
 写的，而尤沙柯夫先生们现在
 却说这次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保证农民的生活！！〉，
而且您不要尽千辛万苦就根本拿不出来

 ，这时您可以想象我的感情会是怎样的呢？当我知道这样奇怪的发现时我会怎样想呢？……我这个人真蠢，居然为一件并没有条件来保证其好处的事情操心！除了蠢汉而外，谁会在事先还不能确信某人会得到一笔财产并且会按有利条件得到这笔财产以前，就为了使这笔财产保留在这人手里而操心呢？……倒不如让这些只会使
 我亲爱的人受到害处
 的粮食完全丧失吧！倒不如让这种只会使您破产的事情完全失败吧！

 ”



　　我所强调的那些地方，格外突出地表明车尔尼雪夫斯基深刻而透彻地了解他那个时代的现实，了解农民的赎金是怎么回事，了解俄国社会各阶级的对抗性。同时，还要指出他善于在受检查的刊物上叙述这种纯粹的革命思想。他在他那些秘密出版的著作中也是写的这些东西，不过不是用隐晦的说法罢了。在《序幕的序幕》中，沃尔根（车尔尼雪夫斯基借沃尔根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说：“ 让解放农民的事情由地主党去办吧。区别是不大的。
 ” 
［注：引自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上发表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文。[71]］

 交谈者反驳说，区别大得很，因为地主党反对把土地分给农民。沃尔根坚定地回答说：


　　“不对，不是大得很，而是小得很。如果农民不付赎金而获得土地，那区别就大得很。拿走某人的东西或是把东西留给他，这是有区别的；但是要他花钱来买这个东西，那就是一样了。地主党的计划不同于进步派的计划的地方，只在于它简单些。因此，它甚至好些。手续简便些，农民的负担也一定轻些。农民中谁有钱，谁就买土地。谁没有钱，也就用不着强迫他买土地。这只会使他们破产。赎也就是买
 。
 ”



　　正是要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天才，才能在当时，在农民改革刚进行的时候（那时它甚至在西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这样清楚地懂得这个改革的基本的资产阶级性质，才能懂得在当时俄国的“社会”和“国家”中已经是那些顽固地敌视劳动者、无疑注定要使农民破产和遭受剥夺的社会阶级占统治和支配地位了。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懂得一个掩盖我国对抗性社会关系的政府的存在，是使劳动者的状况特别恶化的大祸害。沃尔根继续说：“ 说句老实话，倒不如让农民不要土地而得到解放吧
 。”（就是说，既然农奴主-地主在我国这样有势力，最好让他们公开地、直截了当地说到底，而不要把这些农奴主的利益掩藏在伪善的专制政府的妥协办法下面。）


　　“问题就这样摆着，我甚至找不出原因去为农民是不是会被解放而焦急，更不会去为谁解放他们，是自由派还是地主解放他们而焦急。在我看来都一样。地主甚至还要好些。
 ”



　　在《没有地址的信》中写道：“ 都在说解放农民……干这件事情的力量在那里呢？这样的力量还没有。既然没有力量，就不可着手进行。你看结果会怎样吧：会有人来解放的。结果怎么样，请你们自己判断吧，干一件干不成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把事情弄坏，结果就会闹出一场丑事。
 ”车尔尼雪夫斯基懂得，俄罗斯农奴制的官僚主义国家没有能力解放农民，就是说，没有能力推翻农奴主，它只能闹出一场“丑事”，使自由派的利益（赎也就是买）和地主的利益达到一种可怜的妥协，这种妥协以温饱和自由的幻影愚弄农民，事实上却使他们破产并受地主的宰割。所以他反对这种改革，咒骂这种改革，希望这种改革不能成功，希望政府纠缠在它那向自由派和地主两面讨好的把戏中而一败涂地，从而把俄国引上公开的阶级斗争大道。

可是，我国现代的“民主主义者”到了 今天
 ，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天才预见已成为事实的时候，到了30年的历史无情地打破了一切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幻想的时候，还在颂扬改革，认为改革是对“人民”生产的肯定，设法用它来证明可能有一条道路来 避开
 敌视劳动者的社会阶级。再说一遍，我国民主主义者对农民改革所持的态度，最明显地证明他们已经深深地资产阶级化了。这些先生什么也没有学会，可是忘掉的东西倒是很多很多。

不妨拿1872年的《祖国纪事》来对照一下。上面我已从《富豪制和它的基础》一文中引证过几段话，谈的是俄国社会在“伟大的解放”改革后的头十年内在推行自由主义（掩盖富豪利益的自由主义）方面所获得的成功。

同一作者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从前往往有人抱怨改革而怀念往昔，那么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大家都喜欢新秩序，大家都心满意足”；接着作者指出，著作界“本身也在变成富豪的喉舌”，“在民主主义掩盖下”实现着富豪的利益和贪欲。你们仔细看看这番议论吧。作者所不满的是“大家”都满意改革所造成的新秩序，“大家”（当然是“社会人士”和“知识界”的代表，而不是劳动者）都心满意足，而不顾这种新秩序具有很明显的对抗性的资产阶级的特征：公众没有觉察到自由主义所掩盖的只是“获取的自由”，而且这种获取当然是取偿于劳动大众和有损于劳动大众的。于是他提出抗议。这种表明社会主义者的特色的抗议，也正是他的议论中可贵的地方。请你们注意，这种对假冒民主主义的富豪主义提出的抗议，是同该杂志总的理论相矛盾的，因为他们否定农民改革中有任何资产阶级的因素、成分和利益，否定俄国知识界和俄罗斯国家的阶级性质，否定俄国存在资本主义的基础，可是他们终究不能不感觉到、不能不感触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性。《祖国纪事》感觉到俄国社会的对抗，攻击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也就是做了一件与我国第一批社会主义者相同的事情（虽然第一批社会主义者也不能理解这种对抗，但意识到了这种对抗，并且愿意同产生这种对抗的社会组织作斗争），就这一点来说，《祖国纪事》曾经是进步的（当然是从无产阶级观点来看）。“人民之友”忘记了这种对抗，丧失了任何敏感，不知道在我们这个神圣的俄罗斯，十足的资产者也是“在民主主义掩盖下”隐藏着的，所以他们现在是反动的（对无产阶级说来），因为他们抹杀对抗，不谈论斗争，而谈论调和的文化主义的活动。

可是，先生们，难道俄国高头大额的自由主义者，在60年代是富豪的民主主义的代表，而到90年代只因脸上微带忧世愁容，就不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了吗？

难道大规模“获取的自由”，即获取大量贷款、大量资本、大量技术改良的自由，在现存社会经济关系不变的条件下，只因它为获取少量贷款、少量资本、少量技术改良的自由所替代，就不再是自由主义的即资产阶级的自由了吗？

再说一遍，他们不是受观点根本改变或我国制度根本变革的影响而改变了意见的。不是的，他们只是忘记了。

“人民之友”失去了这种曾使他们的前辈（尽管这些人的理论完全站不住脚，尽管他们对现实的看法是幼稚的空想的）成为进步人物的唯一特征，他们在这整个期间连什么东西也没有学会。其实，甚至撇开对俄国现实的政治经济分析，单是这30年来的俄国政治史，也该教会他们许多东西了。

当时，在 60年代
 ，农奴主的势力已经衰退，他们遭到了虽然不是最后的但终究是决定性的失败，不得不从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反之，自由派抬起了头。进步、科学、善良、反对虚伪、人民利益、人民良心、人民力量等等自由主义词句风靡一时，现在，在这特别灰心失望的时刻，我国激进主义的无病呻吟家在他们的沙龙里，我国自由主义的清谈家在他们的纪念宴会上和他们的报章杂志上所呕吐出来的也是这些词句。自由主义者原来很有势力，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了“新秩序”，——当然还不是完全改造，但终究是在相当程度上改造了“新秩序”。虽然当时俄罗斯也还没有“公开的阶级斗争的亮光”，但终究比现在亮一些，所以连那些不知阶级斗争为何物、宁愿梦想美好的未来而不愿 说明
 丑恶的现在的劳动阶级思想家，也不能不看到自由主义的后面隐藏着富豪，不能不看到这种新秩序就是资产阶级的秩序。农奴主被逐出舞台，他们没有转移大家对当前更紧迫的问题的注意，没有妨碍大家按新秩序的纯粹（比较起来说）形态来观察新秩序，所以大家才有可能考察这一点。我国当时的民主主义者虽然善于指摘富豪的自由主义，可是不善于了解它和科学地说明它，不善于了解它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下的必然性，不善于了解这个新的生活方式比旧的农奴制的生活方式进步，不善于了解这个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他们只是“唾弃”这种“自由”和“人道”的秩序，认为资产阶级性是一种偶然现象，期望“人民制度”中间还会出现另一种社会关系。

历史果然向他们昭示了另一种社会关系。没有完全被改革（被农奴主的利益弄得残缺不全的改革）打垮的农奴主已经（暂时）复活起来，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关系以外的另一种社会关系是什么东西，并且用一种肆无忌惮、毫无理性和残暴至极的反动行为表明了这种关系，以致我国民主主义者胆怯了，屈膝了，不仅不向前进，把他们那种只善于感觉而不善于了解资产阶级性的幼稚的民主主义改造为社会民主主义，反而倒退到自由派那里去，现在他们竟自夸起来，说“所有严肃正派的报刊”都赞同他们的诉苦声……即我想说的他们的理论和纲领。看来教训是非常发人深思的：旧时社会主义者关于人民生活的特殊方式、人民的社会主义本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偶然性等幻想，已经暴露得十分明显了；看来现在已经可以正视现实并公开承认：俄国除开资产阶级的和过时的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外，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除了经过工人运动，是不能有别的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可是，这些民主主义者什么也没有学会，于是小市民社会主义的幼稚幻想就让位于小市民进步办法的实际清醒主张了。

现在，这些冒充劳动者利益代表的小市民思想家的理论简直是反动的了。他们抹杀现代俄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对抗，硬说可以用一般的、照顾到一切人的“振兴”、“改良”等等措施来办妥一切，硬说可以调解和统一。他们所以是反动的，因为他们把我们的国家描绘成一种凌驾于各阶级之上从而适宜于并且能够给被剥削群众以某种重大真诚帮助的东西。

最后，他们所以是反动的，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劳动者为了本身的解放必须自己进行斗争，必须进行殊死的斗争。例如，在“人民之友”看来，仿佛他们能独自把一切安排妥贴。工人可以放心。你看，甚至有一个技师也到《俄国财富》编辑部来了，他们几乎完全拟好了一个“把资本主义推行到人民生活中去”的“计划”。社会主义者应该 
坚决彻底地

 同一切小市民的思想和理论决裂，—— 
这就是

 应该从这次进攻中得出来的 
主要的有益的教训

 。

请注意，我是说同小市民思想决裂，而不是同“人民之友”及其思想决裂，因为同从未有过联系的东西是说不上决裂的。“人民之友”只是这类小市民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中的一个流派的代表。我所以在这里作出必须同 整个
 小市民社会主义思想、同 整个
 旧时俄国农民社会主义思想决裂的结论，这是因为被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吓坏了的旧思想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的这次进攻，推动他们特别充分而突出地把小市民思想描绘了出来。我们把这种思想同现代社会主义、同有关俄国现实的现代资料加以对照，就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思想已经衰竭到什么程度，它已经丧失了任何完整的理论基础，堕落成了可怜的折中主义，堕落成了最平庸的文化派机会主义的纲领。有人会说，这不能怪整个旧社会主义思想，而只能怪这些从未被任何人算作社会主义者的先生们；但我觉得这种异议是毫无根据的。我到处竭力指明旧理论的这种堕落的必然性，到处竭力少用一些篇幅来专门批判这些先生，而尽量多用一些篇幅去批判俄国旧社会主义的一般基本原理。如果社会主义者认为我把这些原理叙述得不正确，或不确切，不透彻，那我只好恭请诸位先生，请你们自己把这些原理叙述出来，把这些原理好好地说透彻吧！

老实说，再没有人比社会民主党人更乐于有机会同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了。

难道你们以为，我们乐意回答这些先生们的“论战”吗？难道你们以为不是他们公开、坚决而激烈地挑战，我们会来干这种事情吗？

难道你们以为我们不尽力克制自己就能阅读、反复阅读和仔细阅读这种用官场自由主义词藻和小市民说教拼凑而成的令人作呕的东西吗？

要知道，现在只有这班先生在论证和叙述这种思想，那总不能怪我们吧。同时还请注意，我是说必须同小市民的 社会主义
 思想决裂。我们分析过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 
无条件

 是反动的， 
因为

 它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而出现的。

其实这里丝毫没有社会主义气味，就是说，所有这些理论根本没有说明劳动者受剥削的原因，因而绝对不能有助于劳动者的解放，其实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反映和拥护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如果我们懂得这一点，那我们就一定会用另一种态度对待它们，就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工人阶级应该怎样对待小资产阶级及其纲领呢？
 不注意到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我们俄国表现得特别厉害，因为这里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发展程度较低），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它是进步的，因为它提出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就是说，它反对中世纪时代和农奴制度的一切残余；它是反动的，因为它极力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力图阻止和扭转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例如，所谓禁止转让份地一类的反动要求，也和其他许多监护农民的办法一样，通常都是用保护劳动者的漂亮借口作掩护的；而事实上这些要求显然只能使劳动者的状况恶化，同时阻挠他们的解放斗争。必须把小资产阶级纲领的这两个方面严格区别开，所以在否定这些理论具有任何社会主义性质时，在反对它们的反动方面时，不应当忘记这些理论的民主主义部分。现在我用实例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对小市民理论的完全否定，不仅不排斥它们纲领中的民主主义，反而要求更加坚持民主主义。前面已经指出小市民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理论中总是利用的三个基本论点：缺少土地，税款过重，受行政机关压迫。

要求铲除这些祸害，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因为这些祸害丝毫不能说明剥夺和剥削，铲除这些祸害丝毫不会触动资本对劳动的压迫。可是铲除这些祸害，就会清除加重这种压迫的中世纪破烂，使工人易于直接同资本进行斗争，因此，这种举动，作为民主主义的要求，定会得到工人最坚决的支持。一般说来，税款和赋税是只有小资产者才能特别重视的问题，但在我们这里，农民税款在许多方面不过是农奴制的残余：例如，应当立即无条件地废除的赎金就是如此；那些只落到农民和小市民身上而与“贵人”无关的赋税就是如此。社会民主党人始终会支持这种要求：铲除这些造成经济政治停滞的中世纪关系的残余。缺少土地的问题也是如此。我已在前面详细地证明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叫喊的资产阶级性质。例如，农民改革用割地的办法直接替地主抢劫了农民，直接（夺去农民土地）和间接（巧妙地隔开份地）地为这一巨大反动势力效了劳，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社会民主党人将最坚决地要求把夺自农民手中的土地立即归还农民，把地主的地产（这个农奴制度和农奴制传统的支柱）剥夺干净。后一种要求与土地国有化相吻合，其中并不含有任何社会主义的东西，因为已在我国形成的农场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只会更迅速更蓬勃地发展起来，但这一要求在民主主义意义上说来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是唯一能够彻底打垮高贵地主的办法。最后，当然只有尤沙柯夫先生和瓦·沃·先生之流才会把农民的无权说成是农民被剥夺和被剥削的原因，但行政机关对农民的压迫不仅是明显的事实，并且不是简单的压迫，而是公然把农民看作“贱民”，认为他们命该受高贵地主的支配，让他们享受一般公民权利（例如迁徙权 
［注：说到这里，不能不想起现任农业大臣叶尔莫洛夫先生在《歉收和人民的灾难》一书中反对移民时所表现的纯粹俄罗斯式的农奴主的厚颜无耻。他说，从国家观点看来，不能认为移民是合理的，因为欧俄地主还很需要空闲人手。——真的，农民生在世上，不是为了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寄生的地主及其“显贵的”走卒，又是为了什么呢？］

 ）只是一种特别的恩惠，任何一个庞巴杜尔都可以把他们当作关在贫民习艺所里的人来摆布。所以社会民主党人无条件地赞同这种要求：完全恢复农民的公民权利，完全废除一切贵族特权，取消官僚对农民的监护，给予农民自治权。

一般说来，俄国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信徒，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该把自己称为 
社会民主党人

 ，并在自己的活动中始终不应忘记 
民主主义

 的巨大重要性。 
［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普列汉诺夫说得很对：我国革命家有“两种敌人，一种是还没有完全根除的陈腐偏见，一种是对新纲领的狭隘理解”。见附录三（本卷第290页。——编者注）。］



俄国中世纪的半农奴制度的残余还异常强而有力（比西欧），它象一副沉重的枷锁套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身上，阻碍着一切等级和一切阶级的政治思想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能不主张反对一切农奴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等级制度、官僚制度的斗争对于工人有巨大的重要性。必须向工人十分详细地指明：这些制度是多么可怕的反动力量，它们在怎样加强资本对劳动的压迫，怎样欺压劳动者，怎样把资本阻滞在它的中世纪形式中，这种形式对劳动的剥削并不亚于现代工业形式，而且给解放斗争增添了极大的困难。工人应当知道，他们不推倒这些反动支柱 
［注：事实上在治理俄罗斯国家的我国官僚
 是特别厉害的反动机构，它还不大为我国革命者所注意。这种主要靠平民知识分子补充的官僚，按其出身及其活动的使命和性质来说，都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性质，但专制制度和高贵地主的巨大政治特权，却赋予他们特别有害的品质。他们是见风使舵的人，把兼顾地主和资产者的利益看作自己的最高任务。他们是犹杜什卡[72]，利用自己同农奴主的感情和联系来欺骗工农，借口“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和对他们实行“监护”以免受富农和高利贷者的压迫，而采取各种办法把劳动者压低到“贱民”的地位，使他们受农奴主-地主的宰割，从而更加无法抵御资产阶级的进攻。他们是最危险的伪君子，很有西欧反动专家的经验，巧于用爱人民的词藻来掩饰他们阿拉克切耶夫式的贪欲[73]。］

 ，就根本无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因为只要这些支柱存在，俄国农村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支持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永远摆脱不了闭塞无知、担惊受怕的状况，只能作绝望的挣扎，而不能进行明智顽强的抗议和斗争。因此，同激进民主派一道去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反动的等级和机构，是工人阶级的直接责任，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使工人阶级明了这种责任，同时又要时时刻刻使工人阶级记住：反对这一切制度的斗争，只是作为促进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手段才是必要的；工人需要实现一般民主主义要求，只是为了扫清道路，以便战胜劳动者的主要敌人即 资本
 ，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一种纯粹民主主义的制度，但它在我们俄国却特别倾向于牺牲自己的民主主义，而同反动派勾结起来压迫工人，更加厉害地阻止工人运动的出现。

以上所述，看来足以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如何对待专制制度和政治自由，以及他们如何对待近来特别加强起来的、力求把一切革命者的派别“统一”和“联合”起来争取政治自由的思潮了[74]。

这是一个颇为新奇而独特的思潮。

它所以新奇，是因为“联合”的建议不是来自某个集团或某几个纲领明确而且有某些相似的集团。如果是这样，联合问题就会是每一个别场合的问题了，就会是准备统一的各个集团的代表能够解决的具体问题了。那也就不会有特别的“统一”思潮了，但这个思潮是有的，而掀起这个思潮的无非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离开了旧立场而没有走上任何新立场，这就是说反专制制度的战士直到现在所依靠的理论显然已在崩溃，因而也使斗争所需要的团结条件和组织条件遭到破坏。这些“统一派”和“联合派”的先生们想必以为创立这样一种理论是最容易的事情，只要把它全部归结为反对专制制度和要求政治自由，至于其余一切社会主义问题和非社会主义问题，可以避开不谈。显然，这种幼稚的错误观点，在一开始进行这类统一的尝试时，就一定会不攻自破。

这种“统一”思潮所以独特，是因为它反映着战斗的革命的民粹主义转变为政治激进民主主义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之一，这个转变（过程）我在上面已经尽力描述过了。一切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集团，只有在制定一个抛弃旧时俄国独特发展论的偏见的、提出 民主主义
 要求的坚定纲领时，才能在上述旗帜下巩固地统一起来。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创立这样一个民主主义政党当然是有益的前进步骤，而且他们为反对民粹主义所进行的工作会促成这种进步，有助于根除一切偏见和神话，使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聚集起来，由其余的集团组成一个民主主义政党。

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不能同这个政党“统一”，因为他们认为工人必须独立地组织成一个单独的工人政党，但是工人对民主主义者反对反动机构的一切斗争，都会极力给以支持。

民粹主义已经堕落为最平庸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理论，“人民之友”就是这种堕落的非常明显的例证。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某些人犯了多么重大的错误，他们只向工人传播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思想，却不同时向工人说明我国社会关系的对抗性（由于这种对抗性，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主张政治自由），不同时向工人说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是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斗争。

有些人喜欢责备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似乎要独享马克思的理论，可是又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接受的。试问，既然我们俄国劳动者遭受剥削根本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组织，而是由于缺少土地、税款过重和受行政机关压迫，那么，向工人解释价值形式、资产阶级制度的实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又有什么意思呢？

既然阶级斗争理论甚至不能说明工人对厂主的关系（我国资本主义是由政府人为地培植起来的），那么，向工人（更不必说向那不属于已经形成的工厂工人阶级的“人民”大众了）解释阶级斗争理论，又有什么意思呢？

既然想在我国寻找一条避开资本主义、避开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无产阶级而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那么，又怎能接受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及其关于无产阶级具有通过资本主义来组织共产主义的革命作用的结论呢？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号召工人争取政治自由，就等于号召工人替先进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因为不能否认（值得注意的是连民粹派和民意党[21]也不否认），政治自由首先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不能改善工人的状况，它只能……只能改善 同这个资产阶级
 作……斗争的条件。我说这些话是反对这样一些社会主义者的，他们不接受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却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因为他们根据经验确信只有在工人中间才可以找到革命分子。这些社会主义者使自己的理论同实践相抵触，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诱使工人抛弃自己的直接任务，即 
组织社会主义工人政党

 的任务 
［注：必须发动工人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结论可以从两方面得出：或者
 把工人看作争取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战士，那就得把政治自由看作便利工人斗争的条件之一。社会民主党人就是这样看的。或者
 把工人单单看作是在现代制度下受苦最深、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并能最坚决地反对专制制度的人。但这也就等于要工人作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尾巴，而资产阶级激进派是不愿看见在全体“人民”一致反对专制制度的后面，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的。］

 。

当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抗因受农奴制度的压制而完全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农奴制度激起了全体知识分子一致的抗议和斗争，从而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我国知识分子具有特别的民主主义，以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和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之间没有深刻分歧的时候，产生上述错误是很自然的。现在，当经济发展已有长足的进步，甚至从前否认俄国有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人也承认我国恰恰是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时候，对这一点已经不可能有任何错觉了。“知识分子”的成分，也和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社会成分一样，表现得十分明显：如果说，在后者中间起统治和支配作用的是资本家，那么，在前者中间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人数日益迅速增加的一帮野心家和资产阶级的奴仆，也就是那些心满意足、毫无梦想、深知本身要求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激进派和自由派不仅不否认这一事实，反而极力强调它，煞费苦心地证明它不道德，斥责它，极力想粉碎、耻笑……和消灭它。这种想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自己的资产阶级性而 感到羞惭
 的天真妄想，正象小市民经济学家想用资产阶级使人民破产，使大众贫困、失业和饥饿（援引“哥哥”的经验）来恐吓我国资产阶级的意图一样，是很可笑的；这样审判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思想家，就跟判决把狗鱼投到河里去[75]一样。除此而外，还有这样一种自由派和激进派“知识分子”，他们滔滔不绝地大谈其进步、科学、真理、人民等等，他们喜欢怀念60年代，说当时没有争执、消沉、灰心和冷淡，大家的心都热中于民主主义。

这些先生们由于他们固有的天真，怎么也不愿意了解当时的一致是由当时的物质条件造成的，而这样的条件不会回来了。当时大家都同样受到农奴制度的束缚，其中有积了一点钱而想过快活日子的农奴主的管家，也有仇恨地主老爷勒索、干涉和打断他的经营的善于经营的农夫，也有地主家中的无产仆人，以及被卖给商人去盘剥的破产农夫；当时受到农奴制度压迫的还有商人兼厂主，有工人，有手工业者，有工匠。当时在所有这些人之间只有一种联系，就是他们都敌视农奴制度，而超出这种一致就是最剧烈的经济对抗了。只有完全沉醉于甜蜜梦想的人才会至今还看不见这种已经有了这么大发展的对抗，才会在现实生活要求斗争，要求每个不愿替资产阶级当 自愿的
 或 非自愿的
 走卒的人都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时候，还在泣求这个一致的时代重新到来。

如果你们不轻信关于“人民利益”的花言巧语，而去深究一下，那就会看出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些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梦想用各种天真的进步办法来改善、维持和恢复自己的（他们说是“人民的”）经济，他们绝对不能了解，在现存的生产关系基础上，所有这些进步办法只会日益加深大众的无产阶级化。我们不能不感谢“人民之友”，因为他们大大帮助了我们认清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性质，从而更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我国小生产者的小资产阶级性的理论，因为他们必然使那些把俄国社会主义者迷惑了这么久的旧幻想和神话加速破灭。“人民之友”已把这些理论用得又脏又破又烂，使俄国信奉这些理论的社会主义者非要二者择一不可：或者重新审查这些理论，或者将它们完全抛弃，让那些洋洋得意地向全世界宣告富裕农民购置改良农具的先生们（他们煞有介事地要你们相信必须欢迎那些在赌桌跟前坐腻了的人）去独自享用。他们不仅这样煞有介事地谈论“人民制度”和“知识分子”，并且还大言不惭地谈论远大的理想和对生活问题的理想提法！……

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抛弃幻想，在俄国现实的而不是合乎心愿的发展中，在现实的而不是臆想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立脚点，才能指望工作获得成效。同时，他们的 
理论

 工作的方向应当是 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和一贯发展，凡是这种对抗被政治史、法制特点和传统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把它揭示出来
 。理论工作应当 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给以完备的说明，应当指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
 。

这种以详细研究俄国历史和现实为基础的理论，应当解答无产阶级急需解答的问题，——如果这种理论合乎科学要求，那么，无产阶级反抗思想的任何觉醒都必然会把这种思想引上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制定这种理论的工作越有进展，社会民主主义就成长得越快，因为最机灵的现代制度的保护者也没有力量来阻止无产阶级思想的觉醒，其所以没有力量，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把生产者剥夺得越来越厉害，使无产阶级和它的后备军越来越壮大，同时社会财富也在不断增大，生产力大大发展，资本主义造成劳动社会化。虽然制定这种理论还要做很多工作，但社会主义者完成这个工作是有把握的，因为唯物主义，即要求任何纲领都是对现实过程的确切表述的唯一科学方法，已在他们中间传播；因为接受这种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获得很大的成功，连我国自由派和民主派都大为震惊，于是他们那些厚本的杂志——照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也办得不再是枯燥无味的了。

我这样强调社会民主党人理论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巨性，决不是想说，这个工作比 
实际

 工作更重要 
［注：恰恰相反。实际的宣传鼓动工作始终应放在第一位，因为第一，理论工作只是解答实际宣传鼓动工作提出的急需解答的问题；第二，社会民主党人往往由于客观情势所迫，不得不只做理论工作，所以他们非常重视每一可以进行实际工作的机会。］

 ，更不是想把后一工作推延到前一工作完成以后。只有“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崇拜者或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如果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在给国家寻找“另外〈除现实道路而外〉的发展道路”，那么，实际工作也只有在天才的哲学家发现和指明了这“另外的道路”时才有可能进行；反过来说，这种道路一旦被发现和指出来，理论工作就结束了，而那些应当把“祖国”引上“新发现的”“另外的道路”的人的工作也就开始了。可是，如果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去反对横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 现实
 道路上的现实的真正敌人，那么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条件下，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就会融合在一起，融合为一个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把这个工作说得极为中肯，这就是：


研究，宣传，组织。

　　不做上述理论工作，便不能当思想领导者；不根据事业的需要进行这项工作，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成果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也不能当思想领导者。这样提出任务，就能保障社会民主党人避免各种社会主义者团体所常犯的毛病，即避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只要以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过程作为学说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标准，那就不会有教条主义：只要把任务归结为协助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因而“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使特殊的知识分子的领导者成为不需要的人物，那就不会有宗派主义。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尽管对各种理论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但他们的政治活动方法，自从这一派产生以来，就始终没有改变过，并且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是要协助俄国工人运动发展和组织起来，把工人运动从目前这种分散的、缺乏指导思想的抗议、“骚动”和罢工的状态，改造成 整个
 俄国工人 阶级
 的有组织的斗争，其目的在于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剥夺剥夺者，消灭以压迫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作为这种活动的基础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信念：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 
［注：代表俄国未来的人是农夫，——农民社会主义的代表，最广义的民粹主义者曾经是这样想的。代表俄国未来的人是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是这样想的。在一篇手稿里曾这样表述过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

其所以是天然的代表，是因为俄国劳动者所受的剥削，如果把正在灭绝的农奴制经济残余撇开不谈， 实质上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
 剥削；不过生产者大众所受的剥削是小规模的、零散的、不发达的，而工厂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则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的。在前一场合，这种剥削还被各种中世纪形式、各种政治上、法律上和习俗上的附加成分、各种狡猾手段所蒙蔽，妨碍劳动者和他们的思想家看出压在劳动者身上的制度的实质，妨碍他们看出哪里是出路和怎样才能摆脱这个制度。反之，在后一场合，剥削已经十分发达，并且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任何扰乱真相的枝节成分。工人们已经不能不看出：是 资本
 在压迫他们，必须同资产阶级 这个阶级
 进行斗争。他们这种目的在于满足最迫切的经济需要以改善本身物质状况的斗争，必然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必然会成为不是反对个人而是反对 
阶级

 的战争，即反对不仅在工厂里而且到处都在压榨和压迫劳动者的那个阶级的战争。所以工厂工人不过是全体被剥削群众的先进代表；为了使他们在有组织的坚忍不拔的斗争中实现自己的代表作用，根本不必用什么“远景”来引诱他们，只要求简单地 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地位
 ，说明压迫他们的那个体系的政治经济制度，说明阶级对抗在这个体系下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工厂工人在整个资本主义关系体系中所处的这种地位，使他们成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战士，因为只有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即大机器工业，才能造成进行这场斗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在其余一切地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低级的形式下，这种物质条件是没有的，因为这里的生产分散为成千上万极小的经济单位（它们在最平均的村社土地 占有制
 形式下仍然是分散的 经济单位
 ），被剥削者多半还有一点点产业，因而被束缚在他们所应当反对的资产阶级体系上。这就使得那些能够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的发展受到阻碍，遇到困难。分散的单独的小规模的剥削把劳动者束缚在一个地点上，使他们彼此隔绝，使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阶级一致性，使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因为他们无法了解压迫的原因不在于哪个个人而在于整个经济体系。反之，大资本主义必然割断工人同旧社会、同一定地点、同一定剥削者的任何联系，使他们联合起来，使他们不得不思考，使他们处在有可能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地位。所以，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自己的全部活动都集中在工人阶级身上。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间成立坚固的组织，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时，俄国 
工人

 就会起来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 
俄国无产阶级

 （和 
全世界

 无产阶级并肩地） 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





共产主义革命

 。






	　　完写于1894年















附录一

现在我把正文里谈到的24户家庭收支表的统计资料列表附在这里。


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县24个典型农户的成分和家庭收支的综合统计表。




本表说明


（1）前21栏完全照汇编摘出。第22栏包括汇编中下列各项收入：黑麦，小麦，燕麦和大麦，糜子和荞麦，其余各种谷物，马铃薯，蔬菜和干草（共8栏）。谷物收入（第23栏）的计算法（谷壳和禾秸除外）在正文中已经说明。第24栏包括汇编中下列各项收入：马，牛，羊，猪，家禽，皮和毛，脂油和肉类，乳制品，黄油（共9栏）。第25—29栏完全照汇编摘出。第30—34栏包括汇编中下列各项费用：黑麦，小麦，小米和荞麦，马铃薯，蔬菜，盐，黄油，脂油和肉类，鱼，乳制品，伏特加酒，茶叶（共12栏）。第35栏包括汇编中下列各项费用：肥皂，煤油，蜡烛，衣服和器皿（共4栏）。其余各栏是很明显的。

（2）第8栏是把租地亩数和份地的耕地亩数加在一起得出的（汇编中有这样一栏）。

（3）“收入和支出”各栏下面的数字代表 收支方面的货币部分
 。第25—28栏和第37—42栏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是货币。货币部分（作者没有把它划分出来）是从总收入中减去本户消费数得出的。


















附录二

司徒卢威先生批评尼古·—逊先生时，重点是批评“这位俄国政治经济学家完全不懂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国家的学说”，这是十分正确的。我没有克里文柯先生那样的胆量，只根据司徒卢威先生这篇短评（共4栏）就来评判他的观点体系（他的其他文章我不知道）；我也不能不指出，我所赞同的不是他所说的一切论点，因此我不能为他的全篇文章辩护，而只能为他的某些基本论点辩护。但无论如何，他对上述情况的估计是很正确的：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阶级斗争，确实是尼古·—逊先生的 根本错误
 。只要把这一错误纠正，甚至从他的理论见解和研究中也必然得出社会民主主义的结论。忽略阶级斗争确实证明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这对尼古·—逊先生尤其不应宽恕，因为他总想把自己装成马克思原则的严格的崇拜者。一个即使稍微熟悉马克思的人，能够否认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全部观点体系的重心吗？

尼古·—逊先生当然可以把这条排除在外来接受马克思理论，例如，他可以借口这条不符合俄国的历史和现实，但要知道，那样一来，就首先谈不上马克思的理论能说明我国制度，甚至无法谈这个理论和资本主义，因为那就得改造这个理论，另外创造一个没有对抗关系和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的概念。不管怎么样，本来应当十分详细地说明这一点，应当解释清楚为什么作者谈到马克思主义的 这一方面
 而不愿谈到马克思主义的 另一方面
 。可是，尼古·—逊先生根本没有打算这样做。

所以，司徒卢威先生十分公正地得出结论说，尼古·—逊先生由于不懂阶级斗争而成了 空想主义者
 ，因为忽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从而就会忽视这个社会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部实际内容，就会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可避免地沉溺在天真的幻想之中。他由于不懂阶级斗争而成了 反动分子
 ，因为向“社会”和“国家”呼吁，也就是说，向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呼吁，只能使社会主义者走入迷途，把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当作同盟者，只能阻碍工人的解放斗争，而不会促使这个斗争更加有力，更为明朗，更有组织。




既然这里已经谈起司徒卢威先生的文章，也就不能不说到尼古·—逊先生发表在《俄国财富》第6期上的答复 
［注：看来，尼古·—逊先生极力用他在《俄国财富》上的文章来证明他同小市民激进主义的距离根本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远，他也能看出农民资产阶级的增长（第6期第118页——改良农具、磷钙粉等等在“农民”中间的推广）标志着“
农民

 自己〈即大批被剥夺的农民吗？〉懂得必须摆脱他们现在的处境”。］

 。

尼古·—逊先生引用工厂工人数目增长缓慢，落后于人口增长的资料时说：“原来我国的资本主义不仅不执行它的‘历史使命’，反而使本身的发展受到限制。由此也可以看出，那些‘为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过去和现在的发展道路’的人们是万分正确的。”（这还是一个承认俄国走的是同一条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写的！）尼古·—逊先生认为不执行这一“历史使命”的证明是：“敌视村社的经济潮流（即资本主义）破坏着村社生存的基础，却没有产生象在西欧那样突出的和在北美已开始特别有力地表现出来的联合作用。”

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遇见的是著名的瓦·沃·先生所发明的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官场论据，他是用一个部吏处理“把资本主义推行到人民生活中去”这一国务问题时的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的：如果它执行“使命”就准，它不执行“使命”就“不准”。且不去说这种机智的议论的其他一切妙处，就拿资本主义“使命”来说，瓦·沃·先生也了解（看来，尼古·—逊先生的了解也一样）得极不正确，极其狭隘，不成样子；当然，这些先生又毫不客气地把自己这种狭隘的了解加在社会民主党人的身上：可以象诽谤死人一样诽谤他们，反正不准他们在合法的报刊上讲话！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进步的革命的作用在于它使劳动社会化，同时通过这一过程本身的机制“把工人阶级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训练他们去进行斗争，组织他们“反抗”，把他们联合起来去“剥夺剥夺者”，夺取政权，并把生产资料从“少数掠夺者”手中夺来交给全社会。（《资本论》第650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编者注］



这就是马克思的说法。

这里当然没有谈到“工厂工人数目”，这里说的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显然，这些标准同“工厂工人数目”毫无共同之点。

可是，我国那些独特地解释马克思学说的人却把这点曲解成这样：仿佛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社会化不过是使工厂工人在一个场所做工，因而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的大小是以……工厂工人数目来衡量的！！！工厂工人数目增加，就是资本主义在真正起进步作用；工厂工人数目减少，就是它“执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很差”（尼古·—逊先生论文第103页），而“知识分子”就应该“为自己祖国寻找另外的道路”。

于是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就着手寻找“另外的道路”。他们找来找去已经找了几十年，找到了另外的道路，他们拼命证明 
［注：这些证据所以毫无作用，并不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事实（人民破产，贫困和饥饿确实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伴侣），而是因为这些证据用得不当。“社会”么，——它甚至在民主主义的掩盖下维护富豪的利益，而富豪当然是不会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府”么……——我可以引证一位论敌即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一段评语。他有一次写道，尽管我们对我国政府的纲领知道得很少，可是我们终究知道一些，我们深信“劳动社会化”是不包括在他们的纲领中的。］

 资本主义是“不正常的”发展，因为它引起失业和危机。我们在1880年果然遇到了危机，在1893年又遇到一次：是离开这条道路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的情况显然不妙。

而俄国资产阶级却“边听边吃”[76]：的确情况“不妙”，已不能得到骇人听闻的利润了；于是他们随声附和自由派和激进派，极力利用闲置的和更便宜的资本去修筑新的铁路。“我们”的情况不妙，因为“我们”在老地方已把人民抢得精光，只好转向不能象商业资本那样发财致富的产业资本：“我们”要到欧俄东部和北部边疆地区去，那里还可能进行“原始积累”，提供百分之数百的利润，那里农民的资本主义分化还远未完成。知识分子看到这一切，于是不断地威胁说，“我们”又会遭到破产。新的破产果然来了。大量小资本家被大资本家打垮，大量农民从日益为资产阶级所掌握的农业中被排挤出去；贫困、失业、饥饿的苦海扩大到无边无际，——于是“知识分子”心安理得地援引自己的预言，又来埋怨道路不正确，证明俄国资本主义由于缺乏国外市场而不稳固。

而俄国资产阶级却“边听边吃”。当“知识分子”在寻找新道路时，他们已在大规模地修筑通往自己殖民地的铁路，在那里给自己开辟市场，把资产阶级制度的妙处带到新地区去，在那里特别迅速地培植工农业资产阶级，把大批生产者抛到经常挨饿的失业者队伍中去。

难道社会主义者还总是只埋怨道路不正确，总是用工厂工人数目增加缓慢……来证明资本主义的不稳固吗！！？

在谈到这种幼稚思想 
［注：不是拿劳动社会化的程度，而是仅仅拿一个
 国民劳动部门的发展这样经常波动的指数来断定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怎能令人不把这种思想叫作幼稚的呢？谁都知道，工人数目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只能是极不固定的，工人数目取决于许多次要因素，如危机、后备军多少、劳动剥削程度、劳动强度等等。］

 以前，不能不提到尼古·—逊先生对司徒卢威先生文章中受批评的那一段话转述得极不确切。司徒卢威先生文章的原话如下：


　　“作者〈即尼古·—逊先生〉指出俄国人口成分和美国人口成分在职业上有差别——俄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假定占从事经济活动的（erwerbsthatigen）的人口的80％，而合众国只占44％——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要缩小这80—44之间的差别。可以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



　　尽可认为“使命” 一词
 在这里用得很不恰当，但是司徒卢威先生的意思是明白的：尼古·—逊先生没有注意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自己也承认这种发展确实是资本主义的）将使农村人口日益减少，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所以，尼古·—逊先生要驳倒这种反对意见，就得证明 或者是
 他没有忽略资本主义的这种趋势， 或者是
 资本主义没有这种趋势。尼古·—逊先生没有这样做，而是着手分析我国工厂工人数目的资料（根据他的计算占全国人口1％）。难道司徒卢威先生说的是工厂工人吗？难道俄国20％的人口和美国56％的人口都是工厂工人吗？难道“工厂工人”和“非农业人口”是等同的概念吗？能不能否认俄国农业人口的比重也在缩小呢？

作了这种更正以后（我认为作这一更正所以尤其必要，是因为克里文柯先生在同一个杂志上已把这一段话歪曲过一次了），我们就来谈谈尼古·—逊先生的“我国资本主义执行使命很差”这个意见。

第一，把工厂工人数目和从事资本主义生产的工人数目等量齐观，象《论文集》的作者那样，是荒谬的。这就是重犯（ 甚至加重
 ）那些认为资本主义是直接从大机器工业开始的俄罗斯小市民经济学家的错误。难道千百万俄国手工业者用商人的原料替商人做工，领取普通工资，就不是从事资本主义生产吗？难道农业中的雇农和日工，从业主那里领取的不是工资、交给业主的不是额外价值吗？难道从事建筑业（在我国农民改革后已迅速发展起来的部门）的工人，不遭受资本主义剥削吗？如此等等 
［注：这里我只批评尼古·—逊先生按工厂工人数目来判断“资本主义的联合作用”的方法
 。我不能去分析数字，因为我手头没有尼古·—逊先生所使用的那些资料。然而不能不指出，这些资料尼古·—逊先生未必选得恰当。他先是用《军事统计汇编》中的资料说明1865年的情形，用1894年的《工厂一览表》中的资料说明1890年的情形。结果得出工人数目（矿业工人除外）为829573和875764人。增加了5．5％，比人口的增加小得多（9100万和6142万，增加48．1％）。在下一页
 上他又引了另外的资料：他用1893年《一览表》的资料来表示1865年和1890年的情形。根据这些资料，工人数目是392718和716792人；增加82％。可是这里不包括缴纳消费税的工业，其中工人数目（第104页）是：1865年为186053人，1890年为144332人。把后两种数字和前两种数字加在一起得出的工人总数（采矿工人除外）是：1865年为578771人，1890年为861124人，增加了48．7％，而人口的增加则是48．1％。总之，在五页内，作者既引用了表明增加5％的资料，又引用了表明增加48％的资料！他根据这样一些互相矛盾的资料就断定我国资本主义是不稳固的！！



其次，为什么作者不用他自己在《论文集》中（第11表和第12表）引用过的那些资料呢？按那些资料，工人数目在三年
 内（1886—1889年）增加12—13％，也就是说，迅速超过人口的增殖。作者也许会说时间的间隔太短。但这些资料是同属一类的，是可比的，而且可靠程度较大；这是第一。第二，虽然时间的间隔短，但作者自己不是也运用了这些资料来判定工厂工业的增长吗？

显然，如果拿工人数目这样一个经常波动的指数来表示一个国民劳动部门的状况，这样的资料就只能是不可靠的。你们想想，该是一个多么天真的梦想家，才会根据这类资料来指望我国资本主义不经过顽强的殊死的斗争，就会自行瓦解、崩溃，才会用这类资料来否定资本主义在一切国民劳动部门中毫无疑问的统治和发展！］ 。

第二，把工厂工人数目（140万人）同全部人口相比，并用百分数来表示这个比例，这是荒谬的。这简直是把不可比的值加以比较：把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同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加以比较，把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人口同“意识形态的阶层”加以比较等等。难道工厂工人不是每人都要养活一定数目的不做工的家庭成员吗？难道工厂工人除养活老板和成群的商人外，不是还养活一大群你们认为不同于工厂人口就硬算作农业人口的士兵以及官吏等老爷吗？其次，难道俄国就没有象渔业之类的行业吗？认为这类行业不同于工厂工业，就把它们同农业并在一起，也是荒谬的。如果你们想查明俄国人口的职业成分，那就应该第一，把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人口单独划出来（即一方面把不做工的人口除外，另一方面把士兵、官吏、神父等等除外），第二，把他们按国民劳动各部门分类整理出来。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就不该作这种计算 
［注：尼古·—逊先生试图在《论文集》中这样计算，可是根本失败了。该书第302页写道：



“近来有人试图确定欧俄50个省份的全部自由工人数目（谢·亚·柯罗连科
 的《自由雇佣劳动》1892年圣彼得堡版）。据农业司调查，欧俄50个省份有劳动能力的农村人口共计35712000人，而农业、加工工业、采掘工业、运输业等等所需的工人总数不过是30124000人。可见完全多余的过剩工人是一个达5588000人的巨大数目，连同家属〈按通常的标准算）合计，当不少于1500万人。”（该书第341页又重复了一遍）

要是我们看看这个“调查”，那就会看出这里只是“调查过”地主使用自由雇佣劳动的情形，而谢·柯罗连科先生在这个调查后面附了一个欧俄《农业和工业一览表》。这个一览表试图（不是根据什么“调查”，而是按旧有的资料）按职业分类来计算欧俄劳动人口。结果谢·亚·柯罗连科先生得出下列数字：欧俄50个省共有35712000工人。其中：








可见柯罗连科先生是把所有
 工人按职业分类计算的（不管算得是好是坏），而尼古·—逊先生却随意拿出前三项，硬说有5588000“完全多余的”（？？）工人！



除了这个不妥之处而外，不能不指出柯罗连科先生的计算是极其粗率而不确切的：他按一个全俄通用的一般标准来确定农业工人数目，没有把非生产的人口划出来（柯罗连科先生因服从上司的反犹太思想，而把……犹太人
 归入该项去了！非生产的劳动者即商人、乞丐、游民、罪犯等等一定多于140万），手工业者的数目少得不象话（最后一项是外地和本地的手工业者）等等。这样的计算最好是根本不引用。］ ，而不要去胡说什么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口在工厂工业中就业。



第三，这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进步革命作用理论的最主要的和最不成话的曲解。您从哪里听说资本主义的“联合作用”表现在只是使工厂工人联合起来呢？您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不是从《祖国纪事》有关劳动社会化的文章中剽窃来的吗？您不是也把劳动社会化归结为在一个场所做工吗？



可是不然。看来这一点是不能责备尼古·—逊的，因为他在《俄国财富》第6期发表的他的文章的第2页上，就确切地说明了资本主义使劳动社会化的事实，正确地指出了这种社会化的两个特征：（1）为全社会劳动；（2）把单个劳动者联合起来以取得共同劳动的产品。不过，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根据工厂工人数目来判断资本主义的“使命”，其实这一“使命”是由资本主义和整个劳动社会化的发展，整个无产阶级的形成来执行的，工厂工人对无产阶级来说，只是起着先进队伍即先锋队的作用。诚然，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既以这些工人的数目为转移，也以他们的集中、他们的发展程度等等为转移，然而这一切不能使人有丝毫理由 把资本主义的“联合作用”归结为工厂工人的数目

 。如果这样做，就是把马克思的思想缩小到不堪设想的地步。


举一个例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小册子《论住宅问题》中谈到德国工业时指出，除德国而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他说的只是西欧）都没有这样多的占有菜园或一小块田地的雇佣工人。他说：“ 同园艺业或小农经济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就构成德国新兴大工业的广大基础。
 ”这种手工业随着德国小农贫困程度的增长而日益强大起来（也同在俄国一样，——我们可以这样补充一句），但在这里工业同农业的 
结合

 不是使手工业者 
享受福利

 ，反而使他们更 
受压迫

 。他们被束缚于一个地方，不得不同意随便什么价格，因此，他们不仅把额外价值，而且把很大一部分工资送给资本家（也好象在家庭手工制大生产特别发达的俄国一样）。恩格斯继续说：“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可是它还有相反的一面。……随着家庭工业的散布，一个个农民地区就相继卷入了现代的工业运动。这种由家庭工业造成的农业地区的革命化，就使德国境内工业革命散布的地区要比英国和法国广阔得多……这就说明，为什么德国同英国和法国相反，革命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广大地区得到这样有力的传播，而不只是局限于中心城市。这又说明，为什么这个运动的发展是平静的、稳定的和不可遏止的。很清楚，在德国只有当大多数小城市和大部分农村地区已经成熟到实行变革的时候，首都和其他大城市中的胜利起义才有可能。
 ”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0—381页。——编者注］



请看，不仅“资本主义的联合作用”，而且工人运动的成功，原来都不仅以工厂工人数目为转移，而且以…… 手工业者
 的数目为转移！可是我国独特论者却忽视俄国绝大多数手工业的纯粹资本主义组织，把它们当作什么“人民”工业而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并根据工厂工人数目来断定“直接受资本主义支配的人口百分数”！这很象克里文柯先生的议论：马克思主义者想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工厂工人身上，但工厂工人在1亿人口中只占100万，这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小角落，所以献身于这个小角落，就等于只做等级机关或慈善机关的工作（《俄国财富》第12期）。工厂居然象等级机关和慈善机关那样，是生活中的小角落！！呵，天才的克里文柯先生！大概正是等级机关才为全社会制造产品吧？大概正是等级机关的秩序才说明劳动者被剥削被剥夺的原因吧？大概正是应该在等级机关中寻找能够举起工人解放旗帜的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吧？

这种话出自浅薄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之口倒不奇怪，可是从尼古·—逊先生那里听到这类话，就令人有点难受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93页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8页。——编者注］

 上引用了关于英国人口构成的资料。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2000万人。在工厂工业主要部门中做工的工人为1605440人。 
［注：有642607人在纺织业、织袜业和花边业中做工（在我国有数万从事织袜业和花边业的妇女，遭受她们的雇主——“女商人”的极其厉害的剥削。工资有时低到一天三个（就是如此！）戈比！请问尼古·—逊先生，难道她们不是“直接受资本主义支配”吗？）；其次有565835人在煤矿和金属矿里做工，有396998人在各种冶金厂和金属手工工场里做工。］

 同时仆役为1208648人。并且马克思在第2版注释中指出这后一阶级增长得特别迅速。现在假定英国有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为了判断“资本主义的联合作用”，拿2000万去除160万！！结果得到的是8％，即不到1/12！！！既然资本主义连1/12的人口都没有联合起来，怎能谈得上资本主义的“使命”呢！并且增长得更快的是“家庭奴隶”阶级，即“国民劳动”的无益损耗，这种损耗证明“我们”英国人走的是“不正确的道路”！“我们”应该“为祖国寻找另外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在尼古·—逊先生的论据中还有一点：他在谈到我国资本主义并不产生“象在西欧那样突出的和 在北美已开始特别有力地表现出来的
 ”联合作用时，大概指的是工人运动。总之，我们应该寻找另外的道路，因为我国资本主义并不产生工人运动。这一理由似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已经先想到了。马克思所依靠的是现成的无产阶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曾这样教训过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回答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批评，说他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曾这样反驳说：这种意见照例全是从马克思那里搬来的。他认为如果我们看看《哲学的贫困》的这个地方，就会看出这点不适合我国国情，我国的贫困不过是贫困罢了。其实我们从《哲学的贫困》中还什么也看不出来。马克思在那里讲的是旧派共产主义者，说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7页。——编者注］

 显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断言这点不适合我国国情的理由，就是我国没有工人运动的“表现”。我们对这种议论应该指出：第一，只有对事实了解得极为肤浅，才会认为马克思依靠的是现成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纲领早在1848年以前就由他制定出来了。当时德国的工人运动究竟怎么样呢？ 
［注：当时工人阶级的人数是多么少，可从下列事实看出：27年以后
 ，在1875年，马克思写道：“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9页。——编者注）这就是所谓“依靠〈？？〉现成的无产阶级”！］

 当时甚至没有政治自由，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只限于秘密小组（和目前我国一样）。把资本主义的革命的和联合的作用具体展示在大家面前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是过了20年才开始的，那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已经最后形成，大工业已散布得更广，在工人中间传播这一学说的许多有才华有毅力的人物已经出现。我们的哲学家们不仅歪曲历史事实，忘记社会主义者为了使工人运动具有觉悟性和组织性而付出的大量劳动，并且把极其荒唐的宿命论见解加在马克思头上。在他们看来，仿佛工人的组织和社会化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资本主义而看不见工人运动，那是因为资本主义未执行使命，而不是因为我们在工人中间进行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还很薄弱。我国独特论哲学家们的这种小市民的怯懦遁词，也是不值一驳的，因为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全部活动都在驳斥它，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每次公开演说都在驳斥它。考茨基说得十分正确：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要使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在我国也“表现出来”，我国社会主义者就应该用全部精力进行自己的工作；他们应该更详细地探讨对俄国历史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应该更具体地考察在俄国特别模糊而隐蔽的一切阶级斗争形式和剥削形式。他们应该进而把这个理论通俗化，把它灌输给工人，应该帮助工人领会它并制定一个最 
适合
 我国条件的组织形式，以便传播社会民主主义并把工人团结为一支政治力量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仅从未说过他们已经结束了和完成了工人阶级思想家的这项工作（这项工作是没有止境的），相反地，他们始终强调他们刚刚开始进行这项工作，还需要许许多多的人做许多的努力，才能创造一点牢靠的东西。

除了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不能令人满意和极端狭隘外，这种关于我国资本主义没有进步作用的流行说法，看来还是以关于神话式的“人民制度”的荒谬思想为根据的。

闻名的“村社”中的“农民”明明在分裂为穷光蛋和富人，分裂为无产者和资本家（特别是商业资本家），有人却不愿看到这里存在着萌芽状态的中世纪的资本主义，避开农村的政治经济结构，想要“为祖国”寻找“另外的道路”，大谈其农民土地 占有
 形式的变更，不可原谅地把土地占有形式和经济组织形式混为一谈，仿佛在我国最“平均的村社”内部农民的纯资本主义的分化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后来，这个资本主义渐渐发展起来，超过中世纪农村资本主义的狭隘形式，打破农奴制的土地权力，迫使那些早被剥得精光的饥饿农民把土地扔给村团，让得胜的富农平均分配，自己却离乡背井，在全国流浪，大部分时间没有工作可做，今天被地主雇去干活，明天被承包人雇去修筑铁路，以后又到城市去当小工，或被富裕农民雇去做工等等；这些“农民”在全俄各地更换老板，亲眼看见他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受到最无耻的掠夺，看见同他们一起受到掠夺的还有象他们一样的穷光蛋，看见掠夺他们的不一定是“老爷”，也有“自己的农夫兄弟”（只要他有钱购买劳动力），看见政府到处都为他们的老板服务，侵害工人的权利，借口骚乱而镇压工人想保护本身最起码权利的一切企图，看见俄国工人的劳动强度越来越大，财富和奢侈增加得越来越快，而工人的状况却越来越恶化，剥夺越来越加剧，失业已成为惯例，——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那些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却要为祖国寻找另外的道路，他们却要解决一个深奥的问题：既然我们看到工厂工人数目增长缓慢，还能不能承认资本主义有进步作用；因为我国资本主义“执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很差很差”，是不是应该抛弃它并且认为它是不正确的道路。

这岂不是很崇高很人道的事吗？

这些凶恶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多么狭隘的学理主义者，他们竟说在俄国到处存在着劳动者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情况下，为祖国寻找另外的道路就是逃避现实而流于空想，他们竟认为执行自己使命很差的不是我国资本主义而是俄国社会主义者，因为这些社会主义者不愿了解，梦想平息俄国社会各对抗阶级的历年的经济斗争，就等于染上马尼洛夫精神[77]；他们不愿了解，应该极力使这个斗争具有组织性和觉悟性，并为此而着手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





最后，不能不指出尼古·—逊先生在《俄国财富》同一期即第6期上对司徒卢威先生的另一攻击。

尼古·—逊先生说：“不能不注意司徒卢威先生论战的某种特点。他是在一个严肃的德文杂志上为德国公众写的，可是他使用的手法看来完全不适当。应该认为不仅德国公众，甚至俄国公众也已长到‘成年人的程度’，他们不会被搀杂在他文章中的种种‘吓人的字眼’所欺骗。在这篇文章的每一段话里都可碰到‘空想’、‘反动纲领’等等一类的字眼。但是可惜得很，这些‘可怕的字眼’已决不会发生象司徒卢威先生所指望的那种作用了。”（第128页）

现在我们试来分析一下，在尼古·—逊先生和司徒卢威先生的这一论战中，有没有“不适当的手法”，如果有，又是谁在使用。

司徒卢威先生被责备使用“不适当的手法”，根据是他在严肃的文章中用“吓人的字眼”和“可怕的字眼”来笼络公众。

所谓使用“吓人的字眼”和“可怕的字眼”，就是给论战对方作出一种表示不赞同的激烈评语，同时又不明确地说明理由，这种评语也不是根据作者的观点（明确叙述过的观点）必然得出来的，不过是表示想要痛骂一顿罢了。

显然，只有这后一点才会把表示不赞同的激烈的形容词变成“吓人的字眼”。例如斯洛尼姆斯基先生曾激烈地评论过尼古·—逊先生，但因为他同时明确地表述了他那种绝对不能了解现代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普通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完全明确地说明了他的奇异的论据，所以随便怎样责备他都可以，但不能责备他使用了“不适当的手法”。尼古·—逊先生也曾激烈地批评过斯洛尼姆斯基先生，并且为了告诫和教训他，还给他引证了马克思的“在我国也证明是正确的”（这是尼古·—逊先生自己承认的）言论，认为斯洛尼姆斯基想为小手工业生产和小农土地占有制作辩护是 反动的
 和 空想的
 ，并责备斯洛尼姆斯基“狭隘”、“ 幼稚
 ”等等。你们看，尼古·—逊先生的文章也同司徒卢威先生的文章一样，“搀杂着”这样的形容词（用了黑体的几个词），但我们不能说他使用了“不适当的手法”，因为这都是说明了理由的，这都是从作者的一定观点和观点体系中得出来的，这些观点也许是不正确的，但既然采用了这些观点，就不能把对方看作幼稚的狭隘的反动的空想家了。

我们来看看司徒卢威先生的文章是怎样的。他责备尼古·—逊先生的空想主义（由此必然产生反动纲领）和幼稚，同时十分明白地指出他得出这种意见的根据。第一，尼古·—逊先生既希望“生产社会化”，又“向社会〈原文如此！〉和国家呼吁”。这“证明这位俄国政治经济学家完全不懂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国家的学说”。我们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代表”。第二，“如果把只是由于我们 希望
 就 应当
 出现的 臆造的
 经济制度和 现实的
 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换句话说，如果想避开资本主义而使生产社会化，那只证明这是一种不合乎历史的幼稚见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经济的被排挤和农村人口的减少，“现代国家就会走出它目前还在我们这个宗法时期所处的黑暗状态（我们说的是俄国），而出现在公开的阶级斗争的亮光之下，那时为了使生产社会化，就得寻找另外的力量和因素”。

怎么，这难道不是把理由说得够明确了吗？可以否认司徒卢威先生用以驳斥作者意见的那些事实的正确性吗？难道尼古·—逊先生真的注意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阶级斗争吗？没有。他谈论社会和国家时，忘记了这一斗争，抛开了这一斗争。例如，他说国家扶持资本主义，而没有通过村社等等使劳动社会化。显然，他认为国家既可这样办也可那样办，因而国家是站 在阶级之外
 的。责备司徒卢威先生使用“吓人的字眼”是 极
 不公允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认为我们国家是阶级国家的人，不能不把请求这个国家实行劳动社会化即取消统治阶级的人当作幼稚的反动的空想家，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不仅如此。责备对方使用“吓人的字眼”，而又 隐瞒
 对方的批评所根据的观点（尽管对方已明白表述了这种观点），况且这种责备又是在对方观点无法渗入的受检查的杂志上提出的，——难道不应该认为这是“完全不适当的手法”吗？

我们再往下说。司徒卢威先生的第二个理由也表述得同样明白。避开资本主义而通过村社实现劳动社会化，这无疑是一种臆造的制度，因为它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尼古·—逊先生自己曾对这一现实作过这样的描绘：在1861年以前，“家庭”和“村社”是生产单位。（《论文集》第106—107页）这种“小的分散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未能大大发展起来，因此，它的特点是极端守旧，生产率很低”。以后的变化在于“社会分工经常不断地加深”。可见资本主义打破了先前那些生产单位的狭隘界限，使劳动在全社会范围里社会化了。 这种由我国资本主义造成的劳动社会化，尼古·—逊先生也是承认的。
 为了使劳动社会化，他想依靠的不是 已使劳动社会化了
 的资本主义，而是 正因遭到破坏才第一次在全社会范围内
 使劳动社会化
 的村社，所以他是一个反动的空想家。司徒卢威先生的意见就是如此。可以认为这个意见正确或不正确，但是不能否认，从这个意见中在逻辑上必然会产生对尼古·—逊先生的激烈批评，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吓人的字眼”。

不仅如此，尼古·—逊先生在结束他同司徒卢威先生的论战时，硬说对方想使农民丧失土地（“如果所谓进步纲领就是使农民丧失土地……那么《论文集》的作者就是保守主义者了”），尽管司徒卢威先生曾直接声明过：他想使劳动社会化，想通过资本主义使劳动社会化，想为此而依靠那些将在“公开的阶级斗争的亮光”下显露出来的力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同原意截然相反的转述。如果还注意到司徒卢威先生不能在受检查的刊物上谈论那些在阶级斗争的亮光下出现的力量，就是说，尼古·—逊先生的对方是被禁止开口的，那么，说尼古·—逊先生的手法完全是“不适当的手法”，恐怕是无可非议的。






附录三

我所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理解，是指马克思主义者本身来说的。说到这一点，不能不指出，我国自由派和激进派在合法报刊上叙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简直把马克思主义缩小和曲解得不成样子。这是什么叙述！真难以设想，要怎样糟蹋这个革命学说，才能使它躺到俄国书报检查机关的普罗克鲁斯提斯床上[78]！我国的政论家却掉以轻心，正在做这类手术：经他们叙述的马克思主义大概就成了这样一种学说，它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私有者的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怎样经历着辩证的发展，怎样变为自己的否定，然后又怎样社会化。他们郑重其事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纳入这一“公式”，不谈它的社会学方法的一切特点，不谈阶级斗争学说，不谈研究的直接目的——揭露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以帮助无产阶级来推翻这些形式。毫不奇怪，得出的必然是一种这样暗淡和狭隘的东西，以致我们的激进派也要为贫乏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惋惜。当然呵！如果在俄国专制制度和俄国反动势力的横行时代，可以完整地、确切地和充分地叙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彻底说出来，那么，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反动势力就不成其为专制制度和反动势力了！如果我国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真的懂得马克思主义（即使是根据德文书刊），他们也许会羞于在受检查的报刊上这样糟蹋马克思主义。既然无法叙述这个理论，你们就免开尊口，或者交代一下，说你们远没有道出全部内容，说你们把最重要的东西都略去了。但为什么只叙述一些片断，却大喊大叫狭隘性呢？

要知道，这样只会闹出只有俄国才能有的笑话来，把一些根本不懂阶级斗争，不懂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必然对抗，不懂这种对抗的发展，不懂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的人算作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把一些直接提出资产阶级方案的人，也算作马克思主义者，只要他们有时也说过“货币经济”及其“必然性”等等一类字眼就行，而承认这些字眼是马克思主义者专用的字眼，是需要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样的机智的。

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 
［注：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等方面的事实拿来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俄国的社会关系是对抗性的关系，这几乎是谁也不能怀疑的。可是还没有人试把这些关系当作根据来进行这种
 批判。］

 和革命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编者注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

 。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 马克思主义
 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 揭露
 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 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
 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实际上，这里直接地提出理论的任务、科学的目的就是帮助被压迫阶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



　　“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
 ”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页。——编者注］





　　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直接任务就是提出真正的斗争口号，也就是说，善于客观地说明这个斗争是一定生产关系体系的产物，善于 了解
 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它的内容、它的发展进程和条件。要提出“斗争口号”，就必须十分详细地研究这一斗争的每种形式，考察它由一种形式转为另一种形式时的每一步骤，以便善于随时判定局势，不忽略斗争的总性质和总目的——完全地和彻底地消灭任何剥削和任何压迫。试把“我国著名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他的“批评”中叙述过和攻击过的那套平庸的胡说，同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感到惊异，怎么竟会有人认为自己是“劳动阶级的思想家”，却又只限于……摆弄“磨光了的金币”，——我国政论家抹去马克思理论的全部精华，就把它变成了这样的金币。

试把那些最初也想做劳动者思想家的我国民粹派的著作，即论述我国整个经济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包括农民的历史和现状的著作，同这个理论的要求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感到惊异，社会主义者怎么能满足于只是研究和描写灾难并就这种灾难进行说教的理论。农奴制度不是被看作产生了某种剥削、某些对抗阶级、某些政治、法律等等制度的一定经济组织形式，而只是被看作地主的横行霸道和对待农民的不公平。农民改革不是被看作某些经济形式和某些经济阶级的冲突，而是被看作尽管愿望极其善良但错误地“选择了”“不正确道路”的长官的措施。改革后的俄国被说成是偏离正道因而给劳动者带来灾难，而不是有了某种发展的一定的对抗性生产关系体系。

不过，现在这个理论已经信誉扫地，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俄国社会主义者越是迅速了解在现代知识水平上，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之外的革命理论，越是迅速集中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把这个理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运用于俄国，革命工作的成功就会越可靠越迅速。





为了清楚地说明“人民之友”先生们号召知识分子从文化上影响“人民”来“创立”正常的真正的工业等等，是怎样败坏着现代“俄国贫乏的思想界”，我们且引证那些与我们的思想方式根本不同的人们，即民意党嫡系后裔的“民权党人”所作的评论。请看1894年“民权党”出版的小册子《迫切的问题》。

有一类民粹主义者说：“不管怎样，即使在广泛自由的条件下，俄国也不应该放弃它的足以保证〈！〉劳动者在生产中的独立地位的经济组织。”他们还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政治改革，而是有步骤地、有计划地进行的经济改革。”民权党人给了这类民粹主义者有力的驳斥之后接着说：



　　“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辩护人，更不是资产阶级理想的崇拜者，但是假如厄运要人民有所抉择：或者是在地方官热心保护下，实行‘有计划的经济改革’，不受资产阶级的侵犯；或者是在政治自由基础上，也就是说，在保证
 人民能有组织地保护自己利益的条件下，使资产阶级存在，那么，我们认为人民选择后者是绝对有利的。现在我国并没有进行要取消人民的貌似独立的经济组织的‘政治改革’，可是存在着到处都照例认为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东西，这种政策表现为极粗暴地剥削人民的劳动。现在我国既没有广泛的自由，也没有狭隘的自由，可是存在着各立宪国家的大地主和资本家已不再梦想追求的对等级利益的袒护。现在我国没有‘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社会人士绝对不准参与国家管理，可是存在着要求政府用万里长城来防护自己利益的纳伊杰诺夫、莫罗佐夫、卡兹、别洛夫一流的先生，以及居然要求1俄亩可以得到100卢布无息贷款的‘我国忠诚贵族’。他们应邀参加各种委员会，他们讲什么，人们都洗耳恭听，他们的意见在国家经济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可是，有谁在什么地方替人民说话呢？不就是那些地方官吗？不是正在为人民筹划成立农业劳动队吗？现在不是有人公然无耻地说，给人民份地只是为了要他们纳税和服役吗？沃洛格达省省长在他的通令中不就是这样说的吗？这位省长不过是表述和大声地说出了专制制度（或者正确些说，官僚专制制度）在自己的政策中必然实行的办法罢了。”



　　不管民权党人对“人民”（他们想要维护他们的利益）的看法，对“社会”（他们继续认为它是保护劳动利益的值得信任的机关）的看法是怎样的模糊，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民权党”的成立是前进了一步，而前进的方向，是要彻底抛弃“为祖国”寻找“另外的道路”的错觉和幻想，是要大胆承认现实的道路，并在这种道路的基础上，寻找进行革命斗争的成份。这里明白地显露了要成立民主主义政党的意向。我只说“意向”，是因为可惜民权党人并没有始终不渝地贯彻他们的基本观点。他们仍在谈论要同社会主义者联合和结盟，而不愿了解：把工人卷入单纯的政治激进主义运动，不过是使工人知识分子脱离工人群众，使工人运动软弱无力，因为工人运动只有在各方面充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在同反资本仆役的政治斗争融合为一体的反资本的经济斗争的基础上，才能是强有力的。他们不愿了解：要达到一切革命分子“联合”的目的，最好是使各种利益的代表人物 
［注：他们自己也反对相信知识分子的神通广大，他们自己也说必须使人民自己参加斗争。但为此必须把这个斗争同一定的日常利益联系起来，因而必须把各种利益区别开来并将它们分别引入斗争……如果拿一些只有知识分子才了解的赤裸裸的政治要求来遮掩这些不同的利益，那岂不是又向后倒退，又只限于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斗争吗？而这种斗争的软弱无力是刚才承认过了的。］

 分别组织起来，并由这个和那个政党在一定的场合采取共同行动。他们现在还把自己的党叫作“社会革命党”（见“民权党”1894年2月19日宣言），虽然他们以纯粹政治改革为限，小心翼翼地回避我国“可恶的”社会主义问题。一个这样热烈号召人们丢掉错觉的党，本来不应该在自己的“宣言”上一开头就给人造成错觉，本来不应该在只有 立宪主义
 的地方谈论 社会主义
 。可是，再说一遍，不注意民权党人是由民意党人而来的，就不能评价民权党人。因此不能不承认，他们用纯粹政治纲领来论证同社会主义无关的纯粹政治斗争，是前进了一步。社会民主党人竭诚希望民权党人获得成功，希望他们的党成长和发展起来，希望他们同那些站在现存经济制度的基地上 
［注：（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地上），而不是站在必须否定这个制度和无情反对这个制度的基地上。］

 ，其 日常
 利益真正和 民主主义
 有着极密切联系的社会分子更加密切地接近起来。“人民之友”的调和主义的、畏首畏尾的、感伤幻想的民粹主义，将因遭到两面夹攻而无法长久支持下去：一方面是政治激进派攻击他们，因为他们居然对官僚表示信任，不了解政治斗争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人攻击他们，因为他们虽然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懂劳动者受压迫的原因和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却企图以几乎是社会主义者的名义出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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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法学通报》杂志（《Юрид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是俄国莫斯科法学会的机关刊物（月刊），1867—1892年在莫斯科出版。先后参加编辑工作的有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和谢·安·穆罗姆采夫等。为杂志撰稿的主要是莫斯科大学的自由派教授，在政治上主张进行温和的改革。——174。



[54]指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2月19日签署的废除农奴制的宣言。——186。



[55]列宁这里说的关于农民分化的“几个县的资料”，是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第2编里引用的。



关于农民分化的问题，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第2章里作了详细的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191。



[56]切特维尔梯农民是俄国国家农民的一种，他们是莫斯科国军人的后裔。这些军人（哥萨克骑兵、射击兵、普通士兵）因守卫边疆而分得若干切特维尔梯（一切特维尔梯等于半俄亩）的小块土地，供其暂时或永久使用，切特维尔梯农民即由此得名。从18世纪起切特维尔梯农民开始称为独户农。独户农在一个时期内处于介乎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地位，享有各种特权，可以占有农奴。独户农可以把土地作为私有财产来支配，这是他们和土地由村社占有、自己无权买卖土地的其他国家农民不同的地方。1866年的法令承认独户农的土地（即切特维尔梯土地）为私有财产。——193。



[57]这几段话列宁引自伊·阿·古尔维奇《俄国农村的经济状况》（1892年纽约英文版）一书。该书载有宝贵的实际材料，列宁对它的评价很高。——194。



[58]科卢帕耶夫和杰隆诺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特写作品《蒙列波避难所》和《栋梁》中的人物。他们都是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后新兴资产者的典型。——196。



[59]施巴依是包货商。伊瓦施是贩卖人。——201。



[60]冬天的尼古拉节是俄历12月6日。尼古拉是宗教传说中的圣徒，俄国农民把他奉为耕种和收获的庇护神。——209。



[61]庞巴杜尔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庞巴杜尔先生们和庞巴杜尔女士们》。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借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尔这个名字塑造了俄国官僚阶层的群像。“庞巴杜尔”一词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昏庸横暴、刚愎自用的官吏的通称。——211。



[62]格莱斯顿土地法案是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自由党格莱斯顿内阁为缓和爱尔兰佃农和英国地主间的斗争和扑灭爱尔兰革命运动而实行的改良主义的土地法令。这些法案规定：对佃农进行的土壤改良给予一定补偿；成立专门土地法庭来规定所谓“公平”租金，15年不变，在此期间地主不得驱逐佃农等。——223。



[63]俾斯麦工人保险法是19世纪80年代德国俾斯麦政府对工人受伤、患病、残废和年老时实行社会保险的法令、俾斯麦的保险法只及干一部分工人，同时互助保险会的资金三分之二由工人自己出，只有三分之一由企业主出。俾斯麦企图用这种对工人施以小恩小惠的办法来瓦解工人运动。——223。



[64]见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故事《自由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唱着“任何社会都必须以自由、保障和独立三要素作为基础”的高调，却没有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决心和勇气，在“权威人士”的劝诱和威逼下步步退让，终于和当局同流合污，遭到人们的唾弃。——226。



[65]《星期周报》《Неделя》）是俄国文学和政治报纸，1866—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1868—1879年间曾因发表“有害言论”多次被勒令停刊。1880—1890年该报急剧向右转，变成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报纸，反对同专制制度作斗争，鼓吹所谓“干小事情”的理论，即号召知识分子放弃革命斗争，从事“平静的文化工作”。——228。



[66]巴枯宁派和骚乱派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亚·巴枯宁的信徒。巴枯宁派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工人运动策略，否定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任何国家，主张由“优秀分子”组成的秘密革命团体去领导群众骚乱，并认为俄国农民会马上举行起义。



俄国巴枯宁派的代表之一谢·根·涅恰耶夫和住在国外的巴枯宁保持密切联系，1869年试图在俄国组织密谋活动团体“人民惩治会”。但是他只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些小组，很快就被沙皇政府破坏。



巴枯宁派的理论和策略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谴责（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5—515、521—540、569—623页），列宁的《论临时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230。



[67]指全国代表机关。当时俄国许多人都提出召开国民代表会议的要求，但目的各不相同。187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当时在俄国有人要求召开国民代表会议。一些人要求用这种会议来解决财政困难，另一些人要求用这种会议来推翻君主政体。巴枯宁希望用这种会议来显示俄国的的统一，来巩固沙皇的权力和威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95—496页）



召开由全体公民代表组成的国民代表会议来制定宪法，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主要求之一。——230。



[68]指亚·伊·赫尔岑。——231。



[69]《社会政治中央导报》（《Sozialpolitisches　Centralblat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刊物，1892—1895年在柏林出版，出版人是亨·布劳恩。该刊主张通过立法途径来改革社会。1895年3月，该刊出让给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237。



[70]指俄国侨外革命家中以尼·伊·吴亭等人为首的民粹派社会主义者团体的活动。该团体在日内瓦出版了《人民事业》杂志（后改为报纸）。1870年初又在那里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当年3月22日为国际总委员会所接受。马克思应俄国支部的请求担任俄国支部驻国际总委员会代表。俄国支部的成员支持马克思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宣传第一国际的革命思想，力图加强俄国革命运动和西欧革命运动的联系，参加瑞士和法国的工人运动。但他们还有民粹主义空想，特别是把村社理想化，称它是“俄国人民的伟大成就”。俄国支部未能和俄国国内的革命运动建立起密切的联系，1872年停止活动。——243。



[71]《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文学政治评论集，由劳动解放社于1890—1892年在伦敦和日内瓦用俄文出版，总共出了4集。第1、2、3集于1890年出版，第4集于1892年出版。参加《社会民主党人》评论集工作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等。这个评论集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列宁引用普列汉诺夫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文中的那段话，见评论集第1集第138—139页。——246。



[72]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谢德林笔下的犹杜什卡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255。



[73]阿拉克切耶夫式的贪欲意思是极端的专横和残暴。阿·安·阿拉克切耶夫是俄国沙皇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的权臣，推行反动的警察制度，用极端残暴的手段对付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和任何要求自由的表现。——255。



[74]指民权党。



民权党是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秘密团体，1893年夏成立。参加创建的有前民意党人奥·瓦·阿普特克曼、安·伊·波格丹诺维奇、亚·瓦·格杰奥诺夫斯基、马·安·纳坦松、尼·谢·丘特切夫等。民权党的宗旨是联合一切反对沙皇制度的力量为实现政治改革而斗争。该党发表过两个纲领性文件：《宣言》和《迫切的问题》。1894年春，民权党的组识被沙皇政府破坏。大多数民权党人后来加入了社会革命党。——256。



[75]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狗鱼》。狗鱼因危害鱼类而受到审判。胡涂法官听从了和狗鱼狼狈为奸的检察官狐狸的建议，判决把狗鱼投到河里淹死。——259。



[76]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猫和厨子》。厨子看见猫儿瓦西卡在偷鸡吃，便唠唠叨叨地开导它，责骂它，而瓦西卡却边听边吃，全不理会，直到整只鸡被吃完。——275。



[77]马尼洛夫精神意为耽于幻想，无所作为。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285。



[78]出典于希腊神话。强盗普罗克鲁斯提斯把所有落到他手里的过路客强按在一张特制的床上，身材比床长的就剁去腿脚，比床短的就抻拉身躯。——290。



《列宁全集》第1卷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


（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


评彼·司徒卢威
 《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一书

1894年圣彼得堡版[79]

（1894年底—1895年初）

这里提到的司徒卢威先生的书，对民粹主义作了系统的批判，并从广义上了解民粹主义一词，认为它是对极重要的社会学问题和经济学问题提出了一定解决办法的学说，是“一套经济政策的教条”（第Ⅶ页）。单是提出这样的任务，已足使该书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在这方面更重要的是进行批评时所持的观点。对于这种观点，作者在序言中作了如下的说明：


　　“他〈作者〉虽然在若干基本问题上赞同著作界中已成定论的观点，但认为自己丝毫没有受某种学说的词句和条规的约束。他没有染上正统思想。”（第Ⅸ页）



　　从该书的全部内容可以看出，这些所谓“著作界中已成定论的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试问，作者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基本”原理究竟是哪些，拒绝的又是哪些，为什么，到了怎样的程度？作者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因此，为了弄清楚这本书中究竟哪些东西可以算作马克思主义的，究竟作者接受了学说中的哪些原理，在多大程度上始终如一地遵循了这些原理；究竟拒绝了哪些原理，在这种种情况下结果又是怎样，——为了弄清楚这一切，必须对这本书作一番详尽的分析。该书的内容异常庞杂。作者首先叙述了我国民粹派采用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对它作了批判，把它和“历史经济唯物主义的”方法作了对比。接着，他首先根据“全人类的经验”（第Ⅸ页），然后根据俄国经济史资料和现实资料，从经济上批判了民粹主义。顺便他也批判了民粹主义经济政策的教条。这样庞杂的内容（这在批判我国一个巨大的社会思潮时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决定了我们分析的形式：必须逐步探究作者的叙述，考查作者的每一类论据。




但在着手分析该书之前，我觉得需要较详细地预先说明几点。本文的任务，是从一个在 一切
 （不仅在“若干”）“基本问题上赞同著作界中已成定论的观点”的人的角度来批判司徒卢威先生的书。

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报刊为了批评的目的不止一次地叙述过这些观点，使这些观点模糊得不成样子，甚至加以歪曲，把与这些观点毫无关系的黑格尔主义、“对每个国家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信仰”以及其他许多纯粹是《新时报》的胡说也牵扯进来。

特别是学说的实践方面，即在俄国的实际运用方面，遭到了歪曲。我国自由派和民粹派不愿意了解，俄国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出发点是对俄国现实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而把这种学说同自己对俄国现实的旧观点相比较，结果得出的结论不仅荒诞之至，而且给马克思主义者加上了极其荒唐的罪名。

因此在我看来，若不确定自己对民粹主义的态度，也就不能着手分析司徒卢威先生的书。此外，为了说明这部只分析学说的客观方面而把实际结论几乎完全抛在一边的著作的许多地方，预先把民粹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一对比是必要的。

这种对比会使我们看到，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同的出发点是什么，它们的根本区别又在哪里。同时，较方便的办法是把俄国旧民粹主义拿来对比，因为它，第一，比现在的（以《俄国财富》这类刊物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彻底得多和直爽得多；第二，较完整地表明了民粹主义的长处，这种长处在某些方面马克思主义也是赞同的。

现在我们就拿一篇俄国旧民粹主义的信条录来逐步分析其作者的观点。






[79]《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评彼·司徒卢威《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一书1894年圣彼得堡版）》一文1894年底至1895年初写于彼得堡。1894年秋，列宁在彼得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参加的一次讨论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报告，批判了司徒卢威及其他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个报告后来成为《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的基础。本文最初用克·土林的笔名刊印在1895年4月出版的《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中。1907年底，列宁把这篇文章编入了《十二年来》文集，加了副标题：《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这篇文章在很多方面成了列宁后来许多经济学著作（尤其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纲要。——297。





《列宁全集》第1卷


第一章　对民粹主义信条录的逐段评述

《祖国纪事》总第242卷 
［注：1879年第2期《时评》栏第125—152页。］

 刊载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人民园地上的新苗》。该文明显地表现了民粹主义比俄国自由主义进步的方面。

作者从这样的话开始：“今天”，谁若反对“来自民间而晋身社会上层的人”，谁就要被看成“几乎是叛逆”。


　　“不久以前，文坛的一头驴子踢了《祖国纪事》一脚，责备它在评论兹拉托弗拉茨基那本书的短文中对人民表示悲观
 ，其实这篇短文除对高利贷行为和金钱的腐蚀作用表示悲观外，并没有什么悲观的东西；而后来，当格列·乌斯宾斯基为自己最近几篇特写作了解释（1878年《祖国纪事》第11期）时，自由派泥潭就完全象童话中说的那样激荡起来……突然出现了那么多人民卫士，真叫我们惊异，我国人民竟有这样多的朋友……我不能不同情……提出农村这个美人和文坛少年（或者确切些说，不是少年，而是贵族老爷及其奴仆中间的老色鬼和年轻的商人）对她的态度问题……对农村唱小夜曲，‘对她流连顾盼’，完全不等于爱她和尊敬她，正如指出她的缺陷，完全不等于敌视她。如果去问问乌斯宾斯基本人……他倾心于什么，他认为未来的寄托是什么，是农村，还是旧贵族阶层和新小市民阶层？那么毫无疑问他会回答：‘是农村’。”



　　这段话非常典型。第一，它清楚地表明，民粹主义的实质就是 从农民、从小生产者的角度
 来反对俄国的农奴制度（旧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性（新小市民阶层）；第二，它同时表明这种反对是充满幻想的，是回避事实的。难道“农村”存在于“旧贵族”制度或“新小市民”制度以外的什么地方吗？难道这二者的代表过去和现在按自己方式建设的不正是“农村”吗？农村正是由“旧贵族”“阶层”和“新小市民”“阶层”这两个部分组成的。无论你怎样反复观察农村，只要你不从可能出发，而只肯定现实（我们谈的就是这一点），你就决不会从农村中找出什么第三个“阶层”。如果说民粹派 找到了
 ，那仅仅是因为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各个农民村社的土地 占有
 形式，而看不到整个俄国社会经济的经济组织。这种经济组织把农民变为商品生产者，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即为市场而生产的单独的小业主；因此，这种经济组织使人不可能 到后面
 去找“未来的寄托”，而一定要 到前面
 去找；就是说，不能到“农村”中去找，在那里，“旧贵族”阶层和“新小市民”阶层的结合使劳动状况极度恶化，使劳动无法对“新小市民”制度的主宰进行斗争，因为这些主宰的利益和劳动的利益的对立本身还没有充分发展；就是说，要到充分发展的、彻底的“新小市民”阶层中去找，因为这个阶层把“旧贵族”的美妙东西已从自己身上清除净尽，使劳动社会化，使农村中尚处于萌芽状态和受抑制的社会对立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完全显露出来。

现在应当指出 导致
 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学说之间、对俄国的现实和历史的两种 理解
 之间所存在的理论上的区别。

我们随着作者来分析吧。

作者向那些“愤愤不平的先生们”担保说，对于人民的贫困和人民的道德的相互关系，乌斯宾斯基理解得


　　“比许多农村崇拜者更为透彻，在这些崇拜者眼里……农村不过是……一切有见识讲实际的资产者在类似今天这种时代总要备有的一种自由主义身分证”。



　　民粹派先生，请您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使一个愿意代表劳动利益的人感到伤心和委屈的事情呢？为什么被他看作“未来的寄托”的东西竟变成了“自由主义身分证”呢？这个未来是要排斥资产阶级的，而您想借以达到这个未来的东西，不仅没有遭到“讲实际有见识的资产者”的敌视，反而为他们欣然接受，被他们当作“身分证”。假如您指出，“未来的寄托”不是在以“讲实际有见识的资产者”为主宰的那一制度所特有的社会对立尚处于不发展的萌芽状态的地方，而是在这种对立已发展到顶点、发展到极限，因而已不能局限于敷衍了事的办法、已不能利用劳动者的愿望来满足私利的地方，即在问题已直截了当提出的地方，那您想一想，这种令人难堪的事情还会发生吗？

您自己不是这样说过：


　　“人民的消极朋友不愿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社会上一切起作用的力量总是形成两种势均力敌、相互对立的力量，而表面上好象没有参加斗争的消极力量，只是为当时的优势力量服务的。”（第132页）



　　难道这种分析不适用于农村吗？难道农村是一个没有这些“相互对立的力量”和斗争的什么特殊世界，可以笼统地谈论农村，而不怕做“优势力量”的帮手吗？既然已经谈到斗争，却又从这一斗争的内容被一大堆无关的情况（这些情况妨碍人们坚决彻底地把这些相互对立的力量分开，妨碍人们看清主要敌人）掩埋住的地方谈起，难道是有根据的吗？作者在文章末尾提出的纲领——提倡教育，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减轻赋税——动不了占优势的人们的一根毫毛，而纲领的最后一条——“组织人民工业”，又是以斗争不仅有过甚至已经胜利结束为前提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对抗的存在是您自己所不能不承认的，而您的纲领却避而不谈这种对抗。因此，您的纲领对属于“新小市民阶层”的业主并不可怕。您的纲领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正因为如此，它只能当“自由主义身分证”使用。
　　“那些把农村当作抽象的概念、把农夫当作抽象的纳尔苏修斯[80]的人，甚至没有好好想一想，就说只须颂扬农村和肯定农村，就说农村在出色地抵抗一切破坏性的影响。既然农村竟每天要为一个戈比而拼命，既然它受到高利贷者的盘剥、富农的欺骗、地主的压榨，既然它时常在乡公所受到鞭挞，难道这一切对农村的道德方面不会发生影响吗？……既然卢布，这个资本主义的月亮，浮现在农村风景画的近景上，既然人们的目光、意向和心力都贯注在它上面，既然它成为生活的目的和衡量个人才能的尺度，难道可以掩盖这种事实而说农夫是根本不需要金钱的不重利的科斯马[81]吗？既然农村中显然存在着不和的趋向，既然富农如花盛开，而且力图奴役最弱的农民使他们变成雇农，力图破坏村社等等，试问，难道可以掩盖所有这些事实吗？！我们可以希望对这些事实作更详尽更周密的研究，我们可以用穷苦不堪的生活条件（人们因饥饿而盗窃，杀人，万不得已时甚至吃人）来解释这些事实，但要掩盖这些事实是根本不可能的。掩盖这些事实就等于维护现状，就等于维护臭名远扬的自由放任，而让可忧的现象发展到骇人听闻的地步。粉饰真相总是多余的。”



　　又是这样：对农村的描写多么精采，而得出的结论多么浅薄！对事实的观察多么正确，而对它们的说明和理解多么肤浅！这里我们又看到在保护劳动的愿望和实现它们的方法之间横着一条鸿沟。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在作者看来不过是“可忧的现象”。尽管他也看到同样的资本主义在城市中规模很大，看到资本主义不仅支配了国民劳动的各个部门，甚至支配了代表人民和为了人民贡献出资产阶级措施的“进步”著作界，但是，他不愿承认问题在于我国社会经济的特殊组织，而用幻想来安慰自己，说这不过是“穷苦不堪的生活条件”所引起的可忧的现象。据说，如果不奉行不干涉论，那就可以消除这些条件了。是的，那真是美哉妙哉！可是，俄罗斯还从未有过不干涉政策；向来实行的都是干涉……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干涉，只有“午睡般的宁静”的甜梦才能产生一种希望：不经过象司徒卢威先生所说的“在各个阶级间重新配置社会力量”而改变这种状况。
　　“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社会需要理想——政治理想、公民理想等等——主要是为了有了它们就可以不再去想别的东西；它寻求理想时不是象年轻人那样战战兢兢，而是怀着午睡般的宁静心情；它对理想失望时不感到精神痛苦，而是象幸福乡王子那样轻松。至少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他们本来不需要什么理想，因为他们脑满肠肥，对饱食终日十分满足。”



　　这是对我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社会的出色描写。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民粹派”，他们继续照拂体贴这个“社会”，以描绘“未来的”资本主义或如该文作者所说的“逼近的灾祸” 
［注：它威逼谁呢？饱食终日的人吗？资本主义不仅不“威逼”他们，反而许以美味佳肴。］

 的种种惨象来款待它，号召它的代表离开“我们”已经误入的歧途等等，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十分“狭隘”，把自己同社会截然分开，认为只须依靠那些不“满足”于也 不能满足于
 “饱食终日”的人，他们认为理想是需要的，是一个日常生活问题。试问，在这两种人中，今天究竟是谁更彻底呢？

作者继续说，这是贵族女学生的态度，这


　　“证明思想和感情已彻底堕落……从来还没有过这样举止端庄、金玉其外、这样纯真无邪而同时又是极端的堕落。这种堕落完全是我们现代历史的产物，是在乡绅习气、贵族的温情、无知和懒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市民文化〈确切些说，就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克·土·〉的产物。小市民把自己的科学、自己的道德准则和自己的诡辩带到生活中来了”。



　　看来，作者对现实估计得如此正确，他一定明白唯一可能的出路是什么了。既然整个问题在于我国的资产阶级文化，那就是说，除这个资产阶级的“对立者”外，不可能有另外的“未来的寄托”了，因为只有它才和这种“小市民文化”彻底“分开”，才跟它势不两立，才不会作任何易于被人用来制造“自由主义身分证”的妥协。不然。还可以幻想一下。“文化”，这的确只是“小市民的”玩意儿，只是一种堕落。但要知道，这完全是旧乡绅习气（作者自己刚才也承认文化是现代历史创造的，是消灭了旧乡绅习气的历史创造的）和懒惰的产物，就是说，这种东西是偶然的，是没有牢固的根基的，如此等等。接着作者又说了一些话，这些话毫无意义，回避事实，只是一种故意漠视“相互对立的力量”的 存在
 的感伤主义幻想。请听听：


　　“他们（小市民）需要在讲台、文坛、法庭和其他生活场所把它们（科学、道德准则）确立起来。〈我们从前面看到，他们已经把它们
 在农村这样深邃的“生活场所”确立起来了
 。——克·土·〉他们首先是找不到进行这项工作的十分合适的人才，因而不得不求助于具有其他传统的人〈是俄国资产阶级“找不到人才”吗？！这是不值一驳的，而且作者在下面就会自己驳倒自己的。——克·土·〉。这些人都不是内行〈俄国资本家吗？！——克·土·〉，他们的步伐不老练、动作不敏捷〈他们十分“内行”，足能取得百分之几十到百分之几百的利润；他们十分“老练”，足能把实物工资制[82]推行于各地；他们十分机敏，足能获得保护关税。只有不直接
 感受到他们压迫的人，即只有小资产者，才能产生这样的幻想。——克·土·〉；他们竭力模仿西欧资产阶级，订购书籍，埋头学习〈请看作者自己已不得不承认他刚才虚构出来的幻想是多么虚无缥缈，说我国的“小市民文化”是在愚昧无知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不对的。要知道，正是它
 给改革后的俄国带来了文明、“学识”。“粉饰真相”，把敌人形容得软弱无力，没有根基，“总是多余的”。——克·土·〉；他们时而惋惜过去，时而忧虑将来，因为他们不知从哪里听到一种喊声，说小市民不过是厚颜无耻的权贵，说他们的科学经不起批评，他们的道德准则毫无可取之处。”



　　俄国资产阶级常犯“惋惜过去”、“忧虑将来”的毛病？！真是信口雌黄！有人就是喜欢自己欺骗自己，如此恣意诽谤可怜的俄国资产阶级，说它听到“小市民毫无可取之处”的喊声就惶惑不安！实际上岂不正好相反，因别人虚声恫吓而“惶惑不安”的岂不正是发出这些“喊声”的人吗？“忧虑将来”的岂不正是他们吗？……而这类先生听到人家称他们为浪漫主义者，还惊讶万状，装出不懂的样子！


　　“然而，总得找条生路。小市民并不是请求人去做工，而是以饿死的威胁命令人去做工
［注：读者请注意这一点。当民粹派说我们俄国是“小市民
 命令人去做工”时，那就是真理。而当马克思主义者说在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那瓦·沃·先生就要高叫，说马克思主义者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民主〈原文如此！！〉制度了”。］

 。不去吗，就会没有饭吃，就会在街头呼叫‘布施布施我这个退伍的上尉吧！’，否则就会活活饿死。于是工作开始了，吱吱声、轧轧声、叮当声不绝于耳，一片混乱嘈杂。工作紧急，刻不容缓。机器终于开动了。各种吱吱声、尖叫声似已减少，各种零件似乎还凑合可用，只听见一个笨重东西在隆隆作响。然而这却令人更加胆寒，平板愈来愈弯，螺栓在松动，眼前一切，转瞬即将灰飞湮灭。”



　　这一段话非常典型，因为它以鲜明、简练、美丽的形式表达了俄国民粹派的一套议论，这一套议论俄国民粹派喜欢给它披上科学的外衣。他们根据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压迫、死亡、失业等等这些不可辩驳和无庸置疑的事实，竭力证明资本主义是一种极其不好的东西，是一个“转瞬”即将灰飞湮灭的“笨重东西”。[参看瓦·沃·的著作、 卡布鲁柯夫
 的著作（《农业工人问题》）和尼古拉·—逊先生的 部分
 著作]我们从观察中而且是从多年的观察中看到，这个命令俄国人民去做工的力量在日益成长壮大，在向全欧夸耀它所创立的俄国的威力，只“听到”必须把希望寄托在“螺栓松动”上面的“喊声”，它当然表示很高兴。


　　“胆小的人吓得屏息静气。不顾一切的人说：‘那就更好’。资产阶级也说：‘那就更好’，‘我们要快些向国外订购新机器，快些准备好用国产材料做的机座、平板和其他粗笨部件，快些聘请高明技师’。同时，社会道德在这一时期败坏不堪。有些人开始爱好新的活动，不量力而行，有些人则日益落伍，悲观失望。”



　　可怜的俄国资产阶级！它是在“不量力地”极力攫取额外价值！它感到了自己的道德败坏！（请不要忘记上一页是把这全部道德概括为饱食终日和堕落的。）当然，这里毫无必要与它作斗争，更不用说什么阶级斗争了，只要好好地斥责一顿，它就不会再勉强自己了。
　　“这个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想到人民；可是，按资产阶级的惯例，又事事都是为了人民，替人民着想；同时，每一个社会活动家和每一种书刊都认为谈论如何造福人民是自己的天职……这种以自由主义取媚人民的倾向压倒了一切，取得了优势。在我们这个民主世纪
 ，不仅苏沃林先生公开承认自己爱人民，说‘我生平所爱的并至死不渝地爱着的就是人民，我自己就是来自民间的’（这什么也不能证明）；甚至连《莫斯科新闻》不知怎的也另眼看待人民了……不知怎的也关心——自然是按自己的方式关心——人民的福利事业了。现在，象业已停刊的《信息报》那样公开对人民不友好的报刊，连一个也找不到了。其实抱公开不友好的态度倒好些，因为这时敌人的原形毕露：可以看出他在哪方面是个笨蛋，在哪方面是个骗子。现在人人都是朋友，同时人人都是敌人，一切都乱糟糟地混在一起了。正如乌斯宾斯基所说，人民完全堕入使初涉旅途的人迷失方向的大雾中。从前他们看到社会上根本没有天理国法。现在别人却告诉他们说，他们已象地主一样自由，他们在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人们在抬举他们，扶持他们。其实，在这一切由一条结实的细线包缠起来的关怀之中，贯串着无尽的虚情假意。”



　　对的总是对的！
　　“当时，远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建立奖励富农而使真正的贫苦农民得不到贷款的信贷社。”



　　乍看起来，也许以为作者既然了解信贷的资产阶级性，一定会完全屏弃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措施了。然而，小资产者突出的和基本的特点，正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手段反对资产阶级性。因此，作者也象一切民粹派那样去 改正
 资产阶级的活动，要求扩大信贷范围，要求贷款给真正的贫苦农民！
　　“……人们不谈必须实行为土地重分制和村社（？）所妨碍的集约经营；人们不说人头税重，绝口不谈间接税，不谈所得税在实行中通常变成依然是向贫苦农民征税的事实；不说必须发放农贷，以便使农民能按高得出奇的价格向地主购买土地，如此等等……社会上也是这样，那里也有多得令人吃惊的人民的朋友……大概当铺掌柜和酒店老板很快也要讲爱人民了。”



　　对资产阶级性的抗议很出色，而得出的结论却很浅薄：资产阶级既在生活中也在社会上占着统治地位。看来应当毅然舍弃这个社会而去找资产阶级的对立者了。不，应当宣传给“真正的贫苦农民”发放贷款！


　　“情况如此混乱，谁的过错更大呢，是著作界还是社会？——这个问题很难断定，即使断定了也毫无益处。据说，鱼从头部腐烂起，但我认为这种纯粹厨师式的观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资产阶级社会在腐烂，——这就是作者的思想。值得着重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出发点正是这样。
　　“当我们向农村献媚，对她流连顾盼的时候，历史车轮却在滚滚前进，自发势力也在发生作用；说得简单明白些，各种各样的奸诈之徒在不断混进生活之中，并按自己的方式改造生活。只要著作界还在争论农村问题，争论农夫是否心地善良，争论农夫有无知识，只要政论家还在连篇累牍地谈论村社问题和土地占有形式问题，只要税务委员会还在继续讨论税制改革，农村是会永世沉沦的。”



　　原来如此！“当我们谈论的时候，历史车轮却在滚滚前进，自发势力也在发生作用！”朋友，假如是我说了这样的话，你们会叫喊成什么样子呵！[83]

当马克思主义者谈到“历史车轮和自发势力”并确切说明这些“自发势力”就是发展着的资产阶级的势力的时候，民粹派先生们宁肯绝口不谈这些“自发势力”日益增长的事实是否确凿无疑以及对这种事实的估计是否正确的问题，宁肯毫无根据地胡诌一通，说这是一些“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这些人只会说“历史车轮”和“自发势力”。

这位民粹主义者的上述自白和马克思主义者通常的论点的唯一区别——而且是极本质的区别——在于民粹主义者认为这些“自发势力”是“不断混进生活之中”的“奸诈之徒”；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自发势力不是偶然地或从外面什么地方“不断混进生活之中”的东西，而是体现为资产 阶级
 ，这个阶级是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和表现。这位民粹主义者只是在各种各样的信贷、赋税、土地占有形式、土地重分制、技术改良等等表面现象上兜圈子，不能看到资产阶级的根已深深扎在俄国的生产关系中，因而用幼稚的幻想来安慰自己，说这不过是一些“奸诈之徒”。自然，抱着 这样的
 观点，的确无从理解这跟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因为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清除“奸诈之徒”。马克思主义者曾多次着重指出这一斗争，民粹派先生们既看不见阶级而只看见“奸诈之徒”，自然只能瞠目结舌报以沉默了。

能够同一个阶级进行斗争的只有 另一个阶级
 ，同时一定是一个与自己的敌人已完全“分开”、完全对立的阶级，而对付“奸诈之徒”显然只要警察就够了，顶多再惊动惊动“社会”和“国家”。

不过我们很快就会看见，这些“奸诈之徒”被这位民粹主义者描写成什么样的人物，他们的根有多么深，他们的社会职能是怎样的无所不包。

其次，在上面摘引的关于“人民的消极朋友”那段话之后，作者紧接着又说：


　　“这比在政治上保持武装中立还要坏，其所以坏，是因为这总是给强者以积极的帮助。无论消极朋友在感情上多么真挚，无论他在生活舞台上怎样尽量保持不显眼的地位，他仍然会使朋友受到损害……”“……对于那些比较纯正和真心爱人民的人
［注：“消极朋友”的特征是什么，规定得太不明确了！要知道他们也是“纯正的”人，他们无疑也是“真心”“爱人民”的。从前面的对比中显然可以得出结论：必须把参加“相互对立的”两种社会力量
 之间的斗争的人，拿来同消极者作对比。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这种情况终究是讨厌得不能忍受的。他们听到这种絮絮不休令人厌烦的爱的表白，觉得可耻和厌恶。这种表白年年重复，天天重复，在衙门里，在上流人的沙龙里，在小饭馆喝香槟酒的时候一再重复，但永远也不见诸行动。正因为如此，他们终于对这一切杂拌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





　　这段描写从前的俄国民粹派对自由派的态度的文字，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在的民粹派的态度，几乎是完全适合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信贷、买地、技术改良、劳动组合、共耕制 
［注：尤沙柯夫先生语，1894年《俄国财富》第7期。］

 等等帮助“人民”的办法也已听得“不能忍受”了。他们也要求不愿意站在……“人民”一边而愿意站在被资产阶级命令去做工的人一边的那些人，“一概否定”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这一切杂拌。他们认为空谈为俄国选择道路，空谈“逼近的”资本主义的灾难和“人民工业的需要”，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伪善态度，因为现时在这种人民工业的一切部门中，资本都占统治地位，各种利益间的不明显的斗争在进行着，对这一斗争不应抹杀而应揭露，不应幻想“最好没有斗争” 
［注：这是克里文柯先生回答司徒卢威先生所说的“各社会阶级间的严酷斗争”时的用语（1894年《俄国财富》第10期）。］

 ，而应 发展
 这一斗争，使其具有持久性、继承性、一贯性，尤其重要的是思想性。
　　“正因为如此，终于出现了一定的公民信条，对正直性的一定的断然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狭隘的，因此，喜欢黑暗中的广阔天地而忘记黑暗的逻辑渊源的博爱的自由派，对它们就特别讨厌。”



　　绝妙的愿望！无疑正是需要“严格的”和“狭隘的”要求。但不幸的是民粹派的一切绝妙的志向始终都是一些“天真的愿望”。虽然他们意识到这些要求的必要性，虽然他们有极充裕的时间来实现这些要求，但他们至今还没有拟出这些要求，他们经常通过一系列的渐变而与俄国自由主义社会融合起来，并且至今仍旧与它融合在一起 
［注：某些天真的民粹主义者头脑简单到不了解他们是在写文章反对自己，甚至以此夸耀于人：



“我国知识界，特别是著作界，——瓦·沃·先生在反对司徒卢威先生时写道，——甚至最富有资产阶级性的流派的代表人物，都具有一种可以说是民粹主义的特色。”（1894年《星期周报》第47期第1506页）

正如在生活中小生产者总是通过一系列不知不觉的转变而与资产阶级融合起来一样，在著作界中民粹主义的天真愿望也常常变成饱食终日和吸人血汗的人们[84]的“自由主义身分证”。］ 。

因此，如果说现在马克思主义者 和
 他们 相反
 ，提出真是很“严格”很“狭隘的”要求，要求 专门只
 为一个阶级（即“与生活分开”的阶级）服务，为它的独立发展和独立思考服务，要求与“正直的”俄国资产者那种“公民的”“正直性”完全决裂，那就让他们埋怨自己吧。


　　“不管这些信条在分别来看时实际上是多么狭隘，但对总的要求至少是无法反对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成为真正的朋友，或者变成公开的敌人！’目前我们经历着一个异常重要的历史过程，即第三等级形成的过程。在我们眼前，代表人物正被挑选出来，准备管理生活的新的社会力量正在组织起来。”





　　还仅仅是“准备”吗？那么，现在是谁在“管理”呢？是哪一种别的“社会力量”呢？莫非是《信息报》[85]这一类机关报所代表的那种力量吗？不可能。我们不是在1894年，而是在1879年，在实行“感化专政”[86]的前夕，照该文作者的说法，是在“极端保守派到处被人鄙视”、“被人耻笑”的时代。

莫非是“人民”，是劳动者吗？作者的全篇文章作了否定的答复。

既然如此，怎么还说“准备管理”呢？！不对，这个力量老早就“准备好了”，老早就在“管理”了；正在“准备”的只有民粹派，他们“准备”为俄国选择更好的道路，的确是这样，大概他们还要继续准备下去，直到阶级矛盾的彻底发展把所有躲避矛盾的人都挤出和推出历史舞台为止。


　　“这一过程在欧洲开始得远比我国为早，它在许多国家内已告结束
［注：“已告结束”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已经看见了过程的尽头，“新的力量”已在聚积汇合吗？那它在我国也正趋于结束。或者是说那里已不再产生第三等级了吗？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那里还有小生产者，他们还在产生出极少数资产者和大批无产者。］

 ；在另一些国家中，这一过程则因封建主义残余和工人阶级反抗而受到阻碍，然而就在这里，历史车轮也在年复一年地把这些残余碾碎而为新的制度铺平道路。”



　　请看我国民粹派是何等不了解西欧的工人运动！原来工人运动在“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运动竟被当作“残余”而与封建主义相提并论！这清楚地证明，不仅就俄国说，而且就西欧说，我国民粹派都无法理解，同资本主义作斗争，怎么可以不“阻碍”它的发展，而是加速它的发展，不是拖它后退，而是推它前进，不是起反动作用，而是起进步作用。


　　“这一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在贵族和平民之间日益形成一个由两种元素组成的新社会阶层，一种元素从上面沉下来，一种元素从下面升上去，二者好象有——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同样比重似的；这两种元素紧密地在一起混合着、化合着，经受着深刻的内部变化，并开始改变上层和下层，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这一过程本身极有意思，而对我们来说，它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这里产生一连串的问题：第三等级的统治是否是每个民族文明化命定的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呢？……”



　　这是什么话？！“命定的必然性”从何而来，这里跟它有什么关系？作者自己不是描述过并在后面还更详细地描述了70年代第三等级在 我们
 神圣的俄罗斯的统治吗？作者所搬用的，显然是我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以掩盖自己的那些理论根据。

把这种臆想当作真事看待，不了解这些“理论”推断所维护的 利益
 ，正是刚才给予正确评价的那一社会的利益，即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怎能不是带有幻想色彩的肤浅看法呢？

只有浪漫主义者才会认为可以用三段论法和这种利益作斗争。


　　“……不进行那些过分小心的庸人处处都觉得是冒险的活动，不听信那些把历史只是看作命定的顺序、因而认为第三等级的统治对一个国家就如生老病死对一个人一样的不可避免的宿命论者的话，国家就不能由一个阶段直接进到另一个阶段吗？……”



　　请看民粹派对我国现实的了解是多么深刻呵！如果国家促进资本主义发展，那这决不是因为资产阶级掌握着一种物质力量，能“驱使”人民“做工”，使政治服从自己。决不是这样。问题完全在于维尔纳茨基辈、契切林辈、门得列耶夫辈教授们信奉错误的“命定”顺序论，而国家却“听信”他们的话。
　　“……最后，难道不能减轻一下即将来到的制度的弊病，设法使它有所改变或缩短它的统治时间吗？难道国家真是一种呆板的、身不由己的、软弱无力的东西而不能影响和改变自己的命运吗？难道它真是一种天帝放出的陀螺，只按一定的路线转动，只转一定的时间，转一定的转数，或者是一种意志力非常有限的机体吗？难道操纵它的真是一个巨大的铁轮，任何敢于探寻使人类走向幸福的最简捷的途径的勇士都要被它压成齑粉吗？！”



　　这一段话非常典型，它特别清楚地表明俄国民粹派过去和现在代表直接生产者的利益时所具有的 反动性
 和 小资产阶级性
 。小生产者虽然敌视资本主义，但他们是与资产阶级紧相结合的过渡阶级，因此，他们不能理解，他们所厌恶的大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在相互对立的社会力量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整个现代经济（以及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直接产物。只有不懂这一点的人才能做出向“国家”求援这样荒谬绝伦的事情，好象政治制度不是根源于经济制度，不是它的表现，不是为它服务的。小生产者看到国家对待 他的
 利益的确非常呆板，不禁失望地问道：难道国家是一个呆板的东西吗？

我们可以回答他说：不，国家绝不是一个呆板的东西，它永远在活动，并且活动得很起劲，它永远积极，从不消极。作者自己在前一页中也描述过这种积极的活动、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它的自然结果。糟糕的只是他不愿看见它的这种性质与俄国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之间的联系，所以他的看法也就十分肤浅。

小资产者看到“车轮”的旋转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便问道：难道国家是一个陀螺，是一个铁轮吗？

我们可以回答他说：不，这不是陀螺，不是车轮，不是天命的规律，不是天帝的旨意；它是由“活的个人”，即属于优势社会力量方面的那些“活的个人”，“突破重重障碍” 
［注：这是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见司徒卢威先生的书第8页：“具有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冒着风险成为历史活动家。是他，而不是什么神秘力量，提出历史的目标，并且突破自然界和历史条件的自发力量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动事变向目标前进。”］

 （诸如直接生产者或旧贵族阶层代表的反抗）来推动的。因此，要使车轮朝另一方向转动，在反对“活的个人”（即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阶层而直接代表切身经济利益的社会分子）时必须依靠“活的个人”，在反对阶级时必须依靠阶级。要做到这一点，单有探寻“捷径”的善良天真的愿望是很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各个阶级间重新配置社会力量”，需要成为这样一个思想家，他不是代表置身于斗争之外的直接生产者，而是代表那些投身于火热的斗争并完全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分开”的人们。这是 唯一的
 因而也是最简捷的“使人类走向幸福的途径”，通过这一途径不仅能减轻现存社会的弊病，不仅能靠加速这个社会的发展来缩短其寿命，而且能最后消灭它，使“车轮”（已不是国家力量的“车轮”，而是社会力量的“车轮”）完全朝另一方向转动。


　　“……我们注意的仅仅是第三等级的组成过程，甚至仅仅是来自民间而晋身第三等级的人。这些人很重要，他们执行着异常重要的社会职能，资产阶级制度的强度直接以他们为转移。任何一个国家只要确立了这种制度就离不了他们。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种人，或者这种人人数不足，那就必须设法从人民中造就他们，必须在人民生活中创造条件以促进他们的形成和分出，最后，必须保护他们，帮助他们成长，直到他们壮大为止。这里我们遇到最有毅力的、能利用一切情况和时机为自己谋利益的人对历史命运的直接干涉。这些情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工业进步（以工场手工业生产代替手工业生产，以工厂生产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以更合理的耕作制代替旧的耕作制）的必然性，有一定人口密度和一定国际交往的国家没有工业进步确实是不行的；一种是经济因素和思想发展所造成的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分歧。机敏的人通常把国家生活中的这些绝对必需的变化，与自己、与一定的制度联系起来，但毫无疑义，这些人会被别人代替，而且随时都会被别人代替，只要别人比他们现在更聪明，更有毅力。”



　　总之，作者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执行着“重要的社会职能”，这些职能一般说来就是支配国民劳动，领导它并提高它的生产率。作者不能不看到经济“进步”确实是和这些分子“联系着”的，就是说，我国资产阶级确实带来了经济进步，确切些说，带来了技术进步。但是，这里也表现了小生产者的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区别。民粹主义者用“机敏的人”“能利用一切情况和时机为自己谋利益”来解释这一 事实
 （资产阶级和进步之间的联系），换句话说，他认为这种现象是偶然的，因而以天真的胆量断言：“毫无疑义，这些人随时〈！〉都会被别人代替”，因为别人也会带来进步，不过不是资产阶级的进步罢了。

马克思主义者则用人们在物质财富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来解释这一事实，指出这种关系在商品经济中形成，它使劳动成为商品，使劳动从属于资本并提高劳动的生产率。他认为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我国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结构的必然产物。因此，他认为出路不在于胡说什么代替资产者的人们“无疑地能”做出什么来（要知道，首先需要的还是“代替”，但要做到这一点，只是空谈或向社会和国家呼吁是不够的），而在于发展该经济制度中的阶级矛盾。

谁都明白，这两种解释是完全相反的，从中产生出来的两种行动方式是互相排斥的。民粹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是偶然现象，看不见它和国家的联系，因而带着“老实农夫”的轻信态度，向那些正好是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人求援。民粹主义者的活动是一种温和谨慎、官场自由主义的活动，一种与慈善事业毫无二致的活动，因为它没有真正触犯“利益”，对“利益”毫不可怕。马克思主义者则屏弃这种杂伴，认为除了“各经济阶级间的严酷斗争”外，不能有别的“未来的寄托”。

同样很明显，既然这种行动方式上的不同，是直接地和必然地由于对我国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这个事实 解释
 的不同而产生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 理论争辩
 时，只限于证明这个资产阶级（在目前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下）产生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司徒卢威先生那本书正是这样做的）；既然民粹主义者避而不谈这种解释方法的不同，而一味谈论黑格尔主义和“对个人的残忍” 
［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语，1894年《俄国财富》第10期。］

 ，那么，这只是清楚地表明他软弱无能而已。


　　“在西欧，第三等级的历史是异常悠久的……不管宿命论者的学说怎样，我们当然不会把这历史全部重演；我国第三等级的开明代表也当然不会全部套用以往用过的那些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一定会因时因地从中选择最合适最适当的手段。他们为了剥夺农民土地和造成工厂无产阶级，当然不会采用粗暴的武力或同样粗暴的清洗领地的手段……”



　　“不会采用……”？！！只有抱着自我陶醉的乐观主义的理论家才会故意忘却过去和现在业已表明“就是如此”的那些 事实
 ，才会想入非非，希望将来会“不是如此”。这当然是欺人之谈。
　　“……而会去消灭村社土地占有制，去造成农场主这一人数不多的富裕农民阶级
［注：即使不消灭村社，那也能顺利实现，因为根据地方自治局统计的证明，村社丝毫不消除农民的分裂。］

 ，总之是会采用那些使经济上的弱者自行灭亡的手段。他们今天不会成立行会，但将建立信贷社、原料供应社、消费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社说是要为全体谋幸福，实则只会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他们不会为组织财产继承法院而操心，但将为制定鼓励勤劳、戒酒、上学的法令而奔命，在这些方面活跃的只有年轻的资产阶级，因为群众仍将照旧酗酒，愚昧无知，并为他人劳动。”



　　请看，这里对这些信贷社、原料供应社和其他各种的社，对这些促进勤劳、戒酒、上学的措施，对我国今天的自由主义民粹派书刊（包括《俄国财富》在内）所如此关心的这一切，作了多么出色的描写。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把上面所说的话强调一番，只能完全同意：的确 这一切不外是代表第三等级的东西
 ，因而，关心这一切的人不外是 小资产者
 。上面那段引文给了现代民粹派一个应有的回答，因为现代民粹派看到马克思主义者鄙视这类措施，于是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者想当“旁观者”，想袖手不管。是的，对于资产阶级的活动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永远不会插手，永远会采取“旁观者”的态度。


　　“这个阶级（即来自民间的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大军的前哨、散兵线和先锋队，可惜它的作用很少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注意。其实它的作用，我们再说一遍，是非常重要的。村社被破坏，农民被剥夺土地，造成这种情况的，决不只是贵族和骑士，而且还有自己的兄弟，即也是来自民间的人，他们有行动机灵和阿谀逢迎的本领，深蒙贵族惠爱，以浑水摸鱼或明火抢劫的方式掠得了若干资本，上层等级和立法机关都伸手援助他们。他们被称为人民中最勤劳、最能干、最清醒的分子……”



　　这种观察从事实方面看是很正确的。的确，剥夺土地的主要是“自己的兄弟”，即小资产者。但民粹主义者对这一事实的理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他们不区别两个对抗的阶级，即封建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旧贵族”制度和“新小市民”制度的代表，不区别两种不同的经济组织制度，看不见后一阶级同前一阶级相比具有进步作用。第二，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发展是靠抢劫、机灵、阿谀等等，其实，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小经济必然把最清醒、最勤劳的业主变为小资产者，因为他们有“储金”，这些“储金”借助周围的关系逐渐变成 资本
 。请看看我国民粹派作家在描述手工业和农民经济时对这一点是怎样说的吧。
　　“……这甚至不是散兵线和先锋队，而是资产阶级的主力军，是编成队伍的作战士兵，指挥他们的，是校官、尉官、各部队长官以及由政论家、演说家和学者
［注：应该加上行政官、官僚。否则，“总参谋部”的成员就列举得不完全，而这种缺陷是不应有的，特别是从俄国情况来说是不应有的。］

 组成的总参谋部。没有这支军队，资产阶级就不能有所作为。难道为数不足三万的英国大地主，没有农场主的帮助而能管得住几千万的饥民吗？！农场主，从政治意义上说是名副其实的战士，从经济意义上说是实行剥夺的细胞……在工厂中，起农场主作用的是领班和帮工，他们得到很高的薪金，这不仅因为他们的技术较为高超，而且为的是要他们监督工人，要他们最后下工，要他们不让工人提出增加工资或减少工时的要求，要使厂主能指着他们说：‘看，我们对好好干活并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人，付给多么优厚的报酬’；在工厂中起同样作用的，还有与厂主和厂方关系最密切的小店主、办事员、各种各样的监工以及诸如此类血管中还流着工人的血而灵魂已整个为资本所盘踞的小吸血虫。〈完全正确！——克·土·〉当然，我们在英国看到的，在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中也可以看到。〈完全正确！在俄国也一样可以看到。——克·土·〉在某种场合下，在局部方面可能有所不同，但就是这些方面多半也是一样的。法国资产阶级在上个世纪末叶战胜了贵族，或者不如说是利用了人民的胜利，从人民中挑出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帮助掠夺而且自己也掠夺人民，把人民交给冒险分子支配……当著作界向法国人民高唱颂歌的时候，当他们赞美人民伟大、宽宏和热爱自由的时候，当这些崇敬人民的袅袅香烟弥漫于法国全境的时候，资产阶级这只猫却在一旁吃小鸡，而且把它几乎吃完了，给人民只剩下些骨头。大受赞美的民有土地实际上少得微不足道，甚至往往不足以缴纳捐税……”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话。第一，我们很想问问这位民粹主义者：在我国是谁“利用了对农奴制”、对“旧贵族阶层的胜利”呢？大概不是资产阶级。当我国“著作界高唱颂歌”（即作者刚才说的颂歌）赞美人民，赞美对人民的爱，赞美人民的宽宏，赞美村社的特点和好处，赞美村社内“各社会阶层的相互迁就和同心协力的活动”，赞美整个俄国是一个大劳动组合而村社是“农民的思想和行动所环绕的中心”等等，等等，等等（自由主义民粹派书刊至今还在——虽然是用悲调——歌颂这一切）的时候，我国“人民”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农民的土地果真没有被剥夺吗？资产阶级这只猫没有吃小鸡，没有把它几乎吃完吗？“大受赞美的民有土地”“实际上”不是“微不足道”，其所缴纳的税款没有超过收入吗？ 
［注：不仅象法国那样是“往往”如此，而且已成通例，不仅超过百分之几十，甚至超过百分之几百。］

 没有，只有“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才会这样断定，认为这是事实，拿这一事实作为出发点来判断我国的事情，来开展自己的活动，而这种活动的目的并不是“为祖国”探寻“另外的道路”，而是在目前这条已经完全确定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努力奋斗。

第二，把作者的 方法
 与马克思主义者的 方法
 比较一下是有意思的。用具体的论断比用抽象的设想可以更为清楚地阐明二者的区别。为什么作者要说法国“资产阶级”在上个世纪末叶战胜了贵族呢？为什么把多半是而且几乎纯粹是知识分子的活动叫作资产阶级的活动呢？其次，当时出台活动的，即剥夺农民土地、横征暴敛的，难道不就是政府吗？最后，当时象俄国自由派与民粹派过去和现在那样谈论热爱人民、人人平等、大家幸福的，难道不就是这些活动家吗？既然如此，能不能把这一切都归到“资产阶级”身上呢？把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都归结为赚钱，这种看法是否太“狭隘”呢？请看，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我国农民改革（他们认为改革的差别只是在“局部方面”），就整个改革后的俄国发表了同样的意见时，人们向他们提出的一大堆问题也就是这些问题。再说一遍，我这里说的不是我们的观点实际正确不正确，而是这位民粹主义者在这里所用的 方法
 。他是拿 结果
 （“实际上”民有土地微不足道，猫“吃”小鸡，并且“吃完了”小鸡），而且纯粹是经济的结果作为衡量 标准
 的。

试问，为什么作者只把这种 方法
 运用于法国，而不愿将它运用于俄国呢？须知方法在任何地方都应该是一样的。既然在法国您追寻 政府
 和 知识分子
 的活动所代表的 利益
 ，为什么在神圣的俄罗斯您 不追寻
 它们呢？既然 在那里
 您的标准是民有土地“ 实际上
 ”如何如何，为什么 在这里
 您的标准却是民有土地“可能”会如何如何呢？既然在那里，当有人明明看到“吃小鸡”的事实而还赞美人民及其宽宏大量的时候，您能公正地表示反感，为什么 在这里
 ，当有人明明看见连您也承认确属无疑的“吃小鸡”的事实，而还说“各社会阶层的相互迁就”、“人民的合群精神”、“ 人民工业的需要
 ”等等的时候，您却不能象对资产阶级哲学家那样，对他们表示厌弃呢？

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您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因为您的思想，也就是一般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不是甲某、乙某、丙某的思想，是小生产者的利益和观点的反映的结果，而决不是“纯粹” 
［注：瓦·沃·先生语，见《我们的方针》以及1894年《星期周报》第47—49期。］

 思想的结果。


　　“但在这方面对我们特别有教益的还是德国，它也和我国一样较晚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因而它不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而当然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运用了别国的经验。”作者转述瓦西里契柯夫的话说：德国农民成分复杂，农民按权利、财产和份地面积分成不同的类别。整个过程使得“农民贵族”即“非贵族出身的小地产所有者等级”形成起来，使群众由“业主变为小工”。“最后，1849年颁布的半贵族、半小市民的宪法，把选举权只给了贵族和有产的小市民，这样就大功告成，而且切断了改善工人生活的一切合法道路。”



　　独特的见解。宪法“ 切断了
 ”合法道路？！这还是俄国民粹派好心的旧理论的反映，按照这一理论“知识分子”应牺牲“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只为知识分子服务而把人民交给“有产的小市民”去支配。我们不准备反驳这一荒谬反动的理论，因为现代民粹派，特别是直接反对我们的《俄国财富》的政论家先生们已经放弃了这一理论。但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些民粹主义者放弃这种思想，向前迈进一步，公开承认俄国 目前所走的
 道路，不再空谈另外的道路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最终地肯定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因为对阶级斗争一窍不通而坚持实行小市民式的微小改良，必然使他们投靠自由派，而反对那些站在“对立者”方面、认为对立者是这里所说的幸福的唯一创造者的人们。
　　“德国当时有许多人都在为解放纵情狂欢，10年、20年、30年以至更长时间地纵情狂欢，他们认为对改革的任何怀疑和不满都有利于反动势力而予以诅咒。他们当中老实的人认为人民好象是脱缰之马，仍然可以关进马厩，重新负起邮政运输的任务（这决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做到的）。但这里也有一些骗子，他们对人民阿谀奉承，而在暗地里进行相反的活动，他们对痴心热爱人民的呆子表示亲近，为的是这些人可以欺骗和利用。哎哟，这些痴心的呆子呵！一旦内争兴起，他们决不是每个人都有准备的，决不是每个人都能应付的。”



　　这几句话讲得很妙，很好地概括了俄国旧民粹主义的优良传统，我们可以借用它们来说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俄国 现代
 民粹主义的态度。在这样借用的时候，并不需要作多大的修改，因为两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都是 一类
 的，反映这一过程的社会政治思想也是 一类
 的。统治着和支配着我国“先进”著作界的一些人，也是大谈“我国农民改革与西欧的改革根本不同”、“人民〈原文如此！〉生产已被批准”、伟大的“分地”（这是赎买呀！！）等等，因此，等待着长官恩赐所谓“劳动社会化”的奇迹，“10年、20年、30年以至更长时间地”等待着，而我们刚才说过的那只猫却吃着小鸡，它同时带着腹饱心安的兽性的温存望着那些“痴心的呆子”，听他们谈论必须为祖国选择另外的道路，谈论“逼近的”资本主义的害处，谈论以信贷、劳动组合、共耕制和诸如此类天真的缀补办法来帮助人民。“哎哟，这些痴心的呆子呵！”


　　“我们，主要是我国农民，现时也经历着这种第三等级的形成过程。俄国在这方面落后于整个欧洲，甚至落后于贵族女校的同学，确切些说，落后于女校毕业的实习生——德国。在欧洲各处，城市是繁殖第三等级的主要温床和酵母。在我国则相反”，城市居民少得不可比拟……“其所以不同，主要原因是我国人民土地占有制使居民固守在农村中。在欧洲，城市人口的增长是与剥夺人民的土地和工厂工业的发展紧密联系着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业的发展需要廉价的劳动和充分的劳动供应。当欧洲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到城市谋生的时候，我国农民只要还有力量就固守着土地。人民土地占有制是农民阵地上的主要战略据点和主要制高点，小市民的首领们深知它的重要意义，所以才使出全副本领和全部力量来对付它。因此，也就产生了对村社的种种攻击，也就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使耕作者与土地脱离关系的方案，以便合理经营农业，繁荣工业，争取民族的进步和光荣！”



　　这里已清楚地反映出民粹主义理论的肤浅：它因幻想“另外的道路”而对现实作了不正确的估计，把农民土地 占有
 形式（不管是村社占有还是个体农户占有）这种不起根本作用的法律制度看作“主要的据点”，认为我国小农经济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好象它按其政治经济组织类型来说，不是与西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经济完全相同的一般的小生产者的经济，而是某种“人民的”（！？）土地占有制。按照我国自由主义民粹派书刊的习惯用语，所谓“人民的”就是说没有对劳动者的剥削，这样，作者在自己的评述中就抹杀了在我国农民经济中也象在“村社”之外一样存在着占有额外价值、为他人劳动这种确切无疑的事实，从而为温情的和甜蜜的欺人之谈大开方便之门。
　　“我国现在的村社，土地少，赋税负担重，村社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保障。农民的土地本来不多，现在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地力的衰减而显得更少了；赋税的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加重；手工业寥寥无几；在本地找外水的机会更少；农村中的生活如此困苦，以至整乡整乡的农民不得不抛下妻室儿女，远出谋生。这样，许多县份都荒凉起来……在这些艰难的生活条件的影响下，一方面，从农民中分出一个特殊的阶级，即年轻的资产阶级，他们力图从别人手中独力购买土地，力图从事其他的营生，如经商，放高利贷，组织由自己领导的工人劳动组合，接受各种包工合同和进行诸如此类的勾当。”



　　这一段话值得很详细地加以研究。这里我们看到：第一，肯定了某些事实，这些事实简言之就是农民纷纷逃亡；第二，对这些事实作了评价（否定的）；第三，对这些事实作了解释，而直接由这种解释产生的整套纲领虽然这里没有陈述，但大家都非常清楚（增加土地，减轻赋税，“振兴”和“发展”手工业）。

必须强调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来， 一二两点
 是完全正确和绝对正确的（不过，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两点表达得极其不能令人满意）。 第三点
 则毫无可取之处 
［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与民粹派论战时，总是注重解释、理解，注重客观方面。］

 。

现在来解释一下。第一点是正确的。事实的确如此：我国的村社并不是一种保障，农民是在抛弃家乡，离开土地——这里应该说农民被剥夺，因为他们（根据私有权）原来握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按一项专门的法律规定，由村社 赎买
 的土地也交给农民各自经营），而现在却失去这些生产资料了。的确，手工业“日益衰落”， 就是说
 ，农民在这方面也被剥夺，失去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抛弃家庭织布业去当修铁路的工人，当泥水匠，当小工等等。农民失去的生产资料落入一小撮人手中，成为剥削劳动力的泉源—— 资本
 。因此，作者说得对，这些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成了“资产阶级”，即成了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下支配“人民”劳动的阶级。作者对这一切事实都正确地肯定了，并对它们的剥削意义作了正确的估计。

当然，从上面的叙述中读者已经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事实的 解释
 是完全不同的。民粹主义者认为这些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土地少”、赋税负担重、“外水”减少，就是说，是由于 政策方面
 ——土地政策、赋税政策、工业政策方面的特点，而不是由于必然产生 这种
 政策的 社会生产组织
 方面的特点。

这位民粹主义者说：土地少，而且愈来愈少。（我甚至不必拿该文作者的话作根据，而拿民粹主义学说的一般原理作根据也可以。）这句话十分正确，但您为什么只说土地少，而不添上一句，说 卖得少
 呢？我国农民向地主 赎买
 自己的份地，这是您知道的。为什么您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 少
 上，而不放在 卖
 上呢？

单是这种出卖和赎买的事实，就已说明用钱来买生产资料的原则是占统治地位的，在这种原则下，劳动者反正要失去生产资料，不管生产资料是卖得多还是卖得少。您抹杀这一事实，就等于抹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这种出卖。您抹杀这一事实，您就是拥护这个资产阶级社会，您不过是变成一个议论土地卖得多还是卖得少的政客。您看不见：单是赎买这一事实就已证明，以自己的利益推动社会实现了“伟大的”改革并亲自进行了这种改革的人，他们的“灵魂已整个为 资本
 所盘据”；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社会”既然依靠着改革后建立起来的制度，主张以各种方法改善这种制度，也就只看见“资本主义的月亮”的光华了。正因为如此，这位民粹主义者才怀着这样的仇恨反对那些坚决站在完全不同立场上的人们。他大叫起来，说他们不关心人民，说他们想剥夺农民的土地！！

他，这位民粹主义者，是关心人民的，他不想剥夺农民的土地，他希望农民有（ 卖给
 农民）更多的土地。他是一个诚实的小店主。固然，他没有提到土地不是白送而是出卖的，但难道在店铺中还用说买东西要付钱吗？这种道理是谁也知道的。

很明显，他是仇恨马克思主义者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说：只能依靠已与这个小店主社会“分开”的、已同这个社会“隔离”（如果可以使用米海洛夫斯基和尤沙柯夫先生之流的这些典型小资产阶级用语的话）的人们 
［注：民粹派先生们除对赎买的资本主义性质只字不提和毫不了解外，还小心地避开这一事实：一方面，农民“土地少”，另方面，最好的土地都在“旧贵族”阶层的代表手里。］

 。

我们继续看下去吧。“手工业寥寥无几”，——这就是这位民粹主义者对手工业的看法。而这种手工业是怎样组织的，他又是只字不提。一切手工业，不论是“日益衰落”或“日益发展”的，都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都是使劳动者完全受包买主、商人等等的资本奴役的，对这一切，这位民粹主义者泰然地置之不理，他只忙于提出进步办法、技术改良、劳动组合等等小市民要求，似乎这类措施多少能触动资本统治一切的 事实
 。无论在农业或加工工业方面他都拥护现有的组织，不攻击这种组织本身，而只攻击它的种种缺陷。至于说到赋税，那么在这方面，这位民粹主义者已自己驳斥了自己，突出地表现了民粹主义的基本特点——善于妥协。在前面他自己断言，只要占有额外价值的制度存在，任何捐税（甚至所得税）都是由工人负担，但同时他又不拒绝和自由派社会谈论税额的高低，并本着“公民的正直精神”向税务司提出适当的建议。

总而言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原因不在于政策，不在于国家，也不在于“社会”，而在于俄国目前的经济组织制度；问题不在于“机敏的人”或“奸诈之徒”浑水摸鱼，而在于“人民”是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阶级：“社会上一切起作用的力量形成两种势均力敌、相互对立的力量”。


　　“那些从利益上关心确立资产阶级制度的人，看见自己的计划破产
［注：这么说来，消灭村社计划的破产就等于战胜了“确立资产阶级制度”的人的利益！！


这位民粹主义者用“村社”编出一套小市民的空想，陷进想入非非而忽视现实的境地，竟认为反对村社的计划就是要完全确立资产阶级制度，实际上这不过是在业已完全“确立”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所施展的政客手腕而已。



在他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最有力的论据，就是他以洋洋得意的神情提出的一个问题：不，您说说看，您想不想消灭村社？想还是不想？在他看来，这就是全部问题，全部“确立”。他根本不想了解，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来，“确立”是早已实现和无可挽回的事实，无论消灭村社或巩固村社都不能触动它，因为现在资本既统治着村社的农村，也同样统治着个体农户的农村。



这位民粹主义者极力把更彻底的反对“确立”说成是为确立而辩护。快要淹死的人连一根稻草也想抓住。］ 并不干休：他们时时刻刻向农民唠叨说，一切要怪村社、连环保、土地重分制和纵容懒汉和酒鬼的村社制度；他们为富足的农民举办信贷社，为占有整片土地的人筹集小额农贷；他们在城市中开办技术学校、技工学校和其他各种学校，上这些学校的依然只是有钱人家的子弟，而大批儿童仍无处求学；他们用展览会、奖金和配种站出租的纯种公畜等等帮助富裕农民改良牲畜品种。这一切微小的努力聚积成一个可观的力量，对农村起着瓦解的影响，使农民日益分裂为两部分。”






　　对“微小的努力”描写得很好。作者认为这一切微小努力（即《俄国财富》和我国全部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目前那么热心拥护的微小努力）意味着、反映着、实现着“新小市民”阶层、资本主义制度，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这个事实恰好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努力持否定态度的原因。而这些“努力”无疑是小生产者的切身愿望，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一事实证明了他们的一个基本原理的正确性：不可把农民看作劳动思想的代表，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下是小资产者，所以他们拥护这个制度，在自己生活（和自己思想）的若干方面接近于资产阶级。

我们也不妨用这段话来强调下面一点。马克思主义者对“微小的努力”的否定态度特别引起民粹派先生们的非难。我们只要向他们提起他们的前辈，就可表明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民粹派对这一点是有另外看法的：那时，他们并不这样乐意地和热心地进行妥协[虽然正如该文所证明的，终于还是妥协了]；那时，我不说他们懂得，但他们至少已感觉到这一切努力的资产阶级性；那时，只有最幼稚的自由主义者才谴责对微小的努力的否定是“对人民表示悲观”。

民粹派先生们与这些代表“社会”的自由主义者的愉快交往，看来已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不能满足于资产阶级进步的“微小的努力”，决不等于完全否定局部的改良。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否定这些措施的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好处，这就是它们能使劳动者的生活得到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改善，会加速高利贷、盘剥等等特别落后的资本形式的死亡，使它们更快地转化为更现代化的和人道的欧洲资本主义形式。因此，如果有人问马克思主义者应不应该采纳这种措施，那他们当然会回答说应该，但同时也会说明自己对这种措施所要改善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态度，也会说明自己所以同意，是因为希望加速这个制度的发展，从而加速其末日的到来。 
［注：这不仅指开办“技术学校和其他学校”，改进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技术，而且指“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发放“贷款”等等。］




　　“我国农民和德国农民一样，按权利和财产分为不同的类别（国家农民、皇族农民[87]、前地主农民——其中又分为得到全份份地的农民、得到半份份地的农民和得到四分之一份地的农民——和家奴）；村社生活方式不是我国普遍的生活方式；在西南边疆区，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占有土地的情形，也就是说，看到有畜力的、无马的
［注：见本卷第30页。——编者注］

 、种菜蔬的、当雇农的和当世袭租地户的农民，其中一部分人有地100俄亩以上，而另一部分人则没有一寸土地；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的土地制度与德国的土地制度完全相同，如此等等。如果我们注意到了这些情况，那就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在我国也是有基础的。”



　　这里不能不指出作者因耽于幻想而夸大了村社的作用。犯了民粹派的老毛病。照作者说来，似乎“村社生活方式”与资产阶级不相容，与农民的分化不相容！这根本不符合事实！谁都知道，村社农民也按权利和份地分为不同的类别；在任何一个最村社化的村庄里，农民也“按权利”分为无土地的农民、有份地的农民、以前当家奴的农民、以特种纳费赎买了份地的农民、注册农民[88]等等；也“按财产”分为出租份地的农民、因欠缴税款、因不从事耕种以至荒废土地而份地被剥夺的农民、承租他人份地的农民、有“永久”地或有几亩“买上几年的”土地的农民、无住房的农民、无牲畜的农民、无马的农民和多马的农民。谁都知道，在每一个最村社化的村庄里，正是在这种经济分化和商品经济的基础上，蓬勃地发展着高利贷资本和各种形式的盘剥。而民粹派还在侈谈什么“村社生活方式”这种令人厌烦的神话呢！


　　“我国年轻资产阶级的增长，的确不是以日计，而是以时计，它不仅在各犹太边疆地区增长着，而且在俄国腹地增长着。要用数字来表示它的人数，目前还很困难，但只要注意到土地占有者人数不断增长，商业执照数量日益增加，乡村中控告寄生虫和盘剥者的案件愈来愈多等等迹象
［注：这里还应加上：依靠农民银行购买土地，“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改良技术和耕作法，采用改良农具，种植牧草等），小额信贷的发展，为手工业者组织销售等等。］

 ，就可想见资产阶级的人数已经相当可观了。”



　　完全正确！正是这个事实，这个在1879年说来是正确的，在1895年说来更是不容置辩的大大向前发展了的事实，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现实的看法的基石之一。我们对这个事实同样抱着否定的态度；我们双方都同意这个事实所反映的现象与直接生产者的利益相抵触，但我们对这些事实的 理解
 各不相同。这种不同理解的理论方面，我在前面已经说明过了，现在我要谈谈它的实际方面。

这位民粹主义者说，我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村资产阶级 还
 很软弱，还只是刚刚诞生。因此， 还
 可以和它作斗争。资产阶级潮流还不很强大，因此， 还
 可以扭转，时间还不算晚。

只有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家（在实践中变成怯懦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者）才能作出这样的论断。说什么农村资产阶级“软弱”是因为它的强有力的分子、它的上层分子已涌进城市，说什么把守农村的仅仅是“小兵”，而坐镇城市的已是“总参谋部”，——我不准备谈民粹派所有这些显然歪曲事实的谬论。这个论断中还有一个错误，也使这个论断成了形而上学的论断。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农村小资产者（富裕农民、商人、盘剥者、寄生虫等）和“劳动”（自然是“为他人”劳动）农民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存在的，这位民粹主义者也不能否认它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他说这种关系是薄弱的，因此 还
 能加以纠正。

以原物回敬原主，我们要对这位民粹主义者说，创造历史的是“活的个人”。纠正和改变社会关系当然是可能的，但只能由 这种要被纠正或要被改变的社会关系的成员本身
 来进行。这种道理一目了然，朗若晴天。试问，“劳动”农民能不能改变这种关系呢？这种关系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商品生产制度下有两种小生产者在进行经营，商品经济把他们分为“两部分”，使一部分获得 资本
 ，迫使另一部分“为他人”做工。

既然我们的劳动农民一只脚还站在正是应予改变的那个基础上，他们怎么能改变这种关系呢？既然他们自己单干，冒着风险经营，为市场经营；既然这些生活条件使他们具有单独为市场而生产的人所特有的“思想和感情”；既然他们为自己经济的物质条件、规模和性质所分散，因此，他们与资本的对立还远不发展，他们还不能理解这正是 资本
 ，而不仅是“奸诈之徒”和机敏的人，——既然如此，他们怎么能了解单干和商品经济的不好呢？

应当面向 这种
 （请注意）社会关系已发展 到顶点
 、作为这种社会关系成员的直接生产者已与资产阶级制度完全“分开”和“隔离”的地方，即对立已经充分发展，显然已经不能凭幻想折中地提出问题的地方，这难道还不明显吗？等到居于这种先进地位的直接生产者不但 在事实上
 而且 在自己的意识上
 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分开”的时候，陷于落后和恶劣地位的劳动农民就将看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就会靠近与自己一样“为他人”做工的同伴。


　　“我们有些人谈到农民购买土地的事实，并说明农民购买土地有的是作为个人财产，有的是作为村社财产，但几乎从不补充说，个人购买的是通例，而村社购买则是罕见的微不足道的例外。”



　　接着作者引了一些资料，证明1861年私人土地占有者达103158人，而根据60年代的资料已为313529人，并说这是因为在第二种资料中，已列入了小私有农民，而在农奴制时代没有将小私有农民计算在内。作者接着说：
　　“这就是我国与小地产贵族紧相靠拢紧相结合的年轻农村资产阶级。”



　　我们回答说：对，完全对，特别是说它“靠拢”和“结合”！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把那些认为“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有重大意义（从直接生产者的利益方面说）的人，都列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包括该文作者在内，因为他在第152页上也是这么说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认为凡是把个人购买和村社购买问题当作一个同资产阶级制度的“确立”至少有点关系的问题来研究的人，都不过是一些政客。我们认为这两种购买都是资产阶级性的，因为不论在哪种场合下，购买终究是购买，货币终究是货币，就是说，终究是只会落入小资产者手里的商品 
［注：显然，这里指的不是专门用来换取生活必需品的货币，而是能够积善起来购买生产资料的闲置
 的货币。］

 ，不管这些小资产者是村社“为了各社会阶层的相互迁就和同心协力的活动”而把他们组织起来的，还是因各自占有一片土地而彼此分开的。


　　“不过它（年轻的农村资产阶级）还远不是全部。‘寄生虫’在俄国当然不是一个新名词，但它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含义，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压迫过同村人。过去的寄生虫与现在的相比，简直是宗法社会的人，这种人向来服从村社，而有时简直是懒汉，特别是不去追逐钱财。现在，寄生虫一词有了另外的含义，在多数省份，它已成了总括性的概念，用得比较少，而常为别的词所代替，如富农、寄食者、商人、酒店老板、猫皮商、承包人、当铺掌柜等等。这里从一个词分出了几个词，其中一部分也不是新的，而另一部分则是全新的，甚至是农民生活中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这首先表明对人民的剥削有了分工，其次表明掠夺已经大大扩展和专门化。几乎每村每乡都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剥削者。”



　　毫无疑义，对掠夺的扩展这个事实的观察是正确的。没有道理的只是作者和所有的民粹主义者一样，不顾这一切事实，不顾了解这种系统的、普遍的、合乎常态（甚至还有分工）的盘剥行为，是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表现，是原始形态的资本的统治，这种资本一方面经常受在民粹派看来是从别处搬来的城市的、银行的、一般欧洲式的资本主义欺骗掠夺，另一方面也从后者得到滋补和营养，总而言之，这是俄国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的一个方面。此外，对寄生虫“进化”的描述，还使我们有可能更进一步地揭露这位民粹主义者。

这位民粹主义者认为1861年的改革是批准人民生产，认为它根本不同于西欧的改革。

他现在所渴望的措施，同样是这类“批准”的措施（批准村社等等），这类“保证有份地”和一般生产资料的措施。

民粹主义者先生，为什么“批准了人民（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改革只是使“宗法社会的懒汉”变成了比较果断、机敏和披着文明外衣的掠夺者呢？为什么它象西欧相应的伟大改革一样只是改变了掠夺的 形式
 呢？

为什么您认为以后的“批准”步骤（很可能就是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实行移民，调整地租，实行其他无疑是进步的、但只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进步的措施）不会造成 形式
 的进一步改变， 资本
 的进一步欧化，而会造成商业资本向生产资本、中世纪资本向现代资本的另一种转变呢？

另一种转变是 不会有
 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类措施丝毫不会触犯 资本
 ，就是说，不会触犯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一些人手中积累起了货币——商品经济组织起来的 社会
 劳动的产品，而另一些人却一无所有，只有一双空“手” 
［注：“群众
 仍将照旧
 ……为他人
 劳动”（该文第135页）：如果群众不是“空”手（事实上是空手，虽然在法律上也许他们是“保证有份地”的），那当然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了。］

 ，一双失去了现在集中在前一类人手中的产品的空手。


　　“……在他们中间（在这些富农之类的人中间），没有资本的小喽罗们通常依附于贷款给他们或委托他们代购货物的大商人；资本较雄厚的则独立经营，直接与大的商业城市和港口城市发生联系，包几节车皮发往那里，并亲自去采购本地需要的商品。无论您坐哪一线的火车，您一定会在三等车厢（偶尔在二等车厢）里遇到几十个这类为生意而奔波的人。这些人您一定认得出来，他们的装束特别，对人粗鲁无礼，看见哪一位太太请他们不要抽烟就发出刺耳的狂笑，或者是笑那些出外谋生的乡下佬〈“乡下佬”，原文如此。——克·土·〉，笑他们一点不懂生意经，笑他们穿草鞋，认为这是‘没有教养’。这些人您从谈话中也能认出来。他们谈的总是‘羊羔皮’、‘植物油’、皮革、‘香鱼’、糜子之类的东西。同时，您还可以听到他们厚颜无耻地叙述他们怎样骗人，怎样制造假货：怎样把‘臭得难闻’的卤牛肉‘卖给了工厂’，‘给茶叶上色一看就会’；‘每包白糖掺水可以增重3磅，而顾客一点看不出来’等等。这一切谈得如此露骨、如此放肆，使您一看就明白这些人只是因为怕进监狱，才不偷小饭馆的汤匙，不扭走车站的瓦斯灯。这些人连最起码的道德都没有，他们的道德完全建筑在卢布上，用谚语来概括就是：商人是钓者；大鱼活着就是为了吃小鱼；有空子就钻；瞅准照管不严的东西；抓住可乘之机；不要怜恤弱者；得巴结时就巴结。”接着作者举了一篇报纸上的通讯：一个名叫沃尔柯夫的酒店老板兼高利贷者，纵火焚毁了自己保了高额火险的房子。这位先生还被“一位教师和一位当地的神父认作自己最敬重的朋友”，一位“教师为了贪酒随便替他写了诬告状子”。“一个乡文书答应他陷害莫尔多瓦人。”“一个地方自治局保险员兼地方自治局委员替他的旧房子保了1000卢布的火险”等等。“沃尔柯夫决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典型。哪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沃尔柯夫，哪个地方不仅都可以听到这类掠夺和奴役农民的事情，而且还可以听到这类纵火的事情……”“……然而农民怎样对待这种人呢？如果这种人象沃尔柯夫那样愚蠢、粗暴和小气，农民就不会喜欢他们，而会怕他们，怕他们陷害自己，而自己对他们毫无办法，因为他们的房子都保了险，他们厩有骏马，门闩牢固，家有恶犬，与地方当局还有来往。但如果这些人比沃尔柯夫聪明、刁滑，如果他们给掠夺和奴役农民的一个戈比行为披上漂亮的外衣，如果他们赚了一个卢布，同时却大叫大嚷地说少要一个戈比，如果他们对遭了火灾的村子不惜送点伏特加酒或小米，那他们就能博得农民的敬仰、拥护和尊重，成了穷人的活命恩人，好象没有他们，穷人就活不下去。农民把他们看作聪明人，甚至把子弟送到他们那里当学徒，认为孩子坐柜台是体面事，深信孩子将来定有出息。”





　　我特意把作者的叙述较详细地摘录下来，好让大家看看俄国社会经济组织是资产阶级组织这一论点的 反对者
 是怎样描述我国年轻资产阶级的。把这段描述分析一下，就能充分认清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清 现代
 民粹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的性质。根据这段描述的开头部分可以看出，作者似乎已经懂得这个资产阶级有着深固的根底，懂得它与小资产阶级所“依附”的大资产阶级有联系，它与把“子弟”送到它那里“当学徒”的农民有联系，但从作者所引的例子看来，他对这一现象的力量和持久性估计得非常不足。

他的例子谈的都是刑事犯罪，如欺诈、纵火等等，给人的印象是，农民遭到“掠夺和奴役”是出于偶然，是由于（如作者前面所说）生活条件艰难、“道德观念粗鄙”、“著作界接近人民”受限制（第152页）等等，——总而言之，这一切决不是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组织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肯定这决不是偶然性，而是必然性，是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必然性。既然农民在变成商品生产者（其实所有农民已经成了商品生产者），他们的“道德”必然会“建筑在卢布上”，我们不必为这一点责备他们，因为生活条件本身迫使他们用商业上的种种狡猾手段 
［注：参看乌斯宾斯基的著作[89]。］

 猎取卢布。在这种情形下，即使不犯刑事罪，不卑躬屈膝，不制造假货，“农民”也会分化为富人和穷人的。旧日的均等经不起市场的波动。这不是推断，这是事实。另外一点也是事实，就是少数人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变成 资本
 ，而大众因为“贫穷”不得不出卖双手，为他人做工。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不仅在工厂工业中，而且在农村中，总之在俄国各地，都已经稳稳地盘踞下来，已经完全定型了。

你们现在可以想见民粹派先生们是何等的机智。马克思主义者论证说，农村中这些“可悲现象”的产生不是由于政策，不是由于土地少，不是由于税款多，不是由于“个人”坏，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时，在资产阶级居于统治地位时，这一切是 必然的
 和不可避免的。民粹主义者听到马克思主义者这样论证就叫嚷起来，说马克思主义者想剥夺农民的土地，说他们认为无产者比“独立”农民“好”，说他们表现了——用活象外省小姐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回答司徒卢威先生时的话来说——对“个人”的“鄙视和残忍”！

从这一幅由敌人绘制因而引人注意的农村图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反驳马克思主义者的流行论调是荒诞无稽的，是凭空臆造的（回避事实，忘记自己说过的话），完全是为了拼命挽救那些充满幻想和妥协的理论；这些理论，谢天谢地，现在是任何力量都已不能挽救的了。

马克思主义者说明俄国的资本主义时是套用现成的公式，把从别处照样抄来的原理当作教条背诵。他们说，把极不发达和无足轻重的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在我国工厂中就业的总共只有140万人）说成已普及于尚握有土地的农民群众。这就是自由主义民粹派营垒所爱用的指摘之一。

但是我们从这幅农村图画中看到，民粹主义者在描写“村社”农民和“独立”农民的状况时，也不能不用从抽象的公式和别人的教条中借用来的资产阶级这个范畴，不能不确认资产阶级是农村的典型而不是个别现象，他们和城市中的大资产阶级有极紧密的联系，他们和农民也有联系，因为农民“把子弟送到他们那里当学徒”，换句话说，正是从农民中产生着这个年轻的资产阶级。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年轻的资产阶级是在我们的“村社”内而不是在“村社”外成长着，他们是从已成为商品生产者的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我们看到不仅“140万人”，而且俄国全体农民群众都在为 资本
 做工，受它“支配”。那么，从这些不是由什么“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即崇奉“三段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由这位善于估计俄国生活方式特点的独特的民粹主义者所确认的事实中，究竟是谁作了更正确的结论呢？是民粹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呢？民粹主义者大谈要选择更好的道路（似乎资本还没有作出自己的选择），大谈盼望“社会”和“国家”（即那些完全是在这种选择的基础上并 为了这种选择
 而成长起来的分子）来实行向另一种制度的转变；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指出，幻想走其他道路就是一个天真的浪漫主义者，因为现实十分明白地告诉我们，“道路”已经选定，资本的统治已成事实，这种事实决不是靠责骂申斥所能回避的，能够正视这种事实的只有直接生产者。

还有一种流行的指摘。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大资本主义在俄国是进步现象。因此，他们认为无产者比“独立”农民好，赞成剥夺人民的土地，他们从生产资料应归工人所有这一理论出发，赞成使工人和生产资料分离，就是说，他们陷入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中。

是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大资本主义是进步现象，但这当然不是因为它以不独立代替“独立”，而是因为它为消灭不独立创造条件。至于俄国农民的“独立”，那不过是民粹派自我陶醉的奇谈，实际上并不存在。以上的描述（以及所有关于农民经济状况的著作和调查）也承认这个事实（即独立实际上并不存在），说农民也象工人一样“为他人”做工。这一点俄国旧民粹派是承认的。但他们不了解这种 不
 独立的原因和性质，不了解这也是 资本主义
 式的不独立，它和城市中的不独立不同的地方，在于发展程度较低，中世纪的半农奴制的资本形式的残余较多，如此而已。就拿这位民粹主义者为我们描绘的农村来同工厂比较吧。不同的地方（就独立来说）仅仅在于：那里我们看到的是小吸血虫，这里是大吸血虫；那里是对单个人的剥削，用的是半农奴制的方法；这里是对群众的剥削，而且已是纯资本主义的剥削。显然，第二种是进步的：在农村中还不发达因而搀杂着高利贷等等的资本主义在这里是发达的；农村中存在着的对立在这里已完全表露出来了；在这里，分裂已彻底完成，没有可能以折中方式提出问题，满足于这样提出问题的只有小生产者（及其思想家），因为他们能申斥、叱责和咒骂资本主义，而不能离开这个资本主义的基础 
［注：为避免误会起见，我要说明一下，所谓资本主义“基础”，是指通过种种形式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曾把这种社会关系表述为一个公式：货币——商品——增殖了的货币。



民粹派的措施不能触动
 这种关系，就是说，既不能动摇把货币即社会劳动产品交到私人手中的商品生产，也不能动摇“人民”分裂为货币持有者和穷人的事实。

马克思主义者探讨这种关系的最高发展形式，即其余各种形式的集中表现，并向生产者指出了任务和目标：消灭这种关系，而代之以另一种关系。］ ，不能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奴仆的信任，不能抛掉象杰出的克里文柯先生所说的“最好没有斗争”的美妙幻想。 这里
 已不可能产生幻想，单这一点已是一个大进步；这里已可明显看出力量在哪一方面，再不能空谈什么选择道路，因为事情很清楚，首先应当“重新配置”这种力量。

“自我陶醉的乐观主义”，——司徒卢威先生对民粹主义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是非常正确的。忽视和抹杀资本在农村的完全统治并把它说成是偶然现象，提出有关各种信贷、劳动组合、共耕制的建议，以为所有这些“富农、寄食者、商人、酒店老板、承包人、当铺掌柜”等等，所有这些“年轻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把“每个乡”掌握“在手里”，——这怎能不是乐观主义呢？分明斗争已在进行，只不过是不明显，不自觉，还没有为思想所指导，而人们却“10年、20年、30年以至更长时间地”说“最好没有斗争”，——这怎能不是自我陶醉呢？


　　“读者，你们现在到城市看看。这里你们会碰到人数更多、种类更庞杂的年轻资产阶级。凡是有了文化并认为自己宜于从事更高尚的活动的人，凡是认为自己应当比苦命的普通农民有更好的命运的人，最后，凡是在这种情况下已不能在农村安身的人，现在都渴望到城里来……”



　　虽然如此，民粹派先生们还是自我陶醉地说城市资本主义是“人为的”，说这是“温室植物”，若不加以保护，就会自行夭折等等。只要稍微看看 事实
 就可以明白：这“人为的”资产阶级其实就是迁入城市的农村寄生虫，他们是在迫使每个普通农民贱买贵卖的、为“资本主义的月亮”所照耀的土壤上完全自发地生长着的。
　　“……这里你们会遇到店员、办事员、小商人、小贩、各种承包人（灰泥匠的、木匠的、泥水匠的等等）、售票员、清道夫头、巡警、交易所经纪人、渡口把头、小饭铺和客栈的掌柜、各种作坊的老板、工厂的领班等等。所有这些人都是有明显特征的真正的年轻资产阶级。他们的道德准则在这里同样极其狭隘：一切活动建筑在剥削劳动的基础上
［注：不对。小资产者不同于大资产者的地方，在于他自己也从事劳动，正如作者列举的各类小资产者也从事劳动一样。对劳动的剥削当然是有的，但不只是剥削而已。


还须指出一点。民粹主义者（在头脑清醒的时候）说，不以普通农民的命运为满足的人的毕生志向是取得资本。马克思主义者说，俄国农民的趋向不是村社制度而是小资产阶级制度。



这两种说法有什么区别呢？岂不是一个提供了经验性的生活观察，而另一个则把观察的事实（这些事实反映了现实“个人”的现实“思想和感情”）概括成为政治经济规律吗？］ ，而毕生志向是取得资本或小额资本以愚蠢地度过一生……”“……我知道许多人看到他们而心中高兴，把他们看作智慧、毅力和进取心的化身，认为他们是人民中最进步的分子，从他们身上看到祖国文明直接的和自然的进步，而文明的不平衡将逐渐泯灭。哦！我早就知道，我国已经造成了高等资产阶级，他们都出身于有教养的人，出身于商人，出身于那些经不住1861年的危机而没落或顺应时代精神的贵族；这一资产阶级构成第三等级的骨干，现在它所缺少的只是来自民间的分子，没有这些分子它就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它是喜欢他们的……”






　　这里又给“自我陶醉的乐观主义”留下了一条后路：大资产阶级“缺少的只是”人民中间的资产阶级分子！！大资产阶级不是来自民间又是来自什么地方呢？作者是不是也要否认我国“商人”与农民的联系呢？这里看得出来是想把年轻资产阶级的成长说成是偶然的事情，是政策的结果等等。看不到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结构本身；只能十分详尽地罗列小资产阶级的各个代表人物，而不能理解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独立小经济本身在目前的经济制度下完全不是什么“人民”经济而是 小资产阶级
 经济，——这种肤浅的了解正是民粹主义者极其突出的特点。


　　“……我知道，许多古老世族的后代已从事酿酒业和卖酒业、铁路的承租和勘察，担任股份银行的董事，甚至已在著作界安下身来，并唱着新的歌曲。我知道，著作界的歌曲有许多非常委婉动人，它们倾诉着人民的疾苦和愿望；但我同样知道，正派的著作界的职责是暴露那种不是送给人民面包而是送给人民石头的企图。”



　　真是一种阿尔卡迪亚的田园生活！[90]还仅仅是“ 企图
 ”送给？！既然“知道”资产阶级“早就”形成，还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暴露”造成资产阶级的“企图”，这怎能协调一致呢！

明明看到军队已经动员起来，看到“小兵”已被“早就”形成的“总参谋部”组织起来，排成队伍，人们还谈“暴露企图”，而不说已经充分暴露出来的各种利益之间的斗争，这就叫作“痴心妄想”。


　　“……法国资产阶级也把自己和人民混同起来，总是以人民名义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总是欺骗人民。我们认为，近几年来我国社会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潮流对人民的道德与福利是有害的和危险的。”



　　这一句话也许是最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性。他宣称资产阶级潮流对人民的道德与福利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可敬的道德家先生，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民”呢？是在确保“家园”、“定居生活”和“神圣劳动义务” 
［注：尤沙柯夫先生语。］

 的农奴制度下为地主做工的人民呢，还是后来去寻求赎金的人民？您清楚地知道，缴纳赎金是获得“解放”的基本和主要条件，而农民除向库庞先生[91]寻求外，无处获得这笔款项。您自己就曾描写过：这位先生主宰一切，“小市民把自己的科学、自己的道德准则和自己的诡辩带进生活中来”，歌颂资产阶级的“智慧、进取心和毅力”的著作界已经形成。显然，整个问题在于两种社会组织形式的更替：占有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的剩余劳动的制度，树立了农奴主的道德；“为别人”、为货币持有者做工的“自由劳动”的制度，则树立了资产阶级的道德，以取代前一种道德。但小资产者不敢正视真理，不敢直言不讳，他回避这些不容置辩的事实而开始幻想起来。他认为只有独立小经济（ 为市场生产
 这点却谨慎地避而不谈）才是“道德的”，而雇佣劳动是“不道德的”。他不了解前者与后者的联系（而且是不可分割的联系），认为资产阶级的道德是一种偶然的病症，而不是从商品经济（其实他一点也不反对商品经济）中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制度的直接产物。

于是他开始了他那老太婆式的说教：“有害的和危险的”。

他不拿新的剥削形式同以往的农奴制的剥削形式来对照，他不看一看这种剥削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关系起了什么样的变化，却把它和荒诞无稽的小市民的空想即所谓的“独立小经济”相比较，好象这种经济虽是商品经济，但不会造成它现在正在造成的结果（参看前面：“富农如花盛开，而且力图奴役最弱的农民使他们变成雇农”等等）。因此，他对资本主义的抗议（这种抗议本身完全是正当的有理的）成为反动的抱怨。

他不了解，“资产阶级潮流”扫除了使劳动者被束缚于一地的剥削形式，代之以使劳动者离乡背井漂泊全国的剥削形式，这是做了一件好事；他不了解，前一种剥削形式使占有剩余产品的行为被剥削者与生产者的个人关系、相互的公民政治义务和“份地保证”等等包裹起来，后一种剥削形式则是用“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代替这一切，把劳动力同所有其他商品，其他物件相提并论，“资产阶级潮流”以后者代替前者，就是清除遮盖剥削的一切掩护和幻想，使剥削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而使剥削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功绩。

其次，还要请注意一下所谓我国社会“近几年来”接受了资产阶级潮流的说法。难道仅仅是“近几年来”吗？难道它在60年代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吗？难道它在整个70年代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吗？

小资产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想轻描淡写，把自改革以来即成为我国“社会”特点的资产阶级性说成是一种暂时的迷恋，是一种时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学说的基本特点。他（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只看见对农奴制的抗议和猛烈攻击，而看不见资产阶级性，因为他不敢正视在这些疯狂喊叫中建立起来的那种制度的经济基础。从整个先进的（“以自由主义取媚人民的”，第129页）著作界所主张的发放贷款、组织信贷社、减轻赋税、扩大民有土地以及诸如此类帮助“人民”的措施中，他只是看见“近几年来”的资产阶级性。最后，他只看见对“反动”的埋怨，对“60年代”的哭泣，而根本看不见这一切的基础是资产阶级性，因而愈益和这个“社会”融合起来。

其实，在改革以来的这三个时期中，我们的农民思想家始终是与“社会”靠近，与它站在一起的，他不了解，这个“社会”的资产阶级性使他对资产阶级性的抗议完全失去效力，而且必然使他不是想入非非，就是实行可怜的小资产阶级的妥协。

我国民粹主义（它是“在原则上”敌视自由主义的）亲近自由主义社会，曾使许多人受到感动，甚至现在还使瓦·沃·先生受到感动（参看1894年《星期周报》第47—49期上他的一篇文章）。于是，有人就说我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无力，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并说这和俄国资本主义没有根基是有联系的。实际上正好相反，这种亲近是反对民粹主义极有力的论据，它直接证实了民粹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在实际生活中，小生产者由于单独地为市场生产商品，由于有机会发迹和发展成为大业主，在日益同资产阶级融合起来；同样，小生产者的思想家在与自由派共同讨论有关各种信贷、劳动组合等等问题的过程中，也在逐渐与他们融合起来。小生产者无力和资产阶级作斗争，指望减轻赋税、扩大土地等等帮助方式；同样，民粹主义者也是信赖自由主义“社会”及其用“无尽的虚情假意”遮蔽着的关于“人民”的空谈。他有时也责骂“社会”，但立即要加上一句：它只是“近几年来”变坏了，而一般说来它是很不错的。


　　“不久以前，《当代新闻》在考察改革以后在我国形成的新的经济阶级时，对它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谦逊有礼，留着胡须、穿着擦了油的皮靴、对小警官卑躬屈膝的旧日富翁，摇身一变而成了象欧洲人一样放荡不羁、甚至傲慢无礼、有时还挂上头等勋章和高级官衔的大老板。仔细看看这些平步青云的人物，你就会大吃一惊地发觉，今天的这些显赫人士大多是昨天的酒店老板、承包人、店员等等。这些新人物活跃了城市生活，但没有改善城市生活。他们给城市生活带来了忙碌，使各种概念混乱不堪。周转的加速，对资本的需要，掀起了创办企业的热潮，这种热潮简直变成了狂热的赌博。出乎意外地造成的无数财富，使发财的欲望达到了急不可待的地步’等等……无疑地，这种人对人民的道德起了极有害的影响〈原来不幸在于风气的败坏，而完全不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克·土·〉，如果不怀疑城市工人比农村劳动者更堕落，那自然不能怀疑这是因为城市工人更受这种人包围，呼吸着他们的空气，过着他们建立的生活。”





　　这清楚地证实了司徒卢威先生关于民粹主义的反动性的意见。城市工人的“堕落”吓坏了小资产者，这些小资产者喜爱“家园”（翁媳通奸和家法森严）和“定居生活”（闭塞和野蛮），不了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俄国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当“老马”[92]觉醒到自己是人的时候，——这种觉醒有极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为了它一切牺牲都是正当的——这种觉醒不能不表现为狂暴的形式。
　　“俄国地主以野蛮著称，只要稍微把他刮一下就能认出他是鞑靼人，而俄国资产者是连刮也不需要刮的。俄国旧时的商人曾创立一个黑暗王国，现在他们和新资产阶级一起，定将创造一个魔鬼世界，使一切思想、一切感情归于毁灭。”



　　作者是大错特错了。这里应当用过去时，而不是将来时，在70年代就应该用过去时。
　　“一群一群的新掠夺者走向四方，在各处都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地主庇护他们，看见他们就笑容满面，地方自治局人员发给他们巨额保险金，国民教师替他们写诬告状子，僧侣亲自造访，乡文书则帮助他们陷害莫尔多瓦人。”



　　描写得完全正确！“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而且得到“社会”和“国家”全体代表（作者刚才已列举其大概）的协助。因此（独特的逻辑！），要改变现状，就应建议而且正是向“社会”和“国家”建议选择另外的道路。
　　“然而应当怎样来反对这种人呢？”“……无论从正义方面考虑，或从道德和政治方面考虑（国家应当从后两方面考虑），都不能寄希望于剥削者智力的发展和社会舆论的改善。”





　　请看，国家应当从“道德和政治方面考虑”！这纯粹是讲空话。难道上述那些“国家”的代表和代理人（从乡文书起往上数）还没有从“政治方面”[参看前面：“许多人心中高兴……认为他们是人民中最进步的分子，从他们身上看到祖国文明直接的和自然的进步”］和“道德方面”[同上：“智慧、进取心和毅力”］考虑吗？两种道德观念和政治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就和生活中的“新苗”与被“资产阶级命令去做工”的人是势不两立的一样，这一事实您为什么绝口不谈呢？这两种观念的斗争（它只是社会阶级斗争的上层建筑）您为什么要一笔抹杀呢？这一切都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看问题的必然结果。小生产者在现代制度下备受痛苦，但他避开业已暴露无遗的直接矛盾，害怕这些矛盾，以幼稚反动的空想安慰自己，说什么“国家应从道德方面考虑”，就是说，应从适合小生产者心意的道德方面考虑。

不，您弄错了。您向之呼吁的国家，即现在这个国家， 应当
 从适合高等资产阶级心意的道德方面考虑，其所以 应当
 ，是因为现存社会阶级间的社会力量就是这样配置的。

您很愤慨。您叫喊起来，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这样做是“应当的”，必然的，就是在维护资产阶级。

这话不对。您感到事实在反对您，于是就变起戏法来：谁根据资产阶级统治的 事实
 来驳斥您那选择一条不要资产阶级的道路的小市民幻想，谁根据资产阶级在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有深厚的根底，根据阶级间的经济斗争是“社会”和“国家”的基础，来证实您那套反对资产阶级的渺小可怜的措施的毫不中用，谁要求劳动阶级的思想家完全与这些分子决裂，而只为那些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分开”的人服务，您就硬说他们是有意维护资产者。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著作界的影响毫无作用，但它为此必须：第一，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使命，不要仅限于〈原文如此！！！〉培养富农，还要唤起社会舆论。”



　　真是十足的小资产者！如果著作界在培养富农，那是因为它没有很好地了解自己的使命！！而这班先生听人说他们幼稚，听人说他们是浪漫主义者，他们还感到惊讶呢！恰恰相反，可敬的民粹派先生，是“富农” 
［注：这个词的含义太窄。本来应当明确些说：资产阶级。］

 在培养著作界，是他们供给它各种观念（智慧、进取心和毅力，祖国文明自然的进步），供给它金钱。您向著作界呼吁乃是一种可笑的举动，就好象在两军对垒的时候，有人俯首请求敌方元帅的副官“要更加协同一致地行动”一样。二者情况是完全相同的。

“唤起社会舆论”——这种愿望也是一样。是唤起“怀着午睡般的宁静心情寻求理想”的社会的舆论吗？这是民粹派先生们习惯了的活动，他们“10年、20年、30年以至更长时间地”致力于这一活动，而且有了辉煌的成绩。

再努一把力，先生们！陶醉于午睡的美梦的社会有时发出几声喃喃的呓语，大概是说，它已准备好协同一致地反对富农。再和它谈谈吧。继续努力吧！


　　“……第二，著作界应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更多的接近人民的机会。”



　　愿望是好的。“社会”同情这种“理想”。但既然它是怀着午睡般的宁静心情来“寻求”这种理想，既然它最怕扰乱这种宁静，所以……所以它总是慢慢地赶，而且前进得如此聪明，以致一年比一年落后得更远了。民粹派先生们认为这是偶然现象，认为午睡的美梦就要结束，真正的前进即将开始。你们就等着那一天吧！
　　“同样，我们也不认为培养和教育的影响毫无作用，但我们首先认为：（1）应当让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不应当仅仅让某些个人有这个机会，使他们与众不同，变成富农……”



　　“让人人都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但他们认为在现存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即使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受“教育”也需要钱，而钱是那些“来自民间的人”才有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就在这里，也是除“各社会阶级间的严酷斗争”外，别无出路。
　　“……（2）国民学校不仅应为退职的教堂下级职员、官吏和各种酒徒打开大门，而且应为真正正派的和真诚地爱人民的人打开大门。”



　　多么动听！但是要知道有些人虽把“来自民间的人”看作“智慧、进取心和毅力”的化身，而他们也是肯定地（而且往往也不是不真诚地）说他们是“爱人民”的，他们中间有许多无疑是“真正正派的”人。这里究竟让谁来判断呢？让有批判头脑和道德修养的人吗？但作者自己不是说过，对这些来自民间的人采取鄙视态度并不发生作用吗？ 
［注：第151页：“……他们不是早先已经〈请特别注意“早先已经”这几个字〉对那些可能鄙视他们的人采取了鄙视态度吗？”］

我们在快要结束述评的时候又看到我们一开始就指出的民粹主义的基本特点——回避事实。

每当民粹主义者描述事实的时候，他们自己总不得不承认，现实是属于资本的，我国现实的演进是资本主义的演进，力量是在资产阶级手中。譬如我们所评论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承认了这一点，他确认我国造成了“小市民文化”，资产阶级在命令人民去做工，资产阶级社会只知道饱食终日，做那午睡的美梦，“小市民”甚至创立了资产阶级的科学、资产阶级的道德、资产阶级的政治诡辩、资产阶级的著作界。

虽然如此，民粹派的 全部
 推论 始终
 是根据相反的假设：力量不在资产阶级方面，而在“人民”方面。民粹主义者总是谈论选择道路（同时承认现实道路的资本主义性质），谈论劳动（在资产阶级“支配”下的劳动）社会化，谈论国家应从道德、政治方面考虑，人民正是应当由民粹派教导等等，就好象力量已在劳动者或劳动者的思想家方面，剩下要做的，只是指出运用这一力量的“最简便”、“适当”以及诸如此类的方法。

这一切都是令人厌烦的十足的谎话。半世纪以前，当一位普鲁士参政官[93]在俄国发现“村社”的时候，还能为这种空想找到存在的理由；但在“自由”劳动已有30余年历史的今天，再这样说，不是嘲弄，就是伪善，就是叫人腻味的假仁假义。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任务就是要打破这种好心善意的谎话。想探寻“使人类走向幸福的途径”的人，他的首要职责就是不要欺骗自己，要有坦白承认事实的勇气。

当劳动阶级的思想家理解到并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就会承认：所谓“理想”不应当去开辟最好的和最简捷的途径，而应当为我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眼前进行着的“各社会阶级间的严酷斗争”规定任务和目标；衡量自己的意图是否取得成效，不是看为“社会”和“国家”拟定的建议，而是看这些理想在一定社会阶级中传播的程度；如果你不善于把理想与经济斗争参加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与该阶级的“公平的劳动报酬”这类“狭隘”琐碎的生活问题，即自命不凡的民粹主义者不屑理睬的问题结合起来，那么，最崇高的理想也是一文不值的。


　　“……但这还不够，智力的发展，可惜如我们所看到的，往往还不能保证一个人摆脱兽性的贪欲和本能。因此，应当立即采取防护农村免受掠夺的措施，首先应当采取措施保护我们的村社，保护这种有助于克服人性的道德缺陷的共同生活方式。应当使村社获得永久的保障。但就是这样也还不够。村社在其目前经济条件下和沉重的赋税负担下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以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减轻赋税，组织人民工业。这就是整个正派的著作界应当同意并拥护的反对富农的办法。这些办法当然不是新的；但问题在于这是唯一有效的办法，而这一点还远不是每个人都信服的。”（完）





　　这就是这位自命不凡的民粹主义者的纲领！从事实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处处显露出经济利益完全相矛盾。所谓“处处”，不仅指城市和农村，村社内和村社外，工厂工业和“人民”工业，而且指经济现象范围以外的地方，即著作界和“社会”，以及道德观念、政治观念、法律观念等等的领域。而我们的小资产者骑士却哭哭啼啼地向人恳求：“立即采取防护农村的措施。”小市民的肤浅了解和妥协意图，在这里是一目了然的。我们看到，农村本身就是分裂和斗争，就是利益对立的制度。但民粹主义者认为祸根不在于这个制度本身，而在于这个制度的个别缺点，他制定自己的纲领，不是要去赋予正在进行的斗争以思想性，而是为了“防护”农村不受偶然的、不合法的、外来的“掠夺者”的侵害！最可敬的浪漫主义者先生，究竟是要谁采取防护的措施呢？是要那个依靠应被防护的人而能饱食终日的“社会”吗？是要那些靠分得的剩余价值过活，因而如我们刚才所见不但不表示反对而且出力协助的地方自治局、乡公所和所有其他机关的代理人吗？民粹主义者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可忧的偶然现象，是不“了解自己的使命”的结果；只要发出呼吁，要大家“走到一起，协同一致地行动”，所有这类分子就会“离开歧途”。他不想了解，既然在经济关系中已经形成了赚钱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金钱和时间受教育的，只是“来自民间的人”，而“群众”势必“愚昧无知和为他人劳动”，那么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只有前者的代表人物才能进入“社会”；只有从这个“社会”和“来自民间的人”当中，才能招募到乡文书、地方自治局代理人等等人物，而民粹主义者却天真地认为这些人物 高于
 经济关系和阶级， 凌驾于
 经济关系和阶级 之上
 。

因此，他那乞求“防护”的呼吁也就根本找错了对象。

他或者是满足于小市民的治标办法（同富农作斗争——见前面所说的信贷社、信贷，鼓励戒酒、勤劳和上学的法令；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见前面所说的发放农贷和购买土地；减轻赋税——见前面所说的所得税），或者是满足于“组织人民工业”这种稚气十足的美妙幻想。

难道它还没有组织起来吗？难道上述整个年轻资产阶级还没有按自己的方式，按资产阶级的方式把这种“人民工业”组织起来吗？要不然，它怎么能“把每个村庄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呢？它怎么能“命令人民去做工”，怎么能占有额外价值呢？

民粹主义者义愤填膺。他叫喊说，既然资本主义赖以建立的基础，是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危机，是群众经常不断和日益加剧的失业以及劳动者生活的极度恶化，那么承认资本主义是一个“组织”就是不道德。

恰恰相反，故意粉饰真相，把构成改革后整个俄国特点的制度描绘成某种没有料到的偶然东西才是不道德。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以摧残生产者为代价来造成技术进步和劳动社会化的，这是早已探明的事实。但如果把这 一事
 实当作同“社会”谈论道德的资料，而闭眼不看正在进行的斗争，怀着午睡般的宁静心情喃喃地说：“要防护”，“要保障”，“要组织”——那就是浪漫主义者，是幼稚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者。




读者或许会觉得这篇评述与分析司徒卢威先生的书毫无联系。在我看来，所缺的只是表面上的联系。

司徒卢威先生的书根本不是开创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它只不过最先把早已形成和早已阐述过的理论 
［注：参看瓦·沃·的《理论经济学概论》1895年圣彼得堡版第257—258页。[94]］

 搬到我国的书刊上。在这以前，如我们所指出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书刊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这是一种搅乱和歪曲事实真相的批评。

不回答这一批评，第一就无法估计问题的现状，第二就无法了解司徒卢威先生的这本书和它的性质与使命。

为了回答这一批评，我们选了旧民粹派的文章，这是因为需要一篇带原则性的文章，而且这篇文章应多少保存着马克思主义所珍视的俄国旧民粹主义的遗训。

我们极力通过这篇评述来说明自由主义民粹派惯用的论战方法的荒诞无稽。他们断言，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有联系 
［注：我指的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源，而是它现在的内容。］

 ，与信仰三段式、信仰不需要事实检验的抽象教条和公式、信仰每个国家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说法等等有联系，这些推断都是胡言乱语。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的任务在于 表述
 并从理论上 说明
 在我们眼前进行着的各社会阶级的斗争和经济利益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所根据的不是别的，而是俄国的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它也是劳动阶级的思想体系，不过它对人所共知的俄国资本主义成长和胜利的事实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对我国现实向直接生产者的思想家提出的任务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者谈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不可避免性和进步性的时候，他们是从大家公认的事实出发的（正由于这些事实为大家所公认，毫无新奇之处，所以并不被人经常引用）；他们对民粹派著作界所叙述和反复叙述的事实作了不同的说明，如果民粹主义者对此叫嚷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愿知道事实，那么只要引证一下70年代民粹派任何一篇带原则性的文章，就足以把他们戳穿了。

现在我们来分析司徒卢威先生的书。






[79]《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评彼·司徒卢威《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一书1894年圣彼得堡版）》一文1894年底至1895年初写于彼得堡。1894年秋，列宁在彼得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参加的一次讨论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报告，批判了司徒卢威及其他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个报告后来成为《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的基础。本文最初用克·土林的笔名刊印在1895年4月出版的《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中。1907年底，列宁把这篇文章编入了《十二年来》文集，加了副标题：《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这篇文章在很多方面成了列宁后来许多经济学著作（尤其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纲要。——297。



[80]纳尔苏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305。



[81]科斯马是基督教的圣徒，业医，为人治病不取报酬，只劝人信奉耶稣基督，因而有不重利者之称。——305。



[82]实物工资制是盛行于资本主义初期的一种工资制度。实行这种制度的工厂主在自己的工厂里开设店铺，用质次价高的商品和食物代替货币支付给工人，以加重对工人的剥削。这一制度在俄国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也曾十分流行。——308。



[83]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狼和牧人》。狼看见牧羊犬对牧人挑选肥羊来宰杀视若无睹，不禁感慨地说：“朋友，要是我干了这样的事，你们会叫喊成什么样子呵！”



列宁套用寓言里的这句话来讽刺民粹派一方面攻击马克思主义者，同时自己又不得不重复马克思主义者说过的话。——311。



[84]吸人血汗的人们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评论俄国自由派报刊及其代表人物时所使用的讽刺性用语。在《外省人旅京日记》第5章中，他尖刻地讥讽自由派，说他们无事可做，为了消磨时间，成立了一个“吸人血汗者自由协会”，毫无结果地谈论当代一切问题。——314。



[85]《信息报》（《Весть》）是俄国报纸，代表反动农奴主的利益，1863—1870年在彼得堡出版。——315。



[86]“感化专政”是人们对俄国大臣米·塔·洛里斯-梅利科夫所执行的拉拢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戏称。1880年2月，洛里斯-梅利科夫被任命为镇压“叛乱”的“最高管理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被任命为内务大臣。他一面镇压革命运动，一面答应向自由派资产阶级“让步”。人们称他的政策为“狐狸尾巴豺狼嘴”。1879—1880年的革命浪潮被打退以后，沙皇政府迅即放弃了“感化专政”政策，于1881年4月发布了专制制度“不可动摇”的宣言。洛里斯-梅利科夫随之被罢黜。——315。



[87]皇族农民是18世纪末—19世纪中沙皇俄国的一类农民。这类农民耕种皇族土地，除人头税外，还缴纳代役租，并履行各种义务，承担供养沙皇家族成员的实物捐税。根据1797年的条例，皇族农民的地位介于国家农民和地主农民之间。在皇族农民中，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按照1858、1859、1883年的法令实行的。皇族农民得到的土地多于地主农民，少于国家农民。——332。



[88]注册农民是沙皇俄国国家农民的一种。17世纪末—18世纪，沙皇政府为了扶持大工业和保证这种工业有廉价的、固定的劳动力，把大量国家农民编入俄国各地的手工工场。这种农民被称为注册农民。注册农民要为国有或私有手工工场做辅助工作（劈柴、备煤、碎矿、搬运等），以顶替代役租和人头税。他们名义上属于国家，实际上变成了工厂的农奴。从19世纪初开始，注册农民逐渐被解除工厂的劳动，直到1861年农民改革后才完全解脱出来。——333。



[89]参看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和随笔：《乡村日记片断》、《支票簿》、《途中来信》、《割不断的联系》和《活的数字》。——339。



[90]阿尔卡迪亚的田园生活是人们用来描绘宁静、闲适的牧歌式生活的一种比喻，含有讥讽的意味。阿尔卡迪亚是古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一个山区，居民主要从事牧畜，终年丰衣足食，生活无忧无虑。在古希腊的文学作品中，阿尔卡迪亚被描绘为世外桃源。列宁使用此语来讽刺民粹派的描述充满着幻想和虚构。——345。



[91]库庞先生（库庞是俄文купон的音译，意为息票）是19世纪80—90年代俄国文学作品中用来表示资本和资本家的借喻语。这个词是俄国作家格·伊·乌斯宾斯基在随笔《罪孽深重》中使用开的。——345。



[92]“老马”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同名讽刺故事。故事描写了一匹拚命干活的老马的悲惨遭遇，用来比喻苦难深重的劳动农民。列宁借用老马的形象来比喻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工人阶级。——348。



[93]指德国经济学家奥·哈克斯特豪森男爵。他于19世纪40年代访问俄国后写了《对低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一书，详尽地描述了俄国的农民村社。他把农民村社看作是巩固农奴制的手段，极力赞扬沙皇尼古拉的俄国，认为它没有“无产阶级脓疮”，因而比西欧优越。——353。



[94]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不便直接指明劳动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介绍读者参看瓦·沃·的《理论经济学概论》（1895年彼得堡版），因为这本书的第257—258页有一大段引文摘自普列汉诺夫的《国内评论》（见1890年8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第2集）。——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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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对民粹主义社会学的批判



作者认为“俄国经济独特发展论”是民粹主义的“实质”和“基本思想”。用他的话说，这种理论有“两个主要来源：（1）关于个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的一定学说，（2）关于俄国人民具有特殊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以及特别的历史命运这样一种直觉的信念”（第2页）。作者在解释这句话的附注中指出，“民粹主义的特点就是它有十分确定的社会理想” 
［注：“十分确定的理想”一语当然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说，不能理解为民粹派已经“十分确定地”知道他们希望的是什么。如果这样理解，那就完全不对了。“十分确定的理想”只应了解为直接生产者的思想，虽然这种思想是极其模糊的。］

 ，并说他在后面要叙述民粹派的经济世界观。

这种对民粹主义实质的评语，我觉得需要作些修改。这种评语过于抽象，过于唯心，它虽然指出了民粹主义中的主导的理论思想，但既没有指出民粹主义的“实质”，也没有指出民粹主义的“来源”。因此，为什么上述理想能够同对独特发展的信仰、同关于个人作用的特殊学说结合起来，为什么这些理论成了我国“影响最大的”社会思潮，仍然是十分不清楚的。既然作者在谈“民粹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第1章标题）时，未能限于谈纯粹社会学问题（社会学中的方法），还涉及了民粹派对俄国经济现实的看法，那么，他就应该指出这些看法的实质。可是，作者在上述附注中只做了一半。民粹主义的实质就是从小生产者、小资产者的角度代表生产者的利益。司徒卢威先生在他用德文写的评论尼·—逊先生著作的那篇文章（1893年《社会政治中央导报》第1期）中，称民粹主义为“民族社会主义”（1893年《俄国财富》第12期第185页）。“民族”二字，如果是对俄国旧民粹主义来说，则应改为“农民”，如果是对现代民粹主义来说，应改为“小市民”。民粹主义的“来源”是小生产者阶级在改革后的资本主义俄国占了优势。

这个评语必须解释一下。我用“小市民”一词不是指它通常的含义，而是指它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含义。在商品经济体系中从事经营的小生产者，——这就是构成“小资产者”、Kleinbürger或是其同义语小市民这一概念的两个特征。因此，这一概念既适用于农民，也适用于手工业者，民粹派一向把他们同等看待，是十分有道理的，因为二者都是为市场而工作的生产者，所不同的只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而已。其次，我是根据下面一点来把旧民粹主义 
［注：所谓旧民粹派，我不是指推动《祖国纪事》的那些人，而是指“到民间去”的那些人。］

 和现代民粹主义区别开来的：旧民粹主义是一个相当严整的学说，它形成于这样一个时代，那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薄弱，农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根本没有显露出来，学说的实践方面还是纯粹的空想，那时民粹派坚决地离开了自由派“社会”而“到民间去”。现在就不同了，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已无人否认，农村的分化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民粹派那种幼稚地信赖“村社”的严整学说只剩下残缺不全的片段了。在实践方面，空想已为提出小资产阶级“进步办法”的决非空想的纲领所代替，只有冠冕堂皇的词句，还使人想到这些可怜的妥协办法和那些希望祖国走更好的独特道路的幻想有着历史上的联系。我们看到，现在不是同自由派社会疏远，而是十分令人感动地同它亲近。正是这一变化使我们不得不把农民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区别开来。

对民粹主义实际内容的看法所以必须作这种修正，更重要的原因是司徒卢威先生的叙述存在着一个主要缺点，即上面所说的过于抽象，这是第一。第二，司徒卢威先生没有受到约束的那个学说的“若干基本”原理，正是要求把社会思想归结为社会经济关系。

我们现在就来尽力证明：要是不这样归结，即使民粹派的纯理论的思想，如社会学中的方法问题，也是弄不清楚的。

司徒卢威先生指出，米尔托夫和米海洛夫斯基两位先生对民粹派关于社会学中的特殊方法的学说阐述得最为透彻，他给这个学说下了一个评语，说它是“主观唯心主义”，并从上述两人的著作中摘引了许多话来证实这一点，而这些话是值得研究一下的。

两位作者都把历史是由“进行斗争的单独的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放在第一位。“个人创造历史”（米尔托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得更明白：“具有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冒着风险成为历史活动家。是他，而不是什么神秘力量提出历史的目标，并且突破自然界和历史条件的自发力量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动事变向目标前进。”（第8页）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在理论上毫无意义。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因此指出“干涉事变进程的权利”（司徒卢威先生摘引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第8页）不过是毫无意思的同义反复。这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上述那段话里表露得特别明显。他说，活的个人突破历史条件的自发力量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动事变前进。这些“历史条件”是什么呢？按作者的逻辑，又是另一些“个人”的活动。活的个人突破另一些活的个人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动事变前进，这是多么深奥的历史哲学呵！为什么把一部分活的个人的活动称作自发的，而对另一部分活的个人又说他们“推动事变”向着预定目标前进呢？显然，在这里要找出什么理论内容来，那几乎是徒劳无益的举动。全部问题在于给我们的主观主义者提供“理论”材料的那些历史条件，向来就是（现在也是）对抗关系，它们造成了对生产者的剥夺。主观主义者不能理解这些对抗关系，不能从中找出“单独的个人”可以依附的社会成分，因此只得编造一些理论来安慰“单独的”个人，说历史是“活的个人”创造的。有名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除了表现好的愿望和坏的理解外，根本不表现别的什么东西。作者摘引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进一步推论，鲜明地证实了这一点。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欧洲的生活“是无意义、无道德地形成起来的，就和自然界中河水的流动和树木的生长一样。河水顺着阻力最小的方向流动，能够冲掉的，即使是钻石矿，它都会冲掉，不能冲掉的，即使是一堆粪，它也要绕过。水闸、堤坝、侧路渠和排水渠是在人的理智和感情的倡导下建造起来的。这种理智和这种感情，在欧洲现代经济制度产生时可以说并没有在场（？——彼·司·）。它们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因此，它们对事物的自然的、自发的进程的影响微不足道”（第9页）。

司徒卢威先生打了一个问号，但我们不懂他为什么把问号只打在一个词的后面，而不打在整句话的后面，要知道这一整句都是空洞到极点的废话！理智和感情在资本主义产生时没有在场，——这是什么胡说？资本主义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定关系又是什么呢？而没有理智和感情的人我们还没有见过。那时“活的个人”的理智和感情对“事物的进程”的影响“微不足道”，——这是什么谎言？完全相反。人们正是在头脑健全、神志清醒的时候建造起十分巧妙的水闸和堤坝，把不肯屈服的农民赶入资本主义剥削的河道；他们修建起十分奥妙的政治措施和财政措施的侧路渠，使那些并不以经济规律的作用为满足的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剥夺顺着这些水渠奔流下去。总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一切说法是荒谬绝伦的，不能只用理论错误来解释。这一切说法完全是由于这位作家所持的小市民观点。资本主义已经十分清楚地显露出自己的发展趋势，它把自己固有的对抗发展到了极点；利益的矛盾已开始具有一定的形式，甚至已反映到俄国的立法中，——虽然如此，但小生产者却置身于这一斗争之外。他由于自己的一点点产业而对旧的资产阶级社会恋恋不舍，因此，他虽然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却不能理解自己受压迫的真正原因，还在以幻想安慰自己，说一切不幸都是由于人们的理智和感情还处于“萌芽状态”。

这位小资产者思想家接着往下说：“当然，人们时刻都在竭力设法影响事物的进程。”

“事物的进程”就是人们的活动和“影响”，并没有更多的东西，因此这又是一句废话。


　　“但他们这样做时，以最贫乏的经验为指南，受了最低级的利益的促使；所以很明显，这些领导者只能在极罕有的情形下偶然地把人们推上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所指示的道路。”（第9页）



　　这是由于不能使自己的“理想”接近任何迫切的利益而申斥“利益低级”的小市民道德，这是对已经发生的、明显地影响了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的分裂置之不理的小市民态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断中的这一切特点，在他谈到俄国问题时，显然是原封未动的。他“衷心欢迎”某位雅柯夫列夫先生的异常古怪的谬论：俄国是一块白板[95]，它可以从头开始，可以避免其他国家的错误等等。说这些话的人完全意识到，在这块白板上，拥有大地产和巨大政治特权的“旧贵族”制度代表人物还有很牢固的地位，而带来各种“进步”的资本主义也在迅速成长。小资产者怯懦地闭眼不看这些 事实
 而飞到天真幻想的境界，认为“我们现在开始在一个科学已掌握某些真理和赢得某些威信的时代里生活”。

总之，司徒卢威先生所摘引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些论断，已显露出民粹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的阶级根源。

我们对司徒卢威先生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一项批评不能不表示异议。作者说：“在他看来，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即一方面应当成为个人和社会集团合理活动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应当成为这种活动所必须遵守的界限的那种历史趋势是不存在的。”（第11页）

这是客观主义者的语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的语言。这两种概念（观点体系）是有差别的，我们应当加以说明，因为司徒卢威先生这本书的主要缺点就是没有完全弄清这一差别，这表现在他的大部分论断中。

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促使其他阶级进行种种反抗的阶级。可见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贯彻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 究竟是什么样的阶级
 决定这种必然性。例如，在目前这种场合，唯物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肯定“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而会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阶级，这些阶级决定着当前制度的内容，而且使生产者除了自己起来斗争就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 
［注：说明司徒卢威先生没有完全贯彻唯物主义、没有把阶级斗争理论坚持到底的具体例子，将在下面随时指出。］



作者批评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后，接着就批评并不是什么独立的和值得注意的人物尤沙柯夫先生。司徒卢威先生十分恰当地批评了他在社会学方面的论断，指出这些论断是“毫无内容的”“冠冕堂皇的词句”。但是尤沙柯夫先生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间的非常突出的（对一般民粹主义来说）差别，还是值得谈谈的。司徒卢威先生指出了这个差别，称尤沙柯夫先生为“民族主义者”，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呢，则“从来与任何民族主义格格不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认为“人民真理的问题不仅包括俄国人民，而且包括整个文明世界的劳动者”。我觉得透过这一差别还可以看出小生产者双重地位的反映：一方面他是进步分子，因为照尤沙柯夫先生无意流露出来的恰当的说法，他开始“与社会分离”；另一方面他是反动分子，因为他在尽力维持自己小业主的地位并竭力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俄国民粹主义也能够把学说的进步的民主的方面和博得《莫斯科新闻》[96]同情的反动方面结合起来。至于后一方面，我想很难再比司徒卢威先生引用的尤沙柯夫先生的下面一段话描述得更明显的了。

“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只有农民才是纯粹劳动思想的体现者。看来，这一思想已被所谓第四等级即城市无产阶级搬上了现代历史舞台，但它的实质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农民也未必能认出它是自己日常生活的一般基础。是劳动 权利
 ，而不是神圣的劳动 义务
 ，不是汗流满面地谋得自己粮食的义务〈掩藏在“纯粹劳动思想”后面的原来就是这个东西！这是农民……为了服劳役而有谋得粮食的义务这种纯粹农奴制的思想吗？关于这种“神圣”义务的话是说给那些受这种义务压制和迫害的老马听的！！ 
［注：作者大概也和小资产者一样，不知道西欧的劳动者早已跨过要求“劳动权利”的发展阶段，他们现在要求的是“懒惰权利”，即摆脱那种摧残和压抑他们的过度劳累的工作而得到休息的权利。］

 〉；其次是劳动的分立和劳动报酬，是关于公平的劳动报酬的大力宣传，似乎这种报酬不是劳动本身在其成果中创造的〈“这是什么？”——司徒卢威先生问道——“是纯朴的天真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其实更坏。这是对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习惯于几乎白白为别人做工的雇农的惟命是从精神的称颂〉；劳动与生活分离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彼·司·）范畴，其表现是在工厂里呆上若干钟点而与工人的日常利益没有任何其他（？！——彼·司·）关系，没有任何联系〈这是小生产者的纯粹小市民式的胆怯心理。他有时从现代资本主义组织中遭受极大的痛苦，但他在世界上最怕的，却是与这个组织彻底“分离”的分子所进行的反对这个组织的重大运动〉；最后，没有定居生活，没有劳动创造的家园，劳动场所经常变动，——所有这一切都是与农民劳动思想格格不入的。先辈传下来的劳动家园，把自己利益跟全部生活融合一起并树立了生活道德（对浸透先辈血汗的土地的热爱）的劳动，——所有构成农民生活方式不可缺少的特点的这一切，都是工人无产阶级完全不熟悉的，因此，后者的生活虽然也是劳动生活，但它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和以既得权利的原则为依据的）、至多不过是抽象哲学的道德上面的，而农民的道德基础却是劳动、劳动的逻辑和要求。”（第18页）这里赤裸裸地表现了小生产者的反动性，他闭塞无知，因而不得不相信自己负有永世做老马的“神圣义务”；他具有“先辈传下来的”奴才性，他对自己那一点点产业恋恋不舍，生怕丧失这点小产业的心理迫使他甚至拒绝任何关于“公平报酬”的思想并反对一切“宣传”；由于劳动生产率很低，由于劳动者被束缚在一个地方，这点小产业使小生产者变成了野人，而且由于经济条件的关系必然造成他的闭塞无知和奴才性。对这些反动性的破坏，应无条件地归功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它的进步作用正在于它割断了劳动者与农奴制、与农奴制传统的一切联系。中世纪的剥削形式，是被主人对奴仆、当地富农和包买主对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宗法式的“谦逊有礼、留着胡须的富翁”对自己的“伙计”等等 个人
 关系掩盖着的，因此造成了极端反动的思想；而资产阶级则用“象欧洲人一样放荡不羁的大老板”的剥削，即非个人性的、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因而打破一切荒唐幻想和空想的剥削，代替了和继续代替着这种中世纪的剥削形式。资产阶级破坏了除自己一小块土地什么也不愿知道、 也不可能
 知道的农民以往的孤独生活（“定居生活”），使劳动社会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开始用强力把生产者推上社会生活舞台。

司徒卢威先生在谈到尤沙柯夫先生的这段议论时说：“可见尤沙柯夫先生十分清楚地指明了民粹主义的斯拉夫主义根源”（第18页），随后他在总结自己对民粹主义社会学思想的叙述时又补充说，对“俄国的独特发展”的信仰构成“斯拉夫主义和民粹主义间的历史联系”，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主义者的争论是“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间的意见分歧的自然继续”（第29页）。我觉得这后一论点应该有一定的限制。无庸争辩，民粹主义者所犯的最低级的克瓦斯爱国主义[97]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如尤沙柯夫先生）。同样无庸争辩，忽视马克思的社会学方法和他对有关直接生产者问题的提法，对于想代表这些直接生产者利益的俄国人来说，就等于完全屏弃西方“文明”。但是民粹主义的实质在更深的地方：不在独特发展的学说，也不在斯拉夫主义，而在代表俄国小生产者的利益和思想。所以民粹派中间也有过一些作家（而且是民粹派中间的优秀人物），正如司徒卢威先生也承认的，他们跟斯拉夫派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他们甚至承认俄国已走上了和西欧同样的道路。用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两个范畴是根本不能说明俄国民粹主义的问题的。民粹主义反映了在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形成时代俄国实际生活中几乎还不存在的一件事实，即劳动利益和 资本
 利益的对立。它是通过小生产者的生活条件和利益的三棱镜来反映这个 事实
 的，因此反映得不真实，不大胆；它所创造的理论没有提出社会利益的矛盾，而是枉然地指望另外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纠正民粹主义的这个错误，说明哪一个社会集团能够成为直接生产者的利益的真正代表。




现在我们来看看司徒卢威先生那本书的第2章。

作者的布局如下：他先提出使人不得不认为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唯一正确的方法的一般性见解，然后叙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最后则把得出的结论用来解释俄国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由于这一章的主题特别重要，我们打算比较详细地分析它的内容，并把引起异议的地方一一指出。

作者一开头就完全正确地指出，把社会过程归结为“给自己提出目标”并“推动事变前进”的“活的个人”的活动的那个理论是一种误解的产物。当然，谁也从来没有想说“社会集团是与组成它的个人无关而独立存在的”（第31页），但问题在于“个人，作为具体的个人，是所有过去的和当代的个人即社会集团的派生物”（第31页）。现在把作者的意思解释一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断言，历史是由“具有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创造的。完全正确。可是，这些“思想和感情”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有一种意见认为它们是偶然出现的，而不是从一定社会环境（它是个人精神生活的材料、客体，它从正面或反面反映在个人的“思想和感情”上面，反映在代表这一或那一社会阶级的利益上面）中必然产生的，能不能认真地维护这种意见呢？其次，我们应该按哪些标志来判断 真实的
 个人的 真实
 “思想和感情”呢？显然，这样的标志只能有一个，就是这些个人的活动，——既然这里谈的只是社会的“思想和感情”，那么应该加上几个字：个人的 社会活动
 ，即 社会事实
 。司徒卢威先生说：“我们把社会集团和个人分开，我们把前者看作在社会生活基础上产生的并体现在习惯和法律、风俗和道德以及宗教观念上面的人与人间的形形色色的相互关系。”（第32页）换句话说，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者把人与人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作自己研究的对象，从而也就是研究真实的个人，因为这些关系是由个人的活动组成的。主观主义的社会学者的议论似乎从“活的个人”开始，其实是从下面这点开始的，就是把他认为合理的（因为他把自己的“个人”同具体社会环境隔离开来，从而他就没有可能研究清楚他们的 现实的
 思想和感情）“思想和感情”安在这些个人身上，换句话说，“是从空想开始的”，这一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不得不承认 
［注：《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155页：“社会学应该从某种空想开始。”］

 。其次，因为这位社会学者对于合理不合理的看法本身就反映着（他自己是无意识的）一定的社会环境，所以他从推论中得出的最后结论，虽然在他看来“纯粹”是“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的产物，实际上代表的只是……小市民的观点和利益。

最后这一点——即关于个人作用或主观方法的特殊社会学理论，用空想代替了批判的唯物主义的探讨——特别重要，但它被司徒卢威先生忽略了，因此值得稍微谈谈。

我们试拿民粹派关于手工业者的流行议论予以说明。民粹主义者描述了手工业者的可怜生活，他的生产的微不足道，以及包买主对他的残酷剥削，指出包买主把绝大部分产品放进自己腰包，给生产者只剩下几文钱作为一天16—18小时的工作报酬，接着得出结论说：手工业者的生产水平很低，他的劳动受到剥削，这是当前制度的坏的方面。但是，手工业者不是雇佣工人，这是好的方面。必须保持好的方面，消灭坏的方面，为此就要建立手工业劳动组合。这是十足民粹派的论断。

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断却不同。他了解手工业情况之后，除了提出这个情况是好还是坏的问题外，还提出这一手工业的组织是什么样的组织的问题，即在生产某种产品时手工业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形成的， 为什么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形成的。于是他看到这种组织就是商品生产，也就是通过 市场
 而彼此联系起来的 单独
 生产者的生产。个体生产者供他人消费的产品只有采取 货币
 形式，就是说，只有预先经过质量和数量两方面的社会计算，才能到达消费者手里，才能使生产者有权获得其他社会产品。而这种计算是在生产者的背后通过市场波动进行的。这些为生产者所不知道的、不以他们为转移的市场波动不能不造成生产者间的不平等，不能不加剧这种不平等，而使一部分人破产，使另一部分人占有货币＝社会劳动产品。因此，货币持有者、包买主有权有势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在过一天算一天、至多过一周算一周的手工业者中间，只有他占有货币，即占有以前的 社会
 劳动产品，这些产品在他手中变成 资本
 ，变成占有其他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的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结论说，在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下，生产者遭到剥夺和剥削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无产者从属于有产者以及二者利益的对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这种对立给 阶级斗争这一科学
 概念提供了内容。因此，生产者的利益完全不在于调和这些对立成分，相反，在于加深这种对立，增强关于这种对立的意识。我们看到，商品经济的增长在我们俄国也引起了这种对立的加深：随着市场和生产的扩大，商业资本逐渐变成产业资本。机器工业在彻底摧毁单独的小生产（它早已被包买主根本破坏）而使劳动社会化。赚钱制度在手工业生产中被手工业者的表面独立性和包买主权力的表面偶然性掩盖起来，而现在已日益明显和无可掩盖了。“劳动”过去在手工业中也参加“生活”，那不过是把剩余产品奉送给包买主，现在它正在彻底地同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分离”。这个社会十分坦率地把它推开，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基本原则：生产者只有找到乐于占有他的剩余劳动产品的货币持有者，才能获得生活资料。这样，手工业者[及其思想家——民粹主义者]未能理解的东西，即上述对立的深刻的阶级性，生产者自然就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这种先进的生产者才能代表手工业者的利益。

现在我们从社会学方法的角度把这两种论断比较一下。

民粹主义者硬说自己是实在论者。“历史是由活的个人创造的”，因此他说，我从对现代制度抱反感的手工业者的“感情”谈起，从他们建立美好制度的思想谈起，而马克思主义者却谈论什么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他是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

这位神秘主义者回答说，的确，历史是由“活的个人”创造的，而我在研究手工业中的社会关系为什么是这样形成而不是那样形成的问题（您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时，也正是研究“活的个人” 怎样创造了
 和继续创造着 自己的历史
 。并且我手里有一个可靠的标准，证明我谈的是“活的”、现实的个人，是现实的思想和感情，这个标准就是：这些个人的“思想和感情”已经表现为行动，已经造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诚然，我从来不说“历史是由活的个人创造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句空话），但是，我在研究 实际的
 社会关系及其 实际的
 发展时，也正是研究活的个人活动的产物。您说您在谈论“活的个人”，但实际上您当作出发点的，并不是具有确实由他们的生活条件、由该一生产关系体系所产生的“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而是木偶，并且您把您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装进它的头里。显然，这样的做法只能产生天真的幻想；生活脱离了您，您也脱离了生活 
［注：“实践无情地使它（“新的历史道路的可能性”）缩小”；“可以说，它正在日益减少”。（彼·司徒卢威引用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第16页）减少的当然不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能性，而是幻想。幻想减少，倒是好事。］

 。不仅如此，请您看看，您装进这个木偶头里的 是些什么东西
 ，您宣扬的是些什么措施。您向劳动者介绍劳动组合是“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所指示的道路”时，忽略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即我国社会经济的整个组织。您不了解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因此，您看不出 这个基础上
 的各种各样的劳动组合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治标办法，这些办法丝毫不能消除生产资料（货币也包括在内）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种集中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和广大居民群众备受压迫的现象，至多不过使一小群手工业者升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您是从劳动者的思想家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了。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司徙卢威先生。他指出民粹派关于“个人”的论断空洞无物后接着说：“社会学实际上总是力图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想要说明历史演进中某个重大关键的任何尝试都使人确信这一点。谈到‘历史人物’和‘伟大人物’时，总是力图把他说成是某一时代精神的‘体现者’，那个时代的代表，把他的行动、他的成败看成过去全部事物进程的必然结果。”（第32页）这种想要 说明
 社会现象即建立社会科学的一切尝试的总趋势，“鲜明地表现在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演进的基本过程的学说上面。既然个人不算数，那就需要找出另一种因素来。这种因素就是社会集团”（第33页）。司徒卢威先生完全正确地指出，阶级斗争理论可以说在完成着社会学说的总意图——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不仅如此，阶级斗争理论第一次完全而彻底地贯彻了这个意图，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程度。能够做到这一步是由于给“集团”这一概念下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定义。这个概念本身很不明确，可以作各种理解，既可以把宗教现象也可以把民族志、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的现象看作区分“集团”的标准。而在上述每一领域中都可以用来区分这些或那些“集团”的固定标志是没有的。阶级斗争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它十分确切面肯定地规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第一，这个理论制定了 社会经济形态
 的概念。它以人类任何共同生活中的基本事实即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为出发点，把这种生活资料谋得方式和在它影响下形成的人与人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并指出这些关系（按马克思的术语是“生产关系”）的体系是社会的 基础
 ，政治法律形式和某些社会思潮则是这个 基础
 的外表。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每一种这样的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转化为另一种社会机体的特殊规律。这个理论已把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的客观标准应用于社会科学，而主观主义者认为把这个标准应用于社会学是不可能的。他们这样论断：由于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形形色色，不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现象分开，就不能研究这些现象，而为了把两种现象分开，就需要“有批判头脑”和“品德高尚”的个人的观点，——于是他们就轻而易举地把社会科学变成一系列的小市民道德信条，这种道德的范例，我们已从那位空谈历史的迷途和“科学光芒”所指明的道路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看到了。正是这些论断被马克思的理论根本打破了。重要和不重要之间的区别已为社会经济结构这一 内容
 和政治、思想 形式
 之间的区别所代替了。以往的经济学家认为，在仅仅存在着特殊的，即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规律的地方也有自然界的规律，对这种观点的批驳也就确切说明了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本身。主观主义者关于一般“社会”的论断，这种毫无意义的不过是小市民的空想（因为他们甚至没有弄清楚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概括为几种独特的社会机体）的论断，已被对一定的社会结构形式的 研究
 代替了。第二，“活的个人”在每个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已被概括起来，并归结为各个在生产关系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上、在生产条件上、因而在生活环境的条件上以及在这种环境所决定的利益上彼此不同的个人集团的活动，一句话，归结为 各个阶级
 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就推翻了主观主义者天真幼稚、纯粹机械的历史观，他们满足于历史是由活的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主观主义被社会过程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代替了，没有这种观点，当然也就无所谓社会科学。司徒卢威先生很正确地指出：“忽视社会学中的个人，或者确切些说，从社会学中把个人一笔勾销，实质上是追求科学认识的个别事例”（第33页），“个体”不仅存在于精神世界中，而且存在于物质世界中。全部问题在于：“个体”受某些一般规律支配，这就物质世界来说早已肯定，而就社会领域来说，则只是由马克思的理论确定下来的。

除上述一切论据外，司徒卢威先生对俄国主观主义者的社会学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反驳：“社会学 无论如何
 不能承认我们称之为个体的东西是第一性事实，因为个体（无须进一步解释）这一概念本身和适合这一概念的事实是漫长的社会过程的结果。”（第36页）这是很正确的思想，但是，作者的论证有些不正确的地方，因此更需要谈谈。他引用了 齐美尔
 的观点，后者在其《论社会分化》一书中证明了个体的发展和这一个人所属的集团的分化成正比。司徒卢威先生用这个论点来反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个体发展和社会分化（“多样性”）成反比的理论。司徒卢威先生反驳他说：“在未经分化的环境中，个人就其单一和无个性来说……将是‘和谐的完整的’。”“现实的个人不可能是‘一般人体所固有的一切特点的总和’，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样完满的内容超过了现实个人的力量。”（第38—39页）“要使个人能够被分化，个人就应该处在已分化的环境中。”（第39页）

从这段叙述中看不清楚齐美尔究竟是怎样提出问题和论证问题的。但从司徒卢威先生的转述来看，对问题的提法也犯了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样的毛病。抽象地议论个体的发展（和福利）对社会分化的依存关系，是完全不科学的，因为要规定一种适合于一切社会结构形式的相互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分化”、“多样性”等等概念本身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看把它用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主要错误，也正在于他论断中的抽象教条主义，他企图泛谈一般“进步”，而不去研究某一具体社会形态的具体的“进步”。司徒卢威先生在提出自己的一般论点（上面摘录的）来反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时，重复了他的错误，没有叙述和阐明具体的进步，而陷入了模糊的空虚的教条的泥坑。举个例子来说，“个人和谐的完整性在内容上是由集团的发展程度即分化程度决定的，”——司徒卢威先生这样写道，并给这句话加了着重号。可是应该怎样理解集团的“分化”呢？农奴制的消灭是加剧了还是削弱了这个“分化”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后者（《何谓进步？》）；司徒卢威先生的回答大概是前者，因为他援引的是社会分工的扩大。一个指的是等级差别的消灭；另一个指的是经济差别的形成。可见，这个术语很不明确，甚至可以把它安到两个相反的东西上去。再举个例子。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过渡可以算是“分化”的削弱，因为专业工人之间的细密分工中止了。然而不容怀疑，正是在后一情况下，个人发展的条件有利得多（对工人来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问题提法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作者自己承认个人和集团之间也存在着对抗（米海洛夫斯基也是这样说）。他补充说：“但生活从来不是由 绝对
 矛盾组成的：生活中的一切都是 流动的，相对的
 ，同时各个方面都是经常互相影响的。”（第39页）既然如此，为什么又提出集团和个人之间的绝对的相互关系，即与一定社会形态的严格规定的发展阶段无关的相互关系呢？为什么不把全部论证用来说明俄国演进的具体过程问题呢？作者有这样提出问题的企图，假使他把它贯彻下去，他的论证就会大为增色。“只有分工（按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学说，这是人类的堕落）才为‘个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了个人而正当地反对了现代的分工形式。”（第38页）这说得真妙；只是应该把“分工”二字换成“资本主义”，甚至更狭窄些，换成 俄国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正在于它破坏了使得生产者愚钝和没有可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旧有的狭隘生活条件。贸易关系和世界交换的巨大发展，广大居民群众的经常流动，摧毁了氏族、家庭和地域性公社自古以来的束缚，造成了在西欧现代史中起着巨大作用的多种多样的发展，“不同的才能……丰富的社会关系” 
［注：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98页及以下各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

 。在俄国，这一过程是在改革后的时代充分显示出来的，当时旧的劳动形式异常迅速地破灭，劳动力的买卖占了第一位，使农民脱离了宗法式的半农奴制家庭，脱离了使人愚钝的农村环境，并以纯粹资本主义的额外价值占有形式代替了半农奴制的额外价值占有形式。这一经济过程在社会方面的反映就是“人格普遍提高”，地主阶级被平民知识分子排挤出“社会”，著作界激烈地攻击对于个人的种种荒诞无稽的中世纪束缚等等。正是改革后的俄国造成了人格和自尊心的提高，这一点民粹派大概是不会争辩的。但是，他们没有提出这是由什么样的物质条件造成的问题。在农奴制度下当然不会有类似的现象，于是民粹主义者欢迎“解放的”改革，没有觉察到自己象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一样陷入了盲目的乐观主义，关于这些历史学家，马克思曾经说过，他们透过“解放的”面纱来看农民改革，没有觉察到这种“解放”只是以一种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代替封建的剩余产品。在我们这里情形也完全一样。正是“旧贵族的”经济制度把居民束缚在一个地方，把他们变成各个世袭领主的一群奴仆，造成了对个人的压制。其次，也正是资本主义使个人摆脱了农奴制的一切束缚，使他变成商品所有者（作为商品所有者来说，他和其他任何商品所有者是平等的），独立地和市场发生关系，同时造成人格的提高。民粹派先生们听到别人说俄国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就故作震惊，这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进步福利”（它是改革后俄国的标志）的物质条件问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社会学”一开头就讲“个人”如何反对俄国资本主义，认为它是俄国一时脱离正道的偶然现象，他这样说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因为他不了解只有资本主义才创造了条件，使个人有可能去进行这样的反对。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再次看出，司徒卢威先生的论证需要作怎样的修改。应该完全把问题引到俄国现实的基础上来，弄清楚现实情况如何，为什么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无怪乎民粹派把自己的全部社会学建立在不去分析现实而发出“可能如此”的议论上面；他们不能不看到现实在无情地打破他们的幻想。

作者用下面的表述结束他对“个人”理论的分析：“个人在社会学看来是环境的作用”，“个人在这里是一种形式上的概念，它的内涵要靠对社会集团的研究来提供”。（第40页）后面这个对比非常恰当地强调了主观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因为主观主义者谈论“个人”时总是预先规定这个概念的 内涵
 （即个人的“思想和感情”以及他的社会活动），就是说，他们悄悄地用自己的空想代替了“对社会集团的研究”。

司徒卢威先生接着写道，唯物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经济唯物主义使思想从属于事实，使意识和应有性从属于存在”（第40页）。在这里，“从属”的意义当然是指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放在从属地位。主观主义的民粹派恰恰相反，他们下论断时从“理想”出发，毫不考虑这些理想只能是现实的某种反映，因此，它们必须由事实来检验，必须归结为事实。不过这个论点如果不加解释，民粹主义者是不能理解的。他想：怎么能这样呢？理想应该判定事实，指出怎样改变事实，检验事实，而不是受事实检验。受事实检验，在惯于异想天开的民粹主义者看来，就是与事实调和。我们来解释一下。

“为别人而工作”这一事实的存在，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某些“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对抗这一制度的理想。

这些理想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非常宝贵的；他只是在这些理想的基础上同民粹主义进行论战，他争论的纯粹是这些理想的建立及其实现的问题。

民粹主义者认为只要照下面这样做就够了：肯定产生这些理想的事实，再从“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的观点指出理想的合理性（但他不了解这些“现代观点”只是西欧“社会舆论”对新生力量的让步），然后向“社会”和“国家”呼吁：要保障，要防护，要组织！

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从同样的理想出发，但他不是把它与“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相对比 
［注：恩格斯在其《欧·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绝妙地指出，这是一种旧的心理学方法：不把自己的概念和它所反映的事实相对比，而把它和别的概念相对比，和别的事实的模拟相对比。（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05页。——编者注）］

 ，而是 与现有阶级矛盾
 相对比，因此，不是把它表述为“科学”的要求，而是表述为某个阶级的要求，这种要求是由某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需要加以客观的研究）产生的，并且由于这种关系的某些特点，这种要求只有用某种方式才能实现。不 这样
 把理想归结为事实，这些理想始终是天真的愿望，决不可能为群众所接受，因此也决不可能实现。

司徒卢威先生这样指出一般性的理论原理，使人不得不承认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唯一正确的方法后，接着就叙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而且主要是引证恩格斯的著作。这是该书很值得注意的和大有教益的一部分。

作者十分正确地指出：“无论在哪里都不会碰到象俄国政论家这样不了解马克思的现象。”（第44页）他首先举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例，指出他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论”只看作对“资本主义制度起源”的说明。司徒卢威先生反驳这一点是完全正当的。这的确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事实。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多次谈到马克思，但他从未提到 马克思的方法
 对“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态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曾谈到《资本论》，并声明自己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一致”（？）的，但他绝口不谈——举例来说——下面的问题：俄国的主观主义者是不是在模仿那个想按照自己的公平的理想来改造商品经济的蒲鲁东的方法呢 
［注：《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2页脚注（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页脚注（38）。——编者注）。］

 ？这个标准（公平）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标准——“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有什么不同呢？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这个方法就象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新陈代谢的实际规律”而想按照“亲和力”的规律来改造新陈代谢一样地荒谬绝伦，为什么一向这样坚决反对把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等同起来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反驳马克思的这种说法呢？不反驳马克思认为社会过程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呢？这是不能用对文献不熟悉来解释的，问题显然在于完全不了解或是不愿了解。司徒卢威先生似乎第一个在我国著作界中指出了这一点，这是他的很大功绩。

现在我们来看看作者有哪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应当受到批判。司徒卢威先生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学说还没有得到 纯粹哲学的论证
 ，它还不能驾驭全世界历史所提供的大量具体材料。显然需要根据新的理论来重新审查事实，也需要根据事实来批判理论。可能有许多片面的东西和过于匆忙的总结将被抛弃。”（第46页）作者说的“纯粹哲学的论证”是什么意思，不十分清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哲学没有任何单独存在的权利，它的材料分布在实证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门。因此，哲学的论证可以理解为哲学前提和其他科学的确定规律的对照[司徒卢威先生自己也承认，心理学提供的一些原理已使人们不得不拒绝主观主义而接受唯物主义]， 或者是
 运用这个理论的经验。在这方面，司徒卢威先生本人就说过：“唯物主义对一系列〈请注意这一点〉极端重要的历史事实作了非常科学的和真正 哲学的
 〈黑体是原作者用的〉说明，这个功绩将永远属于唯物主义。”（第50页）作者的这句话包含着承认唯物主义是社会学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因此，当然需要根据这个观点来“重新审查事实”，特别是重新审查俄国主观主义者所极力歪曲了的俄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事实。至于最后这个关于可能有“片面的东西”和“过于匆忙的总结”的意见，是个笼统的因而是不清楚的意见，所以我们不准备加以评述，我们要径直分析“没有染上正统思想的”作者对马克思“过于匆忙的总结”所作的一个修正。

这里所谈的是国家。“马克思及其信徒”否认国家，“过分”“热中于”“对 现代国家
 的批判”，而犯了“片面性”的毛病。司徒卢威先生在纠正这一点时说：“国家首先是 秩序的组织
 ；它在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一些集团从属于另一些集团的社会中，则是个统治（阶级统治）的组织。”（第53页）按作者的意见，国家在氏族生活中就有了，并且在阶级消灭以后仍将存在，因为国家的特征就是强制权力。

作者用自己学究式的观点批评马克思时，根本缺乏论据，这一点只能使人感到惊讶。首先，他把强制权力当作国家的特征是完全不对的，因为在人类的任何共同生活中，无论在氏族制度或家庭中都有强制权力，但在那里并没有国家。恩格斯在司徒卢威先生引证过一段关于国家的叙述的那部著作中说，“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版第84页；俄译本第109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35页。——编者注］

 。稍前一点，他谈到设置诺克拉里[98]时说，它“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截了当同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相符合的公共权力〈offentliche　Gewalt——俄译本误译为社会力量〉”（同上，第79页，俄译本第105页） 
［注：同上，第130—131页。——编者注］

 。因此，国家的特征就是存在着把 权力
 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殊阶级。在公社中，“秩序的组织”是由公社 全体
 成员轮流管理的，显然谁也不会把公社称作国家。其次，对现代国家来说，司徒卢威先生的论断更不能成立。谈到现代国家时说它“首先〈原文如此！？！〉是秩序的组织”，这就等于不了解马克思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点。现代社会中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那个特殊阶层是官僚。这个阶层和现代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直接而又极密切的联系，可以从历史上（官僚曾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反对“旧贵族”制度代表人物的第一个政治工具，是平民知识分子、“小市民”而不是道地的土地占有者第一次登上政治统治舞台时扮演的角色），从这个阶级的形成和补充的条件上（它只给“来自民间的”资产者敞开大门，它和这个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极牢固的联系）明显地看出来。 
［注：参看卡·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1876年莱比锡版第23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356页。——编者注）；并参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汉堡版第45—4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62—163页。——编者注）：“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指官僚〉分不开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

 作者的错误尤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正是他所要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念头）的俄国民粹主义者不了解，任何官僚机构，无论按其历史起源、现代来源或使命来看，都是纯粹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机构，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才能从生产者的利益出发向这种机构呼吁。

马克思主义对伦理学的看法还值得谈谈。作者在第64—65页上引用了恩格斯关于自由和必然性关系的绝妙说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25页。——编者注］

 决定论不仅不以宿命论为前提，而且恰恰相反，它为明智的活动提供基础。这里不能不补充一句，就是俄国的主观主义者甚至连意志自由这样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也弄不清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决定论和宿命论混在一起，怎么也弄不明白，于是想到一条出路……就是脚踏两只船：他不想否认规律性，同时又断言意志自由是我们意识的事实（其实这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抄袭的米尔托夫的思想），因此可以作为伦理学的基础。把这种思想运用于社会学，除了造成忽视社会中发生的阶级斗争的空想或空洞道德外，显然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不能不承认桑巴特的断言是正确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本身从头至尾没有丝毫伦理学的气味”，因为在理论方面，它使“伦理学的观点”从属于“因果性的原则”；在实践方面，它把伦理学的观点归结为阶级斗争。

司徒卢威先生对唯物主义的叙述作了一个补充，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了“在所有民粹主义学说中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两个因素”——“知识分子”和“国家”。（第70页）这个评价又反映了作者的“非正统思想”，这种思想在前面谈到他的客观主义时已经指出。“如果……各个社会集团所以是现实的力量，只是因为……它们和各个社会阶级一致或是依附于它们，那么很明显，‘无等级知识分子’就不是现实的社会力量。”（第70页）就抽象的理论意义来说，作者当然是对的。他可以说抓住了民粹派的话。你们说知识分子应该把俄国引上“另外的道路”，但是，你们不了解如果他们不依附于一个阶级，他们就等于零。你们吹嘘俄国无等级知识分子向来以思想“纯洁”著称，——其实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始终没有力量。作者的批评只限于把民粹派关于知识分子万能的荒谬 思想
 和自己关于“知识分子在经济过程中没有力量”（第71页）这个十分正确的 思想
 作个对比。但这样对比是不够的。俄国“无等级知识分子”是俄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集团，它是改革后整个时代（贵族被平民知识分子最后排挤出去的时代）的标志，无疑起了并继续起着一定的历史作用，要判断这样一个集团，就必须把我国“无等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尤其是他们的纲领同 俄国社会现有各个阶级的地位和利益
 作个对比。为了不使别人怀疑我们抱有成见，我们不准备自己来作这个对比，而只想援引那位已在第1章里评述过他的文章的民粹主义者。从他所有的评论中可以得出一个十分肯定的结论：俄国先进的、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等级性”丝毫不能抹去知识分子思想的阶级根源。无论何时何地，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封建主义都是为了无等级性，我国无等级知识分子反对旧贵族制度即等级制度也是为了这个。无论何时何地，资产阶级起来反对过时的等级束缚和其他中世纪制度都是为了全体“人民”（当时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还没有充分发展），无论在西欧或在俄国，资产阶级都是对的，因为它所批评的制度的确束缚了 所有的人
 。当俄国的等级制度一遭到坚决的打击（1861年），“人民”内部的对抗就立刻开始暴露出来，无等级知识分子内部的自由派和民粹派即农民思想家（俄国直接生产者的第一批思想家没有看见而且不可能看见农民内部对立阶级的形成）之间的对抗也随之而暴露出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俄国社会中的社会对立更加充分暴露，迫使人们承认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事实。民粹主义把自己同马克思主义分开，几乎完全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所以俄国“无等级知识分子”是“现实的社会力量”， 因为他们在维护一般资产阶级的利益
 。 
［注：民粹派许许多多愿望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在第1章里已经指出。不符合这种性质的愿望（如“劳动社会化”）在现代民粹主义中所占的地位已经是微不足道了。无论是《俄国财富》（1893年第11—12期，尤沙柯夫
 《俄国经济发展问题》一文）或是瓦·沃·先生（《理论经济学概论》1895年圣彼得堡版），都是反对尼·—逊先生的，因为后者“严厉地”（尤沙柯夫先生语）批评了发放贷款、扩大土地占有、实行移民等等已经失效的万应灵丹。］

 虽然如此，这个力量未能为自己所维护的利益建立适当的机构，未能改变“当前俄国文化界的气氛”（瓦·沃·先生语），而“政治斗争时代的积极民主主义”已为“社会冷淡主义”（瓦·沃·先生语，见1894年《星期周报》第47期）所代替，这不仅是由于本国“无等级知识分子”的幻想性，而且主要是由于他们出身的和从中汲取力量的那些阶级的地位、它们的两面性。无庸争辩，俄国的“气氛”对这些阶级有很多坏处，但也给它们带来了某些好处。

在俄国，被民粹派看作不是“纯粹劳动思想”体现者的那一阶级所起的历史作用特别伟大；它的“积极性”用“姜汁鲟鱼”是麻痹不了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这个阶级，不仅不象专门捏造难以置信的谬论来诽谤马克思主义者的瓦·沃·先生所说那样“割断了民主主义的线”，而且恰恰相反，抓住了这根被冷淡的“社会”所抛弃的“线”，要求发展它，巩固它，使它接近生活。

司徒卢威先生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不够充分，因此对下一论点的表述就不十分恰当。他说：“应该证明旧经济制度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第71页）第一，作者所指的“旧经济制度”是什么呢？是农奴制吗？但它的瓦解已是无须证明的了。是“人民生产”吗？但他自己接着就十分正确地指出这个词组“不符合任何现实历史制度”（第177页），换句话说，这是神话，因为在我国废除“农奴制”以后，商品经济就加速地发展起来了。作者指的也许是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那时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挣脱中世纪制度的束缚，商业资本还很强大，大部分生产者还保持着小生产。第二，作者认为这个不可避免性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某某阶级的统治吗？是现有生产关系体系的特点吗？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都在于 肯定
 这一或那一（资本主义的）制度的 存在
 ；问题都在于 肯定事实
 ，无论如何不能把问题转到关于未来的议论上去。这种议论应该留给那些“为祖国”找寻“另外的道路”的民粹派先生去包办。作者自己在下一页就谈到，任何国家都是“一定社会阶级统治的表现”，“需要在各个阶级间重新配置社会力量，以使国家根本改变自己的方针”（第72页）。这一切都是很正确的，并且击中了民粹派的要害，而根据这一点，就应以另外的方式提出问题：应该证明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存在
 （不是“瓦解的不可避免性”等等）；应该证明，用俄国的材料也能证实“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这一规律，就是说，在我国各地，商品经济也在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应该证明各地占统治地位的制度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制度，正是这个阶级的统治，而不是臭名远扬的民粹派的“偶然性”或“政策”等等，使生产者丧失生产资料，使生产者到处都为别人而工作。

我们对司徒卢威先生这本书具有总论性质的第一部分，就分析到这里。






[95]白板是拉丁文tabula　rasa的意译，即未经刻写的涂蜡的板。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用这种蜡板记事，用完熨平，仍可重新使用。后来人们用白板比喻没有受到外界影响的心灵和事物。——362。



[96]《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364。



[97]19世纪20年代，俄国贵族中有一些人热中于保持俄国生活方式。他们不喝外国饮料，只喝国产饮料克瓦斯，不穿西式服装，只穿俄国农民服装，并自诩为“热爱祖国”。后来，人们把这类思想和行为讥讽地称为“克瓦斯爱国主义”。——366。



[98]诺克拉里是古希腊雅典共和国的小规模的地域性的区，约于公元前7世纪设置。各个诺克拉里的首领诺克拉尔组成议事会。诺克拉里的基本职能是建立舰队。依照规定每一诺克拉里必须提供一艘战船，配备武器和人员，以应国家的军事需要。至公元前5世纪，由于舰队改由国家和富裕公民出资建造，诺克拉里不复存在。——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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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粹派和司徒卢威先生对一些经济问题的提法

作者谈完社会学以后，又谈到更“具体的经济问题”（第73页）。在这里，象他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他认为从“一般原理和历史考证”谈起，从“全人类经验所证实的无可辩驳的前提”谈起，是“自然的和合理的”。

不能不指出，这种方法也犯了抽象的毛病，我们一开始就指出，这是该书的主要缺点。在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几章（第3章、第4章和第5章）中，这个缺点造成了两种不良后果。一方面，它减弱了作者为反对民粹派而提出的那些明确的论点。司徒卢威先生 泛泛地
 议论，描述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的情形，指出世界上的情形多半是如何如何，同时也浮光掠影地谈了一下俄国，也把“经济生活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过程应用于俄国。毫无疑义，把一般过程应用于俄国是完全合理的，作者的“历史考证”对于批判不正确地描述俄国历史（不仅是俄国一国的历史）的民粹主义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应当更具体地表达这些论点，更明确地把这些论点和否认一般过程应用于俄国的正确性的民粹派论据加以对比；应当把民粹派对俄国现实的某种理解和马克思主义者对 同一
 现实的 另一种
 理解作一比较。另一方面，由于作者的议论的抽象性，因而使他的论点没有说清楚，他虽然正确地指出了某种过程的存在，但是没有分析哪些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形成起来，哪些阶级体现了这一过程而遮掩了从属于它们的其他居民阶层；一句话，作者的客观主义在这里没有达到唯物主义（就这两个术语的上述意义来说） 
［注：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序言中，也曾指出客观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这种相互关系。马克思说蒲鲁东也写过这个历史事变（《政变》（即《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编者注）），并对蒲鲁东的与自己相反的观点作了如下的评论：



“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12月2日〉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
 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
 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序言》）］ 。

现在我们来分析某些最重要的论点，以证实我们对司徒卢威先生著作的上述各章的评价。


　　“翻开俄国历史，几乎从头几页我们就看到直接生产者对主人的依附（法律上的和经济上的）是牧歌式的‘人民生产’的历史旅伴。”（第81页）作者的这个意见非常正确。在自然经济时代，农民被土地占有者奴役，他不是为自己做工，而是为贵族、寺院和地主做工，——司徒卢威先生有充分理由用这个历史事实
 来反对我国独特的社会学家关于“生产资料向来属于生产者”（第81页）的胡说。这种胡说不过是为了迎合小市民的空想而对俄国历史的一种歪曲，进行这种歪曲民粹派总是很慷慨的。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他们害怕直言不讳地说出这种压迫，于是求助于历史，把事情描绘成这样：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是农民劳动的“历来的”基础、“历代的基石”，因此，现时农民遭受剥夺，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额外价值代替了封建的剩余产品，不是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而是由于偶然实行了不适当的政策，由于一时“离开了全部民族历史生活所昭示的道路”（彼·司徒卢威摘引的尤沙柯夫先生的话，第15页）。他们竟然恬不知耻地用这些无稽之谈来描述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仅在不久以前才停止了
［注：甚至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停止。因为一方面还存在着赎金（大家知道，其中不仅包括地价，而且包括农奴的赎身金）；另一方面，例如农民因耕种“割地”而服工役，——这是封建生产方式的直接残余。］

 对农民采取最粗暴的亚洲式的农奴制剥削，而在此以前，不仅生产资料不属于生产者，连生产者本身也同任何一种“生产资料”很少有区别。司徒卢威先生非常中肯地用萨尔蒂科夫的尖锐评语来反对这种“自我陶醉的乐观主义”，萨尔蒂科夫指出，“人民生产”同农奴制有联系，“历代的基石”时代的“富裕”“仅仅〈请注意这一点〉为御驾护卫兵[99]和其他侍卫的后裔所享有”。（第83页）



　　其次，我们要指出司徒卢威先生的下述意见，这个意见明确地涉及到俄国现实中的确定事实并含有非常正确的思想。“当生产者不再为当地的有明确分界的市场进行生产而开始为遥远的和不固定的市场进行生产的时候，当竞争、争夺市场的斗争发展起来的时候，这些条件就会引起技术进步……既然分工是可能的，它就一定会尽可能广泛地实行起来，但是，当生产在技术方面尚未改组以前，新的交换（销售）条件就已发生影响，使生产者落到在经济上依附商人（包买主）的地位，而这种情况在社会方面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我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瓦·沃·先生之流，为纯粹技术进步的意义所迷惑而把这一点忽略了。”（第98页）这样指出包买主出现的决定性意义是极为正确的。包买主的出现所以具有决定性意义，是因为这个事实无疑地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已经存在，证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这一原理也适用于俄国，同时这个事实造成生产者受资本支配的状况，要摆脱这种状况，除了生产者的独立活动，没有别的出路。“从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出现做生意的资本家（在为广大的和不固定的市场而生产的情况下，这是不可避免的）时起，我们就看到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作者还正确地补充说：“如果把 手工业
 生产理解为生产者在为不固定的和遥远的市场工作时享有 充分的经济独立
 ，那么大概将可看出，这种真正的手工业生产在俄国 现实
 中是根本没有的。”不过，这里“大概”二字和将来时用得不当，因为家庭手工制大生产占优势和手工业者完全受包买主奴役，这是我国手工业的实际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主要 事实
 。这种组织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而且照作者的正确说法，它还是“对资本家非常有利的”组织，它保证资本家获得厚利，把工资压得很低，而且使工人很难组织和成熟起来。（第99—101页）不能不指出，资本主义剥削在我国手工业中占优势的事实早已众所周知，但民粹派却悍然不顾这个事实。几乎在他们的每一期杂志和每一号报纸上，只要谈到这个问题，他们就发怨言，说政府“人为地”扶持大资本主义[所谓“人为的”资本主义，无非是大的而不是小的，是工厂的而不是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是使用机器的而不是使用手工的资本主义]，而不做任何事情来满足“ 人民
 工业的需要”。这里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小资产者的局限性，他们维护小 资本
 而反对大资本，顽固地闭眼不看这样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在这种“人民”工业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利益对立，因此，出路并不在于可怜的信贷等等办法。既然在依恋自己产业、经常害怕丧失产业的小业主看来，这一切都是某种可怕的东西，都是一种“关于公平的劳动报酬（似乎不是劳动本身在其成果中创造这一报酬）”的“宣传”，那么很明显，手工业劳动群众的唯一代表只能是处在“人为的”、“温室里的”工厂工业条件下的生产者 
［注：“全部过程表现为：小生产（手工业）中有一部分人在与‘资本主义’接近，另一部分人在与失去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接近。”（第104页）］

 。我们再来看看司徒卢威先生关于农业的论点。蒸汽运输业促使向交换经济过渡，使得农业生产变成商品生产。生产的商品性质又无条件地要求“生产的经济和技术的合理性”（第110页）。作者把这个论点当作一个特别重要的论据，来反对洋洋得意地指出大生产的优越性在农业中（似乎）没有得到证实的民粹派。作者回答他们说：“以马克思学说为依据的人不应该否定农业生产的经济特点和技术特点的意义，由于这些特点，小企业在一定场合下在经济上比大企业优越，——尽管马克思本人否定这些特点的意义。”（第111页）这段话很不清楚。作者说的是些什么特点呢？为什么不把它们确切地指出来呢？为什么不指出马克思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对这一点发表过自己的意见，而作者又根据什么理由认为必须修改这种意见呢？

作者继续写道：“小农业生产势必愈来愈具有商品性质，而小农业经济要变成有生命力的 企业
 ，必须满足经济和技术的合理性的总的要求。”（第111页）“问题完全不在于小农业企业是否会被大企业吞并（经济演进的结局未必是这样），而在于全部国民经济在交换的影响下正在发生变化。民粹派没有注意到，上面确认的‘工业的扩散’所造成的交换经济对自然经济的排挤，正在根本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农业（农村）人口和非农业（城市）人口之间的原有比例正在遭到破坏，而使后者的比例增加。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类型和心理素质在新的经济生活条件影响下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第114页）

这段引文向我们说明了作者谈到马克思的那番话想说的是什么，同时也具体地证实了我们上面提出的看法：不描写具体过程的教条式的叙述方式模糊了作者的思想，使作者的思想未能清楚地表达出来。他指出民粹派观点是错误的，这个论点十分正确，但不完全，因为他没有同时指出由于合理生产代替不合理生产而发展起来的阶级对抗的新形式。例如作者只浮光掠影地提到“经济上合理”意味着“最高的地租”（第110页），但是，他忘记补充一句，这种 地租
 是以 农业的资产阶级组织
 为前提的，就是说，第一，农业要完全受市场支配，第二，在农业中也要形成象资本主义工业所特有的那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民粹派在谈到我国农业组织似乎是非资本主义组织时，把问题提得非常狭隘，极端错误，把一切都归结为大经济排挤小经济。司徒卢威先生十分正确地向他们指出，他们这样谈问题就忽略了农业生产的一般性质，而农业生产即使在小生产制度下也可能是（在我国的确是）资产阶级性的，正如西欧农民经济是资产阶级经济一样。小的独立经济（用俄国知识分子的术语说，就是“人民”经济）变成资产阶级经济所需的条件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就是：第一，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它在生产者孤立 
［注：当然说的是经济上的
 孤立。村社土地占有制
 丝毫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即使是最“平均地”重分土地，农民也是单独经营自己的一块土地，因而是孤立的、单独的生产者。］

 的情况下在他们中间造成竞争，使大众破产，使少数人发财；第二，劳动力变成商品，生产资料变成资本，就是说，生产者失去生产资料，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在这种条件下，小的独立生产者同大多数生产者比较起来处于一种特殊地位，我国现在也是这样： 真正独立的
 业主，在不仅没有“独立”经济甚至没有维持一周的生活资料而为他人劳动的群众中，只是一个例外。独立业主的地位和利益使他们不同于 主要
 靠工资生活的广大生产者。后者提出“公平报酬”问题，而这必然是提出另一种社会经济结构这一根本问题的前阶；前者感到极大兴趣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些东西：信贷，特别是小额“人民”信贷，便宜的改良农具，“开辟销路”，“扩大土地占有”等等。

大经济比小经济优越的规律仅仅是商品生产的规律，因而不能把它用于还没有彻底卷入商品生产、还没有受市场支配的经济。因此，如果提出这样的论证（顺便说说，瓦·沃·先生也是这样论证的），说改革后贵族农业经济衰落和农民租种私有主土地，已驳倒了关于我国农业的资本主义演进的意见，那只能证明作这种论证的人在这件事情上十分无知。在农奴制关系下掌握 耕作技术
 的是农民，农奴制关系的破坏当然引起地主的危机。且不说这种危机造成的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多地利用雇农和日工的劳动来代替过时的半封建劳动形式（工役），连农民经济本身也已开始根本改变自己的性质：它被迫为市场工作，这就很快地使农民分裂为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这种分裂最终地决定着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问题。司徒卢威先生在第5章中说明了这一过程，他指出：“小农在分化，一方面发展成‘经济上殷实的’农民〈应该说是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另一方面发展成无产阶级式的农民。人民生产的线条和资本主义的线条构成一幅图画，画的上方醒目地写着：暴发户来了。”（第177页）

应该注意的正是事情的这一方面，正是新的“合理的”农业的 资产阶级组织
 。应该向民粹派指出，他们忽视上述过程，也就由农民思想家变成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所渴望的“振兴人民生产”，在这样的农民经济组织下只能是“振兴”小资产阶级。反之，把注意力指向生活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之下的生产者的人们，不仅正确地代表着这种生产者的利益，而且代表着全体广大“无产阶级”农民群众的利益。

司徒卢威先生的叙述不完全、不透彻，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他在谈到合理的农业时，没有说明它的社会经济组织，在指出蒸汽运输业如何用合理的生产代替不合理的生产、用商品生产代替自然生产时，没有说明因此而形成的阶级对抗的新形式。

在我们现在分析的这几章中，作者的大部分议论也都表现出这种问题提法方面的缺点。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再举几个例子。作者说，商品经济和广泛的社会分工，“是依靠私有制、经济自由原则和个人主义意识发展起来的”（第91页）。国民生产的进步同“私有制对社会的统治程度”联系在一起。“也许这是可悲的，但事实就是如此，这是一种被经验和历史证明了的共存关系。现在，有人如此轻率地诋毁18世纪的思想和原则，实质上却又在重复当时的错误，在这种时候人们往往忘记经济进步同私有制、经济自由原则和个人主义意识这种文化上历史上的联系。只有忽视这种联系的人，才会指望经济和文化不发达的社会不实现上述原则也能取得经济进步。我们并不特别同情这些原则，我们非常了解它们在历史上的 短暂
 性质，但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它们不仅是一种否定的而且是一种肯定的巨大文化力量。只有认为自己的学说不受任何历史继承性的约束的唯心主义才会看不见这种力量。”（第91页）

作者“客观地”确认了“历史上的共存关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使人非常遗憾的是，他的论证没有把话说透。我们不禁要对他说：请您把话说透！请您把这些一般原理和历史考证同我们俄国历史的一定时期联系起来，请您把它们表述得能让大家看出您的理解和民粹派的理解为什么不同，不同的地方究竟在哪里，请您把它们同应该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准绳的现实比较一下，请您指出被这一切进步和文化掩盖着的阶级矛盾。 
［注：作者谈到和民粹派的争论时说道：同否定基本原则的人是无法进行争论的。这要看如何表述这些原则，是表述为一般的原理和考证呢，还是表述为对俄国历史和现实中某某事实的不同理解
 。］



改革后的俄国所带来的这种“进步”和“文化”无疑是同“私有制”有联系的。这种私有制不仅由于建立了保证法庭上的“平等”（这种“平等”在生活中体现为“自由劳动”和把劳动卖给资本）的新的“辩论原则的”民事诉讼程序而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而且已扩大到地主和农民的土地占有制方面，使地主摆脱了对国家的一切赋税和义务，使农民变成了 私有者
 农民；它甚至成了“公民”参加地方自治的政治权利（选举资格）的基础等等。我国的“进步”同“经济自由原则”的“联系”更是不容怀疑的，我们在第1章中已听到我们的民粹主义者说，这种“自由”使得“谦逊有礼、留着胡须的”俄国土地收集者再不必“对小警官卑躬屈节”。我们已经谈过“个人主义意识”是怎样由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的。把祖国进步的这一切特征综合起来，不能不得出结论（70年代的民粹派也曾作出这样的结论）说，这种进步和文化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现在的俄国比改革前的俄国好得多了，但由于这一切改善完全是靠了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和思想家，所以生产者不能享受到这些改善。对生产者来说，这些改善不过是改变了剩余产品的形式，不过是改善和改进了剥夺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的方法。因此，当民粹派先生们吁请俄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性的体现者和传播者去反对俄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性的时候，他们表现了简直不可想象的“轻率”和健忘。对他们真可以说：“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了。”

现代民粹派是不能同意对改革后的俄国和“社会”作这种估计的。为了反驳这一点，他们就得否定改革后的俄国的资产阶级性质，就得否定正是他们的远祖即70年代的民粹派为之挺身而起并“到民间去”从直接生产者那里寻找“未来的寄托”的那些东西。当然， 现代
 民粹派恐怕不仅决心否定这一点，而且可能还要证明在这一方面已有好转；但是这样一来，民粹派只会向一切还没有认清这一点的人表明：民粹派根本不是别的，不过是极普通的 小资产者
 而已。

正如读者看到的，我只是把司徒卢威先生的论点讲讲清楚，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表述这些论点，就是说，“话相同而说法不同”。试问，是否需要这样做呢？是否值得这样详细地谈论这些补充和结论呢？这些补充和结论本身不是很明显吗？

我认为是值得的，其原因有二：第一，作者的狭隘客观主义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使作者忘记下述二者之间的界限，哪些是在我国著作界中根深蒂固的关于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学究式的旧议论，哪些是对某些阶级所推动的实际过程的确切的说明。这种狭隘的客观主义，这种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是司徒卢威先生这本书的主要缺点，必须特别详细地谈一谈，以便让人看到这一缺点的根源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没有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不是作者给自己的理论在现实以外找到了另一个标准，不是他从马克思学说中作出了其他的实际结论（我再说一遍，如果不损害这一学说的一切基本原理，这种结论是不可能的，是不可思议的），而是作者仅仅限于理论的一个方面即最一般的方面，并且没有把它贯彻到底。第二，不能不同意作者在序言中所发表的那种意见，即在从局部问题上批判民粹主义以前，必须通过“原则性的论战”“揭示意见分歧的根源”。（第Ⅷ页）而正是为了使作者的这一目的不致落空，就必须赋予他的几乎所有的论点以更具体的含义，必须把他那些过于一般的意见用到俄国历史和现实的具体问题上去。在这一切问题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需要进行巨大的工作：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重新审查事实”，揭露“社会”和“国家”活动中的、隐藏在“知识分子”理论背后的阶级矛盾，最后是弄清楚俄国“人民”生产中各种各样的剩余产品占有形式和先进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包含着“未来的寄托”，并在目前把“生产者”的思想和历史任务提到第一位）之间的联系。因此，不管想指出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尝试看来如何大胆，不管进一步详细研究之后会有多少改动和修正，毕竟值得花费力气拟出各种具体问题，以便对这些问题展开尽可能普遍和广泛的讨论。

司徒卢威先生对李斯特的评论，对李斯特的“卓越学说”，即关于“国民生产力的联合”、关于工厂工业的发展对农业的重要性、关于工业—农业国比纯农业国优越等等的学说的评论，是使他在问题提法方面犯了错误的狭隘客观主义的顶峰。作者认为这个“学说”非常“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广义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第123页），说明了“获得胜利的商品生产在文化上历史上的威力”（第124页）。

作者那种似乎超越一切特定的国家、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阶级的学究式的议论在这里表现得特别明显。无论从纯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看这种议论，这个评价都会是正确的。我们先从第一方面来看。用抽象的、教条式的关于工厂工业意义的原理就能够使任何人都“信服”某一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这种想法难道不奇怪吗？把问题提得那样适合于《俄国财富》的自由派教授们的口味，这难道不是错误的吗？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难道不应该把全部问题归结为弄清实际情况怎样、为什么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吗？

民粹派认为我国的资本主义是人为的，是温室植物，因为他们不了解资本主义同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部商品组织的联系，他们看不见我国“人民生产”就是资本主义的根源。您如向民粹派指出这些联系和根源，指出资本主义以最不发达因而是最坏的形式也在人民生产中占居统治地位，那您也就证明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您如指出这种资本主义一方面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使劳动社会化，同时也使“人民生产”中已经普遍形成的阶级对立，社会对立日益加剧并显露出来，那您也就证明了俄国大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至于这种议论的实践方面，即涉及贸易政策问题的方面，那么可以指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首先强调和特别强调贸易自由和保护关税政策的问题是资本主义问题，是资产阶级政策问题，但他们必须拥护贸易自由，因为保护关税政策的反动性在俄国表现得特别清楚，它阻碍国家经济的发展，它只为一小撮垄断寡头服务而不为整个资产阶级利益服务，而贸易自由却意味着带来摆脱资本主义的手段的那一过程的加速。




第3章的最后一节（第11节）是专门分析“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作者很正确地指出，这个词用得“非常随便”，并举例说明对这个词的理解有的“很狭隘”，有的“很广泛”，但他没有指出资本主义的任何确切的特征；“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尽管作者作了分析，但仍然是不清楚的。其实这似乎并不需要特别费劲，因为马克思已把这一概念纳入科学之中并用事实作了论证。但司徒卢威先生在这一点上也不愿意染上“正统思想”。他说：“马克思本人把 商品
 生产转化为 资本主义商品
 生产的过程设想得也许比实际过程更为急速，更为直接。”（第127页脚注）也许是这样。但这是唯一有科学根据并为资本史所证实的设想，而且我们还不知道其他的“也许”不太“急速”不太“直接”的设想，所以我们还是请教马克思。根据马克思的学说看来，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有两个：（1）商品生产是生产的 普遍
 形式。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机体中，产品都具有商品形式，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产品的这种形式才是 普遍的
 ，而不是特殊的、个别的和偶然的。（2）不仅劳动产品具有商品形式，而且劳动本身即人的劳动力也具有商品形式。劳动力的商品形式的发展程度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 
［注：《资本论》（1885年版）第2卷第93页。必须附带说明，马克思在该处根本没有给资本主义下定义
 。他一般是不下定义的。这里只是指出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本文中所谈的也是这一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32—134页。——编者注）］

 。依靠这个论断，我们就不难弄清楚司徒卢威先生所举的那些对这个名词理解不正确的例子。民粹派往往根据我国国民经济的技术落后和手工生产占优势等等情况而把俄国的制度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毫无疑问，这是极端荒谬的，因为资本主义既存在于技术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也存在于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地强调指出，资本先是把它所遇到的不管什么样的生产控制起来，以后才从技术上加以改造。无论是德国的家庭工业或是俄国的“家庭手工制大生产”，毫无疑问都是资本主义的工业组织，因为这里不仅商品生产占居统治地位，而且货币持有者统治着生产者并占有额外价值。民粹派喜欢把俄国“占有土地”的农民和西欧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毫无疑问这同样只能证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作者十分正确地指出，在西欧某些地方也保存着“农民的半自然经济”（第124页），但这个事实无论在西欧或在俄国，既不能排除商品生产的优势，也不能排除绝大多数生产者从属于资本的现象；这种从属要经过许多阶段才能达到它的发展的顶峰，虽然马克思对这种情形作过十分确切的说明，但民粹派总是忽视这些阶段。这种从属从 商业资本
 和 高利贷资本
 开始，然后转到工业资本主义中去。而工业资本主义起初在技术上也十分简陋，同旧的生产方法没有什么区别；后来才组织工场手工业，这种工场手工业仍然以手工劳动为基础，建立在占优势的手工业上面，并不破坏雇佣工人同土地的联系；最后才以大机器工业完成自己的发展。只有后面这个最高阶段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顶峰， 只有它
 才使工人被剥夺干净，象鸟一样自由 
［注：民粹派总是把事情描写成这样：工人丧失土地是任何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而不仅仅是机器工业的必要条件。］

 ， 只有它
 才使资本主义具有（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社会方面）“联合的作用”（民粹派惯于把这种作用同一般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只有它
 才把资本主义的“产儿”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

该书第4章《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是第3章的直接继续，它属于书中提出“全人类的经验”的资料来反对民粹派的那一部分。我们在这里必须详细谈谈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作者关于马克思的后继者的一个错误看法[或者是不恰当的说法？］；第二，作者如何规定从经济上批判民粹主义的任务。

司徒卢威先生说，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向新的社会制度过渡是资本主义的急剧崩溃和毁灭。（他认为马克思著作中的“某些地方”使人有根据这样想，实际上马克思的 一切著作
 都贯串着这种观点。）他的后继者却在 为改良
 而斗争，对40年代的马克思的观点“作了重要的修正”：否定横在资本主义和新制度之间的“鸿沟”，而承认“一系列的过渡”。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这是正确的。“马克思的后继者”没有给马克思的观点作任何重要的或不重要的“修正”。争取改良的斗争根本不能证明“修正”，它丝毫没有修正关于鸿沟和急剧崩溃的学说，因为这种斗争具有公开而明确的目的——正是要达到“崩溃”；为此就必须有“一系列的过渡”——从一个斗争时期过渡到另一个斗争时期，从一个斗争阶段过渡到另一个斗争阶段，——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也承认的，他在《宣言》中说，决不能把走向新制度的运动同工人运动（因而也是争取改良的斗争） 分开
 ，并在最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实际措施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0页。——编者注］

 。

如果司徒卢威先生想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观点的 发展
 ，那他当然是对的。但如果这样，那这里就不是“ 修正
 ”马克思的观点，恰恰相反，而是 贯彻
 和 实现
 他的观点。

我们也不能同意作者对待民粹主义的态度。

他说：“我国民粹主义的著作界抓住了国民财富和人民福利、社会进步、分配进步之间的对抗。”（第131页）

民粹主义没有“抓住”这种对抗，而只是 确认在
 改革后的俄国存在着下述二者之间的对立：一方面是进步、文化和财富；一方面是生产者失去生产资料，生产者在国民劳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日益减少，贫困和失业不断增长。这种对立在西欧也造成了上面所说的对抗。


　　“……这一著作界由于本身的人道的、爱人民的性质，一下子就提出了照顾人民福利的问题解决办法；某些人民经济形式（村社、劳动组合）看来体现了经济平等的理想，从而保证了人民福利，而生产进步在交换扩大的影响下根本没有呈现对这些经济形式有利的预兆，却会消灭它们的经济基础和精神基础，所以，民粹派举出西欧依靠私有制和经济自由而取得生产进步的可悲经验，提出所谓保障人民福利的‘人民生产’来反对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把‘人民生产’看成社会经济理想，认为俄国知识分子和俄国人民应该为保持和进一步发展这种理想而斗争。”



　　这种论断十分明显地暴露了司徒卢威先生的叙述的缺点。照他说来，民粹主义是“人道的”理论，这种理论“抓住了”国民财富和人民贫穷之间的对抗，提出了照顾分配的“问题解决办法”，因为“西欧的经验”没有呈现”人民福利的“预兆”。作者接着反对这样“解决”问题，但他没有注意到，他所攻击的只是民粹主义的唯心的同时是幼稚幻想的外表，而不是它的内容，他没有注意到，他默认民粹派先生们常有的那种学究式的问题提法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们已经指出，民粹主义的 内容
 是反映了俄国小生产者的观点和利益。理论的“人道性和爱人民性”是我国小生产者受压抑的结果，这些小生产者由于‘旧贵族”制度和传统的束缚，由于大资本的压迫而遭受了深重的苦难。民粹主义对待“西欧”及西欧对俄国的影响的态度，当然不是由它“抓住了”西欧的某种思想来决定的，而是由小生产者的生活条件来决定的：小生产者看到采用西欧技术的大资本主义对自己不利 
［注：参看前面举出的《祖国纪事》上的一篇文章。］

 ，他受到大资本主义的压迫，就创造了一些幼稚的理论，不用资本主义经济来解释资本主义政策，而用政策来解释资本主义，宣布大资本主义是一种同俄国生活格格不入的外来的东西。他由于被束缚在自己单独的小经济上，没有可能了解国家的真正性质，于是向国家呼吁，请求它支持和发展小生产（“人民生产”）。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阶级对立还不发展，这些小市民思想家的理论就冒充为一般劳动利益的代表。作者不去指出民粹派的问题提法本身的荒谬性，不以小生产者的物质生活条件说明民粹派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自己反而在问题提法上表现出教条主义，就和民粹派在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之间作“ 选择
 ”的情况一样。


　　“对民粹主义经济原理进行批判的任务……就是要……证明下列各点：（1）经济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后者渊源于前者，并且在一定发展阶段上两种进步之间必然要发生而且实际上也在发生有机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第133页）





　　一般说来，这个论点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论点所指出的任务，与其说是批判民粹主义的经济原理，不如说是批判它的社会学原理，实际上，这是第1章和第2章所谈到的关于社会发展决定于生产力发展的学说的另一种表达法。要批判“民粹主义的 经济原理
 ”，这样做是不够的。必须对问题作更具体的阐述，必须撇开一般进步来谈俄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来谈对 这种
 进步的错误了解，因为这种了解曾造成所谓白板、所谓“人民生产”、所谓俄国资本主义没有根基这类可笑的民粹主义的童话。不应当谈论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之间必然发生相互作用，而应当指出（就是提示一下也好）俄国社会进步的一定现象，而这些现象的 某些
 经济根源是民粹派看不出来的 
［注：也许有人会反对我，说我过于性急，因为作者已经说过，他打算从一般问题逐渐谈到具体问题，而且他在第6章中也分析了这些具体问题。但问题在于我们所指出的司徒卢威先生的批判的抽象性，是他全书的特点，也是第6章甚至结尾部分的特点。最需要纠正的正是他对问题的提法
 。］

 。
　　“（2）因此，生产组织和劳动生产率水平问题与分配问题相比是居于首位的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当国民劳动生产率无论绝对还是相对都很低的时候，生产因素的头等意义表现得特别明显。”



　　作者在这里所依据的是马克思关于分配的从属意义的学说。作者引用了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注中的一段话作为第4章的题词。马克思在那里用科学社会主义来反对庸俗社会主义，而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分配是没有重大的意义的，它用 生产关系
 组织说明社会制度，并认为这种生产关系组织本身已经含有一定的分配制度。作者说得十分正确，这种思想贯串着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并且对于阐明民粹主义的小市民内容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但是，司徒卢威先生的后半句话大大模糊了这种思想，尤其是他用了“生产因素”这个含混不清的名词。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能会令人疑惑不解。民粹派所持的是小生产者的观点，这种小生产者非常肤浅地解释自己的苦难，认为这是因为他自己“穷”而邻居包买主“富”，因为“长官”只帮助大资本等等，总之，是由于分配的特点和政策的错误等等。而作者是用什么样的观点来反对他们呢？是用大资本的观点，还是用大资本的对立者的观点呢？前者蔑视农民手工业者的小本经营，以自己生产的高度发展而自豪，以自己的“功绩”（在于提高了无论绝对还是相对都很低的国民劳动生产率）而自豪；后者则已经生活在十分发展的关系中，因而不会满足于政策和分配方面的理由，他开始懂得原因在更深的地方——在（社会）生产组织本身，在以个体所有制为基础而受市场控制和指导的社会经济结构本身。读者自然会产生上述问题，尤其因为作者有时把“生产因素”一词和“经济性”一词用在一起（见第171页：民粹派“对生产因素的忽视”“达到了否定一切经济性的地步”），有时用“不合理”生产和“合理”生产的相互关系来遮掩小生产者和已经完全失去生产资料的生产者的关系。毫无疑问，作者 从客观方面
 叙述的正确性不会因此而减少；任何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性的人都很容易从后一种关系来观察问题。但是大家知道，不了解这一点的正是俄国的民粹派先生们，所以同他们争论时最好讲得明确些，透彻些，尽可能少用那些过于一般的抽象原理。我们在第1章中曾竭力根据具体例子指出，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 全部
 区别就在于 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批判的性质上
 。民粹派认为，批判资本主义，只须肯定剥削的存在，只须肯定剥削和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等等就够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必须解释这些剥削现象，把它们连接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即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而这种经济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是需要作客观研究的。民粹派认为要批判资本主义只须从自己的理想出发，从“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出发把它加以斥责就够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必须十分详细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那些阶级，认为只有从一定阶级的观点出发进行批判，就是说，批判不是建立在对“个人”的道德判断上，而是建立在对实际发生的社会过程的确切表述上，才是有根据的。

如果想要从这一点出发来规定对民粹主义经济原理进行批判的任务，那么，这种任务大致可以表述如下：

必须证明，俄国大资本主义和“人民生产”的关系是充分发展的现象和不发展的现象之间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的高级阶段和它的低级阶段之间的关系 
［注：对经济方面的分析显然应当拿对社会的、法律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的分析来补充。民粹派不了解资本主义同“人民生产”的联系，因而认为农民改革、国家政权和知识分子等等具有非阶级的性质。把这一切现象归结于阶级斗争的唯物主义分析，应当具体说明我们俄国改革后的“社会进步”完全是资本主义“经济进步”的结果。］

 ；必须证明，无论在工厂中或甚至就在村社农村中，生产者失去生产资料和他的劳动产品被货币持有者攫为己有，其原因不在于政策和分配，而在于商品经济中必然形成的那种生产关系，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利益上互相对立的阶级的形成 
［注：“重新审查”俄国经济现实（特别是民粹派从中给自己的稚气十足的幻想吸取材料的现实，即农民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中的“事实”时，应当指出生产者受压迫的原因不在于分配（“农夫穷，包买主富”），而在于生产关系本身，在于现代农民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社会组织本身。由此就可看出在“人民”生产中也是“生产组织问题与分配问题相比居于首位”。］

 ；必须证明，民粹派想使其绕过资本主义而升到高级阶段的现实（小生产），已经含有资本主义及其所固有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只不过这种对立表现为最坏的形式，使生产者难以进行独立的活动而已；因此，必须证明，忽视业已形成的社会对立而幻想“为祖国”探寻“另外的道路”的民粹派是反动的空想家，因为大资本主义正在发展、澄清和揭示这种普遍存在于俄国的对立的内容。

作者往下的叙述也同过于抽象地规定从经济上批判民粹主义的任务有直接关系，因为他在那里所证明的不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进步性”，而是西欧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进步性”。这种叙述没有直接涉及民粹派学说的经济内容，然而提供了许多有趣的和有益的材料。在我国民粹主义著作中曾不止一次地发出不信任西欧工人运动的呼声。这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流最近一次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的论战中（1893—1894年《俄国财富》）表现得特别鲜明。当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道：我们还没有看出资本主义有什么好处。 
［注：不能不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回答司徒卢威先生的时候认为恩格斯是“自我陶醉”，因为恩格斯说过，西欧的工人运动是现代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巨大事实，它使现代变得比其他任何时代都美好，证明现代产生的历史是合乎情理的。



用对恩格斯的这种简直可憎的责难来评价俄国现代民粹主义是最恰当的。

这些先生们善于空谈“人民真理”，善于同我们的“社会”叙谈，责备这个“社会”给祖国选错了道路，善于甜蜜地歌唱“时乎时乎不再来’，而且“10年、20年、30年以至更长时间地”唱下去，但他们绝对不能了解，被这些甜蜜歌曲所颂扬的人们的独立活动具有何种包罗万象的意义。］ 司徒卢威先生的资料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荒谬的小市民观点，尤其因为这些资料是从最新的、决不会有夸大嫌疑的资产阶级著作中引来的。作者的引文说明，在西欧，所有的人，连资产者在内，都认为资本主义转变成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不可避免的。

资本主义已把劳动社会化推进得这样远，甚至连资产阶级的著作也大声喊叫必须“有计划地组织国民经济”了。作者说得十分正确，这是“时代的征候”，是资本主义制度完全解体的征候。作者所引证的话非常有趣，这里不仅有资产阶级教授的话，而且有保守派的话，这些人不得不承认俄国激进派至今还想否认的事实，即工人运动是由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物质条件造成的，而不是“单纯”由文化或其他政治条件造成的。

在上述一切之后，我们已没有必要再来研究作者关于分配只有靠合理的生产才能取得进步的论断。显然，这一论点的意思是说：只有建立在合理生产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才能给生产者提供条件，使他们能够抬起头来，使他们能够想到和关怀自己，想到和关怀那些由于生产落后而还没有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人们。

我们只略为谈谈司徒卢威先生的下面这句话：“阻碍经济进步的那种极不均匀的分配，不是由资本主义造成的，它”是从浪漫主义者看作人间天堂的那个时代“遗传给资本主义的”。（第159页）如果作者在这里只是想指出民粹派先生们喜欢忘怀的事实，即在资本主义以前也存在着不均匀的分配，那就是正确的。如果是否认资本主义加强了这种不均匀，那就不对了。在农奴制度之下，没有也不可能有改革后的资本主义俄国在一贫如洗的农民或游民和银行大王、铁路大王、工业大王之间所造成的那种极不平等的现象。




现在来谈谈第5章。在这一章中，作者给民粹主义下了一个总的评语，说“民粹主义是一种经济世界观”。照司徒卢威先生的意见，“民粹派”是“自然经济和原始平等的思想家”（第167页）。

这样的评语是不能同意的。我们不想在这里重复第1章提出的说明民粹派是小生产者思想家的论据。那里已经指出，正是小生产者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他们处于“业主”和“工人”之间的过渡的和中间的地位，使得民粹派不懂得阶级矛盾，使得他们的纲领变成了既有进步条文又有反动条文的奇异混合体。

我们在这里只补充一点：从第一方面即从其进步方面看，俄国的民粹主义是同西欧的民主主义相近的，因此，40多年前就法国历史事件而对民主主义所下的天才评语，完全适用于民粹主义：


　　“民主党人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代表两个阶级的利益互相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
 ，所以他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在阶级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但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
 。他们所维护的都是人民的权利
 ；他们所关心的都是人民的利益
 。因此，他们没有必要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状况。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他们自己的力量
［注：俄国民粹派一模一样。他们不否认俄国存在着同生产者相对抗的阶级，但他们以这些“掠夺者”在“人民”面前微不足道的说法来宽慰自己，不想去精确地考察每一个阶级的状况和利益，不想分析一下，生产者中的某些阶层的利益和“掠夺者”的利益是否交织在一起，从而减弱了前者反抗后者的力量。］

 。……如果事实表明民主党人的利益并不使人关心，他们的力量是软弱无力
 ，那么这就应该归罪于危险的诡辩家，他们把统一的人民
 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
［注：在俄国的民粹派看来，应该归罪于万恶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人为地把资本主义及其阶级对抗移植到“各社会阶层的相互迁就”和“同心协力的活动”的花朵如此盛开的土地上（司徒卢威摘引瓦·沃·先生的话，第161页）。］

 ……再不然就是由于执行中的某种细节使全部事情垮了台，最后，或者是某种意外的偶然事件使事情没有成功。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正象他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一样；他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以为他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自己和他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情势应该来适应他。”（《雾月十八日》第39页）
［注：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55—156页。——编者注］





　　作者自己所举的例子，也说明把民粹派品评为自然经济和原始平等的思想家是不对的。司徒卢威先生说：“应当指出，直到现在尼古拉·—逊先生还把瓦西里契柯夫称作自由派经济学家，这是 可笑的
 。”（第169页）如果 从实质上
 来看这种称呼，那它并没有什么可笑。瓦西里契柯夫把广泛通行的低利贷款列入自己的纲领。尼古拉·—逊先生不能不看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俄国也是这种社会）的基础上，贷款只能加强资产阶级，使“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和巩固”（《论文集》第77页）。瓦西里契柯夫同所有的民粹派一样，他的实际措施只代表小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这里可笑的只有一点，就是尼古拉·—逊先生和《俄国财富》的政论家们并肩而坐，但“直到现在”他还看不出这些政论家们也同瓦西里契柯夫公爵一样，完全是小“自由派经济学家”。空想主义的理论在实践中是很容易同小市民的进步办法调和的。戈洛瓦乔夫认为按人头分份地毫无意义，建议“给做工的人发放低利贷款”，这就更加证实了我们对民粹主义的这种评价。司徒卢威先生在批评这种“令人惊叹的”理论时，只注意它的理论上的荒诞，而似乎没有看出它的小资产阶级的内容。谈到第5章时，不能不谈谈舍尔比纳先生的“平均需求规律”。这对评论司徒卢威先生在第6章中清楚地表现出来的马尔萨斯主义是很重要的。这个“规律”就是： 按份地
 划分农民类别时，可以得出一个对各类都很接近的农户需求（即各项开支）的平均数，同时舍尔出纳先生是按人口计算这种开支的。

司徒卢威先生满意地指出这个“规律”“有很大的意义”，因为据他说，这个“规律”证实了马尔萨斯的“人所共知的”规律，即“生活水平和人口的增殖是由他们所能获得的生活资料决定的”。

真不明白，司徒卢威先生为什么喜欢这个规律。真不明白，怎么能从舍尔比纳先生的计算中看出一个“规律”，并且还有“很大的意义”。在各个农户生活方式的差别不特别大的情况下，把农民分成几类，自然可以得出一些都很接近的平均数，尤其是把份地面积当作分类的根据的时候，因为份地面积不能直接决定农户的生活水平（因为可以租出份地，也可以租进土地），而拥有一样的纳税人数的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得到的份地又都是相等的。舍尔比纳先生的计算只能证明他所选择的分类法是不恰当的。如果舍尔比纳先生认为他在这里发现了什么规律，那就太奇怪了。同样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居然认为这证实了马尔萨斯的规律，似乎根据份地的大小可以判断“农民所能获得的生活资料”，而不必注意租地、“外水”以及农民在经济上受地主和包买主的支配。关于舍尔比纳先生的这个“规律”（从舍尔比纳先生对这个“规律”的说明可以看出，“规律”的发现者本人认为他那什么也证明不了的平均数字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司徒卢威先生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民生产’不过是一种不使用雇佣劳动的经济。在这种经济组织下，‘剩余价值’留在生产者手中，这是无可争论的。”（第176页）同时作者指出，在劳动生产率很低的情况下，这并不妨碍这种“人民生产”的经营者生活得比工人差些。对马尔萨斯主义的迷恋，使作者对上述论点作出了不确切的表述。在俄国每一乡村中，商业 资本
 和高利贷 资本
 都在使劳动受自己支配，虽然它们没有把生产者变成雇佣工人，但它们从生产者身上攫取的剩余价值并不少于产业资本从工人身上攫取的剩余价值。司徒卢威先生在前面曾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出现了 资本家
 那时开始的，虽然这种资本家只是向独立的（从表面上看）生产者收买成品（第99页和注2），而要想从俄国“独立的”生产者中找出不为资本家（商人、包买主、盘剥者等等）做工的人是很不容易的。民粹派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他们看不见俄国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和商业资本在农村中的绝对统治之间的非常紧密和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作者说得非常正确：“‘人民生产’一词，从民粹派先生用词的含义来讲，是不符合历史上任何一种实际制度的。在我们俄国，在1861年以前，‘人民生产’和农奴制度是密切联系着的，而在1861年以后，商品经济加速地发展了，这就不能不玷污了人民生产的纯洁性。”（第177页）民粹派说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是俄国生活历来的基础，这纯粹是为了自己的空想来歪曲历史，用狡辩来歪曲历史，因为在农奴制度下，地主给生产者以生产资料是 为了
 使生产者能够给他服徭役；份地好象是一种实物工资，是攫取剩余产品的“历来的”手段。农奴制度的废除决不是生产者的“解放”；它只意味着剩余产品 形式的改变
 。在英国某些地方农奴制度的崩溃造成了真正独立自由的农民，而我国的改革则是一下子完成了从“可耻的”农奴制的剩余产品到“自由的”资产阶级的额外价值的过渡。






[99]御驾护卫兵来自御驾护卫队一词。御驾护卫队是俄国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1741年赐给扶她登基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精选连的荣誉称号。作为奖赏，还赐给御驾护卫兵们地产、各种优待和特权，不是贵族的提升为世袭贵族。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他的《波谢洪尼耶故事集》中当作绰号使用了御驾护卫兵这个词。——388。









《列宁全集》第1卷


第四章　司徒卢威先生对俄国改革后的经济的某些特点的解释

司徒卢威先生这本书的最后一章（第6章）专门分析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俄国经济的发展。这一章的理论内容包括下列几部分：（1）俄国农业人口过剩及其性质和原因；（2）农民分化及其意义和原因；（3）工业资本主义在农民破产中的作用；（4）私有经济及其发展的性质；（5）俄国资本主义的市场问题。在分析司徒卢威先生对上述每个问题所提出的论据以前，我们先谈谈他对农民改革的意见。

作者反对“唯心地”理解这个改革，指出了国家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指出了 赎买
 ，指出了“来自下面”的压力。可惜作者没有把他这个合理的反对意见全讲出来。民粹派认为改革是由于“社会”中“人道”思想和“解放”思想的发展。这个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但用它来 说明
 改革，就等于陷入空洞的同义反复，把“解放”归结为“解放”思想。在唯物主义者看来，对于为一定思想而实行的措施的 内容
 必须进行专门的考察。历史上任何一个重大“改革”，尽管是具有阶级性的，也都用崇高词句和崇高思想为它进行宣扬。农民改革也正是这样。只要注意一下它所造成的变化的实际内容，就会看出这些变化的性质是这样的：一部分农民被剥夺土地，而主要的是，其余的农民虽留下一部分土地，却不得不象买别人东西似地向地主 赎买
 这部分土地，而且是按有意抬高了的价格赎买。这种改革不仅在我们俄国，而且在西欧，都是被“自由”“平等”的理论掩盖起来的；《资本论》一书已经证明，滋长自由平等思想的土壤正是商品生产。不管在俄国实施这一改革的官僚机构多么复杂，不管它 看起来
 
［注：实际上，正如以上所述，这个机构无论就其成分或历史起源来看，都只能为资产阶级服务。］

 跟资产阶级本身离得多么远，但无可争辩的是，在 这种
 改革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只能是 资产阶级制度
 。司徒卢威先生十分正确地指出，把俄国的农民改革和西欧的农民改革对立起来的流行看法是不对的，他说：“有人认为西欧农民解放时没有得到土地，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是通过法律手续被剥夺了土地，这种（ 过于笼统的
 ）论断是根本不对的。”（第196页）我特别把“过于笼统的”这几个字用了黑体，因为通过法律手续剥夺农民土地，固然是所有实行了农民改革的国家都有过的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但并不是普遍的事实，因为西欧有 一部分
 农民在摆脱农奴依附地位时向地主 赎买了
 土地，在我国也是这样。只有资产者才能抹杀 赎买
 这一事实，说什么“农民连同土地得到解放 
［注：如果讲实话，那就应该说：让部分
 农民以双倍的价钱
 向地主赎买自己的部分
 份地。甚至用“让”字还不恰当，因为农民不接受这种“份地的供应”，就有在乡公所遭到鞭打的危险。］

 使俄国变成了一块白板”（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衷心欢迎”的一位雅柯夫列夫先生的话，见彼·司徒卢威的著作第10页）。


一

现在我们来谈谈司徒卢威先生关于“俄国农业人口过剩的性质”的理论。这是司徒卢威先生从马克思主义“学说”退到马尔萨斯主义的最重要的一点。他同尼·—逊先生论战时所发挥的观点的实质是：俄国农业人口过剩“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一种单纯的、适合自然经济的”人口过剩 
［注：司徒卢威先生在他的一篇载于《社会政治中央导报》（1893年10月2日第1期）的文章中就是这样表述的。他还说，他不认为这是“马尔萨斯的”观点。］

 。

司徒卢威先生说他对尼古拉·—逊先生的反驳，“同弗·阿·朗格对马克思的相对人口过剩理论的总的反驳是完全一致的”（第183页脚注），因此，为了审查他的反驳，我们先来看看朗格的这个“总的反驳”。

朗格在他的《工人问题》第5章（俄译本第142—178页）中谈到了马克思的人口规律。他首先指出马克思的一个基本原理：“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增殖规律只存在于……动植物界。”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编者注］

 关于这点，朗格说道：

“首先让我们指出，严格说来，植物界和动物界也没有任何‘抽象的’增殖规律，因为一般说来，抽象就是从一系列的同类现象中抽出共同点来”（第143页），接着朗格向马克思详细地解释了什么是抽象。显然他根本不懂得马克思的话的意思。马克思在这里把人和动植物加以对比，是根据前者生活在 各种不同的
 、历史地更替的、由社会生产制度因而由分配制度决定的 社会机体
 中。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机体的结构，因此应当分别研究每个社会机体的人口规律，不应当不管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朗格说抽象就是从 同类
 现象中抽出共同点来，这种解释完全是反对他自己的：我们只能把动植物的生存条件看作同类的，但决不能把人这样看待，因为我们知道，人是生活在组织类型各不相同的社会联合中的。

随后，朗格叙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人口过剩理论，他说：“一眼可以看出，这个理论把贯串于包括人在内的整个有机界的长线割断了，它把工人问题的基础解释成这样：关于人类生存、增殖和进化的一般探讨，对于我们的目的，即对于理解工人问题，似乎完全是多余的。”（第154页） 
［注：这种“一般探讨”能是些什么呢？如果这种“探讨”忽视了人类社会的特殊经济形态，那它只会是一些陈腐见解。如果它要包括几个形态，那显然应当先对每个形态分别进行专门的探讨。］



马克思的理论根本没有把贯串于包括人在内的整个有机界的长线割断，它只是要求不要在“一般探讨”人类增殖的基础上，而要在专门探讨资本主义关系的规律的基础上来解决“工人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而朗格却持另外一种意见，他说：“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首先很清楚，工厂劳动在其最初萌芽时期就是以 贫困
 为前提的。”（第154页）朗格接着用了一页半的篇幅来证明这个论点，实则这个论点不言自明，而且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因为第一，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本身还在生产采取工厂形式的发展阶段以前，在机器造成过剩人口以前，就造成了贫困；第二，资本主义前的社会结构形式，即封建的、农奴制的形式，就造成了自己特有的贫困，并把这种贫困传给了资本主义。

“但是，即使有这样有力的助手〈即贫困〉，第一个企业主也只是在稀有的情况下才能诱使大量的劳动力来从事新型活动。情况通常是这样的：企业主从工厂工业很兴旺的地方带来一帮工人，然后添上几个当时没有活干的单身无靠的农民 
［注：顺便问一下：这些“单身无靠的农民”从何而来呢？按朗格的意见，也许这不是农奴制度的残余，也不是资本统治的产物，而是“自愿节育的风气在人民习俗中还没有巩固”（第157页）的结果吧？］

 ，而再要补充工厂的员额，就要到 正在成长的少年
 中间去物色了。”（第156页）朗格把“正在成长的少年”这几个字用了黑体。显然，“关于人类生存、增殖和进化的一般探讨”表现为如下的论点：厂主是从“正在成长的少年”中间而不是从正在衰颓的老人中间招收新工人的。善良的朗格用整整一页（第157页）的篇幅继续进行这种“一般探讨”，他告诉读者说，父母努力使自己孩子生活有保障，而游手好闲的道德家无端地谴责这种想挣脱出生时的处境的努力；父母努力使孩子自己谋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只有看过所有这些只宜载入启蒙课本的论断以后，我们才能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在土地属于大小占有者的农业国家里，只要自愿节育的风气在人民习俗中还没有巩固，希望靠该地域的产品过活的劳动力和消费者的经常过剩就是不可避免的。”（第157—158页）朗格简单地搬出这种纯粹的马尔萨斯原理，而没有提出任何论据。他一再重复这个原理说：“不管怎样，这样的国家的人口即使绝对稀少，也总要呈现出相对过剩的征象”，“市场上劳动的供应 通常过多
 ，而需求仍然很低”。（第158页）但这一切仍然是毫无根据的。从哪里可以看出“工人过剩”是真正“不可避免的”呢？从哪里可以看出这种过剩同人民习俗中缺乏自愿节育风气有联系呢？在谈论“人民习俗”之前，不应当先看看人民生活于其中的生产关系吗？例如我们可以看到，朗格所说的那些大小占有者在物质财富的生产上是这样结合起来的：小占有者从大占有者那里取得养活自己的份地，并为此而给大占有者服徭役，给他们种地。其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关系遭到了破坏，人道思想冲昏了大占有者的头脑，他们竟“使自己的农民连同土地得到了解放”， 就是说
 ，割去了农民20％左右的份地，同时迫使农民支付上涨了一倍的地价来购买其余的80％。显然，这些因此而保证没有“无产阶级脓疮”的农民，为了生存，照旧要给大占有者做工，但他们现在已不是象从前那样按农奴主管家的命令做工，而是按自由契约做工了。这样，他们互相争抢工作了，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是联系在一起，而是各人经营各人的了。这样争抢工作必然会把某些农民排挤出去：既然他们由于份地的缩小和税款的增加，比起地主来力量更弱了，那么，他们的竞争一定会提高剩余产品率，所以地主有较少的农民也就可以经营了。无论自愿节育的风气在人民习俗中如何巩固，人口“过剩”的形成总是不可避免的。朗格这种忽视社会经济关系的论断，只是清楚地证明他的方法毫不中用。除了这样的论断外，朗格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他说，厂主很愿意把生产移到偏僻的乡村，因为那里“ 时时刻刻为任何工作准备着必要数量的童工
 ”（第161页），但他不去探讨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什么样的社会生产方式促使父母“准备”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受人盘剥。他的方法最明显地反映在他的下述论断中。他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机器工业使资本有可能购买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从而把工人变成了“奴隶贩子”。

朗格得意地叫道：“原来要说的是这一点！”“由于贫穷而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如果不是贫困和诱惑促使他出卖妻子和儿女，难道可以想象他会这样轻易地采取这种步骤吗？”（第163页）

善良的朗格多么热心，他竟保卫工人免受马克思的攻击，向马克思证明工人“为贫困所迫”。


　　“……这种日甚一日的贫困，实质上不是变相的生存斗争，又是什么呢？”（第163页）



　　请看，这就是“关于人类生存、增殖和进化的一般探讨”所达到的发现！有人对我们说这是变相的生存斗争，我们听了会不会对“贫困”的原因及其政治经济内容和发展进程有所了解呢？要知道，随便什么关系，甚至工人同资本家的关系，土地占有者同厂主和农奴的关系等等，都可以说成是变相的生存斗争。朗格修正马克思观点的尝试，除了这类毫无意义的陈腐见解或天真想法外，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现在我们来看看朗格的信徒司徒卢威先生在谈论俄国农业的人口过剩这个具体问题时，用了什么东西来支持这种修正。司徒卢威先生一开始就说：商品生产扩大国内的容量。“交换不仅通过生产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彻底改组表现出这种作用，而且在生产技术还停留在以前的水平、自然经济还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保持着以前的优势地位的情况下，也表现出这种作用。但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短期的活跃，完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人口过剩’；如果要拿这一点怪商品生产，那只能怪它第一是 刺激物
 ，第二是使事情复杂化的因素。”（第182页）即使没有商品经济，人口过剩也会产生，因为它具有非资本主义的性质。

这就是作者提出的论点。这些论点一看就令人惊奇，它们和朗格的论点一样地毫无根据，硬说自然经济的人口过剩不可避免，但又不说明它究竟是由什么过程造成的。现在我们来看看作者认为能够证实自己观点的那些事实。

1762—1846年期间的资料表明，人口的增殖总的说来是并不快的：每年的增长率为1．07％—1．5％。此时人口增殖较快的，据阿尔先耶夫说，是那些“种谷物的”省份。司徒卢威先生得出结论说，这个“事实”“对于原始形式的人民经济来说是非常典型的，因为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增殖直接依赖于土壤的天然肥沃程度，而且这种依存关系可以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是“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规律”在起作用（第185页）。“土地面积愈大，土壤的天然肥沃程度愈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愈大。”（第186页）这个结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这里仅仅根据一件事实，即欧俄中部各省在1790—1846年内人口增长最慢的是弗拉基米尔省和卡卢加省，就得出了一个完整的关于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规律。难道可以根据“土地面积”来判断居民的生活资料吗？（即使承认依据这样少量的资料可以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要知道，这些“人口”并没有把他们所取得的“天然肥沃”的产品直接归自己，他们是跟地主、国家分享这些产品的。这种或那种地主经济制度（代役租或徭役租，两种租的数额及其征收方式等等）对人们获得“生活资料”数量的影响，要比不归生产者绝对占有和自由占有的土地面积的影响大得无法比拟，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不仅如此。尽管有表现为农奴制度的社会关系，人们当时就已被交换联系在一起了，作者说得很对，“加工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即社会的全国的分工，在改革前的时代就已存在”。（第189页）试问，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要认为生活在沼泽地带的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者或商贩的“生活资料”不如握有“天然肥沃的土地”的坦波夫省粗野农民那样充裕呢？

接着，司徒卢威先生列举解放前农奴人口减少的资料。他引证过的那些经济学家把这个现象归之于“生活水平下降”（第189页）。作者得出结论说：

“我们所以谈到解放前农奴人口减少的事实，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俄国当时的经济情况。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的人口，在当时的技术经济条件和社会法律条件下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因为这些条件对将近40％的人口的稍微迅速的增殖，都是非常不利的。”（第189页）既然农奴制的社会制度把这些生活资料直接送到一小撮大土地占有者的手里，而不给人民群众（要研究的却正是他们的增殖），那么这与马尔萨斯的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规律”有什么关系呢？作者认为人口增加最少的，是土地不肥沃、工业不发达的省份，或者是人口稠密的纯粹农业的省份，能不能承认这种见解有什么价值呢？司徒卢威先生想把这个事实看作“非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的表现，认为这种人口过剩即使没有商品经济也一定会产生的，“是适合自然经济的”。但是，同样有理由，甚至更有理由说，这种人口过剩是适合农奴制经济的，人口增长缓慢主要是由于对农民劳动的剥削的加重，而剥削的加重又是由于商品生产在地主经济中增长起来，因为地主开始使用徭役劳动来生产 出卖的
 粮食，而不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作者举出的例子是反对他自己的，这些例子说明，决不能忽视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关系体系及其发展阶段而按照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公式来建立抽象的人口规律。

司徒卢威先生谈到改革后的时代时说：“我们在农奴制崩溃后的人口史中看到解放前也有过的那种基本特点。增殖力总的说来是与土地面积和份地成正比的。”（第198页）那个把农民按份地面积分类的表证明了这一点，这个表说明：份地面积愈大，人口的增长就愈多。“在首先用来直接满足生产者本身需要的‘自己消费的’…… 自然
 经济的 条件下，也不可能有另一种情况
 。”（第199页）


假如事实是这样
 ，假如份地首先是直接满足生产者的需要，假如份地是满足这些需要的唯一泉源，——那时，也只有那时，的确可以从这类资料中得出一般的增殖规律。但是我们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份地“首先”是满足地主和国家的需要，如果这些“需要”没有如期得到满足，这些份地就会从占有者的手里夺去；同时这些份地要付出超过其收入的税款。其次，这不是农民的唯一资源。作者说，经营上的亏空必然会预先对人口产生惩罚性的影响。外出做零工吸去了成年男子，更加阻碍着增殖（第199页）。但是，如果租地或外水收入能够弥补份地经济的亏空，那么农民的生活资料对于“大力增殖”是足够的。毫无疑义，只有少数农民才会有这样有利的条件；但是在对农民内部的生产关系缺乏专门分析的情况下，无从看出人口的增长是均衡的，无从看出这种增长主要不是由于少数人生活水平较高。最后，作者自己把自然经济作为证明他的论点的条件，可是在改革以后，他自己也承认商品生产已广泛地渗入原来的生活。显然， 要确定增殖的一般规律
 ，作者的资料是绝对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个规律的前提是，改革后社会的生产资料“首先用来直接满足生产者本身需要”，这样一个抽象的“简单的”规律对极端复杂的事实作了完全不正确的、毫无证据的阐述。例如司徒卢威先生说，解放后，把土地租给农民，对地主是有利的。“这样，农民可以得到的食物面积即生活资料就增加了。”（第200页）把全部租地这样直接归入“食物面积”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不正确的。作者自己指出，地主把他们土地上出产的绝大部分产品攫为己有（第200页），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这样租种土地（例如用工役抵租）是否恶化了租地者的生活，是否让他们担负了归根到底会缩小食物面积的义务。其次，作者自己指出，租得起地的只有富裕的（第216页）农民，这些地在他们手里，与其说是巩固“自己消费的”经济的手段，不如说是扩大商品经济的手段。即使已经证明，租地总的说来改善了“农民”的状况，可是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贫苦农民由于租地而破产（第216页），即一部分人的改善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恶化，那么这种改善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在农民的租地中，显然交织着旧的农奴制关系和新的资本主义关系；作者把这两种关系都置于不顾的抽象论断，不仅对弄清这些关系没有帮助，反而把问题搅乱了。

最后还要谈谈作者还指出一个似乎能够证实他的观点的资料。也就是他找到的一个根据，说“ 地少
 这个旧词不过是学术界称之为人口过剩的那一现象的日常用语”（第186页）。可见，作者似乎是在依靠我国整个民粹派著作界。民粹派著作界确凿地证实了农民份地“不足”的事实，无数次地用人口增长、份地缩小、农民自然就要破产这样“简单”的理由来“支持”他们的“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的愿望。可是，民粹派这种“地少”的陈腐议论未必有什么科学 
［注：就是说，这种议论根本不能说明
 农民破产和人口过剩的现象，虽然“不足”这个事实本身，正如它由于人口增长而更趋严重一样，是不容争辩的。需要的不是肯定事实，而是说明事实从何产生。］

 意义，它除了可以当作“善意的言论”[100]在讨论祖国如何平平稳稳地沿着正确道路行进的委员会里发表之外，未必能有什么别的用处。这种议论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现象的外部轮廓，不见图画的主要社会经济背景。一方面是大量土地归“旧贵族”制度的代表所有，另一方面是依靠购买而取得土地，——这就是使得任何“扩大占有的土地”终究会成为可怜的治标办法的主要背景。民粹派关于土地少的议论也好，马尔萨斯的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规律”也好，二者都忽视了当前具体社会经济关系，恰恰犯了抽象“简单”的毛病。

这样考察了司徒卢威先生的论据之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他的关于俄国农业人口过剩是由于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不相适应的论点是毫无根据的。他给自己的论据作了这样的结论：“这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由于商品经济因素和其他一些从农奴制时代的社会制度继承下来的重要特点而复杂化的自然经济人口过剩的图画。”（第200页）当然，对于一个正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国家所发生的任何一件经济事实，都可以说，这是“由于商品经济因素而复杂化的自然经济”的现象。也可以反过来说，这是“由于自然经济因素而复杂化的商品经济的现象”。但这一切不仅不能提供一幅“图画”，甚至丝毫不能说明人口过剩 究竟是怎样
 在 当前社会经济关系
 的基础上形成的。作者用来反对尼·—逊先生及其俄国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理论的最后结论是：“我国农民生产的食物是不足的。”（第237页）

农民的农业生产直到现在仍把产品交给通过国家而取得赎金的地主，它是夺去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很大一部分产品的商业 资本
 和高利贷 资本
 活动的经常对象；最后，这种生产在“农民”内部的分布情况极为复杂，以至按总平均说来是正数（如租地），而对多数人说来却是负数，但司徒卢威先生却用“生产不足”这样一个抽象的、毫无根据的断语来把这个社会关系网象斩断戈尔迪之结[101]似地全部砍掉。不，这种理论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因为它只是把应该予以研究的东西，即农民在农业经济中的生产关系掩盖起来了。马尔萨斯公式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块白板，而不是在现代俄国农民经济组织中交织在一起的农奴制关系和资产阶级关系。

当然，我们决不能仅仅以批评司徒卢威先生的观点为满足。我们还应该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的错误根源是什么呢？两个论敌（尼·—逊先生和司徒卢威先生）中，谁对人口过剩的解释是对的呢？

尼·—逊先生是根据各行各业的资本主义化“腾出”大量工人这个事实来解释人口过剩的。然而他只举了大工厂工业增长的资料，而对同时发生的、表现社会分工深化的手工业增长的事实未予注意 
［注：改革后，我国手工业的增长和许多新的手工业的出现，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在说明“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时，对这一个与其他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化一同发生的事实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这也是人所共知的。[《资本论》第2版第776页及以下各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3—817页。——编者注）］

 ］。他把自己的解释搬到农业上来时，甚至不试图确切地描述农业的社会经济组织和 它的发展程度
 。

司徒卢威先生回答这一点时指出：“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是同技术进步密切联系着的。”（第183页）但他和尼古拉·—逊先生一样，认为农民“经济的技术几乎没有进步”（第200页），因此也就拒绝承认俄国农业人口过剩的资本主义性质，而去寻找另外的解释。

司徒卢威先生回答尼·—逊先生时所说的话是正确的。资本主义人口过剩是这样造成的： 资本
 掌握了生产，减少了必需（对生产同样数量产品来说）工人的数量，因而造成了多余的人口。马克思关于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人口过剩说道：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象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
［注：顺便提一下。对这个事实的观察，大概给朗格对他所不很了解的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修正提供了理由。他不去分析这个事实，把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作为出发点，并注意这种生产方式在农业中的表现，却凭空臆造出“人民习俗”的各种特点。］

 ……（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一切非农业的产业。）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资本论》第2版第668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4—706页。——编者注］





　　尼·—逊先生 没有证明
 俄国农业人口过剩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他没有把人口过剩跟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他只是匆匆地和不完全地指出私有经济的资本主义演进，根本忽略了农民经济组织的资产阶级特性。司徒卢威先生应该纠正尼·—逊先生叙述中的这一非常重大的缺陷，因为忽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忽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已占统治但还很不发达的情况，自然会得出国内市场没有或缩小的理论。司徒卢威先生没有去把尼·—逊先生的理论用于我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具体资料，反而犯了另一个错误：完全否认人口过剩的资本主义性质。
资本
 侵入农业经济是改革后全部历史的特点。地主改用了（至于改用的快慢，那是另一个问题）自由雇佣劳动，这种劳动得到了极广泛的传播，甚至决定了农民的大部分外水的性质；地主提高了技术，并使用了机器，甚至垂死的农奴制经济制度——出租土地给农民以换取工役——也由于农民的竞争而起了资产阶级性的变化。农民的竞争使租地户生活恶化、条件更加苛刻 
［注：例如见卡雷舍夫的著作（《地方自治局统计总结》第2卷第266页）。他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县的统计材料汇编》中指出，农民在缴纳粮垛租[102]后剩下的部分越来越少了。同上，第5章第9节：关于农民用劳动补缴分成租的问题。］

 、工人数目减少。在农民经济中十分清楚地显露出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现象。“富人”扩大耕地，改善经营[参看 瓦·沃·
 《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不得不采用雇佣劳动。所有这些都是早已肯定的公认事实，连司徒卢威先生自己也提到过（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我们再拿俄国农村中最普通的情形来说明。“富农”从“村社”那里，确切些说，从属于无产阶级类型的本村社社员那里，夺得一块最好的份地，用那些“占有份地”的农民的劳动和农具经营这块土地，这些农民债务缠身，不得不按照民粹派所酷爱的村社原则（为了各社会阶层的相互迁就和同心协力的活动），依附于自己的恩人。富农的地当然比破产农民的地经营得好些，而且需要的人手也比这块土地掌握在几个小业主手中的时候少得多。这种事实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这一点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能够否认。他们的理论的独特性只是在于他们不愿直言不讳地谈论这些事实，不愿看到这些事实意味着 资本在农业中的统治
 。他们忘记了 资本
 的原始形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商业资本，货币资本，忘记了资本总是把现成的生产技术过程接收过来，然后对其进行技术改造。因此他们不了解：他们“维护”（当然只是在口头上）现代农业制度，使其免受“未来的”（？！）资本主义的侵袭，其实只是维护 中世纪的
 资本形式，使其免受现代的纯粹资产阶级的资本形式的侵袭。

可见，不能否认俄国人口过剩的资本主义性质，正象不能否认资本在农业中的统治一样。但是，象尼·—逊先生那样忽视 资本的发展程度
 ，显然十分荒谬。他出于偏激而把资本的发展说成几乎已告完成，因此编造了国内市场缩小或没有的理论，而实际上资本虽然已经占了统治地位，但它的形式比较起来还是很不发展的；它要达到充分发展的程度，要使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完全分离，还须经过许多中间阶段，而农业资本主义的每进一步又都意味着国内市场的 扩大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国内市场正是由农业资本主义造成的。这个市场在俄国不是在缩小，相反地，正在形成和发展。

其次，我们从这种即使是很一般的对我国农业资本主义 
［注：关于农业资本主义下面要详细论述，要从农民和地主两方面分别论述。］

 的说明中也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并没有囊括农村的 一切
 社会经济关系。除它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农奴制关系，在经济方面是这样（例如出租割地换取工役和实物，——这里具有农奴制经济的各种特征：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占有者通过实物“相互效劳”，通过使生产者 束缚于
 土地、而不是使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的方式来剥削生产者），在社会方面和政治法律方面更是这样（必须“占有份地”；束缚于土地，即没有迁徙自由；向地主缴纳赎金，同样是一种代役租；在法庭和行政管理方面服从拥有特权的土地占有者等等）；这些关系无疑也导致农民破产，造成失业，造成束缚于土地的雇农的“人口过剩”。现代关系的资本主义基础不应当掩饰这些依然具有巨大势力的、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不发达而 尚未被消灭
 的“旧贵族”阶层的残余。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即“俄国的落后”被民粹派看作“幸福” 
［注：尤沙柯夫先生在《俄国财富》中的用语。］

 ，这不过是爵高位显的剥削者的幸福。当前的“人口过剩”除了具有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外，还有农奴制的特征。

如果我们把这个论点和司徒卢威先生认为“人口过剩”具有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特征的论点加以比较，就可看出前者并不排斥后者，相反地，而是包括在后者之内，因为农奴制属于“自然经济”现象，资本主义属于“商品经济”现象。司徒卢威先生的论点一方面没有确切地指出究竟哪些是自然经济 关系
 ，哪些是商品经济 关系
 ，另一方面它又使我们倒退到毫无根据和毫无意义的马尔萨斯“规律”上去。

由于这些缺点，以后的叙述自然也就不能令人满意。作者问道：“我国的国民经济究竟通过什么方式、根据什么原则才 可能
 得到改造呢？”（第202页）这又完全是学究式地提出的古怪问题，这种问题提法和肯定现实不能令人满意而要替祖国选择更好道路的民粹派先生们惯常的提法完全一样。“我国国民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对它进行组织和“改造”是由“支配”这种经济的资产阶级决定的。不应该提出可能改造的问题，而应该提出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各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应该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提出问题，作者在维护这种理论，反驳那位证明尼·—逊先生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瓦·沃·先生时，曾绝妙地指出这位“毫无疑问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阶级斗争和国家的阶级起源。如果按上述意思把问题的提法改变一下，就可以保证作者不发表我们在第202—204页上所看到的那种关于“农民”的自相矛盾的议论了。

作者首先说道：农民的份地不足，即使农民靠租地弥补了这个不足，“很大一部分农民” 始终
 还是入不敷出；不能把农民当作整体来谈，因为这等于谈虚构 
［注：“哥卢别夫先生在他那些出色的论文中所下的论断的主要缺点，就是他怎样也不能摆脱这种虚构。”（第203页）］

 （第203页）。由此直接得出结论说：

“无论如何，生产不足是我国国民经济中 基本的
 和 主要的
 事实。”（第204页）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且同前面没有任何联系：农民内部形成着敌对阶级，因此，作为整体的农民是虚构的，为什么这不是“基本的和主要的事实”呢？作者没有根据任何资料，没有对“生产不足”[然而这并不妨碍少数人靠牺牲多数人富足起来]或农民分化的有关事实作过任何分析，而只是出于对马尔萨斯主义的偏爱，就作出了自己的结论。他接着说：“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俄国农民是直接有利的和得益的。”（第204页）我们真是困惑不解：作者刚才还严正地（而且是极正确地）指责民粹派不该谈论“虚构”的一般“农民”，而现在又把这种虚构纳入自己的分析之中！既然这个“农民”的内部关系是少数人在“经济上”日益“巩固”，而多数人无产阶级化，既然少数人在扩大占有的土地，日益富裕，而多数人总是入不敷出，日益破产，那怎么能笼统地谈论过程的“有利”呢？作者也许想说这个过程对两部分农民都是有利的。如果这样，那么，第一，他就应该弄清每个集团的状况，分别加以研究；第二，既然集团之间存在着对抗，那就必须明确地指出，是从 哪个
 集团的观点来谈“有利”。这个例子又一次证实了司徒卢威先生的客观主义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是含混不清的。

尼·—逊先生对上述问题持有相反的意见，认为“如果产品将以商品形态来生产，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注：尼·—逊先生补充说，“不管怎样”，这种提高“是合乎愿望的，是需要的”。］

 就无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论文集》第266页），因此，司徒卢威先生又来反驳这个意见。

第一，他说，承担现代危机全部重负的农民是为本身消费而生产粮食；他们不出售粮食，反而补购粮食。尽管粮价下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这种农民（如果拿有一匹马的农民和无马的农民来说，那他们约占50％，如果拿无马的农民来说，那至少也占25％）无论如何是有利的。

是的，假使这种农民能够维持自己的经济并把它提到更高的水平，生产率的提高对他们当然是有利的。可是要知道有一匹马和没有马的农民恰恰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连自己目前用原始农具、粗耕方式等等进行的生产都不能维持，更谈不到提高技术。技术的提高是商品经济增长的结果。既然在商品生产发展的现阶段上，甚至要补购粮食的农民都必须出售粮食，那么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上，这种出售更是必需的了（作者自己也承认自然经济必然向商品经济过渡），而提高了耕作技术的业主的竞争必然迅速地把他们剥夺干净，使他们从束缚于土地的无产者变成象鸟一样自由的无产者。我决不是想说这种变化 对他们
 是不利的。恰恰相反，既然生产者已经落入资本的魔爪（对该类农民来说，这已是无可争辩的既成事实），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是能得到充分自由，可以更换雇主而不受任何束缚。但司徒卢威先生和尼·—逊先生所争论的完全不是 这样的
 见解。

第二，司徒卢威先生接着说，尼·—逊先生“忘记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通过 技术
 上和经营 制度
 或耕作 制度
 上的改变才有可能”（第206页）。尼·—逊先生的确忘记了这一点，但这个见解只能使贫穷农民即“无产阶级类型的”农民必然遭到彻底剥夺的论点更有力量。改进技术需要闲置的货币资金，而这些农民连糊口的粮食也没有。

第三，作者最后说，尼·—逊先生断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迫使竞争者减低价格，这是不对的。司徒卢威先生正确地指出：要减低价格，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要赶上西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按社会必要劳动水平出售产品]，而且要超过西欧。这个反驳意见很有道理，但它丝毫没有谈到这种技术的提高究竟对哪一部分“农民”有利和为什么有利的问题。

“总的说来，尼·—逊先生这样害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没有道理的。”（第207页）他所以这样，在司徒卢威先生看来，是因为他把农业的进步仅仅看作使工人愈来愈被机器排挤掉的粗放农业的进步。

作者很恰当地用了“害怕”一词来形容尼·—逊先生对农业技术发展的态度；他还十分正确地指出，这种害怕是荒唐的。但是我们觉得，他的论证所涉及的并不是尼·—逊先生的主要错误。

尼·—逊先生好象在十分严格地遵循马克思主义学说，然而他却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农业资本主义演进和加工工业的演进截然分开，就是说，他承认资本主义在后一演进中的进步作用即劳动社会化，而不承认它在前一演进中的进步作用。因此，他“不害怕”加工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害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虽然事情的社会经济方面和这个过程在社会各个阶级中的反映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完全一样的
 ……马克思在下述意见中特别鲜明地叙述了这个论点：“英国的博爱主义经济学家（如穆勒、罗杰斯、戈尔德温·斯密斯、福塞特等人）和自由主义工厂主（如约翰·布莱特之流），象上帝向该隐询问他的弟弟亚伯的下落[103]一样，向英国的土地贵族问道，我们成千上万的自由农到哪里去了？然而你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这些自由农的消灭中来的。为什么你们不往下问，那些独立的纺纱工人、织布工人、手工业者到哪里去了？”（《资本论》第1卷第780页脚注237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7页脚注（237）。——编者注］

 ）最后一句话清楚地表明小生产者在农业中的命运和他们在加工工业中的命运是相同的，并强调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是在两种情况下形成的 
［注：着重参看第24章第4节：《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第773—77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1—813页。——编者注）。］

 。尼·—逊先生的主要错误正在于他忽视了这些阶级，忽视了这些阶级在我国农民中的形成，根本不打算对这些阶级的对立的每个发展阶段进行十分确切的考察。

但司徒卢威先生完全不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不仅不纠正尼·—逊先生的上述错误，反而 自己重复了这个错误
 ，以 超
 阶级的学究的观点来谈论进步对“农民”如何“有利”。这种要驾凌于阶级之上的企图使得作者的论点模糊到了极点，以致可以从中得出资产阶级的结论：他提出了这些改革 一般
 “有利”的论点，来反对农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一样）使生产者的状况恶化这个千真万确的论点。这正象有人在谈论资产阶级社会的机器时，用进步一般如何“有利和得益”的论据，来驳斥浪漫主义经济学家关于机器使劳动者的状况恶化的理论一样。

民粹主义者大概会这样来回答司徒卢威先生的见解：尼·—逊先生所害怕的不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资产阶级性。

农业技术在我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进步是同资产阶级性联系着的，这一点毫无疑义，但民粹派对此表示“害怕”显然是十分荒唐的。资产阶级性已是实际生活中的事实，在农业中劳动也已受资本支配。因此，应该“害怕”的不是资产阶级性，而是生产者还没有意识到这种资产阶级性，还没有反对这种资产阶级性以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因此，不应该希望资本主义的发展停滞，相反地，应该希望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彻底发展。

为了更详细更确切地指出司徒卢威先生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农业时所犯的错误的根源，我们极其概括地来描述一下与引起各种议论的技术改革一同产生的阶级形成过程。司徒卢威先生在这里把粗放农业和集约农业严格分开，认为尼·—逊先生误入迷途的根源在于他除了粗放农业而外什么都不愿意知道。我们要设法证明：尼·—逊先生的 基本
 错误并不在这里；资产阶级社会各个阶级的形成，在农业向集约农业过渡的条件下和在粗放农业发展的条件下，实质上是相同的。

对于粗放农业不必多谈，因为司徒卢威先生也承认在这里是资产阶级挤掉“农民”。我们只指出两点：第一，技术进步是商品经济引起的；为了取得这种进步，业主必须有闲置的过剩的［对他的消费和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而言］ 货币
 资金。从哪里可以弄到这些资金呢？显然不能从别的什么地方取得，只能来自流通形式的转变，即商品——货币——商品转变为货币——商品——增殖了的货币。换句话说，这些资金完全来自资本， 来自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
 ，来自“寄食者、盘剥者、商人”等等，而幼稚的俄国民粹派认为这些人 不
 属于资本主义 而
 属于“掠夺”（似乎资本主义不是掠夺！似乎俄国的现实还没有向我们表明这种“掠夺”的一切形式——从最简陋最原始的盘剥到最新最合理的经营——的相互联系！） 
［注：民粹派先生们还用一个极妙的手法来抹杀“人民生产”即“人民的”高利贷和盘剥行为是我国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盘剥者把自己的“储金”存入国家银行；他们的存款使银行有可能依靠人民财富、人民储金、人民进取心和人民信用能力的增长而向英国人借钱。“国家”用这些借款来帮助……（这是多么没有远见的政策！这是对“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的多么可悲的忽视！）……资本家
 。现在请问，假如国家不把这笔款项（资本家的）用来扶助资本主义，而用来扶助“人民生产”，那么在我们俄国存在的将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人民生产”，——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二，我们要指出尼·—逊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古怪看法。他在第233页脚注2中驳斥了《南俄农民经济》的作者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因为后者指出，机器使每个农户的耕作面积增加整整一倍，即平均每个工人由10俄亩增加到20俄亩，因此，“俄国贫穷”的原因是“农民经济的规模太小”。换句话说，资产阶级社会技术的发展使得落后的小农户遭到剥夺。尼·—逊先生反驳说：明天技术还可能使耕作面积增加两倍。那时60俄亩的农场就要变成200俄亩或300俄亩的农场了。用这样的论据来否认我国农业具有资产阶级性的论点是十分可笑的，这正象有人用今天的蒸汽机“明天”还要换成电机来证明工厂资本主义的软弱无力一样。“腾出来的千百万劳动力的下落也不清楚”，——尼·—逊先生在传讯资产阶级时这样补充说，但他忘记了除生产者自己外，是没有人能够审判他们的。在资产阶级农业中使用机器，同在资产阶级工业中使用机器一样，其必然结果就是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形成。

总之，就粗放农业的发展来说，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技术进步，无疑会使“农民”变成农场主（农场主就是农业中的企业主，资本家）和雇农、日工。现在我们来看看粗放农业向集约农业过渡的情况。司徒卢威先生正是盼望这一过程对“农民”“有利”。为了不致在我们描写这一过渡所依据的材料是否妥当的问题上发生争论，我们现在就引用受到司徒卢威先生高度赞扬的亚·伊·斯克沃尔佐夫先生 
［注：我国著作界通常把他算作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和把尼·—逊先生算作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是没有根据的。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阶级斗争和国家的阶级性的学说也不熟悉。他在《经济评述》中提出的实际建议同通常的资产阶级建议毫无区别。如果说他对俄国现实的观察比民粹派先生们清醒得多，那么根据这一个
 理由，波·契切林先生和其他许多先生也应该算作马克思主义者了。］

 的著作《蒸汽机运输对农业的影响》。

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该书的第4编第3章中考察了粗放地区和集约地区的“农业技术在蒸汽机运输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我们来看看他对 人口稠密的粗放地区
 的这种变化的描述。欧俄的中部想必属于这类地区。斯克沃尔佐夫先生预料，这个地区也将发生司徒卢威先生认为必将在全俄发生的那种变化，即变成工厂生产发达的集约农业地区。

现在我们来看看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是怎样谈的（第4—7节，第440—451页）。

粗放地区 
［注：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指出，人们通常把粗放地区理解为人口稀少的地区（第439页脚注）。他认为这个定义不对，他指出粗放有以下几个特征：（1）收成极不稳定；（2）作物单一；（3）没有本地区内的市场，即没有加工工业集中的大城市。］

 。绝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职业的单一性使市场无法存在。居民贫困，第一，由于经营规模太小；第二，由于交换缺乏：“除食物由农民自己生产外，其余的需要可以说完全靠原始手艺即我们称之为手工业的产品来满足。”

铁路的铺设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从而也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随着铁路的铺设，手工工场和工厂的廉价产品充斥了整个地区”，使当地手工业者破产。这是“许多农户破落”的第一个原因。

造成这种现象的第二个原因是歉收。“农业的经营方式直到今天还是原始的，就是说，一直是不合理的，因而歉收是常有的现象。铁路铺设以后，从前由于歉收而发生的农产品涨价的现象完全消失了，至少是大大减少了。因此，这里一遇歉收，其必然后果通常是许多农户的破落。正常收成的余粮愈少，居民愈依靠手工业挣钱，这种结果就出现得愈快。”

为了通过向集约（合理）农业的过渡来达到不依赖手工业和不受歉收影响的目的，第一，必须有大量过剩的货币资金（按较高价格出售农产品得到的）；第二，必须有知识分子，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提高合理程度和集约程度。大部分居民当然没有这些条件，有这些条件的只是少数人 
［注：“对于这样的地区（在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下人口已达饱和状态的地区）我们应当认为，剩余资金少和居民教育程度低，在条件变化之后，必然会使许多农户归于消灭。”（第442页）］

 。

“这样形成的〈即由于手工业的衰落和对农业的更高要求而遭到破产的许多农户的“消灭”所形成的〉过剩人口，一部分将被比较幸运地度过这一难关并有可能提高生产集约程度的农户所吸收”（当然是被“吸收”去当雇工、雇农和日工，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没有谈这一点，也许他认为这一点是太清楚了）。需要用的人力将是大量的，因为交通的改进使市场显得近了，从而为生产不易运输的产品提供了可能，“而生产这种产品多半需要耗费大量劳动力”。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接着说：“但是，破坏的过程往往要比改善保全下来的农户的过程快得多，部分破产农户不是迁出本地区，至少也得搬进城市。这部分人，从铺设铁路时起，就成了欧俄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其次，“人口过剩意味着廉价的劳动力”。“在土壤肥沃（和气候适宜……）的情况下，这里具有一切条件来培植作物和生产那种在单位面积上需要耗费大量劳动力的农产品”（第443页），尤其因为经营规模小（“哪怕它们比过去也许还会有所扩大”），难以使用机器。“同时固定资本也不会始终不变，而首先要改变自己性质的是农具。”除机器外，“要更好地耕种土地，就得用比较完善的农具代替以前的原始农具，用钢铁代替木头。这个改革必然会促使当地建立起制造这些农具的工厂，因为用手工方法制造不出象样的农具”。促进这个工业部门发展的有下列条件：（1）当地需要及时得到机器或部件；（2）“这里的劳动力充裕，而且便宜”；（3）燃料、建筑物和土地便宜；（4）“经济单位小，使得工具的消费量增加，因为大家知道，相对来说，小经济需要的农具较多。”其他部门的生产也在发展。“总的说来，城市生活在发展。” 矿业
 由于需要也在发展，“因为一方面出现了大批的空闲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铁路的铺设以及机械加工工业和其他加工工业的发展，对矿产品的需求也增加了。

这样，在铁路铺设以前曾是人口稠密的粗放农业地区，正在比较迅速地变成工厂生产比较发达的高度集约农业的地区”。集约程度的提高表现在耕作制的改变。三圃制由于收成不稳定已不能再用了。必须改用能够克服收成不稳定的“轮作制”。 完全的轮作制
 
［注：它的特征是：（1）全部土地变成耕地；（2）尽可能消灭休闲地；（3）合理轮种作物；（4）尽量精耕细作；（5）牲畜单栏饲养。］

 要求很高的集约程度，当然不能立即采用。因此将先实行 谷物轮作制
 ［作物的合理轮作］，发展畜牧业，扩大 牧草播种面积
 。


　　“可见，我国人口稠密的粗放地区归根到底将要随着交通的发展而比较迅速地变成高度集约经济的地区，同时其集约程度，如上所述，首先将靠可变资本的增加而提高起来。”



　　对集约经济的发展过程所作的这一详细描述清楚地表明：商品生产条件下的技术进步在这种场合也会导致资产阶级经济，把直接生产者分成享受集约生产和农具改良等利益的 农场主
 ，和以自己的“自由”和“廉价”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提供最“有利条件”的 工人
 。尼·—逊先生的主要错误不在于他忽视集约农业，只谈粗放农业，而在于他不去分析俄国农业生产中的阶级矛盾，却以“我们”走错了路这种毫无意义的牢骚来款待读者。司徒卢威先生重复了这个错误，用“客观的”论断掩盖了阶级矛盾，他所纠正的只是尼·—逊先生的次要错误。这一点尤其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他自己曾十分正确地责备这位“豪无疑问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阶级斗争理论。这一点尤其令人感到遗憾，因为司徒卢威先生的这个错误，减弱了他认为“害怕”农业技术进步是荒谬的这个十分正确的见解的说服力。

为了结束这一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把上面谈的作个总结。司徒卢威先生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他首先先验地、毫无根据地说人口过剩是由于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不相适应而产生的，然后指出我国农民的食物生产“不足”，接着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说技术进步对“农民”是有利的，“农业生产率应当提高”（第211页）。假使他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约束”，那他应该怎样提出问题呢？他应该 首先
 分析当前俄国农业中的生产关系，说明生产者受压迫不是由于偶然，不是由于政策，而是由于商品经济基础上必然形成的 资本
 的统治，然后探讨这个资本怎样破坏小生产，这时阶级矛盾具有什么样的形式。其次，他应该表明进一步的发展怎样使资本从商业资本变成产业资本（在粗放经济中具有什么样的形式，在集约经济中又具有什么样的形式），怎样使已在旧形式中完全打下基础的阶级对立发展和尖锐起来，使“自由”劳动跟“合理”生产彻底对立。如果这样，只要把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剥削这两种一先一后的形式加以简单的对比，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变化的“进步”性和对生产者“有利”的地方；在前一种情况下，劳动服从资本是被中世纪关系的大量残余掩盖着的，这些残余妨碍生产者认清问题的本质，并使其思想家产生一些荒谬而反动的思想，认为可以期待“社会” 等等
 的援助；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服从已经完全摆脱中世纪的羁绊，生产者已有可能而且也知道有必要独立地、自觉地进行反对自己“对立者”的活动。说向资本主义过渡是“艰难的、痛苦的过渡”的议论，就会被这样一种理论所代替，这种理论不仅谈到阶级矛盾，而且真正揭露这些矛盾在“不合理”生产和“合理”生产中，即“粗放”经济和“集约”经济中的每一种表现形式。

我们对司徒卢威先生这本书第6章专门阐述“俄国农业人口过剩的性质”问题的第一部分作了分析，从这个分析得出的结论可以表述如下：（1）司徒卢威先生的马尔萨斯主义没有任何实际资料作根据，它建立在方法错误的数条式的前提上面；（2）俄国农业人口过剩是由于资本的统治，而不是由于人口的增殖和生活资料之间的不相适应；（3）司徒卢威先生关于人口过剩的自然经济性质的论点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是对的，就是说，农业资本由于农奴制关系的存在而停滞于不发达的、因而对生产者特别痛苦的形式中；（4）尼·—逊先生没有证明俄国人口过剩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他没有研究资本在农业中的统治；（5）尼·—逊先生的主要错误，也是司徒卢威先生重复的错误，在于没有分析资产阶级农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个阶级；（6）司徒卢威先生对阶级矛盾的这种忽视，自然使得技术改良是进步的和需要的这一十分正确的论点表达得很不恰当，非常模糊。


二

现在，我们来看阐述农民分化问题的第6章第2部分。这一部分和前一部分有直接的联系，它是对农业资本主义问题的补充。

司徒卢威先生指出农产品价格在改革后头20年的上涨和商品生产在农业中的扩大后，完全正确地说道，从中“得到好处的主要是土地占有者和富裕农民”（第214页）。“农民中间的分化肯定是加剧了，而这个分化的初步进展是在这个时期取得的。”作者引用了地方调查人员的意见，说铁路的铺设只是提高了富裕农民的生活水平，租地在农民中引起“真正的战斗”，“战斗”总是使经济力量雄厚的分子获得胜利（第216—217页）。他引用了弗·波斯特尼柯夫的考察报告，按照这个报告，富裕农民的经济受市场的支配已经达到这种程度，甚至40％的播种面积都用来生产供出卖的产品；接着他补充说，在相反的另一极，农民“丧失自己的经济独立，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濒于雇农的境地”；最后他正确地指出：“只有交换经济的渗入，才能说明经济力量雄厚的农户能够从贫弱的农户的破产中得到好处的事实。”（第223页）作者说：“货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使农民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经济上殷实的农民，他们是新的力量的代表，即各种形式和各种程度的资本的代表，一部分是半独立的农民和真正的雇农。”（第239页）

尽管作者对这种“分化”发表的意见很简短，我们仍有可能根据这些意见指出所考察的过程的下面几个重要特点：（1）实际情况不仅是形成了财产不平等，而且形成了“新的力量”—— 资本
 。（2）与这种新的力量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新型的农户：第一是富裕的、经济上殷实的农户，它们经营发达的商品经济，夺取贫苦农民的租地，剥削别人的劳动 
［注：司徒卢威先生没有提到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既表现为在富裕农民的经济中起着不小作用的雇佣劳动的使用，也表现为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同样在夺取生产者的额外价值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活动。没有这个特征，也就谈不上“资本”。］

 ；第二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的“无产阶级”农民。（3）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直接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司徒卢威先生自己指出，没有商品生产，这些现象就不可能产生，而商品生产一渗入，这些现象就必然产生。（4）这些现象（“新的力量”，新型农民）属于 生产
 领域，而不限于交换领域，商品流通领域，因为农业 生产
 中出现了资本，同时也出现了出卖劳动力的现象。

看来，过程的这些特点已直接说明：我们遇到的是纯粹资本主义的现象，农民中间正在形成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 阶级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仅如此，这些事实不仅证明资本在农业中的统治，而且证明资本已经跨出第二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正在从商业资本变成产业资本，从统治市场的资本变成统治生产的资本；富裕的包买主和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对立正在变成合理经营的资产阶级老板和空闲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之间的对立。

但是，司徒卢威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也未能摆脱他的马尔萨斯主义；按照他的意见，上述过程所反映的只是问题的 一个方面
 （“只是进步方面”），同时还有另一方面，即“整个农民经济的技术不合理”，“这种不合理反映了整个过程的所谓退步方面”，它把农民“拉平”，使不平等趋于缓和，它“随着人口的增长”正在起着作用。（第223—224页）

从这个相当模糊的论断中只能看出，作者比较喜欢的是极端抽象的原理而不是具体的例证，他把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规律”硬套在一切事物上面。我说他硬套，是因为即使严格根据作者自己列举的事实，也找不出这个过程有哪些具体特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而需要承认马尔萨斯主义。我们再把这个过程描述一下。起初是自给自足的生产者，是比较单一的农民 
［注：即为地主做工
 的农民。这一方面我们撇开不谈，以便更清楚地表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至于“旧贵族”关系的残余使生产者的状况恶化，使破产具有特别严重的形式，——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了。］

 。商品生产的渗入使各个农户的财富依赖于市场，从而通过市场的波动造成不平等，并使其尖锐化，使一部分人把闲置货币集中在自己手里，使另一部分人日趋破产。这些货币自然是用来剥削穷人的，因此变成资本。只要日益破产的农民还保持着自己的经济，资本就能够剥削他们，同时让他们照样在旧的技术不合理的基础上进行经营，能够靠购买他们的劳动产品来剥削他们。但是破产最后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农民不得不完全抛弃自己的经济，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而只好出卖劳动了。于是资本把这种经济抓到自己的手里，而且不得不（由于竞争）合理地组织这种经济；它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以前“积蓄了”一笔闲置的货币资金；它现在已经不是剥削业主，而是剥削雇农和日工了。试问，作者所区分的这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究竟是什么？他怎么认为可以作出这样骇人听闻的马尔萨斯式的结论：“经济的技术不合理，而不是资本主义〈请注意这“而不是”三个字〉，——这就是夺取我们农民糊口粮食的敌人。”（第224页）似乎这些糊口粮食曾经完全归生产者所有，而没有分成必要产品和地主、盘剥者、“殷实”农民、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产品！

然而不能不补充一点，这就是作者对“拉平”问题还作了某种进一步的说明。他说，“上述拉平的结果”，就是“许多地方已经证实的 农民中等阶层的减少甚至消失
 ”。（第225页）他引用了地方自治局出版物中证实“农村富裕者和无地无马的无产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的一段话，得出结论说：“这里讲的 拉平
 当然同时也是 分化
 ，但在 这种
 分化的基础上发展着的仅仅是一种只能阻碍经济进步的 盘剥
 。”（第226页）总之，现在已可看出，与商品经济造成的分化相对比的不是“拉平”，而也是分化，不过是 另一种
 分化，亦即盘剥。既然盘剥“阻碍”“经济进步”，作者就称这一“方面”是“退步的”。

这种论断是按照非常奇怪的决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得出来的。“盘剥”和“分化”被当作两个独立的特殊“体系”加以比较：一个因为推动“进步”受到赞扬，另一个因为阻碍进步遭到谴责。司徒卢威先生把分析阶级对立的要求（他曾经因为尼·—逊先生没有履行这个要求而十分公正地抨击过他）和关于“自发过程”的学说（关于这个学说，他说得头头是道）弄到哪里去了呢？要知道，这种由于是退步而被他刚才消灭了的盘剥不是别的，正是农业资本主义的原始表现形式，正是后来使技术日益提高的资本主义本身的原始表现形式。实际上，盘剥是什么呢？这就是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不得不为市场做工的业主对货币持有者的依附，不管这种依附表现得怎样不同（表现为高利贷资本也罢，表现为垄断销路的包买主的资本也罢），其结果总是使很大一部分劳动产品不是落到生产者手里，而是落到货币持有者手里。因此，盘剥的实质是纯粹资本主义的 
［注：所有的特征它都具备：商品生产是基础，垄断表现为货币的社会的劳动产品是结果，最后，这些货币转化为资本。我丝毫没有忘记，资本
 的这些初级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以前的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看到。但问题在于它们在当前俄国农民经济中已不是个别情况，而是通例，是占统治地位的关系体系。它们已经和大工厂机器资本主义联系起来（通过商业周转和银行），从而表明了自己的趋向，表明这种“盘剥”的代表人物不过是统一而不可分的资产阶级大军的战斗兵。］

 ，而全部特点在于资本主义关系的这种最初萌芽形式完全被以前的农奴制关系覆盖着：这里没有自由契约，而有迫不得已的交易（有时靠“长官”命令，有时靠维持经济的愿望，有时靠旧债等等来实行的交易）；这里生产者被束缚于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剥削者，同纯粹资本主义关系所固有的商品交易的非个人的性质相反，这里的交易必定具有“帮助”和“施舍”的个人的性质，而交易的这种性质必然使生产者处于人身的、半农奴制的依附状态。作者所谓的“拉平”、“阻碍进步”、“退步”，意思不过是说资本起初在旧的基础上控制生产，支配技术落后的生产者。作者指出，根据资本主义的存在，还不能认为它是“一切灾难的祸首”，这个意见就下述意义来说是对的，就是说，为他人做工的我国农民不仅苦于资本主义，而且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换句话说，为自己进行的独立生产，在广大农民中间几乎已经完全绝迹；除了为“合理经营的”资产阶级老板进行的劳动外，我们只看到为货币资本持有者劳动，那也是受资本主义剥削，不过是不发达的原始的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第一，用特别的附加的压榨手段的罗网把劳动者束缚起来，使他们的状况恶化百倍；第二，使他们（及其思想家——民粹主义者）无法了解加在他们身上的“不愉快”所具有的阶级性质，无法使自己的活动去适应这种性质。因此，“分化”的“进步方面”（用司徒卢威先生的话来说）在于：它把被盘剥形式掩盖起来的对立揭露出来，使这种对立失去其“旧贵族的”特点。坚持农民平等（在……盘剥者面前）的民粹主义的“退步性”在于：它想使资本停留在中世纪的形式中，这些形式把剥削同分散的技术落后的生产、同对生产者的个人压制结合在一起。在这两种情况（无论是“盘剥”还是“分化”）下，压迫的原因都是 资本主义
 ，而作者所持的相反说法，说什么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而在于“技术不合理”，说什么“造成农民贫困的祸首不是资本主义”等等只是表明：司徒卢威先生在为发达的资本主义比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可取这个正确思想辩护时太偏激了，并且由于他的论点抽象，在把前者和后者加以对比时，不是把二者当作同一现象的两个顺次的发展阶段，而是当作两种单独情况 
［注：读者或许要问，根据什么说这只是由于司徒卢威先生的偏激
 呢？根据如下：作者十分肯定地承认资本主义是发生上述一切现象的主要背景。他十分清楚地指出商品经济的迅速增长、农民的分化、“改良农具的推广”（第245页）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农民的丧失土地和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第238页）。最后，他自己对这些作了说明，认为这是新的力量——资本
 的形成，并且指出资本家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出现具有决定意义。］

 。


三

作者偏激还表现在如下的论断中：说实在的，不能认为大工业资本主义是农民破产的原因。这里他是在同尼·—逊先生进行论战。

尼·—逊先生谈到工厂制做的衣服时说，工厂产品的廉价生产引起了这些产品的家庭生产的缩减（司徒卢威先生的著作第227页）。

司徒卢威先生惊叫道：“情况完全说反了，而这是不难证明的。是农民纺织品生产的缩减造成了资本主义棉纺织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扩大，而不是相反。”（第227页）

作者对问题的提法未必恰当，他用次要的细节来掩盖问题的本质。如果从观察工厂工业发展的事实出发（而尼·—逊先生正是从观察这个事实出发的），那就不能否认，工厂产品的低廉也在加速商品经济的增长，加速对家庭产品的排挤。司徒卢威先生对尼·—逊先生的这个见解表示异议，只能削弱自己用来反对这位作者的论据，因为这位作者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企图把“工厂”看成一种与“农民”隔绝的、偶然从外面降临到农民头上的东西，而实际上“工厂”只是（无论按照尼·—逊先生要忠实遵循的理论，或按照俄国历史的资料）整个社会经济因而也是农民经济的商品组织发展的完成。“工厂”中的大资产阶级生产，是农村中即闻名的“村社”或手工业中的小资产阶级生产的直接继续。司徒卢威先生说得完全正确，“要使‘工厂形式的生产’‘更加便宜’，农民就必须着眼于货币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合理”。“如果农民……保持着自然经济，那么任何印花布……也不会使他们动心的。”

换句话说，“工厂形式的生产”，不过是 发达的
 商品生产，是从我们在农民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中间所看到的那种 不发达的
 商品生产中发展起来的。作者想给尼·—逊先生证明，“工厂”和“农民”是互相联系的，两种制度的经济“基础”不是对抗的 
［注：民粹派直接公开地谈出了这一点，而“毫无疑问的马克思主义者”尼·—逊先生却通过用马克思的话装饰起来的、关于“人民制度”和“人民生产”的暧昧词句来把同一个谬论献给我们。］

 ，而是同一的。为此他就应该把问题归结为农民经济的经济组织问题，应该提出我国的小生产者（种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小资产者这一论点来反驳尼·—逊先生。如果这样提问题，他就不会去谈论“应该”是什么和“可能”是什么等等，而会去揭示 现实情况
 ，并说明 为什么现实情况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要驳倒这个论点，民粹主义者就得否认商品经济增长和农民分化这些人所共知的、无可辩驳的事实［ 而这些事实证明了
 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或者就得否认政治经济学的起码常识。接受这个原理，就等于承认把资本主义和“人民制度”对立起来是荒谬的，承认“为祖国寻找另外的道路”和希望资产阶级“社会”或一半还是“旧贵族”的“国家”实行“社会化”的空想计划是反动的。

而司徒卢威先生不从开头谈起 
［注：也就是从“种地的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谈起，来证明大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却从结尾谈起。他说：“我们屏弃民粹派的俄国经济发展理论的一条根本的原理，即大规模加工工业的发展使种地的农民破产这条原理。”（第246页）这就正如德国人所说的把小孩子和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了！“大规模加工工业的发展”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正是资本主义使农民破产，这决不是民粹主义的原理，而是 马克思主义
 的原理。民粹派一直认为，生产者失去生产资料的原因，不在于取名资本主义的特殊的俄国社会经济组织，而在于政府的政策不对头（“我们”走错了路等等），在于社会因循守旧，没有很好地团结起来去反对掠夺者和奸诈之徒等等。因此，他们的“措施”也就归结为“社会”和“国家”的活动。相反地，指出剥夺的原因在于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就必然导致 阶级斗争
 的学说（参看司徒卢威先生的著作第101、288页及其他许多页）。作者的说法不确切的地方在于他谈一般“ 农民
 ”，而不谈资产阶级农业中的对立的阶级。民粹派说，资本主义正在毁灭 农业
 ，因此，它无力囊括我国的全部生产，而把这个生产引上歧途；马克思主义者说，无论在加工工业中或在农业中，资本主义都在压迫 生产者
 ，但它却把生产提到更高的水平，正在为“社会化”创造条件和力量 
［注：“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为代价而取得的。”（《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15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7页。——编者注））］

 。

司徒卢威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如下：“尼·—逊先生最根本的错误之一，就是他把 已经形成的
 资本主义制度的概念和范畴全部搬到至今还是自然经济超过货币经济的现代农民经济上去。”（第237页）

我们上面已经谈过，只是由于完全忽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具体资料，尼·—逊先生才犯了可笑的错误，说国内市场“缩小”了。但是，这个错误的产生并不是由于他把资本主义的一切范畴搬到农民身上，而是由于他没有把任何一个 资本主义范畴
 用于农业资料上。资本主义最重要的“范畴”当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尼·—逊先生不仅没有把这两个阶级“搬到”“农民”身上（就是说，没有分析这两个范畴适用于农民的哪些类别或哪些等级，这两个范畴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反而纯粹民粹主义式地发议论，忽视“村社”内部的对立成分，泛谈一般“农民”。这就使得他的关于人口过剩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关于资本主义是农民被剥夺的原因的论点没有得到证明，而只是成了反动的空想。


四

司徒卢威先生在第6章第8节中叙述了自己对私有经济的看法。他十分正确地指出这个经济所采取的形式同农民的破产有密切的和直接的联系。破产农民出“高得吓人的租价”也不能使地主“动心”了，因此，地主开始采用雇农劳动。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从整理了地方自治局关于地主经济的统计资料的拉斯波平的文章中，从指出了扩大经济耕地的“迫不得已的”性质的地方自治局日常统计出版物中作了摘录。民粹派先生们喜欢用农业资本主义是“未来的事”、是一种“可能性”的议论来掩饰农业资本主义现在占统治的事实，为了回答这些先生们，作者确切地列举了 现实情况
 。

我们在这里要谈的只是作者对这个现象的估价。作者说，这是“私有经济中的进步潮流”（第244页），这种潮流是由“经济演进的确定不移的逻辑”造成的（第240页）。我们担心：这些十分正确的论点，由于很抽象，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读者将难以理解；如果不明确指出某某经济制度和某某阶级对立形式的更替，读者就不会了解为什么这种潮流是“进步的”（当然是从马克思主义者提出问题时必须采用的观点来看，即从一定阶级的观点来看），正在发生的演进的“确定不移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因此，我们来把这种更替叙述一下（即使是极其概括的），以与民粹派对这个过程的描述作个对比。

民粹主义者把雇用雇农的经济的发展过程描述成由“独立的”农民经济向不自由的农民经济的过渡，因此，自然也就认为这是退步、衰落等等。这样描述过程 事实上
 是完全 不正确的
 ，是根本不符合现实的，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是荒谬的。民粹主义者这样乐观（对过去和现在）地描述情况，不过是 回避
 连民粹派著作界也已确认的 事实
 ，而转向空想和可能性。

我们拿改革前的农奴制经济为出发点。

那时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是这样的：地主把土地、建筑用的木材，总之是每个农户所需的生产资料（有时甚至生活资料）交给农民，让农民自己养活自己，同时强迫农民用 全部剩余时间
 给他做工，服徭役。我强调“全部剩余时间”，是为了指出在这种制度下根本谈不上农民的“独立” 
［注：我谈的只是
 经济方面。］

 。地主“供给”农民的“份地”不过是一种 实物工资
 ，完全是用来使农民受地主剥削，“供给”地主劳动力，从来不是用来真正保证农民本人生活的 
［注：因此，援引农奴制的“分地”来证明生产资料“历来”属于生产者，——这是弥天大谎。］

 。

但是后来商品经济侵入了。地主开始为出卖而不是为自己食用而生产粮食。于是农民的劳动受到更厉害的剥削，随后，份地制度也难以实行，因为再分出一些份地给年轻一代的农民，对地主已经不利，同时又出现了用货币支付的可能。现在，更便利的是把农民的土地和地主的土地永远分开（特别是趁机割去一部分份地并取得“公道的”赎金），使用 同样的
 农民的劳动，这些农民由于物质条件较差而不得不和以前当家奴的农民、“有赐地的农民”[104]、生活较有保证的前国家农民和皇族农民等等进行竞争。

农奴制度在崩溃。

已经指望市场（这一点特别重要）的经济制度在改变，但不是一下子就改变的。除旧的特点和“原则”外，还加上新的特点和“原则”。这些新的特点就是：成为赚钱的基础的已经不是向农民供应生产资料，而相反的是农民“失去”生产资料，是他们需要货币；成为基础的已经不是自然经济，不是实物形态的“劳务”交换（地主给农民土地，而农民给地主剩余劳动产品，即粮食、麻布等等），而是商品的、货币的“自由”契约。正是这种兼有新旧特点的经济形式在改革后开始在俄国占统治地位。除了贷地换取劳动（如耕种割地）的古老方式外，还有“冬季雇工”的方式：贷款换取劳动（在农民特别需要钱而非常贱地出卖自己劳动的时候），贷粮换取工役等等。可见，过去“世袭领地”中的社会经济关系已成为最常见的 高利贷
 交易，这种盘剥同包买主对手工业者的盘剥是十分类似的。

无可争辩，正是这种经济成了改革后的典型，我国民粹派著作界也出色地 描写过
 这种特别讨厌的赚钱形式，这种形式同农奴制的传统和关系相结合，使得被自己的“份地”束缚住的农民毫无办法。

但是，民粹派一直不想了解这些关系的经济基础究竟是什么？

这里统治的基础已经不象旧时那样仅仅是占有土地，而且还占有农民所需要的货币（货币则是商品经济所组织起来的社会劳动的产品），以及农民“失去”谋生手段。显然，这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关系。“新的”特点不是别的，正是 资本
 统治农业的初级形式，它还没有摆脱“旧贵族”的羁绊，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阶级对立，但还没有使这种对立固定下来。

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初级形式的资本统治的基础就日益消失，因为现在已经达到顶点的农民破产意味着农民丧失自己的农具（农奴制和盘剥制劳动形式就是建立在农民拥有自己的农具的基础上的），从而迫使地主使用自己的农具，迫使农民变成雇农。

至于这个过渡是在改革后的俄国开始的，这又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事实表明了民粹派纯粹形而上学地（不顾与过去的联系，不顾发展趋势）加以考察的盘剥形式的趋向；这个事实表明了资本主义的 进一步
 发展，表明了我国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阶级对立的进一步发展，在前一个时期，这种对立表现为“盘剥者”同农民的关系，而现在则开始表现为合理经营的老板同雇农和日工的关系。

正是后一演变使民粹主义者悲观失望，惊惶万状，大叫“土地被剥夺了”、“独立性丧失了”、“资本主义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灾难“逼近”了等等。

不偏不倚地把这些论断考察一下，那么第一，你们就会看出这些论断是 撒谎
 （虽然是善意的），因为在这种雇用雇农的经济产生以前，农民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用另一种形式把剩余产品交给不参加生产剩余产品的人。第二，你们就会看出民粹派的抗议由于很表面很肤浅而变成了（照司徒卢威先生的中肯说法）庸俗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认为这种“确立”只存在于第二种形式中而不存在于两种形式中呢？为什么不去反对使生产资料集中在“私人土地占有者”手里的基本历史事实，而只去反对运用这种垄断的方式之一呢？为什么认为祸害的根源不是到处使劳动受货币持有者支配的生产关系，而只是在这些关系的 最后一种
 形式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的分配不均呢？站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上反对资本主义，——正是这一基本情况使民粹派成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这种思想家害怕的不是资产阶级性，而只是资产阶级性的加深，其实只有这种加深才会引起根本的变化。


五

现在，我们来看看司徒卢威先生的理论性论断的最后一点，即“俄国资本主义的市场问题”（第245页）。

作者在分析民粹派编造的我国没有市场的理论时，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瓦·沃·先生所了解的资本主义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提得很恰当，因为瓦·沃·先生（以及所有民粹主义者）总是拿俄国制度和资本主义的一种“英国形式”（第247页）作对比，而不是和在每个国家表现形式不同的资本主义基本特征作对比。遗憾的是司徒卢威先生没有给资本主义下一个完备的定义，只是笼统地指出“交换经济的统治”[这是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货币持有者占有剩余价值，货币持有者统治着劳动]，指出“我们在西欧所看到的那种制度”（第247页）“及其一切后果”——“工业生产的积聚，狭义的资本主义”。（第247页）

作者说：“瓦·沃·先生没有深入分析‘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而是从马克思那里抄袭了这个概念。马克思所指的主要是狭义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在生产受交换支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种种关系的已经完全形成的产物。”（第247页）这种说法是不能同意的。第一，假使瓦·沃·先生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真的是从马克思那里抄袭来的，那么他对资本主义就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而不会把“英国形式”同资本主义混淆起来。第二，说马克思指的主要是“工业生产的集中或积聚”[这是司徒卢威先生对狭义资本主义的理解]，这是完全不对的。相反地，马克思考察商品经济，是从它的最初阶段开始的，他分析了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这两种原始形式的资本主义（这两种形式比机器生产的积聚落后整整几个世纪），他指出了工业资本主义和农业资本主义的联系。司徒卢威先生自己缩小了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说：“……瓦·沃·先生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从自然组织向商品组织过渡的 最初
 阶段。”应该说是 最后
 阶段。大家知道，瓦·沃·先生研究的只是俄国改革后的经济。正如司徒卢威先生自己指出的， 商品
 生产是在改革前的时代 开始
 的（第189—190页），甚至棉纺织业的 资本主义
 组织也是在农民解放以前就形成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则是推动了这方面的 最终的
 发展；改革不是把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而是把劳动力的商品形式提到了第一位；改革不是批准了商品生产的统治，而是批准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统治。广义资本主义和狭义资本主义 
［注：看不出作者根据什么特征来区别这两个概念。如果狭义资本主义只应理解为机器工业，那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不把工场手工业也单独划分出来？如果广义资本主义只应理解为商品经济，那么这里就没有资本主义。］

 的差别的不够明显，使司徒卢威先生显然把俄国资本主义看成一种未来的东西，而不是看成一种已经完全彻底形成了的现在的东西。例如他说：

“在提出英国形式的资本主义对俄国是否不可避免的问题以前，瓦·沃·先生应该提出和解决另一个更一般因而也是更重要的问题：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过渡对俄国是否不可避免？狭义资本主义生产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关系是怎样的？”（第247页）这样提问题未必妥当。如果把俄国现存的生产关系体系弄清楚了，这种或那种发展是否“不可避免”的问题也就会得到解决。如果这个体系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应该 说明
 现在，而不应去谈论未来（民粹派先生们最喜欢这样）。在改革后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外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表现，亦即资本主义“顶峰”（工厂生产、铁路、银行等）的出现，成为极其重大的事实，这对理论思想来说，就立刻发生了俄国资本主义的问题。民粹派竭力证明这些顶峰是偶然的，同整个经济制度没有联系，没有根基，因此是软弱无力的；同时他们玩弄极其狭隘的“资本主义”的概念，忘记资本对劳动的奴役，从商业资本到“英国形式”，是经过很长的和各种不同的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应该说明：这些顶峰不过是在俄国， 在各个领域
 即一切生产部门中早已形成的、使劳动受资本支配的商品经济的最后发展阶段。

司徒卢威先生把俄国资本主义看成一种未来的东西而不是现在的东西，这种观点特别突出地反映在下面这个论断中：“只要被法律固定下来并加以巩固的现代村社还存在，那么在它的基础上，一种同‘人民福利’毫无共同之点的关系就一定会发展起来。〈难道还只是“一定会发展”而不是早就发展了吗？至少在25年以前，整个民粹派著作界刚一产生就一直在描述和反对这些现象。〉在西欧，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小经济和资本主义大经济同时并存的例子。我国的波兰和我国的西南边疆区就有同样的现象。可以说，俄国无论是个体农户还是村社，都接近于这种类型，因为破产农民还留在土地上，在他们中间平均的影响还大于分化的影响。”（第280页）难道还仅仅是接近而不是现在就已经是这种 类型
 吗？要确定“类型”，应该根据的当然是制度的基本经济特点，而不是法律形式。如果看一下俄国农村经济的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就会发现，农户在小块土地上孤立地经营，现在已经起着主导作用的商品经济正在日益增长。这正是给“小经济”这一概念提供内容的那些特点。其次，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西欧的资料所证明的那种情况：农民欠高利贷者的债，遭到剥夺。全部区别在于我国法律制度有自己的特点（农民公民权利的不平等，土地占有形式），由于我国资本主义不够发展而比较完整地保留着“旧制度”的痕迹。但是，这些特点丝毫不妨碍我国农民制度和西欧农民制度同属一个 类型
 。

司徒卢威先生在谈到市场理论本身时指出，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陷入了下面这个循环论证而不能自拔：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市场扩大，而资本主义却使居民破产。作者极不恰当地用他的马尔萨斯主义来纠正这个循环论证，认为使农民破产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人口的增长”！！上述两位作者所犯的错误完全是另一种，因为资本主义不仅仅使农民破产，而且使农民 分化
 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个过程不是缩小国内市场，而是 建立
 国内市场，因为商品经济在农民分化的两极都有发展，既在被迫出卖“自由劳动”的“无产阶级”这一极发展，也在不断提高自己生产技术（机器、农具、肥料等等。参看瓦·沃·先生《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和日益扩大需要的资产阶级那一极发展。尽管对过程的这种理解，是直接以马克思关于工业资本主义和农业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理论为依据的，但是，司徒卢威先生忽略了它，这也许是瓦·沃·先生的“市场理论”把他引入了迷途。这位瓦·沃·先生好象以马克思的学说为依据，献给俄国公众一种“理论”，说在资本主义发达的社会中“商品过剩”不可避免，国内市场不足以容纳，因此需要国外市场。司徒卢威先生说：“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它肯定了一个事实：剩余价值无论在资本家的或工人的消费中都不能实现，而必须有第三者的消费。”（第251页）这种说法是丝毫不能同意的。瓦·沃·先生的“理论”（如果可以称为理论的话）简直忽略了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区别，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区别，而不作这种区别，就无法弄清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3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极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第1卷中也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同时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下述论点：资本的积累在于额外价值只是转化为工资，而不转化为不变资本（生产资料）加工资。为了证实对瓦·沃·先生的理论的这种评价，我们从司徒卢威先生提到的那些文章中引用两段话就够了。

瓦·汰·先生在《市场的商品供应过剩》一文中说道：“每个工人生产的都多于他的消费，所有这些剩余产品都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这些剩余产品的占有者自己消费它们，在国内和国外把它们换成各种各样的必需品和奢侈品；但不管他们怎样吃喝玩乐〈原文如此！！〉，他们也不会把全部剩余价值挥霍干净。”（1883年《祖国纪事》第5期第14页）“为了更加明显起见”，作者“考察了”资本家的“最主要的耗费”如宴会、旅行等等。《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文写得更加明显：“工业资本主义组织的致命弱点就是企业主不能消费掉自己的全部收入。”（1889年《俄国思想》第9期第80页）“路特希尔德不能把自己收入的增加部分完全消费掉……只是因为这……增加的部分所代表的消费品为数太大，使得一切奢望本来已能得到充分满足的路特希尔德感到十分为难”等等。

可见，这一切论断导源于这样的幼稚见解：似乎资本家的目的是满足个人消费而不是积累额外价值；导源于这样的错误：似乎社会产品是象亚·斯密以及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政治经济学所说的那样，分为v＋m（可变资本加额外价值），而不是象马克思所表明的那样，分为c＋v＋m（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然后才是工资和额外价值）。一旦纠正了这种错误和注意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着巨大的、日益增长的作用的是生产资料（不用于个人消费而用于生产消费、不用于人的消费而用于资本消费的那部分社会产品），这个有名的“理论”也就彻底破灭了。马克思在第2卷中证明，没有国外市场，没有任何“第三者”（司徒卢威先生把“第三者”搬来是极不恰当的），资本主义生产也完全可能不断积累财富。司徒卢威先生对这一论题的论断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他自己也指出国内市场对俄国具有主要意义，并且抓住了瓦·沃·先生那种依靠“殷实农民”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纲领”。目前在我国农村发生的这个“殷实”农民（即资产阶级农民）的形成过程，直接向我们表明了资本的产生、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和 国内市场的扩大
 ：例如“改良农具的推广”正意味着资本靠生产资料而积累起来。在这个问题上，特别需要的不是去叙述“可能性”，而是叙述和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这一实际过程 
［注：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我们打算另写一篇文章来谈这个问题。[105]］

 。




现在，当我们结束对司徒卢威先生这本书的理论部分的分析时，我们可以对他的论断的基本方法作一个总的、可以说是综合性的评述，从而解决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那些问题：“这本书中究竟哪些东西可以算作马克思主义的？”“作者拒绝了、补充了或修正了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哪些原理，其结果又是怎样的？”

本文一开头即已指出作者的论断的基本特点是他的狭隘客观主义：只证明过程的不可避免性和必然性，而不尽力揭示这一过程在每个具体阶段上所具有的阶级对抗形式；只是说明一般过程，而不去说明各个对抗阶级，虽然过程就是由这些对抗阶级的斗争形成的。

我们完全懂得，作者这样把自己的“意见”限于“客观的”又是最一般的部分，是有他的理由的：第一，他想用一些观点针锋相对的原理来反对民粹派，因此，他只是叙述原则，而让进一步展开的论战去发挥和更具体地说明这些原则；第二，我们在第一章中已尽力说明，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 全部
 区别，就在于对俄国资本主义所作的 批判的性质
 ，就在于对俄国资本主义的 解释
 不同，——由此自然产生这样一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有时也只是谈论一般的“客观的”原理，只是强调我们的理解（ 对人所共知的事实
 的理解）和民粹派的理解有哪些不同。

但是，我们觉得司徒卢威先生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了。抽象的叙述往往产生一些不能不引起误会的论点；对问题的提法同普遍流行于我国著作界的那种学究式的、高谈阔论的方法（谈论祖国的道路和命运，而不谈论走着这条那条道路的各个阶级）毫无区别；作者的论断愈具体，就愈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始终停留在一般抽象原理的高空，因此愈有必要明确指出俄国社会的什么阶级处于什么地位，赚钱的各种形式与生产者的利益有什么关系。

正因为如此，我们觉得，补充和说明作者的论点，一步一步地探讨他的叙述，以便指出用 另一种方法
 提出问题的必要和 更彻底地
 贯彻阶级矛盾理论的必要，这样做不是完全不适当的。

至于司徒卢威先生直接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在国家问题、人口过剩问题、国内市场问题上），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得够多了。


六

司徒卢威先生这本书除了批判民粹主义的理论内容外，还对民粹派的经济政策提出了一些意见。虽然这些意见作者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发挥，但我们还是不能不谈一谈，以免引起任何误解。

这些意见指出，自由派的即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民粹派的政策比较起来，是“合理的”、进步的、“明智的”等等 
［注：我们可以从中举几个典型的意见：“如果国家……不是想巩固大土地占有制而是想巩固小土地占有制，那么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追求无法实现的农民经济平等，而只能支持农民中有生命力的分子，使他们成为经济上殷实的农民。”（第240页）“我不能不认为，旨在使他们成为这种农民（即“经济上殷实的、适合于商品生产的农民”）的政策将是唯一明智的、进步的政策。”（第281页）“俄国应该从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第250页）等等，而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去向资本主义学习吧。”］

 。

显然，作者想把以现有关系为基础的两种政策加以对比。 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看
 ，他说得完全正确，他说，发展而不是阻碍资本主义的政策是“明智的”政策。所谓“明智”，当然不是因为它为资产阶级服务，使生产者更加受资产阶级支配[形形色色的“无知蠢汉”或“卖艺之徒”就试图作这样的解释]，而是因为它使资本主义关系变得尖锐而又单纯，从而启发唯一能够决定变革的人们的 理智
 ，松开他们的双手。

然而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个完全正确的论点，司徒卢威先生表述得很不成功，由于他特有的抽象性，他那种说法有时令人忍不住要对他说：让死人自己去埋葬自己的尸首吧。[106]在俄国从来也不缺乏这样的人，他们一心一意地要创造一些理论和纲领来反映我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反映强大的资本“应当”击溃小资本并破坏其原始的宗法式的剥削方法。

假如作者在这个问题上也严格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要求，把叙述变成对实际过程的说明，揭露“明智”、“合理”和进步的政策的每种形式所掩盖着的阶级矛盾，那他会用另外的说法表达同样的见解，用另外的方法提出问题。他会把大改革以后雨后春笋般产生出来的自由主义的即资产阶级的理论和纲领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资料作对比。从而他会根据俄国的实例来表明他在头几章中证明过的社会思想同经济发展的联系，而这个联系只有对俄国的资料进行唯物主义的分析才能彻底弄清楚。第二，他会表明民粹派是多么幼稚，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这样攻击资产阶级理论，好象这些理论只是一些错误的论断，而不代表一个强大阶级的利益（劝告这个阶级是愚蠢的，只有另一个阶级的巨大力量才能使它“信服”）。第三，他会表明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在我国决定“应当”和“进步”的问题，表明民粹派在那里议论“选择”哪一条“道路”是多么可笑。

民粹派先生们特别满意地抓住了司徒卢威先生的这些语句，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些语句的表述不当怎样使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扬茹尔先生）和农奴制的捍卫者（如戈洛文先生）有可能断章取义地抓住个别词句。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司徒卢威先生的哪些不当之处把这样的武器交给了敌人。

作者企图把民粹主义只是作为一个给祖国指错了道路 
［注：《评述》的作者指出了民粹主义的经济基础（第166—167页），但是，我们觉得他指出得还不够。］

 的理论来批判，因此没有清楚地说明他对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态度。这里也许可以看出对这个政策是全盘否定，而不只是否定一半。因此必须把这一点谈一下。

清谈“祖国走另外道路”的可能性，这只是民粹主义的外衣。而其内容则是代表俄国小生产者即小资产者的利益和观点。因此，民粹主义者是理论上的雅努斯[107]，他一副面孔看着过去，另一副面孔看着未来，正象小生产者是实际生活中的雅努斯一样，他也是一副面孔看着过去，想巩固自己的小经济，不知道而且根本不想知道整个经济制度和必须考虑支配这个制度的阶级，另一副面孔则看着未来，仇视使他破产的资本主义。

由此可见，不加分析地把民粹派的全部纲领整个推翻是根本不对的。应该把它的反动方面和进步方面严格地区别开来。民粹主义是反动的，因为它提出的措施旨在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束缚在旧的生产方式上面，如禁止转让份地等等 
［注：司徒卢威先生说得非常正确：这些办法只能“实现西欧和俄国的某些土地占有者把雇农束缚在土地上的炽烈的幻想”（第279页）。］

 ，因为民粹派想阻碍货币经济的发展，因为他们期待的不是局部的改善，而是通过“社会”、通过官僚代表的影响来改变道路（例如尤沙柯夫先生在1894年《俄国财富》第7期上曾谈到一位地方官拟定的共耕制草案，并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对民粹派纲领的这类条款当然必须无条件地反对。但民粹派纲领中还有另一些条款，如实行自治，使“人民”能自由而广泛地取得知识，用发放低利贷款、改良技术、调整销路等方法“振兴”“人民”经济（即小经济）等等，等等。这类一般民主的措施是进步的，这一点司徒卢威先生当然也完全承认。这些措施不会阻碍而会加速俄国经济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发展，加速国内市场的形成，用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和提高其需要水平的方法来加速技术和机器工业的发展，加速和促进劳动者的独立思考和行动。

这里可能发生一个问题：谁更正确地和更好地指出了这类无疑合乎需要的措施呢，是民粹派还是也为技术进步费了很大气力并且博得司徒卢威先生的莫大好感的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之流的政论家呢？我觉得，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不容置疑，民粹主义 在这一方面
 是绝对地更可取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之流的措施对待整个小生产者阶级即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同《莫斯科新闻》的纲领对待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样的。这些措施不是指望所有的人 
［注：当然是说指望所有那些能够取得
 技术进步的人。］

 ，而只是指望受到长官器重的个别杰出人物。最后，这些措施极其粗暴，因为它们要对农民经济进行警察式的干涉。所有这些办法加在一起也没有给“农民经济的生产进步”提供任何重大的保证和机会。

民粹派 在这一方面
 是无比正确地了解和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屏弃他们纲领的一切反动部分之后，不仅应该接受其一般民主的条款，而且应该更确切、更深入、更进一步实现这些条款。这些改革在俄国实行得愈彻底，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提得愈高，俄国生活中（现在已经是）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社会对立就会表现得愈尖锐，愈明朗。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象瓦·沃·先生所诽谤的那样，“正在切断民主主义的线”或潮流，恰恰相反，他们是想发展和加强这个潮流，想使它接近生活，想拾起这根被“社会”和“知识分子”抛弃的“线” 
［注：瓦·沃·先生在1894年《星期周报》第47期上写道：“在我国改革后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在某些方面是与西欧接近的，具有政治斗争时代的积极民主主义和后来一个时期的社会冷淡主义。”我们在第1章曾竭力表明，这种“冷淡主义”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代表人物所出身的那个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个阶级除了从现代关系中得到一些坏处而外，还得到了一些远非无关紧要的好处。］

 。

不是抛弃这根“线”，相反地，要使这根“线”更加结实，——这个要求决不是从这些或那些“马克思主义者”的个人情绪中偶然产生的，而是由他们所要服务的那个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所必然地决定的，由他们的“学说”的根本要求必然地和无条件地规定的。由于很明显的原因，我不能在这里分析这个论点的第一部分，即说明“地位”和“利益”；而且在这里问题看来是不言自明的。我只想谈谈第二部分，也就是谈谈马克思主义学说对有关“被切断的线”的问题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 提法
 应该和民粹派先生们的一贯提法 有所不同
 。后者是从“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的角度提出问题的；照他们说来，似乎这类改革的不能实现，没有什么深刻的、潜藏在 生产关系
 本身中的原因，而只是由于情感粗暴方面的阻碍，如“理智的光芒”微弱等等，似乎俄国是一块白板，现在只是需要在上面正确地规划正确的道路而已。 这样提出问题
 ，当然使问题具有瓦·沃·先生所吹嘘的那种“纯洁”，这种“纯洁”实际上只是贵族女学生幻想中的“纯洁”，它使民粹派的论断变成了最适合于书斋谈话的材料。

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提法应该完全不同 
［注：如果他们把自己的理论贯彻到底的话。我们已经一再讲过，司徒卢威先生的叙述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正是由于他没有十分严格地坚持这个理论。］

 。他们必须到生产关系中间去探求社会现象的根源，必须把这些现象归结为一定阶级的 利益
 ，因而应当把同样的愿望表述为某某社会成分的“愿望”，遭到其他某某成分和阶级反对的“愿望”。这样的提法就使人决不可能利用他们的“理论”来发表学究式的、 超
 阶级的议论，来草拟某些保证取得“光辉成就” 
［注：尤沙柯夫先生语。］

 的方案和报告。这当然还只是把观点作了上述改变以后得到的间接好处，如果注意到 当今的
 民粹主义正急转直下地堕入机会主义泥潭，那就会看到这个好处还是很大的。但问题是不仅有间接的好处。如果按照阶级对抗理论提出这些问题[为此当然需要“重新审查”俄国历史和现实的“事实”］，那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就会表达出某些阶级的切身利益，这些答案就会被这些有关的阶级而且也只有被这些有关的阶级运用于实践 
［注：要这样
 “运用”，当然需要进行巨大的准备工作，而且这个工作按其实质来说是一种看不见的工作。达到
 这样的运用可能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我们将直截了当地声明：还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为祖国指出更好的道路。这和民粹派先生们“自我陶醉的乐观主义”正好相反，他们担保说，力量是有的，现在需要的只是劝导这些力量“离开错误的道路”。］

 ，这些答案就会象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所绝妙地形容的那样，冲出“知识分子的狭小书斋”，奔向最发达最单纯的生产关系的参加者，奔向最强烈地反映出“线被切断”和“需要”“理想”（因为没有理想，他们就会很糟）的人们。这样的提法就会给赋税、身分证、迁徙、乡公所等等老问题吹进新的生气，因为我们的“社会”对这些问题讨论了又讨论，咀嚼了又咀嚼，决定了又决定，现在对它们丝毫也不感兴趣了。

总之，无论我们怎样处理问题，无论是分析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体系的内容和这个体系的各种形式（从这些形式的历史联系方面，从这些形式和劳动者的利益的关系方面），还是分析“线被切断”和“切断”的原因的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所处的时代向“与生活分开的劳动”提出的历史任务具有伟大的意义，这个阶级的思想具有普遍的意义。





	载于1895年圣彼得堡出版的《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材料》文集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1卷第347—534页

















[100]“善意的言论”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特写集的标题，意指拥护政府当局、维护旧制度的言论。——422。



[101]戈尔迪之结出自古希腊传说。弗利基亚王戈尔迪献给宙斯一辆牛车，车上的轭是用无法解开的死结系在车辕上的。宙斯神谕：能解此结者将统治整个亚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挥剑断之，此结遂开。后多以“斩断戈尔迪之结”比喻用果断办法解决复杂的问题。



列宁此处在讽刺的意味上使用此语，以嘲笑司徒卢威的马尔萨斯观点。——423。



[102]粮垛租是沙皇俄国南部地区的一种盘剥性的实物地租。租地者在收割时按俄亩交若干由禾捆堆成的粮垛给地主，所交部分达到收成的一半，有时更多。此外，租地者还用一部分劳动为地主服各种工役。——426。



[103]据圣经传说，该隐和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儿子。该隐出于嫉妒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此事上帝已经知道，但他仍问该隐：“你的弟弟亚伯在哪里？”（见《旧约全书·创世记》）——431。



[104]有赐地的农民指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获得赏赐份地的一部分前地主农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的2月19日法令规定，地主可以按照同农民达成的协议，以最高标准四分之一的份地赐给农民，不取赎金，而其余四分之三归地主所有。这种有赐地的农民主要是在土地昂贵的黑土地带。到20世纪初，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由此而来的土地的重分，有赐地的农民差不多完全失掉了自己的份地。——450。



[105]这个问题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作了详细的阐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458。



[106]让死人自己去埋葬自己的尸首吧出典于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一个信徒请求耶稣准许他回家埋葬了父亲再跟随耶稣外出行道，耶稣就用这句话回答了他。意思是：要专注于自己的信仰，把其他一切置之度外。——460。



[107]雅努斯是古代罗马的两面神，有前后两副面孔，前面是面向未来的青年人的面孔，后面是面向过去的老年人的面孔。人们通常用它比喻双重的或自相矛盾的立场和观点。——462。







《列宁全集》第1卷


在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南俄农民经济》一书中

所作的批注、计算和着重标记[108]

（不早于1893年3月）

……

[9] 
［注：这里和以下方括号里的数字是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原书的页码——编者注］



根据地方自治机关的按户调查资料，各类农民的现有户数和拥有土地的平均面积如下：








如果折算一下劳动力和播种面积的比例，我们就可得出各类农民每100俄亩播种面积分别有:





可见，随着农民经营规模和耕地面积的扩大，用于劳动力、人和役畜的支出，即农业中一项最主要的支出，就依次递减。种地多的各类农民用在每俄亩播种面积上的这项支出几乎只有种地少的各类农民的一半。

……

[134]







［注①：这个户数包括以前调查时未编入乡的村庄。］



……

[145]







［注①：以上3县的租地数既包括非份地，也包括份地。］



……

[150]

……根据统计资料，1884—1886年各类农民租种可耕官地的情形如下 
［注：按照租地条件，农民只有权耕种租地的
 1/3。其余租地可由他们
 酌情用作草场 或者牧场。］

 ：





……

[279]

1．别尔江斯克县奥尔洛夫移民区 门诺派教徒雅柯夫·涅伊费尔德
 3年（1886－1888）的家庭收支表。





……

[282—283]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位典型的移民的家庭收支表。

经营72俄亩土地的一年货币收入是1459卢布47戈 比。其中：






	农产品收入
	1081卢布28戈比



	畜产品收入
	284卢布06戈比



	其他收入
	94卢布13戈比







每俄亩经营面积的收入合20卢布27戈比。但是这仅仅是货币收入。为了求得全部总收入数额，必须把该农户所消 费的产品的全部价值加进去。根据这位主人的记载，他自己经营的产品的年消费量如下：





该农户饲养产品牲畜是为了动物类食品的消费，因此上述两项总数可以加在一起。这样，从自己经营的产品中所提供的全部食品的价值是374卢布50戈比，每人消费量合46卢布81戈比，其中植物类食品为18卢布56戈比，动物类食品 
［注：还有该农户所消费掉的家禽未列举出来。家禽的价值可以和这里未加计算的饲料（已经加工成油被该农户卖掉）保持收支平衡。］

 为28卢布25戈比。





……

[286]

3．梅利托波尔县韦肖洛耶村 农民斯捷潘·马斯洛夫的家庭收支表
 ……

……

[287]










	载于194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3卷（非全文）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卷第537—546页

















[108]弗·叶·波斯特尼柯夫的《南俄农民经济》一书于1891年在莫斯科出版。列宁在该书中作批注不早于1893年3月。列宁在《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波斯特尼柯夫的这本书，并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利用过该书第9、10章的材料（见本卷第92—93页）。列宁在1893、1894年间给彼·巴·马斯洛夫的信中评价了这本书。——467。



[109]这一栏是列宁计算出来的耕地面积总数。在《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一文的表中，引用了这些数字（见本卷第9页）。——470。



[110]这些数字是列宁对原书统计表的增补和订正，在《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一文的表中已加以引用（见本卷第13页）。——471。







《列宁全集》第1卷


弗·伊·乌里扬诺夫（列宁）的申请书

（1887－1893）


1

致辛比尔斯克古典中学校长先生阁下





	辛比尔斯克古典中学八年级学生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　呈









申请书

　　本人欲参加毕业考试,谨此恳请阁下予以批准。




	辛比尔斯克古典中学八年级学生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

　1887年4月18日于辛比尔斯克









　　已领到第468号毕业文凭[111]和其他一切证件及其副本。
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






	载于1924年1月《青年近卫军》杂志第1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卷第549页










2

致喀山帝国大学校长先生阁下





	辛比尔斯克中学毕业生、官员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伊林·乌里扬诺夫　呈









申请书

　　本人志愿入喀山大学继续求学，谨此恳请阁下根据所附证件及其副本饬令录取本人入法律系一年级。所附证件如下：（一）中学毕业文凭，（二）出生和洗礼证，（三）父亲履历表，（四）征兵区登记证和（五）照片两张。兹根据钦定俄罗斯帝国大学章程第100条规定，保证全部在校期间服从校方规章和决定。






	辛比尔斯克中学毕业生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

　1887年7月29日于喀山市[112]　 载于1929年《红色大学生》杂志第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卷第550页










3

致喀山帝国大学校长先生阁下





	法律系第一学期学生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　呈









申请书

　　本人认为，在目前大学生活条件下，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谨此恳请阁下就此事发出通告将本人从喀山帝国大学除名。




	法律系第一学期学生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

　　1887年12月5日于喀山[113] 载于1946年9月24日《消息报》第22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卷第551页










4

致国民教育大臣先生阁下





	前喀山帝国大学学生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　呈









申请书

　　本人希望得到继续学习的机会，谨此恳请阁下准许本人入喀山帝国大学。




	前喀山帝国大学学生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

　　 　　1888年5月9日于喀山









　　本人地址：教授巷韦列田尼科娃住宅扎维亚洛娃家[114]



	载于1929年10月17日《红色大学生》杂志第4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卷第552页










5

致内务大臣先生阁下





	前大学生弗·伊·乌里扬诺夫　呈









申请书

　　为谋求生计与赡养家庭，本人亟需受到高等教育。但鉴于在俄国无此机会，故此恳请阁下俯允本人出国，以便入国外大学求学。




	前大学生弗·伊·乌里扬诺夫

　　 　　1888年9月6日于喀山









　　本人地址：喀山教授巷韦列田尼科娃住宅扎维亚洛娃家[115]



	载于1957年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弗·伊·列宁的青年时代。根据同时代人回忆录和文献写成》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卷第553页










6

致国民教育大臣先生阁下





	前喀山帝国大学学生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　呈









申请书

　　本人中学毕业已两年，在此期间本人深信：未曾受过专门教育者若要谋得职业，虽非无此可能，但也极为困难。有鉴于此，而本人又亟需谋职，以便能以自己的劳动赡养有年迈母亲和年幼弟妹的家庭，谨此恳请阁下准许本人以校外考生资格参加一所高等学校法学副博士的考试。






	前喀山帝国大学学生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

　　1889年10月28日于萨马拉市

　　　　　　复活街卡特科夫家[116] 载于1925年《红色史料》杂志第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卷第5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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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民教育大臣先生阁下

贵族[117]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　呈

申请书

　　兹因阁下业已慨然准许本人在一所按1884年章程管理的大学所属之考试委员会以校外考生资格参加法律系课程的毕业考试，故此恳请阁下准许本人在圣彼得堡帝国大学考试委员会参加这一考试。




	贵族　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1890年6月12日于萨马拉邮政街和索科利尼基街的拐角处雷季科夫家[118] 载于1924年《红色史料》杂志第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卷第5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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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圣彼得堡帝国大学

法学考试委员会主席先生阁下

　　
贵族　弗拉基米尔·伊林·乌里扬诺夫　呈

申请书

　　兹交上照片一张，喀山帝国大学发给本人的证书一份，国民教育部所属部门关于国民教育大臣先生阁下准许本人以校外考生资格在考试委员会参加法律系课程毕业考试的证书一份，大学财务处关于已向考试委员会交费20卢布的收据一张以及按规定要求的有关刑法的论文一篇，谨此恳请阁下允许本人参加法学委员会的考试。




	贵族　弗拉基米尔·伊林·乌里扬诺夫　　　　　　1891年3月26日于圣彼得堡[119] 载于1924年《红色史料》杂志第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卷第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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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萨马拉地方法院





	萨马拉地方法院律师助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现住萨马拉市索科利尼基街雷季科夫家）　呈









申请书

　　敬请萨马拉地方法院发给本人律师证书。根据司法机关条例（1883年颁布）第406条第5款要求，兹保证：本人于取得律师证书方面决无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246条所列举之任何障碍。




	律师助理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失

　　1892年2月28日于萨马拉[120]　 载于1957年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弗·伊·列宁的青年时代。

根据同时代人回忆录和文献写成》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卷第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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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警察司司长先生阁下





	萨马拉地方法院律师助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呈









申请书

　　本人根据萨马拉地方法院全体会议1892年1月30日的决定注册为律师助理以后，已向法院递交申请书，要求发给本人律师证书。兹因萨马拉地方法院缺乏有关我个人情况的材料，难于对本人的请求作出明确答复，故此恳请阁下告知萨马拉地方法院院长先生，警察司方面对于发给本人律师证书并无障碍。




	律师助理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

　　1892年6月1日于萨马拉邮政街和索科利尼基街的拐角处雷季科夫家[121] 载于1924年《红色史料》杂志第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卷第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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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萨马拉地方法院院长先生阁下





	律师助理弗·伊·乌里扬诺夫　呈









申请书

　　本人曾于今年3月向萨马拉地方法院递交申请书，要求发给律师证书[注:见本卷第484页。——编者注］，现谨向阁下补充报告，本人无法提交关于政治可靠的证明，原因如下：本人持有圣彼得堡帝国大学的毕业证书，但该校当局不可能发给政治可靠的证明，因为本人并非该校学生，而是于1890年5月经国民教育大臣先生阁下准许，以校外考生资格于该校法学考试委员会应试的。至于由警察机关方面证明本人政治可靠，则警察司不能根据个人的请求，而只能根据政府机关的要求发给此类证明。基于上述情况，谨此恳请阁下向警察司司长先生了解，该方对于发给本人律师证书一事并无障碍。




	律师助理弗拉基·乌里扬诺夫

　　1892年6月11日于萨马拉[122] 载于1957年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弗·伊·列宁的青年时代。

根据同时代人回忆录和文献写成》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卷第559—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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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萨马拉地方法院





	律师助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呈









申请书

　　兹将萨马拉省金库1893年1月关于本人已交纳承办他人案件权证书费用75卢布的第75号收据和1892年度承办案件的证书一并呈上，谨此恳请发给本人1893年度承办他人案件权证书。兹保证，对于发给本人证书确无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246条所列举之各项障碍。




	律师助理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

　　1893年1月5日于萨马拉[123]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卷第5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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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萨马拉地方法院院长先生阁下





	律师助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呈









申请书

　　本人拟注册转为圣彼得堡高等法院辖区律师助理，谨此恳请阁下发给证明文件一份，以证明本人系萨马拉地方法院律师助理并曾于1892年和1893年获得承办他人案件权证书。




	律师助理弗·乌里扬诺夫

1893年8月16日于萨马拉[124]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卷第562页














[111]毕业证书上的颁发日期是1887年6月10日。列宁添加的领到证书的附记，写于6月10日以后。——476。



[112]申请书上有一个显然是喀山大学校长所作的批示：“待收到鉴定后再定。”下一行写着：“录取。”



辛比尔斯克中学校长寄给喀山大学的鉴定写道：“乌里扬诺夫天分极高，一贯努力认真，在各年级均名列第一，毕业时作为在成绩、智力发展和操行诸方面最优秀者而被授予金质奖章。”——477。



[113]1887年12月4日，喀山大学学生举行集会，反对反动的教育法令。包括列宁在内的集会参加者遭到了沙皇政府的迫害。列宁是为了对此表示抗议而递交这份申请书的。——478。



[114]申请书上有高等学校司副司长的批示：“此件转交喀山学区督学先生提出处理意见。”



喀山学区督学在1888年6月14日给国民教育司的报告中汇报了列宁参加1887年12月4日大学生集会的情况，表示“极不愿接受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回喀山大学”。报告的页边上有一批语：“呈报。”下面写的是：“此人不就是那个乌里扬诺夫的弟弟吗？不也是辛比尔斯克中学的吗？是的，这从文件的末尾可以看出。绝对不应接受。”报告的上方有一批示：“根据6月22日给大臣先生的报告，大臣阁下命令拒绝申请人的请求。司长H．阿尼奇科夫。”——479。



[115]申请书上有两个批示。一个批示在申请书的上角：“转Г．叶夫列伊诺夫：此人是否在警察监视之下？”另一个批示在下面：“拒绝。”乌里扬诺夫几个字下面用铅笔画了杠。



警察司司长杜尔诺沃就这份申请书于1888年9月16日给喀山省省长发了如下公函：“前喀山大学学生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向内务大臣先生提出申请，要求准许他入国外一所大学求学。



本人认为不能满足乌里扬诺夫的请求，敬祈阁下不要发给他出国护照，并向他宣布：警察司认为他目前出国为时尚早。



同时敬祈阁下，若乌里扬诺夫离开喀山，即将其确实去向报告本司，并直接通知有关省省长不得发给他护照。”——480。



[116]由于这份申请书，国民教育部在1889年11月11日的公函里要求警察司将“乌里扬诺夫在政治上的可靠程度”告知该部，并对这个申请提出处理意见。警察司在1889年12月4日的复文中说：“乌里扬诺夫在喀山居住期间曾同某些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来往，其中一些人因被控犯有国事罪已受到审讯。”1889年12月10日，国民教育司拒绝了列宁的申请。



直到1890年夏天，在列宁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向国民教育大臣提出申请以后，列宁才被准许以校外生的资格在一所大学参加法律系课程的考试。——481。



[117]列宁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于1882年获得贵族称号。——482。



[118]申请书上有两个批示：“呈报。最好令其在喀山应该。”“已于7月18日呈报。已下令向申请人宣布：此项请求应向考试委员会主席提出。代司长艾佐夫。”——482。



[119]申请书上有一批示：“经国民教育大臣先生准许。”



1891年春季和秋季，列宁在彼得堡大学出色地通过了法律系全部课程的国家考试。1892年1月，他获得一级毕业证书，其中记载着：“呈交的论文和书面答题公认优异。在后来的口试中，下列各科成绩亦均为优异：罗马法原理、罗马法史、民法与诉讼程序、商法与诉讼程序、刑法与诉讼程序、俄国法史、宗教法、国家法、国际法、警察法、政治经济学与统计学、财政法、法学通论和法哲学史。”——483。



[120]申请书上有一说明：“乌里扬诺夫从1892年1月30日起是哈尔金先生的律师助理。案卷中没有关于乌里扬诺夫道德品质的材料。代理秘书。”——484。



[121]申请书上有一批示：“通知此人，将对有关司法当局的要求作出相应答复。6月5日”——485。



[122]申请书上有一批示：“报内务部国家警察司。6月18日，第1556号。”



萨马拉地方法院院长就这一申请书于1892年6月18日向警察司发出公函询问：“对于发给乌里扬诺夫有权以代理人资格办理诉讼案件的证书有无障碍。”公函上有一批示：“继续暗中监视乌里扬诺夫，并告知：对于发给有权办理诉讼案件的证书并无障碍。7月2日。”



1892年7月23日，萨马拉地方法院各部门全体会议决定：“发给乌里扬诺夫所要求的证书，将此事在省公报上公布并呈报司法大臣先生。”——486。



[123]申请书上有一批示：“1893年1月7日本院各部门全体会议决定：发给律师助理乌里扬诺夫所要求的证书，并将此事呈报司法大臣先生。”——487。



[124]申请书上有一批示：“发给所要求的证明。”——488。







《列宁全集》第1卷


年表

（1870—1894年）

1870年


4月10日（22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诞生于辛比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


1879年


8月16日（28日）


列宁进辛比尔斯克古典中学。


1886年


1月12日（24日）


父亲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去世。


1887年


3月1日（13日）


哥哥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因参与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被捕。


4月18日（30日）


列宁向辛比尔斯克中学校长申请参加毕业考试。


5月5日—6月6日（5月17日—6月18日）


参加中学毕业考试。


5月8日（20日）


亚·伊·乌里扬诺夫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案被处死。


6月10日（22日）


列宁中学毕业，学习成绩优异，获金质奖章。


6月底


全家迁居喀山。


7月29日（8月10日）


列宁向喀山大学校长申请入该校法律系学习。


8月13日（25日）


进喀山大学。


8月25日（9月6日）


开始在喀山大学法律系上课。


9月—12月4日（16日）


加入革命学生小组和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同乡会。


12月1日（13日）以前


喀山大学辛比尔斯克学生同乡会选派列宁作为代表参加全校同乡会联合会。


12月1日（13日）


列宁以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同乡会代表身分参加略山大学和兽医学院两校同乡会秘密代表会议。会议听取莫斯科大学生代表关于1887年11月底发生的莫斯科学潮的情况介绍，通过了告喀山全市大学生书，并确定12月4日（16日）为喀山大学生声援莫斯科学生运动的行动日期。


12月4日（16日）


参加喀山大学学生集会，声援莫斯科大学生发动的反对反动的教育法令的运动。


12月4日（16日）夜


因参加学潮被捕。


12月5日（17日）


列宁鉴于当时的条件下已无法继续学习，向校长申请退学。

喀山大学校委会根据学区督学的意见，开除列宁和其他参加12月4日（16日）学潮的学生学籍。


12月7日（19日）


列宁接到喀山大学开除学籍的通知，并于当晚被驱逐出喀山，前往喀山省莱舍夫县科库什基诺村，受警察秘密监视。


1888年


5月9日（21日）


列宁向国民教育大臣申请复学，未获准。


9月6日（18日）


向内务大臣申请出国求学，未获准。


9月14日（26日）以前


获准回喀山，继续受警察秘密监视。


1888年秋—1889年5月以前


参加尼·叶·费多谢耶夫组织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


冬天


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研究查理·达尔文、亨利·巴克尔和大卫·李嘉图等人的著作。


1889年


4月29日（5月11日）


喀山大学医学系教授科托夫希科夫等诊断，列宁患胃病，须出国治疗。


5月3日（15日）


全家从喀山迁往萨马拉省萨马拉县阿拉卡耶夫卡村附近的田庄。


5月13日（25日）以前


列宁向喀山省省长申请出国就医，未获准。


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


《萨马拉报》刊登列宁愿担任授课的启事。


7月28日（8月9日）


列宁参加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同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叶利扎罗夫的婚礼。


9月5日（17日）


全家移居萨马拉（今古比雪夫）。


1889年9月5日（17日）和1893年8月20日（9月1日）之间


列宁研究瓦·巴·沃龙佐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一书。后来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批判了这本书。


10月28日（11月9日）


向国民教育大臣申请以校外生资格参加任何一所高等学校法学副博士考试，未获准。


1889年底—1890年


在萨马拉继续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翻译《共产党宣言》（译稿曾在萨马拉的秘密小组中宣读过，未保存下来）。

结识阿·巴·斯克利亚连科、瓦·安·约诺夫、阿·伊·叶拉马索夫、玛·彼·哥卢别娃，在萨马拉青年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1890年


6月12日（24日）


列宁向国民教育大臣申请以校外生资格参加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课程的国家考试，获准。


1890年6月12日（24日）和1891年4月5日（17日）之间


为准备国家考试，研读亚·德·格拉多夫斯基《俄国国家法原理》。


夏天—8月19日（31日）以前


全家在阿拉卡耶夫卡村附近的田庄避暑。列宁研读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德文版）。


8月19日（31日）


列宁回到萨马拉。


8月20日（9月1日）以后


首次赴彼得堡，商谈参加国家考试事宜。


1890年10月19日（31日）和1891年4月10日（22日）之间


为准备国家考试，研读尤·扬松的《统计学理论》。


10月24日（11月5日）


离开彼得堡回萨马拉。


1891年


3月初


列宁在牙医A．A．卡茨涅尔松家参加秘密集会，就俄国经济发展道路问题发言，批驳民粹派分子罗西涅维奇的观点。


3月21日和26日（4月2日和7日）之间


离开萨马拉前往彼得堡，参加国家考试。


3月26日（4月7日）


向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考试委员会主席呈递以校外生资格参加大学课程考试的申请书，附送刑法论文。


3月底—4月


常去彼得堡别斯图热夫高等女子学校宿舍看望妹妹奥丽珈·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


4月4日—24日（4月16日—5月6日）


参加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课程的春季国家考试。


4月底


奥丽珈患伤寒病住院。列宁常去探望。


5月初


列宁电告母亲，妹妹病重。


5月8日（20日）


奥丽珈病故。


5月10日（22日）


列宁同母亲和友好参加在沃尔科沃墓地举行的奥丽珈的葬仪。


5月17日（29日）


同母亲离开彼得堡回萨马拉。


5月17日（29日）以后


去阿拉卡耶夫卡村附近的田庄居住。


9月1日（13日）


离开阿拉卡耶夫卡村回萨马拉。


9月1日（13日）以后


启程赴彼得堡。


9月7日（19日）


抵达彼得堡。


9月10日—11月9日（9月22日—11月21日）


参加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课程的秋季国家考试。


10月20日（11月1日）


往见警察司副司长，申请临时出国，被拒绝。


11月11日（23日）


离开彼得堡回萨马拉。


11月14日（26日）


回到萨马拉。


11月15日（27日）


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考试委员会决定发给列宁一级毕业证书。


12月初


列宁出席瓦·瓦·沃多沃佐夫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告会，对报告人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


年底


在萨马拉铁路工厂工人小组作《关于村社、村社的命运和革命的道路》的专题报告。


1892年


1月14日（26日）


列宁收到彼得堡学区管理局发给的一级毕业证书。


1月30日（2月11日）


根据萨马拉地方法院的决定，列宁注册为A．H．哈尔金律师的律师助理。


2月28日（3月11日）


列宁向萨马拉地方法院申请发给律师证书。


3月—4月和6月


承办几件农民的诉讼案件，并出庭辩护。


6月1日（13日）


呈请警察司司长向萨马拉地方法院说明，警察司方面对于发给列宁律师证书并无障碍。警察司答复：如法院询问，将予回答。


6月11日（23日）


呈请萨马拉地方法院院长向警察司询问，警察司方面对于发给列宁律师证书有无障碍。


6月13日（25日）


从萨马拉到阿拉卡耶夫卡村附近的田庄。


7月23日（8月4日）


获得1892年承办诉讼案件的资格。


7月27日（8月8日）


领到1892年在萨马拉地方法院承办诉讼案件权证书。


1892年夏—1893年8月20日（9月1日）以前


撰写批判民粹派分子瓦·巴·沃龙佐夫、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谢·尼·尤沙柯夫的观点的专题报告，并在各秘密小组宣读。这些报告是《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的准备材料。


9月8日（20日）


离开阿拉卡耶夫卡村返回萨马拉。


9月—12月


承办几件诉讼案件，并出庭辩护。


1892年


在列宁领导下，萨马拉马克思主义小组成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伏尔加河流域的进步青年产生很大影响。


1892年—不晚于1893年春


列宁在萨马拉马克思主义小组作关于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的专题报告。


1893年


1月5日（17日）


呈请萨马拉地方法院发给1893年承办诉讼案件权证书。


1月8日（20日）


领到1893年在萨马拉地方法院承办诉讼案件权证书。


1月


承办几件诉讼案件，并出庭辩护。


1893年1月—1894年


通过玛·格·霍普芬豪斯同尼·叶·费多谢耶夫通信。阅读费多谢耶夫的手稿《论农奴制度衰落的经济原因》，并作批注。


3月初


在民粹派分子H．C．多尔戈夫家里会见伊·克·拉拉扬茨。


3月以后


研究弗·叶·波斯特尼柯夫的《南俄农民经济》一书。


4月—5月


承办几件诉讼案件，并出庭辩护。


5月20日和8月31日（6月1日和9月12日）之间


研读尼·亚·卡雷舍夫的《国民经济草稿》一文（载于1893年《俄国财富》杂志第5期）。


春天


撰写《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评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南俄农民经济》一书）》一文，并在萨马拉马克思主义小组宣读手稿。


春天或夏天


研究尼古拉·—逊（即尼·弗·丹尼尔逊）的《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在写给尼·叶·费多谢耶夫的信中批评了这本书，并在萨马拉马克思主义小组作关于这本书的专题报告。


6月22日（7月4日）以前


同全家人一起离开萨马拉前往阿拉卡耶夫卡村附近的田庄。


7月23日（8月4日）


以母亲的名义草拟变卖阿拉卡耶夫卡村附近田庄的契约。


8月12日（24日）以前


和阿·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起草拟对萨马拉县涅雅洛夫基村进行按户调查的调查表。


8月12日（24日）


同全家人一起搬出阿拉卡耶夫卡村附近的田庄，回到萨马拉。


8月12日（24日）以后


承办一诉讼案件，并出庭辩护。


8月16日（28日）


由于打算去彼得堡司法区工作，列宁呈请萨马拉地方法院证明他是律师助理并在1892年和1893年领到承办诉讼案件权证书。


8月18日（30日）


收到萨马拉地方法院签发的证明。


8月20日（9月1日）以前


撰写《瓦·沃·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论证》一文，评瓦·沃·（瓦·巴·沃龙佐夫）《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一书，并在萨马拉马克思主义小组作专题报告。


8月20日（9月1日）


从萨马拉启程前往彼得堡。


8月23日（9月4日）


途经下诺夫哥罗德时稍事停留，结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得到在彼得堡的接头地址。


8月24日（9月5日）


离开下诺夫哥罗德前往莫斯科，顺路去弗拉基米尔城看望尼·叶·费多谢耶夫，因他尚未出狱，没有见到。


8月25日或26日（9月6日或7日）


在莫斯科停留，结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建立联系。


8月26日（9月7日）


到鲁勉采夫博物院图书馆阅览室查阅资料。


8月31日（9月12日）


抵达彼得堡。


9月3日（15日）


列宁在彼得堡注册为М．Ф．沃尔肯施泰因律师的律师助理。


9月上半月


曾去沃尔科沃墓地为妹妹奥丽珈扫墓。


1893年9月—1895年


经常参加律师助理的会议，也经常去彼得堡地方法院律师公会，并在那里解答法律询问和办理诉讼案件。经常去国立公共图书馆和自由经济学会图书馆借阅图书。


10月16日（28日）


彼得堡律师公会决定发给列宁承办诉讼案件权证书。


10月


列宁加入彼得堡工艺学院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


10月底


在彼得堡工艺学院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会议上，批评格·波·克拉辛所作的《市场问题》专题报告。


秋天以前


研究《萨拉托夫省统计资料汇编，第11卷，卡梅申县》。


秋天


研究尼·尼·奥勃鲁切夫主编的《军事统计汇编》第四编。撰写《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并在马克思主义小组宣读。


不晚于12月下半月


把《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一文寄给《俄国思想》杂志。


12月下半月


写信告诉彼·巴·马斯洛夫，已寄去尼·叶·费多谢耶夫论农民改革的文章以及《俄国思想》杂志拒绝发表《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一事。


不早于1893年


修改《资本论》第一卷（1875年版）和第二卷（1885年版）的俄译文。


1894年


1月9日（21日）以前


从彼得堡抵达莫斯科。

参加莫斯科大学组织的医生和自然科学家第九次代表大会的统计小组会议，听报告，结识大会代表。


1月9日（21日）


在莫斯科的一次秘密集会上发言，批判民粹派分子瓦·巴·沃龙佐夫的观点。


1月9日（21日）以后


到下诺夫哥罗德，在当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作专题报告，评论瓦·巴·沃龙佐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一书。


不晚于1月12日（24日）


了解莫斯科第一个在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的马克思主义组织（1893年9月底成立，有6名成员）的活动情况。


1月12日（24日）


回到彼得堡。


1月


结识当时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市法官的社会民主党人C．П．舍斯捷尔宁，商谈两地马克思主义小组建立联系的问题。


2月底


参加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在克拉松工程师家里的集会。参加集会的还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罗·爱·克拉松、斯·伊·拉德琴柯等人。列宁同克鲁普斯卡娅第一次见面。

在克拉松工程师家里结识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彼·伯·司徒卢威和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


1894年2月以后—1895年12月9日（21日）以前


经常在星期日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会面。


4月以前


研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并将个别段落译成俄文。

研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文学和生活》（载于1892年《俄国思想》杂志第6期）。


4月


写完《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第一编。


不晚于5月


写完《什么是“人民之友”》第二编。


春天


主持工人马克思主义小组组织员会议。会议在工人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瓦·安·舍尔古诺夫的家里举行。


6月14日（26日）以前


在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作专题报告，分析批判民粹派分子尼·亚·卡雷舍夫的《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所作的俄国经济调查总结，第2卷，农民的非份地租地》一书。

写完《什么是“人民之友”》第三编。


6月14日（26日）


离开彼得堡去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住在郊区姐姐安娜的别墅里。


6月15日和8月27日（6月27日和9月8日）之间


翻译考茨基的小册子《爱尔福特纲领解说》。


6月


写《什么是“人民之友”》第一编第一版跋：《出版者说明》。第一编第一版在彼得堡秘密出版。


7月21日（8月2日）以前


研究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


7月


写《什么是“人民之友”》第一编第二版跋：《本版说明》。第一编第二版在彼得堡秘密出版。


7月—8月


前往弗拉基米尔省哥尔克镇同阿·亚·甘申联系秘密出版《什么是“人民之友”》事宜。


8月27日（9月8日）


从莫斯科回到彼得堡。


8月—9月


《什么是“人民之友”》第一编第三版和第二编第一版在哥尔克、从9月初起在莫斯科油印出版（第二编没有印完）。


夏天


《什么是“人民之友”》第一编在切尔尼戈夫省博尔兹纳县刊印。


9月


《什么是“人民之友”》第三编第一版在彼得堡秘密出版，封面上印的是：“社会民主党地方小组刊印”。


1894年9月底—1895年12月8日（20日）以前


在涅瓦关卡外业历山德罗夫钢厂工人H．E．梅尔库洛夫家里，给工人小组讲课。参加涅瓦关卡进步工人的集会。


10月


《什么是“人民之友”》第一编第四版在彼得堡秘密出版。


不晚于11月


《什么是“人民之友”》第二编第二版在彼得堡秘密出版。


秋天


在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宣读《什么是“人民之友”》。

出席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彼得堡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代表的讨论会，以《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为题作专题报告，批判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一书。出席这次讨论会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还有瓦·瓦·斯塔尔科夫、斯·伊·拉德琴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有彼·伯·司徒卢威、罗·爱·克拉松等。


秋冬


领导彼得堡的进步工人小组，给维堡、涅瓦关卡等地的工人小组讲课，并参加工人的集会。

指导西门子-哈耳斯克工厂工人И．И．雅柯夫列夫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


12月24日（1895年1月5日）以后


就彼得堡谢米扬尼科夫工厂12月23日的工潮事件，撰写告该厂工人的传单（工人伊·瓦·巴布什金参加起草工作）。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份宣传鼓动传单。


冬天


主持有各工人小组的代表参加的工人运动指导中心小组会议，讨论从小组宣传转向群众性政治鼓动问题。


1894年底—1895年初


写《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


1894—1895年


编制研究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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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凡例


· 前言



1895年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9月7日〔19日〕以后）


· 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1895年11月7日〔19日〕以后）　　


· 农庄中学与感化中学（1895年11月25日〔12月7日〕以前）


· 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1895年秋）



一 什么是罚款？



二 从前是怎样课处罚款的，新的罚款法是怎样产生的？



三 厂主可以根据什么理由课处罚款？



四 罚款的最大限额是多少？



五 课处罚款的程序是怎么样的？



六 按法律规定，罚款应该用在什么地方？



七 罚款法是否推行于全体工人？



八 结束语


· 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1895年11—12月）


· 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1895年12月9日〔21日〕以后）




1896年

· 告沙皇政府（1896年11月25日〔12月7日〕以前）


· 以“老年派”名义写给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的通知（1896年）




1987年

· 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1896年8月—1897年3月）



第一章 浪漫主义的经济理论


　　 一 国内市场是否因小生产者的破产而缩小？


　　 二 西斯蒙第对国民收入和资本的看法


　　 三 西斯蒙第从资本主义社会年生产分为两部分的错误学说中得出的结论


　　 四 亚当·斯密和西斯蒙第的国民收入学说的错误何在？


　　 五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积累


　　 六 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


　　 七 危机


　　 八 资本主义地租和资本主义人口过剩


　　 九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机器


　　 十 保护关税政策


　　 十一 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史中的总的作用


　　 补遗



第二章 浪漫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的性质


　　 一 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的批评


　　 二 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


　　 三 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的问题


　　 四 浪漫主义的实际愿望


　　 五 浪漫主义的反动性


　　 六 浪漫主义和科学理论对英国谷物税问题的评论


· 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1897年8—9月）



第一篇


　　 一 总的材料


　　 二 “手工业者”和雇佣劳动


　　 三 “村社式劳动的继承性”



第二篇


　　 四 “手工业者”的农业


　　 五 大作坊和小作坊。手工业者的收入



第三篇


　　 六 什么是包买主？


　　 七 手工工业中的“可喜现象”


　　 八 民粹派的工业政策纲领


· 新工厂法（1897年夏）



一 什么东西促成了新工厂法的颁布？



二 什么应该算作工作时间？



三 新法令把工作时间缩短了多少？



四 法令认为什么是工人的“夜班”？



五 财政部怎样证明限制加班对工人是“不公正”的？



六 新工厂法给了大臣们怎样的权利？



七 我们“信奉基督的”政府怎样削减工人的节日



八 用什么来保证新法令的执行？



九 新法令是否会改善工人的处境？



十 新法令有什么意义？



附录


· 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1897年9月）


·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底）



一 “遗产”代表之一



二 民粹派加到“遗产”上的东西



三 “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是否得到了好处？



四 “启蒙者”、民粹派分子和“学生们”



五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


·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1897年底）



“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


·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谢·尼·尤沙柯夫《教育问题》（1897年底）


· 《列宁全集》第2卷年表
 （1895—18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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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895—1897年的著作，共15篇。

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在这个时期中，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工人阶级的人数急剧增加，罢工运动不断扩大。社会民主党人原来只在少数先进工人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时则开始进行群众性的政治鼓动和实际革命工作了。1895年秋，列宁建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开始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斗争协会包括若干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了广泛联系。斗争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在它的影响下，俄国其他许多地方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当务之急是把各个马克思主义组织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有统一的中央和明确的纲领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要建立这样的党，还必须大力批判民粹主义，因为民粹主义仍然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前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总的说来，列宁在此期间的著述活动和实际革命活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任务，即在俄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本卷的头一篇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列宁在1895年秋为悼念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逝世而写的。该文扼要叙述了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对科学共产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建树的伟大功勋。列宁在文中对恩格斯的历史地位作了全面的科学的评价，指出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见本卷第1页）。

本卷收载了列宁在早期革命活动中所写的一些宣传鼓动文献，如《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告沙皇政府》、《新工厂法》等。列宁十分重视宣传鼓动工作，认为这一工作对于启发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提高他们的斗争水平有很大作用。他把为工人群众写作看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些传单和小册子中，列宁从工人群众的生活实际和工厂的现实情况出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讲述革命道理，深刻阐明了俄国无产阶级受资本家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陷于贫困和无权地位的原因，并向俄国无产阶级指出了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

本卷收载了列宁阐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策略和组织任务的著作，如《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这一文献包括《党纲草案》和《党纲说明》两部分，分别于1895年12月和1896年6—7月在监狱写成，后来被合编在一起刊出。《党纲草案》是列宁所写的第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党纲说明》是对党纲主要条文所作的解释和阐发。在这一文献中，列宁根据俄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论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和目标：推翻专制制度和争得政治自由，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列宁还提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要求——全国性的要求、工人阶级的要求和农民的要求，并对这三方面的要求一一作了论证。

和《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属于同一内容的文献还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1897年底在流放地写成的这个小册子是专门论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纲领和策略的。列宁在小册子中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开展两种斗争，即社会主义的斗争（反对资本家阶级，目标是破坏阶级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和民主主义的斗争（反对专制制度，目标是在俄国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民主化）；这两种斗争既有本质区别，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只有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小册子批判了民意党人的密谋策略。在民意党人中间，密谋主义的传统非常强烈，他们以为政治斗争不过是政治密谋。小册子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始终认为政治斗争不应当由密谋家而应当由依靠工人运动的革命政党来进行。列宁十分强调革命理论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 的重要意义，第一次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见本卷第443页）的著名论点，这个论点后来在《怎么办？》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在本卷中，批判民粹主义、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批判民粹主义的著作占据中心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是《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一书。列宁之所以写这本学术性专著，来批判民粹派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可能性的小资本阶级理论，完全是出于革命的需要，因为这一理论对当时的俄国革命危害甚大。早在1896年，列宁就开始酝酿并动笔撰写这一著作。这一著作，正如它的副标题所表明的，是针对19世纪前期现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及其俄国追随者——民粹派分子瓦·沃·（瓦·巴·沃龙佐夫）、尼古拉·—逊（尼·弗·丹尼尔逊）等人的。列宁通过深入的分析、比较，揭露了前者和后者之间的思想渊源关系。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以小资产阶级经济学（或称“经济浪漫主义”）的奠基人著称，他热烈拥护小生产，反对大企业经济的维护者和思想家。列宁在概述了西斯蒙第学说的要点以及西斯蒙第同其他的（当时的和以后的）经济派的关系后，指出西斯蒙第尽管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各种矛盾，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从小生产者的观点出发的。他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代替小生产的历史必然性，他美化小商品生产方式，希望返回小生产时代。这既是空想的，又是反动的。而西斯蒙第学说中的空想和反动方面，正接近于俄国民粹派的观点，因而不仅被俄国民粹派所接受，而且被理想化。例如，西斯蒙第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市场因小生产者的破产而缩小的理论，就曾被俄国民粹派所利用。俄国民粹派根据西斯蒙第的这一错误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可能得到发展，俄国经济走的是“独特的”发展道路。他们美化宗法式的小农经济和行会手工业。正如西斯蒙第一样，他们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因此，列宁得出结论说：“民粹派的经济学说不过是全欧洲浪漫主义的俄国变种。”（见本卷第218页）

列宁1897年8、9月间在流放地写的一篇经济著作《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是就手工业问题批判民粹派观点的。当时俄国彼尔姆省的手工业在整个俄国的手工业中具有代表性。为此，彼尔姆省的民粹派通过调查写成了《彼尔姆省手工工业状况概述》一书。在该书中，他们主观主义地对待调查材料，借助于平均数字来歪曲事实，以证明资本主义并未在手工业中得到发展、手工业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列宁批判了民粹派在手工业问题上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指明了资本主义对手工业的渗透，以及由此引起的手工业者的阶级分化。这一著作中的材料后来为列宁使用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

列宁1895年11月发表的《农庄中学与感化中学》和1897年底写的《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是两篇在内容上有联系的文章，它们都是为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谢·尤沙柯夫的一个反动和空想的计划而写的。对这个既涉及教育问题、也涉及经济问题的计划，尤沙柯夫一再发表文章加以宣扬。他提出在农业中学实行穷学生通过服工役来代替缴纳学费的中等义务教育。尤沙柯夫认为这种中学会成为大型的农业劳动组合，他把这样的计划当作民粹主义的生产“村社化”的第一步，当作俄国要避免资本主义波折所必须选择的那条新道路的一部分。列宁认为，生产“村社化”的计划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而要通过这样的计划来使俄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是不可能的。和上述两篇文章属同一类的，还有列宁于1897年9月写的《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列宁的这篇短文对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尼·列维茨基提出的在全体农民中推行义务互助人寿保险的空想计划进行了批判。

列宁1897年底在流放地写的《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一文也是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错误论调的。当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报刊制造舆论，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优秀的传统，拒绝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遗产”。列宁驳斥说，讲到承受遗产时，一定不能把60年代启蒙派的遗产和民粹派的遗产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同起来。民粹派自认是60年代遗产的继承者，而实际上在一系列有关俄国社会生活的重要问题上都落后于60年代的启蒙派。列宁把俄国60年代启蒙派的观点同民粹派的观点以及同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作了对比，接着指出，更彻底、更忠实的“遗产”保存者，不是民粹派，而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保存遗产，不象档案保管员保存故纸堆；保存遗产并不是局限于遗产，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遗产得到发扬。列宁的这篇文章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批判了俄国的自由主义民粹派，而且从正面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对待本国革命传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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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


（1895年9月7日〔19日〕以后）






	　　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



［注：见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纪念杜勃罗留波夫》。——编者注］













1895年新历8月5日（7月24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与世长辞了。在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1883年逝世）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自从命运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事业。因此，要了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有什么贡献，就必须清楚地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和活动对现代工人运动发展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指出，工人阶级及其要求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现代经济制度在造成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必然造成并组织无产阶级。他们指出，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地由一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社会阶级的历史。这种情形，在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基础，即私有制和混乱的社会生产消灭以前，将会继续下去。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消灭这种基础，所以有组织的工人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目标就应该对准这种基础。而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观点，现在已为正在争取自己解放的全体无产阶级所领会，但是当这两位朋友在40年代参加社会主义的宣传和当时的社会运动时，这样的见解还是完全新的东西。当时许多有才能的或无才能的人，正直的或不正直的人，都醉心于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醉心于反对皇帝、警察和神父的专横暴戾的斗争，而看不见资产阶级利益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工人能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当时有许多幻想家，有时甚至是一些天才人物，都以为只要说服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相信现代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就很容易在世界上确立和平和普遍福利。他们幻想不经过斗争就实现社会主义。最后，几乎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朋友，都认为无产阶级只是一个 脓疮
 ，他们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这个脓疮如何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扩大。因此，他们都设法阻止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与这种害怕无产阶级发展的普遍心理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无产者人数愈多，他们这一革命阶级的力量也就愈大，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愈是接近，愈有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正因为如此，恩格斯的名字和生平，是每个工人都应该知道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本与我们其他一切出版物一样都是以唤醒俄国工人的阶级自我意识为目的的文集[2]中，应该简要地叙述一下现代无产阶级两位伟大导师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和活动。

恩格斯1820年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的巴门城。父亲是个工厂主。1838年，由于家庭情况，恩格斯中学还没有毕业，就不得不到不来梅一家商号去当办事员。从事商业并没有妨碍恩格斯对科学和政治的研究。当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憎恶专制制度和官吏的专横。对哲学的钻研，使他更前进了。当时在德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学说，于是恩格斯也成了黑格尔的信徒。黑格尔本人虽然崇拜普鲁士专制国家，他以柏林大学教授的身分为这个国家服务，但是黑格尔的 学说
 是革命的。黑格尔对于人类理性和人类权利的信念，以及他的哲学的基本原理——世界是不断变化着发展着的过程，使这位柏林哲学家的那些不愿与现实调和的学生得出了一种想法，即认为同现状、同现存的不公平现象、同流行罪恶进行的斗争，也是基于世界永恒发展规律的。既然一切都是发展着的，既然一些制度不断被另一些制度所代替，那么为什么普鲁士国王或俄国沙皇的专制制度，极少数人靠剥夺绝大多数人发财致富的现象，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却会永远延续下去呢？黑格尔的哲学谈论精神和观念的发展，它是 唯心主义的
 哲学。它从精神的发展中推演出自然界、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 
［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思想的发展，有很多地方得益于德国的大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恩格斯说：“没有德国哲学，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65页。——编者注）］

 ，而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面向实际生活之后看到，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与黑格尔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一切自然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用这种关系才能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的意向、观念和法律。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生产力的发展又夺走了大多数人的财产，将它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生产力的发展正在消灭私有制，即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这种发展本身就是朝着社会主义者所抱定的那个目标前进的。社会主义者就是要了解，究竟哪种社会力量因其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而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使这种力量意识到它的利益和历史使命。这种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恩格斯是在英国，是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结识无产阶级的；1842年他迁到这里，在他父亲与人合办的一家商号中供职。在这里，他并不是只坐在工厂的办事处里，他常常到工人栖身的肮脏的住宅区去，亲眼看见工人贫穷困苦的情景。但是，他并不满足于亲身的观察，他还阅读了他所能找得到的在他以前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切著作，仔细研究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官方文件。这种研究和观察的成果，就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页。——编者注］

 一书。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作者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一再提到必须帮助无产阶级。恩格斯 第一个
 指出，无产阶级 不只
 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 自己帮助自己
 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除了社会主义，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 阶级
 的 政治
 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这就是恩格斯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书的基本思想。现在，这些思想已为全体能思考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所领会，但在当时却完全是新的。叙述这些思想的著作写得很动人，通篇都是描述英国无产阶级穷苦状况的最确实最惊人的情景。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它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从此，到处都有人援引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认为它是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描述。的确，不论在1845年以前或以后，还没有一本书把工人阶级的穷苦状况描述得这么鲜明，这么真实。

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他在曼彻斯特同当时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发生联系，并开始在英国社会主义出版物上发表文章。1844年他在回德国的途中路过巴黎时认识了马克思，在此以前他已经和马克思通过信。马克思在巴黎时，受到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生活的影响也成了社会主义者。在这里，两位朋友合写了一本书：《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68页。——编者注］

 。这本书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早一年出版，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它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这种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我们在上面已经叙述过了。“神圣家族”是给哲学家鲍威尔兄弟及其信徒所取的绰号。这班先生鼓吹一种批判，这种批判超越一切现实、超越政党和政治，否认一切实践活动，而只是“批判地”静观周围世界和其中所发生的事情。鲍威尔先生们高傲地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个荒谬而有害的思潮。为了现实的人，即为了受统治阶级和国家践踏的工人，他们要求的不是静观，而是为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在他们看来，能够进行这种斗争和关心这种斗争的力量当然是无产阶级。还在《神圣家族》一书出版以前，恩格斯就在马克思和卢格两人合编的《德法杂志》[3]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页。——编者注］

 一文，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

1845年到1847年，恩格斯是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度过的，他一面从事科学研究，同时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德籍工人中间进行实际工作。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秘密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4]发生了联系，“同盟”委托他们把他们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阐述出来。这样就产生了1848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 
［注：同上，第4卷第461—504页。——编者注］

 。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1848年的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然后蔓延到西欧其他国家，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回国了。他们在莱茵普鲁士主编在科隆出版的民主派的《新莱茵报》[5]。这两位朋友成了莱茵普鲁士所有革命民主意向的灵魂。他们尽一切可能保卫人民和自由的利益，使之不受反动势力的侵害。大家知道，当时反动势力获得了胜利。《新莱茵报》被迫停刊，马克思因侨居国外时丧失普鲁士国籍而被驱逐出境，而恩格斯则参加了人民武装起义，在三次战斗中为自由而战，在起义者失败后经瑞士逃往伦敦。

马克思也迁居伦敦。恩格斯不久又到他在40年代服务过的那家曼彻斯特商号去当办事员，后来又成了这家商号的股东。1870年以前他住在曼彻斯特，马克思住在伦敦，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保持最密切的精神上的联系；他们差不多每天都通信。这两位朋友在通信中交换意见和知识，继续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1870年恩格斯移居伦敦，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为止，他们两人始终过着充满紧张工作的共同精神生活。这种共同的精神生活的成果，在马克思方面，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在恩格斯方面，是许多大大小小的作品。马克思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现象。恩格斯则在笔调明快、往往是论战性的著作中，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经济理论，阐明最一般的科学问题，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现象。从恩格斯的这些著作中，我们举出下面几种：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它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 
［注：这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6]。可惜只有概述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那一小部分译成了俄文（《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7]1892年日内瓦第2版）。］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俄译本1895年圣彼得堡第3版）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203页。——编者注］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俄译本附有格·普列汉诺夫的注释，1892年日内瓦版）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1—353页。——编者注］

 ，一篇论俄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文章[8]（俄译文刊登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9]第1集和第2集上），几篇关于住宅问题的精彩文章[10]，以及两篇篇幅虽小，但价值极大的论述俄国经济发展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维·伊·查苏利奇的俄译本，1894年日内瓦版）[11]。马克思还没有把他那部论述资本的巨著整理完毕就逝世了。可是，这部著作的草稿已经完成，于是恩格斯在他的朋友逝世后就从事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艰巨工作。1885年他出版了第2卷，1894年出版了第3卷（他没有来得及把第4卷[12]整理好）。整理这两卷《资本论》，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总的说来这是十分公正的。他在写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说：“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我拉第二小提琴。” 
［注：见1884年10月18日恩格斯给贝克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19页）。——编者注］

 他对在世时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死后的马克思无限敬仰。这位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具有一颗深情挚爱的心。

1848—1849年的运动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中并没有只限于从事科学工作。马克思在1864年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13]，并在整整十年内领导了这个协会。恩格斯也积极地参加了该会的工作。“国际工人协会”依照马克思的意思联合全世界的无产者，它的活动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就是在70年代“国际工人协会”解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起的团结的作用也没有停止。相反，他们作为工人运动精神领导者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不断增长的，因为工人运动本身也在不断发展。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党人的顾问和领导者。无论是受政府迫害但力量仍然不断迅速增长的德国社会党人，或者是落后国家内那些还需仔细考虑斟酌其初步行动的社会党人，如西班牙、罗马尼亚和俄国的社会党人，都同样向恩格斯征求意见，请求指示。他们都从年老恩格斯的知识和经验的丰富宝库中得到教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懂俄文，都读俄文书籍，非常关心俄国的情况，以同情的态度注视俄国的革命运动，并一直同俄国的革命者保持联系。他们两人都是由 民主主义者
 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所以他们 仇恨
 政治专横的民主情感非常强烈。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这种直接的政治情感、对政治专横与经济压迫之间的联系的深刻理论认识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们在 政治
 方面异常敏感。因此，俄国少数革命者所进行的反对强大的沙皇政府的英勇斗争，总是得到这两位久经锻炼的革命家最表同情的反响。相反，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在他们看来自然是可疑的，他们甚至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无产阶级的解放应当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14]，——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教导的。而无产阶级要争取经济上的解放，就必须争得一定的政治权利。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看到，俄国政治革命对于西欧的工人运动也会有巨大的意义。专制的俄国向来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1870年的战争造成了德法之间长期的纷争，使俄国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国际地位，这当然只是增加了专制俄国这一反动力量的作用。只有自由的俄国，即既不需要压迫波兰人、芬兰人、德意志人、亚美尼亚人及其他弱小民族，也不需要经常挑拨德法两国关系的俄国，才能使现代欧洲摆脱战争负担而松一口气，才能削弱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加强欧洲工人阶级的力量。因此，恩格斯为了西欧工人运动的胜利，也渴望俄国实现政治自由。俄国的革命者因恩格斯的逝世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和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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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篇悼念文章写于1895年秋，1896年发表于《工作者》文集第1—2期合刊。——1。



[2]指《工作者》文集。



《工作者》文集（《Работник》）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不定期刊物，由劳动解放社编辑，1896—1899年在日内瓦出版，读者对象为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成员。列宁是出版这个文集的发起人。1895年5月，他在瑞士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劳动解放社的其他成员商谈了出版这个文集的问题。1895年9月回国以后，他又多方设法为这个文集提供物质支援和组织稿件。到1895年12月被捕为止，他除为文集撰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外，还给文集编辑部寄去了别人写的几篇通讯。这个文集一共出了6期（3册）；另外，还出了附刊《〈工作者〉小报》10期。——5。



[3]指《德法年鉴》杂志。



《德法年鉴》杂志（《Deutsch-Franzosische　Jahrbücher》）是马克思和阿·卢格合编的德文刊物，1844年在巴黎出版。主要由于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卢格之间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杂志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第1—2期合刊）就停刊了。——8。



[4]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并对章程第1条作了修改，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公布的《共产党宣言》。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除伦敦外，巴黎、布鲁塞尔、瑞士、德国也有同盟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不久就投入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这次革命的实践完全证实了《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同盟的观点的正确性。1850年9月15日，同盟中央委员会因策略分歧而分裂，中央多数决定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由伦敦改为科隆。在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共产主义同盟盟员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判决后，同盟于1852年11月17日宣布解散。同盟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的许多盟员后来积极参加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8。



[5]《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9。



[6]指《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7—351页。——9。



[7]这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1892年俄文版使用的书名。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由《反杜林论》中的三章编成的。——9。



[8]指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3—57页）。这篇文章是维·伊·查苏利奇以劳动解放社《社会民主党人》评论集编辑部的名义约请恩格斯撰写的，刊载于1890年2月和8月出版的该评论集第1集和第2集。——10。



[9]《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文学政治评论集，由劳动解放社于1890—1892年在伦敦和日内瓦用俄文出版，总共出了4集。第1、2、3集于1890年出版，第4集于1892年出版。参加《社会民主党人》评论集工作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等。这个评论集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10。



[10]指恩格斯1872—1873年在莱比锡《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三篇文章：《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和《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这几篇文章后来以《论住宅问题》为标题出了单行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33—321页）。——10。



[11]指恩格斯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和1894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623页和第22卷第494—510页）。——10。



[12]指马克思的著作《剩余价值理论》。列宁按照恩格斯的提法把这部著作称为《资本论》第4卷。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写道：“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2卷和第3卷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4卷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0。



[13]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建立。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规定其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为完全解放工人阶级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领导机关是总委员会，马克思是总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积极支持了1871年的巴黎工人起义。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工人运动处于低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在费城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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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15]


（1895年11月7日〔19日〕以后）

托伦顿工厂的男女工人们！

11月6日和7日应该成为我们大家的纪念日……织工们对厂主的压迫所给予的同心协力的反击，证明在艰难的时刻，我们中间也还有人能够捍卫我们工人的共同利益，证明我们善心的厂主还不能把我们完全变成替他们的无底钱袋服务的可怜奴隶。同志们，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我们的路线贯彻到底，我们要记住，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改善我们的处境。同志们，最重要的是不要落入托伦顿先生们精心设置的圈套。他们在打这样的算盘：“现在是货物滞销时期，如果工厂的工作条件不变，我们就得不到从前那么多的利润……可是少得利润，我们不干……因此，应该多榨一榨工人，让他们去代人受过，吃市价低落的苦头……不过这件小事可不能干得太马虎，要干得巧妙些，使那些头脑简单的工人摸不清我们为他们准备了什么点心……要是一下子就触动全体工人，他们马上就会闹起来，那就对他们毫无办法了，所以我们先得哄住那些穷织工，以后别的工人也跑不了……对付这些奴才，我们从来不会客气，又何必客气呢？我们用新扫帚可以扫得更干净……”总之，关心工人福利的厂主已经替织工安排下悲惨的前途，他们想悄悄地一步一步地替全厂各车间的工人也安排下同样的前途……因此，如果我们对织布车间的命运仍然无动于衷，那就是在亲手挖掘一个不久我们也要被推进去的深坑。近来织工平均半个月大约才挣3卢布50戈比，而他们想尽办法维持一个7口之家半个月的生活也得5个卢布，养活夫妇俩和一个孩子的家庭也得2个卢布。他们卖掉了最后一件破衣服，花光了做牛马挣来的最后几文钱，而托伦顿恩人们在这时却又增添了万贯家财。不仅如此，他们还亲眼看到厂主贪欲下的牺牲者一批一批地被赶出大门，而极端残酷的压迫依然有增无已……羊毛里毫无限制地掺杂了大量诺列斯和克诺普[16]，因此出货慢得要命，整经时间似乎在无意中拖得更长了，最后，还直接减少了工时；现在已经把一块毛料从9什米茨 
［注：什米茨是长度单位，约等于3．5公尺。——编者注］

 改成5什米茨，使织工忙于整经和上经的时间更长、次数也更多，大家知道，对这种工作是不付分文的。他们想折磨我们织工，某些织工的工资簿上已经写明，半个月只能拿到1卢布62戈比的工资，这可能很快就成为织布车间普遍的工资……同志们，你们也希望得到厂主的这种宠爱吗？如果你们不希望，如果你们对同你们一样的穷人所受的苦难还不是完全无动于衷，那就同心协力地团结在我们织工的周围，提出我们的共同要求，并且一有适当机会就向我们的压迫者争取较好的待遇。纺纱车间的工人们，你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以为你们的工资稳定而且有所提高……要知道，你们已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兄弟被工厂解雇，你们的较高工资是用你们那些被赶出厂门的纺纱工人的饥饿换来的。这仍然是厂主们的狡猾手腕，这种手腕也不难识破，只要算算整个走锭精纺车间以前挣多少钱和现在挣多少钱就行了。新染坊的工人们！你们每天要干14小时15分钟，浑身上下都被有毒的染料蒸气所浸透，可是现在一个月一共才挣12卢布！请注意我们的要求：我们要废除那种因工头技术不熟练而对你们实行的非法扣款。全厂的小工们和一切没有专门技能的工人们！有专门技能的织工一昼夜只能得20戈比，难道你们还希望保持住每天得60—80戈比吗？同志们，要认清形势，别落入厂主的圈套，要更紧密地互相支援，否则今年冬天我们大家的日子就不好过。我们大家应该密切注视我们的厂主在降低工资标准方面所耍的花招，并且全力反对这种置我们于死地的企图……不要理睬他们说生意不好的种种借口：在他们，这不过是使他们的资本少得一点利润；对我们，这就是要我们全家忍饥挨饿，失掉最后一块陈面包。难道两者能够相提并论吗？现在，他们首先压榨的是织工，因此我们应该力求做到以下几点：

（1）把织工的工资标准提高到春季的水平，即大约每1什米茨6戈比；

（2）法律规定，工作开始前应向工人宣布他做这个工作可以得到多少工资，对织工也应实行这个法律。不要让工厂视察员签署的工资表变成一纸空文，而要象法律要求的那样付诸实施。例如对织布工作，在规定现行工资标准时，应补充说明羊毛的质量及其中所含的诺列斯和克诺普的数量，并且应该把做准备工作的时间计算在内；

（3）工作时间的分配应该使我们不会窝工；比如说，现在的安排是这样的，织工每织一匹毛料就要花一天的时间来整经，由于一匹料子的长度几乎缩短了一半，所以，不管工资表怎样，织工在这方面也会受到加倍的损失。厂主既然想用这种办法来掠夺我们的工钱，那就干脆一点吧，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想从我们这里骗取什么；

（4）工厂视察员应该进行监视，不许人们在工资标准上玩弄欺骗行为，不许有两种工资标准。这就是说，例如生产同类商品，只是名称不同，在工资表上就不应该有两种不同的工钱。例如，我们织比别尔的得4卢布32戈比，而织乌拉尔[17]的只得4卢布14戈比，难道这不是一样的工作吗？还有更加无耻的欺诈行为，就是生产同一名称的商品给两种不同的工钱。托伦顿先生们往往用这种方法来规避罚款法。罚款法规定，只有因工人工作马虎而使工作受到损失时才能处以罚款，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处以罚款后三天内把扣款登记在工资簿的罚款栏里。各项罚款都应有精确的账目，款项不能落入厂主的腰包，而应该用在该厂工人的需要上。可是，看看我们的工资簿吧，罚款栏是一片空白，没有罚款，人们可能认为我们的厂主是所有的厂主中心肠最好的。其实，他们在利用我们的无知来规避法律，并且轻而易举地干开了自己的勾当……你们看见了吗，他们不是罚我们的款，而是扣我们的钱，按低标准付给我们工资。只要存在着高低两种工资标准，就怎么也挑不出他们的毛病，他们扣来扣去把款项都扣进了自己的腰包；

（5）实行一种工资标准，同时还要把每次扣款登记在罚款栏里，并注明为什么扣款。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哪些罚款是错误的，我们白白劳动的情况就会少些，目前发生的那种胡作非为也会减少，例如在染坊里，工人由于工头技术不熟练而少挣了钱，按照法律，这不能成为劳动不付报酬的理由，因为这与工人工作马虎根本无关。可是我们大家无缘无故被扣钱的事难道还少吗？

（6）我们要求，向我们征收的房租要同1891年以前一样，即每人每月1卢布，因为象我们这样的工资实在付不出2卢布，而且为什么要付2卢布呢？……是为了这种肮脏、恶臭、拥挤和有火灾危险的破房子吗？同志们，不要忘记，在彼得堡任何一个地方每月付1卢布就够了，只有我们这些关心工人的老板嫌不够，我们应该强迫他们也在这方面收敛一下他们的贪心。同志们，我们坚持这些要求决不是闹事，我们只要求把其他工厂的全体工人依法已经享有的东西交给我们，我们只要求把厂主指望我们不善于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从我们这里夺去的东西交给我们。这一次我们一定会证明我们的“恩人”打错了算盘。





	用油印机印成传单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70—74页

















[15]《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这份传单写于1895年11月7日（19日）以后。托伦顿工厂是彼得堡的一家制呢工厂。该厂工人为抗议厂方压迫和要求改善待遇于1895年11月6日（18日）发动罢工，参加罢工的织工约有500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了这次罢工。罢工开始以前，协会印发了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起草的说明织工要求的传单。过了几天，又印发了列宁写的这份传单。传单中揭露的有关该厂工人生活的事实是列宁亲自调查和收集的。1896年春，在日内瓦出版的《工作者》文集第1—2期合刊转载了这份传单。——13。



[16]诺列斯是精梳羊毛时脱落下来的梳屑，没有羊毛好纺。克诺普是从呢绒上修剪下来的毛屑，不适于纺纱。——14。



[17]“比别尔”和“乌拉尔”是呢绒的品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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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庄中学与感化中学[18]


（《俄国财富》[19]
 ）

（1895年11月25日〔12月7日〕以前）

民粹派提出的、最近又由《俄国财富》极力推崇的关于俄国资本主义问题的答案，早已尽人皆知了。民粹派既然不否认资本主义的存在，也就不得不承认它的发展，但是，他们认为我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俄国商品经济长期发展达到顶点的一个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而是一种没有稳固基础的偶然现象，只不过是偏离民族的整个历史生活所规定的道路而已。民粹派说：“我们应该为祖国选择另一条道路”，我们应该离开资本主义道路，而利用“整个”“社会”的现有力量来使生产“村社化”，因为据说这个社会已经开始确信资本主义是没有基础的。

既然可能为祖国选择另一条道路，既然整个社会开始了解到必须这样做，可见生产“村社化”并不十分困难，不需要一定的历史上的准备时期。只要制定这种村社化的计划，说服那些应该说服的人，使他们相信这个计划可以实现，“祖国”也就会从错误的资本主义道路转到社会化的道路上去。

谁都了解，这种预示无限美好远景的计划会多么令人神往，因此，俄国公众应当非常感激这位《俄国财富》的经常撰稿人尤沙柯夫先生，感激他承担了制定这种计划的工作。我们在《俄国财富》5月号上读到他写的一篇叫作《教育的空想》的文章，副标题是《全民中等义务教育计划》。

读者会问，这与生产“村社化”又有什么关系呢？有最直接的关系，因为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很庞大。作者计划在每个乡里建立一所中学，招收达到学龄（8—20岁，最高也可以到25岁）的全体男女居民。这种中学必须是经营农业和进行道德教育的生产团体，它们不仅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养活中学里的人员（据尤沙柯夫先生看来，他们占全体居民的 五分之一
 ），此外还要供给 全体儿童
 生活费。作者替一个典型乡中学（它就是“农场中学”、“农庄中学”或“农业中学”）详细计算了一下，说中学总共要养活 当地全体居民的半数以上
 。假如我们注意到，要对每所这样的中学（计划在俄国建立男女中学各2万所，即2万所男校，2万所女校）供给土地和生产资料（指发行由政府保证的地方自治机关公债，利息4．5％，每年还本0．5％），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该是多么“庞大”。为整整一半的居民进行的生产可以实现社会化。这就是说，转眼之间就替祖国选出了另一条道路！而且“不需要政府、地方自治机关和人民任何费用〈原文如此！〉”就可以办到。这件事“只有骤然看来才是空想”，其实“比全民初等教育要切实可行得多”。尤沙柯夫先生证明说，为此所需的财务手续“并不是做不到的幻想和空想”；完成这个手续，不仅象我们已知道的那样不需要费用，不需要任何费用，就连“既定的教学计划”也用不着改变！！尤沙柯夫先生十分正确地指出：“如果不只是希望做做试验，而且想实现真正的全民教育，那么这一切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诚然，他说他“没有打算拟定行动计划”，可是，他在叙述中又估计了一所中学男女生的人数，又计算了养活中学全体人员所需的劳动力，又列举了各种教育人员和行政人员，既规定了满足中学人员的实物，也规定了付给教师、医生、技师和工匠的薪金。作者详细地计算出农业劳动所需的工作日、每所中学所需的土地数量以及开办时所需的经费。他一方面规定了少数民族和教派信徒的命运，认为他们不能享受全民中等教育的福利，另一方面又规定了由于品行恶劣而被开除学籍的人们的命运。作者的打算并不是只建立一所典型的中学。决不是的。他提出了建立男女中学各2万所的问题，并指出怎样获得建立中学所需的土地，以及如何保证配备“合格的教师、行政人员和领导人员”。

不难了解，这类计划是多么引人入胜，它不仅有理论上的意义显然，制定得如此具体的生产村社化计划，一定会使一切怀疑派彻底信服，而把一切否认这类计划可以实现的人彻底驳倒），而且有活生生的实践上的意义。如果最高政府不重视全民中等义务教育组织草案，那才奇怪呢，尤其是既然提议者已经十分肯定地说，这件事情“不需要任何费用”就能办成，而“所遇到的困难，与其说是财政和经济条件方面的，不如说是文化条件方面的”，而且这方面的困难也“不是不能克服的”。这样的草案不仅直接涉及国民教育部，同样也涉及内务部、财政部和农业部，我们在下面会看见，甚至涉及陆军部。计划中的“感化中学”大概应隶属司法部。毫无疑义，其他各部也会关心这个草案，用尤沙柯夫先生的话来说，这个草案“符合上述的一切要求（即教育和生活的要求），而且，还可能符合许多其他的要求”。

因此我们确信，如果我们详细地研究一下这个妙不可言的草案，读者是不会责备我们的。

尤沙柯夫先生的基本思想如下：夏季根本不上课，专门从事农业劳动。其次，学生毕业后要作为工人留在学校里工作一个时期；由他们从事冬季劳动和手工业劳动，因为手工业劳动可以补充农业劳动，使每所中学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来养活全体学生、工人、教师和行政人员，并且抵偿教育费用。尤沙柯夫先生说得对，这种中学会成为大型的农业劳动组合。这句话使人已经丝毫不再怀疑我们有权把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当作民粹主义的生产“村社化”的第一步，当作俄国要避免资本主义波折所必须选择的那条新道路的一部分。

尤沙柯夫先生断定：“现在中学毕业的年龄是18—20岁，有时要晚一两年。在受义务教育的情况下……晚毕业的现象就会更加普遍。如果25岁是不毕业也得退学的最高年龄，那么毕业还要晚一些，3班高年级学生的年龄将是16—25岁。如果再加上五年级超龄学生的数目，那么，可以大胆地估计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中学生已达到……做工年龄。”即使把这个比例降低到四分之一，象作者所计算的那样，中学8个班再加上2个小学预备班（招收不识字的8岁儿童），工人人数仍然很多，他们将在半劳力的帮助之下做好夏季工作。尤沙柯夫先生又有根有据地指出，“十年制的农场中学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冬季工人”。从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作者提出两个方法：第一，雇用工人（“其中某些有贡献的工人也许还可以分得一些收入”）。农庄中学一定会成为有盈余的单位，付得起这笔费用。可是作者“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另一个方法”即第二种方法：中学毕业生必须以做工来抵偿他们在低年级时的学费和生活费。尤沙柯夫先生补充说，这是他们的“绝对义务”，自然，这只是那些缴不起学费的人们的义务。他们就是必要的冬季工人和补充的夏季工人。

必然使五分之一的居民“村社化”成农业劳动组合的那个计划中的组织，其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此。我们从这里就可看出，为祖国所选择的另一条道路的性质将是怎样的。雇佣劳动现在是那些“缴不起学费”和生活费的人们的唯一生活来源，它将被无报酬的义务劳动所代替。但是，我们不应因此而惶惑不安：不要忘记，居民换到了享受普及中等教育的幸福。

我们再往下讲吧。作者迁就欧洲大陆盛行的那种反对男女合校的成见，计划把男女中学分开，其实男女合校是比较合理的。中学里“最标准的名额将是每班50名，即10班500名，亦即农庄中学共有1000名（男女生各500名）”。其中有“男女工人”各125名和相应数量的半劳力。尤沙柯夫说：“如果我指出，这么多工人在小俄罗斯能耕种2500俄亩熟地，那么大家就会知道，中学的劳动具有何等巨大的力量！……”

而且，除了这些工人以外，还有以做工来“抵偿”教育费和生活费的“固定工人”。固定工人有多少呢？每年将有45名男女毕业生。三分之一的男生将去服3年兵役（现在服兵役的人数是四分之一。作者把这个数字扩大到三分之一，而把服役期限缩短成3年）。“如果使其余三分之二的男生也受到同样的待遇，即把他们留在中学里做工以抵偿自己的和入伍同学的教育费，这也没有什么不公正。为了同样的目的也可以把全体女生留在学校里。”

在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的祖国里正在建立起来的新秩序的组织，已被叙述得愈来愈明确。现在，一切俄国臣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又因为适合应征年龄的人数超过了所需的军人人数，所以后者要用抽签的办法来挑选。在村社化的生产单位中，征募新兵也要用抽签来挑选，但是其余的人也要受“同样的待遇”，即必须服役3年，诚然，不是服兵役，而是在中学里做工。他们应该以做工来抵偿入伍同学的生活费。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做工还帐呢？不是，只有那些缴不起学费的人才要做工还帐。作者在上文中已经讲过这个附带条件，而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他为那些能够缴纳学费的人，大体上计划建立一种保持旧形式的特别中学。试问，究竟为什么只要求那些缴不起学费的人以做工来抵偿入伍同学的生活费呢？为什么不要求缴得起学费的人这样做呢？原因很明显。既然中学生分为缴纳学费的和免缴学费的，那么可见，改革并没有触动现在的社会结构，这一点尤沙柯夫先生本人也知道得非常清楚。既然如此，可见国家总的开支（用在士兵身上的）将由没有生活资料的人来担负 
［注：否则就不能维持前者对后者的统治。］

 ，正象他们现在以间接税等等的形式负担这种费用一样。那么新制度的特点在哪里呢？在于现在没有生活资料的人可以出卖劳动力，而在新制度下，他们 必须无报酬地
 做工（即只得到生活费）。丝毫不容怀疑，这样一来俄国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波折。可能长“无产阶级脓疮”的自由雇佣劳动将被废除而代之以……无报酬的义务劳动。

进行无报酬的义务劳动的人会受到与这种情形相适合的待遇，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请听吧，这位民粹主义者（“人民之友”）紧接着向我们说了些什么：


　　“同时，如果准许那些毕业后留校3年的青年人之间结婚，如果为成家的工人建筑单独的宿舍，如果中学的收入能够在他们离开学校时发给他们一点即使是很微薄的现金津贴和实物津贴，那么，留校3年会比服兵役轻松得多……”



　　这种优惠的条件会使居民想方设法去上中学，这岂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你们自己想想吧：第一，准许结婚。诚然，根据现行民法，结婚根本不需要请求准许（领导者的准许）。不过请注意，他们是 男女中学生
 ，虽然他们已到25岁，但是毕竟还是中学生。如果不准许大学生结婚，难道会准许中学生结婚吗？而准许是由校方领导人决定的，因而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决定的，显然没有理由担心他们会故意刁难。这些毕业生虽然留在学校里当固定工人，但是他们已经不是中学生了。然而对他们，对这些21—27岁的人，还要谈准许结婚问题。不能不承认，祖国所选择的新道路会连带地稍稍缩小俄国公民的公民权能，但是也必须承认，没有牺牲就不能享受普及中等教育的幸福。第二，为成家的工人建筑的单独宿舍，一定不会比现在工厂工人所住的小笼子更坏些。第三，固定工人会得到“微薄的津贴”。毫无疑问，居民会酷爱这种在校方领导人保护下过平静生活的优越条件，而不愿遭受资本主义波澜的袭击，他们酷爱到这种程度，有些工人竟愿意永远留在中学里（大概是报答准许他们结婚吧）。“永远留在学校和依附于〈原文如此！！〉学校的少数固定工人，会充实农庄中学的这些劳动力。这就是我们农业中学可能得到而决非空想的劳动力。”请看！这里有什么“空想”呢？“依附”于准许他们结婚的校方当局的无报酬的固定工人，——请去问问任何一位老农吧，他会根据亲身的经验告诉你，这一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待续） 
［注：《萨马拉新闻》没有刊登这篇文章的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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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20]


（1895年秋）





	
一 什么是罚款？

二 从前是怎样课处罚款的，新的罚款法是怎样产生的？



三 厂主可以根据什么理由课处罚款？



四 罚款的最大限额是多少？



五 课处罚款的程序是怎么样的？



六 按法律规定，罚款应该用在什么地方？



七 罚款法是否推行于全体工人？



八 结束语














一

什么是罚款？

如果问一个工人知不知道什么是罚款，他也许会觉得问得奇怪。既然他经常要付罚款，怎么会不知道什么是罚款呢？这有什么可问的呢？

但是，这不过是一种感觉，似乎没有什么可问的了。其实大多数工人对罚款并没有正确的了解。

人们通常认为，罚款就是工人因使厂主受到损失而付给厂主的钱。这是不对的。罚款和赔偿损失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一个工人使另一个工人受到某种损失，后者可以要求赔偿（例如要求赔偿弄坏的衣料），但是不能对那个工人罚款。同样，一个厂主使另一个厂主受到损失（例如没有按期交货），后者可以要求赔偿，但是不能对那个厂主罚款。对平等的人是要求赔偿损失，只有对下属才能处以罚款。因此赔偿损失要经过法院审判，罚款则不经法院而是由厂主规定的。有时还有这样的情形，厂主并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也规定了要罚款：例如吸烟罚款。罚款是一种处分，而不是赔偿损失。例如，有一个工人在吸烟时不小心烧毁了厂主的布匹，那厂主不仅要对他处以吸烟罚款，还要扣他一笔工钱来赔偿烧毁的布匹。从这个例子可以明显地看出罚款和赔偿损失的区别。

罚款的目的不是为了赔偿损失，而是为了建立纪律，也就是使工人服从厂主，强迫工人执行厂主的命令，上工的时候听从厂主。罚款法就是这么说的：罚款是“工厂经理为维护制度而以私人权力所施加的现金处分”。因此罚款的多少不是由损失的大小，而是由工人工作草率的程度决定的：工作愈草率，对厂主愈是不服从，对厂主的要求违抗得愈厉害，罚款也就愈多。谁替厂主做工，他显然就成了不自由的人；他必须听从厂主，而厂主可以惩罚他。从前农奴给地主干活，受地主惩罚。现在工人替资本家做工，受资本家惩罚。全部差别只在于，不自由的人从前是挨棍子打，现在是挨卢布打。

也许有人会反对这一点，他们会说：工厂里没有纪律，大量工人就不能进行共同的工作；必须有工作制度，必须遵守这种制度，惩罚违反这种制度的人。他们会说：因此，课处罚款并不是因为工人是不自由的人，而是因为共同的工作需要一种制度。

这种意见是完全不正确的，虽然初看起来它可能使人迷惑。只有那些不愿意让工人知道自己是处于不自由地位的人才会发表这样的意见。确实，进行任何共同的工作都需要一种制度。但是，难道工作的人服从厂主的专横，即服从那些自己不工作，只不过因为占有了全部机器、工具和原料才有势力的人的专横也是必要的吗？没有制度，不要求大家都服从这种制度，就不能进行共同的工作；但是不要求工人服从厂主，也可以进行共同工作。共同的工作确实要求监督大家都遵守制度，但是它决不要求把监督别人的权力永远交给那些自己不工作而依靠别人的劳动过活的人来掌握。由此可见，课处罚款并不是因为人们进行着共同的工作，而是因为在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全体工人没有任何财产：所有的机器、工具、原料、土地、粮食都掌握在富人手里。为了不致饿死，工人必须把自己出卖给他们。工人一旦出卖了自己，当然就必须服从他们，忍受他们的惩罚。

每一个要想知道什么是罚款的工人，都必须了解这一点。必须知道这一点，才能驳倒一种常见的（并且是非常错误的）论调：罚款是必需的，因为没有罚款就不可能进行共同的工作。必须知道这一点，才能向每一个工人说明罚款和赔偿损失有什么区别，为什么罚款意味着工人不自由的地位，意味着工人服从资本家。





二

从前是怎样课处罚款的，新的罚款法是怎样产生的？

罚款法是不久前颁布的，才颁布了9年。1886年以前，根本没有罚款法，厂主想罚就罚，想罚多少就罚多少。那时厂主勒取的罚款高得惊人，靠罚款获得了大量收入。规定罚款有时全凭“厂主定夺”，无须说明罚款的原因。罚款有时 高达工资的一半
 ，工人要从挣得的每一卢布中交给厂主50戈比作为罚款。往往还有这样的情况：除了罚款还规定了违约罚金；例如，离开工厂要罚10户布。每当厂主的买卖不好的时候，他可以轻易地违反契约，降低工资。他命令工头更严格地勒取罚款，剔除废品，结果等于降低了工人的工资。

工人长期忍受着所有这些压迫，但是随着大工厂，特别是纺织工厂的日益发展，随着它们对小作坊和手工织工的排挤，工人反对专横暴虐的怒火也日益强烈了。大约在10年以前，商人和厂主的买卖遇到了 挫折
 即所谓危机：货物卖不出去；厂主受到了损失，便更加穷凶极恶地勒取罚款。工资本来就很少的工人已经不能再忍受新的压榨了，于是1885—1886年在莫斯科、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尔三省开始了工人暴动。忍无可忍的工人停止了工作，向压迫者进行了狠狠的报复，他们破坏厂房和机器，有时还放火烧掉厂房和机器，殴打管理人员等等。

在所有的罢工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季莫费·萨维奇·莫罗佐夫的著名的尼科利斯科耶纺织厂（在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铁路上的奥列霍沃车站附近的尼科利斯科耶镇）的罢工。从1882年起，莫罗佐夫开始降低工资，到1884年已经降低过5次。同时罚款也愈来愈厉害了：在全厂，罚款几乎占工资的四分之一（一卢布工资要罚掉24戈比），个别工人的罚款有时达到工资的一半。为了掩盖这种高得不象话的罚款，厂方在发生暴乱的前一年曾经这样做过：强行解雇那些罚款数达工资一半的工人，然后，甚至就在同一天又让这些工人来上工，并发给他们一个新的工资簿。厂方用这种方法来销毁那些记载着巨额罚款的工资簿。旷工1天要扣3天的工资，抽一次烟要罚3个、4个和5个卢布。工人忍无可忍，就在1885年1月7日扔下工作，接连几天捣毁厂主开设的店铺、工头绍林的住宅和其他一些厂房。这次上万工人（人数达11000）的可怕暴动使政府大为震惊：军队、省长、弗拉基米尔的检察长、莫斯科的检察长都立即赶到奥列霍沃－祖耶沃。在和罢工者谈判的时候，工人群众交给这些官员一些“工人自己拟定的条件”。[21]工人在这些条件中，要求发还自1884年复活节起所扣的罚款，要求今后罚款不超过工资的5％，即在每一卢布的工资中不超过5戈比，要求旷工1天所扣的罚款不超过1卢布。此外，工人还要求恢复1881—1882年度的工资标准，要求厂主付给工人因厂主的过失而未上班的工资，完全解雇工人要在15天以前通知，验收货物要有工人在场作证等等。

这一次大规模的罢工给予政府很深的印象，它看见当工人一致行动的时候，特别是当一致行动的工人群众直接提出自己要求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厂主们也感觉到了工人的力量，因而比较谨慎些了。例如《新时报》[22]发自奥列霍沃－祖耶沃的消息中说：“去年的暴乱（即1885年1月莫罗佐夫工厂的暴乱）的意义，在于它立刻改变了奥列霍沃－祖耶沃各工厂和附近各工厂的旧制度。”这就是说，当工人一致要求取消这种丑恶的制度时，不仅莫罗佐夫工厂的厂主必须改变这种制度，甚至连邻近的厂主也让步了，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厂里也发生暴乱。该报又说道：“主要的是现在确立了对工人较为人道的态度，而在以前只有少数工厂管理人员才有这种态度。”

甚至《莫斯科新闻》[23]（该报总是袒护厂主，把一切过错都推在工人身上）也了解到要保留旧制度是不可能的了，并且不得不承认任意罚款是“激起极其可恶的违法乱纪行为的祸根”，承认“厂主开设的店铺简直是进行抢劫”，因此必须制定关于罚款的法律和条例。

这次罢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由于对工人的审判而更加扩大了。有33个工人因罢工期间采取暴力行为和袭击卫兵（一部分工人在罢工期间被捕后被关在一幢房子里，但是他们破门逃走了）而被交付法庭审判。审判于1886年5月在弗拉基米尔城进行。陪审员们宣告所有被告无罪，因为在法庭上，证人的证词——其中也包括厂主季·萨·莫罗佐夫、经理迪阿诺夫和很多织工的证词——说明工人遭受了种种非人的虐待。这次法院的判决不仅是直接对莫罗佐夫及其管理人员的谴责，也是直接对一切旧工厂制度的谴责。

厂主的保护者大吃一惊，并且非常恼怒。同一家《莫斯科新闻》在暴乱发生后曾经承认旧制度太不象话，现在却完全改变了腔调，说什么“尼科利斯科耶纺织厂是最好的工厂之一，工人和工厂之间没有丝毫农奴制的或强制性的关系，工人来到工厂是出于自愿，离开工厂也无人留难。至于罚款，那是工厂中所必需的，如果没有罚款就无法约束工人，工厂就只好关门”。说什么全部罪过在于工人自己“放荡、酗酒、工作马虎”。法院的判决只会“使人民群众堕落” 
［注：厂主及其保护者一向有这样的看法：如果工人开始考虑自己的处境，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并一致反抗老板的胡作非为和压榨，那么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堕落”而已。当然，工人不考虑自己的处境，不懂得自己的权利，那对老板是更有利的。］

 。接着《莫斯科新闻》感叹道：“但是同人民群众开玩笑是危险的。工人对于弗拉基米尔法院宣告无罪的判决会怎样想呢？这个判决转瞬间就传遍了整个工厂区。在法院刚宣布了判决就立刻离开弗拉基米尔城的本报记者，已经在所有车站上听到人们在纷纷议论这一判决了……”

这样一来，厂主们就极力恐吓政府：说什么如果在一件事上向工人让步，那么他们明天又会在另一件事上提出要求。

但是工人闹得更厉害了，因而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

1886年6月公布了新的罚款法，它指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罚款，确定了罚款的最高限度，并且规定罚款不应当落入厂主的腰包，而应当用在工人本身的需要上。

很多工人不知道这个新的罚款法，那些知道新的罚款法的工人也认为减轻罚款是政府的德政，为此应该感谢当局。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不管旧的工厂制度多么丑恶，只要工人还没有以暴动来反对它们，只要愤怒的工人还没有捣毁工厂和机器，还没有焚烧货物和原料，还没有殴打管理人员和厂主，当局是根本不会减轻工人负担的。 只有工人采取上述行动之后，政府才感到害怕，才作了让步。
 对于减轻罚款的事情，工人应该感谢的不是当局，而是自己的同伴，因为是他们尽力争取而且争取到了取消那些非人的虐待的。

1885年的暴乱的进程向我们表明，工人们团结一致的反抗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不过必须注意更自觉地去运用这种力量，不要让它白白地浪费在对个别厂主的报复上，浪费在捣毁某家可恨的工厂上，而要引导这种愤怒和仇恨的力量去反对全体厂主，去反对整个厂主 阶级
 ，去同他们进行不断的顽强的斗争。

现在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我国的一些罚款法。要了解它们，就应该弄清楚下面几个问题：（1）法律准许在什么情况下，或者根据什么理由课处罚款？（2）法律规定多大的罚款数目？（3）法律规定什么样的课处罚款程序？——也就是说：根据法律谁能规定罚款？对罚款是否可以提出申诉？应该怎样预先向工人公布罚款表？应该怎样把罚款登记到工资簿里去？（4）按法律规定，罚款应该用在什么地方？由谁保管？怎样把罚款用在工人的需要上，究竟用在哪些需要上？最后还有一个问题，（5）罚款法是否适用于全体工人？

我们一旦弄清了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将不仅知道罚款是什么，而且还会知道俄国各种罚款法的一切特别条例和详细规定。工人必须懂得这些，才能自觉地对付每一次不合理的罚款，才能向同伴们解释为什么存在着这种或那种不合理的现象，——是因为工厂当局违反了法律，还是因为法律本身就有这些不合理的条例，——才能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斗争形式去反对压迫。





三

厂主可以根据什么理由课处罚款？

法律规定，课处罚款的理由，也就是使厂主有权课处工人罚款的过失有下列几种：（1）工作草率；（2）旷工；（3）违反制度。法律中说：“不得借其他理由课处任何罚金。” 
［注：我们这里说到的法律是《工业法》，编在俄国《法典汇编》第11卷第2部分里。法律是分条叙述的，每条都有编号。讲到罚款的有第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条。］

 现在我们把这三个理由仔细地逐个研究一下。

第一个理由是工作草率。法律中说：“工人由于工作马虎而制成劣质产品，或在工作中损坏材料、机器及其他生产工具时，均得认为工作草率。”这里应该记住“由于工作马虎”这几个字。这几个字非常重要。就是说，只有因为工作马虎才能课处罚款。如果产品的质量低劣并不是因为工人工作马虎，而是，譬如说，因为老板给的原料不好，那么厂主就没有权利课处罚款。必须使工人们很好地懂得这一点；如果工人因工作草率而被课处罚款，但草率现象的产生不是由于工人的过失，不是由于工人工作马虎，那么工人就要提出抗议，因为这种情况下的罚款完全是违法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工人在电灯旁边的车床上工作，飞起了一块铁片，正好碰在灯泡上，把灯泡打破了。老板就记下一笔“损坏器材”的罚款。他有权利这样做吗？不，没有，因为这不是工人工作马虎才打破了灯泡：工人没有过错，厂方并没有用什么东西保护灯泡，以免被工作时经常会飞起的铁片打破。 
［注：在彼得堡的港口（新军舰修造厂）就有这种情况。港口指挥维尔霍夫斯基是以压迫工人闻名的。工人罢工后，他把打碎灯泡的罚款，改为因打碎灯泡而对车间所有工人的扣款。显然，这些扣款和罚款一样，也是违法的。］



现在试问，这一法律足以保护工人吗？它能保护工人不受老板的虐待和不公正的罚款吗？当然不能，因为老板可以随意确定产品质量的好坏；老板随时可以故意挑剔，随时可以加重对产品质量不好的罚款，并且通过罚款以同样的工资获得更多的劳动。这项法律使工人处于无保障的地位，使老板有迫害工人的可能。很清楚，这项法律是偏袒的，是为了厂主利益而制定的，是不公正的。

应该怎样保护工人呢？工人早就指出来了。莫罗佐夫的尼科利斯科耶工厂的织工在1885年罢工时就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交货时确定质量好坏，遇有争执，须有在近旁工作的工人作证，并把所有这些情形记在收货簿上。”（这一要求写在“经工人一致同意”而拟定的请求书里，请求书在罢工时由工人群众交给了检察长。这个请求书曾在法庭上宣读过。）这个要求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在发生货品质量好坏的争执时，除非找来证人作证，就不可能有别的方法来防止老板的专横，并且做证人的一定要工人，因为工头或职员从来也不敢反对老板。

课处罚款的第二个理由是旷工。在法律中把什么叫作旷工呢？法律中说：“旷工不同于迟到或擅自离开工作，缺勤时间在半个工作日以上才算旷工。”下面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按法律规定，迟到或擅自离开工作是“违反制度”，而这种罚款是较轻的。如果一个工人上工迟到了几小时，但总还是在午前到的，那就不能算旷工，只能算违反制度；如果他正午才上工，那就算旷工。同样，如果一个工人在午后没有得到允许而擅自离开工作，即缺勤了几小时，这算违反制度；如果他离开了整整半天，那就算旷工。法律规定，如果一个工人接连旷工3天以上或一个月里总共旷工6天以上，厂主就有权解雇他。试问，是不是缺勤半天或一整天都算旷工呢？不是的，只有没有正当理由的缺勤才算旷工。在法律中列举的缺勤的正当理由如下：（1）“工人失去自由”，就是说，例如工人被逮捕了（根据警察局的命令或治安法官的判决），那在结算工资时厂主就无权扣旷工罚款；（2）“遭受不幸事件而突然破产”；（3）“火灾”；（4）“河水泛滥”，例如在春季发大水的时候，工人不能渡河，厂主就无权罚他的款；（5）“病得无法离家”；（6）“父母、丈夫、妻子、子女死亡或患重病”。在这六种情况下缺勤，可以算是有正当理由的。工人只有取得证明，才能不出旷工罚款，因为口头上说他不上工有正当理由厂方是不相信的。必须取得医生的（例如患病）或警察局的（例如遇到火灾）证明。如果不能立刻弄到证明，即使迟一点也必须缴上证明，然后根据法律要求不受罚款处分，如果已经处分了，可以要求取消。

谈到这些缺勤的正当理由的法律条例时必须指出，这些条例严酷得好象是对待军营中的士兵，而不是对待自由的人。这些条例是从关于不出庭的合法理由的条例上抄来的：如果一个人被控告犯了某种罪行，侦查人员就要传讯他，被告就必须出庭。准许他们不出庭的那些情况也正是准许工人缺勤的那些情况 
［注：“火灾”这一种情况除外。这一点在传讯被告的法律中没有提到。］

 。这就是说，法律对待工人象对待一切骗子、小偷等一样严厉。谁都懂得，为什么传讯条例要这样严厉，因为侦查犯罪行为关系到整个社会。但是工人上工完全与整个社会无关，只不过与一个厂主有关，而且，要使工作不致停顿，一个工人由另一个工人代替也是轻而易举的。这就是说，完全没有必要采用这种军规一样严厉的法律。然而资本家并不限于剥夺工人在厂里工作的全部时间，他们还想剥夺工人的任何意志，剥夺他们一切与工厂无关的兴趣和思想。他们对待工人象对待不自由的人一样，因此制定了这样军法式的、繁文缛节的苛刻条例。譬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法律承认“父母、丈夫、妻子、子女死亡或患重病”是缺勤的正当理由。在传讯条例中这样说，在工人上工规定中也这样说。这就是说，例如一个工人死掉了姊妹，而不是死掉了妻子，那他就不得缺勤，就不得花费时间去埋葬，因为时间不是属于他的，而是属于厂主的。埋葬的事警察局也可以做，还值得为这种事操心吗。按传讯条例，家庭的利益应服从社会的利益，对社会说来，侦查犯罪行为是必需的。按上工法，工人的家庭利益应服从厂主的利益，对厂主说来，获得利润是必需的。既然如此，那班制定、执行和保护这些法律的高贵的老爷们竟还敢责备工人不重视家庭生活！……

我们来看看，旷工罚款法是否公正呢？工人一两天不去做工就被认为是旷工，就要受到处罚，而一连旷工3天以上还要被开除。但是，厂主停工（例如因为没有订货），或每星期不按规定开工6天而只开工5天，那会怎样呢？如果工人和厂主真是平等的话，那么对待厂主的法律也应当象对待工人的法律一样。工人停止工作，他就得不到工资而且要付出罚款。那么，厂主任意停工，第一，他就应当付给工人在工厂停工期间的全部工资；第二，他也应当付出罚款。但是这两点在法律中都没有规定。这个例子清楚地证明了我们前面关于罚款所说的那些话：罚款意味着资本家对工人的奴役，意味着工人是一个下等的、不自由的阶级，注定终生替资本家工作，给他们创造财富，为此得到的几文钱，还不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至于要厂主付出任意停工的罚款，那就更谈不上了。厂主甚至在不是由于工人的过失而停工时都不付给工人工资。这是极为令人愤慨的不公平现象。在法律中只有这样一条：“工厂因火灾、水灾、锅炉爆炸以及其他类似事件而停工7天以上时”，厂主和工人间的合同即告失效。工人应当力争制定厂主在停工期间照付工人工资的条例。这一要求，在1885年1月11日季·萨·莫罗佐夫工厂发生著名的罢工时，俄国工人就公开提出来了。 
［注：应当指出，当时（1884—1885年间）各工厂中常常发生不是因工人的过错而停工的事情，因为那时正发生工商业危机：厂主的货物卖不出去，他们就尽量缩减生产。例如1884年12月，沃兹涅先斯克大纺织厂（在莫斯科省，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铁路上的塔利齐车站附近）把每周开工的日子减为4天。计件工作的工人因此罢工，这次罢工在1885年1月初以厂主的让步而结束。］

 在工人的请求书中有这样的要求：“旷工扣款不能超过1卢布，同时因厂方的原因（如机器停车或改装机器）而停工时，老板应照付停工期间的工资，为此，每一个停工日也要记入工资簿。”工人的前一要求（旷工罚款不超过1卢布）已被采纳并写进了1886年的罚款法。后一要求（因厂方的原因而停工时，老板应照付停工期间的工资）没有被采纳，工人们还需要争取实现这一要求。要使争取实现这一要求的斗争能够取得胜利，就必须使所有的工人都清楚地懂得这一法律是不公正的，清楚地懂得应该提出什么要求。每当一个工厂停工而工人又没有得到工资时，工人就应当提出这种情况不公正的问题；应当坚决要求，在和厂主订立的合同没有取消之前，厂主必须每天照付工资；应当向视察员提出这方面的申诉，而视察员的解释将向工人证实，法律中确实没有规定这一点，这样就会引起工人对这一法律进行讨论。如果有可能，工人应当请求法院勒令厂主偿付计件工资，最后，再提出付给停工期间工资的共同要求。

课处罚款的第三个理由是“违反制度”。法律认为下列八种情况是违反制度：（1）“迟到或擅自离开工作”（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这一条和旷工不同的地方）；（2）“不遵守厂内防火规则，但工厂经理认为无须废除（根据第105条附注1）与工人签订之雇佣合同者”，这就是说，在工人违反防火规则时，法律赋予厂主以选择自由，或是对工人罚款，或是开除（即法律所说的“废除雇佣合同”）；（3）“不注意厂内的整齐清洁”；（4）“工作时喧闹、叫喊、口角、争吵或殴打而妨碍安静”；（5）“不服从”。关于这一点应当指出，只有在工人不执行法定要求即合同规定的要求时，厂主才有权课处工人以“不服从”的罚款。如果任意提出一种不是工人和老板签订的合同规定的要求，那就不能课处“不服从”的罚款。例如，有一个工人正按照计件工作的条件在工作，工头却叫他丢下这件工作去做另一件工作，工人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要课处不服从的罚款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工人按照合同只做一件工作，因为他的工作是计件的，去做别的工作就等于白做；（6）“喝醉酒上工”；（7）“违禁聚赌（打牌，掷钱等）”；（8）“违反厂规”。厂规是各工厂的老板制定并经工厂视察员批准的。工资簿上都印有厂规摘要。工人应当读读这些规则并懂得它们，以便在他们因违反厂规而被罚款时，查对一下处分是否合理。必须把这些规则和法律区别开来。对所有的工厂法律只有一个；而厂规则每个工厂各不相同。法律由皇上批准或废除，厂规由工厂视察员批准或废除。所以，如果这些规则是压迫工人的，那就可以向视察员申诉，争取废除它们（如果遭到拒绝，可以到工厂事务会议去控告视察员）。为了说明区别法律和厂规的必要，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假定说，一个工人被罚款是因为他没有依照工头的要求在假日或非规定时间来工作。这种罚款是否合理呢？要回答这点，就应当知道厂规。如果在厂规内一点也没有讲到工人有按照要求在非规定时间来工作的义务，那么罚款就是不合法的。但如果在厂规内讲到：工人必须按照上级要求在假日和非规定时间来工作，那么罚款是合法的。要达到废除这种义务的目的，工人应该做的不是抱怨罚款，而是要求修改厂规。全体工人必须协商一致，他们只要同心协力，就能废除这条规则。





四

罚款的最大限额是多少？

我们已经知道，法律准许对工人罚款的一切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关于罚款数目法律是怎么说的？法律没有为一切工厂规定出同样的罚款数目。它只规定了一个罚款不得超过的限额。这个限额对三种罚款（工作草率、旷工和违反制度）分别作了规定。旷工罚款的限额如下：如果是计日工资，全月的罚款不得超过6天的工资，也就是说，一个月的旷工罚款不得多于6天的工资。 
［注：法律没有指出，如果是计日工资，旷工一天最多可以罚款多少。只说：“按工人的工资来决定。”下面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每一工厂的罚款表中都明确标明了各种罚款的数目。］

 如果是计件工资，则1天的旷工罚款以1卢布为限，一个月的罚款总数以3卢布为限。此外，旷工工人还要失去整个旷工期间的工资。其次，违反制度罚款每次以1卢布为限。最后，对于工作草率的罚款，法律上根本没有规定限额。法律还规定了各种罚款即旷工、违反制度、工作草率的罚款加在一起的总限额。所有这些罚款加在一起“不得超过工人在规定发薪期间实际应得工资的 三分之一
 ”。这就是说，如果一个工人应该拿到的譬如说是15卢布，那么，按照法律，扣他的违反制度、旷工、工作草率的罚款总数就不能超过5卢布。如果罚款加在一起超过了这个数目，厂主就应当减去。不过，遇到这种情况，法律又给了厂主另外一种权利：一个工人被处的罚款超过工资的三分之一，厂主就有权废除合同 
［注：工人如果认为取消合同不合理，他可以向法院起诉，但是起诉的期限规定得很短：一个月（自然是从解雇那天算起）。］

 。

应该说，这些关于罚款限额的法律规定对工人说来是太严厉了，它只保护了厂主而损害了工人。第一，法律准许非常高的罚款，竟高达工资的三分之一。罚款高得太不象话了。我们把这个限额跟罚款特别高的有名例子作一比较。弗拉基米尔省工厂视察员米库林先生（他写过一本关于1886年新法律的书）谈到过，在这个法律颁布以前工厂中的罚款究竟高到什么程度。罚款最高的是在纺织部门，纺织工厂中最高的罚款占工人工资的10％，也就是 工资的十分之一
 。弗拉基米尔省工厂视察员佩斯科夫先生在自己的报告书 
［注：即1885年的第一个报告书。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书只刊印了第一批。政府马上中止了报告书的刊印工作。大概是因为工厂制度太妙了，所以他们不敢出版描写工厂制度的文章。］

 中举出了一些罚款特别高的例子，其中最高的罚款是工资32卢布31戈比中罚去5卢布31戈比，占工资的16.4％（每卢布16戈比），也就是说 不到工资的六分之一
 。这样的罚款就叫高额罚款，并且说它高的不是工人而是视察员。而我们的法律居然准许征收比它再高 一倍
 的罚款，高达 工资的三分之一
 ，每卢布扣33 1
 / 3
 戈比！显然，在比较象话的工厂里，都没有过我们法律所准许的这么高的罚款。我们就拿季·萨·莫罗佐夫的尼科利斯科耶纺织厂在1885年1月7日罢工前的罚款资料作为例子。据证人们说，这个工厂的罚款比周围的工厂要高。罚款高得太不象话，使11000名工人忍无可忍。我们把这个工厂当作罚款最厉害的典型工厂，大概是不会错的吧。这个工厂的罚款究竟高到什么程度呢？织工工头绍林在法庭上提供的证词说（与我们前面说到的一样），罚款最多达到工资的一半，一般是30—50％，即每卢布要罚去30—50戈比。但是这个证词，第一，没有经过确实的资料证实，第二，所涉及的不是个别情况，就是单个车间。在开庭审问罢工者的时候曾经宣读过一些关于罚款的资料。援引了17个人的工资（一个月的）和罚款作为例子：工资总数是179卢布6戈比，罚款是29卢布65戈比。这样算来，每卢布工资中罚款占16戈比。所有这17个例子中，罚款最高的是在12卢布40戈比的工资中罚去3卢布85戈比，即每卢布中罚去31 1
 / 2
 戈比，这个数目也比我们的法律允许的低一些。但最好还是拿全厂的资料来谈。1884年的罚款比前几年都要高：每卢布中罚款占23 1
 / 4
 戈比（这是最高的数目：罚款从20.75％到23.25％）。总之，在以罚款高得不象话而出名的工厂里，罚款居然比俄国法律准许的数目还要低！……这个法律对工人保护得多好，真是没有说的！莫罗佐夫工厂的罢工工人要求：“罚款不得超过每一卢布工资的5％，同时必须预先向工人提出工作不好的警告，一月中警告两次以上方得罚款。”只有某种高利贷利息才能和我们的法律所允许的罚款相比较。未必有哪一个厂主敢把罚款提得这么高；法律倒是允许了，可是工人不答应。 
［注：说到这里不能不指出：前彼得堡专区工厂总视察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应当把这种法律叫作“使人对俄国帝国政府之关怀工人阶级不禁肃然起敬的真正人道〈博爱〉的改革”。（这个评论载在一本关于俄国工厂工业的书中，该书是俄国政府为参加1893年芝加哥世界展览会而编印的。）俄国政府的关怀原来如此！！！在罚款法颁布以前，在任何罚款法都没有的情况下，工厂主中还只有从工人的每卢布中掠取23戈比的强盗。而关怀工人的罚款法却规定，从每卢布中扣除的数目不得超过33 1
 /3
 戈比！现在，掠取33戈比（比上面的数目少1
 /3
 戈比）已经是合法的了。的确是“真正人道的改革”！］



我国关于罚款数额的一些法律的特点是：不仅贪得无厌，而且极不公正。如果罚款过多（超过1/3），厂主可以废除合同，但是工人却没有这种权利，就是说，如果他被课处的罚款太多，超过了工资的1/3，他也无权离开工厂。显然，法律只关心厂主，好象课处罚款只是由于工人的过失。其实谁都知道，工人往往没有任何过失，厂主也要加紧勒索罚款，目的是为了强迫工人更紧张地工作。法律只保护厂主，防止工人工作草率；但是它不保护工人，不能使工人摆脱贪财厂主的盘剥。这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从别人那里是得不到援助的。他们只能自己关心自己，考虑跟厂主作斗争。





五

课处罚款的程序是怎么样的？

我们已经说过，根据法律，罚款是由工厂经理“以私人权力”课处的。关于对经理的处置提出申诉的问题，法律规定：“对工厂经理课处工人罚款之处置，不得提出申诉。但在工厂视察机关官员巡视工厂时，若从工人申述中发现课处工人的罚款有不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形，应追究经理的责任。”显然，这种规定是非常含糊和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跟工人说，不得对课处罚款提出申诉；另一方面又说，工人可以向视察员“申述”罚款是“不符合法律”的。一个没有机会熟悉俄国法律的人也许会问：“对违法现象提出申述”和“对违法现象提出申诉”，这有什么区别呢？区别是没有的，不过法律咬文嚼字地规定这么一条，其目的倒也非常明显：是想限制工人对厂主无理的违法罚款提出申诉的权利。现在如果哪个工人向视察员申诉违法罚款的事件，视察员就可以对他说：“法律不许对罚款提出申诉。”未必会有多少工人熟悉这种狡猾的法律，能够回答说：“我不是申诉，我只是申述。”设置视察员，就是为了监督各工厂遵守种种有关工人和厂主之间关系的法律。视察员有责任接受一切对违法现象的申述。按照条例（见财政大臣批准的《致工厂视察机关官员之训令》[24]），视察员每周至少要有一天接待需要面谈的人，而且每一工厂都应公布接待日期。所以，如果工人都懂得法律，而且坚决不容许任何违法现象发生，那么刚才谈到的这个法律所玩弄的诡计就会落空，工人也就能争取到使人遵守法律。罚款罚错了，工人有没有权利把罚的钱要回来呢？按照常理判断，当然应当说有这个权利。决不能允许厂主错罚工人而又不把错罚的钱退回来。但是，国务会议在讨论这个法律的时候，决定 故意
 不提这一点。国务会议的成员们认为，给予工人索回错罚的钱的权利，“就将在工人心目中损害工厂经理要在工人中维护制度所应有的尊严”。请看国家要人们竟这样看待工人！就是厂主错罚了工人的钱，也不应该给工人索回罚款的权利。到底为什么夺走工人的钱呢？因为申诉“会损害经理的尊严”！就是说，维持“经理的尊严”和“维护工厂制度”全靠工人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即使工厂当局违反了法律，他们也“不敢”提出申诉！就是说国家要人们万分担心，生怕工人想监视罚款是否正确！工人应当感谢国务会议成员们的坦率，因为它向工人表明了政府会给他们些什么。工人应当表明，他们认为自己和厂主一样，也是人，不允许别人象对待不会说话的畜牲那样来对待他们。所以工人一定要对每次错误的罚款提出自己的申诉，一定要向视察员要求退回罚款，如果视察员拒绝，就向法院要求。即使工人从视察员和法院那里一无所获，那他们的努力也不会是白费的，因为这会擦亮工人的眼睛，使他们明白我们的法律是怎样对待工人权利的。

总之，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罚款是由经理“以私人权力”课处的。但是每个工厂的罚款数目可能各不相同（因为法律只规定了一个罚款不得超过的限度），厂规也可能各不相同。所以法律要求，把违反什么规则要罚款、每次罚钱多少都预先在 罚款表
 中标明。罚款表分别由每个厂主自行编制，再由工厂视察员批准。按照法律，每个车间里应该张贴一份罚款表。

为了能够监视罚款是否正确和罚了多少，必须把一切罚款毫无例外地据实登记下来。法律要求，罚款应“自课罚时起3日内”登记在工人的工资簿上。登记时应当注明：第一，罚款原因（即为什么罚款，是因为工作草率，究竟哪件工作草率；还是因为旷工；或者是因为违反制度，到底违反了什么制度），第二，罚款数目。把罚款登记在工人的工资簿上是必要的，这样工人就能检查罚款是否合理，如果有什么违法现象，可以及时提出申诉。其次，一切罚款都要记在一本专门的活页账簿上，每个工厂都应该有这样一本账簿，以备视察机关审查。

说到这里，再谈谈如何对厂主和视察员提出申诉，大概不是多余的，因为大部分工人不知道怎么申诉和向谁申诉。按照法律，对工厂中的一切违法现象，应当向工厂视察员申诉。工厂视察员有责任受理工人提出的书面申述或口头申述。如果工厂视察员不答应要求，可以再向视察长申述，视察长也应当有倾听申述的接待日。除此以外，视察长办公室 每天
 都应当接待需要询问、解释及申述的人（见《致工厂视察机关官员之训令》第18条）。对视察员的决定不服，可以向省工厂事务会议 
［注：工厂事务会议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由省长、检察长、宪兵队长、工厂视察员和两个厂主组成。如果再加上典狱长和哥萨克指挥官，那就是实现“俄国帝国政府之关怀工人阶级”的全班人马了。］

 提出申诉。法律规定的申诉期限是一个月，从视察员宣布处置之日算起。其次，对工厂事务会议的决定不服，也可以在同样的期限内向财政大臣提出申诉。

你们看，法律规定了很多可以受理申诉的人。而且无论厂主或工人都同样有申诉权。可惜的是这样的保障只是一纸空文。厂主有提出申诉的一切条件，他有空闲的时间，有请律师的钱等等，所以厂主真的常常对视察员提出申诉，一直申诉到大臣那里，而且已经取得了各种好处。而对工人说来这种申诉权只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首先，他没有时间去拜访视察员，去跑衙门！他要做工，一“旷工”就要被罚款。他没有钱请律师。他不懂法律，所以也不能保卫自己的权利。而官老爷们不但不关心使工人了解法律，反而极力不让工人懂得法律。谁要不信这点，我们可以举出《致工厂视察机关官员之训令》（这个训令是财政大臣批准的，其中说明了工厂视察员的权限和职责）中的如下一条：“凡工厂视察员就违反法律及为发展法律而颁布法令事宜向厂主或工厂经理作说明时，均不得有工人在场。” 
［注：《训令》第26条附注。］

 原来如此。厂主违反了法律，视察员可不敢 当着工人的面
 跟他讲，因为有大臣的禁令！不然的话，工人也许真的会懂得法律，并且想要求执行法律了！难怪《莫斯科新闻》说这不过是“堕落”而已！

每个工人都知道，申诉，特别是对视察员的申诉，他们几乎是根本办不到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工人不应该提出申诉，相反，只要有一点可能，就一定要申诉，因为只有这样工人才会懂得自己的权利，才会了解工厂法是为谁的利益而制定的。我们只想说明一点，靠申诉不可能使工人的状况得到任何重大、普遍的改善。要达到这一点只有一条路——工人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反对老板的暴虐行为，争得比较过得去的工资和比较短的工作日。





六

按法律规定，罚款应该用在什么地方？

现在我们来谈谈有关罚款的最后一个问题：罚款怎么用法？我们已经说过，在1886年以前，这笔钱都落入了厂主的腰包。但是，这种做法弊病太多，使工人十分愤怒，连老板自己也认识到必须取消这种制度了。在某些工厂里，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从罚款中拨发补助金给工人的惯例。例如，就在那个莫罗佐夫的工厂里，还在1885年罢工以前就已经规定，吸烟和带酒上工的罚款应当用作残废者的补助金，工作草率的罚款则归老板。

1886年的新法律规定了一条总的规则：罚款不得落入老板的腰包。法律规定：“每一工厂的工人罚款应积成一笔由厂方经管之专用款。根据财政大臣与内务大臣商定而颁发之条例，该款由视察员批准，只能用于工人本身之需要。”总之，法律规定罚款只能用在工人本身的需要上。罚款是工人自己的钱，是从他们工资当中扣出来的。

法律中讲到的那个罚款积金使用条例是在1890年（12月4日）即罚款法颁布后整整3年半才颁布的。条例规定，罚款 主要
 用在工人的下列需要上：“（一）发给永远失去劳动能力或因病暂时无法劳动的工人以补助金。”现在，因工残废的工人往往无以为生。他们同厂主打官司，通常要由受理他们案件的律师负担生活费用，这些律师从判给工人的赔偿费中拿走一大部分，作为他们给予工人一点恩惠的补偿。如果打一场官司工人只能得到很少的赔偿费，那他甚至请不到律师。碰到这样的情形一定要利用罚款；工人靠从罚款积金中得到的补助金，就能勉强度过一些时候，就能请到律师和厂主打官司，不致因为贫困而由受老板盘剥变成受律师盘剥。因病而失去工作的工人，也应从自己的罚款积金中得到补助金 
［注：不言而喻，工人虽然从罚款积金中得到了补助金，但并不因此而失去要求厂主付给赔偿费（例如因工残废）的权利。］

 。

在解释条例中的这第一点时，圣彼得堡工厂事务会议规定，发给补助金要经医生证明，数目不能超过原工资的一半。附带说一句，圣彼得堡工厂事务会议的这个规定是在1895年4月26日的会议上作出的。就是说，解释是在条例公布了4年半以后才公布的，而条例又是在法律颁布了3年半以后才公布的。可见， 仅仅对法律作充分的解释就需要8年之久
 ！！现在要使法律为大家所知道并且真正付诸实施，又需要多少年呢？

第二，罚款积金用来“（二）发给进入怀孕后期并于产前2周停止工作的女工以补助金”。按照彼得堡工厂事务会议的解释，只发给4个星期的补助金（产前2星期，产后2星期），数目不能超过原工资的一半。

第三，“（三）发给因火灾或其他不幸事件致使财产遭受损失或破坏者”以补助金。按照彼得堡工厂事务会议的解释，这种情况应由警察局的证明文件加以证明，补助金的数目不应超过半年工资的 2
 / 3
 （也就是说不超过4个月的工资）。

最后，第四，发给“（四）丧葬”补助金。按照圣彼得堡工厂事务会议的解释，对曾在各该工厂做工而已死亡的工人，或他的父母和子女，应该发给这种补助金。补助金数目自10卢布至20卢布。

这就是条例指出的发给补助金的四种情况。但在其他情况下工人也有权领取补助金，因为条例指出，发给补助金的“主要”是这四种情况。工人有权因任何需要去领取补助金，而不限于上面讲的几种。彼得堡工厂事务会议在自己对罚款条例的解释中（这个解释公布在各工厂中）也讲到：“在其他一切情况下发给补助金须经工厂视察机关的许可”；同时工厂事务会议还补充说，在任何情形下厂方都不得因有补助金而减少对各种附设机构（如学校、医院等）的开支及理应负担的费用（如修理工人宿舍，添置医药设备等）。这就是说，厂主不能把从罚款积金中付出的补助金当作他自己付出的开支；这不是他付出的，而是工人自己付出的开支。厂主的开支应该和以前一样。

彼得堡工厂事务会议还规定了下面这样一条：“所付长期补助金之总数不得超过全年罚款收入之半数。”这里把长期补助金（这是在一定时期内付给病人或残废者等的补助金）和一次补助金（这是因丧葬或火灾等而一次付给的补助金）区别开来了。为了把钱留下来作一次补助金用，长期补助金不应超过全部罚款的一半。

怎样从罚款积金中领取补助金呢？照条例规定，工人应当向老板申请补助金，经视察机关批准后老板即可发给。如果遭到老板拒绝，可向视察员申请，视察员本人有权决定发给补助金。

工厂事务会议可以允许可靠的厂主不经视察员的许可而自行发给小额补助金（15卢布以下）。

罚款在100卢布以下，由老板保管。大量罚款则存入储金局。

某个工厂倒闭了，罚款积金就转入全省的工人总积金。至于这笔“工人积金”（这种积金工人甚至一点都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做什么用，条例中并没有提到。只说这笔钱“在指定特殊用途之前”应该存在国家银行里。首都制定一套各工厂罚款积金使用条例尚且需要8年之久，编制一套“全省工人总积金”使用条例大概得等上几十年吧。

罚款使用条例就是这样。可以看出，这个条例异常繁复紊乱，所以工人直到现在几乎完全不知道有这个条例也就不足为奇了。今年（1895年）彼得堡各工厂都张贴了关于这个条例的布告。 
［注：可见，1886年的罚款法在彼得堡直到1895年才开始实行。而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位总视察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在1893年说，1886年的法律“现已全部施行”。从这个小小的例子可以看出，工厂总视察员在专门向美国人介绍俄国工厂制度的那本书中，撒了多么无耻的谎。］

 现在工人自己应该努力使大家都懂得这个条例，使工人们都学会正确地看待从罚款积金中支出的补助金：这不是厂主的赏赐，不是厂主的恩典，而是他们自己的钱，是从他们工资中扣下来的钱，这笔钱也只能用在他们的需要上。工人有充分的权利要求把这些钱发给他们。

在谈到这个条例的时候，第一，必须说一说条例实行得怎么样，实行时有什么不便之处和产生了怎样的弊病。第二，必须看一看条例订得是不是公正，是不是足以保护工人的利益。

谈到条例实行情况，首先必须指出彼得堡工厂事务会议的这样一种解释：“在没有罚款的时候……工人不得向厂方提出任何要求。”但是，试问工人怎么会知道有没有罚款和有多少罚款呢？工厂事务会议这么说，就好象工人知道这些情况似的，其实工厂事务会议根本不肯想什么办法让工人知道罚款积金的情况，没有责成厂主公布关于罚款的情况。难道工厂事务会议以为工人只要到老板那里就可弄清罚款情况，因为没有罚款，老板是会把申请者赶走的。这就太岂有此理了，因为这样老板就会象对待叫化子似的来对待希望得到补助金的工人。工人必须争取使每个工厂按月公布罚款积金情况，说明现存若干，上月收入若干，“何种需要”用去若干。不然工人就无法知道他们能领到多少钱；就无法知道罚款积金能满足全部要求还是只能满足一部分要求，如果只能满足一部分要求，那就应该挑选最迫切的需要。有些办得较好的工厂已经公布了罚款情况：圣彼得堡的西门子—哈耳斯克工厂和官办的弹药厂好象就是这样做的。如果工人每次和视察员谈话的时候都非常重视这种情况，并不断说明公布罚款情况的必要，那么工人一定能争取到各地都这样做。其次，如果各工厂能印发一种申请从罚款积金中发给补助金的表格 
［注：这是一种印好的申请书，上面已经印好了申请，还留下一些空白用来填写工厂名称、申请补助金的理由、住址、签名等。］

 ，那工人就会方便得多。例如在弗拉基米尔省就有这种表格。写一张申请书对工人说来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写也不能把应该写的东西都写出来，而表格里什么都印好了，他只要在空白处填上几个字就行。没有表格，许多工人就得请人代写申请书，这是要花钱的。当然，照条例规定，也可以口头申请发给补助金。但是，第一，工人总归是要按条例规定取得警察局或医生的书面证明的（有申请书表格，就可以在这份表格上写证明）；第二，对口头申请有些老板可能不答复，但对书面申请他是必须答复的。向厂方递交印好的申请书可使申请补助金不带乞讨的味道，而老板总是竭力想使它具有这种味道。有许多厂主，对法律规定罚款不许落入他们腰包，只许用在工人的需要上这一点，特别不满。因此，他们就想出了很多花招和诡计来欺骗工人和视察员，来规避法律。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一类的诡计，好使工人加以提防。

有些厂主在把罚款登记到工资簿里去的时候，不是写成罚款，而是写成预付给工人的钱。他们罚了工人一个卢布，而工资簿上却写成预付给工人一个卢布。因此发工资时扣出来的一个卢布就落入老板的腰包。这已经不只是规避法律，简直就是欺骗、蒙混了。

另一些厂主不登记旷工罚款，只少记工人的工作日，这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工人在一星期中旷工一天，那么厂主就不给他登记5个工作日，而是4个工作日：这一天的工资（它应作为旷工罚款归入罚款积金）就被老板拿去了。这又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欺骗行为。顺便说一句，工人是完全无法防止这种欺骗 
［注：不是别人，正是弗拉基米尔省工厂视察员
 米库林先生在他那本论述1886年新法律的书中谈到了施展这种骗术的情况。］

 的，因为厂主不向他们公布罚款积金的情况。只有每月详细公布罚款情况（分别载明每车间每周的罚款数目），工人才能加以监视，使罚款真正归入罚款积金。如果工人自己不去监视这些记录是否正确，那谁来监视呢？工厂视察员吗？可是视察员又怎么知道记在工资簿中的数字哪些是骗人的呢？工厂视察员米库林先生在谈到这种欺骗时指出：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如果没有工人的申诉来直接指出种种弊病，要发现这些弊病是异常困难的。”视察员自己也承认，如果工人不指出来，他是无法发现欺骗行为的。但是，如果不责成厂主公布罚款情况，那么工人也无法指出欺骗行为。

第三种厂主想出一些便利得多的办法来欺骗工人和规避法律，对这些狡诈和诡谲的办法是不容易挑出毛病的。弗拉基米尔省许多棉织厂老板提请视察员批准的每一类棉织品工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甚至三种。在对工资的解释中说明，工人织出上好货品，可得最高工资；织出次等货品，可得二等工资；织出废品，则付给最低工资。 
［注：彼得堡各工厂的工资也常有这样的情形，例如规定生产一定数量的货品，工人可得20到50戈比。］

 想出这种鬼把戏的目的是很明显的：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之间的差额都落进了老板的腰包，而事实上这种差额就是对工作草率的罚款，所以应当归入罚款积金中去。显然，这是粗暴地规避法律的行为，不仅规避了罚款法，而且还规避了确定工资的法律；确定工资就是要使老板不能任意改变工资，但如果工资不是一种，而是几种，那显然是让老板为所欲为。

虽然工厂视察员也发觉这样的工资“ 显然
 是为了规避法律”（所有这些都是那位米库林先生在上面提到的那本书中讲到的），但仍然“ 自认无权
 ”拒绝可敬的厂主“先生们”。

当然啦，拒绝厂主，谈何容易（这种鬼把戏不是一个厂主，而是好几个厂主同时想出来的！）。但是，如果企图规避法律的不是厂主“先生们”，而是工人呢？倒很想知道，在整个俄罗斯帝国是否能找到哪怕是一位工厂视察员，他会“ 自认无权
 ”拒绝工人规避法律的企图呢？

这样，这种分成两、三等的工资被工厂视察机关批准了，并且实行了。不过，关心工资问题的不仅有那些想出方法来规避法律的厂主先生，也不仅有那些自认无权制止厂主善良意图的视察员先生，此外还有……工人呢。工人对厂主先生的欺诈行为没有抱温和宽厚的态度，而且他们“自认有权”制止这些厂主欺骗工人。

视察员米库林先生说：这几种工资“在工人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成了爆发 必须
 动用武力来干涉的那种混乱骚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天下竟有这样的事！起先“认为无权”制止厂主先生破坏法律和欺骗工人，但是当那些被这种横蛮无理激怒了的工人起来闹事的时候，却又“必须”动用武力！为什么“必须”用武力来对付捍卫自己 合法
 权利的工人，而不是来对付公然违反法律的厂主呢？但不管怎样，在工人闹事之后，“省长就下令取消这样的工资”。工人们坚持了自己的主张。实施法律的不是工厂视察员先生，而是工人自己，他们证明了自己是不容许别人愚弄的，是会维护自己权利的。米库林先生说：“以后，工厂视察机关就拒绝批准这样的工资了。”可见是工人教会了视察员实施法律。

但是受到这个教训的只是弗拉基米尔的一些厂主。可是厂主到处都是一样的：不论是弗拉基米尔的，莫斯科的，或是彼得堡的。弗拉基米尔的厂主们钻法律空子的企图是失败了，但是他们想出来的办法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被彼得堡的一个天才厂主改进得更臻完善了。

弗拉基米尔的厂主们的办法是怎样的呢？就是不用罚款这个词，而用别的词来代替。如果我说，工人因工作草率而少得一个卢布，这就是罚款，应当把它放到罚款积金中去。但如果我说，工人因工作草率而获得最低工资，这就不是罚款，这个卢布就落进了我的腰包。弗拉基米尔的厂主们就是这样说的，然而工人把他们驳倒了。还可以用稍微不同的说法。可以这样说：工人因为工作草率只能领到工资而 拿不到
 奖金，那么这也不是罚款，一个卢布也落进了厂主的腰包。彼得堡的一个诡计多端的厂主，使用机器的工厂的老板雅柯夫列夫就想出了这样的说法。他说：你一天可以得到一个卢布，但是，如果你没有任何过失，既没有旷工，也没有撒野，工作也不草率，那你一天可以再得到20戈比的“奖金”。如果有了过失，那么老板就扣下这枚20戈比的银币，当然是把它装进自己的腰包，因为这本来不是什么罚款，而是“奖金”。所有讲到犯了什么过失才可以处以罚款、罚多少、罚款应怎样用于工人的需要的那些法律，对雅柯夫列夫先生来说都是不存在的。法律谈的是“罚款”，而他谈的却是“奖金”。狡黠的厂主直到现在还在用他诡谲的伎俩欺骗工人。彼得堡的工厂视察员大概也“ 自认无权
 ”制止厂主规避法律。我们希望彼得堡的工人不要落在弗拉基米尔的工人后面，要教会视察员和厂主老老实实地遵守法律。

为了说明罚款积成了多么大的一笔款子，我们引用一下弗拉基米尔省罚款积金数目的材料。

弗拉基米尔省是从1891年2月开始发放补助金的。到1891年9月底止，共发补助金25458卢布59戈比给3665人。到1891年9月底止，罚款积金共有470052卢布45戈比。应当顺便说一下罚款的另一项用途。有一个工厂共有罚款积金8242卢布46戈比。这个工厂倒闭了，工人们在冬天没有粮食，没有工作。于是就从这项积金中拨出5820卢布的补助金分发给将近800个工人。

从1891年10月1日到1892年10月1日，共收罚款94055卢布47戈比，共发补助金45200卢布52戈比给6312人。这些补助金按类分配的情形如下：发给208名失去劳动力的人每月补助金共6198卢布20戈比，就是说，平均每人每年得30卢布。（规定的补助金低得可怜，但同时却有成千上万的罚款放在那里不用！）其次，发给1037名财产遭受损失的人共17827卢布12戈比，平均每人18卢布。发给2669个孕妇共10641卢布81戈比，平均每人4卢布（这是3个星期的补助金，产前1星期和产后2星期）。发给877名生病的工人共5380卢布68戈比，平均每人6卢布。发给1506名工人丧葬费共4620卢布（平均每人3卢布）。为其他原因发给15个人共532卢布71戈比。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熟悉了罚款条例和这些条例的实行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条例是否公正，是否足以保护工人的权利。

我们知道，法律规定罚款不归老板所有，它只能用在工人的需要上。罚款使用条例必须经大臣批准。

这些条例到底引起了什么结果呢？钱是从工人那里收集来的，也用在工人的需要上，但在条例中甚至没有讲到老板应当向工人公布罚款积金的情况。没有授权工人选出代表来监督款项是否按照规定归入罚款积金，来接受工人的申请和分配补助金。法律规定，发给补助金要“经视察员批准”，而依照大臣所颁布的条例却变成了应该向 老板
 申请补助金。为什么应该向老板申请呢？这些钱不是老板的，是工人的，是从工人工资中扣出来的。老板自己没有权利动用这笔钱，如果他动用了，就等于动用了别人的钱，那就要负侵占和盗用公款的责任。显然，大臣们所以颁布这样的条例，是想为老板效劳。现在工人必须象恳求赏赐似地向老板 恳求
 补助金。诚然，如果老板拒绝，视察员自己可以决定发给补助金。但是视察员自己是什么也不了解的，老板会对他说，这个工人如何如何坏，不应该得到补助金，视察员也会听信的。 
［注：在印好的补助金申请书（也就是我们讲过的弗拉基米尔工厂事务会议分发给各工厂，最便于工人运用“条例”的那种补助金申请书）上写道：“由厂方审查申请者的签字及申请内容，并填上厂方认为申请者应得若干补助金。”



就是说，厂方随时可以写上“厂方认为”申请者不应得到补助金，甚至不说明理由。

获得补助金的将不是那些需要的人，而是那些“厂主认为应得到补助金”的人。］ 而且哪里会有很多工人去向视察员申诉，浪费工作时间去拜访他和写申请书等等呢？事实上，大臣颁布条例的结果，只不过造成一种工人从属于老板的新形式而已。老板就有可能去压迫那些由于不愿意受欺侮而使他感到不满的工人：老板拒绝工人的请求，一定会使这个工人受到一大堆不必要的麻烦，也许使他根本拿不到补助金。相反，对那些迎合老板，向老板献媚的工人，对那些向老板告发自己同伴的工人，老板会准许发给他们一笔特别优厚的补助，即使另一个工人的申请遭到拒绝。结果不但没有消灭工人在罚款问题上对老板的从属关系，反而产生了分化工人，培养奴颜婢膝、阿谀奉承这种新的从属关系。然后，请再看看条例为领取补助金所安排的那种不象话的官僚手续吧：每一次领取补助金，工人都要到医生或警察局那里去搞证件，在医生那里他多半会遭到粗暴对待，而在警察局如果不行贿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再说一遍，这些东西在法律里一点也没有提到，而是大臣颁布的条例中规定出来的，可见这种条例显然是为了讨好厂主而制定的，显然是要使工人除从属于老板外又从属于官员，是要使工人丝毫不得过问取自工人的罚款用于工人需要的情形，是要布下一个愚弄和腐蚀工人的毫无意义的官场形式主义罗网。 
［注：进行分化，培养奴颜婢膝的行为，助长恶劣的风气。］



用罚款支付补助金，竟要听凭厂主决定，这是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不公正。工人应当争取到使法律规定他们有权选出代表，去监督罚款归到罚款积金中去的情形，去接受和审查工人要求发给补助金的申请，并向工人报告罚款积金的收支情况。在现在有代表的那些工厂中，代表们应当重视罚款，要求厂方告诉他们有关罚款的全部材料，接受工人的申请并把这些申请转交当局。





七

罚款法是否推行于全体工人？

罚款法和俄国其他大多数法律一样，并不推行于所有的工厂，并不推行于全体工人。俄国政府颁布法律时，总是担心这个法律会触怒厂主老爷，担心费尽心机搞出来的文牍式条例和官员的权利及义务会和另外一些文牍式的条例（我国有数不清的条例）、另外一些官员的权利及义务相抵触，因为如果有某个新官员闯进这些官员管辖的范围，他们就会大发雷霆，那就要耗费公家整桶整桶的墨水和整令整令的纸张来打“职权划分”的笔墨官司。因此，没有例外、不畏首畏尾地拖延、不允许大臣和其他官员违法办事而在全俄国立即实行的法律，在我国是很少的。

所有这一切在罚款法上表现得特别严重。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法律引起了资本家老爷们极大的不满，它只是在可怕的工人闹事的压力下才得以实施的。

第一，罚款法只推行于俄国一小部分地区 
［注：这个法律是所谓《关于劳资关系特别条例》的一部分。“特别条例”只推行于“工厂工业特别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我们将在下面指出。］

 。我们已经说过，罚款法是1886年6月3日颁布的，从1886年10月1日起 只是在
 彼得堡、莫斯科、弗拉基米尔 3省
 实行。 5年
 后，罚款法推行于华沙省和彼得库夫省（1891年6月11日）。又过了 3年
 ，根据1894年3月14日的法律，罚款法又推行于13个省份（即中部的特维尔省、科斯特罗马省、雅罗斯拉夫尔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梁赞省；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斯兰省、里夫兰省；西部的格罗德诺省和基辅省；南部的沃伦省、波多利斯克省、哈尔科夫省、赫尔松省）。1892年罚款条例推行于私人的矿厂和矿场。

资本主义在俄国南部的迅速发展和矿业的巨大增长使该地集中了大批工人，迫使政府赶快采取行动。

可见政府是很缓慢地放弃旧的工厂制度的。同时必须指出，政府只是在工人的压力下才放弃的：工人运动的加强和波兰的罢工促使罚款法在华沙省和彼得库夫省（罗兹城在彼得库夫省）得到推行。梁赞省叶戈里耶夫斯克县赫卢多夫纺织厂的大罢工[25]立刻促使罚款法在梁赞省得到推行。事情很明显，在工人自己没有干预的时候，政府也“自认无权”剥夺资本家老爷不受限制地（任意地）课处罚款的权利。

第二，罚款法也象所有工厂监督条例一样，不推行于官办企业和政府机关企业，在官办工厂中有“关怀”工人的厂长，法律不愿意用罚款条例来麻烦他们。本来么，既然官办工厂的厂长本人就是官老爷，又何必对官办工厂加以监督呢？工人可以向他提出对他本人的申诉。难怪官办工厂的厂长中有象彼得堡港口指挥维尔霍夫斯基先生这样为非作歹的人。

第三，罚款积金用于工人本身需要的这一条例不推行于铁路工厂的工人，因为那里有抚恤基金或储蓄补助基金，罚款就用作这些基金。

所有这些例外似乎还嫌不够，所以法律中又规定，大臣（财政大臣和内务大臣）一方面“在确有必要时”有权“解除”这些条例对“非重要工厂”的“束缚”，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权把这些条例推行于“重要的”手工业作坊。

这样，法律不仅委托大臣制定罚款条例，而且还授权大臣准许某些厂主不受法律约束！请看我们的法律对厂主老爷爱护到怎样的程度！在大臣的某一次解释中说，他只准许工厂事务会议“ 确信不会损害工人利益的厂主
 ”不受法律约束。厂主和工厂视察员是说话彼此信得过的亲密至友。既然厂主“保证”不会损害工人利益，何必用条例来麻烦他呢？可是，如果工人要向视察员或者大臣“保证”他不会损害厂主的利益，请求准许他不受条例的约束，那又会怎样呢？人们也许会把这个工人当作疯子。

这就是所谓工人和厂主之间的“平等”。

至于谈到罚款条例推行于重要的手工业作坊的问题，那么到现在为止，据我们所知，这些条例只推行于（在1893年）把经线发给织工拿回家织布的那些分活站。大臣们并不急于推行罚款条例。大批在家里替老板、大商店等做工的工人，到现在为止处境仍旧和过去一样，完全由老板任意摆布。这些工人较难联合起来共同商讨切身的需要，较难进行反对老板压迫的共同斗争，因此他们也就不被人们注意。





八

结束语

现在我们熟悉了我国的罚款法和罚款条例，熟悉了以枯燥的词句和冷冰冰的官腔来吓唬工人的这一整套极端复杂的制度。

我们现在可以再来看一下在本文开始时提出的问题，即罚款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也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物，这里人分成了两个阶级，即土地、机器、工厂、原料、物资的所有者，和没有任何私有财产因而只得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并且替资本家做工的人。

替老板做工的工人，工作稍有草率就要付给老板罚款，这种情况是不是一向如此呢？

在小作坊中，例如在城市手工业者或者工人那里，就没有罚款。在那里工人和老板并不很疏远，他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做工。老板并不想实行罚款，因为他亲自监督工作，随时可以纠正他不满意的事情。

但是这种小作坊和小生产正在逐渐消失。手工业者、手艺人和小农经不住使用精良工具和机器并把大批工人的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大工厂、大老板的竞争。因此，我们看到手工业者、手艺人和农民日益破产，他们跑到工厂去当工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

在大工厂中，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就完全不象在小作坊中那样。老板在富裕程度上、在社会地位上都比工人高得多，以致在他们之间横着一条鸿沟，他们往往彼此不认识，也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工人根本不可能当上老板：他们注定永远是替他们不认识的富人做工的无产者。过去是一个小老板有两三个工人，现在是来自各地并且经常更换的大批工人。过去是老板的一些单独命令，现在是全体工人都必须遵守的共同条例。过去那种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固定关系正在逐渐消失，现在是老板根本不重视工人，因为老板随时都很容易从任人雇用的失业人群中找到另外的工人。这样就加强了老板支配工人的权力，老板利用这种权力，用罚款强使工人受工厂工作的严格约束。工人只得忍受自己的权利和工资进一步遭到限制的局面，因为现在他们在老板面前是软弱无力的。

总之，罚款在人世间出现并不太久；它是随着大工厂，随着巨大的资本主义，随着有钱的老板和贫穷的工人的彻底分裂而出现的。罚款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和工人充分受奴役的结果。

但是大工厂的这种发展和老板压迫的加强还引起了另一些后果。在厂主面前显得十分软弱无力的工人开始懂得，如果他们再不联合起来，就要遭受极大的灾难和贫困。工人开始懂得，要摆脱资本主义给他们带来的饿死和衰败的危险，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联合起来和 厂主斗争，争取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生活条件。

我们看到，80年代我国厂主对工人的压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们不仅降低工人的工资，而且还把罚款作为降低工资的手段。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已经达到顶点了。

但是这种压迫也引起了工人的反抗。工人起来反对压迫者并赢得了胜利。惊惶失措的政府对工人提出的要求让步了，并急忙颁布了取消罚款的法律。

这是对工人的让步。政府以为，颁布关于罚款的法律和条例，用罚款发给补助金，立刻就会使工人满意，并使他们忘掉工人自己的共同事业，忘掉自己与厂主的斗争。

但是伪装成工人保护者的政府的这些希望是不会实现的。我们看到，新法律对工人是多么不公平，对工人的让步，即使与莫罗佐夫工厂罢工者提出的要求相比也是多么微小；我们看到，到处都替企图破坏法律的厂主留下了后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制定了把官吏的横暴和老板的横暴结合起来的补助金条例。

如果这样的法律和条例施行起来，如果工人熟悉了它们，并在和当局的冲突中认清了法律怎样压迫他们，工人就会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自由的地位。他们就会懂得，只是贫困才迫使他们去替富人做工，才迫使他们满足于他们的繁重劳动的微薄代价。他们就会懂得，政府及其官员是袒护厂主的，而制定的法律也是便于老板压榨工人的。

最后，工人将认识到，只要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关系还存在，法律就根本不会改善工人的处境，因为法律总是偏袒厂主资本家的，因为厂主总是会想出一些诡计来规避法律的。

工人既懂得了这一点，也就会看到，他们只有一种自卫的方法，就是联合起来反对厂主，反对法律所规定的那些不合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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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这本小册子写于1895年秋，分析和批判了沙皇政府1886年6月3日颁布的工厂工人罚款法。小册子最初于1895年12月由民意社的彼得堡拉赫塔秘密印刷厂印了3000册。为了蒙蔽敌人，小册子伪装成合法出版物，注明由赫尔松瓦西里耶夫书局出版，苏博京印刷厂印刷，经赫尔松书报检查机关批准。1897年，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在日内瓦再版了这本小册子。——25。



[21]指尼科利斯科耶莫罗佐夫纺织厂罢工的组织者瓦·谢·沃尔柯夫和彼·阿·莫伊谢延科于1885年1月9日（21日）起草的《工人的一致要求》，其中列举了复工的条件。——31。



[22]《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一度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31。



[23]《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担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31。



[24]《致工厂视察机关官员之训令》是沙皇政府为工厂视察员规定的各项职责的细则。这项训令由财政大臣谢·尤·维特批准，于1894年6月公布。——44。



[25]梁赞省叶戈里耶夫斯克县赫卢多夫纺织厂罢工发生于1893年5月25日—6月7日（6月6—19日）。罢工的起因是厂方专横暴戾，工人工资低、罚款多，工厂在规定的节日前夕开夜班。忍无可忍的工人捣毁了工厂的店铺和办公室，打碎了厂房的玻璃，破坏了机器。6月8日（20日），在厂方答应满足工人的某些要求后复工。由于工人的大部分要求未得到满足，10月间又爆发了罢工。参加罢工的约有5000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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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26]


（1895年11—12月）

内务大臣杜尔诺沃给圣正教院总监波别多诺斯采夫写了一封信。写信日期是1895年3月18日，编号2603，信上注有“绝密”字样。就是说，大臣希望，该信要严加保密。可是有人不同意大臣先生认为俄国公民不应该知道政府意图的看法，因此这封信的手抄本现在就到处流传开来。

杜尔诺沃先生给波别多诺斯采夫先生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他写的是关于星期日学校的事情。信上说：“最近几年所获得的情报证明，政治上不可靠的分子和一部分有某种倾向的青年学生，仿效60年代的先例，力图打入星期日学校担任教员、讲课人、图书馆员等职务。这种一贯的意图，甚至不是用谋求生计所能辩解的，因为在这种学校任职没有报酬。这就证明，上述现象是反政府分子利用公开的（合法的）机会反对俄国现存国家秩序及社会制度的一种斗争手段。”

大臣先生原来是这样判断的！在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工人，希望学问不仅对他们自己有益，而且也对人民有益。于是大臣就立刻断定，这里一定有“反政府分子”，也就是说，这一定是些阴谋分子在煽动人们打入星期日学校。假如没有人煽动，难道某些受过教育的人就不会产生教育别人的愿望了吗？其实使大臣感到惶惑不安的，还是星期日学校的教员不拿薪俸这一点。他已经看惯了他手下的暗探和官吏只是为了钱才为他效劳。谁给的钱多，就给谁效劳。这里竟然有人工作、服务、教课，所有这一切……都不取分文。行迹可疑！大臣这样一想，就秘密派暗探去刺探情况。信上接着说道：“根据下列情报〈得自暗探，他们干活要拿薪俸，这证明他们的存在是正当的〉可以断定，不仅倾向不良分子混入了教员队伍，而且学校本身往往就处在某个不可靠分子集团的秘密控制之下。根本不是正式教职人员的该集团成员，常应其所安插的男女教员的邀请，夜晚去学校讲课、教课……这种准许外人讲课的制度，为真正革命分子渗入讲课人的行列提供了充分的自由。”

总之，假如未经神父和特务批准与审查的“外人”要给工人教课，这就是革命！大臣把工人看成火药，把知识和教育看成火星；大臣确信，火星一旦落到火药上，被炸的首先就是政府。

我们不能不高兴地指出，这一次我们难得完全和绝对同意大臣阁下的高见。

接着大臣在信中提出了一些“证据”，证明自己的“情报”是正确的。这些证据真是妙极了！

第一，是“某个星期日学校教员的一封信，该教员的姓名迄今尚未查明”。这封信是在搜查时抄获的。信上谈到了历史讲授大纲、等级奴役和等级解放的思想，提到了拉辛起义和普加乔夫起义。

想必是后面这两个名字把善良的大臣吓坏了，他也许立刻联想到干草叉。

第二个证据：


　　“内务部通过秘密办法获得了莫斯科某星期日学校公开讲课大纲，其内容如下：‘社会起源。原始社会。社会组织的发展。国家和为什么需要国家。秩序。自由。正义。国家制度形式。专制君主制和立宪君主制。劳动——公共福利的基础。效用和财富。生产、交换和资本。财富是怎样分配的。个人利益的追求。私有财产及其必然性。农民连同土地一起解放。地租、利润、工资。工资及其形式是由什么决定的。节约。根据这个绝对不适用于国民学校的大纲讲课，讲课人完全可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理论逐步介绍给听众；教区主管当局委派出席的人员，也未必能够觉察出讲课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宣传成分。”





　　大臣先生大概非常害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以他在一个连这种理论的影子都没有的大纲中竟发现了这种理论的“成分”。大臣在这个大纲中发现什么“不适用”的东西呢？可能是关于国家制度形式和宪制问题吧。大臣先生，请您翻一下任何一本地理教科书，您都会在里面发现这些问题！难道教给儿童的东西，成年工人就不该知道吗？

但是，大臣先生对教区主管机关的人并不抱什么希望：“他们未必能听懂别人在讲些什么。”

最后，该信列举了普罗霍罗夫纺织公司莫斯科纺织厂附设的教区星期日学校、叶列茨城的星期日学校和梯弗利斯城正在筹办的星期日学校中“不可靠”教员的姓名。杜尔诺沃先生建议波别多诺斯采夫先生“对准许去学校教课的人详加审查”。现在，当你看到这批教员的名单时，你就会大吃一惊：所有的人都是以前的大学生，还有女大学生。也许大臣先生希望这些教员都是以前的士官吧。

大臣先生惊恐万分地说，叶列茨城的学校竟“设于索斯纳河南岸，该地居民多是平民〈啊，真可怕！〉和工匠，并且铁路工厂也设在该处”。

应该让学校远远地离开“平民和工匠”。

工人们！你们看，我们的大臣们对知识和工人的结合真是怕得要死！你们应当向所有的人表明：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工人的觉醒！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他们就有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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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卷


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27]


党纲草案

（1895年和1896年）

一、1．大工厂正在俄国日益迅速地发展起来，使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相继破产，把他们变成一无所有的工人，把越来越多的人赶进城市、工厂和工业村镇。

2．资本主义的这种增长意味着一小撮厂主、商人和土地占有者的财富和奢侈程度大大增加，工人的贫困和受压迫的程度更加迅速地增加。大工厂在生产上的革新和采用机器既促进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加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增加了失业人口，从而使工人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

3．但是，大工厂在极度加强资本对劳动的压迫时，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有可能同资本进行斗争，因为它的生活条件本身破坏了它同私有经济的一切联系，并且通过共同劳动把工人联合起来，把他们从一个工厂投进另一个工厂，从而把工人群众团结在一起。工人开始同资本家作斗争，于是在他们中间就出现了联合起来的强烈愿望。工人的零星发动发展成了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

4．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这一斗争，是反对一切靠他人劳动为生的阶级和反对一切剥削的斗争。只有当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全部土地、工具、工厂、机器、矿山转交给全社会来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时，这个斗争才能结束。在社会主义生产制度下，工人生产的一切和一切生产革新都应该有利于劳动者本身。

5．俄国工人阶级运动，就其性质和目的来说，是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6．俄国工人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的主要阻碍是不受限制的专制政府及其无需承担责任的官吏。这个政府依靠土地占有者与资本家的特权和对他们利益的殷勤效劳，使下层等级处于完全无权地位，从而束缚了工人运动，阻碍了全国人民的进步。因此，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必然引起反对专制政府的无限权力的斗争。

二、1．俄国社会民主党宣布自己的任务是帮助俄国工人阶级进行这一斗争，方法是提高工人的阶级自觉，促使他们组织起来，指出斗争的任务和目的。

2．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是政治斗争，其首要任务是争得政治自由。

3．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不能脱离工人运动，要支持一切反对专制政府的无限权力、反对享有特权的贵族地主阶级、反对一切阻碍竞争自由的农奴制度和等级制度残余的社会运动。

4．另一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将要展开斗争，反对一切想靠不受限制的政府及其官吏的保护来为劳动阶级谋福利的企图，反对一切阻止资本主义发展、因而也阻止工人阶级发展的企图。

5．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

6．俄国人民需要的不是不受限制的政府及其官吏的帮助，而是从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三、根据这些观点，俄国社会民主党首先要求：

1．召开由全体公民的代表组成的国民代表会议来制定宪法。

2．凡年满21岁的俄国公民，不分宗教信仰和民族，都有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

3．集会、结社和罢工自由。

4．出版自由。

5．消灭等级，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

6．宗教信仰自由，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出生、结婚和死亡的登记事宜交由不受警察干涉的独立民政官管理。

7．每个公民有权向法院控告任何官吏，不必事先向上级申诉。

8．废除身分证，流动和迁徙完全自由。

9．有从事任何行业和职业的自由，废除行会。

四、俄国社会民主党为工人要求：

1．在一切工业部门中设立工业法庭，从资本家和工人中选出人数相等的审判员。

2．以法律限定一昼夜工作时间为8小时。

3．以法律禁止夜工和夜班，禁止雇用15岁以下的童工。

4．以法律规定节日休假制度。

5．把工厂法和工厂视察制推行到全俄一切工业部门和官办工厂，同样也推行到家庭手工业者。

6．工厂视察员应有独立地位，不受财政部管辖。工业法庭的成员在监督工厂法执行情况方面，享有与工厂视察员同样的权利。

7．无论何处，绝对不得以商品支付工资。

8．工人选出的代表监督工资的合理规定、产品的检验、罚款的用途和工厂工人宿舍的状况。

以法律规定，从工人工资中扣除的一切款项，不论扣除的原因如何（罚款、废品等），其总数不得超过每卢布10戈比。

9．以法律规定，厂主应对工人伤残事故负责，如过失在工人方面，厂主则应对此提出证明。

10．以法律规定，厂主有供给学校经费、给工人以医疗帮助的义务。

五、俄国社会民主党为农民要求：

1．废除赎金[28]，对已缴赎金的农民给以补偿。把多缴入国库的款额归还农民。

2．把1861年从农民手中割去的土地归还农民。

3．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担负的赋税完全平等。

4．废除连环保[29]以及一切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令。


党纲说明

（1896年6—7月）

党纲分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党纲其他部分所依据的一切观点。这一部分指出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中处于什么地位、它同厂主进行的斗争有什么意义和作用以及工人阶级在俄国的政治地位如何。

第二部分阐述了 党的任务
 ，指出党对俄国其他政治派别所采取的态度。这里谈到党和所有认识到自己阶级利益的工人应该进行什么活动，以及对俄国社会其他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第三部分是党的实际要求。这一部分又分成三节。第一节是关于全国性改革的要求。第二节是工人阶级的要求和纲领。第三节是为农民提出的要求。下面在没有谈到党纲实际部分以前，将对这三节先作一些说明。

一、1．党纲首先谈到大工厂的迅速发展，因为这是现代俄国的主要现象，它彻底改变了一切旧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在旧的条件下，几乎全部财富都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业主生产的。人们当时定居在乡村，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不是为了自己消费，就是为了附近村落的小市场，这些小市场与附近其他市场很少联系。为地主做工的也是这些小业主，地主强迫他们生产产品主要是为了自己消费。家庭产品则交给手艺人去加工，手艺人也是住在乡村，或者到附近地区去揽活干。

农民解放以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起了根本变化：小手工业作坊开始被飞快发展起来的大工厂所代替；这些大工厂排挤了小业主，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强迫成千上万的工人在一起做工，生产大量商品在全俄各地出售。

农民的解放打破了人们的定居生活，农民已经不能再依靠自己剩下的小块土地来维持生活了。许多人出外谋生，有的进工厂，有的修铁路，这些铁路把俄国各个角落联接起来并把大工厂的货物运往全国各地。许多人进城谋生，为工厂和商店建造房屋，为工厂运送燃料和准备材料。最后，还有许多人在家里，商人和未能扩大自己工厂的厂主交给他们活计。农业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地主开始为出售而生产粮食，农民和商人中间出现了大耕作者，几亿普特的粮食开始向国外销售。进行这种生产需要雇佣工人。于是几十万、几百万农民抛弃了自己的小块份地，去给为出售而生产粮食的新主人当雇农和日工。党纲上也描述了旧的生活条件的这些变化，谈到大工厂使小手工业者和农民日趋破产并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小生产到处被大生产所代替。在这种大生产中，大批工人已经成了为挣工资而给资本家做工的普通雇工；资本家则拥有大量资本，他们建立起巨大的工厂，收购大批原料，并把联合起来的工人所进行的这种大规模生产的全部利润装进自己腰包。生产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它残酷无情地压榨所有的小业主，破坏了他们的乡村定居生活，迫使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做普通的小工，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本。越来越多的人完全脱离了乡村，脱离了农业，聚集到城市，聚集到工厂和工业村镇，形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的特殊阶级，即专靠出卖自己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雇佣工人－无产者阶级。

这就是大工厂在国家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小生产被大生产所代替，小业主变成了雇佣工人。对全体劳动人民来说，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呢？它会引起什么后果呢？党纲接着谈的也就是这一点。

一、2．随着小生产被大生产所代替而来的，是各个业主手中的少量货币资金被巨额资本所代替，蝇头微利被百万利润所代替。因此资本主义的增长到处都引起奢侈程度和财富的增加。在俄国，大的金融寡头、厂主、铁路主、商人和银行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阶级。依靠把货币资本贷给工业家以获得利息收入来过活的人们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发财了，他们从农民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土地赎金，他们利用农民需要土地这个机会提高了土地租价，他们在自己的田庄上开办了巨大的甜菜制糖厂和酿酒厂。所有这些富人阶级的奢侈浮华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各大城市的主要街道布满了他们的豪华府邸和华丽大厦。但是工人的状况却随着资本主义的增长而日益恶化。在农民解放以后，即使有的地方的工资有所提高，那也是为数很少、时间很短的，因为大批从乡村流落出来的饥民使工资降低了，然而食品和生活用品却越来越贵，因此工资即使有了提高，但工人得到的生活资料却日益减少，谋生越来越困难了。与富人的华丽大厦并排（或在城郊）的是越来越多的工人的破旧小房。工人们不得不住在地下室，住在拥挤的、潮湿寒冷的房子里，再不就住在新建厂房附近的土屋里。资本越来越雄厚，越来越残酷地压榨工人，把他们变成一无所有的人，强迫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时间交给工厂，并驱使工人的妻子儿女也去做工。可见，资本主义增长所引起的第一个变化是：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资本家的手里，而人民群众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人。

第二个变化是：小生产被大生产代替以后，生产有了许多改进。首先，分散在每个小作坊、每个小业主那里的个体劳动被联合起来的工人在一个工厂、一个土地占有者、一个承包人那里进行的共同劳动所代替。共同劳动比个体劳动要有成效得多（生产效率高得多），生产商品也容易得多，快得多。但是所有这些改进都被资本家独自享用了，一点也不分给工人，他们白白攫取了工人联合劳动的一切好处。资本家更强大了，工人却更软弱了，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某一种工作，他要改行做另一种工作是比较困难的。

另一个更重要得多的生产改进就是资本家采用了 机器
 。机器的使用把劳动效率提高了许多倍；但是资本家把所有这些好处用来对付工人：他们利用机器需要的体力劳动较少这种情况，安排妇女和儿童来看管机器，付给他们更少的工资。他们利用机器需要工人极少这种情况，把大批工人赶出工厂，并利用这种失业现象来进一步奴役工人，延长工作日，剥夺工人夜里休息的时间，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品。机器所造成的和不断扩大的失业现象现在使工人处于完全无以自卫的境地。工人的技术失去了价值，他们很容易被那些很快就习惯了机器、甘愿为更少工资做工的普通小工所代替。一切想要捍卫自己免受资本更大压力的企图都使工人遭到解雇。单个工人在资本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因为机器会置他于死地。

一、3．我们在对前一条的说明中已经指出，单个工人在采用了机器的资本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无以自卫的。工人为了自卫无论如何总要寻找一个反击资本家的手段。他们找到 联合
 就是这样的手段。单个无能为力的工人一旦和自己的伙伴联合起来，就成为一种力量，就能够同资本家斗争并进行反击。


联合
 逐渐成了工人必需的东西，因为反对他们的已经是大资本。可是把一大群虽然在一个工厂里做工但是互不相干的人联合起来，是不是可能呢？党纲指出了促使工人联合和培养他们联合的能力和本领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1）大工厂的机器生产要求全年不间断地工作，从而完全割断了工人同土地、同私有经济的一切联系，把工人变成了彻底的无产者。而小块土地上的私有经济却使工人分散，使每个工人都有某些不同于自己伙伴的利益的特殊利益，因而妨碍了他们的联合。割断工人同土地的联系也就消除了这种障碍。（2）其次，成百成千工人的共同劳动使工人们习惯于共同讨论自己的需要，采取共同的行动，因为这种劳动鲜明地表明，全体工人群众的地位和利益是相同的。（3）最后，工人经常从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这使工人们习惯于对照和比较各个工厂的条件和制度，确信所有工厂的剥削是相同的，吸取其他工人同资本家斗争的经验，从而加强工人的互助和团结。就是这样一些条件的总和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大工厂的出现引起了工人的联合。这种联合在俄国工人中间的最经常、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罢工（至于为什么我国工人不能通过工会或基金会的形式联合起来，我们下面再谈）。大工厂发展得越快，工人的罢工就越频繁，越猛烈，越顽强；因此资本主义的压迫越厉害，工人也就越需要共同进行反抗。党纲指出，工人的罢工和零星发动，是目前俄国工厂中最普遍的现象。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罢工的日益频繁，罢工和发动就显得不够了。厂主们为了对付罢工和发动采取了共同措施：他们订立同盟，从其他地方招雇工人，呼吁国家政权协助他们镇压工人的反抗。反对工人的已经不是单个工厂的单个厂主，而是 整个资本家阶级
 和帮助这个阶级的政府。整个 资本家阶级
 投入了反对整个 工人阶级
 的斗争；它寻求对付罢工的共同措施，要求政府发布对付工人的法令，把工厂搬到比较偏僻的地方，把活计分到家里去做，并采用了其他各种各样的诡计来对付工人。为了反抗整个资本家阶级，单靠单个工厂工人的联合、甚至单个工业部门工人的联合是不够的， 整个工人阶级
 的共同行动就成为绝对必要的了。这样，工人的零星发动就发展成为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工人跟厂主的斗争就变成了 阶级斗争
 。所有的厂主被一种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使工人处于从属地位，付给他们尽可能低的工资。厂主认识到，要维护自己的事业，只有整个厂主阶级采取共同行动，只有取得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工人同样也被一种共同的利益联系起来：不让资本置自己于死地，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和过人的生活的权利。工人同样也认识到，他们也需要整个阶级（工人阶级）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为此就必须争取到对国家政权的影响。

一、4．我们已经说明，工厂工人同厂主的斗争怎样和为什么成为阶级斗争、成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同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的斗争。试问，这个斗争对全体人民和全体劳动者有什么意义呢？在现代的条件下（这些条件，我们在第一条的说明中已经谈过），利用雇佣工人进行的生产对小经济的排挤越来越厉害。 依靠雇佣劳动过活
 的人数在迅速增加，不仅固定的工厂工人的人数在增加，而且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寻找这种雇佣劳动的农民的人数增加得更多。目前，雇佣劳动，即为资本家做工，已经成了最普遍的劳动形式。资本不仅统治了从事工业的大批人的劳动，而且统治了从事农业的大批人的劳动。大工厂正是把这种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发展到了顶点。各工业部门的所有资本家所采用的、俄国全体工人群众深受其害的种种剥削方式，在这里，在工厂，被汇集一起，变本加厉，成为常规，扩展到工人劳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章，一套完整的资本家榨取工人血汗的制度。现在我们举例来说明：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每个受雇的人，到了节日，只要附近地方庆祝那个节日，他就可以放下工作去休息。工厂的情况完全不同：工厂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雇来的工人，根本不管他们的习惯、日常生活方式、家庭状况和精神上的需要。工厂认为需要时就赶工人上工，迫使工人的全部生活适应工厂的要求，迫使他们把休息时间分割成零星的片断，如果是轮班劳动，则无论在夜间或节日都要强迫他们干活。在工作时间上，凡是能够想得出来的不正当做法，工厂都用上了，同时它还实行了每个工人都必须遵守的“条例”和“制度”。看来，工厂的制度是特意为了适应这样一个目的制定的：从被雇的工人身上榨取他能付出的全部劳动，并且尽快地榨取，然后把他一脚踢开！再举一个例子。任何受雇的人，当然都必须服从自己的雇主，必须完成雇主吩咐他做的工作。然而，受雇者虽然必须完成临时工作，但是他决没有放弃自己的意志；如果他认为雇主的要求不正当或者过分，他可以走掉不干。而工厂却要求工人完全放弃自己的意志；它规定一种纪律，强迫工人按照铃声上班下班；它享有一种自行处罚工人的权利，如果工人违反了它所制定的规则，它可以罚款或扣款。工人逐渐成了庞大机器的一部分：他不得不象机器本身一样，任人摆布，任人奴役，没有自己的意志。

还有第三个例子。任何受雇的人，往往都不满意自己的雇主，常常向法院或主管当局控告。而当局或法院，在解决纠纷时，总是袒护雇主，总是给雇主撑腰。但是它们这样庇护雇主利益，并不是根据一般的条例或法律，而是根据每个官吏效劳的程度，有时庇护得多些，有时就少些。它们处理案件不公道，袒护雇主，或者是由于同雇主有交情，或者是由于不熟悉工作情况，不了解工人。诸如此类处理不公道的案件决定于工人和雇主的每个具体冲突，决定于每个个别官吏。工厂则集中了这样大量的工人，压榨工人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无法弄清每个具体案件。于是订立了一般条例，制定了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的关于工人对厂主的关系的法令。在这个法令中，对雇主利益的庇护已被国家政权固定了下来。个别官吏的不公道已被法令本身的不公道代替。譬如，有这样的条例：工人不上班不但领不到工资，而且还要缴付罚款，但是雇主使工人不上班时，却什么也不付给工人；雇主因为工人粗暴可以解雇工人，但是工人却不能以同样的理由离开雇主不干；雇主有权擅自向工人勒取罚款、扣款，或者要求工人加班等等。

所有这些例子都向我们表明：工厂是怎样加剧对工人的剥削，怎样使这种剥削普遍化，怎样把这种剥削变成一套完整的“ 制度
 ”。不管工人愿意不愿意，他现在要对付的已经不是单个雇主的意志和迫害，而是整个雇主阶级的专横和迫害。工人认识到：压迫他的不是某一个资本家，而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因为所有工厂的剥削制度都是一样的。单个资本家甚至不能违反这种制度。譬如说，如果他想缩短工作时间，那么他的商品就比附近其他厂主的商品要贵，因为其他厂主付出同样的工资，却强迫工人做更长时间的工作。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工人现在不得不对付以资本剥削劳动为方针的整个社会结构。与工人对立的已经不是个别官吏的个别不公道，而是国家政权本身的不公道，这个政权把整个资本家阶级置于自己庇护之下，并发布对这个阶级有利而大家都必须遵守的法令。这样，工厂工人同厂主的斗争，就必然变成反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反对以资本剥削劳动为基础的整个社会结构的斗争。因此工人的斗争就具有社会意义，成为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反对一切靠他人劳动为生的阶级的斗争。因此工人的斗争开辟了俄国历史上的新时代，成了工人解放的曙光。

资本家阶级究竟依靠什么对全体工人群众进行统治呢？它依靠的是，所有工厂、矿山、机器、劳动工具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归他们私人所有；它依靠的是，大量土地掌握在它们手里（俄国欧洲部分1/3以上的土地属于人数不到50万的土地占有者所有）。工人自己没有任何劳动工具和原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只是工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费用，而把劳动创造的全部剩余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可见，资本家付给报酬的只是工人工作时间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则据为己有。大批工人的联合劳动或生产上的革新而增加的一切财富，都落到资本家阶级的手里，而世世代代辛勤劳动的工人却仍然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因此，要终止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只有采取一种手段，就是消灭劳动工具的私有制，所有工厂和矿山以及所有大地产等等都归整个社会所有，实行由工人自己进行管理的共同的社会主义生产。那时，共同劳动的产品将由劳动者自己来享用，超出他们生活需要的剩余产品，将用来满足工人自己的各种需要，用来充分发展他们的各种才能，用来平等地享受科学和艺术的一切成果。因此党纲上指出，只有这样，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斗争才能结束。为此，就必须使政权即管理国家的权力，从处在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影响下的政府手里，或者说从直接由资本家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政府手里，转到工人阶级手里。

这就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这就是工人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条件。联合起来的觉悟工人应该向着这个最终目的奋勇前进。但是在我们俄国，他们还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妨碍他们进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

一、5．目前，同资本家阶级的统治进行斗争的已经是欧洲各国的工人，并且还有美洲和澳洲的工人。工人阶级的联合和团结已经不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工人政党都大声宣布，全世界工人的利益和目的是完全共同一致的。它们在一起开代表大会，向各国资本家阶级提出共同要求，给整个联合起来争取自身解放的无产阶级规定国际性的节日（5月1日），把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团结成一支工人大军。各国工人的这种联合是必然的，因为统治工人的资本家阶级并不限于在一个国家内进行自己的统治。各个国家的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广泛；资本不断从一个国家流入另一个国家。银行，这些把各地的资本收集起来并贷给资本家的资本大仓库，逐渐从国家银行变成了国际银行，它们把各国资本收集起来，分配给欧洲和美洲的资本家。大股份公司的建立已经不是为了在一个国家内开办资本主义企业，而是为了同时在几个国家内开办资本主义企业。资本家的国际协会出现了。资本的统治是国际性的。因此，工人只有进行反对国际资本的共同斗争，各国工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才会取得成就。因此在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中，无论是德国工人、波兰工人或法国工人，都是俄国工人的同志，同样，无论是俄国资本家、波兰资本家或法国资本家，也都是他们的敌人。譬如，最近一个时期，外国资本家特别愿意把自己的资本投到俄国来，在俄国建立自己的分厂，设立公司，以便在俄国开办新的企业。他们贪婪地向年轻的国家扑来，因为这个国家的政府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更加对资本有好感、更加殷勤，因为他们在这个国家可以找到不如西方工人那样团结、那样善于反抗的工人，因为这个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低得多，因而他们的工资也低得多，所以外国资本家可以获得在自己本国闻所未闻的巨额利润。国际资本已经把手伸进俄国。俄国工人也把手伸向国际工人运动。

一、6．我们已经谈过，大工厂怎样把资本对劳动的压迫发展到了顶点，怎样建立起一整套剥削方式；工人起来反对资本时又怎样必然地把全体工人联合起来，怎样必然地引起整个工人阶级的共同斗争。工人在反对资本家阶级的这个斗争中，同庇护资本家及其利益的一般国家法令发生了冲突。

但是，既然工人联合起来能够强迫资本家实行让步，能够反击他们，那么工人联合起来同样也能够影响国家法令，争取修改这些法令。其他各国的工人正是这样做的，但是俄国工人却不能直接影响国家。在俄国，工人的处境是，他们被剥夺了最普通的公民权利。他们既不能集会，也不能共同讨论自己的事情，既不能结社，也不能刊印自己的声明。换句话说，国家法令不仅是为了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制定的，它们还直接剥夺了工人影响这些法令和争取修改这些法令的一切可能。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俄国（所有的欧洲国家中也只有俄国）直到现在还保存着专制政府的无限权力，也就是保存着这样一种国家机构，沙皇一个人能够任意发布全国人民必须遵守的法令，而且只有沙皇任命的官吏才能执行这些法令。公民被剥夺了参与发布法令、讨论法令、提议制定新法令和要求废除旧法令的一切可能。他们被剥夺了要求官吏报告工作、检查官吏的活动和向法院提出控诉的一切权利。公民甚至被剥夺了讨论国家事务的权利：没有这些官吏的许可，他们不能集会结社。可见，官吏是完全为所欲为的。他们好象是一个骑在公民头上的特殊等级。官吏的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和人民本身的毫无发言权，使这些官吏穷凶极恶地滥用职权和侵犯平民百姓的权利达到了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几乎都不可能有的地步。

因此，在法律上，俄国政府是完全不受限制的，它好象是完全独立于人民的，凌驾于一切等级和阶级之上的。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法令也好，政府也好，为什么在工人同资本家发生的一切冲突当中，总是站到资本家方面去呢？为什么资本家随着自己人数的增加和财富的增多而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而工人却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和限制呢？

实际上，政府并不是凌驾于阶级之上的，而是维护一个阶级来反对另一个阶级，维护有产阶级来反对穷人阶级，维护资本家来反对工人。不受限制的政府如果不给有产阶级种种特权和优待，就不可能管理这样一个大国。

虽然在法律上政府是一个不受限制的、独立的政权机关，但实际上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却有千百种手段影响政府和国家事务。他们有法律所承认的自己的等级机关、贵族和商人协会、工商业委员会等组织。他们选出的代表，或者直接充当官吏，参加国家管理（譬如贵族代表），或者被邀担任一切政府机关的委员，譬如厂主按照法律可以选出自己的代表出席工厂事务会议（这是工厂视察机关的上级机关）的会议。但是他们并不限于这种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他们还在自己的协会里讨论国家法令，拟定草案，而政府每件事情也往往征求他们的意见，送给他们某种草案，请他们提出意见。

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举行全俄代表大会，讨论自己的事情，寻求对本阶级有利的各种措施，代表所有贵族地主、代表“全俄商界”请求发布新法令，修改旧法令。他们可以在报上讨论自己的事情，因为不管政府怎样通过自己的书报检查箝制言论，但是剥夺有产阶级讨论自己事情的权利，那它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门路和途径通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最高代表，可以比较容易地谴责下级官吏的专横行为，可以容易地废除限制特别苛刻的法令和条例。如果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法令和条例，有这样空前未有的政府的警察式的监护来干预一切琐事、使一切活生生的事情失掉固有的特点，那么，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仅仅根据高级领导的恩准就这样轻易地违反这些资产阶级的条例和这样轻易地回避这些警察式的法令。而且从来也不拒绝给以这种恩准 
［注：原件中由此往下的几个字，抄写人显然没有辨认出来。胶印本中这里印着“[*脱漏Ⅰ*]”，接下去有这样半句话：“不负责任的官员的统治，比社会对政府事务的各种干涉，社会越是乐意把机会给[**脱漏Ⅱ**]”。——俄文版编者注］

 。

二、1．这是党纲中最重要、最主要的一条，因为它指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党应该进行哪些活动；一切觉悟的工人应该进行哪些活动。它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愿望、消除长期人剥削人现象的愿望，应该怎样同大工厂造成的生活条件所产生的人民运动结合起来。

党的活动应该是帮助工人进行阶级斗争。党的任务不是凭空捏造一些帮助工人的时髦手段，而是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阐明这个运动，并在工人自己已经开始进行的这个斗争中帮助他们。党的任务就是维护工人的利益，代表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那么在工人的斗争中对工人的帮助究竟应该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党纲谈到，这种帮助应该是：第一，提高工人的阶级自觉。至于工人同厂主的斗争怎样逐渐变成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我们已经讲过了。

从以上所述产生一个问题，应该怎样理解工人的阶级自觉。工人的阶级自觉就是工人认识到，只有同大工厂所造成的资本家、厂主阶级进行斗争，才是改善自己状况和争得自身解放的唯一手段。其次，工人的自觉就是工人认识到，本国所有工人的利益是相同的，一致的，他们全体组成了一个不同于社会上所有其他任何阶级的独立的阶级。最后，工人的阶级自觉就是工人认识到，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工人必须争取对国家事务的影响，就象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已经争取到并且在继续争取对国家事务的影响一样。

工人究竟通过什么途径认识到这一切呢？工人经常是通过他们已经开始的反对厂主的斗争、通过这个随着大工厂的发展而日益扩展、日益尖锐、日益吸引更多工人的斗争来认识到这一切的。有过一个时期，工人敌视资本还只表现为憎恨自己的剥削者的模糊情感，表现为对自己受压迫受奴役的模糊认识和向资本家 复仇
 的愿望。当时的斗争表现为工人的零星发动，如破坏厂房，捣毁机器，殴打厂长等等。这是工人运动 最初的
 、开始的形式，这在当时也是必要的，因为对资本家的憎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促使工人产生自卫要求的第一个推动力。但是俄国工人运动已经从这种最初形式向前发展了。工人已经不是模糊地憎恨资本家，而是已经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他们已经不是模糊地感到自己在受压迫，而是开始分析，资本 究竟通过什么
 和 究竟怎样
 压榨他们，同时他们起来反对这种或那种压迫形式，限制资本的压榨，保卫自己，反击资本家的贪心。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向资本家复仇，而是过渡到进行争取让步的斗争。他们开始向资本家阶级提出一个又一个的要求，要求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每次罢工都把工人的全部注意力和全部精力集中到工人阶级所处的这种条件或者那种条件上。每次罢工都引起工人对这些条件的讨论，帮助工人认清这些条件，弄清资本在这些条件下怎样进行压榨，采取什么手段才能同这种压榨进行斗争。每次罢工都丰富了整个工人阶级的经验。罢工胜利了，它会向工人阶级证明工人联合的力量，同时会促使其他工人去利用自己同志的胜利。罢工失败了，它会引起工人讨论失败的原因，并寻找更好的斗争方式。俄国工人取得的巨大进步，就在于各地工人现在都开始转向为解决自己的迫切需要、争取让步、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日而进行不倦的斗争，因此，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觉悟的工人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个斗争和促进这个斗争上面。对工人的帮助应该是：指出斗争应该去满足的那些最迫切的需要；分析那些使这些或那些工人的状况特别恶化的原因；解释工厂法和工厂条例，因为工人常常由于违反这些法令和条例（以及受到资本家的蒙骗）而遭到加倍的掠夺。帮助应该是：更明确地表达工人的要求并公开提出这些要求；选择最好的时机进行反抗；选择斗争方式，讨论斗争双方的情况和力量，讨论是否可以找到更好的斗争方式（如果不能直接采取罢工等形式，那就可以根据情况，也许采取致函厂主、向视察员或医生呼吁等办法）。

我们已经说过，俄国工人转向这种斗争是他们的一大进步。这个斗争把工人运动带上了（引上了）康庄大道，它是工人运动进一步获得胜利的可靠保证。工人群众通过这个斗争，第一，可以学习辨别和分析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学习把这些方式同法令、自己的生活条件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加以对比。工人在分析个别的剥削方式和情况的时候，学会认识整个剥削的意义和实质，学会认识以资本剥削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第二，通过这个斗争，工人可以检阅自己的力量，学习如何联合，学习认识联合的必要性和意义。这个斗争的扩大和冲突的频繁必然导致斗争的扩大和工人（起初是某一地区的工人，后来是全国工人，整个工人阶级）的统一精神即团结一致精神的增强。第三，这个斗争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工人群众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处于这样的状况：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空闲时间和可能去考虑任何国家大事。但是工人为解决自身的日常需要同厂主开展的斗争本身，必然使工人接触国家大事，政治问题，即俄国这个国家是怎样管理的，法令和条例是怎样发布的，它们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等等。工厂发生的每次冲突，都必然使工人同法令、同国家政权机关的代表人物发生冲突。工人们在这时第一次听到了“政治演说”。首先听到的就是工厂视察员的演说，他们向工人解释说，厂主借以压榨工人的诡计，是以有关当局批准的、允许厂主任意压榨工人的条例的确切含意为依据的，或者说，厂主的压迫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厂主只是运用自己的权利，他们是以国家政权机关批准和维护的某项法令为依据的。除了视察员先生们的政治解释以外，有时还可以听到一位大臣先生的更为有益的“政治解释”，这位大臣先生向工人们提到“基督博爱”的精神，说他们应当感谢厂主的这种博爱精神，因为厂主靠剥夺工人的劳动成了百万富翁。[30]除了国家政权机关代表人物的这些解释和工人们直接认识到这个政权的活动究竟对谁有利以外，后来还出现了社会主义者的传单或其他解释，因此工人通过这样的罢工完全可以受到政治教育。他们不仅学习认识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而且学习认识工人阶级在国家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总之，社会民主党对工人的阶级斗争所能给予的 帮助
 应该是：在工人争取自己最迫切的需要的斗争中给予帮助，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自觉。

第二种 帮助
 ，正象党纲所说的，应该是协助工人组织起来。我们刚才所描述的这种斗争要求工人必须组织起来。现在，为了更顺利地进行罢工，为了给罢工者募捐，为了建立工人储金会，为了向工人进行宣传，为了在工人中间散发传单、通知、号召书等等，都需要组织。为了保卫自己免受宪警迫害，为了隐蔽工人的各种联系和关系不让宪警发现，为了递送给工人以书籍、小册子和报纸等等，就更需要组织。在所有这些方面进行帮助，——这就是党的第二项任务。

第三种帮助是指出斗争的真正目的，就是说，要向工人解释，什么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剥削是依靠什么进行的，土地和劳动工具的私有制怎样使工人群众陷于赤贫境地，怎样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本家，把工人除了维持自己生活以外的全部剩余劳动产品白白送给资本家，其次要向他们解释，这种剥削怎样必然地引起工人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的条件及其最终目的又是怎样的，——一句话，解释这个党纲所简略指出的东西。

二、2．工人阶级的斗争是政治斗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不争得对国家事务、国家管理、发布法令的影响，就不可能进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俄国资本家早就懂得了这种影响的必要性，我们也已指出，俄国资本家是怎样不顾警察法的百般禁止而找到了千百种手段来影响国家政权的，这个政权又是怎样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由此自然得出结论：工人阶级不争得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就不可能进行自己的斗争，甚至不可能争得自己处境的不断改善。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必然导致工人同政府发生冲突，而政府本身也竭尽全力向工人证明，工人只有进行斗争，只有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才能影响国家政权。1885—1886年俄国发生的大罢工，特别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政府立即着手制定工人条例，立即颁布关于工厂制度的新法令，向工人的顽强要求作了让步（譬如施行了限制罚款和合理支付工资的条例）。 
［注：见本卷第29—33页。——编者注］

 现在（1896年）的罢工也同样立即引起了政府的干预，而且政府已各种联系和关系不让宪警发现，为了递送给工人以书籍、小册子经懂得：只是逮捕和流放是不行了，再用颂扬厂主品德高尚的愚蠢训令（见财政大臣维特给工厂视察员的通令。1896年春季。 
［注：见本卷第95页。——编者注］

 ）来款待工人就太可笑了。政府已经看出，“联合起来的工人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于是它就重新审查工厂法，在圣彼得堡召开工厂视察长代表大会，讨论缩短工作日和其他不可避免的向工人让步的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必然成为政治斗争。这个斗争现在的确已在影响国家政权，获得政治意义。但是工人运动越向前发展，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工人在政治上毫无权利的情况，工人根本不可能公开地、直接地影响国家政权的情况，就越清楚、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感觉出来。因此工人最迫切的要求和工人阶级影响国家事务的首要任务，应该是 争得政治自由
 ，即争得以法律（宪法）保证全体公民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由讨论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与报纸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争得政治自由成了“ 工人的迫切事情
 ”，因为没有政治自由，工人对国家事务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影响，从而必然仍旧是一个毫无权利的、受屈辱的、不能发表意见的阶级。如果现在，当工人的斗争和团结还刚刚开始，政府就急于向工人让步，以制止运动的继续发展，那么毫无疑问，当工人阶级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会迫使政府投降，一定会为自己、为全体俄国人民争得政治自由！

党纲的前几部分已经指出，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中处于什么地位，工人阶级斗争的目的是什么，代表工人利益的党的任务是什么。在俄国政府无限权力的统治下，没有也不可能有公开的政党，但是代表其它阶级的利益、可以影响舆论和政府的政治派别还是有的。因此，为了说明社会民主党的地位，现在必须指出它对俄国社会其他政治派别的态度，以便工人们能够确定，谁可以成为他们的同盟者，在什么限度内是他们的同盟者，以及谁是他们的敌人。党纲的下面两条指出了这一点。

二、3．党纲宣称，首先，所有反对专制政府无限权力的社会阶层都是工人的同盟者。因为这种无限权力是工人争取自身解放的主要障碍，所以由此自然得出结论，工人的直接利益要求大家去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专制就是不受限制；专制制度就是政府有无限权力）的社会运动。资本主义越发展，官僚管理机构和有产阶级本身利益即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矛盾就越深刻。所以社会民主党宣称，它将支持资产阶级中间所有反对不受限制的政府的阶层和等级。

资产阶级 直接影响
 国家事务，比它现在通过一群卖身求荣、横行霸道的官吏来影响国家事务，对工人说来，是无比有利的。资产阶级 公开地
 影响政治，比它现在通过似乎是万能的、“独立的”政府来 隐蔽地
 影响政治，对工人说来，也要有利得多，因为这个政府自命为“承受上帝恩典”，并把“自己的恩典”赐给受苦受难、爱好劳动的土地占有者和贫困不堪、受尽压迫的厂主。工人必须同资本家阶级进行 公开斗争
 ，以便让俄国全体无产阶级能够看到工人是为了哪些利益而斗争的，能够学会应该怎样进行斗争；以便让资产阶级的阴谋和企图不能隐藏在大公的外室里、参议员和大臣的客厅里、政府各部门绝对秘密的办公室里；以便让这些阴谋和企图暴露出来，使每个人都看清楚，究竟是谁在影响政府的政策，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追求的是什么。因此，必须清除一切掩盖资本家阶级现在的影响的东西。因此，必须支持一切 反对
 官吏， 反对
 官僚管理机构， 反对
 不受限制的政府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社会民主党在宣布自己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运动的同时，承认自己并不脱离工人运动，因为工人阶级有自己的、与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特殊利益。工人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支持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时，必须记住：有产阶级只能是他们暂时的同盟者，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工人需要消灭政府的无限权力，只是为了公开地、广泛地进行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

其次，社会民主党声明，它将支持所有起来反对享有特权的贵族地主阶级的人们。在俄国，贵族地主被视为国家的第一等级。统治着农民的他们的农奴制残余，直到现在还压迫着广大人民。农民还在为从地主势力下解放出来而缴纳赎金。农民仍然被束缚在土地上，为的是使地主老爷们不致感到缺乏廉价而驯服的雇农。农民直到现在还象一群毫无权利、尚未成年的人一样，受官吏们的任意摆布，这些官吏维护自己的腰包，干预农民的生活，以便使农民能够“按时”向农奴主－地主缴纳赎金和代役租，以便使农民不敢“逃避”给地主做工，不敢（举例来说）迁徙，因为迁徙会使地主不得不到别处去雇没有这样便宜、没有受到这样贫困逼迫的工人。地主老爷们奴役千百万农民，强迫他们给自己做工，使他们继续处于毫无权利的地位，由于这些英勇业迹，地主老爷们享受最高的国家特权。国家的最高职务主要由贵族地主担任（而且按照法律，贵族等级也享有担任国家职务的最大权利）；显贵地主最近宫廷，他们比任何人都更直接、容易地使政府的政策服从自己的利益。他们利用自己接近政府的地位，掠夺国库，从公款中得到几百万卢布的赠品和恩赐，这些赠品和恩赐有的是作为俸禄的大地产，有的是“让步”。 
［注：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胶印本中，正文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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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卷


告沙皇政府[31]


（1896年11月25日〔12月7日〕以前）

今年，1896年，俄国政府已两次向公众发表了关于工人反对厂主的公告。在别的国家，这样的公告并没有什么稀奇，因为那里并不隐瞒国内发生的事情，报纸自由地登载罢工的消息。但是在俄国，政府害怕声张工厂的制度和工厂里发生的事件甚于洪水猛兽：它禁止在报上刊登罢工的消息，禁止工厂视察员发表自己的报告，甚至不再在对公众开放的普通法庭上审理罢工案件，——一句话，它采取一切办法使工厂和工人中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严守秘密。但是所有这些警察式的诡计忽然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政府本身不得不公开宣布：工人在同厂主进行斗争。这种转变是怎样引起的呢？1895年工人罢工的次数特别多。是的，但是罢工以前也曾有过，不过当时政府还能保守秘密，因此这些罢工，全体工人群众无从知道。目前罢工的声势比过去浩大得多，并且集中在一个地方。是的，声势同样浩大的罢工以前也曾有过（例如1885—1886年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的罢工）。不过当时政府毕竟还能保持镇静，没有透露工人对厂主的斗争。为什么这一次它透露了呢？因为这次社会主义者帮助了工人：他们帮助工人弄清事情真相，到处宣传这个真相，既在工人中间宣传，也在社会上宣传；他们正确陈述工人的要求；他们向所有的人指出政府存心不良和使用野蛮暴力。政府已经看出，当大家都已经知道罢工的时候再保持沉默就太愚蠢了，于是它就跟着大家也谈论起来。社会主义者的传单要求政府答复，政府也就出面作了答复。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是怎样的答复。

起初，政府企图避而不作公开答复。一位大臣——财政大臣维特给各工厂视察员下了一道通令，大骂工人和社会主义者是“社会秩序的最凶恶的敌人”，授意工厂视察员恫吓工人，要工人相信政府不准厂主让步，向工人指出厂主的善良动机和高尚意图，说什么厂主是关心工人及其需要的，厂主是满怀“善意”的。至于罢工本身，政府却闭口不谈；关于为什么发生了罢工，厂主如何残酷压榨工人，如何恣意破坏法律，工人要求的是什么，政府却只字未提；——一句话，它公然 撒谎
 歪曲1895年夏秋两季发生的一切罢工，企图以工人的行动是暴力行动、“非法”行动这种陈腐的官腔来支吾搪塞，虽然工人并没有使用暴力，使用暴力的只是警察。大臣本来想保持这道通令的秘密，但是他嘱咐要保守这个秘密的官员们却泄了密，因此通令就在公众中间流传开来。后来社会主义者把它发表了。这时，政府又象往常一样，觉得再保守那些人人都知道的“秘密”太愚蠢了，于是就把这道通令在报上登了出来。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政府对1895年夏秋两季罢工的答复。但是1896年春天罢工再度爆发，声势更加浩大。[32]除了关于这些罢工的传闻以外，社会主义者还散发了传单。政府起初吓得不敢作声，看看事情将如何结束；后来，工人的反抗平息了，它才在事后象发表过时的警察调查书一样，发表了官样文章的杰作。这一次，它不得不公开出面，而且是整个政府出面。政府的公告登在《政府通报》[33]第158号上。这一次未能象从前那样撒谎歪曲工人罢工。它不得不说明，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厂主如何压榨工人，工人要求什么；不得不承认，工人的举动是“循规蹈矩的”。这样，工人就迫使政府不敢再说卑鄙的、警察式的谎话：只要工人一齐行动起来，利用传单来宣传事实真相，就能迫使政府承认真实情况。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现在工人就会知道，什么才是争得公开宣布自己的需要、报道全俄工人斗争情况的唯一手段。现在工人就会知道，只有工人本身的联合斗争和自觉态度（力求争得自己的权利），才能粉碎政府的谎言。大臣们讲了事件的真实情况以后，接着就捏造借口，在自己的公告中硬说罢工只是“棉纺生产和纱线生产的特点”引起的。原来如此！难道不是整个俄国 生产
 的特点，不是纵容警察对保卫自己免受压迫的和平工人进行迫害和逮捕的俄国国家制度的特点引起的吗？善良的大臣先生们，为什么工人们抢着阅读和渴望得到这种根本不是谈原棉和纱线，而是谈俄国公民的无权地位，谈效劳资本家的政府的暴虐行为的传单呢？不，这种新的借口比财政大臣维特在自己的通令中把一切归罪于“煽动分子”也许更恶劣，更卑鄙。维特大臣关于罢工的论调同任何一个得了厂主恩惠的警官的论调是一样的：煽动分子一来，罢工就发生了。现在，所有的大臣看到了3万工人的罢工，于是就一起开动脑筋思考，而且终于想出一个结果：不是由于出现了社会主义者煽动分子才发生了罢工，而是由于开始了罢工，开始了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才出现了社会主义者。大臣们现在说，社会主义者是后来“加入”罢工的。对财政大臣维特来说，这是很好的一课。维特先生，留神点，好好学习吧！学习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发生罢工，学习注意工人的要求，而不是注意连你自己也一点都不相信的那些警察耗子们打的小报告。大臣先生们要公众相信，这只是“居心不良的人”企图给罢工加上一种“罪恶的政治的性质”，或者象他们在一个地方所讲的，“社会的性质”（大臣先生们想说社会主义的性质，但由于他们不学无术，或者由于官场的怯懦心理，而说成了社会的性质。于是就出现了一种荒谬的说法：社会主义的性质就是支持工人对资本进行斗争，而社会的性质不过意味着公共的性质。怎么能给罢工加上公共的性质呢？要知道这就等于给大臣们再加上一个大臣的官衔！）。这真滑稽！社会主义者给罢工加上政治的性质！要知道政府本身却先于任何社会主义者采取了一切措施给罢工加上政治的性质。象捉拿罪犯似地捉拿和平工人、逮捕他们、驱逐他们的不是政府吗？到处派遣暗探和奸细的不是政府吗？胡抓乱捕的不是政府吗？为了要厂主不让步而答应援助厂主的不是政府吗？对那些只是为罢工者募捐的工人加以迫害的不是政府吗？政府自己最有力地向工人说明，工人对厂主的战斗势必成为对政府的战斗。而社会主义者所要做的只是证实这个事实，并且把它在传单上公布出来。如此而已。但俄国政府是一个老奸巨滑的伪善者，大臣们也竭力不谈我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手段给“罢工加上政治的性质”；这个政府向公众宣布了社会主义者的传单上注明的日期，但它为什么不宣布，市长和其他杀人魔王发出逮捕和平工人、武装军队、派遣暗探和奸细的命令上注明的日期呢？大臣们向公众列举了有多少份社会主义者的传单，但他们为什么不列举一下有多少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被捕，有多少家庭破产，有多少人未经审判就被驱逐，被投进监狱呢？为什么？这是因为，连十分厚颜无耻的俄国大臣们也避免公开谈论这些强盗式的功绩。攻击那些起来争取自己权利、抵抗厂主专横的和平工人的，是包括警察和军队、宪兵和检察长在内的国家政权的全部力量；反对那些靠自己的几文钱和自己同志——英国工人、波兰工人、德国工人和奥地利工人的几文钱来维持生活的工人的，是答应援助穷苦厂主的国库的全部力量。

工人当时没有联合起来。他们不能进行募捐，不能吸引其他城市和其他工人，他们到处遭到迫害，他们不得不在国家政权的全部力量面前实行让步。于是大臣先生们欢呼政府胜利了！

好一个胜利！对付身无分文的3万名和平工人，竟动用了政府的全部力量和资本家的全部财富！如果大臣们等一等再吹嘘这样的胜利，也许还聪明一些，不然他们的吹嘘就很象一个警察吹嘘自己从罢工地点溜走而 没有
 挨打一样。

为了安慰资本家，政府得意地宣布：社会主义者的“煽动”没有奏效。我们对此回答说，是的，任何煽动都远不及政府在这个事件上的作为给所有彼得堡工人、所有俄国工人留下的印象深刻！工人们看得很清楚，政府的政策就是对工人的罢工保持沉默和撒谎歪曲。工人们看到，他们联合起来进行的斗争怎样迫使政府抛弃警察式的、伪善的谎言。他们看到，答应支持厂主的政府是在维护谁的利益。当他们并没有破坏法律和秩序却被当作敌人一样受到军队和警察攻击的时候，他们懂得了谁是他们真正的敌人。不管大臣们怎样议论斗争没有成效，但是工人们已经看出，各地厂主是怎样变得温和起来了，并且知道，政府已经在召集各工厂视察员商议应该对工人作哪些让步，因为它已经看出让步是必需的。1895—1896年的罢工没有白白进行。这些罢工大大帮助了俄国工人，告诉俄国工人应该怎样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这些罢工使俄国工人懂得了 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政治需要
 。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34]　　　　1896年11月

用油印机印成传单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111—116页

















《列宁全集》第2卷


以“老年派”名义写给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的通知[35]


（1896年）

1891年米哈伊洛夫在圣彼得堡露面的时候，他的身分是一个因闹学潮而被开除的哈尔科夫大学生。他加入过一个解散之后仍然叫做“联社”[36]的大学生组织。在牙科专修班里，当他与人进行某种可疑的交往时，就产生了有关他品行的传闻，因为他们指责他盗用了为饥民募集的款项，但是他补还了这笔钱。这个时候，他接近了…… 
［注：手稿不清。——俄文版编者注］



1894年1月，上述“联社”原来的许多成员也受到了搜查，其中包括米哈伊洛夫。审问时向所有人详细地宣读了该团体的人员组成情况等等。宪兵们声称，这一案件是由于原来的一个成员告密引起的。对米哈伊洛夫的一切怀疑都被排除，因为宪兵们宣称，这起普通案件所以受到重视，只是由于它同一名公开的革命者有牵连。就在那时，沃罗宁工厂发生了罢工[37]。米哈伊洛夫钻到工人当中，并开始为他们募捐。2月间，与米哈伊洛夫有过联系的8名工人和受他委托进行募款的1名大学生（塔拉拉耶夫）被捕。从这时起，米哈伊洛夫又开始与工人们接近，因而使他能钻进民意党人领导的几个小组。1894年夏天，这些民意党人被捕。在侦查中发现，许多事情警察局都知道。在对我们老头子们的侦查中，指控我们同这些民意党人中的一些人有来往，但是事情…… 
［注：手稿不清。——俄文版编者注］

 不久以后米哈伊洛夫的第一个案件就结束了：…… 
［注：手稿不清。——俄文版编者注］

 和其他人都被流放，而他依旧安然无恙，并到处说，他请求过赦免，他这样做是想要照旧工作。不幸得很，有一些人竟认为这件事还不算可耻，并对他加以庇护。这样，尽管他本人并不受工人们的尊敬，却获得了机会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联系。

下面谈一谈他的手段：硬塞给工人们金钱，邀请他们到自己的住所，弄清一些化名等等。通过这些手段并且利用这些人的充分信任，他很快就了解到各种团体的许多成员的身分。于是所有这些人都被逮捕。当一个工人…… 
［注：手稿不清。——俄文版编者注］

 说，他从米哈伊洛夫那儿得到过书籍，于是就被捕了，但是立刻又被释放，并且直到现在仍在圣彼得堡。在侦查中，他以一个被告人的身分诬陷自己的所有同志，向一些被告人…… 
［注：手稿不清。——俄文版编者注］

 宣读过他所提供的关于各种团体人员组成情况的详细报告。（签名）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117—118页















[35]《以“老年派”名义写给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的通知》是为了提醒在狱外的斗争协会会员谨防奸细而于1896年在狱中写的。原件用普通铅笔写在一本书里，为保密起见字写得很小，用了很多省略语，有些地方难于辨认。



“老年派”指彼得堡的一个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1893年，列宁到彼得堡后不久就加入了这个小组。小组的成员还有：阿·亚·瓦涅耶夫、彼·库·扎波罗热茨、亚·列·马尔琴科、格·波·克拉辛、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斯·伊·拉德琴柯、米·亚·西尔文、瓦·瓦·斯塔尔科夫等。他们中间不少人参加了彼得堡工人阶级斗争协会的领导工作，并和列宁一道被捕。——100。



[36]“联社”是彼得堡大学的学生组织，1891年底由大学生自修小组组成。它团结了具有革命情绪的青年，但无明确的政治纲领，数月后即告解体。Н．Н．米哈伊洛夫以“联社”组织者之一的面貌出现，而同沙皇政府的保安机关保持联系，向警察出卖“联社”的成员。——100。



[37]沃罗宁工厂的罢工指1894年1月底在彼得堡列兹沃斯特罗夫织布厂发生的罢工，该厂厂主是俄国商人И·А·沃罗宁。罢工的起因是工厂降低计件单价。罢工持续三天，工人获得了胜利，但是一些被认为是罢工主谋者的工人却被逮捕，并被驱逐出彼得堡。——100。





《列宁全集》第2卷


评经济浪漫主义

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38]


（1896年8月—1897年3月）





	

第一章 浪漫主义的经济理论


一 国内市场是否因小生产者的破产而缩小？



二 西斯蒙第对国民收入和资本的看法



三 西斯蒙第从资本主义社会年生产分为两部分的错误学说中得出的结论



四 亚当·斯密和西斯蒙第的国民收入学说的错误何在？



五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积累



六 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



七 危机



八 资本主义地租和资本主义人口过剩



九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机器



十 保护关税政策



十一 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史中的总的作用



补遗




第二章 浪漫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的性质




一 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的批评



二 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



三 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的问题



四 浪漫主义的实际愿望



五 浪漫主义的反动性



六 浪漫主义和科学理论对英国谷物税问题的评论










从本世纪初开始写作的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对解决俄国目前特别突出的一般经济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除此以外，西斯蒙第处于主要思潮之外，他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他热烈拥护小生产，反对大企业经济的维护者和思想家（正象现代俄国民粹派反对他们一样）。所以读者一定会懂得，我们为什么要把西斯蒙第学说的要点以及西斯蒙第同其他（当时的和以后的）经济学派的关系作一概述。研究西斯蒙第的兴趣恰好在现在更加浓厚，是由于我们在去年（1896年）的《俄国财富》杂志上发现了一篇也是专谈西斯蒙第学说的文章（ 波·艾弗鲁西
 《西斯蒙第的社会经济观点》，1896年《俄国财富》第7期和第8期） 
［注：艾弗鲁西死于1897年，讣告载于1897年《俄国财富》3月号。］

 。

《俄国财富》的这位撰稿人一开始就说，没有一个作家象西斯蒙第那样“得到如此不正确的评价”，人们“不公正地”时而说他是个反动分子，时而说他是个空想家。其实恰好相反。正是 这样
 评价西斯蒙第才是完全正确的。《俄国财富》的这篇文章在详细而准确地转述西斯蒙第的学说时，对他的理论作了完全错误的评述 
［注：艾弗鲁西在文章开头重复利佩尔特的话，说西斯蒙第不是社会主义者（见《政治学辞典》第5卷第678页利佩尔特
 的“西斯蒙第”条），——这是十分正确的。］

 ，把西斯蒙第学说中最接近民粹派的观点理想化，漠视并错误地解释西斯蒙第同以后的经济学派的关系。因此，我们叙述并分析西斯蒙第的学说，同时就是批判艾弗鲁西的文章。





第一章

浪漫主义的经济理论

西斯蒙第关于收入、关于收入同生产和人口的关系的学说，是他的理论的突出的特点。西斯蒙第的主要著作因此叫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27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1版是在1819年出版的）。这个题目与俄国民粹派著作中的所谓“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问题”几乎完全一样。西斯蒙第断言：工农业中的大企业经济和雇佣劳动的发展，使生产必然超过消费而面临寻找消费者这一无法解决的问题；它在国内不可能找到消费者，因为它把大量居民变成日工和普通工人，造成失业人口；而要寻找国外市场，则因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登上世界舞台而日益困难。读者可以看到，这完全是以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为首的民粹派经济学家所研究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们来较详细地考察一下西斯蒙第的论证的某些要点和它的科学意义。





一 国内市场是否因小生产者的破产而缩小？

古典经济学家在其学说中所指的是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把工人阶级的存在看作一种不言而喻的既成事实；与古典经济学家相反，西斯蒙第所强调的正是小生产者破产的过程，即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个矛盾是西斯蒙第的功绩，这是无可争辩的，但问题在于西斯蒙第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竟不能 了解
 这个现象，并以“善良的愿望”来掩饰他在彻底分析方面的无能。在西斯蒙第看来，小生产者的破产证明国内市场的缩小。

西斯蒙第在《卖者怎样扩大他的市场？》（第1卷第4篇第3章第342页及以下各页） 
［注：后面所有引文，如果没有特别说明，都是引自《新原理》上述版本。］

 这一章中说道：“如果厂主卖得便宜些，他就能多卖一些，别人少卖一些。因此，厂主总是尽量节省劳动或原料，使他能够比同行卖得便宜些。原料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所以节省原料归根到底是用较少的劳动生产同样的产品。”“诚然，个别厂主竭力设法不减少工人而扩大生产。假定他能做到这一点，能够减低商品价格，把买主从竞争者手里夺过来。但是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国家后果’呢？”“其他的厂主也会采用他的生产方法。那时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自然会根据新机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程度解雇一部分工人。假如消费量依然不变，假如同样数量的劳动由十分之一的人手来完成，那么，工人阶级中这部分人的十分之九的收入就会被夺去，他们的各种消费也要减少那样多……可见，发明的结果（如果国家没有对外贸易，如果消费量依然不变）会使大家遭受损失，会使国民收入减少，从而使下一年的消费总量减少。”（第1卷第344页）“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劳动本身是收入的重要部分〈西斯蒙第指的是工资〉，所以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不能不使国家更贫困。因此，靠发现新生产方法而得到的利益，几乎总是同对外贸易有关的。”（第1卷第345页）

读者可以看到，这些话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我们十分熟悉的“理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国内市场缩小”，因此需要国外市场。西斯蒙第经常重复这种思想，把它同自己的危机理论、人口“理论”联系起来，这是他的学说的要点，也是俄国民粹派学说的要点。

自然，西斯蒙第没有忘记，在新的关系下，伴随着破产和失业而来的是“商业财富”的增加，因而一定要谈到大生产即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深知这一点，因而断言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国内市场缩小：“大家的享受和消费近于平等，或是极少数人一切都有剩余而大多数人仅有起码的必需品，这与公民的福利不无关系。同样，这两种收入分配法与 商业财富
 
［注：这里的黑体也和所有其他地方的黑体一样，如果没有说明情况不同，都是我们用的。］

 （richesse　commerciale）的发展也不无关系。消费上的平等最终总是扩大生产者的市场，不平等总是 缩小市场
 （de　le〈le　marché〉resserrer　toujours　davantage）。”（第1卷第357页）

总之，西斯蒙第断言：国内市场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分配上的不平等而缩小，只有均衡的分配才能造成市场。但是，在 商业财富
 （西斯蒙第不知不觉地转到这点，他也不能不这样，否则他就无法谈到 市场
 ）的条件下，这是怎样发生的呢？这一点他没有研究。他用什么来证明，在商业财富的条件下， 即
 在各个生产者互相竞争的条件下，能够保持生产者的平等呢？他根本没有用任何东西来证明。他只是肯定地说： 应该
 如此。他不去进一步分析他所正确指出的矛盾，却一味谈论最好根本没有矛盾。“由于大农业代替小农业，可能有更多的资本投入土地，可能比过去有更多的财富分配给全体农民”……（也就是说，正是由 商业
 财富的绝对量所决定的国内市场“可能”扩大？与资本主义发展同时扩大？）……“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一个富有的农场主的家庭加上50个贫穷的日工的家庭的消费，与都不富裕但又都能维持温饱的（une　honnête　aisance）50个农民家庭的消费是不相等的。”（第1卷第358页）换句话说，也许农场经济的发展也给资本主义造成国内市场。西斯蒙第是一个学识丰富而诚挚的经济学家，他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但是……作者在这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直接用农民的“国家”来代替商业财富的“国家”。他避开驳倒他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不愉快事实，甚至忘记自己刚刚说过的话，即由于商业财富的发展，从“农民”中已经产生了“农场主”。西斯蒙第说：“最初的农场主都是普通的庄稼人……他们仍旧是农民……他们几乎从来不使用日工来共同劳动，而仅仅使用仆人〈雇农——des　domestiques〉，这些人通常是从与自己一样的人中挑选的，对这些人他们平等相待，同桌进餐……构成一个农民阶级。”（第1卷第221页）这就是说，全部问题在于这些拥有宗法式雇农的宗法式农夫特别称作者的心意，所以他干脆不谈“商业财富”的增长在这种宗法关系中所引起的各种变化。

但是西斯蒙第丝毫也不想承认这一点。他继续认为他是在研究商业财富的规律，他忘记了自己的保留意见，直截了当地肯定说：

“总之，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私有者手里， 国内市场日益缩小
 〈！〉，工业不得不更加向国外市场寻找销路，而在那里威胁着它的是巨大的震动（des　grandes　révolutions）。”（第1卷第361页）“总之，除非增进国民福利，就不能扩大国内市场。”（第1卷第362页）西斯蒙第指的是人民福利，因为他刚才承认农场能够增进“国民”福利。

读者可以看到，我国民粹派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与此一模一样。

西斯蒙第在他的著作的最后一部分，即在第7篇《论人口》的第7章《论机器的发明造成过剩人口》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大不列颠，农村中大农场制度的实行，使亲自劳作并能维持温饱的种地农民（fermiers　paysans）阶级消失了；人口大大减少；而他们的消费量比人口减少得更多。做全部田间工作的日工只能获得最必需的东西，对城市工业的激励（encouragement）远不如以前的富裕农民。”（第2卷第327页）“在城市人口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小商人和小工业家消失了，他们一百个人被一个大企业主代替了；也许他们合起来还不如他富。但是，他们合起来却是比他更好的消费者。他的奢侈对工业的激励，要比他所代替的一百户的温饱对工业的激励小得多。”（同上）



　　请问，西斯蒙第关于国内市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缩小的理论，究竟会造成什么结果呢？结果是：这一理论的作者刚要正视问题，就避而不去分析那些适合于资本主义（即“商业财富”加上工农业中的大企业经济，因为西斯蒙第不知道“资本主义”这个词。这两个概念是同一的，因此使用这个词完全正确，我们在下面就只说“资本主义”）的条件，却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和小资产阶级空想代替了这种分析。商业财富的发展因而也是竞争的发展应当使“维持温饱”的、与雇农保持宗法关系的不相上下的中等农民不受侵犯。显然，这种天真的愿望纯粹是西斯蒙第和“知识界”中其他浪漫主义者的东西，它日益剧烈地和现实发生冲突，因为现实发展了西斯蒙第还不能深刻认识的那些矛盾。

显然，理论政治经济学在以后的发展中 
［注：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已接近于古典学派，它确切地肯定了正是西斯蒙第想否定的事实，即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农场经济的发展不是缩小国内市场而是 造成
 国内市场。资本主义是同商品经济一道发展的，随着家庭生产让位于为出售而进行的生产，随着手工业者让位于工厂，为 资本
 提供的市场也就逐渐形成。因“农民”变成“农场主”而从农业中被排挤出来的“日工”，供给资本以劳动力，而农场主则是工业品的购买者，不仅是消费品的购买者（消费品以前是农民在家里生产的或农村手工业者生产的），而且是生产工具的购买者（在大农业代替小农业的情况下，生产工具已经不可能象以前一样）。 
［注：因而，可变资本要素（“自由的”工人）和不变资本要素同时形成；后者包括小生产者所丧失的生产资料。］

 后一点值得强调，因为正是这一点被西斯蒙第特别忽略了，他在我们引证过的关于农民和农场主的“消费”那一段话中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只存在着 个人
 消费（吃饭穿衣等等的消费），似乎买机器、添工具、盖房屋、修仓库、建工厂等等全都不是消费。其实这也是消费，不过是另一种消费，即 生产消费
 ，不是人的消费，而是资本的消费。还必须指出，正是西斯蒙第从亚当·斯密那里承袭下来的这个错误（我们马上就可看到）被我国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原封不动地搬过来了 
［注：艾弗鲁西一点也没有谈到西斯蒙第学说中的这一部分，即国内市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缩小。我们还会多次看到，他所忽略的东西恰好最能清楚地说明西斯蒙第的观点以及民粹主义和他的学说的关系。］

 。





二 西斯蒙第对国民收入和资本的看法

西斯蒙第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及其发展的论据，并不仅限于此。他根据他的关于收入的学说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应该说，西斯蒙第完全抄袭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和关于三种收入即地租、利润和工资的理论。他在某些地方甚至企图综合前两种收入，同第三种收入对立起来。例如，有时他把地租和利润合在一起，同工资对立起来（第1卷第104—105页）；他讲到地租和利润，有时甚至用了额外价值[39]（mieux-value）一词（第1卷第103页）。然而不应当象艾弗鲁西那样夸大这一用词的意义，说“西斯蒙第的理论接近于剩余价值理论”（《俄国财富》第8期第41页）。其实西斯蒙第并没有比亚当·斯密前进一步，因为亚当·斯密也说过，地租和利润是“劳动的扣除”，是工人加在产品上的那一部分价值。（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比比科夫的俄译本第1卷第8章《论工资》和第6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西斯蒙第也不过如此。但是，他企图把新创造的产品分为额外价值和工资这种做法，同社会收入和国内市场的理论、同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联系起来。这种企图，对于评价西斯蒙第在科学上的作用，对于说明他的学说和俄国民粹派的学说之间的联系，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对这种企图值得较详细地加以分析。

西斯蒙第处处把关于收入，关于收入同生产、消费和人口的关系问题提到首位，他自然就应当对“收入”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加以分析。而我们也看到，在他的著作的一开头就有三章是专谈收入问题的（第1卷第2篇第4—6章）。第4章《收入怎样从资本中产生》是论述资本和收入的区别的。西斯蒙第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讲到这个问题同整个社会的关系。他说：“既然每个人都为大家工作，那么大家的生产也就应由大家来消费……资本和收入之间的区别对于社会是很重要的。”（第1卷第83页）但是西斯蒙第感觉到，这一“很重要的”区别 对于社会
 并不象对于个别企业主那样简单。他有保留地说：“我们接触到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最抽象最困难的问题。在我们的概念中，资本的本性和收入的本性经常交织在一起。我们看到， 对一个人来说是收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资本
 ，同样一个东西一转手就具有完全不同的名称”（第1卷第84页），就是说，时而叫作“资本”，时而叫作“收入”。西斯蒙第肯定地说：“但把它们混淆起来是错误的（leur　confusion　est　ruineuse，第477页）。”“区别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愈困难，这一区别就愈重要。”（第1卷第84页）

读者大概已经觉察到西斯蒙第所说的困难究竟是什么。既然对个别企业主来说，收入就是他用来购买某些消费品的利润 
［注：确切些说，是不用于积累的那一部分
 利润。］

 ，对个别工人来说，收入就是他的工资，那么，能否把这两种收入合在一起而得到“社会收入”呢？如果能够的话，那些生产机器的资本家和工人该怎么办呢？他们的产品所采取的形态是不能用于消费（即个人消费）的。不能把这些产品当作消费品。它们只能用作资本。就是说，这些产品对其生产者来说是 收入
 （就是补偿利润和工资的那一部分），对其购买者来说则成为 资本
 。究竟怎样才能把这种妨碍人们确定社会收入这一概念的糊涂思想弄清楚呢？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斯蒙第一接触到这个问题就立即回避，而仅限于指出“困难”。他直截了当地说：“通常认为收入有三种：地租、利润和工资。”（第1卷第85页）接着他转述了亚·斯密关于每一种收入的理论。对已经提出来的问题，即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的区别，始终没有予以回答。往后的叙述一直没有把社会收入和个人收入严格地区分开来。但是西斯蒙第又一次接触到他所抛开的问题。他说，与各种不同的收入一样，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财富”（第1卷第93页）： 固定资本
 ——机器、工具等等； 流动资本
 ——与前者不同的是消费得快，并且改变着自己的形态（种子、原料、工资）；最后是 资本收入
 ——它不用于再生产。在这里，西斯蒙第重复着斯密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学说中所犯的一切错误，把这些属于流通过程的范畴同产生于生产过程的范畴（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混淆起来。这一情况对我们并不重要。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西斯蒙第关于收入的学说。关于这个问题，他根据刚才谈到的财富分为三种的观点，作出了如下的论断：

“重要的是指出这三种财富都同样地用于消费；因为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只是由于能为人的需要服务，才对人具有价值，而这些需要只有用消费来满足。但是，固定资本是间接地（d’une　manière　indirecte）为此服务的；它消费得慢；它帮助人进行消费品的再生产”（第1卷第94—95页），而流动资本（西斯蒙第把它和可变资本混为一谈）则变为“ 工人的消费基金
 ”（第1卷第95页）。由此可见，与个人消费相反， 社会消费
 分为两种。这两种社会消费在本质上截然不同。当然，问题不在于固定资本消费得慢，而在于它在消费时并不为社会上任何一个阶级形成 收入
 （消费基金），在于它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而是用于生产消费。但是，西斯蒙第看不到这一点，他感到在探求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的区别中又迷失了道路 
［注：就是说，西斯蒙第现在才把资本
 和收入
 分开。前者用于生产，后者用于消费。但这里是指社会而言。而社会也“消费”固定资本。上述区别消失了，把“一个人的资本”变为“另一个人的收入”的社会经济过程依然没有阐明。］

 ，因而一筹莫展地说：“财富的这种运动太抽象了，要用很大的注意力才能明确地抓住它（pour　le　bien　saisir），所以我们认为，最好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第1卷第95页）举的例子的确是“最简单的”。一个离群索居的农场主（un　fermier　soliaire）收了100袋小麦；一部分自己消费，一部分用来播种，一部分供雇工消费。第二年他收到的已经是200袋小麦。谁来消费这些小麦呢？农场主的家庭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快。西斯蒙第以这个（极不恰当的）例子来表明固定资本（种子）、流动资本（工资）和农场主的消费基金之间的区别时说：

“我们已经区分了单个家庭中的三种财富，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每一种财富同整个国家的关系，并分析一下从这种分配中如何能得出国民收入。”（第1卷第97页）但接着只谈到社会也必须再生产这三种财富：固定资本（并且西斯蒙第着重指出，生产固定资本要消耗一定数量的劳动；但他没有说明固定资本怎样去交换从事这种生产的资本家和工人所必需的消费品）；其次是原料（西斯蒙第在这里特别把它划分出来）；最后是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这就是第4章告诉我们的一切。显然，国民收入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西斯蒙第不仅对收入的分配，甚至对收入这个 概念
 也没有弄清楚。指出社会固定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性，在理论上是极端重要的这一点他立即忘记了，并在下一章中谈到“国民收入在各个公民阶级间的分配”（第5章）时，直接谈到三种收入，把地租和利润合在一起，说国民收入是由财富所生的利润（其实就是地租和利润）和工人的生活资料这两部分组成的（第1卷第104—105页）。不仅如此，他还说：


　　“年生产，或国家在一年中完成的全部工作的结果，同样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财富所生的利润；另一部分是劳动的能力（la　puissance　de　travailler），它等于它所交换的那部分财富或劳动阶级的生活资料。”“总之，国民收入和年生产是相等的，是等量。全部年生产在一年中消费掉，其中一部分由工人消费，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来交换，从而把劳动变成资本，并且再生产劳动；另一部分由资本家消费，他们以自己的收入来交换，从而把收入消耗掉。”（第1卷第105页）



　　这样一来，西斯蒙第就干脆把那个他十分肯定地认为是极其重要极其困难的国民资本和国民收入的区分问题抛弃了，把他前几页谈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西斯蒙第竟没有觉察到，由于抛弃了这个问题，他就陷入了荒谬的境地，既然生产需要资本，确切些说，需要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那么，年生产怎么能够以收入形式全部被工人和资本家消费呢。应该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而每年也在生产它们（这是西斯蒙第自己刚才也承认的）。现在忽然把全部生产工具和原料等等抛开不谈，而用年生产和国民收入相等这种十分荒唐的论断来解决资本和收入的区别这个“难”题。这个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生产是由两部分即工人部分（工资，或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可变资本）和资本家部分（额外价值）组成的理论，并不是西斯蒙第的特点。这不是他的财产。这个理论完全是他从亚当·斯密那里抄袭来的，甚至还有些退步。以后的所有政治经济学（李嘉图、穆勒、蒲鲁东、洛贝尔图斯）都重复了这个错误，只有《资本论》的作者才在该书第2卷第3篇把它揭露了。我们将在下面叙述他的观点的根据 
［注：见本卷第121—124页。——编者注］

 。现在我们要指出，我国的民粹派经济学家们也在重复这个错误。把他们与西斯蒙第加以比较，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们从这一错误的理论中得出了 西斯蒙第直接得出的那些结论
 
［注：重复亚当·斯密的错误的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却明智地拒绝接受这些结论。］

 ，这些结论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额外价值不能实现；社会财富不能发展； 由于
 额外价值在国内不能实现，必须寻求国外市场；最后，似乎正是由于产品不能在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中实现，才引起危机。





三 西斯蒙第从资本主义社会年生产分为两部分的错误学说中得出的结论

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西斯蒙第的整个学说，我们先叙述他从这一理论中得出的几个最主要的结论。然后谈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他的主要错误所作的纠正。

首先，西斯蒙第从亚当·斯密的这一错误理论中得出结论说，生产应该适合消费，生产由收入决定。整个第6章《生产和消费、支出和收入的相互决定》就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一“真理”（这证明他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西斯蒙第把俭朴的农民的道德直接搬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来，并真以为这样就纠正了斯密的学说。他在自己著作的一开头，即在绪论部分（第1篇，科学史）谈到亚当·斯密时说，他以“消费是积累的唯一目的”这一原理“补充了”斯密的学说（第1卷第51页）。他说：“消费决定再生产”（第1卷第119—120页），“国民支出应该调节国民收入”（第1卷第113页）。诸如此类的论点充斥于他的整个著作。西斯蒙第学说中与此有直接联系的还有两个特征。第一，不相信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懂得资本主义使生产力日益增长，否认这种增长的可能性，——这与俄国浪漫主义者“教导”人们说资本主义引起劳动的浪费等等是一模一样的。

西斯蒙第说：“那些竭力鼓吹无限制的生产的人是错误的。”（第1卷第121页）生产超过收入引起生产过剩（第1卷第106页）。财富的增加，只有“当它逐渐地均衡地增加时，当它的任何部分都不是过分迅速地发展时”，才是有利的（第1卷第409页）。善良的西斯蒙第认为“不均衡的”发展不是发展（我国民粹派也这样认为），认为这种不均衡并不是该社会经济制度及其运动的规律，而是立法者的“错误”等等，认为这是欧洲各国政府人为地摹仿走入歧途的英国的结果。 
［注：例如，见第2卷第456—457页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下面我们将举出它们的典型例子，那时读者就会看到，我国浪漫主义者尼·—逊先生之流的表达法甚至和西斯蒙第的表达法也毫无区别。］

 西斯蒙第根本否认古典学派所提出的并为马克思的理论所全部接受的一个原理，即资本主义发展着生产力。此外，他完全不能解释积累过程，认为任何积累都只能是“一点一滴地”实现的。这就是他的观点的第二个极其重要的特征。他的关于积累的议论是极其可笑的：

“归根到底，本年度的生产总额始终只能替换上年度的生产总额。”（第1卷第121页）在这里积累已被完全否定，这样一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俄国读者对于这一论点并不感到怎样惊奇，因为他们已经从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那里听到过同样的论调。但西斯蒙第毕竟是斯密的门生。他感到说得很不对头，因此想作一番修正，他继续说：

“假如生产逐渐增长，那么每年的替换就只能使每年遭受轻微的损失（une　petite　perte），同时却能为将来改善条件（en　meme　temps　qu’elle　bonifie　la　condition　future）。假如这种损失很轻微而又分担合适，那么每个人都会毫无怨言地承担这种损失……假如新的生产和过去的生产很不协调，那么资本就会枯竭（sont　entamés），灾难就会临头，国家就会后退而不会前进。”（第1卷第121页）关于浪漫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看法，很难比这段议论说得更明显更直接的了。古典学派教导说，积累， 即
 生产超过消费，进行得愈快，就愈好；他们虽然弄不清楚资本的社会生产过程，虽然不能摆脱斯密的错误（似乎社会产品由两部分组成），但他们还是提出了一个十分正确的原理，即生产本身为自己造成市场，生产本身决定着消费。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理论也从古典学派那里接受了对积累的这种看法，承认财富的增加愈迅速，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社会化的发展就愈充分， 工人的状况就愈好
 （就该社会经济体系所可能达到的程度而言）。浪漫主义者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论断，把自己的一切希望正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上，呼吁 阻滞
 资本主义的发展。

其次，由于不懂得生产为自己造成市场，于是产生了额外价值不能实现的学说。“收入是从再生产中来的，但 生产本身还不是收入
 ，因为生产只有在它实现之后，只有在每一件产品找到需要它或享用它的（qui　en　avait　le　besoin　ou　le　désir）消费者之后，才能获得这一名称〈ce　nom！如此说来，生产即产品同收入之间仅仅有字面上的差别！〉，才能具有这种性质（elle　n’opère　comme　tel）。”（第1卷第121页）因此，由于把收入同“生产”（即所生产的一切东西）混为一谈，也就把实现同 个人
 消费混为一谈。西斯蒙第已经忘记象铁、煤、机器之类的产品即生产资料是以另一种方式实现的，虽然他以前接触到了这一点。把实现同 个人
 消费混为一谈，自然就会产生出资本家不能实现 额外价值
 的学说，因为工人是用他的消费实现社会产品两部分中工资那一部分的。西斯蒙第也确实得出了这种结论（后来为蒲鲁东更详细地发挥，并为我国民粹派不断重复）。西斯蒙第在同麦克库洛赫论战时，正是指出后者（在阐明李嘉图的学说时）没有说明利润的实现。麦克库洛赫说，在社会分工的情况下，一种生产是另一种生产的市场：粮食生产者在衣服生产者的产品中实现自己的商品，反之亦然。 
［注：见《新原理》第2版第2卷的补论《对消费和生产的平衡的说明》，在那里，西斯蒙第翻译并驳斥了李嘉图的学生（麦克库洛赫）的一篇文章[40]，这篇文章载于《爱丁堡评论》[41]，题为《对社会的消费能力是否始终同生产能力一起增长的问题的研究》。］

 西斯蒙第说：“作者以没有利润的劳动（un　travail　sans　bénéfice）、以只能补偿 工人
 消费的再生产为前提”（第2卷第384页，黑体是西斯蒙第用的）……“他没有留一点给老板”……“我们要考察工人的生产超过其消费的剩余部分究竟变成什么”（同上）。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个浪漫主义者的鼻祖已经完全肯定地指出， 资本家不能实现额外价值
 。西斯蒙第从这一论断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从 实现条件本身来看，国外市场对于资本主义
 是必需的（民粹派得出的也正是这个结论）。“因为劳动本身是收入的重要部分，所以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不能不使国家更贫困。因此，靠发现新生产方法而得到的利益，几乎总是同 对外贸易
 有关的。”（第1卷第345页）“第一个作出某种发现的国家，在长时期内，能够根据每项新的发明所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来扩大自己的市场。国家立刻利用他们来增加产品的产量，而这些产品的生产成本也因国家的发明而比较便宜。但是，整个文明世界形成为一个市场而不可能在一个新的国家找到新的购买者的时代最终是会到来的。那时世界市场上的需求将是各工业国互相争夺的一个不变量（précise）。如果一个工业国提供较多的产品，这就会损害另一个工业国。除非增进公共福利或把从前富人独占的商品交给穷人消费，否则就不能增加销售总量。”（第2卷第316页）读者可以看到，西斯蒙第提出的学说正是我国浪漫主义者所精通的学说：似乎国外市场是 摆脱
 实现一切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 困难的出路
 。

最后，从国民收入与国民生产等同这个学说中，产生了西斯蒙第的危机学说。作了上面种种叙述之后，我们恐怕没有必要从西斯蒙第著作中大量论述这一问题的地方再作什么摘录了。从他的生产必须适合收入的学说中自然会产生这样一种见解：危机也是这种协调被破坏的结果，是生产超过消费的结果。从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斯蒙第认为生产不适合消费才是产生危机的基本原因，同时他把人民群众和工人的消费不足提到首位。因此，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也是洛贝尔图斯所抄袭的）在经济学上是很有名的，它是把危机的产生归因于消费不足（Unterkonsumption）这种理论的典型。





四 亚当·斯密和西斯蒙第的国民收入学说的错误何在？

使西斯蒙第得出这一切结论的主要错误究竟在哪里呢？

西斯蒙第关于国民收入及其分为两部分（工人部分和资本家部分）的学说，完全是从亚当·斯密那里抄袭来的。西斯蒙第不仅没有给亚当·斯密的原理增添任何东西，甚至还后退了一步，放弃了亚当·斯密想从理论上证明这一概念的意图（虽然是没有成功的意图）。西斯蒙第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个理论和生产学说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根据价值来自劳动的理论，各个产品的价值包括三个组成部分：补偿原料和劳动工具的部分（不变资本）、补偿工人的工资或生活费的部分（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西斯蒙第称为mieux-value）。由亚·斯密作出的和西斯蒙第加以重复的对单个产品价值的分析就是如此。试问，由 单个
 产品的总和组成的 社会
 产品究竟怎样只由后面两部分组成呢？第一部分即不变资本到哪里去了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斯蒙第只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兜圈子，而亚·斯密则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答复。他断言这一部分只能在单个产品中独立存在。如果对社会总产品进行考察，那这一部分也分解为工资和额外价值，即生产这种不变资本的资本家的额外价值。

然而亚·斯密在作这种回答时却没有解释：在这样分解不变资本（譬如说机器）的价值时，究竟根据什么又把不变资本（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制成机器的铁和造机器时所使用的工具等等）抛掉呢？如果每个产品的价值都包含着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而这是一切经济学家都承认的），那么，把它排除于任何一个社会生产领域之外，就完全是任意妄为了。“亚·斯密说劳动工具本身分解为工资和利润时，他忘记加上一句〈《资本论》的作者这样说〉： 以及
 生产这些工具时所使用的 不变资本
 。亚·斯密只是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42]，由这个产品谈到那个产品，又从那个产品谈到另一个产品”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14页。——编者注］

 ，他没有觉察到，这样推来推去丝毫没有使问题有所改变。斯密的这种回答（为后来的、马克思以前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所接受）不过是回避问题，逃避困难。而这里困难的确是有的。困难在于不能把资本和收入这两个概念从单个产品直接搬到社会产品上去。经济学家们都承认这一点，说从社会观点来看，“对一个人来说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收入”（见前面西斯蒙第的话）。然而这句话只是 说出了
 困难，并没有解决困难。 
［注：我们只在这里谈一下解决了这个困难的那个新理论的实质
 ，我们打算在别的地方再比较详细地叙述这个理论。见《资本论》第2卷第3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89—592页。——编者注）（更详细的叙述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章）[43]。］



解决的办法在于：从社会观点来考察这一问题时，已不能泛泛地谈产品而不顾其物质形态。事实上，这里所谈的是社会收入，即用于消费的产品。但要知道，并非任何产品都可以用于 个人消费
 ，因为机器、煤、铁等物品不能用于个人消费，而只能用于生产消费。从个别企业主的观点来看，这种区别是多余的：如果我们说工人消费可变资本，那我们是设想，工人用货币在市场上换得消费品，这些货币是资本家靠工人生产的机器取得而又付给这些工人的。在这里，机器换粮食的现象并不使我们感到兴趣。但从社会观点来看，这种交换简直不能 设想
 ，因为决不能说，生产机器、铁等等的整个资本家阶级销售它们，从而实现它们。这里的问题正在于 如何
 实现， 即
 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是如何补偿的。因此，把社会产品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即 生产资料
 和 消费品
 ，应该是谈论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也就是谈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出发点。前者只能用于生产消费，后者只能用于个人消费。前者 只能
 充作资本，后者则应成为收入，即应在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中归于消灭。前者完全为资本家所得，后者则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

一旦掌握了这个区分，一旦纠正了亚·斯密从社会产品中抛弃其不变部分（即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这一错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问题就很清楚了。显然，不能 只是
 说工人的消费实现工资，资本家的消费实现额外价值。 
［注：而我国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正是这样议论的。我们在上面故意特别详细地谈论了西斯蒙第在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这个问题上的谬误（亚·斯密比西斯蒙第更接近于把它们区别开来）。我们想对读者指出，持这个错误理论的一些古典
 作家已经感到了
 这个理论不能令人满意，看出了矛盾，并且试图摆脱这个矛盾。而我国“独特的”理论家们不仅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感觉出来，而且连他们那样热心谈论的问题的理论和历史也一无所知。］

 只有在产品由消费品构成时，即只是在社会生产的一个部类中，工人才能消费工资。资本家才能消费额外价值。他们不能“消费”由生产资料构成的产品。 必须
 把它 换成消费品
 。但是，他们能够用自己的产品去交换消费品的哪一部分（就价值说）呢？显然只能交换 不变部分
 （不变资本），因为其余两部分是生产消费品的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基金。这一交换实现着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中的额外价值和工资，从而实现着制造消费品的生产部门中的不变资本。事实上，例如在生产糖的资本家那里，应该用以补偿不变资本（即原料、辅助材料、机器、建筑物等等）的那部分产品，是以 糖
 的形式存在的。为了实现这部分产品，就必须得到相应的 生产资料
 以取代这部分消费品。因而，这部分产品的实现就是以 消费品
 去交换充作 生产资料
 的产品。现在，只有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实现，即制造生产资料的部类中的不变资本的实现，还没有得到说明。在这部分社会产品中，一部分产品以自然形态重新投入生产来实现（例如煤炭企业开采的煤一部分重新用于采煤；农场主所收获的谷物一部分重新用于播种等等）；另一部分产品则通过这一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来实现，例如生产铁需要煤，生产煤又需要铁。生产这两种产品的资本家就这样通过互相交换来实现补偿他们的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产品。

这一分析（再说一遍，由于上述原因，我们作了最扼要的叙述）解决了所有经济学家都意识到的困难，也就是他们用“对一个人来说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收入”这句话所表示出来的困难。这一分析表明，把社会生产只归结为个人消费完全是错误的。

现在我们可以进而分析西斯蒙第（以及其他浪漫主义者）从自己的错误理论中所得出的那些结论。但是，我们首先要引证的，是作出上述分析的作者在极详细而全面地分析了亚·斯密的理论（西斯蒙第对于这个理论没有作出丝毫的补充，他只是放弃了斯密想为自己的矛盾辩护的企图）之后对西斯蒙第所作的评论：

“西斯蒙第曾专门研究资本和收入的关系，但事实上把对这种关系的特别说法当成他的《新原理》的特征。他没有说出 一个
 〈黑体是原作者用的〉科学的字眼，对于问题的说明，没有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资本论》第1版第2卷第385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4页。——编者注］







五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积累

从错误理论中得出的第一个错误结论是关于积累的问题。西斯蒙第根本不懂得资本主义的积累，所以在他同李嘉图就这个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中，真理事实上是在李嘉图那边。李嘉图断言，生产本身为自己造成市场，而西斯蒙第否认这一点，并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危机论。诚然，李嘉图也未能纠正斯密的上述基本错误，因而未能解决社会资本同收入的关系以及产品实现的问题（李嘉图也没有给自己提出这些问题），但是他本能地说明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本质，指出了积累是生产超过收入这一完全不容争辩的事实。这一点从最新的分析来看也是如此。生产本身确实为自己造成市场：要生产就必须有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构成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部门，这个部门占有一定数量的工人，提供特殊的产品，这些产品一部分在本部门内部实现，一部分通过与另一个部门即生产消费品的部门相交换来实现。积累确实是生产超过收入（消费品）的表现。为了扩大生产（绝对意义上的“积累”），必须首先生产生产资料 
［注：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西斯蒙第是怎样看这一点的，他把个别家庭的生产资料明确地划分出来，并且企图把这种划分也用于社会。老实说，这种“看法”是斯密的，而不是西斯蒙第的，他不以重述斯密的看法而已。］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扩大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门，就必须把工人 吸收到那一部门中去
 ，这些工人也就 对消费品提出需求
 。可见，“消费”是 跟着
 “积累”或者 跟着
 “生产”而发展的，——不管这看起来多么奇怪，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能不是这样。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两个部门的发展中，均衡不仅不是必要的，而且相反，不均衡倒是不可避免的。大家知道，资本发展的规律是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也就是说，新形成的资本愈来愈多地转入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经济部门。因此，这一部门必然比制造消费品的那个部门增长得快，也就是说，正是发生了西斯蒙第认为是“不可能的”、“危险的”等等事情。因此，个人消费品在资本主义生产总额中所占的地位日益缩小。这也是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殊的社会结构的：前者正是在于发展社会的生产力（为生产而生产）；后者则使居民群众不能利用生产力。

现在我们可以充分评价西斯蒙第的积累观点了。他断言 迅速的
 积累会导致灾难，这和他多次提出的生产不能超过消费，因为消费决定生产的声明和要求一样，完全是错误的，完全由于他不懂得积累。事实上正好相反，西斯蒙第只不过避开了具有特定的历史形式的现实，用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来代替分析。西斯蒙第想用“科学”公式来掩饰这种道德的企图，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特别可笑的印象。他在《新原理》第2版序言中说道：“萨伊先生和李嘉图先生得出这样的学说……认为消费除了生产的限制以外没有其他的限制，其实，它受收入的限制……他们应该预先告诉生产者，叫生产者应该只指望有收入的消费者。”（第1卷第ⅩⅢ页） 
［注：大家知道，最新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生产本身是否为自己造成市场？）是完全赞同作肯定回答的古典学派，而反对
 作否定回答的浪漫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
 是资本自身
 。”（《资本论》第3卷第1部分第231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8页。——编者注）］

 这种幼稚见解现在只能令人发笑。但是，在我国现代浪漫主义者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之流的著作中不是充斥着这类东西吗？“让银行家好好想一想”……能为商品找到市场吗？（第2卷第101—102页）“把财富的增长当作社会的目的，那总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第2卷第140页）“如果我们不靠劳动的需求来刺激〈即靠工人对产品的需求来刺激生产〉，而认为以前的生产会提供这种刺激，那我们就很象对待挂钟一样，如果不把带链条的轮子（la　roue　qui　porte　la　chainette）向后旋转，而把另一个轮子向后旋转，这就会损坏挂钟，使整个机器停止转动。”（第2卷第454页）这是西斯蒙第说的。现在我们听听尼古拉·—逊先生是怎么说的。“我们忽略了这种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依靠什么进行的，我们连任何生产的目的也忘记了……这是极其致命的谬误……”（尼·—逊《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第298页）这两位作家谈的都是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两人都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实质一无所知。但能够设想后者的著作是在前者70年之后写成的吗？

西斯蒙第在第8章《为降低生产费用而斗争的结果》（第4篇《论商业财富》）中引用的一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他不懂得资本主义积累同他误把全部生产归结为消费品生产有什么样的关系。

西斯蒙第说，假定一个工厂厂主拥有100000法郎的流动资本，因而获得了15000法郎，其中6000法郎是资本利息，归资本家，9000法郎是厂主的企业利润，假定厂主雇用了100个工人，他们的工资为30000法郎。其次，假定资本增加了，生产扩大（“积累”）了。资本已不是100000法郎，而是200000法郎的固定资本和200000法郎的流动资本，总共为400000法郎；利润加上利息等于32000法郎＋16000法郎，因为利息率由6％降为4％。工人人数增加1倍，但工资由300法郎降为200法郎，因而总共为40000法郎。这样生产就增加了3倍。 
［注：西斯蒙第说：“竞争的第一个结果是降低了工资，同时增加了工人人数。”（第1卷第403页）我们在这里不来谈论西斯蒙第计算方面的错误，例如，他认为利润是固定资本的8％和流动资本的8％，工人人数的增多和流动资本（他不能很好地把流动资本与可变资本分开）的增加成正比，固定资本全部进入产品价格之中。在这里，这一切都不重要，因为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在资本的总构成中，可变资本部分的减少是积累的必然结果。］

 于是西斯蒙第计算出这样的结果：“收入”或“消费”起初为45000法郎（工资30000法郎＋利息6000法郎＋利润9000法郎），现在则为88000法郎（工资40000法郎＋利息16000法郎＋利润32000法郎）。西斯蒙第说：“生产增加了3倍，而消费连1倍也没有增加到。 用不着计算那些制造机照的工人的消费，他们的消费已包括在购买机器的200000法郎中
 ；这种消费已经是情况相同的另一个工厂的收支的一部分。”（第1卷第405—406页）

西斯蒙第的计算证明，只要生产增加，收入就会减少。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西斯蒙第没有觉察到，他自己举的例子推翻了他自己的资本主义社会产品实现的理论。可笑的是，他认为“用不着计算”生产机器的工人的消费。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它 包括
 在200000法郎中了。这就是说，资本转入了制造 生产资料
 的部门，——这一点西斯蒙第没有觉察到。也就是说，西斯蒙第所说的“缩小”的“国内市场”并不以消费品为限，同时也包括 生产资料
 。而这些生产资料是一种特殊产品，它 不在个人消费中
 “实现”，并且积累愈快，不是为个人消费而是为生产消费提供产品的那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发展也愈迅速。第二，西斯蒙第说是因为这是情况相同（où　les　mêmes　faits　pourront　se　représenter）的另一个工厂的工人。可见，这不过是象斯密那样把读者“从本丢推给彼拉多”。但要知道，“另一个工厂”也使用着 不变资本
 ，而它的生产同样是为制造生产资料的那个资本主义生产部类提供市场！无论我们怎样把问题从这个资本家推到那个资本家，又从那个资本家推到另一个资本家，上述部类并不因此而消失，“国内市场”也不只限于消费品。所以，当西斯蒙第说“这个计算推翻了……政治经济学中最为大家坚持的公理之一，即最自由的竞争决定着工业最有利的发展”（第1卷第407页）的时候，他没有觉察到“这个计算”也同样驳倒了他自己。采用机器，使工人受到排挤，使他们的状况恶化，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而西斯蒙第是最早指出这种情况的人之一，他的功绩也是不容争辩的。尽管如此，他的积累和国内市场的理论仍然是完全错误的。他的计算恰好清楚地表明这样一种现象，这种现象西斯蒙第不仅加以否认，甚至把它变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说什么积累和生产应该适合消费，不然就会发生危机。他的计算恰恰表明，积累和生产 超过
 消费，而且非这样不可，因为积累主要靠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是不用于“消费”的。西斯蒙第认为，积累是生产超过收入这种说法是李嘉图学说中的一个错误和矛盾；实际上这种说法完全符合实际，表明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这种超过是任何积累所 必需的
 ，而一切积累 在消费品市场并未相应扩大甚至还缩小的情况下也为生产资料
 开辟新的市场。 
［注：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不过要取决于新资本按什么比例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按什么比倒包括旧的生产部门。］

 接着，西斯蒙第抛弃了关于自由竞争的优越性的学说，没有觉察到他在抛弃盲目的乐观主义的同时，也抛弃了一个确定无疑的真理，即自由竞争 发展着社会生产力
 ，这从他的计算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其实，这只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特殊工业部类的建立及其特别迅速的发展这同一事实的另一种说法）。社会生产力发展了，而消费没有相应发展，这当然是一种矛盾，但这正是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本质中产生的，而决不是用感伤的词句所能抹杀的。

浪漫主义者正是这样抹杀事实的。为了使读者不致怀疑我们在用西斯蒙第这位如此“陈旧的”作家的错误来诬赖现代的经济学家，现在，我们来援引“最新”作家尼·—逊先生的一个小小的例证。他在《论文集》第242页上谈到了俄国面粉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作者指出，大型蒸汽磨坊出现了，它们拥有完善的生产工具（从70年代起，改造这些磨坊用了近1亿卢布），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多。他把所描述的现象说成是：“面粉业并未发展，只是集中成一些大企业”；然后，他把这种说法推广于一切工业部门（第243页），并且得出结论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大批工人都闲着找不到工作”（第243页），“资本主义生产是靠人民的消费来发展的”（第241页）。我们要问问读者，这种议论与我们刚才引用的西斯蒙第的议论究竟有什么不同呢？这位“最新”作家肯定了我们从西斯蒙第的例子中也看见的同样两个事实，并且用同样的感伤词句来抹杀这两个事实。第一，他的例子说明，资本主义正是依靠生产资料来发展的。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第二，他的例子说明，这一发展正是通过资本主义固有的充满矛盾的特殊道路来实现的；生产发展了（1亿卢布耗费在不是靠个人消费实现的产品的国内市场上），而消费没有相应发展（人民的营养日益恶化），也就是说，正是为生产而生产。尼·—逊先生以为，如果他象西斯蒙第老头儿一样天真，把这个矛盾看成只是学说上的矛盾，只是“致命的谬误”——“我们忘记了生产的目的”，那么这一矛盾在生活中就会消失！！还有比“并未发展， 只是
 集中”这句话更典型的吗？大概尼·—逊先生知道一种 可以不用集中
 的方法来发展的资本主义。遗憾得很，他没有让我们看看在他以前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所不知道的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





六 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

从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收入和社会产品的错误理论中产生出来的西斯蒙第的第二个错误，就是关于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因而必须有国外市场的学说。说到产品的实现，上述分析表明，“不可能性”的产生只是由于把不变资本和生产资料错误地排除了出去。这个错误一经纠正，“不可能性”也就消失了。至于说到额外价值，情况也完全相同，因为这个分析也阐明了它的实现。就额外价值的实现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可以把额外价值从整个产品中分出去。西斯蒙第（以及我国民粹派）所以作出相反的论断，完全是由于根本不懂得实现的基本规律，不善于将产品按价值分为三部分（而不是两部分），按物质形态分为两种（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价值的论点，不过是庸俗地重复斯密对实现的糊涂看法。额外价值中只有 一部分
 是消费品；另一部分则是生产资料（如铁厂厂主的额外价值）。 这后一部分
 额外价值的“消费” 是由它转入生产
 来完成的；制造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自己消费的不是额外价值，而是从其他资本家那里换来的 不变资本
 。因此，民粹派在谈论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时，在逻辑上必定会承认不变 资本
 也不可能实现，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极其顺利地返回到亚当那里去了……当然，这样返回到“政治经济学之父”那里，对于以“靠自己的聪明得出的”真理为幌子而向我们抬出旧错误的作家说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而国外市场呢？我们是不是否认国外市场对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呢？当然不是。然而，国外市场问题 和实现问题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点
 ，企图把两者联合成一个整体，只是说明浪漫主义者“阻滞”资本主义的愿望和浪漫主义者在逻辑上的无能。阐明实现问题的理论十分确切地表明了这一点。浪漫主义者说，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价值，因此必须把它销售到国外去。试问，资本家是不是把自己的产品白白送给外国人或者抛到大海里去呢？出售就是获得等价物，输出一种产品就意味着输入另一种产品。如果我们谈社会产品的实现，我们也就丢开了货币流通，只是以产品交换产品为前提，因为实现问题也就是分析社会产品的各部分如何按价值和物质形态 补偿
 的问题。因此，开始时谈论实现而最后却说“出售产品换取货币”，这是可笑的，正象用“出售”来回答不变资本在消费品中的实现问题一样可笑。这简直是逻辑上的严重错误，这是离开整个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而站到单个企业主的观点上去了，这些企业主除了“卖给外国人”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把对外贸易和输出同实现问题纠缠在一起，这就是逃避问题，把问题 推到
 更广泛的范围， 但丝毫也没有说明问题
 。 
［注：这一点十分清楚，甚至西斯蒙第也意识到，在分析实现问题时必须把对外贸易抽象掉。他在谈论生产与消费的适应时说：“为了更准确地考察这并计算并使问题简单化，我们一直是把对外贸易完全抽象掉的；我们假定只有一个孤立的国家；人类社会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孤立的国家，一切和这个没有对外贸易的国家有关的东西，同样也和全人类有关。”（第1卷第115页）］

 如果我们不是拿一个国家的市场来看，而是拿若干个国家的市场来看，那实现问题仍然毫无进展。民粹派硬说，国外市场是“摆脱”资本主义在产品实现方面给自己造成的“困难的出路” 
［注：尼·—逊的书第205页。］

 ，其实他们只是用这句话来掩饰这样一种可悲的情况：他们由于不懂理论而陷入困难境地，因此把“国外市场”看作“摆脱困难的出路”……不仅如此，把国外市场和整个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纠缠在一起的理论，不仅表明它对这种实现毫不了解，而且也说明它 对这种实现所特有的矛盾的理解极其肤浅
 。“工人消费工资，而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价值。”请你们从国外市场的观点来仔细想想这个“理论”吧。我们从哪里知道“工人消费工资”呢？根据什么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用来供全国工人消费的产品 在价值上
 真正 与工人的工资相等
 ，会补偿工资，因而 这些
 产品不需要国外市场呢？这种想法毫无根据，事实上也完全不是这样。不但补偿额外价值的产品（或一部分产品），而且补偿可变资本的产品；不但补偿可变资本的产品，而且补偿不变资本的产品（不记得和亚当有……血缘关系的我国“经济学家”把不变资本忘记了）；不但以消费品形态存在的产品，而且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产品：所有这些产品都只是在“困难”中，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加剧的经常波动中，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的，这种竞争 迫使
 每一个企业主竭力无限扩大生产，越过本国的疆界，到那些尚未卷入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国家去寻找新的市场。现在我们也就接触到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国外市场这一问题。这完全不是因为产品根本不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这是胡说。国外市场所以需要，是因为与一切受村社、世袭领地、部落、地域或国家的范围所限制的旧的生产方式相反，资本主义生产 具有无限
 扩大的趋向。同时，在一切旧的经济制度下，每次生产更新的形式和规模都和从前一样，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同一形式的更新是 不可能的，无限
 扩大和不断前进成为生产的规律。 
［注：参看季别尔
 《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研究》1885年圣彼得堡版第466页脚注。］



因此，对实现的两种不同理解（确切些说，一种是了解它，另一种是浪漫主义者完全不了解它）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国外市场的作用的看法。在一些人（浪漫主义者）看来，国外市场表明资本主义给社会发展 造成了
 “困难”。相反，在另一些人看来，国外市场表明资本主义如何为社会发展 消除
 历史上造成的种种困难，即村社的、部落的、地域的和民族的壁障。 
［注：参看下面要谈到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页。——编者注）。］



可见，区别仅仅在于“观点”不同……是的，“仅仅”！审判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法官不同于其他法官的地方，“仅仅”在于“观点”不同，“仅仅”在于一些人是从后面进行审判，另一些人是从前面进行审判；一些人是从资本主义正在破坏的那个制度的观点进行审判，另一些人是从资本主义正在创立的那个制度的观点进行审判。 
［注：我在这里只谈对资本主义的评价，而不谈对它的了解。在后面这一点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浪漫主义者并不比古典学派高明。］



浪漫主义者对国外市场的错误理解，往往是与他们对该国资本主义的国际状况的“特点”、寻找市场的不可能性等等的说明分不开的；所有这些论据都是要资本家“放弃”寻找国外市场。我们在这里用“说明”一词其实是不确切的，因为浪漫主义者并没有真正分析该国的对外贸易、它在新市场方面的进展以及它的殖民活动等等。浪漫主义者对研究和说明实际过程毫无兴趣，他们需要的只是 反对这一过程的道德
 。为了使读者确信现代俄国浪漫主义者和法国这位浪漫主义者的道德完全一样，现在我们举出后者几个典型的论断。西斯蒙第怎样恐吓资本家，说他们找不到市场，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但他说过的不止这一点，他还说“世界市场的供应已很充足”（第2卷第328页），从而证明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必须选择另外的道路……他要英国企业主相信，资本主义不可能使农业中被农场主经济解雇的所有工人都有工做（第1卷第255—256页）。“牺牲农民利益的人自己是否能在这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呢？要知道，农民是英国工场手工业的最亲密最可靠的消费者。农民停止消费给工业的打击，要比失去一个最大的国外市场沉重得多。”（第1卷第256页）他要英国农场主相信，他们经不起贫穷的波兰农民的竞争，因为粮食对于波兰农民来说，几乎是一文不值的（第2卷第257页）；此外，他们还受到从黑海港口运去的俄国粮食的更加可怕的竞争。他高声叫道：“美国人遵循了一条新原则：只顾生产，不考虑市场问题（produire　sans　cal-culer　le　marché），而且尽量多生产”，所以，“美国全国各地商业的特点是各种商品都超过消费的需要……经常的破产就是这种不能变成收入的商业资本过剩的结果”。（第1卷第455—456页）善良的西斯蒙第！关于现代美国，关于正是依靠浪漫主义者的理论认为一定要“缩小”的“国内市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美国，他该说些什么啊！





七 危机

西斯蒙第从他所承袭的亚当·斯密的错误理论中得出的第三个错误结论是关于危机的学说。从西斯蒙第消费决定积累（生产的增长）的见解中，从他对社会总产品（就是工人和资本家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的实现所作的错误解释中，自然地和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一种用生产和消费的不适合来解释危机的学说。西斯蒙第完全坚持这种理论。洛贝尔图斯也承袭了这种理论，不过说法稍微不同，他认为危机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增长而工人所获得的产品份额却日益减少，并且他也象亚·斯密那样不正确地把社会总产品分为工资和“租金”（按照他的术语，“租金”就是额外价值，即利润加地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 
［注：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产品由两部分构成的学说中，产生了亚·斯密和后来的经济学家对“单个资本的积累”的错误理解。他们认为利润的积累部分完全用于工资，其实它是用于（1）不变资本和（2）工资。西斯蒙第重复了古典学派的这个错误。］

 和产品实现所作的科学分析，粉碎了上述理论的全部根据，并且指明工人的消费正是在危机发生以前的时期有所增加，消费不足（似乎这能解释危机）在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中都存在，而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这种理论认为危机所以发生，是由于另外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和私人的即个人的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看来，这两种理论之间的极大区别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仍然要对它作更详细的论述，因为正是俄国的西斯蒙第的信徒们力图 抹杀
 这种区别，搅乱问题。我们所谈到的两种危机理论，对危机的解释完全不同。第一种理论用生产和工人阶级的消费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第二种理论用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私人性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由此可见，第一种理论认为现象的根源在生产 之外
 （因而西斯蒙第总是攻击古典学派，说他们忽略消费，只研究生产）；第二种理论则认为生产条件正是现象的根源。简言之，第一种理论用消费不足（Unterkonsumption）来解释危机，第二种理论则用生产的混乱状态来解释危机。总之，这两种理论都用经济制度本身的 矛盾
 来解释危机，然而在指明这一矛盾时却分道扬镳了。试问，第二种理论是不是否认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矛盾的事实，即消费不足的事实呢？ 当然不否认
 。它完全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把这个事实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把它看成只和资本主义总生产一个部类有关的事实。它指出这个事实不能解释危机，因为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中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一些人实际上拥护第一种理论，同时又以第二种理论的代表确认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着矛盾作为借口来掩护自己，对这些人能说些什么呢？显然，这些人 没有好好想想
 这两种理论的区别根子是什么，没有真正懂得第二种理论。例如，尼·—逊先生（更不用说瓦·沃·先生）就属于这一类人。在我国著作界中，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就已经指出他们是西斯蒙第的信徒（《工业危机》第477页。对尼·—逊先生则加了“看来”这个奇怪的限语）。但是尼·—逊先生在谈论“国内市场缩小”和“人民消费能力降低”（他的论点的中心）的时候，也提到第二种理论的代表 确认
 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矛盾的事实，即消费不足的事实。显然，这种引证只不过表明这位作者具有善于作不恰当的引证的能力罢了。例如，凡是熟悉他的《论文集》的读者自然都会记得他的这段“引证”：“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论文集》第178页）读者也会记得，尼·—逊先生想由此得出“国内市场缩小”（同上，第203页及其他各页）和危机（第298页及其他各页）的结论。但是我们的作者在引用这段话（我们已经说明，这段话什么也没有证明）时，却把他引证的那个脚注的 末尾一句略去了
 。这段引文是《资本论》第2卷第2篇手稿中的一个注。插入这个注是“准备以后更详细地加以阐述”，而手稿的出版者把它放到了脚注中。 在上面那段话之后，这个注还写道：“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属于下一篇的范围
 ” 
［注：《资本论》第2卷第304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52页。——编者注）。俄译本第232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即属于第3篇的范围。而第3篇讲的是什么呢？这一篇的内容正是批判亚·斯密关于社会总产品分为两部分的理论（同时对西斯蒙第作了上述评论），并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即分析产品的实现。总之，我们的作者的观点重复了西斯蒙第的学说，而他引来证实自己这些观点的那个注解，却“只是”属于驳斥西斯蒙第“那一篇”的范围，因为“那一篇”指出：资本家 能够
 实现额外价值，在分析实现时扯到对外贸易是荒谬的……

艾弗鲁西的文章的另一企图，是援引最新学说来抹杀两种理论的区别和捍卫陈旧的浪漫主义废物。艾弗鲁西在引用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时，指出了这个理论的错误（《俄国财富》第7期第162页）。他说得极其隐晦和矛盾。一方面他重述对立理论的论据，认为国民需求并不以直接消费品为限。另一方面他又断言，西斯蒙第对危机的解释“只指出了使国民生产的分配难以适合居民的需求和购买力的许多情况中的一种情况”。因而读者就会认为，危机只有用“分配”才能解释，而西斯蒙第的错误只在于没有完全指出阻碍这种分配的种种原因！但是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艾弗鲁西说：“西斯蒙第并未以上述解释为限。在《新原理》第1版中，我们就已看到大有教益的一章，标题是《关于市场的知识》。西斯蒙第在这一章中非常清楚地给我们揭示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均衡遭到破坏的基本原因〈请注意这一点！〉，对这个问题只有很少几个经济学家能解释得如此清楚。”（同上）艾弗鲁西在引证厂主不能了解市场这几段引文时说，“恩格斯的话几乎和这完全一样。（第163页）——接着就是一段关于厂主不能知道需求的引文。然后艾弗鲁西还引证了几段关于“在建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均衡方面的其他障碍”（第164页）的话，他硬说：“这就提供了一种日益成为权威性的对危机的解释！”艾弗鲁西甚至还认为：“在国民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西斯蒙第看做是那些后来阐发得更彻底更明显的观点的创始人。”（第168页）

但是这一切暴露出艾弗鲁西对问题一窍不通！危机是什么？是生产过剩，是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商品找不到需求，这就是说，厂主生产商品而不知道需求。试问，难道指出这个可能产生危机的条件就是解释危机吗？难道艾弗鲁西不懂得指出现象的可能性和解释现象的必然性是有区别的吗？西斯蒙第说：危机可能产生，因为厂主不知道需求；危机必然产生，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不可能有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即产品不可能实现）。恩格斯说：危机可能产生，因为厂主不知道需求；危机必然产生，这完全不是因为产品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样说是不正确的，因为产品是能够实现的。危机所以必然产生，是因为生产的集体性和占有的个人性之间发生了矛盾。现在居然有这样一位经济学家，硬说恩格斯说的是“差不多同样的话”，西斯蒙第“对危机作了同样的解释”！艾弗鲁西写道：“因此，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竟忽略了西斯蒙第学说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第168页）其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什么也没有忽略 
［注：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6页和第19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章第6节。——编者注）中，我已经指出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那些不确切的和错误的地方，这些东西使他后来完全转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阵营中去了。（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相反，他十分确切地指出了被新理论认为是症结所在的基本矛盾（第455页及其他各页），并且阐明了西斯蒙第的作用：西斯蒙第较早地指出了危机中表现出来的矛盾，但是未能正确地解释这个矛盾（第457页：西斯蒙第在恩格斯之前就指出危机是从现代经济组织中产生的；第491页：西斯蒙第叙述了可能产生危机的条件，但是又说“并非任何可能性都会真正实现”）。艾弗鲁西根本没有弄清这一点，而是把一切搅做一团，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混乱感到“惊讶”！《俄国财富》的这位经济学家说：“诚然，我们从西斯蒙第那里找不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的无计划性（Planlosig-keit）这一类已经得到公认的术语，但是这些术语所包含的实质，西斯蒙第已经十分清楚地指出来了。”（第168页）这位最新的浪漫主义者多么轻而易举地就把旧日的那位浪漫主义者复活了啊！问题只在于字面上的差别！其实问题在于艾弗鲁西并不懂得他所重复的那些词句。“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的无计划性”，这些术语说的是什么呢？它们说的是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我们请问读过上述经济著作的任何一个人：西斯蒙第或洛贝尔图斯承认这个矛盾吗？他们是从这个矛盾中引出危机的吗？不是，他们没有引出也不可能引出，因为 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根本不了解这个矛盾
 。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决不能以普遍幸福 
［注：参看上引西斯蒙第的书第1卷第8页。］

 或“自行流通” 
［注：洛贝尔图斯。我们顺便指出，伯恩施坦复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偏见，把这个问题弄得混乱不堪，硬说马克思的危机论同洛贝尔图斯的危机论没有多大区别（《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斯图加特版第67页），硬说马克思自相矛盾，因为他承认群众消费的有限是危机的近因。（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的不正确性这些空话为根据，而必须以生产关系演进的性质为根据。然而这种思想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完全了解为什么我们俄国的浪漫主义者竭尽全力来抹杀上述两种危机理论的区别。这是因为对待资本主义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与上述两种理论有着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如果我们用产品实现的不可能性、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那我们就会否认现实，否认资本主义所走的那条道路是适当的，认为它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而要去寻找“另外的道路”。如果从这个矛盾中引出危机，我们就一定会认为，这个矛盾愈向前发展，摆脱矛盾也就 愈困难
 。而我们看到，西斯蒙第十分幼稚地说出的正是这种见解。他说，如果资本积累得慢，这还可以忍耐；如果资本积累得快，这就不能忍受了。相反，如果我们用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我们就会承认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实性和进步性，并指责寻找“另外的道路”是荒唐的浪漫主义。从而我们也就承认，这个矛盾愈向前发展，摆脱这个矛盾就 愈容易
 ，而出路正在于这种制度的发展。

读者看到，我们在这里也碰到了两种“观点”的区别……

我国浪漫主义者为自己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这是十分自然的。为了寻找理论根据，他们拾起西欧早已抛弃了的陈旧的废物，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他们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企图使这种废物重新发挥作用，时而公开替西欧浪漫主义者渲染，时而在不恰当的和歪曲的引证的掩饰下偷运浪漫主义，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这种走私行为不会被揭发出来，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在结束对西斯蒙第的 基本
 理论以及他从这一理论中得出的最主要的理论结论的叙述时，应该作一个小小的补充，这个补充又是与艾弗鲁西有关的。他在另一篇论西斯蒙第（第1篇的继续）的文章中说：“西斯蒙第对各种收入的看法更有意思（与关于资本的收入的学说相比）。”（《俄国财富》第8期第42页）他说，西斯蒙第和洛贝尔图斯一样，也把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土地和生产工具占有者，另一部分归劳动者。”（同上）接着他又引证了西斯蒙第的一些话，在这些话里西斯蒙第不仅把国民收入而且把整个产品都作了这样的划分：“年生产，或国家在一年中完成的全部工作的结果，同样由两部分组成”，等等（《新原理》第1卷第105页，转引自《俄国财富》第8期第43页）。我们的这位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说：“上引各处清楚地证明，西斯蒙第完全领会了〈！〉在最新经济学家那里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国民收入分类法，即国民收入分为以劳动为基础的收入和非劳动的收入（arbeitsloses　Einkom-men）。虽然一般说来，西斯蒙第对收入问题的观点并不总是明确的，但是从他的观点中仍然可以看出他已经意识到私人经济收入和国民经济收入之间的区别。”（第43页）

关于这一点我们要说：上引那一处清楚地证明，艾弗鲁西完全领会了德国教科书的高见，但是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完全忽略了国民收入不同于个人收入这一问题的理论上的困难。艾弗鲁西说话是很不细心的。我们看到，他在文章的前半部分把某一学派的理论家叫作“最新经济学家”。读者一定会以为他这一次还是指的那些理论家。事实上作者在这里完全另有所指。现在充当最新经济学家的已经是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者[44]了。作者认为西斯蒙第的理论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这就是替西斯蒙第辩护。艾弗鲁西的这些“最新”权威人士的学说是什么呢？就是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

其实这是亚当·斯密的学说，根本不是“最新经济学家”的学说！亚·斯密把收入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6章；第2篇第2章），使后二者正是作为非劳动的收入而与前者对立起来，称这二者为劳动的扣除（第1篇第8章），并且驳斥了认为利润也就是特种劳动的工资的意见（第1篇第6章）。无论是西斯蒙第、洛贝尔图斯或德国教科书的“最新”作者们，都不过是在重复斯密的这一学说。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亚·斯密意识到他没有完全能够把国民收入从国民产品中分出来；意识到他陷入了矛盾：他从国民产品中去掉了不变资本（按照现代术语来说），而在单个产品中又把它包括进去。“最新”经济学家们是在重复亚·斯密的错误，只不过使他的学说具有更加堂皇的形式（“国民收入分类法”），而没有意识到亚·斯密不能解决的矛盾。这也许是学者的方法，但决不是科学的方法。





八 资本主义地租和资本主义人口过剩

我们继续来评述西斯蒙第的理论观点。他的一切主要观点，也就是说明他不同于其他一切经济学家的那些观点，我们已经考察过了，下面一些观点，或者是在他的整个学说中不起那么重要的作用，或者是从上述观点中得出的结论。

我们要指出，西斯蒙第和洛贝尔图斯完全一样，也是不赞同李嘉图的地租论的。他没有提出自己的理论，而力图以极不高明的见解去动摇李嘉图的学说。他在这里表现出是一个纯粹的小农思想家；他与其说是驳斥李嘉图，不如说是根本反对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范畴搬到农业中来。在这两方面，他的观点很有浪漫主义者的特征。该书第3篇 
［注：就连叙述方式也是很典型的：第3篇论“领土财富”，土地财富，即农业。下一篇，即第4篇“论商业财富”，谈工业和商业。似乎农产品和土地本身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就不是商品！因此，这两篇也是相互不协调的。所谈论的工业只是西斯蒙第当时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而对农业的描述，则是五花八门地列举各种土地经营制度：宗法制、奴隶制、对分制、徭役制、代役制、农场制、永佃制（永久世袭地出租）等。其结果是一团糟：作者既未写出农业史，因为所有这些“制度”都是互不联系的，也未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农业，尽管后者是他的著作的真正研究对象，尽管他所谈论的工业只是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

 第13章是专谈“李嘉图先生的地租论”的。西斯蒙第一开始就说李嘉图的学说同他自己的理论完全矛盾，他反驳道：利润的一般水平（这是李嘉图的理论的基础）永远不能确定，农业中没有资本的自由转移。在农业中应该考察产品的内在价值（la　valeur　intrinsèque），这种价值不以市场波动为转移，它供给占有者以“纯产品”（produit　net）和“自然劳动”（第1卷第306页）。“自然劳动是其内在价值（intrinsèquement）受到我们研究的土地纯产品的力量和泉源。”（第1卷第310页）“我们把地租（le　fermage），或确切些说，把纯产品看作是直接从土地中产生出来而归私有者所有的；它既丝毫不剥夺农场主，也丝毫不剥夺消费者。”（第1卷第312页）他在唱完这种陈旧的重农主义偏见的老调时还训诲说：“一般说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应该防止（se　dé　fier）绝对的假定，正如应该防止抽象一样！”（第1卷第312页）这种“理论”甚至是没有什么可分析的，因为李嘉图的一个小小注解，就足以驳倒“自然劳动”了 
［注：《李嘉图全集》，季别尔的译本，第35页：“难道自然界在工场手工业方面丝毫没有替人做一点好事吗？难道使我们的机器转动、帮助船只在海上航行的风力和水力毫无意义吗？难道我们用来使最惊人的机器运转的大气压力和蒸汽动力不是自然界的恩赐吗？更不要说使金属软化和熔解的热能的作用了，更不要说空气参与染色过程和发酵过程了。在工场手工业的任何一个部门中，自然界都会给人以帮助，而且是无偿的和慷慨的帮助。”］

 。这只是放弃分析，并且比李嘉图倒退一大步。西斯蒙第的浪漫主义在这里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他急于谴责该一过程，而害怕去分析这一过程。请注意，他并不否认下列事实：英国农业是按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的，农民为农场主和日工所代替，大陆上的情况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他不过是回避这些事实（这些事实是他在谈论资本主义经济时必须加以考察的），而宁愿感伤主义地谈论宗法式的土地经营制度的优越性。我国民粹派也一模一样，他们之中谁也不打算否认商品经济正渗入农业、商品经济不能不引起农业的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的事实，但是在谈论资本主义经济时，谁也不提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问题，而宁愿用“人民生产”的箴言来支吾搪塞。我们在这里还只是分析西斯蒙第的理论经济学，因此，我们把这种“宗法式的经营”留到以后再来作比较详细的介绍。

西斯蒙第反复叙述的另一个论点就是人口论。我们现在来谈谈西斯蒙第对马尔萨斯的理论和资本主义造成的过剩人口的看法。

艾弗鲁西断言，西斯蒙第只赞同马尔萨斯一个观点，这就是人口会异常迅速地增殖，成为灾难深重的根源。“往后，他们就完全相反了。西斯蒙第把整个人口问题置于社会历史的基础上”（《俄国财富》第7期第148页）。艾弗鲁西的这种说法完全掩盖了西斯蒙第特有的观点（即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他的浪漫主义。

“把人口问题置于社会历史的基础上”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分别研究每个历史经济制度的人口规律，研究它与该一制度的联系和相互关系。西斯蒙第研究了什么制度呢？资本主义制度。总之，《俄国财富》的这位撰稿人认为，西斯蒙第研究了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这种论断有一部分真理，但只是 一部分
 而已。既然艾弗鲁西不想去分析西斯蒙第关于人口的议论的不足之处，既然艾弗鲁西断言“西斯蒙第在这方面是最杰出的最新经济学家的先驱” 
［注：不过，我们要附带说明一下，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艾弗鲁西在这里所说的“最杰出的最新经济学家”究竟指的是谁，是与浪漫主义绝对格格不入的那个著名学派的代表呢，还是那本大部头书的作者？］

 （第148页），那他就是在美化这位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完全象我们在危机和国民收入的问题上所看见的情况一样。在这些问题上，西斯蒙第的学说和新理论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西斯蒙第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所固有的矛盾。这个相同的地方艾弗鲁西已经指出来了。西斯蒙第和新理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是他丝毫没有推进对这些矛盾的科学分析，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古典学派还后退了一步；第二，是他以国民收入必须适合支出、生产必须适合消费等等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来掩盖他自己没有分析的能力（部分是掩饰他不愿意进行分析）。艾弗鲁西对两点区别中的任何一点都 没有指出
 ，从而完全不正确地叙述了西斯蒙第的真正作用及其同最新理论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情形也完全一样。在这里，西斯蒙第和最新理论相同的地方也只在于他 指出了矛盾
 。其区别也在于他没有进行科学分析，而以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来代替分析。现在我们来加以说明。

从上世纪末叶开始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造成了过剩人口，于是在政治经济学面前便提出了解释这个现象的任务。大家知道，马尔萨斯企图用自然历史的原因来解释这个现象，根本否认它来源于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事实，完全闭眼不看这个事实所揭示出来的矛盾。西斯蒙第指出了这些矛盾，指出了机器排挤人的现象。指出这一点是他的无可争辩的功绩，因为在他写作的时代，指出这一点是一个新发现。但是，我们看一看他是怎样对待这个事实的。

第7篇（《论人口》）第7章专门谈论“机器的发明造成过剩人口”。西斯蒙第确认“机器排挤人”（第2卷第7章第315页）这一事实，并立刻提出一个问题：机器的发明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呢？显然，要为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而不是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毫无内容的空谈：在“消费的需求超过居民所握有的生产资料（les　moyens　de　produire　de　la　population）”（第2卷第317页）时就有利，“在生产能充分满足消费时”则有害。换句话说，在西斯蒙第那里，确认矛盾的存在只是议论某个抽象社会的借口，在这个社会中已经没有任何矛盾，精打细算的农民的道德是和这个社会相适合的！西斯蒙第不打算分析这个矛盾，不打算考察它是怎样在该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它会引起什么结果，等等。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把这个矛盾用作自己痛恨这种矛盾的材料。这一章后面的所有内容，在这个理论问题上，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东西，只有一些怨言、牢骚和天真的愿望。被排挤的工人曾经是消费者……国内市场在缩小……至于国外市场，世界上已有足够的供应……农民的温饱能更好地保证销售……再没有比大陆国家所仿效的英国的例子更令人惊异、更骇人听闻的了，——这就是不去分析现象的西斯蒙第所说的一些箴言！他对问题的看法和我国民粹派的看法一模一样。民粹派也只限于确认人口过剩这个事实，也只是利用这个事实来埋怨和控诉资本主义（参看尼·—逊和瓦·沃·等人的著作）。西斯蒙第甚至不打算分析这种过剩人口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有什么关系，民粹派和他一样，也从未给自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

对这一矛盾所作的科学分析，说明这种方法是完全不正确的。这个分析证明，过剩人口毫无疑问是一个矛盾（还有过剩生产和过剩消费），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这部机器的 必要组成部分
 。


［注：大家都很清楚，对过剩人口的这种看法是恩格斯在1845年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第一次提出的。作者在描述了英国工业通常的工业循环之后说道：




　　“由此可见，英国工业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都一定要有失业的工人后备军，以便在最活跃的几个月内有可能生产市场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这种后备军的扩大或缩小，要看市场能使他们中间的小部分还是大部分得到工作而定。虽然在市场最活跃的时候，农业区……以及受普遍繁荣的影响较少的工业部门暂时也能供给工厂一定数量的工人，但是这些工人的数目到底是很少的，而且他们也同样属于后备军之列，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正是迅速的繁荣才暴露了他们是属于这个后备军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9页。——编者注）





　　在最后几句话中，指出暂时转向工业的那部分农业
 人口属于后备军这一点是重要的。这正是晚近的理论所谓的潜在
 形式的过剩人口。（见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5页。——编者注））］


大工业愈发展，对工人需求的波动就愈大，而波动的情况如何，则要看整个国民生产或其每个部门是处于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而定。这种波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如果没有随时都能给任何工业部门或任何企业提供劳动力的过剩人口（也就是超过了资本主义对工人的 平均
 需求的人口），资本主义生产就 不可能存在
 。分析表明，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只要资本主义一渗入，过剩人口就会形成（农业中的情形和工业中的情形完全一样），过剩人口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主要的形式有三种 
［注：参看季别尔《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研究》1885年圣彼得堡版第552—553页。］

 ：（1） 流动的过剩人口
 。属于这一类的是工业中的失业工人。随着工业的发展，他们的人数必然增加。（2） 潜在的过剩人口
 。属于这一类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丧失了自己的产业并找不到非农业工作的农业人口。这种人口随时都能给任何企业提供劳动力。（3） 停滞的过剩人口
 。他们的就业“极不规则”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5页。——编者注］

 ，生活状况低于一般水平。属于这一类的主要是在家里替厂主和商店干活的城乡居民。所有这些阶层的总和就构成了 相对过剩人口
 或者 后备军
 。后一术语清楚地表明，这里是指哪一种人口。这里是指工人，他们是资本主义 尽量
 扩大企业所必需的，但是他们永远不能经常得到工作。这样看来，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一理论得出的结论也是和浪漫主义者的结论完全相反的。在浪漫主义者看来，过剩人口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错误”的。其实恰好相反，过剩人口是过剩生产的必然补充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附属品， 没有它，资本主义经济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发展
 。在这里，艾弗鲁西的说法也完全不正确，他闭口不谈最新理论的这一原理。

只要把上述两种观点对比一下，就足以判明我国民粹派是赞成哪一种观点的了。上述西斯蒙第著作中的那一章，完全可以放在尼·—逊先生的《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中。

民粹派虽然确认在改革后的俄国形成了过剩人口，但从未提出资本主义需要工人后备军的问题。如果经常的过剩人口没有形成，铁路能够建成吗？尽人皆知，对这种劳动的需求年年都有很剧烈的波动。没有这个条件，工业能够发展吗？（在兴旺时期，工业需要大批建筑工人去兴建工厂、房屋和仓库等等，需要各种辅助性的日工，这种日工在所谓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中占很大部分。）没有这个条件，我国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农业（它需要几十万几百万的日工，同时大家知道，对这种劳动的需求的波动又特别大）能够建立吗？没有形成过剩人口，木材业主能够非常迅速地伐下树木供给工厂的需要吗？（正如农村居民替企业主进行的其他形式的劳动一样，木材业工作也是一种工资最低、条件最坏的工作。）没有这个条件，商人、厂主、商店把工作分到城乡住户家里去做的制度（这在所谓手工业中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能够发展吗？这一切劳动部门（主要是在改革后发展起来的）对雇佣劳动的需求的波动非常大。要知道，这种需求的波动幅度决定着资本主义 所需要的
 过剩人口的多少。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表明他们是知道这一规律的。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打算分析这些问题的本质。 
［注：因此，我们在这里不谈那种极其独特的情形，即由于没有把所有这些为数众多的工人登记下来，民粹派经济学家就不把他们计算在内。］

 这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西欧浪漫主义及其同俄国民粹主义的关系。在这里，这种关系也和上述一切问题上的这种关系一样：民粹主义者在过剩人口的问题上完全持着与最新理论的观点截然相反的浪漫主义观点。他们说，资本主义不能使被解雇的工人都有工可做。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是“错误的”，等等。决不止“意味着”这些。矛盾不等于不可能（Widerspruch不等于Widersinn）。资本主义积累这个真正的为生产而生产，也是一个矛盾。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存在，也不妨碍它成为一定的经济制度的规律。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矛盾也是这样。上述民粹派的议论，只“意味着”用空话来搪塞这一切矛盾的恶习已深深地腐蚀了俄国的知识分子。

总之，西斯蒙第对于人口过剩的 理论分析
 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东西。但是，他究竟怎样看待人口过剩呢？他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同情心和马尔萨斯主义的奇特的结合。西斯蒙第说：“现代社会组织的一大缺陷，就是穷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他能指望什么样的劳动需求”（第2卷第261页），因此西斯蒙第对“农村鞋匠”和小农能够准确知道自己收入的那种时代感叹不已。“穷人愈是丧失各种财产，就愈会弄不准自己的收入，愈会增加下面这些人的数目（contribuer　à　accroitre　une　population……），这些人与劳动的需求不相适应，因而找不到生活资料。”（第2卷第263—264页）请看，这位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不仅想阻止整个社会的发展，以便维护半野蛮人的宗法关系，他还要不择手段地摧残人性，以便能保全小资产阶级。为了使大家对于后面一点不会有任何怀疑，现在再摘录几段于下：

工厂每周跟半乞丐似的工人结账，这就使他们养成不去过问下星期六以后的事情的习惯，“这样就削弱了工人的道德品质和同情心”（第2卷第266页），这两者就是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夫妇间的理性”！……——“他的家庭给社会造成的负担愈大，他家里的人口就愈多；国家就会在与生活资料不相适应的（disproportion-née）人口的压迫下遭受痛苦（gémira）。”（第2卷第267页）即使以降低生活水平和歪曲人性为代价，也无论如何要保存小私有制，这就是西斯蒙第的口号。当西斯蒙第摆出一个国家要人的姿态来谈论什么时候人口的增加才“适宜”时，他专门用了一章来攻击宗教，说它没有谴责“不理智的”婚姻。问题只要一触及西斯蒙第的理想——小资产者，他就比马尔萨斯本人更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了。西斯蒙第教训宗教界人士说：“为贫困而生小孩，也就是为罪过而生小孩……对社会制度问题的无知，使得他们（宗教界的代表）把节欲从婚姻所固有的美德中去掉了，这种无知是使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自然形成的平衡遭到破坏的经常起作用的原因之一。”（第2卷第294页）“宗教的道德应当教育人们，在建立家庭之后，他们同自己的妻子至少应该象光棍和姘妇那样节欲。”（第2卷第298页）西斯蒙第不仅以经济理论家自居，而且以精明能干的行政官自居，他在这里计算道，“建立家庭”，“一般说来平均”要“生三个小孩”，于是他劝告政府，“不要用成家立业的希望去欺骗人们，因为这种虚幻的建立（cet　établissement　illusoire）会使他们受苦难、贫困和死亡的摆布”。（第2卷第299页）“当社会组织没有把劳动阶级和占有某些财产的阶级分开时，单是舆论就足以防止贫困的鞭挞（le　fléau）。农民变卖他父辈的遗产，手工业者浪费自己的少量资本，总是一种可耻的事情……但在现代欧洲制度下……注定永远没有任何财产的人，对于沦为乞丐是不会感到任何羞耻的。”（第2卷第306—307页）很难比这些话更突出地表明小私有者的愚蠢和冷酷！西斯蒙第在这里由一个理论家变成了一个重实际的人，他所宣扬的道德，就是大家知道的法国农民遵守得很好的那种道德。这不仅仅是一个马尔萨斯，而且是一个有意按照小资产者的式样裁剪出来的马尔萨斯。读到西斯蒙第的这几章时，不由地会使你想起蒲鲁东那些愤怒的攻击，他证明马尔萨斯主义就是宣扬房事……和某种反常的恶行 
［注：见马尔萨斯《人口论》俄译本附录（比比科夫的译本，1868年圣彼得堡版）。蒲鲁东《论正义》一书中的一段话。］

 。





九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机器

与过剩人口问题有关的，是 机器
 的作用问题。

艾弗鲁西热心地谈论西斯蒙第关于机器的“真知灼见”，认为“把西斯蒙第当作技术革新的反对者是不公平的”（第7期第155页），认为“西斯蒙第并不敌视机器和发明”（第156页）。“西斯蒙第不止一次地强调这样一种思想：并非机器和发明本身对于工人阶级有害，它们所以有害，只是因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不增加工人阶级的消费，也不缩短工作时间。”（第155页）

这些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对西斯蒙第的 这种
 评价又一次十分清楚地证明，民粹主义者根本不 了解浪漫主义者
 ，不了解浪漫主义所固有的对资本主义的 看法
 ，以及这种看法和科学理论观点的根本区别。民粹主义者也不可能了解这一点，因为民粹主义本身并不比浪漫主义更高明。但是，如果说西斯蒙第指出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矛盾性，在19世纪20年代曾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么，现在还只限于进行这类粗浅的批评而不了解它的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就完全不可原谅了。

艾弗鲁西 在这一方面
 （即在西斯蒙第的学说和最新理论的区别问题上） 
［注：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艾弗鲁西到处竭力援引西斯蒙第与现代理论的这个对比。］

 固执己见。他甚至不会提出问题。他指出西斯蒙第已经看到矛盾，就心满意足，以为历史上不曾有过各种各样批评资本主义矛盾的方式和方法。艾弗鲁西说，西斯蒙第认为机器有害并不是由于它本身，而是由于它在该一社会制度下所起的作用。但是艾弗鲁西没有觉察到，就在这一议论中已经表现出多么粗浅的感伤主义观点。西斯蒙第的确议论过：机器有害还是无害呢？他用箴言“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有当生产适合消费时，机器才是有利的（参看《俄国财富》第7期第156页的引文）。作了上面的一切叙述之后，我们在这里已没有必要来证明，这种“解决”不过是以小资产阶级的空想来代替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决不能因为西斯蒙第没有进行这种分析而责备他。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 没有提供
 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 提供了新的东西
 。不过，我们在这里要责难的不是西斯蒙第，也不是他的粗浅的感伤主义观点，而是《俄国财富》的那位经济学家，他迄今还不了解这种观点和最新观点的区别。他不了解 
［注：在1898年和1908年的版本中，没有“这种观点和最新观点的区别。他不了解”这些话。——编者注］

 ，为了说明这种区别，应该提出的问题并非西斯蒙第是否敌视机器，而是西斯蒙第是否了解机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作用，是否了解作为 进步因素
 的机器在这种制度下的作用。如果了解这一点，那《俄国财富》的这位经济学家就会注意到，西斯蒙第从自己的 小资产阶级空想
 观点出发，也 不可能提出
 这样的问题，新理论的不同处，就在于它提出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了解这一点，那艾弗鲁西就会懂得，西斯蒙第用机器“有利”和“有益”的条件问题来代替机器在该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历史作用问题，自然就得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的“危险性”的学说，呼吁必须“阻止”、“节制”和“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变成了一个 反动者
 。不了解作为进步因素的机器的历史作用，这就是最新理论认为西斯蒙第的学说是 反动学说
 的原因之一。

当然，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叙述最新学说（即马克思的学说）是怎样论述机器生产的。我们介绍读者去看一下尼·季别尔的上述著作的第10章《机器和大工业》，特别是第11章《机器生产理论的研讨》 
［注：季别尔在这一章的开头说道：“老实说，我们所叙述的关于机器和大工业的学说，是新思想和独创研究的取之不尽的泉源，谁想充分衡量这一学说的相对长处，他就必须就这一个问题写出整整一本书。”（第473页）］

 。我们只极简略地指出它的实质。它的实质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是历史分析，它确定了机器生产在资本主义其他发展阶段中的地位，确定了机器工业同以前这些阶段（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关系；第二是对机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的分析，特别是对机器工业使居民的一切生活条件发生变化的分析。在第一点上，这个理论确定机器工业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阶段（即最高阶段），并表明它是从工场手工业中产生的。在第二点上，这个理论确定机器工业所以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大进步，不仅因为它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和使整个社会的劳动社会化 
［注：季别尔在比较村社中的“劳动结合”和拥有机器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结合”时说得十分正确：“村社的‘和’与拥有机器生产的社会的‘和’之间存在着类似10个单位
 和100个单位
 之间的区别。”（第495页）］

 ，而且还因为它破坏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使工人必须变换工作，彻底破坏了落后的宗法关系，特别是农村中的宗法关系 
［注：上述季别尔的著作第467页。］

 ，并且由于上述原因和工业人口的集中，极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前进。这一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进步一样，也带来了矛盾的“进步”，即矛盾的尖锐化和扩大。

也许读者要问，这样分析西斯蒙第对这个人所共知的问题的看法，这样概括地指出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赞同”的新理论，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好吧，我们现在就拿自以为严格运用最新理论的最著名的民粹派经济学家尼·—逊先生为例来看看这种“赞同”吧。大家知道，尼·—逊先生在《论文集》中把研究俄国纺织工业的资本化当作自己的专门任务之一，而这种工业的特征恰好是使用机器最多。

试问，尼·—逊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是什么观点呢？是西斯蒙第的观点（我们已经看到，他对资本主义的很多方面都赞同西斯蒙第的观点）还是最新理论的观点？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他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 
［注：这里只是由于书报检查关系，才用“现实主义者”这个词而不用马克思主义者
 这个词。由于同样原因，也才没有引证《资本论》而引证了转述马克思《资本论》的季别尔的著作（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

我们看到，最新理论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机器工业产生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事实作了历史分析。尼·—逊先生是否提出过俄国机器工业的产生问题呢？没有。固然，他曾经指出在机器工业之前有过为资本家进行的家庭劳动以及手工“工厂” 
［注：第108页。《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7卷第3编第32页上的一段话（统计学家们在这里叙述了科尔萨克的《论工业形式》）：“手工业组织本身从1822年以来发生着彻底的变化，农民不再是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者，而只是大工厂生产中某些工序的操作者，他们只能领取计件工资。”］

 ，但是，他不仅没有解释机器工业和 以前那个阶段
 之间的关系，甚至没有“觉察到”，按照科学术语不能把以前那个阶段（家庭手工生产或资本家作坊中的手工生产）称为 工厂
 ，只能把它称为 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
 
［注：季别尔十分正确地指出，普通术语（工厂等等）对于科学研究是不恰当的，必须把机器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分开。第474页。］

 。

读者不要以为这个“疏漏”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它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这样一来，尼·—逊先生就把 资本主义和机器工业
 混为一谈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科学理论的意义正在于它阐明了作为资本主义 一个阶段
 的机器工业的真正地位。如果尼·—逊先生所持的是 这个理论
 的观点，他还会把 机器工业
 的发展和胜利说成是谁也不知道的“以农民占有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形式” 
［注：尼·—逊的著作第322页。这与西斯蒙第把宗法式的农民经济理想化有丝毫区别吗？］

 和“资本主义”这“ 两种经济形式的斗争
 ”吗？（第2、3、66、198页及其他各页）其实我们看见的是 机器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斗争
 。关于这个 斗争
 ，尼·—逊先生只字不提，虽然根据他自己引证的话，在他专门从事研究的（第79页）纺织工业中，正好发生了 资本主义两种形式
 的这种更替，但是，尼·—逊先生却把它歪曲为“资本主义”更替“人民生产”。事实上，他对机器工业的 实际
 发展问题丝毫无兴趣，并且用“人民生产”的幌子来掩盖完全适合西斯蒙第口味的空想，这难道还不明显吗？第二，如果尼·—逊先生提出了俄国机器工业的历史发展问题，他还会根据欧洲也有过的、政府给予支持和援助的事实，来谈论“培植资本主义”吗？（第331、283、323页及其他各页）试问，他是在仿效同样谈论过“培植”的西斯蒙第呢，还是在仿效研究过机器工业如何代替工场手工业的最新理论的代表呢？第三，如果尼·—逊先生提出了俄国资本主义形式（在纺织工业中）的历史发展问题，他还会忽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俄国“手工业”中的存在吗 
［注：在这里，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来证明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只要回忆一下如下一些手工业就够了：巴甫洛夫镇的五金业，博戈罗茨克的制革业，基姆雷镇的制鞋业，莫尔维季诺区的软帽业，图拉的手风琴业和茶炊业，克拉斯诺谢洛和渔村的首饰业，谢苗诺夫的制匙业，“乌斯季扬希纳”的角制品业，下诺夫哥罗德省谢苗诺夫县的制毡业等等。我们是根据记忆列举的，如果看一下任何一份手工业研究材料，那这张清单是开列不完的。］

 ？如果他 真正
 信奉这个理论，并想对这种也是“人民生产”稍微作些科学分析，那他怎么会把俄国社会经济涂成一幅苏兹达利式的图画[45]呢，这幅图画所描绘的，是一种模糊不清的“人民生产”和脱离“人民生产”而仅仅拥有“一小群”工人的“资本主义”。（第326页及其他各页）

概括起来说：从机器工业问题上的最新理论和浪漫主义理论的区别的第一点来看，尼·—逊先生 无论如何不能被认为是前一种理论的信徒
 ，因为他甚至不了解提出机器工业这一 资本主义特殊阶段
 的产生问题的必要性，同时又闭口不谈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这一先于机器工业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存在。他以“人民生产”的空想代替了历史分析。

第二点谈的是最新理论关于机器工业改造社会关系的学说。这一问题尼·—逊先生甚至不想去分析。他对资本主义满腹牢骚，因工厂而痛哭不已（完全象西斯蒙第因它而痛哭不已一样），但他对工厂 
［注：我们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一术语的科学意义不同于日常用语中的意义。在科学上只把这一术语应用于大机器工业。］

 所完成的社会条件的改造连想也不想去研究。要知道，进行这种研究，正是需要把机器工业与尼·—逊先生认为不存在的 以前那些阶段
 加以对比。新理论把机器看作是 资本主义社会
 的进步因素，这个观点对他也是格格不入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注：例如，阿·沃尔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见《沃龙佐夫（瓦·沃·）先生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论证》1896年圣彼得堡版。］

 他又是连提也没有提出，而且他 也不可能提出
 ，因为这一问题只是对 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
 为另一种形式所代替的事实进行历史研究的结果，而尼·—逊先生却干脆以“人民生产”……代替“资本主义”。

如果我们 根据尼·—逊先生关于俄国纺织工业资本化的“研究”
 ，提出尼·—逊先生怎样看待机器这个问题，那么，除了已经从西斯蒙第那里知道的东西以外，我们不可能得到别的回答。尼·—逊先生承认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难道这一点还不承认！），这也是西斯蒙第所承认的。尼·—逊先生说，有害的不是机器而是机器的资本主义的使用，西斯蒙第也是这样说的。尼·—逊先生认为“我们”在使用机器时忽略了生产应该适合“人民消费能力”，西斯蒙第也是这样认为的。

如此而已。尼·—逊先生再没有谈出更多的东西。关于最新理论所提出和解决的那些问题，尼·—逊先生根本不想知道，因为他既不想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形式的历史更替（即使是用他所举的纺织工业的例子），也不想研究在 该一
 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进步因素的机器的作用。

总之，在机器问题这个理论经济学中最重大的问题上，尼·—逊先生也抱着西斯蒙第的观点。尼·—逊先生 完全象浪漫主义者一样议论问题
 ，当然，这丝毫不妨碍他反复引证。

不仅纺织工业一个例子是这样，尼·—逊先生的全部议论也是这样。只要回忆一下上述面粉生产的例子就够了。指出使用机器，只是尼·—逊先生感伤主义地抱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适合“人民消费能力”的一种借口。对机器工业引起的社会制度中的那些改革（它确实在俄国引起了这样一些改革），他根本不想去分析。关于这些机器在该一资本主义社会是否是进步的问题，他完全不了解。 
［注：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本文提出了批判尼·—逊先生的观点的任务，这些任务后来我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完成了。（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我们对尼·—逊先生所说的这些话， 更
 适用于其他的民粹派经济学家，因为直到现在，民粹主义在机器问题上还抱着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观点，用感伤主义的愿望代替经济分析。








十 保护关税政策[46]

在西斯蒙第的观点体系中，使我们感兴趣的最后一个理论问题，是关于保护关税政策的问题。在《新原理》中有不少地方谈到这个问题，但是他偏重于分析实际方面，即英国的反对谷物法运动。这后一个问题我们下面再来分析，因为它还包括其他一些更广泛的问题。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西斯蒙第对保护关税政策的 看法
 。这个问题所以使人感兴趣，不在于西斯蒙第还有上文没有提到的什么新的经济概念，而在于他对“经济”和“上层建筑”的联系的了解。艾弗鲁西要《俄国财富》的读者们相信，西斯蒙第是“现代历史学派最有才华的先驱之一”，他“反对把经济现象同其他一切社会因素分离开来”。“西斯蒙第的著作中贯穿着一个观点，就是认为不应该把经济现象同其他社会因素分离开来，而应当把它们同社会政治性的事实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俄国财富》第8期第38—39页）现在我们就拿一个例子来看看西斯蒙第是怎样理解经济现象同社会政治现象的联系的。

西斯蒙第在《论关税》一章（第1卷第4篇第11章）中说：“禁止进口同禁止出口一样，也是不合理的，也是危险的。发明禁止进口是为了使国家获得它还没有的工场手工业；决不能否认，禁止进口对于新兴的工业等于是给它一笔最大的奖金。这种工场手工业也许只能生产该国某种商品的全部消费量的1％。这样一来，100个买主一定会互相竞争，以便从唯一的卖主那里得到商品，而被卖主拒绝的99个买主就会被迫以走私的货物来满足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损失将等于100，而利益只等于1。不管这种新的工场手工业给予国家什么利益，毫无疑问，都远不足以弥补这样巨大的牺牲。要使这种工场手工业发生作用，总是可以找到不太浪费的办法。”（第1卷第440—441页）

请看，西斯蒙第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多么简单：保护关税政策是“不合理”的，因为“国家”遭到损失！

我们的这位经济学家说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呢？他把该一社会政治事实同什么样的经济关系作比较呢？他没有拿任何特定的关系来考察，而是 泛泛地
 谈论国家，即谈论 他认为应当是
 什么样的那种国家。这种应当如何如何的概念，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建立在排除资本主义、让独立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的。

但是要知道，把属于而且只属于某个经济制度的社会政治因素同某种虚构的制度加以对比，完全是荒谬的。保护关税政策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因素”，但西斯蒙第不是把它同资本主义比较，而是把它同某种 笼统的
 国家（或者是同独立小生产者的国家）比较。也许他还会把保护关税政策拿去同印度的公社比较，得出更加明显的“不合理”和“危险”，但“不合理”的正是他的比较，而不是保护关税政策。西斯蒙第用幼稚的计算来证明保护关税对群众的好处微乎其微。但这用不着证明，因为这从保护关税政策概念本身就已经可以明显看出（不管这是直接颁发奖金或是排除外国竞争者）。至于保护关税政策反映了社会矛盾，这是不容争辩的。难道在造成保护关税政策的那种制度的经济生活中就没有矛盾了吗？相反，它充满着矛盾，西斯蒙第本人在其全部叙述中也指出了这些矛盾。西斯蒙第不是从他自己也确认的经济制度的那些矛盾中 划出
 这一矛盾，却把经济矛盾 忽略了
 ，从而把自己的论断变成毫无内容的“天真的愿望”。他不是把这种用他的话来说是服务于小集团利益的制度，同这个集团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以及这个集团的利益加以对比，而是把这种制度同关于“公共福利”的抽象原理加以对比。因而我们看到，与艾弗鲁西的论断相反，西斯蒙第正是把经济现象从其他现象中 孤立出来
 （不是把保护关税政策同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根本 不懂
 经济事实和社会政治事实之间的 联系
 。我们上面引用的那一大段话，包括了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对保护关税政策问题所能提供的 全部东西
 ，其余一切只是它的重复而已。“很值得怀疑，各国政府是否完全懂得它们为了取得这种利益（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付出的代价，以及它们加在消费者身上的那些可怕的牺牲。”（第1卷第442—443页）“欧洲各国政府都想压制天性（faire　violence　à　la　nature）。”压制什么样的天性呢？保护关税政策“压制”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天性吗？“迫使国家进行可以说是（en　quelque　sorte）错误的活动。”（第1卷第448页）“某些政府甚至贴补本国的商人，使他们有可能卖得便宜些；这一牺牲愈是令人惊异，愈是与最简单的计算相抵触，则愈会使人把它归咎于最高的政策……政府是靠牺牲本国百姓来贴补本国商人的”（第1卷第421页），如此等等。请看西斯蒙第用什么议论来款待我们！在其他一些地方，他好象从这些议论中作结论似的，把资本主义称作“人为的”、“培植的”（第1卷第379页opulence　fa-ctice）、“温室的”（第2卷第456页）等等。他起初用天真的愿望来代替对这些矛盾的分析，后来则直接歪曲现实以迎合这些愿望。结果是，大家如此热心“支持”的资本主义工业是软弱的，没有根基的等等，它在国家经济中并不起主导作用， 因而
 这种主导作用是属于小生产的等等。保护关税政策只是一定的经济制度和该制度一定的矛盾造成的，它反映了在国民经济中起 主导
 作用的现实阶级的实际利益，——这个不容置疑、不容争辩的事实通过几句感伤的话就变成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了，甚至变成与自己对立的东西了！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有关农业方面的保护关税政策——第1卷第265页，论谷物法的那一章）：


　　“英国人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大农场是改进农业技术即用更便宜的开支获得更丰富的农产品的唯一手段，事实上正好相反，他们在用更多的开支生产农产品……”



　　这段话是极其典型的，它清楚地表明了俄国民粹派所精通的浪漫主义的论断手法！农场经济的发展及与之相联系的技术进步这一事实，被描绘为蓄意实行的制度：英国人（即英国经济学家）把这种改善农业技术的制度说成是唯一的手段。西斯蒙第想说：除了农场经济以外，“可能”还有别的方法来提高农业技术，也就是说，又是在某个抽象的社会中有“可能”，而不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现实的社会中，即不是在英国经济学家所谈论的、西斯蒙第也应该谈论的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有“可能”。“改进农业技术 就是
 使自己〈国家？〉获得更丰富的产品。”根本不是“就是”。改进农业技术和改善群众的饮食条件根本不是一回事；在西斯蒙第一心想逃避的那种经济制度中，两者之间的不协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例如，马铃薯播种面积的扩大，可能意味着农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种植块根植物）和额外价值的增大，但同时工人的饮食却每况愈下。这又是民粹主义者的……不，是浪漫主义者的那套手法：用空话避开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西斯蒙第继续说：“的确，这些农场主很富裕，很有学识，而且得到各种科学成就的大力支持（secondés），他们套车的马很漂亮，篱笆很结实，田地上的杂草除得很干净，但是他们经不起没有知识、遭受奴隶制压抑、只能在酗酒中寻找安慰、农业技术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可怜的波兰农民的竞争。波兰中部汇集的粮食，在付出数百里约的 
［注：里约是法国旧长度单位，约等于4．5公里。——编者注］

 水运、陆运、海运运费之后，在付出等于本身价值的30—40％的进口税之后，仍然要比英国最富庶的郡的粮食便宜。”（第1卷第265页）“这一对比使英国经济学家们惶惑不安。”他们拿捐税等等作借口。但问题不在这里。“经营制度本身是很坏的，是建立在危险的基础之上的……不久以前，所有作家都把这一制度说成是值得我们赞美的东西，但是相反，我们应该好好地认识它，以防去模仿它。”（第1卷第266页）

这位浪漫主义者不是太天真了吗？他把英国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说成是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不正确的制度，把闭眼不看农场经济的矛盾的经济学家们的“惶惑不安”看作是 反对
 农场主的充分论据。他的了解多么肤浅！他不是在各个集团的利益中，而是在经济学家、作家和政府的谬误中去寻找对经济过程的解释。善良的西斯蒙第竟想使英国和大陆的农场主感到羞愧，使他们不去“模仿”这种“很坏的”制度！

可是不要忘记这是70年以前写的东西，那时西斯蒙第所看到的是当时还十分新颖的现象的初步情况。 他的
 幼稚还情有可原，因为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们（他的同时代人）也同样幼稚地认为这些新现象是人类永恒的天性的产物。但是我们要问，我国民粹派在反对俄国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异议”中是否对西斯蒙第的论据增添了哪怕是一个独创的字眼呢？

总之，西斯蒙第关于保护关税政策的议论表明，他根本没有历史观点。相反，他和18世纪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样，也是十分抽象地进行议论，不同的只是，他宣称，正常而自然的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是独立小生产者的社会。因此，他完全不了解保护关税政策与一定经济制度的联系，而用他在摆脱经济生活中的矛盾时所用的“荒谬”、“危险”、错误、不合理等等感伤词句，来摆脱社会政治领域中的这个矛盾。因此，他叙述问题极其肤浅，把保护关税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47]的问题说成是“错误的”道路和“正确的”道路的问题（用他的术语说，就是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最新理论彻底揭发了这些谬误，指出了保护关税政策与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与这个制度中得到政府支持的主导阶级的利益的联系。最新理论指出，保护关税政策和贸易自由的问题是企业主 之间
 （有时是各国企业主之间，有时是该国各派企业主之间）的问题。

我们把这两种对保护关税政策的看法同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对这种政策的态度加以比较，就会看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完全抱着浪漫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是把保护关税政策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而是把它同某种抽象的国家、干脆同“消费者”比较，宣称保护关税政策是对“温室的”资本主义的“错误的”和“不合理的”支持等等。例如，在引起工业企业主和农业企业主冲突的免税输入农业机器的问题上，民粹派 当然
 是全力拥护农业……企业主的。我们并不想说他们不对。但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是一个一定历史时期的问题，是关于哪一派企业主代表更普遍的资本主义发展利益的问题。如果民粹派是正确的，这当然不是因为课税意味着“人为地”“支持资本主义”，免税则是支持“自古以来”的人民手工业，而只是因为农业资本主义（它需要机器）的发展加速了农村中世纪关系的消亡和工业的国内市场的形成，从而意味着资本主义更广阔、更自由、更迅速的发展。

我们预料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一种异议，反对把民粹主义者归入浪漫主义者之列。有人也许会说，这里必须把尼·—逊先生区分开来，因为他直截了当地说过，贸易自由和保护关税政策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并且不止说一次，甚至还作过“引证”……是的，是的，尼·—逊先生甚至还作过引证！但是如果有人要向我们引证尼·—逊先生《论文集》中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就要引用 另外一些地方
 ，在那里，他宣称支持资本主义就是“培植”资本主义（而且还是在《总结和结论》中宣称的！第331、323页和第283页），把鼓励资本主义说成是“致命的谬误”，“我们忽略了”，“我们忘记了”，“我们被弄糊涂了”等等（第298页。与西斯蒙第比较一下吧！）。怎样能使这一点与下述论断相容呢？这个论断就是：支持资本主义（用输出奖金）是“我国经济生活中麕集的许多矛盾之一 
［注：正如《论文集》中“麕集”着对“我们”的号召，“麕集”着忽视这些矛盾而空谈“我们”应该如何如何的叫喊一样。］

 ；和其余的矛盾一样，它的存在也应归因于整个生产所采取的形式”（第286页）。请注意： 整个生产
 ！我们要问一问任何一位没有偏见的人，这位认为支持“ 整个生产所采取的形式
 ”是一种“谬误”的作家所持的是什么观点呢？是西斯蒙第的观点还是科学理论的观点？尼·—逊先生的“引证”在这里（和在上面分析过的问题中一样）也是与本题无关的笨拙的插语，丝毫没有反映出认为这些“引证”可以应用于俄国现实的真正信念。尼·—逊先生的“引证”是用最新理论装饰起来的、只能把读者引入歧途的一块招牌。它是一个纯种的浪漫主义者借以藏身的一套不合身的“现实主义者”的服装。 
［注：我们怀疑尼·—逊先生是否把这些“引证”当作抵御任何批评的护身符？否则很难解释，尼·—逊先生从司徒卢威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那里知道有人把他的学说与西斯蒙第的学说相提并论，为什么他还在《俄国财富
 》（1894年第6期第88页）的一篇文章中，“引证”了把西斯蒙第列为小资产阶级的反动者和空想家的新理论代表所作的评论[48]。大概，他深信用这类“引证”可以“驳倒”把他本人和西斯蒙第相提并论的做法吧。］







十一 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史中的总的作用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西斯蒙第在理论经济学方面所有最主要的论点。总结起来，我们看到，西斯蒙第处处都绝对忠于自己，他的观点始终是不变的。他在各方面不同于古典学派的，是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不能（而且也不想）在任何一点上把古典学派的分析推进一步，因此只限于从小资产者的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感伤主义的批评。这种以感伤主义的申诉和抱怨来代替科学分析的做法，决定了他的见解是非常肤浅的。最新理论接受了资本主义存在着矛盾的观点，并对这些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在各方面都得出了和西斯蒙第根本不同的结论，因而得出了和他截然相反的对资本主义的看法。

《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Zur　Kritik》[49]，俄译本1896年莫斯科版）对西斯蒙第在科学史上的总的作用，作了如下的评价：


　　“布阿吉尔贝尔认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被货币弄得虚假了，西斯蒙第不再为这种观念所束缚，但是，正象布阿吉尔贝尔非难货币一样，他非难大工业资本。”（第36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页。——编者注］





　　作者是想说：正如布阿吉尔贝尔肤浅地把商品交换看作自然制度，反对货币，认为它是“外来因素”（同上，第30页） 
［注：同上，第45页。——编者注］

 一样，西斯蒙第把小生产也看作自然制度，反对大资本，认为它是外来因素。布阿吉尔贝尔不懂得货币和商品交换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自然联系，不懂得他是把“资产阶级劳动”（同上，第30—31页） 
［注：同上，第45页。——编者注］

 的两种形式当作外来因素对立起来。西斯蒙第不懂得大资本和独立的小生产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自然联系，不懂得这是商品经济的两种形式。布阿吉尔贝尔“对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劳动进行激烈的攻击”，“对另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劳动却空想地加以赞美”（同上） 
［注：同上，第45页。——编者注］

 。西斯蒙第反对大资本，也就是反对商品经济的一种最发达的形式，陷入了空想，而把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捧上了天，也就是把商品经济的另一种仅仅是萌芽状态的形式捧上了天。《批判》的作者接着说：“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么，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第36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页。——编者注］



这样，《批判》的作者就把西斯蒙第的作用归结为：他 提出了
 关于资本主义的矛盾的 问题
 ，从而提出了进一步分析的任务。《批判》的作者认为，虽然西斯蒙第也想 回答
 这个问题，但是他的一切独立见解都是不科学的，肤浅的，反映了他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参看上述一些评论和下面一个同艾弗鲁西的“引文”有关的评论）。

我们把西斯蒙第的学说和民粹主义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它们几乎在一切方面（除了否认李嘉图的地租论和马尔萨斯对农民的教训以外）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有时甚至措词也一模一样。民粹派经济学家完全持着西斯蒙第的观点。下面，当我们从西斯蒙第的理论谈到他对实际问题的看法时，我们就会更加确信这一点。

最后，至于说到艾弗鲁西，那么，他无论在哪一点上都没有给西斯蒙第作出正确的评价。艾弗鲁西指出，西斯蒙第强调并斥责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他完全不了解西斯蒙第的理论和科学唯物主义的理论有很大的区别，不了解在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上浪漫主义的观点和科学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民粹主义者对浪漫主义者的同情，他们的令人感动的一致，妨碍了《俄国财富》文章的作者对这位经济学中的浪漫主义的古典作家作出正确的评价。

我们刚才已引证了对西斯蒙第的评论，说“他表现了”古典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

但是，西斯蒙第并不想只起这种作用（这种作用使他在经济学界享有光荣的地位）。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企图解决这些怀疑，但这种企图完全失败了。不仅如此，他还责备古典学派及其科学，但不是责备这种科学没有分析矛盾，而是责备它采用了不正确的方法。西斯蒙第在他那本书的第2版序言中说，“旧科学没有教导我们去了解和预防”新的灾难（第1卷第ⅩⅤ页），他解释这个事实时，不是说这种科学的分析不完全，不彻底，而是说它“陷入了抽象”（第1卷第55页：亚·斯密的英国新学生们陷入了（se　sont　jetés）抽象，把“人”遗忘了），“走入了歧途”（第2卷第448页）。西斯蒙第对古典学派的责难（这种责难使他得出了上述结论）究竟是什么呢？


　　“那些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太不注意消费和销售。”（第1卷第124页）



　　从西斯蒙第的时代起，这种责难重复了不知多少遍。他们认为应该把“消费”当作一个特殊的科学部门而同“生产”分开；他们说生产以自然规律为转移，而消费决定于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分配，如此等等。大家知道，我国民粹派也坚持这种思想，把分配提到首位 
［注：不言而喻，艾弗鲁西也没有忘记因此而赞扬西斯蒙第。我们在《俄国财富
 》第8期第56页上看到有这样的话：“在西斯蒙第的学说中，重要的不是他提出的个别专门措施，而是贯串于他的整个体系的一般精神。和古典学派相反，他特别着重提出的是分配的利益，而不是生产的利益。”尽管艾弗鲁西一再“引证”“最新”经济学家们的话，但是他根本不懂得他们的学说，仍然说些感伤主义的胡话，表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很粗浅的。我们这位民粹主义者在这里也想通过把西斯蒙第和“许多著名的历史学派的代表”加以比较来解救自己；原来，“西斯蒙第走得更远些”（同上），于是艾弗鲁西就心满意足了！比德国教授们“走得更远些”，——你们还要怎么样呢？象一切民粹主义者一样，艾弗鲁西力图把重心移到西斯蒙第批评了资本主义这一点上。对资本主义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既可以从感伤主义的观点批评资本主义，也可以从科学的观点批评资本主义，——关于这一点，这位《俄国财富》的经济学家看来是不知道的。］

 。这种责难究竟说明什么呢？这种责难说明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了解是极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只有按前一种意思来了解“生产”，才会把“分配”从“生产”中单独划分出来，而在探讨生产的那一“篇”中所包含的，不是历史上特定的各种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而是关于整个劳动过程的范畴，这种空洞的废话到后来通常只是被用来抹杀历史社会条件的（例如，资本的概念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始终把“生产”看作是生产中的社会关系，那么无论“分配”或“消费”都会丧失任何独立的意义。如果生产中的关系弄清楚了，各个阶级所获得的产品份额 也就
 清楚了，因而，“分配”和“消费”也就清楚了。相反，如果生产关系没有弄清楚（例如，不了解整个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那么，关于消费和分配的任何议论都会变成废话，或者变成天真的浪漫主义的愿望。西斯蒙第是这种论调的创始人。洛贝尔图斯对“国民产品的分配”也谈得很多，艾弗鲁西的“最新”权威们甚至创造了一些特殊的“学派”，这种学派的原则之一就是特别注意分配。 
［注：英格拉姆极其正确地认为西斯蒙第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者”（《政治经济学史》1891年莫斯科版第212页），他天真地说：“我们已经〈！！〉赞同西斯蒙第对国家的看法，认为国家是这样一种力量，它应该关心……把社会团结和最新进步的福利尽量普及于社会各阶级。”（第215页）西斯蒙第的这种“看法”是多么深奥，我们从保护关税政策的例子中就已经看到了。］

 所有这些“分配”和“消费”的理论家们都不能解决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的区别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一直陷在亚·斯密所未能解决的矛盾之中。 
［注：例如，见《政治学辞典》中罗·迈耶尔
 的《收入》这一条目（俄译文载于《工业》文集），它叙述了“最新”德国教授们议论这个问题时的极其混乱现象。使人感到奇特的是，罗·迈耶尔直接依据亚当·斯密，同时在参考书目中又引用了《资本论》第2卷中完全是驳斥斯密的那几章
 ，而他在条文中却没有提到这一点。］

 只有一位经济学家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从来不把分配单独划分出来，他最坚决地反对对“分配”作“庸俗的”议论（参看彼·司徒卢威在《评述》一书中所引证的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意见，见第129页第4章的题词）[50]。不仅如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社会资本的 再生产
 进行分析。作者既没有把消费也没有把分配当作特殊的问题来谈，但是当他对 生产
 进行了彻底分析以后，无论是消费或分配就都十分清楚了。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Charaktere）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每一种分配形式，都会同它由以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形式一道消失。”“只把分配关系看作历史性的东西而不把生产关系看作历史性的东西的见解，一方面，只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进行的、但具有局限性的〈不彻底的，befangen〉批判。另一方面，这种见解建立在一种混同上面，这就是，把社会的生产过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没有任何社会帮助也必须进行的简单劳动过程相混同。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资本论》德文原版第3卷第2部分第415、419、420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3、997、999页。——编者注］







　　西斯蒙第对古典学派的另一种攻击，在他的《新原理》中占的篇幅更多，这种攻击也同样糟糕。“亚·斯密的英国新学生们陷入了抽象，把人遗忘了……”（第1卷第55页）在李嘉图看来，“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第2卷第331页）。“他们〈为贸易自由辩护的经济学家〉常常为了抽象的理论而牺牲了人和实际利益”（第2卷第457页）等等。这种攻击是多么陈旧，又是多么新颖！我指的是民粹派所恢复的这种攻击，他们对公开承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俄国真正的、实际的和不可避免的发展大吵大嚷。难道他们叫喊“为货币权力辩护”和“社会资产阶级性”[51]等等不就是用不同的方式重复同样的东西吗？对感伤主义地批评资本主义所作的下述评语，用之于他们，比用之于西斯蒙第， 还要合适得多
 ：用不着对刻薄大声叫嚷！刻薄在于事实本身，而不在于表明事实的词句！ 
［注：同上，第4卷第94页。——编者注］



我们说“还要合适得多”，这是因为西欧浪漫主义者还没有看见过对资本主义矛盾的科学分析，他们第一次指出了这些矛盾，并抨击了 没有看到
 这些矛盾的人（不过是用“抱怨的话”）。

西斯蒙第攻击李嘉图，因为后者从观察和研究资产阶级社会中极其坦率地得出了一切结论：他公开肯定，存在着为生产而生产；劳动力变成了商品，人们把它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看待；对“社会”来说，重要的只是纯收入，也就是说，只是利润量。


［注：例如艾弗鲁西一本正经地重复着西斯蒙第的感伤主义论调，说什么企业主纯收入的增加对国民经济并无好处等等，只是责备他“还没有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第8期第43页）。

我们不妨把这种论调和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的结果比较一下：



社会总收入（Roheinkommen）是工资＋利润＋地租。纯收入（Reinein-kommen）是额外价值。






　　“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持有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才是纯收入。”（第3卷第2部分第375—37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1页。——编者注））





　　可见，作者十分赞同李嘉图和他的“社会”“纯收入”的定义，这个定义使西斯蒙第提出了“著名的异议”（《俄国财富
 》第8期第44页）：“怎么？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第2卷第331页）在现代社会中当然是这样。］


但是李嘉图说的完全是真理， 事实上一切正是这样
 。如果西斯蒙第觉得这一真理是“卑微的真理”，那他就完全不应该在李嘉图的理论中去寻求这种卑微的原因，完全不应该去抨击“抽象”；他对李嘉图的叫喊完全是属于“令人鼓舞的谎言”的范围。而我国现代的浪漫主义者呢？他们是否想否认“货币权力”的现实呢？他们是否想否认这种权力不但在工业人口中，而且在农业人口中，不管在“村社”农村，还是在穷乡僻壤，都是万能的呢？他们是否想否认这一 事实
 和商品经济的必然联系呢？对此他们倒无意表示怀疑。他们只是力图不谈这些。他们害怕说出事实的真相。

我们也完全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因为公开承认现实，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的（民粹主义的）批评就会失去任何基础。他们这样感情冲动地投入战斗，甚至来不及擦净生锈的浪漫主义的武器，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不择手段，想把对 感伤主义的
 批评的敌视说成是对一切批评的敌视，这也是不足为奇的。要知道，他们是在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

西斯蒙第甚至企图把自己的感伤主义的批评吹嘘为 社会科学的特殊方法
 。我们已经看到，他责备李嘉图不是因为后者的客观分析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矛盾（这种责备是有根据的），而正是因为这种分析是 客观的
 。西斯蒙第说，李嘉图“把人遗忘了”。我们在《新原理》第2版序言中看到这样一段话：

“我认为必须反对那些往往是轻率的、错误的通常评判社会科学著作的方法。社会科学要解决的问题比各种自然科学问题复杂得多；同时，这种问题要诉诸良心正如要诉诸理智一样。”（第1卷第ⅩⅥ页）俄国读者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立，社会科学要诉诸“良心”这种思想是多么熟悉啊！ 
［注：“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计算的科学（n’est　pas　une　science　de　calcul），而是道德的科学……只有注意到人们的情感、需要和热望时，它才能达到目的。”（第1卷第313页）西斯蒙第认为这些充满感情的词句是社会科学的新概念，正如俄国主观学派的社会学家们认为自己的十分类似的叫喊是社会科学的新概念一样，其实，这些词句只是说明对资产阶级的批评还处于何等幼稚的原始状态。难道作为严格客观“计算”的对矛盾的科学分析没有正是为了解“情感、需要和热望”（不过不是一般“人”——浪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把特殊的小资产阶级内容塞进去的抽象——的热望，而是一定阶级的人
 的热望）提供坚固的基础吗？而问题在于西斯蒙第不能从理论上驳倒
 经济学家，因此只能说一些感伤的话。“空想的肤浅议论不得不向任何一个多少有些学问的维护资产阶级制度的人实行理论上的让步。这位空想家为了减轻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力量的感觉，他就安慰自己，责备自己的论敌具有客观性：说什么就算你比我更有学问，可是我比你更善良。”（别尔托夫
 的书第43页）］

 西斯蒙第在这里发表的这些思想，经过几十年后，在遥远的欧洲东部被“俄国的社会学派”“重新发现”了，并被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加以运用……固然，西斯蒙第（我国的社会学家也是这样）呼吁“要诉诸良心正如要诉诸理智一样” 
［注：自然科学中的“问题”不也是要诉诸“良心”吗？！］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一切最重要的问题上，一个小资产者的“良心”已经战胜了一个经济理论家的“理智”。





补遗



［注：补遗是为1908年版本写的。——编者注］



这里就感伤的西斯蒙第对科学的“客观”的李嘉图的看法所作的评价是正确的，这在1905年出版的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的一段评论（《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册第304页及以下各页：《对所谓李嘉图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0页。下面两处引文见第124页和第126页。——编者注］

 ）中完全得到了确认。马克思把可怜的剽窃者、被有产者收买的辩护士、无耻的诽谤者马尔萨斯和科学家李嘉图作了对比，他说：

“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 为生产而生产
 ，这是正确的。如果象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 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
 身。如果象西斯蒙第那样，把个人的福利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 阻碍
 ，因而，举例来说，就不能进行任何战争，因为战争无论如何会造成个人的死亡。（西斯蒙第只是与那些 掩盖
 这种对立、否认这种对立的经济学家相比较而言，才是正确的。）”（第309页）李嘉图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完全可以把无产者同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机器和商品等同看待。“这是斯多葛精神，这是客观的，这是科学的（“Es　ist　dieses　stoisch，objektiv，wissenschaftlich”）。”（第313页）显然，这种评价只适用于一定的时代即19世纪刚开始的时期。





第二章

浪漫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的性质

对西斯蒙第的“理智”我们已经作了充分的研究。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他的“良心”。我们打算把说明他的 观点
 （我们至今只是把它当作与理论问题有关的因素来研究）、说明他对资本主义的 态度
 、他对社会的同情、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任务的理解等等归纳在一起。





一 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的批评

西斯蒙第开始写作的那个时代的特征是 交换
 （按现代术语来说即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发展在法国革命消灭了封建主义残余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西斯蒙第毫不犹豫地指责交换的这种发展和加强，抨击“灾难性的竞争”，并吁请“政府保护居民摆脱竞争的后果”（第1卷第7篇第8章）等等。“迅速的交换败坏着人民的美德。老是想多卖些钱，就一定会使卖者抬高价格，进行欺骗；靠经常交换为生的人的处境愈困难，他就愈会情不自禁地去进行欺骗。”（第1卷第169页）要象我国民粹派那样抨击货币经济，就需要这样的天真！“……商业财富在经济制度中只是次要的；首先必须增加提供生活资料的领土的（territoriale——土地的）财富。这个以商业为生的人数众多的阶级，只有在土地产品存在的时候，才应该获得这种产品的一部分；它〈这个阶级〉只有在这种产品增多的条件下才应该增长。”（第1卷第322—323页）对工商业的增长超过农业的发展发出连篇累牍的怨言的尼·—逊先生，是否比这位宗法式的浪漫主义者前进一步呢？浪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这些怨言只是证明他们一点也 不了解
 资本主义经济。 能不能有
 工商业的发展不超过农业这种资本主义呢？其实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商品经济即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分工使原料加工业一个个 脱离
 农业，而原料的采掘、加工和消费最初是结合在 一个
 自然经济之内的。因此，资本主义 随时随地
 都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比农业 迅速
 ，工商业人口增加 较快
 ，工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制度中的比重和作用 较大
 
［注：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农业随时随地落后于
 商业和工业，始终从属于它们并受它们剥削，始终只是在较晚的时候才被它们引上
 资本主义生产
 的途径。］

 。 不可能
 不是这样。尼·—逊先生却在重复这一类怨言，从而一再证明他的经济观点并不比肤浅的感伤的浪漫主义高明。“在美国引起大量破产现象的这种不合理的企业经营精神（esprit　d’entreprise）和各种商业过剩之所以能够存在，毫无疑问是由于银行数量的增加和骗人的信贷极易取代实际财产（fort-une　réelle）”（第2卷第111页），诸如此类的话，不胜枚举。西斯蒙第究竟为什么攻击货币经济（和资本主义）呢？他用什么来反对货币经济呢？用独立的小生产，即农村中的农民自然经济和城市中的手工业。关于前者，他在《论宗法式农业》一章（第1卷第3篇第3章《论宗法式的土地经营》。第3篇是论述“领土”财富即土地财富的）中说道：


　　“最初的土地所有者自己就是庄稼人，他们用自己的孩子和仆人的劳动来进行一切田间工作。没有一个社会组织
［注：请注意，西斯蒙第（正如我国民粹派一样）一下子就把独立的农民经济变为“社会组织”。这是明显的偷换。是什么把各地的农民联结在一起呢？正是代替了封建联系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这一下子表明，他把商品经济制度中的一个要素变为空想，而对其他要素则不了解。参看尼·—逊先生的书第322页：《以农民占有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工业形式》。而农民占有生产工具，无论在历史上或在逻辑上正是资本主义
 生产的出发点
 ，这一点尼·—逊先生却并不怀疑！］

 能够保证国内人数最多的阶级得到更多的幸福和具有更多的美德，能够保证所有的人得到更大的满足（opulence），保证社会制度更加巩固……在农夫是私有者（où　le　fermier　est　propriétaire）和产品完全（sans　partage）归从事一切田间工作的人所有的国家中，就是说，在农业是我们称之为宗法式农业的国家中，我们到处都看到农夫热爱他所住的房屋和他所耕种的土地的迹象……劳动本身对他是一种欢乐……在农业是宗法式农业的幸福国家中，每一块土地的特性都受到研究，并且这些知识一代代传下去……比较富裕的人所管理的大农场主经济也许能摆脱偏见和守旧习气。但是这些知识〈l’intelligence，即农业知识〉不会传给劳动者本人，而且也不会得到很好的应用……宗法式经济改善着担负一切农业工作的大部分国民的习俗和性格。私有制养成循规蹈矩、省吃俭用的习惯，经常的自足能铲除大吃（gourmandise）大喝的癖性……他〈农夫〉几乎只与自然进行交换，他比其他任何产业工人更少有理由不信任人们，更少有理由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反对他们。”（第1卷第165—170页）“最初的农场主都是普通的庄稼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进行大部分的农业工作；他们根据自己家庭的力量操办自己的事业……他们仍旧是农民：自己犁地（tiennent　eux-mêmes　les　cornes　deleur　charrue）；自己在地里和马厩里照管牲畜；生活在新鲜空气中，习惯于经常的劳动和简单的饮食，这就造成了强壮的公民和勇敢的士兵。
［注：请读者把司徒卢威先生在他的《评述》第17页上引证的那位19世纪末叶的“先进”政论家[52]的言论，同老祖母讲的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比较一下吧。］

 他们几乎从来不使用日工来共同劳动，而仅仅使用仆人（des　domestiques），这些人通常是从与自己一样的人中挑选的，对这些人他们平等相待，同桌进餐，饮同样的酒，穿同样的衣服。这样，农夫及其仆人就构成一个农民阶级，他们为同样的感情所鼓舞，分享同样的欢乐，受到同样的影响，以同样的纽带与祖国联系着。”（第1卷第221页）



　　你们看，这就是标榜一时的“人民生产”！不能说西斯蒙第不了解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他直截了当地说过（见下面），“他也是（和傅立叶、欧文、汤普逊、梅隆一样）希望实现联合的”（第2卷第365页）。不能说他拥护的正是 私有制
 ，恰恰相反，他认为重心是小经济（参看第2卷第355页）而不是小私有制。显然，小农经济的这种理想化在另外的历史条件和生活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形式。然而，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民粹主义都正是把小农经济捧上了天，这是不容置疑的。西斯蒙第同样也把原始的手艺和行会理想化。

“一个农村鞋匠同时又是商人、工厂主和工人，不接到订货，他是一双鞋子也不做的”（第2卷第262页），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不知道需求就会遭到破产。“毫无疑问，无论从理论或实际方面来看，行会（corps　de　métier）的建立阻碍了而且一定会阻碍过剩人口的形成。同样毫无疑问，这种人口在目前是存在的，它是现代制度的必然结果。”（第1卷第431页）这一类话可以摘引很多，但是我们把西斯蒙第的实际处方留到以后再来分析。为了深入研究西斯蒙第的观点，我们在这里只谈上面这些。上面的议论可以概括如下：（1）斥责货币经济破坏了小生产者的有保障的生活和他们的相互接近（不管是手艺人接近消费者，还是农夫接近与他一样的农夫）；（2）颂扬小生产保证生产者的独立性和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

必须指出，这两种思想是民粹主义的重要财产 
［注：尼·—逊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也讲了一大堆自相矛盾的话，从中可以随便
 挑出一些彼此毫无联系的论点来。然而，毫无疑问，他是用“人民生产”这个含混不清的术语把农民经济理想化了。含混不清是进行任何改头换面的特别有利的环境。］

 ，我们打算深入考察它们的内容。

浪漫派和民粹派对货币经济的批评可以归结为：认为货币经济产生了个人主义 
［注：参看尼·—逊的书第321页末尾及其他各页。］

 和对抗（竞争），使得生产者的生活没有保障，社会经济不稳固 
［注：同上，第335页。第184页：资本主义“消灭了稳固性”。以及其他许多地方。］

 。

先谈“个人主义”。他们通常把某一村社的农民的联合，或某一行业的手艺人（或手工业者）的联合，同破坏这些联系并以竞争代替这些联系的资本主义对立起来。这种议论重复着浪漫主义的典型错误：根据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得出否定资本主义是 社会组织的高级形式
 的结论。难道破坏中世纪村社、行会和劳动组合等等的联系的资本主义没有用别的联系代替这些联系吗？难道商品经济不已经是生产者之间的 联系
 ，不已经是 市场
 所建立的联系吗？ 
［注：“其实，社会、联合
 这样的字眼是可以用于一切社会的名称，既可以用于封建社会，也可以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建筑在竞争上的联合。认为用联合这个词就可以驳倒竞争的作家怎么能站得住脚呢？”（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6页。——编者注））[53]作者极其尖锐地批评了对竞争的感伤主义的谴责，直接指出了竞争的进步方面
 ，指出了它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这种联系
 具有对抗性，充满波动和矛盾，但我们决不能否认 它的存在
 。我们知道，正是矛盾的发展日益清楚地显露出这种联系的力量， 迫使
 社会的各个分子和各个阶级力求联合起来，而这种联合已经不是一个村社或一个区域的狭隘范围内的联合，而是 全国
 甚至各国某一阶级的一切代表的联合。只有浪漫主义者从自己的反动观点出发才会否认这些联系的存在及其比较深刻的意义，而这种联系是以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的共同性为基础，而不是以地区、职业、宗教等等的利益为基础的。如果说，这种议论使那位在资本主义造成的这些新联系尚处于萌芽状态时期就著书立说的西斯蒙第得到了浪漫主义者的称号，那么，我国民粹派自然更应该得到这样的评价了，因为 现在
 只有十足的瞎子才会否认这些联系的重大意义。

所谓没有保障、不稳固等等，这又是我们谈到国外市场时评论过的陈词滥调。这种攻击也暴露出，这位浪漫主义者所胆怯地谴责的，正是科学理论认为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东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发展趋向，不可遏止的前进趋向，它不能停滞不前，或者说它不能用原有的规模来再生产经济过程。只有编造一些空幻的计划来把中世纪的联合（村社之类）扩大到整个社会去的空想家，才会漠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的“不稳固”正是巨大的进步因素，它加速社会的发展，把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卷入社会生活的漩涡，迫使他们考虑社会生活制度，迫使他们自己“缔造自己的幸福”。

尼·—逊先生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固”，交换不按比例的发展，工农业之间和生产消费之间均衡的破坏以及危机的反常性等等，无可争辩地证明他还完全持着 浪漫主义
 的观点。因此，批评欧洲浪漫主义的 每字每句
 也都能用来批评他的理论。下面就是证明。


　　“我们且听听布阿吉尔贝尔老头是怎样说的。他说：‘各种商品的价格必须永远是成比例的
 ，因为只有这种相互的协调，才能使它们……时时刻刻能……重新生产……财富无非是人和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等的这种不断的交换，因此，如果不在因脱离比例价格而引起的交换的破坏中寻求贫困的原因，将是一种极大的谬误。’

我们也听听一位现代
［注：写于1847年。］

 经济学家是怎样说的：

‘应当运用于生产的重要规律就是比例规律（the　law　of　pro-portion），只有它才能保持价值经常不变……等价物必须得到保证……一切国家在各个时代都企图用许多商业上的规定和限制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来实现这个比例规律。但是人性固有的利己心把这整个调节制度推翻了。比例生产（proportionale　produc-tion）就是真正的社会经济科学的实现。’（威·阿特金森《政治经济学原理》1840年伦敦版第170页和第195页）

特洛伊城已不存在！[54]人们一再迫切希望实现的这种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早就不存在了。它已经过时了；它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才可能存在。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musste）消失；根据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

谁象西斯蒙第那样想恢复生产的正确比例，同时又要保存现代的社会基础，谁就是反动者，因为要贯彻自己的主张，他们必定要竭力恢复旧时工业的其他条件。

是什么东西维持了生产的正确的或大致正确的比例呢？是支配供给并先于供给的需求；生产是紧随着消费的。大工业由于它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质，不得不经常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它不能等待需求。生产走在需求前面，供给强制需求。

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

或者是希望一种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交换来保存生产力。”（《哲学的贫困》第46—48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8—109页。——编者注］







　　后一句话是作者与蒲鲁东论战时针对后者说的，因而也就说明他自己的观点既不同于西斯蒙第的观点，也不同于蒲鲁东的观点。当然，尼·—逊先生在自己 所有的
 看法上，既不接近于前者，也不接近于后者。 
［注：虽然这还是一个大问题：为什么
 没有接近？是否只是由于这两位作家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制度及其在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便更广泛地提出了问题，而不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一个
 仿佛可以为之编造一套特殊
 理论的国家
 。］

 但是，请探讨一下这段话的内容。上述引文的作者的基本论点，以及使他与前辈们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基本思想，究竟是什么呢？不容争辩，是他把资本主义的不稳固性（这一点是 所有这三位
 作家都确认的）问题置于 历史的
 基础上，并且认为这种不稳固性是一种 进步的因素
 。换句话说，第一，他认为通过比例失调、危机等等而实现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发展是 必然的发展
 ，他说，生产资料（机器）的性质本身就引起无限扩大生产的趋向，并使供给经常先于需求。第二，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全社会范围内劳动的社会化、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和居民觉悟性的提高等等，是这一发展中的 进步因素
 。这两点就是他同西斯蒙第和蒲鲁东不同的地方，而在指出“不稳固性”及其所造成的矛盾方面，在真诚希望消灭这些矛盾方面，西斯蒙第和蒲鲁东是同他一致的。不了解这种“不稳固性”是任何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 必然
 特征，使他们陷入了 空想
 。不了解这种不稳固性 本身具有的
 进步因素，使他们的理论成了 反动的
 理论 
［注：这里是就哲学历史
 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术语的，它只是说明那些把过时的制度当作自己学说的标本的理论家犯了错误
 。它与这些理论家的个人品质和他们的纲领完全无关。任何人都知道，就通常意义而言，西斯蒙第和蒲鲁东都不是反动分子。我们所以要来解释这种起码的常识，是因为我们下面就会看见，民粹派先生们对此至今还未领会。］

 。现在我们请民粹派先生们回答如下问题：尼·—逊先生是否同意科学理论对上述两点的看法呢？他是否承认不稳固性是这一制度和这一发展的特性呢？他是否承认这种不稳固性是进步因素呢？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的，相反，尼·—逊先生宣称资本主义的这种“不稳固性”不过是一种反常现象，是一种偏差等等，并且认为这种不稳固性是一种没落和倒退（参看上面的“ 消灭
 稳固性”），他把经济停滞本身理想化（请回想“历代的基石”和“万古神圣的基础”等等），实际上，破坏这种停滞正是“不稳固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因此，很明显，我们把他列为浪漫主义者是完全正确的，他的任何“引文”和“引证”都改变不了 他本人的议论的这种性质
 。

稍后我们在谈到浪漫主义和民粹主义对农业人口因工业人口增加而减少的现象所采取的敌视态度时，还要谈论这种“不稳固性”，现在我们要引证的，是《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一文中专门分析对货币经济的 感伤主义的
 攻击的一段话。


　　“这种特定的社会身分〈即卖者和买者的身分〉，决不是来自人的个性，而是来自以商品这个特定形式来生产产品的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买者和卖者之间所表现的关系，不是纯粹的个人关系，因为他们两者发生关系，只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劳动已被否定，即作为非个人劳动而成为货币。因此，把买者和卖者的这种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身分理解为人的个性的永恒的社会形式，是荒谬的，把他们当作个性的消灭而伤心，也同样是错误的。从伊萨克·贝列拉先生的《关于工业和财政的讲义》1832年巴黎版中摘出的下面一段话表明，甚至在买卖中表现得十分肤浅的对抗形式已经如何深深地损伤了高尚的灵魂。就是这个伊萨克，这个‘动产信用公司’的创办人和经理，享有巴黎交易所之狼的臭名。这就表明这种对政治经济学的伤感的批评究竟有什么意义。贝列拉先生当时还是圣西门的信徒，他说：‘因为人们不论在劳动上或在消费上都是孤立的、彼此分离的，所以他们要彼此交换他们各自的产品。由于必须进行交换，就必须决定物品的相对价值。因而价值和交换的观念是密切联系的，两者在实际形式中表现了个人主义和对抗性……产品价值之所以能够确定，只是因为存在着买卖，换句话说，存在着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对抗性。只是在有买卖的地方，就是说，在每一个人被迫为获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品而斗争
 的地方，人们才为价格和价值操心。’”（上述著作第68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5—86页。——编者注］







　　请问，贝列拉的 感伤主义
 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仅仅讲到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个人主义、对抗性和斗争，他所说的正是我国民粹派用不同方式说的，而且我国民粹派所说的似乎是真理，因为“个人主义、对抗性和斗争”确实是交换和商品经济的必然属性。感伤主义表现在这里：这位一味斥责资本主义矛盾的圣西门主义者， 只看见这些矛盾，而忽略了
 这样一个事实， 交换
 也表明 社会经济
 的一种特殊形式，因而它 不仅
 使人们 分开
 （这只对资本主义所破坏的中世纪联合来说才是正确的）， 而且使
 人们 结合
 ，使他们通过市场彼此发生关系。 
［注：在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范围内，用社会地位和社会利益的统一代替了地方性的、等级制的联盟。］

 正是由于一味“痛骂”（从空想主义观点出发）资本主义而造成的这种肤浅的了解，使得引文作者有理由把贝列拉的批评称为 伤感的
 批评。但是，早已被人遗忘的圣西门主义的早已被人遗忘的信徒贝列拉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把民粹主义的一位最新的“信徒”拿来谈谈不是更好吗？


　　“生产……丧失了人民性而具有个人的资本主义的性质。”（尼·—逊先生《论文集》第321—322页）



　　请看，这位改头换面的浪漫主义者是怎样议论的：“人民生产已成为个人生产。”因为作者想把“人民生产”理解为村社[55]，所以他指出生产的 社会
 性在减弱，生产的 社会
 形式在缩小。果然是这样吗？“村社”仅仅使得（ 就假定使得
 ；反正我们准备向作者作任何让步）同其他任何一个村社相隔绝的单个村社的生产有组织。生产的社会性 只
 包括 一个村社的成员
 。 
［注：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材料（布拉戈维申斯基《汇编》），在22个省的123个县中，村社
 的平均规模是53户，有男女323人。］

 而资本主义则造成了一个国家生产的社会性。“个人主义”就是社会关系的破坏，但是破坏这种联系的是 市场
 ，它用不是由村社、等级、职业、狭隘的手工艺区等等联系起来的 许多个体
 之间的联系代替了这种联系。资本主义造成的联系表现为矛盾和对抗， 因此
 ，我国这位浪漫主义者不愿看到这种联系（虽然村社作为一种生产组织，也始终具有旧生产方式所固有的那些矛盾和对抗的形式）。空想主义的观点把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变成了 伤感主义的
 批评。





二 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

把小生产理想化，向我们表明了浪漫主义和民粹主义批评的另一个特点，即这种批评的 小资产阶级性
 。我们看到，法国和俄国的浪漫主义者都同样把小生产当作一种“社会组织”，一种“生产形态”， 并把它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
 。我们也看到，这种对立只不过说明他们的了解极端肤浅，这是人为地不正确地把商品经济的一种形式（大工业资本）分离出来加以斥责，而把 同一
 商品经济的 另一种形式
 （小生产）加以乌托邦式的理想化。19世纪初的欧洲浪漫主义者，以及19世纪末的俄国浪漫主义者的不幸就在于，他们臆想出一种独立于社会生产关系之外的抽象的小经济，而 忽略了
 一个小小的情况，就是这种小经济实际上是处于 商品生产
 的环境中，——无论19世纪20年代欧洲大陆的小经济，或者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农民经济，都是这样。因此，被浪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捧上天的小生产者， 实际上
 是 小资产者
 ，他们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其他成员一样，也处在同样的矛盾关系中，同样用斗争来捍卫自己，这种斗争一方面不断地分离出少数大资产者，另一方面则把大多数人赶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实际上，正如大家看见和知道的，不处于这两个对立阶级 之间
 的小生产者是不存在的，这种中间地位必然决定了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即两重性、两面性，它倾向于斗争中幸运的少数，敌视“倒霉”的多数。商品经济愈向前发展，这些特质就表现得愈明显、愈突出，把小生产理想化只是反映了反动的 小资产阶级
 观点，这一点就看得愈清楚。

不要误解《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的作者加在西斯蒙第身上的那些术语的意思。那些术语决不是说西斯蒙第 维护
 落后的小资产者。 西斯蒙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维护他们
 ：他想站在一切劳动阶级的立场上，他表示同情这些阶级的一切代表，例如他对工厂立法感到高兴，他攻击资本主义并指出它的矛盾。总之，他的观点和现代民粹派的观点是完全一样的。

请问，究竟根据什么把他评定为小资产者呢？就是根据他不了解小生产（他把它理想化）和大资本（他攻击它）之间的联系，就是根据他 没有看见
 他所偏爱的小生产者即农民实际上正在成为小资产者。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下面这个把不同作家的理论归结为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观点的说明：


　　“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
 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
 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
 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
 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译本第179—180页）[56]



　　因此，民粹主义者极其可笑，他们以为指出小资产阶级性的目的只是想说些特别恶毒的话，他们以为这只是一种论战手法。他们的这种态度，说明他们不了解他们的论敌的总的见解，主要是不了解他们都“同意”的 那种
 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的原则本身，以及这种批评同伤感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批评的 区别
 。他们极力回避关于后一种批评、关于这一种批评在西欧的存在以及它对科学批评的态度的问题，单是这种回避本身就已经清楚地表明， 为什么
 民粹派不想了解这种区别。 
［注：例如艾弗鲁西曾写了两篇关于西斯蒙第“怎样看资本主义的增长”的文章（《俄国财富》第7期第139页），但是，他仍然一点不了解
 西斯蒙第究竟是怎样看的。《俄国财富》的这位撰稿人没有看出
 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既然艾弗鲁西确实熟悉西斯蒙第，既然他熟悉这样评述西斯蒙第的最新理论的代表（我们下面会看到），既然他也想“赞同”这位新理论的代表，那么他的不了解完全是真正的不了解。这位民粹主义者也不可能在这位浪漫主义者身上看出在他自己身上没有看出来的东西。］

现在我们举例说明。1896年《俄国思想》[57]第5期的书评栏（第229页及以下各页）谈到，知识界中一个根本和绝对敌视民粹主义的“集团在最近出现了，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评论家先生极其扼要地指出了这种敌视的原因和性质，我们不能不以感激的心情指出，他同时十分准确地叙述了敌视民粹主义的那种观点的 实质
 
［注：当然，这听起来很奇怪：称赞一个人准确地传达了别人的思想！！但是你们叫我怎么办呢？对于在《俄国财富》和旧《新言论》[58]上经常论战的克里文柯先生和沃龙佐夫先生来说，这样
 的论战的确是一种特殊的例外。］

 。评论家先生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不了解，有了关于阶级利益的观念等等，我们就必须否定“人民的理想”（“只是 人民的
 ，而不是民粹主义的”；同上，第229页），据说这种理想就是农民即大多数居民的福利、自由和觉悟。”

评论家先生说：“当然有人会象反对别人那样来反对我们，说一个农民作者的理想（这里指的是一个农民表述出来的愿望）是小资产阶级的，因而我国著作界至今还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和捍卫者。其实这完全是危言耸听，它除了能吓唬具有莫斯科河南岸的老板娘的世界观和心理的人以外，还能吓唬谁呢？……”

话说得真厉害！不过我们还是听下去：


　　“……无论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条件，还是有意采取的社会措施，它们的主要标准其实并不是经济范畴（何况这种范畴还是从不同于本国的、在另外情况下形成的条件中抄袭来的），而是大多数居民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幸福和福利。如果某种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和发展这种生活方式的某些措施能导致这种幸福，那么，称它们为小资产阶级的也好，称它们为别的什么也好，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它们（这种生活方式和这些措施）本质上仍将是进步的，因而也将是在当时的条件和当时的状况下社会能够达到的最高理想
 。”（同上，第229—230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难道评论家先生没有发觉他自己在论战方酣时已经跳过了问题吗？他声色俱厉地宣称，责备民粹主义具有小资产阶级性“完全是危言耸听”，但他拿不出任何东西来证明这种断言，只是提出如下一个令人十分惊异的论点：“标准……不是经济范畴，而是大多数人的幸福。”其实这就等于说：气候的标准不是气象观测，而是大多数人的感觉！请问，这些“经济范畴”不是居民，并且不是一般“居民”，而是在 这一
 社会经济制度中占一定地位的 特定
 居民集团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 科学表述
 ，又是什么呢？评论家先生把关于“大多数人的幸福”这个极其抽象的论点同“经济范畴”对立起来，不过是把上世纪末叶以来社会科学的全部发展一笔勾销，而返回到忽视一定社会关系及其发展的幼稚的唯理论的思辨上去了。他大笔一挥就勾销了渴望 了解
 社会现象的人类思想界找了上百年才取得的全部成果！评论家先生以这种方式摆脱了一切科学成就后，就 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他的确也直截了当地下结论说：“如果某种生活方式……能导致这种幸福，那么，不管把它称为什么，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你看，怎么会这样呢！其实问题正在于这 是什么样的
 生活方式。作者自己也刚刚说过，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反对把农民经济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人民生产”或者随便别的什么），他们断言，这决不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是最平常的 小资产阶级的
 生活方式，也就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国家中所有其他小生产的生活方式。从第一种见解中自然会得出结论说，“这种生活方式”（“人民生产”）能“导致幸福”，而从第二种见解中也自然会得出结论说，“这种生活方式”（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只能导致资本主义，它把“大多数居民”赶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使少数人变为农业的（或者工业的）资产阶级。评论家先生朝天放了一枪，而在枪声的掩盖下，认为正是第二种见解（被毫不容情地宣称为“完全是危言耸听”）所否定的东西已经得到了证实，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如果他想认真分析第二种见解，那他显然就应该证明下述二者之一：或者证明“小资产阶级”是一个不正确的科学范畴， 没有
 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是可以设想的（民粹派先生们也是这样设想的，因此他们就完全回到西斯蒙第的观点上去了）； 或者
 证明这个范畴 不适用于
 俄国，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既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商品经济的统治，小生产者没有变成商品生产者，他们中间并未发生大多数人被赶出、少数人的“独立”得到巩固的上述过程。现在，我们看到，他把指出民粹主义具有小资产阶级性当作是想“欺负”民粹派先生们的一种无聊欲望，我们又读到上面“危言耸听”那句话，我们不禁想起一句有名的格言：“别那么想，基特·基特奇！谁能欺负您呢？只有您能欺负别人！”[59]





三 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的问题

现在我们回头来谈西斯蒙第。他不仅把小资产阶级理想化，不仅浪漫主义式地不懂得在这一社会经济制度下“农民”如何变为小资产阶级，他还对农业人口因工业人口增加而减少的现象有十分典型的看法。大家知道，这种现象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在一切文明国家中可以看到，在俄国也可以看到 
［注：在改革后的时代欧俄城市人口的百分数增加了。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出这一人所共知的特征，虽然它远没有
 把现象完全
 反映出来，没有把俄国不同于西欧的重要特点包括进去。这里不是分析这些特点（农民没有流动的自由，工业村和工厂村的存在，国内垦殖等等）的地方。］

 。

西斯蒙第是当时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当然不能不看到这个事实。他公开确认这一事实，但完全不懂得它与资本主义发展（更广泛些说，与社会分工、与这一现象引起的商品经济的增长）的必然联系。他单纯地 斥责
 这种现象是“制度”的某种缺点。

西斯蒙第指出英国农业的巨大进步后说：


　　“但是，在颂扬这些精耕细作的田地时，还应该看到耕种这些田地的居民；他们比法国耕种同样大小田地的居民少一半。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这是赢利；在我看来这是损失。”（第1卷第239页）



　　很明显，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这种现象是一种赢利（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批评的观点也是如此），是因为他们以此表明了资产阶级的财富、商业和工业的增长。西斯蒙第急于 斥责
 这种现象，却忘记想一想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他说：“据估计，法国和意大利有五分之四的人口属于农民阶级，有五分之四的国民吃本国的粮食，不管国外粮食的价格如何。”（第1卷第264页）特洛伊城已不存在！这句话对此完全适用。现在，不完全依赖 粮食价格
 即不完全依赖世界资本主义粮食生产的国家（即使是农业占最大比重的国家）已经没有了。

“如果一个国家只能依靠每个人拿同样多的工资而进行更多的劳动来增加自己的商业人口，那么它就一定会害怕自己的工业人口增加起来。”（第1卷第322页）读者可以看到，这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善意劝告，因为在这里，“国家”这个概念是建立在把组成这个“国家”的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人为地抽象掉的基础上的。西斯蒙第和任何时候一样，只是用希望不存在矛盾的……天真愿望来 回避
 这些矛盾。

“英国从事农业的只有770199户，从事商业和工业的有959632户，属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有413316户。在总共2143147户或10150615人中，有这样大一部分居民靠商业财富为生，真是可怕（effrayante）。幸亏法国还远没有这样多的工人依赖远方市场上的得失。”（第1卷第434页）在这里，西斯蒙第甚至忘记了这种“幸运”完全是由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造成的。

西斯蒙第在描述现代制度中他认为是“合乎心愿”的变化（这些变化下面再谈）时指出：“毫无疑问，结果〈按浪漫主义者的口味进行改造的结果〉是，不止一个单靠工业为生的国家势必要接连不断地关闭许多作坊，过分增加的城市人口就会迅速减少，而农村人口就会增加起来。”（第2卷第367页）

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批评的软弱无力和小资产者的绝望惆怅，在这个例子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西斯蒙第只 悲叹
 
［注：“这一思潮〈即以西斯蒙第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批评的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4页。——编者注）］

 事情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对农村居民宗法式的愚钝和闭塞的乐园的毁灭感到的悲哀是如此深重，以至我们这位经济学家连产生现象的原因也不去分析了。因此，他忽略了工业人口的增加同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有必然的密切的联系。商品经济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发展，而这种分工也就是工业部门和原料加工业一个个 脱离
 农业而独立，从而造成工业人口。因此，议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而不注意工业人口相对增加的规律，就是根本不了解 这一
 社会经济制度的 基本
 特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
［注：读者可以根据这点来判断尼·—逊先生的机智，他在《论文集》中明目张胆地把可变资本和工人人数的相对
 减少变为绝对
 减少，并由此得出国内市场“缩小”等等一大堆极其荒谬的结论。］

 ；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
［注：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条件，所以我们说，俄国的国内垦殖使工业人口增加较快的规律表现复杂化了。只要记起人口早已稠密的俄国中心地带（那里工业人口的增加与其说是依靠城市，不如说是依靠工厂村镇）和改革以后人口才稠密起来的新罗西亚（那里城市增长的速度可以和美国相比）之间的区别就够了。我们打算在另外一个地方更详细地来分析这个问题。］

 ，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第3卷第2部分第177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编者注］





　　在这一点上，最新理论的观点也是同怀着感伤的哀怨的浪漫主义截然相反的。了解现象的必然性，自然就会对它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就能估计到它的各个方面。我们所研究的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最深刻最一般的矛盾之一。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这些是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到处都有的旅伴）是“商业财富”（西斯蒙第的用语）比“土地财富”（农业财富）占优势的必然产物。因此，城市比乡村占优势（无论在经济、政治、精神以及其他一切方面）是有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国家（包括俄国在内）的共同的必然的现象，只有感伤的浪漫主义者才会为这种现象悲痛。与此相反，科学理论指出了大工业资本为这一矛盾带来的 进步
 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die　geschich-tliche　Bewegungskraft　der　Gessllschaft） 
［注：参看对工业中心在居民智力发展方面的进步作用所作的同样非常清楚的评述——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5—507页。——编者注）。承认这种作用并不妨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深刻了解表现在城乡分离上的矛盾。他那部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证明了这一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4—322页。——编者注）］

 。”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编者注］

 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那么，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处于特权地位，使乡村处于从属的、不发达的、无助的、闭塞的状态，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使农村居民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最新理论在回答浪漫主义者的反动的怨言和牢骚时指出，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试问，我国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抱什么观点呢？毫无疑问，是感伤的浪漫主义观点。他们不仅不懂得在这一社会经济制度下工业人口增加的 必然性
 ，甚至象一只把脑袋藏在羽翼下的鸟一样， 竭力不去看
 现象本身。彼·司徒卢威指出：尼·—逊先生在关于资本主义的议论中断定可变资本 绝对
 减少，这是莫大的错误（《评述》第255页）；根据俄国工业人口百分数较小就把俄国与西方对立起来，而不注意这个百分数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 增加
 ，这是荒谬绝伦的 
［注：请读者记住，西斯蒙第在谈论有80％的农业人口的法国的“幸福”时，正是
 犯了这种错误
 ，他认为这是某种“人民生产”的特点等等，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表现。］

 （1893年《社会政治中央导报》[60]第1期）；他所指出的这些果然没有得到回答。民粹派经济学家们经常谈论俄国的特点，但是连我们在上面简略指出过的俄国工业人口形成的 真正
 特点问题也没有提出来 
［注：参看沃尔金
 《沃龙佐夫先生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论证》1896年圣彼得堡版第215—216页。］

 。民粹派 在理论上
 对问题的看法就是如此。但是，事实上，民粹派在议论改革后农村中农民的状况时，并没有被理论上的怀疑所限制，他们也承认从农业中排挤出来的农民迁往城市和工厂区。在这里，他们仅限于为现象 悲痛
 ，正象西斯蒙第为它 悲痛
 一样。 
［注：可是，我们应该公正地说，西斯蒙第看到了某些国家工业人口的增加，承认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在某些地方还说明他了解这种现象不仅是一种“反常状态”等等，而是居民生活条件的深刻变化，并且承认这种变化也有某些好处。他关于分工的害处的下述议论，至少表明他的见解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见解要深刻得多，后者不去分析分工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和各个发展时期中所具有的一定形式，而去捏造一个一般的“进步公式”。



“虽然工厂工人的一切活动成为单调的操作，一定会妨害他们的发展（in-telligince），可是我们应该公正地说，根据优秀的法官（juges，专家）的观察，英国工场手工业的工人在觉悟、教育和道德方面都胜过农业工人（ouvriers　des　champs）。”（第1卷第397页）西斯蒙第还指出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Vi-vant　sans　cesse　ensemble，moins　épuisés　par　la　fatigue，et　pouvant　se　livrer　davantage　à　la　conversation，les　idées　ont　circulé　plus　rapi-dem　ententre　eux）（因为他们经常在一起，不那么劳累，彼此交谈机会较多，在他们中间思想传播较快。——编者注）。但是，他郁郁不乐地指出，aucun　attachement　à　I’ordre　ètabli（对于现行制度没有任何留恋。——编者注）。］ 改革后的俄国发生的居民群众生活条件的深刻改造过程（这个过程第一次破坏了农民的定居生活和固定在一地的现象，造成了他们的流动，并使农业工作者和非农业工作者、农村工作者和城市工作者接近起来 
［注：这一过程的形式对于欧俄中央地带和对于边疆地区也有所不同。到边疆地区
 去的主要是中部黑土地带省份的农业
 工人和一部分工业省份的非农业
 工人，他们在纯农业人口中传布自己的“手工业”知识并“培植”工业。从工业地区
 出来的非农业
 工人，一部分奔向俄国各地，大部分则去两个首都和大工业中心，而且这一工业潮流（如果能这样说的话）是如此强大，以至从中部黑土地带省份到工业省份
 （莫斯科省，雅罗斯拉夫尔省等）去的农业
 工人都不够了。见谢·亚·柯罗连科《自由雇佣劳动》。］

 ）。无论是它的经济意义，还是（也许是更重要的）它的道德意义和教育意义，都完全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而仅仅成为感伤的浪漫主义抱怨的借口。





四 浪漫主义的实际愿望

现在我们试把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的总的看法加以归纳（读者一定记得，艾弗鲁西也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任务），并考察一下浪漫主义的实际纲领。

我们已经知道，西斯蒙第的功绩在于他是最先指出资本主义矛盾的人之一。但是，他在 指出
 这些矛盾之后，不仅没有试图去分析它们，说明它们的起源、发展和趋势，甚至把它们看作是反常的或错误的偏向。他幼稚地用格言、揭露、关于消除它们的规劝等等来反对这些“偏向”，似乎这些矛盾并不反映整个现代社会经济制度中占一定地位的现实居民集团的 实际利益
 。这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把各种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经济制度本身）看作是学说、体系甚至措施等等的矛盾或错误。站在发展的矛盾以外并处于两个对立者之间的中间过渡地位的小资产者的狭小眼界，在这里是同幼稚的唯心主义（我们几乎想说是官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唯心主义用人们（特别是执政者）的意见来解释社会制度而不是用社会制度来解释人们的意见。现在我们把西斯蒙第所有类似的见解列举如下。

“为了物而忘记人的英国不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吗？

英国的例子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文明的、管理得很好的国家，它的一切灾难只是产生于它遵循了 错误的
 经济方针。”（第1卷第Ⅸ页）在西斯蒙第看来，英国只是对大陆起着恫吓的作用，我国浪漫主义者和他一模一样，不过他们以为自己拿出来的不是陈旧不堪的废物而是某种新的东西。


　　“为了使我的读者注意英国，我想指出……如果我们继续按照它所遵循的原则行事，那我们自己未来的历史将会怎样。”（第1卷第ⅩⅥ页）“……大陆国家认为应该仿效英国发展工场手工业。”（第2卷第330页）“再没有比英国所呈现的情景更令人惊异、更令人可怕了。”（第2卷第332页）
［注：为了清楚地表明欧洲的
 浪漫主义和俄国的浪漫主义的关系，我们准备在脚注中引用尼·—逊先生的话。“我们不希望利用西欧经济发展过程传授给我们的经验。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光芒曾使我们大为惊讶，而现在美国资本主义无比迅速的发展也同样使我们大为惊讶”等等。（第323页）可见，甚至尼·—逊先生的措词也没有什么新东西！使他“惊讶”的东西，也就是本世纪初叶使西斯蒙第“惊讶”的东西。］



“不应该忘记，财富只是代表着（n＇est　que　la　représentation）使生活惬意和舒适的东西”（这里已经用一般财富代替了资产阶级的财富！），“而创造人为的财富必然使国家遭受一切实际的贫困和痛苦，这就是把事物的名称当作它的本质（prendre　le　mot　pour　la　chose）”。（第1卷第379页）

“……当国家还只是遵循自然界的指示（吩咐indications）并利用气候、土壤、位置和拥有的原料所提供的优越条件时，它没有使自己处于不自然状态
 （une　position　forcée），它没有去寻求那种对人民群众来说是真正贫困的表面财富
 （une　opulence　appa-rente）。”（第1卷第411页）资产阶级的财富不过是表面财富！！“关闭自己的对外贸易的大门对于国家来说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就会迫使国家进行可以说是（en　quelque　sorte）把它引向灭亡的错误的活动
 。”（第1卷第448页）
［注：“……我们近30年所走的那条经济道路是不正确的”（第281页）……“我们过于长久地把资本主义的利益和人民经济的利益混为一谈，这是一个极其致命的谬误……保护工业所取得的表面成果
 ……使我们糊涂
 到这种程度，以至我们完全忽略了人民社会的方面……我们忽略了这种发展是依靠什么实现的，我们连一切生产的目的也忘记了”（第298页），——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



“对自己过去采取鄙弃的态度……培植资本主义……”（第283页）……“我们……使用了一切手段来培植资本主义……”（第323页）“……我们忽略了……”（同上）］

“……工资中必须有一部分用来维持那些领取工资的人的生活、精力和健康……触动这一部分工资的政府是不幸的，它会牺牲一切（il　sacrific　tout　ensemble）——既牺牲人，又牺牲对未来财富的希望……这一区别使我们了解到，那些尽量降低工人阶级的工资来增加厂主、商人、私有者的纯收入的政府，实行了多么错误的政策。”（第2卷第169页）
［注：“……尽管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是建立在剥夺农民的基础上的，可是我们没有去阻止它的发展。”（第323页）］



“最后该问：我们往何处去？”（oú　I’on　veut　aller）（第2卷第328页）

“他们〈即私有者阶级和劳动者〉的区分、他们的利益的对立，是我们加给人类社会的现代人为组织的后果……社会进步的自然程序决不是要把人和物分开，或者把财富和劳动分开；在农村，私有者可以仍然是农夫；在城市，资本家可以仍然是手工业者（arti-san）；劳动阶级和有闲阶级的分离决不是社会存在或生产所绝对必需的；我们实行这种分离是为了大家的最大利益，要真正获得这种利益，则有赖于（il　nous　appartient）我们去调节这种分离。”（第2卷第348页）

“这样就使生产者互相对立〈即老板同工人对立〉，迫使他们走上一条与社会利益截然相反的道路
 ……但是，在这种降低工资的经常斗争中，每个人都有一份的社会利益却被大家忘记了。”（第2卷第359—360页）在此以前，他也回忆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那些道路：“社会生活开始时，每个人都有资本
 ，他们靠这些资本来运用自己的劳动，而且几乎一切手工业者都靠同样由利润和工资构成的收入为生。”（第2卷第359页）
［注：“我们没有坚持我们历来的传统；没有发扬生产资料和直接生产者紧密联系的原则……没有用使生产资料集中在他们〈农民们
 〉手中的方法，来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我们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
 道路。”（第322—323页）“我们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作整个人民生产的发展……我们忽略了
 一种发展……只有依靠另一种发展才有可能。”（第323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看来，够了……可以相信，既不熟悉西斯蒙第也不熟悉尼·—逊先生的读者，很难说出这两个浪漫主义者中间哪一个的观点更粗浅、更幼稚，是脚注中的还是正文中的。西斯蒙第在他的《新原理》中用了很多篇幅来谈论的实际愿望，也与这一点完全符合。

西斯蒙第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篇中说，我们与亚·斯密的区别在于“我们几乎始终呼吁政府进行干预，而亚·斯密则摈弃这种干预”（第1卷第52页）。“国家没有改善分配……”（第1卷第80页）“立法者能够使穷人得到某些不受普遍竞争影响的保障。”（第1卷第81页）“生产应该适合社会收入，那些鼓励无限制的生产的人不注意去认识这种收入，想给国家开辟一条致富之路（le　chemin　des　richesses），结果却把国家推向灭亡。”（第1卷第82页）“当财富逐渐地（gradué）均衡地增加时，当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是过分迅速地发展时，这种增加才能造成普遍的福利……也许政府的职责就是延缓（ralentir！！）这种运动，以便调节这种运动。”（第1卷第409—410页）

关于正是通过矛盾和不均衡这一途径来实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具有的巨大历史意义，西斯蒙第一窍不通！


　　“如果政府对致富的欲望加以调节和节制，它就可能成为一个无比仁慈的政府。”（第1卷第413页）“如果现在受舆论谴责的某些商业规定因鼓励工业而应该受到谴责，那么它们也许会因抑制工业而被证明是正确的。”（第1卷第415页）



　　从西斯蒙第的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是惊人的无知，他根本不懂得，他所处的那个时期的全部历史意义在于摆脱中世纪的束缚。他并未感到，他的议论助长了当时那些为旧制度辩护的人的声势，那时这些人甚至在法国都还很有势力，更不必说他们统治下的西欧大陆的其他国家了。 
［注：艾弗鲁西认为西斯蒙第的这些惋惜和热望是“公民的勇敢”（第7期第139页）。吐露感伤主义的愿望竟需要公民的勇敢！！你只要看看任何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就会看到，19世纪最初25年的西欧国家的组织形式，按照国家法这门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警察国家。你也会看到，不仅本世纪最初25年，而且本世纪第二个25年的历史任务，正是反对这种国家。那时你会懂得，西斯蒙第的观点带有复辟时代法国小农的愚蠢无知的色彩，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阶级感伤的浪漫主义和罕见的公民幼稚性结合的典型。］

总之，西斯蒙第的实际愿望的出发点是保护、阻滞和限制。

这种观点完全是自然而不可避免地从西斯蒙第的整个思想领域中产生的。他恰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大机器工业在欧洲大陆刚刚开始发展，当时，在机器的影响下（请注意，正是在机器工业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 
［注：英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时间不是在18世纪末，而是要早得多。］

 ，全部社会关系开始受到急剧的改造，这种改造在经济学中通常称为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最先估计到这个革命（它建立了现代欧洲社会来代替宗法式的半中世纪社会）的全部深刻意义的经济学家中，有一位对它是这样评述的：


　　“近60年来〈写于1844年〉英国工业的历史，在人类的编年史中是无与伦比的历史……60—80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和商业，完全是由另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惯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象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而且1760年的英国和1844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象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
［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5—296页。——编者注）。］





　　这就是以小生产为经济基础的一切根深蒂固的旧关系的最彻底的“破坏”。显然，西斯蒙第从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出发，不能了解这种“破坏”的意义。显然，他首先和主要是希望、请求、呼吁和要求“停止破坏。” 
［注：我们大胆地希望，尼·—逊先生不要因为我们从他那里（第345页）借用了我们认为是非常中肯非常典型的说法而抱怨我们。］

究竟怎样“停止破坏”呢？当然首先是支持人民的……不，是“宗法式的生产”，支持农民和小农业。西斯蒙第用了整整一章（第2卷第7篇第8章）来谈“政府应该怎样保护居民不受竞争的影响”。


　　“政府在农业人口方面的总任务是保证工作者（à　ceux　qui　travaillent）有一部分财产，或者是支持（favoriser）我们所说的无与伦比的宗法式农业。”（第2卷第340页）“伊丽莎白法令规定，除非分到4英亩土地，否则禁止在英国建造茅舍（cottage），但未被遵守。如果这项法律得到了贯彻，那么任何一个日工没有自己的cottage就不能结婚，因此，任何一个茅舍农民
 都不会弄到赤贫的地步。这已经前进了一步（c’est　quel-que　chose），但这还不够；按照英国的气候，一户农民即使有4英亩土地，还得过贫困的生活。现在英国的茅舍农民大都只有1．5—2英亩的土地，并且要付相当高的租金……应该用法律……责成地主在把自己的田地分给许多茅舍农民
 时，给每个人以足够的土地，使其能够生活。”（第2卷第342—343页）
［注：“保持我们历来的传统；〈这不就是爱国主义吗？〉……发扬我们继承的生产资料和直接生产者紧密联系的原则……”（尼·—逊先生，第322页）“我们离开了许多世纪以来所走的道路；我们开始排斥以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紧密联系、农业和加工工业紧密联系为基础的生产，而把以剥夺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它带来了现在西欧正在遭受的一切灾难）的发展原则当作自己经济政策的基础。”（第281页）请读者把“西欧人”自己对于所“遭受的一切灾难”的上述看法和这种看法比较一下以及其他等等。“原则……把土地分给农民或者……把劳动工具给与生产者本人”（第2页）……“历代的人民基石”（第75页）……“因而，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即表明在现时经济条件下农村人口得到物质保证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土地的数字）是解决经济问题的要素之一，但也只是要素之一
 而已。”（第65页）可见，西欧浪漫主义者喜欢在“历来的传统”中寻求对人民生产的“核准”，并不在俄国浪漫主义者之下。］







　　读者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愿望同民粹派的愿望和纲领是完全 一样
 的，二者都同样忽略了 实际的
 经济发展，并且荒谬地把恢复古代宗法式环境的条件移到充满疯狂竞争和利益斗争的大机器工业时代。



五 浪漫主义的反动性

当然，西斯蒙第不能不意识到实际发展是 怎样
 的。因此，他在要求“鼓励小农业”（第2卷第355页）时直截了当地说，应该“使农业发展的方向与现在英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完全相反”（第2卷第354—355页）。 
［注：参看瓦·沃·先生的“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的民粹派纲领。参看上引沃尔金的书第181页。］




　　“幸亏英国有办法为自己的农村贫苦农民做很多事情，把自己大量的村社土地（ses　immenses　communaux）分给他们……假如英国的村社土地分为20—30英亩大小的一块块自由土地（en　propriétés　franches），他们〈英国人〉就会看到，独立而骄傲的农民阶级，即他们现时惋惜其几乎要全部消灭的自由民
 ，将怎样复兴起来。”（第2卷第357—358页）



　　浪漫主义的“计划”被描绘得很容易实现，因为浪漫主义的实质正在于忽视实际利益。“这种建议（把土地划成小块分给日工，使地主担负照顾日工的责任）想必会激怒现时英国唯一享有立法权的大地主；但它毕竟是公正的……只有大地主才需要日工；他们造成了日工，就让他们去养活日工好了。”（第2卷第357页）读到这些在本世纪初叶所写的幼稚的东西，你不会感到惊异，因为浪漫主义的“理论”是与造成这种十分原始的观点的资本主义原始状态相适合的。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在理论上对它的了解，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这一切在当时还是彼此适合的，而西斯蒙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严谨的作家。


　　西斯蒙第说：“我们已经指出这一阶级〈即手工业者阶级〉以往在建立行会和公会（des　jurandes　et　des　maitrises）时得到怎样的庇护……这里并不是说要恢复他们奇怪的和压迫性的组织……但是立法者应该抱定目的提高工业劳动报酬，使雇佣工人摆脱他们所处的不稳定的（précaire）地位，最后使他们有可能容易地取得他们称之为地位
 
［注：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un　état）的东西……现在工人从生到死一辈子都是工人，而以前工人的地位只是取得更高地位的准备和第一步。重要的是恢复这种升迁的可能性（cette　faculté　progressive）。应该做到使老板乐于把自己的工人提到更高的地位；使受雇于手工工场的人真正从获得普通雇佣工资的工作做起，但也让他任何时候都有好好工作就能获得一部分企业利润的希望。”（第2卷第344—345页）



　　很难更清楚地表明小资产者的观点了！行会是西斯蒙第的理想，他说他不愿意恢复行会，其意思显然只是：应该采用行会的原则和思想（正如民粹派想采用的是村社的原则和思想，而不是称为村社的现代纳税团体），而抛弃其中世纪的畸形丑态。西斯蒙第的计划的荒谬性，不在于他完全维护行会，想完全恢复行会，——他并未提出这个任务。其荒谬性在于，他把联合地方手工业者这种狭隘的原始的需要所产生的 联盟
 当作典范，想把这种标准、这种典范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联合的社会化的因素是大机器工业，它摧毁中世纪的壁障，消除地区、地域和职业的区别。浪漫主义者意识到必须有某种形式的联盟和联合，于是把满足宗法式的停滞的社会中对联合的狭隘需要的联盟当作典范，并且希望把它应用于完全改造过的社会，这个社会有流动的人口，有劳动的社会化，而且这种社会化不限于某个村社或某个公会的范围，而是在全国范围内，甚至超出一国的范围。 
［注：民粹派对另一种联盟（村社
 ）的看法也是同样错误的，这种联盟能够满足把地方农民（他们是由统一的地产、牧场等等联系起来的，而主要是由统一的地主和官吏的权力联系起来的）联合起来的狭隘需要，但是完全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它们破坏了一切地方性的、等级制的、有类别的障碍，并造成了村社内部
 深刻的经济利益的纠纷）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联盟和联合的需要不是减少了，反而无比地增加了。但是用旧的标准来满足新社会的这种需要是完全荒谬的。这个新社会要求：第一，这种联盟不应是地方性的、等级制的和有类别的；第二，这种联盟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和农民分化所造成的地位和利益的差别。把经济地位和利益差别很大的农民连在一起的地方性的、等级制的联想，现在由于它所承担的义务
 ，对农民本身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

浪漫主义者的这一错误使他获得了当之无愧的 反动者
 称号，但说他是反动者，并不是说他想简单地恢复中世纪制度，而是说他企图以旧的宗法式的尺度来衡量新社会，想在完全不适合于已经变化了的经济条件的旧秩序和旧传统中去寻找典范。

艾弗鲁西根本不懂得这一点。他正是从粗鄙的庸俗的意义上来了解西斯蒙第的理论是反动的理论这一评语的。艾弗鲁西困惑起来了……他说：怎么会那样呢？西斯蒙第直截了当地声称他决不想恢复行会，他怎么会是反动者呢？于是艾弗鲁西断定，“责备”西斯蒙第“倒退”是不公正的；恰恰相反，西斯蒙第是“正确地”看待“行会组织”的，并且是“充分估计到它的历史意义的”（第7期第147页），他说，这已被某些教授关于行会组织的优点的历史研究阐明了。

冒充有学问的作家往往具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惊人本领！西斯蒙第对行会的看法所以是典型的和重要的，正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实际愿望与行会联系了起来。 
［注：见上面的引文，哪怕是看一下我们从中引证了关于行会的议论（艾弗鲁西也引用过，第147页）的那一章的标题。］

 正因为如此
 ，他的学说就被看成是 反动的学说
 。而艾弗鲁西却牛头不对马嘴地谈论关于行会的最新历史著作！

这些不恰当的和冒充有学问的议论的结果，就是艾弗鲁西正好回避了问题的实质：把西斯蒙第的学说说成是反动的学说是否公正？他所忽略的正是最主要的东西——西斯蒙第的 观点
 。西斯蒙第说：“在政治经济学中，人们把我当作社会进步的敌人，当作野蛮的和强制性的制度的倡议者。这是不对的，我并不想要已经有过的东西，但是我想要一种比现时的东西更好的东西。我不能用别的方法来判断现在，只能把它和过去比较，当我用废墟来证明社会的永恒的需要时，我决不想恢复废墟。”（第2卷第433页）浪漫主义者的 愿望
 是非常好的（民粹派的愿望也是如此）。由于他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矛盾，他们比那些否认这些矛盾的盲目乐观主义者高明。西斯蒙第被看作反动者，完全不是由于他想回到中世纪去，而是由于他在自己的实际愿望中把“现在和过去比较”而不把现在和将来比较，由于他不 用
 最新发展的趋势而 用
 “废墟”来“证明社会的永恒的需要”。 
［注：他证明了
 这些需要的存在，我们再说一遍，这一点就使他比狭隘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高明得多。］

 这就是艾弗鲁西不能理解的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这种观点使他与其他一些和他同时或在他以后也证明了“社会的永恒的需要”的作家截然不同。

艾弗鲁西的这一错误说明，他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学说这些术语的了解很狭隘，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面讲到第一个术语时已经谈过。这些术语所指的决不是小店主的自私自利的欲望或阻止社会发展、向后倒退的愿望，它们只说明该作者观点的 错误
 ，他的理解和眼光的狭隘，因而他所选择的手段（为达到十分美好的目的）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只能使小生产者感到满足或为守旧主义者效劳。例如，西斯蒙第决不是小 私有制
 的狂热拥护者。他对联合、联盟的必要性的了解，丝毫不亚于我国现代的民粹派。他希望把工业企业中的“一半利润”“分配给联合起来的工人”（第2卷第346页）。他公开赞成“联合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一切“生产成就都会有利于从事生产的人”（第2卷第438页）。西斯蒙第在谈到他的学说与当时著名的欧文、傅立叶、汤普逊、梅隆的学说的关系时说：“我也和他们一样，希望在那些共同生产一种产品的人们中间实现联合，而不想使他们彼此对立。但是，我不认为他们为了这个目的而提出的方法，能够使他们在某一天达到这个目的。”（第2卷第365页）

西斯蒙第同这些作家的区别正在于 观点
 。因此十分自然，不了解这种观点的艾弗鲁西，就十分错误地描述了西斯蒙第同这些作家的关系。

我们在《 俄国财富
 》第8期第57页上看到：“如果西斯蒙第对同时代的人影响极其微弱，如果他所提出的社会改革未能实现，那么，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大大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他是在资产阶级欢度蜜月的时期著书立说的……显然，在那种条件下，一个要求实行社会改革的人的呼声势必成为旷野里的呼声。但是我们知道，后代人对他的态度也没有好多少。这也许因为如我们上面说过的，西斯蒙第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作家；虽然他希望实现巨大的变革，可是他不能完全抛弃旧的东西。因此，温和的人认为他太激进，激进的人又认为他太温和。”

第一，说西斯蒙第因提出种种改革而“超越了时代”，是根本不懂得西斯蒙第学说的实质，西斯蒙第本人在谈到自己时也说，他是把现在同过去相比。只有眼光极其短浅（或一味偏袒浪漫主义）的人，才会因为西斯蒙第同情工厂立法 
［注：而且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西斯蒙第也没有“超过”时代，因为他只是赞成英国已经实现的东西，而不能了解这种改革同大机器工业及其进步的历史意义的联系。］

 等等而忽视西斯蒙第理论的总的精神和总的意义。

第二，艾弗鲁西因而认为，西斯蒙第与其他作家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所提出的改革的 坚决程度
 有所不同：其他作家走得远些，而西斯蒙第却没有完全抛弃旧的东西。

问题不在这里。西斯蒙第与这些作家的区别要深刻得多，完全不在于一部分人走得远些，另一部分人畏缩不前 
［注：我们不想说上述作家在这方面没有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不能说明问题
 ，不能正确地表明西斯蒙第与这些作家的关系。结果似乎他们的观点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结论的坚决性和彻底性而已。问题不在于西斯蒙第没有“走”那样远
 ，而在于他往后
 “走”，上述作家却向前
 “走”。］

 ，而在于他们从两个 截然相反的
 观点来看改革的 性质本身
 。西斯蒙第证明“社会的永恒的需要”，这些作家也证明社会的永恒的需要。西斯蒙第是空想家，把自己的愿望不是建筑在实际的利益上，而是建筑在抽象的思想上，——这些作家也是空想家，也是把自己的计划建筑在抽象的思想上。但是他们的计划的 性质
 完全不同，因为他们是从 截然相反的
 观点来看待提出了“永恒的需要”问题的最新经济发展的。上述作家们预知未来，天才地推测出他们亲眼看到的旧日机器工业造成的那种“破坏”的趋势。他们注视着实际发展的趋向；他们确实 超越了
 这一发展。西斯蒙第却 背向
 这一发展；他的空想不是预知未来，而是复活过去；他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他幻想“停止破坏”，即上述作家们 从中
 获得自己空想的那种“破坏” 
［注：马克思说：“罗伯特·欧文是合作工厂和合作商店的创始人，但是……他不象他的追随者那样，对这些孤立的转化要素的作用（Tragweite）抱有任何幻想。他不仅在自己的试验中实际地以工厂制度为起点，而且还在理论上说明工厂制度是‘社会变革’的起点。”[6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0页。——编者注）］

 。正因为如此，西斯蒙第的空想被认为（而且十分公正）是反动的空想。我们再说一遍，这一评价的根据， 仅在于
 西斯蒙第不了解从上世纪末叶起，大机器工业对西欧各国陈旧的、半中世纪的、宗法式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那种“破坏”，具有进步的意义。

西斯蒙第的这种独特的观点，甚至在他泛论“联合”的议论中也显露出来。他说：“我所希望的是把手工工场的财产（la　propri-été　des　manufactures）分给为数众多的中等资本家，而不是把它集中在一个拥有亿万财富的人的手中……”（第2卷第365页）更突出地表明小资产者观点的是下面一段议论：“必须消灭的不是穷人阶级，而是日工阶级；应该使他们回到私有者阶级那里去。”（第2卷第308页）“ 回到
 ”私有者阶级那里去，——西斯蒙第学说的全部实质就在这句话里！

当然，西斯蒙第自己一定会感到他的善良愿望是不能实现的，感到这种愿望与现代利益的冲突是极不调和的。“要把参加同一生产的人（qui　concourrent　à　la　meme　production）的利益重新结合起来……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我不认为这种困难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大。”（第2卷第450页） 
［注：“俄国社会所要解决的任务日趋复杂。资本主义占倾的阵地日益扩大……”（同上）］

 意识到自己的希望和愿望不符合现实条件及其发展，自然就力图证明现在“回去”“还不算晚”，等等。这位浪漫主义者企图依靠现代制度的矛盾的 不发展
 ，依靠国家的 落后
 。“人民争得了我们已经进入的自由制度〈指的是封建制度的崩溃〉；但是，当他们摧毁了他们戴了很久的枷锁的时候，劳动阶级〈les　hommes　de　peine——劳动者〉并未失掉任何财产。在农村中，他们作为对分制佃农、世袭租地户（censitaires）、租地者而占有土地（ils　se　trouvèrent　associés　à　la　propriété　du　sol）。在城市中，他们是为了互助而成立的公会、手工业者联合会（métiers）的成员，是独立的手工业者（ils　se　trouvèrent　associés　à　la　propriété　de　leur　industrie）。只是到我们这个时代，只是到最近时期（c’est　dans　ce　moment　même），财富的增加和竞争才破坏了所有这些联合组织。但这种破坏（révolution）尚未完全结束。”（第2卷第437页）

“诚然，现在只有一个国家处于这种不自然状态；我们只在一个国家中看见这样一种经常的对照：一方面是表面的财富（riches-se　apparente），一方面是靠社会慈善事业为生的十分之一的居民的惊人贫困。但是这个国家在别的方面如此值得模仿，甚至它的错误也眩人眼目，它用本身的例子诱惑了大陆上所有的国家要人。如果这些思虑已经不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利益，那么，我想我至少要为人类和我的同胞效劳，指出这个国家所走的道路的危险性，并用它本身的经验来证明：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无限制竞争的原则上，就是要在一切个人欲望的冲击下牺牲掉人类的利益。”（第2卷第368页） 
［注：“俄国社会要解决一项非常困难的然而并不是不能解决的伟大任务：通过不是由区区少数人而是由全体人民利用生产力的形式，来发展居民的生产力。”（尼·—逊，第343页）］

 西斯蒙第是用这样一些话结束他的《新原理》的。

马克思在下面的评论中清楚地表述了西斯蒙第及其理论的总的意义，他首先概述了产生这一理论（而且正是在资本主义刚开始在西欧建立大机器工业的时代产生这一理论）的西欧经济生活条件，然后对这个理论作了评价。 
［注：参看《俄国财富
 》第8期第57页的引文，以及《俄国财富
 》第6期第94页尼·—逊先生文章中的引文。］




　　“中世纪的城关市民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勉强生存着。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来说都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

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
［注：艾弗鲁西在《俄国财富
 》第8期第57页上也引证了这一段话（从“这种社会主义”起）。］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结论。”
［注：参看上述文章，1894年《俄国财富
 》第6期第88页，尼·—逊先生的这一段译文中有两处不确切，一处遗漏。他把“小资产阶级的”和“小农的”译成“狭隘小市民的”和“狭隘农民的”。他把“工人的事业”译成“人民的事业”，虽然原文是der　Arbeiter（工人的。——编者注）。“必然被突破”（gesprengt　werden　mussten）这几个字他遗漏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3—494页。——编者注］







　　我们在分析西斯蒙第学说的每个要素时，都力图表明这一评论的正确性。现在我们只指出艾弗鲁西在这里所使用的可笑手法，这种手法集他对浪漫主义的叙述、批判和评价中的一切错误的大成。读者一定记得，艾弗鲁西在文章（《 俄国财富
 》第7期）的开头就说，把西斯蒙第列为反动者和空想家是“不公正的”和“不正确的”。（上引书，第138页）为了证明这个论点，第一，艾弗鲁西狡猾地绝口不谈最主要之点，即西斯蒙第的 观点
 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阶级小生产者的地位和利益之间的联系；第二，在分析西斯蒙第理论的个别原理时，艾弗鲁西不是象我们指出过的那样把西斯蒙第与最新理论的关系表述得完全不正确，就是干脆把最新理论置之不顾，而靠引证“并未超过”西斯蒙第的德国学者的话为西斯蒙第辩护；第三，艾弗鲁西想这样概括对西斯蒙第的评价，他说：“我们可以〈！！〉用”一位德国经济学家的“话来概括我们〈！〉对西蒙德·德·西斯蒙第的作用的看法”（《 俄国财富
 》第8期第57页），接着他引证了上面提到的那一段话，即只引那位德国经济学家的评论的 一部分
 ，而丢掉了阐明西斯蒙第理论与最新社会的特殊阶级之间的联系的那一部分，以及在最后结论中指出西斯蒙第的反动性和空想主义的那一部分！不仅如此。艾弗鲁西不仅随便抽出评论的 一部分
 使人无法了解 整个
 评论，从而完全不正确地表述了这位经济学家与西斯蒙第的关系。他还想替西斯蒙第粉饰，似乎他只是转述那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而已。艾弗鲁西说道：“此外，我们还要补充说，西斯蒙第在某些理论观点方面是最杰出的最新经济学家 
［注：类似阿道夫·瓦格纳吗？——克 ·土·
 注］

 的先驱：我们要记起他对资本收入和危机的看法，以及他的国民收入的分类等等。”（同上）由此可见，艾弗鲁西不是用德国经济学家对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及其空想的反动性的说明，来 补充
 那位经济学家对西斯蒙第的功绩的说明，而 正是用他的学说中
 被这位经济学家认为是 没有一个科学字眼的那些部分
 （例如“国民收入的分类”）来 补充
 西斯蒙第的 功绩
 。

有人反对我们说：艾弗鲁西可能完全不同意应当到经济现实中去寻找对经济学说的解释这种意见；他也许深信阿·瓦格纳的“国民收入分类”理论是“最杰出的”理论。我们乐意相信这种说法。但是，他事实上根本不了解这种理论同西斯蒙第的关系，并用一切可能的（甚至不可能的）办法把这种关系表达得完全不正确；既然如此，他又有什么权利卖弄民粹派先生们十分乐意表示“同意”的那种理论呢？

假如问题只牵涉到艾弗鲁西一个人（在民粹派的文献中差不多是初次碰见这位作家的名字），我们就不会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了。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艾弗鲁西个人，甚至不是他的见解，而是 民粹派和他们似乎赞同的那位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的理论的关系
 。艾弗鲁西决不是一个例外。相反，他的例子是十分典型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处处把西斯蒙第的观点和理论同尼·—逊先生的观点和理论作了对比。 
［注：另一个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先生，在上述最重要的问题上，是与尼·—逊先生完全一致的，只是观点更加粗浅。］

 这两位作家完全相似，他们的理论见解，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以及他们的实际结论和愿望的性质都是 一样的
 。既然尼·—逊先生的见解可以称为民粹主义的最后一言，所以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说， 民粹派的经济学说不过是全欧洲浪漫主义的俄国变种
 。

不言而喻，一方面是由于俄国的历史特点和经济特点，另一方面是由于俄国的无比落后，才产生了民粹主义的非常显著的差别。但是这些差别无非是同类间的差别，因而并未改变民粹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 同类性
 。

也许最突出最引人注意的差别，是民粹派经济学家力图掩饰自己的浪漫主义，其手法是声明“同意”最新理论，大量加以 引证
 ，虽然这种理论对浪漫主义采取坚决的否定态度，并且是在同小资产阶级学说的一切变种进行激烈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对西斯蒙第的理论进行分析所以具有特殊意义，正是因为它提供了分析这种改头换面的 通用手法
 的可能。

我们知道， 无论是
 浪漫主义， 或者是
 最新理论， 都指出了
 现代社会经济中的 同一些
 矛盾。民粹派就利用了这一点，他们 引证
 说，最新理论承认了危机、寻求国外市场、消费下降而生产增长、关税保护政策、机器工业的有害作用等等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矛盾。民粹派是完全正确的，最新理论确实 承认
 浪漫主义也承认的 所有这些
 矛盾。但是请问，有哪一个民粹主义者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科学地分析这些矛盾，把这些矛盾归结为在该经济制度土壤上滋长起来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与只是为了善良的愿望而指出这些矛盾有什么不同？没有，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分析过这个问题，来说明最新理论与浪漫主义的区别。民粹派利用自己对矛盾的说明也同样只是为了善良的愿望。

其次请问，有哪一个民粹主义者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的批评与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辩证的批评有什么不同？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提出过这个问题，来说明最新理论与浪漫主义的第二个重要区别。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认为，必须把当前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当作衡量自己理论的标准（而科学批评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应用这一标准）。

最后请问，有哪一个民粹主义者曾经提出过下列两种观点有什么不同：浪漫主义把小生产理想化，并为“资本主义”“破坏”小生产的基石而痛哭，而最新理论则认为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大生产是自己学说的出发点，并宣称这样“破坏基石”（我们使用了这个流行的民粹派术语，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在大机器工业影响下的社会关系改造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在俄国并且在 各处
 都是以使社会思想界感到震惊的激烈方式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进步现象。仍然没有。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提出过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试图把使人不得不承认西欧的“破坏”是一种进步现象的尺度用于俄国的“破坏”，他们都为基石而哭泣，劝人停止破坏，眼泪汪汪地要人们相信这就是“最新理论”……

他们根据西欧科学和生活的最新成就，自以为他们的理论是对资本主义问题作出新的独立的解决，把他们的这种“理论”同西斯蒙第的理论相对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思想发展多么原始的时期产生的。但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这种理论是陈旧的。不是有很多很陈旧的欧洲理论对于俄国仍是十分新颖的吗！问题的实质在于 这种理论从出现之日起，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理论
 。





六 浪漫主义和科学理论对英国谷物税问题的评论

把浪漫主义关于现代经济学中主要问题的理论同最新理论加以比较后，现在我们再把二者对一个 实际
 问题的判断加以比较。由于这个实际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最大原则问题之一，由于这两个敌对理论的两个最著名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进行这种对比就具有更大的意义。

我们指的是英国 谷物法
 [62]及其废除问题。这个问题在本世纪第二个25年中，不但使英国的经济学家而且使大陆的经济学家也深感兴趣，因为大家都懂得，这决不是关于关税政策的个别问题，而是关于贸易自由、竞争自由、“资本主义命运”的总问题。这里谈论的恰恰是要彻底实行竞争自由来建成资本主义大厦，为彻底完成英国大机器工业从上世纪末叶开始进行的那种“破坏”扫清道路，并清除 农业
 中阻挠这种“破坏”的障碍。我们打算谈论的两位大陆经济学家正是 这样
 来看这个问题的。

西斯蒙第在他的《新原理》第2版中，特别加进了“论谷物贸易法”一章（第1卷第3篇第10章）。

他首先确认了问题的迫切性：“现在有一半英国人要求废除谷物法，非常气忿地反对它的支持者；另一半英国人则要求保持谷物法，对那些想要废除它的人发出愤怒的叫喊。”（第1卷第251页）

西斯蒙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指出，英国农场主的利益要求对谷物课税，以保证他们的remunerating　price（赚钱的或不亏本的价格）。手工工场主的利益则要求废除谷物法，因为手工工场没有国外市场就不能存在，而限制进口的法令却阻碍了英国出口的进一步扩大：“手工工场主说，他们在销售地区遇到的市场饱和状态，就是谷物法造成的，大陆的富人由于自己的谷物找不到销路，无法购买他们的商品。”（第1卷第254页） 
［注：尽管英国厂主的这种解释很片面，他们忽略了产生危机的更深刻的原因和市场扩大不大时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但是其中包含了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思想：用向国外销售的办法来实现产品，总的说来
 ，是需要有相应的输入的。现在我们要把英国厂主的这种意见，推荐给那些用“向国外销售”这种高见来回避资本主义社会产品实现问题的经济学家。］



“对外国粮食开放市场，也许会使英国的地主破产，使地租空前跌落。毫无疑问，这是很大的灾祸，但这并非不公平的事情。”（第1卷第254页）西斯蒙第还极其天真地来证明，地主的收入应该适合他们对“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吗？）的贡献（原文如此！！）等等。西斯蒙第继续说：“农场主将从农业中抽出自己的资本（至少是一部分）。”

西斯蒙第的这种议论（而他是满足于这种议论的）表明，浪漫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对实际存在的经济发展过程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我们知道，西斯蒙第本人指出过英国农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增长。但是他急于谴责这一过程而不去研究它的原因。正是这种急躁性，这种想把自己的天真愿望强加于历史的行为，才使西斯蒙第忽略了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和 这一过程
 在谷物法废除后的必然 加速
 ，即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是他所预言的衰落。

但西斯蒙第是忠于自己的。他一接触到这个资本主义过程的矛盾，就立刻天真地“驳斥”它，用尽一切办法证明“英国”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

“日工将做什么呢？……工作会停顿，田地将变为牧场……没有工作的54万户将何以为生呢？ 
［注：西斯蒙第为了“证明”资本主义是不合适的，马上作出一个大概的计算（例如我们俄国的浪漫主义者瓦·沃 ·先生就是非常喜爱这种计算的）。他说，从事农业的有60万户。若把田地变成牧场，则“需要”的户数不到该数的1/10……这位作家愈是发觉自己对过程的全部复杂性了解得少，就愈热心地去作孩子似的“目测”计算。］

 就假定他们宜于从事任何工业工作，但是现在有能够容纳他们的工业吗？……能够找到一个政府心甘情愿地让它管辖下的一半国民遭到这种危机吗？……那些牺牲农民利益的人自己能够从这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吗？要知道，这些农民是英国工场手工业的最亲密最可靠的消费者。农民停止消费给工业的致命打击，要比关闭一个最大的国外市场沉重得多。”（第255—256页）名噪一时的“国内市场缩小”的论调出现了。“几乎占全国人口半数的英国农民阶级停止消费，会使工场手工业遭到多大损失呢？几乎将完全失去地租收入的富人停止消费，会使工场手工业遭到多大损失呢？”（第267页）这位浪漫主义者拚命向厂主证明，他们的生产和财富的发展所固有的矛盾，只是表明了他们的错误和他们的不会盘算而已。西斯蒙第为了使厂主“相信”资本主义的“危险性”，详尽地描绘了波兰粮食和俄国粮食竞争的威胁。（第257—261页）他拿出各种论据，甚至想影响英国人的自尊心。“俄国皇帝只要想从英国方面取得某种让步，就可以封锁波罗的海港口，使英国处于挨饿的境地，这样一来，英国的光荣将置于何地呢？”（第268页）读者一定记得，西斯蒙第是用买卖容易发生欺诈来证明“替货币权力辩护”是错误的……西斯蒙第想“驳倒”农场经济理论的阐释者，他指出富有的农场主经不起贫苦农民的竞争（见上面引文），并且终于得出了自己心爱的结论，看来，他深信他已证明了“英国”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英国的例子告诉我们，这种实际〈即货币经济的发展，西斯蒙第用I’habi-tude　de　se　fournir　soi-même“自食其力”和它对立起来〉并未免除危险。”（第263页）“经营制度〈即农场经济〉本身是不好的，是建立在危险的基础上的，应该设法加以改变。”（第266页）

于是，一定经济制度中的一定利益的冲突所引起的具体问题，竟沉没在天真愿望的洪流中！但是有关双方把问题提得如此尖锐，以至局限于这种“解决”（浪漫主义对其他一切问题也局限于这种“解决”）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西斯蒙第绝望地问道：“但是，怎么办呢？是开放还是封锁英国港口呢？是使英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还是农业工人饿死呢？问题的确是可怕的；英国内阁的处境是国家要人可能陷入的最尴尬的处境之一。”（第260页）西斯蒙第又转向所谓农场制度的“危险性”、“使整个农业从属于投机制度的危险性”这个“总结论”。但是，“当从事工场手工业的那一半国民苦于饥饿，而他们要求采取的措施又使从事农业的另一半国民遭到饥饿威胁时，英国怎样才能采取一些可能提高小农场作用（remettraient　en　honneur）的认真而渐进的措施，我不知道。我认为必须大大修改谷物贸易法；但是我劝告那些要求完全废除谷物法的人去仔细研究下列问题”（第267页），——接着又是埋怨和担心农业的衰落、国内市场的缩小等等那一套。

浪漫主义一碰到现实就一败涂地了。它被迫给自己开了一张思想贫乏的证明书，并且亲笔签收。你们一定会想起，浪漫主义是多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理论”上的一切问题！保护关税政策是不明智的，资本主义是致命的谬误，英国的道路是错误和危险的，生产应该同消费步调一致，工商业应该同农业步调一致，机器只有使工资提高或者工作日缩短时才是有利的，生产资料不应与生产者分离，交换不应超过生产，不应引起投机，如此等等。浪漫主义对每个矛盾都用相应的感伤主义的词句来搪塞，对每个问题都用相应的天真愿望来回答，并且把这些标签贴在日常生活的一切事实上，就宣称问题都“解决”了。这种解决如此轻而易举是不足为奇的：它们只是忽略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即矛盾是由实际利益的冲突构成的。当这一矛盾发展到使浪漫主义者面对着一场特别厉害的冲突，即谷物法废除之前英国各政党之间的斗争时，我们的浪漫主义者就张惶失措了。他深深感到自己飘浮在幻想和善良愿望的迷雾中，他如此巧妙地编造出适用于一般“社会”（但不适用于任何一个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制度）的箴言，可是一当他从自己的幻想世界堕入实际生活和利益斗争的漩涡时，他手中甚至连解决具体问题的标准都没有了。发表空论和抽象解决问题的习惯把问题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公式：应该使哪一种人口破产呢，是农业人口还是工场手工业人口呢？浪漫主义者当然不能不得出结论说，任何一种人都不应该破产，必须“改变道路”……但是现实的矛盾已经把他紧紧围住，不让他再钻到善良愿望的迷雾中去，于是他被迫作出回答。西斯蒙第甚至作了两个回答：第一是“我不知道”；第二是“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63]。




1848年1月9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公众大会上发表了“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注：《Discours　sur　le　libre　échange》。我们用的是德译本：《Rede　über　die　Frage　des　Freihandels》（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页。——编者注）。］

 。与声称“政治经济学不是计算的科学，而是道德的科学”的浪漫主义相反，他正是以单纯的、冷静的 利益计算
 作为自己论述的出发点。演讲人不把谷物法问题看做国家所选择的“制度”问题，或者立法问题（西斯蒙第就是这样看的），而首先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厂主和地主之间的利益的冲突，并且指出英国的厂主企图把这个问题说成是全民的事情，企图使工人相信厂主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人民谋福利。浪漫主义者把问题说成是实行改革时立法者一定会持有的见解，与他们相反，演讲人把问题归结为英国社会各阶级实际利益的冲突。他指出，降低厂主所需原材料价格的必要性是整个问题的关键。他说明英国工人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把那些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们，把包令、布莱特一类人及其同伙当作自己最大的敌人”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页。——编者注］

 。

厂主们“不惜巨大的开销来建筑宫殿，反谷物法同盟[64]在宫殿里也大体上设立了自己的官邸，他们派遣整批传道大军到英国各地宣传自由贸易的宗教。他们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赠送，让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破费拉拢报刊。为了领导自由贸易运动，他们组织庞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众集会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辩之才。在一次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一个工人大声喊道：‘要是地主出卖我们的骸骨，那么，你们这些厂主就会首先买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英国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厂主之间斗争的意义的。他们很了解，厂主希望降低粮食价格就是为了降低工资，同时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资本的利润也就上升多少”。 
［注：同上，第449页。——编者注］



由此可见， 问题的提法
 本身就与西斯蒙第完全不同。这里提出的任务是：第一，说明英国社会各阶级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待问题的态度；第二，阐明改革在英国社会经济总的演进中的意义。

在后一点上，演讲人的看法和西斯蒙第的看法是一致的，演讲人也认为这不是个别问题，而是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关于“自由贸易”制度的 总问题
 。“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是19世纪自由贸易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页。——编者注］

 “谷物法一旦被废除，自由竞争，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就会发展到极端。” 
［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56页。——编者注）。这部著作是谷物法废除（1846年）前
 以完全相同的观点写成的，而正文中谈到的演说则是在
 谷物法废除后
 发表的。但是时间不同对我们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只要把西斯蒙第在1827年发表的上述议论与1848年的这个演说加以比较，就会看到这两位作者所论述的问题要点
 是完全相同的。把西斯蒙第与最近的这位德国经济学家加以比较的思想，是我们从《政治学辞典》第5卷第679页利佩尔特
 编写的《西斯蒙第》条那里借用来的。对比是很有趣的，它使得利佩尔特先生的叙述马上失去了死板性……不是，是“客观性”，而变得生动有趣，甚至充满了热情。］

 因而这一问题对于这两位作者来说，就是 应该希望资本主义继续发展
 还是阻止它发展而寻找“另外的道路”等等的问题。我们知道，他们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肯定回答，正是解决关于“资本主义命运”这个总的原则问题，而不是解决关于英国谷物法的个别问题，因为这里所确立的观点在很久以后也适用于其他的国家。这两位作者在19世纪40年代曾用这种观点去看德国和美国 
［注：参看《新时代》[65]发表的马克思的几篇论文[66]，这些论文不久以前才被发现，原载于《威斯特伐利亚汽船》[67]。］

 ，宣称自由竞争对于美国是进步的；至于说到德国，他们中间的一位还在60年代就曾写道，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9页。——编者注］

 。

我们再回头来谈上面的演说。我们已经指出演讲人的观点根本不同，他把问题归结为英国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在他提出谷物法的废除对社会经济的意义这一纯理论问题时，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深刻的区别。在他看来，这并不是英国应该遵循什么 制度
 、应该选择什么道路的抽象问题（西斯蒙第就是这样提问题的，他忘记了英国有它的过去和现在，这已经决定了这条道路）。他没有这样提问题，他一下子就把问题置于 这一社会经济制度
 的基础上；他问自己，谷物法废除后，这一制度发展的 下一步究意会怎样
 。

这个问题的困难在于确定谷物法的废除对 农业
 的影响如何，因为对工业的影响如何大家已很清楚。

为了证明谷物法的废除对农业也有好处，反谷物法同盟奖赏了三篇最好的文章，这三篇文章都论述了谷物法的取消对英国农业有良好的影响。演讲人把三位得奖者霍普、莫尔斯、格雷格的见解作了简略叙述后，立即把最后一位提出来，指出他的论文最科学最严格地贯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确立的原则。

格雷格本人是个大厂主，他主要是为大农场主而写的，他证明谷物法的废除会把小农场主逐出农业，使他们转向工业，但却使大农场主得到好处，他们有可能更长期地租用土地，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土地，更多地使用机器，少花劳动，而劳动也会因粮食跌价而更便宜。地主则只好满足于较低的地租，因为经不起廉价进口粮食竞争的劣等土地已停止耕种。

演讲人十分正确，他认为这个预言和对农业资本主义所作的公开辩护是最科学的。历史证实了这个预言。“谷物法的废除大大推动了英格兰的农业。……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更加集约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品获得了英格兰农业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长，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大增加，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财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农业工人人口却在绝对地减少。”“每英亩土地投资的增加，因而租地农场的加速积聚，这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条件。” 
［注：写于1867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42—743页。——编者注）。——至于谈到地租的增加，那么，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应该注意对级差地租的最新分析所确定的规律，即粮价降低时地租可能增高
 。“当英国谷物关税在1846年废除时，英国的工厂主们都以为，这样一来，他们会把土地贵族变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但实际不是这样，土地贵族反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富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非常简单。第一，从那以后，租地农场主必须按照契约每年对每英亩投资12镑，而不是8镑。第二，在下院也有很多代表的地主们，批给自己一笔巨大的国家补助金，用于土地的排水及其他永久性的改良。因为最坏土地没有完全被排挤掉，至多不过（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暂时的）改为别的用途，所以，地租就与投资的增加成比例地增加了，土地贵族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富有了。”（《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25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17页。——编者注））］



不过，演讲人当然不只是承认格雷格的论断是最正确的。格雷格的这种论断成了这位自由贸易派谈论整个英国农业的论据，他力图证明谷物法的废除对于国家有普遍的利益。我们叙述了上面这些以后，就可以知道演讲人的观点并不是这样的。

他解释说，自由贸易派如此赞美的粮食价格的下跌，意味着工资的必然减少，意味着“劳动”（确切些说是劳动力）这种商品的跌价；而粮价下跌对工人来说永远不会抵补工资的下降，第一，因为粮价下跌，工人更难于节省粮食以购买其他物品；第二，因为工业的进步使消费品更便宜，以伏特加酒代替啤酒，以马铃薯代替面包，以棉花代替毛、亚麻，从而降低工人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

这样我们就看到，演讲人所确定的问题要点 看来
 和西斯蒙第是一样的，他 也
 承认小农场主的破产、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贫困是自由贸易的必然后果。擅长“引证”技巧的我国民粹派，在这种场合通常是谈论“摘录”，心满意足地声称他们完全“同意”。但这种手法只是表明：第一，他们不懂得在上述问题的提法上存在着巨大区别；第二，他们忽略了一种情况，即新理论与浪漫主义的根本区别 在这里只是刚刚开始
 ：浪漫主义者避开现实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而陷入幻想，现实主义者则以既成事实作为明确解决具体问题的标准。

演讲人指出工人状况即将改善后，继续说道：

“经济学家们会反对我们这一点说：

好吧，我们同意说工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自由贸易的统治下恐怕也不会减少），很快会使工资和更低廉的商品价格互相一致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商品价格的下跌会导致需求的增加；需求的增加就得加紧生产，而生产又引起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结果将是工资的提高。

全部论据可以归结如下： 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
 。如果工业发展，如果财富、生产力，总而言之，生产资本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那么，劳动价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资也就提高了。 资本的增殖是对工人最有利不过的事。这一点必需同意
 。 
［注：黑体是我们用的。］

 要是资本停滞不动，工业却不会停止不动而是会垮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垮台的第一个牺牲品便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假使在资本增殖时，也就象上面所说的，在对工人最 有利
 的情况下，工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还是一样会死亡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1—452页。——编者注］

 演讲人利用英国经济学家的材料，详细地阐明了资本的积聚怎样扩大分工（由于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它使劳动力更为便宜），机器怎样排挤工人，大资本怎样使小企业主和小食利者破产，怎样加剧危机而造成更多失业人口。从他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贸易自由不外是资本发展的自由。

总之，演讲人找到了一个标准来解决那个初看起来是西斯蒙第无法解决的难题：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阻碍自由贸易都同样使工人破产。 这个标准就是生产力的发展
 。把问题置于历史基础上的提法立即显示了它的作用：作者不是把资本主义与某种应该是怎样的抽象社会（实质上就是空想）加以比较，而是把 它
 与社会经济的 以前各阶段
 加以比较，把依次更替的资本主义各阶段加以比较， 并肯定了社会生产力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事实
 。作者在科学地批判自由贸易派的论据时，避免了否认这种论据具有任何意义从而“把小孩和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这一浪漫主义者常犯的错误，取出了它合理的内核，即技术飞跃进步这一不容怀疑的事实。当然，我国民粹派也许会以其固有的机智得出结论说：这位如此公开地 站在大资本一边来反对小生产者
 的作者是“货币权力的辩护士”，尤其是他还面向欧洲大陆说，他要把从英国生活中得出的结论也用于当时大机器工业刚刚迈出软弱的第一步的他的祖国。其实他们本可以从这个例子（正如西欧史中很多类似的例子一样）研究他们无法（也许是不愿意？）了解的那个现象，即承认大资本比小生产进步远远谈不上“辩护”。

只要记起西斯蒙第的上述一章和这个演说，就会深信后者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反对任何“辩护”方面都代于前者。演讲人对于伴随着大资本的发展而来的矛盾的说明，比浪漫主义者所作的说明都确切、充分、直接、明白得多。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为这一发展而悲痛的感伤的话。他从来没有吐露过一个关于可能“改变道路”的字眼。他懂得，人们说这种话，完全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掉头不顾”生活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这里所谓生活，就是当前的经济现实、当前的经济发展，以及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前的利益。

上述完全科学的标准，使他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失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演讲人说：“但是，先生们，不要以为我们所以批判自由贸易是打算维护保护关税制度。”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8页。——编者注］

 演讲人指出了在现代社会经济制度下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具有的同一的基础，简短地指出了英国和大陆的资本主义对西欧各国旧的经济生活和旧的半宗法关系所进行的“破坏”过程，指出了在一定条件下自由贸易 加速
 这一“破坏” 
［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还在谷物法废除以前
 ，就已清楚地指出了废除谷物法的这种进步意义（上引书，第17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56—557页。——编者注）），并且特别强调它对生产者的觉醒的影响。］

 的社会事实。演讲人最后说：“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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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写于1896年8月—1897年3月，发表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刊物《新言论》杂志1897年4—7月第7—10期，署名克·土林。1898年编入列宁的《经济评论集》。1908年初又收入列宁的《土地问题》文集，这次再版删去了第2章第3节《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的问题》和第2章第5节《浪漫主义的反动性》的末尾部分，增添了第1章的《补遗》。在准备1897年和1898年两个版本时，列宁为应付书报检查，把“马克思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写成“最新理论”，把“马克思”写成“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把“马克思主义者”写成“现实主义者”，把《资本论》写成“一篇论文”等等。在1908年的版本中，这些地方有相当大一部分已由列宁在正文中作了修改，或在脚注中作了说明。《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收载这个著作时，在正文中作了修改。——102。



[39]额外价值即剩余价值。列宁在90年代的著作中，常把“额外价值”与“剩余价值”并用，后来就只用“剩余价值”一词。——111。



[40]这里说的是约·拉·麦克库洛赫的一篇论战性文章：《欧文先生关于减轻国民贫困的计划》。该文匿名发表于1819年《爱丁堡评论》第32卷。西·西斯蒙第在一篇题为《对社会的消费能力是否始终同生产能力一起增长的问题的研究》的文章中对它作了答复。西斯蒙第的这篇文章后来收进了《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的补论。——119。



[41]《爱丁堡评论，或批评杂志》（《The　Edinburgh　Review，or　Critical　Journal》）是英国自由派的科学、文学和政治杂志，1802—1929年在爱丁堡和伦敦出版。——119。



[42]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意思是推来推去，不解决问题。本丢·彼拉多是罗马帝国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据《新约全书·路加福音》说，犹太教的当权者判处耶稣死刑，要求彼拉多批准。彼拉多在审问中得知耶稣是加利利人，就命令把他送往加利利的统治者希律那里。希律经过审讯，也无法对耶稣定罪，又把他送回到彼拉多那里。据说“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是由“本丢推给希律，希律又推给彼拉多”这句话演化而成的。——122。



[43]在1897年和1898年的版本中，列宁在此处援引了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一书的第2篇。在1908年的版本中，列宁删去了这段引文，而介绍读者参阅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出版）一书。——122。



[44]讲坛社会主义者指德国政治经济学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19世纪70年代，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新历史学派的教授们开始在大学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适应资产阶级阻挠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他们指责资产阶级自由派忽视劳资问题的解决，资产阶级自由派反过来嘲讽他们那一套为讲坛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者硬说资产阶级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他们把普鲁士政府实施的铁路国有化和俾斯麦策划的国家对烟草和烧酒的专卖都叫作“社会主义”。他们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对工人的疾病和不幸事故的保险以及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在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宣扬讲坛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143。



[45]意为粗糙的图画。苏兹达利是俄国弗拉基米尔省的一个县。该县所产圣像质量甚差，但售价低廉，因而大量行销于民间。——158。



[46]保护关税政策是保护本国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免受外国竞争的经济措施体系。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是：对外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规定进口限额，降低输出关税以鼓励本国商品出口，给个别资本家以津贴等。保护关税政策产生于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时期也被广泛采用。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保护关税政策的目的是保证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内市场上以高价销售商品，获取垄断超额利润。——160。



[47]自由贸易政策是资产阶级的一种经济政策，要求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私人经济活动，18世纪末产生于英国；当时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迫切需要依靠国外市场获得更多的廉价原料和推销商品。在法国、德国、俄国及其他国家的政策中，自由贸易政策的倾向也有所表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从理论上论证了自由贸易政策。——165。



[48]指《共产党宣言》中对西·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3—494页）。尼·弗·丹尼尔逊在《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条件的一些情况》（载于1894年《俄国财富》杂志第6期）一文中曾加以引用。——167。



[49]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177页）一书。《Zur　Kritik》是这本书的德文书名《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的头两个字。《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是1896年出版的这本书的俄译本（彼·彼·鲁勉采夫译）书名。——168。



[50]参看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3页）。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在1897年和1898年的版本中没有直接援引马克思，而援引彼·伯·司徒卢威。在1908年的版本中，列宁才直接提到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172。



[51]指民粹派的两篇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性文章：尼·弗·丹尼尔逊的《为货币权力辩护是时代的特征》（用笔名尼古拉·—逊发表于1895年《俄国财富》杂志第1—2期）和瓦·巴·沃龙佐夫的《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主义》（用笔名瓦·沃·发表于1894年《星期周报》第47—49期）。——173。



[52]19世纪末叶的“先进”政论家是列宁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谢·尼·尤沙柯夫的讽刺性称呼。彼·伯·司徒卢威引用的是尤沙柯夫在1885年《俄国思想》杂志第3—4期上发表的《19世纪末的领导权问题》一文。——180。



[53]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在引证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的这段话时，用“作家”一词代替了“社会主义者”（德文原文为“Sozialisten”）。——182。



[54]“特洛伊城已不存在！”一语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伊尼特》。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攻陷后，该城阿波罗神庙祭司潘苏斯说：“末日已到，劫数难逃。特洛伊人的国土上将不会再有特洛伊人，特洛伊城已不存在。”后来，这句话常被用来比喻某种事物已经过时或不复存在。——184。



[55]俄国的村社是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农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2/3的农户和4/5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188。



[56]这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52页。在《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和1898年版本中，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从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转引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段话，没有提马克思的名字。在1908年的版本中，列宁直接提到了马克思和他的书，并根据1906年彼得堡出版的马克思的《历史著作集》引用了这段话。——190。



[57]《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191。



[58]《新言论》杂志（《Новое　Слово》）是俄国的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4—1897年在彼得堡出版。最初是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7年春起在亚·米·卡尔梅柯娃的参加下，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等出版。撰稿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和马·高尔基等。杂志刊载过恩格斯对《资本论》第3卷的增补和列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1897年12月被查封。——191。



[59]这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第2幕第5场中的一句台词。基特·基特奇（季特·季特奇·勃鲁斯科夫）是剧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193。



[60]《社会政治中央导报》（《Sozialpolitisches　Centralblat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刊物，1892—1895年在柏林出版，出版人是亨·布劳恩。该刊主张通过立法途径来改革社会。1895年3月，该刊出让给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198。



[61]这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0页。在1897年和1898年的版本中，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把这段话中的“社会革命”（“derSozialen　Revolution”）一词换成了“社会改造”。在1908年的版本中，列宁把它译成“社会变革”。——212。



[62]谷物法是英国1815年起施行的法律。这个法律规定了高额的谷物进口税，在英国本土谷物价格每夸特低于80先令时则禁止进口谷物。1828年实行调节制：在国内市场的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税，当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税。谷物法是英国议会在大地主影响下通过的，它使大地主得以提高国内市场上的粮价，获得高额地租。谷物法严重地影响贫民阶层的生活，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缩小国内市场的容量，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经过工业资产阶级同土地贵族的长期斗争，谷物法于1846年被废除。——220。



[63]“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是俄国作家米·叶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嘲笑自由派在政治上的无原则态度的讽刺性用语，见于他的作品《外省人旅京日记》和《葬礼》。——224。



[64]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曼彻斯特纺纱工厂主约翰·布莱特和理查 ·科布顿在1838年创立的。同盟要求废除谷物法，确立贸易自由，其目的是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雇佣工人工资，并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1846年谷物法废除后，反谷物法同盟即宣布解散，但它的一些分支机构仍继续存在，1852年还一度试图恢复活动。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对反谷物法运动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页）。——225。



[65]《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226。



[66]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克利盖的通告》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第4章。这两篇著作最初发表于1846年7月和1847年8—9月的《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1895—1896年《新时代》杂志第27期和第28期刊载的彼·伯·司徒卢威介绍这两篇著作的文章，摘引了其中一些段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12页和第3卷第608—612页）。——226。



[67]《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Das　Westphalixche　Dampfboot》）是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刊物（月刊），由奥托·吕宁编辑。1845年1月—1846年12月在比勒菲尔德出版，1847年1月—1848年3月在帕德博恩出版。——226。



[6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9页。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把引自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个别字句作了修改，例如把“加速社会革命”译为“加速这一‘破坏’”，把“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译为“只有在这种意义上”。——231。



《列宁全集》第2卷


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

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69]


（1897年8—9月）





	
第一篇

一 总的材料



二 “手工业者”和雇佣劳动



三 “村社式劳动的继承性”



第二篇



四 “手工业者”的农业



五 大作坊和小作坊。手工业者的收入



第三篇



六 什么是包买主？



七 手工工业中的“可喜现象”



八 民粹派的工业政策纲领














第一篇


（一、总的材料。二、“手工业者”和雇佣劳动。三、“村社式劳动的继承性”）


彼尔姆省的一些学术团体在地方自治机关的参与下，曾着手为1896年下诺夫哥罗德的展览会编写一部巨著，总标题为：《彼尔姆边疆区巡礼》。收集的材料有200多印张，全书共8卷。在展览会举行前，这部巨著照例没有来得及完成，目前只出版了第1卷，内容是该省手工工业概述 
［注：《彼尔姆边疆区巡礼。彼尔姆省手工工业状况概述》。1896年在彼尔姆由彼尔姆省地方自治机关出资出版。计序言2页，正文365页，统计表232页，图表16张和彼尔姆省地图1张。定价1卢布50戈比。］

 。《概述》因其材料新颖、丰富、完备而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些材料，是1894—1895年度地方自治机关出资进行的专门的 手工业调查
 收集来的；并且这次调查是按户调查，每户的家长都被分别询问过。所得资料由地方官汇集。这次按户调查的计划非常庞大，它包括业主手工业者的家庭成员、手工业者使用的雇佣劳动、农业、原料采购状况、生产技术、一年12个月的工作分配、产品销售、作坊创办日期和手工业者的债务情况。据我们所知，在我国书刊上发表如此丰富的材料，几乎是破天荒第一次。但是多得者应当多予。材料既然这样丰富，我们就有权要求编著者认真整理这些材料，但《概述》却远远没有充分满足这种要求。无论在统计表材料中，或者在材料分类和整理的方法上，都存在着许多缺陷，因此本文作者不得不从《概述》中作些摘录并对有关材料进行计算，以此来部分地弥补这些缺陷。

我们打算把调查所收集的材料、整理这些材料的方法以及从有关我国“手工业” 经济实况
 的材料中所得出的结论介绍给读者。我们强调“经济实况”一词，是因为我们提出的问题仅仅有关实际情况，以及实际情况为什么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至于谈到把从彼尔姆省的材料中得出的结论应用于一切“我国手工业”的问题，读者从下面材料中可以相信，这样的应用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彼尔姆省“手工业”的种类异常庞杂，凡手工业书刊上讲到过的 各种各样
 手工业，它都应有尽有。

不过我们殷切要求读者把下面叙述的两个方面尽可能严格地区别开来：一方面是对实际材料的研究和整理，另一方面是对《概述》作者们的民粹主义观点的评价。





一

总的材料

1894—1895年度的手工业调查囊括了该省各县8991个手工业户（雇佣工人户未算在内），编著者们认为，这约占彼尔姆省手工业者总数的72％，根据其他材料，还有3484户。《概述》将各种类型的手工业者，基本上分成两大 部类
 （统计表中以罗马数字Ⅰ和Ⅱ来表示）：即从事农业经营的（Ⅰ）和不从事农业经营的（Ⅱ）。其次，每一部类又分成3个 分类
 （以阿拉伯数字1，2，3来表示）：即（1）自做自卖的手工业者；（2）为订货的消费者工作的手工业者；（3）为订货的包买主工作的手工业者。在后两种分类中，手工业者的原料主要由订购者供给。我们稍微谈谈这种分类法。将手工业者区分为耕作者和非耕作者，当然是十分合理和必要的。彼尔姆省无地的手工业者人数众多，而且往往都集中在工厂村，这就使作者不得不经常进行这种分类，并把它列入统计表内。因此我们知道，占总数三分之一的手工业者（8991个作坊中有19970个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即有6638人是不从事农业经营的。 
［注：其实无地的工业者不止三分之一，因为在调查中只统计了一个城市。下面将谈到这点。］

 由此可见，通常认为手工工业同农业的联系是一种普遍现象，有时甚至把它看作是俄国的特点，这种假定和论断是不确切的。如果从“手工业者”的数目中把不该列入其中的农村（和城市）手艺人除去，那么在余下的5566户中，无地的有2268户，即占为市场工作的工业者总数的2/5以上。遗憾的是，《概述》中没有彻底运用这种基本的分类法。第一，它只对业主手工业者进行了这样的分类，而关于雇佣工人却没有这方面的材料。这个缺陷是由于手工业调查根本忽略了雇佣工人及其家庭，而只登记作坊和业主所造成的。《概述》用“从事手工业的家庭”一语来代替这两个词，这是非常不确切的，因为给手工业者当雇佣工人的家庭和雇工人的家庭当然同样都是“从事手工业”的。缺少关于雇佣工人（他们的人数等于工人总数的1/4）家庭的按户调查材料，是手工业调查一个很大的缺点。这个缺点，对于一开始就采取小生产者的观点而无视于雇佣劳动的民粹派说来，是异常典型的。下面在关于雇佣工人的资料中，我们还会不止一次地看到一些缺点，而现在我们只想指出：虽然缺少关于雇佣工人家庭的材料，是手工业书刊中的通病，但是也有例外情况。如在莫斯科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报告中，有时会看到一些经过系统收集的关于雇佣工人家庭的材料；在哈里佐勉诺夫和普鲁加文两位先生的有名著作《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中，这样的材料就更多了，其中还有把雇佣工人家庭与业主家庭同样登记在内的按户调查材料。第二，调查者把大批无地的工业者列入手工业者的人数中，当然就破坏了不把 城市
 工业者算作“手工业者”那种惯常的、完全不正确的方法的基础。并且我们确实看到，在1894—1895年度的手工业调查中，列入了一个昆古尔城（统计表第33页），但 只是一个
 。《概述》没有作任何说明，因此也就不明白，为什么在调查中只列入一个城市，而且正是这个城市，这是偶然的还是有某种根据。结果造成了不小的混乱，使总的材料遭到严重损害。因此，总却说来，手工业调查重犯了民粹派把农村（“手工业者”）与城市分开的通病，而无视某个工业区总是包括一个城市及其附近乡村的事实。这种由于偏见和夸大过时了的等级制壁障而把农村与城市分开的做法，早就应该抛弃了。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谈到农村和城市的手艺人，有时把他们同手工业者分开，有时又把他们列入手工业者之内。其实，这种摇摆不定的现象是一切“手工”业书刊所固有的，它证明“手工业者”这个术语已不适用于科学研究。大家都认为，应当只把为市场而工作的人，即只把商品生产者算作手工业者，但事实上要找到没有把手艺人，即为订货的消费者而工作的人（《概述》中的第2分类）也算作手工业者的手工业著作，是不容易的。即使在《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和《莫斯科省手工业》中，您也能在“手工业者”当中找到手艺人。我们认为，争论“手工业者”一词的含义是没有益处的，因为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 没有一种工业形式
 （也许只有机器工业除外）不包含在这个绝对不适用于科学研究的惯用的术语之内。毫无疑义，应该将为市场工作的商品生产者（第1分类）同为消费者工作的手艺人（第2分类）严格加以区别，因为这两种工业形式，按其社会经济意义说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概述》想抹杀这些区别的企图（参看第13页和第177页），是极不成功的；在另外一部关于彼尔姆省手工业者的地方自治机关统计出版物中所说的话要正确得多：“手艺人与手工工业方面的共同点非常少，甚至少于后者与工厂工业之间的共同点”。 
［注：E．克拉斯诺彼罗夫的《1887年在叶卡捷琳堡市举行的西伯利亚－乌拉尔科学工业展览会上的彼尔姆省手工工业》，1888—1889年彼尔姆版，共3册。第1册第8页。我们将引用这部有益的著作，简称：《手工工业》，第几册第几页。］

 工厂工业和第1分类的“手工业者”都属于商品生产，但在第2分类中却没有商品生产。同样，也要把第3分类——为包买主（和工厂主）工作的手工业者严格加以区别，他们与前两分类的“手工业者”有着 本质上
 的不同。我们不能不希望，一切研究所谓“手工”工业的人都能严格地坚持这种区分，不再使用可作任意解释的口语，而使用准确的政治经济学上的术语。

现将“手工业者”按部类和分类划分的材料引述如下：






	　
	第I部类
	第II部类
	总计



	分类
	共计
	分类
	共计



	1
	2
	3
	1
	2
	3



	作坊数
｛


	2285
	2821
	1013
	6119
	935
	604
	1333
	2872
	8991



	37.3
	46.1
	16.6
	100
	32.6
	21
	46.4
	100
	—



	工人数
｛


	本户工人
	4201
	4146
	1957
	10304
	1648
	881
	2233
	4762
	15066



	雇佣工人
	1753
	681
	594
	3028
	750
	282
	844
	1876
	4904



	共计
	5954
	4827
	2551
	13332
	2398
	1163
	3077
	6638
	19970



	有雇佣工人的作坊数
	700
	490
	251
	1441
	353
	148
	482
	983
	2424







在用这些材料作结论以前，我们要提醒一下：昆古尔城列入了第Ⅱ部类，因而第Ⅱ部类包含着关于农村工业者和城市工业者的混合材料。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 农村
 工业者和手艺人中占很大数量的耕作者（第Ⅰ部类），在工业形式的发展方面要比非耕作者（第Ⅱ部类）落后。在耕作者那里，原始手艺要比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发达得多。在非耕作者那里，雇佣工人、有雇佣工人的作坊以及为包买主工作的手工业者都占有较大的百分比，这说明在那里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因而可以得出结论说：与农业的联系保持了比较落后的工业形式；反之，资本主义在工业中的发展造成工业同农业的分离。可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精确材料，而只得满足于这些提示性的说明。比如说，从《概述》中我们无从知道，彼尔姆省的农村人口在耕作者和无地者之间究竟是如何分布的，因此也就不能把这两个部类加以比较，看哪一部类的手工业更发达。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如关于工业地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编著者持有最准确的材料，每个村庄都单独有一份材料），关于工业者集中在非农业村、工厂村和工商业村的问题，关于每一工业部门的中心以及关于手工业由这些中心向附近村庄扩展的问题，也都被忽略了。如果再考虑到以下一个情况，即关于作坊创办日期的按户调查材料（这留待后面第三节来谈），使我们有可能确定手工业发展的性质，即它们是否由中心向附近村庄扩展或者相反，它们在耕作者当中更为发达还是在非耕作者当中更为发达，以及其他等等，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惋惜材料整理之不足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能得到的只是关于各县手工业分布的材料。为了使读者熟悉这些材料，我们就来利用一下《概述》（第31页）所提供的按县分类：（1）“为市场工作的手工业者所占百分比最大，同时手工工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县”——5个；（2）“手工业发展程度稍低，但为市场工作的手工业者占多数的县”——5个；（3）“手工工业的发展水平也不高，但为消费者订货而工作的手工业者常占多数的县”——2个。将这3类县份的最重要材料综合起来，我们就得出下列统计表： 
［注：统计表见第242页。——编者注］








	县份类别
	手工业者数目
	手工业者的百分比
	手工业者家庭的男女人数





	自做自卖者
	为包买主工作者
	为消费者工作者
	共计
	　
	　
	　
	　
	　



	本户工人
	雇佣工人
	共计
	本户工人
	雇佣工人
	共计
	本户工人
	雇佣工人
	共计
	本户工人


	雇佣工人
	共计
	为市场工作者
	依赖他者 （见脚注VI）
	经营农业者
	不经营农业者
	共计



	（1）手工工业最发达的5个县
	4160
	1702
	5862
	3930
	1397
	5327
	2501
	623
	3124
	10591
	3722
	14313
	78.2
	53.4
	21320
	15483
	36803



	—
	—
	—
	27.4
	—
	—
	—
	—
	21.8
	—
	21.8
	100
	—
	—
	57.9
	42.1
	100



	（2）手工工业不太发达的5个县
	1436
	904
	2340
	259
	158
	417
	1077
	252
	1329
	2772
	1314
	4086
	67.5
	38.4
	7335
	3740
	11075



	—
	—
	—
	6.3
	—
	—
	—
	—
	32.5
	—
	32.1
	100
	—
	—
	66.2
	33.8
	100



	（3）手艺占优势的2个县
	340
	59
	399
	56
	—
	56
	1499
	88
	1587
	1895
	147
	2042
	22.3
	9.9
	5998
	364
	6362



	—
	—
	—
	2.7
	—
	—
	—
	—
	77.7
	—
	7.2
	100
	—
	—
	94.3
	5.7
	100



	总计
	5936
	2665
	8601
	4245
	1555
	5800
	5077
	963
	6040
	15258
	5183
	20441
	70.5
	46.1
	34651
	19587
	54240



	—
	—
	—
	20.8
	—
	—
	—
	—
	29.5
	—
	25.3
	100
	—
	—
	63.9
	36.1
	100



	（1）第一类包括沙德林斯克县、昆古尔县、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叶卡捷琳堡县和奥萨县；第二类包括上图里耶县、彼尔姆县、伊尔比特县、奥汉斯克县和切尔登县；第三类包括索利卡姆斯克县和卡梅什洛夫县。（2）我们把雇佣工人和为包买主工作的家庭手工业者称作“依赖他人的”手工业者。

（3）这里手工业者的数目不是前面所引的数目，因为《概述》中每县的数字（第30—31页）与附录中统计表里的总数不同。









这一统计表使我们得出下列重要结论：哪一类县份中农村工业越发达，那么，第一，它的农村手艺人的百分比就越小，也就是说手艺被商品生产排挤得越厉害；第二，非农业人口的手工业者的百分比越大；第三，资本主义的关系发展得越快，依赖他人的手工业者的百分比越大。在第三类县份中，农村手艺人占多数（占全部手工业者的77．7％），耕作者也占多数（非耕作者只占5．7％），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微不足道：总共只有7．2％的雇佣工人和2．7％为包买主工作的家庭手工业者，即共有9．9％依赖他人的手工业者。相反，在第二类县份中商品生产占优势而且开始排挤手艺：手艺人只有32．5％。种地的手工业者的百分比，从94．3％降低到66．2％；雇佣工人的百分比增加了3倍多，从7．2％增加到32．1％；为包买主工作的家庭手工业者的百分比也有提高，虽然提高得不多，因而依赖他人的手工业者的总百分比为38．4％——几乎占总数的2/5。最后，在第一类县份中，手艺被商品生产排挤得更为厉害，它只占“手工业者”总数的1/5（21．8％）；而不种地的工业者的数目则增长到42．1％；雇佣工人的百分比有些降低（从32．1％降到26％），但依赖包买主的家庭手工业者的百分比却大大提高，即从6．3％提高到27．4％，因而依赖他人的手工业者的总数超过了半数，即达到53．4％。“手工业者”人数最多（绝对的和相对的）的地区，也就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商品生产的发展，把手艺排挤到次要地位，促使资本主义发展，促使手工业向非耕作者方面转移，即促使工业与农业分离（或者可能促使手工业集中在非农业人口中）。读者可能会发生疑问，认为资本主义在第一类县份中比较发达是否正确，因为那里的雇佣工人比第二类少，只不过为包买主工作的人要多一些。有人会反驳说：家庭劳动是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然而，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在这些包买主中有很多是占有大资本主义企业的工厂主。家庭劳动在这里成了 工厂的附属品
 ，它意味着生产和资本的大量集中（有200—500人，以至上千或更多的人在为几个包买主工作），意味着更大规模的分工，因此，它是发展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形式之于有雇佣工人的小业主的小作坊，正如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之于资本主义简单协作。

上述材料足以驳倒《概述》作者想将“手工业的生产形式”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根本对立起来的企图，——这种论断是在重复以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为首的整个俄国民粹派的传统偏见。彼尔姆省的民粹派认为，这两种形式之间的“基本区别”，在于第一种形式中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以及作为全部劳动成果的生产品，都是属于劳动者的”（第3页）。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这是欺人之谈。我们即使把手艺人也列入手工业者的数目中，也仍然有 很大一部分“手工业者”不适合这些条件
 ：第一，雇佣工人不适合，他们占25．3％；第二，为包买主工作的家庭手工业者不适合，因为无论生产资料或劳动成果都不属于他们，他们只得到计件工资；这些人占20．8％；第三，拥有雇佣工人的第1分类和第2分类的家庭手工业者不适合，因为属于他们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劳动“成果”。这些人大概占10％左右（第1分类和第2分类的6645个作坊中有1691个作坊，即有25．4％的作坊雇有雇佣工人，而在1691个作坊中大约有不下2000个家庭手工业者）。这样，总计有25．3％＋20．8％＋10％＝56．1％的“手工业者”，即有半数以上不适合这些条件。换句话说，甚至在彼尔姆这种偏僻的和经济落后的省份里， 现在占多数的也已经是
 被人雇用或者是雇用别人、剥削别人或者是被人剥削的“手工业者”了。但若除去手艺而只算商品生产，那么这种计算就会正确得多。手艺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工业形式，甚至在那些常说落后是俄国的幸福的我国民粹派（如瓦·沃·先生和尤沙柯夫先生之流）当中，也找不到一个人敢于公开地和直接地保护它和把它奉为自己理想的“保证”。彼尔姆省的手艺与俄国中部比较起来，还是非常发达的。只要看一下印染业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这就是纯粹用手艺来印染农民的土布，而这种土布在俄国不太偏僻的地方早就让位于工厂印花布了。然而，就是在彼尔姆省，手艺也已经远远地被排挤到次要地位。在农村工业中，手艺人甚至只有29．5％，即不到三分之一。不算手艺人，我们得出14401个为市场工作的人；其中有29．3％是雇佣工人，29．5％是为包买主工作的家庭手工业者，就是说，有58．8％是依赖他人的“手工业者”，再加上7—8％是有雇佣工人的小业主，总共有66％左右，这就是说，有 三分之二
 的“手工业者”与资本主义有 两个
 基本 共同点
 ，而不是差别。第一，他们都是商品生产者，而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彻底发展了的商品经济；第二，他们有 很大一部分
 是处在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买卖劳动力的关系之中。《概述》的编著者们力图使读者确信，雇佣劳动在“手工业”生产中有其特殊的意义，并且用似乎是“正当的”理由来解释这一点；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第七节）考察这种论断和他们所引证的例子。这里只须肯定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商品生产占优势以及雇佣劳动不是偶然而是经常使用的地方，那里就具备了资本主义的一切特征。可以谈论资本主义还不发达，还处于萌芽状态，以及它的各种特殊形式，但把实际上是 基本的共同点
 说成是它们之间的“基本差别”，这就是歪曲现实。

我们顺便再举出一个歪曲现实的例子。在《概述》第5页上说：“手工业者的制品……主要是用当地所取得的材料制成的。”关于这一点，在《概述》中恰好有可资检验的材料，这就是下面的对比：从事畜产品加工的手工业者在该省各县的分布，与畜产品和农产品的比较；从事植物产品加工的手工业者，与森林分布的比较；从事金属加工的手工业者与该省开采的生铁和熟铁分布的比较。从这些对比中可以看出：在3个县份中，畜产品加工业竟集中了这种手工业者的68．9％，但这些县份中的牲畜头数只有25．1％，播种面积亩数只有29．5％，也就是说，事实正好相反，而《概述》也在这里肯定说：“从事畜产品加工的各生产部门的高度发展，主要靠外来原料作保证。例如，在昆古尔县和叶卡捷琳堡县，就是靠外来的生皮革作保证的，这些生皮革经过当地的制革厂和手工制革场加工以后，才能成为制鞋业（这两个县最主要的手工业）的材料。”（第24—25页）所以，在这里手工业不仅依靠各地做皮革生意的资本家之间的巨大流通，并且还依靠从厂主那里得来的半成品，就是说，手工业是发达的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皮革企业的产物和附属品。“在沙德林斯克县，作为该县主要手工业——毡靴业的材料的羊毛是外来原料。”其次，有61．3％从事植物产品加工的手工业者，集中在4个县份。但这4个县份只占有全省森林总亩数的20．7％。相反，在集中了全省森林51．7％的2个县中，却只有2．6％从事植物产品加工的手工业者（第25页），就是说，这里的情况也正好相反，在这里《概述》也肯定说，原料是外来的（第26页） 
［注：这两种手工业者，即从事畜产品加工和植物材料加工的手工业者，共占手工业者总数的33％＋28％＝61％。从事金属加工的手工业者占25％。（第20页）］

 。因而，我们就看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在手工业发展以前， 商品流通
 （它是手工业发展的条件）早已根深蒂固了。这一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一，它表明了，商品经济早就形成，而手工业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把我国手工工业说成是一块白板[70]，似乎它还“能”走各种不同的道路，这是非常荒诞无稽的。例如，据调查者报道，彼尔姆省的“手工工业仍然反映出一些交通线对它的影响，这些交通线不仅在建筑铁路以前，甚至还在改革以前，就决定了该边疆区的工商业面貌”（第39页）。确实，昆古尔城是西乌拉尔的交通枢纽：西伯利亚大道穿过昆古尔，把昆古尔同叶卡捷琳堡连接起来，其支线又同沙德林斯克相连；穿过昆古尔的还有另一条商业大道——戈罗布拉戈达特大道，它把昆古尔与奥萨连接起来。最后，还有比尔斯克大道把昆古尔与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连接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该省的手工工业是集中在被交通枢纽所决定的地区内：在西乌拉尔是集中在昆古尔县、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和奥萨县；在外乌拉尔是集中在叶卡捷琳堡县和沙德林斯克县。”（第39页）我们提醒读者，正是这5个县构成了按手工工业发展程度划分的第一类县份，并且在那里集中了占总数70％的手工业者。第二，这种情况向我们表明，关心农民手工业的人们如此轻率地谈论的手工工业中的那种“交换组织”，实际上 已经建立起来了
 ，并且建立它的不是别人，正是全俄的商界。下面我们还将看到不少关于这点的证明。只有在第三类手工业者（从事金属加工者）方面，原料开采和手工业者对原料加工的分布是相适应的：在生产70．6％的生铁与熟铁的4个县中，集中了这一类手工业者的70％。但是，在这里原料本身已是大采矿工业的产品，而我们将看到，这种工业对“手工业者”是有着“自己的见解”的。





二

“手工业者”和雇佣劳动

现在我们来谈谈彼尔姆省手工业中的雇佣劳动的材料。我们不再重复上面引证过的绝对数字，而只指出最重要的百分比：






	　
	第I部类
	第II部类
	总计



	分类
	共计
	分类
	共计



	1
	2
	3
	1
	2
	3



	作坊的百分比


	有雇佣工人的…………………
	30.6
	17.4
	24.1
	23.6
	37.8
	24.4
	36.1
	34.2
	26.9



	只有雇佣工人的………………
	1.3
	1.2
	0.7
	1.1
	1.6
	1.4
	0.3
	1
	1.1



	有6个以上雇佣工人的…………
	2
	0.1
	1.4
	1.1
	1.3
	0.8
	0.4
	0.8
	0.9



	雇佣工人…………………
	29.4
	14.1
	23.2
	22.7
	31.2
	29.3
	27.4
	28.3
	24.5



	平均每个作坊的

工人数


	本户工人………………………
	1.8
	1.5
	1.9
	1.6
	1.7
	1.4
	1.6
	1.6
	1.6



	雇佣工人………………………
	0.75
	0.23
	0.57
	0.48
	0.78
	0.43
	0.63
	0.63
	0.52



	共计……………………………
	2.6
	1.7
	2.5
	2.1
	2.5
	1.8
	2.2
	2.2
	2.1



	有3个以上本户工人的作坊的百分比…………
	20.3
	7.8
	20.9
	15.1
	18.5
	8.6
	14.3
	14.6
	14.9







由此可见，在非耕作者那里，雇佣工人的百分比 大于
 耕作者那里的百分比，这一差别 主要
 是由第2分类决定的：在种地的手艺人那里，雇佣工人的百分比为14．1％，而在非耕作者那里则为29．3％，即大1倍多。至于其他两个分类中雇佣工人的百分比，第Ⅱ部类的要比第Ⅰ部类的稍微高些。上面已经说过，这一现象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在农业人口中比较不发达的结果。彼尔姆省的民粹派和所有其他的民粹派一样，当然会把这种现象说成是耕作者的优越性。这里，关于能否将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不发达和落后现象看作是优越性这个一般性问题，我们不去争论，我们只指出：从下面引证的材料中将会看到，所谓耕作者的优越性就是取得低微的工资。

值得注意的是，在雇佣劳动的使用方面， 部类间
 的差别小于 一个部类中各分类间
 的差别。换言之，工业中的经济构成（手艺人、商品生产者、包买主的工人）对雇佣劳动使用程度的影响，要比与农业有无联系方面的影响大得多。例如，种地的小商品生产者同不种地的小商品生产者比较接近，而同种地的手艺人则没有那样接近。第1分类中雇佣工人的百分比，在第Ⅰ部类中为29．4％，在第Ⅱ部类中为31．2％，而在第Ⅰ部类的第2分类中只占14．1％。同样，为包买主工作的耕作者同为包买主工作的非耕作者比较接近（他们的雇佣工人分别为23．2％和27．4％），而同种地的手艺人则没有那样接近。这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在我国的普遍统治，竟使参加工业的耕作者和非耕作者之间变成没有什么差别了。关于手工业者收入的材料更突出地说明了这一情况。如上所述，第2分类是例外；但如果我们不用雇佣工人百分比的材料，而拿每个作坊的雇佣工人平均数的材料来看，那就能看到，种地的手艺人同不种地的手艺人比较接近（每一作坊的雇佣工人数分别为0．23和0．43），而同其他分类的耕作者则没有那样接近。两个部类中平均每一作坊的手艺人数，几乎是相等的（每个作坊的人数分别为1．7和1．8人），然而每一部类的各分类间的平均人数，差异就非常大了（第Ⅰ部类是2．6和1．7；第Ⅱ部类是2．5和1．8）。

关于每一分类中每个作坊的平均人数的材料，还说明了下面这样一个重要事实：两部类中手艺人的平均人数最少，每个作坊分别只有1．7和1．8个工人。就是说，手艺人的生产是最分散的，他们是最孤立的个体生产者，他们在生产中最少采用协作。在采用协作方面，占首要地位的是两部类中的第1分类，即自做自卖的小业主。在这里，每一作坊的人数最多（2．6人和2．5人）；有很多本户工人的手工业者最多（有3个以上本户工人的作坊，分别占20．3％和18．5％；但有一个小小的例外，这就是第Ⅰ部类中的第3分类也占20．9％）；同时雇佣劳动的使用也最多（每个作坊的雇工分别为0．75和0．78）；大作坊也最多（有6个雇佣工人以上的作坊分别占2．0％和1．3％）。因而，生产协作在这里也得到了最广泛的采用，而这是在本户工人最多的情况下（每个作坊的本户工人分别为1．8和1．7；有一个小小的例外，这就是在第Ⅰ部类的第3分类中也有1．9人）最多使用雇佣劳动的结果。

最后这一情况，使我们注意到了“手工业者”的本户劳动和雇佣劳动的相互关系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对民粹派所谓雇佣劳动在手工业生产中只是本户劳动的“补充”这一流行理论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彼尔姆省的民粹派赞同这一见解，他们在第55页上断言：“把手工业者和盘剥者的利益等同起来”，这已为最富裕的手工业者（第Ⅰ部类）拥有最多的本户工人这一事实所驳倒，“如果手工业者只是想追逐暴利（这是实行盘剥的唯一动机），而不是利用全家力量去巩固和发展自己生产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预料，在这一分类的作坊中，把自己的劳动投入生产的家庭手工业者的百分比最小”（？！）。奇怪的结论！怎么能撇开有关雇佣劳动的材料，而作出关于“亲自参加劳动”（第55页）的作用的结论呢？如果有很多本户工人的手工业者的富裕，并不说明有盘剥倾向的话，那我们就会看到：在他们那里，雇佣工人的百分比 最小
 ，有雇佣工人的作坊的百分比 最小
 ，有很多工人（有5个以上）的作坊的百分比 最小
 ，每一作坊的平均工人数也 最少
 。事实上，最富裕的手工业者（第1分类） 在所有这些方面
 都占 首
 位 而不是末
 位，而且，他们的家庭人口和本户工人又是最多，有3个以上本户工人的手工业者的百分比最大！显然，事实所表明的恰恰与民粹派的臆造相反：手工业者正是要通过盘剥来追逐暴利，他们仰仗着自己的富足（其条件之一是本户劳力众多）， 大量
 使用雇佣劳动。他们利用在本户工人人数上比其他手工业者优越的条件，排挤其他手工业者，并雇用 最多的
 工人。瓦·沃·先生和其他民粹派先生们说得天花乱坠的“家庭协作”（参看《手工工业》第1编第14页），其实是发展资本主义协作的保证。这种说法，在那些习惯于民粹派偏见的读者看来，当然是一种奇谈，但这是事实。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确切材料，就不仅要知道各作坊按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人数划分的情况（这在《概述》中已经有了），而且还要知道本户劳动和雇佣劳动的 综合
 情况。根据按户调查的材料，完全能够进行这种综合，即完全能够在每类按本户工人数划分的作坊中，计算出有一个、两个等雇佣工人的作坊数目。可惜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为了稍稍弥补这一缺陷，我们就来参看上述《手工工业》这一著作。那里正引用了一些按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数划分的作坊的综合统计表。这些统计表涉及5种行业，共包括749个作坊，1945个工人（上述著作第1编第59、78、160页；第3编第87页和第109页）。为了分析关于本户劳动和雇佣劳动的相互关系这一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材料，我们应当把全部作坊按工人总数加以分类（因为只有工人总数才能表明作坊的大小和生产中采用协作的程度），并应确定本户劳动和雇佣劳动在每一类中的作用。我们把它们分为4类：（1）有1个工人的作坊；（2）有2—4个工人的作坊；（3）有5—9个工人的作坊；（4）有10个以上工人的作坊。这种按工人总数的分类，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有1个工人的作坊和有10个工人的作坊，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类型。把它们加在一起得出“平均”数来，那是非常荒唐的作法，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引用的《概述》的材料中就可以看到。根据以上分类得出下列材料：






	按工人总数划分的作坊类别
	作坊数
	工人数
	有雇佣工人的作坊数
	它们的百分比
	每个作坊所有的工人



	本户工人
	雇佣工人
	共计
	本户工人
	雇佣工人
	共计



	有1个工人的作坊
	345
	343
	2
	345
	2
	0.5
	0.995
	0.005
	1.00



	有2—4个工人的作坊
	319
	559
	251
	810
	143
	48.8
	1.76
	0.78
	2.54



	有5—9个工的作坊
	59
	111
	249
	360
	53
	89.8
	1.88
	4.22
	6.1



	有10个以上工人的作坊
	26
	56
	374
	430
	26
	100
	2.15
	14.38
	16.53



	
共计

	749
	1069
	876
	1945
	224
	29.9
	1.43
	1.16
	2.59







由此可见，这些详细的材料完全证实了上面所谈的骤然看来是荒谬的论点：作坊的工人总数越多，每一个作坊的本户工人也越多，因而其“家庭协作”的范围也越大，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协作也在扩大，并且扩大得无比迅速。比较富裕的手工业者，虽拥有大量的本户工人，但是还雇了许多雇佣工人：“家庭协作”是 资本主义
 协作的保证和基础。

我们现在来看看1894—1895年度关于本户劳动和雇佣劳动的调查材料。各作坊按本户工人人数划分如下：






	　
	　
	百分比



	无本户工人的作坊
	97
	1.1



	有1个本户工人的作坊
	4787
	53.2



	有2个本户工人的作坊
	2770
	30.8



	有3个本户工人的作坊
	898
	10.0



	有4个本户工人的作坊
	279
	3.1



	有5个以上本户工人的作坊
	160
	1.8



	
共　计

	8991
	100







应当指出，这里只有一个本户工人的作坊占多数，占一半以上。我们甚至假定：一切兼有本户劳动和雇佣劳动的作坊都只有一个本户工人，那么，真正只有一个本户工人的作坊尚且约有2500个。这是些最分散的生产者，是些彼此最隔绝的小作坊，——这种彼此隔绝的现象是备受赞扬的“人民生产”所固有的。现在我们来看看相反的一极，看看规模最大的作坊：






	　
	　
	　
	百分比
	雇佣工人数①
	每个作坊的雇佣工人



	无雇佣工人的作坊
	6567
	　
	73.1
	　
	—
	　
	—
	　



	有1个雇佣工人的作坊
	1537
	　
	17.2
	　
	1537
	　
	1
	　



	有2个雇佣工人的作坊
	457
	　
	51
	　
	914
	　
	2
	　



	有3个雇佣工人的作坊
	213
	　
	23
	　
	639
	　
	3
	　



	有4个雇佣工人的作坊
	88
	　
	0.9
	　
	352
	　
	4
	　



	有5个雇佣工人的作坊
	44
	　
	0.5
	　
	220
	　
	5
	　



	有6—9个雇佣工人的作坊
	41
	

｝

 85
	0.4
	

｝

 0.9
	290
	

｝

 1242
	7.1
	

｝

 14.6



	有10个以上雇佣工人的作坊
	42
	0.5
	952
	21.7



	
共　计

	8991
	　
	100
	　
	4904
	　
	0.5
	　







　　 
［注：① 根据《概述》的材料（第54页和雇佣工人的总数）计算出来的。］

可见，手工业的“小”作坊有时竟达到很大的规模：在85个最大的作坊中，几乎集中了全部雇佣工人的四分之一；平均每个这样的作坊有14．6个雇佣工人。这已是工厂主，已是资本主义作坊的老板了。 
［注：在我国官方统计所谓的“工厂”中，绝大多数，即在21000个工厂中有15000个，是不到16个工人的。见《1890年工厂一览表》。］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协作，这里已得到了广泛的采用：在每一作坊有15个工人的条件下，就能实行较大规模的分工；在房舍和工具较富裕和较多样化的情况下，就能在这方面得到很大的节省。采购原料和销售产品在这里必定是大规模进行的，这就大大减低了原料的价格和运输的费用，使产品易于销售，并有可能建立正常的商业关系。下面我们在引证关于收入的资料时，可以看到，1894—1895年度的调查就证实了这一点。这里只要将这些众所周知的理论原理指出来就够了。由此可见，这些作坊的技术状况和经济状况都与只有一个本户工人的作坊迥然不同，然而彼尔姆省的统计学家们竟然还把它们 混合
 在一起并得出总的“平均数”来，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可以预先这样说，这样的平均数将完全是虚假的；在整理按户调查的材料时，除了把手工业者分成部类和分类以外，还必须按作坊中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的总数，把手工业者加以分类。如不进行这种分类，那么，关于收入，关于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的条件，关于生产技术，关于雇佣工人与单干的本户工人生活状况的对比，关于大作坊和小作坊的相互关系这些问题的确实材料，就不能得到，而所有这些问题，对研究“手工业”的经济说来，都是极其重要的。彼尔姆省的编著者们，显然企图降低资本主义作坊的意义。他们断定：假如有一些作坊有本户工人5人以上的话，那么，只有在该作坊有雇佣工人5人以上时，“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和“手工业生产形式”（原文如此！）之间的竞争才有意义，但这样的作坊总共只占1％。这种论断纯粹是杜撰：第一，有5个本户工人和5个雇佣工人的作坊，这是由于对材料整理不够而产生的一种空洞的抽象概念，因为这样便把雇佣劳动与本户劳动混合起来了。有3个本户工人的作坊再雇3个工人，就有5个以上的工人，这样的作坊同单干的本户工人相比，将具有非常特殊的竞争条件。第二，如果统计学家们真想研究在使用雇佣劳动方面各不相同的各个作坊间的“竞争”问题，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去看看按户调查的材料呢？为什么不按工人人数对作坊加以分类并引用收入的数字呢？这些握有极其丰富的材料的统计学家，如能实际地研究问题，这岂不比把各种臆造的议论奉献给读者和忙于抛开事实去同民粹派的敌人“搏斗”来得更适宜吗？

“……在资本主义拥护者看来，也许以为有这样一个百分比，就足以预言手工业形式将必然退化为资本主义形式，但事实上，它在这方面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可怕的预兆，特别是由于下列情况”（第56页）……

真是娓娓动听！作者不是设法从手头所有的资料中找出关于 资本主义
 作坊的确切材料，而是把这些作坊同只有一个本户工人的作坊 混合
 在一起来反驳什么“预言者”！我们不知道，这些使彼尔姆省的统计学家们感到不愉快的“资本主义的拥护者”究竟会“预言”些什么，但我们只能说，上述一切言论，无非是想掩盖规避事实的企图而已。事实说明，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手工业生产形式”（这是“手工业”经济学家的捏造），大资本主义作坊（在统计表中我们看到拥有65个雇佣工人的手工业者！第169页）是由小商品生产者发展起来的，而研究者的责任就是要把材料这样加以分类，使我们能研究这一发展过程，把各作坊 按其接近资本主义作坊的程度
 来加以比较。彼尔姆省的统计学家们不仅自己没有这样做，而且使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在统计表中，该分类的全部作坊都被混在一起，所以也就无法把工厂主和单干的本户工人加以区分。作者竟用一些无谓的说教来掩盖这一缺陷。你们可以看到，大作坊总共才占1％，所以不算它们而根据99％所作出的结论是不会变样的。（第56页）但须知这个百分之一不同于别的百分之一！一个大作坊就抵得上15个以上的只有一个本户工人的作坊，而后者竟占作坊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这是按工人人数计算的。而假如拿总产量或纯收入的材料计算，那就可以看到，一个大作坊不是抵得上15个，而是可能抵得上30个只有一个本户工人的作坊。 
［注：下面将引用各作坊按纯收入分类的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在收入最低（不到50卢布）的2376个作坊中，纯收入等于77900卢布，而在收入最高的80个作坊中，纯收入等于83150卢布。每个“作坊”的纯收入平均分别为32卢布和1039卢布。］

 在这个“百分之一”的作坊里，竟集中了全部雇佣工人的 四分之一
 ，平均每一作坊有14．6个工人。为了把这一数字向读者稍加说明，我们就来引用一下《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工商业司出版）中关于彼尔姆省的数字，因为这些数字每年起落很大，所以我们所引用的是7年（1885—1891年）的平均数。得出的数字是这样：彼尔姆省有（我国官方统计所谓的）“工厂”885个，生产总值为22645000卢布，工人有13006人，“平均”每个工厂恰好有14．6个工人。

《概述》作者为了证实所谓大作坊没有重要意义这一见解，他们引用了下列事实：在手工业者的雇佣工人中年工很少（8％），大多数是计件工（37％）、季节工（30％）和日工（25％，第51页）。计件工“通常在自己家里做工，用自己的工具，吃自己的饭”，而日工则象农业工人一样，是“暂时”招雇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雇佣工人较多并不标志着这些作坊就一定是资本主义类型的作坊”（第56页）……“根据我们的信念，不论是计件工或日工，都根本不能造成西欧无产阶级那样的工人阶级基干；只有固定的年工才能成为这样的基干。”

我们不能不赞扬彼尔姆省的民粹派对俄国雇佣工人同“西欧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的关注。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听取统计学家们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信念”作出的论断。然而，申明自己的“信念”并不总能说服别人……他们若不向读者讲述某某先生某某先生的“信念”，而多讲些事实，岂不是更好吗？而实际上关于雇佣工人的状况、劳动条件、各类作坊的工作日、雇佣工人的家庭等等，《概述》却极少报道。如果发表关于俄国工人不同于西欧无产阶级的议论，仅仅是为了掩盖这一缺陷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赞扬了……

我们从《概述》中所知道的关于雇佣工人的一切，那就是把他们分为4类：年工、季节工、计件工和日工。要了解这些类别，就必须看一下散见于该书中的材料。在43种行业中，有29种行业载有每类工人的人数和他们的工资。在这29种行业中有雇佣工人4795人，工资233784卢布。而在全部43种行业中有雇佣工人4904人，工资238992卢布。就是说，我们的汇总包括了98％的雇佣工人和他们的工资。下面我们并列了《概述》的数字 
［注：第50页。在《概述》中没有列出工资多少的材料。］

 和我们的数字以供对照：






	　
	
汇总的数字




	雇佣工人工资



	　
	《概述》中所载雇佣工人数


	百分比
	雇佣工人数
	百分比
	总数（单位卢布）


	每个工人所得
	百分比①



	年工
	379
	8
	351
	7.4
	26978
	76.8
	100



	季节工
	1496
	30
	1432
	29.8
	40958
	28.6
	37



	计件工
	1812
	37
	1577
	32.9
	92357
	58.5
	76.1



	日工
	1217
	25
	1435
	29.9
	73491
	51.2
	66.7



	
共　计

	4904
	100
	4795
	100
	233784
	48.7
	　







　　 
［注：把年工的工资当作100。］


看来，《概述》的汇总不是有错，就是有刊误。但这只是顺便提提。很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工资的材料。计件工的工资——关于计件工，《概述》写道：“计件劳动实质上是走向经济独立的最近阶段”（第51页，大概这也是“根据我们的信念”吧？）——比年工的工资 低得多
 。统计学家们说年工通常是吃老板的，计件工是吃自己的，如果他们这个论断不仅是根据自己的“信念”，而且是根据事实作出的，那么这个差别还会更大些。彼尔姆省的业主手工业者以多么奇怪的方法来保证自己的工人“走向独立”！这个保证竟是 降低工资
 ……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工作时间的长短不足以说明这一差别。其次，非常值得指出的是，日工工资占年工工资的66．7％。可见，每个日工平均1年工作约8个月左右。显然，这里说“临时”离开工业（如果日工确实是自己离开工业，而不是老板使他们失业的话），要比说“雇佣劳动中占优势的临时成分”（第52页）正确得多。





三

“村社式劳动的继承性”

手工业调查所收集的几乎述及全部被调查作坊的建立年代的资料，是很重要的。下面就是这方面的总的材料：






	1845年以前建立的作坊数
	640



	1845—1855年建立的作坊数
	251



	1855—1865年建立的作坊数
	533



	1865—1875年建立的作坊数
	1339



	1875—1885年建立的作坊数
	2652



	1885—1895年建立的作坊数
	3469



	
共　计

	8884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改革以后，手工工业发展得特别快。促使手工工业发展的条件，看来越是往后，发生的影响就越大，因为每隔10年，总有更多的作坊出现。这一现象清楚地证实这样一种力量，它使商品生产在农民中发展起来，使农业与工业分离，使整个工商业增长。我们之所以说“农业与工业分离”，是因为这种分离比耕作者与工业者之间的分离开始得早：任何为市场生产产品的企业，都会引起耕作者与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因此，这种企业的出现，意味着耕作者再也不能在家制作产品，而要到市场上去购买产品了，而这种购买就要求农民出卖农产品。所以，工商业企业数目的增长，就标志着社会分工这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共同基础的发展。 
［注：所以尼·—逊先生对“工业与农业的分离”的责难如果不是浪漫主义者无谓的悲叹，那他一定对每个手工业作坊的出现感到伤心。］



在民粹主义的著作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改革后工业中 小生产
 迅速发展这一现象，不是资本主义的性质。他们断言，小生产的增长证明小生产比大生产富有活力和生气（瓦·沃·先生语）。这种论断是完全不正确的。农民中小生产的增长，意味着新的生产部门的出现，意味着新的原料加工部门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工业部门，这是社会分工中的一个进步，是资本主义的初级过程，而大作坊吞并小作坊，则意味着资本主义又前进了一步，导致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的胜利。小作坊在农民中的普遍建立，扩大了商品经济，并为资本主义准备了基地（造成了小业主和雇佣工人），而手工工场和工厂对小作坊的吞并，就是大资本对这一准备好了的基地的利用。在一个国家内，同时存在着这样两种看来是互相对立的过程，这其实并没有任何矛盾：资本主义在国内比较发达的地区或比较发达的工业部门日益发展，不断把小手工业者卷入使用机器的工厂；而在偏僻的地方，或在工业落后的部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才刚刚开始，新的生产部门和手工业还正在产生，这种情况是十分自然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它在某种形式下，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同时又在其他地方使它们重新出现”（《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779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6页。——编者注］

 ）。

《概述》中关于各作坊建立年代的材料，整理得也是不够好的：只有按县整理的资料，而没有按部类和按分类整理的关于各作坊建立年代的资料；也没有别的分类（如按作坊的大小，按作坊所在地点是在手工业中心还是在附近村庄等）。彼尔姆省的民粹派，甚至没有按照他们自己所采用的部类和分类来整理调查的材料，他们还认为有必要在这里把一些由于极端民粹主义的甜言蜜语和……胡言乱语而令人吃惊的说教奉献给读者。彼尔姆省的统计学家们发现：在“手工业生产形式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作坊“继承形式”，即“村社式劳动的继承形式”，而在资本主义工业中，占统治的是“遗产继承”；“村社式劳动的继承把雇佣工人有机地变成独立的业主”（原文如此！），这表现在当某个作坊主死了以后，假如在继承人中没有本户工人，那么该作坊就转给别的家庭，“可能转给该作坊中的某个雇佣工人”；同时还表现在，“村社土地占有制对手工工业企业主和他的雇佣工人都一样保证工业劳动的独立性”（第7页、第68页以及其他各页）。

我们并不怀疑，彼尔姆省的民粹派杜撰的这一“手工业的村社式劳动的继承原则”，将与瓦·沃·先生、尼·—逊先生之流十分美满的“人民生产”理论一起，在未来的文献史中占有适当的位置。理论虽然是两种，其性质是一样的：二者都是用马尼洛夫式的词句[71]来粉饰和歪曲事实真相。谁都知道：手工业者的作坊、原料、工具等，都是他们私人所有的 财产
 ，是按照 继承权
 ，而根本不是按照什么村社权转移的；村社不仅丝毫不能保证工业的独立性，甚至连农业的独立性也不能保证；在村社内也和在村社外一样存在着经济斗争和剥削。构成“村社式劳动原则”这一特殊理论的，是这样一种普通的事实：资本微薄的小业主自己也必须参加劳动；雇佣工人也 能够
 变成小业主（当然，如果他能勤俭节约的话），在《概述》第69页上就举了一些这方面的例子……一切市侩的理论家总是安慰自己说，工人在小生产中 能够
 成为业主，而他们的最高理想不外乎要把工人变为业主。《概述》甚至列举了“证实村社式劳动继承原则的统计材料”（第45页）。这些材料是关于制革业的。在129个作坊中，有90个（即70％）是在1870年以后建立的，可是在1869年，手工制革场计有161个（根据“居民区调查表”），而在1895年是153个。就是说，作坊从一些家庭转给了另一些家庭，从这里也就看出了“村社式劳动的继承原则”。有人想把小作坊容易开办也容易倒闭，容易从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等现象看成是特殊的“原则”，同这种看法去进行争论，自然是很可笑的。我们只想对制革业作点补充：第一，关于制革业各作坊创办日期的材料，说明制革业的发展在时间方面要比其他行业 慢
 得多；第二，把1869年同1895年比较是完全不可靠的，因为“手工制革场”的概念常常同“制革厂”的概念相混淆。在19世纪60年代，彼尔姆省绝大多数“鞣皮厂”（根据工厂统计）的生产总额不到1000卢布（见1869年圣彼得堡出版的《财政部年鉴》第1分册的统计表和附注），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一方面，生产总额在1000卢布以下的作坊已不算作工厂了，而另一方面，有很多生产总额在1000卢布以上的作坊和生产总额在5000—10000卢布以上的工厂，都算作了“手工制革场”（《概述》第70页，统计表第149页和第150页）。既然手工制革场和制革厂之间的区别如此模糊不清，那么把1869年的材料同1895年的材料加以比较会有什么意义呢？第三，假定制革场的数目果真是减少了，那么，这难道不能说，很多小作坊倒闭了，而代之以逐渐建立起来的比较大的作坊吗？难道这种“替换”也能证明“村社式劳动的继承原则”吗？

而最可笑的是，这一切关于“村社式劳动原则”，“村社劳动独立性的保证”等等的甜言蜜语，讲的正是制革业，而制革业中种地的手工业者，都是最纯粹的小资产者（见下面），而且制革业生产的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3个大作坊（工厂）中，而这 3个
 大作坊竟与只有一个本户工人的年工业者和手艺人一起被列入手工业者的数目之内。下面就是叙述这种集中情况的材料。

制革业中共有作坊148个。工人439人（本户工人267人，雇佣工人172人）。生产总额为151022卢布。纯收入为26207卢布。其中3个作坊共有雇佣工人65人（无本户工人）。生产总额为44275卢布。纯收入为3391卢布。（正文第70页，统计表第149页和第150页）

也就是说，在148个作坊中， 3个
 作坊（在《概述》第76页上却满不在乎地说，“只占2．1％”） 几乎
 集中了“手工制革业”全部生产的 三分之一
 ，而使本作坊中那些完全不参加生产的业主得到了成千的收入。下面我们会看到，别的行业中也有很多这种可笑的例子。但《概述》作者在描述这一行业时，对上述3个作坊是作为例外情况来谈的。关于其中的1个作坊，他们说，业主（耕作者！）“在别洛雅尔斯克村和叶卡捷琳堡市有自己的皮革店，显然他只是在经营商业”（第76—77页）。这是投入生产的资本与投入商业的资本相结合的一个小小的例子。这是那些把“盘剥”和经商描写成为一种外来的、与生产无关的东西的《概述》作者们应予注意的！在另一个作坊中，家里有男子5人，但是做工的一个也没有：“父亲在做本行生意，儿子们（年龄从18岁到53岁）都是识字的，他们显然都走上了别的道路，比把皮革从一个桶里放到另一个桶里去洗刷更诱人的道路。”（第77页）作者们慷慨地承认，这些作坊“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根据遗产继承的原则，这些企业的前途究竟能有多大保证，只有未来本身才能给予确切的回答”。（第76页）真是高见！“关于未来的问题，只有未来才能回答。”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这难道就是歪曲现在的充分根据吗？ 



第二篇


（四、“手工业者”的农业。五、大作坊和小作坊。手工业者的收入）




四

“手工业者”的农业

对业主手工业者和小业主进行的按户调查，收集了有关他们农业情况的重要材料。《概述》已按各分类将这些材料综合如下：






	分类
	每户所有播种面积和牛马数
	无马无牛农户的百分比



	　
	播种面积（单位俄亩）


	马（单位匹）


	牛（单位头）


	无马的
	无牛的



	1.商品生产者
	7.1
	2.1①
	2.2①
	7.4
	5



	2.手艺人
	6.2
	1.9
	2.1
	9.0
	6



	3.为包买主工作者
	4.5
	1.4
	1.3
	16.0
	13



	
共　计

	6.3
	1.8
	2.0
	9.5
	6







　　 
［注：① 在《概述》中这些数字显然是印错了（见第58页），这里我们已加以纠正。］


可见，手工业者作为工业者越是有钱，他们作为耕作者也越富裕。手工业者在生产中的地位越低，他们作为耕作者的地位也越低。所以，手工业调查的材料完全证实了书刊中发表过的一种见解，即手工业者在工业中的分化，与这些农民作为耕作者的分化是同时进行的。（ 阿·沃尔金
 《对民粹主义的论证》第211页及以下各页）因为在手工业者那里工作的雇佣工人的地位比为包买主工作的手工业者的地位还要低（或者说不比他们高），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在雇佣工人中，破了产的耕作者还要更多一些。正如上面所说的，按户调查并未涉及雇佣工人。但无论如何，上面引证的材料很清楚地表明，《概述》所谓“村社土地占有制同样能保证手工工业作坊主及其雇佣工人的工业劳动独立性”的论断是异常可笑的。

在上面所论述的材料中，显然缺少关于单干的本户工人和大小业主的农业的详细材料。为了稍稍弥补这一缺陷，我们应该参看关于各个行业的材料；有时我们会碰到关于各业主的农业工人数的资料 
［注：大家知道，在农民那里，甚至连工业工人也往往被迫去从事农业工作。参看《手工工业》第3编第7页。］

 ，但这些资料的总的综合，在《概述》中是没有的。

种地的制革匠——131户。他们有124个农业雇佣工人；每户有16．9俄亩播种面积，4．6匹马和4．1头牛。（第71页）这些农业雇佣工人（73个年工和51个季节工）所得工资为2492卢布，即每人得20．1卢布，而制革业中每个工人的平均工资为52卢布。因此，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农业工人生活水平低于工业工人这个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现象。制革的“手工业者”显然是最纯粹的农民资产阶级，而备受民粹派赞扬的、颇负盛名的“手工业与农业的结合”，只不过是富裕的工商企业业主把 资本
 从工商业转用于农业，而付给自己的雇农以极低的工资而已。 
［注：在农业中，季节工一年工资常常占年工一年工资的一半以上。我们假定，这里季节工的工资只占年工工资的一半，那么年工的工资是（2492∶（73＋51/2）＝25．5卢布。根据农业司的材料，彼尔姆省每一农业年工在由业主供给膳食的情况下，10年（1881—1891年）内的平均工资为50卢布。］



榨油手工业者。他们当中经营农业的有173户。每户有10．1俄亩播种面积，3．5匹马，3．3头牛。没有无马户和无牛户。农业工人98人（包括年工和季节工），工资为3438卢布，即每人35．1卢布。“榨油生产中所得的渣滓，如油饼豆渣之类，是牲畜的最好饲料，因此也就有可能对土地施加更多的肥料。这样，每个农户就可从手工业那里得到三重利益：直接从手工业那里得到的收入，从牲畜那里得到的收入和从耕地得到更好的收成。”（第164页）“他们〈榨油手工业者〉大规模地经营农业，并且很多人不满足于自己的份地，于是又从力量薄弱的农户那里租进土地。”（第168页）关于各县亚麻和大麻播种面积分布的材料，表明“亚麻和大麻播种面积的大小，与该省各县榨油业的发展情况是有某些联系的”（第170页）。

所以，工商业企业在这里也就成了所谓技术性的农业生产部门，它们的增长总是标志着商业性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

磨坊主。他们大多数是耕作者：421户中有385户。每户有11．0俄亩播种面积，3．0匹马，3．5头牛。农业雇佣工人307人，工资为6211卢布。象榨油业一样，“磨粉生产，是磨坊主销售自己农产品的最有利工具”（第178页）。

看来，这些例子足以说明，把“种地的手工业者”看成是单一的、没有差别的东西，是极其荒谬的。上面引证的所有耕作者，都是些小资产阶级农业的代表，如果把这几类人和包括破产农户在内的其余农民混在一起，那就是抹杀了现实的最根本特征。

作者们在描述榨油业的结论中，企图反对把农民分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资本主义的学说”。这一论点的依据仿佛是下面这种“完全是随便作出的论断：上述的分化是最近的事实，并且是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在农民中迅速发展的明显标志，虽然村社土地占有制在法律上是存在的”（第176页）。作者们反驳说，村社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排斥财产的分化，但它“并未加强这一分化，并未创造阶级”；“这些变动性的分化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相反，却逐渐缓和了”。（第177页）自然，这种以劳动组合（关于它们，留待下面第七节来谈）、分户（原文如此！）和土地重分（！）作为论据的论断，只能令人发笑而已。把关于农民分化的发展和扩大的论点，称之为“随便作出的”论点，那就是忽视下面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农民大量丧失马匹和抛弃土地的现象与“农民经济中的技术进步”（参看瓦·沃·先生的《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同时并存；出租和典押份地的发展与租地的增长同时并存；工商业企业数量的增长与出外谋生的工业者这些四处流浪的雇佣工人人数的增多同时并存，以及其他等等。

关于种地的手工业者的收入和进款与不种地的手工业者的收入的比例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手工业者的按户调查应当提供大量材料。所有这方面的材料在统计表里是有的，但《概述》却没有加以汇总，所以我们只好自己根据书上的材料来进行汇总。这样的汇总，第一是以《概述》中关于个别行业的汇总为根据的。我们只需要把有关各种行业的材料收集起来。但是这个用表格形式作出的汇总并不包括所有的行业。有时候也必须承认，由于没有可资检验的总计，其中错误或误印的地方在所难免。第二，这一汇总是以选自某些手工业记载的数字材料为根据的。第三，没有上述两种材料来源时，我们只好直接参照统计表（例如，最后一种行业——“采矿业”就是如此）。不言而喻，我们的汇总中的材料既然如此复杂多样，所以错误和不确切之处是难以避免的。然而我们认为，虽然我们汇总的总计未能与统计表内的总计相一致，但是，由汇总中所得出的结论也完全可以供我们使用，因为平均数和比例（我们只是用它们来作结论的）无论怎样修改，都不会有多大出入。例如，按《概述》中统计表的总计，每个工人的总收入等于134．8卢布，而按我们的汇总则为133．3卢布；每个本户工人的纯收入是69．0卢布和68．0卢布；每个雇佣工人的工资是48．7卢布和48．6卢布。

下面就是这一汇总的结果，它们表明了各部类和各分类的总收入、纯收入以及雇佣工人的工资额。 
［注：见第268页。——编者注］








	部类
	分类
	作坊数
	工人数
	总收入（单位卢布）


	各户的纯收入（单位卢布）


	工资（单位卢布）


	纯收入和工资共计


	欠债户数



	I………
	1………
	2239
	4122
	1726
	5848
	758493
	129.7
	204004
	49.5
	74558
	43.2
	278562
	225



	I………
	2………
	2841
	4249
	712
	4961
	383441
	77.3
	186719
	43.9
	34937
	49.0
	221656
	93



	I………
	3………
	1016
	1878
	586
	2464
	236301
	95.9
	91916
	48.9
	20535
	35.0
	112451
	304



	
第I部类总计
 ……
	6096
	10249
	3024
	13273
	1378235
	103.8
	482639
	47.1
	130030
	43.0
	612669
	622



	II………
	1………
	959
	1672
	738
	2410
	605509
	251.2
	220713
	132.0
	45949
	62.2
	266662
	176



	II………
	2………
	595
	876
	272
	1148
	178916
	155.8
	90203
	102.9
	18404
	67.6
	108607
	51



	II………
	3………
	1320
	2231
	852
	3083
	492347
	159.7
	229108
	102.7
	43289
	50.8
	272397
	262



	
第II部类总计
 ……
	2874
	4779
	1862
	6641
	1276772
	192.2
	540024
	113.0
	107.642
	57.8
	647666
	489



	
共计

	8970
	15028
	4886
	19914
	2655007
	133.3
	1022663
	68.0
	237672
	48.6
	260335
	1111







从这一统计表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不经营农业的工业人口参加手工业的人数要比经营农业的工业人口参加手工业的人数多得多（与他们本身的人数相比）。就工人的人数来说，非耕作者比耕作者少一半。就生产总值来说，非耕作者占了将近一半：在2655007卢布中占1276772卢布，即占48．1％。就生产收入来说，即业主的纯收入加上雇佣工人的工资，则非耕作者甚至超过了耕作者：在1260335卢布中非耕作者占647666卢布，即占51．4％。由此可见，不种地的工业者人数虽少，但他们的生产量却不比耕作者低。这一事实，对评价民粹派认为农业是所谓手工工业的“主要基石”这一传统学说，是极为重要的。

从这一事实中自然也就得出了其他一些结论：

（2）非耕作者的生产总值（总收入），按每个工人计算，大大高于耕作者：192．2卢布比103．8卢布，差不多高出 一倍
 。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非耕作者的工作时间比耕作者要长些，但相差不大，所以非耕作者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毫无疑问的。在第3分类中，即在为包买主工作的手工业者中，工作时间相差最小，这也是很自然的。

（3）不种地的业主和小业主的纯收入 比
 种地的高出 一倍多
 ：113．0卢布比47．1卢布（将近一倍半）。这种差别各分类中都有，但相差最大的是第1分类，即自做自卖的手工业者。自然，这一差别不可能以工作时间的差别来解释。毫无疑问，这一差别是由于 与土地的联系降低了工业者的收入
 造成的；市场削减着手工业者从农业中得到的收入，耕作者就只能得到低微的进款，此外大概还由于耕作者在销售方面的损失较大，在购买材料方面的费用较大，对商人的依赖性较大。总之事实是： 与土地的联系降低了手工业者的进款
 。这一说明了“土地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的真正作用的事实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无须我们多加宣扬。只要指出以下情况，事情就清楚了，微薄的进款在保留原始盘剥性的生产方式方面，在阻碍使用机器和降低工人生活水平方面 
［注：讲到这最后（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时，我们要指出，很可惜，《概述》中没有关于耕作者和非耕作者的生活水平的材料，但是其他的编著者业已指出了彼尔姆省也很普通的一种现象，这就是不种地的工业者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愚昧的”耕作者的生活水平。参看农业和国家产业部出版的《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3卷叶古诺夫的文章。作者说：在某些无地的村庄里，已完全达到了“城市的”生活水平，不种地的手工业者要“象人一样的”穿着和生活（从欧洲的服饰到浆领的衬衫；茶炊；大量消费的茶叶，砂糖，白面包，牛肉等等）。作者依据的是地方自治机关统计出版物公布的家庭收支表。］

 ，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

（4）非耕作者那里的雇佣工人的工资到处都比耕作者那里的高，但这种差别远不如业主的收入那么大。从所有三个分类来看，在种地的业主那里每个雇佣工人的工资为43．0卢布，而在非耕作者那里则为57．8卢布，即多1/3。这一差别 可能
 在很大程度上（ 但也不完全
 ）是由工作时间的差别造成的。关于这一差别同与土地联系的关系，我们无法判断，因为我们没有关于耕作者和非耕作者那里的雇佣工人的材料。这里除工人工作时间的影响外，当然还有需求水平不同的影响。

（5）业主的收入与雇佣工人的工资之间的差别，在非耕作者那里要比耕作者那里大得多：就所有三个分类来看，在非耕作者那里业主的收入几乎比雇佣工人的工资高1倍（113卢布比57．8卢布），而在耕作者那里业主的收入则高得不多—— 4．1卢布
 （47．1比43．0）！如果这些数字都已使人感到惊奇，那么关于种地的手艺人（第Ⅰ部类第2分类）就更是如此，因为在他们那里，业主的收入低于雇佣工人的工资！可是当我们在下面引证关于大作坊和小作坊在收入上的巨大差别的材料时，这一现象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大作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就能使付给雇佣工人的工资超过贫苦的单干手工业者的收入，而这些单干手工业者受市场支配，他们的“独立性”完全是虚假的。这种大小作坊间在收入上的巨大差别，在两个部类中都可以看到，但在耕作者那里要显著得多（因为小手工业者所受的迫害更大）。小业主的收入和雇佣工人工资之间的微不足道的差别，清楚地表明：不使用雇工的种地的 小
 手工业者的收入，不但 不高于，甚至往往低于
 雇工的工资。事实上，业主的纯收入（每个本户工人有47．1卢布）是一切大作坊和小作坊、工厂主和单干者的 平均
 数。显然，在大业主那里，业主的纯收入同雇佣工人的工资之间的差别就不会是4卢布，而要大上十倍百倍，这就是说，单干的小手工业者的收入要大大低于47卢布，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不但 不高于、甚至往往低于
 雇佣工人的工资。手工业调查关于各作坊按纯收入划分的材料（见下面第五节），完全证实了这一看来似乎是荒诞的结论。但是这些材料所涉及的是全部作坊，并没有区分耕作者和非耕作者，因此，从上引统计表中所作出的这一结论，对我们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收入最低的正是耕作者，“与土地的联系”大大降低了收入。

在谈到耕作者与非耕作者在收入上的差别时，我们已经说过不能以工作时间的差别来解释这种差别。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手工业调查关于这一问题的材料。从“序言”中我们知道，在调查计划中还包括“根据各月从事生产的家庭手工业者和雇佣工人的人数对一年内生产强度”的研究（第14页）。因为这是按户调查，就是说对每一作坊都单独进行了调查（可惜《概述》并未附有按户调查的表格），所以可以设想，关于每个作坊都收集有各月工人数或一年工作月数的材料。这些材料在《概述》中被汇总成一张统计表（第57页和第58页），表内列有两部类中每一分类 一年各月在业的
 工人数（家庭手工业者和雇佣工人）。

1894—1895年度手工业调查试图如此精确地确定手工业者的工作月数，是极有教益和极有意义的。确实，没有这样的资料，关于收入和进款的材料是不会完全的，统计出来的数目也只不过是一些近似数。但是很遗憾，关于工作时间的材料整理得非常不够：除了这一总的统计表以外，只有关于某些行业的各月工人数的资料，有些划分了部类，有些没有划分，而按分类划分的行业则一种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把大作坊划分出来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断定，而且是预先根据其他手工工业研究者的材料断定，大小手工业者的工作时间是不相同的。此外，第57页上的统计表本身，看来也不是没有错误或刊误（如在月份方面有：2月，8月，11月；第11部类中的第2行和第3行看来是弄错了，因为第3分类中的工人数大于第2分类）。甚至在纠正了这些不确切的地方以后（这种修正有时是粗略的），这一统计表还令人感到有不少疑问，因此使用这个统计表是一种冒险。其实，我们看一下该表关于各分类的材料就知道：在第3分类（第Ⅰ部类）中，12月份的在业工人最多，有2911人，而《概述》认为第3分类的工人总共有2551人。在第Ⅱ部类的第3分类中，情况也是一样，工人最多时有3221人，而实际工人数为3077人。反之，有些分类一个月的在业工人 最高额少于
 实际工人数。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是否因为关于这一问题所收集的资料，并未包括全部作坊呢？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概述》关于这点却只字未提。在第Ⅱ部类的第2分类中，不仅工人的最高额（2月份）多于实际工人数（1882比1163），而且一个月的在业工人 平均数
 （即以12个月在业工人总数除以12得出的商数）也 多于
 实际工人数（1265比1163）！！试问，统计家们认为，什么样的工人数才是实际工人数呢？是一年的平均数吗？是某一时期（比如说冬季）的平均数，还是某一固定月份的在业工人数呢？即便去参阅关于个别手工业每月工人数的材料，也无助于解决这一切疑问。因为在有这些材料的23种行业中，大多数行业一个月最高的在业工人数 低于
 实际工人数。只有两种行业的这一最高额 高于
 实际工人数，即铜器业（239人比233人）和打铁业（第Ⅱ部类——1811人比1269人）。有两种行业的最高额等于实际工人数（绳索业和榨油业中的第Ⅱ部类）。

在这种情况下，要利用关于每月工人分布的材料，以便把工人与工资总数，与实际工人数等相比较，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单独地把这些材料拿来，把各月在业工人的最高额和最低额加以比较。《概述》中就是这样做的，并且还把各个月份作了比较。我们认为把冬季与夏季比较更正确，因为这样我们就能考察农业吸引工人离开手工业的程度如何。我们以冬季（10月到3月）在业工人的平均数作为标准数，并用这个标准数去除夏季在业工人数，就得出夏季的工作月数。冬季工作月数和夏季工作月数的总数，就等于一年的工作月数。兹举例说明。在第Ⅰ部类第1分类中，6个冬季月份共有工人18060人，就是说冬季平均每一个月有工人（18060÷6＝）3010人。夏季有工人12345人，就是说夏季工作时间为（12345÷3010）4．1个月。所以，第Ⅰ部类第1分类在一年内的工作时间为10．1个月。

我们觉得，这种整理材料的方法是最正确和最适当的。其所以最正确，是因为它是以冬季和夏季各月相比较为依据的，因而也就是以农业吸引工人离开手工业的程度如何这一确切原则为依据的。采用冬季月份是正确的，这一点已得到了证实，因为正是从10月到3月两部类中的工人数高于一年的平均数。正是从9月到10月工人数增长最快，正是从3月到4月工人数下降最速。其实，就是选取其他月份，结论也不会有多大改变。我们所以认为采用的方法是最适当的，是因为它以精确的数字表明了工作时间，从而使各部类和各分类在这方面可以进行比较。

下面就是根据这种方法所得出的材料：






	　
	第I部类
	　
	第II部类
	　
	　



	　
	分　类
	共计
	分　类
	共计
	两部类的平均数



	　
	1
	2
	3
	　
	1
	2
	3
	　
	　



	工作月数
	10.1
	9.6
	10.5
	10.0
	10.0
	10.4
	10.9
	10.5
	10.2







由这些材料得出的结论是，耕作者和非耕作者在工作时间上的差别 非常小
 ：非耕作者的工作时间一共只长5％。差别如此微小，使人怀疑数字是否正确。我们将散见于书中的材料作了若干计算与汇总来检验这些数字，并得出了下列结论：

《概述》对43种行业中的23种行业提供了关于每月工人公布情况的资料，其中有12（13） 
［注：角制品业只有第Ⅰ部类。］

 种行业的资料划分了部类，而其余10种则并未划分。我们看到，有三种行业（树脂焦油炼制业、印染业和烧砖业）的夏季工人数比冬季多：在这三种行业中，冬季6个月共有工人1953人，而夏季6个月则有4918人。在这三种行业中耕作者的数目大大超过了非耕作者，占工人总数85．9％。显然，将这些可说是夏季手工业和其他的手工业加在一起得出这两个部类的总计，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这就等于将种类不同的东西混在一起而人为地提高全部行业中的夏季工人数。要纠正由此所产生的错误，其方法有二。第一，从《概述》的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总计中除去这三种行业的材料 
［注：这三种行业中的工人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的分布是拿85．9％作为第Ⅰ部类的标准大致作出的。］

 。这样就得出第Ⅰ部类的工作时间是9．6个月，第Ⅱ部类是10．4个月。这里，两个部类之间的差别虽然大一些，但毕竟还是非常小的：8．3％。纠正错误的第二种方法是，对《概述》已经分别提供了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每月工人分布情况的资料的12种行业的材料加以汇总。这样的汇总将包括全部手工业者的70％，并且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的比较也将更为确切。我们看到，这12种行业的工作时间在第Ⅰ部类只等于8．9个月，而在第Ⅱ部类则等于10．7个月，两个部类加在一起平均等于9．7个月。这里非耕作者的工作时间比耕作者长20．2％。耕作者在夏季停工3．1个月，而非耕作者只停工1．3个月。即使我们把第Ⅱ部类和第Ⅰ部类在工作时间上的最大差别作为标准，那也可看出，不仅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工人在总产量上或在它们的作坊纯收入上的差别，甚至耕作者和非耕作者的雇佣工人在工资上的差别，也 不能以工作时间的差别来解释
 。因此，上面所作出的与土地的联系降低了手工业者的收入这一结论，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

所以，《概述》作者认为耕作者和非耕作者在收入上的差别是由工作时间上的差别造成的这种见解，应该说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产生，是由于他们没有设法以确切的数字来表明工作时间的差别，因此也就陷入了糊涂的境地。例如，在《概述》第106页上谈到，种地的熟制毛皮匠和不种地的熟制毛皮匠在收入上的差别，“主要是由花费在这一行业中的工作日数决定的”。可是，这一行业的非耕作者的收入超过耕作者的收入1倍到3倍（在第1分类中，每个本户工人的收入为65和280卢布；在第2分类中为27和62卢布），而非耕作者的工作时间总共只长28．7％（8．5个月比6．6个月）。

由于与土地的联系而降低了收入这一事实，《概述》作者也是看到了的，但他们以手工业方式比资本主义方式“优越”这一民粹派所惯用的公式来加以表述：“手工业者把农业和手工业联合起来……能使自己的产品卖得比工厂的便宜”（第4页），换句话说，只能满足于较少的收入。既然市场对国内一切生产部门的统治达到了削弱与土地的联系，降低种地的手工业者的收入的程度；既然资本善于利用这种“联系”大肆压迫那些不大能够自卫和选择其他老板、其他顾客、其他职业的种地的手工业者，那么，与土地联系的“优越性”究竟在哪里呢？有小块土地的工人（和小工业者）降低了工资（和一切工业上的收入），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共有的现象，那些早已认为与土地有联系的工人具有莫大“优越性”的所有企业主，对这种现象非常清楚。只有在腐朽的西方对事情是直言不讳的，而在我国却将降低收入，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水平，阻碍采用机器，加强各种盘剥，说成是“将农业与手工业结合起来的”“人民生产的”“优越性”……

在结束考察1894—1895年度手工业调查关于工作时间的材料时，仍然不能不对所得材料的整理不足表示遗憾，并且不能不希望，这个缺陷不致于使其他研究这个重要问题的人感到惶惑。不能不承认，确定每月劳动力分布的这种研究方法，选择得非常成功。上面我们引证了关于各部类和各分类的工作时间的材料。关于各部类的材料我们还可略加检验。而关于各分类的材料则完全无法检验，因为书中根本没有任何关于各分类间工作时间的差别的资料。因此，在叙述这些材料时我们要预先说明：我们不能担保这些材料是完全可靠的，我们做出下面结论，只是为了提出问题并使研究者注意这个问题。最重要的结论是，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在工作时间上的差别以第1分类为最小（总共相差1％：10．1个月和10．0个月），就是说， 脱离农业最少
 的是最富裕的手工业者和最大最 殷实的耕作者
 。差别最大的是手艺人（第2分类：9．5个月和10．4个月），即那些受商品经济影响最少的手工业者和 中等
 耕作者。由此似乎可以看出，富裕的耕作者之所以很少脱离农业，或者是由于他们的家庭人口较多，或者是由于他们在手工业中剥削雇佣劳动较多，或者是由于他们雇用了农业工人；而手艺人之所以脱离农业最多，是由于他们作为耕作者来说分化程度最小，是由于他们保留的宗法关系最多，是由于他们直接为那些在夏季缩减订货 
［注：有一个例外：纯粹是手工的印染业，其夏季工作多于冬季工作。］

 的种地的消费者工作。

就调查的材料看来，“与农业的联系”对手工业者识字程度的影响非常显著，—— 可惜
 对雇佣工人的识字程度没有调查。我们看到，不种地的居民 
［注：我们提醒一下，例外地列入其中的只有一个城市（而且是个县城）：在第Ⅱ部类的4762个本户工人中，城市居民只有1412人，即占29．6％。］

 比种地的居民的 识字程度高得多
 ，并且在所有各个分类中，无论男女都是如此，毫无例外。下面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百分比的全部调查材料（第62页）：






	　
	第I部类（耕作者）


	　
	第II部类（非耕作者）


	　
	　



	分　类
	共计
	分　类
	共计
	两部类的平均数



	1
	2
	3
	　
	1
	2
	3
	　
	　



	“识字者与现有人数的百分比”
｛


	男
	32
	9
	33
	6
	20
	4
	31
	7
	41



	女
	17
	45
	22
	33
	14
	39
	17
	33
	9



	“亲自参加劳动生产的人数中识字者的百分比”
｛


	男
	39
	13
	37
	17
	26
	4
	36
	10
	44



	女
	53
	57
	21
	51
	23
	49
	30
	40
	19



	识字者户数的百分比
	49
	43
	34
	44
	55
	63
	50
	55
	47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种地的居民中，识字程度的普及在妇女中比在男子中快得多。第Ⅱ部类识字男子的百分比要比第Ⅰ部类大50—100％，而识字妇女的百分比则大150—475％。

我们在概括1894—1895年度手工业调查所提供的关于“农业与手工业的联系”的那些结论时，可以肯定下列几点：

（1）与农业的联系保留了最落后的工业形式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与农业的联系降低了手工业者的进款和收入，所以 最
 富裕的种地的业主所得，一般和平均说来都少于非耕作者那里的状况 最坏
 的 雇佣工人
 ，更不必说少于不种地的业主了。甚至将第Ⅰ部类的业主与该部类的雇佣工人相比较，他们的收入也是非常低的，只略高于雇佣工人的工资，有时甚至比他们还低；

（3）与农业的联系阻碍了那些需求水平较低和识字程度远远落后于非耕作者的居民的文化发展。

这些结论在下面评价民粹派的工业政策纲领时，对我们是有用处的。

（4）在种地的手工业者当中所存在的分化，是与工业者的分化同时进行的。并且，上层的（按富裕程度）耕作者是纯粹的农民资产阶级，他们的经济是以雇用农村雇农和日工为基础的。

（5）耕作者的工作时间比非耕作者短，但这个差别是非常小的（5—20％）。





五

大作坊和小作坊。手工业者的收入

必须较为详细地谈谈1894—1895年度手工业调查中关于手工业者 收入
 的材料。企图收集关于收入的按户调查材料这种愿望是很好的，但只采用各分类的总“平均数”（如上面所引证的）这种方法却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已不止一次地谈过，由单干手工业者与大作坊主加起来的数目除以总和所得出的“平均数”是荒谬的。我们极力设法收集《概述》中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以便清楚地表明和证明这种荒谬性，证明在科学研究和整理按户调查材料时，必须将手工业者按作坊内的工人数（包括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加以分类，并将全部调查材料按这些分类加以整理。

《概述》的作者们不能不看到大作坊收入很多这一明显的事实，于是他们就竭力设法贬低它的意义。他们不去整理关于大作坊的确切调查材料（将这些材料分出来是并不困难的），而又用一般的推论、见解、论据来反对那些使民粹派感到不愉快的结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论据吧。

“如果我们看到，在这种作坊〈大作坊〉中每户的收入比小作坊大得无可比拟，那么不应忘记，这种收入的很大部分主要是：第一，某些业已变为产品的固定资本的价值再生产；第二，与生产无关的劳动和商业运输费用的价值再生产；第三，那些由业主供给膳食的雇佣工人的食物给养的价值再生产。这些事实〈绝妙的事实！〉限制了对雇佣劳动即资本主义因素在手工业生产中的种种好处这种夸张的见解产生某些错觉的可能性。”（第15页）“限制”产生错觉的可能性，这对研究是非常有益的，对此当然谁也不会怀疑，但为此恰恰需要用按户调查所收集的 事实
 ，而不是用有时完全是“错觉”的想法来同“错觉”进行对比。事实上，作者关于商业运输支出的论断，不正是错觉吗？谁不知道大工业者耗费在每个单位产品上的这些支出比小工业者 
［注：当然只能比较同一分类的手工业者，而不是将商品生产者与手艺人或与为包买主工作的人加以比较。］

 少得不可计量呢？谁不知道大工业者善于（并且能够）选择时机和地点，低价收购原料，高价出卖产品呢？手工业调查也指出了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参看第204页和第263页，但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的是，在《概述》中没有关于大工业者和小工业者、手工业者和包买主在收购原料和销售产品方面的支出的 事实
 。其次，至于谈到固定资本的耗损部分，那作者又在反对错觉时陷入了错觉。理论告诉我们，固定资本的巨大支出，降低了每一单位产品所包含的、业已耗损并变成了产品的那部分价值。“分析比较一下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和机器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价格，一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机器产品中，由劳动资料转来的价值组成部分相对地说是增大了，但绝对地说是减少了。这就是说，它的绝对量是减少了，但它同产品（如一磅棉纱）的总价值相比较的量是增大了。”（《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406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7—428页。——编者注］

 手工业调查也计算了生产的支出，其中包括（第14页第7点）“工具与设备的修理费”。有什么根据认为统计这种支出时的疏漏在大业主那里比在小业主那里多呢？情况不是恰恰相反吗？至于谈到对雇佣工人的膳食供给，在《概述》中没有举出这方面的任何 事实
 。所以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工人是由业主供给膳食的；在作这方面的调查时疏漏之处有多少；种地的业主向雇工提供自己所经营的产品有多少；业主负担工人的膳食在生产支出中占多少。同样，也没有任何关于大小作坊工作时间长短不同的事实。我们丝毫不否认，大作坊的工作时间完全可能比小作坊长些，但是第一，收入上的差别比工作时间上的差别大得无比；第二，应该肯定，彼尔姆省的统计学家们在反对按户调查的确凿 事实
 （这些事实将在下面引证）时，并未能提出一个基于确切材料的有力的反驳意见来维护民粹派的“错觉”。

关于大作坊和小作坊的材料我们是这样得出来的：考察了附录在《概述》中的统计表，列出了大作坊（在能够将它们分列出来时，即当它们没有和大批作坊溶合在总计中时），并将它们与《概述》中关于 同一
 部类和 同一
 分类的全部作坊的总计加以比较。问题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希望读者不要抱怨我们下面引用的统计表太多，因为材料在统计表中显得更集中醒目。

毡靴业：






	第I部类第I分类


	作坊数
	工人数
	总收入
	雇佣工人的工资
	纯收入
	引自《概述》的页码



	本户工人
	雇佣工人
	共计
	共计
	每一工人所得
	共计
	每一雇佣工人所得
	共计
	每一本户工人所得



	（单位卢布）



	共　　计
	58
	99
	95
	194
	22769
	117.3
	4338
	45.6
	7410
	75
	正文第112页统计表第214、

215、154页





	大 作 坊
	10
	14
	65
	79
	13291
	1680
	3481
	53.5
	3107
	222



	其余作坊
	48
	85
	30
	115
	9478
	82.4
	857
	28.5
	4303
	41.2







可见，每一本户工人“平均”75卢布的收入，是由222卢布和41卢布的收入加在一起而得出来的。我们看到，除去有14个本户工人的10个大作坊外 
［注：然而这还远不是最大的作坊。根据各作坊按雇佣工人数的分配（第113页）可以计算出，在3个作坊中有163个雇佣工人，即平均每个作坊有54个雇佣工人。竟将这种“手工业者”与单干的本户工人（单干的本户工人在该行业中不下460人）放在一起而得出总的“平均数”来！］

 ，其余作坊的 纯收入比不上
 雇佣工人的工资（41．2卢布比45．6卢布），而大作坊中的工资还要高。大作坊中的劳动生产率要高1倍多（168．0和82．4），雇佣工人的工资几乎高1倍（53和28），纯收入高4倍（222和41）。显然，无论用工作时间的差别或其他任何理由都不能推翻下一事实：大作坊的劳动生产率高 
［注：“有一个作坊”已采用了弹毛机（第119页）。］

 ，收入也高；小手工业者由于他的完全“独立”（第1分类：独立地为市场工作）以及和土地的联系（第Ⅰ部类），收入少于雇佣工人。

在细木业的第Ⅰ部类第1分类中，每一本户劳力的“纯收入”“平均”为37．4卢布，该分类中每一雇佣工人的平均工资却为56．9卢布。（第131页）根据统计表是无法将大作坊分列出来的，但无庸置疑的是，每个本户工人这一“平均”收入，是由收入很多并雇有雇佣工人（要付给他们每人56卢布）的作坊和收入大大少于雇佣工人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的极小作坊加在一起得出来的。

其次是椵皮席业：






	第I部类第I分类


	作坊数
	工人数
	总收入
	雇佣工人的工资
	纯收入
	引自《概述》的页码



	本户工人
	雇佣工人
	共计
	共计
	每一工人所得
	共计
	每一雇佣工人所得
	共计
	每一本户工人所得



	共　　计
	99
	206
	252
	458
	38681
	84.4
	6664
	26.4
	10244
	49.7
	正文第151页统计表第95、

97、136页







	大 作 坊
	11
	11
	95
	106
	18170
	171.4
	2520
	26.5
	3597
	327.0



	其余作坊
	88
	195
	157
	352
	20511
	58.2
	4144
	26.4
	6647
	34.0







可见，在99个作坊中，有11个作坊几乎集中了全部生产的一半。它们那里劳动生产率要高1倍多；雇佣工人的工资也是如此；纯收入比“平均数”高5倍多，比其余的作坊，即较小的手工业者的

收入几乎高9倍。后者的收入已略高于雇工的工资（34和26）。

绳索业 
［注：在第158页的统计表中，显然有一个印错的地方或者是一个错误，因为在伊尔比特县，纯收入要多于总计中所指出的9827卢布。所以只得根据附录在《概述》中的统计表材料，把这个统计表修订了一下。］

 ：






	第I部类第I分类


	作坊数
	工人数
	总收入
	雇佣工人的工资
	纯收入
	引自《概述》的页码



	本户工人
	雇佣工人
	共计
	共计
	每一工人所得
	共计
	每一雇佣工人所得
	共计
	每一本户工人所得



	共　　计
	58
	179
	106
	285
	81672
	286
	6946
	65.6
	16127
	90.1
	正文①第158页统计表第40页

和第188页





	大 作 坊
	4
	5
	56
	61
	48912
	800
	4695
	83.8
	5599
	1119.0



	其余作坊
	54
	174
	50
	224
	32760
	146
	2251
	45.0
	10528
	60.5







　　 
［注：在第158页的统计表中，显然有一个印错的地方或者是一个错误，因为在伊尔比特县，纯收入要多于总计中所指出的9827卢布。所以只得根据附录在《概述》中的统计表材料，把这个统计表修订了一下。］

可见，总的“平均数”在这里也说明本户工人的收入高于雇佣工人（90比65．6）。但是在58个作坊中，有4个作坊集中了全部生产的 一半以上
 。在这些作坊（纯粹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 
［注：参看《手工工业》第46—47页，亦可参看《概述》第162页及以下各页关于生产的描述。最典型的一句话是：“这些企业主有一个时候曾是真正的手工业者，因此他们总是……喜欢把自己叫作手工业者。”］

 中，劳动生产率几乎比平均数高2倍（800和286），比其余作坊，即较小的作坊高4倍多（800和146）。在这些工厂中，雇佣工人的工资比小业主那里的高得多（84和45）。工厂主的纯收入每户为1000多卢布，而在小手工业者那里则“平均”为90卢布和60．5卢布。这样，小手工业者的收入就比不上雇工的工资（60．5和65．6）。

树脂焦油炼制业：






	第I部类第I分类


	作坊

数


	工人数
	总收入
	雇佣工人的工资
	纯收入
	引自《概述》的页码



	本户工人


	雇佣工人


	共计
	共计
	每一工人所得
	共计
	每一雇佣工人所得
	共计
	每一本户工人所得



	
共　　计

	167
	319
	80
	399
	22076
	55.3
	2150
	26.8
	10979
	34.4
	正文第189页统计表第100、101、

137、160、161、220页





	大 作 坊
	9
	10
	16
	26
	4440
	170.7
	654
	40.8
	2697
	269.7



	其余作坊
	158
	309
	64
	373
	17636
	47.3
	1496
	23.2
	8282
	26.8







可见，就是在这种规模很小、雇佣工人很少（20％）的行业中，也能在经营农业的独立手工业者那一类里，看见大（较大）作坊具有优越性这一纯粹资本主义的现象。而树脂焦油炼制业是一种典型农民的手工业，即“人民的”手工业！这里大作坊中的劳动生产率比“平均数”高2倍多，雇佣工人的工资高50％，纯收入高7倍，而比其余家庭手工业者的收入高9倍，这些家庭手工业者所赚的钱并不比雇佣工人的平均收入多，而且比 较大作坊中的雇佣工人少
 。我们要指出，树脂焦油炼制业主要是在夏季进行生产的，所以在工作时间上不可能有多大差别。 
［注：从《概述》中可以看到，在树脂焦油炼制业中既采用着原始的坑穴
 蒸馏焦油法，也采用着比较完善的方法——使用锅炉
 ，甚至还带有筒状储油池
 （第195页）。按户调查提供了关于这两种方法的分布材料，但是这份材料无法加以利用，因为它没有部大作坊分列出来。］



这里又一次说明，整个分类的平均数字完全是虚假的。小资本家的大作坊集中了全部生产的一大半。它们的纯收入比平均数高5倍，比小业主的纯收入高13倍；他们付给雇佣工人的 工资超过了小手工业者的收入
 。我们不谈劳动生产率，在这3—4个大作坊中生产着比较贵重的产品——糖浆。

面包业：






	第I部类第I分类


	作坊数
	工人数
	总收入
	雇佣工人的工资
	纯收入
	引自《概述》的页码



	本户工人
	雇佣工人
	共计
	共计
	每一工人所得
	共计
	每一雇佣工人所得
	共计
	每一本户工人所得



	共　　计
	27
	63
	55
	118
	44619
	378.1
	2497
	45.4
	7484
	118.8
	正文第215页统计表第68页

和第229页





	大 作 坊
	4
	7
	42
	49
	25740
	525
	2050
	48.8
	4859
	694



	其余作坊
	23
	56
	13
	69
	18879
	273
	447
	34.4
	2625
	46.8







陶器业。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小农手工业，它的雇佣工人极少（13％），作坊规模极小（每个作坊不到2个工人），大多数是耕作者。就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






	第I部类第I分类


	作坊

数


	工人数
	总收入
	雇佣工人的工资
	纯收入
	引自《概述》的页码



	本户工人


	雇佣工人


	共计
	共计
	每一工人所得
	共计
	每一雇佣工人所得
	共计
	每一本户工人所得



	共　　计
	97
	163
	31
	194
	12414
	63.9
	1830
	59
	6657
	41
	正文第291页统计表第168页和第206页





	大 作 坊
	7
	9
	17
	26
	4187
	161
	1400
	80.2
	1372
	152



	其余作坊
	90
	154
	14
	168
	8227
	48.9
	430
	30
	5285
	34.3







这里当然立刻就能看出，雇佣工人的“平均”工资 高于
 本户工人的“平均”收入。把大作坊分列出来就能说明我们在前面根据大量材料加以确认的这一矛盾。在大作坊中，无论劳动生产率、工资、或业主的收入都极高，而小手工业者的收入却比雇佣工人还少， 并且比条件最好的作坊中的雇佣工人要少一半以上
 。

烧砖业：






	第I部类第I分类


	作坊数
	工人数
	总收入
	雇佣工人的工资
	纯收入
	引自《概述》的页码



	本户工人
	雇佣工人
	共计
	共计
	每一工人所得
	共计
	每一雇佣工人所得
	共计
	每一本户工人所得



	共　　计
	229
	558
	218
	776
	17606
	22.6
	4560
	20.9
	10126
	18.1
	正文第299页统计表第46、

120、169、183页





	大 作 坊
	8
	9
	45
	54
	3130
	57.9
	1415
	31.4
	1298
	144



	其余作坊
	221
	549
	173
	722
	14476
	20.0
	3145
	18.2
	8828
	16.0







可见，在这里每一本户工人的“平均”收入也低于雇工的工资。在这里，这种现象也是由于把大作坊同小作坊混在一起造成的。大作坊的劳动生产率极高，雇佣工人的工资较高和收入很多（比较而言）；小作坊主的收入比大作坊中雇佣工人的工资几乎少一半。

我们还可以引证一些关于其他行业的材料 
［注：参看马车制造业，正文第308页、统计表第11页和第12页；制箱业，第335页；缝纫业，第344页，等等。］

 ，但我们认为，就是这些材料也已经足够了。

现在我们将从上述材料中得出的结论综合如下：

（1）将大小作坊混合在一起而得出的“平均”数字是完全虚假的，这些数字丝毫不能说明实际情况，抹杀了最根本的差别，并把种类根本不同、成分完全相异的东西描述为同类的东西。

（2）许多行业的材料证明，大作坊（按工人总数而言）不同于中小作坊的地方是：

（一）劳动生产率极高；

（二）雇佣工人的工资较高；

（三）纯收入极高。

（3）被我们分列出来的所有大作坊，毫无例外，都非常大规模地使用着雇佣劳动（与本行业的中等作坊相比），而这种雇佣劳动的作用比本户劳动要大得多。大作坊的生产率高达上万卢布，每个作坊的雇佣工人竟达10个或10个以上。可见这些大作坊是资本主义的作坊。所以，手工业调查的材料证明，在颇负盛名的“手工业”生产中， 存在着纯粹的资本主义规律和关系
 ；以雇佣工人协作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作坊，无论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或者甚至在雇佣工人的劳动报酬方面，都比单干的本户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占绝对优势。

（4）从许多行业看来， 独立的
 小手工业者的收入并不高于、甚至往往低于同一行业中的雇佣工人的工资。如果把某些雇工所得到的膳食供给加到他们的工资上去，那么这一差别就更大了。

我们把最后这个结论与前三个区别开来，因为前三个结论表明的是商品生产规律所引起的普遍而必然的现象，而后一个结论我们就不能把它看成是普遍而必然的现象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在小作坊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和小作坊主（尤其是耕作者）在市场上毫无保障的情况下，独立手工业者的收入低于雇工的工资这种现象是完全可能产生的，而材料也说明，这种现象在实际生活中是常有的。

毫无疑问，前面列举的统计材料是具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引用了许多行业，并且选择这些行业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列举了统计表内能够把大作坊分列出来的全部行业；我们引用的并不是个别作坊，而是该类的全部作坊，并且总是把它们同各县的若干大作坊相比较。但最好能对上述现象作出更全面和更确切的说明。幸好《概述》中有这种能使我们 部分地
 实现这个愿望的材料。这就是 各作坊按纯收入划分
 的材料。《概述》按各个行业指出了纯收入达50卢布、100卢布、200卢布等等的作坊数。我们就把这些材料加以汇总。可以看出，有这种材料的有28个行业 
［注：花边业、五金业和手风琴业也都有这方面的材料，但我们没有引用这些行业，因为它们没有关于各作坊按本户工人数划分的材料。］

 ，包括8364个作坊，即占总数（8991）的93．2％。在这28个行业中共有8377个作坊（有13个作坊并未按收入划分），14135个本户工人＋4625个雇佣工人，共为18760个工人，即占工人总数的93．9％。显然，根据关于93％手工业者的这些材料，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所有手工业者的情况，因为没有任何根据认为其余的7％与这93％是不相同的。在引证我们汇总的材料之前，必须指出下列几点：

（1）《概述》作者在进行这种分类时，并不都能严格地保持每一部类的名称的统一和一致。例如他们说：“100卢布以下”，“少于100卢布”，有时甚至是“按100卢布”。并不总能指出每类起点和终点的界限，即：分类的起点有时从“100卢布以下”开始，有时又从“50卢布以下”、“10卢布以下”等开始；分类的终点有时以“1000卢布以上”为止，有时又以“2000—3000卢布”等为止。所有这些不确切之处，都不会产生任何重大影响。我们汇总了《概述》中所引用的全部类别（有15类：10卢布以下，20卢布以下，50卢布以下，100卢布以下，200卢布以下，300卢布以下，400卢布以下，500卢布以下，600卢布以下，700卢布以下，800卢布以下，900卢布以下，1000卢布以下，1000卢布以上，2000—3000卢布），我们对所有那些不太确切和稍有怀疑的地方的处理办法是，把它们分别列入其中的一个类别。

（2）在《概述》中只提供有这类或那类收入的 作坊数
 ，而并未表明每一类中全部作坊的 收入量
 。而我们所必需的正是关于后者的材料。因此，我们假定以每一类中的作坊数去乘收入量的平均数，即乘该类中最高额和最低额的算术平均数（例如：在100—200卢布这一类中，是乘150卢布等等），就相当准确地得出了该类全部作坊的收入量。只有最低的两类（10卢布以下的和20卢布以下的）没有采用平均数，而采用了最高的收入量（10卢布和20卢布）。检验的结果证明，用这种方法（在统计计算中一般是许可这样做的）所得出的数字，与实际数字极其接近。根据《概述》的材料，这28个行业的手工业户的全部纯收入为951653卢布，而根据我们按收入分类计算出来的粗略材料则为955150卢布，即多3497卢布＝0．36％。可见在10个卢布中，相差和错误不到4个戈比。

（3）从我们的汇总中，我们只能知道每一类中每户的平均收入，而不知道每一本户工人的平均收入。为了确定后者的数目，就必须再作一次粗略的计算。我们已经知道各户按本户工人数（有的按雇佣工人数）的划分，所以我们就假定：每户的收入愈少，其家庭人口（即每一作坊的本户工人数）也愈少，有雇佣工人的作坊也愈少。反之，每户的收入愈多，有雇佣工人的作坊也愈多，其家庭人口，即每一作坊的本户工人数也愈多。显然，这种假定在那些想要推翻我们的结论的人看来，是再好不过的了。换句话说：任何别的假定，都只能加强我们的这一结论。

现在我们引证关于手工业者按作坊收入划分的汇总材料。[统计表见第291页。——编者注］





这些材料过于零散，所以应当把它们合并成为更加简明的项目。我们按收入把手工业者合并为5类：（一）贫穷者——每户收入在50卢布以下；（二）资财不多者——每户收入为50—100卢布；（三）中产者——每户收入为100—300卢布；（四）富裕者——每户收入为300—500卢布；（五）富有者——每户收入500卢布以上。

根据关于各作坊收入的材料，我们把各作坊按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人数的大致划分 
［注：28个行业中的8377个作坊，按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人数的划分如下：无本户工人的——95个作坊；有1个本户工人的——4362个作坊；有2个本户工人的——2632；有3个的——870；有4个的——275；有5个以上的——143。有雇佣工人的作坊共2228个，其中有1个雇佣工人的——1359个作坊；有2个的——447；有3个的——201；有4个的——96；有5个以上的——125。共有雇佣工人4625人，其工资为212096卢布（每一工人为45．85卢布）。］

 与这些类别合并起来，就得出下列统计表：[统计表见第292页。——编者注］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得出非常重要的结论，现在我们就按照这几类手工业者来对这些结论加以考察。

（一）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手工业户（28．4％）是 贫穷者
 ，平均每户收入约33卢布。假如这全部收入都为一个本户劳力所得，即假定在这类中全部都是单干的本户工人，那么这些手工业者的收入无论如何还是 大大低于
 手工业者那里的雇佣工人的平均工资（45卢布85戈比）。假如这些单干的本户工人大多数属于最低的一个（第三）分类，即为包买主工作的那一类，那么这就是说，“业主”付给在家中工作者的工资比付给作坊中的雇佣工人要少。即使我们假定这类手工业者的工作时间最短，那他们的收入仍然是极其微少的。

（二）占总数五分之二以上的手工业者（41．8％）是资财不多者，平均每户收入为75卢布。这些手工业者并不都是单干的本户工人（如果前一类都是单干的本户工人的话），其中将近一半的家庭有2个本户劳力，因而每一本户劳力的平均收入仅为50卢布左右， 就是说并不多于或甚至少于手工业者那里的雇佣工人的工资
 （除了货币工资45卢布85戈比以外，部分雇佣工人还由业主供给膳食）。 所以，占总数十分之七的手工业者的收入等于手工业者那里的雇佣工人的工资，有的甚至低于他们
 。无论这个结论是多么令人惊异，但它是完全符合于上引关于大作坊比小作坊占优势的材料的。这些手工业者的收入水平究竟低到什么程度，可根据下面一个事实来判断：在彼尔姆省，由业主供给膳食的 
［注：膳食费一年为45卢布。根据由农业司的统计资料而作出的10年（1881—1891年）平均材料。（见谢·亚·柯罗连科《自由雇佣劳动》）］

 常年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50卢布。由此可见，十分之七的“独立”手工业者的生活水平并不高于雇农！

民粹派当然会说，这只不过是经营农业的额外收入。但是，第一，只有少数农民的农业在扣除捐税、租金和经营支出以后还能养家糊口，这不是早已确定的事实吗？而且我们是把手工业者的收入拿来同由业主供给膳食的雇农的工资作比较。第二，在占总数十分之七的手工业者中，必然包括非耕作者在内。第三，就算农业能供养这两类种地的手工业者，那么，由于与土地的联系而使收入大大降低这一事实，仍然是无可置疑的。

再作一次比较：在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在手工业者那里一个雇佣工人的平均工资为33．2卢布（统计表第149页），而一个在自己受制约的工厂里工作的人，即从前隶属工厂的农民中的一个采矿工人的平均工资，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为78．7卢布（根据《彼尔姆省的统计材料。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工厂区》1894年喀山版），即高1倍多。而在自己受制约的工厂里工作的采矿工人的工资，大家知道总是低于工厂中“自由”工人的工资。因此可以断定，“以手工业与农业的有机联系为基础”的颇负盛名的俄国手工业者的“独立性”，是以降低需求，把生活程度降低到乞丐的水平为代价的！

（三）我们把收入为100—300卢布的家庭算作“中产的”手工业者，每户平均收入约为180卢布。这类家庭约占手工业者总数的四分之一（24．1％）。他们的收入肯定是不会很多的：按每个作坊有2个半本户劳力计，则每一本户劳力的收入约为72卢布。这个数目是很少的，任何工厂工人都不会羡慕。但是，和大批的手工业者相比，这个数目却是够大的了！由此可见，就连这一点微薄的“资财”也只有靠牺牲别人才能取得，因为在这一类手工业者当中，大多数都雇有雇佣工人（大约85％左右的业主都有雇工，在2016个作坊中，平均每个作坊都有1个以上的雇佣工人）。要从大批为贫困所迫的手工业者中挣脱出去，就必须在目前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基础上，把别人的“资财”夺为己有，参加经济斗争，把大批小工业者排挤到更后面去，而使自己变为小资产者。或者是遭受贫困和极度降低生活水平，或者是（ 对少数人来说
 ）靠牺牲他人来为自己创造（绝对是极其有限的）幸福：这就是商品生产摆在小工业者面前的两条道路。事实就是如此。

（四）属于富裕的手工业者这一类的，只有3．8％户，平均每户收入为385卢布左右，每一本户劳力平均为100卢布左右（这里按每个作坊主有4个和5个本户劳力计）。这个收入比雇佣工人的货币收入要高一倍左右，是建筑在大量使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因为这一类中的全部作坊都雇有雇佣工人，平均每个作坊有3个左右。

（五）富有的手工业者共占1．9％，平均每户收入为820卢布。列入这一类的一部分是有5个本户工人的作坊，一部分是根本没有本户工人的作坊，即纯粹依靠雇佣劳动的作坊。据计算，每个本户劳力的收入是350卢布左右。这些“手工业者”得到高额收入，是由于大量使用雇佣工人，平均每个作坊约有10个雇佣工人。 
［注：在这28个行业中的2228个有雇佣工人的作坊中，有10个以上雇佣工人的作坊有46个，共有887个雇佣工人，即平均每个作坊有19．2个雇佣工人。］

 他们已经是小工厂主，即资本主义的作坊主了，把他们同单干的工业者，同农村的手艺人，甚至同在自己家里为厂主干活（下面我们看到，有时就是为这些最富有的手工业者干活！）的人一起算作“手工业者”，如上所述，这只能表明“手工业者”这一术语的涵意非常模糊不清。

在结束叙述手工业调查关于手工业者收入的材料时，还必须指出下列几点。有人会说，手工业中收入的集中程度不是很高：5．7％的作坊占收入的26．5％；29．8％的作坊占收入的64．4％。我们对这种说法的回答是：第一，就是这样的集中程度已经证明，关于“手工业者”的笼统论断和“平均”数字是完全不适当的和不科学的。第二，不应忘记，这些材料 并未包括包买主在内
 ，因此上述的收入分配是极不确切的。我们看到，有2346户和5628个工人在为包买主工作（第3分类），可见这里得到主要收入的是包买主。不把包买主算作工业者，这是一种完全人为的和毫无根据的做法。在描述大工厂工业的经济关系时，不说明工厂主的收入数量，这是不正确的，同样，在描述“手工”工业的经济时，不说明包买主的收入（这种收入是从手工业者也参加的同一种生产中得来的，它是手工业者所制造的产品的价值的一部分），这也是不正确的。因此我们可以并且应该断定，在手工工业中，收入的实际分配的不平衡要比上面所说的严重得多，因为在上述收入分配中缺少了最大的工业者这一类别。 



第三篇


（六、什么是包买主？七、手工工业中的“可喜现象”。八、民粹派的工业政策纲领）




六

什么是包买主？

我们在上面把包买主称之为最大的工业者。从通常的民粹派的观点看来，这简直是胡说。在我国，人们习惯于把包买主描绘成一种处于生产之外的、外来的、与工业本身无关而“仅仅”依赖于交换的人物。

我们不想在这里详细谈论这种观点的理论错误，这种观点的产生，是由于不了解现代工业（也包括手工工业）共同的和主要的根底、基础和背景，也就是不了解 商品经济
 ，不了解在商品经济中，商业资本是必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偶然的和外来的东西。我们应该在这里依据事实和手工业调查的材料，而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对这些关于包买主的材料进行研究和分析。把为包买主干活的手工业者单独列为一类（第3分类），是进行这种研究的有利条件。但在这一问题上，还有很多的缺陷和未经考察的地方，所以研究这一问题是相当困难的。没有关于包买主的数目、关于大小包买主、关于包买主同富裕手工业者之间的关系（在身世方面的关系；包买主的商业活动同他作坊中生产的关系等）、关于包买主的 经济
 等等方面的材料。民粹派把包买主当作外在物这种偏见，妨碍了大多数研究手工工业的人提出包买主经济的问题，可是很明显，对于经济学家说来，这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必须详尽而周密地研究：包买主是如何 经营
 的；他们的资本是如何积累起来的；这种资本在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方面是如何运用的；资本在这些方面活动的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是怎样的；包买主在组织购销方面的开支是多少；这些开支是怎样根据商业资本的大小和购销的多少而使用的；有时包买主先在自己作坊里对原料进行部分加工，然后再交给工人在家里继续加工（有时还要由包买主最后加工），有时包买主先把原料卖给小工业者，然后再在市场上购买他们的制成品，造成这种情况的条件是什么。必须比较一下小手工业者、把若干雇佣工人联合在一个工场里的大工业家和把原料分给各家庭去加工的包买主这三者的产品生产价值。必须把每个 企业
 ，即每个包买主作为研究的单位，确定他的周转量有多少，在作坊中或在家庭里为他工作的人有多少，他在采购原料、保管原料和产品以及在销售方面雇用的工人有多少。必须比较一下小业主、有雇佣工人的作坊主以及包买主的生产技术（工具和设备的数量和质量以及 分工情况
 等等）。只有这样的 经济研究
 ，才能对下列问题作出确切而科学的回答：什么是包买主，包买主在经济上的意义，包买主在商品生产工业形式的历史发展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问题，按户调查都对每个手工业者详细地调查过，而在总结中却没有这些材料，这不能不认为是个很大的缺陷。即使对每个包买主的经济不能进行（由于各种原因）统计和调查，那么，从为包买主工作的手工业者的按户调查的材料中，也可得出大量上面所说的资料。可是，我们在《概述》中所看到的全是一些民粹派的陈词滥调：“盘剥者”“实质上与生产本身无关”（第7页），而且把包买主、装配作坊以及高利贷者都算作盘剥者；“控制雇佣劳动的，并不是雇佣劳动在技术上的集中，如工厂那样〈？〉，而是手工业者在金钱上的依赖性……盘剥的一种方式”（第309—310页）；“剥削劳动的根源……不在于生产的职能，而在于交换的职能”（第101页）；在手工业中常见的不是“生产的资本化”，而是“交换过程的资本化”（第265页）。我们当然不会责难《概述》的编著者们标新立异，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原封不动地抄袭了例如在“我国著名的”瓦·沃·先生的著作里比比皆是的那种箴言而已。

要评价这些话的真正意义，只要回想一下我国工业的一个主要部门，即纺织工业就行了，在那里，“包买主”是进行机器大生产的大工厂主的直接先驱者，是他们的前辈。把棉纱分给手工业者，让他们拿到家里加工，这就是我国所有纺织生产昨天的景象。这当然就是在为“包买主”，即为“盘剥者”工作，而这些“包买主”自己并没有作坊（“与生产无关”），“只是”分发棉纱、收集成品而已。我们的善良的民粹派并没有打算研究这些包买主的身世，他们同小作坊主之间的前后相承的关系，他们作为采购原料与销售产品的组织者的作用，他们的资本的作用——集中生产资料，把大批分散的小手工业者聚在一起，实行分工，并准备着也是大生产但已是机器生产的因素。善良的民粹派对于这种“可悲的”、“人为的”等等现象，只是抱怨、发牢骚，用“资本化”的不是生产，而“只是”交换过程这种论调来自我安慰，发表一些“祖国走另外道路”的娓娓动听的议论，而这个时候“人为的”和“毫无根基的”“盘剥者”却沿着自己的老路往前走，续继集中资本，“聚集”生产资料和生产者，扩大原料采购的规模，使生产更细致地分为许多单个工序（整经、纺织、染色和整理等等），并把分散的、技术落后的、以手工劳动和盘剥为基础的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
 逐渐改变为 资本主义机器工业
 。

目前在我国很多所谓“手工”业中，也在进行着完全同样的过程，而民粹派也同样不去研究发展中的现实；也同样不谈目前各种关系的起源和发展的问题，而只谈可能 会
 怎样的问题（ 如果
 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的话），也同样以眼下这“不过是”包买主来自我安慰，也同样把最坏的资本主义形式（就技术落后、经济不完善以及劳动群众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状况而言）加以美化和粉饰。

现在我们来看看彼尔姆省的手工业调查材料。这些材料中所存在的上述缺陷，我们根据需要设法用上面引用的《彼尔姆省手工工业》一书中的材料来弥补。我们首先把那些拥有极大多数为包买主工作的手工业者（第3分类）的行业划分出来。同时我们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汇总，这一汇总的结果（如上所述）同《概述》中的数字是不一致的。






	　
	为包买主工作的户数



	行业：
	第I部类
	第II部类
	总计



	制鞋业……………………………………………
	31
	605
	636



	毡靴业……………………………………………
	607
	12
	619



	打铁业……………………………………………
	70
	412
	482



	椵皮席业…………………………………………
	132
	10
	142



	家具业……………………………………………
	38
	49
	87



	马车制造业………………………………………
	32
	28
	60



	缝纫业……………………………………………
	4
	42
	46



	　　7个行业共计
 …………………………
	914
	1158
	2072



	　　第3分类的手工业者共计
 ……………
	1016
	1320
	2336







可见，在上述7个行业中，大约集中了9/10为包买主工作的手工业者。我们首先来谈谈这些行业。

先谈制鞋业。为包买主工作的鞋匠绝大多数集中在昆古尔县，该县是彼尔姆省皮革生产的中心。大量的手工业者在为皮革厂主工作：《概述》第87页指出了8个包买主，而为他们工作的就有445个作坊 
［注：其中有217个作坊只为2个包买主（波诺马廖夫和佛敏斯基）工作。昆古尔全县为包买主工作的制鞋作坊共有470个。］

 。所有这些包买主都是“历来的”皮革厂主，他们的名字在1890年和1879年的《工厂一览表》中，以及在1869年的《财政部年鉴》第1编的注释中，都可找到。皮革厂主先把皮革裁好，然后把裁好的皮革分发给“手工业者”去缝制。按照厂主的要求，有些家庭专门拉伸鞋面。有很多“手工”业完全是同工厂的皮革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有很多工序是在家中完成的，这就是：（1）修饰皮革；（2）缝鞋；（3）胶合碎皮做鞋跟；（4）洗濯鞋用螺丝钉；（5）制造鞋用双帽钉；（6）制造鞋楦；（7）制作皮革厂用的灰；（8）制作皮革厂用的“檞树皮”（柳树皮）。皮革生产中的废料由毡靴业与制胶业去加工（《手工工业》第3编第3—4页及其他各页）。除了细致的分工（即把一件物品的生产分成若干工序，由不同的人去完成）以外，按货品的分工也在这种生产部门中发展起来：每一户（有时甚至是手工业村的每一条街）制作一种皮鞋。可笑的是，在《手工工业》一书中竟说：“昆古尔县的皮革业”是“工厂工业与手工工业的有机联系对双方都有利这种思想的典型体现”（原文如此！）……工厂同手工工业实行了正确的（原文如此！）结合，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正是这样！）不去摧残……而去发展手工工业的力量。（第3编第3页）例如，厂主佛敏斯基在1887年叶卡捷琳堡展览会上得到了一枚金质奖章，这不仅是因为他制出了优良的皮革，并且还“因为他的生产规模庞大， 使邻近的居民能够挣到工钱
 ”（同上，第4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就是说：在他的1450个工人中，就有1300个工人在家里干活。在另一个厂主萨尔塔科夫的120个工人中，就有100人在家里干活，如此等等。由此可见，彼尔姆省的厂主在培植和发展手工业方面，大大胜过民粹派的知识分子……

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的制鞋业的组织情况与此十分类似（《手工工业》第1编第148—149页）：皮革厂主缝制皮鞋，也是一部分在自己的缝鞋铺里做，一部分分给各个家庭做；有一个大皮革制鞋作坊主，拥有将近200名固定工人。

现在，我们能够很清楚地了解到制鞋业以及同制鞋业有联系的其他许多“手工”业的经济组织了。这不过是资本主义大作坊（按我国官方统计的术语来说就是“工厂”）的一个 部分
 ，不过是资本主义大规模制革作业中的 局部操作
 。企业主组织大规模的原料购买，开办制革厂并建立了对皮革继续进行加工的完整体系——这种体系是建筑在分工（作为技术条件）和雇佣劳动（作为经济条件）之上的：他们在自己的作坊中只完成一种工序（剪裁鞋面），其他工序则由为他们干活的“手工业者”在自己家里完成；企业主规定了生产的数量、计件工资的数额、商品的式样以及每种产品的数量。他们也组织了产品的批发。显然，按科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 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
 ，其中有些部分已经变成了高级形式—— 工厂
 （因为生产中采用了机器与机器体系，大制革厂有了蒸汽发动机）。把这种手工工场中的某些部分列为一种特殊的“手工业”生产形式，这显然是很荒谬的，它抹杀了雇佣劳动占优势和 整个
 皮革制鞋业都服从于大资本这一基本事实。不用去发表什么这一行业成立“交换的合作组织”（《概述》第93页）是合宜的这种可笑的议论，最好还是更详细地去研究实际的生产组织，研究那些使工厂主宁肯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的条件。毫无疑问，工厂主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更为有利，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手工业者，尤其是种地的手工业者和第3分类的手工业者的工资微薄这种情况，也就会了解这种利害所在了。企业主把原料分到家里，这样就减少了工资支出，节省了厂房、部分工具和监督等方面的开支，摆脱了向厂主（他们不是厂主，是商人！）提出的并不总是愉快的各种要求，获得了更加零星分散、更加无力自卫的工人，获得了义务看管这些工人的监工，即类似“包工”或“小场主”（这是我国纺织工业在实行把棉纱分到家里的制度时出现的两个名词）这样的人，就是那些为企业主工作，而 自己还去雇用工人
 （636户为包买主工作的鞋匠中就拥有278个雇佣工人）的手工业者。我们在总的统计表上已经看到，这些雇佣工人（第3分类中的）得到的工资最低。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他们受着双重的剥削：从工人身上榨取“薄利”的雇主的剥削和分配原料给小业主的皮革厂主的剥削。大家知道，这些小场主熟悉当地的情况和每个工人的特点，他们在发明各种压榨手段、使用盘剥性的雇佣劳动和实行实物工资制[72]等等方面是有无穷智慧的。在上述作坊和“手工业的窝棚”里，工作日无比漫长是人所共知的，而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的是，1894—1895年度的手工业调查，却几乎完全没有提供关于这些最重要问题的材料，来说明我国独特的榨取血汗制度及其加重对工人压榨的大批中间人和毫无监督、肆无忌惮的剥削。

关于毡靴业（按为包买主工作的家庭的绝对数来说，它占第二位）的组织情况，遗憾得很，《概述》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资料。我们看到，在这一行业中有些手工业者拥有几十个雇佣工人，但他们是否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是否把一部分工序拿到自己作坊以外去完成 
［注：下诺夫哥罗德省的阿尔扎马斯县和谢苗诺夫县的制毡业的组织情况就是如此。见《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和下诺夫哥罗德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土地估价材料》。］

 ，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只能指出一个为调查者们所确认的事实，就是毡靴业的卫生条件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概述》第119页，《手工工业》第3编第16页）：酷热难忍，灰尘弥漫，空气闷人。这就是手工业者的住房情况！其必然结果就是：手工业者干不了15年，就要患肺病死去。伊·伊·莫列桑调查了劳动的卫生条件后说：“13岁到30岁的工人是毡靴工人中的主要成员。他们几乎都是脸色苍白，皮肤没有光泽，精神萎靡， 好象病得很虚弱的样子
 。”（第3编第145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于是调查者作出了这样的实际结论：“必须责成业主修建相当宽敞的作坊〈毡靴制作坊〉，使每个工人能经常呼吸到一定量的空气”；“作坊应该专门用来做工，绝对禁止工人在里面过夜”。（同上）总之，保健医生们要求为这些手工业者建立工厂，禁止在家里干活。不能不希望这一措施能够实现，它将推动技术进步，排除大批中间人，为调整工作日和改善劳动条件扫清道路：一句话，它将消除我国“人民”工业中最惊人的罪恶现象。

在椵皮席业的包买主中，有一个奥萨的商人布塔科夫，根据1879年的调查资料，他在奥萨城有一个拥有180名工人的根皮席厂。 
［注：1879年《工厂一览表》。为包买主工作的椵皮席工人大多集中在奥萨县。］

 难道因为这位厂主认为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更为有利，就必须把他看成是“与生产本身无关”的吗？我们也很想知道，被排斥在手工业者之外的包买主，同那些没有本户工人、“买了韧皮交给计件工人去加工，让计件工人用自己的工具把它做成席子和草包”（《概述》第152页）的“手工业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是民粹派的偏见使研究的人陷入混乱的一个明显例子。这一行业中的卫生条件也是很糟糕的。拥挤、肮脏、灰尘、潮湿、臭气和漫长的工作日（一昼夜做12—15小时）：这一切竟使手工业的中心成了真正的“斑疹伤寒的发源地” 
［注：《概述》第157页。］

 ，斑疹伤寒在这里经常发生。

关于打铁业中为包买主工作的组织情况，我们从《概述》中也无法弄清，只好去查考《手工工业》一书，该书对下塔吉尔的打铁业作了很有意义的记述。托盘和其他产品的生产是在几个作坊中分别进行的： 铆钉
 作坊打铁， 镀锡
 作坊镀锡， 油漆
 作坊上油漆。有些业主手工业者这几种作坊都有，所以他们是纯粹的手工工场主。有些业主手工业者只在自己作坊中完成一项工序，然后将半成品分给手工业者到家里去镀锡和上油漆。因此，这里已非常清楚地表明，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和一个业主拥有若干局部作坊这两种手工业经济组织是一样的。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的包买主手工业者是最大的业主（共25人），他们最有利地组织大规模的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这25个手工业者（也只有他们）常常上集市或开设店铺。除他们以外，那些大“商人工厂主”也是包买主，他们在叶卡捷琳堡展览会的工厂馆中展览过自己的产品。该书作者把他们列入“工厂手工〈原文如此！〉工业”中（《手工工业》第1编第98—99页）。总之，这样我们就看到一幅极其典型的、通过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方法同小作坊交织在一起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图画。为了清楚地说明，把工业者分为“手工业者”和“厂主”、生产者和“包买主”这种做法对于了解这些复杂的关系很少有所帮助，我们就利用上述一书中所引证的数字，并用统计表来表明手工业的经济关系：





现在有人会对我们说，包买主同高利贷者一样，“是与生产本身无关的”，他们的统治只是说明“交换过程的资本化”，而不是“生产的资本化”！

制箱业（《概述》第334—339页；《手工工业》第1编第31—40页）也是一个极其典型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例子。它的组织是这样的：若干有使用雇佣工人的作坊的大业主采购材料，自己 部分地
 制造产品，但主要是把材料分给小的局部作坊，而在自己的作坊里组装箱子的各个部件，最后加一道工，就把货物运到市场上去。分工这个手工工场的典型条件和技术基础在生产中有了广泛的运用：制造一只完整的箱子要分10—12道工序，每道工序都由局部手工业者分别去做。该行业的组织就是局部工人（在《资本论》中叫作Teilarbeiter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6—379页。——编者注］

 ）在 资本
 指挥下的联合。为什么资本宁愿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而不愿交给作坊中的雇佣工人去做，关于这一点，1894—1895年度手工业调查关于叶卡捷琳堡县（手工业中心之一）涅维扬斯克工厂所属各作坊的材料给了明确的回答，在那里我们能同时看到装配作坊和局部手工业者。因而把这二者加以比较是完全可能的。现在我们把统计表中的对比材料列举如下（统计表第173页）：






	涅维扬斯克工厂所属的箱子制造者


	部类
	分类
	作坊数
	工人数
	总收入
	工资
	纯收入



	　
	　
	　
	本户工人
	雇佣工人
	共计
	共计
	每一工人所得
	共计
	每一雇佣工人所得
	共计
	每一本户工人所得



	“包买主”
	II
	1
	2
	1
	13
	14
	5850
	418
	1300
	100
	1617
	808.5②



	“手工业者”
	II
	3
	8
	11
	8
	19
	1315
	70.3
	351
	44
	984
	89.4







　　 
［注：每一作坊所得。］

在研究这个统计表时，首先说明一下，假如我们不单独引用涅维扬斯克工厂的材料，而引用整个第1分类和第3分类的材料（《概述》第335页），结论还是一样的。这两个分类的总收入额显然不能相比，因为经过各种局部工人和装配作坊的同是这些原料。但是，关于收入和工资的材料很能说明问题。可以看出，装配作坊的雇佣工人的工资高于不独立的手工业者的收入（100卢布比89卢布），虽然后者也剥削雇佣工人。这些雇佣工人的工资还 不到
 装配作坊工人的工资的 一半
 。既然“手工”工业赋予我国的企业主这么大的“优越性”，那企业主怎么会不认为“手工”工业比工厂工业好呢！在马车制造业中，为包买主工作的组织情况也完全相似（《概述》第308页及以下各页，《手工工业》第1编第42页及以下各页）；也是这样一些装配作坊，其业主是局部手工业者的“包买主”（分配工作者，给与工作者），作坊中的雇工的工资也超过不独立的手工业者的收入（更不用说他们的雇佣工人了）。这种情况在耕作者（第Ⅰ部类）或非耕作者（第Ⅱ部类）那里都是存在的。在家具业中，彼尔姆市的家具店就是包买主（《概述》第133页，《手工工业》第2编第11页），他们在订货时，给手工业者提供了样品，从而也就“逐渐提高了生产技术”。

在缝纫业中，彼尔姆和叶卡捷琳堡两地的服装店是把衣料分给手工业者去缝制的。大家知道，在西欧和美洲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缝纫业和成衣业的组织情况也完全相同。“资本主义”的西欧同“人民生产”的俄国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在西欧，人们把这种制度称作榨取血汗的制度，并且寻求各种方法来反对这种最坏的剥削制度，例如，德国的裁缝正在设法要老板建立工厂（就象俄国民粹派所说的，“人为地培植资本主义”），而在我国却把这种“榨取血汗的制度”悠然自得地称为“手工工业”，而且还去讨论它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现在我们已经考察了绝大多数手工业者为包买主工作的全部行业。这一考察的结果怎样呢？我们深信，民粹派所谓包买主甚至装配作坊都是高利贷者，都是同生产无关的成分等等之类的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尽管《概述》中的材料有上述缺陷，尽管调查计划中并没有关于包买主经济的问题，根据大多数行业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断定，包买主同生产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他们甚至直接参加了生产，就象有雇佣工人的作坊主“参加”生产一样。认为为包买主工作，只不过是一种不正当行为，一种偶然事件，一种“交换过程资本化”的结果，而不是生产的结果，这种看法是最荒唐不过的。恰恰相反，为包买主工作，正是一种 特殊的生产形式
 ，是生产中经济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组织；这种直接从小商品生产（在我国好心肠的书刊中常称之为“人民的小生产”）中产生出来的组织，直到现在还同小商品生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当最富裕的小业主、最先进的“手工业者”通过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的方法扩大其周转时，就给这一制度打下了基础。为包买主工作，直接隶属于有雇佣工人的资本主义作坊，往往只是它的继续或一个部分，所以这种工作不过是 工厂的附属物
 （对这一用语不能从科学意义上而只能从口语的意义上来理解）。按工业形式的科学分类来说，在工业形式的顺序发展中，为包买主工作多半可以算作是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
 。因为，（1）它是建筑在手工生产和小作坊的广阔基础上的；（2）它在这些作坊之间实行分工，并在作坊内部发展分工；（3）它把商人置于领导生产的地位，就同大规模进行生产、大批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的工场手工业的通常情况一样；（4）它把劳动者降低到在业主作坊或在自己家里干活的雇佣工人的地位。大家知道，正是这些特征表明了作为工业资本主义一个特殊发展阶段的工场手工业的科学概念（见《资本论》第1卷第12章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3—407页。——编者注］

 ）。大家知道，这一工业形式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深刻统治，它是资本主义最后和最高的形式，即大机器工业的直接先驱者。由此可见，为包买主工作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落后形式，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落后现象使为包买主工作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特别恶化，使他们遭受一系列中间人（榨取血汗的制度）的剥削，使他们零星分散，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只能在最不卫生、工作日极长的条件下工作，而最主要的是，他们只能在极难对生产实行社会监督的条件下工作。




我们现在对1894—1895年度的手工业调查材料考察完了。这一考察完全证实了“手工业”这个概念极其空泛这一上述论断。我们看到，这一概念包括各种各样的工业形式，甚至可以说包括 几乎科学上的一切工业形式
 。事实上，这里包括用消费者的原料为他们（消费者）定做物品、取得实物或货币报酬的宗法式手艺人；包括完全是另一种工业形式的人物——一家都劳动的小商品生产者；包括拥有雇佣工人的资本主义作坊主及其在一个作坊里可达几十人之多的雇佣工人；包括拥有大量资本、控制着一系列局部作坊的手工工场企业主；也包括为资本家工作的家庭工人。在所有这些类别中，无论是耕作者或非耕作者，是农民或是市民，都同样地被看作是“手工业者”。这种混乱现象，决不是这次关于彼尔姆省手工业者的调查所特有的。决不是的。这种混乱现象在讲到或写到“手工”工业时 随时随地
 都可遇到。例如，凡是看过《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的人都知道，那里同样也把所有这些类别列为手工业者。我国民粹派经济学所惯用的方法，就是把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工业形式搅在一起，统统称之为“人民的”“手工”工业，并且——朋友们，请别笑！——把这种毫无意思的东西同“资本主义”，即“工厂工业” 进行对比
 。这种巧妙的方法证明其首创者的思想和认识是出奇的深奥，而“论证”这种方法的，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就是瓦·沃·先生，他在自己那本《手工工业概述》的头几页里，就举出了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等省“工厂”工人的官方数字，并且拿来同“手工业者”的数字相比较，结果当然是，在神圣的俄罗斯，“人民工业”要比“资本主义”发达得多，但是对研究者们多次肯定的事实 
［注：例如见1883年《法学通报》[73]第11期和第12期所载哈里佐勉诺夫先生的《手工工业的意义》一文，该文把当时所有的统计材料作了汇总。］

 ，即这些“手工业者”的绝大多数 也是在为那些工厂主工作
 ，我们这位“权威的”经济学家却很知趣地不作声了。《概述》的作者紧紧跟着民粹派的偏见走，重复着同样的方法。虽然在彼尔姆省，“手工”工业的全年生产总额只有500万卢布 
［注：我们更不必谈这一数字的确定是多么可笑了。例如，面粉业的生产总额最高，达120万卢布，因为这里把磨坊主加工的全部粮食的价值都算在里面了！而在统计表和《概述》的叙述中，却只有143000卢布的总收入（见第358页及附注）。制鞋业的生产总额为93万卢布，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昆古尔工厂主
 的流转资金，如此等等。］

 ，而“工厂”工业则有3000万卢布，但是，“从事工厂工业的工人数只有19000人，而从事手工工业的却有26000人”（第364页）。请看，这一分类简单得惊人：





	　　（一）工厂工人………………………………19000（二）手工业者………………………………26000

　　　　　　—————————————————

　　　　　　　共计
 　　　　　　　　　　45000









　　显然，这种分类给“祖国可能走另外道路”的议论大开方便之门！但是，我们面前的这些研究工业形式的手工业按户调查材料，还是有点用处的。我们现在打算 根据
 调查材料（民粹派的分类简直是在嘲笑这些材料）和各种工业形式来分类。我们把调查中关于20000工人的百分比，归到作者们根据别的材料而增大了的26000这一数字上来：






	
一、商品生产

	　
	工人数



	　　（一）以资主义方式使用的工人。
	　
	　



	　　（1）“工厂”工人（根据1885—1891年这7年的材料，　　　平均每个作坊有14.6名工人）…………………………………………………19000


	　

	3070068.2％





	
42.2％




	　　（2）“手工业者”那里的雇佣工人（占总数的25％）。　　　（其中有14在平均每个作坊有14.6个工人的作坊中）………………………6500





	
14.4％




	　　（3）在家中为包买主工作者，即第3分类中的家庭　　　手工业者，他们占20％。（其中很多就是在为
 （1）（2）

　　　两类工人为其工作的那些工厂主
 工作）………………………………………5200





	
11.6％




	　　（二）小商品生产者，即第1分类中的家庭手工业者，　　　他们占30％。（其中将近13有雇佣工人）……………………………………7800


	　
	　



	
17.4％

	　
	　



	
二、手艺

	　
	　



	　　农村（一部分是城市的）手艺人，即第2分类中的　　　家庭手工业者，他们占25％。（其中一小部分也有雇佣工人）……………6500


	　
	　



	
14.4％

	　
	　



	
共　计
 　45000
	　
	　



	
100％

	　
	　







我们深知，这一分类也有错误：其中没有工厂主，却有雇有数十个雇佣工人的手工业者；偶然地包括了一部分没有被特别划分出来的手工工场主，而另一部分被算作“包买主”的手工工场主又没有包括进去；只包括了1个城市的城市手艺人，而未包括11个城市的手艺人等等。但是不管怎样，这一分类是以手工业调查中关于 工业形式的材料
 为依据的，因此，上述的错误都是这些材料的错误，而不是分类的错误。 
［注：也许有人反驳说，手艺手工业者那里的雇佣工人（占手工业者的雇佣工人总数的20％）不应列入商品生产，而应列入手艺中去。可是劳动力在这里本身就是商品，而买卖劳动力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无论如何，这一分类使我们确切地认识到实际情况，说明了参加工业的各种人之间的真正的社会经济关系，因而也说明了他们的状况和他们的利害关系，——而这样的说明正是一切科学经济研究的首要任务。





七

手工工业中的“可喜现象”

《概述》中列举的那些应当表明手工工业中的“光明面”和“可喜现象”的事实，如果我们避而不谈，那有人就会责备我们片面，责备我们只知道暴露手工工业的黑暗面了。

例如，有人告诉我们，雇佣劳动在手工业生产中有某种特殊意义，因为这里的雇佣工人有所不同，他们“在生活上接近”于业主，并且本人也“可能”变成业主。可见，这里竟把使所有的工人都变成小业主这一善良的愿望，当作“可喜现象”！ 
［注：至于这种“在生活上接近”对支付工资的制度和办法，对雇用的方法、盘剥工人的手段以及对实物工资制产生怎样的影响，就一点也没有讲了。］

 但不是使所有的工人，而是使某些工人会变成小业主，因为，“剥削他人劳动的意向，无疑是所有的人都有的，其中也包括手工业者”（《概述》第6页）。这种说法简直是无比的幼稚，它竟直截了当地把“所有的人”都与小资产者等同起来！毫不奇怪，谁要是戴上小资产者的眼镜去看整个世界，谁就会发现这种绝妙的真理。在第268页上，把一个拥有8个雇佣工人、产值为1万卢布的小工厂，说成“就其劳动状况〈原文如此！〉说来，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手工业企业”。在第272—274页上，描写了另外一个小厂主（拥有7个雇佣工人和5个学徒；产值为7000卢布），说他在从农民村团租来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座高炉，并向手工业银行申请5000卢布的贷款，来安装一座熔铁炉，并解释说，“他的整个企业只涉及地方的利益，因为采矿将由当地农民在村团份地上进行”。银行根据某些手续上的理由拒绝了他的申请。《概述》在这里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把这个企业变为合作制的即村团的企业的诱人图画：这“无疑是很合”业主的“心意的，他不但成了生产利益的关怀者，而且成了他周围同一村团成员的利益的关怀者”。企业“关系到同一村团成员许许多多的劳动利益，他们会为工厂采伐和运送矿石和木材”。“户主们会把矿石、煤等物送到工厂中去，就象主妇们会把牛奶送到村团的干酪制造场去一样。当然，这里的组织比村团的干酪制造场想来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在使用本地的技工和小工干活即把矿石炼成铁的情况下。”啊，多么惬意呀！小工（“同一村团的成员”）会把矿石、木柴等物“送到工厂中去”，就象农妇们会把牛奶送到干酪制造场去一样！！我们并不否认，手工业银行在发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时，会（如果官僚主义的组织不妨碍它的话）象其他银行一样提供同样的服务，但如果它同时还要发展申请贷款的企业主那种伪善行为和马尼洛夫式的废话，那就非常可悲了。

我们已经知道：把拥有大量雇佣工人的企业说成是“手工业”企业的根据，就是业主亲自参加劳动。但是，这一条件会使小资产者感到有些束缚，于是，《概述》就竭力加以扩大：“完全使用雇佣劳动”的企业也可能是手工业企业，只要企业的“成就”依靠了业主的“亲自参加”（第295页），甚至只要业主“不得不把这种亲自参加局限于经营方面的种种操劳”（第301页）。难道彼尔姆省的民粹派的“进展”不是很顺利吗？“亲自劳动”，“亲自参加”，“种种操劳”。亲爱的，你还想要什么呢？ 
［注：这句话出自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的诗《你有钻石和珍珠……》。——编者注］

 烧砖业中的雇佣劳动给雇佣工人带来了“特殊的利益”（第302页），他们在烧砖厂中找到“额外的收入”；同时，这些工厂的厂主经常感到“需要钱来雇用工人”。《概述》于是推断说，手工业银行应该答应贷款给这样的业主，“根据手工业银行章程第7条第3款的附注，这些企业是应当特别重视的事件”（第302页）。这句话虽然有些欠通，但却非常感人和意味深长！在描写烧砖业的结尾部分我们读到这样的话：“最后我们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说，在农民当中，烧砖业的业主和雇佣工人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同的，虽然这个行业在形式上并没有过什么劳动组合，但在事实上，业主和雇佣工人之间却存在着牢固的协作关系。”（第305页）请读者参看一下上面统计表上对这种“协作关系”的描绘。还有一个怪论，可说是民粹派经济概念混乱的一个典型例子，这就是《概述》在维护和粉饰雇佣劳动的同时，硬说拥有雇佣工人的业主决不是盘剥者，货币资本的占有者才是盘剥者，因为他们“剥削着手工业者业主及其雇佣工人的劳动”（！），同时，《概述》又极其不恰当地、毫无分寸地为盘剥行为辩护：“不管人们把盘剥描绘得如何阴暗，但它暂时还是手工业生产交换机器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齿轮……如果没有盘剥者，没有任何资金，手工业者就只好陷于失业，相比之下，盘剥对手工工业取得的成就来说，无疑应当认为是有益的。”（第8页） 
［注：在《手工工业》一书第1编第39页及以下各页中，也有这样的见解，那里不同意《实业记者报》[74]所说的不应当把盘剥者（制箱业中的装配作坊主）列入手工业部门。该书对这一点回答道：“我国全部手工工业都受着私人资本的束缚，因此，如果只把自己出卖自己产品的手工业者列入手工业部门，那我们的手工业部门就空空如也了。”这样的供认不是极其典型的吗？这种控制着手工业的“私人资本的束缚”，我们已经根据调查材料在上面说明了。］

 这个暂时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如果说，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因素，是资本主义 不大发达的
 社会（比如我们的社会）机器上的必要齿轮，这是对的。根据这个解释，“暂时”一词应该这样理解：当我国还保持着最落后和最坏的资本主义形式的时候，工业自由和竞争自由（特别是在农民中） 暂时
 要受到无数的限制。只怕这样的解释，不合彼尔姆省和其他地方的民粹派的心意！

现在我们来谈谈劳动组合，谈谈这些所谓村社原则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体现，这些原则民粹派认定存在于手工业中。考察一下全省手工业者的 按户
 调查材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个调查把对劳动组合的统计和研究直接列入了计划（第14页第2点）。因此，我们不但能认识各种类型的劳动组合，而且还能了解它们推广的情况。

榨油业。“一个日常生活上的真正劳动组合”：在波克罗夫斯克镇和加夫里亚塔村，弟兄五个有两个油坊，他们虽已分了家，油坊却是轮流使用的。这些事实有“深刻的意义”，因为“它们说明了手工业中村社式劳动的继续性的契约条件”。显然，这种日常生活上的“劳动组合，对于在手工业中以合作原则推广工厂式生产这一问题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先例”（第175—176页）。由此可见，作为合作制的先例和村社精神的体现的真正劳动组合，原来就是 没有分家的继承人的共有财产
 ！！这样说来，罗马的民法和关于共同占有制即关于继承人和非继承人之间的共有财产制的我国法典第10卷[75]，显然都成了“村社精神”和“合作制”的真正捍卫者了！

“在面粉业中……农民对劳动组合的热情，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一些独特的日常生活方式上。”很多磨坊是由协作社甚至整个村庄公共使用的。使用磨坊的方法，最普通的是轮流制；其次是根据每一磨坊主的支出，把纯收入按比例分成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合伙的业主自己很少参加生产劳动，通常都是由雇用劳动来进行”（第181页；树脂坊的劳动组合情况也是如此。——第197页）。惊人的独特性和劳动组合，实际上就是那些共同雇用工人的业主的共有财产！而手工业者 轮流
 使用磨坊、树脂坊和铁铺这一事实，恰恰相反，证明生产者极其分散，连共有财产也不能促使他们走向合作。

“劳动组合铁铺”是“劳动组合组织的形式之一”。（第239页）铁铺老板们为了节省燃料，就合并成一个铁铺，雇用一个风箱手（为了节省人手！）并向一个铁铺老板出资租用房子和铁锤。这样一来，把一个人私有的东西出租给别人，就是“劳动组合的组织”！真该把罗马法称之为“劳动组合组织”的法典啊！……“在劳动组合的组织中……我们找到了新的说明：在手工业者的生产中，阶级并没有形成；在农业和手工业中，存在着我们在劳动组合磨坊中已经看到的情况，这就是分化已经复合。”（第239页）这样一来，还有什么蛮横的人敢来谈论农民的分化呢！

总之，到现在为止，手工业者 联合
 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的事实一件也没有，更不必谈生产中的联合了！但是，这样的联合还是有的。根据彼尔姆省手工业者按户调查的登记，这种联合 一共有4个
 ，而且 全都是
 在手工业银行的帮助下办起来的：马车制造业中有3个，农业机器制造业中有1个。其中一个劳动组合有雇佣工人（两个学徒和两个雇用的“帮”工），在另一个劳动组合中，有两个伙计出资租用属于第三个伙计的一个铁铺和一个作坊。大家一起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而工作则在各人的作坊中进行（除上述出资租用铁铺和作坊的情况以外）。这4个劳动组合联合了21个本户劳力。彼尔姆省手工业银行已经开业好几年了。假定这个银行现在 每年
 能够“联合”（为了租用邻近的铁铺）的本户工人不是20个而是50个，那么，要把所有15000个手工业者本户工人都“联合成”“劳动组合的组织”，就需要整整300年。等这件事完了，再来开始“联合”手工业者那里的雇佣工人……而彼尔姆省的民粹派却得意洋洋地说：“手工业界要独立工作这一思想所创造的如此重要的经济主张，乃是以劳动不依赖资本为基础的手工业生产在经济上进步的可靠保证，因为当前这些事实说明，手工业者渴望劳动独立不仅是自发的，而且完全是自觉的。”（第333页）先生们，请你们发点慈悲吧！当然，民粹派不讲马尼洛夫式的词句，是不能设想的，但也该有个限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没有一个
 劳动组合表现出“劳动不依赖资本的原则”：它们都是大小业主的劳动组合，很多劳动组合拥有雇佣工人。在这些劳动组合中，并没有什么协作，甚至连共同采购原料和销售产品的事情也少得可怜，所联合的业主也少得惊人。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会有这样的情况：在对拥有20000工人的将近9000个小作坊的调查中，会发现生产者竟 如此惊人的分散和落后
 ， 共有财产
 的事例只有几十个，3—5个小业主联合起来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的事例还不到10个！这种分散性也许会成为可悲的、 经济上和文化上停滞不前的最可靠保证
 ，可是我们幸而看到，资本主义在一天天地摧毁着宗法式的手艺及其自给自足的小业主的地方局限性，一天天地破坏着狭小的地方市场（它们支持着小生产），而代之以全国的和全世界的市场， 迫使
 不只是什么加夫里亚塔村的生产者，而是全国甚至各国的生产者联合起来，使这种联合超出大小业主的范围，向这些联合提出了比更便宜地购买木材和铁或更有利地出卖钉子和大车的问题更为广泛的问题。





八

民粹派的工业政策纲领

因为人们的实际打算和措施总和他们在现实中认为是“可喜的”和令人鼓舞的现象相联系，所以，把一切“可喜的现象”都用来粉饰小经济中的雇佣劳动，用来颂扬小业主的极少数极片面的联合的《概述》，它对手工工业抱着一些什么样的愿望，是可想而知的。这些愿望就是通常民粹派方策的重复，它们的特点一方面是自相矛盾，另一方面是无限地夸大用空谈来解决重大问题的平凡“措施”。在《概述》的开头，即在序言里，还在叙述调查材料以前，我们就碰到了一些浮夸的议论，说什么“手工业信贷的任务”是“消除〈原文如此！〉缺钱状况”，建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交换的合作组织”（第8页），“普及劳动组合组织”，建立手工业仓库，成立技术质询处，开办技术学校等等（第9页）。这些议论在该书中一再重复。“需要改组手工业经济，使手工业者手头有钱，简单些说，就是要使手工业者从盘剥者那里解脱出来。”（第119页）“现代的任务”就是要“用信贷”来实现“手工业的解放”等等。（第267页）“必须使交换过程合理化”，设法“在农民的农业经济中实行合理的信贷、交换和生产的原则”（第362页），必须建立“劳动的经济组织”（原文如此！！第363页），“必须使国民经济有一个合理的经济结构”如此等等。你们知道，这就是调查材料中大家所熟悉的民粹派的万应灵药。好象是为了彻底证实自己对民粹主义的信仰，作者们从不放过机会斥责整个货币经济，他们教导读者说：手艺“对国民经济有很大的好处，保证国民经济能够避免从自然经济变为货币经济”。“国民经济的迫切利益，是要求出产的原料就地加工，尽可能不让货币参与交换过程。”（第360页）

民粹派的纲领在这里叙述得淋漓尽致，真是再好也不过的了！我们说“民粹派的纲领”，是因为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概述》的作者同其他民粹派的区别，恰恰相反，是他们的共同点。我们感兴趣的是民粹派关于整个手工业的实际纲领。不难看出，《概述》里最突出的恰好是这个纲领的基本点：（1）斥责货币经济，同情自然经济和原始的手艺；（2）用各种措施支持小农生产，如发放信贷，发展技术等等；（3）在大小业主之间建立各种联合组织和协作社，如原料供应社，仓库协作社，存放款协作社，信贷社，消费社，生产社；（4）“劳动组织”——这是民粹派各种各样美好愿望当中的惯用语。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纲领吧！

首先谈谈对货币经济的斥责，对工业说来，货币经济尚带有十分虚幻的性质。甚至在彼尔姆省，手艺也早已被商品生产排挤到很次要的地位，处境非常可怜，在《概述》里我们就看到作者希望“手工业者摆脱从属地位”，也就是“设法使销售的范围扩大到当地消费需求之外”（第33页），以消除手艺人对订货的消费者的依赖。换言之：在理论上斥责货币经济，而在实践中却竭力把手艺变为商品经济！这种矛盾决不是《概述》所独有，而是一切民粹派空洞计划的共同特点：不管他们怎样固执地反对商品（货币）经济，但从门口赶出去，又从窗口飞进来的现实和他们所主张的措施，却正好在发展商品经济。信贷就是一个例子。民粹派在自己的计划和愿望中并不排除商品经济本身。例如，《概述》一句话也没有说过，他们提出的改革不应该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相反，《概述》只希望建立 交换
 的合理原则， 交换
 的合作组织。商品经济还是存在，只是应当按照 合理
 原则加以改善。这种空想一点也不新鲜，一些最有名的人物在旧的经济著作中已经谈到过了。它在理论上的荒谬，早就暴露出来，所以不必再去谈论这个问题。要是不去妄谈什么必须使经济“合理化”，而首先使自己对 现实的
 经济的看法，对种类繁多、成分复杂的大批“手工业者”——他们的命运，我国的民粹派竟想如此官僚主义地和轻率地从上面来加以决定——中的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看法“合理化”，岂不是更好吗？根据关于“劳动组织”等等这种似乎是“纯粹”思想的方策而臆造出来的民粹派的实际措施，事实上只是帮助和促进了“善于经营的农夫”、小厂主或包买主，帮助和促进了所有一切小资产阶级分子，实际情况岂不正是这样吗？这决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个别措施的不完善或不成功所造成的结果。相反，在商品经济的总的基础上，首先并且最多地利用信贷、仓库、银行、技术指导等等的，必然是而且一定是小资产者。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假如是这样，假如民粹派在自己的实际措施中，违背自己的意志，不自觉地去为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因而也是为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效劳，那么，原则上承认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种进步过程的人们，为什么还要抨击民粹派的纲领呢？由于思想外衣有错误或者——说得温和些——值得争论，就去抨击实际上是有益的纲领，这是否有道理呢？要知道谁也不会否认技术教育、信贷、生产者的协作社和联合组织的“好处”。

这种反驳意见并不是虚构的。它们常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这种或那种理由，来回答我们对民粹派的论战。就假定这些反驳意见是对的，那也丝毫不能驳倒下面这一点：单是给小资产阶级的空洞计划披上极为崇高的、医治社会的万应灵药的外衣，就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害处。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准备在这里谈论。我们想把问题提到现时最迫切最紧急需要的实际基础上来，并且从这个 故意
 缩小了的角度来评价民粹派的纲领。

虽然民粹派的许多措施有实际的好处，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总起来说，这些措施是：（1）极其不彻底的；（2）学究式的和毫无生命力的；（3）同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向我国工业提出的实际任务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现在我们来加以说明。第一，我们指出了作为 实践
 者的民粹派的不彻底性。除上述那些通常被看成是自由派的经济政策、经常写在西欧资产阶级领导者的旗帜上的措施以外，民粹派还异想天开地打算 阻止
 目前经济的发展， 妨碍
 资本主义的进步， 援助
 在同大生产战斗中已经疲惫不堪的小生产。他们维护那些限制土地转移自由、限制流动自由、保持农民等级制闭塞状态等等的法令和制度。试问，是否有什么合理的根据来 阻止
 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的发展呢？我们从调查材料中看到：颇负盛名的手工业者的“独立性”，丝毫也不能保证他们不从属于商业资本，摆脱最残酷的剥削； 实际上
 ，大批这种“独立”手工业者的处境往往比手工业者那里的雇佣工人 还要可怜
 。他们的收入少得惊人，劳动条件（就环境卫生和工作日之长而言）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生产分散，技术原始、落后。试问，是否有什么合理的根据来保持那些巩固“同土地的联系”并 禁止
 破坏这一使民粹派感到欣慰的联系的警察法呢？ 
［注：《概述》也满腔热诚地谈到村社的好处和地产“转移自由”的害处，据说这会引起“无产阶级”的出现（第6页）。转移自由同村社的对立，清楚地说明了“村社”的最反动和最有害的特点。我们倒很想知道，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每年挣33或50卢布而不算赤贫者
 的“无产者”？］

 1894—1895年彼尔姆省的“手工业调查”材料清楚地证明，人为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是十分荒谬的。这只会降低他们的收入，——在“同土地有联系”的情况下，比非耕作者少一半多，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使散居在农村中的生产者更加孤立和分散，使他们在每个包买主和作坊主面前更加软弱无力。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同时也阻碍了农业的发展，但并不能防止农村小资产阶级的出现。民粹派回避这样提问题：是阻止还是不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宁愿议论“祖国走另外道路的可能性”。但是既然谈到当前的实际措施，那任何活动家都应该立足于 当前的道路
 
［注：当前的道路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点，据我们所知，就连民粹派自己，无论是尼·—逊先生、瓦·沃·先生或者是尤沙柯夫先生等等，都没有否认过。］

 上。你们尽可设法把祖国“拖到”另外的道路上去！这种活动不会引起任何批评（除了讥笑的批评）。但是请你们不要替人为地 阻止
 目前的发展辩护，不要用“走另外道路”的空话来掩盖消除目前道路上的障碍的问题。

在评价民粹派的实际纲领时，还必须注意另一种情况。我们已经看到，民粹派竭力想把自己的愿望表述得抽象些，把它们说成为一种“纯粹”科学、“纯粹”正义的抽象要求，而不是具有一定利害关系的现实阶级的现实需要。民粹派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大小业主所迫切需要的信贷，说成是劳动组织系统中的一种要素；把业主的协作社和联合组织描写成是合作思想、“手工业解放”思想等等的萌芽表现，其实谁都知道，所有这些协作社实际上所追求的目的，与这些高论毫无共同之处，只不过同这些小业主的收入量、同巩固他们的地位和增加他们的利润有关。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普通愿望变成为某种医治社会的万应灵药，只会使这些愿望 软弱无力
 ，使它们失去生机，不能保证它们是迫切需要的和可能实现的。民粹派力图把每个业主、包买主和商人的迫切问题（信贷、协作社、技术帮助）当作凌驾于某些个别利益之上的共同问题提出来。民粹派认为，这样就能加强它们的意义，增加它们的影响，而事实上却把这类或那类居民 所关心的
 活生生的事情，变成了庸俗的愿望、脱离实际的空想和官僚式的“关于利益的议论”。与此直接有关的还有第三种情况。民粹派不懂得，信贷、劳动组合和技术协助等等这些实际措施，反映了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的要求，所以他们不会提出这种发展的总的和基本的要求，而代之以细小的、偶然抓住的、不彻底的措施，这些个别措施不能产生任何重大影响，而且必然会遭到失败。假如民粹派能公开和彻底地从一个要求社会按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人的观点出发，那么，他们就会看到这一发展的 总的条件和总的要求
 ，就会看到，有了这些总的条件（其中使我们关心的，主要是工业自由），他们的一切微小计划和措施自然都会实现，就是说，有关人物的活动就能使它们实现，但是，忽视这些总的条件，而只提出一些完全是局部性的实际措施，那只不过是臼中捣水罢了。我们就把工业自由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例子来谈谈。一方面，这是工业政策问题中一个极其普遍的基本问题，因而考察这个问题是特别适宜的；另一方面，彼尔姆边疆区的生活特点饶有趣味地证实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大家知道，采矿工业是这个地区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现象，它使这个地区具有十分独特的特征。无论是这个地区的开发史或目前状况，都同乌拉尔采矿工业的情形和利益相联系。“农民在乌拉尔居住的目的，是想替工厂主做工”，——这是一个住在下谢尔金斯克工厂里的人巴布什金的一封信中所说的话，见《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注：第16编第594—595页。在《手工工业》第1编第140页上引证过。］

 。这句老实话非常正确地说明了工厂主在这个地区生活中的巨大作用，说明了他们作为地主兼工厂主的意义，说明了他们习惯于完全的和无限制的统治，习惯于垄断者的地位，把自己的工业建筑在自己的所有权上，而不是建筑在资本和竞争上。《法典汇编》第7卷中人所共知的第394条（采矿章程），就反映了乌拉尔采矿工业的垄断原则，——这一条在有关乌拉尔的文献中经常提到。这条1806年颁布的法律规定：第一，在矿业城市中开设任何工厂，均须得到矿业当局的批准；第二，禁止在工厂区开设“任何主要依靠煤和木柴的火力来进行其全部生产的手工工场和工厂”。乌拉尔的矿厂主在1861年特别坚持要把这条法律列为农民解放的条件，而采矿工人规章第11条又重申了这样的禁令 
［注：见《手工工业》第1编第18—19页，《概述》第222、223、244页，以及国家产业和农业部出版的《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3卷中叶古诺夫的文章。该部刊载了叶古诺夫的文章，同时在注释中说明：作者的观点“同矿业管理局的观点和材料是根本不符合的”。例如，在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根据上述法律关闭了将近400个铁铺。参看《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16编中В·Д·别洛夫的《乌拉尔的手工工业同采矿业的关系》一文。作者说道，手工业者害怕严厉的法律，就把机器藏起来。有一个手工业者给熔铁炉按上轮子，以便藏起来省事！（上引文章，第18页）］

 。手工工业银行董事会1895年的报告也提到：“然而，人们经常抱怨矿业管理局的官员和使用农奴的工厂主，抱怨他们禁止在他们所管辖的地区内 开设
 火力作坊，以及对金属加工业生产的种种限制。”（《概述》第223页）这样看来，乌拉尔直到现在还保留着“美好昔日”的稳固传统，并且对农民小工业的态度在这里同保证工厂拥有被束缚在本地的工厂工人的“劳动组织”完全一致。1896年《彼尔姆省新闻》[76]第183号上的一篇通讯十分清楚地描述了这些传统，《概述》引用了这篇通讯，并正确地说它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讯是这样说的：“农业和国家产业部建议乌拉尔的矿业主们讨论一下矿厂能否采取措施来发展乌拉尔手工业的问题。矿业主们报告该部说，在乌拉尔发展手工工业对大工业不利，因为甚至在目前，在乌拉尔的手工业还不发达的时候，那里的居民就已经不能供给工厂以必要数量的工人 
［注：我们要向读者说明一下：我国采矿工业的统计已多次地肯定了一个事实，就是同所得产品相比乌拉尔的在业工人数，比南方矿区或波兰矿区高得多。低微的工资——这是把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结果——使乌拉尔停留在比南方和波兰低得多的技术水平上。］

 ；一旦居民能在家里找到收入，那工厂就有完全停工的危险。”（《概述》第244页）这篇通讯引起了《概述》作者们的叫喊：“当然，任何一种工业，无论是 大型
 、 中型
 或 小型的
 ，其首要条件就是工业自由……要有工业自由，就应该让 所有工业部门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乌拉尔的金属手工加工业，应该摆脱工厂规章所造成的一切旨在限制其 自然
 发展的 特殊束缚
 。”（同上，黑体是我们用的）读了这番捍卫“工业自由”的真挚的和极其公正的议论之后，我们想起了一则关于形而上学者的著名寓言：有一个形而上学者慢腾腾地从坑里爬出来，问道，扔给他的是什么绳子，——“一根普通的绳子” 
［注：见俄国寓言作家伊·伊·赫姆尼采的寓言《形而上学者》。——编者注］

 ！现在彼尔姆省的民粹派在讲到工业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自由、竞争自由时，也轻蔑地问道，什么是工业自由——是普通的资产阶级要求！他们的愿望要高得多；他们希望的，不是竞争自由（多么卑鄙的、狭隘的、资产阶级的愿望！），而是“劳动组织”……但是这些马尼洛夫式的空想，一旦“面对面地”碰到赤裸裸的平淡无奇的现实，立刻就感到需要这样的“ 劳动组织
 ”，竟使民粹派忘记了资本主义的“害处”和“危险”，忘记了“祖国走另外道路的可能性”，而呼吁起“ 工业自由
 ”来了。

再说一遍，我们觉得这样的愿望是非常公正的，并且认为这种观点（不仅《概述》同意，而且几乎所有论述这一问题的作者都是同意的）会给民粹派增光。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在称赞民粹派的时候，不得不马上来一个大写的“但是”，——但是，关于这点我们要作两点重要说明。

第一点。可以深信，我们把“工业自由”同“资本主义自由”看成是一个东西，绝大多数民粹派一定会愤愤地否认这种看法的正确性。他们会说，消灭垄断和农奴制的残余“不过是”要求平等，不过代表“整个”国民经济尤其是农民经济的利益，而根本不代表资本主义的利益。我们知道民粹派是会这样说的。但这是不正确的。自从有人唯心地和抽象地看待“工业自由”，把它看成是基本的和自然的（参看《概述》中用黑体标出的话）“人权”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从那时起，“工业自由”的要求及其实现已经历了若干国家，并且，无论在哪里，这个要求都是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同独占和规章的残余相抵触的反映，无论在哪里它都成了先进资产阶级的口号，无论在哪里它总是使资本主义得到完全胜利。从那时起，理论就已完全说明，所谓“工业自由”是“纯粹理性”的要求、是抽象的“平等”要求这种想法是十分幼稚的，它指明，工业自由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实现“工业自由”决不仅仅是“法律上的”改革；这是深刻的经济改革。要求“工业自由”，这就表明法律规范（它反映着已经过时的生产关系）与 新的生产关系
 常常不相适应，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是同旧的规范相违背的，它们从旧的规范中产生，但要求取消旧的规范。乌拉尔的制度现在引起“工业自由”的普遍呼吁，这就是说，那些为了地主兼工厂主的利益而继承下来的规章、独占和特权限制了 目前的经济关系
 和 目前的
 经济力量。这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关系和力量呢？这就是 商品经济的关系
 。这就是领导商品经济的 资本
 的力量。只要回顾一下上引彼尔姆省民粹派的“供认”就明白了：“我国全部手工工业都受着私人资本的束缚。”其实就是没有这个供认，手工业调查材料本身也已经十分清楚地说明问题了。

第二点说明。我们欢迎民粹派捍卫工业自由。但是，我们的欢迎要看这种捍卫是否 得到贯彻
 。难道“工业自由”就仅仅在于取消乌拉尔对开设火力作坊的禁令吗？农民无权退出村社，无权从事别种行业或工作，难道不是更严重地限制了“工业自由”吗？没有流动的自由，法律不承认每个公民有选择在国内任何城市公社或村社居住的权利，难道不限制工业自由吗？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工商界人士不能加入村社，难道不限制工业自由吗？如此等等。我们所列举的这些对工业自由的限制，要重要得多，普遍得多，广泛得多，它们影响着整个俄国，尤其影响着全体农民群众。如果“大中小”工业应该是平等的，那么后者难道就不应当得到前二者所享有的出让土地的权利吗？如果乌拉尔的采矿法是“限制自然发展的特殊束缚”，那么连环保，禁止出让份地，特殊的等级法令和关于迁徙、转移、行业、职业的规章，难道不是“特殊束缚”吗？难道它们不在“限制自然发展”吗？

原来问题就在于，民粹派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了任何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所特有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一方面，民粹派并不否认，在我国生活中还存在着大量起源于采邑时代的“劳动组织”的残余，这种劳动组织同现代经济结构，同国家整个经济和文化发展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另一方面，民粹派不能不看到，这个经济结构和这种发展有毁灭小生产者的危险，所以，为这位维护自己“理想”的保卫者的命运担心的民粹派，就极力设法拖住历史，阻止发展，苦苦哀求“禁止”发展，“不准”发展，并且以“劳动组织”这种不能不令人苦笑的词句，来掩饰这种可怜而又反动的哀告。

当然，读者们现在已经很清楚，我们对民粹派在现代工业问题上的 实际
 纲领所提出的主要而基本的反驳是什么。由于民粹派的措施是亚当·斯密时代就称之为 工业自由
 （广义的）的那种改革的一部分或者同它相一致，就这一点来说，它们是进步的。但是，第一，其中应该没有任何“民粹派的”东西，没有任何专门维护小生产和祖国的“特殊道路”的东西。第二，由于民粹派提出局部性的和细小的计划和措施来代替工业自由这个总的和基本的问题，所以民粹派纲领中的这个积极部分也就被削弱、被歪曲了。由于民粹派的愿望和工业自由背道而驰，竭力阻止现代的发展，就这一点来说，它们是反动的、荒谬的，而它们的实现，除了危害之外是什么也不会带来的。举几个例子来说。先谈信贷。信贷是最发达的商品流通、最发达的国内周转所具有的一种制度。实现“工业自由”必然会建立起作为商业业务的信贷制度，消除农民的等级制闭塞状态，使他们接近那些利用信贷最多的阶级，使有关人物独立组织信贷社等等。反之，如果法律和制度使农民处于 排除
 正常的和发达的商品流通的境地，即 工役制
 比财产保证（信贷的基础）更方便，更容易实行，更行得通，更适用……那么地方自治人士和其他“知识分子”贡献给“农夫”的信贷措施能有什么意义！在这种条件下，信贷措施就往往成为一种从别处移植到完全不适宜的土壤上来的异地植物，成为一种只有空想的马尼洛夫式的知识分子和好心肠的官员们才会制订出来的根本不能实现的计划，而这个计划不论现在或将来都会遭到真正 运用货币资本的商人
 的讥笑。为了言之有据，我们引用一下叶古诺夫的意见（上引文章），这个人谁也不会怀疑他是主张……“唯物主义”的。关于手工业仓库他说：“即使在当地最好的条件下，一个不能活动的、而又是全县唯一的仓库，决不会代替而且也不能代替永远活动的和关心个人利益的商人。”关于彼尔姆省的手工业银行，我们读到这样的话：手工业者要得到贷款，就得向银行或银行代办员递交申请书并找到保人。然后代办员来审查手工业者的申请，收集关于生产的详细资料等等，“所有这一大堆文件，都得由手工业者出钱寄到银行董事会去”。银行批准贷款后，就把借款书寄来（通过代办员或乡公所）。债务人在借款书上签了字（经乡长签字证明）寄到银行去以后，银行才把钱给他寄来。假如劳动组合要贷款的话，那还要一份合作契约的副本。代办员必须进行监督，使贷款正好用在贷款规定的用途上，使贷款户的生意不致垮台等等。“显然，决不能认为银行信贷是手工业者所能接受的；可以肯定地说，手工业者宁愿去找当地的财主借钱，也不愿去找上述种种麻烦，付邮费、公证人费和乡公所方面的费用，从要求贷款到收到贷款要等上好几个月，而且在整个贷款期内一直处于被监视状态。”（上引文章，第170页）。民粹派反资本主义信贷的见解非常荒谬，而他们企图用“知识分子”和官员的力量（用不适当的手段）去做到处都是商人所真正要做的事情，也同样荒唐、笨拙和收效不大。其次谈技术教育。似乎这点可以不谈了……只要把我国有名的进步作家尤沙柯夫先生值得“永远纪念”的计划提一下就可以了，这个计划就是要在俄国开办农业中学，让贫穷的男女农民当伙夫和洗衣妇来 偿付
 自己的学费 
［注：见下一篇文章。（见本卷第450—479页。——编者注）］

 ……再谈劳动组合。但是，谁不知道，推广劳动组合的主要障碍就是乌拉尔采矿法中所反映的那种“劳动组织”的传统呢？谁不知道，充分实现工业自由，就会使各种协作社和联合组织到处都空前繁荣和发展起来呢？看起来非常可笑，民粹派常常企图把自己的论敌说成是一切劳动组合和协作社等等的反对者。这真是颠倒是非！问题只在于，在寻求协作社制思想及其实现的手段时，不应当向后看，只看过去，只看造成生产者极端孤立、分散和落后的宗法式手艺和小生产，而应当向前看，看将来，看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

我们很清楚，民粹派多么鄙视这样一个与他们自己的纲领相对立的工业政策纲领。“工业自由”！多么陈腐、狭隘、曼彻斯特派的 
［注：大概有人会认为，“工业自由”是排斥诸如工厂法之类的措施的。其实，“工业自由”意味着消除旧时遗留下来的
 阻挠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而工厂立法正如现今所谓的社会政策的其他措施一样，是以资本主义的深刻发展为前提的
 ，并且它本身也推进
 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产阶级愿望！民粹派深信，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过了时的观点，他们能够超越作为这种愿望的基础的那些暂时的和片面的利益，他们能够上升到更深刻和更纯洁的关于“劳动组织”的思想……其实，他们不过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 堕落到
 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无可奈何地摇摆于加速或阻止现代经济发展这两种愿望之间，摇摆于小业主的利益和劳动的利益之间。而后一种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是同大工业资本的利益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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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一文是1897年8—9月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的，1898年首次刊载于列宁的《经济评论集》，1908年重载于列宁的《土地问题》文集。这篇文章的资料，列宁曾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一书中使用。——235。



[70]白板是拉丁文tabula　rasa的意译，即未经刻写的涂蜡的板。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用这种蜡板记事，用完烫平，仍可重新使用。后来人们用白板比喻没有受到外界影响的心灵或事物。——246。



[71]马尼洛夫式的词句意为脱离实际的空话。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260。



[72]实物工资制是盛行于资本主义初期的一种工资制度。实行这种制度的工厂主在自己的工厂里开设店铺，用质次价高的商品和食物代替货币支付给工人，以加重对工人的剥削。这一制度在俄国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也曾十分流行。——303。



[73]《法学通报》杂志（《Юрид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是俄国莫斯科法学会的机关刊物（月刊），1867—1892年在莫斯科出版。先后参加编辑工作的有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和谢·安·穆罗姆采夫等。为杂志撰稿的主要是莫斯科大学的自由派教授，在政治上主张进行温和的改革。——311。



[74]《实业记者报》（《Деловой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是俄国工商业报纸，1886—1889年在叶卡捷琳堡（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出版。——316。



[75]指《俄罗斯帝国法典》第10卷第1册。《俄罗斯帝国法典》于1832年首次出版时为15卷，1892年起增订为16卷。十月革命后被废除。——317。



[76]《彼尔姆省新闻》（《Пермские　Губерн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彼尔姆省的官方报纸，1838—1917年在彼尔姆出版，先为周刊，后为日刊。——326。





《列宁全集》第2卷


新工厂法[77]


（1897年夏）





	
一 什么东西促成了新工厂法的颁布？

二 什么应该算作工作时间？



三 新法令把工作时间缩短了多少？



四 法令认为什么是工人的“夜班”？



五 财政部怎样证明限制加班对工人是“不公正”的？



六 新工厂法给了大臣们怎样的权利？



七 我们“信奉基督的”政府怎样削减工人的节日



八 用什么来保证新法令的执行？



九 新法令是否会改善工人的处境？



十 新法令有什么意义？



附录












一

什么东西促成了新工厂法的颁布？

1897年6月2日颁布了缩短工厂工作日和规定节日休假的新工厂法。彼得堡的工人对这一法律已经盼望多时了，被1896年春季工人大罢工吓坏了的政府早在1896年就答应要颁布这样一个法律。紧接着那次棉纺织厂的工人大罢工，又爆发了许多次罢工，各地工人都纷纷要求缩短工作日。政府用野蛮的迫害手段对付罢工，逮捕大批工人，并且不经审讯就流放他们；政府被吓坏了，想用蠢得有趣的话来感化工人，说什么工厂主对工人怀有基督的博爱（1895—1896年大臣维特给工厂视察员的通令 
［注：见本卷第95页。——编者注］

 ）。但是工人对这些蠢话只是置之一笑，而且无论什么样的迫害都不能阻止这种已经把几万和几十万工人卷进去的罢工运动。政府这才明白，必须让步，至少也要答应工人的部分要求。于是政府除了对罢工者进行残酷的迫害和说些伪善的谎话以外，还向彼得堡的工人许下诺言，答应颁布缩短工作日的法律。这个诺言是在一张特别的布告[78]中空前隆重地向工人宣布的，布告张贴在工厂中，由财政大臣签署。工人焦急地等着履行诺言，等着颁布法律，一直等到1897年4月19日，这时他们已经认为，政府的这个诺言又和它的许多声明一样，也是个弥天大谎。但是这一次政府却履行了诺言，颁布了法律。可是我们将在下面看到，这是一个 怎样的
 法律。现在我们应该来研究一下迫使政府履行诺言的那些情况。

我们的政府研究缩短工作日的问题，不是从1896年才开始的，那要早得多。问题在15年前就提出来了：早在1883年，彼得堡的厂主就曾经申请颁布这样的法律。其他的厂主（即波兰的厂主）也申请过几次。但是所有这些申请也和大批改善工人处境的其他法律草案一样，都被束之高阁。俄国政府并不忙于研究这些草案，这些草案一搁就是几十年。事情如果牵涉到要赏赐几百万卢布给那些“申请”得到老百姓金钱救济的俄国善良的地主老爷们，或者要规定津贴或奖金给那些“受难的”厂主先生们，那么俄国政府就会忙起来，官员和各部办公室的轮子就会象“涂上了”一种特殊的“油”似的飞快转动起来。至于有关工人的事，那么不仅法律草案一搁就是几年、几十年（例如，关于企业主责任的草案似乎已经拖了十几年了，现在仍然在“拟制中”），就是已经颁布的法律也不实行，因为帝国政府的官员们不好意思为难厂主先生（例如，1886年规定由厂主办医院的法律，到现在绝大多数工厂还没有实行）。试问，这个早已提出的问题这一次为什么一下子就有了进展呢？为什么一下子就解决了，而且优先在内阁和国务会议中通过了呢？为什么一下子就具有了法律草案的形式而且接着又成了法律呢？显然有一种力量推动了官员，震动了他们，克服了他们不肯以新要求来“纠缠”本国厂主的顽强愿望。这个力量就是彼得堡的工人和他们在1895—1896年举行的大罢工；在罢工期间，由于社会民主党人（通过“斗争协会”）对工人的帮助，还向政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在工人中散发了社会主义的宣言和传单。政府明白了，任何的警察迫害都不能压服工人群众，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已经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并且还有了维护工人事业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政府被迫让步了。和11年前即1886年6月3日颁布的关于厂规、罚款、工资标准等等的法令完全一样，新工厂法是工人 迫使
 政府颁布的，是工人从他们最凶恶的敌人那里 夺取
 来的。那时的工人斗争在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两省表现得最激烈。这种斗争也表现为多次罢工，当时工人也向政府提出直截了当的明确要求。在有名的莫罗佐夫工厂罢工期间，一群工人还向工厂视察员提出了一些工人自己拟订的条件。这些条件中提到工人要求减少罚款。此后不久颁布的1886年6月3日的法令，就是直接 答复
 工人的这些要求的，这个法令里包括了罚款条例 
［注：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见本卷第25—64页。——编者注）。］

 。

现在也是这样。工人在1896年提出了缩短工作日的要求，并且以大罢工来支持自己的要求。现在政府 答复了
 这个要求，颁布了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过去，在1886年，政府在工潮的压力下向工人作了让步，但是竭力把让步缩小到最低限度，竭力给厂主留下后路，拖延新条例的执行，一有机会就赖掉工人的某些要求。现在，在1897年，政府也同样只是向工潮的压力让步，同样千方百计地减少对工人的让步，拼命 压低价钱
 ，多骗取工人一两个钟头，甚至延长厂主提出的工作日，拼命替厂主多取消几个节日，不把它们列入必须休息的假日之内，拚命拖延新制度的实行，把主要的条例留待日后由大臣处理。可见，1886年6月3日的法令和1897年6月2日的法令，俄国的这两个主要工厂法，都是俄国工人从警察政府那里夺得的被迫的让步。这两个法令都表明，俄国政府是 如何
 对待工人的最正当要求的。





二

什么应该算作工作时间？

现在我们来详细研究一下1897年6月2日的法令。 
［注：这个法令于1898年11月开始实行。］

 。我们已经说过，新法令，第一，限制了所有工人的工作日；第二，规定了星期日和节日必须休息。在制定有关工作时间数字的条款以前，法令应该确定，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工作时间。因此新法令规定了这样一条：“按照雇佣合同工人必须留在厂内并在工厂经理支配下进行工作之时间，均算作每一工人一昼夜之工作时间或工作时数。”总之，工人根据作息时间表或经理要求而留在厂内的全部时间都应该算作工作时间。

在这段时间内，不论工人是做本职工作还是做日常工作，不论经理让他做别的工作还是让他闲着 等待
 ，反正都是一样，工人在工厂中度过的全部时间都应该算作工作时间。例如，有些工厂的工人在星期六下工后要擦机器；按照法律，擦机器也应该算作 工作时间的一部分
 。因此，如果厂主不付给工人擦机器的工钱，那就是厂主 白白利用雇工的工作时间
 。如果厂主按计件工资雇用工人，又让他们闲着等待，或者要他们搁下工作去做一些不另付工资的其他事情（任何工人都知道这是常有的事情），这就是厂主 白白利用
 雇工的 工作时间
 。工人应该记住新法令中关于工作时间的这个规定，并据以抵制厂主白白使用劳动力的任何企图。当然，这种工作时间的规定自然应当来自雇佣合同，所以有些工人会觉得，这是清楚得不用再谈的事情。但是政府为了讨好资本家，故意把每一个工人认为不言自明的许多事情弄得模糊起来。在这一件事情上政府也是竭力给厂主先生留下一条小小的后路。法令中说，工人 按照雇佣合同必须
 留在工厂内的时间算作工作时间。如果雇佣合同根本没有提到工人每天必须留在工厂中几小时，那又该怎么办呢？例如在使用机器的工厂中就常有这样的事情，工人和厂主之间的合同只提到工人生产某种东西（某种机器零件、一定数量的螺丝钉或螺丝帽等）得若干工资，而工人应该用在工作上的时间却 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每昼夜工作时数的新法令是否适用呢？照常识来判断，当然是适用的，工人的确是在工厂里做工，怎么能不算工作时间呢？但是资本家先生和为他们撑腰的政府的“常识”极为特殊。根据我们所引证的条文字句，要使缩短工作时间的法令不适用于这种情况，也不是难以办到的。厂主只要借口说，按照合同，他并没有要工人 必须
 留在工厂里，这就行了。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厂主都是老练的讼棍，能够看出这个诡计，所以财政部的官员连忙预先向全俄国的商界人士指出新法令中这个对他们有好处的小小漏洞。财政部早就出版的一种专业报纸《财政与工商业通报》[79]，也是这样的一种官方报纸，它们除了公布政府的命令以外，就是竭力赞美俄国资本家的成就，并颂扬政府对银行家、厂主、商人、地主的钱袋的关怀，而美其名曰关怀人民。新法令颁布后，该报马上登载了一篇有关新法令的文章（1897年《财政通报》第26号），文中详细地说明了新法令的意义，并且证明，关心工人的健康正是政府的职责。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官员们竭力向厂主指出规避新法令的门道。这篇文章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合同中根本没有谈到工作时间，那么新法令是不适用的，因为承包一定工作的工人，“ 已不是雇佣工人，而是接受订货者
 。”这就是说，厂主要摆脱讨厌的法令并不太难，只要不称工人为工人，而称之为“接受订货者”就行了！不说 工人留在工厂内
 受厂主支配的时间算作工作时间，而说工人 按照合同必须
 留在厂内的时间算作工作时间，可见法令是 故意
 含糊其词。看起来好象都是一样，其实在这里也是毫无顾忌地有意使用含混不清的词句来损害工人！





三

新法令把工作时间缩短了多少？

1897年6月2日的法令，限定日班每昼夜的工作时间为11个半小时，星期六和节日前夕每昼夜为10小时。可见新法令对工作日的缩短是微不足道的。对于一些工人，这个法令 一点
 也没有 缩短
 工作时间，相反地甚至有延长工作时间的危险。这样的工人很不少，在彼得堡也许还占大多数。圣彼得堡各工厂的工作时间一般是10—10个半小时。法令规定的这种过长的工作日很清楚地表明，这个法令是答复彼得堡各个棉纺织厂工人的要求的。 对于这些
 工人，新法令也许缩短了工作日，因为他们大多数每天要工作12—14小时（我们将在下面解释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说“也许”）。法律对手工业者和陆军部所辖各工厂规定了十小时工作制。然而政府决定，还可以强迫工厂工人多干一些！甚至彼得堡的厂主都曾请求政府把工作日缩短到11小时！政府却决定再加上半小时，以讨好莫斯科的厂主，这些厂主强迫工人分两班干整整一昼夜的活，看来工人给他们的教训还不够。夸耀自己关心工人的俄国政府，事实上却象小商人一样地吝啬。它比那些从增加的半小时工作中可以从工人身上多榨取几千卢布的厂主本人还要吝啬。工人从这一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不只是保护厂主的利益，而且是保护 最坏的
 厂主的利益；它是工人的敌人，是比资本家阶级还要凶恶得多的敌人。如果 政府不出面干预
 ，彼得堡的工人本来可以替自己和全体俄国工人争取到 更短的工作日
 。联合起来的工人曾迫使厂主让步；彼得堡的厂主已经准备满足工人的要求；但是政府不准厂主让步，不给工人开这样一个先例。后来彼得堡的大多数厂主都深信必须向工人让步，请求政府把工作日缩短到11小时。然而政府不仅要保护彼得堡厂主的利益，而且还要保护全俄国厂主的利益；因为在神圣的俄罗斯有不少厂主比彼得堡的厂主吝啬得多，所以政府为了表示“公正”，就不能允许彼得堡的厂主对自己的工人掠夺得 太少
 ：彼得堡的厂主不应该比俄国其他厂主跑得太远；于是，政府把资本家请求的那个工作日延长了半小时。很明显，工人从政府的这种行动上可以吸取三个教训：

第一个教训：先进的俄国工人应该尽一切力量把比较落后的工人吸引到运动中来。如果不吸引俄国全体工人群众来为工人的事业奋斗，先进的首都工人即使能迫使 自己的
 厂主让步，也是得不到多少东西的，因为政府高度的“公正”不允许比较好的厂主向工人作重大的让步。第二个教训：俄国政府是俄国工人的敌人，是比俄国厂主还要凶恶得多的敌人，因为政府不仅保护厂主的利益，不仅因此而残酷地迫害工人，逮捕、流放、用军队袭击赤手空拳的工人，而且它还保护 最吝啬的
 厂主的利益，阻止比较好的厂主向工人让步。第三个教训：为了替自己争取到 人的
 工作条件，争取到目前全世界工人都渴望的八小时工作制，俄国工人应该只依靠自己团结的力量，并且不断地从政府那里争得一个又一个的让步。政府似乎在和工人讲价钱，看看是不是可以再增加半小时；但是工人会向它表明，他们是能够坚持自己的要求的。政府仿佛是在考验工人的耐性，看看可不可以用微小的让步敷衍过去；但是工人会向它表明，他们有足够的耐性进行最顽强的斗争，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争生存的斗争，是反对极端侮辱工人、压迫工人的斗争。





四

法令认为什么是工人的“夜班”？

新法令声称：“开工一班者，晚9时至晨5时算作夜班，开工两班或两班以上者，晚10时至晨4时算作夜班。”终生为他人工作的粗鄙小民的“夜”和可以靠别人劳动过活的纯洁老爷的“夜”，在“法律”上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在圣彼得堡也罢，在莫斯科也罢，有大半年在早晨4点钟的时候还是一片漆黑，还完全是黑夜。但是俄国的法律规定，工人应该时时刻刻适应资本家的利益；工人必须相信，白天 一定
 在4点多钟开始，虽然离开日出还有好几个小时。工人要是不住在厂里，就不得不在 3
 点钟起床，也许还得早一些，才能在4点钟以前赶到工厂！对彼得堡的官老爷们来说，“白天”是从正午12点，甚至是1点开始的，不过官老爷本来就是极特殊的人物……对工人来说，“白天”直到晚上10点钟才结束，工人从工厂走到漆黑的街上，他不应当对这种黑暗惶惑不安，他应当记得并且相信，“白天”刚刚结束，因为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为什么法律不规定，工人的“白天”是在工厂汽笛叫他上工的时候开始，而在汽笛叫另外一班来上工的时候结束，这样岂不更坦白、更公正些！瑞士已经有了规定什么是工人夜班的法律，但是瑞士人哪能想出俄国警官的种种诡计，这些可怕的瑞士人给工人规定的“夜”和其他人的夜是一样的，都是从晚上8点起至早晨5点（或6点）止。在新法令中对“夜班”的唯一限制是：工人只要做了一部分夜班，一昼夜的工作就不得超过10小时。如此而已。法令中并没有禁止夜班。在这一方面法令也落后于彼得堡厂主的 申请
 ，这些厂主早在14年前（1883年）就已经申请禁止成年工人做夜班了。 如果不是政府干预
 ，彼得堡的工人在这方面本来也会从厂主那里争得更多的东西，但是政府要维护俄国最落后的厂主的利益。政府没有听彼得堡厂主的话，因为它不愿意得罪大部分都强迫工人做夜班的莫斯科厂主。政府照例用虚伪的言词和空洞的保证来竭力掩盖自己效忠于 最坏
 厂主的利益这种行为。财政部出版的《财政通报》在一篇解释新法令的文章中指出，在别的国家（例如法国）是禁止夜班的。但是我国的法律，该报说，是不能如此规定的。“限制工厂昼夜开工不尽可能，有许多生产部门因其本身的特点而要求不间断地开工。”

显然，这是毫无根据的遁辞。因为我们所谈的并不是那些需要不间断地开工的特殊生产部门，而是所有一切生产部门。就是按照现行法令的规定，如果实行两班制而不加班的话，不间断地生产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规定的日班是11个半小时，夜班是10个小时，加在一起是21个半小时。所以，关于需要不间断地开工的生产部门，新法令也还是规定了例外（即由大臣们颁布特殊的条例，这在下面我们还要谈到）。就是说，决不是“不可能”禁止夜班。我们已经说过，政府总想摆出一付关心工人健康的样子。请看财政部是怎样谈夜班的：“无庸争论，夜班较之借日光工作，更令人疲劳，对健康更有害，而且确实不大合乎自然；这种工作时间愈长，愈带经常性，为害也愈大。那么，鉴于夜班的害处，似乎最好连成年工人也禁止做夜班（就象绝对禁止童工做夜班并在某些生产部门中禁止女工和男女未成年工做夜班一样），但是，即使从工人的一般福利方面来看，这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适度的夜间劳动，对工人来说，比时间过长而报酬相同的日班害处要少。”俄国政府的官员是多么善于转移人民的视线呵！连保护最坏的厂主的利益，也说成是关怀“工人的福利”了。财政部想出来的辩护词是多么无耻，请看吧，“适度的夜间劳动”“比时间过长而报酬相同的日班害处要少”。财政部是想说，低额的工资迫使工人去做夜班，在这种工资很低的情况下， 工人
 不做时间过长的工作就不行。财政部深信这种情况是永远不变的，工人不会争取到更好的报酬，所以厚颜无耻地宣称：既然工人必须做极长时间的工作才能养活一家人，那么白天多做几小时工或者夜里多做几小时工，对他不都是一样吗？当然，如果俄国大部分工人的工资今后仍然这样微薄，那么贫困是会迫使他们多做几小时工的。但是，把工人的受压抑处境当作准许做夜班的理由，这要厚颜无耻到什么程度才做得出来呵！在资本家的奴仆看来，实质就在这里：“将来工资还是照旧”，“而现在的工资报酬工人不多做几小时工作就不行”。这批替吝啬的厂主编造富农式论据的官员，居然还敢说什么“从工人的一般福利方面来看”。他们希望工人永远象现在这样受压抑，永远同意拿“同样的工资”，拿原来那样微薄的工资，这岂不是枉费心机？低微的工资和漫长的工作日始终是并存的，彼此不能或缺的。只要工资低，工人就不得不多做几小时工作，就要做夜班，挣的钱才能糊口。工作时间过长，工资就总是低的，因为在工作时间很长的情况下工人每小时生产出来的产品要比工作日较短时所生产的少些，而且还坏得多；因为被过度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工人，总是受压抑的，无力反对资本的压迫。所以说，如果俄国厂主的财政部打算永远保持俄国工人现在这种极度低微的工资，同时又谈论“工人的福利”，这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财政部的口是心非。





五

财政部怎样证明限制加班对工人是“不公正”的？

我们把新法令叫作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新法令把工作日限定为11个半小时（夜班是10小时）。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而是要坏得多。法令所规定的一切限制都只涉及平常的、正常的、规定时间内的工作，和 加班
 无关。因此，事实上厂主的“权利” 一点也没有受到限制
 ，他还是可以强迫工人干时间长得不受限制的工作，即使一昼夜24小时也行。请看法令是怎样谈加班的：“在按照厂规工人已无需工作之时间内而在工厂中进行之工作即称为加班。实行加班，必须根据工厂经理与工人之特殊协定。生产技术条件所必需的加班的条件，始得列入雇佣合同。”这是新法令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整个这一条完全为了反对工人而给厂主以胡作非为的充分自由。以前加班是依惯例处理，法律对加班没有什么规定。现在政府却把这种加班 合法化了
 。法律补充的一句，加班要有工人和厂主的“特殊协定”，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工人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根据”和厂主的“协定”进行的；工人又不是农奴（虽然很多俄国官员极力想把工人变成农奴），他们是受雇用即按协定做工的。又何必说什么加班要有协定呢？政府把这句空话放进法律里，是要装出一副姿态，好象政府也想限制加班似的。事实上，这里对加班没有任何限制，以前厂主对工人说：“想干就加班，不想干就滚蛋！”现在还是会这样说。只是从前这么做是根据习惯，而现在却是根据 法律
 了。从前厂主不能根据法律来解雇不肯加班的工人，而现在法律公然示意厂主可以怎样压迫工人。这一条法律不但没有限制加班，反而容易引起更广泛地利用加班。法律甚至还给予厂主把加班的要求列入合同的权利，只要这种加班是“生产技术条件所必需的”就行。这个附带条件一点也不会限制厂主。怎样来判别哪些加班是“生产技术条件所必需的”，哪些加班不是必需的呢？由谁来判别呢？如果厂主说，他派工人加班是“生产技术条件所必需的”，那怎样才能驳斥厂主的话呢？没有人来判别这一点，没有谁审查厂主的话。法律只是 助长了
 厂主的胡作非为，因为它暗示给厂主一种 特别可靠的
 压迫工人的方法。

现在，厂主只要在合同条件内加进工人无权拒绝“生产技术条件所必需的”加班这样一条，就万事大吉！试试看，工人如不肯加班，就要被赶走。就让（厂主想）工人呆在那里去证明这种加班不是“生产技术条件所必需的”吧！以为工人会提出这样的申诉也是可笑的。不用说，这种申诉永远不会有，而且也永远不会有什么结果。这样一来，政府就把厂主在加班上的胡作非为完全合法化了。财政部如何急于巴结厂主，教给厂主用新法令来掩护更广泛地实行加班，这从《财政通报》的下述议论中看得特别明显：“遇到厂主完全不能预料 
［注：陈词滥调！每一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期前，俄国工厂——特别是中部地区的工厂——总要接到紧急订货，而每一年厂主们总要郑重其事地对所有那些相信或假装相信他们的傻瓜们说，这是他们不能预料的！……］

 而又要在某一短时期内完工的紧急订货时，如果厂主不可能或者很难增雇工人，加班也是必需的。”

看吧，厂主的那些坐在财政部里的热心走狗们是多么有成效地“解释”法令！法令中只讲到技术条件所必需的加班，而财政部赶紧承认在有“预料不到的”（？！）订货的时候，甚至在厂主“很难”增雇工人的时候，加班也是“必需的”！这简直是在戏弄工人！要知道，每个狡猾的厂主 随时
 都可以说他有“困难”。增雇工人，就是雇用新工人，就是减少群集在工厂大门口的失业者，也就是缓和工人之间的竞争，使工人变得要求更高，也许要给他较高的工资他才同意受雇。不言而喻，没有一个厂主会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困难”。厂主可以如此专横地决定加班，这就使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失去了任何意义。广大工人的工作时间一点不会减少，他们还是要象从前一样地工作15—18个小时，甚至更多一些，夜里还是要留在厂里加班。缩短工作日而又不禁止（或至少是不限制）加班的法令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在这个法令的全部初步草案中都曾经提出要限制加班。圣彼得堡的厂主（厂主自己！）早在1883年就申请把加班限制为每天 1小时
 。被1895—1896年的彼得堡大罢工吓坏了的政府曾立即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起草缩短工作日的法令，这个委员会也提议限制加班，即一年的加班时间以120小时为限 
［注：甚至财政部自己在解释新法令时，也不能不承认：“准许加班似有不妥之处。”（《财政通报》）］

 。政府拒绝了任何限制加班的建议，从而直接保护了最坏厂主的利益，直接用法律确定了工人的完全从属地位，十分明显地表明了它要把一切照旧保留的意图，用毫无意义的空话来敷衍了事。财政部拚命为厂主的利益张罗，甚至去证明，限制加班“对工人自己”也是“不公正的”。每一个工人都想一想这种论调，是有好处的。“剥夺工人在工厂内做超过一昼夜规定时间的工作的权利，实际执行起来是有困难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工厂视察员怕得罪厂主先生们比怕洪水猛兽还厉害，所以太不尽职吗？是因为俄国工人无权无势，所以一切有利于他们的改革都难于实行吗？财政部自己不自觉地说出了真话：真的，只要俄国工人以及全体俄国人民在警察政府面前还处于无权地位，只要他们还是没有政治权利，任何改革都不会实现。）……“而且对工人也是不公正的，不能把一个谋取糊口之资而竭尽全力劳动（有时甚至过分到有损健康的程度）的人加以惩办”。请看俄国政府是多么人道，多么博爱呵！俄国工人们，你们叩头谢恩吧！政府是多么仁慈，它甚至“不剥夺”你们一昼夜做工18小时以至24小时的“权利”；政府是多么公正，它甚至不肯为了厂主强迫你们过度工作而惩办你们！在所有其他国家，因为在工厂内做工超过规定时间而受到 惩办
 的不是工人，而是厂主……我们的官老爷忘掉了这一点。俄国的官老爷怎么敢 惩办
 厂主先生呢！别这么想！这怎么可能呢！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厂主先生就是违反了整个新法令也不会受到惩办的。在所有其他国家，为了“谋取糊口之资”，工人有权结社，组织储金会，公开和厂主对抗并向他提出自己的条件和组织罢工。在我国却不行。但是我国的工人却被赋与一昼夜间做工无论“超过”多少小时都可以的“权利”。这些仁慈的官员为什么不添上一条说，公正的政府也“不剥夺”俄国工人不经审讯就坐监牢的“权利”，以及稍有反抗资本家压迫的企图就受任何一个警察局暴徒鞭打的“权利”呢？





六

新工厂法给了大臣们怎样的权利？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从最主要的几条看来，新法令根本没有订出必需共同遵守的、确切的和不可改变的条文，政府当然愿意给行政机关（即大臣们）更多的权利，让它们能够作出各种各样的决定，给厂主以各种各样的特权，阻挠新法令的实行等等。新法令给予大臣们的权力是极其广泛、极其重大的。大臣们（即财政大臣或者交通大臣等和内务大臣取得协议后）“受权”颁发新法令执行细则。涉及新法令中有关 各个
 领域的一切条款的一大批问题，都留待大臣们全权处理。大臣们的权力非常之大，他们实质上是新法令的全权执行者；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以颁布一些条例使法令真正实行起来，也可以使法令几乎根本不能实行。请看，实际上大臣们究竟可以颁布哪些“发展现行法令”（法令上就是这么说的。我们已经看到，财政部多么机智地“发展”法令。它认为，象这样发展法令，工人必需感谢政府不以工作过度的罪名惩办工人，也不“剥夺工人”一昼夜甚至做24小时的“权利”）的条例。我们本来很想把这些条例分门别类地列举出来，但是办不到，因为除了法令规定应由大臣颁布的条例解决的问题以外，法令又给了他们不受任何限制地颁布 其他条例
 的权利。大臣有权颁布规定工作时间的条例。这就是说，有了规定工作时间的法令是一回事，将来还会有大臣颁布的规定工作时间的条例。大臣可以颁布换班制度的条例，当然也可以不颁布，以免约束厂主。大臣有权颁布关于班数（即一昼夜可以分几班）、关于休息以及其他等等的条例。 法令
 附加了 以及其他等等
 这几个字，这就是说，爱颁布什么就颁布什么。大臣们要是不高兴的话，就不会有任何关于工间休息的条例，厂主就将和现在一样地压迫工人，不让工人有空回家吃午饭，不让母亲去给孩子喂奶。大臣们有权颁布关于加班的条例，即关于加班的实行、分配和计算的条例。可见大臣们在这方面是有充分的自由的。他们在下列三种情况下都能够直接 改变
 法律的要求，就是说，可以提高也可以 降低
 法律的要求（法律蓄意留下的伏笔，正是给大臣以降低新法律对厂主的要求的权利）：第一，“由于生产特点（不能中断等等）而认为有必要时”。法令附加的这个“等等”，就给了大臣们可以用随便什么“生产特点”为借口的权利。第二，“由于工作特点（照料锅炉和传动装置，日常修理和紧急修理以及其他等等）”。又是一个“以及其他等等”！第三，“以及其他非常重要的、特殊的情况”。其次，大臣们能够规定哪些生产部门对工人的健康特别有害（他们也可以不规定，因为法令并没有责成他们必须规定，而只是给了他们这种权利……虽然这种权利他们早就有了，只不过是不愿意使用罢了！），并且为这些生产部门颁布特殊的条例。工人们现在应该明白，我们为什么说不可能把大臣们有权解决的问题都一一列举出来，因为法令中到处都是“以及其他等等”和“等等”。俄国的法律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赋予工人和平民百姓某种权利的法律，另一类是禁止什么或允许官员去禁止什么的法律。在前一类法律中，工人的一切最小的权利都 十分明确地列举出来
 （甚至象工人因正当理由不上工的权利），但 稍有
 不轨即会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在这类法律中，连一个“以及其他等等”或“等等”都永远碰不到。在第二类法律中，却 永远
 只规定一般的禁令， 绝不明确列举
 ，这样，行政机关就可以 随意
 禁止 一切
 了；在这类法律中总有一些很重要的小小几个字的补充：“以及其他等等”，“等等”。这小小几个字清楚地表明，俄国官员有莫大的权力，而老百姓在这些官员面前却完全没有权利；表明浸透俄罗斯帝国政府一切机关的讨厌的文牍主义和拖拉作风是荒谬的、野蛮的。凡是可能有一点好处的法律，总要受到这种文牍主义的拖累，使法律的实行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此外，法律的实行是由官员们全权决定的，任何人都知道，这批人甘愿为任何一个大腹贾“效劳”，一有可能就危害平民百姓。要知道只是授权大臣颁布所有这些“发展现行法令”的条例，就是说，他们可以颁布，也可以不颁布。法律并没有责成他们去做什么。法律没有规定期限，所以他们可以立即颁布，也可以过10年再颁布。显然，列举出法律中已经指明的 某些
 条例，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空话，它们只是用来掩盖政府想削弱法律在实行时所起的作用的意图。几乎一切涉及工人生活的法律，都给了我们的大臣们极大的权力。我们也完全懂得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它想尽量讨好厂主先生。厂主左右执行法律的官员，本来要比左右法律的颁布本身容易得多。谁都知道，我们的资本家大亨要到大臣先生的客厅中去彼此畅谈是多么方便，他们在宴会上往返酬酢是多么融洽；他们在奉送帝国政府的贪官污吏几万、几十万卢布的时候又是多么殷勤（可以直接送，也就是行贿；可以间接送，也就是给公司“创办人”一些股票，或者把这些公司里一些荣誉的而又有油水可捞的位置送给他们）。所以，新法令赋予官员执行这一法令的权力越大，它对 官员
 、对 厂主
 就越有利：官员可以更多地勒索；厂主可以更轻易地得到特权和默许。我们请工人回想一下可以作为例子的两件事，这两件事说明了大臣颁布的“ 发展
 法令”的条例在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1886年6月3日的法令规定：罚款是工人的钱，应当用于工人的需要。大臣却“发展了”这条法令，结果，例如在圣彼得堡，这条法令整整10年没有实行，而实行以后，厂主又掌握了全权，工人要用自己的钱，倒要向厂主乞讨。还有一个例子，同一法令（1886年6月3日的法令）规定，每月发工资的次数不得少于两次，而大臣却“发展了”这条法令，结果，厂主有权对新到厂工人迟发工资一个半月。因此，每一个工人都很懂得，为什么这一次又授权大臣“发展”法令。厂主也很懂得这一点，而且已经在耍他们的手段了。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大臣们已“受权”颁布关于加班的条例。厂主已经开始对政府施加压力，叫它 不要限制
 加班。《莫斯科新闻》这家一贯热心维护最坏的厂主的利益、顽固地嗾使政府采取最野蛮和最残酷的手段、而在“上流社会”（即在高级官员、大臣等等中间）中很有影响的报纸，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坚持主张不应当限制加班。厂主有很多对政府施加压力的方法：他们有自己的团体和机关，他们出席许多政府专门委员会以及其他会议（例如工厂管理局等等），他们可以亲自去见大臣，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希望和要求随意刊印出来，而印刷品在现时是有很大意义的。工人没有 任何
 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合法手段。工人只有一个办法：团结起来，使全体工人都认识到工人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利益，并且用团结一致的力量来反击政府和厂主。现在每一个工人都知道，新法令是否实行完全取决于谁对政府的压力更大：是厂主还是工人。只是用斗争，用自觉的、坚强的斗争，工人才争取到了 颁布
 这个法令。他们也只有用斗争才能争取到真正实行这个法令，并且实行得对工人有利。没有团结一致的工人进行顽强的斗争，没有他们给厂主的每一个野心以坚决的回击，新法令还是一纸空文，是一块漂亮而虚伪的招牌，我们的政府正竭力用这样的招牌来粉饰那幢充满了警察暴力而工人则没有权利和受尽压迫的已经完全腐朽的建筑物。





七

我们“信奉基督的”政府怎样削减工人的节日

新法令中除了关于工作时间的条例以外，还有星期日和节日工厂工人必须休息的条例。在俄国报刊工作者中比比皆是的奴颜婢膝的下流作家，为了这个条例，早已急急忙忙地把我们的政府和它的人道行为捧得比天还高。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个人道的法令实际上是在竭力 削减
 工人的节日。但是我们先要研究一下关于星期日和节日休息的一般条例。首先要指出，14年前（即1883年）彼得堡的厂主曾经申请以法律规定星期日和节日休息。这就是说，俄国政府在这件事上也只是竭尽其阻挠和拖延之能事，竭力 抗拒
 改革。法令规定，勿需做工的节日必须包括所有的星期日和14个节日（关于这些节日，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谈到）。对于在节日工作，法令并没有绝对禁止，但是作了如下的限制：第一，必须有厂主和工人们“双方的协议”；第二，节日工作必须“在非节日补假”；第三，在取得以非节日替换节日的协议后，必须立即通知工厂视察机关。可见，照法令规定，节日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减少休息日的天数，因为厂主必须拿一个不工作的非节日来替换一个工作的节日。工人应该经常注意这一点，同时也要注意：法令要求进行这样的替换必须有厂主和工人们双方的协议。这就是说，工人随时都可以根据完全合法的理由 拒绝
 这样的替换，厂主是 无权
 强迫他们的。事实上厂主在这里自然也会用下面这种方法来强迫工人，他会一个一个地问工人是否同意，于是每一个工人都不敢拒绝，怕不同意会被解雇；厂主的这种办法当然是不合法的，因为法令要求的是 工人们的同意
 ，即全体工人的同意。但是一个工厂的全体工人（他们往往有好几百人，甚至有好几千人，而且分散在许多地方）怎样才能申述自己的共同意见呢？法令没有指出这一点，因此又给了厂主一个压榨工人的方法。要使这种压榨不能得逞，工人只有一个办法：一碰到这种情况就要求选出工人代表把全体工人的 共同
 决定转告厂主。工人可以根据法令提出这种要求，因为法令讲的是全体 工人
 的同意，而全体工人是不可能同时和厂主谈的。选举工人代表的办法对工人说来总是很有利的，而且也便于和厂主或工厂当局办理其他一切交涉，因为个别工人很难、往往甚至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要求、愿望等等说出来。其次，法令在谈到“非正教”的工人时说，凡是他们的教会不举行宗教仪式的日子“可以”不列为他们的节日。可是要知道，也有一些节日是天主教徒举行宗教仪式而东正教徒不举行宗教仪式的。法令对这点一字不提，显而易见，这是想给非正教工人一点压力。对非基督教工人的压迫那就更重了，法令规定“可以”用一星期中的其他日子代替星期日列入节日。只有“可以”两个字！我们的信奉基督的政府如此野蛮地迫害不信国教的人，很可能在这里也企图用法令上的含糊其词来压迫非基督徒。法令在这里写得非常模糊，对它应当这样理解：每星期中一定要有一天休息，只是可以用别的日子替换星期日。但就是“国”教也只是纵容“老爷们”，对工人是不会放过玩弄种种诡计的机会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法令规定一定要列为假日的是 哪些节日
 。规定星期日及节日休息，讲得倒是很好；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不论在星期日或节日一向是照例不工作的。法令很可以把 必须放假的
 节日规定得出 习惯上放假的
 节日少得多。 我们的信奉基督的政府在新法令中正是这样做的
 。新法令规定一年中必须放假的节日是66天，即52个星期日、8个日期固定的节日（1月1日和6日、3月25日、8月6日和15日、9月8日、12月25日和26日）和6个日期不固定的节日（耶稣受难周的星期五和星期六、复活节的星期一和星期二、耶稣升天日和圣灵降临日）。那么，以前我国工厂中每年 习惯上放假的
 节日有多少呢？关于这方面的确切资料，我们手头只有莫斯科省和斯摩棱斯克省的，而且只是若干工厂的。但是各工厂之间，甚至两省之间的差别并不太大，所以完全可以用这些资料来判断新法令的真实意义。在莫斯科省收集了共有2万多工人的47个大工厂的资料。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每年习惯上放假的节日，手工工厂是97天，使用机器的工厂是98天。节日最少的是每年78天，这78天，所有被调查过的工厂 无一例外
 都放假。关于斯摩棱斯克省的资料是有关总共约有5000—6000工人的15个工厂的。每年平均节日数是86天，就是说几乎和莫斯科省一样；最低的节日数是75天，这样的工厂只有一个。隶属军事部门的各工厂所规定的节日数和俄国工厂中这种 习惯上放假的
 每年节日数差不多相等：它们规定一年88个节日。经我国法律承认的政府机关的假日差不多也是这些（每年87天）。可见工人们每年 习惯上放假的
 节日数，一向和其他公民一样。我们那个“信奉基督的政府”为了照顾工人的健康，把这些习惯上的节日取消了四分之一，整整22天，只保留了66天必须放假的节日。现在我们把政府在新法令中取消的习惯上放假的节日列举出来。日期固定的节日被取消的有：2月2日的主进堂日；5月9日的圣主教尼阔赖日；6月29日的宗徒致命日；7月8日的喀山圣母显圣日；7月20日的先知伊利亚日；8月29日的授洗的伊望致命日；9月14日的举荣圣架日；10月1日的圣母帡幪日（政府甚至把这个节日也当作多余的无需放假的。可以确信，不会有一个厂主敢在这一天强迫工人做工。政府在这里又在保护最坏的厂主的利益，包庇他们压榨工人）；11月21日的圣母进堂日；12月6日的圣主教尼阔赖逝世日。共计取消了10个日期固定的节日。 
［注：我们列举的只是一切
 工厂向来都放假的那些节日。此外还有许多绝大部分
 工厂都放假的节日，例如：查普斯特、小斋周的星期五、复活周的星期四、五、六及许多其他节日。］

 其次，从日期不固定的节日中，取消了小斋占礼七日和大斋后周七占礼日，即取消了两个节日。就是说，在依照惯例工人一向可以得到休息的 最低限度的
 节日中一共被取消了12个。政府那么喜欢自命为“信奉基督的”政府；大臣和其他官员对工人们讲起话来，往往甜言蜜语地大谈其厂主对工人、政府对工人的“基督的博爱”和“基督式的情感”等等。但是刚刚开始以行动代替空话，所有这些假仁假义的言词都不知飞到什么鬼地方去了，政府也变成了一心只想从工人身上尽可能多得点东西的小商人。很久很久以前，厂主自己，也就是厂主中比较好一些的人，已经申请以法律规定星期日和节日休息了。政府拖延了15年，终于颁布了这样一个法令，规定星期日及节日 必须
 放假，但是政府不放过再压律一下工人的机会，以补偿对工人的这个让步，它把习惯上必须放假的节日取消了四分之一。所以说，政府的行动正象一个道地的高利贷者：它作了一个让步，就费尽心机用另外一种压榨来补偿这个让步。在颁布了这个法令之后，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某些厂主试图 减少
 工人的假日，试图迫使工人在一向放假但这个法令并没有规定必须放假的那些节日中工作。要使自己的处境不致恶化，工人在这方面也应当随时准备给任何减少节日的企图以反击。法令指出的只是必须放假的节日；但是工人有权要求在这些节日以外的其他节日也放假。必须争取把所有的节日都列到厂规里去，不要听信口头的允诺。只有把节日列到厂规里去，工人才可以相信在这个节日不会被人逼着做工。也象对节日一样，新法令对半节日也打算保持老样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老样子还糟。法令中规定的半节日只有一个，即圣诞节前一天：在这一天，工作应该在中午以前结束。其实大多数工厂一向如此，如果某一个工厂圣诞节前一天没有在中午散工，多半会在另一个大节日前一天放半天假的。总之，大多数工厂一向规定每年有一天放半天假。其次，新法令限定星期六和节日前一天的工作日是10小时，即比平常少一个半小时。在这里法令也并没有改善工人的处境，甚至还可能使它恶化了，因为 几乎所有的工厂
 每逢星期六一向要比平日收工早些。有一个做调查工作的人收集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许多资料，他很熟悉工厂生活，他断言：按平均数计算，可以肯定，每逢星期六比规定的时间早下工两小时。这就是说，法令在这里也是那样，一面把 习惯上的
 休息变成了 法定的
 休息，一面又不放过机会侵占工人的时间来补偿这个让步，哪怕侵占半小时也好。每星期半小时，一年（假定是46个工作周）就是23小时，也就是给厂主多做了两天工……这对我们可怜的穷厂主真是一份不坏的礼物呵！可以相信，这批钱包骑士不会不好意思接受这份礼物，并且会尽力用这种方法来补偿新法令使他们蒙受的“牺牲”（这是他们所乐用的说法），因此，工人在这方面也只能指靠自己，指靠自己团结的力量。尽管颁布了新法令，但是工人阶级如果不进行顽强的斗争，他们在这方面也不能指望改善自己的处境。





八

用什么来保证新法令的执行？

究竟用什么来保证法令的执行呢？第一，对法令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令加以惩罚。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关于新工厂法的情形是怎样的。监督法令的执行委托给工厂视察员。1886年颁布的工厂监督条例到现在为止还远没有在全俄国普遍实行，而只是在几个省份，即工业最发达的省份实行着。随着工人运动和工人罢工的扩大，实行工厂监督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了。现在，在颁布关于缩短工作日法令的同时，也颁布了（也在1897年6月2日）在全俄国和全波兰王国推行工厂监督的法律。在全俄国推行工厂监督条例和设立工厂视察员，这当然是前进了一步。工人将利用这一点，使更多的兄弟了解自己的处境，了解有关工人的法律，了解政府及其官员怎样对待工人等等。所有的俄国工厂工人和先进的工人（彼得堡、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等省的）都遵从同样的条例，这当然有助于更快地把所有的俄国工人囊括到工人运动中来。至于由工厂视察员来监督法令的执行，其 效果
 如何，我们不详细研究了。研究这个问题要专门写一本书（因为这个题目太大），也许我们下一次可以和工人谈谈关于工厂视察机关的事情。我们只简单地指出，俄国任命的工厂视察员那么少，他们极难得在工厂中露面。工厂视察员完全听命于财政部，财政部把他们变为厂主的奴仆，要他们向警察局告发罢工和风潮的情况，要他们追究离厂工人，甚至在厂主都不加追究的时候，总之，财政部把工厂视察员变为警察局的小职员，变为工厂里的警官。厂主有许多办法左右工厂视察员，追使他们按厂主的意愿办事。而工人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左右工厂视察机关，当工人还不能享受自由集会、结社、刊印自己的书籍、出版自己的报纸的权利时，他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办法。在工人没有这些权利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有官员对厂主的监督，这样的监督永远也不会是认真的和有效的。要使法律付诸实行，仅仅靠监督是不够的。为此还必须规定，不执行法律要受严厉的惩罚。否则，工厂视察员指出厂主的越轨行为又有什么用处呢？厂主会不管这一套，依然故我。所以在颁布新的法律时，总要规定不执行法律的人将受到什么惩罚。 但是1897年6月2日关于缩短工作时间和规定节日休息的新法令并没有规定不执行法令要受什么惩罚
 。工人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对待厂主和工人是多么不同。例如，颁布工人不得提前离厂的法令时，马上就规定了离厂的惩罚，甚至还规定了象逮捕这样严厉的惩罚。再如法律规定，工人罢工有被逮捕甚至监禁的危险，而厂主违背条例引起罢工，只不过罚款而已。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法令要求厂主在星期日和节日让工人休息，一昼夜不得要工人工作11个半小时以上，但是没有规定不履行这些要求要受什么惩罚。厂主破坏这一法令要负什么责任呢？至多是被拉到治安法官那里，课以50卢布以下的罚款，或者由工厂管理局自己决定惩罚，那也只是罚款而已。难道50卢布的罚款就会吓住厂主吗？他强迫全体工人为他多做一夜或者一个节日的工，所得的利润何止50卢布！违反法律而交付罚款对厂主更有利。法律没有专门规定厂主不执行法律要受什么惩罚，这是不能容忍的不公平，这直接说明了我们的政府想尽量延缓法律的实行，说明了政府不肯严格要求厂主遵守法律。其他国家在很早以前也有过这个情况，政府颁布了工厂法，但是没有规定不执行法律要受什么惩罚。这样的法律实际上根本没有执行，只是一纸空文。因此其他国家早已把这种制订法律而又不保证其实行的陋习抛弃了。现在俄国政府又重施故伎，希望工人不会发觉。但是这种希望是会落空的。只要工人知道了新法令，他们自己就会严格监督法令的执行，决不允许对它有丝毫违反，法令的要求达不到，就拒绝工作。工人自己的监督要比任何工厂警官的监督更有效些。没有这种监督，法律就不会执行。





九

新法令是否会改善工人的处境？

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初看起来甚至会使人感到奇怪。法令缩短了工作时间并且规定星期日和节日必须休息，怎么会没有改善工人的处境呢？但是前面我们已经详细指出，新法令的条文是多么含糊不清，它一方面制定了改善工人处境的条例，同时又听凭厂主胡作非为，或者把必须放假的节日规定得比习惯放假的节日少得多，这样就往往使这个条例起不了什么作用。

我们试计算一下，如果休息日数不超出法令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只是在法令规定必须放假的节日才让工人休息，而在其余的习惯上放假的节日厂主可以强迫工人上工，那么实行新法令是否缩短了工作时间。至于厂主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当然还是个问题。这取决于工人的反抗如何。但是厂主会竭力减少节日以补偿缩短的工作日，这是没有疑问的。法令会尽一切力量帮助资本家这种压迫工人的高贵意图，这也是没有疑问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什么结果。为了比较旧制度和新制度（即1897年6月2日的法令规定的制度）下的工作时间，必须举出 全年的工作时数
 ，因为只有这样计算，才能既考虑到全部节日，也考虑到节日前一天所减少的工作时间。现在，即在1897年6月2日的法令实行以前，俄国的工厂工人通常每年要工作多少小时呢？自然，这方面十分准确的资料是没有的，因为不可能统计每一个工人的工作时数。应当利用从 几个
 工厂中收集来的资料，其他工厂的工作时数想必也和这些经过调查的工厂差不多。我们来看看莫斯科省收集的资料。曾精确计算了45个大工厂一年的工作日数。这45个工厂一年的工作日共计12010天，平均每一个工厂一年是267个工作日 
［注：如果一年的工作日是267天，那就是说不工作的节日是98天。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节日数是89天，但我们引以为据的，第一，只是一些使用机器的工厂，第二，并不是所有工厂的节日平均数，而是最常见的节日数。］

 。每周的平均工作时数（根据几百个工厂的资料）是74小时，即每天12 1
 / 3
 小时。就是说，一年共有267×12 1
 / 3
 ＝3293工时，或以整数计，算它是3300个工时。在敖德萨市，我们计算了54个大工厂的资料，这些工厂一年的工作日数和工作时数我们是知道的。所有这些工厂平均每年的工作时数是3139小时，就是说比莫斯科省少很多。敖德萨的工作日比较短，最普通的是10个半小时，而这54个工厂的平均数是10．7小时。因此，尽管节日较少，一年的工作时数也还是比较少的。我们再看，按新法令会有多少工时。我们先来确定一年的工作日数。要确定这个数目，应该从365天中先减去66个节日，再减去圣诞节前一天的半天，再减去节日前一天工人因提前一个半小时结束工作而得到的空闲时间。节日前一天的日子共60个（不是66个，因为约有6个节日是和其他节日相连的。就是说，节日前一天减少的工作相当于60×1 1
 / 2
 ＝90工时或8个工作日。365天中总共应减去74 1
 / 2
 个节日（66＋1/ 2
 ＋8＝74 1
 / 2
 ）。我们得到的数目是290 1
 / 2
 个工作日，或290 1
 / 2
 ×11 1
 / 2
 ＝3 340工时。由此可见，如果节日数减少到象法令规定的必须放假的节日数那样， 那么实行新法令对工人的处境非但不会改善，甚至会更加恶化
 ，因为整个说来，工人一年中的工作时间还象从前一样，甚至有了 增加
 ！当然，这不过是大致的计算，要十分精确地计算出这个数目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计算是以十分适用的资料为依据的，它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政府使用了多么狡猾的手段来欺压工人，把必须放假的节日数规定得比习惯上放假的节日数要少。这一计算清楚地表明，如果工人不紧密地互相支援并共同给厂主以反击，他们的处境就可能因为实行新法令而更加恶化！同时要注意，这些计算只涉及 日
 班工作，即 规定时间内的
 工作。而加班呢？对于加班法令没有规定任何限制，不知道大臣先生们在“受权”颁布的那些条例中会不会作出什么限制。这种对加班不加限制的做法，是使人怀疑新法令是否会改善工人处境的主要原因。如果缩短了正常的（规定时间之内的）工作日而大多数俄国工人的工资仍然象现在这样低得不象话， 那么工人迫于贫困就不得不同意加班，而他的处境也就得不到改善
 。工人需要的是，他一昼夜的工作不超过8小时，他可以有时间休息，有时间进修，有时间象一个人、象一个有家室的人、象一个公民那样享受自己的权利。工人需要的是，他拿的工资要够糊口，要够过人的生活，他自己也能享受到改进工作的好处，而不是把全部利润交给他的剥削者。如果拿同样工资还是要做和以前同样时间的工作，那么把过度的工作叫作规定时间内的工作或加班对工人来说不都是一样吗？这样，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也就 形同虚设
 ，成了 一纸空文
 了。这样，新法令就一点也不会触动厂主，一点也不会迫使他们向工人群众让步。财政部的官员们为了巴结资本家， 已经在明显地暗示这一点
 。就在《财政通报》的那篇文章里，他们安慰厂主先生说：“新法令虽然限制了订立通常工作雇佣合同的自由，但是并没有排除厂主在日间和夜晚的任何时候都开工的可能，甚至在需要时”（对呵！对呵！我们的可怜的、受压迫的厂主正是经常感觉到“需要”俄国工人无代价的劳动！）……“在节日也开工的可能，不过节日开工要和工人订立特别协定（加班协定）”。

看吧，大腹贾的奴才们多么卖力呵！他们说，厂主先生，请你们不要太担心，你们可以“在日间和夜晚的任何时候都开工”，只不过要把以前称为规定时间内的工作叫作 加班
 就是了。 只要改变一下工作的名称就万事大吉了
 ！

官员们说出这一番话来，其厚颜无耻是十分令人惊异的。他们事先就确信，对加班是不会有任何限制的（如果要限制加班，那厂主就不可能在日间和夜晚的任何时候都开工了！）。他们事先就确信，他们无耻而露骨地劝告厂主不要客气，工人是不会知道的！在这一点上财政部的官员们似乎是太出色了！工人们要是知道官员们同厂主是 怎么
 谈的，对厂主劝告了些 什么
 ，那会得到很大的教益。工人知道了这些，就会懂得，他们的宿敌还象过去一样怀着“ 根据法律
 ”奴役工人的意图，要在新法令的庇护下压迫工人。





十

新法令有什么意义？

我们现在已经熟悉了新法令的一切细节。还要研究的一点是，这一法令对俄国的工人和工人运动有 什么意义
 。

新工厂法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它是政府迫不得已的让步，它是联合起来的觉悟工人从警察政府那里 夺取来的
 。这一法令的颁布表明了俄国工人运动的 成就
 ，表明了工人群众的自觉的和强硬的要求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任何迫害，不论是大批地逮捕和流放，不论是大规模的政治审判，不论是对工人的陷害，都无济于事。政府把一切手段和全部力量都使出来了。它用它掌握的强大政权的一切严厉手段来对付彼得堡工人。它不作任何审判就用闻所未闻的残暴手段来迫害工人，不顾一切地竭力 摧残
 工人的反抗精神和斗争精神，拼命 镇压
 正在兴起的反对厂主、反对政府的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然而都无济于事，政府不得不相信，无论怎样迫害个别的工人都不能根除 工人运动
 ，必须采取让步。一向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不依赖老百姓的不受限制的政府，必须向数万彼得堡工人提出的要求让步了。我们看到，这些让步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含糊。但这只是第一步。工人运动早已越出圣彼得堡，它在日益广泛地发展着，日益深入地扩展到 全国各地
 的产业工人群众中去，当所有这些群众在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共同提出自己要求的时候，政府就不能用这种微小的让步来搪塞了！

另一方面，新法令的意义在于：它必不可免地 要进一步推动
 俄国的工人运动。我们已经看到，法令如何竭力给厂主到处留下后路，如何竭力把最重要的问题弄得模糊不清。厂主和工人将因这一法令的实行而在各地发生斗争；这一斗争将席卷广大得多的地区，因为法令将推行于全俄国。工人一定能够自觉地、坚定地进行这一斗争，一定能够坚持自己的要求，一定能够避开我们那些警察式的反对罢工的法令给工人布下的陷阱。实行新的工厂制度，改变全俄国绝大多数工厂通行的规定的工作时间，将带来极大的好处：它将使最落后的工人阶层振奋起来，在各地引起大家对有关工厂生活的问题和条例的最密切注意；工人将把它当作最好的、方便的、 合法的
 根据来提出自己的 要求
 ，坚持 自己对法令的理解
 ，坚持对工人较为有利的 旧的惯例
 （例如，坚持 习惯上放假的节日
 ，坚持每星期六下工不是提前一个半小时，而是提前两小时或两小时以上），争取在订立有关加班的 新协定
 时得到更有利的条件，争取得到 较高的工资
 ，使工作日的缩短给工人带来真正的好处而无任何损害。





附录


一

财政部同内务部协商后于1897年9月20日批准的新工厂法（即1897年6月2日的法令） 实施条例
 是在10月初颁布的，这时论述这一法律的小册子已经写好了。这些条例对于整个法令会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我们以前已经谈过了。这一次财政部在新法令实行以前就急急忙忙地颁布这些条例，是因为条例（我们马上就要谈到）指出了在什么情况下准许违反新法令的要求，即准许厂主在法令规定的时间之外“开工”。要不是厂主迫切需要这些条例的话，工人当然还要等好久才会颁布。紧接在“条例”之后，又以专向工厂视察员 解释
 实行法令的方法为借口，公布了关于实行1897年6月2日法令的“致工厂视察机关官员之训令”；这一训令把官员的恣意专断合法化，它的矛头是完全 指向工人
 的，而准许厂主用各种方法来规避法令。帝国政府非常喜欢在法律中写上一些冠冕堂皇的词句，然后又准许规避这些法律，用一些 训令
 来代替这些法律。把这些条例详细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新训令正是这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一“训令”大部分是 逐字逐句地抄袭
 我们在论述新法令的小册子中一再指出过的《财政通报》上的那篇文章 
［注：见本卷第340页。——编者注］

 。例如我们在那本小册子中曾经指出，《财政通报》怎样暗示给厂主一个强词夺理的办法：《财政通报》解释说，如果工人和厂主签订的合同中根本没有提到工作时间，那么新法令是不适用的，因为据说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已不是雇佣工人，而是接受订货者”。“训令”逐字逐句地重复了这一强词夺理的解释。条例共有22条，但是其中很多条是完全重复1897年6月2日的法令的条文。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条例只和“属财政部管辖的”那些厂主有关，而和矿山工厂、铁路工厂、官办工厂没有关系。应该把这些条例和法令本身严格地区别开来，因为颁布条例只是 为了发展
 法令，颁布条例的大臣可以补充和修改条例，或颁布新条例。这些条例谈到下列5个问题：（1）关于工间休息的问题；（2）关于星期日和节日休息的问题；（3）关于违反新法令的问题；（4）关于分班的问题；（5）关于加班的问题。现在我们按每个问题来详细研究一下这些条例，并指出财政部在自己的训令中是怎样建议运用这些条例的。


二

关于工间休息的问题规定了这样一些条例：第一，工间休息不包括在工作时数内，工间休息时工人可以自由活动，工间休息应该在厂规中写明；第二，只有在一昼夜的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的情况下才必须规定工间休息，工间休息不得少于1小时。这一条例丝毫没有改善工人的处境。甚至是相反的。1小时的工间休息太少了，大多数工厂都规定午餐有1个半小时的工间休息，有时早餐还有半小时的工间休息。大臣们死抓住最短的工间休息时间！只有1小时，工人经常连回家吃午饭也来不及。

工人当然不会允许把工间休息规定得这么短，他们将要求工间休息长一些。另一个关于必须规定工间休息的附带条件也有可能使工人受到欺压：根据大臣们颁布的条例，只有工作日超过10小时才 必须
 规定工间休息！这就是说，如果工作日是10小时，厂主就有权不给工人工间休息了！这又得工人自己设法，使厂主不能也不敢使用这样的权利。工人可以不同意这些条例（如果这些条例被列入厂规），可以要求更多的工间休息。在大臣们看来，甚至这些压榨还是少了。在这一条的“附注”中又说，“如有重大困难， 准许
 违反这一要求”，也就是说， 准许
 厂主先生完全不给工人工间休息！大臣们倒是准许了，工人却未必 准许
 。此外，如果工间休息的要求被认为对工人是繁重的负担，大臣也 准许
 违反这一要求。呵，关怀备至的大臣先生们！中断工作对工人将是“繁重的负担”，我们的大臣们考虑到了。可是要在一小时内吃完午饭对工人是“繁重的负担”，要不休息地接连工作 10小时
 对工人更是“繁重的负担”，大臣先生们却不吭一声了！关于工间休息的第三条要求，最多每隔6小时要让工人吃一次饭，但是条例并没有要求每隔6小时有一次 工间休息
 ；这样的条文有什么意义呢？没有工间休息，工人怎么好吃饭呢？在这一点上大臣先生们并不感到为难。如果没有工间休息（条例中说的），工人“就应该可以在工作时间吃饭，而且厂规中应该规定吃饭的地点”。整个这一条荒谬透顶，真叫人啼笑皆非！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
 规定的“吃饭地点” 不是工人做工的地方
 ，那么必然要有 工间休息
 ；或者规定的吃饭地点就是 工人做工的地方
 ，那么要求规定地点又有什么意义呢？工人没有权利中断工作， 不中断
 工作，他又怎么好吃饭呢？大臣先生们把工人当作机器；机器不是可以一面开动一面加油吗，那么为什么（我们“关怀备至的”大臣，资本的奴仆们这么想）工人就不能一面工作一面填肚子呢？工人只有希望，这种荒谬的条例只在俄国官员的办公室里才能想出来，而实际上是不会实行的。工人将要求 不
 把“吃饭地点” 规定在他们做工的地方
 ；工人将要求每隔6小时有一次 工间休息
 。这些就是关于工间休息的全部条例。大臣们把法令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工人自己不捍卫自己，不共同坚持自己的要求，不拒绝大臣们所颁布的条例，那么法令只会恶化工人的处境。


三

关于星期日和节日休息的问题，只规定了这样短短的一条：星期日或节日工人至少应有连续24小时的休息时间。这是为了“发展”关于星期日和节日休息的法令所能规定的 最低限度
 。不能规定得比这再少了。至于给工人规定得更多一点（例如36小时，象其他一些国家规定的那样），那大臣们连想都不曾想过。关于非基督徒的假日问题，条例中一字未提。


四

关于违反法令的问题规定了许多条例，条例很多，而且很详细。我们提醒工人，法令授权大臣在他们颁布的条例中准许违反法令， 提高
 法令的要求（即替工人向厂主多要求一些）或 降低
 法令的要求（即替工人向厂主 少
 要求一些）。我们且看大臣是怎么做的。第一条。如果“工人所从事的是 不能间断的
 工作，即在生产期间停顿必然损坏工具、器材或成品的工作”，准许违反法令。在这种情况下厂主先生可以超过法令所规定的时间“开工”。这时，条例只要求：第一，在相连的两昼夜内工人的工作时即不得超过24小时（而在班次更动时不得超过30小时）。至于为什么说两昼夜24小时而不说一昼夜12小时，我们在谈到分班问题那一节时就会明白。第二，条例要求，如果是做不能间断的工作，而工作日又超过8小时，那么每一个工人每月要有4昼夜的休息。这就是说，在 不能间断的
 生产部门中，工人的放假日数是 大大减少了
 ：每月4天，一年是48天，然而 就是
 法令（虽然已经削减了假日）也还在一年中留下了66个必须放假的日子。大臣们削减假日，到底有什么合理的根据呢？一点没有；就是每月放4天假， 不能间断的工作
 还是要打断，也就是说，厂主在放假期间还是得雇用别的工人（如果生产 的确
 是不能间断的，即不能 停止
 生产）。这就是说，大臣先生们又一次削减工人的假日， 不过是为了
 少“为难”厂主，减少他们雇用 别的
 工人的次数！还不止此，“训令”甚至还准许工厂视察员批准那些 给工人
 规定 更少的休息时间
 的厂规！只不过工厂视察员要把这一点向工商业司报告一下。这个例子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喜欢什么也说明不了的法令和详细的条例和训令：要修改令人不快的条例，只要向……受贿的工商业司请求一下就行了！！工厂视察员同样能（按照训令！）准许把训令所附清单中没有指出的工作列为不能间断的工作，也只要向工商业司报告一下就行了……在这一条的附注中说，厂规中应 特别注明
 哪些是不能间断的工作。“只有在确实必要的时候才容许违反本法令”（大臣颁布的条例这样说）。由谁来监督什么是 确实
 必要 或
 不确实必要呢？除了工人就没有别的人。工人应当不允许把关于没有 确实
 必要的不能间断的工作的附带条件列入厂规。第二条。如果工人做的是各种生产部门的辅助工作（日常修理，照料锅炉、发动机和传动装置，做取暖、照明、供水、警卫和消防等项工作），也容许违反法令。在这些方面违反法令也要在厂规中加以 特别注明
 。关于这类工人的放假日数， 条例中一字不提
 。这又得工人自己留心有无放假的问题，就是说，不要同意那些没有给这类工人规定放假日数的厂规。第三条。在下列两种情况下也可以违反关于工作日、关于星期日和节日休息的条例以及厂规。第一，机器、工具等受到意外的损坏以致工厂全部或部分停工。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必要的 修理
 工作，可以不受条例及厂规的限制。第二，“如发生火灾、机器损坏等不能预见之情况，以致企业中某一部分之工作暂时部分停顿或完全停顿，而其他部分又必须全部开工时，该部分之临时工作”可以不受条例及厂规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厂主应在当天通知工厂视察员，由工厂视察员 批准
 这种工作。）这一条表明，大臣们对厂主“关怀备至”，不让他多花一个钱。工厂的某一部分发生了火灾。工作停顿了。修复以后，厂主想弥补损失的时间。 因此
 大臣准许他随便榨取工人的额外劳动，即使强迫工人一昼夜做工18小时也行。但是这和工人又有什么相干呢？厂主多得利润，难道他会分给工人吗？难道这样他就会缩短工作日吗？为什么厂主受到损失工人就应该 延长
 工作日呢？这就是：利润自己拿，损失转嫁给工人。如果一定要把已失去的东西捞回，那为什么不雇用别的工人呢？俄国的大臣们对厂主先生的荷包如此“关怀备至”，令人吃惊！第四条。“在其他特别重要的非常情况下”也可以违反新法令。（还有什么情况呢？已经列举了这么多特别重要的非常情况，似乎再没有其他情况了吧？）在这种情况下违反法令，每一次都须经财政大臣和内务大臣个别批准。就是说，厂主请求，大臣批准，这就行了。用不着问工人：怎么能要“大人先生”征求粗鄙小民的意见呢！卑贱的小民的本份是给资本家做工，而不是去议论促使厂主再三请求的是“非常”情况还是最平常的发财欲。这就是大臣颁布的准许违反新法令的条例。我们看到，这些条例都是说怎样和什么时候可以不执行法令，可以降低法令为工人向厂主提出的要求。至于提高法令为工人向厂主提出的要求，大臣们就 只字
 不提了。工人们，你们回想一下，在论述新工厂法的小册子中谈到法令为什么给大臣们这么大的权利时是怎么讲的吧！


五

关于分班问题只规定了短短的一条，如果实行两班制共开工18小时，准许将工作时数 延长
 到一昼夜12小时，每个工人的工作时间按两周平均计算不超过一昼夜9小时。因此，这一条又是准许 延长
 工作日的。 延长
 工作日的条例有那么多，缩短工作日的却一条都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按照这一条可以强迫工人整个星期每昼夜工作12小时，而且“训令”又作了补充：工厂视察员还可以准许在其他方面违反法令，只要呈报工商业司司长……其次，前面提到的规定从事不能间断的工作的工作时间是每两昼夜24小时的那一条，也和分班问题有关。训令解释了为什么说 两昼夜24小时
 ，而不说一昼夜12小时。这样说是为了不改变某些工厂进行不能间断的工作所采取的很不象话的办法，即实行两 班
 制， 每隔8小时
 接一班的办法。实行这种分班制，工人第一天工作16小时，第二天工作8小时，永远没有正常的休息，也没有正常的睡眠。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不象话的分班办法了；但是大臣们对这些很不象话的事情非但丝毫不加限制，居然还在“训令”中厚颜无耻地说，这样分班在许多场合下对工人更方便些！！请看大臣们是怎样关心 工人的方便
 呵！


六

初看起来，条例对加班的问题似乎作了最明确的规定。限制加班不仅在大臣颁布的条例中是最重要的内容，而且在整个新法令中也是最重要的内容。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法令本身在这个问题上说得非常含糊，财政部最初并不打算对加班问题作出任何补充条例。现在大臣们总算是限制了加班，他们规定的限制也和起草新法令的委员会的建议一样，即一年以120小时为限。然而财政大臣在“训令”中训示工厂视察员时重复了我们在论新法令的书里从《财政通报》中引证的那些 对付工人
 的诡计和狡辩。我们再说一遍，“训令”是从《财政通报》照抄下来的。

第一条涉及新法令的一个规定，即厂主可以把生产技术条件所必需的加班条件列入和工人订立的合同。我们已经说过这个规定很含糊。然而这一条法令却极其重要：如果关于加班的条件列入厂规，那么加班就成了工人 应尽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法令也就没有实行
 。现在大臣颁布的条例把这句话解释成这样：只有“极偶然的而且是由生产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生产过程反常现象”所引起的工作，才能看作“生产技术条件所必需的”工作。这就是说，例如订货增加所引起的反常现象就不在此列（因为订货和生产的特点无关）。火灾、机器损坏等等所引起的反常现象也不在此列，因为这也和生产本身的特点无关。 按照常识
 ，就应该这样理解条例。但是在这里“训令”又来帮厂主的忙了。在某种场合下可以把加班列入雇佣条件（即列入厂规）并当作工人应尽的义务，这一点被“训令”出色地发展了，以致现在 简直随便什么
 都可以算作这种场合了。真的，请工人们回想一下《财政通报》的那篇文章是怎样 发展
 法令的，然后再拿“训令”来和它对照一下。“训令”起先说的是“生产技术条件所必需的”工作，以后又偷偷地换了另一种说法：“绝对必需的工作”（原来是这样呵！那由谁来判断是否必需呢？），再下面训令又举了几个“绝对必需”的小例子，原来下述场合也在此列：如果厂主“不可能或者很难〈老一套！〉增雇工人”；如果工作非常紧急（如季节性的工作）；如果印刷厂必须每天印出报纸；如果有了无法预知的工作等等。总之，要什么就申请什么。坐在财政部里的资本家的无耻走狗这样 发展了
 法令，使得厂主 有权
 把 随便什么样的加班
 要求都列入厂规。 一旦这种要求列入厂规，那全部新法令也就完蛋了，而一切将依然如故
 。工人应当不允许把这些要求列入厂规，否则他们的处境非但不能改善，甚至还会恶化。工人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厂主和官员们如何勾结在一起，商量怎样以合法的根据再来奴役工人。“训令”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勾结，表明了财政部对资本家利益的效忠。

关于加班的第二条，规定每一个工人每年的加班时间不得超过120小时，但是这个数字 不包括
 ：第一，合同规定的“由于生产技术条件”而对工人是必须的加班，我们刚才看到，大臣们已经准许把那些和“生产技术条件”毫无共同之点的 随便什么
 情况都算到这里面来了；第二，不包括因火灾、机器损坏等原因，或弥补某一车间过去停工所受的损失而进行的加班。

把关于加班的所有这些条例放在一起，就同下面这个有名的寓言极其相似。狮子和一道打猎的伙伴们“平”分猎物：第一份它拿了，因为它有权拿；第二份它拿了，因为它是百兽之王；第三份它拿了，因为它比谁都强大；而第四份谁想伸一伸爪子就别想活命。 
［注：见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狮子打猎》。——编者注］

 现在我国的厂主在谈到加班问题时也会发表完全相同的论调。第一，厂主“有权”榨取工人的“生产技术条件所必需的”加班工作，即随便什么工作，只要这种工作是列在厂规里的。第二，他们在“特殊情况”下，即在想把自己的损失转嫁到工人身上去的时候，可以榨取工人的工作。第三，他们一年还可以再榨取工人120小时，理由是他们富有，工人贫穷。第四，在“非常情况”下他们还可以从大臣那里得到特权。好了，扣除这一切以后，一昼夜24小时中余下的时间工人就可以“自由”支配了，他们要牢牢记住，公平的政府决不会“剥夺工人”一昼夜做工24小时的“权利”的……为了 合法
 榨取工人的加班工作，规定厂主要把所有这些种类的加班登记在专用的 本子
 上。一本登记他们“有权”从工人身上榨取来的；另一本登记在“特殊情况”下榨取来的；第三本登记按“特殊协定”榨取来的（一年不超过120小时）；第四本登记在“非常情况”下榨取来的。结果不是工人境况得到改善，而是一味的拖延和公文的往返（不受限制的俄国政府的一切改革，其结果总是这样）。工厂警官会常到工厂里来“审查”……这些本子（本子乱得一塌糊涂），而在这种有益的工作之暇，就向工商业司司长报告给厂主的新礼物，向警察司密报工人的罢工。这批手段高明的生意人和组成我国政府的那帮强盗原是一丘之貉！他们现在还会廉价雇用国外的代理人，让这些人在“欧洲”所有的十字街头吹嘘，说我们已经有了多么关心工人的法律。


七

最后，我们对大臣颁布的条例作一个总的考察。试回想一下，新法令授权大臣先生们颁布的是些什么样的条例？有三类条例：（1）解释法令的条例；（2）提高或降低新法令对厂主的要求的条例；（3）关于特别有害工人健康的生产部门的条例。大臣们又是怎样利用法令给他们的权利呢？

关于第一类，他们只颁布了几个最必需的、少到不可再少的、非有不可的条例。他们准许了大量的有弹性的加班——一年120小时，同时还通过训令规定了数不胜数的例外，从而使条例失去任何意义。他们竭力减少工人的工间休息，很不象话的分班制度原封未动，甚至比原来还糟。

关于第二类条例，大臣们在降低新法令对厂主的要求方面 竭尽全力
 ，就是说， 为厂主竭尽全力，为工人丝毫不出力
 ，条例丝毫没有提高新法令对厂主提出的、有利于工人的要求。

关于第三类条例（即对那些被迫在极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门中工作的工人有利的条例），大臣们什么都没有做，一个字也没有说。只是在训令中提了一下，工厂视察员可以向工商业司报告关于特别有害健康的生产！工厂视察员以前也随便什么都可以“报告”。只是由于某种无法理解的原因，工厂警官总是“报告”工人罢工的事件和迫害工人的办法，而不报告如何保护在最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门中工作的工人。

工人自己由此可以知道，他们从警察政府的官员那里能等到些什么。要争得八小时工作制和完全禁止加班，俄国工人还要进行许多顽强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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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新工厂法》这本小册子是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的，正文写于1897年夏，附录写于同年秋。根据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列宁的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初版所写的序言判断，《新工厂法》的手稿直到1898年秋才传到国外。1899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印刷所予以刊印。——335。



[78]特别的布告指1897年1月初在彼得堡各纺织厂张贴的一份布告，其中说，从4月16日（28日）即“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起实行11+（1/2）小时工作日。——334。



[79]《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Финансов，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и　Торговли》）是沙皇俄国财政部的刊物（周刊），1883年11月—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1885年1月前称《财政部政府命令一览》。该杂志刊登政府命令、经济方面的文章和评论、官方统计资料等。——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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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

（1897年9月）

《俄罗斯新闻》[80]（8月30日）第239号登载了尼·列维茨基先生的一篇短文《谈谈有关人民生活的几个问题》。作者“住在乡间，和人民经常来往”，“早就碰到了”人民生活中的一些问题，采取适当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是“刻不容缓”和“迫切需要”的了。作者相信，他这篇主题如此重要的“短文”，“一定会在关心人民需要的人们中间得到反应”，他还希望就他提出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列维茨基先生这篇短文所使用的“崇高文体”及其丰富的崇高词句已经使人预感到，他谈的是现代生活中一些真正重要、刻不容缓和迫切的问题。实际上，作者的倡议只是又提供了一个（而且是异常突出的一个）民粹派政论家已经使俄国公众见惯不惊的真正马尼洛夫式的空想计划的实例而已。因此我们认为，对尼·列维茨基先生提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不是没有益处的。

尼·列维茨基先生列出的“问题”共有5个（5项），同时，作者不仅对每个“问题”作了“答复”，而且十分明确地提出了相应的“办法”。每一个问题是实行“低利的、可行的”信贷，消除高利贷者、“富农和各式各样的土豪、掠夺者”的任意剥削。办法是“建立比较简单的乡村农民信用互助会”，按作者的设想，国家银行储蓄部的存折不发给个人，而是发给专门成立的互助会，由互助会通过一个会计办理交款和接受贷款手续。

可见，作者长期“和人民来往”，竟使他在如此陈腐的信贷问题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建立”新型的信用互助会！显然作者以为我们在制定无穷无尽的“形式”、“样式”、“章程”、“模范章程”、“标准章程”等等上面耗费的笔墨纸张还太少了。我们的这位实践家“住在乡间”，却没有发现由于希望以“低利的、可行的信贷”来代替“富农”而产生的任何更加重要的问题。我们当然不准备在这里谈论信贷的意义，我们假定作者的目的是 清楚
 的，我们只从纯粹实际的方面来观察一下作者谈得天花乱坠的那些方法。信贷是一种发达的商品流通制度。试问，既然等级法律和等级禁令的无数残余使我国农民的处境 排斥
 正常的、自由的、广泛的和发达的商品流通，那么在他们中间建立这样的制度是不是可能呢？在谈论人民迫切的、刻不容缓的需要时，竟把信贷问题归结为制定新型的“章程”，而闭口不谈必须 废除
 成堆的“章程”，即 废除
 那些阻碍农民的正常商品流通、阻碍动产和不动产的自由转移、阻碍农民自由地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行业转到另一个行业、阻碍其他阶级和等级出身的人自由加入农民村团的“章程”，这难道不可笑吗？通过改进信用互助会“章程”的办法来跟“富农、高利贷者、土豪、掠夺者”进行斗争，有什么能比这种做法更滑稽呢？我国农村所以能够极其牢固地保存最恶劣的高利贷行为，正是由于农村存在着等级制的闭塞状态，正是由于有成千种羁绊束缚着商品流通的发展。但是我们这位讲求实际的作者却只字不提这些羁绊，反而把制定 新的
 章程说成是农村信贷中的迫切问题。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农村早已具备了适应商品流通的条件，因而信贷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这些国家取得这样的成就，想必是由于好心肠的官吏们拟定了许多“章程”的缘故吧！

第二个问题是“农民家庭因家长死亡而处于生活无法维持的境地”，以及“迫切需要”“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和办法，保护和保存农民中做工的农业人口”。请看，尼·列维茨基先生的“问题”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宏伟了！如果第一个问题所涉及的是极其普通的资产阶级制度，而且只有加上许多附带条件我们才能承认这个制度有些益处，那么现在在我们面前提出的已经是如此重大的问题，以及“原则上”我们完全承认这个问题是刻不容缓的，并且不能不因为作者 提出
 这样的问题而对他表示同情。但是民粹主义者提出的同这个重大问题相适应的“措施”却是很……（怎样说得更婉转些呢？）……不聪明的。请听吧：“……迫切需要组织和实行义务的〈原文如此！〉、 群众性的、费用减到最低限度的全体农民互助人寿保险
 
［注：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通过村团、互助会、劳动组合等形式）。同时必须弄清（1）私营保险公司、（2）地方自治机关和（3）国家在此项事业中的地位和比重。”

原来是我们这些农夫的头脑太迟钝了！他们没有想到，家长一死，全家就得去讨饭；打不下粮食，就要饿死，甚至有时打下了粮食，如果找不到“外水”空手而归，还是免不了要去讨饭。这些愚蠢的农夫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寿保险”，并且许多好人早已在享用这种保险，而其他一些好人（保险公司的股东）则从中赚钱。挨饿的“塞索伊卡”没有想到，他只要和也在挨饿的“米加伊”[81]组织一个互助人寿保险会（缴纳最低限度的、最低最低限度的费用！），他们家庭的生活在家长死亡后就可以得到保证！幸而替这些头脑迟钝的农夫设想的有我们学识渊博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住在乡间、和人民经常来往”，“早就碰到了”这种宏伟的、异常宏伟的“计划”！

第三个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必须提出和讨论关于设立 全帝国农民人寿保险基金
 
［注：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的问题，正象现有的全帝国粮食基金和火灾基金一样。”不言而喻，要实行保险，就必须讨论基金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最可敬的作者在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疏漏之处。难道关于筹划的机构归哪一部、哪一司管理的问题，就不“必须提出和讨论”了吗？第一，毫无疑问，内务部社会经济司应当管理这个机构；第二，内务部地方局也有密切关系；第三，财政部也应当管理保险事业。因此，筹划单独成立一个象 国家种马场管理总局
 那样的“全体农民国家义务互助人寿保险管理总局”，不是更合适些吗？

第四个问题。“其次，由于各种劳动组合在俄国极为普遍，并且由于它们对国民经济具有明显的好处和意义，因此迫切需要（4）组织一个单独的、专门的 农业劳动组合和其他劳动组合促进协会
 。”各种劳动组合给建立这些劳动组合的那些居民阶级带来好处，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不同阶级代表的联合也会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很大好处。只是作者对此过于入迷，说“各种劳动组合在俄国极为普遍”，这是不对的。谁都知道，与西欧任何一个国家比较起来，俄国的“各种劳动组合”是 太少了，少得异乎寻常
 ……除了空想的马尼洛夫以外，这是“谁都知道”的。例如，《俄罗斯新闻》编辑部也知道这一点，它 在
 尼·列维茨基先生这篇文章的 前面
 ，登载了一篇很有意义很有内容的文章《法国的辛迪加》。尼·列维茨基先生本应从这篇文章中看出“ 各种
 劳动组合”在资本主义的法国得到了无限广阔的发展（与非资本主义的俄国相比）。我强调“各种”二字，是因为从这篇文章中很容易看出，法国的辛迪加有四种：（1）工人辛迪加（2163个，参加者419172人）；（2）老板辛迪加（1622个，参加者130752人）；（3）农业辛迪加（1188个，398048人）；（4）混合辛迪加（173个，31126人）。列维茨基先生，请您算一下总数吧！您会得出通过“各种劳动组合”联合起来的人数有将近100万人（979000）这个数字，现在就请您坦白地说，难道您不为您信口说出“各种〈原文如此！！！〉劳动组合在俄国极为普遍”这句话感到不好意思吗？难道您没有发觉，同关于“法国辛迪加”的赤裸裸的数字登在一起的您的这篇文章，给人留下了多么滑稽、多么令人啼笑皆非的印象吗？这些不幸的法国人看来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脓疮而没有达到“各种劳动组合极为普遍”的程度，他们也许会对关于设立“单独的、专门的协会”……来促进各种劳动组合的建立的建议捧腹大笑吧！但是不言而喻，这种嘲笑不过是法国人有名的轻率态度的表现，他们不能理解俄国人的持重。这些轻率的法国人在成立“各种劳动组合”以前，不但没有预先成立“劳动组合促进协会”，而且（说起来真是可怕！）没有预先制定各种协会的“模范”章程、“标准”章程及其“简化型式”！

第五个问题……（迫切需要）“这个协会出版（或单独出版）一种…… 专门研究俄国和外国合作事业的专门刊物
 ……”是的，是的，列维茨基先生！当一个人的胃有了毛病不能照常吃饭的时候，他就只好阅读一些别人怎样吃饭的材料。但是一个人病到了这种程度，医生大概也不会让他阅读有关别人怎样吃饭的材料，因为这种阅读会引起与病人饮食规定不相适应的过度食欲……医生这样做是完全有理由的。

我们相当详细地叙述了尼·列维茨基先生的短文。读者也许会问：对这样一篇肤浅的报纸短文，是否值得作这样长时间的论述，是否值得作这样长篇的评论？一个人（总的说来，是一个充满了极其善良愿望的人）偶而胡诌一通全体农民义务互助人寿保险的谬论，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在类似问题上我们偶尔也听到过完全相同的意见。但这些意见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先进的政论家”有时呕吐出这样一些荒唐透顶、只能令人惊讶的“农奴社会主义”式的“计划”，难道这真是偶然的吗？《俄国财富》、《俄罗斯新闻》是一些绝对不属于极端民粹派的刊物，它们始终反对民粹派的过激言行，反对民粹派中类似瓦·沃·先生的结论，甚至同意用“伦理社会学学派”之类新标签的外衣来掩盖其民粹主义的破烂衣衫。甚至象这样一些刊物，都定期地、极有系统地向俄国公众时而奉献谢·尤沙柯夫先生的什么“教育的空想”，即在贫苦农民必须为补偿自己所受的教育而服工役的农业中学中实行中等义务教育的计划，时而奉献尼·列维茨基先生的全体农民义务互助人寿保险的计划 
［注：把民粹派政论界这两位制定空想计划的专家比较一下，那么不能不承认，尼·列维茨基先生要高明一些，因为他的计划比谢·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要聪明一点
 。］

 ，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如果把这种现象说成是偶然的，那未免太天真了。每个民粹派分子身上都有马尼洛夫精神。忽视实际的现实情况和实际的经济发展，不愿分析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在其相互关系中的现实利益，习惯于从上面来议论和处理祖国的“需要”和“命运”，轻视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发达得多的联合而大肆吹嘘俄国村社和劳动组合中保留着的中世纪联合的些许残余，——所有这些特点，在每个民粹派分子身上都可以看得出来，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因此，当某个不十分聪明、却十分天真的著作家，以一种理应取得较好成效的无畏精神，使这些特点得到充分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并在某一“计划”的鲜明图画中体现出来时，进行观察常常是颇有裨益的。这类计划总是鲜明的，只要把这些计划给读者 看一下
 ，就足以 证明
 现代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给我们的社会思想和我们的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这类计划总是有许多滑稽可笑的地方。如果您粗略地看一下，那您除了想发笑而外，多半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印象。但是您一深入分析，您就会说：“这一切是可笑的，甚至是可悲的！” 
［注：见俄国诗人米·尤·莱蒙托夫的短诗《致亚·奥·斯米尔诺娃》。——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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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377。



[81]“塞索伊卡”是俄国作家费·米·列舍特尼科夫的小说《波德里普村的人们》中的人物，是一个在沙皇制度下备受压迫的农民形象。



“米加伊”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一个农奴的名字。——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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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拒绝什么遗产？[82]


（1897年底）





	
一 “遗产”代表之一

二 民粹派加到“遗产”上的东西



三 “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是否得到了好处？



四 “启蒙者”、民粹派分子和“学生们”



五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










在1897年《俄国财富》第10期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转述明斯基先生对“辩证唯物论者”的批判时写道：“他〈明斯基先生〉一定知道，这些人根本不愿意与过去有任何继承性的联系，并且坚决拒绝遗产”（第179页），也就是说，拒绝瓦·罗扎诺夫先生1891年在《莫斯科新闻》上郑重拒绝了的“60—70年代的遗产”（第178页）。

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俄国学生们” 
［注：这是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代称。——编者注］

 的这个批评中，有很多谎话。诚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不是“俄国学生们拒绝遗产”这种谎话的唯一制造者，也不是这种谎话的第一个制造者，——这种谎话很早就由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代表者攻击“学生们”时反复说过了。我记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开始与“学生们”激烈作战时还没有想到这种谎话，别人在他以前就捏造出来了。后来他才认为必须附和这种谎话。“学生们”在俄文书刊中把自己的观点发挥得愈彻底，他们对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讲得愈周详，则在敌对刊物上就会愈少见到有人切实反驳新派别的基本论点。这些基本论点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是进步的，民粹派把小生产者理想化是荒谬的，必须到俄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物质利益中去寻找对于社会思想流派和法律政治制度的解释。人们不提这些基本论点，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宁愿不谈这些基本论点，同时却编造出越来越多的谎言来诋毁新派别。在这类谎话——“拙劣的谎话”中，也有这样一种流行说法，说什么“俄国学生们拒绝遗产”，说什么他们同俄国社会中优秀先进部分的优秀传统脱离了关系，说什么他们割断了民主主义的线索，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由于这类流言蜚语广为传播，我们不得不对它们详加考察并予以驳斥。为了使我们的论述不致使人觉得毫无根据，我们一开始就从历史和著述方面把两个“农村政论家”作一对比，以说明“遗产”问题。我们附带声明一下：我们的论述只限于经济学和政论方面的问题，在全部“遗产”中只考察这些问题，而把哲学、文学、美学等方面的问题撇开不谈。





一

“遗产”代表之一

30年前，即在1867年，《祖国纪事》杂志[83]开始刊载斯卡尔金所写的标题为《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的一些政论性特写。这些特写在1867—1869年这三年当中陆续发表出来。1870年，作者把这些特写收集起来，以同样的标题出了单行本。 
［注：斯卡尔金
 《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圣彼得堡版（共451页）。我们没有可能找到这几年的《祖国纪事》，所以只能利用这个单行本[84]。］

 读一读这本现在几乎完全被人忘却了的书，对于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即“遗产”代表同民粹派分子和“俄国学生们”的关系问题，是很有益处的。这本书的书名是不确切的。作者自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解释说，这本书的主题是“首都”同“乡村”的关系问题，即关于乡村的政论性特写，他没有打算专门谈论首都。这就是说，他也许打算过，不过认为这不方便：象我所能够的那样去做，我不愿意，象我所愿意的那样去做，我又不能够，——斯卡尔金引证一个希腊作家的话来说明这种不方便。

让我们简短地叙述一下斯卡尔金的观点。

我们从农民改革[85]开始谈起，因为直到现在每个愿意叙述自己关于经济学问题和政论问题的一般观点的人，都必定要把这个问题作为起点。在斯卡尔金的书中，农民改革问题占有很大篇幅。斯卡尔金大概是第一个这样的作家，他根据广泛的事实和对整个农村生活的详细考察，系统地表明农民 在
 实行改革 后
 的穷困状况，他们生活恶化的情形，以及他们在经济、法律和生活方面的新的依赖形式，一句话，表明一切从那时以来为许多研究与记述所十分周密而又详尽地指出和证明过的东西。现在这一切真实情况已不是什么新东西了。但在当时它们不仅是新的，而且还引起自由派一帮人的猜疑，因为他们担心：指出这些所谓“改革的缺点”，是否意味着对改革以及对被掩盖着的农奴制的谴责。斯卡尔金的见解所以更加值得注意，还因为作者是改革时期的人（他也许甚至还参加了改革。我们手头没有任何关于斯卡尔金的历史文献资料和传记材料）。因此，他的见解是根据对当时的“首都”和当时的“乡村”的直接观察，而不是根据书斋里对书本材料的研究。

在斯卡尔金对农民改革的见解中，首先使听惯了民粹派关于这个题目的甜言蜜语的现代读者特别注意的，是作者的头脑非常 清醒
 。斯卡尔金在观察改革时一点也不欺骗自己，一点也不把改革理想化，他把改革看作是地主和农民双方之间的一种协定，因为在此以前他们是在某种条件下共同享用土地，而现在他们分开了，与此同时双方的法律地位也改变了。决定分开的方式和每方所得土地的数量的因素，是双方的利益。这些利益决定了双方的意愿，而哪一方有可能直接参加改革和实际发挥实现改革的各种问题，也就决定了这一方占有优势。斯卡尔金对改革的了解正是如此。关于改革的主要问题，即关于份地和缴款的问题，斯卡尔金谈得特别详细，他在自己的许多特写中屡次谈到这些问题（斯卡尔金的书包括11篇具有独立内容的特写，在形式上很象单篇的农村通信。第一篇特写是1866年写的，最后一篇是1869年写的）。斯卡尔金的书中关于所谓“少地的”农民的说明，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当然没有什么新颖的地方，但是在60年代末，他的论证则是既新鲜又可贵的。当然，我们不去重述这些论证，我们只指出斯卡尔金在说明现象方面的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胜过了民粹派。斯卡尔金不是说“地少”，而是说“农民份地被割去的太多”（第213、214页及其他许多页；参看第三篇特写的标题），说法令所规定的最大份地要少于实有的份地（第257页），并且举出农民对改革的这一方面的非常突出和典型的意见 
［注：“他
 〈黑体是原作者用的〉这样割去了我们一部分土地，使我们没有这块割地就活不下去；我们自己的土地被他们的田地从四面八方包围住了，使我们连牲口都赶不出去；现在你还得为份地特别付钱，也要为割地特别付钱，并且要多少就得付多少。”一个以前缴纳代役租的有经验和识字的农夫对我说：“这算什么改善生活！加在我们身上的代役租和以前一样，而土地却被割去了一部分。”］

 。斯卡尔金对这一事实的解释和论证是非常详细、有力的，对于一位非常温和、冷静、按其一般观点来看无疑是资产阶级著作家说来甚至是很激烈的。象斯卡尔金这样一个著作家也这样坚决地谈论这个现象，可见这个现象非常刺目。关于缴款太重，斯卡尔金也谈论得非常坚决和详细，并用大量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我们在第三篇特写（1867年）的副标题下面读到：“过高的赋税是他们〈农民〉穷困的主要原因”，而且斯卡尔金指出赋税高于农民种地所得，他引证《税务委员会报告》中关于俄国赋税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间的分配材料，原来下层阶级担负了全部赋税的76%，上层阶级只担负了17%，而西欧赋税分配的比例无论在什么地方对于下层阶级都要有利得多。在第七篇特写（1868年）的副标题下我们读到：“过重的货币税是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作者表明，新的生活条件是如何立刻要求农民出钱、出钱、再出钱，《法令》是如何把废除农奴制需要农民补偿地主这一条规定下来（第252页），代役租的最高数额是如何“根据地主及其管事和村长所提供的原本材料、即完全任意编造出来的和一点也不可靠的材料而规定的”（第255页）。因此，委员会算出的平均代役租，要高于实际的平均代役租。“农民除缴纳沉重的税款以外，还丧失了几百年来所享用的土地。”（第258页）“如果土地的赎金不是根据代役租的资本化，而是根据土地在解放时期的真正价值来估计，那么赎金就会很容易交付，甚至不需要政府协助，也不需要发行信贷券了。”（第264页）“按照2月19日法令的精神，赎金应当减轻农民的负担和改善农民的生活，实际上却往往使农民受到更大的压迫。”（第269页）我们引证这些话——它们本身并没有多大意思，而且一部分已经陈旧了——是为了表明，一个敌视村社并在很多问题上象十足的曼彻斯特派分子那样发表意见的著作家，是多么慷慨激昂地为农民的利益说话。指出如下一点很有益处，即民粹派的几乎所有有益而不反动的论点与这位曼彻斯特派分子的论点是完全吻合的。不言而喻，既然斯卡尔金对改革抱有这种观点，那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象民粹派分子过去和现在那样醉心于把改革甜蜜地理想化，说什么改革批准了人民生产，说它超过了西欧的农民改革，说它把俄国好象变成了一块白板等等。斯卡尔金不仅没有说也不会说这一类话，而且甚至直接说，我国农民改革比之西欧是在对农民更加不利的条件下实行的，它所带来的好处也少于西欧。斯卡尔金写道：“如果我们问一问自己，那就会直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农奴解放在我国就不象本世纪头25年在普鲁士和萨克森那样迅速、那样与日俱增地表现出良好结果来呢？”（第221页）“在普鲁士，和在德国各地一样，要赎的不是农民早已依据法律成为其财产的份地，而是农民必须向地主尽的义务。”（第272页）

我们现在从斯卡尔金所评价的改革的经济方面转而来谈法律方面。斯卡尔金坚决反对连环保、身分证制度以及农民“村社”（和小市民社团）对其成员们的宗法式权力。在第三篇特写中（1867年），他坚决主张废除连环保、人头税和身分证制度，主张必须实行平等的财产税制度，用免费的和无期限的证明来代替身分证。“其他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没有在国内实行身分证税的。”（第109页）大家知道，这种税只是在1897年才被废除了。我们在第四篇特写的标题下读到：“村团和城市社马在发送身分证和征收外出税方面是十分专横的……”“连环保是宽裕的业主和正经的庄稼人必须替游手好闲的人和懒汉拖着的沉重枷锁。”（第126页）对于当时就已经看得出来的农民分化现象，斯卡尔金想以上升者和下降者的个人品质来解释。作者详尽地描写住在圣彼得堡的农民在领取身分证和延长身分证期限方面的困难，并且驳斥一些人的如下异议：“谢天谢地，这一大群无地的农民没有登记要到城市里来，没有使没有不动产的城市居民的人数增加……”（第130页）“野蛮的连环保……”（第131页）……“试问，能否把身处这种地位的人叫作有公民自由权利的人呢？这不也就是被固定在土地上的农民（glebae　adscripti）[86]吗？”（第132页）人们把罪过归到农民改革上去。“但是立法把农民从地主的羁绊下面解放出来以后，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使农民摆脱村团和注册处的羁绊，这难道应归罪于农民改革吗？……农民既不能决定自己居住的地方，又不能选择自己的职业，公民自由的标志何在呢？”（第132页）斯卡尔金十分正确和中肯地把我们的农民称为“定居的无产者” 
［注：斯卡尔金非常详细地表明了这个定义（无产者）不仅第一部分是正确的，而且第二部分也是正确的。他在自己的特写中把大量篇幅用于对农民的附属地位及其穷困情况的描述，用于对雇农的艰苦状况的描述，用于对《1868年饥荒情况的描述》（第五篇特写的标题），以及用于对农民受盘剥受侮辱的种种表现的描述。就象在90年代一样，在60年代也曾有闭口不谈和否认饥荒的人。斯卡尔金激烈地反对这种人。自然，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引证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

 （第231页）。在第八篇特写（1868年）的标题下我们读到：“把农民束缚在村团中和份地上，就阻碍他们生活的改善……阻碍外出做零工现象的发展。”“除农民无知和受不断增加的赋税压榨外，阻碍农民生产发展、因而阻碍农民福利提高的原因之一，是农民被束缚在村团中和份地上。把人手束缚在一个地方并用坚固的纽带把土地村社束缚起来，这本身就是对劳动、个人进取心和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非常不利的条件。”（第284页）“农民被束缚在份地上和村团中，没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应用到生产效能更高和对自己更有利的地方，他们好象停留在从农奴制度挣脱出来就走了进去的那种拥挤不堪的、象牲畜一样混杂在一起的、不生产什么东西的生活方式中。”（第285页）由此可见，作者是从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考察农民生活的这些问题的，虽然如此（更确切些说：正因为如此），他非常正确地估计了把农民束缚起来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和农民本身的害处。这个害处（我们补充一句）对于最下层农民，对于农村无产阶级，是特别大的。斯卡尔金很中肯地说道：“法律关心不使农民仍旧没有土地，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忘记，农民自身对于这个问题的关心，比任何立法者都要强烈得多。”（第286页）“农民除被束缚于自己的份地和村团以外，即使临时外出做些零工，也由于连环保和身分证制度而要受到许多限制，支付许多花费。”（第298页）“据我看来，如果采取……一些措施使农民易于离开土地，很多农民就会摆脱当前的困境。”（第294页）在这里斯卡尔金所表示的愿望是与民粹派的种种方案截然相反的，民粹派的那些方案就是要把村社固定下来，禁止转让份地等等。从那时起，许多事实充分证明斯卡尔金是完全正确的：继续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和保持农民村社的等级制的闭塞状态，只能使农村无产阶级的状况恶化，阻碍全国的经济发展，丝毫也不能保卫“定居的无产者”避免最坏的盘剥和依赖地位，避免工资和生活水平下降到最低限度。

从上面的引证中读者已经能够看出，斯卡尔金是反对村社的。他从个人财产、个人进取心等等角度出发反对村社与重分制（第142页及以下各页）。斯卡尔金反驳拥护村社的人说，“古来的习惯法”已经过时了：“在一切国家里，随着农村居民与文明环境的接近，习惯法便丧失其原始的纯洁性，遭到毁损和歪曲。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村社的权力渐渐变成豪绅和乡村文书的权力，结果这个权力不但不去保护农民，反而成了束缚他们的沉重的羁绊。”（第143页）——这个意见是非常正确的，它已为30年来的无数事实所证实。斯卡尔金认为，“父权制的家庭，村社的土地占有制，习惯法”，已经被历史无可挽回地判决了。“谁愿意永远给我们留下这些过去几世纪的可敬纪念物，谁就因此证明，他们更善于空想，而不能深入现实和了解不可抵挡的历史进程。”（第162页）斯卡尔金在发表了这个事实上是正确的意见之后，接着又进行了一些带有曼彻斯特派气味的激烈抨击。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写道：“村社的土地使用制使每个农民陷入对整个村团奴隶般的依赖地位。”（第222页）这样，斯卡尔金便把从纯粹资产阶级观点对村社的极端仇视与对农民利益的坚定保护结合在一起了。斯卡尔金决没有把对村社的仇视与那些主张用暴力消灭村社并强制实行另外的土地占有制度的愚蠢方案结合在一起，——这些方案通常是现代反对村社的人编造出来的，他们主张粗暴地干涉农民生活，并且完全不从农民利益出发来反对村社。相反，斯卡尔金强烈抗议把他算作拥护“用暴力消灭村社土地使用制”（第144页）的人。他写道：“2月19日的法令非常英明地让农民自己……从村社土地使用制过渡到……分户耕种制。的确，除农民自己外，谁也不能真正决定这种过渡要在什么时候实行。”因此，斯卡尔金反对村社，只是由于他认为村社阻碍经济发展，阻碍农民退出村团和离开土地，这与“俄国学生们”现在仇视村社的原因是一致的。这种仇视，与捍卫地主自私的利益，与捍卫农奴制度的残余和精神，与捍卫对农民生活的干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注意到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现代民粹派习惯于只把《莫斯科新闻》这个阵营看作村社的敌人，而很愿意装作不懂得有 另一种
 对村社的仇视。

斯卡尔金对农民穷困状况的原因的总看法，是认为所有这些原因都在于农奴制度的残余。斯卡尔金描写了1868学的饥荒情况后指出：农奴制度的拥护者幸灾乐祸地谈论着这次饥荒，说饥荒的原因在于农民放荡，在于废除了地主的保护等等。斯卡尔金激烈地反对这些观点。他说：“农民穷困的原因是 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
 〈第212页〉，而不是废除农奴制度的结果；这是使我国大多数农民处于接近无产阶级的地位的一般原因”；接着斯卡尔金把上述对改革的意见又讲了一遍。攻击分户是荒谬的：“分户虽然给农民的物质利益带来暂时的损失，但它却拯救了农民的个人自由和农民家庭的尊严，即人的最高福利，没有这种福利，任何文明成就都不可能达到”（第217页）。接着斯卡尔金正确地指出了人们攻击分户的真正原因：“许多地主过分夸大分户所产生的害处，把农民穷困的某些原因所产生的结果都归到分户上面，正如归到酗酒上面一样，而地主们自己却不愿意承认这些原因是由于他们才产生的。”（第218页）有人说，现在人们对农民的贫困大写特写起来，而以前却没有人写过，可见农民的状况是恶化了；斯卡尔金回答这些人说：“要想通过对农民状况的今昔对比来判断农民从地主权力下面解放出来的结果，那就应该在农奴制度统治的情况下，把农民的份地分割得象现在所分割的一样，并且把改革后的一切赋役加在农民身上，然后再来看一看他们怎样忍受这种状况。”（第219页）这是斯卡尔金见解中极其突出和重要的特点，他把农民状况恶化的 一切
 原因都归结为农奴制度的残余，即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工役、代役租、割地、农民无人身权利和不能更换住所。至于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制度本身、改革后的经济制度本身可能包含农民贫困的原因，这一点斯卡尔金不仅没有看到，而且也根本不会想到，因为他深信，只要把农奴制度的这一切残余彻底铲除，普遍幸福就会到来。他的观点正好是否定的观点：只要铲除农民自由发展的障碍，只要铲除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束缚，我们这个美好世界上的一切就会更加美好。斯卡尔金说：“在这里〈即在对待农民方面〉国家政权只有一条路：逐渐地和始终不懈地把 那些
 使我国农民陷入现在这样愚钝和贫困的境地并且不让他们站立起来的 原因铲除干净
 。”（第224页，黑体是我用的）对于那些为“村社”辩护（即主张把农民束缚在村团中或份地上），认为不然就会“产生农村无产阶级”的人们，斯卡尔金的答复在这方面是极其值得注意的。斯卡尔金说：“只要我们回想一下我国有多么广阔的土地因为没有人耕种而荒废起来，这个反驳就不攻自破了。如果法律对我国劳动力的自然分配不加限制，那么在俄国只有那些职业乞丐或者是不可救药的堕落分子和酒鬼才会成为真正的无产者。”（第144页）——这是18世纪经济学者和“启蒙者”的典型观点，他们相信，只要农奴制及其一切残余一废除，就会在大地上建立起普遍幸福的王国。也许民粹派分子会蔑视斯卡尔金，说他不过是一个资产者。不错，斯卡尔金固然是一个资产者，但他是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代表，而民粹派分子的思想体系则是小资产阶级的，在许多方面是反动的。至于农民那些与整个社会发展要求始终一致的实际的和现实的利益，这个“资产者”却比民粹派分子捍卫得更好些！ 
［注：反过来说，凡是我们在民粹派那里遇到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实际措施，就其内容说来，完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措施，即正好对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是对其他什么发展有利的措施。只有小资产者才能捏造理论，说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减少赋税，实行移民，发放信贷，提高技术，整顿销售等等措施，是为什么“人民生产”服务的。］



为了结束对斯卡尔金观点的评述，我们要补充几句。他反对等级制度，主张一切等级只有一个法庭，“在理论上”同情不分等级的乡政权，热烈拥护国民教育、特别是普遍教育，拥护自治和地方自治机关，拥护广泛的土地信贷、特别是小额信贷，因为农民极其需要购买土地。“曼彻斯特派”在这里又出现了：例如，斯卡尔金说，地方自治局的和城市的银行是“宗法式的或原始的银行形式”，这些银行应当让位于具有“一切优越性”的私人银行（第80页）。提高土地价值，“只能在我们各省的工商业活动十分活跃的情况下才能办到”（第71页）等等。

我们来作总结。就斯卡尔金观点的性质说来，可以把他叫作资产者-启蒙者。他的观点很象18世纪经济学家的观点（当然是经过俄国条件的三棱镜而有相应的折射），而且他把60年代“遗产”的一般“启蒙”性质表达得相当清楚。象西欧的启蒙者和60年代的大多数著作家一样，斯卡尔金对于农奴制度及 其
 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 一切
 产物充满着强烈的仇恨。这是“启蒙者”的第一个特征。俄国的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第二个特征，就是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整个俄国全盘欧化。最后，“启蒙者”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是农民的利益（农民在启蒙者时代还没有完全解放，或者刚刚得到解放），他们真诚相信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一经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而且衷心想要促进这一事业。这三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60年代遗产”的本质。重要的是要着重指出， 在这个遗产里没有任何民粹派的东西
 。俄国有不少著作家，就其观点说来，是符合上述特征的，而且与民粹派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只要一个著作家的世界观中有上述特征，人们总公认他是“保持了60年代传统”的著作家，完全不管他对民粹主义采取什么态度。当然，谁也不会想到要说，例如，不久前才举行过寿辰庆祝会的米·斯塔秀列维奇先生由于反对民粹派或对民粹派提出的问题采取了冷淡态度，便是“拒绝了遗产”。我们所以拿斯卡尔金作例子 
［注：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斯卡尔金在对村社的敌视态度上和声调上都不是60年代的典型人物。但是这里的问题决不仅仅在于村社。问题在于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而斯卡尔金也赞同的那些观点。至于他的声调，也许的确不是典型的，因为它是稳健的、温和的、渐进的，等等。难怪恩格斯把斯卡尔金叫作温和的保守分子
 [87]。然而如果拿一位具有更典型的声调的遗产代表来考察，那么，第一，由于种种原因这样做会是不方便的，第二，拿他来同现代民粹主义比较，会使人产生误会。[88]按我们任务的性质说来，声调
 （与一句谚语说的相反）不构成音乐
 ，而且因为斯卡尔金的声调不典型，所以他的“音乐”，即他的观点的内容，就更加突出。我们感到兴趣的正是这个内容。我们也只打算在观点的内容方面（决不是在作者的声调方面），把遗产代表和现代民粹派分子作一个比较。］

 ，正因为他 毫无疑问
 是“遗产”的代表，同时又是民粹派捍卫的旧制度的死敌。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斯卡尔金是一个资产者。关于这个评语，我们在上面已经举出相当多的证明，但是必须附带说明一下，我们往往极端不正确地、狭隘地、反历史地了解这个词，把它（ 不区分历史时代
 ）同自私地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不应忘记，在18世纪启蒙者（他们被公认为资产阶级的先驱）写作的时候，在我们的40年代至60年代的启蒙者写作的时候， 一切
 社会问题都归结为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不论在西欧或俄国，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幸福生活，而且真诚地期望共同的幸福生活，他们确实没有看出（从某种程度上说还不可能看出）从农奴制度产生出来的那个制度中的各种矛盾。难怪斯卡尔金在其书中的一个地方引证了亚当·斯密的话。我们看到，他的观点以及他的论据的性质在许多方面都在重复这位先进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的论点。

如果我们把斯卡尔金的实际愿望一方面和现代民粹派分子的观点作比较，另一方面和“俄国学生们”对它们的态度作比较，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学生们”将始终支持斯卡尔金的愿望，因为这些愿望代表着进步社会阶级的利益，代表着整个社会在目前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迫切利益。而民粹派对斯卡尔金的这些实际愿望或者对他的问题提法所作的修改都很 糟糕
 ，都遭到“学生们”的反对。学生们“攻击”的不是“遗产”（这是荒谬的捏造），而是民粹派分子加到遗产上面的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些加上去的东西。





二

民粹派加到“遗产”上的东西

现在我们就从斯卡尔金转到恩格尔哈特吧。他的《农村来信》也是关于农村的政论性质的特写，所以他的书在内容上甚至在形式上都很象斯卡尔金的那本书。恩格尔哈特比斯卡尔金有才能得多，他的农村来信写的也生动得多、形象得多。他这本书里没有象《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一书的饱学的作者那样的长篇大论，但是却有更多中肯的评述和其他一些形象。无怪乎恩格尔哈特的书在广大读者中受到如此持久的欢迎，并在不久以前还再版过，而斯卡尔金的书则几乎完全被人忘却了，虽然恩格尔哈特的信在《祖国纪事》上开始发表只不过是在斯卡尔金的书出版两年以后。因此，我们根本不需要向读者介绍恩格尔哈特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只简要地说明他的观点的两个方面：第一，整个“遗产”所特有的、尤其是恩格尔哈特和斯卡尔金所共有的观点；第二，民粹派所特有的观点。恩格尔哈特 已经是一个民粹派分子
 ，但是他的观点中还有这么多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特点，这么多被现代民粹派所抛弃或改变了的东西，以致很难把他归到哪一边，是归到没有民粹派色彩的整个“遗产”代表一边呢，还是归到民粹派分子一边。

使恩格尔哈特与“遗产”代表相接近的，首先是他那十分清醒的见解，对现实的简单而直接的说明，对一切坏东西——一般是“基础”的坏东西，特别是农民的坏东西——的无情揭露，而把“基础”加以虚伪的理想化和掩饰，则是民粹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恩格尔哈特的民粹主义，虽然表现得很微弱和胆怯，但与他以巨大的才能所描绘的农村 现实
 的图景还是发生了直接的尖锐的矛盾；如果一个经济学家或政论家把恩格尔哈特所举出的 材料
 和 观察结果
 拿来论证自己关于农村的判断 
［注：附带讲一下：这不仅是非常有意义的和有教益的，而且也是一个经济学家-研究者的完全正当的方法。如果学者们相信调查表的材料，即相信许多往往带有成见，很少了解情况，没有形成自己完整见解，没有搞通自己观点的业主们所写的答复和意见，那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一个观察精细，绝对诚实，很好研究了自己所讲的东西的人在整整11年中所收集的材料呢？］

 ，那么从这种材料中是不可能得出民粹派的结论的。把农民及其村社理想化，是民粹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分子，从瓦·沃·先生起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止，都非常卖力地要对“村社”加以理想化和粉饰。恩格尔哈特则丝毫没有进行这种粉饰。与关于我国农民的村社倾向的流行说法相反，与拿这种“村社倾向”来反对城市的个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现象等等流行做法相反，恩格尔哈特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小农的惊人的 个人主义
 。他详细地表明，我们的“农民在财产问题上是最极端的私有者”（第62页，引自1885年版），他们忍受不了“大伙一起工作”，他们由于狭隘的个人动机和利己打算而仇视这种工作，因为在大伙一起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怕多干活”（第206页）。这种害怕多干活的情形，简直到了十分可笑的程度（可以说甚至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例如，作者说：住在一个房间里、共同操持家务并有亲属关系的一些农妇，每个人只擦自己用过饭的那一小块桌面，或者每个人轮流为 自己的
 婴儿挤牛奶（怕别人把牛奶藏起来），每个人单独给自己的婴儿煮粥。（第323页）恩格尔哈特这样详细地说明了这些特点，用这样多的例子证实了这些特点，因此不能说这些事实是偶然发生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恩格尔哈特是一个根本不行的和不值得相信的观察者，或者关于我国农夫的村社倾向和村社品质的奇谈是把从 土地占有
 形式中抽象出来的特点（而且还把从这种土地占有形式中抽象出来的它的国库-行政方面）都搬到 经济
 上去的空洞捏造。恩格尔哈特说明，农夫在其经济活动方面的趋向是当富农：“每个农民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富农倾向”（第491页），“农民中间充满着富农理想”……“我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农民身上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剥削倾向很严重”……“每个人都以当狗鱼而骄傲，并力图吞掉鲫鱼。”农民的趋向决不在于“村社”制度，决不在于“人民生产”，而在于最普通的、为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小资产阶级制度。这一点恩格尔哈特作了很好的说明。富裕农民的趋向是做生意（第363页），以粮换工，购买贫穷农夫的劳动力（第457、492页及其他各页），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善于经营的农夫变为农村资产阶级，——这是恩格尔哈特作了描写并且十分确凿地证明了的。恩格尔哈特说：“如果农民不转向劳动组合的经济，而是每户单独进行经营，那么即使是在土地很多的条件下，种地的农民当中也会有无土地者和雇农。我还要说，我认为将来农民贫富的差别比现在还要大。虽然是在村社的土地占有制之下，但还会有许多实际上没有土地的雇农与‘富人’同时存在。我虽有土地所有权，但是我既没有资本也没有农具来耕种，那么它对于我和我的孩子们又有什么用呢？这等于把土地交给瞎子，向他说，吃吧！”（第370页）“劳动组合的经济”带着一种可悲的讽刺孤零零地呈现在这里，就象一种善良的无罪的愿望，它不仅不是从关于农民的材料中产生出来的，而且甚至是为这些材料所直接驳斥和排除的。

使恩格尔哈特与没有任何民粹派色彩的遗产代表接近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相信农民贫困的主要和根本原因是农奴制度的残余以及它所特有的法规。只要扫除了这些残余和这种法规，事情就好办了。恩格尔哈特对法规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无情地嘲笑想凭借上面的法规来造福于农夫的任何企图，他的这种态度与民粹派对“领导阶级的理性和良心、知识和爱国主义”（尤沙柯夫先生在1896年《 俄国财富
 》第12期第106页上的话）的期望，与民粹派关于“组织生产”的空洞计划等等形成了极其尖锐的对立。我们提醒一下：对于在磨房里不准出卖伏特加酒这项关心农夫“利益”的规则，恩格尔哈特进行了多么辛辣的讽刺；对于1880年几个地方自治机关所颁布的不准在8月15日以前种黑麦的强制性决定，——这项决定也是因为考虑到农夫的利益而制订出来的，——他是多么愤怒，说这是坐在书斋里的“学者”对“千百万庄稼汉”的经济的粗暴干涉（第424页）。恩格尔哈特指出了禁止在针叶树林中吸烟，禁止在春天打狗鱼，禁止在“5月”砍白桦树，禁止捣毁鸟窠等等规则和命令，然后讽刺地说道：“……关心农夫始终是知识分子主要操心的事。谁是为自己而生活呢？大家都是为农夫而生活呀！……农夫是愚蠢的，不会处理自己的事情。如果谁也不去关心他们，那他们就会把所有的树林都烧光，把所有的鸟都打死，把所有的鱼都捕光，把土地毁坏，连自己也整个死掉。”（第398页）读者，请您说，这个著作家会不会至少同情一下民粹派分子所喜爱的关于禁止转让份地的法律呢？他会不会象《俄国财富》的一位台柱那样说出上述那一类话来呢？他会不会赞成同一杂志的另一位台柱尼·卡雷舍夫先生责难我们的省地方自治机关（是在90年代呀！）“找不到地方”“为组织农业劳动而进行不断的、大规模的、大量的投资” 
［注：1896年5月《俄国财富》第5期。卡雷舍夫先生所著关于省地方自治机关在经济措施上的开支一文。第20页。］

 这种观点呢？

我们再指出一个使恩格尔哈特和斯卡尔金相接近的特点，这就是恩格尔哈特对许多纯粹资产阶级的愿望和措施所采取的那种不自觉的态度。不是说恩格尔哈特力图粉饰小资产者，捏造出某种借口（类似瓦·沃·先生那样）来反对把这种称号应用到某些企业主身上去，——完全不是。恩格尔哈特是一个实践农业主，他只醉心于经济上的各种进步和改良，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改良的社会形式最好不过地推翻了他自己关于资本主义在我国不可能发展的理论。例如，我们回忆一下，他如何醉心于在自己的经济中对工人实行 计件工资
 制（揉麻、脱粒等等）而获得的成绩。恩格尔哈特仿佛也没有料想到，用计件工资代替计时工资是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所采取的最流行的方法之一，资本主义经济用这个方法可以加强劳动强度和增加额外价值额。再举一个例子。恩格尔哈特嘲笑了《农业报》[89]的“停止轮流出租田地，利用雇农劳动组织经济，采用改良的机器、工具、畜种，实行多圃制，改善草地和牧场等等”这一纲领。恩格尔哈特大叫道：“其实这一切不过是老生常谈！”（第128页）。然而恩格尔哈特在自己的经营实践中所实行的正是这个纲领，他正是由于利用雇农劳动组织经济才在自己的经济中取得了技术改进。还有，我们看到，恩格尔哈特是多么直率、多么正确地揭露了善于经营的农夫的真正趋向；但这丝毫也没有妨碍他肯定说：“所需要的不是各种工厂，而是 小规模的
 〈黑体是恩格尔哈特用的〉农村酒坊和油坊”以及其他等等（第336页）。这就是说，“所需要的”是使农村资产阶级向技术性农业生产过渡，——这种过渡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农业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征兆之一。这就表明，恩格尔哈特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实践农业主。议论不要资本主义也可能进步是一回事，亲自经营是另外一回事。恩格尔哈特既抱定合理组织自己的经济的目的，就为周围环境的力量所迫而 不得不
 采取纯粹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并且把自己关于“雇农”的一切理论上的抽象的疑问搁在一边。斯卡尔金在理论上是作为一个典型的曼彻斯特派分子来发议论的，他既根本看不见自己议论的这种性质，也根本看不见自己的议论是与俄国资本主义演进的需要相适应的。恩格尔哈特在实践中不得不作为一个典型的曼彻斯特派分子来行动，这与他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和他相信祖国将走一条特殊的道路的热望背道而驰。

然而恩格尔哈特确实是这么相信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把他叫作民粹派分子。恩格尔哈特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俄国经济发展的 真正
 趋向，并且开始 否认
 这个发展的矛盾。他竭力证明农业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可能发展，证明“我国没有雇农”（第556页），——然而他自己却十分详尽地推翻了我国工人工资很高的说法，他自己表明在他那里做工要养活全家的牧工彼得所领得的工资是多么微薄，除了吃饭以外一年只领得6个卢布来“购买油、盐、衣服”（第10页）。“即使这样，人家还很羡慕他，我如果不要他，马上就会有50个人愿意来顶替。”（第11页）恩格尔哈特在指出自己经营的成绩和工人熟练地使用耕犁时洋洋得意地叫喊道：“耕地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就是那些愚昧无知、不好好干的俄国农民。”（第225页）

恩格尔哈特虽然用自己的经营和自己对农民个人主义的揭露推翻了关于“村社倾向”的一切幻想，但他却不仅“相信”农民可能向劳动组合经济过渡，而且还表示“确信”事情将来一定会这样，我们俄国人正是要完成这个伟大事业，要采用新的经营方法。“我国经济的独特性或独创性就表现在这里。”（第349页）现实主义者恩格尔哈特变成了浪漫主义者恩格尔哈特，这个浪漫主义者以对未来的“独特性”的“ 信心
 ”来补偿自己经营方法中和他所观察到的农民经营方法中完全不存在的“独特性”！从这样的信心到恩格尔哈特身上所具有的（虽然是极个别的）极端民粹主义的特点，到与沙文主义近似的狭隘民族主义（恩格尔哈特在战争问题上对一个地主证明说：“连欧洲我们也能打垮”，“而且欧洲的农夫将会拥护我们”（第387页）），甚至到把工役制理想化，其间只有一步之差！是的，恩格尔哈特曾经把自己书中这样多的美好篇章用来描写农民受压制和受侮辱的状况，用来描写农民以劳动作抵押去借贷钱粮而不得不在最坏的人身依附的条件下几乎无偿地给人家劳动的情形。 
［注：请回忆一下这样一个情景：村长（即地主的管事）在农民自己的麦子熟得快要落地的时候叫他去做工，只要一提不去做工就要在乡里“脱裤子”，农民就不得不去。］

 ——就是这个恩格尔哈特甚至这样说：“如果医生〈这里说的是医生对农村有好处，农村需要医生。—— 弗·伊·
 注〉有自己的庄园，农夫可以靠做工来抵偿医药费，那就好了。”（第41页）这用不着解释了。

整个说来，把上述恩格尔哈特世界观中正面的特点（即与没有一点民粹派色彩的“遗产”代表所共有的特点）与反面的特点（即民粹派的特点）加以比较，那么我们应当承认，前者在《农村来信》的作者那里占绝对优势，后者则仿佛是外来的、偶然加进去的、从外面吹进去而与该书的基调不合的东西。





三

“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是否得到了好处？

也许读者会问：你们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什么东西呢？“遗产”这个概念包含什么内容，上面已经下过定义，而“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则还没有下过任何定义。

我们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观点体系，它包含以下三个特点：（1） 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
 。因此便有“遏止”、“阻止”、“制止”资本主义“破坏”历代基石的意图和愿望以及诸如此类的反动狂叫。（2） 认为整个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
 。人们并不认为必须把现代科学所制定的关于各个社会阶级及其冲突的概念应用于俄国经济关系。农民村社被看作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好的东西，因此便产生了对“基石”的理想化。在农民中间否认和抹杀任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矛盾，否认这些矛盾与它们在资本主义工农业中的更发展的形式有联系。（3） 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有联系
 。否认这种联系，对这些社会因素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这就使人把这些因素看作是一种能“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瓦·沃·先生）、“越出轨道”（尼·—逊、尤沙柯夫诸位先生）等等的力量。

我们所理解的“民粹主义”就是这样。因此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正如一切“俄国学生们”使用它一样，他们反对的是整个观点体系，而不是这一观点体系的个别代表。当然，这些个别代表之间有差别，有时是不小的差别。这些差别谁也没有忽视。但是，上述世界观方面的特点则是民粹主义一切极不相同的代表，比方说，从……尤佐夫先生起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止所共有的。尤佐夫、萨宗诺夫、瓦·沃·和其他先生们，在自己观点中除了上述否定的特点而外，还有其他一些否定的特点，而这些否定的特点，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现在《俄国财富》的其他撰稿人则是没有的。当然，否定狭义的民粹派分子与一般的民粹派分子之间的差别是不对的，但是忽视所有一切民粹派分子的 基本
 社会经济观点在上述基本要点方面相一致，那就更不对了。既然“俄国学生们”所驳斥的正是这些基本观点，而不只是离开这些基本观点走到更坏方面去的“可悲的偏向”，那么他们显然完全有权利在广义上使用“民粹主义”这个概念，他们不仅有权利这样做，而且也不能不这样做。

当我们讲到民粹主义上述基本观点的时候，我们应当首先确认，“遗产” 与这些观点毫不相干
 。有许多无庸置疑的“遗产”代表和继承者，他们与民粹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们根本没有提出资本主义问题。根本不相信俄国和农民村社等等的独特性，根本不认为知识界和法律政治制度是一种能够使历史“越出轨道”的因素。我们在上面拿《欧洲通报》[90]的出版者兼编辑作例子，可以在别的方面指责他，但决不能责备他破坏了遗产的传统。相反，有些人的观点是符合上述民粹主义基本原则的，并且直接公开地“拒绝遗产”，——至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指出过的那位雅·阿布拉莫夫先生，或者尤佐夫先生都是这样的人。“俄国学生们”所反对的民粹主义，在（以法律用语来说）“发现”遗产的时候，即在60年代，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当然，民粹主义的胚胎、萌芽，不仅在60年代，而且在40年代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有了 
［注：不妨参看一下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所著《俄国工厂》一书（1898年圣彼得堡版）。］

 ，——不过我们现在对民粹主义的历史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们认为重要的，再说一遍，只是确定：上述意义上的60年代的“遗产”与民粹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就是说，就观点的实质说来，它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因为它们提出的问题各不相同。有非民粹派分子的“遗产”继承者，也有“拒绝遗产的”民粹派分子。当然，也有继承“遗产”或自命为继承“遗产”的民粹派分子。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谈到遗产与民粹主义的联系，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种联系提供了什么东西。

第一，民粹主义比遗产 前进了
 很大 一步
 ，因为民粹主义把遗产继承者部分地还不能（在当时）提出，部分地由于他们所固有的狭小眼界而一直都没有提出的问题 提到了
 社会思想界面前来解决。 提出
 这些问题是民粹主义的巨大 历史
 功绩，并且由于民粹主义对这些问题作了（不管是什么样的）解答， 从而
 在进步的俄国社会思想流派中占据先进的地位，这也是十分自然和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民粹主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毫无用处，因为这种解答所根据的是西欧早就抛弃了的落后理论，是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批判。是对俄国历史和现实中最重要事实的忽视。当俄国资本主义及其固有的矛盾还不够发展的时候，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粗浅批判还能站得住。但是民粹主义绝对不能满足俄国资本主义当前的发展，不能满足我们关于俄国经济历史和现实的知识的现状，不能满足当前对社会学理论提出的要求。民粹主义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现象，因为它第一次提出了资本主义问题，而现在则成为一种 反动的
 和 有害的
 理论，因为它使社会思想发生混乱，助长停滞现象和各种亚洲式的东西。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反动性质，使现在的民粹主义甚至具有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它连那种只限于忠实地保持遗产的世界观 都不如
 。 
［注：在上面评经济浪漫主义的文章中我已经指出，我们的论敌表现出惊人的近视，他们把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
 这些用语理解为论战性抨击，其实这些用语具有完全确定的哲学历史意义。（见本卷第185页。——编者注）］

 我们现在力求通过对上述民粹主义世界观的三大特点的逐一分析，来说明情况确实如此。

第一个特点，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俄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一提出来，人们很快就弄清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民粹派分子则宣布这种发展是退步，是错误，是偏离了仿佛为民族全部历史生活所规定的道路，偏离了仿佛为历代基石所视为神圣的道路等等。启蒙者热诚地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民粹派却不相信；启蒙者满怀历史乐观主义和蓬蓬勃勃的精神，民粹派则悲观失望和垂头丧气，因为他们认为，事情愈象现在这样下去，就愈糟糕，新的发展所提出来的任务就愈难解决，于是他们便号召“遏止”和“阻止”这个发展，提出落后便是俄国的幸福这种理论等等。民粹派世界观的这一切特点，不仅与“遗产”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是和它正相抵触的，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是“偏离道路”，是衰落等等，就会歪曲俄国整个经济的演进过程，歪曲我们眼前所发生的“更替”现象。民粹派分子一心要遏止和制止资本主义对历代基石的破坏，便干出了历史上惊人的荒唐行为，他们忘记了： 在
 这个资本主义 后面
 ，除了同样的剥削，再加上使劳动人民的状况恶化的各种各样的盘剥和人身依附而外，除了社会生产方面、因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因循守旧和停滞不前而外，是没有别的什么东西的。民粹派分子从自己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同资本主义作战，便把任何历史现实主义都抛弃了，总是把资本主义的 现实
 同对前资本主义制度的 虚构
 加以比较。60年代的“遗产”热诚地相信当时社会发展的进步性，把无情的仇恨倾注在旧时代的残余上，确信只要把这些残余扫除干净，一切都会尽如人意，——这个“遗产”不仅与上述民粹派的观点毫不相干，而且是正相抵触的。

民粹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相信俄国的独特性，把农民和村社理想化等等。关于俄国的独特性的学说，使民粹派分子抓住西欧的一些过时的理论不放，使他们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对待西欧文化的许多成就；民粹派分子安慰自己说，虽然我们没有文明人类的某些特点，但是“我们命中注定要”向世界表明新的经营方法等等。民粹派分子不仅不把西欧进步思想界对资本主义及其一切现象的分析用之于神圣的俄罗斯，反而竭力想出一些借口不对俄国资本主义作出人们曾对欧洲资本主义作出过的结论，民粹派分子奉承从事这种分析的人，同时……同时却始终心安理得地当这些人毕生所反对的浪漫主义者。一切民粹派分子共同主张的关于俄国独特性的学说，也是不仅与“遗产”毫无共同之处，甚至和它正相抵触。相反，“60年代”力图欧化俄国，相信俄国会吸收全欧的文化，关心把这个文化的各种设施移植到我们这个一点也不独特的土地上来。任何关于俄国独特性的学说，都完全不符合60年代的精神和传统。民粹派对农村的理想化和粉饰，更不符合这个传统。这种虚伪的理想化不顾一切地要把我们的农村看作某种特别的东西，看作某种与前资本主义关系时期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其他农村制度根本不同的东西；这种理想化与清醒的、现实主义的遗产的传统处于极端矛盾之中。资本主义愈往前愈深入地发展，任何资本主义商品社会所共有的矛盾在农村中表现得愈厉害，则民粹派分子关于农民的“村社倾向”、“劳动组合心理”这类甜言蜜语与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这一事实之间的对立就愈来愈尖锐，继续用农民眼光观察事物的民粹派分子就愈加迅速地从感伤的浪漫主义者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因为小生产者在现代社会中正在变成商品生产者，对农村的虚伪的理想化与关于“村社倾向”的浪漫主义的梦想，使民粹派分子对于农民在当前经济发展下的真正需要采取了极其轻率的态度。在理论上尽可以大谈基石的力量，但是在实践中每个民粹派分子都清楚地感觉到：扫除旧事物的残余，扫除至今还把我国农民从头到脚紧紧束缚住的改革前的制度的残余，正是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给其他什么发展开辟道路。宁肯停滞，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进步，——这实质上就是每个民粹派分子对农村的看法，当然，远不是每个民粹派分子都象瓦·沃·先生那样天真直率，敢于公开直接地说出这个意思。“农民被束缚在份地上和村团中，没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应用到生产效能更高和对自己更有利的地方，他们好象停留在从农奴制度挣脱出来就走了进去的那种拥挤不堪的、象牲畜一样混杂在一起的、不生产什么东西的生活方式中。”“遗产”代表之一就是这样从他所特有的“启蒙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91]“宁肯让农民继续停留在他们因循守旧的宗法式的生活方式中，也不要在农村中给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每个民粹派分子实质上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事实上，大概没有一个民粹派分子敢于否认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连环保、禁止出卖土地和抛弃份地是与现代经济 现实
 、是与现代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及其发展处于最尖锐的矛盾中。否认这个矛盾是不可能的，但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民粹派分子象害怕火一样地害怕这样提出问题，害怕这样把农民的法律状况与经济现实、与当前的经济发展加以对比。民粹派分子顽固地相信并不存在的、由他们浪漫主义地空想出来的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因此他们打算阻止现在这个循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的发展。对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连环保、农民有权出卖土地和抛弃份地等问题，民粹派分子不仅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十分担心“基石”（因循守旧和停滞不前的基石）的命运；不仅如此，民粹派分子甚至堕落到这样卑鄙的地步，竟对警察禁止农民出卖土地的措施表示欢迎。对这样的民粹派分子可以用恩格尔哈特的话来说：“农夫是愚蠢的，不会处理自己的事情。如果谁也不去关心他们，那他们就会把所有的树林都烧光，把所有的鸟都打死，把所有的鱼都捕光，把土地毁坏，连自己也整个死掉。”民粹派分子在这里已经是直接“拒绝遗产”，变成反动的了。同时请注意一下：随着经济的发展，摧毁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日益成为农村无产阶级的迫切需要，然而对于农民资产阶级来说，由此产生的不方便却决不是太大的。“善于经营的农夫”很容易在别的地方租到土地，在别的村庄开设店铺，随时都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作买卖。但是对于主要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农民”来说，被束缚在份地上和村团中，就等于大大地限制了他们的经济活动，就等于不可能找到较有利的雇主，就等于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当地总是出价较低并想尽一切盘剥方法的买主。民粹派分子既然沉醉于浪漫主义的梦想，不顾经济的发展而一心要支持和保护基石，于是他们自己便不知不觉地沿着这个斜坡滑了下去，一直滑到那些全心全意渴望保持和巩固“农民与土地的联系”的大地主的身边。只要回忆一下农民村社的这种等级制闭塞状态怎样产生了雇用工人的特殊方法就够了：工厂主和农庄主把自己的管事派到各个农村去，特别是派到欠了很多债的农村去，以便最便宜地雇到工人。幸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无产者的“定居生活”（所谓外出做农业零工的作用就是这样），逐渐地以自由雇用来排斥这种盘剥。

民粹派中间的一个普遍现象是 把工役理想化
 ，这个事实也同样明显地证实了我们认为现代民粹派理论是有害的这个论点。我们在上面曾经举出了一个例子，说明恩格尔哈特如何犯了一个民粹主义的罪过，竟写出要是能在农村发展工役“那就好了”这样的话来！我们在尤沙柯夫先生著名的农业中学计划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1895年《俄国财富》第5期） 
［注：见本卷第18—24页和第450—479页。——编者注］

 与恩格尔哈特一同办杂志的瓦·沃·先生，在一些严肃的经济论文中也同样沉醉于这种理想化，他断言：农民战胜了似乎愿意实行资本主义的地主；但糟糕的是农民给地主耕种土地，所得的报酬是从地主那里“租到”土地，——这就是说，他完全恢复了农奴制度下所采用的那种经营方法。这是民粹派分子对我国农业问题持反动态度的最突出例子。你们在每个民粹派分子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只不过表达得不那么突出罢了。每个民粹派分子都在讲我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害处和危险，因为，你们瞧，资本主义用雇农来代替独立的农民。资本主义的 现实
 （“雇农”）与关于“独立”农民的 虚构
 是对立的，因为虚构建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农民占有生产资料这一点上，可是却谦虚地闭口不谈占有这些生产资料要付出比这些生产资料的成本多一倍的代价；这些生产资料是为工役服务的；这种“独立”农民的生活水平极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会把他们算作赤贫者；这种“独立”农民除了绝望的贫穷生活和智力迟钝而外，还有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所必然带来的人身依附。

民粹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的联系。这个特点与上述两个特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只有在社会学问题上缺乏现实主义才能产生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错误性”和“越出轨道”的可能性的学说。民粹主义的这个观点也是与60年代的“遗产”和传统没有丝毫联系的，相反，而是 与这些传统正相抵触的
 。从这个观点自然便产生出民粹派分子对于改革前的俄国生活法规的许多残余所持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遗产”代表者所绝对不能同意的。为了说明这种态度，让我们利用一下维·伊万诺夫先生在《笨拙的捏造》（1897年9月《 新言论
 》）一文中所发表的精彩意见。作者讲到博博雷金先生的著名小说《改弦易辙》，并且揭穿他不了解民粹派分子与“学生们”之间的争论。博博雷金先生借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民粹派分子的口来斥责“学生们”，说他们梦想建立“具有不堪忍受的专制法规的兵营”。维·伊万诺夫先生就此指出：

“他们〈民粹派分子〉不仅没有把不堪忍受的专制‘法规’当作自己论敌的‘梦想’来谈论， 而且只要他们依然是民粹派分子，就不能而且也不会这样谈论
 。他们 在这方面
 与‘经济唯物主义者’的争论的实质就在于：我们这里所保存下来的旧法规残余，据民粹派分子看来，可以作为法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民粹派分子所以看不见这种旧法规是不堪忍受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以为‘农民的灵魂（统一而不可分的灵魂）’正在向法规方面‘进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确信‘知识界’、‘社会’或‘领导阶级’已经具备或定将具备完美的道德。他们责备经济唯物主义者不去偏爱‘法规’，而相反地去偏爱以没有法规为基础的西欧制度。经济唯物主义者的确断言：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旧法规残余，在一个已经转入货币经济的国家里，变得日益‘不堪忍受’，因为货币经济无论在全国各个居民阶层的实际状况方面，还是在它们的智力和道德方面，都引起了无数的变化。因此他们深信：产生国家经济生活中有益的新‘法规’所必需的条件，不可能从适合于自然经济和农奴制度的法规残余中发展起来，而只能在西欧和美洲先进国家那样广泛和普遍地没有这种旧法规的环境中发展起来。民粹派分子与他们的论敌所争论的‘法规’问题就是这样。”（上引书第11—12页）民粹派分子这种对“旧法规残余”的态度，可说是民粹派对“遗产”传统的最明显的背离。正如我们所看见的，这种遗产的代表的特点是对旧法规的所有一切残余进行坚决无情的谴责。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学生们”同60年代的“传统”和“遗产”要比民粹派分子接近得多。

民粹派除了上述非常严重的错误之外，在社会学方面缺乏现实主义这一点，也使得他们在思考和议论社会事务和问题时，采取一种特别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说是知识分子狭隘的自以为是，或者甚至可说是官僚主义的思维。民粹派总是这样议论：“我们”应当给祖国选择什么道路；如果“我们”让祖国走这样的道路，那就会遇到什么样的灾祸；如果我们避开欧洲老婆婆所走的那条危险道路，如果我们既从欧洲又从我们历来的村社制度中“吸收好的东西”，那“我们”就能保证使自己获得什么样的出路，以及其他等等。因此，民粹派分子对于各个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创造历史的社会阶级的独立趋向采取完全不信任和轻视的态度。因此，民粹派分子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大谈（忘记了他们的周围环境）各种各样空洞的社会计划，从什么“组织农业劳动”起到使我们的“社会”努力于“生产村社化”为止。“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注：马克思《神圣家族》第120页，别尔托夫的译本，第23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编者注）］

 ，——这些话表达了哲学历史理论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对这种哲学历史理论，我们的民粹派分子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了解和不能了解的。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是采取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看作是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是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可以削弱）这些历史创造者独立和自觉活动的条件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虽然民粹派比启蒙者的“遗产”前进了一大步， 提出了
 俄国的资本主义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感伤的批判，他们对这个问题提出的 解决办法
 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以致在一系列有关社会生活的最重要问题上民粹派都 落后
 于“启蒙者”。把民粹主义归入我国启蒙者的遗产和传统，归根到底是 不好的
 ：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发展向俄国社会思想界所提出的那些新问题，民粹派并没有解决，而仅仅在这些问题上发出了一些感伤的和反动的悲叹，至于那些还是由启蒙者所提出来的旧问题，民粹派却用自己的浪漫主义堵塞了解决的道路，从而拖延了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





四

“启蒙者”、民粹派分子和“学生们”

现在我们可以给我们的上述比较作一总结。我们试图扼要地说明标题中所指出的各个社会思想流派的相互关系。

启蒙者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不见它所固有的矛盾。民粹派分子害怕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矛盾。“学生们”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些矛盾充分发展，美好的未来才有保证。因此，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都竭力支持、加速和促进循着这条道路往前发展，扫除一切妨碍和阻止这个发展的障碍。相反，民粹派则竭力遏止和阻止这个发展，害怕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障碍消灭掉。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都具有可以叫作历史乐观主义的特点：事情愈是象现在这样快地进行下去，那就愈好。相反，民粹派则自然会陷入历史悲观主义：事情愈是象现在这样进行下去，那就愈糟。“启蒙者”根本没有提出改革后发展的性质问题，仅仅限于向改革前制度的残余作斗争，仅仅限于给俄国的西欧式发展扫清道路这一消极任务。民粹派提出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问题，但它是从资本主义具有反动性的观点出发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不能完全接受启蒙者的遗产：民粹派分子总是反对那些从“文明统一”的观点出发力求使俄国全盘欧化的人。他们之所以反对，不仅是因为他们不能局限于这些人的理想（这样的反对倒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当前的即资本主义的文明的发展方面走得这样远。“学生们”是从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性的观点出发来解决俄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因此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全部接受启蒙者的遗产，并且从无家产的生产者的观点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从而对这个遗产作了补充。启蒙者没有挑出任何一个居民阶级作为自己特别注意的对象，他们不仅一般地谈论人民，甚至一般地谈论民族。民粹派分子希望代表劳动者的利益，然而没有指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特定集团；事实上他们总是站在小生产者的观点上，而资本主义则使小生产者变为商品生产者，“学生们”不仅以劳动者的利益为标准，而且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完全特定的经济集团，即无家产的生产者。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在其愿望的内容上与资本主义所创造和发展的那些阶级的利益相适应；民粹主义在其内容上则与小生产者阶级即在其他现代社会阶级中占据中间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相适应。因此，民粹主义对“遗产”的矛盾态度，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民粹派观点内容本身的必然结果。我们曾经看到，启蒙者观点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热烈追求俄国欧化，而民粹派分子只要依然是民粹派分子，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同意这种追求。

因此，归根到底我们就得出了我们在上面个别场合曾不止一次指出过的结论： 学生们是比民粹派分子彻底得多、忠实得多的遗产保存者
 。他们不仅不拒绝遗产，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驳斥那些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顾虑，这些顾虑使民粹派分子在很多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拒绝接受启蒙者的欧洲理想。当然，“学生们”保存遗产，不同于档案保管员保存旧的文件。保存遗产，还决不等于局限于遗产，所以“学生们”除了捍卫欧洲主义的一般理想而外，还分析了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并从上述特有的观点出发评价了这个发展。





五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

最后我们再回过来谈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考察一下他对我们关心的问题所作的论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声称这些人（学生们）“根本不愿意与过去有任何继承性的联系，并且坚决拒绝遗产”（上引书第179页），而且还宣称“他们〈同各种极不相同的流派的其他人物一起，连阿布拉莫夫先生、沃伦斯基先生、罗扎诺夫先生也在内〉非常凶恶地攻击遗产”（第180页）。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讲的是哪一种遗产？是《莫斯科新闻》过去和现在都郑重表示拒绝的60—70年代的遗产（第178页）。

我们已经表明：如果谈的是现代人所承受的“遗产”，那就要区别 两种遗产
 ：一种遗产是启蒙者的遗产，是绝对敌视改革前的一切的人的遗产，是拥护欧洲理想和广大群众利益的人的遗产。另一种遗产是民粹派的遗产。我们已经表明，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人保存了“60年代的传统”并与民粹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发表的种种意见完完全全是以混淆这两种根本不同的遗产为根据的。因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会不知道这个区别，所以他的做法不仅完全肯定是荒唐的，而且是诽谤性的。《莫斯科新闻》是不是专门攻击了民粹主义呢？根本没有：它同样地甚至更厉害地攻击了启蒙者，而与民粹主义格格不入的《欧洲通报》对于它来说，则是和民粹派的《俄国财富》一样的敌人。当然，同那些最坚决地拒绝遗产的民粹派分子，例如同尤佐夫先生，《莫斯科新闻》当然在许多方面是会有意见分歧的，但是它未必会去凶恶地攻击他，而且终究会因为他与愿意保持遗产的民粹派分子不同而称赞他。阿布拉莫夫先生或者沃伦斯基先生是否攻击过民粹主义呢？根本没有。前者本人就是民粹派分子；他们两人都攻击过启蒙者。“俄国学生们”是否攻击过启蒙者呢？他们是否曾经拒绝过嘱咐我们绝对仇视改革前的生活方式及其残余的那种遗产呢？不仅没有攻击过，反而揭露过民粹派分子因对资本主义怀有小资产阶级的恐怖心理而力求支持这些残余中的若干东西的企图。他们是否曾经攻击过把一切欧洲理想遗留给我们的遗产呢？不仅没有攻击过，反而揭露过民粹派分子为代替全欧理想而在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上编造各种古怪的蠢话。他们是否曾经攻击过嘱咐我们要关心劳动居民群众利益的那种遗产呢？不仅没有攻击过，反而对民粹派分子进行了如下的揭露：民粹派分子对这些利益的关心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竭力把农民资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混淆起来）；民粹派分子不是注意现有的东西，而是幻想也许会有的东西，所以这些关心就变得没有什么用处了；民粹派分子的关心是极端狭隘的，因为他们从来就不能够正确地评价使这些人易于或难于获得自己关心自己的可能性的条件（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不同意这些揭露是正确的，而且他既然是个民粹派分子，自然不同意这些揭露。但是，说那些事实上 仅仅
 “凶恶地”攻击了 民粹主义
 的人是“凶恶地”攻击了“60—70年代的遗产”，却不知道他们之所以攻击民粹主义是因为它不能 按照这个遗产的精神并且与它毫无矛盾地
 来解决改革后的历史所提出来的新问题，——说这样的话就是直接歪曲事实。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极其可笑地愤慨说，“学生们”很乐意地把“我们”（即《俄国财富》的政论家们）同“民粹派分子”及其他与《俄国财富》无关的人们混为一谈（第180页）。这个想把自己从“民粹派分子”当中划分出来同时却又保存民粹主义一切基本观点的奇怪企图，只能引人发笑。谁都知道，一切“俄国学生”都在广义上使用“民粹派分子”和“民粹主义”这两个名词。至于各个民粹派分子之间有许多不同的色彩，这是谁也不曾忘记和否定的：例如，不论是彼·司徒卢威也好，或恩·别尔托夫也好，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仅没有把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瓦·沃·先生“混为一谈”，而且就是同尤沙柯夫先生也没有“混为一谈”，这就是说，没有抹杀他们观点上的差别，没有把一个人的观点硬加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彼·伯·司徒卢威甚至直接指出了尤沙柯夫先生的观点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观点的区别。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混为一谈，这是一回事；把虽然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有所不同但在“学生们”所反对的基本和主要论点上意见一致的著作家们概括起来归入一类，这是另一回事。对于学生们来说，重要的根本不是指出那些使一位尤佐夫先生与其他民粹派分子有所不同的观点的毫无用处，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驳斥 尤佐夫先生、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及所有民粹派分子共同的
 观点，这就是说，要驳斥他们对俄国资本主义演进的态度，驳斥他们从小生产者观点出发对经济问题和政论性问题的议论，驳斥他们对社会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的不理解。 这些特点
 是曾经起过很大历史作用的那一个社会思想流派的共同财产。在这个广大的思想流派中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色彩，有右翼和左翼，有堕落到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等等的人，也有未犯这种罪过的人；有对“遗产”的许多遗训抱轻视态度的人，也有尽可能（即在民粹派分子看来是尽可能）捍卫这些遗训的人。没有一个“俄国学生”否认过各种色彩之间的这些区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能揭露他们中间有任何人把一种色彩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硬加在另一种色彩的民粹派分子身上。但是，既然我们反对的是这一切不同色彩所 共有的
 基本观点，那我们有什么必要去谈论整个流派中的局部差别呢？这真是毫无道理的要求！一些著作家虽然远不是在一切方面都意见一致，但对俄国资本主义、对农民“村社”、对所谓“村团”万能的看法却是一致的。这一点早在“学生们”出现之前很久就在我国书刊中不只一次地指出过了，不仅指出过，而且还赞美为俄国的幸福特征。广义的“民粹主义”一词，也在“学生们”出现之前很久就在我国书刊中使用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在一个杂志社中与“民粹派分子”（狭义的）瓦·沃·先生共事多年，而且和他共同具有上述见解的基本要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虽然在80年代和90年代反对过瓦·沃·先生的个别结论，否认他对抽象社会学领域的探索的正确性，可是无论是在80年代还是在90年代，他都附带声明说，他的批判决不针对瓦·沃·先生的经济著作，他同意这些著作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看法。因此，现在在发展、巩固和传播民粹主义（广义的）观点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的《俄国财富》的台柱们，以为只要简单声明一下，说他们不是“民粹派分子”（狭义的），说他们完全是一种特殊的“伦理社会学学派”，就可以摆脱“俄国学生们”的批判，那么，这样的手法当然只能引起大家对这些如此勇敢同时又如此爱耍外交手腕的人的公正嘲笑。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其论文的第182页上还提出了如下一个反对“学生们”的罕见论据：卡缅斯基先生恶毒地攻击民粹派分子[92]；这原来“证明他生气了，而他是不应该这样的〈原文如此！！〉。我们‘主观主义的老头子’和‘主观主义的青年’一样，可以允许自己犯这个毛病，而不至于自相矛盾。但是‘完全可以因其严峻的客观态度而自豪’〈一个“学生”的话〉的学说，其代表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这是什么东西呵？！如果人们要求对社会现象的看法要根据对 现实
 和实际发展进行严峻客观的分析，——那就应该由此得出这些人不该生气的结论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荒唐之极！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是否听说过《资本论》这一名著被公正地认为是社会现象研究中采取严峻客观态度的出色典范之一？许多学者和经济学家认为这一著作的主要的、基本的缺点就在于它的严峻的客观态度。然而在这部罕见的科学著作中你们却能够找到这样多的“热忱”，这样多的反对落后观点代表者、反对作者深信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各社会阶级的代表者的热烈而又激昂的论战性文字。这位作者虽然以严峻的客观态度指明，例如，蒲鲁东的观点是法国小资产者的见解和情绪的自然的、明白的、必然的反映，但是他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愤怒“攻击了”这个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否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自相矛盾”呢？如果某种学说要求每个社会活动家要以严峻的客观态度分析现实以及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各阶级间的关系，那怎么能够由此作出结论，说社会活动家不应当同情这个或那个阶级，说他“不应该”这样做呢？在这里谈应该不应该，简直是可笑的，因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 能够不站到
 这个或那个阶级 方面
 来（既然他已经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和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这个阶级发展的人表示愤怒，等等，等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使用的这个微不足道的手法只是表明，他到现在为止对于决定论和宿命论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个极其起码的问题都没有弄清楚。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道：“‘资本正在走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原文如此！！〉问题在于怎样去迎接它。”（第189页）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发现了新大陆，他指出了“俄国学生们”显然根本就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俄国学生们”与民粹派分子可以说根本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迎接”俄国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只能有两种态度：或者认为它是一种进步现象，或者认为它是一种退步现象；或者认为它是在真正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或者认为它偏离了真正的道路；或者从被资本主义摧毁的小生产者阶级的观点来评价它，或者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无家产的生产者阶级的观点来评价它，在这里中间路线是没有的。 
［注：我们自然不是讲这样一种迎接态度，即根本不认为必须遵循劳动的利益，或者不懂得和弄不清楚“资本主义”一词所表现的概括。不管这里所说的社会思想流派在俄国生活中多么重要，但它们同民粹派分子与其论敌的争论毫不相干，所以不应当把他们牵涉进来。］

 因此，既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驳斥“学生们”所坚持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的正确性，那就是说，他采取了民粹派的态度，这种态度他在自己以前的文章中多次十分明确地表达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前和现在都丝毫没有补充和改变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旧观点，他仍然象以前一样是一个民粹派分子。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天呀，他可不是民粹派分子！他是“伦理社会学学派”的代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说：“请不要谈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将要带来的〈？〉未来的〈？？〉福利吧。”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不是民粹派分子。他只是完全重复了民粹派分子的错误和他们不正确的议论方法。我们已经向民粹派分子反复讲过多少次：这种“关于未来”的问题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因为问题不在于“未来”，而在于前资本主义关系的现实的、已经发生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带来的（而不是将要带来的）变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问题搬到了“未来”，因而实质上就恰好承认“学生们”所反对的论点已经得到证实。他认为下面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即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实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并 没有
 给旧的社会经济关系 带来
 任何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这正是民粹派的观点，“俄国学生们”所反对的也正是这个观点，他们证明情形恰好相反。没有一本“俄国学生们”所出版的书不谈到或不指明：在农业中以自由雇佣劳动来代替工役，以工厂工业来代替所谓“手工”工业，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并且发生得非常快的）现实现象，而根本不只是“未来”现象；这种代替在各方面说来都是一种进步现象，它摧毁着墨守陈规的、长期停滞不前的、分散的小手工生产；它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创造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可能性；它在创造把这种可能性变成必然性的条件，也就是使那些被抛掷到“穷乡僻壤”的“定居的无产者”，使那些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定居的无产者变成流动的无产者，使那些盘剥极其残酷，人身依附形式繁多的亚洲劳动形式变成欧洲劳动形式；“欧洲的思想情感方式，对于顺利使用机器来说，是和蒸汽、煤炭和技术同样必需的〈请注意：必需的。—— 弗·伊·
 注〉” 
［注：这是舒尔采-格弗尼茨在1896年《施穆勒年鉴》[93]上发表的论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的棉纺工业一文中的话。］

 等等。我们再说一遍，这一切每个“学生”都谈过和证明过，但这一切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及其同志们”大概毫无关系，这一切写出来完全是为了反对与《俄国财富》“无关的”，“民粹派分子”。要知道《俄国财富》是一个“伦理社会学学派”，其实质是打着新幌子偷运旧垃圾。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我们这篇文章的任务是驳斥在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上十分流行的捏造，说什么“俄国学生们”摈弃了”遗产”，与俄国社会优秀部分的优秀传统断绝了关系，等等。值得指出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重复这种陈词烂调时，他所说的实质上同那个与《俄国财富》“无关的”“民粹派分子”瓦·沃·先生所说的一模一样，但后者说的要比他早得多和坚决得多。读者，您是否读过这位作家3年以前即在1894年底在《星期周报》[94]上为答复彼·伯·司徒卢威所著的一本书而发表的那些文章？应当承认，据我看来，您如果没有读过，那也毫无所失。这些文章的基本思想就是：似乎“俄国学生们”割断了贯穿着一切进步的俄国社会思想流派的民主主义的线索。现在，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斥责“学生们”背弃了《莫斯科新闻》所恶毒攻击的“遗产”时，他不是在重复着同样的东西吗？只不过在说法上稍微有些不同而已。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从事这种捏造的人是在颠倒是非，他们硬说“学生们”与 民粹主义
 的彻底决裂，就表明他们与俄国社会优秀部分的优秀传统决裂。先生们，事情不是恰恰相反吗？这种决裂不是表明把 民粹主义
 从这些优秀传统中 清洗出去
 吗？





	载于189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弗拉基米尔·伊林《经济评论集》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505—550页

















 



[82]《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一文是1897年底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的，编入了《经济评论集》。——384。



[83]《祖国纪事》杂志（《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是俄国刊物，在彼得堡出版。1820—1830年期间登载俄国工业、民族志、历史学等方面的文章。1839年起成为文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839—1846年，由于维·格·别林斯基等人参加该杂志的工作，成为当时最优秀的进步刊物。60年代初采取温和保守的立场。1868年起由尼·阿·涅克拉索夫、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扎·叶利谢耶夫主持，成为团结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1877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后，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加入编辑部，民粹派对这个杂志的影响占了优势。《祖国纪事》杂志不断遭到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1884年4月被查封。——385。



[84]马克思阅读斯卡尔金的《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一书时作过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1卷第119—138页）。把马克思的摘要和列宁的《我们拒绝什么遗产？》相对照可以看出，他们对这本书的事实材料和结论的态度是一致的。——385。



[85]农民改革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和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颁布了改革的法令。这次改革共“解放了”2250万地主农民，但是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保存下来。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粗略统计，在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7150万俄亩，农民则只有3370万俄亩。改革中地主把农民土地割去了1/5，甚至2/5。



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赎买土地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5亿多卢布。这就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象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386。



[86]指古罗马帝国时代被固定在土地上的农民。不管种这些土地怎么亏本，他们也不能离开。——390。



[87]温和的保守分子是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给斯卡尔金的评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20页脚注）。——396。



[88]这里说的“具有更典型的声调的遗产代表”是指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在谈到19世纪60年代思想遗产时援引斯卡尔金，是出于应付书报检查的考虑。他在1899年1月26日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396。



[89]《农业报》（《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沙皇政府国家产业部（1894年起改为农业和国家产业部）的报纸，1834—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每周出版两号，1860年起改为每周出版一号，同时每月出版两期附刊《农村小报》。该报主要刊登有关农业的政府法令、经济时评、新闻报道等，在地主和富农阶层中很有影响。——401。



[90]《欧洲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406。



[91]这里指的是斯卡尔金。列宁引用的是他的书中的话（见《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圣彼得堡版第285页）。——410。



[92]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1897年9月《新言论》杂志第12期上用笔名恩·卡缅斯基发表的《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一文。——421。



[93]《施穆勒年鉴》（《Schmollers　Jahrbuch》）即《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Verwaltungu　nd　Volkswirt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是德国政治经济学杂志，1871年创刊，1877年起由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弗·霍尔岑多尔夫和路·布伦坦诺出版，1881年起由古·施穆勒出版。——424。



[94]《星期周报》（《Неделя》）是俄国政治和文学报纸，1866—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1868—1879年间曾因发表“有害言论”多次被勒令停刊。1880—1890年该报急剧向右转，变成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报纸，反对同专制制度作斗争，鼓吹所谓“干小事情”的理论，即号召知识分子放弃革命斗争，从事“平静的文化工作”。——424。





《列宁全集》第2卷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95]


（1897年底）



“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


90年代后半期的特点，是在提出和解决俄国革命问题方面呈现异常活跃的气象。新的革命党民权党[96]的出现，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和成绩的增长，民意党内部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在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小组中以及秘密宣传中，引起了对纲领问题的热烈讨论。在秘密宣传中值得指出的有：“民权党”的《迫切的问题》和《宣言》（1894年），《“民意社”快报》[97]，“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98]在国外出版的《工作者》，在俄国国内出版主要供工人阅读的革命小册子的紧张活动，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1896年著名的彼得堡罢工时所进行的鼓动工作等等。

在我们看来，现在（1897年底）最迫切的问题，是社会民主党人的 实践
 活动问题。我们着重指出社会民主党的 实践
 方面，是因为它的理论方面，看来已经渡过了最紧张的时期；当时，它根本不为对手们所了解，又有种种势力力图在新派别一出现时就把它压下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则热烈捍卫自己的基本原则。现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观点， 在其主要的与基本的方面
 ，已经充分阐明了。而关于社会民主党的 实践
 方面，关于它的政治 纲领
 ，关于它的活动方法，它的策略，却还不能这样说。我们觉得，正是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很多误会和隔阂，妨碍着某些革命者与社会民主党充分接近，这些革命者在理论上已经完全离开民意主义，而在实践上，或是由于客观力量所迫，到工人中间进行宣传鼓动，甚至把自己在工人中间的活动放到 阶级斗争
 的基础上，或者力图把 民主主义
 任务当作全部纲领和全部革命活动的基础。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后一评语是适用于目前在俄国与社会民主党人同时活动的两个革命团体，即民意党和民权党的。

因此，我们认为，现在把社会民主党人的 实践
 任务解释清楚，把我们下述看法的根据加以说明是特别适时的：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是现有三个纲领中最合理的纲领，反对意见多半是由于了解不够。

大家知道，社会民主党人在实践活动方面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把这一斗争的两种具体表现组织起来：一种是社会主义的表现（反对资本家阶级，目标是破坏阶级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99]）；另一种是民主主义的表现（反对专制制度，目标是在俄国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民主化）。我们刚才说 大家知道
 。的确，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自从作为一个特别的社会革命派别出现时起，就始终十分明确地指出他们这一活动任务，始终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两种表现与内容，始终坚持他们的社会主义任务与民主主义任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一联系在他们所采用的名称上就已清楚地表现出来了。然而直到现在，你们还往往看见，有些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抱着一种极端谬误的观念，责难社会民主党人忽略政治斗争等等。我们现在就来稍微谈谈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践活动的这两个方面。

我们从社会主义活动谈起。自从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在彼得堡工人中间活动时起，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活动的性质，看来应当是十分清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工作，就是在工人中间 宣传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使工人正确了解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基础与发展，了解俄国社会各个 阶级
 及其相互关系，了解这些阶级相互的斗争，了解工人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作用，了解工人阶级对于正在没落的阶级和正在发展的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过去和将来所应采取的态度，了解各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同宣传工作紧密相联的，就是在工人中间进行 鼓动工作
 ，这个鼓动工作在俄国目前的政治条件和工人群众的发展水平下，自然成为首要的工作。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要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自发斗争，参加工人为工作日、工资、劳动条件等等问题而和资本家发生的一切冲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的活动和工人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结合起来，帮助工人理解这些问题，使工人注意到各种极严重的舞弊行为，帮助他们把他们向厂主提出的要求表述得更明确、更切实，提高工人对自身团结的认识，提高作为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的一部分的全体俄国工人对自己共同利益和共同事业的认识。在工人中间成立小组，使它们与社会民主党人中心小组建立经常的秘密联系，印发工人书刊，组织各工人运动中心地点的通信工作，印发鼓动传单和宣言，训练有经验的鼓动员，——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活动方式大致就是这样。

我们的工作首先和主要是针对城市工厂工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分散自己的力量，而应当集中力量在工业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因为工业无产阶级最能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智力上和政治上最发展，并且按其数量以及在国内巨大政治中心的集中程度来说，又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建立坚固的革命组织，是社会民主党首要的迫切任务，现在放弃这个任务是极不恰当的。然而，我们虽然认为必须集中自己力量在工厂工人中间进行工作，反对分散力量，但我们丝毫无意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可以忽略俄国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其他阶层。根本不是这样。俄国工厂工人的生活条件本身，使他们往往要同那些散布在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条件更恶劣得多的厂外工业无产阶级即手工业者发生十分密切的关系。俄国工厂工人同农村居民也有直接联系（工厂工人往往有家在农村），所以他们也不能不同农村无产阶级即千百万的雇农和日工，以及那些拘守一小块土地，从事工役和寻求各种偶然“外水”，即同样是从事雇佣劳动的破产农民接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现在 把
 自己的力量 派到
 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中间去工作，是不合时宜的，但他们决不想忽视这些阶层，而要努力教育先进工人了解手工业者和农村工人的日常生活情形，使这些工人在同无产阶级中比较落后的阶层接近时，把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俄国民主派，特别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也带给这些阶层。当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还有这么多的工作要做的时候，派遣鼓动员到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中去是不实际的，但是社会主义的工人既然有很多机会不知不觉地接触这些人，那就应该善于利用这种机会并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般任务。因此，那些责难俄国社会民主党狭隘，说他们因为只注重工厂工人而有意忽视广大劳动群众的人，是极端错误的。恰恰相反，在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中间进行鼓动，是把整个俄国无产阶级唤醒起来（随着运动的扩大）的最可靠手段。在城市工人中间传播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的思想，就必然会使这些思想经过比较细小分散的渠道传播开来：为此必须使这些思想在较有锻炼的人们中间扎下较深的根，使俄国工人运动与俄国革命的这个先锋队完全领会。俄国社会民主党运用自己全部力量在工厂工人中间进行活动，同时决定支持俄国那些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工作放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基地上来的革命者，但他们毫不隐讳，无论与其他革命派别订立什么样的实际联盟，都不能而且不应当在理论上、纲领上、旗帜上实行妥协或让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深信，现在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才是革命理论，才能作为革命运动的旗帜，他们将用全力来传播这个学说，使它不受曲解，反对任何想把还年轻的俄国工人运动同那些不确定的学说联系起来的行为。理论的判断证明，而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活动则表明：俄国一切 社会主义者
 都应该成为 社会民主党人
 。

现在我们来谈谈社会民主党人的 民主主义
 任务和民主主义工作。我们再说一遍：这个工作与社会主义工作有 不可分割
 的联系。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人中间进行 宣传
 的时候， 不能
 避开政治问题，并且认为，想避开政治问题或者把它们搁置一边的任何做法，都是极大的错误，都是背离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除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以外，同时还要在工人群众中间广泛宣传 民主主义思想
 ，竭力使工人认识专制制度的一切活动表现，专制制度的阶级内容，推翻专制制度的必要性，如果不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社会制度民主化，就不可能为工人事业进行胜利的斗争。社会民主党人根据当前的 经济
 要求在工人中间进行 鼓动
 的时候，把这种鼓动与根据工人阶级当前的政治需要、政治困苦和政治要求进行的鼓动密切联系起来，例如进行鼓动反对那种在每次罢工、每次劳资冲突中都出现的警察压迫，反对对工人，作为俄国公民，特别是作为最受压迫最无权的阶级的工人所实施的权利限制，反对每一个与工人直接接触并使工人阶级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处于政治奴隶地位的专制制度的重要人物和走狗。在经济方面，没有一个工人生活问题不可以利用来进行经济鼓动，同样，在政治方面，也没有一个问题不可以当作政治鼓动的对象。这两种鼓动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中是互为表里，密切联系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是为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所必需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是为领导俄国工人的阶级斗争所必需的，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无论前一种鼓动或后一种鼓动，都能唤起工人觉悟，组织他们，使他们遵守纪律，教育他们进行一致活动并为社会民主主义理想而斗争，因而也就使工人有可能在解决迫切问题和迫切需要方面试验自己的力量，使工人们有可能从敌人方面争得局部的让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使资本家不能不考虑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使政府不能不扩大工人的权利和接受工人的要求，使政府在怀有敌对情绪并由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所领导的工人群众面前经常胆战心惊。

我们已经指明 社会主义的
 与 民主主义的
 宣传和鼓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指明革命工作在这两方面是完全并行的。然而这两种活动和斗争也有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在经济斗争中，无产阶级完全是孤立的，要同时反对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至多也只能得到（而且也远远不是时常都能得到）小资产阶级中间那些趋向于无产阶级的分子的帮助。而在民主主义的 政治
 斗争中，俄国工人阶级却不是孤立的；所有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阶层和阶级，都是与它站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也仇视专制制度，并用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在这里与无产阶级站在 一起的
 ，还有资产阶级、有教养的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受专制制度迫害的民族或宗教和教派等等的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这里自然就发生一个问题：工人阶级对于这些分子应该抱什么态度？其次，工人阶级是否应当与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共同斗争？既然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政治革命在俄国应当先于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岂不是应当与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联合起来进行反专制制度的斗争，而暂时把社会主义搁置起来，这不是为加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所必需的吗？

我们来分析这两个问题。

工人阶级这个反专制制度的战士对其他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社会阶级和集团所采取的态度，早已由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所叙述的社会民主主义基本原则十分确切地规定出来了。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2—505页。——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人支持进步的社会阶级去反对反动的社会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那些特权等级土地占有制的代表人物，反对官吏，支持大资产阶级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妄想。这种支持并不打算也不要求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和原则作任何妥协，这是支持同盟者去反对 特定的
 敌人，而社会民主党人给予这种支持，是为了更快地推翻共同的敌人，但他们并不打算从这些暂时的同盟者那里 为自己
 取得什么，也不会让与什么。社会民主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任何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被迫害的宗教、被贱视的等级等等去争取平等权利。

在宣传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对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的 支持
 ，表现在社会民主党人证明专制制度敌视工人事业时，将指明专制制度也敌视其他某些社会集团，将指明 在某些问题上，在某些任务上
 ，工人阶级和这些集团是一致的，等等。在鼓动方面，这种支持表现在社会民主党人将利用专制制度警察压迫的每一表现向工人们指明，这种压迫如何落在 一切
 俄国公民头上，尤其是落在特别受压迫的等级、民族、宗教和教派等等的头上，这种压迫如何特别影响到 工人阶级
 。最后，在实践方面，这种支持表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决心同其他派别的革命者结成同盟，以便达到某些局部目的，而这种决心已用事实多次证明过了。

这里我们也就谈到第二个问题。社会民主党人指出某些反政府集团与工人之间的一致时，始终要把工人划分出来，始终要解释这种一致的暂时性与相对性，始终要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因为它可能在明天就成为今天同盟者的敌人。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指出这点，就会 减弱
 现在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的力量。”我们回答说：指出这点，只会 加强
 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的力量。只有那些立足于 已被认识的
 一定 阶级
 的实际利益的战士，才是强而有力的；凡是把这些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起着主要作用的阶级利益蒙蔽起来，都只会削弱战士的力量。这是第一。第二，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应当使自己划分出来，因为 只有
 它才是专制制度的彻底的势不两立的敌人， 只有
 它才不可能和专制制度妥协， 只有
 工人阶级才毫无保留、毫不犹豫、毫不返顾地拥护民主主义。其他一切阶级、集团和阶层，都 不是绝对
 敌视专制制度，他们的民主主义始终是向后返顾的。资产阶级不能不意识到专制制度阻碍工业与社会的发展，但它害怕政治和社会制度完全民主化，随时都能与专制制度结成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其本性来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趋向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它又趋向反动阶级，企图阻止历史行程，会折服于专制制度的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例如亚历山大三世所实行的“人民政策”[100]）， 为了
 巩固自己 小私有者
 的地位而会和统治阶级结成同盟反对无产阶级。有教养的人，整个“知识界”，不能不起来反对专制制度摧残思想和知识的野蛮的警察压迫，但是这个知识界的物质利益把它同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使它的态度不彻底，使它为求得官家俸禄，或为分得利润或股息而实行妥协，出卖其反政府的和革命的狂热。至于被压迫民族和受迫害宗教中间的民主分子，那么谁都知道，谁都看得见，这几类居民内部的阶级矛盾，要比每一类中的各个阶级共同反对专制制度和争取民主制度的一致性深刻得多，强烈得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而且按其阶级地位来说不能不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步和妥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 先进战士
 ，因为第一，无产阶级受到的政治压迫最厉害，这个阶级的地位不可能有丝毫改变，它既没有接近最高当局的机会，甚至也没有接近官吏的机会，也无法影响社会舆论。第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 彻底
 实现政治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因此，把工人阶级的民主主义活动与其他各个阶级和集团的民主主义 溶合起来
 ，就会 削弱
 民主运动的力量，就会 削弱
 政治斗争，就会使这一斗争不是那样坚决，不是那样彻底，而是比较容易妥协。反过来， 把
 工人阶级作为争取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 划分出来
 ，就会 加强
 民主运动， 加强
 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因为工人阶级将 带动
 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和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将推动自由派去与政治激进派接近，将推动激进派去同当前社会整个政治社会制度坚决断绝关系。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俄国一切 社会主义者
 ，都应当成为 社会民主党人
 。我们现在还要补充说：俄国一切真正的和彻底的 民主主义者
 ，都应当成为 社会民主党人
 。

让我们举例来说明我们的意思。我们就拿官僚这个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特殊阶层的机关来说，从专制的、半亚洲式的俄国起，到有文化的、自由的、文明的英国止，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不可或缺的官僚机关。与俄国的落后性及其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是人民在官吏面前 完全无权
 ，特权官僚 完全
 不受监督。在英国，人民对行政机关实行强有力的监督，然而即使在那里，这种监督也 远不是完全的
 ，官僚仍然保持着不少特权，他们往往是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人民的公仆。即使在英国，我们也看到，有势力的社会集团总是支持官僚特权地位，不让这个机关完全民主化。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由于这个机关的 完全
 民主化仅仅有利于一个无产阶级；于是连资产阶级最先进的阶层，也维护官吏的某些特权，反对一切官吏由选举产生，反对完全废除资格限制，反对官吏对人民直接负责等等，因为他们感觉到，这种彻底的民主化将被无产阶级利用来 反对
 资产阶级。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俄国人民中许多各不相同的阶层，都反对专权独断、不对任何人负责、贪赃受贿、野蛮昏愦、过着寄生生活的俄国官吏，可是，除了无产阶级以外， 没有一个
 阶层会容许官吏机构完全民主化，因为其他一切阶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整个“知识界”）都与官吏有联系，都与俄国官吏有 亲属
 关系。谁不知道，在神圣的俄罗斯，激进派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很容易变为帝国政府的官吏，他们以在官场范围内有所“裨益”而聊以自慰，他们以这种“裨益”来替自己的政治冷淡态度辩护，来替自己向刑棍和皮鞭的政府献媚辩护。只有 无产阶级
 ，才绝对敌视专制制度和俄国官吏；只有 无产阶级
 ，才与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这些机关没有任何 联系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根本敌视并坚决反对它们。

我们证明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是俄国民主运动的先进战士的时候，竟遇见一种十分流行而又十分奇怪的意见，似乎俄国社会民主党拖延政治任务和政治斗争。我们知道，这种意见与真实情况截然相反。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曾多次阐述过，而且早在最初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中，即“劳动解放社”[101]在国外出版的小册子和书籍中就已经阐述过，为什么有人竟如此惊人地不了解呢？我们觉得，这一奇怪事实是由于下面三个原因产生的：

第一，是因为旧的革命理论的代表人物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他们拟定纲领和行动计划，总是根据抽象的观念，而不是根据对各个在国内活动、而其相互关系已由历史决定的现实阶级的估计。正因为人们没有用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来讨论那些支持俄国民主运动的 利益
 ，才能发生这种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忽略俄国革命者的民主主义任务的意见。

第二，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社会主义活动与民主主义活动结合为一个整体，结合为统一的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这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民主运动和政治斗争，使它接近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把政治问题从“知识界的狭小书房”拿到街上去，拿到工人和劳动阶级中间去，把关于政治压迫的抽象观念，换成最使无产阶级痛苦的那些政治压迫的实际表现，而社会民主党就是根据这些表现来进行鼓动工作的。俄国激进派分子往往觉得，社会民主党人不直接号召先进工人进行政治斗争，而提出了发展工人运动和组织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务，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就是从自己的民主主义立场往 后退
 ，就是拖延政治斗争。可是，如果这里真有所谓后退，那就不过是法国俗语所说的那种后退：“为要远跳，必须后退！”

第三，误会所以发生，是因为民意党人和民权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概念本身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有另一种理解，比旧的革命理论代表人物的理解 广泛得多
 。1895年12月9日《“民意社”快报》第4期，就具体证明了这个似乎不近情理的说法。我们衷心欢迎这个刊物，因为它表明在现代民意党人中间进行着一种很有成效的深刻的思想工作，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彼·拉·拉甫罗夫的《论纲领问题》一文（第19—22页）显然表明老民意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有另一种理解 
［注：在第4期上发表的彼·拉·拉甫罗夫的论文，不过是彼·拉·拉甫罗夫预定在《资料》[102]上发表的那封长信中的“摘录”而已。我们听说，今年（1897年）夏天，在国外发表了彼·拉·拉甫罗夫这封信的全文以及普列汉诺夫的回答。可是我们无法看到这封信，也无法看到这个回答。《“民意社”快报》编辑部曾答应在第5期上发表编辑部对于彼·拉·拉甫罗夫这封信的评论（见第4期第22页第1栏附注），但我们也不知道该期是否已经出版。］

 。彼·拉·拉甫罗夫谈到民意党人的纲领与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的关系时写道：“……这里有一点而且只有一点是重要的：在专制制度下面，离开组织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党，是否有可能组织强大的工人党呢？”（第21页第2栏）；在稍前一点（第1栏）也同样说：“……在专制制度统治下，组织俄国工人党，而不同时组织反对这个专制制度的革命党。”我们完全不懂彼·拉·拉甫罗夫认为十分重要的这些差别。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叫作“ 除了
 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党 之外
 的工人党”？？难道工人党本身不是革命党么？难道工人党不反对专制制度么？对于这个奇怪议论，彼·拉·拉甫罗夫的论文用下面这段话来解释：“建立俄国工人党的组织，是要在极残酷的专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不同时组织政治 密谋
 
［注：黑体是我们用的。］

 来反对专制制度及其搞这种 密谋
 
［注：黑体是我们用的。］

 的一切条件而能做到这件事情，那么他们的政治纲领当然是俄国社会主义者的适当纲领，因为工人的解放将能用工人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然而这是很成问题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第21页第1栏）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民意党人原来认为政治斗争与政治 密谋
 是一回事！必须承认，彼·拉·拉甫罗夫的这些话，真是十分明显地指出了民意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在政治斗争策略方面的基本区别。在民意党人中间，布朗基主义[103]，即密谋主义的传统非常强烈，以致他们只能把政治斗争设想为政治密谋这种形式。社会民主党人却没有这种观点狭隘的毛病；他们不相信密谋，认为密谋的时代早已过去，认为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密谋，就是极大地缩小了政治斗争的范围，这是一方面，同时这也意味着选择了最不适宜的斗争手段。谁都明白，彼·拉·拉甫罗夫所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把西方的活动看成最好的榜样”（第21页第1栏），不过是辩论中的胡言乱语罢了。其实，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也没有忘记俄国的政治条件，从来也没有梦想在俄国有可能公开建立工人党，从来也没有把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与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分开。但他们始终认为，这种斗争不应当由密谋家而应当由依靠工人运动的革命党来进行。他们认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不应当是组织密谋，而应当是教育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遵守纪律，组织无产阶级，在工人中间进行政治鼓动，痛斥专制制度的一切表现，把警察政府的勇士们统统钉上耻辱柱，迫使这个政府实行让步。难道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活动不正是这样么？难道这个组织不正是依靠工人运动，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即反资本和反专制政府的斗争，而没有组织任何密谋，正是以社会主义斗争和民主主义斗争 结合
 成彼得堡无产阶级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为其力量泉源的那个革命党的萌芽么？难道“协会”的活动——尽管它活动的时间很短——不是已经证明，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是政府不得不考虑并急于对它作出让步的巨大政治势力么？1897年6月2日颁布的法令，无论按其匆忙施行或就其本身内容来说，都显然表明这是被迫对无产阶级实行的让步，这是从俄国人民的敌人手中夺得的阵地。虽然这个让步很小，虽然这个阵地不大，可是要知道，争得这个让步的工人阶级组织也并不大，并不坚固，成立不久，没有丰富的经验和经费：大家知道，“斗争协会”只是在1895—1896年间才成立的，它对工人们的号召，只是通过胶印的和石印的传单。如果这样的组织至少包括了俄国工人运动一些最大的中心（圣彼得堡区，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区，南俄以及各重要城市，如敖德萨，基辅，萨拉托夫等等），拥有革命机关报，在俄国工人中间享有象“斗争协会”在圣彼得堡工人中间所享有的那种威信，那么这个组织就会成为目前俄国最大的政治因素，成为政府在其全部内外政策中不能不考虑的因素，——这难道可以否认么？一个组织，既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加强工人的组织和纪律，帮助工人为自己的经济需要而斗争，又接二连三地从资本手里夺得阵地，在政治上教育工人，不断地和勇往直前地攻击专制制度，消灭每一个使无产阶级感觉到警察政府魔爪的沙皇强盗，这样的组织就会是既适合我国条件的工人党组织，又会是反对专制制度的强大的革命党。预先来谈论这个组织为了给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将采用什么手段，例如，它将采取起义，还是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或者其他进攻手段，——预先来谈论这个问题，并且要在现在来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是空洞的学理主义了。这就好象将领们尚未调集军队，动员军队去进攻敌军以前，就预先召集军事会议一样。当无产阶级军队在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领导下，勇往直前争取自身经济和政治解放的时候，这个军队自己就会给将领们指明行动的手段和方法。那个时候，而且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解决对专制制度实行最后打击的问题，因为问题的解决，正是取决于工人运动的状况，工人运动的广度，运动本身所造成的斗争手段，领导运动的革命组织的素质，其他各种社会分子对无产阶级和对专制制度的态度，国外国内的政治条件，——总而言之，取决于千百种条件，而要预先猜测这些条件，是既不可能又无益处的。

因此，彼·拉·拉甫罗夫的下面一段议论，也是十分不正确的：


　　“如果他们〈社会民主党人〉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一定要不仅部署工人力量去反对资本，而且还要团结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去反对专制制度，那么不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怎样称呼自己，他们事实上
 是要采纳他们对手即民意党人的纲领。在村社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以及经济唯物主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对实际事业不太重要的、促进或妨碍在准备主要之点时规定局部任务和局部手段的一些细节而已。”（第21页第1栏）



　　这种说法，根本就不值一驳，怎么能说在俄国生活和俄国社会发展的各种基本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在理解历史的各种基本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只是牵涉到一些“细节”呢！早已有人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而 现在
 未必有再来证明这个真理的必要。阶级斗争的理论，按唯物主义观点来了解俄国历史，按唯物主义观点来估计俄国目前的经济和政治情形，承认必须把革命斗争归结为一定阶级的一定利益，并分析这个阶级同其他阶级的关系等，都是十分重大的革命问题，把这些问题叫作“细节”，是绝顶荒谬的。从革命 理论
 的老手方面听到这种言论，真是出人意料，我们简直要说这是失言。至于上面所引那段话的前半节，它的荒谬无理就更令人惊奇了。报刊上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只是部署工人力量去反对资本（就是说，只进行经济斗争！），而不同时团结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去反对专制制度，——说这种话，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活动的人所共知的事实。或者，也许彼·拉·拉甫罗夫不承认那些在社会民主党人队伍里进行实际工作的人是“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吧？！或者（这也许更正确些）他把反专制制度的“斗争”只了解为反专制制度的密谋吧？（参看第21页第2栏：“……问题是要……组织革命 密谋
 ”；黑体是我们用的）。也许彼·拉·拉甫罗夫认为谁不组织政治密谋，谁就是不进行政治斗争吧？我们再说一遍：这种观点完全合乎古老民意主义的古老传统，但它完全不合乎现代的政治斗争概念，也不合乎现代的实际情况。关于民权党人，我们还要说几句话。在我们看来，彼·拉·拉甫罗夫说得完全对：社会民主党人“把民权党人当作比较直爽的人，并且决心支持他们，但是不与他们溶合起来”（第19页第2栏）；不过要补充一句：是当作比较直爽的 民主主义者
 和 只要
 民权党人以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可惜，这个条件与其说是真实的现在，不如说是所希望的将来。民权党人曾经表示愿意使民主主义任务摆脱民粹主义，并且根本摆脱与“俄国社会主义”的陈腐形式的联系，但他们自己还远未摆脱旧的偏见，远不彻底，因为他们竟把自己仅仅主张政治改革的党称呼为“社会〈？？！〉革命”党（见他们1894年2月19日发表的《宣言》）。《宣言》里说：“民权这一概念包括组织人民生产”（我们只能凭记忆引证），这就证明他们又在偷偷地运用那种民粹主义偏见。所以彼·拉·拉甫罗夫称他们为“戴假面具的政治家”（第20页第2栏），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可是，也许把民权主义看成一种过渡的学说会更正确些，它有不可否认的功劳，就是它以民粹派学说的独特性为耻而与民粹派中最可恶的反动分子公开进行争论，这些分子面对警察式的阶级专制制度竟然说什么人们期望的是经济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改革（见“民权”党出版的《迫切的问题》）。如果民权党内除了那些从策略考虑而藏起自己的社会主义旗帜，戴上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假面具的（如彼·拉·拉甫罗夫所假设的那样，第20页第2栏）旧时社会主义者而外，确实没有别的人，那么这个党当然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然而，如果在这个党内也有不戴假面具，而是真正的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非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那么这个党努力去同我国资产阶级中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接近，努力唤醒我国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等等这一阶级的政治自觉，它就会带来不少的好处。这个小资产阶级在西欧各处的民主运动中都起过相当的作用，它在我们俄国改革后的时代，已在文化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取得特别迅速的成就，它不能不感觉到警察政府进行压迫和恬不知耻地援助大工厂主、金融和工业垄断大王的事实。为此，民权党人必须力求和各个居民阶层接近，不要仍然局限于那个“知识界”，因为“知识界”由于脱离群众实际利益而软弱无力，这是连《迫切的问题》也承认了的。为此，民权党人就要抛弃那种想把各种社会分子融合起来并借口政治任务来排斥社会主义的企图，就要抛弃那种妨碍他们自己与人民中间资产阶级阶层接近的虚伪羞耻，就是说，不要仅仅谈论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的纲领，而且还要按照这个纲领去行动，唤醒并发展那些完全不需要社会主义，但日益感到专制制度的压迫和政治自由的必要性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的阶级自觉。




俄国社会民主党还很年经，刚刚在走出那个以理论问题占主要地位的萌芽状态。它才刚刚开始展开实践活动。其他派别的革命者，已经不得不放下对社会民主理论和纲领的批评，而来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 实践活动
 。必须承认，后面这种批评与理论批评大不相同，有可能造出这样可笑的谣言，说圣彼得堡“斗争协会”不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出现这样的谣言本身，也就证明那种指斥社会民主党人忽视政治斗争的流行责难是不正确的。出现这样的谣言本身，也就证明未被社会民主党人 理论
 所说服的许多革命家已经开始被社会民主党人的 实践
 说服了。

俄国社会民主党还有许许多多刚刚开始的工作要做。俄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它对知识、团结、社会主义、反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自发追求，表现得日益明显、日益广阔。俄国资本主义在最近时期内达到的巨大进展，保证工人运动将会毫不停顿地扩大和深入。我们现在显然正处在资本主义周期的这样一个时期：工业“繁荣”，商业昌盛，工厂全部开工，无数新工厂、新企业、股份公司、铁路建筑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不是预言家也能预言，不可避免的破产（相当厉害）必定在这种工业“繁荣”以后接踵而来。这种破产将使大批小业主破落，把大批工人抛到失业者的队伍里去，从而在全体工人群众面前尖锐地提出早已摆在每个有觉悟有思想的工人面前的社会主义问题和民主主义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设法使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个破产到来的时候更有觉悟，更加团结一致，懂得俄国工人阶级的任务，能够回击现在赚得巨额利润而随时都想把亏损转嫁到工人身上的资本家阶级，能够领导俄国民主势力去进行决战，反对那束缚俄国工人和全体俄国人民手脚的警察专制制度。

总之，同志们，干起来吧！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满足正在觉醒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要组织工人运动，要巩固革命团体及其相互联系，要供给工人们宣传鼓动的书刊，要把散布在俄国各个地方的工人小组与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统一成为一个 社会民主工党
 ！





“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

彼得堡革命者正处在困难的时期。政府确实是动员了它的全部力量来镇压产生不久就显示了很大威力的工人运动。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监狱已有人满之患。乱抓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男是女；逮捕工人，成批地把他们放逐。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消息，说警察政府疯狂地迫害它的敌人，愈来愈多的人遭到牺牲。政府决心不让俄国革命运动的新潮流发展壮大起来。检察长和宪兵们已经在夸耀，说他们把“斗争协会”摧毁了。

这种夸耀完全是谎话。尽管迫害重重，“斗争协会”还是屹然不动。我们非常满意地指出，大规模的逮捕已经发生了自己的作用，它已成为向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进行鼓动的有力工具，一批革命者倒下去，另一犹新的人又带着新的力量站到为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体俄国人民而战的战士队伍里。斗争不可能没有牺牲。对于沙皇强盗的野蛮迫害，我们镇静地回答说：革命者牺牲了，——但革命必将胜利！

直到目前为止，加紧迫害只不过使“斗争协会”的某些活动暂时削弱，使代办员和鼓动员的人数暂时有所不足。现在正是感到这种暂时的不足，所以我们向一切觉悟的工人和一切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发出号召。“斗争协会”需要代办员。一切愿意从事任何一种革命活动，哪怕是极小范围内的活动的小组和个人，请把自己的愿望告诉同“斗争协会”有联系的人。（如果有的小组找不到这样的人，可以通过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代为转达。这种情形可能很少。）需要做各种各样工作的人，革命者在革命活动中的分工愈严格，他们对秘密活动的方法和隐蔽的方式考虑得愈周密，他们愈是忘我地埋头于一种细小的、不显著的和局部性的工作，总的事业就愈可靠，宪兵和奸细就愈难发现革命者。政府预先就撒下了密探网，而且不仅对准真正的反政府分子的基地，连那些有可能的和有嫌疑的地方也不放过。政府豢养一批专事迫害革命者的奴仆，不断扩大和加强他们的活动，并且想出一些新办法，设置一批新的挑拨者，竭力用恫吓、伪造口供、假造签名和假文件等等手段来迫害被捕者。不加强和发展革命的纪律、组织和秘密活动，就不可能同政府进行斗争。而秘密活动首先就要求各个小组和个人实行专业分工，把统一联系工作交给“斗争协会”的为数很少的核心分子。革命工作的分工是十分繁杂的。需要有公开的鼓动员，他们善于向工人宣传，但是又 不致
 因此受到法院的审判；他们要善于只说出 甲
 的意思，使别的人说出 乙
 和 丙
 的意思。需要有散发书刊和传单的人。需要有工人小组的组织者。需要有散在各个工厂而能提供厂内各种情况的通讯员。需要有监视奸细和挑拨者的人。需要有设置秘密住所的人。需要有传递书刊、指示和进行各种联络的人。需要有筹集款项的人。需要在知识界和官吏中间有一批同工人、工厂生活和当局（警察、工厂视察机关等等）有接触的代办员。需要有同俄国和国外各城市进行联络的人。需要有能用各种方法翻印各种书刊的人。需要有保管书刊和其他物品的人，等等，等等。各个小组或个人担负的工作愈细小，就愈有可能深思熟虑地处理这些工作，保证工作不致失败，研究各种秘密工作的细节，采取各种办法麻痹宪兵的警惕性，使他们迷茫混乱，这样，工作的成功就愈有希望，警察和宪兵就愈难追踪革命者以及他们同组织的联系，革命政党就比较容易用他人来代替牺牲的代办员和党员，而不致使整个事业遭到损害。我们知道，实行这种分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其所以困难，是因为这要求每个人都要有极大的耐心，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要求把全副精力贡献给一种不显眼的、单调的工作，它要求和同志们断绝来往，要求革命者把全部生活服从枯燥和严格的规定。但是只有这样，俄国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才有可能用多年的时间从事革命事业的全面准备工作，实现极其宏伟的事业。我们深信，社会民主党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决不逊于前辈的革命者。我们也知道，按照我们所提出的这种方式，许多献身革命工作的人都将经历一段非常艰苦的准备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斗争协会”要收集有关这些愿意效劳的个人或小组的必要材料，考验他们适于执行什么使命。不经过这种预先的考验，就不可能在现代的俄国展开革命活动。

为了把这种活动方式推荐给我们的新同志，我们才把我们在长年经验中得出的一点体会介绍出来。我们深信，采取这种方式就能使革命工作的胜利获得最大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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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卷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104]


谢·尼·尤沙柯夫《教育问题》。政论的尝试。——中学改革。——高等教育的制度和任务。——中学教科书。——全民教育问题。——妇女和教育。

1897年圣彼得堡版，Ⅷ页＋283页定价1卢布50戈比④

（1897年底）


一

尤沙柯夫先生用这样一个标题出了一本文集，收载了他1895—1897年发表在《俄国财富》上的文章。作者认为，他的这些文章“包括了这些问题”即“教育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这些文章“汇集起来，就是对我国智育方面十分成熟、刻不容缓、但还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的一种概述”（《序言》第Ⅴ页）。第5页上再次强调，作者准备阐述的“主要是一些原则问题”。可是所有这些词句只能说明，尤沙柯夫先生喜欢漫无边际地思考问题，甚至不是思考问题，而是舞文弄墨。文集的标题就太大：事实上，从作为文集副标题的文章目录就可以看出，作者阐述的根本不是“教育问题”，仅仅是学校问题，而且仅仅是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的问题。在这本文集的所有文章中，论述我国中学教科书的那一篇是最中肯的。作者在这里详细分析了目前普遍采用的俄语、地理和历史等教科书，证明这些教科书根本不适用。如果作者不那么罗嗦而使人感到厌倦，这篇文章读起来会更有趣味。我们只想请读者注意这本文集中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中等教育改革的，另一篇是关于全民教育的，因为这两篇文章涉及真正的原则问题，而且最能说明《俄国财富》所酷爱的思想。格里涅维奇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流为了找到一些从敌对学说中得出的异常荒唐的结论的例子，往往不得不到俄国打油诗的粪堆里去挖掘。我们为了同样的目的，不必进行这样不愉快的挖掘，只要领教一下《俄国财富》杂志和这个杂志的一位毫无疑义的“台柱”就够了。


二

尤沙柯夫先生给《中等教育改革原则》一文的第2节加了这样一个标题：《中学的任务。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见《目录》）。你们看，标题就很引人注目，它答应给我们解释一个不仅在教育方面而且在整个社会生活当中都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在民粹派和“学生们”之间引起最主要意见分歧之一的那个问题。现在，我们来看看《俄国财富》的撰稿人对于“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究竟有些什么看法。

作者完全正确地指出，“学校应该为生活培养人才”这个公式十分空洞，问题在于生活需要什么和“谁需要”（第6页）。“谁需要中等教育，这就是说，教育中等学校的学生是为了谁的利益，为了谁的福利？”（第7页）问题提得很好，我们会对作者表示衷心欢迎，如果……如果这些前奏曲在以后的叙述中没有变成这样一些空话：“这可能是国家、民族、某一社会阶级和受教育者本人的利益和福利。”这就开始出现了混乱，因为从这里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分裂成阶级的社会可以同非阶级的国家、非阶级的民族以及超阶级的个人相容！我们马上可以看出，这决不是尤沙柯夫先生的一时失言，而正是他一贯坚持的荒谬见解。“如果制定学校大纲时考虑的是阶级的利益，那就根本谈不上统一类型的国立中学。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必然是等级的学校，并且它不仅是教育的机关，而且是教养的机关，因为它不仅应该进行符合等级的特殊利益和特殊任务的教育，而且应该灌输等级的习惯和等级的行会精神。”（第7页）从这段话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尤沙柯夫先生不了解等级和阶级的区别，因而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分青红皂白地混淆起来。从他这篇文章的其他一些地方（例如第8页）也可以看出他是不了解的，而尤其令人奇怪的是，尤沙柯夫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几乎已经接触到了这两个概念的本质区别。尤沙柯夫先生在第11页上说：“应当记住，政治团体、经济团体和宗教团体往往（但决不是必然）时而构成特殊居民集团法律上的特权，时而构成它们事实上的特点。在前一种情况下这是等级；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阶级。”这里正确地指出了阶级和等级的 一个
 区别，就是说，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区别不在于法律上的特权，而在于事实上的条件，因此现代社会的阶级是以 法律上的平等
 为前提的。等级和阶级的另一个区别，尤沙柯夫先生似乎也没有忽视，他说：“……我们……当时〈即农奴制度废除以后〉抛弃了……国家生活中的农奴制度和等级制度，同时也抛弃了封闭式的等级学校制度。目前资本主义过程的深化，与其说把俄罗斯民族分成了等级，不如说把它分成了经济阶级……”（第8页）这里也正确地指出了把欧洲和俄国历史上的等级和阶级区别开来的另一个特征，即等级属于农奴社会，阶级则属于资本主义社会。 
［注：等级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前提的，等级是阶级区别的一种形式。当我们只谈阶级的时候，总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没有等级的阶级。］

 如果尤沙柯夫先生能够稍微考虑一下这些区别，而不这样轻易地受自己那枝生花妙笔和那颗小资产阶级心灵的支配，那他就既不会写出上面引证的那段话，也不会写出别的废话，说什么阶级的学校大纲势必分成富人的大纲和穷人的大纲，阶级大纲在西欧没有取得成就，阶级学校以阶级限制为前提，等等。所有这些都极其清楚地说明，尽管题目很大，尽管词句漂亮，尤沙柯夫先生却根本不了解阶级学校的实质是什么。最可敬的民粹主义者先生，这个实质就是：教育的组织和受教育的机会，对一切 有产者
 来说，都是相同的。阶级学校不同于等级学校的实质就在于 有产者
 这三个字上面。因此上面引证的尤沙柯夫先生的一段话，说在考虑到学校的阶级利益的情况下，似乎“根本谈不上统一类型的国立中学”，就完全是胡说。恰恰相反，阶级学校如果办得彻底，就是说，如果它没有任何等级制度的残余，那它必然以统一类型的学校为前提。阶级社会的实质（因而也是阶级教育的实质），就是法律上完全 平等
 ，所有的公民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有产者享有完全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等级学校要求学生必须属于一定的等级。阶级学校没有等级，只有公民。它对所有的学生 只有一个
 要求：缴纳学费。阶级学校根本用不着把大纲分成富人的大纲和穷人的大纲，因为缴不起学费、教材费和整个学习时期膳宿费的人，阶级学校根本不让他们受中等教育。阶级学校决不以阶级限制为前提，因为阶级和等级相反，阶级总是使个人保持从一个阶级转入另一个阶级的完全自由。阶级学校不排斥任何有钱读书的人。说“这些对各居民阶层进行半教育并从德育和智育上造成阶级隔阂的危险大纲”，在西欧“没有取得成就”（第9页），这完全是歪曲事实，因为谁都知道，不论在西欧或在俄国，中等学校实质上都是阶级学校，它只为很少一部分人的利益服务。由于尤沙柯夫先生暴露了他的概念异常混乱，我们认为对他作下面的补充说明并不是多余的：在现代社会中，即使是不收任何学费的中等学校，也仍然是阶级学校，因为学生在7—8年内的膳宿费要比学费多得多，而能够缴得起这笔费用的只有极少数人。如果尤沙柯夫先生想成为现代中学改革派的实际顾问，如果他想在当前现实基础上提出问题（他也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那他就应该只谈用阶级学校代替等级学校， 只
 谈这一点，或者根本不谈“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这个棘手的问题。还应该说一句：这些原则问题同尤沙柯夫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推荐的用现代语言代替古代语言并没有多大联系。如果他只是这样推荐一下，我们也不会反驳他，甚至准备宽恕他的信口雌黄。但是既然他 自己
 提出了“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的问题，那就让他对自己的一切胡言乱语负责吧。

但是，尤沙柯夫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远不止上面引证的那些话。忠于“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基本思想的尤沙柯夫先生，在涉及阶级问题之后，接着就站到“广阔的观点”（第12页，参看第15页）上来。这种观点如此广阔，他竟可以堂而皇之地忽视阶级区别，可以不谈个别阶级（呸，这多狭窄！），而谈整个民族。这种“广阔”得出奇的观点是用所有大大小小的道德家、特别是小资产者道德家惯用的方法取得的。尤沙柯夫先生严厉地谴责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和这种现象在教育上的反映），并以他了不起的口才和无比的激情谈论这种现象的“危险性”（第9页）；说“任何形式的阶级教育制度，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与国家、民族和受教育者个人的利益相矛盾的” 
［注：最可尊敬的小资产者先生，二者必居其一：您说的或者是已分裂成阶级的社会，或者是没有分裂成阶级的社会。在前一种情况下，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教育。在后一种情况下，不可能有阶级的国家、阶级的民族和属于某一阶级的个人。在这两种情况下，这句话都没有意义，它只是反映了胆怯地闭上眼睛、不敢正视当前现实最显著特征的小资产者的天真愿望。］

 （第8页）；说学校的阶级大纲“不论从国家的观点或民族的观点看来，都是不适当的和危险的”（第9页）；说历史的先例只是证明，“阶级制度和阶级利益的发展纯粹是反民族的，这种发展我们上面已经谈过并且认为它对民族福利和国家本身都是危险的”（第11页）；说“各地的阶级管理机构都被这样或那样地废除了”（第11页）；说这种分裂为阶级的“危险”现象引起了“各个居民集团之间的对抗”，逐渐毁灭“民族团结和全国爱国主义的精神”（第12页）；说“广义地、正确地、富有远见地理解的整个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每个公民的利益，决不应该互相对立起来（至少在现代国家中应该是这样）”（第15页），等等。这些言论都是胡诌，都是空话，都是用毫无意义的小资产者“愿望”，用这些不知不觉取代了对事实的说明的愿望，来抹杀当前现实的本质。要给产生这些言论的世界观找到一种类似的世界观，那就需要请教一下西欧“伦理”学派[105]的代表人物，这个学派是那里的资产阶级在理论上畏首畏尾、在政治上不知所措的自然和必然的表现。

我们只想把这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词句和慈善心肠，把这种非凡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跟下面一个小小的事实作一对比。尤沙柯夫先生谈到了等级学校和阶级学校的问题。关于头一个问题可以找到确切的统计材料，至少可以找到男子中学、初级中学和实科学校的确切的统计材料。下面就是我们摘自财政部的出版物《俄国的生产力》（1896年圣彼得堡版，第19编《国民教育》，第31页）的材料。


　　“从下表可以看出学生的等级出身情况（占学生总数的百分比）：





	　
	国民教育部的男子中学和初级中学
	实科学校



	　
	
1880年

	
1884年

	
1892年

	
1880年

	
1884年

	
1892年




	世袭和非世袭贵族和官吏子弟…………………………
	47.6
	49.2
	56.2
	44.0
	40.7
	38.0



	神职人员子弟……………………………………………
	5.1
	5.0
	3.9
	2.6
	1.8
	0.9



	城市等级子弟……………………………………………
	33.3
	35.9
	31.3
	37.0
	41.8
	43.0



	农村等级（包括少数民族官吏和下级官吏）子弟……
	8.0
	7.9
	5.1
	0.41
	0.9
	12.7



	外国人子弟………………………………………………
	2.0
	2.0
	1.9
	3.0
	4.8
	5.4



	其他等级子弟……………………………………………
	2.0
	与上项合并计算


	与上项合并计算


	3.0
	与上项合并计算


	与上项合并计算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这个表格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尤沙柯夫先生说我们已经立即而坚决地（？？）“抛弃了等级学校”的说法是多么不慎重。相反，等级制度直到现在还在我国中学中占统治地位，即使在一般中学（更不必说特权的贵族学校等等）中也有56％的学生是贵族和官吏子弟。贵族和官吏唯一有力的竞争者是在实科学校中占优势的城市等级。农村等级的比重却微乎其微（假如注意到他们的人数大大超过其余的等级，这个情况就更加明显）。因此这个表格清楚地表明，谁想谈论我国当前中学的性质，谁就必须牢牢记住，只能谈论等级学校和阶级学校；如果说“我们”真的在抛弃等级学校，那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阶级学校。不言而喻，我们决不是想说，用阶级学校代替等级学校和改进阶级学校的问题，对那些没有享用也不可能享用中等学校的阶级来说，是无关紧要或无所谓的问题。相反，对这些阶级来说这不是无所谓的问题，因为等级制度无论在生活中或在学校中对它们的压迫都特别沉重，因为用阶级学校代替等级学校不过是俄国全盘欧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我们只想表明，尤沙柯夫先生怎样歪曲了事实，他的那种似乎“广阔的”观点实际上甚至远不如资产阶级对问题的看法。顺便谈一谈资产阶级性的问题。亚·曼努伊洛夫先生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既然彼·伯·司徒卢威这样肯定地指出了舒尔采－格弗尼茨偏于一方，那他为什么还“宣传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俄国财富》第11期第93页）。亚·曼努伊洛夫先生不能理解这一点，完全是由于他不仅不了解俄国“学生”的基本观点，而且也不了解所有西欧“学生”的基本观点；不仅不了解“学生”的基本观点，而且也不了解导师的基本观点。也可能曼努伊洛夫先生想否认，坚决敌视那些用甜言蜜语来掩饰现代社会分裂成阶级的“广阔观点”的爱好者，是“导师”的基本观点之一（这些基本观点象一根红线贯穿着他的全部理论活动、著述活动和实践活动）？也可能他想否认，坚决承认公开的、彻底的“资产阶级思想”比渴望阻碍和制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小资产者思想要进步和高明，是“导师”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果曼努伊洛夫先生不明白这一点，那他应该去研究一下他的杂志撰稿同仁尤沙柯夫先生的著作。他应该知道，在目前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上，除尤沙柯夫先生而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位公开、彻底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他维护的正是现代学校的阶级性质，他要证明这是最理想的东西，并且力求彻底排挤等级学校，扩大阶级学校的入学机会（上述意义上的入学机会）。的确，这样的思想会比尤沙柯夫先生的思想高明得多，而且会使注意力集中于现代学校的实际需要，即消除现代学校的等级限制，而不是集中在模糊不清的小资产者的“广阔观点”上。公开阐明和维护现代学校属于一方的性质，就会正确说明现实，而且这种性质本身就会启发另一方的觉悟。 
［注：我们清楚地觉得，《俄国财富》的撰稿人要了解这种性质的论证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又是由于他们不仅不了解“学生”，而且也不了解“导师”的缘故。



例如，一位“导师”早在1845年就证明了废除谷物法对英国工人的好处。他写道，废除谷物法使农场主变成了“自由党人，即自觉的资产者”，而一方的觉悟的这种提高必然导致另一方觉悟的同样提高。（弗·恩格斯《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87年纽约版第17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56页）。——编者注）《俄国财富》的撰稿人先生们，为什么你们在“导师”面前一味奉承，而不揭发他们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呢？］ 而尤沙柯夫先生“广阔的”空谈反而只能腐蚀社会意识。最后，问题的实际方面……但是尤沙柯夫先生不仅在这篇文章中，而且在自己的“空想”中，都丝毫没有超出阶级学校的范围，因此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种“空想”。


三

尤沙柯夫先生探讨“全民教育问题”（见文集的标题）的文章的题目是：《教育的空想。全民中等义务教育计划》。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尤沙柯夫先生的这篇极有教益的文章许诺了很多东西。但实际上，尤沙柯夫先生的“空想”许诺的东西还要多得多。作者在文章开头就这样说：“亲爱的读者，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一步，决不作任何让步或妥协……对全体男女居民实行完全的中学教育，这种教育对所有的人都是义务性质的，它不需要国家、地方自治机关和人民出任何费用，——这就是我的宏伟的教育空想！”（第201页）显然，善良的尤沙柯夫先生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费用”。他在同一页上重复说，全民初等教育需要费用，而全民中等教育按他的“计划”则不需要任何费用。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不仅不需要任何费用，而且许诺的东西远不止实行全民中等教育。为了表明这位《俄国财富》撰稿人许诺给我们的东西的全部内容，需要提前引用一下作者在叙述完了自己的整个计划而自我欣赏时所说的那些自鸣得意的话。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就是，把中学教育同自己养活自己的“中学生”的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耕种土地……能够保证整个年轻一代从出生到中学毕业都得到丰盛的、美味的、卫生的食品，能够保证靠做工来抵偿学费的青年〈关于尤沙柯夫的这种未来国家（Zukunftsstaat）的制度，下面将要更详细地谈到〉、全体教职员和主办人员也得到食品。同时他们还能得到鞋子，还可以做衣服穿。此外，从上述那块土地还可以得到将近20000卢布的收入：15000卢布是出售剩余牛奶和春播谷物的收入……将近5000卢布是出售毛皮、鬃、羽绒和其他副产品的收入。”（第216页）读者，请您想一想：养活 整个
 年轻一代，直到中学毕业，也就是说，直到21—25岁（第203页）！要知道这就等于养活全国人口的 一半
 。 
［注：根据布尼亚科夫斯基的材料，俄国人口的年龄构成是：1000居民中，0—20岁的有485人，0—25岁的有576人。］

 养活和教育几千万人口，——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劳动组织”！有人断言民粹派的“劳动组织”计划是空谈家的空话，尤沙柯夫先生显然对这些恶毒的人十分生气，于是决定把这种“不需要任何费用”就能实现的整个“劳动组织”“计划”发表出来，彻底打垮这些恶毒的人……但是还不止这些：“……同时，我们还扩大了任务。我们要这个组织担负起养活全体儿童的任务。我们考虑到在青年人出校时给他们一份对农村说来是相当可观的结婚礼品。我们认为还可以用这些钱给每所中学即每个乡聘请一位医生、一位兽医、一位农学家、一位园艺家、一位工艺师和至少六位工匠（这些人会提高整个地方的文化水平和满足那里的适当需要）……我们的计划一经实现，所有这些任务就会在财政上和经济上得到解决……” 
［注：第237页。这段话中两个意味深长的省略号都是尤沙柯夫先生加的。这里我们一个字也未敢漏掉。］

 有人说，民粹派那个著名的“我们”是“一个神秘的陌生人”，是头戴两顶小圆便帽的犹太人等等，现在这些嚼舌头的该羞愧得无地自容了吧！这是多么卑鄙的诬蔑！今后只要引证一下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就足以证明这个“我们”是万能的，“我们的”计划是可能实现的。

也许读者会对可能实现一语发生怀疑？也许读者会说，既然尤沙柯夫先生把自己的创作叫作空想，那他就排除了可能实现的问题？如果尤沙柯夫先生自己对“空想”一词没有作极端重要的附带说明，如果他在自己的全部阐述中没有三番五次地强调自己的计划可能实现，那么情况就会是这样。但是他在文章一开头就说：“我敢认为，这种全民中等教育只有骤然看来才是空想。”（第201页）……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更敢断言，这种全民教育比在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已经实现的和在俄国某些省份就要实现的全民初等教育更加可能实现。”（第201页）尤沙柯夫先生对自己计划实现的可能性竟相信到了这样的程度（显然是在上面说明了“计划”一词比空想更为确切之后），甚至在制定这个计划时连一些极其细小的“实际的方便”都没有忽视，譬如他由于尊重“欧洲大陆反对”男女“合校制的偏见”而特意把男女分校制保留下来，并且特别强调，他的计划“不会破坏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的既定的教学计划，不过课程要多一些，因而教员的报酬也要多一些……”“如果不只是想做做试验，而是想实现真正的全民教育，那么这一切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第205—206页）世界上有过很多空想家，他们较量过自己空想的引诱力和严整性，但是在他们中间未必能够找到一个人这样关心“既定的教学计划”和教员的报酬。我们相信，我们的子孙后代还会长期提到尤沙柯夫先生，把他当作一个真正讲求实际的、真正具有求实精神的“空想家”。

很明显，既然作者许诺的东西这么多，那么他的全民教育计划就值得十分仔细地加以研究。


四

尤沙柯夫先生所根据的原则是，中学应该同时是农庄，应该靠本校学生的夏季劳动来维持。这就是他的计划的基本思想。尤沙柯夫先生认为：“这个思想的正确性是无可怀疑的。”（第237页）我们也同意他的说法，这里的确有正确的思想，不过不能把这种思想硬套在“中学”上，硬套在用学生的劳动可能“抵偿”中学的经费这一点上。这个正确思想就是，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这个思想还是伟大的老空想家们提出来的，“学生们”也完全赞同这个思想，并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原则上并不反对妇女和少年从事工业劳动，认为完全禁止这种劳动的企图是反动的，他们只是坚决主张这种劳动必须在完全合乎卫生要求的条件下进行。因此尤沙柯夫先生的下述说法毫无道理：“我只想提出一个思想”（第237页）……这个思想早就提出来了，而且我们也不敢设想（在相反的看法没有证实以前），尤沙柯夫先生会不熟悉这个思想。《俄国财富》的这位撰稿人想要提出而且已经提出了一个完全独特的 实现
 这个思想的 计划
 。只是在这一方面，应该承认他是富有独创精神的，不过他的独创精神在这里已经达到了……达到了极限。

为了使普遍生产劳动同普遍教育相结合，显然必须使 所有的人
 都担负参加生产劳动的义务。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吧！其实不然。我们这位“民粹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的确应该规定体力劳动的义务是一个总的原则， 但这决不是为所有的人，而只是为穷人
 规定的。

读者也许以为我们在开玩笑吧？上帝作证，不是的。

“为有钱缴纳全部学费的富人设立的纯粹城市中学，可以保持目前的形式。”（第229页）在第231页上，“富人”被直接划入不吸收到“农业中学”受义务教育的“居民类别”。因此义务生产劳动在我们这位民粹主义者看来并不是人的普遍和全面发展的条件，而只是为了付中学学费。就是这样。尤沙柯夫先生在他文章的开头部分就研究农业中学所必需的冬季工人问题。他觉得下面这种确保中学得到冬季工人的方式是最“合逻辑的”。低年级的学生不做工，因此他们的膳宿和学习是免费的，他们不偿付校方为此支出的任何费用。“如果是这样，那毕业之后做工抵偿这些费用不就是他们的直接义务吗？履行这个经过周密考虑的、对所有 无力缴纳学费的人
 硬性规定的义务，会使农庄中学得到必要数量的冬季工人和增补的夏季工人……这在理论上是非常简单的，容易理解的，无可争辩的。”（第205页，黑体是我们用的）天哪，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简单”的呢？有钱出钱，无钱做工！任何一个小铺老板都会承认，这是最“容易理解”的。况且这是多么切合实际呵！不过……不过这里哪有什么“空想”呢？为什么尤沙柯夫先生要用这样的计划来玷污他想作为自己空想基础的那个伟大基本思想呢？

穷学生服工役，——这是尤沙柯夫先生整个计划的基础。不错，他认为还可以采取另一种获得冬季工人的方式——雇佣 
［注：“有经验有学问的主办人领导的、有一切改良设备的、拥有一定数量熟练的受过教育的工人的农庄中学，应当成为有收益的单位，应当能收回雇用必要数量工人的开支。某些有功劳的〈原文如此！〉工人也许还可以分得一些收入。一部分人，特别是本中学毕业的无地的人，大概就不得不这样做了。”（204页）］

 ，不过他把这种方式放在次要的地位。所有不服兵役的学生，即三分之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都必须服工役3年（必要时4年）。尤沙柯夫先生直截了当地说道：“只有这种制度，才是解决全民教育（甚至不是初等教育，而是中等教育）这一任务的关键。”（第207—208页）“永远留在学校和参加学校工作〈！？〉的少数固定工人，更充实了农庄中学的这些劳动力。这就是我们农业中学可能得到而绝非空想的劳动力。”（第208页）当然，其他一些工作（这些工作农庄中还会少吗？）也要他们来做：“厨夫、洗衣女工的补充人员和文书都可以很容易地从中学毕业后做3年工的学生中间挑选出来。”（第209页）中学还会需要裁缝、鞋匠、细木工等等工匠。当然可以“挑些服满3年工役的学生给他们当助手”（第210页）。

这些雇农（或者是农业中学的学生？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们）的劳动会得到什么报酬呢？他们会得到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会得到“丰盛的、美味的食品”。尤沙柯夫先生准确地估计了这一切，订出了“平常发给农业工人的”食物标准。诚然，他“并不打算采取这样的办法维持中学”（第210页），但他还是把这些标准保持了下来，反正中学生还可以从自己的地上收马铃薯、豌豆、扁豆，种榨植物油用的大麻和向日葵，此外，开斋的日子还可以得到半磅肉和两杯牛奶。读者，请不要以为尤沙柯夫先生只是随便提到这些，只是举举例子而已。不是的，他把所有一切，连一两岁小牛犊的头数、病人的疗养费、家禽的饲料都计算得清清楚楚。他连厨房的沿水、下水、菜皮都没有忘记（第212页）。他什么都没有漏掉。其次，衣服和鞋子可以由学校自己来做。“但是做衬衣、被褥、桌布、夏服用的布料，比较结实的冬装料和冬大衣毛皮（即使是羊皮），当然都需要购买。全体教职员及其家属当然应该自备衣料，虽然服装工场他们也可以享用。至于给学生和做3年工的工人购买衣料的开支，则可以毫不吝啬地规定每人每年50卢布，或者说，全校每年将近6万卢布。”（第213页）

我们简直要被我们这位民粹主义者的求实精神感动了。请想一想：“我们”，“社会”，在建立这样一个宏伟的劳动组织，使人民受到普遍的中等教育，所有这些既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又能收到十分巨大的道德效果！“我们的”现在那些由于愚昧、粗鲁和野蛮而每年少于61卢布（生活费由雇主负担）就不愿做工的农业工人 
［注：根据农业和农村工业司的材料，欧俄每个农业工人每年平均工资为61卢布29戈比（1881—1891年10年间），生活费为46卢布。］

 ，如果看到受过中学教育的雇农每年做工将获得50卢布时，该得到一个多好的教训！可以相信，就是科罗博契卡本人[106]现在也会同意尤沙柯夫先生的说法：他的计划的理论根据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五

中学的经济将怎样经营呢？中学将怎样管理呢？中学的经济，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将是一种混合经济：部分是自然经济，部分是货币经济。当然，尤沙柯夫先生对这个重要问题已经作了十分详细的说明。他在第216页上准确地计算了各项开支，认为每所中学需要16—17万卢布，因此15000—20000所中学大约需要30亿卢布。当然，这些中学将靠出卖农产品来赚到这笔钱。我们的作者真是富有预见，他还考虑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条件：“设在城郊或位于火车站附近即离大的中心城市不远的铁路线上的中学，应该采取完全不同的形式。这里完全可以用蔬菜业、果园业、牛奶业和手工业来代替耕作业。”（第228页）就是说，做买卖将不是开玩笑的了。但是谁来做买卖，作者没有交代。可以设想，中学的教务处将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商务处。怀疑论者大概想知道：中学一旦破产了该怎么办？它们到底会不会做生意？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吹毛求疵：既然现在没有受过教育的商人就在做生意，那么我们的知识界人士来干这一行一定会大有成就，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中学要经营当然需要土地。尤沙柯夫先生写道：“我想……假使这个思想注定要得到实际试验，那么为了试验，最初成立的几所农业中学就应该得到6000—7000俄亩的土地。”（第228页）10900万人口（2万所中学）就需要将近1亿俄亩的土地，但是请不要忘记，从事农业劳动的只有8000万人。“只有他们的子女才必须进入农业中学。”另外还有将近800万人应该归入各类居民中去， 
［注：下面就是免进农业中学的各类幸运儿的全部名单：“富人、受感化者、伊斯兰教女孩、少数民族、狂信教徒、盲人、聋哑人、白痴、精神病患者、慢性病患者、传染病患者、罪犯。”（第231页）我们读完这个名单，我们的心痛苦得缩成一团了：我们想，天哪，我们的亲人是否能够算作免进农业中学的幸运儿呢？算作第一类吗？钱大概不够吧！如果是女的，也许还可以耍耍花招，算作伊斯兰教女孩，但男的怎么办呢？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第三类上。大家知道，尤沙柯夫先生的杂志撰稿同仁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已经把彼·伯·司徒卢威干脆算作少数民族，也许他会开开恩，把我们全都算作“少数民族”，这样我们的亲人就可以不进农业中学了！］

 最后还剩下7200万人。他们只要有6000—7200万俄亩的土地就够了。“这当然还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第231页），但是尤沙柯夫先生并不因此而惶惑不安。国家还有许多土地，只是这些土地的位置不太合适。“譬如，波列西耶北部就有12760万俄亩土地。在这里，如果在需要的地方能够采取对换土地的方式，把私人的甚至农民的土地同官地对换一下，把前一种土地拨给学校，那么，给我们农业中学无偿提供土地大概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东南部的“情况也一样好”。……（第231页）嗯……“好啊”！就是说，把农业中学搬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去！不错，这个省份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是个流放的地方，那里的国有森林绝大部分甚至还没有“管理起来”，——但这没有什么关系。一旦把中学生和受过教育的教员送到那里去，他们就会把这些森林砍掉，把土地开垦出来，种上庄稼！

中部地区则可以赎买土地，因为总共不超过8千万俄亩。发行一种“有保证的债券”，债券的还本付息当然要由“得到赐地的中学”（第232页）分担，——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尤沙柯夫先生断言，用不着害怕“财务手续的庞杂。这种手续并不是做不到的幻想和空想”（第232页）。这“实质上”是“最有保证的抵押”。还有什么没有保证呢？不过要再问一下，这里哪有什么“空想”呢？难道尤沙柯夫先生真的认为我们的农民已经无知和不开化到连这样的计划都会赞同吗？？请缴纳赎买土地的赎金，偿还“购买最初设备的债款” 
［注：第216页。每所中学1万卢布。］

 ，请供养整个中学，付给全体教员薪水，除此而外，请再为了这一切（为了出钱聘请教员吗？）服3年工役！学识渊博的“民粹主义者”先生，这不是太过分了吗？您1897年重印您1895年发表在《俄国财富》杂志上的杰作时考虑过没有，所有民粹主义者特有的对各种财务手续和赎买的偏爱，将使您陷入怎样的境地？请读者回忆一下，前面已经许诺过全民教育是“不需要国家、地方自治机关和人民出任何费用”的。我们这位天才的财政家的确既不要国家也不要地方自治机关一个卢布，但是否要“人民”的呢？或者确切些说，是否要 贫穷农民
 的呢？ 
［注：因为富人是除外的。尤沙柯夫先生自己也怀疑，“农业人口中间是否会有一部分人宁愿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自费的城市中学去”（第230页）。当然不会这样！］

 购买土地、开办中学用的正是他们的钱（因为用在这上面的资本是由他们还本付息的），付给教员薪水、供养所有中学的也正是他们。而且还要服工役。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铁面无情的财政家回答说：这是因为低年级的学生没有缴学费和膳宿费（第204页）。可是，第一，不到工作年龄的只有“预备班和中学最低的两个年级”（第206页），再高的年级已经是半工半读了。第二，养活这些孩子的是他们的兄长，替他们向教员交付学费的也是他们的兄长。不，尤沙柯夫先生，不仅是现在，就是在阿拉克切耶夫时代[107]，这样的计划也根本 不能实现
 ，因为这的确是 农奴制的
 “空想”。

至于中学的管理，尤沙柯夫先生谈得很少。不错，他准确地开列了教学人员，并给他们所有的人规定了“比较不高的”薪水（因为住宅是现成的，孩子由学校供养，“做衣服只付一半钱”），——也许您以为每年是50卢布吧？不，还稍微多一些：“男女校长、总农艺师2400卢布，学监”等等按职位高低，依次递减，最低的职员为200卢布。（第214页）可见，这对那些“宁愿”要自费的城市中学而不愿要农业中学的知识界人士来说，也是一个不坏的差事！请注意保证教员先生“做衣服只付一半钱”这一点，按照我们这位民粹主义者的计划，教员可以享用服装工场（我们前面已经谈过），就是说，他们可以让“学生”给自己缝补和做衣服。尤沙柯夫先生……对教员先生们的关心不是无微不至吗？其实他也关心“学生”，就象一个善良的主人关心牲畜一样：让它们吃饱，喝足，睡好，并且……还让它们交配。不妨再看看下面一段话：

“如果……准许那些毕业后留校3年的青年结婚……那么留校3年会比服兵役轻松得多。”（第207页）“如果准许结婚”！！就是说，也可能不准许？但是，可敬的进步分子先生，为此就必须制定一项新法令，一项限制 农民公民
 权利的新法令。尤沙柯夫先生在自己的全部“空想”中，在极其周密地研究教员的薪水、中学生的工役等等问题中，始终没有想起应该（至少在“空想”中应该）给那些由自己供养整个中学，而且到23—25岁才能毕业的“学生”以某些管理“中学”、经营农庄的权利，没有想起这些人不仅是“中学生”而且还是 公民
 ，既然如此，他这种一时“失言”（？）还有什么可以惊奇的呢？我们的这位民粹主义者把这些小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但他却仔细地探讨了品行恶劣的“学生”的问题。“第四种〈中学〉形式应该是为那些因品行恶劣而被一般中学开除的学生设立的。既然整个年轻一代都必须受中等教育，那么因品行恶劣而免受中等教育就是不合理的。这可能会诱惑和怂恿高年级的学生养成恶劣的品行〈上帝作证，第229页就是这样写的！！〉。为那些因品行恶劣而被开除的学生设立特种中学，是整个制度的合理补充。”这种中学可以叫作“感化中学”（第230页）。

这个富有俄国风味的、包括专给那些可能是被“免受”……教育的远景“诱惑”坏的恶人设立的感化中学在内的“教育空想”，不是无与伦比的吗！？


六

读者也许还没有忘记一个关于领导工业的计划吧。有人已经给了公正的评语，说这个计划是重商主义[108]的复活，是“本国工业的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组织”[109]（第238页）的计划。评价尤沙柯夫先生的这个“计划”，需要使用更复杂的术语。应该把这个计划叫作 农奴制的、官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
 试验。四层构成的术语太笨重了。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要知道计划本身就是笨重的。然而这个术语 确切地
 反映了尤沙柯夫先生的“空想”的一切特征。我们从第四层开始分析吧。现在提到的这位作者说得很对：“社会主义的 科学
 概念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有计划地调节社会生产。” 
［注：1897年4月《新言论》，国内评论栏。］

 这个“空想”就有这个特征，因为几千万工人的生产是预先按照一个总的计划组织的。空想的资产阶级性质也是无庸置疑的，因为，第一，按照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中等学校 仍然是阶级学校
 。而这个计划是尤沙柯夫先生在他的第一篇文章里面讲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来“反对”阶级学校以后提出的！！富人进一种学校，穷人进另一种学校。有钱就缴学费，没有钱就做工。不仅如此，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富人还有“目前形式”的学校。譬如，在国民教育部所属的目前形式的中等学校中，学费只占总开支的28．7％，40％由国库拨发，21．8％由个人、机关和团体捐助，3．1％是基金的利息，6．4％是其他收入（《生产力》第19编，第35页）。因此尤沙柯夫先生 比目前更加强了
 中等学校的阶级性质：按照他的“计划”，富人只缴28．7％的学费，而穷人却要缴纳 全部
 学费，另外还得服工役！这对“民粹主义的”空想来说不坏吧？第二，计划规定中学可以雇用冬季工人，特别是无地的农民。第三，城乡对立这一社会分工的基础依然保留。既然尤沙柯夫先生要有计划地组织社会劳动，既然他在草拟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的“空想”，那么保留这种对立就是十分荒谬的，这说明我们的作者并不了解他所研究的对象。不仅现时学生的“导师们”曾经写文章反对这种荒谬观点，就是老空想家们、甚至我们俄国那位伟大的空想家[110]也曾写文章反对这种荒谬观点。这一点尤沙柯夫先生是不管的！第四，这个空想 除了
 试图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 而外
 ，还保留商品生产，而这是把这个“空想”称作资产阶级空想的最有力的根据。中学 为市场
 生产产品。因此，社会生产要受市场规律支配，“中学”也要受市场规律支配！这一点尤沙柯夫先生是不管的！他可能会问，你们根据什么说支配生产的将是某些市场规律呢？这都是胡说！支配生产的将不是市场规律，而是农业中学校长先生们的指示。就是这样。关于尤沙柯夫先生空想中学的纯粹官僚主义制度，我们已经谈过了。可以相信，《教育的空想》对俄国广大读者会有很大帮助，会向他们表明，当代民粹派的“民主主义”是多么深奥。尤沙柯夫先生这个“计划”的农奴制特征就是：穷人为了抵偿学费而服工役。假使这类计划是由一个彻底的资产者拟定的，那它既不会有第一层，也不会有第二层，它会比这类民粹派空想高明得多和有用得多。工役是农奴制度的经济实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穷人为了购买生活资料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农奴制度下，穷人为了抵偿从地主那里取得的生活资料而不得不服工役。实行工役制必然产生强迫做工、服工役者没有充分权利以及《资本论》作者称之为“超经济的强制”（第3卷第2部分第324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编者注］

 的现象。因此在俄国也是这样，既然这里过去和现在都保存着工役制，所以农民没有充分公民权利，被束缚在土地上，体罚，强制干活的权利，都是这个制度的必然补充。尤沙柯夫先生不了解工役制和没有充分权利之间的这种联系，但是“讲求实际的”人的敏感却使他产生一种想法：在中学生服工役的情况下，也不妨给那些胆敢逃避教育的学生设立感化中学；成年的工人“中学生”应该仍然处于小学生的地位。

试问，为什么我们这位空想家的创作需要前三层呢？如果只留第四层，那么谁也不会反驳一句，因为人家自己就预先直截了当地说过，他拟定的是“空想”！可是他的小资产阶级本性也正表现在这里。一方面，说“空想”是好东西；另一方面，又说知识分子先生们的教员薪水也不是坏东西。一方面，说“不需要人民出任何费用”；另一方面又说，不，老弟，利息和本金还是请你全部付清吧，另外还请服3年工役。一方面，故弄玄虚地侈谈分裂成阶级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另一方面，又拟定纯粹的阶级“空想”。永远在新旧之间摇摆，可笑地奢望跳过自己的头顶即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这就是一切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实质。


※　　　　　※　　　　　※

　　读者，您读过谢尔盖·沙拉波夫先生1894年在圣彼得堡发表的《俄国的农村业主。关于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俄国经济结构的几点想法》（1894年《北方》杂志[111]的免费附刊）这部著作吗？我们倒很想请《俄国财富》的撰稿人，特别是尤沙柯夫先生，读一读这部作品。这本书第一章的标题是：《俄国经济的道德条件》。作者在这里反来复去地谈论与“民粹主义”非常接近的思想：俄国和西欧根本不同；在西欧，赤裸裸的商业利益高于一切；对于那里的业主和工人来说，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相反，在俄国，由于农民在1861年分得了土地，“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有着与西欧截然不同的目的”（第8页）。“得到了土地的我国农民具有自立的生活目的。”总之，人民生产已获批准，——尼古拉·—逊先生的这一说法就更为明确。沙拉波夫先生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说，我国地主对农民的福利是关心的，因为地主的土地是由这些农民使用自己的农具耕种的。“他〈地主〉除了考虑企业对个人的好处而外，还考虑到 道德因素
 ，确切些说，是 心理因素
 。”（第12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沙拉波夫先生也慷慨激昂地（其程度不会亚于尤沙柯夫先生）谈论资本主义在我国是不可能的。在我国，可能的和需要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老爷和农夫的联合”（沙拉波夫先生这本书第2章的标题）。“经济应该建立在老爷和农夫亲密团结的基础上”（第25页）：老爷应该推广农业技术，而农夫……农夫当然应该做工！请看，他，谢尔盖·沙拉波夫先生，“在犯了长期的、痛苦的错误之后”，终于在自己的领地上实现了“上面所说的老爷和农夫的联合”（第26页）。他采用了合理的轮作制等等，同农民订立了这样的契约：农民从地主那里得到草地、牧场、耕地和播种若干俄亩土地所需要的种子等等；农民则必须给地主农庄做一切活计（要给每种庄稼的若干俄亩土地上粪、撒磷钙石、耕地、播种、收割、运进“我的粮仓”、脱粒等等），另外还要缴款，开头600卢布，然后800卢布、850卢布、1100卢布，最后到1200卢布（就是说，逐年增加）。这笔款子……按照向贵族银行缴付利息的时间分期缴纳（第36页及以下各页）。不言而喻，作者是一位“坚定的村社拥护者”（第37页）。我们说“不言而喻”，是因为没有关于把农民束缚在份地上、关于农民村社的等级限制的法令，这种类型的农庄是无法经营的。沙拉波夫先生保证农民缴款的办法是：“不经我的许可，不准出卖成品，这样一来，这一切就必然送来装进我自己的粮仓。”（第36页）由于向贫苦农民收款特别困难，沙拉波夫先生就想了一个办法，向富裕农民索取这笔款子：这些富裕农民挑选一批经济力量薄弱的农民，自己充当这个劳动组合的头头（第38页），并且不折不扣地把钱交给地主，因为在出卖产品的时候，他们总会从贫苦农民那里取得款子（第39页）。“对于许多贫苦农民尤其是家中人口少的贫苦农民来说，给我做工是非常吃力的。他们只能拼死拼活地干，又不能逃避，农民不会接受逃避做工的户主的牲口加入自己的畜群。我也不会接受，这是农民逼我这样做的，因此贫苦农民不得不做工。这当然是一种暴力，但您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吗？租种一年或两年土地，贫苦农民就缴清了所欠的国家税款，赎回了抵押的物品，还有余钱，能翻修农舍……看！他已经摆脱了贫困。”（第39页）沙拉波夫先生“自豪地指出”：“他的”农民（他不止一次地说“我的农民”）日益富裕；他在推广农业技术，引进三叶草，施用磷钙石，等等，而“农民自己什么也做不成”（第35页）。“同时一切工作都应该依照我的命令和指示进行。我来选定播种、上粪、割草的日期。在我们这里，整个夏季几乎恢复了农奴制度，当然，打嘴巴和马棚里的肉刑除外。”（第29页）可见，胸无城府的庄主沙拉波夫先生要比学识渊博的政论家尤沙柯夫先生稍微坦率一些。但是前者领地上的农庄和后者空想中的农庄这两种类型是不是有很大差别呢？这两种农庄的全部实质都是工役制。这两种农庄都有 强制
 ：它或者通过管理“村社”的富人的压力表现出来，或者通过送往感化中学的威胁表现出来。读者也许会反驳说，沙拉波夫先生的经营是为了私利，而尤沙柯夫先生空想中的官吏们的经营则是热心为大家造福？对不起，沙拉波夫先生直截了当地说，他的经营是出于道德的动机，他把一半收入交给农民，等等。因此我们既没有根据，也没有理由不象相信尤沙柯夫先生那样相信他，因为尤沙柯夫先生同样保证给予自己空想的教员以决非空想的“肥缺”。如果另一个地主遵照尤沙柯夫先生的建议，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农业中学，从“中学生”那里取得付给贵族银行的利息（照尤沙柯夫先生自己的说法，这是“最有保证的抵押”），那就几乎完全没有差别了。当然，在“教育问题”上还有很大的差别，但是请问，难道谢尔盖·沙拉波夫先生不愿出50卢布雇用受过教育的雇农，而宁愿出60卢布雇用没有受过教育的雇农吗？

如果曼努伊洛夫先生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俄国的（而且不仅是俄国的）学生认为为了劳动的利益必须支持彻底的资产者和彻底的资产阶级思想， 反对
 产生沙拉波夫先生之流的农庄和尤沙柯夫先生之流的“空想”的旧残余，那么我们只得承认，我们很难向他解释清楚，因为我们讲的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曼努伊洛夫先生大概是依据著名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著名方法进行论断的：应当东拼西凑把好东西收集起来，正象果戈理笔下待字闺中的小姐想把一个求婚者的鼻子安在另一个求婚者的下巴上面一样[112]。我们觉得，这种论断不过是小资产者想凌驾于已经在我国现实中完全形成的、并且在我们眼前进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完全确定地位的一定阶级之上的可笑奢望。从这种论断中自然而且必然产生出来的“空想”，已经不是可笑而是有害的了，特别当这些空想变成肆无忌惮的官僚主义臆想的时候，更是如此。这种现象在俄国特别普遍，其原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俄国。难怪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在其名著《论唯物主义历史观》（1897年巴黎日阿尔和布里埃勒出版社版）中谈到普鲁士时说，现在除了半个世纪以前“导师们”曾经反对过的那种种有害的空想而外，又出现了一种空想：“指靠官僚和国库的空想，白痴的空想（I’utopie　bureaucratique　et　fiscale，I’utopie　des　crétins．第105页脚注）。”


七

最后，我们回过头来再谈一谈教育问题，但不是谈尤沙柯夫先生冠以这样一个标题的那本书。前面已经指出，这个标题太大，因为教育问题决不等于学校问题，教育决不限于学校。如果尤沙柯夫先生真从原则上提出“教育问题”，并分析一下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那他就不能不谈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劳动群众的教育问题上所起的作用问题。《俄国财富》的另一位撰稿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1897年第11期上提到了这个问题。诺武斯先生说，马克思不怕而且有充分理由不怕写出“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页。——编者注］

 一语，并认为“对这种愚昧状态的破坏”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功绩，对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道：

“我不知道马克思究竟在什么地方写过这样粗鲁的〈？〉话……”这是承认自己不熟悉马克思最重要著作之一（即《宣言》）的典型供词！下面一段话则更加典型：“……但是大家早就知道，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是个伟大的英雄，不过摔坏椅子还是用不着的。马克思根本不讲究用词，在这方面模仿他，当然至少是不聪明的。但即使这样，我还是确信〈请听吧！〉，这里引用的马克思的话不过是些狂言乱语而已。如果说为复杂的农村生活问题伤过脑筋的兹拉托弗拉茨基先生一代白白吃了许多苦头，那么以蔑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态度教育出来的一代也还是要吃苦头的（虽然是另一种苦头）……”（第139页）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止一次地声明赞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他非常突出的一点，是对这个学说一窍不通，因此才这样“确信地”宣称，诺武斯引用的马克思的话只是偏激、不讲究用词的结果，只是一些狂言乱语！不，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大错特错了。马克思的这些话不是狂言乱语，而是他的整个世界观（理论的和实践的）中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的表现。这些话明确表示，他承认，居民离开农业走向工业、离开农村走向城市的过程是 进步的
 。它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鲜明的标志之一，无论在西欧或俄国都可以看到。我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已经谈到，马克思的这个被所有“学生”接受了的观点，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它同所有一切浪漫主义的理论（从老头子西斯蒙第到尼·—逊先生）形成了怎样尖锐的对立。同一个地方（第39页[113]）还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527—528页）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1—552页。——编者注］

 中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注：同上，第2卷第550—551页。——编者注］

 中也十分明确地表述了这个观点。此外，马克思的另一部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汉堡版，参看第98页） 
［注：同上，第8卷第216—218页。——编者注］

 也阐述了这个观点。 
［注：诺武斯先生当然没有预料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不熟悉马克思的著作，不然的话，他会把马克思的整句话都摘录下来：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页。——编者注）］

 这两位作者十分详尽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且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时常重述这些看法，因此只有根本不熟悉他们学说的人才会产生出一种念头，想把上述引文中的“愚昧状态”一词说成“粗鲁”和“狂言乱语”。最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可能会想起这样一件事实，就是这两位作者的所有信徒在许多实际问题上一直根据这个学说的精神发表意见，例如他们维护流动的完全自由，反对分给工人以小块土地或私有房屋等等的计划。

其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上面所说的那段话中指责诺武斯和与他思想一致的人，说他们在用“蔑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态度”教育新的一代。 这是胡说
 。如果“学生们”对这些备受贫困和愚昧压制的乡村居民采取“蔑视”的态度，那他们当然应该受到指责，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不能证明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抱着这种态度。学生们在谈到“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摆脱这种处境开辟了怎样的出路。现在我们把前面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说过的一段话重复一下：“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那么，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处于特权地位，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使农村居民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最新理论在回答浪漫主义者的反动的怨言和牢骚时指出，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 
［注：见本卷第197页。——编者注］



这决不是对“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蔑视态度，而是寻求摆脱这种状态的愿望。从这些观点中只能产生对那些建议“替祖国寻找道路”，而不是建议在 当前的
 道路和它今后的进程中去寻找出路的学说的“蔑视态度”。

在关于居民离开农业走向工业的过程的意义这个问题上，民粹派和“学生们”的差别不仅在于原则上、理论上有分歧，对俄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事实评价不同，而且对这一过程有关的 实际问题
 的解决方法也有差异。“学生们”自然主张必须废除一切过时的、阻碍农民从乡村流入和迁入城市的限制，而民粹派不是直接维护这些限制，便是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维护这些限制）。曼努伊洛夫先生也可以从这个例子中弄清楚一个在他看来是十分奇怪的情况，就是“学生们”竟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们意见一致。彻底的资产者将永远主张废除上述对流动的限制，对工人来说，废除这种限制是他们最切身的利益所要求的。因此，他们之间的一致十分自然，必不可免。相反，居民走向工业这一过程对地主（大地主和小地主，甚至包括善于经营的农夫）来说是不利的，因此他们在民粹派先生们的理论的帮助下，想方设法阻止这一过程。

结论：在资本主义吸引居民离开农业这一十分重大的问题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表现出对马克思学说一窍不通，并且用言之无物的废话回避了俄国“学生们”同民粹派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有关分歧。





	载于189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弗拉基米尔·伊林《经济评论集》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471—504页

















《列宁全集》第2卷


《列宁全集》第2卷

年表

（1895—1897年）


1895年


年初


列宁给彼得堡各工人小组讲课。


1月


在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住所宣读自己的论文《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


2月17日或18日（3月1或2日）


出席帝国自由经济学会组织的报告会，由亚·亨·施坦格作关于他组织的巴甫洛沃手工业劳动组合的报告。


2月18日或19日（3月2日或3日）


参加在彼得堡举行的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维尔诺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成员会议。到会的有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雅·马·利亚霍夫斯基、叶·伊·斯庞季、季·М．科佩尔宗（格里申）等人。会议讨论了从小组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转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问题。在会上，维尔诺和莫斯科的社会民主党人主张只进行经济鼓动，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尚未成熟到领会政治口号的地步。列宁在发言中反对这种机会主义性质的论点，证明必须把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结合起来。由于存在原则性分歧，会议未能就派遣一名代表出国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问题达成协议，结果列宁和莫斯科代表斯庞季同被派遣出国。


2月


在阿·亚·瓦涅耶夫住所会见米·亚·西尔文，了解彼得堡新港工人酝酿罢工的情况，对西尔文起草传单《港口工人应当争取什么》的想法表示赞同。


3月15日（27日）


领到出国护照。


4月2日（14日）


由于将要出国，在皇村米·亚·西尔文的住所召集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开会。到会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瓦·瓦·斯塔尔科夫、彼·库·扎波罗热茨、阿·亚·雅库波娃等人。


4月24日（5月6日）以前


召集星期日学校女教师开会，到会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莉·米·克尼波维奇、安·伊·美舍利亚科娃等人。

与瓦·瓦·斯塔尔科夫、斯·伊·拉德琴柯、彼·伯·司徒卢威、亚·尼·波特列索夫和罗·爱·克拉松共同筹备出版文集《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列宁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编入这本文集。文集出版后被沙俄书报检查机关扣留，几乎全部被焚毁。


4月24日（5月6日）


在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组员奥·伊·查钦娜的家里会晤获释出狱的伊·克·拉拉扬茨，当晚，列宁同他一起去莫斯科。


4月25日（5月7日）


由莫斯科启程出国。


5月1日（13日）


通过俄国国境，前往瑞士。


5月3日和27日（5月15日和6月8日）之间


在瑞士结识了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在日内瓦访问格·瓦·普列汉诺夫；在苏黎世访问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两人同在苏黎世附近的阿福尔泰恩村住了一周），同他们商谈建立经常联系和在国外出版《工作者》文集等问题。

还会见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阿·米·沃登和亚·尼·波特列索夫，同他们交谈哲学问题。


5月底—6月


住在巴黎。结识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思的女婿保·拉法格。


5月和9月7日（19日）之间


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并作摘录。


6月


阅读古·勒弗朗塞《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研究》一书第一部分，并作摘录。


7月上半月


在瑞士的一家疗养院治疗胃病。


7月下半月—9月初


在柏林停留期间，常到普鲁士国立图书馆研究国外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刊，出席工人的集会，了解德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会见伊·李·艾森施塔特等人，商谈维尔诺和彼得堡两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建立联系的问题。


7月22日（8月3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工人居住区（下巴尼姆区）举行的集会。会上，阿·施塔特哈根作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的报告。


7月27日（8月8日）


在柏林德意志剧院观看格·豪普特曼的话剧《织工》。


8月2日（14日）以前


翻译1895年8月14日维也纳《新评论报》第33号刊载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


9月2日和7日（14日和19日）之间


持格·瓦·昔列汉诺夫写的介绍信，到柏林附近的夏洛滕堡访问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威·李卜克内西。


9月7日（19日）


回到俄国，携带一只夹底皮箱，内藏违禁的马克思主义书刊。


9月7日和29日（9月19日和10月11日）之间


先后到维尔诺、莫斯科和奥列霍沃－祖耶沃，同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建立联系，并商谈支持在国外出版《工作者》文集的问题。


9月7日（19日）以后


撰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审阅《工作者》文集稿件。


9月29日（10月11日）


回到彼得堡。


9月29日（10月11日）以后


会见阿·亚·瓦涅耶夫和Я．П．波诺马廖夫，向他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的情况。

主持彼得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小组和马尔托夫小组联席会议（会议在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家里举行）。会议讨论两个组织合并问题和在工人中间开展群众性政治鼓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尔·马尔托夫、雅·马·利亚霍夫斯基。

主持彼得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会议（会议在斯·伊·拉德琴柯家里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成立彼得堡全市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列宁被选进领导核心并被任命为该组织所有出版物的编辑。根据列宁的建议，彼得堡全市社会民主党人组织除中心小组和工人小组外，设区小组，工人小组受区小组领导。同年12月15日（27日），全市社会民主党人组织正式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9月30日—10月1日（10月12日—13日）


到涅瓦大街和瓦西里耶夫岛访问工人家庭。


10月2日（14日）以前


参加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写的小册子《俄国工厂立法》的出版工作。


11月初


写信给在苏黎世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告诉他维尔诺、莫斯科、奥列霍沃－祖耶沃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活动情况，通知他秘密通信的地址和方法，并向他了解《工作者》文集出版准备情况。随信寄去几篇有关俄国工人运动的通讯和《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传单的开头部分，供《工作者》文集刊用。


11月7日（19日）


在托伦顿工厂罢工期间，同瓦·瓦·斯塔尔科夫一起访问工人Н．Е．梅尔库洛夫，托他把40卢布的捐款转交给被捕工人的家属。


11月7日（19日）以后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印发列宁起草的传单《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


11月10日（22日）


列宁同米·亚·西尔文一起去拉菲尔姆卷烟厂附近的一家饭馆，了解该厂卷烟女工罢工的情况。


11月12日（24日）


同瓦·瓦·斯塔尔科夫一起再次访问Н．Е．梅尔库洛夫，请他把传单带进托伦顿工厂散发。


11月中


写信给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告诉他已收到189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布雷斯劳代表大会的材料，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已同民意社印刷厂建立了联系，准备出版《工人事业报》等情况。随信寄去《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传单的后一部分。


11月25日（12月7日）


《农庄中学与感化中学》一文在《萨马拉新闻》第254号上发表。


11月下半月


列宁到橡胶厂工人И．В．普罗申家参加各工人小组代表会议，对工人在罢工时向厂方提出的要求作了说明。


11月底


在季·巴·涅夫佐罗娃家里主持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会议，讨论今后工作和筹备出版秘密刊物《工人事业报》的问题。


秋天


撰写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


秋冬


在伊·瓦·巴布什金、瓦·安·舍尔古诺夫，Н．Е．梅尔库洛夫的住所，会见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和先进工人。


11月—不晚于12月8日（20日）


准备出版《工人事业报》创刊号，撰写社论《告俄国工人》以及《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1895年雅罗斯拉夫尔的罢工》等文章，并审阅全部稿件。


12月3日（15日）


列宁写的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开始在彼得堡的民意社拉赫塔印刷厂排印。


12月6日和8日（18日和20日）


在斯·伊·拉德琴柯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住所参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中心小组会议。会议讨论《工人事业报》创刊号的稿件。


12月6日（18日）晚


在传统的大学生舞会上会见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


12月8日（20日）以前


常去《新闻报》书店阅览室阅读俄国的和外国的报纸，收集写作资料。


12月8日（20日）夜


由于内奸告密，列宁在戈罗霍瓦亚街61号自己的住所被捕。当夜被捕的还有他在彼得堡工人阶级斗争协会的战友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彼·库·扎波罗热茨等。警察在搜捕瓦涅耶夫时从他家里抄获了准备付排的《工人事业报》创刊号稿件。列宁被捕后，在看守所单人牢房关押了14个月。


12月9日（21日）以后


写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


1895年12月9日（21日）和1897年2月14日（26日）之间


和一起被捕的同志秘密通信并同没有被捕的斗争协会会员建立联系，指导协会的工作。在同狱外同志的通信中，主张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12月21日（1896年1月2日）


在狱中第一次受审。


不早于12月21日（1896年1月2日）


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密信，告诉她第一次受审时的供词内容。


年底


开始《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撰写工作。


1896年


1月2日（14日）


列宁写信给亚·基·切博塔廖娃，用暗语询问狱外同志的情况。


1月14日（26日）


写信给姐姐安娜，感谢她送来图书，说他正在翻译德文材料，请送几本合用的辞典来。


1月16日（28日）


写信给姐姐安娜，请她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送到狱中，还说他正在研读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重读尼·瓦·舍尔古诺夫的著作。


1月16日（28日）以后


用密码写信给彼得堡斗争协会会员，拟了两个传单题目：资本家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八小时工作日。还建议他们组织散发传单的工人小分队。


3月30日（4月11日）


第二次受审。


不早于3月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在《工作者》文集第1—2期合刊上发表。


4月19日（5月1日）以前


列宁撰写“五一”国际劳动节传单。


5月7日（19日）


第三次受审。


5月10日（22日）以前


撰写供工人阅读的通俗小册子《谈谈罢工》。小册子是用牛奶写成的，经克鲁普斯卡娅处理并誊清后，交民意社拉赫塔印刷厂排印。6月24日（7月6日），这家秘密印刷厂被沙皇警察破获，小册子被毁。


5月27日（6月8日）


第四次受审。


春天


在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通信中谈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问题。


6月—7月


撰写对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说明。


1896年8月和1897年3月之间


撰写《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一文。


11月25日（12月7日）以前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印发列宁在狱中写的传单《告沙皇政府》。


12月2日（14日）以前


列宁撰写《19世纪初政治经济学概论》（此文至今未找到）。


12月2日（14日）


呈请彼得堡地方法院检察官准许将信件和两份手稿（《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19世纪初政治经济学概论》，转交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


1896年


写《以“老年派”名义写给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的通知》，提醒狱外同志谨防内奸。


1896年—1897年


翻译德国经济学家卡·毕歇尔的《国民经济的起源（1890年10月13日在卡尔斯鲁厄高等技术学校作为序论课宣读的报告》一书。


1897年


1月29日（2月10日）


沙皇签署判处列宁流放东西伯利亚三年的诏书。


2月10日（22日）


列宁的母亲向内务部警察司提出申请：鉴于列宁身体不好，请准许他持通行证自费去流放地。这一申请得到批准。


2月13日（25日）


内务部警察司向列宁正式宣布关于把他流放到东西伯利亚三年的诏书。


2月14日（26日）


列宁被释放出狱，获准在彼得堡停留到2月17日（3月1日）晚。


2月14日和17日（2月26日和3月1日）之间


在斯·伊·拉德琴柯和尔·马尔托夫的住所召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同列宁一起被捕的老年派会员（阿·亚·瓦涅耶夫、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彼·库·扎波罗热茨等）和没有被捕的青年派会员。由于青年派的经济主义倾向，老年派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列宁尖锐地批评了青年派的初具轮廓的机会主义。


2月17日（3月1日）


从彼得堡启程经莫斯科前往西伯利亚流放地。


2月18日（3月2日）


抵达莫斯科。


2月18日—23日（3月2日—7日）


在莫斯科停留期间，曾去鲁勉采夫博物院图书馆（今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


2月23日（3月7日）


下午2时30分从莫斯科启程，乘坐莫斯科到库尔斯克的火车去西伯利亚流放地。


3月4日（16日）


抵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3月4日和11日（16日和23日）之间


会见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案件被判流放的雅·马·利亚霍夫斯基，收到母亲和妹妹玛丽亚托他带来的书信和物品。


3月4日—4月30日（3月21日—5月12日）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期间，会见被流放到该市的社会民主党人彼·阿·克拉西科夫，同他交谈会见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印象，还会见其他政治流放者В．А．布克什尼斯等人。


3月6日（18日）


向伊尔库茨克总督提出申请：在确定他的流放地点的命令到达之前，暂留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因身体不好，请求把他的流放地点指定在叶尼塞斯克省境内，最好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专区或米努辛斯克专区。


3月15日（27日）


为前往伊尔库茨克流放地的雅·马·利亚霍夫斯基送行。


4月4日（16日）


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妹妹安·马·罗森贝格一同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车站迎接被流放的彼得堡斗争协会的同志阿·亚·瓦涅耶夫、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尔·马尔托夫和瓦·瓦·斯塔尔科夫。宪兵把他们二人带离车站，进行审问，瓦涅耶夫等人刚一到达，即被押送入转解犯监狱。


4月5日（17日）


同被关押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转解犯监狱中的同志建立了联系。

写信告诉母亲，他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斯塔尔科夫的流放地已被指定在米努辛斯克专区。


4月5日和17日（17日29日）之间


写信告诉母亲和姐姐安娜，从非官方的消息得知，他的流放地点已定在舒申斯克村。


4月17日（29日）


写信给母亲和姐姐安娜，谈他了解到的舒申斯克村的情况。


4月23日—30日（5月5日—12日）


会见从监狱释放出来的阿·亚·瓦涅耶夫、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和尔·马尔托夫。


4月24日（5月6日）


得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警察局长签发的去舒申斯克村的通行证。


4月29日（5月11日）


向叶尼塞斯克省省长申请法律规定的生活补助金、衣服和住房。


4月30日（5月12日）


与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瓦·瓦，斯塔尔科夫同乘“圣尼古拉号”轮船去米努辛斯克市。列宁将经此地去舒申斯克村。


4月—7月


《评经济浪漫主义》在《新言论》杂志第7—10期上连续发表，署名“克·土林”。


5月6日（18日）


列宁抵达米努辛斯克市。


5月7日（19日）


向米努辛斯克警察局长申请法律规定的生活补助金。


5月8日（20日）


离开米努辛斯克市，当日抵达舒申斯克村，被安置在农民А．Д．济里亚诺夫家，受警察公开监视。


1897年5月8日（20日）—1900年1月29日（2月10日）


经常同阿·亚·瓦涅耶夫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潘·尼·勒柏辛斯基、米·亚·西尔文等人通信，讨论各方面的问题；调查研究西伯利亚农村情况；为舒申斯克村及邻近专区的农民解答法律询问。


5月18日（30日）


写信给母亲和妹妹玛丽亚，介绍舒申斯克村的情况，并对《新言论》杂志编辑部同萨马拉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表示关切。


6月8日（20日）


写信给正在瑞士休养的母亲和姐姐安娜，请求姐姐多寄些新书来，最好先把图书目录和新书广告寄来，并且希望能得到一些廉价版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古典著作原本。


6月9日（21日）


当局决定从1897年5月1日起每月发给列宁生活补助金8卢布。


7月3日（15日）


列宁在给妹妹玛丽亚的信中，拟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计划，在列举的参考资料中有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和《新时代》杂志。


7月19日（31日）以前


收到雅·马·利亚霍夫斯基从伊尔库茨克省上勒拿斯克写来的信，得知喀山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尼·叶·费多谢耶夫也流放在那里。


7月30日（8月11日）


在捷辛斯克村参加瓦·瓦·斯塔尔科夫和安·马·罗森贝格的婚礼。


1897年7月—1898年1月24日（2月5日）以前


前后两次写信给流放在伊尔库茨克省上勒拿斯克的尼·叶·费多谢耶夫。


8月16日（28日）


写信给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对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给他的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的评价感到鼓舞，说他最大的希望是能给工人写作。


8月—9月7日（19日）以前


撰写《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一文。


夏天


撰写小册子《新工厂法》。小册子于1899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


9月7日（19日）


将《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一文按挂号印刷品寄给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请他转给彼·伯·司徒卢威。


9月27日—28日（10月9日—10日）


去米努辛斯克。在那里，会见民意党人及其他政治流放者，同瓦·瓦·斯塔尔科夫一起就治安法官对斯塔尔科夫擅自赴米努辛斯克一事判决过重向地方法院提出上诉。


9月29日—10月4日（10月11日—16日）


同瓦·瓦·斯塔尔科夫一道由米努辛斯克到捷辛斯克村，在斯塔尔科夫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合租的寓所住了五天。


9月


撰写《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一文。


10月12日（24日）


写信给母亲，谈他的米努辛斯克和捷辛斯克村之行，告诉已收到1896年和1897年的《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并请她把彼得图书馆的图书目录寄来。


10月10月


《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在《新言论》杂志第1期上发表，署名“克·土林”。


不早于11月


撰写小册子《新工厂法》的附录。


12月10日（22日）以前


收到妹妹玛丽亚寄来的《1885年刑罚和感化法典》（1895年版）和《治安法官施罚条例》（1897年版）。这两本书是列宁向农民解答法律询问所需要的。


12月10日（22日）


写信告诉母亲、姐姐安娜，他正在读安·拉布里奥拉的《论唯物主义历史观》，觉得这本书很有条理、很有趣味，建议姐姐安娜把该书第二部分译成俄文。

写信给彼·伯·司徒卢威，建议在《新言论》杂志上发表安·拉布里奥拉的《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部分的译文。


12月21日（1898年1月2日）


写信请姐姐安娜寄来一些法文书，包括圣西门的著作和国际社会主义丛书版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恩格斯的《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1897年12月24日—1898年1月2日（1898年1月5日—14日）


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到列宁处作客十天。


12月27日（1898年1月8日）


列宁写信给母亲，请她收到《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一稿后立即转给《新言论》杂志（由于杂志被查封，文章未能发表，后来收入《经济评论集》）。


年底


撰写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小册子于1898年由劳动解放社在国外出版。

写《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文章收入《经济评论集》。


1897年


继续同国内工人运动各个中心以及国外的劳动解放社保持联系，同在其他流放地的社会民主党人通信，并继续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列宁全集》
 第3卷（1895年—18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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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例


· 前言



一

·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
 （1895年底—1899年1月）


·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一 社会分工


　　 二 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


　　 三 小生产者的破产


　　 四 民粹派关于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的理论


　　 五 亚·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观点以及马克思对这些观点的批判


　　 六 马克思的实现论


　　 七 国民收入论


　　 八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


　　 九 第一章的结论


· 
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一 新罗西亚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二 萨马拉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三 萨拉托夫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四 彼尔姆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五 奥廖尔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六 沃罗涅日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七 下诺夫哥罗德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八 其他各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概述


　　 九上述关于农民分化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汇总


　　 十 地方自治局统计和军马调查的总结资料


　　 十一 1888—1891年和1896—1900年两次军马调查的比较


　　 十二 关于农民家庭收支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十三 第二章的结论


· 
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一 徭役经济的基本特点


　　 二 徭役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结合


　　 三 对工役制度的评述


　　 四 工役制度的衰落


　　 五 民粹派对问题的态度


　　 六 恩格尔哈特农场的历史


　　 七 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


　　 八 机器在农业中的意义


　　 九 农业中的雇佣劳动


　　 十 自由雇佣劳动在农业中的意义


· 
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一 关于改革后俄国的农业生产以及各种商业性农业的总的资料


　　 二 商业性谷物业地区


　　 三 商业性畜牧业地区。关于牛奶业发展的总的资料


　　 四 续。上述地区的地主经营中的经济


　　 五 续。牛奶业地区农民的分化


　　 六 亚麻业地区


　　 七 农产品的技术加工


　　 八 工业性蔬菜业和果园业；市郊经济


　　 九 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的意义的结论


　　 十 民粹派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理论。“冬闲”


　　 十一 续。村社，马克思对小农业的看法，恩格斯对现代农业危机的见解


· 
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一 家庭工业和手艺


　　 二 工业中的小商品生产者。小手工业中的行会精神


　　 三 改革以后小手工业的发展。这一过程的两种形式及其意义


　　 四 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莫斯科省手工业者的按户调查资料


　　 五 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


　　 六 小手工业中的商业资本


　　 七 “手工业和农业”


　　 八 “手工业同农业的结合”


　　 九 关于我国农村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几点意见


· 
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一 工场手工业的形成及其基本特点


　　 二 俄国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


　　 三 工场手工业的技术。分工及其意义


　　 四 地域的分工和农业同工业的分离


　　 五 工场手工业的经济结构


　　 六 工场手工业中的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包买主”和“厂主”


　　 七 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是工场手工业的附属物


　　 八 什么是“手工”工业？


· 
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一 工厂的科学概念和“工厂”统计的意义


　　 二 我国的工厂统计


　　 三 对大工业发展的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


　　 四 采矿工业的发展


　　 五 资本主义大企业中的工人人数是否在增加？


　　 六 蒸汽发动机的统计


　　 七大工厂的增加


　　 八 大工业的分布


　　 九 木材业与建筑业的发展


　　 十 工厂的附属物


　　 十一 工业与农业的完全分离


　　 十二 俄国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


·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一 商品流通的增长


　　 二 工商业人口的增长


　　 三 雇佣劳动使用的增长


　　 四 劳动力国内市场的形成


　　 五 边疆地区的意义。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


　　 六 资本主义的“使命”


· 附录


·莫斯科省农民小手工业统计资料汇总表（略）

· 欧俄工厂工业统计资料汇编


·欧俄最重要的工厂工业中心（略）


二

· 非批判的批判（评1899年《科学评论》[104]第12期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论文《商品拜物教》）
 （1900年1—3月）

·注释

· 《列宁全集》第3卷年表（1895年—18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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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伊·列宁像（1897年）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第1版封面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08年第2版封面，上面有作者的亲笔签名

·列宁使用过的马克思《资本论》1872年德文第2版第1卷的扉页

·列宁使用过的马克思《资本论》1885年德文版第2卷的扉页

·列宁使用过的马克思《资本论》1894年德文版第3卷第1部分的封面

·1899年载有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3章头6节的《开端》杂志第3期中的一页

·列宁在《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1897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第170页上编制的关于各种经济制度在俄国分布情况的汇总资料

·第5章第4节中手工业表的总结性资料图

·制毡业组织图解

·马克思《资本论》1872年第2版第1卷第499页，上面有列宁的批注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08年第2版第405页，上面有列宁的批注

·列宁根据1897年人口普查资料对欧俄城市所作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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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卷


前言

本卷收载了列宁于1895—1899年写成的重要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1900年为回答对这一著作的评论而写的一篇文章《非批判的批判》。

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成了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要障碍。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民粹派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这个问题同俄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和领导权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民粹派认为：俄国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根基，可以避开资本主义，通过自己独特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偶然现象，是人为措施的结果；村社是俄国社会主义的基础，村社农民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

以瓦·巴·沃龙佐夫（瓦·沃·）和尼·弗·丹尼尔逊（尼·—逊）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粹派断定，归资本家所有的剩余价值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体现剩余价值的产品既不可能为资本家全部消费掉，也不可能在市场上销售掉。俄国国内市场由于小生产者的破产和购买力的降低而日益缩小，唯一的出路是寻求国外市场。但是，对俄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国家来说，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俄国得到发展。

列宁认为，要批判民粹派的观点，只分析它们的错误和举出国内市场形成和发展的事实是不够的，必须考察俄国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分析俄国的经济和社会阶级结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困难任务而撰写的一部巨著。

全书共八章。第一章是全书的引言。这一章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理论错误，集中叙述了有关资本主义国内市场问题的几个基本理论原理。列宁在这一章中，依据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首先说明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工业和农业分离，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分离，它们各自再分成许多小的和更小的部门，这些部门以商品形式生产专门的产品并用以同其它生产部门交换。这种日益发展的社会分工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过程的关键。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因此，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发展，这些商品的市场也日益扩大。

列宁接着指出，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标志着从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标志着国内市场的建立。小生产者的破产并没有造成国内市场的缩小，相反地，扩大了国内市场。生产资料变成了新占有者的资本，被用来进行商品生产，因而也变成了商品，这就出现了生产资料的市场。小生产者愈破产，就愈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愈要在市场上购买自己的生活资料，这就提供了消费品的国内市场。

列宁还指出，所谓实现问题，就是如何为每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按价值和物质形态在市场上找到替换它的另一部分产品。因此，应当撇开对外贸易，把它扯在一起就使问题从一国转移到数国，这丝毫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讲到实现的困难，那是因为各生产部门分配的不合比例引起的，它不仅在实现剩余价值时，而且在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时都经常发生。没有这种困难，资本主义生产根本不可能存在。

最后，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由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建立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加深了社会分工，并把直接生产者分化为资本家和工人。国内市场的发展程度就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撇开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问题而单独提出国内市场的限度问题是错误的。

第二章论述俄国农民的分化。在这一章中，列宁利用俄国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关土地、牲畜、农具、雇佣劳动、农民生产水平和生活情况的大量资料，全面地说明了改革后俄国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指出，民粹派把农民占有土地、牲畜、农具等情况的数字化成平均数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它歪曲了农村现状，抹杀了俄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农民的分化过程。通过对统计资料的分析，列宁得出结论说，现代俄国农民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商品经济。农民中的社会经济关系结构表明，这里存在着任何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如：竞争，抢租和抢购土地，生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落入无产阶级队伍，等等。这说明村社中的经济关系结构不是特殊的结构，而是普通的小资产阶级结构。俄国村社农民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抗者，而是资本主义最深厚、最牢固的基地。旧的农民不仅在分化，而且在彻底瓦解和消亡，被完全新型的农村居民所代替，这就是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介于上述两种新型农民之间的是中等农民。他们处于很不稳固的地位，能爬到上等户的为数极少；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使他们沦为下等户。农民分化的原因是私有制下商品生产的矛盾和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农民的分化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列宁还指出，俄国农村中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特别是农奴制的残余——工役制，阻碍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三章论述俄国改革后的地主经济逐步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转变的过程，说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是存在大量的农奴制残余。俄国的地主经济在改革前是徭役制度，在改革后是工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奇妙结合。所谓工役制度，是指地主让附近的农民用农民的农具耕种地主的土地。它几乎保留了徭役经济的一切特点，是徭役经济的直接残余，其偿付劳动报酬的形式虽然很多，但并不改变这一制度的实质。所谓资本主义制度，是指雇佣工人用地主的农具耕种地主的土地。这种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排挤工役制度，这是一种进步现象。

第四章论述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指出，改革后俄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农业愈来愈带有商业性质。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表现为农产品生产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的专业化、各种不同农业地区的形成、技术性农业生产和市郊经济的发展等等。商业性农业的增长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内市场。这是因为：第一，农业的专业化引起了各农业地区之间、各农场之间和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第二，农业愈是被卷入商品流通，农村居民对消费品的需求就增长得愈快；第三，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也增长得愈快；第四，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以上三章讲的是改革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特点。列宁总结说，俄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历史意义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第一，农业资本主义把务农者变成了从事工业者。第二，推动了农业技术的改造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第三，第一次在俄国建立了以机器的使用和工人的广泛协作为基础的大规模农业生产。第四，第一次连根摧毁了工役制和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

在以后三章中，即在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中，列宁阐述了俄国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即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这三种工业形式有着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和继承性。

小商品生产的特征是完全原始的手工业技术，这种技术几乎从古至今没有变动。小商品生产者仍然是按照传统方法对原料进行加工的农民。

工场手工业采用了分工，技术有了根本改革，把农民变为工匠，变为局部工人。担手工生产仍旧保存，所以生产方式进步缓慢。工场手工是手艺和小商品生产同大机器工业之间的中间环节。使工场手工业同小商品生产接近的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仍然是手工技术，因而大作坊不能根本排除小作坊，不能使手工者完全脱离农业。使工场手工业同工厂接近的是大市场、拥有雇佣工人的大作坊以及使无产者工人群众完全依附于自己的大资本的形成。

大机器工业的科学概念是指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在生产中使用机器体系。从手工工场向工人过渡，标志着技术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推翻了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工匠手艺，并在新的合理基础上改造生产，有系统地将科学运用于生产。随着这个技术变革而来的，必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最激烈破坏、各个生产参加集团之间的彻底分裂、与传统的完全决裂、资本主义的工切阴暗面的扩大以及劳动的大量社会化。大机器工业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峰，是它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最高峰。

在第八章中，列宁根据俄国的统计资料，从商品流通、工商业人口、雇用劳动的使用和劳动力国内市场的形成等方面，说明了俄国当时国内市场的实际形成过程，指出了民粹派的错误。

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根据种种统计资料，对俄国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分析。他无可辩驳地证明，资本主义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已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俄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它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经济上还很落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也很缓慢。原因是俄国还存在很多农奴制的直接残余，这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使生产者的情况恶化。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够发达。列宁指出，俄国资本主义既具有历史进步作用，也具有历史暂时性，它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物质前提。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经济上论证了工人阶级作为社会的政治领导力量的作用和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作用。列宁在本书1907年的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必须在这个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列宁指出，如果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那必然会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部分和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支柱，自由主义君主派的资产者和地主将起主要作用；这样，俄国还会长期保持农奴制的特点而使生产力的发展缓慢。列宁同时指出，当时俄国的无产阶级队伍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在迅速扩大，正在变成一支巨大的政治力量；俄国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比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俄国的人民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和旧的上层建筑，才能使生产力得到最迅速的发展，从而为工人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有利的条件。列宁还阐述了农民的两重性：一方面，农民身受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的双重压迫，具有很深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存在业主倾向。因此，他们必然摇摆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他们在革命中不能起领导作用，但他们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资本论》第三卷问世五年之后出版的。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说：马克思对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进行了多年研究；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资本论》第三卷地租这一篇里，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但马克思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计划。这个计划由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实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论》的直接继续。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研究和解决俄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光辉典范，是列宁在19世纪90年代最主要的代表作。这部著作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书中对俄国经济发展和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分析，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制定纲领和策略的根据，对俄国革命实践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

本卷还收载了列宁的《非批判的批判》这篇文章。列宁在这篇文章中驳斥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斯克沃尔佐夫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攻击，并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集结在伯恩施坦周围的那些修正主义者的错误。列宁说，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始终想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改变了的条件和各国的特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后者想抛弃马克思学说中的若干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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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
[1]



（1895年底—1899年1月）






第一版序言

作者写这部著作的目的是要考察这样一个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怎样形成的？大家知道，这个问题早就由民粹派观点的主要代表者（以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为首）提出，而我们的任务是要批判民粹派观点。我们认为这种批判不能只限于分析对方观点中的错误和不正确的地方；我们觉得，只举出说明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的事实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是不够的，因为可能会有人反对说，这些事实是任意挑选出来的，而把说明相反情况的事实剔除了。我们觉得，对俄国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整个地加以考察并试作一番描述，是必要的。不言而喻，这样广泛的任务，如果不加下列一些限制，一个人将难以胜任。第一，从本书的标题就已看出，我们只是从国内市场的角度来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而不涉及国外市场的问题和对外贸易的资料。第二，我们只谈改革 
[2]

 后的时代。第三，我们所采用的主要是而且几乎完全是内地纯俄罗斯省份的资料。第四，我们只专门研究过程的经济方面。但是，虽然有了上述的一切限制，留下的题目仍然非常广泛。作者决不是不知道研究这样广泛的题目是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可是作者认为，要阐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问题，指出社会经济一切部门中所发生的这个过程的各个方面的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我们只限于考察这个过程的基本特点，而把对这个过程的更专门的研究留待以后探讨。

本书计划如下。在第1章中，我们尽可能简短地考察一下抽象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问题的几个基本理论原理。这可算是本书其余部分即事实部分的引言，而在以后的阐述中可以不必多次引证理论。在以后的3章中，我们力图说明改革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特点：在第2章中，将分析地方自治局 
[3]

 关于农民分化的统计资料；在第3章中，将分析关于地主经济的过渡状况即地主经济的徭役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的资料；在第4章中，将分析有关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借以形成的各种形式的资料。再往后的3章，将阐述我国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式和阶段；在第5章中，我们将考察资本主义在工业中即 农民小工业（所谓手工工业）
 中的各最初阶段；在第6章中，将考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资料；在第7章中，将考察大机器工业发展的资料。在最后一章（第8章）中，我们试图指出过程的上述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并把这一过程作一次总括的叙述。




附言 
[4]

 。最大的遗憾是，我们在本书中未能使用卡·考茨基在其《土地问题》（1899年斯图加特狄茨版；第1篇：《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发展》） 
［注：有俄译本。］

 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发展”所作的精辟分析。

这部书（我们收到它时，本书大部分已经排好）是继《资本论》第3卷 
[5]

 之后最新经济学著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杰作。考茨基探讨了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趋向”，他的任务是把现代农业中的种种现象当作“一个总过程的局部表现”（序言第Ⅵ页）来考察。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俄国在经济方面或在非经济方面都有它很大的特点，但这一总过程的基本特征在西欧和俄国竟相同到如此程度。比如，整个资本主义现代（moderne）农业的标志是日益发展的分工和使用机器（考茨基的书第4章第2、3节），这种情况在改革后的俄国也是引人注目的（见下面第3章第7节和第8节；第4章，特别是第9节）。“农民无产阶级化”（考茨基的书第8章标题）的过程到处表现为小农各种雇佣劳动的日益扩大（考茨基的书第8章第2节）；与此同时，我们在俄国看到了有份地的雇佣工人这个巨大阶级的形成（见下面第2章）。小农所以能在一切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并不是由于农业中的小生产技术高超，而是由于小农把自己的需要降到低于雇佣工人的需要水平，而在劳动紧张的程度上则大大超过雇佣工人（考茨基的书第6章第2节；考茨基不止一次地说：“农业雇佣工人的境况比小农好。”第110、317、320页）；在俄国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见下面第2章第11节C 
[6]

 ）。因此，西欧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下列各种现象的评价一致是很自然的：例如俄国话叫“外出做农业零工”或德国人称“流浪农民的农业雇佣劳动”的现象（考茨基的书第192页；参看下面第3章第10节）；或者象工人和农民离开农村流入城市和工厂的现象（考茨基的书第9章第5节；特别是第343页；以及其他许多页。参看下面第8章第2节）；资本主义大工业迁移到农村的现象（考茨基的书第187页。参看下面第7章第8节）。至于对农业资本主义的 历史
 意义有一致评价（散见考茨基书中各处，特别是第289、292、298页。参看下面第4章第9节）和一致承认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比前资本主义关系 进步
 （考茨基的书第382页：“das　Gesinde〈处于人身依附地位的雇农，奴仆〉和die　Instleute〈“介乎雇农和租地者之间的人”，以工役换取租地的农民〉被不做工时是自由人的日工所排挤，将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参看下面第4章第9节4），就更不用说了。考茨基十分肯定地认为：从村社过渡到共同经营现代大农业“是想都不用想的”（第338页）；那些要求在西欧巩固和发展村社的农学家，决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想用租给工人小块土地办法束缚工人的大地主利益代表者（第334页）；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中，地主利益的代表者想用分土地给农业工人的办法把他们束缚住，并企图把有关措施定为法律（第162页）；对于用培植手工业（Hausindustrie）这种最坏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来帮助小农的一切企图，“应该与之作最坚决的斗争”（第181页）。我们认为，鉴于民粹派的代表者最近有把西欧的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截然分开的企图（见瓦·沃龙佐夫先生1899年2月17日在俄国工商业促进会中的声明 
[7]

 ，1899年2月19日《新时报》 
[8]

 第8255号），强调一下两者观点上的完全一致是必要的。





第二版序言

[9]




本书是在俄国革命的前夜，即在1895—1896年大罢工 
[10]

 爆发后一个稍呈沉寂的时期中写成的。当时工人运动似乎平息下去了，实际上却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为1901年的示威运动 
[11]

 准备基础。

本书根据对种种统计资料进行的经济学上的研究和批判性的审查，分析了俄国社会经济制度，因而也分析了俄国阶级结构。这个分析，现在已为一切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公开政治行动所证实。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完全显露出来了。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比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这一点也显露出来了。本书论证了这两种现象的经济基础。

其次，革命现在日益显露出农民的两重地位和两重作用。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存在着徭役经济的大量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或者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众的有内在矛盾的阶级结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他们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者倾向的对抗性。变穷了的小业主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动摇不定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下述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为数甚少的小生产者发财致富，“出人头地”，变成资产者，而绝大多数的小生产者不是完全破产变成雇佣工人或赤贫者，就是永远生活在无产阶级状况的边缘。本书论证了农民中这两种倾向的经济基础。

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颠扑不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原理。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去。

但必须善于应用它。只有具体分析各种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才能确定这个真理应用于某一问题上的确切意义。在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却时常出现一种相反的推论方法，即他们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例如有些人从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一般真理中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者说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会把他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04页。——编者注］



在目前的经济基础上，俄国革命在客观上可能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路线和结局。

或者是与农奴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旧地主经济保存下来，慢慢地变成纯粹资本主义的“容克”经济 
[12]

 。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农奴制地主经济的内部改革。国家的整个土地制度将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在长时期内还保持着农奴制的特点。或者是革命摧毁旧地主经济，粉碎农奴制的一切残余，首先是大土地占有制。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小农经济的自由发展，这种小农经济由于剥夺地主土地有利于农民而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整个土地制度将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农奴制的痕迹消灭得愈彻底，农民的分化就进行得愈迅速。换句话说：或者是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部分和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支柱；由此，自由主义君主派的资产者和地主将起主要作用，富裕农民将迅速地转向他们，农民群众状况恶化，他们不仅受到大规模的剥夺，而且还受到某些立宪民主党 
[13]

 式的赎买办法的盘剥，反动统治的欺压和愚弄；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将是近似十月党人 
[14]

 那一类型的政治家。或者是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和相应的旧的“上层建筑”的一切主要支柱；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在动摇的或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保持中立的情况下起主要作用；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在工人和农民群众处于商品生产下可能具有的最好环境中，生产力得到最迅速和最自由的发展；由此，给工人阶级进一步实现其真正的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当然，这种或那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演进因素，可能有无限多样的结合，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本书的任务是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在革命时代，国家生活发展得如此迅速而急遽，以致在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中无法确定经济演进的巨大成果。一方面是斯托雷平先生们，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者（决不只是类似司徒卢威的立宪民主党人，而是全体立宪民主党人），都在坚定地、顽强地和一贯地努力按第一种形式完成革命。我们刚刚经历过的1907年6月3日的政变 
[15]

 ，标志着反革命的胜利，他们力图保证地主在所谓俄国人民代表机关中占绝对优势。但是，这个“胜利”究竟牢固到什么程度，则是另外的问题，何况争取革命的第二种结局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广大的农民群众也都比较坚决地、比较一贯地、比较自觉地力争达到这个结局。不管反革命怎样力图公开地使用暴力来窒息直接的群众性斗争，不管立宪民主党人怎样力图用下流和伪善的反革命思想来扑灭直接的群众性斗争，这种斗争总是不顾一切地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爆发，虽然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上层分子（特别是“人民社会党人” 
[16]

 和劳动派 
[17]

 ），显然沾染上了温和谨慎的市侩或官吏的背叛、莫尔恰林习气 
[18]

 和自满这种立宪民主党精神，这种斗争还是在“劳动派”政党 
[19]

 即民粹派政党的政策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这一斗争的结局如何，俄国革命第一次进攻的最后结果如何，现在还不能断定。因此全面修订本书 
［注：这种修订可能要求写本书的续篇，要是这样，第1卷就只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第2卷研究革命的总结和结果。］

 的时机还没有到来（而且因为参加工人运动，肩负着党的直接责任，也使我无暇及此）。本书第2版还不能超出评述革命 前
 的俄国经济这一范围。作者只是对文字进行了审查和订正，并以最新的统计材料作了 最必要的
 补充。这些材料是：最近的马匹调查资料、收成的统计资料、1897年全俄人口普查总结、工厂统计的 新资料
 等等。





	　作者1907年7月

























[1]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一书写于1895年底—1899年1月，这正是列宁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案件在彼得堡被捕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舒申斯克村的时期。为了撰写这一著作，列宁查考了有关俄国经济的全部重要文献，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书刊，包括卷帙浩繁的各种统计资料，仅他在本书中提到和引用的著作就有近600种。这些书籍和资料是列宁在被监禁和流放的困难条件下通过各种渠道、首先是通过亲友的协助收集到的。列宁于1898年8月9日（21日）写完本书的初稿，然后又进一步加工，于1899年1月30日（2月11日）完成全书的定稿。在撰写过程中，每一章的手稿都经当时流放在米努辛斯克专区的社会民主党人阅读和讨论过。本书的出版事务，列宁委托给了当时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为争取时间，列宁决定采取分批付排的办法。对书的开本、字号和书中统计表的排版等，列宁都从方便读者的角度作了仔细的考虑。他尤其关心校对工作。本书的书名是在出版时确定的。列宁同意把自己原拟的书名作为副标题，同时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题目太大，曾建议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作书名。1899年3月底，本书在彼得堡出版，署名：弗拉基米尔·伊林。初版印了24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当时它主要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同时也通过宣传员在工人小组中传播。1908年，本书经列宁校阅和补充后出了第2版。本卷翻译所依据的《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卷以第2版为底本，同时考虑了作者对第1版的所有意见。列宁为第2版所写的序言同第1版序言一起收进了本卷。——1。





[2]

 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颁布了改革的法令。这次改革共“解放了”2250万地主农民，但是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保存下来。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粗略统计，在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7150万俄亩，农民则只有3370万俄亩。改革中地主把农民土地割去了1/5，甚至2/5。



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赎买土地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5亿多卢布。这就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象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关于俄国1861年的农民改革，可参看恩格斯的《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5—303页）和列宁的《农奴制崩溃的五十周年》、《关于纪念日》、《“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5。





[3]

 地方自治局是沙皇俄国地方自治机关中地方自治会议的执行机关。地方自治机关是沙皇政府为使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于1864年颁布条例逐步设立的。按照这个条例，县地方自治会议议员由县地主、城市选民、村社代表三个选民团分别选举，以保证地主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占优势。省地方自治会议的议员由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由贵族代表担任。地方自治局由地方自治会议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地方自治机关在内务大臣和省长监督之下进行活动，他们有权停止它的任何一项决议的执行。沙皇政府只授权地方自治局管理当地经济事务。地方自治局的经费来源于对土地、房屋及工商企业等征收的不动产税。从19世纪90年代起，由于供职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自由派、民粹派以至社会民主党人）影响的增大，地方自治局的活动趋于活跃。地方自治局在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地方自治局的经济措施——举办农业展览、设立农事试验站、发展农业信贷等，有利于地主和富农经济的巩固，对贫苦农民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地方自治局所组织的统计工作对研究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到19世纪70年代，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的行政单位有欧俄34省和顿河军屯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则有欧俄43省。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扩大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并在乡一级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在地方上的支柱。十月革命后，地方自治机关被撤销。——6。





[4]

 列宁在第1版序言后面加的这篇附言是1899年3月17日（29日）从舒申斯克村寄出的。4月27日（5月9日），列宁在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中提到，这篇附言送晚了，受到了书报检查机关的预先检查，似乎被删改了。由于手稿没有保存下来，被删改的情况无法查明。——6。





[5]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于1894年出版。恩格斯为它写的序言所注日期是1894年10月4日。——6。





[6]

 由于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再版时作了增补，书中章节稍有变动。在第2版中，此处所指在第2章第12节C，见本卷第141—142页。——7。





[7]

 指瓦·巴·沃龙佐夫在1899年2月17日俄国工商业促进会讨论题为《不能使民粹主义同马克思主义调和吗？》的报告时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说：“西欧马克思主义最新流派”代表人物所持的观点与其说接近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接近俄国民粹派。参加讨论的还有下列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代表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安·阿·伊萨耶夫、米·米·菲力波夫、亚·亨·施坦格、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尼·瓦·列维茨基等。1899年2月19日（3月3日），《新时报》简要地报道了这次会议。——8。





[8]

 《新时报》（《Ｈ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8





[9]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版于1908年2—3月间出版。在这一版里，列宁根据新的统计资料对本书作了许多补充和修订，主要是：在第2章中增添了分析1896—1900年军马调查总结的一节（第11节）；引用了证明他先前所作的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的新事实，特别是工厂统计的新材料；分析了1897年人口普查的总结，更全面地揭示了俄国的阶级结构。在这一版里，还总结了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本书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上进行的斗争。此外，初版为应付检查而使用的“学生”、“劳动人民的拥护者”等用语，都相应改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并且不再用“新理论”这一说法，而直接提马克思著作或马克思主义。据计算，在第2版里共增添了24条脚注（见本卷第6、27、41、131、133、137、155、178—179、192、241—242、248、351、408、410、427、457、466、479、483、489、491—492、505—506、507、529页），新写了两节（见本卷第121—123、459—464页），加了一个表（见本卷第469页），新写了8段正文并对原有文字作了3处大的补充（见本卷第267—271、194—195、196—197、260—261页），还作了约75处小的补充和修改。在第2版出版后，列宁对本书的修订仍未停止。本卷第471页的插图就是他在第2版上所作修改的手迹。列宁在第2版序言的脚注中曾提到，将来修订本书，准备把它分为两卷：第1卷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第2卷研究革命的总结和成果。列宁的一系列著作，包括1907年底写成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都是研究1905—1907年革命的总结和成果的。——11。





[10]

 指1895—1896年俄国发生的几次大罢工，包括1895年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工厂的罢工、同年秋季彼得堡托伦顿工厂的罢工和189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的大罢工。其中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的影响和意义特别大。这次罢工是彼得堡工人解放斗争协会领导的，有3万多工人参加。它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1897年6月2日（14日）颁布了关于缩短各类工厂工作日的法令。列宁称这次罢工为著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认为它开辟了俄国工人运动的新纪元。——11。





[11]

 指1901年遍及俄国各地的罢工和“五一”示威。它们显示了俄国工人运动已由经济罢工发展到政治罢工和示威。在这一年发生的彼得堡奥布霍夫工厂的罢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厂方开除了一些参加“五一”罢工的工人，工人群众于5月7日举行抗议性罢工，提出开除为工人所痛恨的工头等要求。工人们对调来镇压的军警进行了持续三个小时的英勇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这次斗争创造了俄国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新形式，史称“奥布霍夫保卫战”。——11。





[12]

 “容克”经济指从封建制演化到资本主义的普鲁士贵族地主经济。容克是德文Junker的音译，即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容克从16世纪起就利用农奴劳动经营大庄园经济，并长期垄断普鲁士军政职位，掌握国家领导权。为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普鲁士在19世纪前半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是：1807年废除了农奴制；1850年3月颁布了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允许农民以高额赎金赎免劳役和其他封建义务。通过这些改革，容克不仅获得了大量赎金，而且掠夺了1/3的农民土地；另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则丧失了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这就为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条件。在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容克农场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和农业机器，但容克仍保留某些封建特权，包括对自己庄园范围内的农民的审判权。列宁称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普鲁士式的道路。——12。





[13]

 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3。





[14]

 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支持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行动，主张用调整租地、组织移民、协助农民退出村社等办法解决土地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曾同立宪民主党等结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13。





[15]

 1907年6月3日的政变（六三政变），是俄国沙皇政府发动的一次反动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的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6月2日晚逮捕了他们。6月3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政府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13。





[16]

 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该党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1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14。





[17]

 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14。





[18]

 莫尔恰林习气意思是阿谀逢迎，奴颜婢膝。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中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14。





[19]

 “劳动派”政党包括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14。





《列宁全集》第3卷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20]








	

 一 社会分工


 二 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




 三 小生产者的破产




 四 民粹派关于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的理论




 五 亚•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观点以及马克思对这些观点的批判




 六 马克思的实现论




 七 国民收入论




 八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




 九 第一章的结论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商品经济在它自身的发展中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才获得完全的统治和普遍的扩展。因此，要弄清楚国内市场的基本理论原理，我们应当从简单商品经济出发来探索它如何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一　社会分工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分离开来，它们各自再分为一些小的和更小的部门，这些部门以商品形式生产专门的产品，并用以同其他一切生产部门进行交换。这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单独的和独立的生产部门的数量增加。这种发展的趋势是：不仅把每一种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的每一部分的生产，都变成专门的生产部门；而且不仅把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准备好以供消费的各个工序都变成单独的生产部门。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同类的经济单位（父权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作得可供消费。在商品经济下，各种不同类的经济单位在建立起来，单独的经济部门的数量日益增多，执行同一经济职能的经济单位的数量日益减少。这种日益发展的社会分工就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过程中的关键。马克思说：“……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即成为具有交换价值，具有可以实现的、可以转化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仅仅因为有其他商品成为它们的等价物，仅仅因为有作为商品和作为价值的其他产品同它们相对立；换句话说，仅仅因为这些产品并不是作为生产者本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是作为商品，即作为只有通过变为交换价值（货币），通过转让才变成使用价值的产品来生产的。 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
 ；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 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
 。”（《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177—178页，俄译本第526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列宁在本书中所引用的《资本论》文字，都取自《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1872年第2版；第2卷，1885年版；第3卷，1894年版）。所有引文都是列宁自己翻译的。这里所说的俄译本是指丹尼尔逊的俄译本。——编者注］

 黑体是我们用的，以下引文中凡未另行注明者也都是我们用的）

不言而喻，上面所说的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的分离，制造业与农业的分离，使农业本身也变成工业，即变成生产 商品
 的经济部门。把产品的各种加工彼此分离开来，创立了愈来愈多的生产部门的那种专业化过程也出现在农业中，建立了日益专业化的种种农业区域（和农业系统 
［注：例如，伊·亚·斯捷布特在其《俄国的大田作业原理以及改进大田作业的措施》一书中，按照主要的市场产品来区分农业的经营系统。主要的农业系统有三：（1）大田作业的（按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说法是谷物的）；（2）畜牧业的（主要的市场产品是畜产品）和（3）工厂的（按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说法是技术的）；主要的市场产品是经过技术加工的农产品。见亚·斯克沃尔佐夫
 《蒸汽机运输对农业的影响》1890年华沙版第68页及以下各页。］

 ），不仅引起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而且也引起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这种 商业性的
 （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的专业化，出现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在国际分工中，也出现在改革后的俄国，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细叙述。

可见，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因此，我国民粹派理论家把这种发展过程说成是人为措施的结果，是“离开道路”的结果等等，极力抹杀俄国社会分工的事实，或者极力削弱这一事实的意义，是十分自然的。瓦·沃·先生在其《俄国农业和工业的分工》（1884年《欧洲通报》 
[21]

 第7期）一文中，“否认了”“社会分工原则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第347页），宣称我国的社会分工“不是从人民生活深处成长起来的，而是企图从外部硬挤进去”（第338页）。尼·—逊先生在其《论文集》中，关于出售粮食数量的增加发表了如下的议论：“这种现象也许意味着生产的粮食是在全国较平均地分配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渔夫现在吃到萨马拉的粮食，而萨马拉的农民则有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鱼佐餐。 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
 。”（《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1893年圣彼得堡版第37页）没有任何资料，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就在这里公开断定俄国没有社会分工！民粹派除了否认一切商品经济的基础——社会分工或宣布其为“人为的”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来建立俄国资本主义“人为性”的理论了。





二　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

因为在商品经济以前的时代，加工工业同采掘工业结合在一起，而后者是以农业为主，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个工业部门同农业分离。商品经济不大发达（或完全不发达）的国家的人口，几乎全是农业人口，然而不应该把这理解为居民只从事农业，因为这只是说，从事农业的居民自己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几乎没有交换和分工。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
 ，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177页，俄译本第526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编者注］

 总之，没有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的减少，资本主义是不能设想的，并且谁都知道，这种现象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情况对国内市场问题的意义很大，因为它既与工业的演进，也与农业的演进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它们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极深远的影响，不能不引起商业性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无论在他们纯理论性的论断中，或者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论断中，完全忽视了这一规律（关于这一规律在俄国表现的特点，我们将在下面第8章详细论述）。在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关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理论中，漏掉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小事：人口离开农业到工业中去，以及这一事实对农业的影响。 
［注：我们在《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编者注）一文中已经指出，西欧浪漫主义者和俄国民粹派对工业人口增加问题所抱的态度是一样的。］







三　小生产者的破产

在此以前，我们研究的是简单商品生产。现在，我们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就是说，假定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简单商品生产者，而是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面——雇佣工人即劳动力的出卖者。小生产者变成雇佣工人，以其丧失生产资料——土地、劳动工具、作坊等等为前提，就是说以其“贫困化”、“破产”为前提。有一种观点认为，小生产者的破产“使居民的购买力日益缩减”，使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日益缩小”（上引尼·—逊先生的书第185页，和第203、275、287、339—340页及其他各页。在瓦·沃·先生的大多数著作中也有同样的观点）。这里，我们不来谈这个过程在俄国发展的实际资料，这些资料我们将在以后各章详细考察。现在是纯粹从理论上提出问题，就是说提出关于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时的一般商品生产的问题。上述两位著作家也是从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就是说他们只从小生产者破产这一事实断定国内市场的缩小。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这种观点所以顽固地残留在我国经济著作中只能解释为民粹派的浪漫主义成见（参看上面注释中所指的文章 
［注：指《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一文。——编者注］

 ）。他们忘记了，一部分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游离”出来，必然以这些生产资料转入他人手中、变成资本为前提；因而又以下列情况为前提：这些生产资料的新占有者以商品形式生产那些原先归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就是说扩大国内市场；这些新的占有者在扩大自己生产时，向市场提出对新工具、原料、运输工具等等的需求，以及对消费品的需求（这些新占有者日益富有，他们的消费就自然增多）。他们忘记了，对市场来说，重要的决不是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而是生产者拥有货币；早先主要经营自然经济的宗法式农民，他们生活水平的降低与他们手中货币数目的增加完全相一致，因为这种农民愈破产，他们就愈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就愈加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自己的（即使是极有限的）生活资料的更大一部分。“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从土地上〉的游离，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被游离出来。这些生活资料现在变成可变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的物质要素。”（《资本论》第1卷第776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4页。——编者注］

 “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 建立了国内市场
 。”（同上，第778页） 
［注：同上，第815—816页。——编者注］

 因此，从抽象的理论观点来看，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社会中，小生产者破产所表明的情况与尼·—逊先生和瓦·沃·先生想从这个破产中作出的结论相反，是国内市场的建立，而不是缩小。如果同一位尼·—逊先生先验地宣称俄国小生产者的破产表明国内市场的缩小，而又引证我们刚才引证的马克思的相反论断（《论文集》第71页和第114页），那么，这只证明这位著作家有引用《资本论》的话来打自己耳光的卓越才能。





四　民粹派关于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的理论

现在谈国内市场理论的下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产品的价值分为下列三部分：（1）第一部分补偿不变资本，即补偿先前是以原料、辅助材料、机器和生产工具等的形式存在的，并且只是在成品的一定部分中再生产出来的价值；（2）第二部分补偿可变资本，即偿付工人的生活费；最后，（3）第三部分是归资本家所有的剩余价值。通常认为（我们照尼·—逊先生和瓦·沃·先生那样来叙述这个问题），头两部分的实现（即找到相当的等价物，在市场上销售）并不困难，因为第一部分用于生产，第二部分用于工人阶级的消费。但是第三部分即剩余价值怎样得到实现呢？它又不可能为资本家全部消费掉！于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得出了结论：“获得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 
[22]

 的“困难的出路”。（尼·—逊《论文集》第2篇第15节整节，特别是第205页；瓦·沃·在1883年《祖国纪事》 
[23]

 上发表的《市场的商品供应过剩》一文和《理论经济学概论》1895年圣彼得堡版第179页及以下各页）上述两位著作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必须有国外市场，是因为资本家不能用别的办法来实现产品。俄国国内市场由于农民破产和没有国外市场无法实现额外价值而日益缩小，而国外市场又是很晚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年轻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请看，仅仅根据先验的（并且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见解，就宣布俄国资本主义没有根基和没有生命力已经得到了证明！

尼·—逊先生论述实现问题时，谈的显然就是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学说（虽然他在自己的《论文集》中讲这个问题的地方没有一个字提到马克思），但是他根本不懂这个学说，并且正象我们马上就能看到的，把这个学说歪曲得面目全非。因此就发生了一件怪事，就是他的观点在本质上完全和瓦·沃·先生的观点相同，而瓦·沃·先生我们决不能责备他“不懂”理论，因为即使怀疑他只懂得一点点理论，就会是极大的不公平。两位作者都那样论述自己的学说，好象他们是第一个讲到这个问题，“靠自己的头脑”使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两人神气十足地看也不看旧经济学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而且两人都重复着被《资本论》第2卷详尽批驳了的旧错误 
［注：在这里，瓦·沃·先生那种越出一切著作常规的勇气特别惊人。瓦·沃·先生阐述了自己的学说并暴露出对正是论述实现问题的《资本论》第2卷毫无所知，但他立即毫无根据地宣称，他“在自己的体系中所采用的”正是马克思的理论！！（《理论经济学概论》第3篇《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资本主义规律〈原文如此！？！〉》第162页）］

 。两位作者把整个产品实现问题归结为额外价值的实现，显然认为不变资本的实现并不困难。这个幼稚的观点包含着一个最严重的错误，民粹派实现学说的其后一切错误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事实上，在说明实现问题时，困难正在于说明不变资本的实现。为了得到实现，不变资本必须重新投入生产，而这只有其产品是生产资料的资本才能直接做到。假如补偿资本的不变部分的产品是消费品，那就不可能把它直接投入生产，而必须在制造生产资料和制造消费品的两个社会生产部类之间进行 交换
 。全部困难正在这里，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却 没有看到
 这种困难。瓦·沃·先生把问题说成这样，好象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消费，他一本正经地说：“落到少数人手里的大量物品，超过了目前发展水平下的机体消费能力〈原文如此！〉”（上引书第149页）；“产品过剩不是因为厂主俭朴和节欲，而是因为人的机体有局限性或者缺乏伸缩性〈！！〉，不能用剩余价值增长的速度来扩大自己的消费能力”（同上，第161页）。尼·—逊先生则竭力把问题说成这样，好象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消费，好象他注意到了生产资料在实现问题中的作用和意义，但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弄清楚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而被一系列的矛盾搞糊涂了。我们不想详细分析这一切矛盾（尼·—逊先生的《论文集》第203—205页），这是一件枉费精力的工作（这件工作布尔加柯夫先生 
［注：不妨提醒现在的读者，布尔加柯夫先生以及下面常常引证的司徒卢威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1899年曾力图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他们却都顺利地从“马克思的批判家”变成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了。（第2版注释
 ）］

 在其《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一书中完成了一部分，见该书1897年莫斯科版第237—245页），况且要证明刚才对尼·—逊先生的论断所作的评价，只要分析一下他所作的最终结论就行了，这个结论是：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尼·—逊先生的这个结论（实质上是简单地重复瓦·沃·先生的结论）很清楚地表明，他既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的实现（即国内市场的理论），也根本不了解国外市场的作用。事实上，这样把国外市场扯到“实现”问题上来，有没有哪怕是一星半点的道理呢？实现问题就是：如何为每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按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和按物质形态（生产资料，消费品，其中包括必需品和奢侈品）在市场上找到替换它的另一部分产品。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把对外贸易撇开，因为把对外贸易扯在一起丝毫也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而只会拖延问题的解决，把问题从一国转移到数国。就是这位在对外贸易上找到了“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的尼·—逊先生，例如对工资问题是这样议论的：用直接生产者即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那部分年产品，“能从流通中取得的只是在价值上与工资总额相等的那部分生活资料”（第203页）。试问，我们这位经济学家从哪里知道，这个国家的资本家所生产的生活资料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讲，都恰好能够由工资来实现呢？他又从哪里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要国外市场呢？显然，他是不能知道的，他只是撇开了国外市场问题，因为在议论可变资本的实现时，重要的是以一部分产品去替换另一部分产品，至于这种替换是在一国内还是在两国内进行，则根本无关紧要。然而讲到额外价值，他却抛开这个必要前提，不去解决问题，而是干脆回避问题，谈论国外市场。产品在国外市场销售本身是要加以说明的，即要找到销售的那部分产品的等价物，找到能够替换销售部分的另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说道，在分析实现问题时，要“完全撇开”国外市场即对外贸易，因为“在分析年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时，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资本论》第2卷第469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8—529页。——编者注］

 。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自以为指出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就对资本主义的矛盾作了深刻的估计。其实，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矛盾的估计是极为肤浅的，因为如果讲到实现的“困难”，讲到由此而产生的危机等等，就应当承认，这些“困难”决不单单对额外价值，而且对资本主义产品的各个部分都不仅是可能的，并且是必然的。这一种因各生产部门分配的不合比例而引起的困难，不仅在实现额外价值时，而且在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时，不仅在实现消费品产品时，而且在实现生产资料产品时，都经常发生。没有这种“困难”和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即各个单独的生产者为他们所不知道的世界市场进行的生产，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五　亚·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观点

以及马克思对这些观点的批判

为了弄清实现的学说，我们应当从亚当·斯密谈起，因为这个问题的错误理论是他创立的，而在马克思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中，这种错误理论完全占据统治地位。亚·斯密把商品价格只分成两部分：可变资本（照他的术语是工资）和额外价值（他没有把“利润”和“地租”并在一起，所以实际上他把商品价格总共算成三部分）。 
［注：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1年第4版第1卷第75页。第1篇《论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和劳动产品在国民各阶层间进行分配的自然秩序》，第6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比比科夫的俄译本（1866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第171页。］

 同样，他把全部商品，即社会的全部年产品也分成这样两部分，并把它们直接当作社会两个阶级——工人与资本家（斯密称作企业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 
［注：上引书第1卷第78页，俄译本第1卷第174页。］



他究竟根据什么把价值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抛掉呢？亚当·斯密不可能不看到这一部分，但是他认为这一部分也该归在工资和额外价值中。下面就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论断：“例如，在谷物的价格中，就有一部分支付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另一部分支付在谷物生产上使用的工人和役畜的工资或给养，第三部分支付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这三部分看来直接地或最终地构成谷物的全部价格。也许有人以为必须有第四个部分，用来补偿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或者说，补偿他的役畜和其他农具的损耗。但是必须考虑到，任何一种农具的价格，例如一匹役马的价格，本身又是由上述三个部分构成”（即地租、利润和工资）。“因此，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马的价格和给养费用，但全部价格仍然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地租、工资和利润。” 
［注：上引书第1卷第75—76页，俄译本第1卷第171页。］

 马克思称斯密这个理论是“令人惊异的”。“他的证明不过是重复同一个论断而已”。（第2卷第366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13—414页。——编者注］

 斯密是在“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 
[24]

 ”（第2版第1卷第612页） 
［注：同上，第23卷第647页。——编者注］

 。斯密在谈到农具的价格 本身
 分为这三个部分时，忘记加上一句：还有制造这些农具时所使用的那些生产资料的价格。亚·斯密（继他之后的经济学家们也一样）错误地把资本的不变部分从产品价格中排除掉，是同错误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积累，也就是同错误地理解扩大生产即额外价值之转化为资本有关的。亚·斯密在这里也抛掉了不变资本，认为所积累的即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额外价值完全为生产工人所消费，就是说完全用作工资，而事实上，积累的那部分额外价值是用作不变资本（生产工具、原料和辅助材料）加上工资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7篇《积累过程》第22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第2节《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中批判了斯密（以及李嘉图、穆勒等）的这个观点，并在那里指出：在第2卷中“将表明，亚·斯密的这个为他的一切后继者所继承的教条，甚至妨碍了政治经济学去了解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最基本的结构”（第1卷第612页） 
[25]

 。亚当·斯密所以犯这个错误，是因为他把产品的价值和新创造的价值混同起来了：新创造的价值确实分为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而产品的价值，则除此而外还包括不变资本。马克思在分析价值时就揭露了这个错误，他确定了创造新价值的抽象劳动和把早先存在的价值在新形态的有用产品中再生产出来的有用的具体劳动之间的区别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25—227页。——编者注］

 。

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民收入问题时，阐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是非常必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亚·斯密在谈到国民收入这个问题时，已经不能坚持他那个把不变资本从国家总产品中排除掉的错误理论了。“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总收入，包括他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纯收入是在先扣除固定资本的维持费用，再扣除流动资本的维持费用之后，余下供他们使用的部分，或者说，是他们不占用资本就可以列入消费储备或用于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的部分。”（亚·斯密的书第2篇《论储备之本性、积累和使用》第2章，第2卷第18页；俄译本第2卷第21页）这样，亚·斯密把资本从国家总产品中排除掉，断定它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即（纯）收入；可是他却把资本包括在社会总收入中，把它同消费品（＝纯收入）分开。马克思就抓住了亚当·斯密的这个矛盾： 既然
 资本不包括在 产品
 中， 资本
 又怎么能包括在 收入
 中呢？（参看《资本论》第2卷第355页） 
［注：同上，第24卷第402—404页。——编者注］

 在这里，亚当·斯密自己不知不觉地承认了总产品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不仅有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而且还有不变资本。在接下去的议论中，亚当·斯密遇到了另一个在实现论中有巨大意义的极重要的区别。他说：“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显然要从社会纯收入中排除掉。无论是为维持有用机器、生产工具和有用建筑物等等所必需的原料， 还是为使这些原料转化为适当的形式所必需的劳动的产品，从来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
 。这种劳动的价格，当然可以是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人，可以把他们工资的全部价值用在他们的直接的消费储备上。”但是在其他各种劳动中，不论是（劳动）“价格”，“或者是”（劳动）“产品”，“都加入这个消费储备；价格加入工人的消费储备，产品则加入另一些人的消费储备。”（上引亚·斯密的书）这里透露出必须把两种劳动区分开来的想法：一种劳动提供能够加入“纯收入”的消费品；另一种劳动提供“有用机器，生产工具和建筑物等等”，即提供那些决不能加入个人消费的物品。由此，他已经近于承认，要阐明实现问题就绝对必须区分两种消费：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投入生产）。纠正了斯密的上述两点错误（从产品价值中抛掉不变资本，把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混同起来），才使马克思有可能建立起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实现的卓越理论。

至于说到亚当·斯密之后和马克思之前的其他经济学家，他们全都重复了亚当·斯密的错误 
［注：例如，李嘉图断言：“每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产品都分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用作计件工资，另一部分用作利润，第三部分用作地租。”（《李嘉图全集》季别尔译本1882年圣彼得堡版第221页）］

 ，并没有前进一步。因此，在关于收入的种种学说中充满着多么糊涂的观念，这一点，我们还要在下面谈到。在关于是否可能发生整个商品生产过剩的争论中，站在一方的李嘉图、萨伊、穆勒等人和站在另一方的马尔萨斯、西斯蒙第、查默斯、基尔希曼等人，所依据的都是斯密的错误理论，因此，按谢·布尔加柯夫先生公正的评论来说就是：“由于出发点不正确和问题本身的提法不正确，这种争论只会导致空洞的和烦琐的争吵。”（上引书第21页。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这些争吵的叙述：《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1894年圣彼得堡版第377—404页）





六　马克思的实现论

从以上所述自然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理论所依据的基本前提是下面两个原理。第一个原理，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产品和个别产品一样，是由下面三个部分组成的：（1）不变资本，（2）可变资本，（3）额外价值。对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关于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的人来说，这个原理是不言而喻的。第二个原理，必须区分资本主义生产的两大部类：第Ｉ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即用于生产消费、用于投入生产的物品的生产，不是由人消费而是由资本消费的物品的生产；第Ⅱ部类是消费品的生产，即用于个人消费的物品的生产。“仅仅这一划分，就比早先关于市场理论的一切争吵更有理论意义。”（上引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7页）于是发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正是在现在，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需要把产品按其实物形式作这样的划分，而在分析单个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时，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划分，根本不谈产品的实物形式问题呢？根据什么，我们能把产品的实物形式问题纳入完全建立在产品交换价值上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研究中去呢？问题是：在分析单个资本的生产时，关于产品在哪里和怎样出售，工人在哪里和怎样购买消费品，以及资本家在哪里和怎样购买生产资料的问题被撇开了，因为这个问题无助于这种分析并且与这种分析无关。那时我们所考察的只是各个生产要素的价值和生产的结果问题。而现在的问题正在于：工人和资本家从哪里获得自己的消费品？资本家从哪里获得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怎样满足这些需求和怎样使扩大生产成为可能？因而这里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Stoffersatz。——《资本论》第2卷第389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7—438页。——编者注］

 ，因此把各种在社会经济过程中起着完全不同作用的产品加以区分，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注意到这些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就没有什么困难了。首先假定是简单再生产，即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的重复，没有积累。显而易见，第Ⅱ部类的（以消费品形式存在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是由本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来实现的（因为简单再生产的前提就是剩余价值全部消费掉，任何一部分剩余价值都不转化为资本）。其次，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第Ⅰ部类）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必须交换成供制造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工人所需的消费品才能实现。另一方面，以消费品形式存在的（第Ⅱ部类）不变资本，只有交换成生产资料，以便下年度重新投入生产才能实现。这样一来，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同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进行了交换：生产资料部类中的工人和资本家因而获得生活资料，而消费品部类中的资本家则销售了自己的产品并获得进行新的生产的不变资本。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这些交换部分应当彼此相等，即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与额外价值之和应该等于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相反，如果假定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就是说有积累，那么前者就应该大于后者，因为必须有生产资料的多余部分来开始 新的
 生产。不过我们还是回过来谈简单再生产。我们这里还有一部分社会产品没有得到实现，这就是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它的实现，部分是通过本部类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例如煤和铁的交换，因为其中每一种产品都是生产另一种产品所必需的材料或工具），部分是通过直接投入生产（例如，为在本企业中重新用于采煤而开采的煤，农业中的种子等等）。至于积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其来源是生产资料的剩余（它们取自本部类资本家的额外价值），这种剩余也要求消费品中的部分额外价值转化为资本。这种追加生产怎样同简单再生产结合的问题，我们认为无须详加考察。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专门考察实现论，而为了说明民粹派经济学家的错误，为了能对国内市场问题作出一定的理论结论，上面所说的就已经足够了。 
［注：参看《资本论》第2卷第3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89—397页。——编者注），本篇详细地研究了积累、消费品之分为必需品与奢侈品、货币流通、固定资本的损耗等等。对没有机会阅读《资本论》第2卷的读者，可向他们推荐上引谢·布尔加柯夫先生书中关于马克思的实现论的叙述。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叙述较米·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叙述（《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第407—438页）令人满意，因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制定自己的图式时很不恰当地背离了马克思，并且对马克思的理论说明得不够；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叙述也较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叙述（《政治经济学原理》1898年圣彼得堡版第281—295页）令人满意，因为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关于利润和地租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持有不正确的观点。］



在我们所关心的国内市场问题上，从马克思的实现论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因而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增长超过消费品的增长。事实上我们看到，消费品（第Ⅱ部类）中的不变资本是在同生产资料（第Ⅰ部类）中的可变资本＋额外价值进行交换。但是，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因而，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应该比消费品中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增长得快，而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应该增长得最快，它既要超过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额外价值）的增长，也要超过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的增长。因此，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类应该比制造消费品的社会生产部类增长得快。可见，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依赖”个人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消费。但是，如果把这种“不依赖性”理解为生产消费完全脱离个人消费，那就错了：前者能够而且也应该比后者增长得快（其“不依赖性”也仅限于此）；但是不言而喻，生产消费最终总是同个人消费相关联的。马克思对这一点说道：“正如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的（第2卷第3篇）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70—474、478—484页。——编者注］

 ，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马克思指的是经本部类资本家之间交换而实现的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之间会发生不断的流通……这种流通就它从来不会加入个人的消费来说，首先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但是它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资本论》第3卷第1部分第289页，俄译本第242页） 
［注：同上，第25卷第341页。——编者注］



这里所谓更多地使用不变资本，不过是用交换价值的术语来表达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为迅速发展的“生产资料”的主要部分，是由大生产和机器工业所需要的材料、机器、工具、建筑物和其他一切装备组成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创立大生产和机器工业时，其特点就是特别扩大由生产资料所组成的那部分社会财富，这是十分自然的……“在这里〈即在制造生产资料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和野蛮人的区别，并不象西尼耳所认为的那样，仿佛野蛮人的特权和特性是有时随便耗费自己的劳动，而不能使他获得任何可以分解为（转化为）收入即消费资料的果实。区别在于：

（a）资本主义社会把它所支配的年劳动大部分用来生产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而生产资料既不能以工资形式也不能以剩余价值形式分解为收入，而只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

（b）野蛮人在制作弓、箭、石槌、斧子、筐子等等的时候，非常明确地知道，他所花的时间不是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也就是说，是用来满足他对生产资料的需要的，仅此而已。”（《资本论》第2卷第436页，俄译本第333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89—490页。——编者注］

 对自己同生产的关系的这种“明确的认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丧失殆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拜物教把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产品关系，因为每一种产品都变成了为不知道的消费者生产和必须在不知道的市场上实现的商品。因为对个别企业主来说，他所生产的物品的 种类
 完全无关紧要（一切产品都提供“收入”），所以这种肤浅的、单个人的观点就被经济理论家用来说明整个社会，并且阻碍了认识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过程。

生产的发展（因而也是国内市场的发展）主要靠生产资料，看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并且显然是有矛盾的。这是真正的“为生产而生产”，就是说生产扩大了，而消费没有相应地扩大。但这不是理论上的矛盾，而是实际生活中的矛盾；这正是一种同资本主义的本性本身和这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其他矛盾相适应的矛盾。正是这种生产扩大而消费没有相应扩大的现象，才符合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有的社会结构，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结构却不让人民群众利用这些技术成就。在资本主义固有的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他们处于无产阶级地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马克思在一些原理中也确认了这种矛盾，而民粹派却喜欢用这些原理来论证他们所谓国内市场在缩小、资本主义不先进等等的观点。下面是其中的几个原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资本论》第2卷第303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51页。——编者注］



“……实现……条件……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同上，第3卷第1部分第225—226页） 
［注：同上，第25卷第272—273页。——编者注］

 “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它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第3卷第1部分第232页，俄译本第194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9页。——编者注］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注：有名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
[26]

 ）爱·伯恩施坦在其《社会主义的前提》（1899年斯图加特版第67页）中引证的正是这一段。自然，我们这位从马克思主义转到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机会主义者赶紧声明说，这是马克思的危机论中的矛盾，马克思这种观点“同洛贝尔图斯的危机论没有多大区别”。而事实上，“矛盾”仅存在于下边两个方面之间：一方面是伯恩施坦的自负，另一方面是他的荒谬的折中主义和对马克思理论的不求甚解。伯恩施坦是何等地不懂得实现论，这从他十分可笑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似乎剩余产品的大量增长必然
 是有产者人数的增加（或者是工人生活福利的提高），因为请看，资本家本身及其“仆役”（原文如此！第51—52页）是不能把全部剩余产品都“消费”掉的！！（第2版注释
 ）］

 （第3卷第2部分第21页，俄译本第395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8页。——编者注］

 在所有这些原理中，只不过是确认了上面讲的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而已。 
［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这些原理同马克思自己对实现的分析相矛盾（1898年《世间》
[27]

 第6期第123页《资本主义与市场》一文）。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他在分析实现时就已指出了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联系。］

 如果从《资本论》的这些地方得出结论，说什么马克思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实现额外价值的可能，说什么他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等等，那就是再荒谬不过的了。马克思在分析实现时指出：“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流通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41页。——编者注］

 ；但是这个分析也指出了这种“限制”的真正性质，指出了消费品在国内市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要比生产资料小些。其次，如果从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中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和不进步的等等，那就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是想逃避不愉快的但却是明显的现实，而躲到虚无缥缈的浪漫主义幻想中去。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并不是资本主义唯一的矛盾，而资本主义没有矛盾就根本不能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证明了它的历史暂时性，说明了它瓦解和向高级形态转化的条件和原因，——但这些矛盾决不排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决不排除它与从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相比起来的进步性。 
［注：参看《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编者注）］











七　国民收入论

我们在阐明马克思的实现论的基本原理后，还应当简略地指出这个实现论在国民“消费”、国民“分配”和国民“收入”等理论中的重大意义。所有这些问题，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至今还是经济学家的真正绊脚石。他们对这个问题谈论和写作得愈多，由亚·斯密的基本错误所产生的糊涂观念也就愈多。我们在这里举几个这种糊涂观念的例子。

例如，值得指出的是，蒲鲁东在实质上重复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把旧理论作了略为不同的表述。他说：


　　“甲
 （指一切私有主，即企业主和资本家）用一万法郎开办企业，预先把它付给工人，工人则必须为此而生产产品。甲
 这样把自己的货币变成商品之后，他必须在生产终了时，例如一年以后，重新把商品变成货币。他把自己的商品卖给谁呢？当然是卖给工人，因为社会上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企业主，另一个是工人。这些工人用提供自己的劳动产品而获得了满足其生活必需的工资一万法郎，而现在却必须偿付一万多法郎，即还必须偿付甲
 在年初就指望以利息和其他利润形式取得的附加额。工人只能靠借款来清偿这一万法郎，因此他就陷入日益沉重的债务和贫困之中。于是一定会发生下列两种情况之一：或者工人生产十而只能消费九；或者工人只把自己的工资付还企业主，但是这样，企业主本身就陷入破产和苦难的境地，因为企业主得不到资本的利息，这种利息终究不得不由他自己来偿付。”（迪尔
 《蒲鲁东传》第2卷第200页，转引自《工业》文集——《政治学辞典》条目选，1896年莫斯科版第101页）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还是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穷于应付的那个困难，即如何实现额外价值。蒲鲁东只不过用略为特殊的形式表述了这个困难。他这种特殊的表述更使我国的民粹派同他接近，因为民粹派正和蒲鲁东一样，认为实现的“困难”正在于实现额外价值（按蒲鲁东的术语是利息或利润），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从旧经济学家那里承袭来的糊涂观念不仅妨碍着阐明额外价值的实现，而且也妨碍着阐明 不变资本
 的实现，就是说，他们的“困难”在于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整个实现过程。马克思对蒲鲁东这个“理论”讽刺地说：


　　“蒲鲁东提出下面这个狭隘的公式，表明他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这个公式是：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因为产品包括了附加到成本价格上的利息”。（《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79页，俄译本第698页，有错误）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4页。——编者注］





　　马克思引了一个名叫福尔卡德的庸俗经济学家反驳蒲鲁东的一段话，这位福尔卡德“正确地概括了蒲鲁东只是从狭隘的角度提出的那个困难”，他说道，商品价格不仅包含超过工资的余额即利润，而且也包含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福尔卡德在反驳蒲鲁东时得出结论说：可见，资本家也不能用他的利润买回商品（福尔卡德自己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也没有理解这个问题）。同样，洛贝尔图斯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提供什么。洛贝尔图斯虽然特别强调“地租、资本的利润和工资是收入” 
［注：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
 《社会问题的研究》1875年柏林版第72页及以下各页。］

 这一论点，但他自己根本没有弄清“收入”这个概念。他在陈述如果政治经济学遵循“正确的方法”（上引书第26页）其任务将会如何时，也讲到了国民产品的分配：“它〈即真正的“ 国民
 经济科学”，——黑体是洛贝尔图斯用的〉应当指出，国民总产品中的一部分如何经常用来 补偿
 生产上使用的或损耗的资本，而另一部分作为 国民收入
 如何用来满足社会及其成员的直接需要。”（同上，第27页）虽然真正的科学应当指出这一点，可是洛贝尔图斯的“科学”却丝毫也没有指出这一点。读者看到，洛贝尔图斯只是逐字逐句重复亚当·斯密的话，看来他甚至没有觉察到问题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什么样的工人“补偿”国民资本？他们的产品怎样实现？关于这些，他只字不提。他把他的理论（这个由我提出来与以往理论相对立的新理论，第32页）概括成几个论点，首先这样开始谈到国民产品的分配：“就产品是收入来说，租〈大家知道，洛贝尔图斯所用的这个术语就是通常说的额外价值〉和工资是产品分解成的部分。”（第33页）这个十分重要的附带条件本来应当使他接触到最本质的问题，因为他刚刚说过，所谓收入是指用来“满足直接需要”的产品。可见，还有不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这些产品该怎样实现呢？但是，洛贝尔图斯在这里没有觉察到这种含糊的地方，并且很快忘记了这个附带条件就径直地谈论“ 产品分为三部分
 ”（工资、利润和地租）（第49—50页及其他各页）。这样一来，洛贝尔图斯实质上是重复了亚当·斯密的学说及其基本错误，丝毫也没有阐明收入问题。说要提出关于 国民产品分配
 的完整而卓越的新理论的诺言 
［注：同上，第32页：“……我不得不给这个关于卓越方法的概述，加上一个与这种卓越方法相适应的至少是关于国民产品分配
 的完整理论。”］

 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事实上，洛贝尔图斯并没有把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向前推进一步；他在给冯·基尔希曼的第4封社会问题书简（《资本》1884年柏林版）中长篇大论地谈什么 货币
 是否应当列入国民收入，工资来源于资本还是来源于收入，这表明他对“收入”的概念是何等的自相矛盾。恩格斯形容这种议论说：它是“属于经院哲学的范围” 
［注：因此卡·迪尔说洛贝尔图斯提供了“分配收入的新理论”（《政治学辞典》，《洛贝尔图斯》条，第5卷第448页）是完全错误的。］

 （《资本论》第2卷序言第ⅩⅪ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3页。——编者注］

 。

关于国民收入的这种十分糊涂的概念，至今还在经济学家中占着完全的统治地位。例如，赫克纳在《政治学辞典》《危机》一条中（上述文集第81页）讲到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第5节《分配》）时，认为卡·亨·劳的论断是“中肯的”，而劳只是重复亚·斯密的错误，把社会总产品分为几种收入。罗·迈耶尔在他写的《收入》一条（同上，第283页及以下各页）中引了阿·瓦格纳（瓦格纳也是重复着亚·斯密的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定义，并且坦白地承认“把收入和资本区分开来是困难的”，而“最困难的是区分收益（Ertrag）和收入（Einkommen）”。

由此我们看到，过去和现在都在大谈其古典学派（以及马克思）对“分配”和“消费”注意不够的经济学家，丝毫也不能阐明“分配”和“消费”的最主要问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懂得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社会产品各个组成部分补偿的过程，就不可能谈“消费”。这个例子再一次证实，把“分配”和“消费”作为同经济生活中某些独立过程和现象相应的某些独立的科学部门划分出来，是多么荒谬。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结构。这些社会关系一经彻底阐明和彻底分析，各个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 也就
 明确了，因而，他们获得的国民消费份额 也就
 明确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解决而各种各样研究“分配”和“消费”的专家也丝毫没有向前推进一步的问题，由正是直接继承古典学派并对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生产作了彻底分析的那个理论解决了。

单独提出“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问题是绝对得不到解决的，这只能滋长一些经院式的论断、释义和分类，只有分析了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个问题才能完全得到解决。并且，阐明了国民消费对国民产品的关系和如何实现这种产品的每个单独部分以后，这个问题也就不再单独存在。剩下的只是给这些单独部分 冠以名称
 。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难，必须把总收益（Rohertrag）和纯收益同总收入和纯收入区别开来。总收益或总产品是再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

总收入是总产品（Bruttoprodukts　oder　Rohprodukts）扣除了补偿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以后，所余下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因而，总收入等于工资（或要重新转化为工人收入的产品部分）＋利润＋地租。但是，纯收入却是剩余价值，因而是剩余产品，这种剩余产品是扣除了工资以后所余下的、实际上也就是由资本实现的并与土地所有者瓜分的剩余价值和由这个剩余价值计量的剩余产品。

……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持有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才是纯收入。”（第3卷第2部分第375—376页，俄译本第695—696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0—951页。——编者注］







　　由此看来，阐明了实现过程，也就弄清了收入问题，解决了阻碍了解这个问题的主要困难：为什么“对一个人来说是收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资本” 
［注：同上，第955页。——编者注］

 ？为什么由个人消费品构成的并完全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产品还能包括从来不能成为收入的资本的不变部分？《资本论》第2卷第3篇对实现的分析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马克思在阐述“收入”问题的《资本论》第3卷最末一篇中，只是给了社会产品各个单独部分以名称和引用了第2卷中的这个分析 
［注：见《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7篇《收入》第49章《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俄译本第688—70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1—963页。——编者注）。马克思在这里也指出了阻碍以前的经济学家了解这个过程的一些情况（第379—382页，俄译本第698—700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3—956页。——编者注））。］

 。



八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

对上述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理论，可能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理论是否和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没有国外市场的原理相矛盾？

必须记住：上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分析是从没有对外贸易这个假定出发的，这个假定已在上面指出，其 必要性
 也在进行这种分析时说明了。显然，产品的输入和输出只会把事情搅乱，对阐明问题丝毫没有帮助。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国外市场扯来说明额外价值的实现：这样来谈国外市场根本没有说明什么问题，只是掩盖他们的理论错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使他们能够用这些错误“理论”支吾搪塞，而无须 说明
 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发展的事实 
［注：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上引书中非常正确地指出：“直到现在，依靠农民市场的棉纺织业，还在不断发展，因此，这种国民消费的绝对缩减……”（这正是尼·—逊先生所说的）“……只是在理论上可以想象”。（第214—215页）］

 。对他们来说，“国外市场”不过是抹杀国内资本主义（因而也抹杀市场）发展的一种遁词，而且是更为方便的遁词，因为它还使他们可以不必去考察那些证明俄国资本主义争夺国外市场的事实 
［注：沃尔金《沃龙佐夫先生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论证》1896年圣彼得堡版第71—76页。］

 。

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决不取决于社会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规律，而取决于下面几点：第一，资本主义只是超出国家界限的广阔发展的商品 流通
 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国家。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个原因是有历史特性的。民粹派未必能用“资本家不可能消费掉额外价值”的几句陈词滥调来把这个原因支吾过去。这里必须考察——如果他们真想提出国外市场的问题——对外贸易发展史，商品流通发展史。考察了这个历史，当然就不会把资本主义描述成偶然离开道路的现象了。

第二，社会生产各部分之间的比例（按价值和按实物形式），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必须有的假定，并且事实上只是从一系列经常波动中得出的平均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为不知道的市场而生产的各个生产者的孤立性，这种相适应经常遭到破坏。彼此互为“市场”的各种生产部门，不是平衡发展，而是互相超越，因此较为发达的生产部门就寻求国外市场。这决不象民粹派喜欢一本正经地断定的那样，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实现额外价值”。这只是说各个生产部门的发展不成比例。在国民资本 另一种
 分配的情况下，同样数量的产品就能够在国内实现。但是，要使资本离开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去，这个部门就必须经过危机，因此有什么原因能够阻止受到这种危机威胁的资本家不去寻求国外市场，不去寻求促进输出的补助费和奖金等等呢？

第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原有技术基础上的重复。地主的徭役经济、农民的自然经济和手工业者的手艺生产就是如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生产方式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在旧的生产方式下，各个经济单位能存在好几世纪，无论在性质上或者在规模上都没有变化，不超出地主的世袭领地、农民的村庄或农村手艺人和小工业者（所谓手工业者）的附近小市场的界限。相反，资本主义企业必然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以至国家的界限。因为国家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已被商品流通所破坏，所以每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自然趋向使它必须“寻求国外市场”。

因此，必须寻求国外市场，决不象民粹派经济学家所爱描述的那样，是证明资本主义无力维持下去。完全相反。这种需要明显地表明资本主义进步的历史作用，资本主义破坏了旧时经济体系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因而也破坏了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狭隘性），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

我们从这里看到，必须有国外市场的后两个原因也还是历史性的原因。要弄清这些原因，就必须考察各个单独的生产部门，它在国内的发展，它向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转化，——一句话，必须研究资本主义在国内发展的 事实
 ，而民粹派拿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都“不可能”这种毫无价值的（和毫无内容的）空话作掩护，乘机回避这些事实，是不足为怪的。





九　第一章的结论

现在我们把上面分析的那些与国内市场问题直接有关的理论原理总括一下。

（1）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这一分工就是：各种原料加工（以及这一加工的各种工序）都一个个同农业分离，用自己的产品（现在已经是 商品
 ）交换农产品的各个独立的生产部门日渐形成。这样，农业本身也变成工业（即商品生产），其内部也发生同样的专业化过程。

（2）从上述原理直接得出的结论，就是一切正在发展的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规律：工业（即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增长得快，它使愈来愈多的人口脱离农业而转到加工工业中来。

（3）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即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标志着从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而且是这一过渡的必要条件）， 建立了
 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的这种 建立
 过程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小生产者从中“游离”出来的 生产资料
 转化为新占有者手中的资本，用来进行商品生产，因而自身也变成了商品。这样，甚至是这些生产资料的简单再生产现在也需要购买这些生产资料了（以前这些生产资料大部分是以实物形式进行再生产，部分是在家庭中制造的），就是说提供了生产资料的市场。其次，现在用这些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变成了商品。另一方面，这种小生产者的 生活资料
 变成了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即变成了企业主（无论是土地占有者、承包人、木材业者、厂主等都一样）雇用工人所花费的货币额的物质要素。这样，这些生活资料现在也变成了商品，即建立了消费品的国内市场。

（4）如果不弄清楚下面两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产品的实现（因而也包括额外价值的实现）是无法说明的：（1）社会产品，如同个别产品一样，按价值分解为三部分而不是分解为两部分（分解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额外价值，而不象亚当·斯密和继他之后而在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政治经济学所教导的那样，只分解为可变资本＋额外价值）；（2）社会产品按其实物形式应当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上消费）和消费品（个人消费）。马克思确立了这些基本理论原理，就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过程，指出把国外市场扯到实现问题上来是完全错误的。

（5）马克思的实现论又阐明了国民消费和国民收入的问题。

由上述各点自然可以看出，国内市场问题，作为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问题无关的个别的独立问题，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不是单独提出这个问题的。国内市场是在商品经济出现的时候出现的；国内市场是由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建立的，而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决定了它的发展水平；国内市场随着商品经济从产品转到劳动力而日益扩展，而且只有随着劳动力变成商品，资本主义才囊括国家全部生产，主要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着愈来愈重要地位的生产资料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由发展着的资本主义本身建立的，因为这个资本主义加深了社会分工，并把直接生产者分化为资本家和工人。国内市场的发展程度，就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撇开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问题而单独提出国内市场的限度问题（象民粹派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是错误的。

因此，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如何形成的问题，就归结为下面的问题：俄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何发展，并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些方面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如何？

以下各章就是要考察答复这些问题的资料。






[20]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版（1899年）中，本章标题是《向理论求证》。——17。





[21]

 《欧洲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19。





[22]

 额外价值即剩余价值。列宁在90年代的著作中，常把“额外价值”与“剩余价值”并用，后来就只用“剩余价值”一词。——23。





[23]

 《祖国纪事》杂志（《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是俄国刊物，在彼得堡出版。1820—1830年期间登载俄国工业、民族志、历史学等方面的文章。1839年起成为文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839—1846年，由于维·格·别林斯基等人参加该杂志的工作，成为当时最优秀的进步刊物。60年代初采取温和保守的立场。1868年起，由尼·阿·涅克拉索夫、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扎·叶利谢耶夫主持，成为团结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1877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后，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加入编辑部，民粹派对这个杂志的影响占了优势。《祖国纪事》杂志不断遭到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1884年4月被查封。——23。





[24]

 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意思是推来推去，不解决问题。本丢·彼拉多是罗马帝国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据《新约全书·路加福音》说，犹太教的当权者判处耶稣死刑，要求彼拉多批准。彼拉多在审问中得知耶稣是加利利人，就命令把他送往加利利的统治者希律那里。希律经过审讯，也无法对耶稣定罪，又把他送回到彼拉多那里。据说“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是由“本丢推给希律，希律又推给彼拉多”这句话演化而成的。——30。





[25]

 这里指的是1872年汉堡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在该书以后的版本中，恩格斯删去了这句话。——31。





[26]

 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41。





[27]

 《世间》杂志（《Мир　Божий》）是俄国文学和科学普及刊物（月刊），1892—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先后担任编辑的是维·彼·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和费·德·巴秋什科夫，实际领导人是安·伊·波格丹诺维奇，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帕·尼·米留可夫、马·高尔基等。90年代中期，曾站在合法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同民粹主义作斗争，在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颇受欢迎。1898年刊载过列宁对亚·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简明教程》一书的评论。1906—1918年以《现代世界》为刊名继续出版。——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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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一 新罗西亚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二 萨马拉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三 萨拉托夫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四 彼尔姆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五 奥廖尔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六 沃罗涅日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七 下诺夫哥罗德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八 其他各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概述




 九上述关于农民分化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汇总




 十 地方自治局统计和军马调查的总结资料




 十一 1888—1891年和1896—1900年两次军马调查的比较




 十二 关于农民家庭收支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十三 第二章的结论










我们已经看到，小农分化为农业企业主和农业工人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国内市场形成的基础。几乎每本关于改革后时期俄国农民经济状况的著作，都指出了所谓农民的“分解”。因此，我们的任务是研究这种现象的基本特点和确定它的意义。在以下的叙述中，我们所利用的是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按户调查资料 
[28]

 。





一　新罗西亚

[29]


 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弗·波斯特尼柯夫先生在他的《南俄农民经济》（1891年莫斯科版）一书 
[30]

 中，收集和整理了塔夫利达省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以及赫尔松省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的部分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在论述农民分化的著作中，这本书应当算是最好的，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按照我们采用的方法来综合波斯特尼柯夫先生收集的资料，有时把地方自治局汇编的资料补充进去。塔夫利达省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采取了按播种面积的农户分类法，这种分类法很成功。由于粗放耕作条件下的谷物农业系统在这个地区占优势，这种分类法能够使人精确地判断每类农户的 经济
 。下面就是塔夫利达省农民各经济类别的总的资料。 
［注：下面的资料大部分是关于塔夫利达省北部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和第聂伯罗夫斯克3个内陆县的，或者只是关于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的。］








	农民类别
	
第聂伯罗夫斯克县

	3县



	农户总数的百分数


	每户
	农户总数的百分数


	每户平均播种面积

（单位俄亩）


	全部播种面积（单位俄亩）


	全部播种面积占总数的百分数


	农户总数的百分数





	男女人口
	男劳动力



	一、不种地者
	9
	4.6
	1.0
	7.5
	—
	—
	—
	

}


	12.1
	40.2



	二、种地不满5俄亩者
	11
	4.9
	1.1
	11.7
	3.5
	34070
	2.4



	三、种地5—10俄亩者
	20
	5.4
	1.2
	21
	8.0
	140426
	9.7



	四、种地10—25俄亩者
	41.8
	6.3
	1.4
	39.2
	16.4
	540093
	37.6
	　
	37.6
	39.2



	五、种地25—50俄亩者
	15.1
	8.2
	1.9
	16.9
	34.5
	494095
	34.3
	

}


	50.3
	20.6



	六、种地超过50俄亩者
	3.1
	10.1
	2.3
	3.7
	75.0
	230583
	16.0



	
总　　计

	100
	6.2
	1.4
	100
	17.1
	1439267
	100
	　
	　
	　







播种面积分配不平均的现象很显著：占农户总数2/5（占人口的3/10左右，因为这里家庭人数低于平均数）的种地少的贫苦户只占有全部播种面积的1/8左右，他们靠自己的农业收入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其次，中等农户也占农户总数的2/5左右，他们靠土地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中等开支（波斯特尼柯夫先生认为，需要有16—18俄亩播种面积才能维持一个家庭的中等开支）。最后，富裕农民（占农户的1/5左右和人口的3/10）的手里集中了全部播种面积的一半以上，而且每户的播种面积清楚地表明了这类农户的农业的“商业”性。为了精确地算出这种商业性农业在各类农户中的规模，波斯特尼柯夫先生使用了如下的方法。他从农户的全部播种面积中划出了食物面积（提供养活家庭和雇农的产品）、饲料面积（提供牲畜饲料）和经营面积（提供播种所需的种子、宅地等等），从而算出了提供销售产品的 市场
 面积 或商业
 面积。结果是，播种5—10俄亩的一类农户，只有11.8％播种面积提供市场产品，而随着每类农户播种面积的扩大，这个百分数依次递增为：36.5％—52％—61％。因此，富裕农民（两类上等户）经营的已经是商业性农业，每年获得总数为574—1500卢布的货币收入。这种商业性农业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农业，因为富裕农民的播种面积超出家庭的劳动标准（就是说超出家庭靠自己的劳动能耕种的土地数量），使他们必须 去雇用工人
 ：据作者的计算，在塔夫利达省北部3个县，富裕农民雇用了14000多个农业工人。相反，贫苦农民则“提供工人”（5000多人），就是说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为就以种地5—10俄亩这一类来说，每户从农业中获得的货币收入只有30卢布左右 
［注：波斯特尼柯夫先生公正地指出，实际上，按土地上获得的货币收入量来说，各类农户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得多，因为在计算时所采用的是（1）同样的单位面积产量和（2）同样的粮食出售价格。而事实上，富裕农民的收成较好，粮食售价较高。］

 。因此，我们看到，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理论所论述的那种国内市场建立的过程：“国内市场”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商业性即企业性农业的产品变成商品；另一方面是由于贫穷农民出卖的劳动力变成商品。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这种现象，我们来考察一下每一类农户的状况。我们从上等户谈起。下面是关于上等户的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的资料：






塔夫利达省第聂伯罗夫斯克县



	农户类型
	每户耕地(单位俄亩）



	份地
[31]


	购买地
	租 地
	
共　　计




	一、不种地者
	6.4
	0.9
	0.1
	7.4



	二、种地不满5俄亩者
	5.5
	0.04
	0.6
	6.1



	三、种地5—10俄亩者
	8.7
	0.05
	1.6
	10.3



	四、种地10—25俄亩者
	12.5
	0.6
	5.8
	18.9



	五、种地20—50俄亩者
	16.6
	2.3
	17.4
	36.3



	六、种地超过50俄亩者
	17.4
	30.0
	44.13
	91.4



	
平　均

	11.2
	1.7
	7.0
	19.9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富裕农民拥有的份地最多，但他们还是把大量的购买地和租地集中在自己手里，变成了小土地占有者和农场主。 
［注：我们必须指出，不种地者所以有较大量的购买地，是因为把小店主和工业作坊主等等列入这类农户中了。把这样的“农民”同耕作者混淆在一起，是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常见的缺点。关于这一缺点，我们还要在下面谈到。］

 租地17—44俄亩，每年的开支按当地价格计算约为70—160卢布左右。显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已经是商业性活动了，因为土地变成了商品，变成了“猎取金钱的机器”。

其次，我们来看看役畜和农具的资料：





	农户类别
	
塔夫利达省3县

	
第聂伯罗夫斯克县




	每户牲畜头数
	没有役畜的农户的

百 分 数


	每户农具②



	役畜
	其他牲畜
	
共　　计

	运输工具
	耕具



	—、不种地者
	0.3
	0.8
	1.1
	80.5
	—
	—



	二、种地不满5俄亩者
	10
	1.4
	2.4
	48.3
	—
	—



	三、种地5—10俄亩者
	1.9
	2.3
	4.2
	12.5
	0.8
	0.5



	四、种地10—25俄亩者
	3.2
	4.1
	7.3
	1.4
	1.0
	1.0



	五、种地25—50俄亩者
	5.8
	8.1
	13.9
	0.1
	1.7
	1.5



	六、种地超过50俄亩者
	10.5
	19.5
	30.0
	0.03
	2.7
	2.4



	
平　均

	3.1
	4.5
	7.6
	15.0
	　
	　







　　 
［注②：运输工具——轻便马车、大车、带篷马车等等。耕具——犁、多铧浅耕犁（快耕犁）等等。］

富裕农民的农具比贫苦农民，甚至比中等农民要多好几倍。只要看一看这张表，就足以了解我国一些人在讲到“农民”时很喜欢搬用的那些“平均”数字，是完全虚假的。除了农民资产阶级的商业性农业外，这里还要加上商业牲畜牧业，即饲养粗毛羊。关于农具，我们还要引证那些取材于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 
［注：《梅利托波尔县统计资料汇编》1885年辛菲罗波尔版（《塔夫利达省统计资料汇编》第1卷），《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1886年辛菲罗波尔版第2卷。］

 的改良农具资料。在总数为3061台的收割机和割草机中，农民资产阶级（占农户总数的1/5）拥有2841台，即占92.8％。

富裕农民的 耕作技术
 也大大超过中等农民（经营规模较大，农具较多，有闲置的货币资金等等），就是说：富裕农民“能较快地播种，更好地利用有利的天气，用较湿润的泥土覆盖种子”，按时收割庄稼；能一面运回庄稼，一面脱粒等等，这是十分自然的。生产农产品的开支（以单位产品计算）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而降低，这也是十分自然的。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用下面的计算特别详细地证明了这个论点：他算出了各类农户耕种100俄亩土地所需的劳动力（连雇工在内）、役畜、工具等等的数量。结果是，这种数量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减少。例如，种地不满5俄亩的农户耕种100俄亩份地，需要28个劳动力，28头役畜，4.7张犁和多铧浅耕犁，10辆轻便马车，而种地超过50俄亩的农户耕种100俄亩份地，只需要7个劳动力，14头役畜，3.8张犁和多铧浅耕犁，4.3辆轻便马车（我们省略了关于各类农户的较详细的资料，请那些对详细资料感兴趣的人去看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的书）。作者总的结论是：“随着经营规模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农民用于养活劳动力即人和牲畜的支出（这是农业中一项最主要的支出）就依次递减。种地多的各类农户用在每俄亩播种面积上的这项支出几乎只有种地少的各类农户的一半。”（上述著作第117页）波斯特尼柯夫先生十分正确地认为，大农户的生产率较高因而也较稳固这一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不仅用新罗西亚一地而且用俄罗斯中部各省的极其详细的资料来证明这一规律 
［注：“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十分清楚地表明，农民经营规模愈大，耕种一定面积土地所需的农具、劳动力和役畜就愈少。”（上述著作第162页）



值得指出的是，这个规律在瓦·沃·先生的议论中是怎样反映出来的。在上引文章（1884年《欧洲通报》第7期）中，他作了这样的对比：在中部黑土地带，农民的每1匹马耕地5—7—8俄亩，而“按三圃轮作的规则”应当耕地7—10俄亩（巴塔林《1883年俄国农村业主的历书和手册》）。“因此，对俄罗斯这个区域的部分居民失去马匹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应当看作是役畜数量和应耕地面积之间正常比例的恢复。”（上述文章第346页）总之，农民的破产引起农业的进步。如果瓦·沃·先生不仅注意到这个过程的农艺方面，而且注意到这个过程的社会经济方面，他就可以看到，这是资本主义农业的进步，因为役畜和耕地之间“正常比例的恢复”，只有购置自己的农具的地主，或是农民中的大耕作者即农民资产阶级才能做到。］ 。商品生产渗入农业愈深，农民之间的竞争、争夺土地的斗争、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愈加剧烈，促使农民资产阶级排挤中等农民和贫苦农民的这一规律就必定愈加有力地表现出来。不过必须指出，农业的技术进步，随着农业系统的不同，随着耕作制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在谷物农业系统和粗放耕作的条件下，这种进步会表现在简单地扩大播种面积和缩减单位播种面积上使用的劳动力、牲畜等等的数量上；在畜牧农业系统和技术农业系统的条件下，在向集约农业过渡的条件下，这种进步就会表现在单位播种面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块根作物的种植上，或产乳牲畜的饲养和牧草的种植上等等。

在说明上等农户时，还应当把大量使用雇佣劳动的情况补充进去。下面是关于塔夫利达省3县的资料：






	农户类别
	雇用雇农的农户的百分数


	每类农户的播种面积（百分数）


	　
	　



	一、不种地者
	3.8
	—
	　
	　



	二、种地不满5俄亩者
	2.5
	2
	　
	　



	三、种地5—10俄亩者
	2.6
	10
	　
	　



	四、种地10—25俄亩者
	8.7
	38
	　
	　



	五、种地25—50俄亩者
	34.7
	34
	

}


	50



	六、种地超过50俄亩者
	64.1
	16



	
总　　计

	12.9
	100
	　
	　







瓦·沃·先生在上述文章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议论。他引用了雇用雇农的农户数对农户总数的百分比，并作出结论说：“依靠雇佣劳动来耕种土地的农民数与人民总数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在100个户主中间只有2—3个，最多5个，——这就是农民资本主义的全体代表；这〈俄国雇用雇农的农民经济〉不是在现代经济生活条件下牢牢扎了根的制度，而是一二百年前就有过的偶然现象”（1884年《欧洲通报》第7期第332页）。在把当雇农的农户也列入“农”户总数的情况下，把雇用雇农的农户数与“农”户总数相比较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采用这种方法也可以摆脱掉俄国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只要举出使用雇佣工人的手工业家庭（即大小工厂主的家庭）对俄国手工业家庭总数的百分比就可以了；就会得出对“人民总数”来说是“完全微不足道的”比例。如果把雇用雇农的农户数只同真正独立的即只依靠农业过活而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农户数相比较，则要正确得多。其次，瓦·沃·先生忽略了一件小事，就是雇用雇农的农户属于最大的农户：雇用雇农的农户就“总数和平均数”来说，其百分数是“微不足道的”，而在握有全部生产的一半以上并生产大量销售粮的富裕农民那里，其百分数却是很大的（占34—64％）。因此可以断定，说什么这种雇用雇农的经济是一二百年前就有过的“偶然现象”，那是荒谬的！第三，只有忽视农业的真正特点，才会在评论“农民资本主义”时，只举出雇农即固定工人，而不提日工。大家知道，雇用日工在农业中起着特别重大的作用。 
［注：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这个国家里，40.8％的农场主也没有雇用工人；68.1％的农场主雇用工人不超过2个；82％的农场主雇用工人不超过4个（杨松
 《俄国与西欧各国的比较统计学》第2卷第22—23页。转引自卡布鲁柯夫
 《农业工人问题》第16页）。但是，一个经济学家要是忘记了大批按日受雇的农村无产者，流动的和定居的即在本村挣“外水”的无产者，那他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学家。］



现在我们来谈下等户。下等户由不种地和种地少的户主组成，他们“在经济状况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二者不是给自己同村人当雇农，就是去挣外水，而且主要还是农业方面的外水”（上述著作第134页），就是说他们都属于农村无产阶级。我们必须指出，例如在第聂伯罗夫斯克县，有40％的农户属于下等户，没有耕具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9％。农村无产阶级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还从出租自己的份地取得收入：






	农户类别
	
第聂伯罗夫斯克县
 　



	出租份地的户主的百分数
	出租的份地的百分数



	—、不种地者
	80
	97.1



	二、种地不满5俄亩者
	30
	38.4



	三、种地5—10俄亩者
	23
	17.2



	四、种地10—25俄亩者
	16
	8.1



	五、种地25—50俄亩者
	7
	2 9



	六、种地超过50俄亩者
	7
	13.8



	
全　县

	25.7
	14.9







塔夫利达省3县总共出租了（1884—1886年）全部农民耕地的25％，而且这里还没有包括不是租给农民而是租给平民知识分子的土地。在这3县中，总计约有1/3的人口出租土地，并且租种农村无产阶级份地的主要是农民资产阶级。下面是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塔夫利达省3县




	租用邻人的份地(单位俄亩）
	百分数



	每户种地不满10俄亩的户主
	16594
	6



	每户种地10—25俄亩的户主
	89526
	35



	每户种地25俄亩以上的户主
	150596
	59



	
总计

	256716
	100







“目前份地已成为南俄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投机对象。立下字据，用土地作抵押取得借款……土地可出租或出卖1年、2年，或长达8年、9年和11年。”（上引著作第139页）可见农民资产阶级也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代表。 
［注：农民资产阶级本身享受到“很多”给“有产农民”“重要帮助”的农村信贷所和信贷社的好处。“经济力量薄弱的农民找不到保人，享受不到贷款。”（上引著作第368页）］

 我们在这里看到，所谓“富农”和“高利贷者”同“善于经营的农夫”毫无共同之点的那种民粹派成见，显然遭到了驳斥。恰恰相反，农民资产阶级手中掌握了商业资本（以土地作抵押出借款项，收购各种产品等等）和产业资本（靠雇用工人来经营的商业性农业等等）的两条线。这两种形式的资本中，哪一种资本会由于另一种资本的减少而增长，这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取决于我国农村中的落后现象被排除的程度和文化普及的程度。

最后，我们来考察一下中等户（每户有播种面积10—25俄亩，平均为16.4俄亩）的状况。中等户的状况是过渡性的：农业的货币收入（191卢布）稍低于一个中等的塔夫利达人每年的开支（200—250卢布）。这里每户有役畜3.2头，而充分的“畜力”则需要有4头。因此，中等农户的经济处于不稳定的状况下，他们必须靠插犋来耕种自己的土地。 
［注：在梅利托波尔县，这类农户有13789户，其中只有4218户靠自力耕地，而9201户靠插犋。在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的8234户农户中，4029户靠自力耕地，而3835户靠插犋。见《梅利托波尔县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B.第195页）和《第聂伯罗夫斯克县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B.第123页）。］



自然，靠插犋耕种土地，生产率是较低的（转移时耗费时间，马匹不足等等），例如，在一个村子里，有人告诉波斯特尼柯夫先生说，“插犋户用多铧浅耕犁往往一天最多耕1俄亩，即比标准少一半” 
［注：瓦·沃·先生在上述文章中大谈插犋，认为它是“协作的原则”等等。这实在是太省事了：闭口不谈农民在分化为截然不同的类别，插犋是被农民资产阶级所排挤的破落农户的协作这种事实，而“一般地”谈论“协作的原则”，——想必是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之间的协作吧！］

 。如果我们再补充一点：在中等户中有1/5左右的农户没有耕具，中等户提供的工人多于雇用的工人（按照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的计算），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类农户在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之间的不稳定性和过渡性了。现在我们来引证一些中等户受排挤的略微详细一点的资料：





塔夫利达省第聂伯罗夫斯克县③



	户主类别
	农户总数的百分数


	男女人口总数的

百分数


	份地
	购买地
	租地
	出租地
	使用土地总数
	播种面积



	单位俄亩


	百分数
	单位俄亩


	百分数
	单位俄亩


	百分数
	单位俄亩


	百分数
	单位俄亩


	百分数
	单位俄亩


	百分数



	贫苦户
	39.9
	32.6
	56445
	25.5
	2003
	6
	7839
	6
	21551
	65.5
	44736
	12.4
	38439
	11



	中等户
	41.7
	42.2
	102794
	46.5
	5376
	16
	48398
	35
	8311
	25.3
	148257
	41.2
	137344
	43



	富裕户
	18.4
	25.2
	61844
	28
	26531
	78
	81646
	59
	3039
	9.2
	166982
	46.4
	150614
	46



	全县共计
	100
	100
	221083
	100
	33910
	100
	137833
	100
	32901
	100
	359975
	100
	326397
	100









［注③：这些数字引自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它们是全县的，包括未列入乡的村庄在内。“使用土地总数”一栏数字是我算出来的——把份地、租地和购买地加在一起，减去出租地。］



可见，份地的分配是最“平均的”，虽然其中下等户受上等户排挤的情况也是明显的。但是，如果我们离开这种 强制的
 土地占有，而去考察 自由的
 土地占有，即购买地和租地，那么情况就根本不同了。这一类土地的集中是厉害的，因此农民使用土地总数的分配完全不同于份地的分配：中等户被排挤到第二位（份地占46％，使用土地占41％），富裕户大大地扩大自己的土地占有（份地占28％，使用土地占46％），而贫苦户则被排挤在耕作者之外了（份地占25％，使用土地占12％）。

上表向我们指出了我们还会遇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份地在农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缩小。在下等户中发生这种现象，是由于出租土地，在上等户中则是由于购买地和租地在总经营面积中占巨大的优势。改革前制度的残余（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平均的征税性土地占有）正在被渗入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彻底肃清。

至于谈到其中的租地，则上面引证的资料就能使我们弄清楚民粹派经济学家议论这个问题时所犯的一个极其普遍的错误。我们拿瓦·沃·先生的议论来看。他在上面引证的文章中直接提出了租地同农民分化的关系问题。“租地是否能促使农户分化为大农户和小农户，促使中等户即典型农户的消灭呢？”（《欧洲通报》，上引期第339—340页）瓦·沃·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的论据如下：（1）“租地的人占很大的百分数。”例如，各不同省份的不同县份的百分数是：38—68％；40—70％；30—66％；50—60％。（2）每户的租地面积不大，按坦波夫省统计机关的资料来看是3—5俄亩。（3）份地少的农民租地多于份地多的农民。

为了使读者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论据不仅站不住脚，而且简直不适用，我们来引证一下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的有关资料 
［注：同梅利托波尔县和别尔江斯克县的资料也完全相似。］

 。






	　
	租地户的百分数
	每一租地户所租耕地(单位俄亩）
	每俄亩的价格（单位卢布）



	种地不满5俄亩者
	25
	2.4
	15.25



	种地俄亩者
	42
	3.9
	12.00



	种地10—25俄亩者
	69
	8.5
	4.75



	种地25—59俄亩者
	88
	20.0
	3.75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91
	48.6
	3.55



	
全　县

	56.2
	12.4
	4.23







试问，“平均”数字在这里能有什么意义呢？难道租地户“很多”（占56％）这个事实就消灭了富裕户租地的集中吗？把农民加在一起得出“平均”租地面积［每一租地户平均12俄亩。人们常常甚至不是按每一租地户，而是按每一现有农户计算的。例如，卡雷舍夫先生在其著作《农民的非份地租地》（《地方自治局统计总结》1892年多尔帕特版第2卷）中就是这样做的］，这不是很可笑吗？因为在这些农民中，有一类显然由于迫切需要，在蒙受极大损失下以极不合理的价格（每俄亩15卢布）租进 2俄亩
 土地，而另一类农民除了自己足够数量的土地外，还以低得无比的价格（每俄亩3.55卢布） 大批
 “购买”土地，即租进 48俄亩
 。第三个论据同样是空泛的：瓦·沃·先生自己就曾想驳倒它，因为他承认有关“整个村社”的资料（在把农民按份地分类的情况下）“并没有提供村社内部情况的正确概念”（上述文章第342页）。 
［注：波斯特尼柯夫先生举出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一个同样错误的有趣例子。他在指出富裕农民的商业性经营的事实和他们对土地的需求时说：“地方自治局某些统计人员，大概认为农民生活中的这些现象是不合理的，竭力缩小这些现象的意义”，并竭力证明：租地不是由富裕农民的竞争来决定的，而是由农民对土地的需要来决定的。为了证明这种想法，《塔夫利达省省志》（1889年）的编者维尔涅尔先生把塔夫利达全省农户按份地的大小
 进行分类，而拿出有1—2个劳动力和2—3头役畜的一类农民来考察。结果是，在这类农户内，租地户和租地的数量随着份地面积的扩大而减少。显然，这种方法不能证明任何问题，因为举出的只是役畜数量相同的农民，而撇开的正是两极的农户。在役畜数量相等的情况下，耕地面积也应当相等，因此，份地愈少，租地愈多，这是十分自然的。问题正在于：在役畜、农具等数量不等的
 农户之间，租地如何分配。］



如果认为农民资产阶级手中所集中的租地只是个人租地，而没有扩展到公共的即村社的租地，那就大错了。决不是这样的。租地始终“按照货币”分配，即使是村社租地，各类农民之间的关系也丝毫没有改变。因此，卡雷舍夫先生那样的议论，说什么村社租地与个人租地的关系反映了“两种原则〈！？〉——村社原则和个人原则之间的斗争”（上引书第159页），说什么“劳动原则和租地在村社社员之间平均分配的原则”是村社租地“所特有的”（同上，第230页），都完全是民粹派的成见。虽然卡雷舍夫先生的任务是作“地方自治局统计总结”，他却煞费苦心地避开了关于租地集中在少数富裕农户手中的全部丰富的地方自治局统计材料。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上述塔夫利达省3县农民 村团
 从官方租来的土地，按各类农户分配的情况如下：






	　
	租地户数
	租地面积（单位俄亩）


	总数的百分数


	　
	　
	每一租地户租地面积（单位俄亩）





	种地不满5俄亩者
	83
	511
	1
	

}


	4
	6.1



	种地5—10俄亩者
	444
	1427
	3
	3.2



	种地10—25俄亩者
	1732
	8711
	20
	　
	　
	5.0



	种地25—50俄亩者
	1245
	13375
	30
	

}


	76
	10.7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632
	20283
	46
	32.1



	
共　　计

	
4136

	
44307

	
100

	　
	　
	
10.7








这就是“劳动原则”和“平均分配原则”的小小例证！

关于南俄农民经济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就是这样。这些资料确凿地说明了农民的完全分化，说明了农民资产阶级在农村中占完全的统治地位。 
［注：人们通常说，由于新罗西亚的特点，不能根据这个地方的资料作出一般的结论。我们并不否认，这里种地的农民的分化比俄国其他地方更厉害，但是从下面的情况可以看出，新罗西亚的特点决不象人们有时所想的那么大。］

 因此，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对这些资料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因为这两位著作家以前都承认提出农民分化问题的必要性（瓦·沃·先生在上述1884年的文章中；尼·—逊先生则在1880年的《言论》 
[32]

 上——他指出了村社中那种有趣的现象：“不善于经营的”农夫抛弃了土地，而“善于经营的”农夫拣到了最好的土地；见《论文集》第71页）。必须指出，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的著作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者巧妙地收集了和仔细地整理了极有价值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同时善于摆脱“把农民村社看作某种单一的整体的倾向，而直到现在我国城市知识分子对村社还是这样看的”（上述著作第351页）。另一方面，作者缺乏理论指导，根本认识不到他所整理的资料的价值，而从极为狭隘的“措施”观点来看待这些资料，并着手制定关于“农业-手艺-工业村社”的方案，关于必须“限制”、“责成”、“监督”等等的方案。因此，我国民粹派竭力不理会波斯特尼柯夫先生著作的有积极意义的第一部分，而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第二部分上。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都非常严肃地着手“批驳”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的毫不严肃的“方案”（瓦·沃·先生在1894年《俄国思想》 
[33]

 第2期上。尼·—逊先生在《论文集》第233页的脚注中），责备他心怀叵测，要在俄国推行资本主义，同时他们却用心良苦地撇开了那些揭露目前资本主义关系在南俄农村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料。 
［注：尼·—逊先生写道：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筹划60俄亩的农民农场是有趣的”。但是“一旦农业落入资本家手中”，劳动生产率“在明天”还会提高，“人们一定会〈！〉把60俄亩的农场变成200或300俄亩的农场”。请看，这多么简单：因为
 在我国农村中，今天的小资产阶级受到明天的大资产阶级的威胁，所以，尼·—逊先生既不愿意知道今天的小资产阶级，也不愿意知道明天的大资产阶级！］







二　萨马拉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我们谈了南部边疆地区，现在来谈东部边疆地区即萨马拉省。我们就以调查时间最晚的新乌津斯克县为例；在该县汇编中，把农民按经济标志作了最详细的分类 
［注：《萨马拉省统计资料汇编第7卷。新乌津斯克县》1890年萨马拉版。对尼古拉耶夫斯克县也作了同样的分类（1889年萨马拉版第6卷），但该县的资料极不详细。在《萨马拉省统计资料综合汇编》（1892年萨马拉版第8卷第1编）中只是按份地作了分类，关于这种分类法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我们将在下面再谈。］

 。下面是有关各类农户的总的资料（下面的资料包括28276户有份地的居民，有男女人口164146人，即只包括该县的俄罗斯居民，而不包括德意志人和“独立农庄主”——既在村社 
[34]

 也在独立农庄 
[35]

 中从事经营的户主。如果加上德意志人和独立农庄主，还会大大突出分化的情景）。






	户主类别
	农户总数的百分数


	每户平均播种面积

（单位俄亩）


	播种面积占总数的百分数





	贫苦户
	

{


	无役畜者
	20.7
	

}


	37.1％
	2.1
	2.8
	

}


	8.0％



	有1头役畜者
	16.4
	5.0
	5.2



	中等户
	

{


	有2—3头役畜者
	26.6
	

}


	38.2％
	10.2
	17.1
	

}


	28.6％



	有4头役畜者
	11.6
	15.9
	11.5



	富裕户
	

{


	有5—10头役畜者
	17.1
	

}


	24.7％
	24.7
	26.9
	

}


	63.4％



	有10—20头役畜者
	5.8
	53.0
	19.3



	有20头以上役畜者
	1.8
	149.5
	17.2



	
共　　计

	
100

	　
	　
	
15.9

	
100

	　
	　







农业生产的集中程度是很大的：“村社”资本家（占农户总数的1/14，即有10头以上役畜的农户）占有全部播种面积的36.5％，这同占农户总数75.3％的贫苦农户和中等农户一共占有的播种面积相等！“平均”数字（每户播种面积为15.9俄亩）在这里也和通常一样完全是虚假的，只造成一种普遍富裕的错觉。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有关各类农户的其他资料。






	户主类别
	用自己农具耕种全部份地的户主的百分数


	有改良农具的户主的百分数


	每户全部牲畜头数（折成大牲畜）


	牲畜总数的百分数





	无役畜者
	2.1
	0.03
	0.5
	1.5
	

}


	6.4％



	有1头役畜者
	35.4
	0.1
	1.9
	4.9



	有2—3头役畜者
	60.5
	4.5
	4.0
	16.8
	

}


	28.6％



	有4头役畜者
	74.7
	19.0
	6.6
	11.8



	有5—10头役畜者
	82.4
	40.3
	10.9
	29.2
	

}


	65.0％



	有10—20头役畜者
	90.3
	41.6
	22.7
	20.4



	有20头以上役畜者
	84.1
	62.1
	55.5
	15.4



	
共　　计

	
52.0

	
13.9

	
6.4

	　
	　
	
100








可见，在下等户中，独立的业主是很少的；贫苦农民根本没有改良农具，而中等农民的改良农具也是微不足道的。牲畜的集中比播种面积的集中还要厉害；显然，富裕农民把资本主义畜牧业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耕作业结合起来了。在相反的一极，我们看到了应当算作有份地的雇农和日工的“农民”，因为他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出卖劳动力（我们立刻就会看到），而地主有时也给自己的雇农一头或两头牲畜，以便把他们束缚在自己的农场上并降低工资。

不言而喻，各类农户不仅经营规模不同，而且经营方法也不同：第一，在上等户中，很大一部分户主（40—60％）有改良农具（主要是犁，其次是马拉脱粒机和蒸汽脱粒机、风车、收割机等）。在24.7％的上等户手中集中了82.9％的改良农具；在38.2％的中等户手中有17％的改良农具；在37.1％的贫苦农户手中只有0.1％ 的改良农具（在5724部改良农具中只占7部） 
［注：值得注意的是，瓦·沃·先生根据这些资料就得出结论说（《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1892年圣彼得堡版第225页），“农民群众”掀起了以改良农具代替落后农具的运动（第254页）。得出这种完全错误的结论的方法是很简单的：瓦·沃·先生只从地方自治局的汇编中引证总结资料，却不肯费心看一看那些说明农具分配情况的统计表！为降低商品粮食生产费用而使用机器的农场主资本家（系村社成员）的进步，竟被大笔一挥变成了“农民群众”的进步。而瓦·沃·先生不知害臊地写道：“虽然购置机器的是富裕业主，但使用机器的却是全体〈原文如此！！〉农民。”（第221页）加注是多余的了。］

 。第二，正如新乌津斯克县汇编的编者所说的（第44—46页）：马匹少的农民同马匹多的农民比较起来，必然有“不同的经营制度，不同的全部经营活动结构”。殷实农民“让土地休闲……秋天用犁耕地……春天再耕一遍，并且边耙边播种……翻耕的熟荒地，为保墒而用磙子压平……种黑麦时耕两遍”，可是贫穷的农民“不让土地休闲，年年在这块土地上播种俄国小麦……种小麦时只在春天犁一遍……种黑麦时不休耕也不犁地，而在余茬间播种……种小麦到晚春时节才耕地，因此谷物常常不发芽……种黑麦时只犁一遍，或者在余茬间播种，而且不及时……每年徒劳无益地耕种同一块土地，不让它休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编者在这张清单的结尾说。“殷实农民和贫穷农民经营制度根本不同的一些确凿事实，造成的后果是一些人的谷物质量差，收成坏，另一些人则有较好的收成。”（同上）

但是在村社的农业经济中怎么能产生出这种大资产阶级呢？各类农户的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的数字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拿来进行分类的农民中，总共有57128俄亩购买地（属于76个农户）和304514俄亩租地，其中5602户有177789俄亩非份地租地；3129户有47494俄亩别的村团 
[36]

 的份地租地，7092户有79231俄亩本村团的份地租地。这样大量的土地，占农民全部播种面积2/3以上，其分配情况如下：






	户主类别
	有购买地的农户的

百分数


	每户购买地面积（单位

俄亩）


	全部购买地的

百分数


	非份地租地
	份地租地
	全部租地

的百

分数


	不经营而出租土地

的农户的

百分数





	在别的村团
	在本村团



	租地户的百分数


	每户租地面积（单

位俄亩）


	农户的百分数


	每户租地面积（单

位俄亩）


	农户的百分数


	每户租地面积（单

位俄亩）





	无役畜者
	0.02
	100
	0.2
	2.4
	1.7
	1.4
	5.9
	5
	3
	0.6
	47.0



	有1头役畜者
	—
	—
	—
	10.5
	2.5
	4.3
	6.2
	12
	4
	1.6
	13.0



	有2—3头役畜者
	0.02
	93
	0.5
	19.8
	3.8
	9.4
	5.6
	21
	5
	5.8
	2.0



	有4头役畜者
	0.07
	29
	0.1
	27.9
	6.6
	15.8
	6.9
	34
	6
	5.4
	0.8



	有5—10头役畜者
	0.1
	101
	0.9
	30.4
	14.0
	19.7
	11.6
	44
	9
	16.9
	0.4



	有10—20头役畜者
	1.4
	151
	6.0
	45.8
	54.0
	29.6
	29.4
	58
	21
	24.3
	0.2



	有20头以上役畜者
	8.2
	1254
	92.3
	65.8
	304.2
	36.1
	67.4
	58
	74
	45.4
	0.1



	
共　　计

	0.3
	751
	100
	19.8
	31.7
	11.0
	15.1
	25
	11
	100
	12







我们在这里看到购买地和租地的大量集中。全部购买地的9/10以上集中在1.8％的最大富户手中。在全部租地中，有69.7％集中在农民资本家手中，86.6％集中在上等农户手中。把有关租种份地和出租份地的资料对照一下，就清楚地看出土地落到了农民资产阶级手中。土地变为商品，在这里就引起成批购买的土地价格降低（因而也引起倒卖土地）。计算一下每俄亩非份地租地的价格，从下等户至上等户，我们就可以得到如下的数字：3.94卢布；3.20卢布；2.90卢布；2.75卢布；2.57卢布；2.08卢布；1.78卢布。为了说明民粹派因忽视租地的集中而犯了怎样的错误，我们以卡雷舍夫先生在《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1897年圣彼得堡版）这部名著中的议论为例。卡雷舍夫先生作出结论说：当收成好转，粮价下跌，而租地价格上涨时，租地企业主必然会减少需求，可见，租地价格是消费经济的代表抬高的（第1卷第288页）。结论完全是随意作出来的：尽管粮价下跌，农民资产阶级照样抬高租地价格，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收成的好转可以补偿粮价的下跌。即使没有这种补偿，富裕农民照样抬高租地价格，靠使用机器来降低粮食的生产价格，这也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知道，在农业中愈来愈多地使用机器，而这些机器是集中在农民资产阶级手中的。卡雷舍夫先生不去研究农民的分化，却随意地和错误地提出中等农民的前提。因此，他在上引版本中如法炮制出来的一切断语和结论，是不能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弄清楚了农民中的各种成分，就能不费事地搞清楚国内市场问题了。既然富裕农民掌握了全部农业生产的2/3左右，那他们显然会提供更大更大部分的销售粮。富裕农民生产销售粮，而贫穷农民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购买粮食。下面是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注：我们把统计人员所称的“农业副业”（本地的和外出的）同出卖劳动力一律看待。这种“副业”是指当雇农
 和日工
 ，这从副业表（《萨马拉省统计资料综合汇编》第8卷）中可以看出：在14063个从事“农业副业”的男劳力中，雇农和日工（包括牧人和种地人）占13297人。］

 ：






	户主类别
	雇用雇工的户主的百分数
	从事农业副业的男劳力的百分数



	无役畜者
	0.7
	71.4



	有1头役畜者
	0.6
	48.7



	有3头役畜者
	1.3
	20.4



	有4头役畜者
	4.8
	8.5



	有5—10头役畜者
	20.3
	5.0



	有10—20头役畜者
	62.0
	3.9



	有20头以上役畜者
	90.1
	2.0



	
共　计

	9.0
	25.0







我们建议读者把我国民粹派的议论和这些有关国内市场建立过程的资料加以比较……“如果农夫富有，则工厂繁荣，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瓦·沃·
 《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第9页）显然，瓦·沃·先生根本不关心这样一种财富的社会形式问题，这种财富是“工厂”所需要的，它的产生无非是由于一方面把产品和生产资料变成商品，另一方面把劳动力也变成商品。尼·—逊先生谈到销售粮食时，就用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这种粮食是“农夫-庄稼汉”的产品（《论文集》第24页），在运送这种粮食时，“铁路是靠农夫来维持的”（第16页）。事实上，难道这些“村社社员”资本家不是“农夫”吗？尼·—逊先生在1880年写过并且在1893年重新刊印过这样的话：“我们不定在什么时候还会有机会指出，在村社土地占有制占优势的地区，建立在资本主义原则上的农业几乎完全没有〈原文如此！！〉，只有在村社联系完全破裂或正在崩溃的地区，这种农业才可能存在。”（第59页）尼·—逊先生永远碰不到而且也不可能碰到这样的“机会”，因为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农业恰恰是 在
 “村社社员” 
［注：我们拿来作为例证的新乌津斯克县表明了特殊的“村社生命力”（照瓦·沃·先生之流的术语）：我们从《统计资料综合汇编》的表中（第26页）可以看出，该县有60％的村社重分了土地，而其他各县重分土地的只有11—23％（全省是13.8％的村社）。］

 中间
 发展起来的，而所谓的“村社联系”完全适应于大耕作者的雇用雇农经济。

尼古拉耶夫斯克县各类农户间的关系是十分相似的（上引汇编第826页及以下各页。我们除去了住在外地的和无土地的）。例如，富裕户（有10头以上役畜的）占农户的7.4％，占人口的13.7％，集中了全部牲畜的27.6％和租地的42.6％，而贫苦户（无马的和有1匹马的）占农户的29％，占人口的19.7％，却只有全部牲畜的7.2％和租地的3％。我们再重复一遍，可惜尼古拉耶夫斯克县的表太简略了。为了结束对萨马拉省所作的叙述，我们从萨马拉省《统计资料综合汇编》中引证下列有关农民状况的极有教益的评述：


　　“……少地农民从西部各省迁来而更加加剧的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想发财致富的土地投机商人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出现，使得土地的租用形式一年年更形复杂，提高了土地的价格，把土地变成了商品，而这种商品又如此迅速而急剧地使一些人发财，使另外许多人破产。为了说明后一种情况，我们举出南部一些商人农场和农民农场的耕地规模，其中有3000—6000俄亩耕地的并不少见，而有些农场在租进几万俄亩官地的情况下，竟耕种了8000—10000—15000俄亩土地。萨马拉省的农业（农村）无产阶级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最近销售粮生产的扩大，租地价格的提高，生荒地和牧场的开垦，森林的清除等等现象促成的。全省的无地农户共有21624户，而不经营的农户有33772户（有份地的农户中的），无马的和有1匹马的农户共有110604户，每户按5口多人计算，共有男女人口60万。我们尽可以也把他们当作无产阶级，虽然他们在法律上仍拥有某一份村社土地。事实上，他们是大农场的日工、种地人、牧人、收割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人，他们耕种自己的半俄亩至1俄亩份地，是为了养活家里的人。”（第57—58页）





　　可见，调查者不仅承认无马的农民是无产阶级，而且承认有1匹马的农民也是无产阶级。我们指出的这个重要结论，是和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的结论（以及分类表资料）完全相符的，它表明了下等农户的真正的社会经济意义。



三　萨拉托夫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现在我们来谈中部黑土地带，谈萨拉托夫省。我们举卡梅申县为例，因为只有这一个县把农民按役畜作了十分完善的分类 
［注：就本省其他4县来看，是把中等农民和富裕农民合在一起按役畜分类的。见《萨拉托夫省统计资料汇集》1888年萨拉托夫版第1册，Б，萨拉托夫省各类农民综合表。萨拉托夫省统计人员的综合表是这样制成的：把全部户主按份地分为6等
 ，每等按役畜分为6类
 ，每类按男劳力的人数分为4小类
 。只对各等
 作了总计，所以各类
 数字必须自己来算。关于这种表的意义，我们将在下面谈到。］

 。

全县的资料如下（农户40157户，男女人口263135人。播种面积435945俄亩，即每一“中等”户有10.8俄亩）：






	户主类别
	农户的百分数
	男女人口的百分数


	平均播种面积（单位俄亩）


	全部播种面积的 百分数


	不种地户的

百分数


	每户全部牲畜折成

大牲畜

的头数


	牲畜总数的百分数





	无役畜者
	26.4
	

}


	46.7
	17.6
	1.1
	2.8
	

}


	12.3
	72.3
	0.6
	2.9
	

}


	11.8



	有1头役畜者
	20.3
	15.9
	5.0
	9.5
	13.1
	2.3
	8.9



	有2头役畜者
	14.6
	

}


	32.2
	13.8
	8.8
	11.8
	

}


	34.4
	4.9
	4.1
	11.1
	

}


	32.1



	有3头役畜者
	9.3
	10.3
	12.1
	10.5
	1.5
	5.7
	9.8



	有4头役畜者
	8.3
	10.4
	15.8
	12.1
	0.6
	7.4
	11.2



	有5头以上役畜者
	21.1
	　
	21.1
	32.0
	27.6
	53.3
	　
	53.3
	0.2
	14.6
	56.1
	　
	56.1



	
共　　计

	
100

	
100

	
10.8

	
100

	
22.7

	
5.2

	
100








这样，我们在这里又看到播种面积集中在大耕作者手中。只占农户1/5（占人口1/3左右）的富裕农民 
［注：应当指出，在把农户按殷实程度或经营规模分类时，我们经常看到富裕农民阶层的家庭人口比较多
 。这种现象表明农民资产阶级同获得份地较多的大家庭有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反过来证明富裕农民不大愿意分家。然而不应该夸大富裕农民家庭人口多的意义，因为从我们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富裕农民雇用工人最多。因此，我国民粹派所爱讲的“家庭协作”是资本主义协作的基础。］

 掌握着全部播种面积的一半以上（53.3％），而且播种面积清楚地表明了它的商业性：每户平均有27.6俄亩。富裕农民每户的牲畜数量也很大，达到14.6头（折成大牲畜，即10头小牲畜算1头大牲畜），全县农民的牲畜总数中，几乎有3/5（56％）集中在农民资产阶级手中。在乡村的相反的一极，我们所看到的是相反的现象：下等户即农村无产阶级十分贫困，在我们引用的例子中他们占农户的1/2弱（占人口的1/3左右），然而只占有全部播种面积的1/8，至于他们在牲畜总数中所占的份额就更少了（11.8％）。这主要是有份地的雇农、日工和工业工人。

随着播种面积的集中和农业日益带有商业性，农业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农业。我们看到了已经熟悉的现象：下等户出卖劳动力，上等户则购买劳动力。






	户主类别
	有雇佣男工的户主的百分数
	经营副业的农户百分数



	无役畜者
	1.1
	90.9



	有1头役畜者
	0.9
	70.8



	有2头役畜者
	2.9
	61.5



	有3头役畜者
	7.1
	55.0



	有4头役畜者
	10.0
	58.6



	有5头以上役畜者
	26.3
	46.7



	
共　计

	8.0
	67.2







这里必须作重要的说明。帕·尼·斯克沃尔佐夫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已经十分正确地指出：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把“副业”（或“外水”）这个术语的意义定得过于“广泛”。事实上，把农民在份地以外所干的 所有一切
 活计都算作“副业”。厂主和工人；磨坊主、瓜田主、日工和雇农；包买主、商人和小工；木材业者和伐木工人；承包人和建筑工人；自由职业者、职员和乞丐等等——这些人都算作“从事副业者”！这样滥用术语，是一种传统观点（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官方观点）的残余，按照这种观点看来，“份地”是农夫“真正的”、“天然的”活计，而其余的一切活计一律都属于“份外的”副业。在农奴制时，这样滥用术语是有理由的，而现在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时代错误了。这类术语在我国保持下来，部分是由于这类术语同虚构“中等”农民的做法极为合拍，并且 直接排斥
 研究农民分化的 可能性
 （特别是在农民“份外的”活计种类繁多的那些地方。我们提醒一点：卡梅申县是著名的条格布业中心）。如果农民的“副业”不是按它们的经济类型来分类，如果不把“从事副业者”中的 业主
 和 雇佣工人
 区别开来，那么农民经济按户调查资料的整理 
［注：我们所以说“整理
 ”，是因为按户调查中收集了很详细的农民副业资料。］

 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是最低数量的经济类型，不把这两种经济类型加以区分，经济统计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然，能作更详细的分类那就最好了，例如分成：有雇佣工人的业主；没有雇佣工人的业主；商人、包买主、小店主等等；手艺人，即为消费者工作的从事副业者等等。

回头讲到我们那张统计表，我们可以指出，我们毕竟有一定的理由把“副业”理解为出卖劳动力，因为在农民“从事副业者”中间，通常是雇佣工人占多数。如果能够单把雇佣工人从“从事副业者”中间划分出去，那么“从事副业者”在上等户中所占的百分数当然是小得很的。

至于谈到雇佣工人的资料，我们在这里应当指出，哈里佐勉诺夫先生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在他看来，似乎“在收获、割草和做零活方面短期雇用［工人］是极普遍的现象，不能作为经济强弱的突出标志”（《萨拉托夫省统计资料汇集》《导言》第46页）。但是恰恰相反，不论是理论见解，也不论是西欧的实例和俄国的资料（关于这些资料将在下面谈到），都使我们看出雇用日工是农村资产阶级非常突出的标志。

最后，谈到租地，资料在这里也表明，它同样被农民资产阶级所夺取。应当指出，在萨拉托夫省统计人员的综合表中，并未提供租地和出租地的户主数字，仅仅提供了租地和出租地 
［注：全县出租的耕地为61639俄亩，即占全部份地耕地（377305俄亩）的1/6左右。］

 的数量；因此，我们只能算出 现有每一农户的
 而不是每一租地户的租地和出租地数量。






	户主类别
	每一份地农户的土地（单位俄亩）


	土地总数的百分数
	使用土地总数（份地＋租地－出租地）

的百分数





	份地耕地
	租地
	出租地
	份地
	租地
	出租地



	无役畜者
	5.4
	0.3
	3.0
	16
	　
	　
	1.7
	　
	　
	52.8
	　
	　
	5.5
	　
	　



	有1头役畜者
	6.5
	1.6
	1.3
	14
	　
	　
	6
	　
	　
	17.6
	　
	　
	10.3
	　
	　



	有2头役畜者
	8.5
	3.5
	0.9
	13
	

}


	34
	9.5
	

}


	30.1
	8.4
	

}


	17.3
	12.3
	

}


	34.6



	有3头役畜者
	10.1
	5.6
	0.8
	10
	9.5
	4.8
	10.4



	有4头役畜者
	12.5
	7.4
	0.7
	11
	11.1
	4.1
	11.9



	有5头以上役畜者
	16.1
	16.6
	0.9
	36
	　
	　
	62.2
	　
	　
	12.3
	　
	　
	49.6
	　
	　



	
共　　计

	
9.3

	
5.4

	
1.5

	
100

	
100

	
100

	
100








这样，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愈是富裕的农民，他们的租地就 愈多
 ， 尽管
 他们有较多的份地。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富裕农民在排挤中等农民；农民经济中份地的作用在农村的两极有日益缩小的趋向。

我们来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些有关租地的资料。同这些资料相联系的，是卡雷舍夫先生的极有意义和极为重要的研究和论断（上引《地方自治局统计总结》），以及尼·—逊先生对它们的“修正”。

卡雷舍夫先生用单独一章（第3章）阐述了“租地同租地户富裕程度的依存关系”。他得出总的结论是：“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争取租地的斗争对较殷实的人有利。”（第156页）“较富裕的农户……把较贫穷的农户排挤到次要地位。”（第154页）因此我们看到，对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进行总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同我们研究的资料所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同时，卡雷舍夫先生在研究租地面积同份地面积的依存关系时，作出了如下的结论：按份地分类“把我们感兴趣的现象的意义搞模糊了”（第139页），因为“拥有……租地较多的是（a）土地 较少
 的 各等
 农户，然而是（b）各等农户中 较
 富裕的 各类
 农户。显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如果把它们混淆起来就会妨碍人们去理解每种影响的意义”（同上）。如果我们始终坚持 按殷实程度
 划分农民类别的观点，这个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我们的资料中到处可以看到，富裕农民抢租土地，虽然他们分得较多的份地。显然，农户的富裕程度正是租地的 决定因素
 ，这种因素只是随着份地的条件和租地的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仍旧不失为决定因素。卡雷舍夫先生虽然研究了“富裕程度”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始终坚持上述观点，因此他在谈到租地户的土地多少和租地之间的直接依存关系时，所描述的现象是 不确切的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卡雷舍夫先生研究的片面性，妨碍了他对富人抢租土地的全部意义的估计。他在研究“非份地租地”时，只是把关于租地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综合了一下，而没有涉及租地户本身的经济。显然，作这种较肤浅的研究，不能解决租地与“富裕程度”的关系问题和租地的商业性问题。例如卡雷舍夫先生手头也有卡梅申县的统计资料，但他只是抄录租地一项的绝对数字（见附录8，第ⅩⅩⅩⅥ页），并计算出每一份地户的租地 平均数
 （正文第143页）。至于租地集中在富裕农民手中，租种土地的工业性，租种土地和下等农户出租土地的联系，这一切都被撇在一边了。总之，卡雷舍夫先生不会不看到，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驳斥了民粹派关于租地的概念，表明了贫苦农民受富裕农民的排挤，但是他不正确地评述了这一现象，并且因为没有全面地研究这种现象，而同这些资料发生了矛盾，于是重弹起“劳动原则”等等的老调。然而，即使只是肯定农民内部存在经济摩擦和经济斗争，在民粹派先生们看来，也已经是异教邪说，因此他们就赶忙按照自己的观点“纠正”卡雷舍夫先生。请看，自称（第153页脚注）“利用”尼·卡布鲁柯夫先生对卡雷舍夫先生的反驳意见的尼·—逊先生是怎样干的。尼·—逊先生在其《论文集》第9节中谈论了租种土地及其各种形式。他说：“当农民占有的土地足以使他靠自己土地上的农业劳动就能过活时，他就不租地了。”（第152页）这样，尼·—逊先生把农民的租地具有企业性和经营商业性耕作业的富裕农民抢租土地，都不加思索地否定掉了。他的证据何在呢？根本没有，因为“人民生产”的理论不是论证出来的，而是颁布出来的。尼·—逊先生为反驳卡雷舍夫先生，从地方自治局汇编中援引了关于赫瓦伦斯克县的一张表，证明“在役畜头数相等的条件下，份地愈少，就愈需要用租地来弥补这个不足”（第153页） 
［注：关于卡梅申县，统计人员也提出了一张完全相同的表。《萨拉托夫省统计资料汇编》第11卷卡梅申县第249页及以下各页。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我们举出的那个县的资料。］

 ；还证明“如果农民占有牲畜的情况完全相同，如果在他们的经营中有充分的劳动力，那么他们自己所占份地愈少，租进土地就愈多”（第154页）。读者可以看到，这种“结论”只是从词句上来挑剔卡雷舍夫先生的不确切的表述，尼·—逊先生对租地与富裕程度的联系问题，只是说了一通空洞的废话。在役畜数量 相等
 的条件下，自己土地愈少，租地就愈多，难道这不是很明显吗？这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这里把 富裕程度
 相等作为条件，而我们要谈的正是富裕程度的 差别
 。尼·—逊先生关于有足够土地的农民不租地的论断，用这一点绝对证明不了，而且尼·—逊先生引用的表只说明他没有懂得他引证的数字，因为他根据份地数量把农民等同起来，就更加明显地突出了“富裕程度”的作用以及贫苦农民出租土地（自然是出租给那些富裕农民）时抢租土地的情形 
［注：彼·司徒卢威先生在其《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中已经指出，尼·—逊先生所引证的资料推翻了自己的结论。］

 。请读者回忆一下刚才引证的关于卡梅申县租地分配的资料；假定我们选出“役畜头数相等”的农民，把他们按份地分成各等，并按劳力分成各小类，然后我们宣称，他们的土地愈少，租地就愈多，等等。难道用这种方法就会使富裕农民这一类别消失吗？然而尼·—逊先生用自己的那些空话所做到的，正是富裕农民这一类别消失不见了，他也就有可能重复民粹派的陈旧偏见了。

尼·—逊先生按照有0个、1个、2个等等劳力的各类农户，来计算每户农民的租地，这种根本不合适的方法，却被Л．马雷斯先生在《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一书（第1卷第34页）中重复使用了。下面是马雷斯先生（象这部用民粹派偏见写成的书的其他作者一样）大胆利用“平均”数字的一个小小例证。他说，在梅利托波尔县，没有男劳动力的租地户每户有租地1.6俄亩；有1个男劳动力的有租地4.4俄亩；有2个男劳动力的有租地8.3俄亩；有3个男劳动力的有租地14俄亩（第34页）。结论是：“租地大约是按人口平均分配的”！！马雷斯先生并不认为有必要考察一下，租地 实际
 是按殷实程度不同的各类农户分配的，虽然他能够从弗·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的著作和地方自治局的汇编中知道这种情况。在有一个男劳动力的这类农户中，每个租地户有租地4.4俄亩这一“平均”数字，是由下列数字 相加
 得出来的：播种5—10俄亩并有2—3头役畜的这类农户的 4俄亩
 ，播种超过50俄亩并有4头以上役畜的这类农户的 38俄亩
 （见《梅利托波尔县汇编》Г.第10—11页）。毫不奇怪，把富裕户和贫苦户 加在一起
 ，除以被加户数，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得出“平均分配”的！

实际上，在梅利托波尔县，占总户数21％的富裕户（播种面积25俄亩以上），占农民总人口的29.5％，尽管他们的份地和购买地最多，却占有全部租地的66.3％（《梅利托波尔县汇编》Б．第190—194页）。相反，占总户数40％的贫苦户（播种面积10俄亩以下），占农民总人口的30.1％，尽管他们的份地和购买地最少，只占有全部租地的5.6％。请看，这多象“按人口平均分配”呵！

马雷斯先生关于农民租地的一切计算，都是根据下列的“假设”：“租地户主要属于占有方面（占有 份地
 方面）最低的两个类别”；“租来的土地在租地居民中是按人口〈原文如此！〉平均分配的”；“租地是决定农民从占有方面的最低类转到最高类的条件”（第34—35页）。我们已经指出， 马雷斯先生这一切“假设”是与实际生活完全相矛盾的
 。事实上，这一切恰好相反，如果马雷斯先生在论述经济生活的不平等时（第35页），研究一下农户按经济标志（而不是按 占有
 多少份地）分类的资料，而不局限于那种民粹派成见的毫无根据的“假设”，他是不会不看到这一点的。

现在我们把卡梅申县和萨拉托夫省其他各县作一个比较。各类农户间的关系，正如下列4县（沃利斯克、库兹涅茨克、巴拉绍夫和谢尔多布斯克）的资料所表明的，到处都是一样的。我们说过，在这些资料里，中等农户和富裕农户合并在一起。






萨拉托夫省4县



	总数的百分数



	户主类别
	户数
	男女人口
	牲畜总数
	份地
	租地
	使用土地总数
	播种面积



	无役畜者
	24.4
	15.7
	3.7
	14.7
	2.1
	8.1
	4.4



	有1头役畜者
	29.6
	25.3
	18.5
	23.4
	13.9
	19.8
	19.2



	有2头以上役畜者
	46.0
	59.0
	77.8
	61.9
	84.0
	72.1
	76.4



	
共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因此，我们到处看到，贫苦农民受富裕农民的排挤。但是卡梅申县的富裕农民，比其他各县为数更多并且更富裕。例如，在该省5个县份中（也包括卡梅申县），农户按役畜分类的情况如下：无役畜者占25.3％，有1头役畜者占25.5％，有2头役畜者占20％，有3头役畜者占10.8％，有4头以上役畜者占18.4％，而在卡梅申县，我们已经看到，富裕户较多，但贫穷户却少些。其次，如果我们把中等农户和富裕农户合并在一起，即拿有2头以上役畜的农户来看，可以得出各县的资料如下：






	　
	
每个有2头以上役畜的农户计有




	卡梅申县
	沃利斯克县
	库兹涅茨克县
	巴拉绍夫县
	谢尔多布斯克县



	役畜头数
	3.8
	2.6
	2.6
	3.9
	2.6



	牲畜总头数
	9.5
	5.3
	5.7
	7.1
	5.1



	份地（单位俄亩）
	12.4
	7.9
	8
	9
	8



	租地（单位俄亩）
	9.5
	6.5
	4
	7
	5.7



	播种面积（单位 俄亩）
	17
	11.7
	9
	13
	11







就是说，卡梅申县的富裕农民更富一些。该县是土地最多的县份：每一男性登记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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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7.1俄亩份地，而全省每一男性登记丁口只有5.4俄亩份地。因此，“农民”土地多，只意味着农民资产阶级的数量较多和较富裕。

在此结束对萨拉托夫省资料的考察时，我们认为有必要谈谈农户的分类问题。大概读者已经注意到，我们一开始就驳斥了按份地的分类法，而一律采用按殷实程度（按役畜；按播种面积）的分类法。必须说明一下采用这种方法的理由。按份地的分类法，在我国地方自治局统计中用得最为普遍，而且为了维护这种分类法，人们通常摆出下面两个初看起来很有说服力的论据 
［注：例如，见萨拉托夫省《统计资料汇集》导言，萨马拉省《统计资料综合汇编》导言，沃罗涅日省4县估价资料《汇编》导言和其他地方自治局统计出版物。］

 。他们说，第一，为了研究种地的农民的生活，按照土地分类是自然的和必要的。这种论据忽略了俄国生活的基本特点，即份地占有的不自由性，根据法律，这种占有带有平均性，并且份地的转让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种地的农民的全部分化过程，就在于实际生活超出了这种法律范围。采用按份地的分类法，我们就把贫苦农民和富裕农民加在一起了，但贫苦农民出租土地，富裕农民却租种或购买土地；贫苦农民抛弃土地，富裕农民却“收集”土地；贫苦农民的牲畜很少，经营极差，富裕农民的牲畜很多，土地施肥，进行种种改良等等。换句话说，我们把农村无产者和农村资产阶级分子加在一起了。这样加起来得出的“平均数” 抹杀了分化
 ，因此纯粹是虚假的 
［注：我们有了这么一次罕有的机会，表示赞同瓦·沃·先生的意见，这就是瓦·沃·先生在他1885年和以后几年的杂志论文中，欢迎“新型的地方自治局统计出版物”，即使人能够不仅按份地而且按殷实程度对按户调查资料进行分类的综合表。瓦·沃·先生那时写道：“必须使数字资料不是同村或村社这种形形色色农民经济类别的聚合体联系起来，而是同这些类别本身联系起来
 。”（瓦·沃·《新型的地方自治局统计出版物》，见1885年《北方通报》
[38]

 第3期第189页和第190页。萨拉托夫省《统计资料汇集》《导言》中曾引用，见该书第36页）。非常遗憾，瓦·沃·先生在他以后的任何一部著作中都不想看一看关于各类农民的资料，并且正象我们看到的，甚至对弗·波斯特尼柯夫先生书中的事实部分也闭口不谈（波斯特尼柯夫先生大概是第一个整理各类农民的资料，而不是整理“形形色色类别的聚合体”的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上面我们讲到的萨拉托夫省统计人员的综合表，能够明显地表明按份地分类是不合适的。例如，我们就拿卡梅申县无份地农民这一等来看（见《统计资料汇集》第450页及以下各页，《卡梅申县统计资料汇编》第11卷第174页及以下各页）。《统计资料汇集》的编者在评述这一等时，把它的播种面积说成“为数极少”（《导言》第45页），即把它算作贫苦农民。我们来看一看表。这一等的“平均”播种面积是每户2.9俄亩。但是请看一看，这个“平均数”是怎样得出来的：是把大耕作者（指有5头以上役畜这一类农户，他们每户有播种面积18俄亩；这类农户在这一等中占1/8左右，但他们的播种面积却占这一等全部播种面积的一半左右）同无马的、每户只有0.2俄亩播种面积的贫苦农民加在一起算出来的！请看一看有雇农的农户。它们在这一等中为数很少，仅77户，即占2.5％。但在这77户中，有60户是每户播种18俄亩的上等户，有雇农的农户在上等户中就占24.5％。显然，我们抹杀了农民的分化，把无产农民描绘得比实际情况好些（这是由于把富裕农民同无产农民加在一起并算出平均数所造成的），相反，把富裕农民描绘得实力小些，因为在多份地农户这一等中，除了大多数殷实农户以外，还有一些贫穷农户（大家知道，在多份地村社中，也总是有贫穷农户的）。现在，我们对维护按份地分类法的第二个论据的不正确性也清楚了。据说，采用这种分类法，我们总会看到殷实程度标志（牲畜数量、播种面积等等）随着份地面积的扩大而合乎规律的提高。这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因为份地是富裕程度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多份地的农民中，总是出现较多的农民资产阶级分子，因而按份地划分的整个这一等的“平均”数字也提高了。可是从这种情况中，无论如何还是不能推论出这种把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混在一起的分类法是正确的。

我们的结论是：在整理农民的按户资料时，不应该只按份地分类。经济统计必须把 经营的规模和类型
 作为分类的根据。区别这些类型的标志，应当按照当地的农业条件和形式来决定，如果在租放谷物业的条件下，可以只按播种面积（或按役畜）分类，那么在其他条件下，就必须考虑到技术作物的种植、农产品的技术加工、块根作物或牧草的种植、牛奶业、蔬菜业等等。当农民把农业与副业大规模结合在一起时，就必须把上述两种分类法结合起来，即把按农业的规模和类型的分类法同按“副业”的规模和类型的分类法结合起来。汇总农民经济按户调查资料的方法问题，决不象初看起来那样是一个单纯专业性的和次要的问题。相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目前，这是地方自治局统计的基本问题。按户调查资料的完备性和搜集这些资料的技术 
［注：关于地方自治局调查资料的技术，除了上述出版物外，可参看福尔图纳托夫先生在《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所作的俄国经济调查总结》第1卷中的文章。按户卡片的式样载于《萨马拉省统计资料综合汇编》《导言》、《萨拉托夫省统计资料汇集》《导言》、《奥廖尔省统计资料汇编》（第2卷叶列茨县）和《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统计材料》第4编。彼尔姆省的卡片特别完善。］

 达到了极为完善的程度，但是由于不能令人满意的汇总工作，许多极有价值的资料完全遗漏了，研究者所掌握的只是“平均”数字（关于村社、乡、农民类别、份地面积等等的“平均”数字）。然而这些“平均”数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和将要在下面看到的那样，往往是完全虚假的。





四　彼尔姆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现在我们来考察条件完全不同的彼尔姆省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我们拿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作例子，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按农业经营规模的农户分类法 
［注：《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统计材料》1894年喀山版第3编中的表。为了作比较，我们还将在下面引用作了同样分类的叶卡捷琳堡县的主要资料。《彼尔姆省叶卡捷琳堡县统计资料汇编》1891年叶卡捷琳堡县地方自治机关叶卡捷琳堡版。］

 。下面就是关于该县农业地区的总的资料（23574户农户，129439个男女人口）。






	户主类别
	　
	每户牲畜



	农户的百分数


	男女人口的百分数


	每户播种面积（单位俄亩）


	播种面积总数的百分数


	役畜
	牲畜总数（折合成

大牲畜）


	牲畜总数的百分数



	不种地者
	10.2
	6.5
	－
	－
	

}


	8.9
	　
	0.3
	0.9
	1.7
	

}


	15.4
	　



	种地不满5俄亩者
	30.3
	24.8
	1.7
	8.9
	1.2
	2.3
	13.7



	种地5—10俄亩者
	27.0
	26.7
	4.7
	22.4
	　
	　
	2.1
	4.7
	24.5
	　
	　



	种地10—20俄亩者
	22.4
	27.3
	9.0
	35.1
	　
	　
	

}


	68.7
	3.5
	7.8
	33.8
	　
	　
	

}


	60.1



	种地20—50俄亩者
	9.4
	13.5
	17.8
	28.9
	

}


	33.6
	6.1
	12.8
	23.2
	

}


	26.3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0.7
	1.2
	37.3
	4.7
	11.2
	22.4
	3.1



	
共 计

	
100

	
100

	
5.8

	
100

	
2.4

	
5.2

	
100








因此，在这里，尽管播种面积小得多，我们却看到各类农户间存在着同样的关系，播种面积和牲畜同样集中在一小群富裕农民手中。土地占有和土地的实际经营使用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也和我们业已熟悉的各省一样。 
［注：这些农民（各类农民）的份地总数为410428俄亩，即每户“平均”17.5俄亩。其次，农民租耕地53882俄亩，割草场597180俄亩，因此总数为651062俄亩（租耕地的8903户，租割草场的9167户），他们出租的份地有：耕地50548俄亩（8553个户主），割草场7186俄亩（2180个户主），总数为57734俄亩。］








	户主类别
	
土地总数的百分数




	户数的百分数
	男女人口的百分数
	份地
	租地
	出租地
	使用土地总数



	不种地者
	10.2
	6.5
	5.7
	0.7
	21.0
	1.6



	种地不满5俄亩者
	30.3
	24.8
	22.6
	6.3
	46.0
	10.7



	种地5—10俄亩者
	27.0
	26.7
	26.0
	15.9
	19.5
	19.8



	种地10—29俄亩者
	22.4
	27.3
	28.3
	33.7
	10.3
	32.8



	种地20—50俄亩者
	9.4
	13.5
	15.5
	36.4
	2.9
	29.8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0.7
	1.2
	1.9
	7.0
	0.3
	5.3



	
共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占有土地最多的富裕农民同样抢租土地；份地同样从贫穷农民那里（通过出租）转到殷实农民那里，份地在两个不同方向即农村两极所起的作用同样在缩小。为了使读者能够比较具体地了解这些过程，我们引证一下比较详细的关于租地的资料：






	户主类别
	每　　　户
	租耕地的农户的百分数


	每一租地户的耕地数(单位 俄亩〕


	租割草场的农户的百分数


	每一租地户的割草场数(单位俄亩〕





	男女人口
	份地(单位 俄亩）



	不种地者
	3.51
	9.8
	0.0
	0.7
	7.0
	27.8



	种地不满5俄亩者
	4.49
	12.9
	19.7
	1.0
	17.7
	31.2



	种地5—10俄亩者
	5.44
	17.4
	34.2
	1.8
	40.2
	39.0



	种地10—29俄亩者
	6.67
	21.8
	61.1
	4.4
	61.4
	63.0



	种地20—50俄亩者
	7.86
	28.8
	87.3
	14.2
	79.8
	118.2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9.25
	44.6
	93.2
	40.2
	86.6
	261.0



	
共　计

	5.49
	17.4
	37.7
	6.0
	38.9
	65.0







可见，在上等农户（我们知道，他们集中了最大部分的租地）中，租地带有明显的工业性即企业性，这同广为流行的民粹派经济学家的意见恰恰相反。

现在来谈雇佣劳动的资料，由于该县的这些资料很完备（即包括了雇用日工的资料），所以特别有价值：






	农户类别
	每户男劳力数
	雇用各种工人的户数
	雇用各种工人的户数的百分数



	季节工
	收割工
	收获工
	脱粒工
	季节工
	收割工
	收获工
	脱粒工



	不种地者
	0.6
	4
	16
	—
	—
	0.15
	0.6
	—
	—



	种地不满5俄亩者
	1.0
	51
	364
	340
	655
	0.7
	5.1
	4.7
	9.2



	种地5—10俄亩者
	1.2
	268
	910
	1385
	1414
	4.2
	14.3
	20.1
	22.3



	种地10—20俄亩者
	1.5
	940
	1440
	2325
	1371
	17.7
	27.2
	43.9
	25.9



	种地20—50俄亩者
	1.7
	1107
	1043
	1542
	746
	50.0
	47.9
	69.6
	33.7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2.0
	143
	111
	150
	77
	83.1
	64.5
	87.2
	44.7



	
共　计

	1.2
	2513
	3884
	5742
	4263
	10.6
	16.4
	24.3
	18.8







我们在这里看到，萨拉托夫省统计人员所谓雇用日工不是经济强弱的突出标志这一见解，显然遭到了驳斥。相反，这是农民资产阶级的最突出标志。我们根据各种短期雇用可以看出，雇主的百分数随着殷实程度的提高而增多，尽管最殷实的农民本户劳力也最多。家庭协作在这里也是资本主义协作的基础。其次，我们看到，雇用日工的户数比雇用季节工人的户数多 一倍半
 （按全县平均计算）——就雇用收获日工来说；遗憾的是，统计人员没有提供雇用日工的总户数，虽然他们有这种资料。三类上等户共有7679户，其中雇用雇农者2190户，而雇用收获日工者4017户，即占富裕农户的大多数。自然，雇用日工决不是彼尔姆省的特点，既然我们从上面已经看到，在三类富裕农户中，雇用雇农者分别占这些农户户主总数的2/10、6/10、和9/10，那么由此可以直接得出如下的结论： 大多数
 富裕农户使用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雇佣劳动； 雇农和日工队伍的形成，是富裕农户存在的必要条件
 。最后，非常值得指出的是，雇用日工的农户数和雇用雇农的农户数之间的比值， 从下等农户到上等农户是递减的
 。在下等户中，雇用日工的农户数总是超过雇用雇农的农户数好多倍。相反，在上等户中，雇用雇农的农户数有时甚至大于雇用日工的农户数。这一事实明显地表明，在上等农户中，经常使用雇佣劳动的真正的雇用雇农的农户形成了；雇佣劳动是比较均匀地按季节分配的，因而可以不必出较高的价钱和费更多的事去雇用日工。我们顺便引证一下维亚特卡省叶拉布加县的雇佣劳动资料（这里把富裕农民和中等农民合并在一起）。






	户主类别
	农户
	男女人口的百分数


	雇佣工人
	牲畜总数的百分数


	份地耕地百分数


	租地户的百分数


	出租土地户的百分数





	数目
	百分数
	季节工
	日工



	人数
	百分数
	人数
	百分数



	无马者
	4258
	12.7
	8.3
	56
	3.2
	16031
	10.6
	1.4
	5.5
	7.9
	42



	有1匹马者
	12851
	38.2
	33.3
	218
	12.4
	28015
	18.6
	24.5
	27.6
	23.7
	21.8



	有许多匹马者
	16484
	49.1
	58.4
	1481
	84.4
	106318
	70.8
	74.1
	66.9
	35.3
	9.1



	
共　计

	33593
	100
	100
	1755
	100
	150364
	100
	100
	100
	27.4
	18.1







假定每个日工干活一个月（28天），那么日工人数就比季节工人数多两倍。我们顺便指出，在维亚特卡省，无论在雇用工人方面，或者在租地和出租土地方面，我们都看到了我们所熟悉的各类农户之间的关系。

彼尔姆省统计人员所引证的关于土地施肥的按户资料是极有意义的。下面是把这些资料 
[39]

 整理后的结果：






	户主类别
	施肥户的百分数
	每一施肥户施肥车数



	种地不满5俄亩者
	33.9
	80



	种地5—10俄亩者
	66.2
	116



	种地10—20俄亩者
	70.3
	197



	种地20—50俄亩者
	76.9
	358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84.3
	732



	
共　计

	51.7
	176







因此，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贫苦农民和富裕农民在经营制度和经营方式上有极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是到处都会有的，因为富裕农民到处都把大部分农民牲畜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且有更多的可能把自己的劳动花在改善经营上。因此，如果我们知道改革后的“农民”在同一个时期内，既产生出大批无马的和无牲畜的农户，也通过在土地上施肥（瓦·沃·先生在其《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第123—160页及以下各页中有详细的描述）而“提高了农业水平”，那么这种情况就十分明显地向我们表明，“进步潮流”只不过是指农村资产阶级的进步。这种情况在改良农具的分配方面表现得更清楚，而关于改良农具的资料在彼尔姆省也有。但是这些资料并不是根据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整个农业地区收集的，而只根据该县的第3区、第4区和第5区，包括23754户中的15076户。登记的改良农具计有：风车1049架，精选机225架，脱粒机354架，共计1628架。在各类农户中的分配情况如下：





	户主类别
	每百户所有的改良农具数


	改良农具总数
	改良农具总数的百分数



	不种地者
	0.1
	2
	0.1



	种地不满5俄亩者
	0.2
	10
	0.6



	种地5—10俄亩者
	1.8
	60
	3.7



	种地10—20俄亩者
	9.2
	299
	18.4



	种地20—50俄亩者
	50.4
	948
	58.3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180.2
	309
	18.9
	

}


	77.2



	
共　　计

	10.8
	1628
	100







这是瓦·沃·先生所谓“全部”农民都使用改良农具这种“民粹派”论点的又一个例证！

关于“副业”的资料，使我们这一次能够划分出两种基本类型的“副业”，它们分别标志着：（1）农民变成农村资产阶级（拥有工商企业）；（2）农民变成农村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即所谓的“农业副业”）。这两种类型截然相反的“从事副业者”在各类农户间的分配情况如下 
［注：“农业副业”也是只根据上述3个区划分出来的。工商企业总共有692个，即：水力磨坊132个，油坊16个，树脂坊和焦油坊97个，“铁铺和其他”283个，“店铺、小饭馆等”164个。］

 ：





	户主类别
	每百户所有的工商企业


	工商企业在各类农户间的分配

（总数的百分数）


	从事农业副业的农户的百分数





	不种地者
	0.5
	1.7
	52.3



	种地不满5俄亩者
	1.4
	14.3
	26.4



	种地5—10俄亩者
	2.4
	22.1
	5.0



	种地10—20俄亩者
	4.5
	34.3
	

}


	61.9
	1.4



	种地20—50俄亩者
	7.2
	23.1
	0.3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18.0
	4.5
	—



	
共　　计

	
2.9

	
100

	
16.2








把这些资料同播种面积分配和雇用工人的资料对比一下，我们又可以看到，农民的分化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

我们同样看到，把类型极不相同的活计混在一起，统称之为“副业”或“外水”，把“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说成是（就象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那样）某种均一的、清一色的和排斥资本主义的东西，是多么严重地歪曲了现实。

最后我们指出，叶卡捷琳堡县的资料是相同的。如果我们从该县59709户中划出无地者（14601户）、只有割草场者（15679户）和份地全部荒芜者（1612户），那么关于其余27817户的资料是这样的：2万户不种地和种地少（种地不满5俄亩者）的农户有播种面积41000俄亩，即占播种面积总数124000俄亩的1/3弱。相反，2859户富裕户（种地超过10俄亩者）有播种面积49751俄亩、租地53000俄亩（租地总数为67000俄亩，其中包括55000俄亩农民被租土地中的47000俄亩）。可以看出，叶卡捷琳堡县两种类型截然相反的“副业”和有雇农的农户的分配情况，同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这些分化标志的分配情况完全相同。





五　奥廖尔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我们有该省叶列茨县和特鲁布切夫斯克县按役马数进行农户分类的两本汇编 
［注：《奥廖尔省统计资料汇编》1887年莫斯科版第2卷叶列茨县和1887年奥廖尔版第3卷特鲁布切夫斯克县。后一县的资料没有包括近郊村社。我们所引用的，是把份地租地和非份地租地合在一起的总的租地资料。出租地的数量，我们是按照出租全部份地的农户数大致算出的。根据已有的数字，也已经可以算出各类农户使用的土地数（份地＋购买地＋租地-出租地）。］

 。

我们把这两县合在一起来引用各类农户的总的资料。






	户主类别
	家庭的百分数


	男女人口的百分数


	每户份地（单位俄亩）


	土地的百分数
	租地户的百分数


	土地的百分数
	使用土地总数
	每户牲畜头数（折成大牲畜）


	牲畜总数的百分数





	份地
	购买地
	租地
	出租地
	百分数
	每户



	无马者
	22.9
	15.6
	5.5
	14.5
	3.1
	11.2
	1.5
	85.8
	4.0
	1.7
	0.5
	3.8



	有1匹马者
	33.5
	29.4
	6.7
	28.1
	7.2
	46.9
	14.1
	10.0
	25.8
	7.5
	2.3
	23.7



	有2—3匹马者
	36.4
	42.6
	9.6
	43.8
	40.5
	77.4
	50.4
	3.0
	49.3
	13.3
	4.6
	51.7



	有4匹马以上者
	7.2
	12.4
	15.2
	13.6
	49.2
	90.2
	34
	1.2
	20.9
	28.4
	9.3
	20.8



	
共　计

	100
	100
	8.6
	100
	100
	52.8
	100
	100
	100
	9.8
	3.2
	100







由此可见，这里各类农户间的一般关系，也和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情况相同（富裕农民集中了购买地和租地，土地从贫苦农民手中转到富裕农民手中，等等）。各类农户间在雇佣劳动、“副业”以及经济中的“进步潮流”方面的关系也完全一样。






	户主类别
	有雇佣工人的农户的百分数


	从事副业的农户的百分数


	每百户中的工商企业


	改良农具（叶列茨县）



	每百户的农具数
	农具总数的百分数



	无马者
	0.2
	59.6
	0.7
	0.01
	0.1



	有1匹马者
	0.8
	37.4
	1.1
	0.2
	3.8



	有2—3匹马者
	4.9
	32.2
	2.6
	3.5
	42.7



	有4匹马以上者
	19.4
	30.4
	11.2
	36
	53.4



	
共　计

	3.5
	39.9
	2.3
	2.2
	100







这样，我们在奥廖尔省也看到了农民分化为两个极端相反的类型：一方面分化为农村无产阶级（抛弃土地和出卖劳动力），另一方面分化为农民资产阶级（购买土地，租种大量土地，特别是租种份地，改善经营，雇用雇农和这里略去不计的日工，把工商企业同农业结合起来）。但是一般说来，这里农民的农业规模要比上述各地小得多，大耕作者也少得不能相比，因此，如果就这两县来判断，农民的分化看起来是比较小的。我们所以说“看起来”，是根据以下几点理由：第一，我们在这里看到，“农民”变为农村无产阶级要迅速得多，分化为农村资产者集团则不大明显，可是我们也已经看到相反的例子，即农村资产者这一极变得特别明显。第二，由于“副业”特别发达（40％的家庭），这里使 种地的
 农民（在本章我们正是只谈种地的农民）的分化情况模糊不清。这里除大多数雇佣工人外，也把少数商人、包买主、企业主和业主等等列入了“从事副业者”。第三，由于缺乏当地农业中与市场有最密切联系的那些方面的资料，所以这里的农民分化不明显。在这里，商业性的即市场性的农业的发展方向，不是扩大销售谷物用的播种面积，而是生产大麻。最大量的商业活动在这里同这种产品有联系，而汇编中引用的统计表资料， 恰恰
 没有把各类农户农业的 这一
 方面区分出来。“麻田为农民提供了主要收入”（即货币收入。《特鲁布切夫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分村概述第5页及其他许多页），“农民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种植大麻上……全部厩肥……都用在麻田上”（同上，第87页），到处“用大麻作抵押”来借钱，用大麻抵债（同上，散见各处）。为了在麻田上施肥，富裕农民向贫苦农民购买厩肥（《奥廖尔县统计资料汇编》1895年奥廖尔版第8卷第105页），麻田可以在本村社或外村社租出或租进（同上，第260页），有一部分“工业作坊”（关于它们的集中情况我们已经谈过）从事大麻加工。很明显，没有关于当地农业主要商业品的资料，分化的图画是多么的不全面。 
［注：《奥廖尔县统计资料汇编》的编者说道（第57表），富裕农民每头大牲畜所积的厩肥比贫穷农民的几乎多1倍
 （每户有7.4头牲畜者，每头牲畜积肥391普特，而每户有2.8头牲畜者，每头牲畜只能积肥208普特。这个结论还是在按份地分类的情况下得出的，这种分类法削弱了分化的实际深度）。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贫苦农民不得不用禾秸和厩肥作燃料，出卖厩肥等等。因此，每头牲畜的“正常的”积肥数（400普特）只有农民资产阶级才能办到。瓦·沃·先生也可能就此推断出（如同他就失去马匹所作推断那样）牲畜数量和厩肥数量间的“正常比例的恢复”吧。］







六　沃罗涅日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沃罗涅日省汇编中的资料极其完备，分类法也极多。除了通常按份地的分类法，我们在某些县还看到按役畜、按劳力（按本户的劳动力）、按副业（不从事副业者；从事副业者：（1）农业副业，（2）混合副业，（3）工商业副业）和按雇农（当雇农的农户；不雇雇农也不当雇农的农户；雇用雇农的农户）等的分类法。最后这种分类法为极大多数的县份所采用，并且初看起来，可能认为这种分类法最适合于研究农民的分化。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提供雇农的这类农户远没有包括全部农村无产阶级，因为其中并没有包括提供日工、小工、工厂工人、土木建筑工人、仆役等等的农户。雇农只是“农民”所提供的雇佣工人的一部分。雇用雇农的这类农户也是极不完全的，因为其中并没有包括雇用日工的农户。中间农户（既不提供雇农也不雇用雇农的农户）把每县几万个家庭混在一起，把成千上万的无马户同成千上万的多马户，把租地户同出租土地户，把耕作者同非耕作者，把成千上万的雇佣工人同少数的业主并在一起。例如，全部中间农户的总“平均数”，就是把无地的或每户只有3—4俄亩土地（份地和购买地算在一起）的农户，同有份地25俄亩或50俄亩以上并购置几十几百俄亩土地的农户加在一起算出来的（《博布罗夫县统计资料汇编》第336页第148表：《新霍皮奥尔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第222页），是把每户共有0.8—2.7头牲畜的农户同每户共有12—21头牲畜的农户加在一起算出来的（同上）。显然，援引这种“平均数”是不能说明农民的分化的，我们必须采用按役畜的分类法，这种方法是最接近按农业经营规模的分类法的。我们有4本采用这种分类法的汇编（泽姆良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扎顿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下杰维茨克县统计资料汇编、科罗托亚克县统计资料汇编），我们应当选用扎顿斯克县汇编，因为其余3县的汇编没有提供有关各类农户的购买地和出租地的单独资料。下面我们将引用这4县的综合资料，读者将会看到，从中得出的结论也是一样的。这里是关于扎顿斯克县各类农户的总的资料（农户15704户，男女人口106288人，份地135656俄亩，购买地2882俄亩，租地24046俄亩，出租地6482俄亩）。






	户主类型
	农户的百分数


	每户男女

人口


	男女人口的百分数


	每户份地（单位俄亩）


	土地的百分数
	使用土地总数
	耕地总数
	每户牲畜

总数





	份地
	购买地
	租地
	出租地
	每户
	百分数
	每户
	百分数



	无马者
	24.5
	4.5
	16.3
	5.2
	14.7
	2
	1.5
	36.9
	4.7
	11.2
	1.4
	8.9
	0.6



	有1匹马者
	40.5
	6.1
	36.3
	7.7
	36.1
	14.3
	19.5
	41.9
	8.2
	32.8
	3.4
	35.1
	2.5



	有2—3匹马者
	31.8
	8.7
	40.9
	11.6
	42.6
	35.9
	54
	19.8
	14.4
	45.4
	5.8
	47
	5.2



	有4匹马以上者
	3.2
	13.6
	6.5
	17.1
	6.6
	47.8
	25
	1.4
	33.2
	10.6
	11.1
	9
	11.3



	
共　计

	100
	6.8
	100
	8.6
	100
	100
	100
	100
	10.1
	100
	4
	100
	3.2







这里各类农户间的关系也同上述各省县一样（购买地和租地的集中，份地从出租份地的贫穷农民手中转到租种土地的富裕农民手中，等等），但是这里的富裕农民的意义要小得多。由于农民的农业经营规模极小，人们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下面的问题：当地的农民是否还算耕作者，而不算“从事副业者”？下面是关于“副业”的资料，首先是关于副业在各类农户中的分配的资料：






	户主类别
	改良农具
	农户百分数
	每百户的工商企业


	农户百分数
	货币收入的百分数



	每百户的改良农具数


	总数的百分数


	雇用雇农的
	提供雇农的
	有“副业”的
	出卖粮食的


	购买粮食的


	“副业”的
	出卖农产品的





	无马者
	—
	—
	0.2
	29.9
	1.7
	94.4
	7.3
	70.5
	87.1
	10.5



	有1匹马者
	0.06
	2.1
	1.1
	15.8
	2.5
	89.6
	31.2
	55.1
	70.2
	23.5



	有2—3匹马者
	1.6
	43.7
	7.7
	11.0
	6.4
	86.7
	52.5
	28.7
	60.0
	35.2



	有4匹马以上者
	23.0
	54.2
	28.1
	5.3
	30.0
	71.4
	60.0
	8.1
	46.1
	51.5



	
总　计

	1.2
	100
	3.8
	17.4
	4.5
	90.5
	33.2
	48.9
	66.0
	29.0







改良农具和两种类型相反的“副业”（出卖劳动力和经营工商企业）的分配，在这里也与上面考察过的资料相同。从事“副业”的农户占很大的百分数，购买粮食的农户多于出卖粮食的农户，“副业”的货币收入多于农业的货币收入 
［注：我们在为数不多的上等农户中看到的情况却相反：出卖粮食多于购买粮食，货币收入主要来自土地，雇用雇农的、使用改良农具的和经营工商企业的农户占很大的百分数。农民资产阶级的一切典型特征也在这里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虽然它的人数很少），在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中表现出来了。］

 ，——这一切使我们有根据认为，这个县与其说是一个农业县，不如说是一个“副业”县。但是我们看一看，这是些什么副业呢？在《泽姆良斯克县、扎顿斯克县、科罗托亚克县和下杰维茨克县农民占有土地的估价资料汇编》（1889年沃罗涅日版）中，提供了一张本地和外来“从事副业者”的全部行业一览表（总共222种），这张表把他们按份地分类，并且标明了每种行业的工资额。从这张表可以看出， 绝大多数的农民“副业”是做雇工
 。在扎顿斯克县的24134个“从事副业者”中，雇农、车夫、牧人、小工占14135人，建筑工人占1813人，城市工人、工厂工人和其他工人占298人，私人仆役占446人，乞丐占301人，等等。换句话说，绝大多数“从事副业者”是农村无产阶级，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农村企业主和工业企业主的 有份地的雇佣工人
 。 
［注：我们引用这个地区较详细的农民副业资料，来补充上面关于地方自治局统计中的“副业”概念的论述。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把副业分成6类：（1）农业副业（占4县“从事副业者”总数92889人中的59277人）。这里绝大多数是雇佣工人，然而其中还包括业主（瓜田主、菜园主、蜂场主、可能还有一部分赶车的，等等）。（2）手艺人和手工业者（20784人）。除真正的手艺人（为消费者
 的订货而工作者）以外，这里也有很多雇佣工人，特别是建筑工人等等。我们算了一下，建筑工人有8000多人（可能还包括面包师等业主）。（3）仆役——1737人。（4）商人和工业业主——7104人。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把这一类从“从事副业者”总数中划出来是十分必要的。（5）自由职业者——2881人，其中乞丐1090人，除此而外就是流浪者、宪兵、妓女、警察等等。（6）城市工人、工厂工人和其他工人——1106人。本地从事副业者——71112人，外来从事副业者——21777人；其中男人——85255人，妇女——7634人。工资额十分复杂：例如扎顿斯克县8580个小工赚了234677卢布，而647个商人和工业业主却赚了71799卢布。可以想象得到，把所有这些性质极不相同的“副业”混在一起，会造成怎样的混乱，但我国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和我国民粹派通常就是这样做的。］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某省或某县各类农户间的关系，那么无论在土地多的、农民播种面积也较广的草原省份，或者在土地最少的、农民“农场”规模极小的地区，我们 到处
 都可以看到分化的典型特点；尽管土地条件和农业条件极不相同，上等农户和下等农户的关系却到处一样。如果我们再把各个地区作一比较，那么在一些地区农民中的农村企业主的形成表现得特别突出，在另一些地区则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表现得特别突出。不言而喻，俄国也同其他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分化过程的后一方面所卷入的小农人数（大概也包括地区），比前一方面要多得多。








七　下诺夫哥罗德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下诺夫哥罗德省克尼亚吉宁、马卡里耶夫和瓦西里3县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按户调查资料已汇总成一张分类表，该表把农户（单指有份地的并且居住在本村的农户）按役畜分为5类（《下诺夫哥罗德省土地估价材料。经济部分》第4、9、12编，1888年、1889年、1890年下诺夫哥罗德版）。

把这3县合在一起，我们得到下列有关各类农户的资料（上述3县的这些资料包括：农户52260户；男女人口294798人；份地433593俄亩；购买地51960俄亩；租地86007俄亩——各种租地都计算在内，不论是份地或非份地，耕地或割草场；出租地19274俄亩）：






	户主类别
	农户的百分数


	每户男女

人口


	男女人口的

百分数


	份地
	购买地
	总数的百分数
	各类农户使用土地总数
	牲畜总数



	每户的(单位俄亩）


	总数的百分数


	总数的百分数


	租地
	出租地
	每户的(单位俄亩）


	总数的百分数


	每户牲畜

头数


	牲畜总数的百分数





	无马者
	30.4
	4.1
	22.2
	5.1
	18.6
	5.7
	3.3
	81.7
	4.4
	13.1
	0.6
	7.2



	有1匹马者
	37.5
	5.3
	35.2
	8.1
	36.6
	18.8
	25.1
	12.4
	9.4
	34.1
	2.4
	33.7



	有2匹马者
	22.5
	6.9
	27.4
	10.5
	28.5
	29.3
	38.5
	3.8
	13.8
	30.2
	4.3
	34.9



	有3匹马者
	7.3
	8.4
	10.9
	13.2
	11.6
	22.7
	21.2
	1.2
	21.0
	14.8
	6.2
	16.5



	有4匹马以上者
	2.3
	10.2
	4.3
	16.4
	4.7
	23.5
	11.9
	0.9
	34.6
	7.8
	9.0
	7.7



	
共　计

	100
	5.6
	100
	8.3
	100
	100
	100
	100
	10.3
	100
	2.7
	100







因此，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富裕农民尽管份地较多（上等户所占的份地百分数高于他们所占的人口百分数），他们还是集中了购买地（9.6％的富裕户占有46.2％的购买地，而2/3的贫苦农户占有的购买地却不到全部购买地的1/4），集中了租地，“收集了”贫苦农民出租的份地，由于这一切，“农民”使用的土地的 实际
 分配，完全不同于份地的分配。无马者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比法律保证他们应有的份地数量要少。有1匹马者和有2匹马者占有的土地只增加了10—30％（从8.1俄亩增加到9.4俄亩；从10.5俄亩增加到13.8俄亩），而富裕农民占有的土地却增加了 0.5—1倍
 。各类农户按份地数量来说，其差别是微不足道的，而 按实际的农业经营规模来说
 ，它们的差别是很大的，这一点在上引的牲畜资料中和下述的播种面积资料中都可以看出：






	户主类别
	每户播种面积（单位俄亩）


	播种面积总数的百分数


	有雇农的农户百分数


	有工商企业的户主百分数①


	挣外水的农户百分数





	无马者
	1.9
	11.4
	0.8
	1.4
	54.4



	有1匹马者
	4.4
	32.9
	1.2
	2.9
	21.8



	有2匹马者
	7.2
	324
	3.9
	7.4
	21.4



	有3匹马者
	10.8
	15.6
	8.4
	15.3
	21.4



	有4匹马以上者
	16.8
	7.7
	17.6
	25.1
	23.0



	
共　计

	5.0
	100
	2.6
	5.6
	31.6







　　 
［注①：单指克尼亚吉宁1县。］

各类农户在播种面积上的差别，要比它们在实际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面积上的差别还大些，比它们在份地面积上的差别就更不用说了。 
［注：如果我们把无马者（每户）的份地数量算作100，那么往上数各类农户的份地数量依次为：159、206、259、321。每类农户实际占有土地的相应数字将为：100、214、314、477、786；而各类农户的播种面积则为：100、231、378、568、873。］

 这就再三向我们表明：按占有的份地分类是完全不合适的，份地有的“平均化”现在已成了一种法律上的虚构。上表其余各栏表明，在农民中“农业同手工业相结合”是怎样进行的：富裕农民把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有雇农的农户占很大的百分数）同工商企业结合在一起，而贫苦农民则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挣外水”）同微不足道的播种面积结合在一起，就是说，他们变成有份地的雇农和日工。应当指出，挣外水的农户的百分数所以没有照例地缩小，是由于下诺夫哥罗德省农民的这些“外水”和“副业”的种类非常繁多：这里的从事副业者，除了农业工人、小工、建筑工人和船舶工人等等外，还包括相当多的“手工业者”、工业作坊主、商人、包买主等等。显然，把类型如此不同的“从事副业者”混在一起，这就破坏了“挣外水的农户”资料 
［注：关于下诺夫哥罗德省农民的“副业”，见米·普洛特尼科夫《下诺夫哥罗德省手工业》（1894年下诺夫哥罗德版）一书书末的表和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特别是戈尔巴托夫和谢苗诺夫两县的统计汇编。］

 的正确性。

至于谈到各类农民在农业经营方面的差别问题，我们可以指出：在下诺夫哥罗德省，“施肥……是决定”耕地的“生产率高低的最主要条件之一”。（《克尼亚吉宁县统计资料汇编》第79页）黑麦的平均收获量是随着肥料的增加而依次提高的：每百俄亩份地施肥300—500车，每俄亩的黑麦收获量为47.1俄斗 
［注： 俄斗是俄国旧容量单位，合26.24公升。——编者注］

 ，而施肥1500车以上者，每俄亩的黑麦收获量则为62.7俄斗。（同上，第84页）因此很明显，各类农户在农业生产规模方面的差别必定还大于播种面积的差别；下诺夫哥罗德省统计人员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只泛泛地研究了农民田地的单位面积产量问题，而没有分别地研究贫穷农民的田地和富裕农民的田地的单位面积产量问题。





八　其他各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概述

读者已经看到，我们在研究农民分化时，只使用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按户调查，只要这些调查包括了较大的地区，提供了关于最重要分化标志的足够详细的资料，只要它们（这特别重要）已整理得可以按农民的经济殷实程度划分各类农户。上述7省的资料，已经把符合这些条件的并且我们也有可能加以利用的地方自治局统计材料包罗无遗了。为了全面起见，我们现在还要简略地指出其余不太完整的同类的资料（即以全面的按户调查为根据的资料）。

关于诺夫哥罗德省杰米扬斯克县，我们有一张按马匹数的农户分类表（《诺夫哥罗德省土地估价材料。杰米扬斯克县》1888年诺夫哥罗德版）。这里没有租地和出租地（按俄亩计算）的材料，但是现有的资料已经可以证明，本省富裕农民和无产农民之间的关系同其他各省是完全一样的。例如，这里从下等户到上等户（从无马者到有3匹马以上者），有购买地和租地的农户的百分数是递增的，尽管多马户的份地超过平均数。占总农户10.7％的有3匹马以上的农户，占总人口的16.1％，他们占有全部份地的18.3％，购买地的43.4％，租地的26.2％（如果可以按在租地上播种黑麦和燕麦的面积计算的话），“工业建筑物”总数的29.4％，而占总农户51.3％的无马的或有1匹马的农户，占总人口的40.1％，却只占有份地的33.2％，购买地的13.8％，租地的20.8％（计算法同上），“工业建筑物”的28.8％。换句话说，这里也是富裕农民“收集”土地，并把工商业“副业”同农业结合起来，而无产农民则抛弃土地并变为雇佣工人（“从事副业者”的百分数从下等户到上等户是递减的，无马者为26.6％，有3匹马以上者为7.8％）。由于这些资料不完整，我们没有把它们列入下一节关于农民分化材料的汇总中去。

由于同样原因，我们也没有把切尔尼戈夫省科泽列茨县的 部分地区
 的资料（《切尔尼戈夫省地方自治局统计处收集的土地估价材料》1882年切尔尼戈夫版第5卷；关于科泽列茨县黑土地区8717户的资料，是按役畜数分类的）包括进去。这里各类农户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占总农户36.8％、占人口总数28.8％的没有役畜的农户，只占私有地和份地的21％，租地的7％，可是却占这8717户全部出租地的63％。占总农户14.3％、占人口总数17.3％的有4头役畜以上的农户，却占私有地和份地的33.4％，租地的32.1％，并且只占出租地的7％。可惜没有把其余的农户（有1—3头役畜者）细分成更小的类别。

在《伊尔库茨克省和叶尼塞斯克省农村居民的土地使用和经济生活的调查材料》中，有一张极有意义的关于叶尼塞斯克省4个专区的农户和移民户的分类表（按役马分类）（1893年伊尔库茨克版第3卷第730页及以下各页）。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西伯利亚富裕农民同移民的关系（连最狂热的民粹派也未必敢在这种关系中寻找标榜一时的村社精神吧！），实际上与我国富裕的村社社员同他们的无马的或有1匹马的“伙伴”的关系完全相同。把移民和老住户农民合并在一起（这种合并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前者充当后者的劳动力），我们就可以看到业已熟悉的上等户和下等户的特征。占总农户39.4％、占人口总数24％的下等户（无马者、有1匹马者和有2匹马者）只占有全部耕地的6.2％和牲畜总数的7.1％，而占总农户36.4％、占人口总数51.2％的有5匹马以上的农户却占耕地的73％和牲畜总数的74.5％。两类上等户（有5—9匹马者和有10匹马以上者），每户占有耕地15—36俄亩，大量使用雇佣劳动（有雇佣工人的农户占30—70％），而三类下等户，每户只有耕地0—0.2—3—5俄亩，他们 提供
 工人（占农户的20％—35％—59％）。这里的租地和出租地资料，是我们所遇到的唯一超出常规（富裕农民集中租地）的例外，而这种例外却又证实了常规。因为在西伯利亚没有造成这种常规的条件，没有强制性的和“平均的”份地，没有已经形成的土地私有制。富裕农民不是购买土地和租种土地，而是强占土地（至少在此以前是这样）；土地的租出和租入毋宁说带有邻居间交换的性质，因此租地和出租地的分类资料并不表明任何规律性。 
［注：“各地收集的出租土地和租种土地的实际材料，被认为不值得加以专门研究，因为这种现象本身还只处在萌芽状态；出租土地或租种土地这种个别现象是很少见的，是极偶然的，对叶尼塞斯克省的经济生活还没有发生任何影响。”（《伊尔库茨克省和叶尼塞斯克省农村居民的土地使用和经济生活的调查材料》第4卷第1编导言第Ｖ页）在叶尼塞斯克省老住户农民所有的424624俄亩的熟地中，有417086俄亩是“强占的祖传”地
[40]

 。租地（2686俄亩）几乎和出租地（2639俄亩）相等，还不到强占土地总数的1％。］



关于波尔塔瓦省3县，我们可以大致确定播种面积的分配情况（先计算出播种面积各不相同的——汇编中规定了“从若干俄亩到若干俄亩”——各类农户数，再把这各类农户数乘上述每类上下限之间的播种面积的平均数）。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份关于占有362298俄亩播种面积的76032户农户（全是村民，没有小市民）的资料；没有播种面积或每户播种不满3俄亩者计31001户农户（占40.8％），他们共有播种面积36040俄亩（占9.9％）；而每户播种超过6俄亩者有19017户农户（占25％），他们共有播种面积209195俄亩（占57.8％）（见《波尔塔瓦省经济统计汇编》康斯坦丁格勒、霍罗尔和皮里亚京3县）。播种面积的 分配
 很象我们所看到的塔夫利达省的情况，虽然一般讲来，这里的播种 面积
 是较少的。显然，只有在少数人集中了购买地和租地的情况下，才可能有如此不平均的分配。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充分的资料，因为汇编没有按农户的殷实程度分类，所以只好用康斯坦丁格勒县的下列资料。在论述农村各阶层经济的一章（第2章第5节《农业》）中，汇编的编者讲到这样一个事实：一般说来，如果把租地分成三类，即（1）每一租地者的租地不满10俄亩者，（2）10—30俄亩者，（3）超过30俄亩者，那么每类的资料如下 
［注：《汇编》第142页。］

 ：






	　
	相对数字
	每个租地者的租地(单位俄亩）


	租地转租的百分数



	租地者的百分数
	租地的百分数



	租地少的（不满10俄亩）
	86.0
	35.5
	3.7
	6.6



	租地中等的（10—30俄亩）
	8.3
	16.6
	17.5
	3.9



	租地多的（超过30俄亩）
	5.7
	47.9
	74.8
	12.9



	
共　计

	100
	100
	8.6
	9.3







说明是多余的了。

关于卡卢加省，我们只有下列极零散极不完整的关于8626个农户（占该省农户总数的1/20左右 
［注：《1896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1897年卡卢加版第43页及以下各页，附录83、113。］

 ）的粮食播种资料：





	　
	
按播种规模划分的农户类别
以播种秋播作物计算（单位俄斗）





	不播种者
	播种不满15俄斗者


	播种15—30俄斗者


	播种30—45俄斗者


	播种45—60俄斗者


	播种超过60俄斗者


	
共　　计




	农户的百分数………
	7.4
	30.8
	40.2
	13.3
	5.3
	3.0
	100



	男女人口的百分数…
	3.3
	25.4
	40.7
	17.2
	8.1
	5.3
	100



	播种面积的百分数…
	—
	15.0
	39.9
	22.2
	12.3
	10.6
	100



	役马总数的百分数…
	0.1
	21.6
	41.7
	19.8
	9.6
	7.2
	100



	播种总收入的百分数
	—
	16.7
	40.2
	22.1
	┗━┳━┛21.0


	100



	每户播种面积（单位俄亩）
	—
	2.0
	4.2
	7.2
	9.7
	14.1
	—







就是说，占总农户21.6％、总人口30.6％的农户，占有役马的36.6％，播种面积的45.1％，以及播种总收入的43.1％。显然，这些数字也说明富裕农民集中了购买地和租地。

关于特维尔省，尽管汇编中的资料很丰富，但按户调查的整理工作却极不充分，也没有按农户的殷实程度进行分类。维赫利亚耶夫先生在《特维尔省统计资料汇编》（1897年特维尔版第13卷第2编《农民经济》）中，就利用这个缺点来否定农民的“分解”，认为存在着“更加平均化”的趋势并唱起“人民生产”（第312页）和“自然经济”的赞歌。维赫利亚耶夫先生极其粗俗和毫无根据地大谈“分解”，不仅没有引用任何关于各类农民的精确资料，甚至也没有弄清楚分化发生在村社内部这样一种起码常识，因此，谈论“分解”而又仅仅采用按村社或乡的分类法，这简直是可笑的 
［注：作为笑话，现举一例。维赫利亚耶夫先生的“总的结论”说：“特维尔省农民购买土地具有使土地占有规模拉平的趋势。”（第11页）证据呢？如果我们拿按份地面积分类的各类村社
 来看，那么在份地少的村社
 中，有购买地的农户所占的百分比较大。维赫利亚耶夫先生竟没有料到，购买土地的是份地少的村社的富裕
 社员！显然，对一个狂热的民粹派的这种“结论”去进行分析是没有必要的，何况维赫利亚耶夫先生的胆量甚至使他的同一阵营的经济学家也感到害臊。卡雷舍夫先生在《俄国财富》（1898年第8期）中虽然说对维赫利亚耶夫先生“能很好地理解目前摆在我国经济面前的那些任务”深表赞许，但仍然不得不承认，维赫利亚耶夫先生是个过分的“乐观主义者”，他的关于平均化趋势的结论是“证据不足的”，他的资料“没有说明任何问题”，而且他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

 。





九　上述关于农民分化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汇总

为了把上述关于农民分化的资料作一比较并汇总到一起，我们显然不能采用绝对数字并且把它们按类别加起来，因为要做到这点，需要有一大批地区的完整资料和使用统一的分类法。我们只能把 上等户和下等户的关系
 （按占有的土地、牲畜、农具等等）作一番比较和对照。例如，10％的农户占有30％的播种面积所表示的关系，把绝对数字的差别抽象化了，因此适合于同任何地区一切类似的关系相比较。但是要作这样的比较，就必须在其他地区同样划分出10％的农户，不能多也不能少。然而在不同的县份和省份中，各类农户的数额是不相等的。这就是说，必须把这些类别 打散
 ，以求得每一地区 相同的农户百分数
 。我们假定20％的农户为富裕农民，50％的农户为贫穷农民，就是说，我们用上等户组成占农户20％的一类，用下等户组成占农户50％的一类。现在举例来说明这个方法。我们假定从下等户到上等户有这样五种类别的比数：30％、25％、20％、15％和10％（总计＝100％）。如果要组成下等户，我们就拿第一类加第二类的4/5（30＋25×4/5＝50％），要组成上等户，就拿最后一类加第四类的2/3（10＋15×2/3＝20％）。同样很明显，播种面积、牲畜、农具等的百分数也是用这种方法算出来的。这就是说，如果上述各个比数的农户的播种面积百分数分别是15％、20％、20％、21％和24％（总计＝100％），那么我们组成的占农户20％的上等户的播种面积百分数是（24＋21×2/3＝）38％，而我们组成的占农户50％的下等户的播种面积百分数是（15＋20×4/5＝）31％。显然，我们用这种方法打散各类农户， 丝毫也没有改变
 上层农民和下层农民之间的 实际关系
 。 
［注：使用这种方法会出一点小小的误差，使得分化看起来要比实际上稍小些
 。也就是说，加在上等户上的是下一类的平均代表数，而不是下一类的上层代表数；加在下等户上的是下一类的平均代表数，而不是下一类的下层代表数。显然，类别愈大，类别愈少，这个误差就愈大。］

 这样打散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第一，我们使用这种方法得到的是带有鲜明标志的三大类 
［注：我们在下一节将看到，我们划分类别的数额与按每户马匹数量划分的全俄农民类别很接近。］

 ，而不是四、五、六、七个不同类别；第二，只有使用这种方法，才能把条件极为悬殊的不同地区的农民分化资料加以比较。

为了判断各类农户间的相互关系，我们采用了对分化问题有极重要意义的下列资料：（1）农户数；（2）男女农民人口数；（3）份地数；（4）购买地数；（5）租地数；（6） 出租地
 数；（7）各类农户的占有土地或使用土地的总数（份地＋购买地＋租地-出租地）；（8）播种面积数；（9）役畜数；（10）牲畜总数；（11）有雇农的农户数；（12） 挣外水的农户数
 （我们尽量选取主要是雇佣劳动即出卖劳动力的那些“外水”）；（13）工商企业数；（14）改良农具数。上述加黑体的资料（“出租地”和“外水”）具有 反面的
 意义，表明经济的衰落，农民的破产和农民变为工人。其余的一切资料具有 正面的
 意义，表明经济的扩大和农民变为农村企业主。

关于上述各项资料，我们先计算出一省中一县或数县的每类农户与总数的百分比，然后算出（按上述方法）由上等户组成的20％的农户和由下等户组成的50％的农户在土地、播种面积、牲畜等等方面所占的百分比。 
［注：请读者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讲的不是绝对数字，而只是上层农民和下层农民间的关系。因此，例如我们现在所采用的，不是有雇农的（或挣“外水”的）农户数同本类农户数的百分比，而是同全县有雇农的（或挣“外水”的）农户总数的百分比，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并不是确定每一类农户使用的雇佣劳动（或出卖劳动力）有多少，而只是确定上等户和下等户在使用雇佣劳动（或挣“外水”即出卖劳动力）方面的关系。］



我们开列一张按这种方法制成的表，这张表包括7个省的21个县，计558570户农户，3523418个男女人口。









А表和Б表的注释


1．塔夫利达省的出租地资料只是别尔江斯克和第聂伯罗夫斯克两县的。

2．该省的改良农具包括割草机和收割机。

3．萨马拉省两县出租地的百分数系出租份地的不经营户的百分数。

4．奥廖尔省的出租地数（因而也包括使用土地的总数）是大约确定的。沃罗涅日省的4县也是这样。

5．奥廖尔省改良农具的资料只是叶列茨1县的。

6．沃罗涅日省的挣外水的农户数系扎顿斯克、科罗托亚克和下杰维茨克3县提供雇农的农户数。

7．沃罗涅日省改良农具的资料只是泽姆良斯克和扎顿斯克两县的。

8．下诺夫哥罗德省从事“副业”的农户就是外出做零工的农户。

9．某些县的工商企业数只好以有工商企业的农户数来代替。

10．凡汇编中有几栏“外水”的，我们尽量选取那些最明确地表明是雇佣劳动即出卖劳动力的“外水”。

11．租地尽量包括全部租地：份地租地和非份地租地，耕地租地和割草场租地。

12．请读者注意：新乌津斯克县的资料不包括独立农庄主和德意志人；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的资料只涉及该县农业区；叶卡捷琳堡县的资料不包括无地者和只有割草场者。特鲁布切夫斯克县的资料不包括近郊村社；克尼亚吉宁县的资料不包括手工业村大穆拉什基诺等等。这些删削，部分是我们做的，部分是由材料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因此很明显，农民的分化实际上要比我们的表和图中表现出来的厉害些。

为了说明这个汇总表，并且使大家能看到极不相同地区上下两类农户之间的关系完全一致，我们绘制了如下的一幅图，将本表的百分数资料分别列入。在农户总数百分数这一栏右边的线，表示殷实程度的 正面
 标志（土地占有规模的扩大，牲畜数量的增加等等），左边的线表示经济力量的 反面
 标志（出租土地、出卖劳动力；这两栏用特殊线条构成阴影）。从图 上面的
 水平线到每条 实
 曲线的距离，表明 富裕
 户在农民经济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从图 下面的
 水平线到每条 虚
 曲线的距离，表明 贫穷
 农户在农民经济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最后，为了更清楚地表明汇总资料的总性质，我们在上面画了一条“平均”线（根据图上的那些百分数资料算出的算术平均数确定的。“平均”线为红色以区别于其他的线）。可以说，这条“平均”线向我们表明了现代俄国农民典型的分化情况。

现在为了把上面（第1节至第7节）引用的关于分化的资料作一总结，我们对本图各栏一一加以考察。

农户百分数栏的右边第1栏，表明上等户和下等户的 人口
 比重。我们看到，富裕农民的家庭人口到处多于平均人口，而贫穷农民则少于平均人口。这个事实的意义，我们已经讲过了。现在再补充一点：在作各种比较时，不以一个农户或一个家庭为单位，而以一口人为单位（象民粹派所喜欢作的那样），是不正确的。如果说富裕家庭的支出由于家庭人口较多而增加，那么，另一方面，家庭人口多的农户的支出额却在缩减（用在建筑物、家用什物和家务等等方面的支出。恩格尔哈特在《农村来信》中和特里罗果夫在1882年圣彼得堡版的《村社和赋税》一书中，都特别强调人口多的家庭在经济方面的有利性）。因此拿一口人作为比较的单位而不注意到这种支出的缩减，这就是人为地和虚假地把人口多的家庭和人口少的家庭中“一口人”的经济状况等同起来了。但是，本图清楚地表明：富裕农户集中的农产品，比按每一口人计算应得的份额要多得多。

下一栏是份地。份地的分配是很平均的，由于份地的法律特性，情况也必定如此。但是，甚至就在这一栏，富裕农民排挤贫苦农民的过程也开始了：我们 到处
 看到，上等户占有的份地的比重比他们人口的比重略大，而下等户占有的份地的比重却比他们人口的比重略小。“村社”是袒护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但是同 实际
 占有土地的情况相比，份地分配不平均的现象还是微不足道的。份地的分配没有提供（这在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土地和经济实际分配的任何概念。 
［注：只要一看这张图就可以知道，按份地的分类法对于研究农民的分化是不合适的。］



其次是购买地栏。购买地到处都集中在富裕农户手里：1/5的农户握有全部农民购买地的6/10或7/10左右，而占农户半数的贫苦农户却至多只有15％！因此可以看出，“民粹派”要使“农民”能够以最低廉的价格购买最多的土地而作的种种努力，究竟有什么意义。

下一栏是租地。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土地到处都集中在富裕农户手里（1/5的农户占有全部租地的5/10至8/10），并且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他们租种土地的价格较为低廉。农民资产阶级这样抢租土地，明显地证明“农民租种土地” 带有工业性
 （为出售产品而购买土地） 
［注：卡雷舍夫先生论租地一书中的“结论”（第6章）最令人发笑了。卡雷舍夫先生在作出农民租地没有工业性这些完全没有根据的并且与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相矛盾的论断以后，在这里提出了“租地理论”（从威·罗雪尔等人那里剽窃来的），也就是打着学术幌子来表述西欧农场主的心愿：“租期要长”（“耕作者‘主人般地’使用土地……是必要的”，第371页），地租额要适度，以使租地者手中能留下工资、他所投资本的利息和偿还金以及企业利润（第373页）。卡雷舍夫先生丝毫也没有因为这种“理论”同通常的民粹派的“预防”药方（第398页）同时出现而感到难为情。为了“预防”农场主，卡雷舍夫先生竟搬用了农场主的“理论”！这种“结论”自然构成了卡雷舍夫先生这本书的基本矛盾，一方面，他赞同民粹派的一切成见并衷心同情西斯蒙第这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理论家（见卡雷舍夫
 《西欧大陆上土地的永久租用》1885年莫斯科版），而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认，租地“推动了”（第396页）农民的分化，“较殷实的阶层”排挤较贫穷的阶层，土地关系的发展恰恰造成了雇农（第397页）。］

 。但我们这样说，决不是否认出于需要而租地的事实。相反，本图给我们指出，死守着土地的贫苦农民的租地（1/2的农户只占全部租地的1/10至2/10）却完全是 另一种
 性质。农民是各种各样的。

租地在“农民经济”中的矛盾意义，在租地栏同 出租地
 栏（ 左边
 第1栏，即在反面标志中）对比中特别明显。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主要的土地出租者是下等户（1/2的农户占出租土地的7/10至8/10），他们力求摆脱份地，这些份地正转入（不顾法律的禁止和限制）业主手中。因此，当人们对我们说“农民”租种土地和“农民”又出租土地时，我们就知道前者主要是指农民资产阶级，后者主要是指农民无产阶级。

土地的购买、租种和出租与份地的关系，也决定着各类农户 实际占有土地的情况
 （右面第5栏）。我们到处看到，农民支配的全部土地的实际分配情况与份地的“平均化”已毫无共同之处。20％的农户占土地总数的35％到50％，而50％的农户只占土地总数的20％到30％。在 播种面积
 的分配上（下一栏），上等户排挤下等户的现象表现得更明显，——这也许是因为无产农民常常无力经营自己的土地而把它抛弃。这两栏（占有土地总数和播种面积）表明，土地的购买和租种使下等户在经济总体系中所占的份额日渐 减少
 ，即他们日益受到少数富裕农户的排挤。富裕农户现在已在农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他们手里集中的播种面积份额几乎等于其余农民全部播种面积的份额。

下两栏表明农民的役畜和牲畜总数的分配。牲畜的百分数与播种面积的百分数差别很小。事情也只能是这样，因为役畜数量（以及牲畜总数）决定播种面积，而播种面积又反过来决定役畜数量。

再下一栏表明各类农户在工商企业总数中所占的比重。1/5的农户（富裕户）集中了1/2左右的工商企业，而1/2的贫苦农户只占这些企业的1/5左右 
［注：这个数字（占全部企业的1/5左右）当然也是夸大了的，因为在不种地的、无马的和有一匹马的农民等级中，把农业工人、小工等同非耕作者（小店主、手艺人等）混在一起了。］

 ，就是说，表明农民变为资产阶级的那种“副业”主要集中在最殷实的耕作者手里。可见，富裕农民既把资本投入农业（购买土地、租地、雇用工人、改良农具等），也把资本投入工业企业、商业和高利贷：商业资本和企业资本有着密切的联系，至于哪一种形式的资本占优势，则取决于周围的条件。

关于挣“外水”的农户的资料（ 左面
 第1栏，即在反面标志中）也是说明副业的，但这是具有相反意义的、意味着农民变为无产者的“副业”。 这些
 “副业”集中在贫苦农民手里（50％的农户占挣外水农户总数的60—90％），富裕农户是极少参加的（不要忘记，我们在这一类“从事副业者”中也不能确切地把业主同工人区别开来）。只要把关于“外水”的资料同“工商企业”的资料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两种类型的“副业”的根本对立性，就可以懂得通常把这两种类型的“副业”混淆起来会造成多么难以想象的混乱。


有雇农的农户
 到处都集中在富裕农民一类中（20％的农户占雇有雇农农户总数的5/10至7/10），富裕农民（尽管他们的家庭人口较多）如果没有“补充”他们的农业工人阶级，他们是生存不下去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上述一个论点的明确证明，这个论点就是：把雇有雇农的农户同“农户”总数（其中包括当雇农的“农户”）对比是荒谬的。如果把雇有雇农的农户同占1/5的农户对比，那就会 正确得多
 ，因为少数富裕农户占雇有雇农的农户总数的3/5，甚至2/3。在农民中，企业主式地雇用工人，远远超过因需要，即因本户劳力不足而雇用工人：占农户总数50％的 家庭人口少的
 无产农民，仅占雇有雇农的农户总数的1/10左右（而且在这里，无产农民中还包括了一些完全不是出于需要而雇用工人的小店主、从事副业者等等）。

最后一栏是表明改良农具的分配的，我们可以援瓦·沃·先生的例子加上“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的标题。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改良农具的分配是显得最“公平”的，那里占1/5的富裕户在100件改良农具中只占73件，而占农户半数的贫苦户在100件中却占了整整3件！

现在我们比较一下各个地区的农民分化程度。图中在这方面清楚地划分出了两类地区：塔夫利达省、萨马拉省、萨拉托夫省和彼尔姆省种地的农民的分化，显然比奥廖尔省、沃罗涅日省和下诺夫哥罗德省厉害。在图上，前4省各线低于红色平均线，而后3省各线高于红色平均线，即表明经济在少数富裕农民手中集中程度较小。第一类地区是土地最多的纯农业区（在彼尔姆省选取了各县的农业区），农业是粗放性的。在这种农业性质下，种地农民的分化容易计算，因而也表现得很明显。相反，在第二类地区，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资料没有加以计算的商业性农业（如奥廖尔省的大麻种植）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雇佣劳动意义上的“副业”（沃罗涅日省扎顿斯克县）和非农业工作意义上的“副业”（下诺夫哥罗德省）的巨大意义。这两种情况对种地农民的分化问题来说，意义是很大的。第一种情况（各地区商业性农业和农业进步形式的差别）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二种情况的意义（“副业”的作用）同样很明显。如果某地区的农民群众是由有份地的雇农、日工或者副业雇佣工人所组成，则该地种地农民的分化自然表现得很微弱。 
［注：很可能，象奥廖尔、沃罗涅日等中部黑土地带各省，由于土地少、赋税重，由于工役制的巨大发展，农民的分化确实弱得多，因为这一切都是阻碍分化的条件。］

 但为了正确地弄清问题，必须把这些典型的农村无产阶级代表同典型的农民资产阶级代表对比一下。到南方去挣“外水”的有份地的沃罗涅日省日工，应该同播种大量庄稼的塔夫利达省农民对比。卡卢加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和雅罗斯拉夫尔省的木匠，应该同雅罗斯拉夫尔省、莫斯科省的菜园主或为出售牛奶而饲养牲畜的农民对比，等等。同样地，如果当地农民群众从事加工工业，而只从自己的份地上获得一小部分生活资料，那么耕作农民的分化资料就应该以从事副业的农民的分化资料来补充。后面的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5章进行研究，现在我们只研究典型的种地农民的分化。





十　地方自治局统计和军马调查

[41]


 的总结资料

我们已经指出，上等农户同下等农户间的关系，正带着农村资产阶级同农村无产阶级的关系所具有的那些特点，这种关系在有着极不相同条件的极不相同地区都非常相同；甚至连表明这种关系的数字（各类农户在播种面积、耕畜等总数中的百分数）也变动得很小。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关于不同地区各类农户间 关系
 的资料，在多大程度上能用来构成关于全俄农民分化成的 各类
 农户的概念呢？换句话说：根据什么资料可以判断全俄农民中上等户与下等户的组成和相互关系呢？

我国很少有这方面的资料，因为俄国没有进行过对全国一切农户实行大规模统计的农业调查。唯一能够用来判断我国农民分解成的各个经济类别的材料，是地方自治局统计和有关役畜（或马匹）在农户间分配的军马调查这两者的汇总资料。不管这种材料多么贫乏，然而由此仍可以得出一些不无意义的结论（当然是很一般的、大致的和笼统的结论），尤其是因为对马匹多的和马匹少的农民间的关系已作过分析，并发现这种关系在极不相同的地区也非常相同。

根据布拉戈维申斯基先生的《地方自治局按户调查经济资料综合统计汇编》（第1卷《农民经济》1893年莫斯科版）的资料来看，地方自治局的调查包括22个省的123个县，计2983733户农户和17996317个男女人口。但是按役畜划分农户的资料并不是到处都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必须删去3个省中的11个县 
［注：萨拉托夫省5个县，萨马拉省5个县和比萨拉比亚省1个县。］

 ，因为这11个县的农户不是分成4类，而只分成3类。关于其余 21省中的112县
 ，我们有下列包括1500万人口的约250万农户的汇总资料：





	农户类别
	农户数
	农户的百分数
	各类农户①役畜头数


	占役畜总数的百分数


	每户役畜头数



	无役畜者
	613238
	24.7
	

}


	53.3
	—
	—
	—



	有1头役畜者
	712256
	28.6
	　
	712256
	18.6
	1



	有2头役畜者
	645900
	26.0
	　
	　
	1291800
	33.7
	2



	有3头以上役畜者
	515521
	20.7
	　
	　
	1824969
	47.7
	3.5



	
共　　计

	2486915
	100
	　
	　
	3829025
	100
	1.5









［注①：这里把马匹和犍牛（两头犍牛折合一匹马）算在一起。］



这份资料包括欧俄农户总数的1/4弱（按1894年大臣委员会办公厅圣彼得堡出版的《欧俄农村居民经济状况统计资料汇编》的计算，欧俄50省各乡有11223962户，其中农户有10589967户）。在《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第20卷。1888年军马调查》（1891年圣彼得堡版）和《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第31卷。1891年军马调查》（1894年圣彼得堡版）中，我们可以看到全俄农民间的马匹分配资料。前者载有1888年收集的关于41省（其中包括波兰王国的10省）经过整理的资料，后者载有关于欧俄18省以及高加索、卡尔梅克草原和顿河军屯州经过整理的资料。

我们选取欧俄49省（顿河州的资料不完整），并把1888年和1891年的资料并在一起，就得出下列 村团农民
 全部马匹的分配情况。




欧俄49省



	农户类别
	农户马匹



	总数
	百分数
	总数
	百分数
	每户马匹



	无马者
	2777485
	27.3
	

}


	55.9
	—
	—
	　
	　
	—



	有1匹马者
	2909042
	28.6
	2909042
	17.2
	　
	　
	1



	有2匹马者
	2247827
	22.1
	　
	　
	4495654
	26.5
	　
	　
	2



	有3匹马者
	1072298
	10.6
	

}


	22.0
	3216894
	18.9
	

}


	56.3
	3



	有4匹马以上者
	1155907
	11.4
	6339198
	37.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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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2559

	
100

	　
	　
	
16960788

	
100

	　
	　
	
1.6








可见，全俄农民的役马分配情况同我们在前面图中所算出的分化“平均”数十分接近。实际上，分化甚至还要厉害些：在22％的农户（占1020万农户中的220万）手中集中了1700万匹马中的950万匹，即占马匹总数的56.3％。为数众多的280万农户根本没有马匹，而290万有1匹马的农户只占马匹总数的17.2％。 
［注：农民马匹的分配情况最近有什么变化，可以根据下列1893—1894年军马调查资料（《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第37卷）来判断。1893—1894年在欧俄38省有8288987个农户，其中无马者2641754户即占31.9％；有1匹马者占31.4％；有2匹马者占20.2％；有3匹马者占8.7％；有4匹马以上者占7.8％。农民共有11560358匹马，其中有1匹马者的马占马匹总数的22.5％；有2匹马者的马占28.9％；有3匹马者的马占18.8％；多马者的马占29.8％。由此看来，占16.5％的富裕农民占有马匹总数的48.6％。］



根据上面得出的各类农户间关系的规律性，我们现在可以确定这些资料的真实意义。既然1/5的农户集中了马匹总数的一半，那么由此可以正确地得出结论说，这部分农户至少握有农民全部农业生产的一半（也许还多些）。生产之如此集中，只有在这些殷实农民手里集中了大部分购买地与农民的非份地租地和份地租地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正是这少数殷实户是主要的土地购买者和租种者，尽管他们分得的份地大概是最多的。如果说，俄国“中等”农民要在最好的年成才能勉强使收支相抵（究竟能否相抵还不知道），那么在富裕程度上大大超过中等户的这少数殷实户就不仅可以依靠独立经济支付全部费用，而且还有剩余。这就是说，他们是商品生产者，他们生产供销售的农产品。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转化为农村资产阶级，把工商企业同较大规模的土地经营结合在一起。我们已经看到，正是这种“副业”对俄国“善于经营的”农夫来说是最典型的。少数殷实农户尽管家庭成员最多，本户劳力最多（殷实农民总是具有这些特征，1/5的农户占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即约占3/10），但使用雇农和日工的劳动也最多。在俄国雇用雇农和日工的农户总数中，少数殷实户占大多数。不论根据上述的分析，或者根据这类农民的人口比重同役畜比重，因而也是同播种面积比重及整个经济比重的对比，我们都有理由作出这种结论。最后，只有这少数殷实户才能稳定地参加“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 
[42]

 。这少数殷实户同其余农户的关系必定是这样的，但是不言而喻，随着土地条件、农业经营制度和商业性农业形式的不同，这种关系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而且表现得也不一样。 
［注：很可能，比如在经营牛奶业的地区，按奶牛数，而不是按马匹数分类要正确得多。在经营蔬菜业的情况下，无论第一种标志或第二种标志都不能令人满意，等等。］

 农民分化的基本趋势是一回事，随着不同的地区条件而转移的农民分化形式则是另一回事。

无马的和有1匹马的农民的状况恰恰相反。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是把后者（前者更不用说了）也算作农村无产阶级的。因此我们的大致计算，即把全部无马的农民以及3/4有1匹马的农民（两者共占农户总数的1/2左右）都算作农村无产阶级，未必是夸大的。这种农民分得的份地最少，并且常常由于没有农具、种子等等而出租份地。在农民的租地和购买地总数中，他们占的份额是少得可怜的。他们靠自己的经济永远维持不了生活，因此他们的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副业”或“外水”，即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就是有份地的雇佣工人阶级，即雇农、日工、小工、建筑工人等等的阶级。





十一　1888—1891年和1896—1900年两次军马调查的比较

1896年和1899—1901年的军马调查，使我们现在能够把最新的资料同前引资料加以比较。

我们把南方5省（1896年调查的）和其余43省（1899—1900年调查的）加在一起，得出欧俄48省的资料如下：




1896—1900年



	农户类别
	农户马匹
	每户所有马匹



	总数
	百分数
	总数
	百分数



	无马者
	3242462
	29.2
	

}


	59.5
	—
	—
	　
	　
	—



	有1匹马者
	3361778
	30.3
	3361778
	19.9
	　
	　
	1



	有2匹马者
	2446731
	22.0
	　
	　
	4893462
	28.9
	　
	　
	2



	有3匹马者
	1047900
	9.4
	　
	18.5
	3143700
	18.7
	

}


	51.2
	3



	有4匹马以上者
	1013416
	9.1
	　
	　
	5476503
	32.5
	5.4



	
共　　计

	
11112287

	
100

	　
	　
	
16875443

	
100

	　
	　
	
1.5








我们前面引用的1888—1891年的资料，是49省的资料。其中只有1省，即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没有最新的资料。从前引资料中除去这一省的资料，我们就可以得到上述48省1888—1891年的情况：




1888—1891



	农户类别
	农户马匹
	每户所有马匹



	总数
	百分数
	总数
	百分数



	无马者
	2765970
	27.3
	

}


	55.8
	—
	—
	—



	有1匹马者
	2885192
	28.5
	2885192
	17.1
	1



	有2匹马者
	2240574
	22.2
	4481148
	26.5
	2



	有3匹马者
	1070250
	10.6
	

}


	22.0
	3210750
	18.9
	

}


	56.4
	3



	有4匹马以上者
	1154674
	11.4
	6333106
	37.5
	5.5



	
共　　计

	10116660
	100
	16910196
	100
	1.6







1888—1891年同1896—1900年相比较，说明农民 被剥夺的现象
 日益加剧。农户数几乎增加了100万。马匹的数量却减少了，虽然减少得不多。无马户的数量增加得特别迅速，其百分数从27.3％增加到了29.2％。贫苦户已不是560万户（无马者和有1匹马者），而是660万户了。增加的户数全都是贫苦户。多马户的百分数减少了。多马户已不是220万，而只是200万户了。把中等户和富裕户（有2匹马以上者）加在一起，其数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888—1891年为4465000户，1896—1900年为4508000户）。

因此，从这些资料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农民的贫困和被剥夺现象正在加剧，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说到上等农户和下等农户间的 对比关系
 ，那么这种关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我们用上述方法组成占农户50％的下等户和占农户20％的上等户，那么可以得出如下的数字：在1888—1891年，50％的贫苦户拥有13.7％的马匹；20％的富裕户拥有52.6％的马匹。在1896—1900年，50％的贫苦户仍旧拥有农民全部马匹的13.7％，而20％的富裕户则占全部马匹的53.2％。可见，两类农户之间的对比关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最后，全体农民的马匹是更少了。多马户的数量和百分数也都减少了。一方面，这显然标志着欧俄整个农民经济的衰落。另一方面也不要忘记，俄国农业中马匹数量同耕种面积比较是多得反常的。在小农的国家里，也不能不是这样。所以，马匹数量的减少，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是 农民资产阶级的
 “役畜和耕地数量之间正常比例的恢复”。（参看上面第2章第1节瓦·沃·先生关于这点的议论）

在这里不妨谈一谈维赫利亚耶夫先生和切尔年科夫先生的最新著作（前者的《俄国农业现状概论》，圣彼得堡《业主》杂志社出版，后者的《评农民经济》1905年莫斯科版第1编）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他们这样醉心于农民中马匹分配的各色各样数字，竟把经济分析变成了统计学作业。他们不去研究农户的各种类型（日工、中等农民、企业主），却象数字爱好者那样研究一栏一栏没完没了的数字，似乎想以自己的算术狂来震惊世界。

正是由于这样玩弄数字，切尔年科夫先生才能对我作出这样的反驳，说什么我是“怀有成见”地把“分解”说成是新的（而不是旧的）并且不知何故必然是资本主义的现象。切尔年科夫先生硬说我根据统计资料作结论时忘记了经济学！硬说我不论证明什么东西都只用马匹数字的变化和马匹分配的变化！这也只好由他的便了。要对农民的分化进行合理的观察，就应该把租地、购买土地、机器、外水、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雇佣劳动等当作一个整体。也许这在切尔年科夫先生看来，也不是什么“新的”和“资本主义的”现象吧？





十二　关于农民家庭收支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为了结束对农民分化问题的叙述，我们再从另一方面，即从有关农民家庭收支的最具体的资料来考察这一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所谈的各类农民之间的区别是多么大。

在《泽姆良斯克县、扎顿斯克县、科罗托亚克县和下杰维茨克县农民占有土地的估价资料汇编》（1889年沃罗涅日版）的附录中，提供了极为完备的“关于典型农户的人口和家庭收支统计资料” 
［注：这些资料的重大缺点是：第一，没有按各种不同的标志加以分类；第二，对那些不能列入表格的被选农户资料没有附载文字说明（如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县的家庭收支资料就附有这种文字说明）；第三，关于一切非农业性工作和各种“外水”的资料整理得极为草率（所有各种“副业”仅有4栏
 ，而单单衣服和靴鞋两项就占了152栏！）。］

 。我们从67份家庭收支表中撇开那极不完备的一份（科罗托亚克县第14号家庭收支表），而把其余的按役畜分为六类：（1）无马者；（2）有1匹马者；（3）有2匹马者；（4）有3匹马者；（5）有4匹马者；（6）有5匹马以上者（下面我们只用 1—6
 这几个字表示各个类别）。诚然，按这种标志来分类并不完全适合该地区（因为无论在下等户或上等户的经济中，“副业”都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为了使家庭收支表的资料可以同上面分析过的按户调查资料作比较，我们就采用了这种分类法。只有把“农民”分成几个类别才能作这种比较，而一般的笼统的“平均数”完全是虚假的，这点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而且在下面还会看到。 
［注：例如舍尔比纳先生在沃罗涅日地方自治机关出版物中和在《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一书论述农民家庭收支的文章中，就只使用这种“平均数”。］

 我们在这里顺便指出一种很有意义的现象，就是“平均的”家庭收支资料所描述的，几乎总是中等类型以上的农户，即总是把现实描写得比它原来的情况好些。 
［注：例如，莫斯科省（《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6卷和第7卷）、弗拉基米尔省（《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沃罗涅日省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县（《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2卷第2编）的家庭收支资料，特别是《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43]

 中引用的家庭收支表（维亚特卡省、赫尔松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彼尔姆省，以及其他等省）都是如此。卡尔波夫先生和马诺欣先生在上述《报告》中所引用的家庭收支表，以及彼·谢苗诺夫先生（《土地村社研究材料汇编》1880年圣彼得堡版）和奥萨德奇先生（《赫尔松省伊丽莎白格勒县谢尔巴诺夫乡》）所引用的家庭收支表，其有益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都论述了各类农民。］

 其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家庭收支表”这一概念本身就以收支稍微平衡的农户为前提，而这样的农户在贫苦农民中间是不容易找到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就根据家庭收支资料和其他资料把按役畜分类的农户的分配情况作一比较：




家庭收支表的百分数



	农户类别
	总数
	百分数
	　
	　
	沃罗涅日省4县
	沃罗涅日省9县
	21省112县
	欧俄49省



	无役畜者
	12
	18.18
	　
	　
	　
	17.9
	　
	21.7
	　
	24.7
	　
	27.3



	有1头役畜者
	18
	27.27
	　
	　
	　
	34.7
	　
	31.9
	　
	28.6
	　
	28.6



	有2头役畜者
	17
	25.76
	　
	　
	　
	28.6
	　
	23.8
	　
	26.0
	　
	22.1



	有3头役畜者
	9
	13.64
	

}


	28.79
	

}


	18.8
	

}


	22.6
	

}


	20.7
	

}


	22.0



	有4头役畜者
	5
	7.575



	有5头以上役畜者
	5
	7.575



	
共　　计

	
66

	
100

	　
	　
	　
	
100

	　
	
100

	　
	
100

	　
	
100








由此可以看出，只有求得每类农户的平均数，才能使用家庭收支资料。我们对上述资料已经作了这样的整理。现在我们分三项来加以说明：（A）家庭收支表的总的结果；（B）农业经营的分析；（C）生活水平的分析。

（A）关于支出额和收入额的总的资料如下：






每户的收支情况（单位卢布）



	　
	每户男女人口
	总收入
	总支出
	纯收入
	货币收入
	货币支出
	差额
	债款
	欠缴税款



	（1）
	4.08
	118.10
	109.08
	9.02
	64.57
	62.29
	＋2.28
	5.83
	16.58



	（2）
	4.94
	178.12
	174.26
	3.86
	73.75
	80.99
	－7.24
	11.16
	8.97



	（3）
	8.23
	429.72
	379.17
	50.55
	196.72
	165.22
	＋31.50
	13.73
	5.93



	（4）
	13.00
	753.19
	632.36
	120.83
	318.85
	262.23
	＋56.62
	13.67
	2.22



	（5）
	14.20
	978.66
	937.30
	41.36
	398.48
	439.86
	－41.38
	42.00
	－



	（6）
	16.00
	1766.79
	1593.77
	173.02
	1047.26
	959.20
	＋88.06
	210.00
	6



	　
	8.27
	491.44
	443.00
	48.44
	235.53
	217.70
	＋17.83
	28.60
	7.74







可见，各类农户家庭收支额的差别是很大的；即使撇开两极的两类农户不谈，（5）类的家庭收支额还要大于（2）类四倍多，而（5）类的家庭成员比（2）类却多不到两倍。

我们来看支出的分配情况 
［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把一切“用于饮食以外的个人需要和经营需要的支出”同饲养牲畜的支出分开，而且在前一项中，如照明支出和租地支出是列在一起的。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则把个人
 消费同经营消费（“生产消费”）分开，而把用于焦油、绳索、钉马掌、修理建筑物、农具、马具、雇工、计件工、牧人、租地，以及饲养牲畜和家禽等项的支出归入后一项。］

 ：






每一农户平均支出额



	　
	饮食
	其他个人消费
	经营
	各种赋税
	总数



	卢布
	百分数
	卢布
	百分数
	卢布
	百分数
	卢布
	百分数
	卢布
	百分数



	（1）
	60.98
	55.89
	17.51
	16.05
	15.12
	13.87
	15.47
	14.19
	109.08
	100



	（2）
	80.98
	46.47
	17.19
	9.87
	58.32
	33.46
	17.77
	10.20
	174.26
	100



	（3）
	181.11
	47.77
	44.62
	11.77
	121.42
	32.02
	32.02
	8.44
	379.17
	100



	（4）
	283.65
	44.86
	76.77
	12.14
	222.39
	35.17
	49.55
	7.83
	632.36
	100



	（5）
	373.81
	39.88
	147.83
	15.77
	347.76
	37.12
	67.90
	7.23
	937.30
	100



	（6）
	447.83
	28.10
	82.76
	5.19
	976.84
	61.29
	86.34
	5.42
	1593.77
	100



	　
	180.75
	40.80
	47.30
	10.68
	180.60
	40.77
	34.35
	7.75
	443.00
	100







只要看一看每类农户的经营支出在其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就可以知道在我们面前既出现了无产者，也出现了 业主
 ，因为（1）类的经营支出只占全部支出的14％，而（6）类则占61％。至于经营支出绝对数字的差别就不用说了。这项支出不仅在无马的农民那里，就是在有1匹马的农民那里也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有1匹马的“业主”非常类似通常（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类型的有份地的雇农和日工。同时我们还要指出，饮食支出的 百分数
 也有极大的差别（（1）类几乎大于（6）类1倍）：大家知道，这一方面百分数高就是证明生活水平低，并构成 业主
 和 工人
 家庭收支之间最明显的区别。

现在我们来看看各项收入 
［注：“往年结余”包括粮食（实物）和货币；这里指的是总额，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实物和货币的总支出和总收入。4项“副业”是照抄《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的标题，除此以外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并没有提供任何
 有关“副业”的资料。应当指出，（5）类的马车运输显然应该归入工业企业，因为在这一类中有两个业主从马车运输中各收入250卢布，而且其中的一个还雇有雇农。］

 ：





	　
	每户的平均收入
	各项“副业”收入



	农业
[44]


	“副业”
	往年结余
	
共　　计

	“个人副业”
	“马车运输”
	“工业作坊和企业”
	“其他收入”



	（1）
	57.11
	59.04
	1.95
	118.10
	36.75
	—
	—
	22.29



	（2）
	127.69
	49.22
	1.21
	178.12
	35.08
	6
	2.08
	6.06



	（3）
	287.40
	108.21
	34.11
	429.72
	64.59
	17.65
	14.41
	11.56



	（4）
	496.52
	146.67
	110
	753.19
	48.77
	22.22
	48.88
	26.80



	（5）
	698.06
	247.60
	33
	978.66
	112
	100
	35
	0.60



	（6）
	698.39
	975.20
	93.20
	1766.79
	146
	34
	754.40
	40.80



	　
	292.74
	164.67
	34.03
	491.44
	59.09
	19.36
	70.75
	15.47







可见，两极的两类农户即无马的无产者和农村企业主的“副业”收入，超过了农业的总收入。显然，下等农户的“个人副业”主要是指雇佣劳动，而“其他收入”则很大部分指 出租土地的收入
 。在“耕作者业主”总数中甚至包括出租土地的收入稍少于有时还多于农业总收入的农户：例如，一个无马户的农业总收入为61.9卢布，而出租土地的收入为40卢布；另一个无马户的农业收入为31.9卢布，而出租土地的收入为40卢布。同时决不应该忘记，出租土地或当雇农的收入是完全用于“农民”的个人需要的，而农业总收入则必须扣除农业经营方面的支出。在扣除这部分支出以后，无马户的农业纯收入为41.99卢布，“副业”收入为59.04卢布；有1匹马的农户的农业纯收入为69.37卢布，“副业”收入为49.22卢布。仅就这些数字作一比较便可看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有份地的农业工人，他们靠份地来弥补一部分生活费用的开支（并且因而降低了工资）。把这种类型的农民同 业主
 （耕作者和从事副业者）混合在一起，就是不可容忍地违反了科学研究的一切要求。

在农村另一极，我们所看到的正是把工商业业务同独立的农业经营结合起来的 业主
 ，这些工商业业务给他们带来数达几百卢布的可观收入（在现有的生活水平下）。由于“个人副业”这一项目十分不明确，使我们看不出上等户和下等户在这方面的差别，但这些“个人副业”的收入额也已经表明这种差别是多么大了（我们提醒一点，在沃罗涅日统计资料的“个人副业”项目中，还可能包括行乞，当雇农，任管家、经理，以及其他等等）。

就纯收入额来看，无马者和有1匹马者也很突出，他们在货币收支方面只有极可怜的一点“结余”（1—2卢布），甚至还有亏空。这些农民的资财并不多于、也许还少于雇佣工人的资财。从有2匹马的农户开始，我们才看到一点纯收入和几十个卢布的结余（没有这些钱就根本谈不上较为正常地经营农业）。富裕农户的纯收入所达到的数额（120—170卢布），使他们同俄国工人阶级的一般水平截然不同。 
［注：看起来（5）类似乎是一种例外，它有很大一笔亏空（41卢布），虽然它用债款弥补了。这是因为这一类所包括的5户中有3户办了喜事，花了200卢布（5户共亏空206卢布90戈比）。因此，这一类除饮食以外的个人消费支出，高达每一男女人口10卢布41戈比，而其他各类，包括（6）类的富裕户在内，这项支出都没有达到6卢布。因此这项亏空按其性质来说是与贫苦农民的亏空完全相反的。这项亏空之所以造成，并非由于不能满足最低的需求，而是由于把需求提高到与本年度收入不相称的地步。］



显而易见，把工人和业主加在一起并得出“平均的”家庭收支额，就构成下列“中等富裕生活”和“中等”纯收入的情况：收入491卢布，支出443卢布，结余48卢布，其中有现金18卢布。但是这种平均数完全是虚假的。它只是掩盖了下层农民群众（（1）类和（2）类，即66份家庭收支表中的30份）的赤贫真相，这类农民收入微薄（每户 总
 收入为120—180卢布），收支不能相抵，主要靠当雇农和当日工来维持生活。

精确地计算货币和实物的收入和支出，使我们能够确定农民分化同 市场
 的关系，因为对市场来说，只有货币收入和货币支出才是重要的。各类农户的货币收支额在收支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如下：






货币收支额占收支总额的百分数



	　
	支出
	收入



	⑴
	57.10
	54.6



	⑵
	46.47
	41.4



	⑶
	43.57
	45.7



	⑷
	41.47
	42.3



	⑸
	46.93
	40.8



	⑹
	60.18
	59.2



	　
	49.14
	47.9







因此我们看到，货币收入和货币支出的百分数（特别有规律的是支出的百分数），是 从中间各类农户向两极
 逐渐增大的。无马户和多马户的经济所具有的商业性最为明显，这说明双方都主要是依靠出卖商品过活，只不过一方的商品是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的商品则是靠大量使用雇佣劳动（我们就会看到）为销售而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就是采取资本形式的产品。换句话说，这些家庭收支表也向我们表明， 农民的分化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
 ，一方面使农民沦为雇农，另一方面又使农民变成小商品生产者，变成小资产者。

从这些资料中得出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结论是， 所有各类农民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商业性经济
 ，均依赖市场，因为 在任何地方
 ，收入或支出的货币额都不下于40％。这个百分数应当承认是很高的，因为这里说的是小农的总收入，其中甚至包括牲畜饲养费用，即禾秸、谷糠等等的费用。 
［注：饲养牲畜的支出差不多全部都是实物：所有66户用于这方面的支出为6316.21卢布，货币支出仅占1535.2卢布，其中1102.5卢布
 是由一户显然为了搞工业养了20匹马的企业主
 支出的。］

 显而易见，就是连中部黑土地带（一般说来，这里的货币经济同工业区和草原边疆地区比较起来，是较不发达的）的农民，没有买卖也绝对不能生存，他们已经完全依赖市场，依赖 货币权力
 了。至于这一事实的意义有多么重大，以及我国民粹派由于对一去不复返的自然经济深表赞许，而极力抹杀这一事实所犯的错误 
［注：在讨论低粮价的意义
[45]

 时（1897年），尤其经常发生这种错误。］

 有多么严重，就不用说了。在现代社会里，不卖便不能生活，因而一切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只会引起生产者状况的恶化。马克思在谈到农民时说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缺点……在这里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充分所产生的缺点是一回事。农民变成了商人和产业家，但没有具备那些让他能够把自己的产品作为商品来进行生产的条件。”（《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46页，俄译本第671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5页。——编者注］



应当指出，收支资料完全推翻了一个目前还相当流行的观点，即认为赋税在商品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毫无疑问，货币代役租和赋税曾经是交换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现在，商品经济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因而赋税的 上述
 意义就远远退到了次要地位。把各种赋税的支出同农民全部货币支出比较一下，可以得出以下比例：15.8％（各类依次是：（1）类为24.8％；（2）类为21.9％；（3）类为19.3％；（4）类为18.8％；（5）类为15.4％；（6）类为9.0％）。可见，赋税的最大支出是农民在现今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必要的其他货币支出的1/3。如果我们谈的不是赋税在交换发展中的作用，而是赋税同收入的比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比例是极高的。改革前时代的传统如何沉重地压在现在的农民身上，这可以从现存的赋税吞掉了小农甚至有份地的雇农总支出的1/7这一点极明显地看出来。除此以外，赋税在村社内部的分配也是极不均衡的：农民愈富裕，则赋税在其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就愈小。无马户所纳的税同自己的收入比较起来，几乎是多马户的3倍（见上面的支出分配表）。我们所以说赋税在村社内部的分配，是因为如果计算每俄亩份地的各种赋税额，那么它们差不多是平均的。作了上述一切说明以后，我们对这种不均衡现象就不应当感到惊奇；只要我国村社还保存着强制的课税性质，那么这种不均衡现象在我国村社中就是不可避免的。大家知道，农民是按土地分摊一切赋税的，因为对农民来说，赋税份额和土地份额已融合成了“丁口”这样一个概念。 
［注：参看瓦·奥尔洛夫
 《农民经济》，《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4卷第1编；特里罗果夫
 《村社和赋税》；凯斯勒尔
 《关于俄国农民村社占有制的历史和对它的批判》；瓦·沃·
 《农民村社》（《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所作的俄国经济调查总结》第1卷）。］

 但是我们知道，农民的分化降低了份地在现代农村两极中的作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按份地分摊赋税（同村社的强制性有紧密联系）会使赋税从富裕农民身上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村社（即连环保 
[46]

 和没有放弃土地的权利）对贫苦农民的 害处
 是越来越大了。 
［注：不言而喻，斯托雷平（1906年11月）解散村社
[47]

 给贫苦农民带来更大的害处。这就是俄国式的“发财吧”
[48]

 ：黑帮——富裕农民！尽力掠夺吧，只要你们支撑住摇摇欲坠的专制制度！（第2版注释
 ）］



（B）现在来评述农民的农业，首先引用一下各类农户总的资料：


 


	农户

类

别


	户数


	每户男女

人口


	每户劳力
	有雇农 的

户数


	出租土地

户数


	租种土地

户数


	每户的份地（单位俄亩）


	每户播种面积（单位俄亩）


	每一男女人口的

播种面积

（单位俄亩）


	租地对自有地的

百分数





	自家的
	雇用的
	
共　　计

	自有地
	租地
	
共　　计




	（1）
	12
	4.08
	1
	—
	1
	—
	5
	—
	5.9
	1.48
	—
	1.48
	0.36
	—



	（2）
	18
	4.94
	1
	0.17
	1.17
	3
	3
	5
	7.4
	2.84
	0.58
	3.42
	0.69
	20.5



	（3）
	17
	8.23
	2.17
	0.12
	2.29
	2
	—
	9
	12.7
	5.62
	1.31
	6.93
	0.84
	23.4



	（4）
	9
	13.00
	2.66
	0.22
	2.88
	2
	—
	6
	18.5
	8.73
	2.65
	11.38
	0.87
	30.4



	（5）
	5
	14.20
	3.2
	0.2
	3.4
	1
	—
	5
	22.9
	11.18
	6.92
	18.10
	1.27
	61.9



	（6）
	5
	16.00
	3.2
	1.2
	4.4
	2
	—
	5
	23
	10.50
	10.58
	21.08
	1.32
	100.7



	
共　　计

	66
	8.27
	1.86
	0.21
	2.07
	10
	8
	30
	12.4
	5.32
	2.18
	7.5
	0.91
	41.0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各类农户在出租土地和租种土地方面、在家庭人口和播种面积方面、在雇用雇农以及其他等等方面的比例关系，在家庭收支表中和在上面分析过的大量资料中是完全一致的。不仅如此，就连每类农户的经济的绝对数字也与很多县的数字很相似。下面是家庭收支资料同前面分析过的资料的对比：






	　
	
每　　一　　农　　户
 　①



	无马者
	有1匹马者



	男女人口


	租地（单位俄亩）


	播种面积（单位俄亩）


	牲畜总头数


	男女人口


	租地（单位俄亩）


	播种面积（单位俄亩）


	牲畜总头数





	家庭收支表
	4.1
	—
	1.5
	0.8
	4.9
	0.6
	3.4
	2.6



	沃罗涅日省4县
	4.4
	0.1
	1.4
	0.6
	5.9
	0.7
	3.4
	2.7



	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
	3.9
	0.3
	2.1
	0.5
	4.7
	1.4
	5.0
	1.9



	萨拉托夫省4县
	3.9
	0.4
	1.2
	0.5
	5.1
	1.6
	4.5
	2.3



	萨拉托夫省卡梅申县
	4.2
	0.3
	1.1
	0.6
	5.1
	1.6
	5.0
	2.3



	下诺夫哥罗德省3县
	4.1
	0.2
	1.8
	0.7
	5.2
	1.1
	4.4
	2.4



	奥廖尔省2县
	4.4
	0.1
	？
	0.5
	5.7
	1.0
	？
	2.3







　　 
［注①：沃罗涅日省播种面积资料不是4县的，而只是扎顿斯克1县的。］


由此可见，在上述一切地区，无马农民和有1匹马的农民的状况几乎相同，因而可以认为家庭收支表资料是相当典型的。

现在我们引用一下各类农户的财产、农具和牲畜的资料。





	农户

类

别


	每户财富价值（单位卢布）
	每一男女人口

的 财富

总值（单

位卢布）


	农具和牲畜的

价值（单

位卢布）


	每一俄亩播种面积

所摊到的

农具和牲畜

的价值

（单位卢布）


	每户建筑

物的

数目


	每户所有

牲畜

（折合

成大

牲畜）


	每匹役马

的

价值


	无耕具的

农户

数


	有改良农具的

农户数


	改良农具

的

价值





	建筑物
	农具
	牲畜和家畜


	家具
	衣物
	
共　　计




	（1）
	67.25
	9.73
	16.87
	14.61
	39.73
	148.19
	36.29
	26.60
	18.04
	3.8
	0.8
	—
	8
	—
	—



	（2）
	133.28
	29.03
	62.04
	19.57
	61.78
	305.70
	61.83
	91.07
	26.56
	5.9
	2.6
	27
	—
	—
	—



	（3）
	235.76
	76.35
	145.89
	51.95
	195.43
	705.38
	85.65
	222.24
	32.04
	7.6
	4.9
	37
	—
	—
	—



	（4）
	512.33
	85.10
	368.94
	54.71
	288.73
	1309.81
	100.75
	454.04
	39.86
	10.2
	9.1
	61
	—
	1
	50



	（5）
	495.80
	174.16
	442.06
	81.71
	445.66
	1639.39
	115.45
	616.22
	34.04
	11.4
	12.8
	52
	—
	1
	50



	（6）
	656.20
	273.99
	934.06
	82.04
	489.38
	2435.67
	152.23
	1208.05
	57.30
	13.0
	19.3
	69
	—
	3
	170.3



	
共计

	266.44
	74.90
	212.13
	41.24
	184.62
	779.33
	94.20
	287.03
	38.20
	7.5
	5.8
	52
	8
	5
	270.3







这个表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在上面根据大量资料指出的各类农户在农具和牲畜占有方面的差别。我们在这里看到，各类农户的财产状况全然不同，而且这种不同竟到了连无产农民的马都跟殷实农民的马完全不一样。 
［注：在德国农业文献中有德雷克斯勒尔的专题著作，这些著作载有按土地数量划分的各类土地占有者的牲畜重量
 的资料
[49]

 。这些资料比上述俄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数字更突出地表明，小农的牲畜质量同大农，特别是同地主的牲畜质量相比，是低劣得无可估量的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把这些资料整理出版。（第2版注释
 ）］

 有一匹马的农户的马真正是一种“活的分数”，当然这毕竟不是“四分之一的马”，而是整整“五十二分之二十七的”马！ 
［注：如果把这些家庭收支表中关于各类农户的建筑物，农具和牲畜的价值标准额运用到上述欧俄49省的总结资料中，那就可以看出，1/5的农户所占有的生产资料的数量比其他所有农户占有的要大得多。］

 
[50]



其次，我们来看一看经营支出组成的资料 
［注：饲养牲畜的支出主要是实物，而其他各项经营支出则大部分是货币。］

 ：


 

每户的各项经营支出（单位卢布）



	　
	　
	补充和修缮┏━━━━━┻━━━━━┓


	　
	　
	　
	　
	　



	农户类别
	雇用牧人和杂支
	建筑物
	农具和牲畜
	
共　　计

	租地
	雇用工人和计件工
	总计
	饲养牲畜
	
共　　计




	（1）
	0.52
	2.63
	0.08
	2.71
	0.25
	3.52
	7.00
	8.12
	15.12



	（2）
	2.94
	4.59
	5.36
	9.95
	6.25
	2.48
	21.62
	36.70
	58.32



	（3）
	5.73
	14.38
	8.78
	23.16
	17.41
	3.91
	50.21
	71.21
	121.42



	（4）
	12.01
	18.22
	9.70
	27.92
	49.32
	6.11
	95.36
	127.03
	222.39



	（5）
	19.32
	13.60
	30.80
	44.40
	102.60
	8.20
	174.52
	173.24
	347.76



	（6）
	51.42
	56.00
	75.80
	131.80
	194.35
	89.20
	466.77
	510.07
	976.84



	
共计

	
9.37

	
13.19

	
13.14

	
26.33

	
35.45

	
10.54

	
81.69

	
98.91

	
180.60








这些资料是很有说服力的。它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不仅无马的农民，就是有1匹马的农民，“经济”都小得可怜。因此，通常把这些农民同为数不多但实力雄厚的农民合在一起考察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后者用于经营的开支达数百卢布，他们有可能改良农具，雇用“工人”，大量“购买”土地，每年用50—100—200卢布来租种土地。 
［注：卡雷舍夫先生的“租地理论”在这种“善于经营的农夫”看来是多么可爱，它要求延长租期、降低地租、补偿改良费用等等，而这些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我们顺便指出，无马的农民在“雇用工人和计件工”方面的支出所以较高，大概是因为统计人员在这一项中把下列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了：一种是雇用使用雇主的农具和牲畜来干活的工人，即雇用雇农和日工；另一种是雇用使用自己的农具和牲畜为雇主耕种土地的邻居业主。这两种“雇用”形式按其意义来说是截然不同的，必须加以严格的区别，例如瓦·奥尔洛夫就是这样做的（见《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6卷第1编）。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农业收入的资料。可惜，这些资料在《汇编》中研究得很不够（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些资料数量不多）。例如，没有研究单位面积产量的问题，没有关于每种产品的销售及销售条件的说明。因此我们只能列出下面这一简略的表：






	农户

类

别


	
农　业　的　收　入（单位卢布）




	总　　额
	货　币　收　入
	　



	每一农户
	每一男女人口
	每一农户
	占全部农业收入的百分数


	每一农户的副业收入





	（1）
	57.11
	13.98
	5.53
	9.68
	59.04



	（2）
	127.69
	25.82
	23.69
	18.55
	49.22



	（3）
	287.40
	34.88
	54.40
	18.93
	108.21



	（4）
	496.52
	38.19
	91.63
	18.45
	146.67



	（5）
	698.06
	49.16
	133.88
	19.17
	247.60



	（6）
	698.39
	43.65
	42.06
	6.02
	975.20



	　
	292.74
	35.38
	47.31
	16.16
	164.67







这张表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一种完全例外的现象：上等户在农业方面的货币收入的百分数很低，虽然他们的播种面积很大。这样看来，最大的农业大概是一种最大的自然经济农业了。进一步考察这一表面上的例外现象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说明农业同企业性“副业”的联系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副业在多马业主的家庭收支中的意义特别大。就上面考察过的资料看来，这一地区的农民资产阶级特别典型的倾向，是力求把农业同工商企业结合起来 
［注：在12户无马的农户中，没有1户有工业作坊和工业企业的收入；在18户有1匹马的农户中只有1户；在17户有2匹马的农户中有2户；在9户有3匹马的农户中有3户；在5户有4匹马的农户中有2户；在5户有4匹马以上的农户中有4户。］

 。不难看出，第一，把这种业主同纯粹的耕作者相提并论是不正确的；第二，在这种条件下，农业往往只不过看起来是自然经济的。当农产品技术加工（磨粉、榨油、制马铃薯淀粉、酿酒和其他生产）同农业结合在一起时，这种经营的货币收入就不能算作农业收入，而只能算作工业作坊的收入。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将是商业性的，而不是自然经济的。对下面一种农户也必须这样说，这种农户把大量农产品以实物形式用来供养雇农和饲养马匹，而这些雇农和马匹是某种工业企业使用的（如邮政运输）。我们在上等户中所看到的也正是这种农户（科罗托亚克县第1号家庭收支表。全家18口人，有4个本户劳力，5个雇农，20匹马；农业收入为1294卢布，几乎全部是实物收入，工业企业收入为2675卢布。为了求得总“平均数”，也把这种“自然经济的农户”同无马的农户和有1匹马的农户算在一起了）。从这一实例中我们又一次看到，按农业的规模和种类分类同按“副业”的规模和种类分类结合起来是多么重要。

（C）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关农民生活水平的资料。《汇编》中所指出的花在饮食项内的实物支出并不完全。我们只选出主要的两项：农产品和肉类 
［注：这一术语包括《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的下列各栏：牛肉、羊肉、猪肉、猪油。把其他各种粮食折成黑麦，是根据下诺夫哥罗德省统计人员所采用的扬松的《俄国与西欧各国的比较统计学》中的标准（见戈尔巴托夫县的《土地估价材料》。折算的根据是蛋白质含量的百分数）。］

 。






	农户

类

别


	每一男女人口的支出



	各种粮食
	各种粮食折成黑麦（单位普特）



	黑麦粉（单位俄斗）


	大麦粉和小米粉

（单位普特）


	小米和荞麦（单位俄斗）


	小麦粉和上等小麦粉

（单位俄斤）


	马铃薯（单位俄斗）


	黑麦和小麦


	其他粮食


	总计
	肉类（单位普特）





	（1）
	13.12
	0.12
	1.92
	3.49
	13.14
	13.2
	4.2
	17.4
	0.59



	（2）
	13.21
	0.32
	2.13
	3.39
	6.31
	13.4
	3.0
	16.4
	0.49



	（3）
	19.58
	0.27
	2.17
	5.41
	8.30
	19.7
	3.5
	23.2
	1.18



	（4）
	18.85
	1.02
	2.93
	1.32
	6.43
	18.6
	4.2
	22.8
	1.29



	（5）
	20.84
	—
	2.65
	4.57
	10.42
	20.9
	4.2
	25.1
	1.79



	（6）
	21.90
	—
	4.91
	6.25
	3.90
	22.0
	4.2
	26.2
	1.79



	　
	18.27
	0.35
	2.77
	4.05
	7.64
	18.4
	3.8
	22.2
	1.21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我们把无马的农民和有1匹马的农民算在一起同其他谷类农民相对比是正确的。上述两类农民的特点就是饮食不足和饮食质量恶化（马铃薯）。有1匹马的农民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无马的农民吃的还坏。就连这个问题上的总“平均数”也完全是虚假的，它用殷实农民饮食充足的情况把农民群众饮食不足的情况掩盖起来了，殷实农民所消费的农产品几乎比贫苦农民多50％，所消费的肉类比贫苦农民多两倍 
［注：即使从下述片断的资料中也可以看出，农村中农民消费的肉类要比城里人少到什么程度。1900年，莫斯科全市屠宰场所杀的牲畜有400万普特左右，总价值为18986714卢布59戈比（1901年《莫斯科新闻》
[51]

 第55号）。平均每一男女人口每年约合4普特或18卢布。（第2版注释
 ）］

 。

为了把有关农民饮食的其余各种资料加以比较，必须把一切产品按其价值折成卢布：






每一口人的支出（单位卢布）



	货币支出



	农户类别


	各种面粉和米粮
	蔬菜、植物油和水果
	马铃薯
	农产品总额
	畜产品总额②
	买来的食品总额③
	各种食品总额
	其中的货币支出额
	农产品的支出额
	畜产品的支出额



	（1）
	6.62
	1.55
	1.62
	9.79
	3.71
	1.43
	14.93
	5.72
	3.58
	0.71



	（2）
	7.10
	1.49
	0.71
	9.30
	5.28
	1.79
	16.37
	4.76
	2.55
	0.42



	（3）
	9.67
	1.78
	1.07
	12.52
	7.04
	2.43
	21.99
	4.44
	1.42
	0.59



	（4）
	10.45
	1.34
	0.85
	12.64
	6.85
	2.32
	21.81
	3.27
	0.92
	0.03



	（5）
	10.75
	3.05
	1.03
	14.83
	8.79
	2.70
	26.32
	4.76
	2.06
	—



	（6）
	12.70
	1.93
	0.57
	15.20
	6.37
	6.41
	27.98
	8.63
	1.47
	0.75



	　
	9.73
	1.80
	0.94
	12.47
	6.54
	2.83
	21.84
	5.01
	1.78
	0.40







　　 
［注②：牛肉、猪肉、猪油、羊肉、牛油、乳制品、鸡和鸡蛋等。］



［注③：盐、咸鱼、鲜鱼、鲱鱼、伏特加酒、啤酒、茶叶和沙糖等。］



可见，农民饮食的总的资料证实了上述的论断。农民清楚地分为3类：下等户（无马者和有1匹马者）、中等户（有2匹马者和有3匹马者）和饮食几乎超过下等户一倍的上等户。总“平均数”则抹掉了两极的两类农户。用于食物的 货币
 支出，无论就其绝对量或相对量来说，最多的总是两极的两类农户，即农村无产者和农村资产阶级。前者比中等农户 消费得少，但购买得多
 ，他们购买的都是他们所缺乏的最必需的农产品。后者所以购买得多，是因为他们消费得多，特别是扩大了非农产品的消费。把两极的这两类农户作一对比，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个人消费品市场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注：在农产品的货币支出中，占首位的是购买黑麦（主要是贫苦农民购买），其次是购买蔬菜。每一男女人口用于疏菜的支出额为85戈比（各类的情况是：从（2
 ）类
 的56戈比到（5
 ）类
 的1卢布31戈比），其中的货币支出额为47戈比。这一有趣的事实向我们表明，就是在农村居民中（更不用说在城市居民中了），商业性农业形式之一的蔬菜业的产品市场也正在形成。在植物油的支出中，有2/3是实物；这就是说，家庭生产和原始手艺在这方面还占优势。］

 。

个人消费的其他各项支出如下：






每一男女人口的支出（单位卢布）



	农户类别


	家庭用具和衣物


	燃料（禾秸）


	衣服和靴鞋
	照明
	其他家庭必需品


	除饮食外个人消费总额


	其中货币支出额


	饮食和其他个人消费总额


	其中货币支出额





	（1）
	9.73
	0.95
	1.46
	0.23
	1.64
	4.28
	3.87
	19.21
	9.59



	（2）
	12.38
	0.52
	1.33
	0.25
	1.39
	3.49
	3.08
	19.86
	7.84



	（3）
	23.73
	0.54
	2.47
	0.22
	2.19
	5.42
	4.87
	27.41
	9.31



	（4）
	22.21
	0.58
	1.71
	0.17
	3.44
	5.90
	5.24
	27.71
	8.51



	（5）
	31.39
	1.73
	4.64
	0.26
	3.78
	10.41
	8.93
	36.73
	13.69



	（6）
	30.58
	1.75
	1.75
	0.21
	1.46
	5.17
	3.10
	33.15
	11.73



	　
	22.31
	0.91
	2.20
	0.22
	2.38
	5.71
	4.86
	27.55
	9.87







按每一男女人口来计算这些支出并不总是正确的，因为例如燃料、照明和家用什物等的费用并不同家庭人数成正比。

这些资料也表明农民（按生活水平的高低）分成不同的3类。这里显示了这样一个有意义的特点：全部个人消费支出的货币部分最多的是 下等
 户（（ 1
 ） 类
 的货币支出占其总支出的一半左右），而上等户的货币支出没有增加，仅占其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怎么才能使这种情况同上述两极两类农户的货币支出都增加的事实协调起来呢？显然，上等户的 货币
 支出主要用于 生产消费
 （经营支出），下等户则主要用于 个人消费
 。下面就是关于这方面的确切资料：





	农户类别


	每一农户的货币支出额（单位卢布）
	每一农户的货币支出额的百分数
	下面两项支出中货币部分所占的百分数





	用于个人消费
	用于经营
	缴纳各种赋税
	
共　　计

	用于个人消费
	用于经营
	缴纳各种赋税
	
共　　计

	个人消费
	经营



	（1）
	39.16
	7.66
	15.47
	62.29
	62.9
	12.3
	24.8
	100
	49.8
	50.6



	（2）
	38.89
	24.32
	17.77
	80.98
	48.0
	30.0
	22.0
	100
	39.6
	41.7



	（3）
	76.79
	56.35
	32.02
	165.16
	46.5
	34.1
	19.4
	100
	34.0
	46.4



	（4）
	110.60
	102.07
	49.55
	262.22
	42.2
	39.0
	18.8
	100
	30.7
	45.8



	（5）
	190.84
	181.12
	67.90
	439.86
	43.4
	41.2
	15.4
	100
	38.0
	52.0



	（6）
	187.83
	687.03
	84.34
	959.20
	19.6
	71.6
	8.8
	100
	35.4
	70.3



	　
	81.27
	102.23
	34.20
	217.70
	37.3
	46.9
	15.8
	100
	35.6
	56.6







因此，农民变为农村无产阶级，建立了以消费品为主的市场，而农民变为农村资产阶级，则建立了以生产资料为主的市场。换句话说，我们看到，在下等“农户”中，劳动力变成了商品，而在上等农户中，生产资料变成了资本。这两种变化恰恰产生了国内市场的建立过程，而这个过程已为适用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个理论所确定。正因为如此，弗·恩格斯在谈到1891年的饥荒时写道，饥荒意味着 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建立
 
[52]

 ，——这一原理在民粹派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他们把农民的破产仅仅看作是“人民生产”的衰落，而不看作是宗法式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化。

尼·—逊先生写了整整一部书来论述国内市场，但是他并没有觉察到农民分化引起国内市场建立的过程。他在《我国国家收入增长的原因何在？》（1896年2月《新言论》 
[53]

 第5期）一文中，对这一问题发表了如下的议论：美国工人的收入表说明，收入愈低，用于饮食的支出就相对地愈多。因此，如果饮食的消费减少，则其他各种产品的消费就会减少得更多。而在俄国，如果粮食和伏特加酒的消费减少，那就是说，其他各种产品的消费也减少；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农民殷实“阶层”（第70页）的较多的消费，完全被群众消费的降低所抵消。这种议论有三个错误：第一，尼·—逊先生用工人顶替农民，是跳过了问题，而我们所谈的恰恰是工人和 业主的形成
 过程；第二，尼·—逊先生用工人顶替农民，就把一切消费都归结为个人消费而忘记了生产消费，忘记了生产资料的市场；第三，尼·—逊先生忘记了，农民的分化过程同时也是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的过程，因而市场的建立，可以不靠消费的增加，而靠实物消费（即使是较多的）转变为货币消费或支付消费（即使是较少的）。我们刚才看到，就个人消费品来说，无马的农民比中等农民消费得少些，但他们却购买得多些。他们愈来愈穷，但同时他们收入和支出的货币却愈来愈多，而过程的这两个方面正是资本主义所必需的。 
［注：这个事实初看起来似乎很古怪，实际上却是与现实生活中到处可以遇到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完全符合的。因此，细心的农村生活观察者，不管理论如何，都能看出这一事实。恩格尔哈特在谈到富农和商人等时说道：“要开展他们的活动，重要的是要农民贫困……要农民获得很多的货币。”（《农村来信》第493页）恩格尔哈特对“结实的〈原文如此！！〉农民生活”（同上）的赞许，有时也并不阻碍他揭露声名狼藉的村社内部一些最深刻的矛盾。］



最后，我们利用家庭收支资料来比较一下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生活水平。我们不按每一口人而按每一成年劳力来计算个人消费量（按上述汇编中下诺夫哥罗德省统计人员所用的标准），我们可得到下表：






每一成年劳力的消费表



	农户类别


	消费的产品
	支出（单位卢布）



	黑麦粉（单位俄斗）


	大麦粉和小米粉

（单位普特）


	小米和荞麦（单位俄斗）


	小麦粉和上等小麦粉

（单位俄斤）


	马铃薯（单位俄斗）


	全部农产品折成黑麦

的总数


	肉类（单位普特）


	饮食
	其他个人

消费


	
共　　计




	（1）
	17.3
	0.1
	2.5
	4.7
	17.4
	23.08
	0.8
	19.7
	5.6
	25.3



	（2）
	18.5
	0.2
	2.9
	4.7
	8.7
	22.89
	0.7
	22.7
	4.8
	27.5



	（3）
	26.5
	0.3
	3.0
	7.3
	12.2
	31.26
	1.5
	29.6
	7.3
	36.9



	（4）
	26.2
	1.4
	4.3
	2.0
	9.0
	32.21
	1.8
	30.7
	8.3
	39.0



	（5）
	27.4
	—
	3.4
	6.0
	13.6
	32.88
	2.3
	32.4
	13.9
	46.3



	（6）
	30.8
	—
	6.9
	8.5
	5.5
	36.88
	2.5
	39.3
	7.2
	46.5



	　
	24.9
	0.5
	3.7
	5.5
	10.4
	33.78
	1.4
	29.1
	7.8
	36.9







为了把农业工人生活水平的资料同本表资料相比较，第一，我们可以取劳动的平均价格。沃罗涅日省一个全年雇农在10年中（1881—1891年）的平均工资为57卢布，加上生活费共为99卢布 
［注：《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1892年圣彼得堡农业司版第5编谢·亚·柯罗连科《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

 ，就是说生活费为42卢布。有份地的雇农和日工（无马的和有1匹马的农民）的个人消费量低于这一水平。无马的“农户”（以全家4口人计算）全家生活费总额仅为78卢布；有1匹马的“农户”（以全家5口人计算）全家生活费总额为98卢布，即 低于雇农的生活费
 。（我们从无马的和有1匹马的农户的家庭收支表中减去了用于经营和各种赋税的支出，因为这一地区的份地租价并不低于各种赋税。）不出所料，被束缚在份地上的工人的生活状况，比那些摆脱了这种束缚的工人的生活状况要坏些（更不用说份地的束缚在多大程度上发展了盘剥和人身依附的关系了）。雇农的货币支出比有1匹马的农民和无马的农民用于个人消费的货币支出要高得多。因此，份地的束缚阻碍着国内市场的发展。

第二，我们可以利用关于雇农消费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我们且拿《奥廖尔省统计资料汇编》中关于卡拉切夫县的资料（1892年版第5卷第2编）来看，这些资料的根据是有关158件雇农的事例 
［注：奥廖尔省和沃罗涅日省的条件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我们就要看到，这里所引证的都是一般资料。我们并没有采用上述谢·亚·柯罗连科著作中的资料（见马雷斯先生的文章对这些资料所作的对比：《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第1卷第11页），因为连作者本人也承认，供给这些资料的地主先生们有时是“自我陶醉了”……］

 。把月口粮折成年口粮，情况如下：






	　
	奥廖尔省雇农的生活费
	　
	沃罗涅日省“农民”的生活费



	　
	最低
	最高
	平均
	　
	有1匹马者
	无马者
	　



	黑麦粉（单位普特）
	15.0
	24.0
	21.6
	　
	8.5
	17.3
	　



	米粮（单位普特）
	4.5
	9.0
	5.25
	

{


	2.9
	2.5
	

}





	小米（单位普特）
	1.5
	1.5
	1.5
	＋4.8俄斤小麦粉
	4.9



	马铃薯（单位俄斗）
	18.0
	48.0
	26.9
	　
	8.7
	17.4
	　



	全部折成黑麦②
	22.9
	41.1
	31.8
	　
	22.8
	23.0
	　



	动物油（单位俄斤）
	24.0
	48.0
	33.0
	　
	28.0
	32.0
	　



	全年饮食的价值（单位卢布）
	—
	—
	40.5
	　
	27.5
	25.3
	　









［注②：按上述方法计算的。］




因此，就生活水平来说，有1匹马的农民和无马的农民并 不高于雇农
 ，甚至反而接近于雇农的最低生活水平。

因此，在观察了下等农户的资料后，可以得出如下的总的结论：不论就下等农户同把下层农民排挤出耕作业的其他各类农户的关系来说，就其只能维持全家一部分生活支出的经营规模来说，就其生活资料的来源（出卖劳动力）来说，或者最后，就其生活水平来说，这类农户都应该算作 有份地的雇农和日工
 。 
［注：民粹派可能从我们对雇农和下等农户生活水平的高低所作的对比中得出结论说，我们“主张”农民失去土地等等。这样的结论是错误的。根据以上所述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我们“主张”取消对农民自由支配土地、放弃份地和退出村社等权利的一切限制。至于当一个有份地的雇农有利，还是当一个没有份地的雇农有利，只有农民自己才能判断。因此，类似的各种限制，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由于民粹派维护这些限制，他们就变成了我国大地主利益的奴仆。］



在结束阐述关于农民家庭收支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时，我们不能不分析一下舍尔比纳先生在整理家庭收支资料时所使用的那些方法，因为他既是《泽姆良斯克县、扎顿斯克县、科罗托亚克县和下杰维茨克县农民占有土地的估价资料汇编》的编者，又是《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这部名著中（第2卷）关于农民家庭收支状况一文的作者。不知舍尔比纳先生出于什么用意竟在《汇编》中宣称他应用的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卡·马克思”的理论（第111页）；事实上他根本歪曲了这个理论，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差别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混为一谈（同上），毫无意义地把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术语和范畴搬到农民耕作业上去（散见各处），等等。舍尔比纳先生对家庭收支资料的全部整理工作，就是一味地和令人难以想象地滥用“平均数”。所有的估价资料都是谈的“平均”农民。为4县算出的土地收入却用农户数去除（请大家回忆一下，无马户一家的这项收入为60卢布左右，而富裕户则为700卢布左右）。算出了“每户的”“不变资本量”（原文如此！！？）（第114页），即全部财产的价值，算出了农具和牲畜的“平均”价值，也算出了工商企业的平均价值（原文如此！）为每户15卢布。舍尔比纳先生忽视了这些企业是少数富裕农户的私有财产这样一件小事，竟把这些企业用总户数“平均”地除了一下！算出了租地的“平均”支出（第118页），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1匹马的农户这项支出是6卢布，而富裕农户是100—200卢布。所有这些都加在一起，然后除以农户数。甚至还算出了用于“资本修理”的“平均”支出（同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只有天知道。如果这是指农具和牲畜的补充和修理，那么我们在上面已经引证了下列数字：每一无马户的这项支出为 8（八）戈比
 ，而每一富裕户则为 75卢布
 。如果我们把这两种“农民经济”加在一起，再除以被加的总数，那我们就会得出舍尔比纳先生早在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1887年版第2卷第2编）中就已发明并在后来何等有声有色地应用的“平均需求规律”，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而根据这一“规律”便不难得出如下的结论：“农民满足的并不是最低需求，而是平均水平的需求”（第123页和其他许多页）；农民经济显示出是一种特殊的“发展类型”（第100页），等等。我们已经熟悉的按份地分类法，就是对这种把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拉平”的简单方法的补充。假如我们把这种分类法用到家庭收支资料上去，我们就会把下列两个农民（都属于每家有15—25俄亩份地的多份地那一等的）归入一类，其中一个出租了份地（计23.5俄亩）的一半，播种1.3俄亩，主要靠“个人副业”过活（真是奇怪，这是多么好听呵！），男女10口人的收入为190卢布（科罗托亚克县第10号家庭收支表）；另一个租入土地14.7俄亩，播种23.7俄亩，雇有雇农，男女10口人的收入为1400卢布（扎顿斯克县第2号家庭收支表）。如果我们把雇农和日工的经济同雇有工人的农民的经济加在一起，再除以被加的总数，我们就得到一种特殊的“发展类型”，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只要始终一律使用农民经济的“平均数”资料，那么一切关于农民分化的“错误思想”就都一概根除了。舍尔比纳先生正是这样做的，他在《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一书的文章中，大量地应用了这种方法。这是计算全俄农民家庭收支的一个了不起的尝试：统统使用同样的经过考验的“平均数”来计算。未来的俄国经济文献史家将惊讶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民粹派的成见竟使人们忘记了经济统计的最起码要求，即一定要把业主和雇佣工人严格地区分开来，不管他们被怎样的土地占有形式结合在一起，也不管他们之间的过渡类型是怎样的繁多和庞杂。





十三　第二章的结论

我们把由上面考察过的资料中得出的最主要论点简述如下。

（1）现代俄国农民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商品经济。甚至在中部农业地带（这个地带与东南边疆地区或各工业省相比，在这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农民也完全受市场的支配，他们不论在个人消费方面或者在自己的经营方面都为市场所左右，至于赋税那就更不用说了。

（2）农民（种地的和村社的）中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构向我们表明，这里存在着任何商品经济和任何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竞争，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抢租和抢购土地，生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被排挤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受少数人的商业资本和雇佣的剥削。在农民中，没有一种经济现象不具有这种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矛盾形式，也就是没有一种经济现象不表现出利益的斗争和摩擦，不意味着对一些人有利而对另一些人有损。租地、买地和截然对立的两种类型的“副业”是这样，经营的技术进步也是这样。

我们认为，这个结论不仅对俄国资本主义问题，而且对民粹派全部学说的意义问题，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些矛盾向我们清楚地无可辩驳地表明，“村社”农村中的经济关系结构决不是特殊的结构（“人民生产”等等），而是普通的小资产阶级的结构。与我国近半世纪来流行的理论相反，俄国村社农民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抗者，而是资本主义最深厚和最牢固的基地。其所以是最深厚的，是因为正是在这里，在这远离任何“人为的”影响的地方，尽管存在各种排挤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我们却看到“村社”内部资本主义因素在不断形成。其所以是最牢固的，是因为农业，特别是农民，受旧传统即宗法式生活传统的压制非常厉害，因此资本主义的改造作用（生产力的发展，一切社会关系的改变等等）在这里是极其缓慢地和逐渐地表现出来的 
［注：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版第527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1—552页。——编者注）。］

 。

（3）农民中一切经济矛盾的总和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农民的分化。农民自己却用“非农民化” 
［注：1892年《下诺夫哥罗德省的农业概况》。］

 这个名词极其恰当而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意味着旧的宗法式农民的彻底瓦解和新型农村居民的形成。

在阐明这些类型之前，我们要说明一点，在我国的文献中，指出这个过程是很早的，很常见的。例如，瓦西里契柯夫先生曾利用瓦卢耶夫委员会 
[54]

 的报告断定了俄国“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农民等级的崩溃”。（《土地占有制和农业》第1版第1卷第9章）指出这一事实的还有瓦·奥尔洛夫（《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4卷第1编第14页）和其他许多人。然而他们指出的一切都是极零碎的。从未有人试图系统地研究这个现象，因此，尽管有非常丰富的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按户调查资料，但是我们至今所掌握的有关这一现象的说明材料还是不够的。因此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大多数谈到这个问题的著作家，都把农民的分化只看作是财产不平均现象的产生，只看作是一种“分解”，正象所有的民粹派，特别是卡雷舍夫先生所爱讲的那样（见他的《农民的非份地租地》一书和在《俄国财富》 
[55]

 中的文章）。毫无疑问，财产不平均现象的产生是全部过程的起点，但这个过程决不是“分解”一词所能概括的。旧的农民不仅在“分解”，并且在彻底瓦解和消亡，被完全新型的农村居民所排挤。这种新型的农村居民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基础。这些新的类型就是农村资产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即农业中的商品生产者阶级和农业雇佣工人阶级。

极有教益的是：对农业资本主义形成过程的纯理论分析，指出了小生产者的分化是这个过程的重要因素。我们是指《资本论》第3卷中最有意义的几章中的一章，即第47章：《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马克思认为这种地租产生的起点是 工役地租
 （Arbeitsrente） 
［注：在俄译本（第651页及以下各页）中，这个术语被译成“劳动地租”。我们认为我们的译法较正确，因为俄文中有“工役”这个专门用语，意思恰恰是指依附农民为地主做工。］

 ，——“在这个场合，直接生产者以每周的一部分，用实际上或法律上属于他所有的劳动工具（犁、牲口等等）来耕种实际上属于他所有的土地，并以每周的其他几天，无代价地在地主的土地上为地主劳动”（《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23页，俄译本第651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9—890页。——编者注］

 。下一种地租形式是 产品地租
 （Produktenrente）或实物地租，在这种场合，直接生产者在他自己经营的土地上生产全部产品，并以实物形式向地主缴纳全部剩余产品。在这里，生产者变得比较独立，有可能以自己的劳动获得除满足自己必要需求的产品数量以外的某些剩余。［地租的］“这个形式也会使各个直接生产者的经济状况出现更大的差别。至少，这样的可能性已经存在，并且，这些直接生产者获得再去直接剥削别人劳动的手段的可能性也已经存在”（第329页，俄译本第657页） 
［注：同上，第896页。——编者注］

 。所以，早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依附农民的独立性刚开始扩大，他们分化的萌芽就出现了。但是这种萌芽，只有在下一种地租形式即 货币地租
 下才能得到发展，而货币地租是实物地租形式的简单变化。直接生产者向地主缴纳的不是产品，而是这些产品的价格。 
［注：必须严格地区分货币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后者是以农业中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为前提的；前者是以依附农民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地租是扣除了企业主利润后余下的一部分额外价值，而货币地租是农民交给地主的全部剩余产品的价格。俄国货币地租的例子，就是农民交给地主的代役租。毫无疑问，在我国农民的现代赋税中，有一定部分的货币地租。有时候农民租种土地同货币地租很相似，因为付完高额土地租费后留下给农民的，也不过是一点很有限的工资。］

 这种形式的地租的基础还和原来一样：直接生产者仍旧是传统的土地占有者，可是“这种基础已日趋解体”（第330页）。货币地租“要以商业、城市工业、一般商品生产、从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为前提”（第331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8页。——编者注］

 。依附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传统的合乎习惯法的关系，在这里转化为以契约为基础的纯粹的货币关系了。这一方面使旧农民遭受剥夺，另一方面使农民赎回了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自由。“此外，不仅在由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的同时，必然形成一个无产的、为货币而受人雇用的短工阶级，而且甚至在这种转化之前就形成这个阶级。在这个新阶级刚刚产生，还只是偶然出现的时期，在那些境况较佳的有交租义务（rentepflichtigen）的农民中间，必然有那种自己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习惯发展起来……因此，他们积累一定的财产并且本人转化为未来资本家的可能性也就逐渐发展起来。从这些旧式的、亲自劳动的土地占有者中间，也就产生了培植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温床，他们的发展，取决于农村以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32页，俄译本第659—660页） 
［注：同上，第900页。——编者注］



（4）农民的分化减少了中等“农民”而发展着两极的两类农民，形成了两种新型的农村居民。两种类型的共同特征，是经济的商品性即货币性。第一种新的类型是农村资产阶级或富裕农民。这里包括经营各种形式的商业性农业（我们将在第4章描述这些形式中最主要的几种）的独立业主，以及工商企业业主和商业企业业主等等。商业性农业与工商企业相结合，是 这种
 农民特有的一种“农业同手工业相结合”的形式。从这种富裕农民中，正在形成农场主阶级，因为在他们的经济中，为出卖粮食而租种土地（在农业地带）起着巨大的、往往超过份地的作用。这里的经营规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超过本户劳动力可以胜任的程度，所以农村雇农、特别是日工队伍的形成，是富裕农民存在的必要条件。 
［注：应当指出，使用雇佣劳动并不是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必要的标志。在社会经济制度中，存在着我们在前面描述过的（第2点）矛盾时，特别是在大批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时，一切为市场的独立生产都适合于这一概念。］

 这种农民以纯收入形式所获得的闲置货币，或者是用来从事在我国农村中非常发达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或者是在有利的条件下用来购买土地，改善经营等等。总之，这是些小地主。农民资产阶级在数量上说只占全体农民的少数——大概至多占农户的1/5（大约是人口的3/10），而且这个比例在各个不同地区当然变动很大。但是，就他们在整个农民经济中（在农民的生产资料总数中，在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总数中）的意义来说，农民资产阶级是占绝对优势的。他们是现代农村的主人。

（5）另一种新的类型是农村无产阶级，即 有份地的雇佣工人阶级
 。这里包括无产的农民，其中有完全无地的农民，然而，最典型的俄国农村无产阶级是有份地的雇农、日工、小工、建筑工人和其他工人。小块土地上极小规模的经营及其处于完全衰落状态（出租土地就特别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不出卖劳动力（＝无产农民的“副业”）就无法生存，生活水平极其低下，大概还比不上没有份地的工人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这一类型的特征。 
［注：要证明把无产农民列入有份地的雇佣工人阶级是正确的，不仅需要说明是什么样的农民在怎样出卖劳动力，而且还需要说明是什么样的企业主在怎样购买劳动力。这点将在以下几章加以说明。］

 应当列入农村无产阶级的，不下于农户总数的一半（大约等于人口的4/10），即包括全部无马的农民和大部分有1匹马的农民（自然，这只是笼统的大约的计算，在各个地区因地方条件的不同多少会有些变化）。使人认为这么多农民现在已经是农村无产阶级的那些根据，上面已经引证过了。 
［注：康拉德教授认为，德国真正农民的标准是一对役畜（Gespannbauerngüter），见《土地占有制和农业》（1896年莫斯科版）第84—85页。对俄国来说，这个标准倒是应当提高些。在给“农民”这个概念下定义时，康拉德采用的正是那些从事“雇佣劳动”或一般“副业”的人口或农户的百分数（同上）。在实际问题上不能否认是个权威的斯捷布特教授在1882年
 写道：“随着农奴制的崩溃，专门种植谷物的因而主要是俄国中部黑土地带的有自己小经济单位的农民，在大多数场合下已经变成了只是附带从事农业的手艺人、雇农或者日工。”（《关于俄国农业及其缺点和改良方法的论文》1883年莫斯科版第11页）显然，在这里算作手艺人的还有工业中的雇佣工人（建筑工人等等）。不管这样用词是多么不正确，但它在我国著作中，甚至在专门的经济著作中却非常流行。］

 应该补充一点，在我国著作界，人们常常过于死板地理解下面这个理论原理，即资本主义需要自由的、无地的工人。作为基本趋势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资本主义渗入农业特别缓慢，其形式非常繁多。把土地分给农村工人，往往有利于农村业主本身，所以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这种有份地的农村工人。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这种农村工人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英国的茅舍农民（cottager）不是法国或莱茵各省的小块土地农民，而后者又不是普鲁士的贫农和雇农。每一种农村工人都带有特殊的土地制度的痕迹，即特殊的土地关系历史的痕迹，然而这并不妨碍经济学家把他们概括为农业无产阶级这一类型。他们的小块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根据，毫不影响他们这种属性。不论他们对土地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如小块土地农民），还是大地主或贵族领主只把土地交给他们使用，或者是他们作为大俄罗斯农民村社的一员而占有土地，——情况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 
［注：让我们从《政治学辞典》（《土地占有制和农业》1896年莫斯科版）中举出欧洲各种农业雇佣劳动的一些例子。约·康拉德说：“必须把农民的地产与小块土地
 、与‘贫农’或‘菜农’的地块区别开来，因为这些土地的所有者还不得不去寻找份外的活计或外水。”（第83—84页）“在法国，根据1881年的户口调查，有1800万人，即将近人口的一半是以农业为生的，其中有900万左右的地主，500万租地者和对分制佃农，400万主要靠雇佣劳动为生的日工和小土地所有者或租地者……人们认为：法国的农村工人至少75％是有自己的土地的。”（第233页，哥尔茨）在德国，列入农村工人的有下列占有土地的
 各类人：（1）小农、贫农、菜农［类似我国的有赐地的农民
[56]

 ］；（2）合同日工，他们占有土地，每年有一定时间受人雇用［对比我国的“三日工”
[57]

 ］，“在德国那些大土地占有制占优势的地方，合同日工是农业工人的主要部分”（第236页）；（3）耕种租地的农业工人（第237页）。］

 我们把无产农民归入农村无产阶级，并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这种说法已经被许多著作家不止一次地使用过，只有民粹派的经济学家才顽固地把全体农民说成是什么反资本主义的，闭眼不看大批“农民”在资本主义生产总体系中已经占了完全固定的地位，即农业雇佣工人和工业雇佣工人的地位。例如在我国，有人很喜欢称颂我们这种保存了村社和农民等等的土地制度，并且把这种制度同带有资本主义农业组织的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制度对立起来。因此，看一看在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 
[58]

 有时把哪些类型的农村居民列入雇农和日工阶级，不是没有意义的。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各省的农民分为多土地者（有25—50俄亩的单独地块者）、贫农（有3—10俄亩的贫农地块者）和无土地者。正如谢·柯罗连科先生公正地指出的，这里的贫农“最接近于俄国中部各省俄罗斯农民的一般类型”（《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第495页）；他们永远得在寻找各种外水和经营自己的经济之间分配自己的时间。但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 雇农的
 经济状况。因为地主自己认为 把土地分给雇农
 作为工资是有利的。下面是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雇农占有土地的例子：（1）有2俄亩土地者（我们把洛弗施特勒折合成俄亩，1洛弗施特勒＝1/3俄亩）；每年丈夫做工275日，妻子做工50日，每日工资25戈比；（2）有2⅔俄亩土地者；“雇农有1匹马、3头奶牛、3只羊和2只猪”（第508页），雇农隔周做工，妻子每年做工50日；（3）有6俄亩土地者（库尔兰省巴乌斯克县）；“雇农有1匹马、3头奶牛、3只羊和几只猪”（第518页），他每星期做工3日，妻子每年做工35日；（4）在库尔兰省加津波特县有8俄亩土地者；“在任何情况下，雇农都可以免费碾粉和获得医药帮助，他们的孩子可以入学”（第519页）等等。我们请读者注意这些雇农的 土地占有和经营的规模
 ，也就是注意那些在民粹派看来是把我国农民同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欧洲土地制度区别开来的条件。我们把上引书中所提到的 全部
 例子合在一起，则可以看到：10个雇农有31.5俄亩土地，就是说，平均每个雇农有3.15俄亩土地。这里列入雇农的，有 每年以较小部分时间
 为地主做工的农民（丈夫做工半年，妻子做工35—50日），也有有2头甚至3头奶牛的有1匹马的农民。试问，我国“村社农民”与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这一类型的雇农之间的所谓区别，究竟何在呢？在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人们直言不讳，可是在我们这里，人们却把有1匹马的雇农与富裕农民加在一起得出一个“平均数”，娓娓动听地大谈其“村社精神”，“劳动原则”，“人民生产”，“农业同手工业相结合”……

（6）介于上述两种改革后“农民”之间的是 中等农民
 。他们的特点是商品经济发展得 最差
 。独立的农业劳动，只有在最好的年成和特别顺利的条件下才能维持这种农民的生活费用，所以这种农民的地位是极不稳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中等农民如果不以劳动偿还等为条件来借债，如果不寻找部分也是出卖劳动力的“辅助”的外水等等，是入不敷出的。每发生一次歉收便有大批中等农民落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就其社会关系说来，这一类农民摇摆于上等户和下等户之间，它向往上等户，但能爬上去的只有极少数的幸运者，而社会演进的整个进程却使它沦为下等户。我们已经看到：农民资产阶级不仅 排挤
 下等农户，而且也 排挤
 中等农户。这样，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非农民化”——中间分子的消失和两极的增强。

（7） 农民的分化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
 。在下等户中，这种市场的形成是靠消费品（个人消费的市场）。与中等农民相比，农村无产者 消费较少
 （并且所消费的是质量低劣的产品，如用马铃薯代替面包等等）， 而购买较多
 。农民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是从两方面来建立市场的：第一，主要的是靠生产资料（生产消费的市场），因为富裕农民竭力要把他从“破落”地主和破产农民那里“收集来”的那些生产资料变为资本。第二，这里市场的建立也靠个人消费，因为较殷实的农民的需求在日益增长。 
［注：只有由于农民分化而形成国内市场这一事实，才能说明例如棉织品（棉织品生产在改革后时期随着大批农民的破产而增长神速）国内市场大大发展的原因。尼·—逊先生正是以我国纺织工业做例子来阐述自己关于国内市场的理论的，但是他却根本不能解释怎么会产生这种矛盾现象。］



（8）关于农民的分化是否在向前发展及其速度如何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能与综合表的统计资料（第1节至第6节）相比的精确统计资料。这并不奇怪，因为直到现在（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甚至还没有人打算有系统地研究一下农民分化的静态和指出这个过程发生的那些形式。 
［注：唯一的例外是伊·古尔维奇的优秀著作《俄国农村的经济状况》1892年纽约版，俄译本1896年莫斯科版。古尔维奇先生整理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的技巧真是令人惊奇，因为汇编没有提供按殷实程度划分各类农户的综合表。］

 但是一切关于我国农村经济的总的资料，都证明这种分化在不断地和迅速地发展：一方面是，“农民”抛弃土地和出租土地，无马户数量增加，“农民”流入城市等等；另一方面是，“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按部就班地发展，“农民”购买土地，改善经营，采用犁，发展牧草的种植、牛奶业等等。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加入这一过程的两个截然相反方面的都是 哪些
 “农民”。

此外，移民运动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农民的分化，特别是种地的农民的分化。大家知道，迁移的主要是农业省份的农民（工业省份的移民非常少），并且正是工役制（阻碍农民的分化）最为发展的、人烟稠密的中部各省的农民。这是第一。其次，离开迁出地区的，主要是 中等富裕程度
 的农民，而留在家乡的主要是两极的两类农民。这样，迁移加强了迁出地区农民的分化，并且把分化的因素又带到迁入地区（西伯利亚的新移居者在其新生活的初期都当雇农 
［注：因此，限制迁移，对农民分化有极大的阻碍作用。］

 ）。迁移与农民分化的这种联系，在 伊·古尔维奇
 的卓越著作《农民向西伯利亚的迁移》（1888年莫斯科版）中完全得到了证明。我们竭诚向读者推荐我国民粹派报刊极力闭口不谈的这本书。 
［注：也可参看普里马克先生的著作：《研究向西伯利亚迁移的数字材料》。（第2版注释）］



（9）大家知道，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我国农村中起着巨大作用。我们认为不用举出许多事实和指出这种现象的起源，因为这些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并且同我们的题目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只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我国农村中对农民的分化有什么关系？各类农民间的上述关系同农民债权人和农民债务人的关系之间是否有联系？高利贷是分化的因素和动力，还是阻碍这种分化？

我们首先指出，理论是怎样提出这个问题的。大家知道，在《资本论》作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所作的分析中，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被赋予非常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论点如下：（1）不管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或者是产业资本［即投入生产的资本，不论是农业生产或工业生产都一样］，都是一个类型的经济现象，它可以概括成一个一般的公式，即购买商品是为了出卖它并带来利润（《资本论》第1卷第2篇第4章，特别是德文第2版第148—149页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86—188页。——编者注］

 ）。（2）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历史上总是先于产业资本的形成，并且在逻辑上是产业资本形成的 必要
 条件（《资本论》第3卷第1部分第312—316页，俄译本第262—265页；第3卷第2部分第132—137、149页，俄译本第488—492、502页） 
［注：同上，第25卷第366—371、671—675、688—689页。——编者注］

 ，可是不论商业资本或高利贷资本，其本身都还不能构成产生产业资本（即资本主义 生产
 ）的 足够的
 条件；它们并不经常瓦解旧的生产方式而代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完全要取决于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同上，第2部分第133页；俄译本第489页） 
［注：同上，第672页。——编者注］

 。“它〈商业和商业资本〉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同上，第3卷第1部分第316页；俄译本第265页） 
［注：同上，第371页。——编者注］

 （3）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 生产
 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同上，第312页；俄译本第262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7页。——编者注］

 ；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愈发展，产业资本（＝资本主义 生产
 ）就愈不发展，反过来说也是如此。

因此，运用到俄国来时，就应该解决下面的问题：我国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产业资本是否有联系？商业和高利贷在瓦解旧生产方式时，是否会导致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其他什么生产方式来代替旧的生产方式？ 
［注：瓦·沃·先生在其《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第1页上就提到这个问题，然而不论在这部著作中，或者在他的其他什么著作中，他都没有打算要研究一下俄国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关系的资料。尼·—逊先生虽然自命为马克思理论的忠实信徒，但是他偏喜欢用自己发明的模糊的、不清楚的术语“资本化”或“收入的资本化”来代替确切的、清楚的范畴“商业资本”；在这个晦涩的术语掩护下，他非常顺利地回避了这个问题，而且回避得很干脆。在他看来，俄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先驱者不是商业资本，而是……“人民生产”！］

 这是一些实际问题，是俄国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应当加以解决的问题。对农民耕作业来说，上面考察过的资料就包含着对这个问题的答复，而且是肯定的答复。按照民粹派的通常观点，“富农”和“善于经营的农夫”不是同一经济现象的两种形式，而是彼此毫无联系和相互对立的两种现象。这种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这是民粹派的偏见之一，这些偏见甚至从来都没有人想通过分析确切的经济资料来加以证明。资料所说明的恰好相反。农民雇用工人来扩大生产也好，农民买卖土地（请回忆一下上引富裕农民大量租地的资料）或食品杂货也好，农民买卖大麻、干草、牲畜等等或货币（高利贷者）也好，他们都是一个经济类型，他们的业务从根本上说属于同一种经济关系。其次，在俄国村社农村中，资本的作用不限于盘剥和高利贷，资本也投入生产，这可以从下列情况中看出来：富裕农民不仅把钱投入商业企业（见上面），而且还用来改善经营，购买土地和租种土地，改良农具和牲畜，雇用工人等等。如果资本在我国农村中除了盘剥和高利贷以外没有力量创立某种东西，那么我们就不能根据关于生产的资料来断定农民的分化，断定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那么全体农民就都是为贫困所迫的业主这样一个相当均等的类型了，在这些业主中，与众不同的只是高利贷者，这也只是由于货币财产的规模，而不是由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和组织。最后，从上面分析的资料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论点：我国农村中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独立发展 阻碍着
 农民的分化。商业愈是向前发展，把乡村和城市接近起来，排挤原始的农村集市和破坏农村小店主的垄断地位，欧洲式的正规的信贷形式愈发展，使农村的高利贷者受到排挤，那么，农民的分化就会愈深愈厉害。从小商业和高利贷中排挤出来的富裕农民的资本，将更大规模地投入现在它已经开始投入的生产。

（10）我国农村经济中另一种阻碍农民分化的重要现象，是徭役经济的残余，即工役制。工役制是建立在用实物偿付劳动的基础上，因而也是建立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基础上。工役制需要和要求的正是中等农民，他们不十分富裕（否则他们不会受工役制的盘剥），但也不是无产者（要承担工役，就必须有自己的农具，必须是个稍微“宽裕的”业主）。

我们在上面说到农民资产阶级是现代农村的主人时，已经抽掉了盘剥、高利贷、工役制等等这些阻碍分化的因素。实际上，现代农村的真正主人，常常不是农村资产阶级，而是农村的高利贷者和邻近的地主。然而，抽掉这些因素是一种完全合理的方法，否则，就不能研究农民中各种经济关系的内部结构。有趣的是，民粹派也使用这种方法，可是他们只停留在半途上，没有把自己的议论贯彻到底。瓦·沃·先生在其《资本主义的命运》一书中谈到赋税的压榨等等时指出：对于村社来说，由于这些原因，“自然的〈原文如此！〉生活条件就不再存在了”（第287页）。妙极了！但是全部问题恰恰在于，我国农村中还并不存在的“自然条件”是什么样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研究村社内部经济关系的结构，排除——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改革前的旧残余，因为它们掩盖了我国农村生活的这些“自然条件”。如果瓦·沃·先生这样做了，他就会看见：农村关系的这种结构表明着农民的完全分化；盘剥、高利贷、工役制等等受到的排挤愈彻底，农民的分化就愈深。 
［注：顺便谈谈。讲到瓦·沃·先生的《资本主义的命运》，即我们引证过的第6章时，不能不指出其中有几页是很好的和十分公正的。这就是作者不
 谈“资本主义的命运”，甚至也根本不
 谈资本主义，而只谈赋税征收方式的那几页。值得注意的是：瓦·沃·先生并没有觉察到这些方式与徭役经济残余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
 （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竟把徭役经济理想化了！
 ］

 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我们在上面证明了这种分化现在已是既成事实，农民完全分裂成了对立的两类。






[28]

 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按户调查资料指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俄国地方自治局农民经济调查资料。这种调查在范围上几乎包括整个欧俄，收集了俄国农民经济及其发展的丰富材料，对450万个农户作了记述。但是，在地方自治局统计工作人员中占多数的民粹派分子，往往带着偏见整理调查资料，因而降低了它们的价值。——53。





[29]

 新罗西亚是18世纪后半叶到1917年期间南俄罗斯靠黑海、亚速海沿岸地区的正式名称。十月革命后，这一名称不再使用。——53。





[30]

 弗·叶·波斯特尼柯夫的《南俄农民经济》一书指出了农民经济分化的事实。本版第1卷中《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一文对此书作了详细的分析。该卷还载有列宁在这本书上所作的批注、计算和着重标记。——53。





[31]

 指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后留给农民的土地。这种土地由村社占有，分配给农民使用，并定期重分。——55。





[32]

 《言论》杂志（《Слово》）是俄国自由派刊物，1878年在彼得堡创刊，1881年停刊。——66。





[33]

 《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66。





[34]

 俄国的村社是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农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2/3的农户和4/5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67。





[35]

 独立农庄原指开垦新土地时建立的独户农业居民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后来通常指拥有农业建筑物和供个人使用的地段的独立庄园。在俄国，独立农庄最早于18世纪前半期出现在顿河军屯区，农庄主是富裕的哥萨克。到19世纪，独立农庄在波兰王国地区、波罗的海沿岸以及西部各省得到了发展。1906年以后，随着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实行，独立农庄的数量增加较快。到1910年，独立农庄在欧俄农户中所占比重为10.5％。十月革命后，在农业全盘集体化的过程中，多数独立农庄被取消，某些地区保存到1940年。——67。





[36]

 村团即村社。——69。





[37]

 登记丁口指农奴制俄国应交纳人头税的男性人口，主要是农民和小市民。为了计算这种纳税人口，采用了一种叫作“登记”的特别户口调查。俄国人头税开征于彼得一世时代，这种登记从1719年开始，共进行了10次，最后一次是在1857年。许多村社按登记丁口重分土地，所以农户的份地面积取决于它的登记丁口数。——83。





[38]

 《北方通报》杂志（《Северный　Вестник》）是俄国文学、科学和社会政治月刊，1885—1898年在彼得堡出版。1890年5月以前由安·米·叶夫列伊诺娃任编辑，主要撰稿人是民粹派和接近民粹派的作家、政论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谢·尼·克里文柯、弗·加·柯罗连科、格·伊·乌斯宾斯基等。该刊从1891年起，实际上由阿·沃伦斯基担任编辑，开始宣传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登载象征派的作品，但也刊载某些现实主义作家的文章。——84。





[39]

 下表所列数字是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的，见1894年出版的《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统计材料》第3编。——89。





[40]

 强占的祖传地指俄国农民（主要是富裕农民）在西伯利亚占取的土地。这种土地可以由占有者随意处置。——103。





[41]

 军马调查是沙皇俄国对动员时适合军队使用的马匹的统计调查，通常每隔6年进行一次。第一次调查是1876年在西部33个省进行的。第二次调查是1882年在整个欧俄地区进行的，其结果于1884年公布在《1882年马匹调查》一书中。1888年的调查是在41个省进行的，1891年的调查是在其余18个省和高加索进行的，所得资料由中央统计委员会整理后公布于《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第20卷。1888年军马调查》（1891年圣彼得堡版）和《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第31卷。1891年军马调查》（1894年圣彼得堡版）。1893—1894年的调查在欧俄38个省进行，调查结果公布于《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第37卷。1893年和1894年军马调查》（1896年圣彼得堡版）。1899—1901年欧俄43个省、高加索1个省和阿斯特拉罕省卡尔梅克草原的军马调查资料编成了《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第55卷（1902年圣彼得堡版）。军马调查带有对农民经济进行普查的性质。——116。





[42]

 这是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代表人物瓦·巴·沃龙佐夫在1892年出版的一部著作的标题。——120。





[43]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共16卷，1879年至1887年出版。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简称手工工业委员会）是根据1870年召开的全俄工厂主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村业主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申请于1874年成立的，直属工商业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的有财政部、内务部、国家产业部、俄国地理学会、自由经济学会、莫斯科农业协会、俄国技术协会和俄国工商业促进会等单位的代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所公布的资料，主要是地方上的工作人员收集的。列宁仔细地研究了全部《报告》，从中得到了许多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手工业中发展的资料和事实。——124。





[44]

 列宁把果园业和畜牧业的收入也列入了这一栏。——127。





[45]

 列宁指的是对亚·伊·丘普罗夫教授1897年3月1日在自由经济学会所作的题为《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影响》的报告进行的讨论。——130。





[46]

 连环保是每一村社的成员在按时向国家和地主交清捐税和履行义务方面互相负责的制度。这种奴役农民的形式，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后还保存着，直到1906年才取消。——131。





[47]

 指斯托雷平土地改革。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即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为在农村培植富农、建立沙皇制度的巩固支柱而进行的土地改革。1906年11月9日（22日）沙皇政府颁布了关于农民退出村社和把份地确定为个人财产的程序的法令。这个法令经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作了若干修改并批准后，被称为1910年6月14日法令，通称斯托雷平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地。村社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建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土地。独立田庄主或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土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购买土地。这样，富裕农民就有可能掠夺村社土地，得到最好的地段，同时用贱价收买贫苦农民的份地。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加强了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和农民的分化，激化了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中评论了斯托雷平政策。——131。





[48]

 “发财吧”一语出自法国七月王朝（1830—1848年）政府首脑弗·皮·纪·基佐的一次讲话。七月王朝时期掌握政权的是资产阶级中的金融贵族集团，它规定了很高的选民财产资格，不仅工人和农民，而且小资产阶级和部分资产阶级也被剥夺了选举权。在人们要求进行选举改革时，基佐回答说；“不会有改革的，发财吧，先生们，你们会成为选民的。”——131。





[49]

 列宁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第11章《小农户和大农户的畜牧业》（《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中分析了古·德雷克斯勒尔的资料。——133。





[50]

 “四分之一的马”和“活的统计分数”是俄国作家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特写《活的数字》中的用语。——133。





[51]

 《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137。





[52]

 1891年的饥荒是俄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饥荒，以东部和东南部各省灾情最为严重。它使大批农民遭到破产，加速了农民的分化和国内市场的形成。恩格斯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以及在1891年10月29日、1892年3月15日和6月18日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三封信中，都谈到了俄国的这次饥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02—303页和第38卷第194—195、304—307、362—367页）。——139。





[53]

 《新言论》杂志（《Новое　Сло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4—1897年在彼得堡出版。最初是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1897年春起，在亚·米·卡尔梅柯娃的参加下，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等出版。撰稿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和马·高尔基等。杂志刊载过恩格斯的《资本论》第3卷增补和列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等著作。1897年12月被查封。——140。





[54]

 瓦卢耶夫委员会即沙皇大臣彼·亚·瓦卢耶夫领导的俄国农业状况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于1872年，在1872—1873年搜集了大量关于改革后俄国农业状况的材料，包括省长的报告，地主、贵族代表、地方自治局、乡公所、粮商、农村牧师、富农、统计协会、农业协会和其他与农业有关的机关的声明和证词等等，编成《钦设俄国农业和农村生产率目前状况调查委员会报告》一书，于1873年在彼得堡出版。——147。





[55]

 《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　Богаг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谢·亚·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147。





[56]

 有赐地的农民指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获得赏赐份地的一部分前地主农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的2月19日法令规定，地主可以按照同农民达成的协议，以最高标准四分之一的份地赐给农民，不取赎金，而其余四分之三归地主所有。这种有赐地的农民主要是在土地昂贵的黑土地带。到20世纪初，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由此而来的土地的重分，有赐地的农民差不多完全失掉了自己的份地。——152。





[57]

 三日工是俄国的一种自己拥有份地、经营极小经济的农业雇佣工人，他们在受盘剥的条件下，为得到粮食或20—30卢布，整个夏季在富农或地主的农场每周做3天工。这种农业雇佣工人在沙皇俄国的西北各省特别多。——152。





[58]

 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包括俄国爱斯兰省、库尔兰省和里夫兰省，即今苏联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共和国的领土。——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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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59]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一 徭役经济的基本特点


 二 徭役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结合




 三 对工役制度的评述




 四 工役制度的衰落




 五 民粹派对问题的态度




 六 恩格尔哈特农场的历史




 七 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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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了农民经济，现在应当来谈地主经济。我们的任务是要概括地考察一下地主经济的现有社会经济结构，阐明这个结构在改革后时代演进的性质。





一　徭役经济的基本特点

考察现代的地主经济制度，必须以农奴制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地主经济结构作为起点。当时的经济制度的实质，就在于某一个农业单位即某一块世袭领地的全部土地，分为地主土地和农民土地；后者作为份地分给农民，农民（除份地外，还得到其他生产资料，如森林或者牲畜等等）用自己的劳动、农具和牲畜耕种这块土地，从而养活自己。农民的这种劳动的产品，用理论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必要产品；其所以是必要的，因为对于农民来说它提供生活资料，对于地主来说它提供劳动力；这正如补偿资本价值的可变部分的产品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必要产品一样。农民的剩余劳动，则是他们用 自己的
 农具和牲畜耕种地主的土地，这种劳动的产品归地主占有。因此，这里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在空间上是分开的：农民替地主耕种地主的土地，替自己耕种自己的份地；他们在一星期中有几天替地主干活，其余几天为自己干活。这样一来，在这种经济下农民的“份地”似乎就成了实物工资（用现代的概念来说），或者成了保证地主获得劳动力的手段。农民在自己的份地上经营的“自己的”经济，是地主经济存在的条件，其目的不是“保证”农民获得生活资料，而是“保证”地主获得劳动力。 
［注：亚·恩格尔哈特在其《农村来信》（1885年圣彼得堡版第556—557页）中，非常清楚地描述了这种经济结构。他十分公正地指出：农奴制经济乃是某种程度合理的和完美的制度，这一制度的主宰者就是地主，他把土地分给农民，命令他们做这种或那种工作。］



我们把这种经济制度叫作徭役经济。显然，这种经济制度的占优势是以下列必要条件为前提的。第一，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奴制的领地必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的整体，同外界很少联系。地主为出卖而生产粮食（这种生产在农奴制后期特别发达），这是旧制度崩溃的先声。第二，在这种经济下，直接生产者必须分得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同时他必须被束缚在土地上，否则就不能保证地主获得劳动力。因此，攫取剩余产品的方法在徭役经济下和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是截然相反的：前者以生产者分得土地为基础，后者则以生产者从土地上游离出来为基础。 
［注：亨利·乔治说：居民群众的被剥夺，是贫困和受压迫的主要的、普遍的原因。恩格斯在1887年反驳这种说法时写道：“从历史上看来，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在中世纪，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expropriation）而离开了
 土地，相反地，是由于他们占有（appropriation）土地而离不开
 它。农民虽然保有自己的土地，但他们是作为农奴或依附农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必须以劳动或产品的形式给地主进贡。”［《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87年纽约版序言第Ⅲ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7页。——编者注）］

 ]第三，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是这种经济制度的条件。如果地主没有直接支配农民人身的权力，他就不可能强迫那些分得土地而经营自己的经济的人来为他做工。所以，必须实行“超经济的强制”，正如马克思在阐述这种经济制度时所说的（前面已经指出，马克思把这种经济制度划入工役地租的范畴。《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24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编者注］

 。这种强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从农奴地位起，一直到农民等级没有完全的权利为止。最后，第四，技术的极端低劣和停滞是上述经济制度的前提和后果，因为经营农业的都是些迫于贫困、处于人身依附地位和头脑愚昧的小农。





二　徭役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结合

徭役经济制度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而崩溃了。这一制度的一切主要基础，如自然经济、地主世袭领地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其各种成分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地主对农民的统治等等，都已经被破坏了。农民经济脱离地主经济；农民需要赎回自己的土地完全归自己所有，地主则需要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种制度正如刚才指出的，是建筑在截然相反的基础上的。但是，这种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的过渡，当然不能一蹴而就，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条件尚未具备。需要有一个由惯于从事雇佣劳动的人们组成的阶级，需要用地主的农具和牲畜代替农民的农具和牲畜；需要把农业象其他各种工商企业那样，而不是象老爷们的事情那样组织起来。所有这些条件只能逐渐形成，所以，某些地主在改革后初期向国外订购外国机器以至招收外国工人的尝试，也不可能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不能一下子过渡到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旧的徭役经济制度只不过遭到了破坏，但是还没有彻底消灭。农民经济还没有完全脱离地主经济，因为地主还掌握着农民份地的极其重要的部分：“割地” 
[60]

 、森林、草地、饮马场、牧场等等。农民没有这些土地（或地役权 
[61]

 ）就根本不能经营独立的经济，结果，地主就有可能通过工役制形式继续实行旧的经济制度。“超经济的强制”的可能性也仍然存在着：暂时义务农 
[62]

 身分，连环保，体罚农民，派农民出公差等等。

可见，资本主义经济不能一下子产生，徭役经济不能一下子消灭。因此，唯一可能的经济制度只能是一种既包括徭役制度特点又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特点的过渡的制度。改革后的地主经济结构也确实正好具备了这些特点。过渡时期所固有的形式虽然多不胜数，但是现代地主经济的经济组织却可以归结为以各种方式结合起来的两种基本制度： 工役
 制度 
［注：现在我们用“工役制”这个术语来替代“徭役制”这个术语，因为前者更适合于改革后的各种关系，而且在我国的著作界中已得到公认。］

 和 资本主义
 制度。所谓工役制度就是用附近农民的农具和牲畜来耕种土地，其偿付形式并不改变这一制度的实质（不管是计件雇佣制下的货币偿付，对分制下的实物偿付，或者是狭义工役制下的土地或各种农业用地偿付）。这一制度乃是徭役经济的直接残余 
［注：下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农业司的一位通讯员写道：“在叶列茨县南部〈奥廖尔省〉，在地主的大农场里，除有年工从事耕作外，有一大部分土地由农民耕种，以租给他们的土地作为报酬。过去的农奴继续向他们原来的地主租地，并为此而替地主种地。这样的村庄仍然叫作某某地主的‘徭役
 ’村。”（谢·亚·柯罗连科《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第118页）还有一个例子。另一个地主写道：“在我的农庄中，一切活计都是由我原来的农民（8个村共约600人）来做的，他们为此获得牧场（2000—2500俄亩）；季节工只开垦荒地和用播种机播种。”（同上，第325页。引自卡卢加县的材料）］

 ，徭役经济的上述经济特点几乎完全适用于工役制度（唯一的例外，是徭役经济的一个条件在工役制度的一种形式下已不再存在，即在计件雇佣制下，我们看到的劳动报酬已不是实物，而是货币）。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雇用工人（年工、季节工、日工等等）用私有主的农具和牲畜来耕种土地。上述两种制度在实际生活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它们在许多地主田庄上相互结合，并被应用到各种经济工作上去。 
［注：“绝大多数农场是这样经营的：一部分土地（虽然极少）地主用自己的农具和牲畜雇用年工以及其他工人来耕种，其余所有的土地或者按对分制或者以土地报偿的办法，或者以货币报偿的办法交给农民耕种”（《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同上，第96页）……“在大多数田庄上，同时存在着几乎一切雇佣方式或者好多种雇佣方式”（即“供给农场劳动力”的方式）。农业司为芝加哥展览会出版的《俄国的农业和林业》1893年圣彼得堡版第79页。］

 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甚至是彼此对立的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实际生活中就会引起一连串极其深刻复杂的冲突和矛盾，许多业主就在这些矛盾的压力下遭到破产等等，这是十分自然的。这一切都是任何一个过渡时代固有的现象。

如果要问，这两种制度哪一种比较普遍？那么首先应该说，关于这一问题的精确统计资料是没有的，而且也未必能收集起来，因为这样做不仅需要调查一切田庄，而且还要调查一切田庄的一切经济业务。现在只有大略的、大体上说明个别地方哪种制度占优势的资料。上面摘引过的农业司出版物《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已经以说明全俄情况的综合性形式引用了这类资料。安年斯基先生根据这些资料绘制了一张一目了然的统计地图，表明这两种制度的分布情况（《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第1卷第170页）。现在我们把这些资料制成一表，并加上1883—1887年私有地播种面积的资料（据《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第4卷——《欧俄地区1883—1887年5年的平均收获量》1888年圣彼得堡版） 
［注：在欧俄50个省份中，不包括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奥洛涅茨、维亚特卡、彼尔姆、奥伦堡和阿斯特拉罕等7省，这7个省在1883—1887年的私有主土地播种面积，在欧俄16472000俄亩的总面积中占了562000俄亩。第一类包括下列各个省：波罗的海沿岸3省，西部4省（科夫诺、维尔纳、格罗德诺和明斯克），西南部3省（基辅、沃伦和波多利斯克），南部5省（赫尔松、塔夫利达、比萨拉比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顿河），东南部1省（萨拉托夫），以及彼得堡、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3省。第二类包括维捷布斯克、莫吉廖夫、斯摩棱斯克、卡卢加、沃罗涅日、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7省。第三类则包括其余各省。为了更精确起见，应当从私有主土地的播种面积总数中减去属于租地者的播种面积，但是没有这样的资料。应当指出，即便是作了这样的修正也未必能改变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占优势的结论，因为在黑土地带，大部分私有主的耕地是出租的，而在这一地带的各省中占优势的乃是工役制度。］

 来加以对比。





	按在地主中占优势的经济制度划分的省份类别


	省份数目
	地主土地上各种粮食和马铃薯的播种面积

（单位千俄亩）





	黑土地带
	非黑土地带
	
共　　计




	一、资本主义
 制度占优势的省份
	9
	10
	19
	7407



	二、混合制度占优势的省份……
	3
	4
	7
	2222



	三、工役制度占优势的省份……
	12
	5
	17
	6281



	
共计

	24
	19
	43
	15910







由此可见，如果在纯俄罗斯人省份中占优势的是工役制，那么在整个欧俄，应当承认，现在占优势的是地主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这张表还远没有充分反映出这种优势，因为在第一类省份中，有的省份完全不采用工役制（如波罗的海沿岸各省），而在第三类中，大概没有一个省，甚至没有一个经营自己经济的田庄，不是至少部分地采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在我们根据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拉斯波平
 《从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看俄国私有经济》，1887年《法学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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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12期，第12期第634页）来说明这一点：






	库尔斯克省各县
	按自由雇用工人的男庄的百分数
	雇用雇农的田庄的百分数



	中等的
	大型的
	中等的
	大型的



	德米特罗夫斯克县
	53.3
	84.3
	68.5
	85.0



	法捷日县
	77.1
	88.2
	86.0
	94.1



	利戈夫县
	58.7
	78.8
	73.1
	96.9



	苏贾县
	53.0
	81.1
	66.9
	90.5







最后，必须指出，有时候工役制度正在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并同后者紧密地溶合在一起，想把它们分开和加以区别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个农民租一小块土地，就必须服一定天数的工役（谁都知道，这是一个极普遍的现象。参看下一节的例子）。这种“农民”和为了取得一小块土地而必须干一定天数的活的西欧“雇农”或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雇农”又有什么区别呢？实际生活产生了许多使一些基本特征相对立的经济制度十分缓慢地结合在一起的形式。现在已不能说“工役制”在哪些地方结束，“资本主义”在哪些地方开始。

这样我们就判明了一个基本事实，现代地主经济的各种各样形式都可归结为以种种不同方式结合起来的两种制度——工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我们对这两种制度作一个经济上的评述，并考察一下，在整个经济演进过程的影响下，究竟是哪一种制度排挤哪一种制度。





三　对工役制度的评述

如上所述，工役制的形式是非常多的。有时农民受货币雇用以自己的农具和牲畜耕种地主的土地。这就是所谓“计件雇佣制”、“按亩制” 
［注：《梁赞省统计资料汇编》。］

 、“全包制” 
［注：上引恩格尔哈特的书。］

 
[64]

 （即种一俄亩春播作物和一俄亩秋播作物）等等。有时农民借了粮或钱，就必须用工役来抵偿全部债务或债务的利息 
［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1879年莫斯科版第5卷第1编第186—189页。我们指明出处，只是为了举一个实例而已。一切有关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的著作，都有很多这样的材料。］

 。在这种形式下，整个工役制所固有的特征，即这种雇佣劳动的高利贷盘剥性质就表现得特别突出。有时农民做工是因为“践踏了庄稼”（即必须以工役来抵偿法定的践踏庄稼的罚金），或者仅仅是“为了表示敬意”（参看上引恩格尔哈特的书第56页），即不取任何报酬，只吃一顿饭，以免失去地主方面的其他“外水”。此外，以工役换取土地的情形也很普遍，这或者采取对分制形式，或者直接采取用做工来抵偿租给农民的土地和农业用地等等的形式。

同时，租地的偿付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有时甚至结合在一起，除货币偿付外还有实物偿付和“工役”。下面就是两个例子：租地1俄亩要耕种土地1½俄亩＋鸡蛋10个＋母鸡1只＋女工工作日1个；租43俄亩春播地要缴12卢布（租51俄亩秋播地要缴16卢布）＋打若干垛燕麦、7垛荞麦、20垛黑麦＋租地中至少有5俄亩要每俄亩施用300车 自己的
 厩肥（卡雷舍夫《农民的非份地租地》第348页）。在这里，甚至农民的厩肥也成了地主经济的组成部分！工役制的一大堆名称，也说明它流行极广，形式极多，如奥特拉包得基、奥特布奇、奥特布特基、巴尔申纳、巴萨林卡、波素布卡、潘申纳、波斯土皮克、维约姆卡等等（同上，第342页）。有时候农民必须按“地主的命令”工作（同上，第346页），必须完全“听从”、“顺从”地主，给地主“帮忙”。工役制包括“农村日常生活的一整套活计。通过工役制来进行耕地和收割谷物、干草方面的全部农业作业，储备木柴，搬运货物”（第346—347页），修理屋顶和烟囱（第354页和第348页），缴纳母鸡和鸡蛋（同上）等等。圣彼得堡省格多夫县的一位调查人员说得好：这里所有的工役制的各种形式，都带有“过去改革以前的那种徭役制性质”（第349页） 
［注：值得指出的是，俄国极为繁多的工役制形式和带有种种附加支付和其他条件的租地形式，已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47章所确定的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制度的基本形式全部
 包括了。前一章已经指出，这些基本形式有三种：（1）工役地租；（2）产品地租或实物地租；（3）货币地租。因此，马克思正是想运用俄国的资料来说明有关地租的那一篇，那是十分自然的。］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用工役换取土地的形式即所谓工役地租和实物地租 
［注：按《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所作的俄国经济调查总结》（第2卷）一书统计，农民用货币租进的土地占他们的全部租地的76％；用工役换取的租地占3—7％；按产品分成制租进的土地占13—37％；最后，用混合偿付的办法租进的土地占2—3％。］

 。在前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在农民的租地中怎样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关系，在本章里，我们看到的“租地”则是徭役经济的直接残余 
［注：参看第134页（参看本卷第165—166页。——编者注）脚注中所引的例子。在徭役经济下，地主给农民土地是为了使农民替他们做工。在按工役制出租土地时，其经济目的显然是一样的。］

 ，它有时不知不觉地在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用分给小块土地的办法来保证田庄获得农业工人。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无可争辩地判明了这类“租地”同土地出租者自营经济之间的这种联系。“由于地主田庄的自营耕地日益扩大，地主便有了一种 保证自己在必要时获得工人
 的需求。因此，许多地方的地主日益渴望按工役制或产品分成制兼工役制把土地分给农民……”这种经济制度“……流行很广。出租者的自营经济愈多，提供的租地愈少，租地的要求愈迫切，这种租地的形式也就扩展得愈广泛”（同上，第266页，也可参看第367页）。于是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一种非常独特的租地形式，它所表现出来的不是地主放弃自营经济，而是 地主的耕地更加扩大了
 ，它所表现出来的不是农民经济因其土地占有的扩大而得到巩固，而是 农民变成农业工人
 。在前一章里我们看到，租地在农民经济中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义：对于一部分人说来，是有利的扩大经营的手段，而对于另一部分人说来，则是迫于需要而进行的交易。现在我们看到，出租土地在地主经济中也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义：有时候是为了取得地租而把农场转给他人；有时候是经营自己经济的一种方法，是保证田庄获得劳动力的一种方法。

现在我们来考察工役制下的劳动报酬问题。各方面的资料全都证明，工役制雇佣和盘剥性雇佣下的劳动报酬往往比资本主义“自由”雇佣下的劳动报酬 低
 。第一，这可从下述事实中得到证明：实物地租，即工役制地租和对分制地租（正如我们方才所看到的，它们所表现的，只是工役制雇佣和盘剥性雇佣）照例到处都比货币地租 贵
 ，而且贵很多（同上，第350页），有时甚至贵一倍（同上，第356页，特维尔省勒热夫县）。第二，实物地租在最贫苦的农户类别中特别发达（同上，第261页及以下各页）。这是迫于贫困而采取的一种租地，是那种已经无可幸免地要通过这条道路变为农业雇佣工人的农民的“租地”。殷实农民尽量以货币租进土地。“租地者尽可能用货币缴纳租金，以便减低使用他人土地的费用”。（同上，第265页）我们要补充一句：这不仅可以减低租地的费用，而且还可以摆脱盘剥性的雇佣。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县甚至有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随着租价的提高，货币地租竟转为粮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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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尽管在粮垛租中农民所得的份额减少了
 （同上，第266页）。这个事实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实物地租的意义，即迫使农民彻底破产并使他们变为农村雇农。 
［注：最新的租地汇总资料（卡雷舍夫先生在《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第1卷中的文章）充分证明，只有贫困才迫使农民按对分制或以工役来取得土地，殷实农民却宁愿以货币租进土地（第317—320页），因为对于农民说来，实物地租总是比货币地租贵得多（第342—346页）。但是所有这些事实并没有妨碍卡雷舍夫先生把事情说成这样：“贫穷的农民……可以按对分制租进别人的土地来稍稍扩大自己的播种面积，从而能更好地满足对于饮食的需求。”（第321页）请看，对于“自然经济”的偏爱竟使人们产生了多么荒谬的想法！实物地租比货币地租贵，实物地租是农业中的一种实物工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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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物地租使农民彻底破产并把农民变为雇农，这一切都已经为事实证明了，然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却在谈论改善饮食！看吧，对分制租地“应当有助于”“贫困的农村居民取得”租地（第320页）。在这里，经济学家先生把在最坏的条件下，即在使农民变为雇农的条件下获得土地叫作“帮助”！试问，俄国民粹派和那些向来就时刻准备给予“贫困的农村居民”以这种“帮助”的俄国大地主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顺便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比萨拉比亚省霍亭县，对分制佃农平均日工资是60戈比，而夏季日工的工资是35—50戈比。“结论是，对分制佃农的收入毕竟要比雇农的工资高
 。”（第344页，黑体是卡雷舍夫先生用的）这个“毕竟”真是说明问题。但是对分制佃农与雇农有所不同，他不是有经营支出吗？他不是应当有马和马具吗？为什么不算一算这些支出呢？如果比萨拉比亚省夏季日平均工资是40—77戈比（1883—1887年和1888—1892年），那么带马具的雇工日平均工资为124—180戈比（1883—1887年和1888—1892年）。“结论是”，雇农所得“毕竟”要比对分制佃农高，这岂不更正确吗？在1882—1891年间，比萨拉比亚省的徒手工人日平均工资（全年平均数）是67戈比。（同上，第178页）］

 第三，如果直接拿工役制雇佣下的劳动价格和资本主义“自由”雇佣下的劳动价格作一比较，那么可以看出，后者的水平要高得多。根据上面引用过的农业司出版物《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的计算，用农民的农具和牲畜包种一俄亩秋播作物的平均酬金为6卢布（中部黑土地带1883—1891年8年间的资料）。如果按自由雇佣来计算一下同样活计的工价，那么单是徒手劳动就可以获得6卢布19戈比，马工还不包括在内（马工酬金不可能少于4卢布50戈比，上引书第45页）。编者公正地认为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同上）。不过应当指出，纯粹资本主义雇佣下的劳动报酬，比盘剥和其他前资本主义的关系的任何形式下的劳动报酬都要高，这是不仅在农业中而且在工业中，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其他各国都已确定了的事实。下面就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更精确和更详尽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萨拉托夫县统计资料汇编》第1卷第3篇第18—19页。转引自卡雷舍夫先生《农民的非份地租地》第353页）。






萨拉托夫县



	　
	耕种一俄亩土地的平均价格（单位卢布）



	工作种类
	属于冬季包工合同并预付工资

80％—100％者


	属于以工役换取租地者
	属于自由雇佣者



	根据书面

契约


	根据租地人

的陈述


	根据雇主的

陈述


	根据受雇者的

陈述





	包括运送和脱粒在内的全套耕收工作………
	9.6
	—
	9.4
	20.5
	17.5



	除脱粒而外的全套耕收工作（春播作物）……
	6.6
	—
	6.4
	15.3
	13.5



	除脱粒而外的全套耕收工作（秋播作物）……
	7.0
	—
	7.5
	15.2
	14.3



	耕种……………………
	2.8
	2.8
	—
	4.3
	3.7



	收获（收割和运送）……
	3.6
	3.7
	3.8
	10.1
	8.5



	收获（不运送）…………
	3.2
	2.6
	3.3
	8.0
	8.1



	割草（不运送）…………
	2.1
	2.0
	1.8
	3.5
	4.0







可见，在工役制下（如同在和高利贷结合起来的盘剥性雇佣下一样），劳动价格比资本主义雇佣往往要低一半以上 
［注：既然如此，怎么能不把瓦西里契柯夫公爵这样的民粹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叫作反动的批判呢？公爵慷慨激昂地呼喊：“自由雇佣”这个字眼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因为雇佣的必要条件就是依附关系，而依附关系是排斥“自由”的。资本主义用自由的依附关系代替了盘剥的依附关系，这一点，民粹主义的地主当然是想不起来的。］

 。因为能够承担工役的只是本地的而且必须是“分有份地”的农民，所以工资大为压低这件事实也就十分明显地说明了作为实物工资的份地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份地直到现在仍然是“保证”地主取得廉价劳动力的手段。然而自由劳动和“半自由” 
［注：这是卡雷舍夫先生的用语（上引书）。卡雷舍夫先生本来应当作出对分制租地“帮助”“半自由”劳动存在下去的结论。］

 劳动的差别决不只是工资上的差别。下列情况也是十分重要的：“半自由”劳动总是以受雇者对雇主的人身依附为前提，总是以或多或少地保持“超经济的强制”为前提。恩格尔哈特说得很中肯，所以用工役作担保发放贷款，是因为这种债务最有保障，按执行票向农民追缴欠款很困难，“而农民担保过要干的活当局可以 强迫
 他执行，哪怕他自己的庄稼还没有收割”（上引书第216页）。农民扔下自己的粮食让雨淋，而去搬运别人的粮食，“这种若无其事的态度”（只是表面看来如此）“只有长年当奴隶和替老爷从事农奴劳动才能养成”（同上，第429页）。如果不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把居民束缚在居住的地方，束缚在“村社”里，如果没有公民权利的某些不平等，工役制作为一种制度便无法存在。自然，工役制的上述特点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便是劳动生产率低下，因为以工役制为基础的经营方式只能是极端守旧的，被盘剥的农民的劳动质量不能不与农奴劳动的质量相似。

工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使得现代地主经济结构在经济组织方面与那种在大机器工业出现以前俄国纺织工业中占优势的结构极其相似。在那时的纺织工业中，一部分工序（如纱线整经、织物染色和整理等等）是商人使用自己的工具和雇用工人来进行的，另一部分工序则是靠农民手工业者的工具来进行的，他们用商人的材料来替商人做工；在现代地主经济中，一部分活计是雇佣工人用地主的农具和牲畜进行的，另一部分活计则是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农具和牲畜在别人的土地上进行的。在那时的纺织工业中，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了，因而压在手工业者头上的除资本而外，还有盘剥、师傅的中间剥削、实物工资制等等；在现代地主经济中，商业资本和具有降低工资和加强生产者人身依附的种种形式的高利贷资本，同样也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了。在那时的纺织工业中，建立在原始手工技术基础上的过渡制度延续了几百年，但在不到30年中被大机器工业所摧毁；在现代地主经济中，几乎从有俄罗斯的时候起就出现了工役制（地主还在《罗斯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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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就盘剥农民了），它使陈旧的技术长久不变，只是在实行改革以后才开始迅速让位给资本主义。无论在那时的纺织工业中或在现代地主经济中，旧制度只意味着生产方式（因而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停滞和亚洲式制度的统治。无论在那时的纺织工业中或在现代地主经济中，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尽管存在着它所固有的种种矛盾，但毕竟是一大进步。





四　工役制度的衰落

试问，工役制度同改革后俄国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同工役制度不相容，因为这一制度建筑在自然经济、停滞的技术以及地主同农民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上。因此，完备的工役制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商品经济和商业性农业的每一步发展都破坏着这一制度实现的条件。

其次，应当注意下述情况。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现代地主经济中的工役制应当分为两种：（1）只有有役畜和农具的农民业主才能承担的工役制（如“全包”的耕种和耕地等等）；（2）没有任何农具的农村无产者也能承担的工役制（如收割、割草、脱粒等等）。显然，无论对农民经济或地主经济说来，这两种工役制具有对立的意义，第二种工役制是向资本主义的直接过渡，它通过一系列极不显著的转变过程同资本主义相溶合。在我国著作界，通常总是谈论整个工役制，而不作这样的区别。其实，在工役制被资本主义排挤的过程中，重心从第一种工役制移到第二种工役制是有很大意义的。下面就是从《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中摘出的一个例子：“在 大多数
 田庄中……耕地和播种，即关系到收成好坏的那些需要细心完成的工作是由固定工人来做的，而收获庄稼，即最需要及时和迅速完成的工作，则由附近农民来做，后者为此获得货币或农业用地。”（第5卷第2编第140页）在这种农场中，大部分劳动力是通过工役制获得的，但是这里占优势的无疑是资本主义制度，“附近农民”实际上在变成农业工人，就象德国的“合同日工”一样，这种“合同日工”也占有土地，也在一定季节被雇用（见上面第124页脚注 
［注：见本卷第151—152页。——编者注］

 ）。由于90年代的歉收，农民的马匹大量减少了，无马户随之增加 
［注：1893—1894年的48省马匹调查表明，全体养马主的马匹减少了9.6％，养马主减少了28321人。在坦波夫、沃罗涅日、库尔斯克、梁赞、奥廖尔、图拉和下诺夫哥罗德各省，从1888年到1893年马匹减少了21.2％。在其他7个黑土地带省，从1891年到1893年马匹减少了17％。在欧俄38省，在1888—1891年计有7922260个农户，其中有马户为5736436个；在1893—1894年间，这些省有8288987个农户，其中有马户为5647233个。可见，有马户的数目减少了89000个，无马户的数目增加了456000个。无马户的百分比从27.6％增加到了31.9％。（《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1896年圣彼得堡版第37卷）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欧俄48省中，无马户的数目从1888—1891年的280万增加到1896—1900年的320万，即从27.3％增加到了29.2％。在南部4省（比萨拉比亚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塔夫利达省和赫尔松省），无马户的数目从1896年的305800个增加到1904年的341600个，即从34.7％增加到了36.4％。（第2版注释
 ）］

 ，这不能不对加速资本主义制度排挤工役制度的过程产生有力的影响。 
［注：还可参看谢·亚·柯罗连科
 《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第46—47页，这里根据1882年和1888年的马匹调查举例说明，在农民马匹数目减少的同时，私有主的马匹数目却增加了。］



最后，应当指出，农民的分化是工役制度衰落的最主要原因。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工役制（ 第一种
 ）与中等农户的联系是明显的而且是先天的，这可以用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来证明。例如，沃罗涅日省扎顿斯克县汇编就提供了各类农户中从事计件工作的农户数目的资料。这些资料的百分比如下：






	户主类别
	从事计件工作的户主对该类户主总数的百分比


	在农户总数中占的百分比


	在从事计件工作的总户数中占的百分比





	无马者
	9.9
	24.5
	10.5



	有1匹马者
	27.4
	40.5
	47.6



	有2—3匹马者
	29.0
	31.8
	39.6



	有4匹马者
	16.5
	3.2
	2.3



	
全县

	23.3
	100
	100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参加计件工作的现象在两极的两类农户中逐渐减弱。从事计件工作的多半是中等农户。因为在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中，往往把计件工作也算作一般的“外水”，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中等农民典型“外水”的例子，正如我们在前一章里了解到下等农户和上等农户的典型“外水”一样。前面所考察的各种“外水”体现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商企业和出卖劳动力），而目前这种“外水”则相反，它体现出资本主义不发展和工役制占优势（假定在“计件工作”的总量中占优势的是我们算作第一种工役制的那些工作的话）。

自然经济和中等农民愈衰落下去，工役制就愈加遭受资本主义的有力排挤。自然，富裕农民不会成为工役制度的基础，因为只有极端贫困才能迫使农民去干这种报酬极低并使他的经济破产的工作。但是农村无产阶级也同样不适合于工役制度，不过这是由于另一种原因：农村无产者没有任何经济，或者只有一小块土地，他们不象“中等”农民那样被束缚在土地上，因此他们很容易外出，可以在“自由的”条件下即在工资较高而又不受任何盘剥的条件下受雇用。因此，我国大地主对农民到城市去以及一切寻找“外水”的做法，普遍感到不满；因此，他们埋怨农民“很少受到束缚”（见下面第183页 
［注：见本卷第219页。——编者注］

 ）。纯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发展从根本上破坏着工役制度 
［注：下面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巴赫姆特县各地货币地租和实物地租的相对流行情况说明如下：



“货币地租流行最广的地方是煤炭工业和矿盐工业地区，最不流行的地方是草原地区和纯农业地区。农民一般不愿意为别人做工，尤其不愿意在私人‘农庄’中做比较受约束而报酬又少的工作。矿井和一切矿场及采矿工业中的劳动是繁重的并且还损害工人的健康，但是一般说来，这种工作的报酬较高，按月或按周领取现款的美景吸引着工人，这种现款，工人在‘农庄’上做工通常是看不到的，因为在那里做工不是为了抵偿‘一小块土地’、‘一小捆麦秸’、‘一小块面包’，就是事先已经支取了全部工资以供自己的日常需要等等。这一切都驱使工人避开‘农庄’的工作，只要在‘农庄’以外有赚钱的机会，他们就这样做。而这种机会恰巧在矿井很多的地方特别多，矿井付给工人‘很多的’钱。农民在矿井中赚‘几个钱’，就可以用来租种土地，不必再到‘农庄’上去做工。这样，货币地租就占了统治地位。”（引自《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所作的俄国经济调查总结》第2卷第265页）在该县非工业的草原乡，则实行粮垛租和工役地租。

总之，农民为了摆脱工役制宁愿跑到矿井中去做工！按时发现金工资、人身自由的雇佣形式和有规律的做工“吸引着”农民，他们甚至宁愿到地下矿井去做工，而不愿到我国民粹派喜欢描绘得象田园诗一般的农业中去做工。因为农民根据亲身的体验认识到，大地主和民粹派加以理想化的工役制有什么价值，纯粹资本主义的关系比工役制好多少。］ 。

指出下面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农民分化同资本主义排挤工役制之间的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理论上是如此明显），早就为考察过地主田庄各种经营方式的农业著作家们看到了。斯捷布特教授在他1857—1882年所写的俄国农业论文集序言中指出：“……在我们的村社农民经济中，正经历着 一个农村产业家业主和农业雇农之间的分离过程
 。前者成为大耕作者，开始雇用雇农，通常他们都不再承担计件工作，除非是极端需要添加一些播种地或使用农业用地放牧牲畜，因为这些土地大多需要承担计件工作来换取；后者没有马匹，所以根本不能承担任何计件工作。 因此，显然需要过渡到雇农经济，而且要迅速地过渡
 ，因为连那些仍然承担按亩计件工作的农民，由于他们的马匹衰弱无力和他们担负的活计过多，在工作质量方面或及时完成工作方面都成了劣等工作者。”（第20页）

在现今的地方自治局统计中，也说明了农民的破产引起了资本主义对工役制的排挤。例如，在奥廖尔省可以看到，许多租地者由于粮价的跌落而破产了。于是地主不得不扩大自营耕地。“随着自营耕地的扩大，普遍希望用雇农劳动代替计件劳动，不再使用农民的农具……希望采用改良农具来改善耕作……改变经营制度，种植牧草，扩大和改进畜牧业，使它具有供应畜产品的性质。”（《1887—1888年度奥廖尔省的农业概况》第124—126页。转引自彼·司徒卢威《评述》第242—244页）1890年，在波尔塔瓦省，在粮价低落的情况下，“全省……农民租种的土地减少了……因此在很多地方，虽然粮价急剧下跌，地主自营耕地的面积却扩大了”（《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第1卷第304页）。在坦波夫省出现过马工价格急剧上涨的事实：1892—1894这3年的价格比1889—1891这3年的价格增长了25—30％（1895年《新言论》第3期第187页）。马工涨价（农民马匹减少的自然结果）不能不影响到资本主义制度对工役制的排挤。

当然，我们决不是想拿这些个别的例子来证明资本主义排挤工役制的论点，因为这方面完备的统计资料还没有。我们只是想以此来说明农民分化同资本主义排挤工役制之间有 联系
 这个论点。大批一般性的资料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这种排挤的存在，这些资料都是关于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和关于使用自由雇佣劳动的。不过在谈到这些资料以前，我们应当先考察一下民粹派经济学家对现代俄国地主经济的观点。





五　民粹派对问题的态度

工役制度是徭役经济的直接残余，这个论点是民粹派也不否认的。相反，尼·—逊先生（《论文集》第9节）和瓦·沃·先生（在1882年《祖国纪事》第8—9期《我国农民经济和农业》一文中表现得特别明显）都承认这个论点，虽然他们不是全盘承认。所以下述情况更加令人惊奇：民粹派竟竭力不去承认下面这个简单的和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现代地主经济结构是工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因而前者愈发达，后者就愈薄弱，反过来说也是如此；他们竭力不去分析这两种制度同劳动生产率、同工人的劳动报酬以及同改革后俄国经济的基本特点等等有什么关系。要是把问题放在这个基础上，即放在确认 实际发生的“代替”
 的基础上，那就意味着承认资本主义排挤工役制的必然性和这种排挤的进步性。民粹派为了回避这个结论，竟不惜把 工役制度理想化
 。这种奇怪的理想化，就是民粹派的地主经济演进论的基本特征。瓦·沃·先生甚至写道：“人民在为农业形式而进行的斗争中仍然是胜利者，尽管取得的胜利更加促进了他们的破产。”（《资本主义的命运》第288页）。承认 这种
 “胜利”要比确认失败明显得多！尼·—逊先生把徭役经济和工役经济下的农民分得土地看作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原则”，却忘记了一件小事，即这种分配土地是保证地主获得劳动力的手段。我们已经指出，马克思在描述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制度时，分析了俄国所有的 一切
 经济关系形式，突出地强调指出，在工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下，小生产以及农民和土地相联系都是必然的。但是马克思的头脑中怎么会产生把依附农民分得土地当作生产者同生产资料永恒联系的“原则”的想法呢？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 这种
 联系乃是中世纪剥削的根源和条件，它造成技术和社会的停滞，必然需要种种形式的“超经济的强制”，难道马克思曾有一分钟忘记过这些事实吗？

奥尔洛夫和卡布鲁柯夫这两位先生在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中，举出波多利斯克县的某位科斯京斯卡娅太太的农场作为典型（见第5卷第1编第175—176页和第2卷第2篇第59—62页），他们同样把工役制和盘剥理想化了。按照卡布鲁柯夫先生的意见，这个农场证明，“有可能把事情安排好，以消除〈原文如此！！〉这种对立”（即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利益的对立）“并促进农民经济和私有经济共臻繁荣〈原文如此！〉”（第5卷第1编第175—176页）。原来，农民的繁荣要依靠……工役制和盘剥。农民 并没有牧场和牧道
 （第2卷第60—61页）（这并不妨碍民粹派先生们把他们算作“宽裕”业主），这些农业用地是 靠替
 女地主 做工
 租来的，他们为此“在科斯京斯卡娅太太的田庄里细心地、及时地、迅速地干所有的活” 
［注：参看上述沃尔金
 的著作第280—281页。］

 。

简直把这种徭役制直接残余的经济制度完全理想化了！

民粹派这套议论方法非常简单。只要忘记农民分得土地是徭役经济或工役经济的一个条件，只要把这种仿佛“独立的”农民必须交纳工役地租、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的事实抽象化，我们就会得出关于“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联系”的“纯粹”观念。但是资本主义同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的实际关系，并不会由于简单地把这些形式抽象化而有丝毫改变。 
［注：丘普罗夫先生代表《收成和粮价对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一书的全体作者声明：“据说，工役地租代替货币地租流行起来……乃是一种退步。难道我们说这一现象是称心的有益的吗？我们……从来也没有肯定这是进步的现象。”（见《1897年3月1—2日帝国自由经济学会辩论会的速记记录》
[68]

 第38页）这个声明甚至从表面上看也是不对的，因为卡雷舍夫先生（见上面）曾把工役制描绘成是对农村居民的一种“帮助”。实际上，这个声明同民粹派把工役制理想化的一切理论的实际内容是完全矛盾的。杜·-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司徒卢威先生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们正确地提出了
 低粮价的意义问题（1897年）：评价低粮价的标准，应当是这种粮价是否促进资本主义对工役制的排挤。这个问题显然是个实际问题，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同上述著作家们稍有分歧。根据本书所叙述的资料（特别是见本章第7节和第4章），我们认为，工役制在低粮价时期受资本主义排挤，如果不比先前高粮价的历史时期快些，至少也不会比它慢些，这不仅是可能的，甚至多半就是如此。］



我们略微谈一谈卡布鲁柯夫先生的另一个极有趣的议论。我们已经看到他把工役制理想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他作为一个统计学家评述莫斯科省 纯粹资本主义
 农场的 实际
 类型时，在他的叙述中（违背他的意志并以歪曲的方式），正好把那些证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进步性的事实反映出来了。请读者注意，并请读者原谅我们搞引一段较长的文字。

在莫斯科省除了使用自由雇佣劳动的旧型农场而外，还有


　　“一种诞生不久的新型农场，这种农场彻底抛弃了一切传统，把事业看得很简单，如同人们看待每一种生产部门一样，不过是收入的一种来源而已。现在农业已不再被看作是贵族的消遣，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事情了……不，这里公认必须要有专门的知识……核算的基础〈关于生产组织的核算〉也同在其他一切生产部门中一样”（《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5卷第1编第185页）。



　　卡布鲁柯夫先生甚至没有看出，对70年代“诞生不久”的新型农场的这种评述，正好证明了农业资本主义的进步性。正是资本主义破天荒第一次把农业从“贵族的消遣”变成了普通的工业，正是资本主义破天荒第一次使人们“把事业看得很简单”，使他们“同传统决裂”，并以“专门的知识”武装起来。在资本主义以前，这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因为各个领地、村社、农民家庭的经济都是不依赖于其他经济而“自给自足”的，没有任何力量能使它们摆脱长年的停滞。而资本主义却正是这种力量，它建立了（通过市场）对各个生产者生产的社会核算，迫使他们考虑社会发展的要求。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的农业中所起的进步作用，就在于此。现在让我们继续听一听卡布鲁柯夫先生是怎样评述我国纯粹资本主义农场的：


　　“其次，核算甚至包括了作为影响自然界的必要因素的劳动力，没有这一因素，任何田庄组织都是白费的。可见，人们虽然意识到了这一因素的全部意义，但同时却没有把这一因素当作收入的独立来源，就象在农奴制时期或在现在所做的一样。现在田庄收益的基础并不是劳动的产品（虽然取得这种产品乃是使用劳动的直接目的），并不是力求使用这种劳动来生产更有价值的劳动的产品并通过这种办法来利用劳动成果，而是力求减少工人所得到的那部分产品，希望为业主尽可能把劳动价值缩小到零。”（第186页）这里提到了用割地换取工役来从事的经营。“在这种条件下，为了取得收益，并不需要业主有知识或有特殊的本领。这种劳动所创造的一切，成了地主的纯收入，或者至少成了那种几乎用不着消耗任何流动资本就可以获得的收入。但是，这种经营当然是搞不好的，严格说来甚至不能称为经营，正如不能把出租各种农业用地叫作经营一样；在这里并没有经营的组织。”（第186页）作者举了一些出租割地以换取工役的例子，得出结论说：“经营的重心，从土地取得收入的方法，在于对工人的作用，而不在于对物质和物质力量的作用。”（第189页）



　　这段议论是一个极有趣的例证，表明根据错误的理论会把实际所看到的事实歪曲成什么样子。卡布鲁柯夫先生把生产和生产的社会结构混淆起来了。在任何社会结构下，生产总是工人对物质和物质力量的“作用”。在任何社会结构下，地主的“收入”来源都只能是剩余产品。和卡布鲁柯夫先生的看法相反，就这两方面来说，工役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完全一样的。这两种制度的真正差别则在于：工役制必然以最低的劳动生产率为前提；因此，没有可能通过增加剩余产品的数量来增加收入，要增加收入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采用一切盘剥性的雇佣形式。相反，在纯粹资本主义经济下，盘剥性的雇佣形式一定会消亡，因为不受土地束缚的无产者是一个不适于盘剥的对象；这时，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提高收入和在剧烈竞争中保存自己的唯一手段。由此可见，如此热心地要把工役制理想化的卡布鲁柯夫先生本人对我国纯粹资本主义农场所作的评述，完全证实了下述事实：俄国资本主义正在 创造
 一种必然 要求
 农业合理化和废除盘剥的社会条件，相反，工役制却排除农业合理化的可能性，使技术的停滞和生产者的受盘剥永远保留下去。民粹派看到我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微弱的情形总是欣喜若狂，这是再轻率不过的了。正是资本主义微弱，事情才更糟糕，因为这只能说明使生产者遭到更加无比痛苦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的强大。



六　恩格尔哈特农场的历史

恩格尔哈特在民粹派中间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要批判他对工役制和资本主义的评价，就等于重复前一节所叙述的东西。我们认为，把恩格尔哈特的民粹主义观点同他自己农场的历史对照一下，要恰当得多。这种批判也会有积极的意义，因为这个农场的演进，正好是一幅改革后俄国整个地主经济演进的基本特点的缩影。

当恩格尔哈特接办时，这个农场是建筑在排斥“合理经营”的传统工役制和盘剥基础上的（《农村来信》第559页）。工役制使畜牧业和土地耕作的质量低劣，使陈旧的耕作制度千篇一律（第118页）。“我看到，按从前的方式经营是不行的。”（第118页）草原地区粮食的竞争降低了粮价，使农场成为无利可图（第83页）。 
［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廉价粮食的竞争是引起技术改革的原因，因而
 也是引起自由雇佣代替工役制的原因。草原地区粮食的竞争在粮价高的年份里也是有的；不过粮价低的时期使这一竞争特别激烈。］

 应当指出，在农场中，除工役制度外，资本主义制度也一开始就起了一定的作用：雇佣工人虽然为数很少，但在旧式经营时就出现了（牧工等），恩格尔哈特还证明，他的雇农（来自拥有份地的农民）的工资“低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第11页），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畜牧业质量低劣的情况下“ 不能再多给了
 ”。低下的劳动生产率排除了提高工资的可能性。总之，我们已经熟悉的一切俄国农场的特点，也就是恩格尔哈特农场的起点，这就是：工役制、盘剥、极低的劳动生产率、“低得难以想象的”劳动报酬、停滞不前的耕作法。

恩格尔哈特是怎样改变这一经营方式的呢？他改种亚麻，即改种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商业性工业作物。这样一来，就加强了农业的商业性质和资本主义性质。但是怎样获得劳动力呢？恩格尔哈特最初试图把旧制度即工役制应用到新的（商业性的）农业上去。但是没有成功，人们工作得很坏，农民无法胜任“按亩工役”，他们竭力抵抗这种“一揽子的”和盘剥性的工作。“应当改变一下制度。何况这时我已经羽毛丰满，买下了自己的马匹、马具、大车、浅耕犁、耙，并能经营雇农经济了。我开始种植亚麻，把一部分工作交给自己的雇农去做，另一部分工作则按计件即按定额雇人去做。”（第218页）可见，要过渡到新的经济制度和商业性农业，必须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工役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恩格尔哈特采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有效方法：计件工作制。农妇们被雇来按垛、按普特做工，恩格尔哈特（不免有几分天真的得意）叙述了这种制度的成功；耕作的费用提高了（从每俄亩25卢布增加到35卢布），但是收入也增加了10—20卢布，由于从盘剥性工作过渡到自由雇佣工作，女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从每夜20俄斤提高到1普特），女工工资也增加到每天30—50戈比（“这在我们这里是空前未有的”）。当地的一个布商衷心地赞扬恩格尔哈特说：“您搞亚麻使商业兴隆起来了。”（第219页）

自由雇佣劳动首先应用在种植商业性作物上，然后逐渐推广到其他农业作业。资本从工役制下夺走的第一批活计之一是脱粒。大家知道，在所有一切地主农场中，这种工作通常都是按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恩格尔哈特写道：“我把一部分土地交给农民按全包制耕作，否则，我就无法收割黑麦了。”（第211页）可见，工役制是向资本主义的直接过渡，它保证业主在农忙时找到日工。最初，脱粒也包括在全包制之内，但是这里的工作质量同样很糟糕，结果不得不采用自由雇佣劳动。于是全包制耕作不再包括脱粒，脱粒工作一部分由雇农进行，一部分按计件付酬制包给手下有一批雇佣工人的包工头。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工役制的结果在这里也是：（1）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前16人每天脱粒900捆，现在8人每天脱粒1100捆；（2）增加了脱粒量；（3）缩短了脱粒时间；（4）提高了工人工资；（5）提高了业主利润。（第212页）

其次，资本主义制度也发展到耕地作业中去了。犁代替了旧式浅耕犁，工作从被盘剥的农民手中转到了雇农手中。恩格尔哈特得意扬扬地讲述了新式经营的成就和工人的认真态度，他十分公正地证明，通常都责骂工人懒惰和不认真，这是“打上农奴烙印”的结果，是“替地主”做奴役性工作的结果，而新的经济组织却要求业主有事业心，要求他们了解人并善于使用他们，了解工作和工作量，熟悉农业技术和农业的商业性，就是说，要具有农奴制乡村或盘剥性乡村的奥勃洛摩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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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没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那种本领。农业技术的各种改变是相互紧密联系着的，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改造。“例如，假定你要种植亚麻和三叶草，那么马上就需要实行许多其他的变革，如果不实行这种变革，企业就办不好。需要改换耕具，用犁代替浅耕犁，用铁耙代替木耙，而这又需要有另一种马、 另一种工人和另一种雇用工人的经营制度
 等等。”（第154—155页）

由此可见，农业技术的改变同资本主义排挤工役制是紧密联系着的。同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排挤的渐进性，即经营制度象从前一样把工役制和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但是重心却渐渐从前者转向后者。请看一看恩格尔哈特经过改造的农场组织吧：


　　“目前我的工作很多，因为我改变了整个经营制度。大部分工作是由雇农和日工来做的。有各种各样的工作：烧荒准备种小麦，清除桦树准备种亚麻，在第聂伯河边租了一块草地，种了三叶草，还有无数的黑麦，很多的亚麻。劳动力的需要是没有底的。为了能雇到工人，必须事先关照，因为到农忙时，大家不是在家里就是在别的农场上干活。这样招募工人，就要为将来的工作预先支付现金和粮食。”（第116—117页）



　　可见，甚至在“合理”组织的农场中也仍然存在着工役制和盘剥，但是首先，它们同自由雇佣相比已处于从属地位，其次，工役制本身也有了改变；保存下来的多半是第二种工役制，这种工役制不是以农民业主为前提，而是以农业雇农和日工为前提。总之，恩格尔哈特本人的农场，比任何议论都更好地驳倒了恩格尔哈特的民粹主义理论。恩格尔哈特的目的是要创立一个合理的农场，但是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关系下，他如不组织使用雇农的农场，便做不到这一点。在他的农场里，农业技术的提高和资本主义对工役制的排挤是同时并行的，就象在俄国所有一切地主农场中的情形一样。这个过程极明显地表现在机器在俄国农业中的使用上。





七　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

根据农业机器制造业和机器在农业中使用的发展情况，改革后的时代可分为四个时期。 
［注：见《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1883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为1882年展览会出版的版本）中瓦·切尔尼亚耶夫的论文《农业机器制造业》；同上，1886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第9类；《俄国的农业和林业》（为芝加哥展览会出版的1893年圣彼得堡版）中瓦·切尔尼亚耶夫的论文《农具和农业机器，它们的推广和制造》；《俄国的生产力》（为1896年展览会出版的1896年圣彼得堡版）中列宁先生的论文《农具和农业机器》（第1篇）；《财政与工商业通报》1896年第51期和1897年第21期；上引瓦·拉斯波平
 的文章。只有最后这篇论文把问题提到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来，前面各篇都是农学专家写的。］

 第一个时期包括农民改革前最后几年和改革后的最初几年。地主争着购买外国机器，以便应付没有农奴“无偿”劳动的局面，并排除雇用自由工人的困难。自然，这种做法终于失败了；热潮很快就冷下来，从1863—1864年起，对外国机器的需求减少了。从70年代末期开始了第二个时期，一直延续到1885年。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国外机器的输入极其有规律地、极其迅速地增长着；国内生产也有规律地增长着，但是比输入增长得慢。从1881年到1884年，农业机器的输入增加得特别快，其部分原因是由于1881年废除了农业机器制造厂所需生熟铁的进口免税制度。第三个时期于1885年开始，直到90年代初期。在此以前，输入农业机器是免税的，从这一年起开始征税了（每普特征收50个金戈比）。高额关税使机器输入大量减少，加之，恰恰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农业危机，国内生产也受到影响，发展很缓慢。最后，第四个时期看来是从19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这时农业机器的输入又增加了，国内农业机器的生产也增长得特别快。

我们且引用一些统计资料来说明上述各点。下面是国外农业机器在各个时期的年度平均输入量：






	时期
	单位千普特
	单位千卢布



	1869—1872年
	259.4
	787.9



	1873—1876年
	566.3
	2283.9



	1877—1880年
	629.5
	3593.7



	1881—1884年
	961.8
	6318



	1885—1888年
	399.5
	2032



	1889—1892年
	509.2
	2596



	1893—1896年
	864.8
	4868







可惜，关于俄国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生产情况，却没有这样完备和精确的资料。我国工厂的统计不能令人满意，整个机器生产和农业机器生产混在一起，没有任何明确规定的原则来区分农业机器的“工厂”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这一切不能提供俄国农业机器制造业发展的全貌。综合上述各处资料，我们得到下述俄国农业机器制造业发展的情况：






农业机器和农的生产、输入和使用情况（单位千卢布）



	年份
	波兰王国
	波罗的海沿岸3省


	4个南部草原省：顿河、叶卡捷琳

诺斯拉夫、塔夫

利达和赫尔松


	欧俄其余各省
	欧俄50省和波兰王国共计


	外国农业机器的输入


	农业机器的使用





	1876
	646
	415
	280
	988
	2329
	1628
	3957



	1879
	1088
	433
	557
	1752
	3830
	4000
	7830



	1890
	498
	217
	2360
	1971
	5046
	2519
	7565



	1894
	381
	314
	6183
	2567
	9445
	5194
	14639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改良农具排挤原始农具的过程（因而也是资本主义排挤原始经济形式的过程）是多么明显。18年中，农业机器的使用增加了2.5倍以上，这主要是由于国内生产增长3倍多。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生产的主要中心从维斯瓦河沿岸和波罗的海沿岸省份移到了南俄草原省份。如果在70年代，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是西部边疆地区省份，那么在19世纪90年代，在纯俄罗斯省份中形成了更出色的农业资本主义地区。 
［注：为了判明近来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引用《俄罗斯年鉴》（1906年圣彼得堡中央统计委员会版）中1900—1903年的资料。在这里，帝国的农业机器生产额是12058000卢布，而外国农业机器输入额1902年是15240000卢布，1903年是20615000卢布。（第2版注释
 ）］



对于刚才引证的资料，必须补充一点：这些资料虽然是以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的官方资料（就我们所知，这也是唯一的资料）为根据，但还是很不完全，还不能把各个年份作充分比较。1876—1879年的资料是 专门
 为1882年的展览会搜集的；这批资料极为完备，不仅包括农具的“工厂”生产，而且还包括农具的“手工业”生产；在1876—1879年间，欧俄和波兰王国平均每年计有企业340家，但是若按“工厂”统计资料来看，1879年欧俄制造农业机器和农具的工厂至多不过66家（根据奥尔洛夫的1879年《工厂一览表》计算）。这两个数字所以有很大差别，是因为在340家企业中，拥有蒸汽发动机的还不到1/3（100个），而手工作坊却占1/2以上（196个）。在这340家企业中，有236家没有铸铁工房，不得不在别的地方铸造生铁零件（《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上引卷）。1890年和1894年的材料则取自《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工商业司版） 
［注：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1期已把1888—1894年的这些资料进行了比较，但并没有确切指出资料的出处。］

 。这些材料甚至连农业机器和农具的“工厂”生产也没有完全包括进去；例如，据《汇编》统计，1890年在欧俄从事这种生产的工厂有149家，而在奥尔洛夫的《工厂一览表》中，制造农业机器和农具的工厂却有163家以上；在1894年，据前一种资料，欧俄有164家这类工厂（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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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期第544页），而据《工厂索引》，在1894—1895年度制造农业机器和农具的工厂则有173家以上。至于农业机器和农具的“手工业”小生产，则完全没有包括在这些资料之内。 
［注：所有制造和修理农具的作坊，在1864年有64个；1871年有112个；1874年有203个；1879年有340个；1885年有435个；1892年有400个；1895年约有400个（《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358页和1896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51期）。然而，据《汇编》计算，在1888—1894年这类工厂只有157—217个（7年内平均每年为183个）。下面这个例子说明了农业机器的“工厂”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之间的比例。1894年，彼尔姆省只有4个“工厂”，生产总额为28000卢布，然而按1894—1895年度的调查，这一部门的“手工业作坊”有94个，其生产总额为5万卢布，并且，其中包括有6个雇佣工人生产总额在8000卢布以上的作坊。（《彼尔姆省手工工业状况概述》1896年彼尔姆版）］

 因此，毫无疑问，1890年和1894年的材料大大低于实际情况；专家们的评论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俄国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生产总值约为1000万卢布（《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359页），在1895年，则将近有2000万卢布（1896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51期）。

我们再引用一些关于俄国制造的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种类与数量的稍微详细的资料。据统计，1876年生产了25835件农具，1877年为29590件，1878年为35226件，1879年生产了47892件农业机器和农具。从下面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大大超过了这些数字。1879年生产了约14500部犁，而1894年的年产量达到了75500部。（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1期）“如果说在5年前，设法在农民农场中推广犁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却已经自行解决了。农民买一张犁已经不是稀罕的事情，而是成了常事，现在农民每年购买的犁，已经数以千计了。” 
［注：《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1892年圣彼得堡国家产业部版第1卷第202页。在同一时期，农民的犁生产，由于受到工厂生产排挤而逐渐下降。］

 目前在俄国使用的大量原始农具，还为犁的产销保留了广阔的场所。 
［注：《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360页。］

 使用犁方面的进步，甚至提出了应用电力的问题。据《工商报》（1902年第6号）报道，在电气技术人员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弗·阿·勒热夫斯基的报告《农业中的电力》曾引起了很大的兴趣”。报告人用一些绘制得很好的图片说明德国用电犁耕地的情况，并且引证了用这种方法耕地的节约数字，这些数字取自报告人应一个地主之请为他在南方某省的田庄所作的设计方案和计算。按照设计方案，预计每年要耕地540俄亩，其中一部分每年耕两次。耕地的深度是4.5—5俄寸，土地是纯黑土。除犁而外，方案中还有用于其他田间工作的机器设备，甚至包括脱粒机和磨粉机，磨粉机是25马力的，每年工作2000小时。据报告人计算，田庄全套装备外加6俄里50毫米粗的架空电线，价值达41000卢布。耕种每一俄亩土地，在装有磨粉机的情况下，费用是7卢布40戈比，在没有磨粉机的情况下，费用是8卢布70戈比。结果是，按当地劳动力和役畜等等价格计算，利用电力设备，在前一种情况下可以节省1013卢布，在后一种情况下，即在没有磨粉机因而用电较少的情况下，可以节省966卢布。

这种急遽的转变，在脱粒机和风车的生产中并没有看到，因为这种生产早就比较稳固地建立起来了。 
［注：1879年生产的脱粒机约为4500台，而在1894—1895年约为3500台。后一数字并不包括手工业生产。］

 甚至连这些农具的“手工业”生产的特殊中心——梁赞省萨波若克市及其附近村庄——也已经形成，当地的农民资产阶级分子靠这种“行业”发了好大一笔财（参看《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1卷第208—210页）。我们看到，收割机的生产发展得特别迅速。1879年，收割机的年产量约为780台；1893年，据统计全年共销售收割机7000—8000台，而在1894—1895年度，则大约达到27000台。例如，在1895年，塔夫利达省别尔江斯克城约·格里夫斯工厂——“欧洲这一生产部门中最大的工厂”（即制造收割机的生产部门，1896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51期）——共生产了4464台收割机。在塔夫利达省农民中间，收割机应用极为普遍，甚至出现了用机器替别人收割庄稼这样一种特殊行业。 
［注：例如，1893年“有700台农民机器聚集在法尔茨-费恩（有20万俄亩土地的地主）的乌斯宾斯基农庄找活干，但其中一半空手而去，因为一共只雇用了350台”（沙霍夫斯科伊
 《外出做农业零工》1896年莫斯科版第161页）。但是在其他草原省份，特别是在伏尔加左岸省份，收割机的应用还不普遍。然而近几年，这些省份也都在力求赶上新罗西亚。例如，塞兹兰—维亚济马铁路所运输的农业机器、锅驼机及其零件，在1890年为75000普特，1891年为62000普特，1892年为88000普特，1893年为120000普特，1894年为212000普特，就是说，不过5年光景，运输量几乎增加了两倍。乌霍洛沃车站运出当地制造的农业机器，在1893年约为30000普特，1894年约为82000普特，但是在1892年以前（包括1892年），该站的农业机器发货量，每年不到10000普特。“从乌霍洛沃车站运出的主要是脱粒机，这些机器是在卡尼诺村和斯梅科沃村制造的，有一部分是在梁赞省萨波若克县城制造的。卡尼诺村有叶尔马柯夫、卡列夫和哥利科夫3家铸铁厂，主要制造农业机器零件。在上述两个村（卡尼诺和斯梅科沃）几乎所有的人都从事机器的最后加工和装配工作。”（《1894年塞兹兰—维亚济马铁路在运输方面与前几年相比的商业活动简况》1896年卡卢加版第4编第62—63页）在这个例子里值得注意的事实是：首先，正是在粮价下跌的最近几年里，生产大大地发展了；其次，“工厂”生产与所谓“手工业”生产有联系。后者不过是工厂的“厂外部分”。］



关于其他一些不大普及的农具，也有同样的资料。例如，已经有几十家工厂在生产撒播机。1893年，生产更完善的条播机的工厂只有两家（《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360页），而现在已有7家了（《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51页），使用这些工厂产品特别普遍的地方，仍然是俄国南部。机器的使用普及到了农业生产的一切部门和个别产品生产的全部作业：许多专业评论都指出风车、精选机、谷物清选机（选粮筒）、谷物烘干机、干草压榨机、亚麻碎茎机等等在普遍采用。普斯科夫省地方自治局出版物《1898年农业报告的补充》（1899年《北方信使报》第32号）确认，由于消费性亚麻业转变为商业性亚麻业，各种机器特别是亚麻碎茎机得到广泛的采用。犁的数量不断增加。外出做零工的现象对农业机器数量的增加和工资的提高有影响。在斯塔夫罗波尔省（同上，第33号），由于外来移民的增加，农业机器的采用更加普遍了。在1882年，计有农业机器908台；在1891—1893年，每年平均有29275台；在1894—1896年，每年平均有54874台；在1895年，农具和农业机器达到64000台。

机器应用的日益增长，自然引起对机器发动机的需求。除蒸汽机以外，“最近在我国农场中开始大量推广煤油发动机”（《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56页），虽然第一台煤油发动机在7年以前才在国外出现，但是我们已经有7个制造这种机器的工厂了。赫尔松省在70年代只有134台农业用锅驼机（《俄罗斯帝国蒸汽发动机统计材料》1882年圣彼得堡版），在1881年已有500台左右（《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2卷农具篇）。在1884—1886年，该省3县（全省共有6个县）共有蒸汽脱粒机435台。“现在（1895年），这种机器的数量估计至少要多一倍。”（ 捷贾科夫
 《赫尔松省农业工人及其卫生监督组织》1896年赫尔松版第71页）《财政与工商业通报》（1897年第21期）指出：在赫尔松省，蒸汽脱粒机“约有1150台，在库班州，蒸汽脱粒机的数量保持在这个数字左右，等等……购买蒸汽脱粒机近来具有了工业性……常有这种情形：只要经过两三个丰收年，企业主就可以将一台价值5000卢布的带有锅驼机的脱粒机成本全部收回，并立即用同样的条件购买一台新机器。因此，在库班州的小农场中，往往可以看到5台乃至10台这样的机器。在那里，这种机器已成了所有设备完善一点的农场的必需的东西”。“总的说来，在俄国南部，现在有1万台以上的农业用锅驼机在转动着。”（《俄国的生产力》第9编第151页） 
［注：参看1898年8月19日《俄罗斯新闻》（第167号）登载的塔夫利达省彼列科普县通讯。“由于在我国农民中收割机、蒸汽脱粒机和马拉脱粒机非常普及，田间工作进展得非常迅速。用‘磙子’脱粒的老办法，已经过时了。克里木农民年年都在扩大播种面积，因此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改良的农具和农业机器。用磙子脱粒，每天至多不过150—200普特，而一架10马力的蒸汽脱粒机每天脱粒2000—2500普特，马拉脱粒机每天也能脱粒700—800普特。因此对农具、收割机和脱粒机的需求，逐年增加，以致出现了今年也出现的情况：农具工厂没有存货，不能满足农民要求。”应当认为，粮价下跌是改良农具普及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为粮价下跌迫使
 农村业主降低生产费用。］



在1875—1878年，在整个欧俄农业中只有1351台锅驼机，而在1901年，根据不完全的资料（《1903年工厂视察员报告汇编》），已有农业用锅驼机12091台，在1902年有14609台，在1903年有16021台，在1904年有17287台。只要回想一下这种情形，我们就会明白，最近二三十年来，资本主义在我国农业中进行了何等巨大的革命。地方自治机关对于加速这一过程出了很大的力量。在1897年初，“就已经有11个省203个县的地方自治局设置了农业机器和农具的地方自治局货栈，其流动资本共达100万卢布左右”（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1期）。波尔塔瓦省地方自治局货栈的贸易额，1890年为22600卢布，1892年增加到94900卢布，1895年达到210100卢布。6年来，共售出了12600部犁，500台风车和精选机，300台收割机，200台马拉脱粒机。“地方自治局货栈农具的最主要买主是哥萨克和农民，他们所买的犁和马拉脱粒机占这些产品全部销售量的70％。播种机和收割机的买主，主要是地主，而且是拥有100俄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4期）

据1895年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地方自治局的报告，“该省改良农具的普及非常迅速”。例如，上第聂伯罗夫斯克县计有：






	　
	
1894年

	
1895年




	犁、多铧浅耕犁和翻耕器（属于地主的）
	5220
	6752



	犁、多铧浅耕犁和翻耕器（属于农民的）
	27271
	30112



	马拉脱粒机（属于地主的）
	131
	290



	马拉脱粒机（属于农民的）
	671
	838



	（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6期）







根据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的资料，1895年莫斯科省农民共有犁41210部，有犁的户主占户主总数的20.2％（1896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31期）。据1896年的单独统计，特维尔省共有犁51266部，有犁的户主占户主总数的16.5％。在1890年，特维尔县仅有犁290部，而在1896年，则达到5581部。（《特维尔省统计资料汇编》第13卷第2编第91页和第94页）由此可见，农民资产阶级的经济是多么迅速地在增强和改进。





八　机器在农业中的意义

我们弄清农业机器的制造和机器在改革后俄国农业中的使用高速度发展这一事实以后，现在就应当来考察一下这种现象的社会经济意义问题。由上述关于农民农业和地主农业的经济情况可以得出如下原理：一方面，资本主义正是引起并扩大在农业中使用机器的因素；另一方面，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即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

现在谈一谈第一个原理。我们看到，工役经济制度和同它有密切联系的宗法式农民经济，按其本质来说，是以保守的技术和保持陈旧的生产方法为基础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中，没有任何引起技术改革的刺激因素；与此相反，经济上的闭关自守和与世隔绝，依附农民的穷苦贫困和逆来顺受，都排斥了进行革新的可能性。特别应当指出，工役经济下的劳动报酬比使用自由雇佣劳动条件下的劳动报酬要低得多（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而大家知道，低工资是采用机器的最重要障碍之一。确实，事实也告诉我们，广泛的农业技术改革运动是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改革后时期才开始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竞争和农民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使技术改革成为必要，而粮价的跌落则更加强了这种必要性 
［注：“近两年，由于粮价跌落和必须降低农活费用，收割机开始如此迅速地推广起来，货栈已不能及时满足全部需要。”（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71页）现代农业危机是资本主义危机。它象一切资本主义危机一样，使某个地方、某个地区、某个农业部门的农场主和业主破产，同时给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地区、另一些农业部门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尼·—逊、卡布鲁柯夫等先生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错误议论，就在于他们不了解现代危机及其经济性质的这个根本特点。］

 。

为了阐明第二个原理，我们应当分别地考察一下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地主在购置机器或改良农具时，就用自己的农具代替农民（为地主做工者）的农具；这样，他就从工役经济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广泛使用农业机器，意味着资本主义对工役制的排挤。当然，譬如说使用收割机和脱粒机等等的日工形式的工役，仍然可能成为出租土地的条件，但这已经是把农民变为日工的第二种工役了。因此，这种“例外”只是证实了下面这个普遍的常规：地主农场购置改良农具，意味着把受盘剥的（照民粹派的术语来说是“独立的”）农民变为雇佣工人，这正象把工作分到各家去做的包买主购置自己的生产工具，意味着把受盘剥的“手工业者”变为雇佣工人一样。地主农场购置自己的农具，必然会使靠工役谋取生活资料的中等农民遭到破产。我们已经看到，工役正是中等农民特有的“副业”，因而中等农民的农具不仅是农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地主经济的组成部分。 
［注：瓦·沃·先生以下列独特方式表达这一真理（中等农民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主工役经济制度的存在）：“可以说，地主分担着他（农民）的农具费用”。萨宁先生对此公正地指出：“结果，不是工人为地主工作，而是地主为工人工作。”古尔维奇《俄国农村的经济状况》俄译本附录：阿·萨宁
 《关于人民生产理论的几点意见》，1896年莫斯科版第47页。］

 因此，农业机器和改良农具的普及和农民的被剥夺，是两种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现象。至于在农民中普及改良农具也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在前一章里已经说明，此地不再赘述。机器在农业中的经常使用，毫不留情地排挤宗法式的“中等”农民，正象蒸汽织布机排挤手工业织工一样。

机器应用于农业的结果，证实了上面的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进步的一切典型特征及其固有的一切矛盾。机器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在这以前，农业几乎完全停留在社会发展进程之外。因此，单是俄国农业中日益广泛使用机器这一事实，就足以使人看出，尼·—逊先生所谓俄国粮食生产“绝对停滞”（《论文集》第32页）乃至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论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个论断与公认的事实相抵触，尼·—逊先生需要它，是要把前资本主义的制度理想化。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这个论断。

其次，机器导致生产的积聚和资本主义协作在农业中的应用。一方面，采用机器需要大量的资本，因而只有大业主才能办到；另一方面，只有需要加工的产品数量很大，使用机器才不会亏本；扩大生产是采用机器的必要条件。因此，收割机、蒸汽脱粒机等等的广泛使用，表明了农业生产的积聚，我们在下面也确实看到，使用机器特别普遍的俄国那个农业地区（新罗西亚），农场的规模也是非常大的。不过应当指出，如果仅仅把粗放式地扩大播种面积这一种形式看作是农业的积聚（尼·—逊先生就是这样看的），那就错了；事实上，由于商业性农业具有各种形式，农业生产的积聚也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关于这点见下一章）。生产的积聚同工人在农场中的广泛协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大农庄的例子，该农庄同时使用 数百台
 收割机来收割庄稼。“4—8匹马拉的脱粒机，需要14—23个以至更多的劳动力，其中半数是妇女和少年儿童，即半劳力……所有大农场都拥有的8—10马力的蒸汽脱粒机〈赫尔松省〉，同时需要50—70个劳动力，其中多半是半劳力，即12—17岁的男女儿童”（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93页）。同一位作者公正地指出：“同时集聚了500—1000名工人的大农场，堪与工业企业媲美。”（第151页） 
［注：也可参看下一章第2节，该节引证了有关俄国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农场规模的更详细资料。］

 就这样，当我们的民粹派妄谈什么“村社”“可以轻易地”把协作应用于农业时，实际生活却在循着自己的道路前进，资本主义已经把村社分化为许多彼此利益相冲突的经济集团，建立了以雇佣工人广泛协作为基础的大农场。

从上述情况可以清楚看出，机器为资本主义 建立了
 国内市场：第一，生产资料市场（机器制造业、采矿工业等等的产品的市场）；第二，劳动力市场。我们已经看到，机器的采用导致自由雇佣劳动代替工役制，也导致雇用雇农的农民农场的建立。农业机器的大量采用，是以大量农业雇佣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农业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这种采用机器同时 采用
 雇佣劳动的过程，是同另一个过程即机器排挤雇佣工人的过程交错着的。一方面，农民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地主从工役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造成
 对雇佣工人的需求；另一方面，在那些经营早已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地方，机器却在 排挤
 雇佣工人。这两个过程给整个俄国带来的总的结果怎样，即农业雇佣工人的数目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关于这一点，还没有大量确切的统计资料。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这个数目是增加了（见下一节）。我们认为，这个数目现在还在继续增加 
［注：无须说明，在拥有大量农民的国家里，农业雇佣工人数量的绝对增加，与农村人口数量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都是完全相容的。］

 。第一，关于机器排挤农业雇佣工人的资料，只有新罗西亚一个地区的，而在其他的资本主义农业地区（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西部边疆区、东部边疆地区、某些工业省份），这一过程还没有得到广泛的确证。还存在着广大的工役制占优势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机器的采用也造成对雇佣工人的需求。第二，农业集约程度的增大（如种植块根作物），大大扩大了对雇佣劳动的需求（见第4章）。当然，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全国农业完全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各种农业作业都普遍采用机器时，农业雇佣工人（与工业工人相反）的绝对数量就一定会减少。

至于谈到新罗西亚，当地的调查者指出那里确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通常后果。机器排挤雇佣工人，并在农业中造成资本主义的后备军。“劳动力价格高得出奇的时期，在赫尔松省也已成为过去。由于……农具的迅速普及……〈以及由于其他原因〉 劳动力的价格不断下降
 〈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农具的配置，解除了大农场对工人的依赖 
［注：关于这一点波诺马廖夫先生是这样说的：“机器调整好收获价格，大概同时还使工人守纪律。”（《农业和林业》杂志中的论文，转引自1896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14期）。请回忆一下，“资本主义工厂的平达”
[71]

 尤尔博士，是怎样欢迎在工人中建立“秩序”和“纪律”的机器的。俄国农业资本主义不仅顺利地建立了“农业工厂”，而且还顺利地造成了一批这些工厂的“平达”。］

 ，同时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工人陷于困难的境地。”（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66—71页）另一位地方自治局的卫生医生库德里亚夫采夫先生在其著作《1895年塔夫利达省卡霍夫卡镇尼古拉耶夫市集的外来农业工人和对他们的卫生监督》（1896年赫尔松版）中也证实了这种情况：“劳动力价格……日趋跌落，很大一部分外来工人被抛在一边，得不到任何工钱，就是说造成了经济科学上所谓的劳动后备军——人为的过剩人口。”（第61页）这种后备军所引起的劳动价格的跌落，有时竟使“许多拥有机器的业主宁肯”（在1895年）“用手工收割而不用机器收割”（同上，第66页，引自1895年8月出版的《赫尔松地方自治机关汇编》）！这一事实比任何议论都更清楚、更令人信服地表明，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所固有的矛盾是何等深刻！

使用机器的另一个后果是大量使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农业，一般说来已造成了一种近乎工厂工人等级制的工人等级制。例如，在南俄农庄中工人分为：（A） 整劳力
 ，能做一切工作的成年男子；（B） 半劳力
 ，即妇女和20岁以下的男子；半劳力又分为两类，（1）从12、13岁至15、16岁——狭义的半劳力，（2） 力气大的半劳力
 ，“农庄上称为‘四分之三’劳力” 
［注：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72页。］

 ，即从16岁至20岁，除用大镰刀割草外，能做整劳力所做的任何工作；最后，（C） 干零活的
 半劳力，8岁以上14岁以下的儿童，他们做的工作是养猪、养牛犊、除草以及犁地时赶牲口。他们干活往往只是为了有饭吃和有衣穿。农具的采用“使整劳力的劳动贬值”，使人可以用更廉价的妇女劳动和少年劳动来代替它。有关外来工人的统计资料证实了妇女劳动排挤男劳动的情况：1890年，卡霍夫卡镇和赫尔松城登记过的工人中，妇女占工人总数的12.7％；1894年在全省占18.2％（56464人中有10239人）；1895年占25.6％（48753人中有13474人）。1893年儿童占0.7％（10—14岁），1895年占1.69％（7—14岁）。在赫尔松省伊丽莎白格勒县的本地农庄工人中，儿童占10.6％。（同上）

机器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例如采用得最普遍的一种收割机（用手投的）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名称，叫“焦头机”或“烂额机”，因为用它来工作要求工人极度紧张，工人自己要代替投掷器。（参看《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52页）同样，在使用脱粒机时的劳动强度也增加了。按资本主义方式使用的机器在这方面（和在其他任何方面一样）也造成了延长工作日的巨大刺激因素。农业中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夜工。“丰收年景……在某些农庄和许多农民农场里，甚至晚上都工作”（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126页），用人工照明即点着火把进行工作（第92页）。最后，经常使用机器势必发生农业工人受伤事故；少女和儿童在机器旁干活，自然会发生特别多的工伤。例如，赫尔松省地方自治局医院和诊疗所，农忙季节“几乎全被外伤病号”挤满，成了“那些遭受农业机器和农具无情摧残的、不断从农业工人大军掉队下来的人们的野战医院”。（同上，第126页）现在已经出现了论述农业机器造成工伤事故的医学专著。有人建议颁布一些关于使用农业机器的强制性法令。（同上）农业中的大机器工业正如工业中的大机器工业一样，强有力地提出了对生产实行社会监督和调节的要求。关于这种监督的尝试，我们以后还要谈到。

最后，我们要指出，民粹派对农业中使用机器问题的态度是极不彻底的。承认使用机器的好处和进步意义，维护发展和促进使用机器的各种措施，同时又忽视机器在俄国农业中是按资本主义方式使用的，这就滑到大小地主的观点上去了。我们的民粹派恰恰忽略了采用农业机器和改良农具的资本主义性质，他们甚至不想去分析，采用机器的都是些什么类型的农民农场和地主农场。瓦·沃·先生怒气冲冲地把瓦·切尔尼亚耶夫先生叫作“资本主义技术的代表人物”（《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第11页）。大概，正是瓦·切尔尼亚耶夫先生或农业部其他某位官员要对俄国机器按资本主义方式使用负责吧！尼·—逊先生尽管夸夸其谈地允诺“不脱离事实”（《论文集》第ⅩⅣ页），但是却回避正是资本主义促进机器在我国农业中的使用这个事实，甚至还杜撰了一种可笑的理论，说交换会降低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第74页）！批判这种对资料不经任何分析而颁布的理论，既无可能，又无必要。我们只举尼·—逊先生议论中的一个小小例子。“如果我们这里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那么，现在每俄石小麦的价钱就不是12卢布，而是6卢布，如此而已。”（第234页）远不止如此而已啊，最可敬的经济学家先生。“我们这里”（也象在任何商品经济社会里一样），着手提高技术的是个别业主，其余的只是逐渐效法罢了。“我们这里”，只有农村企业主才有可能提高技术。“我们这里”，大小农村企业主的这种进步，是同农民破产和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密切联系着的。因此，如果说被农村企业主的农场提高了的技术已成为社会必要技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才会下跌一半），那就意味着几乎全部农业都转入资本家手中，意味着千百万农民完全无产阶级化，意味着非农业人口大量增长，工厂不断增加（要使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必须大力发展机器制造业、采矿工业、蒸汽机运输业，修建许多新型农业建筑物，如商店、货栈、水渠等等，等等）。尼·—逊先生在这里又犯了他议论中常犯的一个小小错误：他跳过资本主义发展所必经的渐进步骤，跳过必然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一套复杂的社会经济改革，而悲叹和哭诉资本主义“破坏”的危险性。





九　农业中的雇佣劳动

现在我们来谈谈农业资本主义的主要表现——自由雇佣劳动的使用。改革后经济的这一特点，最有力地表现在欧俄的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表现在名叫“外出做农业零工”这种人所共知的农业雇佣工人的大批流动上。因此，我们首先要引证一下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这个主要地区的资料，然后再来考察有关整个俄国的资料。

我国农民外出寻找雇佣工作的大规模流动，在我国著作界早就有人提到。弗列罗夫斯基就指出了这种现象（《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69年圣彼得堡版），他曾试图确定这种流动情况在各省的相对普遍程度。1875年，查斯拉夫斯基先生对“外出做农业零工”作了概括的评论（《国务知识汇编》第2卷），并指出了它的真实意义（“形成了……一种半流浪的居民……一种未来的雇农”）。1887年，拉斯波平先生汇总了有关这一现象的许多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是一般的农民出外寻找“外水”，而是农业中雇佣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在90年代，谢·柯罗连科、鲁德涅夫、捷贾科夫、库德里亚夫采夫、沙霍夫斯科伊等先生的著作出版了，由于这些著作的出版，对这一现象的研究空前充实起来。

农业雇佣工人 移入
 的主要地区是比萨拉比亚省、赫尔松省、塔夫利达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顿河省、萨马拉省、萨拉托夫省（南部）和奥伦堡省。这里所谈的只限于欧俄地区，但是必须指出，这种流动还在继续发展（尤其是最近），连北高加索和乌拉尔州等地也被扩及到了。关于这一地区（商业性谷物业地区）的资本主义农业的资料，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引证；在那里，我们还要举出其他一些农业工人移入的地区。农业工人移出的主要地区是中部黑土地带各省：喀山省、辛比尔斯克省、奔萨省、坦波夫省、梁赞省、图拉省、奥廖尔省、库尔斯克省、沃罗涅日省、哈尔科夫省、波尔塔瓦省、切尔尼戈夫省、基辅省、波多利斯克省和沃伦省。 
［注：在第8章中，我们研究俄国雇佣工人流动的整个过程时，将更详细地叙述各地外出做零工的性质和方向。］

 可见，工人的流动是从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移向人口最稀少的可以移民的地区，是从过去农奴制最发展的地区移向过去农奴制最薄弱的地区 
［注：查斯拉夫斯基已经指出，在工人移入的地区，过去农奴的百分比是4—15％，而在移出的地区是40—60％。］

 ，是从工役制最发展的地区移向工役制不发展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地区。这样一来，工人就从“半自由”劳动流向自由劳动。如果以为这种流动只限于从人口稠密的地方移到人口稀少的地方，那就错了。对工人流动情况的研究（上引谢·柯罗连科先生的著作）揭示了一个奇特而重要的现象：在很多移出地区，由于工人的大量出走，竟出现了缺少工人的现象，结果就从其他地区移入工人以补不足。这就是说，工人的出走不仅体现了居民要更平均地分布于现有地区的意向，而且也体现了工人要到更好的地方去的意向。我们只要想一想，移出地区即工役制地区的农业工人的工资 特别低
 ，而移入地区即资本主义地区的工资要高得多，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意向了。 
［注：见第8章第4节（劳动力国内市场的形成）中的10年图表资料（见本卷第541页。——编者注）。］



至于“外出做农业零工”的规模，则只有谢·柯罗连科先生的上述著作提供了这方面的总的资料，据他统计，整个欧俄的过剩工人（同 当地
 对工人的需求相比较）有6360000人，其中包括上述15个外出做农业零工省份的2137000人，然而8个移入省份所缺少的工人据他计算则为2173000人。谢·柯罗连科先生的计算方法虽然还远不能常常令人满意，但是应当承认，他的总的结论（我们在下面将不止一次地看到）大体是正确的，流浪工人的数字非但没有被夸大，甚至低于实际情况。毫无疑问，在这移到南方的200万工人中，有一部分是非农业工人。但是，沙霍夫斯科伊先生（上引书）作了完全任意和粗略的计算，说这个数目中有一半是工业工人。第一，我们根据种种资料知道，移到这个地区的工人 大多数
 是农业工人；第二，农业工人不仅来自上述各省。沙霍夫斯科伊先生自己就提供了一个足以证实谢·柯罗连科先生的计算的数字。正是他指出：在1891年，11个黑土地带省份（属于上述农业工人移出的地区）共发出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2000703张（上引书第24页），而按谢·柯罗连科先生的计算，这些省份放出的工人却只有1745913人。因此，谢·柯罗连科先生的数字丝毫没有夸大，而俄国农业流浪工人的总数，显然一定在200万以上。 
［注：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核对谢·柯罗连科先生的数字。我们从上面引证的捷贾科夫和库德里亚夫采夫先生的著作中得知，在寻找“外水”的流动中，至少乘坐过一段火车的农业工人人数，约占工人总数的1/10（把两位作者的资料加在一起，我们得出，在被询问过的72635个工人中，至少乘坐过一段火车的仅7827人）。然而，据沙霍夫斯科伊先生报道，在1891年，由上述方向三条最主要铁路干线运送的工人数目不超过20万人（170000—189000人）（上引书第71页，关于铁路的资料）。因此，到南方去的工人总数应为200万左右。顺便说一句，乘火车的农业工人所占比例微不足道，说明尼·—逊先生认为我国铁路客运的主要旅客是农业工人的看法是错误的。尼·—逊先生忘记了非农业工人得到的工资较高，所以他们乘火车较多，而这些工人（例如建筑工人、掘土工人、搬运工人以及其他许多工人）的外出时间也在春夏两季。］

 这么多的“农民”抛弃了自己的房屋和份地（指有房屋和份地的），这就明显地证实了小农变为农村无产者的巨大过程，证实了日益发展的农业资本主义对雇佣劳动的大量需求。

现在试问，欧俄的农业雇佣工人——流浪工人和定居工人加在一起，一共有多少呢？据我们所知，唯一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是鲁德涅夫先生的著作《欧俄农民的副业》（《萨拉托夫地方自治机关汇编》1894年第6号和第11号）。这部极有价值的著作汇总了欧俄19个省中148个县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据他计算，在5129863个男劳动力（18—60岁）当中，“从事副业者”共占2798122人，即占农民劳动力总数的55％ 
［注：可见，不把农业雇佣工作当作最主要工作，而当作与自己的经营同样重要的工作的大批农民，没有包括在这个数字之内。］

 。作者仅仅把农业 雇佣
 劳动（雇农、日工、牧人和饲养员）算作“农业副业”。算出俄国各省各区农业工人在成年男劳动力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以后，作者得出如下结论：在黑土地带，从事农业雇佣劳动的约占全体男劳动力的25％，而在非黑土地带，约占10％。由此得出的数字是，欧俄的农业工人为3395000人，化为整数是350万人（上引鲁德涅夫的著作第448页。这个数字约占成年男劳动力总数的20％）。这里必须指出，据鲁德涅夫先生说，“日工和计件农业工作只有在成为某个人或某个家庭的最主要工作时，统计人员才将它列入副业”（上引著作第446页） 
［注：鲁德涅夫先生还指出，农民除了在自己的土地、购买地和租地上耕作之外，其他一切工作都算作“副业”。无疑地，这些“从事副业者”多半是农业和工业中的雇佣工人。因此我们请读者注意，这些资料接近于我们计算出来的农村无产者的数字：在第2章里，我们认为农村无产者约占农民的40％。此地我们看到“从事副业者”占55％，其中大约有40％以上从事各种雇佣工作。］

 。

鲁德涅夫先生的这个数字，应当说是最低的，因为第一，地方自治局的调查资料是80年代的，有时甚至是70年代的，多少有些过时了；第二，在确定农业工人的百分比时，完全忽略了农业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地区——波罗的海沿岸和西部各省。但是由于没有其他资料，也就只好采用350万人这个数字。

由此可见，约有 五分之一
 的农民已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的“最主要工作”，是在富裕农民和地主那里做雇佣工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第一批需要农村无产阶级劳动力的企业主。这就是雇用 近半数下等农民
 的农村企业主。这样，在农村企业主阶级的形成同下等“农民”的扩大即农村无产者数量的增加之间，出现了一种完全互相依存的关系。在这些农村企业主中间，农民资产阶级起着显著作用，例如，在沃罗涅日省的9个县中，农民雇用的雇农占雇农总数的43.4％（鲁德涅夫的著作第434页）。如果我们把这一百分比作为计算全俄农业工人的标准，那就可以看出，农民资产阶级共需要约150万农业工人。同样是“农民”，一方面把千百万寻找雇主的工人抛到市场上，另一面又大量需要雇佣工人。





十　自由雇佣劳动在农业中的意义

现在我们想叙述一下由于使用自由雇佣劳动而在农业中形成的新社会关系的基本特点，并确定它们的意义。

这样大量地移入南方的农业工人，都属于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移入赫尔松省的工人，有7/10是徒步去的，因为他们没有钱买火车票，“沿着铁路和水路，欣赏着火车飞速奔驰、轮船徐徐航行的美丽景色，成百上千俄里地长途跋涉”（捷贾科夫的书第35页）。每个工人平均大约只带两个卢布 
［注：路费是凑起来的，靠变卖家具乃至什物，抵押份地，典当物品、衣服等等，甚至用服工役的办法“向神父、地主和当地富农”借钱（沙霍夫斯科伊的书第55页）。］

 ，有时甚至连买身分证的钱都没有，只好花10戈比弄一张限期一月的临时身分证。旅途要继续10—12天，行路人的两脚由于走路过多（有时要赤足在春天冰冷的泥泞中行走）都浮肿起来，满是茧子和伤口。约有1/10的工人是坐 民船
 （用木板钉的大船，可容纳50—80人，通常挤得水泄不通）走的。官方委员会（兹韦金采夫委员会 
[72]

 ）的报告中指出这种流动方法极端危险：“每年总有一两只或更多超载的民船，连同它们的乘客一起葬身水底。”（同上，第34页）绝大多数工人都有份地，但是数量微乎其微。捷贾科夫先生公正地指出：“实际上，这成千上万的农业工人都是无地的农村无产者，现在他们全靠外出做零工为生……土地的被剥夺在飞快进行着，同时，农村无产阶级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第77页）新工人即初次找工作的人的数目，是这种迅速增长的明证。这种新工人往往占30％左右。同时，根据这个数字可以判断造成 固定的
 农业工人基干这一过程的速度。

工人的大批流动造成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独特雇佣形式。在南部和东南部形成了许多劳动力市场，成千上万的工人聚集在那里，雇主们也会合到那里。这种市场常常同城市、工业中心、商业村和市集结合在一起。中心区所具有的工业性质特别吸引工人，因为他们也乐于受人雇用去做非农业工作。例如，在基辅省，什波拉镇和斯梅拉镇（甜菜制糖工业的大中心）以及白采尔科维城都成了劳动力市场。在赫尔松省，商业村（新乌克兰卡、比尔祖拉、莫斯托沃耶——在这些地方每逢星期日聚集了9000名以上的工人——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铁路车站（兹纳缅卡、多林斯卡亚等等）、城市（伊丽莎白格勒、博布里涅茨、沃兹涅先斯克、敖德萨等等）都成了劳动力市场。敖德萨的小市民、小工和“纨袴子弟”（当地对游民的称呼）夏天也来找农活做。在敖德萨，雇用农业工人的地方叫作谢列季纳广场（或“科萨尔卡”）。“工人们都不经其他市场而直奔敖德萨，以图在这里得到较高的工资。”（捷贾科夫的书第58页）克里沃罗格镇是雇用农业工人和采矿工人的大市场。在塔夫利达省卡霍夫卡镇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劳动力市场，那里以前聚集过将近4万工人，在90年代有2—3万工人，现在根据一些资料来看更少了。在比萨拉比亚省应该指出的是阿克尔曼城；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是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城和洛佐瓦亚车站；在顿河州是顿河畔罗斯托夫，那里每年来往的工人将近有15万。在北高加索是叶卡捷琳诺达尔和新罗西斯克两城、季霍列茨卡亚车站等。在萨马拉省是波克罗夫斯克镇（在萨拉托夫对岸）、巴拉科沃村等。在萨拉托夫省是赫瓦伦斯克和沃利斯克两城。在辛比尔斯克省是塞兹兰城。这样，资本主义就在各个边疆地区创造了“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新形式，即农业雇佣劳动和非农业雇佣劳动的结合。这种结合，只有在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即大机器工业时代，才有可能达到广泛的规模，因为大机器工业破坏了技巧、“手艺”的作用，由一种职业转到另一种职业变得容易了，雇佣形式一律化了。 
［注：沙霍夫斯科伊先生还指出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结合的另一种形式。成千上万的木筏沿着第聂伯河驶往下游各城市。每个木筏上有15—20个工人（木筏工人），他们大部分是奥廖尔省的白俄罗斯人和大俄罗斯人。“他们在整个航行期间只能得到几个戈比”，主要指望能被人雇用去收割和脱粒。这种指望只有在“丰收”年景才能实现。］



的确，这个地区的雇佣形式是十分独特的，在资本主义农业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中部黑土地带常见的一切半宗法式的半盘剥性的雇佣工作形式，这里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雇主和雇工的关系，只是劳动力买卖的交易。正如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下常有的情况一样，工人愿意做日工或周工，因为这种雇佣形式可以使他们按照对劳动的需求更精确地调整工资。“每个市场地区（周围40俄里）的价格都象数学般精确地确定下来，雇主想要破坏这种价格非常困难，因为外来的农夫与其接受较低的工资，还不如呆在市场上或到别处去。”（沙霍夫斯科伊的书第104页）不言而喻，劳动价格的剧烈波动，引起无数违反合同事件，不过这并不象雇主通常所说的只出于一方，而是出于双方，“罢工的发生是由于双方面的原因：工人商量要多得些工资，雇主商量要少出些工资”（同上，第107页）。 
［注：“在丰收的农忙季节，工人洋洋得意，要说动他得花很大力气。给他出价，他连睬都不睬，一味重复说：答应我的要价，就算成交。这倒不是因为人手少，而是正象工人所说的：‘我们占着上风’。”（一个乡文书的报道，沙霍夫斯科伊的书第125页）



有个地主通讯员承认说：“要是收成不好，劳动力的价格跌落，富农雇主就利用这个机会，在合同期满以前解雇工人，于是工人的大忙时期就在当地寻找工作中或在旅途中逝去。”（同上，第132页）］ 在这里，在阶级关系中，“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公然支配到什么程度，从下面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老练的雇主非常清楚”，工人只有在吃完他们全部面包的时候才会“屈服”。“一个业主说，他到市场上去雇用工人……他在工人当中走来走去，用手杖敲他们的背包〈原文如此！〉，里面有面包，就不跟这种工人搭话，转身离开市场”，等到“市场上有了空背包”的时候再说（引自1890年《农村通报》第15期，同上，第107—108页）。

正象在一切发达的资本主义下一样，在这里也可看到，小资本压迫工人特别厉害。单纯的商业性考虑 
［注：参看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序言（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72—382页。——编者注）。］

 使大雇主放弃微小的压榨，因为这种压榨得益很少，一旦发生冲突，就会受到巨大损失。因此，例如大雇主（雇用300—800工人）就尽量不在一周过后便解雇工人，并且他们自己按照对劳动的需求来规定价格；某些雇主甚至在附近地区劳动价格提高时，实行附加工资制，——一切证据都说明，由于工人很好地工作和不发生冲突，这些附加工资会得到超额的补偿（同上，第130—132页和第104页）。相反，小业主是不择手段的。“独立农庄主和德意志移民雇用的工人是‘经过挑选’的，付给他们的工资高15—20％，但是这些业主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劳动量要高50％。”（同上，第116页）在这类业主那里做工的“乡下姑娘们”，正如她们自己所说的，不知道“白天和黑夜”。移民们在雇用割草工人时，要自己的子弟 轮班
 紧跟在他们后头工作（即督促工人！），这些轮班的督促者一天三次精力充沛地去换班，督促工人，“所以从疲惫的外貌就容易看出哪些人是在德意志移民那里做工的”。“独立农庄主和德意志人一般避免雇用以前在地主农庄里做过活的人。他们直截了当地说：‘ 你们在我们这里是吃不消的
 ’。”（同上） 
［注：人们说库班州的“哥萨克”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哥萨克千方百计地压低劳动力的价格，或者用个人的力量，或者用整个村社的力量〈原文如此！可惜，关于‘村社’的这种最新职能，我们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克扣伙食，加班加点，解雇工人时扣留工人的身分证，通过村社决议，责成个别业主不得雇用高于一定工价的工人，否则处以罚款等等。”（A．别洛博罗多夫《库班地区的外来工人》，载于1896年《北方通报》2月号第5页）］



大机器工业把大量工人集中在一起，改革了生产方法，撕毁了掩盖阶级关系的一切传统的、宗法式的屏障和外衣，总是使社会注意力经常转到这种关系上来，引起实行社会监督和社会调节的尝试。这种现象（在工厂视察中表现特别明显）在俄国资本主义农业中，即在资本主义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中已开始表现出来。关于工人卫生状况的问题，在赫尔松省，早在1875年赫尔松地方自治机关医生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过，随后到1888年又重新提出，1889年制定了调查工人状况的计划。1889—1890年进行的卫生调查（非常不完全），揭开了掩盖穷乡僻壤劳动条件的帷幕的一角。例如，调查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工人住处，即使有工棚，通常都盖得极不合乎卫生， 土窑
 也“并不特别罕见”，住在里面的是牧羊人，他们深受潮湿、拥挤、寒冷、黑暗和窒闷的痛苦。工人们常常吃不饱。工作日一般长达12.5—15小时，即比大工业中的一般工作日（11—12小时）要长得多。在最炎热的时候打歇也只是一种“例外”，因而患脑病是常有的事情。在机器上干活造成了职业分工和职业病。例如在脱粒机上干活的有“滚筒工”（把麦捆放进滚筒，工作非常危险而且极端困难，因为禾秸上的大量尘土会从滚筒里喷到脸上）、“递捆手”（传递麦捆，活很重，每隔1—2小时就得换班）。妇女们打扫滑秸，小孩子们把它们搬运到一边，再由3—5个工人堆成垛。全省脱粒工人在20万人以上。（捷贾科夫的书第94页） 
［注：顺便指出，脱粒这个活常常由自由雇佣工人干。因此可以断定，全俄脱粒工人的数目该有多大！］

 捷贾科夫先生对农活的卫生状况作出这样的结论：“古人说，农民的劳动是‘最惬意而有益的工作’，这种说法在资本主义精神统治着农业领域的现在，一般说来，未必合宜了。随着农业活动中使用机器耕作，农业劳动的卫生条件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坏了。机器耕作引起了农业领域前所未闻的劳动专业化，因而农村居民中的职业病增加了，严重的工伤事故大量发生。”（第94页）

试图建立医疗膳食站来进行工人登记，监督工人的卫生状况以及供给廉价饭食，这是卫生调查的结果（在荒年和霍乱流行之后）。不论所做的事情的范围和成果怎样微小，不论它的存在怎样不稳固 
［注：在赫尔松省6个县的地方自治会议中（捷贾科夫先生叙述了这些会议对组织监督工人卫生状况一事的意见），有4个表示反对这种制度。当地的地主指责省地方自治局，说“它会完全使工人变懒”等等。］

 ，但它总是一个表明农业资本主义趋向的重大历史事实。根据医生收集的资料，有人向赫尔松省全省医生代表大会建议：承认医疗膳食站的重要性和改善它们的卫生条件的必要性，扩大它们的活动，使它们兼有通告劳动价格及其涨落情况的工人职业介绍所的性质，把卫生监督推广到拥有大量人手的一切规模不同的大农场中去——“如同在工业企业中那样”（第155页），颁布使用农业机器和登记工伤事故的强制性法令，提出有关工人生活保障权、改善蒸汽机运输和降低其价格的问题。全俄医生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责成各有关地方自治机关注意赫尔松地方自治机关在组织医疗卫生监督方面的活动。




最后，我们再一次回头来谈谈民粹派经济学家。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他们把工役制理想化了，闭眼不看资本主义比工役制进步的地方。现在我们应当补充一点，他们还反对工人“外出做零工”，赞成在 当地
 挣“外水”。例如，尼·—逊先生是这样表达这个寻常的民粹派观点的：“农民……外出寻找工作……试问，这在经济方面有多大益处呢？不就个别农民而就全体农民来说，这在国家经济方面有多大益处呢？……我们想要指出，农民每年整个夏天的迁移（天晓得他们到什么地方去）造成了纯经济上的损失，本来在这个时候，手边会有很多工作……”（第23—24页）

与民粹派的理论相反，我们断定，工人的“迁移”不仅给工人本身带来“纯经济上的”益处，而且一般说来应当认为是一种进步现象；社会注意力不应当集中在以当地的“手边工作”来代替外出做零工，相反，应当集中在消除一切阻挡外出的障碍，从各方面来促进外出，使工人流动的一切条件得到改善并减低费用等等。我们这样说的根据如下：

（1）“迁移”能给工人带来“纯经济上的”益处，因为他们所去的地方工资较高，在那里他们当雇工的境况较有利。尽管这个理由是多么简单，可是人们常常把它忘记了，他们总喜欢站到更高的仿佛是“国家经济的”观点来看问题。

（2）“迁移”能破坏盘剥性的雇佣形式和工役制。

例如，我们回忆一下从前外出还不大通行的时候，南方的地主（以及其他企业主）乐意采用如下的雇佣方法：他们派自己的管家到北方各省，以极苛刻的条件来雇用（通过村长）欠缴税款的人。 
［注：上引沙霍夫斯科伊的书第98页及以下各页。作者甚至引用了因有利地雇用到农民付给文书和村长的“酬金”价格。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65页。特里罗果夫《村社和赋税》一书中的《国民经济中的盘剥制》一文。］

 可见，雇主利用了自由竞争，而雇工就不能利用它。上面我们已经引证过这样的例子：农民甚至情愿跑到矿井去，以逃避工役和盘剥。

因此，我国大地主同民粹派对“迁移”问题的观点一致，这是不足为奇的。就拿谢·柯罗连科先生来作例子吧。他在自己的书中引证了地主反对工人“外出做零工”的许多意见，同时又列举了反对“外出做零工”的许多“论据”：“放荡”，“粗野”，“酗酒”，“不诚实”，“希望离开家庭，以摆脱家庭和父母的监督”，“贪图玩乐和更开心的生活”，等等。而特别值得注意的论据是：“最后，正如谚语所说的，‘石留原地则生苔’，人留原地就一定会置办产业，珍惜产业。”（上引书第84页）确实，这个谚语很明显地说明定居在一个地方会对人发生什么影响。谢·柯罗连科先生特别不满的是我们上面指出过的那种现象：“过”多的工人从某些省出走，其缺额又得从别的省移入工人来补充。例如谢·柯罗连科先生在指出有关沃罗涅日省的这个事实时，也指出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赐与份地的农民太多了。“显然，这种农民所处的物质境况比较恶劣，他们并不记挂着自己那点微乎其微的财产，因而常常不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甚至在家乡可以找到足够数量外水的时候，一般也很轻率地跑到外省去。”“这种农民很少束缚于〈原文如此！〉自己那份不充裕的份地，他们往往连农具也没有，所以很容易抛弃家室，远离故乡去寻找幸福，他们不关心本地的外水，有时甚至不关心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因为从他们那里也往往没有东西可以追赔。”（同上）

“很少受到束缚”！这是真话。

那些说“迁移”没有益处，最好在当地找点“手边工作”的人，应当仔细想想这句话！ 
［注：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民粹派成见的有害影响。捷贾科夫先生（我们常常引证他的杰作）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赫尔松省本身缺乏大量工人，可是有很多当地工人离开那里到塔夫利达省去。他把这叫作“非常奇怪的现象”：“业主吃亏，工人也吃亏，因为工人抛弃了家乡的工作，到塔夫利达去冒找不到工作的危险。”（第33页）相反，我们认为捷贾科夫先生的这种说法才是非常奇怪的。难道工人不懂得自己的利益，没有权利为自己寻找最有利的雇佣条件吗？（塔夫利达省农业工人的工资比赫尔松省高。）难道我们真的应当认为，农夫一定要在他有户口和“有份地”的地方生活和工作吗？］



（3）“迁移”意味着造成居民的流动。迁移是防止农民“生苔”的极重要的因素之一，历史堆积在他们身上的苔藓太多了。不造成居民的流动，就不可能有居民的开化，而认为任何一所农村学校都能使人获得人们在独立认识南方和北方、农业和工业、首都和偏僻地方时所能获得的知识，那就太天真了。






[59]

 本章前6节最初以论文形式发表于1899年3月《开端》杂志第3期，标题是《现代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对徭役经济的排挤》。杂志编辑部按语说：“本文是作者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部巨著中的一段。”——160。





[60]

 割地指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中农民失去的土地。按照改革的法令，如地主农民占有的份地超过当地规定的最高标准，或者在保留现有农民份地的情况下地主占有的土地少于该田庄全部可耕地的1/3（草原地区为1/2），就从1861年2月19日以前地主农民享有的份地中割去多出的部分。份地也可通过农民与地主间的特别协议而缩减。割地通常是最肥沃和收益最大的地块，或农民最不可缺少的地段（割草场、牧场等），这就迫使农民在受盘剥的条件下向地主租用割地。改革时，对皇族农民和国家农民也实行了割地，但割去的部分要小得多。要求归还割地是农民斗争的口号之一，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曾把它列入党纲。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以代替这一要求。——165。





[61]

 地役权是使用他人土地的有限物权，如步行或乘车马通过邻近地段的权利等，起源于罗马法。西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保留和发展了这种权利。这里说的是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村中公共道路、割草场、牧场、池塘等等的使用权。由于这些地方被地主霸占，农民要为地主服额外劳役，才能取得这种使用权。——165。





[62]

 暂时义务农指俄国农奴制度废除后，为使用份地而对地主暂时负有一定义务（交纳代役租或服徭役）的前地主农民。农民同地主订立了赎买份地的契约后，即不再是暂时义务农，而归入私有农民一类。1881年12月沙皇政府法令规定，从1883年1月1日起，暂时义务农必须赎得份地。——165。





[63]

 《法学通报》杂志（《Юрид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是俄国莫斯科法学会的机关刊物（月刊），1867—1892年在莫斯科出版。先后参加编辑工作的有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和谢·安·穆罗姆采夫等。为杂志撰稿的主要是莫斯科大学的自由派教授，在政治上主张进行温和的改革。——168。





[64]

 “全包制”是俄国1861年改革后的一种工役制形式。实行“全包制”的农民须用自己的农具和耕畜替地主包种土地，即种一俄亩春播作物，一俄亩秋播作物，有时还要割一俄亩的草，以换取货币，或冬季的贷款，或租地。——171。





[65]

 粮垛租是沙皇俄国南部地区的一种盘剥性的实物地租。租地者在收割时按俄亩交若干由禾捆堆成的粮垛给地主，所交部分达到收成的一半，有时更多。此外，租地者还用一部分劳动为地主服各种工役。——173。





[66]

 实物工资制是盛行于资本主义初期的一种工资制度。实行这种制度的工厂主在自己的工厂里开设店铺，用质次价高的商品和食物代替货币支付给工人，以加重对工人的剥削。这一制度在俄国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也曾十分流行。——174。





[67]

 《罗斯法典》是11—12世纪古罗斯第一部成文法律和大公法令汇编，发现于1738年。《法典》是研究古罗斯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极有价值的资料。《法典》中有许多维护封建所有制和保护封建主生命的条款，这表明在古罗斯农奴化的农民同剥削者之间存在着剧烈的阶级斗争。——177。





[68]

 这个记录载于1897年《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学报》第4期。



帝国自由经济学会是俄国第一个经济学会，1765年在彼得堡成立，其宗旨是“在国内传播对工农业有益的知识”。学会有三个部：（1）农业部；（2）技术性农业生产和耕作机械部；（3）农业统计和政治经济学部。自由经济学会团结自由派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学者，从事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国内各地区的调查研究和考察。《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学报》是该学会的定期刊物，登载学会的研究结果以及各部门的报告和讨论的速记记录。列宁著作中多次提到这个学报。——184。





[69]

 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189。





[70]

 《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Финансов，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Торговли》）是沙皇俄国财政部的刊物（周刊），1883年11月—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1885年1月前称《财政部政府命令一览》。该杂志刊登政府命令、经济方面的文章和评论、官方统计资料等。——193。





[71]

 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辩护士、英国经济学家安·尤尔博士的称呼（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59页和第25卷第434页）。



平达是古希腊抒情诗人，写有许多歌颂竞技场上胜利者的诗歌。平达的名字后来成了过分颂扬者的代称。——203。





[72]

 兹韦金采夫委员会是由沙皇政府内务部办公会议成员И．А．兹韦金采夫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成立于1894年5月27日，直属内务部地方局，其任务是制定措施，以整顿外出做零工的活动和调节农业工人的流动。——212。







《列宁全集》第3卷


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一 关于改革后俄国的农业生产以及各种商业性农业的总的资料


 二 商业性谷物业地区




 三 商业性畜牧业地区。关于牛奶业发展的总的资料




 四 续。上述地区的地主经营中的经济




 五 续。牛奶业地区农民的分化




 六 亚麻业地区




 七 农产品的技术加工




 八 工业性蔬菜业和果园业；市郊经济




 九 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的意义的结论




 十 民粹派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理论。“冬闲”




 十一 续。村社，马克思对小农业的看法，恩格斯对现代农业危机的见解










我们考察了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的内部经济结构，现在应当来研究农业生产中的变化问题：这些变化是否表现了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的发展？





一　关于改革后俄国的农业生产以及各种商业性农业的总的资料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有关欧俄粮食生产的总的统计资料。收获量的起伏很大，这使个别时期的或个别年份的资料完全不适用。 
［注：单凭这一个原因来看，尼·—逊先生所用的方法就是完全错误的，他根据一个10年中的8年（1871—1878年）的资料，就作出非常大胆的结论。］

 必须考察几个不同的时期和许多年份的资料。下面是我们掌握的资料：关于60年代，有1864—1866年的资料（《军事统计汇编》1871年圣彼得堡版第4编，省长报告的资料）；关于70年代，有农业司的整整10年的资料（《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1883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最后，关于19世纪80年代，有1883—1887年5年的资料（《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第4卷），这5年可以代表整个80年代，因为1880—1889年这10年的平均收获量甚至比1883—1887年这5年的平均收获量还要高些（见为芝加哥展览会出版的《俄国的农业和林业》一书第132页和第142页）。其次，为了判断90年代朝什么方向演进，我们采用1885—1894年这10年的资料（《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4页）。最后，1905年的资料（《俄罗斯年鉴》1906年版）对于判断当前的情况是完全适用的。1905年的收获量仅略低于1900—1904年这5年的平均收获量。

我们把所有这些资料作个比较 
［注：1883—1887年这段时期采用的是1885年的人口数；增长率＝1.2％。大家知道，省长报告的资料和农业司的资料差别不很大。1905年的数字是以普特折成俄石计算出来的。］

 ：






欧俄50省
[73]





	　
	全部粮食，即谷物加马铃薯
	马铃薯
	每一口人的纯收获



	时期
	男女人口
	播种
	纯收获
	播种
	纯收获
	谷物
	马铃薯
	粮食总计



	（单位百万）
	（单位百万俄石）
	（单位俄石）



	1864—1866
	61.4
	72.2
	152.8
	6.9
	17.0
	2.21
	0.27
	2.48



	1870—1879
	69.8
	75.6
	211.3
	8.7
	30.4
	2.59
	0.43
	3.02



	1883—1887
	81.7
	80.3
	255.2
	10.8
	36.2
	2.68
	0.44
	3.12



	1885—1894
	86.3
	92.6
	265.2
	16.5
	44.3
	2.57
	0.50
	3.07



	（1900—1904）——1905
	107.6
	103.5
	396.5
	24.9
	93.9
	2.81
	0.87
	3.68







我们由此看到，19世纪90年代以前，改革后时代的特点是谷物和马铃薯的生产都显著增加。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第一，纯收获量比播种量增加得快（除了某些局部的例外）；第二，必须注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在这个时期不断减少，这是由于人口由农业转入商业和工业，同时也由于农民迁离欧俄境外 
［注：尼·—逊先生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他断言：“没有任何理由假定他们的人数〈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在减少，正好相反。”（《论文集》第33页脚注）见第8章第2节。］

 。有一件事实特别值得注意，即 商业性
 农业在增长：按每一口人计算的粮食收获量（扣去种子）增加了，而在这些人口内部社会分工日益发展；工商业人口增加了；农业人口分化为农村企业主和农村无产阶级；农业本身越来越专业化，因而为销售而生产的粮食数量的增长，要比全国生产的粮食总量的增长快得多。马铃薯在农业生产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增加，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 
［注：从1864—1866年到1870—1879年，马铃薯的纯收获量，按每一口人计算，在所有欧俄各地区都有增加。从1870—1879年到1883—1887年，11个地区中有7个地区增产（即：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西部地区，工业地区，西北部地区，北部地区，南部地区，草原地区，下伏尔加地区和伏尔加左岸地区）。



参看《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1897年圣彼得堡版第7编（农业部出版）。1871年欧俄50省种植马铃薯790000俄亩，1881年种植1375000俄亩，1895年种植2154000俄亩，也就是说在15年中增加了55％。以1841年马铃薯的收获量为100，以后时期的数字如下：1861年——120；1871年—162；1881年——297；1895年——530。］ 。马铃薯播种的增加，一方面表明农业技术的提高（种植块根作物）和农产品技术加工的发展（酿酒和马铃薯淀粉的生产）；另一方面，在农村企业主阶级看来，则是生产相对的剩余价值（劳动力生活费的下降，人民饮食的恶化）。1885—1894年这10年的资料进一步表明，1891—1892年的危机曾经大大加紧了对农民的剥夺，这次危机使谷物生产大为减少，使各种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降低；但是马铃薯排挤谷物的过程竟顽强地延续着，尽管收获量减少，马铃薯的生产按每一口人计算却增加了。再者，最近5年（1900—1904年）同样说明农业生产的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马铃薯的比重增加）。

我们已经在上面指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表现为农业的专业化。大量有关各种粮食生产的笼统资料，只能最一般地说明这个过程（但也不是经常如此），因为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在这里都消失了。然而改革后俄国农业最大的特点之一，正在于不同农业地区的独特化。例如，我们已经引证过的《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1883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就指出了下列农业地区：亚麻业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的”、特别是“牛奶业很发达”的区域；以谷类作物为主的区域，包括三圃制地区和改良了的熟荒地制或多圃草田制地区（草原地带的一部分，它的“特点是生产最名贵的所谓上品粮食，主要是为了运销国外”）；甜菜地区；酿酒用马铃薯种植地区。“上述经济地区是不久以前在欧俄境内出现的，并且每年还在不断地发展和独特化。”（上引书第15页） 
［注：也可参看《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84—88页；这里还增加了烟草地区。在德·谢苗诺夫先生和阿·福尔图纳托夫先生绘制的地图中，按主要大田作物的差别，标明了各个不同的地区，例如普斯科夫省和雅罗斯拉夫尔省是黑麦—燕麦—亚麻地区，格罗德诺省和莫斯科省是黑麦—燕麦—马铃薯地区，等等。］

 因此，我们现在的任务应当是研究农业专业化这一过程。我们应当考察各种商业性农业是否有所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正在形成，农业资本主义是否具有我们在前面分析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的总的资料时所指出的那些特性。不言而喻，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只要研究几个最主要的商业性农业地区就够了。

但是在研究各个地区的资料以前，我们要指出以下的情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民粹派经济学家总是竭力设法回避一个事实，即改革后时代的特征正是 商业性
 农业的发展。自然，他们在这里还忽略了这样一个情况：谷物价格的下跌一定会推动农业的专业化和引起农产品的交换。举例来说，《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这本名著的作者们，都以粮价对于自然经济没有意义这个前提作为出发点，并且无数次地重复这个“真理”。然而他们中间有一位卡布鲁柯夫先生看出， 在商品经济的一般环境中
 ，这个前提实际上是不正确的。他写道：“当然，可能有这种情况，与自己农场里种的谷物相比，供应市场的谷物是用较少的生产费用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农场似乎也会有不种谷物而改种其他作物〈或从事其他事业，——我们加上一句〉的兴趣，可见，只要谷物的市场价格同 消费农场
 的生产费用不一致，谷物的市场价格对消费农场就具有意义”。（第1卷第98页脚注，黑体是原作者用的）“但是我们不能考虑这一点”，——他下令说。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1）改种其他农作物“只是在具备一定的条件时”才有可能。卡布鲁柯夫先生就用这种空洞的老生常谈（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若无其事地回避了这个事实：改革后时代在俄国正是创造了和创造着那些引起农业专业化和使人口离开农业的条件……（2）因为“在我国的气候下，不可能找到一种在食粮意义上和谷物相等的产品”。论据非常独特，完全是为了回避问题。既然谈的是出售其他产品和购买廉价粮食，怎么又扯起这些其他产品的食粮意义来了呢？……（3）因为“消费式的谷物农场始终有它存在的合理根据”。换句话说，是因为卡布鲁柯夫先生“和同志们”认为自然经济是“合理的”。请看，论据是不可驳倒的……





二　商业性谷物业地区

这个地区包括欧俄的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即新罗西亚和伏尔加左岸的草原省份。这里农业的特点是粗放性和大量生产销售粮。如果我们看一看下列8个省份——赫尔松省、比萨拉比亚省、塔夫利达省、顿河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萨拉托夫省、萨马拉省和奥伦堡省，就会知道，在1883—1887年，这里的人口是13877000人，谷物（除去燕麦）纯收获量是41300000俄石，也就是说，占欧俄50省纯收获总量的1/4强。这里种得最多的是小麦——主要的出口粮食 
［注：除了萨拉托夫省有14.3％的小麦播种面积以外，我们看到在上述其余各省有37.6—57.8％的小麦播种面积。］

 。这里的农业发展最快（与俄国其他地区相比），因而这些省份把原先占第一位的中部黑土地带省份排挤到第二位去了：






	　
	下列时期内每一口人的谷物纯收获量②



	各省地区
	1864—1866
	1870—1879
	1883—1887



	南部草原省地区………
	2.09
	2.14
	3.42



	下伏尔加和伏尔加左岸省地区………………
	2.12
	2.96
	3.35



	中部黑土地带省地区…
	3.32
	3.88
	3.28







　　 
［注②：资料来源前面已经说过。各省地区的划分是依据《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下伏尔加和伏尔加左岸”地区的划分并不妥当，因为把更适合于列入中部黑土地带的阿斯特拉罕省（该省食用粮食不足）、喀山省和辛比尔斯克省都列入了大量生产谷物的草原省份。］

可见，谷物生产的主要中心发生 转移
 ：中部黑土地带省份在19世纪60年代和19世纪70年代曾为各省之冠，但在19世纪80年代就把第一位让给了草原省份和下伏尔加省份；它们的谷物生产开始 下降
 。

上述地区农业生产的巨大增长这个有趣的事实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改革后时代草原边疆地区曾经是久有人满之患的欧俄中部的 移民区
 。大片的闲地吸引移民大量流入这里，他们很快就扩大了播种面积。 
［注：见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1897年6月《新言论》）关于边疆地区人口有巨大增长和从1885年到1897年有几十万农民自内地各省往边疆地区迁移的文章。关于扩大播种面积，参看前面提到过的弗·波斯特尼柯夫的著作，萨马拉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瓦·格里戈里耶夫的《梁赞省农民的迁移》。关于乌法省，见列梅佐夫《野蛮的巴什基尔生活特写》，该书生动地描写了“移民者”如何砍伐造船木材，把“肃清了”“野蛮的”巴什基尔人的土地变成“小麦工厂”。这是殖民政策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它足以与德国人在非洲任何地方的任何丰功伟绩媲美。］

 商业性的
 播种面积所以能够广泛发展，只是由于这些移民区一方面同俄罗斯中部，另一方面又同输入谷物的欧洲国家有密切的经济联系。俄罗斯中部工业的发展和边疆地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二者互相为对方建立市场。工业省份从南方得到粮食，同时把自己工厂的产品送到那里去销售，给移民区供应劳动力、手艺人（见第5章第3节，关于小手工业者向边疆地区的迁移）和生产资料（木材、建筑材料、工具及其他）。只是由于这种社会分工，草原地方的移民才能够专门从事农业，并在国内市场上，特别是在国外市场上销售大量谷物。只是由于同国内外市场的联系密切，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才能如此迅速；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在商业性农业增长的同时，把人口吸引到工业的过程，城市发展以及新的大工业中心形成的过程也在同样迅速地进行（参看下面第7章和第8章）。 
［注：参看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289页，——资本主义殖民地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移民容易得到大片的闲地（俄译本第623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52—853页。——编者注）把这个地方完全译错了）。也可参看第3卷第2部分第210页，俄译本第553页，——农业移民区所以有大量剩余粮食，是由于这些地区的全部居民一开始就“几乎都从事农业，特别是从事大宗农产品的生产”，用以换取工业品。“现代殖民地是通过世界市场现成地得到在另外的情况下必须由他们自己制造的那些产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55页。——编者注）］



至于说这个地区内的商业性农业的增长是否同农业的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有联系的问题，这在上面已经讲过了。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农民在这些地方有着多么广阔的播种面积，这里的资本主义关系即使在村社内部也表现得多么尖锐。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机器的使用在这个地区发展得特别迅速，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农场吸引了几十万和几百万的雇佣工人，发展了农业中从未见过的、由雇佣工人进行巨大协作的大农场等等。现在我们只要略微补充一下这个情况就行了。

在草原边疆地区，地主田庄不仅有时具有规模巨大的特点，而且还进行大规模的经营。我们在前面引用过萨马拉省有人有8000—10000—15000俄亩播种面积的报道。在塔夫利达省，法尔茨-费恩有200000俄亩，莫尔德维诺夫有80000俄亩，另外两个人各有60000俄亩，“很多地主拥有10000到25000俄亩”（沙霍夫斯科伊的书第42页）。下列事实可以略微说明经营的规模。例如，在法尔茨-费恩那里，1893年割草期间使用了1100台机器（其中有1000台是农民的）。在赫尔松省，1893年有3300000俄亩播种面积，其中1300000俄亩是地主的；该省5个县（敖德萨县除外）计有1237个中等农户（占地250—1000俄亩），405个大农户（占地1000—2500俄亩），还有226个各占地超过2500俄亩的农户。根据1890年所收集的526个农户的资料，这些农户共有35514名工人，即平均每户有67名工人，其中有16到30名年工。1893年，伊丽莎白格勒县100个比较大的农户中，有11197名工人（平均每户有112名工人！），其中年工占17.4％，季节工占39.5％，日工占43.1％。 
［注：上引捷贾科夫的书。］

 下面是关于该县 所有
 农户的（地主的和农民的）播种面积分配情况的资料 
［注：《赫尔松省土地估价材料》1886年赫尔松版第2卷。每类播种面积俄亩数是用平均播种面积乘农户数算出来的。类别数减少了。］

 ：






	　
	他们所占播种面积的大概数字

（单位千俄亩）





	不种地的农户
	15228
	　
	　
	—
	　
	　



	种地不满5俄亩的农户
	26963
	　
	　
	74.6
	　
	　



	种地5—10俄亩的农户
	19194
	　
	　
	144
	　
	　



	种地10—25俄亩的农户
	10234
	　
	　
	157
	　
	　



	种地25—100俄亩的农户
	2005
	

}


	2387
	91
	

}


	215



	种地100—1000俄亩的农户
	372
	110



	种地超过1000俄亩的农户
	10
	14



	
全县共计

	
74006

	　
	　
	
590.6

	　
	　







由此可见，3％多一点的农户（如果只算耕作者，则为4％）集中了全部播种面积的1/3以上，这些土地的耕种和收获需要大批季节工和日工。

最后，是关于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的资料。我们在第2章中只举出了在村社中进行经营的俄罗斯农民；现在我们把德意志人和“独立农庄主”（在单独地段进行经营的农民）也算上。可惜我们没有掌握地主农场的资料。 
［注：新乌津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全部租地，包括官地租地、私有地租地、份地租地，均已列入。下面是俄罗斯独立农庄主所有改良工具一览表：犁609部，蒸汽脱粒机16台，马拉脱粒机89台，割草机110台，马拉搂草机64台，风车61台，收割机64台。雇工数字内不包括日工。］








	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


	户数
	土地
	播种面积


	牲畜头数（折合成

大牲畜

的总数）


	改良农具


	雇工
	平均每户所有



	购买地
	租地
	土地
	播种面积


	牲畜头数（折合成

大牲畜

的总数）





	单位俄亩
	购买地
	租地



	单位俄亩



	全县共计
	51348
	130422
	751873
	816133
	343260
	13778
	8278
	2.5
	14.6
	15.9
	6.7



	有10头以上役畜的农户
	3958
	117621
	580158
	327527
	151744
	10598
	6055
	29
	146
	82
	38



	前项数字中拥有20头以上役畜的俄罗斯独立农庄主


	218
	57083
	253669
	59137
	39520
	1013
	1379
	261
	1163
	271
	181







显然，没有必要给这些资料作注解。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上述地区是最典型的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地区，当然，所谓典型的不是指农业而言，而是就社会经济来说的。这些得到最自由发展的移民区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改革前生活方式的许多残余阻碍资本主义的话，那么俄国其余地方可能而且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发展起来。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农业资本主义的形式是非常繁多的。





三　商业性畜牧业地区。关于牛奶业发展的总的资料

我们现在来谈俄国另一个最重要的农业资本主义地区，即不是以谷物产品而是以畜产品为主的区域。这个区域除波罗的海沿岸和西部省份以外，还包括北部省份、工业省份和几个中部省份（梁赞省，奥廖尔省，图拉省，下诺夫哥罗德省）的一部分。这里饲养牲畜是为了发展牛奶业，而农业的整个性质都适应于获得尽可能多的尽可能值钱的这类市场产品。 
［注：在俄国其他区域，畜牧业具有另外的意义。例如，在最南部地区和东南地区形成了一种非常粗放的畜牧业形式，即育肥牲畜的肉用畜牧业。再往北，牛被当作劳动力使用。最后，在中部黑土地带，牛成了“制造厩肥的机器”。弗·柯瓦列夫斯基
 和И．列维茨基
 《欧俄北部和中部地带牛奶业统计概论》（1879年圣彼得堡版）。这本书的作者象大多数农业专家一样，对问题的社会经济方面很少感兴趣，也很少了解。例如，他们直接从农户收入的提高得出“国民福利和食品”得到保证的结论，便是完全错误的（第2页）。］

 “我们亲眼见到积肥畜牧业正在明显地向乳品畜牧业过渡；这种过渡在最近10年表现得特别显著。”（上注中所引著作，同上）用统计数字来说明俄国各区域在这方面的特征是很困难的，因为在这里重要的不是牛的绝对数量，而是产乳牲畜的数量及其质量。如果以每100个居民拥有的牲畜总数来看，那就会发现：在俄国，这个数量最多的是草原边疆地区，数量最少的是非黑土地带（《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274页），而且这个数量在逐渐 减少
 （《俄国的生产力》第3编第6页。参看《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因此，在这里看到的也正是罗雪尔曾经指出的现象，即每一单位人口拥有的牲畜数量以经营“粗放畜牧业”的地方为最多（ 威·罗雪尔
 《农业经济》1873年斯图加特第7版第563—564页）。而我们所关心的是集约畜牧业，特别是乳品畜牧业。因此我们只能局限于上述《欧俄北部和中部地带牛奶业统计概论》一书的作者们所提供的 大致的
 计算，不奢求去对现象作精确的估计。这样的计算清楚地说明俄国各区域牛奶业发展程度的对比。我们完整地引用这一计算，并将我们计算出来的几个平均数字和“工厂”统计资料中关于1890年干酪生产的资料补充进去。






	省份类别
	
男女

人口



（单位千）



（1873年）



	
奶牛

（单位



千）



	
牛奶产量

（单位



千维德



罗①）



	
奶油产量

（单位



千普特）



	
每头奶牛

平均产奶



量（单位



维德罗）



	
每一百个居民拥有的

	
干酪、凝乳

和奶油的



生产（根据



1879年的



大致计算）



	
1890年

的干酪



生产






	
奶牛

	
牛奶

（单位



维德罗）



	
奶油

（单位



普特）






	
单位千卢布




	
一、波罗的海沿岸及西部省份（9）

	8127
	1101
	34070
	297
	31
	136
	420
	36
	？
	469



	
二、北部省份（10）

	12227
	1407
	50000
	461
	35
	11.4
	409
	3.7
	3370.7
	563



	
三、工业（非黑土地带）省份（7）

	8822
	662
	18810
	154
	28
	7.5
	214
	1.7
	1088
	295



	
四、中部（黑土地带）省份（8）

	12387
	785
	16140
	133
	20
	6.3
	130
	1.0
	242.7
	23



	
五、南部黑土地带、西南部、南部

及东部草原省份（16）



	24087
	1123
	20880
	174
	18
	4.6
	86
	0.7
	—
	—



	
欧俄50省共计

	65650
	5078
	139900
	1219
	27
	7.7
	213
	1.8
	4701.4
	1350







　　 
［注①：俄国液量单位，等于12.3公升。——编者注］

这个表清楚地说明（尽管所依据的是十分陈旧的资料）牛奶业专业地区的划分、这些地区内商业性农业（牛奶的销售和牛奶的技术加工）的发展以及产乳牲畜生产率的提高。

为了判断牛奶业的逐步发展情况，我们所能利用的只有关于乳脂和干酪生产的资料。这种生产在俄国出现于18世纪末（1795年）；19世纪开始发展的地主经营的干酪制造业，在19世纪60年代遭到了严重的危机，而这个60年代却开辟了农民和商人经营干酪制造业的时代。

欧俄50省的干酪作坊如下 
［注：《军事统计汇编》和奥尔洛夫先生的《工厂一览表》（第1版和第3版）所载资料。关于这些资料见本书第7章（见本卷第419—422页。——编者注）。不过应当指出，援引的数字减低了实际发展的速度，因为“工厂”这个概念运用的范围，1879年比1866年狭窄，而1890年比1879年还要狭窄。在《工厂一览表》第3版中有关于230个工厂开办时间的资料：原来只有26个工厂是在1870年以前开办的，68个工厂是在70年代开办的，122个工厂是在80年代开办的，14个工厂是在1890年开办的。这也说明了生产的迅速增长。至于最新的《工厂索引》（1897年圣彼得堡版），内容极为混乱，只登记了两三个省的干酪生产，其余各省全部略过不提。］

 ：

1866年72个作坊，计工人226名，生产额119000卢布。

1879年108个作坊，计工人289名，生产额225000卢布。

1890年265个作坊，计工人865名，生产额1350000卢布。

可见，25年中生产增加了10倍以上；根据这些极不完整的资料，只能判断现象的动态。现在我们再引用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沃洛格达省的牛奶业实际是从1872年开始好转的，当时正值雅罗斯拉夫尔-沃洛格达的铁路通车；从那时起，“业主们开始关心自己畜群的改良，种植牧草，购置改良农具……竭力把牛奶业放在纯粹商业的基础上”（《欧俄北部和中部地带牛奶业统计概论》第20页）。在雅罗斯拉夫尔省，70年代的所谓“劳动组合干酪制造厂”“已经打下了基础”，而“干酪制造业作为私人办企业在继续发展，‘劳动组合’只是徒有其名”（第25页）；我们补充一点，《工厂一览表》中的“劳动组合”干酪制造厂是一种有雇佣工人的作坊。《欧俄北部和中部地带牛奶业统计概论》的作者们依据 官方
 资料，认为干酪和奶油的生产额是412000卢布（从散见于该书中的数字统计出来的），不是295000卢布，而这个数字的修正使得奶油和干酪的生产额成为1600000卢布，如果加上炼乳和凝乳，就是4701400卢布，波罗的海沿岸和西部各省还都未计算在内。

关于后一段时期，我们引用上面摘引过的农业司出版的《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一书的评述如下。关于所有工业省份的情况，我们看到：“牛奶业的发展使这个地区的农户的状况完全改观”，它“还间接影响了农业的改进”，“这个地区的牛奶业一年比一年发展”。（第258页）在特维尔省，“不论是地主还是农民都力图改善牲畜的饲养”；畜牧业的收入共计1000万卢布。（第274页）在雅罗斯拉夫尔省，“牛奶业一年比一年发展……干酪制造厂和乳脂制造厂甚至开始具有某种工业性质……牛奶是向邻居甚至是向农民收购来的。有的干酪制造厂是由一些地主合伙经营的”。（第285页）雅罗斯拉夫尔省达尼洛夫县的一个通讯员写道：“目前，这里地主经济的一般趋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从三圃轮作过渡到在地里种草的五圃——七圃轮作；（2）开垦熟荒地；（3）经营牛奶业，其结果是更严格地挑选牲畜和改善牲畜的饲养。”（第292页）斯摩棱斯克省也是这样，该省的干酪和奶油的生产额，据省长报告，1889年是240000卢布（根据统计，1890年为136000卢布）。在卡卢加省，科夫诺省，下诺夫哥罗德省，普斯科夫省，爱斯兰省，沃洛格达省也可以看出牛奶业的发展。沃洛格达省奶油和干酪的生产额，根据1890年的统计，是35000卢布，根据省长的报告，是108000卢布，根据1894年当地 389个工厂
 的统计资料，是 500000卢布
 。“这是根据统计得来的数字。实际上，工厂要多得多，因为根据沃洛格达地方自治局的调查，仅沃洛格达1个县就有224个工厂。”而生产已在3个县内发展起来，并且已经部分渗入第4个县。 
［注：1896年《星期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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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期。牛奶业之有利可图，竟使城市商人都急忙投入这种营业，而且他们还带来了用商品付款的办法。当地一个拥有大工厂的地主，为了使农民摆脱包买主的盘剥，为了“占有新的市场”，设立了一个“现款收购牛奶”的劳动组合。这个典型例子说明了劳动组合和有名的“销售组织”的真正含义：借助
 产业资本的发展来“摆脱”商业资本。］

 根据这一点可以判断，需要把上面引用的数字增加若干倍才能接近实际情况。一位专家认为，目前乳脂制造厂和干酪制造厂的数目“共有几千个”（《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299页），这个粗略的评断比265个工厂这一似乎精确的数字更正确地说明了问题。

总之，资料使人毫不怀疑这种特殊的商业性农业有了巨大发展。在这里，资本主义的增长也引起了陈旧技术的改革。例如，我们在《俄国的农业和林业》一书中看到：“最近25年来俄国在干酪制造业方面成就之大，恐怕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所能做到的。”（第301页）。布拉任先生在《牛奶业的技术成就》（《俄国的生产力》第3编第38—45页）这篇文章中也是这样肯定的。主要的改革，是用离心机（分离机） 
［注：1882年以前，俄国几乎没有分离机。从1886年起，分离机推广得很快，竟完全排挤了旧的工作方法。在19世纪90年代甚至有了奶油抽取分离机。］

 分离乳脂的方法来代替“历来的”乳脂沉淀法。机器使生产不再受气温的限制，增加了牛奶中的奶油出产量10％，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制作奶油的费用（使用机器需要较少的劳动、较少的场地、用具、冰块），使生产积聚。农民经营的大型乳脂制造厂出现了，这些厂“每天要加工大约500普特的牛奶，如采用沉淀法，这在体力上是不可能的”（同上）。生产工具改良了（保温锅、螺旋式压榨机、改良地窖），细菌学被用来帮助生产，它提供了乳脂发酵所必需的那种乳酸菌的纯培养。

这样，在我们所论述过的两个商业性农业地区中，因市场需要而引起的技术改良，首先针对那些最便于改革而且对市场来说又特别重要的工序：商业性谷物业中的收割、脱粒、净谷工作；商业性畜牧业地区的畜产品技术加工。资本认为把牲畜的饲养留给小生产者去料理暂时还更有利：让小生产者“勤快地”、“热心地”照料“自己的”牲畜（并以自己的勤快感动瓦·沃·先生，见《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第73页），让小生产者担负起看管产奶机器这件最繁重最粗笨的工作的主要部分。资本拥有最新的改良工具和工作方法，不仅仅用以从牛奶中分离乳脂，而且也用以从这种“勤快”中榨出“乳脂”，从贫苦农民的子女那里夺走牛奶。





四　续。上述地区的地主经营中的经济

上面已经引用了农学家和农村业主的论证，说明地主田庄的牛奶业引起了农业的合理化。我们在这里补充一句，拉斯波平先生对有关这一问题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所作的分析，完全证实了这个结论。 
［注：而这个问题，拉斯波平先生是用正确的、理论上站得住脚的观点提出来的
 （在我国文献中，大概是第一次）。他一开始就指出，“畜牧业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牛奶业的发展，在我国是通过资本主义的
 道路进行的，而且也是资本渗入农业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我们介绍读者到拉斯波平先生的论文中去寻找详细的资料，这里只引用他的主要结论。“畜牧业、牛奶业的状况同荒废田庄的数量、农场的集约程度之间的依存性是无可争辩的。在乳品畜牧业、牛奶业最发达的县份（莫斯科省的），荒废农场的百分比最小，大田作业高度发达的田庄的百分比最大。莫斯科省的耕地规模到处都在缩小，改成草地和牧场，谷物轮作制让位于多圃牧草轮作制。不仅在莫斯科省的农庄中，而且在整个莫斯科省工业区的农庄中，起首要作用的已经是牧草和产乳牲畜，而不是谷物。”（上引著作）

乳脂制造业和干酪制造业的规模所以具有特殊意义，正是因为它们证明了农业中的彻底改革，农业成了企业性的农业并且不再因循守旧了。资本主义使一种农产品受自己支配，于是农业的其他一切方面都要适应于这种主要产品。饲养产乳牲畜就要种牧草，就要把三圃制改为多圃制等等。制造干酪时的剩余物用来喂养供销售的牲畜。不仅牛奶加工成为一项企业，而且全部农业都成为企业。 
［注：日班科夫博士在他所著的《斯摩棱斯克省的工厂卫生调查》（1894年斯摩棱斯克版第1编第7页）中说：“专门制造干酪的工人是很少的……辅助工人要多得多，干酪制造厂和经营农业同时都需要他们；这都是些牧人和挤奶女工等等。在所有的［干酪制造］工厂里，这些工人比专门制造干酪的工人要多1倍、2倍、甚至3倍。”顺便指出，按照日班科夫博士的记述，这里的工作条件非常不合乎卫生，工作日特别长（16—17小时）等等。由此可见，所谓农民从事田园诗式的劳动的传统观念，对这个商业性农业地区来讲，并不是那么回事。］

 干酪制造厂和乳脂制造厂的影响，并不只限于那些开办这些制造厂的农场，因为牛奶往往是从附近的农民和地主那里收购来的。资本通过收购牛奶的办法也使小农受自己支配（特别是在建立所谓“联合牛奶厂”的情况下），这种“联合牛奶厂”早在70年代就被确认是普遍存在的了（见柯瓦列夫斯基先生和列维茨基先生的《欧俄北部和中部地带牛奶业统计概论》）。这是一种建立在大城市或大城市附近的、把铁路上运来的大量牛奶进行加工的企业。乳脂要立刻从牛奶中提出来，趁新鲜卖出去，而脱脂牛奶则廉价卖给不富裕的购买者。这些企业为了保证自己有一定质量的产品，有时和供应者订立合同，责成他们遵守饲养奶牛的某些规则。不难看出，这类大企业的作用有多大：一方面它们夺取了大众市场（把没有油脂的牛奶卖给不富裕的市民），另一方面，它们为农村企业主大大扩展了市场。农村企业主获得了极大的动力来扩大和改良商业性农业。可以说，大工业督促着他们，要求有一定质量的产品，把不够“标准”水平的小生产者挤出市场（或者把他们送到高利贷者手中）。牛奶的按质定价（如按照牛奶的含脂量定价）也必定起同样的作用，技术竭力为这种办法发挥作用，发明了各种乳比重计等等，而专家们是热烈赞成这种办法的（参看《俄国的生产力》第3编第9页和第38页）。在这一点上，联合牛奶厂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完全和大型谷仓在商业性谷物业中所起的作用相仿。大型谷仓把粮食按质分类，使粮食不再是个体的产品，而是分种类的产品（即民法学家所说的可代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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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说，第一次使粮食完全适合于交换（参看麦·捷林关于北美合众国粮食贸易的论文，《土地占有制和农业》文集第281页及以后各页）。这样，大型谷仓就大大推动了商品性的粮食生产，并且也用实行按质定价的办法促进了商品性粮食生产的技术发展。这种措施一下子就给小生产者两个打击。第一，它把大耕作者质量较高的粮食作为标准，使之具有法律效力，结果就减低了贫苦农民的质量较差的粮食的价格。第二，它按照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形式进行粮食分类和粮食保管，这就使大耕作者降低了这方面的开支，使他们能够简便地出售粮食，结果使那些以宗法式的原始办法推着车子在市场上兜售粮食的小生产者完全落到富农和高利贷者手中。可见，大型谷仓建设在最近的迅速发展，说明在谷物业中资本取得了巨大胜利，小商品生产者受到贬斥，正象资本主义的“联合牛奶厂”的出现和发展所说明的情况一样。

从上面引证的资料中已经清楚地看到，商业性畜牧业的发展 建立了
 国内市场，首先是生产资料——牛奶加工用的器具、房屋、牲畜的厩舍、从陈旧的三圃制改为多圃轮作制时所用的改良农具等等的国内市场 
［注：商业性畜牧业的市场，主要是靠工业人口的增长建立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详谈（第8章第2节）。关于对外贸易的问题，我们只作以下说明：在改革后的初期，干酪的出口比进口少得多，但是在90年代，出口几乎和进口相等（在1891—1894年这4年内，每年平均进口41800普特，出口40600普特；在1886—1890年这5年内，出口甚至超过进口）。牛油和羊油的出口总是比进口多得多，这项出口额增长得很快：在1866—1870年，平均每年出口190000普特，而在1891—1894年，则为370000普特。（《俄国的生产力》第3编第37页）］

 ，其次是劳动力的国内市场。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的畜牧业比旧的“积肥”畜牧业所需要的工人多得多。牛奶业地区——工业省份和西北部省份——确实吸引了大批农业工人。有很多人到莫斯科省、圣彼得堡省、雅罗斯拉夫尔省、弗拉基米尔省去找农活干；到诺夫哥罗德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和其他非黑土地带省份去的人少一些，但仍然有相当数量。按照农业司通讯员的报告，在莫斯科省和其他省份，地主的经济甚至主要是靠外来工人经营的。农业工人从农业省份（主要是从中部黑土地带省份，有一部分从北部省份）流入工业省份去干农活，以代替离开本地的大批工业工人，这种反常的事情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现象。（见谢·亚·柯罗连科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上引书）。这种现象比任何计算和推论更令人信服地说明：在资本主义最不发达的中部黑土地带省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境况，与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工业省份相比，要低下和恶劣得多。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现象，在俄国也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工业工人的境况比农业工人的境况要好些（因为在农业中，除了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外，还有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的压迫）。因此，人们从农业逃向工业，可是工业省份中不但没有人流向农业（例如，根本没有人迁离工业省份），甚至还流露出鄙视“愚昧的”农业工人的态度，把他们叫作“牧人”（雅罗斯拉夫尔省），“哥萨克”（弗拉基米尔省），“种地人”（莫斯科省）。

其次，指出下面这一点是重要的：冬季比夏季需要更多的工人来照料牲畜。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技术性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上述地区内对工人的需求量不仅日益增加，而且 在全年内
 和各年间 都分配得比较平均
 。工资资料（如果取好几年的工资资料来看）是判断这个有趣事实的最可靠材料。我们现在就来引用这些资料，但只限于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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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省份。鉴于西部省份在生活方式上的特殊性和人为的人口集聚（特许犹太居住区），我们且把这些省份撇开，而我们引证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也只是为了说明在最发达的农业资本主义下会形成什么样的关系。 
［注：第一类（资本主义谷物业地区）有8个省：比萨拉比亚省，赫尔松省，塔夫利达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顿河省，萨马拉省，萨拉托夫省和奥伦堡省。第二类（资本主义最不发达的地区）有12个省：喀山省，辛比尔斯克省，奔萨省，坦波夫省，梁赞省，图拉省，奥廖尔省，库尔斯克省，沃罗涅日省，哈尔科夫省，波尔塔瓦省，切尔尼戈夫省。第三类（资本主义牛奶业和工业资本主义地区）有10个省：莫斯科省，特维尔省，卡卢加省，弗拉基米尔省，雅罗斯拉夫尔省，科斯特罗马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圣彼得堡省，诺夫哥罗德省和普斯科夫省。工资额的数字是各省的平均数字。资料来源是农业司的出版物：《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








	省份类别
	10年的平均数字（1881—1891年）


	8年的平均数字（1883—1891年）





	工资（单位卢布）
	夏季工资占全年工资

的百分数


	收割季节日工的工资（单位戈比）


	二者之差
	日工的工资（单位戈比）
	二者之差



	全年工资
	夏季工资
	最低平均数


	最高平均数


	播种季节工资


	收割季节工资的平均数





	一、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
	78
	50
	64％
	64
	181
	117
	45
	97
	52



	二、中部黑土地带省份
	54
	38
	71％
	47
	76
	29
	35
	58
	23



	三、非黑土地带省份
	70
	48
	68％
	54
	68
	14
	49
	60
	11



	波罗的海沿岸省份
	82
	53
	65
	61
	70
	9
	60
	67
	7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表，其中主要3栏是用黑体字排印的。第一栏表明夏季工资在全年工资中所占的比例。这个比例 愈低
 ，夏季工资愈接近于半年工资，那么对工人的需求量在全年中就分配得愈平均， 冬季失业的现象就愈轻微
 。在这方面最差的是中部黑土地带省份，这是一个实行工役制的和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地区。 
［注：鲁德涅夫先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凡是年工劳动价格比较高的地方，夏季工人的工资更接近于半年的工资。因此，在西部省份以及几乎所有人口稠密的中部黑土地带省份则相反，工人的劳动价格在夏季是很低的。”（上引著作第455页）］

 在工业省份，在牛奶业地区，对劳动的需求量比较高，冬季失业现象也比较轻微。这里的工资在各年间也最稳定，这从第二栏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一栏是表明收割季节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之间的差额的。最后，播种季节工资和收割季节工资的差别在非黑土地带也最小，这就是说，对工人的需求量在春夏两季分配得比较平均。波罗的海沿岸省份在上述一切方面都超出非黑土地带省份，而有外来工人和收获量波动最大的草原省份，工资最不稳定。所以，有关工资的资料证明，上述地区的农业资本主义不但造成了对雇佣劳动的需求，而且使这种需求在全年分配得比较平均。

最后，必须再指出上述地区内小农对于大业主的一种依附形式。这就是以购买农民的牲畜来补充地主的畜群。地主们发现，向那些迫于贫困而“亏本”出卖牲畜的农民购买牲畜，要比自己饲养牲畜更为有利；正象我国的所谓手工工业中的包买主常常宁愿以非常便宜的价钱向手工业者购买成品，而不愿在自己的作坊中制造这种产品一样。这件事实证明小生产者极端屈辱的地位，证明小生产者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无限制地降低需求才能维持下去，可是瓦·沃·先生把它当成维护“人民”小生产的论据！……“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大业主……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独立性……而农民……却显露出较多的真正改良经济的能力。”（《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第77页）这种独立性的缺乏表现在：“我国的牛奶业业主……购买农民的〈奶牛〉时，所付的价钱很少抵得上奶牛饲养费的一半，通常不超过这种费用的1/3，甚至常常只有1/4”（同上，第71页）。畜牧业业主的商业资本使小农完全依赖自己，它使小农变成为了低微的工资而替它照料家畜的牧工，把小农的妻子变成自己的挤奶女工。 
［注：下面是关于一般俄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的两段评述：米·叶·萨尔蒂科夫在《生活琐事》中描写了“善于经营的农夫”……“农夫是什么都需要的，但最需要的……是工作得筋疲力尽、不吝惜自己劳力的本领……善于经营的农夫简直就死在这上面”（工作上面）。“妻子和成年儿女所受的痛苦比服苦役还要厉害。”



维·韦列萨耶夫在《利扎尔》这篇文章（1899年《北方信使报》第1号）里，叙述了普斯科夫省一个叫利扎尔的农夫如何宣传用滴剂和其他药品“节育人口”。作者说：“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许多地方自治局的医生特别是助产士讲，他们常常遇到农村夫妇们提出这一类请求。”“朝着一定方向前进的生活，对各条道路都探索过了，最后碰到一条死胡同。这条胡同是没有出路的。于是，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自然而然会拟定出来并且日益成熟。”

的确，资本主义社会中农民的境况是没有出路的，并且在村社的俄国也象在小块土地的法国一样，农民的这种境况“自然而然地”会导致用不自然的办法去……延缓小经济的灭亡，而当然不是去“解决问题”。（第2版注释
 ）］ 看来，由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阻止商业资本转为产业资本是没有意义的，赞助小生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小生产使生产者的生活水平降到雇农的生活水平以下。但是瓦·沃·先生的论断并不是这样。他赞扬农民在照料牲畜时的“热心”（上引书第73页），赞扬“一生与牛羊为伴”的农妇们“饲养牲畜的成绩”如何“斐然可观”。（第80页）真是了不起的天赐神惠啊！“一生与奶牛为伴”（牛奶倒进了改良的乳脂分离器）；而为了酬谢这样的一生，只要付出这头奶牛的饲养“费用的1/4”就行了！咳，的确，怎么能不赞成“人民小生产”呢！





五　续。牛奶业地区农民的分化

关于牛奶业对农民状况的影响，我们在著作界对这一问题的评论中可以看到常有的矛盾：一方面认为这种经营是进步的，增加了收入，提高了耕作技术，购买了优良工具；另一方面又说饮食恶化了，形成了许多新的盘剥，农民破产了。看过第2章的叙述以后，这些矛盾不应当使我们感到惊奇：我们知道，这种互相对立的评论是针对着互相对立的农民类别来说的。为了更正确地判断这个问题，我们且看一下按每户奶牛头数的农户分类资料 
［注：这是布拉戈维申斯基先生的《地方自治局按户调查经济资料综合统计汇编》中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在这18个县里约有14000户没有按拥有奶牛的头数进行分类，因为这里农户的总数不是289079户，而是303262户。布拉戈维申斯基先生还引用了黑土地带省份两个县的这样的资料，但是这两个县显然并不典型。在特维尔省11个县中（《统计资料汇编》第13卷第2页），无奶牛户在份地农户中所占的百分比并不高（9.8％），而有3头奶牛以上的农户则占21.9％，它们所集中的奶牛占总数的48.4％。无马户的百分比是12.2％；有3匹马以上的农户只占5.1％，它们所拥有的马匹也只占总数的13.9％。顺便指出，马匹集中程度较低的现象（同奶牛集中程度相比），在其他非黑土地带省份里也可以看到。］

 ：






	农户类别
	圣彼得堡、莫斯科、特维尔和斯摩棱斯克等省18个县


	圣彼得堡省的6个县



	户数
	百分比
	奶牛头数
	百分比
	每户拥有奶牛头数


	户数
	百分比
	奶牛头 数
	百分比
	每户拥有奶牛头数





	没有奶牛的农户
	59336
	20.5
	—
	—
	—
	15196
	21.2
	—
	—
	—



	有1头奶牛的农户
	91737
	31.7
	91737
	19.8
	1
	1757924.6
	17579
	13.5
	1
	　



	有2头奶牛的农户
	81937
	28.4
	163874
	35.3
	2
	20050
	28.0
	40100
	31.0
	2



	有3头奶牛以上的农户
	56069
	19.4
	208735
	44.9
	3.7
	18676
	26.2
	71474
	55.5
	3.8



	
总计

	289079
	100
	464346
	100
	1.6
	71501
	100
	129153
	100
	1.8







由此看来，非黑土地带农民的奶牛分配情况，同黑土地带省份农民的役畜分配情况（见第2章）是很相似的。同时，上述地区的产乳牲畜集中程度高于役畜集中程度。这清楚地说明，农民的分化正是同当地的商业性农业的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看来，下面的资料（可惜不够完备）也说明了这种联系。看一看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总结资料（见布拉戈维申斯基先生的著作，资料包括21个省122个县），我们就会知道，每户平均有1.2头奶牛。因此，非黑土地带农民拥有的奶牛显然比黑土地带农民多，而彼得堡省农民拥有的奶牛又比整个非黑土地带农民多。另一方面，无牲畜的农户的百分比在22个省的123个县中占13％，而在我们所引用的18个县中占17％，在彼得堡省的6个县中占18.8％。这就是说，农民分化（在我们所考察的方面）得最厉害的是彼得堡省，其次是整个非黑土地带。这证明， 商业性
 农业正是农民分化的主要因素。

从上面引证的资料中可以看出，牛奶业对于一半左右的农户（没有奶牛的农户和有1头奶牛的农户）来说只是有损而无益。有1头奶牛的农户仅仅由于穷困而把牛奶卖掉，因而使自己子女的饮食恶化。相反，将近1/5的农户（有3头奶牛以上的农户）大概把整个牛奶业的一半以上集中在自己手中，因为这类农户的牲畜质量和营业收入都应该比“中等”农户高。 
［注：在遇到下面这种笼统的评论时，必须注意这些关于相互对立的农民类别的资料“在北部省份的广大地区，每家每年从乳品畜牧业上收入20个卢布到200个卢布；这笔收入不仅仅是扩大和改进畜收业的最重要的动力，而且还影响到大田作业的改善，乃至外出挣外水的现象的减少，因为它使居民可以在家工作——或是照料牲畜，或是复耕从前荒废了的土地。”（《俄国的生产力》第3编第18页）总的来说，外出做零工的现象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即或在个别地区有所减少，那也是由于富裕农民所占的百分比增加，或者是由于“家庭劳动”，即为本地农村企业主当雇工的劳动有所发展。］

 有一份关于牛奶业和整个资本主义都高度发达的一个地区的资料，是这一结论的一个有趣例证。我们指的是彼得堡县。 
［注：《圣彼得堡省国民经济统计材料》1887年圣彼得堡版第5编第2部。］

 在该县主要是俄罗斯人居住的别墅区，牛奶业得到特别广泛的发展；这里最发达的是牧草种植业（占份地耕地23.5％，而全县只占13.7％）、燕麦（占份地耕地52.3％）和马铃薯（占份地耕地10.1％）的种植。这里的农业受圣彼得堡市场的直接影响，因为这个市场需要燕麦、马铃薯、干草、牛奶和马的劳动力（上引书第168页）。从事“牛奶业”的农户占登记户口的46.3％。在奶牛总数中，91％的奶牛的奶是出售的。这种行业的收入为713470卢布（平均每户的收入为203卢布，每头奶牛的收入为77卢布）。离圣彼得堡越近的地区，那里的牲畜质量和对牲畜的照管越好。牛奶的销售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就地卖给包买主，另一种是卖给圣彼得堡的“奶场”等等地方。后一种销售方式赢利要多得多，但是“有一两头或更多一点奶牛的农户，大多数都没有可能把自己的产品直接运到圣彼得堡”（第240页），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马匹，零星运输会赔本，等等。至于包买主，不但是指那些专门经营商业的人，而且还包括本身也经营牛奶业的人。下面就是该县两个乡的资料：






	圣彼得堡县的两个乡
	户数
	这些农户拥有奶牛头数
	每户拥有奶牛头数
	这些农户的“外水”（单位卢布）


	外水



	每户
	每头奶牛



	把牛奶卖给包买主的农户
	441
	1129
	2.5
	14884
	33.7
	13.2



	把牛奶运到圣彼得堡去卖的农户
	119
	649
	5.4
	29187
	245.2
	44.9



	
总计

	560
	1778
	3.2
	44071
	78.8
	24.7







根据这份资料可以判断，在非黑土地带全体农民中，牛奶业的利益是如何分配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非黑土地带全体农民中，产乳牲畜的集中程度比这560户中的集中程度还要高。这里要补充的是，圣彼得堡县23.1％的农户都雇用工人（这里和其他任何农业地区一样，雇佣工人中多数是日工）。“如果注意到雇用农业工人的几乎都是农业经营全面的农户〈而这种农户只占该县农户总数的40.4％〉，那么应该得出结论说，这样的农户有一半以上是必须使用雇佣劳动的。”（第158页）

因此，在俄国的天南地北，在极不相同的地区，如在彼得堡省和塔夫利达省，“村社”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是完全相同的。“农夫-庄稼汉”（尼·—逊先生用语）不论在哪里都分化为少数的农村企业主和大批的农村无产阶级。农业的特点就在于资本主义在这一个地区使农业的这一方面受自己支配，在另一个地区又使农业的另一方面受自己支配，所以同样的经济关系表现为极其不同的农业形式和生活形式。

在判明了上述地区农民分化为对立的阶级这一事实以后，我们就容易弄清楚人们通常对牛奶业的作用所作的那些矛盾的评论了。富裕农民得到动力去发展和改善农业，这是十分自然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推广牧草种植业，因为牧草种植业是商业性畜牧业的必要组成部分。例如，在特维尔省，牧草种植业确实很发达，在最先进的卡申县，已经有1/6的农户种植三叶草（《统计资料汇编》第13卷第2编第171页）。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购买地比份地有更多一部分耕地播种牧草，农民资产阶级自然认为私有土地比村社占有土地更可取。 
［注：只有在牛奶销售业发展的地区，牛的饲养才有重大的改进（第219页和第224页）。］

 在《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版第2编）中，也有大量的材料说明牧草种植业的发展，而且主要也还是在购买地和租地上种植牧草。 
［注：第39、65、136、150、154、167、170、177页及其他各页。我国改革前的赋税制度在这方面也阻碍着农业的进步。有一个通讯员写道：“由于庄园密集，弄得一乡之内到处都种植牧草，但是出售三叶草是为了完纳欠缴的税款。”（第91页）这一省的赋税有时竟高到这种地步，以致出租土地的业主必须补给新的份地占有者一笔钱。］

 在这本出版物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推广改良工具（如犁、脱粒机、辗压器等等）的材料。乳脂制造业和干酪制造业等等在猛烈发展。在诺夫哥罗德省，早在80年代初就有人指出，与农民的畜牧业普遍恶化和缩减的同时，在某些个别地区，即在牛奶销售业有利可图或早就有了饲养牛犊这种副业的地区，农民的畜牧业反而有所改善。（ 贝奇科夫
 《诺夫哥罗德县3个乡农民经济状况和经营的按户调查试验》1882年诺夫哥罗德版）饲养牛犊也是一种商业性畜牧业，这种副业在诺夫哥罗德省、特维尔省以及一般离首都不远的地方相当普遍。（见农业司出版的《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贝奇科夫先生说道：“这种副业，就其实质来说，是那些有很多奶牛的、本来就很富裕的农民的一笔收入，因为仅有一头奶牛，有时甚至有两头产奶少的奶牛，饲养牛犊是不可能的。”（上引书第101页） 
［注：顺便指出，由于当地农民的“副业”种类繁多，贝奇科夫先生把从事副业者按其外水的多少分成两类。结果是，外水不到100卢布的，共3251人（占人口27.4％），他们的外水总额＝102000卢布，平均每人31卢布。外水超过100卢布的共454人（占人口3.8％），他们的外水总额＝107000卢布，平均每人236卢布。前一类包括的主要是各种雇佣工人，后一类包括的是商人、干草业者和木材业者等等。］



但是，农民雇用工人这一事实是上述地区农民资产阶级经营成就的最突出的标志。当地的地主感到，他们的竞争者在不断增多，他们在写给农业司的报告中，有时竟把缺少工人的现象归咎于富裕农民抢雇工人。（《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第490页）在雅罗斯拉夫尔省、弗拉基米尔省、圣彼得堡省和诺夫哥罗德省，都有农民雇用工人的现象。（上引书，散见各处）许多这样的材料也散见于《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

但是，少数富裕农民的这一切成就给大批贫苦农民造成沉重的负担。例如在雅罗斯拉夫尔省雷宾斯克县科普里诺乡，在“著名的劳动组合干酪制造厂创始人В.И．布兰多夫” 
［注：科普里诺乡的“劳动组合干酪制造厂”列入《工厂一览表》，布兰多夫公司是干酪制造业中最大的一家：1890年它在6个省里拥有25个工厂。］

 的倡导下，干酪制造厂很普遍。“只有一头奶牛的较贫苦的农民把……牛奶送〈到干酪制造厂〉去，当然会影响自己的饮食”；而殷实农民却在改良自己的牲畜。（第32—33页）到干酪制造厂去做工也是雇佣劳动的一种，在年轻的农民中出现了一批干酪师。波舍霍尼耶县的“干酪制造厂和乳脂制造厂的数目在逐年增加”，但是“干酪制造厂和乳脂制造厂给农民经济带来的好处，未必抵得上我国干酪制造厂和乳脂制造厂在农民生活中所造成的损失”。农民自己感到，他们经常被迫挨饿，因为自从某个地区开办了干酪制造厂以来，乳制品都被送到这些干酪制造厂和乳脂制造厂去了，因而他们平时就喝掺水的牛奶。用商品支付工资的现象也普遍起来了（第43、54、59页及其他各页），因此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资本主义”工厂中禁止以商品支付工资的法令没有推行到我国的“人民”小生产中去。 
［注：下面是老乳脂制造者先生的一段很有特色的评论：“谁要是看到过并了解现代的农村，再回想一下40—50年前的农村，谁就会因二者的不同而感到惊异。在过去的农村里，所有农户的房子，不论外表或内部装饰都是一个式样的；而现在，农村里有茅草屋也有彩画粉饰的大房子，有穷人也有富人，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也有花天酒地、寻欢作乐的人。从前我们常看到的村庄连一个单身无靠的农民也没有，而现在这样的农民在每个村庄中至少有5个以至10个。老实说，把农村变成这个样子，乳脂制造业是要负很大责任的。30年来，乳脂制造业使许多人发财致富，修饰房屋；有许多农民，即牛奶供应者，在乳脂制造业发达时期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状况，添了更多的牲畜，合伙或单独购买了大量土地，但是更多的人变穷了，乡村里出现了单身无靠的农民和乞丐。”（1899年《生活》第8期，转引自1899年《北方边疆区报》
[77]

 第223号）（第2版注释
 ）］



这样，直接了解情况的人所发表的评论证实了我们的结论：大多数农民从当地农业成就中得到的只是损失。商业性农业的进步使下等农户的境况日益恶化，把他们完全推出农民的行列。我们注意到，在民粹派的著作里曾经指出牛奶业的进步和农民饮食的恶化之间的这种矛盾（第一个指出的好象是恩格尔哈特）。但正是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民粹派对于在农民中和农业中所发生的那些现象的评价是狭隘的。他们只看到了一种形式的矛盾、一个地区的矛盾，而不了解这种矛盾是整个社会经济制度所固有的，是以不同的形式在各处出现的。他们看到一种“有利的副业”的矛盾意义，却极力建议在农民中间“培植”其他一切“地方副业”。他们看到一种农业进步的矛盾意义，却不了解，譬如说，机器在农业中也象在工业中一样，具有完全相同的政治经济学上的意义。





六　亚麻业地区

由于上述两个资本主义农业地区的地域辽阔，而且我们在那里所考察的关系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对这两个地区叙述得相当详细。在下面的叙述中，我们只想比较简单地谈一谈几个最重要的地区。

亚麻是所谓“技术作物”中最重要的一种。这个术语已经表明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正是 商业性
 农业。例如，在“出产亚麻的”普斯科夫省，用当地的话来说，亚麻早就是农民的“首要货币”（《军事统计汇编》第260页）。亚麻生产确实是一种生财之道。总的来说，改革后时代的特点就是商业性亚麻业的显著发展。例如，俄国亚麻的产量，在60年代末大约是1200万普特纤维（同上，第260页），在80年代初是2000万普特纤维（《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1883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第74页），目前欧俄50省收获亚麻纤维2600万普特以上。 
［注：根据中央统计委员会的资料，1893—1897年间亚麻纤维的平均年产量是26291000普特。见《财政与工商业通报》1897年第9期和1898年第6期。先前的亚麻生产统计资料都非常不确切，所以我们宁愿采用那些根据专家对各种极不相同的资料加以比较而作出的大致计算。亚麻的产量在各年间波动很大。因此，尼·—逊先生根据短短6年的资料立即作出了大胆的结论，硬说亚麻的生产在“减少”，“亚麻的播种面积在缩减”（《论文集》第236页及以下各页），他就犯了一些极其可笑的错误（见彼·伯·司徒卢威在《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第233页及以下各页中对这些错误的分析）。我们要对正文中所说的作点补充：根据尼·—逊先生引用的资料，19世纪80年代亚麻的播种面积最多有1372000俄亩，亚麻纤维的收获量是19245000普特，而在1896—1897年亚麻的播种面积达到了1617000—1669000俄亩，亚麻纤维的收获量是31713000—30139000普特。］

 在亚麻产区（非黑土地带的19个省），亚麻的播种面积近来变更如下：1893年是756600俄亩，1894年是816500俄亩，1895年是901800俄亩，1896年是952100俄亩，1897年是967500俄亩。在整个欧俄（50个省），亚麻的播种面积在1896年是1617000俄亩，1897年是1669000俄亩（《财政与工商业通报》，同上，以及1898年第7期），而在19世纪90年代初只有1399000俄亩（《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36页）。书刊中的一般评述也同样证实了商业性亚麻业的发展。例如，《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断定，在改革后的头20年，“供工业用的亚麻作物区扩大到好几个省份”（上引书第71页），铁路网的扩展对这一点特别有影响。关于弗拉基米尔省尤里耶夫县，维·普鲁加文先生在80年代初写道：“最近10—15年以来，亚麻的种植在这里获得了特别广泛的发展”；“某些家庭人口多的农户每年出卖亚麻达300—500卢布以上……他们在罗斯托夫城购买〈亚麻种〉……这里的农民非常注意选种。”（《弗拉基米尔省尤里耶夫县的村社、手工业和农业》1884年莫斯科版第86—89页）特维尔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第13卷第2编）指出：“春播地中最重要的粮食即大麦和燕麦都让位于马铃薯和亚麻”（第151页）；在某些县里，亚麻竟占春播地的1/3到3/4，例如在祖布佐夫和卡申等县就是这样，“在这些县里，亚麻业带有明显的投机性质”（第145页），它在租来的生荒地和休耕地上发展得尤其厉害。同时还可以看到，在一些尚有闲地（生荒地、空地和清除了林木的地段）的省份，亚麻业在拼命扩大，而在某些早就种植亚麻的省份，“亚麻作物不是保持原有的规模，就是让位于新引种的块根作物和蔬菜等等作物”（《财政与工商业通报》1898年第6期第376页和1897年第29期），即让位于其他种类的商业性农业。

至于说到亚麻对国外的出口量，那么在改革后的头20年增长得非常快：平均年出口量从1857—1861年间的460万普特，增到1867—1871年间的850万普特，再增到1877—1881年间的1240万普特；但后来的出口量似乎停留在以前的数量上了，在1894—1897年间平均每年的出口量为1330万普特。 
［注：这是关于亚麻、亚麻短纤维和麻屑的出口量的资料。见《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彼·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和《财政与工商业通报》1897年第26期和1898年第36期。］

 当然，商业性亚麻业的发展不仅引起工农业之间的交换（出卖亚麻和购买工厂产品），而且也引起 各种商业性农业
 之间的交换（出卖亚麻和购买粮食）。这一很有意思的现象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建立不仅是由于农业人口转入工业，而且也是由于商业性农业的专业化。下面就是关于这一现象的资料 
［注：见H．斯特罗金
 《普斯科夫省的亚麻业》1882年圣彼得堡版。作者从《税务委员会报告书》中摘引了这份资料。］

 ：






	时　期
	进出普斯科夫省（“亚麻产地”）的铁路货运量（平均量，单位千普特）：





	运出亚麻
	运进谷物和面粉



	1860—1861
	255.9
	43.4



	1863—1864
	551.1
	464.7



	1865—1866
	793.0
	842.6



	1867—1868
	1053.2
	1157.9



	1869—1870
	1406.9
	1809.3







商业性亚麻业的这种发展，对于大家都知道是亚麻主要生产者的农民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呢？ 
［注：在1399000俄亩的麻田中，有745400俄亩是在非黑土地带，那里只有13％的麻田属于私有主。在黑土地带的609600俄亩麻田中，有44.4％属于私有主。（《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36页）］

 “到过普斯科夫省并观察过那里的经济生活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那里除了稀少的很富裕的大单位——村镇而外，也有极其贫困的单位； 这两种极端是亚麻地区经济生活的特点
 。”“种植亚麻有了赌博式的性质”，“大部分”亚麻收入“仍然归包买主和出租麻田的人所有”。（斯特罗金的书第22—23页）足以使人破产的租价是真正的“货币地租”（见上面），而农民群众“则完全地和无可奈何地依附于”（斯特罗金的书，同上）包买主。　商业资本的统治在这个地区早已形成 
［注：《军事统计汇编》就已指出：“农民种植的亚麻，实际上往往是麻贩〈当地对小包买主的称呼〉的财产，而农民只不过是自己田地上的一个劳力罢了”（第595页）。参看《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88页。］

 ，改革后时代的特点就在于商业资本的高度集中、原先的小包买主垄断性的破坏、包揽全部亚麻买卖的“亚麻营业站”的成立。斯特罗金先生在谈到普斯科夫省时说道：亚麻业的意义“表现在……资本集中于若干人手中”（第31页）。资本把亚麻业变成一种赌博，使大批小农破产，这些小农降低了亚麻的质量，耗尽了地力，直到出租份地，最后扩大了“外出做零工”的工人的人数。而极少数的富裕农民和商人却有可能（竞争也使他们有必要）实行技术改良。库特式的亚麻碎茎机开始流行起来，有手摇的（约值25卢布），也有马拉的（比前者贵两倍）。普斯科夫省在1869年总共只有557台这样的机器，而在1881年便有了5710台（4521台是手摇的，1189台是马拉的）。 
［注：斯特罗金的书第12页。］

 我们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中看到：“目前每一个从事亚麻业的富裕农户都有一台库特式的手摇机，这种手摇机甚至取名为‘普斯科夫碎茎机’。”（上引书第82—83页）这些购置机器的少数“富裕”业主同其余农民的关系如何，这我们在第2章里已经看到了。普斯科夫省地方自治机关已不再引进清选种子效能很差的原始筛箱，而开始推行改良的谷物清选机（选粮筒），“比较富裕的农民工业者”发现，由自己购买这种机器租给麻农，是有利可图的。（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9期第85页）较大的亚麻包买主还设置有干燥室、压榨机，并雇用工人选麻和打麻。（见维·普鲁加文先生所举的例子，上引书第115页）最后必须补充说明的是：亚麻纤维的加工需要特别多的劳动力，据计算，耕种1俄亩亚麻需要26个农业劳动日，把1俄亩麻茎制成纤维则需要77个劳动日（《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72页）。因此，亚麻业的发展一方面使农民在冬季有较多的活计，另一方面又形成了种植亚麻的地主和富裕农民对雇佣劳动的需求（见第3章第6节中有关这方面的例子）。

因此，商业性农业的增长在亚麻业地区也引起了资本的统治和农民的分化。而土地租价的昂贵 
［注：目前由于麻价下跌，麻田的租价也在下跌，但是亚麻的播种面积并未减少，如普斯科夫省的亚麻区1896年的情况就是这样（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9期）。］

 、商业资本的压力、农民的被束缚于份地以及份地的高额赎金，无疑都严重阻碍农民的分化过程。所以，农民购买土地 
［注：普斯科夫省是俄国农民购买土地最盛的省份之一。根据《欧俄农村居民经济状况统计资料汇编》（大臣委员会办公厅版）的资料，这里农民的购买地竟占好份地的23％；这是全部欧俄50省中最大的数字。1892年1月1日以前，每一实有男性农民人口平均有0.7俄亩购买地；在这方面，只有诺夫哥罗德省和塔夫利达省高于普斯科夫省。］

 和外出做零工 
［注：根据统计资料来看，普斯科夫省外出做零工的男人，从1865—1875年到1896年几乎增加了3倍
 （《普斯科夫省农民的副业》1898年普斯科夫版第3页）。］

 的现象越发展，改良农具和改良耕作方法越普遍，产业资本对商业资本的排挤就越快，农民中农村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对地主经济的工役制度的排挤就进行得越快。





七　农产品的技术加工

我们在前面（第1章第1节）已经指出，有些农业著作家在按主要的市场产品划分农业系统时，把工厂农业系统或技术农业系统划为单独的一类。这种农业系统的实质在于：农产品在进入消费（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之前要经过技术加工。从事这种加工的作坊，或者是出产原料的农场本身的一部分，或者属于向农村业主收购原料的专门的手工业者。从政治经济学上来说，这两种作坊之间的差别不是非常重要的。技术性农业生产的增长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一，这种增长是商业性农业发展的一种形式，而且也正是这种形式才特别突出地表明了农业如何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工业部门。第二，农产品技术加工的发展通常总是和农业的技术进步密切联系着的：一方面，加工原料的生产本身常常要求不断改进农业（例如，种植块根作物）；另一方面，加工时剩下的废料往往可以用于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益，至少部分地恢复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和相互依赖关系，而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之一就是这种平衡和相互依赖关系的破坏。

因此，我们现在应该来评述一下改革后俄国技术性农业生产的发展。



（1）酿酒业


我们在这里只是从农业的角度来考察酿酒业。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谈论酿酒业集中于大工厂的过程如何急剧（多少是由于消费税制度的要求），工厂技术怎样迅速取得进步、降低生产费用，消费税的增长如何超过了生产费用的降低，以及过高的消费税如何阻碍了消费与生产的增长。

我们现在引用一下关于整个俄罗斯帝国“农业”酿酒的资料 
［注：1890年6月4日的法令规定农业酿酒的特征如下：（1）从9月1日至6月1日这段没有田间工作的时间为酿酒生产时间；（2）酒精酿造量与田庄内耕地的俄亩数相适应。凡部分从事农业酿酒、部分从事工业酿酒的工厂叫作混合酿酒厂（参看《财政与工商业通报》1896年第25期和1898年第10期）。］

 ：






	1896—1897年度的酿酒厂
	工厂数目
	酒精酿造量（单位千维德罗）





	农业酿酒厂…………………………
	1474
	

}


	1878
	13521
	

}


	24331



	混合酿酒厂…………………………
	404
	10810



	工业酿酒厂…………………………
	159
	　
	　
	5457
	　
	　



	
共　　计

	
2037

	
29788








由此可见，9/10以上的酿酒厂（占全部酿酒量的4/5强）是直接同农业联系着的。这些工厂既然是大型的资本主义企业，就使一切建立有这种工厂的地主农场（酿酒厂几乎全部属于地主而且主要是贵族所有）也具有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我们所考察的这种商业性农业在中部黑土地带省份特别发达，俄罗斯帝国全部酿酒厂的1/10以上都集中在这里（在1896—1897年度共有239家，其中225家是农业酿酒厂和混合酿酒厂），酒精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4以上（在1896—1897年度酒精产量为7785000维德罗，其中6828000维德罗是农业酿酒厂和混合酿酒厂生产的）。因此，在工役制占优势的地区，农业的商业性质往往（同其他地区相比）表现在以粮食和马铃薯制造伏特加酒方面。用马铃薯酿酒在改革后时代发展得特别迅速，这从有关整个俄罗斯帝国的下列资料中便可看出 
［注：资料来源：《军事统计汇编》第427页，《俄国的生产力》第9编第49页和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14期。］

 ：






	　
	酿酒原料的消耗量（单位千普特）



	全部粮食的消耗量
	其中马铃薯的消耗量
	马铃薯消耗量所占的百分比



	1867年………………………
	76925
	6950
	9.1



	10年的平均数字
	

}


	1873／74—1882／83
	123066
	65508
	53



	1882／83—1891／92
	128706
	79803
	62



	1893—1894年度……………
	150857
	115850
	76



	1896—1897年度……………
	144038
	101993
	70.8







可见，在酿酒用的粮食总共增加1倍的情况下，酿酒用的马铃薯增加了14倍。这一事实明显地证实了前面（本章第1节）所确定的论点：马铃薯的播种量和收获量的巨大增长，正是意味着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增长，同时意味着农业技术的提高和多圃轮作制代替三圃制等等 
［注：参看上引拉斯波平的著作——《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上引卷第14页。酿酒剩下的渣滓（酒糟）常被用来（不仅农业酿酒厂，就连商业性酿酒厂也这样做）经营商业性的肉用畜牧业。参看《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第7编第122页及其他各处。］

 。酿酒业最发达的地区，人均计算的马铃薯纯收获量也最多（俄罗斯各省，即除去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和西部各省）。例如在北部黑土地带省份，这个数量在1864—1866年间、1870—1879年间和1883—1887年间各为0.44、0.62、0.60俄石 
［注：俄石
 是俄国旧容量单位，装散体物等于209.91升，装液体物等于3.0748升。——编者注］

 ，而整个欧俄（50个省）的相应数字为0.27、0.43、0.44俄石。早在80年代初，《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就已经指出：“种植马铃薯最普遍的地区包括有：中部和北部黑土地带各省，伏尔加河流域和伏尔加左岸以及中部非黑土地带各省。”（上引书第44页） 
［注：正是在中部农业省份，用马铃薯酿酒发展得极其迅速，这从下列资料中便可看出。库尔斯克、奥廖尔、图拉、梁赞、坦波夫和沃罗涅日等6省酿酒所用马铃薯，在1864—1865年度至1873—1874年度间平均每年为407000普特，在1874—1875年度至1883—1884年度间平均每年为7482000普特，在1884—1885年度至1893—1894年度间平均每年为20077000普特。而整个欧俄的相应数字为：10633000普特，30599000普特和69620000普特。上述各省用马铃薯酿酒的工厂数目，在1867—1868年度至1875—1876年度间平均每年为29家，在1876—1877年度至1884—1885年度间平均每年为130家，在1885—1886年度至1893—1894年度间平均每年为163家。而整个欧俄的相应数字为：739家、979家和1195家（见《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第7编）。］



地主和富裕农民扩大马铃薯的种植，意味着对雇佣劳动需求的增加；种1俄亩马铃薯比种1俄亩谷物所耗费的劳动量多得多 
［注：例如，据下诺夫哥罗德省巴拉赫纳县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的计算：种1俄亩马铃薯需要77.2个劳动日，其中有59.2个是从事栽种、培土、除草和刨马铃薯的女工劳动日。因此，对当地农村妇女日工劳动的需求大大增加。］

 ，而机器的使用，例如在中部黑土地带还很不发达。因此，如果说专门从事酿酒业的工人人数减少了 
［注：据统计，1867年欧俄各地的酿酒厂有52660名工人（《军事统计汇编》。我们在第7章中将说明，这本资料一般说来大大夸大了工厂工人的人数），而在1890年则有26102名工人（据奥尔洛夫的《工厂一览表》）。专门从事酿酒业的工人为数并不多，同时他们和农业工人的区别也不大。例如，日班科夫博士曾经说过：“农村工厂因为工人夏天要下地干活而不常开工，这种工厂所有的工人，都同固定的工厂工人有着显著的区别，他们身着农服，保留着农村的习气，没有工厂工人所特有的那种风度。”（上引书第2编第121页）］

 ，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栽种块根作物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对工役制的排挤，就增加了对农村日工的需求。



（2）甜菜制糖业


甜菜制糖业比酿酒业更集中于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它也是地主（主要是贵族）田庄的组成部分。从事这项生产的主要地区是西南各省，其次是南部黑土地带省份和中部黑土地带省份。甜菜的播种面积，在60年代约有100000俄亩 
［注：《财政部年鉴》第1编。《军事统计汇编》。《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2卷。］

 ，在70年代约有160000俄亩 
［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

 ，在1886—1895年间有239000俄亩 
［注：《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41页。］

 ，在1896—1898年间有369000俄亩 
［注：《财政与工商业通报》1897年第27期和1898年第36期。欧俄除波兰王国而外，在1896—1898年间甜菜的播种面积为327000俄亩。］

 ，在1900年有478778俄亩，在1901年有528076俄亩（1901年《工商报》第123号），在1905—1906年度有483272俄亩（1906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12期）。可见，在改革后时期甜菜的播种面积增加了4倍多。至于甜菜的收获量和加工量，更是增加得迅速无比：俄罗斯帝国平均每一年甜菜的加工量，在1860—1864年间为410万别尔科维茨 
［注：旧俄重量单位，等于10普特或163.8公斤。——编者注］

 ；在1870—1874年间为930万别尔科维茨；在1875—1879年间为1280万别尔科维茨；在1890—1894年间为2930万别尔科维茨；在1895—1896年度至1897—1898年度间为3500万别尔科维茨 
［注：除上面指出的出处而外，见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32期。］

 。从60年代以来，甜菜的加工量增加了7倍多。可见，甜菜的单位面积产量，即用资本主义方式 组织起来的大田庄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 
［注：在1890—1894年间，俄罗斯帝国平均每年的甜菜播种面积为285000俄亩，其中118000俄亩属于工厂，167000俄亩属于种植园主。（《俄国的生产力》第9编第44页）］

 。把甜菜这种块根作物纳入轮作制，是同施行更完善的耕作制度、改进土地的耕种和牲畜的饲养等等密切相关的。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中有这样一段话：“甜菜田的耕作，一般是相当复杂和费力的，但是在我国很多甜菜农场里都达到了高度完善的程度，特别是在西南各省和维斯瓦河沿岸省份。各地在耕作时使用各种多少经过改良的工具和犁，有时甚至还使用蒸汽动力耕地。”（第109页）

随着资本主义大农业的这种进步，极大地增加了对农业雇佣工人——雇农、特别是日工的需求，同时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也使用得特别广泛。（参看《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2卷第32页）在邻近各省的农民中便形成一种特别的外出做零工项目——外出“制糖”。（同上，第42页）据计算，包种1莫尔格（＝2/3俄亩）甜菜需要40个劳动日（《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第72页）。根据《欧俄农村居民经济状况统计资料汇编》（大臣委员会版）的计算，用机器耕种1俄亩甜菜需要12个男劳动日，而使用手工劳动则需要25个男劳动日，妇女和少年还不算在内（第Ⅹ—Ⅺ页）。这样看来，要耕种俄国全部甜菜地，大约至少需要30万个农村男女日工。但是根据甜菜播种面积增加的俄亩数，还不能够完全知道对雇佣劳动的需求量，因为有些工作是按每1别尔科维茨甜菜来付钱的。例如，在《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1894年圣彼得堡国家产业部版第2卷第82页）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不论是城里的或县里的〈这里指的是切尔尼戈夫省克罗列韦茨城〉妇女都很重视甜菜地里的工作。在秋天每削1别尔科维茨甜菜的工资是10戈比，两个妇女1天能够削6—10别尔科维茨。不过有些人约定在甜菜生长期间做除草、培土这些管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全套管理工作外加刨出和切削，每1别尔科维茨削好的甜菜能拿到25戈比。”甜菜种植园工人的状况是最苦的。例如，《哈尔科夫省医务通讯》（1899年9月，转引自1899年《俄罗斯新闻》第254号）举出“许多说明 甜菜种植园工人
 状况极其悲惨的事实。如阿赫特尔卡县科捷利瓦镇地方自治局医生波多利斯基写道：‘秋天， 伤寒病的蔓延
 ，常常是从那些在 富裕农民的甜菜种植园中工作的青年人
 那里开始的。这些种植园主为工人休息和过夜而准备的工棚真是脏极了，工人睡觉铺的禾秸到工作结束时简直都成了垃圾，因为从来没有换过，因此这里就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曾经一下子就检查出了四五个伤寒病患者，他们都是从同一个甜菜种植园送来的。’这个医生认为，‘大部分梅毒病患者都是从甜菜种植园那里出现的’。费恩贝格先生有充分根据地指出：‘种植园的工作就其对于工人本身和附近居民的有害影响来说，并不亚于工厂的工作，种植园的工作所以特别有害，是因为在这里作工的有大批的妇女和少年，这里的工人连最起码的社会保护和国家保护都没有’；基于上述一切，作者完全同意罗曼年科博士在哈尔科夫省医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意见：‘在颁布 强制性
 决议时，也应该 关心甜菜种植园内的工人状况
 。这些工人缺乏最必需的东西，一连数月在露天下住宿，在一个锅里吃饭。’”

由此可见，甜菜生产的增长大大地提高了对农业工人的需求，使附近农民变成了农村无产阶级。农业工人人数的增长，只是由于专门从事甜菜制糖业的工人人数有些减少而稍受影响。 
［注：1867年在欧俄的甜菜制糖厂和精糖厂做工的有80919名工人（《财政部年鉴》第1编。《军事统计汇编》在这里也把这一数字夸大为92000人，这可能是把同一些工人作了重复计算）。在1890年这类工人为77875人（奥尔洛夫的《工厂一览表》）。］





（3）马铃薯淀粉业


我们上面谈的是地主农场中所独有的技术生产部门，现在来谈一谈农民多少也可以办到的技术生产部门。这里首先要谈的是用马铃薯（部分也用小麦或其他粮食）制造淀粉和糖浆的加工业。由于需要用淀粉的纺织工业的巨大发展，淀粉业在改革后时代增长得特别迅速。广泛从事这种生产的地区，主要是非黑土地带省份、工业省份和北部黑土地带的部分省份。根据《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2卷）的统计，在60年代中期，这类工厂约有60个，生产总额约为270000卢布；而在1880年则有224个，生产总额为1317000卢布。根据《工厂一览表》的统计，在1890年有192个工厂，工人有3418名，生产总额为1760000卢布 
［注：我们所以采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的资料，是因为这些资料性质最相近，最便于比较。《财政部所属各机关的通报及材料汇编》（1866年4月第4号）认为，根据工商业司的官方资料，在1864年俄国有55家淀粉厂，生产总额为231000卢布。《军事统计汇编》认为，在1866年有198家工厂，生产总额为563000卢布，但这里显然把一些如今未被算作工厂的小作坊也统计在内了。总的说来，这一生产部门的统计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小工厂有时候被统计在内，有时候（更经常得多）又被略过不算。例如，奥尔洛夫的《工厂一览表》认为，雅罗斯拉夫尔省在1890年有25个工厂（《工厂索引》认为在1894—1895年度有20个），而《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第2编）则认为，仅在罗斯托夫一县就有810个马铃薯糖浆厂。因此，正文中引用的数字只能说明现象的动态，决不能说明生产的实际发展情况。］

 。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中指出：“淀粉业在近25年中，按工厂数量来说，增加了3倍半；按制成产品的总额来说，增加了9+（3/4）倍；尽管如此，这样的生产率还远远不能满足对淀粉的需要”（第116页），外国淀粉进口额的增加便证明了这一点。《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分析了各省的资料以后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马铃薯淀粉业（和小麦淀粉业相反）具有农业的性质，因为它集中在农民和地主手中。它不仅在将来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就是现在也给我国农村居民带来了很多好处”。（第126页）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是谁得到了这些好处。但是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在淀粉业发展中，必须把两个过程区别开来：一方面是新的小型工厂的出现和农民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生产集中于大型的使用蒸气机的工厂。例如，在1890年，77个使用蒸气机的工厂集中了工人总数的52％和生产总额的60％，其中只有11个工厂是在1870年以前建立的，有17个是在70年代建立的，有45个是在80年代建立的，有2个是在1890年建立的（奥尔洛夫先生的《工厂一览表》〉。

为了要了解农民淀粉业的经济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地方的调查资料。在莫斯科省，1880—1881年度有4个县的43个村庄从事淀粉业。 
［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1882年莫斯科版第7卷第1编。］

 有130个作坊，780名工人，生产额不下137000卢布。淀粉业主要是在改革后才推广开来的，而且它的技术逐渐改进，一些需要大量固定资本和具有高度劳动生产率的较大的作坊也建立起来了。改良磨碎机代替了手工磨碎机，接着出现了马拉传动装置，最后采用了 滚筒
 ——一种能大大改进生产和降低生产费用的装置。下面就是我们按作坊的大小编制的一份“手工业者”按户调查资料：





	作坊类别①
	作坊数目
	工人人数
	每一作坊的工人人数
	平均工作周数
	生产总额（单位卢布）



	本户工人
	雇佣工人
	
共　　计

	本户工人
	雇佣工人
	
共　　计

	
共　　计

	每一作坊的生产额


	每一工人4周的生产额





	小型的
	15
	30
	45
	75
	2
	3
	5
	5.3
	12636
	842
	126



	中型的
	42
	96
	165
	261
	2.2
	4
	6.2
	5.5
	55890
	1331
	156



	大型的
	11
	26
	67
	93
	2.4
	6
	8.4
	6.4
	61282
	5571
	416



	
总　计

	68
	152
	277
	429
	2.2
	4.1
	6.3
	5.5
	129808
	1908
	341







　　 
［注①：见第5章附录中第24号手工业。］

总之，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小型的资本主义作坊，随着生产的扩大，这些作坊对雇佣劳动的使用在增加，劳动生产率也在提高，这些作坊使农民资产阶级获得了大量利润，并且提高了农业技术。但是由于工作条件极不卫生和工作日过长 
［注：上引书第32页。农民小工厂里的工作日长达13—14小时，而在同一工业部门的大工厂里（根据杰缅季耶夫的材料），工作日大多是12小时（见叶·米·杰缅季耶夫《工厂，它给予居民什么和从居民那里取得什么》1893年莫斯科版第88—97页。——编者注）。］

 ，这些小工厂里的工人状况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





	作坊类别①
	作坊数目


	工人人数
	每一作坊的工人人数
	平均工作

周数


	生产总额（单位卢布）



	本户工人
	雇佣工人
	
共　　计

	本户工人
	雇佣工人
	
共　　计

	
共　　计

	每一作坊的生产额
	每一工人4周的生产额



	小型的
	15
	30
	45
	75
	2
	3
	5
	5.3
	12636
	842
	126



	中型的
	42
	96
	165
	261
	2.2
	4
	6.2
	5.5
	55890
	1331
	156



	大型的
	11
	26
	67
	93
	2.4
	6
	8.4
	6.4
	61282
	5571
	416



	
总计

	68
	152
	277
	429
	2.2
	4.1
	6.3
	5.5
	129808
	1908
	341







凡有“磨碎机”作坊的农民，他们的耕作条件都很有利。种马铃薯（在份地上，而主要是在租地上）所得的收入比种黑麦和燕麦所得的收入大得多。工厂主为了扩大自己的经营，便极力租进贫苦农民的份地。例如，齐比诺村（布龙尼齐县）的18个淀粉厂主（该村的业主共有105个）都向那些外出做零工的农民以及无马农民租用份地，因而他们在自己所有的61份份地上又加上了133份租来的份地；他们一共集中了194份份地，即占该村所有份地的44.5％。汇编指出：“在其他淀粉糖浆业多少有所发展的村庄，也可以看到与此完全相同的现象。”（上引书第42页） 
［注：关于这一点，可参看瓦·奥尔洛夫对莫斯科全省所作的总的评论（汇编第4卷第1编第14页）：富裕农民时常租用贫苦农民的份地，有时在自己手中集中有5—10份租来的份地。］

 淀粉厂主饲养的牲畜要比其余农民饲养的牲畜多1倍：他们平均每户有3.5匹马和3.4头奶牛，而当地全部农民平均每户有1.5匹马和1.7头奶牛。在68个工厂主（按户调查所包括的）当中，10个有购买地，22个租用非份地，23个租用份地。总之，这是农民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弗拉基米尔省尤里耶夫县的淀粉业具有完全相似的关系（上引维·普鲁加文的书第104页及以下各页）。这里的工厂主主要也是靠雇佣劳动来进行生产的（在30个工厂的128名工人中，有86名是雇佣工人）；这里的工厂主经营的畜牧业和农业也比群众经营的强得多，而且他们还用马铃薯渣喂牲畜。农民中甚至出现了真正的农场主。普鲁加文先生描述了一个农民的农场，这个农民有一个淀粉广（约值1500卢布），雇了12个工人。他在自己那个靠租地而扩大了的农场中种植马铃薯。他实行七圃轮作，种植三叶草。雇有7—8个工人从事农业，从春季一直雇到秋季（“包季工”）。马铃薯渣用来喂牲口，而淀粉沉淀后剩下的水，业主打算用来浇地。

维·普鲁加文先生断言，这个厂“完全是例外的情况”。当然，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村资产阶级在农村人口中总是为数很少，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是一种“例外”。但是这种说法抹杀不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在淀粉业地区，或是在俄国其他一切商业性农业地区，一个组织资本主义农业的农村企业主阶级正在形成。 
［注：我们要指出一件怪事：普鲁加文先生（上引书第107页）和记述莫斯科的副业的作者（上引书第45页）以及瓦·沃·先生（《手工工业概述》第127页）都认为，某些磨碎机作坊属于几个业主共有这种现象包含着“劳动组合基础”（或“原则”）。我国眼光敏锐的民粹派能够从农村企业主的合伙经营中看出某种特殊的“基础”，而在农村企业主阶级的存在及其发展中倒看不出任何新的社会经济“基础”。］





（4）榨油业


用亚麻、大麻和向日葵等榨油也是一种常见的农业技术生产部门。关于改革后时代榨油业的发展，可以根据下列材料来判断：榨油业的生产总额在1864年为1619000卢布；在1879年为6486000卢布；在1890年为12232000卢布。 
［注：《财政部所属各机关的通报及材料汇编》1866年第4号。奥尔洛夫的《工厂一览表》第1版和第3版。我们不引用有关工厂数目的资料，因为我国的工厂统计混淆了小型的农业油坊和大型的工业油坊，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省份里，小型的农业油坊有时被统计在内，有时又未被统计在内。例如，在19世纪60年代，许多小型油坊都算作“工厂”。］

 在这个生产部门中也存在着两种发展过程：一方面，在农村里出现了农民经营的（有时是地主经营的）为出卖而制造产品的小型油坊；另一方面，一些使生产积聚和排挤小作坊的使用蒸汽机的大型工厂也在发展。 
［注：例如，1890年有383个工厂，生产总额为12232000卢布，其中11个工厂便占有7170000卢布。工业企业主对农村企业主的这种胜利，引起了我国大地主（如上引谢·柯罗连科先生的书）和我国民粹派（如尼·—逊先生的《论文集》第241—242页）极大的不满。我们是不同意他们的看法的。大工厂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社会化。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大工厂里工人的状况大概比小型的农业油坊要好，而且不仅在物质方面。］

 这里我们关心的只是油料作物的农业加工。《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2卷）写道：“拥有大麻油坊的都是富裕农民”，他们特别重视榨油业，为的是能够获得喂牲畜的上等饲料（饼渣）。普鲁加文先生（上引书）指出弗拉基米尔省尤里耶夫县“亚麻籽榨油业得到广泛的发展时”，断定农民从中获得“不少好处”（第65—66页），断定有榨油厂的农民所经营的农业和畜牧业比农民群众经营的强得多，而且有些油坊主还雇用农业工人（上引书，表，第26—27页和第146—147页）。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也同样表明，手工业者油坊主所经营的农业要比群众经营的强得多（播种面积较大，牲畜多得多，收成较好等等），而且随着农业的这种改善，产生了雇用农业工人的现象。 
［注：弗·伊林
 《经济评论集》
[78]

 1899年圣彼得堡版第139—140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64—265页。——编者注）］

 在沃罗涅日省，在改革后时代，当地油坊用来榨油的向日葵的 商业性
 种植特别普遍。据统计，俄国向日葵的播种面积在70年代约为80000俄亩（《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在80年代约为136000俄亩，其中有2/3属于农民。“然而从那时起，根据某些资料来看，这种作物的播种面积就大大增加了，有的地方增加了百分之百，甚至超过百分之百。”（《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37页）我们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2部里可以看到：“仅阿列克谢耶夫卡一个大村〈沃罗涅日省比留奇县〉就有40多个油坊，而且这个大村本身只是由于种了向日葵才富起来的，由穷村变成了富村，出现了有铁皮顶的房屋和店铺。”（第41页）至于农民资产阶级的这种富裕对农民群众有什么影响，这从下述材料中便可看出：在1890年，阿列克谢耶夫卡大村登记的户口是2273户（男女人口共13386人），其中1761户没有役畜，）1699户没有农具，1480户没有种地，不从事副业的只有33户。 
［注：《沃罗涅日省比留奇县统计资料汇编》。这个大村的工业作坊计有153个。根据奥尔洛夫先生的《工厂一览表》，这个大村在1890年有6个榨油厂，34名工人，生产总额为17000卢布；根据《工厂索引》，这个大村在1894—1895年度有8个工厂，60名工人，生产总额为151000卢布。］



总之应该指出，在地方自治局的按户调查中，农民的油坊往往列入了“工商企业”，关于这些企业的分配和作用，我们在第2章里已经讲过了。



（5）烟草业


最后，我们引用一下关于烟草业发展的简短报道。在1863—1867年间，俄国平均每年的烟草种植面积为32161俄亩，收获量为1923000普特，在1872—1878年间，平均每年的烟草种植面积为46425俄亩，收获量为2783000普特；在80年代，平均每年的烟草种植面积为50000俄亩，收获量为4000000普特。 
［注：《财政部年鉴》第1编；《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俄国的生产力》第9编第62页。每年烟草的种植面积都很不稳定：例如，在1889—1894年间，平均每年种植面积为47813俄亩（收获量为4180000普特）；而在1892—1894年间，平均每年种植面积为52516俄亩，收获量为4878000普特。见《俄国资料汇集》1896年版第208—209页。］

 在上述几个时期中，烟草种植园的数目分别为75000个、95000个、650000个；这显然表明：被卷入这种商业性农业的小农数目有很大的增加。种植烟草需要大量工人。因此，在各种外出做农业零工中，人们也指出了到烟草种植园去做零工这一项（特别是在南部边疆地区各省，那里的烟草业近来发展得特别迅速）。在书刊中已经指出，烟草种植园的工人状况是最恶劣的。 
［注：上引别洛博罗多夫
 的文章，载于1896年《北方通报》第2期。1897年《俄罗斯新闻》第127号（5月10日）：对20名女工控告克里木某烟草种植园主一案审理的结果是，“在法庭上弄清了许多事实，说明烟草种植园工人的状况是极端恶劣的”。］



关于商业性农业的一个部门的烟草业问题，我们在《俄国烟草业概况》（第2编和第3编。根据农业司的决定，189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中看到许多特别详细和特别重要的资料。弗·谢·舍尔巴乔夫先生在叙述小俄罗斯的烟草业时，引证了有关波尔塔瓦省3个县（普里卢基县、洛赫维察县和罗姆内县）的极为精确的资料。这些资料是由作者收集并经波尔塔瓦省地方自治局统计室整理而成的，包括了所有这3个县的25089个种植烟草的农户，他们的烟草种植面积为6844俄亩，粮食播种面积为146774俄亩。这些农户的分配情况如下：






波尔塔瓦省3个县（1888年）



	按粮食播种面积划分的农户类别
	户数
	各类农户的播种面积（单位俄亩）



	烟草种植面积
	粮食播种面积



	不到1俄亩者
	2231
	374
	448



	1—3俄亩者
	7668
	895
	13974



	3—6俄亩者
	8856
	1482
	34967



	6—9俄亩者
	3319
	854
	22820



	超过9俄亩者
	3015
	3239
	74565



	
共　　计

	25089
	6844
	146774







我们看到，无论是烟草种植面积或是粮食播种面积，都大量地集中在资本主义农户的手里。不到1/8的农户（在25000户中占3000户）集中了全部粮食播种面积的一半以上（在147000俄亩中占有74000俄亩），几乎每户平均有25俄亩。这些农户占有将近1/2的烟草种植面积（在6800俄亩中占3200俄亩），平均每户的烟草种植面积为1俄亩以上，而其余所有各类农户的烟草种植面积，每户不超过1/10—2/10俄亩。

此外，舍尔巴乔夫先生还提供了这些农户按烟草种植面积分类的资料：





	烟草种植园的类别
	烟草种植园的数目
	烟草的种植面积（单位俄亩）



	0.01俄亩以下者
	2919
	　
	　
	30
	　
	　



	0.01—0.10俄亩者
	9078
	　
	　
	492
	　
	　



	0.10—0.25俄亩者
	5989
	　
	　
	931
	　
	　



	0.25—0.50俄亩者
	4330
	　
	　
	1246
	　
	　



	0.50—1.00俄亩者
	1834
	

}


	2773
	1065
	

}


	4145



	1.00—2.00俄亩者
	615
	720



	2.00俄亩以上者
	324
	2360



	
共　　计

	25089
	　
	　
	6844
	　
	　







从这里可以看到，烟草种植面积的集中程度远远超过了粮食播种面积的集中程度。这一地区的特种商业性农业部门比一般农业更加集中于资本家手中。在25000户农户中，仅2773个农户便集中了6844俄亩烟草种植面积中的4145俄亩，即集中了3/5以上。324户最大的种烟户（占全部种烟户的1/10多一点）占有的烟草种植面积为2360俄亩，即占全部烟草种植面积的1/3强。平均每户的 烟草种植面积在7俄亩以上
 。在判断这类种烟户应该属于哪种类型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种植烟草是需要很多人手的。根据作者的计算，每1俄亩 至少
 需要 两名工人
 ，根据烟草的不同品种，做4个到8个夏季月份的工作。

因此，有7俄亩烟草种植面积的私有主至少必须有14名工人，也就是说，无疑必须依靠雇佣劳动来经营。某些品种的烟草每1俄亩所需要的不是2个而是3个季节工，另外还要添用日工。总而言之，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农业愈是带有商业性质，它的资本主义组织就愈发展。

小农户和最小的农户在种烟户中占多数（在25089户农户中，11997户的烟草种植面积不到1/10俄亩），但是这丝毫也不能否定这一商业性农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组织，因为在这一大批最小的农户手里，掌握的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生产（11997户农户即将近一半的农户所有的烟田，总共只占6844俄亩烟田中的522俄亩，也就是说还不到1/10）。人们经常所使用的“平均”数字，同样也不能说明问题（平均每一农户所有烟田为1/4俄亩稍多一点）。

在个别县份，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和生产的集中还要厉害些。例如，在洛赫维察县，5957户农户中，粮食播种面积在20俄亩以上的有229户。在全县44751俄亩粮食播种面积中，这些业主占22799俄亩，即占一半以上。每一业主几乎有100俄亩播种面积。在2003俄亩烟草种植面积中，他们占有1126俄亩。如果按照烟草种植面积的多少来分类，那么在该县的5957个业主中，有132个的烟田是在两俄亩以上的。在全县2003俄亩的烟田中，这132个业主占有1441俄亩，即占72％，每个业主的烟田平均超过10俄亩。在同一个洛赫维察县的另一极，我们看到有4360户农户（全县共有5957户），每户的烟田不到1/10俄亩，在全县2003俄亩中一共才占133俄亩，即占6％。

不言而喻， 生产的
 资本主义组织在这里引起了 商业
 资本的猛烈发展以及超出生产范围以外的一切剥削的空前加剧。小的种烟户没有晾烟房，不能使产品发酵（完成发酵过程）并且把它（经过3—6个星期后）作为成品卖出去。他们 用半价
 把产品作为非成品卖给包买主，这些包买主往往本身也在租地上种植烟草。包买主“千方百计地压榨小的种植园主”（上引版本第31页）。商业性农业就是商业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烟草业这一农业部门中也可以明遍：第一是城市附近；第二是工厂居住区和工商业村附近以及显地观察到（只要善于选取正确的方法）这种关系。





八　工业性蔬菜业和果园业；市郊经济

随着农奴制的崩溃，曾经相当发达的“地主果园业”“几乎在全 俄国一下子就迅速破产了”。 
［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第2页。］

 铁路的修筑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大要了解这种商业性农业中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就必须研大地推动了”新的商业性果园业的发展，引起了这一商业性农业部究特别发达的蔬菜业地区的地方调查资料。例如，在彼得堡附近，门的“全面好转”。 
［注：同上。］

 一方面，在从前普遍经营果园业的中心，由于外来的罗斯托夫人菜园主所兴办的温床和温室蔬菜业就发展得很南方廉价水果的输入，果园业受到了破坏 
［注：例如莫斯科省就是这样。见谢·柯罗连科
 《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第262页。］

 ；另一方面，随着销售市场的扩大，工业性果园业在科夫诺、维尔纳、明斯克、格罗德诺、莫吉廖夫和下诺夫哥罗德等省得到了发展 
［注：同上，第335、344页等］

 。瓦·帕什凯维奇先生指出，1893—1894年度果园业状况的调查表明，果园业这一工业部门近10年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对园艺师和园艺工人的需求有了增加，等等。 
［注：《俄国的生产力》第4编第13页。］

 统计资料证实了这样的说法：俄国铁路的水果运输量在增加 
［注：同上，第31页和《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31页及以下各页。］

 ，改革后头10年间增长起来的国外水果输入量在减少 
［注：60年代国外水果的输入量约为100万普特；1878—1880年间为380万普特；1886—1890年间为260万普特；1889—1893年间为200万普特。］

 。

不用说，比果园业向更广大得多的居民群众供应消费品的商业性蔬菜业，发展得更迅速更广泛。工业性菜园在下列地区很普遍：第一是城市附近 
［注：我们提前在这里指出：欧俄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1863年有13个，在1897年有44个（见第8章第2节）。］

 ；第二是工厂居住区和工商业村附近 
［注：见第6章和第7章中关于这种类型的居民点的例子。］

 以及铁路沿线；第三是全国各地因产蔬菜而驰名的个别村庄 
［注：见关于维亚特卡、科斯特罗马、弗拉基米尔、特维尔、莫斯科、卡卢加、奔萨、下诺夫哥罗德，以及其他许多省份（雅罗斯拉夫尔省就不用说了）中这类村庄的报道，载《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第13页及以下各页和《俄国的生产力》第4编第38页及以下各页。也可参看下诺夫哥罗德省谢苗诺夫县、下诺夫哥罗德县和巴拉赫纳县的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

 。必须指出，需要这种产品的不只是工业人口，还有农业人口。我们记得，根据沃罗涅日省的农民家庭收支表来看，每一个人的蔬菜支出为47戈比，而且这笔支出一半以上用在 买来的
 蔬菜上。

要了解这种商业性农业中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就必须研究特别发达的蔬菜业地区的地方调查资料。例如，在彼得堡附近，外来的罗斯托夫人菜园主所兴办的温床和温室蔬菜业就发展得很广泛。大菜园主的温床框数以千计，中等菜园主的温床框数以百计。“几家大菜园主制作几万普特酸白菜供应军队。” 
［注：《俄国的生产力》第4编第42页。］

 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在彼得堡县当地的居民中，经营蔬菜业的有474户（每户的收入约为400卢布），经营果园业的有230户。资本主义关系，无论以商业资本的形式（“这个行业受着投机商人极其残酷的剥削”），或者以雇用工人的形式，都发展得非常广泛。例如，在外来的居民中，蔬菜业主有115个（平均每个业主的收入在3000卢布以上），蔬菜工人有711个（平均每人的收入为116卢布）。 
［注：《圣彼得堡省国民经济统计材料》第5编。实际上，菜园主要比正文中所指出的多得多，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属于地主经济，而我们所引用的资料只涉及农民经济。］



莫斯科附近的菜农也是这种农村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据粗略计算，莫斯科市场每年上市的蔬菜和青菜在400万普特以上。有些村庄做大批的酸白菜生意，例如诺加季诺乡卖给工厂和兵营的酸白菜约有100万维德罗，有时甚至还把酸白菜运到喀琅施塔得去……在莫斯科省所有的县份中，主要是在城市和工厂附近，到处都有商业性的菜园。” 
［注：《俄国的生产力》第4编第49页及以下各页。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村分别专门生产某几种蔬菜。］

 “砍洋白菜的工作是由来自沃洛科拉姆斯克县的雇佣工人来做的。”（《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第19页）

在雅罗斯拉夫尔省罗斯托夫县的一个著名蔬菜区，包括波列奇耶和乌戈季奇等55个菜园村，也存在着完全相同的关系。全部土地，除了牧场和草地以外，很早以前就作了菜园。蔬菜的技术加工——罐头业非常发达。 
［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奥尔洛夫先生的《工厂一览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14编斯托尔皮扬斯基先生的论文；《俄国的生产力》第4编第46页及以下各页；《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2编。把斯托尔皮扬斯基先生的资料（1885年）和《工厂一览表》的资料（1890年）对照一下，可以看出这个地区的工厂罐头生产有很大的增长。］

 土地本身和劳动力也同土地的产品一样，都变成了商品。尽管有“村社”，但是土地的使用很不平均，例如波列奇耶村就是这样：有的一家4口人种7个“菜园”，有的一家3口人种17个“菜园”；这是因为该地区没有进行过彻底的土地重分，只进行了局部的土地重分，而且农民还可以“自由交换”自己的“菜园”和“份地”。（《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97—98页） 
［注：因此，这本书完全证实了沃尔金先生对所谓“菜园地时常进行重分”所表示的“怀疑”。（上述著作第172页脚注）］

 “大部分的田间工作……由男女日工来做，其中很多人是在夏天劳动季节从附近的村庄和附近的省份来到波列奇耶村的。”（同上，第99页）据计算，在整个雅罗斯拉夫尔省，“务农和种菜”的 外出零工
 共有10322人（其中7689人是罗斯托夫人），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些从事这种职业的雇佣工人。 
［注：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农业特有的专门化：“值得注意的是，蔬菜业已经成为一部分居民专业的一些地方，另一部分农民则几乎根本不种任何蔬菜，而到集市上去买。”（上引谢·柯罗连科的书第285页）］

 上引关于农业工人流入首都省 
[79]

 和雅罗斯拉夫尔等省的资料，不应该只是同牛奶业的发展联系起来，也应该同商业性蔬菜业的发展联系起来。

温室蔬菜栽培也属于蔬菜业，这一行业在莫斯科省和特维尔省的富裕农民中发展得很快。 
［注：《俄国的生产力》第4编第50—51页；上引谢·柯罗连科的书第273页；《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7卷第1编；《特维尔省统计资料汇编》第8卷第1编中特维尔县：根据1886—1890年的统计，该县174家农民和7家私有主共有4426多个温床框，即平均每户约有25个。“它〈这一行业〉对于农民经济有很大帮助，不过这只是对富裕农民有帮助……如果温室超过20个温床框，就要雇用工人。”（第167页）］

 据1880—1881年度的调查，莫斯科省共有88家温室，3011个温床框；工人有213人，其中雇佣工人有47人（22.6％）；生产总额为54400卢布。一个中等的温室经营者，投入“事业”的资本至少是300卢布。在有按户调查资料的74个业主中，有购买地的41个，租地的也是41个，平均每个业主有2.2匹马。可见，只有农民资产阶级才能从事温室业。 
［注：见第5章附录中关于这一行业的资料，第9号手工业。］



俄国南部的工业性瓜田业也属于上述商业性农业。《财政与工商业通报》（1897年第16期）刊载了一篇谈“西瓜的工业性生产”的有趣文章，描述了一个地区的情况，现在我们引用一下关于这个地区瓜田业发展的简要报道。这种生产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贝科沃村（阿斯特拉罕省察廖夫县）开始出现的。起初产品只行销伏尔加河流域，后来随着铁路的敷设而运到了首都。在80年代，产量“至少增加了9倍”，这是因为这项事业的首创者们获得了巨额利润（1俄亩获利150—200卢布）。这些人都是真正的小资产者，他们千方百计阻止生产者数量的增加，非常谨慎地向邻居保守这项有利可图的新活路的“秘密”。不言而喻，“农夫-庄稼汉” 
［注：尼·—逊先生对俄国农民的称呼。］

 为制止“命定的竞争” 
［注：维·普鲁加文先生的用语。］

 所作的这一切英勇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这项生产远远地扩展到了萨拉托夫省和顿河州。90年代粮食价格的跌落，“迫使当地的农民从作物轮种制中去寻找摆脱困难处境的出路” 
［注：种西瓜要求好好整地，以便后茬种粮食时获得更高的产量。］

 ，因而更加推动了这项生产。生产的扩大大大地提高了对雇佣劳动的需求（种瓜需要大量劳动，每种1俄亩瓜地要花费30—50卢布），因而也就更大地提高了企业主的利润和地租。“洛格”火车站（格里亚齐—察里津线）附近的瓜地面积，1884年为20俄亩，1890年为500—600俄亩，1896年则为1400—1500俄亩，在上述年代，每俄亩瓜地的地租就从30戈比增加到1卢布50戈比至2卢布，甚至增加到4卢布至14卢布。瓜地面积的急遽扩大终于在1896年引起了生产过剩和危机，完全证实了这一商业性农业部门的资本主义性质。西瓜价格跌落到连铁路运费都不能收回了。西瓜扔在地里不去收获。企业主们过去尝过巨额利润的甜头，现在也尝到亏本的滋味了。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选择的克服危机的手段。这就是：争夺新市场，降低产品价格和铁路运费，使产品从“奢侈品变成居民的消费品”（而在出产地则变成喂牲畜的饲料）。企业主们断言：“工业性瓜田业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除了运费以外，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它进一步发展。相反，目前正在修筑的察里津—季霍列茨卡亚铁路……为工业性瓜田业开辟新的广阔的地区。”不管这一“行业”未来的命运怎样，“西瓜危机”的历史总是很有教益的，它是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一幅虽然很小但很鲜明的图画。

我们现在还要简单谈谈 市郊经济
 。市郊经济同上述各种商业性农业不同的地方在于：商业性农业是指整个经营都适应于某一种主要的市场产品，而市郊经济是指小农把各种东西都拿来做点买卖，如自己的房屋（出租给避暑的人和房客）、自己的院落、自己的马匹，自己农业上和宅旁园地上的各种产品——粮食、饲料、牛奶、肉类、蔬菜、浆果、鱼类、木材等等，出售自己老婆的奶（首都附近的哺乳业），为外来的城里人进行各种花样繁多的（有时甚至不便说出口的）服务来赚钱 
［注：参看乌斯宾斯基的《乡村日记》。］

 ，以及其他等等 
［注：为了举例说明，我们不妨再引证一下上面已经引证过的关于彼得堡县农民经济的《圣彼得堡省国民经济统计材料》。各种各样的小买卖在这里采取了不同的“行业”形式：出租别墅，租赁房屋，出售牛奶、蔬菜和瓜果，“用马拉脚”，哺乳，捕虾，捕鱼等等。图拉县郊区农民的行业也完全相同，见《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9编波里索夫先生的文章。］

 。旧的宗法式农民完全被资本主义改造了，他们完全屈服于“货币权力”，这种情况在这里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民粹派通常都把市郊农民划分出来，说他们“已经不是农民了”。但是，这类农民同上述各类农民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资本主义对小农进行的全面改造的政治经济实质，到处都完全一样。城市、工厂和工商业村、火车站增加得愈快，我国“村社社员”向这类农民的转变就会愈广泛。不应当忘记亚当·斯密早就说过的话：完善的交通将使一切乡村变成市郊。 
［注：“完善的道路、运河和通航的河流降低了运费，把全国遥远地区置于和市郊一样的水平。”上引著作第1卷第228—229页。］

 现在已属少见的穷乡僻壤，会日益变成稀有的古迹，农民也会愈来愈迅速地变成受商品生产一般规律支配的工业者。

在结束对商业性农业增长资料的评述时，我们不妨在这里再说一遍，我们的任务只是考察最主要的（决不是所有的）商业性农业的形式。





九　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的意义的结论

在第2章至第4章中，我们已经从两方面研究了俄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问题。首先我们研究了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中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构——改革后时代形成的结构。我们看到，农民在极其迅速地分化为数量很少但经济地位很强大的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同这种“非农民化”过程紧密联系着的，是地主从工役经济制度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过渡。其次，我们又从另一方面考察了这同一个过程；我们以农业向商品生产转变的形式为出发点，研究了商业性农业每一种最主要的形式所特有的社会经济关系。我们看到，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中的上述过程，象红线一样也贯穿在各种各样的农业条件之中。

现在我们研究一下从上述各种资料中得出的结论。

（1）改革后农业演进的基本特点是农业越来越带有商业的即企业的性质。对于地主经济来说，这一事实十分明显，用不着特别说明。对农民的农业来说，这种现象就不那么容易确定了。因为第一，使用雇佣劳动并不是农村小资产阶级必不可少的标志。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只要整个经济结构是建立在我们在第2章研究过的那些资本主义矛盾上面的，那么一切用独立的经营来满足自己支出的小商品生产者都属于农村小资产阶级范畴。第二，农村小资产者（不论是在俄国或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许多过渡梯阶同小块土地“农民”、同分得一小块份地的农村无产者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是那种认为“农民”中没有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之分的理论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 
［注：顺便谈一下，民粹派经济学家所喜爱的“俄国农民经济大多是纯自然经济”（《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第1卷第52页）这一论点，就是以抹杀上述情况为依据的。只要采用一些把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合在一起的“平均”数字，这种论点就算得到了证明！］



（2）由于农业的性质，它向商品生产的转变是以特殊方式进行的，和工业中的这种过程并不一样。加工工业分为各个完全独立的部门，这些部门都只生产一种产品或产品的一个部分。而农业性工业则不分为各个完全独立的部门，它只是在一种场合下专门生产一种市场产品，而在另一种场合下又专门生产另一种市场产品；而且农业的其他方面都要适应于这种主要的（即市场的）产品。因此，商业性农业的形式非常多种多样，它不仅在不同的地区形式各异，而且在不同的农场也不相同。因此，在研究商业性农业的增长问题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局限于整个农业生产的笼统资料。 
［注：例如，前一个注释中提到的那本书的作者们在讲到“农民”时，正是局限于这些资料的。他们假定，每个农民正是
 种植他所消费的粮食，种植他所消费的各种
 粮食，并且正是
 按照他们消费的比例
 种植各种粮食。从这种“假定”中（这种“假定”违反事实，无视改革后时代的基本特点）得出自然经济占优势的“结论”，是用不着费多大力气的。



在民粹派的书刊里，也可以碰到下面一种绝妙的推论方法：每一种
 商业性农业，同整个农业比较起来，都是一种“例外”。因此
 ，整个商业性农业都应当算作例外，而自然经济应当认为是常规！在中学逻辑学教科书的诡辩篇中，可以找到很多类似这种推论的例子。］

（3）商业性农业的增长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第一，农业的专业化引起了各农业地区之间、各农场之间和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第二，农业愈是被卷入商品流通，农村居民对供个人消费的加工工业产品的需求就增长得愈快。因而第三，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也增长得愈快，因为无论是农村的小企业主或大企业主，靠旧式的“农民的”工具和建筑物等等，都不可能经营新的商业性农业。最后，第四，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因为农村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地主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都是以农业雇农和日工队伍的形成为前提的。改革后时代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整个工厂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农业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所谓农民的“农业副业”即雇佣劳动的发展，等等），而这种情况只能用商业性农业增长这个事实来解释。

（4）资本主义在农业人口中间大大扩大和加剧了这样一些矛盾，没有这些矛盾这种生产方式就根本不能存在。但是，尽管如此，俄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其历史意义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力量。第一，资本主义把务农者一方面从“世袭领主”，另一方面从宗法式的依附农民变成了同现代社会中其他一切业主一样的 手工业者
 。在资本主义以前，农业在俄国对一些人来说是老爷的事情，是贵族的消遣，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义务，是租赋，所以它只能按照数百年的陈规来经营，并必然会使务农者同本村以外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完全隔绝开来。工役制度这个旧事物在现代经济中的活残余，明显地证实了这个论断。资本主义第一次同土地占有的等级制度断绝了关系，把土地变成了商品。务农者的产品投入销售，就要受到社会的核算，首先是地方市场的核算，其次是国内市场的核算，最后是国际市场的核算；这样，村野的务农者过去同整个外界隔绝的状态就被彻底打破了。在破产的威胁下，务农者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考虑本国的以及由世界市场联系起来的其他国家的社会关系的全部总和。甚至从前曾经保证奥勃洛摩夫不冒任何风险，不花任何资本，不对自古以来的生产陈规作任何改变而获得可靠收入的工役制度，现在也都无力把他从美国农场主的竞争下拯救出来。因此，半世纪以前，有人针对西欧所说的那句话，即农业资本主义“是将田园生活卷入历史运动的动力”，对于改革后的俄国也是完全适用的。 
［注：《哲学的贫困》（1896年巴黎版）第223页；作者轻蔑地称这些人的渴望为反动的悲叹，这些人祈求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淳朴的风尚等等，责难“土地也服从于支配任何其他实业的那些规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86页。——编者注）。



我们完全了解，正文中所引证的全部论据，对于民粹派来说，可能不仅没有说服力，而且简直不可理解。但是，如果去详细分析这样一些意见，例如，说转移土地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这是丘普罗夫先生在关于粮价的辨论中所说的话；速记报告第39页），说禁止农民转让份地是一种可以维护的制度，说工役经济制度或至少不次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等等，那就太枉费精力了。上面的整个叙述，都含有对民粹派用来为这些意见作辩护的各种政治经济学论据的反驳。］

第二，农业资本主义第一次打破了我国农业数百年来的停滞状态，大大地推动了我国农业技术的改造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几十年资本主义的“破坏”所做的事情，比过去整整几个世纪做到的还要多。墨守成规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被商业性农业形式的多样性代替了；原始的农具开始让位于改良农具和机器；旧耕作制度的固定不变状况被新的耕作方法破坏了。这一切变化的过程是同上述农业专业化现象密切联系着的。农业资本主义（同工业资本主义一样）按其性质来说，是不能平衡发展的，因为它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农场）推进了农业的一个方面，而在另一个地方推进了农业的另一个方面等等。它在一种场合下改造了一些农业作业的技术，而在另一种场合下改造了另一些农业作业的技术，使这些农业作业脱离了宗法式的农民经济或宗法式的工役制。因为整个这一过程都是按照变化莫测的连生产者也不总是能够知道的市场要求进行的，所以资本主义农业在每一个别场合（往往是在每一个别地区，有时甚至是在每一个别国家）变得比过去片面和畸形，然而总的说来，它变得比宗法式农业要多样和合理得多。商业性农业的各种特殊种类的形成，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成为可能和不可避免，但是这些危机（和所有资本主义危机一样）更加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生产和劳动社会化的发展。 
［注：西欧的浪漫主义者和俄国的民粹派，极力强调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农业的片面性，强调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不稳定和危机，并且根据这一点来否认资本主义的前进运动比前资本主义的停滞所具有的进步性。］



第三，资本主义第一次在俄国建立了以机器的使用和工人的广泛协作为基础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以前，农产品的生产始终是在不变的、规模小得可怜的形式下进行的，不论是农民为自己工作或为地主工作，情况都是这样，土地占有的任何“村社性质”都不能改变这种生产极其分散的状况。同生产的这种分散性紧密联系着的是农民本身的分散性。 
［注：因此，尽管土地占有的形式不同，但是马克思关于法国小农所说的如下一段话对于俄国农民是完全适用的：“小农〈小块土地农民〉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Produktionsfeld），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汉堡版第98—9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编者注）］

 ]他们被束缚在自己的份地上和自己狭小的“村社”里，甚至同邻近村社的农民都被截然隔开，原因是他们所属的等别不同（前地主农民，前国家农民等等），占有的土地面积不同，也就是说，解放的条件不同（这些条件有时只是决定于地主的个性和癖好）。资本主义第一次破坏了这些纯粹中世纪的壁垒，而且破坏得很出色。现在，各等农民之间、按份地占有面积区分的各类农民之间的差别，同每等农民、每类农民和每个村社内部的经济差别比较起来，已经显得很不重要了。资本主义破坏了地方的闭塞性和狭隘性，打破了农民中世纪的狭小划分，而代之以全国性的大规模划分，即把农民划分为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占据不同地位的一些阶级。 
［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联盟和联合的需要不是减少了，反而无比地增加了。但是用旧的标准来满足新社会的这种需要是完全荒谬的。这个新社会要求：第一，这种联盟不应是地方性的、等级制的和有类别的；第二，这种联盟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和农民分化所造成的地位和利益的差别。”［上引弗·伊林的书第91—92页脚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08页。——编者注）］

 ]如果说，过去的生产条件本身决定了农民群众固定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那么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不同形式和不同地区的形成，就不能不造成大量居民在全国各地的迁移；而没有居民的流动（上面已经指出），居民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最后，第四，俄国的农业资本主义第一次连根摧毁了工役制和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从《罗斯法典》的时代起，直到现在用农民的工具耕种地主的土地为止，工役经济制度一直绝对地统治着我国的农业；伴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必然是农民的愚昧和粗野，因为农民由于从事农奴制性质的或“半自由”性质的劳动而受到屈辱；如果不是农民缺乏一定的公民权利（例如，属于最低等级，受体罚，被派出公差，束缚于份地等等），工役制度就不可能存在。因此，自由雇佣劳动代替工役制是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巨大历史功绩。 
［注：在尼·—逊先生对我国资本主义的破坏所发出的无数怨言和叹息中，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不论是诸侯纷争或是鞑靼人的统治，都没有触动我国经济生活的形式”（《论文集》第284页），只有资本主义才对“自己过去的历史”表示了“轻蔑的态度”（第283页）。好一个神圣的真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所以进步，正因为它对“历来的”“数百年来奉为神圣的”工役制和盘剥的种种形式表示了“轻蔑的态度”，而这些形式的确是任何政治风暴，包括“诸侯纷争”和“鞑靼人的统治”在内，都没有能够摧毁的。］

 我们把上面有关俄国农业资本主义进步的历史作用所说的话概括一下，那就可以说，农业资本主义使农业生产社会化了。农业从最高等级的特权或最低等级的租赋变成了普通的工商业；农民的劳动产品开始在市场上受到社会的核算；墨守成规的单一的农业正在变成在技术上经过改造的和具有多种多样形式的商业性农业；小农的地方闭塞性和分散性正遭到破坏；劳动力买卖的非人身交易，正在排挤各种各样的盘剥形式和人身依附形式，——这一切情况实际上都是同一过程的各个环节，这个过程使农业劳动社会化了，并且使市场波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的矛盾，即各个农业企业的个体性同资本主义大农业的集体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因此（我们再说一遍），在强调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的进步历史作用时，我们丝毫没有忘记这种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也没有忘记它固有的深刻的社会矛盾。相反，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正是那些只会哭诉资本主义“破坏”的民粹派分子，才极其肤浅地估计这些矛盾，抹杀农民的分化，无视我国农业中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性质，用“农业副业”或“外水”等等说法来掩盖农业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





十　民粹派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理论。“冬闲”

关于资本主义的意义除了上述肯定的结论以外，还必须分析一下我国著作界中流行的一些特殊的“理论”。在大多数场合下，我国的民粹派分子是完全不能领会马克思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的。他们中间有些比较坦率的人直言不讳地说，马克思的理论不包括农业（瓦·沃·先生的《我们的方针》），而另外一些人（如尼·—逊先生），则想巧妙地避而不谈他们的“学说”和马克思理论的关系问题。在民粹派的经济学家中间最流行的这样的学说之一，就是“冬闲”论。其实质如下。 
［注：瓦·沃·《理论经济学概论》第108页及以下各页。尼·—逊《论文集》第214页及以下各页。卡布鲁柯夫先生也有同样的思想：《1895—1896年度在莫斯科大学授课用的农业经济学讲义》1897年莫斯科版第55页及以下各页。］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变成了一个同其他产业部门没有联系的特殊的产业部门。而且农业占用不了全年时间，只占用五六个月。因此，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就产生了“冬闲”，使“农民阶级的工作时间只限于工作年中的一部分”，这也就是“农民阶级经济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尼·—逊的书第229页），是“国内市场缩小”和社会“生产力浪费”的根本原因（瓦·沃·先生的书）。

这就是这个喧嚣一时的理论的全貌，这个理论把最广泛的历史哲学结论仅仅建立在农活全年分配极不平均这样一个伟大的真理上面！仅 仅
 抓住这 一个
 特点，借助于抽象的假设把它夸大到荒谬的地步，抛开使宗法式农业转变为资本主义农业这一复杂过程的其他一切特点，——这就是最近企图恢复关于前资本主义的“人民生产”的浪漫主义学说的拙劣手法。

为了说明这种抽象的学说多么狭隘，我们简单地谈一下实际过程中那些被我国民粹派完全忽视或估计不足的方面。第一，农业愈是专业化，农业人口减少得就愈多，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就愈小。民粹派忘记了这一点，并且把农业专业化抽象化到农业实际上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达到的程度。他们假设：单是粮食播种和收获的一些作业已经成了一个单独的产业部门；耕地和施肥，产品的加工和运输，养畜，育林，房屋和农具的修理等等，——这一切都 各自
 成了资本主义产业部门。把这类抽象化应用于当代现实，不大能说明这个现实。第二，这种农业完全专业化的假设，是以农业的纯粹资本主义组织、农场主资本家同雇佣工人的完全分裂为前提的。在这种条件下谈论“农民”（象尼·—逊先生所作的那样，第215页），是极不合逻辑的。农业的纯粹资本主义组织本身也要求全年的工作分配得比较平均（由于轮作制和合理的畜牧业等），在许多场合下产品的技术加工同农业结合起来，在预先的整地上投入大量劳动，等等。 
［注：为了避免空口说白话，我们举一些我国地主农场的例子，这种农场的组织最接近纯资本主义类型。我们看看奥廖尔省（《克罗梅县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1892年奥廖尔版第4卷第2编）。贵族赫柳斯京的田庄有土地1129俄亩，562俄亩是耕地，有建筑物8所和各种改良农具。人工种植牧草。设有养马场。繁殖牲畜。用挖沟开渠的办法排干沼泽（“排水多半是在空闲时间进行的”，第146页）。工人数夏季每天50—80人，冬季则不到30人。1888年有工人81人，其中25人是夏季工。1889年有木匠19人。里博皮耶尔伯爵的田庄有土地3000俄亩，1293俄亩是耕地，898俄亩租给了农民。实行十二圃轮作制。挖掘泥炭作肥料，开采磷钙石。从1889年起，种了30俄亩的试验田。冬季和春季运送肥料。种植牧草。合理采伐林木（从10月到3月使用伐木工200—300人）。繁殖奶牛。经营牛奶业。1888年有工人90人，其中34人是夏季工。莫斯科省缅施科夫的田庄（《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5卷第2编）有土地23000俄亩。劳动力都是为割地服工役的工人和自由雇佣工人。经营木材业。“马匹和固定工人夏季下地干活，秋末和冬季的一部分时间把马铃薯和淀粉运往干燥室和淀粉厂，把木柴运出森林，送到车站。由于这一切，全年中劳动分配得相当平均。”（第145页）顺便说一下，这一点可以从每月工作日统计表中看出：马的工作日平均每月为293个，变动幅度是223个（4月）到362个（6月）；男工的工作日平均每月为216个，变动幅度是126个（2月）到279个（11月）；女工的工作日平均每月为23个，变动幅度是13个（1月）到27个（3月）。这个现实同民粹派所玩弄的抽象化是否一致呢？］

 第三，资本主义的前提是农业企业要同工业企业完全分离。但是，怎么能得出结论说这种分离不容许农业雇佣劳动同工业雇佣劳动相结合呢？在一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结合。资本主义把熟练工人从普通的小工中分离出来，这些小工时而做这种工作，时而做那种工作，时而被某个大企业吸收，时而被抛入失业者的队伍。 
［注：资本主义大工业造成了流浪工人阶级。这个阶级是由农村居民组成的，但是主要从事工业劳动。“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这种流动的劳动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面。”（《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92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29页。——编者注））“一般说来，象铁路建设那样大规模的企业，会从劳动市场上取走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来源仅仅是某些……部门（如农业）……”（同上，第2卷第303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51页。——编者注））］

 资本主义和大工业愈猛烈发展，对工人需求的变动，不仅在农业中，而且在工业中，一般说来也愈厉害。 
［注：例如，根据莫斯科卫生统计，该省共有114381名工厂工人。这是现有的人数，最多时达到146338名，最少时达到94214名。（《1879—1885年莫斯科省工厂卫生调查总集》第4卷第1册第98页）百分比为128％——100％——82％。资本主义整个地加剧着工人人数的变动，因而便在这方面消除着工农业之间的差别。］

 因此，如果我们假定的是资本主义最大限度的发展，我们就应当假定工人从农业劳动转到非农业劳动最容易，我们就应当假定形成了各种企业主都从中获得劳动力的总后备军。第四，如果我们看看现代的农村企业主的情况，那当然不能否认，他们在农场增补劳动力方面有时有困难。但是也不要忘记，他们也有办法把工人束缚在自己的农场上，这就是分给工人一小块土地等等。有份地的农业雇农或日工，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一种农民类型。民粹派的主要错误之一，就在于他们忽视俄国这种类型的形成。第五，离开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总问题而提出农民冬闲的问题是完全错误的。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形成是整个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农业的特点只不过使这种现象具有一些特殊形式。因此，例如《资本论》的作者就是把农业劳动的分配问题同“相对过剩人口”的问题联系起来谈的 
［注：例如，马克思在谈到英国的农业关系时说道：“农业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来说总是过多，而按特殊的或者临时的需要来说又总是过少”（第2版第1卷第725页），因此，虽然有经常的“相对过剩人口”，但是农村总是显得人口不足。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说道：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对农业的掌握，形成了过剩的农业人口。“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同上，第668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59、704页。——编者注））；这部分人口经常失业，工作极不规则，报酬极为微薄（例如为商店干的家庭劳动等）。］

 ，并且在专门论述“劳动期间”和“生产时间”的区别的一章里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资本论》第2卷第2篇第13章）。劳动作用于产品的时间叫作劳动期间；产品处于生产领域的时间叫作生产时间，其中也包括劳动没有作用于产品的时间。在很多产业部门里，劳动期间与生产时间并不相符，农业只是其中最典型的部门，但决不是唯一的部门。 
［注：这里特别值得指出马克思的意见：农业中也有办法“在一年之内比较均衡地分配”对劳动的需求，这就是生产多种多样的产品，用轮作制代替三圃制，种植块根作物和牧草等。但是，所有这些办法都“要求增加预付在生产上的即在工资、肥料、种子等等上的流动资本”（同上，第225—22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70—271页。——编者注））。］

 和欧洲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俄国农业的劳动期间同生产时间的差别特别大。“当资本主义生产完成制造业和农业的分离时，农业工人就越来越依赖纯粹带偶然性的副业，因而他们的状况也就恶化了。……对资本来说，周转的一切差别都会互相抵销，而对工人来说，就不是这样。”（同上，第223—224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69页。——编者注］

 可见，从我们所研究的农业特点中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农业工人的状况一定比工业工人更坏。这个结论和尼·—逊先生的“理论”距离还很远，根据他的“理论”，冬闲是“农民阶级”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即使我国农业的劳动期间为12个月，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也会完全同现在一样；全部差别只在于农业工人的状况稍微接近于工业工人的状况而已。 
［注：我们说“稍微”，那是因为农业工人状况的恶化远不是工作不经常这一个原因造成的。］



可见，瓦·沃·先生和尼·—逊的“理论”，甚至对整个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总问题，也丝毫没有提供出什么东西来。这种理论对俄国的特点不仅没有阐明，反倒抹杀了。我国农民冬季失业现象的产生，与其说是由于资本主义，倒不如说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我们在上面（本章第4节）根据工资资料指出，在大俄罗斯各省中，资本主义最不发达、工役制占优势的省份，冬季失业现象最严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工役制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阻碍了工农业的发展，从而也就阻碍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与此同时，它把农民固定在份地上，使他们既找不到冬季工作，也无法依靠自己可怜的农业为生。





十一　续。村社，马克思对小农业的看法，恩格斯对现代农业危机的见解

“村社原则阻碍资本夺取农业生产”（第72页），尼·—逊先生这样表述了另一个传播很广的民粹派理论，这个理论和上述理论一样，是抽象地制造出来的。在第2章里我们举出了一系列事实，说明这种流行的前提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来作如下补充。认为农业资本主义一产生就要有一种特殊的土地占有形式，这是完全错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遇到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是同它不相适应的。同它相适应的形式，是它自己使农业从属于资本之后才创造出来的；因此，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克兰 
[80]

 的所有权，或马尔克公社 
［注：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指出，“公有地（Gemeineigentum）在一切地方都是小块土地农业［小农业］的补充物”（《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41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0页。——编者注））。］

 
[81]

 的小农所有权，不管它们的法律形式如何不同，都转化为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经济形式。”（《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156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6页。——编者注］

 因此，就问题的本质看来，土地占有的任何特点都不能构成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资本主义是根据农业、法律和日常生活的不同条件而采取不同形式的。由此可见，在“村社 还是
 资本主义？”这一题目下写了一系列著作的我国民粹派对问题的 提法
 本身是多么错误。有个显赫的英国迷悬赏征求论述在俄国推行租地农场式经营的优秀作品，有个学术团体提出把农民分散成独立农庄的计划，有个赋闲的官僚制定60俄亩田区制的方案；民粹派赶紧出来应战，投入反对这些“资产阶级方案”的战斗，反对“实行资本主义”，反对破坏“人民生产”的守护神——村社。好心的民粹派根本没有想到，当种种方案正在被制定和推翻的时候，资本主义却在走自己的道路，而村社的农村正在变成并且已经变成了 
［注：如果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提出这样的论断是跑到前面了，那我们就回答如下：谁想从发展中描写某种真实现象，谁就不可避免地和必然地要二者选择其一，或者是跑到前面，或者是落在后面。在这里折中办法是没有的。既然所有资料都表明，社会演进的性质正是这样，这种演进已经向前走得很远（见第2章），既然阻碍这种演进的情况和制度（过高的赋税，农民的等级隔绝，没有土地转移、移动和迁居的充分自由等）都已经确切地指出了，那么这样跑到前面就根本不是错误。］

 小地主的农村。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对农民的土地占有形式问题本身是很不关心的。不论这种土地占有形式如何，农民资产阶级同农村无产阶级的关系，决不会因此而在本质上有丝毫改变。真正重要的问题根本不是土地的占有形式，而是继续压在农民身上的各种纯中世纪的旧残余：农民村团的等级隔绝、连环保、与私有土地税负根本不能相比的过高的农民土地税负、农民土地的转让、农民的移动和迁居没有充分自由等。 
［注：民粹派为其中有些制度辩护，特别明显地说明了他们观点的反动性，这种反动性使他们日益靠近大地主。］

 所有这些旧制度根本不能保证农民不分化，而只能增加工役和盘剥的各种形式，严重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

最后我们还应该谈一谈民粹派的一种独创，他们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里的某些言论，解释得与他们的小农业优越于大农业、农业资本主义不起进步的历史作用这样一些见解相一致。为此，他们特别经常引用《资本论》第3卷里的下面一段话：


　　“历史的教训是（这个教训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得出）：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Selbst　arbeitenden）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第3卷第1部分第98页，俄译本第83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9页。——编者注］





　　从这段话里（附带说一下，这是完全孤立的一段话，是插在谈原料价格的变动如何影响利润的一章里讲的，而不是在专门谈农业的第6篇里讲的）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资本主义同农业（以及工业）的合理安排不相容，这是人们早就知道的事，我们同民粹派争论的也不是这一点。至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进步的 历史
 作用，马克思在这里特意强调指出了。剩下的只是马克思提出“自食其力的小农”这句话。在引用这句话的民粹派中间，没有人肯说明一下他从什么意义上理解这句话，没有人肯一方面把它从上下文联系起来看，另一方面把它同马克思关于小农业的整个学说联系起来看。在上述《资本论》的那个地方，谈的是原料价格波动得如何剧烈，这种波动如何破坏生产的比例性和系统性，破坏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协调等。 只是在这方面
 ，即在生产的比例性、系统性和计划性方面，马克思才拿小农经济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经济等量齐观。在这方面，中世纪的小工业（手艺）也很象“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经济（参看《哲学的贫困》上引版本第90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9页。——编者注］

 ，而资本主义同这两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区别就在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那么究竟根据什么逻辑可以由此作出结论说，马克思承认小农业的生命力 
［注：我们记得，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当农业危机因价格跌落而完全爆发出来的时候，就认为必须坚决起来反对法国的“学生”，因为他们对小农业有生命力的学说作了若干让步
[82]

 。］

 ，而不承认农业在资本主义中的进步历史作用呢？请看马克思在专门谈农业的一篇里， 在专门谈小农经济的一节里
 （第47章第5节）是怎样说的：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第3卷第2部分第341—342页，俄译本第667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0页。——编者注］



“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再生产及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多样化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第3卷第2部分第347页，俄译本第672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6页。——编者注］







　　这两段话的作者不但没有忽视资本主义大农业所固有的矛盾，反而无情地揭露了这些矛盾。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评价资本主义的 历史
 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的和机械地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完全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为代价而取得的。”（第3卷第2部分第156—157页，俄译本第509—510页）
［注：同上，第696—697页。——编者注］





　　马克思的话既然说得这样明确，关于他对农业资本主义的进步历史作用问题的看法，看来不会再有两种意见了。但是，尼·—逊先生又找到了一个借口，他引用了恩格斯对现代农业危机的意见，好象这个意见一定会推翻农业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的原理似的。 
［注：见1896年2月《新言论》第5期第256—261页尼·—逊先生给编辑部的信。这里也有关于“历史的教训”那段“引文”。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民粹派经济学家都企图借当前的农业危机来推翻农业在资本主义中的进步历史作用的理论，但不论是尼·—逊先生或这些民粹派经济学家中其他某一位先生，都从来不根据一定的经济理论直接提出问题，从来不说明使马克思承认农业资本主义的进步历史作用的根据；他们也没有肯定指出，他们究竟否定其中的哪些根据和为什么否定。在这里和在其他场合一样，民粹派经济学家们认为还是不直接反对马克思的理论为妙，而只是含糊地暗示指“俄国学生”。我们在这本书里虽然只限于谈俄国经济，但我们却在上面举出了对这一问题判断的根据。］

  我们来看一看恩格斯究竟说了些什么。恩格斯把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的主要原理总括起来，确立了这样一个规律：“土地上使用的资本越多，一国的农业乃至整个文明越发展，每英亩的地租和地租总额就增加得越多，社会以超额利润形式付给大土地所有者的贡赋也就越多。”（《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258页，俄译本第597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16—817页。——编者注］

 恩格斯说，“这个规律说明了大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可惊的生命力”，他们虽然负债累累，但是遇到任何危机时都能“再站住脚”，例如，英国谷物法的废除降低了粮价，但是这不仅没有使大地主破产，反而使他们大发其财。

因此，可能以为，资本主义不能削弱土地所有权所体现的垄断的力量。

恩格斯接着说：“但是，一切都是要消逝的。”横渡海洋的轮船，南北美洲和印度的铁路，都引起新竞争者的出现。北美的大草原、阿根廷的草原等等，都以廉价的谷物充塞世界市场。“欧洲的租地农场主和农民在地租维持原样的情况下，当然竞争不过这种草原处女地以及赋税重压下的俄罗斯和印度的农民。一部分欧洲土地就从种植谷物的竞争中完全退出来；地租到处都在下降；我们列举的第二种情况的变例2（价格下降，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也下降）成了欧洲的通例。因此，从苏格兰到意大利，从法国南部到东普鲁士，到处都听得到地主的怨言。值得庆幸的是，所有草原还远没有全被开垦；还有足够数量的草原可以使欧洲所有大地主以及小地主遭到破产。”（同上，第260页，俄译本第598页漏掉了“值得庆幸的是”几个字）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18页。——编者注］



如果读者仔细地读了这一段话，那就一定会弄清楚，恩格斯说的同尼·—逊先生想要强加在他身上的恰恰相反。照恩格斯的意见，现代农业危机降低了地租，甚至要完全消灭地租，也就是说，农业资本主义实现着它所特有的消灭土地所有权的垄断的趋向。不，我们的尼·—逊先生用他的“引证”肯定不会得手的。农业资本主义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无限地扩大农产品的商业性生产，把许多新的国家拖上世界舞台；它把宗法式的农业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如俄国和印度）赶了出去；它在农业中建立了空前未有的完全工厂化的粮食生产，这种生产的基础就是有极完善的机器装备的大批工人的协作；它极为猛烈地加剧了欧洲各古老国家的紧张状态，降低了地租，从而破坏了看起来似乎是最巩固的垄断，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它非常突出地提出了农业生产社会化的必然性问题，甚至西方有产阶级的代表也开始感到这种必然性了。 
［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著名的卡尼茨提案
[83]

 或美国农场主把所有大型谷仓变成国家财产的计划这些“时代标志”，难道实际上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所以恩格斯用他特有的爽朗的讽刺口吻来 祝贺
 世界资本主义的最后步骤，他说，值得庆幸的是，还有相当一部分草原没有开垦，可以让事情继续这样进行下去。而善良的尼·—逊先生竟毫无理由地替旧时的“农夫-庄稼汉”叹息，替“千百年来奉为神圣的”……我国农业和各种农业盘剥形式的停滞状态叹息，这些形式不论“诸侯纷争或鞑靼人的统治”都是动摇不了的，而现在竟开始被（啊，不得了！）这种可怕的资本主义极为彻底地动摇了！呵，多么纯朴的天真呵！ 
[84]








[73]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版（1899年）里，这个表的样式如下：










欧俄50省



	时期
	人　　口
	
全部粮食，即谷物加马铃薯（单位千俄石）

	马铃薯（单位千俄石）
	
每一口人的纯收获
（单位俄石）





	
播
 　　种

	纯 　收　获
	播　　种
	
纯
 　收
 　获




	单位千
	百分数
	　
	百分数
	　
	百分数
	　
	百分数
	　
	百分数
	谷物
	马铃薯
	粮食总计



	1864—66
	61400
	100
	　
	　
	72225
	100
	　
	　
	152851
	　
	　
	　
	6918
	100
	　
	　
	16996
	100
	　
	　
	2.21
	0.27
	2.48



	1870—79
	69853
	114
	100
	　
	75620
	104
	100
	　
	211325
	138
	100
	　
	8757
	126
	100
	　
	30379
	178
	100
	　
	2.59
	0.43
	3.02



	1883—87
	81725
	132
	117
	100
	80293
	111
	106
	100
	255178
	166
	120
	100
	10847
	156
	123
	100
	36164
	212
	119
	100
	2.68
	0.44
	3.12



	1885—94
	86282
	140
	123
	105
	92616
	128
	122
	115
	265254
	173
	126
	104
	16552
	239
	187
	152
	44348
	260
	146
	123
	2.57
	0.50
	3.07









[74]

 《星期周报》（《Неделя》）是俄国文学和政治报纸，1866—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1868—1879年间曾因发表“有害言论”多次被勒令停刊。1880—1890年该报急剧向右转，变成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报纸，反对同专制制度作斗争，鼓吹所谓“干小事情”的理论，即号召知识分子放弃革命斗争，从事“平静的文化工作”。——234。



[75]

 可代替物是罗马法里已经有的古老法学术语，指合同中以简单的计数和量度规定的东西，如若干吨生铁，若干块砖。它的对称是不可代替物，指以特定的特征所规定的东西，如有特定名字的某一匹马，艺术品的原作等。——237。



[76]

 小俄罗斯是沙皇俄国时代对乌克兰的正式称呼。——239。



[77]

 《北方边疆区报》（《Ｃеверный　Край》）是俄国政治、社会和文学日报，1898—1905年在雅罗斯拉夫尔市出版。——248。



[78]

 《经济评论集》是列宁的第一本文集，1898年10月用弗·伊林的笔名在彼得堡出版。文集包括列宁的以下著作：《评经济浪漫主义》、（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我们拒绝什么遗产?》和《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266。



[79]

 首都省指圣彼得堡省和莫斯科省。——274。



[80]

 克兰是克尔特民族中对氏族的叫法（有时也用以称部落），在氏族关系

瓦解时期则是冠以假想始祖名字的有血缘关系的亲属集团。克兰保留着土地公有制和其他氏族制习俗（血亲复仇、连环保等）。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个别地区，克兰保存到19世纪。——289。



[81]

 马尔克公社是中世纪西欧各国的农村公社。在马尔克公社里，耕地是加入公社的农民家庭的财产，牧场、森林及其他用地是公共财产。马尔克首先执行经济的职能，同时也是广义的公共权力机关。马尔克公社起初是自由农民的联户组织，后来在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渐沦落到依附大封建主的地位。——289。



[82]

 指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一文。该文发表于1894—189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杂志《新时代》第10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3—587页。法国的“学生”是为应付书报检查而给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或如恩格斯在上述著作中所称的“马克思主义派的法国社会党人”）所取的代称。——292。



[83]

 卡尼茨提案是德国大地主利益的代表汉·威·卡尼茨伯爵于1894—1895年向德意志帝国国会提出的一项议案，它要求政府负责采购须从国外输入的全部谷物，然后按平均价格出售。这个议案被国会所否决。——295。



[84]

 呵，多么纯朴的天真呵！（O，Sancta　Simplicitas！）意指过分天真。传说捷克宗教改革家扬·胡斯被天主教神职人员会议作为异端用火刑处死时，有个不明真相的老太婆，怀着宗教的虔诚和狂热，也往火堆上添加干柴，胡斯见此情状，不禁说出了这句话。——296。




《列宁全集》第3卷


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一 家庭工业和手艺


 二 工业中的小商品生产者。小手工业中的行会精神




 三 改革以后小手工业的发展。这一过程的两种形式及其意义




 四 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莫斯科省手工业者的按户调查资料




 五 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




 六 小手工业中的商业资本




 七 “手工业和农业”




 八 “手工业同农业的结合”




 九 关于我国农村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几点意见










我们谈了农业，现在来谈工业。我们的任务在这里也同在农业中一样，可以这样表达：我们必须分析改革后俄国的种种工业形式，就是说，必须研究加工工业中现有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构以及这一结构演进的性质。我们从最简单最原始的工业形式谈起并考察它们的发展。





一　家庭工业和手艺

农户（农民家庭）把它取得的原料进行加工，我们把这叫作家庭工业。家庭手工业是自然经济的必然附属物，而自然经济的残余在有小农的地方差不多总是保留着的。所以，在俄国的经济著作中屡次谈到这一种工业（家庭制造供自身消费的亚麻制品、大麻制品、木器等等）也是很自然的。然而可以断定，现在只在少数最偏僻的地方，家庭工业还比较普遍，例如西伯利亚直到最近还属于这样的地方。这样一种形式的工业作为一个行业还并不存在，因为手工业在这里同农业不可分割地联结成一个整体。

手艺，即按消费者的订货来制造产品 
［注：Kundenproduktion（按订货生产），参看卡尔·毕歇尔《国民经济的发生》1893年蒂宾根版。］

 ，是脱离了宗法式农业的第一种工业形式。在这里，材料可能是订货的消费者的，也可能是手艺人的，而手艺人的劳动报酬，或者是给货币，或者是给实物（手艺人的住处和生活费，以一部分产品如面粉等等作为报酬）。手艺是城市生活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它在乡村里也相当普遍，是农民经济的补充。专业手艺人在农村人口中占一定的百分比，他们从事（有时是专门，有时同农业相结合）制革、做鞋、缝衣、打铁、染土布、加工农民用的呢绒、磨粉等等。由于我国经济统计工作非常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没有任何关于手艺在俄国的普及程度的精确资料，而有关这种工业形式的个别论述，差不多都分散在所有关于农民经济的记载中，分散在所谓“手工”工业的调查报告 
［注：在这里用引文来证实上述内容是不可能的：这么多有关手艺的论述都分散在有关手工工业的所有调查报告中，虽然按照通常的看法，手艺人是不算手工业者的。我们还会不止一次看到，“手工业”这个术语含混到多么不可救药的地步。］

 中，甚至还出现在官方的工厂统计中 
［注：特别明显地说明这种统计的混乱状况的，是直到现在它还没有定出办法来区别手艺作坊和工厂。例如，在60年代，把纯粹手艺类型的乡村染坊算作工厂（《财政部年鉴》第1卷第172—176页）；在1890年，把农民的呢绒洗染坊同制呢厂混在一起（奥尔洛夫的《工厂一览表》第3版第21页），等等。就是最新的《工厂索引》（1897年圣彼得堡版），也没有摆脱这种混乱状态。见我们的《评论集》中的例子，第270—271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5—17页。——编者注）。］

 。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在登记农民副业时，有时把“手艺人”划为单独一类（参看上引鲁德涅夫的著作），可是也把全部建筑工人列入了（按照流行的说法）这一类。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混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大量的建筑工人不属于按照消费者的订货来工作的独立手工业者，他们属于受承包人雇用的雇佣工人。当然，把农村手艺人同小商品生产者或雇佣工人区别开来，有时并不容易，为此必须对每一个小手工业者的资料进行经济分析。对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 
［注：我们在《评论集》第113—199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35—332页。——编者注）中，曾有专文论述这个调查。本书所引证的关于彼尔姆省“手工业者”的全部事实，均摘自这篇论文。］

 资料进行整理，就是把手艺同其他小工业形式严格划分开来的一次很好的尝试。据计算，当地农村手艺人人数约占农民人口的1％，并且（果然不出所料）手艺人所占百分数最大的是在工业最不发达的县份。与小商品生产者相比，手艺人的特点是和土地有着最牢固的联系：100个手艺人当中，农民占80．6％（在其余的“手工业者”中，这个百分数较低）。手艺人也使用雇佣劳动，但是这种手工业者使用雇佣劳动不及其余的手工业者那么普遍。手艺人的作坊的规模（按照工人数量来看）同样是最小的。种地的手艺人的年平均收入是43．9卢布，而不种地的手艺人的年平均收入是102．9卢布。

我们只作这些简要的叙述，因为对手艺作详细的考察并不是我们的任务。在这种工业形式中还没有商品生产；这里只在下述场合出现商品流通：手艺人得到货币工资或出卖工作所得的一部分产品而去为自己购买原料和生产工具。手艺人的劳动产品不在市场上出现，几乎不越出农民的自然经济的领域。 
［注：由于手艺接近于农民的自然经济，农民有时候就试图为全村把手艺劳动组织起来，农民付给手艺人生活费，责成他们为本村的全体居民工作。现在这种工业组织只是作为例外，或者只有在极偏僻的边疆地区（例如，在外高加索的某些乡村里，打铁业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见《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2卷第321页）才能看到。］

 因此很自然的，手艺同宗法式的小农业一样，其特征也是墨守成规、分散零碎、规模狭小。手艺人外出到其他地方去找外水，是这种工业形式所固有的唯一的发展因素。在我国乡村中，这种外出的情况十分普遍，特别是在过去。其结果常常是在所到的地方建立起独立的手艺作坊。





二　工业中的小商品生产者。小手工业中的行会精神

我们已经指出，手艺人是出现在市场上的，虽然并不是带着他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出现。自然，手艺人一旦和市场接触，就逐渐地过渡到为市场生产，即成为 商品生产者
 。这种过渡是渐进的，最初是一种尝试：把偶而留在手中的产品或在空闲时制成的产品卖出去。这种过渡之所以更是渐进性的，还因为制品的销售市场最初十分狭小，致使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拉开得很小，产品仍象从前一样直接从生产者手中转入消费者手中，而且在出售产品之前，有时候存在着产品与农产品的交换 
［注：例如，陶器与谷物的交换等等。在粮价便宜时，有时一个瓦罐的等价物就是这个瓦罐所能装下的粮食。参看《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1卷第340页；《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5编第140页；《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1编第61页。］

 。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表现为贸易的扩大，专业的商人-包买主的出现；制品销售市场不再是农村的小市场或集市 
［注：一个这种农村集市的调查说明，集市的流转总额中，“手工业”产品竟占31％（在50000卢布中占15000卢布左右）。见《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1编第38页。从波尔塔瓦的鞋匠只在本村60俄里周围销售产品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小商品生产者的销售市场最初是多么狭小。《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1卷第287页。］

 ，而是整个区域，然后是全国，有时甚至是其他国家。作为商品的工业品的生产，为工业同农业的分离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交换奠定了初步基础。尼·—逊先生以其固有的陈腐而抽象的观点，只把“工业同农业的分离”说成是整个“资本主义”的特性，而下肯花费精力去分析这种分离的各种形式和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因此指出下面这一点是重要的：农民手工业中最小的商品生产就已经开始把工业同农业分离开来，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手工业者同农民在这个发展阶段中还没有分离。我们将在下面的叙述中指出，更加发达的资本主义各阶段如何使工业企业同农业企业分离，如何使工业工人同农民分离。

在商品生产处于萌芽状态时，“手工业者”之间的竞争还不厉害，但是随着市场扩大并遍及广大地区，这种竞争就日益加剧，它破坏了小手工业者靠他那真正的垄断地位而造成的宗法式的安宁。小商品生产者感到，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相反，他的利益要求维持这种垄断地位，因此他害怕 竞争
 。小商品生产者不论是个人或集体，都千方百计地阻止竞争，“不让”竞争者进入本地区，巩固自己拥有一定顾客圈子的小业主的稳定地位。这种对竞争的恐惧，十分明显地说明小商品生产者的真实的社会本质，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比较详细地谈谈与此有关的事实。我们先举一个关于手艺的例子。卡卢加省鞣羊皮匠到其他省份去鞣制羊皮；这个行业在农奴制废除后日益衰落；地主们在以缴大笔代役租为条件准许“鞣羊皮”的时候，机警地注意使鞣羊皮匠们知道自己“固定的地区”，不让其他鞣羊皮匠侵入他人地区。用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行业是十分有利的，甚至转让“地盘”可得500或1000卢布，因而手艺人进入他人地区有时候还会引起流血冲突。农奴制的废除破坏了这种中世纪的安宁；“铁路运输的便利在这方面也助长了竞争” 
［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2编第35—36页。］

 。属于这种现象的，还有小手工业者为了防止“毁灭性的竞争”，竭力隐瞒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良，对别人隐讳赚钱的活计，这种情况在许多行业中都确实存在，而且肯定带有普遍性。新行业的创建者或对旧行业进行某些改良的人，尽力对同村的人隐瞒赚钱的活计，为此他们使用各种诡计（例如，为了避人耳目，把企业中的旧设备保留下来），不让任何人进入自己的作坊，在暗楼里工作，甚至对亲生子女都不谈生产情况。 
［注：见《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2编第81页，第5编第460页；第9编第2526页。《莫斯科省手工业》第6卷第1编第6—7页和第253页；第6卷第2编第142页；第7卷第1编第2部关于“印刷业”的创造者。《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1编第145页和第149页。《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1卷第89页。格里戈里耶夫《巴甫洛沃区制锁制刀手工业》（1881年莫斯科出版的出版物《伏尔加》的附录）第39页。瓦·沃·先生在其《俄国手工工业概述》（1886年圣彼得堡版）第192页及以下各页中引证了一些这样的事实；他由此得出的结论只是手工业者并不排斥新设施，他没有想到这些事实正好说明小商品生产者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和他们的阶级利益。］

 莫斯科省刷笔业发展迟缓，“通常是由于现在的生产者不愿意有新的竞争者。据说，他们尽量不让旁人看自己干活，因而只有一个生产者收了外地学徒” 
［注：《莫斯科省手工业》第6卷第2编第193页。］

 。关于以五金业著称的下诺夫哥罗德省别兹沃德诺耶村，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注意的是，别兹沃德诺耶村的居民直到现在〈即直到80年代初；这个行业在50年代初就已存在〉仍对邻近农民严守技艺秘密。他们屡次想在乡公所作出一个决议，来惩罚把技艺传往他村的人。由于他们没有办成这个手续，这个决议似乎在道义上束缚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结果，他们就不把自己的女儿嫁到邻村去，而且也尽可能不娶邻村的姑娘。” 
［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9编第2404页。］



民粹派经济学家不仅力图抹杀大量的农民小手工业者是商品生产者这一事实，甚至还编了一套奇谈怪论，说什么农民小手工业的经济组织与大工业的经济组织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对抗。其实从上面引用的资料中也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大产业家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来保证自己的垄断地位，那么农民“手工业者”在这方面就是大产业家的亲兄弟；小资产者用他们的小手段所竭力维护的，实质上正是大工厂主渴望用保护关税政策、奖金、特权等等来维护的那种阶级利益。 
［注：小资产者感到竞争会使他们毁灭，于是竭力阻止竞争，同样地，小资产者的思想家民粹派也感到资本主义会摧毁他心爱的“基石”，因此就竭力加以“防止”，禁止，阻止，等等。］







三　改革以后小手工业的发展。这一过程的两种形式及其意义

从上面所谈的来看，小生产还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特性。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一种新手工业的出现意味着社会分工发展的过程。所以，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会发生这一过程，只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中还在某种程度上保存着农民和半自然经济的农业，只要各种陈旧的制度和传统（与交通不便等等有关）阻碍着大机器工业直接代替家庭工业。商品经济每发展一步，都不可避免地使农民从自身中分出一批又一批的手工业者；这一过程可以说翻耕了新的土地，在国内最落后的地区或最落后的工业部门为资本主义日后的侵占准备了新的地盘。同样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国内其他地区或其他工业部门中的表现就完全不同：小作坊和家庭工人的数目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它们正在被工厂所吞并。显然，为了研究一个国家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必须十分严格地区别这两种过程；把这两种过程混为一谈不能不引起概念的极端混乱。 
［注：这里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说明在同一省份、同一时间、同一种行业中兼有这两种不同的过程。脚蹬式纺车业（在维亚特卡省）是家庭织布业的补充。这种行业的发展标志着制造一种织布工具的商品生产的产生。我们在这里看到，在该省的偏僻地区，即该省的北部，几乎没有人知道脚蹬式纺车（《有关维亚特卡省手工业状况的资料》第2编第27页），因而在那里“这种手工业可能新产生出来”，就是说，可能在农民的宗法式自然经济中打开第一个缺口。但是在该省的其他地区，这种手工业已经衰落，而调查人员认为衰落的原因大约是“农民日益普遍地使用工厂的棉织品”（第26页）。因此，在这里，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在工厂对小手工业的排挤中表现出来。］



在改革后的俄国，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最初步骤的小手工业的增长，过去和现在都表现为两种过程：第一，小手工业者和手艺人从人口一向稠密、经济十分发达的中部省份迁到边疆地区；第二，在当地居民中形成新的小手工业并扩展原有的手工业。

第一个过程是我们已经在上面（第4章第2节）指出的向边疆地区移民的表现之一。下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特维尔、卡卢加等等省份的农民手工业者感到竞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加剧，感到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和工厂的发展威胁着小生产，于是迁往南方，因为那里“手艺”人还不多，工资高，而生活费用低。在新的地方建立起小作坊，这种小作坊为日后在该村及其附近推广新型的农民手工业打下了基础。拥有悠久工业文化的我国中部地区，就是这样帮助国内那些开始住满人的新地区发展这种文化的。资本主义关系（我们将在下面看到，这种关系也是农民小手工业所固有的）就这样传布全国。 
［注：例如，见上引谢·亚·柯罗连科的书，谈到手工业工人移往边疆地区并有部分工人在那里定居下来。《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1编（谈到来自中部省份的手工业者在斯塔夫罗波尔省占多数）；第3编第33—34页（下诺夫哥罗德省的流动鞋匠迁到伏尔加河下游各城市）；第9编（该省博戈罗茨科耶村的制革匠在俄国各地建立了工厂）。《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4编第136页（弗拉基米尔省的陶工把自己这一行业带到了阿斯特拉罕省）。参看《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1卷第125页和第210页；第2卷第160—165、168、222页——关于来自大俄罗斯各省的手工业者“在整个南方”占多数的总的评述。］



现在我们来谈谈表明上述第二个过程的一些事实。应当预先指出，我们在证实农民的小作坊和手工业的发展时，暂不涉及它们的经济组织问题，因为从以后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这些手工业不是导致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商业资本的形成，就是成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组成部分。

下诺夫哥罗德省阿尔扎马斯县的熟制毛皮业产生于阿尔扎马斯城，后来逐渐传到城郊的村庄，包括的地区愈来愈大。最初，村庄里的熟制毛皮匠很少，而他们的雇佣工人却很多；工人的工资低廉，因为他们是为了学手艺而受雇的。他们一旦学成，就各自东西，开设自己的小作坊，这样就为资本的统治准备了更广泛的基地，目前，大部分手工业者都受资本的支配。 
［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3编。］

 总的说来，在新兴手工业的第一批作坊里雇佣工人非常多，这些雇佣工人日后变成了小业主，这是最普遍的通常现象。 
［注：例如，在莫斯科省的染色业（《莫斯科省手工业》第6卷第1编第73—99页）、宽边帽业（同上，第6卷第1编）、熟制毛皮业（同上，第7卷第1编第2部）、巴甫洛沃区的钢器装配业（上引格里戈里耶夫的著作第37—38页）以及其他行业中都有同样的现象。］

 很明显，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与各种历史上的见解相反……不是大作坊吞并小作坊，而是从大作坊中产生小作坊” 
［注：瓦·沃·先生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第78—79页中，根据具有上述性质的一个事实立即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那是极大的错误。第一批作坊的规模大，决不表示手工业的积聚；这是由于这些作坊数量少，附近农民想在这些作坊里学到一门有益的手艺。至于说到农民手工业从旧中心传布到周围村庄的过程，那么，这种过程在很多场合都能看到。例如，在改革后时代，下列一些具有特出意义的手工业发展起来了（无论从已经有了手工业的村庄数、手工业者的人数或生产总额来看）：巴甫洛沃区的钢器装配业，基姆雷村的制革-制鞋业，阿尔扎马斯城及其郊区的编鞋业，布尔马基诺村的五金业，莫尔维季诺村及其附近地区的软帽业，莫斯科省的玻璃业、宽边帽业、花边业，克拉斯诺谢洛区的首饰业，等等。 
［注：A．斯米尔诺夫《巴甫洛沃和沃尔斯马——下诺夫哥罗德省以五金生产闻名的两个村子》1864年莫斯科版；尼·拉布津《下诺夫哥罗德省戈尔巴托夫县和弗拉基米尔省穆罗姆县制刀业、制锁业及其他五金制品业的调查报告》1870年圣彼得堡版；上引格里戈里耶夫的著作；1891年《下诺夫哥罗德航运业和工业通报》第1期。尼·安年斯基《关于巴甫洛沃区手工业者状况的问题的报告》；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关于戈尔巴托夫县的《土地估价材料》1892年下诺夫哥罗德版；亚·尼·波特列索夫于1895年在信贷社委员会圣彼得堡分会的报告；《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1872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第3编；《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8编；《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1卷和第3卷；《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6编和第13编；《莫斯科省手工业》第6卷第1编第111页，同上，第177页；第7卷第2编第8页；《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2卷第6类行业1；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42期。也可参看《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3编第18—19页及其他各页。］

 论图拉县7个乡的手工业一文的作者断言，“农民改革后手艺人人数的增加”，“手工业者和手艺人在改革以前没有手工业者和手艺人的地方前出现”，都是普遍的现象。 
［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9编第2303—2304页。］

 莫斯科省的统计人员也提出了相应的意见。 
［注：《莫斯科省手工业》第7卷第1编第2部第196页。］

 我们可以拿有关莫斯科省10种手工业中523个手工业作坊开设时间的统计资料来证实这一意见。 
［注：关于制刷业、别针制造业、制钩业、宽边帽业、淀粉业、制鞋业、眼镜业、铜制马具业、缨穗业和家具业的资料，摘自《莫斯科省手工业》和伊萨耶夫先生的同名著作所引证的手工业者按户调查资料。］








	作坊总数
	各个时期建立的作坊数



	时期不详
	很早以前
	19世纪各个年代



	10年代
	20年代
	30年代
	40年代
	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523
	13
	46
	3
	6
	11
	1
	37
	121
	275







彼尔姆省的手工业调查也表明（根据8884个小手艺作坊和手工业作坊开设时间的资料），改革后时代的特点是小手工业发展得特别迅速。稍微仔细地看一看新手工业产生的这种过程是有意义的。弗拉基米尔省的毛织业和半丝织业是在不久以前即1861年产生的。最初，这种行业是外出做零工，以后才在乡村中出现分发线纱的“师傅”。最早的“厂主”之一一度做过麦米买卖，在坦波夫省和萨拉托夫省的“草原”采购麦米。随着铁路的修建，粮价拉平了，粮食生意集中在百万富翁手中，于是我们这位商人决定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工业织布企业；他进了工厂，熟悉了业务，成了一位“师傅”。 
［注：《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3编第242—243页。］

 由此可见，当地新“手工业”的形成，是由于国内总的经济发展把资本从商业中排挤出去，并把它引入工业。 
［注：米·伊·杜·-巴拉诺夫斯基在他关于俄国工厂历史命运的研究著作中指出，商业资本是大工业形成的必要的历史条件。见他的《俄国工厂今昔》一书，1898年圣彼得堡版。］

 我们引以为例的手工业的调查者指出，他记述的情况决不是个别的，因为靠外出做零工为生的农民“是各种手工业的先驱者，他们把自己的技术知识带回本村，带领一批新的劳动力外出，而且以手工业能使小工房主和师傅一本万利的故事来打动富裕农夫。那些把钱存放在钱罐里或做粮食买卖的富裕农夫，听信了这些故事，就经营起工业企业来了”（同上）。弗拉基米尔省亚历山德罗夫县的制鞋业和制毡业在某些地方是这样产生的：细平布小工房或小型分活站的业主们眼看手工织布业衰落下去，就开办了从事其他生产的作坊，他们有时为了熟悉业务和培训子女还雇用师傅。 
［注：《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2编第25页和第270页。］

 当大工业把小资本从一种生产中排挤出去的时候，这种资本就流入其他生产，推动其他生产朝同一方向发展。

改革以后使小手工业在农村中得到发展的一般条件，已由莫斯科省手工业的调查人员作了非常清楚的说明。我们在对花边业的记述中看到：“一方面，这时的农民生活条件大大恶化，另一方面，一部分境况较好的居民的需要却有了显著的增长。” 
［注：《莫斯科省手工业》第6卷第2编第8页及以下各页。］

 接着作者根据他所列举地区的资料断言，在多马农民人数和农民牲畜总数增多的时候，无马的和不种地的农民人数也同时增多。这样一来，一方面是需要“外水”、寻找副业工作的人数增多了，另一方面是少数富裕户发了财，有了“积蓄”，有“可能雇用一两个工人或者把工作分配给贫苦农民在家里做”。作者解释说：“当然，我们在这里没有谈到从富裕户中发展起来的那些有名的所谓富农、土豪的情况，而只是考察了农民中最通常的现象。”

总之，地方调查人员指出了农民分化和农民小手工业发展之间的联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第2章叙述的资料中可以得出结论说，种地的农民的分化必然使农民小手工业同时发展起来。随着自然经济的衰落，各种原料加工一个个地变成单独的工业部门；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增加了对农民小手工业产品的需求，同时也为这些手工业提供了自由的劳动力和闲置的货币资金。 
［注：尼·—逊先生在论述“手工业资本主义化”时所犯的基本理论错误，是他忽略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在其依次各阶段中的那些最初步骤。尼·—逊先生从“人民生产”直接跳到“资本主义”，而后又带着一副可笑的天真神情，惊奇地发现资本主义是没有基础的、人为的等等。］







四　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莫斯科省手工业者的按户调查资料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在工业小商品生产者中间形成的那些社会经济关系是怎样的。确定这些关系的性质这个任务同前面第2章中提出的研究小农的任务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应当依据的不是农业经营的规模，而是手工业经营的规模；应当把小手工业者按其生产规模加以分类，考察雇佣劳动在每一类中的作用、技术状况等等。 
［注：瓦尔泽尔先生在描述切尔尼戈夫省的“手工”工业时，肯定“经济单位是多种多样的”（一方面是收入达500—800卢布的农户，另一方面是“近于赤贫的”农户），并且作了这样的评论：“在这种条件下，对农户进行按户登记，并把它们及其全部经营设备划分成一定数量的平均农户，这是提供手工业者经济生活全貌的唯一办法。其余的一切，或者是偶然印象构成的幻想，或者是根据各种平均数字作出的不切实际的算术计算……”（《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5编第354页）］

 为了进行这种分析，必须有手工业者的按户调查资料，我们现在掌握的是莫斯科省手工业者的按户调查资料。 
［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6卷和第7卷，《莫斯科省手工业》和安·伊萨耶夫《莫斯科省手工业》1876—1877年莫斯科版，共2卷。在《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中，也刊载了有关少数几种手工业的这样的资料。不言而喻，我们在本章只考察这样的手工业，在这些手工业中，小商品生产者为市场工作，而不是为包买主工作，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为包买主工作是一种更复杂的现象，我们在下面将专门考察这种现象。为包买主工作的手工业者的按户调查资料，对判断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并不适用。］

 调查人员对许多手工业都列举了有关每一个手工业者的生产、有时还包括其农业的确切统计资料（作坊建立时间，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的人数，全年生产总额，手工业者拥有的马匹数目，耕种土地的方法等等）。在这里，调查人员并未提供任何分类表，因此我们必须自己来编制这些表，按照每一作坊的工人人数（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有时按照生产规模及其技术设备等等，把每一种行业的手工业者都划分成等级（Ⅰ是低级，Ⅱ是中级，Ⅲ是高级）。一般说来，手工业者分级的标准，是按照关于这种手工业的记载中所引用的全部资料来确定的；此外，在不同的手工业中，必须采用不同的标准来划分手工业者的等级。例如，在很小的手工业中，把有1个工人的作坊列为低级，把有2个工人的作坊列为中级，把有3个工人以上的作坊列为高级，而在较大的手工业中，则把有1—5个工人的作坊列为低级，把有6—10个工人的作坊列为中级，依此类推。如果不采用不同的分类法，我们就不可能对 每一种
 手工业提供出关于不同规模的作坊的资料。用这种方法制成的表载于附录中（见附录一）；表中指出了每一种行业的手工业者是根据什么标志划分成各种等级的，列举出了每一种行业中每一等级的作坊、工人（包括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生产总额、有雇佣工人的作坊、雇佣工人等的绝对数字；为了说明手工业者的农业状况，计算出了每一等级中每一个业主占有马匹的平均数字以及靠“工人”来耕种土地（即雇用农业工人）的手工业者的百分数。这个表共包括37种手工业、2278个作坊、11833名工人和500万卢布以上的生产总额；如果把因资料不完备或因其性质特殊 
［注：拥有20个作坊和1817名雇佣工人的瓷器“手工业”，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列入汇总资料的。莫斯科省的统计人员把这个行业也列入了“手工”业（见上引书第7卷第3编汇总表），这足以说明在我国流行的概念的混乱。］

 而不列入汇总资料的4种手工业除去，则共有33种手工业、2085个作坊、9427名工人和3466000卢布的生产总额，经过订正（对两种手工业）以后，生产总额约为375万卢布。

由于没有任何必要把33种手工业的资料全部考察一遍，而且这样做也未免太麻烦，所以我们把这些手工业分为四类：（1）9种手工业，每个作坊的工人（包括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平均数为1．6—2．5人；（2）9种手工业，工人平均数为2．7—4．4人；（3）10种手工业，工人平均数为5．1—8．4人；（4）5种手工业，工人平均数为11．5—17．8人。我们就是这样把每一作坊工人人数彼此相当接近的手工业归为一类，在以下的叙述中，我们将只使用这四类手工业的资料。现在我们把这些资料全部列表如下。 
［注：见本卷第312页。——编者注］



这个表汇总了高级和低级手工业者的关系的最主要资料，这些资料可供我们作出进一步的结论。关于这四类手工业的总结性资料，我们可以用图来说明，这个图的设计与我们在第2章中说明种地农民的分化的图完全相同。我们先算出每一等级的作坊总数、本户工人总数、有雇佣工人的作坊总数、工人（包括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总数、生产总额和雇佣工人总数的百分数，然后把这些百分数（用第2章所说的方法）画在图上。 
［注：见本卷第315—316页上的图。——编者注］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从这些资料中得出的结论。





我们从雇佣劳动的作用谈起。33种手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超过本户劳动：工人总数中有51％是雇佣劳动者；对莫斯科省的“手工业者”来说，这个百分数甚至还低于实际情况。我们计算了一下莫斯科省54种提供了雇佣工人确切数字的手工业资料，结果是29446名工人中有17566名雇佣劳动者，即占59．65％。彼尔姆省雇佣工人在全部手工业者和手艺人中间所占的百分数是24．5％，而单单在商品生产者中间就占29．4—31．2％。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这些笼统的数字所包括的不仅是小商品生产者，而且还有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因此，下述结论要有意义得多： 雇佣劳动的作用随着作坊规模的扩大而增大
 。在将一类手工业同另一类手工业相比或者将同一类手工业的不同等级相比时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作坊的规模愈大，有雇佣工人的作坊的百分数就愈高，雇佣工人的百分数也就愈高。民粹派经济学家通常只是说，在“手工业者”中间占优势的是只有本户工人的小作坊，而且常常引用“平均”数字来加以证实。从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这些“平均”数字对说明这方面的现象并不适用，而且有本户工人的小作坊在数量上占优势，丝毫不能抹杀下列基本事实： 小商品生产的趋势是愈来愈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建立资本主义的作坊
 。不仅如此，引用的资料也驳斥了民粹派另一个同样流行的说法，那就是：“手工业”生产中的雇佣劳动不过是本户劳动的“补充”，使用雇佣劳动并不是为了发财致富等等。 
［注：例如，见《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6卷第1编第21页。］

 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小手工业者中间，正象在小农中间一样， 雇佣劳动的使用随着本户工人人数的增多而增加
 。我们在大多数手工业中都看到，雇佣劳动的使用，从低的等级到高的等级是依次递增的， 尽管
 每个作坊的本户工人人数也在递增。雇佣劳动的使用并不消除“手工业者”家庭人数方面的差别，而是加深这种差别。本图清楚地表明了小手工业的这种共同特点：高级手工业虽然拥有最多的本户工人，仍然集中了大量雇佣工人。 因此，“家庭协作”是资本主义协作的基础
 
［注：从有关彼尔姆省“手工业者”的资料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见我们的《评论集》第126—128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48—252页。——编者注）。］

 。当然，不言而喻，这个“规律”只适用于最小的商品生产者，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个规律证明，农民的趋势是变成小资产者。只要建立起有相当多雇佣工人的作坊，“家庭协作”的意义就必然下降。我们从我们的资料中也确实看到，上述规律并不适用于最高类别中那些规模最大的等级。当“手工业者”成为雇有15—30个雇佣工人的真正的资本家时，本户劳动在他的作坊中的作用也就降低了，变得微不足道了（例如，在最高类别的最高等级中，本户工人只占工人总数的7％）。换句话说，只要“手工”业具有的规模小到使“家庭协作”在其中起主要作用，那么这种家庭协作就是资本主义协作发展的最可靠保证。因此，在这里十分明显地表明了商品生产的辩证法，即“靠自己双手劳动为生”变成靠剥削他人劳动为生。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劳动生产率的资料。关于每个等级中每个工人的生产总额的资料表明： 劳动生产率随着作坊规模的扩大而提高
 。这在大多数手工业中和所有手工业的类别中都可以看到；本图明显地说明了这一规律，表明高级手工业所占生产总额的比重比它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要大；而在低级手工业中这个比例恰恰相反。高级手工业作坊中每一个工人的生产总额比低级手工业作坊中每一个工人的生产总额高20—40％。诚然，和小作坊相比，大作坊通常有较长的劳动期间，有时还加工比较贵重的材料，但是这两种情况并不能抹杀下列事实，即大作坊的劳动生产率大大超过小作坊。 
［注：关于已列入我们表中的淀粉业，有各种规模作坊的劳动期间长短的资料。原来（正象我们在上面看到的），即使是同样的劳动期间，大作坊中一个工人所提供的产品数量也比小作坊多。］

 情况也只能是这样。大作坊的工人（包括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比小作坊的工人多2—4倍，而采用较大规模的协作不能不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作坊总是在技术方面装备较好，配备有优良的工具、设备和机器等等。例如，在制刷业的“正规组织起来的作坊”中大约应当有15个工人，在制钩业中应当有9—10个工人。在玩具业中，大多数手工业者都用普通火炉烘干货物，较大的业主就有专门的烘干炉，而最大的业主则有专门的房子即干燥室。在金属玩具业中，16个业主中8个业主有专门的作坊，各个等级的情况如下：（Ⅰ）6个业主有0个；（Ⅱ）5个业主有3个；（Ⅲ）5个业主有5个。142个制镜匠和制框匠有18个专门的作坊，各个等级的情况如下：（Ⅰ）99个业主有3个；（Ⅱ）27个业主有4个；（Ⅲ）16个业主有11个。在编筛业中，编筛是用手工（第Ⅰ级），而织筛则用机器（第Ⅱ级和第Ⅲ级）。在缝纫业中，各等级中每一个业主占有的缝纫机台数如下：（Ⅰ）1．3；（Ⅱ）2．1；（Ⅲ）3．4；等等。伊萨耶夫先生在调查家具业时断言，单干有以下几种不利的地方：（1）单干者没有全套工具；（2）所制商品种类受到限制，因为小屋内摆不下大件产品；（3）零买材料价钱要贵得多（要贵30—35％）；（4）必须廉价出售商品，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不信任小“手工业者”，另一方面是由于小“手工业者”需要现金。 
［注：小生产者为了同这些不利条件作斗争，就延长工作日和增加劳动强度（上引书第38页）。在商品经济下，无论是农业中或工业中的小生产者都只有用降低需求的办法来维持。］

 大家知道，与此完全类似的现象不仅在家具业中可以看到，而且在许许多多农民小手工业中都可以看到。最后，必须补充一点，一个工人生产的产品价值，不仅在大多数手工业中由低的等级到高的等级是递增的，而且由小手工业到大手工业也是递增的。在第1类手工业中，每个工人的平均产值是202卢布，在第2类和第3类手工业中是400卢布，在第4类手工业中则超出500卢布（根据上述原因，应把381这个数字增加1/2）。这种情况表明了原料涨价与大作坊排挤小作坊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资本主义社会每发展一步，必然会引起木材等等产品的涨价，从而加速了小作坊的灭亡。

从上述一切可以得出结论说：即使在农民小手工业中，起巨大作用的还是比较大的资本主义作坊。它们在作坊总数中占很少数，可是集中了工人总数中的很大部分和生产总数中的更大部分。例如，在莫斯科省的33种手工业中，占15％的高级作坊集中了生产总额的45％，而占53％的低级作坊总共只占生产总额的21％。不言而喻，手工业纯收入的分配一定更不平均得多。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资料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从7种手工业中把最大的作坊分出来，可以得出如下大小作坊间相互关系的情景 
［注：见我们的《评论集》第153页及以下各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81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书中分别引用了每种手工业的资料。我们要指出，所有这些资料都是有关为市场工作的从事农业的手工业者的。］

 ：


 


	作坊
	作坊数目
	工人人数
	总收入
	工资
	纯收入



	本户工人
	雇佣工人
	共计
	
共　　计

	每个工人
	
共　　计

	每个雇佣工人
	
共　　计

	每个本户工人



	单位卢布
	单位卢布
	单位卢布



	所有作坊
	735
	1587
	837
	2424
	239837
	98.9
	28985
	34.5
	69027
	43



	大作坊
	53
	65
	336
	401
	117870
	293
	16215
	48.2
	22529
	346



	其余作坊
	682
	1522
	501
	2023
	121967
	60.2
	12770
	25.4
	46498
	30.5







为数极少的大作坊（不到作坊总数的1/10。）拥有的工人约占工人总数的1/5，集中了全部生产的近一半和全部收入的2/5左右（工人工资和业主收入合计）。小业主所得的纯收入，远不及大作坊雇佣工人的工资多；我们在其他地方已详细地说明，这种现象对农民小手工业来说并不是例外，而是很普遍的。 
［注：从正文中引用的资料可以看出，在农民小手工业中起巨大作用甚至起主要作用的是生产总额超过1000卢布的作坊。要提醒的是，这样的作坊过去而且现在继续被我国官方统计算作“工厂”。［参看《评论集》第267页和第270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2页和第16页。——编者注）和第7章第2节］。可见，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经济学家可以使用俄国民粹派所死守不放的那套流行的传统术语，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确立下面这条“规律’：在农民的“手工业”作坊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那些因官方统计太糟而未被列入的“工厂”。］



在归纳从我们所分析的资料中得出的结论时，我们应当说，农民小手工业的经济结构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结构，同我们在上面证实的小农的经济结构一样。在当今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农民小手工业的扩大、发展和改善，只能是一方面分出少数小资本家，另一方面分出多数雇佣工人或生活得比雇佣工人更苦更坏的“独立手工业者”。因此，我们在最小的农民手工业中可以看到最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而这种资本主义正是被各种马尼洛夫式的 
[85]

 经济学家描述为某种脱离“人民生产”的东西。从国内市场理论的观点来看，上面所分析的事实的意义是相当重要的。农民小手工业的发展，使较殷实的手工业者扩大了对生产资料和来自农村无产阶级队伍的劳动力的需求。仅仅在彼尔姆一省，农村手艺人和小手工业者所雇用的工人就有6500人左右，可见在整个俄国，这种雇佣工人的数量一定相当可观。 
［注：补充一点：除莫斯科省和彼尔姆省以外，其他各省的资料也证实在小商品生产者中有完全类似的关系。例如，见《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2编，鞋匠和制毡匠的按户调查资料；《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2编，关于梅登县车轮制造匠的材料；第2编，关于该县熟制羊皮匠的材料；第3编，关于阿尔扎马斯县的熟制毛皮匠的材料；第6编，关于谢苗诺夫县制毡匠和瓦西里县制革匠的材料，等等。参看《下诺夫哥罗德省汇编》第4卷第137页，亚·绥·加戚斯基关于小手工业的总的评论肯定了大作坊的分离。参看安年斯基关于巴甫洛沃区手工业者的报告（前已提到），其中谈到各类家庭每周工资额以及其他等等。所有这些材料与我们所分析的按户调查资料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它们的不完备和贫乏。而问题的实质，到处都是一样。］







五　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

小商品生产者建立较大的作坊，是向比较高级的工业形式的过渡。 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
 是从分散的小生产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329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8页。——编者注］



可见，在我国农民（“手工业者”）的小手工业中出现的也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的起点。另一种历史环境（没有行会手工业，或者行会手工业不发达）只改变了同样一些资本主义关系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作坊同小手工业者作坊的差别，最初只表现在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上。因此，最早的资本主义作坊由于是少数，就好象湮没在许许多多的小作坊之中。但是，使用较多的工人，必然会引起生产本身一连串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生产的逐步改造。在使用原始手工技术的情况下，各个工人之间的差别（体力，灵巧，技艺等等）常常是很大的；单单由于这一个原因，小手工业者的地位已经变得极不稳定；他对市场波动的依附性极大。而当一个作坊有几个工人时，工人之间的个人差别在作坊本身中已经不那么显著了；“同时雇用的许多工人的总工作日，本身就是一天的社会平均劳动” 
［注：同上，第359页。——编者注］

 ，因此，资本主义作坊的产品生产和销售具有大得多的正常性和稳定性。于是有可能更充分地利用建筑物、仓库、器具和劳动工具等等；这样就降低了较大作坊的生产费用 
［注：例如，关于弗拉基米尔省的金箔工匠，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话：“在工人较多的情况下，开支可以大大缩减；这里应该包括照明费，切箔费，砧石费和用具费。”（《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3编第188页）在彼尔姆省的铜器业，个体生产者需要一套完整的工具（16种），而两个工人只需要“增添很少”的工具，“有6—8人的作坊，全部工具只要增加两三倍。即使是有8个人的作坊，往往也只有一台旋床。”（《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10编第2939页）大作坊的固定资本为466卢布，中等作坊为294卢布，小作坊为80卢布，而生产总额各为6200卢布，3655卢布，871卢布。这就是说，小作坊的生产额比固定资本额大10倍，中等作坊大11倍，大作坊大13倍。］

 。为了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和同时雇用许多工人，需要积累相当多的资本，但资本往往不是在生产领域形成的，而是在商业领域或其他领域形成的。这种资本的大小决定业主个人参加企业的形式：他本人也是工人（如果他的资本还很小），或者他不亲自参加劳动而专门从事商业企业性活动。例如，我们在关于家具业的记载中看到：“可以把作坊主的状况同他雇用的工人人数联系起来。”“2—3个工人给业主挣的盈余很少，以致业主要同工人一起干活……5个工人给业主挣的盈余已经能使业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手工劳动，偷点懒，主要执行业主的上述两种职能”（即购买材料和销售商品）。“一旦雇佣工人的数量达到10人或者超过这个数字，业主就不但不从事手工劳动，而且几乎不再亲自监督工人。他添设了一个监视工人的工头……这时他已经成为小资本家，成为‘道地的业主’。”（伊萨耶夫《莫斯科省手工业》第1卷第52—53页）我们所引用的统计资料明显地证实了这段评述，说明当雇佣工人大量出现的时候，本户工人的数量减少了。

《资本论》的作者对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在资本主义工业形式发展中的一般意义，作了如下的评述：


　　“历史地说，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不管是否具有行会形式）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正如协作发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样，协作本身表现为同单个的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的生产过程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有形式。这是实际的劳动过程由于隶属于资本而经受的第一个变化。……这一变化的前提，即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同时雇用较大量的雇佣工人，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的一种方法。上面所考察的简单形态的协作，是同规模较大的生产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殊发展时代的固定的特殊形式。它至多不过在仍然保持手工业性质的初期工场手工业中……近似地表现出来。”（《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344—345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1—372页。——编者注］







　　我们将在下面的叙述中看到，在俄国，有雇佣工人的“手工业”小作坊同发达得多和普遍得多的资本主义形式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至于这些作坊在农民小手工业中的作用，则上面已用统计资料说明，这些作坊创立了相当广泛的资本主义协作来代替先前生产上的分散性，并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协作在农民小手工业中的巨大作用及其进步意义的结论，是和“劳动组合基础”的各种表现在农民小手工业中占优势这一广为流行的民粹派理论针锋相对的。事实上，恰恰相反，小工业（和手艺）的特点是生产者非常分散。民粹派的著作为了证实相反的观点，除了选出一些个别例子以外，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而这些例子的绝大部分根本与协作无关，只是说明业主和小业主为共同购买原料、建筑公共作坊等等而实行的临时的小范围结合。这样的劳动组合甚至一点也没有损害资本主义协作的主要作用。 
［注：我们认为，用例子证实正文中所说的观点是多此一举，因为在瓦·沃·先生的《手工业中的劳动组合》（1895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可以举出一大堆这样的例子。沃尔金先生已经分析了瓦·沃·先生援引的例子的真实意义（上述著作第182页及以下各页），并且指出我国“手工”工业中的“劳动组合基础”少得十分可怜。我们只指出瓦·沃·先生的下列论断：“……若干独立手工业者结合成一个生产单位……绝对不是由竞争的条件引起的。大多数手工业中都没有较大的有雇佣工人的作坊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第93页）毫无根据地提出这种笼统的论点，当然要比分析关于这个问题的按户调查资料容易得多。］

 为了确切地了解“劳动组合基础”如何在实际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引证从这里或那里取来的例子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引用某一经过全面调查的地区的资料，考察哪些协作形式比较普遍以及它们的意义。例如，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的“手工业”调查资料就是这样的资料。我们在其他地方（《评论集》第182—187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13—319页。——编者注］

 ）已经指出，这次调查证明小手工业者的分散性是多么惊人，极少数大作坊的意义是多么重大。上面所作的关于资本主义协作的作用的结论，并不是根据个别的例子，而是根据不同地方几十种各式各样手工业的确切按户调查资料。





六　小手工业中的商业资本

大家知道，农民小手工业在许多情况下产生出特种的包买主，他们专门从事销售产品和收购原料的商业业务，并且通常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使小手工业者从属于自己。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这种现象同农民小手工业的一般结构有着怎样的联系，以及它的意义如何。

包买主的主要经济业务是为转卖商品而收买商品（产品或原料）。换句话说，包买主是商业资本的代表。个别人手中形成了闲置的货币资金（所谓闲置的货币资金，是指无需用于个人消费等等的货币资金），是一切资本——不论是产业资本或商业资本——的起点。我国农村中这种财产上的分化是如何发生的，这在上面已经根据种地的农民和手工业农民分化的资料作了详细说明。这些资料阐明了产生包买主的条件之一，即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孤立性以及他们之间存在着经济摩擦和斗争。另一个条件和商业资本执行的那些职能的性质有关，即同制品的销售和原料的收购有关。在商品生产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小生产者只在地方小市场上销售制品，有时甚至把制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这是商品生产发展的低级阶段，这种商品生产刚刚从手艺中分离出来。随着市场的扩大，这种小规模的分散的销售（这同小规模的分散的生产完全相适应）渐渐成为 不可能
 。在大市场上，销售应当是大规模的、整批的。因此，生产的小规模性质同大规模的、整批销售的必要性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在小生产者孤立和分化的情况下，要解决这种矛盾，就只有由少数富裕者独揽销售，把销售集中起来。包买主大批地收购制品（或原料），这样就减少了销售的费用，把小规模的、偶然的和不正规的销售变为大规模的和正规的销售。这种大规模销售的纯粹经济上的优越性，必然使小生产者同市场隔绝，使他们在商业资本的权力面前无力自卫。这样，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下，由于大规模的整批的销售对零散的小规模的销售占有纯粹经济上的优势，小生产者就必然依附于商业资本 
［注：关于商业资本即商人资本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意义问题，我们介绍读者阅读《资本论》第3卷。着重参看第3卷第1部分第253—254页（俄译本第212页）关于商品经营资本的实质；第259页（俄译本第217页）关于商业资本使销售费用降低；第278—279页（俄译本第233—234页）关于“集中的现象在商人业务中比在产业工场中出现得早”这一情况的经济必然性；第308页（俄译本第259页）和第310—311页（俄译本第260—261页）关于商业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要“前提”的历史作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00—301、307—308、328—330、363—364、365—366页。——编者注）］

 。不言而喻，包买主的利润实际上常常远不只是大规模销售费用与小规模销售费用之间的差额，它正如产业资本家的利润一样，常常是由正常工资的扣除额组成的。然而为了说明产业资本家的利润，我们应当假定劳动力是按其实际价值出卖的。同样，为了说明包买主的作用，我们应当假定他们是按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来进行产品买卖的。只有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这些经济上的原因，才能给我们提供一把锁钥，使我们了解商业资本实际上具有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是毫无疑义的）最普通的欺诈伎俩。相反的做法，——正如民粹派通常所作的那样，——即仅仅指出“盘剥者”的各种诡计，并根据这点而完全撇开现象的经济本质问题，就站到了庸俗经济学的观点上去。 
［注：民粹派把“手工”业理想化，把商业资本说成某种可悲的倾向，而不把它看作是为市场进行的小生产的必然附属物，这种偏见可惜也影响到了统计调查。例如，我们有好多关于手工业者的按户调查资料（莫斯科省的，弗拉基米尔省的，彼尔姆省的），它们确切地调查了每个小手工业者的经济，但是忽视了包买主的经济
 问题：他们的资本是怎样积累起来的，这种资本的大小根据什么来确定，包买主的购销费用怎样，等等。参看我们的《评论集》第169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98—299页。——编者注）。］



为了证实我们关于为市场进行的小生产同商业资本的统治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个论点，我们较详细地谈谈描写包买主如何出现和起了什么作用的优秀记述之一。我们指的是莫斯科省花边业调查（《莫斯科省手工业》第6卷第2编）。“女商人”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在这种手工业刚产生的19世纪20年代和花边女工还很少的稍后一段时期，主要的购买者是地主，“老爷”。消费者同生产者的距离很近。随着这种手工业的普及，农民开始“利用某种机会”，比如通过制梳者，把花边运到莫斯科。这种原始销售方法的不方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一个不干这一行业的庄稼汉怎么能挨户兜售呢？”她们开始委托一个花边女工销售花边，对她损失的时间给以补偿。“她也运回编织花边的材料。”这样，单独销售的不上算，就使商业分离出来而成为一种由一个人执行的特殊职能，这个人从许多女工那里收集制品。这些女工由于彼此间的宗法式亲近关系（亲戚、邻居、同村人等等），起初打算合伙组织销售，想把销售事务委托给她们之中的一个女工。但是货币经济立刻在旧的宗法式关系中打开了缺口，立刻造成了我们在前面根据关于农民分化的大批资料所证实的那些现象。为销售而制造产品，教会人们以金钱来估价时间。于是，对女中间人损失的时间和劳动给以补偿就成为必要的了；女中间人逐渐习惯自己的工作，并开始以此为职业。“这样来回跑了几次，也就培养出了 女商人
 这种人物。”（上引书第30页）到莫斯科去过几次的人，在那里建立起对正规销售十分必要的固定关系。“以经售所得报酬为生的必要性和习惯日渐形成。”女商人除经售所得报酬外，还“竭力在材料、棉布和线上打主意”，把超出花边定价多卖的钱据为己有。女商人说，得到的价格低于定价，“愿意就拿出来，不愿意就算了”。“女商人开始从城里带来商品并由此获取大量利润。”这样，女经纪人就变成独立的女商人，她已经开始垄断销售，而且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使女工们完全受自己支配。在商业业务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高利贷业务：把钱借给女工，以低价收购她们的商品等等。“姑娘们出卖1卢布的东西要付出10戈比，而且她们清楚地知道，女商人除此以外还以更高的价格出卖花边，从她们身上刮取油水。但是她们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当我对她们说她们可以轮流到莫斯科去时，她们回答说，那就更糟了，她们不知道销给谁，而女商人已很熟悉各个地方。女商人销售了她们的成品，就带回订货、材料、图案（花样）等等；女商人总是把钱预支给她们，或者借给她们，如果等钱用，甚至还可以把花边零卖给女商人。一方面，女商人成了最需要和最不可缺少的人；另一方面，从她们中间逐渐产生了严重剥削别人劳动的人，即女盘剥者。”（第32页）对此必须补充一点：这类人物就是从那些小生产者中产生出来的，“不管打听过多少次，情况都是如此，所有的女商人从前都是编织花边的，因而都是懂得这门生产的人；她们都是从这些花边女工中产生的；她们最初并没有什么资本，只是由于自己作经纪人赚了些钱，才渐渐地做起印花布和其他商品的生意”（第31页）。 
［注：由小生产者自身中间形成包买主，这是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只要调查者一涉及这个问题差不多总是可以证实的。例如，见有关缝制羊皮手套业中的“分活者”（《莫斯科省手工业》第7卷第2编第175—176页）、有关巴甫洛沃手工业中的包买主（上引格里戈里耶夫的著作第92页）以及有关其他许多业主的评述。］

 因此，毫无疑问，在商品经济环境下，小生产者中间不仅必然分化出较富裕的手工业者，而且还分化出商业资本的代表。 
［注：科尔萨克（《论一般工业形式并论西欧和俄国家庭生产（手工工业和家庭工业）的意义》）早就十分公正地指出，小规模销售（以及小规模购买原料）的亏损同“小规模分散生产的共同性质”之间有联系（第23页和第239页）。］

 这些商业资本的代表一经形成，大规模的整批的销售就必然要排挤小规模的分散的销售。 
［注：我们在上面较详细地谈到的手工业者中间的那些大业主，常常也有一部分是包买主。例如，大手工业者向小手工业者购买制品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这里有几个例子，说明“手工业者”中间同时兼包买主的较大的业主实际上是怎样组织销售的。莫斯科省手工业者销售商用算盘（见我们表中关于商用算盘的统计资料；附录一），主要是在俄国务地市集上进行的。要想自己在市集上做买卖，第一，必须有大量资本，因为市集上只进行批发交易；第二，必须有自己人在当地收购制品并把制品交给商人。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一个经商的农民”，他也是一个拥有大量资本并从事算盘装配（就是用算盘架和算盘珠来装成算盘）和算盘买卖的“手工业者”，他的6个儿子“专门做买卖”，所以必须雇用两个工人来耕种份地。调查者指出：“他有可能把自己的商品拿到所有的市集上去销售，这是不足为奇的，而较小的商人通常只能在附近销售自己的商品。”（《莫斯科省手工业》第7卷第1编第2部第141页）在这个场合，商业资本的代表还没有从全体“农夫-庄稼汉”中分化出来，甚至还保存了自己的份地经济和父权制的大家庭。莫斯科省的眼镜匠完全依附于那些收购自己制品（眼镜架）的手工业者。这些包买主同时又是拥有自己作坊的“手工业者”；他们以供给“业主”制品等等为条件把原料贷给穷人。小手工业者曾经试图自己在莫斯科销售产品，但是遭到了失败，因为总共才10—15卢布的零星销售实在太不合算。（同上，第263页）在梁赞省的花边业中，女商人所获得的利润占女工工资的12—50％。“殷实的”女商人同销售中心建立了正规的联系，并且邮寄商品以节省川资。商人认为即使是150—200卢布的销售额也不能抵偿销售方面的支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整批销售是何等的必要。（《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7编第1184页）下面是别廖夫花边的销售组织。别廖夫城有三类女商人：（1）“女贩子”，她们分发小额订货，自己遍访女工，并把商品卖给大的女商人。（2）女订货商，她们亲自订货或者从女贩子那里收购商品，然后把商品运到首都等地。（3）大的女商人（2—3家“商号”），她们已经同经纪人做交易了，即给他们送去商品并获得大批订货。地方上的女商人要把自己的商品运到大商店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商店宁愿同送来大宗各式各样编织物的批发包买主打交道”；女商人也必定把货物卖给这些“女供货者”；“从她们那里了解一切商业情况；由她们来规定价格；一句话，不通过她们就没有办法”。（《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10编第2823—2824页）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根据上面的引证完全可以看出：在为大市场生产的情况下，小规模的分散的销售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小生产者分散和完全分化的情况下 
［注：瓦·沃·先生断定说，受商业资本支配的手工业者“遭受着按问题的实质说是完全多余的损失”（《俄国手工工业概述》第150页）。瓦·沃·先生是不是认为，小生产者的分化“按问题的实质说”，即按这种小生产者在其环境中生活的那种商品经济的实质说，是“完全多余的”现象呢？］

 ，只有大 资本
 才能组织大规模的销售，这样，大资本便使手工业者处于完全孤立无援和依附的地位。因此可以断定，那种建议通过“组织销售”来帮助“手工业者”的广为流行的民粹派理论是荒谬的。从纯理论方面来看，这种理论是由于不懂得 商品
 生产同 资本主义
 销售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产生的小市民空想。 
［注：彼尔姆省的民粹派说道：“问题不在于盘剥者，而在于手工业者资本不足。”（《彼尔姆省手工工业状况概述》第8页）什么是盘剥者呢，不正是有资本的手工业者吗？糟糕的是，民粹派不想研究从小生产者中间产生出企业主和“盘剥者”这种小生产者的分化过程。］

 至于说到俄国实际生活中的情况，那就干脆被编造这种理论的人忽视了，他们忽视了小商品生产者的分散性和他们的完全分化，忽视了在小商品生产者中间产生了并继续产生着“包买主”，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大资本才能组织销售这一事实。显然，把所有这些不愉快的但却是肯定无疑的现实生活的特点抛开不谈，那就容易胡思乱想了。 
［注：“独立手工业者”所必需的“固定”资本
 和“流动”资本
 为数不多的论断，是民粹派理论的所谓经济论据。这种特别流行的论断是这样推论的：手工业给农民带来很大的利益，因而农民希望发展手工业。（我们且不谈这种可笑的想法，仿佛大批日渐破产的农民因为其中有某些人变为小商品生产者就可以得到帮助似的。）但是要发展手工业，就应当知道一个手工业者需要多少“资本”才能经营。下面是许多这种算法中的一个算法。格里戈里耶夫先生教导我们说，一个巴甫洛沃手工业者的固定“资本”，以劳动工具的价值计，需要3—5卢布，10—13—15卢布等等，流动“资本”以一周的
 粮食和原料支出计，需要6—8卢布。“所以，在巴甫洛沃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数量〈原文如此！〉不大，要在那里置办独立〈原文如此！！〉生产所必需的工具和材料是很容易的。”（上引著作第75页）的确，有什么事情比这种论断“更容易”呢？大笔一挥就把巴甫洛沃的无产者变成了“资本家”，——只要把无产者每周的生活费和很不值钱的工具称作“资本”就行了。而垄断销售的、唯一能够真正“独立的”和操纵着成千累万资本的大包买主的真正资本
 ，则被作者简单地抽象化了！这些富裕的巴甫洛沃人真是些怪人：他们世世代代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积蓄了并且继续积蓄着成千累万的资本，可是根据最新的发现，原来只要几十卢布的“资本”就可以成为“独立的”资本了！］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叙述商业资本在我国“手工”业中究竟是怎样表现的，它使小工业者陷于怎样孤立无援的可怜境地。而且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评述商业资本在最高发展阶段的统治，在那个阶段，它作为工场手工业的附属品，大规模地组织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这里，我们只指出商业资本在小手工业中所采取的那些基本形式。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形式，是商人（或大作坊业主）向小商品生产者收购制品。在收购不发达或互相竞争的包买主很多的情况下，把商品卖给商人同其他各种出卖方式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当地的包买主是农民能够经常把制品销售给他的唯一受主，这样，包买主就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无限制地降低他付给生产者的价格。商业资本的第二种形式是商业资本同高利贷相结合：经常要钱用的农民向包买主借钱，然后用自己的商品来偿还债务。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商品的销售总是按照人为地降低了的价格进行，这种价格往往使手工业者的收入少于雇佣工人。此外，债权人同债务人的关系必然使后者处于人身依附地位，使他们遭受盘剥，使债权人利用债务人穷困的特殊境况等等。商业资本的第三种形式是以商品偿付制品，这是农村包买主通常采用的方法之一。这个形式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是小手工业所固有的，而且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所有各不发达阶段所固有的。只有使劳动社会化并且同一切宗法制完全断绝关系的大机器工业，才排除了这种盘剥形式，要求从立法上禁止对大工业企业采取这种形式。商业资本的第四种形式是商人以“手工业者”生产上所必需的各种商品（原料或辅助材料等等）来作支付。把生产材料卖给小手工业者也可以成为商业资本的一项独立业务，它同收购制品的业务完全是一类的。如果制品的包买主开始以“手工业者”所需要的那些原料来偿付，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上跨了很大一步。包买主把小手工业者同成品市场的联系切断之后，现在又切断了他同原料市场的联系，这样就使手工业者完全从属于自己。从这种形式到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即包买主把材料直接分发给“手工业者”去进行生产并付给一定的报酬，只差一步了。手工业者事实上成了在自己家中为资本家工作的雇佣工人，包买主的商业资本在这里就转为产业资本。 
［注：纯粹的商业资本形式在于：购买商品是为了加上利润出卖这同一个
 商品。纯粹的产业资本形式在于：购买商品是为了以加工后的形式
 出卖商品，因而就是购买原料等等和购买对原料进行加工的劳动力。］

 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形成了。这种家庭劳动在小手工业中比较少见，它的大规模采用是资本主义发展下一个较高阶段的事情。





七　“手工业和农业”

这是农民手工业记述中专门章节的普通标题。因为在我们考察的资本主义最初阶段，手工业者几乎还没有从农民中分化出来，所以他们同土地的联系的确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和需要特别考察的现象。

我们先从我们表中的资料谈起（见附录一）。为了评述“手工业者”的农业情况，这里首先援引每一等级手工业者马匹平均数的资料。把有这种资料的19种手工业汇总到一起，可以得出下列数字：每个手工业者（业主或小业主）总平均有1．4匹马，各个等级的平均数是：（Ⅰ）1．1；（Ⅱ）1．5和（Ⅲ）2．0。由此可见，业主的手工业经营规模愈大，他作为农民的经营规模也愈大。最大的手工业者的役畜数几乎比小手工业者多1倍。但就是最小的手工业者（第Ⅰ级）的农业状况也胜过中等农民，因为1877年整个莫斯科省每一农户平均只有0．87匹马。 
［注：见《欧俄农村居民经济状况统计资料汇编》大臣委员会版附录一：地方自治局按户调查资料，第372—373页。］

 因此，只有比较富裕的农民才能成为手工业业主和小业主。贫苦农民多半不能成为手工业业主，而只能成为手工业工人（“手工业者”那里的雇佣工人，外出零工等等）。可惜，莫斯科省绝大多数手工业，都没有关于小手工业所雇用的雇佣工人农业状况资料。宽边帽业是例外（见我们表中关于这一行业的总的资料，附录一）。下面是关于宽边帽业业主和宽边帽业工人农业状况的非常有教益的资料。






	宽边帽业者状况
	户数
	每户的牲畜头数
	按人口分配的份地数


	其中
	耕种份地的户数
	不种地的户数


	无马户数


	欠缴税款（单位卢布）





	马
	牛
	羊
	耕种的
	空闲的
	自耕
	雇人耕种



	业主
	18
	1.5
	1.8
	2.5
	52
	46
	6
	17
	—
	1
	—
	54



	工人
	165
	0.6
	0.9
	0.8
	389
	249
	140
	84
	18
	63
	17
	2402







可见，手工业业主是很“宽裕的”农民，即是农民资产阶级的代表，而雇佣工人则是从破产的农民群众中吸收来的。 
［注：值得注意的是，宽边帽业记述的作者甚至在这里也“没有看到”农民在农业和工业中的分化。象所有的民粹派一样，他在自己的结论中只写了一些毫无内容的陈词滥调，说什么“手工业并不妨碍从事农业”（《莫斯科省手工业》第6卷第1编第231页）。这样，无论是
 手工业结构中或是
 农业结构中的社会经济矛盾就被顺利地回避过去了。］

 有关手工业业主土地耕种方式的资料，对于说明上述关系尤其重要。莫斯科省的调查者把土地耕种方式分为三类：（1）户主亲自劳动；（2）“雇人耕种”，即雇用某个邻居用他自己的农具耕种“破落”业主的土地。这种耕种方式表明了不富裕的破产业主的特点。第三种方式有相反的意义：由“工人”耕种，即业主雇用农业工人（“种地”人）；这些工人通常是在整个夏季被雇用，而在农活特别繁忙时，业主往往还派作坊中的工人去帮助他们。“可见，用‘种地’人耕种土地的方式是相当有利的事情。”（《莫斯科省手工业》第6卷第1编第48页）在我们的表中，我们汇总了16个行业的这种土地耕种方式的资料，其中7个行业完全没有雇用“种地人”的业主。在这全部16个行业中，雇用农业工人的手工业业主的百分比是12％，按等级是：（Ⅰ）4．5％；（Ⅱ）16．7％和（Ⅲ）27．3％。手工业者愈殷实，他们中间就愈常出现农村企业主。因此，对手工业农民资料的分析，表明了工业和农业中平行分化的情景，这种情景我们在第2章关于种地的农民的资料中已经看到了。

一般说来，“手工业”业主雇用“种地人”，在所有工业省份都是很普遍的现象。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下诺夫哥罗德省富裕的椴皮席业者雇用农业雇农的材料。该省熟制毛皮业者雇用的农业工人通常都是来自附近纯粹的农业村庄的。从事制鞋业的“基姆雷乡的村社农民认为，雇用从特维尔县和邻近地区大批到基姆雷乡来的雇农和女工来耕种自己的田地是有利的”。科斯特罗马省的器皿染色业者，在没有手工业活计时打发自己的雇佣工人做田间工作。 
［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3编第57页和第112页；第8编第1354页；第9编第1931、2093、2185页。］

 “独立业主〈弗拉基米尔省的金箔业者〉有专门的田间工人”；因此，他们的田地常常耕种得很好，尽管他们自己“往往根本不会耕地，也不会割草”。 
［注：《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3编第187页和第190页。］

 在莫斯科省，除我们表中开列资料的那些手工业者以外，还有很多手工业者都雇有“种地人”，例如别针工匠、制毡工匠、玩具工匠也都打发自己的工人去做田间工作；首饰工匠、金箔工匠、纽扣工匠、遮簷帽工匠、铜制马具工匠都雇有雇农等等。 
［注：《莫斯科省手工业》，上引编。］

 农民 手工业者
 雇用 农业
 工人这个事实的意义是很大的。它表明，甚至在农民小手工业中，也开始出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证明资本主义进步历史作用的一种现象，即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们的需求。手工业者开始瞧不起“愚昧的”农民以及他们那种宗法式的村野习气，力求摆脱最繁重的和报酬最差的农业工作。在资本主义最不发达的小手工业中，这种现象表现得还很微弱；工业工人还刚开始从农业工人中分化出来。在资本主义工业的以后各个发展阶段，我们将要看到，这种现象会大量出现。

由于“农业同手工业的联系”问题很重要，我们必须比较详细地考察除莫斯科省以外的其他各省的资料。

下诺夫哥罗德省。许多椴皮席业者的农业衰落了，他们抛弃土地；有1/3左右的秋播地和1/2左右的春播地变成了“荒地”。而对“富裕农夫”来说，“土地已经不是凶恶的后娘，而是哺育自己的亲娘”，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牲畜，有肥料，他们租种土地，竭力使自己的地块不被重新分配并更好地照管它们。“现在自己的兄弟富裕农夫成了地主，而另一个农夫则成了农奴般依附于他的贫农。”（《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3编第65页）熟制毛皮业者是“很糟糕的耕作者”，但这里也必须把“租种贫苦的同村人土地”等等的较大业主划分出来。下面是各类熟制毛皮业者的典型家庭收支表的总计：





	农户类别（按富裕程

度划分）


	男女人口

数


	男劳动 力

数


	雇佣工人数


	土地（单位

俄亩）


	租地


	出租

地


	收入（单位卢布）
	支出（单位卢布）
	差额
	货币支出的百分比





	实物


	货币


	农业收入


	熟制毛皮业

收入


	
共　　计

	实物
	货币
	
共　　计




	富裕户
	14
	3
	2雇佣


	19
	5
	—
	212.8
	697
	409.8
	500
	909.8
	212.8
	503
	715.8
	＋194
	70



	中等户
	10
	2
	—
	16
	—
	—
	88①
	120
	138
	70
	208
	88
	124
	212
	－4
	58①



	贫苦户
	7
	2
	受人雇用
	6
	—
	6
	15
	75
	50
	40
	90
	15
	111
	126
	－36
	88







　　 
［注①：《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3编第38页及以下各页。这些数字是根据作者关于自己的粮食够吃多长时间的资料大致算出来的。］

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平行分化，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调查者在谈到铁匠时说道，无论对富裕业主来说，或者对“贫苦”工人来说，“手工业比农业更为重要”（同上，第4编第168页）。

《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对手工业和农业相互关系问题的研究，比其他任何研究著作都详细得多。对许多行业，不仅提供了有关一般“手工业者”农业状况的确切资料（从上述一切可以看出，这种“平均”数完全是虚假的），而且提供了各等级和各类别“手工业者”农业状况的确切资料，如：大业主、小业主、雇佣工人；小工房主和织工；手工业业主和其他农民；在本地从事手工业的和外出做零工的农户，等等。哈里佐勉诺夫先生根据这些资料做出总的结论说，如果把“手工业者”分为三类，即（1）大手工业者、（2）中小手工业者和（3）雇佣工人，那么可以看到，从第一类到第三类的 农业在恶化
 ，土地和牲畜的数量在减少，“破落”农户的百分比在增加等等。 
［注：见1883年《法学通报》第14卷第11期和第12期。］

 可惜，哈里佐勉诺夫先生过于狭隘和片面地看待这些资料，没有注意到种地的农民平行的和独立的分化过程。因此，他也就没有从这些资料中做出应有的结论，那就是农民无论在农业中或在工业中都在分化为小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 
［注：哈里佐勉诺夫先生与这种结论多么接近，这可以从他在丝织业记述中对改革后经济发展的评述中看出来：“农奴制拉平了农民的经济水平，它束缚了富裕农民的双手，帮助了贫苦农民，阻碍了分家。自然经济过于缩小了工商业的活动场所。地方市场没有给予进取精神以充分广阔的天地。农民商人或农民手工业者积蓄金钱时确实没有冒什么风险，但极其缓慢和困难，积蓄起来就放进钱罐。从60年代开始，条件有了变化。农奴制废除了；信贷、铁路建立起广阔而遥远的市场，给有进取心的农民商人和农民手工业者提供了自由发展的天地。一切本来超过中等经济水平的人很快站稳了脚根，发展了商业和工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扩大了他们的剥削。一切本来低于这种水平的人，都在破落和下降，加入到无地者、不经营者和无马者队伍中来。农民分化为富农，中等农民和不经营的无产阶级这样一些类别。农民中的富农分子很快地染上了文化阶层的一切习惯；他们过着阔绰的生活；他们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俄国社会中的半文化阶层。”（第3编第20页和第21页）］

 因此，他在各种手工业的记述中，往往滑到民粹派关于一般“手工业”影响一般“农业”的传统议论上去（例如，见《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2编第288页；第3编第91页），就是说，他竟忽视了他自己应当加以肯定的 不论
 手工业结构 或
 农业结构中都存在的那些深刻矛盾。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的另一个调查者维·普鲁加文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是民粹主义观点的典型代表。下面是他的议论的一个例证。波克罗夫县的棉织业“根本不能认为是危害织工农业生活的祸根〈原文如此！！〉”（第4编第53页）。资料证明许多织工的农业状况很糟，而小工房主的农业则远远超出一般水平（同上）；从表中可以看出，有些小工房主还雇用农业工人。结论却是：“手工业和农业齐头并进，相互发展和繁荣。”（第60页）这就是用空话来抹杀农民资产阶级的发展和繁荣在手工业和农业中齐头并进这个事实的例证之一。 
［注：瓦·沃·先生在其《俄国手工工业概述》第8章中，对这个问题也只讲了同样的空话。“种地受到手工业的扶持。”（第205页）“手工业在工业省份中是农业的最可靠的支柱之一。”（第219页）证据呢？不胜枚举！例如，就拿制革业、淀粉业、榨油业等业主
 （同上，第224页）来说，你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农业比群众的农业发达！］



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的资料表明了同样的现象：在小商品生产者（业主和小业主）那里，农业最发达，而且出现了农业工人；在手艺人那里农业较差，而在为包买主工作的手工业者那里，农业状况最差（可惜没有收集雇佣工人和各类业主的农业状况的资料）。调查还表明，不经营农业的“手工业者”与经营农业的“手工业者”之间的区别是：（1）劳动生产率较高；（2）手工业的纯收入额高得多；（3）文化水平和识字率较高。这一切现象都证实了上面作出的结论：甚至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也可以看到工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趋向。（见《评论集》第138页及以下各页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63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

 ）

最后，与手工业同农业的关系问题相关联的，有如下的情况。较大的作坊通常有较长的劳动期间。例如，在莫斯科省的家具业中，白木家具业的劳动期间是8个月（这里每个作坊平均有1．9个工人），曲木家具业的劳动期间是10个月（每个作坊有2．9个工人），大型家具业的劳动期间是11个月（每个作坊有4．2个工人）。在弗拉基米尔省的制鞋业中，14个小作坊的劳动期间是40周，而8个大作坊（每个大作坊有9．5个工人，而小作坊只有2．4个工人）的劳动期间是48周等等。 
［注：资料来源如上。这种现象在莫斯科省编筐业者、吉他琴业者、淀粉业者的按户调查中也可看到。彼尔姆省的手工业调查也指出大作坊的劳动期间较长（见《彼尔姆省手工工业状况概述》第78页。可惜没有引证这方面的确切资料）。］

 显然，这种现象与大作坊中工人（本户工人、手工业雇佣工人和农业雇佣工人）人数众多有关，它向我们说明，大作坊异常稳固并且有专门从事工业活动的趋向。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上述“手工业和农业”的资料。在我们考察的资本主义低级阶段中，手工业者通常还几乎没有从农民中分化出来。手工业同农业的结合，在使农民分化加剧和加深的过程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富裕的和殷实的业主开设作坊，从农村无产阶级中雇用工人，积蓄货币资金来从事商业业务和高利贷业务。相反，贫苦农民的代表则提供雇佣工人、为包买主工作的手工业者以及受商业资本势力压迫最甚的低级的小手工业业主。因此，手工业同农业的结合使资本主义关系得到巩固和发展，使这种关系从工业扩展到农业，或从农业扩展到工业。 
［注：例如，在弗拉基米尔省的毛纺织业中，大“厂主”和师傅的农业水平最高。“在生产停滞时期，师傅竭力购买田庄，经营农业，而把手工业完全放弃。”（《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2编第131页）这个例子是值得指出的，因为这种事实有时成了民粹派作出下列结论的借口：“农民正在重新回到农业中去”，“从土地上放逐出来的人必须回到土地上去”。（瓦·沃·先生的文章，载于1884年《欧洲通报》第7期）］

 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工业同农业的分离，在这个阶段上还是以萌芽的状态表现出来，但是它毕竟已经表现出来了，而且（这特别重要）它的表现与民粹派所想象的完全不同。民粹派在说到手工业不“危害”农业时，把这种危害看作是由于手工业有利可图而抛弃农业。但是，对问题的这种看法是一种虚构（而不是从事实中得出的结论），而且是拙劣的虚构，因为它忽视了那些渗入全部农民经济结构的矛盾。工业同农业的分离是同农民的分化相联系的，是在农村的两极通过不同的道路进行的：少数富裕户开办工业作坊，扩大工业作坊，改善农业，雇用雇农来从事农业，把一年中愈来愈多的时间用在手工业上，而且（在手工业的一定发展阶段）认为更好是使工业企业从农业企业中分离出来，即把农业交给家庭的其他成员去做，或出卖建筑物、牲畜等等，自己变成小市民，变成商人。 
［注：“农民们解释说，最近有一些富裕的手工业业主迁到莫斯科去从事手工业。”《1895年制刷业调查》第5页。］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中的企业关系的形成，先于工业同农业的分离。在农村的另一极，工业同农业的分离，就是贫苦农民日益破产和变成雇佣工人（手工业的和农业的）。在农村中的这一极，不是手工业的有利可图，而是贫困和破产迫使人们抛弃土地，而且不仅抛弃土地，还要抛弃独立的手工业劳动；工业同农业分离的过程，在这里就是剥夺小生产者的过程。





八　“手工业同农业的结合”

这是瓦·沃·先生、尼·—逊先生之流想用来解决俄国资本主义问题的一个常用的民粹派公式。“资本主义”使工业同农业分离；“人民生产”则使它们在典型的正常的农民经济中结合起来，——他们的理论的大部分就在于这种简单的对比。我们现在有可能对我国农民实际上怎样把“手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的问题作出结论，因为我们在上面已详细地考察了种地的农民中和手工业农民中的典型关系。现将俄国农民经济中出现的“手工业同农业的结合”的各种形式列举如下。

（1）宗法式的（自然经济的）农业同家庭手工业（即为自己消费而对原料进行加工）、同为地主进行的徭役劳动相结合。

这种农民“手工业”同农业结合的形式，是中世纪经济制度最典型的形式，是这个制度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注：科尔萨克在上述著作第4章中举出了这样的历史证据，例如，“修道院院长在村里分派纺亚麻的活”，农民有替土地占有者做“零活和杂差”的义务。
[86]

 ］

 在改革后的俄国，这种宗法式经济（其中还完全没有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所留下的只是些残骸，即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和工役制。

（2）宗法式的农业同手艺形式的手工业相结合。

这种结合形式同前一种形式还十分接近，所不同的只是这里在手艺人获得了货币酬金并在市场上购买工具、原料等等的场合，出现了商品流通。

（3）宗法式的农业同为市场制造工业品的小生产相结合，即同工业中的商品生产相结合。宗法式的农民变成小商品生产者，而小商品生产者，我们已经指出，是倾向于使用雇佣劳动即倾向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农民已有一定程度的分化，是这种转变的条件：我们已经看到，工业中的业主和小业主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富裕的或殷实的农民。而工业中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耕作农民的分化。

（4）宗法式农业同工业中（以及农业中）的雇佣劳动相结合。 
［注：上面已经指出，在我国经济著作和经济统计中使用术语如此混乱，以致把家庭工业、工役、手艺、小商品生产、商业、工业中的雇佣劳动、农业中的雇佣劳动等等都算作农民“手工业”。下面是民粹派怎样利用这种混乱的一个例子。瓦·沃·先生在称赞“手工业同农业的结合”时，还指出“木材业”和“粗活”作为例证：“他〈农民〉力气大，习惯于重劳动，所以能够做各种粗活。”（《俄国手工工业概述》第26页）这样的事实也和其他许多事实一起被用来证明下述结论：“我们看到了对职业分离的抗议”和“早在自然经济占优势时期形成的生产组织的巩固性。”（第41页）这样，甚至农民变为木材工人和小工也可以成为自然经济巩固性的证据了！］



这种形式是前一种形式的必要补充：在前一种形式中，产品变成了商品，在这种形式中，劳动力变成了商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随着工业中小商品生产的出现，必然产生雇佣工人和为包买主工作的手工业者。这种“农业同手工业的结合”的形式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而改革后俄国历史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在于这种形式得到非常迅速和非常广泛的发展。

（5）小资产阶级（商业性）农业同小资产阶级手工业（工业中的小商品生产、小商业等等）相结合。

这种形式同第三种形式的区别，在于小资产阶级关系在这里不仅包括工业，而且也包括农业。这种形式是农村小资产阶级经济中手工业同农业结合的最典型形式，因此它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只有俄国民粹派经济学家，才能享有发现没有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荣誉。

（6）农业中的雇佣劳动同工业中的雇佣劳动相结合。关于手工业同农业的 这种
 结合如何表现出来以及这种结合的意义如何，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了。

总之，在我国农民中，“农业同手工业的结合”的形式是非常多种多样的：有的表现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最原始的经济结构；有的表现出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有的是这两者之间的许多过渡阶段。只采用一般公式（如“手工业同农业的结合”或“工业同农业的分离”之类）丝毫也不能阐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过程。





九　关于我国农村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几点意见

我们有人往往把“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的实质描述成这样：似乎 速度如何
 （即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如何？）的问题具有主要意义。其实， 究竟如何
 和 从何而来
 （即俄国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如何？）的问题具有重要得多的意义。民粹派经济学最主要的错误，正是对这两个问题作了不正确的回答，即对俄国资本主义究竟怎样发展作了不正确的描述，对前资本主义的制度虚假地加以理想化。在第2章（一部分在第3章）和本章中，我们考察了小农业中和农民小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原始阶段；在进行这种考察时，不可避免地多次指出了前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特点。如果我们现在试把这些特点综合起来，那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前资本主义的农村是（从经济方面看） 一个地方小市场网，这些地方小市场把一些极小的小生产者群联结起来，他们由于自己的孤立经营、他们之间的许多中世纪壁垒和中世纪依附关系的残余而处于分散状态
 。

至于谈到小生产者的分散性，那么它最明显地表现在上面已经在农业和工业中证实了的小生产者的分化上。但是，分散性远不只表现在这一点上。农民被村社联合成为行政兼征税性的和土地占有者的极小联合体，但他们同时是分散的，被大量按份地面积、纳税数额等形形色色的方法划分成各种等级和类别。姑且拿萨拉托夫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来说吧。这里的农民分为以下各种等级：有赐地的农民、私有农民、完全私有农民、国家农民、有村社地产的国家农民、有切特维尔梯地产的国家农民、原属地主的国家农民、皇族农民、租种官地的农民、无地农民、前地主农民中的私有农民、赎买了宅院的农民、前皇族农民中的私有农民、常住私有农民、移居农民、前地主农民中的有赐地农民、前国家农民中的私有农民、脱离农奴籍的农民、免缴代役租的农民、自由耕作农、暂时义务农、前工厂农民等等，此外还有注册农民、外来农民等等 
[87]

 。所有这些等级，都有不同的土地关系史、份地面积、纳税数额等等。而且在这些等级内部又有很多类似的区分：有时甚至同一乡村的农民分为完全不同的两类，如“前某某老爷的农民”和“前某某太太的农民”。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类别，在中世纪，在遥远的过去，是很自然的和必要的，而现在保留农民村团的等级闭塞性，便是不可容忍的时代错误了，而且将使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极端恶化，同时丝毫也不能保证他们不受新的资本主义时代条件的压迫。民粹派常常闭眼不看这种分散性，而当马克思主义者发表关于农民分化具有进步性的意见时，民粹派就一味重弹反对“剥夺土地的拥护者”的老调，借以掩盖他们对前资本主义农村的认识的全部错误。只要想到小生产者的惊人的分散性这种宗法式农业的必然后果，就可以确信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因为它彻底破坏了旧的经济形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它们长期以来停滞不前和因循守旧的状态，破坏了陷于中世纪壁垒中的农民的定居状态，造成了新的社会阶级，这些阶级根据需要而竭力联系起来，联合起来，并积极参加国家和全世界的整个经济（而且不只是经济）生活。

拿作为手艺人或小手工业者的农民来说，你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情景。他们的利益没有超出附近村庄的小范围。由于地方市场的规模太小，他们同其他地区的手工业者不发生接触；他们怕“竞争”就象怕火一样，因为竞争无情地破坏了小手艺人和小手工业者在他们苟且偷安的生活中不受任何人和任何事物惊扰的宗法式乐园。竞争和资本主义对这些小手工业者作了一件有益的历史性工作，把他们从穷乡僻壤中拖了出来，对他们提出了对比较开化的居民阶层已经提出的一切问题。

除了手艺的原始形式以外，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原始形式也是地方小市场的必然附属物。农村愈偏僻，受资本主义新制度、铁路、大工厂、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影响愈小，地方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垄断就愈厉害，周围农民受他们的支配也愈厉害，而且这种支配的形式也愈粗暴。这些小吸血鬼的数量很多（同农民很少的产品数量相比），各地对他们的称呼也名目繁多。如鱼肉贩子、包货商、猪鬃贩子、投机商、贩卖人、收货人等等，就都是这一号人。自然经济占优势，使货币在农村中成为罕见的和贵重的物品，这样，所有这些“盘剥者”所起的作用要比他们资本的数量大得不可计量。农民对货币所有者的依附必然带有盘剥的形式。正如没有大量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发达的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一样，没有地方小市场的“主人”小商人和包买主，前资本主义的农村也是不可想象的。资本主义把这些市场联结起来，把它们结合成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后又结合成世界市场，破坏了盘剥和人身依附的原始形式，深入而广泛地发展了在村社农民中就露出苗头的那些矛盾，从而为解决这些矛盾作了准备。






[85]

 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马尼洛夫通常被用来形容耽于幻想、无所作为的人。——319。





[86]

 这里说的是亚·卡·科尔萨克《论一般工业形式并论西欧和俄国家庭生产（手工工业和家庭工业）的意义》一书提到的基普利安大主教1391年给康斯坦丁-叶列娜修道院制定的规约。规约所列举的农民对修道院的义务，除了耕地、播种、收割、割草、烤面包、酿造啤酒、捕鱼等工作外，还包括纺亚麻以及所谓“零活和杂差”。——341。





[87]

 俄国农民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阶级分为三大类：（1）私有主农民即地主农民，（2）国家农民即官地农民，（3）皇族农民。每一大类又分为若干在出身、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形式、法律地位和土地状况等等方面互不相同的等级和特殊类别。1861年的农民改革保留了五花八门的农民类别，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1917年。现将这里提到的主要农民类别解释如下：



有赐地的农民（见注56）。



暂时义务农（见注62）。



私有农民指根据1861年改革法令赎回自己的份地，从而终止了暂时义务农身份的前地主农民。



完全私有农民指提前赎回了自己的份地，因而取得土地的私有权的前地主农民。完全私有农民人数较少，是农村中最富裕的上层。



国家农民是按照彼得一世的法令由未农奴化的农村居民组成的一类农民。国家农民居住在官有土地上，拥有份地，受国家机关的管辖，并被认为在人身上是自由的。他们除交人头税外，还向国家或者官有土地承租人交纳代役租，并履行许多义务。国家农民的成分是各种各样的，他们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的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



有村社地产的国家农民是按照村社土地占有制使用耕地及其他用地而没有土地私有权的国家农民。



有切特维尔梯地产的国家农民，即切特维尔梯农民，是莫斯科国军人的后裔。这些军人（哥萨克骑兵、射击兵、普通士兵）因守卫边疆而分得若干切特维尔梯（一切特维尔梯等于半俄亩）的小块土地，供其暂时或永久使用，切特维尔梯农民即由此得名。从18世纪起切特维尔梯农民开始称为独户农。独户农在一个时期内处于介乎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地位，享有各种特权，可以占有农奴。独户农可以把土地作为私有财产来支配，这是他们和土地由村社占有、自己无权买卖土地的其他国家农民不同的地方。1866年的法令承认独户农的土地（即切特维尔梯土地）为私有财产。



原属地主的国家农民是官家从私有主手里购买的或私有主捐献给官家的农民。他们虽然列入国家农民一类，但不完全享有国家农民的权利。在1861年改革的前夜，即1859年，这类农民取得了平等权利，但他们和其他国家农民之间仍存在着某些差别。



皇族农民是18世纪末—19世纪中沙皇俄国的一类农民。这类农民耕种皇族土地，除人头税外，还交纳代役租，并履行各种义务，承担供养沙皇家族成员的实物捐税。根据1797年的条例，皇族农民的地位介于国家农民和地主农民之间。在皇族农民中，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按照1858年、1859年和1863年的法令实行的。皇族农民得到的土地多于地主农民，少于国家农民。



自由耕作农指根据沙皇俄国1803年2月20日的法令而解除了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这一法令允许地主以收取赎金等为条件释放农奴，但必须分给被释放农奴一份土地。



注册农民是沙皇俄国国家农民的一种。17世纪末—18世纪，沙皇政府为了扶持大工业和保证这种工业有廉价的、固定的劳动力，把大量国家农民编入俄国各地的手工工场。这种农民被称为注册农民。注册农民要为国有或私有手工工场做辅助工作（劈柴、备煤、碎矿、搬运等），以顶替代役租和人头税。他们名义上属于国家，实际上变成了工厂的农奴。从19世纪初开始，注册农民逐渐被解除工厂的劳动，直到1861年农民改革后才完全解脱出来。——344。





《列宁全集》第3卷


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一 工场手工业的形成及其基本特点


 二 俄国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




 三 工场手工业的技术。分工及其意义




 四 地域的分工和农业同工业的分离




 五 工场手工业的经济结构




 六 工场手工业中的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包买主”和“厂主”




 七 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是工场手工业的附属物




 八 什么是“手工”工业？














一　工场手工业的形成及其基本特点

大家知道，工场手工业是一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工场手工业的产生是同上述“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直接相关的。一方面，拥有较多工人的作坊逐渐地实行分工，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就这样变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前一章引用的关于莫斯科省手工业的统计资料，清楚地表明了工场手工业的这种产生的过程：第四类的全部手工业、第三类的某些手工业和第二类的个别手工业中的较大作坊，都有系统地采用大规模的分工，因此都应当列入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类型。下面我们将列举有关其中某些手工业的技术和经济的更详细的资料。

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小手工业中的商业资本怎样达到最高的发展，而使生产者处于替别人加工原料以获取计件工资的雇佣工人的地位。如果进一步的发展导致生产中实行系统的、使小生产者的技术得到改革的分工，如果“包买主”分出若干局部工序并由雇佣工人在自己的作坊里做，如果在分配家庭劳动的同时并与此紧密相联出现了实行分工的大作坊（常常就是属于这些包买主的），——那么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产生的另一种过程 
［注：关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这种产生过程，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18—320页，俄译本第267—270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3—376页。——编者注）。



“工场手工业并不发生在古老的行会内部。主持现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从前的师傅。”（《哲学的贫困》第190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7页——编者注））马克思所认为的工场手工业这一概念的基本标志，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列举过了。［《评论集》第179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08—309页。——编者注）］］ 。

工场手工业在资本主义工业形式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手艺和带有资本原始形式的小商品生产同大机器工业（工厂）之间的中间环节。使工场手工业同小手工业接近的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仍然是手工技术，因而大作坊不能根本排挤小作坊，不能使手工业者完全脱离农业。“工场手工业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也不能根本（in　ihrer　Tiefe）改造它。工场手工业作为经济上的艺术品，耸立在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的广大基础之上。” 
［注：《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383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7页。——编者注）。］

 使工场手工业同工厂接近的，是大市场、拥有雇佣工人的大作坊以及使无产者工人群众完全依附于自己的大资本的形成。

在俄国书刊中，普遍流传着所谓的“工厂”生产同“手工业”生产没有联系以及前者的“人为性”和后者的“人民”性这样一种偏见，因此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重新考察加工工业一切最重要部门的资料，并且指出从农民小手工业阶段产生出来以后直到被大机器工业改造以前，这些部门的经济组织是怎样的。





二　俄国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

我们从加工纤维物质的工业谈起。


（1）织造业

在我国，亚麻织布业、毛织业、棉织业、丝织业、饰绦织造业等到处都有过如下的组织（在大机器工业出现之前）。在行业中占居首位的是拥有数十个和数百个雇佣工人的资本主义大作坊。这些作坊的业主有大量资本，他们大宗地购买原料，一部分原料在自己作坊里进行加工，一部分细纱和经纱则交给小生产者（小工房主、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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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农民“手工业者”等等），由他们在自己家里或在小作坊中织造以赚取计件工资。这种生产的基础是手工劳动，各个工人之间的各种工序分配如下：（1）染纱；（2）卷纱（这种工序常常专门由妇女和儿童来做）；（3）纱线整经（“整经工”）；（4）织造；（5）为织工卷纬纱（这是卷纬工的工作，大部分由儿童来做）。有时在大作坊里，还有专门的“穿经工”（把经纱穿过织机的综眼和筘）。 
［注：参看《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1883年莫斯科版）第7卷第3编第63—64页。］

 通常不仅按局部操作分工，而且也按商品分工，即织工专门生产某种纺织品。分出某些生产工序给家庭去做，当然丝毫不会改变这类工业的经济结构。织工在那里工作的小工房或家庭，只不过是手工工场的场外部分。这种工业的技术基础是实行广泛而系统分工的手工生产；从经济方面我们看到巨额资本的形成，这些资本在极广大的（国内的）市场上支配着原料的采购和制品的销售，而大批无产者织工则完全依附于它；少数大作坊（狭义的手工工场）控制着大量小作坊。分工使农民中分离出专业的工匠，出现了非农业的工场手工业的中心，例如弗拉基米尔省伊万诺沃村（从1871年起改称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城，现为大机器工业的中心）、雅罗斯拉夫尔省韦利科耶村以及莫斯科、科斯特罗马、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尔等省的其他许多现在已变成工厂居民区的村庄。 
［注：见下一章中关于这一类最重要居民点的一览表。］

 在我国经济著作和统计中，这样组织起来的工业通常被割裂为两部分：在家里或在不很大的小工房和作坊等等做工的农民被列入“手工”工业，而较大的小工房和作坊则列入“工厂”（而且这样划分完全是偶然的，因为没有任何明确规定和统一使用的规则，来区分小作坊和大作坊、小工房和手工工场、在家中做工的工人和在资本家作坊中做工的工人）。 
［注：下一章将引述这种混乱的例子。］

 显然，把某些雇佣工人归到一方面，而把某些恰好是雇用（除了作坊内工人以外）这些雇佣工人的业主归到另一方面的这种分类法，从科学观点看来是荒谬的。

现在我们用“手工织造业”之一，即弗拉基米尔省丝织业的详细资料来说明上述情况 
［注：见《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3编。引证我国手工工业著作中所描述的一切织造业的详细资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多余的。何况现在在大多数这些行业中，工厂已经占统治地位。关于“手工织造业”，还可参看《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6卷和第7卷、《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俄国手工工业和手工劳动的研究材料》、《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上引科尔萨克的书。］

 。“丝织业”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手工生产占居优势。小作坊在作坊总数中占多数（313家作坊中有179家，即占总数的57％是有1—5个工人的小作坊），但是它们大部分都是不独立的，它们在工业总计中的意义远不如大作坊。拥有20—150个工人的作坊占总数8％（有25家），但是这些作坊集中了工人总数的41.5％，占生产总额的51％。在这个行业的工人总数（2823人）中，有2092个雇佣工人，占74.1％。“在生产中，有按商品分工的，也有按局部操作分工的。”织工很少会兼织“天鹅绒”和“平绣”的（该行业中两种主要的商品）。“只有拥有雇佣工人的大工厂〈即手工工场〉才能最严格地在作坊内部按局部操作分工。”完全独立的业主只有123人，只有他们自己购买材料和销售产品；他们有242个本户工人，“有2498个雇佣工人为他们工作，这些雇佣工人大部分是拿计件工资的”，这样，他们总共有2740个工人，占工人总数97％。这就很明显，这些手工工场主通过“包工”（小工房主）来分配家庭劳动，决不是一种特殊的工业形式，而只不过是工场手工业中资本的一种活动。哈里佐勉诺夫先生正确指出：“小作坊很多，大作坊极少，平均起来每个作坊工人人数不多（7+（1/2）人），这些情况掩盖了生产的真实性质。”（上引书第39页）工场手工业所固有的业务专门化，在这里明显地表现为手工业者同农业的分离（抛弃土地的，一方面是变穷了的织工，另一方面是大手工工场主）以及特殊类型的工业人口的形成，这些人的生活比农民“干净”得多，他们瞧不起农夫。（上引书第106页）我国工厂统计一向只登记偶尔得到的这种手工业的一小部分材料 
［注：《军事统计汇编》统计出：1866年弗拉基米尔省有98家丝织厂（！），它们有98个工人，生产总额为4000卢布（！）。根据1890年的《工厂一览表》有35家工厂，2112个工人，生产总额为936000卢布。根据1894—1895年度的《工厂索引》，有98家工厂，2281个工人，生产总额为1918000卢布，并且还有2477个“作坊外”工人。在这里请把“手工业者”同“工厂工人”区别开来！］

 。

莫斯科省“饰绦业”是具有完全相同组织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 
［注：根据1890年的《工厂一览表》，在莫斯科以外，有饰绦工厂10家，工人303个，生产总额为58000卢布，而根据《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6卷第2编），有400个作坊，2619个工人（其中雇佣工人占72.8％），生产总额为963000卢布。］

 萨拉托夫省卡梅申县的条格布业也是一样。根据1890年《工厂一览表》，这里有“工厂”31家，工人4250人，生产总额为265000卢布，而根据《工厂索引》，这里有一个“分活站”，有33个作坊内工人，生产总额为47000卢布。（这就是说，在1890年，作坊内工人和作坊外工人混在一起了！）根据地方调查，1888年条格布业的生产使用了约7000台织机 
［注：据《1903年工厂视察员报告汇编》（1906年圣彼得堡版）统计，萨拉托夫省全省有33个分活站，共10000个工人。（第2版注释）］

 ，生产总额为200万卢布，并且“几个厂主主持一切事务”，为厂主工作的也有“手工业者”，其中包括每天拿7—8个戈比工资的6—7岁的儿童（《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1卷） 
［注：这种行业的中心是索斯诺夫卡乡，根据地方自治局的调查，该乡在1886年有4626户，男女人口38000人，工业作坊291个。全乡无房屋户占10％（而全县占6.2％），不种地户占44.5％（而全县占22.8％）。见《萨拉托夫省统计资料汇编》第11卷。可见，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这里也建立了使工人离开土地的工业中心。］

 。以及其他等等。


（2）纺织工业的其他部门。制毡业

如果按官方工厂统计判断，制毡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很薄弱的：整个欧俄总共只有55家工厂，1212个工人，生产总额为454000卢布（1890年《工厂一览表后》）。但是，这些数字只表明了从广泛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中偶然抽出的一个片断。下诺夫哥罗德省在“工厂”制毡业的发展方面居于首位，而该省这一工业的主要中心，是阿尔扎马斯城和城郊的维耶兹德纳亚镇（在这两个地方有8家“工厂”，278个工人，生产总额为120000卢布；1897年居民为3221人，而在克拉斯诺耶村居民为2835人）。恰好在这些中心地区附近，“手工”制毡业很发达，约有243个作坊，935个工人，生产总额为103847卢布（《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5编）。为了明显地表明这一地区制毡业的经济组织，我们试用图解的方法，以特别的符号来表示在该行业的总结构中占特殊地位的各种生产者。






制毡业组织图解



	




	从第一手中购买羊毛的完全独立的业主。从第二手中购买羊毛的独立业主（波状线表明购自何人）。

用业主材料为业主工作而赚取计件工资的非独立生产者（单实线表明为谁工作）。

雇佣工人（双实线表明被谁雇用）。

数字表示工人人数（大约数）①。

虚线方格内的资料是指所谓“手工”工业，其余是指所谓“工厂”工业。



［注①：资料来源已在正文中指出。作坊数目约比独立工人人数少一半（瓦西里耶夫-符拉格村有52个作坊，克拉斯诺耶村有5＋55＋110个作坊，4个小村有21个作坊）。相反地，阿尔扎马斯市和维耶兹德纳亚镇的数字8，是表示“工厂”数目，而不是工人人数。］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把“工厂”工业同“手工”工业分开纯粹是人为的，我们面前是一个完全符合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概念的单一而完整的手工业结构。 
［注：我们要指出，上面的图解是按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类型组织起来的一切俄国手工业的典型图示：我们看到，到处都是大作坊（有时算作“工厂”）居于手工业的首位，大批小作坊完全从属于它们，总之，到处都是以分工和手工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协作。同样地，工场手工业不仅在这里，而且在其他大多数手工业中都已形成非农业的中心。］

 从技术方面来看，这是手工生产。工作组织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这里分工有两种形式：按商品的分工（一些村做毡，另一些村做靴、帽和鞋垫等等）和按局部操作的分工（例如，瓦西里耶夫-符拉格全村为克拉斯诺耶村 轧平
 帽子和鞋垫，由克拉斯诺耶村最后将半成品加工完成等等）。这种协作是资本主义协作，因为掌握协作的是大资本，它建立了大手工工场并使大批小作坊从属于自己（通过复杂的经济关系网）。绝大多数生产者已经变成了在极不卫生的条件下 
［注：工人们在列氏22°—24°气温下赤膊工作。空气中夹有粗细灰尘、毛屑和毛屑中的各种渣滓。“工厂”里的地是泥地（正是在洗濯间里）等等。］

 为企业主工作的 局部工人
 。这门手工业的悠久历史和完全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促使手工业者同农业分离：在克拉斯诺耶村，农业完全衰落了，居民的生活方式也不同于农民。 
［注：在这里指出克拉斯诺耶村人的特殊方言，不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工场手工业所固有的地域闭塞性的特点。“在克拉斯诺耶村，按照马特罗语
 ，工厂叫作厨房
 ……马特罗
 语属于奥芬语许多支派中的一种，其中主要支派有三种：奥芬
 语本身，主要通用于弗拉基米尔省；加利封
 语，通用于科斯特罗马省；马特罗
 语，通用于下诺夫哥罗德省和弗拉基米尔省”。（《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5编第465页）只有大机器工业才完全打破了社会联系的乡土性，代之以全国的（和国际的）联系。］

 　　 

其他许多地区的制毡业组织也是完全相似的。同一省的谢苗诺夫县，1889年在363个村社中从事这一行业的有3180户，工人达4038人。在3946个工人中，仅有752人是自做自卖，有576人是雇佣工人，有2618人大部分用业主的材料为业主工作。189户把工作分配给1805户。大业主拥有雇佣工人数达25人的作坊，每年购买羊毛约10000卢布。 
［注：《下诺夫哥罗德省土地估价材料》1893年下诺夫哥罗德版第11卷第211—214页。］

 大业主被称为 富翁
 ；他们的周转额达5000—100000卢布；他们有自己的羊毛栈房和自己的出售制品的店铺。 
［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6编。］

 据《工厂索引》计算，在喀山省有5个制毡“工厂”，122个工人，生产总额为48000卢布，有60个作坊外工人。显然，这些作坊外工人也被算作“手工业者”。关于这些“手工业者”有这样的记载：他们常常为“包买主”工作；有一些作坊，约有60个工人。 
［注：《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3卷。］

 科斯特罗马省的29家制毡“工厂”当中，有28家集中在基涅什马县，作坊内工人有593人，作坊外工人有458人（《工厂索引》第68—70页；有两个企业只有作坊外工人。已经出现了蒸汽发动机）。从《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15编）中我们知道，该省3908个弹毛工和制毡工中，有2008个正是集中在基涅什马县。科斯特罗马省制毡工大部分是非独立的，或者是雇佣工人，在极不卫生的作坊里工作。 
［注：《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2编。］

 在特维尔省卡利亚津县，一方面，我们看到为“厂主”做工的家庭劳动（《工厂索引》第113页），另一方面，该县正是制毡“手工业者”的老窝；从该县外出的制毡“手工业者”达3000人，他们穿越“济姆尼亚基”荒野地区 
[89]

 （在60年代这里有过阿列克谢耶夫制呢厂），形成“弹毛工和制毡工的巨大劳力市场” 
［注：《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2编第271页。］

 。在雅罗斯拉夫尔省，也有在厂外替“厂主”做工的情形（《工厂索引》第115页），也有用商人业主的羊毛为商人业主工作的“手工业者”等等。


（3）宽边帽业和软帽业、大麻纺织业和绳索业

关于莫斯科省宽边帽业的统计资料，我们在上面已经引证过了。 
［注：见第5章附录一，第27号手工业。］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到，生产总额和工人总数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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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在平均每个作坊有15.6个雇佣工人的18个作坊里 
［注：其中某些作坊有时列入“工厂”之内。例如，见1879年的《工厂一览表》第126页。］

 。宽边帽“手工业者”只做宽边帽生产的一部分工序：他们制造 帽身
 销售给有“装饰作坊”的莫斯科商人；而“剪工”（剪绒毛的妇女）又在家里为宽边帽“手工业者”工作。因此，总的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和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经济依存形式的资本主义协作。在这一行业的中心波多利斯克县克列诺沃村，明显地表现出手工业者（主要是雇佣工人）同农业的分离 
［注：参看上面第5章第7节。］

 ，以及居民需求水平的提高：他们的生活“干净多了”，穿印花布，甚至穿呢绒，置备茶炊，抛弃旧习俗等等，这就引起当地守旧派的悲叹 
［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6卷第1编第282—287页。］

 。新的时代甚至出现了外出宽边帽业者。

科斯特罗马省布伊县莫尔维季诺村的软帽业，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 
［注：见《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9编和《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3卷。］

 。“软帽业是莫尔维季诺村和36个乡村的主要职业。”农业被抛弃了。1861年以后，软帽业大大地发展起来；缝纫机得到广泛使用。在莫尔维季诺村，有10个作坊终年不息地工作着，每个作坊有5—25个男工匠和1—5个女工匠。“最好的一个作坊每年周转额将近10万卢布。” 
［注：由于某种偶然原因，这类作坊迄今没有列入“工厂”之内。］

 也有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的（例如，帽顶的材料是妇女在家里做的）。分工使工人遭到摧残，他们在极不卫生的条件下工作，通常都患肺病。这个行业历史悠久（有200多年），培养出了手艺高超的工匠：莫尔维季诺村工匠，无论在京都和遥远的边疆地区都是有名的。

波洛特尼亚内扎沃德是卡卢加省梅登县大麻纺织业的中心。这是一个大村（根据1897年调查，居民为3685人），居民没有土地，大多从事工业（有1000以上“手工业者”）；这是梅登县“手工”业的中心 
［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2编。］

 。大麻纺织业的组织情形如下：大业主（共有3个，最大的是叶罗欣）设有使用雇佣工人的作坊，并有相当多的流动资本用于购买原料。梳麻在“工厂”内进行，纺纱由女纺工在家中进行，拈线在工厂和家中进行。整经在工厂内进行，织造在工厂和家中进行。1878年大麻纺织业计有841个“手工业者”；叶罗欣既被认为是“手工业者”，也被认为是“厂主”，他在1890年和1894—1895年自报有工人94—64个；根据《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2卷第187页），为他工作的有“几百个农民”。

下诺夫哥罗德省的绳索业中心也是两个非农业的工业村——戈尔巴托夫县的下伊兹贝列茨村和上伊兹贝列茨村。 
［注：根据地方自治局统计（《下诺夫哥罗德省土地估价材料》1892年下诺夫哥罗德版第7编），1889年两村各有341户和119户，男女人口1277人和540人。有份地户为253户和103户。经营手工业户为284户和91户，其中不从事农业的为257户和32户。无马户为218户和51户。出租份地的为237户和53户。］

 根据卡尔波夫先生的资料（《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8编），这是一个戈尔巴托夫-伊兹贝列茨绳索业地区；戈尔巴托夫城里一部分市民也从事这一行业，而上下伊兹贝列茨村，“几乎都是戈尔巴托夫城的一部分”，这里的居民过着市民式的生活，每天喝茶，穿着买来的衣服，吃白面包。从事这一行业的总共达32个村人口的2/3，即4701人（男工2096人，女工2605人），生产额约为150万卢布。该行业存在了大约200年，现在衰落了。它的组织情形如下：全部工人用业主材料为29个业主工作，取得计件工资，“完全依附于业主”，每昼夜工作14—15小时。根据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1889年），从事该行业的男工达1699人（加上558个妇女和未成年男劳动力）。在1648个工人中，只有197人是自做自卖，有1340人为业主工作 
［注：参看《下诺夫哥罗德省汇编》第4卷，罗斯拉夫列夫神父的论文。］

 ，111人是58个业主作坊中的雇佣工人。在1288家 有份地
 户中，自己耕种全部田地的只有727户，即稍多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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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573个有份地的工人中，完全不从事农业的有306人，即占19.4％。在谈到这些“业主”是谁的问题时，我们应当从“手工”工业方面转到“工厂”工业方面。根据1894—1895年度的《工厂索引》，这里有两个绳索工厂，共有厂内工人231人，厂外工人1155人，生产总额为423000卢布。这两个工厂已经购置了机械发动机（无论在1879年或1890年都没有这样的发动机），因此我们在这里明显地看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过渡到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手工业的”订货人和包买主变成真正的厂主。

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登记了该省68个绳索业的农民作坊，有工人343人（其中有143个雇佣工人），生产总额为115000卢布。 
［注：《彼尔姆省手工工业状况概述》第158页；在表的总计中有错误或印错的地方。］

 在这些小作坊中，居首位的是被计算在一起的大手工工场：6个业主有101个工人（其中雇佣工人91人），生产总额为81000卢布。 
［注：同上，第40页和第188页表。显然，在《工厂索引》第152页也提到了这些作坊。为了把大作坊同小作坊作比较，我们分出了从事农业的商品生产者，见《评论集》第156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83—284页。——编者注）。］

 这些大作坊的生产结构，可以作为“有机的工场手工业”（按马克思的说法）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9—389页。——编者注。］

 的最突出的例子，在这种工场手工业里，各种工人完成对原料 顺序
 加工的各种工序：（1）打麻；（2）梳麻；（3）纺麻；（4）卷绕成“盘”；（5）加树脂；（6）在滚筒上卷绕；（7）把线从打绳机穿过透孔板；（8）把线穿过铁套管；（9）搓辫、拧绳并将其收拾起来。 
［注：《1887年在叶卡捷琳堡举行的西伯利亚—乌拉尔科学工业展览会上的彼尔姆省手工工业》弟3编第47页及以下各页。］



显然，奥廖尔省大麻加工工业的组织情况也是相同的：多半设在城市的大手工工场从大量农民小作坊中分离出来，并且被列入“工厂”之内（根据1890年的《工厂一览表》，奥廖尔省有100家大麻打麻厂，工人1671人，生产总额为795000卢布）。农民在大麻加工业中用“商人”（大概就是那些手工工场主）的材料为他们工作而赚取计件工资，同时工作分成各种专门工序：“打麻工”打麻，“纺工”纺麻，“整理工”清除麻杆碎屑，“掌轮工”摇轮。工作很苦，许多工人都患肺病和“疝气”。灰尘很大，“如果不习惯，连一刻钟也待不了”。从5月到9月，他们通宵达旦地在这些简陋的小屋中工作。 
［注：见奥廖尔省特鲁布切夫斯克、卡拉切夫、奥廖尔各县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汇编。大手工工场同农民小作坊的联系，从后者使用雇佣劳动也日益发展的事实中亦可以看出，例如奥廖尔县16个农民（麻纺业主）有77个工人。］




（4）木材加工业

在这一部门中，制箱业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最典型的例子。例如，根据彼尔姆省调查者的资料，“它的组织是这样的：若干有使用雇佣工人的作坊的大业主采购材料，自己 部分地
 制造产品，但主要是把材料分给小的局部作坊，而在自己的作坊里组装箱子的各个部件，最后加一道工，就把货物运到市场上去。分工……在生产中有了广泛的运用：制造一只完整的箱子要分10—12道工序，每道工序都由局部手工业者分别去做。该行业的组织就是局部工人（《资本论》中叫作Teilarbeiter）在 资本
 指挥下的联合” 
［注：弗·伊林
 《评论集》第176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06—307页。——编者注）。］

 。这是合成的工场手工业（按马克思的说法，是heterogene　Manufaktur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9—389页。——编者注］

 ），在这里，各种工人不是完成把原料制成产品的各道连贯性的工序，而是分别制造产品的各部分，然后将其组装起来。资本家之所以乐于使用“手工业者”的家庭劳动，部分地是由于该工场手工业的上述性质，部分地（而且主要地）是由于家庭工人工资更加低廉。 
［注：见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关于这点的确切资料；同上，第177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07页。——编者注）。］

 应当指出，这个行业中比较大的作坊有时也列入“工厂”之内。 
［注：见《工厂一览表》和《工厂索引》中谈到彼尔姆省涅维扬斯基工厂村（非农业村）的地方，该村是这一“手工业”的中心。］



弗拉基米尔省穆罗姆县制箱业十之八九也是这样组织的，《工厂索引》指出，该县有9家“工厂”（全部是手工的），厂内工人89人， 厂外工人114人
 ，生产总额为69810卢布。

例如，彼尔姆省马车制造业的组织情形也是这样：从许多小作坊中分离出了使用雇佣工人的装配作坊；小手工业者是用自己的材料或用“包买主”（即装配作坊主）的材料来制造马车部件的局部工人。 
［注：参看我们的《评论集》第177—178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07—308页。——编者注）。］

 关于波尔塔瓦省制造马车的“手工业者”，我们看到，在阿尔顿镇，有一些使用雇佣工人并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的作坊（较大的业主有作坊外工人约20人）。 
［注：《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1卷。］

 在喀山省，城市马车生产中出现按商品的分工：一些村只制造雪橇，另一些村只制造四轮车等等。“完全在乡村装配起来的城市马车（但是没有铁皮、车轮和车辕），送交喀山订货商，再从他们那里交给打铁手工业者去包铁皮。然后这些制品又回到城市店铺和作坊，在那里进行最后加工，即镶钉和上漆……以前给城市马车包铁皮的喀山，逐渐地把这一工作转给手工业者，因为他们的工价比城市工匠低……” 
［注：同上，第3卷。］

 因此，资本宁愿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因为这样能减低劳动力价格。从以上所引资料可以看到，马车制造业的组织多半是从属于资本的局部手工业者的体系。

沃罗涅日省巴甫洛夫斯克县工业大村沃龙措夫卡（1897年居民为9541人）仿佛是一个木制品手工工场。（《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9编，米特罗范·波波夫神父的论文）从事该行业的有800多户（还有居民超过5000人的亚历山德罗夫卡镇的若干户）。制造大车、旅行马车、车轮、箱子等等，生产总额达267000卢布。独立业主不到1/3。业主作坊中的雇佣工人极少。 
［注：大木材商有14人。他们有木材蒸软装置
 （价值约300卢布）；全村共有24座，每座6个工人工作。这些商人也把材料分给工人去做，并以预先付钱的办法来盘剥他们。］

 大多数人做本地农民商人的订货，赚取计件工资。工人们欠业主的债，又被沉重的工作弄得筋疲力尽，因此人们的身体日益衰弱。镇上的居民是工业类型的居民，而不是乡村类型的居民，他们几乎都不经营农业（除种蔬菜以外），只有极少的份地。该行业存在很久了，它使居民离开农业，使贫富的分裂日益加剧。居民饮食不足，衣着“却比以前讲究”，“但并非财力所及”——所穿的东西都是买来的。“居民受工商业精神所支配。”“几乎每个不会手艺的人都做点买卖……在工商业影响下，农民一致都比较活跃，变得较为开通和灵活。” 
［注：这里不妨指出资本主义在木材业
 中的发展过程。木材业者不出卖原木，而是雇用工人来加工木材，制造各种木器，然后出售这些产品。见《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8编第1268页和第1314页。又见《奥廖尔省特鲁布切夫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



下诺夫哥罗德省谢苗诺夫县著名的制匙业，就其组织来说，接近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固然，这里没有从大量小作坊中分离出来并控制着小作坊的大作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根深蒂固的分工以及大批局部工人对资本的完全依附。制成一只匙子至少要经过十道手，其中某些工序，包买主或者交给特殊的雇佣工人来做，或者分配给专业工人来做（例如上色）；某些村专做个别的局部工序（例如，季亚科沃村专门旋磨包买主订做的匙子以赚取计件工资，赫沃斯季科瓦、季阿诺瓦、茹热尔卡等村，专为匙子上色，等等）。包买主在萨马拉等省整批收买木料，同时派遣几伙雇佣工人到那里去，他们有原料和制品的仓库，将最值钱的材料交给手工业者加工，等等。许多局部工人组成一个完全从属于资本的复杂的生产结构。“对于制匙工来说，无论是受业主雇用由业主供给膳宿在业主的作坊里做工，或是在自己的茅屋里从容干活，都是一样，因为在这一行业里，正象在其他各行业一样，所有东西都是称过、量过和计算过的。制匙工所赚的钱，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 
［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879年版第2编。又见谢苗诺夫县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土地估价材料》1893年版第11编。］

 很自然，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控制着全部生产的资本家并不急于建立作坊，而以手工技术和传统分工为基础的这种行业，便在荒废和停滞中混日子。那些被束缚于土地的“手工业者”似乎由于自己的因循守旧而停止不前：无论在1879年或1889年，他们仍按旧习惯以纸币而不以银币来计算金钱。

在莫斯科省玩具业中居于首位的，同样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类型的作坊。 
［注：我们引证的统计资料（第5章附录一，第2、7、26号手工业）只包括全部玩具业者的一小部分，但是这些统计资料表明已经出现了雇有11—18个工人的作坊。］

 在481个作坊中，工人超过10个的作坊有20个。在生产中很广泛地采用按商品的和按局部工序的分工，因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以对工人的摧残为代价）。例如，一个小作坊的收入占出售价格的26％，而大作坊则占58％。 
［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6卷第2编第47页。］

 当然，大业主的固定资本也多得多；还有技术设备（如干燥室）。这一行业的中心就是非农业村——谢尔吉耶夫镇（在1398个工人中该地占了1055人，在405000卢布生产总额中该地占了311000卢布；根据1897年调查，那里居民为15155人）。介绍这一行业概况的作者，在指出小作坊占居优势等等的同时，认为该手工业过渡到手工工场比过渡到工厂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这种可能性也不大。他说：“就是在将来，小生产者也总是有可能相当顺利地同大生产竞争。”（上引书第93页）作者忘记了，在工场手工业中，正象在小手工业中一样，技术基础仍然是手工生产；分工始终不能形成一种决定性优势，能把小生产者完全排挤出去，特别是在小生产者采用延长工作日等等手段的时候；工场手工业不过是大量小作坊的上层建筑，永远也不能囊括全部生产。


（5）畜产品加工业。制革业和熟制毛皮业

极为广大的制革工业地区，是“手工”工业和工厂工业完全融合的特别明显的例子，是甚为发达的（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凡是“工厂”制革工业的规模特别大的省份（维亚特卡、下诺夫哥罗德、彼尔姆、特维尔等省），这一部门的“手工”业也特别发达。

根据1890年《工厂一览表》，在下诺夫哥罗德省戈尔巴托夫县博戈罗茨科耶村有58家“工厂”，392个工人，生产总额547000卢布；而根据1894—1895年度《工厂索引》，则有119家“工厂”，厂内工人1499人，厂外工人205人，生产总额934000卢布（后面的这些数字只包括畜产品加工业，这是当地的主要工业部门）。但是，这些资料只叙述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 上层情况
 。根据卡尔波夫先生的统计，1879年该村及其附近地区，在制革、用碎皮粘鞋跟、编筐（装商品用）和制造马具、马轭、手套等行业以及占特殊地位的陶器业方面，共有作坊296家以上，工人5669人（其中有很多人都是在家里为资本家做工的），生产总额约为1490000卢布 
［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9编。］

 。据1889年地方自治局的调查，该区有4401个手工业者，其中有详细资料的1842个工人当中，有1119人在别人作坊里被雇用，有405人在家里为业主做工 
［注：戈尔巴托夫县的《土地估价材料》。］

 。“有8000居民的博戈罗茨科耶是一座终年开工的大制革厂”。 
［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9编。］

 更确切些说，这是一个受少数大资本家支配的“有机的”手工工场，这些大资本家购买原料，制成皮革，用皮革做出各种制品，他们雇用数千赤贫的工人来生产，并操纵着小作坊。 
［注：例如，在马轭业中居于首位的是13个大业主，他们每家有10—30个雇佣工人，5—10个作坊外工人。生产手套的大业主在自己的作坊里（有2—3个雇佣工人）裁剪手套，然后分给作坊外的10—20个妇女去缝制；这些妇女又分为缝指工
 和缝掌工
 ，前者从业主那里领得工作，然后分配给后者，并从中剥削后者（1879年的材料）。］

 这种行业从17世纪以来早已存在；在该行业的历史中，特别值得记忆的是地主舍列梅捷夫家族（19世纪初），他们大大地促进了这一行业的发展，同时又保护了这里很早以前就已形成的无产阶级，使他们不受当地富人的损害。在1861年以后，这一行业蓬勃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大作坊靠排挤小作坊而成长起来；几世纪的手工业活动从居民中间造就出了手艺非常高超的工匠，他们把这种生产传布俄国各地。已经巩固了的资本主义关系造成了工业同农业的分离：博戈罗茨科耶村不仅本村几乎不从事农业，而且还使迁居到这个“城市”的附近农民脱离土地。 
［注：1889年，在1812户（人口为9241人）中，有1469户不种地（1897年的人口为12342人）。巴甫洛沃和博戈罗茨科耶两村同戈尔巴托夫县其他各村不同的地方是这两个村迁出的人特别少；相反，戈尔巴托夫县迁出的农民总数中，有14.9％居留在巴甫洛沃，有4.9％居留在博戈罗茨科耶。从1858年到1889年，全县人口共增加了22.1％，而博戈罗茨科耶村则增加了42％。（见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土地估价材料》）］

 卡尔波夫先生断定，该村“居民完全没有任何农民性”，“你根本不会想到是在乡间，而不是在城市”。这个村把戈尔巴托夫城和下诺夫哥罗德省所有其他县城都远远抛在后面，也许只有阿尔扎马斯除外。这个村是“全省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之一，生产额和贸易额达数百万卢布”。“受博戈罗茨科耶工商业影响的区域很大，而以周围约10—12俄里地区的工业同博戈罗茨科耶工业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个工业郊区仿佛是博戈罗茨科耶本身的延伸。”“博戈罗茨科耶居民一点也不象一般愚昧的农夫：他们都是一些小市民手艺人，这些人头脑灵活，饱经世故，轻视农民。博戈罗茨科耶居民的生活状况和道德观念完全是小市民式的。”这里还要补充一点，戈尔巴托夫县各工业村居民识字率比较高：例如巴甫洛沃、博戈罗茨科耶和沃尔斯马3个村，识字和上学的男女占37.8％和20.0％，而该县的其余地区只占21.5％和4.4％。（见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土地估价材料》）

在巴拉赫纳县的卡通基村和戈罗杰茨村，克尼亚吉宁县的大穆拉什基诺村，瓦西里县的尤里诺村、图巴纳耶夫卡村、斯帕斯科耶村、瓦特拉斯村和拉特希哈村等，加工皮革的各行业具有完全相似的关系（不过规模较小）。也是这样一些“周围”是农业村的非农业中心，也是这样一些受大企业主支配的各种手工业和许多小作坊（以及家庭工人），而这些大企业主的资本主义作坊有时也被列入“工厂”数目之中。 
［注：见上述各县的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土地估价材料》；《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9编和第6编；《工厂一览表》和《工厂索引》；《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2卷。］

 我们不想叙述详细的统计材料，同上述材料比较，这些统计材料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我们只引述一段关于卡通基村的非常有趣的描述 
［注：1889年该村有380户（都不种地），共1305人。卡通基乡全乡从事手工业的住户占90.6％，完全从事手工业（即不从事农业）的工人占70.1％。就识字率来看，这一乡大大地超过了全县的平均水平，仅仅落后于切尔诺列茨克乡，后者也是一个非农业乡，造船业很发达。1887年大穆拉什基诺村共有856户（其中853户不种地），男女人口3473人。根据1897年的调查，戈罗杰茨村有居民6330人，大穆拉什基诺村有5341人，尤里诺村有2189人，斯帕斯科耶村有4494人，瓦特拉斯村有3012人。］

 ：


　　“业主和工人之间某些骤然看来并不显眼的、而且十分遗憾〈？〉地在逐年消失的宗法制纯朴关系，证实了这些行业的手工业性〈？〉。这些行业和居民的工厂性只是在最近时期，特别是在城市的影响下才开始出现的，因为轮船通航方便了同城市的往来。现在该村已经完全象一个工业村：根本没有任何农业痕迹，房屋象城市一样建造得密密麻麻，富翁的石建邸宅，旁边是穷人的简陋茅舍，村中心密集着长长的工厂木房和石屋。所有这些都使卡通基村与邻近各村截然不同，明显地说明了当地居民的工业性。当地居民性格的某些特点，同在俄罗斯已经形成的‘工厂人’完全一样：在家庭的摆设上、穿着上和举止上有点讲究，生活方式大多及时行乐，对于明天很少考虑，敢于说话，有时很善于辞令，在庄稼人面前态度有些傲慢，——所有这些都是他们以及所有俄国工厂人的共同特点。”
［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9编第2567页。1880年的材料。］





　　根据“工厂”统计，下诺夫哥罗德省阿尔扎马斯城在1890年共有6家制革厂和64个工人（《工厂一览表》）；这仅仅是包括熟制毛皮业、制鞋业等等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一小部分。这些厂主无论在阿尔扎马斯城，还是在它的郊区5个村里，都雇有家庭工人（1878年阿尔扎马斯城约有400人）；在这5个村的360家熟制毛皮匠中，有330家是用阿尔扎马斯商人的材料为这些商人做工的，每昼夜工作14小时，每月挣6—9卢布 
［注：阿尔扎马斯工厂工人的状况比农村工人的状况要好些。（《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3编第133页）］

 ；因此，熟制毛皮匠个个脸色苍白，身体虚弱，未老先衰。在郊区维耶兹德纳亚镇的600家制鞋户中，有500家从业主那里领取裁好的鞋料为业主工作。这一行业已很古老，有将近200年历史，但仍然在成长和发展。居民几乎都不从事农业，他们的整个生活面貌都纯粹是城市式的，过着“阔气”的生活。上述各熟制毛皮业村的情况也是这样，这些村子的居民“轻视从事农业的农民，把他们叫作‘乡下佬’” 
［注：同上，第76页。］

 。在维亚特卡省我们看到的情况也完全相同。维亚特卡和斯洛博茨科伊两县，是“工厂的”和“手工业的”制革业和熟制毛皮业中心。维亚特卡县的手工业制革厂集中在城郊，以“补充”大工厂的工业活动 
［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11编第3084页（参看1890年的《工厂一览表》）。种地的农民多尔古申有一个60个工人的工厂，他被列为手工业者。象这样的手工业者还有几个。］

 ，例如为大厂主做工；为大厂主做工的，大多是造马具和熬胶的手工业者。熟制毛皮厂主有数百名在家里缝制羊皮等的工人。这是一种有鞣制羊皮和制造羊裘、制革和制造马具等部门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斯洛博茨科伊县（手工业的中心为城郊的杰米扬卡村），关系形成得更为明显；在这里我们看到少数大厂主 
［注：根据1890年的《工厂一览表》，约有27家业主，雇有700多名工人。］

 支配着下列手工业者：制革业者（870人）、制鞋业者和制手套业者（855人）、鞣羊皮业者（940人）以及裁缝业者（309人，缝制资本家订做的短皮大衣）。这种革制品的生产组织，看来一般是分布得很广的：例如，根据《工厂索引》统计，在维亚特卡省萨拉普尔城共有6家兼做靴鞋的制革厂，它们除了雇有214个厂内工人以外，还雇有1080个厂外工人。（第495页）如果所有俄国商人和厂主也都这样详细而准确地统计出他们所雇用的厂外工人，那么我国的“手工业者”，这些被形形色色的马尼洛夫们所美化了的“人民”工业的代表，就不知到哪里去了！ 
［注：也可参看《工厂索引》第489页关于弗拉基米尔省舒亚县的著名“手工业”村杜尼洛沃的资料。根据1890年《工厂一览表》的统计，这里有6家熟制毛皮工厂，共有151个工人，而根据《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10编），这个地区约有2200个熟制毛皮匠和2300个皮袄匠；据1877年的统计则有将近5500个“手工业者”。该县的马尾罗制造业的组织情况大概也是这样，从事这项生产的，约有40个村和将近4000名所谓“马尔达斯人”（全地区的名称）。彼尔姆省的制革业和制鞋业的组织情况也是这样，这一点我们在《评论集》第171页及以下各页里已经叙述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00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



这里还必须提一提坦波夫省坦波夫县的工业村拉斯卡佐沃（在1897年有8283个居民），它既是“工厂”工业（制呢厂、肥皂厂、制革厂、酿酒厂）的中心，又是“手工业”的中心，而且后者与前者有紧密的联系。手工业分为制革业、制毡业（将近70个业主，有雇用20—30个工人的作坊）、熬胶业、制鞋业、织袜业（全村没有一户不是用“包买主”按斤两分发的羊毛织袜的）等等。这个村附近，是白波利亚纳镇（有300户），它也是以这一类的手工业驰名的。莫尔尚斯克县的手工业中心——波克罗夫斯科耶-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村，同时也是工厂工业的中心（见《工厂一览表》和《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3卷）。在库尔斯克省以工业村和“手工业”中心而著称的有以下各镇：韦里科-米哈伊洛夫卡（属于新奥斯科尔县，1897年有居民11853人）、博里索夫卡（属于格赖沃龙县，居民有18071人）、托马罗夫卡（属于别尔哥罗德县，居民有8716人）、米罗波利耶（属于苏贾县，居民有1万多人，见《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1卷1888—1889年材料）。在这些村子里你们也可以找到制革“工厂”。（见1890年的《工厂一览表》）主要“手工业”就是制革-制鞋业。这种手工业早在18世纪上半叶就已产生，到19世纪60年代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纯商业性的巩固的组织”。承包人垄断了一切，他们购买皮革，分给手工业者去加工。铁路消灭了资本的这种垄断性，资本家-承包人就把自己的资本转入更有利的事业。现在的组织情况如下：大企业主约有120人；他们有使用雇佣工人的作坊，也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小的独立企业主（但是他们要向大企业主购买皮革）将近3000人；家庭工人（为大企业主做工的）有400人，雇佣工人也有这么多；其次还有徒工。制鞋业者总共有4000余人。此外，这里还有做陶器、雕神龛、画圣像、织桌布等等的手工业者。

奥洛涅茨省卡尔戈波尔县的灰鼠毛皮业，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和典型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有一位工场工人兼教师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4编）里非常内行地记述了这个行业，十分真实而直率地再现了手工业居民的全部生活。根据他的记述（1878年），这一行业从19世纪初开始存在：8个业主雇有175个工人，另外为他们做工的还有将近1000个在家干的女缝纫工和约35家熟制毛皮匠（分布在各村），总共有1300—1500人，生产总额为336000卢布。必须指出，奇怪的是，这种生产在它繁荣的时候，倒没有被列入“工厂”统计之内。在1879年的《工厂一览表》里，没有关于这种生产的材料。而当它开始衰落的时候却被列入统计之内了。据1890年《工厂一览表》的统计，卡尔戈波尔城和全县有7家工厂和121个工人，生产总额为50000卢布；而据《工厂索引》的统计则有5家工厂和79个工人（另有57个厂外工人），生产总额为49000卢布。 
［注：下面是1894年的“手工业者”资料。“缝制熟灰鼠皮的都是卡尔戈波尔城最穷困的小市民妇女和巴甫洛沃乡的农妇。她们的工资非常低”，一个女缝纫工每月只赚2卢布40戈比到3卢布，伙食自备，而且为了挣这点钱（计件工资），每天必须弯着腰坐着干12小时。“工作非常紧张和劳累，她们都疲惫不堪。”现在的女缝纫工有将近200人（《奥洛涅茨省的手工工业》，布拉戈维申斯基先生和加里亚津先生的文章，1895年彼得罗扎沃茨克版第92—93页）。］

 这种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的情况是非常有教益的，因为它说明，在我国古老的、完全独特的、被遗弃在俄国无数穷乡僻壤一隅的“手工业”中，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工匠们每昼夜要在非常有害健康的空气中工作15小时，每月的工资是8卢布，一年不超过60—70卢布。业主的收入一年约5000卢布。业主同工人的关系是“宗法式的”：按照古老的习惯，业主无偿供给克瓦斯和食盐，工人向业主的厨娘索取。为了向业主表示谢意（因为业主“赐予了”工作），工人们在下工以后，无偿地去拔灰鼠尾巴和刷毛皮。工匠们整个星期都住在作坊里，业主经常以揍他们取乐（上引书第218页），强迫他们干各种活——翻干草、扫雪、挑水、洗衣服等等。在卡尔戈波尔城里，劳动力价格也低得惊人，而附近农民“都甘愿几乎白干”。生产是手工的，有系统的分工和漫长的学徒期限（8—12年）；学徒的命运是不难想象的。


（6）其他各种畜产品加工业

特维尔省科尔切瓦县基姆雷村及其附近地区著名的制鞋业，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特别值得注意的例子。 
［注：见《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1872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第3编。供研究俄国手工工业和手工劳动的材料，列·迈科夫
 整理，B．A．普列特涅夫的文章。这篇著作，在记述手工业的全部组织情况
 方面是最清楚的。最近的一些著作提供了宝贵的统计资料和生活情况资料，但是对于这种复杂的手工业的经济结构的阐述却不大令人满意。其次见《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8编波克罗夫斯基先生的文章；《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1卷。］

 这是一个古老的手工业，从16世纪起就已存在。在改革后的时代里，它继续成长和发展。据普列特涅夫的统计，70年代初这个地区从事这种手工业的有4个乡，而根据1888年的统计则已经有9个乡了。这一行业的组织基础如下。支配这项生产的是有雇佣工人的大作坊的业主，他们把裁好的皮革分发到作坊外去缝制。据普列特涅夫先生的统计，这样的业主有20个，他们共有124个工人和60个童工，生产额818000卢布，另外，在家里为这些资本家做工的，据作者统计，约有1769个工人和1833个童工。其次，还有拥有1—5个雇佣工人和1—3个童工的小业主。这些小业主主要是在基姆雷村的集市上销售自己的商品；他们共有224人，雇了460个工人和301个童工，生产额为187000卢布。因此，总共是244个业主，2353个工人（其中在家里做的有1769人）和2194个童工（其中在家里做的有1833人），生产总额1005000卢布。此外还有完成各种局部工序的作坊：净皮（以刮刀刮皮）作坊，碎皮（胶合刮下的碎皮）作坊，专门的运货人（4个业主，16个工人和将近50匹马），专门的木工（做箱子），等等。 
［注：参看《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7类手工业者：（1）革制品商；（2）靴鞋包买主；（3）大作坊主（有5—6人），他们生产半制品，并把加工的皮革分到家里去做；（4）有雇佣工人的小作坊主，他们也把加工的皮革分到家里去做；（5）为市场或业主［指第3类和第4类手工业者］做工的个体生产者；（6）雇佣工人（工匠、帮工和意工）；（7）“鞋植制造工，切边工，以及净皮、上油和胶合等作坊的业主和工人”（上引书第227页）。根据1897年的调查，基姆雷村有居民7017人。］

 根据普列特涅夫的统计，整个地区的生产总额为4700000卢布。根据1881年的统计，有10638个手工业者，加上外来零工共计26000人，生产额为3700000卢布。关于工作条件，重要的是要指出，工作日过长（14—15小时）和工作条件极不卫生，以及用商品支付工资等等。手工业的中心基姆雷村“很象一个小城市”（《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1卷第224页）；居民都是不善种庄稼的人，整年从事手工业；只有农村手工业者才在割草的时期放下手工业。基姆雷村的房屋是城市式的，居民的生活习惯已城市化了（例如“讲究衣着”）。这种手工业直到最近还没有列入“工厂统计”中，想必是因为业主们都“很愿意把自己叫作手工业者”（同上，第228页）。《工厂索引》第一次记载了基姆雷区的6家靴鞋作坊，每一作坊有15—40个作坊内工人，没有作坊外工人。当然，这里漏掉极多。

莫斯科省布龙尼齐县和博戈罗茨克县的钮扣业——用蹄科和羊角生产钮扣——也属于工场手工业。从事这一行业的有52个作坊和487个工人，生产总额为264000卢布。不到5个工人的作坊有16家，有5—10个工人的作坊26家，有10个以上工人的作坊10家。没有雇佣工人的业主只有10个，他们都是用大业主的材料为大业主做工。只有大手工业者才是完全独立的（从上面引用的数字中便可看出，在大手工业者那里，大约每个作坊都有17—21个工人）。显然他们也是作为“工厂主”而被列入《工厂一览表》的。（见第291页：两个作坊，生产总额达4000卢布，有73个工人）这是一种“有机的工场手工业”：角料首先在所谓“锻造间”（装有蒸炉的木房）里蒸软，然后送到 作坊
 ，用断压机切割，用压印机压出形状，最后用机床修整，磨光。在这一行业中有学徒。工作日为14小时。一般都用商品支付工资。业主同工人的关系是宗法式的，如：业主称工人为“伙计”，把工资簿叫作“伙计账”；在算账的时候，业主总要教训工人一通，从来不完全满足工人们要求发给货币的“请求”。

列入我们的小手工业表内的角制品业（第5章附录一，第31号和第33号手工业），也是这种类型。有几十个雇佣工人的“手工业者”也作为“厂主”而被列入《工厂一览表》。（第291页）在生产中采用分工；也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修整梳子者）。博戈罗茨克县的手工业中心是霍捷伊奇这个大村子，在这个村子里，农业已经退居次要地位（1897年共有居民2497人）。莫斯科地方自治机关出版的《1890年莫斯科省博戈罗茨克县的手工业》说得完全正确：这个村“ 无非是一个生产梳子的巨大的手工工场
 ”（第24页，黑体是我们用的）。据统计，1890年该村有500多个手工业者，生产350万到550万把梳子。“角料商往往同时也是制品包买主，有时还是制梳大业主。”处境特别坏的是那些被迫“按计件工资”领取角料的业主：“实际上，他们的处境甚至比大作坊里的雇佣工人还坏。”穷困迫使他们过度地使用全家的劳动 ，延长工作日
 ，让未成年的孩子也去干活。“冬天，在霍捷伊奇材，在‘按计件工资’干活的‘独立’手工业者的茅屋里，工作从夜间一点开始，大概很难说在什么时候停止。”以商品支付工资的做法很盛行。“这种在工厂里好不容易才废除了的制度，在手工业小作坊却仍然十分盛行。”（第27页）在沃洛格达省卡德尼科夫县包括58个村的乌斯季耶村地区（即所谓“乌斯季扬希纳”），角制品业的组织情况大概也是如此。据弗·波里索夫先生（《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9编）统计，这里有388个手工业者，生产额为45000卢布；所有的手工业者都是为资本家工作，这些资本家在圣彼得堡购买角料，在国外购买玳瑁。

我们看到，支配莫斯科省制刷业（见第5章附录一，第20号手工业）的是拥有很多雇佣工人和实行系统分工的大作坊。 
［注：“锯工”锯刷底，“钻工”在刷底上钻孔，“洗工”洗鬃，“串鬃工”“串”鬃。“木工”把镶面板粘到刷子上去。（《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6卷第1编第18页）］

 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从1879—1895年间这一行业的组织中所发生的变化。（见莫斯科地方自治机关出版的《1895年制刷业调查》）某些富裕的手工业者为了经营这种行业而迁往莫斯科。工业者的人数增加了70％，而增加得特别多的是妇女（增加了170％）和女孩（增加了159％）。雇有雇佣工人的大作坊的数量减少了：雇有雇佣工人的作坊所占的百分数，从62％减为39％。这是由于业主 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
 所造成的。钻孔机（用来在刷底上钻眼）的普遍使用，加快并且简化了制刷的一项主要过程。对“串鬃工”（在刷底上“串”鬃的手工业者）的需求增加了，而这项越来越专业化的工作就落在妇女这种更便宜的劳动力身上。妇女开始在自己家里串鬃，得到计件工资。因此，家庭劳动的增强，在这里是由技术的进步（钻孔机）、分工的进步（专由妇女串鬃）和资本主义剥削的进步（妇女和女孩的劳动更便宜）所造成的。这一实例特别清楚地说明： 家庭劳动丝毫也不排除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这一概念
 ，恰恰相反，有时它甚至是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


（7）矿物加工业

格热尔区（该区包括莫斯科省布龙尼齐和博戈罗茨克两县25个村）的手工业，给我们提供了陶瓷生产部门中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实例。关于这些手工业的统计资料，已经列入我们的小手工业表。（第5章附录一，第15、28、37号手工业）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虽然在格热尔的陶器、瓷器和彩绘这三种手工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是每种手工业中各级作坊之间的过渡消除了这些差别，因而我们看到规模依次扩大的一系列作坊。下面就是这三种手工业各级作坊中每一作坊的平均工人数：2.4—4.3—8.4；4.4—7.9—13.5；18—69—226.4。这也就是从最小的作坊到最大的作坊的顺序。大作坊属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因为它们没有采用机器，所以没有变成工厂）是毫无疑义的，但重要的并不仅限于此，而且还有下列事实： 小作坊同大作坊是联系着的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 一个工业结构
 ，而不是这类或那类经济组织的一些个别作坊。“格热尔已形成一个经济整体”（上引伊萨耶夫的书第138页），该区的大作坊是从小作坊成长起来的，而且是缓慢地和逐渐地形成起来的（同上，第121页）。生产是手工的 
［注：应该指出，同上述织造业一样，在这个行业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其实是昨天的经济。改革后时代的特征是这种工场手工业变成大机器工业。格热尔使用蒸汽发动机的工厂数目，1866年是1家，1879年是2家，1890年是3家。（根据《财政部年鉴》第1编和1879年与1890年的《工厂一览表》）］

 ，大量地采用 分工
 ：我们看到在陶器业者那里有制坯工（按照器皿种类而分成专业）和烧窑工等等，有时还有制作釉子的专门工人。在瓷器厂厂主那里，分工非常细：有磨料工、制坯工、装窑工、烧瓷工和彩画匠等等。制坯工甚至专门做某几种器皿。（参看上引伊萨耶夫的书第140页：有一个地方，分工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5％）彩绘作坊为瓷器厂厂主做工，所以它们只不过是这些厂主的工场手工业中完成专门局部工序的部门。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特点是这里体力也成了专业。例如，格热尔有几个村干（几乎是每个人）挖掘粘土的活；一些笨重而又不需要特殊手艺的工作（磨料），几乎完全使用从图拉省和梁赞省来的外地工人来做，因为这些工人比瘦弱的格热尔人有力气，结实。用商品支付工资的办法十分盛行。农业的状况很坏。“格热尔人是退化了的人”（伊萨耶夫的书第168页），他们肺弱、肩窄、力气小，画匠视力早衰，等等。资本主义的分工摧残人，使人变成畸形。工作日长达12—13小时。


（8）金属加工业。巴甫洛沃的手工业

著名的巴甫洛沃钢器锻造业，包括下诺夫哥罗德省戈尔巴托夫县和弗拉基米尔省穆罗姆县的整个区域。这些手工业的起源是很古老的，斯米尔诺夫指出，早在1621年巴甫洛沃就已经有11家铁铺（根据税务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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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世纪中叶，这些手工业已经是一张完全定形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大网。改革以后，该区的手工业继续广泛深入地发展。根据地方自治局1889年的调查，在戈尔巴托夫县从事这一行业的有13个乡119个村，有5953户，6570个男工人（占这些村工人总数54％），2741个老年工、童工和女工，总共有9311人。据格里戈里耶夫先生的统计，1881年穆罗姆县有6个手工业乡，66个村，1545户，2205个男工人（占这些村工人总数39％）。不仅形成了不从事农业的手工业村（巴甫洛沃，沃尔斯马），而且附近的农民也都脱离了农业：除了巴甫洛沃和沃尔斯马以外，戈尔巴托夫县从事手工业的还有4492个工人，其中2357人即 半数以上
 不从事农业。象巴甫洛沃这样的中心地区，生活已经完全城市化了，它所造成的提高了的需求，文明的摆设、服装和生活方式等等，都是附近“土里土气的”庄稼汉无法相比的。 
［注：见上面关于巴甫洛沃和沃尔斯马居民识字率较高和各村农民向这些中心迁移的资料。］



在谈到巴甫洛沃手工业的经济组织问题时，我们首先应该肯定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这就是一些最典型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支配着“手工业者”。例如，在扎维亚洛夫家族的作坊里（早在60年代该作坊就已雇用了100多个工人，而现在已经使用了蒸汽发动机），制造一把削笔刀要经过8—9道手：锻工、开刃工、制柄工（一般是在家里做）、淬火工、抛光工、研磨工、精修工、磨刀工和烙印记工。这是一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广泛的资本主义协作，其中很大一部分局部工人并不是在资本家的作坊里做工，而是在自己家里干活。下面就是拉布津先生（1866年）关于该区巴甫洛沃、沃尔斯马和瓦恰等村各生产部门中最大的作坊的资料：15家业主有500个作坊内工人，1134个作坊外工人；总共有1634个工人，生产总额为351700卢布。对经济关系的这种评述，现在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全区，可以从下列资料中看出 
［注：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土地估价材料》、安年斯基先生的《关于巴甫洛沃区手工业者状况的问题的报告》以及亚·尼·波特列索夫的调查（上面引用过的）中的资料。关于穆罗姆区的数字是大约数。根据1897年的人口调查，沃尔斯马的居民为4674人，巴甫洛沃为12431人。］

 ：





	地　区
	从事手工业工作的各类工人数
	生产总额的大约数（单位百万卢布）





	为市场做工的


	为业主做工的


	被雇用的


	为业主做工的和被雇用的


	
共　　计




	巴甫洛沃
	3132
	2819
	619
	3438
	6570
	

}

 2



	谢利季巴村地区
	41
	60
	136
	196
	237



	穆罗姆
	500
	？
	？
	2000
	2500
	1



	
共计

	3673
	—
	—
	5634
	9307
	3







由此可见，我们所简述的工业组织在各个地区都是占优势的。总的说来，按资本主义方式做工的工人约占工人总数的3/5。在这里我们当然也看到，虽然工场手工业在整个工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 
［注：我们引证的资料还远远不能完全表现出这种主导地位。下文还会讲到，就对资本的依附程度来看，为市场做工的手工业者甚于
 为业主做工的手工业者，而后者又甚于
 雇佣工人。巴甫洛沃的手工业特别鲜明地表现了商业资本同产业资本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同小生产者的关系所固有的。］

 并支配着大量工人，但是它不能根除小生产。这种小生产所以较有生命力，完全是因为：第一，在某些巴甫洛沃的某些工业部门里还根本没有实行机器生产（例如制锁业）；第二，小生产者采取了一些使自己的境况下降到远远不及雇佣工人的办法，来防止自己的没落。这些办法就是延长工作日、降低生活水平和需求水平。“为业主做工的那一类手工业者，工资的波动较小。”（上引格里戈里耶夫的著作第65页）例如，在扎维亚洛夫那里，收入最少的是制柄工：“他们在家里做工，所以低微的工资就可满足了。”（第68页）“为厂主”做工的手工业者，“所得的工资可能比拿自己产品到市场上去卖的手工业者的平均收入稍微多一些。住在工厂里的工人的工资增加得特别明显”。（第70页） 
［注：同土地的联系，在降低工资方面也起着主要的作用。农村手工业者“一般比巴甫洛沃的锁匠赚得少些”（安年斯基《关于巴甫洛沃区手工业者状况的问题的报告》第61页）。固然要注意到，前者有自己的粮食，但是“一个普通农村手工业者的状况却不见得比巴甫洛沃一个中等锁匠的状况好”（第61页）。］

 “工厂”里的工作日是14小时半到15小时，最多达16小时。“而在自己家里做工的手工业者，工作日总不少于17小时，有时一昼夜长达18小时甚至19小时。”（同上）1897年6月2日法令 
[91]

 在这里造成了家庭劳动的加强，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样的“手工业者”早就应该竭尽全力使业主建立工厂了！读者也应记得所谓独立小生产者身受其害的巴甫洛沃出名的“赊购”、“换货”、“抵押妻子”以及诸如此类的盘剥和人身侮辱。 
［注：在危机时期还有这样的情况，人们简直是在白干活，他们用“白的去换黑的”，即用成品去换原料，而且这种情况“相当常见”（上引格里戈里耶夫的著作第93页）。］

 幸而迅速发展的大机器工业，不象工场手工业那样容易容忍这些最坏的剥削形式。我们来提前引证一下关于这一地区工厂生产发展的资料 
［注：《工厂一览表》和《工厂索引》关于全区即包括谢利季巴和瓦恰两村及其周围地区的资料。1890年的《工厂一览表》无疑把厂外工人算入工厂工人的总数中了；我们大致地算出了厂外工人的数字，仅仅对两个最大的厂（扎维亚洛夫家族和Ф．瓦雷帕耶夫两个厂）作了修正。为了使《工厂索引》和《工厂一览表》中的“工厂”数目可以比较，必须只取有15个工人以上的厂（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详见我们的《评论集》中《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编者注）］

 。





	年代
	“工厂”数
	工人数
	生产总额（单位千卢布）


	使用蒸汽发动机的企业数


	有15名工人以上的企业数





	厂内工人
	厂外工人
	
共　　计




	1879年
	31
	？
	？
	1161
	498
	2
	12



	1890年
	38
	约1206
	约1155
	2361
	594
	11
	24



	1894—1895年度
	31
	1905
	2197
	4102
	1134
	19
	31







这样，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工人在开始使用机器的大企业里集中起来。 
［注：巴甫洛沃工业中的一个部门即制锁业的情况相反，雇有雇佣工人的作坊正在减少。亚·尼·波特列索夫（上引书）详细地说明了这一事实，指出它的原因是科夫诺省制锁工厂
 的竞争（施米特兄弟制锁厂，在1890年有500个工人，生产总额为50万卢布；在1894—1895年度有625个工人，生产总额为73万卢布）。］




（9）其他金属加工业

下诺夫哥罗德省下诺夫哥罗德县别兹沃德诺耶村的手工业，也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这个村也是一个工业村，大部分居民都完全不从事农业，它是由几个村组成的一个手工业区的中心。根据1889年地方自治局的调查（《土地估价材料》第8编1895年下诺夫哥罗德版），别兹沃德诺耶乡（581户）有67.3％户不种地，78.3％户没有马匹，82.4％户从事手工业，57.7％户有人识字和有人上学（全县平均数是44.6％）。别兹沃德诺耶的手工业是制造各种金属用品：链条、钓鱼钩、金属带；1883年的生产总额为250万卢布 
［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9编。1897年别兹沃德诺耶村的居民为3296人。］

 ，1888—1889年度为150万卢布 
［注：《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1卷。据《工厂索引》所载，这个地区有4家“工厂”，厂内工人21人，厂外工人29人，生产总额68000卢布。］

 。这一手工业的组织，是用业主材料为业主工作，工作分配给许多局部工人，他们有的在企业主的作坊里做，有的在家里做。例如，在钓鱼钩的生产中，完成各道工序的，有“弯钩工”、“切断工”（在专门的房子里做）和“磨尖工”（在家里磨钩尖的妇女和儿童），所有这些工人都是为资本家做工以领取计件工资，而弯钩工又把工作分给切断工和磨尖工。“现在拉铁丝采用了马拉绞盘；从前拉铁丝是由集合到这里的许多盲人干的……”这也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一项“专业”！“这种生产的环境与其他一切生产截然不同。人们在混浊的空气中工作，呼吸着马粪堆蒸发出来的恶臭。” 
［注：《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1卷第186页。］

 莫斯科省的编筛业 
［注：第5章附录一，第29号手工业。］

 、别针制造业 
［注：第5章附录一，第32号手工业。］

 和金银线拉制业 
［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7卷第1编第2部和《1890年博戈罗茨克县的手工业》。］

 也都是按这种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类型组织起来的。80年代初，在金银线拉制业中，有66家作坊和670个工人（其中79％是雇佣工人），生产总额为368500卢布，其中某些资本主义作坊有时也被列入“工厂”。 
［注：例如，见《工厂索引》第8819号。］



雅罗斯拉夫尔省雅罗斯拉夫尔县布尔马基诺乡（及其附近各乡）的五金业的组织，大概也是同一类型。至少，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同样的分工（铁匠、吹火工、钳工），同样的雇佣劳动的广泛发展（布尔马基诺乡307家铁铺中，231家有雇佣工人），同样的大资本对所有这些局部工人的统治（包买主处于支配地位；铁匠为他们工作，钳工为铁匠工作），同样的资本主义作坊中产品收购和产品生产的结合，其中某些资本主义作坊有时也被列入“工厂”名单之内。 
［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6编1880年的调查；《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1卷（1888—1889年），参看第271页：“几乎全部生产都集中在有雇佣工人的作坊里。”也可参看《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2编第8页和第11页；《工厂索引》第403页。］



在上一章的附录里曾经举出了莫斯科省托盘业和铜器业 
［注：第5章附录一，第19号和第30号手工业。］

 （从事后一种手工业的地区叫做“扎加里耶”区）的统计资料。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雇佣劳动在这些手工业中起主要作用，在手工业中居支配地位的是那些平均一个作坊雇有18—23个工人和生产总额达16000—17000卢布的大作坊。如果再补充一点，这里的分工规模十分广泛 
［注：在铜器业者那里，一个作坊需要5个完成各种工序的工人；在托盘业者那里至少需要3个工人，而“正规的作坊”则需要9个工人。“在大规模的作坊里”，采用“细致的分工”，“是为了提高生产率”（上引伊萨耶夫的书第27页和第31页）。］

 ，那就很清楚，这便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 
［注：根据1890年《工厂一览表》的统计，扎加里耶地区有14家工厂和184个工人，生产总额为37000卢布。把这些数字同上述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加以比较便可看出，工厂统计在这里也只包括广泛发展的贸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上层。］

 。“在现有技术和分工的条件下，小工业单位是一种反常现象，它只有靠把劳动时间延长到最大限度，才能够同大作坊并存”（上引伊萨耶夫的书第33页），例如托盘业者把劳动时间延长到19小时。这里工作日一般都是13—15小时，而小业主则是16—17小时。用商品支付工资的办法很普遍（在1876年和1890年都是这样）。 
［注：参看《博戈罗茨克县的手工业》。］

 我们补充一点，这种手工业早已存在（它的产生不晚于19世纪初），加上各种操作的广泛专业化，也在这里培养了手艺非常精巧的工匠：扎加里耶人的手艺很出名。在这种手工业中还出现了一些不需要事先训练可以直接由童工来做的专业。伊萨耶夫先生正确地指出：“童工能直接担任工作，手艺似乎不学便会，这种情况就已表明，需要对劳动力进行培训的手艺性质正在消失，很多局部操作的简化是手艺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标志。”（上引书第34页）不过应当指出，“手艺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在工场手工业中保留着，因为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同样也是手工生产。


（10）首饰业、茶炊业和手风琴业

科斯特罗马省科斯特罗马县的克拉斯诺耶村，是通常成为我国“人民”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心的那些工业村当中的一个。这个大村（1897年有居民2621人）具有纯城市性质，居民过着小市民式的生活，不从事农业（只有极少的例外）。克拉斯诺耶村是首饰业中心，这一行业包括4个乡51个村（其中包括涅列赫塔县锡多罗沃乡），总共有735户和大约1706个工人。 
［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9编阿·季洛先生的文章；《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3卷（1893年版）。这一行业还在发展。参看1897年《俄罗斯新闻》第231号所载的通讯。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42期。生产总额为100多万卢布，其中工人约得20万卢布，而包买主和商人约赚30万卢布。］

 季洛先生说：“克拉斯诺耶村的大手工业者，如商人普希洛夫家族、马佐夫家族、索罗金家族、丘尔科夫家族等，毫无疑义应该算是这一行业的主要代表。他们购买金、银、铜等材料，雇用工匠，包买成品，把订货交到家里去做，提供货样，等等。”（第2043页）大手工业者有作坊——“试验室”（实验室），在这里锻造和熔炼金属，然后分给“手工业者”去加工；大手工业者还有种种技术设备，如“压机”（压出小物件的压模机）、“压印机”（压印花纹）、“拉丝机”（拉金属丝）、钳工台等等。在生产中广泛地实行分工：“几乎做每件产品都要按规定程序经过好几道手。例如，拿制造耳环来说，手工业业主首先把银子送到自己的作坊，在这里把一部分银子辗压成银页，一部分拉成银丝；然后把这些材料交给各个工匠去定做，如果那个工匠有家属，那么这项工作便分给几个人去做：一个人用压模把银页压出花纹或耳环形，另一个人把银丝弯成穿耳垂的小环，第三个人焊接这些物件，最后，由第四个人研磨做好的耳环。全部工作都不算难，并不需要受很多的训练，焊接和研磨工作常常由妇女和七八岁的儿童来做。”（第2041页） 
［注：“每一种制品，甚至制品的每一部分，在克拉斯诺耶村的手工业者中间都有自己的工匠，因此，在一个家庭里制造戒指和耳环、手镯和胸针等是十分少见的；通常一件制品都是由专业工人各造一部分，这些工人不仅住在不同的家里，而且甚至住庄不同的村子里。”（《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3卷第76页）］

 这里的工作日也特别长，一般都达16小时。实行实物工资制。

下列统计资料（当地的一位金银成色检验员最近公布的）清楚地说明了这一行业的经济结构 
[92]

 ：





	工匠类别
	工匠人数
	百分比
	工人总数（约计）


	百分比
	制品量（单位普特）


	百分比



	不提供制品者
	404
	

}

 66
	1000
	58
	

{


	—
	—



	提供制品12俄磅以下者
	81
	11
	1.3



	提供制品12—120俄磅者
	194
	26.4
	500
	29
	236
	28.7



	提供制品120俄磅以上者
	56
	7.6
	206
	13
	577
	70



	
共　　计

	735
	100
	1706
	100
	824
	100







“前两类工匠（约占工匠总人数的2/3），与其说是手工业者，不如说是在家里做工的工厂工人。”在最高的一类中，“雇佣劳动越来越多……工匠已经开始添购他人的产品”，这一类的上层“以包买为主”，“有4个包买主根本没有开设作坊”。 
［注：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42期。］



图拉城及其附近地区的茶炊业和手风琴业，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一地区的“手工业”一般都是很古老的，它们起源于15世纪。 
［注：见《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9编中弗·波里索夫先生的文章。］

 从17世纪中叶起，这些手工业有了不寻常的发展；波里索夫先生认为，从这时起便是图拉手工业发展的第二阶段。1637年建立了第一个铸铁厂（由荷兰人维尼乌斯建立）。图拉的兵器匠建立了特殊的铁匠镇，形成了拥有各种特权的特殊等级。1696年图拉出现了由一位优秀的图拉铁匠建立的第一个铸铁厂，这一行业传到了乌拉尔和西伯利亚。 
［注：图拉的铁匠尼基塔·杰米多夫·安土菲耶夫在图拉城附近建造了一所工厂，博得了彼得大帝的欢心，并于1702年得到了涅维扬斯基工厂。他的后裔便是乌拉尔的著名矿业主杰米多夫家族。］

 从这时起，图拉手工业的历史便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工匠们开始自设作坊，并把手艺传授给附近的农民。在1810—1820年间出现了第一批茶炊厂。“1825年图拉已经有了43家各种不同的工厂，这些工厂全都属于兵器匠，就连现有的工厂几乎全都属于从前的兵器匠，即现在的图拉商人。”（上引书第2262页）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旧时行会师傅同后来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老板之间的直接继承和联系。1864年图拉的兵器匠们摆脱了农奴制的依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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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小市民；由于乡村手工业者的激烈竞争，收入降低了（这造成了手工业者从城里迁回乡间的现象）；工人们纷纷转向茶炊业、制锁业、刀剪业和手风琴业（图拉第一批手风琴是1830—1835年间出现的）。

茶炊业现在的组织情况如下。为首的是一些大资本家，他们拥有雇用数十名以至数百名雇佣工人的作坊，同时他们把许多局部工序也交给城里和乡间的家庭工人去做；承担这些局部工序的人有时自己也有使用雇佣工人的作坊。当然，除了大作坊以外，还有一些在依次的所有各个阶段都依赖资本家的小作坊。分工是这种生产全部结构的总基础。茶炊的制造过程分为下列几道工序：（1）卷铜板成圆筒（做壶身）；（2）焊合；（3）锉平焊缝；（4）安底座；（5）锻打制品（即所谓“修整”）；（6）清壶里；（7）旋壶身和壶颈；（8）包锡；（9）用钻孔机在茶炊底座和烟筒脖上钻气孔；（10）装配茶炊。其次，另外还有小铜件的铸造：（a）制模和（b）浇注。 
［注：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10编里马诺欣先生曾出色地描绘过彼尔姆省苏克孙的茶炊业。组织情况和图拉茶炊业相同。参看该书第9编波里索夫先生关于1882年展览会展出的各种手工业一文。］

 由于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所以这些工序中的每一项都能成为一种专门的“手工业”。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7编里，波里索夫先生叙述了其中一种“手工业”。这一行业（做茶炊壶身）就是：农民为赚取计件工资，用商人的材料做上述各种局部工序当中的一种。1861年以后，手工业者从图拉城转到乡间去做工，因为乡间生活费用比较便宜，需求水平较低。（上引书第893页）波里索夫先生正确地说明了“手工业者”能够这样长期存在，是由于保留了茶炊的手工锻造：“乡村的手工业者对订活的厂主来说总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他们的劳动比城里的手艺人便宜10—20％。”（第916页）

据波里索夫先生计算，1882年茶炊的生产额约为5000000卢布，工人有4000—5000人（手工业者也包括在内）。在这里，工厂统计也只包括整个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一小部分。根据1879年《工厂一览表》的统计，图拉省有53家茶炊“工厂”（都是手工生产的）和1479个工人，生产额为836000卢布。根据1890年《工厂一览表》的统计，有162家工厂，2175个工人，生产额为1100000卢布，但是在名单中却只有50家工厂（1家有蒸汽机），1326个工人，生产额为698000卢布。显而易见，这次是把成百家小作坊也列为“工厂”了。最后，《工厂索引》指出，在1894—1895年度有25家工厂（4家有蒸汽机），1202个工人（外加607个厂外工人），生产额为1613000卢布。在这些资料中，不论是工厂数量或工人人数，都是不能比较的（由于上述原因，也由于前几年厂内工人和厂外工人都混在一起）。唯有一点倒是毫无疑义的，就是大机器工业不断地排挤工场手工业：1879年，100个工人以上的工厂有两家；1890年还是两家（1家有蒸汽机）；1894—1895年度有4家（3家有蒸汽机）。 
［注：看来，图拉城及其附近的五金业的组织情况也有相似的特点。根据波里索夫先生1882年的统计，从事这种手工业的工人有2000—3000人，生产额约为250万卢布。这些“手工业者”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商业资本。图拉省的小五金“工厂”有时也有厂外工人。（参看《工厂索引》第393—395页）］



处在较低经济发展阶段的手风琴业的组织情况也完全相同。 
［注：手风琴业的发展也是值得注意的，它既是排挤原始民间乐器的过程，也是建立广大国内市场的过程，因为没有这样的市场就不能有细致的分工，而没有分工也就不能使产品价格低廉。“由于手风琴价格低廉，它几乎到处都排挤了原始的民间弦乐器——三弦琴。”（《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9编第2276页）］

 “参加手风琴生产的有十几种专业”（《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9编第236页）；制造手风琴的各个部件或进行某些局部工序，成为各个所谓独立“手工业”的对象。“在萧条的时候，所有手工业者都为工厂或较大的作坊做工，从这些工厂或作坊的业主那里领得材料；在手风琴的需要激增的时候，便出现大批小生产者，他们向手工业者买来各个部件，自己装配成手风琴，把它们送到当地店铺，当时这些店铺很愿意收买手风琴。”（同上）根据波里索夫先生的统计，1882年在这种手工业中有工人2000—3000人，生产总额约为4000000卢布；根据工厂统计，1879年有两家“工厂”和22个工人，生产总额为5000卢布；1890年有19家工厂和275个工人，生产总额为82000卢布；1894—1895年度有1家工厂和23个工人（还有17个厂外工人），生产总额为20000卢布。 
［注：根据图拉城1891年11月29日的调查，城里出售手风琴的店铺有36家，制造手风琴的作坊有34家。（见《1895年图拉省省志》1895年图拉版）］

 蒸汽发动机根本没有采用。所有这些数字的变化表明，对那些已成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复杂机体组成部分的个别企业的取舍，完全是偶然性的。





三　工场手工业的技术。分工及其意义

现在我们根据上述资料来作结论，并考察一下这些资料是否真正说明了我国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

保持手工生产和系统而广泛地实行分工，是我们所考察的一切行业的共同特点。生产过程分为若干局部工序，由各种专业工匠去做。这些专业工匠的培养，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训练，因而 学徒制
 就成为工场手工业的自然伴随物。大家知道，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一般环境中，这种现象会造成各种最坏的人身依附和剥削。 
［注：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在库尔斯克省格赖沃龙县博里索夫卡镇，有一种画圣像的行业，从事这种行业的有500人左右。工匠们大部分不用雇佣工人，而是用每昼夜工作14—15小时的学徒。这些工匠对建立绘画学校的想法抱敌对态度，害怕失去学徒这种无偿的劳动力。（《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1卷第333页）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家庭劳动下的儿童状况一点也不比学徒好，因为家庭工人不得不把工作日延长到极限，要全家全力以赴。］

 学徒制的消灭是同工场手工业的更高发展和大机器工业的形成相联系的，因为机器把训练期缩短到最低限度，或者分出了一些连儿童也能胜任的十分简单的局部工序。（见上面扎加里耶的例子）

手工生产作为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保持下来，说明工场手工业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把工场手工业同工厂加以比较，这种情况就特别显著。分工的发展和深化进行得非常缓慢，因而工场手工业几十年来（甚至几世纪）都保持着它一开始就采用的那种形式。我们看到，在我们考察的各种行业中，有很多是有悠久历史的，然而直到最近，它们当中大多数在生产方法上还没有任何大的改革。

至于谈到分工，我们在这里就不再重复理论经济学中人所共知的那些关于分工在劳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原理了。在手工生产的基础上，除了分工的形式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技术进步。 
［注：“当独立小工业遍布广大地区时，对独立小工业来说，大规模生产的家庭形式和工场手工业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最好的出路。”（哈里佐勉诺夫的著作，载于1883年《法学通报》第11期第435页）］

 我们只想指出两种最重要的情况，来说明作为大机器工业准备阶段的分工的必要性。第一，只有把生产过程分解为一系列最简单的纯粹机械的工序，才有可能使用机器，因为机器最初应用于最简单的工序，只是逐渐地才包括了比较复杂的工序。例如，在织造业中，织布机早就征服了简单织物的生产，但丝织业主要还是采用手工方法。在五金业中，机器首先应用于一种最简单的工序——研磨等等。但是，这种把生产分成各种最简单的工序的做法（这是实行大机器生产所必要的准备步骤），也使小手工业发展起来。附近的居民有可能在自己家中进行这种局部工序，或者用手工工场主的材料给他们做订货（制刷工场手工业中的串鬃，制革业中的缝制羊皮、皮外套、手套及鞋靴等，制梳工场手工业中的修整梳子，替茶炊“做壶身”等等），或者甚至“独立地”购买材料，制造产品的某些部件并把它们卖给手工工场主（宽边帽业，马车制造业，手风琴业等）。小的（有时甚至是“独立的”）手工业的发展竟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发展的表现，这好象是奇谈，然而这是事实。这种“手工业者”的“独立性”完全是虚假的。如果同其他局部劳动，同产品的其他部分 不发生联系
 ，他们的工作就不能进行，他们的产品有时甚至就会没有任何使用价值。而这种联系，只有控制着（以某种形式）大批局部工人的 大资本
 才能建立 
［注：为什么只有资本才能
 建立这种联系呢？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商品生产造成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引起小生产者的彻底分化，因为小手工业给工场手工业留下了资本主义作坊和商业资本。］

 ，而且已经建立起来。民粹派经济学的基本错误之一，就是忽视或者抹杀局部“手工业者”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

第二个情况必须特别强调指出，这就是工场手工业培养了手艺高超的工人。如果没有一个工场手工业培养工人的漫长时代，大机器工业在改革后时期就不可能这样迅速地发展。例如，弗拉基米尔省波克罗夫县“手工”织造业的调查者指出了库德基纳乡（奥列霍沃村和莫罗佐夫家族的一些著名工厂就在这里）织工出色的“技术本领和经验”：“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会见到这样紧张的劳动……这里，织工同卷纬工之间总是实行严格的分工……过去……在库德基纳人中间培养出了……完善的生产技术方法……和在各种困难中找出头绪的本领”。 
［注：《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4编第22页。］

 关于丝织业，他们写道：“不能随便在某个村庄和任意建立多少工厂”，“工厂必须跟随织工进入那些通过外出做零工”（补充一句，或者通过在家里做工）“而形成了一批熟悉业务的工人的村庄” 
［注：同上，第3编第63页。］

 。比如说，如果在基姆雷村地区几百年来没有培养出现在热衷于外出做零工的手艺高超的工人，那么象彼得堡制鞋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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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90年有工人514人，生产额600000卢布，1894—1895年度有工人845人，生产额1288000卢布。］

 这样的企业就不可能发展得这样迅速，等等。所以顺便提一下，工场手工业造成了许多专门从事某种生产和培养出大批手艺高超的工人的广大地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注：“批发手艺”这个术语很确切地说明了这种现象。在科尔萨克的著作中写道：“自17世纪起，农村工业开始比较明显地发展起来：许多村庄，尤其是莫斯科近郊沿着大道的那些村庄，都从事某种手艺的生产；有一些村庄的居民成为制革匠，另一些村庄的居民成为织工，还有一些村庄的居民则成为染色工、大车匠、铁匠等。到上世纪末叶，很多这样的批发手艺（某些人这样称呼它们）在俄国得到了发展。”（上引书第119—121页）］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使工人（包括局部“手工业者”）变成畸形和残废。在分工中出现了能工巧匠和残废者。前者人数极少，他们使调查者惊叹不已 
［注：我们只举两个例子：巴甫洛沃著名的制锁匠赫沃罗夫做的锁，每24把重1左洛特尼克（等于1/96旧俄斤，4.266克。——编者注）。这种锁的零件只有针头那样大。（上引拉布津的书第44页）莫斯科省的一个玩具匠，几乎毕生都从事于装饰辕马，每天能装饰400个。（《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6卷第2编第38—39页）］

 ；后者大批出现，他们是肺部不健康、双手过分发达、“驼背”等等的“手工业者” 
［注：格里戈里耶夫先生这样描写巴甫洛沃的手工业者：“我曾经碰到这样一个工人，他在同一个台钳旁工作了6年，他那只光着的左脚把地板磨得剩下不到一半厚了；他苦笑说：他把地板磨穿，老板也就要赶他走了。”（上述著作第108—109页）］

 。





四　地域的分工和农业同工业的分离

上面已经指出，同整个分工有直接联系的是地区的分工，即各个地区专门生产一种产品，有时是产品的一个品种，甚至是产品的某一部分。手工生产占优势，存在大批小作坊，工人同土地保持联系，工匠被固定在某一种专业上，这一切必然造成工场手工业各个工业地区的闭塞状态；有时这种地方闭塞状态达到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地步 
［注：卡尔戈波尔县的灰鼠毛皮业，谢苗诺夫县的制匙业。］

 ，同外界有往来的只是一些商人-业主。

哈里佐勉诺夫先生在下面冗长的论述中，对地区分工的意义估计不足：“帝国土地辽阔，自然条件差别很大：一个地方林茂兽多，另一地方盛产牲畜，还有些地方粘土和铁矿蕴藏丰富。这些自然特性也决定了工业的性质。由于土地辽阔和交通不便，原料无法运输，或者是运费昂贵。因此，手工业必然要设置在附近有丰富原料的地方。由此就产生了我国工业的特点——在各个广阔的连成一片的地区的商品生产专业化。”（《法学通报》，上引期第440页）

地区的分工并不是我国工业的特点，而是工场手工业（包括俄国和其他国家）的特点；小手工业没有造成这样广大的地区，工厂破坏了这些地区的闭塞状态，促使作坊和大批工人迁移到别的地方。工场手工业不仅造成了连成一片的地区，而且在这些地区内实行了专业化（按商品的分工）。某个地方有原料，这决不是工场手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甚至未必是它的通常条件，因为工场手工业是以相当广泛的商业交往为前提的。 
［注：织造业和巴甫洛沃、格热尔、彼尔姆等地的制革业以及其他许多行业都是用输入的（即非本地的）原料进行加工的。（参看《评论集》第122—124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44—247页。——编者注））］



下面这种情况同上述工场手工业的特点有联系：资本主义的这个演进阶段具有农业同工业分离的特殊形式。最典型的手工业者现在已不是农民，而是不从事农业的“工匠”（另一极则是商人和作坊主）。在大多数场合下（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按照工场手工业类型组织起来的手工业都拥有非农业的中心：或者是城市，或者是（常见得多）村庄，这些村庄的居民几乎都不从事农业，这样的村庄应该列为工商业性质的居民点。工业同农业的分离在这里有很深的基础，其根源既在于工场手工业的技术，也在于它的经济和它的生活（或文化）特征。技术把工人束缚在一种专业上，因而一方面使他不适合于从事农业（体力孱弱等等），另一方面要求他不间断地和长期地从事一种手艺。工场手工业经济结构的特征，是手工业者的分化比小手工业中的分化深刻得多，而我们看到，在小手工业中，工业中的分化同农业中的分化是同时并进的。在大批生产者完全贫困化（这是工场手工业的条件和结果）的情况下，工场手工业的工人是不能由稍微宽裕的农民来补充的。工场手工业的文化特点在于：第一，一个行业存在很久，它（有时是几百年）给居民留下特殊的印记；第二，居民的生活水平较高。 
［注：瓦·沃·先生在他的《俄国手工工业概述》中断言：“在我国……完全抛弃农业的手工业地区很少”（第36页）（我们上面已经指出，恰恰相反，这样的地区很多），“我们在国内所见到的分工不足的现象，与其说是由于工业进步的力量所造成的，不如说是由于农民占有土地的规模没有变动所造成的……”（第40页）瓦·沃·先生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这些“手工业地区”的特点是在技术、经济和文化方面具有特殊的结构，它们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重要的是，“工业村”大部分只得到“最低额份地”（第39页）——（1861年时，它们的工业生活已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了！）——自然，没有官方的纵容，就不会有资本主义。］

 关于第二种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详细谈一谈，但是首先要指出，工场手工业并没有使工业同农业完全分离。在手工技术的条件下，大作坊不可能完全排挤小作坊，尤其是当小手工业者延长工作日和降低自己的需求水平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就象我们所看到的，工场手工业甚至会使小手工业发展起来。因此，在工场手工业的非农业中心周围，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看到一整片其居民也从事各种手工业的农业居民区，这是很自然的。显然，在这方面也突出地表现了工场手工业在小手工生产和工厂之间的过渡性质。既然在西欧，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还不能使工业工人完全脱离农业 
［注：《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779—780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6—817页。——编者注）。］

 ，那么在俄国，在保存着许多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的情况下，这种脱离就不能不推迟。因此，我们再说一遍，非农业中心是俄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最典型特点，它把附近农村的居民（他们都是半农业者半工业者）吸引到自己身边，并且支配着这些农村。

在这里，这些非农业中心的居民文化水平较高这一事实，尤其值得注意。较高的识字率，高得多的需求水平和生活水平，他们同“土里土气的”“乡下佬”的迥然不同，——这就是这些中心的居民的一般特点。 
［注：这一事实很重要，我们不得不再以下列资料来补充第2节中所引用的资料。沃罗涅日省博布罗夫县的布图尔利诺夫卡镇是制革业中心之一。有3681户，其中2383户不从事农业。居民21000多人。识字户占53％，而全县识字户是38％。（博布罗夫县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萨马拉省的波克罗夫斯克镇和巴拉科沃村各有居民15000人以上，其中外地人特别多。不经营者占50％和42％。识字率在中等以上。统计指出，一般说来
 工商业村的特点是识字率较高，“不经营户大批出现”（新乌津斯克县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县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关于“手工业者”文化水平较高的情况，还可参看《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3编第42页，第7编第914页；上引斯米尔诺夫的书第59页；上引格里戈里耶夫的著作第106页及以下各页；上引安年斯基的著作第61页；《下诺夫哥罗德省汇编》第2卷第223—239页；《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2卷第243页；第3卷第151页。其次，也可参看《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3编第109页，那里生动地转述了调查者哈里佐勉诺夫先生同他的车夫——一个丝织工的谈话。这个丝织工激烈而尖锐地攻击农民“土里土气的”生活，攻击他们低下的需求水平、他们的不开化等等，最后感叹地说：“唉！上帝，想想看吧，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有人早已指出，俄国农民对自己的贫困最缺乏认识。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不用说工厂了）的工人在这方面
 的认识，应当说是好得多了。］

 这一事实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它清楚地证明资本主义而且是纯粹“人民”资本主义的进步历史作用，即使最狂热的民粹派分子也未必敢说这种资本主义是“人为的”，因为绝大多数上述中心通常都属于“手工”工业！工场手工业的过渡性质在这里也表现出来了，因为工场手工业仅仅开始改造居民的精神面貌，而完成这种改造的只是大机器工业。





五　工场手工业的经济结构

在我们考察过的所有按工场手工业类型组织起来的手工业中，大量的工人都不是独立的，而是依附于资本的，他们既没有原料，也没有成品，仅仅是领取工资而已。实质上，这些“手工业”中的极大多数工人都是 雇佣工人
 ，虽然这种关系在工场手工业中从来没有达到象工厂所固有的那样充分和纯粹。在工场手工业中，商业资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同产业资本交织在一起，工人对资本家的依附形式和差别也是多种多样的，从在别人的作坊中当雇工开始，接着是为“业主”进行家庭劳动，直到在采购原料或销售产品方面的依附。除了大批依附工人外，在工场手工业中始终还保持有相当数量的所谓独立生产者。但是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依附形式，只是掩盖了工场手工业的一个基本特点：劳动的代表和资本的代表之间的分裂在这里已经充分表现出来。到农民解放时，这种分裂在我国工场手工业的各个最大中心已经由于数代的延续而固定下来。在上面所考察的各种“手工业”中，我们见到大批居民除了依附有产阶级分子去做工，没有任何生活资料，而另一方面，少数富裕的手工业者却差不多掌握了（通过某种方式）一个地区的全部生产。这一基本事实也表明，我国工场手工业与前一个阶段不同，它具有极其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在前一个阶段，也存在着对资本的依附和雇佣劳动，但还未形成任何牢固的形式，也未包括大量的手工业者和大量的居民，还没有引起各个生产参加者集团之间的分裂。在前一个阶段，生产本身还保持着很小的规模，业主同工人之间的差别较小，大资本家（他们总是支配着工场手工业的首位）几乎没有，束缚于一种工序、因而也束缚于把这些局部工序联合成一个生产结构的资本的局部工人也没有。

这里是一位老著作家的证明，它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对上引资料所作的这个评述：“在基姆雷村，也象在其他的所谓俄国富裕村庄（例如巴甫洛沃村）一样，有半数居民是乞丐，专靠施舍为生……假使一个工人生了病，而又是个单身汉，那么他在下周就有连一片面包也吃不上的危险。” 
［注：尼·奥弗相尼科夫
 《伏尔加河流域上游地区同下诺夫哥罗德市集的关系》。《下诺夫哥罗德省汇编》第2卷（1869年下诺夫哥罗德版）中的论文。作者根据的是1865年的基姆雷村资料。这位著作家对于市集作了概述，同时评述了在市集上出现的那些手工业中的社会经济关系。］



因此，早在60年代就已经完全暴露出我国工场手工业经济中的基本特点：很多“著名”“村庄”的“富裕”同极大多数“手工业者”的完全无产阶级化之间的对立。同这一特点有联系的是下面这种情况：最典型的工场手工业工人（即完全或者几乎完全同土地断绝关系的工匠）已经倾向于资本主义的后一阶段，而不是前一阶段，他们接近大机器工业工人甚于接近农民。上面所举的关于手工业者文化水平的资料，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不能把这种评论应用于所有工场手工业的工人。保存大批小作坊和小业主，保持同土地的联系和极其广泛地发展家庭劳动，——这一切都会使工场手工业中很多“手工业者”仍然倾向于农民，想变成小业主，迷恋过去而不是向往未来 
［注：同他们的民粹派思想家完全一样。］

 ，会使他们沉醉于种种幻想，希望有朝一日（靠最紧张的劳动，靠节俭和机灵）变成一个独立的业主 
［注：对于个别独立自主的英雄们（弗·柯罗连科所著《巴甫洛沃随笔》中的杜日金之类）来说，这种变化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有可能，但是，对于大批一无所有的局部工人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

 。下面就是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调查者对这些小资产阶级幻想所作的十分准确的评价：


　　“大工业彻底战胜小工业，把分散在许多小工房中的工人联合到一个丝织厂里，这仅仅是时间问题，这种胜利来得愈快，对织工愈好。现代丝织工业组织的特征，就是各经济等级的不稳定和不固定，就是大生产同小生产以及同农业的斗争。这种斗争使小业主和织工激动不安，使他们一无所得，但却使他们离开了农业，负债累累，并且把萧条时期的一切重担都加在他们身上。生产的积聚不会降低织工的工资，但会使诱惑和拉拢工人、用同他们的全年收入不能相抵的定钱来吸引工人的做法成为多余的事情。随着相互竞争的缓和，厂主们就失掉了花大笔款项以便用债务来捆住织工的兴趣。同时，大生产使厂主的利益同工人的利益，一个人的富有同另一些人的贫穷如此明显地对立起来，以致织工不可能产生使自己成为厂主的愿望。小生产并不比大生产多给织工什么东西，但是它没有大生产那样的稳固性，所以它使工人更深地陷入歧途。手工业织工有一种虚幻的憧憬，他们期望有一天可以安装一台自己的织布机
 。为了达到这个理想，他们竭尽全力，借债，盗窃，扯谎，不把自己的伙伴当作患难朋友，而是当作敌人，当作他们好象在遥远的将来可能得到的那台可怜的机器的竞争者。小业主不了解自己在经济上的缺陷，他们逢迎包买主和厂主，对自己的同伙隐瞒采购原料和销售成品的地点和条件。他们自以为是独立的小业主，但实际上却成为自愿送到大商人手中的可怜工具和玩物。当他们还没有跳出泥坑，只有三四台织布机时，他们就已经在说业主的处境艰难，说织工懒惰和酗酒，说必须保证厂主不遭受债务的损失。小业主，这是工业奴隶制度的化身，就象从前黄金时代执事和管家是农奴制度的生动体现者一样。当生产工具还没有同生产者完全分离，而生产者尚有可能成为独立的业主的时候，当厂主、小业主和包工一方面支配和剥削下层各经济等级，同时又受到上层各经济等级的剥削，因而使包买主同织工之间的经济鸿沟联结起来的时候，工人的社会意识就模糊起来，他们就堕入虚幻的想象中。在应该团结的地方却发生了竞争，而本质上敌对的各个经济集团的利益则一致起来。现代丝织业组织不仅进行着经济剥削，而且在被剥削者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利用他们来模糊工人的意识和腐蚀他们的心灵。”（《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3编第124—126页）







六　工场手工业中的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

——“包买主”和“厂主”

从上面所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发展阶段，除了资本主义大作坊，我们还经常看到为数极多的小作坊；这些小作坊在数量上甚至往往占优势，而在生产总额上则完全起着从属的作用。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小作坊的保存（甚至发展，象我们上面所看到的）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在手工生产的情况下，大作坊对小作坊并不占绝对优势；分工产生最简单的局部工序，促进了小作坊的出现。因此，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 典型现象
 ，就是少数较大的作坊和大量小作坊同时并存。它们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上面所分析的资料使人毫不怀疑：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极其密切的，大作坊正是从这些小作坊成长起来的，小作坊有时只是手工工场的场外部分，在极大多数场合下，属于大业主并使小业主从属于自己的商业资本起着联系大作坊和小作坊的作用。大作坊的业主 必须
 大量采购原料和销售制品。他的商业贸易额愈大，他在收购和出售商品方面以及在检验商品和保管等方面的费用（每一单位产品上的）就愈少，于是手工工场主就把原料零售给小业主，购买他们的制品，把这些制品作为自己的制品转卖出去。 
［注：我们对上面所讲的再补充一个例子。在莫斯科省家具业中（1876年的资料，引自伊萨耶夫先生的书），最大的一些手工业者是捷宁家族，他们生产贵重的家具，“培养了好几代手艺高超的手艺人”。1845年他们建立了自己的锯木厂（1894—1895年度生产总额为12000卢布，工人14人，有1台蒸汽发动机）。应当指出，这个行业共有作坊708个，工人1979人，其中846人即42.7％是雇佣工人，生产总额为459000卢布。从60年代初期起，捷宁家族在下诺夫哥罗德开始大批收购材料，成车厢地买进板子：每100块为13卢布，而卖给小手工业者却是18—20卢布。在7个村庄（有工人116人）中，大部分人都把家具卖给捷宁，而他在莫斯科设有家具和胶合板仓库（建立于1874年），贸易额达40000卢布。为捷宁家族做工的有20个个体生产者。］

 如果盘剥和高利贷同这些出售原料和购买制品的活动结合在一起（这是常有的），如果小业主赊购材料并用制品偿付债款，那么，大手工工场主就能用自己的资本获得高额利润，而这是他从雇佣工人那里永远也得不到的。分工更加促进了小业主对大业主的这种依附关系的发展：大业主或者把材料分配到各家去加工（或完成某些局部工序），或者向“手工业者”购买产品的某些部分和特种产品等等。总之， 商业资本同产业资本之间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是工场手工业最有代表性的特点之一。“包买主”在这里差不多总是和手工工场主（按流行的不正确的用语，把手工工场主叫作“厂主”，把所有稍微大些的作坊都算作“工厂”）交错在一起。因此在极大多数场合下，关于大作坊生产规模的资料， 还丝毫不能说明
 大作坊在我国“手工业”中的实际意义 
［注：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正文中所说的。奥廖尔省特鲁布切夫斯克县的涅基诺村有一个榨油厂，有工人8人，生产总额2000卢布（1890年的《工厂一览表》）。看来，这个小工厂表明，资本在当地榨油业中的作用很小。但是产业资本不大的发展，只意味着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巨大发展，我们从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中了解到，这个村庄186户中有160户完全受当地厂主的盘剥，这个厂主甚至替他们全体缴纳捐税
 ，贷给他们一切必需的东西
 （许多年来就是如此），按压低的价格得到了偿债的大麻。奥廖尔省的大量农民也遭受着这样的盘剥。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对产业资本不大的发展感到高兴呢？］

 ，因为这些作坊的业主不仅支配着自己作坊中工人的劳动，而且支配着大批家庭工人的劳动，甚至事实上还支配着大批所谓独立小业主的劳动，他们对这些小业主来说就是“包买主”。 
［注：因此，可以想象，如果把大手工工场主撇开不去考察（要知道这不是手工工业，而是工厂工业！），而把“包买主”看作“实质上完全是多余的和只是产品销售的混乱所引起的”现象（瓦·沃·先生《俄国手工工业概述》第150页），那么这种“手工业”的经济组织将会被描写成什么样子了！］

 这样，在有关俄国工场手工业的资料中，就非常突出地显示出《资本论》作者所确定的那个规律：商业资本的发展程度同产业资本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7—368页。——编者注］

 。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说明第2节中所记述的各种手工业的特征：这些手工业中大作坊愈少，“包买”就愈发达，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变换的只是资本的形式，而资本在任何情况下都居于支配地位，并且使“独立的”手工业者的处境常常比雇佣工人的处境恶劣得多。

民粹派经济学的基本错误也就在于：它一方面忽视或抹杀了大小作坊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忽视或抹杀了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联系。格里戈里耶夫先生说：“巴甫洛沃区的厂主不过是复杂化了的包买主。”（上引著作第119页）这不仅对于巴甫洛沃一个地方来说是正确的，而且对于大多数按照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类型组织起来的手工业来说，也是正确的。反之亦然：工场手工业中的包买主是复杂化了的“厂主”。工场手工业中的包买主与农民小手工业中的包买主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也就在这里。但是，把“包买主”同“厂主”之间的联系这一事实看作是某种对小工业有利的论据（象格里戈里耶夫先生和其他许多民粹派所认为的），这是在作完全任意的结论，硬要使事实去符合偏见。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资料都证明，商业资本同产业资本结合，就会使直接生产者的状况比雇佣工人的状况恶劣得多，就会延长他们的工作日，降低他们的工资，阻碍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七　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是工场手工业的附属物

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即在家里加工从企业主那里领来的材料以取得计件工资，正如上一章里指出的，在农民小手工业中就存在了。我们在下面还会看到，它同工厂即大机器工业也是同时并存的（而且规模很大）。可见，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都存在，不过它是工场手工业的最大特征。不论农民小手工业或大机器工业，没有家庭劳动也很容易对付。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所固有的特点是保存着工人同土地的联系，在大作坊周围存在着许多小作坊），不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那是很难想象的，几乎是不可能想象的。 
［注：大家知道，在西欧，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特点也是家庭劳动的广泛发展，例如织造业。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叙述工场手工业的典型例子钟表业时指出，指针盘、发条和表壳也很少是在本手工工场内制造的，一般常常是由局部工人在家中做。（《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353—354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9—382页。——编者注））］

 我们已经看到，俄国的资料确实证明，在按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类型组织起来的手工业中，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的办法，得到特别广泛的采用。所以我们认为在本章中考察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特点是极为正确的，即使下面引证的某些例子不可能专门适用于工场手工业。

首先我们要指出，在家庭劳动的情况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有很多中间人。大企业主不可能亲自把材料分配给往往散居各村的千百个工人，这就必然会出现一批中间人（在某些场合甚至出现了各种等级的中间人），他们整批地取得材料，零星地分配出去。于是产生了真正的sweating　system，即榨取血汗的制度，这是最厉害的剥削制度：同工人接近的“工匠”（或是“小工房主”，或是花边业中的“女商人”等等）甚至会利用工人贫困的特殊机会，找出一些在大企业中不可想象的、根本不可能受到任何检查和监督的剥削方法。 
［注：因此，附带说一下，工厂也进行着反对这类中间人的斗争，例如反对“包件工”，即雇用帮工的工人。参看科别利亚茨基《工厂视察机关官员和工厂主手册》1897年圣彼得堡版第24页及以下各页。在关于手工业的一切著作中，记载了很多事实，证明中间人在把工作分配到家里去做的情况下，对手工业者进行无限制的剥削。我们可以举出这方面的例子，如科尔萨克在上引书第258页上的一般评述、“手工”织造业的记载（上面引证的）和莫斯科省妇女手工业的记载（《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6卷和第7卷）等等。］



应当把truck-system，即实物工资制同sweating　system并列，或者作为它的形式之一，实物工资制在工厂中是被追究的，而在手工业中，特别是在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的情况下则仍被广泛采用。上面叙述各种手工业时，已经举出了这种流行现象的例子。

其次，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必然同极不卫生的工作环境联系着。工人一贫如洗，完全没有可能以任何规章来改善劳动条件，住的地方和工作场所混在一起，这些情况就把从事家庭劳动的工人的住所变成不讲卫生和发生职业病的地方。在大作坊中还有可能反对这种现象，而家庭劳动在这方面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最“自由的”形式。

过长的工作日，也是为资本家进行的家庭劳动和整个小手工业的必然特征之一。上面已经举出“工厂”和“手工业者”工作日长短比较的几个例子。

在家庭劳动中，吸收妇女和极年幼的儿童参加生产几乎是常见的现象。现在，我们从莫斯科省妇女手工业的记载中引证一些资料作为例证。从事摇纱的妇女有10004人；儿童从5—6岁（！）起就开始做工，日工资为10戈比，年工资为17卢布。妇女手工业中的工作日一般长达18小时。在针织业中，儿童从6岁起就开始做工，日工资为10戈比，年工资为22卢布。妇女手工业总计：女工37514人；从5—6岁起就开始做工（在19种手工业中，有6种手工业是这种情况，而这6种手工业中共有32400个女工）；平均日工资为13戈比，年工资为26卢布20戈比。 
［注：描述妇女手工业的哥尔布诺娃女士，错算成18戈比和37卢布77戈比，因为她只是根据每种手工业的平均数字，而没有注意各种手工业中女工人数的不同。］



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的最大害处之一，就是使工人需求水平降低。企业主有可能到一些偏僻地方给自己选择工人，那些地方的居民生活水平特别低，因居民同土地有联系而工钱非常便宜。例如，有一个农村制袜作坊主解释说，在莫斯科住房很贵，女工匠“还要吃白面包……而在我们这里，工人在自己的农舍里做工，吃的是黑面包……嘿，莫斯科怎能同我们相比呢？” 
［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7卷第2编第104页。］

 在摇纱业中，工资所以极其低廉，是因为对农民的妻子和女儿等等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补助工资。“这样一来，这个行业中的现行制度，把专靠这个行业收入生活的人的工资降低到极限，而把专靠工厂劳动生活的人的工资降到最低限度的需求以下，或者阻碍后者提高生活水平。二者都造成了极不正常的条件。” 
［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7卷第2编第285页。］

 哈里佐勉诺夫先生说：“工厂要找廉价的织工，并在远离工业中心的织工的家乡找到了这种工人……工资从工业中心到周围地区是逐步降低的，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注：《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3编第63页。同上，第250页。］

 可见，企业主十分善于利用那些人为地把居民阻留在农村的条件。

家庭工人的分散性是这种制度的另一个同样有害的方面。下面是包买主自己对这一害处的鲜明描述：“两者〈向特维尔铁匠收买钉子的大包买主和小包买主〉的活动都根据同样的原则——收买钉子时付一部分钱和一部分铁料， 为了更好商量
 总是掌握一些铁匠在自己家中工作。” 
［注：《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1卷第218页。同上，第280页：厂主伊罗多夫说，对他更有利的是把工作分配给手工织工在家里做。］

 这段话率直地说明了我国“手工”工业的“生命力”！

家庭工人的分散性以及中间人的众多，自然要使盘剥盛行起来，要造成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这种人身依附在农村偏僻地方常常伴随有“宗法式的”关系。工人欠业主的债，在一般“手工业”中特别在家庭劳动的情况下是极其普遍的现象。 
［注：参看莫斯科省制刷业（《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6卷第1编第32页）、制梳业（同上，第261页）、玩具业（第6卷第2编第44页）、首饰业等等行业中工人欠业主债的实例。在丝织业中，织工全都欠厂主的债，厂主代他们缴纳捐税，一般“象租地一样租用织工”等等（《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3编第51—55页）。］

 工人通常不仅是雇佣奴隶，而且是债务奴隶。上文已举出几个例子，说明农村关系的“宗法性”使工人处于怎样的境况。 
［注：关于下诺夫哥罗德省铁匠的情况，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当然，这里业主也剥削工人的劳动，但是规模较小〈？〉，并且是宗法式地进行的，得到大家的同意〈！〉，并无任何误会。”（《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4编第199页）］



前面评述了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现在来考察这种劳动流行的条件，首先必须指出，这种制度同农民被束缚在份地上是联系着的。没有迁徙的自由，离开土地往往要损失一笔钱（就是说，为土地所支付的钱超过从土地所得的收入，出租份地者还要付款给租地者），农民村社处于等级制的隔绝状态，这一切都人为地扩大采用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范围，人为地把农民束缚在这种最坏的剥削形式上。可见，陈旧的制度和充满等级性的土地制度无论在农业或工业中都产生着最有害的影响，使技术上落后的生产形式保留下去，这种生产形式必定使盘剥和人身依附极为盛行，使劳动人民处于最艰难和最孤立无援的地位。 
［注：当然，在一切资本主义社会中，永远会有同意在最恶劣的条件下进行家庭劳动的农村无产阶级；但是，陈旧的制度扩大了采用家庭劳动的范围，使得人们难于同它作斗争。还在1861年，科尔萨克就指出我国家庭劳动的广泛流行同我国土地制度有联系。（上引书第305—307页）］



其次，为资本家进行的家庭劳动同农民的分化有联系，也是毫无疑义的。家庭劳动的广泛流行以下面两个条件为前提：（1）大批 必须
 出卖而且 必须
 廉价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农村无产阶级的存在；（2）在分配工作时能执行代理人任务的非常熟悉本地情况的 富裕
 农民的存在。商人派来的伙计远不是总能执行这个任务（特别是在比较复杂的手工业中），而且也未必能在什么时候象当地农民即“自己的兄弟”那样“巧妙地”执行这个任务。 
［注：我们已经看到，大工业业主、包买主、小工房主、工匠同时也是富裕的农民。例如，我们在莫斯科省饰绦织造业的记述（《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6卷第2编第147页）中看到：“工匠也和他的织工一样都是农民，只是他比织工多一间农舍、一匹马、一头奶牛，也许还有可能全家每天喝两次茶。”］

 大企业主如果不拥有大批可以赊购商品或代售商品，贪婪地抓住一切机会来扩大自己小生意的小企业主，那他们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的业务恐怕连一半都完成不了。

最后，指出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在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过剩人口的理论上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关于俄国资本主义“解放”工人的问题，谁也没有象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以及其他民粹主义者谈论得那样多，然而他们当中谁也不肯费心去分析一下改革后时代俄国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工人“后备军”的那些具体形式。任何一个民粹派都没有注意到这件小事：家庭工人几乎是我国资本主义“后备军”中最大的一部分。 
［注：民粹派的这个错误，由于他们大多数人想遵循马克思的理论而更加严重。马克思极明确地强调了“现代家庭劳动”的资本主义性质，并且特别指出这些家庭工人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形式之一
 。（《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503页及以下各页；第668页及以下各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24—525页及以下各页；第704—705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特别是第23章第4节）］

 企业主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就可以不花费大量资本和很多时间去建造作坊等等，而把生产规模迅速地扩大到自己所期望的程度。生产规模这样迅速扩大常常是市场条件决定的，如由于某一大工业部门的兴旺（例如铁路建设）或由于战争等等情况而出现了急剧增加的需求。 
［注：举一个小例子。在莫斯科省，缝纫业流行很广（据地方自治局统计，在19世纪70年代末全省有本地缝衣匠1123人，外来缝衣匠4291人），而且大部分缝衣匠是为莫斯科服装商人工作的。缝纫业的中心是兹韦尼哥罗德县佩尔胡舍沃乡（见第5章附录—关于佩尔胡舍沃缝衣匠的资料，第36号手工业）。在1877年战争时期，佩尔胡舍沃缝衣匠的生意特别兴隆。他们按专门承包人的订货缝制军用帐篷，师傅们在使用3台缝纫机和雇用10个女日工的情况下，每天可赚得5—6卢布的“收益”。女日工每日工资为20戈比。“据说，在这段繁忙时期，从附近各村住到沙德林诺（佩尔胡舍沃乡的主要村庄）的女日工有300多人。”（上引《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6卷第2编第256页）“在这个时期，佩尔胡舍沃的缝衣匠，即那些作坊主，赚了很多钱，他们几乎都盖起了很好的房屋。”（同上）这几百个女日工也许5—10年才遇上一次繁忙的工作，她们只好在无产阶级后备军的队伍里经常准备着。］

 因此，改革后时代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巨大发展，又是我们在第2章中已经说明的千百万农业无产阶级形成这个过程的另一方面。“从家庭经济（严格说来是自然经济，指的是自己的家庭和邻近集市的少数消费者）的活动中解放出来的人手，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塞满工人的工厂和 大规模家庭生产的迅速扩大
 作了清楚的回答。”（《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3编第20页。黑体是我们用的）现在在俄国，被工业企业主雇用的家庭工人究竟有多少，这从下一节引证的数字中可以看出来。





八　什么是“手工”工业？

在前两章里，我们主要研究了我国通常所说的“手工”工业；现在可以来回答标题中所提出的问题。

为了判断上面所分析的各种工业形式中究竟有哪些在书刊中是列入“手工业”之内的，我们先从一些统计资料谈起。

莫斯科省统计人员在他们关于农民“手工业”的调查报告的结尾，对 所有一切
 非农业的行业作了一个总计。据他们计算，在地方手工业（制造商品的）中，计有141329人（第7卷第3编），不过这里把手艺人（一部分鞋匠、玻璃匠以及其他许多手艺人）和锯木工等等也包括进去了。其中至少有87000人（根据我们对各种手工业的统计）是被资本家雇用的家庭工人。 
［注：我们提醒一下，据哈里佐勉诺夫先生（上引文章）计算，在莫斯科省42种手工业的102245个工人中，有66％在家庭手工制大生产占绝对优势的各种手工业中做工。］

 在我们能够汇总资料的54种手工业中，29446个人里面有17566个雇佣工人，即占59.65％。关于弗拉基米尔省，我们得出了这样的总计（根据5编《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在31种手工业中，共有工人18286人；其中有15447人在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占优势的一些手工业中做工（包括5504个雇佣工人，即所谓二等雇工）。其次有150个农村手艺人（其中有45个雇佣工人）和2689个小商品生产者（其中有511个雇佣工人）。按资本主义方式雇用的工人总数等于（15447＋45＋511＝）16003人，即87.5％。 
［注：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机会读到关于雅罗斯拉夫尔省手工工业的最新著作。（《手工业》1904年雅罗斯拉夫尔雅罗斯拉夫尔省地方自治机关统计局出版社版）从《俄罗斯新闻》（1904年第248号）的详细评论来看，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调查报告。据统计，该省共有18000个手工业者（在1903年有33898个工厂工人）。手工业日益衰落。有雇佣工人的企业占1/5。雇佣工人占手工业者总数的1/4。在有5个和5个以上工人的作坊中做工的，占手工业者总数的15％。在全部手工业者当中，整整有一半是用业主的材料为业主做工的。农业日益衰落：1/6的手工业者没有马匹和奶牛；1/3的手工业者雇人耕种土地；1/5的手工业者不种地。每个手工业者每周工资为一个半卢布！（第2版注释）］

 在科斯特罗马省（根据《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季洛先生的表）总共有83633个本地的手工业者，其中有19701个木材工人（也是“手工业者”！）和29564个为资本家做工的家庭工人；约有19954人在小商品生产者占优势的手工业中做工；约有14414个农村手艺人。 
［注：所有这些数字都是概算的，因为资料没有提供确切的数字。农村手艺人中包括磨粉工、铁匠等等。］

 维亚特卡省9个县总共有（也根据上述《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60019个本地的手工业者，其中磨粉工和榨油工为9672人，纯粹的手艺人（染布）为2032人，部分是手艺人部分是以独立劳动为主的商品生产者为14928人，在部分依附资本的手工业中做工的有14424人，在完全依附资本的手工业中做工的有14875人，在雇佣劳动占完全优势的手工业中做工的有4088人 
［注：所有这些数字都是概算的，因为资料没有提供确切的数字。农村手艺人中包括磨粉工、铁匠等等。］

 。根据《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关于其余各省的资料，我们把在组织方面有比较详细资料的那些手工业编了一张表。总计有97种手工业，107957个工人，生产总额为21151000卢布。其中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占优势的手工业中做工的有70204个工人（18621000卢布），在雇佣工人和被资本家所雇用的家庭工人只占少数的手工业中做工的有26935个工人（1706000卢布），最后，在独立劳动几乎占完全优势的手工业中做工的有10818个工人（824000卢布）。根据下诺夫哥罗德省戈尔巴托夫和谢苗诺夫两县7种手工业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总共有16303个手工业者，其中为集市做工的有4614人，“为业主”做工的有8520人，雇佣工人有3169人，就是说有11689人是被按资本主义方式使用的工人。根据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的手工业调查的资料，在26000个手工业者当中，有雇佣工人6500人（25％），为包买主做工的工人5200人（20％），也就是说45％是被按资本主义方式使用的工人。 
［注：见《评论集》第181—182页。这里也把手艺人（25％）列入“手工业者”之中。把手艺人除外，就有29.3％的雇佣工人和29.5％为包买主做工的工人（第122页），也就是说有58.8％是被按资本主义方式使用的工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11—312页和第244—245页。——编者注）］



尽管这些资料很不完全（我们没有掌握别的资料），但是仍然清楚地表明，整个说来， 许多被按资本主义方式使用的工人
 被列入了“手工业者”数目之内。例如，在家里为资本家做工的工人总共有（根据上面引证的资料） 20万人以上
 。这不过是50—60个县的资料，这些县份远不是都进行过比较充分的调查。在整个俄国，这种工人大约应当有200万人。 
［注：例如在成衣业中，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特别发达，而这个行业正在迅速地发展。“对服装这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在逐年增加。”（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52期，下诺夫哥罗德市集概况）从80年代起，这种生产才大规模地发展起来。现在单莫斯科一个地方，服装生产总额就不下1600万卢布，工人有2万人。据估计，在整个俄国，这种生产达到一亿卢布的生产额（《专家委员会对俄国工业成就的概论》1897年圣彼得堡版第136—137页）。在圣彼得堡，根据1890年的调查，成衣业（第11类第116—118项）中连手工业者的家庭计算在内共有39912人，其中有19000个工人，有13000个带家属的个体生产者。（《1890年12月15日圣彼得堡调查》）根据1897年的调查，俄国从事服装业的共有1158865人，他们的家庭成员为1621511人，共计为2780376人。（第2版注释）（按：第2版注释指本注中最后一句话，其余部分是第1版注释中原有的。——编者注）］

 再加上“手工业者”的雇佣工人（从上面引证的资料可以看出，这些雇佣工人的数字完全不象我们有些人有时所想象的那样少），我们应当承认，200万被按资本主义方式雇用的所谓“工厂”之外的工业工人这个数字，多半是一个最低的数字。 
［注：我们提醒一下，有人计算俄国“手工业者”的人数不少于400万人（这是哈里佐勉诺夫先生计算的数字。安德列耶夫先生计算有750万人，但他的计算方法过于夸张）；因此，本文引证的总计数字大约包括“手工业者”总数的1/10。］



对于“什么是手工工业？”这个问题，根据前两章叙述的资料应该回答如下：这是一个绝对不适用于科学研究的概念，因为它通常包括了从家庭手工业和手艺开始到很大的手工工场的雇佣劳动为止的所有一切工业形式。 
［注：参看《评论集》第179页及以下各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09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

 这种把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混淆起来的做法，在大量“手工业”记载中非常盛行 
［注：想保存“手工业”这个术语作为工业形式的科学定义，在我国著作界引起了对“手工业”一词的纯经院式的论断和释义。一位学者把手工业者“理解”为只是商品生产者，另一位却把手艺人包括在内；一位学者认为同土地的联系是必要的标志，另一位则认为可以有例外；一位学者把雇佣劳动除外，另一位认为可以把16个工人以下的包括在内，等等。不言而喻，这样的议论（而不去研究各种工业形式）不会有任何结果。应当指出，“手工业”这个专门术语之所以有生命力，最主要的是由于俄国社会存在着等级制度：“手工业者”是最低等级中的工业者，可以保护他们，也可以任意地为他们作空洞计划；在这里人们是不区别工业形式的。人们很少在什么时候把商人和贵族（即使他们也是小工业者）列入“手工业者”之中。“手工业”一般是指各种农民的
 手工业，而且仅仅是指农民的手工业。］

 ，而民粹派经济学家却毫无批判、毫无意义地搬用这种做法，他们同科尔萨克这样的著作联系是必要家比较起来是后退了一大步，他们还利用这种流行的概念混乱来创造极其可笑的理论。他们把“手工工业”看作是某种在经济上单一的、自身相同的东西，并且把它同“资本主义” 对立起来
 （原文如此！），而对“资本主义”他们又直截了当地理解为“工厂”工业。例如就拿尼·—逊先生来说。在《论文集》第79页上，你们会看到“手工业资本化〈？〉”这个标题 
［注：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喜欢用的“资本化”这个术语，为了简便起见，在报纸文章中可以应用，但在经济研究中是完全不适当的，因为经济研究的整个目的在于分析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和各个阶段，分析它们的意义、联系和循序发展。而“资本化”这个术语随便怎样理解都可以：雇用一个“工人”，包买，或是一个使用蒸汽机的工厂。如果把这一切都混为一谈，那就请你们去把它弄清楚吧！］

 ，接着就是“关于工厂的资料”，并没有任何保留意见或说明……你们可以看见，这是多么简单：“资本主义”＝“工厂工业”，而工厂工业＝官方出版物中这个标题所意味的东西。 根据
 如此深刻的“分析”，就把大批列为“手工业者”的按资本主义方式雇用的工人从资本主义中除去了。 根据
 这种“分析”，关于俄国各种工业形式的问题就完全避而不谈了。 根据
 这种“分析”，形成了一种最荒谬和最有害的偏见：我国“手工业”和我国“工厂”工业是对立的，后者同前者是分离的，“工厂”工业是“人为的”等等。这正是一种偏见，因为任何人从来也不想接触一下在一切工业部门都表明“手工”工业同“工厂”工业之间有着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资料。

本章的任务就在于指出这种联系究竟是什么，在俄国介乎小工业和大机器工业之间的工业形式在技术、经济和文化上的特点究竟是什么。






[88]

 “包工”是小工房主的别称。包工或小工房主把自己的小工房租给工厂主当厂房，本人也在里面做工。根据与工厂主所订的合同，他们负责房屋供暖和修缮，给织工运送原料，给工厂主运送成品，有时还执行监工的职责。——348。





[89]

 “济姆尼亚基”荒野地区在离弗拉基米尔省亚历山德罗夫县科兹洛夫村5公里以外的地方。——355。





[90]

 税务册是俄国15—17世纪为征收土地税而进行的经济登记的汇总文件。这种经济登记通常以县划区，由莫斯科派专门税务人员前往办理，每当课征单位改变时即重新进行。税务册按居民点编写，详细记载土地情况、居民收入以及街道、店铺、教堂、寺院、堡垒等等的情形。每份独立地产之末，列出总计数字并注明税额。册子的每一页均由税务人员签字，以保证真实。税务册后来还成为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使农民农奴化的手段。现存税务册中，最早的是15世纪末诺夫哥罗德的税务册，最多的是17世纪的税务册。它们是研究俄国社会经济史的宝贵资料。——376。





[91]

 指1897年6月2日（14日）俄国沙皇政府颁布的缩短工厂工作日的法令。这个法令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颁布的。它规定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为11+（1/2）小时（夜班为10小时），而在此以前，工作日是没有限制的，可以达到14—15小时，甚至更长。列宁在《新工厂法》一文中详细地分析和批判了这个法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33—376页）。——378。





[92]

 下表是根据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第42期上刊载的一张比较详细的表编制的。——383。





[93]

 1864年以前，图拉的兵器匠是具有农奴身分的官有的（国家的）兵器匠。他们住在特别的大村里（官有的铁匠大村等），被分配在枪身、枪托、枪机和配件等车间干活。若干村子的农民被编入图拉工厂做烧木炭、看守森林等辅助工作。到解除农奴制依附关系时，图拉总共约有4000名制造兵器的工匠，其中1276名在厂内工作，2362名在家里工作。如把家属计算在内，则兵器匠人口超过两万人。——385。





[94]

 指1878年创办的圣彼得堡机器制鞋公司。该厂在1894—1895年有工人845人，生产总额为1287912卢布。——390。





《列宁全集》第3卷


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一 工厂的科学概念和“工厂”统计的意义


 二 我国的工厂统计




 三 对大工业发展的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




 四 采矿工业的发展




 五 资本主义大企业中的工人人数是否在增加？




 六 蒸汽发动机的统计




 七大工厂的增加




 八 大工业的分布




 九 木材业与建筑业的发展




 十 工厂的附属物




 十一 工业与农业的完全分离




 十二 俄国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　工厂的科学概念和“工厂”统计的意义

谈到大机器工业（工厂工业）时，首先应当肯定，它的科学概念同这个术语通常的涵义完全不一样。我国官方统计和一般书刊都认为，任何有相当数量雇佣工人的相当大的工业企业就是工厂。而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把工业中资本主义的一定阶段即最高阶段叫做大机器工业（工厂工业）。这个阶段主要的和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生产中使用机器体系。 
［注：《资本论》第1卷第13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8—553页。——编者注）。］

 从手工工场向工厂过渡，标志着技术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推翻了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工匠手艺，随着这个技术变革而来的必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最剧烈的破坏，各个生产参加者集团之间的彻底分裂，与传统的完全决裂，资本主义一切阴暗面的加剧和扩大，以及资本主义使劳动大量社会化。因而，大机器工业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峰，是它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 
［注：同上，第2版第1卷第49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20页。——编者注）。］

 的最高峰。

由此可见，正是从手工工场向工厂的过渡，在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谁把这两个阶段混淆起来，谁就不能了解资本主义所起的改革和进步作用。我国民粹派经济学家正是犯了这种错误，象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天真地把一般资本主义同“工厂”工业等同起来，他们想通过对工厂统计资料的简单探讨来解决“资本主义的使命”问题，甚至解决资本主义的“联合作用” 
［注：尼·—逊先生的文章，1894年《俄国财富》第6期第103页和第119页。也散见于他的《论文集》和瓦·沃·先生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

 问题。姑且不说这些著作家在工厂统计问题上暴露出惊人的无知（我们在下面要详细谈到），他们更严重的错误就是非常死板和狭隘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第一，他们令人发笑地把大机器工业的发展问题仅仅归结为工厂统计问题。这不仅是统计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所经历的形式和阶段问题。只有弄清楚这些形式的实质及其特点之后，用经过妥善整理的统计资料来说明某一种形式的发展，这才有意义。如果只限于本国的统计资料，就必然会把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混淆起来，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二，他们把资本主义的全部使命归结为“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加，就是说，他们对理论具有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样深刻的理解，他觉得很奇怪，劳动社会化不过是几百或几千工人在一个场所内锯呀，砍呀，截呀，刨呀等等，为什么人们却要谈论资本主义使劳动社会化呢。 
［注：1883年《祖国纪事》第7期，局外人先生给编辑部的信。］



下面准备做两件事：一方面，我们要详细考察一下我国工厂统计的状况问题和工厂统计资料是否适用的问题。这一工作虽然大部分是消极的，但是很有必要，因为在我国书刊中简直是在滥用这种统计数字。另一方面，我们要分析那些证明改革后时代大机器工业发展的资料。





二　我国的工厂统计

俄国工厂统计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厂主根据本世纪初颁布的法律的要求每年向工商业司呈送的报表。 
［注：我国工厂统计资料来源的详细评述，见《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1872年圣彼得堡版第2部第6编，博克先生整理的《1868年欧俄工厂工业统计材料》，导言，第Ⅰ—ⅩⅩⅢ页。］

 法律关于厂主呈送报表的十分详细的规定，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直到现在，工厂统计还按照完全是改革前的老办法组织的，不过是省长报告的一个附件。“工厂”这个概念没有任何确切的定义，因此省的行政机关，甚至县的行政机关，对这个术语的应用都各不相同。没有一个中央机关来领导正规地统一地收集和审查报表的工作。工业企业分属于各个不同的主管部门（矿业司、工商业司、无定额税务司等），造成了更大的混乱。 
［注：见《评论集》中《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一文，其中详尽地分析了工商业司新近出版的关于我国工厂工业的出版物。（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编者注）］



在附录二中，我们引用了官方出版物中刊载过的关于改革后时代我国工厂工业的资料，即1863—1879年和1885—1891年的资料。这些资料只包括不缴纳消费税的行业，而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数目行业的报表（最完备的是1864—1865年和1885年及以后几年的资料）；因此，我们选出了在1864—1879年和1885—1890年这22年中有报表可查的34种行业。为了判断这些资料的价值。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我国工厂统计方面的最重要出版物。我们从60年代开始。

60年代工厂统计的编者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进行整理的那些资料是极不令人满意的。他们一致认为，厂主报告中的工人人数和生产总额是大大缩小了的；“甚至各省对于什么应当算作工厂也没有一致的定义，例如许多省把风力磨坊、烧砖场和小工业作坊都算进工厂数中，而有些省却没有把它们计算在内，因此，连各省工厂总数的比较材料也失去了意义”。 
［注：彼·谢苗诺夫《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1866年版第1卷序言第ⅩⅩⅦ页。］

 布申、博克和季米里亚捷夫 
［注：《欧俄工厂工业主要部门统计图表（附厂名清册）》1869年、1870年和1873年圣彼得堡版，共3册。］

 的意见更尖锐，他们除此以外还指出：在家里做工的工人也列入了工厂工人之内；有些厂主只报告了住在工厂里的工人，等等。布申先生说：“只要收集原始材料的主要原则不改变，就没有也不会有工场手工业和工厂工业的官方确切统计。” 
［注：《财政部年鉴》第1编第140页。］

 “在许多行业中，显然由于误解而把许多完全不带工厂性质的纯手艺作坊和纯手工业作坊列入工厂表内。” 
［注：同上，第306页。］

 因此，《财政部年鉴》编辑部甚至拒绝对发表的资料作出总计，“不愿把一些不确切的、显然夸大了的数字介绍给大家” 
［注：同上，第306页。］

 。为了使读者对这种明显夸大的程度有一个确切的了解，我们来看一看《财政部年鉴》的资料。《财政部年鉴》比其他一切资料好的一点，就是它有一张生产总额超过1000卢布的工厂清单。现在（从1885年起），生产总额较小的作坊并不列入工厂之内。根据《财政部年鉴》对这些小作坊的统计来看，列入工厂总数中的小作坊是2366个，工人有7327名，生产总额是987000卢布。根据《财政部年鉴》，在71种行业中，工厂总数是6891个，工人有342473名，生产总额是276211000卢布。因此，小作坊占企业总数的34.3％，占工人总数的2.1％，占生产总额的0.3％。不言而喻，把这样小的作坊（每个作坊平均有工人3个多一点，生产总额不足500卢布）算作工厂实在荒谬，要比较完全地把它们登记下来是根本谈不到的。我国的统计不仅把这样的作坊列入工厂之内，甚至还把几百个手工业者完全人为地和任意地合在一起算作一个“工厂”。例如，这个《财政部年鉴》指出，下诺夫哥罗德省戈尔巴托夫县伊兹贝列茨乡的绳索业中，有一个“伊兹贝列茨乡农民”工厂，“有工人929名，纺车308部，生产总额100400卢布”（第149页）；又如，在这个县的沃尔斯马村，有一个“舍列梅捷夫伯爵暂时义务农”工厂，“有铁铺100家，工作台（在房子里）250个，马拉磨3台，手推磨20台，工人902名，生产总额6610卢布”（第281页）。可以设想，这样的统计使人对实际情况有什么样的认识！ 
［注：至于厂主在报告中减少工人人数和生产总额的问题，上述资料在这方面提供了两个值得注意的核对经验。季米里亚捷夫把100多个大厂主给官方统计的报告同他们给1865年展览会的报告作了比较，结果后者的数字比前者多出22％（上引书第1册第Ⅳ—Ⅴ页）。1868年，中央统计委员会以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两省为试点，对工厂工业作了专门的调查（这两省在1868年几乎集中了欧俄全部工厂工人和工厂生产总额的一半）。如果把财政部和中央统计委员会都有资料的行业单列出来，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数字：根据财政部的资料，计有1749个工厂，186521名工人，生产总额是131568000卢布，而根据中央统计委员会的调查，计有1704个工厂，196315名厂内工人和33485名厂外工人，生产总额是137758000卢布。］



在60年代的工厂统计资料中，《军事统计汇编》（1871年圣彼得堡版第4编：俄罗斯）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引用了俄罗斯帝国全部工厂的资料，包括采矿工厂和缴纳消费税工厂的资料，算出1866年欧俄不多不少正好有70631个工厂，829573名工人，生产总额是583317000卢布！！得出这些可笑的数字，第一是因为这些数字不是引自财政部的报表，而是引自中央统计委员会的专门资料（而且这些资料并没有在委员会的任何一种出版物上发表过，究竟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怎样收集和整理的也不知道） 
［注：很有可能，这些资料不过是从省长的报告中引来的，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省长的报告总是大大地夸大工厂数目的。］

 ；第二是因为《军事统计汇编》的编者毫不犹豫地把最小的作坊也列入工厂（《军事统计汇编》第319页），并且对主要的资料补充以其他的资料，如工商业司的资料，军需处的资料，炮兵和海军部门的资料，最后还有“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同上，第ⅩⅩⅢ） 
［注：《军事统计汇编》怎样广泛地应用工厂这个概念，可以从这样一点特别明显地看出，就是它把《财政部年鉴》统计称为“我国大
 企业的统计”（第319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正如我们看到的，1/3的这些“大”企业的生产总额还不到1000卢布！！我们不来更详细地论证不能拿《军事统计汇编》的数字同现代工厂统计资料作比较这一点了，因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已经完成了这项任务（见他的《俄国工厂今昔》一书第336页及以下各页）。参看《评论集》第271页和第275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6—18页和第20—21页。——编者注）。］

 。因此，尼·—逊先生 
［注：《论文集》第125页和1894年《俄国财富》第6期。］

 、卡雷舍夫先生 
［注：1889年《法学通报》第9期和《俄国国民经济资料》1898年莫斯科版。］

 和卡布鲁柯夫先生 
［注：《1895—1896年底在莫斯科大学授课用的农业经济学讲义》1897年莫斯科版第13页。］

 拿《军事统计汇编》的资料同现代资料作比较，就是对我国工厂统计主要资料完全无知，对这种统计采取了完全不加批判的态度。

米·伊·杜·-巴拉诺夫斯基在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宣读的报告中指出《军事统计汇编》的数字是完全错误的，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在讨论他的报告时有些人说，即使工人数目有误差，也是很小的，不过差10—15％。例如瓦·沃·先生就是这样说的（见讨论的速记记录，1898年圣彼得堡版第1页）。瓦·波克罗夫斯基先生“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也只讲了一通空话。（第3页）这些人及其支持者们，甚至不想批判地考察一下我国工厂统计的各种资料，只用一些毫无意义的话来敷衍了事，说什么工厂统计不能令人满意，工厂统计的资料最近好象确切了一些（？？）等等。正如彼·伯·司徒卢威十分正确地指出的，这样，尼·—逊先生和卡雷舍夫先生犯了严重错误这个根本问题就简单地 掩饰过去了
 。（第11页）因此，我们认为把《军事统计汇编》资料中夸大的数字计算一下并不是多余的，这些夸大的数字每个仔细研究资料的人都会很容易而且一定能够发现。关于71种行业，有两种1866年的资料，一种是财政部的（《财政部年鉴》第1编），另一种出处不明（《军事统计汇编》）。《军事统计汇编》把这些行业（冶金业除外）中的欧俄工厂工人人数夸大了 50000人
 。其次，关于《财政部年鉴》因数字“明显夸大”拒绝对它们作详细分析（《财政部年鉴》第306页）而只提供了帝国总数字的那些行业，《军事统计汇编》 还多
 算了 95000名
 工人。在烧砖业方面，夸大的工人人数 至少有10000人
 ；只要同《军事统计汇编》的各省资料以及《财政部所属各机关的通报及材料汇编》1866年第4号和1867年第6号的资料比较一下，就可以证实这一点。在冶金业方面，《军事统计汇编》比《财政部年鉴》夸大的 工人人数是86000人
 ，显然包括了一部分矿业工人。在缴纳消费税的行业方面，《军事统计汇编》夸大了 40000人左右
 ，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里要谈到。总共夸大了 280000人
 。这是 最低的
 和不完全的数字，因为我们没有材料来核对《军事统计汇编》有关 一切
 行业的资料。因此我们可以判断，那些说尼·—逊先生和卡雷舍夫先生错误不大的人对这个问题到底知道多少！

19世纪70年代，对工厂统计资料的汇总和整理工作做得比19世纪60年代少得多。《财政部年鉴》只刊载了1867—1879年间40种行业（不缴纳消费税的）的资料（第8、10、12编，见附录二），没有包括其他行业的理由是那些“与农业生活有关或者是附属于手艺业和手工业”的行业的“材料极不令人满意”（第8编第482页；同书第10编第590页）。19世纪70年代最珍贵的资料是彼·奥尔洛夫先生的《工厂一览表》（1881年圣彼得堡第1版，1879年的资料取自厂主向工商业司呈送的报表）。这个出版物提供了生产总额在2000卢布以上的全部企业清单。其他小的以及同手工业分不开的企业没有列入清单之内， 但包括在
 《工厂一览表》引用的 总计资料中
 。因为没有单独计算生产总额在2000和2000卢布以上的企业总数，《工厂一览表》的总的资料就和过去的出版物完全一样，把小企业和大企业混在一起，而且把各行业和各省中不同数目的小企业列入（当然纯粹是偶然地）统计之内。 
［注：下一节将举出一些例子。这里只引证《工厂一览表》第679页及以下各页；每个人只要看一看这些地方，就会相信正文中所说的是正确的。］

 对于同农业有关联的行业，《工厂一览表》重复了（第396页）《财政部年鉴》的说明：由于资料不确切和不完全，不能对这些行业作出“甚至大约的总计”（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注：在《工厂一览表》第3版（1894年圣彼得堡版）中，没有重复这个说明，其实应当重复，因为资料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虽然做了这样的判断（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还是把所有这些特别不可靠的资料列入了《工厂一览表》的总结之内，和比较可靠的资料混在一起。我们现在列出《工厂一览表》关于欧俄部分的总的资料，同时应该指出，这些资料和以前的资料不同，它也包括缴纳消费税的行业（《工厂一览表》1887年第2版提供的是1884年的资料；1894年第3版提供的是1890年的资料）：






	年代
	工厂数目
	生产总额（单位千卢布）


	工人人数



	1879①
	27986
	1148134
	763152



	1884
	27235
	1329602
	826794



	1890
	21124
	1500871
	875764







　　 
［注①：某些缺少的资料是大致地补充上去的，见《工厂一览表》第695页。］

我们在下面将要指出，工厂数目实际上决不象这些资料所表明的那样不断减少；全部问题在于不同时期把不同数目的小企业算作了工厂。例如，生产总额超过1000卢布的企业，1884年是19277个，而1890年是21124个；生产总额在2000卢布和2000卢布以上的企业，1884年是11509个，而1890年是17642个。 
［注：见《工厂一览表》第2版和第3版中工厂按生产总额的分类。］



从1889年起，工商业司开始出版一种专门性刊物《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1885年和以后各年）。这些资料是以同样的材料（厂主的报表）为基础的，对材料的整理很不能令人满意，还赶不上上述60年代的出版物。唯一改进的地方就是没有把小企业即生产总额不到1000卢布的企业列入工厂数目之内，而关于这些小企业的资料是单独列出的，不按行业来分。 
［注：不言而喻，关于这些小企业的资料完全是带偶然性的：某些省份、某些年代把它们算为几百个、几千个，在另一些省份、另一些年代又算为几十个、几个。例如，比萨拉比亚省从1887年到1890年分别是1479、272、262、1684个，奔萨省从1885年到1891年分别是4、15、0、1127、1135、2148、2264个等等。］

 当然，这样的“工厂”标志是十分不够的，因为靠现在收集资料的方法，要把生产总额超过1000卢布的企业完全登记下来是根本谈不到的；把同农业有关的行业中的“工厂”划分出来，是完全带偶然性的，例如，在某些省份、某些年代把水力磨坊、风力磨坊算作工厂，而在另一些省份、另一些年代又不算工厂 
［注：参看《评论集》第274页的一些例子。（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9—20页。——编者注）杜·-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犯了一个不大的错误，他断言从1885年到1891年，真正的工厂数目减少了（《俄国工厂今昔》第350页），并且把不同时期不同行业的一个工厂的工人平均数加以比较（同上，第355页）。《汇编》的资料非常混乱，不专门整理，是不能利用它来作出这种结论的。］

 。《1885—1887年俄国工厂工业的主要总计》一文（载于这几年的《汇编》中）的作者，忽视了各省资料是不同类的，不能相比的，因而不止一次地犯了错误。最后，再谈一点《汇编》的情况，1891年以前，它只包括不缴纳消费税的行业，从1892年起，就包括了矿业和缴纳消费税的行业在内的所有行业；同时没有把可以同以前的资料作比较的资料单独列出，也完全没有说明把矿厂包括到工厂总数中去的方法（例如，矿厂统计从来没有提供矿厂的产值，而只提供产量。不知道《汇编》的编者究竟是怎样算出生产总额的）。

还有一种有关19世纪80年代的我国工厂工业的资料，它的质量很差，而且卡雷舍夫先生正是利用了这个资料 
［注：尼·亚·卡雷舍夫
 《俄国主要加工工业部门发展状况的统计概述》。1889年9月《法学通报》第9期。除了我们在《评论集》中分析过的卡雷舍夫先生的最新著作外，这篇论文是一个例子，说明不应当使用我国的工厂统计资料。］

 ，因此很值得大家注意。这就是《1884—1885年度俄国资料汇集》（1887年圣彼得堡中央统计委员会版），里面有一张表列出了“欧俄工厂工业的生产总额”（第39表）；工厂和工人的数目只是全俄国的总数，没有按省分开。资料来源就是“省长先生们的报告中的资料”（第311页）。这些资料包括缴纳消费税的行业和矿业在内的所有行业，而且按每个行业算出整个欧俄每个工厂的工人“平均”人数和生产总额。卡雷舍夫先生着手“分析”的就是这些“平均”数。为了判断这些“平均”数的意义，我们把《汇集》和《汇编》的资料作一对比（要进行这种对比，就应当从前一种资料中除去冶金业、缴纳消费税的行业、渔业以及“其他的”行业；还剩下53种行业；这些资料是欧俄部分的）：






	资料
	工厂数目
	工人人数
	生产总额（单位千卢布）





	《俄国资料汇集》
	54179
	559476
	569705



	《工商业司汇编》
	14761
	499632
	672079



	　
	＋39418
	＋59844
	－102374



	　
	＋267％
	＋11.9％
	－15.2％







这样，省长们的报告把几万个农业和手工业小企业都列为“工厂”了！当然，在有些行业、有些省和县，把这样的企业列为工厂完全是带偶然性的。下面就是《汇集》和《汇编》中一些行业的工厂数目的例子：熟制毛皮业——1205个和259个；制革业——4079个和2026个；椴皮席业——562个和55个；淀粉糖浆业——1228个和184个；面粉业——17765个和3940个；榨油业——9341个和574个；焦油炼制业——3366个和328个；烧砖业——5067个和1488个；陶器瓷砖业——2573个和147个。可以设想，根据用这种计算“工厂”的办法得出的“平均数”来判断我国工厂工业的“企业规模” 
［注：卡雷舍夫先生的论文第4节。应当指出，除《汇编》外，可以拿奥尔洛夫先生的《工厂一览表》同《汇集》比较，这个《工厂一览表》的第2版（1884年）是卡雷舍夫先生也引证过的。］

 ，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统计”！而卡雷舍夫先生就是这样来判断的，他只把上述一个工厂（全俄国的）的工人“ 平均数
 ” 超过100人
 的那些行业列为大工业。用这种少有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上述规模意义上的大工业”只提供全部生产总额的1/4！！（上引文章第47页） 
［注：“于是，比较小型的企业就提供了后者〈全年生产总额〉的3/4。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也许是俄国国民经济中许多非常重要的因素。顺便指出，这里应当包括大批居民的土地制度
 ，包括全力阻碍我国工厂工人这个专业阶级发展的村社的生命力〈原文如此！〉。与此相结合的〈！〉，还有俄国这一〈中部〉地带产品家庭加工形式的普及
 ，而这一地带也是我国工厂最主要的所在地。”（同上，黑体是卡雷舍夫先生用的）可怜的“村社”！它要对一切负责，甚至要对它的博学的信徒所犯的统计错误负责！］

 。下面我们要说明，工人在100和100以上的工厂，事实上集中了我国工厂工业全部生产总额的一半以上。

顺便指出，各地省统计委员会的资料（供省长报告用）的特点，始终是“工厂”概念的极不明确和登记小企业的偶然性。例如，1893—1894年度在斯摩棱斯克省，有些县把几十个小油坊列为工厂，而另一些县却一个也没有；该省共计有焦油炼制“工厂”152个（根据1890年的《工厂一览表》，一个也没有），有些县的登记也带有偶然性，等等。 
［注：资料引自德·日班科夫先生的著作《斯摩棱斯克省的工厂卫生调查》（1894年斯摩棱斯克版第1编）。］

 90年代在雅罗斯拉夫尔省，地方统计机关计算有3376个工厂（根据1890年的《工厂一览表》是472个），其中包括（在某些县）几百个磨坊、铁铺、小型马铃薯淀粉厂等。 
［注：《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2编。也可参看《1895年图拉省省志》（1895年图拉版）第6篇第14—15页：《1893年工厂一览表》。］



最近我国工厂统计进行了一次改革，修改了收集资料的规程，改变了“工厂”的概念（提出了新的标志：有机器发动机或15名以上工人），吸收工厂视察机构参与收集和审核资料。读者要知道详细情况，请参看我们《评论集》的上述文章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收载的《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一文。——编者注］

 ，这篇文章详细地分析了按新的规程编纂的《工厂索引》（1897年圣彼得堡版） 
［注：按照卡雷舍夫先生的计算，《工厂索引》有关欧俄部分的资料的总计如下：工厂14578个，工人885555名，生产总额1345346000卢布。］

 ，并且指出，尽管进行了改革，但是我国的工厂统计 几乎看不出
 有什么改进，“工厂”的概念仍然极不明确，资料依旧常常是完全带偶然性的，因此在使用这些资料时需要极其慎重 
［注：在工商业部出版的工厂视察员报告汇编（1901—1903年）中，有工厂数目和工厂工人人数的资料（俄国64省），工厂是按工人人数分类的（不满20人，21—50人，51—100人，101—500人，501—1000人，超过1000人）。这是我国工厂统计的一大进步。大作坊（工人在21人或21人以上）的资料大概比较可靠一点。工人不满20名的“工厂”的资料显然带有偶然性，毫无用处。例如，1903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工人不满20名的工厂有266个，工人共1975名，即每个工厂平均不到8个工人。在彼尔姆省，这样的工厂只有10个，工人共159名！这显然是可笑的。1903年64个省的总计是：工厂15821个，工人1640406名，如果除去工人不满20名的工厂，结果是工厂10072个，工人1576754名。（第2版注释）］

 。只有正确的、按欧洲方式组织起来的工业调查，才能使我国工业统计摆脱混乱状态。 
［注：参看1896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35期。关于下诺夫哥罗德代表大会的报告和讨论的报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非常突出地说明了工厂统计的混乱状态，描述了调查表怎样传到“直至下级警官手里，下级警官最后当然把调查表凭收条发给自己认为值得注意的工业企业，而且常常是他去年送过调查表的工业企业”；——描述了这个调查表的填写情形：或者是“象去年”那样填写（只要看一看工商业司关于某些省的某些行业的《汇编》，就会深信这是实话），或者就乱填一通等等。］



从上面对我国工厂统计的概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工厂统计资料如果不加专门整理，在极大多数场合是不能用的；整理的主要目的，应当是把比较适用的和绝对不适用的资料区别开来。在下一节里，我们将在这方面考察一些最重要的行业的资料，现在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俄国工厂的数目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这个问题的主要困难，就在于“工厂”的概念在我国工厂统计中用得很乱。因此，有时根据工厂统计资料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否定回答（例如卡雷舍夫先生所作的）是不可能有任何意义的。首先必须对“工厂”这个概念定出一种确切的标志，没有这个条件，而只根据关于一些企业（在不同时期，不同数目的小磨坊、小油坊、小烧砖场等等都被列入这些企业的数目之中）的资料，就来说明大机器工业的发展，这是荒谬的。如果把企业有工人16人以上作为这种标志，那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工业企业1866年在欧俄最多有2500—3000个，1879年约有4500个，1890年约有6000个，1894—1895年度约有6400个，1903年约有9000个 
［注：这是除矿业以外的所有行业（即包括缴纳消费税的行业在内）的资料。1879年、1890年和1894—1895年度的资料，我们是根据《工厂一览表》和《工厂索引》计算出来的。《工厂索引》的资料中删去了印刷所，因为它从前不在工厂统计之列。（见《评论集》第273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8—19页。——编者注））根据《财政部年鉴》71种行业的资料，1866年共有企业6891个，其中工人在16名和16名以上的有1861个；1890年，这71种行业占工人在16名和16名以上的企业总数的4/5左右。我们认为，我们采用的“工厂”概念标志是最确切的，因为把工人在16名和16名以上的企业列为工厂，对于我国工厂统计的各种不同规程和一切行业来说，都是毫无疑问的。无疑，工厂统计过去从来不可能、而且现在也不可能把所有工人在16名和16名以上的企业都登记下来（见第6章第2节的例子），可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过去的遗漏比现在更多。1903年的资料，我们是根据《工厂视察员报告汇编》计算出来的。欧俄50个省工人超过20名的工厂有8856个。］

 。因此， 俄国工厂数目在改革后时代是在增加，而且增加得相当迅速
 。





三　对大工业发展的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

上面已经指出，要根据工厂统计资料来判断大工业的发展，必须把工厂统计中比较适用的材料跟绝对不适用的材料区分开来。我们就本着这个目的来考察我国加工工业的几个最主要的行业。


（1）纺织业

制呢业在羊毛加工业中占主要地位，1890年的生产总额超过3500万卢布，工人超过45000名。这个行业的历史统计资料表明，工人人数在大大减少，即从1866年的72638人减少到1890年的46740人。 
［注：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我们用的1866年的资料都是《财政部年鉴》的，1879和1890年的资料都是《工厂一览表》的。《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2卷）提供了制呢业从1855到1879年的逐年资料；下面是1855—1859年到1875—1879年两个五年的工人平均数：107433；96131；92117；87960和81458。］

 为了估计这种现象，必须注意到19世纪60年代以前（包括60年代）的制呢业具有一种独特的组织：生产集中在较大的企业中，但这些企业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的工厂工业，而是以农奴或暂时义务农的劳动为基础的。因此，在60年代“工厂”工业的概述中，制呢厂分为（1）地主或贵族的和（2）商人的。前者主要生产军用呢，而且政府订货是按机器数目在各厂之间平均分配的。由于实行强制性劳动，这些企业的技术很落后，所用工人人数要比以自由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商人工厂多得多。 
［注：见《俄国工场手工业各部门概述》1862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着重参看第165页和第167页。也可参看《军事统计汇编》第357页及以下各页。现在，在制呢业厂主名单中，很少看到在19世纪60年代占绝大多数的那些著名贵族的名字了。］

 制呢业中工人人数的减少，主要出现在地主工厂省份；例如，在13个地主工厂省份（《俄国工场手工业各部门概述》中指出的），工人人数从32921人减少到14539人（1866—1890年），而在5个商人工厂省份（莫斯科省、格罗德诺省、里夫兰省、切尔尼戈夫省和圣彼得堡省），工人人数只从31291人减少到28257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趋向，可是这两种趋向都反映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即一方面是世袭占有性质的地主企业的衰落，另一方面是商人作坊向纯粹的资本主义工厂的发展。60年代很多制呢业工人根本不是确切涵义下的 工厂
 工人，他们是为地主做工的依附农民。 
［注：下面是引自地方自治局统计中的两个例子。关于萨拉托夫省沃利斯克县Ｈ．П．格拉德科夫制呢工厂（1866年有工人306名），我们在该县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第275页）中看到，农民是被迫在地主的工厂中工作的。“他们在工厂中工作到结婚，然后去服徭役。”1866年，在梁赞省拉年堡县里亚瑟村，有一个有180名工人的制呢工厂。农民服徭役就是在工厂做工，这个工厂在1870年关闭。（《梁赞省统计资料汇编》1882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1编第330页）］

 制呢业是俄国历史上把农奴劳动应用到工业中去的独特现象的一个例子。因为我们在这里只谈改革后时代，所以上面简单地指出这种现象在工厂统计中有反映也就够了。 
［注：见尼谢洛维奇《俄罗斯帝国工厂立法史》1883—1884年圣彼得堡版第1部和第2部。阿·谢苗诺夫《对17世纪中叶到1858年俄国对外贸易和工业的历史资料的研究》1858—1859年圣彼得堡版，共3部。瓦·伊·谢美夫斯基《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代的农民》1881年圣彼得堡版。《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卫生统计部分》1890年莫斯科版第4卷第1册（总集），亚·瓦·波果热夫的论文《18世纪末19世纪初莫斯科省世袭占有性质的工厂及其日常活动》。米·杜·-巴拉诺夫斯基《俄国工厂今昔》1898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

 为了判断这个部门大机器工业的发展，我们还要举出下列蒸汽发动机的统计资料：1875—1878年，欧俄毛纺业和制呢业中有使用机器的企业167个，蒸汽机209台，共4632马力；1890年，使用机器的企业197个，蒸汽机341台，共6602马力。可见，蒸汽的应用发展并不很快，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地主工厂保持传统习惯，一部分是由于较廉价的精梳毛织品和混纺织品排挤了呢织品。 
［注：参看《专家委员会对俄国工业成就的概论》1897年圣彼得堡版第60页。］

 在毛织业中，1875—1878年有使用机器的企业7个，蒸汽机20台，共303马力，到1890年，有使用机器的企业28个，蒸汽机61台，共1375马力。 
［注：这里以及下面提到的蒸汽发动机的资料都引自《俄罗斯帝国蒸汽发动机统计材料》1882年圣彼得堡中央统计委员会版；1890年的资料引自《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使用机器的企业的数目资料引自《工厂一览表》。］



我们还要谈一谈羊毛加工业中的制毡业，制毡业特别突出地表明不同时期的工厂统计资料是不能相比的。例如，1866年有工厂77个，工人295名，1890年有工厂57个，工人1217名。在前一个数字中，生产总额不满2000卢布的小企业有60个，工人137名，在后一个数字中，这种企业只有1个，工人4名；1866年，下诺夫哥罗德省谢苗诺夫县有小企业39个，现在这个地方的制毡业也大大发展了，但它被列入“手工业”生产，而没有被列入“工厂”生产。（见第6章第2节（2））

其次，棉花加工业在纺织业中占有特别显著的地位，它现在拥有20万以上工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工厂统计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就是把按资本主义方式被雇用的家庭工人同工厂工人混在一起。在这里（以及在其他许多场合），大机器工业的发展就是把家庭工人吸收到工厂里来。显然，如果把分活站和小工房列为“工厂”，如果把家庭工人跟工厂工人混在一起，那么这个过程就会被歪曲得不成样子！1866年（根据《财政部年鉴》），我们计算出被列为工厂工人的家庭工人达22000名（而且这个数字远非全部数字，因为在《财政部年鉴》中的莫斯科省部分，显然由于纯粹偶然的原因而略去了关于“在各村干活”的注释，这种注释在弗拉基米尔省部分是很多的）。1890年（根据《工厂一览表》），我们计算出这样的工人只有9000名左右。显然，工厂统计数字（1866年棉织厂的工人有59000名，1890年有75000名）把实际上增加的 工厂
 工人人数 减少了
 。 
［注：参看上引杜·-巴拉诺夫斯基的书第420页。谢苗诺夫算出资本家在各村雇用的手工织工的总数，在1859年大约为385857人（上引书第3部第273页），另外还有在农村中从事“其他工厂生产”的工人20万（同上，第302页）。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现在按资本主义方式被雇用的家庭工人人数要多得多。］

 下面就是关于哪些不同的企业在不同时期被列为棉织“厂”的资料 
［注：生产总额不满2000卢布的企业都列为小工房。1868年中央统计委员会对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各工厂进行的专门调查资料不止一次地表明，小织布企业的生产总额不过是工资而已。把活计分到家里去做的企业都列为公活站。1866年这些企业的数目远非全部的数目，因为莫斯科省有明显的遗漏。］

 ：






	年代
	棉织“厂”总数
	其中包括



	工厂
	分活站
	小工房



	1866
	436
	





	256






	





	38






	142



	1879
	411
	209
	66
	136



	1890
	311
	283
	21
	7







因此，“统计”所指出的“工厂”数目的减少，事实上就是工厂排挤分活站和小工房。我们拿两个工厂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年　代
	舒亚城的И．Н．捷连季耶夫工厂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城的И．Н．加列林工厂



	　
	机器织布

机


	工　　人
	生产总额（单位千卢布）


	　
	机器织布

机


	工　　人
	生产总额（单位千卢布）





	厂内工人


	厂外工人


	
共　　计

	厂内工人


	厂外工人


	
共　　计




	1866年
	手工的
	—
	205
	670
	875
	130
	分活站
	—
	？
	1917
	1917
	158



	1879年
	蒸汽的
	648
	920
	—
	920
	1346
	蒸汽的
	893
	1274
	—
	1274
	2137



	1890年
	同上
	1502
	1043
	—
	1043
	1244
	同上
	1141
	1483
	—1483
	2058
	　



	1894－1895年度
	同上
	？
	1160
	—
	1160
	1878
	同上
	？
	2134
	—
	2314
	2933







因此，用机器织布机数目的资料来判断这个部门大机器工业的发展，是最合适的。在19世纪60年代，机器织布机约有11000台 
［注：《军事统计汇编》第380页。《俄国工场手工业各部门概述》1863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第451页。1898年，在棉织业（大概是整个帝国的）中共计有机器织布机100630台。《专家委员会对俄国工业成就的概论》第33页。］

 ，1890年约有87000台。可见，大机器工业的发展是极其迅速的。在棉纺织业中，1875—1878年有使用机器的企业148个，蒸汽机481台，共20504马力，到1890年，有使用机器的企业168个，蒸汽机554台，共38750马力。

在亚麻布生产方面，我国统计也犯了完全同样的错误，错误地指出工厂工人人数减少了（1866年是17171人；1890年是15497人）。事实上，在1866年亚麻布厂厂主的16900台织布机中，只有4749台在工厂里，其余12151台在小工房主那里。 
［注：《军事统计汇编》第367—368页；军需处资料。］

 因此，1866年列为工厂工人的家庭工人约有12000人，而1890年只有3000人左右（根据《工厂一览表》计算）。机器织布机的数目从1866年的2263台（根据《军事统计汇编》计算）增加到1890年的4041台，纱锭则从95495个增加到218012个。在亚麻纺织业中，1875—1878有使用机器的企业28个，蒸汽机47台，共1604马力，到1890年，使用机器的企业48个，蒸汽机83台，共5027马力。 
［注：在丝织业中，1879年有机器织布机495台、手工织布机5996台（《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到1890年有机器织布机2899台、手工织布机7500多台。］



最后，在纺织业中还应当谈一谈染色业、印花业和后处理业，在这些行业中，工厂统计把只有1—2个工人和生产总额只有几百卢布的最小的手艺作坊跟工厂混在一起了。 
［注：例如在1879年，这些行业有工厂729个；其中466个工厂共有工人977名，生产总额为17万卢布。现在，在维亚特卡省和彼尔姆省关于手工业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工厂”。］

 显然，由此就会产生不少的混乱，使人看不清大机器工业的迅速增长。下面就是关于大机器工业迅速增长的资料：洗毛业、染色业、漂白业和上浆业在1875—1878年有使用机器的企业80个，蒸汽机255台，共2634马力，到1890年有使用机器的企业189个，蒸汽机858台，共9100马力。


（2）本材加工业

在这一部门中，最可靠的是锯木业的资料，虽然以前也把小企业计算在内。 
［注：参看《军事统计汇编》第389页；《俄国工场手工业各部门概述》第1卷第309页。］

 在改革后时代，这种行业有很大发展（1866年是400万卢布，1890年是1900万卢布），工人人数增加很多（从4000增到15000），使用蒸汽机的工厂也大量增加（从26个增到430个）。这种现象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突出地证明了木材业的发展。锯木业只是木材业作业的一种，而木材业是大机器工业初期的必然伴随者。

至于这个部门的其他行业，如家具业、椴皮席业、树脂焦油炼制业，它们的工厂统计资料特别混乱。这些行业中有那么多小企业以前被随意列为“工厂”，甚至现在有时还被列为工厂。 
［注：例如在1879年，91个椴皮席厂中生产总额不满1000卢布的就有39个（参看《评论集》第155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82页。——编者注））。在树脂焦油炼制业中，1890年有工厂140个，生产总额都超过2000卢布；1879年有工厂1033个，其中有911个生产总额不满2000卢布；1866年有工厂669个（全国），而《军事统计汇编》居然计算出有3164个！！（参看《评论集》第156页和271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84页和《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6—17页。——编者注））］




（3）化学工业、畜产品加工业和陶瓷业

化学工业本身的资料是比较可靠的。下面就是关于它的增长情况的资料：1857年俄国消费的化学产品价值1400万卢布（国内生产340万卢布，进口1060万卢布）；1880年为3625万卢布（国内生产750万卢布，进口2875万卢布）；1890年为4270万卢布（国内生产1610万卢布，进口2660万卢布）。 
［注：《军事统计汇编》，《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和《俄国的生产力》第9编第16页。工人人数在1866年是5645人；1890年是25471人；1875—1878年有使用机器的企业38个，蒸汽机34台，共332马力，而1890年有使用机器的企业141个，蒸汽机208台，共3319马力。］

 这些资料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化学工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为大机器工业制造辅助材料，即 生产性
 消费品（不是个人消费品）。关于碳酸钾和硝酸钾的生产，我们要指出，工厂数目不可靠，还是因为把小企业算进去了。 
［注：参看1879年和1890年《工厂一览表》关于碳酸钾生产。现在硝酸钾生产集中在圣彼得堡的一个工厂，在60年代和70年代则用堆（粪堆）制法制造硝酸钾。］



油脂加工业在改革后时代无疑是下降了。例如，脂烛和炼脂业的生产总额在1866—1868年是1360万卢布，而1890年是500万卢布。 
［注：在60年代和70年代，这个行业中也有许多小企业被列为工厂。］

 下降的原因是愈来愈广泛地用矿物油来照明，旧的脂烛就被排挤。

在制革业方面（1866年有企业2308个，工人11463名，生产总额为1460万卢布；1890年有企业1621个，工人15564名，生产总额为2670万卢布），统计经常把工厂和小企业混在一起。这一行业的材料价格较高，生产总额必然也高，而需要的工人很少，因此要区分手工业企业和工厂企业就特别困难。1890年，所有工厂（1621个）中生产总额不满2000布的只有103个；1879年，所有3320 
［注：1875年，基塔雷教授在《俄国制革业图表》一书中计算出有企业12939个，生产总额4750万卢布，而工厂统计计算出有作坊2764个，生产总额2650万卢布。（《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在该部门的另一行业熟制毛皮业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把工厂同小企业混淆在一起的情形。参看1879年和1890年的《工厂一览表》。］

 个工厂中生产总额不满2000卢布的有2008个；1866年，在2308 
［注：《军事统计汇编》甚至计算出有3890个工厂！！］

 个工厂中，生产总额不满1000卢布的有1042个（这1042个工厂有工人2059名，生产总额为474000卢布）。可见，工厂数目增加了，虽然工厂统计表明工厂数目减少了。小制革企业现在也很多：例如，根据财政部出版的《俄国工厂工业和商业》（1893年圣彼得堡版）统计，手工业工厂约有9500个，工人21000名，生产总额为1200万卢布。这些“手工业”企业比60年代列为“工厂”的企业要大得多。由于不同省份、不同年代小企业列为“工厂”的数目都不同，所以必须更加谨慎地对待这一行业的统计资料。根据蒸汽发动机的统计，在这一行业中，1875—1878年有使用机器的企业28个，蒸汽机33台，共488马力，而在1890年有使用机器的企业66个，蒸汽机82台，共1112马力。在这66个工厂中，集中了5522名工人（占工人总数1/3强），生产总额为1230万卢布（占总生产额46％），所以生产的积聚是很高的，最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比平均生产率高得多。 
［注：如果把1890年《工厂一览表》中开列的工厂按建立时间加以分类，那就会看出，在1506个工厂中，建立时间不详的有97个，1850年以前建立的有331个，50年代建立的有147个，60年代建立的有239个，70年代建立的有320个，80年代建立的有351个，1890年建立的有21个。后一个十年建立的工厂都比前一个十年多。］



根据工厂统计资料的性质，陶瓷各行业可以分为两类。有一类行业几乎看不到大生产同小生产混在一起的情形。因此，统计资料比较可靠。这里包括下面几种行业：玻璃、细瓷、粗瓷、石膏和水泥。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证明建筑业发展的水泥业的迅速增长：生产总额1866年是530000卢布（《军事统计汇编》），1890年是3826000卢布；使用机器的企业在1875—1878年有8个，1890年有39个。相反，在陶器业和烧砖业中，包括进去了大量小企业，因此60年代和70年代的工厂统计资料，特别不能令人满意，特别夸大。例如根据统计，陶器业1879年有企业552个，工人1900名，生产总额为538000卢布，1890年有企业158个，工人1978名，生产总额为919000卢布。我们把小企业（生产总额不满2000卢布的）除去之后，得到的数目是：1879年有企业70个，工人840名，生产总额为505000卢布；1890年有企业143个，工人1859名，生产总额为857000卢布。也就是说，并不象统计所表明的那样“工厂”数目减少了，工人人数没有增加，实际上两者的数目都大大增加了。在烧砖业方面，官方的资料是：1879年有企业2627个，工人28800名，生产总额为6963000卢布；1890年有企业1292个，工人24334名，生产总额为7249000卢布。如果除去生产总额不满2000卢布的小企业，那就会看出，1879年有企业518个，工人19057名，生产总额为5625000卢布，1890年有企业1096个，工人23222名，生产总额为7240000卢布。 
［注：这些行业中的小作坊现在都列为手工业作坊。可参看小手工业的表（附录一）或《评论集》第158—159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85—286页。——编者注）。由于资料显然是夸大的，所以《财政部年鉴》（第1编）没有对这些行业作出总计。从这个时候起，统计工作的进步就是更加大胆、更加漠视材料的可靠性。］




（4）冶金业

在冶金业的工厂统计中，自相矛盾的来源是：第一，把小企业包括在内（特别是60年代与70年代） 
［注：例如，在60年代，某些省就把几十个铁铺算作“铁工厂”。见《财政部所属各机关的通报及材料汇编》1866年第4号第406页；1867年第6号第384页。《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第2部第6编。也可参看上面（第2节）举出的1866年的《财政部年鉴》把巴甫洛沃区的小手工业者算作“厂主”的例子。］

 ；第二，而且是主要的，矿厂不是归工商业司“管辖”，而是归矿业司“管辖”。财政部的资料通常“在原则上”是把矿厂除外的，但是区别矿厂与其他工厂的划一的不变的规则却从来没有过（也未必能规定出来）。因此，财政部的工厂统计出版物总是也计入一部分矿厂，而且计入的范围在不同省份与不同年代并不相同。 
［注：见《评论集》第269页和第284页的例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15页和第30—31页。——编者注）——对于卡雷舍夫先生忽视这种情况而犯的错误的分析。例如，1879年的《工厂一览表》把库列巴基和维克萨的矿厂或其分厂计算在内（第356页和第374页），而1890年的《工厂一览表》则把它们除外。］

 改革后冶金业应用蒸汽发动机增长情况的总的资料，我们将在下面考察采矿工业时加以引证。


（5）食品业

这些行业在我们感到兴趣的那个问题上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工厂统计资料的自相矛盾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而在我国工厂工业的总计中，这些行业又占有显著的地位。例如，根据1890年的《工厂一览表》，欧俄的工厂总数为21124个，工人为875764名，生产总额为1501000000卢布，其中从事这些行业的工厂为7095个，工人为45000名，生产总额为174000000卢布。问题在于这一部门的主要行业（磨粉、碾麦与榨油）是农产品的加工。从事这种加工的小企业，在俄国每一省都有几百几千个，因为没有任何区分“工厂”与这些小企业的公认的规则，所以统计也就 完全偶然地
 计入了这些小企业。因此“工厂”数目在不同年代和不同省份就有惊人的跳跃。例如，依据不同资料，面粉业在不同年代的工厂数目如下：1865年为857个（《财政部所属各机关的通报及材料汇编》）；1866年为2176个（《财政部年鉴》）和18426个（《军事统计汇编》）；1885年为3940个（《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和17765个（《俄国资料汇集》）；1889年、1890年及1891年为5073个，5605个及5201个 
［注：除此以外，还有32957个“小磨坊”未算入“工厂”之内。］

 （《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1894—1895年度为2308个（《工厂索引》）。1892年的磨坊总数为5041个（《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其中蒸汽磨坊803个，水力磨坊2907个，风力磨坊1323个，马力磨坊8个！有些省份只计算蒸汽磨坊，另一些省份把水力磨坊也计算在内（从1个到425个），还有些省份（少数）则把风力磨坊（从1个到530个）和马力磨坊都计算在内。可想而知，这种统计和轻易使用这种统计资料得出的结论究竟有什么意义！ 
［注：见上引《评论集》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卡雷舍夫先生作出的这类结论的例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编者注）］

 显然，为了判断大机器工业的增长，我们应当首先为“工厂”这一概念规定一个明确的标志。我们把具有蒸汽发动机作为这种标志，因为蒸汽磨坊是大机器工业时代特有的伴随者。 
［注：自然，大的
 水力磨坊也具有工厂的性质，可是要把它们和小磨坊分开，我们却没有资料。根据1890年的《工厂一览表》，有10个工人以上的水力磨坊共250个，工人为6378名。］



这一部门的 工厂
 生产发展的情况如下 
［注：《军事统计汇编》、《工厂一览表》和《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根据1894—1895年度的《工厂索引》，欧俄计有蒸汽磨坊1192个。根据蒸汽发动机统计的计算，1875—1878年欧俄有蒸汽磨坊294个。］

 ：






欧俄50省



	年代
	蒸汽磨坊数目
	工人人数
	生产总额（单位千卢布）





	1866
	126
	？
	？



	1879
	205
	3621
	21353



	1890
	649
	10453
	67481



	1892
	803
	11927
	80559







由于同样的原因，榨油业的统计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例如，1879年计有工厂2450个，工人7207名，生产总额为6486000卢布，而在1890年则有企业383个，工人4746名，生产总额为12232000卢布。但工厂数目与工人人数的这种减少只是表面上的。如果使1879年与1890年的资料成为可以比较的，即把生产总额在2000卢布以下的小企业（未列入工厂清单中的）除去，那么1879年计有企业272个，工人2941名，生产总额为5771000卢布，而在1890年则有企业379个，工人4741名，生产总额为12232000卢布。大机器工业在这一行业中的发展并不比在面粉业中的发展慢，这从蒸汽发动机统计中就可以看出来：1875—1878年计有使用蒸汽机的工厂27个，蒸汽机28台，共521马力，而1890年则有使用蒸汽机的工厂113个，蒸汽机116台，共1886马力。

这一部门的其余行业都比较小。我们要指出，例如，在芥末业与鱼品业中，根据60年代统计的计算，这种小企业有几百个，它们与工厂毫无共同之点，而且现在也不列为工厂。我国不同年代的工厂统计资料究竟需要如何修正，这从下面即可看出：除去面粉业外，1879年的《工厂一览表》计算这一部门有企业3555个，工人15313名，而据1890年的《工厂一览表》计算，则有企业1842个，工人19159名。在7种行业 
［注：榨油业、淀粉业、糖浆业、制曲业、糖果点心业、罐头业与制醋业。］

 中，1879年有小企业（生产总额在2000卢布以下的）2487个，工人5176名，生产总额为916000卢布，而在1890年则有小企业7个，工人10名，生产总额为2000卢布！因此，为了使资料可以比较，必须在一个场合减去5000名工人，在另一个场合减去10名工人！


（6）缴纳消费税的行业及其他各种行业

在一些缴纳消费税的行业中，我们看到从19世纪60年代到现在工厂工人人数减少了，但减少的数量远不是象盲目相信每一个印出的数字的尼·—逊先生所断言的那样多 
［注：1894年《俄国财富》第6期第104—105页。］

 。问题在于，关于大多数缴纳消费税的行业，唯一的资料来源是《军事统计汇编》，而我们知道，《军事统计汇编》把工厂统计的总计大大地夸张了。但可惜我们没有多少材料来检查它的资料。在酿酒业中，根据《军事统计汇编》计算，在1866年有企业3836个，工人52660名（1890年有企业1620个，工人26102名），其中工厂数目与财政部的资料不符，根据财政部的资料，1865—1866年度计有开工的工厂2947个，而在1866—1867年度则有3386个。 
［注：《财政部年鉴》第1编第76页和第82页。全部工厂数目（连未开工的也在内）计有4737个和4646个。］

 根据这一点来判断，工人人数夸大了5000—9000名。在烧酒业中，《军事统计汇编》计算有工厂4841个，工人8326名（1890年有企业242个，工人5266名）；其中比萨拉比亚省计有企业3207个，工人6873名。这个数字显然是很荒唐的。实际上，我们从财政部的材料 
［注：《财政部年鉴》第1编第104页。］

 中知道，比萨拉比亚省的烧酒厂的实际数目是10—12个，而整个欧俄的烧酒厂是1157个。可见，工人的人数 至少
 夸大了 6000名
 。夸大的原因显然是比萨拉比亚的“统计学家们”把葡萄园主列为厂主了（见下面关于烟草业）。在啤酒与蜜酒业中，《军事统计汇编》计算有企业2374个，工人6825名（1890年有企业918个，工人8364名），而《财政部年鉴》则计算欧俄在1866年有工厂2087个。工人人数在这里也夸大了。 
［注：例如，在辛比尔斯克省，《军事统计汇编》计算有工厂218个（！），工人299名，生产总额为21600卢布。（根据《财政部年鉴》，该省有工厂7个。）大概这是些小的家庭企业或农民企业。］

 在甜菜制糖业和精制糖业中，《军事统计汇编》把工人人数夸大了 11000名
 ，计92126名，而根据《财政部年鉴》的资料，则只有80919名（1890年有工人77875名）。在烟草业中，《军事统计汇编》计算有工厂5327个（！），工人26116名（1890年有工厂281个，工人26720名）；其中4993个工厂和20038名工人是在比萨拉比亚省。事实上，1866年俄国有烟草工厂343个，而比萨拉比亚省则有13个。 
［注：《财政部年鉴》第61页。参看《俄国工场手工业各部门概述》（1863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其中提供了1861年的详细资料：工厂534个，工人6937名；而比萨拉比亚省则有工厂31个，工人73名。烟草工厂的数目在各年的变动是很大的。］

 工人人数夸大了 大约20000名
 ，连《军事统计汇编》的编者自己也指出：“列入比萨拉比亚省的工厂……无非是些烟草种植园而已。”（第414页）也许，尼·—逊先生以为看一看他所利用的统计出版物的本文是多余的；因此，他没有发现错误，而煞有 事地谈论“烟草工厂的工人人数增加不大”（上引文章第104页）！！尼·—逊先生根据《军事统计汇编》与1890年的《工厂一览表》，直接举出了缴纳消费税的行业中的工人人数总计（186053与144332），并且计算出减少的百分比……“25年来在业工人的人数大大减少了，减少了22.4％……”“在这里〈即在缴纳消费税的行业中〉我们看到，根本谈不上增长，工人人数简单地比以前减少了1/4。”（同上）的确，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随便抓住一个数字就计算出百分比！而《军事统计汇编》把工人人数夸大了 40000名
 这件小事，却可以不管。


（7）结论

最后两节中的对我国工厂统计的批判，使我们得出下面几个主要结论。


　　1．俄国工厂数目在改革后时代是迅速增加的。


从我国工厂统计的数字所得出的相反的结论是错误的。问题在于我国把小手艺作坊、手工业作坊与农业作坊都算作了工厂，而且 距离现在愈远，算作工厂的小作坊数目也就愈多
 。


2．工厂工人的人数与工厂的生产规模，以前同样被我国的统计夸大了。
 其所以如此，第一，是因为以前计入了更多的小企业。因此，那些与手工业有关联的行业的资料，特别不可靠。 
［注：如果拿一切行业的长时间的总的资料来看，那么从上述原因所产生的夸大就不会大了，因为小企业在工人总数与生产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并不大。自然，这里的前提是要拿同一来源的资料作比较（根本谈不到拿财政部资料与省长报告资料或《军事统计汇编》资料作比较）。］

 第二，是因为以前比现在更多地把按资本主义方式雇用的家庭工人算作工厂工人。

3．我们通常都这样想：既然采用官方工厂统计数字，那么应当认为这些数字与这种统计中的其他数字是可以比较的，在未有相反的证明以前，应当认为它们是比较可靠的。从我们上面的叙述中却得出相反的论点：我国不同时期和不同省份的工厂统计资料的任何比较，在未有相反的证明以前，都应当认为是不可靠的。





四　采矿工业的发展


［注：资料来源：谢苗诺夫《对17世纪中叶到1858年俄国对外贸易和工业的历史资料的研究》1859年圣彼得堡版第3卷第323—339页。《军事统计汇编》矿业部分。《财政部年鉴》1869年圣彼得堡版第1编。《1864—1867年矿业统计资料汇编》1864—1867年圣彼得堡版（矿业工程师学术委员会出版）。И．博哥柳勃斯基《俄罗斯帝国矿业统计试验》1878年圣彼得堡版。《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1883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克本的论文）。《1890年的俄国采矿工业统计资料汇编》1892年圣彼得堡版。1901年的同样的汇编（1904年圣彼得堡版）和1902年的同样的汇编（1905圣彼得堡版）。康·斯卡尔科夫斯基《1877年俄国采矿工业生产率》1879年圣彼得堡版。矿业司为芝加哥展览会出版的《俄国的采矿工业》1893年圣彼得堡版（克本编）。《1890年俄国资料汇集》1890年圣彼得堡中央统计委员会版。1896年的同样的汇集，1897年圣彼得堡版。《俄国的生产力》1896年圣彼得堡版第7编。1896—1897年的《财政与工商业通报》。彼尔姆省叶卡捷琳堡县与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其他等等。］

在俄国改革后发展的初期，采矿工业的主要中心是乌拉尔。乌拉尔形成了一个区域，——直到最近还与俄罗斯中部截然分离，——同时也成了一个独特的工业结构。农奴制很早就是乌拉尔“劳动组织”的基础，直到现在，即到19世纪末，它还在矿厂生活的十分重要的方面表现出来。很久很久以前，农奴制是乌拉尔高度繁荣的基础，是乌拉尔不仅在俄国而且一定程度上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基础。在18世纪，铁是俄国的主要出口项目之一；铁的输出在1782年约为380万普特，在1800—1815年为200—150万普特，在1815—1838年约为133万普特。还在“19世纪20年代，俄国出产的生铁就比法国多半倍，比普鲁士多3.5倍，比比利时多两倍”。但是，同一个农奴制，在欧洲资本主义刚刚发展的时代曾经帮助乌拉尔上升得如此之高，在欧洲资本主义繁荣时代却成了乌拉尔衰落的原因。炼铁工业的发展在乌拉尔是进行得很慢的。在1718年俄国冶炼的生铁约为650万普特，在1767年约为950万普特，在1806年为1200万普特，在30年代为900—1100万普特，在40年代为1100—1300万普特，在50年代为1200—1600万普特，在60年代为1300—1800万普特，在1867年为1750万普特。在100年当中，生产还没有增加1倍，俄国远远地落在其他欧洲国家后面，在这些欧洲国家中，大机器工业引起了冶金业的巨大发展。

农奴制是乌拉尔停滞的主要原因；矿业主既是地主又是厂主，他们不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资本与竞争上，而是建立在垄断 
［注：在农民解放时，乌拉尔的矿业主们特别坚持保留并且保留下了禁止在工厂区内开设锻冶企业的法律。见《评论集》第193—194页中的若干详细情形。（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25—327页。——编者注）］

 和自己的所有权上。乌拉尔的厂主现在也还是极大的地主。1890年，全帝国262个铁厂共有土地1140万俄亩（包括森林870万俄亩），其中1020万俄亩是111个乌拉尔工厂的（森林770万俄亩）。因此，每个乌拉尔工厂平均占有约10万俄亩土地的大地产。从这些林地割出份地给农民，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在乌拉尔，获得劳动力的方法不仅有雇佣制，而且还有 工役制
 。例如，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有几千农户免费使用或低价使用工厂的土地、牧场、森林等。不用说，这种免费使用事实上是代价很高的，因为这样一来，工资大大降低了；工厂得到了“自己的”束缚于工厂的廉价工人。 
［注：乌拉尔的工人“是半个农民，所以矿业劳动给他们经济上很大的贴补，虽然工资比其他矿厂地区要低些”（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8期）。大家都知道，乌拉尔农民从农奴依附地位下解放的条件，是与农民同矿业劳动的关系正相适应的；矿厂居民分为工厂工人与农村工人，工厂工人没有土地，必须整年从事工厂劳动，而农村工人则有份地，必须完成辅助劳动。至今还保存着的关于乌拉尔工人的一个术语，即他们在劳动中“欠工”，是很说明问题的。例如，当你在地方自治局统计中读到《一个在阿尔京斯基工厂车间劳动中欠工的工人小队的材料》
[95]

 时，你会不由自主地瞧一瞧封面，看一看年月；难道这真是1894年而不是1844年吗？］

 请看Ｂ．Д．别洛夫先生怎样评述这种关系：


　　别洛夫先生叙述说，乌拉尔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独特”的历史所培养出来的工人。“其他国外工厂甚至圣彼得堡工厂中的工人，与这些工厂的利益毫不相干；他今天在这里，明天在另外的地方。工厂开工，他就做工；工厂不赚钱而亏本，他就提起自己的行囊，象来的时候那样迅速而轻易地离去。他与厂主是两个誓不两立的敌人……乌拉尔工厂工人的状况却完全两样：他是当地的居民，在工厂附近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经济，还有自己的家庭。他自己的福利与工厂的福利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工厂如意，他就如意；工厂倒霉，他也倒霉，要离开是不可能的问题〈原文如此！〉：在这里不是一件行囊〈原文如此！〉；离开就意味着毁坏自己的整个世界，抛弃土地、经济和家庭……所以他甘心熬上几年，甘心为一半工资做工，或者，反正是一回事，让自己一半工作时间没有工作，使当地象他一样的其他工人能赚得一片面包。一句话，他愿意同自己的主人达成任何协议，只要还能在工厂附近住下。这样，在乌拉尔的工人与工厂之间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的关系仍旧和以前没有从农奴依附地位下解放出来时一样。改变的只是这些关系的形式，再没有别的什么。以前的农奴制原则被伟大的互利原则代替了。”
［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887年圣彼得堡版第16编第8—9页及以下各页。同一作者在下面却侈谈“健全的人民”工业！］





　　这一伟大的互利原则，首先表现为工资特别低。“在南俄……工人的工资比乌拉尔高一倍甚至两倍”——例如，根据关于几千工人的资料来看，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是450卢布与177卢布之比。在南俄，“工人无论在自己的家乡或随便什么地方，只要在田间工作能够得到可以过得去的工资，就会离开工厂、矿井和矿山”（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17期第265页）。然而在乌拉尔，可以过得去的工资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乌拉尔的技术落后，与工资低及乌拉尔工人受盘剥的状况有着自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乌拉尔，炼铁主要以木柴为燃料，高炉的构造是陈旧的，使用的是冷风或温度很低的热风。1893年，乌拉尔110个高炉中有37个使用冷风的高炉，而南俄18个高炉中只有3个。每个使用矿物燃料的高炉平均每年出铁1400000普特，而以木柴为燃料的高炉每年平均出铁217000普特。克本先生在1890年写道：“精炼制铁法在乌拉尔工厂中还牢固地保持着，而在俄国其他地方这种方法已经完全被搅炼法排挤了。”在蒸汽发动机的应用方面，乌拉尔比南俄要差得多。最后，不能不指出乌拉尔的闭关自守，它与俄罗斯中部的隔绝，这是由于距离太远而又没有铁路。直到现在，由乌拉尔运产品到莫斯科，主要是靠每年一次的原始的河上“流送” 
［注：参看马明-西比里亚克先生的短篇小说《斗士峡》中关于这种流送的描述。在这位作家的作品中，突出地描绘了与改革前差不多的乌拉尔的特殊生活，依附于工厂的居民的毫无权利、愚昧和卑贱，“老爷们”的“好心肠的孩子般的放荡”，中等阶层（平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缺乏，而这种中等阶层是连俄国在内的一切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所特有的。］

 。

总之，改革前制度最直接的残余，工役制的强有力发展，工人的被束缚，很低的劳动生产率，技术的落后，很低的工资，手工生产的占优势，对边区自然资源的原始的掠夺式的开发，垄断，限制竞争，闭关自守以及与当代整个工商业运动的隔绝，——这就是乌拉尔的全部情况。

南俄采矿工业区 
［注：在矿业统计中，所谓“俄国南部与俄国西南部”是指沃伦、顿河、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基辅、阿斯特拉罕、比萨拉比亚、波多利斯克、塔夫利达、哈尔科夫、赫尔松与切尔尼戈夫等省。举出的数字也是关于它们的。以下所说的一切关于南俄的情况，也可以说是波兰的情况（只有不大的变更），波兰是改革后另一个著名的矿业地区。］

 在许多方面和乌拉尔正好相反。乌拉尔是古老的，在乌拉尔盛行的制度是“万古神圣的”，而南俄却是年轻的，正处于形成期。最近几十年来这里生长起来的纯粹资本主义的工业，既没有传统和等级制度，也没有民族性与固定居民的闭关自守性。外国的资本、工程师与工人大批地移入并且继续移入南俄，而在目前的狂热时期（1898年），许多工厂也从美国搬到这里来 
［注：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16期：尼科波尔-马里乌波尔公司在美国订购了一个轧管厂，并从那里搬到了俄国。］

 。国际资本毫不费力地移入关税壁垒内部并在“异国的”土地上安家落户：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 
[96]

 ……下面就是关于南俄排挤乌 
[97]

 ：






	年代
	炼铁量（单位千普特）
	帝国产煤总量（单位百万普特）





	帝国总量
	百分比
	乌拉尔
	百分比
	南俄
	百分比



	1867
	17028
	100
	11084
	65.1
	56
	0.3
	26.7



	1877
	24579
	100
	16157
	65.7
	1596
	6.5
	110.1



	1887
	37389
	100
	23759
	63.5
	4158
	11.1
	276.8



	1897
	114782
	100
	41180
	35.8
	46349
	40.4
	683.9



	1902
	158618
	100
	44775
	28.2
	84273
	53.1
	1005.21







从这些数字可以明显地看出，俄国目前进行着怎样的技术革命，资本主义大工业具有多么巨大的发展生产力的能力。过去乌拉尔的统治无异是强迫劳动、技术落后与停滞的统治。 
［注：当然，乌拉尔的矿业主们把情况描述得有些不同。他们在上年的代表大会上曾经娓娓动听地诉苦说：“乌拉尔的历史功绩是尽人皆知的。200年来，整个俄国都是用它的工厂的制品来耕耘、收割、打铁、掘土、伐木。人们胸前挂着乌拉尔的铜制成的十字架，乘着乌拉尔的车轴构成的车辆，用乌拉尔的钢制成的枪射击，用乌拉尔的煎锅煎薄饼，荷包中叮当响着乌拉尔5戈比铜币的声音。乌拉尔满足了整个俄国人民的消费……〈俄国人民差不多不消费铁。在1851年，俄国每一居民的生铁消费量为14俄磅，1895年为1.13普特，1897年为1.33普特〉它适应他们的需要和爱好来制造物品。它慷慨地〈？〉耗费了自己的自然资源，不追逐时髦，不醉心于路轨、壁炉铁栅和纪念碑的制造。它竟因为它的长期服务而在一天之中被人忘却和抛弃了。”（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32期：《乌拉尔矿业主代表大会总结》）的确，对于“万古神圣的”基石是多么轻视呵！这里的罪过都在这整个毒辣的资本主义身上，它把这种“不安定”带到我国国民经济中来。要是还能照老样子活下去，“不醉心于路轨的制造”，而用乌拉尔的煎锅给自己煎薄饼，那该多好啊！］

 相反，现在我们看到，采矿工业的发展在俄国比西欧快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北美还快。在1870年，俄国生铁的产量占世界产量的2.9％（74500万普特中的2200万普特），而在1894年则占5.1％（158420万普特中的8130万普特）（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2期）。在最近10年（1886—1896年）中，俄国的生铁产量增加了两倍（由3250万普特增至9650万普特），而法国经过了28年（1852—1880年）才做到这一步，美国经过了23年（1845—1868年），英国经过了22年（1824—1846年），德国经过了12年（1859—1871年；见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50期）。年轻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发展，由于有古老国家的先例与帮助而大大 加快了
 。当然，最近10年（1888—1898年）是特别狂热的时期，它与任何资本主义繁荣一样，必然要引起危机，但是不采取跳跃方式，资本主义发展一般是不可能的。

机器在生产中的应用和工人人数的增加，南俄比乌拉尔快得多 
［注：博哥柳勃斯基先生认为，1868年矿业使用了526台蒸汽机，共13575马力。］

 ：






	年代
	矿业中所应用的蒸汽机及马力
	矿业人数（采盐工人除外）



	俄国
	乌拉尔
	南俄
	俄国
	乌拉尔
	南俄



	蒸汽机
	马力
	蒸汽机
	马力
	蒸汽机
	马力



	1877
	895
	27880
	268
	8070
	161
	5129
	256919
	145455
	13865



	1893
	2853
	115429
	550
	21330
	585
	30759
	444646
	238630
	54670







这样，蒸汽机马力的数量在乌拉尔只增加了1.5倍，而在南俄则增加了 5倍
 ；工人人数在乌拉尔增加了2/3倍，而在南俄则差不多增加了 3倍
 
［注：铁业的工人人数在乌拉尔1886年为145910名，1893年为164126名；而在南俄则为5956名与16467名。前者增加了1/3（约数），后者增加了1+（3/4）倍。没有1902年蒸汽机数与马力数的资料。矿业工人数（采盐工人除外）1902年在全俄为604972名，其中在乌拉尔的为249805名，而在南俄的为145280名。］

 。可见，正是资本主义大工业使工人人数迅速增加，并且使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除了南俄以外，我们还应该提到高加索，它的特点也是采矿工业在改革后时期急遽增长。它的石油开采量在60年代连100万普特都不到（1865年为557000普特），1870年却达170万普特，1875年为520万普特，1880年为2150万普特，1885年为11600万普特，1890年为24290万普特，1895年为38400万普特，1902年为63770万普特。几乎全部石油都是在巴库省开采的，而巴库城“则由一个极小的城市变成了有112000个居民的俄国第一等工业中心” 
［注：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1期。巴库1863年有居民14000人，1885年有45700人。］

 。石油采炼业的巨大发展，引起了俄国煤油消费的增加（随着工厂加工的产品价格的下降，个人消费增加了），而把美国的产品完全排挤出去，同时，作为工厂与铁路燃料的重油的消费有了更大的增加（生产消费增加了）。 
［注：在1882年，62％以上的机车用木柴作燃料，而在1895—1896年度，则有28.3％的机车用木柴，30％用石油，40.9％用煤炭。（《俄国的生产力》第17编第62页）石油工业攫取了国内市场之后，就去寻找国外市场，于是石油对亚洲的出口增长很快（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32期），这与若干爱谈俄国资本主义缺乏国外市场的经济学家们的先验的预言是相反的。］

 在高加索采矿工业中做工的工人人数也增长得极其迅速，1877年为3431名，1890年增加到17603名，即增加了 4倍
 。

为了说明南俄的工业结构，我们来看看顿涅茨矿区煤炭生产的资料（这里的矿井平均规模比俄国其他区域要小些）。我们把矿井按工人人数分类，就得出下面的情况 
［注：这些资料取自《1890年俄国采矿工业统计资料汇编》中的矿井一览表。］

 ：






	矿井类别（按工人人数分类）


	顿涅茨矿区
	每一矿井
	每一工人采煤量

（单位千普特）





	数目
	采煤量（单位

千普特）


	蒸汽机
	马力
	工人
	采煤量（单位

千普特）


	蒸汽机
	马力



	矿井
	竖井与坑道
	工人



	一、有10个工人以下者
	27
	31
	172
	178
	—
	—
	6.4
	6.6
	—
	—
	1.0



	二、有10—25个工人者
	77
	102
	1250
	3489
	8
	68
	16.2
	45.3
	0.1
	0.8
	2.8



	三、有25—100个工人者
	119
	339
	5750
	28693
	62
	766
	48.3
	241.1
	0.5
	6.4
	4.9



	四、有100—500个工人者
	29
	167
	6973
	59130
	87
	1704
	240.4
	2038.9
	3
	58.7
	8.4



	五、有500—1000个工人者
	5
	67
	3698
	23164
	24
	756
	739.6
	4632.8
	4.8
	151.2
	6.3



	六、有1000个工人以上者
	3
	16
	5021
	53605
	29
	1724
	1673.7
	17868.3
	9.6
	574.6
	10.6



	工人人数不详者
	9
	40
	？（2296）
	15008
	18
	808
	　
	　
	　
	　
	　



	
共　计


	269
	762
	25167
	183267
	228
	5826
	93.5
	681.3
	0.9
	21.6
	7.3







由此可见，在这一区域（只是在这一区域）有一些非常小的农民矿井，它们虽然为数甚多，可是在总产量中所起的作用却微乎其微（104个小矿井只占采煤总量2％），并且劳动生产率很低。相反，37个最大的矿井雇用了工人总数的3/5左右，生产了采煤总量的70％以上。劳动生产率随着矿井规模的扩大而提高，甚至不取决于是否采用机器（例如，可以比较第五类和第三类矿井的蒸汽机马力数和每一工人的生产量）。生产积聚在顿涅茨矿区日益增长着；例如，在1882—1886年这4年中间，512名煤炭发货人中有21名每人运出了5000车（即300万普特）以上，总共运出了229700车，不到总数480800车的一半。而在1891—1895年这4年中间，共有872名煤炭发货人，其中有55名每人运出了5000车以上，共运出了925400车，占总数1178800车的8/10以上。 
［注：引自尼·斯·阿夫达科夫的资料：《顿涅茨煤炭工业统计要览》1896年哈尔科夫版。］



上述关于采矿工业发展的资料，在两方面显得特别重要：第一，它们特别明显地表明了俄国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所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更替的实质；第二，它们说明了这样一个理论原理，即在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增长特别迅速的是制造生产资料即生产消费品而非个人消费品的工业部门。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更替，在采矿工业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是因为两种结构的典型代表在这里是两个不同的区域：在一个区域里，可以看到前资本主义的旧制度及其原始的保守的技术，束缚于当地的居民的人身依附，强固的等级制传统、垄断等等，在另一区域里，可以看到与任何传统的完全决裂，技术革命以及纯粹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迅速增长。 
［注：最近乌拉尔在新的生产条件的影响下也开始改变了，当铁路把它同“俄罗斯”更密切地连接起来的时候，这种改变还会进行得更快。在这方面，将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筹划中的一件事情：用铁路把乌拉尔和南俄连接起来，以便用乌拉尔的矿石交换顿涅茨的煤炭。直到现在，乌拉尔同南俄差不多还没有互相竞争，它们各自为不同的市场工作，主要是靠公家的订货为生。但是大量的公家订货是不会永久存在的。］

 这个例子特别清楚地表明了民粹派经济学家的错误。他们否认俄国资本主义的进步性，指出我国企业主在农业中非常愿意实行工役制，在工业中非常愿意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在矿业中力求束缚工人，用法律禁止小作坊的竞争，等等，等等。这种议论不合逻辑，绝顶违背历史进程，是一目了然的。从什么地方竟可以得出结论说，我国企业主想利用前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的好处这种意向，应当记在我国资本主义的账上，而不应当记在那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并在许多场合下靠法律力量来维持的旧制度残余的账上呢？既然在别的采矿工业区内，束缚工人和用法律禁止小作坊竞争由来已久，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既然在别的采矿工业区内，在技术低下和工人更廉价、更驯服的情况下，厂主可以毫不费力地从生铁上“以一个戈比赚得一个戈比，甚至以一个戈比赚得一个半戈比” 
［注：叶古诺夫的文章，《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3卷第130页。］

 ，那么南俄的矿业主们渴望束缚工人，渴望用法律禁止小作坊竞争，这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呢？相反，在这种条件下有人竟能把俄国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理想化，闭眼不看消灭一切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旧制度的迫切的和日益临近的必要性，这难道不值得惊奇吗？ 
［注：例如，尼·—逊先生把自己的全部牢骚都发泄在资本主义身上（特别参看关于南俄矿业主部分，《论文集》第211页和第296页），这样就把俄国资本主义与我国采矿工业的前资本主义的结构的关系完全歪曲了。］



另一方面，采矿工业发展的资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比较迅速的发展主要是靠生产消费品生产的增长，而不是靠个人消费品生产的增长。例如尼·—逊先生就忽视了这种情况，他推断说，满足国内对采矿工业产品的全部需求，“大概很快就会实现了”（《论文集》第123页）。问题在于，金属、煤炭等等的消费量（每一居民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要 增加
 。铁路网每增加一俄里，作坊每增加一个，农村资产者每添置一张犁，都在 增加
 对矿业产品的需求量。如果从1851年至1897年俄国每一居民的生铁消费量从14俄磅增加到1+（1/3）普特，那么后面这个数目还必须大大增加，才能接近先进国家的生铁需求量（在比利时与英国，每一居民为6普特以上）。





五　资本主义大企业中的工人人数是否在增加？

考察了工厂工业与采矿工业的资料以后，我们现在可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十分努力研究并作了否定解答的（瓦·沃·、尼·—逊、卡雷舍夫、卡布鲁柯夫各位先生都断言道：俄国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加——如果是在增加的话——要比人口的增加慢）。我们首先指出，问题应当或者是工商业人口是否因农业人口的减少而增加（这一点下面再谈），或者是大机器工业中的工人人数是否在增加。决不能说小工业作坊或手工工场中的工人人数在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定会增加，因为工厂在不断地排挤比较原始的工业形式。正如上面已经详细指出的，我国工厂统计资料决不是始终在科学的意义上使用 工厂
 这个术语的。

为了考察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的资料，我们应当采用：第一，关于一切行业的资料；第二，一个长时间的资料。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保证资料是或多或少地可以比较的。我们看看1865年和1890年，这是改革后时代的25年。我们把现有的统计资料作一总计。工厂统计提出的1865年的资料是最完全的，它计算在欧俄一切行业中，除了酿酒、啤酒、甜菜制糖与烟草这几种行业以外，有工厂工人380638名。 
［注：1867年《财政部所属各机关的通报及材料汇编》第6号。上面已经指出，为了与现今的资料作比较，只能采用同一来源的资料，即财政部的资料。］

 为了计算出这几种行业中的工人人数，不得不采用现在唯一的《军事统计汇编》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正如上面已经证明，是应当加以修正的。把这几种行业中的127935名工人加进去 
［注：啤酒业中为6825名。这里也有夸大，但是没有可据以修正的资料；甜菜制糖业中为68334名（根据《财政部年鉴》），烟草业中为6116名（修正过的），酿酒业中为46660名（修正过的）。］

 ，1865年欧俄工厂工人总数（在缴纳消费税与不缴纳消费税这两类行业中）便是 508573名
 。 
［注：杜·-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引证韦什尼亚科夫先生关于1866年的数字——493371人（《俄国工厂今昔》第339页）。我们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样得来的，这个数字与我们所引用的数字的差别是非常小的。］

 1890年的工人总数为 839730名
 。 
［注：根据1890年的《工厂一览表》。在总数875764名中，必须减去矿业统计中所重复的工人，即土沥青业的291名、制盐业的3468名与路轨制造业的32275名。］

 增加了65％，即比人口的增长大得多。但是必须注意， 事实上，增加的人数无疑地比这些数字所表明的还要多
 ：上面已经详细地证明，60年代的工厂统计资料是夸大了的，因为把小手工业作坊、手艺作坊、农业作坊以及家庭工人都算进去了。可惜我们没有充分的材料，不能把这些夸大的地方完全改正过来，至于部分的修正我们宁肯不作，尤其是因为下面将举出比较准确的关于大工厂中工人人数的资料。

我们来看看矿业统计。1865年只有炼铜业和火车铁业以及金矿与白金矿的工人人数；欧俄为 133176名
 。 
［注：见下列出版物中关于60年代的矿业工人数：《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1866年版第1卷；《财政部年鉴》第1编；《1864—1867年矿业统计资料汇编》1864—1867年圣彼得堡矿业学术委员会版。］

 1890年这些行业中的 工人为274748名
 
［注：《1890年俄国采矿工业统计资料汇编》1892年圣彼得堡版。依据这一《汇编》，欧俄工人总计为342166名，如果减去煤油厂的工人（《工厂一览表》所计算的），并把若干小错误加以修正，则为340912名。］

 ， 即增加一倍多
 。后一数目占1890年欧俄矿业工人总数的80.6％；假定上述各种行业中的工人人数在1865年也占矿业工人总数80.6％ 
［注：在其余的各种矿业中，有些矿业（采盐）的工人人数大概增加得很少；有些矿业（煤炭业、采石业）的工人人数一定增加得很多；有些矿业（例如，开采水银）在19世纪60年代还完全没有。］

 ，那么矿业工人总数在1865年为 165230名
 ，在1890年为 340912名
 。增加了107％。

其次，铁路工人也属于资本主义大企业工人之列。在1890年，欧俄连同波兰和高加索，共有 252415名铁路工人
 。 
［注：交通部出版的《铁路与内河航运统计概述》1893年圣彼得堡版第22页。可惜我们没有资料把欧俄单独划分出来。我们所计算的铁路工人不仅包括固定工人，并且包括临时工人（10447名）与日工（74504名）。临时工人一年的平均工薪为192卢布，日工为235卢布。平均每日工资为78戈比。因此，临时工人与日工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工，所以，象尼·—逊先生那样把他们略去不算（《论文集》第124页）是不对的。］

 1865年的铁路工人人数不详，但是可以计算出一个相当近似的数字，因为每一俄里铁路所需用的铁路工人人数的变动是很小的。以每俄里9名工人计算，便得出1865年的铁路工人为 32076名
 。 
［注：每一俄里铁路所需用的工人，1886年为9.0；1890年为9.5；1893年为10.2；1894年为10.6；1895年为10.9；这样看来，这个数目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见1890年与1896年的《俄国资料汇集》及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39期。我们要附带说明，在这一节中我们只比较1865年与1890年的资料，因此，不论我们是拿整个帝国或者单拿欧俄的铁路工人人数来看，不论我们以每俄里9人或者更小的数字来计算，不论我们是拿采矿工业一切部门或者仅仅拿1865年有资料可查的那些部门来看，都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现在把我们的计算总计一下：




资本主义大企业中的工人人数（单位千）



	年代
	工厂工业
	采矿工业
	铁路
	
共　　计




	1865
	509
	165
	32
	706



	1890
	840
	340
	252
	1432







可见，资本主义大企业中的工人人数在25年中增加了一倍以上，这就是说，它不仅比一般人口的增加快得多，甚至比城市人口的增加也快 
［注：欧俄的城市人口在1863年为610万，而在1897年则为1200万。］

 。所以，工人日益从农业与小手工业被吸引到大工业企业里去，是毫无疑义的。 
［注：资本主义大企业的工人人数的最新资料如下：关于1900年，有不缴纳消费税的企业的工厂工人人数的资料；关于1903年，有缴纳消费税的企业的工厂工人人数的资料；关于1902年，有矿业工人的资料。铁路工人的人数可以按每一俄里11人来计算（1904年1月1日以前的资料）。见《俄罗斯年鉴》1906年版和1902年的《俄国采矿工业统计资料汇编》。



把这些资料汇总起来，我们就得到：1900—1903年欧俄50个省的工厂工人为1261571名，矿业工人为477025名，铁路工人为468941名。总计为2207537名。在整个俄罗斯帝国，工厂工人为1509516名，矿业工人为626929名，铁路工人为655929名。总计为2792374名。这些数字也完全证实了正文中所述说的一切。（第2版注释）］ 我国民粹派经常引证和如此滥用的统计资料就是这样证明的。但是，说明他们滥用统计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的，是下面这种真正异乎寻常的方法：取来 工厂工人
 人数同 全部人口
 的比例（！）并根据这个数字（约为1％）大谈这“一小撮” 
［注：上引尼·—逊的书第326页及其他各页。］

 工人是很少的！例如，卡布鲁柯夫先生把“俄国工厂工人” 
［注：《1895—1896年度在莫斯科大学授课用的农业经济学讲义》1897年莫斯科版第14页。］

 同人口的百分比这种计算方法重复了一遍之后，接着说：“然而在西欧〈！！〉，从事加工工业的工人人数……”（“工厂工人”与“从事加工工业的工人”完全不是一回事，难道不是每个中学生都十分清楚的吗？）……“同全部人口的比例完全不同”，英国是53％，法国是23％。“不难看出，英法两国和我国的工厂工人阶级〈！！〉在比例上的差异是很大的，因此根本说不上我国的发展进程与西欧的一样。”这就是大学教授兼统计学专家的高论！他以非常的胆量一下子玩了两种诡计：（1）以从事加工工业的工人代替工厂工人，（2）以从事加工工业的人口代替从事加工工业的工人。让我们来对我国博学的统计学家们说明一下这些差别的意义。在法国，根据1891年的人口调查，从事加工工业的工人为330万——不到人口（按职业划分的人口3680万，未按职业划分的人口130万）的1/10。这是在一切工业作坊与企业中的工人，而不仅是工厂工人。从事加工工业的人口，则为950万（约为全部人口的26％）；这里除了工人以外，还包括业主和其他的人（100万），以及职员（20万）、 家庭成员
 （480万）与仆役（20万）。 
［注：《政治家年鉴》1897年版第472页。］

 为了说明俄国相应的关系，必须拿个别的中心作为例子，因为我国还没有全部人口的职业统计。我们就拿一个城市中心与一个农村中心来看。在彼得堡，根据工厂统计计算，1890年有工厂工人51760名（根据《工厂一览表》），而根据1890年12月15日的圣彼得堡人口调查，从事加工工业的男女人口为341991名，其分类如下 
［注：《1890年圣彼得堡调查》1893年圣彼得堡版。采用了第2—15类手工业职业的总计。从事各种手工业职业的人共有551700名，其中有200748名是从事商业、运输业和饭馆业的。所谓“个体生产者”是指没有雇佣工人的小生产者。］

 ：






男女人口数目



	　
	独立者（即自己维持生活者）
	家庭成员与仆役
	共计



	业主……………………
	13853
	37109
	50962



	管理人员（职员）………
	2226
	4574
	6800



	工人……………………
	148111
	61098
	209209



	个体生产者……………
	51514
	23506
	75020



	

总计



	215704
	126287
	341991







另一个例子：在下诺夫哥罗德省戈尔巴托夫县博戈罗茨科耶村（我们已经看到，它并不从事农业，“仿佛是一个制革厂”），根据1890年的《工厂一览表》，计有 工厂工人392名
 ，而手工业人口，根据1889年的地方自治局调查，约为8000人（全部人口为9241人；从事手工业的家庭占9/10以上）。让尼·—逊先生、卡布鲁柯夫先生及其同伙想一想这些数字吧！


第2版补充
 。现在我们有了1897年全部人口职业统计普查资料的总结。我们所整理的全俄罗斯帝国的资料如下 
［注：《1897年1月28日帝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材料研究结果总集》中央统计委员会版第2卷第21表第296页。各类职业我是这样编制的：（a）包括1、2与4；（b）3与5—12；（c）14与15；（d）16与63—65；（e）46—62；（f）41—45；（g）13；（h）17—21；（i）22—40。］

 （单位百万）：






	职　　业
	独立者（男女）


	家庭成员（男女）


	人口总数（男女）





	（a）官吏与军队………………………
	1.5
	0.7
	2.2



	（b）僧侣与自由职业者………………
	0.7
	0.9
	1.6



	（C）食利者与领抚恤金者……………
	1.3
	0.9
	2.2



	（d）被剥夺自由者、娼妓、无一定职业者　及职业不详者…………………


	0.6
	0.3
	0.9



	
　　　非生产人口总数…………………

	
4.1

	
2.8

	
6.9




	（e）商业…………………………
	1.6
	3.4
	5.0



	（f）交通……………………………
	0.7
	1.2
	1.9



	（g）私人职员、仆役、日工…………
	3.4
	2.4
	5.8



	
　　　半生产人口总数……………

	
5.7

	
7.0

	
12.7




	（h）农业……………………………
	18.2
	75.5
	93.7



	（i）工业……………………………
	5.2
	7.1
	12.3



	
　　　生产人口总数………………

	
23.4

	
82.6

	
106.0




	

总　　计



	33.2
	92.4
	125.6







不言自明，这些资料完全证实了上面所说的民粹派拿工厂工人人数同全部人口作比较的方法是很荒唐的。

首先，把上引俄国全部人口按职业划分的资料加以分类，以便说明社会分工这一俄国全部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很有意思的。从这种观点来看，全部人口应当分为三大类：（一）农业人口；（二）工商业人口；（三）非生产人口（确切些说，不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口）。在上述九类（a—i）中，只有一类不能直接地和完全地列入这三大类中的任何一类，这就是g类：私人职员、仆役、日工。这一类应该 大致地
 分配在工商业人口与农业人口之间。我们把这一类中住在城市的一部分（250万）列入工商业人口，而把住在各县的一部分（330万）列入农业人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俄国全部人口的分类列表如下：






	俄国农业人口…………………………
	97.0（单位百万）



	俄国农业人口…………………………
	97.0（单位百万）



	俄国农业人口…………………………
	97.0（单位百万）



	

共　　计



	125.6（单位百万）







一方面，从这个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商品流通，因而商品生产，在俄国已经完全站稳脚跟。俄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由此可以看出，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俄国的经济发展还很落后。

其次，经过我们在本书中所作的分析以后，俄国全部人口职业统计能够而且应当用来 大致
 确定，俄国全部人口按其 阶级
 地位，即按其在社会生产结构中的地位，可以划分为哪些 基本的
 类别。

这种确定——自然只是大致的确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知道农民划分为几种基本经济类别的总的情况。完全可以把俄国全部农业人口看作农民，因为地主的人数在总数中是微不足道的。同时有不少的地主归入了食利者、官吏和显贵等等之内。在9700万农民群众中，则必须区分为三个基本类别：下等户——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层；中等户——极贫穷的小业主；上等户——富裕的小业主。这些类别——即各种 阶级
 成分——的基本经济标志，我们在上面已经详细地分析过了。下等户，是无财产的并且主要或一半以 出卖劳动力
 为生的人口。中等户，是极贫穷的小业主，因为中等农民只有在丰收年份才勉强收支相抵，但其 主要的
 生活来源在这里是“独立的”（当然似乎是独立的） 小经济
 。最后，上等户是富裕的小业主，他们剥削相当数目的有份地的雇农和日工以及各种雇佣工人。

这三种类别在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大约为：50％、30％和20％。上面我们经常采用农户或农场数目的百分比。现在我们采用人口的百分比。这样一变动，下等户这个类别扩大了，上等户这个类别缩小了。然而过去10年中俄国所发生的，无疑正是这种变动，农民失去马匹与破产，乡村中贫困与失业现象增长等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就是说，在农业人口中间，我们看到有无产者与半无产者约4850万人，极贫穷的小业主及其家属约2910万人，富裕小农户的人口约1940万人。

其次，产生一个如何划分工商业人口与非生产人口的问题？在后一类人口中，有很明显的大资产阶级分子：一切食利者（“靠资本及不动产的收入生活的”——即我国统计中第14类第1组——90万人）、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武大官员等等。这里总计约为150万人。在非生产人口的另一极，是陆军、海军、宪兵和警察的下级官吏（约130万人），仆役和人数众多的小职员（共达50万），将近50万乞丐、游民等等。这里只能大致划分为几个最接近基本经济类型的类别：约有200万归入无产者与半无产者（一部分流氓无产者），约有190万归入极贫穷的小业主，约有150万归入富裕的小业主，其中包括大部分职员、管理人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

最后，在工商业人口中间，最多的无疑是无产阶级，他们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最深。但是人口调查并没有提供关于这部分人口划分为业主、个体生产者、工人等等的任何资料。只好把上面举出的按生产中的地位划分的圣彼得堡工业人口的资料作为例子。根据这些资料，大体上可以把7％左右的人列入大资产阶级，把10％列入富裕的小业主，把22％列入极贫穷的小业主，把61％列入无产阶级。当然，在整个俄国，工业中的小生产比圣彼得堡活跃得多，但是我们并未把大批的个体生产者以及在家中为业主做工的手工业者列为半无产者。因此，总的说来，上述的百分比与实际情形大概不会有多大出入。于是我们得出工商业人口数目如下：大资产阶级约为150万，富裕业主约为220万，贫穷的小生产者约为480万，无产者与半无产者阶层约为1320万。

把农业人口、工商业人口与非生产人口加在一起，俄国全部人口按阶级地位划分的情况大致如下：






	　
	
全部男女人口





	大资产阶级、地主、高等官吏等等……
	约3.0（单位百万）



	富裕的小业主……………………………
	约23.1（单位百万）



	极贫穷的小业主…………………………
	约35.8（单位百万）



	无产者①和半无产者……………………
	约63.7（单位百万）



	

共　　计



	约125.6（单位百万）









［注①：无产者不少于2200万。见下面。］



我们毫不怀疑，我国立宪民主党的与立宪民主党人化的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们将会怒气冲冲地来反对这种关于俄国经济的“简单化的”观念。抹杀详细分析中的经济矛盾的深度，同时指斥社会主义者对这些矛盾 整体
 的看法的“粗野”，这是最方便最有利不过的了。对我们得出的结论的这种批判，自然是没有一点科学意义的。

关于某些数字的 近似程度
 ，当然可能有部分的意见分歧。从这种角度来看，指出洛西茨基先生的著作《根据1897年人口调查对俄国人口的研究》（1905年《世间》第8期）是很有意思的。作者利用了人口调查中关于工人与仆役人数的直接资料。根据这些资料，他确定俄国无产者人口为2200万，农民与地主为8000万，工商业业主与职员约为1200万，非职业人口约为1200万。

根据这些资料，无产阶级人数是与我们的结论很相近的。 
［注：这里不必详细讨论洛西茨基先生所使用的关于工人与仆役的统计。显然，这个统计的毛病在于把工人人数大大地缩减了
 。］

 否认在依靠“外水”的贫苦农民中间、在手工业者等等中间有极其大量的半无产者人口——这就是嘲弄关于俄国经济的一切资料。只要想一想欧俄一地就有325万无马的 农户
 ，340万有一匹马的农户，以及关于租地、“外水”、家庭收支等等的全部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就不会怀疑半无产者人数的众多了。假定无产者与半无产者人口共占农民的一半，这大概是把它的数目减小了，决没有夸大。而在农业人口以外，无产者与半无产者阶层的百分比无疑地还要大些。

其次，如果不愿把完整的经济图景分拆成小块，那就必须把很大一部分工商业管理人员、职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官吏等等列入富裕的小业主之内。在这里我们也许是过于谨慎了，把这部分人口的数目算得太多：很可能倒是应该把极贫穷的小业主的人数增加，把富裕小业主的人数减少。不过这种划分当然并不奢望有统计上的绝对准确性。

统计应当说明由全面的分析所确定的社会经济关系，而不应当变成目的本身，就象在我国常常发生的那样。抹杀俄国人口中小资产阶级阶层人数众多，就是公然伪造我国经济现实的图画。





六　蒸汽发动机的统计

蒸汽发动机在生产中的运用，是大机器工业最特出的标志之一。因此，考察关于这一问题的现有资料是很有意义的。《俄罗斯帝国蒸汽发动机统计材料》（1882年圣彼得堡中央统计委员会版）报道了1875—1878年的蒸汽发动机数目。 
［注：为了与1892年比较，我们从13类行业中除去下列各类：Ⅰ（农业），ⅩⅡ（印刷业及石印业）与ⅩⅢ（“水管”及其他）。锅驼机是和蒸汽机一起计算的。］

 关于1892年，我们有《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的数字，把所有工厂生产及矿业生产都包括在内了。这些资料的比较如下：






工业中蒸汽发动机的数目



	　
	1875—1878年
	1892年



	　
	蒸汽锅炉
	蒸汽机
	共有马力
	蒸汽锅炉
	蒸汽机
	共有马力



	欧俄（50省）
	7224
	5440
	98888
	11272
	10458
	256469



	波兰
	1071
	787
	14480
	2328
	1978
	81346



	高加索
	115
	51
	583
	514
	514
	5283



	西伯利亚与土耳其斯坦
	100
	75
	1026
	134
	135
	2111



	全帝国共计
	8510
	6353
	114977
	14248
	13085
	345209







在16年中间，蒸汽发动机马力的数量在俄国增加了 两倍
 ，而在欧俄则增加了 一倍半
 。蒸汽机数目增加得较少，因为每一蒸汽机的平均马力大大增加了，在欧俄从18马力增加到24马力，而在波兰王国则从18马力增加到41马力。因此，大机器工业在这一时期发展得很快。就蒸汽机马力数量来看，在1875—1878年站在其他省份前面的是下列各省：圣彼得堡省（17808马力）、莫斯科省（13668马力）、基辅省（8363马力）、彼尔姆省（7348马力）、弗拉基米尔省（5684马力），这5省共有52871马力，约占欧俄总数3/5；其次是波多利斯克省（5480马力）、彼得库夫省（5071马力）、华沙省（4760马力）。在1892年，这个次序改变了：彼得库夫省（59063马力）、圣彼得堡省（43961马力）、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27839马力）、莫斯科省（24704马力）、弗拉基米尔省（15857马力）、基辅省（14211马力）——后面5省共有126572马力，即约为欧俄总数1/2；其次是华沙省（11310马力）与彼尔姆省（11245马力）。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波兰和南俄这两个新的工业中心形成了。在彼得库夫省，蒸汽机马力数量增加了10.6倍，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顿河两省 
［注：由于这两省的省界在1878年以后有了变动，我们把它们合在一起。］

 ，从2834马力增加到30932马力，即增加了9.9倍。这些如此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中心，由后列移到了前列，把旧的工业中心挤到后面去了。应该指出：在这些资料中，也显示出制造 生产
 消费品的工业即采矿工业与冶金工业有特别迅速的增长。在1875—1878年，这种工业中使用蒸汽机1040台，22966马力（在欧俄），而在1890年则使用蒸汽机1960台，74204马力。这就是说，14年间的增长比起全部工业中的蒸汽发动机总数在16年间的增长还要大。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在全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 
［注：1892年以后，蒸汽发动机在俄国的应用有多么巨大的发展，这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出来：根据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在1904年，64省有工厂蒸汽锅炉27579个，除农用者外，全国总计有蒸汽锅炉31887个。（第2版注释）］







七　大工厂的增加

上面已经证明我国工厂统计资料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我们不得不依靠更复杂的计算来确定改革后俄国大机器工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我们选择了1866年、1879年、1890年以及1894—1895年度关于最大工厂即有厂内工人100以上的工厂的资料 
［注：资料来源：《财政部年鉴》第1编（只有71种行业的资料）；《工厂一览表》，第1版和第3版，有一切行业的资料，正如在《工厂索引》中一样；但是，为了把《工厂索引》的资料与《工厂一览表》的资料作一比较，必须从列入《工厂一览表》清单的行业中除去路轨制造业。那些把家庭工人也列入工厂工人的作坊，已经被减去。这种把家庭工人列入的情形，有时候在上述出版物的注释中直接讲明了；这种情形有时候可以从各年资料的比较中看出来：例如，参看1879年、1890年以及1894—1895年度萨拉托夫省棉织业的资料（参看第6章第2节（1））。辛茨海梅尔（《论德国大工厂生产扩张的限度》1893年斯图加特版）把有50个工人以上的工厂企业归入大工厂企业。我们认为这个标准绝对不低，但是由于计算俄国资料很困难，所以只得限于最大的工厂了。］

 。厂外工人只是在1894—1895年度《工厂索引》的资料中才严格地区分开来；因此，前面几个年份（特别是1866年和1879年）的资料，虽然有注释中所加的修正，可能仍然有一些夸大。

我们举出这些最大工厂的资料：





我们从1866年、1879年和1890年的资料开始来分析这个表。大工厂总数在这些年内变动如下：644—852—951，或者按百分比计算，100—132—147。因此，在24年内，大工厂数目差不多增加了半倍。此外，如果拿大工厂各个类别的资料来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工厂愈大，其数目增加也愈来愈快（A：512—641—712；B：90—130—140；C：42—81—99）。这表明生产日益集中。

使用机器的工厂数目比工厂总数增加得更快；以百分比计算为：100—178—226。愈来愈多的大工厂改用蒸汽发动机。工厂愈大，其中使用蒸汽发动机的工厂就愈多；把这些工厂同该类工厂总数的百分比计算出来，我们就得到如下的数字：（A）39％—53％—63％；（B）75％—91％—100％；（C）83％—94％—100％。蒸汽发动机的应用，是与生产规模的扩大及生产协作的扩大紧密联系着的。

全部大工厂工人人数变动的百分比如下：100—168—200。在24年中，工人人数增加了1倍，即超过了“工厂工人”总数的增加。每一大工厂的平均工人人数按年份为：359—458—488。按类别则为：（A）213—221—220；（B）665—706—673；（C）1495—1935—2154。因此，最大工厂集中的工人比例日益扩大。在1866年，工人在1000以上的工厂，其工人人数占大工厂工人总数的27％；在1879年，占40％；在1890年，占46％。

全部大工厂的生产总额的变动，用百分比表示是：100—243—292。按类别则为：（A）100—201—187；（B）100—245—308；（C）100—323—479。因此，全部大工厂的生产总额差不多增加了两倍，而且工厂愈大，这种增加的速度就愈快。但是，如果我们把各类工厂每年的劳动生产率作一比较，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稍微不同的情形。全部大工厂中，每个工人的平均生产额为866—1250—1260卢布，而按类别则为：（A）901—1410—1191；（B）800—1282—1574；（C）841—1082—1188。因此，在这里看不出（每一工人）每年生产额由最低的类别到最高的类别的上升。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各种行业的工厂以不同的比例归入各类，而这些行业的原料价格不等，因而每一工人的全年生产额也不同。 
［注：例如，在1866年，列入A类的有17个精制糖厂，其中每一工人的全年生产额约为6000卢布，而在纺织厂中（列入最高类别的），每一工人的全年生产额则为500—1500卢布。］



对1879年、1890年的资料以及1879年、1890年、1894—1895年度的资料也进行这样详细的分析，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只不过是为了几个稍微不同的百分比把上面所说过的重复一遍而已。

最近《工厂视察员报告汇编》中引用了一些按工人人数划分工厂类别的资料。下面是1903年的这种资料：





	　
	俄罗斯64省
	欧俄50省
[98]





	工厂类别
	工厂数目
	工人人数
	工厂数目
	工人人数



	工人在20以下者
	5749
	63652
	4533
	51728



	21—50工人者
	5064
	158602
	4253
	134194



	51—100工人者
	2271
	156789
	1897
	130642



	101—500工人者
	2095
	463366
	1755
	383000



	501—1000工人者
	404
	276486
	349
	240440



	超过1000工人者
	238
	521511
	210
	457534



	

共　　计



	15821
	1640406
	12997
	1397538





这些资料是可以同上面引用的资料作比较的，只是有些不确切，虽然不严重。不管怎样，这些资料表明，大工厂（工人在99或100以上者）数目及其工人人数都迅速地增长着。这些大工厂中的最大工厂，其工人人数的集中——从而生产的集中——也在增长着。


［注：从“最近《工厂视察员报告汇编》……”开始这两段话，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版（1908年版）增加的。后来，列宁在这一版的一本书的页边上，亲手补写了下面一些数字（为了清楚起见，我们把工厂类别再一次列出来，放在方括弧内）。





	


1908年（俄罗斯66省）


工厂数目—工人人数 ［工厂类别］5403—63954 ［工人在20以下者］

4569—152408 ［21—50工人者］

2112—15 0888 ［51—100工人者］

2169—496329 ［101—500工人者］

433—28 0369 ［501—1000工人者］

299—66 3891 ［超过1000工人者］

14985—1808109 ［共计］




工厂有100工人以上者


1908年 1903年工厂数目 工人人数 工厂数目 工人人数

2901—1440859 2737—1261363

见第471—472页插图。——编者注











　　见第471—472页插图。——编者注］






把大工厂的资料同我国官方统计中关于全部“工厂”的资料加以对照，我们就看到：在1879年，大工厂占全部“工厂”的4.4％，集中了工厂工人总数的66.8％及生产总额的54.8％。在1890年，大工厂占全部“工厂”的6.7％，集中了工厂工人总数的71.1％与生产总额的57.2％。在1894—1895年度，大工厂占全部“工厂”的10.1％，集中了工厂工人总数的74％与生产总额的70.8％。在1903年，工人超过100人的大工厂，在欧俄占工厂总数的17％，集中了工厂工人总数的76.6％。 
［注：《工厂一览表》和《工厂索引》中我国工厂工业的总计性资料，已在上面第2节中引用过了（参看《评论集》第276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1—22页。——编者注））。我们要指出：大工厂数目在“工厂”总数中的百分比的增长，首先表明了“工厂”这一概念在我国统计中的逐渐缩小。］

 这样，大工厂，主要是使用蒸汽机的大工厂，虽然为数不多，但集中了全部“工厂”工人人数与生产总额的大部分，而且是日益增加的。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这些大工厂在改革后时代以怎样巨大的速度增长着。现在我们还要引证关于采矿工业中的大企业的资料 
［注：这些资料是根据《1890年俄国采矿工业统计资料汇编》计算出来的，同时把列入《工厂一览表》中的工厂除开了。由于这样除开的结果，欧俄矿业工人总数减少了35000（340000-35000＝305000）。］

 。






1890年欧俄最大的工业企业



	工厂、矿山等等类别（按工人人数分类）


	采矿工业
	工厂工业与采矿工业



	企业数目
	工人人数
	企业数目
	工人人数



	
共　　计

	其中使用蒸汽发动机者


	
共　　计

	其中使用蒸汽发动机者





	（A）100—499工人者
	236
	89
	58249
	1369
	858
	310906



	（B）500—999工人者
	73
	38
	50607
	256
	221
	172160



	（C）1000工人以上者
	71
	49
	149098
	186
	164
	398035



	

共　　计



	380
	176
	257954
	1811
	1243
	881101







在采矿工业中，大企业工人的集中还更厉害（虽然生产上应用蒸汽发动机的企业的百分比比较低些）；在305000名矿业工人中，有258000人，即84.5％的矿业工人集中在有工人100名以上的企业里；差不多一半矿业工人（305000中的145000）在少数有工人1000名以上的最大工厂内做工。在欧俄全部工厂工人与矿业工人（1890年为118000）当中，3/4（74.6％）集中在有工人100名以上的企业里；差不多一半（1180000中的570000）集中在有工人500名以上的企业里。 
［注：根据1895年的工业调查，在德国的全部
 工业中（矿山建筑业也包括在内，这一部门在俄国并未登记），有工人1000以上的企业248个；这些企业中的工人为430286名。可见，俄国的最大工厂比德国的还要大。］



尼·—逊先生说，1880—1890年时期同1865—1880年时期比较起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厂人口”的增长“都变慢了”；我们认为在这里研究一下尼·—逊先生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并不是多余的。 
［注：1894年《俄国财富》第6期第101页及以下各页。我们所举出的大工厂的资料，也证明1879—1890年增长的百分比比1866—1879年要小些。］

 尼·—逊先生依靠他那独特的逻辑，居然从这个卓绝的发现中作出结论，仿佛“事实完全确证了”《论文集》中所提出的论断，即“资本主义在达到其发展的一定界限时，就会缩小自己的国内市场”。——第一，从“增长变慢”就推断出国内市场的缩小，是毫无根据的。工厂工人人数既然比人口增长得快（而根据尼·—逊先生自己的资料也正是如此；从1880年到1890年增长了25％），这就意味着人口在脱离农业，甚至个人消费品的国内市场也在增长（更不必说生产资料的市场了）。第二，百分比上所表现的“增长的减少”，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必定发生的现象，因为用百分数表示，小的数量总是比大的数量增长得快。根据资本主义在最初阶段发展得特别迅速的事实，只能作出结论说：年轻国家有赶过年老国家的趋势。把初期增长的百分比当作以后各个时期的标准是错误的。第三， “增长的减少”这一事实本身，绝对不是尼·—逊先生所举出的各个时期的比较所能证明的
 。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只能是周期性的；因此，要比较各个时期，就必须举出很多年的资料 
［注：例如，象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其《俄国工厂今昔》第307页及图中所做的那样。依据这个图可以清楚地看出，1879年，尤其是1880年和1881年，是特别高涨的年份。］

 ，以便把特别繁荣、高涨的年代和衰落的年代划分清楚。尼·—逊先生不这样做，就犯了很大的错误，他没有看出1880年是特别高涨的一年。不仅如此，尼·—逊先生甚至毫不在乎地“捏造出”相反的论断。他议论道：“还须指出，中间的〈1865年和1890年中间的〉1880年是一个歉收的年份，因此在该年内所登记的工人人数，比正常年份要少些”！！（同上，第103—104页）。尼·—逊先生只要看看他从中取得1880年的数字的那本出版物（《工厂一览表》第3版）的正文，他就会在那里看到，1880年的特点是工业，特别是制革业和机器制造业的“飞跃”（第Ⅳ页），这是因为战后对制成品的需求大大增加，政府订货大大增多。只要把1879年的《工厂一览表》翻一翻，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这种飞跃的程度。 
［注：例如，制呢业加紧制造军用呢；制革业欣欣向荣；大工厂“为军事部门”制造250万卢布的革制品。（第288页）伊热夫斯克工厂与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制造炮兵用品共值750万卢布，而1890年则为125万卢布。铜器业把注意力放在制造军用品及军事器材上（第388—389页）；火药厂日夜开工等等。］

 但是尼·—逊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浪漫派理论，竟不惜公然歪曲事实。





八　大工业的分布

为了说明大机器工业，除去生产集中在最大工厂的问题之外，生产集中在各个工厂工业中心的问题和工厂中心的各种不同形式的问题也很重要。可惜我国工厂统计不仅供给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和不能比较的材料，而且对这些材料的整理也很不够。例如，在现时的出版物中，只以各省为单位来表明工业的分布（而不是象60年代优秀的出版物那样以各个城市和各个县份为单位，这些出版物还用地图来说明工厂工业的分布）。但是为了确切说明大工业的分布，必须采用各个中心，即各个城市、各个工厂村或彼此距离相近的几个工厂村的资料。省或县是太大的地域单位。 
［注：“……在（莫斯科省）各县的辖区内，工厂的配置很不平衡：在工业十分发达的县份，除了那些由于工厂企业相当密集而可以称为真正工厂中心的地区以外，我们看到许多几乎没有任何工厂工业的乡；相反，在一般缺少工厂的县份，有一些地区，某一行业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除了手工业者的茅舍与小工房以外，还出现了具有工厂生产的一切特征的较大的企业。”（《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卫生统计部分，1890年莫斯科版第4卷第1册第141页）这一出版物在现今的工厂统计书刊中是较好的一种，它以详细编制的地图说明了大工业的分布。要得到工厂工业分布的全貌，只缺少各个中心按工厂数、工人数和生产总额的分类。］

 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根据1879年和1890年的《工厂一览表》算出关于我国工厂工业集中在最重要中心的资料。附录（附录三）中所刊载的表，包括了欧俄103个工厂中心的资料，这些工厂中心大约集中了工厂工人总数的一半。 
［注：只有生产额在2000卢布以上的工厂才列入本表，而磨坊则只有使用蒸汽发动机的才列入。凡是指明厂外工人算作工厂工人的地方，都把这些厂外工人除外了；这种除外是用星花（*）来表明的。1879年的工业高涨，也不能不在这些资料中反映出来。］



这个表给我们指出了俄国工厂中心的三种主要类型。（1）城市。它们占第一位，其特点是工人与企业的最大集中。一些大城市在这方面特别突出。在1890年，两个首都各集中了70000工厂工人（近效也计算在内），里加集中了16000工人，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集中了15000工人，博戈罗茨克集中了10000工人，其余城市都不到10000工人。只要粗略地看一看官方公布的几个大城市的工厂工人的人数（1890年敖德萨为8600名，基辅为6000名，顿河畔罗斯托夫为5700名，等等），就知道这些数字小得可笑。上面所举的圣彼得堡的例子表明，必须把这些数字增加好几倍，才能得到这些工业中心的工业工人的总数。除了城市以外，还必须指出城市近郊。大城市近郊往往是相当大的工业中心，但是根据我们的资料，我们只能举出一个这样的中心——圣彼得堡近郊，1890年这里有工人18900名。列入我们表中的莫斯科县的几个村庄，实质上也是城市近郊。 
［注：“……按照当地居民的说法，莫斯科附近的大村切尔基佐沃，是一个大工厂，并且真正是莫斯科的延长……靠近这里，在谢苗诺夫关卡外面……还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工厂……距离这里不远，我们看到伊兹梅洛沃村，村中有自己的一些织造厂与很大的伊兹梅洛沃纺织厂”。这是莫斯科北面的情形。向南面去，“在谢尔普霍夫关卡外面，我们首先看到很大的达尼洛夫纺织厂，单是这个工厂就象是一座小城……再往前走，看见一大圈彼此距离很近的大烧砖厂”等等（上引《统计资料汇编》第4卷第1册第143—144页）。因此，实际上，工厂工业的集中程度要比我们在表中所能表明的更大些。］



工厂中心的第二个类型就是工厂村，它们在莫斯科、弗拉基米尔与科斯特罗马3省特别多（在我们表中所列入的63个最重要的乡村中心总数中，有42个是在这3省之内）。在这些乡村中心中间，奥列霍沃-祖耶沃镇首屈一指（表中把奥列霍沃与祖耶沃分别列出，然而它们是一个中心）；就工人人数来说，它只逊于两个首都（在1890年为26800人） 
［注：在1879年，据计算这里只有10900工人。显然，是使用了不同的登记方法。］

 。在这3省以及雅罗斯拉夫尔与特维尔两省，大多数乡村工厂中心是由一些极大的纺织工厂（棉纺织厂、亚麻织布厂与毛织厂等等）形成的。以前在这些村庄中，差不多总是有分活站，即支配着附近大批手工织工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中心。在统计没有把家庭工人与工厂工人混在一起的场合，关于这种中心的发展的资料突出地表明了大机器工业的增长，大机器工业把附近成千的农民聚集起来，并把他们变成工厂工人。其次，相当多的乡村工厂中心是由一些大的矿厂与冶金厂（博布罗沃村的科洛姆纳厂，尤佐沃厂、布良斯克厂等等）形成的；其中大部分属于采矿工业，因而未列入我们的表。分布于西南各省村镇的甜菜制糖厂，也形成了不少的乡村工厂中心；我们举出最大的中心之一，基辅省的斯梅拉镇作例子。

工厂中心的第三种类型是“手工业”村，其中一些最大的企业往往被算作“工厂”。在我们的表中，巴甫洛沃、沃尔斯马、博戈罗茨科耶、杜博夫卡等村是这种中心的典型。我们在上面已经以博戈罗茨科耶村为例子，把这些中心的工厂工人人数同其全部从事手工业的人口作过比较了。 
［注：参看本卷第459页。——编者注］



把我们表中所列入的各个中心，按照每一中心的工人人数和各个中心的种类（城市或村庄）加以分类，可以得到下面的资料。 
［注：见本卷第480页。——编者注］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103个中心在1879年集中了356000工人（总数为752000），而在1890年则集中了451000工人（总数为876000）。因此，工人人数增加了26.8％，而在全部大工厂（工人在100以上者）中只增加了22.2％，工厂工人总数在同一时期只增加了16.5％。由此可见，工人正被聚集在各最大的中心。在1879年，工人超过5000名的中心只有11个，而在1890年则已经有21个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工人在5000到10000的中心数目的增加。这是由于两个原因造成的：（1）由于南俄（敖德萨、顿河畔罗斯托夫等等）工厂工业的显著增长；（2）由于中部各省工厂村的增长。

城市中心与乡村中心的比较，表明乡村中心在1890年占最主要中心工人总数的 
1
 /3
 左右
 （451000中的152000）。就整个俄国说来，这个比例应当还要高些，这就是说，1/3以上的工厂工人应当是在城市以外。事实上，所有著名的城市中心都已列入了我们的表，而有几百个工人的乡村中心，除去我们举出的以外，还有很多很多（如有玻璃厂、烧砖厂、酿酒厂、甜菜制糖厂等等的村庄）。矿业工人主要也是分布在城市以外。因此可以认为，在欧俄的工厂工人与矿业工人的总数中，分布在城市以外的不下一半（也许是一半以上）。这个结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表明俄国 工业
 人口的数量大大地超过 城市
 人口。 
［注：1897年1月28日的人口普查，完全证实了这个结论。整个帝国的城市人口计为男女16828395人。而工商业人口，正如我们在上面指出的，是21700000人。（第2版注释）］



当我们谈到工厂工业在城市中心与乡村中心的发展速度的比较这个问题时，我们看到乡村中心在这方面无疑是领先的。工人在1000以上的城市中心的数目在上述期间增加极少（从32增加到33），而这种情况的乡村中心的数目则增加很多（从38增加到53）。工人人数在40个城市中心只增加了16.1％（从257000人增加到299000人），而在63个乡村中心则增加了54.7％（从98500人增加到152500人）。每一城市中心的平均工人人数只从6400人增加到7500人，而每一乡村中心的平均工人人数则从1500人增加到2400人。这样，工厂工业大概具有下列的趋势：在城市以外扩展特别迅速；建立新的工厂中心并比城市中心更快地把它们向前推进；深入似乎与资本主义大企业世界隔绝的穷乡僻壤。这个十分重要的情况向我们表明：第一，大机器工业是以怎样的速度改造着社会经济关系。过去要几百年才能形成的东西，现在不过10年光景就实现了。例如，只要把上一章所指出的“手工业村”博戈罗茨科耶、巴甫洛沃、基姆雷、霍捷伊奇、韦里科耶等等这些非农业中心的建立过程作一比较，就可以相信这一点。 
［注：“在克里沃罗格镇，居民从1887年的6000人增加到1896年的17000人；在第聂伯公司采石厂中，从2000人增加到18000人；在德鲁日科夫卡车站附近，1892年还只有车站建筑，现在则变成了住户达6000人的村庄；在格丹策夫工厂中约有3500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车站附近，修建了很多工厂，形成了新的居民点；在尤佐夫卡，形成了有29000人口的城市……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附近的下第聂伯罗夫斯克，在荒凉的沙地上，现在有许多工厂，形成了有6000人的新的居民点。马利乌波尔的工厂吸引了10000个新移民等等。各个煤矿形成了居民的中心。”（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50期）根据《俄罗斯新闻》（1897年11月21日第322期）的报道，巴赫姆特县地方自治会议申请把有1000人口的商业村改为镇，而把有5000人口的商业村改为市…“在我们这里看到商业村和工厂村的无比增长……共计有30个村，都以纯粹美国式的速度产生和增长着……在沃伦策沃，正在建立一个有两座高炉（一个铸钢用，一个轧钢轨用）的大冶金厂，并将于11月初开工。那里计有5000—6000人口，他们在不久前几乎是渺无人烟的草原上盖起了房子。随着劳动者的流入，商人、手艺人、一般小手工业者也纷至沓来，他们指望各种商品能够很容易、很迅速地卖给劳动者。”］

 社会分工得到了巨大的推动。居民的流动代替了昔日的定居与闭塞状态而成为经济生活的必要条件。第二，工厂向乡村的迁移表明，资本主义克服了农民村社的等级闭塞状态为它设置的障碍，甚至从这种闭塞状态里面取得了利益。在乡村中设立工厂有不少不方便的地方，但是保证有廉价的工人。不让农夫进工厂，工厂却来找农夫。 
［注：“工厂寻找廉价的织工，它在织工的家乡找到了。工厂应当跟着织工走……”（《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3编第63页）］

 农夫不能完全自由地（由于连环保以及不许退出村社）去寻找最有利的雇主，而雇主却非常善于寻找最廉价的工人。第三，相当数量的乡村工厂中心及其迅速的发展表明，认为俄国工厂与农民群众处于隔绝状态、俄国工厂对农民的影响很小的意见是没有根据的。相反，我国工厂工业分布的特点表明，它的影响很广泛，远不限于工厂墙壁之内。 
［注：我们回忆一下上面（第3章第4节第146页脚注（见本卷第180—181页。——编者注））所举出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巴赫姆特县采矿工业影响当地农业制度的事实。地主经常抱怨居民被工厂“教坏了”，也是说明问题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工厂工业分布的这个特点也不能不使大机器工业对它雇用的人所发生的改造作用受到暂时的阻碍。把偏僻地方的农夫 一下子
 变为工人，工厂就在某一时期内保证自己有最廉价、最不开化与要求最少的“人手”。但是，很明显，这种阻碍只能是短时期的，它的代价就是大机器工业的影响范围更加扩大。





九　木材业与建筑业的发展

大机器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大机器工业发展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伴侣），是提供燃料和建筑材料的工业以及建筑业的发展。我们从木材业谈起。

砍伐树木并为自己使用面对树木进行初步加工，这是农民历来的工作，几乎各个地方都是列入农民一般活计范围之内的。但是所谓木材业，我们是专门指 为出卖
 而采伐树木。改革后时代的特点是这种工业特别发展，作为个人消费品（城市的增加，乡村中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农民在获得解放时失去了自己的林木），尤其是作为生产消费品，对木材的需求都迅速增加了。商业、工业、城市生活、军事、铁路等等的发展，都引起对木材的需求的大量增加，而使用木材的不是人，而是资本。例如，在工业省份内，木柴价格“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最近5年来〈1881年以前〉木柴价格上涨1倍以上”。 
［注：《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1编第61页。］

 “木材价格猛涨。” 
［注：同上，第4编第80页。］

 在科斯特罗马省，“由于工厂大量使用木柴，7年来木柴价格上涨1倍” 
［注：日班科夫
 《1866—1883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1887年科斯特罗马版第25页。］

 等等。木材商品向国外的输出，从1856年的5947000卢布，增加到1881年的30153000卢布与1894年的39200000卢布，就是说，增长的比例如下：100—507—659。 
［注：《俄国的生产力》，俄国对外贸易，第39页。木材的输出在1902年为5570万卢布，在1903年为6630万卢布。（第2版注释
 ）］

 通过欧俄内河航运，1866—1868年每年平均运输的建筑木材和木柴为15600万普特 
［注：《军事统计汇编）第486—487页。］

 ，而1888—1890年每年平均为70100万普特 
［注：《铁路与内河航运统计概述》1893年圣彼得堡版（交通部版）第40页。］

 ，即运输量增加了3倍以上。通过铁路，1888—1890年每年平均运输29000万普特 
［注：同上，第26页。］

 ，而在1866—1868年每年平均大概不出7000万普特 
［注：估计约占全部铁路货述的1/5。（《军事统计汇编》第511页；参看第518—519页）。］

 。这就是说，木材商品运输总额，在60年代约为22600万普特，而在1888—1890年则为99100万普特，——即增加3倍以上。由此可见，木材业正是在改革后时代有了巨大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种工业的组织究竟是怎样的呢？——是纯粹资本主义的。企业主即“木材业者”从地主那里购买森林，雇用工人来砍伐、截锯、流送等等。例如，在莫斯科省，据地方自治局统计学家计算，在24000个从事木材业的农民中间只有337个木材业者。 
［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7卷第1编第2册。在我国木材业中，也常常没有把业主和工人严格分开，把工人也叫作木材业者。］

 在维亚特卡省斯洛博茨科伊县，计有木材业者123人（“小木材业者大部分是大木材业者的承包人”，而大木材业者只有10人），而从事木材业的工人为18865人，每人工资为19.5卢布。 
［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11编第397页。］

 谢·柯罗连科先生认为整个欧俄从事木材业劳动的有200万农民 
［注：《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

 ，这一数字大概没有夸大，例如，在维亚特卡省9个县（共11个县）计有木材工人约56430人，在整个科斯特罗马省约有47000人 
［注：依据《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计算的。］

 。木材业劳动的报酬最低；卫生条件十分恶劣，工人的健康遭到极大的损坏；被派到森林深处的工人的状况是最没有保障的；在这一工业部门中，盘剥、实物工资制以及诸如此类的“宗法式的”农民手工业的伴随物非常盛行。我们举出地方调查者们的几段评论来证实这种评述。莫斯科的统计学家们指出了通常把木材工人的工资大大降低的 “强制入伙制”。科斯特罗马省的木材工人“合伙住在森林中匆促地、马马虎虎地搭成的茅屋里，屋子里没有炉子，以灶火取暖。饭菜很坏，面包放了一礼拜变得象石头一样硬，空气污浊……经常穿着半湿的衣服……这一切，不能不损坏木材业者的健康”。“木材”乡中的居民比外出零工乡（即外出做零工的人占多数的乡）中的居民“肮脏得多”。 
［注：上引书第19—20页和第39页。参看《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12编第265页中完全相似的论述。］

 关于诺夫哥罗德省季赫温县，我们读到：“农业是辅助的收入来源，虽然在一切官方资料中你们可以看到居民是种地的……农民用来满足自己根本需要的一切收入，都是他们为木材业者采伐与流送木材所得的工资。但是危机很快就会到来，再过5—10年森林就没有了……”“从事木材业的工人可以说是船夫；他们在深山老林的宿营地过冬……而在春天，由于不习惯家庭劳动，就去浮运和流送木柴；只有农忙季节和割草期才会使他们定居下来……”农民处于木材业者的“永久盘剥”之下。 
［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8编第1372—1373页和第1474页。“由于木材业的需要，打铁业、制革业、熟制毛皮业及一部分制鞋业在季赫温县发展起来了；前者提供钩竿，而后三者提供靴、短皮大衣及手套。”同时，我们在这里看到生产资料的制造（即资本主义经济中第Ⅰ部类的增长）怎样推动消费品的制造（即第Ⅱ部类）的例子。不是生产跟着消费走，而是消费跟着生产走。］

 维亚特卡的调查者指出，雇用工人去从事木材业劳动通常安排在征税的时候，向业主购买生活用品大大降低了工资……“不论伐木工或砍柴工，夏季每天获得17戈比左右，带马的每天获得33戈比左右。这样低的工资实在不足以补偿劳动，如果我们想到这种行业是在极不卫生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话” 
［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11编第399—400、405、147页。参看奥廖尔省特鲁布切夫斯克县地方自治局汇编，其中很多地方指出：“农业具有次要的意义”，主要的作用是属于副业，特别是木材业。（《特鲁布切夫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1887年奥廖尔版，特别是关于各村的注释）］

 ，以及其他等等。

总之，木材工人就是农村无产阶级的巨大组成部分之一。农村无产阶级只有很小一块土地，因而不得不在极不利的条件下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种职业是极不规则、极不固定的。因此，木材工人形成了理论上称之为 潜在的
 
［注：《资本论》第2版第1后第668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5页。——编者注）。］

 形式的后备军（或资本主义社会中相对的人口过剩）：一部分（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是不小的一部分）农村人口必须经常准备担任这类工作，必须经常需要这类工作。这就是资本主义存在与发展的条件。随着森林在木材业者掠夺似的采伐下正在消失（而这个过程是进行得非常快的），就愈益强烈地感觉到以煤炭代替木柴的需要，煤炭工业就愈益迅速地发展起来，只有煤炭工业才能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坚固基础。需要有一种可以在任何时候用一定的很少波动的价格买到任何数量的廉价燃料，——这就是现代工厂的要求。木材业不能满足这个要求。 
［注：下面是从《波兰王国工厂工业调查委员会委员的报告》（1888年圣彼得堡版第1部）的资料中所得到的对于这点的说明。波兰的煤炭比莫斯科的便宜一半。波兰1普特纺线的平均燃料费用为16—37戈比，而莫斯科地区则为50—73戈比。莫斯科地区的燃料贮备量是12—20个月，而波兰最多是3个月，大部分是1—4星期。］

 因此，木材业在燃料供应上胜过煤炭工业，是与资本主义不甚发达的状态相适应的。至于谈到社会生产关系，那么在这方面，木材业同煤炭工业的关系大概就象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同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关系一样。木材业意味着最原始的技术状态，以原始的方法开发自然资源；煤炭工业则引起技术上的彻底改革和机器的广泛应用。木材业使生产者仍然是农民，煤炭工业则把生产者变成工厂工人。木材业把整个旧的宗法式生活制度差不多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利用被分派到森林深处的工人的愚昧无知、孤立无援与分散状态，以最坏的盘剥方式束缚他们。煤炭工业造成了人口的流动，建立了巨大的工业中心，并必然导致对生产进行社会监督。一句话，上述更替有着进步的意义，就象工厂代替手工工场一样。 
［注：尼·—逊先生讲到了煤炭工业代替木材业的问题（《论文集》第211页和第243页），他象往常一样只是发牢骚。对于以最坏的剥削形式著称的资本主义木材业落后于资本主义煤炭工业这件小事，我们的浪漫派竭力不予理会。但是关于“工人人数”，他却大谈特谈！60来万英国煤矿工人同几百万无工可做的农民比起来说明什么呢？——他说道。（第211页）我们对此回答道：资本主义形成相对的人口过剩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尼·—逊先生完全不懂得这种现象与大机器工业的需要之间的联系。把临时地与不规则地从事各种工作的农民人数同只是开采煤炭的专业矿工的人数作比较，这是毫无意义的方法。尼·—逊先生使用这种方法，不过为了抹杀下述破坏他的理论的事实：俄国工厂工人与矿业工人的人数以及整个工商业人口都在迅速地增长。］



建筑业最初也同样归入农民家庭劳动范围以内（直到现在仍是这样，因为半自然的农民经济还存在）。进一步的发展使建筑工人变为按照消费者订货而工作的专业 手艺人
 。在乡村及小城市中，建筑业的这种组织在现在也是相当发达的；手艺人通常保持着同土地的联系，为范围极其狭小的小消费者工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保存这种工业结构就不可能了。商业、工厂、城市、铁路的发展，提出了对完全另外一种建筑的需求，这种建筑无论在建筑样式或规模上都与宗法制时代的旧式建筑是不一样的。新式建筑需要各种各样的贵重材料，需要大批各种各样专业工人的协作，需要很长的施工时间，这些新建筑的分布与传统的居民的分布完全不一致：它们建设在大城市里或城市近郊，建设在没有人烟的地方以及正在修筑的铁路沿线等等。当地的手艺人变为企业主- 承包人
 所雇用的外出零工，而这些企业主- 承包人
 逐渐挤进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并且变成真正的资本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跳跃式的发展，长久萧条的年代被“建筑热”（正如现在1898年所经历的）的时期所代替，大大地推动了建筑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扩大与加深。

根据俄国经济学书刊的资料，上述工业在改革后时期的演进就是如此。 
［注：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断定这种演进是困难的，因为在我国书刊中，往往把建筑工人叫作“手艺人”，同时完全错误地把雇佣工人也归入这个类别。——关于西欧建筑业组织的类似的发展，可参看维伯
 《不列颠工联主义运动史》1895年斯图加特版第7页。］

 这种演进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地区分工上，也就是形成了各个广大地区，那里的劳动居民专门从事于某一种建筑活计。 
［注：例如，在雅罗斯拉夫尔省，达尼洛夫县的火炉匠、灰泥匠和泥水匠特别有名，该县各个乡主要出其中一种行业的工匠。雅罗斯拉夫尔县伏尔加左岸地区所出的彩画匠特别多，莫洛加县中部地区所出的木匠特别多，等等。（《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2编第135页及其他各页）］

 这种地区的专业化，以建筑活计的大市场的形成为前提，因而以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为前提。我们举出一个这样的地区的资料来说明。弗拉基米尔省波克罗夫县早就以木匠出名，在本世纪初木匠就已占居民一半以上。改革以后，木匠业继续兴旺。 
［注：在50年代末，阿尔古诺沃地区（阿尔古诺沃乡是手工业中心）出了大约10000个木匠。在60年代，波克罗夫县的548个乡村当中，有503个是木匠居住的。（《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4编第161页及以下各页）］

 “在木匠业地区，类似工匠与厂主的分子就是承包人”，这种承包人通常从木工劳动组合中最灵巧的人员中产生。“承包人在10年之内赚到5—6万卢布以至更多的纯利是很常见的事情。有些承包人拥有300—500木匠，已经成为真正的资本家……难怪当地的农民说：‘ 没有比木匠生意更赚钱的了
 。’” 
［注：同上，第165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对于这一行业的现代组织的本质，很难有比这更鲜明的描述了！“木匠业给整个当地农民生活方式打下了深刻的印记……农民木匠渐渐地同农业疏远了，后来就完全抛开农业。”京都生活在木匠身上打下文明的印记：他们比周围农民要清洁得多，他们的“文化修养”、“较高的智力发展程度”都使他们与众不同。 
［注：同上，第166页。其他资料也作了同样的描述。见日班科夫
 《1866—1883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1887年科斯特罗马版；《关于科斯特罗马省索利加利奇县的城市外出谋生情况》，1890年《法学通报》第9期；《农妇国》1891年科斯特罗马版；《研究外出谋生的总纲的尝试》；《1892—1895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1896年斯摩棱斯克版，《外出谋生对人口迁徙的影响》，1895年《医生》第25期。又见上面引证过的《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896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1897年卡卢加版：《1896年下诺夫哥罗德省的农业概况》1897年下诺夫哥罗德版以及其他地方自治局统计出版物。］

 　

根据现有的片断的资料来判断，欧俄建筑工人的总数应当是很大的。在卡卢加省，1896年计有当地的与外来的建筑工人39860人。在雅罗斯拉夫尔省，根据官方资料，1894—1895年度计有外来工人20170人。在科斯特罗马省，约有外来工人39500人。在维亚特卡省9个县（共11个县），约有外来工人30500人（在80年代）。在特维尔省4个县（共12个县），计有当地的与外来的工人15585人。在下诺夫哥罗德省戈尔巴托夫县，计有当地的与外来的工人2221人。根据1875—1876年的官方资料，梁赞省每年单是外出的木匠就不下20000人。在奥廖尔省奥廖尔县，计有建筑工人2000人。在波尔塔瓦省3个县（共15个县），计有1440人。在萨马拉省尼古拉耶夫斯克县，计有1339人。 
［注：资料来源，除了上条注释中所讲到的以外，还有地方自治局汇编。瓦·沃·先生（《俄国手工工业概述》第61页）引用了波尔塔瓦省、库尔斯克省与坦波夫省13个县的资料。建筑工人（瓦·沃·先生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全算作“小工业者”）共为28644人，占各县全部成年男子的2.7％到22.1％。如果以平均百分比（8.8％）作为标准，那么欧俄就会有133万左右的建筑工人（把成年男工算作1500万）。而上述各省处于建筑业最发达的省份与建筑业最不发达的省份之间的中间地位。］

 根据这些数字判断，欧俄建筑工人人数应当 不下100万人
 。 
［注：根据1897年1月28日的人口调查（《1897年1月28日帝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材料研究结果总集》1905年版），整个帝国独立的
 建筑业人口（自己赚得生活资料者）为717000人，外加以建筑业为副业的农民469000人。（第2版注释
 ）］

 必须承认这个数字是最低数字，因为一切资料来源都证明建筑工人人数在改革后时代是迅速增长的。 
［注：保了火险的建筑物的价值的资料，部分地可以用来判断建筑业的规模。这种价值在1884年是596800万卢布，在1893年是785400万卢布（《俄国的生产力》第12编第65页）。每年增加了18800万卢布。］

 建筑工人是正在形成的工业无产阶级，他们与土地的联系现在已很薄弱 
［注：例如，在雅罗斯拉夫尔省，外出者占全部人口11—20％，即占男工的30—56％；外出者中间有68.7％是全年外出的。（《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显然，他们“不过是正式名称
 叫作农民而已”（第117页）。］

 ，并且一年一年地在削弱下去。按其地位来说，建筑工人与木材工人截然不同，更接近于工厂工人。他们在大城市中心与工业中心工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中心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日益衰落的木材业代表了还容忍宗法式生活制度的不大发展的资本主义形式，而日益发展的建筑业则代表了资本主义的更高阶段，它导致新的产业工人阶级的形成，标志着旧的农民的深刻分化。　 





十　工厂的附属物

我们把直接与工厂有联系的雇佣劳动形式与小工业形式称为工厂附属物。这里首先包括木材工人和建筑工人（他们的一定部分），关于这些工人我们已经讲过了，他们有时候直接归入工厂中心的工业人口，有时候属于周围乡村的人口。 
［注：例如，在梁赞省，“单是在赫卢多夫工厂”（1894—1895年度，计有工人4849名，生产额为600万卢布）“冬天运柴就用了约7000匹马，这些马大部分是叶戈里耶夫斯克县农民的”
[99]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7编第1109—1110页）］

 其次，这里包括有时候由厂主自己开采的泥炭沼地的工人 
［注：泥炭业的统计也是十分混乱的。普通不把它归入“工厂”生产（参看科别利亚茨基《工厂视察机关官员和工厂主手册》第15页），但是有时候也归入在内，例如，依据《工厂索引》计算，在弗拉基米尔省（只提到这一个省，虽然其他各省也开采泥炭），有12处泥炭采掘场，工人2201名。根据斯维尔斯基所著《弗拉基米尔省的工厂》，1890年，在弗拉基米尔省采掘泥炭的有6038人。俄国采掘泥炭的工人总数，应当还要大许多倍。］

 ，以及车夫、搬运工人、商品包装工人和一般所谓的小工，这些工人总是占工厂中心人口不小的一部分。例如，在圣彼得堡，根据1890年12月15日调查，登记在“日工，小工”这一类的计有44814人（男女）；其次，运输业中的工人计有51000人（男女），其中有9500人是专门搬运重物和卸货的。再其次，工厂的若干辅助工作是由“独立的”小手工业者进行的；工厂中心或其周围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手工业：制造榨油厂与酒厂所用的桶 
［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6编。］

 ，编织装玻璃器皿的篮子 
［注：同上，第8编，在诺夫哥罗德省。］

 ，制造装小五金的盒子，制造木工和钳工工具上所用的木柄 
［注：同上，第9编，在图拉县近郊各乡。］

 ，制造制鞋厂所用的双帽靴钉、制革厂等所用的“鞣酸” 
［注：在彼尔姆省昆古尔城周围以及特维尔省基姆雷村和其他村子。］

 ，编织包装工厂产品的椴皮席（在科斯特罗马及其他各省），做火柴“梗”（在梁赞、卡卢加及其他各省），替烟草厂糊纸盒（在圣彼得堡附近） 
［注：见《1889年圣彼得堡县地方自治局报告》，沃伊诺夫先生关于第5医疗地段的报告。］

 ，制作醋厂用的木粉 
［注：《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1卷第360页。］

 ，因大工厂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由小纺纱厂加工废纱（在洛兹） 
［注：《波兰王国工厂工业调查委员会委员的报告》1888年圣彼得堡版第24页。］

 ，以及其他等等。所有这些小手工业者，正如上述的雇佣工人一样，或者是属于工厂中心的工业人口，或者是属于附近的半农业人口。再其次，当工厂只生产半成品时，工厂有时候会带出一些进一步加工半成品的小手工业，例如，机器纺纱推动了手工织布，矿厂周围出现了制造金属用品的“手工业者”，以及其他等等。最后，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也往往是工厂的附属物。 
［注：根据《工厂索引》，我们计算出，厂内工人在1000名以上的工厂有16个，它们还有厂外工人7857名。雇用500—999工人的工厂14个，其厂外工人为1352名。《工厂索引》对厂外劳动的登记，纯粹是偶然的，而且遗漏极多。根据《工厂视察员报告汇编》，1903年有分活站632处，雇用工人65115名。当然，这些资料很不完全，然而仍然说明这些分活站及其雇用的工人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工厂工业中心（莫斯科地区有503个分活站，49345名工人。萨拉托夫省——条格布——有33个分活站，10000名工人）。（第2版注释）］

 在一切国家内，大机器工业时代的特征，就是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在成衣业这样一些工业部门中得到广泛发展。上面我们已经讲过这种劳动在俄国普遍到什么程度，它有什么不同的条件，为什么我们认为在关于工场手工业的一章中来叙述它更为恰当。

要比较完全地叙述工厂附属物，就必须有居民职业的完全统计，或工厂中心及其附近地区全部经济生活的专题记述。但是，我们仅有的片断资料也表明，在我国流行的下列意见是多么不正确，这种意见认为，工厂工业是与其他各种工业分离的，工厂人口是与不在工厂中工作的人口分离的。工业形式的发展，就象任何社会关系的发展一样，只能非常缓慢地进行，只能通过大量交错的、过渡的形式和仿佛回到过去的形式进行。例如，小手工业的增长能够表现（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进步；现在我们看到，工厂有时候也能发展小手工业。为“包买主”做工，也是手工工场与工厂的附属物。为了正确估计这些现象的意义，必须把这些现象同工业发展一定阶段上的整个工业结构以及这一发展的基本趋势联系起来。





十一　工业与农业的完全分离


只有
 大机器工业才能引起工业与农业的完全分离。俄国的资料完全证实了《资本论》的作者为其他国家所确立的这个原理 
［注：《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779—780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6—817页。——编者注）。］

 ，但是民粹派经济学家通常都把这个原理忽视了。尼·—逊先生在其《论文集》中处处谈论“工业与农业的分离”，然而他不想根据确切的资料去详细分析这个过程究竟是怎样进行的以及它采取哪些不同的形式。瓦·沃·先生指出了我国工业工人（ 工场手工业中的
 ；我们的作者认为不必区分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虽然他装出遵循《资本论》作者的理论的样子！）与土地的联系，并据此宣称，“ 我国的
 〈黑体是原作者用的〉资本主义生产”“可耻地〈原文如此！〉依赖”工人-耕作者等等。（《资本主义的命运》第114页及其他各页）不仅在“我国”，而且在西欧各地，资本主义在发展到大机器工业阶段以前是不能彻底割断工人与土地的联系的，——这一点瓦·沃·先生大概没有听到过，即使听到过，也已经忘记了！最后，卡布鲁柯夫先生最近向大学生们讲了下面这些极端歪曲事实的话：“在西欧，工厂劳动是工人唯一的生活来源，在我国， 除了比较少数的例外
 〈原文如此！！！〉，工人认为工厂劳动是副业， 他们更倾心于土地
 。” 
［注：见《1895—1896年度在莫斯科大学授课用的农业〈原文如此！〉经济学讲义》，大学课本，1897年莫斯科版第13页。也许，这位博学的统计学家认为可以把85％的情况算作“比较少数的例外”吧？（见下面正文）］



莫斯科卫生统计，即杰缅季耶夫先生论述“工厂工人与农业的联系”的著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实际研究。 
［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卫生统计部分，1893年莫斯科版第4卷第2册。转载于杰缅季耶夫先生名著《工厂，它给予居民什么和从居民那里取得什么》。］

 系统收集的有关约20000名工人的资料表明，只有14.1％的工厂工人去做农活。但更重要得多的是，上述著作最详尽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正是机器生产使工人离开土地
 。从许多用来证实这一点的数字中，我们举出下列最突出的数字 
［注：上引《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292页。《工厂，它给予居民什么和从居民那里取得什么》第2版第36页。］

 ：






	　　工　　厂
	兼务农者的百分比



	有染房的手工棉织厂……………………………………………
	72.5
	

}

 手工生产



	丝织厂……………………………………………………………
	63.1



	瓷器厂……………………………………………………………
	31.0



	手工印花厂和经线分活站………………………………………
	30.7



	制呢厂（全部生产）……………………………………………
	20.4
	　



	纺纱厂和自动机织厂……………………………………………
	13.8
	

}

 机器生产



	有印花场和后处理房的自动机织厂……………………………
	6.2



	机器制造厂………………………………………………………
	2.7



	机器印花厂和后处理厂…………………………………………
	2.3







我们在作者这张表上所添加的，是把8种生产分为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关于第9种生产，即制呢业，我们要指出，它部分地是用手工进行的，部分地是用机器进行的。可以看出，在手工工厂的织工中，兼务农的约占63％，而在用自动织机工作的织工中，则 没有一个人兼务农的
 ，在制呢厂使用机器动力的各部门的工人中，兼务农的只占3.3％。“这样看来，使工厂工人与土地断绝联系的最重要原因，是手工生产变为机器生产。虽然比较起来手工生产的工厂数目还相当多，可是其中的工人人数，同机器生产的工厂中的工人人数比起来，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们所得到的兼务农的工人百分比是很小的，即全部成年工人的14.1％与纯粹农民等级的成年工人的15.4％。” 
［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280页。《工厂，它给予居民什么和从居民那里取得什么》第26页。］

 我们要指出，莫斯科省工厂卫生调查资料曾提供这样的数字：采用机器发动机的工厂，占工厂总数22.6％（其中18.4％是采用蒸汽发动机的），集中了工人总数80.7％。手工工厂占69.2％，其中的工人只占16.2％。在244个采用机器发动机的工厂中，有工人92302名（每一工厂为378名工人），而在747个手工工厂中，则有工人18520名（每一工厂为25名工人）。 
［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4卷第1册第167、170、177页。］

 我们在上面指出，俄国一切工厂工人大量集中在最大的企业，这些大企业大部分是采用机器的，平均每一企业有488名工人以上。杰缅季耶夫先生详细地研究了工人籍贯、当地工人与外来工人的差别、等级的差别（小市民与农民）对于工人脱离土地的影响，结果发现，所有这些差别都抵不上一个基本因素的影响，这个基本因素就是手工生产变为机器生产。 
［注：日班科夫先生在其《斯摩棱斯克省的工厂卫生调查》（1894—1896年斯摩棱斯克版）中，算出了亚尔采沃纺织厂一个兼务农的工人人数大约只占10—15％。（第2卷第307页和第445页；亚尔采沃纺织厂在1893—1894年度计有工人3106名，而斯摩棱斯克省的工厂工人是8810名）这个工厂中的非固定工人，占男工28％（在一切工厂中占29％），占女工18.6％（在一切工厂中占21％。见第2卷第469页）。必须指出：归入非固定工人的是：（1）进工厂不到一年者；（2）夏季干农活者；（3）“由于各种原因停工数年者”（第2卷第445页）。］

 “不管是什么原因促使以前的农民变为工厂工人，但是这种专门工人已经存在了。他们只被算作农民，而他们同乡村的联系只是在换身分证时缴纳捐税，因为事实上他们在乡村中没有产业，往往连房屋也没有，他们通常都把房屋卖掉了。可以说，甚至土地权他们也只在法律上保留着，1885—1886年许多工厂中的风潮也表明，这些工人都认为自己是与乡村完全无关的人，而乡村农民也把他们这些本村人的后裔看作外来的异乡人。因此，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是一个已经形成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没有自己的家园，实际上也没有任何财产，这个阶级毫无羁绊，身无隔宿之粮。这个阶级不是从昨天起才形成的，它已经有自己的工厂系谱，而且不小的一部分已经是第三代了。” 
［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296页。《工厂，它给予居民什么和从居民那里取得什么》第46页。］

 最后，关于工厂同农业分离的问题，最新的工厂统计提供了有趣的材料。《工厂索引》（1894—1895年度的资料）中举出了每一工厂每年开工日数的资料。卡斯佩罗夫先生急忙利用这些资料来替民粹派理论辩护，据他计算，“俄国工厂平均每年开工165天”，“我国有35％的工厂每年开工不到200天”。 
［注：《俄国工业发展统计总结》。帝国自由经济学会会员米·伊·杜·-巴拉诺夫斯基的报告以及第三部会议上关于这一报告的讨论。1898年圣彼得堡版第41页。］

 不用说，由于“工厂”这一概念不明确，这种笼统的数字差不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没有指出多少工人每年工作多少日子。我们计算了《工厂索引》中关于大工厂（有100工人以上的）的这方面的资料，我们在上面（第7节）已经看到，这些大工厂的工人人数大约占工厂工人总数的3/4。结果是：各类工厂年平均工作日数如下：（A）242；（B）235；（C）273 
［注：我们提醒一下：A类包括100—499名工人的工厂；B类包括500—999名工人的工厂；C类包括1000名工人以上的工厂。］

 ，而全部大工厂则为244。如果把每一工人的平均工作日数计算一下，那就得到每年为253个工作日，——这是大工厂中每一工人的平均工作日数。在《工厂索引》所划分的12个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其较低的两类工厂的平均工作日数不到200天，这就是第11部门（食品）：（A）189；（B）148；（C）280。在这一部门的A类与B类工厂中，计有工人110588名，等于大工厂中工人总数（655670）的16.2％。我们要指出，在这一部门中，包括了各种完全不同的行业，例如，甜菜制糖业与烟草业，酿酒业与面粉业等等。在其余部门中，每一工厂的每年平均工作日数如下：（A）259；（B）271；（C）272。这样，工厂愈大，每年工作的日数就愈多。因此，关于欧俄一切最大工厂的总的资料证实了莫斯科卫生统计的结论，证明了工厂造就着固定的工厂工人阶级。

总之，俄国工厂工人的资料完全证实了《资本论》的理论：正是大机器工业对工业人口的生活条件进行了完全的和彻底的变革，使他们同农业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几百年宗法式生活传统彻底分离。但是，大机器工业在破坏宗法关系与小资产阶级关系时，另一方面却创造了使农业中的雇佣工人与工业中的雇佣工人相接近的条件：第一，大机器工业把最初在非农业中心所形成的工商业生活方式带到乡村中去；第二，大机器工业造成了人口的流动性以及雇用农业工人与手工业工人的巨大市场；第三，大机器工业把机器应用于农业时，把具有最高生活水平的有技术的工业工人带到乡村。





十二　俄国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

现在我们把我国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料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总括一下。 
［注：正如我们在序言中所说的，我们只限于改革后的时代，至于以农奴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形式则抛开不谈。］



这种发展有三个主要阶段：小商品生产（小的、主要是农民的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工厂（大机器工业）。事实完全驳倒了我国流行的关于“工厂”工业与“手工”工业分离的看法。相反，把它们分开纯粹是人为的。上述三种工业形式的联系与继承性是最直接和最密切的。事实十分清楚地表明，小商品生产的基本趋势是发展资本主义，特别是形成工场手工业，而工场手工业在我们面前极其迅速地成长为大机器工业。许多大厂主与最大的厂主本人曾经是小而又小的手工业者，他们经历了从“人民生产”到“资本主义”的一切阶段。也许这一事实，就是各种依次相连的工业形式之间有密切和直接联系的最突出表现之一。萨瓦·莫罗佐夫过去是农奴（1820年赎身），牧人，车夫，织工，手工业织工，他曾步行到莫斯科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包买主；后来成为小作坊主——分活站的主人——厂主。他死于1862年，当时他和他的许多儿子已有两个大工厂。在1890年，属于他的子孙的4个工厂中计有工人39000名，生产额达3500万卢布。 
［注：《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4编第5—7页。1890年的《工厂一览表》。施什马廖夫
 《下诺夫哥罗德与舒亚—伊万诺沃铁路区域工业简明概论》1892年圣彼得堡版第28—32页。］

 在弗拉基米尔省的丝织业中，许多大厂主都是织工与手工业织工出身。 
［注：《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3编第7页及以下各页。］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一些最大的厂主（库瓦耶夫家族、福金家族、祖勃科夫家族、科库什金家族、博勃罗夫家族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手工业者出身。 
［注：施什马廖夫的书第56—62页。］

 莫斯科省的锦缎厂，以前都是手工业小工房。 
［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1883年莫斯科版第7卷第3编第27—28页。］

 巴甫洛沃区的厂主扎维亚洛夫，在1864年还“对他自己在哈巴罗夫工匠手下做一个普通工人的情景记忆犹新” 
［注：A．斯米尔诺夫《巴甫洛沃和沃尔斯马——下诺夫哥罗德省以五金生产闻名的两个村子》第14页。］

 。厂主瓦雷帕耶夫曾经是小手工业者 
［注：上引拉布津的书第66页。］

 ；康德拉托夫曾经是手工业者，他曾经携带一袋子自己的制品步行到巴甫洛沃 
［注：上引格里戈里耶夫的著作第36页。］

 。厂主阿斯莫洛夫曾经替商贩赶过马，后来他成为小商人、小烟草作坊主，最后他成为贸易额达数百万的厂主。 
［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2卷第27页。］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看看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在此种情况下如何确定“人为的”资本主义的开始与“人民”生产的终结，倒是很有意思的。

上述三种基本的工业形式，首先是以各种不同的技术结构来区分的。小商品生产的特征是完全原始的手工技术，这种技术几乎从古至今都没有变动。手工业者仍是按照传统方法对原料进行加工的农民。工场手工业采用了分工，分工使技术有了根本改革，把农民变为工匠，变为“局部工人”。但是，手工生产仍旧保存着，在这种基础上生产方式的进步必然是十分缓慢的。分工是自发地形成的，象农民劳动一样是按照传统学来的。只有大机器工业才引起急剧的变化，把手工技术远远抛开，在新的合理的基础上改造生产，有系统地将科学成就应用于生产。当资本主义在俄国尚未组织起大机器工业的时候，在那些尚未被资本主义组织起大机器工业的工业部门之内，我们看到技术差不多是完全停滞的，我们看到人们使用着几百年前就已经应用于生产的那种手织机、那种风磨或水磨。相反，在工厂所支配的工业部门中，我们看到彻底的技术改革和机器生产方式的极其迅速的进步。

根据各种不同的技术结构，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不同阶段。小商品生产与工场手工业的特征是小作坊占优势，从小作坊中，只产生出少数大作坊。大机器工业彻底排挤小作坊。资本主义关系就在小手工业中形成起来（表现为有雇佣工人的作坊及商业资本），但它们在这里的发展还很微弱，没有在各生产参加者集团间形成尖锐的对立。这里既还没有大资本，也还没有广大的无产阶级阶层。在工场手工业中，我们看到了这两者的形成。生产资料占有者与工人间的鸿沟，已经达到颇深的程度。“富裕”的工业市镇成长起来，其中大批居民都是没有任何财产的工人。少数商人握有巨款以采购原料和销售产品，大批局部工人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这就是工场手工业的总的情景。但是，小作坊的大量存在，与土地的联系的保存，生产中与全部生活制度中传统的保存，——这一切造成了工场手工业两极之间的大批中间分子，阻碍了这两极的发展。在大机器工业中，所有这些阻碍都消失了；社会对立的两极达到了最高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一切黑暗面仿佛都集中在一起了：大家知道，机器大大推动了工作日的无限延长；妇女与儿童加入了生产；失业工人后备军形成了（而且根据工厂生产的条件也必定形成），等等。然而，工厂大规模实现的劳动社会化，以及被工厂雇用的人们的情感与观念的改造（特别是宗法式传统与小资产阶级传统的破坏），引起了一种反作用：大机器工业和以前各个阶段不同，它坚决要求有计划地调节生产和对生产实行社会监督（工厂立法就是这种趋向的表现之一）。 
［注：关于工厂立法同大机器工业所产生的条件和关系的联系问题，见杜·-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所著《俄国工厂今昔》一书第2部第2章，特别是1897年7月《新言论》上的一篇文章。］



生产发展的性质本身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上是变化着的。在小手工业中，这种发展是随着农民经济的发展行进的；市场极其狭小，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距离不大，微不足道的生产规模容易适应于波动极小的地方需求。因此，最大的稳定性是这一阶段的工业的特点，但是这种稳定性等于技术停滞，等于保存与中世纪传统的种种残余纠缠在一起的宗法式社会关系。工场手工业是为大市场而工作，有时是为全国而工作，因而生产也就具有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在工厂生产的条件下达到了最高峰。大机器工业的发展只能以跳跃方式、以繁荣时期与危机时期的周期性的更替方式进行。小生产者的破产由于工厂的这种跳跃式的增长而大大加剧了。工人时而在兴旺时期大批地被工厂吸收进去，时而又被抛掷出来。失业者和甘愿从事任何工作者广大后备军的形成，成为大机器工业存在与发展的条件。我们在第2章中曾经指出，这种后备军是从农民的哪些阶层召募来的；而在以下各章中，则指出了资本把这些后备军准备好去从事的各种最主要职业。大机器工业的“不稳定性”一直引起人们的反动的抱怨，这些人继续以小生产者的眼光来看事物，他们忘记只有这种“不稳定性”才以生产方式与全部社会关系的迅速改造代替了以前的停滞。

这种改造的表现之一，就是工业与农业分离，就是工业中的社会关系摆脱开束缚农业的农奴制度与宗法制度的传统。在小商品生产中，手工业者还未完全从农民蜕变出来；他们大半还是耕作者，小工业与小农业的这种联系是如此之深，以致我们看到工业中与农业中的小生产者平行分化的有趣规律。小资产阶级与雇佣工人的各自形成，是在国民经济的两个部门中同时发生的，因而在分化的两极为手工业者脱离农业作了准备。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脱离已经很明显。许多不经营农业的工业中心形成起来。工业的主要代表者已经不是农民，而是一方面为商人与手工工场主，另一方面为“工匠”了。工业以及与社会其他部分的比较发达的商业交往，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及其文化程度；手工工场中的工人已经瞧不起种地的农民。大机器工业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使工业与农业完全分离，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创造了一个与旧式农民完全不同的特殊的居民阶级，这个阶级具有不同于旧式农民的另外的生活制度、另外的家庭关系制度以及比较高的物质需要水平与精神需要水平。 
［注：关于“工厂工人”的类型，参看上面第6章第2节（5）第317页（参看本卷第365—366页。——编者注）。又见《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1883年莫斯科版第7卷第3编第58页（工厂工人是说教者、“聪明人”）。《下诺夫哥罗德省汇编》第1卷第42—43页；第4卷第335页。《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3编第113—114页及其他各页。1897年10月《新言论》第63页。也可参看日班科夫先生的上述著作，其中描述了到城市去谋工商业职业的工人情况。］

 在小手工业及工场手工业中，我们始终看到宗法关系及各种人身依附形式的残余，这些残余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环境下使劳动者的状况极端恶化，使他们受到屈辱，使他们颓废。大机器工业把往往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工人集中在一起，已经绝对不再与宗法关系和人身依附的残余相妥协，并且以真正“轻蔑的态度对待过去”。这种同陈腐的传统的决裂，正是使调节生产及对生产进行社会监督成为可能与必要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在讲到工厂对居民生活条件的改造时，必须指出，吸收妇女与少年参加生产 
［注：依据《工厂一览表》的资料，在1890年，欧俄工厂中的工人共为875764名，其中妇女为210207名（24％），男孩为17793名（2％），女孩为8216名（1％）。］

 ，基本上是一种进步的现象。无须争论，资本主义工厂使这两类劳动者的境况特别艰苦，缩短与调整工作日，保证卫生的工作条件等等，对于他们特别必要；但是那种想完全禁止妇女与少年参加工业劳动或者想支持根本不许有这种劳动的宗法式生活制度的意向，却是反动的与空想的。大机器工业破坏了这两类居民过去走不出家庭关系即家族关系狭隘圈子的宗法式闭塞状态，吸收他们直接参加社会生产，从而促进了他们的发展，提高了他们的独立性，即创造了比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宗法式停滞状态要高得不可比拟的生活条件。 
［注：“贫穷的女织工跟着父亲与丈夫到工厂去，同他们一起工作，不依赖他们。她和男子一样是家庭的供养人。”“在工厂里……妇女是不依赖丈夫而完全独立的生产者。”工厂女工的识字程度增长得特别快。（《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3编第113、118、112页及其他各页）哈里佐勉诺夫先生所作的下列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工厂消灭着“妇女对于家庭……以及对于户主的经济依赖性……在他人的工厂里，妇女是与男子平等的。这是无产者的平等……工业的资本主义化在妇女争取其在家庭中的独立地位的斗争中起着显著的作用”。“工业为妇女创造了新的、完全不依赖家庭及丈夫的独立地位。”（1883年《法学通报》第12期第582页和第596页）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1882年莫斯科版第7卷第2编第152页和第138—139页）中，研究者把手工织袜业与机器织袜业的女工的地位作了比较。在手工生产中每日工资约为8戈比，在机器生产中则为14—30戈比。机器生产中的女工地位被描述如下：“……在我们面前的已经是一个自由的姑娘，她不受任何约束，已经由家庭和构成农妇生存条件的一切东西之下解放出来，她随时都可以从这个地方转到那个地方，从这个主人转到那个主人，也随时都有失掉工作、失掉面包的可能……在手工生产之下，女织袜工获得极其微薄的工资，连饭钱都不够，它之所以能够被接受，只是因为她是拥有份地的农业家庭的一员，可以部分地使用这块土地的生产品；在机器生产之下，女工除去吃饭与喝茶之外，还有工资使她可以离开家庭而生活，不使用家庭的土地收入。同时，在现存条件下，机器生产中的女工的工资是比较有保障的。”］



工业发展的前两个阶段的特征是人口的定居。小工业者仍是农民，被土地经营束缚在自己的乡村。手工工场中的工匠，通常仍是束缚在工场手工业所造成的那个不大的闭塞的工业区域。在工业发展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上，工业结构本身中没有什么东西会破坏生产者的这种定居生活与闭塞状态。各个工业区域间的交往极少。工业向其他地区的迁移，只是以个别小生产者的迁移来进行，他们在国内各个边疆地区建立新的小手工业。相反，大机器工业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性；各个区域间的商业交往大大地扩展了；铁路促进了人们的流动。对工人的需求总的说来是增加的，在兴旺时期增高，在危机时期下降，于是工人从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从国家的一方转到另一方，就成为必然的了。大机器工业建立了许多新的工业中心，这些工业中心有时候是在没有人烟的地方以空前未有的速度产生的。没有工人的大批流动，就不可能有这种现象。我们在下面将要谈到所谓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规模与意义。现在我们只简短地谈谈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卫生统计资料。对103175个工厂工人的调查表明，在本县工厂内做工的本地工人为53238名，即占总数的51.6％。因此，全部工人中差不多有一半是从一个县迁移到另一个县的。莫斯科省的本地工人为66038名，占总数的64％。 
［注：在工业不大发达的斯摩棱斯克省，对5000个工厂工人的调查表明：其中有80％是斯摩棱斯克省本地人。（上引日班科夫的书第2编第442页）］

 1/3以上的工人来自其他各省（主要是来自莫斯科省邻近的中部工业地区）。此外，各个县份的比较表明，工业最发达的县份，本县工人的百分比最低：例如，在工业不大发达的莫扎伊斯克与沃洛科拉姆斯克两县，92—93％的工厂工人是本县人。在工业十分发达的县份莫斯科、科洛姆纳与博戈罗茨克3县，本县工人的百分比分别降到24％、40％、50％。调查者们由此作出结论：“一个县的工厂生产有巨大发展，会促进外地人流入该县。” 
［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卫生统计部分，（1890年莫斯科版）第4卷第1册第240页。］

 这些资料也表明（我们再补充一句），工业工人的流动与我们上面所讲的农业工人的流动，具有相同的特征。这就是说，工业工人也不仅从工人过剩的地区迁出，而且还从工人不足的地区迁出。例如，布龙尼齐县从莫斯科省其他各县及其他各省招来了1125名工人，同时却向工业更发达的莫斯科县与博戈罗茨克县放走了1246名工人。因此，工人外移，不仅是因为找不到“本地的手边工作”，而且是因为他们想去更好的地方。尽管这是一个十分浅近的事实，但是我们不妨再次向民粹派经济学家们提醒一下，因为他们把本地工作理想化并责难人们外出做零工，抹杀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口流动性的进步意义。

上面叙述的大机器工业与以前的工业形式不同的一些特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劳动的社会化。事实上，为巨大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生产，在购买原料及辅助材料上同国内各个地区及各个国家的密切的商业联系的发展，巨大的技术进步，庞大的企业所造成的生产与人口的集中，宗法式生活的陈腐传统的被破坏，人口流动性的形成，工人的需求和开化水平的提高，——所有这些，都是使国内生产日益社会化，同时也使生产参加者日益社会化的资本主义过程中的各种要素。 
［注：我们认为，上面3章的资料表明，马克思对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与阶段的分类，比现时流行的分类更正确而且更有内容，现时所流行的分类把手工工场与工厂混淆起来，并把为包买主工作列为一种特殊的工业形式（黑尔德，毕歇尔）。把手工工场与工厂混淆在一起，这就是以纯粹外部的标志作为分类的基础，而忽视了区别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与机器工业时期的那些技术的、经济的与生活环境的极重要特征。至于谈到资本主义家庭劳动，那么，无疑地，它在资本主义工业的结构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同样无疑地，为包买主工作正是机器工业以前的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但是它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也可以看到（而且规模并不小）。如果不把为包买主工作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时期或一定阶段的整个工业结构联系起来，要了解这种工作的意义是不可能的。替农村小店主定做篮子的农民，在家中为扎维亚洛夫定做刀柄的巴甫洛沃制柄工，为大工厂主或大商人定做衣服、鞋子、手套或纸盒的女工，都是为包买主工作的，但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在所有这些场合下都有不同的性质与不同的意义。当然，我们决不否认例如毕歇尔在研究前资本主义的工业形式上的功绩，但是他对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分类，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对司徒卢威先生的观点（见1898年《世间》第4期），我们不能同意，因为他采用了毕歇尔的理论（即上述那一部分）并把它应用于俄国的“手工业”。（从我1899年写了这段话以后，司徒卢戚先生完成了他的科学与政治发展的循环。他从一个摇摆于毕歇尔与马克思之间即自由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之间的人，变成了一个最纯粹的自由派资产者。笔者感到自豪的是尽力协助社会民主党把这类分子清洗出去。第2版注释
 ）］



关于俄国大机器工业同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述资料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俄国工厂工业的迅速发展，建立着巨大的并且日益扩大的生产资料（建筑材料、燃料、金属等等）市场，特别迅速地增加着从事制造生产消费品而非个人消费品的那一部分人口。但是个人消费品的市场由于大机器工业的增长也迅速扩大了，因为大机器工业把愈来愈多的人口从农业吸引到工商业方面来。至于讲到工厂产品的国内市场，本书前几章已将这种市场的形成过程详细地考察过了。






[95]

 这是1894年喀山出版的《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统计材料》第5编第1部（工厂区）第65页上一个表的标题。——446。





[96]

 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一语出自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剧本《财神》。剧本说，小偷的主神赫耳墨斯前来投靠家里住着财神的凡人克瑞密罗斯，情愿做个仆役。有人问他，这样他岂不是离开了众神？难道他觉得离乡背井的生活好？他答道，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列宁认为这句话是资产阶级最重视的原则。——448。





[97]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版里，这个表还包含有1890年和1896年的资料，而且所引用的1897年资料也和第2版引用的稍有不同。第1版表中相应部分如下：










	年代
	炼铁量（单位千普特）
	
帝国产煤总量
（单位百万普特）





	帝国总量
	百分数
	乌拉尔
	百分数
	南俄
	百分数



	1890
	56560
	100
	28174
	49.7
	13418
	23.7
	367.2



	1896
	98414
	100
	35457
	36.6
	39169
	39.7
	547.2



	1897
	113982
	100
	40850
	35.8
	46350
	40.6
	—







第1版在1897年资料后边还加了一个脚注：“1898年帝国生铁总产量为13300万普特，其中南俄生产了6000万普特，乌拉尔生产了4300万普特（1899年《俄罗斯新闻》第1期）”。这个脚注在第2版里删去了。——448。



[98]

 列宁后来给本表补充了1908年的相应资料（见第471页插图），这些资料引自1910年出版的《工厂视察员1908年报告汇编》第50—51页。由此可见，列宁在1910年或1911年仍在继续修订自己的这部书。——469。



[99]

 赫卢多夫工厂指赫卢多夫兄弟叶戈里耶夫斯克纺织公司（厂址在梁赞省叶戈里耶夫斯克市）。列宁引用的该厂工人人数和生产额的资料出自《工厂索引》1897年彼得堡版第763号第36页。——490。




《列宁全集》第3卷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一 商品流通的增长


 二 工商业人口的增长




 三 雇佣劳动使用的增长




 四 劳动力国内市场的形成




 五 边疆地区的意义。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




 六 资本主义的“使命”










现在我们把前几章中考察过的资料作一总结，并想说明一下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其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　商品流通的增长

大家都知道，商品流通先于商品生产，并且是商品生产产生的条件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条件）。在本书中，我们把自己的任务只限于分析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料，因此不打算详细分析商品流通在改革后的俄国的增长这个重要问题。为了使人对国内市场的增长速度有一个总的认识，只要简短地指出下面这些情况就够了。

俄国的铁路网从1865年的3819公里增长到1890年的29063公里 
［注：上引《世界经济概述》。在1904年，欧俄（波兰王国、高加索与芬兰也在内）有54878公里，亚俄有8351公里。（第2版注释
 ）］

 ，即增加6倍多。英国迈出这样的一步用了较长的时间（1845年为4082公里，1875年为26819公里，增加了5倍），德国则用了较短的时间（1845年为2143公里，1875年为27981公里，增加了11倍）。每年敷设的铁路俄里数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变动很大：例如，在1868—1872年这5年中敷设了8806俄里，而在1878—1882年这5年中只敷设了2221俄里。 
［注：瓦·米海洛夫斯基
 《俄国铁路网的发展》，1898年《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学报》第2期。］

 根据这种变动的幅度，可以判断资本主义需要多么庞大的失业工人后备军，因为资本主义时而扩大对工人的需求，时而又缩小对工人的需求。在俄国铁路建设的发展中，曾经有两个大高涨时期：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以及90年代后半期。从1865年到1875年，俄国铁路网平均每年增加1500公里，而从1893年到1897年，平均每年增加大约2500公里。

铁路货运量如下：1868年为43900万普特；1873年为111700万普特；1881年为253200万普特；1893年为484600万普特；1896年为614500万普特；1904年为1107200万普特。客运增长的速度也很快：1868年为1040万人；1873年为2270万人；1881年为3440万人；1893年为4940万人；1896年为6550万人；1904年为12360万人。 
［注：《军事统计汇编》第511页。尼·—逊先生《论文集》附录。《俄国的生产力》第17编第67页。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43期。1905年的《俄罗斯年准鉴》1906年圣彼得堡版。］



水路运输的发展如下（全俄的资料） 
［注：《军事统计汇编》第445页。《俄国的生产力》第17编第42页。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44期。］

 ：





	年代
	汽船
	其他船舶数目
	载重量（单位百万普特）


	船的价值（单位百万卢布）


	船上职工人数



	数目
	马力
	汽船
	其他船只
	
共　　计

	汽船
	其他船只
	
共　　计

	汽船
	其他船只
	
共　　计




	1868
	646
	47313
	—
	—
	—
	—
	—
	—
	—
	—
	—
	—



	1884
	1246
	72105
	20095
	6.1
	362
	368.1
	48.9
	32.1
	81
	18766
	94099
	112865



	1890
	1824
	103206
	20125
	9.2
	401
	410.2
	75.6
	38.3
	113.9
	25814
	90356
	116170



	1895
	2539
	129759
	20580
	12.3
	526.9
	539.2
	97.9
	46.0
	143.9
	32689
	85608
	118297







欧俄内河货运量，1881年为89970万普特；1893年为118150万普特；1896年为155300万普特。运费在以上各年为18650万卢布、25720万卢布、29000万卢布。

俄国的商船队在1868年有汽船51艘，装载量为14300拉斯特 
［注：拉斯特是俄国在20世纪初以前使用的商船容量单位，等于5.663立方米，重量约为两吨。——编者注］

 ，又有帆船700艘，装载量为41800拉斯特，而在1896年则有汽船522艘，装载量为161600拉斯特 
［注：《军事统计汇编》第758页和《财政部年鉴》第1编第363页。《俄国的生产力》第17编第30页。］

 。

外海各港口商轮航运业的发展如下：在1856—1860年这5年间，出入的船舶数目平均每年为18901艘，装载量为3783000吨；在1886—1890年，平均每年为23201艘（增加23％），装载量为13845000吨（增加266％）。因此，装载量增加2+（2/3）倍。在39年间（从1856年到1894年），装载量增加了4.5倍；如果把俄国船舶和外国船舶区别开来，那么俄国船舶数目在这39年间增加了2.4倍（从823艘增加到2789艘），装载量增加了11.1倍（从112800吨增加到1368000吨），而外国船舶数目增加了16％（从18284艘增加到21160艘），装载量增加了4.3倍（从3448000吨增加到18267000吨）。 
［注：《俄国的生产力》，俄国对外贸易，第56页及以下各页。］

 我们指出，出入船舶的装载量在各个年份也有很大的变动（例如，1878年为1300万吨，1881年为860万吨），根据这种变动部分地可以判断对小工、码头工人等等的需求的变动。资本主义在这里也需要这样一大批人的存在，他们始终需要工作，备一有召唤就着手工作，不管这种工作是多么的不固定。

对外贸易的发展，从下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来 
［注：同上，第17页。1904年的《俄罗斯年鉴》1905年圣彼得堡版。］

 ：






	年代
	俄国居民数目（芬兰除外，单位百万）


	进出口总值（单位百万纸卢布）


	人均对外贸易额（单位卢布）





	1856—1860
	69.0
	314.0
	4.55



	1861—1865
	73.8
	347.0
	4.70



	1866—1870
	79.4
	554.2
	7.00



	1871—1875
	86.0
	831.1
	9.66



	1876—1880
	93.4
	1054.8
	11.29



	1881—1885
	100.6
	1107.1
	11.00



	1886—1890
	108.9
	1090.3
	10.02



	1897—1901
	130.6
	1322.4
	10.11







下面的资料使人对银行周转和资本积累的数额有一个总的认识。国家银行的放款总额，从1860—1863年的11300万卢布（1864—1868年是17000万卢布）增加到1884—1888年的62000万卢布，而活期存款总额则从1864—1868年的33500万卢布增加到1884—1888年的149500万卢布。 
［注：《俄国资料汇集》1890年版第109表。］

 信贷社和信贷所（农业的与工业的）周转额，从1872年的275万卢布（1875年是2180万卢布）增加到1892年的8260万卢布，1903年的18960万卢布。 
［注：《俄国资料汇集》1896年版第127表。］

 土地抵押贷款从1889年到1894年增加的数额如下：抵押土地的估价额从139500万卢布增加到182700万卢布，而贷款数额则从79100万卢布增加到104400万卢布。 
［注：同上。］

 储金局的业务在80年代与90年代特别发展。1880年，这类储金局有75家，1897年则有4315家（其中有3454家是邮电储金局）。存款，1880年为440万卢布，1897年为27660万卢布。年底存款额，1880年为900万卢布，1897年为49430万卢布。就资本的年增长额来看，特别显著的是1891年与1892年这两个 荒
 年（5290万卢布与5050万卢布）以及最近两年（1896年为5160万卢布，1897年为6550万卢布）。 
［注：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6期。］



最近的资料表明储金局有了更大的发展。在1904年，全俄共有储金局6557家，存户为510万，存款总额为110550万卢布。附带说一句，在我国，不论是老民粹派，还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机会主义者，都不止一次地发表很天真的言论（说得客气些），说什么储金局的增加是“人民”富裕的标志。因此，把俄国（1904年）与法国（1900年—1901年《劳动局公报》第10号的资料）的这些储金局的存款划分状况作一比较，也许不是多余的。






	
俄国




	存款数目
	存户数目（单位千）


	百分比
	存款总额（单位百万卢布）


	百分比



	25卢布以下者
	1870.4
	38.7
	11.2
	1.2



	25—100卢布者
	967.7
	20.0
	52.8
	5.4



	100—500卢布者
	1380.7
	28.6
	308.0
	31.5



	超过500卢布者
	615.5
	12.7
	605.4
	61.9



	

共　计



	4834.3
	100
	977.4
	100



	

法国






	存款数目
	存户数目（单位千）


	百分比
	存款总额（单位百万卢布）


	百分比



	100法郎以下者
	5273.5
	50.1
	143.6
	3.3



	100—500法郎者
	2197.4
	20.8
	493.8
	11.4



	500—1000法郎者
	1113.8
	10.6
	720.4
	16.6



	超过1000法郎者
	1948.3
	18.5
	2979.3
	68.7



	

共　计



	10533.0
	100
	4337.1
	100







这里有多少材料可以用来为民粹派、修正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辩护啊！值得注意的是，俄国的存款也是根据存户的12类行业和职业划分的。我们看到，存款最多的是从事农业与乡村手工业的人，达22850万卢布，这些存款增加得特别迅速。乡村正在开化，靠农夫破产去办工业日益变得有利。

还是回到我们眼前的题目吧。我们看到，这些资料证明了商品流通与资本积累的巨大增长。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投资场所怎样形成，商业资本如何转变为产业资本，即商业资本如何用于生产并在生产参加者之间造成资本主义关系，——这些在上面已经谈过了。





二　工商业人口的增长

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工业如何循序渐进地同农业分离开来，这也已经考察过了，现在只须把这个问题作一总结。


（1）城市的增加

我们所考察的这一过程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城市的增加。改革后时代欧俄（50个省）城市增加的资料如下 
［注：1863年的数字，引自《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1866年版第1卷）和《军事统计汇编》。奥伦堡省与乌法省城市人口的数字，是依据城市表改正过的。因此，我国城市人口总计为6105100人，而不是《军事统计汇编》所说的6087100人。1885年的资料，引自《1884—1885年度俄国资料汇集》。1897年的数字，引自1897年1月28日的人口调查（中央统计委员会出版的《1897年俄罗斯帝国第一次人口普查》1897年和1898年圣彼得堡版第1编和第2编）。根据1897年的人口调查，城市的常住人口为11830500人，即12.55％。我们采取的是城市现有人口。应该指出：不能担保1863、1885、1897各年资料是完全同类的和可比的。因此，我们只限于比较最一般的关系并把大城市的资料划分出来。］

 ：





	年代
	欧俄人口（单位千）
	城市人口的百分比
	城市数目
	大城市人口（单位千）
	1863年14个最大城市的人口（单位千）





	
共　　计

	城市
	县
	人口超过20万的
	人口在10—20万的
	人口在5—10万的
	大城市总数
	人口超过20万的
	人口在10—20万的
	人口在5—10万的
	总数



	1863
	61420.5
	6105.1
	55315.4
	9.94
	2
	1
	10
	13
	891.1
	119.0
	683.4
	1693.5
	1741.9



	1885
	81725.2
	9964.8
	71760.4
	12.19
	3
	7
	21
	31
	1854.8
	998.0
	1302.7
	4155.5
	3103.7



	1897
	94215.4
	12027.1
	82188.3
	12.76
	5
	9
	30
	44
	3238.1
	1177.0
	1982.4
	6397.5
	4266.3







由此可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在不断地增长，这就是说，人口离开农业而转向工商业在不断地进行着。 
［注：“具有农业性质的城市居民点的数目极少，而这些地方的居民数目，与市民总数比起来是非常小的。”（格里戈里耶夫先生的话，见《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第2卷第126页）］

 城市人口比其他人口增长快1倍：从1863年到1897年，全部人口增加了53.3％，农村人口增加了48.5％，而城市人口则增加了97％。在11年（1885—1897年）中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最低数目”，据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计算是250万人 
［注：1897年6月《新言论》第113页。］

 ，这就是说，每年有20万人以上。

大工商业中心的城市人口的增加，比整个城市人口的增加要快得多。居民在5万人以上的城市数目，从1863年到1897年，增加了两倍以上（从13个到44个）。在1863年，市民总数之中只有约27％（610万中的170万）集中于这种大中心；在1885年，则约有41％（990万中的410万） 
［注：格里戈里耶夫先生开列了一个表（上引书第140页），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在1885年，85.6％的城市，其居民皆不到20000人，这些城市的市民占市民总数的38％；12.4％的城市（660个当中的82个），其居民皆不到2000人，这些城市的市民只占市民总数的1.1％（9962000人当中的110000人）。］

 ，而在1897年，则已经有一半以上，大约53％（1200万中的640万）。因此，在60年代，城市人口的性质主要是由不很大的城市的人口决定的，而在19世纪90年代，大城市却取得了完全的优势。14个在1863年是最大的城市的人口，从170万人增加到430万，即增加了153％，而全部城市人口只增加了97％。可见，大工业中心的巨大增长和许多新的中心的形成，是改革后时代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2）国内移民的意义

我们在上面（第1章第2节）已经指出，理论上得出工业人口由于农业人口减少而增长这一规律，是根据以下的事实：在工业中，可变资本绝对地增加（可变资本的增加，就是工业工人人数和全部工商业人口的增加），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马克思补充说：“因此，在农业中，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编者注。］

 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当我们面前的地区已经住满了人而且全部土地都已被人占用的时候，才能看到纯粹形态的工业人口增加的现象。这个地区的被资本主义从农业中排挤出来的人口没有其他的出路，只有迁移到工业中心去，或者迁移到其他地域去。但是，如果我们面前的那个地区尚未全部土地被人占用，尚未完全住满人，那么，情况就根本不同了。这个地区的人口，从人烟稠密的地方的农业中被排挤出来以后，可以转移到这个地区的人烟稀少的那部分地区去“耕种新的土地”。于是有农业人口的增长，这种增长（在某一时期内）并不比工业人口的增长慢，如果不是更快的话。在这种场合下，我们看见两种不同的过程：（1）资本主义在旧的人烟稠密的地域或这一地域的一部分地区的发展；（2）资本主义在“新的土地”上的发展。第一种过程表现了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第二种过程表现了新地区中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第一种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向深度的发展，第二种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向广度的发展。显然，把这两种过程混淆起来，就必然会得出关于人口离开农业转向工商业过程的错误认识。

改革后的俄国向我们展现的，正是这两种过程的同时出现。在改革后时代初期，即在60年代，欧俄南部与东部边疆地区是人烟相当稀少的地区，因而俄国中部农业区域的人口就象巨流般地向这里移来。新的土地上新的农业人口的形成，在某种程度内也掩盖了与之平行进行的人口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为了根据城市人口的资料来清楚地说明俄国的这种特点，必须把欧俄的50个省分成几个类别。我们举出1863年和1897年欧俄9个地区的城市人口的资料。 
［注：见本卷第519页。——编者注］







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下面3个地区的资料：（1）非农业的工业地区（前两类的11个省，其中有两个首都省） 
［注：把我们所举出的非农业省同两个首都省列为一类是正确的，两个首都的人口主要由这些省的移民来补充这一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根据1890年12月15日圣彼得堡人口调查，该地共有726000农民与小市民；其中有544000（即3/4）是我们列为第一个地区的11个省的农民与小市民。］

 。这是人口向其他地区迁移很少的地区。（2）中部农业地区（第3类的13个省）。人口从这个地区移出的非常多，部分是移到前一地区，主要是移到下一地区。（3）农业边疆地区（第4类的9个省）——这是改革后时代的移民地区。从表中可以看到，所有这33个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同整个欧俄城市人口的百分比比较起来，相差甚小。

在第一个地区，即非农业的或工业的地区，我们看到城市人口百分比增长得特别迅速：从14.1％增长到21.1％。农村人口的增长在这里则很慢，——差不多比整个俄国慢一半。相反，城市人口的增长则大大超过平均数（105％与97％之比）。如果拿俄国同西欧工业国家比较（象我们常常做的那样），那就必须只拿这一地区同西欧工业国家比较，因为只有这一地区是同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大体相同的。

在第二个地区，即中部农业地区，我们看到另一种情景。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在这里很低，增长得比平均速度慢些。从1863年到1897年，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增加在这里都比俄国平均增加数低得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移民象巨流般地从这一地区去到边疆地区。根据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计算，从1885年到1897年，从这里移出 约300万人
 ，即人口总数的1/10强。 
［注：上引著作第109页。“在西欧现代史中，这个运动是无与伦比的。”（第110—111页）］



在第三个地区，即边疆地区，我们看到城市人口百分比的增加稍微 低于平均增加数
 （从11.2％增加到13.3％，即100与118之比，而平均增加数则是从9.94％增加到12.76％，即100与128之比）。然而城市人口的增长在这里不仅不比平均数低些，而且 比平均数高得多
 （130％与97％之比）。可见，人口异常急剧地离开农业而转向工业，不过这一点却被农业人口因有移民而大量增加的现象掩盖了：在这一地区内，农村人口增加了87％，而俄国的平均增加数则为48.5％。就个别省份看来，这种人口工业化过程被掩盖的现象还更加明显。例如，在塔夫利达省，1897年城市人口的百分比仍然与1863年一样（19.6％），而在赫尔松省，这种百分比甚至降低了（从25.9％降到25.4％），虽然这两省城市的增长比首都的增长稍微慢一些（增加131％与135％，而两个首都省则增加141％）。因此，新的土地上新农业人口的形成，又引起非农业人口的更大的增长。


（3）工厂村镇和工商业村镇的增长

除了城市以外，具有工业中心性质的，第一是城市近郊，它们并非总与城市算在一起，它们包括日益扩大的大城市周围地区；第二是工厂村镇。这种工业中心 
［注：见上面第7章第8节和第7章附录三。］

 在城市人口百分比极小的工业省内特别多。 
［注：关于科尔萨克早就指出的这种情况的意义，可参看沃尔金先生正确的评论。（上引书第215—216页）］

 上面所举的各个地区城市人口资料表表明，在9个工业省中，城市人口百分比在1863年为7.3％，在1897年为8.6％。问题在于，这些省的工商业人口，主要并非集中于城市，而是集中于工业村。在弗拉基米尔、科斯特罗马、下诺夫哥罗德及其他各省的“城市”中间，有不少城市的居民人数是不到3000、2000、甚至1000的，而许多“村庄”单是工厂工人就有2000、3000或5000。《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的编者说得对（第2编第191页），在改革后时代，“城市开始更加迅速地增长，同时还有一种新类型的居民点在增长，这是一种介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间类型的居民点，即工厂中心”。上面已经举出了关于这些中心的巨大增长以及它们所集中的工厂工人人数的资料。我们看到，这种中心在整个俄国是不少的，不仅在各工业省，而且在南俄都是这样。在乌拉尔，城市人口的百分比最低，在维亚特卡与彼尔姆两省，1863年为3.2％，1897年为4.7％，但是请看下面“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相应数量的例子。在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城市人口为6400人（1897年），但是根据1888—1891年地方自治局人口调查，该县工厂地带的居民为84700人，其中有56000人完全不从事农业，只有5600人主要靠土地取得生活资料。在叶卡捷琳堡县，根据地方自治局人口调查，65000人是无土地的，81000人则只有割草场。这就是说，单是这 两个
 县的城市以外的工业人口，就比全省的城市人口还要多（1897年为195600人！）。

最后，除了工厂村之外，具有工业中心性质的还有工商业村，它们或者居于大手工业地区的首位，或者因为地处河岸或铁路车站附近等等而在改革后时代迅速发展起来。这种村庄的例子，在第6章第2节已经举出了一些，而且我们在那里已经看到，这种村庄和城市一样，把人口从乡村吸引过来，它们的特征就是居民的识字率通常比较高。 
［注：在俄国，成为很大居民中心的村庄之多，可以根据《军事统计汇编》下列（虽然是陈旧的）资料看出来：欧俄25个省在60年代居民超过2000的村有1334个。其中有108个村，其居民为5000—10000人，有6个村，其居民为10000—15000人；有1个村，其居民为15000—20000人；有1个村，其居民超过20000人。（第169页）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一切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引起了未被正式列为城市的新工业中心的形成。“城市与乡村间的差别正在消失：在日益成长的工业城市近旁发生这个现象，是因为工业企业与工人住宅移到了市郊和城市附近；在日益衰落的小城市近旁发生这个现象，是因为这些小城市与周围村庄的日益接近，也因为大工业村的发展……城市居民区与农村居民区的差别，由于很多过渡区域的形成而正在消灭。统计学早已承认了这点，抛开了关于城市的历史法律概念，而代之以只根据居民人数来区分居民区的统计概念。”（毕歇尔《国民经济的发生》1893年蒂宾根版第296—297页和第303—304页）俄国的统计在这方面也大大落后于欧洲的统计。在德国和法国（《政治家年鉴》第536页和第474页），列入城市的是居民超过2000的居民点；在英国，是城市类型的卫生区域，即也包括工厂村等等。因此，俄国的“城市”人口资料，完全不能和欧洲的相比。］

 我们再举沃罗涅日省的资料作例子，以便表明把城市的与非城市的工商业居民区加以比较的意义。沃罗涅日省的《汇集》提供了关于该省8个县 村庄
 分类的综合表。这些县里的城市为8个，人口为56149人（1897年）。而在村庄中，有4个村庄很突出，它们共有9376户，居民达53732人，即比城市大得多。在这些村庄中有商店240家，工业企业404个。总户数中有60％完全不种地，有21％雇人或按对分制种地，有71％既无役畜又无农具，有63％全年购买粮食，有86％从事手工业。把这些中心的全部人口列入工商业人口之内，我们不但没有夸大甚至还减少了工商业人口的数量，因为在这8个县中，共有21956户完全不种地。反正，在我们所举出的农业省份中，城市以外的工商业人口并不比城市中的少。


（4）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

但是，把工厂村镇和工商业村镇同城市加在一起，也还远没有把俄国全部工业人口包括无遗。流动自由的缺乏，农民村社的等级闭塞状态，完全说明了俄国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在俄国，不小的一部分农村人口应当列入工业人口之内，这一部分农村人口靠在工业中心做工而取得生活资料，每年要在这些工业中心度过一部分时光。我们说的是所谓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从官方的观点看来，这些“手工业者”是仅仅赚取“辅助工资”的种地的农民，大多数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都老老实实地接受了这个观点。了解上述一切情况以后，这个观点的站不住脚，就不需要再详细地证明了。不管对于这个现象有怎样不同的看法，然而毫无疑问，这个现象反映了 人口离开农业而转向工商业
 。 
［注：尼·—逊先生完全没有看出
 俄国人口工业化的过程！瓦·沃·先生看出了这一点并承认道：外出做零工的现象的增长反映了人口的离开农业（《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第149页）；然而他不但没有把这个过程添入他对于“资本主义的命运”的认识总和中去，而且极力用以下的埋怨来掩盖这个过程，说什么“有些人认为这一切是很自然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吗？而瓦·沃·先生能想象没有这种现象的资本主义吗？〉，而且差不多是合乎心愿的”（同上）。是合乎心愿的，而且不须加什么“差不多”，瓦·沃·先生！］

 城市所提供的关于工业人口人数的概念，由于这个事实而改变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下面的例子看出来。在卡卢加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大大低于俄国的平均百分比（8.3％和12.8％之比）。但是，该省1896年的《统计概述》，根据身分证资料，算出了外出工人出外做工的月数。我们看到，总共为1491600个月；以12来除，得出外出人口为124300人，即“ 约占总人口的11％
 ”（上引书第46页）！把这些人口加到城市人口（1897年为97900人）上去，工业人口的百分比就很大了。

当然，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有一部分登记在城市现有人口人数之内，或包括在上述非城市工业中心的人口之内。但只是一部分而已，因为这种人口具有流动性质，各个中心的人口调查很难把他们计算进去；其次，人口普查一般在冬季进行，而大部分手工业工人是在春季离开家庭。下面就是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一些主要省份的这方面的资料 
［注：《1880年和1885年发给莫斯科省农民人口的居民证》。《1897年特维尔省统计年鉴》。日班科夫
 《1892—1895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1896年斯摩棱斯克版。日班科夫《1866—1883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1887年科斯特罗马版。《普斯科夫省农民的副业》1898年普斯科夫版。莫斯科省百分比的错误，未能加以改正，因为没有绝对数字。科斯特罗马省只有各县的资料，而且只是百分比，因此我们不得不取各县的平均数，于是我们也就把科斯特罗马省的资料单独列出来。根据计算，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外出工业者中间，全年离家的有68.7％；秋冬两季离家的有12.6％；春夏两季离家的有18.7％。必须指出，雅罗斯拉夫尔省的资料（《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2编）是不能与前面的资料比较的，因为它们是根据神父等等的陈述，而不是根据关于身分证的资料。］

 ：






居民证分发数的百分比



	季节
	莫斯科省（1885年）


	特维尔省（1897年）


	斯摩棱斯克省（1895年）


	普斯科夫省（1895年）身分证


	科斯特罗马省（1880年）



	男
	女
	男女合计
	男
	女
	男
	女子的身分证与临时身分证





	身分证
	临时身分证



	冬季
	19.3
	18.6
	22.3
	22.4
	20.4
	19.3
	16.2
	16.2
	17.3



	春季
	32.4
	32.7
	38.0
	34.8
	30.3
	27.8
	43.8
	4.6
	39.4



	夏季
	20.6
	21.2
	19.1
	19.3
	22.6
	23.2
	15.4
	20.4
	25.4



	秋季
	27.8
	27.4
	20.6
	23.5
	26.7
	29.7
	24.6
	22.8
	17.9



	
共计

	100.1
	99.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各地都是春季发出的身分证最多。因此，暂时离家的工人，大部分未列入城市人口调查之内。 
［注：大家知道，例如，在圣彼得堡近郊，夏季人口增加极多。］

 但是，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把这些临时的市民列为城市人口，而不列为农村人口：“全年或一年大部分时间都依赖在城里做工而获得生活资料的家庭，有更多的根据认为它们的定居点是城市而不是乡村，因为城市保证它们的生存，而乡村只不过有亲属与赋税的联系。” 
［注：《1896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1897年卡卢加版第2篇第18页。］

 这些赋税的联系直到现在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来：从外出做零工的科斯特罗马人那里，“业主很少能从它〈土地〉身上取得很小一部分赋税，他们出租土地，常常只是为了让租地人在土地周围筑起篱笆来，而一切赋税则由业主自己缴纳”（德·日班科夫《农妇国》1891年科斯特罗马版第21页）。我们看到，《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2编）一再指出外出的手工业工人这种必须为他们离开农村和放弃份地而偿付赎金的情形。（第28、48、149、150、166页及其他各页） 
［注：“外出做零工……是把城市的不断发展过程掩盖起来的一种形式……村社土地占有制，以及俄国财政与行政生活的各种特点，不容许农民象西欧那样容易地转变为市民……法律的线索维持着他〈外出做零工的工人〉与乡村的联系，但就其职业、习惯和趣味讲来，他实质上完全属于城市了，并且往往把这种联系看作一种负担。”（1896年《俄国思想》第11期第227页）这说得很对，但是对于一个政论家来说还不够。为什么作者不坚决主张流动的完全自由，主张农民离开村社的自由呢？我国自由派还怕我国民粹派。他们是用不着怕的。



为了比较，请看一看同情民粹派的日班科夫先生的议论：“到城市去做零工，可以说是防止我们的首都与大城市的剧烈增长以及防止城市与无土地的无产阶级增长的避雷针〈原文如此！〉。不论在卫生方面或社会经济方面，外出谋生的这种影响都应当认为是有益的：只要人民大众没有完全脱离作为外出做零工的工人某种保证〈他们要用金钱才能赎买这种“保证”啊！〉的土地，这些工人就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工具，同时建立工农业村社的希望也依然保存着”（1890年《法学通报》第9期第145页）。保存小资产阶级的希望，事实上难道不是有益的吗？至于说到“盲目
 工具”，那么欧洲的经验以及在俄国所看到的一切事实都表明，这种评语对于与土地和宗法式关系仍然保持着联系的工人，比对于断绝了这种联系的工人，更加适用得多。同一个日班科夫先生的数字与资料表明，外出“到彼得堡谋生的人”，比在某些“森林”县份定居的科斯特罗马人更有知识，更有文化，更开展。］

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究竟有多少呢？外出做各种零工的工人人数不下 500—600万
 。实际上，在1884年，欧俄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达467万张 
［注：列·韦辛
 《外出做零工在俄国农民生活中的意义》。《事业》1886年第7期和1887年第2期。］

 ，而身分证收入从1884年到1894年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由330万卢布增加到450万卢布）。在1897年，整个俄国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为9495700张（其中欧俄50个省占9333200张）。在1898年，为8259900张（欧俄占7809600张）。 
［注：《1897—1898年缴纳消费税的各种行业和印花税票统计》1900年圣彼得堡版，无定额税管理总署出版。］

 欧俄过剩的（同当地的需求比较）工人人数，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为630万人。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第3章第9节第174页） 
［注：见本卷第209页。——编者注］

 ，11个农业省所发出的身分证数目超过谢·柯罗连科先生的计算（200万对170万）。现在我们可以添上6个非农业省的资料：柯罗连科先生计算这些省的过剩工人为1287800人，而发出的身分证数目则为1298600张。 
［注：这6个省份是：莫斯科（1885年的旧资料）、特维尔（1896年）、科斯特罗马（1892年）、斯摩棱斯克（1895年）、卡卢加（1895年）与普斯科夫（1896年）。材料来源如上述。是关于各种外出许可证（男女合计）的资料。］

 这样，在欧俄17个省（11个黑土地带省和6个非黑土地带省）中，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有300万过剩的（对当地的需求而言）工人。而在90年代，这17个省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为330万张。在1891年，这17个省提供了身分证总收入的52.2％。因此， 外出工人人数大概超过了600万
 。最后，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大部分是陈旧的）使乌瓦罗夫先生作出这样的结论，谢·柯罗连科先生的数字与真实情况相近，而500万外出工人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能的”。 
［注：1896年7月《公共卫生、法医学和实用医学通报》。米·乌瓦罗夫《论外出做零工对俄国卫生状况的影响》。乌瓦罗夫先生汇总了20个省126个县的资料。］



现在试问：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与外出做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究竟有多少呢？尼·—逊先生很大胆和完全错误地断言：“数的农民外出做零工正是做农业零工。”（《论文集》第16页）尼·—逊先生所引证的查斯拉夫斯基，讲话就谨慎得多，他没有举出任何资料，只限于一般地推测各种工人外出的地区的大小。而尼·—逊先生的铁路客运资料却什么也没有证明，因为非农业工人主要也是在春季离开家庭，他们乘火车的要比农业工人多得多。 
［注：参看上面第174页（参看本卷第209—210页。——编者注）脚注。］

 相反，我们认为，多数（虽然不是“绝大多数”）外出工人大概是非农业工人。这种看法，第一是根据身分证收入分布资料，第二是根据韦辛先生的资料。弗列罗夫斯基根据1862—1863年度“各种捐税”收入分布（身分证收入占三分之一强）资料，早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农民外出谋生的最大的运动出自首都省与非农业省。 
［注：《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69年圣彼得堡版第400页及以下各页。］

 如果我们拿11个非农业省来看，——我们在前面（这一节的第2点）已经把这些省份合为一个地区，从这些省份外出做零工的绝大多数是非农业工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省份的人口在1885年仅占整个欧俄人口的18.7％（1897年占18.3％），而身分证收入在1885年却占42.9％（1891年占40.7％）。 
［注：身分证收入的数字，引自1884—1885年度和1896年的《俄国资料汇集》。在1885年，身分证收入在欧俄每1000居民为37卢布，而在11个非农业省份每1000居民则为86卢布。］

 另外还有许多省也有非农业工人外出，所以我们应该认为，农业工人占外出做零工的工人半数以下。韦辛先生根据各种外出做零工占优势的情况把欧俄38个省（占各种外出许可证总数的90％）加以分类，得出下面的资料 
［注：本表最后两栏是我们加上的。列入第一类的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弗拉基米尔、沃洛格达、维亚特卡、卡卢加、科斯特罗马、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彼尔姆、圣彼得堡、特维尔与雅罗斯拉夫尔等省；列入第二类的是喀山、下诺夫哥罗德、梁赞、图拉与斯摩棱斯克等省；列入第三类的是比萨拉比亚、沃伦、沃罗涅日、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顿河、基辅、库尔斯克、奥伦堡、奥廖尔、奔萨、波多利斯克、波尔塔瓦、萨马拉、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塔夫利达、坦波夫、乌法、哈尔科夫、赫尔松与切尔尼戈夫等省。应该指出：这种分类有不正确的地方，把外出做农业零工的意义夸大了。斯摩棱斯克、下诺夫哥罗德与图拉3省，应当列入第一类（参看《1896年下诺夫哥罗德省的农业概况》第11章。《1895年图拉省省志》第6篇第10页：外出做零工者人数为188000人，——而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只有50000剩余工人！——其中北部6个非黑土地带县份有107000外出做零工者）。库尔斯克省应列入第二类（上引谢·柯罗连科的书：7县的外出者大部分是去做手工业零工，其余8个县的只是去做农业零工）。可惜韦辛先生没有提供各省的外出许可证数目资料。］

 。





	省　　别
	1884年发出的外出许可证数目（单位千）
	1885年的人口（单位千）


	每千人平均所得许可证





	身分证
	临时身分证
	
共　　计




	一、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占优势的12个省…
	967.8
	794.5
	1762.3
	18643.8
	94



	二、过渡性质的5个省
	423.9
	299.5
	723.4
	8007.2
	90



	三、外出做农业零工占优势的21个省……
	700.4
	1046.1
	1746.5
	42518.5
	41



	

38个省



	2092.1
	2140.1
	4232.2
	69169.5
	61








　　“这些数字表明，外出做零工在第一类中比在第三类中发展得厉害些……其次，从所引用的数字可以看出，随着所属的类别的不同，外出谋生的期间也各异。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占优势的地方，外出的期间就长得多。”（1886年《事业》第7期第134页）



　　最后，上述对缴纳消费税等等的各种行业的统计，使我们能够把发出的居民证数目，按欧俄全部50个省区别开来。对韦辛先生的分类作上述修正，并将1884年未列入的12个省也按这三类区别开来（奥洛涅茨省与普斯科夫省列为第一类；波罗的海沿岸与西北部各省，共9省，列为第二类；阿斯特拉罕省列为第三类），我们就可看到这样的情景：




	省　　别
	发出的居民证的总数



	1897年
	1898年①



	一、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占优势的17个省…………
	4437392
	3369597



	二、过渡性质的12个省………
	1886733
	1674231



	三、外出做农业零工占优势的21个省……………
	3009070
	2765762



	
50个省总计

	9333195
	7809590







　　 
［注①：顺便讲一讲，这些资料概述的作者（上引书第6章第639页）说明，1898年身分证发出数目减少的原因，是由于歉收和农业机器的推广使夏季工人外出到南部各省的人数减少了。这个说明根本讲不通，因为发出的居民证数目减得最少的是第三类，减得最多的是第一类。1897年与1898年的登记方法可以相比吗？（第2版注释
 ）］

根据这些数字，外出做零工在第一类中比在第三类中要多得多。

因此，毫无疑问，人口的流动性在俄国非农业地带要比在农业地带大得多。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应当比外出做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多，他们 至少有300万人
 。

一切材料都证明，外出做零工的情况有巨大的与日益加剧的增长。身分证收入从1868年的210万卢布（1866年为175万卢布），增加到1893—1894年度的450万卢布，即增加1倍多。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数目，在莫斯科省从1877年至1885年增加了20％（男的）与53％（女的）；在特维尔省从1893年至1896年增加了5.6％；在卡卢加省从1885年至1895年增加了23％（而外出的月数增加了26％）；在斯摩棱斯克省从1875年的100000增加到1885年的117000，1895年增加到140000；在普斯科夫省从1865—1875年的11716增加到1876年的14944，1896年增加到43765（男的）。在科斯特罗马省，1868年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每100男子中占23.8，每100妇女中占0.85，而在1880年则占33.1与2.2，等等，等等。

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 进步的现象
 。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 
［注：日班科夫《1866—1883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第36页及以下各页。科斯特罗马省外出零工县份识字男子的百分比为55.9％；在工厂县份为34.9％；在定居（森林）县份为25.8％；识字妇女分别为3.5％，2.0％，1.3％；学生分别为1.44％，1.43％，1.07％。外出零工县份中儿童也有在圣彼得堡读书的。］

 及觉悟 
［注：“识字的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确更好地和更自觉地求医治病”（同上，第34页），因此传染病在他们中间不象在“文化很低的
 ”（黑体是原作者用的）乡中那样厉害。］

 ，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 
［注：“就生活设备来说，外出零工县份大大超过农业地区和森林地区……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衣服清洁、美观、卫生得多……儿童们比较清洁，所以他们中间很少看到疥疮和其他皮肤病。”（同上，第39页。参看《1892—1895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第8页）“外出零工乡村与定居乡村截然不同：住宅、衣服、一切习惯、娱乐，与其说象农民生活，不如说象市民生活。”（《1892—1895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第3页）在科斯特罗马省外出零工乡里，“你在半数人家中可以看到纸、墨水、铅笔与钢笔”（《农妇国》第67—68页）。］

 。“头等的动因”，即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风度与浮华，吸引农民外出；他们寻找“更好的地方”。“彼得堡的工作与生活被认为比乡村的轻松。” 
［注：《农妇国》第26—27页和第15页。］

 “一切乡村居民都被叫作 乡下佬
 ；令人奇怪的是，他们毫不认为这个称号是对自己的侮辱，他们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埋怨父母不把他送到圣彼得堡去读书。不过要附带说明，这些 土里土气的
 乡村居民远不如纯农业地区的乡村居民那样土里土气：他们不自觉地模仿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外表与习惯，首都的光辉间接地也投射在他们身上。” 
［注：《农妇国》第27页。］

 在雅罗斯拉夫尔省（除了发财的例子），“还有其他原因驱使每个人离开家庭。这就是舆论，那些没有在彼得堡或其他地方居住过而只是从事农业或做某种手艺的人，一辈子都被人称为牧人，这种人很难找到老婆”（《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2编第118页）。外出到城市去，可以提高农民的公民身分，使他们跳出乡村根深蒂固的宗法式的与人身的依附关系及等级关系的深渊 
［注：例如，使科斯特罗马农民登记为市民的原因之一，就是“可能的体罚，这种体罚对于衣着华丽的到彼得堡谋生的人比对于土里土气的村民更为可怕”（同上，第58页）。］

 ……“人民中间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增长，是助长外出的首要因素。从农奴制依附下的解放，最精干的一部分农村人口早已与城市生活的接触，老早就在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农民中间唤起了一种愿望：保卫自己的‘我’，从乡村生活条件所注定的贫困与依附状况中解脱出来，过富足的、独立的与受人尊敬的生活……靠外出做零工生活的农民感到自己自由些，同其他等级的人平等些，因而农村青年日益强烈地渴望到城市去。”（《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2编第189—190页）

外出到城市，削弱了旧的父权制家庭，使妇女处于比较独立的、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与定居的地区比较起来，索利加利奇与楚赫洛马的家庭”（科斯特罗马省外出做零工之风最盛的两个县），“不仅在家长的宗法权力方面，而且在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方面都薄弱得多。对于12岁就被送到彼得堡去的儿子，当然不能希望他们如何热爱父母，如何依恋父母的家庭；他们不自觉地变成世界主义者了：‘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 
［注：同上，第88页。］

 “过惯了不受丈夫支配与帮助的生活的索利加利奇妇女，与农业地带受践踏的农妇完全不同：她们是独立自主的……殴打虐待老婆在这里是罕见的事情……男女平等差不多在一切地方与一切方面都反映出来。” 
［注：1890年《法学通报》第9期第142页。］



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不仅提高了外出雇佣工人的工资， 而且也提高了留在当地的工人的工资
 。

这个事实的最突出表现，是下面这样一个普遍现象：非农业省份比农业省份的工资高，吸引了农业省份的农业工人。 
［注：参看第4章第4节（参看本卷第238—239页。——编者注）。］

 下面是卡卢加省的有趣资料：






	县别（以外出做零工的人数为标准）


	外出男性工人对全体男性人口的百分比


	每月的工资（单位卢布）



	外出工业者
	农村年工



	一、
	38.7
	9.0
	5.9



	二、
	36.3
	8.8
	5.3



	三、
	32.7
	8.4
	4.9







“这些数字完全说明了……下列现象：（1）外出做零工对农业生产中工资的提高有影响，（2）外出做零工吸引走了人口中的优秀力量。” 
［注：《1896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第2篇第48页。］

 不仅货币工资提高了，而且实际工资也提高了。在100名工人中有60人以上外出做零工的县份内，一个全年雇农的平均工资为69卢布或123普特黑麦；在外出做零工的工人占40—60％的县份内，平均工资为64卢布或125普特黑麦；在外出做零工的工人不到40％的县份内，平均工资为59卢布或116普特黑麦。 
［注：同上，第1篇第27页。］

 在这几类县份中，诉说缺乏工人的通讯的百分比是依次降低的：58％—42％—35％。加工工业中的工资高于农业中的工资，“根据很多通讯员先生的评述，手工业促进了农民中间新的需求的发展（茶、印花布、靴、钟表等等），提高了需求的一般水平，于是对工资的提高产生影响” 
［注：《1896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第1篇第41页。］

 。下面就是一位通讯员的典型评述：工人“始终很缺少，其原因是城市附近的居民被娇养惯了，他们都在铁路工厂做工或在那里做事。卡卢加附近及其市场，经常聚集着四周的居民，他们出卖鸡蛋、牛奶等等，然后在酒馆中狂饮；其原因是所有的人都想多拿钱不干事。当农业工人，被认为是 可耻的事情
 ，大家都想到城市去，在那里当无产阶级和游民；乡村则感到缺乏有能力的健康的工人” 
［注：同上，第40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这种对外出做零工的评价，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称之为 民粹派的
 评价。例如，日班科夫先生指出，外出的工人不是过剩的工人，而是由外来的农民所代替的“必要的”工人，他认为，“很明显”，“这种相互代替是很不利的”。 
［注：《农妇国》第39页和第8页。“这些真正的〈外来的〉农民，是否会以其富裕的生活状况，给与那些不是视土地而是视外出谋生为其生活基础的本地居民以清醒的影响呢？”（第40页）作者叹息道：“然而我们在上面已经举出了相反影响的例子。”这个例子如下。沃洛格达人买了土地，生活过得“很富裕”。“我曾经问过其中的一个人，既然他家里很富裕，为什么还把儿子送到圣彼得堡去？我得到的回答是：‘事情是这样，我们并不穷，但是我们这里很土气，他学别人的样，自己也想去受教育，其实他在我们家里已经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了。’”（第25页）可怜的民粹派呵！甚至富裕的购买土地的农夫-庄稼汉的例子，也不能使那个青年“清醒过来”，他竟要去“受教育”，以逃开“保证其生活的份地”，这怎能不令人伤心呢！］

 日班科夫先生，对谁很不利呢？“京都的生活使人们养成许多 低级的文明习惯
 ，尚奢侈和浮华，白白地〈原文如此！！〉耗费许多金钱” 
［注：《1866—1883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第33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在这种奢侈等等上的支出大部分是“白费的”（！！） 
［注：1890年《法学通报》第9期第138页。］

 。赫尔岑施坦先生直率地悲叹“表面的文明”、“恣意的放荡”、“纵情的欢宴”、“野蛮的酗酒与廉价的荒淫”等等。 
［注：1887年《俄国思想》（不是《俄罗斯通报》，而是《俄国思想》）第9期第163页。］

 莫斯科统计学家们从大批外出做零工的事实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采取办法以减少外出谋生的需要”。 
［注：《1880年和1885年发给莫斯科省农业人口的居民证》第7页。］

 卡雷舍夫先生谈到外出做零工的问题时说道：“只要把农民土地使用面积增加到足以满足其家庭最主要的〈！〉需要，就可以解决我国国民经济中这个最严重的问题。” 
［注：1896年《俄国财富》第7期第18页。这样，“最主要的”需要应由份地去满足，而其余的需要，显然应由从“感到缺乏有能力的健康的工人”的“乡村”中所得到的“当地工资”来满足！］



这些好心肠的先生们，谁也没有想到，在谈论“解决最严重的问题”之前，必须关心农民流动的完全自由，即放弃土地和退出村社的自由，在国内任何城市公社或村社随意居住（不缴纳“赎”金）的自由！




总之，居民离开农业，在俄国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这一点部分地被国内移民掩盖了）以及城市近郊、工厂村镇与工商业村镇的发展上，并且也表现在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现象上。所有这些在改革后时代已经和正在向纵深和宽广两方面迅速发展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旧的生活方式比起来，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三　雇佣劳动使用的增长

在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雇佣劳动的普遍程度差不多具有最大的意义。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这时劳动力也变成了商品。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是：国民经济的全部劳动力，只有经过企业主的买卖后，才能应用于生产。这个趋势在改革后的俄国是怎样表现的，我们在上面已经尽力详细地考察过了，现在应当把这个问题作一总结。首先把前几章所引证的劳动力出卖者人数的资料计算在一起，然后（在下一节）再叙述劳动力购买者的总数。

全国参加物质财富生产的劳动人口，是劳动力出卖者。据计算，这种人口约有1550万成年男工。 
［注：《欧俄农村居民经济状况统计资料汇编》（1894年大臣委员会办公厅出版）的数字，为15546618人。这个数字是这样得到的：假设城市人口等于不参加物质财富生产的人口；成年男性农民人口减少了7％（4.5％服兵役，2.5％在村社中服务）。］

 第2章中曾经指出，下等农户无非是农村无产阶级；同时曾经指出（第122页脚注 
［注：参看本卷第150页。——编者注］

 ），这种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的形式将在下面加以考察。现在把前面列举的各类雇佣工人作一总计：（1）农业雇佣工人，其数目约为350万人（欧俄）。（2）工厂工人、矿业工人和铁路工人，约为150万人。总计职业雇佣工人共500万人。其次，（3）建筑工人，约为100万人。（4）从事木材业（伐木、木材初步加工、运木等等）、挖土、修筑铁路、装卸货物以及工业中心的各种“粗”活的工人。这些工人约为200万人。 
［注：我们在上面看见，单是木材工人就有200万。从事上述后两种工作的工人人数，应当大于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总数，因为一部分建筑工人、小工、特别是木材工人，是本地工人，而不是外来工人。我们看见，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工人人数不下300万人。］

 （5）被资本家所雇用在家中工作的以及在未列入“工厂工业”的加工工业中做雇佣工作的工人，其人数约为200万。

总计—— 约有1000万雇佣工人
 。除去其中大约1/4的女工与童工 
［注：我们看见，在工厂工业中，妇女与儿童占工人总数1/4强。在采矿工业、建筑业与木材业等等中，妇女与儿童是很少的。相反，在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中，妇女与儿童大概比男子多些。］

 ，还有 750万成年男性雇佣工人
 ，即参加物质财富生产的全国成年男性人口的 一半左右
 。 
［注：为了避免误解起见，我们附带说明一下：我们决不奢望这些数字得到统计上的确切证明。我们只想大概表明一下雇佣劳动形式的多样化和雇佣劳动者人数的众多。］

 在这一大批雇佣工人中，有一部分已完全与土地断绝关系，专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里包括绝大多数的工厂工人（无疑也包括绝大多数的矿业工人与铁路工人），其次包括一部分建筑工人、船舶工人与小工；最后，还包括不小一部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工人以及为资本家进行家庭劳动的非农业中心的居民。另外很大一部分雇佣工人尚未与土地断绝关系，他们的支出一部分是以他们在很小一块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来抵补，因而他们形成了我们在第2章中极力详述过的那一类有份地的雇佣工人。前面的叙述已经指出，所有这一大批雇佣工人主要是在改革后的时代出现的，现在还继续迅速地增长着。

重要的是指出我们的结论在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相对人口过剩（或失业工人后备军人员）问题上的意义。国民经济各部门中雇佣工人总数的资料，特别明显地暴露了民粹派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错误。正如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评论集》第38—42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46—151页。——编者注］

 ）已经指出的，这种错误在于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先生、尼·—逊先生及其他人）大谈资本主义使工人“游离出来”，但不想研究一下俄国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具体形式；其次，在于他们完全不懂得大批后备工人对我国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他们凭着对“工厂”工人人数发表几句抱怨的话和进行一些奇怪的算法 
［注：我们回忆一下尼·—逊先生关于“一小撮”工人的议论以及瓦·沃·先生下面这种真正古典的算法（《理论经济学概论》第131页）。在欧俄50个省中，计有属于农民等级的成年男工15547000人，其中“被资本所联合起来的”为1020000人（工厂工业中的863000人及铁路工人160000人）。其余的是“农业人口”。在“加工工业完全资本主义化”之下，“资本主义工厂工业”雇用了两倍的人手（不是7.6％，而是13.3％；其余的86.7％的人口“则依然耕种土地，将在半年内没有工作”）。看来，注解只能削弱经济科学与经济统计的这个出色例子给人造成的印象。］

 ，就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变成了证明资本主义不可能、错误、无根据等等的论据。事实上，如果对小生产者的剥夺没有造成千百万的雇佣工人群众，使他们随时准备一有号召就去满足企业主在农业、木材业与建筑业、商业、加工工业、采矿工业、运输工业等等中最大限度的需求，那么，俄国资本主义永远也不能发展到目前的高度，而且连一年也不能存在。我们说最大限度的需求，是因为资本主义只能是跳跃式地发展，因而需要出卖劳动力的生产者人数，应当始终高于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平均需求。我们刚才计算了各类雇佣工人的总数，但是我们这样做决不是想说资本主义能够经常雇用这全部工人。不管我们拿哪类雇佣工人来看，这是经常的雇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没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在千百万流动的与定居的工人中间，有一部分经常留在失业后备军内，这种后备军在危机年代，或在某一区域某种工业衰落的情况下，或在排挤工人的机器生产特别迅速地扩展的情况下，达到很大的数量；有时候则降到最低限度，甚至往往引起个别年份国内个别区域的个别工业部门的企业主抱怨工人“缺乏”。由于完全没有比较可靠的统计资料，即使大致算出通常年份的失业人数，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疑问，这个数目应当是很大的，不论是上面多次指出的资本主义工业、商业与农业的巨大波动，或者是地方自治局统计所肯定的下等农户家庭收支中的通常亏空，都证明了这一点。被驱入工业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农民人数的增加，以及对雇佣劳动的需求的增加，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至于谈到雇佣劳动形式，那么它们在各方面都还被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残余和设施所缠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极其多种多样的。忽视这种多样性，将是重大的错误。谁要象瓦·沃·先生那样认为资本主义“给自己划定了一个容纳100万—150万工人的角落而不超出这个角落” 
［注：1896年《新言论》第6期第21页。］

 ，他就会陷入这种错误。这里说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而只是大机器工业。但是，在这里把这150万工人圈定在一个特别的似乎与雇佣劳动其他领域没有任何联系的“角落”里，这是多么随心所欲和多么不合情理呵！事实上，这种联系是很密切的，为了说明这种联系，只须举出现代经济制度的两个基本特点就够了。第一，货币经济是这种制度的基础。“货币权力”充分表现在工业中与农业中，城市中与乡村中，但是只有在大机器工业中它才得到充分发展，完全排挤了宗法式经济的残余，集中于少数大机关（银行），直接与社会大生产发生联系。第二，劳动力的买卖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即使拿农业中或工业中的最小的生产者来看，你就会看到，那种既不受人雇又不雇人的生产者是例外的情况。但是，这些关系也只有在大机器工业中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与以前的经济形式完全分离。因此，某一位民粹派认为极小的“角落”，实际上体现着现代社会关系的精髓，而这个“角落”的人口即无产阶级，才真正是全部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前卫和先锋。 
［注：如果作相应的改变，那就可以说，大机器工业中的雇佣工人与其余的雇佣工人的关系，就象维伯夫妇所说的英国工联主义者与非工联主义者的关系一样。“工联主义者约占全部人口4％……据工联计算，在自己队伍中以体力劳动为生的成年男工占20％左右。”但是“工联的成员……照例总是每一部门的一批最优秀的工人。因此，他们对其余工人群众的道德和精神的影响，是同他们的人数完全不能相比的。”（悉·维伯和比·维伯《不列颠工联主义运动史》1895年斯图加特狄茨版第363、365、381页）］

 因此，只有从这个“角落”中所形成的关系的角度去考察整个现代经济制度，才有可能认识清楚各种生产参加者集团之间的基本相互关系，从而考察这种制度的基本发展方向。相反，谁要撇开这一“角落”而从宗法式小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经济现象，那么历史进程就会把他或者变为天真的梦想家，或者变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大地主的思想家。





四　劳动力国内市场的形成

为了总括上面叙述中关于这个问题所引证的资料，我们只谈欧俄工人流动的情况。以业主陈述为基础的农业司出版物 
［注：《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第5编，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
 和工人的流动》，谢·亚·柯罗连科
 编，1892年圣彼得堡农业和农村工业司出版。］

 ，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情况。工人流动的情况，使人对劳动力国内市场如何形成有一个总的认识；我们在利用这一出版物的材料时，只是力求把农业工人的流动与非农业工人的流动加以区别，虽然该出版物所附的表明工人流动的地图上并未作出这种区别。


农业
 工人最主要的流动情况如下：（1）从中部农业省份移到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2）从北部黑土地带省份移到南部黑土地带省份，同时从南部黑土地带省份又有工人移到边疆地区（参看第3章第9节和第10节） 
［注：参看本卷第207页和212页。——编者注］

 。（3）从中部农业省份移到工业省份（参看第4章第4节） 
［注：同上，第238—239页。——编者注］

 。（4）从中部与西南部农业省份移到甜菜种植区域（甚（南部与东部边疆地区）与工业资本主义区域（首都省与工业省）。至有一部分加里西亚工人也移到这里）。


非农业工人
 最主要的流动情况如下：（1）主要从非农业省份、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从农业省份移到首都与储筚城市。（2）从上述地区论在工业中还是在农业中资本主义都极不发达；在人口移入的区域，各种工作的工资都增高了，货币工资对工资总额的比例也增移到弗拉基米尔省、雅罗斯拉夫尔省及其他各省工业地区的工厂中。（3）移到新工业中心或新工业部门，以及非工厂的工业中心和高了，即货币经济由于排挤自然经济而得到加强。人口移入最多其他区域。这里是指移动到下列各处：（a）西南各省甜菜制糖厂；（和工资最高）的区域与人口移出（和工资最低）的区域之间的中间（b）南部矿业地区；（c）码头工作地区（敖德萨、顿河畔罗斯托天、里区域，则表现出上面已经指出过的工人相互代替的现象：工人移出加等等）；（d）弗拉基米尔省及其他各省的泥炭采掘业地区；（e）乌的数目过多，以致移出的地区发生工人不足的情况，因而从更“低拉尔矿业区；（f）渔业地区（阿斯特拉罕、黑海与亚速海等等）；（g）造船业、航运业、伐木及流送木材等等部门；（h）铁路工作等等部门。

工人的主要流动情况就是如此，雇主通讯员指出这些流动对于各地工人的雇用条件发生相当重大的影响。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这些流动的意义，我们拿工人移出和移入的各个地区的工资资料与之作一对比。我们只举出欧俄28个省，根据工人流动的性质把它们分为6类，于是得到下面的资料 
［注：其余各省均略去不计，以便不让那些对所研究的问题不能提供任何新东西的资料使叙述复杂起来；况且，这些省份不是与工人主要的、大批的流动无关（乌拉尔、北部），便是有民族学上的和行政法律上的特点（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特许犹太居住区各省、白俄罗斯各省等等）。资料取自上面引证过的出版物。工资数字系各省的平均数；夏季日工工资是播种、割草、收获三个时期的平均数。这些区域（第1类——第6类）包括下列各省：（1）塔夫利达、比萨拉比亚与顿河；（2）赫尔松、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萨马拉、萨拉托夫与奥伦堡；（3）辛比尔斯克、沃罗涅日与哈尔科夫；（4）喀山、奔萨、坦波夫、梁赞、图拉、奥廖尔与库尔斯克；（5）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卡卢加、科斯特罗马、特维尔与下诺夫哥罗德；（6）圣彼得堡、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与弗拉基米尔。］

 ：　　 





这个表向我们明显地指出了那个建立劳动力国内市场、从而也建立资本主义从机时也建立资本主我国内市场的过程的基础。资本主义关系 最
 发达的两个主区域，吸引了大量工人。这两个区域就是农业资本主义区域（南部与东部边疆地区）与工业资本主义区域（首都省与工业省）。在人口外移的区域，在中部各农业省，工资是最低的，这些省份不论在工业中还是在农业中资本主义都极不发达 
［注：于是，农民就大批地离开宗法式经济关系最厉害的、工役制及原始工业形式经济关系最厉害的、工役制及原始工业形式保存最多的区域，跑到“基础”完全瓦解了的地区去。他们逃离“人民生产”，不听其余各省均略去不计，以便不让那些对所研究的问题不能提供任何新东西的那紧跟在他们后面的“社会”呼声。在这一片呼声中，听得最清楚的有两种声资料使叙述复杂起来；况且，这些省份不是与工人主要的、大批的流动无关（乌音：“束缚得太少呀！”——这是黑帮分子索巴开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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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恫吓的叫声：“没有拉尔、北部），便是有民族学上的和行政法律上的特点（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特充分保证份地”，——立宪民主党人马尼洛夫客气地纠正他说。］

 ；在人口移入的区域，各种工作的工资都增高了，贷币工资对工资总额的比例也增高了，即货币经济由于排挤自然经济而得到加强。人口移入最多（和工资最高）的区域则表现出上面已经指出的地区发生工人不足的情况，因而从更“低廉”的省份吸收外来工人。

实际上，我们表中所表明的人口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人口的工业化）和工商业农业即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农业的工业化）这两个方面的过程，把上面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国内市场形成问题的全部叙述总括起来了。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建立，是由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与工业中的平行发展 
［注：理论经济学早已确定了这个简单的真理。马克思更不用说了，他曾经直接指资数字系各省的平均数；夏季日工工资是播种、割草、收获三个时期的平均数。出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是建立“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过程（《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77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3页。——编者注），第24章第5节）；我们来看看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本性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11章和第3篇第4章中，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最显著的特点，指出这一过程与城市增长和工业发展的过程是平行的。］

 ，是由于一方面形成了农业企业主与工业企业主阶级，另一方面形成了农业雇佣工人与工业雇佣工人阶级。工人流动的主要潮流表明了这种过程的形式在农民经济中与在地主经济中是各不相同的，在商业性农业的不相同的，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各不相同的，等等。

这一过程被我国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者歪曲和混淆到什么程度，这在尼·—逊先生所著《论文集》第2篇第6节里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一节有这样一个特出的标题：《社会生产力的再分配对于农业人口的经济地位的影响》。请看尼·—逊先生是怎样设想这种“再分配”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生产力的每一次提高，都使相应数量的工人被‘游离’出来，他们被迫去另谋生计；然而因为这种事情发生在一切生产部门，这种‘游离’遍布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这些工人除了转向他们暂时还未失掉的生产工具，即转向土地之外，是没有其他出路的……”（第126页）“我国农民并未失掉土地，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力量投在土地上。他们失去工厂中的工作或被迫抛弃其家庭副业时，除了加紧耕种土地之外，看不到其他的出路。一切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都肯定了耕地扩大的事实……”（第128页）

你们瞧，尼·—逊先生知道一种十分特别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而且是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家难以想象的。尼·—逊先生的资本主义不使人口离开农业转向工业，也不把农民分裂为对立的阶级。完全相反。资本主义把工人从工业“游离”出来，而且“他们”只得转向土地，因为“我国农民并未失掉土地”！！这种“理论”在诗意的混乱中把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过程独创地“再分配”了一下，而这种“理论”的基础，就是前面叙述中所详细分析过的一般民粹派的笨拙方法：把农民资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混淆起来，忽视商业性农业的增长，拿“人民”“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厂工业”分离的童话，来代替对资本主义在工业中的各种循序出现的形式与各种表现的分析。





五　边疆地区的意义。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

在第1章中已经指出了把资本主义国外市场问题同产品的实现问题联在一起的理论的错误。（第25页 
［注：参看本卷第48—49页。——编者注］

 及以下各页）资本主义之所以必须有国外市场，决不是由于产品不能在国内市场实现，而是由于资本主义不能够在不变的条件下以原有的规模重复同样的生产过程（如象在前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生的那样），它必然会引起生产的无限制的增长，而超过原有经济单位的旧的狭隘的界限。在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一个生产部门超过其他生产部门，力求越出旧的经济关系区域的界限。例如，我们拿改革后时代初期的纺织工业来看。这种工业在资本主义关系上有相当高度的发展（工场手工业开始过渡到工厂），完全占领了俄国中部的市场。但是如此迅速增长的大工厂已经不能满足于以前的市场范围；它们开始到更远的地方，到移居新罗西亚、伏尔加左岸东南地区、北高加索以及西伯利亚等地的新的人口中间给自己寻找市场。大工厂力求超出旧市场的界限，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些旧市场的区域内，更大数量的纺织工业产品一般说来就不能消费了呢？这是否意味着，例如，工业省份与中部农业省份一般说来就不能吸收更大数量的工厂产品了呢？不是的。我们知道，农民的分化，商业性农业的增长以及工业人口的增加，过去和现在都继续扩大这个旧区域的国内市场。但是，国内市场的这种扩大却被许多情况（主要是还保留了阻止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旧制度）所阻止。厂主当然不会等待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在其资本主义发展上赶上纺织工业。厂主是立即需要市场的，如果国民经济其他方面的落后使旧区域内的市场缩小，那么他们将在其他区域、其他国家或老国家的移民区内去寻找市场。

但什么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移民区呢？上面已经指出，根据马克思的意见，这一概念的基本特征如下：（1）移民容易获得的未被占据的闲地的存在；（2）业已形成的世界分工即世界市场的存在，因而移民区可以专门从事农产品的大宗生产，用以交换现成的工业品，即“在另外的情况下必须由他们自己制造的那些产品”（见上面第4章第2节第189页脚注 
［注：见本卷第227页。——编者注］

 ）。在改革后时代住满了人的欧俄南部与东部边疆地区，正是具有这两个特点，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来，它们是欧俄中部的移民区，——这一点已经在别一地方讲过了。 
［注：“……完全由于它们，由于这些人民生产形式，而且以它们为基础，全部南俄才开发出来并且住上了人。”（尼·—逊先生《论文集》第284页）“人民生产形式”这一概念是多么广泛与丰富呵！它包括了一切应有尽有的东西：宗法式的农业，工役制，原始的手艺，小商品生产，我们在上面关于塔夫利达省和萨马拉省的资料中看见过的（第2章）农民村社内部的典型资本主义关系，以及其他等等。］

 移民区这个概念更可以应用于其他边疆地区，例如高加索。俄罗斯在经济上“征服”这个地方，比政治上要迟得多，直到现在这种经济上的征服还没有完全结束。在改革后时代，一方面对高加索进行大力开发 
［注：参看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1期上彼·谢苗诺夫先生的文章和1897年6月《新言论》上瓦·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

 ，移民广泛开垦土地（特别在北高加索），为出售而生产小麦、烟草等等，并从俄罗斯吸引了大批农村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几百年的当地“手工业”遭到排挤，这些当地“手工业”在输入的莫斯科工厂产品的竞争下日益衰落。古老的兵器制造业，在输入的图拉的和比利时的制品的竞争下衰落了，手工制铁业在输入的俄罗斯产品的竞争下衰落了，而对铜、金银、陶土、油脂和碱、皮革等等的手工加工业，也都是如此 
［注：见《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2卷中К．哈季索夫的文章和《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5编中П．奥斯特里亚科夫的文章。］

 ；所有这些产品，俄罗斯工厂都生产得便宜些，它们把自己的产品运到高加索去。角骨杯制造业，由于格鲁吉亚封建制度及其传统性宴会的没落而衰落了。软帽业也因为欧洲式服装代替亚洲式服装而衰落了。装当地酒的皮囊与酒罐制造业也衰落了，因为当地所产的酒首次拿去出卖（使酒桶业发展起来），并且获得了俄罗斯市场。这样，俄国资本主义把高加索卷入世界商品流通之中，消灭了它的地方特点——昔日宗法式闭塞状态的残余，——为自己的工厂 建立了市场
 。在改革后初期居民稀少的或者与世界经济甚至历史隔绝的山民所居住的地方，已经变成了石油工业者、酒商、小麦与烟草工厂主的地方，而库庞先生 
[101]

 也就无情地把自豪的山民们富有诗意的民族服装脱去，给他们穿上欧洲仆役的制服了（格·乌斯宾斯基）。与高加索的加紧开发及其农业人口急剧增长的过程并行的，还有人口离开农业而转向工业的过程（这一过程被农业人口的增长掩盖了）。高加索的城市人口，从1863年的35万人增加到1897年的90万人左右（高加索全部人口从1851年到1897年增加了95％）。至于在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等地，过去和现在都发生着同样的过程，这点我们就无须赘述了。

这样，自然也就发生一个问题：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呢？采用国家的政治界限，那是太机械的解决办法，而且这是否是解决办法呢？如果中亚细亚是国内市场，波斯是国外市场，那么把希瓦与布哈拉归在哪一类呢？如果西伯利亚是国内市场，中国是国外市场，那么把满洲归在哪一类呢？这类问题是没有重要意义的。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资本主义的这种特性，在改革后的俄国已经非常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并且继续表现出来。

因此，资本主义市场形成的过程表现在两方面：资本主义向深度发展，即资本主义农业与资本主义工业在现有的、一定的、闭关自守的领土内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向广度发展，即资本主义统治范围扩展到新的领土。根据本书的计划，我们差不多只叙述这个过程的前一方面，因此我们认为特别必须在这里着重指出，这个过程的另一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对开发边疆地区与扩大俄国领土的过程进行稍微充分的研究，就需要有专门的著作。我们在这里只须指出，由于俄国边疆地区有大量空闲的可供开垦的土地，俄国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特别有利的情况。 
［注：正文中指出的情况也有另外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在为人久居的旧领土内向深度的发展，由于边疆地区的开发而受到阻碍。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以及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各种矛盾的解决，由于资本主义能容易地向广度发展而暂时延缓。例如，最先进的工业形式与半中世纪的农业形式同时存在，无疑是一种矛盾。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在改革后初期所占领的领土界限以外没有地方可以扩张，那么资本主义大工业与农村生活古老制度（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等等）之间的这个矛盾，就一定会迅速导致这些制度的完全废除，导致俄国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扫清。但是，在被开发的边疆地区寻求并找到市场的可能（对于厂主），出外到新土地上去的可能（对于农民），削弱了这个矛盾的尖锐性并延缓了它的解决。不用说，资本主义增长的这种延缓，等于是为它在最近的将来有更大和更广泛的增长作准备。］

 不必说亚俄，就是在欧俄也有这样的边疆地区，它们由于距离遥远，交通不便，在经济方面同情罗斯中部的联系还极端薄弱。例如，拿“遥远的北方”——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来看，该省辽阔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还没有怎样开发。当地主要产品之一木材，直到最近主要是输往英国。因此，从这方面说来，欧俄的这一区域就成为英国的国外市场，而不是俄国的国内市场。过去俄国企业家当然嫉妒英国人，现在铁路敷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他们兴高采烈起来，预见到“边疆地区各种工业部门中的精神振奋与企业家的活动了” 
［注：《俄国的生产力》第20编第12页。］

 。





六　资本主义的“使命”

最后，我们还要对著作界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使命”问题，即资本主义在俄国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问题作出总结。承认这种作用的进步性，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的消极面和黑暗面，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所必然具有的那些揭示这一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矛盾，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在叙述事实的每一阶段上都力求详细指明这一点）。正是民粹派竭尽全力把事情说成这样，仿佛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就是充当资本主义的辩护人，正是他们犯了过低估计（有时是抹杀）俄国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的毛病，他们掩盖农民的分化、我国农业演进的资本主义性质、具有份地的农村雇佣工人与手工业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掩盖资本主义最低级最恶劣的形式在著名的“手工”工业中完全占优势的事实。

资本主义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可以用两个简短的论点来概括：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的社会化。但这两个事实是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各种极不相同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大机器工业时代才会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这个高级阶段以前，还保持着手工生产与原始技术，这种技术的进步纯粹是自发的，极端缓慢的。改革后的时代，在这方面与以前各个俄国历史时代截然不同。浅耕犁与连枷、水磨与手工织布机的俄国，开始迅速地变为犁与脱粒机、蒸汽磨与蒸汽织布机的俄国。资本主义生产所支配的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没有一个不曾发生这样完全的技术改革。这种改革的过程，根据资本主义的本质，只能通过一系列的不平衡与不合比例来进行：繁荣时期被危机时期所代替，一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引起另一工业部门的衰落，农业的进步在一个区域包括农业的一方面，在另一区域则包括农业的另一方面，工商业的增长超过农业的增长，等等。民粹派著作家的许多错误，都来源于他们企图证明这种不合比例的、跳跃式的、寒热病似的发展不是发展。 
［注：“我们看一看……即使我们把英国沉入海底并取其地位而代之，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东西。”（尼·—逊先生《论文集》第210页）英国和美国的棉纺织工业，满足了世界消费的2/3，其所雇用的工人仅有60余万。“由此可见，即使我们获得了最大一部分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也还不能够使用它现在正不断使之丧失职业的全部劳动力。事实上，与几百万整月整月坐着没有事干的农民比较起来，英国和美国的区区60万工人又算得了什么呢。”（第211页）



“以前有历史，现在没有了。”以前，纺织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农民的分化，商业性农业及农业资本主义的增长，人口的离开农业而转入工业，“成百万农民的”转入建筑业、木材业及其他各种非农业的雇佣劳动，大批人口的迁移到边疆地区，以及这些边疆地区的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以前的事情，现在不再有这类事情了！］

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另一特点，是生产资料（生产消费）的增长远远超过个人消费的增长。我们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这个现象在农业与工业中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这个特点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实现的一般规律所产生的，是与这个社会的对抗性质完全适应的。 
［注：对生产资料的意义的忽视和对“统计”缺乏分析的态度，使尼·—逊先生作出下述经不住任何批判的论断：“……在加工工业部门中，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产生的新的价值，最多不会超过4—5亿卢布。”（《论文集》第328页）尼·—逊先生以三分税和摊派税的资料作为这个计算的根据，没有想一想这类资料能否包括“加工工业部门中的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此外，他采用了未包括（根据他自己的话）采矿工业的资料，并且只把额外价值与可变资本算作“新价值”。我们的理论家忘记了，在生产个人消费品的工业部门中，不变资本对于社会也是新价值，同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采矿工业、建筑业、木材业、铁路建筑等等）中的可变资本与额外价值进行交换。如果尼·—逊先生不把“工厂”工人人数与加工工业中按资本主义方式被雇用的工人总数混淆起来，那么他就会容易看出自己计算的错误。］



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劳动社会化，表现在下列过程中。第一，商品生产的增长本身破坏自然经济所固有的小经济单位的分散性，并把小的地方市场结合成为广大的国内市场（然后结合成为世界市场）。为自己的生产变成了为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本主义愈高度发展，生产的这种集体性与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就愈剧烈。第二，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和工业中都造成了空前未有的生产集中以代替过去的生产分散。这是我们所考察的资本主义特点的最明显和最突出的但决非唯一的表现。第三，资本主义排挤人身依附形式，它们是以前的经济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俄国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显著，因为生产者的人身依附，在我国不仅曾经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现在还继续存在）于农业中，并且还存在于加工工业（使用农奴劳动的“工厂”）、采矿工业及渔业中 
［注：例如，在俄国渔业主要中心之一的摩尔曼斯克沿岸，“古老的”与真正“万古神圣的”经济关系形式，就是在17世纪已经完全形成而直到最近差不多没有改变的“分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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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成制渔工同其主人的关系并不只限于捕鱼的时候；相反，这些关系包括了分成制渔工的一生，他们终身在经济上依附自己的主人。”（《俄国劳动组合材料汇编》1874年圣彼得堡版第2编第33页）幸而资本主义在这个部门中大概“对自己过去的历史抱着轻蔑的态度”。“垄断……正被使用自由雇佣工人捕鱼的资本主义组织所代替。”（《俄国的生产力》第5编第2—4页）］

 等等。与依附的或被奴役的农民的劳动比起来，自由雇佣工人的劳动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是一种进步的现象。第四，资本主义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这种人口流动是以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所不需要的，在这些经济制度下也不可能有较大的规模。第五，资本主义不断减少从事农业的人口的比例（在农业中最落后的社会经济关系形式始终占着统治地位），增加大工业中心数目。第六，资本主义社会扩大居民对联盟、联合的需要，并使这些联合具有一种与以前的各种联合不同的特殊性质。资本主义破坏中世纪社会狭隘的、地方的、等级的联盟，造成剧烈的竞争，同时使整个社会分裂为几个在生产中占着不同地位的人们的大集团，大大促进了每个这样的集团内部的联合。 
［注： 参看《评论集》第91页脚注85；第198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68页和第330—332页。——编者注）］

 第七，上述一切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旧经济制度的改变，必然也会引起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经济发展的跳跃性，生产方式的急剧改革及生产的高度集中，人身依附与宗法关系的一切形式的崩溃，人口的流动，大工业中心的影响等等，——这一切不能不引起生产者性格的深刻改变，而俄国调查者们有关这方面的观察，我们已经指出过了。

我们再来谈谈民粹派经济学。我们曾经不断同这一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进行论战，现在可以把我们与他们的意见分歧的原因概述如下。第一，民粹派对正在俄国进行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理解，以及他们对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关系结构的观念，我们不能不认为是绝对错误的，而且在我们看来，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忽视农民经济（不论是农业的或手工业的）结构中的资本主义矛盾。其次，至于说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快慢的问题，那么这完全要看把这种发展同什么东西相比较。如果把俄国前资本主义时代同资本主义时代作比较（而这种比较正是正确解决问题所必要的），那就必须承认，在资本主义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把这一发展速度与现代整个技术文化水平之下所能有的发展速度作比较，那就确实必须承认，俄国当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缓慢的。它不能不是缓慢的，因为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残存着这样多的旧制度，这些旧制度与资本主义不相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使生产者状况无限制地恶化，而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1页。——编者注］

 。最后，我们与民粹派的意见分歧的最深刻原因，可以说是对社会经济过程基本观点的不同。在研究社会经济过程时，民粹派通常作这种或那种道德上的结论；他们不把各种生产参加者集团看作是这种或那种生活形式的创造者；他们的目的不是把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部总和看作是利益不同与历史作用各异的这些集团间的相互关系的结果……如果本书作者能为阐明这些问题提供若干材料，那么他就可以认为自己的劳动不是白费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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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欧俄工厂工业统计资料汇编

（第7章第361页
 
［注：见本卷第417页。——编者注］

 ）






欧俄工厂工业统计资料汇编



	年代
	各种行业的资料（在不同时期，有资料的行业数目不同）


	34种行业的资料



	工厂数目
	生产额（单位千卢布）


	工人人数
	工厂数目
	生产额（单位千卢布）


	工人人数



	1863
	11810
	247614
	357835
	—
	—
	—



	1864
	11984
	274519
	35396
	85782
	201458
	272385



	1865
	13686
	286842
	380638
	6175
	210825
	290222



	1866
	6891
	276211
	342473
	5775
	239453
	310918



	1867
	7082
	239350
	315759
	6934
	235757
	313759



	1868
	7238
	253229
	331027
	7091
	249310
	329219



	1869
	7488
	287565
	343308
	7325
	283452
	341425



	1870
	7853
	318525
	356184
	7691
	313517
	354063



	1871
	8149
	334605
	37476
	98005
	329051
	372608



	1872
	8194
	357145
	40236
	58047
	352087
	400325



	1873
	8245
	351530
	40696
	48103
	346434
	405050



	1874
	7612
	357699
	41105
	77465
	352036
	399376



	1875
	7555
	368767
	42413
	17408
	362931
	412291



	1876
	7419
	361616
	41218
	17270
	354376
	400749



	1877
	7671
	379451
	41941
	47523
	371077
	405799



	1878
	8261
	461558
	44785
	88122
	450520
	432728



	1879
	8628
	541602
	48227
	68471
	530287
	466515



	1885
	17014
	864736
	61559
	86232
	479028
	436775



	1886
	16590
	866804
	63482
	26088
	464103
	442241



	1887
	16723
	910472
	65693
	26103
	514498
	472575



	1888
	17156
	999109
	70682
	06089
	580451
	505157



	1889
	17382
	1025256
	71639
	66148
	574471
	481527



	1890
	17946
	1033296
	71963
	45969
	577861
	493407



	1891
	16770
	1108770
	738146
	—
	—
	—








注释

（1）这里汇总了我们在官方出版物中所能找到的改革后时代欧俄工厂工业的资料。这些官方出版物是：《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1866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财政部所属各机关的通报及材料汇编》1866年4月第4号和1867年6月第6号；《财政部年鉴》第1、8、10、12编；工商业司出版的1885—1891年《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所有这些资料都是根据同一来源，即厂主呈送给财政部的表报。关于这些资料的意义及其价值，我们在本书正文中已经详细讲过了。

（2）我们曾经引用其1864—1879年和1885—1890年的资料的34种行业如下：棉纺业；棉织业；亚麻纺纱业；印花布业；大麻纺纱及绳索业；毛纺业；制呢业；毛织业；丝织及丝带业；锦缎业；饰绦业；金线及金箔业；编物业；染色业；装饰业；漆布与油漆业；造纸业；壁纸业；橡胶业；化学品染料业；化妆品业；制醋业；矿泉采取业；火柴业；封蜡与油漆业；制革、麂皮与山羊鞣皮业；熬胶业；硬脂业；肥皂及脂烛业；蜡烛业；玻璃业；玻璃器具业；瓷器业；机器制造业；铸铁业；铜器及青铜业；铁丝、钉及若干小金属制品业。





《列宁全集》第3卷


非批判的批判

[103]




（评1899年《科学评论》
[104]

 第12期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论文《商品拜物教》）

（1900年1—3月）

“丘必特发怒了” 
[105]

 ……大家早就知道，这种景象是很可笑的，威严的雷神的暴怒实际上只能引人发笑。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再一次证实了这个旧真理，他用了一大堆精选过的“愤怒”词句来攻击我那本论述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形成过程的书。


一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庄严地教训我说：“要叙述整个过程，就必须说明自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仅仅求证实现论，是完全不必要的。”为什么在一本专门分析国内市场资料的书中，求证国内市场的理论竟是“不必要的”，这始终是我们这位威严的丘必特先生的秘密，他所谓“说明自己的理解”，“是指”……从《资本论》中摘引一些多半与事情不相干的话。“可以责难作者陷入了 辩证的
 〈这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机智的范例！〉矛盾，即他立意要考察一个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 国内
 市场是怎样形成的〉，但在 求证
 理论之后，却得出这个问题完全不存在的结论。”斯克沃尔佐夫先生非常满意他的这种责难，三番五次地加以重复，看不见或不愿看见这种责难是建立在重大的错误上面的。我在第一章末尾说过：“国内市场问题， 作为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问题无关的个别的独立问题
 ，是完全不存在的。”（第29页） 
［注：见本卷第52页。——编者注］

 怎么，批判家不同意这一点吗？不，他是同意的，因为他在前一页说我的说法是“对的”。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要大叫大嚷，力图抛弃我的结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呢？这也始终是一个秘密。在本书论述理论问题的开头一章末尾，我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我感兴趣的题目：“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如何形成的问题，就归结为下面的问题：俄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何发展，并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些方面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如何？”（第29页） 
［注：见本卷第52页。——编者注］

 批判家是否认为这些问题不值得研究呢？不，他宁愿回避我给自己提出的那个题目，而指出了 其他一些题目
 ，这些题目丘必特命令我必须进行研究。在他看来，必须“叙述农业和工业中用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也必须叙述农民独立生产者所生产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即指出上述每一个社会劳动部门中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大小”（第2278页）。要知道这不过是一句响亮而毫无内容的空话！在叙述农业中用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以前，必须首先弄清楚农业究竟 如何
 变为资本主义农业并变到 什么程度
 ，是在农民那里还是在地主那里，是在这一区域还是在那一区域等等。不弄清楚这一点（我在自己的书中也就要弄清这一点），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所鼓吹的叙述就仍然是些陈词滥调。在谈论工业中用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那一部分产品之前，必须首先弄清俄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业在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并变到什么程度。我整理手工工业一类的资料，也就是想弄清这一点；威严的批判家对这一切庄严地闭口不谈，而极其郑重地要我踏步不前，要我空谈关于资本主义工业的毫无内容的老调！俄国究竟什么样的农民算是“独立生产者”的问题，也需要切实加以研究，我在自己的书中也正是打算进行这种研究。如果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他就不会这样胡说八道，说什么可以毫不犹豫地把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这些范畴搬到“农民独立生产者”经济上面去。一句话，只有 在
 弄清了我指出的问题 以后
 ，研究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所提出的题目才有可能。在修正我的问题提法的幌子下，威严的批判家后退了，从分析具体的和有历史特点的现实，后退到简单地抄录马克思的话。

此外，决不能对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以下的攻击不置一词，这个攻击最能说明我们这位批判家的手法。桑巴特教授指出（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说），德国的输出落后于德国工业的发展。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解释道：“这些资料恰好证实了我对市场的理解。”这岂不是很妙吗？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议论证明了一句名言：风马牛不相及。人们争论实现论，而资本主义却和农奴制一样靠剩余劳动生存！如果这种举世无双的攻击再加上一些威严的吆喝，我们就会看到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批判”的全貌了。

但是，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在第2279页和第2280页中，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为了说明我的“不理解”，从第1章的几个地方摘录了一些话，抓住个别词句中的个别字眼，大叫大嚷说：“ 找到，交换，国内市场的
 理论， 找到替换物
 ，最后是 补偿
 ！我不认为这种定义的确切性会证明伊林先生对马克思‘出色的’实现论有清楚的理解！？”其实这种批判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嘲笑过的“批判”一模一样；有人拿起一本《乞乞科夫奇遇记》，开始“批判”道：“嚏—嚏—科夫，啊嚏，啊嚏……啊，真可笑！找到，交换……我不认为这是清楚的……” 
[106]

 啊，这是多么毁灭性的批判！

我在本书第14页 
［注：见本卷第33—34页。——编者注］

 中说过：按实物形式划分产品，在分析单个资本的生产时，并不必要，但是在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后一种场合（也只有在后一种场合）所谈的正是产品实物形式的补偿。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硬说我“不理解”马克思，对我的“自由翻译”作了严厉的判决，认为“必须详细地引证《资本论》”（其实引文中所讲的正是我说明过的），猛烈攻击我的这样几句话：“现在”，即在分析社会资本而不是单个资本的再生产时，“问题正在于：工人和资本家从哪里获得自己的消费品？资本家从哪里获得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怎样满足这些需求和怎样使扩大生产成为可能？”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把这段话用黑体标出，然后写道：“在我用了黑体的地方，实际上是伊林先生的实现论，而不是马克思的实现论，这种理论和马克思的任何理论都毫无共同之处。”（第2282页）话说得好厉害！但是我们看看论据是什么。论据当然就是从马克思那里引证来的话，其中有这样几句：“他直接摆出〈原文如此！〉 
［注：顺便谈一下译文。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从我的书中引证了以下一句话：“……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它们〈生产力〉发展的界限”（第19页（见本卷第41页。——编者注）），于是就严厉地训斥我说：“伊林先生……并没有注意译文的不当，而原文却很简单很明白：‘als　ob　nur　die　absolute　Konsumptionsf?higkeit　der　Gesellschaft　ihre　Grenze　bilde’。”（第2286页）这个（完全正确的）译文有什么不好，批判家没有说明。而要说明他的严格精神，只要把他的
 译文举出两三行就够了。第2284页：“如果每年正常的再生产表现为已知的数量，那么这也表现为……”（原文为：ist　damit　auch　unterstellt）；第2285页：“问题首先是关于简单再生产。其次将表现为〈原文为：Ferner　wird　unterstellt〉不仅是产品按其价值来交换”等等。总之，毫无疑问，善良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坚信：unterstellen意思是表现，wird　unterstellt是将来时。



至于威严的批判家的文笔，我就不谈了，他甚至用这样的句子来款待读者：“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等于农业性工业。”（第2293页）］ 的问题是这样的：在生产中消耗的资本怎样按其价值由每年的产品来代替，这种代替的运动怎样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结论是：“我认为这已充分表明，伊林先生拿来冒充马克思理论的实现论和马克思的分析毫无共同之处”等等。我只想再问一句：这岂不是很妙吗？我所说的和马克思的引文中所说的，究竟有什么差别呢？这始终是威严的批判家的秘密。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我的致命罪过在于“自由翻译”，或者也许象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该文另一个地方所说的（第2287页），在于我用“自己的话”叙述马克思。只要稍微想一想吧！用“自己的话”叙述马克思！“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于背诵和引证《资本论》，不管恰当不恰当……就象尼古拉·—逊先生所干的那样。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证实我的后一种意见。我说过，资本主义“只是广泛发展了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在另一地方又说过，“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劳动力也变成了商品”。威严的丘必特大发雷霆说，“在什么条件下才出现资本主义……这是每一个稍微识几个字的读者都知道的”（原文如此！），此外，他还说了“伊林先生的资产阶级眼界”以及其他一些使发怒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论战增色的妙语。接着就从马克思那里引证了两段话：第一段讲的正是我所讲过的（劳动力的买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第二段讲的是流通方式产生于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不是相反（《资本论》第2卷第93页）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33页。——编者注］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以为他用这最后一段话彻底驳倒了他的论敌。事实上，他用别的问题偷换了我提出的问题，从而证明了他引证不当的本领。我在被指责的地方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资本主义是商品流通的结果，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历史相互关系。而从《资本论》第2卷（专门论述资本流通问题的一卷）引证的一段话讲的是什么呢？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流通的关系；马克思在这个地方（第2卷第93页） 
［注：同上，第132页。——编者注］

 反对经济学家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运动的三种典型的经济形式对立起来；马克思说，这是不对的，因为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同发展阶段所固有的流通方式，马克思并在最后批评了 这些经济学家
 的“资产阶级眼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抓住马克思的最后一句话，反复重述，即使是反对一个没有想谈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相互关系的论敌，也要这样做。我们让读者自己判断一下：这里究竟是谁“不理解”，哪一种书刊才会有这类攻击。在一阵威严的吆喝声中，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不仅使出了“偷换的一手”，而且完全回避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在我的书中反复讲过很多次，着重指出了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先行者。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于这一点似乎一点也不反对（从他对这一点避而不谈来判断）。既然如此，那么他针对我的资本主义是商品流通的结果这种说法发出的叫嚣，究竟有什么意思呢？难道商业资本不是表现商业的发展，即没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流通的发展吗？这些问题又始终是发怒的丘必特的秘密。

为了结束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我那本书的理论部分的“批判”，我还要考察几处《商品拜物教》一文中满篇都是的威严吆喝和重大错误。

我在书中说：“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取决于……资本主义只是超出国家界限的广阔发展的商品 流通
 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国家。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个原因是有历史特性的。”（第26页） 
［注：见本卷第48—49页。——编者注］

 威严的丘必特“批判”说：“我这个读者并没有看出这个原因有历史特性。这种言论完全没有根据”（第2284页）等等。既然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历史的先行者，那么“这个原因有历史特性”难道还需要说明吗？

对抽象的资本主义理论来说，只存在发达的和完全形成了的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是略去不提的。

“伊林先生……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产品……而求助于国外市场。”（第2286页）对于读过我的《评论集》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读者，我就用不着说明这又是用上述手法玩弄的把戏了。这里从马克思那里引证的话是：“……对外贸易仅仅是以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不同的物品来替换本国的物品……”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8页。——编者注］

 结论是：“每一个识字的人，除了那些批判地思维的人，都会懂得：马克思所讲的和伊林先生的理论正好是相反的，在国外市场上用不着找到‘销售的那部分产品的等价物’，即‘能够替换销售部分产品的另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第2284页）啊，高明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

“伊林先生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特点不谈，因而把它变为有计划的生产（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无疑就是生产的计划性），最后在国内顺利地实现了同一数量的产品。”（第2286页）“批判家”的这种新手法，就是把似乎资本主义能保证经常的比例性这个思想硬加在我的头上。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但这不是“只是从一系列经常波动中得出的平均数”的那种比例性了（我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引证的地方所说的正是这一点）。我坦率地说：比例性（或适应）是理论上“ 假定
 ”的，事实上它“ 经常遭到破坏
 ”，要使一种资本分配由另一种资本分配代替而造成比例性，就“ 必须经过危机
 ”（所有用了黑体的字，都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引证的第26页 
［注：见本卷第49页。——编者注］

 上）。批判家引证论敌说资本主义 必须经过危机
 来建立 经常遭到破坏的
 比例性的那一页和那一节，却硬说这个论敌把资本主义变为有计划的生产，试问，对于这样的批判家，该作何感想呢？？


二

现在我们谈谈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文章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是专门批判我那本书中引证和分析的实际资料的。在这里，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专门研究的问题范围内，我们是否能够遇到一些稍微严肃的批判呢？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和国内市场建立的基本过程，——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引证我的话说，“而单纯的‘分工’，大概不是社会分工，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批判家这样“滥用讽刺”，暴露了自己连社会分工和作坊内分工的起码差别都不懂：第一种分工造成（在商品经济情况下，——这是我直截了当地指出的条件，所以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提到印度公社的分工，是和这位作者从马克思那里引证毫不相干的词句的可悲缺点有关）单独的商品生产者，他们独立地和互不依赖地生产各种用以交换的产品。第二种分工并不改变生产者和社会的关系，只改变他们在作坊中的地位。根据这个原因，就我的判断，马克思也有时讲“社会分工” 
［注：在《资本论》专门论述工场手工业问题的第1卷第12章中单独有一节，标题为：《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在这一节的开头马克思说道：“现在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构成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的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362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9页。——编者注））把这句话同我们发怒的丘必特的攻击对照一下，不是很有教益吗？］

 ，有时只讲分工。如果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有不同的看法，那他应该阐述和说明自己的意见，但不应该发出威严而无谓的责难。


　　“分工决不是工场手工业的显著标志，因为工厂中也存在着分工。”



　　很好，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但是难道我只拿这个标志来区分工厂和工场手工业吗？如果批判家愿意稍微认真地分析一下我对“工场手工业的显著标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决不象乍一看去那样简单）的理解是否正确，那么他能够闭口不谈我在同一节中所说的一段话吗？在那里我直截了当地说：“马克思所认为的工场手工业这一概念的基本标志，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评论集》第179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09页。——编者注］

 ）列举过了。”（第297页 
［注：见本卷第347页。——编者注］

 脚注1）在《评论集》中，分工只是作为许多标志中的一个标志提到的。因此，读了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文章，对于我的观点，只能得到完全歪曲的概念，而对于批判家自己的观点，却根本得不到任何概念。其次。我在那本书中把许多所谓“手工”业列入俄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 还是一个创举
 ；我自然决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特别是因为我是从某种专门的观点去研究它的）。因此，我预先就期待别人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我有更充分的理由和更大的兴趣这样做，因为俄国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发表了一些不同的见解（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437页 
［注：同上，第505—506页。——编者注］

 脚注）。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他的“批判”就其简短而威严来说，完全可以说是一种高明的教训：不能限于“机械地开列某一生产部门在某些年度的雇佣工人数目和生产总额”（第2278页）。如果这个教训不是指我书中专门论述工厂统计问题的那一部分（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这一点只字未提），那么它一定是指论工场手工业的那一章，因为这一章多半都是实际资料。怎样才能做到不用这些资料也能解决问题，这个秘密威严的批判家并没有揭示出来，因此我要继续坚持下列意见：宁肯被人指责叙述枯燥，也不愿使读者认为我的观点是根据对《资本论》的“引证”，而不是根据对俄国资料的研究。既然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认为我的计算是“机械地”开列，那是不是说，他认为我在第6章后半部根据这些资料所作的并且在第7章第12节重复过的结论是错误的？是不是说，他不同意这些资料表明了以（1）技术、（2）经济和（3）文化的特殊结构为特征的特殊的手工业结构？威严的丘必特在他的“批判”中对这一点没有说出只言片语，这个“批判”除去恶狠狠的吆喝，毫无内容可言。这未免不足吧，可敬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

现在我们谈谈农民的赋税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我说过：赋税过去是交换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现在商品经济已经站稳了脚根，赋税的这种意义就“远远地退居次要地位”。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于这一点大肆攻击，使用了一大堆可怜又可怕的词句，如“商品拜物教”、把一切结合起来、“万能”、商品生产的威力等等，但是，唉！有力的词句只不过掩饰威严的批判家无力推翻我所作出的结论。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写道：“甚至伊林先生在许多方面与之相似的考茨基先生”……（不幸的“考茨基先生”竟和“商品拜物主义者”“相似”，这就表明他完全不懂《资本论》并且同被“资产阶级眼界”压服的伊林先生相似了！他挨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拳能不能恢复过来呢？）……“他也说：农民的实物税变为货币税，提高了农民对货币的需要。”（第2288页）好极了，威严的批判家先生，但这同 在农民的货币支出中
 ，赋税同其他各种需要的支出比较起来起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毫不相干。 这个
 问题考茨基并 没有触及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再次显露出引证不当的卓越才能。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提出的第二个反驳是：“这个甚至根据家庭收支资料都不能解释的基本问题可以归结为：无马户从哪里拿25个卢布去交税”（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把货币支出的25％，即100个卢布中的25个卢布，干脆改为25个卢布！），“有马户又从哪里拿10个卢布去交税？——决不能归结为：在农民全部货币支出中，赋税占收入〈？〉多大比重”。（第2290页）我劝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去领取优秀发明的专利证吧，因为他发明了一个根本消灭论敌的最新最容易的“科学批判”方法。您的论敌在一本数百页的书里的一页上顺便提出了赋税支出在全部货币支出中所占的比重问题；您只要把这个地方引一下，把 别的
 问题悄悄加在论敌头上，您就能够辉煌地证明论敌是“商品拜物主义者”，这个无赖竟没有想到没有马的贫苦农民从哪里去拿25个卢布！其次，您对该书谈赋税同收入的比例、收入的构成和来源的其他几页可以撇开不谈，这样还证明了论敌的“资产阶级眼界”。真的，去领个专利证吧，斯克沃尔佐夫先生！

下面还有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怎样利用这种发明的一个例子。我要请读者注意：这种“科学批判”的法宝是独一无二的。

问题还是发生在谈关于农民赋税问题的家庭收支资料的第101页 
［注：见本卷第130—131页。——编者注］

 上。我指出了赋税在农民的货币支出中的作用之后继续说：“如果我们谈的不是赋税在交换发展中的作用，而是赋税同收入的比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比例是极高的。改革前时代的传统如何沉重地压在现在的农民身上，这可以从现存的赋税吞掉了小农甚至有份地的雇农总支出的1/7这一点极明显地看出来。除此以外，赋税在村社内部的分配也是极不均衡的：农民愈富裕，则赋税在其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就愈小。无马户所纳的税同自己的收入比较起来，几乎是多马户的3倍（见上面的支出分配表）……”每一个读者，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他所读的书，自然就会产生下列问题：既然家庭收支表包括的不仅是不同村社的农户，而且甚至是不同县份的农户，那我为什么要说村社内部的赋税分配呢？也许这里分配的不均衡是偶然的，也许这种不均衡是由于不同县份或不同村社（这些县份或村社的农户被用来编制典型的家庭收支表）的每俄亩份地的课税不同？为了消除这种不可避免的不同意见，我在上面那段话后面，紧接着就解释说：“…… 我们所以说村社内部的赋税分配，是因为如果按每俄亩份地计算各种赋税额，那么它们差不多是均衡的
 ……”如果批判家想核实这几句话，那他只要把第96页 
［注：见本卷第126页。——编者注］

 的表（每一农户的各种赋税额）与第102页 
［注：同上，第132页。——编者注］

 的表（每一农户的份地数量）对照一下，就会很容易地相信：的确，根据家庭收支资料看来，虽然这些有家庭收支表的农户属于不同村社甚至不同县份，但每一俄亩份地的各种赋税额 差不多
 是均衡的。

现在大家来欣赏一下批判家先生是 用什么手法
 来消灭自己论敌的。他抓住我用了黑体的关于计算每一俄亩份地的税额的几句话； 没有注意到
 （原文如此！）这几句话 仅仅同家庭收支资料
 有关；硬说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每俄亩份地的税额在全体俄国农民中差不多是均衡的，他根据这个“结论”得意洋洋地谴责我不熟悉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出版物，并且举出两个表来证明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即在不同的村社、乡、县份内，每俄亩份地的税额是远远不均衡的。耍完这套把戏之后，批判家还补充道：“实际上，在一个得到同样面积份地的村社内部，税额不是差不多均衡，而是完全均衡。全部问题在于：伊林先生不知道他自己谈的是什么样的村社。为了结束伊林先生滥用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情况”等等……（第2292页）我非常想知道，在科学书刊中能不能找到这类批评的另一个例子。

了解了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用来“证明”我引用的家庭收支资料完全“无用”的手法之后，看来我们可以不提批判家用来对使用家庭收支资料本身表示不满的那些有力的（和无力的）词句了。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要求提供 大量的
 家庭收支资料，他大概又要说一些不相干的话，因为我使用的记述 具体
 农户的材料，从来 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
 大量的。有关具体农户家庭收支情况的文献，我在被批判的那一节一开头就已指出，如果批判家能够补充或修正我所指出的东西，那我自然只有感谢他。但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善于“批判”，而不涉及问题的本质！我曾经打算根据家庭收支资料和“大量资料”，把没有马的和有一匹马的农户的家庭人口、播种面积、租地数量和牲畜头数的平均数作一比较，来证明家庭收支表的典型性（我的书第102页 
［注：参看本卷第132页。——编者注］

 ），而威严的批判家把这种打算简单地称为“怪事”。什么原因，不知道。也许和一位“批判家”认为乞乞科夫这几个字很可笑的原因是一样的吧？家庭收支表“不是典型的，因为粮食的秋卖春买在沃罗涅日省很少见到，至于在整个俄国”，这种出卖粮食似乎已被尼古·—逊先生证明了。（第2291页）无怪乎伟大的灵魂是互相了解的这句话说得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帕维尔·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看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尼古拉·—逊先生的论断同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之间有矛盾的时候，解决问题毫不含糊，一口咬定是资料不典型，而不是尼古·—逊先生的话不对或太一般。其次，粮食的秋卖春买问题，和我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完全没有使用过的家庭收支表是否典型的争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三

在对偷换手法作了一番费力不讨好的说明以后，终于令人愉快地见到了一个切实的反驳，尽管这个反驳也是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显然认为极有说服力的威严吆喝（“拜物教”，“完全不理解”）表述的，尽管关于批判家自己的观点，我们很少看到直接的叙述，而更多要靠推测。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说得非常对，我的观点“象一根红线贯穿着全部著作”。

为了更鲜明地刻画出我们的意见分歧，我要把表达两个对立观点的极端说法对比一下。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大概认为（这至少可以从他的反驳中看出），农民在解放时得到的土地愈少，为此而付出的钱愈多，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愈迅速。我认为正相反， 农民在解放时得到的土地愈多，为此而付出的钱愈少，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愈迅速、愈广泛、愈自由
 ，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愈高，国内市场就愈大，生产中采用机器就愈迅速，总之，俄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同美国的经济发展愈相似。我只指出两个我认为可以证明上述意见是正确的情况：（1）由于地少税重，在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地主经济中的工役制度有所发展，这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 
［注：顺便谈谈。这个论点（工役制是农奴制的残余）是我在自己书里直接提出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没有谈到这一点，却抓住我说的工役制实质上是从《罗斯法典》起就保存下来的这句话，大发雷霆：又是从克柳切夫斯基那里来的引文，又是12世纪的国内市场，又是商品拜物教，又断言我认为“商品生产从《罗斯法典》起〈原文如此！〉就是历史上创造奇迹和阐明一切的基础”（原文如此！！）。这显然还是“啊嚏——啊嚏”之类的批判，这种批判我似乎在文章开头谈得已经太多了。］

 ，而根本不是资本主义；（2）在我国边疆地区，农奴制根本不存在或者最薄弱，农民受地少、服工役和税重的痛苦最少，那里的农业资本主义也最发达。为了分析“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条件，就必须作这样的对比，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却如此威严而又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忽视了这些条件。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我国农民经济中发生的经济过程的陈腐透顶的观点，在他关于移民和关于资本主义破坏了中世纪壁垒的言论中也暴露了出来。我把帕维尔·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同尼古拉·—逊先生作了对照，难道不对吗？他们两人都用一些反对“重视”移民观点的极其简单和一味否定的指责来“解决”移民问题。但是要知道，这种结论只对那些满足于完全抽象的……陈词滥调的最原始的……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才是适用的。“重视”移民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从本来意义上理解这几个字，那么一个头脑健全、神志清醒的经济学家难道会 不重视
 每年的移民吗？如果从 资本主义
 这个特殊意义上理解这几个字，那么第一，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曲解了我的意思，因为在他所引证的地方我讲的正好相反。第二，一个认为自己的任务是研究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的特点（而不仅是详细引证并且往往是胡乱引证马克思的话）的经济学家，一定要提出这样的问题：移民在俄国究竟发生什么影响？我没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但我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指出的地方说过，我关于农民分化问题的结论是和古尔维奇先生的结论完全一致的。 
［注：顺便谈谈古尔维奇先生。这位著作家因著有两部书和为杂志撰稿而闻名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以蛮横无理和蔑视一切的态度对待这位著作家的“结论”，只不过暴露了他自命不凡而已。］

 此外，我在该书其他地方也不止一次地谈到过移民问题。也许我这个观点不对，但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或补充，完全用威严的吆喝掩盖问题的本质。其次，我的话使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据以断定，“商品拜物主义者现在相信自己物神的创造奇迹的力量了”（原文如此！！）。这真是可以说“消灭了”！然而，最尊贵的批判家先生，您是不是否定我的看法呢？为什么不把您们的 真正
 看法告诉人们，不去分析 哪怕一
 个县的资料呢？要知道这对于专门研究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人是理所当然的！我还要保留这个意见，不管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使用怎样骗人的字眼（拜物教，创造奇迹的力量），而这些字眼是能把所有的人都吓住的，这一点谁会怀疑呢？ 
［注：我说过：“在资本主义以前，农业在俄国对一些人来说是老爷的事情，是贵族的消遣，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义务，是租赋”（见本卷第279页。——编者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认为从我的这句话看出，“原来整个社会形态，即农奴生产方式，不过是贵族的消遣”。不，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这还决不是“原来”，因为我在别的地方指出，“农奴制经济乃是某种程度合理的和完美的制度”（第129页（见本卷第161页。——编者注）），我在这里只是说明了这种制度的标志中的一个标志。在地主经济中有“贵族的消遣”的因素，凡是记得“农奴制乡村或盘剥性乡村的奥勃洛摩夫们”（第152页（见本卷第189页。——编者注））这类著名典型的人，都会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也指出了这一点，“贵族的消遣”这种说法就是统计中提出的（第148页（见本卷第185页。——编者注））；甚至俄国农业机器制造业发展中某一时期的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地主竟想从国外雇请工人和订购机器（第130页和第153页（见本卷第162页和第191页。——编者注）），这无非是“贵族的消遣”。“何时何地资本主义把世袭领主〈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毫无道理地认为这个范畴只适用于“农奴制形成以前的”时代；它也适用于农奴制时代〉和依附农民转变为从事工业者，可惜伊林先生没有讲到。”（第2293页）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的第2章、第3章，特别是第4章都谈到了，那里谈的正是农业转变为工商
 企业。很可能，我对这一过程的意见需要补充和修正；我不怀疑一切严肃和内行的批评家都能给予补充和修正，然而可惜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却用简单的威严的吆喝完全掩盖了问题的本质。这未免不足吧！］



最后一个问题，这是可以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谈谈事情的本质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关于农民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分类问题。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专门研究过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现在也还在研究，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他发表一些以事实为根据的意见来阐明这个争论不休和极有价值的问题。我说过：“我们一开始就驳斥了按份地的分类法，而一律采用按殷实程度（按役畜；按播种面积）的分类法”；其次，我还指出：在我国地方自治局统计中极为通用的按份地分类法是完全不中用的，因为实际生活破坏了（村社内部）份地的平均占有，这只要回想一下出租份地、抛弃份地、购买和租种土地、工商企业和雇佣劳动同农业结合这样一些人所共知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就够了。“经济统计必须把 经营的规模和类型
 作为分类的根据。”（第60页） 
［注：见本卷第85页。——编者注］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批判”如下：“伊林先生不满意农民统计资料的按份地分类法。统计资料的分类法有两种〈原文如此！〉。一种是历史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法把每个纳税人拥有同一数量份地的村社〈！〉汇总为一个整体；另一种是事实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法把具有同一数量份地的农户汇总为一个整体，不管这些农户属于什么样的村社。历史的分类法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完成了从农奴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表明了上面也探讨过的这个题目的其他论点……“伊林先生提出的分类法完全搞乱了对我国农民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的条件的历史理解。伊林先生的提议倒适用于手工业调查〈原文如此！〉，象德国所做的那样。”（第2289页）这就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他的专业对象和想“引证”马克思而又无法引证的问题进行的典型的批判。试问：这些关于 村社
 的“历史”分类法的议论，同我说的 按户
 资料分类法有什么相干呢？现代按户资料分类法用什么奇妙的手段可以“完全搞乱”早已查明的关于村社的历史资料呢？要知道，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只是就他 背弃历史
 来说，才有权在这个问题上使用“历史的”这个字眼，因为如果按每个纳税人份地数量进行的村社分类法是属于40年前的历史，那么在我们眼前日益迅速发生的事情也都是历史了。其次，完全不能解释的是，既然任何人都知道 有许多分类法
 ，有按播种面积、按役畜、按劳力、按雇工、按房产以及其他等等的分类法，那么一位研究地方自治局统计并总是以预言家口吻谈一切事物的人，又怎么能写出“分类法有两种”（按份地的村社分类法和按份地的农户分类法）呢？既然争论的问题正在于 按份地的分类法是不是事实的分类法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怎么能这样武断和 毫无理由地
 宣称只有按份地的分类法才是“事实的”分类法呢？我根据许多县份的情况指出：各农户之间的份地分配直到现在比较起来还是十分“平均”的（在不同县份或各类县份，20％的富裕户，占人口26—30％，占份地29—36％），而产业、役畜、播种面积、改良农具等等 事实的
 经济指标的分配，各地毫无例外地都 非常不
 平均。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只是想方设法来批判甚至摧毁我的论点，但一句话也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当然，我不是一个统计学专家，一点也不妄想去解决分类问题。但是我认为，对于地方自治局统计的基本问题（而按户调查资料的分类方法问题，象我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引证的地方指出的，正是一个基本问题），有权利甚至有义务讲话的，决不只是一些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学家，而且还有一切经济学家。不能设想，一个研究俄国实际经济情况的经济学家能够不使用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因此，如果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和经济学家的工作各走各的路，那么它们两者都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按份地的分类法 不是
 令人满意的事实的分类法，这一点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学家们自己也部分地承认了，他们提供了一些按役畜和按播种面积的分类法，这些方法我在自己的书里也采用了。正是在现在，当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特别强调问题的重要性而其他派别的经济学家们也都不否认的时候，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就特别必要了。然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不是去进行批判，而是发表下面那种冠冕堂皇但是毫无内容的言论：“需要汇总对农民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行详细计算的地方自治局汇编，以便每个想要的人都可以拿到这么一本汇编，来检查伊林先生、波斯特尼柯夫和古尔维奇的‘结论’。”（第2292页）是的，当然“需要汇总”，但是要使这些话不流于空谈，要使汇总真正能够回答现代俄国经济制度和这个制度的演进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就必须提出和全面讨论关于汇总方法的基本问题，而且这种讨论一定要在整个著作界进行，而不能仅仅在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学家们中间进行，尤其是不能在某个地方自治机关统计局的四壁之内进行。这个问题我在自己书里已经提出来了，并且试图加以解决。至于解决得是否正确，当然不由我来判断，不过我有权利作出如下结论：不管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怎样威严，但是他对这个问题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而是毫无理由地维护常规惯例，维护1885年就已经陈腐了的观点（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58页 
［注：见本卷第83—84页。——编者注］

 脚注2，在那里，我引证了瓦·沃·先生《新型的地方统计出版物》一文，他在文中承认：“必须使数字资料不是同村或村社这种形形色色农民经济类别的聚合体联系起来，而是同这些类别本身联系起来”，我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瓦·沃·先生一次也没有使用过关于这些形形色色类别的资料呢？）。




最后简单谈一谈“正统思想”，这样做不会是多余的，因为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扮演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这样，尽可能准确地明确我自己的立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成为迫不及待的事情了。我一点也不想把波·阿维洛夫先生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相提并论，不过我觉得有必要谈谈前者在同一期《科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地方。波·阿维洛夫先生在附言的末尾说道：“伊林先生拥护‘正统思想’。不过我觉得对于正统思想， 也就是单纯地解释马克思
 ，还有许多地方……”（第2308页）我认为我用了黑体的那几个字大概是笔误，因为我完全肯定地说过，我所说的 正统思想决不是指单纯地解释马克思
 。正是在波·阿维洛夫先生所谈的那篇文章里，在“算了吧，还是让我们留‘在正统思想的标志下面’吧！”这句话之后，紧接着就说：“我们决不相信：正统思想容许把任何东西奉为信仰，正统思想排斥批判的改造和进一步的发展，正统思想容许用抽象公式掩盖历史问题。如果有正统派的学生犯了这种确实严重的错误，那么责任完全是在这些学生身上，而绝不能归罪于性质正好与此相反的正统思想。”（1899年《科学评论》第8期第1579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69—70页。——编者注］

 ）可见我直截了当地说过：把某种东西奉为信仰，排斥批判的改造和发展，是严重的错误，然而要改造和发展，“单纯地解释”显然是不够的。拥护所谓“新的批判潮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拥护所谓“正统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在于：两者是想在 不同的方向
 上改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派想始终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改变了的条件和各国当地的特点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另一派想抛弃马克思学说中若干相当重要的方面，例如，在哲学上不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而是站在新康德主义 
[107]

 方面，在政治经济学上是站在那些硬说马克思的某些学说“有片面性”的人们方面，等等。第一种人因此指责第二种人是折中主义，在我看来，这种指责是完全有根据的。第二种人称第一种人为“正统派”，使用这个用语时决不能忘记，这个用语是论敌在论战中提出来的，“正统派”并不拒绝一般批判，而只是拒绝折中主义者的“批判”（这些人所以有权利称为“批判”的拥护者，只是因为在哲学史上康德及其信徒的学说都被称为“批判主义”、“批判哲学”）。在同一篇文章中，我还提到了一些著作家（第1569页脚注和第1570页脚注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58—59页。——编者注］

 ）。在我看来，他们是彻底地完整地而不是折中主义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对这种发展的贡献，不论在哲学方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或者在历史和政治方面，都比桑巴特或施塔姆勒 
［注：参看亨·库诺先生（他的论文有一部分译载于1899年的《科学评论》）对施塔姆勒提出的公正评论、Б．李沃夫的《社会规律》（同上）和《科学评论》答应在1900年译载的萨迪·贡特尔先生那篇文章。］

 要大得不可比拟，但是许多人现在认为简单地重复这两个人的折中主义观点是一大进步。我未必用得着再来说明：折中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目前已经集结在爱·伯恩施坦周围。关于我自己的“正统思想”问题，我只简短地谈这几点意见，一则因为这和我论文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二则因为我没有可能详尽地发挥第一种人的观点，只能请有兴趣的人去查看德国书刊。在这个问题上，俄国人的争论不过是德国人的争论的反应，不知道德国人的争论，就不能对争论的本质获得十分确切的认识。 
［注：在我看来，最近在我国书刊“开始表现出来”的那种“新的”“批判的”思潮正可归结为这种折中主义（参看司徒卢威发表在《生活》1899年第10期和1900年第2期上的论文；杜·-巴拉诺夫斯基发表在《科学评论》1899年第5期和1900年第3期上的论文）。前者5年多以前在其《评述》中就开始“表现了”他对折中主义的爱好，而在这一著作发表之后，我们立即着手（承蒙司徒卢威记得住）使公众“睁开眼睛”看看在他的见解中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科学混淆起来
[108]

 。所以，奇怪的是听到了司徒卢威这样的话：“干脆闭起眼睛不看对马克思学说进行的所谓〈也许不是所谓
 吧？——弗·伊·
 注〉‘资产阶级的’批判，而重复和转述马克思学说，现在这不仅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生活》第2期第305页）不仅“干脆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甚至不看包括极端反动的学说在内的最荒谬的学说，当然是绝对有害的。这是老生常谈。但是，不是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而是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
 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的明确的世界观，这是一回事；匍匐在资产阶级科学面前，重复马克思“有片面性”等等这类具有十分明确意思和意义的词句，这是另一回事。其次，如果说到“重复和转述”，那么重复和转述柏姆-巴维克和维泽尔、桑巴特和施塔姆勒本身，难道先天地比重复和转述马克思更值得注意吗？司徒卢威竟然能够（请注意，在俄国书刊中）发现重复马克思的“害处”（原文如此！），难道过去和现在就没有看出非批判地重复时髦的资产阶级“科学”的时髦修正的害处吗？得出这样的观点和这样不可宽恕地“闭起眼睛不看”现代的“思想动摇”，离开马克思主义是多么遥远啊！司徒卢威在他的文章末尾表示了一个特别的愿望，要我对所谓的“批判”所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我的答复是：目前我特别关心的是哲学中和政治经济学中现代折中主义的思潮问题，我还没有失去将来对这一思潮提出系统分析
[109]

 的希望；而追赶折中主义的每一条“基本错误”和“基本矛盾”……我（请尊贵的“批判家”宽恕我！）实在没有兴趣。因此，我暂时只能表示一个相反的愿望：让新的“批判思潮”完全明确地表现出来，不要只作暗示。这一点进行得愈快愈好，因为这样思想混乱就愈少，公众就会愈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对马克思进行资产阶级批判的新“思潮”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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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卷

年表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撰写和出版）


1895年


　　年底


列宁开始《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撰写工作。


1896年


　　1月2日（14日）


列宁从彼得堡监狱写信告诉乌里扬诺夫一家的好友亚·基·切博塔廖娃，他在研究国内加工工业品的销售问题，已订了研究和写作计划，写作计划分两个部分——一般理论和运用理论研究俄国情况，并请她把书单上的书送到狱中。


　　1月16日（28日）


写信给姐姐安娜，请她收集特维尔、下诺夫哥罗德、萨拉托夫等省的地方自治机关的资料汇编，并把它们和《军事统计汇编》等一起送到狱中。


　　1896年1月—1897年2月


每周两次（星期三和星期六）收到姐姐安娜从彼得堡的自由经济学会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及其他一些图书馆借来的书籍。


1897年


　　2月17日—5月8日（3月1日—5月20日）


列宁从彼得堡前往流放地，在途中继续《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撰写工作。


　　3月4日（16日）


抵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


　　3月9日—4月30日（3月21日—5月12日）


拜访了藏书家、商人根·瓦·尤金，此后经常利用尤金的私人图书馆藏书。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逗留期间也常去市立图书馆阅读报刊。


　　3月10日（22日）


写信告诉妹妹玛丽亚，收到她去鲁勉采夫图书馆（今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为他摘录的所需资料。


　　3月16日（28日）


写信告诉母亲，将寄回途中读完的短期借阅的书。


　　3月26日（4月7日）


写信给母亲，请姐姐安娜设法弄到书单上的书。


　　4月5日（17日）


写信给母亲，请尽快寄来他要的书。


　　4月17日（29日）


写信告诉母亲，已经弄到几本统计著作。请母亲把他要的书仍然寄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写信给姐姐安娜，请用他的稿费代购统计资料汇编及其他资料，并代订报刊。


　　4月30日—5月8日（5月12日—20日）


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经米努辛斯克到达指定的流放地舒申斯克村。在米努辛斯克逗留期间，到市立博物馆图书馆借阅图书资料，并作摘录。


　　5月18日（30日）


写信告诉妹妹玛丽亚，已收到她摘录的资料，并请她把各种书目寄来。


　　5月25日（6月6日）


写信给姐姐安娜，问她能否找到门路以两个月的期限从莫斯科的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或莫斯科法学会图书馆）借书给他寄去。


　　6月15日（27日）


写信告诉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尚未收到寄来的一箱书，并问其中有哪些新书。


　　7月19日（31日）


写信给母亲和妹妹玛丽亚，说写书的进度很慢，希望能在秋天以前办妥从莫斯科或彼得堡某个图书馆借书的事。


　　8月16日（28日）


在写给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密信中，谈到他撰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事。


　　8月28日（9月9日）以前


请阿·亚·瓦涅耶夫帮他弄到下诺夫哥罗德和巴拉赫纳两县的地方自治机关的资料汇编。


　　12月21日（1898年1月2日）


写信告诉妹妹玛丽亚，他将设法找到从法学会图书馆借书所需要的介绍人。


1898年


　　1月4日（16日）


列宁写信给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请他把载有M．A．洛津斯基的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防止剥夺农民土地的措施》的报告那期《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学报》寄来。


　　1月24日（2月5日）


写信给母亲，请代买两本书：尼·阿·卡布鲁柯夫《农业经济学讲义》和瓦·沃·《俄国手工工业概述》。


　　2月7日（19日）


在给母亲的信中，要妹妹把他开的书单寄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请她设法在彼得堡弄到那些书。


　　2月14日（26日）


挂号寄还姐姐安娜从图书馆借来的书。


　　3月28日（4月9日）


写信告诉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因翻译维伯夫妇的《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而暂时把著书的事搁下。


　　5月7日（19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她的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一起到达舒申斯克村，带来一大批书籍和资料。


　　春天


列宁收到彼·伯·司徒卢威的来信，信中建议把列宁正在写的这本书分成几部分在《科学评论》或别的杂志上发表。


　　6月7日（19日）


写信告诉母亲，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托运的那一箱书，在路上辗转一年多，终于收到了。


　　6月14日（26日）


写信告诉母亲，《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的翻译工作即将结束，之后将继续写书。


　　7月15日（27日）


写信给姐姐安娜，请她亲自同图书馆管理人员将借书、还书以及建立经常联系等事情谈妥。


　　8月9日（21日）


完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初稿。


　　9月11日—20日（9月23日—10月2日）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治疗牙病期间，到当地市立图书馆和尤金的私人图书馆查阅图书资料。


　　10月11日（23日）


写信告诉母亲，已开始书稿的最后加工，准备分批发排，争取早日出版。


　　10月14日（26日）以前


完成第一章定稿。


　　11月1日（13日）


写信给母亲，请姐姐安娜接洽出版事宜，并告诉母亲将于一两周内把头两章书稿寄去。


　　11月1日—4日（13日—16日）


同前来舒申斯克村的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一起阅读头几章书稿。


　　11月7日和11日（19日和23日）之间


写信告诉姐姐安娜，已将头两章和序言的稿子寄给母亲，请她了解一下玛·伊·沃多沃佐娃是否愿意出版这本书。信中还详细谈了他对开本、字号、校对等方面的意见。


　　11月22日（12月4日）


写信告诉姐姐安娜，同意由玛·伊·沃多沃佐娃出版这部著作，但认为必须同出版人商定技术细节和校对问题。


　　11月28日（12月10日）


写信告诉母亲，书的前半部已经定稿。


　　12月6日（18日）


写信给姐姐安娜和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请他们向出版人了解一下排印和出书的时间，并建议排得密些，统计表用小号字。


　　12月12日（24日）以前


函请特维尔省地方自治局统计处寄一本综合汇编（第13卷第1编，1897年版）。


　　12月12日（24日）


写信告诉姐姐安娜，第三章和第四章书稿已按挂号印刷品寄出，并请她在前寄书稿上作两处修改。


　　12月20日（1899年1月1日）


写信给母亲，请她设法弄一份《莫斯科农学院通报》上尼·亚·卡雷舍夫的《俄国国民经济资料》一文的抽印本。


　　12月28日（1899年1月9日）


写信告诉姐姐安娜，第五章和第六章已经脱稿，建议雇校对员看初、二校样，她看三校样，然后把清样寄给他看。


　　1898年


收到伊·克·拉拉扬茨寄来的沃罗涅日省的统计资料汇编和其他需要的统计资料。


1899年


　　1月17日（29日）


列宁写信告诉母亲，第五章和第六章书稿已按挂号印刷品寄出，并问头几章是否已经付印，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清样。


　　1月26日（2月7日）


写信给弟弟德米特里，感谢他指出第四章第二节开头部分的一个错误，请他立即通知出版社改正。


　　1月26日和3月21日（2月7日和4月2日）之间


研读卡·考茨基《土地问题。现代农业倾向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概述》一书。


　　1月30日（2月11日）


完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付排工作。


　　2月3日（15日）


写信告诉母亲，已寄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七章和第八章以及这两章的目录和第七章的两个附录（二和三）。


　　2月13日（25日）


写信给姐姐安娜，感谢她和弟弟德米特里为出版这本书而操劳，也感谢统计学家瓦·安·约诺夫为校对统计表而费心，同时对书名表示了意见。并告诉她已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七章的增补寄出。


　　2月28日（3月12日）


写信给姐姐安娜，对寄来的头一批清样表示非常满意，并随信附上一个勘误表。


　　3月17日（29日）


给姐姐安娜寄去序言的附言、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勘误表以及拟定的赠书名单。


　　3月24日和31日（4月5日和12日）之间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第一版出版，署名：弗拉基米尔·伊林。


　　3月31日（4月12日）


列宁复电卡尔梅柯娃书店，同意书店提出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定价（拟2卢布）和稿费数额（约1500卢布）。


　　3月


《开端》杂志第3期以《现代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对徭役经济的排挤》为题，发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三章的头六节。


　　4月2日（14日）


列宁收到姐姐安娜寄来的第11—16印张的清样。


　　4月4日（16日）


给姐姐安娜寄去第11—16印张的勘误表。


　　4月15日（27日）


《俄罗斯新闻》刊登出版广告：“弗拉基米尔·伊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售价：2卢布50戈比。480页。”


　　4月27日（5月9日）


列宁写信告诉亚·尼·波特列索夫，《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出版，序言的附言送晚了，受到书报检查机关的检查和删改。


　　4月30日（5月12日）


收到姐姐安娜寄来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样书三本。


　　7月25日（8月6日）


格鲁吉亚文报纸《犁沟报》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伊·卢津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书评。


　　10月


《教育》杂志第10期刊登波·瓦·阿维洛夫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书评。


　　12月


《科学评论》杂志第12期刊登帕·尼·斯克沃尔佐夫评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论文《商品拜物教》。


1900年


　　1月中


列宁开始撰写《非批判的批判》一文，回答帕·尼·斯克沃尔佐夫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攻击，于3月完稿。


　　不晚于4月6日（19日）


寄给《科学评论》杂志编辑部《非批判的批判》一文末尾的一个脚注，这个脚注是针对彼·伯·司徒卢威在《生活》杂志上的文章和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科学评论》杂志上的文章而写的。


　　4月30日（5月13日）以前


收到《科学评论》杂志编辑米·米·菲力波夫的来信，信中说书报检查官将《非批判的批判》一文删去了近三分之一。


　　5月—6月


《非批判的批判（评1899年《科学评论》杂志第12期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论文《商品拜物教》）》一文在1900年《科学评论》杂志第5—6期上发表。


1902年


　　3月20日（4月2日）


列宁从慕尼黑写信给母亲，请她把他所有的俄文书籍和全部统计资料运来。


1905—1907年


　　1905—1907年


列宁准备《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第二版，对好几章作了重要补充。








1907年



　　7月





　　列宁在芬兰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版的序言。



1908年


　　2月27日和3月6日（3月11日和19日）之间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版由彼得堡智神星出版社出版。


　　3月8日（21日）


《图书年鉴》第10期刊登《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版（增订版）出版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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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4卷


前言

本卷收入列宁1898年初至1901年4月的著作33篇。这些著作反映了列宁在被流放期间和期满后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俄国和国际的修正主义、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所进行的不懈斗争。　　

19世纪末，俄国工人运动继续蓬勃发展，但普遍存在着分散性和自发倾向。1898年春，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等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这次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但是，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这时，列宁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正遭流放，党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沙皇政府的镇压使党的组织受到很大打击，党的中央委员会建立不久就被破坏，各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大批被捕。地方党组织中小组习气浓厚，严重涣散。俄国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来。　　

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90年代中期出现的俄国经济派在党内一时占了优势。经济派推崇西欧的伯恩施坦主义，迷恋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满足于分散状态，醉心于经济斗争，忽视无产阶级运动的政治任务，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工人运动中的自发倾向助长了经济主义，经济主义思潮的发展又加剧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使党进入一个混乱、瓦解、动摇的危机时期。经济派已经成为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建立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严重障碍。列宁在流放地十分关注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命运。他继续同民粹主义者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清除他们的影响。同时，特别着重揭露和批判党内的经济主义倾向。　　

本卷收入了一些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所阐述的经济理论问题有关的论战性文章。《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卡雷舍夫教授在统计学方面的新功绩）》一文有力地批驳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热中散布的所谓俄国工厂和工人正在减少的谬论。民粹主义者卡雷舍夫把一些不可比的工厂统计资料加以比较，得出俄国工厂减少的结论。列宁批评了他采取的错误方法，并利用同样的统计资料科学地证明：俄国的工业正在合乎规律地发展着，俄国工人阶级的人数也在随之增加。　　

分别在《科学评论》和《生活》两杂志上发表的《市场理论问题述评（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战）》、《再论实现论问题》和《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等文章，是为驳斥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歪曲和“批评”而写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批评”马克思的实现论与马克思的基本经济学说相矛盾。司徒卢威把马克思的实现论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市场理论混为一谈，把抽象的实现论同资本主义产品实现的具体历史条件混为一谈，毫无根据地把马克思的实现论说成产品按比例分配的理论，怀疑它的现实意义。列宁在这几篇文章中捍卫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他指出，马克思的实现论的科学价值在于它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马克思根本没有从这一分析中得出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协调的结论，相反，他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即生产的无限扩大和人民群众的有限消费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的实现论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这不仅没有抹杀，反而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短暂性。　　

题为《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论考茨基的著作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文章）》的两篇文章，是列宁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土地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的第一部著作。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布尔加柯夫借批评考茨基《土地问题》一书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基本原理。他否认农业大生产对小生产的优越性，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适用于农业。列宁在文中维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历史进步作用的思想，驳斥了布尔加柯夫关于小农经济富有生命力的错误观点，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小生产日益破产，群众贫困化和农业危机不可避免。　　

1899年秋，列宁在流放地先后收到了系统而明确地阐述经济派新观点的《信条》、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和露骨宣扬经济主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宣言书》。这些修正主义文献激起了列宁的极大愤慨。他旗帜鲜明地同经济主义这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变种展开了无情的斗争。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是列宁撰写的以流放地17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声讨经济主义的檄文。《抗议书》批驳经济派的《信条》对西欧和俄国工人运动的错误分析以及由此提出的经济主义纲领，号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信条》所表述的经济主义思想体系作坚决的斗争。列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的阶级斗争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原理，强调“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本卷第152页）。列宁指出，经济派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割裂开来，企图使俄国工人阶级局限于经济斗争，而让自由主义反对派去进行政治斗争，这就是背弃马克思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这样的纲领就等于政治上自杀。列宁阐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中的基本原则，强调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旗帜，只有独立的工人政党才能成为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坚固堡垒，俄国工人阶级最主要的任务是争取政治自由、推翻专制制度。《抗议书》在俄国国内和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中广为流传，得到各地真正革命者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它不仅打击了俄国的经济派，也打击了西欧的伯恩施坦主义，为争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下团结起来同经济主义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是一篇批判经济派错误观点的重要文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已经是在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以《工人思想报》编辑部为代表的经济派无视这一事实，反而要求工人运动倒退到工联主义道路上去。他们否认无产阶级推翻专制制度是首要的斗争任务，力图使工人陷于不开展和分散的状态，把工人变成自由派的尾巴。列宁指出，这就是公然号召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后退一步。在揭露经济派把社会主义的概念庸俗化时，列宁指出，经济派排除了革命的方法，只是把用和平的方法能够得到的算作工人社会主义，这又是背弃社会民主党人的正确观点而倒退了一大步。列宁分析了产生这种倒退倾向的社会根源，并阐明了无产阶级中先进部分和落后部分的关系问题，指出了社会民主党在这两部分人中进行工作的方针。《论〈宣言书〉》一文剖析了基辅经济派的机会主义倾向，驳斥了他们所谓大多数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错误论断。列宁强调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作用，指出党的任务是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组织并号召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　　

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面临的最迫切任务就是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建立一个统一的和巩固的党。在本卷所收的许多著作中，列宁着重论述了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其中包括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建党计划和步骤等重要方面。　　

《我们的纲领》一文表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本观点。列宁在文中对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作了精辟的论述，阐明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他坚决反对所谓马克思主义不完备和过时了的论调，明确宣布：“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本卷第160和161页）同时，驳斥了伯恩施坦主义的拥护者把坚持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教条主义的无理攻击，强调必须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列宁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应用是各不相同的。他写道：“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本卷第161页）

在《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一文中，列宁对他在9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探讨的党纲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他详细地考察了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认为前者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基础，后者也可资借鉴。他同时指出，仿效和借鉴绝不应该是简单的抄袭，而应当使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在纲领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列宁具体阐述了应该写进党纲原则部分的一些基本原理以及实践部分必须包括的内容。文中特别阐明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指出俄国的农民问题同西欧有重大差别。列宁在本文中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进一步发展了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思想。　　

在《我们的当前任务》和《迫切的问题》两篇文章中，列宁提出了克服地方工作的狭隘性和“手工业”性、把党建成集中统一的组织的任务和计划。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于把党统一起来的途径持有各种不同见解。崩得的代表认为只须召开会议，增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并重新出版《工人报》。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南方工人社”的拥护者则主张立即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并重新宣布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两种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列宁认为，只有在同经济主义坚决划清界限的基础上，以党的机关报为中心进行活动，才能实现党的统一。因此迫切的任务是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全俄政治报。列宁在这两篇文章中根据俄国的独特情况对创办党的机关报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作了详细的论证，他指出：“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将成为现代俄国的一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本卷第174页）

1900年1月列宁流放期满回到普斯科夫，立即为创办党的机关报、实现他的建党计划积极进行活动。这期间，他撰写了《〈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为了出版秘密的全俄政治报纸，列宁于这年7月前往瑞士，同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商谈。《“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这篇文章反映了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就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问题进行谈判时发生的激烈冲突。只是由于列宁的坚定性和原则性，出版《火星报》的计划才得以实现。　　

《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是列宁为《火星报》创刊号撰写的社论。文中再次阐明了党的任务。列宁总结了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教训，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须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火星报》第3号刊载的《工人政党和农民》一文专门论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列宁预言，如果城市工人和革命农民的斗争汇合成一股洪流，将会极大地加速革命的发展。　　

编入本卷的还有一些抨击沙皇政府的政论性文章，诸如：《打吧，但不要打死》、《何必要加速时代的变迁？》和《客观的统计》三篇《时评》，《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论工业法庭》，《〈哈尔科夫的五月〉小册子序言》，《对华战争》，等等。列宁在这些文章中揭露了沙皇警察官僚专制统治的既残暴又虚弱的反动本质，指出沙皇政府是人民的死敌，它的法律是为保护富人的利益而制定的。列宁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人民的权利而斗争，担负起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伟大任务。这些揭露性的政论在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发表在《火星报》创刊号上的《对华战争》是列宁论述有关中国问题的最早一篇文章。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大举进犯，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滥杀中国的无辜老百姓。列宁满怀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痛斥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和血腥暴行，指出这场战争的实质是欧洲资本家贪婪的魔掌伸向中国，开始瓜分中国。列宁号召一切有觉悟的俄国工人起来反对沙皇政府对中国的掠夺政策，打碎战争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新的枷锁，结束沙皇政府的专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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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1898年2月上半月）

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

1897年莫斯科穆里诺娃书店版

全书290页定价2卢布

（1898年2月上半月）

波格丹诺夫先生的这本书是我国经济学著作中出色的作品。它不仅“不是一本多余的”入门书（象作者在序言里所“希望”的那样），而且确实是这类书中最出色的一本。因此，我们想在本文中使读者能够注意到这本书的突出的优点，同时也指出几个小问题，希望再版时最好能修改一下。读者对经济问题很感兴趣，所以我们想这本有益的书不久就会再版。

波格丹诺夫先生的《教程》的主要优点，在于这本书论述的问题多而且广，但是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作者一开始就给政治经济学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发展中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科学”（第3页）。他在这本书中一直没有离开这个观点。但是博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对这个观点却往往了解得很差，他们往往离开“社会生产关系”而去谈论一般的生产，把一大堆内容空洞、与社会科学毫无关系的陈词滥调和例证塞满了自己厚厚的教程。编教科书的人往往陷于烦琐，在下“定义”和分析每个定义的各个特点时精雕细刻，《教程》的作者却没有这个通病，这不但没有影响该书论述的清晰，反而使它显得非常得体，例如，读者从本书中可以明确地了解 资本
 这一范畴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按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生产结构的科学，这个观点就是波格丹诺夫先生的《教程》在阐述这一科学时所采取的程序的基础。作者在开头简略地阐述了这门科学的“一般概念”（第1—19页），在结尾简略地阐述了“经济思想史”（第235—290页），在《（三）经济发展的过程》这一篇中，叙述了这门科学的内容。叙述不是教条式的（如大多数教科书那样），而是按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依次叙述，也就是依次叙述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主义和行会时期、最后是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学正应该这样来叙述。也许有人会反对说：这样一来，作者势必把同一理论问题（譬如货币）分在各个不同时期来叙述，因而难免重复。但是按历史时期叙述的主要优点，完全能弥补这个纯粹形式上的缺点。再说这能算一个缺点吗？重复的地方并不多，而且对初学者是有益的，因为这样会使初学者更牢固地掌握特别重要的原理。例如，把货币的各种不同职能放在经济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来叙述，就向学习的人清楚地说明，对这些职能的理论分析，不是根据抽象的思辨，而是根据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的精确研究。这样，对历史上特定的各个社会经济结构所得的概念，就比较完整。要知道，政治经济学入门书的全部任务，是要使研究这门科学的人对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每一种制度的根本特点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是要使领会这本初级入门书的人得到可靠的线索，以便进一步研究这门学科，是要使他懂得现代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都同经济学问题有最直接的关系，从而对这种研究发生兴趣。百分之九十九的政治经济学入门书，正好没有做到这一点。它们的缺点，主要不在于通常只谈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而在于它们不会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制度的根本特点上去；不会清楚地确定这个制度的历史意义，指出这个制度的产生过程（和条件）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不会把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和各种现象看成是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看成是这个制度的根本特点的表现；不会给读者可靠的指导，因为它们的思想通常不能贯串始终；最后，它们不会启发学习的人的兴趣，因为它们非常狭隘和缺乏联系地去理解各个经济问题的意义，把经济、政治、道德等等“因素”“诗意般地混杂”在一起。只有 唯物主义历史观
 才能澄清这种混乱，才能广泛地、有条理地、精明地观察社会经济的特定结构，把它看作人类整个社会生活特定结构的基础。

波格丹诺夫先生的《教程》的突出优点，正在于作者始终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说明某一个经济发展时期的时候，通常总是结合该经济制度的根本特点，来“叙述”政治制度、家庭关系和社会思想的主要派别。作者在阐明了某一经济制度怎样产生一定的社会阶级划分之后，就说明 这些阶级
 在那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家庭、精神生活各方面的表现，说明这些阶级的利益怎样反映在一定的经济学派中，例如主张自由竞争的学派就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庸俗经济学派（第284页），即辩护学派，则反映了晚期资产阶级的利益。作者十分公正地指出历史学派[1]（第284页）和讲坛改良主义学派（即“现实主义学派”或“历史伦理学派”）同一定的阶级地位之间的联系，而讲坛改良主义学派应该认为是“折中学派”（第287页），它空洞地和虚伪地认为法律政治制度等等的来源和作用是“超阶级的”（第288页）。作者也把西斯蒙第和蒲鲁东的学说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论据充足地把他们列为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指出他们的思想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有“中间过渡地位”（第279页）的特定阶级的利益，毫不隐讳地认定这类思想有反动作用（第280—281页）。由于作者的观点一贯，并且善于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同相应的经济制度的基本特点联系起来观察，因此，他正确地评价了工人分沾企业利润和生产合作社这类现象的意义，说明工人分沾企业利润是一种“对企业主很少会有利的工资形式”（第132—133页），而“在资本主义关系中组织起来的”生产合作社，“实质上只能扩大小资产阶级”（第187页）。

我们知道，正是波格丹诺夫先生《教程》中的这些特点，会引起不少的非难。不言而喻，俄国“伦理社会学”学派[2]的代表人物和拥护者是一定会不满的。那些认为“经济史观问题纯粹是学院式的问题” 
［注：《俄国思想》[3]（1897年11月，书刊评介栏，第517页）的评论家就是这样想的。天下就有这样的小丑！］

 的人，以及许多别的人也一定要不满的……但是，除了这种可以说是由于党派原因造成的不满以外，大概还有人会指出说，提出的问题过于广泛，使《简明教程》过于简略，在290页的篇幅中，竟叙述了从氏族公社和原始人起到资本主义卡特尔和托拉斯止的所有经济发展时期，叙述了古代和中世纪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以及经济思想史。的确，亚·波格丹诺夫先生的阐述是极为扼要的，他自己在序言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并且干脆把自己的书称为《大纲》。毫无疑问，作者某些提纲式的评论（大部分涉及历史事实，有的涉及比较具体的理论经济问题），对希望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初学者来说，是难于理解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不能责怪作者。我们不怕别人指责我们发表谬论，我们要说，书中有这类评论不是缺点，而是这本书的优点。的确，要是作者果真对每一个评论都加以详细叙述、阐明和论证，书的篇幅就会扩大到无边无际，这是和简明入门书的宗旨完全不相符的。而且，无论哪一种教程，甚至最厚的教程，要把现代科学关于所有经济发展时期的全部材料和从亚里士多德起到瓦格纳止的经济思想史的全部材料叙述出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作者舍去所有这些评论，那就缩小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意义，他这本书也就绝对算不上一本好书了。我们认为，现有的这些提纲式的评论，会使教这本大纲和学这本大纲的人都得到很大的益处。教的人得到的益处自不必说。学的人则可以从这些评论的总和中看到，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随随便便 
［注：正如考茨基在他有名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的序言中所明确指出的。］

 ，不能没有任何基础知识，不能不了解很多极重要的历史问题、统计学问题及其他问题。学的人可以看到，有些教科书和教程往往“叙述得”非常“浅显”，但是内容非常空洞，废话连篇，读了一本，甚至几本这样的书，也不能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学的人还可以看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最紧要的问题，都是同经济问题密切联系着的，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所有入门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提供各该学科的基本概念，指出深入研究该学科的方向，说明这种研究为什么是重要的。

现在谈谈我们的第二部分意见，指出波格丹诺夫先生的书中某些我们认为需要修改或补充的地方。我们希望可敬的作者不会因为这些意见琐碎甚至近乎挑剔而抱怨我们，因为大纲中的个别句子甚至个别字眼，比详细阐述中的重要得多。

一般说来，波格丹诺夫先生使用的是他所属的那个经济学派的术语。但是，谈到价值形式时，他却用了“交换公式”（第39页及以下各页）这个说法。我们觉得这个说法不妥当。在简明入门书中使用“价值形式”这一术语的确不太恰当，似乎用交换形式或交换的发展阶段较好；否则，连“第二种交换公式的优势”（第43页）（？）这种说法也出现了。谈到资本时，作者毫无理由地忽略了资本总公式，而这个公式是能帮助学的人领会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共同性的。在说明资本主义时，作者略去了工商业人口比农业人口相对增加的问题和人口集中到大城市中的问题。使这个缺点更加显得突出的是，作者在谈到中世纪时，详细地叙述了城乡关系（第63—66页），而谈到现代城市问题时，对城市支配乡村的问题（第174页）却一笔带过。谈到工业史时，作者非常武断地把“家庭手工制资本主义生产” 
［注：第93、95、147、156页。我们认为作者恰当地用这一术语代替了由科尔萨克引用到我国书刊中来的“家庭手工制大生产”一语。］

 放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之间”（第156页第6 条
 ）。我们觉得，这样简单化地处理这个问题是不完全妥当的。《资本论》的作者把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放在机器工业这一章中去叙述，直接把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归结为机器工业对旧劳动形式实行改造的结果。事实上，这种家庭劳动形式，例如盛行于欧洲和俄国成衣业中的家庭劳动形式，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之间”。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家庭劳动形式的出现是 在
 工场手工业 以后
 ，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是应该谈一谈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时期 
［注：把资本主义严格地划分为工场手工业时期和机器生产时期，是波格丹诺夫先生的《教程》的一大优点。］

 这一章中的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没有专门一节来叙述后备军和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问题，来说明人口过剩如何因机器工业的出现而产生，在工业的周期性运动中起什么作用和有什么主要表现形式。作者在第205页和第270页上对这些现象一笔带过，这无疑是很不够的。作者肯定地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利润的增长比地租快得多”（第179页），这样说是太大胆了。不仅李嘉图（波格丹诺夫先生的这个见解正是反对李嘉图的），而且马克思也确认，总的趋势是，在任何条件下地租的增长都是特别迅速的（甚至在粮价下跌的时候，地租也可能增长）。最近期间，在美洲、澳洲等地处女地的竞争下引起的粮价急剧下跌现象（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地租下跌现象），只是从70年代才开始的，而恩格斯在地租这一篇中对现代农业危机作的注释（《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259—260页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17—818页。——编者注］

 ），说得慎重得多。恩格斯确认各文明国家中有地租增长“规律”，这说明“大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可惊的生命力”，接着他又指出，这种生命力“会逐渐枯竭”（allmählich　sich　erschöpft）。关于农业的那几节，也显得过于简略。在关于（资本主义的）地租一节中，只用寥寥数语指出资本主义农业是地租存在的条件（“在资本主义时期，土地仍然是私有财产，起着资本的作用”（第127页），——只有这么一句！）。为了避免任何误解起见，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农村资产阶级的产生、农业工人的状况以及这种状况与工厂工人状况的区别（需求和生活水平较低；还有农民受土地或各种规定地主和农奴相互关系的条例约束的残余等等）。作者没有涉及资本主义地租产生的问题，也很遗憾。他谈完了隶农[4]、依附农民和我国农民的租地以后，应该简略地讲一讲地租的总的发展进程，从工役地租（Arbeitsrente）到实物地租（Produktenrente），再到货币地租（Geldrente），最后到资本主义地租（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47章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1—917页。——编者注］

 ）。在谈到资本主义排挤农民的副业而使农民经济丧失了稳固性的时候，作者说：“农民经济总的来说变得愈益贫困，它所生产的价值总额日渐减少。”（第148页）这是很不确切的。资本主义使农民破产的过程，是农民本身产生的农村资产阶级排挤农民的过程。比如说，波格丹诺夫先生如果不涉及拥有整块（不分散的）土地的农民，恐怕未必能论述德国农民经济的衰落。上面作者谈的是全体农民，接着举了俄国生活中的例子，但是谈论“全体”俄国农民是很冒险的。作者就在这一页上写道：“农民或者只经营农业，或者到手工工场去做工”，就是说，（让我们补充一句）或者是变成农村资产者，或者是变成无产者（拥有一小块土地）。这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都应该谈到。最后，我们必须指出，该书总的缺点是缺乏俄国生活中的例子。在许许多多问题上（例如中世纪的生产组织、机器生产和铁路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长、危机和辛迪加、手工工场和工厂的区别等等问题），从我国经济学著作中举出这样的例子，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对初学的人来说，由于缺少他们所熟悉的例子，就很难领会这门学科。我们认为，弥补上述缺陷，仅仅会使该书的篇幅略有增加，而不会影响该书的广泛传播。从各方面说来，我们都十分希望该书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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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学派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一个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代表人物是威·格·弗·罗雪尔、布·希尔德布兰德和卡·克尼斯。这一学派是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德国的产物，代表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历史学派反对用抽象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否认有普遍适用的一般的经济规律，而提出所谓历史方法，即搜集大量的经济历史资料，特别是各民族古代的历史材料，进行表面的描述，企图建立有民族和历史特点的国民经济学。它也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由国家干涉经济生活，实行保护贸易，使国家机器进一步服从于资产阶级利益。历史学派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演变为新历史学派，其代表人物是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约·布伦坦诺和威·桑巴特。新历史学派除了象旧历史学派一样主张所谓历史方法外，还特别强调心理因素、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因此又称历史伦理学派。新历史学派鼓吹可以通过社会改良政策消除劳资矛盾，硬说资产阶级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宣扬者多为大学教授，故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3。



[2]指以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为首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02—296页）一书中批判了这个“学派”的观点。——4。



[3]《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4。



[4]隶农（拉丁文colonus）指罗马奴隶制社会后期向大土地所有者租种小块土地的佃耕者。隶农最初出现于约公元前1世纪共和国末期，以后逐渐增多。公元3—4世纪，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无利可图，大庄园主遂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佃农，包括原来的奴隶。早期隶农是自由佃农。从公元2世纪起，隶农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事实上已附着于土地，大土地所有者可以把他们连同土地一起出售或转让。他们要以收获物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交纳地租，并且服若干天的工役。到4—5世纪，罗马帝国进一步用法律形式把隶农固定在土地上，隶农在婚姻、继承、迁徙等方面的权利均受限制，并在行政上归土地所有者管辖。这种隶农已经不是奴隶，但也不是自由人，他们是中世纪农奴的先辈。——7。







《列宁全集》第4卷


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

（卡雷舍夫教授在统计学方面的新功绩）[5]

（1898年8月下旬）

俄国广大读者对我国工厂统计及从中得出的最主要结论都感到极大的兴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问题是同“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样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联系着的。可是，很遗憾，我国工厂统计的编制工作根本不能适应大家对这种资料的普遍需要。我国这一经济统计部门的现状，实在令人痛心；恐怕更令人痛心的是，编写经济统计的人对自己所整理的数字性质如何，这些数字对于作出某些结论是否可靠和是否有用，往往无知得惊人。对于卡雷舍夫先生的近作正好应该作这样的评论。卡雷舍夫先生这一著作先在《莫斯科农学院通报》（第4年卷第1册）上发表，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用了一个堂而皇之的书名：《俄国国民经济资料。（一）90年代中期的我国工厂工业》（1898年莫斯科版）。卡雷舍夫先生试图在他的著作中根据工商业司的最新出版物 
［注：《工厂索引
 。俄国工厂工业。财政部工商业司编》1897年圣彼得堡版。导言63页＋序言VI页＋正文1047页。］

 作出关于我国工厂工业的结论。我们打算详细分析一下卡雷舍夫先生的结论，特别是他所采用的方法。我们认为，这种分析的作用不仅在于确定某某教授先生是怎样整理材料的（谈这个问题，只要写几行评语就够了），而且在于确定我国工厂统计资料的可靠程度，这些资料对于哪些结论有用，对于哪些结论没有用，我国工厂统计最主要的需要是什么，以及研究工厂统计的人的任务是什么。

从这个书名可以看出，卡雷舍夫先生利用的资料来源有1894—1895年度的帝国工厂索引。出版所有工厂（即 比较
 大的工业企业，至于哪些企业算大的，有各种不同的理解）的完整的表册，在我国著作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奥尔洛夫先生和布达戈夫先生从1881年起就在编制《工厂一览表》，该书最近一版（第3版）于1894年出版。更早以前，远在1869年《财政部年鉴》第1编工业统计公报的附注中就已经刊印了工厂一览表。所有这些书的材料来源，是各厂主依法每年应向财政部呈报的报表。工商业司的新书与这类旧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资料较多，但是也有旧书所没有的重大缺点，所以把它作为工厂统计材料来加以利用就极感困难。《索引》的序言恰巧指出了过去这种统计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从而明确指出这一本书的目的，不仅能当参考书用，而且能当统计材料用。但是作为一本统计书来讲，《索引》的缺陷却在于根本没有任何归纳的总计数字。但愿这本没有总计数字的统计书是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至于对一本参考书来说，由数字堆砌成的大量原始材料则是一堆赘物。《索引》的序言尖锐地批评了以前厂主向财政部呈报的报表，指出这些报表“年年重复那些混乱的材料，使人甚至不能明确地得出产品的数量。然而，有关生产的尽可能完整而可靠的资料却是迫切需要的”（第1页）。当然，我们决不会替已经完全过时的、在结构上和性质上纯属改革以前的我国工厂的旧统计制度辩护。但是，很遗憾，工厂统计状况至今 几乎仍无
 任何改进。根据刚刚出版的这一大本《索引》，我们还不能说，这个一致公认的毫不中用的旧制度有了什么重大改变。报表“使人甚至不能明确地得出产品的数量……”的确，最新的《索引》也完全没有提供关于商品数量的任何材料，但是，奥尔洛夫先生的《一览表》却提供了许多工厂的这种材料，对于某些生产部门甚至提供了几乎全部工厂的这种材料，因此，在总计统计表中也就有了产品数量的材料（制革业、酿酒业、制砖业、碾米业、面粉业、制蜡业、油脂业、制麻业、啤酒业）。而《一览表》的材料恰巧是根据这些旧的报表编制的。《索引》中没有任何关于使用机器的统计材料，而《一览表》却提供了某些生产部门的这类材料。《序言》这样描述了我国工厂统计中所发生的变化：从前厂主“按照简单而不够明确的纲要”通过警察局呈报材料，而又不经任何人的审核。“材料是有了，但根据这些材料作不出任何比较确切的结论。”（第1页）现在，制定了详尽得多的新纲要，而工厂统计材料的收集和审核已由工厂视察员来负责了。初看起来现在我们一定会有真正象样的资料了，因为纲要正确，审核资料有保证，这两个搞好统计的最重要的条件已经具备。但是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直到现在仍然象以前一样混乱不堪。尽管从统计方法学来说要求把收集资料所遵循的纲要加以公布，然而在《索引》的《序言》中我们却看不到附有说明的详细纲要。从下面对于《索引》的材料所作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工厂统计的一些 基本的
 纲要问题仍旧模糊不清。至于材料审核的问题，请看赫尔松省实际做审核工作的工厂视察长米库林先生的评论（他出过一本书，该书整理了按照新的制度收集的赫尔松省的材料）。

“要把工业企业主所呈报的报表中的全部数字材料核实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和其他同类企业的材料，或者和视察企业时所得到的资料进行比较，发现答案显然不一致的时候，才会将这些报表退回订正。 总之，每一企业登记在表册上的数字材料是否准确都由呈报人负责
 。”（《赫尔松省工厂工业和手工工业》1897年敖德萨版，序言。黑体是我们用的）由此可见，材料的准确性仍旧由厂主本人负责。工厂的视察人员不仅不可能审核全部材料，甚至保证不了材料的一致性和可比性（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

《索引》及其材料的全部缺点，我们将在下面详细列举出来。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它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完全没有总计数字（而私人编制的《一览表》却有总计数字，并且每出一版都有增补）。卡雷舍夫先生在另外两人的帮助下产生了一个良好的心愿，希望哪怕是部分地弥补一下这个缺陷，根据《索引》计算出我国工厂工业的总计数字。这是一件很有益处的事情，假使……假使卡雷舍夫先生首先把他所算出的哪怕是某些总计数字全部列举出来，其次，假使他能毫不客气地以批判态度来对待资料，那大家就会感激他办到了这件好事。但是，卡雷舍夫先生对资料漫不经心，也没有在统计上加以比较“仔细的”整理 
［注：与《俄罗斯新闻》[6]（1898年第144号）评论家的意见相反。看来，这位评论家没有能力批评卡雷舍夫先生的结论，就象卡雷舍夫先生没有能力批评《索引》的数字一样。］

 ，就匆忙地作了“结论”，从而很自然地犯了一系列极其可笑的错误。

我们先从工业统计的第一个问题，即基本问题谈起：究竟哪些企业应该算作“工厂”？卡雷舍夫先生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想必以为“工厂”是一种早就明确的东西。他在谈到《索引》时，用一种勇敢得不得了的口吻断定，这本书与以前的书不同，它不只是登记大工厂，而是把 所有的
 工厂都登记了。这种被作者重复了两次（第23页和第34页）的论断 根本与事实不符
 。实际上恰恰相反，《索引》和过去工厂统计方面的书比起来，只是登记了一些比较大的企业。现在让我们来说明一下卡雷舍夫先生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不过不妨先举出一个史实。在80年代前半期，我国工厂统计根本没有 任何
 定义和条例把工厂的概念限定为比较大的工业企业。“工厂”统计包括各种各样的工业企业（和手工业企业），这自然在统计资料中造成极大的混乱，因为靠当时的人力和方法（就是说没有正确的工业调查）把所有这些企业全部登记下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有一些省份和生产部门把成百成千最小的企业计算在内，而另一些省份和生产部门则只是把比较大的“工厂”计算在内。因此，很自然，60年代首批试图科学地整理我国工厂统计资料的人员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并且竭尽全力把多少具有可靠统计资料的生产部门同根本没有可靠统计资料的生产部门分开，把一些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统计资料的大企业同一些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统计资料的小企业分开。布申 
［注：《财政部年鉴》1869年圣彼得堡版第1编。］

 、博克 
［注：《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1872年圣彼得堡版第2部第6编。欧俄工厂工业统计材料，由伊·博克
 主编。］

 和季米里亚捷夫 
［注：《欧俄工厂工业主要部门统计图表（附厂名清册）》1869年、1870年和1873年圣彼得堡版。共3编。］

 曾经就所有这些问题作了非常宝贵的示范，如果编制我国工厂统计资料的人员严格遵循这些示范，并且加以发展，我们现在也许会有很象样的统计资料。然而，实际上人们对于这些示范置若罔闻，工厂统计依然混乱如昔。从1889年起工商业司开始出版《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1885年和以后各年）。这本书前进了一小步，它没有把生产总额不足1000卢布的小企业计算在内。显然，这个标准还是太低，太不精确，因为要想通过警察局收集材料，把生产总额超过1000卢布的 全部
 工业企业完全登记下来是可笑的。仍旧象从前一样，有一些省份和生产部门把生产总额在2000—5000卢布的大量小企业统计在内，而另一些省份和生产部门却把它们略去不计。我们在下面将举出这样的例子。最后，我国新的工厂统计制度采用了完全是另一种标志来确定“工厂”的概念。“拥有工人不少于15人或工人虽不足15人，但有蒸汽锅炉、蒸汽机 或其他动力机械和机器，或者有工厂设施
 的”“所有工业企业” 
［注：科别利亚茨基1895年6月7日的通告（《工厂视察机关官员……手册》1897年圣彼得堡第4版第35页，黑体是我们用的）。在《索引》的《序言》中并没有转载这个通告，卡雷舍夫先生在整理《索引》中的材料时并不想弄清楚《索引》对“工厂”这一名词的理解！！］

 （ 受工厂视察机关“管理”的企业
 ）都应该登记。我们应该详细谈一谈这个定义（我们已经用黑体标出了这个定义中特别模糊的地方），但是我们首先要指出，这里确定的“工厂”概念，在我国工厂统计中完全是一种新的提法，因为在这以前还从来没有人试图以一定数量的工人或者有蒸汽发动机等等设备的企业来确定“工厂”的概念。一般地讲，严格限定“工厂”这一概念是绝对必要的，但遗憾的是现在引用的这个定义非常不确切，非常模糊。这个定义指出了“工厂”统计应该予以登记的企业的下列标志：（1）企业受工厂视察机关的管辖。看来国家所属的企业和其他企业以及采矿厂等是不在此例的。但是《索引》把很多国家的和政府的工厂也都统计在内（见字母顺序表册第1—2页），我们不知道，是否所有省份的这些工厂都登记了，是否有关这些工厂的资料都经过工厂视察机关的审核等等。总之，必须指出，在我国工厂统计还没有摆脱管辖各种不同工业企业的各种不同“主管机关”的束缚以前，工厂统计是 不可能
 令人满意的，因为各主管机关的管辖范围不清，时常变动，即使各主管机关采取同一纲要，其做法也始终会各不相间。要把这件工作安排得合理，所有工业企业的全部资料必须由一个严格遵守用同一方法收集和整理材料的纯粹统计机关集中掌握。在还没有这样做以前，就必须非常慎重地对待包括或者不包括（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省份）“其他主管机关”所属企业在内的工厂统计材料。例如，我国工厂统计早就不把采矿厂包括在内了，而奥尔洛夫却在新出版的《一览表》中把不少采矿厂（几乎全部钢轨生产，维亚特卡省伊热夫斯克工厂和沃特金斯克工厂等）计算在内，《索引》没有计算这些采矿厂，但是它把其他一些省份的“工厂”统计从前不计算在内的采矿厂（例如伊丽莎白波尔省的西门子炼铜厂，第330页）登记下来了。《索引》的《序言》在第8部分指出了制铁、熔铁、铸铁和铸铜等生产部门（第III页），但是根本没有指出怎样把采矿厂和工商业司“所辖的”工厂区分开来。（2）应该登记的只是工业企业。这个标志其实并不是一看就那么明显，因为要把手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分开，就要编制适合于每一生产部门的详尽的条例。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很多由于缺乏这种条例而引起混乱的例子。（3）企业中的工人应不少于15人。是只计算企业内的工人，还是连企业外的工人也计算在内，这一点不清楚；怎样区分这两种工人（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是否应计算辅助工人等等问题也没有讲清楚。米库林先生在上面提到的书中举出了由于没搞清楚这些问题而产生混乱的例子。《索引》举出了不少 只有
 厂外工人的企业。显然，靠现行收集材料的制度，企图把 所有
 这类企业（即所有分配活计的商店和所谓的手工业中的订货人等等）都包罗在内，只能使人发笑，而有关某些省份和某些生产部门的零星材料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只会造成混乱。（4）凡是有蒸汽锅炉或蒸汽机的企业都算作“工厂”。这个标志最确切，选得也最恰当，因为蒸汽的运用的确是大机器工业发展的标志。（5）凡是有“其他的”（非蒸汽的）“动力机械”设备的企业都算作“工厂”。这个标志非常不确切，也太广泛，根据这个标志，凡是有水力、马力、风力、甚至脚踏动力设备的企业都可以算作工厂。既然根本办不到把所有这类企业全部登记下来，混乱也就势在难免，下面就有这方面的例子。（6）凡是有“工厂设施”的都算作“工厂”。最后这个绝对不确切而且模糊不清的标志，使前面那些标志失去意义，并使统计材料必然混乱和无法比较。在不同的省份对于这个定义必然会有不同的理解，而且这能称之为定义吗？凡是有工厂设施的企业都称为工厂……这就是我国新的工厂统计制度的最新发现。这种统计非常不能令人满意，是不足为奇的。现在我们从《索引》的 各个
 部分中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个别省份和个别生产部门是怎样把那些会给工厂统计造成混乱的最小企业登记下来的，因为把所有这一类企业一一列举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来看看第1部分：“棉花加工”。在第10—11页上我们看到弗拉基米尔省农村里有5个“工厂”靠替别人染棉纱和麻布挣钱（原文如此！）。这里没有生产总额，而只是指出了染费收入由10（？）—600卢布，工人人数是0（不知道这是指没有工人人数的资料呢，还是指没有 雇佣
 工人）—3人。没有任何发动机。这是农民染坊，是最简陋的手工业企业，一个省偶然把这类企业登记了，其他省份显然把它们略去了。在第2部分（羊毛加工），我们在同一个弗拉基米尔省发现一些手工“工厂”，专门替别人弹羊毛，每年收入12—48卢布，有工人0—1名。在第3部分（第2517号）有一个农村手工丝织厂，有工人3名，生产额660卢布。在第4部分（亚麻加工）第141页上，又是那个弗拉基米尔省有一些农村手工染坊，有工人0—3名，麻布加工收入是150—550卢布。第5部分，在彼尔姆省有1个手工编席“工厂”，工人6名，生产额921卢布（第3936号）。在其他省份（例如科斯特罗马省），这类企业当然也不少，但是没有算作工厂。第6部分有1个印刷厂，工人1名，生产额300卢布（第4167号）；其他一些省份只统计了大印刷厂，还有一些省份则根本没有统计印刷厂。第7部分有1个锯木“工厂”，工人3名，木板加工收入100卢布（第6274号）。在第8部分有1个手工五金加工工厂，工人3名，生产额575卢布（第8962号）。在第9部分（矿产品加工）有很多极小的企业，特别是制砖厂，例如有的只有工人1名，生产额48—50卢布等等。在第10部分（畜产品加工）有一些小型制蜡、羊皮和制革等手工业企业，工人0—1—2名，生产额数百卢布（第489、507页及其他各页）。但是在第11部分（食品加工），在榨油业中，特别是面粉业中，纯手工业式的小企业最多。在面粉业中把“工厂”同小企业严格区别开来是特别重要的，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做，我国所有的工厂统计方面的出版物都混乱不堪。各省统计委员会秘书第一次代表大会（1870年5月） 
［注：根据代表大会拟定的关于收集工业资料的条例草案，所有不足10盘磨、不出产上等面粉的磨坊都不算在工厂之内。《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第2部第6编序言第XIII页。］

 曾试图整顿面粉业工厂的统计，但是枉然，在这以后编制我国工厂统计的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们所发表的统计材料毫不中用。例如《索引》把只有1名工人、收入0—52卢布（第587、589页及其他许多页）的风力磨坊和只有1架水车、1名工人、收入34—80卢布（第589页及其他许多页）的水力磨坊等等列为“工厂”。这种“统计”自然极其可笑，因为列举这一类磨坊还可以再加上1册，甚至再加上好几册，即使这样，也算不得一个无所不包的索引。甚至在化学工业这一部分（第12部分）也把小企业统计进去了，例如把有工人1—3名，生产额15—300卢布（第995页及其他各页）的农村树脂作坊也统计在内。使用这种方法，甚至会象有名的《军事统计汇编》在1860年发表的“统计”那样，统计出在欧俄有3086个树脂和焦油“工厂”，其中1450个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工人4202名，生产额156274卢布，即平均每个“工厂”的工人不到3人，生产额100卢布略多一点）。《索引》这一部分中偏偏好象故意漏掉了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统计数字，大概是该省农民现在不炼制树脂和焦油了吧！必须指出，上面我们所举出的所有例子中，都登记了一些不符合1895年6月7日通告规定的企业。因此这些企业登记下来 纯粹是偶然的
 ：有一些省份（可能甚至有一些县份）把这些企业统计在内，而大多数省份把它们略去了。过去的统计（自1885年开始）都因为这类企业生产额不足1000卢布而没有统计在内。

卡雷舍夫先生根本没有弄清楚工厂统计中的这个基本问题，却不客气地根据自己计算的数字作出“结论”。第一个结论是俄国的工厂在减少。（第4页及其他各页）卡雷舍夫先生得出这个结论的办法很简单：从工商业司1885年统计资料的欧俄工厂数中（17014）减去《索引》的欧俄工厂数（14578）。工厂减少了14.3％，教授先生甚至连百分数也算出来了，却没有因为1885年的统计材料中没有包括缴纳消费税的工厂而感到不安；他仅仅指出，如果把缴纳消费税的企业加进去，工厂数目就会“减少”得更多。于是作者就着手探讨俄国哪一部分地区“企业减少的过程”（第5页）进行得“较快”。实际上， 根本不存在什么减少的过程，俄国的工厂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
 ，卡雷舍夫先生杜撰的这个结论，是由于博学的教授把根本不能相比的材料作了比较。 
［注：1889年卡雷舍夫先生从省长大人们的奏折中选择了1885年的材料（《法学通报》[7]第9期），其中包括成千上万个极小的磨坊、油坊、制砖厂、陶器厂、制革厂、羊皮厂和其他手工业企业，并确定了欧俄的“工厂”有62801个！奇怪的是他为什么没有用这个数字算出现在工厂“减少”的百分比。］

 这些材料不能比较并不是因为1885年没有关于缴纳消费税的工厂的统计材料。卡雷舍夫先生可以从我们已经引用过的《一览表》（这是奥尔洛夫根据工商业司的公报编制的）中得到那些包括缴纳消费税的工厂的数字材料，从而确定欧俄的“工厂”在1879年有 27986
 个，在1884年有 27235
 个，在1890年有 21124
 个，到1894—1895年度“减少”得最厉害（14578个）。糟糕的是所有这些数字都不适于比较，因为第一，过去和现在的工厂统计方面的书中“工厂”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第二，在某些省份和某些年份，偶然地和杂乱地把一些极小的企业也凑合到“工厂”中去了。要想靠我国统计的现有手段把这些企业完全登记下来是可笑的。卡雷舍夫先生如果下一番功夫来研究《索引》对“工厂”所下的定义，他就会发现，如果要拿这一本书中的工厂数同其他书中的工厂数比较，那就 只能选择15个工人和超过15个工人的企业
 ，因为在《索引》中完整地、不受任何限制地按各个省份和各个生产部门登记下来的 只有这一类
 企业。既然这一类企业是比较大的企业，所以在过去的书中登记得也最令人满意。这样保证了相互比较的统计材料标准一致以后，我们再按《一览表》计算一下1879年工人在16人 
［注：我们以16个工人而不是以15个工人为标准，一方面是因为1890年《一览表》（第3版第X页）就是按16个工人和超过16个工人计算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财政部的有关说明有时也采用这个标准。（见上引科别利亚茨基的书第14页）］

 和超过16人的欧俄工厂数，按《索引》计算一下1894—1895年度工人在16人和超过16人的欧俄工厂数，就会得到下面这个值得注意的数字材料：






	　
	　
	　
	欧俄工厂数



	
出处

	
年份

	
总数

	工人在16人和超过16人的工厂数
	工人不足16人的工厂数



	《一览表》第1版……
	1879年
	27986②
	4551
	23435



	《一览表》第3版……
	1890年
	21124
	6013
	15111



	《索引》……………
	1894－1895年度
	14578
	6659
	7919



	　
	　
	　
	不包括印刷厂6372


	　







　　 
［注：某些不足的材料大致已经补充了：见《一览表》第695页。］

由此可见，这些被认为是标准大体一致、可以对照和比较完整的数字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 俄国工厂的数量在增加
 ，而且增加得相当快：在15—16年（1879年—1894/95年度）内从4500个工厂增加到6400个工厂，即增加了40％（1879年和1890年印刷厂都没有计算在工厂以内）。至于拿上述各个年份工人不足16人的企业数来比较，那是 很荒谬的
 ，因为所有这些书中“工厂”的定义各不相同，略去小企业的方法也不相同。1879年 任何
 小企业都没有略去；因此在同农业和农民手工业有关的一些生产部门（面粉、榨油、制砖、制革、陶器等）中计入了后来一些书中所没有统计在内的大量小企业。1890年已经把某些小企业（生产总额不足1000卢布的）略去，因此小“工厂”就减少了。最后，1894—1895年度把不足15个工人的大量小企业略去了，结果小“工厂”的数目几乎一下子减少到1890年的一半。1879年和1890年的工厂数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比较，即把生产额不少于2000卢布的企业挑出来。问题在于我们前面引用的《一览表》的总计数字是关于全部已登记的企业的，而《一览表》列入工厂 厂名清册
 中的只是生产额不少于2000卢布的企业。这类企业的数字可以说大致上是适于比较的（尽管根据我国统计的现状，这一类企业永远不可能有完整的清单），然而面粉业是一个例外。这一行业在《一览表》和工商业司的《汇编》中，在不同省份、不同年份的登记都带有偶然性。有些省份只是把蒸汽磨坊算作“工厂”，另一些省份把最大的水力磨坊也归并到“工厂”中去，还有一些省份把数百个风力磨坊统计在内，最后还有一些省份甚至把马力或脚踏磨坊等也计算在内。用生产总额来划线，丝毫也消除不了面粉厂统计中的斋乱，因为在这里面粉的产量代替了生产总额，而一些很小的磨坊的面粉年产量也往往超过2000普特。因此列入工厂统计的磨坊数字由于登记的方法不一致，逐年发生巨大的变化。例如，据《汇编》的统计，1889年、1890年和1891年欧俄分别有5073、5605和5201个磨坊。沃罗涅日省在1889年有87个磨坊，由于偶然把风力磨坊计算在内，到了1890年一下子就增加到285个，1892年增加到483个。顿河州磨坊数从1887年的59个增加到1888年的545个，1890年又增加到976个，到1892年又减少到685个（因为风力磨坊有时计算有时不计算）等等。显然，这些统计材料是不能利用的。因此，我们只能拿蒸汽磨坊来计算，并把其他行业中生产总额在2000卢布以上的企业归并到这里面，结果得出欧俄的工厂数目1879年约有11500个，1890年约有15500个。 
［注：从《索引》的统计材料中得到有关的数字是不可能的，第一，因为《索引》把生产额在2000卢布和超过2000卢布但工人少于15人的大量小企业撇开没有统计；第二，因为《索引》计算了不纳消费税的生产总额（与过去的统计不同）；第三，因为《索引》有时计算的不是生产总额，而是原料加工费。］

 结果，我们又看到 工厂数目在增加
 ，而不是卡雷舍夫先生所杜撰的那样在减少。卡雷舍夫先生所谓的俄国工厂工业“企业减少的过程”的理论纯粹是无稽之谈，这是由于他对他所整理的资料一无所知。卡雷舍夫先生还在1889年（《法学通报》第9期）就谈到俄国工厂数目的问题，他拿发表在《1884—1885年俄国资料汇集》（1887年圣彼得堡版第39个统计表）上的省长奏折中的毫无用处的数字来同《军事统计汇编》（1871年圣彼得堡版第4卷）中的荒谬数字相比较，后者把几千个最小的手工业企业、几千个烟草种植园（原文如此！见《军事统计汇编》第345页和第414页关于比萨拉比亚省烟“厂”的统计）、几千个农村磨坊和油坊等等都算作了“工厂”。这样，按《军事统计汇编》计算，1866年欧俄共有7万多个“工厂”，这并不惊人。惊人的倒是有人对于刊载的一切数字漫不经心，不加批判就拿来作为计算的根据。 
［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工厂工人人数的问题上已经指出《军事统计汇编》的材料是完全没有用处的（见他的《俄国工厂令昔
 》1898年圣彼得堡版第336页及以下各页和1898年《世间
 》[8]第4期），尼·—逊先生和卡雷舍夫先生对他的直接挑战报之以沉默。实际上他们也只能沉默。］



这里有必要说几句题外的话。卡雷舍夫先生根据他的工厂减少的理论，推论出现在工业正在集中。不言而喻，我们反驳他的理论，但是决不否认这个结论，因为他只是错误地论证了这个结论罢了。为了证明存在着这种集中的过程，必须把最大的企业划分出来。就拿工人100人和超过100人的企业为例吧。我们拿这类企业的数量、工人人数和生产总额来同全部企业的统计材料比较一下，就会得出下面这个统计表：






	见脚注①
	1879年
	1890年
	1894－1895年度



	工厂数
	工人数
	生产总额（单位千卢布）


	工厂数
	工人人数
	生产总额（单位千卢布）


	工厂数
	工人人数
	生产总额（单位千卢布）





	全部“工厂”工人在100人和超过100人的企业


	27986
	763152
	1148134
	21124
	875764
	1500871
	14578
	885555
	1345346



	1238
	509643
	629926
	1431
	623146
	858588
	1468
	655670
	955233



	在总数中占的百分数
	－
	66.8％
	54.8％
	－
	71.1％
	57.2％
	－
	74％
	70.8％







　　 
［注：① 同一出处。前面已经指出1879年的某些统计材料大致已经补充了。《一览表》和《索引》的一般统计材料是不能比较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只是
 把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数
 和在生产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数
 拿出来比较，这些统计材料中的总数比工厂总数的材料可靠得多（下面将会谈到）。大企业的计算是从《俄国资本主义》（指《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编者注）这一著作中引来的，笔者正准备把这一著作付印。］

从上表可以看出，最大企业的数量增加了，它们的工人人数和生产总额也增加了，在正式登记的“工厂”的全体工人和全部生产总额中占了愈来愈大的比重。也许有人会向我们提出，既然工业集中了，那就是说大企业排挤小企业，小企业数量在减少，因此企业总数也随之减少。但是，第一，这后一个结论指的已经不是“工厂”， 而是所有工业企业
 ，在这一方面我们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稍微可靠和完整的工业企业统计资料。第二，从纯理论的角度来讲，本来就不能说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业企业的数量总是减少和必然减少，因为在工业集中的同时，农民也在逐渐脱离农业，由于农民半自然经济的解体等等，一个国家落后地区的小工业企业也就会逐渐增多。 
［注：例如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的“手工业调查”表明，农村中在改革以后的时期每10年建立的小工业企业愈来愈多。见《彼尔姆边疆区巡礼。彼尔姆省手工工业状况概述》1896年彼尔姆版。[9]］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谈谈卡雷舍夫先生。他对一些最不可靠的资料（即关于“工厂”数量的资料）却几乎给予了最大的注意。他按照“工厂”的数量把省份加以分类，编制了分类统计图，编制了按各生产部门划分的拥有数量最多的“工厂”的省份的专门统计表（第16—17页）；算出了各省工厂数在工厂总数中所占的大量百分数（第12—15页）。可是卡雷舍夫先生忘记了一个细节，即忘记了提出一个问题： 不同省份的工厂数字可以相比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而卡雷舍夫先生的大部分计算、对比和论述只能算是一种幼稚的统计练习。如果教授先生研究了1895年6月7日通告中“工厂”的定义，那他就会很容易地想到，这样不明确的定义在不同的省份是 不可能
 同样地运用的，而如果他能更加仔细地研究一下《索引》本身，他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让我们举几个例子。卡雷舍夫先生在第11部分（食品加工；这一类工厂最多）中根据企业数量把沃罗涅日省、维亚特卡省和弗拉基米尔省划分出来（第12页）。但是这3个省所以有大量“工厂”，首先是因为这3个省 纯属偶然地
 把其他省份没有计算的一些小企业都登记下来了。例如沃罗涅日省“工厂”多，只是因为在这里计算了小磨坊（124个磨坊中只有27个蒸汽磨坊；只有1—2—3个水车的水力磨坊也很多，这种磨坊其他省份是不计算的而且也不可能把这些磨坊都算全）和其他省份没有计算的小油坊（大部分用马力发动机）。维亚特卡省116个磨坊中只有3个是蒸汽磨坊，弗拉基米尔省10个风力磨坊和168个油坊，大部分使用风力或马力发动机，或者是使用手工。如果说其他省份企业较少，当然不等于说这些省份没有风力磨坊和小型水力磨坊等，只不过是没有计算罢了。有很多省份（比萨拉比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塔夫利达、赫尔松等省）几乎只计算了蒸汽磨坊，而按第11部分的统计，欧俄面粉业6233个企业中，有2308个是“工厂”。没有弄清统计材料的 标准不同
 ，而去谈各省所占的工厂数量，这是荒谬的。我们拿第9部分矿产品加工来看一看。例如，弗拉基米尔省有96个制砖厂，而顿河州只有31个，即相当于前者的三分之一弱。据《一览表》（1890年）的统计则恰巧相反：弗拉基米尔省有16个，而顿河州有61个。据《索引》的统计，弗拉基米尔省96个制砖厂中，只有5个厂的工人人数是16人和超过16人，而顿河州31个制砖厂中26个厂的工人人数是16人和超过16人。很明显，这不过是由于顿河州不象弗拉基米尔省那样随便把小制砖厂都算作“工厂”而已（弗拉基米尔省的小制砖厂都是一些手工工厂）。卡雷舍夫先生根本没有看到这一点（第14页）。关于第10部分（畜产品加工），卡雷舍夫先生说，几乎所有省份这一类企业的数目都不多，但是“下诺夫哥罗德省有252个工厂，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外”（第14页）。所以会有这种现象，首先是因为这个省把其他一些省没有计算的大量小手工业企业都计算在内了（有时把用马力和风力发动机的企业也计算在内）。例如，据《索引》的统计，在这一部分，莫吉廖夫省只有两个工厂；每一个工厂的工人都超过15人。莫吉廖夫省的畜产品加工小厂算起来也可以有几十个，正象1890年《一览表》统计的那样，该省有99个畜产品加工厂。试问，既然对工厂有这样不同的理解，卡雷舍夫先生关于各地“工厂”分布的百分比的计算还有什么意义？

为了更清楚地表明各省对于“工厂”这个术语的不同理解，我们举出弗拉基米尔和科斯特罗马这两个毗邻的省份来看一看。根据《索引》的统计，前者有993个“工厂”，后者有165个“工厂”。在前一个省份中，所有生产部门中都有最小的企业，而且在数量上超过了大企业（只有324个企业的工人人数是16人和超过16人）。在后一个省份中，小企业就很少（在165个工厂中有112个工厂的工人人数是16人和超过16人），当然谁都知道，这一省也尽可以把不少风力磨坊、油坊、小淀粉坊、制砖厂、树脂厂等等统计在内。 
［注：这里再举一个我国“最新的”工厂统计制度随便确定“工厂”数的例子。根据《索引》的统计，1894—1895年度在赫尔松省有471个工厂（上引卡雷舍夫先生的著作第5页），而在1896年米库林先生却突然算出了1249个“工厂企业”（上引著作第XIII页），其中773个工厂有动力机械，109个工厂没有动力机械，但是工人超过15人。如果“工厂”的概念不明确，这一类剧变永远避免不了。］



卡雷舍夫先生不关心他所采用的这些数字的可靠性已经达到了顶点，他竟拿1894—1895年度各省的“工厂”数（根据《索引》）同1885年各省的工厂数（根据《汇编》）来比较。他煞有介事地议论说，维亚特卡省工厂增加了，彼尔姆省工厂“大大减少了”，弗拉基米尔省工厂有显著的增加等等（第6—7页）。我们这位作者一本正经地作出结论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上述工厂数目减少的过程涉及工业比较发达、发展较早的地区较少，而涉及一些新工业地区的较多。”（第7页）这个结论听起来很“有学问”，可惜完全是无稽之谈。卡雷舍夫先生所使用的完全是一些偶然性的数字。例如根据《汇编》的统计，1885—1890年彼尔姆省的“工厂”数目如下：1001、895、951、846、917和1002，到了1891年突然下降到585。这种剧变的原因之一，就是那些算作“工厂”的磨坊一会儿是469个（1890年），一会儿是229个（1891年）。既然根据《索引》的统计，这个省只有362个工厂，就应该注意到在“工厂”数目中已包括全部66个磨坊。既然弗拉基米尔省的“工厂”数增加了，就应该考虑到《索引》把这个省的小企业也计算进去了。根据《汇编》的统计，维亚特卡省1887—1892年磨坊的数目是1—2—2—30—28—25，而《索引》的计算是116个。总之，卡雷舍夫先生所作的比较只能又一次证明，他完全不善于分析各种不同出处的数字。

卡雷舍夫先生举出各个不同部分（各类生产部门）中的工厂数目，并且算出了在工厂总数中各占的百分数，但是仍然没有注意到，在各个不同部分中都计入了不同数量的小企业（例如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中的小企业最少，约占欧俄工厂数的1/3，而畜产品和食品加工工业中小企业占总数的2/3）。显然，他对比的是不同标准的数字，因而算出的这种百分数（第8页）就没有任何意义。总之，在“工厂”数目及其地区分布这个问题上，卡雷舍夫先生表现出完全不了解他所使用的这些材料的性质和可靠程度。

我们在从工厂数量转而谈到工人人数的时候，首先应该指出，我国工厂统计中工人的数字要比工厂的数字可靠得多。当然，混乱、遗漏和缩小实际数字这样一些现象在这里也不少。但是在这里，没有统计标准不同的材料，小企业时而计算在工厂内，时而不计算在内的变化无常的现象对工人的总数影响也很小，原因很简单，因为最小的企业的百分数尽管很大，但是这些企业的工人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数并不大。我们在上面看到，1894—1895年度在1468个工厂（占总数的10％）中集中了74％的工人。在14578个工厂中，工人人数不足16人的小工厂有7919个，占一半以上，而工人大约只占7％（就算每个工厂平均8人）。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1890年（根据《一览表》）和1894—1895年度相比，工厂的差数很大，而工人的差数并不大，1890年欧俄50个省份中共有875764名工人，而1894—1895年度有885555名工人（我们只计算了企业内的工人）。我们从前者减去《索引》所没有统计在内的24445名制轨工人和3704名制盐工人，从后者减去《一览表》所没有统计在内的16521名印刷工人，结果得出1890年有847615名工人，1894—1895年度有869034名工人，即多了2.5％。显然这个百分数并不能反映出工人人数实际增长的情况，因为1894—1895年度有很多小企业没有计算，但是这两个相差无几的数字表明，关于工人总数的一般统计材料是比较适用的，是比较可靠的。卡雷舍夫先生（我们所说的工人总数，是从他那里取来的）没有确切分析，同过去的统计书籍比较，1894—1895年度究竟计算了哪些生产部门，没有指出《索引》略去了过去算作工厂的许多企业。他一直选用《军事统计汇编》中的荒谬统计材料同过去的材料相比，并且一再重复早已遭到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驳斥的似乎工人人数与人口相比正在减少的谬论。（见上面）工人人数的统计材料是比较可靠的，因此这些材料比工厂数目的统计材料理应得到更加仔细的研究。但是卡雷舍夫先生恰巧相反，他甚至没有按工人人数来把工厂加以分类，其实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索引》把工人人数当作工厂的重要标志了。从我们在上面举出的统计材料可以看出，工人集中程度是很高的。

卡雷舍夫先生没有按工人人数来进行工厂的分类，而是进行了一些比较简单的计算，即确定了每个工厂的平均工人人数。我们知道，工厂数目的统计材料是非常不可靠，非常偶然的，标准又不相同，所以所有这些计算也就错误百出。卡雷舍夫先生比较了1886年和1894—1895年度每一个工厂的工人平均数，于是推论说“工厂的平均规模在扩大”（第23页和第32—33页），可是他忘了1894—1895年度所计算的只是一些比较大的企业，因此这样比较是不正确的。拿不同省份的每一个工厂的工人平均数来比较是非常可笑的（第26页）；例如，卡雷舍夫先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科斯特罗马省“企业的平均规模比其他省更大”，每个工厂平均有242名工人，而别的省，譬如弗拉基米尔省，每个工厂平均只有125名工人。前面已经说过，这纯粹是由于登记方法不同所造成的，而博学的教授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卡雷舍夫先生忽略了各个不同省份大小企业数量的差异，而想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 回避
 这个难题。也就是说，他拿 整个欧俄的每个工厂
 （以及波兰和高加索的每个工厂）的平均工人人数乘每一省的工厂数，把求得的数目分类列入专门图表（第3表）。这原来是多么简单的事啊！既然我们能够用这种简单的方法 人为地使
 各个不同省份工厂的“平均”规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我们又何必按工人人数来进行工厂分类呢？又何必研究各个不同省份大小企业的比较数字呢？既然我们能够“简单地”拿 整个
 欧俄工厂工人的平均数去乘 每一
 省的工厂数，那又何必去研究列入弗拉基米尔省或者科斯特罗马省的工厂数目中的小企业和极小企业是多了还是少了呢？如果用这种方法把偶然被登记的千百个风力磨坊和油坊同大工厂等量齐观，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读者要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说不定就相信了教授先生所杜撰的“统计”！

《索引》中除了有企业工人一栏，还有“企业外的”工人统计栏。在这一栏里不仅有接受工厂定货在家做工的工人（卡雷舍夫的书第20页），而且还有辅助工人等。决不能把《索引》中这一类工人的数字（全帝国有66460人）看作是“我国所谓工厂厂外部分迅速发展的标志”（卡雷舍夫的书第20页），因为在我国目前工厂统计制度下，根本谈不到能够多少完整地把这一类工人登记下来。卡雷舍夫先生轻率地说：“全俄国66500人和千百万家庭手工业者比起来数字并不算大。”（同上）这样写首先就要忘记一个事实：这“千百万家庭手工业者”，正象所有的资料所说的那样，即使不是一大半，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替包买主做工的所谓“厂外工人”。只要看一看《索引》中关于那些著名的“家庭”手工业区域的几页资料就可以确信，“厂外工人”的统计完全是偶然的和零星的。例如据《索引》的统计，在第2部分（羊毛加工）中，下诺夫哥罗德省阿尔扎马斯城和城郊的维耶兹德纳亚镇的厂外工人只有28人（第89页），而我们从《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5编和第6编）中看出，这些地方有好几百名，甚至有上千名替业主干活的“家庭手工业者”。《索引》根本没有提到谢苗诺夫县的厂外工人人数，而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中却指出，当地制毡和制鞋垫的手工业中替业主干活的“家庭手工业者”有3000多人。根据《索引》统计，图拉省手风琴手工业中，只有1个“工厂”有17名厂外工人（第395页），而《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却统计出，早在1882年就有2000—3000名替手风琴厂主干活的家庭手工业者（第9编）。因此很明显，认为厂外工人有66500名的数字尚属可靠，并据以探讨这些人按省和生产部门的分布情况，就象卡雷舍夫先生所作的那样（他甚至还作了统计表），这简直是可笑的。这些数字的真正意义，根本不在于确定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规模（要确定就非得有完整的工业调查不可，即调查所有把活计分配给家庭劳动者的商店和其他企业或者个人），而在于把企业工人，即严格意义上的工厂工人，同厂外工人区分开来。到目前为止，在统计材料中这两类工人时常混在一起，甚至在1890年的《一览表》中也不止一次地看到这种例子。现在《索引》第一次试图消除这种现象。

卡雷舍夫先生对《索引》中关于工厂年生产量的数字的研究，是最令人满意的，这主要是因为作者终于在这里根据工厂的生产量进行工厂分类，而不是根据一般的“平均数”。诚然，作者还是不能彻底摆脱“平均数”（平均每一个工厂的生产量），甚至拿1894—1895年度的平均数同1885年的平均数来比较，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这种方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在这里指出，由于前述小企业的作用小这个原因，工厂年生产量的一般统计数字要比工厂数目的一般统计数字可靠得多。例如据《索引》的统计，欧俄生产额超过100万卢布的工厂一共有245个，占1.9％，但是这些工厂的产量占欧俄全部工厂年总产量的45.6％（卡雷舍夫的书第38页），而生产额不到5000卢布的工厂占全部工厂的30.8％，但是它们的产量只占总产量的0.6％，这个百分数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必须附带指出，卡雷舍夫先生在计算这些数字的时候，忽略了生产总额（＝产品价值）同原料加工费之间的区别。在我国工厂统计方面《索引》首次作出了这种相当重要的区分。 
［注：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任何保证足以肯定《索引》是严格而彻底地进行了这种区分的，即只有
 真正出售自己产品的工厂才呈报产品价值，而只有给别人的材料加工的工厂才呈报原料加工费。也可能有这种情况，例如在面粉业中（这一行业更经常会碰到上面所提到的不同情况），厂主有时呈报这种，有时呈报那种，完全是偶然的。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研究。］

 显然这两种不同的量是不能比较的，应该把它们区别开。卡雷舍夫先生并没有这样做，可以认为，小企业年生产量的百分数这样低，部分是由于把那些未指明产品价值，只指明产品加工费的企业包括在内了。我们在下面举出卡雷舍夫先生由于忽视了这种情况而犯的一个错误。由于《索引》区分了加工费同产品价值，由于它没有把消费税总额包括在生产价格内，就使得《索引》的数字不能同过去的统计书籍中的数字相比。根据《索引》的统计，欧俄全部工厂的生产额为134500万卢布，而根据《一览表》的统计，1890年的生产额为150100万卢布，如果从后一个数字中减去消费税总额（仅酿酒业就有将近25000万卢布），前一个数字就显得大得多了。

《一览表》（第2和第3版）是根据工厂的年产量进行工厂分类的（没有指出每一类在总产量中占的比重），但是由于前述登记的方法和确定年产量的方法不同，工厂的这种划分是不能同《索引》的资料相比的。

我们还必须研究卡雷舍夫先生的另一个错误论断。卡雷舍夫先生引证了各省工厂年生产总额的统计材料，情不自禁地马上拿它们同1885—1891年统计材料，即同《汇编》的统计材料比较。在后一类材料中没有关于缴纳消费税的行业的材料，因此卡雷舍夫先生就一心去找1894—1895年度产品总额 少于
 以往各年的省份。这样的省份有8个（第39—40页），根据这一点，卡雷舍夫先生就断定“工业最落后的”省份中有“工业倒退现象”，断定这种情况“表明小企业在与大企业竞争时处境困难”等等。如果……如果卡雷舍夫先生的这些论断不是完全不可信的，那也许是非常深奥的。卡雷舍夫先生在这里没有注意到他所比较的是根本不能相比的和标准不同的统计材料。我们现在就指出，卡雷舍夫先生提到的每一个省份的统计材料都是不能相比的。 
［注：我们在这里所引的不是《汇编》，而是《一览表》中1890年的统计材料，从中减去了缴纳消费税的行业
 。除去了这些行业，《一览表》的统计材料几乎同《汇编》的统计材料没有差别，因为它们都是根据工商业司的公报。要揭露卡雷舍夫先生的错误，我们不仅需要每个行业的详细统计材料，而且还需要每个工厂的详细统计材料。］

 1890年彼尔姆省的产品总额是2030万卢布（《一览表》），1894—1895年度的产品总额是1310万卢布；其中面粉业在1890年是1270万卢布（469个磨坊！），1894—1895年度是490万卢布（66个磨坊）。由此可见，表面上的“减少”纯粹是因为磨坊的数目偶然登记得不同而造成的。例如蒸汽磨坊在1890年和1891年有4个，而1894—1895年度增加到6个。这同样也说明了辛比尔斯克省产品“减少”的原因（1890年有230个磨坊，产品总额是480万卢布；1894—1895年度有27个磨坊，产品总额是170万卢布；蒸汽磨坊数各为10个和13个）。维亚特卡省产品总额在1890年是840万卢布，在1894—1895年度是670万卢布，即减少了170万卢布。然而1890年在这里计算了沃特金斯克采矿厂和伊热夫斯克采矿厂，这两个厂的生产额加在一起恰巧是170万卢布；1894—1895年度这两个厂因“直属”矿业司而没有统计在内。1890年阿斯特拉罕省的生产额为250万卢布，1894—1895年度为210万卢布。但是1890年的统计中包括盐业生产（346000卢布），而在1894—1895年度这一类工厂因归入“采矿厂”而没有统计。普斯科夫省1890年的生产总额是270万卢布，1894—1895年度是230万卢布；然而1890年算上了45个亚麻打麻企业，生产总额120万卢布，而1894—1895年度只统计了4个 亚麻纺织
 企业，生产总额248000卢布。显然普斯科夫省的亚麻生产企业仍旧存在，只不过是没有列入表册而已（可能是因为其中大多数都是工人人数少于15人的手工业企业）。虽然比萨拉比亚省1890年和1894—1895年度面粉磨坊的数量相同，都是97个，但登记的方法却不同；据1890年的统计磨出面粉430万普特（＝430万卢布），而1894—1895年度大多数磨坊所报的都 只是磨费
 ，因而产品总额（180万卢布）是不能同1890年的统计数字相比的。下面两个例子正好说明了这种不同。列文宗的两个磨坊，1890年报的生产额是335000卢布（《一览表》第424页），而1894—1895年度 磨费
 只是69000卢布（《索引》第14231—14232号）。相反，什瓦尔茨别尔格的一个磨坊，1890年报的产品价值是125000卢布（《一览表》第425页），而1894—1895年度是175000卢布（《索引》第14214号）；1894—1895年度面粉工业的生产总额中140万卢布是产品价值，40万卢布是磨费。维捷布斯克省也是一样：1890年有241个磨坊，生产总额是360万卢布；1894—1895年度有82个磨坊，生产总额是12万卢布，而且大多数磨坊报的只是磨费（蒸汽磨坊在1890年是37个，1891年51个，1894—1895年度64个），因此12万卢布中有 一大半
 不是产品价值，而是磨费。最后，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卡雷舍夫先生发现的“工业倒退现象”纯粹是他计算中奇怪的错误造成的：实际上据《索引》的统计，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工厂生产总额不是象卡雷舍夫先生两次所指出的130万卢布（第40页和第39页；而1885—1891年是320万卢布），而是 690万卢布
 ，其中650万卢布是18个锯木工厂的。（《索引》第247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卡雷舍夫先生对他研究的材料是漫不经心的，而且缺乏批判，因此他就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至于卡雷舍夫先生和他的助手共同计算的《索引》的统计数字，应该说，由于卡雷舍夫先生没有把总计数字，即按各省和各生产部门分类的工厂、工人和生产总额的数字加以公布而大大失去了它的统计价值（虽然他想必是作了这些统计，但是如果把这些数字完全公布出来，那么一方面可供审核，另一方面则会给使用《索引》的人很大的方便）。由此可见，对资料的单纯计算非常片面，不完全，不系统，而卡雷舍夫先生匆匆忙忙作出的结论，在多数情况下可以作为运用数字不当的例子。

现在再转到上面提出的我国工厂统计的现状问题，我们应该首先说明，既然“迫切需要”“关于各个生产部门的完整而可靠的统计材料”（《索引》的《序言》中是这样写的，这一点不能不同意），那么，要获得这样的统计材料就必须要有正常的工业调查，把所有一切工业作坊、企业和工种都登记下来，并且要定期进行。假如1897年1月28日关于居民职业的第一次全民调查材料[10]是令人满意的，并且是经过仔细研究的，那么这些材料将大大有利于进行工业调查。只要这样的调查还没有进行，也就只能是登记一些大的工业企业。目前收集和研究这一类大企业（现在大家都把它叫作“工厂”）的统计材料的制度应该说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个缺点是各个“主管机关”把工厂统计分散了，没有一个专门的、纯粹做统计工作的机关来集中收集、审核和研究关于一切工厂的所有资料。要研究俄国目前的工厂统计材料，你会感到好象是处在各个“主管机关”（它们各有一套特殊的登记方法和手段）的交叉管辖范围以内。有时甚至会发生在一个工厂内部划分管辖范围的情况，以致工厂的某一部门（例如铸铁部门）属于矿业司管辖，而另一部门（例如铁制品生产部门）则属于工商业司管辖。显然，这种情况会给利用这些材料的人带来很大困难，会使那些不太注意这个复杂问题的研究人员犯错误（而且已经犯错误了）。特别是关于审核材料的问题，应该说，工厂视察机关当然永远不可能审核出所有厂主呈报的全部材料是否属实。在现行制度下（材料的收集，不是通过专门的机关来调查，而是通过向厂主发调查表），主要应该注意这样一点：中央统计机关应同所有的厂主保持 直接
 联系，经常监督材料的 一致性
 ，注意材料的完整性和向所有多少有些作用的工业中心发调查表，以防止偶然地把标准不一致的材料列入统计，防止对纲要作不同的运用和解释。现行制度的第二个基本缺点在于根本没有制定收集材料的纲要。如果这个纲要是坐在办公室里搞出来的，没有经过专家评定，没有在报刊上展开全面的讨论（这一点特别重要），材料永远也 不会
 那么完整和一致。譬如我们已经看到，现在甚至象什么是“工厂”这样一个基本的纲要问题也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在缺少工业调查的情况下，在从企业主本人手中收集资料的制度下（通过警察局和工厂视察机关等），“工厂”的概念必须要有绝对明确的规定，并且只应以大企业为限，以期 各地一律
 无遗漏地予以登记。目前“工厂企业”这一概念的基本因素看来定得相当适宜：（1） 企业中的
 工人不少于15人（还应该研究区别辅助工人同真正的工厂工人的问题和确定全年平均工人人数的问题等等），（2）有蒸汽发动机（哪怕工人人数较少也可）。遗憾的是除了这些以外，又加上了其他一些十分模糊的标志，然而要扩大这个定义是必须特别谨慎的。譬如，如果不要把有水力发动机的较大企业漏掉，那就应该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一类企业哪些应该登记（以发动机不少于多少马力，或者工人不少于多少人为标准）。如果认为某些生产部门的较小企业必须加以统计，那就应该十分明确地把这些生产部门一一列举出来，并指出“工厂企业”这一概念的其他一些明显标志。应该特别注意“工厂”企业同“手工业”企业或“农业”企业（制毡、制砖、制革、面粉、榨油及其他等等）混合在一起的那些生产部门。我们认为刚才指出的“工厂”概念中的这两个标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加以扩大，因为在现行收集材料的制度下，甚至连这种比较大的企业也未必能够毫无遗漏地登记下来。这个制度的改革可以是局部的和非本质的改变，也可以是实施全面的工业调查。至于谈到材料的范围问题，即向企业主提出问题的数量的时候，还必须划清工业调查同现行统计的根本区别。只有进行工业调查才有可能也有必要争取材料的完整（关于企业的历史问题，企业同附近其他企业以及同附近居民的关系问题，商业方面的问题，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的问题，产品的数量和品种问题，工资、工作日、换班、夜班和加班等等问题）。而作现行统计则必须非常慎重，因为比较可靠的、完整的和一致的材料即使少一些，也比大量片断的、可疑的和无法比较的材料要好一些。当然还必须增加使用机器的问题和产品数量的问题。

我们说我国工厂统计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但这并不是说这些材料不值得注意和不值得研究。完全相反，我们详细研究了现行统计制度中的缺点，为的是着重指出对这些统计材料必须特别仔细地研究。研究的主要和基本的目的应该是分清莠草和小麦，分清哪些是比较有用的材料，哪些是无用的材料。我们已经看到，卡雷舍夫先生和其他许多人的主要错误，正是没有分清良莠。“工厂”的统计数字是最不可靠的，不事先加以仔细整理（把比较大的企业分出来等等），无论如何是不能用的。工人人数和生产总额的总计数字要可靠得多（然而必须严格区别，是哪些生产部门，是怎样统计的，是怎样确定生产总额的等等）。如果需要更加详尽的总计数字，那么就可能发现一些材料是无法比较的，使用它们就会导致错误。民粹派所热心散布的俄国工厂减少和工厂工人减少（与人口相比）的谬论之所以产生，也只能以忽视了所有这些情况来作解释。

谈到材料的研究，那就绝对必须以每一工厂的材料，即卡片材料作研究的基础。这些卡片首先应该按地区单位来加以分类。以省为单位太大。工业分布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它要求按照城市、郊区、乡镇或形成工业中心或工业区的乡镇来分类。其次必须按生产部门分类。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我国最新的工厂统计制度带来了不适宜的变化，它断然抛弃了自60年代以来（和更早以前）就实施的旧的生产部门分类法。《索引》按照新制度把生产部门分为12部分；如果只是按照各部分收集材料，每一部分的范围就会过广而把一些性质不同的生产部门混在一起（如把呢绒和制毡，锯木和家具，造纸和印刷，铸铁和首饰，制砖和瓷器，制革和制蜡，榨油和炼糖，啤酒和烟草等等混在一起）。如果把所有这些部分详细地划分为各个生产部门，那么分类就会过细，数量将在 300种以上
 （见上引米库林的著作）！按旧制度分为10个部分，约100个生产部门（按1890年《一览表》统计有91个），在我们看来，这种分类比较成功。其次，工厂必须 按工人人数、发动机种类
 和 生产量
 来分类。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为了研究工业的现状和发展，为了分清现有资料中比较有用的和无用的材料，这样分类也是特别需要的。目前我国工厂统计的出版物中最根本的缺点就在于没有这样分类（这在按地区分类和生产部门分类中是必要的），这些书只是确定了一些常常引起严重错误的完全虚构的“平均数”。最后，按照所有这些标志分类，不应该只是确定每一类（和每一小类）的企业数，而同时应该算出每一类中各企业的工人人数和生产总额，既包括使用蒸汽机的企业，也包括手工业企业等等。换句话说，除了 分类
 统计表，还必须有 综合
 统计表。

如果以为这种研究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劳动，那就错了。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局经费和人员都很少，却完成了每一个县的复杂得多的工作；它们整理了2万、3万或4万单张的卡片（全俄国比较大的“工厂”企业大概也不过15000—16000个）；而且每一张卡片的内容也极为广泛：在地方自治机关统计汇编中直栏就有好几百行，而在《索引》中还不到20行。尽管这样，出色的地方自治机关统计汇编不仅提供了按不同标志划分的分类统计表，而且提供了具有不同标志的综合统计表。

这样研究统计材料，首先会给经济科学提供必要的资料。其次会彻底解决区分比较有用的材料和无用的材料的问题。用这种方法研究统计材料，一下子就会揭示出某些生产部门、省份以及纲要的某些方面的统计材料的偶然性。这样就可能得到比较完整、可靠和标准一致的材料。这样就可能得到今后怎样保证统计材料的质量的宝贵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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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卡雷舍夫教授在统计学方面的新功绩）》一文写于1898年8月下旬，载于1898年10月出版的列宁的《经济评论集》。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充分使用了这篇文章的材料和结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97—412、417—428页）。——9。



[6]《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12。



[7]《法学通报》杂志（《Юрид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是俄国莫斯科法学会的机关刊物（月刊），1867—1892年在莫斯科出版。先后参加编辑工作的有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和谢·安·穆罗姆采夫等。为杂志撰稿的主要是莫斯科大学的自由派教授，在政治上主张进行温和的改革。——19。



[8]《世间》杂志（《Мир　Божий》）是俄国文学和科学普及刊物（月刊），1892—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先后担任编辑的是维·彼·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和费·德·巴秋什科夫，实际领导人是安·伊·波格丹诺维奇，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帕·尼·米留可夫、马·高尔基等。90年代中期，曾站在合法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同民粹主义作斗争，在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颇受欢迎。1898年刊载过列宁对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一书的评论。1906—1918年以《现代世界》为刊名继续出版。——22。



[9]列宁对该书的详细评述，见《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35—332页）。——24。



[10]1897年1月28日（2月9日）俄罗斯帝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材料于1897—1905年分编出版。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第2版中利用了这些材料。——35。







《列宁全集》第4卷


市场理论问题述评

（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战）[11]

（1898年底）

大家都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问题，在以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为首的民粹派经济学家的学说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因此，对民粹派的理论持否定态度的经济学家认为必须注意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市场理论”的一些基本的、抽象的理论要点，就是十分自然的了。1894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他的《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一书第2部分第1章《市场理论》中，曾经试图作出这样的探索，去年，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他的《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1897年莫斯科版）一书中，探讨的也是这个问题。两位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们的重点都是叙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3篇中对“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的卓越分析。两位作者一致认为，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特别是国内市场）理论是绝对错误的，原因在于不是忽略了马克思的分析，就是不懂得马克思的分析。两位作者都认为，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生产自己给自己创造市场，主要是依靠 生产资料，而不是依靠消费品
 ；产品的实现，特别是额外价值[12]的实现，即使不把国外市场考虑进去，也是完全可以解释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国外市场，决不是实现的条件（象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所认为的那样）造成的，而是历史条件和其他条件造成的。布尔加柯夫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是完全一致的，看来他们不会有什么争论了，可以同心协力地对民粹派的经济学进行更细致、更深入的批判了。可是事实并不如此，这两位作者却展开了论战（布尔加柯夫的上述著作第246—257页及其他各页；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评谢·布尔加柯夫这本书的文章《资本主义与市场》，载于1898年《世间》第6期）。我们认为，在这次论战中，布尔加柯夫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做得都有些过分，他们的意见都带有浓厚的个人意气。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他们之间是否有真正的分歧，如果有，那么谁的意见比较正确。

首先，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责备布尔加柯夫先生，说他“缺少创见”，喜奉师言为金科玉律（《世间》第123页）。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宣称：“我就国外市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这一问题所作的解答，布尔加柯夫先生完全接受了，但是这一解答决不是因袭马克思的。”我们觉得这话说得不对，因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正是从马克思那里
 因袭来的，而布尔加柯夫先生无疑也是这样做的，因此，应该争论的问题并不是有无“创见”，而是怎样理解马克思的这一或那一原理，需要怎样阐述马克思的学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在第2卷里根本没有提到国外市场的问题”（上引期）。这是不正确的。就在第2卷分析产品的实现那一篇（第3篇）里，马克思非常明确地阐明了对外贸易同这个问题的关系，从而也就阐明了国外市场同这个问题的关系。请看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说的：

“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但是，假定正常的年再生产规模已定，那也就是假定，对外贸易 仅仅是以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不同的物品来替换本国的物品
 〈Artikel——商品〉，而不影响价值关系，也就是不影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两个部类互相交换的价值关系，同样也不影响每一部类的产品价值所能分解成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因而，在分析年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时，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因此，我们把它完全撇开……”（《资本论》第1版第2卷第469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8—529页。——编者注］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对问题的解答”是：“……每一个从国外输入商品的国家，都可能有剩余资本；对于这样的国家来说，国外市场是绝对必需的”（《工业危机》第429页。《世间》，上引期第121页引用过），——这不过是马克思的原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马克思说，在分析实现这个问题时，不能把对外贸易也考虑进去，因为对外贸易只是用一种商品代替另一种商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分析同一个实现问题（《工业危机》第2部分第1章）时说：输入商品的国家也必须输出商品，也就是说，必须有国外市场。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对问题的解答”“决不是从马克思那里因袭来的”吗？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继续说道：“《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还只是远远没有完成的草稿”，“因此，我们在第3卷里找不到从第2卷的卓越分析中应得出的结论”。（上引文章第123页）这个说法也不确切。“在第3卷里”，除了对社会再生产作了单独的分析（《资本论》第3卷第1部分第289页）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41页。——编者注］

 ，说明不变资本在什么意义上和什么程度上“不依赖于”个人消费而实现以外，“我们还看到”专门有一章（第49章《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论述了从第2卷的卓越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在这一章中，用分析的结果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收入的种类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最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里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完全不同”，说什么我们在第3卷里“甚至看到一些与这一分析大有径庭的论断”（上引文章第123页），这种说法同样是错误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自己的文章的第122页上，援引了马克思似乎同自己的基本学说相矛盾的两段论述。让我们仔细地看看这两段话吧。马克思在第3卷里写道：“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生产力〈社会的〉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资本论》第3卷第1部分第226页。俄译本第189页） 
［注：同上，第272、273页。——编者注］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是这样解释这几句话的：“单是国民生产分配的比例，还不能保证产品销售的可能性。即使生产的分配合乎比例，产品也可能找不到市场，——我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话的意思显然就是这样。”不，这几句话的意思不是这样。认为这几句话是对第2卷中的实现论的某种 修改
 ，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马克思在这里只是证实他在《资本论》其他几处也曾经指出过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即 无限
 扩大生产的意图和必然的 有限
 消费（由于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状况）之间的矛盾。自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并不会否认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所 固有
 的；既然马克思这段话指的就是这个矛盾，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权利再在他的话里寻找什么别的意思。“社会消费力”和“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这决不是什么个别的、独立的、彼此没有联系的条件。相反，一定的消费状况是比例的要素之一。实际上，对实现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因此，社会产品的第I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够而且应当比第II部类（消费品的生产）发展得快。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生产资料的生产可以 完全不依赖
 消费品的生产而发展，也不能说 二者毫无联系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写道：“正如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的（第2卷第3篇），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会发生不断的流通。这种流通就它从来不会加入个人的消费来说，首先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但是它最终要（definitiv）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第3卷第1部分第289页。俄译本第242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41页。——编者注］

 由此可见，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但是，资本主义的本性一方面要求无限地扩大生产消费，无限地扩大积累和生产，而另一方面则使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化，把个人消费的扩大限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内。很明显，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矛盾，而在前面所引的那一段话中，马克思所证实的也正是这个矛盾。 
［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引证的另一段话（第3卷第1部分第231页，参看第232页到该节末尾（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8—279页。——编者注））和下面关于危机的一段话，意思同这点也完全一样。关于危机的这段话是：“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21页。俄译本第39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8页。——编者注））马克思在下面脚注里所谈的也是这样的意思：“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却竭力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资本论》第2卷第303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51页。——编者注））尼·—逊先生对这段话的错误解释，我们在1897年5月的《新言论》[13]上已经谈过了。（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7—138页。——编者注）这几段话同第2卷第3篇对于实现的分析没有任何矛盾。］

 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看法相反，第2卷对实现的分析根本没有排斥这个矛盾，相反，这个分析指出了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联系。不言而喻，如果根据资本主义的这个矛盾（或者根据它的其他矛盾），就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说它同以前的经济制度比较起来没有进步性（这是我国的民粹派所喜欢做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不在一系列的矛盾中进行，而指出这些矛盾，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短暂性，看到它要求过渡到更高级形式的条件和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对国外市场作用问题的解答，正是从马克思那里因袭来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在关于实现（和市场理论）的问题上没有任何矛盾。

我们再往下看。布尔加柯夫先生责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说他不正确地评价了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的市场学说。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则责备布尔加柯夫先生，说他把马克思的观点同产生这些观点的科学基础割裂开来，并把“马克思的观点”说成似乎“同他的先驱者的观点毫无联系”。后面这种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布尔加柯夫先生不仅没有发表过这种荒谬的意见，相反，他还引用了马克思以前各种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布尔加柯夫先生或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叙述这个问题的历史的时候都毫无道理地忽视了亚当·斯密的理论，而在 专门
 叙述“市场理论”时，对于他的理论是必须作最详细的研究的。我们之所以说“必须”，是因为亚当·斯密是把社会产品分为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用亚当·斯密的术语来说，就是工资、利润和地租）这种错误学说的鼻祖。在马克思以前，这个学说是根深蒂固的，以致关于实现的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甚至不能正确地提出。布尔加柯夫先生很公正地说道：“在出发点错误而对问题本身的提法又不正确的情况下，这些争论〈在经济学著作中关于市场理论的争论〉只能变成空洞的、经院式的争论”。（上述著作第21页脚注）但是作者只用了一页的篇幅来叙述亚当·斯密，省略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19章（第2节第353—383页）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01—432页。——编者注］

 对亚当·斯密的理论所作的详尽而卓越的分析，而对于约·斯·穆勒和冯·基尔希曼这些毫无创见的二流理论家的学说倒讲得不少。至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他则 完全没有提到亚·斯密
 ，因而在叙述以后的经济学家的观点时就 放过了他们的主要错误
 （重复斯密的上述错误）。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的叙述是不可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只举两个例子。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叙述了他用来说明简单再生产的第一号公式之后写道：“但是要知道，我们所假设的是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按照我们的假设，资本家消费掉自己的全部利润，因此显而易见，商品的供给不会超过需求。”（《工业危机》第409页）这是不正确的。对于以前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决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连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还不会解释，也解释不了，他们不了解社会产品就价值来说分为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额外价值，而就实物形态来说则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这两大部类。因此，就是这种情况引起了亚·斯密的“怀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种怀疑竟使亚·斯密迷惑不解。如果以后的经济学家重复了斯密的 错误
 ，而没有同斯密一样感到 怀疑
 ，那只能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的理论方面倒退了一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说：“萨伊和李嘉图的学说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假如它的论敌不嫌麻烦，用数字计算一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是如何分配的，那么他们就会很容易地理解到，否认这种学说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上引书第427页）这种说法同样是不正确的。萨伊和李嘉图的学说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李嘉图重复了斯密的错误（见《李嘉图全集》，季别尔译，1882年圣彼得堡版第221页），而萨伊则把这个错误发展到了顶点，他断言社会总产品和纯产品之间的区别完全是主观的。无论萨伊和李嘉图以及他们的论敌“用数字来计算”多少次，他们永远算不出什么结果来，因为问题决不在于数字，关于这一点，布尔加柯夫在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那本书的另一个地方时，也完全公正地指出来了（上引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1页脚注）。

现在我们来谈布尔加柯夫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所争论的另一个问题，即关于数字公式及其意义的问题。布尔加柯夫先生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公式“由于离开了范本”（即离开了马克思的公式），“大大失去了说服力，而且也没有把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解释清楚”（上引书第248页），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则说，“布尔加柯夫先生对这类公式的作用本身就认识不清”（1898年《世间》第6期第125页）。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真理完全在布尔加柯夫先生一边。“对公式的作用认识不清”的，倒不如说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自己，因为他认为公式是“证明结论”（同上）的。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证明；它只能在 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得到说明
 以后把过程加以 表述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于马克思的公式（远不如马克思的公式清楚），而对于应当用公式来表述的过程的要素，却没有在理论上加以说明。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原理表明，社会产品不是只分为可变资本＋额外价值（就象亚·斯密、李嘉图、蒲鲁东和洛贝尔图斯等人所想的那样），而是分为不变资本＋上述两部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虽然在自己的公式中采用了这个原理，但是他完全没有加以说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那本书的读者是 无法理解
 这种新理论的基本原理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根本没有说明为什么必须把社会生产分为两个部类（I.生产资料和II.消费品），布尔加柯夫先生却正确地指出，“单是这种划分就比过去关于市场理论的一切争论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上引书第27页）。正因为如此，布尔加柯夫先生对马克思的理论的叙述，比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要清楚得多，正确得多。

最后，在对布尔加柯夫先生那本书作更详细的分析时，我们应当指出下面这一点：他的书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不同的资本周转”和“工资基金”的问题。我们认为，用这两个题目作标题的两节写得最不成功。在前一节中，作者企图补充马克思的分析（见第63页脚注），并且钻到一些非常复杂的计算和公式中去，以说明在不同的资本周转的情况下实现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我们认为，布尔加柯夫先生最后的结论（为了说明在不同的资本周转中的实现，必须假定两个部类的资本家都有储备，参看第85页）是从资本的生产和流通的一般规律中得出来的，因此，根本没有必要在第II部类和第I部类资本周转的关系中假设各种不同的情况，拟制一系列的图表。后一节也一样。布尔加柯夫先生完全公正地指出，赫尔岑施坦先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发现了马克思学说中的矛盾，这是错误的。作者完全公正地指出：“如果一切资本的周转都以一年为期，那么在一年之初，资本家就不仅是去年一年的全部产品的所有者，同时也是相当于这个价值的全部货币的所有者。”（第142—143页）但是，布尔加柯夫先生毫无理由地接受了（第92页及以下各页）以前的经济学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纯经院式的提法（工资是来源于目前的生产，还是来源于过去的劳动期间的生产？），并且自找麻烦地去“排斥”马克思的说法，说马克思“认为似乎”“工资不是来源于资本，而是来源于目前的生产”，“这同他自己的基本观点似乎是矛盾的”。（第135页）马克思根本没有这样提出过问题。布尔加柯夫先生所以要“排斥”马克思的说法，是因为他企图把一种同马克思完全背道而驰的对问题的提法运用到马克思的理论中来。既然已经说明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如何依靠社会各阶级对产品的消费而进行的，已经说明资本家如何投入产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那么工资是来源于目前的生产还是来源于过去的生产这一问题就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了。所以，《资本论》后两卷的编者恩格斯在第2卷序言中也说道，例如洛贝尔图斯关于“工资来源于资本还是来源于收入”的议论，“属于经院哲学的范围，并且已经在这个《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三篇完全澄清了”（《资本论》第2卷序言第XXI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3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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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市场理论问题述评（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战）》一文载于1899年《科学评论》杂志第1期，署名弗拉基米尔·伊林。该杂志同一期还刊载了彼·伯·司徒卢威的《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问题（评布尔加柯夫的书和伊林的文章）》。——40。



[12]额外价值即剩余价值。列宁在90年代的著作中，常把“额外价值”与“剩余价值”并用，后来就只用“剩余价值”一词。——40。



[13]《新言论》杂志（《Новое　Сло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4—1897年在彼得堡出版。最初是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1897年春起，在亚·米·卡尔梅柯娃的参加下，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等出版。撰稿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和马·高尔基等。杂志刊载过恩格斯的《资本论》第3卷增补和列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等著作。1897年12月被查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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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14]


罗·格沃兹杰夫

《富农经济的高利贷及其社会经济意义》

1899年圣彼得堡加林出版社版

（1899年1月底—2月初）

格沃兹杰夫先生这本书，归纳了我国经济学著作中关于富农经济的高利贷这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的资料。作者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改革以前时期的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接着概述了谷物生产中有关高利贷的资料，又联系居民迁徙、手工业、零工以及捐税和贷款等方面概述了有关富农经济的资料。格沃兹杰夫先生十分公正地指出，民粹派经济学代表人物对富农经济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们把富农经济看作“国民生产”机体上的一种“赘疣”，而不是看作同整个俄国社会经济制度密切联系而不可分割的一种资本主义的形式。民粹派没有看到富农经济同农民分化之间的联系，没有看到农村高利贷者“寄生虫”等等同“善于经营的农夫”——俄国农村小资产阶级人物的亲缘关系。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农民村社的等级局限性，农民对份地的依附，连环保，各等级不平等的捐税）沉重地压抑着我国农村，大大地阻碍了小资本投入生产，用于工农业生产。其必然后果就是 资本的最低和最坏的形式
 ——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极端盛行。人数不多的富裕农民，在人数众多的依靠自己小块份地过着半饥半饱生活的“贫弱”农民当中，必然变成最坏的剥削者，用放债、冬季雇工等等办法来奴役贫苦农民。旧制度无论在农业或工业中都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缩小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样就丝毫不能保证农民免受肆无忌惮的剥削，而使农民死于饥饿。格沃兹杰夫先生在书中约略计算出来的贫苦农民付给富农和高利贷者的钱数清楚地表明，通常把俄国占有份地的农民同西欧无产阶级对比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这许多农民的境况比西欧农村无产阶级要坏得多；事实上，我国的贫苦农民相当于赤贫，几乎年年都要采取特别措施来救济几百万饥饿农民。如果税收机关不是人为地把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列在一起，那么后者就必然会被正式划为赤贫，这样划分本来会更确切更真实地确定这些居民阶层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格沃兹杰夫先生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汇集了“非无产阶级贫困化” 
［注：帕尔乌斯《世界市场和农业危机》1898年圣彼得堡版第8页脚注。］

 过程的资料，并且公正地指出这个过程是农民分化的最低和最坏的形式。看来格沃兹杰夫先生很熟悉俄国的经济学著作，但是他如果能少引用一些杂志上的文章，而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对资料进行独立的研究上，那他这本书就会写得更成功。民粹派研究现有材料的时候，通常不去探讨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极其重要的一些方面。其次，格沃兹杰夫先生自己的见解常常极其笼统和一般。在涉及手工业的一章中，这种情况尤其明显。这本书的文辞有些地方过于矫揉造作和含混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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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本篇和列宁对《世界市场和农业危机》与《俄国工商业》两书的评论（见本卷第55—56、57—59页）均载于1899年《开端》杂志第3期，署名弗·伊林。《开端》杂志是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于1899年1—6月在彼得堡出版的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由彼·伯·司徒卢威、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编辑，撰稿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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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帕尔乌斯《世界市场和农业危机》

经济论文集　尔·亚·译自德文

1898年圣彼得堡波波娃出版社版

（《教育丛书》第2辑第2号）

全书共142页　定价40戈比

（1899年2月上旬）

以帕尔乌斯为笔名的德国天才政论家的这本书，是一本论文集，它论述了现代世界经济的某些现象，其中特别着重德国问题。帕尔乌斯以世界市场的发展为重点，首先描述了近来这一发展随着英国工业霸权的衰落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作者提到老的工业国家作为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所起的作用，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例如，英国购买的德国工业产品愈来愈多，目前竟占德国输出总额的1/5到1/4。帕尔乌斯根据工商业统计资料，描述了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奇特分工：一些国家的生产主要是为了向殖民地销售，另一些国家则是为了向欧洲销售。在《城市和铁路》一章里，作者作了极有趣的尝试，来说明那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城市形式”和它们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意义。该书余下的更多篇幅（第33—142页），谈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农业中的矛盾和农业危机的问题。帕尔乌斯首先阐述了工业发展对粮价和地租等等的影响。接着，他叙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发挥的地租理论，并且根据这个理论说明了资本主义农业危机的根本原因。帕尔乌斯又用许多有关德国的材料充实了对这一问题的纯理论性的分析，并且得出结论说：“农业危机的最终的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发展提高了地租，而地价也随着上涨。”帕尔乌斯说：“只要摆脱地价的上涨，欧洲的农业就依然能够同俄国和美国的农业竞争。”“它〈私有制〉克服农业危机的唯一手段，如果抛开世界市场偶然的有利因素不谈，那就是：拍卖全部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第141页）这样一来，帕尔乌斯所得出的结论，就同恩格斯的看法完全吻合了。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现代的农业危机，使欧洲土地所有者以前所征收的那种地租行不通了。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16—818页。——编者注］

 我们极力向一切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推荐帕尔乌斯的这本书。这本书是对民粹派关于现代农业危机问题的流行论点的一个绝妙反证。这些论点在民粹派刊物上是屡见不鲜的，其根本性的缺点就是脱离世界资本主义的总的发展来考察危机这一事实，不从一定的社会阶级的观点出发来考察它，而仅仅是为了取得关于小农经济具有生命力的庸俗说教。

帕尔乌斯这本书的译文，虽然还有个别用词不当和晦涩难懂的地方，但是总的说来是令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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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俄国工商业》

工商界参考书　工商业司统计处处长安·安·布劳主编

1899年圣彼得堡版　定价10卢布

（1899年2月下半月）

出版者出版这本篇幅浩繁的书，目的是要“填补我国经济学著作中的一项空白”（第I页），也就是说，既要提供全俄工商企业的名称索引，又要提供“这个或那个工业部门的情况”。如果索引资料和科学统计资料都能搜集得相当完全，那么把这两种资料编在一起原是无可厚非的。但遗憾的是，在这本书里，企业名称资料远远超过了统计资料，后者既不完备，也没有经过很好的整理。首先，这本书同以前出版的同类书籍比起来，有一个缺点：它没有提供表格中 每家
 企业的统计资料。由于这一缺陷，多达2703栏的印得密密麻麻的企业一览表，就失去了任何科学价值。而在我国工商统计杂乱无章的情况下，关于每家企业的资料却正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官方统计机关从来没有对这些资料作过任何象样的整理，它们只会把比较可靠的和根本靠不住的资料混在一起，公布一些总计数字。现在我们要指出，这个评语对于我们评述的这本书也是适用的，不过我们还是先来谈一谈编者采取的下面这个独出心裁的方法。编者在编印各生产部门企业名称索引时，只列举了全俄企业的总数和总周转额，计算出各生产部门每一企业的平均周转额，特别标出周转额高于或低于平均周转额的企业。假如真的不可能分别印出各企业的资料，那么如果能定出几个适用于所有工商业部门的企业类别（按周转额、工人人数和发动机类型等等分类），再按这些类别来区分各个企业，那就合理得多了。这样，至少还可以判断各省和各生产部门的资料是否完全和是否能够进行比较。譬如谈到工厂统计，那么只要读一读该书第1页（脚注）所下的关于工厂这一概念的极其含混不清的定义，翻一翻某些生产部门的厂主名册，就足以断定该书所采用的统计资料的标准是不同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极其慎重地对待《俄国工商业》第1篇第1章（《俄国工商业的历史统计要览》）所列举的工厂统计总计数字资料。在这一章里，我们看到，在1896年（包括1895年的一部分），整个俄罗斯帝国共有工厂38401家，生产总额274500万卢布，工人1742181人，其中既包括不缴纳消费税的行业，也包括缴纳消费税的行业以及采矿业。我们认为，工厂的这个数字如果不仔细核对，就不可能同以前各年的工厂统计数字相比较。1896年，登记了许多以前（在1894—1895年度以前）不算“工厂”的行业，如面包坊、渔场、屠宰场、印刷厂和石印厂等等。帝国全部采矿厂和冶金厂的生产总额，竟用独特的方法算成61400万卢布。关于这种计算方法，我们就知道，生铁的价值显然在铁和钢的价值中算了两遍。与此相反，整个采矿业和冶金业的工人人数，却显然被缩小了：1895—1896年度只算了505000人。这不是算错了，就是把许多采矿企业漏掉了。从散见全书的数字可以看出，这个部门里仅仅某几个行业的工人人数就达到了474000人，其中还不包括采煤工人（约53000人），采盐工人（约2万人），采石工人（约1万人）和某些其他采矿工人（约2万人）。在1890年，帝国的采矿业和冶金业的工人超过了505000人，而且以后发展得最快的正好也是这些部门。例如，该书提供了历史统计资料的5种这类生产部门（铸铁业、金属丝制造业、机器制造业、金器制造业和铜器制造业），在1890年共有工厂908家，生产总额7700万卢布，工人69000人。而到1896年，工厂已增到1444家，生产总额22150万卢布，工人147000人。如果把散见全书的全部历史统计资料（可惜没有包括全部生产部门而只是包括某些生产部门，例如棉花加工业、化肥生产以及45种以上的其他生产部门）综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有关全帝国的如下统计数字：在1890年，共有工厂19639家，生产总额92900万卢布，工人721000人，而到1896年，工厂却只有19162家，生产总额170800万卢布，工人985000人；如果再加上两种缴纳消费税的生产部门即甜菜制糖业和酿酒业（1890一1891年度，两者共有工人116000人；1895—1896年度，共有工人123000人），那么工人人数分别为837000人和1108000人，也就是说， 6年来几乎
 增加了 三分之一
 。应当指出，工厂数目的减少，是由于磨坊的登记不同：1890年，在工厂总数中计入磨坊7003家（生产总额156000万卢布，工人29638人），而1896年，却只计入4379家（生产总额27200万卢布，工人37954人）。

这些就是从这本书中所能获得的资料，这些资料可以使我们了解90年代俄国工业增长的一些情况。要详细研究这个问题，则尚待1896年的完整的统计资料的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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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实现论问题

（1899年3月上半月）

《科学评论》杂志今年（1899年）1月号上，刊载了我的《市场理论问题述评（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战）》，在我这篇文章后面是彼·伯·司徒卢威的文章《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问题（评布尔加柯夫的书和伊林的文章）》。司徒卢威“在很大程度上是驳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布尔加柯夫和伊林的理论”的（他的文章第63页），并且说明了他本人对马克思的实现论的看法。

在我看来，司徒卢威同上述作者进行论战，与其说是由于实质性的意见分歧，不如说是由于司徒卢威错误地理解了他们所捍卫的理论的内容。第一，司徒卢威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市场理论同马克思的实现论混为一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因此生产和消费应当适应；而马克思则通过分析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 怎样
 进行的，也就是说，产品是 怎样
 实现的 
［注：见我的《评论集》第17页及其他各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22—123页及其他各页。——编者注）。］

 。无论是马克思或者是司徒卢威与之进行论战的阐述马克思理论的作者，不仅没有从这一分析中得出生产和消费协调的结论，相反，他们都着重指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这些矛盾不能不在资本主义的实现中表现出来。 
［注：同上，第20、27、24页及其他各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25—126、133—134、129—131页及其他各页。——编者注）。］

 第二，司徒卢威把抽象实现论（他的论敌正是评述了这一理论）同某个国家某个时期资本主义产品实现的具体历史条件混为一谈。这和有的人把抽象的地租论同某个国家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条件混为一谈是一样的。从司徒卢威的这两个基本的谬误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为了弄清这些误解，必须对他的文章的某些论点加以分析。

1．我认为在叙述实现论时，必须特别谈到亚当·斯密，司徒卢威不同意这种意见。他写道，如果追溯到亚当，那么应当谈的就不是斯密，而是重农学派[15]。不，这是不对的。亚当·斯密并不是只限于承认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真理（重农学派也知道这个真理），他还提出了社会 资本
 和社会产品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如何按价值 
［注：顺便提一下，在《科学评论》上我那篇文章中，“价值”（“стоимость”）这一术语都被改为“价值”（“ценность”）了。这不是我改的，而是编辑部改的。我觉得用这个术语或那个术语的问题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必须指出，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我一直都是用“价值”（“стоимость”）这个术语。］

 得到补偿（得到实现）的问题。正因为这样，虽然马克思完全承认在重农学派的学说（如魁奈的《经济表》）中，有些原理“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 
［注：弗·恩格斯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反杜林论》）第3版。马克思所写的一章第270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1页。——编者注）。］

 ，承认亚当·斯密对再生产过程的分析甚至在某些方面比重农学派倒退了一步（《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12页脚注32）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8页脚注（32）。——编者注］

 ，但是，他在概述实现问题的历史时，对于重农学派只用了那么一页半的篇幅（《资本论》第1版第2卷第350—351页）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8—399页。——编者注］

 ，而对于亚当·斯密却用了30多页的篇幅（同上，第351—383页） 
［注：同上，第399—434页。——编者注］

 ，详细分析了后来整个政治经济学所承袭的亚当·斯密的基本错误。可见，之所以必须谈到亚当·斯密，正是为了要说明一切重复斯密错误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实现论。

2．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他的书中完全公正地说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商品流通混为一谈，而马克思则确定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司徒卢威认为布尔加柯夫先生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出于误解。我看恰恰相反，误解的并不是布尔加柯夫先生，而是司徒卢威。事实上，司徒卢威是怎样反驳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呢？驳得非常奇怪，他用重复布尔加柯夫的论点来反驳布尔加柯夫。司徒卢威说：不能认为马克思是关于产品可能在本社会内部实现的实现论的拥护者，因为马克思“严格区分了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流通”（！！第48页）。但是要知道，这正是布尔加柯夫先生说的啊！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说成是重复了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这一真理。因此，布尔加柯夫先生完全正确，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生产过剩的可能性的争论是“空洞的、经院式的辩论”，因为争论的双方都把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流通混为一谈，双方都重复了亚当·斯密的错误。

3．司徒卢威毫无根据地把实现论叫作按比例分配的理论。这是不确切的，而且必然会引起误解。实现论是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如何进行的抽象 
［注：见《科学评论》上我的那篇文章第37页（见本卷第40—41页。——编者注）。］

 理论。这个抽象理论的必要前提是：第一，要把对外贸易即国外市场抽象出去。但是，实现论把对外贸易抽象出去，决不是说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社会曾经存在过或者能够存在 
［注：同上，第38页（见本卷第41—42页。——编者注）。参看《评论集》第25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2页。——编者注）：“我们是不是否认国外市场对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呢？当然不是。然而，国外市场问题和实现问题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点。”］

 。第二，抽象的实现论假设而且应当假设，在资本主义的各生产部门之间，产品是按比例分配的。但是，实现论这样假设决不是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总是按比例分配或者能够按比例分配 
［注：“不但补偿额外价值的产品，而且补偿可变资本……而且……不变资本的产品……都只是在‘困难’中，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加剧的经常波动中……实现的。”（《评论集》第27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3页。——编者注））也许，司徒卢威会说，这段话这样说，另外几段话，例如第31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8页。——编者注）又说：“……资本家能够
 实现额外价值”，这不是矛盾吗？……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的。因为我们谈的是抽象的实现论（而民粹派搬出来的正是关于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的抽象理论），所以必然得出实现是可能的这种结论。但是在叙述抽象理论时，必须指出实际的实现过程所固有的矛盾。我在文章中指出的就是这点。］

 。布尔加柯夫先生把实现论和价值论相比是完全正确的。价值论假设而且应当假设供求是平衡的，但是，价值论决没有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总会出现或者可能出现这种平衡。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规律一样，实现规律“只能通过不起作用而起作用”（司徒卢威的文章第56页引用的布尔加柯夫的话）。平均利润率的理论，实质上也是假设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生产是按比例分配的。但是司徒卢威并没有根据这一点就把这个理论叫作按比例分配的理论！

4．我认为马克思指责李嘉图重复亚当·斯密的错误是公正的，司徒卢威不同意我的意见。司徒卢威写道：“马克思错了。”但是马克思从李嘉图的著作中直接引证过一段话。（《资本论》第1版第2卷第383页）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2页。——编者注］

 司徒卢威无视这段话。马克思在下一页上引证了拉姆赛（Ramsay）的意见，拉姆赛正好也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个错误。我也指出了李嘉图著作中的另一段话，他在那里直截了当地说道：“每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产品都分为三部分：计件工资、利润和地租。”（这里错误地漏掉了不变资本。见《李嘉图全集》，季别尔译，第221页）司徒卢威对这段话也避而不谈。他只引证了李嘉图的一个脚注，这个脚注指出萨伊关于划分总收入和纯收入的说法是荒谬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49章阐明从实现论得出的结论时，所引证的正是李嘉图的这个脚注，并且就这个脚注写道：“此外，我们在以后”（显然是指尚未出版的《资本论》第4卷[16]）“将会看到，李嘉图也从来没有反驳过亚当·斯密对商品价格的错误分析，即把商品价格分解为各种收入（Reve-nuen）的价值总和。李嘉图对这种分析的错误并不介意，并且在他自己进行分析时，认为只要把商品价值的不变部分‘抽象掉’，这种分析就是正确的。有时他也采取了同样的思想方法”（即斯密的思想方法。《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77页。俄译本第696页） 
［注：同上，第25卷第951页。——编者注］

 。请读者来评一评，究竟马克思对还是司徒卢威对：马克思说李嘉图重复了斯密的错误 
［注：李嘉图同意斯密关于单个资本的积累的错误见解，从这件事也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马克思这种评价的正确性。李嘉图认为额外价值的积累部分完全用于工资，其实它是用于（1）不变资本和（2）工资。见《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11—613页，第22章第2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5—648页。——编者注）。参看《评论集》第29页脚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6页。——编者注）。］

 ，司徒卢威说李嘉图“透彻地〈？〉了解社会总产品不限于工资、利润和地租”，李嘉图“无意地〈！〉把构成生产费用的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抽象掉”。 透彻地
 了解但同时又 无意地
 抽象掉，这是可能的吗？

5．司徒卢威不但没有驳倒马克思提出的李嘉图承袭了斯密的错误的这一论断，而且他本人在自己的文章中也重复了这个错误。司徒卢威写道：“真奇怪……竟认为把社会产品这样或那样地划分为不同的范畴，就能够对实现的一般了解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实现过程中，被实现的产品的各部分的确都采取收入（总收入）的形式，而古典学派也把它们看作了收入。”（第48页）问题正在于 不是
 被实现的产品的各部分都采取收入（总收入）的形式；马克思所阐述的也正是斯密的这个错误，马克思指出，有一部分被实现的产品，从来不采取而且也不能采取收入的形式。这就是补偿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社会产品，这种不变资本是用来制造生产资料的（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例如，农业上需要的种子从来不采取收入的形式；采煤用的煤也从来不采取收入的形式，以及其他等等。如果不从总产品中把只能作为资本、永远不能采取收入形式的那一部分划分出来，就不可能了解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过程。 
［注：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75—376页（俄译本第696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0—951页。——编者注），论总产品和总收入的区别。］

 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部分社会产品必然比其他各部分社会产品增长得快些。只有用这条规律才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的一个最深刻的矛盾：国民财富增长得异常迅速，而人民消费却增长（如果增长的话）得极其缓慢。

6．司徒卢威“完全不理解”马克思划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为什么“对实现论是必要的”，以及我为什么“特别坚持”这种划分。

司徒卢威之所以不理解，一方面是由于单纯的误解。第一，司徒卢威自己也承认这种划分的一个优点，就是它所包括的是全部产品，而不仅是各种收入。另一个优点是，它把对实现过程的分析和对单个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合乎逻辑地联系起来了。实现论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 如何
 进行的。既然如此，可变资本的作用应当与不变资本的作用根本不同，这不是一目了然的吗？补偿可变资本的产品最后应当转换成工人的 消费品
 ，满足工人的日常消费。补偿不变资本的产品最后应当转换成 生产资料
 ，应当作为再进行生产的资本加以使用。因此，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区分开，对实现论是绝对必要的。第二，司徒卢威之所以产生误解，是因为他在这里也是完全任意地和错误地把实现论理解为产品按比例分配的理论了（着重参看第50—51页）。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现在再说一遍，这样去理解实现论的内容是不正确的。

司徒卢威之所以不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必须把马克思理论中的“社会学的”范畴和“经济学的”范畴区分开来，并且对这个理论作了一些一般性的批评。关于这一点，我应当说：第一，所有这一切与实现论问题毫不相干；第二，我认为司徒卢威的区分是不清楚的，也看不出这种区分有什么实际用处；第三，司徒卢威说：“毫无疑问，马克思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的理论的“社会学原理”同对市场现象的分析有什么“关系”，“《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所阐述的价值学说 
［注：价值学说原文为：учение　о　ценности。——编者注］

 无疑是有矛盾的”。 
［注：我准备把卡·考茨基对价值论的最新的阐述同司徒卢威上面的话作一个对照，考茨基说明并指出，平均利润率规律“没有消灭价值规律，而只是使它变了形”（《土地问题》第67—68页）。我们不妨提一下考茨基在他的这部名著的序言中所作的很有意思的声明：“如果说我在这本书里面发挥了新的、有益的思想，那么我首先应当感谢我的两位伟大的导师；我之所以极想着重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近来甚至在我们自己人中间，也有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过时了……我认为，这种怀疑论的形成，与其说是由于引起争议的学说的本质，不如说是由于怀疑论者本身的特点。我得出这种结论，不仅是根据对怀疑论者的反对意见进行分析的结果，而且也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在我的……活动的初期，我完全不同情马克思主义。我对马克思主义也是抱着批判的和不相信的态度，就象现在那些高傲的、瞧不起我那种教条主义狂热的人一样。只是在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我才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无论是当时或者后来，每当我对某一原则性问题发生怀疑时，最后我总是确信：错的是我，而不是我的导师。由于对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使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每一次对问题作新的研究，每一次对自己的观点重新思考，都增强了我对这个学说的信念，巩固了我对这个学说的认识，而把传播和运用这个学说当作我毕生的任务。”］

 我认为他这种说法不仅是值得商榷的，甚至简直是错误的。司徒卢威的这些话完全是无稽之谈。这不是论证，而是命令。这是新康德主义者蓄意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批评 
［注：顺便谈一谈司徒卢威所如此迷恋的这个（未来的）“批评”。当然，任何思维健全的人一般地都不会反对批评。但是很明显，司徒卢威却重复着自己的心爱的思想，即用“批判哲学”丰富马克思主义。自然，我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可能在这里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的问题，因此只能发表下述的意见。马克思的那些号召“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学生，至今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证明这种转变的必要性，也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清楚地表明：用新康德主义[17]丰富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好处。他们甚至没有完成首先落在他们肩上的任务，即详细地分析和驳斥恩格斯给予新康德主义的否定评价。相反，那些不是回到康德那里去，而是回到了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心主义那里去的学生，却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个最新发展的合理的必然的产物。我只须举出俄文书刊中别尔托夫先生的著名著作和德文书刊中的《唯物主义史论丛》（1896年斯图加特版）就够了。[18]］

 的先期成果。这种批评将起什么作用，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的，但是目前我们认为这种批评对实现论问题没有起什么作用。

7．关于《资本论》第2卷第3篇马克思的公式的意义问题，司徒卢威说，通过各种最不相同的方法来划分社会产品，都可以很好地阐述抽象的实现论。这种令人吃惊的论断，完全是出于司徒卢威的基本误解，以为实现论可以用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老生常谈来“透彻地阐述”（？？！）。只是由于这种误解，司徒卢威才能写出这样的话来：“这些〈被实现的〉商品在生产、分配以及其他方面的作用如何，它们是不是资本〈原文如此！！〉，是什么资本，是不变资本还是可变资本，对于这个理论的实质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第51页）商品是不是资本，对于马克思以分析社会总 资本
 的再生产和流通为内容的实现论来说竟无关紧要！！这正如说，农村居民是不是分为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工人，对于地租论的实质来说无关紧要，因为这个理论归结起来只是指出不同地块的不同肥沃程度。

只是由于同样的误解，司徒卢威才能断言：“可以使社会消费要素之间的实物的相互关系（ 物
 的社会交换）得到最清楚的说明”的，不是马克思对产品的划分，而是以下的划分：生产资料＋消费品＋剩余价值 
［注：剩余价值原文为：прибавочная　ценность。——编者注］

 （价值应为：стоимость，第50页）。——物的社会交换表现在哪里呢？首先表现在以生产资料交换消费品上。既然把剩余价值 从
 生产资料和 从
 消费品中单独抽出来，怎么能够表现这种交换呢？要知道剩余价值不是体现在生产资料中，就是体现在消费品中！这种不合逻辑的划分（因为它把按照产品实物形式的划分同按照价值要素的划分混淆起来了）， 使
 物的社会交换过程 模糊起来
 ，这难道不明显吗？ 
［注：请读者注意：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按产品的实物形式分为两个部类：（I）生产资料；（II）消费品。然后又把这两个部类的产品各按价值要素分为三部分：（1）不变资本；（2）可变资本；（3）额外价值。］



8．司徒卢威说，我把萨伊和李嘉图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第52页），——生产和消费协调的理论（第51页），即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从发展到最后灭亡的学说绝对矛盾的理论（第51—52页），强加到了马克思的头上；因此，我对马克思在第2卷和第3卷所强调指出的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即生产的无限扩大和人民群众的有限消费的矛盾所作的“十分公正的论断”，“就完全抛弃了”我“在其他场合所捍卫的那个……实现论”。

司徒卢威的这个论断，同样是不对的，同样是由于上述误解造成的。

司徒卢威认为，我不是把实现论理解为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分析，而是把它理解为仅仅说明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理论、生产和消费相协调的理论，这是从何说起呢？司徒卢威根据对我的文章的分析，本不该说我是在后一种意义上理解实现论的，因为我直截了当地说过，我正是在前一种意义上理解实现论的。在《评经济浪漫主义》这篇文章中，在说明斯密和西斯蒙第的错误那一节里有这样一段话：“问题正在于 如何
 实现， 即
 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是如何补偿的。因此，把社会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应该是谈论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也就是谈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出发点。”（《评论集》第17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23页。——编者注］

 “实现问题也就是分析社会产品的各部分如何按价值和物质形态 补偿
 的问题。”（同上，第26页） 
［注：同上，第132页。——编者注］

 司徒卢威说（好象是针对我的），那个使我们感到兴趣的理论“表明了实现的内部结构……因为这种实现正在进行着”（《科学评论》第62页），这岂不是在重复同样的东西吗？我曾经说，实现“只是在困难中，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加剧的经常波动中，在激烈的竞争中”（《评论集》第27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3页。——编者注］

 进行的。我曾经说，民粹派的理论“不仅表明它对这种实现毫不了解，而且也说明它对这种 实现所特有的矛盾的理解极其肤浅
 ”（第26—27页） 
［注：同上。——编者注］

 。我曾经说，产品的实现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这种实现“当然是一种矛盾，但这正是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本质中产生的”（第24页） 
［注：同上，第130页。——编者注］

 ，它“是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殊的社会结构的：前者”（即使命）“正是在于发展社会的生产力（为生产而生产）；后者”（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则使居民群众不能利用生产力”（第20页） 
［注：同上，第126页。——编者注］

 ，——我所说的这些话，难道同我所捍卫的 那个
 实现论有矛盾吗？

9．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关系问题，看来我们同司徒卢威是没有分歧的。但是，既然司徒卢威说，马克思的原理（消费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本身带有整个马克思体系的明显的论战性烙印。这个原理是有偏向的……”（第53页），那么我就要对这种说法的不恰当和欠公允说几句话。消费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这是事实。这个事实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归根到底也是与消费相联系并且以消费为转移这个事实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学说上的矛盾，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马克思的实现论之所以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正是因为它说明了这种矛盾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并且把这种矛盾摆到首要地位。“马克思体系”所以带有“论战性”，并不是因为它“有偏向” 
［注：亚·斯克沃尔佐夫之流的先生们认为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的理论有偏向这一典型例子，本应使人警惕，不该滥用这种词句。］

 ，而是因为它的理论正确地反映了生活中的一切矛盾。因此，如果不领会“马克思体系”的“论战性”，那么现在和将来都不能领会“马克思体系”，因为这个体系的“论战性”正是资本主义本身的“论战性”的确切反映。

10．司徒卢威问道：“实现论的实际意义何在呢？”他还引证了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意见：尽管危机重重，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扩大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存在的。布尔加柯夫先生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在全世界范围内增长着。”司徒卢威反驳说：“这种论证完全没有根据。问题在于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根本不是在布尔加柯夫所设想的那种理想的或孤立的而且能够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的，而是在极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互相冲突的世界经济舞台上进行的。”（第57页）

因此，司徒卢威的反对意见可以归结为：实际上实现不是在孤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的，而是“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即通过向别的国家销售产品来进行的。不难看出，这种反对意见的根据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是限于国内市场（“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而是根据国外市场，如果我们设想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几个国家，那么，实现问题是否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如果我们认为资本家不会把自己的商品抛入大海或者白送给外国人，如果我们撇开个别的、特殊的情况或时期，那么很明显，我们应当承认输出和输入是相当平衡的。如果某一个国家输出了某种产品，“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得到实现，那么它同时也要输入其他的产品。根据实现论的观点，必须承认：“对外贸易仅仅是以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不同的物品来替换本国的物品〈Artikel——商品〉”（《资本论》第2卷第469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8页。——编者注］

 我在《科学评论》第38页上引用过 
［注：见本卷第42页。——编者注］

 ）。我们就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的情况来看，实现过程的实质都不会有所改变。所以，司徒卢威在反驳布尔加柯夫先生时，是重复了民粹派原先的错误，就是把实现问题同国外市场问题联系起来了。 
［注：我在《评论集》第25—29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1—135页。——编者注）已经对民粹派的这个错误作了分析。］



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毫无共同之点。实现问题是与资本主义的理论有关的抽象问题。我们无论就一个国家或就全世界的情况来看，马克思所揭示的实现的基本规律仍然不变。

对外贸易问题或国外市场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时期发展的具体条件的问题。 
［注：同上。参看《科学评论》第1期第37页（参看本卷第40—41页。——编者注）。］



11．我们再谈谈“早就吸引了”司徒卢威的一个问题：实现论有什么实际的科学价值？

实现论和马克思的抽象理论的其他原理具有同样的价值。如果司徒卢威感到困惑的是：“彻底的实现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想，而决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那我们就要提醒他：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的其他规律同样也只是表明资本主义的理想，而决不是表明资本主义的现实。马克思写道：“我们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表现出来。”（“in　ihrem　idealen　Durchschnitt”。《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67页；俄译本第688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39页。——编者注］

 资本的理论假定工人获得他的劳动力的全部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的理想，但决不是资本主义的现实。地租论假定全部农业人口完全分化为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是资本主义的理想，但决不是资本主义的现实。实现论假定生产是按比例分配的。这是资本主义的理想，但决不是资本主义的现实。

马克思的理论的科学价值，在于它阐明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其次，马克思的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即人民的消费没有随着生产的巨大增长而相应地增长这一矛盾是怎样发生的。因此，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没有复活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象司徒卢威幻想的那样），相反，它却 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去反对这种辩护论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甚至
 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理想般地协调和按比例的情况下，生产的增长和消费的有限范围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 何况
 实际上实现过程并不是在理想般的协调和比例中进行的，而只能是在“困难”、“波动”、“危机”等等中进行。

其次，马克思的实现论所提供的最有力的武器，不仅反对辩护论，而且也反对对资本主义进行庸俗的反动批评。我国的民粹派用自己错误的实现论所竭力支持的正是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象马克思那样来理解实现就必然会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生产资料的发展，从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不仅没有抹杀，反而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短暂性。

12．“关于理想的或孤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司徒卢威断言，在这种社会里，扩大再生产是不可能的，“因为无从得到绝对必需的追加工人”。

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司徒卢威的这种论断。司徒卢威没有证明而且也不可能证明，为什么不能从后备军中得到追加工人。司徒卢威反对可以从人口的自然增长中得到追加工人，他毫无根据地说：“以自然增长为基础的扩大再生产，从数学上看可能同简单再生产不相等，但从实际的资本主义来看，即从经济上看，二者却完全一样。”司徒卢威感到不能从理论上证明找不到追加工人，于是就以历史条件和实际条件作借口，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不认为马克思根据这种完全抽象的构思能够解决历史〈？！〉问题……”“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一道不可思议的界限……”“可以强加于工人的强化劳动，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逻辑上也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不使强制劳动本身受到削弱……”

显而易见，这些说法都是不合逻辑的！司徒卢威的论敌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说过这样荒唐的话：历史问题可以借助于抽象的构思来解决。但是现在司徒卢威自己所提出的根本不是历史问题，而是完全抽象的、纯理论性的“关于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第57页）的问题。他不过是回避了问题，这还不明显吗？当然，我根本不想否认存在着无数历史的和实际的条件（更不必说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了），这些条件正在并且必定会把资本主义引向灭亡，而不会把现代资本主义变成理想的资本主义。但是“关于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纯理论性的问题，我仍然保留我原来的意见，即没有任何理论根据足以否认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

13．“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指出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和障碍，而有人向他们指出马克思的公式并且说：资本是永远交换成资本的……”（上引司徒卢威的文章第62页）

这段话说得很尖刻，只可惜完全说错了。凡是读过瓦·沃·先生的《 理论
 经济学概论》和尼·—逊先生的《论文集》第2部分第15节的人都会看出，这两位作者所提出的正是关于实现的抽象理论问题，即关于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问题。这是事实。一些反对他们的作者，却“认为必须 首先
 阐明市场理论的一些基本的、 抽象理论
 的要点”（象我在《科学评论》发表的文章开头所说的），这也是事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论危机一书中有一章写到实现论，这一章的标题是《市场理论》。布尔加柯夫给自己的书定的标题是《理论述评》。试问，是谁把抽象的理论问题同具体的历史问题混为一谈呢？是司徒卢威的论敌还是司徒卢威自己？

司徒卢威在他的文章的同一页上引证了我的意见，即国外市场之所以必需，不是由于实现的条件，而是由于历史条件。司徒卢威反驳说：“但是〈这个“但是”是很说明问题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布尔加柯夫和伊林只阐明了实现的一些抽象条件，而没有阐明历史条件。”（第62页）上述作者之所以没有谈到历史条件，是因为他们谈的是抽象理论问题，而不是具体的历史问题。在我那本现在（1899年3月）已经印好的《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关于大工业的国内市场及其在俄国的形成过程》）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编者注］

 里面，我提出的并不是关于市场理论的问题，而是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问题。因此，理论的抽象真理在那里只是起着指导性原理的作用，只是起着分析具体材料的工具的作用。

14．司徒卢威“完全坚持”他在《评述》中提出的对于“第三者”理论的“观点”。我也完全坚持我在《评述》出版时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意见。[19]

司徒卢威在《评述》第251页上说，瓦·沃·先生的论断“所根据的，是一套独特的关于已经成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理论”。司徒卢威指出：“这种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它肯定了下面的事实：剩余价值 
［注：剩余价值原文为：прибавочная　ценность。——编者注］

 〈价值应为：стоимость〉无论在资本家或工人的消费中都不能实现，它的实现是假定有第三者的消费。”司徒卢威所说的第三者“在俄国指的是俄国农民”（《科学评论》上的文章第61页）。

这样，瓦·沃·先生提出了一套独特的关于已经成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理论，而有人却向他谈起了俄国农民！这难道不是把关于实现的抽象理论问题同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问题混为一谈吗？其次，既然司徒卢威只承认瓦·沃·先生的理论是部分正确的，那么这就表明他放过了瓦·沃·先生在实现问题上基本的理论错误，放过了这样的错误观点：似乎资本主义实现的“困难”只限于剩余价值或者只与产品的这一部分价值有关；放过了把国外市场问题同实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错误观点。

司徒卢威指出，俄国农民通过本身的分化而为我国资本主义创造市场，这是完全正确的（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中，我通过对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材料的分析详细论证了这个观点）。但是这个观点的理论根据与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论完全无关，而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的理论有关。同时不能不指出，把农民称为“第三者”很不妥当，还可能引起误解。如果农民是资本主义工业的“第三者”，那么大小企业主、厂主和工人就是资本主义农业的“第三者”了。另一方面，农民（“第三者”）所以为资本主义创造市场，只是因为他们正在分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也就是说，只是因为他们不再是“ 第三
 ”者，而是资本主义体系的 登场
 人物。

15．司徒卢威说：“布尔加柯夫提出了一个精辟的意见，即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要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之间确定任何原则性的区别都是不可能的。”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因为实际上关税界限或政治界限对于划分“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往往是毫无用处的。但是，根据上述理由，我不能同意司徒卢威所谓“由此推出了……必须有第三者的理论”。从这里只能直接提出以下的要求，即在分析关于资本主义的问题时，不要停留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传统划分上。这种划分在理论上严格地讲是不能成立的，而对于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则更不适用。可以用别种划分来代替它，譬如，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以下两方面：（1）资本主义关系在人烟稠密和已经占用的地区的形成和发展；（2）资本主义向其他地区（有些地区完全没有旧国家的移民移居和被他们占用，有些地区被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以外的部落所占用）的扩张。过程的第一方面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的纵的发展，第二方面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的横的发展。 
［注：不言而喻，过程的两个方面实际上是紧密地结合着的，这只是一种抽象的划分，是研究复杂的过程的一种方法。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本书中所谈的仅仅是过程的第一方面；参看该书第8章第5节。］

 这种划分必然包括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在旧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经过若干世纪，创立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各种形式，直到大机器工业；另一方面，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力图向其他地区扩张，移民开垦世界上新的地区，建立殖民地，把未开化的部落拉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在俄国，资本主义的这种意图在边疆地区一直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些地区的殖民地化，在俄国历史上改革后的资本主义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欧俄南部和东南部、高加索、中亚细亚、西伯利亚都好象是俄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保证了俄国资本主义不仅在纵的方面，而且在横的方面都得到巨大的发展。

最后，上述这种划分之所以恰当，是因为它明确地规定了实现论所包括的问题的范围。很清楚，这个理论只与过程的第一方面即资本主义的纵的发展有关。实现论（即阐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的理论）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闭关自守的社会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必须把资本主义向其他国家扩张的过程、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过程抽象掉，因为这个过程对于解决实现问题毫无作用，它只能把问题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几个国家。同样很清楚，抽象的实现论应当以发展得很完善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

司徒卢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时，提出了下面的一般性意见：“正统的老调仍占优势，但是它阻挡不住新的批评的涓流，因为科学问题上的真正力量永远在批评方面，而不在信仰方面。”根据以上所述，我们不得不认为，“新的批评的涓流”保证不了重犯老错误。算了吧，还是让我们留“在正统思想的标志下面”吧！我们决不相信：正统思想容许把任何东西奉为信仰，正统思想排斥批判的改造和进一步的发展，正统思想容许用抽象公式掩盖历史问题。如果有正统派的学生犯了这种确实严重的错误，那么责任完全是在这些学生身上，而绝不能归罪于性质正好与此相反的正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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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重农学派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产生于18世纪50年代的法国，创始人是弗·魁奈。该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它把对财富和剩余劳动源泉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探讨社会总产品再生产和分配的规律。魁奈的《经济表》就是表现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尝试。但是重农学派不理解价值的实体是人类一般劳动，而提出所谓“纯产品”的学说，认为工业只能改变原有物质财富的形式，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多余产品（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并且认为“纯产品”乃是自然的恩赐。——61。



[16]列宁按照恩格斯的提法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称为《资本论》第4卷。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写道：“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2卷和第3卷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4卷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64。



[17]新康德主义是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流派，19世纪60年代产生于德国，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特别流行。创始人是奥·李普曼和弗·阿·朗格等人。1865年李普曼首次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新康德主义因此而得名。新康德主义者从右边批判伊·康德，屏弃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而进一步发展它的认识论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观点。他们宣称自然科学已证明物质可以归结为抽象的数学公式，因此科学所研究的并不是现实世界，而是数学和逻辑这种“思维结构”，康德的“自在之物”只是人的思维的“极限概念”。他们认为，自然界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在自然界和社会中都不存在客观规律性。新康德主义者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不应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应是康德的伦理学。他们鼓吹所谓“伦理社会主义”，宣布社会主义是人类竭力追求但又无法达到的一种共同生活的“道德理想”。新康德主义曾被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等人利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谢·尼·布尔加柯夫是新康德主义的信徒。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对新康德主义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1—353页和《列宁全集》第2版第17、18卷）。——67。



[18]别尔托夫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笔名。这里说的著名著作是指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1895年在彼得堡公开出版）。这里提到的《唯物主义史论丛》也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67。



[19]列宁指的是他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7—465页）。——75。







《列宁全集》第4卷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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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文章

《开端》第1—2期合刊（第2部分第1—21页）载有谢·布尔加柯夫先生批评考茨基的关于土地问题著作的文章，标题是《论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问题》。布尔加柯夫先生非常公正地指出，“考茨基这本书体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大概是关于土地问题的第一部有系统的科学研究著作。这个问题在所有国家甚至在观点一致和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家中间，也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并且今后还会继续争论。布尔加柯夫先生“只是作些否定的批评”，只对“考茨基这本书的个别论点”加以批评（他“简略地”向《开端》的读者介绍了这本书，下面我们将看到，他的介绍太简略了，而且极不确切）。布尔加柯夫先生准备“日后”“对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问题作一番系统的论述”，从而“也提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来同考茨基抗衡。

我们毫不怀疑，考茨基这本书在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会引起不少争论，在俄国也会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考茨基，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赞成考茨基。但是起码笔者坚决不同意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意见，坚决不同意他对考茨基这本书的评价。这个评价尖酸刻薄，在思想相近的著作家的论战中使用这种不寻常的口吻，实在令人惊异，尽管布尔加柯夫先生承认《土地问题》是“一本出色的著作”。下面就是布尔加柯夫先生这类用语的几个例子：“极端肤浅”……“既无真正的农艺学，也无真正的经济学”……“考茨基用 空话
 来回避严肃的科学问题”（黑体是布尔加柯夫先生用的！！）等等，等等。那就让我们好好研讨一下这位严厉的批评家的这些评语，同时并借此向读者介绍一下考茨基的这本书。


一

布尔加柯夫先生在批考茨基之前，先捎了一下马克思。自然，布尔加柯夫先生着重指出了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的丰功伟绩。但是他说，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一部分”甚至是“被历史完全推翻了的……错误观念”。“例如，其中有这样一个观念：在农业中正象在加工工业中那样，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是在减少，因此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在不断提高。”这里是谁错了，是马克思，还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布尔加柯夫先生指的是，农业技术的进步和经营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往往使耕种同一块土地所需的劳动量 增多
 。这是毫无问题的，可是，据此还远远不能否定 在
 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 比例上
 可变资本 相对
 减少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确定， V/C
 （v＝可变资本，ｃ＝不变资本）这个比值一般地说有下降的趋势，即使ｖ在单位面积上是在不断增加，但是如果在同一时期c增加得更快—— 这难道可以推翻马克思的理论吗？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中，总的说来ｖ在减少，c在增加。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农村人口和农村工人都日渐减少，可是农业中使用的机器却在增加。例如，在德国，从1882年到1895年，农村人口从1920万减少到1850万（农村雇佣工人从590万减少到560万），而农业中使用的机器却从458369台增加到913391台 
［注：各种机器都计算在内。凡是没有标明出处的数字都是从考茨基这本书中引来的。］

 ；农业中使用的蒸汽机从2731台（1879年）增加到12856台（1897年）；蒸汽马力增加得更多。牛羊从1580万头增加到1750万头，猪从920万头增加到1220万头（1883年和1892年）。在法国，农村人口从1882年的690万（“独立农民”）减少到1892年的660万，而农业机器的数量增长情况是：1862年——132784；1882年——278896；1892年——355795。牛羊：1200万——1300万——1370万；马：291万——284万——279万（从1882年到1892年马匹的减少比农村人口的减少要少得多）。可见，就现代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来看，总的来说历史 证明了
 马克思的规律是适用于农业的，并没有被推翻。布尔加柯夫先生的错误在于没有深入研究农业中个别事实的意义，就急于把这些事实归结为 总的
 经济规律。我们强调“总的”一词，是因为无论马克思还是他的学生，始终认为这个规律是资本主义总趋势的规律，而决不是一切个别情况的规律。就是在工业方面，马克思本人也曾指出：技术改革时期（这时V/C的比值下降）总是转化为在这种技术基础上进步的时期（这时V/C的比值不变，在个别情况下还可能增大）。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史上，有时候这一规律对于许多工业部门都不适用。例如，当大的资本主义作坊（有人不恰当地叫它工厂）瓦解而让位给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至于谈到农业，毫无疑问，它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要复杂得多，并且形式也会多样化。

我们现在来谈考茨基。考茨基这本书的开头对封建时期农业的概述，据说是“写得很肤浅，而且是多余的”。这个判断的动机是什么很难理解。我们相信，如果布尔加柯夫先生能够实现自己的计划，系统地论述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问题，那么他必须描述一下 资本主义前
 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否则就不可能了解 资本主义
 经济的性质以及把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经济联系起来的那些过渡形式的性质。布尔加柯夫先生本人也承认，“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 初期
 〈黑体是布尔加柯夫先生用的〉的那种形式”具有巨大的意义。而考茨基正是从欧洲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开始的。我们认为考茨基对封建农业的概述写得很精采：写得清晰、明确，善于抓住主流和本质，而不为枝节问题所干扰；这正是作者所固有的特色。考茨基首先在绪论中极其确切和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他非常肯定地说：“毫无疑问，——我们认为这是本来就证实了的——农业不是按照工业的模式发展的，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第5—6页）我们的任务是“研究资本是否掌握了农业，是怎样掌握的，怎样改造它，怎样使旧的生产形式和所有制形式不再适用，而使新的形式成为必然”（第6页）。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能对“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的发展”（考茨基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即理论部分的标题）作出令人满意的阐述。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农业掌握在通常是受封建的社会经济制度制约的 农民
 手中。于是考茨基首先说明农民经济的 结构
 ，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接着就谈到使小资产阶级和保守派著作家（如西斯蒙第）的天堂瓦解的因素，高利贷的作用，谈到“阶级对抗”逐渐“渗入农村，渗入农户内部，破坏了原来的协调一致和共同的利益”（13页）。这个过程早在中世纪就已开始，但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完成。我们着重指出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一下子就表明了，布尔加柯夫先生硬说考茨基甚至没有提出谁是农业技术进步的体现者这个问题，是完全不对的。考茨基十分肯定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作了阐明，凡是仔细读过他这本书的人都会理解这个往往为民粹派、农学家以及其他许多人所忘记的真理，即现代农业技术进步的体现者是大小 农村资产阶级
 ，大的农村资产阶级（正如考茨基所指出）在这方面比小的农村资产阶级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二

第3章叙述了封建农业的基本特征：最保守的耕作制度三圃制占统治地位；拥有大量领地的贵族压迫和剥夺农民；贵族建立封建－ 资本主义农场；17世纪和18世纪时农民成了挨饿的穷人（Hun-gerleider）；资产阶级农民（Grossbauern，他们非雇用雇农和日工不可）兴起，农村关系和土地所有制的旧形式对他们已不适用；在工业中和城市中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力量破除了这些形式，为“资本主义的集约化农业”（第26页）扫清了道路，——考茨基在说明了这一切以后，就进而分析“现代（moderne）农业”（第4章）的特征。

这一章对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进行的大革命作了非常确切、扼要、清楚的概括。资本主义把贫穷困苦、愚昧无知的农民的因循守旧的手工劳动，变成科学地运用农艺学，打破了长期以来农业的停滞状态，推动了（并且继续推动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三圃制被轮作制代替了，牲畜的饲养与土地的耕种改进了，收成增加了，农业的专业化和农场间的分工大大发展了。资本主义前的单一形式因各农业部门技术进步而被日益发展的多样形式所代替。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和蒸汽已经开始，并且迅速地发展起来；电力也开始使用了，正如专家们指出的，在这个生产部门电力会比蒸汽起更大的作用。修建专用道路，改良土壤，按照植物生理学的资料使用人造肥料等等，都有了发展；细菌学已经开始应用于农业。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考茨基“没有同时对这些材料 
［注：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所有这些材料都可以从任何一本〈原文如此！〉农业经济学入门书中得到。”我们不能同意布尔加柯夫先生对“入门书”的这种天真看法。我们拿“任何”一本入门书来看看吧，譬如，就拿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蒸汽机运输》）和尼·卡布鲁柯夫先生（《讲义》，有一半转载在一本“新”书《论俄国农民经济发展的条件》里面）的俄文书来看看吧。无论在哪一本书中，读者都不会看到资本主义
 在农业中引起变革的情况，因为这两位作者写作的目的都不是要介绍从封建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个情况。］

 作 经济
 分析”，这个意见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考茨基确切地指出了这种变革与 市场
 发展（特别是与城市发展）的联系，与农业服从于 竞争
 的联系，这种竞争 迫使
 农业实行改革和专业化。“这种由城市资本引起的变革，日益加强农户对于市场的依赖性，此外还不断地改变对于农户最为重要的市场条件。一个生产部门，当附近市场与世界市场仅仅靠公路联系的时候，是赚钱的，但是这个地方一旦通了铁路，就变得无利可图了，并且必然会被其他生产部门所代替。例如，要是铁路运来了较便宜的谷物，那么谷物的生产就无利可图，但是同时却为牛奶的销售创造了条件。商品流通的增长，使新的作物良种有可能引进国内”等等（第37—38页）。考茨基说：“在封建时代，除了小农业以外，再没有其他农业了，因为地主也是用和农民一样的农具来耕种自己的土地。资本主义首先使农业有可能实行在技术上比小生产更为合理的大生产。”在谈到农业机器时，考茨基（附带说一下，他确切地指出了农业在这方面的特点）阐明了使用农业机器的 资本主义
 性质，机器对工人的影响，作为进步因素的机器的意义，以及限制使用农业机器的种种方案的“反动的空想性”。“农业机器将继续发挥它的改造作用：把农村工人赶入城市，这样，它就成了一种强大的工具，一方面使农村的工资提高，另一方面使机器在农业上的应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第41页）这里再补充一句，考茨基还专门用几章详细地说明了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大生产同小生产的关系，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布尔加柯夫先生说，考茨基“没有提到为什么这些奇迹般的变化是必然的”。我们认为，这样说完全是错误的。

在第5章（《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里，考茨基说明了马克思关于价值、利润和地租的理论。考茨基说：“没有货币，现代农业生产就不能进行，这也就是说， 没有资本
 ，现代农业生产就不能进行。事实上，在现代生产方式下，任何数量不用于个人消费的货币都可以转化为资本，即转化为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而且通常也确实是转化为资本。因此现代农业生产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第56页）顺便说一下，这一段话还使我们有可能评价布尔加柯夫先生下面的话：“我用这个术语（资本主义农业）是就一般的意义而言（考茨基也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即指农业中的大经济。事实上〈原文如此！〉 在整个
 国民经济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情况下，就不会有非资本主义农业， 整个
 农业都取决于组织生产的一般条件，并且只能在生产范围方面来划分大的、企业性的农业和小农业。因此，为了清楚起见，这里需要用一个新的术语。”这样一来，岂不是布尔加柯夫先生 纠正了
 考茨基……“事实上”，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考茨基 根本没有
 象布尔加柯夫先生那样，在“一般的”、不确切的意义上 使用
 “资本主义农业”这个术语。考茨基很清楚地知道，并且非常明确地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切农业生产“通常”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这个意见的根据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现代农业需要货币，而在现代社会中，不用于个人消费的货币都会成为资本。在我们看来，这比布尔加柯夫先生的“纠正”要稍微清楚些，而且考茨基还充分证明不用“新的术语”也行。

考茨基在第5章里明确地说：在英国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租佃制，以及在欧洲大陆正在飞速发展的抵押制，实质上都体现了同一个过程， 即农户与土地分离的过程
 
［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了这个过程（没有分析它在不同国家的各种不同的形式
 ），并且说：“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第3卷第2部分第156—157页。俄译本第509—510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6、697页。——编者注））］

 。在资本主义的租佃制下，这种分离是非常明显的。在抵押制下，这种分离“不那样明显，也不那样简单，但本质上是一回事”（第86页）。实际上，土地的抵押显然是地租的抵押或出卖。因此，在抵押制下也同在租佃制下一样，地租的获得者（＝ 土地占有者）是同企业利润的获得者（＝ 农户、农村企业主）分离的。布尔加柯夫先生“根本没有弄清考茨基这个论断的意义”。“恐怕还不能认为，抵押制表明土地与农户分离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第一，不能证明抵押借款收回了 全部
 地租，这只能是一种例外……”　我们的回答如下：根本用不着证明抵押借款的利息是不是收回了 全部
 地租，正如用不着证明 实际
 租金同地租是不是相符合一样。只要证明抵押借款正以巨大的速度在增长，土地占有者竭力抵押自己的全部土地，出卖全部地租，这就够了。这种趋向（经济理论分析一般只涉及各种趋向）的存在是用不着怀疑的。因此，土地与农户的分离过程也是用不着怀疑的。地租的获得者同时又是企业利润的获得者，这种一身二任的现象“从历史观点来看是一个例外”（ist historisch eine Ausnahme，第91页）……“第二，必须分析每个具体场合下抵押借款的原因和来源，才能了解借款的意义。”这大概不是刊误就是笔误。布尔加柯夫先生不能要求经济学家（并且是在探讨 一般的
 “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的发展”时）必须研究，或者至少能研究“ 每个具体场合下
 ”借款的原因。如果布尔加柯夫先生是想说必须分析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借款的原因，那我们不能同意。考茨基说得完全正确，关于土地问题的专著已经积累得太多了，现代理论的迫切任务决不是再增添新的专著，而是“研究整个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趋向”（序言第页）。以抵押借款增长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土地与农户的分离，无疑也是这些基本趋向的一种。考茨基确切而清楚地说明了抵押的真正意义，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土地与农户的分离是农业社会化的一个条件。第88页），以及它在农业资本主义演进中的必不可少的作用 
［注：抵押借款的增长，并不总是表示农业受到压榨……农业的进步与繁荣（正如它的衰落一样）同样“应该在抵押借款的增长中反映出来，因为，第一，农业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第二，地租的增长使农业贷款有可能扩大”（第87页）。］

 。考茨基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阐述，在理论上都有极大的价值，并且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来反对那种非常流行的（特别是在“各种农业经济学入门书”中）关于借款的“灾难”和“补救方法”……等资产阶级空谈。布尔加柯夫先生最后说：“第三，出租的土地也可以抵押，在这个意义上它就处于非出租土地的地位。”真是怪论！但愿布尔加柯夫先生能举出一种同其他经济现象不交叉在一起的经济现象，举出一种同其他经济范畴不交叉在一起的经济范畴。土地与农户分离的过程有租佃制与抵押借款这两种表现形式，租佃和抵押相结合的情况推翻不了，甚至削弱不了这个理论观点。

布尔加柯夫先生还把考茨基关于“租佃制发达的国家也就是大土地所有权占优势的国家”（第88页）的论点说成是“更加出人意料”和“完全错误”的。考茨基在这里谈到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在租佃制下）和抵押的集中（在土地占有者自己经营的制度下）是消灭土地私有制的有利条件。考茨基继续说，在土地所有权集中的问题上，没有“能向我们提供几个地产合并于一人之手的”统计材料，但是“大体上可以认为”，租佃数量和租地面积的增长同土地所有权的集中是同时进行的。“租佃制发达的国家也就是大土地所有权占优势的国家。”显然，考茨基这段话只是就租佃制发达的国家而说的，而布尔加柯夫先生却提到东普鲁士，他“希望指出”那里租佃土地的增多是同大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同时进行的，并且想拿这种个别的例子来驳倒考茨基！可惜布尔加柯夫先生忘记告诉读者，考茨基本人已经指出易北河以东地区大地产的分散和农民租佃土地的增多，同时，我们在下面会看到，他还阐明了这些过程的真正意义。

考茨基用抵押借款的国家中抵押机构的集中来证明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这一点不足以说明问题。在他看来：“资本的分散（通过股票）也很可能和信贷机构的集中同时发生。”行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不准备同布尔加柯夫先生争论了。


三

考茨基在分析了封建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基本特征以后，就进而探讨农业中“大生产和小生产”（第6章）的问题。这是考茨基这本书最出色的几章中的一章。在这一章中他首先探讨了“大生产在技术上的优越性”。考茨基在肯定大生产的优越性时，他所提出的决不是那种忽视极其多样化的农业关系的抽象公式（布尔加柯夫先生毫无根据地认为考茨基提出的是这种抽象的公式），相反，他明确地指出，在实践中运用理论规律必须注意这种多样性。“ 当然
 ”，只有“ 当其他条件相同时
 ”（第100页。黑体是我用的），农业中的大生产才必然比小生产优越。这是第一。就是在工业中，大生产具有优越性的规律，也决不象人们有时所想象的那样绝对，那样简单；在工业中，也只有当“ 其他条件
 ”相同时（这在现实生活中决不是常有的），才能保证这个规律完全适用。在关系更为复杂和多样的农业中，要使大生产具有优越性的规律完全适用，就要受到更加严格的条件的限制。例如，考茨基非常中肯地指出，在农民地产与小地主地产交接之处发生着“量转化为质的”过程：大的农民经济“即使不在技术上，至少也在经济上胜过”小地主经济。受过科学教育的管理人员（这是大生产的主要优点之一）的薪金是小地产负担不起的，而地主本人的管理往往只是“容克式的”，而决不是科学的。第二，农业大生产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具有优越性。考茨基在下面的论述中详细地探讨了这些限度。这些限度在各种农业部门中以及在各种社会经济条件下都各不相同，这也是不言而喻的。第三，考茨基决没有忽视，“ 直到现在
 ”还有一些农业部门，如蔬菜业、葡萄种植业、商业性作物种植业等等，其中的小生产，专家们认为具有竞争能力（第115页）。但是同谷物生产和畜牧业等主要（entscheidenden）农业部门比起来，这些作物就只有次要的意义。此外，“就是在蔬菜业和葡萄种植业中，也已有成效相当显著的大生产了”（第115页）。因此“如果总的（imallgemoinen）来谈农业，那就无须考虑小生产比大生产优越的那些部门，并且完全可以说，大生产对小生产具有绝对的优越性”（第116页）。

考茨基论证了农业大生产在技术上的优越性（我们将在下面分析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反对意见时再更加详细地介绍一下考茨基的论据）以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小生产能够用什么来同大生产的优越性抗衡呢？”他回答说：“那就是劳动者（与雇佣劳动者不同，他为自己而工作）的更加辛勤、更加操劳以及小独立农民的极低的消费水平（甚至低于农村工人的消费水平）”（第106页）。考茨基根据一系列关于法国、英国和德国农民生活状况的生动材料，指出了“小生产中的劳动过度和消费不足”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最后，考茨基指出，农户组织 协作社
 的愿望也反映了大生产的优越性，因为“协作社的生产是大生产”。大家知道，小市民阶层的思想家，特别是俄国的民粹派（我们只要再举出前面引用过的卡布鲁柯夫先生的那本书就行了）是怎样对待小农协作社的。因此，考茨基对协作社的作用的卓越分析就更有意义了。自然，小农协作社是经济进步的一个环节，但它是 向资本主义前进
 （FortschrittzumKapitalismus）， 而决不是
 象人们经常想象和断言的那样是 向集体主义前进
 。（第118页）协作社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农业中大生产对小生产的优越性（Vorsprung），因为大农户有更大的可能建立协作社，利用这种可能的机会也比较多。不言而喻，考茨基十分坚定地认为，村社的、集体的大生产比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优越。他谈到欧文的信徒在英国进行的集体经营农业的试验 
［注：考茨基在第124—126页描述了勒拉欣（Ralahine）的农业公社，季奥涅奥先生在今年《俄国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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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期上也向俄国读者介绍了这个公社。］

 ，以及北美合众国的类似的村社。考茨基说：这一切试验都 雄辩地证明
 ，劳动者集体经营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要使这个可能变成现实，就必须“具备一系列经济、政治和文化知识的条件”。小生产者（无论是手工业者或农民）难于转向集体生产，是由于他们的团结性和纪律性都很差，由于他们的分散性，由于“私有者的狂热”。这种狂热不仅在西欧农民中可以看到，并且（让我们补充一句）在俄国的“村社”农民中也可以看到（请回想一下亚·尼·恩格尔哈特和格·乌斯宾斯基的作品）。考茨基断然指出：“期望 现代社会
 的农民转入村社生产是极其荒谬的。”（第129页）

这就是考茨基这本书第6章的极其丰富的内容。布尔加柯夫先生特别不满意这一章。据说，考茨基的“主要过错”就在于他混淆了不同的概念，“把技术上的优越性和经济上的优越性混为一谈”。考茨基“所根据的是一个错误的假设，仿佛一种 在技术上
 较完善的生产方式也就是 在经济上
 较完善，即较有生命力的生产方式”。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这种武断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认为，读者根据我们对考茨基的前后论述的介绍，定会对这一点深信不疑的。考茨基根本没有把技术和经济混为一谈 
［注：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唯一依据，是考茨基在第6章第1节所用的标题
 是：《（一）大生产在技术上
 的优越性》，而在这一节里既谈到大生产在技术上的优越性，又谈到了它在经济上的优越性。难道这就证明考茨基把技术和经济混为一谈
 了吗？老实讲，考茨基这个标题确切不确切，还很难说。问题在于考茨基的目的是拿第6章的第1节的内容同第2节的内容加以对比。在第1节（一）里，谈到资本主义农业大生产在技术上的优越性，这里除了机器等问题以外还谈到了信贷这类问题。布尔加柯夫先生讽刺说：“这是很别致的技术上的优越性。”但是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只要看一看考茨基的书，你就会知道，他主要是指只有
 大农户才能取得的那种信贷技术
 （其次是商业技术）的进步。相反，第2节（二）谈到大生产和小生产中劳动者的劳动量和消费水平的比较，因此这一节是探讨小生产和大生产的纯经济差别
 。信贷经济
 和商业经济
 ，对大生产和小生产都是一样的，但是信贷技术
 和商业技术
 对二者却不相同。］

 ，他做得完全正确，他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中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农业大生产与小生产的相互关系问题。 考茨基在第6章第1节的第一句话中，就明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高度同大农业具有优越性这个规律的普遍适用程度之间的这种联系
 ：“农业愈资本主义化，它使小生产和大生产在技术上的质的差别就愈大。”（第92页）在资本主义前的农业中，这种质的差别是不存在的。叫我们说什么呢，布尔加柯夫先生居然严厉地教训起考茨基来了，他说：“事实上，问题应该这样提出： 在现有社会经济条件下
 ，大生产形式和小生产形式的这些或那些特点在这两种生产的竞争中能有什么意义呢？”这同我们前面讲过的那种“纠正”完全属于同一性质。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布尔加柯夫先生是怎样驳斥考茨基关于农业大生产在技术上具有优越性的论据的。考茨基说：“农业与工业的最重要的差别之一，就在于农业中原来意义上的生产（Wirtschaftsbetrieb，经济企业）通常是和家庭经济（Haushalt）联系的，而在工业中则不是这样。”在节省劳动和材料方面，较大的家庭经济比小的家庭经济优越，这大约是无须证明的……前者购买（请注意！—— 弗·伊·
 ）“煤油、菊苣、人造黄油是批发的，后者则是零买，等等”（第93页）。布尔加柯夫先生“纠正”说：“考茨基想说的不是在技术上更有利，而是说 花费
 更少！……”在这里（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布尔加柯夫先生“纠正”考茨基的尝试之不成体统，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这位严厉的批评家继续说：“这个论据本身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些零散小屋的价值可以完全不包括在产品价值内，而一间合用的房屋的价值是包括进去的，并且还要算上利息。这也是以社会经济条件为转移的，对这些条件（不是那种臆造的大生产对小生产在技术上的优越性）应该加以研究……”第一，布尔加柯夫先生忘记了一个细节：考茨基首先把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的大生产和小生产的意义加以比较，然后又详细地分析了这些条件。由此可见，布尔加柯夫先生是想把各种不同的问题搅在一起。第二，在什么情况下农民房屋的价值才能不包括在产品价值内呢？只有当农民“不计算”他自己耗费在建造和修葺房屋上面的木料或劳动的价值时，才可能是这样的。由于农民还是从事自然经济，他当然可以“不计算”自己的劳动。 考茨基在他的书的第165—167页
 （第8章《农民无产阶级化》） 十分清楚和确切地指出了这一点
 ，布尔加柯夫先生忘记把这告诉读者是没有道理的。但是现在讲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不是自然经济或简单商品经济的“社会经济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计算”自己的劳动就是把自己的劳动白白地送人（给商人或其他资本家），就是在劳动力得不到充分报酬的条件下干活，就是把消费水平降低到标准以下。我们已经看到，考茨基完全承认并且正确地估计了小生产的 这种
 特点。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反驳考茨基时重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惯用的手法和常犯的错误。这些经济学家总是喋喋不休地赞美小农的“生命力”，说什么他们可以不计算自己的劳动，不追求利润和地租等等。不过这些善良的人忘记了，这种论调是把自然经济、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三者的“社会经济条件”混淆起来了。考茨基把社会经济关系的各种制度 严格地区别开来
 ，出色地说明了这一切错误。他说：“如果小农的农业生产没有被卷入商品生产领域，如果它只构成家庭经济的一部分，那么它就仍然停留在现代生产方式集中趋势的范围以外。不管小块土地经营怎样不合理，怎样浪费劳力，农民总是紧紧地抓住它，正如他的妻子抓住她那简陋的家庭经济一样，这种家庭经济同样是在付出大量的劳动以后仅仅提供少得可怜的劳动成果的，但这种家庭经济是她唯一不受他人意志支配和不受剥削的领域。”（第165页）一旦自然经济被商品经济所代替，情况就改变了。农民必须出售产品，购买工具， 购买土地
 。当农民还是 简单商品生产者
 的时候，他们能够满足于雇佣工人的生活水平；他们不需要利润和地租，他们能够比资本家企业主出更高的价钱购买土地。（第166页）但是简单商品生产受到 资本主义生产
 的排挤。举个例说，如果农民把自己的土地抵押出去，他也就必须获得出卖给债权人的地租。发展到这个阶段，农民只能在形式上算是简单商品生产者。实际上他经常同 资本家
 ——债权人、商人、工业企业主打交道，他不得不向资本家寻找“副业”，也就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他们。在这个阶段（我们再说一遍，考茨基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农业和小农业加以比较），“不计算自己的劳动”的可能性，对于农民来讲，就是拼命劳动和无限缩减自己的消费。

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另外一些反对意见也是没有根据的。考茨基说：小生产使用机器的范围比较小；小农户获得贷款比较困难，付出的利息比较高。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这些论据是错误的，并且举出……农民协作社来说明！他对我们前面所引证的考茨基评价协作社及其意义的论据，完全避而不谈。在机器问题上，布尔加柯夫先生又责备考茨基，说他没有提出“比较一般的经济问题，即总的来说，机器在农业中的经济作用是什么〈布尔加柯夫先生已经把考茨基的书的第4章忘记了！〉，以及机器在农业中是否象在加工工业中一样是不可缺少的工具”。考茨基清楚地指出了现代农业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性质（第39、40页及以下各页），指出了给农业使用机器造成“技术困难和经济困难”的农业特点（第38页及以下各页），并且引证了关于机器的使用日益增多的材料（第40页），关于机器的技术意义的材料（第42页及以下各页），关于蒸汽和电力的作用的材料。考茨基指出，根据农艺学的材料，多大规模的农场才能充分利用各种机器（第94页），并且又指出，德国1895年的调查材料表明，使用机器的农场的百分比是由小农场到大农场有规律地迅速地增长的（2公顷以下的农场2％；2—5公顷的农场13．8％；5—20公顷的农场45．8％；20—100公顷的农场78．8％；100公顷和超过100公顷的农场94．2％）。布尔加柯夫先生是不愿意看这些材料的，他宁愿看到的是关于机器“不可战胜”或者可以战胜的“一般”议论！……

布尔加柯夫先生说：“指出小生产中每公顷土地必须使用更多的耕畜……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对农场的耕畜集约化程度……还没有研究。”我们翻开考茨基的书，指出这一点的那一页上是这样写的：“……小农场之所以有很多乳牛〈以1000公顷土地为调查单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般农民比大农户更多经营畜牧业，更少经营谷物生产；但是不能以此来说明饲养马匹方面的差别。”（第96页，在这一页上引用了1860年萨克森的资料，1883年全德国的资料和1880年英国的资料）这里要提醒一句，俄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也表明了大农业比小农业优越的规律：大农场按单位面积需要的耕畜和农具比较少。 
［注：见弗·叶·波斯特尼柯夫
 《南俄农民经济》。参看弗·伊林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章第1节（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编者注）。］



考茨基关于资本主义农业中大生产优于小生产的论据，布尔加柯夫先生远没有完整地加以叙述。大农业的优越性不仅在于耕地的浪费比较少，节省耕畜和农具，农具的利用比较充分，机器的利用比较广泛，贷款比较容易，而且还在于大农场具有商业上的优越性，能够雇用受过科学教育的管理人员。（考茨基的书第104页）大农业可以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利用工人的合作和分工。考茨基认为受过农业科学教育的农场管理人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规模相当大的生产才能雇用受过充分科学教育的农场管理人员，这种规模的生产足以使一个人的劳动力全部用在管理和监督工作上。”（第98页：“这种农场的规模随着生产种类而改变”，可以从3公顷的葡萄种植园到500公顷的粗放农场。）考茨基同时又指出一个有趣的和很典型的事实：初级和中级农业学校的普及，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好处，而是给大农户带来好处，为他们提供职员（在俄国也有同样的情形）。“完全合理化的生产所必需的高等教育，同农民目前的生活条件很难适应。自然，这并不是说高等教育不好，而是说农民的生活条件太坏。这只是说明农民生产之所以尚能与大生产并存，不是因为生产率更高，而是因为消费更低。”（第99页）大生产不仅要雇用农村劳动力，而且还要雇用消费水平高得多的城市劳动力。

考茨基用来证明“小生产中的劳动过度和消费不足”的极其有意义和极其重要的资料，布尔加柯夫先生却把它说成是“一点儿〈！〉偶然性的〈？？〉材料”。布尔加柯夫先生“准备”拿出同样多的“性质相反的材料”来。他只是忘记说，他是否准备提出用“性质相反的材料”证明了的 相反的论断
 。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布尔加柯夫先生是不是准备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生产不同于农民生产的地方就是劳动者的劳动过度和消费下降？布尔加柯夫先生是很谨慎的，他没有提出这种滑稽的论断。他认为只要指出“某些地方农民生活富裕，另一些地方农民生活贫困”，就可以回避农民劳动过度和消费下降的事实了！！一个经济学家，不去综合关于小生产和大生产的情况的资料，却去研究不同“地方”居民“富裕程度”的差异，对于他你能说些什么呢？一个经济学家，不去谈手工业者比工厂工人劳动更重、消费水平更低的事实，而只指出“某些地方手工业者生活富裕，另一些地方手工业者生活贫困”，对于他你能说些什么呢？现在顺便谈一谈手工业者。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显然，在考茨基的心目中是拿过度劳动没有技术上的限制的手工业〈象在农业中一样〉来进行对照，但是这种对照在这里是不适当的。”对此我们回答说：显然，布尔加柯夫先生对他所评论的书看得太不仔细了，因为考茨基不是“在心目中拿”手工业来对照，而是在专门论述过度劳动问题的 那一节的第1页上直截了当地指出
 （第6章第2节第106页）：“正象在手工业（Haunsindustrie）中一样，小农经济中儿童在家里干活比给别人干活还要有害。”不管布尔加柯夫先生是怎样坚决地宣称这种对照在这里不适当，他的意见仍然是完全错误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议论说：在工业中过度劳动没有技术上的限制，然而对农民来说却“受到农业技术条件的限制”。试问，事实上究竟是谁把技术和经济混为一谈了呢？是考茨基还是布尔加柯夫先生？事实已经表明，不论在农业或工业中，小生产者都要驱使儿童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去劳动，小生产者每天劳动的时间很长，过得“很节俭”，并且把自己的消费水平削减到在文明国家里看来就同真正的“野蛮人”（马克思语）一样，——这种情况和农业或手工业中的技术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根据农业的许多特点（考茨基丝毫没有忘记这些特点）就能否认农业和工业中这类现象在经济上的共同性吗？布尔加柯夫先生说：“小农所付出的劳动，即使他愿意，也不会超出土地对他所要求的。”但是，小农能够而且实际上也是每天劳动14小时，而不是12小时，他们能够而且实际上也是非常紧张地劳动，这种紧张状态使他们的神经和肌肉比正常劳动时更快地陷于疲劳。其次，把农民的各种劳动归结为一种田间劳动，这是一种多么错误和夸张的抽象办法！在考茨基的著作里绝对看不到这类情况。考茨基非常清楚地知道，农民在家庭经济中也耗费劳动，如修建房屋、畜圈，制造和修理工具等等，他们是“ 不计算
 ”这些额外劳动的，而大农场的雇佣工人对这种额外劳动则要求照常付给工资。农民（小农）过度劳动的 范围比
 小手工业者（如果他 只是
 手工业者） 大得多
 ，这在任何不带偏见的人看来，不是很明显吗？所有的资产阶级著作家都一致承认农民“勤劳”和“节俭”，指责工人“懒惰”和“浪费”，这就清楚地证明小农劳动过度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事实。

一个调查过威斯特伐利亚农村居民生活状况的人（考茨基引用了他的材料）说，小农使自己的子女从事过分繁重的劳动，使他们的发育受到妨碍；雇佣劳动是没有这种坏的方面的。林肯郡的一个小农向研究英国农村生活状况（1897年）的国会委员会说：“我抚养了全家，但是繁重的劳动使他们累得半死。”另一个小农说：“我和孩子们有时一天劳动18小时，平均是10—12小时。”第三个说：“我们干的活比日工干的活重，我们象奴隶一样地劳动。”里德（Read）先生把以农业（就这个词的狭义讲）为主的地区里小农的生活状况向这个委员会作了如下的描述：“他们维持生活的唯一办法，是干两个日工的活，吃一个日工的饭。他们的子女比日工的子女干的活还要重，养育得还要差。”（《皇家农业委员会总结报告》第34、358页。考茨基的书第109页引用过）布尔加柯夫先生是否准备断言，日工同样也常常干两个农民的活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下面所举的一个事实：将巴登两个农户的收入加以比较， 大
 农户亏欠了933马克，而另一个 小一半
 的农户却盈余了191马克，——这个事实表明“农民的挨饿本领（Hungerkunst）可以造成小生产在经济上的优越性”。这个大农户完全由雇佣工人干活，因此必须好好地供他们吃饭，每天在每个人身上几乎要花费1个马克（约合45戈比），可是在小农户干活的全是家庭成员（妻子和6个成年子女），他们的生活费 要少一半还多
 ，每天每人只花费48个分尼。如果这个小农家庭吃得象大农户的雇佣工人那样好，他就会亏欠1250马克！“他们有盈余不是由于谷满仓，而是由于肚子空。”如果在比较大小农户“收入”的同时，能考虑到农民和雇佣工人的消费水平和劳动量，那就不知道会发现多少这类的例子。 
［注：参看弗·伊林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12、175、201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42—143、215、241—242页。——编者注）。］

 此外，这里还有一个材料，表明一个小农户（4．6公顷）的收入比一个大农户（26．5公顷）的收入多，这是一家专业性杂志计算出来的。考茨基问道，比较多的收入是怎样得到的呢？原来小农有子女的帮助，子女从开始学走路的时候起就帮助他，而大农在子女身上需要花钱（上小学和中学）。在小农户中，70开外的老人“还可以顶全劳力”。“普通的日工，特别是大生产中的日工，他们总是一面干活一面想：什么时候才收工呢；而小农，至少在最忙的时候，总是想：唉，要是一天能再多两小时就好了。”农业杂志这篇文章的作者又教导我们说：小生产者在最忙的时候能更好地利用时间，“他们起得更早，睡得更晚，活干得更快，而大农户的工人则不愿意比平时起得早睡得晚，不愿意比平时更紧张地劳动”。农民能够靠自己生活“简朴”而提高纯收入：他们住的主要是靠家庭劳动修建的土房子；妻子过门17年只穿坏一双皮鞋，平日她总是赤脚或穿木屐，她给全家缝补衣服。吃的是马铃薯、牛奶，偶尔有一点青鱼。丈夫只是在星期天才吸一袋烟。“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生活得特别简朴，没有对自己的状况表示不满…… 他们生活得这样简朴，所以差不多每年都能从自己的经营中得到一点点盈余。”


四

考茨基分析了资本主义农业中大生产和小生产的相互关系以后，接着就专门阐述“资本主义农业的界限”（第7章）。考茨基说，反对关于大农业优越的理论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纯粹自由贸易派和大地主这些人中间的“人类之友”（我们差一点没说成人民之友……）。最近一个时期，有很多经济学家说小农业好。他们常常引证一些统计资料表明小农场并没有被大农场排挤。考茨基却引用了以下的统计材料：在德国，从1882年到1895年，中等农场的土地面积增加得最多；在法国，从1882年到1892年，最小的农场和最大的农场的土地面积增加得最多，中等农场的土地面积减少了。在英国，从1885年到1895年，最小的农场和最大的农场的土地面积减少了，占地40—120公顷（100—300英亩）的农场的土地面积增加得最多，这类农场不能算作小农场。在美国，农场的平均面积在减少：1850年平均面积为203英亩，1860年——199英亩，1870年——153英亩，1880年——134英亩，1890年——137英亩。考茨基对美国的统计材料作了进一步的考察，他的分析，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意见相反，具有重要的 原则
 意义。农场平均土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黑人解放后南方大种植园的分散；南方各州农场的平均面积减少了一半以上。“凡是明白事理的人，都不会从这些数字中看出小生产对 现代的
 〈＝资本主义的〉大生产的胜利。”总的说来，对美国 各个地区
 的统计材料的分析，表明了很多种不同的关系。在中北部，即在一些主要的“产麦州”，农场的平均面积从122英亩 增加到
 133英亩。“只有在农业衰落的地方，或者在资本主义前的大生产同农民生产竞争的地方，小生产才占优势。”（第135页）考茨基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为它指出，在使用统计材料的时候必须把资本主义大生产和资本主义前的大生产区别开，否则就是 滥用
 统计材料。对于在农业形式上和农业的历史发展条件上具有重要特点的不同地区，必须 仔细
 研究。有人说“数字能证明一切”！但是必须分析，数字所证明的究竟是什么。数字只是证明 它直接表明的东西
 。数字所直接表明的不是生产的规模，而是农场的 面积
 。同时，有可能，而且实际上也常常是，“集约经营的小地产可以比粗放经营的大地产生产规模更大”。“统计材料只是告诉我们农场土地面积的大小，根本没有表明农场面积的减少是由于经营规模的真正缩小，还是由于经营的集约化。”（第146页）资本主义大农场最初的形态——林场和牧场可以有面积很大的地产。耕作业则要求较小的农场面积。各种不同的耕作制度在这方面也各不相同：掠夺性的粗放经营（直到现在在美国还占优势）可以有巨大的农场（达1万公顷，如达尔林普尔和格伦等富源农场 
[23]

 。在我国草原地带农民种的地，特别是商业性的地，也有达到这样规模的）。采用施肥等项措施以后，必然引起农场面积的缩小，例如，欧洲的农场就比美国的农场小些。从耕作制过渡到畜牧制，农场的面积也需要缩小：1880年英国畜牧农场的平均面积是52．3英亩，而耕种谷物的农场的平均面积则有74．2英亩。因此，英国正在进行的从农业向畜牧业的过渡 必然
 产生一种缩小农场面积的趋势。“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生产衰落的结论，那就是非常肤浅的看法。”（第149页）易北河以东地区（布尔加柯夫先生希望通过对这个地区的研究，在将来驳倒考茨基）正是在向集约化经营过渡。考茨基引证捷林的话说，大农正在提高他们的土地的生产率，把地产离得远的部分出卖或出租给农民，因为这部分土地在集约化经营下很难利用。“因此，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大地产缩小了，小农场则随之产生，但这并不是因为小生产优于大生产，而是因为以前地产的规模只适应粗放经营的需要。”（第150页）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农场面积的缩小往往会使产品数量增加（按单位面积计算），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也就是实际上 扩大了
 生产规模。

由此可见，关于农场 面积
 的笼统的农业统计材料所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少，在利用这些材料时应当多么小心。在工业统计中我们碰到的是生产规模的 直接
 指标（商品数量、生产总额、工人人数），而且很容易区分不同的生产部门，这些必要的论证条件是农业统计很少能够提供的。

其次，土地所有权的垄断，限制着农业资本主义：在工业中，资本的增长是靠 积累
 ，靠额外价值转化为资本； 集中
 ，即几个小的资本合并为大资本，起的作用比较小。在农业中就不同了。全部土地都已占用（在各文明国家），只有把几块土地 集中
 起来，并且把它们联成 一整块地
 ，才能扩大农场的土地面积。显然，靠购买周围的土地来扩大地产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因为小块土地一部分属于农业工人（大农户所必须雇用的），一部分属于有办法把消费降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极低限度维持生活的小农。这些简单的、极其明显的事实，表明了农业资本主义的界限，不知道为什么在布尔加柯夫先生看来却是“空话”（？？！！），并且以此为借口，毫无根据地欢呼：“这样一来〈！〉，大生产的优越性一遇障碍就粉碎〈！〉了。”布尔加柯夫先生起初是错误地理解了大生产具有优越性的规律，把它过分地抽象化了（考茨基决没有这样做），现在又以自己的不理解作为反对考茨基的根据！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意见是非常奇怪的，他以为举出爱尔兰（那里有大地产，但是没有大生产）就能驳倒考茨基。决不能因为大地产是大生产的一个条件，就认为有这个条件就足够了。考茨基在概括地论述农业资本主义的著作中，当然不能探讨爱尔兰或其他国家的特点的历史根源和其他根源。谁也不会想到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工业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时，必须阐明为什么法国小工业维持得那样久，为什么意大利工业发展缓慢等等。布尔加柯夫先生指出集中“本来可以”逐渐进行，这种说法同样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购买邻近的土地来扩大地产，远不象给工厂修建新厂房来安置增购的机床等那样简单。

布尔加柯夫先生所说的通过逐渐集中或租佃来建立大农场的可能性，纯粹是虚构的，他很少注意到考茨基所指出的农业在集中过程中的真正特点。这是指大地产，几块地产集中在一人之手。统计通常只计算单个的地产，根本不说明各种地产集中于大土地占有者手中的过程。考茨基列举了德国和奥地利极其突出的土地集中的例子，这种集中正在向资本主义大农业特有的高级形式发展，就是几个大地产融合为一个经济整体，由一个中心机构来管理。这种巨大的农业企业能够把各种不同的农业部门联合起来，并能最大规模地利用大生产的有利条件。

读者看到，考茨基对于他信守不渝的“马克思的理论”决没有作抽象的和死板的理解。为了防止这种死板的理解，他在这一章里甚至专门用一节来谈工业中小生产的衰亡。考茨基十分正确地指出，即使在工业中，大生产的胜利也不象那些高谈马克思理论不适用于农业的人通常所想象的那样简单，那样划一。只要指出资本主义的家庭手工业，只要回忆一下马克思早已指出的那种掩盖着工厂制度胜利的千变万化的过渡形式和混合形式，这就够了。在农业中情况不知道要复杂多少倍！由于财富愈来愈多，生活愈来愈奢侈，就产生一种后果，例如，百万富翁购置大地产，把它改变成森林供自己游憩之用。从1869年起，奥地利萨尔茨堡的牛羊一直在减少。原因是阿尔卑斯山卖给了富有的狩猎爱好者。考茨基十分中肯地指出，如果笼统地、不加批判地使用农业统计资料，那就会很容易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把现代民族变成狩猎部落的趋势！

最后，在限制资本主义农业的一些条件中，考茨基又指出这样一种情况：农村居民离开农村造成缺乏工人的现象，这就迫使大农户竭力把土地分给工人，制造小农，好给地主提供劳动力。一无所有的农村工人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在农业中严格意义上的农业经济是同家庭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农业雇佣工人都置有土地或者使用土地。在小生产受到排挤最厉害的时候， 大农户
 就会用出卖或出租土地的办法来 竭力巩固或恢复小生产
 。考茨基引用捷林的话说：“近来在欧洲各国可以看到一种运动……把土地分给农村工人使他们定居下来。”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农业中的小生产就不可能完全被排挤，因为农民的破产过于严重时，资本家和大地主自己就要设法去恢复小生产。马克思早在1850年就在《新莱茵报》上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土地集中和分散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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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考茨基这些论断“有部分真理，但更多的则是谬误”。正象布尔加柯夫先生其他的论断一样，他的这个论断也是极其缺乏根据，极其含混不清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考茨基“确定了无产阶级小生产的理论”，这个理论在一个很有限的地区内是正确的。我们的意见则不同。小农（也就是保有份地的雇农和日工）的农业雇佣劳动，是 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所特有的现象
 。任何一个想要叙述农业资本主义的著作家，只要不违背真理，就不能掩盖这个现象。 
［注：参看《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章第12节第120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51—152页。——编者注）。据估计，在法国大约有75％的农村工人自己有土地。在那里还有其他的例子。］

 特别是在德国，无产阶级小生产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关于这一点考茨基在他这本书的第8章《农民无产阶级化》中已经详细地证了。布尔加柯夫先生说其他著作家（其中也包括卡布鲁柯夫先生）也谈到了“缺乏工人”，这种说法 掩盖了最主要的东西
 ，即掩盖了卡布鲁柯夫先生的理论同考茨基的理论的巨大原则差别。由于自己特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卡布鲁柯夫先生根据缺乏工人这一点就“断定”大生产站不住脚和小生产富有生命力。考茨基则确切地说明了事实，并且指出这些事实在现代阶级社会中的真正意义，是土地占有者的阶级利益迫使他们把土地分给工人。有份地的农业雇佣工人的阶级地位介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但是更接近于后者。换句话说，卡布鲁柯夫先生是把复杂过程的一个方面上升为大生产站不住脚的理论，而考茨基却分析了在大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和在一定的历史情况下，大生产的利益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种种特殊形态。


五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考茨基这本书的下一章，这一章的标题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在这一章里考茨基探讨的是，第一，“土地分散的倾向”，第二，“农民副业的形式”。可见，在这一章里表述了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农业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最重要的倾向。考茨基说：土地的分散使小农更加需要小块土地，他们购买土地付出的价格比大农户高。有些著作家引用这个事实来证实小农业代于大农业。考茨基拿土地价格同房屋价格相比较，从而对这一点作了非常中肯的答复：大家都知道，按单位容积（立方俄丈等）计算，廉价的小房屋 比
 昂贵的大房屋的 价格高
 。小块土地价格高，并不是由于小农业优越，而是由于农民所处的备受压迫的地位。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极小农户数量之多，从下面的数字就可以看出来：在德国（1895年），550万个农业企业中有425万个（超过34）的土地面积不到5公顷（58％不到2公顷）。在比利时，78％的农业企业（909000个中有709500个）土地面积不到2公顷。在英国（1895年），52万个农业企业中有118000个不到2公顷。在法国（1892年），570万个农业企业中有220万个不到1公顷，400万个不到5公顷。布尔加柯夫先生指出，土地“往往”（？？）是靠一把铲子“极其紧张地”耕种的，何况……“劳动力的使用又极不合理”，他以为这就能够驳倒考茨基关于这类小农户极不合理（缺乏耕畜、农具、现金、劳动力——劳动力被外水所吸引）的论断。显然，这种反驳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小农种地种得很好的个别例子，并不能驳倒考茨基对这类农户的一般分析，正象上面所引的小农户收入比较多的例子不能驳倒大生产优越的论点一样。考茨基把这类农户 从整体上
 
［注：我们强调“从整体上”，因为不能否认，在个别情况下，这些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户也能提供很多产品和收入（葡萄园、菜园等）。但是，如果一个经济学家指出，莫斯科近郊的菜园主即使没有马匹有时也能合理耕作和有利可获，并用这个例子来驳斥俄国农民缺乏马匹的说法，那你对他能说些什么呢？］

 归入无产阶级是完全正确的，根据1895年德国的调查材料披露的事实，即许多小农户没有外水就不能生活，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靠农业独立维持生活的470万人中，有270万人即57％有外水。在每户占地不到2公顷的320万个农户中，只有40万个即 13
 ％没有外水！在全德国的550万个农户中，有 150万
 是农业和工业的雇佣工人（＋704000手工业者）。虽然这样，布尔加柯夫先生还要硬说无产阶级小生产理论是考茨基“确定”的 
［注：布尔加柯夫先生在第15页脚注里说，考茨基重犯了一本论谷物价格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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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作者们的错误，认为谷物税对绝大多数农村居民没有好处。对这种说法我们也不能同意。论谷物价格这本书的作者们的确犯了许多错误（在上述一书中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但是他们承认谷物价格高对于居民群众没有好处，这没有任何错误。他们的错误只是在于把群众的这种利益直接
 归结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司徒卢威先生公正地指出，评论谷物价格的准绳
 ，应当看谷物价格是不是能使资本主义比较迅速地排除工役制，是不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这是一个实际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与司徒卢威不同。我认为，说农业资本主义由于价格低廉而发展缓慢，根本没有什么根据。相反，农业机器制造业异常迅速的发展和谷物价格降低所引起的农业的专业化，却表明低廉的价格推动
 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向前
 发展。（参看《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47页，第3章第5节脚注2）（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84页。——编者注）谷物价格的降低引起了农业其他一切方面的深刻变革。



　布尔加柯夫先生说：“提高谷物价格是耕作集约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彼·司·先生在《开端》杂志同一期第299页的《国内评论》上也是这样说的）这是不确切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6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3—917页。——编者注）中曾经指出，土地上追加投资的生产率可以降低，但是也可以提高
 ；在谷物价格降低的情况下，地租可以下降，但是也可以增加
 。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里，集约化可以由完全不同的条件引起，与谷物价格的高低无关。］ ！考茨基非常仔细地探讨了农民无产阶级化的形式（农民副业的形式）（第174—193页）。可惜我们没有更多的篇幅来详细介绍对这些形式（农业雇佣劳动，手工业（Hausindustrie）——“最丑恶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工厂劳动和矿山劳动等等）的分析。我们现在只指出一点，考茨基对 零工
 的评价和俄国学者的评价完全一致。零工没有城市工人开展，需求更低，他们往往使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受到不利的影响。“但是在他们的家乡（他们从那里来又回到那里去），他们却是进步的先锋…… 他们接受新的需要、新的思想”（第192页），他们唤起了穷乡僻壤的农民的自尊心，唤起了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布尔加柯夫先生对考茨基的最后一个特别猛烈的攻击。考茨基说：从1882年到1895年德国最小的农场（就土地面积而言）和最大的农场增加得最多（也就是说中等农场的土地分散了）。实际上占地1公顷以下的农场增加了8．8％；占地5—20公顷的农场增加了7．8％，而占地超过1000公顷的农场增加了11％（中间的各类农场几乎没有变动，农场总数增加了5．3％）。布尔加柯夫先生对于援引为数不多的（在上述年代里最大的农场由515个增加到572个）最大农场的百分数非常生气。布尔加柯夫先生生气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忘记了这些为数不多的企业是最大的企业，它们 所占的土地，几乎同
 230—250万个小农场（占地1公顷以下的） 所占的土地相等
 。假定说，国内工人在1000人和超过1000人的最大的工厂的 数目
 增加了，从51个增加到57个，即增加11％，而工厂总数增加5．3％，那么，尽管最大的工厂的数目与工厂总数比起来还是很少的，但是，这难道不能表明大生产增长了吗？占地5—20公顷的农场土地面积增加得最多的事实（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文章第18页），考茨基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并且在下一章里作了阐明。

考茨基接着研究了1882年和1895年各类农场土地面积的变化。增加得最多的（＋563477公顷）是占地5—20公顷的农场，其次是占地超过1000公顷的一些最大的农场（＋94014公顷），而占地20—1000公顷的农场的土地则 减少了
 86809公顷。占地1公顷以下的农场增加了32683公顷，占地1—5公顷的农场增加了45604公顷。

考茨基的结论是：占地20—1000公顷的农场土地面积减少（减少的面积比占地1000公顷和超过1000公顷的农场增加的土地面积还是要少），不是由于大生产的衰落，而是由于大生产的集约化。我们看到，这种集约化在德国正在发展，并且往往要求缩小农场面积。由于越来越多地使用蒸汽机和大量增加农业职员（在德国只有大生产才雇用职员），可以看得出大生产是在集约化。1882—1895年地产管理员（视察员）、监工、会计等从47465人增加到76978人，即增加了62％；这些职员中妇女所占的百分比从12％增加到23．4％。


　　“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从80年代初起，大农业生产已经更加集约化和更加资本主义化了。至于中等农场同时却大大增加土地面积的原因，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说明。”（第174页）



　　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这段话“同实际情况有惊人的矛盾”，但是这一次他的论据仍然证明不了这个坚决而大胆的论断是正确的，丝毫不能动摇考茨基的结论。“首先，经营的集约化即使已经进行，仍然不能说明耕地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的原因，不能说明占地20—1000公顷这一类农场的比重减少的原因。耕地面积是可以和农场的数目同时增加的；农场数目应当只不过〈原文如此！〉增加得稍微快一些，这样每个农场的面积就会小一些。” 
［注：布尔加柯夫先生还引证了更详细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根本没有给考茨基的资料增添新的东西，表明的同样是这一类大土地占有者的农场数目在增加和土地面积在减少。］

根据这一段话，布尔加柯夫先生推论道：说“在集约化程度增长的影响下，企业的规模就缩小，这纯粹是一种幻想”（原文如此！）。我们特地把这段话全部引了出来，因为它突出地表现了考茨基所恳切告诫过的那种滥用“统计资料”的错误。布尔加柯夫先生对农场 土地面积
 的统计提出了严格得可笑的要求，给这种统计增添了它从来不可能有的意义。真的，耕地面积为什么会“稍稍”增加呢？为什么经营的集约化（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经营的集约化有时会促使把远离中心的地块出卖或出租给农民）不“应当”使一定数量的农场从比较高的一类转入比较低的一类呢？为什么经营的集约化不“应当”缩小占地20—1000公顷的农场的耕地面积呢？ 
［注：这一类，从16986101公顷减少到16802115公顷，竟足足减少了……1．2％！这岂不足以确凿地说明布尔加柯夫先生所看到的大生产的“奄奄一息”吗？］

 在工业统计中，最大的工厂 生产总额
 的减少表明大生产的衰落。而大地产 面积
 减少1．2％根本没有说明、也 不可能说明
 生产的规模，生产的规模有时还随着农场面积缩小而增大。我们知道，欧洲的谷物农场一般说来受到畜牧农场的排挤，这种现象在英国表现得特别严重。我们知道，这种转变有时会要求减少农场土地面积，但是根据这一点就得出大生产衰落的结论，那不是很奇怪吗？因此，附带说明一下，布尔加柯夫先生在第20页上用来表明大农场和小农场在减少、有耕畜的中等农场（占地5—20公顷）在增加的“有说服力的统计表”，仍旧什么也没有证明。这也可能是由于经营方式的变化而产生的现象。

德国农业大生产更加集约化和更加资本主义化，这一事实，第一，可以从农业 蒸汽
 机数量的增长看出来：1879年到1897年农业蒸汽机增加了4倍。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反驳时举出，小农场（占地20公顷以下）拥有的 全部
 机器（不仅是蒸汽机）的绝对数比大农场大得多，并且举出美国的粗放经营也采用机器，这完全是枉费心机。现在谈的不是美国，而是没有富源农场的德国。下面是德国（1895年）拥有蒸汽犁和蒸汽脱粒机的农场的百分数：






	
农　场

	拥有蒸气犁的农场的百分比
	拥有蒸气脱粒机的农场的百分比



	占地2公顷以下
	0.00
	1.08



	占地2—5公顷
	0.00
	5.20



	占地5—20公顷
	0.01
	10.95



	占地20—100公顷
	0.10
	16.60



	占地100公顷和超过100公顷
	5.29
	61.22







现在，德国农业中蒸汽机的总数既然增加了4倍，这难道不能证明大生产集约化程度的增长吗？农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并不总是与农场面积的增加一致的，这一点不应该忘记，而布尔加柯夫先生在第21页上恰巧又把这一点忘记了。

第二，大生产更加资本主义化的事实，还可以从农业职员的增加看出来。布尔加柯夫先生枉费心机地把考茨基这个论据说成是“笑话”：“军官的数目在增加，军队却在减少”，即农业雇佣工人人数却在减少。我们又要说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了！ 
［注：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职员数目的增加也许能证明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增长，但是决不能
 （！）证明大生产集约化程度的增长。实际上这种看法才是笑话。我们一直认为，农产品加工生产部门的发展（考茨基在第10章作了详细的叙述和评价
 ）是集约化程度增长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

 考茨基不仅没有忘记农业工人减少了，并且详细指出了许多国家农业工人减少的情况；但是这个事实和这里所谈的根本无关，因为整个农村人口都在减少，而无产阶级化的小农人数却在增加。假定说，大地主从谷物生产转到甜菜生产以及甜菜制糖（德国1871—1872年度加工了220万吨甜菜；1881—1882年度630万吨；1891—1892年度950万吨；1896—1897年度1370万吨），大地主甚至可以把离得远的那些地产出卖或出租给小农，特别是在他需要小农的妻子儿女在甜菜种植园做日工的时候更是这样。假定说，大地主采用蒸汽犁使犁地的人受到排挤（在萨克森甜菜种植园——“集约化耕作的模范农场” 
［注：考茨基的书第45页引用的克格尔的话。］

 现在已经普遍采用蒸汽犁），雇佣工人肯定就要减少，高级职员（会计、管理员、技师等等）必然增加。布尔加柯夫先生是不是又要否认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大生产的集约化程度和资本主义的增长呢？是不是硬要说德国根本没有这种情况呢？

为了结束对考茨基这本书第8章农民无产阶级化的叙述，必须引证他下面这段话（这一段话紧接着上面我们引证过、布尔加柯夫先生也引证过的那一段话）：“在这里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德国中等地产分散的倾向已经停止发展，但是德国农村居民的无产阶级化也象其他地方一样，正在向前发展。从1882年到1895年德国的农户总数增加了281000个，其中大部分是占地1公顷以下的无产阶级化的农户。这类农户增加了206000个。


　　“正象我们所看到的，农业的运动很特殊，同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运动完全不同。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指出，在农业中农户集中的倾向并未导致小生产的彻底消灭。当这种倾向发展得太厉害时，它就会产生一种相反的倾向，因此集中倾向和分散倾向是相互交替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两种倾向也能同时发生作用。农户的数目增加了，而户主却以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的身分在商品市场上出现…… 这种把劳动力当商品出卖的小农户的根本利益同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不会因为自己占有一块地而站在同后者敌对的地位。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自己有一块地就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摆脱粮商的剥削，但是不能摆脱资本主义企业主（无论是工业企业主还是农业企业主都一样）的剥削。”（第174页）






下一篇文章我们将论述考茨基这本书的其余部分，并且对这本书作一个总的评价，同时顺便涉及一下布尔加柯夫先生继续在文章里提出的一些反对意见。





第二篇文章


一

考茨基在该书第9章（《商业性农业日益增长的困难》）分析了资本主义农业所固有的 矛盾
 。根据布尔加柯夫先生针对这一章所提出的和我们在下面要谈到的一些反对意见，可以看出，这位批评家对这些“困难”的一般意义理解得并不完全正确。有一些“困难”既是合理化农业的充分发展的“障碍”，同时又在 推动
 资本主义农业的 发展
 。例如，考茨基所指出的农村人力不足，就是“困难”之一。一些最好的、最有知识的劳动者迁出农村是合理化农业充分发展的一个“障碍”，这是无疑的，但是，农户为了克服这种障碍就 发展技术
 如采用机器，这也是无疑的。

考茨基研究了下面这些“困难”：（1）地租，（2）继承权，（3）继承权的限制，长子继承制（限定继承制，特定继承制 
[26]

 ），（4）城市对农村的剥削，（5）农村人力不足。

地租是扣除了投入农业的资本的平均利润以后剩下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使土地占有者有可能占有这一部分余额，同时地价（＝资本化了的地租）又把地租一经达到的高水平 固定下来
 。显然，地租使农业的充分合理化“遇到困难”：在租佃制下，渴望改善等等的热情减退了，在抵押制下大部分资本不是投入生产，而是用来购买土地。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反驳时指出：第一，抵押借款的增长“没有什么可怕”。他恰巧忘记了考茨基不是“在其他的意义上”，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即使在农业繁荣的情况下抵押也必然增长（见上面第一篇文章第2节）。现在考茨基提出的问题，决不是关于抵押借款增长是否“可怕”，而是关于哪些困难阻挠资本主义充分完成自己的使命。第二，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把地租的增长只看成是一种障碍未必正确…… 地租的增长，地租提高的可能性，是一种 独立的
 刺激因素，促使农业在技术方面和其他各方面进步”（进步一词原文为过程，显系刊误）。人口的增长、竞争的加剧和工业的发展是促使资本主义农业进步的刺激因素，而地租则是土地占有者借社会发展和技术提高取得的贡税。因此，说地租的增长是促使进步的“独立的刺激因素”，是不正确的。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生产同土地不是私有而是国有完全可以相容（考茨基的书第207页），那时绝对地租就完全没有了，而级差地租则由国家获得。在这种情况下促使农艺进步的刺激因素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大大地加强。

考茨基说：“认为抬高（in die Hohe treiben ）地价或人为地把地价维持在很高水平上对农业有利，这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样做只是对现有的（augenblicklichen）土地占有者有利，对抵押银行和地产投机者有利，而根本不利于农业，更不利于农业的将来和农民的下一代。”（第199页）土地价格是资本化了的地租。

商业性农业的第二个困难在于商业性农业一定要求土地私有，这样，在继承的时候，土地不是被分散（ 有些地方
 这种土地的分散甚至引起技术退步），就是被抵押出去（土地继承人把土地抵押出去，获得的钱付给其他继承人）。布尔加柯夫先生指责考茨基，认为他“在阐述中忽略了”土地转移的“积极方面”。这种责难是绝对没有根据的，考茨基无论是在这本书的历史部分（特别是第1编第3章，这一章谈到封建农业及其被资本主义农业代替的原因）或实用部分 
［注：考茨基坚决反对土地转移的各种中世纪束缚，反对长子继承制（限定继承制和特定继承制），反对支持中世纪的农民村社（第332页）等等。］

 ，都清楚地向读者表明了土地私有、农业服从竞争，因而也是土地转移的积极方面和历史必然性。至于布尔加柯夫先生对考茨基提出的另一个责难，说他没有探讨“各地区人口的增长程度不同”的问题，我们对此完全无法理解。难道布尔加柯夫先生希望在考茨基的书中看到人口统计学吗？

关于长子继承制的问题，我们就不谈了，因为上面作了说明之后，也就没有什么新东西了，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城市剥削农村的问题。布尔加柯夫先生硬说考茨基“没有把城市的积极方面，首先是城市作为农业市场的作用，同城市的消极方面加以比较”，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根本不符。考茨基在探讨“现代农业”（第30页及以下各页）那一章的 第一页
 上就十分肯定地指出了作为农业市场的城市的作用。考茨基认为，在农业改造和农业合理化等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正是“城市工业”（第292页） 
［注：还请参看第214页，考茨基在这里谈到城市资本在农业合理化方面所起的作用。］

 。

因此，我们完全不能理解，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开端》第3期第32页）怎么能够重复同样的思想来 对考茨基进行所谓的反驳
 ！这个特别明显的例子说明了这位严厉的批评家把他所批评的书曲解得多么厉害。布尔加柯夫先生教训考茨基说：“不要忘记，一部分价值〈流入城市的〉会回到农村。”任何人都会以为考茨基忘记了这个起码的真理。实际上考茨基区分了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无等价物的价值和有等价物的价值，而且区分得比布尔加柯夫先生清楚得多。考茨基首先探讨了“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无等价物（Gegenleistung）的商品的价值”（第210页）（在城市里消耗的地租、赋税、城市银行贷款的利息），并且完全正确地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城市对农村的经济剥削。接着，考茨基又提出了有等价物的价值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问题，即农产品与工业品交换的问题。考茨基说：“就价值规律来看，这样流入城市并不意味着对农业的剥削 
［注：请读者把本文所引用的考茨基的明确的说明和布尔加柯夫先生下面这个“批评”比较一下：“如果考茨基认为谷物的直接生产者把谷物交给非农业居民是一种剥削”等等。我们无法相信一个稍微仔细看过考茨基这本书的批评家能够写出“如果”这句话来！］

 ，然而实际上除了上述事实以外，它还造成对农业的地力的（stof flichen）剥削，使土地缺乏养份而趋于贫瘠。”（第211页）

关于城市对农村的地力剥削，考茨基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在这方面的一个基本原理，即城乡的对立破坏了工农业间必要的适应和相互依存关系，因此随着资本主义转化为更高的形态，这种对立将会消失。 
［注：不言而喻，认为在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中城乡对立必然消灭，与承认把农业人口吸收到工业中去在历史上的
 进步作用，是一点也不矛盾的。我在其他地方曾谈到这个问题（《评论集》第81页脚注69（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97页脚注。——编者注））。］

 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考茨基关于城市对农村的地力剥削的意见是“奇怪的”，“无论如何考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议论已经是幻想”（原文如此！！！）。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布尔加柯夫先生竟忽视了他这里所批判的考茨基的意见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读者有理由这样想：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消灭城乡对立的思想“完全是幻想”。如果这位批评家的意见果真是这样，我们是决不能同意的，并且要赞成这种“幻想”（实际上并不是幻想，而是对资本主义更深刻的批判）。认为消灭城乡对立的思想是一种幻想，这决不是什么新看法。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常的看法。某些看问题比较深刻的著作家也接受了这种看法。例如，杜林就认为城乡对抗“按其本质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布尔加柯夫先生由于考茨基指出农作物和牲畜日益增多的疫病是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的一个困难，而感到“惊异”（！）。布尔加柯夫先生责问道：“这与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有什么高级的社会组织能够取消牲畜品种改良的必要吗？”我们也感到惊异，布尔加柯夫先生竟不了解考茨基这个十分清楚的思想。自然选择所形成的农作物和牲畜的旧品种，被人工选择形成的“改良”品种所代替。农作物和牲畜变得更加娇弱，更加难于照料；疫病借助现代化交通工具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而经营的方式却仍旧是个体的、分散的、往往是小规模的（农民的），因而缺乏知识和资金。为了发展农业技术，城市资本主义可以提供一切现代科学手段，但它却使生产者保留同以前一样的社会地位；城市资本主义不能有系统、有计划地把城市文化输入农村。任何高级的社会组织都取消不了改良牲畜品种的必要性（考茨基当然不会发表这种谬论），但是技术愈发达，家畜和农作物的品种愈娇弱 
［注：因此考茨基在该书的实用部分介绍了对牲畜和牲畜饲养条件的卫生检查。（第397页）］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就愈会感到社会监督的缺乏，感到农民和工人的处境卑微。

考茨基认为商业性农业的最后一个“困难”是“农村人力不足”，城市吞没了最好的、最强壮的和最有知识的劳动力。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目前城市人口增加而对比之下农村人口减少，决不是反映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规律”，而是表明工业国即输出国的农业人口在向海外殖民地迁移。我认为布尔加柯夫先生是错了。城市人口（一般地说是工业人口）增加而 对比之下
 农村人口减少，这不仅是目前的现象，而且 正是
 反映了资本主义 规律
 的普遍现象。从理论上对这个规律的论证，正如我在另一个地方 
［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章第2节和第8章第2节（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编者注）。］

 已经指出的，第一，在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使愈来愈多的工业部门脱离了原来的农业 
［注：布尔加柯夫先生在指出这种情况时说：“农业人口在农业繁荣时期也可能相对
 〈黑体是布尔加柯夫用的〉减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仅是“可能”，而且必然会
 这样…… 布尔加柯夫先生作出结论说：“在这里相对减少〈农业人口〉仅仅〈原文如此！〉表明国民劳动新部门的增加。”这“仅仅”两字来得非常奇怪。新的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吸取“最强壮、最有知识的劳动力”。因此根据这一个简单的道理就足以使我们承认考茨基的一般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农村人口的相对
 减少完全能够证明这个一般论点（资本主义从农业中夺取最强壮、最有知识的劳动力）是正确的。］

 ，第二，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总的说来是减少了。（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177页。俄译本第526页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编者注］

 。我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4页和第444页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0页和第514页。——编者注］

 上引用过。）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在个别情况下和个别时期，可以看到耕种一定面积的土地所需要的可变资本在增长，但是这并不影响普遍规律的正确性。农业人口的相对减少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转化为绝对减少，绝对减少的程度也取决于资本主义殖民地的扩大，这一点考茨基当然不会否认。考茨基在他的书的有关部分非常清楚地指出，资本主义殖民地的扩大使欧洲充斥着廉价谷物。（“农村居民的逃亡（Landflucht）不仅经常向城市，而且向殖民地一批又一批地输送强壮的农村居民，使欧洲农村人力不足……”第242页）工业从农业中夺取最有力、最强壮、最有知识的工人，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仅工业国如此，农业国也是如此，不仅西欧如此，美国和俄国也是如此。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城市的文明和乡村的野蛮之间的矛盾，必然产生这种结果。“在人口总数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大量粮食输入，农业人口的减少是不可想象的”，—— 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我认为这个道理不仅不清楚，而且是根本错误的。在人口总数增加（城市发展）的情况下，不输入粮食，农业人口的减少也完全可以想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有可能使比较少的工人生产象从前一样多或者更多的产品）。在农业人口减少和农产品减少（或不按比例增加）的情况下，人口总数增加也是可以想象的，“可以想象”是因为资本主义使人民吃得更差了。

布尔加柯夫先生说德国1882—1895年中等农场增加的事实（这个事实是考茨基指出的，他举出这个事实是因为这类农场很少感到工人不足）“能够动摇”考茨基的“全部构思”。那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考茨基的论断吧。

按照农业统计资料，从1882到1895年占地5—20公顷的农场土地面积增加得最多。1882年这类农场的面积占总面积的28．8％；1895年占29．9％。这些中等农场土地面积的增加同大农场（占地20—100公顷）土地面积的减少是同时发生的（1882年占31．1％，1895年占30．3％）。考茨基说：“这些数字使所有认为农民是现存制度最坚强的支柱的善良公民非常高兴。他们兴高采烈地喊道：农业并没有发生变动，马克思的教条对于农业是不适用的。”中等农场的发展被解释为农民的新繁荣的开始。

考茨基回答这些善良的公民说：“但是这种繁荣是建立在泥沼中的。”“繁荣不是由于农民的 富裕
 ，而是由于整个农业受到 压迫
 。”（第230页）考茨基刚好就在前面说过：“尽管全部技术都在进步，但是 有些地方
 〈黑体是考茨基用的〉的农业已经开始衰落，这已是无庸置疑的了。”（第228页）这种衰落会引起封建制度的复活，即试图把工人束缚在土地上，要他们服一定的劳役。如果落后的经济形式凭借这种“压迫”而复活，这有什么值得惊异的呢？农民一般说来与大生产的工人不同，他们的消费水平更低，他们更能忍饥挨饿，更会拼命地干活，他们在危机时期能支持得久一些，这又有什么值得惊异的呢？ 
［注：考茨基在另一个地方说：“小农在绝境中能够支持得比较久。说这是小生产的优越性，我们完全有理由表示怀疑。”（第134页）



　我们可以顺便指出克尼希的充分证实了考茨基这个观点的一些材料，克尼希在自己的一本书（弗·克尼希博士《……英国农业状况……》1896年耶拿版）中，详细地叙述了英国一些最典型的郡里的农业状况。这本书里有大量的
 材料，指出小农劳动过重和消费不足的情况超过了雇佣工人，相反的材料却没有看到。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小农户要“非常（ｕｎｇｅｈｅｕｅｒ）勤俭”（第88页）才能有一点盈余；小农的房屋更坏（第107页）；小土地占有者（ｙｅｏｍａｎｆａｒｍｅｒ）比租地者的境况更差（第149页）；“小土地占有者的境况非常可怜（在林肯郡）；他们的住所比大农场的工人的住所更糟，有些甚至糟透了。他们的劳动比普通工人更重，时间更长，但是赚钱更少。他们的生活很苦，很少吃肉……他们的子女从事无报酬的劳动，穿戴也不好。”（第157页）“小农象奴隶一样地劳动，夏天往往从清早3点钟干到晚上9点钟。”（波士顿农业局的报道第158页）一个大农说：“毫无疑问，钱很少、靠家庭成员从事劳动的小户人家（der kleine Mann）最容易缩减家庭开支，而大农则无论年成好坏都得好好安排雇农的吃喝。”（第218页）艾尔郡的小农“非常（ungeheuer）勤勉，他们的妻子儿女干的活并不比日工少，而且往往比他们多；据说两个人一天干的活就等于三个雇工一天干的活”（第231页）。“全家不得不从事劳动的小佃农的生活，纯粹是一种奴隶的生活。”（第253页）“总的说来……在应付危机方面小农显然比大农有办法，但这并不是说小农的收入比较多。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小户人家（der kleine Mann）得到了无偿的家庭劳动的帮助…… 通常……小户人家全家都在自己的地里干活…… 子女只能得到饭吃，很少能得到固定的日工资”（第277—278页）等等。］ “农业危机波及到农业中生产商品的各个阶级；它是不会把中农放过的。”（第231页）

看来，考茨基这些论点已经清楚得很，不会使人不了解了。然而批评家却显然没有了解。布尔加柯夫先生没有说他对中等农场的增加是怎样解释的，可是他却说什么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会导致农业的毁灭”。于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就大发雷霆，说“考茨基关于农业遭到破坏的论断是错误的、武断的、没有证据的，是与最基本的事实相矛盾的”等等。

我们要指出，布尔加柯夫先生 完全错误地转述了考茨基的思想
 。考茨基决没有断言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导致农业的毁灭，他的论断恰好相反。只有对考茨基这本书最不注意的人，才会把他关于农业受到压迫（＝ 危机）和 有些地方
 （请注意）技术正在退步的话，引伸为农业“遭到破坏”，“遭到毁灭”。在专论海外竞争（即农业危机的主要条件）的第10章中，考茨基说：“即将来临的危机当然（naturlich）决不一定要（braucht nicht）破坏它所波及的工业。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才会这样。危机通常只不过是导致以资本主义方式去改造现存的所有制关系。”（第273—274页）考茨基就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危机所说的这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危机意义的一般看法。在这一章里，考茨基对整个农业也重复了这种看法：“根据以上所述，还没有权利说这是农业的毁灭（Man braucht deswegen noch lange nicht von einem Untergang der Landwirtschaft zu sprechen）。但是在现代生产方式已经站稳了脚跟的地方，农业的保守性就永远消失了。墨守成规（Das Verharren beim Alten）会使农户受到真正毁灭的威胁；农户不得不密切注意技术的发展，不得不随时使生产适应新的条件……在农村中，过去一直十分单调地沿着永恒不变的轨道运行的经济生活，已经处在不断革命化的状态中了，处在这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状态中了。”（第289页）

布尔加柯夫先生“不理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和商业性农业困难增大的趋势是怎样结合的。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资本主义无论在农业或工业中，都大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生产力愈发展，就使资本主义的矛盾愈尖锐，就给资本主义造成新的“困难”。马克思曾经坚决地着重指出农业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农业的合理化、土地与农户的分离、农村居民从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中解放出来等等），但是，他同样坚决地指出了直接生产者的贫困化和遭受压迫，以及资本主义与合理化农业的要求的对立。考茨基发挥了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使人非常奇怪的是布尔加柯夫先生虽然承认他的“总的社会－哲学世界观和考茨基相同” 
［注：讲到哲学世界观，我们不知道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话对不对。考茨基似乎不是布尔加柯夫先生那样的批判哲学的拥护者。］

 ，但是他没有看出考茨基在这里是发挥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开端》的读者一定会不明白布尔加柯夫先生是怎样对待这些基本思想的，不明白具有同一世界观的人怎么会说出“原则用不着争论”这种话来！！？我们姑且不去相信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这句话；姑且认为，他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之所以可能发生，正是因为这些“原则”是共同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谈到资本主义使农业合理化，谈到工业为农业提供技术等等，这只是重复了其中的一个“原则”。不过他又毫无道理地说了一层“完全相反”的意思。读者可能以为考茨基持的是另一种见解，其实考茨基在这本书中最坚决最明确地加以发挥的正是马克思的这些基本思想。考茨基说：“正是工业为新的合理化的农业创造了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正是工业用机器和人造肥料，用显微镜和化学实验室，使农业发生了革命，这样就使资本主义大生产在技术上胜过农民的小生产。”（第292页）因此考茨基就没有陷入我们在布尔加柯夫先生那里看到的那种矛盾：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即依靠雇佣劳动的生产，即不是农民生产，而是大生产，对吗？〉使农业合理化”，另一方面又认为“大生产在这里决不是技术进步的体现者”！


二

考茨基这本书第10章谈的是海外竞争和农业工业化的问题。布尔加柯夫先生以极端蔑视的态度批评这一章说，“除了一些多半为人们所熟悉的主要事实外，并没有什么新颖独到的见解”等等，而他自己并没有搞清楚怎样理解农业危机以及农业危机的实质和意义这一基本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马克思提出的并且由考茨基详细发挥的关于农业演进的总的观点，必然产生关于农业危机的观点。考茨基认为农业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谷物成本极低的国家的竞争使欧洲农业不可能把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加于农业的重担转嫁给广大的消费者。从此以后欧洲的农业“ 就必须自己来承担这些重担，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危机
 ”（第239页，黑体是考茨基用的）。在这些重担中间，主要的就是地租。在欧洲由于过去历史的发展，地租都提得很高（无论是级差地租或 绝对
 地租都是如此），并且通过地价固定下来了。 
［注：见帕尔乌斯
 《世界市场和农业危机》。这本书就地租的提高和固定的过程发表了中肯的意见。帕尔乌斯对于危机和整个土地问题的基本观点与考茨基是一致的］

 相反，我们看到，在美国、阿根廷等殖民地（只要这些地方还是殖民地）却有 闲置
 的土地，新的移民可以完全无偿地占用，或者只要花极低的价钱，而且那里肥沃的处女地使生产费用降低到最低限度。过去欧洲的资本主义农业是把过高的地租（通过昂贵的谷物价格）转嫁给消费者，这是很自然的，现在地租的重担却落在农户和土地占有者自己身上，使他们破产。 
［注：上述帕尔乌斯
 的著作第141页。《开端》第3期第117页所引的对帕尔乌斯这本书的书评（见本卷第56页。——编者注）。我们要补充说，商业性农业在欧洲所遇到的其他“困难”，对于殖民地的压力要小得多。］

 这样，农业危机就破坏了并且继续破坏着资本主义土地占有者和资本主义农业原来的安宁。过去资本主义土地占有者靠社会的发展攫取愈来愈多的贡税，并且把这种高额的贡税固定在土地价格上。现在他只好放弃这种贡税了。 
［注：绝对地租是垄断的结果。“幸而绝对地租的增长是有限度的…… 直到最近，绝对地租象级差地租一样也在欧洲不断地增长。但是海外竞争使这种垄断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欧洲的级差地租因海外竞争而受到损失（除英国的某些郡以外）…… 但是绝对地租已经降低了，这首先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好处（zu gute gekommen）。”（第80页并参看第328页）。］

 资本主义农业现在已陷入资本主义工业所特有的那种不稳定的状态，并且不得不设法适应新的市场条件。农业危机象其他的危机一样，使大批农户破产，使已经确立的所有制关系遭到巨大的破坏， 在一些地方
 使技术退步，使中世纪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复活，但是总的说来，农业危机能够 加速
 社会的演进，把宗法式的停滞状态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里排挤出去，促使农业进一步专业化（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进步的基本因素之一）和进一步采用机器等。总的说来，正如考茨基在该书第4章根据某些国家的资料所指出的那样，在1880—1890年，我们 甚至
 在西欧也没有看到农业停滞的现象，而是看到了技术的进步。我们说 甚至
 在西欧，这是因为在美国这种进步更为明显。

一句话，没有理由认为农业危机是阻挠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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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论考茨基的著作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文章）》一文原定在《开端》杂志上发表，后因该杂志被查封，改在《生活》杂志发表。《第一篇文章》署名弗·伊林，《第二篇文章》署名弗拉·伊林。《生活》杂志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7—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列宁的《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一文也是在该杂志发表的。——85。





[22]

 《俄国财富》杂志（《Ρ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谢·亚·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99。





[23]

 富源农场，原文为bonanza farms，指把粗放经营和采用最新机器技术结合起来的、主要生产小麦的北美资本主义大农场。——110。





[24]

 指马思批评埃·德·日拉丹《社会主义和捐税》一书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30—342页）。该文发表在1850年5月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4期上。——113。





[25]

 指由亚·伊·丘普罗夫和亚·谢·波斯尼科夫教授主编的两卷文集《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1897年）。文集的作者是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和民粹主义者。列宁在流放中看了这部书，并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加以批判。——115。





[26]

 限定继承制是一种大地产继承制。在这种制度下，地产由被继承人的长子使用，但他无权全部或部分地抵押、分割和转让（出卖）。特定继承制是通行于农民中间的一种限定继承制。这种制度允许土地占有者有稍多的自由来支配所继承的土地，但同样禁止分遗产。——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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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卡尔·考茨基《土地问题。现代农业倾向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概述》

1899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

（1899年3月下半月）

考茨基的这本书是《资本论》第3卷出版以后当前最出色的一本经济学著作。在此以前马克思主义还缺少一部系统地考察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著作。现在考茨基用他的巨著（共450页）中的第一部分即《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发展》（第1—300页）填补了这个空白。考茨基在序言中完全正确地指出，关于农业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已经积累了“大量”统计资料和描述性的经济资料；迫切的要求在于揭示这个国民经济领域中经济演进的“基本趋向”，把农业资本主义的各种现象作为“一个总〈完整〉过程的（eines　Gesamtprozesses）局部表现”来考察。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农业的形式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复杂，因此一个作者从任何研究著作中信手拈来一些根据和事实以“印证”自己的观点，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我国民粹派报刊上的大量议论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它们企图证明小农经济的生命力，甚至证明它比农业中的大生产还要优越。所有这些议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抓住个别现象，援引个别事例，根本不想把它们同资本主义国家整个土地制度的全貌以及同资本主义农业最近整个演进的基本趋向联系起来。考茨基没有陷入这个常见的错误。他研究农业中的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20多年，拥有非常丰富的材料；而且，考茨基的研究还以英国、美国、法国（1892年）和德国（1895年）最近的农业调查材料为根据。但是他从来没有在错综复杂的事实面前茫然失措，从来没有忽略最细小的现象同整个资本主义农业制度以及同资本主义的整个演进的联系。

考茨基考虑的不是某一个局部的问题，例如，关于农业中大生产和小生产的关系，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就是说，资本是不是掌握了农业，资本是不是改变了农业的生产形式和所有制的形式，以及这个过程是怎样进行的。考茨基确认资本主义前的和非资本主义的农业形式在现代社会中有巨大作用，确认必须阐明这些形式同纯资本主义形式的关系，所以他的研究一开头就对宗法式的农民经济和封建时代的农业作了极其精确的说明。他在确定了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以后，就转而来探讨“现代农业”。他首先从技术方面（轮作制、分工、机器、肥料、细菌学）来论述现代的农业，使读者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在近几十年里使农业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革，把农业从因循守旧的手工劳动变成 科学
 。进而他研究了“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对马克思关于利润和地租的学说作了简明通俗、然而非常确切、非常天才的叙述。考茨基表明，租佃制和抵押制只是马克思指出的农业企业主和土地占有者分离这一个过程的两种不同形式。接着他又考察了大生产和小生产的关系，发现了前者对后者在技术上的优越性是毫无疑义的。考茨基详尽地阐述了这一论点，并且详细地说明了这样一个情况：农业中小生产稳固，绝对不是由于它在技术上合理，而是由于小农拼命干比雇佣工人更多的活，而同时却把自己的需要水平降低到后者的需要水平和生活水平以下。考茨基用来证明这一点的材料是使人心悦诚服的。考茨基分析了农业协作社问题，得出结论说，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并不是向村社生产前进，而是向资本主义前进；协作社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农业中大生产对小生产的优越性。期待农民在现代社会里转向村社生产，那是荒谬的。常常有人引用一些并不证明小农业遭受大农业排挤的统计资料；其实，这些资料只是说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其过程要比工业中复杂得多。就是在工业中，发展的基本趋向也往往同资本主义的加工活扩大到家庭等等现象交错在一起。而在农业中排挤小生产者首先遇到的障碍是土地面积有限；购买小块土地来联成大块土地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在农业集约化的条件下，农户土地面积的缩小和所得产品的增加有时是相辅而行的（所以纯粹以农户土地面积作为依据的统计并不能证明什么）。生产集中是通过一个所有者购买许多地产而达成的；这样形成起来的大地产是资本主义大农业的一种高级形式的基础。最后，完全排挤小生产，对于大地产也是不利的，因为前者能向它提供劳动力！所以，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往往用法律来人为地扶持小农。小农业在不再是大农业的竞争者，而成为大农业劳动力的供应者的时候，是可以得到巩固的。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土地占有者的关系愈来愈近似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关系。考茨基专门写了一章来说明“农民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这一章的材料很丰富，其中关于农民的“副业”即雇佣劳动的各种形式的问题，材料尤其丰富。

考茨基在阐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发展的基本特征以后，便开始论证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短暂性。资本主义愈向前发展，经营商业性（商品性）农业的困难也就愈大。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地租）、继承权、长子继承制[20]妨碍着农业的合理化。城市愈来愈重地剥削农村，从农村的业主那里夺走了最好的劳动力，愈来愈多地榨取农村居民生产出来的财富，使他们不能恢复地力。考茨基特别详细地分析了农村人力不足的问题，确认中农受劳动力缺乏的影响最小，但是他马上补充说：“善良的公民们”（我们也可以加一句：以及俄国的民粹派）由于这个事实而高兴，那是枉然的；他们以为这就是农民复兴的开始，足以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对农业毫不适用，那也是枉然。比起其他从事农业的阶级来，农民虽然较少苦于雇佣工人不足，却深深苦于高利贷和苛捐杂税，苦于自己经营不合理、地力衰竭、劳动过度和消费不足。不仅农村工人，还有农民的子弟……也涌入城市！这个事实明显地驳斥了那些乐观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但是，欧洲的农业情况发生特别大的变化，是由于从美国、阿根廷、印度、俄国以及其他国家运入的廉价粮食引起了竞争而促成的。考茨基周详地考察了为自己寻找市场的工业发展所造成的这一事实的意义。他描述了欧洲谷物生产在这种竞争的影响下缩减的情况，地租下降的情况，他特别详细地分析了“农业的工业化”，指出这一方面表现于小农从事工业雇佣劳动，另一方面表现于农产品加工生产部门（酿酒业、制糖业等等）日益发展，甚至有某些农业部门被加工工业所排挤。考茨基说，乐观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欧洲农业的这些变化能够使它免于危机，那是估计错了，因为危机在日益扩大，只能以整个资本主义总危机而告终。当然，绝对不能以此为根据，说什么农业会毁灭，但是农业的保守性已经永远消失；它处在不断改造的状态中，处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特点的状态中。“资本主义性质愈来愈发展的大农业生产占有大面积土地；租佃与抵押增加，农业的工业化，这就是为农业生产社会化准备基础的几个因素……”考茨基最后说，如果认为社会的一部分向一个方向发展，另一部分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那是一种荒诞的想法。实际上“社会发展方向在农业中和在工业中是一样的”。

考茨基运用自己理论分析的成果来探讨土地政策问题，他当然要反对任何扶持和“拯救”农民经济的企图。考茨基说，村社过渡到大村社农业是根本谈不上的（第338页《农村共产主义》这一节；参看第339页）。“保护农民（Der　Bauernschutz）并不是意味着保护农民 个人
 （这种保护当然谁也不会反对），而是保护农民 所有制
 。而农民所有制则正是农民贫困和受压抑的主要原因。农业雇佣工人的处境现在往往比小农更好一些。保护农民并不是保护农民免受贫困，而是保护那些把农民锁在他的贫困上的枷锁。”（第320页）从根本上对整个农业实行资本主义改造的过程还刚刚开始，但是这个过程在迅速发展，把农民变成雇佣工人并且使农村人口大量外流。阻止这个过程的企图是反动的和有害的，在现代社会中无论这个过程的后果多么严重，然而阻止这个过程的后果就更严重，会使劳动人民陷入更加无望的绝境。在现代社会中，进步活动只能力求减弱资本主义进步给人民带来的有害作用，提高人民的觉悟和增强人民进行集体自卫的能力。所以考茨基竭力主张保证迁移等等自由，废除农业中的一切封建残余（例如规定地主和农奴相互关系的条例，它使农村工人处于人身依附的、半农奴的地位），禁止使用不满14岁的童工，规定八小时工作制，设立严格监督工人住宅的卫生警察等等，等等。

我们希望，考茨基这本书也将有俄译本问世。





	载于1899年4月《开端》杂志第4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88—94页

















[20]长子继承制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保留的一种封建时代的继承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大地产由一个家族或一个家庭排行最长者继承而不得分割。——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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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霍布森《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

译自英文　1898年圣彼得堡波波娃出版社版

定价1卢布50戈比

（1899年4月）

霍布森的这本书，其实并没有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它主要是根据英国的材料概述了现代工业的发展情况。因此，该书的标题未免大了一些，作者一点也没有谈到农业，就是对工业经济的考察也非常不全面。从思想倾向来看，霍布森同有名的著作家维伯夫妇一起，都是英国一个先进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对“现代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完全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必然要被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式所代替，并且用典型的英国改良派的实际精神来对待这个代替的问题。在英国现代工厂立法史、英国工人运动、英国市政机关活动等等的影响下，他多半凭经验深信改良的必要性。霍布森并没有足以用来作为他的改良主义纲领的基础和阐明具体的改良问题的一套严整的理论观点。因此，霍布森最擅长把最新的统计材料和经济材料分门别类并且加以叙述。相反，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时，就显得很差。俄国的读者甚至会觉得奇怪，一个学识如此渊博并且抱有完全值得同情的实践意图的著作家，竟会在“资本”是什么、“储蓄”有什么作用等等问题上无能为力地伤脑筋。霍布森的这个弱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他看来，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约·斯·穆勒比马克思更有权威，虽然霍布森也引证过马克思的一两句话，但是他显然完全不懂得和不了解这些话。霍布森为了弄清楚资产阶级和教授们的政治经济学中的矛盾，耗费了大量无效劳动，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在最好的场合，霍布森作出接近于马克思早就得出的一些结论；在最坏的场合，他接受了同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态度针锋相对的错误观点。该书最不成功的一章是第7章《机器和工业萧条》。在这里霍布森想弄清楚危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和收入、资本主义积累等理论问题。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和消费不相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性质这些正确观念，被一大堆关于“储蓄”（霍布森把积累和“储蓄”混为一谈）的烦琐议论和各种鲁滨孙的故事（“假定说，一个用原始工具工作的人发明了新的工具……储藏自己的食物”等）等等吞没了。霍布森非常喜欢图表，他在大多数场合很成功地利用图表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但是，对于霍布森在第207页（第7章）的附图中所表明的关于“生产机制”的概念，凡是多少了解真正的 资本主义
 “生产机制”的读者，都只能付之一笑。霍布森在这里把生产同生产的社会制度混淆起来，说明他对什么叫资本、资本有哪些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分成哪些阶级等问题的了解是模糊不清的。霍布森在第8章中就居民的职业构成以及这一构成的变动情况，提供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材料，但是，他在从理论上考察“机器和对劳动的需求”时，却有一个很大的漏洞，他忽视了“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或后备军这一理论。在霍布森的这本书中写得成功的是考察妇女在现代工业中的地位和现代城市的那几章。霍布森举出妇女劳动增长的统计材料，描写了妇女劳动的极其恶劣的条件，正确地指出，要想改善这些条件，只有用工厂劳动来代替家庭劳动，工厂劳动可以使“社会关系更密切”，和便于“组织起来”。同样，在关于城市的意义的问题上，霍布森也接近于马克思的总的看法，承认城乡之间的对立同集体制的社会制度是相抵触的。如果霍布森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也忽视了马克思的学说，他的结论会具有更大的说服力。那样，霍布森大概就会更明确地强调大城市的历史进步作用，以及在按集体制原则组织经济的条件下工农业联合的必然性。霍布森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文明和工业的发展》，可以说是最精采的一章了。在这里作者用一系列有力的论据证明，必须从加强“社会监督”和“工业社会化”方面来改革现代的工业制度。在评价霍布森对实现这些“改革”的方式所持的某种程度上的乐观主义观点时，必须注意到英国历史和英国生活的特点：民主高度发展，不存在军国主义，有组织的工联力量巨大，英国国外投资的增长削弱了英国企业主和英国工人之间的对抗，等等。

威·桑巴特教授在他的一本论述19世纪社会运动的著名的书中，曾经指出了“统一的倾向”（第6章的标题），即各国不同形式不同色彩的社会运动趋于一致的倾向；同时还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广泛传播的倾向。关于英国，桑巴特认为这种倾向表现在英国工联日益放弃“纯粹曼彻斯特派的观点”。根据霍布森的这本书，我们可以说：英国的进步著作家在实际生活（它日益证实了马克思的“预测”）要求的压力下，开始感到传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正在摆脱它的偏见，不自觉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

霍布森这本书的译文有重大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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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

（1899年5月下旬）

在《生活》第4期上，普·涅日丹诺夫先生对我和其他作者关于市场理论的文章[27]作了评论。我只想回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的一个论断，他说我发表在今年《科学评论》第1期上的那篇文章，“歪曲了自己反对第三者的理论的斗争”。至于普·涅日丹诺夫先生所提到的有关市场理论、特别是关于彼·伯·司徒卢威的观点等其他问题，我就不一一作答了，请看我答复司徒卢威的那篇文章（《再论实现论问题》；由于与作者无关的一些原因，该文拖延了一段时间才在《科学评论》上发表）即可。

普·涅日丹诺夫先生断言，“资本主义的生产，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他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于认为有这一矛盾，“马克思陷入了严重的自我矛盾”，而我又在重复马克思的错误。

我认为普·涅日丹诺夫先生的见解是完全错误的（或者是有很大误解的），我看不出马克思的观点有任何矛盾。

普·涅日丹诺夫先生断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消费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这是令人感到惊异的，这只有用他赋予“矛盾”这个概念的极其 特别的含义
 才能解释。正是普·涅日丹诺夫先生才认为，“如果生产和消费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就必然经常产生过剩的产品”（第301页；并见结论，第316页）。这是一种完全随意的、并且在我看来是完全不正确的解释。普·涅日丹诺夫先生在批评我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矛盾这一论断时，应当（我认为）向读者说明我是怎样理解这一矛盾的，而不应当只说明他对这一矛盾的实质和意义的看法。问题（引起普·涅日丹诺夫先生同我展开论战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对所探讨的矛盾的理解，完全不象普·涅日丹诺夫先生所想要理解的那样。在任何地方我也没有说过，这个矛盾必然 经常
 
［注：我强调经常
 ，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遭到破坏而有时生产出过剩的产品（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一定的消费状况是保持比例的要素之一。］

 产生过剩的产品；我不这样认为，而且从马克思的话中也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看法。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在于生产的增长异常迅速，竞争使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向，而消费（个人消费）即使也在增长，却极其缓慢；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状况，使得个人消费不可能迅速增长。我觉得，凡是认真读过我的《评论集》第20页和第30页（普·涅日丹诺夫先生引用的关于西斯蒙第主义者那一篇文章）和《科学评论》（1899年第1期）第40页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25—126、136—138页和本卷第43—44页。——编者注］

 的人，都会相信，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我一开始就 只是这样理解的
 。而且严格遵循马克思的理论的人，对这个矛盾也不可能有别的理解。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就在于：在国民财富增长的时候，人民的贫困也在增长，在社会生产力增长的时候，人民的消费却没有相应增长，这些生产力没有被用来为劳动群众谋福利。从这个意义上来了解，这个矛盾就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为千百万人的日常经验所证实的事实，正是由于观察到这一事实，才使劳动者得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已经得到充分而科学的说明的那些观点。这个矛盾的必然结果，根本不是经常生产出过剩的产品（象涅日丹诺夫先生所愿意想的那样）。我们完全能够设想（当我们对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作纯理论性的探讨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全部产品都得以实现，而没有任何过剩的产品， 但是，我们不能设想
 生产和消费之间没有不适应现象的 资本主义
 。这种不适应现象（正象马克思在他的公式中所明确指出的），表现在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够而且应当超过消费品的生产。

因此，涅日丹诺夫先生说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必然经常产生过剩的产品，这是完全错误的结论。由于这个错误，他竟不公正地责备马克思不彻底。恰恰相反，马克思是非常彻底的，他指出：

（1）产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 能够
 实现的（当然是在各工业部门比例适当的前提下）；用对外贸易或“第三者”来说明这一实现是错误的；

（2）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蒲鲁东）关于不可能实现 额外价值
 的理论，是基于完全不了解一般的实现过程本身；

（3）甚至在完全按比例地和极其顺利地实现的条件下，我们也不可能设想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其生产和消费之间没有矛盾，其生产的巨大发展不是同人民消费的极其缓慢的增长（或者甚至是停滞和恶化）相伴随的。在生产资料方面实现较多，在消费品方面实现较少，——从马克思的公式中显然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从这个结论中又必然可以得出结论说，“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马克思）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3页。——编者注］

 。在《资本论》所有谈到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问题的地方 
［注：我在1899年《科学评论》第1期上的一篇文章中（参看本卷第43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引用过这些地方，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章第18—19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40—42页。——编者注）也引用过。］

 ，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来理解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的。

普·涅日丹诺夫先生还认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也是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的。是否真是这样，我不知道。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曾在他的著作中用了一个公式，证明在消费缩减的条件下生产也能够增长（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可能的，也确实发生过）。这里虽然没有过剩的产品，但我们还是看到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难道可以否认吗？

此外，普·涅日丹诺夫先生在责备马克思（和我）不彻底的时候，还忽略了一点：他要论证自己的观点，就必须说明，应该怎样理解生产资料的生产对消费品生产的“不依赖性”。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个“不依赖性”仅仅在于某一部分（不断增长着的）作为生产资料的产品，是靠该部类内部的交换，即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交换（或者是靠把获得的实物产品重新用于生产）来实现的；但是， 归根到底
 生产资料的制造必然是和消费品的制造联系着的，因为生产资料的制造毕竟不是为了生产资料本身，而只是由于制造消费品的工业部门需要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 
［注：《资本论》第3卷第1部分第289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41页。——编者注）。我在《科学评论》第40页（参看本卷第44页。——编者注）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7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36页。——编者注）引用过。］

 因此，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和马克思的观点的差别，不在于前者一般地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联系，而后者一般地否认这一联系（这该是荒唐的）。他们的差别，在于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这种联系是 直接的
 ，认为 生产是跟着消费走的
 。马克思则说明这一联系 只是间接的
 ，它只是 归根到底
 才表现出来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消费是跟着生产走的
 。尽管联系是间接的，它毕竟还是存在的；消费归根到底必须跟着生产走，因此，既然生产力要求生产无限增长，而消费又由于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状况而缩减，那么这里就一定会产生矛盾。这一矛盾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不能存在 
［注：《评论集》第20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25—126页。——编者注）；《科学评论》第1期第41页（参看本卷第45页。——编者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9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40—42页。——编者注）。如果这一矛盾造成了“经常的过剩的产品”，那它正是意味着资本主义不能存在。］

 ，但是它意味着必然要转变到更高级的形式：这一矛盾愈尖锐，这一转变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即劳动者意识到这一矛盾）就愈成熟。

现在请问，涅日丹诺夫先生在关于生产资料对消费品的“不依赖性”的问题上能够采取什么态度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他完全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的依赖关系，断言生产资料的实现可以同消费品 毫无联系
 ，甚至连“归根到底”的联系也没有，那么他必然会得出荒诞无稽的结论；或者他跟着马克思走，承认归根到底生产资料同消费品是联系着的，那么他必须承认我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是正确的。

最后，我想举一个例子，用具体的材料来说明抽象的论断。大家知道，在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极低的工资（＝人民群众极低的消费水平）往往妨碍机器的采用。此外，甚至有这样的情形，企业主购置的机器竟闲置不用，因为劳动力的价格降得很低，使用手工劳动反而对业主更加有利！ 
［注：俄国资本主义农业中的这种现象，我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65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04页。——编者注）曾举过一个例子。这类现象并不是少有的怪事，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特性所产生的通常的和必然的
 后果。］

 这种情况非常清楚地说明，在消费和生产之间，在资本主义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的趋向和人民的无产阶级状况、贫困和失业现象对这一趋向的限制之间存在着矛盾。同样也很清楚，从这个矛盾中只能得出一个唯一正确的结论，即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导致资本主义被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经济所代替。相反，如果从这个矛盾中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必然 经常
 产生过剩的产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一般不能实现产品，因而不能起任何进步的历史作用等等，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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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指列宁的《市场理论问题述评（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战）》一文（见本卷第40—50页）。——138。







《列宁全集》第4卷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28]


（1899年8月）


某地
［注：《工人事业》杂志的单行本增加了“（俄国境内）”几个字。——俄文版编者注］

 17个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会议，


一致
 通过如下的决议，并决定把它公布，

交全体同志讨论

近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出现了一种离开俄国社会民主党基本原则的倾向，即离开由党的创始人和先进战士们——“劳动解放社”[29]成员宣布过，又由90年代俄国工人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宣布过的原则的倾向。下面所引的《信条》，旨在表明某些（所谓的“青年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观点，它试图系统而明确地叙述“新观点”。这个《信条》的全文如下。


　　西欧存在过行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这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全部历史，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资产阶级必须争得自由的形式和力求摆脱束缚生产的行会规章，所以它（资产阶级）就成了革命的因素；它在西欧各国都是从主张liberté，fraternité，égalité（自由、博爱、平等），从争取自由的政治形式开始活动的。但是，正如俾斯麦所说的，它争得了这种形式，却给了自己的对手即工人阶级一张将来必须兑现的期票。在西欧，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争得过民主制度，而只是坐享其成。有人可能会反驳我们，说工人阶级参加过革命。但是从历史上加以考证就会推翻这种意见，因为正当1848年西欧确立宪法的时候，工人阶级还只是城市手工业者，还只是小市民民主派；工厂无产阶级当时几乎还不存在，而大生产中的无产阶级（如霍普特曼所描写的德国织工，以及里昂的织工），还是一群粗野的人，只会骚动，根本不能提出什么政治要求。1848年的宪法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是由资产阶级和小市民、手艺匠争得的。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手艺匠与手工工场工人，印刷工，织工，钟表匠等等）从中世纪起，就习惯于参加各种组织，参加互助储金会、宗教团体等等。西欧熟练工人中间至今还保持着这种组织精神，这也就使他们同工厂无产阶级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要组织工厂无产阶级既很难又很慢，他们只能加入所谓lose　Organisation（临时组织），而不能参加订有规章的永久性组织。这些手工工场的熟练工人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核心。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比较容易和完全可能进行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又有可能把那些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受到训练的工人吸收来有计划地组织这个斗争。在这种背景下，西欧就形成了理论的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它以议会政治斗争为出发点，其前途（只在表面上近似布朗基主义，成因的性质则完全不同）一方面是夺取政权，另一方面是Zusammenbruch（崩溃）。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比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在比利时、法国，特别是在德国，工人组织政治斗争非常容易，而组织经济斗争则感到困难重重，意见纷云。直到现在，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比较起来（除开英国不说），仍然异常薄弱，极不稳定，到处都laissent　à　désirer　quelque　chose（尚嫌不足）。在政治斗争的精力尚未消耗殆尽之前，Zusammenbruch曾是一个必要的、起组织作用的Schlagwort（流行提法），它本应起巨大的历史作用。在研究工人运动时所能得出的基本规律就是阻力最小的路线。在西欧，这样的路线就是政治活动，而《共产党宣言》表述出来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是运动当时所应采取的最合适不过的形式。但是，由于目前政治活动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政治运动已经搞得过于紧张，以至难以进展，甚至无法进展（近来选票数目增长得很慢，集会的群众情绪冷淡，书报上的论调低沉），另一方面，由于议会活动软弱无力，以及无组织的和几乎无法组织的工厂无产阶级愚昧群众走上舞台，所以，在西欧造成了现在称为伯恩施坦主义的东西，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工人运动从《共产党宣言》发表时起到伯恩施坦主义出现时止的发展时期是一种最合事物逻辑的进程，把这全部进程加以细心研究，就能象天文学家那样准确地断定这个“危机”的结局。这里说的当然不是伯恩施坦主义的成败问题，因为这并没有多大意义；这里说的是党内早已逐渐发生的实际活动方面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使党更加努力进行经济斗争，巩固经济组织，并且最重要的是促使党改变对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态度。固执己见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阶级的划分持过分死板的看法），将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党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也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党将承认
 社会；党的狭隘小团体的、多半是宗派主义性的任务，将扩大为社会的任务，而它的夺取政权的意图，就会变成适应现代实际情况和根据民主原则改变或改良现代社会的意图，以求最有效最充分地保护劳动阶级的权利（各种各样的权利）。“政治”这一概念的内容，就会扩大得具有真正的社会意义，而目前的一些实际要求就会具有更大的份量，就会引起比以前更大的注意。

从上面关于西欧工人运动发展进程的概述中，不难得出对于俄国的结论。我们这里阻力最小的路线，绝对不在政治活动方面。不堪忍受的政治压迫虽然使人们不得不时常谈到这种压迫，并专心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它却始终不会推动人们采取实际行动。在西欧，力量薄弱的那部分工人，一卷入政治活动就在其中成长壮大起来，我国的情形却与此相反，力量薄弱的工人面对很沉重的政治压迫，不仅没有什么实际的办法来同这种压迫作斗争，从而求得本身的发展，而且还经常为这种政治压迫所窒息，甚至发不出纤弱的幼芽。更何况我国工人阶级又不象西欧战士那样具有组织精神的传统，所以我们这里的情景将会十分悲惨，连那些认为每增加一个工厂烟囱就是一件莫大幸事的最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感到沮丧。进行经济斗争也很困难，极其困难，但它终究还是可能进行的，并且群众自己也已经在实际进行了。俄国工人既然能在经济斗争中学习如何组织，并能时时刻刻在这个斗争中触及政治制度问题，他们就终究会建立起称得上工人运动形式的一种东西，建立起某个或某些最适合俄国实际情况的组织。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俄国工人运动还处在原始状态中，还没有建立起任何形式。罢工运动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因此还不能称为俄国运动的固定形式，至于不合法组织，单从数量来看，也是不值得注意的（更不必说这种组织在现时条件下有什么益处了）。

情形就是这样。此外，还有饥荒和农村破产现象助长着破坏罢工的行为，因而也就更难把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提到比较过得去的程度……试问，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究竟能有什么办法呢？！关于独立工人政党的议论，无非是把他人的任务，把他人的成绩搬到我国土地上来的结果。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现在还处在一种可怜的状态。他们现在的实际任务还很渺小，而他们的理论知识——由于不是用作研究的工具
 ，而是当作活动的公式，——甚至对执行这些渺小的实际任务也没有什么价值。而且，从他人手中接过来的这些公式，从实践的意义来说也是有害的。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忘记了西欧工人阶级是在已经打扫干净的政治活动场所行动的，因此也就过分藐视了其他一切非工人的社会阶层所进行的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只要有人对带有自由主义政治性质的社会现象稍表关注，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就会表示反对，他们忘记了，许多历史条件使我们不能成为西欧那种马克思主义者，而要求我们拿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一种适合俄国条件并且为俄国条件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每个俄国公民都缺乏政治感觉和政治嗅觉，这一点显然不能靠对政治的高谈阔论或者向根本不存在的势力呼吁来求得弥补。政治嗅觉只能用教育来培养，就是说，只有参加俄国的现实生活（尽管它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性的）才能得到。在西欧，“否定”曾是（一时）适宜的，在我国就有害了，因为由一个有组织有实力的团体提出否定是一回事，而由没有组织起来的散漫的一群人提出否定，又是另一回事。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出路只有一条：参加，也就是帮助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且参加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以“否定者”的身分出现了，这种否定削弱了他本应用在政治激进主义方面的那一份精力。这一切暂时还不可怕，可是，如果阶级公式妨碍俄国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实际生活，并且使之远离各个反对派集团，结果就会使所有在争取法的形式时只好不同尚未提出政治任务的工人阶级携手合作的那些人受到重大损失。俄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那种以政治空谈来掩盖的政治上的天真，可能使他们上一个大当。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会有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赞成这种观点。但是，无疑总会有人赞成这种思想的。所以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并且告诫全体同志务必防止俄国社会民主党脱离既定路线，这条路线就是组织一个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的、以争取政治自由为当前任务的独立的工人政党。

上面引录的《信条》，第一，是“西欧工人运动发展进程的概述”，第二，是“对于俄国的结论”。

首先，《信条》作者们对于以往西欧工人运动的看法就是完全不正确的。说西欧工人阶级没有参加过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和政治革命，这是不正确的。宪章运动[30]的历史，1848年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就是一种反证。“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比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这句话，是完全不正确的。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是正当非政治的社会主义（欧文主义、“傅立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31]等等）流行的时候出现的，所以《共产党宣言》立即出来反对非政治的社会主义。甚至当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全副理论武装（《资本论》），并且组织了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32]的时候，政治斗争也绝不是一种流行的实践（当时在英国有狭隘的工联主义，在罗曼语国家有无政府主义和蒲鲁东主义）。在德国，拉萨尔的伟大历史功绩，就是他使工人阶级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变成了独立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信条》作者们企图把这两种斗争形式分开，就是一种最拙劣最可悲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

其次，《信条》作者们对于西欧工人运动的现状以及作为这个运动旗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持有完全不正确的见解。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下流文人无聊的议论，他们竭力想把社会党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争论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会党的分裂。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33]，按照广大公众特别是《信条》作者们通常所了解的含义来说，就是企图缩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变为改良主义者的党，而这种企图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谴责。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派别已经出现过不止一次，但是每次都遭到忠实地恪守革命国际社会民主党原则的党的谴责。我们深信，把机会主义观点搬到俄国来的一切企图，也会遭到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样坚决的回击。

与《信条》作者们所说的相反，也根本谈不到西欧工人政党有什么“实际活动方面的根本变化”，因为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承认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40年代就已经驳斥了否认经济斗争的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1—198页。——编者注］



过了20年左右，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在1866年日内瓦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工会和经济斗争的意义的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确切地指明了经济斗争的意义，警告社会党人和工人既不要夸大这种斗争的意义（当时在英国工人中间有过这种表现），也不要对这种斗争的意义估计不足（在法国人和德国人中间，特别是在拉萨尔派中间，有过这种表现）。决议认为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工会不仅是合乎规律的现象，而且是必然的现象；认为工会对于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本的日常斗争和消灭雇佣劳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决议认为工会不应该仅仅注意“反对资本的直接斗争”，不应该回避工人阶级的一般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工会不应该抱着“狭小的”目的，而应该争取千百万被压迫工人大众普遍的解放。从那时起，各国工人政党已经不止一次提出，将来当然还会不止一次提出一个问题：在某个时候是否应该偏重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或者偏重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但是总的或原则的问题，现在还是同马克思主义原先提出的一样。至于无产阶级的统一的阶级斗争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信念，则早已深入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血肉之中了。其次，历史经验又确凿地证明，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

工人政党对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态度更谈不到有什么重大变化。就是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也指明了一个正确的立场，一方面反对夸大政治的意义，反对密谋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另一方面又反对轻视政治，或者把政治缩小为对社会进行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修补（无政府主义，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34]，教授社会主义等等）。无产阶级应该努力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把其他阶级和政党看作“反动的一帮”[35]，恰恰相反，它应该参加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应该支持进步阶级和进步政党去反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党，应该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应该成为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或种族的保护者，成为一切被压制的宗教以及无权的女性等等的保护者。《信条》作者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只是证明他们力图抹杀无产阶级斗争的阶级性质，用所谓空洞的“承认社会”来削弱这个斗争，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庸俗的改良主义的思潮。我们深信，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会坚决屏弃这种曲解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的观点。由于《信条》作者们关于西欧工人运动的前提不正确，他们得出的“对于俄国的结论”就更不正确了。

硬说俄国工人阶级“尚未提出政治任务”，这只能证明他们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无知。1878年成立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36]和1875年成立的“南俄工人协会”[37]，就已经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了政治自由的要求。经过80年代的反动时期以后，工人阶级又在90年代不止一次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断定“关于独立工人政党的议论，无非是把他人的任务，把他人的成绩搬到我国土地上来的结果”，这也只能证明他们完全不懂得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迫切的任务。《信条》作者们自己提出的纲领，显然是想使工人阶级“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局限于经济斗争，而让“自由主义反对派”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参加”下去争取“法的形式”。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这样的纲领，就等于政治上自杀，就等于大大阻碍并降低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运动（我们认为这两个概念是一样的）。仅仅是这样一个纲领能够出现一事，就足以证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一位先进战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所表示的忧虑是多么有根据。他在1897年底谈到有可能出现这种前途：



　　“工人运动不越出工人和企业主间的纯经济冲突的狭小范围，它本身整个说来也就缺乏政治性质，而无产阶级先进部分在为政治自由斗争的时候，就会追随由所谓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小组和派别。”（阿克雪里罗得《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第19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对《信条》所表述的整个思想体系坚决宣战，因为这种思想会直接使上述的前途得以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极力设法实现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下面所说的另一种前途：

　　“另一种前途就是社会民主党把俄国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独立政党，它在争取自由的时候一方面
 要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因为
［注：以下无手稿。——俄文版编者注］

 将来会有这种派别）并肩战斗并结成联盟
 ，另一方面要把知识界中最热爱人民的最革命的分子直接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或者引导他们前进。”（同上，第20页）



　　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写这段话的时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声明清楚地表明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持这种观点的。固然，有一家彼得堡工人报纸，即《工人思想报》[38]，好象同意了《信条》作者们的思想，竟令人遗憾地在发刊词（1897年10月创刊号）中发表了一种根本错误的、同社会民主主义相对立的思想，说“运动的经济基础”可能“由于力求牢记政治理想而模糊起来”。但是同时彼得堡另一家工人报纸，即《圣彼得堡工人小报》[39]（1897年9月第2号），却坚决主张，“只有组织坚强而且人数众多的工人政党，才能推翻专制制度……”，工人“组成强有力的政党”，“就能使自己和整个俄国从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还有一家报纸，即《工人报》[40]，在第2号（1897年11月）的社论上写道：“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是俄国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俄国工人运动要是成为具有共同名称和严密组织的统一而严密的整体，就会使自己的力量增加十倍……”“各个单独的工人小组应当组成一个共同的政党。”“俄国的工人政党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当时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完全赞同《工人报》的这种信念，下面的事实就是证明：1898年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41]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党的宣言，并且承认《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可见，《信条》作者们竟从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达到了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上明文确定了的发展阶段大大倒退了一步。现在，俄国政府的残酷迫害使党的活动暂时削弱，使党的正式机关报停刊，因此，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是要竭力使党彻底巩固起来，制定党纲，恢复党的正式机关报。象上面分析过的《信条》那样的纲领竟能出现，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现在存在着一种思想动摇，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把《宣言》中所阐述的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基本原则着重说明一下。第一，俄国社会民主运动“自始至终都要成为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阶级运动”。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社会民主党的座右铭，应当是不仅要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而且要帮助工人进行政治斗争；不仅要针对当前的经济要求进行鼓动，而且要针对一切政治压迫进行鼓动；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设法继续发展并且实现这个理论，同时要保卫它，使它不致象许多“时髦理论”（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成就已经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时髦”理论了）那样常常被曲解和庸俗化。现在社会民主党应当全力以赴地到工厂工人和矿业工人中去进行活动，同时不应该忘记，随着运动的扩大，一定会有家庭工人、手工业者、农村工人以及千百万破产的饥寒交迫的农民加入它所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队伍。第二，“俄国工人阶级应当而且一定能够用自己健壮的肩膀承担起争取政治自由的事业”。社会民主党既然把推翻专制制度作为当前任务，它就应当做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而且仅仅为了这一点也必须从各方面援助俄国居民中所有的民主分子，吸引他们来做自己的同盟者。只有独立的工人政党才能成为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坚固堡垒，其余一切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只有同这样一个政党结成同盟并且给它援助才能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第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派别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继承俄国以前一切革命运动的事业和传统；社会民主党把争取政治自由当作全党当前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向着老‘民意党’[42]的光荣活动家早已明确提出的目标前进”。俄国以前一切革命运动的传统，要求社会民主党现在集中全力来组织党，加强党内纪律并发展秘密活动的技术。如果说老“民意党”的活动家在俄国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当时拥护这些为数不多的英雄的社会阶层十分狭小，运动的旗帜也根本不是革命的理论，那么社会民主党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一定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以便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作斗争，直到社会主义完全胜利。”

我们请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团体和一切工人小组都来讨论上面引用的《信条》和我们的决议，并且明确表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以便消除各种意见分歧，促进组织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事业。

各团体和各小组的决议，可以报告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43]，该联合会按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决议第10条的规定，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并且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 
［注：在《指南》中缺最后一段。——俄文版编者注］







	1899年12月在国外印成单行本附于《工人事业》杂志第4—5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163—176页


















[28]《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是列宁在流放地接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彼得堡寄来的一个经济派文件之后于1899年8月写的。列宁的姐姐称这个文件为“青年派的信条”，它的作者叶·德·库斯柯娃当时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成员。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在米努辛斯克专区叶尔马科夫斯克村召集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开会讨论了这个经济派文件和列宁起草的《抗议书》。与会的17人一致通过并签署了这个《抗议书》，他们是：列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瓦·瓦·斯塔尔科夫、A.M.斯塔尔科娃、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涅夫佐罗娃、弗·威·林格尼克、叶·瓦·巴拉姆津、阿·亚·瓦涅耶夫、Д.B.瓦涅耶娃、米·亚·西尔文、维·康·库尔纳托夫斯基、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波·勒柏辛斯卡娅以及彼得堡工人奥·亚·恩格贝格、亚·西·沙波瓦洛夫、H.H.帕宁。赞同《抗议书》的还有未出席会议的伊·卢·普罗明斯基、M.Д.叶菲莫夫、切卡利斯基、柯瓦列夫斯基以及图鲁汉斯克的流放者（尔·马尔托夫等人）和维亚特卡省奥尔洛夫市社会民主党人流放者。



列宁把《抗议书》寄到了国外。格·瓦·普列汉诺夫收到后立即将它发排，供《工人事业》杂志最近一期刊用。然而，参加该杂志编辑部的国外联合会青年派成员，没有通知普列汉诺夫，就于1899年12月将《抗议书》单另印出，并附一篇编后记，说《信条》只反映某些人的看法，这些人的立场对俄国工人运动并无危险，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内部不存在经济派，等等。1900年初，普列汉诺夫把《抗议书》收入他所编辑的批评经济派的文集《〈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收载的本文献，前一部分按手稿刊印，后一部分按《工人事业》杂志单行本刊印，并和《〈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一书核对过。——144。



[29]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伊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144。



[30]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给国会的争取普选权的请愿书。这个请愿书于1838年5月定名为《人民宪章》，并用法案形式公布。宪章提出了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国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治·哈尼、厄内斯特·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150。



[31]“真正的社会主义”，亦称“德国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代表人物有莫·赫斯、卡·格律恩、奥·吕宁、赫·克利盖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德国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他们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一些范畴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进行唯心主义的改造，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实现真正的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他们还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拒绝进行政治活动，从小市民的利益出发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反对在德国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用超阶级的“博爱”和“人性”等道德说教来代替革命的阶级斗争。——150。



[32]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建立。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规定其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为完全解放工人阶级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领导机关是总委员会，马克思是总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积极支持了1871年的巴黎工人起义。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工人运动处于低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在费城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150。



[33]“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150。



[34]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企图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主要代表为约·卡·洛贝尔图斯和费·拉萨尔。洛贝尔图斯主张由普鲁士王朝制定工资标准，实施社会改革，以逐步实现土地和资本的国有化。拉萨尔主张工人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抹杀国家的阶级性，企图加强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对讲坛社会主义有相当大的影响。——152。



[35]指拉萨尔派的一个论点：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个论点写入了1875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哥达纲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这个论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25页）。——152。 



[36]“俄国北方工人协会”是俄国工人阶级最早的革命政治组织之一，1878年底在彼得堡成立。创建人是钳工维克多·奥布诺尔斯基和木工斯捷潘·哈尔图林。会员和同情者各约200人。协会只吸收工人参加，其活动是秘密的。协会的纲领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先进阶级，工人争得政治权利和自由是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必要条件。纲领号召俄国工人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一道进行阶级斗争，并提出协会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国家现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个纲领也还带有民粹主义影响的某些痕迹。协会在彼得堡各工厂进行革命宣传，领导并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1880年2月15日，它出版了俄国最早的秘密工人报纸《工人曙光报》创刊号。此后不久，报纸的印刷厂被破坏，协会也由于主要成员被捕而停止活动。——153。



[37]“南俄工人协会”是俄国第一个工人革命政治组织，1875年7月间由革命知识分子叶·奥·扎斯拉夫斯基在敖德萨创立。协会有会员60人，同情者150—200人。协会章程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到工人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指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工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承认，并且和70年代前半期一些民粹主义纲领截然不同，提出了必须进行政治斗争的问题。但是这个章程总的说来还未摆脱民粹主义的世界观。协会成员阅读和传播革命书刊，积极参加组织罢工，并试图在南俄其他工业城市开展协会的活动。协会于1875年底—1876年初被沙皇政府破坏。——153。



[38]《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机关报，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见本卷第209—238页）和《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154。



[39]《圣彼得堡工人小报》（《C.-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Рабочий　Листок》）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秘密报纸，共出过两号：第1号于1897年2月（报上印的是1月）在俄国油印出版，共印300—400份；第2号于同年9月在日内瓦铅印出版。该报提出要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广泛的政治要求结合起来，并强调必须建立工人政党。——154。



[40]《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基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秘密报纸，波·李·埃杰尔曼、巴·卢·图查普斯基、尼·阿·维格多尔契克等任编辑，在基输出版。共出过两号：第1号于1897年8月出版；第2号于同年12月出版（报纸上印的日期是11月）。图查普斯基曾受编辑部委派出国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得到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等给报纸撰稿的许诺。《工人报》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也有联系。《工人报》参与了1898年3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被这次代表大会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工人报》的印刷所被警察破获和捣毁，已编好待发排的第3号没能出版。1899年该报试图复刊，没有成功。——154。



[41]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1—3日（13—15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倡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早在1895年12月列宁就在狱中草拟了党纲草案，并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由于彼得堡等地的组织遭到警察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基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担任。出席代表大会的有6个组织的9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1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2名，崩得的代表3名。大会通过了把各地斗争协会和崩得合并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在民族问题上，大会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决权。大会选出了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代表斯·伊·拉德琴柯、基辅《工人报》代表波·李·埃杰尔曼和崩得代表阿·约·克列梅尔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在会后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把争取政治自由列为首要任务，并把它和将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被宣布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而且大会闭幕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遭逮捕，所以统一的党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154。



[42]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费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列宁批判了民意党人的乌托邦式的纲领，但十分敬重他们同沙皇制度英勇斗争的精神。——156。



[43]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和列宁的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156。







《列宁全集》第4卷


为《工人报》写的文章[44]


（不早于1899年10月）





	↘ 给编辑部的信
↘ 我们的纲领


↘ 我们的当前任务


↘ 迫切的问题












给编辑部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

寄上应约为你们报纸写的三篇文章。我认为有必要就我的撰稿问题，特别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说几句话。

看了你们上次的通知，我以为你们是想创办一个出版社，并且要我来编纂一套社会民主主义丛书。

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你们成立了编辑部，并且着手出版报纸和约我撰稿。

这个建议我当然也愿意接受，但是同时必须说明，顺利的合作 只有在下列条件下
 才有可能：（1）编辑部和撰稿人之间要保持 密切的
 联系，把有关一切来稿的处理情况（刊用，不刊用，修改） 通知
 撰稿人，并且 把你社的一切出版物告知
 撰稿人；（2）我的文章都用笔名（如果我写去的笔名遗失，就请代选一个）；（3）编辑部和撰稿人对理论问题、当前的具体任务和怎样编好报纸（或丛书）的基本看法要一致。

我希望编辑部会同意这些条件，为了让我们尽快地达成协议，现在我谈一谈与第三个条件有关的问题。

正如来信所说，你们认为“旧思潮很强大”，因此同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反映进行论战没有多大必要。我认为这种看法太乐观了。伯恩施坦曾经公开宣称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他的观点一致[45]；国外“青年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与“旧思潮”的奠基者、代表者和最忠实的捍卫者“劳动解放社”已经分裂[46]；《工人思想报》拼命宣扬一些时髦的言论，拼命反对“广泛的”政治任务，竭力赞美一些小事情和手工业方式，庸俗地讥笑“革命理论”（见该报第7号上《随笔》一文）；最后，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界完全处于混乱状态，其中许多人明目张胆地要求采纳伯恩施坦主义的时髦“批评”，——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清楚地说明，复兴“旧思潮”、坚决捍卫“旧思潮”正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你们从我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我怎样看待报纸的任务和办报的计划，我很想知道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致到什么程度（文章是写了，可惜仓促了一点，总之，我极需知道最迟什么时候截稿）。

我认为，同《工人思想报》 必须直接展开论
 战，为此请寄给我 第1—2号、第6号和第7号以后的《工人思想报》以及《无产阶级斗争》
 [47]。我需要这本文集还为了在报纸上发表对它的评论。

你们来信说篇幅不受限制。我认为，既然有了报纸，最好登载一些报纸论文，这些论文甚至可以探讨一些专题，以备日后改编成小册子。我最近拟写作的问题如下：（1）即将寄上的纲领草案[48]；（2）下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49]将要讨论的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3）关于工人和社会党人在行动自由时、在狱中或流放地行动准则的小册子。拟以波兰的《行动准则》这本小册子为蓝本（如有可能，请寄给我一本）；（4）谈谈罢工（一、罢工的意义；二、反罢工法；三、近年来几次罢工的概况）；（5）《妇女和工人事业》小册子，等等。

我很想大体知道编辑部拥有哪些材料，以免重复和再谈已经“谈透的”问题。

等待编辑部的回信，来信可通过原转送站。（ 除了这个途径，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无法同你们取得联系。
 ）


　　弗·普·




我们的纲领

目前国际社会民主党正处于思想动摇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凡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打算出版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人，都应该以明确的态度对待这个不仅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才关心的问题。

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说明了雇用工人、购买劳动力怎样掩盖着一小撮资本家、土地占有者、厂主、矿山主等等对千百万贫苦人民的奴役。它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怎样使小生产逐渐受大生产的排挤，怎样创造条件，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成为可能和必然。它教导我们透过那些积习、政治手腕、奥妙的法律和诡辩的学说看出 阶级斗争
 ，看出形形色色的有产阶级同广大的贫苦人民、 同
 领导一切贫苦人民的 无产阶级
 的斗争。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密谋， 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组织社会主义社会
 。

我们现在要问，那些纠集在德国社会党人伯恩施坦周围、在这一时期大喊大叫要“革新”这个理论的人，究竟对这个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呢？ 什么也没有
 ，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他们并没有教给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他们只是向后退，借用一些落后理论的片言只语，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对无休止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党人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实行让步的理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的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的最时髦的“批评”作了无情的批判[50]，他做得完全正确。现在连德国工人的代表人物也屏弃了伯恩施坦的观点（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51]。

我们知道，说这些话会受到百般的责难，有人会大叫大嚷，说我们想把社会党变成一个“正统教徒”会，迫害那些背弃“教条”、具有独立见解等等的“异端分子”。我们熟悉所有这些时髦的刻薄话。不过这些话一点也不正确，也毫无意义。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这决不等于敌视 任何
 批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 应当
 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 独立地
 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 指导
 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 具体地说
 ，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因此我们很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

在俄国运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共同的纲领时，究竟会产生哪些主要问题呢？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纲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为经济斗争（反对个别资本家或个别资本家集团，争取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和政治斗争（反对政府，争取扩大民权，即争取民主和争取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有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办《工人思想报》的那些人大概可以包括在内）认为经济斗争重要得多，而政治斗争则似乎可以推延到比较遥远的将来。这种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到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即帮助工人去同厂主进行日常斗争，叫他们注意压迫的种种形式和事实，从而向他们说明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忠实拥护者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的忠实拥护者，甚至不止一次地试图组织纯经济性的工会来引诱工人离开“政治”，离开社会主义。俄国政府也很可能会采取某种类似的办法，因为它总是设法给人民小恩小惠，确切些说，假仁假义地施与人民小恩小惠，目的只是使人民不去考虑自己毫无权利和备受压迫的状况。如果工人不能象德国工人和欧洲其他一切国家（土耳其和俄国除外）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的集会这些权利，那么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给他们带来持久的改善，甚至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任何经济斗争。而要想获得这些权利，就必须进行 政治斗争
 。在俄国，不但工人而且全体公民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俄国是一个专制君主制即无限君主制的国家。沙皇独自颁布法律，任命官吏，监督官吏。因此，看来 好象
 俄国沙皇和沙皇政府不从属于任何阶级，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但是 实际上
 所有的官吏都来自有产者阶级，而且都受大资本家的支配。大资本家可以任意驱使各个大臣，可以为所欲为。俄国工人阶级受着双重压迫：他们受资本家和地主的抢劫和掠夺，为了使他们不能反抗，警察还把他们的手脚束缚起来，把他们的嘴堵住，对一切试图维护民权的人进行迫害。每次反对资本家的罢工都会引起军警对工人的袭击。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 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
 。这种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 争取政治自由
 。既然彼得堡一个城市的工人在社会党人的帮助不大的情况下能够很快地迫使政府让步——颁布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52]，那么整个俄国工人阶级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领导下就一定能够通过顽强的斗争获得无比重大的让步。

俄国工人阶级即使得不到其他任何阶级的帮助，也能单独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但是在政治斗争中工人并不是孤立的。人民毫无权利，强盗官吏横行霸道，也激怒了一切对限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行为不能容忍的比较正直的知识界人士，激怒了受迫害的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和俄国的教派信徒，激怒了受官吏和警察欺压而又无处投诉的小商人、小企业主和小农。所有这些居民集团是无力单独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的，但是只要工人阶级举起斗争的旗帜，他们就会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伸出援助的手。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旦成为一切争民权、争民主的战士的领袖，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观点，我们将在我们的报纸上系统而全面地发挥这些观点。我们深信，这样做我们就能沿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所指引的道路前进。





我们的当前任务

俄国工人运动现在处于过渡时期。西部边疆区、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其他城市工人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良好的开端，结果是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8年春）。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迈出了这一大步以后，好象暂时用尽了全部力量，又重新回到过去各地方组织分散活动的状态。党并不是不存在了，它只是在致力于积聚力量，把团结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事业放在牢固的基础上。实现这种团结，为这种团结创造适当的形式，彻底摆脱狭隘的地方分散性，——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什么是阶级斗争呢？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起来反对他们的厂主，这是不是阶级斗争呢？不是，这只是阶级斗争娇弱的萌芽。只有当全国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切先进人物都意识到自己是属于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并且开始同 整个
 资本家 阶级
 和维护这个阶级的政府进行斗争，而不是同个别厂主进行斗争的时候，工人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只有当个别的工人意识到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员，认识到他每天同个别厂主和个别官吏进行小的斗争就是在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整个政府的时候，他们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5页。——编者注］

 ，——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工人同厂主的任何斗争 在任何时候都是
 政治斗争，那就错了。这句话应当这样理解：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 随着
 这个斗争逐渐成为 阶级
 斗争而必然成为 政治
 斗争。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工人组织起来，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和鼓动，从而把他们反对压迫者的自发斗争 变成
 整个阶级的斗争， 变成
 一定的 政党
 争取实现一定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单靠地方工作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工作在我国已经有相当大的开展。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种子已经散播在俄国各地；从彼得堡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从高加索到乌拉尔，全俄国的工人都已经熟悉了第一种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工人传单。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正是把所有这些地方工作汇合成一个 政党
 的工作。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克服的主要缺点，就是地方工作的狭隘性和“手工业”性。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俄国工人运动中的许多表现都成了纯粹地方性的事件，大大失去了它们作为俄国整个社会民主运动的范例和作为俄国整个工人运动的阶段的意义。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工人不能充分意识到全俄国工人的利益的共同性，不能很好地把俄国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自己的斗争结合起来。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同志们对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各种不同看法不能在中央机关报上公开讨论，不能供我们在制定共同的党纲和策略时参考，而是消失在狭隘的小组习气中，或者使得偶然出现的地方特点过分夸大。我们已经尝够这种手工业方式的苦头了！我们已经足够成熟，完全有可能 来共同工作
 ，制定共同的党纲和一起讨论我们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

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批判各种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旧理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它并没有仅仅局限在批判和抽象议论上；它证明了它的纲领并不是悬在空中，而是适应人民群众即工厂无产阶级的大规模自发运动的需要的；它现在需要采取下面这个特别艰巨的但也是特别重要的步骤：给这个运动制定一种适合于我国条件的组织形式。社会民主党不能只是简单地为工人运动服务，因为它是“ 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体
 ”（这里用的是卡·考茨基的定义，它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它的任务是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明确的社会主义理想，把这个运动同合乎现代科学水平的社会主义信念结合起来，同争取民主这一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的有步骤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一句话，就是要把这种自发运动同 革命政党
 的活动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我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制定我们党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所必须掌握的 材料
 。但是对这些材料应该进行独立的“整理”，现成的范例是无处可寻的。一方面，俄国工人运动的条件与西欧工人运动完全不同，所以在这一点上抱某种幻想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党同俄国过去的一些革命政党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固然必须向俄国老一辈的卓越革命家和秘密活动家学习（我们毫不犹豫地承认这种必要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不对他们抱批判的态度，不能因此而不独立制定自己的组织形式。

由于提出了这个任务，下面两个主要问题就特别重要。（1）社会民主党地方性活动必须完全自由，同时又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这两者应该怎样结合起来呢？社会民主党是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汲取全部力量的，这种运动在各个不同的工业中心的表现形式和发生的时间都不同；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的活动是党的全部活动的 基础
 。但是，如果这是一些孤立的“手工业者”的活动，那么严格说来，就不能把它叫作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因为这并不是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的 阶级
 斗争。（2）社会民主党力求成为一个以争取政治自由为主要目标的革命政党，同时又坚决不策划政治密谋，坚决不“号召工人修筑街垒”（按照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正确说法[53]），或强迫工人去接受某些革命者所拟定的某种袭击政府的“计划”，这两者又应该怎样结合起来呢？

俄国社会民主党完全有权利认为，它 在理论上
 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再谈这些问题，就会重复《我们的纲领》一文说过的话了。现在应该谈的是怎样 实际
 解决这些问题。实际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小组所能胜任的，只有整个社会民主党有组织地进行活动才能办到。我们认为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为此就必须把 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
 作为我们的当前目标。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把这个工作作为最近期间的 全部
 活动内容。没有这样的机关报，地方工作仍然是狭隘的“手工业方式”的。不通过一种报纸把党的正确的代表机关建立起来，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句空话。不通过中央机关报把经济斗争联合起来，经济斗争就不可能成为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 阶级
 斗争。如果全党不在一切政治问题上发表意见，不指导各个斗争，那么政治斗争就不可能进行。不在中央机关报上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不集体确定一定的 活动方式和活动准则
 ，不通过中央机关报来确立每个党员对全党 负责
 的原则，要想组织革命力量，进行纪律教育，提高革命技术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说必须集中党的 一切
 力量——一切写作力量、一切组织才能、一切物资等等来创办和办好全党机关报，丝毫也没有想把其他活动，例如把地方性的鼓动、游行、抵制、追查奸细、攻击资产阶级和政府中个别的人、示威性的罢工等等推到次要地位。恰恰相反，我们深信这种种活动构成了党的活动的 基础
 ，但是，如果 不
 通过全党机关报把它们结合起来，所有这些革命斗争的形式就会 失去十分之九的意义
 ，就不能创造党的共同经验，树立党的传统和继承性。党的机关报不但不会同这些活动对立，反而会给这种活动的扩展、加强和系统化以极大的影响。

我们必须集中 一切
 力量来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的机关报，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处境独特，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俄国旧的革命政党大不相同。德、法等国的工人除了出版报纸以外，还有许多公开活动的形式和组织运动的方法，如议会活动、竞选鼓动、人民的集会、参加地方社会团体（乡村的和市镇的）、公开领导手工业者联合会（工会、行业工会）等等，等等。而我们在取得政治自由以前，则必须用革命的报纸来 代替这一切
 ，而且正是代替这 一切
 。没有革命报纸，我们 决
 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我们不相信密谋手段，我们拒绝用个别的革命行动去摧毁政府；我们的实际行动口号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所说的：“Studieren，propagandieren，organisieren”，即学习，宣传，组织，而能够并应当成为这些活动的中心的，只有 党的机关报
 。

但是，是否有可能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才有可能把这样的机关报办得正规，办得比较扎实呢？这一点我们下次再谈。





迫切的问题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我们的迫切任务是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的机关报，我们还提出了这个目标是否可能达到和在什么条件下可能达到的问题。现在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的几个最重要的方面。

首先，有人会反对我们说，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 先
 开展地方小组的活动。我们认为这种相当普遍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必须立即着手把党的机关报，进而把党本身建立和巩固起来。采取这个步骤所必需的条件已经具备：地方工作在进行，而且显然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因为愈来愈频繁的暴行只能造成短时间的中断，战斗中牺牲的人很快就由新生力量补充。党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也有出版经费和写作力量。可见问题在于，是应该继续按“手工业”方式进行 已在进行的
 工作呢，还是应该把这种工作搞成一个党的工作，使它全部反映在一个共同的机关报上。

这样我们就涉及到我们运动中一个迫切问题，即运动中的一个症结——组织问题。我们急需健全革命的组织和纪律，改进秘密活动的技术。应该坦白承认，我们在这方面落后于俄国旧的革命政党，因此必须全力以赴地赶上和超过它们。不健全组织，就不可能使我国工人运动有任何进展，尤其不可能建立一个能正常出版报纸的积极政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党的现有机构（指机关、小组和报纸而言）必须更多地注意组织问题，并在这方面影响地方小组。

手工业方式的地方工作，总要过于频繁地进行个人联系，总要养成一种小组习气。可是我们已经成长起来，不适合于小组活动了，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来说，小组就显得太狭窄，而且会造成力量的严重浪费。只有联合成一个党，才能逐步贯彻分工和节省人力的原则。为了减少损失和建立一个比较巩固的堡垒来反抗专制政府的压迫和疯狂的迫害，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在我们面前，在俄国各地处于“地下”状态的社会党人小组面前，有极其强大的现代国家的庞大机构，它竭尽一切力量来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我们深信，我们最后一定能摧毁这个警察国家，因为一切健康的和发展着的人民阶层是赞成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但是为了有条不紊地进行反政府的斗争，我们必须使革命的组织、纪律和秘密活动的技术达到最完善的地步。必须使每个党员或每个党组织在党的工作的某一方面专业化：有的翻印书报，有的从国外转运书报，有的把书报分送俄国各地，有的在各城市分送，有的安排秘密活动的处所，有的筹募经费，有的传送有关运动的通讯和一切消息，有的负责联络，如此等等。我们知道，这种专业化比起平常的小组工作来，要求我们更坚毅，更善于集中精力从事平凡的、细小的、打杂的工作，更加发挥真正的英雄气概。

俄国社会党人和俄国工人阶级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作出英勇的事迹，因此，一般说来，抱怨我们缺乏人手是不对的。青年工人迫不及待地渴望接受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尽管监狱和流放地已有人满之患，帮助工人的人却不断从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涌现出来。如果能向所有这些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来的新兵广泛宣传必须使组织更加严密的思想，那么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报的计划就不再是一种幻想了。实现这个计划的条件之一，是要保证报纸正常地收到各地的通讯和材料。在我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各个时期，连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也完全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一点难道历史没有证明吗？如果在各地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把党报看成 自己的
 报纸，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同它保持经常的联系，在党报上讨论自己的问题，在党报上反映本地整个运动的情况，那么即使采用的秘密活动方式并不特别巧妙，也完全能保证报纸收到关于运动的各方面消息。另一方面，即把报纸正常地送到俄国各地，是一项更艰巨的任务，比俄国革命运动旧形式下的同样任务要艰巨得多，因为那时报纸的对象还不是现在这样广泛的人民群众。但是社会民主党办报的宗旨使报纸很容易散发。报纸应当正常而大量发行的主要地方，是工业中心、工业城镇和大城市的工厂区等等。这些中心地区的居民几乎全是工人；工人在这些地方实际上居于主人地位，他们可以千方百计地瞒过机警的警察；这些地方同附近工业中心的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代（从1878年到1890年）[54]，德国政治警察干得不比俄国警察差，甚至可能比他们还好，但是德国工人由于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强，终于使他们每周出版的秘密报纸正常地从国外运到国内，而且送到每个订阅者家里，连大臣们也不能不佩服社会民主党的邮政（“红色邮政”）。这种成绩我们当然不敢奢望，但是我们只要全力以赴，就完全能使我们的党报每年至少出12次，并且能正常地送到运动的各个主要中心的所有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工人手里。

我们在回过来谈专业化问题的时候，还必须指出，专业化所以不够，一方面是由于工作的“手工业方式”占优势，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各地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平常关于组织问题谈得太少了。

只有把全党机关报创办起来，才能使革命事业中“做局部工作的人”意识到他是在“步伐整齐的行列”里行进，他的工作直接为党所需要，他是那根一定要勒死我国专制政府，即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全体人民的死敌的链条上的一环。只有严格实行这种专业化，才能节省人力：不仅可以用更少的人来完成每一项革命工作，而且可以使目前活动的若干方面 合法化
 （即为法律所许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前进报》[55]早就建议俄国社会党人使自己的活动 合法化
 ，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活动。骤然看来，这种建议使人感到惊讶，但是实际上很值得重视。差不多每一个在城市的地方小组中工作过的人都会很容易地回忆起来，在他所做的许多各种各样的工作中，有些本身就是合法的（如收集有关工人生活状况的材料，研究涉及许多问题的合法书刊，阅读某些外国书刊并作介绍，进行某种联络工作，帮助工人学文化，研究工厂法，以及其他许多工作）。把这类工作交给专门的人员去做，就会减少积极的、“在火线上”的革命大军的人数（但丝毫不会削弱它的“战斗力”）和增加替补“伤亡人员”的后备力量。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使战斗人员和后备人员在全党机关报上看到自己活动的反映，感觉到自己同党报的联系。当然，不管我们怎样彻底实行专业化，工人和地方小组的地方性会议总是需要的。但是人数众多的革命集会（这种集会受警察破坏的危险性特别大，因此与会议的效果相比往往是得不偿失的）将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各种不同的革命工作由专人负责就更有可能用合法的会议形式如娱乐会、合法社团的会议等等来掩护这种会议。既然拿破仑第三时代的法国工人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德国工人都能够千方百计地掩护他们的政治性会议和社会主义会议，那么俄国工人也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其次，只有改善党的组织和创办全党机关报，才能使社会民主党宣传和鼓动的内容更加广泛 和
 更加深刻。我们很需要做到这一点。地方工作几乎必然会夸大地方特点，会…… 
［注：部分手稿遗失。——俄文版编者注］

 没有中央机关报（它同时也是先进的民主机关报），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把社会民主党变成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的 愿望
 才能 实现
 。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制定明确的策略。社会民主党屏弃了“反动的一帮”[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页。——编者注］这一谬论。它认为利用各个进步阶级的合作来反对反动阶级，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如果各个组织和机关报仍然是地方性的，那么这项任务几乎不可能执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能同个别“自由派”取得联系和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合作”外，别的什么也谈不上。只有彻底贯彻政治斗争原则和高举民主旗帜的全党机关报，才能把一切战斗的民主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才能利用俄国一切进步力量来争取政治自由。只有到那时候，才能把工人对警察和当局的敢怒而不敢言的憎恨变成对专制政府的自觉的憎恨，变成为工人阶级和俄国全体人民的权利而进行殊死斗争的决心！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将成为现代俄国的一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以后几号，我们将登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并且将开始更详细地讨论一些组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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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我们的纲领》、《我们的当前任务》和《迫切的问题》这三篇文章是列宁在流放中为《工人报》写的。1899年崩得中央委员会试图恢复《工人报》时，编辑部曾先后建议列宁参加编辑和撰稿。由于《工人报》复刊未成，这些文章当时也就没有发表。——157。



[45]爱·伯恩施坦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附注中（第1版第169—170页）声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大多数同意他的观点的。格·瓦·普列汉诺夫曾于1898年7月在《新时代》杂志第44期上发表了《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一文，同年10月底—11月初又在《萨克森工人报》第253—255号上发表了《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一文，批判伯恩施坦从1896年起以《社会主义问题》为题在《新时代》杂志发表的那一组修正主义文章。上述伯恩施坦的话意在反驳普列汉诺夫对他的批判，为自己辩解。——158。



[46]指1898年11月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分裂。——158。



[47]《无产阶级斗争》文集第1期是俄国乌拉尔社会民主党小组在1898年冬出版的。文集的撰稿者站在经济主义的立场上否认成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必要性，认为用总罢工的方法就能完成政治革命。列宁在《怎么办？》第4章第2节中，对文集的观点作了评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158。



[48]指《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一文（见本卷第186—208页）。——158。



[49]这里说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倡议于1900年春在斯摩棱斯克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得到崩得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支持。1900年2月，参加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代表伊·克·拉拉扬茨曾到莫斯科同列宁商谈由代表大会恢复《工人报》和由列宁、亚·尼·波特列索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该报编辑部的问题。列宁和劳动解放社的成员都认为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为时尚早（见本卷第284—285、315—316页），但是劳动解放社没有拒绝参加，而委托列宁代表它出席，还从国外把代表证书寄给了列宁。代表大会由于1900年4—5月间各社会民主党组织有许多人被捕而没有开成。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158。



[50]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和《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两篇文章中对爱·伯恩施坦的批判。——161。



[51]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于1899年10月9—14日举行。奥·倍倍尔就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击”作了报告。代表大会议程所以列入这个问题，是因为以爱·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要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要求重新审查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政策和策略。代表大会通过的专门决议否决了修正主义者的要求，但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开展起来。列宁对倍倍尔的报告给予很高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奥古斯特·倍倍尔》一文）。——161。



[52]指1895年特别是1896年以纺织工人为主的彼得堡工人罢工。1896年的罢工开始于5月底，起因是工厂主拒绝给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并波及机器、橡胶、造纸、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3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会散发了传单和宣言，号召工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10＋（1/2）小时，提高计件单价，按时发放工资等。列宁称这次罢工为著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它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1897年6月2日（14日）颁布了将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缩短为11＋（1/2）小时的法令。——163。



[53]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所写序言中的一段话：“任何一个天真的读者也决不会认为，作者是建议人们去号召工人修筑街垒或者唆使工人搞密谋。……作者是要工人政党发展和壮大到自己感到足以同专制制度进行决战时再来解决‘给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的手段问题……”——168。



[54]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172。



[55]《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173。







《列宁全集》第4卷


书评

卡尔·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

（1899年11月下半月）

……考茨基在序言中就以下问题发表了非常宝贵和中肯的意见：如果进行批评的人不愿意拘泥于死板的学究气和书呆子气，不愿意忽略“理论理性”同“实践理性”（并且是处于特殊情况的居民群众的实践理性，而不是个别人的实践理性）之间所具有的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严肃诚恳的批评应该具备什么条件。考茨基说，当然，真理高于一切，伯恩施坦如果真的认识到他以前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那么他就应该毫不含糊地说出自己的认识。但糟糕的是，伯恩施坦缺乏的恰恰是这种坦率和明确的态度。他的小册子看来“包罗万象”（正如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在一本法国杂志上所指出的），涉及到成串成堆的问题，但是对 任何
 问题都没有完整而明确地提出他的新观点。这位批评家仅仅提出了他的疑问，不作任何独立的探讨，就把刚刚触及的一些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抛开了。考茨基讽刺说，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伯恩施坦的信徒对他的这本书有多种多样的理解，而伯恩施坦的论敌对他的了解却是一致的。伯恩施坦反驳他的论敌的主要意见，就是说他们不了解他，也不愿意了解他。伯恩施坦在报章杂志上写了许多文章来反驳他的论敌，但是丝毫没有正面地阐明自己的观点。

考茨基的反批评是从方法问题上着手的。他研究了伯恩施坦反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见，指出伯恩施坦把“决定论”的概念同“机械论”的概念混淆起来，把意志自由同行动自由混淆起来，并且毫无根据地把历史必然性和人们被迫所处的绝境混为一谈。伯恩施坦所重复的对宿命论的陈腐指责，已经为马克思历史理论最基本的前提所驳倒。伯恩施坦说，决不能把一切都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还应当“估计到”其他因素。考茨基回答说，讲得很对，但是要知道，这一点是任何研究者，不管他遵循哪一种历史观，都应该做到的。谁要我们放弃马克思的方法，放弃这个实际上已经光辉地证明了并且还会继续证明是正确的方法，谁就必须在下面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根本否定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思想，这样就会抛弃科学地论证社会学的一切尝试；或者应当说明怎样才能从其他因素（例如伦理观点）推论出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哪怕用远远不能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相比拟的分析来说明。伯恩施坦不但丝毫不想这样做，而且一味空洞地谈论要“估计到”其他因素， 继续
 在自己的书中运用唯物主义的老方法，好象他根本没有说过这个方法有缺陷！考茨基指出，有好几个地方，伯恩施坦运用这个方法之草率和片面是令人难忍的！伯恩施坦还指责了辩证法，说辩证法会导致随意的编造等等。伯恩施坦重复着这些滥调（连俄国读者也听腻了），却根本不想指出辩证法不对在什么地方，黑格尔或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曾犯过方法论上的错误（究竟是哪些）。伯恩施坦试图用来证实和坚持自己意见的唯一法宝，就是说《资本论》最后有一节（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832页。——编者注］

 存在着“倾向性”。这种责难已经陈旧不堪，德国的欧根•杜林、尤利乌斯•沃尔弗和其他许多人都提出过这种责难，容我们补充一句，70年代的尤•茹柯夫斯基先生和90年代的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正是这位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曾经揭露尤•茹柯夫斯基先生卖弄这种责难），也都提出过这种责难。那么伯恩施坦提出什么 证据
 来证实这种陈腐的无稽之谈呢？只有下面这一点：说马克思是事先有了现成的结论，而着手进行“研究”的，因为《资本论》在1867年得出的结论，也正是马克思早在40年代就已经提出的结论。考茨基回答说，这种“证明”等于偷天换日，因为马克思不是经过一次研究，而是经过两次研究才论证了自己的结论，马克思本人在《批判》（见俄译本《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 
［注：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177页）。——编者注］

 的序言中也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次
 研究是在40年代马克思退出《莱茵报》[56]编辑部之后。马克思所以退出编辑部，是因为他要论证物质利益问题，但是又感到自己在这方面还准备不足。马克思这样说到自己：我从社会舞台回来扎进了书房。由此可见（考茨基影射伯恩施坦，强调地说），马克思既怀疑自己关于物质利益的见解是否正确，也怀疑当时在这问题上的流行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怀疑看得非常了不起，非要写成一整本书让人人都知道不可。不是的，马克思开始学习，以便从怀疑旧观点进而提出某种肯定的新观点。他开始研究法国社会理论和英国政治经济学。他同恩格斯接近，当时恩格斯正在详细地研究英国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40年代末这两位著作家阐述得十分明确的著名结论，就是他们共同工作的成果，就是第一次研究的成果。[57]1850年，马克思迁居伦敦，那里有了进行科学研究的良好生活条件，促使他“再 从头
 开始，批判地彻底研究新的材料”（《若干原理的批判》第1版第XI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页。——编者注］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和《资本论》（1867年）这两部著作就是进行了多年的第二次研究的成果。《资本论》作出的结论同40年代的结论是符合的，因为 第二次
 研究证实了第一次研究的结果。马克思在1859年写道：“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同上，第XII页） 
［注：同上，第11页。——编者注］

 考茨基问道，难道这象是早在研究前就得出的结论吗？

考茨基从辩证法问题转到价值问题。伯恩施坦说，马克思的理论还不完备，留下许多问题“根本没有充分阐明”。考茨基也不想否认这一点。他说，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是科学的极限。历史不断提供新的事实和新的研究方法，这就要求进一步发展理论。如果伯恩施坦试图利用新的事实和新的研究方法来进一步发展理论，那大家都会感谢他。但是这一点伯恩施坦连想都没有想过，只是一味对马克思的学生进行无聊的攻击，并提出一些非常含糊的、纯粹是折中主义的意见，例如，说什么戈森-杰文斯-柏姆学派的边际效用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同样正确。伯恩施坦说，这两种理论各有各的用处，因为柏姆-巴维克本来有权把商品由劳动创造这一属性抽象掉，正象马克思本来有权把商品效用这一属性抽象掉一样。考茨基指出，认为这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理论各有各的用处（何况伯恩施坦并没有说出这个或那个理论有什么用处）是非常荒谬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我们 本来
 有权把商品的哪一属性抽象掉，而在于如何说明以产品 交换
 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主要现象，如何说明商品的价值、货币的职能等等。马克思的理论虽然对许多问题都还没有说明，但是伯恩施坦的价值论却是一个根本没有说明的问题。伯恩施坦还引用了布赫提出的劳动“边际强度”这一概念，但是伯恩施坦既没有充分说明布赫的观点，也没有明确提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而布赫呢，显然陷入了矛盾，他认为价值取决于工资，而工资又取决于价值。伯恩施坦感觉到自己关于价值的意见是折中主义的，于是就试图为折中主义辩护。他称这种主义是“清醒的理智对任何教条所固有的束缚思想的意图的叛逆”。考茨基对此回答说，伯恩施坦只要回忆一下思想史，他就会看到，反对束缚思想的伟大叛逆者从来不是折中主义者，他们的本色始终是力求观点的统一和完整。折中主义者则胆量太小，是不敢叛逆的。如果我恭维马克思，同时又恭维柏姆-巴维克，那根本说不上什么叛逆！考茨基说，让他们在思想的共和国里举出一个不愧为叛逆者的折中主义者吧！

考茨基从方法问题转而探讨应用方法的效果问题，他谈到所谓Zusammenbruchstheorie（崩溃论），即西欧资本主义突然崩溃的理论，似乎马克思认为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把崩溃同严重的经济危机联系起来。考茨基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过这种特殊的崩溃论，也从来没有把崩溃一定同经济危机联系起来。这是论敌的歪曲，他们片面地阐述马克思的理论，毫无意义地抓住马克思个别著作的个别段落，以便胜利地驳斥这一理论的“片面性”和“粗糙性”。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西欧经济关系的改造取决于欧洲现代史上出现的阶级的成熟程度和力量。但是伯恩施坦硬说这不是马克思的理论，而是考茨基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和引伸。考茨基确切地摘引了马克思40年代和60年代的著作，同时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使伯恩施坦无礼指责马克思的学生“存心袒护、故意刁难”的这种真正刁难伎俩完全败露。考茨基书中的这一段话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俄国某些著作家（如《开端》杂志的布尔加柯夫先生）也在急于重复伯恩施坦在“批评”幌子下对马克思理论的歪曲（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在他的《西欧工人运动》（1899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也作了同样的歪曲）。

伯恩施坦认为现代经济似乎不是朝着马克思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为了驳斥伯恩施坦的这种意见，考茨基特别详尽地分析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向。考茨基书中的《大生产和小生产》这一章以及其他几章，都从政治经济学方面作了分析，并收集了大量的数字材料，当然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一一细述，只能简略地谈一谈这几章的内容。考茨基强调说，这里谈的正是总的发展方向，决不是一些细节和表面现象，因为 任何
 理论都不可能估计到这一切形形色色的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有关各章中也提醒过读者注意这个简单的，但是常常被人遗忘的真理）。考茨基详细地分析了1882年和1895年的德国工业调查材料，他指出，这些材料光辉地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并且完全肯定了资本的积聚过程和小生产被排挤的过程。就连伯恩施坦本人在1896年（考茨基讽刺说，当时伯恩施坦本人也是袒护者和刁难者行会中的一员）也十分肯定地承认过这件事实，但是现在却无限制地夸大小生产的力量和作用。例如，伯恩施坦断定20个工人以下的企业有几十万个，“显然，他在悲观的心情下多加了一个零”，因为这种企业在德国只有49000个。而且，在统计时把什么人都算作小企业主：马车夫、听差、掘墓工、卖水果的小贩以及在家里替资本家干活的女裁缝等等，等等！我们应该指出考茨基在理论方面一个极重要的意见，即小工商业企业（如上面所说的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往往只是相对人口过剩的一种形式：破产的小生产者和失业的工人变成了（有时是临时的）小商小贩和住房室隅的出租者（这些也是同其他各种企业一样被统计进去的“企业”！）等等。这些行业比比皆是，并不说明小生产富有生气，相反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在增长。可是，在伯恩施坦看来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如在大生产和小生产问题上），他就强调和夸大小“企业主”的作用，可是到了对他不利的时候（如在贫困增长问题上），他就默不作声了。

伯恩施坦重复着俄国公众早已知道的议论，说股份公司“能够”使资本分散，使资本“不必要”积聚，并且还举出一些小额股票的数字（参看1899年《生活》第3期）。考茨基回答说，这些数字什么也证明不了，因为各个公司的小额股票也都可能是大资本家的财产（这一点伯恩施坦也得承认）。伯恩施坦根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提出任何证据来证实股份公司 增加了
 有产者的人数，因为股份公司实际上是为大资本家和投机者服务的，让他们能够剥夺轻信别人而财产不多的公众。股票数量的增加，只能说明财产有转换成股票的趋势，却丝毫不能说明财产的分配。总的来说，伯恩施坦在有产者和私有者人数增加的问题上采取了惊人的轻率态度，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的资产阶级拥护者对他著作的这一部分大加赞扬，吹嘘这一部分是根据“大量数字材料”写成的。考茨基讽刺说，伯恩施坦的手艺真高，用两页篇幅竟容纳了这样大量的材料！他把有产者和资本家混淆起来，虽然谁也不否认资本家的人数在增加。他采用的是所得税的材料，忽略了这些是属于国家税收方面的材料，财产收入同薪水收入等等已经混在一起了。他把不同时期用不同方法得来的因而是无法比较的材料（例如关于普鲁士的材料）拿来比较。他甚至从一张街头小报的杂文中抄下了关于英国有产者人数增加的数字（并且把这些数字用黑体字刊印出来，作为他的主要王牌！），这张小报对维多利亚女王的寿辰祝颂备至，而对统计则轻率到了极点！这些数字来处不明，从英国所得税的材料中本来也不能得出这些数字，因为根据这些材料不可能确定纳税人有多少，每个纳税人的全部收入有多少。考茨基引用了科尔布著作中1812—1847年英国所得税的材料，指出这些材料完全象伯恩施坦所引的杂文材料一样，（似乎）说明有产者人数有了增加，而且是在英国人民的贫困增长得骇人听闻的时期！考茨基详细地分析了伯恩施坦的材料之后，得出结论说：伯恩施坦并没有举出任何数字足以证明有产者的人数确实在增加。

伯恩施坦也曾试图为这种现象作理论上的论证，他说，资本家本人不可能把大量增加的剩余价值全部消费掉，换句话说，消费剩余价值的有产者人数增加了。考茨基不费多大气力就驳倒了这种完全忽视马克思的实现论（俄国书刊中曾不止一次地阐述过这个理论）的可笑论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不仅用理论的推断，而且用具体的材料驳倒了这种论断。这些材料证明：西欧各国的奢侈和挥霍现象在增长，日新月异的时尚对加快这一过程有很大影响，大批工人失业，剩余价值的“生产消费”大大增长，即对新企业的投资，特别是欧洲资本对俄国、亚洲、非洲的铁路以及其他企业的投资大大增长。

伯恩施坦声称马克思的“贫困论”或“贫困化理论”已被大家抛弃了。考茨基指出，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过这样的理论，这又是马克思的论敌的恶意夸张。马克思谈的是贫困、屈辱等等的程度不断加深，同时也指出了与此相抗衡的趋势和唯一能形成这种趋势的实际社会力量。马克思关于贫困增长的言论确已被现实完全证明：第一，我们确实看到，资本主义有产生和加剧贫困的趋势，如果不存在上述相抗衡的趋势，贫困是极可观的。第二，贫困的增长不是就物质意义，而是就社会意义来说，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和整个社会的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不适应。伯恩施坦讽刺说，这种对“贫困”的理解是匹克威克式的[58]。考茨基回答这一点时指出，象拉萨尔、洛贝尔图斯、恩格斯这样一些人已经非常明确地说过，必须从社会意义上来理解贫困，而不能单从物质意义上来理解贫困。他反驳伯恩施坦的讽刺说，看来“匹克威克”俱乐部聚集的那些人并不坏啊！最后，第三，马克思关于贫困增长的言论也完全适用于资本主义的“边疆”，边疆一词既有地理上的含义（资本主义刚刚开始渗入的国家，往往不仅产生物质上的贫困，还有居民群众挨饿的现象），也有政治经济学上的含义（手工业以及还保存着落后生产方式的国民经济部门）。

《新兴的中间等级》这一章，对我们俄国人来说也极有意义，极有教益。考茨基说，如果伯恩施坦只是想说没落的小生产者被新兴的中间等级知识分子所代替，那就对了，并说他在几年前就指出过这种现象的重要性。资本主义在国民劳动各部门中使 职员
 人数迅速增加，对知识分子的需要愈来愈大。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相比占有独特的地位，就他们的社会关系、观点等等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资产阶级；由于资本主义愈来愈剥夺他们的独立地位，把他们变成从属的雇佣者，使他们受到降低生活水平的威胁，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使他们接近于雇佣工人。这一社会阶层的过渡的、不稳定的和矛盾的地位的反映，就是在他们中间特别流行种种不彻底的、折中主义的观点，种种对立原则和对立观点的大杂烩，种种夸夸其谈、玩弄辞藻并用空话掩盖历史上形成的各居民集团之间的冲突的倾向，这些东西，马克思在半个世纪以前曾用辛辣的讽刺作过无情的抨击。

考茨基在危机论这一章中指出，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出过工业危机十年一循环的“理论”，而只是指出了这一事实。恩格斯自己就说过，近来这个周期已经有了变化。有人说，企业主的卡特尔限制和调节生产，就能够抵挡住危机。但是请看美国这个卡特尔国家，它的生产不但没有受到限制，反而大大发展了。其次，卡特尔限制了为国内市场的生产，却扩大了为国外市场的生产，在国外市场出售商品赔钱，在国内则以垄断价格把商品售给消费者。只要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就必然会采取这套办法，指望用自由贸易制来代替保护关税政策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卡特尔使小工厂倒闭，集中和垄断了生产，实行了技术革新，使生产者的境况大大恶化。伯恩施坦以为，只要世界市场的条件能够从不确定变为确定而为人所知，那么产生危机的投机活动就会减少，但是他忘记了正是新兴国家的“不确定的”条件大大促进了旧有国家的投机活动。考茨基用统计材料说明恰恰近几年来投机活动在增多，预示危机即将到来的迹象也在日益增多。

至于考茨基这本书的其余部分，我们只提出几点来谈。考茨基分析了有些人（如谢•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见上述著作）把某些集团的经济力量同他们的经济组织混为一谈的糊涂观念；指出了伯恩施坦把当前历史形势下纯粹是暂时性的情况引伸为一般规律（驳斥伯恩施坦对民主实质的不正确看法）；说明了伯恩施坦在统计上所犯的错误在于，他忘记了在德国不是所有工人都有选举权（只有年满25岁的男子才有），不是所有工人都参加选举这个细节，而把德国产业工人人数和选民人数拿来对比了。对于伯恩施坦这一著作的意义，对于这一著作引起的争论感到兴趣的读者，我们只能大力建议你们去看德文原著，千万不要相信俄国著作界中占优势的折中派的那些偏颇的片面的评论。我们听说，有人想把考茨基这本书摘译成俄文。[59]这很好，但是这不能代替阅读原著。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199—210页

















[56]《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即《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是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怀有反对情绪的莱茵省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日报，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从1842年4月起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任该报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后，该报日益明显地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1843年1月19日，普鲁士政府决定于1843年4月1日封闭《莱茵报》，而在此以前则对它实行特别严格的检查。鉴于该报股东企图使报纸改取温和态度，以取得政府的宽容，马克思于1843年3月17日声明退出该报编辑部。——177。



[57]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1—504页）。——177。



[58]匹克威克是英国作家查·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的主人公。匹克威克同他的三位朋友组成了一个“匹克威克俱乐部”，其言论和主张不为外人所知。后来在英语中就出现了一些以匹克威克为词根的词，如“匹克威克意义上的”、“匹克威克式的”等，用以形容某一个词或某一观念具有不同于字面的意义或只为少数人所理解。——183。



[59]卡·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一书是列宁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协助下翻译成俄文的，当时没有出版。1905年，李沃维奇出版社用《考茨基论文集》为书名，出版了它的部分章节，没有署译者的名字。1906年该书再版时标明为列宁译。——185。







《列宁全集》第4卷


我们党的纲领草案[60]


（1899年底）

看来，首先应当谈谈是否真正迫切需要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的问题。我们听到在国内工作的同志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现在并不那么迫切需要制定纲领，迫切的问题是发展和巩固地方组织，更稳妥地组织鼓动工作和书报传送工作，制定纲领的工作最好等到运动有了比较牢固的根基时再进行，现在制定纲领可能没有基础。

我们不同意这种意见。是的，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页。——编者注］

 。但是，马克思也好，社会民主党的任何其他理论家或实际活动家也好，都不否认纲领对于政党的团结一致、始终一贯的活动有重大意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正好已经经历了同不愿意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派别的社会党人和非社会党人进行极其激烈论战的阶段，同时也经历了各个小规模的地方组织分散进行活动的运动初级阶段。生活本身要求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创办共同的刊物，出版俄国工人报纸。1898年春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它曾经宣布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制定党的纲领，这就清楚地证明，正是运动本身要求我们制定纲领。目前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已经不是开展过去那种分散的“手工业方式的”工作，而是进行联合，进行组织。为此就需要纲领；纲领应该表述我们的基本观点，明确规定我们当前的政治任务，提出一些最迫切的要求，以便确定鼓动工作的范围，使它步调一致，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从争取实现零星小要求的局部性片断性鼓动提高到争取实现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要求的鼓动。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已经带动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社会党人和觉悟工人，因此迫切需要用纲领来巩固他们之间的联系，从而为他们今后更广泛的活动打下牢固的基础。最后，纲领之所以迫切需要，还因为俄国舆论常常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真正的任务和活动方式发生极其严重的误解。这些误解部分是由于我国政治腐败而必然产生的，部分是社会民主党的敌人有意制造的。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必须重视这个事实。要想把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就必须建立政党，而政党要领导俄国社会的一切民主分子，就必须消除所有这些误解。有人会反对说，现在不适宜制定纲领，还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内部发生意见分歧并开始争论。我觉得，恰恰相反，这正是 说明
 必须制定纲领的又一个理由。一方面，既然开始了争论，那么可以预料，在讨论纲领草案的时候，一切观点和一切观点的细微差异都会提出来，纲领的讨论也就会更全面。争论表明，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普遍关心有关我们运动的目的、运动的当前任务及其策略等广泛的问题，这正是讨论纲领草案所必需的。另一方面，为了使争论不致没有结果，不致变成个人的争吵，不致造成观点混乱和敌我不分，在这场争论中绝对必须加进纲领问题。只有弄清楚分歧究竟在哪里， 分歧的程度有多深
 ，是实质上的分歧还是枝节问题上的分歧，这些分歧是不是妨碍全党共同工作，争论才是有益的。而且 只有
 在争论中加进纲领问题，只有争论双方明确地提出自己的 纲领性
 的看法，才能解答所有这些亟待解答的问题。制定党的共同的纲领，当然决不是要结束一切争论，但是这样就能够确定关于我们运动的性质、目的和任务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应该成为团结一致（尽管党员之间在枝节问题上有某些分歧）进行斗争的党的旗帜。

现在言归正传。

人们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自然而然地会把目光集中在“劳动解放社”成员身上，因为他们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为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发展做了许多事情。我们老一辈的同志，对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要求，反应是及时的。1898年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奠定基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筹备就绪，差不多在同时，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98年3月），并在书中刊载了“劳动解放社”早在1885年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作为附录。

现在我们就从这个草案讨论起。尽管这个草案公布快有15年了，但是我们认为，它大体上能满足自己的要求，而且完全具备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水平。这个草案确切地指出了在俄国（其他国家也一样）能成为争取社会主义的独立战士的唯一阶级是工人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指出了这个阶级的奋斗目标应该是“把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变为公有财产”，“取消商品生产”，“代之以新的社会生产制度”，即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指出了“改造社会关系”的“必要先决条件”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应当随着各国的社会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指出了俄国的特点是“劳动群众受着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和正在衰亡的宗法式经济的双重压迫”；指出了俄国革命运动同“工业无产阶级这一更敏感、更活跃、更开展的新阶级的”形成（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过程的联系；指出了成立“革命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指出了党的“首要政治任务”是“推翻专制制度”；指出了“政治斗争的手段”，提出了政治斗争的基本要求。

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内容都是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原理提出来以后，无论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中或在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特别是在俄国社会思想和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已经不断地得到了证实。因此我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可以而且应该把“劳动解放社”的草案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基础，只要作局部的校订、修改和补充就行了。

现在我们想指出我们觉得需要作局部修改的几个地方，希望俄国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工人就此交换一下意见。

首先当然应该稍微修改一下纲领的结构。在1885年，这个纲领是国外革命者一个团体的纲领，他们虽然正确地规定了唯一能够取得胜利的运动发展道路，但是他们当时还没有看到比较广泛的、独立的俄国工人运动。而1900年要谈的已经是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所建立的工人政党的纲领了。由于有这种区别，除了必须作一些校订以外（这是不言而喻的，不必多谈），还必须把造成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物质条件及精神条件的经济发展过程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组织这个斗争）提到首位，并且要着重强调。对俄国目前经济制度的基本特点及其发展的说明（参看“劳动解放社”纲领：“自从农奴制废除以后，资本主义在俄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自然经济的旧制度让位给商品生产……”）应该作为纲领的重点，接着就应该概述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人民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贫困、压迫、奴役、屈辱、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页。——编者注］

 。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61]的第二段中也重述了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伯恩施坦周围的批评派近来大肆攻击的正是这一点，他们重复着资产阶级自由派和社会政治家反对“贫困化理论”的陈词滥调。在我们看来，就这个问题的论战已经充分证明这种“批评”是 根本站不住脚
 的。伯恩施坦自己也承认马克思这句话用来说明资本主义的 趋势
 是正确的。如果无产阶级不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这种趋势，如果工人阶级不能争得工人保护法，这种趋势就会变成现实。目前在俄国，这种趋势在农民和工人中间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其次，考茨基指出，“贫困等等的程度不断加深”这句话，不仅可以用来说明上述趋势，而且可以用来说明“社会贫困”的增长，即无产阶级生活状况同资产阶级生活水平，同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大大增长而不断提高的社会消费水平之间愈来愈不相适应。最后，这句话还可以用来说明在资本主义的“边疆”（即资本主义刚刚产生而资本主义前的制度仍然存在的国家和国民经济部门）贫困大大增长，那里不仅“社会”贫困大大增长，而且可怕的物质贫困也大大增长，甚至发生挨饿和饿死人的现象。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用于俄国要比用于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确当十倍。我们认为必须把“贫困、压迫、奴役、屈辱、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这句话加到纲领中去，理由是：第一，这句话十分中肯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基本的和重大的特性，说明了我们眼前发生的过程，也就是说明了产生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第二，它概括了工人群众最难忍受和最为愤慨的许多现象（失业、微薄的工资、吃不饱、挨饿、资本的严酷纪律、卖淫、奴仆的增加等等，等等），为鼓动工作提供了大量材料；第三，由于这样确切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的极有害的后果以及工人愤慨的必然性，我们就能够同动摇不定的分子划清界限，这些人虽然“同情”无产阶级，要求实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改良”，但是力图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专制政府和革命者之间采取“中庸之道”。要想建立一个统一的、团结的、能坚定不移地为政治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政党，现在就非要同这班人划清界限不可。

这里必须简单地谈一谈我们对爱尔福特纲领的态度。大家从上面已经可以看出，我们认为必须对“劳动解放社”的草案进行一些修改，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接近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我们决不怕说，我们是想仿效爱尔福特纲领，仿效好的并没有什么不光彩，何况现在常常听到有人对这个纲领进行机会主义的和模棱两可的批评，我们就更有责任公开表示赞成这个纲领了。但是仿效决不应该是简单的抄袭。仿效和借鉴是完全应该的，因为在俄国也有同样的资本主义发展的 基本
 过程，俄国社会党人和工人阶级也有同样的 基本
 任务。但是，在仿效和借鉴的时候决不应该忘记俄国的 特点
 ，这些特点应该在我们的纲领中得到 充分的反映
 。现在可以预先说明，第一，这些特点关系到我们的政治任务和斗争手段；第二，这些特点也关系到反对资本主义前的宗法制度的一切残余的斗争，关系到这一斗争所引起的对 农民
 问题的特殊提法。

我们作了这番必要的声明，现在再往下谈。我们已经指出了“贫困的程度不断加深”，接着就应当说明无产阶级的 阶级斗争
 ，指出这个斗争的目的（把一切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用社会主义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指出工人运动的国际性，指出阶级斗争的 政治
 性及其 当前的
 目的（争得政治自由）。承认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工人政党的首要政治任务，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认为要说清楚这项任务，首先应该说明目前俄国专制制度的阶级性质，说明推翻这个制度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指出这一点在理论上也是必要的，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高于工人个别阶层或运动个别阶段的利益。指出这一点在实践上也是必要的，这样就能说明社会民主党在宣传、鼓动和组织方面的各种活动的中心。我们觉得， 除此以外
 还应该在纲领中专门写一段，说明社会民主工党还有这样一项 任务
 ，就是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反对专制政府腐蚀和模糊人民政治意识的一切企图。专制政府企图用官吏的监督和假仁假义的施舍，用我们德国同志称之为“Peitsche　und　Zuckerbrot”（皮鞭和糖饼）的蛊惑政策来腐蚀和模糊人民的政治意识。所谓糖饼就是小恩小惠，施给那些为了物质生活局部的和某个方面的改善而放弃自己的政治要求去做蛮横警察的驯顺奴隶的人（给大学生的是宿舍等等，给工人的——只要回忆一下1896年和1897年圣彼得堡历次罢工时财政大臣维特所发表的公告[62]或内务部官员在颁布1897年6月2日法令的委员会上所发表的那些保护工人的演说就够了）。所谓皮鞭就是加紧迫害那些不愿领受小恩小惠，始终为政治自由而斗争的人（如送大学生去当兵[63]；1897年8月12日颁布关于放逐工人到西伯利亚的通令；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等等）。糖饼是用来引诱、收买和腐蚀那些意志薄弱的人的；皮鞭则用来恫吓为工人事业为人民事业而战的正直的和自觉的战士，要他们“不为非作歹”。只要专制制度还存在（现在我们应当使我们的纲领适应专制制度还存在这一情况，因为专制制度的垮台必然会引起政治条件的巨大变化，使工人政党根本改变对自己当前政治任务的提法），我们就应该预料到政府会千变万化地加紧采用这些蛊惑手段，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地同它进行斗争，揭露警察讨好人民的虚伪性，说明政府的改良与工人斗争的联系，教导无产阶级利用每次改良来巩固自己的战斗阵地，使工人运动更加扩大，更加深入。在纲领中必须指出支持 一切
 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这是因为同俄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紧密结合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举起 一般民主主义的
 旗帜，以便把一切能够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的或者只能给以某种支持的阶层和个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对于我们纲领的 原则
 部分应该写清楚的要求，对于纲领应该尽量确切尽量突出地加以说明的基本原理，我们的看法就是这样。我们认为，“劳动解放社”纲领草案（原则部分）的下列几条应该取消：（1）对农民土地所有权形式的说明（农民问题我们下面就要谈到）；（2）对知识分子“不坚定”等等的原因的说明；（3）关于“废除现行政治代表制，代之以直接的人民立法”这一条；（4）关于“政治斗争的手段”这一条。是的，我们并不认为最后一条有什么过时的或不正确的东西，相反地，我们认为政治斗争的手段正应当是“劳动解放社”指出的那些（进行鼓动——建立革命组织——“在适当时机”转入坚决的进攻， 原则上
 甚至并不放弃恐怖手段），但是我们觉得，1885年国外革命团体的纲领必须说明进行活动的手段，而 工人政党
 的纲领就不宜这样写了。纲领无须对手段问题作出规定，手段应该让进行斗争的党组织和规定党的 策略
 的党代表大会去选择。纲领也不一定要谈 策略
 问题（但是一些极其重要的和 原则性的
 问题如对待反对专制制度的其他战士的态度等除外）。策略问题随时产生随时可以在党报上进行讨论，最后由党代表大会加以解决。我们认为恐怖手段问题也应该这样处理。社会民主党人必须讨论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从原则方面，而是从策略方面），因为随着运动的发展，杀死奸细的事件会自发地增多，工人和社会党人看到愈来愈多的同志在单人牢房和流放地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一定会激起更加强烈的愤怒。为了把话说清楚，我们还要声明一句：在我们看来，恐怖手段 在目前
 是一种 不
 适当的斗争手段，党（ 作为一个党
 ）应该屏弃这种手段（在情况还没有改变，还不能变换策略之前应该如此），应该集中 自己的一切力量
 来巩固组织和正常递送书报。这里就不多谈这个问题了。

至于直接的人民立法问题，我们觉得现在根本不应列入纲领。在原则上不能把社会主义的胜利同直接的人民立法 代替
 议会这一点联系起来。在我们看来，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讨论以及考茨基论述人民立法的著作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考茨基根据历史和政治的分析认为人民立法在下列条件下有一定的好处：（1）没有城乡对立或城市占优势；（2）有成熟的政党；（3）“没有独立地同人民代表机关相对抗的过分集中的国家政权”。俄国的情况 完全相反
 ，因而我国的“人民立法”有蜕化成帝国主义的“全民投票”的严重危险。考茨基在1893年谈到德国和奥地利两国时曾经说：“对于我们东欧人，直接的人民立法是‘未来国家’的制度。”那么谈到俄国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认为，在专制制度还统治着俄国的今天，我们只能要求“民主立宪”，因此与其采用《爱尔福特纲领》实践部分的头两条，还不如采用“劳动解放社”纲领实践部分的头两条。

现在来谈纲领的实践部分。我们认为，这一部分按其实质而不是按段落来说，可以分为三部分：（1）要求一般的民主改革；（2）要求采取保护工人的办法；（3）要求采取有利于农民的措施。第一部分可以采用“劳动解放社”的“纲领草案”所提出的要求，不必作重大的修改，这些要求就是：（1）普选权；（2）发给代表津贴；（3）实行普遍的、非宗教的、免费的义务教育，等等；（4）公民的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5）信仰、言论、集会等等绝对自由（这里似乎应该特别加上罢工自由）；（6）迁移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这里似乎还应该加上“迁徙自由”和“完全废除身分证”]；（7）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等等；（8）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9）“修改我国全部民法和刑法，取消等级划分和有损人的尊严的刑罚”。还应该加上一条：“规定男女有完全平等的权利。”这一部分还应该提出关于财政改革的要求（“劳动解放社”纲领把这一条列为“工人政党根据上述基本政治权利所要提出的”要求之一），即“废除现行税制，实行累进所得税”。最后，这一部分里还应该提出下面这项要求：“官吏由人民选举产生；每个公民有权控告任何官吏，事先不必向上级申诉。”

至于实际要求的第二部分，我们可以借鉴“劳动解放社”纲领提出的一项总的要求，就是“用法律调整工人（城乡工人）同企业主的关系，并且成立有工人代表参加的相应的视察机关”。我们觉得， 工人政党
 应当更详尽更缜密地说明这方面的要求，应当提出：（1）实行八小时工作制；（2）禁止开夜工，禁止雇用14岁以下的童工；（3）每个工人每周至少要有36小时不间断的休息时间；（4）把工厂法和工厂视察制推行到一切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中去，推行到官办工厂、手工业作坊和家庭手工业者中去。由工人选举与视察员权力相等的助理视察员；（5）在一切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建立工业法庭和农业法庭，由厂主和工人双方选出数量相等的代表担任审判员；（6）任何地方都绝对禁止用商品支付工资；（7）用法律规定厂主应当对工业工人和农村工人的一切工伤事故负责；（8）用法律规定，凡要雇用工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每周至少支付工资一次；（9）废除一切违反雇主同雇工权利平等的法律（例如，工厂工人和农村工人旷工要受刑事处分的法律，雇主比雇工有更多的自由取消雇佣合同的法律，等等）。（当然，我们只是把我们所希望的要求提出来，并没有修饰成可以列入草案的最后方案。）纲领的这一部分应该（同上一部分联系起来）为鼓动工作规定基本的指导原则，这当然决不排斥个别地方、个别生产部门、个别工厂等等的鼓动员提出形式略有不同的、更具体更局部的要求。因此在制定纲领的这一部分时，我们应该力求避免两个极端：一方面不要漏掉任何一项对 整个
 工人阶级有重大意义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不要陷于细枝末节，纲领中充塞一些细节是不合适的。

我们认为，纲领应该完全排除“劳动解放社”纲领中提出的“国家援助生产合作社”的要求。无论根据别国的经验，无论从理论上来考虑，或者从俄国现实生活的特点来看（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警察政府惯于卖弄“劳动组合”和对“民办工业”的“保护”，等等），都不能提出这项要求。（当然，15年前的情况和现在有许多不同， 那时
 社会民主党人把这种要求列入自己的纲领是很自然的。）

现在我们来谈纲领实践部分的最后一部分即第三部分：有关农民问题的要求。“劳动解放社”纲领中有这样一项要求：“彻底改变我国的土地关系，即改变赎买土地和把土地分给农民村社的条件。只要农民认为合适，应当给予放弃份地和退出村社的权利，等等。”

我觉得，这里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是完全正确的，社会民主工党确实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相应的要求（我说“相应”，是因为我认为需要作一些修改）。

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俄国农民问题和西欧农民问题有重大的差别，然而差别 仅在于
 ：在西欧所谈的农民几乎都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农民，在俄国所谈的，主要是 受资本主义前的
 制度和关系的压迫、受 农奴制残余
 的压迫并不比受资本主义压迫轻（甚至更重）的农民。在西欧，农民作为阶级已经完成了为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残余提供战士的使命，在俄国则还没有完成。在西欧，工业无产阶级早就同农村截然分离，而且这种分离已经由相应的法制固定下来。在俄国，“工业无产阶级按其成分和生活条件来说，还同农村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上引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第11页）。诚然，在我国农民分化为小资产阶级和雇佣工人的过程来势迅猛，但是还远没有结束，而且，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在旧农奴制范围内进行的，全体农民还套着一条连环保和纳税村社的沉重锁链。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即使坚决反对保护或支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私有制或小经济（如笔者），也就是说，即使他（如笔者）在土地问题上同现在常被资产者和机会主义者骂作“教条主义者”和“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一边，也可以而且应当主张（这样做丝毫不违背自己的信念，相反地，正是出于自己的信念）工人政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明 支持
 农民（ 决不是
 把农民当作小私有者阶级或小有产者阶级）， 因为农民能够同农奴制残余、特别是同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
 。我们全体社会民主党人既然声明， 只要大资产阶级能够
 同上述现象进行 革命
 斗争，我们就支持，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不同样地支持人数众多的、逐渐同无产阶级溶合在一起的小资产阶级呢？如果说，支持大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要求并不等于支持大资产阶级，那么支持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也决不等于支持小资产阶级。相反，正是政治自由为俄国开辟的发展道路，将大大促使小经济在资本的打击下趋于灭亡。我觉得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对这一点是不会有争论的。那么全部问题就在于：（1）怎样提出要求才 不致
 支持资本主义社会的小有产者？（2）我国农民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同农奴制残余和专制制度进行 革命
 斗争？

我们先谈第二个问题。俄国农民当中有革命分子，这大概谁也不会否认吧。农民就是在改革后也举行暴动反对地主，反对地主的管家，反对保护地主的官吏等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土地而引起血案和骚动等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农民（只要稍微给他们一点教育，就能唤起他们做人的尊严）对那帮带着地方官头衔、骑在他们头上的高等流氓的横行霸道愈来愈愤恨，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千百万人民愈来愈经常处于挨饿状态，人民不能再对这种“粮食困难”置若罔闻，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农民中的宗教派别和理教派别在滋长（在宗教掩护下表示政治抗议，这并不是俄国一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各国人民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共有的现象），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由此可见，农民中有革命分子是丝毫用不着怀疑的。我们决不夸大这些分子的力量，我们没有忘记农民在政治上的不开展和闭塞，我们决不抹杀“俄国的毫无意义的残暴骚动”[64]同革命斗争之间的区别，也决不忘记政府在政治上欺骗和腐蚀农民的手段是层出不穷的。但是，从这一切中间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把农民当作革命运动的 体现者
 是荒谬的；党如果认为自己运动的革命性 取决于
 农民的革命情绪，那是愚蠢的。我们根本没有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去这样设想。我们仅仅是说：工人政党要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教诲，要不犯重大的政治错误，就不能 忽视
 农民中的革命分子，就不能不支持这些分子。至于俄国农民中的革命分子能不能至少有西欧农民在推翻专制制度时的那种表现，这个问题，历史还没有作出回答。如果不能有这种表现，这也丝毫不会损害社会民主党的美名和它的运动，因为农民不响应（也许是无力响应）党的革命号召，这不是党的过错。不管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怎样背叛，工人运动现在和将来都会沿着自己的道路一往直前。如果能够有这种表现，而社会民主党却没有支持农民，那党就会永远丧失自己的美名，称不上是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

谈到上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指出，“彻底改变土地关系”的要求是不明确的。在15年前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已经足够了，但是现在却未必能令人满意，因为现在我们既要给鼓动工作提供指导性的材料，又要同小经济的维护者划清界限，而这种人在目前俄国社会中为数极多，支持他们的有不少很“有威望的”人物，如波别多诺斯采夫先生、维特先生和内务部的许多官吏。现在我们提出我们纲领实践部分第三部分的初步方案，供同志们讨论：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一切反对现行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并且宣布支持农民，因为农民是俄国人民中最没有权利和最受俄国社会中农奴制残余压迫的阶级，它能够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根据这一原则，提出下列要求：

（1）取消赎金、代役租以及目前农民这个纳税等级所承担的一切义务。

（2）把政府和地主用赎金方式从农民身上掠夺去的钱归还人民。

（3）废除连环保和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一切法律。

（4）消灭农民对地主的农奴制依赖关系的一切残余，不管这些残余的产生是由于特殊的法律和制度（例如乌拉尔矿区农民和工人的情况），是由于没有划定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的地界（例如西部边疆区地役权残余[65]），还是由于地主割去了农民的土地，使农民实际上陷于以前徭役农民的绝境。

（5）农民有权向法庭要求降低过高的地租，控告地主的高利贷行为以及任何人乘农民生活困难而与之订立盘剥性的契约。”





　　我们应特别详细地论证这个方案，这并不是因为纲领的这一部分最重要，而是因为对它争论最多，它同一般公认的、为全体社会民主党人所接受的道理相差甚远。我们认为首先申明（有条件地）“支持”农民是很必要的，因为一般说来无产阶级不能而且也不应该保护小有产者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只是 在
 这个阶级具有革命性的 条件下
 才给以支持。既然现在正是专制制度体现着俄国的一切落后现象，体现着农奴制、无权地位和“宗法制”压迫的一切残余，那么就必须指出，工人政党支持农民，只是因为农民能够同 专制制度
 进行革命斗争。这一论点看来好象是同“劳动解放社”草案的论点抵触的，该草案说：“专制制度最主要的支柱是农民不问政治和思想落后。”但是这不是理论上的矛盾，而是生活本身的矛盾，因为农民（以及一切小有产者阶级）的特点就是具有两重性。我们不再列举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人所共知的论据，来证明农民具有的充满内在矛盾的地位，我们只想提一下马克思对50年代初法国农民的一段描写：“……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雾月十八日》第99页 
［注：即《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9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8页）。——编者注］

 ）可见，工人党必须支持的正是力求推翻“旧制度”的农民，在俄国则首先和主要是力求推翻专制制度的农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始终认为必须从民粹主义的理论和倾向中汲取其革命的一面。在“劳动解放社”的纲领中，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上面所引的“彻底改变”等等的要求中，而且表现在下面这段话中：“但是，不言而喻，即使现在那些与农民有直接接触的人也能通过在农民中的活动而对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作出重要的贡献。社会民主党人不仅不该推开这些人，而且会尽一切努力在自己活动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上同他们取得一致的意见。”在15年前，革命的民粹主义的传统还保留着的时候，作这样的声明是足够了，但是现在，如果我们想使社会民主工党成为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我们就必须自己开始讨论在农民中“活动的基本原则”。

但是，我们提出的要求会不会使我们去支持农民的所有制，而不去支持农民本身？会不会使小经济巩固起来？这些要求是否和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进程相适应？下面就来研究一下这些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极其重要的问题。

在第1项和第3项要求上，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大概不会有 实质上的
 分歧。第2项要求可能会引起实质上的分歧。在我们看来，提出这项要求有以下几点理由：（1）赎金是地主对农民的直接掠夺，缴纳赎金不仅是为了赎取农民的土地，而且是由于农奴制关系，政府从农民身上搜刮去的钱 比
 它付给地主的要 多
 ，这都是事实；（2）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一事实已经了结，已经载入历史的档案，因为现在大叫当时“吃亏”的高贵的剥削者，并不是这样看待农民改革的；（3）现在，千百万农民经常挨饿，而政府却克扣饥民救济金，把大量金钱白白送给地主和资本家，白白消耗在冒险的对外政策上，因此，现在指出为特权阶级利益服务的专制政府的统治使人民遭受了多少苦难，就更是适时和必要了；（4）社会民主党人不能眼看农民挨饿、饿死而无动于衷。至于必须最广泛地救济饥民这一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从来没有不同的意见。未必有人敢断言，不采取革命措施也能大力救济饥民；（5）剥夺皇族的土地和大量征用贵族土地（即实现这项要求的结果）只会促进俄国整个社会的发展。 反对
 这项要求的人也许会以“不可能实现”为主要理由。如果仅仅用反对“革命主义”和“空想主义”这类空话来证实这一点，那我们预先声明，这类 机会主义的空话
 绝对吓不倒我们，我们认为这种话毫无意义。如果有人通过分析我们运动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来证实这一点，那我们完全承认，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是必要的，就这个问题展开争论也是有益的。我们只指出一点，即这项要求不是独立的，而是支持农民（ 在
 农民具有革命性的 条件下
 ）这一要求的一部分。至于农民中这些分子的表现究竟如何，力量究竟有多大，历史会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如果认为某些要求“可能实现”不是指这些要求总的来说符合社会发展的利益，而是指它们要符合当前的政治经济情况，那么这种标准是完全错误的。罗莎·卢森堡曾经认为波兰独立的要求“不可能实现”（对波兰工人党来说），考茨基在反驳她的时候令人信服地指出这是完全错误的。当时考茨基（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用爱尔福特纲领关于官吏由人民选举产生这项要求作为例证。在今天的德国，这项要求是不是“可能实现”，很值得怀疑，但是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主张把自己的要求限制在目前形势和目前条件下能够实现的狭小范围内。

其次是第4项，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提出消灭农奴制依赖关系一切残余的要求，这一点在原则上大概谁也不会反对。问题也许仅仅在于这项要求如何表述以及范围多大，譬如是不是需要包括如下的要求：采取措施消除农民在1861年土地被割后 实际上
 所处的徭役制的依赖状况。依我们看，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应该是肯定的。文献已经充分证明，实际存在的徭役（工役）经济残余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并且给社会发展（及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当然，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必由之路自然而然地”能够而且最后一定会消灭这些残余，但是，第一，这些残余根深蒂固，不能指望很快消灭；第二，也是主要的一点，“必由之路”无非意味着 实际上
 （由于工役制等等）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受地主奴役的农民的死亡。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在自己的纲领中避而不谈这个问题。有人会问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项要求呢？我们认为，在纲领中用不着谈这一点。当然，实现这项要求（同实现这部分的几乎所有的要求一样，要靠农民中革命分子的力量）需要各地选出的农民委员会（同那些在60年代进行了“合法”掠夺的贵族委员会相对抗）对各地情况作全面的考察；纲领中的民主要求足以确定实现这项要求所必需的民主权利。这正是“劳动解放社”纲领所说的“彻底改变土地关系”。上面已经谈到，我们原则上同意“劳动解放社”草案的这一条，只是希望：（1）附带说明一下无产阶级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为农民的阶级利益而斗争；（2）确定这种改变的 性质
 是消灭农奴制依赖关系的残余；（3）更具体地表达这些要求。我们预料会有另一种反对意见：重新考虑割地等问题势必会使这些土地归还农民。这是显而易见的。难道这不是巩固小私有制即巩固小块土地私有制吗？难道社会民主党人能够希望用小经济来代替可能是在被掠夺的农民土地上经营的资本主义大经济吗？这岂不是 反动的
 措施！我们的回答是：毫无疑问，用小经济代替大经济是反动的，我们不应该这样主张。但是要知道，这里所研究的要求是 要达到
 “消灭农奴制依赖关系的残余”这一目的，因此不可能导致大经济的分裂；这项要求仅仅是针对着实质上是纯粹徭役制式的旧经济提出的， 对旧经济来说
 ，摆脱一切中世纪束缚（参看第3项）的农民经济 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
 。当然，要在这里划一道分界线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本来就没有认为我们纲领中的某项要求会“很容易地”实现。我们的职责是确定基本原则和基本任务，至于细节问题，那实际解决这些任务的人会考虑的。

最后一项要求的目的同前一项一样，就是反对 资本主义前生产方式
 的一切残余（在俄国农村中这种残余非常多）。大家知道，俄国农民的地租往往掩盖着徭役关系的残余。最后这一项的思想我们是借鉴考茨基的；考茨基曾经指出，在爱尔兰，格莱斯顿自由党内阁在1881年通过了一项法院有权降低过高地租的法律，考茨基把“设立专门的司法机关来降低过高的地租”（Reduzierung　über-miger　Pachtzinsen　durch　dazu　eingesetzte　Gerichtshofe）这一条列入他所希望实现的要求。在俄国，这样做特别有利于消除徭役关系（当然，要以民主方式来设立这样的法庭）。我们认为，在这一项内还可以包括关于高利贷的法律适用于盘剥性契约这一要求，因为在俄国农村中这种盘剥非常严重，沉重地压迫着 作为劳动者
 的农民，大大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所以反对这种盘剥是非常必要的。法庭要确定契约是不是盘剥性契约，是不是高利贷契约，并不比确定地租是不是过高更困难。

总的说来，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的要求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目的：（1）消灭农村中一切 资本主义前的
 、农奴制的制度和关系（纲领实践部分的第一部分是对这些要求的补充）；（2）使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具有更公开更自觉的性质。我们认为，正是这些原则应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的指针；我们必须坚决地同我国的许许多多力图 缓和
 农村阶级斗争的人划清界限。占优势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就具有这个特点，但是在坚决驳斥他们的同时[正如《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向伦敦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附录》中所做的那样]，我们不应该忘记把民粹主义的革命内容划分出来。“既然民粹主义曾经是革命的，曾经反对过等级官僚主义国家和这个国家所支持的对人民群众的种种野蛮的剥削和压迫，那么作适当修改之后，它应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组成部分。”（阿克雪里罗得《论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第7页）俄国农村中现在交错着两种主要的阶级斗争形式：（1）农民反对享有特权的土地占有者和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2）日益成长的农村无产阶级同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第二种斗争当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还必须支持第一种斗争， 因为这
 同社会发展的利益 并不矛盾
 。农民问题在俄国社会中和俄国革命运动中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一事实就反映了第一种斗争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最后，必须防止一种可能产生的误会。我们说社会民主党要向农民发出“革命号召”。这是不是分散力量，对于必须集中力量进行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工作是否有所妨碍呢？绝对不是。 所有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承认集中力量是必要的，1885年的“劳动解放社”草案和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也都指出了这一点。因此，担心社会民主党人会分散力量是毫无根据的。纲领不是指令，纲领应该概括 整个
 运动，而在实践中当然有时要把运动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提到首要地位。现在谁也不会反对纲领必须既谈工业工人，也谈农业工人，虽然还没有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想到在目前情况下号召同志们到农村去。但是，即使没有我们的努力，工人运动也必然会把民主主义思想传播到农村中去的。“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鼓动工作必然会使社会民主党小组直接接触到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农民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上引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第13页），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迫切需要“土地纲领”（ 从上述意义来看
 ，严格说来这当然完全不是“土地纲领”）的原因。我们在进行宣传鼓动时，经常碰到所谓农民-工人，就是同农村保持着联系、在农村有亲戚和家属并且时常到农村去的工厂工人。关于赎金、连环保、地租等问题，连京都的工人也是经常关心的（更不用说乌拉尔的工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鼓动也已经开始深入到他们中间）。如果我们不注意正确指导到农村去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工人，那我们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其次，也不应该忘记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如国民学校教师。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处于受屈辱的地位，他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人民没有权利和受压迫的情形，所以他们普遍同情社会民主主义（在运动进一步开展的情况下）是毫无疑义的。

总之，我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组成部分应该是：（1）指出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性质；（2）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后果是贫困的增长和工人愤慨情绪的增长；（3）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我们运动的基础；（4）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指出这个运动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必须努力夺取政权，指出运动的国际性；（5）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具有政治性；（6）指出保护剥削者、造成人民无权地位和受压迫地位的俄国专制制度是工人运动的主要障碍，因此，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也必须争取政治自由，这是党的当前的政治任务；（7）指出党将支持反对专制制度的一切政党和居民阶层，将对我国政府蛊惑人心的诡计进行斗争；（8）列举各项基本的民主要求；然后（9）提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要求；（10）维护农民利益的要求，并且说明这些要求的一般性质。

我们完全认识到，不和同志们多次商讨，要制定令人十分满意的纲领条文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认为必须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不能再拖了（根据上述原因），我们希望全党所有理论工作者（以“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为首），所有在国内做实际工作的社会党人（不仅仅限于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很想听听其他派别的社会党人的意见，我们决不会拒绝刊登他们的评论），以及全体觉悟的工人，都来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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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一文是列宁在流放中写的。文中所以提到1900年，看来是因为准备发表该文的《工人报》拟于1900年复刊。这篇文章是列宁1895—1896年在狱中写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69—93页）的续篇。——186。



[61]爱尔福特纲领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组织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的通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拉萨尔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潮的胜利。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重大缺点，主要是没有提出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任务，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爱尔福特纲领的草案曾提出过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3—280页），可是他的一些重要意见在纲领定稿时没有被采纳。——190。



[62]列宁指的是俄国政府在1896—1897年罢工期间散发的传单。如财政大臣谢·尤·维特在1896年6月15日的传单上就曾号召工人不要听信“煽动分子”（社会主义者）的话，而要等待政府改善生活和减轻工作，还说什么政府对于“工厂主的事情和工人的事情是同样重视的”。维特威胁说，要把擅自停工作为不法行为加以惩罚。——192。



[63]指1899年7月29日（8月10日）俄国沙皇政府批准的《因聚众滋事而被开除的高等学校学生服兵役的暂行条例》。这个条例规定，凡参加集体行动反对高等学校的警察制度的学生，一律开除学籍并罚当兵1—3年。俄国所有高等学校的学生一致要求废除这个《暂行条例》（参看列宁《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一文，见本卷第346—351页）。——192。



[64]“俄国的毫无意义的残暴骚动”一语出自俄国诗人亚·谢·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是小说主人公彼得·格利尼尧夫少尉站在贵族立场上对叶·伊·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的污蔑。——198。



[65]地役权是使用他人土地的有限物权，如步行或乘车马通过邻近地段的权利等，起源于罗马法。西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保留和发展了这种权利。这里说的是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村中公共道路、割草场、牧场、池塘等等的使用权。由于这些地方被地主霸占，农民要为地主服额外劳役，才能取得这种使用权。——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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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

（1899年底）

《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出版了《〈工人思想报〉增刊》（1899年9月），希望“消除对《工人思想报》倾向的许多误解和模糊看法（例如说我们“否定”“政治”等）”（《编辑部的话》）。我们非常高兴，《工人思想报》终于公开地提出了它似乎一直不想涉及的纲领性问题。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工人思想报》的倾向就是俄国先进工人的倾向”的说法（如编辑部在《增刊》中所作的声明）。不，如果《工人思想报》编辑部想走上述《增刊》所规划（目前只是 在规划
 ）的道路，那就是说，它错误地理解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所制定的、全体在俄国活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历来所遵循的纲领；那就是说，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达到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阶段比起来，它 倒退了一步
 。

《增刊》的社论《我国的实际情况》（署名： 尔·姆·
 ）表述了《工人思想报》的倾向。因此我们现在应该详细地分析一下这篇社论。

社论一开头就表明， 尔·姆·非常错误地
 描述了“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我国的工人运动，暴露了他对工人运动的理解是极其狭隘的，暴露了他企图无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领导下创造出来的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 尔·姆·
 在社论的开头就这样说：其实，“我国工人运动具有各种各样组织形式的萌芽”，从罢工协会一直到合法的（法律许可的）团体。读者会困惑地问道：就是这些吗？难道 尔·姆·
 在俄国再没有看到工人运动 更高级
 、更先进的组织形式吗？显然，他是不愿意看到这些组织形式的，因为在下一页他更加肯定地重述了自己的论点，他说：“当前运动的任务，俄国工人的真正工人事业，就是要工人 用一切可能的方法
 来改善自己的状况”，而他所列举的方法，又 只
 限于罢工组织和合法团体！这样一来，俄国工人运动似乎就 只限于
 罢工和组织合法团体了！但是这绝对 不符合事实
 ！早在20年前，俄国工人运动就已经创立了广泛的组织，提出了较广泛的任务（现在我们就更详细地来谈这一点）。俄国工人运动创立了圣彼得堡“斗争协会”[66]、基辅“斗争协会”[67]、犹太工人联盟[68]这一类组织。但是 尔·姆·
 说，犹太工人运动带有“独特的政治性”，是一个例外。这又不符合事实，假如犹太工人联盟是一个“独特的”组织，它就 不会
 同俄国的一些组织 联合起来
 ，就不会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是俄国工人运动同俄国革命运动 相结合
 的重大步骤。这一步骤清楚地表明，俄国工人运动 并不限于
 罢工和组织合法团体。为什么给《工人思想报》撰文的俄国社会党人不愿意看到这一步骤，不愿意理解这一步骤的意义呢？

这是因为 尔·姆·
 既不了解俄国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关系，也不了解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 尔·姆·
 写道：“我国运动方向的最显著的标志，当然就是工人提出的要求。”我们要问，为什么不把 社会民主党人
 和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要求看作 我国运动
 的标志呢？尔·姆·凭什么理由把工人的要求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要求分割开来呢？ 尔·姆·
 在整篇文章中采取的这种做法，同《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在每号报纸中所采取的做法是一样的。为了说明《工人思想报》的这个错误，我们必须说明 社会主义
 同 工人运动
 的关系这个总问题。在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最初都是互不相关的。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组织罢工和建立工会，而社会主义者则站在工人运动之外，著书立说，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要求用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这种制度。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相关，使得两者都软弱无力，难以发展。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不同工人斗争相结合，就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善良的愿望，对实际生活不会发生影响；而工人运动则只会陷于零散状态，不会有政治意义，也不会得到当时先进科学的指导。因此我们看到，欧洲各国已愈来愈趋向于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 结合成
 一个统一的 社会民主主义
 运动。这样结合起来，工人的阶级斗争就成了 无产阶级
 争取从有产阶级剥削下解放出来的 自觉斗争
 ，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 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
 也就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就是引导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创立的革命理论，阐明了这种结合的必要性，指出了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在俄国，情况也完全一样。我国社会主义在长达数十年的时期内一直 脱离
 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 脱离
 工人的罢工等等。一方面，这是因为社会党人不了解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它不适用于俄国；另一方面，是因为俄国工人运动还完全处于萌芽状态。1875年成立了“南俄工人协会”，1878年成立了“俄国北方工人协会”，这些工人组织没有受俄国社会党人思潮的影响；这些工人组织要求给人民政治权利，想为争取这些权利进行斗争，可是当时俄国社会党人错误地认为，进行政治斗争是违背社会主义的。但是，俄国社会党人并没有停留在自己不成熟的错误的理论上。他们前进了，他们领会了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了适用于俄国的工人社会主义理论，即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是“劳动解放社”即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他们的朋友们的主要功绩。 
［注：我们有位同志写了一本小册子《红旗在俄国。俄国工人运动史纲》。在这本书中，他从历史上研究了俄国社会主义和俄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这本小册子即将出版。[69]］

 俄国社会民主党建立（1883年）以后，每次广泛的俄国工人运动都是直接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关的，并且力求同他们结合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1898年春），是大踏步向这种结合迈进的标志。现在，俄国一切社会党人和一切觉悟工人的 主要任务
 ，就是加强这种结合，巩固和整顿“社会民主工党”。谁不愿意了解这种结合，谁企图在俄国把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人为地分割开来，谁就会给俄国工人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事业带来 害处
 ，而不是带来好处。

我们再往下看。 尔·姆·
 写道：“至于广泛的要求，即政治要求，我们认为只有1897年彼得堡织工……的要求，是我国工人第一次不很自觉地提出的这类广泛的政治要求。”我们又要说，这是 绝对错误的
 。《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刊登了这类言论，这表明：第一，它忘掉了俄国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历史，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不可原谅的；第二，它狭隘地理解工人事业，这也是不可原谅的。在1898年圣彼得堡斗争协会的五月传单中，在《圣彼得堡工人小报》和《工人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先进组织在1898年承认该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正式机关报）上，俄国工人都提出过广泛的政治要求。《工人思想报》忽视这些事实，向后倒退，这就完全证实了以下看法：《工人思想报》代表的不是先进工人，而是无产阶级中不开展的水平低的部分（ 尔·姆·
 本人在文章中也说到已经有人向《工人思想报》指出了这一点）。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不知道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 尔·姆·
 也不知道这个历史。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不懂得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尔·姆·也不懂得这种关系。为什么90年代的俄国工人没有象70年代的俄国工人那样建立自己的独立于社会党人的特殊组织呢？为什么他们没有独立于社会党人而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呢？ 尔·姆·
 显然是这样解释的：“俄国工人在这方面的修养还很差”（他的文章第5页），但是，这种解释只不过再一次证明他只有权利代表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说话。工人中水平低的部分在90年代运动的过程中没有意识到运动的政治性质。虽然如此，但是大家都知道（ 尔·姆·
 自己也谈到这一点），90年代的工人运动具有广泛的政治意义。这是因为先进工人随时随地使运动具有这种性质；工人群众是跟着他们走的，因为他们向工人群众证明自己有决心有能力为工人事业服务，取得了工人群众的充分信任。而这些先进工人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其中许多人甚至还亲身参加过民意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论，这种争论表明俄国革命运动从农民和密谋家的社会主义转向工人的社会主义。由此不难了解，为什么这些先进工人现在没有脱离社会党人和革命者而建立特殊的组织。在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分离的时候，这种脱离是有意义的，是必要的。一旦先进工人看到了工人社会主义和 社会民主主义
 组织，这种脱离就不可能而且也没有意义了。先进工人同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 结合
 是极其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即90年代俄国两个深刻的社会运动汇合的结果：一个是工人阶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另一个是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学说的社会思想运动。

从下面可以看出，《工人思想报》对政治斗争的理解是多么狭隘。 尔·姆·
 在谈到广泛的政治要求时写道：“为了使工人能够完全自觉地、独立地进行这种政治斗争，必须由工人自己的组织来进行这种斗争，工人的这些政治要求必须建立在工人已经意识到的共同的政治要求和眼前利益上〈请注意这一点！〉，这些要求必须是工人组织〈行业组织〉自己的要求，必须真正是这些工人组织根据自己的愿望共同拟定共同提出的……”接着下面解释道，工人当前的共同政治要求暂时（！！）还是十小时工作制和恢复1897年6月2日法令所取消的节假日。尽管如此，《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听到别人指责它否定政治竟还感到诧异！把政治归结为行业工会争取局部改革的斗争，这难道不是否定政治吗？这难道不是抛弃全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宗旨吗？按照这个宗旨，社会民主党人应该竭力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组织成为独立的工人政党，由这个党来争取民主， 作为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 手段
 。我们一些歪曲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时髦的人物，竟极其轻率地抛弃了社会民主党人珍视的一切，抛弃了使人们有权把工人运动看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运动所凭借的一切。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欧洲民主主义运动长期积累的经验教导我们必须设法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他们对这无动于衷。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经过漫长的、艰苦的道路终于使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使伟大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他们对这无动于衷。俄国先进工人已经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奠定了基础，他们对这无动于衷。这一切都去他的吧！我们要丢掉过多的思想包袱，摆脱过重过苛的历史经验，仅仅让一些行业工会（除了合法团体以外，目前在俄国还无法证明建立行业工会是可能的）“暂时存在”就行了，让这些行业工会“根据自己的愿望”拟定要求——“眼前的”要求，微不足道的改良要求吧！！什么话？这简直是鼓吹倒退！这简直是宣传瓦解社会主义！

请注意，《工人思想报》所谈的不仅仅是要地方组织自己拟定当地的斗争形式、局部性的鼓动内容和鼓动方法等等，——对这种想法谁也不会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历来都不打算在这方面限制工人的独立性。不，《工人思想报》是想 完全抛开
 俄国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任务，是想“暂时”“仅仅”争取“眼前的利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一直的作法是根据每个眼前的要求进行鼓动，以便组织无产阶级同专制制度斗争，并且把这一点作为无产阶级的当前目标。《工人思想报》则想把无产阶级的斗争 限制
 在为小要求作小斗争的范围内。 尔·姆·
 明明知道，他同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是相违背的，却对谴责《工人思想报》的人作如下的反驳。有人说，推翻沙皇制度是俄国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 尔·姆·
 问道：指的是什么工人运动呢？“ 是罢工运动？是互助会？是工人小组
 ？”（该文第5页）对此我们回答他说：你只能代表你自己说话，代表你的集团和它所代表的一个地方的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说话，你不能代表俄国先进工人说话！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分子往往不知道，只有革命政党才能进行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这一点 尔·姆·
 也不知道。但是俄国先进工人知道。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分子往往不知道，俄国工人运动不限于罢工斗争、互助会和工人小组，俄国工人运动早就希望建立一个革命政党，而事实上也实现了这个希望。这一点 尔·姆·
 也不知道。但是俄国先进工人知道。


尔·姆·
 竭力把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无知说成是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有特别的见解。我们现在来仔细地看一看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


尔·姆·
 写道：“关于专制制度这个概念……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多谈，想必每个交谈者都是非常明确和清楚地了解这类名词的。”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 尔·姆·
 本人对这类名词的了解就是最不明确最不清楚的，不过我们不妨先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工人算不算是 尔·姆·
 的交谈者呢？当然是的。如果是的，那么怎样才能使他们非常明确地了解专制制度这个概念呢？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非常广泛非常系统地宣传一般政治自由的思想，必须进行鼓动，把专制制度这个“明确的概念”（在工人头脑中的）同每一次警察的暴行、官吏的压迫联系起来。看来这是很清楚的。如果是的，用纯粹地方性的宣传鼓动来反对专制制度能见效吗？把全俄国的宣传鼓动 组织
 成统一的有计划的活动即一个政党的活动，不是绝对必要的吗？ 尔·姆·
 为什么不把组织系统的反对专制制度的宣传鼓动这项任务作为俄国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呢？这只能是因为他对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了解最 不
 明确最 不
 清楚。


尔·姆·
 接着解释专制制度，说它代表着巨大的“人的力量”（按军事方式严格训练出来的官僚）和巨大的“经济力量”（财政资源）。我们不想谈他的解释的“不明确的”地方（“不明确的”地方是很多的），我们想直接谈谈最主要的地方：


尔·姆·
 向着俄国社会民主党问道：“这样说来，岂不是现在就要建议俄国工人把推翻这种人的力量和夺取这种经济力量作为自己现在的（处于萌芽状态的）组织的当前首要任务吗？（更不用说那些认为先进工人小组应该承担这项任务的革命家了）”

我们很惊讶，全神贯注地再三重读了这段奇文。难道我们弄错了吗？不，我们没有弄错。 尔·姆·真的不知道什么叫作推翻专制制度
 。这真不可想象，但这是事实。在 尔·姆·
 的糊涂思想暴露之后，还能认为这是不可想象的吗？


尔·姆·
 把革命者夺取政权和革命者推翻专制制度这两者混淆起来了。

俄国老一辈的革命者（民意党人）所争取的是由革命政党夺取政权。他们认为，夺得政权，“党就能推翻”专制制度的“人的力量”（即任命自己的人代替官吏），“就能夺取经济力量”（即夺取国家的全部财政资源）并实行社会革命。如果按照 尔·姆·
 的这些笨拙的话来说，老民意党人的确想“推翻”专制制度的“人的力量和夺取经济力量”。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坚决反对这种革命理论。普列汉诺夫在《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年）和《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这两部著作中，无情地批判了这种理论，并且指出了俄国革命者的任务：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党，其当前目标应该是推翻专制制度。但是，什么叫作推翻专制制度呢？要对 尔·姆·
 说清楚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专制制度？专制制度（专制政体，无限君主制）是一种最高权力完全地整个地（无限制地）由沙皇一人独占的管理形式。沙皇颁布法律，任命官吏，搜刮和挥霍人民的钱财， 人民对立法和监督管理一概不得过问
 。因此，专制制度就是官吏和警察专权，而人民无权。俄国全体人民备受无权的痛苦，有产阶级（特别是富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却可以任意左右官吏。工人阶级的痛苦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由于全国人民的无权；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人受迫使政府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资本家的压迫。

推翻专制制度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沙皇放弃无限权力，人民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来颁布法律，监督官吏的行为，监督国家资财的收支。这种由人民参与立法和管理的管理形式叫作 立宪
 管理形式（宪法是人民代表参与立法和管理国家的法律）。总之，推翻专制制度就是用立宪管理形式来代替专制管理形式。由此可见，推翻专制制度根本不需要“推翻人的力量和夺取经济力量”，而只需要迫使沙皇政府放弃自己的无限权力和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来制定宪法（“争取民主的〈人民的、有利于人民的〉宪法”，如“劳动解放社”1885年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上所说的那样）。

为什么推翻专制制度应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呢？这是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工人阶级不能广泛地展开自己的斗争，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能夺取任何巩固的阵地，不能建立巩固的群众性的组织，不能在全体劳动群众面前举起社会革命的旗帜，也不能教会他们为社会革命而斗争。只有争得了政治自由，整个工人阶级才能坚决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真正是“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人的力量和夺取经济力量”，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决不把 这种
 夺取政权看作俄国工人的当前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一向认为，只有争得了政治自由，只有广泛地展开群众性的斗争，俄国工人阶级才能建立争取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必需的组织。

但是，俄国工人阶级怎样才能推翻专制制度呢？《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甚至嘲笑了“劳动解放社”，因为“劳动解放社”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并且在自己的纲领中说：“那些即使目前还是未来俄国工人政党的萌芽的工人小组，也必须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工人思想报》（见该报第7号和我们分析的这篇文章）认为由工人小组来推翻专制制度是可笑的！我们回答《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你们嘲笑谁？嘲笑你们自己！《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埋怨俄国社会民主党 人非同志式地
 同他们争论。让读者自己来判断吧，究竟是哪一方在非同志式地争论：是俄国老年派社会民主党人呢，还是“青年派”社会民主党人。前者明确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直截了当地说明了“青年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哪些观点是错误的，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后者则 不指出
 自己的论敌是谁，躲在角落里时而刺一下“写了一本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德文书的人”（即普列汉诺夫，他们毫无根据地把他和一些合法的著作家混为一谈），时而刺一下“劳动解放社”，断章取义地 歪曲
 它的纲领，而又不能相对地提出自己稍微明确一点的纲领。是的！我们承认有同志的义务，承认有支持一切同志的义务，有容纳同志意见的义务， 但是在我们看来，对同志的义务从属于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义务，而不是相反
 。我们承认对《工人思想报》负有同志的义务，这并不是因为该报的编辑们是我们的同志，而只是因为他们在俄国的（因而也是国际的）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工作，仅仅由于这一点，我们才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同志。因此，当我们确实看到“同志们”离开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而后退，“同志们”缩小和歪曲工人运动的任务时，我们就认为自己 有责任
 非常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刚刚说过，《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歪曲了“劳动解放社”的观点，这一点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尔·姆·
 写道：“我们不想理解有些同志为什么认为‘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只是回答了‘从哪儿取得同专制制度斗争的力量？’这一问题。”（在另一个地方写道：“我们的革命者把工人运动看作推翻专制制度的最好的手段。”）打开1885年“劳动解放社”出版并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转载在《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这本小册子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纲领的 基础
 是：从资本的压迫下彻底解放劳动，使全部生产资料变成公有财产，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建立革命的 工人
 政党。 尔·姆·
 歪曲这个纲领， 不想
 理解这个纲领，这是很明显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小册子的开头说，“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回答了”从哪儿取得同专制制度斗争的力量的问题， 尔·姆·
 就死死抓住这句话。但是要知道，“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回答了俄国革命者和俄国整个革命运动所提出的这个问题，这是 历史事实
 。“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回答了这个问题，难道这就是说“劳动解放社”把工人运动仅仅当作一种手段吗？ 尔·姆·
 的这种“ 不理解
 ”不过是证明他对众所周知的“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一无所知。

其次，“推翻专制制度”怎么能是工人小组的任务。 尔·姆·
 不理解这一点。请打开“劳动解放社”的纲领看一看，那里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工人阶级中间进行鼓动，进一步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广泛建立革命组织，是工人小组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这些联系密切、结成一个严密整体的组织，并不满足于同政府进行局部冲突，在适当时机，它们将毫不迟疑地一致向政府展开坚决的进攻。”1898年春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俄国各地组织所遵循的正是这个策略。这些组织证明了自己是俄国的巨大政治力量。如果这些组织组成一个政党，广泛进行反对极权政府的鼓动，并且利用一切自由主义反对派分子，那么这个政党无疑地会实现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如果《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不想理解”这一点，那么我们“想”奉劝他们：先生们，学习学习吧，这些道理本身并不是很难懂的。

但是，我们还是回过来谈 尔·姆·
 吧，在谈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时我们把他撇在一边了。至于 尔·姆·
 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则更加清楚地说明了《工人思想报》新的倒退倾向。


尔·姆·
 写道：“专制制度的末日可以看得很清楚。”“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一切生气勃勃的社会成员健康发展的条件之一。”读者也许以为，从这里总该得出工人阶级也必须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结论吧？不，别忙。 尔·姆·
 有他自己的逻辑和术语。他在斗争这个词前面加上“社会”两个字，就把斗争完全理解成另外一种东西了。 尔·姆·
 描述了俄国许多居民阶层对政府采取的 合法的反对派立场
 ，最后断定说：“争取地方和城市社会自治的斗争，争取社会教育的斗争，争取给饥民以社会救济的斗争等等，都是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一切觉悟和进步的居民阶层和集团都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同官僚专制制度作社会斗争。不仅如此，这种社会斗争由于某种令人莫解的原因，没有受到俄国许多革命著作家的关切，但是我们看到，俄国社会进行这种社会斗争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当前的问题在于，怎样使这些个别的社会阶层……能更有成效地进行这种〈请注意这一点！〉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而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我国工人应该怎样进行这种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


尔·姆·
 的这些议论又充满了大量的糊涂思想和错误。

第一， 尔·姆·
 把 合法的反对派立场
 同反对专制制度、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混为一谈。由于对“同专制制度作斗争”一语不加解释，他制造了社会党人所不该有的这种混乱。这句话既可以了解为（有条件地） 反对
 专制制度的斗争，也可以了解为在这个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反对专制制度个别措施的斗争。

第二， 尔·姆·
 把合法的反对派立场算作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并且说，我国工人应该进行“这种社会斗争”，这样一来，他就变成了要我国工人不同专制制度作革命斗争，而是对专制制度采取合法的反对派立场，也就是说，把社会民主主义弄得庸俗不堪，把它和俄国最庸俗最贫乏的自由主义混为一谈。

第三， 尔·姆·
 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著作家［诚然， 尔·姆·
 宁愿采取“同志式的”不指名的责难。但是，如果他指的不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他的话就白说了］似乎不肯注意到合法的反对派，这 简直是胡说
 。恰恰相反，无论是“劳动解放社”或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无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或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版，阿克雪里罗得把它叫作《宣言》的 解说
 ），都不仅注意到了合法的反对派，而且还非常确切地说明了合法的反对派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

现在来一一加以说明。我们的地方自治机关、一般的自由派团体和自由派报刊是怎样“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呢？它们有没有进行反对专制制度、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 没有，这种斗争它们从来没有进行过，现在也没有进行
 。进行这种斗争的只是一些往往出自自由派的博得社会同情的革命者。但是，进行革命斗争决不等于同情革命者和支持革命者；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决不等于对专制制度采取合法的反对派立场。俄国自由派只是采取专制制度本身 所许可的
 形式即专制制度认为对它没有危险的形式，来表示自己对专制制度的不满。自由主义反对派最突出的表现，也不过是自由派向沙皇政府 请愿
 ，请求吸收人民参加管理。自由派一次又一次地忍受了警察对这种请愿的粗暴的拒绝，忍受了宪兵政府甚至对他们合法申述自己意见所施加的非法的野蛮迫害。把采取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立场干脆说成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这简直是 歪曲
 事实，因为俄国自由派 从来
 没有组织革命政党来进行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虽然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能够筹集经费和取得国外的俄国自由派的支持。 尔·姆·
 不仅歪曲事实，而且还把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牵连在内。 尔·姆·
 写道：“在这个斗争中，工人的同盟者是俄国社会的一切进步阶层，这些阶层捍卫自己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团体，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共同利益，‘从来不忘记〈 尔·姆·
 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政府自己决定实行某项改革或者 根据社会的正式要求
 实行某项改革，这两者的差别’有多么大。”如果象 尔·姆·
 那样，以为这是对一切进行“社会斗争”的人们即对俄国整个自由派的评价，那是 彻头彻尾的谎话
 。俄国自由派从来没有向政府提出过正式的要求，正因为如此，俄国自由派从来没有担任而且现在也不可能担任 独立的
 革命角色。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同盟者，不可能是“社会的一切进步阶层”，而只能是这个社会的成员所建立的革命政党。自由派一般只能作为而且应当作为革命工人政党的辅助力量的 一个来源
 （这一点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上述小册子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正因为这样，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才无情地嘲笑了“俄国社会的进步阶层”，说它们不懂得必须向政府提出正式要求，眼看着它们中间的革命者在专制政府的打击下牺牲。 尔·姆·
 在这里也象在《增刊》的第二篇文章中那样，毫无意义地摘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在那里他企图表明，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空想主义者，似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充分评价这位“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全部作用。普列汉诺夫在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本书（由《社会民主党人》[70]文集中的几篇文章编成，用德文出版的单行本）中，充分评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用，并且阐明了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态度。《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只是暴露了自己不能比较系统而全面地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他的长处和短处。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现实问题”决不在于自由派应该怎样进行“社会斗争”（我们知道， 尔·姆·
 认为这种斗争就是采取合法的反对派立场），而在于应该怎样建立为推翻专制制度而斗争的革命工人政党，这个政党能够依靠俄国的 一切
 反对派分子，能够 利用
 反对派的一切活动来进行革命斗争。为此，必须有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因为在俄国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争取民主的坚定不移的战士，因为没有这种政党的积极推动，自由派分子“就会依旧萎靡不振，沉睡不醒”（上引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第23页）。 尔·姆·
 说，我国“最进步的阶层”进行着“真正的〈！！〉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 尔·姆·
 的文章第12页），“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我国工人应该怎样进行 这种
 反对专制制度的 社会斗争
 ”。他的这种言论实质上是完全背离社会民主党的。我们只好郑重地劝告《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好好地想一下：他们想向何处去，他们实际上是站在什么地方，是站在把社会革命的旗帜带到劳动阶级中去，并且想把它们组织成一个革命政党的革命者中间，还是站在进行“社会斗争”（即采取合法的反对派立场）的自由派中间。所谓工人的“社会独立性”的理论，所谓“社会互助”和行业工会“暂时”只能争取十小时工作制的理论，所谓地方自治机关、自由派团体等等同专制制度进行“社会斗争”的理论，根本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根本没有自由派所不承认的东西！要知道，《工人思想报》的全部纲领（如果可以说是纲领的话）实质上是要使俄国工人陷于不开展和分散的状态，使他们成为 自由派的尾巴
 ！


尔·姆·
 有些话特别奇怪。 尔·姆·
 一本正经地说道：“不幸的是，我们遭受政治警察残酷迫害的革命知识分子，把反对这种政治警察的斗争当成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这样说有什么意义呢？政治警察之所以叫作政治警察，就是因为它迫害专制制度的敌人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正因为如此，目前还没有变成自由派的《工人思想报》，才象俄国全体革命者、社会党人和全体觉悟工人那样同政治警察作斗争。政治警察残酷地迫害社会党人和工人，专制制度拥有“严密的机构”和“机灵能干的国务活动家”（ 尔·姆·
 的文章第7页），从这个事实只能得出两种结论：胆小怕事的可恶的自由派的结论是，我国人民，特别是工人，还缺少斗争的准备，必须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机关、自由派报刊等等的“斗争”上，因为这是“真正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而不只是反对政治警察的斗争。社会党人和每个觉悟工人的结论是，工人政党也必须用一切力量来建立“严密的机构”，从先进工人和社会党人中培养出“机灵能干的革命活动家”，从而使工人政党真正成为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并把一切反对派分子吸引到工人政党方面来。

《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站在斜坡上，并且将沿着斜坡一直滑向前一种结论！

还有， 尔·姆·
 写道：“这些纲领〈即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还有使我们吃惊的地方，就是它们始终偏重工人在议会〈我国现时所没有的议会〉中活动的好处，而完全忽视……工人参加”厂主立法会议、工厂事务会议和城市社会自治机关工作的“重要意义”。（第15页）如果不强调议会的好处，工人怎么能知道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呢？如果象《工人思想报》那样不谈这些问题，那不是支持工人中水平低的部分不问政治吗？至于谈到工人参加城市社会自治机关，那么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没有否定过工人 社会主义者
 参加城市自治机关的好处和重要性，但是在俄国来谈这一点是可笑的，因为在俄国，社会主义还不可能进行任何公开的活动，在俄国诱导工人参加城市自治机关（如果这是可能的话），实际上就是使先进工人脱离工人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走向自由主义。


尔·姆·
 说道：“工人中的先进部分对待这种〈专制〉政府的态度……正如工人对待厂主的态度一样易于理解。”这就是说（按照正常的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工人中的先进部分是觉悟程度并不低于知识分子出身的 社会主义者
 的社会民主党人，因此，《工人思想报》想把这两者分开是荒谬的，有害的。这就是说，俄国工人阶级已经为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造就了和独立地提供了人才。但是《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根据工人中的先进部分具有政治觉悟这一点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把这些先进分子拖回来，使他们踏步不前！ 尔·姆·
 问道：“工人进行哪种斗争最合适呢？”他自己回答道：最合适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工人“正在进行”的斗争！！！很难找出一句更加突出的话，来表达热中于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所感染的这种毫无意义、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了！最合适的是可能的，而可能的就是现在有的！这正象一个人准备走上一条遥远而艰难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会遇见许多阻碍和许多敌人，这个人问道：我应向何处去呢？回答说：最好去可能去的地方，而可能去的地方就是你现在正在去的那个地方！这正是虚无主义，不过这不是革命的虚无主义，而是机会主义的虚无主义，表现出这种虚无主义的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资产阶级自由派！ 尔·姆·“
 号召”俄国工人进行“局部的”、“政治的”斗争（在这里，政治斗争不是指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而只是指“争取改善全体工人生活状况的斗争”），公然号召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 后退一步
 ，实质上就是号召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党人从而抛弃欧洲和俄国所取得的一切经验！如果为了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如果仅仅为了进行这种斗争，工人就根本不需要社会党人。在一切国家里都有这样的工人，他们为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而斗争，但是丝毫不了解社会主义，甚至还敌视社会主义。


尔·姆·
 写道：“最后，简单谈谈我们对工人社会主义的理解。”读了以上的说明以后，读者不难想象这是怎样一种“理解”了。这简直是伯恩施坦那本“时髦的”书的翻版。我国“青年派”社会民主党人不提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提“工人自主的社会和政治的活动”。如果我们回想一下 尔·姆·
 是怎样理解 社会
 “斗争”和“政治”的，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他直接回到俄国某些合法著作家的“公式”上去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实质）是：把土地、工厂等等即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全社会的财产，取消资本主义生产，代之以按照总的计划进行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生产。 尔·姆·
 没有确切地指出这个目的，却首先指出要发展行业工会和消费合作社，只是顺便谈了一下社会主义就是要使全部生产资料完全社会化。但是他却用最显著的黑体字刊印了伯恩施坦的一句话：“社会主义只是现代社会进一步的高度发展”，这句话不仅没有说明社会主义的意义和实质，反而把它们弄模糊了。一切自由派和一切资产者无疑是赞成“现代社会发展”的，所以他们都会因为 尔·姆·
 的话而高兴。尽管如此，资产者仍是社会主义的 敌人
 。问题在于，“现代社会”包含许多不同的方面，而人们在使用这一共同用语时也各有所指。也就是说， 尔·姆·
 没有向工人说清楚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而只是引用了一些含糊不清、令人莫解的话。最后， 尔·姆·
 没有指出现代社会主义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即由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只是说把生产转归他们（工人）进行社会管理或由民主化的社会政权管理，而社会政权民主化的“方法是让他们〈工人〉积极参与工厂的一切事务会议，参加仲裁法庭，参加一切制定有关工人的法律的各种会议和委员会，参加社会自治机关，以及参加国家的总的代表机关”。由此可见，《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只是把用 和平的
 方法能够得到的算作工人社会主义，而排除了革命的方法。这种缩小社会主义和把它变成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做法，又是背弃俄国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和绝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而倒退了一大步。当然，工人阶级但愿 和平地
 取得政权（我们早就说过，只有受过阶级斗争锻炼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才能这样取得政权），但是无论从理论上或从政治实践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 放弃
 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就是 轻率的行为
 ，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有产阶级的可耻让步。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紧要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这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极其可能的。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别无出路。正因为如此，“工人社会主义”的纲领只是一般地谈夺取政权，而 不确定
 夺取政权的方法，因为选择哪一种方法取决于将来的情况，而将来情况如何我们还不能肯定。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把和平的“民主化”作为无产阶级唯一的活动方式，那么我们再说一遍，就是任意缩小工人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且把这一概念庸俗化。

我们不想再详细分析《增刊》上的其他文章。关于纪念车尔尼雪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的那篇文章，我们已经谈过了。至于《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所宣扬的伯恩施坦主义，即全世界社会主义的敌人，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抓住不放，而绝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和德国觉悟工人坚决反对的伯恩施坦主义，这里不想细谈。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 俄国的
 伯恩施坦主义，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伯恩施坦主义是一种极端混乱的思想，根本没有独立的见解，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比较起来它倒退了一大步。至于德国的伯恩施坦主义，最好让德国人来讲。我们只指出一点：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要比德国的差得多。伯恩施坦虽然有许多错误，虽然在理论方面和政治方面有明显的倒退倾向，但是他还有一定的头脑和一定的良心，他不自己另立新理论或新纲领， 不要求修改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而且在最后的决定关头他声明接受倍倍尔的提案，这个提案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遵循原有的纲领和策略。而我们俄国的伯恩施坦派怎样呢？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及伯恩施坦的百分之一，他们甚至干脆不想知道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在1898年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党的《宣言》，并且宣布《工人报》是党的机关报，他们不想知道这些出版物全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旧”纲领为依据的。我们的伯恩施坦派好象也没有意识到，既然他们屏弃这些旧见解而另立新见解，那么从道义上来讲，他们对于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对于曾经倾全力来筹备和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现在大部分被关进俄国监狱的社会党人和工人，就有责任直截了当地公开声明，究竟不同意谁，究竟不同意什么，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新见解和新纲领来代替旧见解和旧纲领，而不要一味躲在角落里笼统地刺“我们的革命家”。

我们还要研究一个恐怕是最重要的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里产生了这种倒退倾向，这怎样 解释
 呢？我们认为，单单说这是由于《工人思想报》编辑们的个人品质，单单说这是由于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是解释不通的。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发展的历史特点造成的，这种特点使人们对工人社会主义产生了狭隘的理解，这在 短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
 。

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实际工作的时候，他们面对着两种人，一种是民意党人，他们责备社会民主党人逃避俄国革命运动传统的政治斗争，而社会民主党人则坚持不懈地同他们进行论战；另一种是俄国自由派，他们也不满意革命运动从民意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同这两种人的论战，都是围绕着政治问题而进行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民意党人把政治狭隘地理解为密谋活动时，只能一般地反对政治，有时也的确这样反对过（因为当时这种对政治的狭隘理解占优势）。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沙龙中，社会民主党人常常能够听到为革命者放弃恐怖手段感到惋惜的论调。那些贪生怕死、在紧要关头不支持打击专制制度的英雄的人们，假仁假义地指责社会民主党人不问政治，一心只想再有一个政党为他们火中取栗。自然，社会民主党人恨透了这种人和他们的言论，并到工厂无产阶级中去进行规模虽小却很重要的宣传工作。这个工作在开始时有狭隘性是不可避免的，某些社会民主党人的狭隘言论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但是这种狭隘性吓不住那些念念不忘俄国工人运动的远大历史目的的社会民主党人。即使社会民主党人有时讲一些狭隘的话，那有什么要紧呢， 他们的事业
 总是广阔的。他们不搞无益的密谋活动，不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巴拉莱金之流[71]来往，而到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中去，并促进这个阶级发展自己的力量！他们认为，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逐步扩大，这种狭隘性是会自行消失的。事实上结果大体也正是这样。宣传已经开始转向广泛的鼓动。广泛的鼓动自然会使觉悟的先进工人愈来愈多地涌现出来；革命组织（圣彼得堡、基辅等地的“斗争协会”和犹太工人联盟）也相继建立起来。这些组织很自然地要求合并，而且终于如愿以偿，它们联合起来并创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看来，旧日的狭隘性现在已经失去任何基础，它将被彻底消除。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鼓动工作的广泛开展，使社会民主党人接触到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最不开展的部分；要把这部分人吸引过来，鼓动员必须善于适应最低的理解水平，习惯于把“眼前的要求和利益”提到首位，暂时不宣传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远大理想。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具有分散的手工业的性质，各个城市的小组和小组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国外学识比较渊博、革命经验比较丰富、政治眼光比较远大的同志间的联系又非常差，这自然会使社会民主党活动的这个（ 十分必要的
 ）方面被过分夸大，使个别人忘掉其他方面，特别是每遭到一次失败，作战队伍的行列里就要减少一些最觉悟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牢固的革命传统和继承性也就无法建立。我们认为，有些人之所以可悲地背弃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想，其主要原因就是过分夸大社会民主党工作的这一方面。再加上对那本时髦的书的迷恋，对俄国革命运动史的无知，以及标新立异的幼稚妄想，——这就是形成“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的全部因素。

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详细地谈谈无产阶级中先进部分与水平低的部分的关系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在这两部分人中进行工作的意义问题。

各国工人运动史表明，最先和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是条件最好的那部分工人。从历次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主要来自这个部分，他们能够取得工人群众的充分信任，他们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事业，他们完全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甚至独立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历次生气勃勃的工人运动中，都产生了象蒲鲁东和瓦扬、魏特林和倍倍尔这样的工人领袖。我们俄国工人运动看来也不会在这方面落后于欧洲。正当有教养的社会对说真话的不合法书刊失去兴趣的时候，工人强烈的求知欲和追求社会主义的热情却日益增长，工人中间的真正英雄人物也不断出现，他们虽然生活环境极坏，在工厂中从事着使人变蠢的苦役劳动，但是有顽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意志来不断学习，学习，再学习，使自己成为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工人知识分子”。现在俄国已经有这种“工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他们的队伍不断扩大，使他们崇高的精神需求充分得到满足，从他们的队伍中间产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物。因此，报纸如果想成为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它就必须具有先进工人的水平；它不仅不应该人为地降低自己的水平，反而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注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中的一切策略问题、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只有这样，工人知识分子的需求才能得到满足，他们也就能独立地领导俄国工人事业， 从而
 也就能独立地领导俄国革命事业。

继人数不多的先进分子之后有广大的中等水平的工人。这些工人也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社会主义，加入工人小组，阅读社会主义的书报，参加鼓动工作，他们和前者的差别仅仅在于他们还不能独挡一面地领导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中等水平的工人可能会看不懂党的机关报上的某些文章，会不能完全弄清楚复杂的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报纸应该降低到广大读者的水平。相反，报纸正应该提高他们的水平，并且从他们中间培养出先进工人。一个工人只要致力于 地方
 实际工作，极其关心工人运动的动态和当前鼓动中的问题，他一举一动就应该想到俄国整个工人运动及其历史任务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因此，拥有大量中等水平的工人读者的报纸，必须把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同每一个地方性的狭隘的问题联系起来。

最后，中等水平的工人之外就是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广大群众。他们很可能完全看不懂或者几乎完全看不懂社会主义报纸（大家知道，在西欧投票选举社会民主党的人比社会民主党报纸的读者要多得多），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应该迁就工人的最低水平，那就荒谬了。从这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应该用别的宣传鼓动手段，如通俗小册子、口头鼓动、报道当地事件的小报（这是主要的），来影响这些人。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决不能以此为限，很可能在启发水平低的工人的觉悟的时候，首先应该进行合法的教育工作。对于 党
 来说，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正是要到最需要做教育工作的地方去做教育工作，要派合法的活动家去开荒，再让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员去播种。对水平低的工人进行鼓动，当然应该充分发挥每个鼓动员的个人特长，全面照顾地区、职业及其他方面的特点。考茨基在反对伯恩施坦的书中说道：“不要把策略同鼓动混淆起来。鼓动的方法应该适应个人的和当地的条件。应该让每一个鼓动员发挥他自己的特长进行鼓动：有的鼓动员靠他鼓舞人心的本领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有的靠他辛辣的讽刺，有的靠他会举大量例子，等等。鼓动既应该照顾到鼓动员，也应该照顾到听众。鼓动员应该讲得使人能听懂，他应该从听众熟悉的事物出发。所有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并且也不只是适用于对农民的鼓动。对马车夫讲话应该不同于对水手讲话，对水手讲话应该不同于对排字工人讲话。 鼓动
 应该 因人而异
 ，但是我们的 策略
 ，我们的政治 活动
 则应该是 一致的
 。”（第2—3页）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先进代表的这些话，对鼓动在党的总的活动中的作用作了绝好的评价。这些话表明，担心建立一个领导政治斗争的革命政党会妨碍鼓动工作，会把鼓动工作推到次要地位或者束缚鼓动员的自由，这是没有根据的。相反，只有有组织的政党才能广泛地进行鼓动，才能在各种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为鼓动员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材料），才能通过每一个地方的成功的鼓动来教育俄国全体工人，才能把鼓动员派到他们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和人群中去。有鼓动才能的人，只有在有组织的政党中，才能够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这个事业，——这无论对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或其他方面的工作都有好处。由此可见，谁只注意经济斗争而忘记政治鼓动和宣传，忘记把工人运动组织成政党的斗争的必要性，谁就根本不可能坚持不懈和卓有成效地把无产阶级中水平最低的部分吸引到工人事业方面来，别的就更谈不到了。

但是，这种夸大活动的一个方面而损害其他方面甚至力图完全抛弃其他方面的做法，会给俄国工人运动带来极为有害的后果。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如果听到有人诽谤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只是把工人当作推翻专制制度的工具，听到别人要他们提出恢复假日和行业工会的请求，而不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和政治斗争的当前任务，他们就可能真的被腐蚀。这种工人常常可能落入（而且肯定会落入）政府和资产阶级的种种小恩小惠的圈套。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即很不开展的工人，在《工人思想报》的鼓吹影响之下，可能被资产阶级反动透顶的思想所迷惑，即工人除了要求增加工资和恢复假日（“眼前的利益”）之外，不能够而且不应该关心别的东西；工人群众只能够而且只应该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主动精神”来从事工人事业，不必使工人事业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不必把工人事业变成全人类所迫切需要的先进事业。再说一遍，最不开展的工人可能被这种思想所腐蚀，但是我们深信，俄国先进工人，那些领导工人小组和社会民主党整个活动的工人，那些被关在从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到东西伯利亚的监狱和流放地的工人，一定会愤怒地驳斥这类理论。把整个运动归结为争取眼前的利益，就是投不开展工人之机，就是投其所好。这就是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先进工人的明确的政治要求和群众的自发的抗议之间的联系，人为地割裂开来。正因为如此，必须特别注意《工人思想报》提出另一种方针的企图，并且应该大力反对。显然，《工人思想报》为了迁就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而竭力回避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和政治斗争，但是没有提出自己的方针，在这个时候，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在摇头，指望随着工作的开展和扩大，《工人思想报》集团的成员自己会容易地摆脱这种狭隘性。但是，当那些做过有益的预备阶段的工作的人，居然抓住机会主义的时髦理论，开始在全欧洲吵吵嚷嚷，扬言希望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长期（甚至永远）停留在预备阶段的时候——换一种说法，就是当那些一直为一桶蜜辛勤劳动的人，居然开始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焦油一勺勺倒入蜜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坚决起来反对这种倒退倾向！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不论是它的创立者，即“劳动解放社”的成员，或者是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都始终承认下面两条基本原理：（1）社会民主党的实质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目的在于夺取政权，把全部生产资料交给全社会，用社会主义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经济；（2）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建立俄国工人的革命政党，它的当前目的在于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谁背弃这些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在“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中都有确切的表述），谁就是背弃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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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1895年11月创立的，由彼得堡的约20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1895年12月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它的领导机构是中央小组，成员有10多人，其中5人（列宁、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领导中心。协会分设3个区小组。中央小组和区小组通过组织员同70多个工厂保持联系。各工厂有收集情况和传播书刊的组织员，大的工厂则建立工人小组。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1895年和1896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印发了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人事业报》。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好几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它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全市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协会一成立就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895年12月8日（20日）夜间，沙皇政府逮捕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协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共57人。但是，协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它组成了新的领导中心（米·亚·西尔文、斯·伊·拉德琴柯、雅·马·利亚霍夫斯基和马尔托夫）。列宁在狱中继续指导协会的工作。1896年1月沙皇政府再次逮捕协会会员后，协会仍领导了1896年5—6月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896年8月协会会员又有30人被捕。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协会的领导成分发生了变化。从1898年下半年起，协会为经济派（由原来协会中的“青年派”演变而成）所掌握。协会的一些没有被捕的老会员继承协会的传统，参加了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210。



[67]指基辅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基辅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1897年3月根据基辅代表会议的决议成立的，这个代表会议认为俄国所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都应以彼得堡组织为榜样称作“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基辅斗争协会联合了若干社会民主党小组，共有会员30多人。它同彼得堡斗争协会建立了联系。彼得堡斗争协会曾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的手稿寄给基辅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导人阅读。基辅斗争协会在工人中间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它的一个特别小组在1897年出版了两号全俄社会民主党报纸《工人报》。它的非法书刊在南俄各城市广为流传。基辅斗争协会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做了大量工作。1898年，在代表大会开过以后不久，协会被警察所破坏。未被逮捕的社会民主党小组成员很快恢复了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的地下组织。——210。



[68]犹太工人联盟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简称崩得，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210。



[69]小册子的作者是尔·马尔托夫。列宁所说从历史上研究了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见这本小册子的结尾部分，标题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社会民主工党的当前任务》。小册子于1900年10月在国外出版。——214。



[70]《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文学政治评论集，由劳动解放社于1890—1892年在伦敦和日内瓦用俄文出版，总共出了4集。第1、2、3集于1890年出版，第4集于1892年出版。参加《社会民主党人》评论集工作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等。这个评论集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列宁提到的普列汉诺夫的几篇文章（总标题为《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刊载在评论集第1—4集上。——226。



[71]巴拉莱金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温和谨慎的人们》和《现代牧歌》中的人物，一个包揽词讼、颠倒黑白的律师，自由主义空谈家、冒险家和撒谎家。巴拉莱金这个名字后来成为空谈、撒谎、投机取巧、出卖原则的代名词。——233。







《列宁全集》第4卷


论工业法庭

（1899年底）

工业法庭，就是由工人和业主（工业中的厂主）双方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法庭，审理的案件和纠纷涉及雇用条件、确定日常工资和加班费、无故解雇工人、赔偿损坏材料、罚款不合理等等。西欧大多数国家都有这种法庭，俄国还没有，因此，我们想探讨一下，工业法庭对工人有什么好处，为什么除了普通法庭以外，最好还要设立工业法庭（普通法庭由政府任命的或由有产阶级选出的一名法官审理案件，没有业主和工人选出的代表参加）。

工业法庭的第一个好处是对工人十分方便。向普通法庭上诉，先得写诉状（为此往往非请律师不可），缴纳手续费，等待很久，出庭时还得丢下工作，证人也得丢下工作，如果当事人不服上诉，案件就要转上一级法院重审，那就还得等待。难怪工人很不愿意向普通法庭上诉！工业法庭由被选为审判员的业主和工人组成。工人向自己选出的伙伴提出口头控告，是一点也不困难的。工业法庭一般规定在假日或工人有空不致影响他们工作的时候开庭。工业法庭处理案件要快得多。

工业法庭对工人的第二个好处是，审判员很了解工厂的事情，他们不是一些不相干的官吏，而是了解工人生活条件和当地生产条件的本地人，而且审判员中有一半是工人，他们对待工人总是公平的，不会把工人看作酒鬼、无赖和傻瓜（大多数出身于资产阶级和有产者阶级的法官都是这样看待工人的，他们几乎总是同资产阶级社会，同厂主、经理、工程师保持着联系，而和工人却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法官最关心的是照章办案，只要把公文写好，别的什么都可以不管，他们整天想的是领取薪俸和讨好上司。因此，在官僚的法庭里，积压公文、拖延诉讼、故意刁难，简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他们乱写公文，该纪录的不纪录，不管案件有理无理，结果不了了之。如果审判员由厂主和工人双方选出，他们根本不必要埋在公文堆里，他们既然不为薪俸，也就不听命于寄生的官僚。他们关心的不是弄到一个肥缺，而是调解纠纷，免得厂主中断生产，免得工人工作不安心，老是害怕老板找碴儿和任意欺侮。其次，为了审理业主和工人之间的纠纷，必须根据切身经验很好地了解工厂的生活。法官只是翻一翻工人手册，读一读规章，别的就什么也不想再听了。他们说：谁违反规章，谁就得负责，别的我什么也不管。而从业主和工人中选出的审判员，不单是看看公文就算完事，他们还要看看实际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有时候规章订得头头是道，实际上却大有出入。即使法官想了解案情的实质，想全神贯注地分析案情，往往也不能抓住要害，因为他们不了解惯例，不了解计算工资的方法，不了解工头往往不必违反规章和克扣工资也能想出方法欺压工人（例如，他们可以把工人调去做别的工作，发给较差的材料，如此等等）。选出来的审判员，自己从事劳动或管理工厂事务，他们马上就可以弄清楚这一切问题，他们很容易了解工人的真正要求，他们不光是照章办事，而是要把一切纠纷调解好，使别人不能钻规章的空子来压迫工人，使别人找不到借口来进行欺骗和胡作非为。不久以前，报上登过这样一个消息：有个业主控告他的制帽工人偷用了下脚料，他们差一点被判为偷窃；幸而遇到了几位正直的律师，他们收集了有关材料，证明这个行业里有这种惯例，工人不但不是小偷，甚至没有违反任何规章。但是，一个收入微薄的普通工人，几乎一辈子也找不到一位好律师，因此，工人了解，法官对于工人的案件总是作出最苛刻的判决。永远也不要指望法官会不偏不倚，我们已经说过，这些法官属于资产阶级，他们先入为主地偏听偏信厂主的一面之词，工人的话一句也不相信。法官光知道看法律，看雇佣合同（一个人为了钱而替别人做工或为别人服务）。厂主雇用的是工程师、医师、经理也好，是小工也好，对于法官反正是一样；他认为（由于他的文牍主义作风和资产阶级的愚蠢），小工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利，应该在合同上预先说明一切必要事项，就象经理、医师、工程师能够办到的一样。而在工业法庭，审判员有一半是工人选出的。他们非常了解，一个新工人或青年工人来到工厂或办事房里常常感到自己好象走进了黑压压的森林，连想也想不到他是在签订“自由合同”，合同可以“规定”对他有利的条件。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工人认为剔除废品不公正或罚款不当，那就休想向法官或工厂视察员这样的官员提出控告。这些官吏只会强调一点： 法律
 规定，厂主有权向工人罚款和剔除他们的废品，至于工作好不好，工人有没有过错，这就要由厂主决定了。正因为如此，工人很少向法庭提出这类控告，对于一切不法行为，他们一忍再忍，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举行罢工。假如审判员中有工人选出的代表，在处理这种案件和工厂中的一些小纠纷和欺压事件时，工人就极容易伸张正义和受到保护。而有钱的法官对于这类小事情（如开水供应啦，多擦一次机器啦，等等）是不屑一顾的，可是对工人来说这决不是小事情；只有工人自己才知道，工厂中这些一眼看来无所谓的、无关紧要的规章制度，有时竟会造成大量的欺压虐待事件。

工业法庭对工人的第三个好处是，工人们在工业法庭上和通过工业法庭能够学到法律知识。大多数工人通常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法律，可是，官吏们和法官们却要惩罚他们不懂法律。当官吏向工人指出某项法律时，工人如果说声不知道，官吏（或法官）不是讥笑，就是责骂说：“谁也没有权利拿不懂法律当挡箭牌。”——这就是俄国法律的基本精神。因此，任何一个官吏和法官总是 假设
 每个工人都懂法律。但是，这种假设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谎言，是有产者和资本家为了对付穷人而捏造的，这同假设工人和业主订立的是“自由合同”一样。实际上，从小就进了工厂的工人，学会识字都很勉强（有许许多多人连字都不识！），更没有时间去了解法律，他们无从了解，看来也无须了解。因为，运用法律的既然是不问工人意见的资产阶级官吏，那法律又能给工人带来什么好处！资产阶级一味责难工人不懂法律，但是，对于怎样使工人能够获得这种知识，他们一件事也没有做过，因此，工人不懂法律与其说是工人的过错，不如说是他们的剥削者（掠夺者）的过错。这些剥削者掌握了全部财产，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只有他们才能受教育和研究科学。任何学校和任何书本都不会而且也不可能给工人提供法律知识，因为在受资本压迫的千百万劳动人民中间，只有为数极少的工人能够看懂这些书，由于同样的原因能够上学的工人也只是少数，即使上过学的人，多半也只会读写算；而这对理解象俄国法律这样复杂而困难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工人自己运用这些法律，听到和看到运用这些法律的审判，他们才能熟悉法律。例如，工人若被任命为陪审员（在陪审期间，他们的工资应由厂主照发），就可以很好地了解法律。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有有产阶级出身的人（还有曾任“公职”，即当过下级警察而受过训练的农民）才能担任陪审员；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只能听候别人来审判，自己却没有审判权！设立工业法庭，工人就可以选自己的伙伴担任审判员，并且定期改选；这样一来，被选出来的工人就可以亲自运用法律，就有可能在实践中熟悉法律，也就是说，不仅能够读一读书本上的法律条文（这还远不能算熟悉法律），而且还能够在实践中判断，在哪些场合应该运用哪些法律，对工人有什么影响。其次，工业法庭设立后，除了选出来当审判员的工人外，其余的工人要熟悉法律也比较容易，因为工人同自己伙伴中间选出来的审判员交谈总是要容易些，还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必要的知识。工业法庭与官僚法庭相比对工人更方便，所以工业法庭开庭时工人就会经常去旁听，听听他们亲友的案件是怎样审理的，这样也就熟悉了法律。对工人最重要的，不单是要从书本上获得法律知识，而是要在生活中熟悉法律，这样他们才会了解，这些法律是为谁制定的，那些运用法律的人是为谁服务的。任何一个工人一旦熟悉了法律，就会很清楚地看出，这些法律代表的是有产阶级、私有者、资本家、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在他们还没有争得权利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法律的制定和监督法律的执行以前，永远也不能可靠地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景况。

其次（第四），工业法庭的好处是，它们使工人习惯于独立参与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因为法庭是国家机关，它的活动是国家活动的一部分），使工人习惯于选举更明智、更正直、更坚决捍卫工人事业的伙伴去担任这种职务，使整个工人阶级都可以看到这些工人的活动，而工人的代表也可以提出全体工人的需要和要求。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就在于使工人处于愚昧无知和分散状态，就在于尽快解雇那些比较聪明的工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去帮助其余的工人获得更多的知识和学会共同捍卫工人事业，而不是去向工头、业主和警察阿谀奉承而背叛工人事业的工人。但是，为了使工人事业特别需要的这些先进工人能够为全体工人所了解、所信任，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全体工人都看到这些工人的活动，都了解他们是不是善于表达工人的真正需要和愿望，是不是善于捍卫工人的利益。所以，如果工人能够选举这些人去当审判员，工人就都会知道他们当中的优秀人物，就会更信任这些人，这对工人事业将有很大的好处。请看我国的地主、企业主和商人吧，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到省长或大臣那里去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他们还要设法选自己的代表参加法庭（有等级代表参加的法庭），并且直接参加管理（例如，由贵族选出的贵族代表、督学等；由商人选出的工厂事务会议成员、交易所委员会委员和市集管理委员会委员等）。俄国工人阶级则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被看作驮载重荷的牛马，应该为别人埋头干活，而不敢提出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假如他们能经常选出自己的伙伴参加工业法庭，他们就算有了某种可能参与一些社会事务，不仅提出彼得、西多尔或伊万等个别工人的意见，而且提出全体工人的意见和要求。那时工人对工业法庭就不会象对官僚法庭那样抱不信任的态度，因为他们会看到工业法庭里有捍卫他们利益的伙伴。

再次（第五），工业法庭对工人的好处是，这种法庭可以使工厂中的事务和工厂生活中的一切事件更多地公之于世。现在，我们知道厂主和政府极力使社会上看不到工厂发生的事情，如禁止登载罢工的消息，不再发表工厂视察员关于工人状况的报告，对一切胡作非为的现象不予声张，而由官吏尽快“在密室中”处理了事，破坏一切工人集会。难怪工人群众往往很少了解其他工厂甚至本工厂的其他部门的情况。工业法庭设立后，工人可以经常向它提出控告，审理案件也可以在工人有空的时候公开进行，让工人大众参加旁听，因此工业法庭对工人有很多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能促使一切胡作非为的现象公之于世，使工人易于同工厂中的坏事进行斗争，使工人习惯于不只是考虑本工厂的规章制度，而且还考虑一切工厂的规章制度和全体工人的状况。 
［注：当然不应忘记，工业法庭只是使事情公之于世的一种手段和途径，还远非主要的途径。只有讨论一切国家大事的自由的工人报纸和自由的人民集会，才能够使工厂生活、工人状况和他们的斗争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同样，工人在工业法庭中的代表席位也只是行使代表权的一个方面，还远非主要的方面。只有颁布法律并且监督法律的执行的全民代表机关（议会），才能够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和需要。至于在俄国现行制度下有没有可能设立工业法庭，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



最后，不能不谈到工业法庭还有一个好处：工业法庭可以使厂主、经理和工头等习惯于有礼貌地对待工人，使他们把工人看作平等的公民，而不是看作奴隶。每一个工人都知道，厂主和工头对待工人常常是蛮不讲理的，常常责骂工人等等。工人要对此提出控告很困难，只有在全体工人都已经相当开展并且善于支援伙伴的地方，才能进行反击。厂主和工头们说，我国工人都是无知和粗暴的，所以也只能以粗暴对待他们。我国工人阶级的确还保留着许多农奴制残余，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们还很粗鲁，这也不必否认。但是，这主要是谁的过错呢？这正是厂主、工头、官吏们的过错，他们象贵族老爷对待农奴那样对待工人，他们不愿意承认工人是和他们平等的人。工人提出请求或问题，态度很客气，但是，到处遇到的是粗暴、谩骂和威胁。如果厂主责备工人粗暴，那不明明是诿过于人吗？工业法庭会很快地使我国剥削者放弃粗暴的态度，因为在法庭上工人和厂主是平起平坐的审判员，他们一起讨论案件和进行表决。厂主审判员必须把工人审判员看作同自己平等的人，而不是看作仆从。在法庭上，当事人和证人既有厂主也有工人，因此厂主就会懂得应该同工人进行正常的谈判。这对工人非常重要，因为目前很少有可能进行这种谈判，厂主根本不希望工人选出自己的代表，工人要进行谈判就只有罢工这一条路可走，而这一条路是困难的，往往也是很痛苦的。其次，如果有工人担任审判员，工人就可以无拘无束地向法庭控诉自己受到的粗暴待遇。工人审判员会永远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厂主或工头由于粗暴要受到法庭的传讯，就不敢再耍无赖和傲慢不逊了。

由此可见，由业主和工人双方选出人数相等的代表组成的工业法庭，对工人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工人有许多好处：这种法庭比普通法庭对工人更方便；工业法庭的拖拉作风和文牍主义要少些；工业法庭的审判员了解工厂生活条件，作出的判决比较公正；工业法庭可以让工人熟悉法律，使他们习惯于选举自己的代表和参与国家事务；工业法庭可以使工厂生活和工人运动公之于世；工业法庭可以使厂主习惯于有礼貌地对待工人并以平等的身分同工人进行正常的谈判。正因为这样，所以欧洲各国工人都要求设立工业法庭，不仅要求为工厂工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已经有了这种法庭），而且为在家里替资本家干活的工人（家庭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设立这种法庭。政府委任的一切官吏（ 法官也好，工厂视察员也好
 ） 在任何时候
 都不能代替这种 有工人亲自参加的
 机构。在我们作了上面的说明以后，这一点就不必再作解释了。何况每个工人根据切身经验也都知道，他们会从官吏那里得到什么；每个工人也都清楚地了解，说官吏会象从工人中选出的代表一样关心工人，那就是撒谎和欺骗。这种欺骗对政府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政府要工人永远充当资本家的无知、无权和不声不响的奴隶。正因为如此，我们就经常可以从袒护厂主和政府的官吏或著作家那里听到这种骗人的鬼话。

工业法庭对于工人的必要性和好处是非常明显的，这一点， 甚至俄国的官吏
 也老早就承认了。的确，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许多人都已经淡忘！事情发生在我国农民摆脱了农奴制的依附关系的时候（38年以前，即1861年）。大约在这个时候，俄国政府也决定废除关于手工业工人和工厂工人的旧法律，颁布新法律。当时已很明显，随着农民的解放，继续施行关于工人的旧法律已经不行了，因为在制定旧法律的时候，许多工人还是农奴。政府于是指定几个官员组成一个委员会，责成他们研究德国和法国（以及其他国家）有关工厂工人的法律，拟订修改俄国关于手工业工人和工厂工人的法律草案。委员会是由一些要员组成的。他们总算进行了这项工作，出版了整整5本书，介绍了外国的法律，拟订了俄国的新法律。在委员会提出的法律草案中， 有厂主和工人双方选出数量相等的审判员组成工业法庭这一条
 。这个草案是34年前即1865年公布的。工人要问：当时究竟是怎样处理这个法律草案的呢？既然政府自己责成这些官员拟订必要的修改草案，那又为什么没有在俄国设立工业法庭呢？

我国政府正象历来处理一切多少有利于人民和工人的草案一样，处理了委员会拟订的草案。官吏们为沙皇和祖国辛勤效劳而得到了政府的奖赏，他们戴上了勋章，升官晋级，得到了更大的肥缺。而他们拟订的草案却象官场中所说的那样被稳稳地“束之高阁”。这个草案就这样一直被束之高阁。关于授权工人选自己的伙伴参加工业法庭的事，政府连想也不想了。

但是，决不能说，从那时起政府就一次也没有想到工人。诚然，它想到工人不是出于自愿，而完全是慑于声势浩大的工人骚动和罢工，但毕竟是想到了。政府颁布了工厂禁用童工、禁止某些生产部门女工上夜班、缩短工作日、委派工厂视察员等等法律。这些法律尽管写得拐弯抹角，尽管给厂主留下了破坏和逃避法律的许多漏洞，总还是带来了一些好处。既然如此，为什么政府不愿设立工业法庭（虽然这项法律已经制定好了），而宁愿制定新的法律和委派新的官吏——工厂视察员呢？原因十分清楚。完全了解这个原因对工人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例子有助于了解俄国政府对待工人阶级的全部政策。

政府所以委派新的官吏而不设立工业法庭，是因为工业法庭会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他们认识自己的权利，认识自己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应该有的尊严，并且会使他们习惯于独立思考国家事务和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习惯于选举比较开展的伙伴去担任工人代表，这样也就部分地限制了一小撮专横的官吏，使他们再不能独断独行。而这正是我们的政府所最害怕的。政府甚至准备施与工人一些小恩小惠（当然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恩小惠，而且一面在大庭广众面前用一只手郑重其事地递过去，并且自称善人，一面又用另一只手偷偷地一点一点捞回去！工人通过1897年6月2日颁布的工厂法的例子，已经识破这种诡计了！），这样做不过是为了使官吏可以自由自在地独断独行，使工人不致觉醒，使工人不能发挥自己的独立性。政府委派新的官吏即唯政府之命是从的奴仆，就易于避免这种严重的危险。政府可以毫不费力地禁止官吏（例如工厂视察员）发表他们的报告书，禁止他们向工人谈论工人的权利和业主的胡作非为，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官吏变成工厂中的巡官，命令他们把工人的任何不满和风潮报告警察局。

因此，只要俄国还保存着现行政治制度，即人民毫无权利，不对人民负责的官吏和警察横行霸道，工人就不可能指望设立对他们有利的工业法庭。政府明明知道，工业法庭会很快地促使工人提出更根本的要求。工人选出代表参加工业法庭，就会马上看出，这还不够，因为剥削工人的地主和厂主可以把他们的代表派到许多更高级的国家机关中去，工人就一定会提出设立全民代表机关的要求。工人把工厂事务和工人的需要在法庭上公之于世，就会马上看出，这还不够，因为现在只有报纸和人民集会才能使这些东西真正公开，于是工人就要提出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要求。 正因为如此，政府才把在俄国设立工业法庭的草案埋葬掉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妨假定一下，政府为了欺骗工人，现在可能故意设立工业法庭，但是仍然原封不动地保存现行的政治制度。这对工人有没有好处呢？丝毫没有好处。连工人自己也不会选他们最有觉悟、最正直和最忠于工人事业的伙伴去参加这种法庭，因为他们知道，在俄国谁要是公开地说了一句老实话，只要警察局一道命令就可以把他逮捕起来，无需审判和侦查就可以把他投入监狱，或者流放到西伯利亚！

由此可见，要求设立有工人选出的代表参加的工业法庭，只不过是更广泛、更根本的要求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这个更广泛更根本的要求就是：人民要有政治权利，也就是说，人民要有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利，有权不仅在报纸上、而且在人民集会上公开申述人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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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4卷


谈谈罢工[72]


（1899年底）

近几年来，俄国工人罢工的次数明显增多。没有一个工业省份不发生多次罢工的。在大城市里，罢工根本就没有断过。所以，觉悟的工人和社会党人对于罢工的意义、领导罢工的方法和社会党人参加罢工的任务等问题，自然就谈得愈来愈多。

我们想谈谈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在第一部分，谈谈罢工在整个工人运动中的意义；在第二部分，谈谈俄国的一些反罢工法；在第三部分，谈谈俄国过去和现在的罢工情况以及觉悟工人对罢工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一

首先应当提出为什么会发生罢工、罢工为什么会这样普遍的问题。每一个人只要回想一下他亲身经历过的、或从别人那里听到和从报纸上看到的所有罢工事件，马上就会看出，发生罢工和罢工很普遍的地方，正是出现大工厂和大工厂增多的地方。大概每一个拥有几百（有时甚至几千）工人的大工厂，都发生过工人罢工。从前，俄国大工厂不多的时候，罢工也不多，但是自从大工厂在老工厂区和新的城镇迅速发展起来以后，罢工的次数就愈来愈多了。

为什么大工厂生产总是引起罢工呢？因为资本主义一定会引起工人同厂主的斗争，生产一变成大生产，这种斗争就一定会变成罢工斗争。

我们来说明一下这个道理。

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工厂和工具等等都是少数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人民大众什么也没有或者差不多什么也没有，所以只好去受雇当工人。土地占有者和厂主雇用工人，强迫他们生产这种或那种产品，然后拿到市场上出卖。厂主付给工人的工资，只够工人全家勉强过日子，工人多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落入厂主的腰包，成了厂主的利润。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人民大众受他人雇用，不是给自己干活，而是为挣几个工钱替业主干活。业主当然总是想方设法降低工资，因为他们付给工人的工资愈少，得到的利润就愈多。工人则要想办法多拿些工资，好使全家吃得饱，吃得好，住上象样的房子，穿得和大家一样而不是象乞丐。这样一来，业主和工人就经常为工资而发生斗争。业主可以随便雇用哪一个工人，所以他总是雇工钱最低的工人。工人也可以随便挑选哪一个业主，所以他总是寻找给钱最多的业主。工人无论在乡下找工作还是在城里找工作，雇他的无论是地主、富农或承包人和厂主，他总是要同他们讨价还价，为工资而斗争的。

但是工人能不能一个人进行这种斗争呢？工人愈来愈多，因为农民愈来愈穷，他们从乡下跑到城里来，跑进工厂。地主和厂主采用了机器，就挤掉了工人的工作。在城里，失业的人愈来愈多，在乡下，穷人愈来愈多；饥饿的人们使工资愈来愈低。工人一个人同厂主斗争已经不行了。工人想要拿高一点的工资或者不同意降低工资，厂主就会回答说：走你的吧，门外有的是挨饿的人，工资低他们也乐意干。

人民已经非常穷苦，城里乡下经常有大批失业的人。厂主已经积起了大批钱财，小业主遭到百万富翁的排挤。这时候，要一个工人单独去对付资本家，是 完全没有力量的
 。资本家可以压得工人喘不过气来，逼他们拼命干活，而且不只是逼他本人，还逼他的老婆孩子。的确如此，在工人还没有争得法律保护、还不能对资本家进行反抗的行业里，大家可以看到，工作日竟长达17—19小时，五六岁的儿童因拼命干活而损害了身体，可以看到，整个一代工人因经常吃不饱而逐渐饿死。譬如说，那些在自己家里替资本家干活的工人就是这样。每一个工人还可以想起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假如工人不起来反抗资本家，争不到限制厂主横行霸道的法律，资本家就会拼命压迫工人，压迫之深甚至在奴隶制和农奴制时期也未曾有过。

工人为了不使自己落到这种极端困难的境地，就开始进行殊死斗争。工人们看到，单独一个人是完全没有力量的，而且在资本的压迫下随时都面临死亡的威胁，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反抗厂主。工人开始罢工了。起初，工人甚至往往不了解他们要争取什么，他们不懂得他们 为什么
 要这样做，他们只知道砸碎机器，捣毁工厂。他们只想让厂主知道知道工人的愤怒，只想试试联合起来的力量，摆脱忍无可忍的境况，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境况究竟为什么这样糟，他们究竟应当争取什么。

在所有的国家里，工人的愤怒开始都表现为个别的反抗（也就是我国警察和厂主所说的造反）。在所有的国家里，这些个别的反抗一方面引起比较和平的罢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全面斗争。

罢工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详细谈一谈罢工。我们知道，工人的工资是由厂主和工人之间的合同规定的，要阻止厂主降低工资，或者争得更高的工资，单个工人是完全没有力量的，所以很明显，工人一定要联合起来坚持自己的要求，一定要举行罢工。事实上，没有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没有发生过工人罢工。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工人处处都感到单独行动没有力量，要反抗厂主，只有联合起来，或者举行罢工，或者以罢工相威胁。资本主义愈发展，大工厂发展愈快，大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排挤愈厉害，工人就愈需要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因为失业现象愈来愈严重，资本家之间力求进行廉价生产（要廉价生产，付给工人的工资也应当尽量压低）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工业波动和危机 
［注：关于工业危机和危机对工人的意义，以后有机会再详谈。现在只要指出，近年来俄国工业生产发展得很顺利，工业大为“繁荣”，但是现在（1899年底）却有许多迹象清楚地表明“繁荣”就要变成危机了，譬如商品滞销、厂主垮台、小业主破产、工人灾难重重（失业、工资降低等等）。］

 愈来愈厉害。在工业繁荣时期，厂主得到很多利润，却没有想到分一点给工人；但是到了危机时期，他们倒要把亏损转嫁给工人。在欧洲各国，大家都公认罢工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必然现象，甚至连那里的法律也不禁止组织罢工，只有在俄国还有野蛮的反罢工法（关于这些法律及其实施情况，我们下次再谈）。

罢工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造成的，但是它标志着工人阶级反对这个社会制度的斗争的开始。当一无所有的工人单个人反对富有的资本家时，这说明工人是彻底受奴役的。但是当一无所有的工人联合起来，情形就不同了。如果资本家找不到愿意把自己的劳动用在资本家的工具和材料上来生产新财富的工人，那么，任何财富也不会给资本家带来什么利益。在工人单独同厂主打交道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道地的奴隶，永远要为一小块面包来替别人工作，永远要做一名驯服的、不说话的奴仆。但是工人联合起来提出自己的要求，拒绝服从腰包满满的大亨，这时工人就不再是奴隶，他们已经是人了，他们开始要求他们的劳动不专门用来使一小撮寄生虫发财，而要用来让工人过人的生活。奴隶要求做主人，要求按劳动者自己的愿望而不是按地主和资本家的愿望去工作和生活。所以，罢工总是使资本家胆战心惊，因为罢工开始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德国工人的一支歌曲赞颂工人阶级说：“一切轮子都要停止转动，只要你那强壮的手要它停止。”[73]的确，工厂、地主的农场、机器、铁路等等，都正象一架大机器上的轮子；这架机器开采各种产品，加工各种产品，把它们送到应该送去的地方。开动这整架机器的是 工人
 ，他们耕地，开矿，在工厂里制造商品，建筑房屋、作坊和铁路。只要工人拒绝工作，整架机器就有停止转动的危险。每一次罢工都提醒资本家，真正的主人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愈来愈响亮地宣告自己的权利的工人。每一次罢工都提醒工人，他们的处境不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并不孤立。看一看吧，罢工对于罢工者和邻近工厂及同行业工厂的工人，有多么大的影响。在平常的和平时期，工人一声不响地干着重活，不同主人争吵，不议论自己的处境。到了罢工的时候，他们响亮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向厂主提出以前受过的种种迫害，宣告自己的权利，他想的已经不仅仅是他自己一个人和他自己的一份工钱，他想的是所有同他一道停止工作、为了捍卫工人事业而不怕受迫害的伙伴。每一次罢工都会给工人带来大量的灾难，都使工人遭到如同战祸那样的大灾难，譬如全家挨饿，没有工资，常常被逮捕，从他居住和做工的城市流放到外地。虽然灾祸重重，但是工人对那些抛开所有伙伴去同厂主勾结的人是鄙视的。虽然罢工带来种种灾祸，邻厂工人只要看到他们的伙伴已经起来斗争，总是感到精神振奋。社会主义的伟大导师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工人罢工的时候说：“为了制服一个资产者的反抗而忍受着这些苦难的人们是能够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3—514页。——编者注］

 往往只要一个工厂发生罢工，就立即会引起大批工厂一连串的罢工。罢工的精神影响多么深啊！那些哪怕是暂时摆脱了奴隶地位而同富人平起平坐的伙伴的榜样，对工人的感染多么强烈啊！每一次罢工都大大地推动工人想到社会主义，想到整个工人阶级为了使本阶级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需要进行的斗争。常常有这种情形：在大罢工以前，某个工厂、某个行业或者某个城市的工人几乎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过社会主义，但是在罢工以后，工人小组和工人联合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愈来愈多的工人成了社会党人。

罢工使工人懂得，厂主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工人的力量在什么地方；罢工教育工人不要只想到本厂一个厂主和自己身边的几个伙伴，还要想到所有的厂主，想到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靠剥削几代工人的劳动而积起百万家财的厂主，连增加一点点工资都不肯，甚至还打算降低工资，而在工人起来反抗的时候竟把成千上万个饥饿的家庭抛上街头，在这个时候工人就清楚地看到，整个资本家阶级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敌人，工人只有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联合。常常有这种情形：厂主千方百计地欺骗工人，把自己打扮成工人的恩人，用微薄的施舍和骗人的诺言来掩盖他们对工人的剥削。任何一次罢工都能一下子就揭穿这些骗局，使工人看到，他们的“恩人”是披着羊皮的狼。

罢工不仅使工人认清了资本家，而且也认清了政府和法律。厂主总想冒充工人的恩人，当官的和他们的狗腿子也象厂主一样总想让工人相信，沙皇和沙皇政府对厂主和工人是一视同仁的。工人不懂法律，他们同当官的，特别是同大官没有打过交道，所以往往相信了这一切。但是罢工发生了。工厂里出现了检察官、工厂视察员、警察，往往还有军队。工人才发觉原来自己犯了法：法律允许厂主聚会和公开谈论怎样降低工人的工资，而工人要共同提出条件，却被宣布为犯法！于是工人被赶出住宅，警察封闭工人可以赊购食品的店铺，就是在工人安分守己地工作的时候，也往往要唆使士兵去迫害他们。士兵甚至受命向工人开枪，当他们向赤手空拳的工人开枪，打死逃跑的工人的时候，沙皇还会亲自向他们表示感谢（沙皇就曾这样感谢过1895年枪杀雅罗斯拉夫尔罢工工人的士兵）[74]。每一个工人都开始明白，沙皇政府是工人的死敌，它保护资本家，束缚工人的手脚。工人开始懂得，法律只是为富人的利益制定的，当官的也是保护富人的利益的，工人大众则不准随便讲话，不能说出自己的疾苦，工人阶级必须争取到罢工、出版工人报纸和参加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利，由这个代表机关颁布法律和监督法律的执行。政府也很清楚地知道，罢工会擦亮工人的眼睛，因此它非常害怕罢工，总是想方设法尽快地把罢工镇压下去。难怪一个因为尽力迫害社会党人和觉悟工人而特别有名的德国内政大臣，有一次向人民代表说：“每次罢工的背后，都隐隐约约地出现革命这条九头蛇〈妖怪〉。”[75]工人觉悟到，政府是他们的敌人，工人阶级为了争取人民的权利应当做好准备同政府作斗争。工人的这种觉悟，随着每次罢工愈来愈坚定和提高了。

总之，罢工教会了工人要联合起来，罢工告诉他们，工人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罢工教会工人考虑整个工人阶级反对整个厂主阶级和反对专制警察政府的斗争。正因为这样，社会党人才把罢工叫作“战争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工人学习对敌人进行战争，争取把全体人民和全体劳动者从官吏和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但是“战争的学校”还不是战争本身。随着罢工在工人中间的广泛开展，某些工人（以及某些社会党人）开始认为，工人阶级可以只搞罢工，成立罢工储金会或罢工协会就够了，工人阶级只要通过罢工就能大大改善自己的境况，甚至求得自身的解放。有些人由于看到工人的联合，甚至小规模的罢工都能显示巨大的力量，竟然设想工人只须在全国展开总罢工，就什么都可以从资本家和政府那里得到了。其他国家的工人，在工人运动刚刚开始、工人还很缺乏经验的时候，也有过这种看法。 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罢工只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手段 之一
 ，决不是唯一的手段，工人如果不重视其他的斗争手段，就会延缓工人阶级的成长和胜利。的确，为了罢工的胜利，必须建立储金会来维持工人罢工期间的生活。在所有的国家里，工人（通常是某些行业、某些手工业或某些行会的工人）都建立了这种储金会，只有在我们俄国，这种事情才特别困难，因为警察到处搜寻储金会，没收现金，逮捕工人。当然，工人也很会躲避警察；当然，建立这种储金会是有好处的，我们并不打算劝阻工人这样做。但是不能指望，在法律严禁工人储金会的情况下，储金会能够吸收大量会员；而在会员很少的情况下，工人储金会的好处也不会很大。其次，甚至在那些工人联合会可以自由存在并且建有庞大的储金会的国家，工人阶级在斗争中也决不应当仅仅局限于举行罢工。一旦工业生产发生停顿（例如发生危机，目前在俄国危机也正在逼近），甚至连厂主也会故意挑起罢工，因为有的时候暂时停工对他们是有利的，搞垮工人储金会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所以工人无论如何不能仅仅满足于罢工和罢工协会。第二，只有工人已经有了足够的觉悟，善于选择罢工时机，善于提出要求，同社会党人保持联系从而得到传单和小册子，只有在这种地方，罢工才能顺利进行。在俄国，这样的工人还不多，必须集中全力增加这种工人的数量，让广大工人了解工人事业，让他们了解社会主义和工人斗争。社会党人和觉悟工人应当共同担负起这个任务，并且为此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第三，正如上面所看到的，罢工向工人表明，政府是工人的敌人，必须同政府进行斗争。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所有的国家里，罢工使工人阶级逐渐学会了为争取工人和全体人民的权利而同政府进行斗争。前面已经说过，能够领导这一斗争的，只有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因为它能够在工人中间传播关于政府和关于工人事业的正确概念。下一次，我们将专门谈一谈我们俄国的罢工情况以及觉悟工人应当如何利用罢工。这里我们只应当指出，罢工正象我们在上面说过的，是“战争的学校”，而不是战争本身，罢工只是斗争手段之一，只是工人运动的一种形式。工人们能够而且应当从个别的罢工转向整个工人阶级解放全体劳动者的斗争，实际上各国工人也正在这样过渡。只有一切觉悟工人都成为社会党人，成为解放事业的追求者，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到工人中间传播社会主义，教育工人掌握各种对敌斗争的方法，并且建立起为全体人民摆脱政府压迫和全体劳动者摆脱资本压迫而奋斗的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只有在这个时候，工人阶级才能够真正加入世界各国工人的伟大运动，真正加入这个把全体工人联合起来并且高举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红旗的伟大运动。

载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8—9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288—298页











[72]《谈谈罢工》一文是列宁在流放中为《工人报》写的。原计划写三部分：（一）罢工的意义；（二）反罢工法；（三）近年来几次罢工的概况。（见本卷第158—159页）这里刊载的是该文的第一部分。其余两部分是否写成未能确定。——251。



[73]“一切轮子都要停止转动，只要你那强壮的手要它停止。”出自德国诗人格·赫尔维格的诗歌《祈祷！工作！》。这首诗是诗人应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斐·拉萨尔之约而写的该会会歌歌词。——255。



[74]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厂工人的罢工发生于1895年4—5月。罢工的起因是厂方采用新的计件单价，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收入。参加罢工的有4000多工人。罢工遭到特地调来的沙皇军队法纳戈里团的镇压，结果工人死1人，伤14人，11人被交付法庭审判。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呈交给他的关于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厂事件的报告上批道：“感谢法纳戈里团的好汉们在工厂闹风潮期间采取坚定果敢的行动。”——257。



[75]列宁引用的是普鲁士内政大臣冯·普特卡默的话。他提到的九头蛇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条非常凶猛而且生命力极强的怪蛇。——258。







《列宁全集》第4卷


书评[76]


谢·尼·普罗柯波维奇《西欧工人运动》

（1899年底）

“谈到社会科学及其所谓的结论，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由于内部日益发展的矛盾必趋灭亡的结论，我们可以在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找到必要的解释。”（第147页）在谈论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摘引的那段话的内容以前，我们必须指出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以及诸如此类的理论改造家所特有的一个怪癖。我们这位“批判的研究者”在谈到“社会科学”时，为什么偏要在考茨基的一本通俗的书中去找“解释”呢？难道他认为全部“社会科学”都包括在这本书里了吗？他明明知道，考茨基是“马克思传统的忠实捍卫者”（第1卷第187页），因此应该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去寻找“社会科学”这一学派对“结论”的阐述和论证，但是他的行动却表明他似乎连这一点也不知道。这位“研究者”只是狂妄地反对理论的“捍卫者”，却根本不敢在自己的书中公开地和直接地同这一理论交锋，对于这种“研究者”，我们应该作何感想呢？

在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摘引的那段话中，考茨基说的是，技术革命和资本积累的进展愈来愈迅速；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基本特性，生产必须扩大而且必须不断扩大，但是市场的扩大“在一段时间里却极为缓慢”；“看来，欧洲工业的市场不仅不再扩大甚至还会开始缩小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这一事实正是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批评”这一“社会科学的结论”（ 即
 考茨基指出的马克思所发现的发展规律之 一
 ）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这个论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产不断扩大的趋势同市场的扩大愈来愈缓慢以致最终缩小’之间的对立。照考茨基的说法，这个矛盾一定会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毁灭。但是，〈请听吧！〉生产扩大的先决条件是一部分剩余价值用于‘生产消费’，也就是说首先要实现剩余价值，然后为了再生产把剩余价值用在机器、建筑物等等上面。换句话说，生产的扩大同现有商品的销售市场的存在有极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市场相对缩小的条件下，生产不断扩大是不可能的。”（第148页）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对于自己在“社会科学”方面文不对题的议论十分欣赏，因此在下一行就目空一切地大谈其信仰的“科学”（带引号的）论据等等。这种自以为是的批评如果不是非常可笑，那就是令人愤慨的。善良的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最近一个时期俄国著作界热烈地讨论了抽象的实现论，并且由于民粹派经济学的错误，特别强调了“生产消费”的作用。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听到了这一理论，却没有认真弄懂这一理论，就以为它 否定了
 （！）考茨基在这里指出的资本主义的那些基本矛盾。听了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这种论断，一定会认为，“生产消费”的增长可以同个人消费 完全无关
 （在个人消费中群众的消费起着主要作用），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这简直是胡说八道，马克思及其俄国的拥护者都明确地反对过这种歪曲 
［注：参看1899年8月《科学评论》上我的一篇文章，特别是第1572页（参看本卷第60—78页，特别是第70—71页。——编者注），以及《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6页及以下各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36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

 。根据“生产扩大的先决条件是生产消费”这一论断，不仅不能得出我们这位“批判的研究者”所陷入的那种资产阶级辩护论，相反，只能够得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并且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矛盾，即生产无限增长的趋势同消费有限之间的矛盾。

谈到上面这一点的时候，还值得指出下面这一有趣的情况。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是伯恩施坦的狂热拥护者，他引证和翻译伯恩施坦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长达数页。伯恩施坦在他的名著《前提》 
［注：即《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编者注］

 中，甚至把他的俄国拥护者谢·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介绍给德国公众，但是他附带作了一项声明，大意是说，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是一位比他本人更彻底的伯恩施坦派。最可笑的是伯恩施坦和他的俄国附和者都歪曲实现论，但是 方向完全相反
 ，因此就 互相厮打起来
 。第一，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的“矛盾”在于，一面反对洛贝尔图斯的危机论，一面又宣称“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8页。——编者注］

 。实际上，正如我在别处曾经指出的（《评论集》第30页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6—138页。——编者注］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9页 
［注：同上，第3卷第40—42页。——编者注］

 ），这里没有任何矛盾。第二，伯恩施坦的论断和我们的瓦·沃·先生完全一样，说什么剩余产品的大量增多，必定意味着有产者的增多（或工人福利的提高），因为资本家本人及其奴仆不可能（原文如此！）把全部剩余产品“消费掉”（《前提》第51—52页）。 考茨基在他的反驳伯恩施坦的著作
 （考茨基《反伯恩施坦论》第2章——关于“剩余价值的利用”这一节） 中指出
 ，这种天真的论断完全忽略了生产消费的作用。但是伯恩施坦介绍过的这位俄国伯恩施坦派所说的却恰恰相反，他在“生产消费”的作用问题上把考茨基教训了一顿，同时又把马克思的发现夸大到荒谬的地步，似乎生产消费的增长可以和个人消费完全无关！似乎把剩余价值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样实现剩余价值就能最终消除生产对消费的依赖，从而消除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读者根据这个例子就可以判断，我们这位“批判的研究者”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丢掉理论前提足足一半”，真的是由于“研究”的结果，还是由于某些其他原因。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作者用了三页的篇幅（第25—27页）“研究了”德国的农民协作社问题。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列举了各类协作社，引证了协作社（特别是牛奶协作社）迅速发展的统计材料，接着推断说：“手工业者在现代经济制度中几乎已经失掉了立足之地，而农民在这一制度中却仍然稳固地〈！〉站住了脚。”这还不简单吗？德国农民过着吃不饱的生活，被过重的劳动折磨得筋疲力尽，从农村大批逃往城市，这一切想必都是臆造的了。只要指出协作社（特别是使农民的子女喝不上牛奶，使农民更加依附资本家的牛奶协作社）的迅速发展，就足以证明农民的“稳固”了。“加工工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坑害了手工业者，却改善了农民的境况。它〈境况？〉阻碍着资本主义对农业的渗透。”真是奇闻！大家一向认为，加工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产生和发展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但是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同他德国的师表一样，竟煞有介事地低声说：nous　avons　changé　tout　?a，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77]先生们，真的是这样吗？你们真的改了一点什么吗？真的证明了被你们所“攻破”的那个理论的哪怕是一条基本原理是错误的吗？你们真的用更正确的原理来代替了它吗？你们没有回到旧的偏见上去吗？“……另一方面，加工工业的发展可以使农民得到外水……”瓦·沃·先生之流的农民外水论又复活了！这种“外水”在许多情况下说明农民已经变为雇佣工人，这一点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却认为用不着提。他宁愿用“农民阶级还没有失掉生命力”这句响亮动听的话来结束他的“研究”。是的，考茨基正是在谈到德国的时候指出，农业协作社是 向资本主义
 过渡的阶段。可是，我们不是已经看到，可怕的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怎样驳倒了考茨基！

民粹派观点（而且是瓦·沃·先生那种色彩的民粹派观点）的复活，我们不仅在上述这段话中可以看到，而且在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批判性研究”的其他许多地方也可以看到。读者也许知道，瓦·沃·先生过分狭隘地解释所谓“经济”唯物主义学说并且使之庸俗化，因而获得了怎样的名声（可悲的名声）。经过瓦·沃·先生一“改”，这一学说就不是把一切因素最终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容许忽略许多极其重要的（虽然归根到底是派生的）因素。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向我们作了完全相同的歪曲，他企图揭露考茨基，说他不懂得“物质力量”（第144页）的意义，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自己却漫不经心地把“经济组织”（第145页）和“经济力量”（第146页，特别是第149页）混淆起来。可惜我们不可能十分详细地分析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这个错误，只能让读者自己去看上面提到的考茨基反驳伯恩施坦的著作（第3章第1节），那里对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所转述的原话作了详尽的分析。我们也希望，仔细阅读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著作的读者能够很容易地看出，把“经济”唯物主义的范围无端缩小，这根本不是我们这位“批判的研究者”所抨击的理论（不过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在这一点上也对理论创始人的观点保持谦逊的缄默，对这些观点不加分析，宁愿摘引这一理论的现代追随者的演说和文章）本身的过错（例如参看第2部分第74、90、92、100页上比利时有威望的活动家的声明）。

必须指出，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引证常常是断章取义的，使读者对于俄国书刊尚未介绍过的观点和论据产生误解。因此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自以为是的批评给人的印象是极其恶劣的。在某些情况下，阅读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著作的人，参考一下不久前译成俄文的赫克纳教授的《西欧的工人劳动》一书（1899年圣彼得堡教育杂志社版），也是不无益处的。例如，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在第24页（第1部分）脚注中写道，在1892年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赞同组织生产协作社的决议”，——接着是引文，这段引文，第一，并没有完全证实作者的话，第二，恰恰在说到必须“坚决破除一种迷信，似乎协作社能够影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等等”的地方 中断了
 。（赫克纳的书第XI—XII页脚注，第9章注6）

在第56、150、156、198页及其他许多页上，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也象上面分析的那样得心应手地驳倒了考茨基。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硬说，李卜克内西在60年代曾一度放弃了和违背了自己的理想等等（第111、112页），这种谰言是完全不足道的。我们这位“研究者”（对他的有份量的论据我们已经有些了解）的恬不知耻和刚愎自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例如从下面这段话（又不是针对理论的创始人，而是针对理论的“捍卫者”）就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想从工人运动的概念是否与工人运动的实际发展进程相符合，即是否具有 科学性
 〈黑体是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用的〉这一点着眼来批评这一概念，那是毫无根据的。这一概念没有、也不可能有〈原文如此！〉丝毫科学的气息。”（第156页）这是一个多么果断的批评啊！整个马克思主义不值一批——一批就完。显然，站在我们面前的或者是一个注定在科学（德国流行的理论“丝毫”也“不可能有”这种科学的“气息”）中完成重大改革的人，或者……或者——怎么说得缓和一些呢？——或者是一个由于“丢掉理论前提足足一半”而人云亦云的家伙。普罗柯波维奇先生那样虔诚地向千百次说过这些话的最新偶像叩头膜拜，毫不怜惜自己的额头。请看，伯恩施坦有一个“理论观点上的缺点”（第198页），他似乎相信（能够设想吗？）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来决定活动家的目标。“批判的研究者”摆脱了这种奇怪的信念。普罗柯波维奇先生郑重其事地说：“只有当人们承认科学应该为党的目标 服务
 ，而不应该 决定
 党的目标时，科学才是自由的。必须承认，科学不能为实践的政党提出目标。”（第197页）应该指出，伯恩施坦所不同意的正是自己信徒的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教条主义的原则性纲领，只是党健康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理论原则在宣传中是有用处的，但是在纲领中就没有用处。”（第157页）“纲领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个人本身就是纲领，如果他很敏感，能敏锐地预测时代的需要的话……”读者也许以为我还在引证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研究论述吧？不，我现在是在引证《新时报》[78]，该报前不久登载了几篇引人注目的关于纲领的文章……当然不是关于党的纲领，而是关于新上任的内务大臣的纲领……

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所鼓吹的无原则性的自由……即所谓“科学的自由”同我们大胆的批评家大胆加以评论的大多数西欧活动家所持的观点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一点从普罗柯波维奇先生那本书的下面一些话中可以看出来：“……当然，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第159页）“丝毫不破坏自己的独立性和对原则的恪守……”“只有在妥协使人放弃原则或者即使是回避原则……的情况下，我才否定妥协……”（第171页）“不带进无原则性……”（第174页）“当然，不出卖灵魂，在这里就是不出卖原则……”（第176页）“现在，原则已经牢固地确立了……”（第183页）“〈需要有〉指南针，以免摸索徘徊”，反对“目光短浅的经验主义”，反对“漠视原则的态度……”（第195页）“原则的理论的部分是有重要意义的……”（第2部分第103页），等等。

最后，再来两小段引文：“如果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表现，而不是第一次认识到自己作用的、在现代社会中捍卫自己利益的无产阶级的表现，那么（既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除了这个追求理想目标的政党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更有力量的政党，即代表非理想主义的那一部分德国无产阶级的实际利益的工人政党……”“如果社会主义在这个运动中不只是作为区别一定组织的标志，如果它成为思想动力，成为要求党员承担某种专门义务的原则，那么社会主义政党就会同整个工人政党分离，渴望在现存制度的基础上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很少考虑理想的未来的无产阶级群众，就会组织起独立的工人政党。”读者也许又以为这两段引文是摘自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研究论述？不，这两段引文摘自瓦·沃·先生的《理论经济学概论》（1895年圣彼得堡版第248、249—250页）。“我们有名的”瓦·沃·先生早在5年前就已取得了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最新的“批判性研究”的成果了……

然而，够了。要不是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大名已为整个欧洲所知晓，要不是现在有许多人把“丢掉理论前提足足一半”看作某种功绩，要不是随意凌辱“正统思想”和“教条”的风气已经传开，那么，对重弹“我们的时代不是广泛任务的时代”的老调，重复“小事情”和“可喜现象”的说教这类“研究”，我们当然就不会花这样多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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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对谢·尼·普罗柯波维奇《西欧工人运动。批判性研究的尝试。第1卷。德国和比利时》（1899年圣彼得堡版）一书的评论写于1899年底。手稿开头3页和结尾部分没有保存下来。由于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的书被彼得堡书报检查委员会扣留，列宁的书评当时没有发表。——261。



[77]“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是法国作家让·巴·莫里哀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中的一句台词。剧中，一个樵夫冒充医生给财主女儿治病，竟把心脏和肝脏的位置说颠倒了。在事情败露之后，他又说什么“以前确是心在左面，肝在右面，不过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这句话后来就被用来讽刺对问题一窍不通而硬充内行的人那种强词夺理、护短遮丑的行为。——266。



[78]《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269。







《列宁全集》第4卷


论《宣言书》[79]


（1899年底或1900年初）

基辅委员会起草的《宣言书》，虽然还只是一个草稿，而且基辅委员会说根本没有时间来详细研究和加工，但是它已经能够使人对基辅委员会的观点具有相当确切的了解。这些观点，毫无疑问会引起坚持社会民主党原有原则（这些原则“劳动解放社”在俄国宣布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出版物也一再阐述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也确认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反对。基辅委员会的观点，显然 表明
 是受了“青年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这一新派别的很大影响，这一派别发展到最后已经和伯恩施坦派同流合污，并且出了有名的《工人思想报》增刊（1899年9月）和同样有名的《信条》这样的产物。

现在虽然还不能说《宣言书》同这个机会主义的反动派别完全一致，但是《宣言书》已经向这方面跨出了严重的几步，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方面表现了很大的混乱，对革命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动摇，我们认为有责任告诫基辅同志，并且对他们偏离早已确立了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原则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原则的行为作详细的分析。

《宣言书》的第一句话，就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基辅委员会承认，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是俄国工人运动当前的总任务，但是它认为不可能在目前号召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活动，换句话说，就是目前不可能进行 政治
 鼓动，因为大多数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我们不谈这段话的措辞，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在这里和在《宣言书》的其他地方重复了（请注意这一点）多次的思想，这些思想只能使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这竟是社会民主党人写的吗？”

“大多数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如果真是这样，那无异于宣判了整个社会民主党的死刑，因为这就是说，大多数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其实，世界上不论什么地方，不论过去或现在，不和政治斗争紧密相联的社会民主党是没有的。社会民主党不进行政治斗争，那就等于干涸的江河，这真是一个莫大的矛盾，这不是倒退到我们那些忽视“政治”的老祖宗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倒退到无政府主义或者是倒退到工联主义。

世界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宣言书《共产党宣言》，已经确立了一个从那时起就成了一种起码常识的真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工人运动只有转向政治斗争，才能脱离萌芽状态和幼年时期，才能成为 阶级的
 运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一个宣言书，1883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证实这个真理适用于俄国，说明俄国革命运动究竟怎样和究竟为什么一定会使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使工人群众的自发运动和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使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基辅委员会一方面持有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同时却认为“在目前号召广大群众进行政治活动”是不可能的，这实质上就是完全离开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而它想继续坚持这些原则，就陷入了一系列重大的矛盾。

其实，既然认为进行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是不可能的，怎么还谈得上工人的“政治教育”呢？难道还需要向社会民主党人证明， 离开
 政治斗争和政治活动就谈不上任何政治教育吗？难道可以设想除了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还能够用什么课程或书本等等来对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吗？难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回到农奴主的观点上去，认为首先必须教育农民，然后才能解放农民吗？或者必须回到向政府献媚的那些文痞的观点上去，认为首先必须教育人民，然后再给人民政治权利吗？既然认为号召工人进行政治活动是不可能的，既然认为进行政治鼓动是不可能的，那怎么能把促使工人认识到必须为政治权利而斗争“当作自己的任务”呢？要促使工人认识到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同时却不号召他们进行政治斗争？！这算什么话呢？这怎么行呢？这种混乱情况，决不是因为在草稿中讲得不太清楚或考虑得不太周到，这是贯串在基辅委员会全部观点中的两重性和不彻底性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它想继续保留早已确立了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它却迷恋于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的词句，如“必然性”、“渐进性”（基辅委员会《宣言书》第一部分结尾）、“运动的直接的经济性质”，说什么不可能进行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必须以实际需要作为牢固的基础（为政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好象不是由实际需要引起的！），总之，是迷恋于那些用来编造出《信条》和《工人思想报》增刊这类时髦作品的时髦词句。现在我们想着重谈这样一个论点，这个论点是问题的焦点，它集中了我们所分析的《宣言书》的全部弱点，这个论点就是：“不可能在目前号召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活动”，换句话说，就是目前不可能进行政治鼓动，因为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幸而上面这个论断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说“幸而”，是因为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它必然会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拖到工联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庸俗化的泥潭中去，而《信条》和《工人思想报》的作者以及他们在我国合法书刊中的许多喽罗们，正努力在这样做）。大多数俄国工人不仅已经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而且已经多次表现了自己的成熟，多次采取过政治斗争的行动，而且常常是自发地行动的。

说实在的，难道大量散发斥责政府、抨击政府的传单不是政治斗争吗？难道大多数俄国工人没有用“自己的手段”惩办过作威作福的警察和士兵吗？难道他们没有用暴力营救过自己被捕的同志吗？难道他们没有在很多地方直接同军警进行过巷战吗？难道大多数俄国工人没有在20多年中把最优秀、最开展、最真诚、最勇敢的同志送进革命小组和革命组织的队伍吗？但是，为了讨好资产阶级庸俗化的时髦学说，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就应该忘记这一切，应当认为号召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活动是不可能的！有人也许会反驳说，上述的许多事实，往往与其说是政治斗争，不如说是自发的活动。我们回答说，在社会党人的革命小组还没有进行广泛鼓动，没有号召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反对压迫者的自觉斗争以前，难道我们的罢工不只是一些自发的活动吗？在历史上有哪一个人民运动，有哪一个阶级运动不是从无组织的自发活动开始的，不是在本阶级知识分子的自觉参与下，采取了有组织的形式，建立了政党的？如果工人阶级不可遏止地自发地追求政治斗争的行动，直到现在大半还只是表现为没有组织的活动，那么，只有《莫斯科新闻》[80]和《公民》[81]才会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大多数的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接受政治鼓动。社会党人却从这里得出这样的结论：时机早已成熟到必须进行政治鼓动，必须最广泛地号召工人群众从事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不发出这个号召，我们就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实质上就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资产阶级的狂热拥护者，随时随地都在鼓吹成立不进行政治斗争的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因此，象《工人思想报》那样一贯对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政治任务讳莫如深，只能被看作是犯罪，是可耻的。这种作法无异是腐蚀工人的政治意识。工人看到了并感到了政治压迫，自发地起来反对这种压迫，然而他们从自己的社会党人领导者那里得到的却是冷遇，或者甚至是一场反对政治斗争思想的争论。有人说我们应该把政治自由思想“逐渐地”灌输给群众，好象我们一直把这些思想向群众灌输得太快了，应该放慢一点，节制一点，这不能不说是态度冷淡和目光短浅！！有人说，要“从政治上说明工人阶级的地位”，只有“在每一具体场合都有这样做的理由时”才可以，好象工人生活中日常的大量普通事实，都不能成为政治鼓动的“理由”似的，这能不能说是态度冷淡和目光短浅呢？！

想用在每一具体场合都有理由这一点来限制政治鼓动，这是没有意义的，或者只是表明他们要朝着《信条》和《工人思想报》后退一步，要缩小我们本来就已非常狭小的宣传和鼓动工作的范围。有人也许还要反对我们说，工人 群众
 还不能理解政治斗争的思想，这种思想只有少数比较开展的工人才能理解。对于这种经常可以从“青年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听到的反对意见，我们的回答是：第一，社会民主党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是、并且 不能不是
 觉悟工人的代表，而不是不觉悟工人的代表；故意迎合工人的不开展状态，是最危险和最有罪的事情。如果把广大群众马上就能充分理解的东西作为活动的准绳，那就只能鼓吹反犹太主义，或者叫大家去向喀琅施塔得的约翰神父求救了。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而不是做没有政治权利的群众的尾巴。第二（这是主要的），说群众不能理解政治斗争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这种思想，连文化水平很低的工人也能理解，当然，这是要有条件的，就是要鼓动员或宣传员善于做他们的工作，能够把这种思想告诉他们，在传达这种思想时，要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且能够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在说明经济斗争的条件时，这样做也是必需的，因为在这个领域内，中下等水平的群众中文化水平低的工人也是掌握不了总的经济斗争思想的。能够掌握这种思想的，是少数有知识的工人，跟着他们走的，是受本能和目前切身利益支配的群众。

在政治领域内也是如此。能够掌握总的政治斗争思想的，当然只是有知识的工人，群众会跟着他们走，因为群众深深地感到自己在政治上没有权利（正如基辅委员会在《宣言书》的某一处所承认的那样），而最切身的日常利益，经常使他们和各种政治压迫现象发生抵触。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中，在任何一个国家里，一定阶级的群众或人民群众同该阶级或人民的少数知识分子代表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这样的：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一个阶级的领袖永远是该阶级最有知识的先进代表人物。俄国工人运动也不能例外。因此，忽视工人的这个先进部分的利益和要求，企图把它 降低
 到水平低的部分的认识水平（而不是经常去 提高
 工人的觉悟程度），这必定会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并且为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想和非革命思想侵蚀工人准备温床。

现在来结束对基辅委员会政治斗争观点的分析。整个《宣言书》最奇怪和最突出的地方是，委员会认为在目前号召广大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活动是不可能的，认为最好是“根据广大群众能够理解的理由”来组织 局部性的
 游行示威，其目的纯粹是为了进行鼓动（而不是为了对政府发生影响）。社会党人号召工人 不要
 对政府发生影响！！！这真是妙透了……不好理解的只是，怎么可能有 不
 对政府发生影响的游行示威呢？大概是叫工人关起门来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游行示威吧！或者是叫工人把拳头揣在兜里游行示威吧！这样大概就不会“对政府发生”有害而致命的“影响”了！什么叫“局部性的游行示威”？我们同样不能理解。是不是指职业性的游行示威，即只是为了职业性问题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再说一遍，这又和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是为了局部性的政治问题，而不是为了反对整个政治制度，反对整个专制制度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难道不是最纯粹的《信条》的和极端机会主义的思想吗？不是最纯粹的极端贬低和抹杀工人阶级政治觉悟和政治任务的思想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难道不是重复了京城中一位“青年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那句“至理名言”：“要使专制制度在工人中威信扫地，还不是时候”？

《宣言书》的极端狭隘的观点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问题上。我们还看到这样一段话：“鼓动工作对群众的影响，目前首先只能表现在促进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上；因此，委员会利用工人和业主的每一次冲突，或业主的每一个严重胡作非为的表现来唤起工人，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地位，号召他们起来反抗，并在罢工中起领导作用，申述他们的要求，向他们指出实现这些要求的最好途径，用所有这些方式来提高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就是这些，关于经济斗争再没有别的话了。这竟然叫作宣言书！再仔细读一读这些地方，就知道这又是《信条》的语言和《信条》的思想（这又一次证明《工人事业》[82]编辑部的极端错误，它执意要掩盖“青年经济派”的观点，认为这只是个别人的偏向）。

对于社会党人来说，经济斗争是把工人组织到革命政党中去的基础，是团结工人和开展工人的阶级斗争来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如果把经济斗争当作某种独立的东西来看待，那它就毫无社会主义的气味，欧洲各国的经验也证明不仅存在着大批社会主义的工会，而且也存在着大批反社会主义的工会。

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任务，是要“促进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社会党人的任务，是要以经济斗争去促进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工人政党的胜利。社会党人的任务，是要使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成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因此，基辅委员会《宣言书》的含糊说法，为伯恩施坦思想大开方便之门，使得对经济斗争的狭隘得不能容忍的看法合法化了。

要使鼓动工作对群众发生影响，就应该根据压迫的种种事实和表现来广泛开展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我们应该利用鼓动吸收更多工人参加革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鼓励各种政治斗争的表现，把自发的政治斗争形式组织成统一政党的斗争形式。因此，鼓动工作应该成为广泛传播政治性抗议和推行更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形式的 手段
 。目前，我们鼓动工作的范围太窄，涉及的问题太少，所以我们的职责不是要使这种狭隘性合法化，而是要设法摆脱这种狭隘性，设法使我们的鼓动工作进行得深入和广泛。

《宣言书》中的这种狭隘性，不但造成了上述理论错误，而且还缩小了实际任务。这种缩小表现在他们希望“把当前的迫切任务规定为用调查表和其他方法来调查各地工厂工人的生活状况”。当然，我们不能一律反对调查表，它是鼓动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项目，但是，从事调查就会浪费本来就感不足的革命力量。

要知道，从我国合法的调查材料中就可以得到许多东西。当前的迫切任务应该是扩大鼓动和宣传（特别是政治鼓动和宣传），而且，在我们工人中流行着一种把他们自己写的通讯寄给社会主义报纸的良好习惯，这又可以保证我们有充分的材料。

把实际任务缩小得更厉害的情况表现在储金会问题上，他们认为只有“工会罢工”储金会是最理想的储金会，但是一句也没有谈到要这些储金会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它们为政治斗争服务。

要我们的秘密储金会只从事经济活动，这对《信条》的作者来说，是很自然的，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个委员会的《宣言书》来说，却是不可理解的。

在关于合法团体的问题上，《宣言书》的观点同样是很狭隘的，同样表现了他们想向臭名昭著的伯恩施坦主义让步。社会民主党的委员会要帮助成立储金会，这又是在分散力量，混淆文化主义的活动和革命工作之间的区别。革命政党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合法团体来加强和巩固 自己的
 工作，把它们作为进行鼓动的基地，作为建立联系以及进行其他工作的方便的隐蔽所，但是，只能为了这些目的。用社会党人的力量去帮助成立合法团体，是非常不合算的；使这些合法团体具有独立性，是错误的；认为在合法团体中可以“完全摆脱业主的干预和压迫”，是很可笑的。

最后，在基辅委员会的组织计划上，也反映了它观点的狭隘性和独特性。诚然，我们完全同意基辅委员会所说的，现在宣布恢复党和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还不是时候，但是我们认为，“运动具有直接的经济性质”、俄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接受政治鼓动”等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等待“地方小组巩固起来，数目增加起来，和工人的联系加强起来”，这同样是错误的，这种巩固往往会使它们马上遭到破坏。

不，我们应该立刻着手做统一工作，先从统一刊物做起，就是要先创办一个全俄机关报，这个机关报应当从事恢复党的准备工作，成为整个俄国的机关刊物，收集全国各地小组的通讯和材料，开辟专栏讨论争论的问题，扩大我们宣传和鼓动的范围，特别注意组织问题、策略问题和活动的方法，满足最开展的工人的各种要求，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中水平较低的部分的觉悟（用工人通讯和其他东西来吸引他们），使他们愈来愈自觉地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和政治斗争。

我们确信，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为党的统一和重建创造实际条件，只有进行直接和公开的论战，反对狭隘的“经济主义”和日益流行的伯恩施坦思想，才能保证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正确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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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论〈宣言书〉》一文提到了《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写的编后记（参见本卷第279页），所以可以确定写于1899年底或1900年初。



鉴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公布经济派的《信条》和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中公布经济派的一系列文件，都因未经这些文件的作者同意而招致了一些责难，列宁曾打算在征得基辅委员会的同意后把《宣言书》连同他的批驳文章一起发表，但终因基辅委员会不赞成而未果。从弗·阿基莫夫（马赫诺韦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发展概略》一书（1906年圣彼得堡版）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曾经和《宣言书》一起散发过，因为该书摘引了列宁这篇文章，并且说：《宣言书》是在其出现后一年半，即1900年底由经济派的反对者公布出来的，目的不是为了传播，而是为了批判。文章于1928年正式发表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272。



[80]《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担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275。



[81]《公民》（《Гражданин》）是俄国文学政治刊物，1872—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创办人是弗·彼·美舍尔斯基公爵。作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3—1874年担任过它的编辑。原为每周出版一次或两次，1887年后改为每日出版。19世纪80年代起是靠沙皇政府供给经费的极端君主派刊物，发行份数不多，但对政府官员有影响。——275。



[82]《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　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杂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П·Ф·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萨·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工人事业》杂志的观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279。







《列宁全集》第4卷


《火星报》[83]
 和《曙光》[84]
 编辑部声明草案

（1900年3月底—4月初）

在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机关刊物——科学政治杂志和全俄工人报出版的时候，我们认为有必要谈一谈我们的纲领，我们的意图和我们对自己的任务的理解。

我们正处在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极端重要的时刻；显然，一切情况都说明我们的运动已进入一个紧要阶段：运动蓬勃发展，俄国各地都长出了茁壮的幼苗，现在，运动迫切要求巩固起来，要求采取更高级的形式，要求具有一定的形态和组织。的确，近几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我国知识界传播之快，是异常惊人的，而与这一社会思潮相呼应的却是工业无产阶级的完全独立的自发运动。工业无产阶级开始联合起来同自己的压迫者斗争，他们如饥似渴地向往社会主义。到处都出现工人小组和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出现了地方性的鼓动小报，社会民主主义的书报供不应求，政府变本加厉的迫害已阻挡不住这个运动了。

监狱中拥挤不堪，流放地也有人满之患，几乎每个月都可以听到俄国各地社会党人被“抓获”、交通联络站被侦破、鼓动员被逮捕、书报被没收、印刷所被封闭的消息，——但是运动并没有停止，而是在继续发展，并且席卷了更加广大的地区，它日益深入工人阶级，愈来愈引起社会上的注意。俄国经济的整个发展进程、俄国社会思想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全部历史，将保证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冲破重重障碍而向前发展。

最近时期我们的运动特别明显的主要特点，就是运动的分散状态，即运动的手工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性质：地方小组的产生和活动，与其他地方的小组，甚至（这一点尤其严重）与一直在同一中心同时活动的小组，几乎毫无联系；没有树立传统和继承性，地方书报也完全反映出这种分散状态，反映出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树立的东西缺乏联系。我们之所以认为目前时期是紧要关头，是因为运动的发展已超出这种手工业方式和分散状态，它坚决要求过渡到更高级的、更统一的、组织得更好和更完善的形式，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为建立这种形式而努力。自然，在运动的一定时期，即在运动的初期，这种分散状态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运动在长时期的革命沉寂以后极其迅速和普遍地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继承性也是十分自然的。地方条件的多样性，各地区工人阶级状况的差别，以及各地活动家的看法的特点，无疑地是会永远存在的，而这种多样性恰巧证明运动是有生命力的，它的发展是健康的。这都是事实，但是分散和无组织的状态决不应该是这种多样性的必然结果。保持运动的继承性，使运动统一起来，绝不排斥多样性，相反，这样做甚至可以为多样性创造更广阔的舞台和更自由的活动场所。在运动的现阶段，分散状态简直已经开始暴露出有害的作用，而且有把运动引上狭隘的实际主义歧途的危险。狭隘的实际主义不从理论上来阐明整个运动，它只会破坏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运动的联系，只会破坏社会主义和自发的工人运动的联系。这种危险并不是虚构的，象《信条》以及《〈工人思想报〉增刊》（1899年9月）这一类作品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信条
 》已经引起了理所当然的抗议和谴责，《〈工人思想报〉增刊》最露骨地表现了贯串整个《工人思想报》的倾向。在这个《增刊》中，开始出现一种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特殊思潮，这种思潮只会带来直接的危害，因而必须和它斗争。俄国的合法书报嘲弄了马克思主义，只能毒化社会意识，使这种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而出名的（因破产而出名的）伯恩施坦才能够利用书刊向全世界散布谎言，说大多数在俄国进行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都站在他的一边。

要判断这一分歧有多深、形成特殊思潮的可能性有多大，现在还不到时候（我们绝不打算现在就把这些问题肯定下来，我们还决不放弃可能 共同
 工作的希望），但是，闭眼不看情况的严重性，比夸大这一分歧要有害得多，因此，对于“劳动解放社”恢复出版书报的活动，并着手进行斗争来反对歪曲社会民主主义和把它庸俗化的企图，我们表示衷心拥护。[85]

由此得出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结论：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统一的和巩固的党，这个党要在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旗帜下进行斗争，要保持运动的继承性和经常维护它的组织性。这个结论并不是新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两年前就已经得出了这个结论，当时，俄国几个较大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在1898年春召开了代表大会，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党的《宣言》，并决定《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我们既然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就完全赞同《宣言》的基本思想，而且认为《宣言》的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公开宣布了我们党应当争取的目的。因此，对我们党员来说，关于当前迫切任务的问题是：为了把党重新建立在尽可能稳固的基础上，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计划？有些同志（甚至有些小组和组织）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重新选举党的中央机构和委托它恢复出版党的机关报。[86]。我们认为这个计划是错误的，至少也是冒险的。建立和巩固党，也就是建立和巩固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而这种统一不是简单地下一道命令就可以办到的，不是只根据某一次代表会议的决定就可以实现的，必须经过一番努力。首先，必须出版一个共同的党的刊物，所谓共同并不是仅仅在于：它是为全俄国的运动服务，而不是为个别地区服务；它讨论的是整个运动的问题，并且帮助有觉悟的无产者进行斗争，而不只是讨论一些地方性的问题。所谓共同还在于它能够联合现有的一切写作力量，反映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不是彼此隔绝的工作人员，而是由共同的纲领和共同的斗争联合在一个组织中的同志）的各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其次，必须建立一个组织，专门负责各个运动中心的联络工作，完整地和及时地传递有关运动的消息，正常地向俄国各地供应定期报刊。只有建立起这样的组织，建立起俄国的社会主义邮递工作，党才能稳固地存在，那时党才能成为真正的事实，从而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我们决心要为实现这个任务的前一半，即创办共同的刊物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认为，这是当前运动的迫切要求，是恢复党的活动的必要的准备步骤。

我们任务的这种性质自然就规定了我们出版的机关刊物必须遵循的纲领。在这些刊物上应当用很多篇幅来讨论理论问题，即讨论社会民主主义的一般理论以及怎样把这一理论同俄国实际结合起来。目前，无疑应当对这些问题立即展开广泛的讨论，这一点经过上述说明后，已经无须再谈了。自然，介绍西欧工人运动及其历史和目前的情况，也应当密切联系一般理论的问题。其次，我们的目的是要系统地讨论一切政治问题：社会民主工党必须回答实际生活各方面提出的一切问题，回答国内和国际的政治问题，而且我们应当尽量使每个社会民主党人和每个有觉悟的工人，对一切基本问题都有明确的认识，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广泛地和有计划地进行宣传和鼓动。对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讨论，将结合党纲的制定来进行，而1898年的代表大会就已经认为必须制定党纲。我们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公布纲领草案，对这个草案展开全面的讨论必然将为下一届代表大会提供足够的材料，而下一届代表大会的任务就是通过纲领。[87]再其次，我们认为讨论组织问题和进行实际工作的方法问题，也是一个特别迫切的任务。上面谈到的缺乏继承性和分散状态，对党的纪律、组织和秘密活动技术的现状起着极其有害的影响。必须开诚布公地承认，在这方面，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落后于俄国革命运动老一辈的活动家，落后于在俄国活动的其他组织，所以必须竭尽全力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由于广泛地吸收了大批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参加运动，由于我们频频被破获，而政府迫害的办法又诡诈多变，所以宣传党的组织原则和方法，宣传纪律和秘密活动技术，就成为当务之急。

这种宣传如果得到各个小组和所有比较有经验的同志的支持，那就能够而且一定会从年轻的社会党人和工人中间培养出干练的革命运动领导者，他们能够克服专制的警察国家的压迫给我们工作造成的一切障碍，并且能够满足那些自发地追求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工人群众的要求。最后，结合上面谈到的问题，分析这种自发运动（无论是工人群众中的，或者是我国知识分子中的），必须成为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我们应当弄清楚作为俄国90年代后半期标志的知识分子社会运动，这个运动使各种各样的、有时甚至是性质不同的派别汇集起来了；我们应当仔细研究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工人阶级的状况，研究他们觉醒和初期斗争的形式和条件，从而使已经开始在俄国土壤上生根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的工人运动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使俄国的革命运动同人民群众的自发行动结合起来。只有实现了这样的结合，才能在俄国建立起社会民主工党，因为社会民主党不只是为自发的工人运动服务（我们的一些现代“实际主义者”有时是这样想的），社会民主工党是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只有这样结合才能使俄国无产阶级完成它的第一个政治任务：把俄国从专制制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至于杂志和报纸怎样就我们所提出的这些题目和问题进行分工，将完全根据两者篇幅和性质的不同而定：杂志主要是宣传，报纸主要是鼓动。但是，无论在杂志或报纸上都必须反映运动的各个方面的情况，所以我们想特别强调我们反对工人报纸只发表一些和自发的工人运动直接有关的东西，而把一切有关社会主义理论，有关科学、政治、党的组织问题等等方面的东西统统交给“供知识分子阅读”的机关报。相反，我们认为必须把工人运动中的一切具体事例和表现同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必须从理论上阐明每一个事件，必须向最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宣传政治问题和党的组织问题，必须在鼓动中提出这些问题。目前，在我们这里差不多还占着绝对优势的鼓动方式，也就是利用地方小报进行鼓动的方式，已经显得不够了，因为这种鼓动方式的范围狭小，只涉及到地方问题，而且主要是经济问题。必须设法建立一种更高级的鼓动方式，即通过报纸来进行鼓动，报纸定期报道工人的控诉、工人罢工的情况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其他形式以及全国一切政治压迫的表现，并且从每一件事实中作出符合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和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明确结论。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要扩大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的范围，充实它的内容。”这句话应当成为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最近的将来活动的口号，因此我们把这个口号列入我们机关刊物的工作规划。

这里自然会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准备出版的机关刊物的宗旨既然是要联合一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把他们团结在一个党内，那么机关刊物就必须反映出一切不同的观点，一切地区的特点，一切多种多样的实际做法。既要包括各种不同的观点，又要保持机关刊物编辑方面的严整性，这一点怎样才能办到呢？这些机关刊物应当成为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简单汇编呢，还是应当具有独立的、十分明确的方针？

我们准备按第二种设想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期待这个方针明确的机关报，既能够完全适用于（我们在下面就要谈到）反映不同的观点，又完全适用于撰稿人之间进行同志式的论战。按照我们的观点，我们完全同意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这已经反映在《共产党宣言》和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中），并且主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不断地发展这些思想，坚决反对伯恩施坦首先提出而且目前甚为流行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机会主义的修正。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促进这一斗争，指出斗争的必然的最终目的，分析决定斗争方法的条件。“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88]但是，我们不应该把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分离开来，我们不应该忘记，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代表所有国家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社会民主党决不应当盲目崇拜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方工人运动的某一个阶段。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有责任支持反对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一切革命运动，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使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剥夺剥夺者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坚决反对削弱或抹杀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性的一切企图，社会民主党是实行社会革命的政党，它无情地敌视维护现代社会制度的一切阶级。我们认为，推翻专制制度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历史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当成为俄国民主运动的先进战士，应当实现俄国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向它提出的、俄国革命运动的光荣的活动家给它留下的任务。只有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只有日益深入到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去扩大政治宣传和鼓动，社会民主党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们将根据上述观点（这个观点，“劳动解放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以及宣言《解说》，即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编者注］

 、《俄国的工人事业》（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论证），已经不止一次地作过详细的阐述和论证，这里只是最概括地谈了一下），来阐明一切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我们将力求把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抗议的一切表现同上述思想联系起来。

但是，我们根据明确的方针来从事出版书报的工作，绝不想把自己的一切局部的观点当作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绝不打算否认现存的分歧，掩饰或抹杀这些分歧。相反，我们要使我们的机关刊物成为观点极不相同的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讨论
 一切问题的机关刊物。我们不但不反对同志们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相反，我们还打算用很多篇幅来展开论战。为了弄清目前各种分歧意见的深度，为了全面讨论争论的问题，为了同革命运动中不同观点的代表以及不同地区或不同“职业”的代表不可避免的走极端现象作斗争，在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工人面前公开展开论战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我们甚至认为，对显然分歧的观点不作公开的论战，竭力把涉及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掩盖起来，这正是当前运动中的一个缺陷。

此外，我们既然认为俄国工人阶级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是争取民主、争取政治自由的先进战士，就必须尽量使我们的机关刊物成为 一般民主主义的
 机关刊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同意忘掉（哪怕是一分钟）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我们容许掩盖（哪怕是一点点）阶级斗争。不是的。这是说，我们将提出和讨论 一切
 关于民主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无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将提出和讨论一切政治压迫事件和表现，指出工人运动同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的联系，争取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正直的人，不管他们持有什么观点，属于什么阶级，争取他们支持工人阶级这个唯一革命的、与专制制度势不两立的力量。因此，我们首先向俄国的社会党人和觉悟工人发出号召，但是并不以他们为限。我们还向一切备受俄国现行政治制度蹂躏和压迫的人，向一切有志于使俄国人民摆脱政治奴隶地位的人发出号召，号召他们支持致力于把工人运动组织成革命政党的出版物，让他们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揭露俄国专制制度的一切丑恶现象和罪行。我们发出这个号召，相信俄国社会民主党高举着的政治斗争的旗帜能够而且应当成为全民的旗帜。

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极其广泛的，是包罗万象的，如果我们不是根据自身的全部经验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是整个运动的迫切任务，如果我们没有大家的帮助，即（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些组织和在各个城市中活动的一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小组、（2）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并一直领导党的理论家和著作家的“劳动解放社”、（3）许多不属于任何组织但同情并大力支持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人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同情并答应全面地经常地支持我们，那我们是不敢承担这种任务的。我们要竭尽全力妥善完成我们所选定的这一部分共同的革命工作，我们要尽量使全体俄国同志把我们的出版物看作自己的机关刊物，在这里， 每个
 小组都来报道一切有关运动的消息，都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对文章的要求，介绍自己的经验，作出自己对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的评价，总之，每个小组都来谈谈它对运动的贡献和在运动中的收获。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可能建立真正是全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那种由个别的组织和分散的小组各自进行工作的秘密状态，已经使俄国社会民主党难于开展活动了；现在它应当走上公开宣传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上公开进行政治斗争的道路，而建立全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应该是走上 这条道路的第一步
 。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322—333页

















[83]《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俄国《火星报》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后的《火星报》为新《火星报》。——282。



[84]《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1901—1902年由《火星报》编辑部在斯图加特公开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四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282。



[85]指1900年初发表于《〈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的《关于恢复劳动解放社出版物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劳动解放社在1899年10月下旬收到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之后，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起草，格·瓦·普列汉诺夫定稿的。在这个声明中，劳动解放社表示完全赞同《抗议书》提出的对俄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号召。——284。



[86]指聚集在《南方工人报》周围的社会民主党人、崩得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这些组织曾打算1900年春在斯摩棱斯克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和成立党的正式机关报《工人报》编辑部。列宁在《怎么办？》第5章第1节中叙述了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285。



[87]列宁于1899年底为准备复刊的《工人报》写了《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一文（见本卷第186—208页）。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根据列宁的倡议，《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发表于1902年6月1日《火星报》第21号。1903年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286。



[88]列宁引用的是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基本原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5页）。——288。







《列宁全集》第4卷


协议草案

（1900年8月下半月）

1.国外“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同俄国出版《曙光》文集和《火星报》的小组鉴于双方的基本观点相同、实际任务一致，决定缔结同盟。

2.两个小组在以下两方面全力互相支援：

第一，在出版书报方面。“劳动解放社”直接参加《曙光》文集和《火星报》的编辑工作 
［注：参加的条件由专门协议[89]另行规定。］

 ；

第二，在运送和发行书报、扩大和巩固革命联系以及筹集资金方面。

3.“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和《火星报》特派员是《火星报》小组的国外代表。

4.国外寄给《火星报》小组的邮件，可按“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地址投递。如国外有《火星报》小组的组员，则所有通讯稿都应寄给他。如果在国外没有任何《火星报》小组组员，则由“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和《火星报》特派员负责这一事务。





	载于1940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3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353页

















[89]下面的文件可能就是这里谈到的专门协议：



“1.《曙光》文集和《火星报》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出版和编辑，劳动解放社参加编辑工作。



2.在编辑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编辑部应把一切原则性的和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文章通报劳动解放社所有成员。



3.劳动解放社成员参加一切编辑问题的表决。当他们在编辑部所在地时，就亲自表决；当把文章通报他们时，采用书面方式表决。



4.编辑部同劳动解放社发生意见分歧时，必须全部刊登劳动解放社的或其每个成员的不同意见。



5.本协议只应公布第1项。



1900年10月6日”



这个文件是打字稿，没有标题和签字。封套上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字：“早期文件。关于出版《曙光》杂志和《火星报》的合同。”文件存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馆。——292。







《列宁全集》第4卷


“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

（1900年8月下旬）

我先到苏黎世，是一个人去的，事先没有见到阿尔先耶夫（波特列索夫）。在苏黎世，帕·波·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们倾心交谈了两天。象两个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什么都谈，想到哪说到哪，完全不象谈工作那样。关于工作问题，帕·波·根本谈不出什么来；可以看出，他是倾向于格·瓦·的，因为他坚持杂志的印刷所要设在日内瓦。总的说来，帕·波·很会“阿谀”（恕我用这个词），他说，他们的 一切
 都是和我们的事业联系着的，这使他们获得了新生，“我们”现在甚至有可能来反对格·瓦·的极端态度，——我特别感到，而且后来的全部“原委曲直”也表明，这后一句话特别精采。

我到了日内瓦。阿尔先耶夫提醒我说，对格·瓦·必须特别谨慎，分裂[90]使他很激动，而且他很多疑。后来我同格·瓦·谈话时果然立刻就看出，他的确很多疑，神经过敏，而且永远认为自己是最正确不过的。我尽量小心，不去触及“痛”处，但是，时刻这样提心吊胆，情绪当然会十分压抑。有时也发生一些小“摩擦”，例如，格·瓦·一听到多少有助于平息（由于分裂而激起的）火气的一点点意见都要怒气冲冲地加以驳斥。在杂志的策略问题上也发生了一些“摩擦”：格·瓦·总是固执己见，不能够也不愿意好好地考虑别人的论据，而且态度不诚恳，确实不诚恳。我们声明，我们必须 尽可能地
 宽容司徒卢威，因为他发展到这种地步， 我们自己
 也并不是没有过错的，我们自己， 包括格·瓦·在内
 ，在应当起来驳斥的时候（1895年、1897年）没有起来驳斥。格·瓦·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有丝毫过错，只是用一些 回避
 问题而不是说明问题的显然不知所云的论据来支吾搪塞。在未来的编委们之间进行同志般的交谈，使用这种……外交辞令使人感到非常不愉快，例如，为什么要欺骗自己，说什么在1895年他格·瓦·是“奉命〈？？〉不要开火”（向司徒卢威），而他又是习惯于遵命行事（真是这样吗？）。[91]为什么要欺骗自己，硬说什么在1897年（当时司徒卢威在《新言论》上说，他的目的是想推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他格·瓦·没有起来反对，是因为他完全不理解（其实他永远也理解不了）撰稿人之间怎么能在同一个杂志上进行论战。[92]格·瓦·这种不诚恳的态度令人十分气愤，尤其是因为他竟在争论中竭力把事情说成似乎我们不想和司徒卢威进行无情的斗争，似乎我们想“调和一切”等等。对于在杂志上一般可以进行论战的问题也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格·瓦·表示反对而且不愿意听我们的论据。他对“联合会派”简直恨得不象话了（猜疑他们是奸细，指责他们是投机分子，是无耻之徒，声称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叛徒”“枪毙”等等）。只要稍微暗示一下他也走了极端（例如，我曾暗示公布私人信件[93]这件事，并且暗示这种做法是轻率的），都使格·瓦·暴跳如雷，怒不可遏。显然，他和我们彼此都更加不满了。他的不满表现在，我们拟订了一个阐述出版物的任务和纲领的编辑部声明草案（《编辑部的话》） 
［注：见本卷第282—291页。——编者注］

 ，这个声明在格·瓦·看来是按“机会主义的”精神写成的，因为其中容许撰稿人之间进行论战，语气缓和，为和平结束同“经济派”的争论留了余地等等。在声明中强调了我们同属一个党并且愿意为党的统一而努力。格·瓦·同阿尔先耶夫和维·伊·一起（当时我还没有来）看了这个声明，他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反对意见，只表示希望修改一下词句，把语气加强些，基本内容不变。为此，亚·尼·就把声明留在他那里了。我来了以后，格·瓦·根本没有提起这件事情，过了几天，我到他那里去，他把声明交给我，好象是说：喏，我当众把这个东西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你，没有遗失。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对声明作他所说的修改。他推托说：这以后也可以作，反正费不了多少时间，不值得现在作。我拿回了声明，自己把它（这只是在俄国起草的一份初稿）修改了一下，并第二次（当着维·伊·）给格·瓦·读了这个声明，这次 我就直截了当地
 要求他拿去修改。他又推托，把这个工作推给坐在他旁边的维·伊·（这简直太奇怪了，因为我们并没有请维·伊·来做这个工作，再说，要她修改，“加强”语气，使声明具有宣言的性质，她也办不了）。

开会（参加会议的有整个“劳动解放社”即格·瓦·、帕·波·和维·伊·以及我们两个人，我们还有一个人[94]缺席）以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最后，帕·波·来了，会议也就开始了。谈到我们对犹太人联盟（崩得）的态度问题时，格·瓦·表示深恶痛绝，他宣称这个联盟简直不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只不过是一个剥削俄国人的剥削者的组织，他说，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个崩得驱逐出党，犹太人全都是沙文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俄国的政党就应该是俄国人的党，而不应受“坏种”的“迷惑”，等等。无论我们怎样反对这些不成体统的话，都毫无结果，格·瓦·还是一味固执己见，说我们对犹太人根本不了解，缺乏和犹太人打交道的生活经验。因此对这个问题没有通过任何决议。在会上大家一起读了《声明》，格·瓦·的态度很奇怪，默不作声，不提出任何修改意见，对声明容许论战这一点也没有表示反对，完全是在回避，真正是在回避，不想参加讨论，只是有时突然冒出一两句恶狠狠的话来，说什么要是他（要是他们，即由他专权的“劳动解放社”）呀，当然不会写出这种声明来。格·瓦·冒出的这些毫不相干的话，特别使我感到不愉快，感到吃惊，明明是编委们在举行会议，可是其中有一位（我们曾 两
 次请他起草声明或对我们的声明提出修改方案）不提任何修改意见，而只是讥讽地指摘说，要是他呀，当然不会写出这种东西来（他是想说，不会写出这种怯弱的、温和的、机会主义的东西来）。事情已经很明显，他和我们之间的正常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接着（会上比较次要的问题我就不谈了），提出了关于对待博博和米哈·伊万·的态度问题。我们主张 有条件地
 邀请他们（格·瓦·的过激态度迫使我们这样做，我们想以此表明我们希望采取另一种态度。格·瓦·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过激态度，使人本能地要反对他，要为他的论敌辩护。维拉·伊万诺夫娜很敏锐地觉察到，格·瓦·的论战方式，常常会引起读者对他的论敌的同情）。格·瓦·冷冰冰地声明他绝对不同意，而且在我们和倾向于赞同我们的帕·波·和维·伊·的相当长的谈话中，他一直傲慢地保持沉默。整个上午气氛都非常沉闷，事情摆得很明白，格·瓦·提出了最后通牒——要么是他，要么就邀请这些“无耻之徒”。因此，我和阿尔先耶夫两个人决定让步，并在下午会议一开始就声明，“由于格·瓦·的坚持”，我们放弃自己的意见。这一声明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好象我们让步是应该的！）。这种“最后通牒的气氛”（阿尔先耶夫后来这样说）使我们非常恼恨，而格·瓦·想实行绝对统治已是很明显了。以前，我们私下谈论博博时（一天晚上，格·瓦·、阿尔先耶夫、维·伊·和我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经过热烈争论以后，格·瓦·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说：“诸位先生，我不提任何条件，以后我们在会议上再共同讨论这一切问题，一起作出决定吧。”当时这使我很感动。但是，会上的情况却完全相反：在会上格·瓦·回避同志般的讨论，怒气冲冲地一言不发，用自己的沉默明显地“ 提出了条件
 ”。我觉得这清楚地表现出他的不真诚（虽然我不是立刻就产生如此明确的印象）。阿尔先耶夫直截了当地说：“我绝对忘不了这次对他的让步！”到了星期六，我记不清那天白天谈的是什么，晚上我们大家一起走路时又发生了新的冲突。格·瓦·说，应当约某人（这个人在报刊上还没有露过面，但是格·瓦·却把这个人看作哲学的天才。我不认识这个人，只知道她盲目崇拜格·瓦·）[95]写一篇哲学方面的文章，格·瓦·还这样说：我要建议她文章一开头就批评考茨基——考茨基这个家伙已经成了一个“批评派”了，他准许《新时代》[96]登载“批评派”的哲学论文，而不给“马克思主义者”（即普列汉诺夫）以充分的篇幅。阿尔先耶夫听到这种激烈反对考茨基（他已被聘请为杂志的撰稿人）的做法，非常气愤，坚决反对，认为这样做不恰当。格·瓦·绷着脸很不高兴，我同意阿尔先耶夫的意见。帕·波·和维·伊·默不作声。半小时后，格·瓦·走了（我们送他上船），在临别的时刻他还是脸色阴沉地坐着，一句话也不说。他走后，我们大家立刻松了一口气，又“很融洽地”谈了一阵。第二天是星期日（今天是9月2日，星期日。就是说这 不过是
 一个星期以前的事情！！！而我却觉得已经事隔如年了！距今已经很远很远了！），会议决定不在我们别墅举行，而在格·瓦·那里举行。我们到他那里去了，——阿尔先耶夫先到，我是后到的。格·瓦·派帕·波·和维·伊·对阿尔先耶夫说，他格·瓦·不参加编辑工作，只想做一个普通的撰稿人。帕·波·走了，维·伊·十分慌张，不知如何是好，她对阿尔先耶夫嘟哝着说：“若尔日不满意了，他不想……”这时我来了。是格·瓦·给我开的门，他脸上露出一丝莫名其妙的微笑，和我握了握手就走开了。我走进维·伊·和阿尔先耶夫在的那个房间，他们的神色很奇怪。我就问：二位，怎么啦？这时，格·瓦·进来叫我们到他的房间里去。在那里他声明说，他最好还是做一个撰稿人，普通的撰稿人，否则老是要发生摩擦，他对问题的看法显然跟我们不同，他理解和尊重我们党的观点，但是他不能采取这个观点。最好我们做编辑，他做撰稿人。我们一听都楞了，真是楞了，表示不同意。这时格·瓦·就说：好吧，如果在一起，那么我们怎么表决呢？一共几个人？——六个人。——六个人不合适。维·伊·帮腔说，“那么就算格·瓦·两票，否则他总是孤立，策略问题上两票”。我们同意了。这样权柄就落入了格·瓦·手中，他立刻以编辑的口吻来分配杂志的各个专栏和文章，以不容反驳的口吻要在场的这个人或那个人负责这一栏或那一栏。我们都很沮丧地坐着，无可奈何地一概同意，还来不及弄清楚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们觉得自己做了傻瓜，我们的意见愈来愈软弱无力，而格·瓦·则愈来愈轻易地和漫不经心地“丢开”这些意见（不是反驳，而是丢开），“新的制度”实际上完全等于格·瓦·的绝对统治，格·瓦·非常清楚这一点，老实不客气地统治起来，对我们也不大尊重了。我们已经意识到上了一个大当，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可是当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当我们刚刚下船回别墅去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发作起来，怒气冲冲地把格·瓦·大骂了一通。

但是，在叙述这些责骂的内容及其后果以前，我想先稍微离开一下本题，然后再回过来谈。普列汉诺夫想实行绝对统治（不管实行统治的 形式
 如何）为什么使我们这样气愤呢？因为从前我们总是这样想：我们将担任编辑，而他们则是最直接的参加者。我主张一开始（还是在俄国）就这样正式提出这个问题，阿尔先耶夫主张不要正式提出，认为最好还是“好好商量”（结果会是一样的），——我同意了。但是，我们两个人都一致认为编辑必须由我们担任，因为“老头子们”太执拗，况且他们不可能认真细致地进行繁重的编辑工作。我们就是根据这些理由作出决定的；至于他们的思想领导，我们是完全愿意接受的。在日内瓦我同普列汉诺夫的亲密青年同志和拥护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组员[97]，普列汉诺夫的老拥护者，为普列汉诺夫忠心耿耿地工作的人，不是工人，而是工作人员，普通的办事人员）谈过话以后，我（和阿尔先耶夫）确信事情正应当这样安排。这些拥护者自己对我们毫不隐讳地说，编辑部设在德国最合适， 因为这可以使我们不受格·瓦·的牵制
 ，如果让老头子们掌握实际编辑工作，就会造成可怕的拖延，弄不好还会使事业遭到失败。阿尔先耶夫也根据这些理由 坚决
 主张设在德国。

刚才我在叙述“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的时候，谈了新历8月26日（星期日）晚上我们回家时的情况。我们刚一下船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就大发了一通牢骚。我们真是怒不可遏，由沉闷转为大发雷霆。我们在村子里来回走着，一直到深夜，夜是漆黑的，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我们一边走一边发脾气。记得是阿尔先耶夫一开口就说，他认为他和普列汉诺夫的私人关系，从此破裂，而且永远也不会恢复。他说，公事上可以保持往来，但我和他的私人关系就到此为止。他这样侮辱人，使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对我们有非常“卑鄙的”想法（即他已暗自把我们看作野心家）。他蔑视我们，等等。我完全支持这些指责，我对普列汉诺夫的“爱戴”全然消失了，我非常悔恨，非常伤心。有生以来我还没有这样由衷地、深深地尊敬过一个人，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这样“顺从”过，因而也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沉重的“打击”。而事实上我们恰恰是遭到了打击：他们象吓唬小孩子那样吓唬我们，说大人要把我们丢下不管，等我们害怕了（多么可耻啊！），就极其无礼地把我们推到一边。现在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普列汉诺夫上午不参加编辑工作的声明，不过是为幼稚的“毛孩子”设下的圈套，预先想好的一着棋，一个陷阱。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因为，假如普列汉诺夫真的怕参加编辑工作，怕妨害事业，怕在我们之间发生不必要的摩擦，那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转眼就暴露出（毫不掩饰地暴露出），他所谓 参加
 编辑完全等于他 独自
 编辑。我们想同一个人密切地共事，同他亲密无间地交往，而这个人却用预先想好的一着棋来对待同志，这个人无疑不是好人，实在不是好人，他那种个人的渺小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很强烈，他是一个不诚实的人。这个新发现——这在我们看来真是一个新发现！——对我们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以前我们两个人都很爱戴普列汉诺夫，象对待自己爱戴的人那样处处原谅他，对他所有的缺点都不去注意，竭力使自己相信，这些缺点是不存在的，都是一些琐屑小事，只有那些不重视原则的人才注意。而现在我们自己不得不深深相信，这些“琐屑的”缺点能够使最忠实的朋友疏远，而无论怎样相信他理论上正确都使人忘不了他那 令人厌恶的
 品质。我们无比地愤怒：理想人物被打垮了，我们痛快地践踏这个被推倒的偶像，无所顾忌地进行最尖锐的申斥。我们决定不能这样下去！我们不愿意、不会、也 不能够
 在这样的条件下一起工作。别了，杂志！我们要抛开一切回到俄国去，在那里再从头做起，只办一个报纸。我们不愿意在这个人手下当卒子；他不允许有同志关系，而且也不懂得同志关系。我们不敢 自己
 担负编辑工作，而且现在我们也讨厌这样做，这样做就真好象我们纯粹是在追求编辑的美差，好象我们是野心家，好象我们也有这样的虚荣心，只不过在程度上差一些罢了……我们当天晚上的心情是很难确切描述的，我们的心情是多么复杂，多么沉重，多么混乱啊！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我们彻底放弃了一项我们象对待爱子一样倾注了多年心血的事业，一项同我们至关重要的全部工作密切相关的事业。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过去爱戴普列汉诺夫，假如我们不是那样爱戴他，而是比较清醒、比较冷静，对他的看法稍微客观一点，那我们对他就不会这样，我们也就不会遭到这种真正的破产，这种“精神上的洗劫”（这是阿尔先耶夫十分准确的说法）。这是一次最辛辣的人生的教训，是辛辣和沉重得令人痛心的教训。几位年轻的同志对一位年长的同志“献殷勤”是出于对他的深深的敬爱，可是他却突然把勾心斗角的气氛带进来，使他们感到自己不是小弟弟，而是让人愚弄的傻瓜，是任人摆布的卒子，甚至是必须大肆恐吓和压制一下的无能的野心家。于是满怀爱戴之情的年轻人从自己所爱戴的人那里取得了一个沉痛的教训：对一切人都“不可过于动感情”，必须胸怀戒心。在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好多好多这类伤心的话。当然突然的破产不免使人有所夸大，但基本上这些伤心之谈还是正确的。我们热中于爱戴他，实际上当了 奴隶
 ，当奴隶本来是不体面的事情，而正因为是“他”本人使我们亲身尝到了奴隶的滋味，我们就更加懊丧百倍……

我们终于各回房间睡觉去了，并且下定决心明天就向普列汉诺夫表示我们的愤慨，决定放弃杂志，离开这里，只办一个报纸，把用于杂志的材料出版小册子，我们想，事业不会因此受到损失，而我们却可以避免和“这个人”保持密切的关系了。

第二天我醒得比往常早，是帕·波·上楼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把我吵醒了。他敲阿尔先耶夫的房门，我听到阿尔先耶夫应了一声，开了门。当时我想，阿尔先耶夫有没有足够的勇气立刻把这一切都谈出来呢？最好是立刻谈出来，必须立刻谈出来，不要拖延。我洗漱完毕，穿好衣服，就到阿尔先耶夫的房间去了。他正在洗脸，阿克雪里罗得坐在安乐椅上，脸拉得长长的。阿尔先耶夫对我说：“某某，我已经对帕·波·说了，我们决定回国，我们认为事情这样办不行。”我当然完全同意和支持阿尔先耶夫的意见。对阿克雪里罗得，我们一点不客气，什么都说了，阿尔先耶夫连我们怀疑普列汉诺夫把我们看作野心家都说了。阿克雪里罗得有些同情我们，他无可奈何地摇着头，显出一副惶惑不安、不知所措的样子，但马上又断然提出异议，叫嚷说，这就不对了，普列汉诺夫有各种缺点，但是绝没有这个缺点，这样就不是他对我们不公道，而是我们对他不公道了。本来他打算对普列汉诺夫说，“你看，你是怎么搞的呀，你自己去对付吧，我可不管”，而现在他决定不说了，因为他发现我们也不公道。他这些话当然对我们没起多大影响。当可怜的帕·波·确信我们决心已定的时候，他的样子简直尴尬极了。

我们一起出来，想去通知维·伊·。可以预料，她听到“分裂”（可是事态发展的结果正是分裂）的消息一定会特别难过的。阿尔先耶夫在头一天晚上对我说过，他甚至担心，非常担心她会自杀……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三个人走出来时的心情：我想，“我们象是在送葬”。真的，我们象是在送葬，默默无言，眼睛看着下面，被荒谬的、毫无道理的和莫名其妙的损失搞得垂头丧气。真该死！经过长期的苦难和挫折之后，情况正在好转，突然刮来一阵旋风，又把一切都吹垮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就象一个亲近的人刚刚去世时不敢相信一样］，难道是我，普列汉诺夫的一个狂热的崇拜者，现在竟这样恶狠狠地议论他，冷冰冰地咬着牙准备去对他说出那些冷酷无情的话，几乎是向他宣布“绝交”。难道真会是这样吗？难道这不是一场噩梦，而竟是现实吗？

就是在和维·伊·谈话的时候，这种感受也还没有消失。她并没有显出特别激动的样子，但是可以看出，她感到非常压抑，她一再请求，几乎是哀求说，我们能不能放弃自己的决定，我们再也不能试一下了吗？可能实际上没有这样可怕，在工作中关系可能会好起来，在工作中他那种令人厌恶的性格就不会如此明显了……听到这样一个人的由衷的请求，简直令人难过到极点，她对普列汉诺夫虽然唯命是从，但是她是一个绝对真诚的、对事业满腔热忱的人，是一个以“奴隶的英勇精神”（阿尔先耶夫的说法）戴着普列汉诺夫精神枷锁的人。这种气氛简直使我难过得险些落下泪来……在送葬时，谈起如何惋惜，如何绝望……的话来，最容易使人伤心落泪。

我们离开了帕·波·和维·伊·。吃过午饭以后我们向德国发了信，说我们就要到那里去， 把机器停下来
 ，为了这件事甚至还发了电报（还是在和普列汉诺夫谈话 以前
 ！！），我们谁也没有怀疑我们是不是需要这样做。

午饭后在约定时间我们又去看帕·波·和维·伊·，普列汉诺夫应该已经在他们那里了。我们到达时，他们三个人都走了出来。我们默默地打了招呼，——而普列汉诺夫竭力想说些不相干的话（我们请帕·波·和维·伊·预先通知了他，所以他全都知道了）——走进房里坐下来。阿尔先耶夫先开口，沉着地、冷冷地和简略地说我们觉得实在不可能在昨天确定的 那种
 关系下进行工作，决定回国去同那里的同志们商量一下，因为我们不能擅自决定，杂志的事，只好暂时放弃。普列汉诺夫非常沉着，很有自持力，显然完全能控制自己，丝毫没有帕维尔·波里索维奇或维拉·伊万诺夫娜那种局促不安的表现。［这种尴尬的场面他才不在乎哩！我们看着他生气地这样想！］他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阿尔先耶夫说，“我们处在最后通牒的气氛中”，并且对这句话进一步作了一些说明。普列汉诺夫紧逼着问我们：“你们害怕什么呢？怎么？难道出了第1期以后，第2期我就会向你们举行罢工吗？”他以为我们不敢说这话。但是，我也冷冷地平静地回答说：“这和亚·尼·说的有什么不同呢？他和您说的就是一回事。”普列汉诺夫显然有些不自在了。他没有料到会有这种口吻，这样冷淡的态度和这样直率的指责。他说：“既然已经决定要走，那再谈也没有什么意思了，我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我的处境很难，你们一切都是凭印象，此外什么也没有了，在你们的印象里我是一个坏人。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想转移这个“令人难堪的”话题，因而说道，我们的过错可能在于，没有探明深浅就蹚水过河。普列汉诺夫回答说：“不是的，坦白地讲，你们的过错在于，你们（也许阿尔先耶夫的神经过敏起了作用）把那种丝毫不值得注意的印象看得太严重了。”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么暂时只出一些小册子吧。普列汉诺夫生气地说：“我没有想过搞小册子，现在也不想搞。 别指望我了
 。你们既然要走，我也不会闲着不做事，在你们回来以前我可能去做别的事情了。”

后来我想起普列汉诺夫的这个声明，对它进行了全面分析，我认为再没有比这个声明更使他在我的心目中一落千丈了。这是一种公然的威胁，一种很失策的恐吓，只能把普列汉诺夫“置于死地”，因为它暴露出他对待我们的“策略”是：对他们只要狠狠恫吓一下就行了……

但是，我们对这种威胁 毫不在意
 。我只是默不作声，心里想：好吧，你做绝了，那好，既然是交战，就按交战办事。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当初了，一夜工夫就已脱胎换骨了，如果你还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你就是个傻瓜。

普列汉诺夫看到威胁不成，就又试用另外一种花招。除了花招还能叫什么呢，因为没过几分钟他马上就改口说，对他来说，和我们分裂无异于完全放弃政治活动，说他放弃政治活动后就去从事学术性的、纯学术性的写作，因为同我们都不能共事，那同别人就更难了……吓唬不成，吹捧也许管用！……但是恐吓以后，这只能令人厌恶……谈话很简短，事情并不顺利；普列汉诺夫看到这种情况，就转过话题谈俄国人在中国的暴行，但几乎是他一个人说话，不久我们就散了。

普列汉诺夫走后，同帕·波·和维·伊·的谈话就索然无味和无关紧要了。帕·波·转弯抹角地说话，竭力向我们证明普列汉诺夫也很难过，如果现在我们就这样走了，我们会感到内疚的，等等。维·伊·在同阿尔先耶夫的促膝交谈中，承认“若尔日”总是这样的，承认她自己有“奴隶的英勇精神”，认为如果我们走的话，“这对于他是一个教训”。

当晚余下的时间，我们过得很无聊，很沉闷。

第二天，新历8月28日，星期二，我们应该去日内瓦并转赴德国。一向晚起的阿尔先耶夫清早就把我叫醒了。使我惊讶的是，他说，他没有睡好，他想出了最后一个可行的方案，至少可以勉强挽回僵局，不致因 私人
 关系破裂而断送重要的 党的
 事业。我们出版一个 文集
 ，好在材料已经有了，同印刷所也联系好了。在目前编辑关系尚未确定的情况下，暂时先出文集，以后再说，因为从文集转为杂志或小册子都是很容易的。如果普列汉诺夫还要犟下去，那就滚他的吧，反正我们自己知道，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我们去通知帕维尔·波里索维奇和维拉·伊万诺夫娜，路上碰到了他们，他们正好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当然是求之不得地同意了，帕·波·自告奋勇去同普列汉诺夫商谈并且要促使他同意。

我们到日内瓦同普列汉诺夫进行了 最后的商谈
 。从他谈话的口气看，我们之间似乎只不过是由于急躁而发生了一点可悲的误会，他关心地问起阿尔先耶夫的健康，几乎要拥抱他，阿尔先耶夫差一点没有闪开。普列汉诺夫同意出版文集。我们说，关于编辑工作的组织问题可以有三种方案（1.我们是编辑，他是撰稿人；2.大家都是编辑；3.他是编辑，我们是撰稿人），我们要在俄国讨论这三个方案，拟出一个草案，带到这里来。普列汉诺夫声明，他坚决拒绝第三个方案，坚决主张完全取消 这个
 方案，至于前 两个
 方案他都 同意
 。最后我们商定：在我们 提出
 新的编辑制度的方案 以前
 ，暂时先保留旧的制度（即六个人都是编辑，其中普列汉诺夫占两票）。

接着，普列汉诺夫表示希望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为什么不满意。我提出，如果我们今后能多考虑一下将来而不要追究过去，那会更好些。但是普列汉诺夫坚持说，应搞清楚。于是几乎只是普列汉诺夫和我两个人的谈话就开始了——阿尔先耶夫和帕·波·没有说话。谈话是在相当心平气和的、甚至完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进行的。普列汉诺夫说，他觉得，阿尔先耶夫好象是因为他在司徒卢威问题上表示拒绝而生气了。我说明，相反，是他向我们提出了条件，违反了他以前在树林中所作的不提任何条件的声明。普列汉诺夫辩白说，当时他不发表意见并不是提条件，而是他认为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我谈到必须容许争论，在我们之间必须进行表决，普列汉诺夫同意后一点，但是他说：在枝节问题上当然可以进行表决，而在基本问题上不行。我反对说，恰好这两种问题往往很难分清，恰好在问题的划分上编辑之间必须进行表决。普列汉诺夫固执地说，这就是凭良心的事情了，基本问题和枝节问题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表决的。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即编辑之间在划分基本问题和枝节问题的时候可不可以进行表决的问题上，我们弄僵了，再没有前进一步。普列汉诺夫使出了他善于举例、比喻、逗笑和引证的全副本领，使人不禁发笑，但就是把问题压下了，不直截了当地说一个“不”字。我已有了明确的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不能让步，不能放弃自己的“个人主义”和“最后通牒”，因为他在这种问题上不会跟你表决，而只会向你提最后通牒。

当天晚上我就走了，再也没有看到任何“劳动解放社”的人。我们决定，除了最接近的几个人以外，不对任何人提起所发生的事情，决定保持外表上的体面，——以免敌人高兴。在表面上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整个机器还得象过去那样继续运转，而只是里面有一根弦断了，公事公办的干巴巴的关系开始代替友好的私人关系，并且时刻记住：欲求和平，先得备战。

谈一谈那天晚上我和普列汉诺夫的一个挚友和拥护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组员的谈话，是很有趣的。我一句也没有向他透露所发生的事情，我只说，杂志的事已筹划好了，文章也确定了，现在只剩干了。我和他谈到怎样具体安排工作。他郑重地表示，老头子们绝对不能搞编辑工作。我谈到“三个方案”，并且直率地问他：您认为其中哪一个最好？他直截了当地、毫不犹疑地回答说：第一个方案（我们是编辑，他们是撰稿人）最好，那样的话，大概杂志是普列汉诺夫的，报纸是你们的。

我们离开所发生的事情愈久，对这件事情就愈心平气和，并且确信：撂挑子是毫无道理的，目前我们用不着害怕担负编辑工作（ 文集
 编辑工作），而这个工作正是必须由我们来担负，否则就绝对没有任何可能使机器正常运转，也没有任何可能使事业不至于因普列汉诺夫爱拆台的“品质”而断送掉。

9月4日或5日我们到达某地[98]时，已经拟好了我们之间 正式
 关系的草案（还是在路上，在火车上我就开始写这个草案了），按照这个草案，我们做编辑，他们是在一切编辑工作问题上都有表决权的撰稿人 
［注：参看《协议草案》一文（本卷第292页）。——编者注］

 。还决定先同叶戈尔（马尔托夫）一起讨论这个草案，然后再交给他们。

火星开始 有希望
 重新燃烧起来了。





	载于1924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334—352页

















[90]指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联合会的核心）同拥护经济主义的青年派之间发生的分裂。——293。



[91]格·瓦·普列汉诺夫声称他1895年似乎是“奉命”不向彼·伯·司徒卢威“开火”，这是企图为他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修正主义言论采取调和态度辩护。实际上正是当1895年列宁在日内瓦和苏黎世期间，他同列宁在如何对待自由派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当时普列汉诺夫和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坚持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支持俄国自由派的立场，而指责列宁对自由派的批评太严厉。普列汉诺夫对列宁说：“您背向自由派，而我们面向自由派。”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不仅不批评司徒卢威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观点，反而加以袒护，是不对的。——294。



[92]看来是指彼·伯·司徒卢威在1897年《新言论》杂志第8期发表的《再论自由和必然性》一文中，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这件事。参看列宁1899年6月27日（7月9日）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294。



[93]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1900年）中发表崩得分子采·莫·科佩尔宗和经济派分子叶·德·库斯柯娃的三封私人信件同其他文件一事。但列宁对《指南》的政治意义评价极高，认为它的全部实质是向“信条主义”和“库斯柯娃主义”的可耻原则宣战。——294。



[94]指尔·马尔托夫（尤·奥·策杰尔包姆）。列宁和亚·尼·波特列索夫同劳动解放社谈判时，他在俄国南方。1901年3月他才出国。——297。



[95]看来是指柳·伊·阿克雪里罗得（笔名正统派）。《曙光》杂志刊登了她反对修正主义者尼·亚·别尔嘉耶夫和彼·伯·司徒卢威的两篇文章。——299。



[96]《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299。



[97]指参加过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一些人，他们在1900年4月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和联合会的机会主义多数断绝关系，同劳动解放社一起建立了名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301。



[98]即纽伦堡。列宁参加《火星报》小组和劳动解放社举行的会议后，在从日内瓦赴慕尼黑的途中，曾经过这个城市。——310。







《列宁全集》第4卷


《火星报》编辑部声明

（1900年8月下旬）


编辑部的话

在政治报纸《火星报》出版的时候，我们认为有必要谈一谈我们的意图和我们对自己的任务的理解。

我们正处在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极端重要的时刻。近几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我国知识界传播之快，是异常惊人的，而与这一社会思潮相呼应的却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独立产生的运动。工业无产阶级开始联合起来同自己的压迫者斗争，他们开始如饥似渴地向往社会主义。到处都出现工人小组和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地方性的鼓动小报广为流传，社会民主主义的书报供不应求，政府变本加厉的迫害已阻挡不住这个运动了。监狱中拥挤不堪，流放地也有人满之患，几乎每个月都可以听到俄国各地有人被“抓获”、交通联络站被侦破、书报被没收、印刷所被封闭的消息，但是运动在继续发展，并且席卷了更加广大的地区，它日益深入工人阶级，愈来愈引起社会上的注意。俄国经济的整个发展进程、俄国社会思想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全部历史，将保证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最终冲破重重障碍而向前发展。

可是，另一方面，最近时期我们的运动特别明显的主要特点，就是运动的分散状态，即运动的所谓手工业性质：地方小组的产生和活动，相互之间并没有联系，甚至（这一点尤其严重）与一直在同一中心活动的小组也没有联系；没有树立传统，没有继承性，地方书报也完全反映出分散状态，反映出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树立的东西缺乏联系。

这种分散状态是不符合波澜壮阔的运动的要求的，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使当前成了运动发展的紧要关头。运动本身迫切要求巩固，要求具有一定的形态和组织，然而这种向运动的高级形式过渡的必要性，远非各地做实际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所能认识的。相反，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存在着思想动摇的情况，倾心于时髦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伯恩施坦主义”，散布所谓“经济派”的观点，这样就必然力图阻碍运动，使它停留在低级阶段，把建立领导全体人民进行斗争的革命政党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可以看到这一类思想动摇；狭隘的实际主义不从理论上来阐明整个运动，有把运动引上歧途的危险， 这都是事实
 。凡是直接了解我们大部分组织的实际情况的人，对这一点是不会怀疑的。而且有些著作也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指出《信条》、《〈工人思想报〉增刊》（1899年9月）或彼得堡“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99]的宣言就够了。《信条》已经引起了理所当然的抗议，《〈工人思想报〉增刊》非常露骨地表现了贯串 整个
 《工人思想报》的倾向，彼得堡“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的宣言也是本着这种“经济主义”的精神拟就的。《工人事业》断言，《信条》只不过代表极个别人的意见，《工人思想报》的倾向不过是反映了该报编辑部的思想混乱和不通情理，并不是俄国工人运动进程本身的特殊思潮，这种说法是 完全错误
 的。

与此同时，有一些著作家一直被读者不无根据地认为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在他们的作品中，向资产阶级辩护论的观点转变的迹象愈来愈明显了。这一切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因此，伯恩施坦这个原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更确切些说，这个原社会党人才能历数自己的成就，才能在书刊上扬言在俄国进行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大多是他的信徒而不受驳斥。

我们不想夸大情况的危险性，但是闭眼不看这种危险性，其害处更大；因此我们衷心拥护“劳动解放社”的决定——恢复出版书报的活动，并着手进行有系统的斗争来反对歪曲社会民主主义和把它庸俗化的企图。

由此得出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结论：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巩固的党，这个党要在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统一旗帜下进行斗争。这个任务早就由1898年的代表大会确定了，那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党的《宣言》。

我们既然是这个党的党员，就完全赞同《宣言》的基本思想，而且认为《宣言》的重要意义在于公开宣布了我们党的目的。因此，对我们党员来说，关于当前迫切任务的问题是：为了把党重新建立在尽可能稳固的基础上，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计划？

通常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必须重新选举中央机构并委托它恢复党的机关报。但是，在我们处于涣散状态的时期，这种简单的办法未必合适。

建立和巩固党，也就是建立和巩固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而由于上述原因，这种统一不是下一道命令就可以办到的，不是只根据某一次代表会议的决定就可以实现的，必须经过一番努力。首先，必须做到巩固的思想一致，排除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恕我们直言，这种情况目前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中还普遍存在；必须用党的纲领来巩固思想一致。其次，必须建立一个组织，专门负责各个运动中心的联络工作，完整地和及时地传递有关运动的消息，正常地向俄国各地供应定期报刊。只有建立起这样的组织，建立起俄国的社会主义邮递工作，党才能稳固地存在，党才能成为真正的事实，从而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我们决心要为实现这个任务的前一半，即创办坚持原则的、能够从思想上统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共同的刊物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认为，这是当前运动的迫切要求，是恢复党的活动的必要的准备步骤。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还必须经过一番努力才能达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思想上的统一，为此，我们认为必须公开地全面讨论当前“经济派”、伯恩施坦派和“批评派”提出的原则上和策略上的基本问题。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我们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不然，我们的统一就只能是一种假象，它会把现存的涣散状态掩盖起来，妨碍彻底清除这种涣散状态。因此很清楚，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一个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相反，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大概也没有必要再补充说，我们主张不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坚决反对爱德·伯恩施坦、彼·司徒卢威和其他许多人首先提出而目前甚为流行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暧昧不明的和机会主义的修正。虽然在讨论一切问题时我们持有自己一定的观点，但是，我们决不反对同志之间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为了弄清目前各种意见分歧的深度，为了全面讨论争论的问题，为了同革命运动中不同观点的代表、甚至不同地区或不同“职业”的代表不可避免的走极端现象作斗争，在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工人面前公开展开论战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我们甚至认为，对显然分歧的观点不作公开的论战，竭力把涉及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掩盖起来，这正是当前运动中的一个缺陷。

我们不想一一列举已经列入我们机关报的工作规划的那些问题和题目，因为这个规划本身就是从目前形势下即将出版的政治报纸应该是怎样一种报纸这个总概念产生的。

我们将尽量使全体俄国同志把我们的出版物看作自己的机关刊物，在这里，每个小组都来报道一切有关运动的消息，都来介绍自己的经验，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对文章的要求，作出自己对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的评价，总之，每个小组都来谈谈它对运动的贡献和在运动中的收获。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可能建立真正是全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只有这种机关报才能把运动引上政治斗争的康庄大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要扩大我们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的范围，充实它们的内容。”这句话应当成为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最近的将来活动的口号，因此我们就把这个口号列入我们机关报的工作规划。

我们不仅向社会党人和有觉悟的工人发出号召。我们的号召也是向一切备受现行政治制度压迫和蹂躏的人们发出的，我们为他们提供版面去揭露俄国专制制度的一切丑恶现象。

谁把社会民主党理解为一个只搞无产阶级自发斗争的组织，谁就会满足于只搞地方性的鼓动工作和“纯工人的”书报。我们不是这样理解社会民主党的。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反对专制制度、同工人运动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只有组织成这样一个政党的无产阶级，即现代俄国最革命的阶级，才能够完成它所肩负的历史任务：把全国一切民主分子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顽强的斗争，彻底战胜万恶的制度，完成历代先人的未竟之业。


※　　　　　※　　　　　※

　　每号报纸的篇幅约为1—2印张。鉴于报纸在俄国处于秘密状态，出版日期不能预定。

我们有各方的支持，——外国的一些社会民主党的著名人士答应为我们撰稿，“劳动解放社”（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直接参加我们的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若干组织以及一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团体都答应支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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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是经济派的一个小组织，1898年秋在彼得堡成立，只存在了几个月。说明该社宗旨的宣言，所署日期是1899年3月，同年7月刊载于在伦敦出版的民粹派刊物《前夕》杂志。该社还公布过它的章程，印发过几份给工人的传单。列宁在《怎么办？》第2章第3节批判了该社的观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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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战争

（1900年9—10月）

俄国正在结束对华战争。动员了许多军区，耗费了亿万卢布，派遣了数以万计的士兵到中国去，打了许多仗，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不过，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水淹和枪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而俄国政府以及奉承它的报纸，却庆祝胜利，欢呼英勇的军队的新战功，欢呼欧洲的文化击败了中国的野蛮，欢呼俄罗斯“文明使者”在远东的新成就。

在这一片欢呼声中，只是听不到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觉悟工人的声音。但是，这次新的胜利征战的重负，都落在劳动人民的肩上，从他们中间抽人到遥远的地方去，为了弥补庞大的开支，向他们征收了重税。那么，社会党人对于这次战争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这次战争对谁有利呢？俄国政府的政策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试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我国政府首先想使人相信，它并不是在同中国打仗，它只是在平定暴乱，制服叛乱者，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的秩序。虽然没有宣战，但是问题的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改变，因为战争毕竟是在进行。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袭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说，这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参加了进去。这种掠夺政策通常叫作殖民政策。凡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很快的国家，都要急于找寻殖民地，也就是找寻一些工业不发达、还多少保留着宗法式生活特点的国家，它们可以向那里销售工业品，牟取重利。为了让一小撮资本家大发横财，各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了连年不断的战争，把士兵整团整团地开到有损健康的热带国家去送命，耗费了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大量钱财，迫使当地居民奋起反抗，或者使他们濒于饿死的境地。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印度土著的抗英起义[100]和印度的饥荒，以及现在英国人对布尔人的战争[101]。

欧洲资本家贪婪的魔掌现在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路。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拼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无怪乎出现了瓜分中国的议论。如果按照真实情况，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而是象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象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象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把一座座村庄烧光，把老百姓赶进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这些基督教徒建立功勋的时候，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竟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俄国专制政府在1900年8月12日致各国的照会中宣称：俄国军队占领牛庄并且开入满洲境内，是临时性措施；采取这些措施，“完全是由于必须击退中国叛民的侵略行动”；“绝对不能说明帝国政府有任何背离自己政策的自私计划”。

帝国政府多么可怜啊！它简直象基督教徒那样毫无私心，人们竟冤枉了它，简直太不公平了！几年以前，它毫无私心地侵占了旅顺口，现在又毫无私心地侵占满洲，毫无私心地把大批承包人、工程师和军官派到与俄国接壤的中国地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以温顺出名的中国人的愤怒。修筑中东铁路，每天只付给中国工人10戈比的生活费，难道这就是俄国毫无私心的表现吗？

但是，我国政府为什么要对中国实行这种疯狂的政策呢？这种政策对谁有利呢？它对一小撮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大亨有利，对一小撮为亚洲市场生产商品的厂主有利，对一小撮现在靠紧急军事订货大发横财的承包人有利（有些生产武器、军需品等等的工厂正在拼命地干，并且增雇成百上千的日工）。这种政策对一小撮身居军政要职的贵族有利。他们所以需要冒险政策，是因为借此可以飞黄腾达，建立“战功”而扬名于世。我国政府为了这一小撮资本家和狡猾的官吏的利益，竟然毫不犹豫地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沙皇专制政府这一次也和往常一样，表明自己是甘愿对资本家大亨和贵族卑躬屈膝的昏官政府。

侵略中国对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有什么好处呢？成千上万个家庭因劳动力被拉去打仗而破产，国债和国家开支激增，捐税加重，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的权力扩大，工人的生活状况恶化，农民的死亡有增无减，西伯利亚大闹饥荒，——这就是对华战争能够带来而且已经带来的好处。俄国的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处于奴隶的地位，不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它们就不敢登载任何东西，因此，在对华战争中人民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们没有确切的材料，但是，这次战争的费用高达 几亿卢布
 ，这是没有疑问的。有消息说，政府按照一项没有公布的指令，一次就拨出军费15000万卢布，而目前的战费开支每三四天就要耗掉 100万卢布
 。政府肆意挥霍钱财，但是给饥饿农民的救济金却一扣再扣，斤斤计较每一个戈比，不愿意把钱用在国民教育上，它和一切富农一样，从官办工厂的工人和邮政机关小职员等等的身上榨取血汗！

财政大臣维特曾宣称，1900年1月1日以前，国库尚存闲置现款25000万卢布，但是现在这笔钱已经没有了，都投入了战争，政府正在发行公债，增加捐税，因财政拮据而缩减必要的开支，停止修筑铁路。沙皇政府面临破产的危险，但它仍然拚命实行侵略政策，这不但需要大量资金，而且有卷入更可怕的战争的危险。进攻中国的欧洲列强，已经在分赃问题上争吵起来了，谁也不能断定这次争吵会怎样收场。

沙皇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政策不仅侵犯人民的利益，而且还竭力毒害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凡是只靠刺刀才能维持的政府，凡是不得不经常压制或遏止人民愤怒的政府，都早就懂得一个真理：人民的不满是无法消除的，必须设法把这种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别人身上去。例如煽起对犹太人的仇恨，卑鄙的报纸中伤犹太人，说犹太工人似乎不象俄国工人那样受资本和警察政府的压迫。目前报刊上又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说什么俄国士兵去打仗是如何兴高采烈，如此等等。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拚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但是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因为中国人民也同样遭到俄国人民所遭到的苦难，他们遭受到向饥饿农民横征暴敛和用武力压制一切自由愿望的亚洲式政府的压迫，遭受到侵入中华帝国的资本的压迫。

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从人民群众所处的那种政治上的愚昧无知中挣脱出来。因此，一切觉悟的工人就有责任全力起来反对那些煽起民族仇恨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的人们。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它使人民更加贫困，使人民受到更深的毒害和更大的压迫。沙皇政府不仅把我国人民变成奴隶，而且还派他们去镇压那些不愿做奴隶的别国人民（如1849年，俄国军队曾镇压匈牙利革命）。它不仅帮助俄国资本家剥削本国工人，把工人的双手捆起来，使他们不能团结自卫，而且还为了一小撮富人和显贵的利益出兵掠夺别国人民。要想打碎战争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新的枷锁，唯一的办法就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以结束政府的专制统治，迫使政府不要光照顾宫廷奸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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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指1857—1859年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者的起义。1857年5月10日，德里东北密拉特城的西帕依部队首先举行起义，随即攻占了德里。不久，印度中部、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以及一部分封建主也参加了起义。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和封建主的背叛，这次起义于1859年在英军镇压下遭到失败。但它仍迫使英国在统治印度的政策方面作了若干让步。——320。



[101]英布战争，亦称布尔战争，指1899年10月—1902年5月英国对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19世纪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为了并吞这两个黄金和钻石矿藏丰富的国家，英国发动了这场战争。由于布尔人战败，这两个国家丧失了独立，1910年被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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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科夫的五月》小册子序言

（1900年10月—11月上旬）

这是一本叙述有名的1900年哈尔科夫五一游行示威的小册子，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科夫委员会根据工人自己的记叙编辑而成。这本小册子是当作通讯寄来的，但是我们认为有必要出版单行本，这不仅因为它的篇幅相当大，而且也为了使它更易于尽可能大量地、广泛地流传。再过半年，俄国工人就要庆祝新世纪第一年的五一节了，因此现在就要注意使下次的庆祝活动能够在尽可能多的城市里展开，能够更加振奋人心，使参加者不仅人数多，而且组织性强，自觉性高，同时还决心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争取俄国人民的政治解放，从而争取无产阶级的阶级发展和为社会主义公开斗争的自由天地。现在就要着手准备下一次的五一游行示威了，而最重要的准备措施之一，应当是介绍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取得的成就，分析我们整个运动，特别是五一游行示威还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我们怎样弥补这些不足之处，以争取更好的成绩。

哈尔科夫的五一游行示威表明，庆祝工人的节日，能够变成声势多么浩大的政治性游行示威，要使这种庆祝活动真正成为觉悟的无产阶级伟大的全国游行示威，我们还有哪些不足之处。是什么使哈尔科夫的五月成为著名的事件呢？就是大批工人参加罢工，大街上举行成千上万人的大会，会场上红旗招展，大会宣布传单中提出的各种要求，这些要求都具有革命的内容，例如八小时工作制和政治自由。说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进行政治斗争的程度，说他们的主要事情应该是纯经济斗争，顶多只能慢慢地、悄悄地加上一部分政治鼓动，目的也不是反对俄国的整个政治制度，而是争取某些政治改良。这种鬼话已经被哈尔科夫的五一游行示威彻底驳倒了。但是，这里我们打算着重谈一下事情的另一方面。哈尔科夫的五一游行示威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了俄国工人的政治才能，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对于充分发挥这种才能还有哪些不足之处。

哈尔科夫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准备五一游行示威，事前散发了小册子和传单；工人们还拟订了总游行示威和在马场演说的计划。可是为什么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呢？哈尔科夫的同志们这样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觉悟的工人社会党人“总部”的力量分配不平衡，这个工厂多，那个工厂少；其次，因为工人们的计划“被当局知道了”，当局自然就采取了一切措施来离间工人。结论很清楚：我们缺少一个 组织
 。工人群众已经行动起来了，并且准备跟着社会主义的领袖们走，但是“总部”还没有能够组织成一个坚强的核心，来合理部署觉悟工人的全部力量，保证工作进行得非常秘密，使事前拟订的行动计划不仅不让政府当局知道，而且也不让组织外的人知道。这个组织应当是 革命的
 组织，它的成员应当非常明确地了解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任务，决心同现行政治制度作百折不挠的斗争，它应当把俄国革命知识分子在几十年的教训中积累起来的社会主义知识和革命经验同先进工人所特有的对工人群众的了解以及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和引导群众前进的本领结合起来。我们首先和主要应当关心的就是这种结合，而不是划分知识分子同工人之间的人为的界限，不是建立“纯工人的”组织。这里我们想起了格·普列汉诺夫下面的一段话：


　　“团结已有的革命力量，是这种活动〈鼓动活动〉的必要条件。小组宣传可以由彼此没有任何联系、甚至彼此不知道对方是否存在的人们来进行。当然，没有组织总是会影响宣传的，但是这还不致使宣传不可能进行。而在社会动荡的时代，政治空气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里或那里常常会由于各种各样未能预料的情况而发生越来越多的爆发，预示革命风暴即将到来，总之，不进行鼓动，就会落后，——在这样的时代只有组织起来的
 革命力量才能对事变进程发生巨大的影响。单枪匹马是无能为力的，只有最高级的组织——革命组织
 ，才能肩负起革命事业。”（格·普列汉诺夫《社会党人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第83页）



　　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正是这样一个由于各种各样情况引起动荡和爆发的时代到来了，如果我们不想“落后”，就应当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善于领导一切个别爆发的全俄组织，从而使即将到来的风暴（哈尔科夫工人在小册子的结尾也谈到这个问题）不致成为自发的风暴，而成为无产阶级领导全国人民反对专制政府的自觉运动。哈尔科夫的五一游行示威除具体表明我们的革命组织团结不够、准备不够外，还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有实际意义的证明。小册子里写道：“在五一节和游行示威之际，令人意想不到地提出了各种没有经过适当酝酿的实际要求，因此，总的说来，当然注定要失败。”例如，在铁路工厂工人的14项要求中，有11项是在现行政治制度下也完全可以达到的个别的小改善，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消除胡作非为的现象。除这些要求以外，还有三项同它们性质完全一样的要求，如（4）实行八小时工作制，（7）保证五月事件后工人人身不受侵犯，（10）由工人和厂部组成联合委员会来调解双方的种种纠纷。其中第一个要求（即第4项）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要求。显然，提出这项要求，说明先进的哈尔科夫工人懂得要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团结一致。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不应该把这种要求同工头态度要和蔼、工资要提高10％这样一些局部要求混在一起。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的要求，各行各业的工人可以向（而且应当向）他们的业主提出，这种要求是行业性的要求，是个别工种工人的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是整个无产阶级的要求，这个要求不应向个别业主提出，而是要向国家政权即整个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代表提出，向掌握全部生产资料的整个资本家阶级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具有特殊意义，它是一项声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声明。我们应当让工人们了解这种差别，使他们不要把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降低到象要求发给免票或开除守卫那样的水平。一年来，这里那里的工人们经常向业主提出各式各样的局部要求并为其实现而斗争，社会党人在支援这种斗争时，应当随时指出这种斗争要同各国无产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联系起来。因此五一节应当成为庄严地宣布工人们意识到这种联系并坚决参加这种斗争的日子。

拿成立纠纷调解委员会的要求（第10项）来说，由工人和厂部分别选出的代表组成的这个委员会，当然可以带来很多好处，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就是选举完全自由和代表完全独立。假若那些反对选举厂方走狗、激烈抨击厂部、揭露厂部的一切迫害行为的工人会被开除，那这个委员会还能带来什么好处呢？这样的工人不仅会被开除，而且还会被逮捕。这就是说，要让这个委员会给工人带来好处，第一，必须使代表不受厂方的左右；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成立工人的自由工会，即包括许多工厂、拥有自己的储金会并且能保卫自己的代表的工会。只有在本行业的许多工厂，最好是全部工厂都联合起来的时候，调解委员会才会有好处。第二，必须使工人的人身不受侵犯，也就是说，警察和宪兵不能任意逮捕工人。这项要求即保证工人人身不受侵犯（第7项）已经提出来了。试问，工人能向谁要求到保证人身不受侵犯和结社自由（我们认为这是调解委员会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呢？只有向国家政权要求，因为人身不受侵犯和结社自由有没有保证，取决于俄国国家的根本法律，甚至取决于俄国的国家管理形式。俄国的管理形式是无限君主制。沙皇专制独裁，独自颁布法律，任命全部高级官员，人民和人民代表无权过问。在这种国家制度下，人身不可能不受侵犯，公民结社，特别是工人结社不可能自由。因此向专制政府要求保证人身不受侵犯（和结社自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种要求无异于为人民要求政治权利，而专制政府之所以叫作专制政府，正是由于它不给人民政治权利。只有当 人民的代表
 能够参与颁布法律和管理整个国家的时候才有可能保证人身不受侵犯（和结社自由）。现在没有人民代表机关，专制政府一只手给工人一点小小的让步，另一只手又总想把它夺回来。哈尔科夫的五一游行示威再一次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省长接受工人群众的要求，释放了被捕者，几天之后，彼得堡又下令把几十名工人重新抓起来！省和工厂当局“保证”代表不受侵犯，而宪兵队却把他们抓起来投入单人牢房或赶出城市！这种保证对人民能有什么好处？

正因为如此，工人应当要求沙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国民代表会议。今年五一节前在哈尔科夫散发的传单中，曾经提出了这种要求，我们看到一部分先进工人完全了解它的意义。我们应当让 所有的
 先进工人都清楚地了解这种要求的必要性，让他们不仅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宣传这种要求，而且在接近工人和很想知道社会党人和“城市”工人为什么而斗争的各阶层人民中广泛宣传这种要求。今年，在工厂视察员提出工人究竟需要什么的问题时，只有一个人高呼“要宪法”，由于这个喊声是孤零零的，一个记者多少带点嘲笑的口吻说：“一个无产者 放了一炮
 。”另一个记者干脆说，“在这种场合”这个回答是“半可笑的”（见《工人事业》出版的《哈尔科夫的工人运动》，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科夫委员会”总结报告。1900年9月日内瓦版第14页）。老实说，这个回答并没有什么可笑的，可笑的只是这个孤零零地提出的改变整个国家制度的要求同缩短工作日半小时和在工作时间发放工资的要求极不协调。但是这后两项要求同要求宪法之间的联系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我们能使（我们一定能使）群众都了解这种联系，那么“要宪法！”的呼声就不会只是从一个人口中喊出来，而是从成千上万人的口中喊出来了，那时这个呼声就不是可笑的，而是可畏的了。据说，有人5月份路过哈尔科夫时问一个马车夫，工人要的是什么，马车夫回答说：“他们要求八小时工作和办自己的报纸。”这个马车夫已经懂得，工人是不会满足于一些小恩小惠的，工人希望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希望自由而公开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并且为实现这些要求而奋斗。但是从他的回答中还看不出他意识到工人是在为全国人民的自由、为他们取得参加管理国家的权利而斗争。当俄国一切工业城市和工人区的工人群众完全自觉和坚定不移地反复提出沙皇必须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要求的时候，当工人使全体城市居民和一切进城的农民都懂得社会党人的要求是什么，工人是为什么而斗争的时候，人民从警察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伟大日子就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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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4卷


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

（1900年11月初）

俄国社会民主党不止一次地声明过，俄国工人政党的当前政治任务应该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这一点在十五六年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即“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声明过；两年半以前，1898年春，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成员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作过这一声明。虽然有过不止一次的声明，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问题，现在又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们运动中有许多人，对上述问题的解答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他们说经济斗争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们把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推到次要地位，缩小和限制这些任务，他们甚至声称，要在俄国成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言论，只是人云亦云，工人只要进行经济斗争就行了，政治可以让知识分子联合自由派去搞。新信条（臭名远扬的《信条》）的这个最近的声明，竟公开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还很幼稚，并且完全否定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而《工人思想报》（特别是《增刊》）所谈的，实质上也是这个意思。俄国社会民主党现在正处于动摇时期、怀疑时期，甚至到了自我否定的程度。一方面，工人运动正在脱离社会主义：有人在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但是有关整个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和政治任务，却根本不向工人解释，或解释得很不够。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也在脱离工人运动：俄国社会党人又在纷纷议论，说反对政府的斗争应该由知识分子单独进行，因为工人只能进行经济斗争。

我们认为，这些可悲的现象，是由三种情况造成的。第一，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活动初期，只进行一些小组宣传工作。等到我们转向群众鼓动工作的时候，有时不免陷入另一极端。第二，在活动初期，我们不得不经常同民意党人进行斗争，来保卫我们存在的权利。民意党人把“政治”理解为脱离工人运动的活动，把政治缩小到只进行密谋活动。而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这种政治的时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竟笼统地把政治推到了次要地位。第三，当社会民主党人分散在地方工人小组内进行活动的时候，没有很好地重视，必须组织革命政党来统一各地方小组的一切活动，并正确地安排革命工作。工作分散占优势的情况，自然同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情况是有关联的。

上述的一切情况，使大家热中于运动的一个方面。“经济派”（如果可以说是一个“派”的话）企图把这种狭隘观点，提高为一种专门的理论，为此他们就企图利用那种打起新的旗帜传播旧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时髦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这种企图的危险性就是削弱了俄国工人运动同俄国社会民主党这个争取政治自由的先进战士之间的联系。而我们运动的最迫切任务，就是要巩固这种联系。

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它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维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为只从事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他党派的尾巴，背叛“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102]这一伟大遗训。各国都经历过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联系、各行其是的时期，这种相互脱节的现象，削弱了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所有的国家里，只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奠定了二者的牢固基础。但是，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在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必要性，在理论上早就讲过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结合只是到现在才开始形成。这个形成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各种动摇和怀疑，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

从过去的历史中，我们得出的教训是什么呢？

整个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最迫切任务是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是集中在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上的。另一方面，历史表明，社会主义思想脱离劳动阶级先进人物的现象，在俄国要比其他国家厉害得多，因此俄国革命运动必然软弱无力。由此自然产生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随着运动的发展，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场所会越来越广，工作的方面会越来越多，需要越来越多的搞运动的人集中力量去解决宣传和鼓动的日常需要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局部任务。这种现象完全是合乎规律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现象迫使我们特别注意，要使局部的活动任务和个别的斗争手段不致成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要使准备工作不致成为主要的和唯一的工作。

促进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组织，是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谁把这个任务推到次要的地位，不使一切局部任务和个别斗争手段从属于这个任务，谁就会走上错误的道路，并给运动带来严重的危害。把这个任务推到次要地位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他们号召革命者依靠某些脱离工人运动的密谋小组的力量，去同政府作斗争；第二种人，他们经常缩小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内容和范围，他们认为只有在工人生活中的特殊时刻，只有在庄严的场合，用“政治”来款待工人才是可能和适当的，他们过分注意把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化为要求专制制度作个别让步，而不太注意把这些要求变成革命工人政党反对专制制度的有计划的坚决的斗争。

“组织起来！”《工人思想报》用各种调子一再向工人这样宣传，“经济派”的一切拥护者也一再向工人这样宣传。我们当然完全同意这个呼吁，但是一定要补充一句：不但要组织互助会、罢工储金会和工人小组，而且要组织政党，组织起来同专制政府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无产阶级就不能去进行自觉的阶级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工人运动就会软弱无力，只靠一些储金会、工人小组和互助会，工人阶级永远不能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任务：使自己和全体俄国人民摆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奴隶地位。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俄国工人阶级已经表明它能够推举出这样的人物，最近五六年来俄国工人所广泛开展的斗争，表明工人阶级中蕴藏着无穷的革命力量。它表明，追求社会主义、追求政治觉醒和政治斗争的工人，不仅没有因为政府的疯狂迫害而减少，而且还增加了。我们的同志在1898年召开的代表大会，正确地提出了任务，不是人云亦云，不是只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憧憬……我们把党的纲领问题、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以后，就应该坚决着手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对我们纲领的基本原则的看法，已经讲过了，详细阐述这些原则，不是本文的任务。关于组织问题，我们打算在最近几号报纸上写一些文章。这是我们最伤脑筋的问题之一。在这方面，我们大大落后于俄国革命运动的老一辈活动家；我们应该坦白承认这一缺点，应该想尽一切方法使我们的活动更加秘密，有系统地宣传活动准则以及蒙蔽宪兵和躲避警察耳目的方法。我们应该培养一些不仅能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大的组织，大到可以使我们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之间进行严密的分工。至于策略问题，我们只能在这里谈这样一点：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它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并且在现有条件下能够使我们取得最大的成绩。有了坚强的组织严密的党，某一次的罢工也能够变成政治示威，变成对政府的一次政治胜利。有了坚强的组织严密的党，个别地区的起义也能够发展成胜利的革命。我们应当记住，为满足个别要求，为取得个别让步而同政府展开的斗争，不过是和敌人的小小接触，不过是小小的前哨战，决战还在后面。我们面对着一座强大的敌人堡垒，从那里向我们发射出雨点般的炮弹和枪弹，夺去了我们的优秀战士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夺取这座堡垒。只要我们能够把日益觉醒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和俄国革命者的一切力量联合成一个党，并能使俄国一切生气勃勃和正直的人都倾向于这个党，我们就一定能够拿下这座堡垒。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实现俄国工人革命家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的伟大预言：“等到千百万工人群众举起筋肉条条的拳头，士兵刺刀保卫着的专制枷锁就会被粉碎！”[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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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见注88。——335。



[103]工人革命家彼·阿·阿列克谢耶夫的这句话出自他1877年3月10日（22日）在彼得堡沙皇法庭上发表的演说。这篇演说于1877年第一次刊登在伦敦的《前进》杂志上，后来经许多秘密报刊转载，在俄国工人中广为流传，对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338。







《列宁全集》第4卷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104]


（1900年11月下旬）

今年春天，在瑞士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联合会分裂了。少数会员，以“劳动解放社”（该社创立了联合会，1898年秋以前负责编辑联合会的各种出版物）为首，成立了独立的组织，名叫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多数会员，包括机关刊物《工人事业》的编辑部在内，仍旧称为联合会。1898年春，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大会，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承认了联合会是我们党的国外代表。现在国外联合会分裂了，我们应该怎样考虑代表资格问题呢？我们不打算详细研究分裂的原因，而只想指出，目前到处都在严厉指责普列汉诺夫，说他霸占了联合会的印刷所，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印刷所的负责人只是拒绝把整个印刷所交给已分裂的联合会的某一方，于是双方很快就把印刷所分掉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实是：《工人事业》在争论的实质问题上错了，它错误地否认了“经济派”的存在，采取了错误的策略，不提这一派的极端表现，并且不同这种表现作公开的斗争。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拒绝承认已分裂的组织的某一方为我们党的国外代表，尽管我们丝毫不否定《工人事业》的功绩，它在出版刊物和组织运送书报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下一次党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以前，这个问题应当作为悬案。目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国外代表，是国际常务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在今年秋天召开的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05]上成立的）的俄国委员。被选入委员会的俄国委员有两个：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克里切夫斯基（《工人事业》编辑之一）。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两个派别间还没有和解或达成协议以前，有关俄国代表机关的一切事务，我们打算同格·瓦·普列汉诺夫接洽。最后，我们应该表示意见，说明我们愿意让谁代表俄国在国际常务委员会中担任书记一职。现在，有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幌子下，竭力用资产阶级思想和屈从全副武装的敌人（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来腐蚀社会民主党。在这样的时候，特别需要一个能够顶住逆流、坚决反对思想动摇的人担任这个重要职务。根据这一原因和上述理由，我们拥护格·瓦·普列汉诺夫担任这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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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格·瓦·普列汉诺夫看了列宁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一文之后，写信给《火星报》慕尼黑编辑部，要求对文章作某些修改，尤其是不要提《工人事业》杂志的功绩问题。列宁于1900年12月11日复信《火星报》日内瓦编辑部（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文章已按来信意见修改，只是不能删去有关《工人事业》的功绩的话。他认为这样做对他们的反对者是不公平的，这些人对于社会民主党并非只有过失可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339。



[105]指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0年9月23—27日在巴黎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的代表791名。俄国代表团由24名代表组成，在大会上分裂为以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为首的多数派和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少数派。代表大会注意的中心问题，是与1899年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的瓦尔德克-卢梭政府这一事件有关的“夺取公共权力和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问题。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了卡·考茨基提出的决议案，其中说：“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的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俄国代表团多数派投票赞成考茨基的这个含糊其词的“橡皮”决议案，少数派则支持茹·盖得提出的谴责米勒兰主义的决议案。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建立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的社会党国际局和在布鲁塞尔设立国际局书记处的决议。按照代表大会的决议，由各代表团选派的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须经本国的党组织批准，在批准以前是临时的。——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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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29日记事

1900年12月29日，星期六，深夜2时。

我想把今天同“双生子” 
［注：指彼·伯·司徒卢威。——编者注］

 谈话的印象记下来。这是一次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会议（阿尔先耶夫，维里卡，双生子＋妻子 
［注：指彼·伯·司徒卢威的妻子尼·亚·司徒卢威。——编者注］

 ＋我），至少在我的一生中是一次历史性会议。这次会议即使没有总结我生活中整整一个时期，也总结了我生活的整整一页，并且决定了我以后长时期的行动和生活道路。

阿尔先耶夫交出工作之初我以为双生子会靠拢我们，会从自己那一方面迈出几步。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产生这个奇怪的错误，大概是因为阿尔先耶夫非常想得到双生子用来“引诱”他的那些东西，即政治材料、通讯等等，“求之愈切，信之愈坚”，所以阿尔先耶夫相信双生子用来引诱他的东西是有可能得到的，他愿意相信双生子的诚意，相信可能很好地同他和睦共处。

正是这次会议彻底而不可挽回地推翻了这种信念。双生子完全暴露了他的另一副面孔，暴露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即从最坏的意义上去理解的政治家，暴露了他是一个政客、滑头、奸商和无耻之徒。他是 确信我们没有力量
 才来的，这是阿尔先耶夫本人对这次商谈结果所下的定论，这个定论完全正确。双生子来是因为相信我们没有力量，他来是为了向我们提出 投降
 的条件，他提议的方式非常高明，没有用一个尖锐的字眼，然而却暴露出，最新的“批评派”这种温文尔雅的外衣遮盖着庸俗自由派的粗俗的商人本性。

为什么他双生子不愿意干脆做撰稿人，对于我的这个质问（今晚事务性的谈话就是从这个质问开始的），他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他从心理上就不能够为把他“骂得体无完肤”（他的原话）的杂志工作，我们怎能设想，我们骂他，而他还会给我们“写政论性的文章”（原话！），只有在完全平等（显然是批评派和正统派之间的平等）的条件下才能够谈得上撰稿，在声明 
［注：见本卷第311—318页。——编者注］

 发表以后，他的一个同志和朋友[106]甚至不想去会见阿尔先耶夫，而他双生子的态度并不是由声明、甚至完全不是由声明决定的，决定他态度的是，过去他只想做一个“好心的帮手”，现在他不打算以此为限，而想当一个编辑（双生子几乎就是这样说的！！）。双生子的话并不是一下子和盘托出的，关于他撰稿的问题，谈判拖得很久（阿尔先耶夫和维里卡认为拖得太久了），但是从谈判中我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印象，就是同这位绅士在一起是什么也搞不成的。

后来，他开始坚持自己的提议：为什么不按平等权利创办第三种政治机关刊物，这既有利于他也有利于我们（我们可以从提供的资料中为报纸多少“搞到”一些材料）。他建议，在刊物的封面上不必写上什么社会民主党的字样，也用不着标出我们的名称，我们必须（不是形式上必须，而是道义上必须）向这个机关刊物提供自己所有的一般政治材料。

问题已经很清楚，我也就直截了当地说，绝对谈不上创办第三种机关刊物，这里问题在于，应当由社会民主党来领导政治斗争呢，还是由自由派独立地和单独地来领导（我说得更明白更确切）。双生子听明白以后很生气，他说，在我把话说得清楚到值得感谢的程度（原话如此！）以后，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现在只要谈谈出版文集的问题，——文集也就是第三种杂志（我这样说）。于是双生子说，那就只出版一个 现成的
 小册子好了。我问：哪个小册子？他的妻子用耍无赖的口吻说：问这个有什么用；如果你们在原则上决定同意，那我们再谈，如果不同意，那就用不着问了。我问了一下印刷的条件，双生子说：某某出版就成了，不一定要提到你们的名称，除了出版社外，不一定要和你们的名称有联系。我对此也表示反对，开始争辩，要求标上我们的名称，这时，阿尔先耶夫也不同意我的意见，争论就此中断了。

最后，——商妥暂时不作决定——阿尔先耶夫和维里卡对双生子还不肯放松，要求 他
 作出解释，同他争论，但是我就再没有讲话，只是在笑（这是双生子看得很清楚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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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指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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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司徒卢威的协议草案[107]


（1901年1月中旬）


　　社会民主党《曙光》—《火星》社和民主反对派自由社的代表之间达成协议如下：


（1）《曙光》社出版属于《曙光》杂志的特刊，名为《时评》，自由社参加该特刊的编辑工作。

（2）编辑工作在如下基础上进行：每一方都有权否决另一方的材料和文章。

（3）出版大纲：（a）有关政府、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和等级机关等的活动的材料和文件 
［注：用小号字印出的部分是亚·尼·波特列索夫写的。——俄文版编者注］

 。

　　　　　　（b）关于俄国国内社会生活、政府对内和对外政策问题的文章。

　　　　　　（c）内政评论。

（4）双方均有责任积极为《时评》提供材料。但是，《曙光》编辑部对自己拥有的上述第3条所列各类材料，当其性质更适合于自己的专门出版物时，可以在这些出版物上刊载。

（5）《曙光》社负责《时评》的出版、运送和发行等一切事务。X社方面则支付与此有关的全部费用。

（6）如果上述事业停办，《时评》所存的份数由双方平分。


　　附注：
 《曙光》编辑部有权在《时评》的封面上刊登自己出版物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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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同司徒卢威的协议草案是在列宁、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同彼·伯·司徒卢威谈判时制订的。这次谈判于1900年12月16日（29日）—1901年2月中在慕尼黑举行，起因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即草案中提到的民主反对派自由社）的代表司徒卢威等人想在国外创办机关刊物《时评》，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并行出版，但与社会民主党不发生公开的关系；《火星报》编辑部也希望通过司徒卢威获得政治材料和通讯稿。在谈判中，《火星报》编辑部要求新刊物《时评》作为《曙光》杂志的附刊出版，期数不得多于《曙光》杂志，《时评》编辑部在平等基础上由《火星报》编辑部与司徒卢威和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组成。在谈判过程中发现，司徒卢威打算利用《火星报》编辑部为《时评》服务，企图把《时评》变成同《火星报》竞争的刊物。在拟定协议草案时，司徒卢威拒绝了《火星报》编辑部提出的第7条，即《火星报》编辑部有充分自由利用《时评》获得的一切政治材料。这次谈判以破裂告终。列宁对这次谈判的看法，参看他1901年1月30日给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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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



［注：看到政府公告时，报纸已经拼版。］



（1901年1月）

1月11日，各报刊载了国民教育部关于送基辅大学183个大学生去当兵的政府公告，说这是因为他们“结伙闹风潮”。1899年7月29日的暂行条例（这是对大学生和社会人士的一种威胁），颁布后不到一年半就付诸实行了，政府急于要证明采取这种空前未有的惩办措施是正确的，就提出了一大篇起诉书，大肆渲染大学生的暴行。

暴行一个比一个厉害。夏天，在敖德萨举行了全国大学生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纲领，要把全国大学生组织起来，用各种方式对学院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表示抗议。由于这些有罪的政治目的，全体大学生代表被逮捕，文件被没收。但是，风潮并没有平息，反而有所发展， 许多
 高等学校接连不断地闹起了风潮。大学生想要自由地、独立自主地讨论和处理他们的共同问题。学校当局却以俄国官吏历来所特有的冷漠的形式主义态度来对付他们，吹毛求疵，引起他们的极端不满，很自然地促使那些还没有染上苟且偷安这种资产阶级肮脏思想的青年起来反对警察和官僚统治的整个制度。

基辅大学学生要求解聘一个接任离校同事职务的教授。学校当局表示拒绝，结果弄到青年们起来“集会和游行示威”，于是才……作了让步。大学生举行集会，讨论怎么会发生两个纨袴子弟强奸一个少女这种丑事（传闻如此）。学校当局判处主要“滋事者”坐禁闭室。他们不服，就被开除了。人群示威似地把被开除的人送到车站。后来又举行了一次集会，大学生一直坚持到晚上，校长不露面，他们就不解散。副省长和宪兵局局长带着一队士兵来了，包围了学校，闯进讲堂，于是把校长请了出来。你们以为大学生是要求颁布宪法吗？不是的，他们要求撤销坐禁闭室的处分，恢复被开除者的学籍。参加集会的人被记下了姓名并打发回家。

大学生的要求是温和的、毫无恶意的，政府却惊恐万状，好象斧头已经砍到它维持统治的支柱上了，请想一想这两种情况是多么不相称啊。这种惊恐万状的表现，最明显不过地露出了我国“万能”政府的马脚。这比任何“罪恶的宣言”都更清楚地表明（向一切有眼可看、有耳可听的人[108]表明），政府已经感觉到自己是十分不稳固的，它相信只有用刺刀和皮鞭的力量才能压制人民的愤懑而保护自己。积累了数十年经验的政府，确信它的周围堆满了易燃物品，只须一个小小的火星，哪怕只是对禁闭处分的抗议，就足以引起一场大火。既然如此，那显然需要惩一警百：送它几百个大学生去当兵！“让军曹去代替伏尔泰！”[109]这个原则还丝毫没有过时，相反，这个原则注定要在20世纪真正实现。

这个新的惩治办法（新就新在它企图复活老早就过时的旧东西），引起了很多的联想和对比。三代以前，在尼古拉时代，送去当兵是一种很自然的处分，它和俄国整个农奴社会制度是完全适应的。当时把贵族子弟送去当兵，是为了要他们服务并取得军官头衔，以改变贵族的自由放任的习气。把农民送去当兵，是要他们长期服苦役，在那里他们将遭到惨无人道的“绿街式的”拷打[110]以及种种折磨。我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已经有25年以上了，这个措施当时受到了赞扬，说它是一个伟大的民主改革。真正的而不是纸上空谈的普遍义务兵役制，无疑是一项民主改革，它打破了等级制，使公民一律平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送去当兵难道可以作为一种惩罚吗？政府把义务兵役制变成一种惩罚，不正表明我们实行的与其说是 普遍
 义务兵役制，还不如说是强制兵役制吗？1899年的暂行条例，把我国酷似欧洲典章的那些规章制度的假面具撕破了，把它们亚洲式的野蛮实质暴露无遗了。其实，我国从来没有实行过普遍义务兵役制，因为出身显贵、有钱有势的人享有的特权，造成了许多例外。其实，我国在服兵役方面，从来没有过什么类似公民一律平等的东西。相反，兵营中充满着极其使人愤怒的无权现象。工农出身的士兵毫无保障，人格受侮辱，横遭勒索，总是被拳打脚踢。有钱有势的人却有种种优待和豁免。难怪送进这个专横暴虐的学校，就成了一种惩罚，甚至是一种近乎剥夺一切权利的非常严厉的惩罚。政府打算在这个学校中教训“暴徒们”安分守己。这个算盘打错了没有呢？俄国这所服兵役的学校会不会变成革命的军事学校呢？当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能够读完这个学校的全部课程的。一部分人会被繁重的苦役搞垮，在同军事当局发生冲突中遭到牺牲，另一部分软弱无能和意志薄弱的人则会被兵营生活吓倒，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会在兵营生活中受到锻炼，扩大眼界，缜密地思考和检验一下他们的解放要求。这时，他们会亲身体验到专横和压迫的全部威力，因为他们的整个人格要听凭那些经常有意嘲弄“有知识的人”的军曹去摆布。他们会看到普通老百姓的真实处境。他们会因每天都亲眼看到凌辱和暴力而感到痛苦，他们会懂得，大学生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无端指摘，同人民所受的压迫比起来只是沧海一粟。谁懂得了这一点，谁就会在退役时立下汉尼拔式的誓言[111]：决心和人民的先进阶级在一起，为把人民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而斗争。

但是，新的惩罚手段对人的侮辱，同它的残酷性一样使人感到气愤。政府向所有正派的人进行挑战，说那些反对专横的大学生完全是无理取闹，正象它说被流放的罢工工人是品行不端一样。请看看政府的通告吧，其中堆满了不守秩序、骚乱、为非作歹、肆无忌惮、胡作非为这样一些字眼。一方面认定大学生有犯罪的政治目的和提出政治抗议的企图；另一方面却又污蔑大学生是一群无理取闹的分子，需要绳之以纪律。这是对俄国舆论界的一记耳光，因为政府很清楚，舆论界是同情大学生的。而大学生对此唯一恰当的回答应该是：把基辅大学生的威胁变成现实，即在各高等学校的全体学生中组织顽强持久的罢课，要求取消1899年7月29日的暂行条例。

但是，应该反击政府的不只是大学生。政府自己使这次事件超出了纯粹大学生的范围。政府求助于舆论界，大肆吹嘘它惩治办法的果断，对一切解放的要求加以嘲弄。各阶层人民中一切有觉悟的分子，如果不想做忍气吞声、甘愿受辱的奴隶，也应该反击这一挑衅。而领导这些有觉悟的分子的，是先进的工人和同他们有紧密联系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人阶级不断受到现在同大学生发生激烈冲突的警察专制统治的更大压迫和侮辱。工人阶级已经为自己的解放展开了斗争。工人阶级必须懂得，这个伟大的斗争使他们担负起了伟大的任务，如果他们不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他们就不能解放自己，他们必须首先大力响应一切政治性的抗议并且给以一切援助。在我国有教养阶级的优秀人物中，有成千上万的革命者惨遭政府毒手，他们的鲜血证明他们能够跺掉也决心跺掉自己脚上资产阶级社会的灰尘，走到社会党人的行列里来。而一个工人，如果他眼看政府派军队去镇压青年学生而无动于衷，那他就不配称为社会党人。大学生帮助过工大，工人也必须帮助大学生。政府想愚弄人民，说什么提出政治抗议就是无理取闹。工人必须公开声明并且向广大群众说明：这是谎话，暴力的真正来源，胡作非为和横行霸道的真正来源，是俄国专制政府，是警察和官僚的专制统治。

如何组织这一抗议活动，要由各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人小组来决定。散发和张贴传单，举行各种集会，尽可能邀请社会各阶级的人士参加，——这些都是最切实可行的抗议形式。但是，更理想的是，在那些有巩固的和坚强的组织的地方，能够通过群众性的游行示威来组织更广泛更公开的抗议活动。去年12月1日在哈尔科夫《南方边疆区报》编辑部门前的游行示威，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榜样。这家攻击一切追求光明和自由的意向、颂扬我国政府一切暴行的卑鄙报纸，当时正在开庆祝创刊日大会。编辑部门前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兴高采烈地撕碎了《南方边疆区报》，把报纸系在马尾巴上，用报纸包着小狗，把石块和盛硫化氢的小瓶抛进窗口，并且高呼：“打倒卖身求荣的报纸！”这就是卖身求荣的报纸编辑部和所有国家机关真正应该得到的庆贺。长官赞赏的庆祝大会并不经常召开，但是显示人民制裁力量的庆祝大会倒是应该经常给他们开一开的。政府专横暴虐的任何表现，都是举行这种游行示威的正当理由。现在政府公开宣布惩办大学生，人民也就应该给它来一个公开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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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有眼可看、有耳可听的人一语出自圣经《新约全书》。耶稣在传道时多次对众人说，有眼可看的人都应当看，有耳可听的人都应当听。意思是说，对于善于观察，用心领会的人，无论什么隐蔽的事物，一听也就明白，一看也就清楚。这里是指明辨是非的人民大众。——347。



[109]“让军曹去代替伏尔泰！”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斯卡洛祖勃上校所说的一句话，意即用横暴的军事专制手段去压制和扼杀自由思想和进步文化。——347。



[110]“绿街式的”拷打是农奴制俄国军队中对士兵采取的一种残酷的体罚。所谓“绿街”就是让士兵相向而立，排成长长的两行，每人手执绿树枝或棍棒。被罚人上体裸露，双手捆绑在步枪枪托上，被人拖着从两行士兵中间通过，两旁的士兵挨个地抽打他，直到把“绿街”走完为止。这种刑罚在尼古拉一世时代（1825—1855年）特别盛行。——348。



[111]汉尼拔（公元前247—183年）是古代迦太基的统帅。他自幼在神殿祭坛前立下誓言，要为击败罗马而献身。在迦太基和罗马争夺地中海霸权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他英勇善战，重创罗马，后战局逆转，自杀殉国。汉尼拔式的誓言就是下定决心、始终不渝的意思。——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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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打吧，但不要打死

二　何必要加速时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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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打吧，但不要打死

1月23日，莫斯科高等法院组成的 有等级代表参加的
 特别法庭在下诺夫哥罗德审理了农民季莫费·瓦西里耶维奇·沃兹杜霍夫被殴致死的案件。沃兹杜霍夫是被送到区警察局去“醒酒”的，但是在那里遭到舍列梅季耶夫、舒利平、希巴耶夫和奥尔霍文等4个警察和派出所代理巡官帕诺夫的一顿毒打，第二天就死在医院里了。

这件普通案件的简单情节就是这样，它很清楚地说明了我们警察局平日的所作所为。

根据报上极简单的报道看来，事情的全部经过是这样的。4月20日，沃兹杜霍夫坐马车到省长公署去。省长公署的侍卫走了出来。他后来在法庭作证说，沃兹杜霍夫没有戴帽子，喝了酒，但是没有醉，他来控诉某某轮船码头不卖给他船票（？）。侍卫就命令岗警舍列梅季耶夫把沃兹杜霍夫带到区警察局去。沃兹杜霍夫喝得很少，他还同舍列梅季耶夫心平气和地谈话，到区警察局以后还清清楚楚地对派出所巡官帕诺夫说出他的姓名和身分。尽管如此，舍列梅季耶夫（显然是得到刚刚审问过沃兹杜霍夫的帕诺夫的允许）不是把沃兹杜霍夫“ 推进
 ”关着几个醉汉的拘留室，而是把他推进拘留室隔壁的“ 士兵室
 ”。在推的时候，他的军刀碰在门钩上把手划破了，他以为是沃兹杜霍夫抓住军刀，扑过去就打，还大声喊叫，说他的手被人砍伤了。他使出了全身力气，打沃兹杜霍夫的脸，打他的胸部和肋部，直打得他仰面朝天，头碰到地上，连声求饶。据当时押在拘留室里的一位见证人（谢马欣）说，沃兹杜霍夫曾经说：“为什么打我？”“我又没有错。看在上帝的份上，饶了我吧！”据这位见证人说，沃兹杜霍夫并没有醉，醉的倒是舍列梅季耶夫。关于舍列梅季耶夫“教训”（这是起诉书上的话！）沃兹杜霍夫一事，他的同事舒利平和希巴耶夫都知道，这两个人从复活节的第一天起（4月20日是星期二，即复活节的第三天）就在警察局里喝酒。他们两个同从另一个区警察局来的奥尔霍文一起走进士兵室，对沃兹杜霍夫拳打脚踢。派出所巡官帕诺夫也进来了，用书打他的头，用拳头打他。一个被拘留的妇女说：“他们打得太狠了，太狠了，直吓得我的肚子发痛。”这顿“教训”结束后，派出所巡官很坦然地命令希巴耶夫把被打者脸上的血迹洗掉（这样毕竟体面些；千万别让上司看到！），把他拖进拘留室去。沃兹杜霍夫对其他被拘留的人说：“哥儿们！你们看到警察局是怎么打人的吗？请你们作证，我要去告！”但是他没有告成，第二天清早发现他完全失去了知觉，送到医院后8小时昏迷不醒就死了。解剖尸体时发现他的肋骨断了10根，浑身青紫，脑内淤血。

法院判处舍列梅季耶夫、舒利平和希巴耶夫4年苦役，而奥尔霍文和帕诺夫只判了 1个月的拘留
 ，认为他们犯的只是“欺压”罪……

我们就从这个判决开始把事情分析一下。苦役是按刑法典第346条和第1490条第2款判处的。第346条写道：官员在执行职务时造成伤残事故者，应“按所犯之罪”予以 最重的刑罚
 。第1490条第2款规定：将人严刑拷打致死者，应判处8年到10年苦役。等级代表和皇室法官组成的法庭没有予以最重的刑罚，而是把它 降低了两等
 （第6等：8—10年苦役；第7等：4—6年苦役），也就是说，法庭作出的是在情节可以从轻处理的情况下法律所允许的最低刑罚，而且还是最低一等中的 最低的
 年限。总而言之，法庭竭力为被告减刑，甚至超过了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因为它规避了关于“最重的刑罚”的法律。当然，我们决不是想说，“最公正的裁判”应该是10年苦役而不是4年苦役；重要的是凶手被认为是凶手，而且被判了苦役。但是不能不指出皇室法官和等级代表组成的法庭的极其明显的倾向：他们在审判警察局的官员时，是蓄意尽量从宽处理的；而当他们在审判那些有触犯警察的行为的人时，那大家都知道是一贯从严的。 
［注：顺便再举一件事实，来说明我国法庭是根据什么尺度来惩罚不同罪行的。审判打死沃兹杜霍夫的凶手们以后没有几天，莫斯科军区法庭审判了一个在当地炮兵旅服役的士兵，他在军需库值勤的时候，从那里偷出50条裤子和一些靴用皮。结果被判4年苦役
 。一个被送交警察局的人，他的生命只值一个哨兵偷的50条裤子和一些靴用皮。在这个奇特的“等式”中，就象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一样，反映出我们警察国家的整个制度。个人同政权比起来——太微不足道了。政权的纪律就是一切……但是，对不起，“一切”只是针对小人物而言的。小贼要处苦役，而大贼，那些侵吞大量公款的大亨、大臣、银行经理、铁路建筑师、工程师、承包人等等，顶多不过是被流放到边远的省份，在那里他们可以靠搜刮来的钱过舒舒服服的生活（如西伯利亚西部的银行盗贼），还可以很容易地从那里逃到国外去（如宪兵上校梅兰维尔·德·圣克莱尔）。］



这是派出所巡官先生啊……那怎么能不从宽处理呢？他看到了这个被带来的沃兹杜霍夫以后，显然是吩咐不要带到拘留室，而是先带到士兵室去教训一顿；他也同他们一起用拳头和书（大概是用法典）来打他；他命令毁灭罪迹（洗掉血迹）；他在4月20日夜间向外出回来的区警察局局长穆哈诺夫报告，“在托付给他的区警察局里平安无事”（原话！），——但是他跟那些凶手根本不同，他的过错不过是有凌辱行为，不过是有应判拘留的普通欺压行为。所以这位没有犯杀人罪的绅士帕诺夫先生，现在仍在警察局里供职而且担任警察局巡官的职务，也就不足为奇了。帕诺夫先生不过是把他“教训”平民的那套有效办法从城市搬到了乡村。读者们，请你们凭良心说，巡官帕诺夫是不是可以把法院的判决理解为这样一种劝告：今后要把罪迹掩盖得好一些；要“教训”得不留一丝痕迹。你吩咐洗掉垂死者脸上的血迹，这很好，但是你让沃兹杜霍夫死掉了，老弟，这可太粗心了；以后应该多加小心，并且要牢牢记住俄国的杰尔席莫尔达[113]的最最重要的戒律：“打吧，但不要打死！”

在一般人看来，法院对帕诺夫的判决简直是对司法的嘲笑；判决表明一种极其卑鄙的意图，那就是把全部罪名都推在下级警察的身上，庇护他们的顶头上司，而这种野蛮的拷打正是在他的授意和参与下进行的。从法律的观点来看，这个判决是法官们惯用的诡辩的典型，而他们本身也跟派出所巡官差不了多少。外交家说，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我们的法学家也可以说，定出法律就是为了曲解罪行和责任的概念。真的，为了把参与拷打改成有普通的欺压行为，法官需要多么微妙的艺术啊！也许，一个工匠在4月20日早晨把沃兹杜霍夫的帽子打掉了，那他犯的是过失，竟同帕诺夫一样，甚至更轻，不算过失，而是“违反规定的行为”。连参与普通的斗殴（而不是参与拷打无援的人）而造成某人死亡者，所受的惩罚都要比派出所巡官所受的重得多。善于舞文弄法的法官首先利用的一点，就是法律对于在执行职务时进行拷打的人规定了好几种惩罚，让法官可以在两个月监禁和流放西伯利亚之间酌情处理。法官不受正式规定的过分约束，而有一定的伸缩余地，——这当然是一种很合理的原则，所以我国刑法学教授们才不止一次地称颂俄国的法律制度，强调它的自由主义。只是他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要运用合理的法规，就需要有其地位不同于一般官吏的法官，就需要社会代表参加审判和舆论界参加案件的讨论。其次，副检察长也帮助了法庭，他 拒绝
 对帕诺夫（和奥尔霍文）的拷打和残暴行为起诉，只请求法庭惩罚他们的欺压行为。副检察长引用了鉴定人的结论，鉴定人否认帕诺夫特别凶狠和连续不断地打人。可见，法律上的诡辩主义并不怎么奥妙难解：既然帕诺夫打得比别人少，那么就 可以
 说，他打得并不 特别
 凶狠；既然他打得并不特别凶狠，那么就 可以
 下结论说他的殴打不算“拷打和残暴行为”；既然不算拷打和残暴行为，那就是说这是普通的凌辱行为。这样处理，皆大欢喜，而帕诺夫先生则仍然是秩序和制度的维护者 
［注：我们这里有些人不是在法庭和社会面前全盘揭露那些丑恶现象，而是在庭审时掩饰案件真象，或者用充满了漂亮空洞辞藻的通告和命令来敷衍塞责。例如，奥廖尔的警察局长为了重申以前的决定，最近又下了一道命令要各警察局长本人以及他们的副手不懈地教育下级警官，绝对不许在街上拘捕醉汉和把他们扣留在区警察局醒酒时采取粗暴态度和任何暴力行为，要向下级警官说明，保护那些显然会发生危险而自己无法防止的醉汉，也是警察的职责，因此法律规定作为居民最亲近的保卫者和保护者的下级警官，在拘捕和押送醉汉到区警察局的时候，对他们不仅不应该有任何粗暴的和不人道的态度，而且应当想方设法来保护他们，直到酒醒为止。命令告诫下级警官说，只有这样自觉地和正当地对待自己的职责，才能得到居民的信任和尊敬，反之，警官如果对醉汉残酷虐待，或采取与警官的职责不相容的暴力行为（警官应该成为行为端正和作风良好的楷模），则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因此，犯有这种罪行的下级警官，要送交法庭严惩。——讽刺杂志可以画这样一幅画：被宣告无杀人之罪的派出所巡官正在读这道告诫他应该成为行为端正和作风良好的楷模的命令！］

 ……

我们刚才提到了社会代表参加审判和舆论界的作用问题。本案件已经大体上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首先，为什么不是由陪审法庭，而是由皇室法官和等级代表组成的法庭来审理这个案件呢？因为亚历山大三世的政府无情地反对社会上一切要求自由独立的倾向，很快就认为陪审法庭是危险的。反动报刊宣布陪审法庭是“市井小民的法庭”，并且公开对它攻击，顺便说一句，这种攻击直到现在还在进行。政府通过了一个反动的纲领：战胜70年代的革命运动以后，就肆无忌惮地向社会代表宣布，政府认为他们是“市井小民”，是贱民，他们既不能干预法律也不能管理国家，应该把他们从审讯和判决（按照帕诺夫先生们的办法）俄国平民的圣坛上赶走。1887年颁布过一个法律，规定凡是案件中犯法者或受害者为公职人员的时候，一律不由陪审法庭审理，而交由皇室法官和等级代表组成的法庭审理。大家知道，这些和法官同流合污的等级代表都是些没有话的配角，扮演一些可怜的角色，不过是给审讯部门的官老爷们任意决定的事情作作证、画画押而已。这只是贯串在俄国历史整个近代反动时期中的一系列法律中的一个，把这些法律串起来的是一个共同的意图，那就是恢复“牢固的统治”。19世纪下半叶，当局慑于局势，不得不同“市井小民”接触，但是市井小民的成分发生了急遽的变化，那些无知的平民变成了开始意识到自己权利的公民，他们中间甚至还出现了能够为权利而斗争的战士。当局感到了这种情况，于是就惊恐万状地撤退，手忙脚乱地赶紧筑起一道万里长城来保护自己，躲进一个堡垒，任何舆论界的自由意志也传不进去……我有些离题了。

总之，由于颁布了这个反动的法律，市井小民不能再审判当权者了。官吏审判官吏。这不仅影响了判决，而且影响了预审和庭审的整个性质。市井小民的法庭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给我国那些浸透了文牍主义的政府机关带来了一股生气。市井小民所关心的不仅是某种行为应该被认为是欺压、是斗殴、还是拷打，应该受到哪一种哪一类的惩罚，而且更关心彻底揭示、公开说明罪行的一切社会政治原因及其意义，从审判当中得到社会道德和实际政策的教育。市井小民希望法庭不是“衙门”，在这里官老爷们根据刑法典的某条某款来处理案件，他们希望法庭是公开的机关，在这里可以揭露现行制度的脓疮，提供批判这个制度因而也是改造这个制度的材料。市井小民由于社会生活实践和政治觉悟提高的推动，亲身体验到一个真理，而我国官方教授们所研究的法学要达到这个真理，则要经历重重困难、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穿过烦琐哲学的各种障碍。这个真理就是：对防止犯罪来说，改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比采取某种刑罚，意义要大得多。正因为这个缘故，反动政论家和反动政府才仇恨、而且也不能不仇恨市井小民的法庭。正因为这个缘故，缩小陪审法庭的权限和限制公开审判，贯穿着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改革后”时期的反动性质在改革我国“审讯部门”的1864年法律生效后的 第二天
 就暴露无遗。 
［注：赞成陪审法庭的自由派虽然在合法的报刊上反驳反动派，但是他们往往坚决否认陪审法庭的政治意义，竭力证明他们决不是从政治上考虑才赞成社会代表参与法庭的审判工作的。这自然多多少少也是由于法学家们虽然专门研究“国家”科学，他们在政治上却往往考虑欠周。但是这主要是由于必须用伊索式的语言来讲话，不可能公开表示自己赞成宪法。］

 缺少“市井小民的法庭”，就特别明显地影响了这个案件的审理。在法庭上，谁会对这个案件的社会意义感兴趣，把这种意义尽量突出呢？是检察长吗？是跟警察局的关系最密切、对于拘留被捕者和如何对待他们也要负一部分责任的官吏（有时甚至就是警察局长）吗？我们知道，副检察长甚至拒绝对帕诺夫的拷打行为起诉。是原告人（如果被害者沃兹杜霍夫的妻子出庭为他作证，对凶手们提起民事诉讼）吗？但是，她这样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哪里会知道在刑事法庭中还能提起民事诉讼呢？即使知道这一点，但是请不请得起律师呢？即使请得起，那么能不能请到一位能够并且愿意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件杀害案所揭露的制度上的律师呢？即使找到了这样一位律师，但是象等级代表这样的社会“代表”能不能支持这位律师的“正义感”呢？这是一个乡长，——我想象的是一个地方法庭——他穿着一身乡下人的服装而感到局促不安，不知道把脚上穿的涂了臭焦油的靴子和一双庄稼汉的手放在哪儿好，时而胆怯地向同座的庭长大人瞟一两眼。这是一个市长，他是个大腹便便的商人，穿着一身没穿惯的制服，气喘吁吁，脖子上还佩带一条链子，拚命模仿坐在他旁边的那位穿着贵族礼服、油光满面、派头十足的贵族代表大人的气派。旁边还有一些久经官场、训练有素的法官，象衙门里白发苍苍的书记官[114]，他们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审判市井小民的法庭不配审判当权者。这个环境难道还不会使最雄辩的律师打消说话的念头吗？难道还不会使他想起“不可对……弹琴”这句古老的格言吗？

原来他们快马加鞭是希望尽速使案件脱手 
［注：以前谁也不想赶紧开庭审理本案。尽管案情非常简单明了，1899年4月20日发生的事情直拖到1901年1月23日才开庭。审理真是又迅速
 ，又公正，又宽大！］

 ，害怕把全部丑　事揭露出来：紧靠着茅厕居住，久而不闻其臭，一旦要清洗茅厕，不仅本宅住户，而且左邻右舍都会闻到臭气。

请注意，有多少自然而然会产生的问题，却没有任何人想去弄清楚。为什么沃兹杜霍夫要去见省长呢？起诉书这个体现起诉机关揭发全部罪行的意图的文件，不但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甚至公开抹杀这个问题，说什么沃兹杜霍夫“是在酩酊大醉之中在省长公署院里被巡警舍列梅季耶夫拘捕的”。这甚至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沃兹杜霍夫曾经无理取闹。在什么地方呢？在省长公署的院里！事实上，沃兹杜霍夫 是坐马车来向省长控诉的
 ，——这已经调查属实了。他要控诉什么呢？省长公署的侍卫普季岑说，沃兹杜霍夫控诉某某轮船码头不卖给他船票（？）。证人穆哈诺夫（曾任打过沃兹杜霍夫的那个区警察局的局长，现在弗拉基米尔市任省监狱的狱长）说，他听沃兹杜霍夫的妻子说，她和她丈夫在一块喝了酒， 他们在下诺夫哥罗德的水上警察局和罗日杰斯特沃区警察局都挨过打，沃兹杜霍夫就是要向省长申诉这种情况的
 。虽然这些证人的证词里有明显的矛盾，但是法庭竟没有采取任何办法来加以澄清。不这样做，任何人都有充分权利下结论说法庭 不想
 弄清这个问题。沃兹杜霍夫的妻子曾出庭作证，但是谁也没想到去问她，她和她丈夫是不是真的在下诺夫哥罗德的好几个区警察局里都挨过打？是在什么情况下把他们拘留的？在什么地方打的？谁打的？她丈夫是不是真的要向省长控诉？她丈夫是否还跟别的什么人讲过他的打算？证人普季岑是省长办公室的一个官员，他很可能不愿意听这个并没有喝醉的——但是仍需要去醒酒的！——沃兹杜霍夫对警察局的控诉，就叫 喝醉了的
 巡警舍列梅季耶夫把这个控诉人带到区警察局里去醒酒。对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证人却没有对质。送沃兹杜霍夫去见省长、然后又送他到区警察局的马车夫克赖诺夫，也没有受到讯问，沃兹杜霍夫是否同他讲过为什么要去见省长？他跟普季岑究竟讲了些什么？有没有别人听到他们的谈话？法庭只是宣读了没有出庭的克赖诺夫的简短证词（证明沃兹杜霍夫喝了酒，但是没有喝醉），而副检察长根本没有想到应该让这个重要的证人出庭。如果注意到沃兹杜霍夫是个预备役军士，也就是说是个久经世故、多少知道一点法律和规章的人，在挨了最后一顿致命的毒打之后甚至还向同伴们说：“我要去告”，那么可想而知，他来见省长正是要控诉警察局，证人普季岑则是撒谎，替警察局开脱，而法官和检察长这些奴仆又不想揭穿这一棘手的事件。

其次，到底为什么要打沃兹杜霍夫呢？起诉书又是怎么说对被告更有利……就 怎么
 说。居然把“拷打的起因”说成是舍列梅季耶夫往士兵室里推沃兹杜霍夫的时候划破了手。问题在于，为什么要把平心静气地同舍列梅季耶夫和帕诺夫谈话的沃兹杜霍夫先推进（就算必须把他 推进去
 ！）士兵室，而不是推进拘留室呢？把他带去是为了醒酒，——拘留室里已经有好几个醉汉——沃兹杜霍夫后来也来了，那么舍列梅季耶夫为什么在把他“交给”帕诺夫以后又把他推进 士兵室
 里呢？显然正是为了要揍他。拘留室里人多，士兵室里就只有沃兹杜霍夫一个，而舍列梅季耶夫还有其他同事和那位现在“明令调管”第一区警察局的帕诺夫先生前来助威。可见，拷打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早有预谋的。可以推测有两种可能：或者是被带到区警察局来醒酒的人（即使是举止有礼、心平气和的人），都要先进士兵室去受一顿“教训”，或者是沃兹杜霍夫被弄去挨打 正是因为他要向省长控告警察局
 。报纸上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太简略了，所以很难断定后一种推测是正确的（这种推测决不是不能成立的），但是预审和庭审当然能够彻底弄清这个问题。自然，法庭根本不会注意这个问题。我之所以说“自然”，是因为法官们对这个问题的冷漠态度不仅反映了官场上的形式主义，而且反映了俄国人的苟且偷安的观点。“这有什么奇怪！区警察局里打死个把喝醉酒的农夫有什么了不起！在我们这里还有更严重的哩！”苟安的人还会对你说出几十桩令人更为气愤而罪犯却逍遥法外的事情。他们说的虽然完全是事实，但是看法全错了，只能暴露出他们苟且偷安、目光极其短浅。警察使用暴力这种令人极为气愤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难道不正是因为这是每个区警察局的家常便饭吗？我们对特殊案件的愤懑之所以软弱无力，难道不正是因为我们一贯以冷漠态度来对待“正常”案件吗？在区警察局里殴打一个喝醉酒（说是喝醉酒）的“农夫”，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竟激起这个（本应对此习以为常）农夫的抗议，拼着一条命斗胆去向省长大人提出小民的控诉，——甚至在这种时候还不能使我们的冷漠态度为之激动，这难道不正是一个原因吗？

还有另一个原因不能使我们忽视这件最平常的事情。有人早就说过，刑罚的防范作用，决不在于刑罚的残酷，而在于有罪必究。重要的不是对犯罪行为处以重刑，而是要把 每一桩
 罪行都揭发出来。从这方面来说，这个案件也是值得注意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俄罗斯帝国，警察局里野蛮地违法打人的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注：写到这里，报纸上又登出一件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对的。在俄国的另一端——与地方首府同级的敖德萨，治安法官宣告一个叫M·克林科夫的人无罪。根据派出所巡官萨杜科夫的指控，这个人在区警察局扣押期间骚扰生事。被告和他的4个证人在法庭上提供的情况如下：萨杜科夫把喝醉酒的M.克林科夫押解到区警察局。克林科夫酒醒后请求放他出去。为此，一个巡警竟抓住他的领子打他；接着又来了3个巡警，4个人一起动手，打他的脸、头、胸和肋部。克林科夫在拳打脚踢之下，鲜血淋漓，倒在地上，但是他们打得反而更凶了。克林科夫和他的证人们供称，巡警们是在萨杜科夫的指使下大打出手的。克林科夫被打得不省人事，苏醒后被赶出区警察局。克林科夫马上去找大夫验伤。治安法官建议克林科夫向检察长控告萨杜科夫和巡警们，克林科夫回答说他已经向检察长提出控告了，同时为他的遭毒打作证的有20个人。



不是预言家也能预见到，M·克林科夫要让法庭审判毒打他的巡警是不会成功的。打了，没有打死，——即使法庭出乎意料地要追究责任，那也不过是大事化小而已。］ 而能够提到法庭上审判的却寥寥无几。这毫不奇怪，因为犯罪的正是负责任在俄国揭露各种罪行的警察局本身。所以每当法庭不得不揭开掩盖着平常案件的帷幕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象平常那样，而是要格外多加注意。

譬如说，可以注意一下警察是怎样打人的。他们五六个人，干起来凶得象野兽，很多人都喝得醉醺醺的，每个人都有一把军刀。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用军刀打过遭难者。他们都是一些老手，都很知道打人应该怎样打法。用军刀打，就有了物证，而用拳头打，那你就休想证明是在警察局里打的。“他是斗殴时被打的，抓来时就打伤了”，——真是天衣无缝。甚至在这个案件上，也是由于偶然打死了人（“鬼知道他是怎么死的；这个农夫身强力壮，谁能料到会死呢？”），起诉书才不得不根据证人的证词确认：“沃兹杜霍夫来到区警察局以前身体完全健康。”显然，凶手们一口咬定他们并没有打人，说他们把沃兹杜霍夫带到区警察局的时候他已经被打伤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到证人是非常困难的。幸而从拘留室通士兵室的那扇小窗户并没有完全挡死：虽然窗玻璃换上了一块有钻孔的洋铁片，并且钻孔也从士兵室里用皮子挡上了，但是用手指一捅，皮子会翘起来，从拘留室里就可以看到士兵室里在干什么。幸亏这点，在庭审时才弄清楚当时“教训”的情况。但是象窗户没有挡死这类糟糕的事情，当然只在上一世纪才能发生；到20世纪，下诺夫哥罗德内城第一区警察局中从拘留室通士兵室的那扇小窗户，恐怕早已挡死了……既然没有证人，那么只要把人弄进士兵室就天下太平了！

任何一国的法律也没有俄国的多。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有法律。关于监禁的内容也有专门条例，其中详细写道，只有受特殊监护的特殊处所的拘留才是合法的。看吧，他们是遵守法律规定的：警察局里设有特殊的“拘留室”。但是在送到拘留室 以前
 “通常”都是先“推进”“士兵室”。虽然从整个审讯中可以看出，士兵室就是真正的刑讯室，这已经很明显，但是司法当局根本不想注意这种现象。其实，根本就不要指望检察长会揭露和反对我国警察专制制度的胡作非为！

上面我们已经涉及这类案件的证人问题。证人顶多只能是警察局手里的人；外人只能在极个别的场合才能看到区警察局里“教训”人的情况。而警察局手里的证人，警察是可以施加压力的。在这个案件上就是这样。证人弗罗洛夫在他们行凶时被押在拘留室里，在预审时他最初供称，警察和派出所巡官都打了沃兹杜霍夫；后来他撤消了对派出所巡官帕诺夫的指控；在庭审时竟又声明说，警察局里任何人也没有打沃兹杜霍夫，他指控警察局是受谢马欣和巴里诺夫（也是两个被拘留者，是原告方面的主要证人）的怂恿，警察局并没有怂恿他和教他怎么说。证人法捷耶夫和安东诺娃则称，士兵室里谁也没有对沃兹杜霍夫动过一根指头：大家都安静地坐在那里，没有发生任何争吵。

大家看到，这又是一种极其平常的现象。司法当局对这种现象还是漠然处之。有一条法律规定，在法庭上捏造证词要受相当严厉的制裁；追查这两个伪证人，就会更加揭露警察的暴戾。那些不幸落入警察魔掌的人（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经常不断地遭到这种不幸），对这种行径几乎是完全无力自卫的，但是法庭所考虑的仅仅是使用哪一条法律，根本不去考虑这种无力自卫的情况。审讯过程中的这一个细节也和所有其他细节一样，清楚地说明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牢固的罗网，这是一个多年的脓疮，要想除掉它就必须根除整个警察专制制度和人民毫无权利的现象。

大约35年以前，俄国名作家费·米·列舍特尼科夫曾遇到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在圣彼得堡时他有一次到贵族会议厅去，误以为那里开音乐会。巡警不让他进去，向他大喝道：“瞎闯什么？你是干什么的？”费·米·列舍特尼科夫很生气，愤然答道：“工匠！”这样回答的结果——格·乌斯宾斯基叙述说——是列舍特尼科夫在区警察局里过了一夜，挨了一顿打才出来，钱和戒指也都不见了。列舍特尼科夫在他给圣彼得堡警察总监的申诉书中写道：“谨将此事通知阁下，但绝不为所失之物。仅只不胜冒昧地麻烦您一件事，即饬令警察局长、派出所所长、他们的卫兵和巡警 不要打人
 ……人民已经不胜骚扰之苦矣。” 
［注：见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列舍特尼科夫（生平传记）》一文（《乌斯宾斯基全集》（十卷本）1957年第9卷第59页）。——编者注］



俄国作家老早就向京都警察局长大胆表白过的这个小小的心愿，直到今天还没有实现，而且在我国政治制度下永远也 不会实现
 。但是现在，新的强大的人民运动已经引起一切看够了兽行和暴力的正直人们的注意，这个运动正集中力量，要把一切兽行从俄国土地上消灭干净，实现人类美好的理想。近几十年来，人民群众对警察的憎恨增多和增强了无数倍。城市生活的发展，工业的高涨，文化的普及，——这一切也引起闭塞的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他们意识到人的尊严，然而警察仍是那样作威作福，蛮不讲理。不仅如此，他们还更加无孔不入地搜寻和迫害他们的新的最可怕的敌人，即一切让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相信自己的力量的东西。为这种意识和信念所鼓舞的人民要消除自己的仇恨，决不应用野蛮的报复，而要靠争取自由的斗争。





二　何必要加速时代的变迁？

奥廖尔省贵族会议通过了一项有趣的议案，讨论这项议案时展开的争论则更加有趣。

事实主要是这样的。省贵族代表米·亚·斯塔霍维奇提出一个报告，建议同财政部门就委任奥廖尔贵族做征税官一事订立契约。在实行酒类专卖的同时，省内拟委任40名征税官，负责征收官营酒店的款子。征税官的报酬每年2180卢布（计薪俸900卢布，车马费600卢布，警卫的工资680卢布）。贵族们要是能弄到这个职位该多好，为此就必须组织协会，必须同国库订立契约。为了代替应缴的保证金（3000—5000卢布），建议每个征税官每年先扣300卢布，用以建立贵族基金，作为对酒类专卖局的保证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议案无疑是很讲实际的，它证明我国最高等级的人对于哪里能揩到公家的油是非常敏感的。但是这样讲实际在许多高贵的地主看来是过分了，太不象话了，是和贵族身分不相称的。于是，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争论非常明显地暴露了对问题的三种不同看法。

第一种是实际主义的观点。饭是要吃的，贵族等级入不敷出……这毕竟是一笔收入……难道不要帮助一下穷贵族吗？何况征税官还能有助于人们戒酒！第二种是浪漫主义者的观点。在酒类专卖部门服务，受那些“往往是出身低贱的”仓库管理员的管辖，这比酒店老板能高贵多少呢！？接着就是一连串关于贵族的崇高使命的演说。我们想谈一谈这些演说，但是先不妨指出第三种观点，即国务活动家的观点。一方面不能不承认这样做有些可耻，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这是有利可图的。但是有一个办法既可以得到金钱，又可以保持清白。这个办法就是：管理消费税的官员可以任命征税官而不要保证金，那40个贵族则可以由省贵族代表从中活动而获得职位，——不必组织什么协会，订立任何契约，否则也许“内务大臣会把决议搁下以维护整个国家制度的正常状态”。倘若不是贵族代表作了两点非常重要的声明，这个聪明的意见就很可能占上风。这两点声明就是：第一，契约已经提交财政大臣办公会议，办公会议认为这个契约可行，而且原则上表示同意。第二，“单凭省贵族代表的申请不能获得这种职位”。结果报告被通过了。

可怜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吃了败仗。可是他们的发言却是多么动听。


　　“迄今为止，贵族总是领导者。报告却建议成立什么协会。这同贵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相称吗？在发现酒店掌柜盗用公款的时候，贵族应该按照征税官的法律去代他站柜台。死也不做这种事！”



　　哟，天哪，人间竟有那么高尚的感情！死也不做酒买卖！可是做粮食买卖好啦，——这倒是高尚的职业，特别是碰上歉收的年头，可以在饥民身上大捞一把。还有一种更高尚的职业，那就是放粮食高利贷，冬天把粮食贷给挨饿的农民，到夏天农民用劳力来偿还，而这种劳力的报酬要比自由价格便宜三分之二。正是在包括奥廖尔省在内的中部黑土地带，我国地主过去和现在一直非常热中于这种高尚的高利贷。但是，为了把高尚的高利贷同不高尚的高利贷很好地区别开来，当然应该放声大叫，贵族去做酒店老板是有失身分的。
　　“我们的使命就是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这已经在有名的沙皇宣言中明文规定，我们必须严格遵守。自私自利的服务是跟这一点不相容的……”“一个等级的祖先曾经立过战功，曾经用自己的双肩担负起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伟大改革的重任，这个等级今后也肯定能够完成它对国家肩负的责任。”



　　是啊，真是大公无私的服务！分封领地，赐予有人居住的庄园，即赏赐大量的土地和农奴，形成大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拥有数百、数千以至数万俄亩土地，而把千百万农民剥削得一无所有，——这就是所谓大公无私的表现。但是特别动听的是关于亚历山大二世的“伟大”改革。就拿农民解放来说吧，——我国高尚的贵族们是怎样大公无私地把农民掠夺得精光的呢：强迫他们赎买自己的土地，强迫他们以高于实价两倍的价格赎买土地，用各种割地的形式把农民的土地攫为己有，用自己的沙地、谷地、荒地来换农民的好地，而现在竟恬不知耻地夸耀这些功绩！
　　“卖酒这一行根本同爱国无关……”“我们的传统不是以卢布作基础，而是以为国效劳为基础。贵族不应该变成交易所的商人。”



　　葡萄是酸的！[115]贵族“不应该”变成交易所的商人，因为在交易所里需要雄厚的资本，但是昨天的奴隶主诸公已经挥霍净尽了。他们大多数虽然没有变成交易所的商人，但是却受交易所的支配，受卢布的支配，这早就是既成事实了。在追逐卢布时，这个“最高等级”早就在搞这样一些高度爱国的事业，如酿造下等烧酒；建立糖厂及其他工厂；参加各种空头工商业企业；同高等的宫廷近臣、大公、大臣等类人物频繁交往，以便获得企业的特许权益和政府保障，以便为自己求得一些施舍，例如，对贵族银行的优惠、砂糖输出奖励金、巴什基尔的小块荒地（竟达数千俄亩！）、有利和舒适的“肥缺”等等。“贵族的伦理带有历史和社会地位的痕迹……”——而且还带有贵族在那里习以为常地欺压和愚弄农民的马厩的痕迹。长期的统治习惯，毕竟把贵族们培养得非常机灵了。他们善于用花言巧语掩饰自己剥削者的利益，愚弄无知的“庶民”。请听下去：


　　“何必要加速时代的变迁？就算这是一种偏见，但是旧传统不会允许我们促进这种变迁……”



　　纳雷什金先生（坚持国家观点的国务活动家之一）的这段话，显然流露出一种真正的阶级情感。当然，害怕做征税官（或者甚至是酒店老板），这在目前来说是一种偏见，但是，难道不正是由于无知的农民群众的种种偏见，地主在我国农村才得以维持对农民的旷古未闻的无耻剥削吗？本来偏见是会自动消除的；何必要公开缩短贵族同酒店老板的距离而加速消除这种偏见呢？这样就会使农民通过这种对比更快地理解（本来他们也已经开始理解了）一个简单的真理——高尚的地主，同任何农村寄生虫一样，也是些高利贷者、掠夺者和强盗，只不过势力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握有土地，享有世代相传的特权，同沙皇政权关系密切，又精于统治之道，善于用浪漫主义和宽大为怀的成套说教来掩饰自己犹杜什卡[116]的心肠。是的，纳雷什金先生无疑是位国务活动家，他的话体现了治国的才智。我毫不奇怪奥廖尔的贵族“统帅”会用文雅得足以与英国勋爵媲美的措辞来回答他：


　　“我反对的只是在这里听到的一些权威人士的意见，而不是他们的信念，如果我不是确信这一点，那么，反对他们对我来说就是胆大妄为了。”



　　这是真话，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比那位确实是无意中说了实话的斯塔霍维奇先生所设想的还要真实。贵族老爷们——从实际主义者到浪漫主义者——的信念都是一样的。他们都确信他们有“神圣的权利”来占有祖先们所掠夺来的或者掠夺者所赐予的几百几千俄亩土地，确信他们有权利剥削农民并且在国家中做统治者，确信他们有权利大量（不得已时，小量也行）揩公家的油，即搂老百姓的钱。他们仅仅在某种办法是否合适这个问题上有意见分歧，他们在讨论这些意见时发生的争执，也象剥削者营垒中的一切内部争吵一样，对无产阶级是有教益的。从这些争吵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整个资本家阶级或土地占有者阶级的共同利益同个别人或个别集团利益间的区别；从这些争吵中，往往会泄露出一些一般讲来属于不可告人的秘密。此外，奥廖尔的事件还多少暴露了臭名昭著的酒类专卖的性质。我国官方和半官方报纸，曾希望它带来说不完的好处，既能增加国库收入，又能提高产品质量，还能减少酗酒现象！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收入没有增加，酒价反而涨了，预算也混乱了，整套作法的财政结果也不能精确地算出来了；产品质量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而且政府也未必能使公众特别赞赏不久前各报都刊登的关于新“官酒”“品评”成功的报道。酗酒现象没有减少，偷卖烧酒的地方反而增加了，警察从这些地方得来的收入增加了，居民反对开设的小酒店开设起来了 
［注：例如，不久以前报纸报道说，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某些村镇早在1899年就作出决定，反对在他们那里开设酒店。现在政府在那些地方实行了酒类专卖，当然
 ，拒绝他们的要求显然还是为了使人民戒酒！］

 ，街上酗酒的现象更加厉害了 
［注：农民村社因公家垄断而损失大量金钱，就更不在话下了。以前它们从酒店老板那里收费。现在国库剥夺了它们的这种收入来源，却不抵偿一文钱！帕尔乌斯在《饥饿的俄国》（卡·列曼和帕尔乌斯合著《饥饿的俄国。旅途印象、观感和调查》1900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这本颇有价值的书中，公正地称这种现象是对村社金库的掠夺
 。他说，根据萨马拉省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该省所有农民村社因实行酒类专卖而受到的损失3年（1895—1897年）共达315万卢布
 ！］

 。而主要的是，建立拥有数百万资本的新的官营事业，建立新的官僚大军，给官吏们为非作歹、巧取豪夺大开了新的方便之门！那些逢迎拍马、勾心斗角、掠夺成性、浪费的墨水如汪洋大海、浪费的纸张如重重高山的官吏，象一大群蝗虫似的袭来了。奥廖尔省的议案是一种尝试，想把多少揩些公家的油这个意图合法化。这种意图已经遍及全省，并且在官吏专权和公众不敢说话的情况下，必然会使全国进一步遭受专横和掠夺之苦。现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去年秋天，报上透露了一则“酒类专卖方面的建筑奇闻”。政府决定在莫斯科建造3座供应全省的酒库，并为此拨款1637000卢布。但结果“确定需要补充拨款 250万
 之巨” 
［注：黑体是原作者用的。见1900年9月1日《圣彼得堡新闻》第239号。］

 。显然，负责经管这项工程的官员们从中捞到的油水总要比50条裤子和几块靴用皮多一些吧！





三　客观的统计

我国政府老爱指责它的反对者（不仅革命者，还有自由派）有倾向性。你们大概看到过官方报刊对自由派刊物（当然是合法刊物）的评论吧？财政部的机关刊物《财政通报》[117]，有时登一些报刊评论，每当作这种评论的官吏谈到我国某一个自由派杂志（厚厚的）对预算、饥荒或政府的某项措施的评价时，总是愤愤不平地指摘这些杂志具有“倾向性”，并说与此相反，应该不仅“客观地”指出“黑暗的方面”，而且也要指出“可喜的现象”。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却也勾画出政府的通常态度，政府通常以“客观”自诩的作法。

让我们试着满足一下这些严格的和不偏不倚的评判者的要求。让我们试着作一次统计。我们所要统计的当然不是社会生活中的这些或那些事实，因为，大家知道，事实总是由一些有偏见的人记录的，而且综合这些事实的又是地方自治机关之类有时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机关。不，还是让我们来统计一下……法律吧。可以设想：任何一个最热心拥护政府的人也不敢断言，有什么统计能比法律的统计更客观、更公正，——因为这只是统计一下政府自己作出的决定，根本不涉及它言行是否一致，决定和执行是否脱节等等。

好吧，言归正传。

大家知道，执政参议院出版一种《政府法令汇编》，定期公告政府的每项措施。我们就用这些材料来看一看政府 在哪些方面
 制定了法律，发出了指令。就看在哪些方面。我们不去批评当局的那些命令，——我们只来统计一下关于这方面或那方面的“命令”的数目。1月份的报纸，都转载了《政府法令汇编》去年第2905期到第2929期及今年第1期到第66期的内容。从1900年12月29日到1901年1月12日——正好是在两个世纪的交接点上，这期间总共颁布了91条法令和命令。就其性质来说，这91条法令对“统计”倒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其中没有任何特别突出的法律，没有任何足以把其他一切推到次要地位并且给现阶段内政打下特殊烙印的东西。所有这些法令都是不太紧要的，是为经常不断产生的当前需要而制定的。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的常态，而这一点能再一次地保证我们“统计”的客观性。

91条法令中有34条，即三分之一以上，涉及的是同样一个问题，即延长各种工商业股份公司偿还或缴纳股金的期限问题。读一读这些法令可以使报纸的读者把我国工业生产部门的名称和各种商店的字号记得清楚一些。第二类法令的内容大同小异，即关于工商业公司章程修改问题。这一类有15条，涉及波波夫兄弟茶叶贸易公司，瑙曼厚纸-油毡生产公司，奥西波夫皮革制造及皮革、厚粗布、亚麻布制品贸易公司等等的章程修改问题。最后，还有11条法令也应该归入这一类，其中有6条是为了满足商业和工业的某些需要（建立社会银行和互贷会，规定作为官方承包工程保证金的有息证券的价格，公布私有车皮运转规章，公布博里索格列布斯克粮食交易所经纪人条例）而颁布的，其余5条是为了在4个工厂和1个矿山增设6个巡警和2个骑警而颁布的。

总的来说，91条法令中有60条即三分之二是直接满足我国资本家的各种实际需要和（部分是）保护他们不受工人风潮的影响。无情的数字证明：就日常颁布的法令和命令的主要性质来看，我国政府是资本家的忠实奴仆，它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所起的作用，正象一个炼铁厂厂主会议常设办事处或者砂糖工厂主辛迪加事务所对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家所起的作用。无关紧要地修改一下某公司的章程或者延长一下某公司股份偿还期限，这类事情成了特别法令的对象，当然完全是由于我国国家机构的臃肿所致；只要稍微“改善一下机构”就行了，所有这类事情就会转归地方机关处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机构的臃肿、权力过分集中、政府什么事情都要亲自过问，——所有这些都是我国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决不仅仅是工商业方面的现象。因此，比较一下这类或那类法令的数目，很可以大致说明我国政府想的是什么，关心的是什么，感兴趣的是什么。

譬如，私人协会如果不是追求在道义上十分高尚、在政治上十分可靠的赚钱目的，我国政府的关怀就要差得远（如果不把阻挠、禁止、封闭等等意图看作是关怀的表现的话）。在“本统计所涉及的”期间内（本文作者是公务人员，因此希望读者原谅他的官腔），已经有2个协会（弗拉基高加索男子中学清寒学生援助协会和弗拉基高加索教育远足旅行协会）的章程被批准，有3个协会（柳季诺沃工厂员工、苏克列姆利工厂员工及马尔采夫铁路员工互助储金会、忽布种植业第一协会、妇女劳动奖励慈善协会）的章程需要修改也得到了恩准，另颁布有关工商业协会的法令55条，有关其他方面的法令5条。在有关工商业利益方面，“我们”总想不负众望，尽可能促使工商业者结合（是想，但不是做，因为机构的臃肿和无止境的拖拉，把警察国家中“可能办到的事”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在非商业团体方面，我们原则上是赞成以毒攻毒的。忽布种植业协会或妇女劳动奖励协会，——这还没有什么。可是，教育远足……天晓得他们在远足时要谈些什么？是不是会给监察院毫不松懈的监督造成困难？这可不行，要知道火是不能闹着玩的。

谈到学校，学校是整整办了3所。是些什么学校啊！坐落在幸福村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殿下领地内的家畜饲养初等学校。所有大公的村庄都应该是幸福的，这一点我早就不怀疑了。现在我也不怀疑，甚至最大的大人物也能真心诚意地关怀和热中于下层群众的教育事业。其次，杰尔加切沃村手工业实习所和阿萨诺沃初等农业学校的章程也被批准了。可惜我们手头没有任何材料可以查考一下，这些大力发展国民教育和……地主经济的幸福村是否也都属于某些大人物。但是，我想到这种调查并不包括在统计者的职责之内，于是也就心安理得了。

以上就是表现“政府对人民的关怀”的全部法令。我显然是根据最有利的原则进行分类的。譬如说，为什么忽布种植业协会不算商业协会呢？难道仅仅是因为那里有时可能谈的不完全是商业问题吗？再拿家畜饲养学校来说，其实谁能够弄清这真是一所学校呢，或者仅仅是个设备较好的畜舍？

最后一类是表明政府对其本身管理的法令。这类法令比以上两部分要多两倍（22条）。这里涉及的许多行政改革一个比一个激进，如：普拉通诺夫村改称尼古拉耶夫村；修改章程、编制、规则、名单、开会（某些县代表大会）日期等等；增加高加索军区部队属下的产婆的薪俸；确定哥萨克军马的打掌和医疗费用；修改莫斯科一所私立商业学校的章程，修改科兹洛夫商业中学七等文官达尼伊尔·萨穆伊洛维奇·波利亚科夫奖学金规则。我不知道我把最后这些法令分在一类对不对：它们是不是的的确确表明政府对其本身的管理，而不是对工商业的利益的关怀。这就要请读者原谅了，因为统计法令这还是初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试图把这方面的知识提高到严格的科学水平，——还没有人做过，就连俄国国家法教授也不例外。

最后，有一条法令，无论是从内容来说，还是从这条法令是政府在新的世纪所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来说，都应该列为独特的一类。这条法令就是：“关于扩充供发展及改善皇帝狩猎之用的林区。”这才是无愧于堂堂大国的伟大创举！

现在应该作一个总结。统计没有这一步是不行的。

为个别的工商业公司和企业颁布的法令和命令达半百之数；行政机关改名和改革的有20条；新成立的私人协会有2个，改组的有3个；为地主培养服务人员的学校有3个；附属于工厂的巡警有6个，骑警有2个。这样丰富多采的立法行政活动将保证我们祖国在20世纪得到迅速的、不断的进步，这难道还用怀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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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这几篇时评都是根据报纸上的材料写成的。《打吧，但不要打死》一文取材于1901年1月24日和26日《俄罗斯新闻》第24号和第26号，这两号报纸登了警察在警察局打死农民一案的报道。列宁在本卷第356、364—365页脚注中提到的两个案子，分别见1901年1月31日《莫斯科新闻》第31号和1901年2月1日《俄罗斯新闻》第32号刊登的消息。在《何必要加速时代的变迁？》一文中，列宁利用了1900年10月17日《圣彼得堡新闻》第285号和1900年10月11日《奥廖尔通报》第273号的材料。列宁在《客观的统计》一文中提到的政府法令，引自1901年1月20—28日《莫斯科新闻》第20—28号。——352。



[113]杰尔席莫尔达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列宁用这个形象来比喻俄国警察专制制度的横暴。——357。



[114]衙门里白发苍苍的书记官一语出自俄国诗人亚·谢·普希金的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剧中青年修道士格里戈里说，编年史家皮敏神父“象衙门里白发苍苍的书记官，安静地注视着义人和罪人，漠不关心地倾听着善与恶，不知道什么叫怜悯，也不知道什么叫愤怒”。——361。



[115]“葡萄是酸的！”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和葡萄》。狐狸想吃葡萄够不着，就宽慰自己说：“这葡萄看上去挺好，其实都没熟，全是酸的！”——371。



[116]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谢德林笔下的犹杜什卡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372。



[117]《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Финансов，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Торговли》）是沙皇俄国财政部的刊物（周刊），1883年11月—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1885年1月前称《财政部政府命令一览》。该杂志刊登政府命令、经济方面的文章和评论、官方统计资料等。——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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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政党和农民

（1901年2月下半月）

农民解放已经40年了。我国的社会人士以异常兴奋的心情来庆祝2月19日这一天，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这一天是旧的农奴制俄国崩溃的日子，是预示人民获得自由和幸福的时代的开端。但是不要忘记，在庆祝者的颂词中，除了对农奴制及其一切表现表示真正的仇恨外，还夹杂着许多谎话。在我国流行一种对“伟大的”改革的评价，说什么“国家的赎买办法 帮助
 农民带着土地解放出来”，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其实这是一种农民 失去
 土地的解放，因为数百年来农民占有的份地被割去了很大一部分，数十万农民完全失去了土地——被困在四分之一或极小的一块份地[118]上。农民实际上遭到了双重的掠夺，他们除了被割去土地，还被迫为留下的那块一向就属于他们的土地缴纳“赎金”，而且赎价规定得要比土地的实价高得多。在农民解放10年以后，地主自己也向调查农业情况的政府官吏承认，农民不但被迫出钱赎买自己的土地，而且还被迫赎买自己的自由。农民虽然为人身解放缴纳了赎金，但是他们仍然不是自由的人，他们还得当20年的暂时义务农[119]，他们仍然是（而且至今还是）下贱的等级，他们遭受鞭笞，缴纳特别捐税，不能自由退出半农奴式的村社，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也不能自由迁到国内其他地方去。我们的农民改革并不能证明政府的宽宏大量，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极大的历史例证，证明专制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多么肮脏。由于军事失败，财政困难不堪，农民怒火填膺，政府才 不得不
 解放农民。沙皇自己也承认说，趁现在还没有形成自下而上的解放的时候，应当来个自上而下的解放。可是，政府在进行解放的时候，为了满足“受委屈的”农奴主的贪欲，一切可能做到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它都做了；政府甚至不惜采取卑鄙手段，如暗中撤换负责改革的人，——虽然这些人也都是贵族出身的！第一批委派的调停人被解职了，换上了另一批不会阻碍农奴主在划分地界时去欺骗农民的人。如果不调动军队来镇压和枪杀拒绝接受规约[120]的农民，伟大的改革是不可能实行的。无怪乎当时的一些优秀人物虽然被书报检查封住了口，但是内心里还在诅咒这次伟大的改革……

从徭役制下“解放出来的”农民，被改革者变成了被折磨、被掠夺、受卑视、被束缚在自己的份地上的人，他们除了“自愿”去服徭役以外，别无他路。农民又回去耕种老东家的土地，向他“租种”原先是自己的被割去的土地，为了借点粮食维持挨饿的家庭，冬天就定好了夏天的活。工役和盘剥，——这就是伪善的神父所拟就的宣言中叫农民去“祈祷”的那种“自由劳动”的实质。

由于倡导和实现改革的官吏宽宏大量，保存了地主的压迫，又额外加上了资本的压迫。我们知道，法国农民从地主的权力下解放出来，不是通过可怜的不彻底的改良实现的，而是通过声势浩大的人民革命实现的，可是就连他们也受到金钱权力的压迫。这种金钱权力现在重重地压在我国半农奴式的农民身上。缴纳恩赐的改革所加重的赋税需要钱，租佃土地需要钱，购买一点已经在排挤农民家庭手工业品的工业品需要钱，购买粮食需要钱，无处不需要钱，因此，无论如何要弄到钱。金钱的权力不仅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而且使农民发生分化：绝大部分农民陆续破产而变成无产者，小部分农民中又分出少数贪得无厌的富农和善于经营的农夫，他们把农民的家业和土地攫为己有而构成新兴的农村资产阶级分子的核心。改革后的整整40年，就是这种农民分化的过程，就是农民缓慢地痛苦地死亡的过程。农民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他们和牲畜住在一起，穿的是破衣，吃的是野菜；他们只要找到栖身之所，就会离开自己的份地，甚至 倒赎
 份地，付钱给愿意收下这块份地的人，因为经营份地是蚀本的。农民经常挨饿，由于连年歉收，成千上万的人不断死于饥饿和瘟疫。

现在我们农村的情形也是这样。试问，出路究竟何在？用什么方法才能改善农民的景况呢？小农只有参加工人运动，帮助工人为争取社会主义制度、为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工厂、机器等）变为公有财产而斗争，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想用保护小经济和小私有制不受资本主义侵犯的办法来拯救农民，就是徒劳无益地阻碍社会的发展，就是用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能够安居乐业的幻想欺骗农民，就是分散劳动阶级的力量，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建立少数人的特权地位。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人将永远反对荒谬而有害的措施，例如：规定农民份地不得转让，实行连环保，禁止自由退出农民村社和自由接收任何等级的人入社。但是我们看到，我国农民不仅受资本的压迫，而且还受地主和农奴制残余的压迫，受后一种压迫甚至更深。这些桎梏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极端恶化，束缚着农民的手脚，同这些桎梏作无情的斗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为了我国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也是必要的，因为农民极端贫困、愚昧、无权和受卑视，使我国的一切制度都打上了亚洲式野蛮的标记。如果社会民主党不全力支援这一斗争，那它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简单地说，这种支援应当是 把阶级斗争引进农村
 。

我们看到，目前俄国农村并存着两种阶级对立：第一种是农村工人和农村企业主之间的阶级对立；第二种是全体农民和整个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第一种对立在日益增长和发展，第二种对立在逐渐减弱。第一种对立将愈来愈严重，第二种对立则在很大程度上已成过去。虽然如此，对现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第二种对立才具有最本质和最重要的实际意义。至于说我们应当利用一切机会来启发农业雇佣工人的阶级觉悟，因而应当注意城市工人（例如操纵蒸汽脱谷机的机械工人和其他工人）移居农村的问题和农业工人的雇佣市场问题，那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我国的农村工人同农民的联系还非常密切，他们还遭受着一般农民所遭受的苦难，所以农村工人运动，无论现在或最近将来，决不会有全国性的意义。恰恰相反，扫除农奴制残余，消除俄国一切国家制度中等级不平等和成千万“平民”受鄙视的精神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具有全国性的意义，而一个想做争取自由的先进战士的政党，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现在几乎大家都承认（在某种程度上笼统地承认）农民遭受着苦难；1861年的改革“有缺点”，国家必须给予帮助，已经成了流行的说法。我们的职责，就是指出这种苦难的根源正是农民所受的阶级压迫，政府是压迫者阶级的忠实卫士，真正希望根本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人所应当争取的，不是政府的帮助，而是摆脱政府的压迫，获得政治自由。有人说赎金过高，政府应该采取减少赎金和延期付款的仁慈办法。我们说，一切赎金无非是地主和政府在合法形式和官方空洞许诺的掩盖下对农民的掠夺，无非是为解放奴隶而给农奴主的贡税。我们将要求立刻完全取消赎金和代役租，要求把多年来沙皇政府搜刮去满足农奴主的贪欲的数亿金钱归还给人民。有人说农民土地太少，国家必须帮助农民得到更多的土地。我们说，正是 由于
 国家的帮助（自然是对地主的帮助），农民才在很多场合下失去了他们所必不可少的土地。我们将要求把割地归还农民，因为这种土地仍然被利用来保持强迫的、奴役性的、徭役制的劳动，实际上还是农奴制的劳动。我们将要求成立农民委员会来纠正沙皇政权的贵族委员会对解放的奴隶所采取的那种令人不能容忍的不公平作法。我们将要求成立一种法庭，它有权降低地主在农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所榨取的过高地租，而农民也有权向它控告那些乘人之危而订立盘剥性契约的人的高利贷行为。我们将经常设法利用各种机会向农民指出：谁要向他们说什么可以得到现在这个国家的保护或帮助，这种人不是傻子，就是骗子或者是农民的死敌；农民首先需要的是摆脱官吏的虐待和压迫，首先需要的是承认他们在各方面同其他各等级完全绝对平等，承认他们有迁移和迁徙的完全自由，有支配土地的自由，有处理一切村社事务和村社收入的自由。俄国任何一个村庄生活中最寻常的事情，往往可以为我们提供成千上万的论据来为上述要求进行鼓动。这种鼓动应当从当地农民具体的、最迫切的需要出发，但是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这些需要上，而应该不断扩大农民的眼界，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指出地主和农民在国家中所处的不同的特殊地位，指出农村要想摆脱所遭受的虐待和压迫，唯一的办法就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推翻官吏的专横统治。有人断言，要求政治自由是工人意识不到的，这是胡说八道。不仅那些同厂主及警察进行过多年面对面的斗争，经常看到任意逮捕和迫害他们队伍中优秀分子的情形的工人，不仅这些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熏陶的工人，就是一切稍有见识的农民，只要稍微考虑一下他所见到的周围的情况，也会了解和领会工人的斗争是为了什么，也会领会使全国摆脱可恨的官吏的专横统治的国民代表会议的意义是什么。以农民最迫切的直接需求为中心的鼓动工作，只有当它能够结合一定的政治要求来揭露某种“经济”弊端时，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把阶级斗争引进农村。

但是试问，社会民主工党能不能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上述种种要求呢？能不能担负农民中的鼓动工作呢？这不是会分散我们的力量而使本来就很单薄的革命力量离开主要的唯一可靠的运动轨道吗？

这种反对意见是出于误解。是的，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使我国农村摆脱一切奴隶制残余的要求，提出足以使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即使不作独立的政治斗争，也会自觉地支持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的要求。如果我们坚持足以阻碍社会发展的办法，足以人为地阻止小农向资本主义即向大生产发展的办法，我们就会犯错误；假如我们不善于利用工人运动，向农民宣传那些在1861年2月19日的改革中因地主和官吏的歪曲而没有得到实现的民主要求，我们就会犯更加不可挽回的错误。如果我们党想领导全国人民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它就必须把这些要求列入自己的纲领。 
［注：我们已经拟就包括上述种种要求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希望在“劳动解放社”的协助下讨论和修改这个草案以后，于近期在本报予以公布。］

 但是，列入这些要求，决不是要我们把城市的积极革命力量调到农村。根本不是这样的。毫无疑义，党的一切战斗力量应当集中在城市和工业中心，只有工业无产阶级才能进行勇往直前的反对专制制度的群众性斗争，只有这个无产阶级才能采取这样的斗争手段：组织公开的游行示威或创办正常出版和广泛发行的人民政治报纸。我们之所以要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农民的要求，并不是为了把信仰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从城市调到农村，把他们困在乡下，——不是的，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对那些 只能
 在农村活动的力量给以行动上的指导，是为了利用同农村的联系来从事民主事业和进行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而这种联系由于种种情况还由许多忠于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保持着，这种联系随着运动的增长必然会不断扩大和发展。过去我们是一支很小的志愿队，那时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力量只是一些普遍“到工人中去的”青年的小组，这个阶段早已过去了。现在我们的运动已经拥有一支大军，为社会主义和自由而斗争的工人大军，一直参加运动而现在分布在俄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大军，以及对工人运动抱有信心和希望并且准备给它大力帮助的同情者大军。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伟大的任务：把所有这些队伍组织起来，要组织得使我们不仅能够实行闪电式的爆发，不仅能够给敌人以偶然的、分散的（因而是没有危险的）打击，而且能够全线出击，同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顽强的斗争，凡是在专制政府播下了压迫种子和收获了仇恨果实的地方，都能够向它实行攻击。然而，不把阶级斗争和政治觉悟的种子散播到千百万农民群众中去，难道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吗？请不要说散播这些种子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在进行着，正在沿着尚未引起我们注意和不受我们影响的千万条渠道进行着。如果我们善于加强我们的影响，提出口号，并打出使俄国农民摆脱一切可耻的农奴制残余的旗帜，这种播种工作就会进行得非常深广而快速。进城的乡下人，现在已经好奇和关心地注视着他所不了解的工人斗争，并且把斗争的消息带到一切穷乡僻壤去。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使这些旁观者不是好奇，而是了解（即使不是完全了解，至少也要模糊地意识到）工人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使他们变得日益同情工人的斗争。到那时候，革命的工人政党战胜警察政府的日子就将到来，而且会快得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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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四分之一或极小的一块份地，即所谓“赐地”。俄国1861年改革中，按照改革法令的规定，地主可以同农民达成协议，以最高标准四分之一的份地赐给农民，不取赎金，而其余四分之三归地主所有。得到这种赐地的农民是土地最少的一类农民。——379。



[119]暂时义务农指俄国农奴制废除后，为使用份地而对地主暂时负有一定义务（交纳代役租或服徭役）的前地主农民。农民同地主订立了赎买份地的契约后，即不再是暂时义务农，而归入私有农一类。1881年12月沙皇政府法令规定，从1883年1月1日起，暂时义务农必须赎得份地。——379。



[120]规约是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中规定农民与地主关系的一种文书。按照改革的法令，农民与地主订立赎地契约以前，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这种暂时义务农的份地面积以及他们为使用份地而对地主负担的义务，都规定在规约中。规约上还记载其他用地的分配、宅地的迁移等情况。规约由地主草拟，通过解决地主和农民之间纠纷的调停官订立。规约如被农民拒绝，也可以在未经农民同意的情况下得到批准。规约的订立，引起了农民的广泛抵抗。——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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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卷

年表

（1898年—1901年4月）


1898年


1月4日（16日）


列宁从西伯利亚流放地舒申斯克村写信给母亲，询问姐姐安娜为弟弟德米特里被捕事奔走的结果，并告诉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打算到舒申斯克村来。

写信询问马·季·叶利扎罗夫，是否已托人通知德国《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杂志编辑和发行人亨·布劳恩，他允许翻译自己的一篇著作。信中还请叶利扎罗夫寄一份1896年自由经济学会关于币制改革讨论的速记记录。


1月8日（20日）


致电内务部警察司司长，请求将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流放地改为舒申斯克村（克鲁普斯卡娅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案被判处流放乌法三年）。


1月24日（2月5日）


写信问姐姐安娜，有无可能出版他的文集。列宁的计划后来实现了，文集定名为《经济评论集》。


2月7日和14日（19日和26日）之间


撰写《书评。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


2月18日（3月2日）


把《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修订稿寄给马·季·叶利扎罗夫送去排印，收入文集。同时还请叶利扎罗夫把《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和《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也收入文集。


不早于3月8日—8月16日（3月20日—8月28日）


翻译维伯夫妇合著的《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第一卷，并加了许多脚注。


4月


《书评。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在《世间》杂志第4期上发表。


5月7日（19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她的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一起到达舒申斯克村。


5月10日（22日）


列宁呈请米努辛斯克专区警察局长发给他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结婚所需要的证件。


5月20日（6月1日）以后


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到米努辛斯克参加民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流放者的集会，会上双方关系破裂。


6月30日（7月12日）


呈请叶尼塞斯克省总督尽速发给他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结婚所需要的证件。


7月10日（22日）


列宁同克鲁普斯卡娅举行婚礼。从农民济里亚诺夫家搬迁到农妇彼得罗娃家。


7月14日（26日）


收到雅·马·利亚霍夫斯基来信，获悉喀山马克思主义小组创建人尼·叶·费多谢耶夫逝世噩耗。


8月9日（21日）


完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初稿。


8月10日—13日（22日—25日）


获准去米努辛斯克治牙。根据医生的诊断意见，呈请叶尼塞斯克省省长准许他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个星期，作进一步治疗。


8月16日（28日）


将《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第一卷译稿按挂号印刷品寄彼得堡亚·米·卡尔梅柯娃书店转彼·伯·司徒卢威。


8月26日（9月7日）以前


撰写《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卡雷舍夫教授在统计学方面的新功绩）》一文。


9月2日（14日）


写信给在奥尔洛夫的亚·尼·波特列索夫，请他帮忙弄到载有普列汉诺夫的《伯恩施坦和唯物主义》、《康拉德·施米特反对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黑格尔逝世60周年纪念》的几期《新时代》杂志，并认为非常需要普列汉诺夫在俄国报刊上著文批评新康德主义。


9月8日—20日（9月20日—10月2日）


在得到叶尼塞斯克省省长的准许后，离舒申斯克村经米努辛斯克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期间，会见社会民主党人Л.Н.斯科尔尼亚科夫等政治流放者，赞同斯科尔尼亚科夫提出的组织铁路工厂工人小组的建议。曾去当地市立图书馆和尤金的私人图书馆查阅图书资料。


9月20日—25日（10月2日—7日）


离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经米努辛斯克返回舒申斯克村。


10月9日和15日（21日和27日）之间


列宁的第一本文集《经济评论集》出版，署名：弗拉基米尔·伊林。文集收有《评经济浪漫主义》、《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我们拒绝什么遗产？》和《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


11月11日（23日）


列宁把编制好的《经济评论集》勘误表寄给彼·伯·司徒卢威，请他印好附在书里。


秋天


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在日内瓦出版。


1898年12月24日—1898年1月2日（1899年1月5日—14日）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去米努辛斯克，同来自本专区各地的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聚会，迎接新年。在这期间，参加讨论成立同志互助基金会问题。


1898年下半年—1899年


同流放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弗·威·林格尼克通信，讨论哲学问题，坚决反对主观唯心主义，捍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点。


年底


撰写《市场理论问题述评（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战）》一文。


1898年冬或1899年冬


写信告诉尔·马尔托夫，彼得堡《工人思想报》避而不谈政治斗争任务，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青年派成员即经济派系统攻击劳动解放社。


1898—1899年


向舒申斯克村和邻近专区的农民解答法律询问。


1899年


1月26日（2月7日）


列宁写信给亚·尼·波特列索夫，指出《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一文把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斯卡尔金当作19世纪60年代思想“遗产”的代表，是出于书报检查的考虑，其实这一“遗产”的真正代表是车尔尼雪夫斯基。


1月26日和3月21日（2月7日和4月2日）之间


研读卡·考茨基《土地问题。现代农业倾向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概述》一书。


1月30日（2月11日）


完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付排工作。


1月30日和2月3日（2月11日和15日）之间


撰写《书评。罗·格沃兹杰夫〈富农经济的高利贷及其社会经济意义〉》。


1月


《市场理论问题述评（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战）》一文在《科学评论》杂志第1期上发表。


2月3日和7日（15日和19日）之间


列宁撰写《书评。帕尔乌斯〈世界市场和农业危机〉》。


2月17日（3月1日）


写信告诉流放中的社会民主党人瓦·瓦·斯塔尔科夫等，打算写一篇书评，评罗莎·卢森堡的书（看来是指《波兰的工业发展》一书）。


2月21日（3月5日）以前


撰写《书评。〈俄国工商业〉》。


3月上半月


撰写《再论实现论问题》一文。


3月21日（4月2日）以前


撰写《书评。卡尔·考茨基〈土地问题。现代农业倾向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概述〉》。


3月24日和31日（4月5日和12日）之间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一版在圣彼得堡出版，署名：弗拉基米尔·伊林。


3月


《开端》杂志第3期以《现代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对徭役经济的排挤》为题，发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三章头六节，同时还发表了列宁的三篇书评：《书评。罗·格沃兹杰夫〈富农经济的高利贷及其社会经济意义〉》、《书评。帕尔乌斯〈世界市场和农业危机〉》和《书评。〈俄国工商业〉》。


4月以前


列宁的小册子《新工厂法》在日内瓦出版。


4月4日和5月9日（4月16日和5月21日）之间


列宁以《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论考茨基的著作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文章）》为总题目，撰写两篇文章。


4月


写信给在布鲁塞尔的妹妹玛丽亚，请她设法找一本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寄来。

撰写《书评。霍布森〈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


5月1日（13日）


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同被流放的工人奥·亚·恩格贝格等一起庆祝五一节。


5月2日（14日）


列宁同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通信（特别是同雅·马·利亚霍夫斯基商量为尼·叶·费多谢耶夫立墓碑）为警察当局察觉，警察到舒申斯克村进行搜查和审问列宁。


5月29日（6月10日）以前


列宁撰写《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一文。


6月18日（30日）


从亚·尼·波特列索夫的来信中得知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人发表修正主义的言论。


6月20日（7月2日）


写信给弟弟德米特里，赞扬格·瓦·普列汉诺夫反对爱·伯恩施坦的行动，表示对亚·亚·波格丹诺夫《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一书很感兴趣。


6月27日（7月9日）


写信给亚·尼·波特列索夫，表示坚决站在一元论者（指普列汉诺夫）一边，支持他批判新康德主义，认为必须在国外创办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来同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作斗争。


6月27日（7月9日）以后


研究波格丹诺夫的《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一书。


7月11日（23日）以后


收到姐姐安娜密写抄寄的叶·德·库斯柯娃起草的经济派宣言——《信条》。


8月20日（9月1日）以前


撰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


8月20日—22日（9月1日—3日）


在叶尔马科夫斯克村召集在米努辛斯克专区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开会，讨论经济派的《信条》。与会者17人一致通过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


8月22日（9月3日）


写信给妹妹玛丽亚，请她及时寄来报道10月即将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的报纸。鉴于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言论，代表大会已将“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击”这一问题列入议程。


8月22日（9月3日）以后


写信给在图鲁汉斯克的尔·马尔托夫，并寄去经济派的《信条》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的副本。尔·马尔托夫后来回信说，图鲁汉斯克的流放者赞成《抗议书》。

给在奥尔洛夫的亚·尼·波特列索夫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的副本，流放该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对经济派的《信条》也表示抗议。


夏天


加紧研究哲学问题：重读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研究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以及唯心主义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的著作。


9月1日（13日）


在给母亲的信中对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作了尖锐的批评；要妹妹把载有普列汉诺夫批评伯恩施坦和批评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的调和态度的文章《为什么我们要感谢他？给卡·考茨基的公开信》的《萨克森工人报》寄来。


1899年9月初—1900年1月19日（30日）


和克鲁普斯卡娅合校从彼得堡寄来的维伯夫妇的《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第二卷俄译稿，重译了相当大一部分，并加了许多脚注。


9月9日—15日（21日—27日）


列宁译的《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第一卷出版。


9月10日（22日）


列宁在叶尔马科夫斯克村参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阿·亚·瓦涅耶夫的葬礼，并讲了话。


10月13日（25日）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寄到日内瓦，格·瓦·普列汉诺夫收到后即付排，供《工人事业》杂志第4—5期刊用。


10月31日（11月12日）


列宁写信给谢·米·阿尔卡诺夫医生，请他给流放伙伴奥·亚·恩格贝格看病。


不早于10月


接受崩得中央委员会请他参加编辑《工人报》——后改为撰稿——的建议，给《工人报》撰写《我们的纲领》、《我们的当前任务》和《迫切的问题》等三篇文章，还就为该报撰稿条件和文章选题写了《给编辑部的信》。


11月下半月


撰写《书评。卡尔·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


11月下半月—12月初


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合译卡·考茨基的《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一书。


12月初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作为《工人事业》杂志第4—5期合刊的附刊。《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未征得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同意，便改变发表形式，还加了一个编后记。


年底


列宁撰写《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论工业法庭》、《谈谈罢工》和《书评。谢·尼·普罗柯波维奇〈西欧工人运动〉》。


1899年底或1900年初


撰写《论〈宣言书〉》一文。


1899年


详细制定在国外创办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的计划，并写信告诉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


1900年


1月中


列宁开始撰写《非批判的批判（评1899年《科学评论》第12期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论文《商品拜物教》）》一文，于3月完稿。同年，文章在《科学评论》杂志第5—6期上发表。


1月19日（31日）


把校好的《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第二卷俄译稿寄回彼得堡。


1月29日（2月10日）


流放期满。列宁同克鲁普斯卡娅和岳母一起离开舒申斯克村赴欧俄。因沙俄当局不准列宁在三年内在两个首都、有高等学校的城市和大工业中心居住，列宁选择最便于同彼得堡联系的普斯科夫为定居地点。


2月6日—不早于9日（18日—不早于21日）


在乌法停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将在这里服满流放期），多次会见流放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亚·德·瞿鲁巴、阿·伊·斯维杰尔斯基、维·尼·克罗赫马尔等，交谈革命工作问题，向他们介绍在国外出版全俄秘密政治报纸的计划。


不早于2月9日（21日）


离开乌法秘密前往莫斯科。


不晚于2月16日（28日）


秘密来到莫斯科，住在姐姐安娜家里。


2月16日和20日（2月28日和3月4日）之间


会见莫斯科当地的和外地来看望他的社会民主党人，商谈同他们建立联系的问题。


2月17日（3月1日）


会见社会民主党人格·波·克拉辛工程师。


2月18日和19日（3月2日和3日）


会见俄国社会民主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和《南方工人报》的代表伊·克·拉拉扬茨，交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问题和出版《火星报》的计划等问题。收到请他参加党的二大和参加编辑《工人报》的建议。


2月20日和24日（3月4日和8日）之间


到下诺夫哥罗德，了解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作情况，交谈革命工作任务。


不晚于2月25日（3月9日）


秘密抵达彼得堡，会见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向他们介绍出版全俄政治报纸的计划。

会见秘密回国的维·伊·查苏利奇，向她介绍在国外出版全俄政治报纸和科学政治杂志的计划，商谈劳动解放社参加这两个报刊问题。


2月26日（3月10日）


抵达普斯科夫，并在这里居住，受警察秘密监视。


2月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被收入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的文集《〈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


3月10日（23日）


列宁呈请内务部警察司司长准许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从乌法迁到普斯科夫服满流放期，未获准。


3月底—4月4日（17日）以前


会见尔·马尔托夫，介绍在国外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计划，交谈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任务。

写《〈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

会见尔·马尔托夫和亚·尼·波特列索夫，并同他们讨论这个声明草案。

召集和主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和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会议（史称“普斯科夫会议”）。会上，列宁宣读了《〈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并就国外编辑部工作的组织问题以及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参加报纸和杂志工作问题发言。会议赞同这个声明草案。


3月—5月上半月


多次会见从彼得堡来访的亚·米·卡尔梅柯娃，交谈有关筹办《火星报》的事宜。

接受普斯科夫省统计处的工作，积极参加制定普斯科夫省农民经济、副业、手工业的发展的估价和统计调查大纲。曾为普斯科夫省统计处的任务，出差去伊兹博尔斯克。

常去市立图书馆研读经济、统计和社会问题方面的书刊，并在那里会见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

会见社会民主党人亚·米·斯托帕尼和斯·伊·拉德琴柯、尼·尼·洛霍夫等人，同他们商谈在普斯科夫建立《火星报》协助小组事宜。


4月2日（15日）


从伊兹博尔斯克秘密来到里加，会见里加社会民主党组织领导人扬·奥佐尔和K.祖季斯，详细了解他们的工作，就他们参加在国外出版报纸和杂志的工作以及建立联系等问题进行磋商。


4月6日（19日）


写信告诉母亲，正在编制《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的索引。


4月20日（5月3日）


由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生病，呈请内务部警察司司长准许他去乌法住一个半月，被拒绝。后来，由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代为申请，获准。


4月下旬


同亚·尼·波特列索夫商谈他出国筹办《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出版的技术准备问题，请他把《〈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带去交给劳动解放社。


4月下半月—5月19日（6月1日）


起草《火星报》小组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收到劳动解放社寄来的出席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书。


4月—5月


撰写卡·罗·卡乔罗夫斯基《俄国村社》（1900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第1分册）一书的书评。


5月5日（18日）


领到去德国的护照。


5月中


会见到普斯科夫来访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代表，商谈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问题。


5月19日（6月1日）


会见前来普斯科夫的尔·马尔托夫，讨论在国内开展工作支持《火星报》的问题，还商定了如何联系的问题。


5月20日（6月2日）


秘密抵达彼得堡，会见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研究出国后如何联系等问题，访问《北方信使报》编辑部。


5月21日（6月3日）


因非法进入首都被捕。


5月23日（6月5日）


在彼得堡保安处受审讯。


5月31日（6月13日）


获释，由警官解送到莫斯科附近波多利斯克列宁母亲的住所。


6月1日和6日（14日和19日）之间


在母亲家里，同应邀前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潘·尼·勒柏辛斯基、舍斯捷尔宁夫妇等人商谈如何协助《火星报》的问题。


6月7日（20日）


与母亲和姐姐一起去乌法看望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6月8日或9日（21日或22日）


在下诺夫哥罗德稍事停留，会见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商谈支持《火星报》和今后联系的方法问题。


6月15日（28日）


抵达乌法克鲁普斯卡娅的住所。


6月15日和7月2日（6月28日和7月5日）之间


在乌法先后会见当地的和外地的社会民主党人亚·德·瞿鲁巴、弗·亚·诺斯科夫、彼·彼·鲁勉采夫等人，商谈支持《火星报》和建立联系的方法等问题。


7月2日（15日）以后


离开乌法回波多利斯克。


7月2日和10日（15日和23日）之间


途经萨马拉和塞兹兰时作短暂停留，分别同两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取得联系，商谈支持《火星报》问题。


7月10日（23日）


回到波多利斯克。


不晚于7月13日（26日）


从波多利斯克启程出国。


7月13日—15日（26日—28日）


出国途中在斯摩棱斯克停留，会见伊·瓦·巴布什金和弗·尼·罗扎诺夫，商谈关于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和他们在国内如何进行工作支持《火星报》的问题。


7月16日（20日）


通过国境。


7月19日（8月1日）以后


在苏黎世停留两天，会见劳动解放社成员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讨论《〈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和有关出版这两种报刊的问题。

由苏黎世到日内瓦，住在附近的韦采纳村。

在日内瓦会见亚·尼·波特列索夫，了解劳动解放社成员对《〈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的态度。

在日内瓦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商谈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以及劳动解放社参加这两个报刊的问题，双方发生分歧。


8月初


会见“社会民主党人”组织成员，交谈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问题。


8月11日（24日）以前


研究有关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分裂的材料。

会见尼·埃·鲍曼和由巴黎来瑞士的尤·米·斯切克洛夫，讨论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任务和计划。

在伯尔里夫，同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亚·尼·波特列索夫、尼·埃·鲍曼和尤·米·斯切克洛夫开会，讨论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任务和计划。


8月11日—13日（24日—26日）


在科尔西埃（日内瓦近郊），同劳动解放社成员开会，讨论《编辑部声明草案》，以及出版和共同编辑《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等问题。


8月15日（28日）


在日内瓦参加同劳动解放社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达成关于组成编委会、共同出版文集、制定新的协议草案等方面的协议。

在韦采纳村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一个成员交谈同劳动解放社谈判的结果和组织出版报纸杂志的具体工作问题。

离开日内瓦前往慕尼黑。


8月15日—23日（8月28日—9月5日）


起草关于《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出版小组同“社会民主党人”国外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议。


8月16日和24日（8月29日和9月6日）之间


在纽伦堡停留。


8月17日（30日）


看望姐姐安娜，向她介绍同劳动解放社谈判的情况。


8月20日（9月2日）


开始撰写《“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一文，记述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商谈出版《火星报》的情况。


不晚于8月22日（9月4日）


写回信给尤·米·斯切克洛夫，同意将达·波·梁赞诺夫批评经济派的文章《评〈工人事业〉的纲领》刊载在《曙光》杂志上，同时对这篇文章提出自己的意见。


8月22日—24日（9月4日—6日）


会见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阿·布劳恩，讨论在组织上和技术上协助出版《火星报》问题。


8月23日（9月5日）以后


撰写准备在《火星报》创刊号发表的《〈火星报〉编辑部声明》。


8月24日（9月6日）


离开纽伦堡前往慕尼黑。途中在布拉格稍事停留，同印刷厂工人弗·莫德拉切克商谈转寄信件问题。


8月25日（9月7日）


到达已选定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所在地的慕尼黑。


8月—12月


结识住在慕尼黑的波兰革命者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时常同他见面，在组织《火星报》的出版方面得到他的帮助。


9月初


收到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信中说格·瓦·普列汉诺夫已承认自己在策略问题上不正确，保证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其他成员协调行动。


9月5日（18日）以前


寄给劳动解放社四份出席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委托书：三份来自乌拉尔社会民主党组织，一份来自乌法社会民主党组织。


9月23日（10月6日）


参加起草《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内部相互关系的特别协议，这个协议保障了劳动解放社在决定编辑问题方面的权利。


9月27日（10月10日）


复信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感谢寄来奥尔洛夫市23名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通过的关于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的决议，告诉他，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约·亨·狄茨承担出版《曙光》杂志的工作，根据德国的出版法，必须物色一个杂志负责人。


9月27日和10月5日（10月10日和18日）之间


列宁写的《〈火星报〉编辑部声明》印成单页，运回国内，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和工人中间散发。


9月底


列宁在慕尼黑进英语补习班学习。


9月


会见前来慕尼黑的康·米·塔赫塔廖夫，断然拒绝他提出的为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撰稿的建议。


9月—10月


撰写《对华战争》一文。


1900年9月—1901年2月


同社会民主党斗争社（达·波·梁赞诺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和B.达涅维奇）通信，讨论该社成员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进行写作合作的形式问题。


10月5日和11月3日（10月18日和11月16日）之间


编辑小册子《哈尔科夫的五月》，并写序言。


10月13日（26日）


写回信告知在伦敦的阿·亚·雅库波娃，鉴于《工人思想报》方针转变并无确实消息，他再次断然拒绝为该报撰稿。


10月20日（11月2日）


写信告诉在伦敦的维·巴·诺根，可能安排他秘密回国，组织《火星报》的发行工作，并同各地的委员会和小组建立联系。


10月24日（11月6日）


写信告诉妹妹玛丽娅，正在学习德语，常去图书馆。


10月27日（11月9日）


给格·瓦·普列汉诺夫寄去准备在《曙光》杂志第一期发表的材料。


11月3日（16日）以前


撰写《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火星报》创刊号社论）。

通过社会民主党人威·阿·布赫霍尔茨同社会民主运动活动家叶·萨·厄廷格尔谈判，请她出面担任出版《曙光》杂志头两期的正式负责人。


11月25日（12月8日）以前


撰写《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一文。


11月底


筹备出版《曙光》杂志第一期。


12月2日和10日（15日和23日）之间


由慕尼黑去莱比锡，到印刷厂解决有关《火星报》创刊号出版的一系列问题。


12月10日（23日）


离开莱比锡回慕尼黑。


12月11日（24日）


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火星报》创刊号出版，载有列宁的三篇文章：《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社论）、《对华战争》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


12月上半月


写信告诉在乌法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打算出版他们在西伯利亚流放中翻译的卡·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一书，请她把译稿寄来。


1900年12月16日（29日）—1901年2月中


参加《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同前来慕尼黑的彼·伯·司徒卢威就国外共同出版书刊的方式问题举行谈判，起草《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小组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关于共同出版《曙光》杂志附刊《时评》的协议草案。鉴于司徒卢威企图利用社会民主党出版物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服务，主张使谈判破裂。


12月16日（29日）夜


参加同彼·伯·司徒卢威的会谈后，记下谈判过程。


12月21日（1901年1月3日）以前


阅读亨·迈·海德门为《火星报》写的《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政治斗争》一文英文稿，译成俄文并写注释。


1900年底—1901年初


审阅和发排寄给《火星报》的各种关于国内各地工人生活状况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通讯稿件以及许多揭发性的材料（包括正教院在列·尼·托尔斯泰逝世时禁止举行追悼仪式的机密文件）。


1901年


1月11日（24日）


列宁寄给维·巴·诺根一份《火星报》创刊号，征求他的意见，同时询问他是否同意担任往俄国运送书刊的固定职务。


1月17日（30日）以前


写对于《关于同司徒卢威的协议草案》的补充。


1月17日（30日）


出席《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同彼·伯·司徒卢威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讨论共同出版《曙光》杂志附刊《时评》的协议草案。司徒卢威要求取消草案第7点，即《火星报》可以使用寄给《时评》的材料。列宁发言反对，而其他编委向司徒卢威让步，同意他的要求。

写信给格·瓦·普列汉诺夫，对当天会议结果表示不满，告诉他打算把这封信作为抗议信或“保留意见”附在会议记录中，要求普列汉诺夫也对会议决议提出抗议。


1月23日（2月5日）


写回信给维·巴·诺根，表示同意他提的报纸“国内评论栏”不能令人满意的意见。


1月


撰写《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一文。


1月底—2月初


撰写《打吧，但不要打死》、《何必要加速时代的变迁？》和《客观的统计》三篇文章，总标题为《时评》。


1月—3月


在列宁领导下，《火星报》协助小组和《火星报》代办员在彼得堡、莫斯科、普斯科夫、波尔塔瓦、萨马拉、南俄各地展开工作。


2月8日（21日）以前


《火星报》第2号出版，载有列宁的《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一文。


2月11日（24日）以前


列宁会见前来慕尼黑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商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出版事宜。


2月15日（28日）


离开慕尼黑前往布拉格，安排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出国事宜。


2月17日（3月2日）


离开布拉格前往维也纳俄国领事馆，为他在请求发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出国护照的申请书上面的签字取得证明。


2月19日（3月4日）以后


离开维也纳返回慕尼黑。撰写《工人政党和农民》一文。


2月


会见从波尔塔瓦应召而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列·伊·戈尔德曼，商谈在基什尼奥夫设立《火星报》秘密印刷所问题。


3月7日（20日）


写信告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曙光》杂志第一期写的编辑部声明因提到非法出版的《火星报》而被约·狄茨拒绝刊印，只好换成寥寥数语的《致读者》。


3月10日（23日）


《曙光》杂志第一期出版，刊登了列宁所写的总标题为《时评》的三篇文章：《打吧，但不要打死》、《何必要加速时代的变迁？》和《客观的统计》。


不晚于4月1日（14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从乌法来到慕尼黑。


不晚于4月2日（15日）


列宁写信给格·瓦·普列汉诺夫，认为《曙光》杂志必须对《在光荣的岗位上》文集（民粹派祝贺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从事写作活动和社会活动四十年专集）展开批判，并提出写批判文章的分工建议。


4月6日（19日）


写信告诉瑞典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编辑卡·亚·布兰亭，《火星报》编辑部打算同瑞典和芬兰的社会民主党人建立密切联系，请求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找一位固定的芬兰撰稿人，以便介绍芬兰政局和芬兰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


4月12日（25日）


向劳动解放社提出把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组织联合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的计划。


不晚于4月14日（27日）


起草给《火星报》代办员柳·尼·拉德琴柯信的提纲，强调俄国《火星报》组织要争取到尽可能多的人和地方，认为当前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不适宜的。


4月18日（5月1日）


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参加德国工人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


4月19日（5月2日）


《火星报》第3号出版，载有列宁的文章《工人政党和农民》。


4月24日（5月7日）以前


列宁起草党纲初稿（这个文件没有找到）。


4月24日和5月1日（5月7日和14日）之间


参加《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会议，讨论《曙光》杂志第2—3期内容、列宁提出的关于成立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的计划和国外同盟章程，以及斗争社提出的为商讨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外组织实行联合的问题而召开预备会议的建议。

对《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国外组织章程草案》作批注和修改。


4月29日（5月12日）


以《火星报》编辑部名义致函在巴黎的斗争社，表示同意恢复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外组织实行联合的谈判，接受斗争社提出的召开预备会议的建议，同时声明它打算继续进行同《工人事业》杂志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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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　］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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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入列宁1901年5月至12月的著作。这一时期，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国内发生大饥荒，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切矛盾表现得十分尖锐。工业停滞，经济萧条，中小企业纷纷倒闭，资本加速集中，工人大批失业，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人民群众革命情绪高涨。沙皇政府对人民的压榨和镇压更加激起人民的愤懑和反抗。1901年春，俄国的工人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从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5月7日彼得堡的奥布霍夫钢铁厂工人的罢工变成了工人同军警的激烈搏斗，震动了全国。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农民暴动频繁发生，学生运动声势浩大，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专制统治的运动也活跃起来。革命临近的征兆日益明显。俄国工人阶级迫切需要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由于经济主义的泛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仍处于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状态，大大落后于群众的自发运动。因此，继续批判经济主义，为建立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扫除障碍，依然是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重要任务。

列宁在本卷所收的著作中进一步阐发了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制定了党在革命形势下的政策和策略，批驳了经济派和其他一些非无产阶级理论家的错误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

首篇著作《从何着手？》是作为《火星报》社论发表的重要文章。列宁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政治鼓动的性质与内容、组织任务和在各地同时建立全俄战斗组织等三个问题，发展和全面论证了他早在被流放期间提出的建党计划。列宁反复强调建立一个能够统一所有革命力量、能够领导运动的革命政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指出“没有一个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组织，就谈不到什么系统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计划”（本卷第2页）。对于“从何着手”建立这样的政党的问题，列宁认为，“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线”（本卷第6页）。这个报纸应当是进行有坚定原则的和全面的宣传鼓动的报纸，应当是把各个地方的运动合成一个全国性运动的全俄报纸，应当是揭露沙皇政府、号召进行政治斗争的政治报纸。列宁还着重指出，这个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本卷第8页），报纸的地方代办员网将成为党组织的骨干，有了分布广泛而且组织严密的党，就能够坚定有力地进行革命工作，善于避免同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同时又善于利用敌人的迟钝而攻其不备。列宁在这里所阐述的建党思想和计划后来在《怎么办？》一书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和论证。

《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一文批驳了经济派对《火星报》的攻击，强调以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性。列宁指出，经济派搞不清运动中的自发因素和自觉因素的相互关系；不懂得“思想家”应当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别人更早地解决运动中遇到的一切理论、政治、策略和组织问题，善于把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出现危机的基本原因在于自觉的领导者落后于群众自发高潮，在于缺少具有很高理论修养的思想家，缺少有广阔政治眼界、有革命毅力和组织才能、能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战斗的政党的领导者。而最大的不幸则是经济派把这种缺点当作特殊的美德加以维护。列宁深刻地揭露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表现。他指出，经济派在原则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在机会主义的最新变种现代“批评”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在政治方面力图缩小和分散政治斗争，不懂得社会民主党人不掌握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就不能够推翻专制制度；在策略方面表现得极不稳定，跟在运动后面作尾巴；在组织方面不懂得运动的群众性质不但没有减轻而且加重了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一个巩固的、集中的、善于领导运动的革命家组织的责任。列宁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确定了《怎么办？》一书的大纲。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统一”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序言》、《答圣彼得堡委员会》、《国外情况》等文献，反映了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各国外组织联合问题上的原则性立场。1901年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国外有几个彼此独立的组织：经济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民主党人”，《火星报》的国外部，国外著作家集团的“斗争社”以及崩得的国外委员会。革命斗争需要革命力量的联合。列宁的火星派一贯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实行联合。1901年6月，上述各组织的代表为筹备“统一”代表大会在日内瓦举行预备会议。经过斗争，火星派取得胜利。会议达成协议，除共同承认反对沙皇政府、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条件外，还一致同意拥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作斗争。预备会议之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报《工人事业报》发表编辑部文章，重弹经济主义老调。在9月举行的“统一”代表大会上，联合会的代表又要求修改和补充日内瓦协议。联合会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完全退到机会主义立场上去，破坏了联合的基础。《火星报》国外部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随后，这两个组织单独合并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列宁在本卷关于联合问题的文献中揭露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会主义本性、联合没有成功的原因和经济派力图掩盖“统一”代表大会破裂真相的卑劣手法。列宁坚定不移地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强调指出，“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本卷第247页）。

本卷中的许多政论文章揭露了沙皇政府的警察统治，揭示了人民革命情绪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指出了俄国工人和农民革命斗争的前景。

《危机的教训》一文联系俄国的经济现实分析了资本主义痼疾——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影响。列宁写道，危机揭露了社会生产受私有制支配的全部荒谬性，“巨大的破产之所以会发生而且不可避免，是因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受一伙唯利是图的富豪所支配”（本卷第74页）。列宁指出，工人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争取资本家的个别让步，危机一到来，资本家就会收回曾经作过的让步并且更加残酷地压榨工人，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大军没有把资本和私有制的统治推翻之前，这种情形将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发生。

《新的激战》一文高度评价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反抗精神，指出这种反抗精神正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力量的源泉。文章论述了工人运动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指出要改变把劳动力变为商品这个使劳动群众极端贫困的条件，就必须进行反对整个社会制度的革命斗争。列宁从奥布霍夫工厂工人同警察的搏斗中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同沙皇警察和军队进行巷战而取得胜利是可能的。列宁号召工人必须作好准备，为争取人民的自由而同专制制度作坚决斗争。《游行示威开始了》一文要求工人支持任何反对专制制度的抗议和斗争，使各阶层居民正在高涨的抗议高潮汇合成统一的反专制洪流。

《农奴主在活动》一文分析了沙皇政府关于把西伯利亚的官地分给贵族地主的新法令的反动实质，指出这一法令的目的是满足农奴主的欲望和在西伯利亚建立专制制度的可靠支柱。《同饥民作斗争》、《苦役条例和苦役判决》以及《内政评论》总题下的《饥荒》、《对危机和饥荒的态度》等文论述了危机和饥荒给俄国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抨击沙皇政府的饥民政策，对沙皇政府力图掩盖灾情的严重性、克扣饥民口粮、削减本来就微不足道的救济金、禁止私人慈善家救济灾民并且镇压日益不满和愤慨的劳动群众等等罪恶行径作了深刻的揭露。列宁尖锐地指出，沙皇政府关于救济饥民的通令不是同饥荒作斗争，而是同饥民作斗争；关于饥民参加工程施工劳动的条例是把饥民当作农奴、当作“造反者”的一种新的惩罚法，是刑法的补充。沙皇政府的所作所为将使人民更快地认识到这一真理：“无论是反对失业和危机，还是反对我国在剥夺小生产者过程中所采取的亚洲式的野蛮的和残酷的剥夺形式，除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而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手段。”（本卷第290页）在《苦役条例和苦役判决》一文中，列宁还提出了有步骤地作好全民起义的准备的要求。

《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分析了沙皇政府财政大臣维特的秘密《记事》和尔·恩·斯·（司徒卢威）为它写的序言，对地方自治机关的实质作了深刻的阐述，着重批判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怯懦性和动摇性，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策略。地方自治机关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特别是贵族地主）代表的组织。列宁认为，地方自治机关是沙皇对60年代革命运动所作的无伤自己的让步，是加在沙皇制度这一四轮大车上的第五个轮子，既无关重要，又受沙皇政府的约束和限制，稍有越轨便会受到迫害。地方自治人士不满意专制统治，渴望立宪，争取政治自由，不时揭露沙皇官吏的反动。但它在政治斗争中不是一个“强大的”或多少独立的因素，只是一个辅助的因素。实质上，地方自治机关是专制制度用来引诱人们放弃真正宪制、分化和离间政治改革要求者的一种手段。俄国自由主义者无视地方自治机关的本质和局限性，把它看作是立宪自治的萌芽，提出了“权利和拥有权力的全俄地方自治机关！”的口号，一心想通过合法活动来争得政治自由。列宁揭露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幻想，揭穿他们用“汉尼拔式的斗争誓言”来骗人的把戏。列宁指出，他们不提出消灭专制制度的要求，只是利用群众的革命情绪来吓唬沙皇政府，以便捞得某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尽管如此，列宁明确提出，为了政治斗争的利益，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压迫的斗争，不管它是因为什么事情和在哪一个社会阶层中发生的，必须尽力使自由派资产阶级特别是地方自治人士的活动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相互补充；同时决不放弃对俄国自由派的幻想和动摇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以及《内政评论》总标题下的《第三种分子》和《两篇贵族代表演说》等文中，列宁继续阐述了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中争取和利用一切同盟者的策略问题。他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学会利用俄国全体人民中的激昂的社会情绪，支持包括自由派资产阶级在内的其他阶级和社会阶层反抗专制统治的呼声和活动。列宁指出，只有当战斗的革命政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时刻记住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它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同时举起为自由而斗争的全民的旗帜，把社会各阶层中对专制制度不满的人都争取到这个旗帜下来，我们才能起到先进的自由战士的作用。

本卷中篇幅最大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是列宁捍卫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的一部专著。俄国的谢·尼·布尔加柯夫、维·米·切尔诺夫和德国的弗·奥·赫茨、爱·大卫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家“批评”马克思的土地理论，否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适用于农业，力图用所谓永恒的自然规律来取代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列宁在这部著作中透彻地批驳了他们的论据，指出他们的理论基石——“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无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它完全不适用于技术正在进步和生产方式正在变革的情况，根本不是什么“普遍规律”。布尔加柯夫等人把劳动者的贫困归咎于自然界，认为“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造成食物不足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企图用虚构的“永恒规律”来回避土地问题的实质，掩盖农奴制残余、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农民贫困的现实。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的辩护士自然要设法回避农业落后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而把这种落后归咎于‘自然力的保守性’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这个臭名远扬的规律所包含的无非是辩护术和糊涂思想。”（本卷第210页）

布尔加柯夫歪曲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把级差地租理论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联系起来，并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列宁维护并阐释了马克思关于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学说。他指出，正是马克思使级差地租理论摆脱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羁绊，“马克思的批评家们”的错误在于片面地解释“垄断”这个概念。列宁阐明，资本主义农业中存在两种垄断，即土地经营的垄断和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把这两种垄断区别开来是绝对必要的，除了由于土地经营的垄断所产生的级差地租外，承认土地私有制所产生的绝对地租也是必要的。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批驳了“批评家们”所维护的“小农经济稳固论”。他们硬说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小生产富有生命力，而且比大生产优越。列宁揭露他们用来论证的统计方法是反科学的。他根据对俄国、德国和丹麦的农业经济资料所作的科学分析，以大量的事实和数字证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也适用于农业，农业中同样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存在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没有前途的，他们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才能摆脱受奴役和生活贫困的处境。因而，劳动农民在行将到来的革命中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

列宁的这部著作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土地纲领和对农民的政策的理论根据。

本卷正文最后一篇文献《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虽是一个提纲，却十分精辟。它集中反映了列宁对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内容、社会阶级实质、世界观根源和在历史上的消极作用的重要观点。

《附录》中的《对梁赞诺夫的〈两种真理〉一文的意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列宁编辑《火星报》的工作情况。列宁批评作者的主观主义观点、不善于分析局势以及过高估价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本卷中《机密文件》一文和《附录》中的10篇文献是《列宁全集》第1版未曾收载的。





《列宁全集》第5卷


从何着手？[1]


（1901年5月）

“怎么办？”这个问题，近几年来特别突出地提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面前。问题不在于选择道路（象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样），而在于我们在已经确定的道路上应当采取哪些实际步骤，到底应当怎么做。问题在于实际行动的方法和计划。斗争性质和斗争方法问题对于从事实际活动的党来说是一个基本问题；应当承认，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还没有解决，还有一些重大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暴露出令人感到痛心的思想上的不坚定和动摇。一方面，力图削减和缩小政治组织工作和政治鼓动工作的“经济主义”派别[2]还远没有死亡。另一方面，只会迎合每个新的“潮流”而不会区别眼前要求同整个运动的基本任务和长远需要的无原则的折中主义派别，还和过去一样趾高气扬。大家知道，这一派的巢穴就是《工人事业》[3]。它最近的“纲领性的”声明，即那篇采用《历史性的转变》这样一个堂皇的标题的堂皇的文章（《〈工人事业〉杂志附刊》[4]第6期），十分清楚地证实了我们的上述看法。昨天还在向“经济主义”献媚，对严厉谴责《工人思想报》[5]愤愤不平，把普列汉诺夫关于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问题的提法加以“缓和”，今天却已经在引用李卜克内西的话：“假使形势在24小时内发生变化，那么策略也必须在24小时内加以改变”，现在已经在谈论建立“坚强的战斗组织”来向专制制度发动直接的攻击，向它发动冲击，谈论“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革命的政治的鼓动”（请看，多么带劲，又是革命的，又是政治的！），“不断号召举行街头抗议”，“举行带有鲜明的〈原文如此！〉政治色彩的街头示威”，等等，等等。

《工人事业》这样快就领会了我们在《火星报》创刊号上提出的纲领[6]，知道要建立一个不仅争取个别的让步，而且还要直接夺取专制制度堡垒的坚强的有组织的党，对于这一点，我们本来可以表示满意，但是这些人没有任何坚定的观点，这种情况却可能把我们的满意完全打消。

当然，《工人事业》抬出李卜克内西来是徒劳无益的。在24小时内可以改变某个专门问题上的鼓动策略，可以改变党组织某一局部工作的策略，可是，要改变自己对于是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需要战斗组织和群众中的政治鼓动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不要说在24小时内，即使在24个月内加以改变，也只有那些毫无原则的人才办得到。借口什么环境不同和时期变化，这是滑稽可笑的。在任何“平常的、和平的”环境中，在任何“革命士气低落”的时期，建立战斗组织和进行政治鼓动都是必要的。不仅如此，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和在这样的时期，上述工作尤其必要，因为到了爆发和发动时期再去建立组织那就太晚了；组织必须建立好，以便随时能够立即展开自己的活动。“在24小时内改变策略”！但是要改变策略，就必须先要有策略；没有一个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组织，就谈不到什么系统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计划，而只有这样的计划才配称为策略。请看实际情况：人们对我们说，“历史时机”向我们党提出了一个“完全新的”问题——恐怖手段问题。昨天，政治组织和政治鼓动问题是“完全新的”问题，今天，恐怖手段问题又是“完全新的”问题了。听到这些完全忘掉自己身世的人谈论起根本改变策略的问题，不是令人感到奇怪么？

幸亏《工人事业》说错了。恐怖手段问题完全不是什么新的问题，我们只要简略地提一下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既定观点就够了。

在原则上，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而且也不可能拒绝恐怖手段。这是一种军事行动，在一定的战斗时机，在军队处于一定的状况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完全适用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问题的实质就在于：目前提出来的恐怖手段，并不是作为作战军队的一种行动，一种同整个战斗部署密切联系和相适应的行动，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同任何军队无关的单独进攻的手段。的确，在没有中央革命组织而地方革命组织又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恐怖行动也只能是这样。因此，我们坚决宣布，这种斗争手段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合时宜的，不妥当的，它会使最积极的战士抛开他们真正的、对整个运动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它不能瓦解政府的力量而只会瓦解革命的力量。请回想一下最近发生的事件吧。我们亲眼看到广大的城市工人和城市“平民”群众奋起投入斗争，而革命者却没有一个领导者和组织者的总部。在这样的条件下，最坚决的革命者采取恐怖行动，不是只会削弱那些唯一可以寄予极大希望的战斗队伍么？不是只会使革命组织同那些愤愤不平的、起来反抗的、准备斗争的、然而分散的并且正因为分散而显得软弱无力的群众之间的联系中断么？而这种联系正是我们胜利的唯一保证。我们决不想否认单独的英勇突击的意义，可是我们的责任是要竭力告诫人们不要醉心于恐怖行动，不要把恐怖行动当作主要的和基本的斗争手段，而现在有许许多多的人非常倾心于这种手段。恐怖行动永远不能成为经常的军事行动，它至多只能成为发动决定性冲击时的手段之一。请问，我们现在是否可以 号召
 发动决定性的冲击呢？《工人事业》显然认为是可以的。至少，它是在高喊：“组成冲击队吧！”可是这仍旧是一种失去理智的狂热。我们的军事力量大部分是志愿兵和起义者。我们的常备军只是几支人数不多的队伍，而且就是这几支队伍也还没有动员起来，它们彼此之间没有联系，还不能组成作战队伍，更不用说组成冲击队了。在这种情况下，凡是能够认清我们斗争的总的条件，而且在事变历史进程的每个“转变”中不忘记这些条件的人都应当懂得，我们当前的口号不能是“发动冲击”，而应当是“对敌人的堡垒组织正规的围攻”。换句话说，我们党的直接任务，不能是号召现有的一切力量马上去举行攻击，而应当是号召建立革命组织，这一组织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统一一切力量，领导运动，即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并以此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军事力量。

二三月事件[7]的教训是很深刻的，现在大概不会有人在原则上反对这种结论了。可是现在要求我们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要求我们不仅懂得需要有什么样的组织来进行什么样的工作，而且要制定出一定的组织 计划
 ，以便能够从各方面着手建立组织。鉴于问题的迫切重要性，我们想提出一个计划草案来请同志们考虑。关于这个计划，我们在准备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将作更详细的发挥。[8]

我们认为，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线。首先，我们需要报纸，没有报纸就不可能系统地进行有坚定原则的和全面的宣传鼓动。进行这种宣传鼓动一般说来是社会民主党的经常的和主要的任务，而在目前，在最广大的居民阶层已经对政治、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兴趣时，这更是特别迫切的任务。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进行集中的和经常的鼓动工作，用以补充靠个人影响、地方传单、小册子等方式进行的零散的鼓动工作；而要进行这种集中的和经常的鼓动工作，就必须利用定期的报刊。报纸出版（和发行）号数多少和是否按时，可以成为衡量我们军事行动的这个最基本最必要的部门是否坚实可靠的最确切的标准，这样说看来并不是夸大。其次，我们需要的是全俄的报纸。假使我们不能够用报刊上的言论来统一我们对人民和对政府的影响，或者说在我们还不能够做到这点以前，要想去统一其他更复杂、更困难然而也是更有决定意义的影响手段，那只能是一种空想。无论在思想方面，或者在实践、组织方面，我们的运动的缺点首先就在于自己的分散性，在于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几乎完全陷入纯粹地方性的工作中，这种地方性的工作会缩小他们的眼界和他们的活动范围，限制他们从事秘密活动的技能和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不坚定和动摇的最深刻的根源，正是应当从这种分散性中去寻找。而为了克服这个缺点，为了把各个地方的运动合成一个全俄的运动， 第一步
 就应当是创办全俄的报纸。最后，我们需要的报纸还必须是 政治
 报纸。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没有政治机关报，就绝对实现不了我们的任务——把一切政治不满和反抗的因素聚集起来，用以壮大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已经在工人阶级中间激起进行“经济”揭露，即对工厂进行揭露的热情。我们还应当再前进一步，在一切稍有觉悟的人民阶层中激起进行 政治
 揭露的热情。不必因为目前政治揭露的呼声还显得无力、稀少和怯懦而感到不安。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容忍警察的专横暴虐，而是因为那些能够并且愿意进行揭露的人还没有一个说话的讲坛，还没有热心听讲并且给讲演人以鼓舞的听众；他们在人民中间还完全看不到那种值得向它控诉“至高无上的”俄国政府的力量。而现在这一切都在极其迅速地变化着。这样一种力量现在已经有了，这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已经证明它不仅愿意听从和支持政治斗争的号召，而且决心勇敢地投入斗争。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就应当是这样的讲坛。俄国工人阶级与俄国社会其他阶级和阶层不同，它对政治知识经常是感兴趣的，它经常（不仅在风暴时期）迫切要求阅读秘密书刊。在有这样广泛的要求的条件下，在已经开始培养有经验的革命领导者的条件下，在工人阶级的集中化已经使工人阶级实际上成为大城市工人区、大小工厂区的主人的条件下，创办政治报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完全办得到的事情。而通过无产阶级，报纸还可以深入到城市小市民、乡村手工业者和农民中间去，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政治报纸。

但是，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依靠报纸并通过报纸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从事地方性工作，而且从事经常的共同性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员密切注视政治事件，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及其对各个不同居民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的党对这些事件施加影响的适当措施。单是技术上的任务——保证正常地向报纸提供材料和正常地发行报纸——就迫使我们去建立统一的党的地方代办员网，这些代办员彼此间要密切联系，了解总的情况，习惯于经常按时执行全国性工作中的各种零星任务，并组织一些革命行动以检验自己的力量。这种代办员网 
［注：自然，这样的代办员只有在同我们党的各地的委员会（团体、小组）密切联系的条件下，才能有成效地进行工作。而且一般说来，我们所拟订的整个计划，当然也只有在各地的委员会的积极支持下才能实现。这些委员会在党的统一方面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我们相信它们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一定能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争取到这个统一。］

 将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组织的骨干。这种组织，其规模之大使它能够遍布全国各地；其广泛性和多样性使它能够实行严密而精细的分工；其坚定性使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转变关头”和意外情况下都能始终不渝地进行 自己的
 工作；其灵活性使它善于一方面在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集中全部力量于一点的时候避免同他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他最难料到的地点和时间攻其不备。今天我们面临的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支持在大城市的街头游行示威的学生。明天我们就可能面临更困难的任务，例如，支持某个地区的失业工人的运动。后天我们就必须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革命的姿态参加农民的暴动。今天我们必须利用政府向地方自治机关进攻所造成的紧张的政治形势。明天我们就必须支持人民反对沙皇的某个凶恶的走狗的骚动，帮助人民用抵制、抨击、游行示威等等方法来教训他，使他不得不作公开的让步。只有靠正规军经常活动才能使战斗准备达到这种程度。假如我们集中自己的力量来办共同的报纸，那么，这样的工作不仅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能干的宣传员，而且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有才干的组织者，最有才能的党的政治领袖，这些领袖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提出进行决战的口号并且领导这个决战。

最后，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误会，我还想再说几句话。我们一直都只是讲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准备，可是我们决不是想以此说明，专制制度只有在正规的围攻或有组织的冲击下才会垮台。这种观点是一种荒谬的学理主义。相反，专制制度完全可能由于各方面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某一次自发的爆发或无法预料的政治冲突的压力而垮台，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种可能性是更大的。但是，任何一个政党，只要不是陷入冒险主义，就决不会把自己的活动建筑在指望这种爆发和冲突上面。我们应当走自己的路，坚持不懈地进行自己的有系统的工作。我们愈是不指靠偶然性，我们就愈不会由于任何“历史性的转变”而手足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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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激战

（1901年6月）

看来，目前我国的工人运动又以不可阻挡之势导向尖锐的冲突，使政府和一切有产阶级胆战心惊，使一切社会党人欢欣鼓舞。是的，尽管军事镇压造成的牺牲是惨重的，但是这些冲突使我们欢欣鼓舞，因为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反抗证明，他们不能再忍受自己的处境，不愿继续做奴隶，不愿在暴力和专横之下忍气吞声了。现今的制度，即使在最和平的日子里，也会经常不可避免地使工人阶级遭受无数的牺牲。千千万万终生为别人创造财富而劳动的人，由于饥饿和长期吃不饱而死亡，由于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由于十分低劣的居住条件，由于得不到足够的休息而染病早亡。宁可同这个可憎的制度的保卫者直接斗争而死，也不愿象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驯服牛马那样慢慢地死去，这才确确实实称得上英雄。我们绝不是说赤手空拳同警察搏斗是最好的斗争方式。相反，我们始终向工人指出，要更冷静更沉着地进行斗争，力求把种种不满引向支持革命政党的有组织的斗争，这样做对他们才是有利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汲取力量的主要源泉，正是工人群众的反抗精神，工人被经常受到的压迫和暴力逼得走投无路，他们的反抗精神有时不能不爆发成为殊死的斗争。这种突然爆发的斗争唤起受贫困和愚昧压抑的广大工人阶层去自觉地生活，使他们普遍地对压迫者、对自由的敌人产生正当的憎恨。正因为如此，我们听到象5月7日奥布霍夫工厂发生激战的消息，就不能不高呼：“工人起义被镇压了，工人起义万岁！”

在过去，就在不久以前，工人起义只是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发生的绝无仅有的事情。现在可就不同了。几年前，我们处于工业繁荣时期，那时商业昌盛，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但是，工人为了争取改善劳动条件，还是举行了一系列的罢工，因为他们懂得，不应该错过时机，应该抓住厂主利润特别高，容易迫使厂主让步的时机。可是，现在危机代替了繁荣，厂主的商品无法脱手，利润减少，破产数量增多，工厂缩减生产，解雇工人，工人成群地流浪街头，没有饭吃。工人不得不进行拼死的斗争，但已经不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境况，而是为了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为了减少厂主转嫁给他们的损失。这样，工人运动就日益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起初只是个别特殊场合下的斗争，接着是工业复苏和商业昌盛时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最后是危机时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说，工人运动已成为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它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发展起来。

工业复苏为危机所代替，这一事实不仅会使工人懂得必需经常不断地进行团结一致的斗争，同时还会破除在工业繁荣时期形成起来的有害幻想。在某些地方工人采取罢工手段比较容易地取得了厂主的让步，于是人们就夸大这种“经济”斗争的意义，忘记了工人的工会（行业工会）和罢工最多也只能使出卖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条件略微有利一些。当这种“商品”由于危机而找不到销路时，行业工会和罢工就无能为力了，它们不能改变使劳动力变为商品、使劳动群众极端贫困和陷于失业的条件。要改变这些条件就必须同现在的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革命的斗争，而工业危机将会使愈来愈多的工人深信这个真理。

我们回过来谈谈5月7日的激战吧。下面我们引用一下我们现有的关于五月罢工和彼得堡工潮的报道[9]。我们在这里也要分析一下警察局关于5月7日激战的公报。近来我们对政府（还有警察局）关于罢工、游行示威、同军队冲突的公报已经有些听惯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材料，可以判断这些公报的正确程度，我们有时能够从警察局谎言的烟雾中看出人民愤怒的火焰。

官方的公报说：“本月（5月）7日，在施吕瑟尔堡大街旁的亚历山大村的奥布霍夫炼钢厂，有不同部门的工人近200人在午间休息以后停了工，并且在同厂长助理伊万诺夫中校进行交涉时，提出了种种无理的要求。”

即使工人没有在两个星期以前预先通知就停了工（假定停工不象以往经常发生的那样是由厂主的不法行为所引起的），那么，甚至按照俄国的法律（近来，对它作了系统的补充，加强了对工人的迫害），这也不过是归治安法官处理的普通的违警过失。可是，俄国政府却要采取严厉手段，这就使它愈来愈陷入令人可笑的境地：它一方面颁布法律，规定了新的罪行（例如，擅自拒绝工作或聚众闹事，损害他人财产，或以暴力反抗武装力量），加重了对罢工等等的惩处，另一方面，无论在实际上或政治上它都不可能执行这些法律，不可能依据这些法律来治罪。在实际上它不可能向成千成万的人就拒绝工作、罢工、“聚众闹事”等问题追究责任。在政治上它也不可能每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进行法院审理，因为不管怎样安排审判人选，怎样阉割公开报导，审判还是不能不透露一点风声，而“受审”的当然不是工人，而是政府。那些直接为了帮助政府同无产阶级进行 政治
 斗争（同时又是为了用“国家”为“社会秩序”着想等借口来 掩盖
 斗争的政治性质）而颁布的刑法，由于 直接的
 政治斗争，由于公开的巷战，也就根本无法起到重要的作用了。“司法机关”撕下了公正和崇高的假面具，逃之夭夭，听任警察、宪兵和哥萨克恣意横行，结果这些人受到了石块的款待。

请回忆一下，政府是怎样以工人的“要求”为借口的。从法律上来看，停工就是一种过失，和工人提出什么要求毫无关系。但是，政府确实不可能依据不久前才颁布的法律来行事，于是就声明说工人的要求是无理的，力图借以证明“用自己的手段”进行镇压是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谁是公断人呢？原来就是厂长助理伊万诺夫中校，也就是工人所指控的厂方领导人！难怪工人要用石块来回敬当权者的这种辩解了！

就这样，工人全都涌上街头，阻碍了有轨马车的通行，一场真正的战斗开始了。工人 两次
 击退了警察、宪兵、骑警和驻厂武装分队 
［注：顺便说一下。政府的公报说，“驻厂武装分队”“在厂内早已作好准备”，而宪兵、骑警和巡警只是后来才召集来的。到底从什么时候和为什么驻厂武装
 分队要在厂内作好准备
 呢？是不是从5月1日开始的？是不是预料到工人要游行示威？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毫无疑问，政府故意隐瞒它所掌握的实际材料：是什么引起了工人的不满和激愤，这种情绪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的进攻。看来，他们竭尽全力进行了战斗，尽管他们的唯一武器只是石块。不错，人群中是响起了“几声枪声”（姑且相信警方的公报），然而没有伤一个人。只是石块“ 如冰雹一般
 ”四处横飞。工人不仅表现出顽强的反抗精神，而且也表现出机智，表现出善于随机应变和选择最好的斗争方式的本领。他们占据了邻近的院子， 从围墙内
 把石块投向沙皇的走狗。甚至在遭到三排枪射击 之后
 ，在一个工人被打死（就只一人？），八人受伤（？）（一人在第二天死亡），人群开始逃散的时候，战斗还在继续进行，奉命赶来的鄂木斯克步兵团的几个连还得把邻院内的“工人清除出去”。

政府胜利了。但是每次这样的胜利必然会促进它的最后失败的到来。每一次同人民交战，都会使更多的工人激于义愤而立志投入战斗，都会培养出一些经验更丰富、武装得更好、行动更勇敢的领导者。至于领导者应该尽力按照什么样的计划行动，我们已经谈过了。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绝对必须建立坚强的革命组织。但是说到5月7日这样的事件，还应该注意下面几点。

最近人们纷纷议论说，同现代化的军队进行巷战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希望的；那些自作聪明的“批评家”特别坚持这个论点，他们用资产阶级学术的破烂货冒充公正的科学的新结论，并曲解恩格斯的话，其实恩格斯当时所谈的（而且是有保留地谈到的）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暂时的策略[10]。我们甚至从这一个搏斗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所有这些议论完全是胡说八道。巷战是可能的，一旦政府要同不仅是一个工厂的工人较量，那么，没有希望的不是斗争者的处境，而是政府的处境。工人在5月7日的搏斗中除了石块外没有别的武器，但是市长的禁令显然不能阻止他们在下一次准备好其他武器。这次工人并没有作好准备，而且总共也只有3500人，但是他们还是击退了数百名骑警、宪兵、巡警和步兵。请想一下，警察进攻施吕瑟尔堡大街63号的 一座
 房屋是很容易的吗！[11]再想一下，如果不仅要把两三个院子和两三座房屋里的“ 工人清除出去
 ”，而且要把彼得堡的一个个工人区的“ 工人清除出去
 ”，那会是很容易的吗！一旦事情发展到进行决定性斗争的时候，难道可以只是把工人“ 清除出去
 ”，而不必把那些没有忘记3月4日的无耻屠杀[12]，没有向警察政府屈服，只是受到警察政府威吓而不相信自己力量的人从首都所有的房屋和院子里全部“ 清除出去
 ”吗！

同志们！一定要设法把5月7日伤亡者的姓名全部收集上来。让首都所有的工人都来悼念他们，并且作好准备，为了人民的自由，同警察政府进行新的决定性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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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指《俄国的五一节》这篇通讯，载于1901年6月《火星报》第5号《工运新闻和工厂来信》栏。——13。



[10]指恩格斯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612页）。《导言》是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和3月6日之间为在柏林出版的马克思这部著作的单行本而写的。在《导言》随单行本发表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强调“帝国国会在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国内局势紧张”，坚决要求恩格斯把其中“过分革命的调子”改得温和一些。在当时的条件下，恩格斯不得不考虑执委会的意见，在校样中作了某些删改。这样做虽使原稿受到一些损害，但没有影响整个《导言》的革命精神。



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袖们曾经利用这篇《导言》为他们推行的放弃革命、否认无产阶级武装起义和街垒战的必要性的路线辩护。



《导言》的全文最初于1930年在苏联发表。——15。



[11]指彼得堡涅瓦关卡外的麦克斯韦尔工厂的工人于1898年12月罢工期间同警察发生的冲突。12月15日深夜，沙皇警察当局派遣骑警、巡警包围了施吕瑟尔堡大街63号的该厂工人宿舍，试图逮捕组织罢工的工人积极分子。手无寸铁的工人及其家属起而自卫，英勇抵抗达数小时之久。——15。



[12]指1901年3月4日（17日）沙皇政府镇压彼得堡喀山教堂附近广场上举行的游行示威一事（参看注7）。——15。





《列宁全集》第5卷


机密文件

（1901年6月）

我们请读者注意《曙光》[13]刊载的由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的维特的记事。《记事》反对前内务大臣哥列梅金关于在非地方自治的省份设立地方自治机关的方案，因而作为一份赤裸裸地暴露我国统治者内心深处的欲望的文件来说，它是饶有趣味的。我们拟在最近一号报纸上详细谈谈这一出色的文件以及尔·恩·斯·先生为它写的序言。这篇序言暴露了它的作者是如何理解俄国工人运动的政治意义的，在所有其他方面，也都表现出我国自由派通常特有的政治思想的不成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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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7。







《列宁全集》第5卷


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14]


（1901年6月）

如果过去说，俄国农民对自己的贫困最缺乏认识，那么，现在可以说，俄国的平民或臣民由于缺乏公民权利，对自己的无权尤其缺乏认识。庄稼汉对自己无法摆脱的贫困已经安之若素，习以为常，不去考虑自己贫困的原因和消除贫困的可能性，俄国的平民也同样对政府的无限权力安之若素，习以为常，不去考虑这种无限权力能不能继续保持下去，除了这种无限权力以外，是不是还存在着腐蚀陈旧的政治制度的现象。医治这种缺乏政治觉悟和死气沉沉的一种非常好的“解毒剂”，通常就是“机密文件” 
［注：当然，我说的只是一种由报刊上发表的作品配成的“解毒剂”，这决不是唯一的和特别“有效的”“解毒剂”。］

 ，因为这些文件表明，不仅某些不顾死活的亡命之徒或政府的顽固的敌人，而且连大臣和沙皇在内的政府人员自己，都意识到专制政体的摇摇欲坠，并竭力寻求种种办法来改善这种根本不能使他们满意的处境。维特的记事就属于这样的文件，他曾和内务大臣哥列梅金为在边疆地区设立地方自治机关的问题发生争论，决定草拟一份对地方自治机关的起诉书来特别显示一下自己的卓识远见和对专制制度的忠诚。 
［注：《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
 。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附有尔·恩·斯·的序言和注释》。由《曙光》刊印。约·亨·威·狄茨的后继者1901年在期图加特出版。序言XLIV页，正文212页。］



地方自治机关的罪状就是它同专制制度不相容。它按本身的性质来说是立宪的，它的存在必然会使社会人士和政府人士之间产生摩擦和冲突。起诉书是根据非常（比较而言）广泛的和精心加工的材料写成的，因为这是关于政治问题（同时也是相当特殊的问题）的起诉书，所以可以相信，它读起来令人感到兴趣的程度和得到的益处，将不亚于我们报纸上过去刊载的政治诉讼方面的起诉书。


一

让我们来看看，关于我国的地方自治机关是立宪的这种说法有没有事实根据，如果说有，那么，是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说的。

在这个问题上，地方自治机关设立的时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农奴制的崩溃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不能不撕破掩盖着阶级矛盾的警察帷幕。最团结、最有教养和最习惯于政权的阶级——贵族阶级——非常明确地表示了要通过代议机关来限制专制政权的愿望。维特的记事提到了这一事实，这是非常有教益的。“1859—1860年的贵族会议就已发表过必须设立贵族的共同‘代议机关’，‘俄国各地有选出自己的代表向最高当局陈述意见的权利’的声明。”“甚至还提出过‘宪法’这个词。” 
［注：德拉哥马诺夫《俄国地方自治自由主义》第4页。记事的作者维特先生往往不说明他是在抄录德拉哥马诺夫的话（例如，参看《记事》第36—37页和上述著作第55—56页），虽然在其他地方他也引用了德拉哥马诺夫的话。］

 “有些省的农民问题委员会和参加起草委员会的农民问题委员会的委员也指出，必须号召社会参加管理。尼基坚科在他1859年的日记中写道：‘代表们显然在为制定宪法而努力’。”


　　“1861年2月19日的法令颁布以后，对专制制度所抱的这些希望看来是完全落空了，而且行政机关中一些比较‘赤色的’分子（如尼·米柳亭）受到排斥，不让他们来执行这个法令，于是拥护‘代议制’的运动就更为一致了。这个运动表现在向1862年的许多贵族会议所提出的提案中，还表现在诺夫哥罗德、图拉、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彼得堡、特维尔等地的贵族会议的一份份的呈文中。其中以莫斯科的呈文最为出色，它要求地方自治、公开审判、强制赎买农民土地、预算公开、出版自由，以及在莫斯科召开由各阶级组成的地方自治杜马来制定整个改革草案。2月2日特维尔贵族的决议和呈文最为尖锐，其中说到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民政改革和经济改革（例如各等级权利平等，强制赎买农民土地），必须‘召开俄国全国代表会议，作为圆满解决2月19日的法令所提出的、但没有解决的问题的唯一手段’
［注：德拉哥马诺夫的著作第5页。《记事》第64页上的节录所引证的不是德拉哥马诺夫的话，而是德拉哥马诺夫所摘引的《钟声》[15]第126期及1862年6月15日出版的《两大陆评论》[16]上的话。］

 。尽管特维尔呈文的发起人
［注：顺便说一下。其中的一个发起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即闻名的米·亚·巴枯宁的弟弟，不久前（今年即1901年4月19日）死在特维尔省他自己的领地上。尼·亚·和他的弟弟阿列克谢以及其他的调停官曾在1862年的呈文上签名。一个曾在我们的一家报纸上发表过论述尼·亚·巴枯宁的短评的作者报道说，这一呈文的签名人都遭到了惩罚，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禁了一年才获释，但尼·亚·和他的弟弟阿列克谢却没有得到宽恕（他们没有在赦免请求书上签名），因此，再也不准他们担任社会职务。此后，尼·亚·就再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在社会舞台上出现了……在最“伟大的改革”时期，我国政府就是这样来惩治进行合法活动的贵族地主的！而且，这是在1862年，在波兰起义[17]以前，当时就连卡特柯夫也曾建议召开全俄国民代表会议。］

 受到了行政处分和司法惩罚，——德拉哥马诺夫继续说，——（不过不是直接因为呈文，而是因为他们为集体辞去调停官职务进行激烈的辩解）但1862年和1863年初的各种贵族会议还是以这个呈文的精神发表了声明，同时还拟定了地方自治草案。

当时立宪运动也在‘平民知识分子’中进行着，在这里，运动表现为组织秘密的会社和印发多少带有革命性的传单，如《大俄罗斯人》（1861年8月至11月；参加出版工作的有一些军官，如奥勃鲁切夫等），《地方自治杜马》（1862年），《土地和自由》（1862—1863年）……呈文的草案也附在《大俄罗斯人》里传播了出去，很多人说这个呈文应该在1862年8月纪念俄罗斯一千周年时呈递给皇上。”这个呈文草案说道：“恳请陛下在我们俄罗斯祖国的两个首都之一，莫斯科或彼得堡，召开全俄代表会议，为俄罗斯草拟宪法　……”
［注：参看弗·布尔采夫《一百年来》第39页。］







　　如果我们再回忆一下《青年俄罗斯》[18]这份传单，对“政治”犯（奥勃鲁切夫、米哈伊洛夫等）的大肆逮捕和严厉惩罚，以及用非法和诬陷手段判处车尔尼雪夫斯基服苦役这等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对于产生地方自治改革的社会背景也就清楚了。维特在《记事》中说，“建立地方自治机关的思想无疑是一种政治思想”，在统治阶层内“无疑已注意到”社会上的自由主义和立宪主义的情绪。这种说法只是说对了 一半
 。《记事》作者处处流露出的那种对社会现象的官场的看法，在这里也表现了出来，这就是无视 革命
 运动，掩盖政府为 防御
 革命“政党”的攻击所采取的严厉镇压措施。诚然，以我们现代的眼光看来，谈论什么60年代初的革命“政党”和它的攻击似乎有些奇怪。40年的历史经验大大提高了我们对所谓革命运动和革命攻击的要求标准。但是，不应忘记，在尼古拉统治了30年的当时，谁也还不能预料到事变的发展进程，谁也不能判断出政府的实际抵抗力量和人民激愤的实际力量。欧洲民主运动的再起，波兰的动荡不安，芬兰的不满情绪，所有报刊和整个贵族阶级的要求政治改革，《钟声》在全俄国的广泛传播，善于通过被检查的文章来培育真正 革命者
 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强有力的宣传，传单的出现，农民对当局“常常” 
［注：隆·潘捷列耶夫
 《60年代的回忆》，《在光荣的岗位上》[19]文集第315页。在这篇小论文中汇集了几件关于1861—1862年革命风潮及警察反动……的非常有意义的事实。“1862年初，社会空气极为紧张；发生一点什么小的情况就能左右生活的进程。1862年5月彼得堡发生的几次大火就起了这样的作用。”大火开始于5月16日，尤其厉害的是22日和23日的大火，23日那天发生了大火5起，5月28日阿普拉克辛大院起火，并烧毁了周围一大片地方。民众中有人指责大学生纵火，许多报纸也附和这些流言。《青年俄罗斯》这份传单曾宣称要同整个当前制度进行流血的斗争并说可以采取任何手段，这就使人们认为关于故意纵火的流言是确实的。“5月28日后，彼得堡宣布进入一种类似戒严的状态。”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受命采取非常
 措施以保护首都。全城划分为3个区，均由军人省长领导。成立了审理纵火事件的战地法庭。《同时代人》[20]和《俄罗斯言论》[21]被停刊8个月，阿克萨科夫的《日报》[22]也被查禁，宣布了严格的出版暂行条例（这个条例早在5月12日，也就是说，在大火以前
 就已批准，因此，“生活的进程
 ”急剧地走向反动方面，而不是如潘捷列耶夫所认为的，是由于大火之故），公布了印刷所监督条例，接着就发生了无数政治性质的逮捕（车尔尼雪夫斯基、尼·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雷马连科和其他人），封闭了星期日学校和民众阅览室，对在圣彼得堡进行公开讲演加以刁难，封闭了文学基金会[23]第二分部，甚至封闭了象棋俱乐部[24]。


调查委员会没有发现大火和政治有任何联系。委员会的成员斯托尔博夫斯基向潘捷列耶夫先生陈述，“他如何成功地在委员会里揭发了主要的假证人，这些人看来是警察密探的简单工具”（第325—326页）。所以，认为关于大学生是纵火犯的流言是警察散布的
 ，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卑鄙地利用人民的无知来对革命家和抗议者进行诽谤，原来这在轰轰烈烈的“伟大改革时代”也是流行的。］ 动用军队和枪杀来 强迫
 他们接受洗劫他们的《法令》[25]所产生的激愤情绪，贵族－调停官[26]的集体拒绝执行 这样的
 《法令》，大学生的骚乱，——在这样的情况下，最慎重而冷静的政治家必然会承认革命的爆发是完全可能的，农民起义是当时非常严重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专制政府 必定要
 毫不留情地杀害一些个别人，一些自觉地坚决与暴政和剥削制度为敌的人（即“革命政党”的“首领”），恫吓大批的不满者，并用微小的让步来收买他们，因为这样的政府认为它的最高使命，就是一方面要坚决卫护宫廷奸党和大批贪官污吏的无限权力和玩忽职守，另一方面要支持剥削阶级的恶劣的代表人物。谁对“伟大的解放”宁愿保持缄默而不愿说出愚蠢或虚伪的赞美之词，就判谁服苦役；谁对政府的自由主义赞不绝口，对进步的时代兴高采烈，就让谁来进行改革（ 对专制制度和对剥削阶级无害的改革
 ）。



我们不想说，统治集团的全部成员或者至少也有几个成员，对这个预谋的反动警察策略有明确的认识，并且在系统地推行这个策略。当然，统治集团的个别成员，由于自己的局限性可能没有全面地考虑这个策略，他们幼稚地赞赏“自由主义”而没有察觉到它的警察躯壳。但整个说来，统治者的集体经验和集体智慧使他们坚定不移地推行这个策略，则是无疑的。大多数显贵大臣并没有白白地长期为尼古拉效劳和受到警察训练，可以说，他们都是饱经世故的。他们记得帝王们如何忽而奉承自由主义，忽而又成了杀害拉吉舍夫们的刽子手，“放出”阿拉克切耶夫之徒迫害忠良臣民；他们记得1825年12月14日[27]，并且履行了俄国政府于1848—1849年所执行过的那种欧洲宪兵的职能[28]。专制制度的历史经验，不但促使政府采取恫吓和利诱的策略，而且促使许多独立的自由派向政府推荐这一策略。科舍列夫和卡维林的议论就证明了这种见解的正确性。亚·科舍列夫在他的小册子《宪法、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杜马》（1862年莱比锡版）中表示 反对
 立宪，赞成咨议性地方自治杜马，并设想出下面这样的反对意见：





　　“召开地方自治杜马，就意味着把俄国引向革命，也就是说，三级会议将在我们这里重现，这种三级会议后来变成了国民公会，最后以1792年的种种事变，以剥夺人权、断头台、大量溺杀等等结束了它的活动。”科舍列夫回答说：“不！先生们，并不象你们所理解的那样，召开地方自治杜马就会为革命开辟或准备场所；其实，革命的发生，是由于政府方面行动不坚决，自相矛盾，进退不定，由于政令和法律难以执行，由于禁锢思想言论；由于警察（公开地、尤其恶劣的是秘密地）监视各等级和个人的行动，由于吹毛求疵地迫害某些人，由于侵吞公款，由于任意挥霍公款和滥加犒赏，由于国家要人昏庸无能和对俄国离心离德等等。在一个刚从长年的压迫中觉醒过来的国家里，军事屠杀、严密监禁和流放更会引起革命（仍照你们所指的意义而言），因为久治不愈的旧创伤比新创伤更使人感到痛楚。可是，不要害怕，你们所认为的在法国由一些新闻记者和其他一些作家进行的革命，在我们国家里是不会发生的。我们还可以希望，以暗杀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的狂热的冒险家团体在俄国是组织不起来的（不过这一点难于保证）。最有可能和最危险的倒是，在分裂的影响下，将出现地方警察、城市警察和秘密警察所觉察不到的农民同小市民（包括年轻人和非年轻人，《大俄罗斯人》和《青年俄罗斯》等等的作者和拥护者）的团结。这样的团结会破坏一切，它所宣扬的不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是违反法律的平等（真是无与伦比的自由主义！自然，我们赞成平等，但我们赞成的是不违反
 法律——不违反破坏平等的法律的平等！），它所宣扬的不是人民的历史上的村社，而是它的病态的产儿，它所宣扬的不是某些当政者如此惧怕的理性的权力，而是那些当政者本身所喜欢采用的粗暴力量的权力，这样的团结，我认为，在我们这里更有可能产生，它比我们的官僚们十分厌恶的、百般排挤和亟欲扼杀的那种温和的、善意和独立的反政府派，也许更为强大有力。不要以为在国内有秘密的匿名刊物的政党人数很少和力量薄弱，也不要认为你们已经连根带梢抓住了它；不！你们所采取的禁止青年修完学业、把青年的淘气行为提到犯国事罪的高度、一味吹毛求疵地进行迫害和监视的种种做法，只是十倍地加强了这个政党的力量，使它分布、繁殖到帝国各处。当这种团结一旦爆发出它的力量时，我们的国家要人将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呢？诉诸武力吗？但武力是不是一定能指望得上呢？”（第49—51页）




　　从这段冗长言论的华丽词句中难道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种策略，即要消灭“冒险家”和那些拥护“农民同小市民团结”的人，而用一些让步来满足和分化“善意的温和的反对派”吗？不过政府表现得比科舍列夫一类先生们所想象的更为聪明，更为巧妙，它所作出的让步比“咨议性”地方自治杜马更小。

请看1862年8月6日康·德·卡维林给赫尔岑的一封私人信：“……俄国传来的消息，在我看来，并不那样坏。被捕的不是尼古拉，而是亚历山大·索洛维耶维奇。逮捕并不使我感到惊异，而且我承认，也不使我感到愤慨。革命政党认为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推翻政府，政府则采取一切手段来自卫。在卑鄙的尼古拉的统治下，逮捕和流放却是另外一回事。人们是为自己的思想、信念、信仰和言论而死的。我倒希望你能站在政府的地位上，让我看一看你将如何对付那些暗地里或公开反对你的政党。我爱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非常爱他，但象他这样一个brouillon〈寻衅者，爱好争吵、性情乖僻、到处惹是生非的人〉，这样一个不机智的、自以为是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死得毫无意义！确实毫无意义！几次大火都和传单有关，现在是不容怀疑的了。” 
［注：引自德拉哥马诺夫出版的康·德·卡维林和伊·谢·屠格涅夫同亚·伊·赫尔岑的通信集的德译本（泰·施曼出版的《俄国文献丛书》，1894年斯图加特版第4卷第65—66页）。］

 真是一个奴颜婢膝的教授式的深思熟虑的典型！一切都是这些革命者的不是，他们竟如此自以为是地嘲弄夸夸其谈的自由派，如此热中于暗地和公开进行反对政府的活动，如此不机智，以至陷入彼得保罗要塞。他这个自由派教授假如掌权，也会采取“一切手段”来惩治这些人的。




二

所以，地方自治改革是专制政府受到社会激愤情绪和革命攻击浪潮的冲击而被迫作出的一个让步。我们特别详细地论述这种攻击的特点，是为了补充和纠正《记事》的说法，因为身为官僚的《记事》作者抹杀了产生这种让步的斗争。但是这种让步的不够彻底和谨小慎微的性质，就是在《记事》中也描述得相当清楚：



　　“起初，当刚刚着手进行地方自治改革的时候，无疑是打算在设立代议机关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
［注：“无疑”，《记事》的作者引述勒鲁瓦－博利厄的话时犯了官僚们夸大其词的通病。“无疑”，不论兰斯科伊或米柳亭都没有任何明确的打算，所以把米柳亭的模棱两可的话（“他原则上拥护宪法，但认为实施宪法为时尚早”）当作“第一步”是可笑的。］

 ；但后来，当瓦卢耶夫伯爵接替了兰斯科伊伯爵和尼·阿·米柳亭以后，‘温和而模棱两可地’以‘调和’精神行事的愿望就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种愿望就连前内务大臣自己也不否认。他当时说，‘政府本身并没有弄清楚自己的意图’。总之，曾经有过要在两种对立的意见之间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并在满足自由主义意向的同时维持现存制度的尝式，可是遗憾得很，国家要人一再重复这种尝试，但他们总是收到不良的效果……”



　　这里，这句伪善的“遗憾得很”真是可笑之极！警察政府的大臣在这里竟把警察政府所 不能不遵循
 的策略说成是偶然性的，其实，这个政府在颁布关于工厂视察制的各项法令、缩短工作日的法令[29]（1897年6月2日）时就采取过这种策略，而且它现在（1901年）通过万诺夫斯基将军的讨好“社会”的手段[30]还在采取这种策略。

　　“一方面，在地方自治机关条例的说明书中说，草拟中的法令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充分地和逐步地发展地方自治的原则，‘地方自治机关不过是同一个国家政权的特别机关……’当时内务部的机关报《北方邮报》的许多文章非常明显地暗示，正在建立的机关将是代议机关的学校。另一方面……地方自治机关在说明书中被称为私人的和公共的机关，它同各个团体和个人一样，服从于共同的法律……

不论是1864年条例的各项规定本身，或者特别是内务部在后来对地方自治机关所采取的措施，都相当清楚地表明，人们非常担心地方自治机关的‘独立性’，并且害怕这些机关得到应有的发展，因为他们完全了解，发展起来会造成怎样的结果
 。〈所有黑体都是我们用的〉……无疑，那些不得不去完成地方自治改革的人，他们实行这种改革，只是向社会舆论让步
 ，目的是要象说明书中所说的那样，‘去制止不同等级
 因建立地方自治机关而激发起来的无法实现的期望和自由的意向
 ’；同时，这些人对它〈？改革？〉都有清楚的了解，并且力图不让地方自治机关得到应有的发展
 ，使这种机关带有私人的性质，限制这种机关的权限等等。瓦卢耶夫伯爵用第一步决不会是最后一步的诺言来安慰自由派，在谈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在重复自由派人士关于必须使地方自治机关具有实际的和独立的权力的论点的同时，就已在拟定1864年条例之际竭尽全力限制这种权力，并把地方自治机关置于严格的行政监护之下
 ……

根据1864年条例建立的地方自治机关，由于没有贯穿一种主导思想，而成了两种对立倾向的妥协，当它们开始进行工作时，就显得既不符合于奠定它们基础的自治的根本观念，也不符合于被机械地加在它们头上的、而且是依然没有经过改革的和不适应新的生活条件的行政制度。1864年条例企图把两种互不相容的东西调和起来，并以此来同时满足地方自治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对拥护者提供了外表和对未来的希望，为了讨好反对者而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作了极有伸缩性的规定
 。”





　　当我们的大臣们想陷害某个同僚并显示自己的深谋远虑时，他们有时竟会在无意中说出何等中肯的话啊！所有心地善良的俄国小市民和所有信奉“伟大的”改革的人，如果把警察智慧的伟大训诫——“用第一步决不会是最后一步的诺言来安慰自由派”，对他们“提供外表和对未来的希望”——镶上金镜框挂在自己的墙壁上，将会是多么有益啊！特别是现在，在阅读报纸上关于万诺夫斯基将军的“殷切关怀”的每篇论文或短评时，对照这些训谕尤为有益。所以，地方自治机关从建立之初就注定作为俄国国家管理机关这个四轮大车的第五个轮子，官僚政治只有在它的无限权力不受到损害时才 容许
 这个轮子存在，而居民代表的作用只限于纯粹的事务工作，只限于单纯在技术上执行这些官僚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地方自治机关没有自己的执行机关，它们必须通过警察进行工作，地方自治机关彼此并无联系，地方自治机关一经成立就被置于行政当局监督之下。而且，政府在作了这种无损于自己的让步之后，在建立地方自治机关的第二天，就开始有步骤地对它们加以约束和限制：大权在握的官僚集团是 不能
 同选举产生的一切等级的代议机关和睦相处的，所以就用种种方法对它进行迫害。关于这种迫害的材料搜集得尽管很不完全，但不失为《记事》中非常有意思的部分。

我们已经看到，自由派对待60年代初的革命运动是何等怯懦和荒唐。他们不是支持“小市民和农民同《 大俄罗斯人
 》的拥护者的团结”，而是害怕这种“团结”并用它来吓唬政府。他们不是起来保卫被政府迫害的民主运动的首领们，而是装模作样地表明自己与此事无关并替政府辩护。可是他们也因为这种夸夸其谈和软弱无耻的背叛政策而受到公正的惩罚。政府镇压了那些不仅善于谈论自由，而且善于为自由而 斗争
 的人们以后，认为自己相当强大，完全可以把那些自由派也从他们“在当局许可下”所处的谦卑和次要地位上排挤出去。当“小市民和农民”同革命者的“团结”成了严重威胁的时候，内务部本身也嘟哝起“代议机关的学校”，而当所谓“不机智的和自以为是的”空谈家和“寻衅者”一被排除，就毫不客气地对“学童们”严加管束起来。悲喜剧式的史诗就此开始：地方自治机关请求扩大权利，可是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却接二连三地 被剥夺
 ，对于请求所作的回答是“慈父般的”训诫。但让历史事实来说话吧，即便是《记事》中所列举的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1866年10月12日内务部通令把地方自治机关的工作人员完全置于政府机关的支配之下。1866年11月21日颁布一项法令，限制地方自治机关征收工商业营业税的权利。1867年的彼得堡地方自治会议尖锐地批评了这项法令并通过了（根据安·彼·舒瓦洛夫伯爵的提议）向政府提出请愿的决定，请求“由中央行政当局和地方自治机关共同努力”来研讨这项法律所涉及的问题。政府以封闭彼得堡地方自治机关和进行迫害来回答这一请求：圣彼得堡地方自治局主席克鲁泽被驱逐到奥伦堡，舒瓦洛夫伯爵被驱逐到巴黎，参议员柳博辛斯基奉命辞职。内务部的机关报《北方邮报》[31]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采取这种严厉的惩罚手段，是因为地方自治会议从一开始举行会议起就违反了法律〈违反什么法律？又为什么不对违法者 起诉
 ？不是刚刚成立了紧急、公正和仁慈的法庭吗？〉，它们不是去支持其他省的地方自治会议，利用圣上赐给它们的权利来认真照顾委托给它们管理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地方经济利益〈就是说，不是乖乖地顺从和执行官僚的“意向”〉，而是一味歪曲事实真相，曲解法律，力图 煽起不信任不尊重政府的情绪
 ”。无怪乎在这样的教训以后，“其他的地方自治机关就没有对彼得堡地方自治机关给以支持，尽管1866年11月21日的法令到处引起了强烈的不满；许多人在会议上说颁布这项法令就等于废除了地方自治机关”。

1866年12月16日，参议院发表了一项“说明”，它赋予省长一种权利，即对地方自治会议所推选的任何人物，如果省长本人认为不可靠，都有权拒绝批准。1867年5月4日参议院又发表了另一项说明，认为把地方自治机关的设想通报给其他各省的做法是违反法律的，因为地方自治机关只应过问当地的事务。1867年6月13日公布了圣上批准的国务会议[32]的意见：未经地方省领导当局的许可，禁止刊印地方的、市的和等级的公众集会上所作的决定，关于会议情况的报告，会议上的讨论内容等等。其次，这一法律还扩大了各地方自治会议主席的权力，赋予他们解散会议之权，并 以处分相威胁
 ，责成他们解散那些讨论违反法律的问题的会议。社会上对这个措施非常反感，认为这个措施严重地限制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尼基坚科在日记中写道：“大家都知道，地方自治机关被新法规束缚住了手脚，地方自治会议主席和省长从这个法规中获得了统治地方自治机关的几乎无限的权力。”1868年10月8日的通令甚至规定刊印地方自治局的报告也须经省长许可，同时还限制各地方自治机关的交往。1869年设立了国民学校的督学，目的是要排挤地方自治机关对国民教育的实际管理。1869年9月19日圣上批准的大臣委员会条例认定，“地方自治机关不论按其组成或是按其根本原则来说都不是政府的权力机关”。1870年7月4日的法律和1870年10月22日的通令肯定并加强了地方自治机关工作人员对省长的从属关系。1871年对国民学校督学的指令，规定他们有权解聘那些被认为不可靠的教员，有权停止执行学校委员会的一切决定，而把问题提交学区督学裁决。1873年12月25日，亚历山大二世在给国民教育大臣的诏书中，担心国民学校 在督学监督不力的情况下
 可能变成“ 败坏国民道德的工具，对此已有迹象可寻
 ”，因此，他命令贵族代表要亲身参与其事，以保证这些学校的道德影响。随后在1874年颁布了国民学校新条例，将管理学校的全权交给了国民学校校长。地方自治机关“提出抗议”——如果可以并非讽刺地把要求在地方自治机关代表参加下修改这个法律的请愿书（1874年喀山地方自治机关的请愿书）称为抗议的话。请愿书当然是被驳回了，如此等等。



三

内务部设立的“代议机关学校”给俄国公民讲授的最初课程就是如此。政治学童在评论60年代的立宪声明时写道：“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了，应该着手做实际工作了，而实际工作现在只是在地方自治机关内，此外没有别的地方了。” 
［注：1865年卡维林就莫斯科贵族请愿“召开俄国全国代表会议以讨论全国共同需要”一事给亲属的信。］

 除了这些政治学童以外，幸而俄国还有一些不满于这种“机智态度”的“寻衅者”，他们在向人民进行革命的宣传。尽管他们所举起的理论旗帜在本质上不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宣传依然激起了广大知识青年阶层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尽管空想主义的理论是否定政治斗争的，但是运动的发展终于使为数极少的英雄人物同政府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形成了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由于这个斗争，并且只是由于这个斗争，事态才再度发生变化，政府才再次被迫让步，而自由派人士才再次证明自己在政治上不成熟，没有能力给予战士们支持和对政府施加真正的压力。地方自治机关的立宪意向暴露得很明显，但只是一阵软弱无力的“冲动”而已，尽管地方自治自由派本身在政治方面明显地前进了一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曾试图成立秘密政党和创办自己的政治机关报。维特的《记事》综合了一些秘密著作（肯楠的、德拉哥马诺夫的、吉霍米罗夫的著作）的资料来说明地方自治机关所走上的“不可靠的道路”（第98页）。70年代末曾经举行过好几次地方自治自由派代表大会。自由派决定“采取措施，姑且暂时制止一下极端革命政党的破坏活动，因为他们深信，如果恐怖分子继续用暴力的威胁和行动来刺激和扰乱政府，采取和平手段就将达不到任何目的”（第99页）。所以，自由派不是去关心如何扩大斗争，如何发动较为广大的社会阶层去支持个别的革命者，如何组织某种总攻击（如举行游行示威，地方自治机关拒绝支付强派的开支等等），而是再一次采取老一套“机智态度”：“不要刺激”政府！用60年代显然已证明其毫不足取的那种“和平手段”来达到目的！ 
［注：德拉哥马诺夫说得对：“其实俄国的自由派是不可能采取完全‘和平的方法’的，因为我国法律禁止发表关于改变最高管理机关的任何声明。地方自治自由派应该坚决地越过这道禁令，这样做，至少也可以在政府和恐怖分子面前显示自己的力量。既然地方自治自由派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力量，他们就必然落到连这些已被削弱的地方自治机关也要被政府逐步加以消灭的地步。”（上述著作第41—42页）］

 不言而喻，革命者绝没有停止或中断作战行动。地方自治人士当时成立了“反对派同盟”，这个同盟后来变成“地方联合和自治协会”或“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的纲领要求：（1）言论和出版自由；（2）人身保障；（3）召开立宪会议。在加里西亚出版秘密小册子的尝试没有成功（奥地利警察没收了原稿，逮捕了打算刊印小册子的人），于是由德拉哥马诺夫（原基辅大学教授）在日内瓦编辑发行的《自由言论》杂志[33]就从1881年8月起成为“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德拉哥马诺夫本人在1888年写道：“归根结底……出版《自由言论》这样的地方自治机关刊物的尝试不能认为是成功的，这至少是因为地方自治机关的材料只是从1882年底才开始按时送达编辑部，而刊物到1883年5月就被禁止出版了。”（上述著作第40页）自由派机关刊物的失败是自由派运动软弱无力的自然结果。1878年11月20日，亚历山大二世在莫斯科向各等级的代表发表了演说，希望他们给予“协助，以制止迷误的青年在不可靠分子的极力引诱下走上绝路”。后来在《政府通报》[34]（1878年第186号）上又发表了要求社会给予协助的呼吁。5个地方自治会议（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戈夫、萨马拉和特维尔）对此作出反应，提出了关于必须召开国民代表会议的声明。《记事》作者维特详细地叙述了这些呈文（其中只有3份在报刊上全文发表）的内容以后写道：“也可以认为，如果内务部不及时采取措施禁止这些声明，通令在各省地方自治会议任主席的贵族代表，要他们绝对禁止在会上宣读诸如此类的呈文的话，那么，各地方自治机关关于召开国民代表会议的声明也许要多得多了。有些地方发生了逮捕和放逐议员的事件，在切尔尼戈夫，甚至有宪兵进入会场用暴力驱散与会者的事情发生。”（第104页）

自由派杂志和报纸都支持这个运动，“莫斯科个有名望的公民”向洛里斯－梅利科夫递交的请愿书[35]提出召开由各地方自治机关代表组成的独立会议，并建议该会议参与管理国家大事。于是政府任命洛里斯－梅利科夫为内务大臣， 看来
 政府作了让步。但仅仅是 看来
 而已，因为不但没有采取任何坚决的步骤，而且连任何肯定的、不容曲解的声明也没有发表。洛里斯－梅利科夫召集彼得堡定期刊物的编辑，向他们阐明了他的“纲领”：调查清楚居民的愿望、需要等等，使地方自治机关等有可能享有合法权利（自由派的纲领要保证各地方自治机关享有那些不断为法律所削减的“权利”！）等等。《记事》的作者写道：

“大臣通过他的交谈者（召集他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把自己的纲领传布到全俄国。其实这个纲领没有许诺什么肯定的东西。任何人都能从纲领中看到他所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说，里面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当时有个秘密传单说得颇有自己的道理〈只是颇有“自己的”道理，而不是绝对“完全”有道理吗？〉，它说这个纲领既有‘狐狸尾巴’若隐若现，又有‘豺狼磨牙’格格作响。[36]伯爵把纲领告知出版界时一再劝告他们‘不要徒劳无益地以自己虚妄的幻想煽动和扰乱人心’，所以对纲领和它的作者进行这样的攻讦就更可理解了。”可是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没有听信秘密传单所说的这些 有道理的话
 ，竟把“狐狸尾巴”的摇摆看作可以信赖的“新的方针”。维特的《记事》引用秘密小册子《地方自治会议对俄国现状的意见》的话说，“地方自治机关信赖和同情政府，似乎害怕冒进，害怕向政府提出过分的要求”。一些随意发表意见的地方自治机关支持者的自白很能说明问题：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在1880年的代表大会上刚刚决定“要在一院制和普选的必不可缺的条件下争取成立中央人民代表机关”，——而实现这个 争取
 的决定所采用的策略，却是“ 不冒进
 ”，“ 信赖和同情
 ”模棱两可的和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声明！地方自治人士有着一种不可原谅的幼稚的想法，他们认为提出请愿书就意味着“争取”，所以“地方自治机关发出”的请愿书好似“雪片纷纷”。1881年1月28日，洛里斯－梅利科夫上了一份奏折，提议成立一个由各地方自治机关推选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以拟定体现“皇上意志”的法律草案，但这个委员会只有咨议权。亚历山大二世所任命的特别会议赞同这个措施，1881年2月17日，会议的决议得到了沙皇的批准，沙皇也同意了洛里斯－梅利科夫提出的政府通报全文。

《记事》作者维特写道：“无疑，成立这样的纯咨议性委员会也还没有建立宪制。”他接着说，可是未必能够否认，这是朝着宪制而不是朝着别的什么前进了（在60年代改革以后）一步。该作者还引用国外刊物的报道说，亚历山大二世看到洛里斯－梅利科夫的奏折时说：“这岂不是三级会议[37]”……“他们向我们建议的无非是路易十六时代的显贵会议[38]。”

在我们看来，洛里斯－梅利科夫计划的实现，在一定条件下 可能是
 朝着宪制迈进的一步，但是也可能不是这样，因为一切取决于是谁取得优势，是革命政党和自由派人士的压力取得优势，还是非常强大的、团结的、不择手段地坚决支持专制制度的党派的反抗取得优势。如果说的不是可能的假定，而是既成的事实，那就必须认定，政府的 摇摆不定
 是无庸置疑的事实。一些人主张坚决同自由派斗争，另一些人主张让步。但是（这一点特别重要）这后一部分人也是摇摆不定的，他们并没有任何十分明确的纲领，而且也不比做实际工作的官僚高明。



　　《记事》作者维特说：“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似乎不敢正视问题，不敢十分明确地定出自己的纲领，而是继续执行——不过是朝着另一个方向执行——过去瓦卢耶夫伯爵对地方自治机关早就采取过的转弯抹角的政策。正如当时合法刊物所公正指出的，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所宣布的纲领是很不明确的。这种不明确性在伯爵以后的全部行动和言论中也可以看出来。他一方面声明说，专制制度‘脱离居民’，‘他把社会的支持看作主要的力量……’，‘没有把’筹划中的改革‘看作某种最终的东西，而认为这种改革只是第一个步骤’等等。同时，另一方面，伯爵又向报界声明说，‘……社会上激发起来的希望无非是一种虚妄的幻想……’，而在上呈皇帝的奏折中却断然声明说，国民代表会议将是‘一种退回到过去的危险的尝试……’，他所筹划的措施从限制专制制度这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种措施和西方的一些立宪形式毫无共同之处。总之，正象列·吉霍米罗夫所正确指出的，这个奏折本身在形式上是非常混乱的。”（第117页）



　　可是这个臭名远扬的“感化专政”[39]的英雄洛里斯－梅利科夫，对争取自由的 战士
 所采取的“残酷手段却是空前绝后的，他竟因在一个17岁的少年身上搜得印刷的传单而将他处以死刑。洛里斯－梅利科夫没有忘记西伯利亚的遥远的角落，没有忘记要使那里因进行宣传活动而受难的人们的境况更加恶劣”（维·查苏利奇的文章，《社会民主党人》[40]第1期第84页）。在政府这样摇摆不定的情况下，只有能作严峻斗争的力量才能争得宪法，可是当时没有这种力量，因为革命者在3月1日已经耗尽自己的力量[41]，工人阶级中既没有广泛的运动，也没有坚强的组织，自由派人士这一次在政治上还是表现得很不成熟，以致在亚历山大二世被害以后，他们还只是一味地上请愿书。请愿的有各地方自治机关和各城市，请愿的有自由派报刊（《秩序报》[42]、《国家报》[43]、《呼声报》[44]），请愿的还有起草报告书的自由派人士（维洛波尔斯基侯爵、契切林教授和格拉多夫斯基教授；维特的《记事》叙述了这些报告书的内容，他所根据的是伦敦的一本小册子 
［注：我们知道，《记事》的作者总是非常用心地抄袭秘密的小册子，并且认为“秘密报刊和外国书刊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往往对问题作出相当正确的评价”（第91页）。在这位俄国博学的“国家学者”那里，只有某些素材才是原有的，而对俄国政治问题的一切基本观点，他必须借用秘密书刊。］

 《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的宪法》，这本小册子于1893年由自由俄国出版基金会在伦敦出版），这些自由派人士以一种特别善意的、狡黠的和暧昧的形式请愿，一心想“用巧妙的办法使君主自己不知不觉地越过神圣不可侵犯的界线”。不言而喻，所有这些谨小慎微的请愿和巧妙的设想由于没有革命的力量都是毫无用处的，所以虽然在1881年3月8日的大臣会议上多数人（7比5） 赞同
 洛里斯－梅利科夫的计划，但是专制党还是胜利了。（那本小册子就是这样报道的，可是热心抄袭该小册子的《记事》作者维特不知为什么却声称：“在3月8日的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事和结局如何，详情不得而知；相信国外报刊上的传言未免轻率。”第124页。）1881年4月29日发布了被卡特柯夫称之为“天降甘露”的关于巩固和保卫专制制度的宣言。[45]农民解放以后，革命的浪潮再度被击退，自由派运动也接着因此而再度被 反动
 所取代，俄国的进步社会对此当然深感痛心。我们已饱经痛心之事：我们痛心革命家们在攻击政府时的不机智和自以为是；我们痛心政府的犹豫不决，它看不到自己面前的真正力量，作假让步，而且出尔反尔；我们痛心“无思想和无理想的时代”，政府镇压了不为人民所支持的革命家之后，又力图重整旗鼓，准备新的斗争。



四

“感化专政”的时代（人们这样称呼洛里斯－梅利科夫内阁）向我国的自由派表明，在政府十分摇摆不定，大臣会议的多数赞同“改革的第一步”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足以迫使政府屈服的强大社会力量，则一个大臣的“立宪主义”，甚至一个首相的“立宪主义”也是保证不了什么的。同样有趣的是，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甚至在发布了关于巩固专制制度的宣言后，也还没有遽然下毒手，却认为必须对“社会”愚弄一个时期再说。我们说“愚弄”，并不是打算把政府的政策归咎于某一大臣、显官等的某种马基雅弗利式的计划[46]。应当始终坚持这样的看法：假让步和某些看来似乎重要的“迎合”社会舆论的措施，是任何现代政府，包括俄国政府所惯用的一套手法，因为经过许多世代俄国政府也已经认识到，无论如何必须重视社会舆论，经过许多世代它已经培养出一些善于在内政方面施计弄术的国务活动家。接替洛里斯－梅利科夫的内务大臣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就是这样的谋略家，他肩负的使命是掩护政府转向露骨的反动。伊格纳季耶夫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是个十足的蛊惑家和骗子手，所以《记事》作者维特表现了不少“警察的宽容”，把他担任内阁的时期称为“在专制沙皇领导下建立地方自治区域的失败尝试”。诚然，这样的“公式”是当时伊·谢·阿克萨科夫提出来的，政府曾利用它进行欺骗，卡特柯夫则斥责它，想借以充分证明地方自治和宪制之间的必然联系。但是，如果 说
 警察政府采取这种人所共知的策略（警察政府出于本性而必然采取的策略）是由于目前某种政治见解占优势的缘故，那就未免太近视了。

伊格纳季耶夫发表通告，应诺政府“将采取紧急措施，以确定正确的方法，来保证地方上的活动家们在积极参与执行皇上的指令方面获得最大的成功”。各地方自治机关以请求“召集人民代表”的请愿书来回答这个“号召”（引自切列波韦茨地方自治机关某议员的记事；基里洛夫斯科耶地方自治机关某议员的意见，省长甚至未准刊印）。政府指示各省省长，这种请愿书“无需作进一步处理”，“同时，看来也采取了措施，以免在其他会议上再提出类似的请愿书”。于是进行了众所周知的活动：召集由大臣们挑选的“权威人士”开会（讨论关于降低赎金、整顿移民、实行地方行政改革等问题）。“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没有引起社会的同情， 尽管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
 ，但还是引起了地方自治机关方面的公然抗议。12个地方自治会议提出请愿书，要求邀请地方自治人士参加立法活动，但不要只是在个别情况下，也不要由政府指定，而是要经常地参加，要由各地方自治机关选举产生。”在萨马拉地方自治机关内，这样的提案被主席制止了，“会议就此散会以示抗议”（德拉哥马诺夫的上述著作第29页，《记事》第131页）。关于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如何 哄骗
 地方自治人士，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波尔塔瓦的贵族代表乌斯季莫维奇先生，即1879年要求制定宪法的呈文草案的起草人，在省贵族会议上公开声明，他得到了伊格纳季耶夫伯爵的 明确的保证
 〈原文如此！〉，说政府将召集全国的代表参加立法活动。”（德拉哥马诺夫的著作，同上）

用伊格纳季耶夫的这些把戏来掩护政府转向崭新的方针的做法结束了，1882年5月30日被任命为内务大臣的德·安·托尔斯泰不是凭空赢得了“斗争大臣”的绰号的。各地方自治机关就连举行局部性会议的请求也被无礼地拒绝了，甚至根据省长对一个地方自治机关（切列波韦茨的）提出的“一贯采取反对派立场”的指控，就撤销了地方自治局，而代之以政府任命的委员会，地方自治局成员受到放逐的行政处分。德·安·托尔斯泰，卡特柯夫的这个忠实学生和追随者，根据一种基本思想（我们看到，这种思想的确已为历史所证实）即“反政府派已在地方自治机关内为自己筑造了结实的巢穴”（《记事》第139页：引自地方自治改革的最初草案），断然决定要对地方自治机关进行“改革”。德·安·托尔斯泰计划撤销地方自治局，而代之以隶属于省长的官署，并认定地方自治会议的一切决定须经省长批准。这可是个真正“彻底的”改革，不过，非常有趣的是，甚至卡特柯夫的这个学生“斗争大臣”，也“没有背离——按《记事》作者本人的话说——内务部对地方自治机关的一贯政策。他在自己的方案中没有直接表示出他实际上想撤销地方自治机关的想法；在正确发展自治原则的幌子下，他想要保留自治的外形，而完全去掉它的内容”。在国务会议内，这个英明的“狐狸尾巴”国家政策更得到了补充和发展，结果，1890年的地方自治条例就“成了地方自治机关历史上一项新的治标措施。这个条例没有撤销地方自治机关，但把它弄得不伦不类，黯无生气；没有消灭一切等级的原则，却给它增添了等级的色彩；……没有使那些地方自治机关成为真正的政权机关……却扩大了省长对地方自治机关的监护……加强了省长的异议权”。“1890年7月12日的条例，按照它的起草者的本意，是撤销地方自治机关的一个步骤，而决不是对地方自治的彻底改革。”

《记事》接下去说，新的“治标措施”并没有消灭反对政府的行动（不言而喻，反对反动政府的行动，是不可能靠加强这种反动性来消灭的），而只是使反对行动的 某些
 表现变得隐蔽而已。第一，反对行动表现在，某些反对地方自治的——要是能这样说的话——法律遭到了抵制，因而实际上未能实行；第二，仍旧表现在立宪主义的（或者至少是有立宪主义气味的）请愿上。例如，1893年6月10日颁布的地方自治机关医务组织须遵守详细规章这一法律，就遭到上述第一种形式的反对。“各地方自治机关一致抵制了内务部，内务部因而退却，不得不中止施行已经拟妥的规章，把它搁置一旁以便收入法律大全，不得不根据完全相反的原则〈也就是说，对地方自治机关更有利的原则〉制定新的法案。”1893年6月8日颁布的不动产估价法，同样采用了制定规章的原则，并限制了地方自治机关的课税权利，这个法律也没有得到支持，而且在许多场合“实际上根本没有贯彻执行”。地方自治机关建立的对居民很有利（当然是和官僚政治比较而言）的医务机构和统计机构是很有力量的，足以使彼得堡官厅所制订的规章不起任何作用。

上述第二种反对行动可以从1894年新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中看到，当时各地方自治机关给尼古拉二世的呈文再次非常明确地暗示，它们要求扩大自治，这些呈文招致了所谓毫无意义的幻想这种“有名的”评语。

地方自治机关的“政治倾向”并没有消失，这不能不使大臣先生们吃惊。《记事》作者援引了特维尔省省长对“紧密团结的、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一伙人”的痛心的抱怨（引自省长1898年的报告），说这些人包揽了省地方自治机关的一切事务。“从该省长1895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同地方自治机关的反政府派的斗争，成了地方行政机关的艰巨任务，为了执行涉及地方自治机关不应过问的事务的内务部机密通令，在各地方自治会议中任主席的贵族代表有时甚至需要拿出‘公民的勇气’〈居然如此！〉。”接下去又讲到，省的贵族代表如何在临开会前把职务推给县（特维尔县）的贵族代表，特维尔县的贵族代表又推给新托尔若克县的贵族代表，新托尔若克县的贵族代表也生病了，于是又把主席职务推给斯塔里察县的贵族代表，就这样，连贵族代表们也不愿履行警察职务而逃之夭夭了！《记事》作者抱怨说：“1890年的法律给地方自治机关增添了等级色彩，加强了会议中的政府成分，所有的县贵族代表和地方官都成了省地方自治会议的成员，如果这种不伦不类的等级官僚制地方自治机关仍然能够表现出政治倾向的话，那这一点倒是值得深思的。”“……反抗并没有被消灭：不满的暗流，沉默的反对无疑是存在着，而且将一直存在到一切等级的地方自治机关消亡为止。”官僚的智慧作出这样的结论：既然已被削弱的代议机关经常引起不满，那么，按照通常的逻辑，消灭一切代议机关定会进一步加强这种不满和反对。维特先生以为，如果把那些稍微显露出一点不满的机关封闭掉一个，那不满就会消失！你们是否认为，维特因此会提出什么象撤销地方自治机关一类的坚决的提案？不，根本没有提出。维特为了哗众取宠而斥责转弯抹角的政策，其实他自己除了这种政策以外，是提不出什么别的东西来的，——如果不摆脱他那专制政府大臣的地位，他是不可能提出来的。维特嘟嘟哝哝地说了些关于“第三条道路”的毫无价值的话：不是官僚的统治，也不是自治，而是“正确组织”“各种社会成分参加政府机关”的行政改革。这样胡说一通并不难，但是，经过“权威人士”的各种试验之后，现在这种无稽之谈已不能欺骗任何人了，因为非常明显，如果 没有宪法
 ，则“各种社会成分参加”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只能使社会（或从社会“招来”的某些人）从属于官僚。维特批评内务部的局部措施——在边疆地区设立地方自治机关，但对他自己提出的总的问题，却不能拿出什么新的东西，而只是重新搬出治标措施、假让步、空口许愿等老一套手段。应该特别强调指出：在关于“国内政策的方针”这个总的问题上，维特和哥列梅金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争论是自己人之间的争论，是同一伙人内部的争吵。一方面，维特赶忙声明说，“我过去没有提出过，而且现在也没有提出什么撤销地方自治机关、破坏现存秩序的提案……在当前情况下，恐怕谈不上撤销它们〈现有的地方自治机关〉”。维特“自己认为，在各地建立强大的政府权力机关，就有可能对各地方自治机关寄以更大的信任”等等。建立了强力官僚机关以对抗自治（即削弱自治），就可以更加“信任”自治。这是老调重弹！维特先生害怕的只是“一切等级的机关”，他“根本没有考虑到而且也不认为各种同业公会、协会、等级团体或工会的活动对专制制度是危险的”。例如，维特先生深信不疑，“村社”由于“因循守旧”是不会危害专制制度的。“农村居民把土地关系以及与此有关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就使他们养成了这样的精神特质：除了关心自己的狭隘小天地的政治以外对其他一切都漠不关心……我国农民在乡会上忙于分摊税款……分配份地等等。此外，他们又是文盲或半文盲，—— 这里能有什么政治可谈呢
 ？”可以看到，维特先生是非常清醒的。在谈到各等级团体时，他声明说，在各等级团体对中央政权的危险性这个问题上“它们利益的不一致具有重大的意义。政府在反对一个等级的政治要求时利用这种不一致，就常常能够在其他等级中找到支持和抗衡的力量”。维特的“正确组织各种社会成分参加政府机关”这个“纲领”，无非是警察国家想“分化”居民的无数次尝试中的一次尝试而已。

另一方面，同维特先生争论得如此激烈的哥列梅金先生自己也在运用同一套分化和迫害的政策。他证明（在他自己的记事中证明，维特对此记事作了答复），为了监督地方自治机关，必需设立新的官职，他甚至反对准许地方自治活动家举行纯地方性的代表大会，他全力拥护1890年的条例，拥护这个撤销地方自治机关的步骤，他害怕各地方自治机关把“有倾向性的问题”列入评议工作计划之内，他害怕地方自治局的一切统计，他主张把国民学校从地方自治机关手中收回，交给政府机关管理，他证明，地方自治机关没有能力处理粮食问题（要知道，地方自治活动家“夸大了受灾范围和灾民的需要”！！），他坚决拥护地方自治机关课税限额条例，“以保护地产免受地方自治机关过多增税的损害”。所以维特下面的话说得十分正确：“内务部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整个政策就是慢慢地、但又接连不断地摧残地方自治机关的各个机构，逐渐削弱它们的作用，从而把它们的职能逐渐集中到政府机关手中。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哥列梅金的〉记事中指出的，‘最近期间为了调整地方自治机关的个别经济和行政部门所采取的措施’，一旦得到彻底实施，实际上我们将无任何自治可言，——各地方自治机关将只剩下一个概念和一个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外壳而已。”所以，哥列梅金的（还有西皮亚金的）政策和维特的政策是殊途而同归的，所以，关于地方自治机关和立宪主义问题的争论，我们再重复一遍，不过是自家人内部的争吵罢了。夫妻吵嘴，只当开心。对维特和哥列梅金先生的“斗争”的结论就是这样。至于说我们对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这个总的问题的看法，最好还是在分析尔·恩·斯· 
［注：司徒卢威先生所用的笔名。（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编者注）］

 先生的序言时再来总结吧。



五

尔·恩·斯·先生的序言提供了许多有趣的东西。这篇序言牵涉的问题极广，它谈到俄国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各种方法以及导向改革的各种力量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位同自由派，特别是同地方自治自由派显然过往甚密的尔·恩·斯·先生，在我们的“秘密”著作的合唱中，无疑唱的是一种新的调子。因此，无论是为了弄清地方自治机关的政治意义这个原则问题也好，或者是为了了解接近自由派的人们的趋向以及……情绪（我还不把它叫作思潮）也好，都非常需要详细考察一下这篇序言，分析一下这个新的调子是好还是坏，说好好到什么程度，说坏坏到什么程度和坏在什么地方？

尔·恩·斯·先生的见解的基本特点如下。从我们下面引证的他的文章的许多地方可以看出，他崇拜和平、渐进、绝对合法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又真心反对专制制度，渴望政治自由。但是专制制度之所以成为专制制度，就是因为它禁止和压制 一切
 趋向自由的“发展”。这一矛盾贯穿了尔·恩·斯·先生的整篇文章，使他的论述前后不一、软弱无力，摇摇摆摆。只有预计或者至少是假定专制政府 自己
 会醒悟、厌倦和让步等等，才会把立宪主义同关心专制俄国的绝对合法发展的思想凑在一起。而尔·恩·斯·先生有时竟真的从他的公民义愤的高峰跌到最不发达的自由主义的这种庸俗观点上去了。下面就是一个例子。尔·恩·斯·先生在谈到自己时说道：“……我们认为，有觉悟的现代俄国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就是他们的汉尼拔式的誓言，这种誓言是十分神圣的，就象过去40年代的人们争取农民解放的斗争一样……”又说：“……不管我们这些发出同专制制度斗争的‘汉尼拔式的誓言’的人感到多么困难”，等等。说得多么漂亮，多么有力！如果他的整篇文章都贯穿了同样不屈不挠和不可调和的斗争精神（“汉尼拔式的誓言”！），这些有力的言词也许可以作为文章的点缀。这些有力的言词正因为它十分有力，所以，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如果渗进一些勉强的和解及宽慰的调子，企图把和平的绝对合法的发展的观念强塞进去，那么这些言词也就成了虚伪的东西。可惜在尔·恩·斯·先生的文章里，这样的调子和企图简直是俯拾皆是。例如，他用了整整一页半的篇幅来详细“论证”这样一种思想：“从道德观点和政治观点看来，尼古拉二世统治时代的国家政策，同亚历山大三世时代进行的亚历山大二世的重分份地的改革比起来，应该受到 
更加

 〈黑体和着重号是我们用的〉严厉的谴责。”为什么要受到 更加
 严厉的谴责呢？原来，因为亚历山大三世是同革命作斗争，而尼古拉二世则是同“俄国社会的合法要求”作斗争，前者要对付的是有政治觉悟的社会力量，而后者要对付的只是“十分平和的、有时甚至根本缺乏明确政治思想的社会力量”（“他们甚至认识不到，他们的自觉的文化工作是在破坏国家制度”）。实际上这是非常错误的，这点下面就要说到。但是即使抛开这点不谈，也不能不指出，作者的论述方法是非常奇怪的。他抨击专制制度，对两个专制君主中的一个抨击得 尤为厉害
 ，但是他所根据的不是那个原封未动的政策的性质，而是因为在这个专制君主面前已经没有（似乎如此）“自然”会引起强烈反击的“寻衅者”，因而也就没有迫害的借口。有人说，我们的慈父沙皇根本用不着害怕召集善良人士，因为所有这些善良人士从来没有想到要越出和平的要求和绝对合法的范围。尔·恩·斯·先生提出上述论据，不是显然迁就了忠良臣民的这种论调吗？维特先生在自己的记事中写道：“看来，在凡是没有政党，没有革命，任何人也不想争夺最高当局的权利的地方，也就用不着把行政当局同人民和社会对立起来……” 
［注：第205页。尔·恩·斯·先生在对这段话所作的注释中指出：“这甚至是不明智的。”完全正确。但是尔·恩·斯·先生在他的序言的第XI—XII页所发的上述议论，难道不是同维特先生的说法如出一辙吗？］

 等等。我们在维特先生那里看到这种“思想方法”（或撒谎方法），是不会感到惊奇的。契切林先生在1881年3月1日以后给米柳亭伯爵的呈文中宣称：“当局首先必须表现出自己的毅力，证明它没有在威胁面前卷起自己的旗帜”，“只有当自由机关是和平发展和最高当局本身的心平气和的倡议的结果时，君主制度才能同它们相容”，他建议建立“强有力的自由主义”政权，在“为选举因素所加强和革新的立法机关”的帮助下进行活动。 
［注：维特《记事》第122—123页。《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的宪法》第24页。］

 我们对契切林先生的这种议论，是不会感到惊奇的。这样一位契切林先生如果认为尼古拉二世的政策应该受到更加严厉的谴责，倒是十分自然的， 因为
 在尼古拉二世统治时代，和平发展和最高当局本身的心平气和的倡议是 可能
 产生自由机关的。但是一个发出汉尼拔式的斗争誓言的人竟说出这样的话来，恐怕是不大自然、不大体面吧？

其实尔·恩·斯·先生是错了。他在比较现在的和上一代的皇帝的统治时说道：“现在……没有一个人会去认真考虑‘民意党’活动家所设想的暴力变革了。”Ｐａｒｌｅｚ　ｐｏｕｒ　ｖｏｕｓ，ｍｏｎｓｉｅｕｒ！请只代表您自己讲话吧！我们清清楚楚知道，这一代皇帝在位时，俄国革命运动不仅没有衰亡，没有比前一代减弱，反而活跃起来并大大发展了。在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中间，如果竟没有一个人肯去认真考虑暴力变革，那么这还配称什么“革命”运动呢？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在上面引证的这段话中，尔·恩·斯·先生指的不是一般暴力变革，而是专指“民意党的”变革，就是说，是政治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变革，是不仅要推翻专制制度，而且要夺取政权的变革。这种反驳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第一，在专制制度本身（即专制政府，而不是“资产阶级”或“社会人士”）看来，重要的决不在于 为什么
 要推翻它， 而在于
 要推翻它。第二，还在亚历山大三世当政的初期，“民意党”活动家就向政府“提出了”正象后来社会民主党人向尼古拉二世提出的抉择：或者是革命斗争，或者是放弃专制制度。（见1881年3月10日“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信中提出两个条件：1．大赦一切政治犯；2．在实行普选制和出版、言论、集会自由的条件下，召开全俄人民代表会议。）尔·恩·斯·先生自己也明明知道，不仅知识界，而且工人阶级中间也有许多人在“认真考虑”暴力变革。请看一下他的文章的第XXXIX页及以下各页吧，那里谈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既有“群众基础，又有精神力量”，它从事“坚决的政治斗争”，从事“革命俄国同专制官僚制度的流血斗争”（第XLI页）。因此，丝毫用不着怀疑，尔·恩·斯·先生的“善意的言论”[47]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手法，是一种想用表白自己（或别人）谦恭有礼来感动政府（或“社会舆论”）的尝试罢了。

同时，尔·恩·斯·先生认为，斗争这个概念可以作非常广泛的解释。他写道：“撤销地方自治机关会给革命宣传提供有力的根据，——我们这样说是绝对客观的〈原文如此！〉，因为我们毫不厌恶通常所谓的革命活动，但是也不称赞和向往这种谋取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形式〈原文如此！〉。”这段议论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只要把这个用文不对题的“客观性”（既然作者自己提出了他倾向于某种活动形式或斗争形式的问题，那又说他的态度是客观的，这就是二二得蜡烛[48]了）装饰起来的貌似博学的议论拿近一看，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陈旧不堪的论证：当权的老爷们，即使我拿革命吓唬你们，你们也可以相信我，因为我对革命一点也不感兴趣。所谓客观性的论调，无非是掩盖主观上憎恶革命和革命活动的遮羞布罢了。尔·恩·斯·先生所以需要遮遮盖盖，是因为这种憎恶态度同汉尼拔式的斗争誓言水火不能相容。

可是，我们对这位汉尼拔的了解是不是错了呢？他是真的发誓要同罗马人斗争呢，还是仅仅要为迦太基的进步，为这种当然终归会损害罗马的进步而斗争呢？对斗争这个词是否可以理解得不那样“狭窄”呢？尔·恩·斯·先生认为是可以的。只要把汉尼拔式的誓言同上边的议论对照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同专制制度的斗争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一种是革命的、非法的斗争，另一种是一般的“谋取政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换句话说，是和平的、合法的活动，是在专制制度容许的范围内传播文化。我们丝毫不怀疑，即使在专制制度下，也是可以进行能够推动俄国进步的合法活动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活动可以相当迅速地推动技术的进步，在少数情况下可以轻微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可以微乎其微地推动政治的进步。至于这种微小的进步究竟能够大到什么程度和实现的可能性如何，个别的微小进步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销专制制度无时无地不在向居民施行的大规模政治诱惑，这是可以争论的。但是如果把和平的合法活动也包括在（哪怕是间接地）同专制制度斗争的概念之内，那就会有助于这种诱惑，就会削弱俄国普通人头脑中本来就非常薄弱的关于每个公民都应对政府的 一切
 行为负责的意识。

可惜，在不合法的著作家中间，试图抹杀革命斗争同和平的文化活动之间的差别的不只是尔·恩·斯·先生一个人。还有他的一位前辈，这就是尔·姆·先生，他是著名的《〈工人思想报〉增刊》[49]（1899年9月）上刊载的《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文的作者。他在反驳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时写道：“争取地方和城市社会自治的斗争，争取社会教育的斗争，争取社会法庭的斗争，争取给饥民以社会救济的斗争等等，都是同专制制度的斗争……这种社会斗争由于某种令人莫解的原因，没有受到俄国许多革命著作家的关切，但是我们看到，俄国社会进行这种社会斗争，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当前的问题在于，怎样使这些个别的社会阶层……能更有成效地进行这种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而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我国的革命者既然把工人运动看作推翻专制制度的最好手段，那么我国工人应该怎样进行这种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第8—9页）大家看到，尔·姆·先生甚至觉得用不着掩饰他对革命者的憎恶了；他竟干脆把合法的反对立场与和平工作叫作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甚至把工人应当怎样进行“ 这种
 ”斗争当作主要问题。尔·恩·斯·先生决不这样浅薄和这样露骨，但是我们的这位自由派同纯粹工人运动的极端崇拜者在政治倾向上的一脉相承，却是一目了然的。 
［注：尔·恩·斯·先生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工人的经济组织，将是对工人群众进行现实的政治教育的学校。”我们愿意奉劝作者，在运用“现实的”这个已被机会主义勇士们用滥了的字眼时，最好慎重一些。不能否认，在某种条件下，工人的经济组织也可以使他们受到许多政治教育（同样也不能否认，在另一些条件下，这些经济组织也可以使他们受到某种政治诱惑）。但是，工人群众只有全面地参加革命运动，直到参加公开的街头斗争，参加反对政治和经济奴隶制的维护者的国内战争，他们才能受到现实的
 政治教育。］



至于说到尔·恩·斯·先生的“客观主义”，我们应当指出，他有时干脆把它也扔掉了。他谈到工人运动，谈到工人运动的有机发展，谈到革命社会民主党同专制制度未来的不可避免的斗争，谈到自由派组织秘密政党将是撤销地方自治机关的必然结果，当他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是“客观的”。他的这些议论都说得非常实在，非常清醒，清醒得使我们可以庆幸，在自由派中间竟有人传播对俄国工人运动的正确理解。但是当他不是谈论同敌人作斗争，而是开始谈论敌人可能“顺从”的时候，他就会立刻丢掉自己的“客观主义”，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情感，甚至竟一变叙述语气为命令语气。



　　“假使在当权者中间出现一种人，他们勇于顺从历史，并且能够迫使专制君主也顺从历史，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不会导致革命的俄国同专制官僚制度展开最后的流血斗争……无疑，在上层官僚中间是有不同情反动政治的人的……他们这些唯一能够接近圣上的人，从来也不敢大声说出自己的信念……但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惩罚的巨大影子，伟大事变的影子，也许会引起政界的动摇，并及时摧毁反动政治的铁的制度。现在，要做到这一点是不需要费很大力气的……也许，它〈政府〉也会不太晚地觉悟到，千方百计维护专制制度是注定要招致危险的。也许，当它还没有同革命遭遇以前，自己就已感到疲于同自由的自然的和历史必然的发展作斗争，并对自己的‘不妥协的’政策发生动摇。只要它不再坚决与自由为敌，它也就不得不愈来愈大地向自由敞开门户。也许……不，不仅也许，而是一定会如此
 ！”（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阿门！我们对于这篇善良而崇高的独白只能说一声阿门。我们的汉尼拔进步得真快，他竟然在我们面前以第三种形式出现了：第一种形式是同专制制度斗争；第二种形式是传播文化；第三种形式是呼吁敌人顺从，试图拿“影子”来吓唬他。这是多么可怕啊！我们完全同意尊责的尔·恩·斯·先生的说法：俄国政府的伪善者们在这个世界上最怕的恐怕就是“影子”。我们的作者在念影子咒之前，曾谈到革命力量的增长和日益迫近的革命爆发，接着他感叹地说道：“这种丧失理智的侵略保守的政策，既缺乏政治意义，又毫无道德根据，它将使人才和文化力量遭到可怕的牺牲，一想到这点，我们就感到非常难过。”从这段关于革命爆发的议论的结尾，可以看到一个多么深的学理主义和甜言蜜语的无底洞啊！作者丝毫不懂得，俄国人民哪怕只把政府好好地教训一次，那就会有多么巨大的历史意义。你们不提人民过去和现在为专制制度作出的“可怕的牺牲”，唤起仇恨和愤怒，燃起斗争的决心和热情，反而妄谈什么 将来的
 牺牲，吓唬人们，让他们放弃斗争。嘿，先生们！你们与其用这样的结尾来糟蹋你们关于“革命爆发”的议论，还不如干脆不议论吧。看来你们并不想 组织
 “伟大事变”，而只想空谈“伟大事变的影子”，而且也只是同那些“接近圣上的人”谈谈而已。象这样的同影子论影子的谈话，大家知道，在我国的合法刊物上也是比比皆是。为了赋予影子实际的内容，人们常常举出“伟大改革”作例子，并且为它大唱谎话连篇的赞美诗。受检查的著作家撒谎，有时还是不能不加以原谅的，因为不这样，他就不能说出自己对政治改革的渴望。但是尔·恩·斯·先生从来没有受过检查。他写道：“设想出伟大的改革，并不是为了使官僚制度取得更大的胜利。”请看，这句辩护词说得多么委婉啊。是 谁
 “设想出”的呢？是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温科夫斯基和他们的同路人吗？但是这些人所要求的远比“改革”所做到的要多，而且他们还因为自己的要求而遭到实行“伟大”改革的政府的迫害。还是由政府以及那些盲目歌颂政府、追随政府、并且向“寻衅者”狂吠的人物“设想出”的呢？但是政府已经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尽量少作让步，尽量削减民主要求，而且 正是
 “为了使官僚制度取得更大的胜利”才削减这些要求。尔·恩·斯·先生明明知道这一切历史事实，他所以要抹杀这些事实，正是因为这些事实完全推翻了他那关于专制君主可能“顺从”的善心理论。在政治上是没有顺从可言的，警察惯用的手法是：ｄｉｖｉｄｅｅｔｉｍｐｅｒａ，分而治之，让出次要的，保全主要的，左手给出去，右手拿回来。只有天真透顶的人（不管是纯朴天真的人，还是故作天真的人），才会把警察惯用的手法当作顺从。“……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在设想和实施‘伟大改革’的时候，并没有自觉的目的——千方百计截断俄国人民走向政治自由的一切合法道路，它还没有从这个观点来衡量它的每一措施、每一法律条文。”这是 
撒谎

 。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在“设想”和实施改革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有完全自觉的目的：不能向当时提出的政治自由的要求让步。它自始至终都在截断一切走向自由的合法道路，因为它甚至对于普通的请愿也采取镇压手段，甚至从来不准人们随便谈论自由。只要看一看我们上面引证的维特《记事》所列举的一些事实，就可以完全驳倒尔·恩·斯·先生的赞颂。对于亚历山大二世政府中的要员，维特自己就曾经这样说过：“应当指出，60年代的杰出国务活动家当时做了许多他们的后继者也未必能做到的伟大事业，他们怀着虔诚的信仰，对皇帝忠心耿耿，从不违背圣意，兢兢业业地革新我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这些人的芳名，将永远铭记在感恩戴德的后裔心中。”（《记事》第67页）什么怀着虔诚的信仰，对警察匪帮的头子皇帝忠心耿耿……你们看，这倒真是实话实说。

读了上面这段话之后，我们对于尔·恩·斯·先生很少谈到地方自治机关在争取政治自由斗争中的作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尔·恩·斯·先生除了一般地谈到地方自治机关的“实际”事务和“文化”事务而外，还轻描淡写地谈了谈地方自治机关的“政治教育意义”，他说：“地方自治机关具有政治意义”，地方自治机关的“危险之处〈对现存制度〉”，正如维特先生所洞察到的，“就在于它这个立宪萌芽的发展的历史倾向”。他讲完了这些似乎是无意中说出的话之后，便对革命者开始攻击起来：“我们重视维特先生的作品，不仅因为它说出了专制制度的真情，而且因为它是官僚制度自己发给地方自治机关的一份宝贵的政治证书。这份证书对于那些因为缺乏政治修养或者迷恋于革命空谈〈原文如此！〉，总是不愿意正视俄国地方自治机关的巨大政治意义和它的合法文化活动的人说来，是一个绝妙的回答。”究竟是谁缺乏政治修养或迷恋空谈呢？表现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呢？尔·恩·斯·先生究竟是不赞成谁，又是为什么不赞成呢？作者对此没有作出回答，他的攻击除了说明他对革命者的憎恶而外，不能说明任何东西，他的这种憎恶，我们从他的文章的其他一些地方也都可以看到。下面这段更加奇异的注解，丝毫不能说明问题：“我们讲这些话，决不是想〈？！〉中伤革命活动家，这些人在反对专横的斗争中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首先必须予以重视。”为什么要这样说？用意何在呢？大无畏精神和不善于重视地方自治机关又有什么联系呢？尔·恩·斯·先生未免弄巧成拙了。起先，他提出了毫无根据的“不指名的”（即不知针对谁的）责难，说什么有些人既无知又尚空谈，以此来“中伤”革命者，而现在，他又认为，只要承认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把指责他们无知的这颗苦药丸包上一层糖衣，就可以迫使他们吞下去，从而再一次“中伤”革命者。尔·恩·斯·先生不但谈不清问题，而且还自相矛盾起来，他宣称（同“迷恋革命辞藻的人”似乎是异口同声）：“现代的俄国地方自治机关……并不是一种能直接靠自身力量争得别人敬仰或吓倒别人的政治力量……它只是勉勉强强维持着自己的一块不大的阵地……”“这种机关〈即地方自治机关〉……就其本身说来，只有在遥远的将来和随着国内整个文化的发展，才能构成对这个〈专制的〉制度的威胁。”



六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尔·恩·斯，先生这样怒气冲冲和这样空空洞洞地谈到的问题吧。我们上面举出的一些事实证明，地方自治机关的“政治意义”，即它这个争取政治自由的因素的意义，主要有下列几点。第一，我国有产阶级（特别是土地贵族）代表组成的这一组织，经常以选举机关同官僚机关相对立，经常引起这二者之间的冲突，不断地揭露不负责任的沙皇官吏的反动本质，支持不满情绪，对专制政府持反对立场。 
［注：见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俄国自由主义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历史地位及其相互关系》（1898年日内瓦版），这本小册子对问题的这一方面作了非常详细的说明，特别是第5、8、11—12、17—19页。］

 第二，地方自治机关是加在官僚制度这一回轮大车上的第五个轮子，它渴望巩固自己的阵地，扩大自己的影响，渴望立宪（甚至象维特所说的，“无意识地走向”立宪），并为此上书请愿。因此它成了政府对付革命者的一个不中用的同盟者，它对革命者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给予他们尽管是间接的、但却是无疑的帮助，在紧要关头使政府不能果断地采取镇压手段。可是直到今天为止，这种机关顶多也不过提出一些自由主义的请愿和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因此当然也就不能把它看作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强大的”和多少独立的因素，但是不能否认它是一个 辅助的
 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甚至不妨承认，地方自治机关是宪制的一小部分。读者也许会说：这么说，你们是同意尔·恩·斯·先生的意见了，因为他肯定的也只是这一点。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的分歧也正是从这里产生了。

地方自治机关是宪制的一小部分。就算是这样吧。但是这个一小部分，却是用来 诱使
 俄国“社会”放弃真正的宪制的手段。这是一块完全无关紧要的阵地，专制制度把它让给勃兴的民主主义，是为了保存自己的主要阵地，为了分化和瓦解要求政治改革的人。我们已经看到，正是由于对地方自治机关（“立宪的萌芽”）的“信赖”，这种瓦解手段不论在60年代或在1880—1881年间都获得了成功。地方自治机关与政治自由的关系问题，是改革与革命的关系这个总问题中的一个个别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个别情况，看到时髦的伯恩施坦派理论[50]的全部狭隘性和妄诞不经，这种理论用争取改革的斗争来代替革命的斗争，它宣布（例如通过别尔嘉耶夫先生之口）“进步的原则就是愈好愈妙”。这一原则，总的说来，和它的反面——愈坏愈妙——一样，都是不正确的。当然，革命者永远不会拒绝为改革而斗争，不会拒绝夺取敌人的、即使是无关紧要的个别的阵地， 只要
 这一阵地能增强他们的攻击力量和有助于取得完全的胜利。然而，他们也永远不会忘记，有时敌人自动让出某一个阵地，正是为了瓦解进攻者和更容易地击溃他们。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只有时刻记住“最终目的”，只有从总的革命斗争的观点来评价“运动”的每一个步伐和每一项各别的改革，才能够保证运动不迈错步和不犯可耻的错误。

正是对问题的这一方面——地方自治机关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以不彻底的让步来 巩固
 专制制度的工具，它是把相当一部分自由派人士吸引到专制制度方面去的工具——尔·恩·斯·先生却完全没有了解。他宁愿根据愈好愈妙这个“公式”来编造一个以直线连接地方自治机关和宪法的学理主义的图式。他向维特说道：“如果您先撤销俄国的地方自治机关，然后再扩大个人的权利，那么您就会失掉一个给予国家温和的宪法的良好机会，因为这个宪法是在带有等级色彩的地方自治基础上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不管怎样，您都会给予保守主义的事业以非常不妙的效劳。”多么严谨而又美妙的概念啊！带有等级色彩的地方自治——接近圣上的英明的保守主义者，——温和的宪法。但遗憾的是，英明的保守主义者实际上已不只一次因为有地方自治机关而找到了 不
 “给予”国家宪法的“良好机会”。

尔·恩·斯·先生的和平“概念”对他的口号的措辞也产生了影响；这个口号是在他的文章的末尾提出的，并且正象口号那样，用黑体排成了单独的一行：“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全俄地方自治机关！”必须公开承认，这是对俄国广大自由派人士的政治偏见所作的一种无耻的奉承，它同我们在《工人思想报》上看到的对广大工人群众的政治偏见所作的那种奉承一样。不管是第一种奉承还是第二种奉承，我们都应该反对。有下面这样一种偏见，即认为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没有切断通向自由的合法道路，地方自治机关的存在提供了一个给予国家温和的宪法的良好机会，“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这个口号可以成为——姑且不说革命运动的，而只是立宪运动的——一面旗帜。这不是帮助区别敌人和同盟者、能够用来指导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旗帜，这只是帮助一些最不可靠的人混到运动中来、并且便于政府再一次用响亮的诺言和不彻底的改革来敷衍了事的一块破布。所以，不必是预言家也可以预见到：我国的革命运动将达到自己的顶点，社会上自由主义的不满情绪将十倍地泛滥起来，政府中将出现一些打着“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旗帜的新的洛里斯－梅利科夫们和伊格纳季耶夫们。至少，这对俄罗斯来说将是一种最不利的结局，而对政府来说将是一种最有利的结局。如果自由派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了这面旗帜，并且由于醉心于它而从背后袭击“寻衅者”－革命分子时，那后者就可能陷于孤立，而政府就会只企图作些最低限度的、局限于实行某种咨议性的和宫廷贵族式的宪法的让步。这样的企图能不能成功，将取决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与政府决战的结局，——但是，自由派将成为受骗者，这是可以完全担保的。政府会利用尔·恩·斯·先生提出的这类口号（“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或者“地方自治人士”等等），象引诱小狗似的诱使他们离开革命者，一经引诱过去，就会抓住他们的衣领而飨以所谓反动的鞭笞。先生们，那时候我们也不会忘记说一声： 你们这是咎由自取
 ！

不提消灭专制制度的要求，而提出这种温和谨慎的愿望作为文章结尾的口号，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首先是为了通过这种庸俗的空论，来表示愿意“为保守主义效劳”，相信政府会被这种温和所感动而表示“顺从”。其次是为了“团结自由派”。是的，“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口号也许能够团结 所有的
 自由派，——正如“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的口号将能够团结（按“经济派”的意见） 所有的
 工人一样。不过， 这样的
 团结会不会是失利而不是得利呢？如果能够把被团结者提高到团结者的觉悟的和坚定的纲领的水平上来，这种团结就是有所得。如果把团结者降低到群众偏见的水平，这种团结就是有所失。毫无疑问，下面这种偏见在俄国广大自由派人士中是非常流行的：地方自治机关确实是“立宪的萌芽” 
［注：关于从地方自治机关那里可以期待到什么的问题，彼·弗·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在他的60年代出版的《小报》[51]上发表的一段评论是颇为有趣的（布尔采夫的上述著作第64—67页）：“我们在考察地方自治机关的主要的条例的时候，又碰到了政府那个秘而不宣但又经常流露出来的思想——用自己的宽宏大量迷惑人心，并高声宣布：‘看，我赐予你们的有多少！’然而实际上却尽量地少给，一方面尽量少给，一方面还竭力设置障碍，使大家连它所赐予的那些东西也不能完全使用……现在，在专制制度下面，地方自治机关不会有用处，而且也不可能有用处，它们不会起作用，而且也不可能起作用，但是它们拥有很多可以在未来大大发展的萌芽……大概命运决定，新的地方自治机关将会成为俄国未来的立宪制度的基础……但是，在俄国实行立宪的管理方式以前，在存在着专制制度的时候，在没有出版自由的时候，地方自治机关必然仍旧是一个政治怪影，是地方自治会议议员们不敢议事
 的集会场所。”由此可见，多尔戈鲁科夫甚至在热火朝天的60年代也没有沉湎于过分的乐观主义之中。而从那时起，这40年使我们学会了很多东西，并且告诉我们，是“命运”（而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决定地方自治机关成了迷惑
 立宪派的一系列措施的基础。］

 ，它只是偶尔由于遭到了某些不道德的宠臣的阴谋阻挠而延缓了它的“自然的”、和平的和渐进的成长；只需几次请愿就足以使专制君主变得“顺从”；一般合法的文化工作，特别是地方自治机关的文化工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可以使那些口头上仇视专制制度的人不必再去以某种形式积极支持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诸如此类，如此等等。把自由派团结起来当然是一件有益的好事情，但这种团结必须是以反对根深蒂固的偏见为目的，而不是迁就这些偏见，必须提高我们的政治成熟（更正确地说：不成熟）的平均水平，而不是肯定这种水平，——总之，团结起来是为了支持秘密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机会主义式地空论合法活动的重大政治意义。如果说对工人提出诸如“罢工自由”的政治口号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话，那么，对自由派提出“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口号也同样不能认为是正确的。 在专制制度时代
 ，任何（哪怕是最“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都必然要成为不能正常发育的畸形儿，而 到了立宪时期
 ，地方自治机关就会立刻失去它现今的“政治”意义。

团结自由派可能有两种形式：通过建立独立的自由主义的（当然是秘密的）政党和通过组织自由派援助革命者。尔·恩·斯·先生自己指的是第一种可能，但是……如果把他所指出的这种可能当作自由主义的前途与希望的实际表现，那么这是不能使人过分乐观的。他写道：“如果没有地方自治机关，地方自治自由派将不得不成立自由主义的政党，或者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而退出历史舞台。我们深信，自由派组织成一个秘密的（尽管从它的纲领和手段看来是非常温和的）政党，将是撤销地方自治机关的必然结果。”如果只是“撤销”，那么这也还得等很久才能实现，因为甚至连维特也不希望撤销地方自治机关，而俄国政府向来就特别重视保持外表，即使这种外表已完全失掉了内容。说自由主义政党将是非常温和的，——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对资产阶级运动（自由主义政党只能在这种运动中立脚）根本也不能够指望什么别的。但是这个政党的活动、它的“手段”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这一点尔·恩·斯·先生并没有说明。他说道：“秘密的自由主义政党，就本身来说，既然是由最温和的和最不活跃的反对派分子所组成的团体，它就不可能展开特别广泛的或特别紧张的活动……”我们认为，在一定的范围内，哪怕只是局限于地方的和主要是地方自治机关的利益这个范围内，自由主义政党本来完全可以展开既广泛而又紧张的活动——譬如组织政治揭露这样的活动……“可是当其他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人党正在进行这种活动的时候，自由主义政党——甚至在没有同社会民主党人达成直接协议的情况下——可能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因素……”说得完全正确，所以读者自然希望作者哪怕是极为概括地规定一下这个“因素”的工作。但是，尔·恩·斯·先生没有这样做，反而去描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成长，并且这样结束道：“当存在着鲜明的政治运动的时候……即使只有一点组织性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也能够起重大的政治作用，因为温和派政党通过灵活的策略，总是能够从极端的社会分子之间的日益加剧的斗争中得到好处……”仅此而已！“因素”（它已经由政党转化为“反对派”）的“作用”就在于从加剧的斗争中“得到好处”。关于自由派参加斗争的事一字不提，而关于自由派得到好处的事却已谈到。这一失言真可以说是天意……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忽视下面一点：他们 首先
 所争取的政治自由，会首先给资产阶级带来好处。根据这一点而反对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只有那种陷入空想主义或反动的民粹主义的拙劣偏见中的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利用自由，是为了安享清福，——无产阶级需要自由，是为了更广泛地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因此，不管资产阶级的这些或那些阶层对解放斗争抱什么样的态度，社会民主党将不倦地进行这一斗争。为了政治斗争的利益，我们应当支持所有抗拒专制制度压迫的反对立场，不管它是由于什么原因和在哪一个社会阶层中表现出来的。因此，我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特别是地方自治人士的反对立场，对我们来说决不是毫不相干的。自由派能够组织成秘密政党，——那就更好，我们将欢迎有产阶级中政治自觉的增长，我们将支持他们的要求，我们将尽力使自由派的活动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能够互为补充。 
［注：本文作者在4年前谈到“民权党”[52]时，曾经指出自由主义政党会带来好处。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898年日内瓦版）：“……然而，如果在这个党〈“民权党”〉内也有不戴假面具，而是真正的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非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那么这个党努力去同我国资产阶级中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接近……它就会带来不少的好处。”（第26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44页。——编者注）］

 如果他们不能组织起来，我们在这种（更有可能的）情况下也不会对自由派“置之不理”，我们将努力加强同个别人物的联系，向他们介绍我们的运动，通过工人报刊揭露政府的一切卑鄙龌龊行为和地方当局的各种勾当来支持他们，争取他们支持革命者。在自由派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现在已在进行这种性质的互相帮助，这种互相帮助只是应该扩大和加强。但是，在随时准备进行这种互相帮助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对政治不开展的俄国社会人士、尤其是俄国自由派人士中大量存在的那些幻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实际上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关于1848年革命的名言应用到俄国的革命运动上来，我们也可以说：它的进步不在于取得某些积极的成果，而在于摆脱有害的幻想。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1页。——编者注］

 我们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和民粹派社会主义的幻想，摆脱了轻视政治、迷信俄国的独特发展、深信人民已有了革命准备的错误观点，摆脱了夺权和英勇的知识分子同专制制度单独决战的理论。

是时候了，我们的自由派应该摆脱在理论上看来最无根据的而在实践上却最不易消失的幻想了。照这种幻想看来，似乎还可能同俄国专制制度进行谈判，似乎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机关便是立宪的萌芽，似乎立宪的真诚拥护者们可以通过耐心的合法活动和呼吁敌人顺从的耐心的号召，来履行自己的汉尼拔式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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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是为评论和批判由尔·恩·斯·（即彼·伯·司徒卢威）作序和注释的《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1899年）》一书而写的。维特的这本书含有暴露沙皇政府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政策和表明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实质的材料。列宁在文中把俄国的自由主义者讽刺地称为自由主义的汉尼拔，这是因为，正如司徒卢威所写的，他们象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发誓至死不停止同罗马斗争那样，发誓要与沙皇专制制度战斗到底。列宁原打算在《火星报》发表本文，因文章过长，改在《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上发表。



文章发表前，《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曾频繁通信，对它进行了几乎长达一个半月的讨论。这说明编辑部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对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一策略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编辑部的部分成员——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虽承认列宁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公正的，但要求把尖锐的揭发口吻和论战语气变得缓和一些。列宁坚决拒绝这样做，只同意对无关紧要的措辞作些修改。《曙光》杂志登载的是经过修改的稿子，原稿没有保存下来。——18。



[15]《钟声》（《Колокол 》）是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国外（1857—1865年在伦敦、1865—1867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革命刊物，最初为月刊，后来为不定期刊，共出了245期。该刊印数达2500份，在俄国国内传播甚广。《钟声》除刊登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文章外，还刊载各种材料和消息，报道俄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斗争，揭露沙皇当局的秘密计划和营私舞弊行为。在1859—1861年俄国革命形势发展时期，来自俄国国内的通讯数量激增，每月达到几百篇。尼·亚·杜勃罗留波夫、米·拉·米哈伊洛夫、尼·伊·吴亭等担任过它的记者，伊·谢·阿克萨科夫、尤·费·萨马林、伊·谢·屠格涅夫等为它供过稿。《钟声》最初阶段的纲领以赫尔岑创立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极力鼓吹解放农民，提出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和肉刑等民主主义要求。但它也有自由主义倾向，对沙皇抱有幻想。1861年农民改革以后，《钟声》便坚决站到革命民主派一边，登载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尖锐谴责农民改革的文章以及俄国地下革命组织的传单、文件等。《钟声》编辑部协助创立了土地和自由社，积极支持1863—1864年的波兰起义，从而与自由派最终决裂。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对《钟声》作了评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22。



[16]《两大陆评论》杂志（《La　Revue　des　deux　Mondes》）是法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杂志（月刊），1829—1940年在巴黎出版。起初为文艺杂志，后来，哲学和政治问题所占的篇幅愈来愈大。在不同时期为杂志撰稿的有维·雨果、乔治·桑、奥·巴尔扎克、亚·仲马等著名作家。——22。



[17]指波兰1863—1864年起义。这次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起义，是由波兰王国的封建农奴制的危机和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加剧而引起的。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沙皇政府决定于1863年1月在波兰王国强制征兵，企图用征召入伍的办法把大批怀有革命情绪的青年赶出城市。领导起义的是代表小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红党”所组织的中央民族委员会。它同俄国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社中央委员会以及在伦敦的《钟声》出版人建立了联系。它的纲领包含有波兰民族独立、一切男子不分宗教和出身一律平等、农民耕种的土地不付赎金完全归农民所有、废除徭役、国家出资给地主以补偿等要求。起义从1863年1月22日向俄军数十个据点发动攻击开始，很快席卷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并波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部分地区。参加起义的有手工业者、工人、大学生、贵族知识分子、部分农民和宗教界人士等各阶层的居民。代表大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白党”担心自己在社会上声誉扫地，也一度参加了斗争，并攫取了领导权。马克思对波兰起义极为重视，曾参与组织国际军团，支援起义。1864年5月，起义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数万名波兰爱国者被杀害、囚禁和流放西伯利亚。但是，起义迫使沙皇政府于1864年3月颁布了关于在波兰王国解放农奴的法令，因而在波兰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2。



[18]《青年俄罗斯》是莫斯科彼·格·扎伊奇涅夫斯基大学生小组于1862年5月出的一份革命传单，流传于彼得堡、莫斯科和一些省份。《青年俄罗斯》发挥了俄国布朗基主义思想，号召推翻君主制，消灭罗曼诺夫家族，由知识分子和军队完成革命，建立由自治的农业村社组成的各州的联盟——“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青年俄罗斯》主张开办社会工厂和社会商店，根据每个人的财产状况课税。传单中宣布各民族均有自决权，承认波兰有脱离俄国而独立的权利。这份传单的观点在60年代革命出版物中是最左的。——23。



[19]《在光荣的岗位上》是民粹派为庆祝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从事写作和社会活动四十年（1860—1900）而出版的文集。文集收载了尼·费·安年斯基、尼·亚·卡雷舍夫、帕·尼·米留可夫、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尼·亚·鲁巴金、瓦·伊·谢美夫斯基、维·米·切尔诺夫、亚·伊·丘普罗夫、谢·尼·尤沙柯夫等人的文章。——24。



[20]《同时代人》杂志（《Современник》）是俄国文学和社会政治刊物，1836—1866年在彼得堡出版。1843年以前是季刊，以后改为月刊。杂志的创办者是亚·谢·普希金。1838年起由波·亚·普列特涅夫出版。1847—1862年改由尼·阿·涅克拉索夫和伊·伊·帕纳耶夫出版。1847—1848年的正式编辑是亚·瓦·尼基坚科，思想领袖是维·格·别林斯基，他为杂志确定的纲领是：批判当代现实，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为现实主义艺术而斗争。1848年以后，由于别林斯基的逝世、政治的反动以及书报检查制度的强化，杂志遇到严重困难，但是它大体上仍坚持文学现实主义的方向。1854—1862年是该杂志历史上最光辉的时期。杂志由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53年起）和尼·亚·杜勃罗留波夫（1856年起）担任领导，同自由派的和保守派的刊物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宣传消灭农奴制的革命道路，批评《钟声》的自由主义倾向，从而成了革命民主派的论坛和思想中心。列·尼·托尔斯泰、伊·谢·屠格涅夫、德·瓦·格里戈罗维奇等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作家对杂志的方针表示不满，退出了编辑部。1861年杜勃罗留波夫逝世和1862年7月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使杂志遭到极大挫折。1862年6月，《同时代人》杂志曾被勒令停刊8个月。1863年初，在涅克拉索夫主持下复刊。1866年6月，该杂志被封闭。——24。



[21]《俄罗斯言论》杂志（《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是俄国文学政治刊物（月刊），1859年在彼得堡创刊。该杂志起初是具有温和自由主义倾向的文学学术性杂志。从1860年下半年起，格·叶·布拉戈斯韦特洛夫主持该杂志编辑部工作，德·伊·皮萨列夫、巴·亚·扎伊采夫、尼·瓦·舍尔古诺夫、德·德·米纳耶夫等担任它的主要撰稿人，该杂志在一些极其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上开始遵循《同时代人》杂志的革命民主主义路线，揭露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宣传农民社会主义思想。《俄罗斯言论》杂志对60年代的进步青年有很大影响。杂志曾受沙皇政府迫害，两次被勒令停刊，1866年被封闭。——24。



[22]《日报》（《День》）是斯拉夫主义者的周报，1861年起在莫斯科出版。出版人是伊·谢·阿克萨科夫。1862年曾被沙皇政府禁止出版几个月，1865年停刊。——24。



[23]文学基金会（全称为救济贫穷著作家、学者及其家属的文学基金会）是根据俄国作家亚·瓦·德鲁日宁的倡议于1859年在彼得堡成立的合法志愿团体。它的组织者中有尼·阿·涅克拉索夫、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伊·谢·屠格涅夫、列·尼·托尔斯泰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文学基金会有在到1918年。文学基金会的第二分部（救济贫穷学生分部）于1862年成立。分部领导机构大学生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同秘密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社有联系。同年6月，分部被沙皇政府封闭。——24。



[24]象棋俱乐部是根据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的倡议，于1862年1月在彼得堡成立的。尼·阿·涅克拉索夫、亚·亚·和尼·亚·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兄弟、瓦·斯·和尼·斯·库罗奇金兄弟、彼·拉·拉甫罗夫、格·叶·布拉戈斯韦特洛夫、格·扎·叶利谢耶夫和尼·格·波米亚洛夫斯基都曾是俱乐部的领导人。土地和自由社一些社员也加入过这个俱乐部。象棋俱乐部实际上是著作家俱乐部，彼得堡先进知识分子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1862年6月，俱乐部被沙皇政府查封。——24。



[25]指1861年2月19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的《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法令》，这是俄国农民改革的主要文件之一。



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和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改革共“解放了”2250万地主农民，但是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保存下来。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粗略统计，在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7150万俄12亩，农民则只有3370万俄亩。改革中地主把农民土地割去了1/5，甚至2/5。



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赎买土地而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5亿多卢布。这就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象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24。



[26]调停官是沙皇政府在1861年农民改革时期设置的一种官职，由省当局从该省贵族地主中推荐人选，呈请参议院任命。调停官负责审理和解决在实行改革法令中地主和农民之间发生的冲突，实际上负有保护地主利益的使命。调停官的主要职责是审查、批准和实施所谓“规约”（即具体规定农民份地的面积和位置以及农民的义务的文书），并对农民自治机关实行监督。调停官审批农民自治机关的选举结果，有权撤销农民乡会的决定和处罚农民。



列宁在这里指的是怀有自由主义情绪、拒绝实行改革法令的特维尔省的调停官。他们决定遵循本省贵族会议的决议办事，而该省贵族会议于1862年2月曾经认为《法令》不能令人满意，必须由国家协助立即赎取农民份地并实行一系列民主制度。特维尔省的调停官被沙皇政府逮捕，每人判处两年以上监禁。——24。



[27]指1825年12月14日俄国贵族革命家领导的彼得堡卫戍部队武装起义，十二月党人即由此得名。在起义前，十二月党人建立了三个秘密团体：1821年成立的由尼·米·穆拉维约夫领导的、总部设在彼得堡的北方协会；同年在乌克兰第二集团军驻防区成立的由帕·伊·佩斯捷利领导的南方协会；1823年成立的由安·伊·和彼·伊·波里索夫兄弟领导的斯拉夫人联合会。这三个团体的纲领都要求废除农奴制和限制沙皇专制。但是十二月党人害怕发生广泛的人民起义，因而企图通过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军事政变来实现自己的要求。1825年12月14日（26日），在向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的当天上午，北方协会成员率领约3000名同情十二月党人的士兵开进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他们计划用武力阻止参议院和国务会议向新沙皇宣誓，并迫使参议员签署告俄国人民的革命宣言，宣布推翻政府、废除农奴制、取消兵役义务、实现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会议。但十二月党人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尼古拉一世还在黎明以前，就使参议院和国务会议举行了宣誓。尼古拉一世并把忠于他的军队调到广场，包围了起义者，下令发射霰弹。当天傍晚起义被镇压了下去。据政府发表的显系缩小了的数字，在参议院广场有70多名“叛乱者”被打死。南方协会成员领导的切尔尼戈夫团于1825年12月29日在乌克兰举行起义，也于1826年1月3日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



沙皇政府残酷惩处起义者，十二月党人的著名领导者佩斯捷利、谢·伊·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孔·费·雷列耶夫、米·巴·别斯图热夫－留明和彼·格·卡霍夫斯基于1826年7月13日被绞死，121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数百名军官和4000名士兵被捕并受到惩罚。十二月党人起义对后来的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中评价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25。



[28]指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军队参加镇压欧洲各国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一事。1848年，沙皇出兵罗马尼亚、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并向奥地利皇帝提供600万卢布的巨额贷款，以镇压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1849年，沙皇军队帮助奥地利皇帝镇压了匈牙利革命。——25。



[29]指1897年6月2日（14日）沙皇政府颁布的缩短工厂工作日的法令。这个法令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颁1



布的。它规定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为11+（1/2）小时（夜班为10小时），而在此以前，工作日是没有限制的，可以达到14—15小时，甚至更长。列宁在《新工厂法》一文中详细地分析和批判了这个法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33—376页）。——28。



[30]指彼·谢·万诺夫斯基将军笼络社会人士的一套手法。1901年3月他被任命为国民教育大臣后，为平息学潮，把“热爱”和“竭诚保护”青年学生之类的自由主义词句经常挂在嘴上。他在教育方面进行了一些无足轻重的改革，同时却照旧采取逮捕、流放、开除大学学籍等手段，镇压革命学生。——28。



[31]《北方邮报》（《Северная　Почта》）是沙皇政府内务部的机关报（日报），1862年1月1日—1868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报宣传政府施政纲领，刊载宫廷消息、政府命令、国内外商业情报等。从1869年起，《北方邮报》为《政府通报》所代替。——31。



[32]国务会议是俄罗斯帝国的最高咨议机关，于1810年设立，1917年二月革命后废除。国务会议审议各部大臣提出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它本身不具有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的主席和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官员中任命，在沙皇亲自出席国务会议时，则由沙皇担任主席。国家杜马成立以后，国务会议获得了除改变国家根本法律以外的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成员半数改由正教、各省地方自治会议、各省和各州贵族组织、科学院院士和大学教授、工商业主组织、芬兰议会分别选举产生。国务会议讨论业经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32。



[33]《自由言论》杂志（《Вольное　Слово》）是1881年8月—1883年5月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刊物，起初为周刊，从第37期起改为双周刊，总共出了62期。该刊自称是俄国的立宪自由派“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以联合反对派分子为目的，并鼓吹“根据个人自由和自治原则”改造俄国社会制度的自由主义思想。实际上该刊是“神圣卫队”（以彼·安·舒瓦洛夫公爵等为首的地主贵族上层和沙皇大臣的秘密组织）的成员为搞奸细活动而创办的。它的编辑是警察局密探阿·巴·马尔申斯基。1882年底“神圣卫队”瓦解，从1883年1月8日第52期起，《自由言论》杂志由米·彼·德拉哥马诺夫编辑出版。——34。



[34]《政府通报》（《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是沙皇政府内务部的机关报（日报），1869年1月1日（13日）—1917年2月26日（3月11日）在彼得堡出版，它的前身是《北方邮报》。通报登载政府命令和公告、大臣会议和国务会议开会的综合报道、国内外消息、各种文章和书评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政府通报》为《临时政府通报》所代替。——35。



[35]指1880年3月莫斯科的25位地方自治人士（教授、作家、律师）向最高管理委员会主席米·塔·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递交的请愿书。——35。



[36]指1880年8月20日出版的《〈民意报〉小报》第2号，其中载有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评洛里斯－梅利科夫》一文。



《〈民意报〉小报》（《Листок《Народной　Воли》）是民意党报纸，1880—1886年先后在彼得堡和图拉秘密出版，共出了7号。——36。



[37]三级会议是14—18世纪法国最高等级代表机关，由国王召集，主要职能是对捐税问题进行表决。在三级会议中，僧侣、贵族、市民三个等级分别开会，各有一票表决权。在1337—1453的百年战争期间，王国当局特别需要钱，三级会议的作用显著增加。从15世纪起，三级会议愈来愈少召开。1484—1560年一般没有召开，1614—1789年的175年间一次也没有召开。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召开了三级会议。在这次会议期间，第三等级（市民）的代表于6月17日宣布自己是代表全国人民的国民议会；7月9日，国民议会改名为制宪议会。这次三级会议的召开成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37。



[38]显贵会议是法国国王召集贵族、僧侣的代表和一些富裕市民讨论国家重大问题，主要是财政问题的会议。路易十六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曾于1787年和1788年召开显贵会议。由于会议拒绝通过向特权等级征税的决定，路易十六遂被迫召开三级会议。——37。



[39]“感化专政”是人们对俄国大臣米·塔·洛里斯－梅利科夫所执行的拉拢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戏称。1880年2月，洛里斯－梅利科夫被任命为镇压“叛乱”的“最高管理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被任命为内务大臣。他一面镇压革命运动，一面答应向自由派资产阶级“让步”。人们称他的政策为“狐狸尾巴豺狼嘴”。1879—1880年的革命浪潮被打退以后，沙皇政府迅即放弃了“感化专政”政策，于1881年4月发布了专制制度“不可动摇”的宣言。洛里斯－梅利科夫随之被罢黜。——38。



[40]《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文学政治评论集，由劳动解放社于1890—1892年在伦敦和日内瓦用俄文出版，总共出了4集。第1、2、3集于1890年出版，第4集于1892年出版。参加《社会民主党人》评论集工作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等。这个评论集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38。



[41]指民意党人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以后，该党遭到沙皇政府严重摧残而瓦解一事。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它的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瓦解。80年代曾多次试图恢复，均未成功。——38。



[42]《秩序报》（《Порядок》）是温和自由派的政治和文学报纸，1881—1882年在彼得堡出版，由米·马·斯塔秀列维奇任编辑。——38。



[43]《国家报》（《Страна》）是温和自由派的政治和文学报纸，1880—1883年在彼得堡出版，由列·亚·波隆斯基任编辑。起初每周出版两次，1881年起每周出版3次。——38。



[44]《呼声报》（《Голос》）是温和自由派的政治和文学报纸（日报），1863—1884年在彼得堡出版，由安·亚·克拉耶夫斯基编辑。该报对革命运动持敌视态度。——38。



[45]指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1881年4月29日发表的关于巩固和保卫俄国专制制度的宣言。这篇宣言是持极端反动观点的沙皇政府大臣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起草的，它表明了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对内对外政策的反动实质。——39。



[46]马基雅弗利式的计划指按照尼·马基雅弗利的政治策略精神制定的一种计划。马基雅弗利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1498—1512年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历任要职。他反对意大利政治分裂，主张君主专制，认为君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背信弃义、欺骗、暗杀等。——40。



[47]“善意的言论”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特写集的标题，意指拥护政府当局、维护旧制度的言论。——50。



[48]二二得蜡烛一语表示缺乏思维逻辑，前提和结论毫无联系，源出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小说中一个名叫毕加索夫的地主曾经诬蔑妇女说：“一个男人，打个比方说，也许会说二乘二不等于四，而等于五或者三个半；可是一个女人却会说二乘二等于一枝蜡烛。”——50。



[49]《〈工人思想报〉增刊》是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编辑部于1899年9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特别是其中署名尔·姆·的《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文，公开散布机会主义观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以及在《怎么办？》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中对这本小册子进行了批判。——51。



[50]伯恩施坦派理论即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怎么办？》等一系列著作中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批判。——58。



[51]《小报》（《Листок》）是俄国立宪自由派的非法报纸，1862年11月—1864年7月在国外出版，山版者为彼·弗·多尔戈鲁科夫公爵。该报共出了22号，头5号是在布鲁塞尔出版的，以后各号是在伦敦出版的。——60。



[52]民权党是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秘密团体，1893年夏成立。参加创建的有前民意党人奥·瓦·阿普特克曼、安·伊·波格丹诺维奇、亚·瓦·格杰奥诺夫斯基、马·安·纳坦松、尼·谢·丘特切夫等。民权党的宗旨是联合一切反对沙皇制度的力量为实现政治改革而斗争。该党发表过两个纲领性文件：《宣言》和《迫切的问题》。1894年春，民权党的组织被沙皇政府所破坏。大多数民权党人后来加入了社会革命党。——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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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的招供

（1901年7月）

最近的工潮再次引起了普遍的热烈议论。统治阶层也感到不安了，连《新时报》[53]这样最亲官方的、一贯逢迎当局的报纸，由于它的第9051号（5月11日）上发表了一篇《论工人骚乱》的文章，也被认为必须给以停刊一周的“惩罚”，由此可见，他们的不安的确相当严重。这家报纸受到惩罚当然不是因为那篇文章的内容，那篇文章对政府表示了最大的善意，对政府的利益表示了最诚挚的关怀。现在，一讨论这些“扰乱人心”的事件，一提到这些事件的扩大和它们的重要性，就被认为是危险的。我们在下面引证的密令（也是5月11日发出的）规定， 只有经警察司许可
 ，才能登载有关我国工厂中的骚乱和工人如何对待厂主的文章[54]，这比任何论断都更有力地证明，政府本身是多么想把工潮当作国家大事。《新时报》的这篇文章所以使人特别感兴趣，正是因为它拟定了一个完整的国事纲领，实质上，这个纲领概括起来说就是：打着关心、同情等等的响亮招牌，施舍一点带有欺骗性的小恩小惠来平息不满，并趁机加强官僚控制。但是这个并不新奇的纲领，可以说，不仅体现了俄国一个国家的，而且也体现了西欧的现代国家要人的“超群”睿智，因为在以私有制和一小撮富翁奴役千百万无产者和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里，政府不能不是剥削者的最忠实的朋友和同盟者，不能不是剥削者的统治地位的最忠实的捍卫者。在现代，要成为一个可靠的捍卫者，仅仅有大炮、刺刀和皮鞭是不够的，还必须努力使被剥削者相信，政府是超阶级的，它不是为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而是为公正的利益服务的，它是关心保护弱者和穷人，反对富人和强者的，等等。法国的拿破仑第三、德国的俾斯麦和威廉二世都曾花费不少力气用这种办法来讨好工人。但是，在欧洲，由于还讲一点出版自由和人民代议制，还可以竞选，还有一些已经建立起来的政党，所有这些骗人的把戏很快就被揭穿了。而在亚洲，其中也包括俄国，人民群众闭塞无知，信任慈父沙皇的偏见很深，因而这样的把戏仍能收效很大。而在近一二十年中这种政策 不灵了
 ，这是欧洲精神传入俄国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这种政策使用过许多次，但每次总是在公布了一项“关心”（似乎是关心）工人的法令以后，过了若干年，一切又恢复了原状——不满的工人增多了，不满情绪增长了，风潮加剧了——于是又大吹大擂地提出了“关心”政策，体贴工人的花言巧语高唱入云，再公布一项什么法令，给工人3戈比的好处，1卢布的空话和谎言——过若干年后，老一套又重演一次。政府象松鼠蹬轮子似地忙得团团转，一会儿扑到东，一会儿扑到西，拼命想用一块破布堵住工人的不满，可是在另一处却爆发了更强烈的不满。

真的，请回顾一下俄国“工人立法”史上的几个最大的里程碑吧。70年代末，彼得堡发生了数次大罢工，社会主义者便试图趁机加强鼓动工作。亚历山大三世在他的所谓“人民的”（事实上是贵族警察的）政策中列入了工厂立法。1882年建立了工厂视察制，最初甚至还公布过视察报告书。政府当然不喜欢这种报告书，于是便 禁止发表
 。关于工厂监督的法令就变成了一块破布。1884—1885年度来到了。工业危机引起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和中部地区一连串汹涌澎湃的罢工（莫罗佐夫工厂的罢工[55]尤其值得注意）。于是又提出了“关心”政策，这一次是由卡特柯夫在《莫斯科新闻》[56]上特别卖力地提出的。卡特柯夫由于莫罗佐夫工厂的罢工者被送交陪审法庭而大发雷霆，他把法庭提交陪审员解决的101个问题，称作“庆祝在俄罗斯出现的工人问题的101响礼炮”，但是，他同时又要求“国家”出来替工人说话，取消终于触怒了莫罗佐夫织布工的无理罚金。1886年的法令颁布了，这一法令大大加强了工厂监督，禁止厂主任意罚款。过了10年，工潮又爆发了。1895年的各次罢工和1896年那次规模特别大的罢工[57]，使政府胆战心惊（特别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已经常同工人携手前进），于是它便空前迅速地颁布了一项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关心”法令（1897年6月2日）；内务部的官员，包括警察司司长，在讨论这项法令的委员会里声嘶力竭地喊道：必须使工厂工人把政府看作他们的可靠的保卫者、公正而仁慈的庇护者（见小册子《有关1897年6月2日法令的秘密文件》）。但是，这项关心法令又被同一个政府竭力设法用各种指令悄悄地削弱和取消了。新的工业危机来到了，工人已是第一百次确信，警察政府的任何“关心”都不能使他们的状况有什么真正的改善，都不能给予他们自己关心自己的自由，——风潮和街头搏斗又爆发了，——政府又不安起来，——警察又谈起“国家的关心”来了，这一次是由《新时报》郑重其事地说出来的。先生们，用竹篮打水，你们不感到厌烦吗？

不，政府当然会永远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把不肯顺从的工人吓倒，用一点小恩小惠把那些比较软弱、比较愚蠢和比较胆小的人拉过去。但是，我们也会永远不厌其烦地揭穿这种企图的真正用意，揭露那些“国家”要人，指出他们今天在大谈其关心，而昨天还命令士兵向工人开枪，他们昨天曾声明自己主持正义，保护工人，而今天却不加审讯就把工人和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一批一批地抓去交给警察惩治。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另一个新的“关心”法令公布之前，先来谈谈《新时报》的“国事纲领”。而且，一个在我国对内政策方面如此“权威的”机关报这个时候的招供也是值得注意的。

《新时报》不得不承认，“工人问题方面令人惋惜的现象”不是偶然的。当然，这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罪过（该报忌讳用“社会主义者”这个可怕的名词，而宁肯比较含糊地说什么“有害的邪说”，“危害国家和危害社会的思想的宣传”），但是……但是为什么恰恰是社会主义者在工人当中受到欢迎呢？《新时报》当然不会放过责骂工人的机会：工人太“不开展和愚昧”了，竟然乐意听信社会主义者扰乱警察安宁的宣传。可见，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都有罪，——宪兵早就在同这些罪犯作殊死的战斗，监狱和流放地已有人满之患。但是无济于事。很明显，是 工厂工人的生活条件
 “引起并加深工厂工人对自己现状的不满”，从而“促使”社会主义“受到欢迎”。“当工厂工人还能干活时，他在极坏的生活环境下干重活的所得，顶多只够他糊口，而当发生意外，在一段时间内失去工作时，他便会陷入绝境，象前几天报纸上报道的巴库油田工人的遭遇那样。”可见，政府的拥护者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受欢迎的原因是工人的境况的确太恶劣了。但是，他们在承认这一点的时候，含糊其词，转弯抹角，还有许多保留，这就清楚地说明，这种人是根本不肯触动压迫工人的资本家的“神圣私有制”的。《新时报》写道：“很遗憾，关于我们俄国工人问题方面的实际情况，我们知道得太少了。”的确，很遗憾！但“我们”所以知道得很少，恰恰是因为我们听任警察政府把所有的报刊都置于自己的奴役之下，禁止对我国的各种丑事进行任何真实的揭露。同时，“我们”却竭力使工人不去仇恨这个亚洲式的政府，而去仇恨“异族人”：《新时报》把罪过都推到“异族人的工厂行政当局”身上，说他们“粗暴和贪婪”。这种做法只能使最不开展、最愚昧的工人上当，以为全部不幸都是“德国人”或者“犹太佬”造成的，而不知道，德国工人和犹太工人也团结一致地在同自己德国的和犹太的剥削者作斗争。不过，就是不知道这一点的工人也能从千百次事件中看到，最“贪婪”，最蛮横的还是俄国资本家，最“粗暴”的还是俄国警察和俄国政府。

工人已不象农民那样愚昧和驯服了，《新时报》对此表示遗憾，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工人“脱离了他们农村的家园”，“工厂区聚集了集合在一起的群众”，“乡下人脱离了农村及其简朴的〈这才是问题的本质〉但是独立的社会经济利益和关系”，对于这一切，《新时报》感到悲伤了。的确，怎么能不悲伤呢？“乡下人”依恋自己的家园，由于害怕失掉家园，就不敢向地主提出要求，不敢用罢工来吓唬地主，等等；乡下人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形，只关心自己的小村庄（这就是政府的拥护者所说的：乡下人的“独立的利益”；安分守己，不问政治——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使当局称心如意的呢？），——但是，在这个小村庄里，当地的吸血鬼，地主或者富农对所有的人都了如指掌，而所有的人从父辈，甚至从祖父那里就学会了一门当奴隶的学问——服从，也没有人来启发他们的觉悟。而在工厂里，人们是“集合在一起的”，不依恋家园（在哪里工作都是一样），阅历多，勇敢，关心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尽管纯朴的庄稼人变成觉悟工人的这个过程是令人悲伤的，但是我国警察司里的聪明人却仍然希望用“国家对改善工人生活的关心”来哄骗工人群众。为了帮助这种希望实现，《新时报》提出了下述陈腐不堪的议论：“资本主义在西欧是骄傲的和全能的，但在我国，目前还是一个孱弱的孩子，非要人领着走不可，政府正在领着它走……”恐怕只有纯朴的农民才会相信这种赞美当局万能的陈词滥调吧！工人却常常看到警察和僧侣、文官和武官怎样被资本家“领着走”。《新时报》继续说道：由此可见，全部问题在于政府“ 坚决主张
 ”改善工人生活，也就是说，要求厂主做到这一点。请看，多么简单：一道命令，就万事大吉。但是，随便说说是容易的，实际上，当局的命令，即使是最“一般的”命令，如要求在工厂设立医院，资本家也拖延了几十年没有执行。政府既不破坏“神圣的”私有制，也就不敢要求资本家认真做点什么。同时，政府也不愿真正改善工人的生活，因为在许多场合下，政府本身就是老板，它本身就克扣和压榨奥布霍夫工厂和成百个其他工厂的工人，以及成千上万的邮政职员和铁路职员等等。《新时报》自己也感到，我们政府的命令谁也不会相信，于是便竭力找出一些历史范例作自己的依据。关于改善工人生活的问题，它说：应该“象半世纪以前政府解决农民问题时所遵循的一个英明主张那样，与其等待从下面提出改革要求，不如先从上面实行改革来防止这种要求”。

这真是宝贵的招供！在农民解放之前，沙皇向贵族暗示人民起义就要爆发，曾经说：与其等待下面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不如从上面解放他们。这家效忠于政府的报纸现在也供认，工人情绪使它产生的恐惧，不亚于“解放前夕”的农民情绪。“与其从下面，不如从上面”！专制政府的御用报纸若认为那时的改革要求同现在的改革要求有“相似之处”，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农民要求废除农奴制，但丝毫也不反对沙皇政权，并且信任沙皇。工人则首先和主要是反对政府，工人看到，他们在警察专制制度下的无权地位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妨碍他们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因此，工人要求摆脱政府的专横统治和野蛮压迫。工人骚动也是发生在“解放前夕”——但这将是向专制制度夺取政治自由的全体人民的解放。


※　　　　　※　　　　　※

　　你们知道有人想用什么样的伟大改革来平息工人的不满并向他们表示“国家的关心”吗？不妨相信下面这些甚嚣尘上的传闻：财政部正在同内务部争吵，后者要求把工厂视察工作交给它管辖，它保证说，这样就能少纵容资本家，多关心工人，也就能防止骚动。让工人们等着沙皇的新恩典吧：工厂视察员将换上新制服，编入另一个机关（薪俸可能还要增加），这个机关（尤其是警察司）早就如此殷切地关心着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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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5卷


危机的教训

（1901年8月）

工商业危机延续快两年了。显然，危机愈来愈扩大，波及到新的工业部门，扩展到新的区域，并且由于又一批银行的破产而更加尖锐化了。我们的报纸从去年12月开始，每一号都以某种方式指出了危机的发展和它的毁灭性的作用。现在是提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它的意义这个总问题的时候了。这种现象，对俄国来说，还是比较新的，正象我国整个资本主义还是新的一样。在一些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那里大多数产品为销售而生产，大多数工人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劳动工具，只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受雇于他人，受雇于那些占有土地、工厂、机器等等的私有者，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危机是一种老现象，不时反复出现，好象慢性病发作一样。所以，对危机是可以作预言的，当资本主义在俄国特别迅速地发展起来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书刊里就对目前的危机作过预言。1897年底写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里曾说过：“我们现在显然正处在资本主义周期（这是一种象四季循环一样不断重复着同样一些现象的过程）的这样一个时期：工业‘繁荣’，商业昌盛，工厂全部开工，无数新工厂、新企业、股份公司、铁路建筑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不是预言家也能预言，不可避免的破产（相当厉害）必定在这种工业‘繁荣’以后接踵而来。这种破产将使大批小业主破落，把大批工人抛到失业者的队伍里去……”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45—446页。——编者注］

 破产终于到来，来势凶猛，在俄国还是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可以预言的按时复发的可怕的慢性病，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资本主义的生产，只能跳跃式地发展，即进两步退一步（有时两步都退回来）。我们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销售而生产，是为市场生产商品。而管理生产的是单个的资本家，他们各干各的，谁也不能准确知道市场上究竟需要多少产品和需要哪些产品。他们盲目地进行生产，所关心的只是要超过对手。这样，产品的数量就可能不符合市场上的需要，这是很自然的。而当广大市场突然扩展到新的、未曾开拓过的、广阔的领域时，这种可能性就尤其大了。不久前我们所经历的工业“繁荣”开始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整个欧洲的资本家把魔掌伸向拥有亿万居民的世界的另一洲——亚洲，那里在此以前，只有印度和不大一部分边缘地区同世界市场有密切联系。外里海铁路已开始为资本“开辟”中亚细亚，“西伯利亚大铁路”（所谓大，不仅指它的长度，而且指建筑人无限掠夺国家钱财，无限剥削筑路工人）开辟了西伯利亚。日本已开始变成工业国，并曾试图在中国的万里长城上打开缺口，而当它发现这块肥肉的时候，这块肥肉已经一下子被英、德、法、俄以及意大利的资本家叼走了。大铁路的修筑、世界市场的扩大、商业的昌盛，——这一切引起了工业的突然活跃，新企业的增加，对销售市场的疯狂追逐，对利润的追逐，以及新公司的创建和大批新资本（其中一部分是小资本家为数不多的储金）的投入生产。对情况不明的新市场的这种世界性的疯狂追逐，引起了巨大的破产，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要想认清这种追逐，就应当注意一下有哪些巨头参加了追逐。当人们说到“单个的企业”，“单独的资本家”时，常常忘记，这种说法其实是不确切的。实质上，只有利润的占有才是单个的和单独的，而生产本身已成为社会的了。巨大的破产之所以会发生而且不可避免，是因为强大的 社会
 生产力受一伙唯利是图的富豪所支配。关于这一点，让我们用俄国工业的例子来加以说明。近来危机已经扩展到石油工业方面。而在石油工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诺贝尔兄弟石油生产公司”这样一些企业。1899年该公司售出石油产品16300万普特，价值5350万卢布，而1900年已售出19200万普特，价值7200万卢布。一年之内，一个企业的生产竟增加了1850万卢布！这样“一个企业”的存在是靠几万以至几十万工人的联合劳动来维持的，这些工人有的开采石油，提炼石油，通过输油管、铁路、海洋和河流运输石油，有的建造这些方面所必需的机器、仓库、材料、驳船、轮船等等。这几万工人都是为整个社会工作的，而支配他们劳动的是一小撮百万富翁，这一小撮富翁把群众的这种有组织的劳动所创造的全部利润据为己有。（诺贝尔公司1899年所获纯利润为400万卢布，1900年为600万卢布，其中股东每5000卢布股金可得1300卢布，而5个董事得到的 奖金
 共528000卢布！）如果有几个这样的企业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夺取地盘而展开疯狂的追逐，那么，危机的到来还有什么奇怪呢？

况且，要想从企业中获得利润，就必须把商品卖出去，就必须找到主顾。而主顾应该是所有的居民，因为大企业生产出堆积如山的产品。可是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居民有十分之九是穷人：工资微薄的工人和大多比工人过得还要坏的农民。就这样，大工业在繁荣时期拼命大量生产，把大量产品抛向市场，而占人口多数的穷人则无力购买。机器、工具、仓库、铁路等等的数量日益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却不时中断，因为人民群众仍然处于赤贫境地，而所有这些改善了的生产方式归根到底是为人民群众准备的。危机表明，如果土地、工厂、机器等等不是被一小撮靠人民贫困而获得亿万利润的私有者所窃据，那么，现代社会就能够生产出更丰富得多的产品来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危机表明，工人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争取资本家的个别让步：在工业复苏时期，这种让步是能够争得的（俄国工人在1894—1898年期间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止一次争得了让步），但破产到来时，资本家不仅要收回曾经作过的让步，而且要利用工人的孤立无援更大幅度地降低工资。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大军还没有把资本和私有制的统治推翻之前，这种情形将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发生。危机表明，两年前吵吵嚷嚷说破产的可能性现在变得更小了的那些社会主义者（这些人自称为“批评家”，大概是因为他们不加批判地抄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学说）的目光是多么短浅。

危机揭露了社会生产受私有制支配的全部荒谬性；它给人们的教训极其深刻，以致资产阶级报刊现在也要求加强监督了，例如对银行的监督。但任何监督也无碍于资本家在复苏时期开办一些日后必然要破产的企业。已经破了产的原哈尔科夫土地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创办人阿尔切夫斯基，曾不择手段地弄到几百万卢布来开办和支持一些估计可能获得巨额利润的矿业企业。工业的停滞毁掉了这些银行和矿业企业（顿涅茨－尤里耶夫公司）。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的这种“毁灭”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较弱的资本家，“二等”资本家被更强的百万富翁所排挤。哈尔科夫的百万富翁阿尔切夫斯基被莫斯科的百万富翁里亚布申斯基所代替，这个更富有的资本家将更加残酷地压榨工人。二等富翁被头等富翁代替，资本力量增大，大批小私有者破产（如小额存款人随着银行的破产而丧失全部财产），工人阶级极端贫困化，——这就是危机所造成的后果。我们还要提一提《火星报》上所谈到的情况：资本家延长工作日，极力设法解雇有觉悟的工人，换上俯首听命的农民。

在俄国，危机的影响，一般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得多。在我们这里，工业停滞的同时，还有农民的饥饿。可以把失业的工人从城市赶到农村，但又把失业的农民赶到哪里去呢？赶走工人，原是想把不安分的人从城市里清除出去，可是，被赶走的人难道不可能使一部分农民从世代相传的那种俯首听命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并发动他们不仅提出请求，而且提出 要求
 吗？现在工人与农民日益接近起来，这由于他们不仅都面临着失业与饥饿，而且都面临着警察的压迫，这种压迫使工人无法进行联合与自卫，使农民甚至得不到乐善好施者的救济。警察的魔掌，对于千百万丧失一切生活资料的人民，变得百倍可怕。城市的宪兵和警察，农村的地方官和巡官清楚地看到，人民对他们的仇恨日益加深，他们不仅开始害怕农村食堂，而且害怕报纸上关于募捐的公告。害怕捐款！真是做贼心虚。当窃贼看到过路人施舍东西给他行窃过的那个人时，就开始感到：他们相互帮助，是要齐心协力来对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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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主在活动

（1901年8月）

关于西伯利亚官地拨给私人的1901年6月8日新法令颁布了。要知道新法令的执行情况，还有待于将来。但是这个新法令的性质本身就大有教益，它十分明显地暴露了沙皇政府的真面目和它的真实意图，所以值得把这个法令详尽地分析一下，并且设法让工人阶级和农民都能普遍了解这项法令。

我国政府给予高贵的贵族地主赏赐是由来已久的：政府为他们开设贵族银行，在贷款和延长付款期限方面给予无数优惠条件，帮助百万豪富的制糖厂厂主组织同盟歇业来提高价格和增加利润，照顾荡尽家业的贵族子弟获得地方官的职位，现在又为高贵的酿酒厂厂主们打开有利的销路，由国家收购他们的伏特加酒。可是，政府通过拨给私人土地的手段，已经不仅是给予最富有、最显贵的剥削者赏赐，而且是在造成一个 新的
 剥削者阶级，使千百万农民和工人长期遭受新地主的奴役。

让我们来看看新法令的主要根据吧。首先应该指出，在农业和国家产业部大臣把这个法案提交国务会议以前，已先 在贵族等级事务特别会议上
 讨论过了。大家知道，目前俄国最穷困的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贵族地主，所以“特别会议”迫不及待地要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摆脱穷困。西伯利亚的官地将出售或出租给“私人”以供“私人经营”，并且 永远
 绝对禁止非俄罗斯臣民和异族人（异族人中也包括犹太人）获得这些土地，而只允许贵族租赁土地（我们将会看到，这对于未来的地主是最有利的做法），法令宣称：“贵族在经营方面稳妥可靠，从政府的意图来看，他们是西伯利亚理想的土地占有者。”可见，政府的意图就是要劳动居民完全受大土地占有者贵族的奴役。这些大土地占有者究竟有多大，从下面情况可以看出来，按照法令，购买土地的数量不得超过 3000俄亩
 ，租赁土地的数量完全不受限制，而租期竟规定为 不超过99年！
 西伯利亚的农民每户分得15俄亩土地，而一个穷困的地主，按我们政府的计算，却需要比农民多 200倍
 的土地。

此外，法令给予地主的优待和特权，真是应有尽有！租地者头五年可以不交纳任何租金。如果他要购买他所租的土地（按照新法令他有这个 权利
 ），地价可以在37年内分期付清。经特别许可，拨出供出售的土地可以超过3000俄亩，而且可以按自由价格出售而不公开拍卖，付款可以延期一年，甚至三年。不要忘记，享受新法令的只是一些高级官员以及同宫廷等有关系的人物，他们只须在客厅里同省长或大臣谈上三两句话，就能毫不费力地得到这些优待和特权。

可是，倒霉的事也就来了。所有这些占有土地的官员们要是找不到不得不为他们干活的“庄稼人”，那纵然有3000俄亩的土地，又有什么用处呢？不管西伯利亚人民的贫困增长得怎样快，当地农民比起“俄罗斯”农民来，还是要独立得多，他们很不习惯在棍棒下工作。新法令竭力要他们养成这样的习惯。法令第4条说：“预定拨给私人经营的土地应 尽可能
 同分配给农民的土地 交错在一起
 。”沙皇政府是在关心贫苦农民的“谋生”问题。就是这位现在向国务会议提出了关于西伯利亚官地拨给私人的法令的农业和国家产业部大臣叶尔莫洛夫先生，在10年前就出版了《歉收和人民的灾难》一书（没有署名）。在这本书中，他直截了当地说，没有理由允许那些在当地的地主那里可以“谋生”的农民迁往西伯利亚。俄国的国家要人毫不客气地表达彻头彻尾的农奴主观点：农民生来就是为地主工作的，既然农民移居会使地主失去廉价的工人，就不应当“允许”他们随意迁移。但是农民不顾一切困难，不顾拖延刁难，甚至不顾公开的禁令，成千上万地继续迁往西伯利亚，于是沙皇政府就象过去老爷家的总管那样，紧跟在他们后面，以便在新的地方压榨他们。如果高贵的地主的3000俄亩土地同贫瘠的份地和农民的土地（其中好的土地已被占去）“交错在一起”，那么向西伯利亚移民的吸引力也许很快就会减退。附近农民的生活愈艰难，新地主的土地的价格就上涨得愈快，因为这些农民将不得不廉价受雇于地主，或高价租地主的土地，这样一来就和“俄罗斯”完全一样了。新法令直接关心的就是要尽快地为地主建造新的天堂，为农民建造新的地狱。新法令对于出租 一茬
 土地作了特别的保留。一般说来，要转让租来的官地必须得到特别的许可，但是转让一茬土地可以完全自由。地主须要费心的只是雇一个管家，由他把土地按俄亩租给居住在同地主领地“交错在一起”的土地上的农民，并且将现钱寄给老爷。

但是，贵族们就连这样的“经营”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愿意的。他们要是把官地转卖给真正的业主，他们一下子就可以得到一笔巨款。新法令在现在这样的时刻颁布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通往西伯利亚的铁路已经铺设好了[58]，流放西伯利亚的刑罚已经废除了[59]，西伯利亚的移民大量增加，这一切必然会造成（而且已经造成）土地价格的上涨。所以，在目前把官地拨给私人，本质上就是让贵族盗窃国家资产：官地的价格正在上涨，把这些土地以特别优惠的条件出租或出售给各种各样的官员，让他们从涨价中捞到好处。例如，乌法省有一个县的贵族和官吏用他们买来的（根据类似的法令）土地做了这样一笔交易：他们花6万卢布买下官地，两年后又以58万卢布的价格出售，这就是说，一转手之间就获得了 50多万卢布
 ！从这个例子可以想见，由于整个西伯利亚的土地拨给私人，会有多少百万的卢布落入穷困的地主的腰包。

政府和它的支持者为了掩盖这种赤裸裸的盗窃，提出了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谈到要发展西伯利亚的文明，说什么建立示范农场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逼得邻近的农民走投无路的大领地，在目前只能加强最不文明的剥削手段。靠盗窃国家财产建立不了示范农场，土地拨给私人，只是使贵族和官吏能够利用土地居间渔利，或者使盘剥性的和高利贷的经营方式更加盛行。高贵的贵族同政府勾结，排斥犹太人和其他异族人（在无知的人民面前，贵族力图把这些人说成是最无耻的剥削者），不让他们获得西伯利亚的官地，以便使 自己
 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最卑劣的富农盘剥。

他们还谈到西伯利亚的贵族领主等级的政治意义，据说，在那里的知识分子中间，过去的流放犯这种不可靠的人特别多，所以应该建立可靠的国家政权支柱，培养可靠的“地方”分子，来同这些人相抗衡。这些议论所包含的道理比《公民》[60]和《莫斯科新闻》所想象的要多得多，也深刻得多。警察国家触犯了众怒，因此必须人为地建立起能作为国家支柱的集团。它必须造成一个大剥削者阶级，使这些人在一切方面都对政府感恩戴德，都依靠政府的恩赐，让他们用最卑劣的手段（居间渔利，高利盘剥）攫取巨额收入，从而会始终成为任何专横和任何压迫的可靠支持者。亚洲式的政府需要有亚洲式的大土地占有制作为支柱，需要有农奴制的“分配领地”制度作为支柱。既然目前不能分配“有居民的领地”，那可以分配同贫苦农民的土地 交错在一起的
 领地；既然不便直接把几千俄亩土地分送给宫廷的走狗，那可以用附有无数优惠条件的出售和“出租”（为期99年）来掩盖这种分配。这种土地政策同现代的先进国家如美国的土地政策相比，怎能说不是农奴制政策呢？在美国，谁也 不敢
 议论允许不允许移民的问题，因为每一个公民都有随意迁移的权利。那里，凡是愿意从事农业的人， 在法律上
 都有权利占用本国边疆地区的空地。那里形成起来的不是亚洲式的暴吏阶级，而是发展本国的一切生产力的积极肯干的农场主阶级。那里由于空地很多，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居于首位。

而我国政府是在什么时候提出它的农奴制法令的呢！是在发生最严重的工业危机，数万、数十万人找不到职业，几百万农民遭到新的饥荒的时候。政府煞费心机要制止叫苦的“喊声”。为此，它把失业工人遣送回乡；为此，它把地方自治机关管理的粮食工作交给警官管理；为此，它禁止私人为饥民开办食堂；为此，它封住了报纸的嘴巴。这样一来，饱腹者所讨厌的叫饿“喊声”总算停止了，慈父沙皇就开始援助穷困的地主和不幸的宫廷官员们了。我们再说一遍：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广为传播新法令的内容。最不开展的工人阶层和最无知最闭塞的农民了解了这个法令，他们就会懂得，政府是为谁服务的，人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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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指西伯利亚铁路。这条铁路于1891年开始铺设，至1901年竣工（包括外贝加尔铁路在内）。此后，从欧俄向西伯利亚的移民迅速增多。——79。



[59]《关于废除流放和批准以其他刑罚代替终身和短期流放的暂行条例的命令》于1900年6月10日（23日）经沙皇签署，6月20日（7月3日）连同暂行条例一并公布于《政府通报》。根据这个命令，犯人不再往西伯利亚（它的边远省份除外）和外高加索流放，而改为交感化所管教或流放萨哈林岛（库页岛）。——79。



[60]《公民》（《Гражданин》）是俄国的文学政治刊物，1872—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创办人是弗·彼·美舍尔斯基公爵。作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3—1874年担任过它的编辑。原为每周出版一次或两次，1887年后改为每日出版。19世纪80年代起是靠沙皇政府供给经费的极端君主派刊物，发行份数不多，但对政府官员有影响。——80。







《列宁全集》第5卷


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

（1901年8月）

今年春天的事件引起的社会骚动，象潮水般波及全国各地，至今还没有停止。在今年1月间，俄国社会还是那样死气沉沉，俄国社会民主党还是那样难于进行自觉的工作，而现在这一骚动对俄国各个社会阶层都产生了不同形式的影响。政府竭尽全力，想拿惯用的肥皂泡来尽快地平息社会上动荡不安的心情，比如发表3月25日那种“殷切关怀”的宣言，实行所谓万诺夫斯基改革，或者派西皮亚金和沙霍夫斯科伊到俄国各地作一次隆重而可笑的视察……某些天真的俄国小市民真的会对这些措施感到快慰，但决非所有的人都会如此。现在的地方自治人士有一半是吓破了胆的官吏，他们在已经成为历史的“沙皇－和平维护者”的苦难时代，一直处于胆战心惊的状态，看来，现在连他们也开始摆脱这种状态了。恬不知耻的官僚大人，使他们这些几乎失去公民的勇气和美德的怯懦者也感到愤慨和厌恶了。

据悉，在6月底某城（为谨慎起见，我们不说出城市的名字）举行了地方自治活动家代表大会。据说，出席大会的有几个省的40—50位地方自治人士。

地方自治人士开会，当然不是为了解决政治问题，而是为了解决和平的、纯属地方自治机关的任务，他们开会，正象地方自治条例（第87条）所描述的那样，并“不侵犯主管机关的管辖范围和管辖权限”；但是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得到行政当局的批准，也没有通知行政当局，因而，用这个条例的话说，会议的召开“违反了地方自治机关活动的程序”，而参加会议的地方自治人士竟不知不觉地从和平的、无害的问题转而讨论了总的局势。生活的逻辑就是这样：尽管诚实的地方自治人士有时拒绝激进主义，拒绝非法活动，但是在形势的推动下，他们必然要去成立非法的组织，采取更坚决的行动。当然，我们不会斥责这条顺乎自然的、完全正确的道路。以前政府一直为所欲为，扼杀农村自治，破坏城市和地方自治，并且一意孤行地要彻底砍掉最后剩下的一些地方自治机关。现在地方自治活动家给予政府以有力的、有组织的回击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听说在代表大会讨论如何反对关于规定地方自治机关抽税限额的法律时，一位年高德劭的地方自治人士高声喊道：“地方自治人士终于该说出自己的意见了，不然他们就永远不能说了！”我们完全同意自由派活动家这种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地方自治机关正处在内部破产的前夕。要是杰出的地方自治人士不立即采取坚决的措施，不抛弃自己平时那种马尼洛夫精神[61]，不抛弃细小琐碎的、无关紧要的问题（如一位德高望重的地方自治人士所说的“脸盆镀锡”问题），地方自治机关就会名存实亡，变成一个普通的“政府机关”。这种不光彩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几十年来地方自治机关一向畏首畏尾、对政府感恩戴德、低声下气地上书请愿，这不能不受到应得的惩罚。现在应该威胁政府，向政府提出要求，不要再干那些无聊的事，而应该着手进行真正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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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马尼洛夫精神意为耽于幻想，无所作为。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83。







《列宁全集》第5卷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62]


（1901年6—9月和1907年秋）

去年，《俄国财富》[63]通过维·切尔诺夫先生之口宣告：“……证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土地问题上已被击败而退出了阵地，——这就等于去敲敞开的大门了……”（1900年第8期第204页）这个“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多么奇怪的特性啊！多年以来，欧洲的一些有学问的和学问很大的人都郑重其事地宣告（而报章杂志的撰稿人则反复地加以重述）：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批判得”退出了阵地，可是每一个新的批评家对这个似乎已经被摧毁的阵地总是要重新轰击一番。例如，维·切尔诺夫先生在《俄国财富》杂志上以及《在光荣的岗位上》这本文集中同读者“谈论”赫茨著作的时候，就用了 整整240页
 的篇幅“去敲敞开的大门”。赫茨的这部本身又是在谈论考茨基著作的书被转述得非常详尽。这本书已经译成了俄文。布尔加柯夫先生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要驳倒同一个考茨基，于是出版了整整两大卷的研究著作。现在看来，“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这些堆积如山的批判性出版物压得粉身碎骨，大概谁也找不到它的残骸了。


一

土地肥力递减“规律”

我们先来看一下批评家们的理论全貌。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杂志[64]上就发表过文章批判考茨基的《土地问题》一书，而且当即施展出自己的全部“批判”手法。他以一个真正骑手的剽悍无所顾忌地把考茨基“驳得体无完肤”，把考茨基没有讲过的话硬加在他的头上，有些情况和论据考茨基本人已经作了确切的阐明，而他却责备考茨基忽略了这些情况和论据，并且把考茨基的结论冒充 自己的
 批判结论奉献给读者。布尔加柯夫先生充作内行，责备考茨基把技术和经济混为一谈，但是他自己在这里不仅暴露了极端严重的糊涂观念，而且暴露出他根本不愿把他从自己的论敌的著作中引来的那几页材料看完。不用说，这位未来的教授所写的文章满篇都是对社会主义者、对“崩溃论”、对空想主义、对相信奇迹等等所进行的陈腐的攻击。 
［注：针对布尔加柯夫先生发表在《开端》上的文章，我当即写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一文。由于《开端》停刊，该文发表在1900年《生活》[65]第1期和第2期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84—132页。——编者注）。（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编者注）］

 现在，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资本主义和农业》1900年圣彼得堡版）里，彻底清算了马克思主义，使自己的“批判的”发展达到了它的逻辑终点。

布尔加柯夫先生把“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当作自己的“农业发展理论”的基石。他给我们摘录了确定这一“规律”（根据这一规律，每次投入土地的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所提供的产品数量，不是相应增加而是递次减少）的经典作家的著作。他还给我们列举了承认这一规律的英国经济学家的名单。他要我们相信，这个规律“具有普遍意义”，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明确地加以肯定就够了”，如此等等。布尔加柯夫先生说得愈坚决，我们就看得愈清楚，他 是在开倒车
 ，倒退到用虚构的“永恒规律”来掩盖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去了。臭名远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显而易见”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如果后投入土地的劳动和资本所提供的产品不是递次减少而是数量相等，那就根本用不着扩大耕地了，在原有的土地面积上（不管多么小）就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全世界的农业就可以容纳在一俄亩土地上了”。这就是常见的（ 也是唯一的
 ）为这一“普遍”规律辩护的论据。任何人只要稍加思考，就会明白，这个论据是一个毫无内容的抽象概念，它抛开了技术水平和生产力状况这些最重要的东西。事实上，“追加的（或连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个概念本身，就是 以
 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技术的革新 为前提
 的。要大规模地增加投入土地的资本的数量，就必须 发明
 新的机器、新的耕作制度、新的牲畜饲养方法和产品运输方法等等。当然，较小规模地“投入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可以在原有的、没有改变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实现（而且正在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土地肥力递减规律” 在某种程度上
 倒是适用的，这就是说，如果技术情况没有改变，能够投入的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就是非常有限的。可见，我们得出的并不是普遍的规律，而是极其相对的“规律”，相对得说不上是一种“规律”，甚至说不上是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情况：经营的是三圃制，播种传统谷物，靠饲养牲畜积肥，没有改良的牧场和改良的农具。很明显，在这些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能够投入土地的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是极有限的。但就是在这种仍旧有可能投入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的有限范围内，每次追加投资的生产率 决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一定
 会降低的。拿工业来说吧。我们用世界贸易还没有开展，蒸汽机还没有发明以前的面粉业和冶铁业来作个例子。在这种技术状况下，能投入手工打铁炉、风力磨坊和水力磨坊的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是极有限的；在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还没有为工业的新形式建立基础以前，小型打铁炉和磨坊必然会得到大量推广。

可见，“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完全不适用于技术正在进步和生产方式正在变革的情况，而只是极其相对地、有条件地适用于技术没有改变的情况。所以，马克思也好，马克思主义者也好，都不谈这个“规律”，只有象布伦坦诺之流的资产阶级学者才会高谈这个“规律”，因为他们怎样也摆脱不了旧政治经济学的偏见及其抽象的、永恒的、自然的规律。

布尔加柯夫先生为“普遍规律”进行辩护，竟提出非常可笑的论据。


　　“从前是自然界的无偿赐物的东西，现在却要人来生产了。那时，风雨疏松了养分充足的土壤，人们只要花很少的力气，就能得到所需要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多的生产劳动落到了人的肩上；不论在任何地方，人工过程日益代替自然过程。如果说，在工业中这种现象说明人征服了自然，那么，在农业中，这却表明生存日益困难，因为自然界的赐物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食物生产的日益加剧的困难，是表现为人的劳动的增加，还是表现为人的劳动产品的增加如生产工具或肥料等等的增加，反正都一样”（布尔加柯夫先生想说：食物生产的日益加剧的困难，表现为人的劳动的增加，还是表现为人的劳动产品的增加，反正都一样）；“重要的是：人获得食物所花的代价愈来愈大了。用人的劳动代替自然力量，用生产的人工因素代替生产的自然因素，这就是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第16页）





　　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两位先生曾得出高论，认为不是人借助机器进行工作，而是机器借助人进行工作，看来，布尔加柯夫先生对这两位先生的成就是颇为羡慕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谈到人的劳动代替自然力等等的时候，也象上面两位批评家一样，堕落到了庸俗经济学的水平。一般说来，人的劳动是无法 代替
 自然力的，就象普特不能代替俄尺一样。无论在工业或农业中，人只能在认识到自然力的作用以后利用这种作用，并借助机器和工具等等以 减少
 利用中的困难。说原始人获得的必需品是自然界的无偿赐物，这是拙劣的童话，连刚进大学的学生听了也会给布尔加柯夫先生喝倒彩。过去从来没有过什么黄金时代，原始人完全被生存的困难，同自然斗争的困难所压倒。机器和更完善的生产方式的采用，使人类进行这一斗争，特别是进行食物生产容易得多了。不是生产食物更加困难，而是工人取得食物更加困难了，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抬高了地租和地价，使农业集中在大大小小的资本家的手中，使机器、工具和货币更加集中，而没有这些东西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生产。说工人生活日益困难是由于自然界减少了它的赐物，这就是充当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布尔加柯夫先生接着说：“我们承认这个规律，但是决没有肯定食物生产的困难在不断地增加，也决没有否定农业的进步，因为肯定前者和否定后者，就等于违背显而易见的事实。毫无疑问，这种困难不是不断地增长，发展过程是曲折的。农学上的发现和技术的改良，正在把贫瘠的土地变为肥沃的土地，暂时制止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所表明的趋势。”（同上）

这不是太奥妙了吗？

技术进步是“暂时的”趋势，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即在技术没有改变的基础上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递次降低（而且并非永远如此）的规律，却“具有普遍意义”！这就如同说，火车在车站停车是蒸汽机运输的普遍规律，而火车在两站之间行驶却是使静止的普遍规律不发生作用的暂时趋势。

最后，关于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大量资料，也有力地推翻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普遍意义。布尔加柯夫先生自己也承认：“如果每个国家都只依靠本国的自然资源，那么，为了获得食物，就必须经常相对地〈请注意这一点！〉增加劳动量，即增加农业人口。”（第19页）西欧农业人口在逐渐减少，这是由于粮食的进口排除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解释真是妙极了！我们这位学者只是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农业人口相对减少的现象，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农业国家和进口粮食的国家，都可以看到。美国和俄国的农业人口都在相对地减少，法国的农业人口从18世纪末起就在减少了（见布尔加柯夫先生上述著作第2卷第168页上的数字），而且，这种相对的减少有时甚至会变成绝对的减少，而粮食的入超，在30年代和40年代还是微不足道的，粮食出超的现象 只是从1878年起
 ，才完全绝迹。 
［注：《法国农业统计。1892年的调查》1897年巴黎版第113页。］

 在普鲁士，农村人口从1816年的73．5％，相对地减少到1849年的71．7％和1871年的67．5％，而黑麦的进口从60年代初才开始，小麦的进口从70年代初才开始（同上，第2卷第70页和第88页）。最后，我们考察一下欧洲进口粮食的国家，如近10年来的法国和德国，就可以看到，在农业取得 无可怀疑的进步
 的同时，农业工人的人数却在 绝对地减少
 。在法国，农业工人从1882年的6913504人减少到1892年的6663135人（《农业统计》第2册第248—251页）；在德国，农业工人从1882年的8064000人减少到1895年的8045000人 
［注：《德意志帝国统计》新编第112卷：《德意志帝国的农业》1898年柏林版第6页★。在农村人口减少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的事实，彻底摧毁了布尔加柯夫先生的马尔萨斯主义[66]，这个事实当然使他不高兴。于是我们这位“严峻的学者”就耍了一个花招：不谈本来意义上的农业（耕作业、畜牧业等等），而谈（在引用了每公顷农
 产品增产数量的资料以后！）“广义的农业”，按德国的统计，温室蔬菜业、商业性蔬菜业、林业和渔业
 都包括在“广义的农业”之内！结果，实际从事“农业”的总人数增加了！！（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卷第133页）正文所引的只是以农业为主要
 职业的人数。以农业为副业的人数从3144000人增加到3578000人。把这两个数字和前两个数字加在一起，是不够恰当的，但是即使如此，增加的数字也是很有限的：从11208000人增加到11623000人。］

 。因此可以说，19世纪的 全部
 历史，用极为不同国家的大量资料确凿地证明：技术进步的“暂时”趋势使土地肥力递减的“普遍”规律 完全不发生作用
 ，技术的进步可以使相对（有时甚至是绝对）减少的农村人口为日益增多的总人口生产愈来愈多的农产品。

顺便指出，这些大量的统计资料也彻底驳倒了布尔加柯夫先生“理论”中的两个重要的论点：第一个论点是，他认为不变资本（生产工具和生产材料）比可变资本（劳动力）增长更快的理论“完全不适用于农业”。布尔加柯夫先生煞有介事地宣称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为了证实自己的见解，他援引了（1）“亚·斯克沃尔佐夫教授”的话（此人最出名的一点就是硬说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理论是恶意的宣传）以及（2）在经营集约化的情况下耕种单位面积土地所需的工人增多的事实。这是时髦的批评家们通常对马克思的有意误解。请想一下，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更快的理论，竟被单位面积 可变资本
 增多的事实驳倒了！布尔加柯夫先生竟 没有发现
 ，他自己引用的大量统计资料恰恰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从1882年到1895年，德国整个农业中的工人人数从8064000人减少到8045000人（加上以农业为副业的人，才从11208000人增加到11623000人，即只增加3．7％）；而牲畜头数在同一时期却从2300万头增加到2540万头（把全部牲畜折合成大牲畜计算），即增加了10％以上；5种主要机器的使用架次从458000架次增加到922000架次，即增加一倍多；进口的肥料从636000吨（1883年）增加到1961000吨（1892年），钾盐从304000公担增加到2400000公担。 
［注：《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卷第36页；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卷第135页。］

 同可变资本相比，不变资本占的比重不断有所增长，这还不明显吗？至于这些笼统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大生产的进步，我们现在就不谈了。这一点下面再谈。

第二，在农村人口减少或者绝对增加量极小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农业进步，完全粉碎了布尔加柯夫先生妄想复活马尔萨斯主义的荒谬尝试。在俄国的“前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司徒卢威先生大概是第一个在他的《评述》中作了这样的尝试，但终究不过是一些羞答答的、吞吞吐吐的、模棱两可的意见，一些没有考虑成熟、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观点。布尔加柯夫先生却更勇敢更彻底，他毫不犹豫地把“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变为“文明史上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原文如此！第18页）。“19世纪的全部历史……以及该世纪的贫富问题，离开这一规律是无法理解的。”“我毫不怀疑，社会问题，按它现在的提法，是同这一规律密切联系的”（我们这位严峻的学者在他的“研究性著作”第18页上就宣布了这一点）！……他在该书的结尾说：“毫无疑问，在人口过剩的情况下，某一部分贫困应该算作 绝对贫困
 ，即生产的贫困，而不是分配的贫困。”（第2卷第221页）“在我看来，农业生产的条件所造成的特殊形式的人口问题，至少在目前已经成为农业经营中比较广泛地实现集体化或协作化原则的主要困难。”（第2卷第265页）“过去给将来遗留下来的、比社会问题更可怕、更困难的粮食问题，是生产问题，而不是分配问题”（第2卷第455页），如此等等。这一“理论”同土地肥力递减的普遍规律有密切联系，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上面已经分析过了，因此这一“理论”的科学价值，就用不着多谈了。向马尔萨斯主义献媚的批判，按其必然的逻辑发展，一定会成为最庸俗的资产阶级辩护术；我们所引的布尔加柯夫先生的结论，就再坦率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

在下一篇论文中，我们将研究一下我们的批评家们引用的一些新的材料中的资料（他们喋喋不休地说正统派回避详尽的探讨），并说明布尔加柯夫先生把“人口过剩”一词完全变成一个死板的公式，借此回避作任何的分析，特别是对“农民”内部阶级矛盾的分析。现在我们既然只限于谈土地问题的一般理论方面，那地租理论也应该谈一谈。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至于马克思，他在《资本论》第3卷（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第3卷）中，并没有给李嘉图的级差地租论增添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第87页）我们要记住“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这句话，并且把批评家的这一评语同他过去说的下面一段话比较一下，他曾说过：“尽管马克思对这个规律〈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持明显的否定态度，但是就一些根本原则来说，他还是汲取了李嘉图的以这一规律为基础的地租理论。”（第13页）按照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说法，马克思岂不是没有发现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联系，因而就前后不一致了么！对于这种说明，我们只能说，前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歪曲马克思的理论，这样肆……肆……肆无忌惮地把一千零一条死罪加在他们所批判的著作家头上，这是任何人所望尘莫及的。

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断是对事实真相的令人愤慨的歪曲。事实上，马克思不仅发现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同他的错误的土地肥力递减学说之间的联系，并且十分明确地揭示了李嘉图的错误。凡是稍微“注意”阅读《资本论》第3卷的人，都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正是马克思使级差地租论 摆脱了
 它同臭名远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 一切联系
 。马克思指出，对土地的不同投资产生不同的生产率这一事实，是形成级差地租的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因此，由优等地转到劣等地也好，由劣等地转到代等地也好；对土地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降低也好，提高也好，都是无关紧要的。在现实中，各种情况是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任何一个总的规则都概括不了这些情况。例如，马克思首先描述了由于投资的土地不同，生产率不同而产生的级差地租第一形态，并且列出图表加以说明（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提到这些图表，就严厉地斥责“马克思太好给自己那些往往很简单的思想披上复杂的数学外衣”。所谓复杂的数学外衣，其实不过是算术四则而已，而很简单的思想，看来，这位博学的教授却一点也没有懂）。马克思分析了这些图表，并得出结论说：“因此，在威斯特（West）、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那里还占统治地位的有关级差地租的第一个错误假定就被推翻了。按照这个错误的假定，级差地租必然是以转到愈来愈坏的土地或农业肥力愈来愈下降为前提的。我们已经看到，在转到愈来愈好的土地时，能产生级差地租。当较好土地代替以前的较坏土地而处于最低等级时，也能产生级差地租；级差地租可以和农业的进步结合在一起。它的条件不过是土地等级的不同。”（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谈到连续对土地投资的生产率不同的问题，因为这样产生的是级差地租 第二
 形态，而该章谈的是级差地租 第一
 形态。）“在涉及到生产率的发展时，级差地租的前提就是：土地总面积的绝对肥力的提高，不会消除这种等级的不同，而是使它或者扩大，或者不变，或者只是缩小。”（《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199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43页。——编者注］

 布尔加柯夫先生 没有觉察到
 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之间的这一根本差别。他宁愿到《资本论》第3卷中去寻找“更能看出马克思远不是对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抱否定态度的片段”（第13页脚注）。请读者原谅，我们不得不用很大的篇幅来摘录一段不重要的（从我们和布尔加柯夫先生都关心的问题来说）引文。既然现代批评界的英雄们（他们还竟敢指责正统派强词夺理）用断章取义的手法和用残缺不全的译文，来歪曲他们所敌视的学说的十分清楚的思想，那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布尔加柯夫先生把他找到的一段话摘引如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 农业
 ）产品总会变得相对昂贵， 因为
 〈请读者特别注意 我们
 加了着重标记的地方〉为了获得某个产品就要支出一定的费用，对以前无须支付报酬的东西现在必须支付报酬。”马克思接着说：作为要素加入生产但不需要代价的自然要素，是一种无偿的自然劳动生产力，如果必须在不利用这种自然力的情况下生产追加产品，那么就必须付出新的资本，这样就使生产更加昂贵。

关于这种“摘引”的手法，我们要指出三点。第一，“因为”这两个字是 布尔加柯夫先生自己加的
 ，加上这两个字，就使整段话具有确立某种“规律”的绝对意义。 原文
 （《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277—278页） 用的不是
 “因为”，而是“如果”。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40页。——编者注］

 如果
 对以前无须支付报酬的东西现在必须支付报酬，那么，产品就总会变得相对昂贵。 这个
 论点同承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有什么相似之处呢？第二，“农业”两个字连同括号也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加的。 原文根本没有这两个字
 。布尔加柯夫先生大概用批评家先生们所固有的轻率态度，断定马克思在这里指的只能是农业产品，因而迫不急待地向读者作了颠倒黑白的“解释”。其实，马克思在这里是指一般的产品。在布尔加柯夫先生所摘引的这一段话的前面，马克思说：“一般地说还必须指出以下一点。”无偿的自然力也可以加入工业生产，马克思在地租这一篇里还引用了某工厂用瀑布代替蒸汽动力的例子。如果要在不利用这种无偿的力量的情况下生产额外产品，那么，产品就 总会
 变得相对昂贵。第三，必须看一下这段话的上下文。马克思在这一章谈的是从最坏的耕地上取得的级差地租，并且 和往常一样
 ，分析了两种在他看来是完全相等的和 完全同样可能的
 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连续投资的生产率提高（第274—276页） 
［注：同上，第836—838页。——编者注］

 ；第二种情况是连续投资的生产率降低（第276—278页） 
［注：同上，第838—840页。——编者注］

 。关于后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马克思说：“关于在连续投资时土地生产率降低的情形，可参看李比希的著作…… 但是一般地说
 还必须指出以下一点。”（黑体是我们用的）接下去就是布尔加柯夫先生所“翻译的”那一段话：如果对以前无须支付报酬的东西现在要支付报酬，那么，产品就 总会
 变得相对昂贵。

把马克思关于可能情况之中的一种情况的意见说成是马克思认为这种情况是一种普遍“规律”，这种批评家究竟有没有科学的求实态度，我们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请看布尔加柯夫先生对他找到的这段话所发表的结论性的意见：

“这段话当然是含糊不清的……”那当然了！经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改词换字，这段话竟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但是决不能有别的理解，只能理解为这是间接地甚至直接地承认〈请听！〉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我不知道，马克思是否还在别的什么地方对这一规律直接表示过意见”（第1卷第14页）。前马克思主义者布尔加柯夫先生，竟“不知道”马克思曾经直接指出，威斯特、马尔萨斯、李嘉图认为级差地租以转到愈来愈坏的土地为前提，或者以土地肥力愈来愈下降为前提这种假定是完全错误的。 
［注：“批评家”布尔加柯夫先生步他老师布伦坦诺的后尘，显然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被马克思所推翻的古典经济学的这一错误假设。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产生地租的条件……”（第1卷第90页）“……英国的地租……实际上已经显示了连续的投资具有不同的，但总的说来是不断降低的生产率。”（第1卷第130页）］

 布尔加柯夫先生“不知道”，马克思在对地租进行充分的分析的整个过程中，曾 多次
 指出：他认为追加投资的生产率的降低和提高，是两种同样可能的情况！




《列宁全集》第5卷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二

地租理论

布尔加柯夫先生根本没有弄懂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他以为他提出如下两点反驳意见就可以粉碎这个理论：（1）按马克思的观点，农业资本也参与利润率的平均化，因此超过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就构成地租。在布尔加柯夫先生看来，这是不对的，因为土地占有权的垄断，排除了利润率平均化过程所必需的竞争自由。农业资本并不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2）绝对地租只是级差地租的一种特殊情况，把它和后者区别开来是不正确的。这种区别的根据就是对同一事实（一种生产因素被垄断的事实）任意作出的两种解释。布尔加柯夫先生深信自己的论据有极大的威力，竟情不自禁地用一大堆激烈的字眼来反对马克思，说什么：缺乏论据的论据，非马克思主义，逻辑的拜物教，马克思丧失了丰富的想象力，等等。其实，他这两个论据都来自一个相当严重的错误做法。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前面把问题片面地简单化，把可能发生的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即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降低的情况）引伸成为土地肥力递减的普遍规律。在现在这个问题上，又是这种片面的简单化的毛病，使他不加批判地使用“垄断”这个概念，把这个概念也引伸成为某种普遍的东西，从而混淆了在资本主义农业组织的条件下所产生的两种结果：一种是由于 土地的有限
 而产生的，一种是由于 土地私有制
 而产生的。要知道，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下面我们就要说明这一点。

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土地生产力的有限和人对于土地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的需要，这一情况使土地的垄断有了可能，同时也是产生地租的一个 条件
 （虽然不是产生地租的根源）。”（第1卷第90页）不应当说“土地生产力的有限”，而应当说“ 土地的有限
 ”。（我们已经指出，土地生产力的有限，应该归结为现有技术水平和现有生产力状况的“有限”。）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土地的有限的确是以土地的垄断为前提的， 但是这说的是作为经营对象的土地，而不是作为所有权对象的土地
 。在设想资本主义农业组织的时候，必须设想到全部土地被各个私人农场所占用， 但是绝对不能设想
 全部土地都是这些业主或其他人的私有财产，或者都归私人占有。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和对土地经营的垄断，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历史上，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在逻辑上，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完全没有土地私有制，土地归国家或村社等等所有这样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农业组织。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全部土地都被各个私人农场占用着，但是，这些农场不仅经营自己私有的土地，同时还经营从私有者那里租来的土地以及国家的土地和村社的土地[67]（例如在俄国就是如此，大家知道，在俄国的农民村社土地上的各种私人农场，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农民农场）。难怪马克思在分析地租问题时一开始就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遇到了（并且控制了）各种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从克兰所有制[68]和封建所有制起一直到农民村社所有制。

可见，土地的有限必然只是以土地经营的垄断为前提的（在资本主义统治的条件下）。试问， 这种
 垄断会对地租问题产生哪些必然的后果呢？土地的有限使粮食价格不取决于中等地的生产条件，而取决于劣等耕地的生产条件。粮食的这种价格使农场主（＝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能够补偿生产费用并且取得所投资本的平均利润。优等地的农场主得到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便形成 级差地租
 。有没有土地私有制的问题同级差地租的形成问题毫无关系，因为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即使在村社的、国家的、无主的土地上，级差地租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有限的唯一后果就是：不同投资的不同生产率形成级差地租。布尔加柯夫先生却认为第二个后果是排除了农业中的竞争自由，他说没有竞争自由就会妨碍农业资本参与平均利润形成的过程。这显然是把土地经营问题和土地所有权问题混淆起来了。在逻辑上，从土地有限（与土地的私有制无关）这一事实只能得出全部土地将被资本主义农场主所占用的结论，而决不能得出农场主之间的竞争自由必然受到某种限制的结论。土地有限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它必然给任何的资本主义农业打上自己的烙印。历史也确凿地证明，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更不用说英国了。在那里，土地占有同农业经营的分离是十分明显的，农场主之间的竞争几乎是完全自由的，工商业资本过去和现在都在大量地流入农业。而在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内也同样在发生（这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见解恰恰相反。布尔加柯夫先生步司徒卢威先生的后尘，枉费心机地把“英国的”地租说成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东西）土地占有同农业经营分离 这一过程
 ，只是形式各不相同罢了（租佃、抵押[69]）。布尔加柯夫先生看不到（马克思大力强调的）这一过程，也可以说是，居然看不见大象。在欧洲各国，我们看到，在农奴制崩溃之后，等级土地占有制被破坏了，地产得到转移，工商业资本不断流入农业，租佃和抵押债务日益增多。而在俄国，尽管农奴制的残余还非常多，但是我们看到，在改革之后，农民、平民和商人都在加紧购置土地，私有主土地、国家土地和 村社
 土地的租佃日益发展，等等。这一切现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 尽管
 存在着 土地所有权
 的垄断，尽管这种所有权的形式层出不穷，但是在 农业
 中还是形成了自由竞争。现在，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任何一个拥有资本的人都可以对农业投资（用买地或租地的办法），而且象对任何一个工商业部门投资一样容易，或者说差不多一样容易。

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反驳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时指出：“所有这些差别〈农产品生产条件的差别〉都是相互矛盾的，并 可能
 〈黑体是我们用的〉相互抵销，如洛贝尔图斯曾经指出的，距离可以用肥沃程度来抵销，而不同的肥沃程度又可以用在比较肥沃的土地上加紧生产的办法来加以拉平。”（第1卷第81页）马克思指出过这一事实，但是并未对它作出这种片面的评价，我们这位严峻的学者不该忘记这一点。马克思写道：“很明显，级差地租的这两个不同的原因，肥力和位置〈地段的位置〉，可以发生相反的作用。一块土地可能位置很好，但肥力很差；或者完全相反。这种情况很重要，因为它可以为我们说明一国土地的开垦，为什么会由较好土地转到较坏土地，或者相反。最后，很明显，整个社会生产的进步，一方面，由于它创造了地方市场，并且通过采用交通运输工具而使位置变得便利，所以对形成级差地租的位置〈地段的位置〉，会发生拉平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分离，由于大的生产中心的形成，而农村反而相对孤立化（relativeVereinsamungdesLandes），所以又会使土地的地区位置的差别扩大。”（《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190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33页。——编者注］

 可见，当布尔加柯夫先生以胜利者的姿态重复早已为人所知的关于差异 可能
 互相抵销的说法时，马克思却 进一步
 提出了变这种可能性为现实性的问题，指出除拉平的作用以外，还有分化的作用。大家都知道，这些相互矛盾的作用的最终结局，就是在所有的国家，各个地方地段的肥沃程度和位置都 存在着
 巨大的差别。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反驳，只能证明他提出意见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布尔加柯夫先生继续反驳说：生产率最低的最后一次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一概念，“李嘉图和马克思都同样不加批判地加以应用。不难看出，这个概念有着多么大的随意成分。假定投入土地的资本为10 a
 ，而且每次追加的 a
 的生产率都依次递减，土地的总产量为 A
 。显然，每次投入的 a
 的平均生产率将等于 A
 /10，如果把全部资本看作一个整体，那么，价格就将由资本的这一平均生产率来决定”（第1卷第82页）。对此我们只能说，显然，布尔加柯夫先生只顾高谈“土地生产力有限”，而忽略了土地有限这件 小事
 。土地的有限（这同任何土地 所有制
 完全无关）造成一定的垄断，就是说，既然全部土地都被农场主占用，既然市场需求的是全部土地所 生产的全部粮食，其中包括最贫瘠、距离市场最远的土地所生产的粮食，那么很明显，粮食价格就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价格（或者说，取决于生产率最低的最后一次投入的资本的生产价格）。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平均生产率”不过是一个空洞的算术习题罢了，因为土地的有限妨碍了这种平均生产率的实际形成。要形成这种“平均生产率”，并由它来决定价格，那就必须使每个资本家不仅能够一般地投资于农业（既然正如我们所说的，农业中存在着竞争自由），而且还要使每个资本家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突破现有的农业企业的数目）建立 新的
 农业企业。如果情况是这样，工农业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差别了，任何地租也不可能产生了。但是，正是由于土 地的有限，情况并非如此。

再往下看。我们在上面的议论中完全抛开了土地所有制问题。我们看到，无论从逻辑上考虑，还是从证明资本主义农业在任何土地占有形式下都可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资料考虑，这种论述方法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来谈谈这个新的条件。假定全部土地都是私人占有，这对地租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土地占有者将依靠他的土地所有权，向农场主索取级差地租。既然级差地租是超过资本正常的平均利润的额外利润，既然在农业中存在着（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创造着）竞争自由，即对农业投资的自由，那么，土地占有者随时都可以找到愿意只拿平均利润而把超额利润让给他这个土地占有者的农场主。土地私有制并不创造级差地租，它只是使级差地租从农场主手中转到土地占有者手中。土地私有制的影响是否仅限于此呢？能不能设想，土地占有者肯把只能提供资本平均利润的、土质贫瘠、位置最坏的土地， 白白
 交给农场主耕种呢？当然不能。土地占有权是一种垄断，土地占有者依靠这种垄断向农场主索取这块土地的租金。这种租金就是 绝对地租
 ，它和不同投资的不同生产率毫无关系，它 是由土地私有制产生的
 。布尔加柯夫先生责备马克思对同一种垄断随意作出两种解释，却没有用心想一想，我们所谈的实际上是两种垄断。一种是土地经营（资本主义的）的垄断。 这种
 垄断是由于土地的有限而产生的，因此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这种垄断的结果使粮食价格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条件，而对优等地的投资，或者说，生产率较高的投资所带来的额外剩余利润，则构成级差地租。级差地租的形成和土地私有制毫无关系，土地私有制只是使土地占有者有可能从农场主手中取得这种地租。另一种是土地私有权的垄断。无论从逻辑上或历史上来看，这种垄断同前一种垄断并没有密切的联系。 
［注：也许用不着再提醒读者，我们这里谈的只是关于地租，关于资本主义农业组织的一般理论，并不涉及一些具体事实，比如：土地私有制的悠久历史以及它的普遍性；海外竞争对我们所说的后一种垄断（在某种程度上也对两种垄断）的破坏等等。］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农业组织来说，这种垄断并不是 必要的
 。一方面，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种没有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农业，而且许多彻底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要求过土地国有化。另一方面，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没有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农业组织，例如在国有土地和村社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农业组织。因此，把这两种垄断区别开来是绝对必要的，因而除了级差地租外，承认土地私有制所产生的绝对地租的存在 
［注：在1905年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2册（《TheorienuberdenMehr-wert》，II．Band，II．Theil）中，马克思对绝对地租问题作了解释，这些解释证明我的说明（特别是关于两种垄断的说明）是正确的。下面就是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段话：“如果土地——不仅对资本和人口来说，而且实际上也是一个无限的要素（象空气和水一样“无限”）——‘数量无限’〈引自李嘉图〉，那么，一个人对土地的占有实际上根本不排斥另一个人对土地的占有。这样，就不可能有任何私人的（也不可能有“公共的”或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有的土地质量相同，那就根本不可能为土地支付地租……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土地对资本来说作为自然要素而存在，那么，资本在农业方面的活动就会同它在其他任何生产部门的活动完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土地所有权，不存在地租……相反，如果土地（1）是有限的，（2）是被占有的，如果资本遇到作为前提的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国家，情况正是这样，而在那些不是象旧欧洲那样存在着这种前提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就为自己创造这种前提，例如美国就是这样，——那么，土地对资本来说一开始就不是自然要素那样的活动场所。因此，在级差地租之外，还是存在绝对地租的。”（第80、81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48—349页。——编者注））这里，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把土地的有限同土地的私有区别开来了。（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编者注）］

 也是必要的。

马克思认为农业资本的剩余价值所以能产生绝对地租，是因为农业中的可变资本在总的资本构成中所占的比重比一般的要高（在农业技术比工业技术肯定落后的情况下，这种推测是十分自然的）。既然如此，农产品的价值一般地总是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剩余价值总是高于利润。但是，土地私有权的垄断妨碍这一余额全部参与利润平均化的过程，于是从这种余额中产生了绝对地租。 
［注：顺便指出，我们所以认为有必要特别详细地谈一谈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因为我们看到，彼·马斯洛夫先生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的理解也不正确（1901年《生活》第3期和第4期：《论土地问题》）。他认为追加投资的生产率的递减，即使不是一种规律，也是一种“常见的”、似乎是正常的现象，他把这一现象同级差地租联系在一起，否定了绝对地租的理论。彼·马斯洛夫先生这篇颇有趣味的文章，对批评家们作了许多正确的评述，但也存在着极大的缺点，因为作者犯了刚才指出的理论错误（作者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却没有去认真辨别“自己的”理论同马克思的理论有什么不同），又作了一些轻率的、极不公正的论断。例如，他说别尔嘉耶夫先生“彻底摆脱了资产阶级作家的影响”，他的特点是“既不损害客观性，又能坚持阶级观点”；说什么“考茨基的分析在许多方面都是……带有偏颇性的”，考茨基“根本没有断定农业生产力在朝什么方向发展”，等等。］



布尔加柯夫先生对这种解释很不满意，他高声地说：“这种剩余价值既然象呢绒、棉花或其他某种商品一样，可以充分地或不充分地满足可能的需求，那么它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呢。首先，这不是一种物质的东西，而是用来表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概念。”（第1卷第105页）这种把“物质的东西”同“概念”对立起来的做法，是目前人们最喜欢用来冒充“批判”的经院哲学的一个明显的例证。关于一部分社会产品的“概念”，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的东西”与之相适应，那它能有什么意义呢？剩余价值是由一定数量的呢绒、棉花、粮食等商品所构成的剩余产品的货币当量。（所谓“一定数量”，当然并不是说，科学可以具体地算出这一数额，而是说，大体上确定这一数额的条件是已知的。）在农业中，剩余产品比工业部门中要多些（按同资本的比例来说），而这种余额（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它并不参与利润的平均化）当然可以“充分地或不充分地满足”土地垄断占有者的“需求”。

布尔加柯夫先生谦虚地说，他的地租理论是“靠自己的努力”、“走自己的道路”创立的（第1卷第111页）；关于这一理论，我们不必向读者作详细的叙述了。只要略作几点说明，就足以评定这位教授的“生产率最低的最后一次投入的劳动”的这种产品。他的“新”地租理论，是按照“既然是蘑菇，就得叫人采”这句老话炮制出来的。既然是竞争自由，就决不应当对它有任何限制（尽管这种绝对的竞争自由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的）。既然是垄断，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是说，地租根本不是来自剩余价值，甚至不是来自农产品，而是来自非农业劳动的产品，地租不过是一种贡赋、捐税，是对整个社会生产的克扣，是给土地占有者的期票。“这样一来，农业资本连同它的利润以及农业劳动，总之作为投入劳动和资本的领域的农业，成了资本主义王国的国中之国……关于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和一般价值的一切〈原文如此！〉定义，一应用到农业上，就都成为虚数了。”（第1卷第99页）

原来如此。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农业中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原来都是虚数。布尔加柯夫先生虽然有时候这样胡说八道，可有时候也说得有点儿道理。翻过14页以后有这样几句话：“社会为农产品的生产耗费了一定数量的劳动，这就是农产品的价值。”好极了。就是说，价值的“定义”至少不完全是一种虚数。他接着说：“既然生产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而控制生产的是资本，那么粮食价格将根据生产价格来决定，就是说将要参照社会平均生产率来计算这种劳动和资本支出的生产率。”妙极了。就是说，资本、剩余价值和工资的“定义”也不完全是一种虚数。就是说，竞争自由（虽然不是绝对的）是存在的，因为资本要是不能在农业和工业之间来回流转，就不可能“参照社会平均生产率来计算生产率”。他接着又说：“由于土地的垄断，价格上涨到价值以上，一直上涨到市场条件容许的限度。”太妙了。但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贡赋、捐税、期票等等是取决于市场条件的呢？既然由于垄断的关系，价格上涨到市场条件容许的限度，那么，“新的”地租理论和“旧的”地租理论的全部差别就在于：走“自己的道路”的作者，既不了解土地有限的影响同土地私有制影响之间的差别，也不了解“垄断”和“生产率最低的最后一次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下面再翻过7页以后（第1卷第120页），布尔加柯夫先生竟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理论，大谈其“土地占有者、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三者分配这种产品〈农产品〉的方式”，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是出色的批判的出色的结局！这是从此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新颖的 布尔加柯夫地租理论
 的卓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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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三

农业中的机器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赫茨的这部如布尔加柯夫先生所说的“出色的”著作（《土地问题及其同社会主义的关系》1899年维也纳版。Ａ．伊林斯基的俄译本，1900年圣彼得堡版）。但是，有时我们还得把这两位作家相同的论据一并加以分析。

农业机器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农业中的大生产和小生产的问题，经常成为“批评家”“驳斥”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后面我们将详细分析他们所引用的一些具体资料，现在只考察一下与此有关的一般论点。批评家们用了很多篇幅十分详细地说明，在农业中使用机器所遇到的困难比在工业中要大，因而机器使用得比较少，意义也比较小。这一切是无可争辩的，就是那个考茨基（布尔加柯夫、赫茨和切尔诺夫等先生们一听见他的名字几乎就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也十分肯定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丝毫也驳斥不了下面这个情况，即机器在农业中的应用也推广得很快，对农业起着强有力的改造作用。批评家们只得用些深奥的议论来“回避”这个必然的结论，说什么……“农业的特征就在于自然在生产过程中主宰一切，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布尔加柯夫的书第1卷第43页）……“它〈工业中的机器〉代替人的不可靠、不精确的工作，而以数学的准确性完成十分精密和十分庞大的工作。对于农产品的生产，机器却起不了任何类似的作用〈？〉，因为直到今天为止，这种劳动工具还不是掌握在人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自然－母亲的手里。这并不是比喻”（同上）。的确，这不是比喻，而不过是一句空话，因为谁都知道，蒸汽犁、条播机、脱粒机等等都在 使
 工作 更加
 “可靠和精确”，因此，说什么“起不了任何类似的作用”，简直是胡说八道！这就等于说农业机器“丝毫〈原文如此！〉不能使 生产
 革命化”（布尔加柯夫的书第1卷第43—44页，他同时还援引了农业机器制造专家的意见，但是这些专家谈的只是农业机器同工业机器的相对的差别），或者等于说“机器在这里不仅不能把劳动者变成自己的附属品〈？〉，而且这个劳动者依然起着过程的操纵者的作用”（第44页）。这是不是指的例如脱粒机上的递捆手呢？

布尔加柯夫先生为了反对农业机器制造专家和农业经济学专家（菲林格、佩雷尔斯）的结论，援引施图姆普费和库茨勒布的著作（论述小经济同大经济竞争的能力的著作），竭力贬低蒸汽犁的优越性，并且搬出种种的论据，例如，使用蒸汽耕作需要有特种的土壤 
［注：赫茨以“胜利者”的姿态坚持这一点，说那种认为蒸汽犁“在任何情况下”都比马拉犁优越的“绝对”推断（第65页；俄译本第156页）是错误的。这才真是去敲敞开的大门！］

 和“特大的田庄”（在布尔加柯夫先生看来，这条论据居然不是反对小经济的，而是反对蒸汽犁的！），在深耕 12英寸
 的情况下，使用畜力比使用蒸汽 更为便宜
 ，等等。这种论据多得可以写成几本书，但是丝毫不能驳倒蒸汽犁能够深耕（深于12英寸）的事实以及蒸汽犁的应用得到迅速推广的事实：英国在1867年，使用蒸汽犁的只有135个田庄，到1871年，使用的蒸汽犁已达2000架以上（考茨基）；德国使用蒸汽犁的农户，在1882年只有836个，到1895年已增加到1696个。

在农业机器问题上，布尔加柯夫先生不止一次地引用被他推崇为“农业机器专著的作者”的弗兰茨·本辛格的见解（第1卷第44页）。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说明一下布尔加柯夫先生是 怎样
 引用的，他又是 怎样
 被他自己提出的证人打了嘴巴，那就太不公平了。

布尔加柯夫先生硬说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更快的“结构”不适用于农业，他援引了劳动力消耗随着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必然愈来愈大的事实，同时还引用了本辛格的计算。“不同的经营制度对人力的总需要量如下：实行三圃制经营”，每种60公顷土地“需要712个工作日；实行诺福克式的轮作经营需要1615个工作日；实行大规模种植甜菜的轮作经营需要3179个工作日”。（ 弗兰茨
 ·本辛格
 《农业机器对国民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影响》1897年布雷斯劳版第42页。布尔加柯夫的书第1卷第32页。）只是不幸的是，本辛格恰恰是想用这一计算来证明机器的作用在不断扩大。本辛格用这些数字来推算德国整个农业，认为如果用三圃制来耕作土地，现有的农业工人刚刚够用，因此，假如不采用机器，就根本 不可能
 实行轮作制。大家都知道，在普遍采用旧三圃制的时候，几乎完全不使用机器，因此，本辛格的计算所证明的东西同布尔加柯夫先生想证明的恰巧 相反
 。这就是说，这一计算证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必然是在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更快的条件下实现的。

还有一个地方，布尔加柯夫先生断言“机器在加工工业中的作用同在农业中的作用有着根本性的〈原文如此！〉差别”，并且援引了本辛格下面这段话：“农业机器不能象工业机器那样无止境地提高生产……”（第1卷第44页）布尔加柯夫先生又是运气不好。本辛格在题为《农业机器对总收入的影响》的第6章一开头，就指出了农业机器和工业机器的这一绝非“根本性的”差别。本辛格详细地分析了农业专门著述中和他特意作的调查中有关每种机器的资料，得出了一般性的结论：使用蒸汽犁会使总收入增加10％；使用条播机增加10％；使用脱粒机增加15％，而且使用条播机可以节省20％的种子；只有使用马铃薯收割机会使总收入下降5％。布尔加柯夫先生断言：“不管怎么说，农业机器中的蒸汽犁是唯一可能有某些技术根据的机器。”（第1卷第47—48页） 不管怎么说
 ，这个论断是被粗心大意的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这里所援引的本辛格的话驳倒了。

为了使人对于农业机器的意义有一个更确切、更完整的认识，本辛格十分详细地计算了使用机器的经营效果，从不使用机器，使用一架机器、两架机器等等一直计算到使用一切主要机器，其中包括蒸汽犁和农业用的田间铁路（Feldbahnen）。计算表明，在不使用机器的情况下，总收入＝69040马克，支出＝68615马克，纯收入＝425马克，即每公顷纯收入为1．37马克；而在使用一切主要机器的情况下，总收入＝81078马克，支出＝62551．5马克，纯收入＝18526．5马克，即每公顷纯收入为59．76马克， 比前一种情况多40倍以上
 。这仅仅是使用机器的影响，经营制度还是假定不变！正如本辛格的计算所表明的，随着机器的采用，不变资本大量增加，而可变资本（即耗费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以及工人人数）却不断 减少
 ，这是不言而喻的了。总之，本辛格的著作完全驳倒了布尔加柯夫先生，它不仅证明了农业中大经济的优越性，而且证明了关于减少可变资本而使不变资本增长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农业。

只有一点布尔加柯夫先生和本辛格是接近的，这就是：本辛格采取了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泰然自若地闭上眼睛，不看机器排挤工人的事实等等。德国教授们的这位温和谨慎的高足，也象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样，一谈起马克思就深恶痛绝。不过本辛格更加彻底，他把马克思叫作一切“机器的反对者”，说马克思既反对农业机器，又反对工业机器，说马克思谈到机器对工人的有害影响时，把一切灾祸统统归罪于机器，这是“歪曲事实”（上引本辛格的书第4、5、11页）。布尔加柯夫先生对本辛格的态度又一次告诉我们，“批评家”先生们从资产阶级学者那里接受的是什么，假装看不见的又是什么。

赫茨的“批判”究竟是什么货色，从下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在第149页上（俄译本）责备考茨基采用“杂文的笔法”，在150页上又提出以下理由来“驳斥”关于大生产在使用机器方面的优越性的论断。第一个理由是：小农户用协作的办法也 能够
 购买机器。请看，这样就可以驳倒机器在大农户中更加普遍的 事实
 ！至于谁更 能够
 得到协作好处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二篇论文中同赫茨专门谈一谈。第二个理由是，大卫在《社会主义月刊》[70]（第5期第2页）中指出：在小农户中，使用机器“十分普遍而且还在急剧地增加……条播机甚至在很小的农户中也常常〈原文如此！〉可以看到。割草机和其他机器也是如此”（第63页；俄译本第151页）。读者只要翻一下大卫的文章 
［注：大卫在《社会主义和农业》（1906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又采用了这一错误的方法（第179页）。（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脚注。——俄文版编者注）］

 ，就会看到，他引用的是使用机器的农户的 绝对数字
 ，而不是这种农户在同类农户中所占的百分比（而考茨基当然是这样做的）。

让我们把1895年全德国的有关数字 
［注：《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卷第36页★。］

 比较一下：






	农户类别
	农户总数
	使用机器的农户数目



	播种机
	百分比
	条播机
	百分比
	割草机和收割机
	百分比



	2公顷以下……
	3236367
	214
	0.01
	14735
	0.46
	245
	0.01



	2—5公顷…
	1016318
	551
	0.05
	13088
	1.29
	600
	0.06



	5—20公顷…
	998804
	3252
	0.33
	48751
	4.88
	6746
	0.68



	20—100公顷…
	281767
	12091
	4.29
	49852
	17.69
	19535
	6.93



	100公顷以上……
	25061
	12565
	50.14
	14366
	57.32
	7958
	31.75



	
总　计

	5558317
	28673
	0.52
	140792
	2.54
	35084
	0.63







大卫和赫茨说，播种机和割草机“甚至在很小的农户中”也“常常”可以看到，这话不是得到证实了吗？既然赫茨得出“结论”说：“从统计资料来看，考茨基的论断是完全经不起批驳的”，那究竟是谁真正在玩弄杂文的笔法呢？

有一桩滑稽事应该提一提，就是这些“批评家们”虽然否认大农户在使用机器方面的优越性，否认由此而造成的小农户劳动过度和消费不足的事实，但是他们在不得不涉及实际情况的时候（并且在他们忘记了自己的“首要任务”是驳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无情地打了自己的嘴巴。例如，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自己著作的第2卷（第115页）里说：“大农户投资的集约程度总是比小农户高，因此，自然就宁愿使用机器生产因素，而不愿使用活的劳动力。”身为“批评家”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追随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也赞同庸俗的经济学的观点，把机械“生产 因素
 ”同活的“生产 因素
 ”对立起来，——这的确是十分“自然的”。但是，他这样轻率地否定大农户的优越性，这是自然的吗？

农业生产的积聚被布尔加柯夫先生说成不外是一种“神秘的积聚规律”等等。但是，他也不得不研究英国的资料，原来农户积聚的趋势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就已存在了。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小的消费农户合并成了较大的农户。土地的 这种
 集中，决不是大生产和小生产竞争的结果〈？〉，而是由于地主们有意识地〈！？〉用合并若干小农户的办法来抬高地租，因为小农户只能交付很少的地租，而大农户则能交付高额地租。”（第1卷第239页）读者，你们知道吗？ 不是
 大生产同小生产竞争， 而是
 后者收入少而被前者排挤掉了。“既然经济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大资本主义农户无疑要比小资本主义农户优越，这是无可争辩的。”（第1卷第239—240页）既然这是无可争辩的，那为什么考茨基在他论述大生产和小生产的那一章（在《土地问题》中）的 开头
 说了一句“农业愈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农业大生产同小生产在技术上的质的差别也就愈大”的话，布尔加柯夫先生就对他大发雷霆（过去是在《开端》上）呢？

但是，不仅在英国农业的繁荣时期，而且在危机时期也能得出不利于小农户的结论。近年来一些委员会的报告“都十分肯定地断言：被危机压得最厉害的就是小业主”（第1卷第311页）。有一份关于小私有者的报告说：“他们的住房比工人的普通住房还要坏……他们所有人的劳动都非常繁重，工作时间比工人长得多，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说：他们的物质状况比工人差，生活不那么好，很少能吃上新鲜的肉……债台高筑的自耕农首先遭到毁灭。”（第1卷第316页）“……他们处处都要节省，而象这样过日子的工人是为数不多的……小农依靠家庭成员的无酬劳动，勉强还能应付……小农的生活比工人要艰苦得多，这是用不着多说的。”（第1卷第320—321页）我们摘引了这几段话，读者可以判断一下，布尔加柯夫先生的下面这个结论是否正确，他说：“保全到农业危机时期的农户遭到严重的破产，只是说明〈！！〉小生产者在这种情况下比大生产者破产得更快，仅此而已〈原文如此！！〉。从这里要得出什么关于小生产者的一般经济生命力的一般结论，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危机时期，英国的整个农业都是摇摇欲坠的。”（第1卷第333页）这不是说得很好吗？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论述农民经济一般发展条件的那一章里，甚至用这种绝妙的论述方法作出概括：“价格的突然跌落，严重地影响到各种形式的生产，但是农民生产拥有的资本最菲薄，自然就比大生产更加不稳定（这毫不影响农民生产的一般生命力问题）。”（第2卷第247页）总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菲薄的农户虽然更加不稳定，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们的“一般”生命力！

从论述的前后一贯性来说，赫茨的情况也不见得强一些。他“驳斥”（也是用上述手法）考茨基的言论，可是谈到美国的时候，他却承认美国大农户的优越性，承认大农户能够“以更大的规模使用机器，而我国的小农户却做不到这一点”（第36页；俄译本第93页）；他承认，“欧洲农民在经营方面，往往沿用因循守旧的生产方式，象工人那样只是为了一小块面包而疲于奔命（robotend），没有向上的志向”（同上）。赫茨总的说来也承认“小生产比大生产使用的劳动要多得多”（第74页；俄译本第177页），他甚至可以向布尔加柯夫先生提供由于使用蒸汽犁而提高收成等等的资料（第67—68页；俄译本第162—163页）。

我们的批评家们在理论上对农业机器的意义的看法是很不固定的，因此自然会一筹莫展地一再搬用对机器抱反感的大地主的十分反动的结论。赫茨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的确还是很不果断的；他谈到农业使用机器的“困难”时说：“有一种意见认为，冬季有许多空闲时间，因此使用手工脱粒更为有利。”（第65页；俄译本第156—157页）看来，赫茨想用他固有的逻辑从这里得出结论说：这个事实并不说明小生产不好，也不说明资本主义妨碍使用机器，而是说明机器本身不好！难怪布尔加柯夫先生要责备赫茨，说他“过于受自己党的意见的束缚”（第2卷第287页）。这位俄国教授当然不受这种侮辱性“束缚”的限制，他骄傲地说：“我完全摆脱了那种十分普遍的，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十分普遍的偏见，那种偏见认为，任何机器都是一种进步。”（第1卷第48页）可惜，具体的结论完全不符合这段绝妙的议论所反映出的丰富想象力。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蒸汽脱粒机使许许多多工人在冬季没有工作可做，因此无疑是对工人的一大祸害，这种祸害是技术上的效果所弥补不了的。 
［注：参看第1卷第51页：“……冬季工作本来就不多，蒸汽脱粒机……却担负了冬季的主要工作（因而这种机器对于整个〈原文如此！！〉农业的好处是大可怀疑的；下面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事实）。”］

 哥尔茨也指出了这一点，他甚至提出了一个空想的希望”（第2卷第103页），即希望 限制
 脱粒机特别是蒸汽脱粒机的应用，“以便改善农业工人的境况，减少移居国外和迁徙的现象”，——哥尔茨还补充了这么一句。（我们也来补充一句：哥尔茨说的迁徙，大概是指迁入城市吧。）

我们提醒读者一下，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指出的正是哥尔茨的这种思想。因此，在对待具体的经济问题（机器的意义）和政治问题（要不要限制机器？）方面，看一看充满马克思主义偏见的狭隘正统派抱什么态度，再看一看充分领会了“批判主义”全部精神实质的现代批评家抱什么态度，这是很有意义的。

考茨基说（《土地问题》第41页）：哥尔茨硬说脱粒机具有特别“有害的影响”，因为它剥夺了农业工人冬季的主要工作，把他们赶进城市，使农村更加荒凉。因此哥尔茨建议限制脱粒机的使用。考茨基补充说，这种建议“看来似乎是为了农业工人的利益，实际上却是为了地主的利益，因为对于地主说来”，正如哥尔茨自己所说的，“即使不能马上补偿，将来也能通过在夏季增加劳动力的办法绰绰有余地补偿这种限制所造成的损失”。考茨基继续说道：“幸亏，这种对工人的保守的友情，不过是一种反动的空想。使用脱粒机‘现在’就十分有利，地主决不会为了‘将来’的利润而不去使用它。因此，脱粒机将继续发挥它的革命作用：继续把农业工人赶进城市，从而一方面成为提高农村工资的有力手段，另一方面成为促进农业机器制造业继续发展的有力手段。”

布尔加柯夫先生对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和大地主的这种问题的提法所持的态度，是非常典型的，这是现代整个“批评界”在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所采取的立场的一个缩影。当然，这位批评家不是那种狭隘死板的人，他是不会采取阶级斗争的观点和资本主义使一切社会关系革命化的观点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批评家虽然“变得聪明了一些”，可是一想起过去“年轻无知”的时候曾经赞同过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就不敢全盘接受他的新伙伴大地主的纲领，不敢象这位大地主那样鉴于机器“对 整个
 农业”有害而提出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禁止使用！我们这位善良的批评家成了站在两捆干草之间的布利丹毛驴[71]。一方面，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阶级斗争的观点，现在竟说机器“对 整个
 农业”有害，忘记了现代的 整个
 农业主要操纵在唯利是图的企业主手中，他完全忘记了当他曾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时代”，竟提出了一个十分荒谬的问题：机器的技术效果是不是能够“弥补”它对工人的有害影响（其实造成这种有害影响的不仅有蒸汽脱粒机，而且还有蒸汽犁、割草机、谷物清选机等等）？他甚至没有看到，大地主实际上就是想在冬季和在夏季都能加强对工人的奴役。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模糊地记起那个陈旧的“教条主义的”偏见：禁止使用机器是一种空想。可怜的布尔加柯夫先生，他到底能不能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呢？

有趣的是，我们的批评家们竭力贬低农业机器的意义，甚至搬出“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但同时却忘记（或者故意不想）提起电工技术正在准备的新的农业技术革命。与此相反，考茨早在1899年就指出了电力在农业中的意义（《土地问题》）。彼·马斯洛夫先生说考茨基“根本没有肯定农业生产力在朝什么方向发展，因而犯了重大的错误”（1901年《生活》第3期第171页），这是极不公平的。目前，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的迹象已经看得更清楚了。人们正在试图从理论上阐明电工技术在农业中的意义（见奥托·普林斯海姆博士《农业工场手工业和电气化农业》，《布劳恩文库》[72]1900年版第15卷第406—418页，以及卡·考茨基发表在《新时代》[73]第19年卷（1900—1901）第1册第18期上的文章：《农业中的电力》）；一些从事实际经营活动的地主在纷纷谈论自己应用电力的经验（普林斯海姆就引用了阿道夫·佐伊费尔黑德阐述自己农场经验的著作），他们认为电力是一种使农业能够重新盈利的手段，他们要求政府和地主建立中心电力站，为农村的业主大量生产电力（去年柯尼斯堡出版了东普鲁士地主P·马克的一本书：《缩减生产费用以提高我国农业生产（关于机器和电力对农业的功用的研究）》）。

普林斯海姆提出一个我们认为很正确的见解，他说，现代农业，从它一般的技术水平以及经济水平来说，接近于马克思称为“工场手工业”的那个工业发展阶段。手工劳动和简单协作占居优势，采用机器不普遍，生产规模比较小（譬如从一个企业每年出售的产品总量来看），市场容量多半很有限，大生产同小生产保持着联系（而且，就象手工业者同大工场手工业主的关系一样，后者为前者提供劳动力，或者前者向后者收购“半成品”，譬如大业主向小业主收购甜菜、牲畜等等），——所有这些迹象实际上说明：农业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大机器工业”阶段。农业中还没有一个联结成一整套生产结构的“机器体系”。

当然，不应当夸大这种类似之处。因为一方面，农业有许多绝对不能消除的特点（如果把在实验室制造蛋白质和食物这种过于遥远和过于不可靠的可能性撇开不谈的话）。由于这些特点，农业中的大机器生产永远也不会具备工业中的大机器生产的 全部
 特点。另一方面，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工业中的大生产就已经取得优势，并且在技术上显示出比小生产优越得多。很久以来，小企业主一直试着用延长工作日、减少消费的办法来抵制这种优越性，手工业者和现代的小农通常也是采用这种办法。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手工劳动占主要地位，这就使小生产靠这种“英勇的”手段还可以勉强维持。但是那些被这一情况迷惑而大谈手工业者的生命力的人（就象现在的批评家们大谈农民的生命力一样），很快地就被那种使技术停滞这一“普遍规律”不发生作用的“暂时的趋势”给驳倒了。例如，请回忆一下俄国的调查者对70年代莫斯科省的手工织布业所作的调查。他们说：就棉纺织业来说，手工织布失败了，机器占了上风，但是在丝织业中，手工业者还能站得住脚，机器还很不完善。20年过去了，技术夺走了小生产的又一个最后避难所，凡是有耳可听、有眼可看的人，都会从中领悟到：经济学家要永远向前看，向技术进步这方面看，否则他马上就会落后，因为谁不愿意向前看，谁就要掉头向后看，不前不后的情况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

普林斯海姆一针见血地指出：“象赫茨那样高谈农业中小生产同大生产的竞争，而忽略了电工技术作用的著作家们，应当再重新开始研究。”普林斯海姆这段评语用来说明布尔加柯夫先生那两卷著作，那就更加贴切了。

电力比蒸汽动力便宜，它的特点是具有更大的可分性，更易于作长距离的输送，机器的运转也更准确更平稳，因此电力更适于做脱粒、耕地、挤奶、切饲料 
［注：这一点应该让狂妄的布尔加柯夫先生知道，因为他曾经狂妄而武断地说：“象畜牧业这样的农业生产部门根本不可能使用机器。”（第1卷第49页）］

 等工作。考茨基描写了一个匈牙利的大地产 
［注：这一点还应该让布尔加柯夫先生知道，因为他说“大经济面临大地产的退化”！］

 ，那里电力从一个中心电站输向四面八方，直到田庄最远的地方，电力带动各种农业机器，并且还用来切甜菜、提水、照明等等。“每天要从29公尺深的井中把30000升的水汲到10公尺高的水槽，要为240头奶牛、200头小牛、60头耕地的犍牛和马准备饲料，切刨甜菜或其他饲料，做这么多工作，冬季需要4匹马，夏季需要2匹马，总共要花费1500德盾。现在用一台3—5马力的电动机来代替马匹工作，全部费用不过700德盾，即减少了800德盾。”（上引考茨基的书）据马克计算，一匹马干一天活要花3马克，而换用电力，同样的活只要花40—75芬尼就够了，这就是说，要便宜400—700％。他说：再过50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假如在德国农业中，电力将替换175万匹马（1895年，在德国农业中，在田间干活的有260万匹马、100万头犍牛、230万头牡牛，其中土地超过20公顷的农户有140万匹马和40万头犍牛），那么，支出可以从100300万马克减少到26100万马克，即减少74200万马克。种植牲畜饲料的大片土地就可以改种供人吃的东西，改善工人的饮食。而布尔加柯夫先生却拿“自然界赐物的减少”、“粮食问题”等等来吓唬工人。马克始终建议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以便经常使用电力；他建议开凿马祖里运河，这样就能使5个中心电站发电，向电站周围20—25公里以内的农村业主供应电力；他还建议利用泥炭来发电，并且要求农村业主联合起来，他说：“只有同工业，同大资本进行协作，才能使我们这一工业部门重新盈利”（马克的书第48页）。当然，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会遇到种种困难，道路不会是平坦的，而是曲折的。但是，新的生产方式一定会采用，农业必然会革命化，这是无可怀疑的。普林斯海姆说得好：“电动机代替大部分畜力，这件事说明在农业中采用机器体系是有可能的……蒸汽动力做不到的事情，电工技术一定能做到，也就是说，它一定能使农业从旧的工场手工业变为现代化的大生产。”（上引书第414页）

我们不想详述农业中应用电工技术会使大生产取得（而且部分地已经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胜利，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用不着多讲了。我们最好还是看一下，靠中心电力站的动力来运转的“机器体系”的萌芽，究竟出现在当前的哪些农户里。要知道，采用机器体系，首先必须试用各种机器，必须有多种机器联合使用的范例。1895年6月14日发表的德国农户调查报告，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使用自己机器或别人机器的各类农户数目的资料（布尔加柯夫先生在第2卷第114页上也部分地引用了这些资料，但是他错误地以为这里指的是 机器
 的数目。顺便指出一点，从使用自己机器或别人机器的农户数目的材料中所看到的大生产的优越性，自然比实际的优越性要差一些。大农户拥有自己机器的要比小农户多，小农户则要用高价租用机器）。这些资料或者是关于使用一般机器的情况，或者是关于使用某一种机器的情况，因此我们不能断定各类农户究竟 各使用了多少机器
 。但是，如果我们按农户类别把使用某一种机器的农户的数目加在一起，我们就会得出各种农业机器的 使用的架次
 。下面就是按这种方法整理的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农业中的“机器体系”在怎样地形成起来：






	农户规模
	每100个农户中



	使用农业机器的农户（1895）
	使用这种或那种农业机器的架次（1895）



	2公顷以下…………
	2.30
	2.30



	2—5公顷…………
	13.81
	15.46



	5—20公顷………
	45.8
	56.04



	20—100公顷…………
	78.79
	128.46



	100公顷以上…………
	94.16
	352.34



	
总　计
 ……
	16.38
	22.36







可见，在5公顷土地以下的小农户中（这类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4以上，即在550万户中有410万户，也就是占75．5％；但是它们在3250万公顷土地中却只占500万公顷，即只占15．6％），使用各种农业机器（我们把牛奶业的机器也计算在内）的 架次
 是微不足道的。在中等农户（5—20公顷）中，使用一般机器的农户不足半数，而且每100个农户只使用农业机器56架次。只有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 
［注：在550万个农户中，土地超过20公顷的农户只有30万户，即只占农户总数的5．5％，但是它们却拥有3250万公顷土地中的1770万公顷，即全部农业面积的54．4％。］

 ，我们才能看到 大多数
 农户（3/4—9/10）在使用机器，而且 机器体系正在开始形成
 ：每个农户使用机器都在一架次以上。可见，一个农户使用的机器有好几架，例如，每个土地超过100公顷的农户使用的 机器大约有
 4架
 （使用机器的农户占94％，而使用机器的架次达352％）。在572个大地产（占地1000公顷以上的农户）中，有555个使用了机器，共使用2800架次，就是说，每个农户 平均
 使用5 架机器
 。由此可以看出，究竟哪些农户在准备着“电气”革命，哪些农户最能从这一革命中得到益处。




《列宁全集》第5卷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四

城乡对立的消灭。

“批评家们”提出的几个问题

上面谈到赫茨，现在再来谈谈切尔诺夫先生。后者只是“谈论”前者的著作，因此我们在这里只是简略地评述一下赫茨的论述手法（以及切尔诺夫先生翻版复制的手法），以便进一步（在下一篇论文中）分析“批评家们”提出的一些新的事实材料。

赫茨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家呢？这一点只要举出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我们看到，他那本书开头的一节用了一个了不起的标题，叫作《民族资本主义的概念》。赫茨只是想给资本主义下个定义。他写道：“我们当然可以把它描述成为这样一种国民经济体系，这种体系的 法律
 基础是彻底实现了的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的原则，它的 技术
 基础是广泛规模的〈大规模的？〉生产 
［注：维·切尔诺夫先生译成（《俄国财富》第4期第132页）：“达到高度发展阶段的生产”。他对德文“aufgrosserStufenleiter”这一短语竟有这样独到的“理解”！！］

 ，它的 社会
 基础是生产资料同直接生产者的分离，它的 政治
 基础是资本家依靠唯一的财产分配的经济基础而掌握中央政权〈国家的集中的政治力量？〉。”（俄译本第37页）赫茨说，这种定义是不完全的，须要再加上一些限定，例如，除大生产外，到处都还存在着家庭劳动和小块土地的租佃。“把资本主义说成是生产受资本家〈资本占有者〉监督〈统治和监督〉的体系，这种 现实的
 〈原文如此！〉定义也是不十分恰当的。”这种把资本主义说成是资本家统治的“现实的”定义不是很妙吗？这种追求罗列所有的个别特征和个别“因素”的做法，这种时髦的、貌似现实主义的而实际上是折中主义的做法，是多么典型啊。把个别现象的各个局部特征统统装进一个总的概念里，或者相反，“避免同千差万别的各种现象冲突”，这种荒谬的做法，这种只能说明根本不懂什么叫作科学的做法，当然只会使“理论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赫茨竟忘记了商品生产以及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这样的小事！但是他却杜撰了一个 遗传学的
 定义，为了惩罚这位杜撰者，应把这一定义全文摘引出来：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国民经济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自由流转、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等原则的实现，已经达到每个单个国民经济的经济发展和经验主义条件所决定的最高点（相对地说）”（第10页；俄译本第38—39页，译文不十分确切）。维·切尔诺夫先生当然是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抄录和描述了这些肥皂泡，并且用了整整30页的篇幅来“分析”民族资本主义的各种类型，用以款待《俄国财富》的读者。从这个大有教益的分析中，可以得到许多非常宝贵的、一点也不公式化的启示，例如，说什么“英国人具有独立、傲慢和刚毅的性格”，英国资产阶级“稳健庄重”，它的外交政策“不讨人喜欢”，“罗马语种族有磅礴的热情”，“德国人富于精确性”。（《俄国财富》第4期第152页）这样一分析，“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就被彻底粉碎了。

赫茨对于抵押材料的分析，也具有同样的威力。至少切尔诺夫先生对这个分析是很赞赏的。他说：“事实是……还没有一个人能推翻赫茨的材料。考茨基在反驳赫茨的著作时，过多地注意到某些细节〈如证实赫茨玩弄 偷天换日
 的手法！好一个“细节”！〉，但是对于赫茨有关抵押问题的论据，却 只字未提
 。”（《俄国财富》第10期第217页，黑体是切尔诺夫先生用的）从《俄国财富》同一期第238页上的引文可以看出，切尔诺夫先生读过考茨基那篇反驳文章（《我的〈土地问题〉的两位批判者》，载于《新时代》第18年卷（1899—1900）第1册）；而且切尔诺夫先生也不可能不知道，载有这篇文章的杂志，在俄国是被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发行的。切尔诺夫先生用了黑体的那句话，是 彻头彻尾的谎言
 ，因为在 切尔诺夫先生提到的那篇文章
 的第472—477页上，考茨基恰恰是在抵押问题上 驳斥了
 “赫茨、大卫、伯恩施坦、席佩耳、布尔加柯夫之流” 
［注：考茨基语，《新时代》第427页。］

 ，这一事实很能说明现代“批评界”的全貌。恢复被歪曲的事实的真相，这个任务是枯燥乏味的，但是，既要同切尔诺夫先生之流打交道，这个任务就是无法推卸的。

考茨基对赫茨自然是嘲笑了一番，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赫茨也暴露出自己不善于或者不愿意了解事情的究竟，而喜欢重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陈词滥调。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谈到了（第88—89页）抵押积聚的问题。考茨基写道：“农村中为数众多的小高利贷者日益被排挤到次要地位，让位给那些垄断抵押贷款的庞大而集中的资本主义机构或公共机构。”考茨基列举了若干这种资本主义机构和公共机构，提到了土地信贷公司（genossenschaftliche　Bodenkreditinstitute），指出 储金局
 、保险公司和其他许多团体（第89页）都把自己的基金投入抵押贷款等等。例如，普鲁士的17个信贷公司到1887年已经发行了165000万马克的抵押券[74]。“这些数字表明，地租已经大量地集中 在少数中央机构的手中
 〈黑体是我们用的〉，而且这种集中过程还在迅速地发展着。1875年德国的抵押银行共发行了9亿马克的抵押券，1888年发行了25亿马克，到1892年已达到34亿马克，这些抵押券集中在31家银行（1875年是27家）手中。”（第89页）地租的这种集中明显地说明 土地所有权
 的集中。

赫茨、布尔加柯夫、切尔诺夫之流却回答说：不，“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极其强烈的分散的趋势，即所有权分割的趋势”（《俄国财富》第10期第216页），因为“四分之一以上的抵押贷款集中在拥有大量小存户的民主的〈原文如此！〉信贷机关手中”（同上）。赫茨非常热心地引证了一大堆表格，证明储金局的大量存户是 小存户
 等等。试问，这一切又能说明什么呢？要知道，考茨基自己也谈到过信贷公司和储金局（当然他没有象切尔诺夫先生那样，把它们看作一种特别“民主的”机构）。考茨基谈的是地租集中在少数中央机构手中，而有人却向他指出储金局拥有大量的小存户！！并且把这叫作“所有权的分割”！但是，抵押银行的存户数目同农业（这里谈的是地租的集中）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大工厂的股票分散在大量小资本家手中，它就不再算生产的集中了吗？考茨基在回答赫茨时写道：“在赫茨和大卫没有告诉我以前，我不知道储金局的钱是从哪儿弄来的。我还以为它们用的是路特希尔德和万德比尔特之流的私蓄。”

在谈到将抵押贷款转为国家所有的时候，赫茨说：“这是对付大资本的最拙劣的手段，但是用它来激发人数愈来愈多的小私有者大军特别是雇农大军，来反对这一改革的倡导者，这当然是绝妙的手段。”（第29页；俄译本第78页。切尔诺夫先生在《俄国财富》第217—218页上津津乐道地重述了这段话。）

考茨基反驳说：请看伯恩施坦之流惊呼人数愈来愈多的“私有者”都是些什么人吧！这是一些在储金局有20马克存款的女佣人！说什么社会党人要用“剥夺”办法洗劫劳动者大军，这种攻击社会党人的论调是多么陈腐不堪啊。正是欧根·李希特尔在他的小册子里煞费苦心地提出过这一论据，这本小册子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75]废除以后出版的（厂主们一买就是几千册，免费发给工人阅读）。欧根·李希特尔在这本小册子中提出了他那著名的“节俭的阿格尼斯”：她是一个穷裁缝，在储金局里存了几十个马克，但是却被那些夺得政权并且把银行收归国有的狠心的社会党人抢走了。请看，布尔加柯夫 
［注：关于抵押问题，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和德文版的布劳恩《文库》中，曾提出同样的论据来反驳考茨基。］

 、赫茨和切尔诺夫之流就是从这种地方搜寻他们“批判的”论据的！

考茨基在谈到欧根·李希特尔“著名的”小册子时说：“当时，欧根·李希特尔的这一论调曾遭到所有社会民主党人一致的嘲笑。而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竟有人在我们的中央机关报上〈可能是指大卫发表在《前进报》[76]上的一篇文章〉歌颂一篇重复同一思想的著作：赫茨，我们赞美你的功绩！

对于已进入风烛残年的可怜的欧根来说，这真是一个大胜利。为了让欧根高兴，我不能不再引用一下赫茨在同一页上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我们看到，剥夺小农、城市房产主的，特别是剥夺大农的，正是下层和中层阶级，这些阶级的基本成员无疑来自农村居民。’”（赫茨的书第29页；俄译本第77页。《俄国财富》第10期第216—217页兴高采烈地转述了这段话）“大卫的关于用集体的工资合同（Tarifgemeinschaften）和消费合作社来‘挖空’（Aushoh-lung）资本主义的理论现在已经被人超过了。它在赫茨的用储金局来剥夺剥夺者的理论面前，已经黯然失色。被认为已经去世了的节俭的阿格尼斯，现在又重新复活了。”（上引考茨基的书第475页）俄国的“批评家”和《俄国财富》的政论家，也急忙把这位复活了的“节俭的阿格尼斯”搬到俄国来，用以诋毁“正统的”社会民主党。

维·切尔诺夫先生看到赫茨所重述的欧根·李希特尔的这些论据，就欣喜若狂。正是这位先生，在《俄国财富》和《在光荣的岗位上》这本献给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论文集里，把考茨基“驳得”体无完肤。我们要是不把这种斥责的某些精辟之处指出来，未免太不公平了。切尔诺夫先生在《俄国财富》第8期第229页上写道：“考茨基又追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的进步会造成土地的贫瘠，因为向土地不断夺取各种产品，运往城市，而没有归还土地什么东西……可见，在土地肥力规律的问题上，考茨基无可奈何地〈原文如此！〉重复着马克思的话，而马克思又是以李比希的理论为根据的。但是，在马克思写他的第1卷的时候，李比希的‘肥力恢复律’还是农学上的一个最新成就。自从这一规律发现以来，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我们对土地肥力规律的认识，已经经历了整整一次革命。事实怎样呢？李比希以后的整个时代，巴斯德和维尔在后来的一切发现，索拉里使用氮气的实验，贝特洛、黑尔里格尔、威尔法尔特以及维诺格拉茨基在土壤细菌学方面的种种发现，——这一切都没有给考茨基留下任何印象……”亲爱的切尔诺夫先生！他同屠格涅夫笔下的伏罗希洛夫[77]是多么惊人地相似啊！大家还记得《烟》里面那位曾到国外游历过的年轻的俄国大学讲师吗？他平时总是一声不吭，但有时心血来潮，又滔滔不绝地一连说出几十个、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学者和名流的名字。我们这位博学多识的切尔诺夫先生同伏罗希洛夫一模一样，他把不学无术的考茨基彻底消灭掉了。不过……不过我们是不是应该翻阅一下考茨基的书，哪怕看一下书的目录也好？我们看看第4章《现代农业》，第4节是《肥料、 细菌
 》。翻开这一节，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

“80年代的后5年，人们发现豆科植物和其他作物不同，它所储备的氮素差不多全部是从空气中摄取的，而不是从土壤中摄取的，豆科植物不仅不会使土壤中的含氮量减少，反而会使它增多。但是只有在土壤中有某种微生物附着在植物根部时，豆科植物才具有这种特性。在没有这种微生物的地方，可以进行适当的接种，使豆科植物能够把含氮少的土壤变成含氮量丰富的土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这块土壤种植其他作物施了肥。一般说来，把细菌接种到豆科植物上，再施用适当的矿物肥料（磷酸盐和钾肥），即使不施用粪肥，也能经常获得大丰收。正是由于这一发现，‘自由经营’才获得了十分稳固的基础。”（考茨基的书第51—52页）是谁科学地论证了固氮菌的卓越发现呢？是黑尔里格尔……

考茨基的过错在于他有一种坏毛病（这种毛病在许多狭隘正统派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即在任何时候都不肯忘记，一个战斗的社会党的成员就是在写学术著作时也不应当忽视工人读者，应当力求写得 简单明了
 ，避免不必要的舞文弄墨，避免在外表上摆出“渊博”的样子。因为这些只是颓废派和官方科学界那些有学衔的人物所热中的事情。考茨基在这里宁愿清清楚楚地阐明什么是农学上的最新发现，也不去罗列那些对于十分之九的读者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学者的姓名。伏罗希洛夫之流的做法却相反，他们宁愿搬出一大串农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批判哲学家等等的名字，用这些学术垃圾来遮盖问题的实质。

例如，伏罗希洛夫一切尔诺夫把捏造的罪名加在考茨基的头上，说他不知道知名的学者和科学上的发现，以此来掩饰和遮盖现代批评界的一个十分有趣、十分有教益的情节，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对消灭城乡对立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进攻。例如，路约·布伦坦诺教授断言，人口从乡村流入城市，并不是特定的社会条件所造成的，而是由于 自然的必要性
 ，是由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缘故。 
［注：见考茨基发表在《新时代》第19年卷（1900—1901）第2册第27期上的一篇文章《托尔斯泰和布伦坦诺》。考茨基把列·托尔斯泰的学说以及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作了比较，认为托尔斯泰的理论虽然有其反动幼稚的方面，但是他仍然不失为资产阶级制度的深刻的洞察者和批判者，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泰斗”布伦坦诺（谁都知道，他是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赫茨等先生的老师），却暴露了极端严重的糊涂观念，把自然现象同社会现象混为一谈，把生产率同利润率，价值同价格等等概念混为一谈。考茨基公正地指出：“这与其说是布伦坦诺个人的特征，不如说是他所属的那个学派的特征。现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历史学派
 [78]，把全面认识社会结构说成是已经超越了的阶段（uberwundenerStandpunkt）。按照这种观点，经济科学不应当研究各种社会规律和把这些规律归结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应当只限于记录过去和现在的各个社会事实。因此它也就习惯于只涉及现象的表面。这个学派的某个代表一旦试图考察现象的更深刻的根源，就完全不能辨别方向，而无可奈何地兜起圈子来了。近来，在我们党内有人并不是想用任何其他理论，而是想用历史学派所特有的毫无理论（Theorielosigkeit）来代替马克思的理论，力图把理论家降低到报纸记者的水平。凡是希望朝着伟大目标勇往直前，而不愿意在一些具体事件上毫无目的地跳来跳去（Fortwurschteln）的人，应当把我们所揭露的布伦坦诺的糊涂观念作为借鉴，不要采用历史学派现在的这种方法。”（第25页）］

 布尔加柯夫先生追随他的老师，在《开端》（1899年3月第29页）上就已宣称消灭城乡对立的思想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空想”，“只能引起农学家的嘲笑”。赫茨在书中写道：“消灭城乡的差别，的确是老空想家〈甚至还有《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愿望。但是我们还是不能相信，一个具备一切条件使人类文化达到高峰的社会制度，真的会消灭大城市这样充满朝气的和文化发达的大中心，并且为了迎合被损害的美学感情，竟会抛弃这些为进步所不可缺少的丰富的科学艺术宝藏。”（第76页；俄译者在第182页中，居然把“potenzirt” 
［注：倍加的，丰富的。——编者注］

 一词译为“潜在的”。这种俄译本真是叫人没有办法！在第270页中，这位译者又把“WerisstzuletztdasSchwein？” 
［注：“到底是谁吃了猪呢？”——编者注］

 泽成了“到底谁是猪呢？”）你们可以看出，赫茨是在用空话来维护资产阶级制度，使之不受社会主义“空想”的冲击，他所谈的“为唯心主义而斗争”的空话并不比司徒卢威和别尔嘉耶夫先生谈的少！但是这些夸夸其谈的唯心主义空话对于维护资产阶级制度没有任何好处。

社会民主党人是善于珍视充满朝气和文化发达的大中心的历史功绩的。他们坚决反对把一切人口特别是农民和农业工人束缚在一个地方，这就是明证。因此，他们和批评家们不同，不会落入大地主那种想给“农夫”找点冬“活”干的圈套。但是，完全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大城市的进步性，丝毫不妨碍我们把消灭城乡对立当作我们的理想（并且列入我们的行动纲领，至于无法实现的理想，还是让给司徒卢威和别尔嘉耶夫先生吧）。说这样做就是抛弃科学艺术的宝藏，是不对的。恰恰相反，为了使这些宝藏 为全体人民所享用
 ，为了消灭千百万农村人口同文化隔绝的现象，即消灭马克思所正确指出的“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页。——编者注］

 ，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现在，已经有可能把电力输送到遥远的地方，运输技术已经非常发达，只须花较少的（同现在相比）费用就能以每小时200多俄里的速度载运旅客 
［注：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之间修建这种铁路的计划没有被国会批准，仅仅是由于害怕旧公司破产的铁路大王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加以反对。］

 ，因此，要让大体上平均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全体居民共同享用几世纪来在少数中心城市积聚起来的科学艺术宝藏，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任何困难了。

既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妨碍消灭城乡对立（当然，也不应当设想消灭这种对立可一蹴而就，而是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这就决不只是“美学感情”的要求。在大城市中，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人们都在自己的粪便臭味中喘息，所有的人，只要有可能，都要定期跑出城市，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喝一口清洁的水。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13页。——编者注］

 工业也在向各地疏散，因为工业同样需要清洁的用水。利用瀑布、运河和江河来发电，将进一步促进“工业的疏散”。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为了合理地利用对于农业十分重要的城市污水特别是人的粪便，也要求消灭城乡对立。批评家先生们想根据农学来反驳的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论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注：同上，第20卷第309—322页。——编者注］

 一书中曾经就这个问题非常详细地阐述了他们的理论，批评家先生们不肯去全面地分析这一理论，而只是照例断章取义地把某个布伦坦诺的思想拿来加以改头换面）。他们推论的程序是这样的：李比希证明，我们从土地索取多少，必须归还多少。因此，他认为把城市的污水倾入江海，这是荒唐而野蛮地浪费农业所必需的物质。考茨基同意李比希的理论。 但是
 ，现代农学表明，施用人造肥料、采取给豆科植物接种一定的固氮菌等措施，完全可以恢复土地的生产力，而不必施用厩肥。 可见
 ，考茨基和所有这些“正统派”不过是些落后分子。

我们回答说，可见，批评家先生们在这里又是在进行他们那种数不胜数的层出不穷的 歪曲
 。考茨基论述了李比希的理论以后， 立即
 指出：现代农艺学证明，“不使用厩肥是完全可以的”（《土地问题》第50页；参看上面引证的一段话）；但是他又补充说：同城市卫生体系造成的浪费人的粪便的情况比起来，这只是一种 治标的办法
 。批评家们如果有本领就问题的实质进行争论，他们就应当驳倒这一点，证明这并不是治标的办法。但是这一点他们连想都没有想到。十分明显，人造肥料代替天然肥料的可能性以及这种代替（ 部分地
 ）的事实，丝毫也推翻不了下述事实：把天然肥料白白抛掉，同时又污染市郊和工厂区的河流和空气，这是很不合理的。就在目前，一些大城市周围也还有一些农田利用城市的污水进行灌溉，使农业受益很大，但是，能这样利用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污水。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现代农学似乎已经推翻了城市在农艺上剥削农村的事实，这种意见竟被批评家先生们当作一种新的见解奉献给考茨基。考茨基在自己著作的第211页上，回答这种反对意见说：人造肥料“提供了防止土地肥力降低的可能性，但是，愈来愈多地施用人造肥料的必要性，只是给农业数不胜数的负担又增加了一个负担。农业的这些负担 决不是自然的必要性，而是现有的社会关系造成的
 ” 
［注：考茨基接着说：当然，人造肥料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而消失，但是它将以特殊的物质来肥沃土地，而不是担负起恢复土地肥力的全部
 任务。］

 。

我们加上了着重标记的这些话，便是批评家们极力加以混淆的问题的全部“关键”。有些著作家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样，把“粮食问题”说得比社会问题更加可怕更加重要，以此吓唬无产阶级，他们赞扬人工节制生育，说什么“调节人口增殖”是农民富裕的“根本的〈原文如此！〉经济条件”（第2卷第261页），说什么这种调节值得“推崇”，说什么“农民人口的增长在悲天悯人的〈！？〉道德论者中间引起了许多伪善的愤懑〈仅仅是伪善的愤懑，而不是对现代社会制度正当的愤懑吗？〉，似乎无节制的淫欲〈原文如此！〉倒是一种美德”（同上）。这班著作家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会竭力掩盖 资本主义
 对农业进步的阻碍，把一切都归罪于“土地肥力递减”这一自然“规律”，把消灭城乡对立说成是“不折不扣的空想”。然而切尔诺夫先生之流附和了这种论调，同时又责备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缺乏原则性，犯有折中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俄国财富》第11期第246页），这该是多么轻率啊？！切尔诺夫先生竟责备别人缺乏原则性，犯有机会主义错误，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滑稽的吗？

我们这位伏罗希洛夫树立的其他的批判功勋，同我们方才所分析的也一模一样。

如果伏罗希洛夫要你们相信考茨基不了解资本主义信贷和高利贷之间的区别，说考茨基谈到农民起着企业主的作用，农民象厂主那样处于同无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这就是根本不善于或者不愿意理解马克思，如果伏罗希洛夫还拍着胸脯高声说：“我感到〈原文如此！〉有充分根据，所以才敢于这样说。”（《在光荣的岗位上》第169页）那你们听了可以放心，伏罗希洛夫又在肆无忌惮地混淆黑白，又在肆无忌惮地自吹自擂了。他“没有看到”考茨基著作中论述高利贷的那些段落（《土地问题》第11、102—104页，特别是第118、290—292页），却拼命去敲敞开的大门，照例地大喊大叫，说考茨基有“学理主义的形式主义”、“在道德上冷漠无情”、“嘲弄人类的苦痛”等等。至于农民起企业主作用这一十分奥妙的现象，显然已经超出了伏罗希洛夫的理解能力。在下一篇论文中我们将设法用最具体的事例向他说明这个道理。

如果伏罗希洛夫想证明他是“劳动利益”的真正代表者，斥责考茨基不该把流氓无产阶级、仆人、手工业者等等“为数众多的真正的工人排斥于无产阶级行列之外”（同上，第167页），那你们就该知道，伏罗希洛夫又把问题搞乱了。考茨基在这里分析的是创造了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现代无产阶级”的特征（《土地问题》第306页），而伏罗希洛夫之流至今还未曾发现游民、手工业者和仆人创造过什么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责备考茨基把仆人（现在在德国仆人也开始参加运动了）、手工业者等等“排斥于”无产阶级行列之外，只是充分暴露了伏罗希洛夫之流的恬不知耻，因为这种词句愈是缺乏实际意义，对俄国书报检查机关所禁止的《土地问题》 第
 2部分
 进行攻击愈是不担风险，他们就愈加愿意对“真正的工人”献殷勤。不过，在恬不知耻方面还有更精彩的例子。切尔诺夫先生把尼·－逊和卡布鲁柯夫先生大大赞扬了一番，闭口不谈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两个人的批评，并且佯作天真地问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说的俄国“同志”是指的什么人呢？你们要是不相信《俄国财富》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请看该杂志第7期第166页。

如果伏罗希洛夫武断地说，恩格斯关于比利时工人运动由于受到蒲鲁东主义[79]影响必将毫无成果的“预言”已经“破产了”，那你们就该知道，伏罗希洛夫过于相信自己可以“不负责任”，又在歪曲事实了。请看他是怎么写的：“比利时从来也没有成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这决不是没有原因的，由此对比利时不满的恩格斯预言，比利时的运动由于受到‘蒲鲁东主义原则’的影响，必将‘从无，经过无，到无’，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惜！恩格斯的预言破产了，比利时的运动广泛全面的发展，使它现在成了典范，许多‘正统’国家都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教益。”（《俄国财富》第10期第234页）事情是这样的：1872年（1872年！），恩格斯曾在社会民主党的《人民国家报》[80]上同德国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展开论战，反对夸大蒲鲁东主义的意义，他说：“工人运动直接受蒲鲁东的‘原则’影响的唯一国家就是比利时，因此比利时的工人运动，正象黑格尔所说的，是‘从无，经过无，到无’。” 
［注：见小册子《论住宅问题》1887年苏黎世版。该书收入了恩格斯1872年批评米尔柏格的文章，以及他在1887年1月10日写的引言。这里引的是该书第5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97—298页。——编者注）。］



可见，说恩格斯似乎“预测”和“预言”了什么东西，这 简直是撒谎
 。恩格斯说的只是 实际情况
 ，即1872年的情况。 当时
 比利时的运动所以裹足不前，正是由于蒲鲁东主义的盛行，由于蒲鲁东主义的领袖们反对集体主义，反对无产阶级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这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只是到1879年才成立了“比利时社会党”，只是从这时才开始进行争取普选权的鼓动，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蒲鲁东主义的胜利（承认组成独立的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应该进行政治斗争），标志着运动开始取得辉煌的成就。“比利时工人党”的现行纲领接受了（这并不是指个别的不大重要的条文）马克思主义 所有的
 基本思想。因此，恩格斯在1887年为论住宅问题一书的第2版写序言时，特别强调指出：“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14年来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73页。——编者注］

 他说：这一进步是同蒲鲁东主义的被排挤密切相关的， 从前
 蒲鲁东主义盛行一时，而 现在
 几乎被人遗忘了。恩格斯指出：“在比利时，佛来米人已经把瓦龙人从运动的领导地位上排除出去了，已经废黜了（abgesetzt）蒲鲁东主义而大大提高了运动的水平。”（该小册子第4页，序言） 
［注：同上，第374页。——编者注］

 看来，《俄国财富》说的不是很真实吗？

如果伏罗希洛夫……够了！合法刊物可以象诬蔑死人一样，月月诬蔑“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这样的刊物我们当然是批不胜批的。




《列宁全集》第5卷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五

“先进的现代小农户的繁荣”。

巴登的例子

　　 
［注：本文第5—9章发表在《教育》杂志上，并附有以下作者注：“这几篇论文是在1901年写成的。其中的第一部分曾于去年在敖德萨印成小册子出版（海燕出版社版）。第二部分是第一次发表。每篇论文都是比较独立和完整的。这几篇论文的总的题目就是探讨俄国著作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俄文版编者注］

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杂志（第1期第7页和第13页）上，大声疾呼：详细一点：详细一点！所有的“批评家”都在用数百种调子数百次地重复这一口号。

好吧，先生们，我们就来详细探讨一下吧。

你们用这个口号来攻击考茨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土地问题充满了无数互不联系的细节，对土地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概括地说明现代整个土地制度的发展情况。你们的口号只是掩饰你们的缺乏科学原则性，以及你们害怕任何完整严密的世界观的机会主义的心理。你们如果不是用伏罗希洛夫的态度对待考茨基的著作，你们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示，可以知道应该怎样利用详细的材料，怎样整理这些材料。但是你们却不善于利用这些详细的材料，现在让我们用 你们自己挑选的
 许多例子来证明这一点。

爱·大卫在伏罗希洛夫之流的先生们主编的《社会主义〈？？〉月刊》（第3年卷（1899）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反驳考茨基的文章，题为《农村的野蛮人》。在这篇文章里，爱·大卫扬扬得意地引证了最近出版的论述农民经济的“ 一部论据极其充分的、颇有价值的专题著作
 ”，这就是莫里茨·黑希特（Ｈｅｃｈｔ）的《巴登[81]哈尔特山区的三个村庄》（1895年莱比锡版）。赫茨立刻加以附和，跟着大卫重复了这部“杰出著作”中的某些数字（第68页；俄译本第164页），并且“竭力推荐”（第79页；俄译本第188页）大家阅读这部著作的原著或大卫的摘录。切尔诺夫先生急忙在《俄国财富》上转述了大卫和赫茨的言论，并且拿黑希特所描绘的“先进的现代小农户繁荣的鲜明图画”（第8期第206—209页）来反驳考茨基。

现在我们来看看黑希特的著作。

黑希特描写了距离卡尔斯鲁厄4—14公里的三个巴登村庄——哈格斯菲尔德村、布兰肯洛赫村和弗里德里希斯塔尔村。虽然那里的地块很小，每个业主只有1—3公顷土地，但是收成非常好，农民都过着富裕文明的生活。大卫（跟在他后面的还有切尔诺夫）拿这个地方的收成同德国的平均收成作了比较（以德制公担为单位，每公顷马铃薯产量是150—160比87．8；黑麦和小麦是20—23比10—13；干草是50—60比28．6），并且感慨地说：怎么样？请看，这就是“落后的小农”！我们的回答是，第一，这里没有对相同条件下的小农户和大农户作任何比较，因此拿这一点作为反驳考茨基的论据，是非常可笑的。更可笑的是，这位切尔诺夫先生在《俄国财富》第8期第229页上硬说“在考茨基迂腐的见解〈关于城市在农艺上剥削农村〉中，甚至夸大了资本主义的阴暗面”，然而在209页上为了 反驳
 考茨基，却恰恰选了这样的村庄作例子，那里由于位置靠近城市而 排除了
 这种资本主义对农业进步的障碍。资本主义使农村日益荒凉，使人口集中于城市，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因而丧失了大量的天然肥料，但是与此同时，极为少数的市郊农民却依靠他们位置的优越而获得特殊的利益，依靠多数人的贫困而发财致富。上面说的那些村庄有这样好的收成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它们每年用41000马克向邻近三个城市（卡尔斯鲁厄、布鲁克扎尔、杜尔拉赫）的驻军购买厩肥，向城市污秽处理机关购买污水（黑希特的书第65页），而购买人造肥料只花了7000马克。 
［注：顺便说一句，切尔诺夫先生要《俄国财富》的读者相信，在这些村庄里，在地产的规模上
 并不存在“任何显著的差别”。但是，如果要求详细探讨不是他口头上说说的空话，那他就不会忘记，对于这些市郊农民来说，土地多少远没有肥料多少那样重要。而在这方面，差别是显著的。弗里德里希斯塔尔村虽然土地最少，但是那里的收成最高，农民也最富裕。在48000马克的肥料支出中，这个村占了28000马克，这个村共有土地258公顷，平均每公顷的肥料支出是108马克。在哈格斯菲尔德，平均每公顷的肥料支出只有30马克（12000∶397公顷），在布兰肯洛赫一共才11马克（8000∶736公顷）。］

 用具备这种条件的小农户的例子来反驳大农户的技术优越性，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能。第二，从这个例子中，真的能看到象大卫及其追随者赫茨、切尔诺夫所说的“名副其实的小农”（echte　undrechte　Kleinbauern）吗？他们在这里 只是
 拿地产的规模作为根据，这正好说明他们不会利用详细的资料。谁都知道，市郊农民的1俄亩土地，相当于偏僻地区农民的10俄亩土地，而且经营 形式
 由于临近城市也有极大的改变。例如，在首府市郊的这些村庄中，土地最少然而最富庶的村庄要算弗里德里希斯塔尔村，那里的地价是9000—10000马克，为巴登平均地价（1938马克）的 5倍
 ，为东普鲁士边远地区地价的 20来倍
 。可见，按生产规模（衡量农户规模的唯一准确的标志）来看，这根本不是什么“小”农。至于谈到他们的经营 形式
 ，我们看到， 货币
 经济以及黑希特所特别强调的农业 专门化
 ，在这里已经发展到很高的程度。他们种植烟草（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占土地面积的45％），种植良种马铃薯（一部分留种，一部分供卡尔斯鲁厄的“贵族老爷”食用——黑希特的书第17页），向首府出售牛奶和黄油、仔猪和成猪，自己则买进粮食和干草。这里的农业完全具有商业性质，首府市郊的农民都是地道的 小资产者
 。切尔诺夫先生如果真的研究过他从别人那里引来的详细资料，他也许会多少懂得一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参看《俄国财富》第7期第163页）这个对他来说是深奥莫测的范畴。最滑稽的是，赫茨和切尔诺夫先生一方面声明自己不能理解为什么农民会起企业主的作用，为什么农民能一会儿以工人的身分出现，一会儿又以企业主的身分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所引用的一部详细的研究性著作却直截了当地指出：“18世纪的农民，虽有8—10公顷的土地，却是农民〈“ 是
 农民”，切尔诺夫先生！〉，是体力劳动者；而19世纪的小农，虽有1—2公顷土地，却是脑力劳动者，是企业主、商人。”（黑希特的书第69页；参看第12页：“农村的业主成了 商人
 和 企业主
 ”。黑体是黑希特用的）赫茨和切尔诺夫先生难道不正是用伏罗希洛夫的态度来“斥责”考茨基把农民和企业主混为一谈的吗？

“企业主”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使用雇佣劳动。在那些引用黑希特著作的冒牌社会主义者中间， 竟没有
 一个人对这个事实 说过一句话
 ，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黑希特本人是一个极为典型、极为忠诚的小资产者，他对农民信仰宗教，对大公国当局“慈父般地关怀”农民，特别是对开办烹饪训练班这类“重大”措施感到欢欣鼓舞。因此，他自然要竭力掩盖这些事实，证明富人和穷人、农民和雇工、农民和工厂工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社会鸿沟”。黑希特写道：“农业 日工
 这一等级是不存在的。大多数农民都可以靠家里人的帮助耕种自己的土地；在这三个村庄里，只有少数人在收割或脱粒时需要借助别人的劳力；这样的农户，用当地的话来说，‘邀请’〈“bitten”〉一些男人或妇女（他们连想也没有想到把自己叫作“日工”）‘来帮忙’。”（第31页）在这三个村庄所有的业主中，只有少数人雇用日工，这是不奇怪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很多“业主”都是工厂工人。需要雇人的真正的农民究竟有多少，黑希特没有交代。他宁愿在他专门描述三个村庄（其中有一个村庄就是黑希特本人的出生地）的硕士论文（德文是博士论文）中，侈谈勤奋和节俭的崇高道德意义，而没有列举有关各类农民的确切的统计资料。（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赫茨和大卫才这样赞扬黑希特的著作。）我们只知道，在离卡尔斯鲁厄最远（14公里）的弗里德里希斯塔尔这个最富足的、完全经营农业的村庄里，日工的工资最低。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日工吃自己的饭；每天只挣2个马克；在哈格斯菲尔德（离卡尔斯鲁厄4公里，那里住的是工厂工人），每天挣3个马克。这就是使批评家们感到鼓舞的“名副其实的小农”“繁荣”的条件之一。黑希特告诉我们：“在这三个村庄里，主人和仆人〈Ge-sinde＝既是仆人也是雇工〉之间还存在着纯粹宗法式的关系。‘主人’，也就是拥有3—4公顷土地的农民，用‘你’来称呼男女雇工，直呼他们的名字，而雇工则称农民为‘伯父’（Vetter），称农妇为‘伯母’（Base），对他们称呼‘您’……雇工同全家一起吃饭，被当作家里人一样。”（第93页）烟草业在这一地区极为发展，需要的人手也特别多，但是，关于雇佣劳动在烟草业中的意义，“论据极其充分的”黑希特却一字不提。不过，他多少还是提到了雇佣劳动，因此，就“详细探讨”的本领来说，这位忠诚的小资产者比起奉行“批判”社会主义的伏罗希洛夫之流，还是略胜一筹。

第三，人们援引黑希特的研究著作来驳斥农民过度劳动和吃不饱的事实。但是，批评家们在这里却宁愿对黑希特所 指出
 的这类事实 保持沉默
 。俄国的民粹派和西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拿“中等”农民这个概念来粉饰“农民”，现在，批评家们也得靠这个概念来帮忙了。“总的说来”，这三个村庄的农民都很富裕，但是就从黑希特这部论据极不充分的著作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方面必须分为三大类。约有四分之一（或30％）的业主（多数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村，少数来自布兰肯洛赫村）是富裕的小资产者，他们由于靠近首府而发财致富，他们经营盈利很高的牛奶业（每天出售10—20升牛奶）和烟草业（举一个例子，1．05公顷的烟叶可以卖1825马克），饲养生猪出售（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1140个居民养猪497头；在布兰肯洛赫，1684个居民养猪445头；在哈格斯菲尔德，1273个居民养猪220头），等等。在这些为数很少的农户（其实，批评家们所赞美的“繁荣”景象，只有对它们说来才是完全适用的）中间，使用雇佣劳动无疑是很经常的。在其次一类农民（布兰肯洛赫的大多数农民都属于这一类）中间，繁荣景象就差得多了，他们施肥较少，收成较低，牲畜也比较少（把全部牲畜折合成大牲畜计算，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258公顷土地共有599头牲畜；在布兰肯洛赫，736公顷土地共有842头牲畜；在哈格斯菲尔德，397公顷土地共有324头牲畜），家里有“陈设雅致的房间”的不多，远不是每天都能吃到肉，许多家庭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俄国人对此是十分熟悉的）：他们因急需用钱就在秋天卖粮，春天再买粮吃。 
［注：顺便说一下，黑希特说布兰肯洛赫在经济上的落后是由于自然经济占优势和存在村社
 的缘故，由于村社的存在，凡是年满32岁的人，“不管他懒惰也好，勤奋也好；节俭也好，不节俭也好”（第30页），都可以得到一小块土地（36公亩——Almendgut）。但是黑希特仍然反对分掉村社的土地，他说这是为布兰肯洛赫人数愈来愈多的年老的工厂工人设立的一种社会救济（Alters-versor gung）机构。］

 在这类农户中，重心正在不断地 从农业转向工业
 ，例如布兰肯洛赫已经有103个农民到卡尔斯鲁厄去当工厂工人了。这批农民加上哈格斯菲尔德几乎全村的居民，便构成了第三类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0—50％）。农业在这里已经是副业，主要由妇女从事。他们的生活水平虽然比布兰肯洛赫高些（由于受到首府的影响），但是贫困已经十分明显。他们把牛奶卖出去，自己却买回一些“更便宜的人造黄油”（第24页）。山羊的数目迅速增加：从1855年的9头增加到1893年的93头。黑希特写道：“山羊增加的原因只能是，原来的农户消失了，农民等级已经分化（Ａｕｆｌｏｓｕｎｇ）成为一个拥有零星土地的农村工厂工人等级。”（第27页）顺便说几句，德国全国的山羊头数从1882年到1895年，也有了很大的增长：从240万头增加到310万头。这一点清楚地说明了布尔加柯夫先生之流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批评家”所赞颂的“殷实农民”的进步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多数工人步行3公里半到城里去上工，舍不得每星期花1马克（48戈比）的火车票钱。哈格斯菲尔德的300个工人中间，大约有150人甚至认为花40—50芬尼在“大众食堂”吃顿午饭也太贵，要家里人送饭去。黑希特说：“那些可怜的女人在11点钟准时把午饭装进饭盒，送到工厂去。”（第79页）至于女工，她们在工厂里同样要工作10小时，可是只拿到1．10—1．50马克（男工是2．50—2．70马克），实行计件工资时，能拿到1．70—2马克。“有些女工设法靠副业来补贴自己微簿的收入。在布兰肯洛赫，有4个女孩子在卡尔斯鲁厄纸厂做工，她们总是把纸带回家，在晚上糊纸口袋，每晚从8点到11点〈原文如此！〉可糊300个，才得45—50芬尼，以补贴白天的一点点工资，作为乘火车的费用。在哈格斯菲尔德，有些从少女时起就在工厂做工的妇女，在冬天的夜晚帮人擦银器，获得一点微薄的补助工资。”（第36页）黑希特感叹地说：“哈格斯菲尔德的工人有自己的家园不是靠帝国的法律，而是靠自己努力干活，他们有自己的小屋，不必同别人合住，还有一小块土地。但是比这些实际财产更重要得多的是，他们认识到这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勤奋得来的。哈格斯菲尔德的工人既是工厂工人，同时又是农民。凡是没有土地的人，至少也要租一些零星土地，以便 利用空闲时间
 增加自己的收入。夏天，工厂7点钟‘才’开工〈“才”开工！〉，可是工人4点钟就起身，收拾一下自己的马铃薯地，或者喂一喂牲畜。他们晚上7点钟回家，他们该干些什么呢，尤其在夏天？他们在自己的地里再干一个或一个多小时。要知道，他们并不想靠土地得到高额的地租，只是想充分〈原文如此！〉利用自己的劳动力……”黑希特还讲了许多这种令人肉麻的话，他在自己著作的结尾写道：“小农和工厂工人，两者〈原文如此！〉都上升为中间等级，这不是由于人为的强制的办法，而是由于他们自己勤奋，努力干活，由于他们养成了高尚的道德。” 
［注：关于这种“高尚的道德”，黑希特还说了很多很多，他并不比布尔加柯夫先生逊色，也非常钦佩“冷静的婚姻政策”、“高度的勤奋”、“节俭”和“有节制”，甚至还引用了“一句有名的农民谚语”：“MansiehtnichtaufdieGoschen（d．h．Mund），sondernaufdieGroschen”，意译就是：“与其说是为了嘴巴，不如说是为了腰包。”基辅的大学教授布尔加柯夫先生曾经说农民农户（它既不需要地租，也不需要利润），是“对社会最有利的〈原文如此！〉农业组织”（布尔加柯夫的书第1卷第154页）。请读者把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学说”同上面这句谚语比较一下吧。］




　　“巴登哈尔特山区的三个村庄，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广泛的中间等级
 。”（黑体是黑希特用的）



　　黑希特说这样的话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最平庸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但是，有些人自命为社会主义者，招摇撞骗，比任何黑希特都更加热中于粉饰现实，把少数资产阶级的繁荣说成是普遍的进步，用“农业同工业结合”这个唬人的旧口号来掩盖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象这样的人，应当把他们叫作什么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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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六

小农户和大农户的生产率。

东普鲁士的例子

为了多样化起见，让我们把话题从遥远的德国南部转到离俄国更近的东普鲁士。我们这里有一份极有教益的 详细的
 调查材料。要求详细探讨的布尔加柯夫先生，却根本不善于利用这些资料。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拿大农户和小农户实际生产率的材料作比较，并不能解决它们技术上的优越性问题，因为相比较的农户的经济条件可能是各不相同的。这些材料最多只能用事实证明相反的结论，即大生产在技术上并不比小生产优越，不仅在理论上是如此，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在实际上也是如此。这样的比较在经济著作中已经作过不少，它至少可以使没有成见的和摆脱了偏见的读者抛弃那种认为大生产一概优越的信念。”（第1卷第57—58页）他在注释中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考茨基在《土地问题》（第111页）中引用过的和赫茨（第69页；俄译本第166页）也引用过的奥哈根的著作，该书只拿汉诺威的两个农户作了比较，一个有4．6公顷土地，一个有26．5公顷。其中小农户收成更好一些，于是奥哈根断定它的收益比大农户高，但是考茨基指出，这种较高的收益是由于 消费不足
 得来的。赫茨试图推翻这种说法，但是照例没有成功。赫茨的著作现在已经译成俄文，而考茨基对赫茨的反驳意见，在俄国却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想扼要地把这种反驳意见（《新时代》上的上引文章）的内容介绍一下。赫茨照例歪曲了考茨基的论据，说考茨基似乎只拿大业主供儿子上中学的事实作依据。其实，考茨基只是拿这一点来说明生活水平。如果赫茨能引用一下所比较的农户（两家都是5口人）的 全部预算
 ，他就会得出下列数字：小农户是1158．40马克，大农户是2739．25马克。如果小农户和大农户的生活水平 相同
 ，小农户的收入就显得 少
 了。根据奥哈根的计算，小农户的收入是1806马克，相当于资本（33651马克）的5．45％，大农户的收入是2720马克，相当于资本（149559马克）的1．82％。把小农户很不充足的消费除掉，它的收入就只有 258马克
 了，即只有资本的 0．80％
 ！而且，这还是在劳动量大得不成比例的情况下获得的：在小农户中，3个人耕种4．6公顷土地，即每人耕种1．5公顷；在大农户中，11个人耕种26．5公顷土地（参看赫茨的书第75页；俄译本第179页），即每人耕种2．4公顷。冒牌的社会主义者赫茨竟把现代农民子女的劳动比作路得拾麦穗[82]！这一点已受到考茨基理所当然的嘲笑，我们就不去说它了。至于布尔加柯夫先生，他仅仅提供了单位面积产量的材料，并 没有触及
 小业主和大业主的生活水平。

我们这位主张详细探讨的先生继续写道：“另外一个例子，可以看 卡尔
 ·克拉夫基
 的最新研究著作：《论农业小生产的竞争能力》（载于《蒂尔农业年鉴》1899年第3—4编）。克拉夫基进行对比的是东普鲁士的农户。作者在大中小三类农户中各选4户来进行对比。他的对比的特点是，第一，收入和支出都用货币来表示；第二，作者把小农户中非雇佣的劳动力的价值折合成货币，列入支出项目。这种方法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未必是恰当的〈原文如此！布尔加柯夫先生忘了补充一句：克拉夫基把 所有
 农户的劳动价值都折合成了货币，而且一开始就把小农户的劳动价值估得很低！〉。但是我们仍看到……”接着是一张图表。这里我们只把它的结论引在下面：大农户每摩尔根（＝1/4公顷）的平均纯利润是10马克，中等农户是18马克，小农户是12马克。布尔加柯夫先生得出结论说：“这里收益最多的是中等农户，其次是小农户，再次是大农户。可见，大农户排在最后。”

我们故意把布尔加柯夫先生关于大小农户对比的言论 全部
 摘录下来。克拉夫基用了整整120页篇幅描述了12个条件相同的典型农户，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部有趣的著作究竟证明了什么。让我们先引用各类农户的一般材料，但是为了节省篇幅，为了使结论明显起见，只限于引用大中小三类农户的有关 平均
 数字（各类农户的平均规模是358公顷、50公顷和5公顷）。






	农户类别
	每摩尔根 （14公顷） 土地的收和支出 （ 单位马克）
	生产价值100马克的产品的支出①


	每100摩尔根土地



	总收入
	出售产品的收入
	自己消费的产品
	总计



	农业
	畜牧业
	总计
	农业
	畜牧业
	总计
	农业
	畜牧业
	总计
	收入
	支出
	纯利润
	马克
	雇佣劳动日
	总劳动日



	a
	b



	大……
	17
	16
	33
	11
	14
	25
	6
	2
	8
	33
	23
	10
	65
	70
	887
	887



	中……
	18
	27
	45
	12
	17
	29
	6
	10
	16
	45
	27
	18
	35
	60
	744
	924



	小……
	23
	41
	64
	9
	27
	36
	14
	14
	28
	64
	52
	12
	8
	80
	—
	—







　　 
［注：① ａ——未把业主本人及其家属的劳动力价值折合成货币；ｂ——已折合成货币。］

布尔加柯夫先生的 全部
 结论，似乎完全为克拉夫基的著作证实了：农户愈小，总收入愈多，甚至出售每摩尔根土地的产品的收入也愈多！我们认为，采用克拉夫基的方法，在任何情况下，或者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得出小农业优越的结论，这种方法目前十分流行，所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大体上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因此， 问题的全部关键在于如何分析这种方法
 （这一点是伏罗希洛夫之流没有觉察到的）。因此，克拉夫基的局部调查引起了普遍的极大的注意。

先从收成谈起。其实，绝大多数谷物的收成，都随着农户规模的缩小而有规律地大幅度地 降低
 。大中小三类农户的收成如下（单位每摩尔根公担数）：小麦是8.7—7.3—6.4；黑麦是9.9—8.7—7.7；大麦是9.4—7.1—6.5；燕麦是8.5—8.7—8.0；豌豆是8.0—7.7—9.2 
［注：4户小农户中有2户播种豌豆；4户中有3户播种豌豆。］

 ；马铃薯是63—55—42；饲用甜菜是190—156—117。只有大农户根本没有种植的亚麻，小农户（4户中有3户种植亚麻的收大中农户，成比中等农户（4户中有2户种植亚麻）高，前者是6.2“德石”（＝118磅），后者是5.5。

大农户的较高的单位面积产量是怎样取得的呢？克拉夫基认为有决定意义的是以下四个原因：（1）小业主几乎没有排涝设备，即使有，也是自己安装水管，安装得很差；（2）小业主的地耕得不够深，因为马匹瘦弱；（3）小业主的牛多半饲料不足；（4）小业主积肥能力比较差：他们的禾秸短，大部分用来喂牲畜（这又说明，饲料的质量下降），用来垫牲畜棚的就少了。

可见，小业主的牲畜比较瘦弱，质量较差，喂得也不好。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下面这种特别引人注意的怪现象：大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比较高，但是它每摩尔根的农业收入，按照克拉夫基的计算，反而比中小农户少。问题在于，克拉夫基 没有计算牲畜的饲料
 ，既没有把它列入收入项目，也没有列入支出项目。本来，大小农户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不利于小农户，但是，这样一来，就人为地、虚假地把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抹杀了。按照这种方法计算，大农户就成为收益比较少的了， 因为
 它用很大一片耕地来为牲畜生产饲料（虽然按单位面积计算它饲养的牲畜比小农户要少得多），而小农户却“将就着”拿禾秸来喂牲畜。可见，小农业的“优越性”就在于，它 肆意滥用
 土地（肥料不好），也 滥用牲畜
 （饲料不好）。不言而喻，这样来比较各类农户的收益，是没有任何科学意义的。 
［注：应当指出，这种把小农户和大农户明明存在的差别虚假地加以抹杀的方法，不仅在个别的专门著作中可以看到，甚至在大量的现代农业统计资料中也可以看到。无论法国或德国的统计，都是用所有农户牲畜的“平均”毛重和“平均”价格来计算的。德国的统计甚至根据这种方法定出各类农户（按土地面积划分）全部牲畜的总价值，但同时又附带说明，假设各类农户每头牲畜的价值完全相等，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第35页）。］



其次，必须指出，大农户的土地单位面积产量所以最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们经常（也许几乎完全是）采用泥灰石改良土壤，较多地使用人造肥料（三类农户每摩尔根的肥料支出是0．81—0．38—0．43马克）和精饲料（在大农户中，每摩尔根是2马克，其余的农户根本不用）。把中等农户也算作大农户的克拉夫基说：“我们的农民农户根本不花钱买精饲料。它们对进步的东西不大容易接受，尤其舍不得花掉现钱。”（第461页）大农户的耕作制度也比较先进：我们看到，4个大农户全部都采用改良轮作制，中等农户采用这种制度的有3户（有1户还是采用旧的三圃制），小农户只有1户（其余3户都是采用三圃制）。最后，大农户的机器也多得多。诚然，克拉夫基本人认为机器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要受他的“见解”的限制，而要看看有关的资料。蒸汽脱粒机、马拉脱粒机、谷物清选机、选粮筒、条播机、撒粪机、马拉搂草机、辗压机等8种机器在上述3类农户中的分配情况如下：4个大农户共有29架机器（其中有1架蒸汽脱粒机），4个中等农户共有11架（1架蒸汽脱粒机也没有），4个小农户只有1架（马拉脱粒机）。当然，农民农户的任何崇拜者的任何“见解”，也不能使我们相信，谷物清选机、条播机、辗压机等等竟会不影响单位面积的产量。顺便指出，我们这里引用的是各类业主拥有机器的数字，这同浩瀚的全德统计资料不同，全德资料只登记使用机器的架次，而不管这些机器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显然，这种登记方法同样会缩小大农户的优势，使人看不清克拉夫基所描写的下面这种“租借”机器的形式：“只要小业主答应在农忙时帮助收割，大业主情愿把自己的辗压机、马拉搂草机和谷物清选机租给小业主使用。”（第443页）可见，让小农户使用几次机器（我们已经指出，小农户本来就极少使用机器），就成了变相获取劳动力的手段。

再往下看。克拉夫基把各类农户的产品销售价格算作相同的，这是他抹杀明明存在的差别的又一例证。作者在计算时不是从销售的实际情形出发，而是用他自己也指出是不准确的假设作为计算的根据。农民的粮食多半是在当地销售的，而小城市的商人总是大力压低价格。“大田庄在这方面的情况要好些，因为它们可以把大批粮食一下子运往省里的主要城市。这样，它们出售一公担粮食往往可以比在小城市出售多得20—30芬尼。”（第373页）大业主更善于给自己的粮食估价（第451页），他们论斤出售，而不是论斗出售，不象农民那样用这种吃亏的办法出售粮食。大业主卖牲畜也是论斤算，而不象农民卖牲畜是凭眼睛估价。大业主出售乳制品也比较合算，他们可以把牛奶运到城里去卖，这比中等业主把牛奶制成黄油卖给商人价格更高。而中等业主的黄油质量又比小业主的好（他们使用分离器，每天都可以制作，等等），小业主的黄油每磅要少卖5—10芬尼。小业主饲养的供出售的牲畜也比中等业主出售得早（牲畜还没有长成），因为他们的饲料不够（第444页）。大农户在市场销售方面的所有这些优势（总起来说是非常可观的），在克拉夫基的著作里完全被抛开而不予计算，正如崇拜小农户的理论家以实行协作 可能
 改善经营为借口而抛开这个 事实
 一样。我们不想把资本主义的现实同小市民协作天堂的可能性混淆起来，下面我们将用 事实
 来说明，协作在事实上究竟对谁最有利。

应当指出，克拉夫基“没有计算”中小农户业主自己花在排涝和各种修缮工作等等上的劳动（“农民自己干的活”）。社会党人把小业主的这种“优越性”叫作Ｕｅｂｅｒａｒｂｅｉｔ，即过度劳动，超额劳动，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认为这是农民农户（“对 社会
 ”！）有利的一个方面。克拉夫基指出，给中等农户干活的雇佣工人比给大农户干活得的工钱多，吃得也好一些，但是干活也更紧张一些，主人的“榜样”激发他们“更加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第465页）地主和“自家人”农民这两个资本主义业主，究竟谁用同样工资榨取工人更多的劳动呢，这一点克拉夫基并不想说明。因此，我们只指出一点：大业主支付的工人工伤保险金和养老金，平均每摩尔根为0．29马克，中等业主为0．13马克（在这方面，小农也有优越性，根本用不着为自己保险，当然，这对资本家和地主的“社会”是一个不小的“有利”因素）。下面再举一个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例子。凡是看过沙霍夫斯科伊的《外出做农业零工》一书的读者，大概都还记得下面这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考察：独立农庄主农民和德意志移民（在南方）自己“挑选”工人，付给他们的工钱比大雇主多15—20％，但是从他们身上榨取的劳动却多50％。沙霍夫斯科伊先生的这段话是在1896年讲的，今年，我们在《工商报》[83]上看到一则来自卡霍夫卡的通讯说：“……农民和独立农庄主付的工钱通常比较高（同大庄园付给雇佣工人的工钱比较），因为他们需要的是更熟练、更能吃苦耐劳的工人。”（1901年5月16日第109号）恐怕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现象只是俄国所特有的。

在上面所列的图表中，读者可以看到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把业主劳动力的货币价值包括在内，一种是不把它包括在内。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前一种方法“未必正确”。要是能作出业主和雇工的实物支出和货币支出的精确预算，那当然会准确得多，但是既然没有这样的资料，那就只好 粗略地
 算出家庭的货币支出。看看克拉夫基究竟 怎样
 进行这种粗略的计算，是非常有趣的。大业主自己当然是不劳动的，他们甚至有专门的总管，付给总管工资，让他们担负起全部的领导工作和监督工作（4个田庄中，有3个有总管，有1个没有总管；克拉夫基认为把最后这个拥有125公顷土地的田庄叫作大农田庄就更准确了）。克拉夫基“分配给”2个大田庄主每人每年2000马克，作为“劳动报酬”（拿第一个田庄来说，所谓劳动，就是田庄主每月离开自己主要的田庄一次，用几天的时间去查看一下总管的工作）。至于拥有125公顷土地的业主（第一个田庄有513公顷），克拉夫基只“分配给”1900马克，作为业主本人和他3个儿子的劳动报酬。土地数量愈少，预算也“可以”愈少，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至于中等业主，克拉夫基分配给1200—1716马克，作为夫妇两人的全部劳动报酬，其中有3户把孩子们的报酬也包括在内。小业主4—5口人（原文如此！）的劳动报酬是800—1000马克，这就是说，比全家只挣800—900马克的雇工的收入稍微多一些（若是多的话）。总之，这里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最初是把明明存在的差别加以抹杀，现在则宣称，生活水平 应当
 随着农户规模的缩小而降低。这就等于预先承认资本主义使小农每况愈下的事实，然而这一事实似乎又被“纯利润”量的计算推翻了！

如果说，农户愈小，货币收入愈少，这还只是作者的 假设
 ，那么，消费的减少却有直接的材料为证。各类农户每人（2个小孩算1个成人）消费的农产品数量如下：大农户是227马克（两个数字的平均数）；中等农户是218马克（4个数字的平均数）；小农户是135（原文如此！）马克（4个数字的平均数）。而且农户愈大，购买的食品也愈多（第453页）。克拉夫基自己也感觉到，这里不得不提出消费不足（Unterkonsumption）的问题。而布尔加柯夫先生否认这个问题存在，他在这里宁愿对此 保持沉默
 ，因而成了比克拉夫基更为彻底的辩护士。但是克拉夫基竭力缩小这一事实。他说：“小业主是否存在某种消费不足的现象，我们还不能断定，但是我们认为，第四个小农户〈每人平均97马克〉可能有这种情况。”“事实上，小农生活非常节俭〈！〉，他们把许多可以说是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东西（sichsozusagenvomMundeabsparen）拿去出售。” 
［注：有趣的是，大农户出售牛奶和黄油的收入为每摩尔根7马克，中等农户是3马克，小农户是7马克
 。问题在于，小农自己“很少食用黄油和全脂牛奶……第四个小农户（每人所消费的自己的产品，平均只有97马克）根本就不食用”（第450页）。请读者把这一事实（除“批评家”以外，谁都早已知道的事实）同赫茨的妙论（第113页；俄译本第270页）比较一下，赫茨说：“难道农民的牛奶没有换得任何东西吗？”“难道农民不吃猪〈用牛奶喂大的〉吗？”这几句名言应该时刻记住，这是最卑劣地粉饰贫困的最高典型。］

 他企图证明，这个事实并不排除小农户的较高的“生产率”，如果把消费额提高到170马克——这个数目足够了（依我们看，这对于“小兄弟”来说是足够了，但是对于农业资本家来说并非如此），那么，每摩尔根的消费额就得增加6—7马克，出售产品的收入就得减少6—7马克。即使扣除这一数字，还剩下29—30马克（见上面的图表），还是比大农户收入多一些（第453页）。但是，如果我们把消费额不是提高到这个随便定出的数字（而且定得低了，因为“他们总是能够弄出东西来的”），而是提高到218马克（＝中等农户的实际消费水平），我们就可以看到，小农户出售产品的收入就减少到每摩尔根 20马克
 ，而中等农户是29马克，大农户是25马克。这就是说， 只要
 把克拉夫基比较中的 这一
 错误（上面提到的许多错误中的一个）纠正过来，小农的 一切
 “优越性”就化为乌有了。

但是克拉夫基发掘优越性的劲头是无穷尽的。小农“把农业同手工业结合起来了”：有3户小农（共4户）“辛勤地去做日工，除了挣钱以外，还能有饭吃”（第435页）。而在危机时期小农业的优越性尤其显著（民粹派曾经就这个题目大做文章，现在切尔诺夫先生之流又在重弹老调，俄国读者对这一套早就很熟悉了）：“在农业危机时期，就是在其他时期也是一样，只有小农户才具有最大的稳定性，可以尽量缩减家庭开支，比其他各类农户销售更多的产品。当然，这种缩减开支的办法势必会造成某些消费不足的现象。”（第479页，克拉夫基的最后结论；参看第464页）“遗憾的是，许多小农户为了支付高额的债务利息不得不缩减开支。但是这样（虽然要费很大力气），它们就可以支持下来，勉强度日。正如帝国统计所指出的，我们这一地区小农户在日益增加，看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大力缩减消费。”这里克拉夫基引用了柯尼斯堡行政区的资料。该地区在1882年至1895年期间，2公顷以下的农户由56000户增加到79000户，2—5公顷的农户由12000户增加到14000户，5—20公顷的农户由16000户增加到19000户。这就是布尔加柯夫先生之流所谓的小生产“排挤”大生产的东普鲁士。这班先生这样大谈干巴巴的土地面积统计数字，竟然还大声疾呼要“详细探讨”！很自然，克拉夫基认为“现代土地政策在解决东部农业工人问题方面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鼓励最能干的工人定居下来，其方法就是让工人们能够获得一小块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即使第一代不行，第二代〈原文如此！〉也要获得”（第476页）。用自己的积蓄购置小块土地的雇农，“在钱财方面多半会陷于拮据的地位”，这没有什么不得了；“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一种较为自由的地位在引诱着他们”，——资产阶级经济学（目前看来还有“批评家”）的全部任务，就是支持无产阶级最落后部分的这种幻想。

由此可见，克拉夫基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驳斥了援引他著作的布尔加柯夫先生。他的研究证明农业中的大农户具有技术上的优越性，小农终日劳动过度和吃不饱，逐渐变为地主的雇工和日工，证明小农户的增加是同贫困和无产阶级化的加剧相联系的。从他这次研究中得出的两个结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原则意义。第一，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农业中采用机器的障碍就是：小农地位每况愈下，他们毫“不惜”力，这就使资本家采用手工劳动比采用机器更为便宜。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断相反，事实充分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中的小农同工业中的手工业者两者的境况是 完全相似
 的。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断相反，我们看到，在农业中消费愈来愈降低，劳动强度愈来愈提高，以此作为同大生产竞争的手段。第二，关于大小农户收益的种种比较，我们应该斩钉截铁地指出，凡忽略下列三种情况的结论，都是毫无用处的庸俗的辩护术。这三种情况就是：（1） 农民
 吃、住和工作的情况怎样？（2） 牲畜
 饲养和干活的情况怎样？（3） 土地
 施肥情况怎样，经营是否合理？小农业是靠种种肆意滥用的办法来维持的，如滥用农民的劳动和生命力，滥用牲畜的力气和体质，滥用土地的生产力。因此，凡是没有全面考虑到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著作，都不过是一些资产阶级的诡辩罢了。 
［注：莱奥·胡施克在《根据中图林根的典型调查作出的关于大中小农户农业生产纯收入的统计》（1902年古斯塔夫·费舍在耶拿出版）一书中公正地指出：“只要”把小农的劳动力价值估算得“少些”，计算结果就会证明小农户比大中农户优越，证明小农户有能力同后两者竞争（第126页）。可惜，作者没有把这个思想发挥到底，在书中没有列举关于各类农户饲养牲畜、土地施肥以及农民生活状况的系统资料。我们打算以后再来谈胡施克先生的这部有趣的著作。这里我们只是提一下他的关于小农户产品的售价比大农户低的见解（第146、155页）和他下面这个结论：“中小农户力图用尽量削减货币支出的办法来克服1892年以后发生的危机（农产品价格的降低），而大农户却采取增加经营费用、提高收成的办法。”（第144页）在1887—1891年到1893—1897年这段时间，中小农户用于种子、饲料和肥料的开支减少了，而大农户却增加了。小农户这些开支平均每公顷为17马克，而大农户为44马克。（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编者注）］



因此，关于现代社会中小农的过度劳动和消费不足的“理论”，遭到批评家先生们特别猛烈的攻击，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布尔加柯夫先生早在《开端》杂志（第1期第10页）上就“已着手”摘录种种“引文”，用来反驳考茨基的论断。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他的书中重复说：“试图让陈腐教条的死尸〈原文如此！〉再度复活的考茨基”，竟从社会政治协会[84]的调查著作《农民状况》（《BauerlicheZu—stande》）中“挑出一些事实，来证明目前存在着农民农户遭受压抑的现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人们应当相信，在那本书里同样可以找到一些性质与此多少不同的证据”。（第2卷第282页）我们姑且“相信”这一点，并把这位严峻的学者的“引文”拿来核对一下，这位学者在有些地方简直是在重复赫茨用的引文（第77页；俄译本第183页）。

“爱森纳赫的材料证明了畜牧业和肥料的改进、机器的应用以及整个农业生产的进步……”我们来翻阅一下有关爱森纳赫的文章吧（《农民状况》第1卷）。土地不足5公顷的业主（这种人在该地区1116户中占887户）境况“总的说来是不大好的”（第66页）。“由于他们替大业主割麦、做日工等等赚到一些工钱，境况才比较好些……”（第67页）总的说来，20年来，技术有了重大的进步，但是“这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特别对于较小的农户来说，更是如此……”（第72页）“较小的业主有时把体力弱的牝牛也拉来从事田间工作……”副业收入是伐木和运输木柴，运输木柴“使农民脱离了农业”，从而“降低了生活水平”（第69页），“伐木挣的钱也是不够用的。有些地区的小土地占有者（Grundstücksbesitzer）从事收入很少的（Leidlich）织布业。个别人用手工卷制雪茄烟。总的说来，副业收入是很不够的……”（第73页）作者经济专员迪滕贝格尔在结尾说：农民虽然“生活简朴”、“消费很少”，但是他们却健康强壮，“在贫苦阶级营养很差，以马铃薯为主食的情况下”这甚至“令人惊奇”（第74页）……

“渊博的”伏罗希洛夫之流就是这样来驳斥“所谓农民农户不能有技术进步的陈腐的马克思主义偏见”的！

“……关于萨克森王国，秘书长朗斯多夫说：在各个专区，特别是在土地比较肥沃的地区，大田庄和小田庄的经营集约化程度未必还有什么差别。”奥国的伏罗希洛夫就是这样驳斥考茨基的（赫茨的书第77页；俄译本第182—183页），而俄国的伏罗希洛夫也跟在他后面随声附和（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卷第282页，摘自《农民状况》第2卷第222页的引文）。我们打开批评家所引用的原著第222页，在赫茨所引的那一段话的后面，紧接着有这样几句话：“这种差别在山区较为明显，那里较大的田庄在经营中有较多的流动资金，但是就是在这种地方，农民农户的纯利润往往也并不少，因为低下的收入为高度的节俭所弥补了。在目前极其低下的消费水平下（beidervorhandenengrossenBedürfnisslosigkeit），这样节俭常常会使农民业主的生活比工业工人还要坏，因为工业工人有更多的消费。”（《农民状况》第2卷第222页）接着又说：成为主要的经营制度的轮作制，已为大多数中等业主所采用，而“三圃制几乎只有在小农田庄主那里才采用”。畜牧业也普遍有所进步。“只有在繁殖牛和利用乳制品方面，农民通常落后于大地主。”（第223页）

布尔加柯夫先生继续写道：“兰克教授证明了慕尼黑近郊农民农户的技术进步，据他说：这一地区对于整个上巴伐利亚来说是有典型意义的。”我们来看一下兰克的文章是怎么写的：靠雇佣工人经营的 大农
 村社有3个；119个农民中间，有69个农民每人土地超过20公顷，共占全部土地的3/4，其中有38个“农民”每人土地超过40公顷，平均每人59公顷，他们约占有全部土地的60％……

看来，用这些来说明布尔加柯夫先生和赫茨先生的“引文”，已经足够了。




《列宁全集》第5卷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七

巴登农民经济调查

赫茨写道：“在巴登37个村社的调查中，有许多详细而有趣的评论，限于篇幅，我们不能一一引述。这些评论大部分同上面提到的相似：有可取的，同时还有不可取的和无所谓的， 但是在整整
 3卷的调查材料中，任何一份详细的支出预算，都不能使人得出‘吃不饱’
 （Unterkonsumption）和‘肮脏的、有失体面的贫困’的结论，等等。”（第79页；俄译本第188页）上面我们加上着重标记的赫茨的这些话，照例是 彻头彻尾的谎言
 ，因为正是他所援引的巴登的调查，最确凿地 证明了小农
 的“消费不足”。在这个问题上赫茨歪曲事实的做法同他笼统地评论“农民”的手法有密切的联系，从前，俄国民粹派惯用这种手法，现在各种各样的“批评家”在土地问题上也来玩弄这种手法了。在西欧，“农民”这个概念比在我国更含糊（没有显著的等级标志），“一般性”评论和结论只能掩盖少数人相对的“富裕”（或至少是不挨饿）和多数人的贫困，这就为各种各样的辩护士大开方便之门。巴登的调查恰恰使我们能够区分出各个农民类别，这是主张“详细探讨”的赫茨所不愿意看到的。从37个典型的村社中，又选出了典型的大农（Grossbauer）户、中等农户、小农户以及日工户，总共有70个农民农户（31个大农户，21个中等农户，18个小农户），和17个日工户，对这些农户的收支都作了极详细的调查。我们不可能把这批资料 全部
 加工整理，但是只要举出下面这些 主要的结果
 ，就可以得出十分明确的结论。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大农户、（二）中等农户和（三）小农户的一般经济类型的资料（引自附录六：《进行调查的各村社收益计算结果一览》，同时我们把表中关于大农、中等农民和小农的资料分别列出）。各类农户平均拥有地产：（一）33．34公顷；（二）13．5公顷；（三）6．96公顷。对于巴登这样一个地产较小的地区说来，这些数字是比较高的，如果把第20、22号和第30号村社中10个拥有特大地产的农户（小农户也有43公顷，大农户竟达170公顷！）除掉，就能得出更符合巴登情况的数字：（一）17．8公顷；（二）10．0公顷；（三）4．25公顷。家庭人口：（一）6．4人；（二）5．8人；（三）5．9人（这里以及以下凡是未加说明的资料都是指所有的70户）。可见，大农的家庭要大得多，但是雇佣劳动在那里还是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在70户农民中，有54户使用雇佣劳动，即占农户总数3/4强，其中：大农户是29户（总户数是31户），中等农户是15户（总户数是21户），小农户是10户（总户数是18户）。由此可见，有93％的大农非雇用工人不可，而需要雇工的小农有55％。现在流行着一种认为雇佣劳动在现代农民经济中没有多大意义的见解（“批评家们”竟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上述数字对于检验这一见解，是颇有益处的。在大农中间（它们的地产是18公顷，被划入5—20公顷这一类。这类农户在一切笼统评论中，都算作真正的农民农户），我们可以看到纯粹资本主义的农户：24个农户有71个雇工，几乎每户有3个雇工，此外27个业主一共雇了4347个工作日的日工（每个业主平均161个工作日）。威武的布尔加柯夫先生曾经拿慕尼黑近郊大农“进步”的例子来驳斥关于资本主义使农民地位每况愈下的“马克思主义偏见”。现在请把上述数字同慕尼黑近郊大农的地产规模比较一下吧！

中等农民的情况是：8个农户共有12个雇工，14个农户共雇956个工作日的日工。小农的情况是：2个农户共有2个雇工，9个农户共雇543个工作日的日工。半数 小
 农有两个月（543∶9＝60日），即在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季节里，必须使用雇佣劳动（这些小农的地产规模虽然大些，但是他们的生产规模却比切尔诺夫、大卫、赫茨先生之流为之感动的弗里德里希斯塔尔人的生产规模小得多）。

经营的结果如下：31户大农的纯利润是21329马克，亏空是2113马克，这就是说，利润总共是19216马克，即每户平均619．9马克（除掉第20、22号和第30号村社的5个农户，则为523．5马克），中等农户的相应数目是243．3马克（除掉上面3个村社，则为272．2马克），小农是35．3马克（除掉上面3个村社，则为37．1马克）。可见，小农确实 勉勉强强才能做到收支相抵，而且还要靠削减消费才办得到
 。调查提供了（《调查》第4卷第138页的《结果》）各个农户最主要产品的消费量。我们把上述各类农民平均消费量的材料引在下面：






	农民类别
	每人每天的消费
	每人的支出



	谷物和水果
	马铃薯
	肉
	牛奶
	每天的其他日用食品、取暖、照明等费用
	每年的服装费



	磅
	克
	升
	芬尼
	马克



	大　　农
	1.84
	1.82
	138
	1.05
	72
	66



	中等农民
	1.59
	1.90
	111
	0.95
	62
	47



	小　　农
	1.49
	1.94
	72
	1.11
	57
	38



	日　　工
	1.69
	2.14
	56
	0.85
	51
	32







威武的赫茨从这些数字中，既“没有发现”吃不饱，也“没有发现”贫困！我们看到，小农的消费比大农、中等农民要少得多，他们的衣食比日工好不了多少。例如，小农食用的肉比中等农民少三分之一，比大农几乎少二分之一。这些资料再一次证明，笼统评论的方法是多么无用，无视生活水平高低所算出的收益是多么虚假。我们 单
 从上表最后两栏（为了避免把食品折合成货币的复杂计算），就可以看出，不仅小农甚至连中等农民的所谓“纯利润”也 完全是虚假现象
 。只有象黑希特和克拉夫基这类地道的资产者，只有象我国批评家这类地道的伏罗希洛夫之流，才会玩弄这种虚假的勾当。其实，假定小农用钱购买物品的支出同中等农民相等，那他们的支出就会增加 100
 马克，结果就会出现很大的 亏空
 。假如中等农民的支出同大农相等，他们的支出就会增加220马克，假如他们不在吃的方面“克制”自己，同样会出现亏空。 
［注：切尔诺夫先生“反驳说”：难道大业主在吃的方面和其他支出方面，不是更严厉地限制自己的日工吗？（1900年《俄国财富》第8期第212页）这种反驳是袭用了陈旧的克里文柯－沃龙佐夫手法（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即把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论据硬加在马克思主义者头上。谁说大生产优越不仅表现在技术上，而且表现在改善工人状况（即使是大体上好一些）方面，谁就遭到反驳。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说这种话。他们只是揭露那种以笼统评论繁荣（切尔诺夫先生论黑希特），或者以计算“收益”时抹杀
 消费缩减来掩盖
 小农状况的虚伪手法。资产阶级不可能不极力掩盖这种状况，不可能不支持关于工人可以成为“业主”、小“业主”可以得到很高收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揭穿这种谎言，告诉小农：他们若不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是没有生路的。］

 不言而喻，小农消费的减少是同牲畜饲料的恶化以及土地生产力的不能充分恢复（有时简直是滥用土地）有密切的关系，难道这一事实不是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论点吗？马克思说：“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42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0页。——编者注］

 然而在现代的批评家看来，这段话却是不值一提的。

我们还要指出布尔加柯夫先生对巴登调查的另一歪曲（批评家们总是互为补充的，一个歪曲了某一资料的这一方面，另一个则歪曲另一方面）。布尔加柯夫先生不止一次引用巴登调查，看来他 似乎
 很熟悉这些材料。但是他却干出下面这样的事来，在第2卷第271页上的引言里他这样写道：“认为农民的债务特别多，仿佛是命中注定的这一见解，是文献中编造有关农民经济的神话时所遵循的一个一成不变的教条……”“从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只有最小的、尚未稳固的所有者（Tagelohnerstellen）才债台高筑。例如，施普伦格尔对浩繁的巴登调查材料曾这样谈到他的一般印象〈他在注释里引用了这份调查〉：‘……在所调查的许多地区中只有日工和小农的债务比较多，但就在这些地区，大多数的负债情况也没有达到令人担忧的严重程度……’”（第272页）真是咄咄怪事！一方面 直接引用调查材料，一方面
 又只是搬出某个施普伦格尔所写的关于调查材料的“一般印象”。而施普伦格尔好象故意在撒谎（至少，布尔加柯夫先生引的那一段是如此，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施普伦格尔的著作）。调查的作者肯定地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小农地产的债务 达到了
 令人担忧的严重程度。这是第一。第二，他们肯定地指出：从负债这方面来看，小农的境况不仅比大农和中等农民坏（这一点施普伦格尔也提到了）， 而且比日工还要坏
 。

总之，应当看到，巴登调查的作者肯定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大农户 所能负担的债务的限度
 （即以不致引起破产为限度） 比小农户要大一些
 。上面我们已经引用了有关大、中、小农的经营效果的统计资料，这一点就用不着再作特别的说明了。调查的作者认为大农户以及中等农户所能负担的、保险的（ｕｎｂｅｄｅｎｋ－ｌｉｃｈ）债务，可以相当于土地价值的40—70％，平均是55％。关于小农户（他们把拥有4—7公顷耕地或2—4公顷葡萄园与商业性作物园地者，都算作小农户），他们认为：“债务的限度……不能超过地产价值的30％，否则就不能 充分
 保证 按期
 支付利息和归还债款。”（第4卷第66页）在所调查的各个村社中（除了那些特定继承制[85]还在起作用的村社，如乌纳丁根和诺伊基尔希），负债的百分比（同地产的估计价值的比例）同农户的大小正好成反比。例如，在迪特瓦尔村社，土地在1/4公顷以下的农户负债的百分比是180．65％，1—2公顷的农户是73．07％，2—5公顷的农户是45．73％，5—10公顷的农户是25．34％，10—20公顷的农户是3．02％。（同上，第89—90页）但是光有负债的数字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于是调查的作者就作出结论说：

“可见，上面的数字材料证实了一种非常流行的见解，即介于日工和中等农民之间〈处于中间〉的农民田庄所有者〈在农村里，通常称这类农村业主为“中间等级”——Ｍｉｔｔｅｌｓｔａｎｄ〉，同地产比他们更多或更少〈原文如此！〉的农户相比，境况往往要更困难一些，它们虽然可以负担得了 适当数量的
 债务，但是由于他们不可能有 经常的
 副业（做日工等等）来增加收入，因此，即使负债不多，也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还清债务……”至于日工，“由于他们有比较经常的副业，他们的境况往往比属于‘中间等级’的农户要好得多，因为许多地方的统计都表明，搞副业往往可以得到很高的纯收入（即货币收入），可以用来偿还甚至 很高的
 债务”。（上引书第67页） 
［注：调查的作者公正地指出：小农靠卖东西得到现钱的情况是很少的，而他们却特别需要现钱，由于资本不足，牲畜的各种瘟疫以及冰雹等等对他们的危害就特别大。］

 最后，作者再一次重复说：小农户的债务甚至在可以负担的限度内也“不是完全保险的”，因此，“正是小农和接近小农的日工，在购买土地时……需要精打细算，特别小心”。（第98页）

小农的这位资产阶级顾问倒真不错！一方面，他让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抱有希望：“即使第一代不行，第二代也要”买上一小块土地，克勤克俭从土地上获得一大笔“纯收入”；另一方面，他又劝告穷人在没有“经常的副业”，也就是在资本家老爷不需要定居的工人的情况下，购买土地时要“特别小心”。然而，“批评界的”一些笨伯，竟把这种自私的谎言和这些陈腐的滥调当作最新科学的定论！




我们所引的关于大、中、小农的详细资料，看来，甚至也会使维·切尔诺夫先生明白，他感到如此可怕的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这一范畴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资本主义的演进不仅使西欧国的 一般
 经济制度彼此更加相近，甚至使俄国同西欧也更加相的各近了，德国农民农户在经济上的 基本特征
 ，原来同俄国是相同。只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书刊曾作过详细论证的农民分化过程，在俄国还处于一个初级发展阶段，它还没有具备比较完备的形式，例如，还没有分化出独立的、人人都一目了然的大农（Ｇｒｏｓｓｂａｕｅｒ）类型。在俄国，很大一部分农民遭到大规模的剥夺，成批地死亡，掩盖了我国农民资产阶级的“起步”。在西欧，这一过程在农奴制废除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参看考茨基《土地问题》第27页），它一方面早已消灭了农民农户和“私有主”农户（按我们的说法）之间的等级界限，另一方面，形成了相当定型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 
［注：布尔加柯夫先生谈到19世纪的法国时写道：“农民分裂成了彼此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无产阶级和小私有者。”（第2卷第176页）不过，作者以为这种“分裂”就此为止，是不对的，因为这是一个不停止地前进的过程。］

 但是，如果认为既然形成了比较定型的新型农村居民，这一过程就中止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这一过程还在不停地向前发展，当然，由于种种不同的情况，有时发展得快些，有时发展得慢些，并且依农艺条件等等的不同而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在继续发展，我们在下面将用大量的德国统计资料说明这一点，但就从上面所引的关于小农的资料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不仅是农业工人，而且农民也愈来愈多地从农村往城市里跑，单是这一事实就清楚地证明了无产阶级化的发展。但是，农民必然破产之后，才会往城市里跑。而在破产之前，为了保持自己的经济独立必然经过一场拼死的斗争。关于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料，关于“纯收入”多少以及各类农民消费量的资料，都极为明显地说明了这一斗争。斗争的主要手段是“刻苦勤奋”和极其节俭，“与其说是为了嘴巴，不如说是为了腰包”。斗争的必然结果，就是分化出少数富裕的、殷实的业主（多半只分化出为数极少的这样的业主，因为总是没有什么特殊有利的条件，如靠近首府，铺设铁路，发现某种新的获利较高的商业性农业部门等等），而大多数人却更加贫困，他们由于经常挨饿和劳动过度而损害了劳动能力，土地愈来愈贫瘠，牲畜愈来愈瘦弱。斗争的必然结果，就是形成了少数依靠雇佣劳动的 资本主义
 农户，而大多数人却日益需要找点“副业”，即变成工业和农业的雇佣工人。关于雇佣劳动的资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各种小生产者变为小资本家这一在现代社会制度下不可避免的、内在的趋势。

我们十分了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及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者为什么规避而且也不可能不规避这一方面的事实。农民的分化向我们表明了资本主义在其 产生
 和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的 极其深刻的
 矛盾。充分估计这些矛盾，就必然会承认小农的境况是毫无出路的和毫无希望的（置身于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之外，就是毫无希望的）。无怪乎这些最深刻然而发展得最不成熟的矛盾竟没有被提起，他们企图回避小农过度劳动和消费不足的事实（只有不老实的或愚昧的人才会否认这个事实），避而不谈农民资产阶级雇用雇佣工人以及贫苦农民从事雇佣劳动的问题。例如，布尔加柯夫先生提出一整套“农业发展理论的试验”，但却用雄辩的沉默 
［注：或是用下面这种同样雄辩的遁词：“……工业雇佣工人拥有一小块土地，这种工农业结合的许多事例……”不过是“国民经济制度中的一个枝节〈！？〉；把这看作是农业工业化和农业丧失独立发展的新表现，暂时还没有〈？？〉任何根据，这一现象涉及的范围还不太大（例如，在德国，从事工业者的土地总共只占农业面积的4．09％）”（原文如此！第2卷第254—255页）。第一，几十万工人拥有微不足道的一点
 土地，并不能说明这个“现象涉及的范围不大”，而只能说明资本主义使小农的地位每况愈下，成为无产阶级了。要知道，拥有不到2公顷土地的农民（虽然他们人数极多，在550万人中占320万，即占58．2％，几乎占总数的五分之三
 ），“总共”只占有5．6％的农业面积！聪明伶俐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小地产和小农业的一切“现象”都是“枝节”，“涉及的范围还不太大”呢？？在德国550万个耕作者中间，有791000人即有14．4％的人，是工业雇佣工人，而且他们绝大多数都拥有不到2公顷的土地，这样的工人总共有743000人，占拥有不到2公顷土地的农民总数的22．9％。第二，布尔加柯夫先生照例又歪曲了他所引用的统计资料
 。由于疏忽，他从德国调查材料（《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卷第49页★）中引用了独立的
 从事工业者－农民所拥有的土地面积。而非独立的从事工业者－农民（即工业雇佣工人）总共只
 有1．84％的耕地面积。791000个雇佣工人拥有1．84％的耕地，25000个地主却拥有24％的耕地。这能说是一个极小的“枝节”吗？］

 避开了上述两个问题！他说：“凡是完全或者主要依靠农民家庭自己劳动的农户，都可以算作农民农户；农民农户也很少能不依靠他人的劳动，如请邻居帮忙或雇日工，但是这并不能改变〈那当然了！〉它的经济面貌。”（第1卷第141页）赫茨这个人更为天真，他在他那本书的一开头就说明：“在下面的叙述中，我所说的小农户或农民农户，都是指的只有业主、业主家属和最多有一两个工人干活的农户。”（第6页；俄译本第29页）但是问题一涉及雇用“个把工人”，我们的这些小市民很快就把他们不论在什么场合总是挂在嘴边的农业“特点”忘记了。在农业中雇一两个工人并不算少，即使他们只是在夏天干活。但问题主要不在于人多人少，而在于只有最富裕的、殷实的业主才能雇用工人。一些市侩骑士们却喜欢把这些业主的“进步”和“繁荣”说成是广大居民的繁荣。为了替这种偷天换日的做法找到一个更合乎情理的根据，这些骑士们郑重其事地宣称：“农民是和无产者一样的劳动者。”（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卷第288页）这位作者对“工人政党愈来愈失去它们原先所固有的仇视农民的本性”（原先所固有的！）（第289页）表示满意。要知道，有了这种“原先的”观点，就“忽略了农民的财产并不是剥削工具，而是投入劳动的条件”这一事实。请看，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的确，我们不禁要说：先生们，就是歪曲，也要有个限度！这位布尔加柯夫先生写了长达800多页的两大卷“研究著作”，满篇都是从各种各样的调查、记述和专门著作中摘来的“引文”（至于引文引得是否准确，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明了），但是他一次也没有， 的的确确一次也没有
 想考察一下拿财产当作剥削工具的农民同拿财产“只是”当作投入劳动的条件的农民是什么样的关系。他 一次也没有
 引用系统的资料（我们看到，在他所引的那些文献里就有这种资料），来说明雇用工人的农民、不雇用工人但也不受雇于人的农民以及当雇工的农民这三类农民的经营类型和生活水平等等。此外，我们看到，他还引用了一些同大农有关的事实，一些既肯定某些农民进步又肯定另一些农民日益贫困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评论，来证实“农民农户的进步”（ 全部
 农民农户！）。他甚至把“殷实的农民农户”的形成看成是整个“社会的复元”（原文如此！）（第2卷第138页；参看第456页的一般结论），似乎殷实的农民农户并不是资产阶级企业主农民农户的同义语！他为挣脱这种矛盾的罗网所作的唯一的尝试，就是发表了如下这段更加混乱的议论，他说：“农民当然不是一个单一体；这一点在上面已经指出过了〈大概是在谈到农民的工业雇佣劳动这一无关紧要的枝节时提到的吧？〉；这里分化的倾向和拉平的倾向在不断地进行斗争；但是，个别利益的这些差别甚至对立，难道比工人阶级各个阶层之间、城乡工人之间、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参加工会和不参加工会的工人之间的差别甚至对立更大吗？只有完全无视工人等级中的这些差别（这些差别竟使一些研究者从第四等级中分出第五等级），才会把貌似单一的工人阶级同多成分的农民对立起来。”（第288页）分析得多么深刻啊！把职业的差别同阶级的差别混淆起来，把生活方式的差别同各阶级在整个社会生产制度中的不同地位混淆起来，——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时髦的“批评界” 
［注：我们提醒一句，拿工人阶级的貌似单一作为论据，是爱德·伯恩施坦及其所有信徒的惯技。关于“分化”，问题，司徒卢威先生早在《评述》里就发表过一段深奥的议论，他说：既有分化，也有拉平，在客观的研究者看来，这两个过程是同样重要的（正如谢德林笔下的那位客观的历史学家，在他看来，伊贾斯拉夫打败了雅罗斯拉夫也好，雅罗斯拉夫打败了伊贾斯拉夫也好，反正都是一样（参看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作品《现代牧歌》。——编者注））。货币经济在发展着，但是自然经济也在恢复。大工厂生产在发展着，但是资本主义家庭劳动也在发展着（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卷第88页：“家庭工业……在德国还没有垮台的迹象”）。“客观的”学者，应该努力收集各种细小的事实，指出事情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一本又一本、一页又一页地翻阅所有的著作（就象歌德笔下的瓦格纳[86]那样）”，但却根本不要使自己形成始终一贯的观点，根本不要对整个过程得出一个总的概念。］

 根本缺乏科学的原则性，说明它实际上有抹杀“阶级”概念和取消阶级斗争思想的趋势。农业工人每天挣50戈比；雇用日工的善于经营的农夫每天挣1卢布；首都的工厂工人每天挣2卢布；外省作坊的小业主每天挣1．5卢布。凡是稍微有点觉悟的工人都能毫不费力地分析清楚，这些不同“阶层”的人物究竟属于什么阶级，这些“阶层”的社会活动应该具有什么倾向。可是，对于学院科学界人士或现代“批评家”来说，这却成了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深奥事物了。





《列宁全集》第5卷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八

1882年和1895年德国农业统计的一般资料。中等农户问题

上面我们考察了有关农民经济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对我们特别重要，因为农民经济问题恰好是现代土地问题的重心。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德国农业统计的一般资料，审核一下“批评家们”就这些资料得出的结论。我们扼要地把1882年和1895年统计的主要结果引述如下：






	农户类别
	农户数目（单位千）
	农业面积（单位千公顷）
	百分比
	绝对增减数字



	农户
	面积



	1882年
	1895年
	1882年
	1895年
	1882年
	1895年
	1882年
	1895年
	农户
	面积



	2公顷以下
	3062
	3236
	1826
	1808
	58
	58.2
	5.7
	5.6
	174
	-18



	2—5公顷
	981
	1016
	3190
	3286
	18.6
	18.3
	10
	10.1
	35
	96



	5—20公顷
	927
	999
	9158
	9722
	17.6
	18
	28.7
	29.9
	72
	564



	20—100公顷
	281
	282
	9908
	9870
	5.3
	5.1
	31.1
	30.3
	1
	-38



	100公顷以上
	25
	25
	7787
	7832
	0.5
	0.4
	24.5
	24.1
	±0
	＋45



	
总　计

	5276
	5558
	31869
	32518
	100
	100
	100
	100
	＋282
	＋649







马克思主义者和“批评家”对于这种变化有不同的解释，这里有三个情况值得研究一下，这就是：最小的农户的数目增加了；大地产即拥有10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数目增加了，这类农户在我们简单的图表中是同土地超过100公顷的农户合并在一起的；最后，中等农户（5—20公顷）的数目也增加了，这个事实引起的争论最多，也最引人注目。

最小农户的数目的增加，表明贫困和无产阶级化大大加深了，因为拥有不到2公顷土地的业主绝大多数都不能单靠农业维持生活，而必须搞些副业，即从事一些雇佣劳动。当然也有例外，如果种植特种作物、经营葡萄园和蔬菜业、播种技术作物和商业性作物、经营市郊经济等等，那有1公顷半土地就能成为独立的（有时甚至不算小的）农民了。但是在总数达300万户的 农户
 中，这种例外是微不足道的。大量的这种小“农民”（几乎占农户总数的3/5）都是 雇佣工人
 ，德国关于各类农民的主要职业的统计资料，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现将这些材料简要概括如下：






	农民类别
	按主要
 职业划分的农村业主（百分比）
	从事副业的独立农村业主（百分比）





	独立的
	非独立劳动
	其他工作
	总计



	农业
	商业及其他



	2公顷以下
	17.4
	22.5
	50.3
	9.8
	100
	26.1



	2—5公顷
	72.2
	16.3
	8.6
	2.9
	100
	25.5



	5—20公顷
	90.8
	7
	1.1
	1.1
	100
	15.5



	20—100公顷
	96.2
	2.5
	0.2
	1.1
	100
	8.8



	100公顷以上
	93.9
	1.5
	0.4
	4.2
	100
	23.5



	
总　计

	45.0
	17.5
	31.1
	6.4
	100
	20.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全部农民，只有45％即 不到一半
 ，按其 主要
 职业来说是独立的农民。而且在这些独立的农民中间，有 五分之一
 （20．1％）还兼搞副业。有17．5％的农民，其主要职业是经营商业、工业和蔬菜业等等（所谓“独立的”，是指他们都处于业主地位，而不是各该行业的工人）。 几乎有三分之一
 （31．1％）是雇佣工人（他们在工农业各部门都是“非独立的”）。以供职（当兵、做官等等）和自由职业等为主要职业的农民占6．4％。在有2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民中，有 一半
 是雇佣工人；在320万个这样的“业主”中间，“独立的”农民只占很少数，只占总数的17．4％。而且在这17％的农民中间，有 四分之一
 （26．1％）的农民从事 副
 业，这就是说，不是按其主要职业（如上面说的50．3％）而是按其副业来说，他们也是雇佣工人。甚至有2—5公顷土地的农民，也只有一半多一点（1016000户中有546000户）是不从事任何副业的独立的农民。

由此可见，布尔加柯夫先生对情况的歪曲描述达到多么惊人的程度，他硬说（我们已经说过，这是胡说）真正从事农业的人的总数增多了，并且认为这是由于“独立农户增多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首先是中等农户由于大农户减少而增多了”（第2卷第133页）。即使中等农户在农户总数中占的比重增加得最多（从17．6％增加到18％，即＋0．4％），这也丝毫不能说明，农村人口的增长首先是由于中等农户的增加。在农户增加的总数中，哪些类农户增加得最多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直接有关的、决不能作出两种解释的资料：农户总数共增加了282000户，其中土地在2公顷以下的农户增加了174000户。可见，农村人口的增加（如果说有增加的话），恰恰是由于非独立农户增加了（因为有2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多半不是独立的）。增加得最多的是小农户，这说明 无产阶级化
 加深了。即使是有2—5公顷土地的农户增加了（增加了35000户），我们也不能全部当作 独立
 农户的增加，因为这类农民共有1016000户，其中只有546000户是不从事副业的独立的农民。

在谈到大农户问题时，我们首先应当指出下面这个非常典型的事实（也是驳斥一切辩护术的很重要的事实）：农业和其他行业的结合，对于各类农民来说具有不同的和相反的意义。对于小农说来，这意味着他们的无产阶级化，意味着农民的独立性愈来愈少，因为在这里，同农业结合的是雇佣劳动、小手工业和小商业等等。对于大农说来，这意味着大土地占有者由于在政府或军队中供职而提高了政治地位，或者意味着农业同林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结合起来了。大家知道，这后一种现象是农业的 资本主义
 进步的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以“独立的”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即不是以工人身分，而是以业主身分经营农业的）农民，其百分比随着经营面积的扩大而迅速提高（17—72—90—96％），而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这个百分比却降到93％，在这类农户中，有4．2％的业主是以供职（“其他工作”栏）为主要职业，有0．4％的业主是以“非独立”劳动（这不是当雇佣工人，而是当总管、当视察员等等；参看《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卷第49页★）为主要职业。同样，我们看到，兼搞副业的独立农民的百分比，随着经营面积的扩大而迅速降低（26—25—15—9％），但是在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业主中间，却急剧上升（23％）。

至于大农户（100公顷以上）的户数和他们的土地面积，上面的材料表明，它们在农户总数和总面积中所占的比重都 减少
 了。试问，能不能象布尔加柯夫先生那样，匆匆忙忙地从这里得出中小农户排挤大农户的结论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这一点上气冲冲地攻击考茨基，只能证明他没有本领从根本上反驳考茨基的见解。第一，大农户的比重减少得很少（就农户数目来说，从0．47％降到0．45％，即降低了0．02％，就面积的比重来说，从24．43％降到24．088％，即降低了0．35％）。况且为了经营集约化，有时 必须
 缩小一些土地面积，大业主常把距离田庄中心较远的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别人，以便获得劳动力，——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现象。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那位详细描述了东普鲁士大小农户的作者，直言不讳地承认，小地产起着为大地产服务的作用，作者还热心地建议让一些工人定居下来。第二，仅靠经营 面积
 的资料还不能判断 生产的规模
 ，因此也就谈不上小农户排挤大农户。大农户在生产规模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一点已经为使用机器的统计材料（见上面）和农产品加工业的统计材料（由于布尔加柯夫先生对德国统计资料中的有关部分作了惊人的歪曲，我们下面还要对这部分资料作专门的分析）无可争辩地证实了。第三，在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中， 大地产
 即有10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最为突出，这类农户增加的百分比甚至比中等农户还要高，从515户增加到572户，即增加了11％，而中等农户则从926000户增加到998000户，即增加了7．8％。大地产的面积从708000公顷 激增
 到802000公顷，即增加了94000公顷：1882年，大地产占全部农业面积的2．22％，1895年，已上升到2．46％。对这一点，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上曾毫无根据地反驳了考茨基，现在他在自己的书中又作了更加没有根据的概括。他写道：“大农户衰落的标志，就是……大地产增加了，虽然农业的进步，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必然造成分散的现象。”（第2卷第126页）布尔加柯夫先生竟毫不犹豫地说大农户发生了“大地产的〈！〉退化”（第2卷第190、363页）。请看，我们这位“学者”的议论是多么合乎逻辑： 因为
 经营面积的减少 有时
 在经营集约化的条件下意味着生产的增长， 所以
 ，大地产户数和面积的增长应当 一概
 看作是衰落！既然逻辑这么糟糕，为什么不求教一下统计材料呢？请看，在布尔加柯夫先生所引的材料里，就有许多关于大地产经营情况的资料。我们现在引用一下其中的一些材料：572个最大的农户在1895年共有土地1159674公顷，其中农业面积为802000公顷，森林面积为298000公顷（一部分大地产占有者主要是木材业者而不是农村业主）。它们中间有97．9％饲养牲畜，有97．7％饲养役畜，有555个业主使用机器，而且我们看到，其中每户都 最大限度地
 使用了各种机器。使用蒸汽犁的有81户，即占大地产总数的14％。它们饲养牲畜的情况如下：牛148678头；马55591匹；绵羊703813只，猪53543头。它们当中兼营制糖厂的有16户，兼营酿酒厂的有228户，兼营啤酒厂的有6户，兼营淀粉厂的有16户，兼营磨坊的有64户。至于集约化程度，可以从下列事实加以判断：有211户种植甜菜（共占地26000公顷），有302户种植加工业用马铃薯，有21户向城市销售牛奶（共有奶牛1822头，平均每户87头），有204户参加了牛奶协作社（共有奶牛18273头，平均每户89头）。这怎么会象“大地产的退化”呢？

现在再来谈谈中等农户（5—20公顷）的问题。中等农户在农户总数中的百分比从17．6％增加到18．0％（＋0．4％），在土地面积总数中从28．7％增加到29．9％（＋1．2％）。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扑灭者”很自然地把这些资料当作手中的主要王牌。布尔加柯夫先生从这里既引伸出“小农户排挤大农户”，又引伸出“分散的趋势”，如此等等。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在“农民”问题上，笼统的资料特别无用，最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在这里，小企业主经济的形成过程和农民资产阶级的“进步”最容易把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掩盖起来。我们看到，德国农业总的情况是，一方面大资本主义农户无疑有了发展（大地产增加了，机器的应用广泛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了），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更加无可怀疑地有了增长（农民往城市里跑，土地更加分散，小农户增加，副业性的雇佣劳动更加普遍，小农的饮食日益恶化等等），在“农民”中间不出现这种过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详细的统计资料也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这一过程，证明光有土地面积的资料在这里是根本不够的。因此，考茨基说得十分正确，他根据德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的情况断定说，从这些资料中得出小生产战胜大生产的结论，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现在还有一些直接有关的而且十分丰富的材料，可以证明，“中等农户”的增长意味着 贫困的增长
 ，而不是富裕和繁荣的增长。这就是关于役畜的材料。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以及在他的著作中就引用了这些材料，但是用得很不得当。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谈到关于中等农户进步、大农户衰落的论断时写道：“如果对此还需要提出证明的话，那么除了劳动力数量这一标志外，还可以再举出役畜数量的标志。下面就是一张雄辩的图表”[注:我们把布尔加柯夫先生引用的图表全部转抄如下，只是补上了原来所缺少的总结数字。］：






	　
	使用役畜耕作的农户数目
	差额



	　
	
1882年

	
1895年

	　



	0—2公顷…………………
	325005
	306340
	－18665



	2—5公顷…………………
	733967
	725584
	-8383



	5—20公顷…………………
	894696
	925103
	30407



	20—100公顷…………………
	279284
	275220
	-4064



	100公顷以上…………………
	24845
	24485
	-360



	
　总　计
 ……………………
	2257797
	2256732
	－1065








　　“有役畜的农户的数量，在大农户中和在小农户中都有所减少，只是在中等农户中有了增加。”（《开端》杂志第1期第20页）



　　假如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匆忙写成的杂志文章中犯了错误，从关于役畜的资料中得出了同这些资料所说明的内容 恰恰相反的结论
 ，那还情有可原，但是我们这位“严峻的学者”，竟在自己的“研究著作”中又重犯了这个错误（第2卷第127页，他还把＋30407和－360当作牲畜头数，然而这是使用役畜的农户数；不过这当然是一桩小事）。我们要问问我们这位敢说“大农户退步”（第2卷第127页）的“严峻的学者”：既然中等农户的 总数
 增加了72000户（第2卷第124页），而饲养役畜的中等农户增加了30000户，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有役畜的中等农户的 百分比降低了
 ，这还不清楚吗？既然如此，是否应该再看一下，1882年和1895年饲养役畜的农户在各类农户中所占的 百分比
 呢？这些资料在布尔加柯夫先生引用了绝对数字的那一页、那一张图表中就有（《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卷第31页★）。

这些数字如下：






	　
	有役畜的农户的百分比
	差额



	　
	
1882年

	
1895年

	　



	0—2公顷………………
	10.61
	9.46
	－1.15



	2—5公顷………………
	74.79
	71.39
	-3.40



	5—20公顷………………
	96.56
	92.62
	-3.94



	20—100公顷………………
	99.21
	97.68
	-1.53



	100公顷以上………………
	99.42
	97.7
	-1.72



	　总　计
 ……………………
	42.79
	40.60
	－2.19







可见，有役畜的农户的百分比 整个说来
 降低了2％强，而中小农户降低的幅度 高于这个平均数
 ，大农户降低的幅度 低于这个平均数
 。[注:在最小的农户中降低得最少，因为这类农户只有极少一部分是饲养役畜的；往下我们就会看到：正是在这类农户中（而且仅仅在这类农户中），役畜的质量有了提高，也就是说，饲养马和犍牛比较多了，牝牛比较少了。德国调查的作者也公正地指出（第32页★），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地块最小的业主饲养役畜不仅仅是为了耕作，同时也是为了从事“副业性的雇佣劳动”。因此，在役畜问题上，一般说来，把小农户统计在内是不对的，因为它们所处的条件是十分特殊的。］此外，不应当忘记，“正是在大农户中间，往往用机器动力代替畜力，使用各种各样的机器特别是蒸汽机（蒸汽犁等等）”（《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卷第32页★）。所以，虽然大农户（100公顷以上）中有役畜的农户减少了360户，但是使用蒸汽犁的农户 却增加了
 615户
 （1882年是710户，1895年是1325户），由此可见，整个说来大农户不仅没有失势，而且甚至很得势。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在德国，真正 改善了
 经营条件（指用牲畜耕作或用蒸汽代替牲畜）的唯一农户类别，是拥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 大
 农户。其他各类农户的经营条件都更坏了，其中 最坏的恰恰是中等农户
 ，在中等农户中，有役畜的农户的百分比降低得 最多
 。从前大农户（100公顷以上）和中等农户（5—20公顷）之间，有役畜农户的百分比的差额不到3％（99．42％—96．56％），现在却超过了5％（97．70％—92．62％）。

关于役畜质量的资料，更加有力地肯定了这一结论。农户愈小，役畜的质量愈差，就是说，用犍牛和马耕作的愈少，而用体力差得多的 牝牛
 耕作的愈多。下面就是关于1882年和1895年这方面情况的资料：

每100个有役畜的农户中：






	　
	只使用牝牛的农户
	既使用牝牛也使用马或犍牛的农户



	　
	
1882年

	
1895年

	
	
1882年

	
1895年

	



	0—2公顷……
	83.74
	82.10
	－1.64
	85.21
	83.95
	－1.26



	2—5公顷……
	68.29
	69.42
	＋1.13
	72.95
	74.93
	＋1.98



	5—20公顷……
	18.49
	20.30
	＋1.81
	29.71
	34.75
	＋5.04



	20—100公顷……
	0.25
	0.28
	＋0.03
	3.42
	6.02
	＋2.60



	100公顷以上……
	0.00
	0.03
	＋0.03
	0.25
	1.40
	＋1.15



	
总　计
 ……
	41.61
	41.82
	＋0.21
	48.18
	50.48
	＋2.30







我们看到，役畜的质量普遍降低了（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小农户不计算在内），而在 中等农户
 中恰巧 降低得最厉害
 。在这类农户中，有役畜的农户的百分比增加得 最多
 的是那些不得不兼用 牝牛
 耕作和 只能
 使用 牝牛
 耕作的农户。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一以上有役畜的中等农户不得不兼用牝牛来耕作土地（这样，土地当然会耕得更差，从而会减少收成，也会减少产奶量），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农户只能使用牝牛来耕作。

如果我们看一下役畜的数量，我们就可以发现，牝牛的头数在各类农户（小农户除外）中都有所增加。马和犍牛的增减数字如下：





用于耕作的马和犍牛的数量（单位千）



	　
	
1882年

	
1895年

	差额



	0—2公顷……………
	62.9
	69.4
	＋6.5



	2—5公顷……………
	308.3
	302.3
	－6.0



	5—20公顷……………
	1437.4
	1430.5
	-6.9



	20—100公顷……………
	1168.5
	1155.4
	-13.1



	100公顷以上……………
	650.5
	695.2
	＋44.7



	
总　计
 ………………
	3627.6
	3652.8
	＋25.2







把小农户除外，役畜增加的 只有
 大农户。

因此，从使用畜力和机器动力进行耕作的情况来看，关于经营条件变化的总的结论是：只有大业主的条件得到 改善
 ，其他各类业主的条件都有所恶化，而 中等农户
 恶化得 最厉害
 。

根据1895年的资料，我们可以把整个中等农户再分为两小类：5—10公顷一类和10—20公顷一类。果然不出所料，第一小类（这类农户的数目比较起来要多得多）在使用役畜方面的经营条件要差得多。5—10公顷土地的农户共606000户，有役畜的占90．5％（10—20公顷土地的农户共393000户，有役畜的占95．8％），其中使用牝牛耕作的占46．3％（在10—20公顷土地这一类农户中，占17．9％），只能使用牝牛耕作的占41．3％（在10—20公顷土地这一类农户中，占4．2％）。然而，从1882年到1895年，正是这些在使用役畜方面条件特别差的5—10公顷土地的农户，无论户数或是土地面积都 增加得最多
 。下面就是有关的资料：





在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农　　户
	总 面 积
	农业面积



	　
	
1882年

	
1895年

	
1882年

	
1895年

	
1882年

	
1895年




	5—10公顷……
	10.50
	10.90＋0.40
	11.90
	12.37＋0.47
	12.26
	13.02＋0.76



	10—20公顷……
	7.06
	7.07＋0.01
	16.70
	16.59－0.11
	16.48
	16.88＋0.40







在10—20公顷这一类里，农户数目增长得非常少，在总面积中占的比重甚至减少了，农业面积的比重增加得也比5—10公顷的农户少得多。可见，中等农户的增加主要是（甚至几乎完全是）5—10公顷这类农户的增加，也就是说，增加的是那些在使用役畜方面经营条件特别差的农户。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统计资料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中等农户所谓增长的真实含义：这不是富裕的增长，而是 贫困
 的增长，不是小农业的进步，而是 它的每况愈下
 。既然中等农户的经营条件恶化得 最厉害
 ，不得不更多地使用牝牛来耕作，那么，我们根据经营的这一方面的情况（这是整个经营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不但可以而且应当得出关于经营的其他各方面的情况的结论。既然无马户（这个术语俄国读者很熟悉，用在这里也很恰当）的数量增加了，役畜的质量更坏了，那么毫无疑问，牲畜的整个饲养、土地的管理、农民的饮食和生活条件也就都更坏了，大家都知道，农民农户牲畜饲养得愈差，干活愈累，人的生活也就愈坏，干活也就愈累，反之亦然。上面我们根据克拉夫基的详细调查得出的结论，现在已被有关德国全部小农户的大量资料所充分证实了。





《列宁全集》第5卷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九

德国的牛奶业和农业协作社。

德国农村人口的经济地位

我们十分详细地研究了役畜的资料，因为只有这些资料（除了我们上面分析过的有关机器的资料以外）能使我们看到所谓农户的内部情况，它的设备和它的经营情况。其他一切资料，如土地数量的资料（我们已经引用过了）和牲畜数量的资料（我们马上就要引用），只是从外部描述了农户的情况，把明明存在的差别抹杀了，因为各类农户的土地管理情况以及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牲畜的质量和牲畜的生产率都是各不相同的。尽管这些差别的存在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在作笼统的统计时通常都忘掉这一点，只有关于机器和役畜的资料，才使我们多少能看出这种差别，了解到这种差别（总的说来）究竟表明谁的优势。如果大农户使用得较多的是统计中仅仅提到的那些特别复杂和贵重的机器，那么很明显，统计没有提到的其他一切农具（犁、耙、大车等等），在大农户中，质量也一定更高，每个农户配备的也一定更齐全，利用得也一定更充分（因为农户规模较大）。耕畜的情况也是如此。小业主为了抵制大农户的这种优势，必然要勤勤恳恳、省吃俭用（在生存竞争中，他们没有别的武器），因此，小农具有这些品质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始终必然具备的特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及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所有问题上追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现代“批评家”）却把这种情形誉为节俭、吃苦耐劳的美德等等（参看黑希特和布尔加柯夫的著作），并把这一切归功于农民。社会党人却把这种情形叫作过度劳动（Ueberarbeit）和消费不足（Unter-konsumption），把这一切归咎于资本主义，并且尽力擦亮农民的眼睛，让他们识破那些把低下的社会地位誉为美德，力图使它万古长存的马尼洛夫式的言语。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1882年和1895年德国各类农民牲畜分配情况的资料。下面是这些资料的主要总结数字：






	　
	百　　分　　比：



	　
	牲畜总数（按价值计算）
	牛
	猪



	　
	
1882年

	
1895年

	
±

	
1882年

	
1895年

	
±

	
1882年

	
1895年

	
±




	0—2公顷…
	9.3
	9.4
	＋0.1
	10.5
	8.3
	－2.2
	24.7
	25.6
	＋0.9



	2—5公顷…
	13.1
	13.5
	＋0.4
	16.9
	16.4
	－0.5
	17.6
	17.2
	－0.4



	5—20公顷…
	33.3
	34.2
	＋0.9
	35.7
	36.5
	＋0.8
	31.4
	31.1
	－0.3



	20—100公顷…
	29.5
	28.8
	－0.7
	27.0
	27.3
	＋0.3
	20.6
	19.6
	－1.0



	100公顷以上…
	14.8
	14.1
	－0.7
	9.9
	11.5
	＋1.6
	5.7
	6.5
	＋0.8



	　总　计
 …
	100
	100
	—
	100
	100
	—
	100
	100
	—







可见，大农户的牲畜在牲畜总数中的比重减少了，中等农户牲畜的比重增加得最多。虽然关于牲畜总数的资料是按价值计算的，但是我们还是讲牲畜的总头数，因为统计人假设各类农户每头牲畜的价值都相同，这显然是错误的。关于牲畜价值的资料使我们有可能把各种牲畜加在一起（把各种牲畜折合成大牲畜，也能获得同样结果。不过这样就需要我们重作计算，但这对结论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改变）。这些资料是根据耕畜的数量来说明全部耕畜的分配情况，而不是根据耕畜的实际价值。大业主的牲畜比小业主的好，而且一定会比小业主的牲畜有更大的改良（根据农具的改良来判断），因此，这些资料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大农户的实际优势。

在谈到某几种牲畜时，应当指出，大农户牲畜的比重的减少，完全是由于商业性牧羊业的衰落。从1882年到1895年，绵羊的数目从2110万只减少到1260万只，即减少850万只，其中拥有2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减少了700万只。大家知道，乳品畜牧业和肉品畜牧业是德国的商业性畜牧业中最发达的部门。因此我们引用了关于牛和猪的资料，结果发现，在这两个畜牧业部门中大农户（100公顷以上）发展得 最
 快：大农户的牛猪在牛猪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得最多。这一事实所以特别引人注意，是由于畜牧户的规模往往比农业户的规模小，因此，发展得更快的不是大资本主义农户，而是中等资本主义农户，这是可以想见的。总的结论（关于牲畜的数量，而不是关于牲畜的质量）应当是：大业主由于商业性牧羊业的急剧衰落遭受的损失最大，他们没有能够完全弥补这种损失，而只是用大量增殖牛猪（同中小农户相比）的办法减轻了这种损失。

谈到乳品畜牧业，我们不能忽略德国统计中提供的那些十分有益的、据我们所知尚未被人利用的有关资料。但是这已牵涉到加工业和农业结合这个总的问题。由于布尔加柯夫先生对事实又作了惊人的歪曲，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谈一谈。大家知道，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的结合，是农业中独特的资本主义进步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上就说过：“在我看来，这种结合的意义被考茨基夸大得过分了，如果拿统计资料来看一下，以这种方式同工业联系起来的土地，其数量是微乎其微的。”（第3期第32页）论据非常牵强，这种结合的技术进步性布尔加柯夫先生是不敢否认的，但是对于代表达一进步的究竟是大生产还是小生产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他干脆避而不谈。然而统计材料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确切的回答，因此布尔加柯夫先生只好在自己的著作中耍起……请允许我这样说！……花招来。他引用了兼营这种或那种加工业的农户（所有的农户，而不是各类农户！）的百分数，并且指出：“不应该认为兼营加工业的主要是大农户。”（第2卷第116页）恰恰相反，最尊敬的教授先生，正是应该这样认为。您的图表（ 没有
 提供兼营加工业的农户在 同类
 农户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只能转移那些外行的或粗心的读者的视线。为了避免满篇都是数字，我们把兼营制糖厂、酿酒厂、淀粉厂、啤酒厂和磨坊的各类农户的数字计算在一起（从而也提供了农业和各种加工业结合的 数字
 ），得出如下的图表：






	　
	农户总数
	兼营加工业的农户数字
	百分比[87]



	0—2公顷………………………………
	3236367
	11364
	0.35



	2—5公顷………………………………
	1016318
	13542
	1.33



	5—20公顷………………………………
	998804
	25879
	2.59



	20—100公顷………………………………
	281767
	8273
	2.97



	100公顷以上………………………………
	25061
	4006
	15.98



	
总　计
 ……………………………
	5558317
	63064
	1.14



	拥有10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
	572
	330
	57.69







可见，在小农户中兼营加工业的农户的百分比很小，只有在大农户中百分比才比较大（在大地产中百分数特别大，它们 半数以上
 都得到兼营的好处）。只要把这一事实同前面引用过的关于机器和役畜的资料比较一下，读者就会明白，布尔加柯夫先生的下述名言是多么荒谬绝伦。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大农户是经济进步的代表者，小农户是经济退步的代表者”这一说法，是“保守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空想”（第2卷第260页）。

布尔加柯夫先生接着说：“绝大多数（甜菜和酿酒用马铃薯）是小农户生产的。”

正好相反， 恰恰是大农户
 生产的：






	　
	种植甜菜的农户数目


	在农户总数中所占百分比


	种植甜菜的面积（单位公顷）


	百分比
	种植加工业用马铃薯的农户数目


	在农户总数中所占百分比





	0—2公顷…………
	10781
	0.33
	3781
	1.0
	565
	0.01　



	2—5公顷…………
	21413
	2.10
	12693
	3.2
	947
	0.09　



	5—20公顷…………
	47145
	4.72
	48213
	12.1
	3023
	0.30　



	20—100公顷…………
	26643
	9.45
	97782
	24.7
	4293
	1.52　



	100公顷以上…………
	7262
	28.98
	233820
	59.0
	5195
	20.72　



	
总　计
 …………
	113244
	2.03
	396289
	100
	14023
	0.25　



	拥有10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
	211
	36.88
	26127
	—
	302
	52.79　







这就是说，种植甜菜和加工业用马铃薯的农户的百分数，在小农户中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在大农户中却相当可观，在大地产中尤其可观。绝大多数的甜菜，按播种面积来说，有83．7％是大农户生产的。 
［注：布尔加柯夫先生关于加工业的论断的彻底……失败，是那样奇怪，以致我们不禁要问：布尔加柯夫先生所以失败，是不是因为他在摘录德国调查的图表时没有注意到
 ，图表中所提供的兼营加工业的农户的百分数根本不是在同类农户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数
 。一方面，很难设想在一位严峻的学者的“研究著作”中竟会有这么多的错误（和武断的结论）。另一方面，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图表同调查的图表（第40★页和第41★页）竟完全一样，——这是无可怀疑的……哎，这些“严峻的学者”啊！］



关于“大农户”在牛奶业中所占的“比重”，布尔加柯夫先生也同样根本没有弄清楚（第2卷第117页），而商业性畜牧业的这一部门是全欧洲发展得特别快的一个部门，它同样是农业进步的一个标志。下面就是向城市销售牛奶和乳制品的农户的数字：





	
	这类农户数目
	在总数中所占百分比①


	在同类农户总数中所占百分比


	奶牛头数
	在总数中所占百分比


	每户平均的奶牛头数　





	0—2公顷…………
	8998
	21.4
	60.3
	25028
	11.5
	92.8



	2—5公顷…………
	11049
	26.3
	51.1
	30275
	14.0
	32.7



	5—20公顷…………
	15344
	36.5
	91.5
	70916
	32.8
	54.6



	20—100公顷…………
	5676
	13.5
	42
	58439
	27.07
	10.3



	100公顷以上…………
	863
	2
	63.4
	31213
	14.46
	36.1



	总　计
	41930
	100
	0.8
	215871
	100
	5.1



	拥有10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
	21
	—
	3.7
	1822
	—
	87.0







　　 
［注：① 我们列出这一栏，是想让读者对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手法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为了证实自己的结论，引用的就是这一栏（引自调查材料）！］

由此可见，大农户在这里也是领先：农户愈大，参加乳品商业的农村业主所占的百分比就愈高，而大地产所占的百分比最高（“大地产的退化”）。例如，向城市销售牛奶的大农户（100公顷以上）要比中等农户（5—20公顷）多一倍以上（3．4％和1．5％）。

大农户（按土地面积来说）也经营规模很大的牛奶业，这一点从每户平均拥有的奶牛头数就可以看出：100公顷土地以上的农户每户平均达36头，大地产竟达87头。明显的资本主义农户（20公顷以上）虽然在农户总数中占的比重很小（5．52％），在向城市销售牛奶的农户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大（15．6％），但是供应城市牛奶的全部奶牛有41．5％集中在这类农户手中。可见，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和商业性畜牧业的这一部门的资本主义积聚，是无可怀疑的了。

但是按土地面积划分农户类别的资料，还远远不能充分说明牛奶业的积聚。可以想象得到，一些农户土地面积相等但牲畜特别是产乳牲畜数量却不相等，这种情况是可能有的，而且必然会有。我们先来比较一下，牛的总头数和供应城市牛奶的奶牛 总头数
 在各类农户中的分布情况。






	　
	在牛的总头数中所占百分比


	在供应城市牛奶的奶牛总头数中所占百分比


	差额



	0—2公顷…………………………
	8.3
	11.6
	＋3.3



	2—5公顷…………………………
	16.4
	14.0
	－2.4



	5—20公顷…………………………
	36.5
	32.8
	－3.7



	20—100公顷…………………………
	27.3
	27.1
	－0.2



	100公顷以上…………………………
	11.5
	14.5
	＋3.0



	
总　计
 …………………………
	100.0
	100
	　







于是我们又一次看到，境况 最坏
 的恰恰是 中等
 农民农户，这类农户只把自己的极小部分牛用来生产牛奶销售给城市（这是牛奶业中最盈利的部门）。与此相反，大农户的境况却非常有利，它们把自己的较大部分牛用来生产牛奶销售给城市。 
［注：这种差别决不能拿犍牛在牛的总数中所占比例大小不等这一点来解释，因为大农户的犍牛（至少用来耕作的犍牛是如此）在牛的总数中占的百分比，比中等农户要大。］

 但是境况更有利的是最小的业主，他们把自己的 极大
 部分牛用来生产牛奶销售给城市。可见，在这类农户中，已经兴办起一些专门的“牛奶”场，它们把农业置于次要地位，或者甚至根本不从事农业（在这类农户中有8998户向城市销售牛奶，其中有471户根本没有耕地，这些业主共有5344头奶牛，平均每户11．3头）。如果我们使用德国统计资料，把拥有一两头奶牛的农户划分出来，就能得出一份十分有趣的资料，可以看出在耕地面积相同的农户类别中，牛奶业积聚的情况。





向城市销售乳制品的农户



	　
	　
	其中：
	　
	　
	有3头以上奶牛的农户
	　
	　



	　
	户数
	有1头奶牛者
	有2头奶牛者
	农户数目
	奶牛的总头数
	平均每户的奶牛头数
	奶牛总头数



	0—50公亩②
	1944
	722
	372
	850
	9789
	11.5
	11255　



	50公亩—2公顷
	7054
	3302
	2552
	1200
	5367
	4.5
	13773



	0—2公顷
	8998
	4024
	2924
	2050
	15156
	7.4
	25028



	2—5公顷
	11049
	1862
	4497
	4690
	19419
	4.3
	30275







　　 
［注：② 1公亩等于1/100公顷。——编者注］

在拥有极少量耕地的农户（0—1/2公顷）当中，我们看到牛奶业高度积聚的情况，其中为数不足一半的业主（1944户中占850户），几乎集中了该类农户奶牛总数的9/10（11255头中占9789头），平均每户有11．5头。这已经根本不是什么“小”业主，而是一些年周转额大概（特别是那些邻近大城市的业主）可达到几千马克的业主，这些人不使用雇佣工人恐怕是不行的。城市的迅速发展使这种“牛奶场主”的人数不断增加，因而必然会有黑希特、大卫、赫茨和切尔诺夫之流的人物，拿个别小农因经营牛奶业和烟草业等等而“出人头地”的例子，来安慰受贫困压迫的广大小农群众。

我们看到，在1/2—2公顷这类农户中，为数不足五分之一的业主（7054户中占1200户）竟集中了占总数五分之二以上的奶牛（13773头中占5367头）；在2—5公顷这类农户中，不足半数的农户（11049户中占4690户）集中了占总数五分之三以上的奶牛（30275头中占19419头），等等，遗憾的是，根据德国的统计不可能把拥有更多奶牛的农户类别划分出来。 
［注：确切些说，靠德国统计资料，不可能整理出
 这方面的材料，因为调查的写作者们是分别搜集每个农户的材料的（根据农村业主填写的调查表）。顺便说一下，分别搜集每个农户材料的做法，使德国的农业统计胜过法国的统计，也许还胜过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统计。这套方法不仅可以按土地面积，而且可以按牛奶业的规模、机器使用情况、加工业发展程度等等来划分出各种类型的农户。为此只要把统计资料更加仔细地整理一下就行了。这就是说，第一，不是根据一种标志（土地面积），而是根据几种标志（机器数量、牲畜头数、特种作物面积等等）来划分农户类别；第二，综合各种不同的分类，例如，把按土地面积划分的各类农户再按牲畜头数等等划分出一些更小的类别。俄国地方自治局的农民经济统计[88]可以而且应当成为这方面的典范。从材料的广泛充实、划一确切以及整理和发表的速度来看，德国官方的统计比俄国官方的
 统计好，但是从个别资料完备和整理的细致来看，我国地方自治局的
 统计却比欧洲的局部调查和考察好。俄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早就采取了挨户调查的办法，列出各种的分类图表和我们所提到的综合图表。欧洲人如果能深入了解我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一定会有力地推动整个社会统计的进步。］

 但是，就是前面所引的资料也完全证实了下面这个一般性结论： 资本主义农业的积聚程度实际上
 比我们仅仅根据土地面积一种统计材料所能想象的要 高得多
 。这种统计把两种农户混在一起了，一种按其土地面积和谷物生产规模说来是小农户，另一种按其乳品或肉品畜牧业、葡萄种植业、烟草业和蔬菜业等等的规模说来是大农户。当然，同谷物生产比较起来，所有这些部门都处于很次要的地位，因此，即使根据土地面积的材料得出的 大量
 结论也是完全有意义的。但是，第一，商业性农业的若干特殊部门恰恰在欧洲发展得特别迅速，特别具有农业 资本主义
 演进过程的特点；第二，在谈到个别例子或个别地区时，人们往往忘掉了上述情况，这就为黑希特、大卫、赫茨和切尔诺夫等人作了示范表演的市侩辩护术大开方便之门。他们拿烟草业的业主作例子，这些业主按其总的经营面积来说，是“名副其实的小农”，但是按其烟草业的规模来说，却根本不是什么“小”业主，而且我们只要专门看一下烟草业的资料，就会看到，在这里也有了资本主义的积聚。例如，据1898年的统计，整个德国有139000户烟农，植烟面积为17600公顷，但是其中88000户，即占139000户的63％，一共拥有不到3300公顷土地，只占植烟总面积的1/5，而其余的4/5都集中在37％的业主手中。 
［注：《19世纪末的德国国民经济》1900年柏林版第60页。这是根据税务机关十分粗糙的统计材料算出的数字。至于俄国，我们有一份波尔塔瓦省三个县的烟草业分布情况的资料：种植烟草的农户共25089户，其中有3015户（不到1/8）在146774俄亩的粮食播种面积中占74565俄亩，即占一半以上，它们在6844俄亩的植烟面积中，占3239俄亩，即将近一半。如果按烟草种植园的规模把这些农户加以分类，就会看到，有324个农户（总共是25089户）各有2俄亩以上的植烟土地，它们在6844俄亩中共占2360俄亩。这都是一些大的种烟资本家，他们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是人们常有所闻的。拥有半俄亩以上植烟土地的农户总共有2773户（略多于1/10），但是它们在6844俄亩植烟土地中却占了4145俄亩。见《俄国烟草业概况》1894年圣彼得堡版第2编和第3编。］



葡萄种植业的情况也是这样。总的说来，一个“中等”葡萄园的面积，例如在德国，是很小的，只有0．36公顷（344850个业主共有126109公顷葡萄园地）。但是葡萄种植者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49％的葡萄种植者（有20公亩以下的葡萄园）只占有全部葡萄园地的13％，30％的“中等”业主（有20—50公亩）占26％，20％的大业主（有1/2公顷以上）占61％，即占五分之三以上 
［注：值得指出的是，在法国，葡萄种植业发展得更迅猛得多（达到1800500公顷），葡萄园的集中程度也就高得多。但是这一点只能根据有关土地面积的一般统计资料加以判断，因为法国的材料不是按户统计的，无法知道葡萄园主的数字。在德国，有10公顷以上土地的业主拥有12．83％的葡萄园地，在法国是57．02％。］

 。商业性蔬菜业（Kunst-undHandelsgartnerei）的积聚程度还要高得多。随着大城市、大火车站和工业区等等的增多，蔬菜业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迅速发展起来了。据1895年的统计，德国有32540户经营商业性菜园，共有23570公顷菜园地，平均每户不到1公顷。但是其中半数以上的土地（51．39％）集中在1932户业主的手中，即集中在只占总数5．94％的菜园主手中。这些大业主究竟有多少菜园地和其他农业用地，从下列数字可以看得很清楚：1441户拥有2—5公顷菜园地的业主，平均每户有菜园地2．76公顷，加上其他土地平均共有109．6公顷；491户拥有5公顷以上菜园地的业主，每户平均有菜园地16．54公顷，加上其他土地平均共有134．7公顷。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牛奶业，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协作的意义问题。赫茨把这种协作推崇为祛除资本主义的万应灵丹，他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支持这种协作（第21页，俄译本第62页；第89页，俄译本第214页）。虔诚地膜拜新上帝而照例叩破额头的切尔诺夫先生，竟编造出一套借助协作来实现“农业的非资本主义演进”的谬论。这种了不起的发现究竟有什么理论意义，我们下面再作简要的说明。现在我们要指出的是，协作的崇拜者，总是喜欢谈论借助协作“可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见上面的例子）。但是我们最好还是看一看，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借助协作究竟取得了什么实际成就。德国统计机关在1895年的农户和职业调查中，登记下了所有参加乳制品销售协作社（Molke-reigenossenschaftenundSammelmolkereien）的农户，以及每个业主用来提供销售的乳制品的奶牛头数。据我们所知，这恐怕是唯一的一份 内容丰富
 的资料。它们不仅确切地说明了各类业主参加协作社的情况，而且还（这一点非常重要）说明了所谓入社的经济规模，即每户投入协作社的那一部分经济的规模（生产供协作社销售的乳制品的奶牛头数）。现在把这些资料摘引在下面。这些资料按照业主土地面积的多少，把他们分为五类。





参加乳制品销售协作社的农户这种农户的数目


	
	这种农户的数目


	在农户总数中所占百分比


	在入社农户总数中所占百分比①


	拥有奶牛的头数
	在奶牛总数中所占百分比


	每户平均拥有的奶牛头数　





	0—2公顷…………
	10300
	0.3
	6.95
	18556
	1.71
	　
	1.8



	2—5公顷…………
	31819
	3.1
	21.49
	73156
	6.76
	　
	2.3



	5—20公顷…………
	53597
	5.4
	36.19
	211236
	19.51
	　
	3.9



	20—100公顷…………
	43561
	15.4
	29.42
	418563
	38.65
	

｝

 72.02
	9.6



	100公顷以上…………
	8805
	35.1
	5.95
	361435
	33.37
	41.0



	　总　计
 …………
	148082
	2.7
	100.00
	1082946
	100.00
	　
	7.3



	1000公顷以上的农户…………
	204
	35.6
	—
	18273
	—
	　
	89.0







　　 
［注：① 布尔加柯夫先生声明说：“在这里，可从下列数字中看出大农户的比重”（第2卷第117页），并且仅只
 引用了这些数字，但这些数字说明不了“大农户的比重”，而是掩盖
 了“大农户的比重”（因为没有同其他数字的比较）。］

可见，小农参加协作社的为数甚少——3—5％，就是说，这个数字看来甚至比最低的资本主义农户的比重小。相反，明显的大资本主义农户参加协作社的百分比，甚至比中等农户高出2—6倍。而大地产参加协作社的却最多。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奥地利的伏罗希洛夫——赫茨幼稚到什么程度，他在驳斥考茨基时说：“包括最大的一些协作社在内的德国农业收购联合社（Bezug-svereinigung）有 105万个农村业主
 参加”（第112页；俄译本第267页，黑体是赫茨用的），并且得出这样的结论： 就是说
 ，不仅大业主（土地超过20公顷的业主共有306000个），而且农民也参加了协作社！赫茨只要稍微考虑一下自己的假设（ 所有
 大业主都参加了协作社！），他就会看到，要是大业主全部参加协作社， 那 就是说
 ，其他各类农户参加协作社的 比重就很小
 了，这正好完全证实了考茨基关于 大农户在协作组织方面也比小农户占优势
 的结论。

但是，更有趣的是关于生产供协作社销售的乳产品的奶牛头数的资料：这种奶牛 绝大部分
 ， 差不多有四分之三
 （72％）属于经营 资本主义牛奶场
 的大业主，每户平均有10头、40头、甚至80头（在大地产中）奶牛。现在请听听赫茨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敢肯定， 协作社恰恰给小业主和最小的业主带来了最大的好处
 ……
 ”（第112页；俄译本第269页，黑体是赫茨用的）天下的伏罗希洛夫都一模一样，俄国的也好，奥地利的也好，都是如此。如果伏罗希洛夫拍着胸脯，加重语气地说：“我们敢肯定”如何如何，那我们可以相信，他所肯定的恰恰是不存在的东西。

在我们结束对德国农业统计资料的考察时，让我们看一下从事农业的人口按经济地位分类的概况。当然，我们只是考察真正的农业（即德国统计代号的A1，而不是A1—6，也就是说，不把渔民、伐木者、猎人同农民计算在一起），再就是要研究一下以农业为 主要职业
 的人的材料。德国统计把这部分人口分为三大类：（a）独立户（即私有主、租地者等等）；（b）职员户（总管、领班、监工、办事员等等）；（c）工人户，最后这一类又分为四小类：（c 1
 ）“在父亲或兄长等户主的农场中工作的家庭成员”。换句话说，这是本户工人，他们不同于属于（c）类其余3小类的雇佣工人。因此，在研究人口的社会成分（及其资本主义演进情况）时，显然不应当象往常那样，把这些本户劳力同雇佣工人归为一类，而应当把他们同业主（a）划为一类，因为这些本户劳力实质上也是占有者，是享有继承权等等的业主家庭成员。下一个小类（c 2
 ）男女农业雇工（KnechteundMagde）；（c 3
 ）“农业日工或其他工人（羊倌、牧工），他们自己拥有土地或租有土地”。这就是说，这一类是业主兼雇佣工人，是一个中间的、过渡的类别，必须单独划分出来。最后，（c 4
 ）“同前，但自己没有土地，也不租别人土地”。这样，我们就得出三个基本类别Ｉ．业主——土地占有者和业主家庭成员；II．业主——土地占有者兼雇佣工人；III．没有土地的雇佣工人（职员、雇工和日工）。下面就是1882年和1895年德国农村人口 
［注：我们指的只是“积极”人口（这是按法语的说法；按德语的说法是“erwerbstha-tige”），即真正从事农业的人口，不包括仆役和那些不是经常参加农业劳动的家庭成员。俄国的社会调查太不发达，以至连表达“active”、“erwerbstha-tig”、“occupied”这一概念的专门术语还没有创造出来。扬松在整理有关彼得堡居民职业的资料（《1890年圣彼得堡调查》）时，使用了“独立的”这一术语，但是这个术语是不恰当的，因为所谓“独立的”，一般都指的业主，这样一来，就把是否参加行业（广义的行业）活动，同人们在某一行业中的地位（业主兼工人）混淆起来了。也许可以用“生产人口”这一术语。但是这也不确切，因为，拿军人、食利者等等阶级来说，根本不是什么“生产人口”。也许，用“从业”人口这一术语较为恰当，它可以表示参加某一种“行业”（＝有收入的）活动的人口，以别于那些依靠“从业人员”生活的人。］

 按这三类划分的情况：






	　
	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积极（从业）人口（单位千）



	　
	
1882年

	
1895年

	　
	　



	（a）业主－土地占有者…………………………
	2253
	2522
	＋269
	　



	（c1）业主家庭成员………………………………
	1935
	1899
	－ 36
	　



	　　　　　　　　　I……………………………
	4188
	4421
	＋233
	＋ 5.6％



	（c2）有地工人（II）……………………………
	866
	383
	－483
	－55.8％



	　　　　　　　I＋II……………………………
	5054
	4804
	－250
	　



	（b）职员…………………………………………
	47
	77
	＋ 30
	　



	（c3）雇工…………………………………………
	1589
	1719
	＋130
	　



	（c4）无地工人……………………………………
	1374
	1445
	＋ 71
	　



	　　　　　　　　III………………………………
	3010
	3241
	＋231
	＋7.7％



	　　　　总　计
 ………………………………
	8064
	8045
	－ 19
	－ 0.2％







这样，整个积极人口减少了，虽然减少得不多。我们看到，在这中间有地的人口（I+II）减少了，无地的人口（III）却增多了。这就清楚地表明， 农村人口
 尤其是小土地占有者 遭到剥夺的过程正在发展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有一小块土地的雇佣工人是归入最小的业主之列的。其次，在土地占有者中间，业主兼工人在减少，业主在增多。因此，我们看到， 中等类别在消失，两极在增多
 ，即中间的类别在消失， 资本主义的矛盾
 在日益 尖锐化
 。在雇佣工人中间，完全被剥夺的人在增加，土地占有者在减少。在业主中间，直接占有企业的人在增加，在户主的企业中工作的人在减少。（后一种情形大概同下述事实有关：农民家庭的劳动成员多半得不到户主的任何报酬，因此他们特别愿意往城市里跑。）

如果研究一下以农业为 副
 业的人口的材料，我们就会看到，这部分人口（积极的或从业的）从3144000人增加到3578000人，即增加了434000人，而且增加的几乎全是业主家庭的劳动成员，这些人增加了397000人（从664000人增加到1061000人）。业主人数增加了40000人（从2120000增加到2160000）。有地工人增加了51000人（从9000人增加到60000人）。无地工人减少了54000人（从351000减少到297000）。在13年中，从664000人增加到1061000人，即增长了59．8％，这样巨大的增长再一次证明无产阶级化的增长；那些只把农业当作 副
 业的农民， 农民
 家庭成员的人数增长了。我们知道，这些人的主要职业首先是雇佣劳动（其次才是小商业、手工业等等）。如果把农民家庭中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劳动成员和只以农业为副业的劳动成员全部加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1882年总共为2559000人；1895年为2960000人。这一增长很容易给错误的解释和辩护性的结论提供借口，尤其在雇佣工人总的来说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其实，这一总数的增长，是由于农民家庭中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成员 减少了
 ，而以农业为副业的成员却 增多了
 ，后者在1882年只占农民家庭劳动成员总数的21．7％，而在1895年已达到35．8％。这样，关于 全部
 农业人口的统计十分清楚地向我们展示出两个无产阶级化过程，也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向所指出的，而机会主义批评家用千篇一律的词句力图加以否认的两个无产阶级化过程：一方面，农民日益丧失土地，农村人口不断遭到剥夺，他们不是往城市里跑，便是从有地的工人变为无地的工人；另一方面，农民的“副业”发展了，也就是说，农业和工业结合的现象增多了，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化的第一步，这势必引起贫困的剧烈增长（延长工作日、饮食恶化等等）。如果只从表面上来看，这两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对立的：无地的工人增加了，农民－土地占有者家庭的劳动成员也增加了。因此，把这两个过程混为一谈或者忽略其中的一个过程，都容易犯极大的错误，布尔加柯夫的著作正是集这种错误之大成。[89]最后，职业统计还向我们表明，职员人数也有显著的增加 
［注：关于这一事实，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上说了一句平淡无奇的俏皮话：“军队在减少，军官的数目却在增加。”这种对大生产劳动组织的见解是多么简单化啊！］

 ：从47000人增加到77000人，即增加了63．8％。在无产阶级化增长的同时，资本主义大生产也增长了，这就需要有职员，而且机器使用得愈多，加工业愈发达，需要的职员也就愈多。

可见，以“详细探讨”自吹自擂的布尔加柯夫先生，根本没有弄清楚德国的统计材料。在职业统计中，他只是指出了无地工人的增加和有地工人的减少，以为这就是“农业劳动组织发生变化”的标志（第2卷第106页）。而德国整个农业劳动组织的这一变化，对他来说，完全是一种偶然的、不可理解的现象，同农业资本主义的整个制度和整个演进毫无联系。但是实际上，这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见解相反，德国农业的技术进步，主要是大生产的进步。关于机器使用情况、有役畜农户的百分比、役畜的质量、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牛奶业的发展等等资料，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大生产取得这一进步的同时，农村人口的无产阶级化和被剥夺的过程进一步发展，小农户和以副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民愈来愈多，中等农民愈来愈贫困，他们的经营条件恶化得最厉害（无马户和用牝牛耕作的农户的百分比增加得最多），因此他们的整个生活条件和土地的管理质量也降低得最厉害。





《列宁全集》第5卷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十

德国的布尔加柯夫——爱·大卫的“著作”

爱德·大卫的《社会主义和农业》一书十分拙劣、十分冗长地汇集了我们在布尔加柯夫、赫茨和切尔诺夫等先生那里看到的错误手法和错误论断。我们本来可以根本不去理会大卫。但是，他的“著作”无疑是目前论述土地问题的一本主要的修正主义著作，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来说明一下修正主义者先生们是怎样写学术著作的。

大卫除在书中其他各章多次谈到农业中的机器问题外，还用了第4章一整章（俄译本第115—193页）来探讨这个问题。他十分详细地探讨了数百个 技术性的
 细节，反而把问题的政治经济本质淹没在这些细节中了。说什么机器在农业中起不到它在工业中所起的作用；农业中没有中心发动机；多数机器只能工作一段时间；部分机器并不能节约生产费用，如此等等。大卫认为这些结论（参看第190—193页关于机器问题的小结）足以驳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但是，这只是在制造混乱，而不是在阐明问题。农业比加工工业落后，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这种落后是无须证明的。大卫把农业落后的表现逐条罗列出来，举出一个又一个例子、一个又一个情况，但只是避开真正的研究对象：机器的使用是否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机器使用的增加同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是否有联系？

大卫根本不懂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提出问题。大卫的观点实质上是小资产者的观点，这种小资产者满足于资本主义的比较缓慢的进步，不敢正视整个社会的进化。例如，大卫在谈农业机器问题时引用了本辛格的话，而且引用了无数次（俄译本第125、135、180、182、184、186、189、506页及其他各页）。我们这位大卫真可以说是在折磨读者，他对材料不加整理，不予以联系，不深思熟虑地提出问题，只是毫无目的地一味谈论枝节问题。因此，大卫不会对本辛格的结论作出任何 概括
 。我在1901年对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批判，也完全适用于大卫。首先，对本辛格结论的概括表明（见上面，第183页 
［注：见本卷第112—113页。——编者注］

 ）：使用机器的农户无疑比不使用机器的农户优越。大卫在细节上对本辛格的“修正”在他的书中比比皆是，但是不管怎样修正也改变不了这个结论。 大卫避而不谈这个总的结论，简直同布尔加柯夫先生如出一辙
 ！其次，大卫无休止地、无意义地、无联系地引用本辛格的著作，但是同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样，也 没有发现
 本辛格对工业或农业中的机器问题的资产阶级观点。总而言之，大卫对问题的社会经济意义连懂也不懂。他不善于把那些证明大经济比小经济优越的实际材料综合起来、联系起来。结果只好发一通市侩的反动牢骚，把希望寄托在技术落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上面。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基督教的”叛徒布尔加柯夫先生，从理论上说，同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大卫是毫无二致的。

大卫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也不了解问题的社会经济意义，而且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就拿他的一个基本论点，他的那个心爱的思想，也就是全书的“精髓”来说吧。他认为：在农业中 小生产
 是富有生命力的，而且比大生产优越。请问大卫，什么叫作小生产呢？

在第29页的脚注中，可以得到确切的回答：“凡是我们提到小生产的时候，我们指的都是那种不经常依靠外力帮助，也不从事副业而活动的经济范畴。”这句话说得很笨拙，而且被格罗斯曼先生翻译得文理不通，但是意思总还可以勉强看出。人们看了这一点，一定以为大卫会 根据
 农民是使用雇佣劳动还是出卖劳动力这点来考察小（ 按土地面积来说
 ）农业的条件。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

大卫的资产阶级性暴露得最为明显之处，就是他完全忽视“小”农使用雇佣劳动和变为雇佣工人的问题。说他完全忽视，这绝对属实。德国统计中有这方面的统计材料，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也简要地引用了这些材料（这些材料在我的书中引用得很详细，——见第227页 
［注：见本卷第172—173页。——编者注］

 ）。大卫看过这些统计，却没有分析这些材料。他从个别的专题著作中摘录了一大堆引文，但却 完全忽略了
 这些著作中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总而言之，这位小资产者绝口 不谈
 善于经营的农夫雇用“帮工”的问题。

请看下面的例子。


　　他在第109页上写道：“总的说来，在蔬菜业中也象在农业中一样，繁荣的是小生产。”



　　你们一定在等待证明。但是你们看到的是下面这个 而且仅仅是
 下面这个材料：
　　“根据1895年的工业
［注：这大概是译文的校订者格罗斯曼先生把Betriebsstatistik一词译成这样的。俄译本真叫人没有办法！这里应当译成：“农业企业的统计材料”。］

 统计材料，在32540个果园和菜园中，占地不到20公亩的有13247户（＝40％）；20—50公亩的有8257户（＝25％）；50公亩到1公顷的有5707户（＝14％）；1—2公顷的有3397户（＝10％）；2公顷以上的只有1932户（＝6％）。”



　　仅此而已。就是这些材料也可以证明蔬菜业中小生产的繁荣。就是这段话就可以被看作精通农学的大卫的学术著作。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不能了解什么叫作学术上的骗局了。大卫说，只有6％的业主拥有2公顷以上的土地。就在他引用这些数字的那份统计材料中，同时就有这6％的业主拥有 多少土地
 的材料。 大卫却不提这些材料
 。他所以不提是因为这些材料会推翻他的理论。我曾经就这些材料说过（见《教育》上的文章，第220页 
［注：见本卷第193页。——编者注］

 ）：在全部商业性菜园土地中有“半数以上的土地（51．39％）集中在1932户业主的手中，即集中在只占总数5．94％的菜园主手中”。在这1932个菜园主中，有2—5公顷菜园地的有1441户，平均每户有菜园地2．76公顷， 加上其他土地共有
 109．6公顷。有菜园地5公顷以上的业主有491个，平均每户有菜园地16．54公顷， 加上其他土地共有
 134．7公顷。（同上）

可见， 仅仅
 占总数6％的菜园主却集中了51．39％的菜园地。这是些大资本家，菜园是他们的资本主义农业（拥有100—135公顷土地的农场）的 补充
 。可见，商业性蔬菜业的资本主义积聚程度是很高的。而大卫……竟敢断言，“繁荣的是小生产”，也就是说，是不使用雇佣劳动的生产。在商业性蔬菜业中，究竟多大规模的农场需要使用雇佣工人，对这个问题他 却没有提供资料
 。

博学的大卫就是这样运用统计材料的。这里还有一个他引用专门著作方面的例子，他引用的就是布尔加柯夫、赫茨和切尔诺夫先生所援引过的那位大名鼎鼎的黑希特的著作（见上面，第203—207页 
［注：同上，第138—146页。——编者注］

 ）。大卫在他的“著作”中用了两页（第394—395页）的篇幅来转述黑希特的著作。他是 怎样
 转述的呢？他 绝口不谈雇佣劳动
 。他绝口不谈黑希特如何粉饰有一小块土地的工厂工人“ 定居
 ”的事实，如何把工人同富裕农民混为一谈。他绝口不谈，在少数富裕农民“繁荣”的同时，多数人的处境却十分困难，甚至不得不出卖牛奶来换取比较便宜的人造黄油。

大卫不仅对这一点保持沉默，而且甚至还说：“黑希特列举了非常有趣的材料，说明这些农民的生活消费是很高的。”（第395页）很难设想还会有什么更露骨的资产阶级辩护术了。

这里顺便谈一下，黑希特提到农民出卖牛奶，而购买比较便宜的人造黄油的事实。本来，这是每个经济学家都知道的。早在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就谈到资本主义使人民的饮食更加恶化。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3—105页。——编者注］

 在俄国，从恩格尔哈特时代[90]（70年代）起，凡是稍微认真研究过牛奶业中的资本主义进步的人，都多次地指出过这一现象。“博学的”大卫却没有发现这一点。他甚至对社会主义者们指出这一现象加以耻笑。

我们看到，大卫在这本书的第427—428页上嘲笑了考茨基，因为考茨基说过，牛奶收集站使农民更多地出售牛奶，从而使他们的饮食更加恶化。为了让读者能够对德国的民粹主义者大卫作出适当的评价，我们把他的原话引述如下：


　　“……其他所有的人都有一种习惯，只要有一笔较大的收入，总要花一点在吃的上面。一个人只要多少有几个钱，就想吃得好一点，这可以说是人的本性。但是令人极其奇怪的是，只有农民不是这样，他们参加协作社以后，出售牛奶和生猪得到的钱大家都认为比以前多了，但是他们的做法却和其他一般人完全不同”，如此等等。



　　对于反动市侩的这种滑稽表演，当然不值得理会。只要把它展示给读者就够了，只要从分散在550页上的一大堆断章取义的农学引文中，把这些言论抽出来见见天日就够了。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就是连 大卫援引的
 那位资产阶级辩护士黑希特也承认饮食恶化是 事实
 ，是出卖牛奶换取人造黄油的结果。在德国南部，在小农户占优势的地区情形就是如此。至于另一地区（如东普鲁士），克拉夫基也指出过十分相似的情况（见上面，第213页和第214页 
［注：见本卷第154—156页。——编者注］

 ），他说：小农“很少食用黄油和全脂牛奶”。大卫的这种资产阶级辩护术，在他所涉及的一切问题上全都可以看到。例如，他用了几十页的篇幅（第413—435页及其他各页）来歌颂德国和丹麦的牛奶协作社。他也引用了统计资料……但是仅限于 协作
 社数目增长的资料！德国统计中的关于协作牛奶业集中在资本主义大农场手中的材料（见上面，第242页 
［注：同上，第193—195页。——编者注］

 ），他却 没有引用
 。大卫之流竟没有发现他们引用的统计资料中有这方面的材料！

大卫说：“组成协作社的丹麦农民，甚至超过了大土地私有者的私有农场。”接着还举了一个例子，引用化验所第46号报告说，协作社的黄油比地主的黄油质量高。大卫继续写道：


　　“农民已经取得了这样的成绩，而从前他们在自己的小经济中只能生产质量很低的黄油，卖价几乎只有大所有主卖得的一半。这里谈的实际上是中等农民和小农
 （黑体是大卫用的）。1898年丹麦共有牛栏179740个；其中只有7544个，即4％的牛栏各有30头以上的奶牛；有49371个，即27．82％的牛栏各有10—29头奶牛。有122589个，即68．97％的牛栏各有不到10头奶牛。在最后一类中，有半数以上即有70218个牛栏（占总数39．85％），每个只有1—3头奶牛，这就是说，它们是属于小农户的。小农户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协作组织，这有事实为证：1900年，丹麦共有奶牛1110000头左右，其中约有900000头奶牛的牛奶是供协作牛奶场销售的。”（第424页）



　　博学的大卫就是这样来论证的。他避而不谈各类农户各拥有多少奶牛的确切材料，引用这些材料对他来说是不愉快的。但是就从他引的残缺不全的数字中也可以看出，他把事实真相完全歪曲了。如果把奶牛总数同牛栏按牲畜存栏头数分类的情况对照一下，就可以得出如下一幅（ 尽管是近似的
 
［注：这些数字所以是近似的，是因为：第一，这里的奶牛头数是1900年的数字，而农户数目是1898年的数字；第二，各类农户的奶牛头数只能算出约略的数字，因为大卫那里没有精确的数字。我们估算的大农户的比重比实际情况要小些：7544个农户平均每户有30头以上的奶牛。即使拿最低的数目来算，即按每户30头计算，那7544×30＝226320头。我们选择了较小的
 数字，因为不这样，小农户的规模就更加接近各类农户的最低限度，而不是最高限度。］

 ，但大体上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图画：




	丹　　麦
	农户数目（单位千）
	拥有的奶牛头数（单位千）
	平均每户期有奶牛头数



	有1—3头奶牛的农户
	70
	100
	1.43



	有4—9头奶牛的农户
	52
	250
	4.81



	有10—29头奶牛的农户
	49
	550
	11.22



	有30头以上奶牛的农户
	8
	200
	25.00



	
总　计

	179
	1100
	6.14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第一，丹麦乳品畜牧业的积聚程度是 很高的
 。在1100000头奶牛中，有750000头，即 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
 ，是属于 大农户
 的，而大农户在179000户中只占57000户，即不到农户总数的三分之一。这类农户平均有10头以上奶牛，看来不使用雇佣劳动是不行的。可见，大卫“没有发现”，这里畜牧业经营的规模绝不是很小的；丹麦的业主是不能用土地的数量来衡量的。大卫“没有发现”，这里同其他各地的资本主义农业的情况一样，为数众多的小农户在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是很小的。小业主共有70000户，即几乎占40％，但是他们的奶牛却只占奶牛总头数的1/11。

第二，上述数字表明，丹麦也同德国一样，得到 协作社好处
 的 主要是资本家
 。在1100000头奶牛中，有900000头奶牛的奶是供牛奶场销售的，那就是说，还有200000头奶牛 得不到
 协作销售的“好处”。这些多半是最小业主的奶牛，因为我们从德国的材料中看到，土地在2公顷以下的农户参加牛奶协作社的只占全体农户的0．3％，而土地在100公顷以上的农户参加的却占35．1％。可见，这一切都说明，小业主（共70000户，有100000头奶牛）从协作销售中得到的好处最少。

丹麦的例子完全推翻了大卫的说法，证明在乳品生产中占优势的恰恰不是小农户，也不是中等农户，而是大农户。

为了使这些枯燥的数字和表格生动一些，为了说明资产阶级农业的阶级性质（这一点完全被愚蠢的市侩大卫忽略了），我们从丹麦工人运动史中举出一件突出的事实作为例子。1902年，丹麦的船主降低了司炉的工资。司炉工人为此举行了罢工。码头工人工会支持他们，也停止了工作。但是……罢工没有能形成总罢工，没有扩展到丹麦的各个港口。“在丹麦农产品出口方面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埃斯比约港〈位于丹麦西海岸，是同英国进行贸易的重要港口〉，没有卷入罢工，因为丹麦农业协作社声明，它们可以立即派遣必要数量的社员去装船；丹麦农民不容许中断自己的产品出口。” 
［注：埃来尔·赫尔姆斯
 《丹麦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1907年莱比锡版第138页。——编者注］



这样一来，丹麦的协作社就站在船主方面反对工人，破坏了这次罢工。有10头以上奶牛的资本家农场主支持资本家反对工人，这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令人不可理解的只是，象大卫这样一些抹杀阶级斗争的著作家却自称为社会主义者。

在农业和加工业（制糖、酿酒等等）结合的问题上，大卫也犯了和布尔加柯夫先生 完全相同的
 错误。同这位俄国教授一样，德国“博学的”机会主义者 只是照抄
 德国统计调查的表格，没有想一想这些表格究竟说明了什么！考茨基肯定地说，制糖业是农业大工业的典型。大卫为了反驳这一点，也同布尔加柯夫一样，引用了一些数字来证明兼营加工业的小农户比兼营加工业的大农户更多（大卫的著作第406、407、410页）。博学的统计家却忘记了，小农户的总数本来就比大农户多。他没有计算一下兼营加工业的各类农户在同类农户中所占的百分比，而只是抄录了在兼营加工业的农户总数中各类农户所占的百分比的表格。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这一错误，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说明了。（见第237页和第238页 
［注：见本卷第186—189页。——编者注］

 ）现在有一点要指出，就是在科学上采取同样老实态度的爱·大卫，对于资本家手中的甜菜 地所占百分比
 的材料，同样也没有花力气去看一下。

德国机会主义者和俄国自由派教授两人的灵魂简直相似到了十分可笑的程度，他们不仅引用统计材料同样地粗心大意、同样地无能，而且引证马克思著作也同样地粗心大意。大卫同布尔加柯夫一样，承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不错，他阐述这一规律时提出一些特殊的限定，加上一些特殊的条件，但是这并没有使情况好一些。例如，大卫在第476页上说：“这一规律根本不涉及从某一科学技术水平升到另一水平所引起的生产率波动问题。这个规律只涉及同一科学技术水平上的生产率波动。”这正好是我在反驳布尔加柯夫先生时指出的他对这个臭名远扬的规律所作的 限定
 （见上面，第165、166页 
［注：见本卷第87—89页。——编者注］

 ），当时我还补充说：这是一个“极其相对的规律，相对得说不上是一种规律， 甚至说不上是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
 ”。

然而大卫却继续把这个规律奉为农业的特征。这就产生了不可思议的糊涂观念，因为在“科学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是在工业中追加投资也要受到极大的限制。

大卫在结尾的一章中写道：“农业落后是因为：第一， 自然界有机力的保守性
 ，这表现在收成递减规律上。”（第501页）这个结论把刚才提出的一个论点（这个“规律”不适用于向更高技术水平过渡的情况）完全抛弃了！“自然力的保守性”，这不过是反动市侩的遁词，他们无法了解特别阻碍农业发展的 社会
 条件。大卫暴露出自己不了解这些 社会
 条件包括以下两方面：第一，农业中存在着封建残余，雇工处于权利不平等的地位，等等；第二，存在着 地租
 ，它抬高地价并 通过地价
 把高额地租 固定
 下来。


　　大卫写道：“我们认为，目前德国农业即使有海外生产所促成的、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来是正常的生产率，也不可能生产必要数量的粮食。收成递减规律不容许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无限地增加产量，而不降低生产率。”（第519页，把大卫最后一句话加上了着重标记）。



　　请来看看这位经济学家吧！他宣称，收成递减“规律” 只
 涉及同一科学技术水平上的生产率波动（第476页）。但是结论却是：“规律不容许‘无限地’增加产量”（第519页）！怎么能得出结论说，即使没有土地私有制，没有高昂的地租，没有雇工无权、闭塞和受鄙视的地位，没有容克地主野蛮的中世纪特权的妨碍，德国农业也 不可能提高到
 更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呢？？资产阶级的辩护士自然要设法回避农业落后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而把这种落后归咎于“自然力的保守性”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这个臭名远扬的规律所包含的无非是辩护术和糊涂思想。

大卫为了掩饰自己退向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旧偏见的可耻行径，也同布尔加柯夫一样，把经过歪曲的马克思引文拿给我们看。大卫引证的《资本论》第3卷的 那一页
 （第3卷下册第277页）正好也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引过的！（见大卫的著作第481页和上面我们对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著作的分析，第171页和第172页 
［注：见本卷第94—98页。——编者注］

 ）

我对布尔加柯夫先生在 科学上采取的老实态度
 所作的评价，也 完全
 适用于大卫。布尔加柯夫先生歪曲了马克思的引文。大卫也只引了这段引文的头一句话：“关于在连续投资时土地生产率降低的情形，可参看李比希的著作。”（《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277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39页。——编者注］

 大卫也和布尔加柯夫一样，歪曲了马克思的话，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仿佛马克思谈这个问题只此一处。其实——我们再说一遍——凡是读过《资本论》第3卷（和《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2册 
［注：同上，第26卷第2册第262—536页。——编者注］

 ）的人，都知道事实正好相反。马克思 几十次地
 指出，他认为追加投资的生产率的 降低
 同这一生产率的 提高
 ，是两种完全同等的、同样可能的情况。

在第481页的脚注中，大卫声称以后要探讨这个规律同地租的关系，还要“批判地探讨马克思是如何试图推翻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原理并进而发展和充实地租理论的”。

我们可以预言，大卫的批判的探讨将会象布尔加柯夫先生或……象马斯洛夫同志那样，不过是重复一下资产阶级的偏见罢了。

现在再来分析一下大卫的另一个根本错误的论点。批驳大卫的辩护术或他对统计材料的歪曲，真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在下面我们就要谈到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掌握了一些新的材料，能用现实的 真实
 情景同现代市侩的理论作一番对照。





《列宁全集》第5卷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十一

小农户和大农户的畜牧业

土地问题上的“批评家”或伯恩施坦派在替小生产辩护的时候，经常拿下面一种情况作根据。按土地单位面积计算，小农饲养的牲畜比大农多得多。他们说，这样，小农就能更好地给土地施肥。他们经营的技术水平是比较高的，因为在现代农业中肥料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农户饲养的牲畜所提供的肥料，出任何人造肥料不知要强多少倍。

爱德·大卫在《社会主义和农业》一书中说这个论据有决定性的意义（俄译本第326、526、527页）。他写道：“粪肥是农业的灵魂”，并加上了着重标记（第308页），他把这条道理当作维护小农业的主要根据。他引用德国统计材料说，按单位面积计算，小农户饲养的牲畜比大农户多得多。大卫深信，这些材料彻底解决了在农业中大生产优越还是小生产优越的问题，并证实了他的看法。

现在我们来仔细探讨一下这个理论和作为农业的灵魂的粪肥。

大卫和许多拥护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主要论据就是统计。他们比较了各类农户的牲畜数字（按单位面积计算），并且默然地假设，相比的数值是同样的，也就是说，同样数量的某一种牲畜，无论在大农户或小农户中，都具有所谓同等的农业价值。他们还假设同样数量的牲畜可以提供同样数量的粪肥，大农户和小农户的牲畜质量大体上相同，等等。

显然，上述论据能不能成立，完全要看这种常见的默然的假设是否正确。上述论点是不是正确呢？如果我们摆脱枯燥的、粗糙的、笼统的统计材料，而去分析一下小农业生产和大农业生产的全部社会经济条件，那我们立刻就会看到，这个论点恰恰把尚待证实的东西当作已经证实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断言，小生产的牲畜饲养条件（我们看到，土地的管理和农业劳动者的生活条件也如此） 比
 大农户 差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及其追随者伯恩施坦派，却作了相反的论断，他们说：由于小农 勤奋
 ，小农户饲养牲畜的条件比大农户好得多。如果要用统计材料来阐明 这个
 问题，那大卫所引用的统计是完全不符合需要的。这里需要的不是不同规模的农户的牲畜数量的统计调查，而是牲畜质量的统计调查。德国的经济文献中有这类调查著作，可能还不止一种。在经济文献中，有人根据详细的调查试图阐明大小农户内部的条件。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大卫的著作虽然满篇都是从各种农学著作中摘来的无数毫不相干的引文，但是惟独对上述尝试只字不提。下面我们就把大卫不该回避的这些著作当中的一部介绍给读者。

德国著名的农业问题著作家德雷克斯勒尔出版了一本关于“农业统计调查”结果的专门著作。关于这份调查，作者公正地指出，“就调查结果的确切性来说，这份调查恐怕是无与伦比的”。他调查了汉诺威省的25个居民点（22个村和3个地主庄园），不仅分别地搜集了每个农户的土地数量和牲畜数量的材料， 而且
 还搜集了牲畜质量的材料。 牲畜质量
 是用一种特别精确的方法来判定的：“根据对每头牲畜尽可能精确的估算，即根据内行人作出的估算”，确定每头牲畜 毛重
 多少公斤。 
［注：大卫清楚地知道农学家们的这种计算单个牲畜毛重的方法。他在第367页详细地讲到各种肉用牲畜、产乳牲畜和耕牛等等毛重有多少。他抄录了农学家们的这些材料。但他没有想到，对于经济学家特别是社会主义者说来，重要的并不是区别牲畜的品种，而是区别小农户和大农户，“农民”农户和资本主义农户牲畜饲养的条件
 。］

 这样就得出一份各个不同规模的农户每种牲畜毛重的材料。而且这种调查进行了两次：第一次在1875年，第二次在1884年。德雷克斯勒尔发表了这批原始材料 
［注：1875年的材料发表在《社会政治协会丛书》第24参第112页（《农民状况》第3卷），1884年的材料发表在《蒂尔农业年鉴》第15卷（1886年）。］

 ，他把三个田庄分别列出，把所有的村分为三大类，把各村的农民农户按土地数量又分为七类（超过50公顷，25—50公顷，12．5—25公顷，7．5—12．5公顷，2．5—7．5公顷，1．25—2．5公顷，1．25公顷以下）。德雷克斯勒尔的材料共包括11种牲畜，读者可以想见所有这些图表会有多么复杂。为了得出一份综合性材料，使大家能看出总的和基本的结论，我们把 全部
 农户分成 五
 大类：（一）大田庄；（二）土地超过25公顷的农民农户；（三）7．5—25公顷的；（四）2．5—7．5公顷的；（五）不到2．5公顷的。

这几类农户的数目和他们的土地的数量，在1875年和1884年分别如下：






	　
	1875年
	1884年



	　
	农户数目
	土地数量
	每户平均占有土地
	农户数目
	土地数量
	每户平均占有土地



	　
	（单位公顷）



	（一）田庄
	3
	689
	229
	3
	766
	255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51
	1949
	38
	58
	2449
	42



	（三）7.5—25公顷的农户
	274
	3540
	13
	248
	3135
	12



	（四）2.5—7.5公顷的农户
	442
	1895
	4.3
	407
	1774
	4.3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1449
	1279
	0.88
	1109
	1027
	0.92



	
总　计

	2219
	9352
	4.2
	1825
	9151
	5.0







为了说明这些数字，先来谈一谈不同规模的农户的经济类型。德雷克斯勒尔认为，凡是71/2有，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都少不了要使用雇佣劳动。这样一算，就有325个农民农户雇用工人（187年）。土地在2 1
 / 2
 与公顷以下的农户，不得不受雇于人。有2．5—7．5公顷土地（平均是4．3公顷）的农户，据德雷克斯勒尔计算，有一半可以不从事雇佣劳动，另一半则不得不去当雇佣工人。可见，在全部农民农户中间，有325户是资本主义农户，有221户是既不雇用别人也不受雇于人的小“劳动”农户（我国的民粹派一定会这样说），有1670户是受雇于人的半无产者农户。

可惜，德雷克斯勒尔的分类方法和德国的一般统计分类方法不同，后者是把5—20公顷的业主划为中等农民。但是，这些中等农民大多数要雇用工人，这毕竟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德国的“中等”农民就是小资本家。不雇用别人也不受雇于人的农民占极少数：在2216户中只占221户，即只占十分之一。

这样，以上各类农户按经济类型可表述如下：（一）大资本主义农户；（二）中等资本主义农户（“大农”）；（三）小资本主义农户；（四）小农农户；（五）半无产者农户。

从1875年到1884年，农户总数和土地总数都减少了。减少的主要是小农户：有21/2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从1449户减少到1109户，即减少了340户，差不多等于1/4。相反，最大的农户（超过25公顷的）却从54户增加到61户，它们的土地从2638公顷增加到3215公顷，即增加了577公顷。可见，德雷克斯勒尔所称赞的那个地区的经济普遍改善和文化提高，意味着农业集中在人数 愈来愈少
 的私有者手中。由于这种“进步”，2219户中有将近400户被排斥在农业之外（到1884年只剩下1825户），其余各户平均占有的土地从4．2公顷增加到5公顷。有的地区资本主义使某一农业部门积聚化，使许多小业主沦为无产阶级。有的地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造成了许多新的小农户（例如，市郊农村的牛奶业和象丹麦这样一些出口乳制品的国家的牛奶业就是如此）。还有一种地区中等农户瓦解，小农户增多。笼统的统计掩盖了所有这些过程。要研究这些过程，就必须进行详细的调查。

上面谈到的那个地区农业的进步，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畜牧业的改进上。但是，牲畜总头数却减少了。1875年共有7208头牲畜（折合成大牲畜计算），到1884年只有6993头了。按照笼统的统计，牲畜头数的减少只能表明畜牧业的衰落。其实是牲畜的质量提高了。如果不是计算牲畜的头数，而是看一下全部牲畜的“毛重”，那就可以看到，1875年是2556872公斤，1884年则是2696107公斤。

畜牧业的资本主义进步不单表现在数量的增长上，有时甚至主要不是表现在这方面，而是表现在质量的提高上，表现在以优代劣和增加饲料等方面。





各个农户拥有牲畜的平均头数如下：



	　
	1875年
	1884年


	
	大牲畜
	小牲畜
	总计
	大牲畜
	小牲畜
	总计　



	　
	（折合成大牲畜计算）



	（一）田庄
	105
	69
	174
	110
	41
	151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13.2
	11.0
	24.2
	13.7
	10.5
	24.2



	（三）7.5—25公顷的农户
	5.4
	3.8
	9.2
	4.9
	4.2
	9.1



	（四）2.5—7.5公顷的农户
	2.2
	1.4
	3.6
	2.2
	1.8
	4.0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0.3
	0.6
	0.9
	0.4
	0.7
	1.1



	总　计
	1.7
	1.5
	3.2
	2.0
	1.8
	3.8







在最大的农户中，牲畜头数减少了。在最小的农户中却增加了，而且农户愈小，增加得愈快。看来，岂不是小生产进步而大生产退步了吗？这不是证实了大卫的理论吗？

但是只要看一下牲畜 平均重量
 的材料，错觉就会消失了。






	　
	每头牲畜的平均重量（单位公斤）



	1875年
	1884年



	大牲畜
	小牲畜①
	总计
	大牲畜
	小牲畜
	总计



	（一）田庄
	562
	499
	537
	617
	624
	619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439
	300
	376
	486
	349
	427



	（三）7.5—25公顷的农户
	409
	281
	356
	432
	322
	382



	（四）2.5—7.5公顷的农户
	379
	270
	337
	404
	287
	352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350
	243
	280
	373
	262
	301



	
平　均

	412
	256
	354
	446
	316
	385







　　 
［注：① 各种小牲畜都按照通常的标准折合成大牲畜。在一年内，11种牲畜中的每种牲畜有多少头，是大致算出来的，因为只有重量的材料，没有牲畜头数的材料。］

从这些数字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农户规模愈大，牲畜的质量就愈高。资本主义农户同小农农户或半无产者农户在这方面的差别是相当大的。例如，在1884年，最大农户和最小农户之间的差额竟超过 百分之百
 ：大资本主义农户每头牲畜平均重量为619公斤，而半无产者农户为301公斤，也就是少二分之一以上！因此可以断定，大卫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假设大农户和小农户的牲畜质量完全相同，这是多么肤浅啊！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小农户饲养牲畜的情况一般比较差。现在我们有事实可以证明。关于牲畜毛重的材料使人能最确切地了解到牲畜饲养的 种种
 条件，如饲料、牲畜棚、耕作和照料等条件。德雷克斯勒尔的专门著作中的调查结果可以说已经对这一切作了总结。我国的瓦·沃·先生和德国的大卫，极力赞扬小农在照料牲畜方面如何“勤奋”。其实，小农不管怎样勤奋，也不能大致抵得上产品质量要高一倍的大生产的优势。资本主义使小农注定要劳碌一辈子，白白消耗劳动力，因为在资金不足、饲料不足、牲畜质量低劣、牲畜棚简陋等情况下，精心照料牲畜也是白费力气。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着重评价的不是资本主义使农民破产、使农民受压榨，而是劳动者（在最苛刻的剥削条件下 为资本
 劳动的人）的“勤奋”。

从上述材料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在这10年中，牲畜的质量一般都提高了，而且各类农户也都有所提高。但是普遍提高的结果，并没有缩小而是 更加
 扩大了大小农户之间畜牧业条件的差别。普遍提高没有使大小农户拉平，而是扩大了它们之间的悬殊，因为在提高的过程中，大农户比小农户进步得更快。下面就是1875年和1884年各类农户的牲畜平均重量的比较。






	　
	每头牲畜的平均重量（单位公斤）


	增加
	增加的百分比



	1875年
	1884年



	（一）田庄
	537
	619
	＋82
	＋15.2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376
	427
	＋51
	＋13.6



	（三）7.5—25公顷的农户
	356
	382
	＋26
	＋7.3



	（四）2.5—7.5公顷的农户
	337
	352
	＋15
	＋4.4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280
	301
	＋21
	＋7.5



	
平　均

	354
	385
	＋31
	＋8.7







提高最多的是大资本主义农户，其次是中等资本主义农户，小农农户的提高是微乎其微的，其他两类农户提高也很有限。德雷克斯勒尔也同绝大多数论述农业经济问题的农学家一样，只注意到问题的技术方面。他在比较了1875年和1884年的情况以后得出第五个结论说：“畜牧业 
［注：德雷克斯勒尔在这里指的是除役畜（即所谓的Nutzvieh）外的所有牲畜。关于役畜的材料，我们将在下面单独引述。但是不管我们引用的是哪几种或哪几类牲畜，总的结论还是一样的。］

 有了十分显著的进步：牲畜头数减少了，质量却提高了；在这三类村庄 
［注：德雷克斯勒尔按照地理位置和其他经营条件，把22个村庄分为三类。我们只引用一些综合的材料，以免文章中满篇都是数字。但是不管我们引用的是哪几类村庄，结论还是不变。］

 中，每类村庄牲畜的平均毛重都显著增加了。这就是说，在牲畜的繁殖、饲养、照料方面 或多或少普遍
 （ziemlichallgemein）有重大的改进。”

我们加上着重标记的“或多或少普遍”这几个字，正好证明作者忽略了问题的社会经济方面。“或多”指的是大农户，“或少”指的是小农户。德雷克斯勒尔没有发觉这一点，因为他只注意各类村庄的材料，而没有注意各种不同类型的农户的材料。

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关役畜的材料。这些材料能说明狭义的农业的经营条件。上述各类农户的役畜数量如下：






	　
	平均每户拥有役畜头数



	1875年
	1884年



	（一）田庄
	27
	44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4.7
	5.5



	（三）7.5—25公顷的农户
	2.1
	2.4



	（四）2.5—7.5公顷的农户
	1.3
	1.5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0.07
	0.16



	
平　均

	0.7
	1.0







可见，绝大多数半无产者农户（即2．5公顷以下的农户，1884年这类农户在1825户中占1109户）根本没有役畜。这类农户甚至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农业户。总之，就使用役畜的情况来说，这些有93％或84％根本不使用役畜的农户，是无法同大农户相比的。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把大资本主义农户同小农农户作一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在前一类（（一）类）农户中，132头役畜共耕种766公顷土地，而在后一类（（四）类）农户中，632头役畜才耕种1774公顷土地（1884年），这就是说，前者每头役畜平均要耕种将近 6
 公顷土地，而后者将近3公顷。可见，小农户饲养役畜的开支要 多一倍
 。小生产意味着经营技术手段的分散和由此而造成的劳动力的浪费。

造成这种分散的部分原因，是小农户不得不使用 质量低劣的
 役畜，即不得不拿牝牛当役畜来用。牝牛占 役
 畜总数的百分比如下：






	　
	1875年
	1884年



	（一）田庄
	－
	－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
	2.5％



	（三）7.5—25公顷的农户
	6.3％
	11.4％



	（四）2.5—7.5公顷的农户
	60.7％
	64.9％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67.7％
	77.9％



	
平　均

	27.0％
	33.4％







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用牝牛耕地的情况增多了，牝牛已经成为半无产者农户和小农农户的主要役畜。大卫想要把这种情况叫作进步，这就同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德雷克斯勒尔一模一样了，后者在自己的结论中写道：“许多小农户改用了 对它们更合算的
 办法，就是拿牝牛当役畜。”这种做法对小业主所以比较“合算”，是因为这样 比较省钱
 。所以省钱，是因为优质的役畜换成了劣质的役畜。德雷克斯勒尔和大卫这些人所赞赏的小农的进步，同日暮途穷的手工织布工的进步是完全一样的，这些手工织布工正在改用愈来愈低劣的原料，改用工厂生产的下脚料。

1884年耕地的牝牛的平均重量是381公斤 
［注：不用于耕地的牝牛平均重量为421公斤。］

 ，而耕马是482公斤，耕地的犍牛是553公斤。后一种役畜气力最大，1884年它占大资本主义业主役畜总数的一半以上，在中小资本家中占四分之一左右，在小农中不到五分之一，在半无产者农户中不到十分之一。可见，农户愈大，役畜的质量愈高。役畜的平均重量如下：






	　
	1875年
	1884年



	（一）田庄
	554
	598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542
	537



	（三）7.5—25公顷的农户
	488
	482



	（四）2.5—7.5公顷的农户
	404
	409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377
	378



	
平　均

	464
	460







可见，总的说来，役畜的 质量下降了
 。实际上，在大资本主义农户中有显著的提高，在其他各类农户中，却停滞或下降。从1875年到1884年，大生产和小生产在役畜质量方面的差别也 扩大了
 。小农户改用牝牛当役畜，是德国普遍的现象。 
［注：这一点情参看上面第8章《德国农业统计的一般资料》。（见本卷第172—183页。——编者注）］

 我们的材料也确凿地证明，这种改用牝牛的现象说明农业生产条件更加恶化，农民的贫困更加严重了。

在快要结束对德雷克斯勒尔专门著作的材料的评论的时候，我们再引述一个按土地单位面积计算的牲畜头数和重量的统计材料，这是大卫根据德国一般农业统计资料计算出来的：






	　
	每公顷土地平均有



	牲畜头数（折合成大牲畜计算）


	牲畜重量（单位公斤）





	1875年
	1884年
	1875年
	1884年



	（一）田庄
	0.77
	0.59
	408
	367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0.63
	0.57
	238
	244



	（三）7.5—25公顷的农户
	0.71
	0.72
	254
	277



	（四）2.5—7.5公顷的农户
	0.85
	0.94
	288
	328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1.02
	1.18
	286
	355



	
平　均

	0.77
	0.76
	273
	294







关于每公顷土地的牲畜头数的材料，这是大卫使用的唯一材料。在我们举的例子中，以及在德国整个农业中，这些材料都说明按单位面积计算的大农户的牲畜头数 减少了
 。例如，在1884年，半无产者农户每公顷土地的牲畜头数比大资本主义农户多一倍（1．18比0．59）。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样计算就是把无法比较的东西进行比较。牲畜重量的材料揭示了农户之间真实的对比：按单位面积计算，大生产的牲畜重量 最大
 ，因此肥料也 最多
 ，这说明，大生产在这方面条件也最优越。由此可见，大卫的结论说小农户的肥料总的说来比较充裕，这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这里应当注意到，第一，我们的材料没有涉及只有殷实业主才买得起的人造肥料；第二，按重量来比较牲畜的数量，会把大小牲畜等同看待，例如，会把一个大农户68头牲畜的重量——45625公斤——同一些小农户1786头 山羊
 的重量——45097公斤（1884年）——等同看待。实际上，大农户在粪肥方面的优势，比我们的数字所显示的要大得多。 
［注：这里再提一下上面援引的（第6章）（见本卷第168页。——编者注）克拉夫基的一段话：“小业主积肥能力比较差：他们的禾秸短，大部分用来喂牲畜（这又说明，饲料的质量下降），用来垫牡畜棚的就少了。”］



总之，大卫提出“粪肥是农业的灵魂”这句空话，从而回避了畜牧业方面的社会经济关系，并对事情作了完全歪曲的说明。

在一般牲畜特别是役畜的质量方面，在牲畜的饲养、改良以及厩肥利用的条件方面，资本主义农业中的大生产比小生产优越得多。





《列宁全集》第5卷


十二　土地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心目中的“理想国”

　　 
［注：本文是作者写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中的一章（第12章），本应收入不久前出版的《土地问题》一书第1册（1908年圣彼得堡版）。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这一章发稿迟了一些，没有能收入该书。因此现在发表的这一章所用的引文都出自上述著作。］

 　　丹麦的农业关系和农业制度引起了经济学家极大的兴趣。我们已经看到 
［注：弗拉·伊林《土地问题》第1册，《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第10、11章。（见本卷第199—222页。——编者注）］

 ，现代土地问题著作界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爱德·大卫，竭力拿丹麦的农业联合组织和丹麦（所谓的）“小农”经营水平作例子。亨利希·普多尔（爱·大卫常引用他的著作）竟把丹麦叫作“农业协作的理想国” 
［注：亨利希·普多尔博士《国外的农业协作社》1904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Ｖ页。普多尔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

 。在我们俄国，持自由主义民粹派观点的人物也常常拿丹麦当“王牌”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维护所谓小农业经济富有生命力的理论。例如自由主义者赫尔岑施坦在第一届杜马的演说，以及民粹主义者卡拉瓦耶夫在第二届杜马的演说就是如此。我们看到，同欧洲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丹麦的“小农”经济确实最普遍，农业也最繁荣，因它能适应市场的新要求和新条件。如果说在商品生产的国家里，小农业可能得到“繁荣”，那么丹麦在这方面的情况当然就是欧洲所有国家中最好的。因此，仔细地了解一下丹麦的土地制度，是有双重意义的。我们从整整一个国家的例子可以看出，在土地问题上修正主义究竟玩弄的是什么手法，在“理想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土地制度真正的根本特点究竟是什么。

丹麦的农业统计是仿照欧洲其他国家编纂的。但是在某些方面资料更为详细，数字加工整理得更好，这就使人能注意到一些通常被忽略的问题。我们先看一下按土地面积多少划分农户类别的一般材料。我们把丹麦通用的土地计量单位“哈尔特康”换算成公顷，根据丹麦农业统计的说明，每1哈尔特康合10公顷。 
［注：《丹麦统计。统计年鉴》第8年卷（1903）第31页脚注。下面引的所有关于丹麦的材料，都是指丹麦本土而言，就是说，不包括博恩霍尔姆岛。］



丹麦农业统计提供了1873年、1885年和1895年的农户分类材料，所有的农户共分为11类：无地的，0．3公顷以下（确切些说，1Q32哈尔特康以下），0．3—2．5公顷，2．5—10公顷，10—20公顷，20—40公顷，40—80公顷，80—120公顷，120—200公顷，200—300公顷，300公顷以上。为了不过于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我们把这11类合并为较大的6类。






	　
	1873年
	1885年
	1895年



	农户数目
	百分比
	土地数量（单位公顷）


	百分比
	农户数目
	百分比
	土地数量（单位公顷）


	百分比
	农户数目
	百分比
	土地数量（单位公顷）


	百分比



	无地的
	31253
	13.3
	－
	－
	35329
	13.6
	－
	－
	32946
	12.4
	－
	－



	2.5公顷以下
	65490
	27.9
	54340
	1.5
	82487
	31.8
	62260
	1.7
	92656
	34.8
	63490
	1.8



	2.5—10公顷
	65672
	27.9
	333760
	9.1
	67773
	26.2
	345060
	9.5
	66491
	25.0
	341020
	9.4



	10—40公顷
	41670
	17.7
	928310
	25.5
	43740
	16.9
	966850
	26.5
	44557
	16.8
	981070
	26.8



	40—120公顷
	29288
	12.5
	1809590
	49.6
	27938
	10.8
	1722820
	47.1
	27301
	10.3
	1691950
	46.4



	120公顷以上
	1856
	0.7
	522410
	14.3
	1953
	0.7
	551530
	15.2
	2031
	0.7
	568220
	15.6



	
总　计

	235230
	100.03
	648410
	100.0
	259220
	100.0
	3648520
	100.0
	265982
	100.0
	3645750
	100.0







从这些数字中，首先可以得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及其追随者修正主义者经常忽略的一个基本结论。这就是：丹麦的绝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民手中。毫无疑问，不仅有120公顷以上土地的业主必须靠雇佣劳动来经营，甚至有40公顷以上土地的业主也是如此。这两类最大的农户在1895年只占农户总数的11％，但集中在它们手中的土地却占土地总数的62％，即占五分之三以上。丹麦农业的基础是大、中 资本主义
 农业。所谓“农民国家”和“小农经营水平”的论调，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辩护术，是各种有学衔或没有学衔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事实的歪曲。

这里必须指出，丹麦同已经完全确立农业资本主义制度的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最大的那两类资本主义农户在全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不同时期变化是很小的。1873年，占总数13．2％的资本主义农场共占全部土地的63．9％；1885年，11．5％的农场占全部土地的62．3％。在比较不同年份的材料时，应当经常注意到大农业的这种稳定性，因为在著作界中常常可以看到，有的人拿 枝节
 性的变化作比较，从而抹杀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 基本
 特征。

丹麦也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为数众多的小农户在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小的。1895年，有10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共占农户总数的72．2％，它们的土地却只占11．2％。无论在1885年还是在1873年，这个比数基本上也始终是这样的。小农户往往属于半无产者之列，我们看到，德国的统计已经证明，土地在2公顷以下的农户无疑是半无产者户，土地在5公顷以下的农户有一部分也是半无产者户。下面，我们引用一下各类农户牲畜头数的材料，我们将会看到，拿这些为数众多的所谓的“小农经营水平”的代表者来说，是谈不上真正独立的和比较巩固的农业的。有47．2％即有将近半数的农户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无地户和2．5公顷以下的农户）；还有25％即四分之一的农户（2．5—10公顷）是贫穷的小农。这就是丹麦农业资本主义“繁荣”的 基础
 。当然，根据土地数量的材料只能大体地从总计数字上来判断一个商业性畜牧业十分发达的国家。但是，读者会看到，我们下面将要详细分析的关于畜牧业的材料，只是使已经得出的结论 更加充实
 罢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从1873年到1895年，丹麦大小农户之间的土地分配情况有哪些变化。在这里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两头农户增加、中间农户削减这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现象。在拥有2．5公顷以下土地的最小农户中，农业户（即不把无地户计算在内）的百分比在 增长
 ：1873年是27．9％，1885年是31．8％，1895年是34．8％。在中间 各
 类农户中，这个百分比不断 缩小
 ， 只有
 最大的一类农户，即拥有12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始终没有变动（0．7％）。拥有120公顷以上土地的最大的农户在土地总面积中所占的百分比，在这三年中逐年有所 增长
 ，即14．3％—15．2％—15．6％。在中等农户（10—40公顷）中，这个百分比 增长
 得不很多（25．5％—26．5％—26．8％），但是这类农户在农户总数中的百分比减少了。其次，在2．5—10公顷这类农户中，这个百分比有了不规则的 提高
 （9．1％—9．5％—9．4％），在最小的农户中却 不断地提高
 （1．5—1．7—1．8）。结果产生了极其明显的最大农户和最小农户两头增长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种现象，应当看一下各类农户在不同年份的平均土地面积。下面就是这方面的材料：






	　
	农户平均土地面积（单位公顷）



	1873年
	1885年
	1895年



	2.5公顷以下的农户
	0.83
	0.75
	0.68



	2.5—10公顷的农户
	5.08
	5.09
	5.13



	10—40公顷的农户
	22.28
	22.08
	22.01



	40—120公顷的农户
	61.00
	61.66
	61.97



	120公顷以上的农户
	281.40
	282.30
	279.80



	
平　均

	15.50
	14.07
	13.70







从这些数字我们看到，大多数类别的农户的土地面积非常稳定，增减幅度很小，只有1—2％（例如，279．8—282．3公顷或22．01—22．28公顷，等等）。 只有
 最小的农户例外，它们毫无疑问是 更加小了
 ：从1873年到1885年，这类农户（2．5公顷以下）的平均面积减少了10％（从0．83公顷减到0．75公顷），从1885年到1895年也是如此。丹麦农户的总数增多了，但是土地总面积几乎没有变动（从1885年到1895年，土地总面积甚至稍有减少）。所增加的农户大部分是最小的农户。例如，从1873年到1895年，农户总数增加了30752户，而2．5公顷以下的农户就增加了27166户。不难了解，在这种条件下，丹麦以全部农户计算的平均面积的减少（1873年是15．5公顷，1885年是14．1公顷，1895年是13．7公顷），实际上 只不过
 意味着 最小
 农户 更加小了
 。

如果把农户类别分得更细一些，我们所指出的这种现象就看得更加明显了。1895年丹麦农业统计（《丹麦统计。丹麦的农业》第4辑第9号Ｃ类）序言中，编者算出的各类农户数目的变动情况如下：






	　
	增减的百分比



	　
	从1885年到1895年
	从1873年到1885年



	300公顷以上的农户
	＋4.2
	＋5.0



	200—300公顷的农户
	0
	＋6.1



	120—200公顷的农户
	＋5.2
	＋5.1



	80—120公顷的农户
	－1.5
	－2.1



	40—80公顷的农户
	－2.4
	－5.0



	20—40公顷的农户
	＋1.0
	＋3.6



	10—20公顷的农户
	＋2.8
	＋6.5



	2.5—10公顷的农户
	－1.9
	＋3.2



	0.3—2.5公顷的农户
	＋2.1
	＋17.8



	0—0.3公顷的农户
	＋25.1
	＋37.9







可见，增加的是一些极小的农户，有的是种植特种作物户，有的则是 雇佣工人
 “户”。

这个结论值得谈一下，因为教授的辩护“科学”总是喜欢从全部农户平均面积减少的事实中得出农业小生产胜过大生产的结论。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最大的农业取得了进步，除最小的农户而外，其他各类农户的经营规模都保持原状，而最小的农户却 更加小了
 。这种现象应该说是小农业衰落和贫困化造成的。也可能有另一种解释，说这是从狭义的农业过渡到畜牧业造成的，但是这个理由不适用于所有的最小农户，因为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种过渡在 各
 类农户中都有。对于丹麦这样的国家说来，要判断农民经营的规模，主要是根据畜牧业的材料，而不是根据土地面积的材料，因为在畜牧业和牛奶业发展极为迅速的情况下，同样的面积上经营规模可能是大不相同的。

大家知道，在丹麦看到的正好是这种情况。丹麦农业的“繁荣”主要是依靠商业性畜牧业迅速发展以及向英国输出乳制品、肉类、蛋类等等。在这里，我们听到了普多尔的庄严的宣告，他说丹麦“ 牛奶业的巨大高涨，应归功于畜牧业和畜牧业经营的分散化
 ”（上引书第48页，黑体是普多尔用的）。就整个观点体系来说，普多尔是一个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的地道的小商人，这种人任意歪曲事实，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是，错把自己称作社会主义者的市侩大卫，竟不加批判地也跟着普多尔胡说八道！

其实，正是丹麦特别清晰地表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畜牧业的 积聚
 。普多尔能够得出相反的结论，完全是由于极端无知，由于他歪曲了自己书中所引的 各段
 统计材料。普多尔引用了（大卫则盲目地重复）丹麦各类畜牧户分别拥有的牲畜头数。据普多尔的计算，占总数39．85％的 有牲畜的
 农户每户平均只有1—3头牲畜，29．12％的农户有4—9头，如此等等。普多尔得出结论说：可见，大多数农户是“小”农户，出现了“分散化”等等。

第一，普多尔引的数字是 不准确的
 。这一点必须指出，因为这位普多尔自吹自擂地说，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所有“最新的”统计材料。而修正主义者正是靠引证这些无知的、蹩脚的资产阶级作家的著述来“反驳马克思主义”的。第二，这是主要的一点，普多尔和大卫之流论证的 手法
 也是我国立宪民主党人[91]和民粹派经常采用的，因此不能不谈几句。用 这种
 推论手法，必然会得出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工业
 “分散化”的结论，因为 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
 ，最小的和小的企业所占的百分比总是最大的，而大企业占的百分比总是微乎其微的。普多尔和大卫之流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即整个生产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占比重很小的大企业手中。

根据1898年7月15日最近一次调查，丹麦的牛的实际分配情况如下 
［注：《丹麦统计。统计表》第5辑Ｃ类第2号。1898年7月15日的畜牧业统计。1901年哥本哈根版。］

 ：






	　
	农户数目
	百分比
	牛的头数
	百分比



	有1头牛的农户
	18376
	10.2
	18376
	1.0



	有2头牛的农户
	27394
	15.2
	54788
	3.1



	有3头牛的农户
	22522
	12.5
	67566
	3.9



	有4—5头牛的农户
	27561
	15.2
	121721
	7.0



	有6—9头牛的农户
	26022
	14.4
	188533
	10.8



	有10—14头牛的农户
	20375
	11.3
	242690
	13.9



	有15—29头牛的农户
	30460
	16.9
	615507
	35.3



	有30—49头牛的农户
	5650
	3.1
	202683
	11.6



	有50—99头牛的农户
	1498
	0.8
	99131
	5.7



	有100—199头牛的农户
	588
	0.3
	81417
	4.7



	有200头牛以上的农户
	195
	0.1
	52385
	3.0



	
总　计

	180641
	100.0
	1744797
	100.0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为数众多的小农户和为数很少的大农户在丹麦整个畜牧业中究竟起着什么作用，“理想国”的所谓生产“分散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1—3头牛的小农户共有68292户，占农户总数的37．9％；它们有牛140730头，只占总头数的8％。而783个最大的业主，即占业主总数0．4％的大业主，却拥有几乎相同数量的牛，共有133802头，占总头数的7．7％。小农户平均每户养牛2头多一点，就是说，用这点牛经营商业性畜牧业，显然是不够的，要出售乳制品和肉制品，除非缩减自己的饮食（我们再提一提下面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卖出黄油，自己再买来比较便宜的人造黄油等等）。最大的业主平均每户有171头牛。这是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农场主，是生产乳制品和肉制品的“工厂主”，是技术进步和各种各样农业联合组织的“首脑人物”，他们受到崇拜“社会和平”的市侩的赞赏。

如果把中小业主加在一起，有9头牛以下的业主共有121875人，占业主总数的三分之二（67．5％）。他们共有450984头牛，占总头数的四分之一（25．8％）。有30头牛以上的业主只有7931人，占业主总数的4．3％，但是他们拥有的牛数同上面几乎同样多，共有435616头（25％）。这可真叫“分散化”。

把上面丹麦统计中的小类别并为三大类，结果如下：






	　
	农户数目
	百分比
	牛的头数
	百分比
	每户平均有牛头数



	有1—3头牛的农户
	68292
	37.9
	140730
	8.0
	2.1



	有4—9头牛的农户
	53583
	29.6
	310254
	17.8
	5.8



	有10头牛以上的农户
	58766
	32.5
	1293813
	74.2
	22.0



	
总　计

	180641
	100.0
	1744797
	100.0
	9.7







可见，丹麦全部畜牧业有 四分之三
 集中在不到总数 三分之一
 的58766个业主手中。这三分之一的业主攫取了丹麦农业资本主义“繁荣”的绝大部分好处。同时必须指出，富裕的农民和富有的资本家所以占这样大的百分比（占32．5％即差不多三分之一），是人为地把 所有无牲畜的业主
 除开不算造成的。实际上这个百分数要小得多。我们看到，据1895年的调查，丹麦农村业主总数是265982人，据1898年7月15日的牲畜调查，业主总数则为278673人。58766个富裕业主和富有业主占这个实际农村业主总数的21．1％，即 只占五分之
 一。无地的“业主”占丹麦农村业主总数的12．4％（1895年：在265982人中占32946人），无牲畜 
［注：确切些说，是无牛的业主，可惜丹麦统计没有提供没有任何牲畜的业主的数字。根据这一统计，我们只能了解有某一种牲畜的业主的数字。但是牛无疑是丹麦整个畜牧业的主要基础。］

 的业主则占 丹麦农村业主总数的
 35．1％， 即占三分之一强
 （1898年——在278673人中占98032人）。大卫先生之流看不到丹麦农业的资本主义繁荣是建筑在农村居民 普遍无产阶级化
 和 大批
 “农村业主”丧失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能描绘出丹麦农业和畜牧业整个面貌的材料。1898年7月15日的调查提供了关于拥有不同数量土地的各类农村业主的牲畜头数的详细材料。丹麦统计中类别分得特别多（共分14类：无地的、1/32哈尔特康以下的、1/32—1/16、1/16—1/8、1/8—1/4、1/4—1/2、1/2—1、1—2、2—4、4—8、8—12、12—20、20—30、30以上），我们还是把这些材料归纳成我们已经采用的六大类。





丹麦的农业和畜牧业（根据1898年7月15日调查）



	农户类别
	农户数目


	百分

比


	土地（单位公顷）


	百分

比


	马
	百分

比


	奶牛
	百分

比


	牛总头数


	百分

比


	绵羊
	百分

比


	猪
	百分

比


	家禽
	百分

比





	无地的
	13435
	4.8
	－
	－
	1970
	0.5
	3707
	0.3
	4633
	0.3
	8943
	0.8
	8865
	0.8
	220147
	2.5



	土地数量不详的
	45896
	16.5
	？
	？
	28909
	6.4
	28072
	2.6
	42150
	2.4
	42987
	4.0
	42699
	3.7
	780585
	8.9



	2.5公顷以下
	80582
	28.9
	55272
	1.5
	24540
	5.5
	66171
	6.2
	88720
	5.1
	99705
	9.3
	94656
	8.1
	1649452
	18.8



	2.5—10公顷
	63420
	22.8
	323430
	8.9
	54900
	12.2
	175182
	16.4
	247618
	14.2
	187460
	17.5
	191291
	16.4
	1871242
	21.4



	10—40公顷
	45519
	16.3
	984983
	27.0
	133793
	29.8
	303244
	28.5
	515832
	29.6
	383950
	35.7
	308863
	26.4
	1957726
	22.3



	40—120公顷
	27620
	9.9
	1692285
	46.4
	168410
	37.5
	361669
	33.9
	639563
	36.6
	310686
	28.9
	409294
	35.0
	1998595
	22.8



	120公顷以上
	2201
	0.8
	588318
	16.2
	36807
	8.1
	129220
	12.1
	206281
	11.8
	40682
	3.8
	112825
	9.6
	289155
	3.3



	
总　计

	278673
	100.0
	3644288
	100.0
	449329
	100.0
	1067265
	100.0
	1744797
	100.0
	1074413
	100.0
	1168493
	100.0
	8766902
	100.0



	　　附注
 ：1898年关于按土地数量划分农户的材料和1895年的有所不同。这也许是由于时期的不同，也许是由于搜集材料的方法有些不同。但是各类之间的总的比数仍保持不变。根据1895年的调查，按农户分类的土地有3645750公顷，此外，还有未分类的土地45860公顷。“土地数量不详的”农户（1898年）多半属于较小的农户，这从牲畜头数可以得到证明。







我们从这些数字首先可以看出，丹麦 整个
 畜牧业的积聚程度有多么高。超过40公顷土地的大资本主义业主，仅占业主总数 十分之一
 （10．7％），但却集中了 五分之三以上
 （62．6％）的土地和 将近一半
 的牲畜：马是46．6％，牛是48．4％，绵羊是32．7％，猪是44．6％。

如果把富裕农民即有10—40公顷土地的业主和这些资本主义业主加在一起，则共占业主总数的四分之一多一点（27．0％），但他们却集中了占总面积十分之九的土地、占总数四分之三的马匹，占总数五分之四的牛、十分之七的猪和近50％的家禽。而将近四分之三（73％）的绝大多数“农村业主”，每户拥有的土地不到10公顷，总的说来，它们是无产阶级化的和半无产阶级化的群众，在全国农业和畜牧业的总产值中占极小的比重。

其次，关于各种牲畜的分配情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养羊业和养猪业。目前由于市场条件和海外国家的竞争，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养羊业都无利可图，成了日趋衰落的畜牧业部门。国际市场的条件要求用他种畜牧业代替养羊业。与此相反，养猪业成了欧洲特别赢利的和发展得很迅速的肉品畜牧业部门。统计材料向我们表明，丹麦的养羊业也在日趋衰落，而养猪业却在特别迅速地发展。从1861年到1898年，丹麦的绵羊从170万只减少到110万只。牛从110万头增加到170万头。猪从30万头增加到120万头，几乎增加3倍。

只要比较一下小农户和大农户各有绵羊和生猪多少，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前者最保守，最不善于适应市场的要求，迟迟不能重新安排经营以适应新的条件。大资本主义农户（40—120公顷和120公顷以上的）把无利可图的养羊业缩减得最厉害（绵羊占28．9％和3．8％，而其他牲畜占33—37％和8—12％）。小农户的适应性比较差：它们饲养的绵羊仍然较多，例如，2．5公顷以下的农户饲养的绵羊占绵羊总数的9．3％，而其他牲畜只占总数的6—5％。它们的猪占8．1％，比绵羊的比重 小
 。而资本家养的猪占35％和9．6％，比绵羊的比重 大
 。资本主义农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的要求。关于农民，现在也可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农民变成了商人和产业家，但是没有具备能成为真正的商人和产业家的条件。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5页。——编者注］

 市场 要求一切
 业主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新的条件，迅速适应新的条件。但是没有 资本
 是无法迅速适应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户必定是最保守、最落后、最不能适应市场要求的。

为了对这大多数贫苦农户和极少数富裕农户的真实经济面貌有一个更具体的认识，我们来看看各类农户平均拥有多少土地和牲畜的材料。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修正主义者先生们）自然要掩饰资本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应当阐明在繁荣的资本主义业主和贫困的小业主之间在经济 类型
 上和生活水平上有什么差别。






	农户类别
	每户平均占有



	土地（单位公顷）
	马
	奶牛
	牛总头数
	绵羊
	猪
	家禽



	无地的
	－
	0.1
	0.3
	0.3
	0.7
	0.7
	16.4



	土地数量不详的
	？
	0.6
	0.6
	0.9
	0.9
	0.9
	17.0



	2.5公顷以下
	0.6
	0.3
	0.8
	1.1
	1.2
	1.2
	20.4



	2.5—10公顷
	5.1
	0.9
	2.7
	3.9
	2.9
	3.0
	29.5



	10—40公顷
	21.6
	2.9
	6.6
	11.3
	8.4
	6.8
	43.0



	40—120公顷
	61.3
	6.1
	13.8
	23.1
	11.2
	14.9
	72.4



	120公顷以上
	267.3
	16.7
	58.7
	93.7
	18.5
	51.2
	131.3



	
平　均

	13.1
	1.6
	3.8
	6.3
	3.9
	4.2
	31.5







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占农户总数一半的最低的三类农户都是 贫苦农民
 。其中没有马、没有奶牛的“业主”占大多数。只有2．5公顷以下这一类，每户摊得上一 整
 头牛、一只绵羊和一头猪。显然，这 一半
 农户根本谈不上从肉品畜牧业和乳品畜牧业得到什么好处。对于这一半农户说来，丹麦农业的繁荣，就是它们依附大业主，不得不寻找“副业”，即不得不用某种方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生活永远贫困，经济处于半破产状态。

当然，这个结论只是适用于 所有
 这些贫苦农户。我们根据德国、法国和俄国的农业统计材料已经指出，土地少的小农户中也有大畜牧业主和大烟草业主等等。实际的分化比我们根据丹麦统计材料所能设想的要深刻得多。但是，这种分化，由于在各类农户中都分出极少数种植特种作物的农户，只是 加重了
 几类贫困户中的 大多数
 业主的贫穷困苦。

其次，从上述材料还可以看出，就是拥有2．5—10公顷土地的这类小农，也不能说生活上比较有保障和经济上稳固。我们再提醒一下，这类农户共有63000户，占农户总数的22．8％，它们平均每户只有0．9匹马。无马户大概要用牝牛来耕地，这样不但使农业的经营条件变得更坏（地耕得不深），而且使畜牧业的经营条件也更坏了（牛更加瘦弱）。奶牛每户平均只有2．7头，即使自己家里少喝牛奶，少吃肉类（这种缩减是极端贫困的鲜明标志），那这几头牛也只能提供很少的产品去出售。“全国”向英国销售牛奶和肉类的贸易很“繁荣”，但是象这种平均每户只有2．7头奶牛和3头猪的农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必然
 是很微小的。这样小的农户要经营商业性的农业和畜牧业，就意味着出卖家庭生活必需品，使饮食恶化，使贫困加剧，同时还意味着零星出卖产品，这样出卖产品条件最为不利，无法积存现金以应付必不可免的急需。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中，小农的自然经济只能苟延残喘并慢慢地在痛楚中死去，绝对不会有什么繁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诀窍”无非就是不去专门研究这类占农户总数 绝大多数
 的、低于“平均水平”（丹麦业主的“平均水平”是1．6匹马和3．8头奶牛）的小农户所处的条件。不但不专门研究这类农户，而且一概用一些“平均”数字和“生产”与“销售”普遍增长的例子来加以掩饰，闭口不谈只有很少数富裕农户才 可能
 在销售中获利的事实。

我们看到，只有10—40公顷这一类农户，才拥有 可能
 谈得上“繁荣”的牲畜数量。但是这样的农户只占总数的16％。这类农户平均每户有21．6公顷土地，它们是否可以完全不使用雇佣劳动，还是一个问题。在丹麦这样农业高度集约化的情况下，这样大的农户不雇用雇工或日工大概是不行的。遗憾的是，无论是丹麦的统计，还是大多数论述丹麦农业的著作家，都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不去研究雇佣劳动问题以及多大的农户需要使用雇佣劳动等等问题。根据丹麦1901年的职业调查，我们只知道，在“日工”及其他这一类中有60000名男子和56000名妇女，这就是说，在972000个按生产地位分类的农村居民中，有116000人是日工。雇用这上十万雇佣工人（除了他们之外，小农也从事雇佣劳动，作为“副业”）的究竟仅仅是30000个大资本主义业主（拥有40—120公顷土地的有27620个，土地超过120公顷的有2201个），还是其中也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即有10—40公顷土地的农民呢？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关于最大的两类农户，即关于丹麦农业中的“30000”个上等户，用不着多谈了，因为上述数字一开始就清楚地勾画出它们的农业和畜牧业的资本主义性质了。

最后，丹麦农业统计中涉及到的并经过部分整理的最后一份使大家感兴趣的材料，是可以说明下面这个问题的：作为我们“理想国”“繁荣”的主要基础的畜牧业，是愈发展愈分散呢，还是愈发展愈集中。同1893年的统计相比，我们已经引过的1898年的统计提供的材料是非常有意义的。而关于牛这种牲畜。这种的确是最主要的牲畜的总头数，我们还可以拿1876年的材料同1898年的材料作一对比。

1893年到1898年这段时期，在丹麦所有的畜牧业部门中养猪业发展得最快。在这一时期，猪的数量从829000头增加到1168000头，即增加40％，而马的数量从410000匹只增加到449000匹，牛的数量从1696000头增加到1744000头，绵羊的数量甚至减少了。究竟是谁主要从组成了无数个协作社的丹麦业主的这个巨大的进步中得到了好处呢？1898年统计的编制者拿1893年的材料和1898年的材料作了对比，从而回答了这个问题。全国养猪的业主分为四类：有50头猪以上的大业主；有15—49头猪的大中业主；有4—14头猪的中小业主；有1—3头猪的小业主。统计的编制者按这四类提供了如下材料：






	农户类别
	1893年
	1989年
	增减的百分数
	猪分配的百分比



	农户数目
	猪头数
	农户数目
	猪头数
	农户
	猪
	1893年
	1898年



	50头以上
	844
	79230
	1487
	135999
	76.2
	71.7
	9.6
	11.6



	15－49头
	20602
	350277
	30852
	554979
	48.2
	58.4
	42.3
	47.5



	4－14头
	38357
	211868
	50668
	282642
	32.1
	33.4
	25.5
	24.2



	1－3头
	108820
	187756
	108544
	194873
	0.3
	3.8
	22.6
	16.7



	
总　计

	168623
	829131
	191551
	1168498
	13.6
	40.9
	100.0
	100.0







这些材料使我们清晰地看到，畜牧业在迅速地 积聚
 。农户愈大，从畜牧业的“进步”中获利愈多。大农户的猪增加了71．7％，大中农户的增加了58．4％，中小农户的增加了33．4％，小农户的只增加了3．8％。发财的主要是为数很少的“上等户”。这五年中，猪的增加总数是339000头，其中有261000头即 四分之三以上
 ，属于32000个大农户和大中农户（而农户总数是266000—277000！）。在这种畜牧业中，小生产受到大生产的 排挤
 ：五年来，大农户的比重 增加了
 （从9．6％增加到11．6％），大中农户的比重也 增加了
 （从42．3％增加到47．5％），中小农户 减少了
 （从25．5％减少到24．2％），小农户 减少
 得更多（从22．6％减少到16．7％）。

如果我们得到的不是粗略的 面积
 统计，而是能确切反映生产规模的农业经济统计，正如牲畜头数的材料确切地反映 
［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根据德雷克斯勒尔的材料，大农户的牲畜比较大。就是说，在这方面，笼统的统计也缩小了积聚的程度。］

 畜牧业的规模一样，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在这方面也一定会看到资产阶级教授和机会主义者所否认的 积聚
 过程。

但是更有趣的是牛的总头数的有关材料，1898年统计的编制者拿1893年同1898年的材料作了对比，我们还可以再把它们同1876年7月17日的调查材料（《丹麦统计。统计表》第4辑Ｃ类第1号。1876年7月17日的畜牧业统计。1878年哥本哈根版）作个对比。这3个年代的有关材料如下：






	农户类别
	1876年
	1893年
	1898年
	增减的百分数
	牛分配的百分比



	农户数目
	牛总头数
	农户数目
	牛总头数
	农户数目
	牛总头数　
	从1876年到1893年
	从1893年到1898年



	农户数目
	牛总头数
	农户数目
	牛总头数
	1876年
	1893年
	1898年



	50头以上
	1634
	156728
	2209
	221667
	2281
	232933
	35.2
	41.4
	3.3
	5.1
	11.8
	13.0
	13.4



	15—49头
	24096
	514678
	35200
	793474
	36110
	818190
	46.1
	54.1
	2.6
	3.1
	39.0
	46.8
	46.8



	4—14头
	64110
	504193
	72173
	539301
	73958
	552944
	12.5
	6.9
	2.5
	2.5
	38.2
	31.8
	31.7



	1—3头
	78156
	144930
	70218
	141748
	68292
	140730
	10.2
	2.2
	2.7
	0.7
	11.0
	8.4
	8.1



	
总　计

	167996
	1320529
	179800
	1696190
	180641
	174479
	77.0
	28.4
	0.5
	2.9
	100.0
	100.0
	100.0







这些材料包括的时间较长，涉及的又是一种比较重要的牲畜，它同上面引的材料一样，使我们同样清晰地看到了 资本主义积聚
 的过程。丹麦畜牧经济的发展，畜牧业的发展， 几乎完全
 是大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从1876年到1898年，牛的总数共增加了424000头，其中有76000头属于有50头牛以上的农户，有303000头属于有15—49头牛的农户，也就是说，这38000个上等户的牛增加了379000头， 几乎占增加总数的十分之九
 。资本主义积聚的图画没有比这更清晰的了。

从1876年到1898年，养牛户总数增加了12645户（从167996户增加到180641户），即增加了7．5％。而丹麦的总人口从1880年到1901年（即在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则从1969039人增加到2449540人 
［注：城市人口的百分数在1880年是28％，在1901年是38％。］

 ，即增加24．4％。显然，“有产者”即有牲畜的业主的人数相对地 减少了
 。私有主在人口中占的比重 更小了
 。最小的业主（1—3头）的人数在不断地、绝对地减少着。中小业主（4—14头）的人数增加得极其缓慢（从1876年到1893年增加了12．5％，从1893年到1898年增加了2．5％），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只有大资本主义畜牧业获得了真正的和迅速的增长，从1876年到1893年，大中农户比大农户增长得快，而从1893年到1898年，最大的农户增长得最快。

如果我们根据1876年和1898年的材料考察一下有200头牛以上这一类最大的农户，我们就会看到，1876年这类农户有79户（占畜牧业主总数的0．05％），共有牛18970头（占牛总头数的1．4％），而到1898年，农户数增加到195户（占总数的0．1％），即增加一倍多，共有牛52385头（占总头数的3．0％）。最大业主的户数增加了一倍多，而生产几乎增长了两倍。

从1876年到1898年，大生产在不断排挤小生产。小农户的牛在总头数中占的比重不断缩小：从1876年的11．0％减少到1893年的8．4％和1898年的8．1％。中等农户所占的百分数也不断缩小，不过稍慢一些（38．2％—31．8％—31．7％）。大中农户所占的百分数从1876年的39．0％增加到1893年的46．8％，但从1893年到1898年则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只有最大的农户不断增长，排挤了其他各类农户（11．8％—13．0％—13．4％）。

畜牧业的条件愈有利，商业性畜牧业的发展和它的进步就愈迅速，资本主义积聚过程也愈迅猛。例如，在哥本哈根市（那里在1880年有234000人，在1901年有378000人）的郊区，乳制品和肉制品的销路自然是最有保证的。这一地区的农村业主养的牛比丹麦其他地区的业主养得多，在1876年平均每户是8．5头，在1898年是11．6头，而全国的平均数分别为7．9头和9．7头。我们看到，这个地区发展畜牧业的条件最有利，积聚过程也最迅猛。

下面就是按上述分类方法综合出来的该地区1876年和1898年的材料：






	　
	1876年
	1898年



	　
	农户数目
	牛总头数
	农户数目
	牛总头数



	50头以上
	44
	4488
	86
	9059



	15—49头
	1045
	22119
	1545
	35579



	4—14头
	2011
	16896
	1900
	14559



	1—3头
	2514
	4468
	1890
	3767



	总　计
	5614
	47971
	5421
	62964







在22年中，私有主的绝对数字甚至减少了！大量的牲畜集中在更少数业主手中。无论中等业主或小业主，在这22年中人数都 更少了
 ，牲畜也 更少了
 。大中业主的产业扩大了50％（从22000头到35000头）。大业主 扩大了一倍以上
 。在1876年，有200头牛以上的最大的业主有 2
 户，共有牛437头，而到1898年已经有10户，共有牛2896头。

普多尔、大卫之流以及其他自觉和不自觉的资本奴仆，在为改善销售条件、发展业主的联合组织、促进畜牧业和农业的技术进步操心，他们无非是想让哥本哈根郊区的那种制度更早地推广到全国，推广到所有的农业部门，也就是使生产异常迅速地集中在资本家手里，加速对居民的剥夺，使他们无产阶级化，缩小私有主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扩大从农村中被资本主义赶进城市的人口的比重，如此等等。

总括起来说，土地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心目中的“理想国”，已经让我们十分清晰地看到了（尽管目前社会经济统计的水平还很低，还没有经过很好的整理）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农业和畜牧业中尖锐的资本主义矛盾，农业生产日益集中，大生产排挤小生产，以及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日益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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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这部著作是在不同时期写作和发表的：前9章写于1901年6—9月，后3章写于1907年秋。第1—4章发表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题为《土地问题上的“批评家”先生们。第一组论文》，各章无小标题，署名尼·列宁。这4章后来由海燕出版社于1905年在敖德萨印成单行本公开发行，书名为《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第5—9章最初于1906年2月在合法刊物《教育》杂志第2期发表时，各章加上了小标题。190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列宁的《土地问题》文集（署名弗拉·伊林），首次把这部著作的头11章以《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为题印行，同时给第1—4章加上了小标题，对正文作了某些修订，并加了一些注释。最后一章，即由于偶然原因未收入这部文集的第12章，于1908年在《当今生活》文集中单独刊印。



《列宁全集》第1版依照俄文第4版将《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按写作时间收载于不同卷次，前9章载于第5卷，后3章载于第13卷。本版将这部著作的正文全部收入本卷，而将它的准备材料单独编为一卷。——84。



[63]《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84。



[64]《开端》杂志（《Начал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1899年1—6月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由彼·伯·司徒卢威、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编辑。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等人曾为它撰稿。该杂志发表过恩格斯于1848年写的旅途随笔《从巴黎到伯尔尼》的片断，列宁的4篇书评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3章的前6节。——87。



[65]《生活》杂志（《Жиэнь》）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7—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从1899年起成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实际领导者是弗·亚·波谢，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等。该杂志刊登过列宁的《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和（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两文。在小说文学栏发表过马·高尔基、安·巴·契诃夫、亚·绥·绥拉菲莫维奇、伊·阿·布宁等的作品。该杂志于1901年6月被沙皇政府查封。



1902年4—12月，该杂志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波谢、维·米·韦利奇金娜等组织的生活社在国外复刊，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了6集，另外出了《〈生活〉杂志小报》12号和《〈生活〉杂志丛书》若干种。——87。



[66]马尔萨斯主义是指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托·罗·马尔萨斯创立的反科学的人口理论。这一理论通过臆造的“人口自然规律”，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的贫困归咎于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揭示了马尔萨斯主义的反动实质，称它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72页），并指出：“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机体的结构，因此应当分别研究每个社会机体的人口规律，不应当不管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414页）



在俄国，奉行马尔萨斯主义的有彼·伯·司徒卢威、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谢·尼·布尔加柯夫等人，他们认为俄国农民群众的贫困和破产是由于人口过剩造成的。——92。



[67]村社的土地即属于村社所有的土地。



俄国的村社是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定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苦农民这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2/3的农户和4/5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100。



[68]克兰所有制即氏族土地所有制。——100。



[69]抵押是指银行以土地、森林、建筑物等等不动产为抵押品而发放贷款。这是资本侵入农业的手段和土地耕作与土地占有相分离的一种形式。抵押促使土地所有权集中于银行，使农业从属于金融资本，并在农业中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农民往往因无力清偿抵押债务而丧失土地和财产。——101。



[70]《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13。



[71]布利丹毛驴通常用来比喻在两种价值相等的事物之间有所选择时始终犹豫不决的人。据说14世纪法国经院哲学家让·布利丹在讲到意志自由的问题时，曾举例说，有一头驴子站在完全相同而又距离相等的两垛干草之间，由于无法决定究竟选择哪一垛好，始终站在原地不能举步，结果只好饿死。——118。



[72]《布劳恩文库》（《Brauns　Archiv》）即《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杂志（《Archiv　für　sociale　Gesetzgebung　und　Statistik》），1888年由亨·布劳恩创办。1904年改名为《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库》。1904年以前该杂志由布劳恩编辑，从1904年起由威·桑巴特和麦·维贝尔编辑。——119。



[73]《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119。



[74]抵押券是资本主义国家抵押银行发行的以土地等不动产作担保的特种有价证券，可以自由流通，常用于交易所投机。——126。



[75]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放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128。



[76]《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128。



[77]伏罗希洛夫是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烟》中的人物，是自诩渊博的书呆子和空谈家的典型。——129。



[78]历史学派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一个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代表人物是威·格·弗·罗雪尔、布·希尔德布兰德和卡·克尼斯。这一学派是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德国的产物，代表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历史学派反对用抽象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否认有普遍适用的一般的经济规律，而提出所谓历史方法，即搜集大量的经济历史资料，特别是各民族古代的历史材料，进行表面的描述，企图建立有民族和历史特点的国民经济学。它也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由国家干涉经济生活，实行保护贸易，使国家机器进一步服从于资产阶级利益。历史学派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演变为新历史学派，其代表人物是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约·布伦坦诺和威·桑巴特。新历史学派除了象旧历史学派一样主张所谓历史方法外，还特别强调心理因素、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因此又称历史伦理学派。新历史学派鼓吹可以通过社会改良政策消除劳资矛盾，硬说资产阶级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宣扬者多为大学教授，故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131。



[79]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136。



[80]《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修出版，最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出三次。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是19世纪70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威·李卜克内西领导编辑部工作，奥·倍倍尔负责出版工作。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因反对德国兼并亚尔萨斯－洛林于1870年12月被捕后，该报由卡·希尔施和威·布洛斯相继主持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为它撰稿，并经常帮助编辑部纠正工作中的错误。——137。



[81]巴登位于德国西南部，1806年在拿破仑一世庇护下成为大公国，首都是卡尔斯鲁厄。1871年巴登大公国加入德意志帝国。1918年在德国十一月革命的过程中，巴登成为共和国。——139。



[82]路得拾麦穗意指轻松的劳动，出典于圣经《旧约全书·路得记》。路得在丈夫死后不愿改嫁，执意跟随孤寡婆婆回到伯利恒。为供养老人，她到亲戚田里捡拾麦穗。亲戚见她贤惠，吩咐仆人不加阻止，甚至故意抛撒麦穗，任她捡取。——148。



[83]《工商报》（《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Гаэета》）是1893—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家报纸（日报），1894年以前是《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的附刊。——153。



[84]社会政治协会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联合组织，1872年由德国经济学家古·施穆勒创立。协会的纲领和活动宗旨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论证进行不彻底的改革的必要性。协会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企图使工人运动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1936年该协会自行解散。——158。



[85]特定继承制是德国农民中间流行过的一种继承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土地和农场由一人继承（通常由长子继承，有些地方由幼子继承），不得分割。——165。



[86]瓦格纳是德国诗人约·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人物，是不问世事，脱离实际，终日埋首故纸堆中而又妄自尊大的学究的典型。——171。



[87]这一栏的数字是列宁计算出来的，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这部著作的准备材料（《列宁文集》1938年俄文版第31卷第107页）。——186。



[88]地方自治局的农民经济统计指俄国地方自治机关所组织的农民经济统计工作。地方自治局组织统计工作最初是为了收集土地及其他不动产的价值和收益等材料，以便地方自治局课征税捐，后来也为了对农村进行全面的社会经济调查。地方自治局统计起初以整个村社为统计调查的单位，从1880年起改以农户为基本单位。各省、县自治局的统计部门出版了大量分省和分县的概述和统计汇编，提供了极丰富的实际材料。列宁高度评价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同时也指出地方自治局统计工作者对统计材料的整理不能令人满意。——191。



[89]这部著作的第5—9章于1906年2月在《教育》杂志初次发表时，其中这句话是：“因此，把这两个过程混为一谈或者忽略其中的一个过程，就很容易犯大错误，我们在下面分析布尔加柯夫先生从法国的资料得出的结论时，就可以看到这种错误的典型。”另外，第7章中“我们在下面将用大量的德国统计资料”（见本卷第167页）的后面还有“和法国统计资料”，第9章中“黑希特、大卫、赫茨和切尔诺夫之流的人物”（见本卷第191页）的后面还有“（为了不委屈法国，还应该提到莫里斯之流，关于他，我们下面再谈）”。由此可见，列宁曾计划在这部著作中研究法国的农业统计资料，并分析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的观点，但后来未能实现。因此，1908年这一著作收入《土地问题》文集时，列宁对这几处作了删改。——198。



[90]指民粹派政论家亚·尼·恩格尔哈特的《农村来信》。这些来信的头11封于1872—1882年发表于《祖国纪事》杂志，第12封发表于1887年。——204。



[91]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230。







《列宁全集》第5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文献[92]


（1901年9月21日〔10月4日〕）


1

讲话


（记录）

同志们！

我们首先谈谈关系到这次代表大会成败的问题。

作为《火星报》的代表，我认为有必要提一提我们同其他组织的关系的历史。《火星报》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独立的，它仅仅同俄国社会民主党有思想上的联系，它是根据国内许多同志的委托进行活动的。《火星报》在创刊号上就已经声明，它将不涉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93]内部发生的组织分歧，并且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2—333页。——编者注］



“联合会”的一部分成员曾建议我们举行代表会议，以便同国外组织达成协议。我们认为这个建议说明，“联合会”里有一批人赞成我们提出的原则，因此可以指望“联合会”也会接受这些原则。“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94]，不顾除原则分歧外还存在着组织分歧，还是同意了这个建议。遗憾的是，“联合会”拒绝进行谈判。后来又出现了发起团[95]，“联合会”这才表示同意进行谈判。“联合会”的面貌很不固定，在“联合会”里出现了倾向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新派别，因此可以指望，有可能达成原则协议。《火星报》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再次表示同意，在这以后就召开了日内瓦代表会议。克鲁格洛夫同志在我们会议一开始就宣读了日内瓦代表会议的决议，他对这个决议没有提出任何意见。“联合会”里也没有人发言反对这个决议。

我们认为，《工人事业》在第10期上已经完全抛弃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表示反对在日内瓦代表会议上所达成的原则协议，而“联合会”显然是同意那次会议的方针的。

因此，我的批评所针对的将是《工人事业》编辑部，而不是整个“联合会”。

让我们把日内瓦的决议同《工人事业》第10期上的文章对照一下。

日内瓦决议的特点是写得十分详细，而且着重指出了一些被认为是众所周知的原理。

原则协议的第1条写道：“我们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且同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采取一致行动，反对把机会主义带进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何尝试，这种尝试的表现就是所谓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96]等等。”显然，这是有所指的，显然，在机会主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之间是有过斗争的。不管《工人事业》第10期的内容如何，它绝对无法抹杀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日内瓦代表会议已经举行了，会议通过的决议可以作为统一的基础。例如，日内瓦决议第3条就认定，社会民主党应当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起领导作用。在这一点上过去显然也是有过分歧的。决议为了竭力避免机会主义，几乎要闹出笑话来（见第5条（5）[97]）。可见，就在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也是有过分歧的。现在让我们把这一决议同《工人事业》第10期的文章对照一下。遗憾的是，我只有三天的时间浏览这些文章。

这些文章详细地揭示了我们之间观点的差别；文章中对《曙光》和《火星报》的某些正确意见，我们也准备加以采纳，但是现在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这一点。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文章立论的原则。《工人事业》第10期的原则立场推翻了“联合会”代表在日内瓦代表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这两种立场是无法调和的。必须揭露两者的分歧，才能了解“联合会”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才能了解是否有可能达到思想上的统一，而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组织上的统一我们从来没有寻求过，而且也不可能去寻求。在《工人事业》第10期第32页和第33页上，文章作者不满意在国际社会民主党内提出山岳派同吉伦特派的对立[98]。请看一下日内瓦代表会议，难道这次会议不就是山岳派同吉伦特派的一次交锋吗？难道《火星报》不就是山岳派吗？难道《火星报》编辑部在它的第一篇声明中没有说过它不希望在思想上还没有划清界限以前实现任何组织上的统一吗？《工人事业》第10期说：甚至最坏的伯恩施坦分子也是站在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的。决议对伯恩施坦主义作了专门的论述，为了驳斥伯恩施坦主义，与会者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可是现在《工人事业》第10期的文章竟又弹起老调来了。这是什么呢，是挑衅还是嘲笑？当初何必多此一举呢？！这完全是在嘲笑我们为奠定理论基础所付出的劳动。我们不应该忘记，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根本谈不上统一的问题。其次，那篇文章还表示要更加扩大我们分歧的范围。例如在第33页上作者说：“我们的分歧也许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解释。”再说一遍：当初何必多此一举呢？！

日内瓦决议第4条（3）指出必须同一切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人进行斗争，而这里有人却说，也许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根本就不一样。

我还要指出一点，就是这一切都伴之以关于禁锢思想的危害等等的议论，这恰恰是一切伯恩施坦分子的言论。这种言论在吕贝克党代表大会[99]上就已经有过了，现在饶勒斯分子[100]也在反复地说这种话；但是协议的条文恰恰没有这样说，因为协议是以革命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只要稍微有一点批判主义的表现，就会导致完全的破裂。我们在此聚会是为了讨论意见的实质，而不是讨论发表意见的自由。这里拿德国人和法国人作榜样是十分不恰当的。我们还在争取的东西，德国人已经得到了。他们有统一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党掌握着政治斗争的领导权。而我国的社会民主党还没有成为各革命团体的领导者，相反，我国的其他革命流派倒是相当活跃。从《工人事业》第10期的文章中不仅看不到在原则上同机会主义彻底的决裂，甚至更糟糕的是，它对自发运动占优势的情况赞不绝口。我并不是爱抠字眼的人。我们所有的人，《火星报》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同志以及我本人，注意的只是文章的基本倾向，但是这些字眼，正象德国人所说，臭气刺鼻。关于这些条文，日内瓦决议是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不久前出现的“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101]也在和这些文章唱一个调子。

请注意一下文章对策略－计划和策略－过程的著名区分。作者说，策略－计划是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他认为可以谈策略－“过程”，他把策略－“过程”理解为同党的成长一起发展起来的党的任务的增长。依我看，这简直是不想讨论问题。我们为了拟订一定的政治任务曾经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日内瓦代表会议关于这些任务进行了那么多的讨论。可是现在突然有人向我们说起“策略－计划”和“策略－过程”来了。我认为，这是《工人思想报》的伯恩施坦主义特殊的狭隘的产物的再现，《工人思想报》曾经断言，应该只进行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的斗争。我们说，这只是变本加厉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日内瓦决议说，转入政治鼓动无需经过任何阶段，可是在这以后突然出现一篇文章，把“揭露性的刊物”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对立起来。马尔丁诺夫谈到大学生和自由派时写道，他们自己会关心民主要求。而我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全部特点就在于，自由主义民主派没有表现出政治斗争的主动精神。如果自由派自己清楚地知道，他们应当做什么，而且能够自行去做，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做了。文章作者甚至认为，政府自己将会采取具体的、行政的措施。

关于恐怖行动问题，大家知道，在日内瓦代表会议上曾经发生过某些分歧。在代表会议以后，“联合会”的一部分成员——崩得分子[102]在他们的代表大会上坚决反对恐怖行动。而文章作者在第23页上写道，我们“不想阻挠恐怖主义情绪”。这是最露骨的机会主义声明…… 
［注：记录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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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提出的问题

1．三个组织在原则上是否都承认六月代表会议的决议？

2．背弃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无原则的、机会主义的倾向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对我们的运动极其危险，“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否打算，是否能够保证通过写作活动来制止这种倾向呢？向隐蔽的和公开的伯恩施坦主义献媚，崇拜运动的初级形式和运动的自发性，必然会把工人运动变成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否打算，是否能够保证通过写作活动来消除这种现象呢？





	载于1901年12月日内瓦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同盟出版社出版的《“统一”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276页

















[92]这一组文献包括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他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提出的问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于1901年9月21—22日（10月4—5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出席大会的有《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的6名成员（列宁（化名弗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尔·马尔托夫等）、“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8名成员（包括劳动解放社的3名成员：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16名成员（包括崩得国外委员会的5名成员）和斗争社的3名成员，共33人。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1901年春天和夏天，由斗争社倡议和从中斡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进行了关于协议和统一的谈判。为了筹备实行统一的代表大会，1901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了由上述各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即六月代表会议或日内瓦代表会议），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认为必须在《火星报》的革命原则基础上团结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和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在代表会议以后却加紧宣扬机会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1901年9月《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刊登的波·尼·克里切夫斯基的《原则、策略和斗争》和亚·马尔丁诺夫的《揭露性的刊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两篇文章以及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的修正上。因此，在代表大会开幕以前就可看出，火星派同工人事业派的统一已不可能。在代表大会宣布了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所作的修正和补充之后，《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组织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代表便宣读了一项特别声明，指出代表大会的机会主义多数不能保证政治坚定性，随即退出了代表大会。——245。



[93]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的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245。



[94]“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分裂以后由劳动解放社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于1900年5月成立的。该组织在号召书里宣布，它的宗旨是扶持俄国无产阶级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并同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作斗争。该组织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的俄译本以及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几本小册子。1901年10月，根据列宁的倡议，“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国外组织合并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246。



[95]指由达·波·梁赞诺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和埃·李·古列维奇组成的团体，1900年夏在巴黎成立，1901年5月取名为斗争社。该社试图调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别和机会主义派别之间的矛盾，建议统一社会民主党各国外组织。



1901年秋，斗争社成为一个独立的著作家团体。它在自己的出版物（《制定党纲的材料》第1—3辑、1902年《快报》第1号等）中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列宁提出的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由于它背弃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策略，进行瓦解组织的活动，并且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没有联系，因此未被允许参加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斗争社被解散。——246。



[96]米勒兰主义是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一种机会主义策略，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



1900年9月23—27日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讨论了米勒兰主义问题。大会通过了卡·考茨基提出的调和主义决议。这个决议虽谴责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但却认为在“非常”情况下可以这样做。法国社会党人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就利用这项附带条件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辩护。列宁认为米勒兰主义是修正主义和叛卖行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必定会充当资本家的傀儡，成为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246。



[97]指六月代表会议所达成的原则协议第5条（5）：“社会民主党在选择同现存制度进行斗争的手段时，应当考虑政治上的适宜性和使斗争方法同必须保持运动所具有的阶级性相一致。”——247。



[98]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山岳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其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山岳派，即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而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列宁经常强调指出，孟什维克就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247。



[99]吕贝克党代表大会即1901年9月22—28日在吕贝克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大会最为关注的是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当时，修正主义已经最终形成，既有自己的纲领，也有自己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月刊》）。修正主义者的首领爱·伯恩施坦在代表大会上发言，要求对马克思主义有“批评自由”。大会否决了伯恩施坦的拥护者提出的决议案，并通过决议对伯恩施坦提出直接警告。但由于多数领袖采取调和主义立场，大会没有在原则上提出修正主义者不得留在社会民主党内的问题。——248。



[100]饶勒斯分子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主义者。饶勒斯分子以要求“批评自由”为借口，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分子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分子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248。



[101]“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是19世纪90年代末在明斯克成立的民粹派组织。这个组织联合了近40个工人小组，共有成员约200人，其中一些小组分布于比亚韦斯托克、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日托米尔和其他一些城市。该组织的领导人是Л．М．克利亚奇科（罗季奥诺娃）。它的纲领性文件是1900年在明斯克出版的小册子《自由》，其中提出了主要通过恐怖活动求得政治自由的任务。1900年春，该组织被沙皇保安机关破坏。保留下来的小组于1902年夏加入了统一的社会革命党。——248。



[102]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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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饥民作斗争

（1901年10月）

我国政府对饥民表现了多么惊人的关怀！内务大臣向各受灾省省长发出了多么冗长的通令（8月17日）！这篇超过普通一印张的作品，通过西皮亚金先生的嘴巴，阐述了政府在粮食问题上的全部政策。发表这篇作品，显然是想给“社会”造成一种印象：看，我们是多么关心人，我们是多么急切地采取救灾措施，我们对成立粮食机关及其各种活动形式和活动范围都预先作了安排。不能不承认，内务部的通令不仅在篇幅上而且在内容上（如果能耐心读完的话）也确实给人留下了印象。开诚布公地阐述政府纲领，总是能为反对沙皇政府的鼓动工作提供最好的武器，因此我们向西皮亚金先生表示最恭敬的谢意，并且不揣冒昧地建议其他各位大臣先生在公开发表的通令中更经常地谈一谈自己的政纲。

我们在上面说：如果能耐心读完西皮亚金先生的通令的话。对此的确需要有很大能耐心，因为通令的四分之三……——不！十分之九是常见的空洞的官样文章。咀嚼早已众所周知的、甚至在《法律汇编》[103]中已重复过数百次的东西，转来转去兜圈子，大书特书中国式官场往来的繁文缛节，整篇都是出色的公文文体，并有长达36行的复合句，还有读了使人替我们的俄罗斯语言痛心的“词组”，——当你仔细阅读这篇绝妙的佳作时，你会觉得自己好象是置身于俄国的段警察局，四壁发霉，恶臭扑鼻，单从官吏们的外貌和举止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使人无法忍受的拖拉作风的化身，而从窗口看到的院内建筑物使人不由得想起了拷问室。

新的政府纲领中有三个要点特别引人注意：第一，加强官吏的个人权力，注意增强和维护官僚习气和办公纪律，以免遭到新鲜空气的任何冲击；第二，确定饥民救济金的标准，也就是规定给“缺粮”户的供粮数量和计算方法；第三，表现了一种极度的恐惧，害怕“不可靠”分子跑去救济饥民，煽动人民反对政府，因此必须采取预防措施来对付这种“鼓动”。让我们较为详细地对这三点逐个分析一下。

政府剥夺了地方自治机关对粮食工作的管理权，把它交给地方官和县代表大会（1900年6月12日的法令），这不过是一年前的事。其实这项法令早在实际生效以前，就已经被一道普通通令给废除了。只要省长们提出几个报告，法令就失去一切作用了！这一点最清楚地表明，那些在彼得堡的司级机关里象烤面饼一样赶制出来的法令究竟有什么意义，那些法令没有经过真正内行的、能够发表独立见解的人士的认真讨论，没有真正想建立更符合于自己目的的制度的意愿，而只是由于某个诡计多端的大臣好大喜功想要突出自己，想要尽快表明自己的忠诚而赶制出来的。既然地方自治机关不忠诚，那就解除它的粮食工作！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解除，就发现地方官甚至纯粹由官吏组成的县代表大会似乎仍然是议论过多：在地方官中大概也有人愚蠢地道出了饥荒的真相，幼稚地认为必须同饥荒作斗争，而不是同那些想真正救济饥民的人作斗争；在县代表大会上，某些不属于内务部系统的官吏，大概也同样不懂得“对内政策”的真正任务。于是根据大臣的一道普通通令，就建立了新的机构“县中央……”是的，是的，这不是印错了，是“县中央粮食管理局”，它的全部使命就是在粮食工作方面不让不忠诚的分子插手，防止不忠诚的思想和不明智的行动产生。例如，大臣认为“过早地”（即不是在临发放粮食的时候）编造缺粮户名册是不明智的，并且禁止这样做，因为这会在居民中引起“奢望”！“县中央粮食管理局”由 一个人
 负全责，内务部推荐 县贵族代表
 担任这一职务。事实上：这种人同省长交往甚密，并且执行很多警察职务，一定能领会粮食政策的真正精神。同时这种人又是当地的大土地占有者，深受所有地主的信任。他们一定会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领会大臣的深刻思想，懂得大臣所说的把救济金发给那些“不领也能够过得去的”人就会产生“道德堕落的”影响。至于省长的全权问题，大臣一开始就提到了，而且多次重复说，省长对一切负全责，人人都要服从省长，省长应当善于采取“特殊的”措施，等等。如果说过去俄国各省省长是真正的暴君，对“所管辖”省份任何机关甚至任何个人都有生杀予夺之权，那么现在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真正的“戒严状态”。在救济饥民的问题上，大力加强严厉手段！这真是道地的俄国做法！

但是加强严厉手段，加强监督，这一切都要求增加官僚机器的开支。大臣并没有忘记这一点，对于主持“县中央粮食管理局”的县贵族代表先生们或其他人员，将拨“专款”来补偿他们的开支，通令还用它“特有的”语言补充说：“至于专款的数目，阁下可按规定手续向我呈报”。其次，县委员会的“公务开支”为1000卢布，一次发给，省级机关的办公费用为1000—1500卢布。办公机关要做的事情最多，全部工作就是玩弄文牍主义，这怎么能不考虑办公费用呢？首先要满足机关，剩下的再救济饥民。

西皮亚金先生在设法 缩减
 饥民救济金方面表现出惊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发明创造的才能。首先他要求省长们讨论一下究竟哪些县是“受灾”县（这个问题将由内务部本身作出最后决定，甚至不相信省长能避免“夸大”！）。并且指示说，凡有下述情况的县份 不应当
 认为是受灾县：（1）受灾的乡不超过三分之一；（2）缺粮是经常现象，年年靠工资收入购买不足的口粮；（3）用于支付救济金的地方资金不足。官吏是如何解决粮食问题的，由这个小例子可见一斑，他们是用一个尺度衡量一切！三分之一的乡人口有多少，他们受灾的轻重如何，在最严重的工业危机的年头通常的“工资”有没有下降，只要有了内务部坚决的“指令”，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但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问题的实质在于，什么人算作缺粮户，应该发给多少救济金。西皮亚金先生提出下面这个“不大会有任何显著的夸大”（我们最怕夸大；怕引起奢望，怕发放过多的粮贷！饥荒和失业都是“夸大”，这就是内务部的一切议论的明显含意）的“粗略的计算”。第一，根据试点的脱粒数量定出“每个村每俄亩的 平均
 产量”，然后再定出每个业主的总收获量。为什么不同时定出不同富裕程度的农民的收获量呢？贫苦农民的收成最低，所以确定“平均”产量恰恰不利于缺粮户。第二，全年粮食不少于48普特的农户，不能算作缺粮户（以3个成人每人12普特、2个小孩每人6普特计算）。这是最吝啬的富农的算法，因为在平常的年头甚至最贫苦的农民，每户以五六口人计算，全年用粮也不是48普特，而是80普特，这一点从农民经济调查中可以看出；一个五口之家的中等农户在平常的年头每年消费粮食110普特。这就是说，沙皇政府把用于口粮的粮食的实际需要量减少了一半。第三，通令说：“这个数目〈即每户48普特〉须减少 一半
 ，因为做工的人约占人口的50％。”政府一直坚持自己的一条规定，就是做工的人不应当领取粮贷，因为他们有工资收入。而大臣不是已经发了一道命令，规定通常有工资收入的县份不算作受灾县吗？为什么还要 再一次
 从救济金中除掉做工的人的份额呢？大家都知道，今年不仅挣不到额外的工资，而且连通常的工资也都因危机的影响而降低了。政府自己不是已经把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从城市遣送回农村了吗！以前几次饥荒的经验不是已经证明，扣除做工的人份额的结果，只会使孩子和成年人去分享那份不敷分配的粮贷！把“一头牛剥不下两张皮”这句谚语奉送给内务部还是太客气了，这个内务部竟两次从缺粮户中除掉一切有工作能力的人！第四，这种已经被削减二分之一的完全不敷分配的救济金还要 削减
 1/3—1/5—1/10，削减多少，“要看大概有多少殷实的业主有头一年留下的储备粮或任何物质财富”！！这已经是从同一头牛身上剥下的第三张皮了！一个全家还得不到48普特粮食的农户，哪里还能有什么“财富”或“储备粮”呢？在其他一切收入上已经打了两次算盘，此外，光靠粮食，就连被政府的政策、资本和地主的压迫弄得贫困不堪的俄国农民，也是无法过活的。因为总得花点钱购买燃料，修理房屋，添置衣服，买点粮食以外的食品。关于农民经济的科学调查表明，在平常的年头甚至最贫苦的农民也要把 一半以上
 的收入用于粮食以外的其他消费。如果注意到这一切，就可以看到，大臣所算的需要救济的数目比实际需要量 少了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
 。这不是在同饥荒作斗争，而是在同想真正救济饥民的人作斗争。

通令最后公然攻击起私人慈善家来了。西皮亚金先生暴跳如雷地说，现在时常发现有一些慈善家力图挑起居民“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唆使他们向政府提出无理的要求”，进行“反政府的鼓动”等等。事实上，这种罪名完全是 凭空捏造的
 。大家知道，1891年曾经散发过一种“农民同情者”的传单[104]，这些传单公正地向人民指出了他们真正的敌人；其他利用饥荒来进行鼓动的尝试想必也是有过的！但是革命家利用慈善事业作掩护来进行鼓动工作，这样的事实从来也没有过。大多数慈善家 只是
 慈善家而已，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西皮亚金先生说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一些“政治历史不是无可非难的人物”，那么现在我们这里有谁的“历史是无可非难的”呢？就连一些“身居显位的人物”，在年轻时也都是常为一般民主运动出过力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利用饥荒进行反政府的鼓动是不许可的或者至少是不适当的。恰恰相反，鼓动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在饥荒的时候尤其必要。我们只是说，西皮亚金先生 捏造这种无稽之谈
 ，力图把自己的恐惧和担忧说成是由于接受了过去的经验。我们是说，西皮亚金先生的言论只是证明一条老的真理：警察政府害怕多少有些独立的和正直的知识分子同人民的任何接触，害怕有人直接向人民发表任何真实的、大胆的言论，认为凡是关心真正（而不是虚假地）救济饥民的人都有进行反政府的鼓动的嫌疑（这种怀疑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民看到，私人慈善家真心诚意想要帮助他们，而沙皇的官吏却对此进行阻挠，削减救济，缩小需要量，不让开办食堂等等。现在新的通令公然要求一切捐献和募捐活动以及开办食堂都必须“服从政府的监督”；要求一切外来者要“晋见”省长，选用助手须经省长批准，并要向省长报告自己的活动！谁想要救济饥民，谁就得服从警官，谁就得遵守百般地削减救济量和丧尽天良地缩减救济金的警察制度！谁不愿意服从这种卑鄙的制度，谁就别想救济饥民，这就是政府政策的全部实质。西皮亚金先生大喊大叫，说什么“一些政治上不可靠的分子总爱在私人给予他人救济的幌子下，利用饥荒来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所有的反动报刊（如《莫斯科新闻》）也随着发出同样的叫嚣。真是可怕！竟然利用人民的灾难来进行“政治活动”！恰恰相反，实际上可怕的是，在俄国进行任何活动， 甚至
 是离政治最远的慈善活动也不可避免地会使独立人士同警察的专横，同“制止”、“禁止”、“限制”等等措施发生冲突。可怕的是，政府用高尚的政治理由来掩盖自己犹杜什卡的用心[105]，不让人知道它想夺走饥民的口粮，把救济金削减五分之四，禁止警官以外的任何人接近即将饿死的饥民！我们要再一次提出《火星报》早就提出的号召：发动一个揭露警察政府的粮食运动的运动，在不受检查的自由的报刊上，揭露地方暴君的种种胡作非为，揭露削减救济金的自私策略以及救济少得可怜不能满足需要的真相，揭露故意缩小饥荒严重程度的卑鄙行为，揭露那种同想要救济饥民的人作对的可耻行径！我们建议所有对人民的灾难有一点点真诚的同情心的人，要想方设法让人民普遍了解内务部通令的真正涵义和意义。 象这样的
 通令都没有立刻引起人民的公愤，可见人民还是十分愚昧的。同农民和不开展的城市群众最接近的觉悟工人们，应该在揭露政府的行动中起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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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圣彼得堡委员会

（1901年10月）

圣彼得堡委员会（斗争协会）[106]在《工人思想报》第12号上刊载了一篇文章，反驳《火星报》创刊号上关于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发生分裂的评论。遗憾的是，这篇反驳文章竭力 回避
 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这种论战方法永远也不能把问题弄清楚。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坚持认为，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内确实发生了 分裂
 。在1900年的代表大会上，起重要作用的少数会员，包括“联合会”的创立者和它过去所有刊物的编辑者——“劳动解放社”[107]在内，脱离了出来，自此以后，“联合会”就 分裂
 成为两部分。分裂以后，无论哪一部分都不能代表原来的整个“联合会”。圣彼得堡委员会 并不打算
 驳倒这个意见，它只谈到（不知道为什么）普列汉诺夫一个人，而不谈“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组织，同时只是转弯抹角地向读者暗示，圣彼得堡斗争协会显然否认 分裂的事实
 ，并且仍旧把前“联合会”的一部分看作整个联合会。

如果不愿意从实质上分析论敌的意见和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为什么要进行论战呢？

其次，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坚持认为，分裂的根本原因（不是借口，而是原因）是原则上的分歧，即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分歧。所以单就这一点来说，也不能不把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所发生的事情看作原有的“联合会”的分裂。试问，圣彼得堡委员会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它是否敢于否认前“联合会”的这两部分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原则性争执呢？这是不得而知的，因为圣彼得堡委员会费尽心机写了一篇“反驳文章”，而对这个根本问题 只字
 未提。我们还要再一次问问彼得堡的同志，而且不只是问彼得堡的同志：回避问题本质的论战是否有变成最不愉快的对骂的危险呢？要是不愿意从实质上分析问题和明确而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认为这样做还不是时候，那么，挑起一场论战到底值得不值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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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指当时已为经济派所掌握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彼得堡委员会。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1895年11月创立的，由彼得堡的约20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而成，1895年12月确定用这个名称。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它的领导机构是中心小组，成员有10多人，其中5人（列宁、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领导核心。协会分设3个区小组。中心小组和区小组通过组织员同70多个工厂保持联系。各工厂有收集情况和传播书刊的组织员，大的工厂则建立工人小组。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1895年和1896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印发了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人事业报》。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好几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它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全市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协会一成立就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895年12月8日（20日）夜间，沙皇政府逮捕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协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共57人。但是，协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它组成了新的领导核心（米·亚·西尔文、斯·伊·拉德琴柯、雅·马·利亚霍夫斯基和马尔托夫）。列宁在狱中继续指导协会的工作。1896年1月沙皇政府再次逮捕协会会员后，协会仍领导了1896年5—6月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896年8月协会会员又有30人被捕。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协会的领导成分发生了变化。从1898年下半年起，协会为经济派（由原来协会中的“青年派”演变而成）所掌握。协会的一些没有被捕的老会员继承协会的传统，参加了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258。



[107]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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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情况

（1901年10月）

《火星报》组织国外部已经和国外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统一为一个组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108]了。从这个新组织发表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它打算着手出版一系列宣传鼓动性的小册子。这个同盟是《火星报》的国外代表机关。因此，由“劳动解放社”领导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国外组织终于同团结在我们报纸周围的组织统一起来了。同以往一样，“劳动解放社”正在积极参加我们出版物的编辑工作。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国外组织的统一，是在这些组织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它出版《工人事业》）联合的尝试遭到失败之后实现的。今年夏初，三个组织的代表组成的代表会议拟定了它们之间的协议草案。奠定协议基础的是一系列原则性的决议，其内容有：“联合会”要彻底停止向“经济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献媚，要承认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统一本来是有希望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妨碍接近的只是“联合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在原则上的动摇不定。这个希望落空了：不久前出版的《工人事业》第10期发表了编辑部的文章，直接反对代表会议在“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下拟定的决议。显然，“联合会”又转到我们运动的右翼方面去了。的确，在三个组织的代表大会上，“联合会”对上述决议提出了“修正案”，公然表明它正回到它过去的错误立场上去。其余的两个组织不得不退出大会，它们是这样做了。显然，我们那些“联合会”的同志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他们的组织采取介于革命社会主义和有利于自由派的机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立场的危险性。我们希望，时间和痛苦的经验将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策略的错误。党内有一个普遍的愿望，即不仅要广泛地开展我们的运动，而且要提高运动的质量，这种愿望对我们是最好的保证，相信在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通过我们报纸的工作，大家所渴望的我们一切力量的统一必将实现。





	载于1901年10月《火星报》第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集5版第5卷第287—288页

















[108]“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是根据列宁的倡议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于1901年10月在瑞士合并组成的。根据章程，同盟是《火星报》组织的国外部，其任务是协助《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出版和传播，在国外宣传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帮助俄国各社会民主党组织培养积极的活动家，向政治流亡者介绍俄国革命进程等。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被承认为享有党的地方委员会权利的唯一国外组织。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的势力在同盟内强，他们于1903年10月召开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及其拥护者曾退出代表大会。孟什维克把持的同盟通过了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章相抵触的新章程。从此同盟就成为孟什维主义在国外的主要堡垒，直至1905年同盟撤销为止。——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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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役条例和苦役判决

（1901年9月15日和10月底之间）

又一个“暂行条例”公布了！

不过这一次不是对付那些犯了不驯服罪的大学生，而是对付那些犯了挨饿罪的农民。

9月15日，圣上批准了《关于受灾区居民参加由交通部、农业部、国家产业部安排施工的工程的暂行条例》，并且立即予以公布。俄国农民一了解到这些条例（当然不是根据报纸上所公布的材料，而是凭他们的亲身体验），他们便会看到，他们受地主和官吏多年奴役而得出的一条真理又一次得到了证实，这条真理就是：只要当局郑重其事地宣称，农民“可以参加”大小事务，如赎买地主土地，或在饥荒时参加修建各种公共工程，那就可以预料，一场新的大灾难就要临头了。

的确，9月15日的暂行条例，就其整个内容来说，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种新的惩治法，是对刑法典的补充条例。首先，对工程的安排和管理十分“谨慎”，手续异常繁多，好象是在对待一批谋反者或流放苦役犯，而不是饥民。本来，安排工程是件最简单的事情：地方自治机关和其他机关领到一笔经费，就雇用工人修筑公路、开发森林等等。这类工程通常都是这样进行的。但是现在制定了一套特别的程序：地方官指定工程项目，省长作出决定，然后送圣彼得堡，交给专门的“粮食工作评议会”讨论，评议会由各部的代表组成，由副内务大臣任主席。此外，由内务大臣来掌管全局，他可以任命特派全权代表。彼得堡的评议会甚至还要规定工人报酬的限额——这大概是要注意防止农民因工资过高而“腐化堕落”吧！显然，9月15日的暂行条例的目的就是要 阻难
 人们广泛参加公共工程，这同8月17日西皮亚金的通令 阻难
 发放饥民救济金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更重要和更有害的还是关于雇用农民做工的手续的特别规定。

如果工程是在“他们定居的地区以外”进行（自然，大多数情况将是这样），工人们就必须 在地方官的监督下
 组成专门的劳动组合，由地方官指定一名工长维持秩序。挨饿的农民则不敢象工人通常所做的那样自己选举工长。于是农民就归手执鞭条的“地方官”管了！劳动组合的成员都被列入专门的名册，以 代替
 法律规定的 居民证
 ……于是，个人的身分证就要被劳动组合的名册所代替了。为什么要这样更换呢？是为了 限制
 农民，因为农民持有个人的身分证，就可以比较自由地随意到新的地方来工作，一旦不满意，还可以比较容易地辞去工作。

其次，“由内务部特派的官员负责维持途中应有的秩序，并将遣送的成批的工人移交给工程主管人员”。自由工人是事先发给旅费，而农奴却是按名单“ 分批地
 ”“遣送”，并且“移交”给特派的官员。农民把这些“公共的”和官办的工程看作新的农奴制度，不是很有道理吗？

事实上，9月15日的法律不仅仅在剥夺农民迁移自由方面把挨饿的农民几乎当作农奴看待。法律还规定：如果“家属所在地区的省领导当局”认为有必要的话，官员有权 扣除部分工资
 ，以便寄给工人家属。工人挣来的钱竟可以不经工人自己同意而擅作处理！农民都是些傻瓜，自己都不会照顾自己的家庭。长官们办起这些事来要强得多，的确，谁没有听说过，他们对军屯区[109]的农民家庭是多么关怀备至啊！？

不幸的是，现在的农民也许已经不象军屯时期那样驯服了。他们难道不会要求发给他们普通的身分证，要求未经他们同意就不准扣除工资吗？因此必须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于是在法律中作了一条专门的规定，“按照内务大臣的命令，监督工人遵守工地应有的秩序这一任务，由各地的地方官、独立宪兵团军官、警官或特派人员负责”。显然，政府 事先
 就把挨饿的农民看作“造反者”，除了全俄警察对全国工人进行一般的监视以外，又规定了一项极其严格的特别监视。既然农民胆敢“夸大”饥荒，“向政府提出无理的要求”（按西皮亚金在通令中的说法），那 事先
 就决定对他们严加控制。

为了在工人表示某种不满的时候不去麻烦法庭，暂行条例规定，凡是破坏安宁、工作敷衍塞责或不执行命令者，官员有权 不经过特别审讯
 判处工人 三天以下
 的拘禁！！自由工人必须由治安法官审判，在治安法官面前工人可以为自己辩护，并且可以对判决提出申诉。但是对于挨饿的农民，可以不经任何审讯就采进拘留所！自由工人如果不愿意工作，只能被解雇，——然而，挨饿的农民如果“坚持不上工”，按新法律的规定，应同窃贼和强盗一起 押送还乡
 ！

新的暂行条例，对于饥民是名副其实的苦役条例，是剥夺他们的权利、押送他们去劳动的条例，这一切是因为饥民竟敢用请求救济来麻烦长官。政府并没有局限于剥夺地方自治机关管理粮食工作的权力，禁止私人未经警察局许可而开办食堂，下令缩减实际需要量的五分之四，它还宣布农民不得享受全部公民权利，命令对他们可以不加审讯就进行惩罚。农民常年过着忍饥挨饿和操劳过度的苦役生活，现在又加上了官办工程的苦役的威胁。

这就是政府对农民采取的措施。至于对工人的迫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本报前一号刊出的对奥布霍夫工厂五月骚乱事件的《起诉书》。关于这一事件本身，《火星报》在6、7两月的各号上已经作了记述。我国的合法报刊大概看到甚至最忠诚的《新时报》也由于写了这方面的文章而“遭殃”，所以对审讯一直保持沉默。报纸上只看到一两行关于审讯已在9月底进行的消息，后来南方有一家报纸偶然报道了判决的结果：二人被判处 服苦役
 ，八人宣告无罪，其余的人被关进监狱和犯人感化所，刑期为两年至三年半不等。

可见，我们在《新的激战》（《火星报》第5号） 
［注：见本卷第11—16页。——编者注］

 一文中，对俄国政府的报复还是低估了。我们曾经以为，政府害怕交付法庭审判，便采取了军事镇压作为斗争的最后手段。现在看来，它是把这两种手段结合起来了：不但殴打了群众，枪杀了3名工人，并且从数千名工人中抓走了37人，处以严刑。

怎样抓人和怎样审讯，起诉书提供了一些情况。阿纳·伊万·叶尔马柯夫、叶弗列·斯捷潘·达欣和Ан．Ив．加甫里洛夫被指控为主谋。起诉书指出，在叶尔马柯夫的住所发现有传单（根据一家官营酒店的女店员米哈伊洛娃所说，但是她 没有被传到法庭
 作证），他讲过要为政治自由而斗争，并且在4月22日拿着红旗走上了涅瓦大街。接着还着重指出，加甫里洛夫也持有并散发了号召参加4月22日游行的传单。关于被告雅柯夫列娃，也说她参加过某些秘密集会。可见，毫无疑问，检察官竭力把那些被秘密警察怀疑为政治活动家的人说成是主谋。案件的政治性质，从群众高呼“我们需要自由！”和从与5月1日有关这两点来看，也是很清楚的。顺便提一下，有26人因在5月1日“旷工”而被解雇，这才引起了一场大火，可是，检察官对于这次解雇的 非法性
 ，不用说，却只字未提！

事情很明显。凡是被怀疑为政治敌人的人，都被抓去审讯了。秘密警察提供了名单。而警察自然是“证实”了这些人曾经出现在人群里，扔过石头，而且表现得比别人突出。

他们用审讯掩盖了第二次（在激战之后）政治报复行为。而且掩盖得十分卑鄙：他们提到政治只是为了加重罪情，却不许别人说明整个事件的政治情况。被告被当作刑事犯，根据刑法典第263条进行审判，即罪行是举行“反对政府所确立的各级政权的公然暴动”，而且暴动是由携带武器（？）的人策划的。这个罪名是 捏造出来的
 ，因为警察局命令法官只片面审理此案。

应当指出，按照刑法典第263—265条，凡是参加 任何
 游行的人都可以判服苦役，因为 任何
 游行都是“蓄意违抗政府颁布的命令和措施的公然暴动”，尽管“暴动者”并没有武器，甚至并没有采取公然的暴力行为！俄国的法律对判处服苦役是十分慷慨的！是时候了！现在我们应该设法让被告自己把每一件这种审判案件 变为
 政治案件，使政府不敢用刑事案的滑稽剧来掩盖它的政治报复。

同1885年相比，诉讼程序有了多么大的“进步”啊！当时审判莫罗佐夫的织布工的是陪审员，报上发表了全面的报道，工人方面的证人在法庭上揭露了厂主的种种不法行为。而现在，参加审判的是官吏和一些不敢发表意见的等级代表，法庭关着大门进行审判，报纸默不作声，工厂当局、工厂的警卫、殴打人民的警察和枪击工人的士兵都充当了伪证人。多么丑恶的滑稽剧啊！

把1885年和1901年迫害工人方面的这种“进步”同1891年和1901年与饥民作斗争的“进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人民和社会中的愤懑正在多么迅速地向深广发展，政府已经开始狂暴不安，它一面对私人慈善家和农民“严加约束”，一面又用判服苦役来恐吓工人。但是，苦役吓不倒工人，工人的领袖们在同沙皇爪牙展开直接的巷战中视死如归，对于被杀害的和在狱中遭受苦难的英雄同志们的怀念，将十倍地增强新战士们的力量，感召着成千上万的人来帮助他们，使这些人都会象十八岁的玛尔法·雅柯夫列娃那样，公开地宣称：“我们支持我们的兄弟！”政府除了用警察和军队镇压游行者以外，还想以暴乱罪名审判他们。我们对此的回答是：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把一切受沙皇的暴政压迫的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有步骤地准备全民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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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军屯是19世纪前半期俄国的一种亦兵亦农的特殊军队组织，由阿·安·阿拉克切耶夫秉承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意旨创办，目的是不增加军费而得到训练有素的后备军队。军屯是在拨归陆军部的国有土地上建立的。驻屯的军队由服役6年以上的已婚士兵和当地18—45岁的男性居民（主要是农民）编成，他们均称为户主屯丁。每个军屯由60户组成，每一户有4个户主屯丁和一个不可分割的农场，合在一起是一个连。军屯从1810年开始建立，1816年起大规模推行，最盛时几乎占陆军的四分之一。军屯屯丁一年四季受军事训练，因而常常不能按时耕作。军屯中实行极严酷的纪律，经常进行体罚。屯丁的全部生活，包括家庭问题在内，都受严格章程的约束。军屯中象服苦役一样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常常引起屯丁的大规模暴动。1857年军屯被撤销。——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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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饥荒[110]


又是饥荒！近十年来，俄国农民岂止破产，简直是要死绝了，情况发展之快实属惊人，恐怕任何一次战争，不管这种战争是怎样旷日持久和激烈，也没有造成这样重大的牺牲。现代一切强大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对付农民：既有发展愈来愈快的世界资本主义，又有军事国家。前者已经造成了海外的竞争，并给那些在殊死的生存斗争中坚持下来的少数农村业主提供了最新的生产方式和工具；后者在它的殖民地，在远东和中亚细亚执行着冒险政策，把这种大量耗费钱财的政策的重负完全转嫁到劳动群众身上，并且还用人民的金钱不断地建立新的“制止”和“控制”等警察措施来对付劳动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和愤慨。

既然饥荒在我国已成为通常的现象，自然可以预料，政府将努力制定它在粮食问题上的通常的政策并使之固定化。如果说在1891—1892年时，政府由于措手不及，起初还相当狼狈，那么，现在它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确切地知道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了。7月份的《火星报》（第6号）上说：“当前人民灾难的乌云笼罩着我国，政府又在准备行使它施用暴力的卑鄙职能，克扣饥民的口粮，惩处不合乎当局心意的任何关心饥民的‘表现’。”

政府的准备非常迅速非常坚决。这些准备是按照什么精神进行的，这从伊丽莎白格勒事件中可以充分看出。赫尔松省省长，奥博连斯基公爵立即向所有胆敢报道和谈论伊丽莎白格勒饥荒，胆敢呼吁社会救济饥民，胆敢建立私人小团体和邀请个人来组织救济的人宣战。地方自治机关的医生在报上说，县里发生了饥荒，人民不断患病和死亡，他们食用的“粮食”真是令人难以想象，根本不能称为粮食。省长同地方自治机关的医生进行了争论，并在报上登出正式的辟谣声明。谁只要多少知道一点我国报刊的一般状况，谁只要肯回忆一下，最近以来非常温和的报刊以及更温和得多的著作家所受的严重迫害，谁就会理解，省长同那些甚至没有担任官职的地方自治机关医生的这种“争论”意味着什么了！这简直是堵别人的嘴巴，这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声明，政府不能容忍报道饥荒的真实情况。但岂只是声明！可以责备其他任何人，但未必能责备俄国政府在可以“使用权力”时而只限于发表声明。奥博连斯基公爵立即使用了权力，他亲临战场，同饥民作战，同那些不属于任何政府系统而想 真正
 救济饥民的人作战，并且 禁止
 一些赶来救灾的个人（其中包括乌斯宾斯卡娅女士） 开办食堂
 。就象尤利乌斯·凯撒一样，奥博连斯基公爵来了，看了看，取得了胜利[111]，于是电报立即把这个胜利的消息传给全俄国的读者。不过奇怪的是，这个胜利，这个对一切尚有一点正义感，尚有一点公民勇气的俄国人的无耻挑衅，在最有关的（要是能这样说的话）人们中间，并没有遭到任何反击。在赫尔松省无疑有许多人一直知道这种掩盖饥荒和反对救济饥民的斗争的全部底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对这个有教益的事件发表任何文章，或任何有关的文件，甚至连抗议无理禁止开办食堂的任何普通呼吁也没有。在政府执行它的威胁政策，解雇5月1日“旷工者”时，工人举行了罢工；而在禁止知识界人士……救济饥民时，知识界却默不作声。

政府同那些敢于救济饥民的“煽动作乱者”初次交锋就取得了胜利，似乎大受鼓舞，立即转入了全线进攻。奥博连斯基公爵的英勇业绩已经成为指导原则，已经成为今后调整一切行政官员对待一切同粮食问题有牵连的人的法律（“有牵连的人”这个词是我国刑法典的专用术语，但我们已经看到而且下面还将看到，现在，未经准许的救济饥民活动，完全被当作刑事犯罪行为）。这样的法律很快就颁布了，这次是用《内务大臣给1901年受灾省省长的通令》（1901年8月17日第20号）这种简化的形式颁布的。

应当看到，这一通令将长期成为一个可资纪念的文件，从中可以看出，警察对人民的可怕的灾难、对饥民同救济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接近害怕到了极点，同时，通令要坚决制止关于饥荒的任何“叫嚷”，并把救济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不过遗憾的是，这个通令写得太长，官样文章晦涩难懂，大概会妨碍广大群众对它的了解。

大家知道，1900年6月12日的法令取消了地方自治机关对粮食工作的管理权，把它移交给了地方官和县代表大会。这看来似乎更可靠得多了，因为选举因素取消了，对当局稍持独立态度的人现在不管事了，因而也不会再叫嚷了。可是，在奥博连斯基公爵讨伐以后，这一切又显得不够了：必须更严格地把一切事务交给内务部和直接执行内务部指令的官员掌管，必须彻底消除任何夸大的可能性。因此，怎样的县算是“受灾县”这个问题，今后将完全由内务部本身来 决定
 
［注：从被尔姆省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内务部是怎样决定这个问题的。据最近的一些报纸报道，该省仍然继续被认为是“丰收区”，虽然该省的歉收（按10月10日省地方自治紧急会议的报告）比1898年的歉收还要严重
 。粮食收获量只有平均收获量的58％，而沙德林斯克县和伊尔比特县只有36％和34％。1898年政府曾拨出（地方资金不计在内）150万普特粮食和25万以上的卢布。而现在地方自治机关已经没有资金，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受到限制，歉收较1898年要严重得多，粮食价格7月1日就
 已开始上涨，农民已卖掉牲畜
 ，可是政府仍旧固执地认为该省是“丰收区”！！］

 ，显然，在内务部内还将建立起对付饥民的军事行动总部。这个总部将通过省长先生们指导那些掌握“县中央粮食管理局”的人（主要是县的贵族代表）的活动。倡议用军事行动对付饥民的奥博连斯基公爵，过去总得亲自到场，以便采取制止、控制和缩减的措施。现在这方面已经加以“整顿”，只消“县中央”管理局和彼得堡中央管理局之间互拍一下电报（好在每县已拨给了上千卢布的办公费用），就可以“去处理”了。屠格涅夫笔下的有文化教养的地主不仅不亲自去马厩，就是对那个穿燕尾服戴白手套的仆人也只是低声提示一下：“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112]现在我们这里也将同样“不加喧嚷地”、文静高雅地“去处理”关于控制饥民的过大胃口的事。

西皮亚金先生确信饥饿的农民的胃口过大，这可以从通令固执的语气看出，通令不仅固执地警告提防“夸大”，而且直接作了许多规定，以消除夸大的可能性。这位大臣直截了当地说，别急于编造缺粮户名册，因为这会在居民中引起“奢望”，因此，他命令一定要在临分配粮食的时候再编造名册。其次，通令认为没有必要谈到一个县在什么情况下 应该
 算受灾县，但却明确规定一个县在什么情况下 不应该
 认定是受灾县（例如，受灾的乡不超过三分之一，通常有做工收入等等）。最后，大臣对饥民救济金标准作了一些规定，这些规定极其明显地表明，政府 想方设法
 要尽量削减这些救济金，而用一些丝毫不能防止居民死绝的小施舍来敷衍了事。实际上，标准量是每户粮食48普特（按该村的平均收获量计算）；凡是不少于这一标准者，就不是缺粮户。这个数字是怎样得出来的，不得而知。不过大家知道，在 非
 饥荒的年头，即使最贫苦的农民也要消耗比这多一倍的粮食（见地方自治局对农民收支的统计调查）。所以，根据大臣先生的指令看来，吃不饱乃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就是这个标准量也还要减少，首先要减少一半，要使约占人口半数的做工的人不能得到粮贷，其次，“要看大概有多少殷实业主有头一年留下的储备粮或任何〈正是这样说的：“或任何”！！〉物质财富”， 还要
 减少1/3—1/5—1/10不等。由此可以设想，政府打算贷给真正缺粮的居民的那部分粮食是多么微不足道！西皮亚金先生真是恬不知耻，他讲述了这一套令人难于想象的削减救济金的办法以后声明说，这样粗略的计算“不大会有任何显著的夸大”。看来对此就不必多费唇舌了。

当俄国政府的正式声明中，除了单纯的指令以外，还有那么一点解释这些指令的意图的时候，它里面几乎总包含着（这是一种法规，这种法规比我国的大多数法律还要稳定得多）两个基本论调或者两类基本论调。一方面，你一定会遇到一些一般的夸张的空话，表示当局的关心，表示当局愿意考虑当前的要求和社会舆论所表达的愿望。例如，谈到“防止农村居民中缺乏粮食这一重要事宜”，谈到“对当地居民的福利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等等。不言而喻，这些老生常谈其实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并不意味着要做什么好事情；但是这些话却和不朽的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斥责被他肆意掠夺的农民时所说的不朽的话一模一样。附带说一下，受检查的自由派报刊常常利用这些老生常谈（部分由于幼稚，部分由于“职责”），来表明政府同它的观点原则上的一致。

可是，如果你更加留心地看看政府命令的另一种论调，那些并不那么一般也并不那么明显空洞的论调，那你就时时都会看到一些具体的说明， 完全是重复
 我国出版界最反动的报刊（例如，《莫斯科新闻》）所提出的论据。随时注意并指出政府同《莫斯科新闻》的一致，在我们看来是不无好处的（甚至对合法的活动家来说，也不是完全不能办到的）工作。例如，在上述的通令中，我们又碰到了最“野蛮的地主”发出的最卑鄙的指责，——说什么过早地编造缺粮户名册，会促使“某些殷实户主力图变卖存粮、余粮和农具来假装自己家计拮据”。大臣说，这是“过去几次粮食运动的经验所证明了的”。因此怎么办呢？因此，大臣就从那些最顽固的农奴主的教诲中吸取自己的政治经验，这些农奴主在过去的饥荒年代曾叫嚷农民在骗人，他们现在也在这样叫嚷着，并且对产生于饥荒的伤寒流行病所引起的“喧嚷”忿忿不已。

西皮亚金先生从这些农奴主那里也学会了谈论什么道德堕落这套话，他写道：“非常重要的是要使……地方机关……能协助节约使用拨款，而主要是〈原文如此！！〉要防止轻率地把政府的救济金发给生活有保障的人，以致产生道德堕落的不良影响。”这个协助节约资金的不体面的指示因为下面这个原则性的训诫而得到了加强：“……把粮食救济金广泛分发给不领也能够过得去的家庭〈每家全年24普特能够过得去吗？〉，而不管国库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毫无效果〈！〉，这种办法将会产生极为有害的后果，从国家的利益和需要的观点来看，其危害性不亚于对真正的缺粮户不给予必要的救济。”古时候一些颇有恻隐之心的帝王说过：“宁可宣判十个有罪的人无罪，也不要判处一个无罪的人有罪。”而现在沙皇最亲密的助手声明说：把救济发给每年有24普特粮食也能够过得去的家庭，其危害性不亚于对“真正的”缺粮户不给予救济。多么可惜，这个对“国家的利益和需要”直言不讳的堂皇的“观点”，竟因通令又臭又长而没有使广大公众看清其真正面目！唯一的希望是，也许社会民主党人的报刊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头鼓动会使人民更清楚地了解大臣通令的内容。


※　　　　　※　　　　　※

　　通令特别坚决地“攻击”私人慈善家：从各方面可以看出，那些同饥民作战的行政官员们，把私人的救济小团体、私人开办的食堂等等都当作“敌人”的最重要的阵地。至于为什么这种私人慈善事业老早就使内务部坐卧不宁，西皮亚金先生作了解释，他说得非常直率，真是令人感激不已。通令上说：“自1891年和1892年的歉收开始，以及在后来所有这类灾荒中，时常发现有些慈善家一面用物资救济灾区的居民，一面又力图挑起他们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唆使他们向政府提出无理的要求。同时，没有得到充分救济的贫困，加上不可避免的疾病和经济的破坏，都为反政府的鼓动造成非常有利的条件，而一些政治上不可靠的分子总爱在私人给予他人救济的幌子下，利用这些条件来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通常，一听到严重歉收的消息，一些政治历史不是无可非难的人物就从各地汇集到受灾地区，这些人总是竭力设法同来自首都的慈善团体和机关的全权代表交往，那些代表由于不了解情况，就接受他们当各地的助手，从而造成了维持秩序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重大困难。”但是，俄国政府在俄国土地上愈来愈感到日子不好过了。在过去一个时期，只有青年学生被认为是受到特别保护的阶层：对他们曾建立了特别严密的监视，某些政治历史不是无可非难的人物同学生的交往被认为是重大的罪过，任何小组和社团，即使它们只提供物质上的援助，也被怀疑有反政府的目的等等。在那时候，即在不太久以前，没有其他的 阶层
 ，更没有一个居民阶级被政府认为是“进行反政府鼓动的非常有利的条件”。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在政府的一些正式公报中，你们可以看到另一个人数还要多得不可胜数的需要特别保护的居民阶级：工厂工人。工人运动的发展迫使建立整套的机构来监视新的暴乱分子；在禁止政治上可疑人物居住的地区的清单中，除了首都、有大学的城市外，还出现了工厂中心区、村镇、县和整个省份。 
［注：例如，参看《火星报》第6号上所刊载的关于圣彼得堡被放逐者的秘密通报，这些人主要是著作家，其中很多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事件，尤其没有参加过任何“工人”事件。然而，不仅禁止他们在有大学的城市居住，而且禁止他们在“工厂区”居住，而有些人只被禁止在工厂区居住。］

 欧俄有三分之二的地区受到特别保护而不准不可靠人物居住，而其余三分之一的地区到处都有大批的“政治历史不是无可非难的人物”，以致连最偏僻的省份也不得安宁。 
［注：例如，见《火星报》第6号和第7号上的通讯，说到社会上的激昂情绪和反政府的“表现”甚至已经深入到神佑的城市，如奔萨、辛菲罗波尔、库尔斯克等。[113]］

 现在的情况是：按内务大臣先生这样的权威人物的权威判断，即使是最偏僻的 农村
 ，只要存在着没有得到充分救济的贫困，还有疾病和经济破坏的情况，那里就是进行反政府鼓动的“有利的条件”。可是，不经常发生这类“情况”的俄国农村是不是很多呢？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否应该立刻利用西皮亚金先生这个关于“有利的”条件的有教益的指示呢？正是现在，一方面是农村非常关心道听途说传来的消息，说城市无产阶级和知识青年在2月和3月间同政府的禁卫军发生了冲突，另一方面又有人说什么农民提出了“无理的要求”这一类的话等等，难道这不是给最广泛和最全面的鼓动提供了内容最丰富的纲领吗？

西皮亚金先生的有益指示我们应当加以利用，但对他的幼稚只能付之一笑。以为把私人慈苦事业置于省长的监督和管制之下，就能使“不可靠的”人物难于影响农村，这真是幼稚得可笑。真正的慈善家从不抱政治目的，所以制止和控制的新措施将主要落到那些对政府最没有危险的人身上。而那些希望让农民看清新措施的意义和政府对饥荒的态度的人，大概已经没有必要去同红十字会的全权代表联络，或晋见省长先生们了。事实也正是这样，一旦工厂环境成了“有利的条件”，那些想要接近这个环境的人，就不去同工厂的管理者打交道来了解工厂的制度，也不去晋见工厂视察员先生们以获得同工人举行集会的许可了。当然，我们一点也没有忘记，在农民中进行政治鼓动有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因为从城市中吸引革命力量去进行这种政治鼓动是不可能的和不实际的，可是我们也不应忽视，象政府的这些限制私人慈善事业的丰功伟绩，却完全可以消除我们的一半困难和解除我们的一半工作。


※　　　　　※　　　　　※

　　至于这位大臣关于加强对慈善音乐会和演出等的监督的通令这样的“小事情”（同上面分析的通令比较而言），我们就不谈了（参看《火星报》第9号《新的障碍》）。让我们来看看，现在政府按新条例确定和分配给居民的救济金同实际的需要量成怎样的比例。诚然，这方面的资料是非常缺乏的。报刊现在受到极为严格的管制，开办私人食堂的人随着他们的活动的“被查禁”已经销声匿迹了，因此，可以向在新的严厉手段面前不知所措的俄国公众报道的，只有官方警察关于粮食运动顺利进展的记事，还有《莫斯科新闻》上相同性质的小文章以及有时转载的无聊记者同郑重其事地论述“市长的思想一致及市长专权等思想”的某个庞巴杜尔[114]的谈话。例如，《新时报》第9195号上报道说，萨拉托夫省省长（原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省长）Ａ·П·恩格尔哈特接见了地方报纸的撰稿人，并且顺便告知该撰稿人，他以省长资格亲自在当地召开了贵族代表、地方自治局代表、地方官和红十字会代表的会议，并“分配了任务”。


　　Ａ．П．恩格尔哈特说：“这里没有象我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见过的那种坏血病：在那里，不能在五步以内接近病人；在那里，这种病真是一种‘腐败性病症’，而在这里，最多是由于家庭生活环境恶劣而形成的严重贫血的后果。这里，坏血病唯一的症状几乎全都是苍白的嘴唇、苍白的齿龈……这种病人经过一个星期的合理调养就可以恢复健康。现在正在增加营养。虽然已经登记的极需救济的不过400人，但大体上每天要发出1000份口粮。除坏血病外，整个地区只发现三起伤寒。可以相信，情况今后不会发展，因为到处都兴办了公共工程，居民的工资收入有了保障。”





　　请看情况是多么令人满意：赫瓦伦斯克全县（庞巴社尔先生说的）极需救济的只有400人（大概在西皮亚金先生和恩格尔哈特先生看来，其余的人，每户全年有24普特粮食就“过得去”了！），而且居民生活已有保障，病人经过一个星期就可以恢复健康。既然如此，怎么能不相信《莫斯科新闻》呢，它在一篇专论（第258号）中要我们相信，“据12个受灾省最近报道， 这些省内救济机关正在紧张地进行活动
 。许多县经过调查被认定是粮食歉收县， 任命了县的
 粮食部门 管理人员
 等等。看来政府的负责人员正尽一切可能给予及时的和充分的救济”。“正在紧张地进行活动”，而且“……已经登记的极需救济的不过400人……”赫瓦伦斯克县有农村居民165000人，而口粮只发了1000份。整个东南地区（其中包括萨拉托夫省），今年黑麦短缺34％。萨拉托夫省的农民耕地的总播种面积（150万俄亩）中，颗粒不收的占15％（按省地方自治局的资料[115]），收成不好的占75％，而赫瓦伦斯克县以及卡梅申县是萨拉托夫省受灾最重的县份。所以，赫瓦伦斯克县农民总共缺粮在30％以上。假定缺少的粮食有半数落在富裕农民头上，他们还不会因此而陷入饥饿状态（但是这个假定很不妥当，因为富裕农民的土地好，耕作得比较好，所以他们所受的歉收灾害总要比贫苦农民轻）。即使在这样的假定下，饥民也应占15％，也就是说，应达25000人。可是却有人要安慰我们说，赫瓦伦斯克县的坏血病还远不及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严重，伤寒病似乎只发生三起（说谎也要说得巧妙一点！），而且发了1000份口粮（大概是按照西皮亚金防止夸大……的一套方法计算和测量出来的）。

至于说到“工资收入”，西皮亚金先生为了避免夸大，在自己的通令中对它们计算了 三
 次（第一次他指示不要把工资收入通常较高的县算作受灾县，第二次他指示把48普特的标准缩减一半，因为50％的做工的人“应该”是有工资收入的，第三次他指示把这最后的数字按各地的情况再缩减1/3—1/10），至于说到工资收入，在萨拉托夫省不仅农业的而且非农业的工资收入都减少了。地方自治局的上述报告说：“歉收的结果，也影响到了手工业者，因为他们的产品销路减少了。由于这些情况，手工业最发达的县份 出现了危机
 。”灾情最重的卡梅申县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个县里，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在从事有名的条格布织造业。在平常的年头，这个处在偏僻农村的行业所实行的制度就是最荒唐的：例如，6—7岁的小孩做工，一天挣7—8个戈比。可以想象，在严重歉收和手工业危机的年头，那里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了。

粮食的歉收在萨拉托夫省（不言而喻，在一切歉收省都是一样）引起了饲料的缺乏。近几个月来（也就是说，已是夏末了！）各种兽疫蔓延得很厉害，牲畜的死亡率大大提高。“据赫瓦伦斯克县的兽医报道〈这个消息引自曾叙述过上面提到的省地方自治局报告内容的同一份报纸〉，在解剖死亡的牲畜时，发现它们的胃里，除了泥土什么也没有。”

在谈及继续推进粮食运动的“内务部地方局通报”中还声明说，在被宣布为受灾县的县份中，“只有赫瓦伦斯克县自7月份起有两个村发现了好几起流行性坏血病，当地医务人员尽力制止这种疾病蔓延，同时，红十字会派出了两个医疗队前往协助，根据省长〈即我们已经谈到的那位Ａ·П·恩格尔哈特〉的报告，这两个医疗队工作得很有成效；根据内务部在9月12日以前掌握的材料，在被宣布为受灾县的其他各县中，没有紧急缺粮得不到救济的情况，也没有发现因吃不饱引起疾病蔓延的情况”。

说什么好象没有 紧急
 缺粮得不到救济的情况（那有没有 经常性
 的缺粮呢？），好象没有发现疾病的蔓延，这种言论是否可信，我们只要把另外两个省的资料拿来对照一下就行了。

在乌法省，缅泽林斯克县和别列别伊县被宣布为受灾县，因此内务部地方局通报说，“根据省长的声明”，政府需贷给“食用粮”80万普特。然而，8月27日为讨论救灾问题召开的乌法省地方自治非常会议确定，除了贷给种籽（全省320万普特）和牲畜饲料（60万普特）外，这两个县还缺少粮贪220万普特，其余各县还需要100万普特。可见，内务部所确定的粮贷只等于地方自治机关所确定的 四分之一
 。

再举一个例子。维亚特卡省在地方局发表通报以前，并没有被宣布为受灾的县份，可是地方局确定粮贷为782000普特。据报纸报道，这个数字就是维亚特卡省粮食会议在它8月28日召开的会议上计算出来的（这是按照8月18日至25日各县代表大会的决议计算出来的）。同是 这些
 代表大会在8月 12日左右
 所确定的粮贷额却与此不同，就是说，所贷的粮食是110万普特，所贷的种籽是140万普特。这种差别是从何而来的呢？8月12日和28日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西皮亚金先生在8月17日发表了同饥民斗争的通令。就是说，通令立即生效了，于是从各县代表大会（请注意这一点）——即由一般官员，尤其是由地方官组成的、取代了（按1900年6月12日的法令）不可靠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机关——所制定的数字中削减了23万普特粮食这样一个微小数目……难道说，我们真的会看到连地方官也被指责为自由主义者吗？这也说不定。至少不久前在《莫斯科新闻》上我们就读到过对某位欧姆·先生的这种指责，因为他竟敢在《亚速海沿岸边疆区报》[116]上提议在报纸上刊载省城市自治事务会议的会议记录（如果不准许报界代表出席这些会议的话）：


　　“目的真够明显的了：俄国官员常常害怕被人看出是非自由主义者
 ，所以在报上披露就可以迫使他们有时甚至违背良心去支持城市或地方自治机关的任何自由主义的荒诞的意图。这种打算并不完全错误。”



　　维亚特卡的地方官显然是由于害怕被人看出是非自由主义者而“夸大”缺粮的严重程度，表现了不可宽恕的轻率，对这些地方官不应该加以特别的监视吗？ 
［注：这里还有一个维亚特卡省省长反对夸大的例子：


维亚特卡省省长在发给各乡公所的“公告”中指出，农民对政府和地方自治机关发放的粮贷的态度非常慎重。克林根贝格先生说：“在省内巡视时我深信，农民是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目前情况的，他们害怕负担非万不得已的债务，所以下定决心耐心地等待来年上帝的帮助，争取靠自己的力量摆脱困境。”这使维亚特卡省省长相信，“任何传闻，不论是说政府和地方自治机关免费救济和可能免除债务和欠税，或者是夸大灾情，都不会扰乱沉着理智的维亚特卡省的居民”。省长认为有必要警告农民，“如果在复核粮贷决定时，发现户主虽然没有任何存粮，但今年收获的粮食足够全家食用和播种，然而这些粮食已经出售，并将所得金钱用于其他需要，那他就不能指望获得粮贷。按照新法律，所发放的粮贷将不采用连环保[117]责任制的办法，而是根据征收直接税的条例来追偿。所以申请并已获得粮贷的户主应该记住，他要独自一个人归还粮贷，谁也不会帮助他，而且追偿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所以一旦债台高筑，不但动产可能要全部卖掉，而且不动产也会被没收”。



可以想象，省长发表了这样的公告以后，乡公所的头头们是怎样对待申请粮贷的饥饿的欠税者的！］



但是，按照维亚特卡省地方自治机关（如果不是英明的俄国政府不让它再来管理粮食事务的话）的“自由主义的荒诞的意图”所确定的需要量还要大得多。至少，8月30日至9月2日举行的省地方自治非常会议所计算出的缺粮数比需要量少17％，饲料少15％。而需要量是10500万普特（常年收获量是13400万普特，而今年收获量是8400万）。可见，缺粮数为2100万普特。“今年省内310个乡中总共有158个乡收成不好。这些乡的男女居民共有1566000人。”是的，毫无疑问，在缩减实际需要量方面以及把救济饥民的整个工作变为施舍小恩小惠的假慈善事业方面，“政府当局正在紧张地进行活动”。



但是，把那些集结在西皮亚金通令的旗帜下的行政官员们称为“假慈善家”，还是过于抬举他们了。他们和假慈善家的共同之处就是给的救济都非常之少，却要极力吹嘘。但是，假慈善家们充其量也只是把接受他们恩施的人看作能满足自己的自尊心的玩物，而西皮亚金的行政当局却把他们看作敌人，看作不法之徒（“向政府提出无理的要求”），因而必须加以管制。这种观点在1901年9月15日圣上所批准的出色的《暂行条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这是由20个条文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法律，其中出色之处很多，我们尽可以把它算作20世纪初最重要的立法条例之一。我们先看看它的标题：《关于受灾区居民 参加
 由交通部、农业部、国家产业部安排施工的工程的暂行条例》。大概这些工程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优待，所以“参加”这些工程也就是领受特别的恩典？不然的话，新法律第1条大概不会重复说：“灾区的农村居民 可以参加
 工程的施工”等等？



但是这些“优待”在法律的后半部中才谈到，而开头是确定整个事业的 组织
 工作。有关机关“指定最适当的工程项目”（第2条），同时“得依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第3条，按照狄更斯某些小说的章题，可以称为：“说明必需适应旧法律的新法律条文”）。工程的施工，或者是用预算资金，或者是用特别贷款，同时，工程的安排由内务大臣统管，他可以任命特派全权代表，并在大臣之下成立由各部代表组成的专门的“粮食工作评议会”，由副内务大臣任主席。评议会的职责是：（一）批准可以不按规定程序办理的事例，（二）审议关于资金用途的提案，（三）“规定工人报酬的限额，以及规定居民参加上述工程的其他条件，（四）按照作业地区分配成批的工人，（五）负责把成批的工人调往施工地点”。评议会的决定须得到内务大臣批准，“在有关场合”还须得到其他部门的大臣批准。此外，指定工程项目和调查所需施工人数由地方官负责，地方官将所有这些情况通知各省长，省长附上自己的意见转达给内务部，“再按照内务部的指示，通过地方官把工人遣送到各施工地点……”



喝！我们总算讲清了新事业的全部“组织”工作。现在试问，到底需要多少润滑油才能使这架笨重的、纯俄国式的行政机器的全部轮子运转起来呢？请把这个问题具体地想象一下吧：直接同饥民接近的只有地方官一个人。就是说，他是掌握主动权的。他要写公文，给谁呢？9月15日暂行条例的条文说，给省长。但是根据8月17日的通令，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县中央粮食管理局”，它的使命就是“把县的 整个
 粮食部门交给一个负责人管理”（8月17日的通令指出最好任命县的贵族代表担任这一职务）。“争论”就此发生了，当然，根据“省的一般制度”第175条的六点中所阐述的非常简明的“原则”，争论很快就解决了，这一条规定了“解决各机关和各负责人之间……争端的程序”。最后，公文还是送到省长办公室，并由办公室着手作出“决定”。然后一并送到彼得堡，由专门的评议会加以审查。可是参加评议会的交通部代表，对修复布古鲁斯兰县道路这样的工程是否适当这个问题不能决定，于是又一纸公文从彼得堡到地方上旅行一次，然后再返回来。当最后关于工程是否适当等等问题将在原则上得到解决时，彼得堡评议会又要忙于在布祖卢克县和布古鲁斯兰县之间“分配成批的工人”了。



建立这样庞大的机构到底为了什么？因为这是一项新工作吗？绝不是。在9月15日的暂行条例公布以前，“根据现行法规”，兴办公共工程要简单得多，而同一个8月17日通令虽然谈到由各地方自治机关、各平民习艺所管理局及各省当局兴办的公共工程，但也并未预见到需要成立什么特别机构。看来，政府的“粮食运动”是这样的：彼得堡的司级机关挖空心思地想了整整一个月（自8月17日至9月15日），终于想出一套无限复杂的烦琐手续。但是，彼得堡评议会想必不会陷入夸大的危险，只有那些“害怕被人看出是非自由主义者……”的地方官吏才抵制不住这种危险的压力。



但新的《暂行条例》的主要部分是关于受雇的“农村平民”的法规。如果施工是在“他们定居的地区以外”进行，那么，首先，工人就要“在地方官的监督下”编成专门的劳动组合，由地方官指定一名工长维持秩序；其次，加入这种劳动组合的工人都列入专门的名册，这种名册“对于在册（法律用语：“入该册”）的工人来说，在调动和参加施工期间，便 代替
 法律规定的居民证，在到达目的地以前，由押送工人的官吏保存，如官吏不在，则由工长保存，然后，交由施工主管人保存”。



凡是愿意离村的农民都有权免费获得普通的身分证，为什么要用专门的名册来替换这种身分证呢？对工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限制，因为工人持有个人身分证，他在选择居处，安排自己的时间，以及从一个工作转到另一个对他更有利或更适当的工作时就会自由得多。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样做无疑是别有用心的，不仅是由于爱玩官样文章，而且也正是为了限制工人，把他们看作一批批的农奴，“按清单”，按一种“档案册”[118]予以押送。例如，规定“由内务部特派的官员负责维持途中应有的秩序，并将遣送的成批工人移交〈原文如此！〉给工程主管人”。入林愈深，木柴愈多。先是名册代替身分证，随之而来的是“成批地遣送和移交”代替行动自由。这是什么呢，这不就是流放一批批的苦役犯吗？农民带了身分证可以随意通行的全部法律能说没有废止（也许是对“夸大”饥荒的惩处？）吗？难道用公款运送，就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剥夺公民的权利了吗？



再往下看。工程主管机关中管理分配工人、发放工资等的负责人员可“按照工人家属所在地区的省领导当局的通知，在可能情况下，扣除一部分工资，寄给各家，作为维持这些家庭之用”。这是剥夺权利的新办法。官吏们怎么竟敢扣除工资呢？他们怎么竟敢干涉工人的家务，象代替农奴一样地代替工人决定他们愿意帮助谁和帮助多少呢？工人会容许不经过自己的同意而扣除自己挣得的钱吗？大概新的“苦役条例”的草拟者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在上面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之后，紧接着又有一条写道：“按照内务大臣的命令，监督工人遵守工地应有的秩序这一任务，由各地地方官、独立宪兵团军官、警官或特派人员负责。”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因农民“夸大”饥荒和“向政府提出无理的要求”而给予他们的剥夺权利的 惩处
 ！只是由普通警察，工厂警察和秘密警察监视全俄国工人，这是不够的，这里还制定了 特别
 监督的法规。可以想见，政府在这一批批被严加防范地打发、遣送并移交的挨饿农民面前，已经吓得惊慌失措了。





　　再往下看。“如有扰乱公共安宁，对工作明显地敷衍塞责，或者不执行施工主管人员或维持秩序人员的合法要求的情况，对犯有上述罪行的工人，可以不经过特别审讯
 ，按照第16条〈我们刚引用过〉所提到的官员的命令处以三
 天以下的禁闭；如果他们坚持不上工，可以按照这些官员的命令，把他们押送
 回原籍。”




　　既然如此，那能说9月15日的暂行条例不是暂行苦役条例吗？不加审讯就进行惩治，押解驱逐……俄国农民的愚昧和闭塞是严重的，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一切事物都有它的限度。工人经常挨饿，不断地被驱逐出城市，这些都不会不产生影响。我国政府热中于用“暂行条例”来进行治理 
［注：常言说，任何傻瓜都会用戒严来进行治理。是的，在欧洲是需要戒严的，而在我国，戒严已成了普遍情况，并且还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辅之以暂行条例。其实俄国的一切政治事务都是根据暂行条例来处理的。］

 ，但毕竟强中更有强中手。
我们可以利用9月15日的《暂行条例》在工人小组和农民中进行最广泛的鼓动。 让我们散发
 这份条例的文本和说明这份条例的传单，让我们举行集会来宣读这个法律并结合政府的整个“粮食”政策来说明它的内容。我们要争取使每一个多少有觉悟的工人，不论他是怎样来到农村的，都能对“暂行苦役条例”有个明确的看法，并且能向所有的人说明其问题之所在，说明究竟应当怎么办才能摆脱这挨饿的、任人摆布的和无权的苦役。

那些善良的俄国知识分子，总是称道各种劳动组合以及政府所许可或鼓励的诸如此类的合法团体，这份关于 工人劳动组合
 的暂行条例倒可以成为一种经常的责备和严重的警告：责备他们幼稚，竟相信政府的许可或鼓励是诚心诚意的，而看不出“发展国民劳动”等等幌子下的最卑鄙的农奴制的本质；警告他们在今后谈到劳动组合和西皮亚金先生之流所许可的其他团体时，永远也不要忘记说明，而且要如实地说明按9月15日暂行条例组成的劳动组合的情况，如果他们不能说明 这样的
 劳动组合，那最好是完全保持缄默。






二　对危机和饥荒的态度

随着新饥荒的发生，旧的、已经成为持久性的工商业危机就延续下来了，危机把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抛到街头。工人的贫困真是骇人听闻，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和有教养的“社会”对这种贫困和对农民的贫困竟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无论是社会团体还是报刊，都丝毫没有打算确定贫困工人的人数和贫困的程度，哪怕就象确定农民贫困的大致程度那样的试图也没有。没有采取任何有系统的组织救济挨饿工人的措施。

产生这种不同态度的原因何在呢？我们认为，决不是由于工人的贫困似乎暴露得少一些，表现的形式也不甚尖锐。的确，不属于工人阶级的城市居民，不大知道现在工厂工人的生活是多么苦，工人在地窖、阁楼和陋室中住得愈来愈挤，比往常更加吃不饱，他们把家里最后剩下来的一点破烂也卖给了高利贷者；的确，流浪者、乞丐、小客栈的住客、坐牢的人和住医院的人一天天多起来，这并不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因为“大家”都习惯地认为在大城市中，小客栈和各种贫民窟里住满人是必然的；的确，失业工人完全不象农民那样被束缚在一个地方，他们不是自己到全国各地去找工作，就是被害怕失业者聚众闹事的行政当局遣送“还乡”。但是，尽管如此，每一个和工业生活有所接触的人都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关心社会生活的人都可以从报上知道，失业现象还是有增无已。

不，上述的不同态度有更深的原因，这就是：农村的饥荒和城市的失业，这是我国经济生活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构，是由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完全不同的相互关系造成的。在农村，总的说来，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由于有许多过渡形态而非常错综复杂，农业经营时而兼营高利贷，时而从事雇佣劳动等等。这里挨饿的不是农业雇佣工人，而是小农；农业雇佣工人的利益同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这一点所有的人，尤其是工人自己看得很清楚，小农通常却被看作（而且他们也自认为）是独立农户，只是偶尔陷入某种“暂时的”从属地位。饥荒的直接原因是歉收，在群众眼里，这完全是天灾、神意。可是，因为这些造成饥荒的歉收自古以来就有，所以立法早就不得不考虑这一点。早就有了供应人民粮食的整套规章（主要是一纸空文），这些规章又定出了一整套的“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大部分沿用了农奴制时代和宗法式自然经济占优势时代的措施而不大合乎现代的需要，但是每次饥荒总还是使整个行政机构和地方自治机构动了起来。可是当权者力不从心，这个机构如果没有可恶的“第三者”，即一味“叫嚷”的知识分子的各方面的帮助，它要进行活动就很困难，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饥荒同歉收的联系和农民的闭塞（农民没有意识到，或者只是非常模糊地意识到，他们所以落到这种破产的地步，完全是由于政府和地主的掠夺政策使资本的压力日益加重的缘故），使饥民们感到毫无办法，他们不仅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甚至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被压迫阶级对自己所受压迫认识得愈差，他们向压迫者提出的要求愈低，有产阶级中乐善好施的人也就愈多，而同农民的贫困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地地主对这种善行的反抗比较说来也就愈小。如果注意到这个无可怀疑的事实，那就可以看出，地主反抗的加强，说庄稼人“道德堕落”的叫嚣的变本加厉，以及“充满”这种精神的政府采取纯军事措施反对饥民和慈善家，——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证明了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宗法式的、世世代代奉为神圣的和似乎不可动摇的农村生活方式已在彻底衰退和解体，而那些最激烈的斯拉夫主义者[119]，最自觉的反动派和最幼稚的老辈“民粹派”却对这种农村生活赞美不已。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总是受到指责，民粹派指责我们人为地把阶级斗争的概念搬用到完全不适用的地方；反动派指责我们煽动阶级仇恨和挑拨“一部分居民反对另一部分居民”。我们对这些指责早已作过几十次的回答，不必再重复了，我们只想指出，俄国政府在估计阶级斗争的深刻性方面和根据这种估计而采取有力措施方面， 超过了我们所有的人
 。凡是和在饥荒年头“以食物周济”农民的人有过某些接触的人——我们当中又有谁没有同他们接触过呢？——都知道，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是人类的同情和怜悯的淳朴感情；都知道，不论什么样的“政治”计划都是同这些人格格不入的，这些人对阶级斗争思想的宣传始终持十分冷漠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民粹派的农村观点进行激烈论战时提出的论据，说服不了这些人。他们说，这和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农民在挨饿，所以应该救济他们。

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据所未能说服的人，也许内务大臣先生的“论据”能够说服。他告诫慈善家们说，不，不是“简单地挨饿”，因此未得当局许可，绝不能“简单地”救济，因为这样会助长道德堕落和提出无理的要求。干预粮食运动，也就是干预上天和警察的旨意，而这种旨意保证地主老爷们拥有愿意几乎白干活的工人，保证国库有横征暴敛的税收。所以谁能细心地考虑一下西皮亚金的通令，他一定会对自己说，是的，我们农村正在进行一场社会战争，而且如同在任何战争中一样，不得不承认交战双方对开往敌国港口的船舶，即使是挂有中立国旗帜的船舶，也有检查其货物的权利！只有一点不同于其他的战争：这里的一方有义务永远工作和永远挨饿，它甚至根本没有战斗，而只是挨打……暂时是这样。

在工厂工业领域内，毫无疑问早就存在这种战争，而且没有必要在通令中向“中立的”慈善家说明，在没有探明深浅（即没有得到当局和厂主先生们的许可）之前，切莫涉水。早在1885年时，在工人中，甚至在中部地区，虽然那里的工人比首都的工人更接近农民，都谈不上有什么稍微明显的社会主义的鼓动，当时，工业危机使工厂的空气中充满了电，以致爆炸经常此起彼伏地发生。在这种形势下，慈善事业必然起不了什么作用，因此它始终是某些人的偶然的和纯个人的事情，而没有一点社会意义。

我们还要指出社会对饥荒的态度的另一个特征。就在不久以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这里人们普遍认为，俄国整个经济制度以至国家制度完全是靠拥有土地并独立经营土地的农民大众来维持的。甚至最不易上官方颂词之当的进步思想家也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1891—1892年饥荒后出版的人人都记得的尼古拉—逊的著作[120]就特别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农民农户大批地破产，在所有的人看来是十分荒谬的，是难以想象的灾难，以致必须广泛展开能真正“医治创伤”的救济，就几乎成为普遍的口号了。结果又得要这位西皮亚金先生费神来消除最后的幻想了。没有人民的破产和贫困，“俄国”靠什么来维持，农业和工商业阶级又靠什么来生活呢？有人竟想不只是在纸上谈谈医治 这种
 “创伤”——这岂不是对国家犯罪！

西皮亚金先生无疑将会促进这样一个真理的传播和深入人心：无论是反对失业和危机，还是反对我国在剥夺小生产者过程中所采取的亚洲式的野蛮的和残酷的剥夺形式，除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而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手段。资本主义国家的业主是不管饥荒和危机中的大量牺牲者的，正如机车在其行进中不管被它压死的人一样。尸体卡住了车轮，火车就停下来，甚至（如果遇上蛮干的司机）可能因此出轨，但是，稍停片刻之后，它还会继续前进。你们听到几万几十万的小业主饿死和破产，同时，你们也听到祖国农业的进步，听到俄国地主派出了俄国农村业主赴英考察团，而且胜利地获得了国外市场，听到改良农具的畅销和牧草种植的推广等等。对俄国农村业主（同样对一切资本主义业主）来说，破产和饥荒的加剧不过是短暂的停滞，要是饥民不 迫使
 他们注意的话，他们对这种停滞几乎是不屑一顾的。一切都照常进行，甚至由富裕农民组成的那部分 业主
 的土地也在照常进行投机倒卖。

例如，萨马拉省的布古鲁斯兰县被宣布为“受灾”县。就是说，这里农民 大众
 的破产和饥荒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可是群众的灾难不仅没有妨碍、而且似乎还促进了在农民中占少数的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加强。下面就是我们在《低罗斯新闻》[121]（第244号）九月通讯中所读到的关于那个县的情况：



　　“在萨马拉省布古鲁斯兰县。地价的普遍暴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大规模的土地投机，是这里大家最注意的问题。仅仅是在15—20年以前，这里肥沃的河谷地每俄亩卖10—15卢布
 。有些远离铁路的地方，仅仅在3年以前，每俄亩35卢布就算是高价了，只有一次，建有漂亮的庄园并靠近市场的最好的土地每俄亩才付60卢布。而现在最坏的土地每俄亩得付50—60卢布
 ，而最好的土地每俄亩售价提高到80卢布，甚至100卢布。地价的这种上涨所引起的投机活动有两种：第一种形式是收购土地，立即转卖（曾有过这样的情况：以40卢布买进土地，一年之后又以55卢布
 转卖给当地农民
 ）；通常有些地主要出卖土地，但又不愿意或者没有时间通过农民银行去办理出售土地给农民的拖拉繁杂的手续，而商人资本家就买进他们的土地，又转卖给本地的农民
 。第二种形式是，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间人把各种不便利的土地强塞给来自远方诸省（主要是小俄罗斯）的农民，从中向田庄主索取可观的佣金
 （每俄亩1至2卢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土地投机的主要对象是农民
 ，同时，由于农民渴望土地，这就造成了不可想象的和不能用单纯的经济原因解释的土地价格的飞涨；当然，铁路也起了作用，但作用不大，因为我国土地的主要购买者仍然是农民，对他们来说，铁路远非首要的因素。”



　　这些孜孜不倦的“善于经营的农夫”用自己的“积蓄”（和掠夺所得）这样贪婪地购买土地，必然会把那些在目前的饥荒中幸存下来的贫穷农民置于死地。如果说富裕农民购买土地是资产阶级社会防止无产农民的破产和挨饿的手段，那么，寻求新的市场就是防止危机，防止工业产品充斥市场的手段。御用报刊（《新时报》第9188号）为同波斯的新贸易成就而兴高采烈，并热烈地讨论了同中亚细亚，特别是同满洲贸易的前景。制铁工业和其他工业大王，闻得铁路建设的蓬勃发展而喜形于色。已决定修筑的几条大铁路线有：彼得堡—维亚特卡，博洛戈耶—谢德尔采，奥伦堡—塔什干，政府已保证给予铁路贷款3700万（莫斯科—喀山铁路，罗兹铁路和东南诸铁路各公司）；计划修筑的路线有：莫斯科—克什特姆，卡梅申—阿斯特拉罕和黑海省的铁路线。挨饿的农民和失业的工人可以自己安慰自己：公款（如果国库还会有进款的话）自然不会“毫无效果地”（参看西皮亚金的通令）花费在救济金上，不，它们将落入工程师和包工头的腰包。这类盗窃公款的能手，在下诺夫哥罗德建筑索尔莫沃堤坝时，长年不断地进行盗窃，这些人直到现在才被下诺夫哥罗德的莫斯科高等法院[122]判罪（作为一种例外）。 
［注：遗憾的是，因篇幅有限，我们不能更详细地谈论这一次审判，虽然这次审判再三地表明这些工程师和包工头是如何胡作非为。对我们俄国人来说，这正是一个老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故事。工程师亚历山德罗夫同交通部喀山区下诺夫哥罗德办事处处长施纳肯堡相勾结，并串通六名包工头，在三年内
 （1893—1895年）向国库呈报了许多凭空伪造的工程和供货的帐单、报表和单据等等，从中为自己和别人“建立起了”成千上万的资本。不仅这些工程是虚构的，而且连包工头本身也是虚构的：普通的文牍员竟冒名包工头签了字！从下面情况可以判断这一伙人共搜刮了多少钱。工程师亚历山德罗夫呈报了（据被告席上的“包工头”所供）20多万卢布
 的帐单，例如，其中把实际支出400卢布改成了4400卢布。有个证人证明说，工程师亚历山德罗夫有时同女人，有时同他的顶头上司，同道路工程师大吃大喝，一餐就花掉50—80卢布。



可是最有趣的是这个案件是如何审理的和它的结果如何。得到秘密警察报告的警察局长“不愿提出诉讼”（！）。他说，“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而是交通部的事情”，于是秘密警察又不得不去找检察官。后来，一切都清楚了，原来是窃贼们发生了争吵：亚历山德罗夫“没有分赃”给一个冒名包工头的文牍员。案件审理了6年
 ，其间许多证人都已死去，而且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已把最重要的情节忘掉了。甚至象交通部喀山区办事处前处长洛赫京这样的证人都无法找到
 （原文如此！），不知道他是在喀山，还是出差到叶尼塞斯克城去了！读者不要认为这是个笑话，这是从审讯报告中抄录来的。

仅从下面两件事就可以看出，同这桩案件有牵连的绝不只是一些被告人：第一件事，告发人，那个最有德行的秘密警察，现在已不在警察局工作，他搞到了一幢房子，靠房租收入过活。第二件事，交通部喀山区办事处处长
 ，工程师马卡罗夫（修建索尔莫沃堤坝时曾任副处长），在法庭上竭力为亚历山德罗夫辩护；他甚至声明——原话就是这么说的！——如果1894年春堤坝被冲毁，那是“该当如此
 ”。根据他马卡罗夫的审查，亚历山德罗夫的一切都没有问题，而且他富有经验、热情和细心！

结果：亚历山德罗夫被判监禁一年；什纳肯堡被判严重警告（因1896年的诏书而没有执行！）；其他人宣告无罪。国库的民事诉讼被驳回。我想，无法找到的洛赫京之流和在职的马卡罗夫之流总该满意了。］






三　第三种分子

“第三种分子”或“第三者”大概是萨马拉省副省长康多伊迪先生在1900年萨马拉省地方自治会议开幕词中的说法，用来表示“既不属于行政当局，也不属于各等级代表之列”的人的。这些在地方自治机关任职的医生、技术员、统计人员、农艺师、教员等等的人数和影响的日益增长，早已引起我国反动派的注意，他们给这些可恨的“第三者”取了个绰号，也称他们为“地方自治机关的官僚”。

总起来应该说，我国的反动派，当然，其中也包括全部高级官僚，他们的政治嗅觉是灵敏的。他们同反对派、同人民的“叛乱”、同教派、同起义、同革命家斗争的种种经验是很丰富的，以至他们经常“戒备着”，而且比任何幼稚的莽汉和“诚实的驽马”都更清楚地了解，专制制度同 任何
 独立、正直、信仰自由、引人自豪的真才实学是不相容的。他们出色地吸取了充满俄国整个官僚制度的卑躬屈节和文牍主义的精神，对任何不象果戈里笔下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123]一类的人，或者用更现代的比喻来说，不象套中人[124]一类的人，他们都采取怀疑的态度。

其实，如果对那些执行某种社会职能的人，不是按其职位，而是按其学识和品格来评价的话，难道这不会在逻辑上必然地导致社会舆论和社会监督自由地讨论这些学识和这些品格吗？难道这不会彻底破坏专制俄国唯一赖以支撑的等级和官阶的特权吗？让我们听听这位康多伊迪先生是怎样说明他不满的理由的：

他说：“有时各等级的代表没有充分可靠的根据，就听信那些不过是地方自治局雇佣人员的知识分子的话，只是因为他们引证科学或援引报刊写作者的箴言。”怎么？不过是一些“雇佣人员”，竟教训起“等级代表”来了！顺便说一下，副省长先生所谈到的地方自治会议议员实际上是无等级的机关的成员。可是，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渗透着等级性，因为按照新的条例，各地方自治机关的无等级性大部分已经失去了，所以为了简明扼要起见，的确可以说，俄国有两个统治“阶级”：1．行政当局，2．各等级代表。第三种分子在等级的君主国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非人力所能左右的经济的发展日益破坏着等级的基础，并引起对“知识分子”的需要，知识分子的人数愈来愈多，所以第三种分子将竭力扩大它那狭小的范围，那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位康多伊迪先生说：“既不属于行政当局，也不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等级代表的人，他们的幻想只带有虚幻的性质，但是，假定这种幻想有政治倾向作为根据，那就会具有有害的一面。”

假定有“政治倾向”——这只是一种外交辞令，其实是确信有这种倾向的。而凡是从医生的医疗事业的利益出发，从统计人员的统计事业的利益出发而不考虑各统治等级利益的设想，可以说，在这里都被称为“幻想”。这些幻想本身是虚幻的，但是要看到，它们会助长政治上的不满。

而另一个行政官员，中部一个省的省长，却提出了对第三种分子不满的另一个理由。据他说， 他所管辖的
 那个省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一年年愈来愈脱离地方自治机关条例[125]所依据的根本原则”。这一条例要求当地居民管理有关地方的利益和需要的事务；然而由于大多数土地占有者对给予他们的权利漠不关心，所以“地方自治会议仅仅成了一种 形式
 ，而由在性质上远不合乎要求的地方自治局来主持事务”。这就“造成在各地方自治局下面设立庞大的办事机构，并聘请许多 专家
 ——统计人员、农艺师、教员、保健医生等等来地方自治机关任职，这些人觉得自己 比
 地方自治活动家 有教养
 ，有时 在才智方面也要超过
 他们，开始表现出 愈来愈大的独立性
 ，这特别是通过在省内召开各种 代表大会
 ，在各地方自治局下设立各种委员会而达到的。结果地方自治机关的全部事务就落到那些 同地方居民毫不相干
 的人的手中”。虽然“在这些人中间有许多心地十分善良，十分值得尊敬的人物，但是他们把自己的职务只是看作是一种谋生手段，而他们对地方的利益和需要的关心也只是以对他们是否有切身利益为限”。“按省长的意见，在地方自治机关的事务中， 雇员不能代替东家
 。”这个理由既可以称为更狡猾的，又可以称为更率直的，这要看从什么角度来看它。这个理由之所以可为狡猾，是因为它对政治倾向避而不谈，而且企图把自己判断的根据只归结为地方的利益和需要。它之所以更为率直，是因为它把“雇员”同 东家
 截然分开。这是俄国的基特·基特奇[126]之流历来的观点，他们雇用任何一个“教师”时，首先总是以这种职业所提供的服务的市场价格为依据。所有真正的业主都是东家，那个经常赞扬俄国的阵营的代表就是这样告诫人们的，这个阵营赞扬俄国的巩固、独立、超越一切阶级的政权，赞扬它的政权消除了人民生活受私利支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被议会制度腐化的西方国家中是常见的。既然东家是业主，那么他必须也是医疗“事业”、统计“事业”和教育“事业”的业主：我们这位庞巴杜尔不知羞耻地作出这个结论，直率地承认各有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不仅如此，他还不知羞耻地——而且这也是特别可笑地——承认这些“专家们”觉得自己比地方自治活动家有教养，有时在才智方面也要超过他们。是的，不言而喻，除了采取严厉措施而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对付才智上的优势了……

就在不久前，我国的反动报刊有了一个重新号召采取这些严厉措施的绝好机会。知识分子不愿被人轻视为单纯的雇佣者，劳动力的出卖者（而不是执行一定社会职能的公民），这就常常使地方自治局的掌权人时而同集体辞职的医生发生冲突，时而同技术员等发生冲突。最近各地方自治局同统计人员的冲突简直象流行病一样到处蔓延。

还在5月的《火星报》（第4号）上就已经指出，（在雅罗斯拉夫尔）地方当局早已对统计存有戒心，所以在圣彼得堡发生了三月事件以后，终于对统计处进行了“清洗”，并建议处长“今后录用大学生时须严加挑选，要选绝对可靠的人”。在《克利亚济马河畔弗拉基米尔的暴乱》这篇通讯（6月《火星报》第5号）中，描述了被认为可疑的统计的一般情况，以及省长、厂主和地主所以不喜欢它的原因。弗拉基米尔的统计人员因发电报对安年斯基（他于3月4日在喀山广场遭到毒打）表示同情而被解雇，这在事实上就是关闭了统计处，同时，因为其他城市的统计人员拒绝在不能保护自己工作人员利益的地方自治机关中供职，地方宪兵队不得不出来充当被解雇的统计人员和省长之间的调解人。“宪兵来到了某些统计人员的寓所，要他们重新提出在统计处任职的申请书”，但是他的使命完全失败了。最后，在《火星报》8月那一号（第7号）上刊载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地方自治机关中的事件》的文章，说“帕沙”罗将柯先生（省地方自治局主席）解雇了不执行记日志的“指令”的统计人员，由于这次解雇，统计处的所有其他成员都提出辞职，哈尔科夫的统计人员纷纷写抗议信（发表在同一号《火星报》上）。入林愈深，木柴愈多。哈尔科夫的帕沙哥尔坚科先生（也是省地方自治局主席）进行了干预，并对“他的”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人员声称，他决不会容忍“工作人员在地方自治局内召开与职责问题无关的任何会议”。后来，哈尔科夫的统计人员还没有来得及表示出要求解雇他们中间的一个密探（安东诺维奇）的愿望，地方自治局就已解除了统计处处长的职务，因而又引起了所有统计人员的辞职。

这些事件在地方自治机关所有从事统计业务的工作人员中引起了多大的波动，这从维亚特卡的统计人员的信中就可以看出，这些统计人员曾经企图充分说明他们不愿参加运动的理由，并因此在《火星报》（第9号）上被公正地称为“维亚特卡的工贼”。

可是，《火星报》所指出的当然只是若干事件，远非全部冲突，据合法报纸报道，这些冲突还发生在彼得堡省、奥洛涅茨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塔夫利达省和萨马拉省（在这里我们把同时解雇数名统计人员的事件也算作冲突，因为这些事件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和骚动）。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各省当局的多疑和肆无忌惮达到了何等地步：



　　“塔夫利达省统计处处长斯·米·布列克洛夫
 在向地方自治局提出的《1901年5月和6月的第聂伯罗夫斯克县调查报告》中说，在这个县内进行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尽管调查者履行自己的职责已得到省长许可，持有必要的证件，而且根据省当局的指示有权得到地方当局的协助，但是他们还是受到了
 县警察极大的怀疑
 ，警察寸步不离地
 监视着他们
 ，对他们的不信任达到极端粗暴的地步
 ，据一个农民说，乡警跟踪着统计人员，并到处询问农民，‘统计人员是否宣传了反对国家和祖国的有害思想’。照布列克洛夫先生的话说，统计人员‘遇到了种种的阻碍和困难，这不仅妨碍了工作，而且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人格
 ……统计人员常常处于一种受审查人员
 的地位，对他们进行着秘密的、但又是尽人皆知的调查，而且认为对他们必须加以提防。由此每个人都可以理解，他们的精神负担时常是多么沉重不堪’。”



　　总之，这的确是说明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冲突事件的原委和说明对“第三种分子”的监视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无怪乎反动的报刊要向新的“叛乱者”猛扑了。《莫斯科新闻》发表了一篇带毁灭性打击的社论《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的罢工》（9月24日第263号）和Ｈ．Ａ．兹纳缅斯基先生的专题文章《第三种分子》（10月10日第279号）。该报写道：“第三种分子”“目中无人”，他们“以一贯持反对态度和罢工”来回答“必要的工作守则”的试行。地方自治自由派应负全部责任，因为他们纵容了工作人员。



　　“毫无疑问，对地方自治局的评议－统计工作进行某些整顿的是那些最清醒而理智的地方自治活动家，他们决不容许在他们所管辖的管理机构内存在纪律松弛的现象，即使是打着自由主义
 反对派的旗号。持反对态度也好，罢工
 也好，最后都必然会使他们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在同谁打交道，就是同那个从这省走到那省
 ，不知是进行统计调查，还是以社会民主主义精神教育地方青年的脑力无产阶级
 。不管怎样，那些明智的地方自治活动家是可以从‘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冲突事件’中吸取有益的教训的。大概他们现在会十分清楚地看到，地方自治机关暖在怀中的是怎样一条装作‘第三种分子
 ’的蛇”。
［注：《莫斯科新闻》第263号。］







　　我们也相信，专制制度的忠实警犬（大家知道，卡特柯夫“本人”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他能用自己的精神长期“感染”《莫斯科新闻》）的这些哀号和呻吟，会使许多尚未完全理解专制制度的人“醒悟过来”，认识到专制制度同社会发展的利益，同一般知识分子的利益，同不盗窃公款和不叛卖的一切真正公共事业的利益是绝不相容的。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对攻击“第三种分子”的做法和对“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冲突事件”的这种简单描述，应该成为重要的一课。我们看到进步的革命阶级中的激昂情绪正在扩展到其他的阶级和社会阶层，看到这种激昂情绪不仅造成了大学生中革命精神的空前高涨 
［注：我们写到这里的时候，各地传来消息说，大学生的骚动又趋于激烈，在基辅、彼得堡和其他城市都举行了集会，在敖德萨成立了革命大学生小组等等。也许历史将要求大学生在决定性的战斗中起先锋作用吧！不管怎样，为了这次战斗的胜利，必须发动无产阶级群众，我们应该尽快设法提高他们的觉悟、热忱和组织程度。］

 ，而且使农村开始觉醒，从而也加强了那些（作为一些集团）迄今尚不大容易作出反应的社会集团的自信心和斗争的决心，我们对我们所领导的工人运动的无穷力量就应该更有信心了。

激昂的社会情绪在俄国全体人民中，在一切阶级中正日益增长，所以我们的任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是要发挥所有的力量，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来向先进的工人知识分子阐明，他们有农民、大学生、一般知识分子这样的同盟者，让他们学会利用此起彼伏的如火如荼的社会抗议。只有当战斗的革命政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时刻记住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使人类摆脱经济奴役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特殊任务，同时举起为 自由
 而斗争的全民的旗帜，并且把社会各阶层中那些被西皮亚金先生和康多伊迪先生这一伙人竭力推往不满分子行列的人都争取到这个旗帜下来，我们才能起到先进的自由战士的作用。

为了达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不仅把欧洲思想长期发展所形成的颠扑不破的革命理论用之于我们的运动，而且接受西欧和俄国的先驱者所遗留给我们的革命毅力和革命经验，而不是去盲目照搬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我们西方的那些受害较少的同志已经开始摆脱种种机会主义了，这些机会主义严重地阻碍我们走上胜利的道路。

俄国无产阶级当前所面临的最艰巨的但也最能收到成效的革命任务就是：把灾难深重的俄国知识分子过去所未能战胜的敌人摧毁，并参加社会主义国际大军的行列。






四　两篇贵族代表演说

《莫斯科新闻》第268号（9月29日）发表了一篇社论，评论奥廖尔省贵族代表米·亚·斯塔霍维奇在奥廖尔召开的传教士代表大会（大会在9月24日结束）上的演说。社论说：“这是一件重大而可悲的事实，是迄今未有的，这种只有在我国社会道德堕落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才可能有的事实，预示俄国将会遭到许多空前未有的灾难……”既然在贵族代表这样一些县里的一流人物，省里的二流人物中间，也出现了“社会道德堕落”的现象，那么“遍及俄国的精神鼠疫”哪里还会绝迹呢？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位斯塔霍维奇先生（正是他曾经要奥廖尔的贵族担任酒类专卖的征税官：见《曙光》第1期，《时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52—378页。——编者注］

 ）发表了维护信仰自由的激烈演说，同时还“不知深浅地，甚至可以说厚颜无耻地提出了这样的提议” 
［注：同一期《莫斯科新闻》。请读者原谅我对《莫斯科新闻》的偏爱。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在我看来，不管怎样，这是俄国最有趣、最首尾一致和最讲究实用的
 政治报纸。因为绝不能把最多只是选登一些有趣的简单事实，只是空自感叹而根本不进行“深入探讨”的刊物称为真正的“政治”刊物的。我并不否认，这可能很有用处，但这不是政治。新时报式的刊物也同样不能称为真正的政治刊物，尽管（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它是非常有政治性的。它没有任何一定的政治纲领，也没有任何信念，而只是善于迎合时势的调子和情绪，不论当权者有什么旨意，它总是屈从，同时，对社会舆论则总是附和叫好。而《莫斯科新闻》则执行自己的路线，它不怕（它倒是没有什么可怕的！）走在政府的前面，不怕涉及（有时是很公开地涉及）最棘手的问题。这是一份有用的报纸，是革命鼓动所不可缺少的合作者！］

 ：



　　“在俄国，传教士代表大会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它应该宣布：必须有信仰自由
 ，必须废除对脱离正教的人和对接受并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的一切刑罚。我提议奥廖尔的传教士代表大会要这样率直地表明自己的意见，并通过适当的程序提出这种申请
 ！……”



　　不言而喻，就象《莫斯科新闻》幼稚地把斯塔霖维奇先生封为罗伯斯比尔一样（苏沃林先生在《新时报》上写道：我早已认识的乐观的米·亚·斯塔霍维奇竟是罗伯斯比尔！读起他的“辩护”词来不能不令人发笑），斯塔霍维奇先生也同样幼稚地向神父们提议通过“适当的程序”申请信仰自由。这正如在区警察局长代表大会上提议申请政治自由完全一样！恐怕没有必要向读者赘述：“大牧首主持的僧侣集会”，在听到至圣的主教奥廖尔的尼卡诺尔、喀山神学院教授尼·伊·伊万诺夫斯基、《传教士评论》杂志[127]的编辑和发行人瓦·米·斯克沃尔佐夫、传教司祭和大学硕士B．A．捷尔纳夫采夫以及米·亚·诺沃谢洛夫的“重大异议”后，拒绝了斯塔霍维奇先生的提议，这“不仅是由于报告的内容，而且也由于报告同地方传教士代表大会的任务相抵触”。真可以说是“科学”和教会的联盟！

但我们所以对斯塔霍维奇先生发生兴趣，自然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具有明确的和始终一贯的政治思想的人的典型，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一味揩公家的油的最“乐观的”俄国贵族的典型。警察的专横和对教派的刑讯迫害给整个俄国生活，尤其是给我国农村生活带来的“道德堕落”，达到了极端严重的程度，甚至石头也会呼喊起来！甚至贵族代表也热烈地谈论起信仰自由来了！

斯塔霍维奇先生的演说中谈到的那些情况和丑恶现象终于把最“乐观的人”也激怒了，下面就是几个小例子。

发言者说：“你现在到兄弟会传教士图书馆去借一本法律手册，你就会看到，第2卷第1册第783条这一条除了责成区警察局长要注意根绝决斗、诽谤、酗酒、违章狩猎、公共浴堂男女混浴等现象以外，还责成他监视反对正教教义的争论，监视引诱正教教徒改信其他宗教或加入分裂派[128]的行为！”实际上确实有这样的法律条文，除了发言者所列举的那些职责外，这一条文还责成区警察局长担负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职责。当然，对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这个条文正如斯塔霍维奇先生所说，简直是件怪事。可是对庄稼人来说，在这怪事的后面却隐藏着bitterer　Ernst——令人痛心的实情，即下级警察认定天高皇帝远因而胡作非为的情形。

下面是我们举出的具体例子以及“奥廖尔正教彼得保罗兄弟会理事会主席兼奥廖尔正教教区传教士代表大会主席，大司祭彼得·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正式反驳（《 莫斯科新闻
 》第269号，引自《 奥廖尔通报
 》[129]第257号）：



　　“（一）在〈斯塔霍维奇先生的〉报告中谈到特鲁布切夫斯克县的一个村庄的情况：‘得到司祭和当局的同意，把有史敦达派教徒嫌疑的人关进教堂
 ，搬来一张桌子，铺上洁净的桌布，放上圣像，然后把他们一个个领出来，——吻圣像！

——我不愿意吻偶像……——好！立即鞭打
 。有些意志较弱的人挨了第一次打就回皈了正教。可有些人竟坚持到第四次
 鞭打。’

然而，根据1896年奥廖尔正教彼得保罗兄弟会的报告所刊载的正式资料和根据司祭Д·佩列韦尔泽夫在大会上的口头报道，上述正教教徒居民对特鲁布切夫斯克县柳别茨村的教派信徒的镇压，是按照村会的决定在村庄的某处
 进行的，而决没有得到当时地方司祭的同意，也决不是在教堂里
 进行的；而且这一悲惨的事件发生在18—19年以前
 ，当时奥廖尔正教教区还根本没有传教士团。”





　　《莫斯科新闻》在转载这件事时说，斯塔霍维奇先生在演说中 只
 举了 两件事实
 。可能是这样。然而这毕竟是事实！根据正教兄弟会报告的“正式资料”（来自区警察局长！）所作的反驳， 只是证明了
 那些连乐观的贵族也感到愤慨的无法无天的行为是完全属实的。毒打事件是发生在教堂里还是发生在“村庄的某处”，是发生在半年前还是发生在18年前，这丝毫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不过也许有一点改变了：大家知道，最近对各教派信徒的迫害更加残暴，而传教士团的成立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至于说地方司祭 能
 同这些 穿农民短装的审问官
 不发生关系，大司祭，您最好不要在报刊上说这种话了。 
［注：斯塔霍维奇先生在反驳正式修正时写道：“我不知道兄弟会的正式报告中说了些什么，但可以断定，佩列韦尔泽夫司祭在代表大会上讲述了一切详情，并说明民事部门已知道了〈原文如此！！！〉这一判决的情况，对我亲自提出的问题：那神父知道不知道呢？——他回答说，也知道。”无需再作解释了。］

 真让人好笑！当然，“地方司祭”从来没有“同意”用酷刑惩治犯罪行为，正如神圣的宗教裁判所从不亲自惩治而是假手于世俗的政权，从不杀人见血而只是施用火刑一样。第二个事实：



　　“（二）报告中说：

　　‘只有这样，传教司祭才不会作出我们在这里也已听到过的那种回答：——神父，您说他们起初有40家，而现在有4家
 。其余的怎样了呢？——上帝开恩被流放到外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去了
 。’事实上，这里所谈到的特鲁布切夫斯克县的格雷博奇卡村，据兄弟会报道，1898年
 史敦达派[130]教徒不是40家，而是
 男女40人
 ，其中还包括21个儿童；根据地方法院的决定，当年流放到外高加索去的仅有7人，罪名是引诱他人加入史敦达教派。至于地方司祭说的‘上帝开恩被流放
 ’这句话，则是他在大会的非公开会议上同与会者随便交换意见时脱口而出的
 ，况且，这位司祭过去是人所共知的，他在大会上是最受尊敬的
 传教牧长之一。”







　　这个反驳真是无与伦比！随便交换意见时脱口而出！这倒也有趣，因为我们大家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官方人士正式说出的话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既然说这些“心里”话的神父是“最受尊敬的传教牧长之一”，那这些话就更有意义了。“上帝开恩被流放到外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去了”——这些漂亮的话决不比都主教菲拉列特根据圣经为农奴制所作的辩护逊色。再说，既然已经提到了菲拉列特，如果不谈一下1901年《信仰和理智》[131]杂志 
［注：在此我们要向寄给我们该杂志的单行本的来信者致谢。我国的统治阶级常常不惜以本来面目出现在监狱的、教会的、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专门刊物上。我们革命者早就该着手系统地利用这个政治教育的“丰富宝库”了。］

 所刊载的“自由主义学者”给哈尔科夫大主教至圣的阿姆夫罗西的信，那就不公正了。作者的署名是“前僧侣荣誉公民耶罗尼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编辑部大概是对他的“高深学问”望而生畏，而给他取了个绰号“自由主义学者〈！〉”。我们仅转载这封信的几段话，这封信再三地向我们指出，政治思想和政治抗议正无形地渗透到有时无法预料的广泛范围内。



　　“我已经是年近60岁的老人了，我一生曾看到过不少规避履行教会职责的现象，凭良心说，在所有的情况下这都是我国僧侣造成的。而在‘最近的事件
 ’上，倒应该热情地感谢我国当代的僧侣，因为他们使许多人豁然醒悟。现在不仅乡文书，而且老人和青年、有教养的人、识字不多以及勉强能阅读的人，都在努力阅读俄国伟大作家的作品。他们以高价买他的作品（由自由言论[132]在国外出版，这些作品在俄国以外的其他一切国家的人民中自由流传），他们阅读、讨论，而所得结论当然是不利于僧侣的。许多人现在已开始懂得，何处是谎言，何处是真理，他们看到，我国的僧侣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而且他们的话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许多真心话本来是可以说出来的，但是要知道，同僧侣谈话是绝不能坦率的，因为他们会立即去告密，使人受到惩处和刑罚……可是基督不是用暴力和刑罚而是用真理和爱来感召人的…………您在您讲话的结尾说：‘我们有斗争的伟大力量——这就是我国无上虔诚的君主的专制政权。’这又是瞎说，我们又不能相信您。虽然你们这些知识渊博的
 僧侣竭力要我们相信，你们‘自吃奶的时候起就忠于专制政权’（引自现任副主教在主教任命式上的演说），但是我们这些没有知识的人
 ，不相信一岁的小孩（即使是来日的主教）就已能议论统治的方式而且认定专制制度好。罗马的教皇们在西欧把宗教权力同世俗的最高权力结合在一起，牧首尼孔企图在俄国也扮演罗马教皇的角色，这一尝试遭到失败以后，我国教会通过自己的最高代表——都主教们，完全并永远地使自己隶属于君主权力之下了，君主的统治有时是很专横的，如彼得大帝在位时曾强使教会服从自己的命令（彼得大帝在判决皇太子阿列克谢一事上曾对教会施加压力）。在19世纪时，我们就已看到俄国世俗权力同教会权力的完全协调一致了。在尼古拉一世的严酷时代，在西欧伟大的社会运动的影响下，社会的自觉意识开始产生，我国涌现出了一些个别的战士，他们反对令人愤慨的奴役普通人民的现象，而我国的教会对人民的苦难完全漠不关心，并且还违反基督的博爱仁慈待人的伟大遗训，僧侣中竟没有一个人出来保护不幸的人民，使他们免受地主的严酷的专横欺压，而这只是因为政府当时还没有下决心去干预农奴制，莫斯科的菲拉列特意引用旧约圣经公开替这种制度的存在辩护。可是一声霹雷：俄国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被击溃了并在政治上遭受了耻辱。这次惨败清楚地暴露出我国改革前制度的所有缺点，于是年轻的、仁慈的君主（他的精神和意志的教育应归功于诗人茹柯夫斯基）就率先粉碎了古老的奴隶制锁链，可是命运真会捉弄人，伟大的2月19日法令文本却被交给了这位菲拉列特，让他去用基督教的观点加以订正，他显然是按照时代的精神急忙改变了自己对农奴制的看法。伟大的改革时代对我国的僧侣也不是没有一点影响的，它使僧侣们在马卡里（后来是都主教）的领导下进行了改组我国宗教机关的有益活动，他们也总算给宗教机关打开了一扇通向公开和光明的小窗户。1881年3月1日以后，反动势力抬头，这就使僧侣界产生了相应的具有波别多诺斯采夫和卡特柯夫作风的活动家，所以当我国地方自治机关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提出废除体刑残余的请愿书时，教会却默不作声，对鞭子——这种令人愤慨地侮辱按上帝的模样创造出来的人的工具——的拥护者丝毫不加申斥。从上述情况来看，认为我国所有僧侣的代表，在自上而下改变了制度的情况下
 ，也会象他们现在颂扬专制君主那样地去颂扬立宪君主，这种看法未必不公正。看来，伪善是大可不必的，因为这里拥有力量的不是专制制度，而是君主。彼得一世也是一个神赐的专制君主，但僧侣直到现在还是不很赏识他，彼得三世也是这样的专制君主，他曾打算让我国的僧侣剪须发和受教育，可惜他在位不到二三年。可是如果当今在位的专制君主尼古拉二世也赏识了赫赫有名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那你们将带着你们的诡计、恐怖和威吓躲藏到何处去呢？

你们白费力气地援引了僧侣代沙皇所作的祈祷，——这篇用晦涩难懂的方言堆砌而成的祈祷丝毫不能使人信服。要知道，我们是处在专制制度之下：下一道命令，你们就得写出三倍长的和更富有表达力的祈祷文来。”





※　　　　　※　　　　　※

　　第二篇贵族代表的演说，就我们所知，我国报刊没有登载。还在8月间，一位编辑部不认识的来信者就把这篇胶印的演说稿寄给了我们，上面用铅笔标明：《一位县贵族代表在讨论大学生事件的贵族代表私人会议上的演说》。现将这篇演说全文刊载如下：

　　“由于时间不多，我想提纲挈领地谈谈我对我们这次贵族代表会议的意见：目前骚乱的起因，大概大家都知道了，这首先就是整个国家制度中的混乱，官僚团体的独断独行，即官僚的独裁。

俄国整个社会，自上而下都表现出这种官僚政府独裁的混乱现象，同时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普遍地侈谈政治，但这种侈谈政治不是暂时的，表面的，而是深刻的、经常的。

侈谈政治，作为整个社会的通病，影响到社会的一切现象、职能和机构，因此它必然也要影响到学校以及学校中较为年轻因而也就较为敏感的居民，因为这些人也同样生活在官僚独裁的压迫制度之下。

一方面既要承认大学生骚乱的祸根是全国的混乱和由此而引起的全面失调现象，同时，由于直感和由于必须阻止局部祸害的蔓延，又不得不注意这些骚乱，不得不从这一方面去竭力减少整个祸害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的表现，正如在全身患病的情况下，一方面要慢慢地进行根本的治疗，另一方面还要采取紧急措施，消除这种病所引起的局部的、急性的、破坏性的并发症。

在中等和高等学校中，官僚制度的祸害主要表现在以官僚式的训练来代替对人的（青年的）培养和教育，同时这种训练还不断地压制人的个性和尊严。

这一切在青年中所引起的对当局和教师的不信任、愤懑和痛恨，从中学波及到大学，而在大学目前的情况下，青年人不幸也遭到同样的祸害，人的个性和尊严也都受到压制。

总而言之，青年人所遇到的大学已经不是最高学府，而是把失去个性的大学生制造成国家所需要的官僚商品的工厂。

这种对人的个性的压制（把大学生变成一种没有差别的经过加工的物体）表现为对一切个性和尊严的经常不断的、长期的压抑和迫害，常常还表现为粗野的暴力，这是一切大学生骚动发生的原因，数十年来，学生骚动接连不断，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长此下去，势必席卷俄国的优秀青年。

这一切我们都知道，但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如何补救目前这种到处是怨恨、不幸和悲伤的紧张情况呢？不作任何努力就此丢开不管吗？让我国青年受命运、官僚和警察的摆布而不给予任何援助，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吗？我认为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确定整个病是什么病的情况下，又怎样去医治这种病当前的急性发作呢？

我们的会议使我联想到一群开拓原始森林的好心人，他们不是集中力量去突破某一点，而是面对整个力不胜任的浩大工程不知所措。

K．T．教授对当前的大学及大学生的真实状况作了清晰的概括的说明，他指出，情绪不稳的大学生受到各种有害的外部影响，不仅有政治的影响，而且甚至有警察的影响；——这一切我们过去就多多少少地知道一些，不过没有这样清楚罢了。

他指出，把所有学校的整个现行制度彻底打破而代之以新的、更好的制度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同时教授又指出，这件事大约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能注意到，不论俄国或其他任何国家中的任何局部的制度，都是与总的制度有机地联系着的，那么，这个时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恐怕就无法预料了。

为了至少能减轻一下疾病目前所引起的难忍的痛苦，现在究竟应该怎样做呢？使用什么样的缓解剂呢？能使病人一时减轻痛苦的缓解剂，不是也常常被认为是必要的吗？但是我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回答，反倒向青年学生提出了一些可以说是不明确的、不肯定的意见，而使问题更加模糊了；这些意见几乎都想不起来了，让我想想看吧。

人们谈到女学生时说，我们给她们办学校，开讲座，可是她们用什么来答谢我们呢：——竟去参加大学生的骚乱！

如果说我们送给女性的是花束或贵重装饰品，那这样的责难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开办女子学校——这并不是献殷勤，而是满足社会的需求；所以女子学校不是什么玩艺，而是社会所必需的高等学校，就象不分男女为青年们的高度发展而设立大学等等一样，——因此，在女子学校和男子学校间就出现了社会的和同学的充分团结一致的精神。

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在我看来，完全可以说明为什么青年的骚动也席卷了女子学校的学生；为什么全体青年学生，不论穿男装的还是穿女装的，都发生了骚动。

接着，又谈到大学生的骚动，说对大学生不应纵容姑息，对他们的不轨行为应出武力镇压；人们对此进行了反驳，我认为是十分有道理的，他们说，如果这就是不轨行为，那这种行为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常的，是由深刻原因造成的，所以光采取惩罚手段起不了什么作用，这是过去的经验所已证实了的。在我个人看来，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所有这些扰乱和破坏我国学校的骚乱中的主要不轨行为到底来自何方；政府的公报我是不相信的。

可问题是我们这里不听另一方讲话，而且也无法听到；另一方的嘴被封住了（但是，我的话还没有完全被证实是正确的，即行政当局在公报中是在撒谎，所有一切不轨行为主要来自行政当局，是行政当局的不法行为的影响所致）。

有人指出了各种革命力量对青年学生的外来的影响。

是的，这种影响是存在着，但有人把它看得过于严重了：例如，在那些主要表现出这种影响的工厂，厂主把一切都归咎于这种影响，他们说，要是没有这种影响，他们就可以平平安安享天福，他们忘记了和闭口不谈对工人的种种合法的和非法的剥削，这些剥削造成工人的贫困，引起他们的不满，而后就发生了骚乱。要是没有这种剥削，外部的革命分子也就找不到这样轻易地干涉工厂事务的无数借口和理由，在我看来，这一切也适用于我国的学校，这些学校已经由最高学府变成制造官僚材料的工厂。

由于所有的青年学生普遍本能地意识到了自己受压迫，由于这种压迫使所有学校的青年普遍感到很痛苦，所以人数不多的但已经觉悟的一小群青年（教授先生所谈到的）的力量就能感召一批批看来根本不想进行骚乱的青年，并能随意指挥他们去罢课，去进行各种骚乱。各个工厂都有这样的情况！

接着，我记得有人指出，不应讨好大学生；不应在他们骚乱时对他们表示同情；许多例子，即各种事件都说明了表示同情会促使他们进行新的骚乱——关于这一点，我首先要指出，在骚动时会发生种种混乱现象，各种事件错综复杂，无法指出其中那些事件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任何事件都会遇到许多与其相矛盾的其他事件，——所以只能谈论一般的特征，让我来对这些特征作个简短的分析。

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学生绝不是被娇生惯养的，不仅没有人来讨好他们（我说的不是40年代），而且他们也得不到社会上特别的同情；在大学生骚乱期间，社会对他们或是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或是采取比否定更甚的态度，一味责难他们而不去了解，甚至也不愿了解这些骚乱的起因（只相信敌视大学生的政府公报，对这些公报的真实性深信不疑；社会对这一点似乎初次产生了怀疑），——所以谈不上什么讨好的问题。

大学生既不能期待一般知识界的支持，也不能期待教授和大学当局的支持，他们最后就到各阶层人民中去寻找同情，同时，我们看到，大学生在这方面或多或少有所收获；他们开始逐渐得到人民大众的同情。

只要回忆一下在奥霍特诺里亚德街毒打事件发生时人民大众对大学生的态度和现在的态度的差别，就可以深信这一点。可是这里隐藏着很大的不幸：不幸并不在于表示同情，而在于这种同情是单方面的，在于这种同情带有蛊惑人心的性质。

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对青年学生不表任何同情和支持，以及因而形成的不信任，必然使我国青年投靠蛊惑者和革命家；他们逐渐变成这些蛊惑者和革命家的工具，并且在青年当中也必然会愈来愈多地出现蛊惑分子，使青年们脱离平和的文化的发展和现存制度（如果这能称为制度的话）而走向敌对的阵营。

如果青年不再信任我们，我们应该引咎自责；我们没有做出什么理应得到青年信任的事情！

看来，这就是与会者所陈述的主要思想；其他的思想（也同样不少）就不值一提了。

就谈到这里吧。我们开会是为了设法缓和一下当前的迫切事态；为了就在今天而不是在以后某个时候再去减轻我国青年的痛苦遭遇，可是我们完全失败了，所以，青年又将有权利说，而且一定会说，俄国平和的、有声望的知识分子，今天也和过去一样，不可能而且也不愿意给予他们任何援助，替他们鸣不平，了解他们并缓和他们的痛苦的遭遇。——我们和青年之间的裂痕愈来愈大，他们将更加远离我们而投奔到给予他们援助的各式各样的蛊惑者方面去。

我们失败不是因为我们提出的向沙皇呼吁的措施没有被接受；也许这个措施确实是不实际的（虽然我看这个措施并没有经过研究），——我们失败是因为我们已没有可能采取任何有利于我国遭受苦难的青年的措施，我们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而且同往日一样，重又陷入黑暗之中。

可是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就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吗？

这种黑暗正是俄国生活可怕的、黯淡的悲剧。”

对这篇演说不需多加解释了。发表这篇演说的显然也是一个还相当“乐观的”俄国贵族，这个贵族不知是由于喜欢空谈，还是由于自私自利，对“现存制度”的“平和的文化的发展”极为崇拜，而对“革命家”却感到气愤，把他们和“蛊惑者”混为一谈。但是，如果仔细地看看，就会发现，这种气愤近似于老人（所谓老不是指年龄而是指见解）的唠叨抱怨，而老人大概总是愿意承认他所抱怨的东西中也有好的因素。在说到“现存制度”时，他不得不附带说明：“如果这能称为制度的话”。他对“官僚独裁”的混乱现象，对“一切个性和尊严受到经常不断的、长期的迫害”心中早已愤愤不平，他不能不认为，所有一切不轨行为主要是来自行政当局，他十分坦率地承认自己无能为力，承认面临全国的灾难而“袖手旁观”是有失体面的。诚然，“人民大众”‘单方面”对大学生所表示的同情仍旧使他感到惊恐，他那贵族的脆弱的头脑似乎感觉到有“蛊惑人心”的危险，也许甚至还有社会主义的危险（让我们以坦率来回敬他的坦率吧！）。但是，对这位极端厌恶俄国的恶劣的官场作风的贵族代表，如果用社会主义的试金石来检验他的观点和感情，那就不明智了。我们用不着耍手腕，无论对他或者是对其他任何人；例如，当某个俄国地主激烈攻击对 工厂
 工人的非法剥削及压榨时，我们一定会顺便对他说：“老兄，你还不如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吧！”我们一分钟也不会对他隐瞒，我们现在站在而且将来还是站在对现代社会的“业主”进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但决定政治力量配置的不仅是最终目的，而且是最近目的，不仅是一般观点，而且是直接的实践必要性的压力。凡是清楚地看到国家的“文化的发展”和“官僚独裁的压迫制度”之间的矛盾的人，迟早总会从生活本身中得出结论：不消灭专制制度，就不能消灭这种矛盾。作出这个结论之后，他一定会帮助——他会有怨言，但还是会帮助——那个善于调动威慑（不仅这个党这样看，而且所有一切人都这样看）力量去反对专制制度的政党。要成为这样的政党，我们再说一遍，社会民主党就应该清除一切机会主义的污垢，在革命理论的旗帜下，依靠最革命的阶级，在所有的居民阶级中进行鼓动和组织活动！

在向贵族代表们告别时，我们要对他们说：再见吧，我们明天的同盟者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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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这一篇评论曾以《同饥民作斗争》为题出过两版单行本。第1版是作为《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的抽印本出的；第2版是由基什尼奥夫的火星报秘密印刷所刊印的，印数为3000册。——268。



[111]“来了，看了看，取得了胜利”出典于古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所著《传记集》中的《凯撒传》。古罗马统帅尤利乌斯·凯撒于公元前47年在小亚细亚的吉拉城下一举全歼了帕尔纳凯斯的军队后，踌躇满志地用拉丁文写了三个音节简短、音韵相同的词：Veni，vidi，vici（“我来了，看了看，战胜了”），向他的友人报捷。



列宁把奥博连斯基公爵同凯撒相比，含有讽刺意味。——269。



[112]“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出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的一个短篇小说《总管》。小说主人公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宾诺奇金是一个道貌岸然、举止文雅、不露声色地处罚下人的“文明”地主。有一天招待客人，他发现仆人费多尔没有把酒烫热，就镇静自若地按铃叫来另一个仆人，低声吩咐：“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意即把费多尔拖进马厩鞭笞一顿。——271。



[113]实际上，辛菲罗波尔通讯（关于“五一”游行示威）载于《火星报》第7号，库尔斯克通讯（《对彼得堡三月事件的反应和学生与农民中的风潮》）载于《火星报》第8号。——275。



[114]庞巴杜尔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庞巴杜尔先生们和庞巴杜尔女士们》。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借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尔这个名字塑造了俄国官僚阶层的群像。“庞巴杜尔”一词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昏庸横暴、刚愎自用的官吏的通称。



这句话里的“市长的思想一致及市长专权等思想”出自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另一讽刺作品《一个城市的历史》，是作者虚构的愚人城的市长瓦西里斯克·鲍罗达夫金所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文中宣扬所有市长对市长的权利与义务等应思想一致，在治理万民的手段方面不存分歧，以免百姓人等妄生侥幸之心。——277。



[115]指萨拉托夫省地方自治局向1901年8月29日开幕的省地方自治紧急会议提出的报告。1901年8月29日《萨拉托夫日志》第187号报道了报告的内容。列宁在这里转述了报告的某些论点。——278。



[116]《亚速海沿岸边疆区报》（《Приаэовский　Край》）为俄国报纸（日报），1892—1916年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出版。它的前身是1889—1891年出版的《顿河原野报》。——280。



[117]连环保是每一村社的成员在按时向国家和地主交清捐税和履行义务方面互相负责的制度。这种奴役农民的形式，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后还保存着，直到1906年才取消。——281。



[118]指省级地方机关编制的档案材料，其中记载着往西伯利亚流放的犯人的详细情况。——284。



[119]斯拉夫主义者是19世纪中叶在俄国农奴制度发生危机的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社会思想派别，代表人物有阿·斯·霍米亚科夫、伊·瓦·和彼·瓦·基列耶夫斯基兄弟、伊·谢·和康·谢·阿克萨科夫兄弟、尤·费·萨马林等。斯拉夫主义者提出所谓俄国历史发展有其不同于西欧的特殊道路的理论，并说唯独斯拉夫人才具有的村社制度和正教是这一道路的基础。斯拉夫主义者还认为俄国的历史发展会排除革命变革的可能，因而他们不仅对俄国的革命运动，而且对西欧的革命运动都持激烈的否定态度。斯拉夫主义者主张保持专制制度，认为君主应重视舆论，建议召开由社会各阶层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会议（杜马），但是反对制定宪法和对专制制度加以形式上的限制。在农民问题上，斯拉夫主义者主张农民在人身方面得到解放和通过向地主交纳赎金的办法把土地分配给村社。在准备1861年改革的过程中，斯拉夫主义者同西欧派接近起来，加入了统一的自由主义阵营。——288。



[120]指尼古拉·—逊（尼·弗·丹尼尔逊）的《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一书。该书于1893年在彼得堡出版。——290。



[121]《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291。



[122]高等法院是沙皇政府在1864年司法改革以后建立的司法机关，负责审理渎职案件、不服地方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件以及特别重大的民事和刑事案件。高等法院的法官由沙皇根据司法大臣的推荐任命。在俄国的几个省内设有高等法院。——293。



[123]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外套》的主人公。他是一个九等文官，成年累月地抄写公文，收入微薄，一生含垢忍辱，对一切都逆来顺受。——294。



[124]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294。



[125]指1890年6月12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批准的俄国《省县地方自治机关条例》。——295。



[126]基特·基特奇（季特·季特奇·勃鲁斯科夫）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296。



[127]《传教士评论》杂志（《Миссионерское　Обоэрение》）是俄国宗教界的神学杂志（月刊），1896—1898年在基辅、1899—1916年在彼得堡出版，编辑兼出版者是瓦·米·斯克沃尔佐夫。该杂志纠集了最反动的宗教界人士，攻击脱离了正宗教会的各教派的信徒。——302。



[128]分裂派也称旧教派、旧礼仪派，是17世纪从俄国正教分裂出来的教派，1906年以前受沙皇政府的迫害。——303。



[129]《奥廖尔通报》（《Орл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是俄国温和自由派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报纸（日报），1876—1918年在奥廖尔出版。——303。



[130]史敦达派是19世纪下半期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民中的一个教派。该教派是在新教影响下产生的，后来同浸礼教派合并。——305。



[131]《信仰和理智》杂志（《Вера　и　Раэум》）是哈尔科夫神学校的神学哲学杂志，1884—1916年出版，每月出两期。该杂志持极端反动的立场，疯狂反对民主运动和进步思想。——305。



[132]自由言论是俄国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出版社。该社曾在国外出版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查禁的列·尼·托尔斯泰的著作和反对沙皇政府迫害教派信徒的小册子，并于1899—1901年在瑞士出版《自由思想》杂志，1901—1905年在英国出版《自由言论》杂志。——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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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序言

（1901年11月）

《曙光》和《火星报》组织国外部、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同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三者统一的尝试没有成功，这件事《火星报》第9号（1901年10月）已经谈到了。 
［注：见本卷第260—261页。——编者注］

 为了使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能够独立判断国外组织统一的尝试未能成功的原因，我们决定公布“统一”代表大会的记录。遗憾的是，“联合会”推选的大会秘书却拒绝参加整理大会记录的工作（见下面第10—11页上引录的他对其他两个组织的秘书的邀请所作的复信）。

目前“联合会”自己却出版了关于“统一”代表大会的记事（《两个代表大会》1901年日内瓦版），因此这一拒绝就更加令人奇怪了。这意味着“联合会”愿意让俄国的同志们知道大会的结果，却 不愿意
 让他们知道大会上的讨论情况。 
［注：按照代表大会的议事规程，记录应由大会批准，也就是说，下次会议一开始，首先应批准上次会议的记录。可是在大会的第二天，当大会主席在会议刚一开始就提议批准头一天的两次会议的记录时，三位秘书一致声明，他们交不出会议记录。由于没有速记员，讨论的记录令人很不满意。因此很明显，既然在大会第一天的夜里，秘书们未能整理出会议记录，那么，第二天晚上，当我们已经退出大会的时候，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会议记录了。大家清楚地知道，会议记录没有准备出来。因此，“联合会”对我们的主席“没有等到大会记录被批准”就“开了小差”（《两个代表大会》一书，第29页）所表示的愤慨，无非是一种遁词而已。由于没有速记记录，就只好让三个秘书聚在一起，对讨论的过程作出一个哪怕是简短的记述。我们曾提出这个建议，可是“联合会”回避了。显然，没有完整的会议记录，甚至连简短的会议记录也没有，这个责任应由“联合会”承担。］

 至于“联合会”为什么不愿意，可能和大概是些什么原因，那只有请读者自己去判断了。

我们认为，在“联合会”表示拒绝以后，出版不是由所有的秘书整理的讨论记录是不妥当的，所以只好限于发表已经 提交
 大会 常务委员会
 的 全部
 文件和声明。参加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这三个组织的主席和秘书，同时，所有声明都是以书面形式提交常务委员会的，所以由文件和声明汇集而成的对大会的记述，其公正性是不容置疑的。

另一方面，出版提交常务委员会的 全部
 文件和声明，在目前显得尤其必要，因为“联合会”令人奇怪地拒绝参加整理会议记录，可是最后却用更加令人奇怪的方法编写了关于大会的报告。例如，“联合会” 没有
 全文 引录
 《火星报》的代表（弗雷）以《火星报》国外部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名义提交大会 常务委员会
 的质问书，可是却引录了既没有提交常务委员会，更没有在大会上宣读，而只是由“联合会”“拟定”的答复（《两个代表大会》一书第26页）。“联合会”说“质问书”已被收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质问书包括两个问题，是由弗雷以两个组织的名义向“联合会”提出的（见下面第6页） 
［注：见本卷第250页。——编者注］

 。其中不论哪一个问题都 没有收回
 ，而只是问题的形式有所改变，即问题变成了可以付诸表决的决议案而已（不说“‘联合会’在原则上是否承认六月代表会议的决议？”而说“三个组织在原则上都承认六月代表会议的决议”等等），此外，“联合会”没有引录已经 提交常务委员会
 的“斗争社”的声明（见下面第6—7页）。

“联合会”不仅没有说明“斗争社”的一名成员在“联合会”对六月决议提出修正案后所作的发言的内容，而且连发言本身也没有提到 
［注：《两个代表大会》一书第28页。］

 。这个参加过六月代表会议的“斗争社”成员在这次发言中表示反对“联合会”的修正案。但是“联合会”却刊载了波·克里切夫斯基在大会发言时对修正案所阐明的几点“理由”，而这几点理由是没有提交常务委员会的。总之，“联合会”拒绝了我们提出的共同整理全部讨论记录的建议，而只愿记述它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甚至对一些提交到常务委员会的问题也以缄默来加以规避。

我们不打算仿效这种榜样。我们只是把提交常务委员会的全部声明和文件都翻印出来，并且仅仅指明，出席大会的 各个
 组织的发言人发表了什么样的意见。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工人事业》第10期上的文章和“联合会”的 修正案
 是否破坏了六月代表会议所制定的协议的原则基础。“联合会”的小册子堆满了大量愤怒的字眼，它竟指责我们“诽谤中伤”，指责我们的退席“破坏了”大会，对于这些，我们自然同样不必作答复。这样的指责只能使人付之一笑，因为三个组织原是为了讨论联合的问题而聚会的，而其中的两个组织已确信他们不可能和第三者实行联合。自然，他们就只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然后退席。只有那些理屈词穷、老羞成怒的人才会把这说成是“破坏”大会，把认为“联合会”缺乏坚定的原则性的意见称作“诽谤中伤”。

至于说到我们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所争论的问题的意见，我们不愿把它同对大会材料的客观叙述混为一谈。除了《火星报》和《曙光》上已经刊载和还要刊载的文章而外，我们还要出版一本专门阐述我们运动的迫切问题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正在准备中，不久即将出版。





	载于1901年12月日内瓦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同盟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的第5卷第348—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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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人民的抗议

（1901年11月）

在这里我们全文引录一篇新的群众的呈文，在这篇呈文中，芬兰人民对政府违背亚历山大一世至尼古拉二世各代沙皇的庄重 誓言
 ，一贯践踏芬兰宪法的政策表示强烈的抗议。

这篇呈文是在1901年9月17日（30日）递交芬兰参政院转呈沙皇的。在呈文上签名的有芬兰各社会阶层的男女居民473363人，就是说，有近 50万
 公民签了名。芬兰的全部人口为250万人，这个新的呈文真可以说是 全民的呼声
 了。

呈文的全文如下：


　　“最威严最仁慈的皇帝和大公陛下
 ！陛下对芬兰义务兵役法的修改在整个边疆引起了普遍的不安和极大的悲痛。陛下于今年7月12日（6月29日）批准的关于义务兵役制的敕令、诏书和法律，彻底破坏了大公国的根本法和根本法所赋予芬兰人民和边疆全体公民的各项最珍贵的权利。

按根本法规定，关于公民保卫边疆的义务的法规，只有经地方议会议员同意才能颁布。1878年的义务兵役法就是通过这个程序由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和地方议会议员一致决定而颁布的。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在位时，这项法律先后作了多次局部性的修改，但是每次都得到地方议会议员的同意。现在却与此相反，未经地方议会议员的同意，就宣布废除1878年的法律，而取而代之的新法令，同1899年地方非常议会的议员所作出的决定完全背道而驰。

在芬兰法律的保护下生活和行动，这是每个芬兰公民的最重要的权利之一。现在成千上万的芬兰公民却被剥夺了这个权利，因为新的义务兵役法要求他们在俄国军队中服役。边疆的子弟将被强行编入同自己语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不同的军队，对于他们来说，服兵役就变成了痛苦的事情。

新法令废除了法律规定的每年服役名额的任何限制。此外，新法令根本不承认根本法规定的地方议会议员参与确定军事预算的权利。

同1878年的法律的基本原则相反，甚至民军也要完全听命于陆军部。

诏书中虽然声明，在暂时尚未确定的过渡时期，将采取减轻负担的措施，但这并不能冲淡人们从上述规定中得到的印象，因为在暂时减少应征者人数之后，将会无限制地征召兵员到俄国军队中服役。

芬兰人民不是要求减轻现在的军事负担。代表人民意见的地方议会议员已经表示，只要保持芬兰军队作为芬兰机构的法律地位，芬兰方面准备为保卫国家尽量多贡献力量。

与此相反，新法令规定：芬兰的大部分军队将被撤销，俄国军官可以到保存下来的少数部队中任职；甚至这些部队的土官也必须精通俄语，因此，多半出身于农民等级的芬兰籍人员就根本无法担任上述职务；这些军队要受俄国当局的管辖，就是在和平时期，也可能驻扎在芬兰境外。

这些敕令并不是什么改革，而不过是要消灭芬兰的民族军队，这说明对芬兰人民的不信任，而芬兰人民在并入俄国的将近100年间，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使人产生不信任的。

在关于义务兵役制的新法令中，还写有否认芬兰人民有自己的祖国，否认边疆居民享有芬兰公民权利的词句。芬兰人民在并入俄国以后的政治地位早在1809年就已经不可动摇地确定了，这些词句所反映出来的目的显然是同芬兰人民保持这种政治地位的必要权利不相容的。

近几年来，我们边疆遭受了许多不堪忍受的痛苦。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感到，边疆根本法的各项规定屡遭忽视，这一方面表现在各种立法措施上，一方面表现在俄罗斯人接替了许多重要职务上。边疆行政当局的任务好象就是要扰乱安宁和秩序，阻挠共同有益的愿望的实现，挑起俄罗斯人和芬兰人之间的不和。

然而，对于边疆来说，实施关于义务兵役制的新法令才是最大的不幸。

在1899年5月27日给皇帝的回奏中，地方议会的议员详细陈述了按照芬兰的根本法，在颁布义务兵役法时所应遵循的程序。同时，他们指出，如果新的义务兵役法将以其他程序颁布，那么，这样的法令，即使能够强制执行，也不能为法律所承认，而且在芬兰人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暴力行为而已。

地方议会议员所指明的一切，始终是芬兰人民的法律意识，这种意识是暴力所不能改变的。

应该考虑到这种同边疆法律相抵触的敕令所造成的非常严重的后果。从官员和政府机关来说，他们感到很难履行自己的职责，因为良心驱使他们不要听从这样的敕令。有劳动能力的移民由于害怕可能发生变故早就被迫迁往外地，一旦所公布的法令付诸实施，他们的人数还会增多。

关于义务兵役制的新法令，以及其他旨在破坏芬兰人民自己的政治生存权和民族生存权的措施，必然要破坏君民的相互信任，同时会引起愈来愈强烈的不满和普遍受压抑的感觉，使社会和它的成员对为边疆造福的工作感到没有信心和困难重重。要防止这些，只有用在地方议会议员参加下颁布的义务兵役法来代替上述敕令，而边疆政府当局应该切实遵守根本法的规定。

芬兰人民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我们的民族由于共同的历史命运，由于法律概念和文化活动而结合在一起，始终真挚地热爱芬兰祖国和自己的合法的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始终不渝地力求问心无愧地在各民族中占有命运所安排给它的那一席之地。

我们坚信我们的权利，尊重作为我们社会生活支柱的法律，我们也同样坚信，只要今后仍能依照1809年所规定的根本原则来治理芬兰，使芬兰感到并入俄国是幸福和安宁的，那么，强大的俄国的统一就不会受到损害。

各村社和社会各阶层的居民，出于对祖国的责任感，诚挚地将事态如实地启奏于皇帝陛下。上面已经指出，不久前颁布的义务兵役制法令是同得到庄严确认的大公国根本法相抵触的，因此不能为法律所承认。我们认为应该再补充说明一点：军事负担本身，对芬兰人民来说，并不象失去硬性的法律规定和在这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得到法律所保障的安宁那样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奏文中所涉及的问题的严重性，伏请皇帝陛下审核。谨奏。”





　　这篇呈文成了人民对破坏根本法的一帮俄国官僚的真正审判，我们对此呈文要补充的不多了。现在我们来提示一下有关“芬兰问题”的主要资料。

芬兰是在1809年俄瑞战争期间并入俄国的。为了把瑞典国王的过去的臣民芬兰人拉到自己方面来，亚历山大一世决定承认和批准芬兰的旧宪法。按照这个宪法， 未经议会，即各等级的代表会议的同意
 ，不得颁布、修改、解释或废除任何根本法。亚历山大一世在几次颂布的诏书中都“庄严地”承认“ 关于要绝对保护边疆特别宪法的诺言
 ”。

后来俄国的各代皇帝，包括尼古拉二世在内，都确认了这个誓言。尼古拉二世在1894年10月25日（11月6日）的诏书中说：“……我保证保护它们〈根本法〉，使它们具有不可违反的和确定不变的力量和效用。”

可是，还不到五年，俄国沙皇就 背信弃义了
 。在卖身投靠、卑躬屈节的报刊对芬兰进行了长期攻击以后，1899年2月3日（15日）颁布了建立新程序的“诏书”：颁布“涉及全国需要的法律或者和帝国的立法有关的法律”，可以 不经议会同意
 。

这是严重违反宪法的行为，是一次真正的 国家政变
 ，因为任何法律都可以被说成是涉及全国需要的法律！

这次国家政变是用暴力完成的：总督博勃里科夫威胁说，如果参政院拒绝公布诏书，他就要把军队开进芬兰。驻扎在芬兰的俄国军队（据俄国军官所说）已经荷枪实弹，备马待发了，等等。

继第一次暴力行为之后，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无数次暴力行为：芬兰报纸相继被封闭，集会自由被取消，芬兰到处有俄国的间谍，到处有极其无耻的挑衅者在激起暴动，如此等等。最后， 未经议会的同意
 ，就颁布了6月29日（7月12日）的义务兵役法，颁布了这个在呈文中已作了充分分析的法律。

1899年2月3日的诏书和1901年6月29日的法律都是 非法的
 ，这是背信弃义者和被称作沙皇政府的一伙杀人强盗的暴力行为。当然，250万芬兰人根本别想举行什么暴动，但是，我们所有这些俄国公民，倒应该想一想我们蒙受了什么样的耻辱。我们仍然是个驯服的奴隶，竟被人利用去奴役其他的民族。我们仍然容忍我们的政府，容忍它不仅象刽子手那样残暴地镇压俄国国内的任何自由倾向，而且利用俄国军队对其他民族的自由进行武力侵犯！





	载于1901年11月20日《火星报》第1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352—357页















《列宁全集》第5卷


评《自由》杂志

（1901年秋）

《自由》杂志[133]是一本十分糟糕的杂志。它的作者（杂志给人的印象是，从头到尾似乎都是一个人写的）妄称该杂志是“为工人”办的通俗读物。但是这不是什么通俗，而是卑劣的哗众取宠。所用的词汇没有一个是简单明了的，一切都是装腔作势……作者没有一句话不是矫柔造作，没有一句话不使用“民间的”比喻和“民间的”词汇，如“ихний” 
［注：这是方言，意为“他们的”。——编者注］

 。作者就是用这种畸形的语言，翻来复去地谈论那被有意庸俗化了的、陈腐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不引用新的材料、新的例证，也不进行新的加工。我们要告诉作者，庸俗化和哗众取宠绝非通俗化。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深入地思考、深入地研究，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 结论
 ，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通俗作家并不认为读者是不动脑筋的、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动脑筋的，相反，他认为一个不够开展的读者也是非常愿意动脑筋的，他 帮助
 这些读者进行这种艰巨的工作， 引导
 他们，帮助他们迈开最初的几步， 教
 他们独立向前走。在庸俗作家的眼里，读者是不动脑筋和不会动脑筋的，他不是引导读者去了解严肃的科学的初步原理，而是通过一种畸形简化的充满玩笑和俏皮话的形式，把某一学说的 全部
 结论“现成地”奉献给读者，读者连咀嚼也用不着，只要囫囵吞下去就行了。





	载于1936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358—359页

















[133]《自由》杂志（《Свобода》）是1901年5月成立的自由社在瑞士出版的杂志，共出了两期，1901年和1902年各一期。此外，该社还出版了《革命前夜。理论和策略问题不定期评论》第1期，《评论》第1期，尔·纳杰日丁的小册子《俄国革命主义的复活》等。这些出版物宣扬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思想，支持俄国国内的反火星派团体。——322。







《列宁全集》第5卷


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

（1901年12月6日〔19日〕）

现把我们的一位代表寄给我们的一封信全文抄录如下：



“给俄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的一封信

我们在流放地的同志建议我们对《火星报》发表一些意见，为此，我们决定陈述一下我们同这个机关报不一致的原因。

我们认为创办一种专门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来专门探讨政治斗争问题是完全适合时宜的，但是我们认为，《火星报》在解决自己所担负的这个任务方面做得不能令人满意。《火星报》的主要缺点在于它过分强调参加运动的思想家对于运动的方向的影响，这个缺点贯穿在报纸的各栏中，并由此产生它的其他大大小小的缺点。同时，《火星报》很少考虑运动的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不知道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形成工人运动的一定形式并且决定着运动的道路，而思想家们，即使他们受到最出色的理论和纲领的鼓舞，作出一切努力，也不可能使运动脱离这个道路。

把《火星报》和《南方工人报》[134]加以对比，这个缺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南方工人报》象《火星报》一样举起政治斗争的旗帜，但能把这个斗争同南俄工人运动的前一阶段联系起来。《火星报》则完全不是这样对待问题的。《火星报》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使‘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但是忘记了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适当的燃料和有利的外部条件。《火星报》极力排斥‘经济派’，但是没有看到正是‘经济派’的活动为工人参加二三月事件作了准备，而工人参加这些事件却是《火星报》所特别强调的和显然过分渲染了的。《火星报》对90年代末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持否定态度，而忽略了那个时候除了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外没有条件进行别的工作，并且也忽略了这一斗争的巨大的教育意义。《火星报》由于完全不正确地和非历史地评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活动的这个时期和这个方向，结果就把他们的策略同祖巴托夫的策略等同起来，没有看到‘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和‘微小的让步’的不同之处：前者能够扩大和加深工人运动，后者却以瓦解任何斗争和任何运动为目的。

《火星报》浸透着社会运动幼年时期的思想家们所特有的宗派主义的偏执，所以总是把任何不同意见不仅斥责为背离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甚至斥责为投敌行为。它对《工人思想报》的极端无礼的、应当受到最严厉最无情谴责的攻击就是这样。它竟在那篇评论祖巴托夫的文章中大谈特谈《工人思想报》，硬说祖巴托夫在一部分工人中间的胜利是由于《工人思想报》的影响。《火星报》对其他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凡是在俄国工人运动的进程和任务问题上与自己看法不同的，都持否定的态度，在同它们进行激烈的论战时就常常不顾事实，吹毛求疵地抓住个别确实不恰当的词把一些莫须有的观点硬加在论敌的头上，强调那些往往并不重要的分歧之点，而绝提大量的一致的观点。我们这里指的是《火星报》对待《工人事业》的态度。

《火星报》的这种争论癖首先是由于它夸大‘思想’（纲领、理论……）在运动中的作用而产生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西欧国家俄国侨民中间发生的内讧的余波，关于这场内讧，他们已急急忙忙地通过一系列论战性的小册子和文章公之于世了。在我们看来，他们的所有这些分歧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实际进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也许只是在那些在进行工作的同志中间引起令人遗憾的分裂，从而损害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因此，我们不能不对《火星报》的这种争论嗜好持否定态度，尤其是当它超出礼貌许可的范围的时候。

《火星报》的这个主要缺点也就是它在社会民主党对待各社会阶级和派别的态度这个问题上前后不一致的原因。《火星报》根据理论的推理，提出关于立即转入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任务，但是它大概也感觉到，在目前情况下解决这个任务对于工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而它又没有耐心等待工人继续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所以就开始到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去寻找同盟者，而在寻找同盟者的时候，它常常离开阶级观点，掩饰阶级矛盾，把对政府不满这一共同点放在第一位，尽管各种‘同盟者’产生这种不满的原因和不满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如《火星报》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就是这样。地方自治机关往往因为政府对于地方自治人士先生们的土地要求的保护不及对工业的保护多而深表不满，《火星报》力图从这种不满中煽起政治斗争的火焰，并且答应给不满足于政府的小恩小惠的贵族以工人阶级的援助，而只字不提这些居民阶层之间的阶级纷争。当然，谈论地方自治人士的觉醒，指出它是一种反对政府的因素，这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必须讲得清楚明了，不要使我们同这些人之间可能达成的协议的性质含糊不清。而《火星报》在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问题上的提法，在我们看来，只会模糊阶级意识，因为在这里它的提法与宣扬自由主义和各种文化创举的人一样，是同社会民主党书刊的基本任务相对立的（社会民主党书刊的基本任务是批评资产阶级制度和阐明阶级利益，而不是掩饰它们之间的对抗）。《火星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是这样。然而在其他一些文章中《火星报》却又尖锐地斥责一切‘妥协’，比如说，替盖得派的偏激行为辩护。

我们不准备分析《火星报》的其他比较次要的缺点和失误了，最后我们认为应当说明一下，我们进行批评绝对不是要贬低《火星报》可能具有的意义，也不是闭眼不看它的优点。我们向这份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报纸致以敬意。我们认为它及时发表了一些文章，对恐怖手段问题作了恰当的说明，这是它的重大功绩。最后，我们不能不指出，《火星报》使用的是标准的、规范的语言，它能按时出版并且经常登载许多新鲜有趣的材料，这在秘密出版物中是不可多得的。




一群同志


1901年9月”



读了这封信，我们首先要说，我们衷心欢迎写信人的直爽和坦率。早就应当停止玩捉迷藏的游戏了，不要再隐瞒自己的“经济主义的”“信条”（象从其中分离出“政治派”的敖德萨委员会的一部分人所做的那样），或者歪曲事实，说什么目前“根本没有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犯有‘经济主义’错误”（《工人事业》出版的《两个代表大会》一书第32页）了。——现在让我们来谈正题。

写信人的主要错误，和《工人事业》所犯的错误（着重参看第10期）完全相同。他们搞不清运动的“物质的”（用《工人事业》的话来说是自发的）因素和思想的（自觉的，“按计划”进行活动的）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他们不懂得，“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 前面
 ，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为了真正地“考虑运动的物质因素”，必须批判地对待它们，必须善于指出自发运动的危险和缺点，必须善于把自发性 提高到
 自觉性。说思想家（即自觉的领导者）不能使运动脱离由环境和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这就是忘记一个起码的真理：自觉性是 参加
 这种相互作用和这种决定的。欧洲的天主教的和君主派的工会也是环境和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不过参加这一相互作用的是神父和祖巴托夫之流的自觉性，而不是社会党人的自觉性。写信人（以及《工人事业》）的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拙劣的模仿，醉心于这种模仿的是我们的“批评家们”和伯恩施坦派，这些人不懂得如何把自发的进化和自觉的革命活动结合起来。

在目前时期，这一严重的理论错误必然导致极其严重的策略错误，这种策略错误过去和现在都使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受到极大的危害。问题在于，工人群众和其他社会阶层（由于受到工人群众的影响）的自发高潮近几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起来。运动的“物质因素”甚至同1898年相比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 自觉的领导者
 （社会民主党人） 却落后于这一发展
 。这是目前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出现危机的基本原因。群众的（自发的）运动缺少有很高理论修养的、决不会发生任何动摇的“思想家”；缺少有广阔政治眼界的、有革命毅力有组织才能的、能在新的运动的基础上建立战斗的政党的领导者。

但是，这一切还算不得太大的不幸。理论知识也好，政治经验也好，组织才能也好，都是可以学到的，只要有学习和养成这些品质的愿望就行。但是从1897年年底以来，特别是从1898年秋季以来，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里有一些人和一些机关刊物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不仅闭眼不看这个缺点，而且还把它说成是一种特殊的美德，他们把对自发性的崇拜和卑躬屈节提升为一种理论，他们鼓吹说，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走在运动的前面，而应当跟在运动的后面 做尾巴
 。（这样的机关刊物不仅有《工人思想报》，而且有《工人事业》，它从宣传“阶段论”[135]开始，直到从原则上为自发性、为“现时运动的正当性”、“策略－过程”等等辩护。）

这才是真正的不幸。这就形成了一个 特殊的派别
 ，这个派别叫作经济主义（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它的基本特征是不认识甚至 维护落后现象
 ，也就是不认识甚至维护我们上面说过的那种自觉的领袖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的现象。这个派别的特点是：在原则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在机会主义的最新变种现代“批评”面前表现得软弱无能；在政治方面，力图缩小和分散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不懂得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把一般民主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 自己
 手中，就不能够推翻专制制度；在策略方面，表现得极不稳定（《工人事业》在春季曾在恐怖手段这个“新”问题上犹豫不决，只是过半年之后，经过多次的动摇，才在一项非常暧昧的决议中表示反对恐怖手段，象往常一样跟在运动后面做尾巴）；在组织方面，不懂得运动的群众性质不但没有减轻而且加重了我们建立一个巩固的、集中的革命家组织的责任，这个组织既能领导准备性的斗争，又能领导任何突然的爆发，并且也能领导最后的决定性的进攻。

我们同这个派别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今后仍将进行这一斗争。写信人看来也是属于这个派别的。他们对我们说，经济斗争为工人参加游行示威作了准备。是的，正是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早更深刻地对这种准备作出评价，我们早在1900年12月（创刊号）就发表了反对阶段论的意见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28—333页。——编者注］

 ，2月间（第2号），在把大学生送去当兵的事件刚刚发生以后和游行示威发生以前，我们就已经号召工人支援大学生 
［注：同上，第371—375页。——编者注］

 。二三月事件并没有“推翻”《火星报》的“担心和害怕”（如马尔丁诺夫所认为的那样——《工人事业》第10期第53页——他的这种看法暴露出他根本不理解问题），而是完完全全地证实了这种担心和害怕，因为领导者已 落后于
 群众的自发高潮，表现出对于完成领导者的责任缺乏准备。这种准备在目前也还是极不充分的，所以关于“夸大思想的作用”或者夸大自觉因素的作用而贬低自发因素的作用等等各种论调，正在继续对我们党产生最有害的实际影响。

所谓从阶级观点出发必须少强调一下不同的居民阶层对政府不满的共同性的论调，也在产生同样有害的影响。相反，我们感到骄傲的是，《火星报》能在 一切
 居民阶层中唤起政治上的不满，不过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够以更大的规模来进行这一工作。说我们在这里模糊了阶级观点，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写信人没有举出而且也不可能举出任何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我们怎样模糊了阶级观点。但是，作为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社会民主党应当不顾《工人事业》第10期第41页上的意见，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的活动，向他们说明他们同政府的局部性的和职业性的冲突的普遍的政治意义，动员他们支持革命政党；应当从自己的队伍中培养出一批善于从政治上影响一切反政府阶层的领袖。任何放弃这种作用的做法，无论用多么漂亮的话，例如要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等等作掩护，都等于是以新的形式“维护”社会民主党人的“落后现象”，即落后于全民民主运动高潮的现象，等于是把领导作用让给资产阶级民主派。写信人应当仔细想一想，为什么春季事件并没有使社会民主党的声望和威信提高，却使 非
 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派别这样活跃起来！

我们也不能不反对写信人在关于侨民中间的争论和内讧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惊人的目光短浅。他们重复着老调，说什么在那篇评论祖巴托夫的文章中大谈特谈《工人思想报》是“不礼貌的”。他们是否想否认传播经济主义就是帮助祖巴托夫先生们去完成任务呢？我们所说的正是这一点，而决不是把“经济派”的策略同祖巴托夫的策略“等同起来”。而至于谈到“侨民”（如果写信人不是不可宽容地漠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继承性，那么他们一定知道，“侨民”——也就是“劳动解放社”——关于经济主义的警告已经得到了最光辉的证实！），那就请听一下1852年在莱茵河流域工人中间进行活动的拉萨尔是怎样评论伦敦侨民中的争论吧：


　　拉萨尔在给马克思的信里写道：“出版你那篇反对金克尔、卢格等‘大人物’的文章，未必会受到警察方面的阻难……我觉得，政府甚至会欢迎这样的文章发表，因为它以为这是‘革命者在自相残杀’。至于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党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党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这些都是官僚的逻辑所想象不到和不感到担忧的。”（摘自拉萨尔1852年6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136]



　　请目前为数众多的反对尖锐性、不调和性、争论癖等等的心地善良的人读读这段话吧！最后我们要说明一下，我们在这里只能大致地谈谈争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还要专门写一本小册子来作详细的分析，这本小册子我们希望能在一个半月以后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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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南方工人报》（《Южный　Рабочий》）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秘密报纸，1900年1月—1903年4月出版，共出了12号。第1、2号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出版，以后各号由南方工人社（有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等南方城市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代表参加）出版。报纸的印刷所先后设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斯摩棱斯克、基什尼奥夫、尼古拉耶夫等城市。参加编辑和撰稿的有伊·克·拉拉扬茨、阿·札·维连斯基（伊里亚）、奥·阿·科甘（叶尔曼斯基）、B·H·罗扎诺夫等。《南方工人报》反对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但是不同意列宁的在集中制原则基础上建党的计划，而主张建立区域的社会民主党联合组织。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南方工人社的代表采取中派立场。根据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南方工人社被解散，《南方工人报》停刊。——324。



[135]阶段论是工人事业派编造的一种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提出广泛的革命任务之前，必须经过一系列的阶段：开始是纯粹的经济鼓动，然后是同经济斗争直接联系的政治鼓动，最后才是政治鼓动。——328。



[136]列宁从拉萨尔1852年6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摘译的这段话，其中一部分后来用作《怎么办？》一书的题词。——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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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格·瓦·普列汉诺夫从事革命活动二十五周年

（1901年12月初）

《火星报》编辑部衷心地祝贺格·瓦·普列汉诺夫从事革命活动二十五周年。[137]愿这次庆祝能够巩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能够领导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击退打着各种新招牌喧嚣登场的老牌机会主义的进攻。千万个年轻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为艰巨的实际工作贡献出了全部力量，“劳动解放社”则为运动提供了它所必需的渊博的理论知识、广阔的政治眼界、丰富的革命经验。愿这次庆祝能够巩固年轻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劳动解放社”的联系。

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万岁！

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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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901年12月6日（19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日内瓦庆祝格·瓦·普列汉诺夫从事革命活动二十五年并纪念喀山游行示威二十五周年。喀山游行示威即1876年12月6日在彼得堡喀山教堂附近广场举行的游行示威，这是俄国第一次有先进工人参加的政治性游行示威。民粹派的土地和自由社以及同它有联系的工人小组的成员组织了这次约400人的游行示威，普列汉诺夫向示威群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革命演说。游行队伍被军警驱散，许多参加者被捕，并被判处监禁、流放和服苦役。普列汉诺夫被迫侨居国外。



除日内瓦外，伯尔尼、巴黎、苏黎世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侨居的其他城市也都举行了普列汉诺夫从事革命活动二十五年庆祝会。——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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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示威开始了

（1901年12月）

两星期前，我们纪念了1876年12月6日在彼得堡喀山广场举行的俄国第一次社会革命示威二十五周年，指出了今年年初游行示威运动的巨大高涨。我们曾谈到，示威者应当提出比“土地和自由”（1876年）[138]更加明确的政治口号，比“废除暂行条例”（1901年）更加广泛的要求。这种口号应当是 政治自由
 ，这种全民的要求应当是 要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
 。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示威运动在种种理由下又在下诺夫哥罗德，在莫斯科，在哈尔科夫等地重新开始了。民愤到处在增长，把这种愤懑汇成一股 反对
 到处横行霸道、欺压人民和肆虐逞凶的 专制制度
 的洪流，愈来愈必要了。11月7日下诺夫哥罗德那次规模不大的然而却是成功的示威，是为了给马克西姆·高尔基送行而举行的。专制政府不经审讯，就把这位全欧闻名的作家驱逐出他的故乡。一位在下诺夫哥罗德游行示威时发表演说的人说得很对，这位作家的全部武器就是自由的言论。那位演说者代表俄国所有对光明和自由哪怕抱一线希望的人说：杀人强盗指控他对我们起了不良的影响，可是我们声明说：这是良好的影响。沙皇的爪牙在暗中胡作非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的罪恶行径公之于众。捍卫自己改善生活的权利的工人，在我国遭到殴打；抗议暴政的大学生，在我国也遭到殴打；一切真实大胆的言论，在我国都受到压制！这次也有工人参加的游行，在大学生的庄严的朗诵声中结束：“暴政就要垮台！坚强、自由和充满力量的人民就要起来！”

在莫斯科，有数百名学生在车站上迎候高尔基。惊慌失措的警察在列车行进途中就把高尔基 逮捕了
 ，禁止他（不顾原来的特许）进入莫斯科，强迫他从下诺夫哥罗德铁路直接转搭库尔斯克铁路的火车。抗议驱逐高尔基的游行示威没有成功，但是在18日那天，一群大学生和“局外人”（按我们大臣的说法）在总督官邸前面举行了一次毫无准备的规模不大的游行示威，抗议当局禁止举行纪念尼·亚·杜勃罗留波夫逝世四十周年（11月17日）的晚会。人们对专制政权在莫斯科的代表发出嘘声，他们同俄国一切有教养的和有思想的人一样，爱戴这位痛恨暴政、热切期待人民起来反对“国内土耳其人”[139]，即反对专制政府的作家。莫斯科大学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在11月23日的公报中正确地指出，这次毫无准备的游行示威是不满和抗议的鲜明标志。

在哈尔科夫，大学生问题引起的游行示威已经转为真正的街头搏斗，参加者已经不只是大学生了。对于大学生来说，去年的经验不是毫无用处的。他们看到，只有人民的支持，主要是工人的支持，才能保证他们的胜利。为了获得这种支持，他们不仅应当争取学院（大学生）的自由，而且应当争取 全民的自由
 ，争取 政治自由
 。哈尔科夫大学生联合会在十月传单中就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这一点。从彼得堡、莫斯科、基辅、里加、敖德萨的大学生的传单来看，他们也开始懂得，在人民处于暗无天日的受奴役的状况下，学院自由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幻想”。万诺夫斯基将军在莫斯科发表卑鄙的辟“谣”演说，否认他曾经许诺过什么；密探在彼得堡进行空前未有的蛮横活动（抓走了电工学院的一个学生，为的是夺取信差交给他的一封信），警察在街头和段警察局里野蛮地殴打雅罗斯拉夫尔的大学生，——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成千上万件事实，都显然证明必须同整个专制制度斗争，斗争，再斗争。哈尔科夫兽医学生事件更是令人忍无可忍。一年级学生提出了要求辞退拉格尔马尔克教授的请愿书，控诉他处理问题的官僚主义态度以及令人难以忍受的粗暴行为：他竟把授课提纲甩到学生的脸上！政府的答复是不问情由开除全年级的学生，而且还在公告中诬蔑学生，说他们要求有任命教授的权利。于是哈尔科夫的全体大学生都行动起来了，决定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11月28日至12月2日，哈尔科夫今年第二次变为“国内土耳其人”同抗议专制暴政的人民作战的战场。一边是“打倒专制制度！自由万岁！”的呼声。另一边是用军刀砍，用皮鞭抽，用马蹄踩踏人民。警察和哥萨克不问男女老少，无情地毒打所有的人，他们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人们，并且在庆祝胜利……

难道我们能让他们庆祝胜利吗？

工人们！你们对于侮弄俄国人民的邪恶势力了解得太清楚了。这种邪恶势力，在你们为改善生活、维护人的尊严而同厂主进行的日常斗争中，束缚住了你们的手脚。这种邪恶势力夺走了你们成百成千的好同志，把他们投入监狱，发配流放，而且还侮辱他们，宣布他们是“品行恶劣的人”。这种邪恶势力在5月7日向高呼“我们需要自由！”的彼得堡奥布霍夫工厂的工人开枪射击；接着还安排了一出审判的滑稽剧，把那些没有中弹的英雄判处苦役。这种邪恶势力今天毒打大学生，明天就会更加残暴地毒打你们工人。抓紧时机吧！要记住，你们应当支持一切反对专制政府杀人强盗的抗议和斗争！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同游行示威的大学生协同行动，你们要建立迅速传播消息和散发传单的小组；你们要向所有的人说明你们奋起斗争是为了争取全体人民的自由。

当人民愤懑和公开斗争的火星在各地开始迸发出来的时候，首先最需要的是供给大量的新鲜空气，使这些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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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方工人”的来信

（1901年12月）

我们收到“南方工人”的一封来信，他们祝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的壮大，并且要我们向“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转达他们的祝贺。可惜篇幅有限，我们不能把这封信全文发表。信中说：“我们俄国现在采用散发传单的方式向广大群众传播革命思想，这并不能把群众培养成有政治觉悟的人”，“必须创办一种专门的出版物来对俄国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我们完全同意写信人的这种看法。但是，写信人提出为此要出版一种三四页的通俗小册子，并且要“同时在全俄各地”散发，这个方案未必行得通。我们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十分成熟，可以和其他各阶级一样，利用报纸这种出版物。只有政治报纸，才能真正把群众培养成有政治觉悟的人，才能象写信人所说的，阐明“从第四等级直到大资产阶级的我国整个社会生活”。只有全俄的报纸才能在各个委员会和各地小组的积极支持下大致“同时在全俄各地”发行，经常出版，成为名副其实的报纸。只有办好这种革命的机关报，才能说明我国的运动已经完全“从罢工的经济斗争转到了反对俄国专制政府的广泛的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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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

（1901年）

提纲：

（1）无政府主义在产生以来的35—40年中（从巴枯宁和1866年 国际
 代表大会[140]算起是这样。从施蒂纳算起，那还要早很多年）除了讲一些反对 剥削
 的空话以外，再没有提供任何东西。

这类空话已经流行了2000多年。（α）不懂得剥削的 根源
 ；（β）不懂得社会在向社会主义 发展
 ；（γ）不懂得 阶级斗争
 是实现社会主

义的创造力量。

（2）对于剥削的 
根源

 的了解。 私有
 制是 商品
 经济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无政府主义对此一窍不通。

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 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

维护小私有制和 小农经济
 。

无所谓多数 
［注：即无政府主义者否认少数服从多数。——编者注］

 。

否认政权有统一的和组织的力量。

（3）不懂得社会的发展——大生产的作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发展。

（无政府主义是 绝望
 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

（4）不懂得无产阶级的 阶级
 斗争。荒谬地否认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

不懂得组织和教育工人的作用。

把片面的、割断了联系的手段当作万应灵丹。

（5）在欧洲的现代史中，曾经在罗马语国家盛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提供了什么东西呢？

——没有任何学理、任何革命学说和理论。

——分散工人运动。

——在革命运动的实验中彻底失败（1871年的蒲鲁东主义，

1873年的巴枯宁主义[141]）。

——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 
资产阶级的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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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1866年国际代表大会即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共有60名代表，分别代表总委员会和协会各支部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工人团体。大会主席是海·荣克。大会接受了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提出的、由总委员会制定的议事日程。大会批准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条例。马克思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在大会上宣读。《指示》很重视工会，不仅把它看作“进行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的中心，而且看作工人阶级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而斗争的组织中心。掌握大会三分之一票数的蒲鲁东主义者反对《指示》，他们就议程的各点提出了自己的广泛纲领，特别是激烈地反对工会。但是总委员会的拥护者在讨论的大多数问题上获得了胜利。——338。



[141] 巴枯宁主义是以米·亚·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巴枯宁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及其特有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代表，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他们认为国家是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要求废除一切国家，实行小生产者公社的完全自治，并把这些公社联合成自由的联邦（按巴枯宁主义者的说法就是实现“社会清算”）。巴枯宁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否定工人阶级的一切不直接导致“社会清算”的斗争形式，否认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而主张由“优秀分子”组成的秘密革命团体去领导群众骚乱。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巴枯宁主义在当时经济上落后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南部和瑞士的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中得到传播。在巴枯宁主义影响下，也形成了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一个派别。1873年，巴枯宁主义在西班牙起义中遭到彻底破产（参看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21—540页）。——341。







《列宁全集》第5卷


对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组织章程草案的修改和意见[142]


（1901年4—5月）


章程





	
章程草案原文

1．“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与“《火星报》和《曙光》国外组织”统一为

2．本组织依据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原则进行活动。本组织的政治纲领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是一致的。本组织的任务是坚持工人运动的阶级性质并同工人运动中一切机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派别作斗争，首要的目的是同沙皇制度作斗争。


	
经弗·伊·列宁校订的原文

1．“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与“《火星报》和《曙光》组织国外部”统一为一个组织，名称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组织（同盟？）
 ”。







	　　3．本组织的写作活动由（1）《曙光》和《火星报》编辑部、（2）《工人丛书》编辑部、以及（3）“劳动解放社”负责。
附注：
 为执行各项临时职能，各组织的编辑部有权调本组织成员来补充自己的人员。

4．本组织出版机关刊物《曙光》和《火星报》以及各种小册子。


附注：
 关于出版新的机关刊物的问题，由本组织全体代表大会决定。

　


	　　3．本组织的写作活动由（1）《曙光》[[和《火星报》]］编辑部与“劳动解放社”共同负责。
附注：
 为执行各项临时职能，本组织的编辑部有权调本组织成员来补充自己的人员。

　





	　　5．《火星报》编辑部通过行政领导机构每两周向本组织所有成员寄送一次来自俄国的消息。
［注：第4条和第5条已被列宁删掉。在几张单页纸上他写了下面第5条的文字。——俄文版编者注］

一、总的行政领导机构

二、国外行政领导机构

════════════════════════════╗

一、总的行政领导机构。

《火星报》编辑部有权代表同盟，管理总经费，出版书刊和负责运送。

　


	　　5．[《火星报》]编辑部每月向国外行政领导机构发出两次消息，以通告“同盟”（“组织”）成员。（1）国外筹款。

（2）组织宣传。

（3）组织书刊的出售和发行。

（4）组织协助小组。

（5）组织通报的发行。

（6）预审提案、要求和申诉，以便提交代表大会。

（7）组织代表大会。

（8）编写关于整个国外情况的季度报告。

　





	　　6．“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与《曙光》和《火星报》组织将其仓库、帐目和印刷所（《曙光》的和“劳动解放社”的）移交行政领导机构。
［注：这一条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

7．本组织的共同事务由（1）全体成员代表大会和（2）以《曙光》编辑部指派的一名书记和本组织选出的任期二年的两名成员组成的行政领导机构负责处理。
［注：这一条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



8．本组织的全体代表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

（8a）代表大会制订编辑部工作细则。
［注：这一条已被删掉，删者不详。——俄文版编者注］



9．代表大会以本组织全体成员的简单多数表决办法决定各项事宜。

10．行政领导机构确定召开全体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制定议程。
［注：这一条已被删掉，删者不详。——俄文版编者注］



11．行政领导机构自己提出倡议或根据本组织1/3成员的要求确定召开非常代表大会。
［注：这一条已被删掉，删者不详。——俄文版编者注］




	　



	　　12．行政领导机构组织并负责书刊的运送。①3
［注：这一条已被删掉，删者不详。——俄文版编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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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行政领导机构每两个月向本组织所有成员寄送一次关于运送工作情况、组织经费情况、出版和发往俄国的书刊数量和种类等的报告以及从俄国国内组织得到的消息。①？
［注：这一条已被删掉，删者不详。——俄文版编者注］


	

〕

 ？



	　　14．行政领导机构向例行代表大会提出关于本组织过去两年活动情况的报告。
［注：这一条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


	

}}





	　　15．行政领导机构对各协助小组提供书刊和专题报告，并对本组织成员的活动给予一切帮助。
	

}

 结尾



	　　17．本组织成员为革命事业所收集的一切款项均归入总经费。18．全部进款用于（1）一般行政开支，（2）出版《火星报》，（3）出版《工人丛书》，（4）出版《曙光》。

19．接纳新成员须经本组织五名成员介绍并得到本组织全体成员的2/3多数的同意。

20．开除成员须经本组织全体成员的2/3多数通过。

21．在有几名本组织成员的城市，他们的全部活动，除行政领导机构委托的特殊任务外，都必须是集体活动。

22．本组织解散时，印刷所和仓库归还原主。
［注：第19—22条写在一张单页纸上，书写者不详。——俄文版编者注］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381—384页















[142]1901年春，随着俄国国内革命运动的增强，侨居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讨论了关于有必要统一和协调为数甚多的社会民主党国外组织的行动问题。列宁认为革命派组织在原则上不能同机会主义组织统一，但他建议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统一起来。1901年4月25日，列宁在给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提出了把“社会民主党人”组织、《曙光》编辑部和某些小组联合成为一个同盟的计划（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国外同盟最初的章程草案是由《火星报》慕尼黑编辑部同前来慕尼黑的格·瓦·普列汉诺夫一起制定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组织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全体成员讨论了这个草案。列宁对章程草案的修改意见看来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343。







《列宁全集》第5卷


《新的激战》一文材料

（1901年5月底）



［注：这一段在手稿上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



 

3月11日　8.圣彼得堡　　　　 3月11日　　   第3号[143]

　　　　 8.基辅　　　　　　 3月11日　　   第3号

5月1日　 8.西伯利亚西部　　 3月11日　　   第4号

5月7日　 8.喀山　　　　　　 3月11日　　   第3号

　　　　 8.雅罗斯拉夫尔　　 3月9—10月    第4号

　　　　　　　　　　　　　　集会

1.200人停工并提出“无理的要求”。

　α.[甚至按照俄国的法律，“停工”也不过是受司法处分。］

　β.由谁来判定是“无理的”要求呢？

　　 厂长助理
 。

2.开始 
用暴力

 把机器停下来，“同时”，照警察局的说法，“ 全体工人都停了工
 ”。

　　　[试问， 这里
 暴力究竟表现在哪里？既然大家都走开了，怎么能不把机器停下来呢？走开的时候把机器停下来，怎么谈得上是“使用暴力”呢？是保护停工吗？？］ 

3.调来 2个骑兵连
 （150？？×2=300）+ 
1个支队

 （100—150？？？）+ 
200个
 巡警
 [可见，大概＞500人]。

4.工人（3600）挤满了街头，阻碍了有轨马车通行。

5.警察的进攻（要求散开）被石块击退。

　　[从围墙内和人群中。冰雹般的石块。工人们证明，他们是善战的。］

6.调来了武装分队——从人群中发出枪声。

7.三排枪——1人被打死+8人受伤（1人死亡）。

8.鄂木斯克步兵团的几个连。从各院内飞出石块。

《新时报》的文章（5月11日第9051号）。    

这篇文章是说明俄国国家要人的“超群”睿智的 典型
 ：比较1886年（卡特柯夫），1896—1897年（6月2日）。


　　“诽谤性的”

1.尽管部分地——“危害国家和危害社会思想的宣传” 

　　　　　　　　　　　　　　　　（！）

　　　　　　——“有害的邪说”

　　　　　　——“阴暗的思想和希望”。

2.但——“现在条件有利于”

　　——“激起并助长不满情绪”。

3.（这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

4.“很遗憾，我们知道得太少”。

　　　[“遗憾……”］

5.（α）“工人脱离了他们农村的家园……”“生活在……特殊的 社会伦理气氛
 之中，这种气氛的形成……是由于……群众的聚集，他们彼此之间 
不是被切实的社会利益

 而是被机器的共同性；宫结在一起”。

　（β）“乡下人脱离了农村及其 
简朴的但是独立的

 社会经济利益和关系”。

6.对 
异族人

 的卑鄙的袭击。

[“粗暴的和贪婪的”。］

7.（γ）资本主义：对最大限度的劳动付给最低限度的工资……失业时得不到救助。

　　所以（1）脱离农村（α）。

　　　　（2）脱离“简朴的”关系（β）。

　　　　（3）受资本的奴役（γ）。

8. 
纲领

 ：“ 
国家的关心

 ”。

　　　　　　　“坚持”。

9.“诸如……”1861年（！！）

　　　　“英明的信念”。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385—387页















[143]这里和下面开列的是载有关于俄国各城市工人和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的通讯和报道的《火星报》的号数。——348







《列宁全集》第5卷


《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材料

（1901年6月）


1

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144]


自由派关于地方自治机关残余的见解

　　
［注：这个最初的标题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



我们杂志编辑部发表了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题为《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的秘密记事（1901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记事论述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意义和关于不应在边疆地区设立地方自治机关的问题。这是一部洋洋大观的著作（共212印刷页），它系统地汇集了证明地方自治机关的立宪性质和它与专制制度互不相容的种种看法和事实。尔·恩·斯·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机密文件本身，又提供了它的出版经费，并且为记事加了一篇很长的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序言（44页）。我们不得不较为详细地来考察一下这篇序言，由于加上了这篇序言，整部著作失多于得。

而这部著作总的来说还是很有意思的 
［注：以下文字没有保存下来。——俄文版编者注］

 …………………………………………较为有意思的几点 
［注：以下文字没有保存下来。——俄文版编者注］

 ………………………………比较不太重要：因为是照搬外国观察家和学者的一般评论。请看，麦肯齐·华莱士，一本有名的（当然，不是对俄国公众而言）论述俄国的英文书的作者，关于地方自治机关是这样说的：“这一机关按其形式来说是纯粹议会式的，就是说它是由居民代表会议组成的。”再看一看法国国家法问题著作家德蒙班（Démombynes）的评论：“设立省和县的地方自治会议，可以看作是改革时代的起点，改革势必要一直扩展到立法权。”再来参看一下普鲁士的历史情况。早在1808年，这里就实行了城市自治，进行这一改革的施泰因曾把它同未来实施宪法联系起来。从城市自治必然逐渐过渡到省议会。这些省议会尽管是由贵族组成的，但从1842年起便开始提出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的请求。于是只好在柏林建立所有这些省议会的委员会联席会议，但联席会议对政府向它提交的问题只有咨议权。“这一联合的邦议会，不满足于自己的咨议作用，开始谋求参加最高管理的实权，起初是以恭谨的感恩戴德的呈文形式，后来便采取直接对抗国王的愿望和意志的办法。”联席会议开过三年之后，这个咨议性的邦议会便成了1848年的立宪议会”。 
［注：顺便指出，记事的作者维特先生在叙述施泰因在普鲁士的改革的意义和引用历史学家特赖奇克的观点时，全部抄袭了德拉哥马诺夫的秘密著作，却未指明这一著作
 （参看《记事》第36—37页和德拉哥马诺夫的文章《专制制度、地方自治和独立法庭》，第55—56页）。只是在几页之后，记事的作者才引用德拉哥马诺夫的话（不说自己已经颇为得益地“利用了”他的文章），并承认他在1889年的做法是正确的，当时德拉哥马诺夫卷入《俄罗斯通报》[145]同《欧洲通报》[146]关于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能否相容问题的论战，并声称，真理实际上是在前一机关刊物一边，“在俄国现在地方自治同君主专制制度确实是互不相容的，因为这种君主专制制度没有官僚阶级现在是不可思议的”。记事的作者维特先生不止一次地
 抄袭秘密的小册子，并直截了当地承认它们讲出了真理
 ，说它们的观点是公正的。（手稿上从“同《欧洲通报》”起至这一段末尾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



直截了当地说，必须公开承认，尔·恩·斯·先生 是在不体面地奉承广大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的政治偏见，正如《工人思想报》奉承广大工人群众的政治偏见一样
 。从革命社会民主党方面来说，纵容这种奉承，无论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都是极不明智的和犯罪的行为。根据这种偏见，似乎设想出伟大的改革并不是为了官僚制度的更大胜利，似乎地方自治机关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似乎地方自治机关的存在提供了给予国家一部温和宪法的良好机会，似乎“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全俄地方自治机关”的口号可以成为在俄国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旗帜。


2

文章大纲

引言　　　　　　　　　　　　　　1—3

外国人的评论　　　　　　　　　　4—5 
［注：这一行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



60年代的自由派运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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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势力………………………………24—29——反动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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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革命运动和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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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关于地方自治机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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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由言论》杂志摘录[138]



兹·斯·《官员们同地方自治机关战斗的18年》
 。《自由言论
 》第53期——（1883年1月20日）

[还出版过单行本]



……众所周知……1864年的地方自治机关条例根本没有提供社会舆论所要求的东西……

……政府通过其半官方机关刊物如《北方邮报》甚至通过省长们之口，指出新的机关只是一种试验，就象是代议机关的学校，以此来消除已经产生的种种担心 
［注：兹·斯·指的是社会对改革的不彻底性的种种担心。］

 ，并暗示要扩大这些机关……（《自由言论》第53期第6页）

……在中部的8个省，占有地产119880平方俄里并代表93900人的私人占有者，有1817个议员；而拥有土地181440平方俄里、总数为5800000人的农民，却总共只有1597个代表……（第55期第6页）

在第57期（该文第6节）里， 兹·斯·
 详细叙述了地方自治机关在向地主追索欠税方面束手无策的情况，指出对私有主土地和对农民土地课税确有不公平的情况：

雅罗斯拉夫尔省罗斯托夫县——属于农民的土地估价12卢布（交纳13戈比），份地——16卢布（20戈比），地主土地——10卢布（11戈比！）。






	　
	农民的土地
	地主的土地
	　



	弗拉基米尔省弗拉基米尔县
	18.2
	9.4
	（每俄亩平均估价，按卢布计算）



	弗拉基米尔省苏兹达利县
	16.9
	4.7
	　



	弗拉基米尔省科夫罗夫县
	12.3
	3.6
	　



	弗拉基米尔省维亚兹尼基县
	12.8
	5.9
	　



	弗拉基米尔省戈罗霍韦茨县
	13.3
	6.2
	　



	弗拉基米尔省穆罗姆县
	14.1
	6.7
	　



	弗拉基米尔省波克罗夫县
	10.3
	2.8
	　



	弗拉基米尔省亚历山德罗夫县
	10.4
	4.0
	　







等等。在卡卢加省，地方自治机关甚至向农民征收人头税。


　　“然而，这一决定遭到省长的反对，这就为官僚们提供了口实，借以充当使人民群众免受地方自治代表机关不公正待遇的保护者——虽然地方自治代表机关由于法律以及这些官僚们的故意刁难，只具有狭隘等级的性质。”（第57期第6页）



　　第7节（第59期）——关于国民教育：
　　1864年的国民学校条例是“官僚原则、教权主义意图和地方自治机关学校的利益之间的一种奇特的妥协，然而，把这一妥协同后来制订的法令相比，特别是同1874年的条例相比，各地方自治机关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惋惜”（第8页）。“1869年设立了国民学校督学，每省设一名。1871年，国民教育部通过向这些新设立的国民学校督学颁发训令，暗中破坏1864年的条例”（第59期第8页）——同时，撤换教员的权力……“设置学校警察的新制度
 立即大显神通——到了1873年，由于他们之中的一位德鲁日宁先生的报告，就发生了一起关闭勒热夫市一所地方自治机关的技术学校的事件，理由是地方自治局没有执行督学的要求，开除被诽谤者”



[原文如此？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被德鲁日宁先生诽谤的学生”。



　[被诽谤者，用兹·斯·先生的话来说（从以后的行文里可以看出），就是被诬蔑者：“诽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第60期（续完）。

1873年12月25日的诏书几乎没有任何结果（由于“我们的贵族代表十分消极”），“除了在某种程度上鼓励对校内活动分子进行告密之外”（第11页）。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怎样，社会上有过欢迎这一诏书的呼声，希望毕竟！是地方自治因素的贵族代表能够使无疑是警察因素的国民学校督学失去作用。”



　　1874年颁布的国民学校条例“ 把这些期望也给打碎了
 ”——它使校长和督学得以独揽学校的管理大权。督学方面的警察式的胡作非为的例子（最好也不过是一种文牍主义）。


兹·斯·
 的结论—— 
国家

 自治的必要性……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388—394页















[144]这份材料看来是《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开头部分的另一种稿本。——351。



[145]《俄罗斯通报》杂志（《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是俄国文学和政治刊物，1856年由米·尼·卡特柯夫在莫斯科创办，起初为双周刊，1861年起改为月刊。该杂志初期持温和自由派立场，期待自上而下的改革，1862年起变成了反动势力的喉舌。1887年卡特柯夫死后，该杂志曾迁到彼得堡出版，1906年停刊。——353。



[146]《欧洲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353。







《列宁全集》第5卷


《农奴主在活动》一文材料

（1901年8月）


1

培植地主


对高贵的贵族的新赏赐

　　1901年6月8日法令的要点。



	（A）出售　（B）出租　




	

}


	托博尔斯克省、托木斯克省、草原总督管区
 [147]、伊尔库茨克总督管区和阿穆尔河沿岸总督管区（第1条）
 。







可见，都是西伯利亚最好的地方





	（A）（1）拍卖（第8条）（2）按自由价格

｛对工厂、农业企业而言（第9条）｝




	（a）数额达3000俄亩（！）（第5条）——而经特别许可数额还要多（第6条）

和

（β）同农民的土地交错在一起
 （第4条）。

（γ）
此后

 不得给予或
售予

 异族人（第7条）。

｛ 亦不得给予或售予非俄罗斯臣民。｝

［ 第9卷第762条[148]，可见，也包括括括
犹太人

 。］













	要点：1．关于贵族份地的特别会议。

2．数额：3000。期限——99年。

3．优惠出售（37年）。5年之内租金＝0。

4．特权［＞3000；按自由价格；＞1年；出租］；

与1有关？5．只给贵族，
不

 给异族人。

6．“交错在一起。”出租一茬土地。




	《
俄罗斯新闻

 》
8月1日


在乌法省

（1个县！！！）[149]

私人占有者出售官地

获取

　587696卢布　　9

－ 63426卢布　　1

———————

＋524270卢布

两年之后，54000俄亩中卖掉39683俄亩＝72.5％。









（B）期限达99年（第13条）。


只
 给贵族……（第11条）（“从政府的意图来看是理想的……”）

租金不低于农民的代役租（第16条）。

租金在最初5年之内 
不予

 征收（第16条）。

违交租金的罚金（每月为 1
 / 2
 ％）， 一年
 以后收回……（第18条）

　　 但
 “在有特殊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允许延期至3年（第19条）。

转租［“一茬以上土地”注意，注意］——须经许可（第20条）。

租用土地上的工程设施由农业和国家产业部的官员检验（第21条）。

按5％出售并在37年内偿还（第25条）。

［而售价＝租金×20］（第23条）。

付款可延期1年（由国家产业管理局批准）至3年（由大臣批准）。

［法令已经贵族等级事务特别会议通过。］


2

培植地主


对高贵的贵族的新赏赐



［注：这个最初的标题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



1．颁布了关于西伯利亚土地拨给私人的法令，无论按其颁布时间还是按其性质来看，该项法令都极其重要（比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更为重要），值得注意。

2．我国政府对贵族的种种支持是由来已久的——又是贵族银行，又是糖的定额，又是授予地方官的职位，又是把酒销售给国家，等等，而现在又增加了一种赏赐：让居民 服从
 于地主。

3．新的法令 在造成
 一个新的剥削者阶级——靠千百万穷苦人的供养过寄生生活。

4．法令的要点。

       贵族份地（特别会议）。

       只对贵族出售（不对异族人）和出租。

5．数额——3000（！）。期限99年。

6．优惠出售（37年）和出租（5年免交租金）。

7．特权（付款延期；＞3000俄亩按自由价格等等）。

8．“交错在一起”和一茬土地。

9．可能的转卖。奉送。（乌法省的例子。）

评论意见

10．——（4）。

11．——（1）。

12．——（2）。

13．——（3）。

14．——（5）和（6）。

15．在危机和饥荒年代——这就是政府首先最关心的事情。

政府的真面目——农奴主本性在这里暴露无遗。

指出：

（1）同饥荒的对比。几百万的赏赐。

（2）同移民问题的联系。（由于劳动力在俄罗斯涨价而产生对移民的惧怕。）在西伯利亚造成一个 
稳定的

 雇佣工人阶级。

　　[“交错在一起”］ 
［注：这一条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



（3）同 政治
 “意图”的联系：在西伯利亚培养“地方”分子来同西伯利亚的“流放的”知识分子相抗衡。

（4）法令的颁布正是 在
 铺设铁路和废除流放 之后
 。 
［注：这一条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







	

	（5）使西伯利亚比较殷实和独立的农民降低到半农奴的水平。（6）暴露出俄国政府对大土地所有制的作用的真实看法，即把它看作是专横和掠夺制度的最好支柱，是束缚劳动群众的最好羁绊。










3

文章结尾部分的另一稿本

政府和它的支持者，倾向贵族的政论家（维护贵族利益的办报人），当然是竭力以种种冠冕堂皇的词句——谈论什么发展示范农场的经营水平——来掩盖这种赤裸裸的盗窃。在这里，所谓发展经营水平是指把半农奴制从俄罗斯转移到西伯利亚，使陷入贫困的农民走投无路，不得不在事实上象旧时那样去服劳役。靠公文命令和盗窃国家财产建立不了示范农场，拨给土地只能使贵族居间渔利，他们靠转卖大发横财，其手段之无耻更甚于他们非常鄙视的富农和高利贷者等等。即便土地不被转卖，建立的也不是示范农场，而是以盘剥农民为手段的经济，以各种高利贷勾当（贷款，贷粮换工等等）为手段的经济，亦即地地道道的富农经济。他们还谈论贵族领主分子的政治意义：在西伯利亚，当地知识分子中流放犯居多数，据说应该在那里建立国家政权的可靠支柱，即培植地方分子。这些关于大土地占有者的政治意义的议论所包含的道理比那些使用这一论据的人所想象的要多得多，也深刻得多。这种议论清楚地表明，警察国家依靠什么样的支柱才能存在：它必须造成一个大剥削者阶级，使这些人在一切方面都对政府感恩戴德，永远依靠政府（譬如说，在某种条件下政府可以从官地租户手里把土地收回），让他们用最卑劣的手段（高利盘剥，居间渔利，放高利贷）攫取收入，从而始终成为任何专横和任何压迫的可靠支持者。政府的亚洲式的政策需要有亚洲式的大土地占有制作为支柱，需要有“分配领地”的农奴制作为支柱（既然现在不能象上个世纪那样分配 有
 农奴 居住
 的领地，那就分配同农民居住地 交错在一起
 的土地，这些农民由于贫困将不得不去服同样的劳役）。所以我们准备同意《莫斯科新闻》和《公民》的说法，即从沙皇政府的政治意图来看培植地主的确是 必要的
 ，因为专制沙皇现在不采用农奴制的手段等等是支撑不住的。资产阶级（ 现代的
 ）对边疆地区空闲土地的政策就是将它们卖给农场主和农民，这些人形成大量的富足的居民（象在美国那样），对资产阶级的产品提出巨大的需求，引起整个工业生活的空前活跃。农奴制的政策则是限制移民，对居民的任何迁移实行官僚监护，把官地分配（直接分配或以出售和出租的形式）给用奴役手段攫取收入的大土地占有者。

新法令的特别重要意义也正是在于……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9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395—401页

















[147]总督管区是俄国的一种大的行政区划单位，包括一至几个省或州，由总督管辖。总督管区于1775年设置，1917年二月革命后撤销。——358。



[148]指《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9卷第762条：“属于居住在俄罗斯帝国的异族人有：（1）西伯利亚异族人；（2）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萨莫耶德人；（3）斯塔夫罗波尔省的游牧异族人；（4）游牧于阿斯特拉罕省和斯塔夫罗波尔省的卡尔梅克人；（5）内奥尔达的吉尔吉斯人；（6）阿克莫林斯克州、塞米巴拉金斯克州、谢米列奇耶州、乌拉尔州和图尔盖州的异族人；（7）外里海州的异族居民；（8）犹太人。”——359。



[149]1901年8月1日《俄罗斯新闻》第210号登载了该报编辑部的一篇短文，讨论1901年6月8日《关于西伯利亚官地拨给私人的法令》。短文以乌法省为例引用了一些材料，证明实施法令的结果是贵族获得巨额利润，农民群众却遭到贫困和破产。列宁摘录了这篇短文中的一些材料。——359。







《列宁全集》第5卷


对梁赞诺夫《两种真理》一文的意见[150]


（1901年9—10月）

页码

1．作者着重提出了马克思（关于两种途径）的话，其实这些话是在一定条件和 特殊
 情况下讲的。而作者竟歪曲事实，把关于两种途径问题的 提法本身强加给
 马克思。

7．“嘲笑”70年代的人物（扭转历史车轮），这证明 
不

 “仅仅毫无能力采取历史观点”，它还证明在理论上 贬低了
 70年代的人物（同40年代和60年代的人物相比）。

7ａ．作者强调米海洛夫斯基反对过瓦·沃·，却不提米海洛夫斯基更经常和在更大程度上是和瓦·沃·意见一致的，这是在给米海洛夫斯基涂脂抹粉。

8．这是惊人地歪曲事实：把“ 民意党
 ”和“到民间去”的覆灭 
悲剧

 竟记在米海洛夫斯基的帐上。文章是专门论述米海洛夫斯基的，此人的堕落恰恰是 
个人的

 因素，他命运中“可悲的东西”一钱不值，而可笑的东西倒有点价值。

9．把 痛斥
 米海洛夫斯基和“给70年代革命社会主义者一代人抹黑”混为一谈是 愚蠢的
 。

9．注意“他拒绝”深入研究革命的大多数人在合法著作中的反映。





	　　9—10．如饥似渴地倾听门外汉的意见的是一切“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和被放逐的人”

　　（70年代的）


	？？？





	　　13．“社会问题被个人问题所取代”（
直到页末

 注意）。（皮萨列夫精神。）


	│？？│



	　　15．……（皮萨列夫）“乐观愉快地宣扬个人幸福”。　　　　　　　　　　　　———“个人主义理想”。




	
│？？│







　　18．″″″″″″″“埋头于个人自我修养问题的人们”。24—25．（第3节）对（70年代） 革命者
 的空想社会主义作了说明，这种空想社会主义被混同于米海洛夫斯基思潮。

28—29．米海洛夫斯基常常“牺牲”一种真理。 
但是

 ，对他的活动的“后期”我们并不感兴趣。米海洛夫斯基只是作为70年代和80年代 青年
 中某一流派的代表才引起我们注意。

31．“自然给智慧”确定了哪些“界限”？（认识论。）

29—35．叙述“真理体系”。

35．……这个体系“力图在现实中寻找这样一种社会要素……”即一种“关心理想的实现”的社会要素。

41．从与尤佐夫之流的争论（枯燥无味的复述）——突然转向雅科温科（1886年）。

46—48．一类货色＝ 
特卡乔夫



　　　　接着是 阿克雪里罗得


　　　　　　　并转向社会民主党人。

　　　　这一切叙述得枯燥无味，而且很少涉及“上述二人”和 
米海洛夫斯基

 。

　　　　还有尼·—逊（第52页）！！——以及米海洛夫斯基根据他所作的结论（第53页）。

第5节，从第57—77页（第78—80页论“批评家”）——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枯燥已极，只是在第82页上才回到“ 
旧的真理

 ”上。

——第85页——我们反对把世界分为本体和现象[151]。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402—404页















[150]这篇文献是列宁对达·波·梁赞诺夫1901年夏为《曙光》杂志所写的《两种真理》一文提的意见。梁赞诺夫的文章没有被《曙光》杂志编辑部采用。



列宁在意见中所指出的页码是梁赞诺夫寄给《曙光》杂志编辑部那篇文章手稿的页码。——365。



[151]本体和现象是康德哲学中的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康德认为，本体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为人的认识所达不到的、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现象是自在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形成经验材料、再加上人的感性和知性的先天形式而产生的，是人的认识的对象。——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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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饥民作斗争》一文材料

（1901年10月）

8月17日的通令中有 
三个主要情况引人

 注目：

（A）官僚组织：省长、县贵族代表和地方官。

（B）确定缺粮和粮贷的标准。





	　[第5条和第10条]
	　 （“只要不饿死就成”。）　 （“挨饿吧，不过别饿死”。）









　　　　　　　　　 　　（C）“反政府的鼓动”。 [第16条]　　　 [须知这是谎言，因为利用救济来造反、举行游行示威等等是从未有过的事。］

 这不是在同饥荒作斗争，而是在同饥民作斗争，主要是在 同对饥民的救济作斗争
 。





	　　（与（A）有关。）
	（1）这些官吏都是公务压身，而且
主要

 是警察事务。
内务部

 最后来确定关于灾情的%的问题（2）各省省长：他们的关心获得成功的“最主要的条件”……所有其他官吏都听命于他们；根据他们的指示发放红十字会的救济；私人要晋见他们；开办食堂选用助手要由他们批准等等。

（3）各县贵族代表照管各县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县中央粮食管理局”］

（4）地方官——编造名册——主持本区的公共工程（第14条）。

（5）办公费用已作规定（第7条和第8条）。

（6）总的训令：节约使用拨款以及——“道德堕落”，“奢望”……










8月17日通令中的奇谈怪论

1.受灾范围（12个省）。

2.新折粮食机构违抗命令（1900年6月12日）。

3.“各项”（！）措施获得成功的“最主要的条件”——要各省省长采取“特殊的”措施（等等）

（第322条还谈到“提高城乡福利”，而第323条：把人民用粮的供应办法分为“一般的”和“特殊的”。）。

4.讨论哪些县是“受灾县”。“这个问题应由内务部最后决定”（！！）

（5）不算受灾县的——

　　　　1.＜1／3的乡

　　　　2.缺粮是“通常的”，“年年”靠“工资收入”购买不足的口粮

　　　　3.依靠地方财源能够过得去。

（6）“受灾县”的情况将公布于《政府通报》。

（7）各县主管粮食的专人——“ 
县贵族代表

 ”──→［＝“县中央粮食管理局”］。

　　　　　　　　　　　　　　供开支用——专款。

　　　　　　　　　　　　　　＋一次拨1000卢布用于“粮食公务”（原文如此！）。

（8）各省（有大量受灾县的）增加1000—1500卢布用于“省级机关办公费用”。

（9）过早编造名册的害处：“ 奢望
 ”等等。

（10）标准：（a）每俄亩的平均产量——平均用粮标准

　　　　　　（b）每户48普特

　　　　　　（c）48∶2。

　　　　　　（d）48∶2＝24。24—（33％—10％）……

　　“……不大会有任何夸大……”

（11）作播种用的不＞3口人份的1／ 2[根据有关农民的条例]。

　 　　　　　同时；（а）节约使用拨款；

　　　　　　（b）避免对殷实户发放会引起“道德堕落”的救济金。

（12）对“不领也能够过得去的”进行救济，“从国家的利益和需要的观点来看，其危害性不亚于”对真正的缺粮户不给予救济（！）

（13）公共工程……主要是从修路款项支出，它…… ＞250万（！！）

　　[仅此而已！］

（14）零星公共工程根据地方官的安排（“可能折和有益的工程”），

　　　钱由他们掌管。

（15）“通常”“非常大规模的”救济来自红十字会方面。

（16）“反政府的鼓动”（“往往”，“通常”）“激起不满和苛求”（“缺粮没有得到救济”，“不可避免的经济破坏”等等）。

官样文章，引用监护法令（其意义同于“禁止任何人酗酒”的法令），有长达18行的（还有36（！！）行的）复合句，打着官腔反复重复众所周知的事，大话连篇等等。“已阐明的目的”等等。↓






	　　例如，提醒——“各所属机关特别注意务必给予力所能及的协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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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5卷

年表

（1901年5月—12月）


1901年


5月—12月


列宁侨居慕尼黑，领导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争取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斗争；主持《火星报》的工作。


5月5日（18日）


致函米·格·韦切斯洛夫，同意《火星报》柏林协助小组出版通报的计划，指出这个计划必须从组织工作角度仔细研究，通报的纲领应同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编辑部声明草案中提出的纲领相一致，通报的出版和编辑工作由柏林协助小组临时负责；在《火星报》国外组织公开成立以后，通报要移交给新选出的书刊出版委员会负责。


5月6日（19日）


分别致函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和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建议他们在狱中要给自己规定一套正常的作息制度，每天除了锻炼身体以外，还要根据现有的书籍安排好学习，使学习内容多样化；向他们介绍学习外语的经验。


5月9日和15日（22日和28日）之间


致函《火星报》印刷厂，要求改变《火星报》第5号的文章编排次序。


5月11日（24日）


给在莫斯科的《火星报》代办员尼·埃·鲍曼复信，感谢他寄来关于《火星报》发行情况和收支情况的报告；详细询问他的工作近况：告知《火星报》编辑部经费发生困难，建议他节约开支，最好迁移到靠近俄国边境的地方去组织报刊的运送工作。


5月11日—17日（24日—30日）


会见“斗争”社领导人达·波·梁赞诺夫，就该社给《火星报》撰稿的条件问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的联合问题交换意见。


5月12日（25日）


函告苏黎世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斗争”社又打算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的联合问题进行谈判；同意召开这些组织的代表的预备会议；要求阿克雪里罗得催促“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尽快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询问《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的出版计划。


5月13日（26日）以前


着手撰写《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


5月13日—15日（26日—28日）


《从何着手？》一文作为社论在《火星报》第4号上发表。该文论述了在俄国建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具体计划。后来这个计划在《怎么办？》一书中又有了发展。


5月上半月


列宁迁移到施瓦宾（在幕尼黑市郊）居住。


5月15日（28日）


以《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函请罗·爱·克拉松对这两个报刊给以财力支援。

阅读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给阿斯特拉罕的莉·米·克尼波维奇的信，在信后附笔询问国内组织出版《火星报》的计划，强调必须为党的共同工作节约人力和物力。


5月19日（6月1日）


函请普斯科夫的潘·尼·勒柏辛斯基和彼·阿·克拉西科夫尽力搞好《火星报》的运送工作。

致函苏黎世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告知同意在《曙光》杂志第2—3期上刊登民粹派革命家弗·卡·杰博戈里－莫克里耶维奇的回忆录；介绍《火星报》第5号的内容，并请他催促“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尽快答复同意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代表预备会议。


5月23日（6月5日）


阅读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给斯摩棱斯克的Ｂ．Ｃ．克列斯托夫的信，在信后附笔具体指出通过边境秘密运送书刊的方法。


5月25日（6月7日）


致函在波多利斯克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感谢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寄来报纸，并请他今后继续寄些俄国报纸；还告诉从出版者那里收到250卢布，目前经济情况不错。


5月30日（6月12日）


函告格·瓦·普列汉诺夫《曙光》杂志第2—3期补充一篇柳·伊·阿克雪里罗得反对尼·业·别尔嘉耶夫的文章。


5月底


撰写《新的激战》一文，摘录《新时报》，起草文章的详细提纲。


5月


在慕尼黑的施瓦宾第一次会见罗莎·卢森堡，商谈请她给《曙光》杂志撰稿的问题。

春季

在慕尼黑经常同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广泛交谈各种问题，向她介绍《怎么办？》一书的提纲和写作情况。


5月—6月


指导向国内运送《火星报》的组织工作。

同《火星报》巴库小组商谈由弗·扎·克茨霍韦利筹办的巴库秘密印刷所翻印《火星报》的问题。

多次致函各地《火星报》代办员，指示他们把已出版的各号《火星报》的材料交基什尼奥夫《火星报》秘密印刷所翻印。


6月4日（17日）


致函《火星报》柏林协助小组代表米·格·韦切斯洛夫，要求他详细报告《火星报》的工作和将来的各项计划。

修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奥列霍沃－祖耶沃的《火星报》代办员伊·瓦·巴布什金的信。信中通知巴布什金，《火星报》发表了他写的通讯；请他撰文批驳《俄国财富》杂志刊载的诽谤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的文章；还问他最近几号《火星报》收到没有，有没有工资收入。


6月4日（17日）以后


从1901年6月17日《泰晤士报》第3683号上摘录有关圣彼得堡工潮的材料。


6月5日和9日（18日和22日）之间


致函巴库的列·叶·加尔佩林，认为寄运的书刊还有可能收到；询问《火星报》在高加索翻印的计划；建议尽一切力量为《火星报》筹集经费和寻找新的运送路线。


6月11日（24日）以后


从1901年6月24日《法兰克福报》第173号上摘录有关圣彼得堡工潮的材料。


6月12日（25日）以前


阅读寄自彼得堡的一个工人的来信，信中热烈赞扬《从何着手？》一文和《火星报》第4号。


6月12日或13日（25日或26日）


致函莫斯科的尼·埃·鲍曼，告诉他书刊有可能运过国境，请他检查这条运送路线和安排书刊的接收工作。


6月24日（7月7日）以前


参加制定《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等组织联合的方案。

会见路过慕尼黑的卡·考茨基，同他就社会民主党的各种活动包括他为《曙光》杂志撰稿的问题交换意见。

撰写《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


6月24日（7月7日）


致函日内瓦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告诉他国内有消息说要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请他尽快把党纲草案拟定出来；还告诉他《曙光》杂志第2期的内容。


6月24日和26日（7月7日和9日）


向《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提出关于尽快制定党纲草案的问题。


6月24日—8月17日（7月7日—8月30日）


在《火星报》编辑部讨论《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时，列宁和编辑部其他成员在对自由派的态度问题上发生分歧。列宁拒绝改变文章基调和对自由派的原则立场。


6月26日（7月9日）


会见从伦敦途经慕尼黑回国的《火星报》代办员维·巴·诺根和谢·瓦·安德罗波夫，商谈回国后如何在各地开展工作的问题。

致函苏黎世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告诉他《火星报》第6号和《曙光》杂志第2—3期的内容；还告诉他国内正议论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问题；请他同格·瓦·普列汉诺夫一起加紧拟定党纲草案的工作。


6月26日（7月9日）以后


把《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寄给日内瓦的格·瓦·普列汉诺夫。


6月29日（7月12日）以前


参加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组织新章程草案的起草工作。


6月30日（7月13日）


致函日内瓦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告诉他已开始写《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感谢他要寄来维·米·切尔诺夫引用的有关法国和比利时的材料；请他把威·李卜克内西的《论土地问题》一书寄来并对《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提出意见。


6月


列宁论述奥布霍夫炼钢厂工人举行罢工遭到沙皇政府镇压的《新的激战》一文和《机密文件》一文在《火星报》第5号上发表。


6月—9月


撰写《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批评修正主义者，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并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土地纲领奠定了基础。

写反驳谢·尼·布尔加柯夫的《资本主义和农业》一书的意见提纲。


7月8日（21日）


致函苏黎世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请他把威·李卜克内西的《论土地问题》一书寄来，把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记录、《先驱》杂志以及为写《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所需要的书籍寄来。


7月12日（25日）


致函日内瓦的格·瓦·普列汉诺夫，感谢他寄来关于土地问题的书籍，告诉他正在集中精力撰写《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认为对修正主义者应当狠狠批判。


7月13日（26日）


致函苏黎世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告知已对《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作了某些局部修改，在枝节问题上缓和了一些，但不作原则性的修改；强调自由主义对社会的影响和经济主义对工人的影响是一样的，都必须予以抨击。


7月14日（27日）


阅读并修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彼得堡维堡区的奥·亚·恩格贝格的信，信中谈到如何更好地改善向国内运送《火星报》和其他书刊的问题。

在慕尼黑的《火星报》编委开会讨论《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并决定在《曙光》杂志上发表。


7月下半月


复函维尔诺的谢·奥·策杰尔包姆，批评在彼得堡筹建《火星报》俄国组织的地区机关报的计划，认为这个计划是不现实的和狭隘的，强调在俄国更好地运送和发行《火星报》极为重要。


7月17日（30日）以前


撰与《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的后记。这篇后记没有找到。


7月17日（30日）


致函住在瑞士沃州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对他已和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会面并开始撰写党纲草案表示高兴；感谢他寄来有关土地问题的书籍；告知马上就把Ｂ．库列曼的《工会运动》一书寄给他；认为必须对宣扬唯心主义迷惑人的宗教神秘主义哲学家尼·亚·别尔嘉耶夫进行批判。

致函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告知决定在7月26日和30日（8月8日和12日）之间去苏黎世秘密会见宣传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自由社”的组织者尔·纳杰日丁，然后会见阿克雪里罗得。


7月18和30日（7月31日和8月12日）之间


修改并补充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执笔写给巴库的列·叶·加尔佩林的信，代表《火星报》编辑部同意巴库秘密印刷所使用从国外寄回去的纸型翻印《火星报》；解释这种印刷方法的优越性和尽快使用这种方法的重要性。

参加制定《火星报》俄国组织章程草案。该草案于1901年8月寄回俄国。

阅读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以《火星报》编辑部的名义写给基什尼奥夫的列·伊·戈尔德曼的信；在信后附笔，认为最重要的是尽快拿到在俄国境内出版的《火星报》。


7月


《宝贵的招供》一文在《火星报》第6号上发表。


8月11日（24日）


致函正在瑞士海利根施文迪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征求他对尤·米·斯切克洛夫的《那么，从何着手呢？》一文的意见，并谈到尤·奥·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和维·伊·查苏利奇所采取的纵容姑息的策略和自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说这篇文章是卑鄙的、变节的，另一方面又主张在《曙光》杂志上发表。列宁还提醒要尽快制定党的纲领。


8月13日（26日）以前


列宁给格·瓦·普列汉诺夫寄去自己对他的《Ｃａｎｔ反对康德或伯恩施坦先生的精神遗嘱》一文的意见。这篇文章准备在《曙光》杂志第2—3期上发表。


8月17日（30日）以前


《危机的教训》一文在《火星报》第7号上发表。


8月17日（30日）


致函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告诉他《火星报》第7号已经出版和《火星报》第8号将要刊登的内容；还说自己完全陷在土地问题上面了。


8月19日（9月1日）


致函在波多利斯克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请她到彼得堡去，向司法机关控告在审理玛·伊·乌里扬诺娃和马·季·叶利扎罗夫一案中的非法行为；告知自己将到瑞士安·伊·叶利扎罗娃那里去一趟。


8月27日（9月9日）以前


撰写《农奴主在活动》一文；摘录1901年6月8日沙皇政府颁布的关于西伯利亚官地拨给私人的法令；写提纲和文章的另一种稿本。


8月28日（9月10日）


《农奴主在活动》一文和《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短评在《火星报》第8号上发表。


8月


把《火星报》俄国组织章程草案寄给《火星报》代办员，请他们讨论并将意见寄来。


8月—10月


准备付排《曙光》杂志第2—3期。


9月3日和23日（9月20日和10月6日）之间


多次会见从西伯利亚流放回来的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夫妇，同他们商谈关于建立《火星报》国内组织的计划。


9月8日（21日）


致函在波多利斯克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诉她从安·伊·叶利扎罗娃那里得到的关于玛·伊·乌里扬诺娃和马·季·叶利扎罗夫的案件已侦讯完毕并移交给检察官的消息，认为请求保释他们的申请有可能获准；请母亲到彼得堡去进行保释活动，并告知彼得堡熟人的地址。


不晚于9月16日（29日）


在慕尼黑会见埃·李·古列维奇，就他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撰稿问题同他交换意见。


9月16日和19日（9月28日和10月2日）之间


离开慕尼黑去苏黎世，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


9月20日（10月3日）


在苏黎世出席《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及“社会民主党人”等组织的代表会议。会议委托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上发言。


9月21日（10月4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崩得和“斗争”社）“统一”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记下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对日内瓦代表会议决议提出的修正案；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代表解释他们对日内瓦代表会议决议的态度和对经济主义的态度；发言批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立场。


9月21日和23日（10月4日和6日）


出席《火星报》编辑部全体编委会议。会议讨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出版以及建立统一的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的问题。


9月22日（10月5日）


出席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代表及“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一起在宣读同“联合会”彻底决裂的声明以后，退出“统一”代表大会会场。


9月22日或23日（10月5日或6日）


出席《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及“社会民主党人”的成员会议，这两个国外组织统一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

致函代表大会秘书柳·伊·阿克雪里罗得，请她将“统一”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寄到慕尼黑；告知自己即将离开苏黎世返回慕尼黑。

从苏黎世返回慕尼黑。


10月2日（15日）以后


阅读尔·马尔托夫以《火星报》编辑部名义写给彼得堡《火星报》小组的、关于询问该小组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关系的信；在信后附笔要求向《火星报》编辑部报告“协会”中有哪些派别，其代表性如何，是否有能干的和有威信的人物等。


10月8日（21日）以前


把刊载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的《新时代》第1期寄给格·瓦·普列汉诺夫。


10月8日（21日）


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谈《火星报》编辑部的工作问题、自己给《曙光》杂志第2—3期写《内政评论》一文的打算和《怎么办？》一书的写作进程。


10月8日（21日）以后


为《曙光》杂志撰写《内政评论》一文。


10月9日（22日）


接到柳·伊·阿克雪里罗得关于告知缺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的某些文件，因此在短期内不能写好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来信；复信建议她按先后顺序复制提交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所有文件和声明，缺少的文件可向大会秘书加·达·莱特伊仁和费·伊·唐恩索取，搜集到的材料尽快寄日内瓦出版。


10月20日（11月2日）


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询问党纲草案的起草工作何时结束，告知自己已写完《内政评论》一文。


10月20日（11月2日）以后


撰写《评〈自由〉杂志》一文。


10月21日（11月3日）


致函巴黎的埃·李·古列维奇，告诉他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的成立并不影响他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之间的撰稿关系，问他是否愿意继续撰稿。

函告日内瓦的格·瓦·普列汉诺夫，他去布鲁塞尔参加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路费已经寄出。


10月31日（11月13日）


收到埃·李·古列维奇表示同意继续为《火星报》撰稿的复信。


10月


会见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来的北方工人协会代表弗·亚·诺斯科夫，同他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出版有关的问题交换意见；听取关于北方工人协会工作情况的介绍。

撰写《同饥民作斗争》一文。

《同饥民作斗争》、《答圣彼得堡委员会》、《国外情况》三篇文章在《火星报》第9号上发表。


11月6日（19日）


函请格·瓦·普列汉诺夫对寄去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亚·尤·芬－叶诺塔耶夫斯基的《现代工业危机》一文提出意见，告知《火星报》大多数编委和撰稿人都赞成立即将“统一”代表大会的文件印出来。


11月14日（27日）


复函柳·伊·阿克雪里罗得，感谢她寄来她的《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及其发展》一书；告知自己正在写《怎么办？》一书。


11月18日（12月1日）


函告日内瓦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同意他对亚·尤·芬－叶诺塔耶夫斯基文章所提的意见，请他负责修改；认为《火星报》经济栏和历史栏的内容都很贫乏，需要加以改进；要他尽快将党纲拟定出来。


11月20日（12月3日）以前


《苦役条例和苦役判决》一文在《火星报》第10号上发表。


11月20日（12月3日）


《芬兰人民的抗议》一文在《火星报》第11号上发表。


11月27日（12月10日）以前


致函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格·瓦·普列汉诺夫，建议普列汉诺夫去参加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告知《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也将召开会议，为此，希望普列汉诺夫去布鲁塞尔开完会以后，再回到幕尼黑参加编辑部会议；也请阿克雪里罗得届时来参加编辑部会议。随信寄去《曙光》杂志第4期的计划。这封信没有找到。


11月


审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的材料，准备把它印成小册子出版，并为这本小册子写序言。


11月—12月


加紧写《怎么办？》一书。


12月5日（18日）以前


《火星报》国内代表来函，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准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主要委员会的代表会议来解决各国外组织之间的分歧。列宁复函建议把会议推迟到详细分析各种分歧、彻底揭露工人事业派的全部危害的《怎么办？》一书出版以后；拟定保证《火星报》拥护者行动一致和《火星报》路线得以贯彻的一系列措施。


12月5日（18日）


致函基辅的因·格·斯米多维奇，对列·伊·戈尔德曼利用基什尼奥夫《火星报》印刷所印刷经济派的《前进报》表示愤慨，要求立即处理这种空前放肆的行为。


12月6日（19日）以前


以《火星报》编辑部的名义给格·瓦·普列汉诺夫写贺信，祝贺他从事革命活动25周年。


12月6日（19日）


收到格·瓦·普列汉诺夫12月4日（17日）关于社会党国际局即将开会的来信，复函告知已经去信请他到布鲁塞尔参加社会党国际局召开的这次会议，旅费已经寄去；邀请他会后再到慕尼黑参加《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会议，解决关于党纲、关于《曙光》杂志第4期内容等问题；还请他为《火星报》撰写一篇关于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短评。

函告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已请格·瓦·普列汉诺夫到布鲁塞尔参加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会后到慕尼黑参加编辑部会议，同时请他也到慕尼黑来开会，以便解决关于党纲、关于《曙光》杂志第4期内容等问题。

《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一文在《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


12月8日或9日（21日或22日）


《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内政评论》和《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题为《土地问题上的“批评家”先生们》，这是第一篇用“尼·列宁”署名的著作”）在《曙光》杂志第2—3期上发表。


12月10日（23日）


致函苏黎世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证实曾把一封写给格·瓦·普列汉渤夫的挂号信寄到他那里，请他向邮局查询一下；问他是否收到《曙光》杂志第2—3期，以及能否审阅《怎么办？》一书。


12月20日（1902年1月2日）


《游行示威开始了》一文和《关于“南方工人”的来信》短评在《火星报》第13号上发表。


12月21日（1902年1月3日）以前


收到基什尼奥夫《火星报》秘密印刷所翻印的第一份《火星报》第10号。　 

致函列·伊·戈尔德曼，指出改善《火星报》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强调《火星报》的整个前途取决于它能不能克服地方手工业方式和地区隔绝状态，真正成为全俄报纸。


12月21日（1902年1月3日）


致函列·伊·戈尔德曼，祝贺在俄国秘密印刷所翻印《火星报》第10号获得成功；指出《火星报》只有在国内建立一个巩固的核心，才能消除混乱现象。


12月31日（1902年1月13日）


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实践部分某些条文的草稿。


1901年年底


由列宁作序的《“统一”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小册子在日内瓦出版。


1901年


写《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提纲。

在慕尼黑同正在俄国并与彼得堡组织有密切联系的《火星报》代办员叶·德·斯塔索娃通信。

致函波尔塔瓦的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建议她作为《火星报》代办员前往敖德萨做地下工作。

召请《火星报》代办员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出国汇报敖德萨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两地贯彻《火星报》方针的情况。


1901年底—1902年初


读发表在《新时代》杂志和《前进报》上的卡·马克思和卡·考茨基关于制定社会民主党纲领问题的文章并作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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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例


· 前言



1901年

·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901年秋—1902年2月）






·序言


·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一）什么是“批评自由”？

　　（二）“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

　　（三）俄国的批评

　　（四）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

·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一）自发高潮的开始

　　（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三）“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业》

·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一）政治鼓动和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

　　（二）谈谈马尔丁诺夫是怎样深化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

　　（三）政治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四）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五）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

　　（六）又是“诽谤者”，又是“捏造者”

·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一）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二）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

　　（三）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

　　（四）组织工作的规模

　　（五）“密谋”组织和“民主制”

　　（六）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一）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气了？

　　（二）报纸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组织者？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式的组织？

· 结束语


· 附录：《火星报》同《工人事业》实行统一的尝试


· 对《怎么办？》一书的一个更正



1902年

·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


·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纲领草案的意见（1月上旬）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1月8日和2月18日〔1月21日和3月3日〕之间）

·对纲领草案的三个修正案（1月8日和2月18日〔1月21日和3月3日〕之间）

·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3月14日〔27日〕以前）

·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批评（3月14日[27日]以前）

·对纲领草案的土地部分的修正案（3月22日[4月4日]以前）

·对委员会的纲领草案的意见（3月30日〔4月12日〕）

·对委员会的纲领草案的补充意见（3月31日〔4月13日〕）

　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补充

· 评国家预算


· 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


· 答“一读者”


· 破产的征兆


· 俄国经济生活


1．储金局

· 《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报告


·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


· 答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的意见


· 一封给地方自治人士的信


· 关于“斗争”社


·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信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的传单《告俄国公民书》的引言


· 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人宣战？


· 革命冒险主义


·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二版序言


· 新罢工法草案



附录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材料（1901年12月—1902年2月）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二版序言要点（8月）

·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二版序言的未完稿（8月）


· 致英国博物馆馆长


· 《列宁全集》第6卷年表（1902年1月—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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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六卷

1902年1—8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　 ］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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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6卷

前言

《列宁全集》第6卷收入列宁1901年秋至1902年2月所写的《怎么办？》一书和1902年1月至8月的著作。

这一时期，俄国社会经济的一切矛盾开始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群众性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工人的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相互补充，显示了工人群众的自觉性和斗争性日益增高。1902年春天，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爆发的农民起义，席卷了拥有将近15万人口的165个村庄。自发的农民运动扩展到了许多地区。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因对行政当局不满而掀起的风潮十分猛烈。沙皇愈来愈频繁地动用军队来镇压罢工、游行示威和农民起义。整个俄国没有一个地方不回响着抗议专制制度暴行的呼声。列宁评述当时的情况时写道：“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暴风雨的时代：俄国的历史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现在的一年有时要超过平静时期的几十年。人们在给改革后时代的半个世纪作总结，在为那些将长久决定全国命运的社会政治大厦奠立基石。”（本卷第365页）在这样的时代，俄国社会中的三个基本阶级、三个主要政治派别即自由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在制定并推行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它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自由派资产阶级在日益发展的革命斗争的影响下着手组织自己的力量，开始制定自己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计划，进行温和的反政府活动。1902年年初，各民粹派团体的残余力量建立了社会革命党，在国外出版了自己的报纸《革命俄国报》和杂志《俄国革命通报》。他们是一批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想用知识分子同专制制度的单独决斗来取代群众的斗争。这个时期，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派面临的任务是从思想上彻底粉碎经济主义这个影响建立一个战斗的集中的政党的主要障碍，结束社会民主工党各个组织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状态，早日建立起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全体人民争取政治自由、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斗争，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

本卷开篇《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全面论证了建立新型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从思想上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教育和培养了坚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

在该书第1章，列宁阐明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意义，揭露了机会主义者所谓“批评自由”的口号的实质和危害性。列宁指出，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派在“批评自由”的时髦口号下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这与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本卷第8页）列宁揭露了俄国的经济主义是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经济派推崇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性，把经济斗争看得至为重要并对政治斗争作改良主义的解释，贬低社会主义意识的作用，贬低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使工人阶级在反对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解除武装。他们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传导者。列宁揭露了经济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想，论证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的意义，阐发了恩格斯关于社会民主运动的三种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理论斗争）密不可分的思想，特别强调了理论工作的重大意义。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来说，理论的意义显得尤其突出。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应当由工人政党来领导全体人民争取政治自由、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斗争。党如果不以创造性的态度来解决这一历史任务，如果不独立领会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全部经验，就不能成为解放斗争的领导者。党的使命是走在自发的工人运动的前面，给它指明道路，回答无产阶级碰到的一切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党的力量就在于它具有理论武装。列宁希望工人运动的领袖们特别要不断地增进他们对于各种理论问题的知识，时刻记住：“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本卷第26页）列宁写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本卷第23页）“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本卷第24页）

在该书第2章，列宁分析了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相互关系问题。经济派崇拜自发性，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可以自发地从工人运动本身产生并自发地在工人阶级中传播，反对给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列宁彻底批判了他们的这种机会主义观点。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学说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由学识丰富的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产生出来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产生出工联主义意识。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要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就必须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为工人运动没有同社会主义意识结合之前，它无力抵抗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通过学校、教会、报纸、文学艺术以及其他思想影响的渠道来压抑工人的意识，力图从精神上奴役工人。列宁写道：“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想思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本卷第38页）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在20世纪初期的迫切任务就在于，引导工人运动走上反对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的道路，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工人运动。

在该书第3章，列宁阐述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济形式和政治形式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揭露了经济派所谓“政治鼓动应当服从于经济鼓动”、“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言论是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是争取经济改良。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不是就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而言，而是就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而言。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本卷第54页）列宁指明，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所以社会民主党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通过对专制制度全面的政治揭露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列宁还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的革命联盟的思想，指出工人阶级应该作为争取政治自由的先进战士去领导一般民主运动，但一分钟也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工人阶级政党应该把俄国全体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民主斗争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结合起来，到居民的一切阶层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和鼓动，从政治上揭露专制制度，揭露沙皇俄国的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只有把这种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

在该书第4章和第5章，列宁论证了建立一个统一的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阐述了他在《从何着手？》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1页）中略述的建党计划。列宁彻底批判了经济派迷恋组织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反对建立革命家组织的机会主义观点。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本卷第128页）列宁认为，俄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政治领袖领导的组织。“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本卷第121页）根据俄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列宁认为建党应该从创办全俄政治报纸入手。按照列宁的计划，党应当是由少数领导人（主要是职业革命家）和广泛的地方组织网组成的。党的核心应当由有修养、有才干、有经验和经过考验的职业革命家组成。列宁指出，战斗的革命政党需要有坚强的有威信的领导。如果没有一个富有天才、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的集体，在现代社会中就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该书结束语部分，列宁对“怎么办？”这个问题回答说：结束思想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混乱，建立一个坚强而团结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

本卷收入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表明，列宁在制定党纲的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党纲规定党的性质、斗争要求和奋斗目标，规定党的政治路线、策略原则和组织路线。1901年夏，《火星报》编辑部制定出党纲草案。纲领的理论部分由普列汉诺夫执笔。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草案不能令人满意，它只是一般说明资本主义，没有指出俄国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矛盾和社会灾祸，对俄国资产阶级的作用估计错误，没有看到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表现摇摆，对作为工人阶级同盟者的农民估计过低。此外，它在说明一些原则问题时表述抽象，含糊不清。列宁主张“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毫不含糊地控诉俄国资本主义，向俄国资本主义宣战”（本卷第222页）。列宁认为工人阶级政党在自己的纲领中也要向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发出号召，所以不应当泛谈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应当着重指出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后果，说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说明资本使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使他们成为资本的奴仆，把他们推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靠拢无产阶级的政党。普列汉诺夫的草案虽然提出了全体劳动者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把工人阶级从整个人民群众中区分出来，从而缩小了工人阶级的作用，模糊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列宁认为纲领应当说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代表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利益，但不要把工人阶级混同于一般劳动者和被剥削者。他要求：“必须首先把自己同一切人划清界限，即仅仅把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专门单独地划出来，然后再说无产阶级解放一切人，号召一切人，邀请一切人。”（本卷第238页）工人阶级政党不只是代表工人阶级，而且是代表全体被压迫阶级向资本主义宣战，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领导权。在对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理解上，普列汉诺夫仅仅把重点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方面。列宁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还包括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对劳动者的领导。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纲领上的意见分歧，反映出双方对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动力、对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在准备这一革命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火星报》编辑部最后确定下来的纲领草案，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特点，明确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指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提到了俄国革命运动的特点，概括了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是列宁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中由他起草的土地问题部分的说明。这篇文章阐述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以前社会民主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政策的指导原则。列宁认为俄国的农民问题极其复杂，旧的农奴制残余根深蒂固。在俄国农村，农奴制关系同资产阶级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工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对这样错综复杂的问题，根本不可能采取简单的解决办法。列宁指出：阶级斗争是解决一切土地问题的指导原则；最近的主要目的是为农村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扫清道路，这个斗争是为了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为了给农村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扫清道路，就必须消灭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农奴制残余。列宁写道：“为了使我国的雇农和半雇农以后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最要紧的是社会主义政党现在就应当开始‘维护’小农，‘尽可能’帮助他们，不拒绝参与解决‘别人的’（非无产阶级的）各种迫切而复杂的问题，教育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把社会主义政党看作自己的领袖和代表。”（本卷第307页）为此，列宁在纲领草案中提出废除赎金、代役租和连环保等等的要求，提出建立农民委员会的要求，以便由它们把解决农村生活最迫切的问题掌握起来，首先是把割地归还给农民。实现这些要求，不是用改良办法，而是用革命办法消灭农奴制残余。列宁深刻分析了归还割地的要求和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批驳了马尔丁诺夫等人的反对意见。列宁着重指出，归还割地的要求恰恰是从农民的所有要求中抽出的能够起革命作用、因而应该得到无产阶级支持的东西，而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人忽视农奴制的最突出的表现和最厉害的残余。土地国有化的要求虽然在原则上完全正确，在一定时期完全适用，但是在专制制度下提出，在政治上是不妥当的。列宁认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只有作为资产阶级的措施而不是作为社会主义的措施，才是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原则上正确的要求，因为从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讲，我们要求的是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本卷第311页）列宁在本文中最后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掌握上述土地政策的一些原则，就能弄清楚农村错综复杂的关系，就能使革命宣传鼓动适合于这些关系，就能在农民中促进先是反对农奴主、继而发展成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起义的民主主义运动。

本卷论述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的文章还有：《〈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报告》、《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信》、《关于“斗争”社》等。

编入本卷的《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和《一封给地方自治人士的信》，是列宁论述社会民主党对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政府活动的策略的两篇文章。列宁指出，专制制度的利益常常不是同所有有产阶级的整个利益一致，而是同它们的个别阶层的利益一致。整个资产阶级的更广泛的利益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必然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反政府派。反政府派的主要支柱是地方自治人士。他们只进行合法的抗议活动。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必须掌握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的领导权，鼓励自由派资产阶级中间所表现的不满和抗议，用工人积极参加的办法支持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一切抗议，同时批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怯懦：“应当善于在任何一个自由派打算移动一寸的时候及时抓住他，强迫他移动一尺。如果他固执不动，我们就抛开他，越过他而继续前进。”（本卷第252页）

《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人宣战？》和《革命冒险主义》两篇文章，深刻地剖析和批判了社会革命党在理论和纲领上的机会主义和在策略上的冒险主义。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是没有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他们离开了革命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总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冒牌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民粹派之间脚踏两只船。他们不承认阶级斗争这个唯一真正革命的原则，否认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不懂得俄国真正革命的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党是把社会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党，这就使他们脱离了工人运动，而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作为依靠。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轻视理论的态度只会加强资产阶级思想对劳动人民的影响，妨碍无产阶级理解自己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腐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列宁认为：“社会革命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上的不坚定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庸俗化的表现之一。”（本卷第363页）列宁还对社会革命党人把恐怖手段列入自己的纲领作了批判，指出“现在的恐怖主义者就是改头换面的地道的‘经济派’”（本卷第371页）。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曾经指出，“经济派”崇拜自发的“纯粹工人运动”，而恐怖主义者崇拜那些不善于或者没有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的自发的狂热情绪。列宁斥责个人恐怖的策略导致革命者脱离劳动群众，削弱发动群众攻击专制制度的革命工作。列宁号召社会民主党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警惕并揭穿社会革命党人的冒险主义，并且应当记住，“革命政党只有真正领导革命阶级的运动，才无愧于自己的称号”（本卷第373页）。列宁满怀信心地指出，社会民主党人不会迷恋于恐怖手段，他们一定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把革命者的战斗组织同俄国无产阶级的群众英雄主义结成一个整体。列宁在文章中还批判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他分析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的错误是：把土地社会化和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混为一谈，把农民关于小规模平均使用土地的朴素思想同社会主义关于全部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和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学说混淆起来，用发展合作社来代替阶级斗争。列宁认为，提出彻底的社会主义纲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这就是：对于最终目的要有明确的思想，对于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要有正确的了解，对于当前的实际形势和最近的任务要有确切的概念。而社会革命党人一条也不具备。列宁认为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可以作为一切社会主义者的教训和借鉴，可以作为无思想性和无原则性的后果的鲜明例证。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二版序言》一文对1897年到1902年这五年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及其力量的深刻变化作了阐述，对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冒险主义和俄国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民主自由主义思潮作了剖析。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肃清经济派的影响之后需要特别注意俄国那些非社会民主主义的秘密派别。一方面必须同“社会革命党”这一个或这一类派别进行斗争，直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使它们失去任何基础为止，另一方面坚决揭露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任何不彻底的表现，削弱他们同君主制达成协议的任何企图，推动他们要求实行欧洲资产阶级那种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活动。列宁明确提出，摆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面前的当前任务就是：结束自己队伍中的任何涣散和动摇的状况，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并在组织上合并，全力以赴地联合所有进行实际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使他们的活动深入和扩大，同时密切注意向尽量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说明社会革命党人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真正意义。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所收文献增加14篇。《附录》中的一部分文献表明，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的制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抽象议论。

 





《列宁全集》第6卷


怎么办？

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

[1]




（1901年秋—1902年2月）






	　　“……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党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党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

（摘自拉萨尔1852年6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










序言

照作者的原定计划，这本小册子要详细发挥《从何着手？》（1901年5月《火星报》 
[2]

 第4号）一文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页。——编者注］

 中所谈的那些思想。我们应当首先向读者致歉，在那篇文章中许下的诺言（这个诺言在答复许多私人询问和信件时也一再重复过）履行得迟了些。推迟的原因之一，是去年（1901年）6月间曾经试图把所有的国外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统一起来 
[3]

 。当时自然要等待这次尝试的结果，因为这次尝试如果成功，我们也许就要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说明《火星报》的组织观点；无论如何，这次尝试成功就有希望很快消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两个派别的现象。读者知道，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而且，正象我们在下面将要竭力证明的那样，《工人事业》 
[4]

 在第10期上重新转向“经济主义”以后，这次尝试也不能不以失败告终。同这个模糊不清、缺乏明确性、可是却比较顽固并能在各种形式下复活起来的派别作坚决的斗争，已经是绝对必要的事情了。因此，本书的原定计划也就有所改变并且大大地扩充了。

本书的主题，本来应当是《从何着手？》一文中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即我们的政治鼓动的性质和主要内容问题，我们的组织任务问题，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的计划问题。作者早就关心这些问题，还在筹划《工人报》 
[5]

 复刊时就曾想在这个报上提出来，不过这次复刊的尝试也没有成功（见第5章）。原来设想在本书中只分析这三个问题，并尽可能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不采用或者几乎不采用论战方式，但是由于下面两个原因，这种设想根本无法实现。一方面，“经济主义”比我们设想的要顽强得多（我们用“经济主义”这个词是广义的，在1901年12月《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一文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那篇文章可以说是定出了本书的大纲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324—331页。——编者注］

 ）。现在已经很明显，对于解决这三个问题所以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根本对立，而不是由于局部的意见分歧。另一方面，“经济派”对于《火星报》实际宣传我们的观点表示茫然不解，这显然表明：我们往往简直是各讲各的话；如果我们不从头讲起，那我们就 不可能
 谈出什么结果；必须作一次尝试，用尽可能通俗的方式，用大量具体的例证，来就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的 一切
 根本之点，向 所有的
 “经济派”作 系统的“说明”
 。于是我就决定作这样一次“说明”的尝试，虽然我明明知道，这会使本书的篇幅大大增加，并且使出版日期推迟，但是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 别的办法
 来履行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许下的诺言，除了为出版迟缓致歉之外，还要为本书文字修饰方面的很多缺点致歉，因为我不得不 非常匆忙地
 写作，而且经常被其他各种工作所打断。

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分析，仍然是本书的主题，但是我不得不从两个比较一般的问题谈起：为什么象“批评自由”这样一个“无害的”和“正常的”口号，对我们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战斗的信号？为什么我们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对自发的群众运动的作用这个基本问题上都谈不拢？其次，阐述我们对政治鼓动的性质和内容的观点，变成了说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阐述我们对组织任务的观点，变成了说明“经济派”感到满意的手工业方式和我们认为必须建立的革命家组织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再次，人们反对全俄政治报“计划”的意见愈没有根据，人们愈不从实质上回答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的我们怎样才能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我们所需要的组织的问题，我就愈要坚持这个“计划”。最后，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希望指明以下几点：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来防止同“经济派”完全决裂，但是这一决裂毕竟是不可避免的了；《工人事业》已经具有一种特别的、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作用，因为它最充分和最突出地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彻底的“经济主义”，而是那种构成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 整整一个时期
 的特点的混乱和动摇；所以我们同《工人事业》进行的乍看起来似乎是过分详细的论战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不彻底结束这个时期，我们就不能前进。


尼·列宁

1902年2月







[1]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的写作工作早在1901年春天就开始了，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曾预告要出这本书。后来由于情况变化，列宁修改了原定计划，直到1901年秋天才正式撰写。1902年1月列宁写完了这本书，2月撰写了序言。3月10日，《火星报》第18号登出了该书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消息。



1902—1903年，《怎么办？》在俄国各地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广为传播。不少人受了它的影响而成为《火星报》的拥护者。《怎么办？》一书对于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对于列宁火星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中、以及以后在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



《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对列宁这本书的评价有过分歧，可是这种分歧并没有越出《火星报》编辑部的范围。书中的主要论点，即关于工人运动的自觉因素和自发因素的关系的论点，关于党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的论点，已写进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而这个纲领草案是由普列汉诺夫起草、经《火星报》编辑部修订并得到全体成员一致同意的。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反火星派（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阿基莫夫）通过批评《怎么办？》来反对《火星报》编辑部所制定的党纲草案时，火星派（包括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都表示赞同列宁的这本书以及它对“自觉因素”即社会民主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作用问题的提法。可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当孟什维克开始对旧《火星报》的基本思想进行系统的修正时，普列汉诺夫却承担起“反驳”列宁《怎么办？》一书的观点的任务。1904年，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上声称他在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上同列宁早就有原则的分歧。1905年3月23日《前进报》第11号发表了瓦·瓦·沃罗夫斯基的文章《蛊惑宣传的产物》，对普列汉诺夫作了答复。这篇文章经列宁校阅、修改和补充过，列宁还给它写了一条很长的脚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关于党纲的历史》）。



1907年11月，列宁把《怎么办？》收入《十二年来》文集时，删去了第5章第1节《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气了？》，同时增加了5条脚注。他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里指出《怎么办？》的写作背景、它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并驳斥了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阵营中的著作家们对该书的攻击和歪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



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中，《怎么办？》这一著作是按1902年版刊印的，并参照1907年版作了校勘。——1。





[2]

 《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俄国《火星报》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后的《火星报》为新《火星报》。——1。





[3]

 1901年春天和夏天，由斗争社倡议和从中斡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崩得国外委员会、“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部等）举行了关于协议和统一的谈判。为了筹备召开实现统一的代表大会，上述各组织的代表于1901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会议，通称六月代表会议或日内瓦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必须在《火星报》的革命原则基础上团结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和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并谴责了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表现。但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在代表会议以后却加紧宣扬机会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1901年9月《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刊登的波·尼·克里切夫斯基的《原则、策略和斗争》和亚·马尔丁诺夫的《揭露性的刊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两篇文章以及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的修正和补充上。在这种情况下，火星派和工人事业派的统一已不可能。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于1901年9月21—22日（10月4—5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列宁（化名“弗雷”）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言揭露了联合会背弃六月代表会议决议的言行（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45—249页）。在代表大会宣布了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所作的修正和补充之后，《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组织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代表便宣读了一项特别声明，指出代表大会的机会主义多数不能保证政治坚定性，随即退出了代表大会。——1。





[4]

 《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　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杂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2。





[5]

 《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基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秘密报纸，波·李·埃杰尔曼、巴·卢·图恰普斯基、尼·阿·维格多尔契克等任编辑，在基辅出版。共出过两号：第1号于1897年8月出版；第2号于同年12月出版（报纸上印的日期是11月）。图恰普斯基曾受编辑部委派出国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得到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等给报纸撰稿的许诺。《工人报》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也有联系。《工人报》参与了1898年3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被这次代表大会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工人报》的印刷所被警察破获和捣毁，已编好待发排的第3号没能出版。1899年该报试图复刊，没有成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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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一）什么是“批评自由”？

（二）“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



（三）俄国的批评



（四）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














（一）什么是“批评自由”？

“批评自由”——这无疑是目前最时髦的口号，是各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争论中最常用的口号。乍看起来，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争论的一方一再郑重其事地引用批评自由更奇怪的了。难道在先进政党中，有人声言反对欧洲大多数国家用来保障科学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的宪法条文吗？凡是在街头巷尾一再听到这个时髦的口号而还没有深入了解争论双方意见分歧的实质的局外人，一定会想：“这里恐怕有问题吧！”“这个口号显然是一种特定用语，象代号一样，用习惯了，几乎成为一种普通名词了。”

其实，谁都知道，现代国际 
［注：顺便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一国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的现象，这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恐怕是唯一的而且也是非常令人欣慰的现象。从前，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
[6]

 之间，盖得派和可能派
[7]

 之间，费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
[8]

 之间，民意党人
[9]

 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论，始终纯粹是一国内的争论，所反映出来的，纯粹是各国的特征，这些争论可以说是在不同的侧面进行的。而目前（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英国的费边派，法国的内阁派
[10]

 ，德国的伯恩施坦派
[11]

 ，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互相吹捧，彼此学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这场同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进行的第一次真正国际性的搏斗中，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也许会大大加强起来，足以结束早已笼罩于欧洲的政治反动局面？］

 社会民主党中已经形成了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有时炽烈起来，火焰腾腾；有时又静息下去，在动人的“休战决议”的灰烬下面阴燃着。对“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采取“批评”态度的那个“新”派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地由伯恩施坦 讲出来了
 ，由米勒兰 作出样子了
 。

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政党。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颇为严整的“新”论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辩护。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他宣称“ 最终目的
 ”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 阶级斗争理论
 ，认为这个理论好象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意志进行管理的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的社会，等等。

可见，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既然很久以来，无论在政治讲台上或在大学讲坛上，无论在大量小册子中或在许多学术论文里，都一直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这样的批评，既然几十年来，有教养阶级的一代青年，都经常在受这种批评的熏陶，那么，社会民主党中的“新的批评”派一出世就非常完备，好象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 
[12]

 ，就毫不奇怪了。这种思潮，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因为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书刊上搬到社会主义的书刊上来的。

其次，如果说伯恩施坦的理论批评和政治欲望还有什么人不明白，那么法国人已经设法为“新方法”作了示范。法国在这一次也没有辜负它历来的名声，即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恩格斯为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写的序言）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0—291页。——编者注］

 。法国社会党人并不谈什么理论，而是直接行动起来；法国那种民主制发展程度较高的政治条件，使他们能够立刻转到带来种种后果的“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上去。米勒兰在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方面作出了一个极好的榜样，难怪伯恩施坦和福尔马尔都这么热心地、迫不及待地为米勒兰辩护，对他大加赞赏！的确，既然社会民主党实质上不过是个主张改良的党，并且应当有勇气公开承认这一点，那么社会党人也就不仅有权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而且甚至应当时时刻刻力求做到这一点。既然民主制实质上就是消灭阶级统治，那么社会党人部长为什么不可以用阶级合作的言词来博得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欢心呢？他为什么不可以甚至在宪兵屠杀工人的行为已经千百次地表明了各阶级民主合作的真谛之后，仍然留在内阁中呢？他又为什么不可以亲自参加欢迎那个目前被法国社会党人恰好叫作绞刑专家、鞭笞专家和流放专家（knouteur，pendeur　et　déportateur）的沙皇呢？而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受屈辱和自我抹黑为代价，以败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而社会主义意识则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为代价，换得的却是一些实行微小改良的冠冕堂皇的 草案
 ，这种改良微小到了极点，甚至比从资产阶级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还要少！

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就不会看不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的“批评”派无非是 机会主义
 的一个新的变种。假使判断人们的时候，不是看他们给自己穿上的漂亮礼服，不是看他们给自己取的动听的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那就可以明白：“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

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但正是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过最具有掠夺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过劳动者。现在使用“批评自由”一词，同样也包含着这种内在的虚伪性。假如人们真正确信自己把科学向前推进了，那他们就不会要求新观点同旧观点并列的自由，而会要求用新观点代替旧观点。现在这种“批评自由万岁！”的叫嚷太象那个关于空桶的寓言 
[13]

 了。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艰难险阻的道路紧拉着手前进。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根据自由通过的决议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同敌人斗争，而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呆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调和的道路。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竟叫喊起来：我们都到这个泥潭里去吧！当人们开始耻笑他们的时候，他们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多么落后啊！你们怎么好意思否认我们有号召你们走上比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啊，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甚至认为你们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





（二）“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 
[14]

 的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最近（第10期）郑重其事地提出的正是这个口号（“批评自由”），并且不是把它当作理论原则，而是当作政治要求提出来的，即在回答“能不能把那些在国外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统一起来”这一问题时提出来的：“要达到牢固的统一，就必须有批评自由。”（第36页）

从这个声明中可以得出两个十分明确的结论：1．《工人事业》维护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派；2．《工人事业》要求机会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两个结论。

《工人事业》“特别”不高兴的，是“《火星报》和《曙光》 
[15]

 喜欢预言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 山岳派
 和 吉伦特派
 
[16]

 必将决裂” 
［注：把革命无产阶级中的两个派别（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比作18世纪革命资产阶级中的两个派别（雅各宾派即“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提法，见《火星报》第2号（1901年2月）的社论。这篇社论的作者是普列汉诺夫。无论立宪民主党人
[17]

 、“无题派”
[18]

 或孟什维克，至今都很爱谈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至于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事实，现在人们却宁愿默不作声或者……把它忘掉。（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


　　《工人事业》编辑波·克里切夫斯基写道：“我们觉得，关于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有山岳派
 和吉伦特派
 的说法，根本就是一种肤浅的历史类比，它出自马克思主义者的笔下是很奇怪的，因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并不是象历史学家－思想家可能认为的那样，代表着不同的气质或思潮，而是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一方面是中等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小市民阶层和无产阶级。而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却没有阶级利益的冲突，这整个运动，它的一切
 〈黑体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用的〉派别，包括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在内，都是站在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第32—33页）



　　大胆的断语！波·克里切夫斯基是否听见过早已有人指出的那件事实，即正是由于近年来有“学士” 阶层
 广泛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伯恩施坦主义才非常迅速地传布开来呢？而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位作者究竟根据什么断定说“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也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呢？这是不得而知的。他坚决为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辩护，却拿不出任何的论据和理由。作者显然以为，他既然是在重复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自我表白时所讲的话，那么他的断语也就无须证明了。但是，判断整个派别，竟以该派代表人物自我表白时所讲的话为根据，这难道不是再“肤浅”不过的吗？紧接着的关于党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甚至绝对相反的类型或道路的“说教”（《工人事业》第34—35页），难道不也是再肤浅不过的吗？你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承认充分的批评自由，法国人却不承认，而正是法国人的例子充分表明那种“偏激行为的害处”。我们对此回答说，正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的例子表明，那些简直是“按伊洛瓦伊斯基方式”来研究历史 
[19]

 的人，有时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要解释德国社会党为什么统一和法国社会党为什么涣散，完全不必去考察两国历史的特点，不必把军事的半专制制度和共和的议会制的条件加以对比，不必分析巴黎公社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20]

 的后果，不必把两国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加以比较，不必回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空前发展”的同时进行了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空前努力的斗争，不仅反对理论上的错误（米尔柏格、杜林 
［注：当恩格斯抨击杜林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是倾向杜林的观点的，人们甚至公开在党代表大会上纷纷责备恩格斯，说他偏激，不肯容忍，用非同志式的态度论战等等。莫斯特等同志提议（在1877年的代表大会
[21]

 上）在《前进报》
[22]

 上不再登载恩格斯的论文，认为这些论文“绝大多数读者都不感兴趣”；而瓦尔泰希（Vahlteich）则说登载这些论文使党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说杜林对社会民主党也是出了力的：“我们应当为党的利益而利用所有的人。假如教授们要争论，那么《前进报》决不是进行这种争论的场所”（1877年6月6日《前进报》第65号）。你们看，这也是维护“批评自由”的例子，我国那些非常喜欢援引德国人的例子的合法的批评派和不合法的机会主义者，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例子！］

 、讲坛社会主义者 
[23]

 ），而且反对策略上的错误（拉萨尔），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必要！法国人所以争吵是因为他们偏激，德国人所以统一是因为他们都是些乖孩子。

你看，用这种无比深奥的议论就“避开了”把维护伯恩施坦派的言论完全推翻的事实。伯恩施坦派是否 站在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历史经验才能给予最后的彻底的解答。因此，在这一点上有最重要意义的正是法国的例子，因为只有法国一个国家的伯恩施坦派曾经在自己的德国同道们的热烈赞助下（而且有几分是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热烈赞助下——参看《工人事业》第2—3期合刊第83—84页），试图独自 站稳
 脚跟。拿法国人“不肯调和”当借口，除了有其“故事性的”（诺兹德列夫式的） 
[24]

 意义之外，就不过是企图用气话来掩盖很不愉快的事实罢了。

而且，就连德国人我们也还根本不打算奉送给波·克里切夫斯基及其他许许多多“批评自由”的拥护者。“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所以还能见容于德国党内，只是因为他们 服从
 那个坚决屏弃伯恩施坦的种种“修正”的汉诺威决议 
[25]

 ，以及那个尽管措辞婉转、但对伯恩施坦提出了直接警告的吕贝克决议 
[26]

 。至于从德国党的利益来看，这种婉转的措辞究竟适当到什么程度，在这种场合下坏的和平是否胜过好的争执，这还是可以争论的，简而言之，在评价用哪种 方法
 拒绝伯恩施坦主义才妥当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德国党曾经两次 拒绝
 伯恩施坦主义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所以，认为德国人的例子证实了“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是站在无产阶级争取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这一说法，就是完全不了解有目共睹的现实情况。 
［注：必须指出，《工人事业》在谈到德国党中的伯恩施坦主义问题时，始终只限于单纯转述事实，完全“不肯”说出自己对这些事实的评价。例如，在第2—3期合刊第66页上讲到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27]

 时，竟把一切意见分歧都归结为“策略”，并且只是指出绝大多数忠于原先的革命策略。又如在第4—5期合刊第25页及以下各页上，也只不过是把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转述一遍，并把倍倍尔的决议摘引一下；这里又是（也象在第2—3期合刊上一样）把对于伯恩施坦观点的叙述和批评留待“专文”去谈。可笑的是，在第4—5期合刊第33页上说道：“……倍倍尔所阐述的观点赢得了代表大会绝大多数的赞同”，而稍后一点却又说：“……大卫发言拥护伯恩施坦的观点……他首先就竭力说明……伯恩施坦和他的朋友们毕竟是〈原文如此！〉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这是1899年12月间写的；到1901年9月的时候，《工人事业》大概已经不再相信倍倍尔正确，而把大卫的观点当作自己的观点来重复了！］



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工人事业》还向 俄国
 社会民主党要求“批评自由”，并且为伯恩施坦主义辩护。显然它是认为我们这里有人冤枉了我们的“批评派”和伯恩施坦派。究竟是冤枉了什么人呢？是谁冤枉的？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究竟冤枉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些问题，《工人事业》始终避而不谈，没有一次提起任何一个俄国的批评派和伯恩施坦派！这里我们只能假定，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
 被人冤枉的不是别人，正是《工人事业》自己（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工人事业》第10期上的两篇文章都只讲《曙光》和《火星报》冤枉了《工人事业》）。如果是这样，那么始终坚决否认自己同伯恩施坦主义有任何一致之处的《工人事业》，不替“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和批评自由讲点好话，就不能为自己辩护，这种怪事应当怎样解释呢？ 或者
 被人冤枉的是某个第三者。那为什么又不肯说出这第三者究竟是谁呢？

由此可见，《工人事业》还在继续玩那种从它一创立就开始的（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讲）捉迷藏游戏。其次，请注意这 第一次
 实际运用被大肆吹捧的“批评自由”的情况吧。实际上，“批评自由”不仅立刻表现为没有任何批评，而且表现为根本没有独立的见解。正是这个把俄国伯恩施坦主义当作暗疾（照斯塔罗韦尔的中肯的说法 
[28]

 ）隐瞒起来的《工人事业》现在却主张，为了治这种病，只要 简单地照抄
 一张专治德国型的这种病的最新德国药方就行了！这不是什么批评自由，而是奴隶式的模仿……甚至更坏，是猴子式的模仿！现代国际机会主义的同一的社会和政治内容，依各国的民族特点而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某一个国家里，一批机会主义者早已独树一帜；在另一个国家里，机会主义者忽视理论，而在实践中推行激进社会党人的政策：在第三个国家里，革命政党的一些党员投奔到机会主义营垒中去，他们不是进行维护原则和维护新的策略的公开斗争，而是采取渐渐地、悄悄地、可以说是不受惩罚地败坏自己的党的办法，来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第四个国家里，同样的倒戈分子，在黑暗的政治奴役之下，在“合法”活动和“不合法”活动的相互关系非常独特的情况下，运用着同样的方法等等。说什么批评自由和伯恩施坦主义自由是 俄国
 社会民主党人统一起来的条件，又不分析 俄国
 伯恩施坦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和产生了怎样特殊的结果，这就等于是，说话是为了什么也不说。

那我们就自己来试试，把《工人事业》不愿说出来的（或许是它无法理解的）东西哪怕是简单地说明一下。





（三）俄国的批评

在我们要考察的这一方面，俄国的基本特点，就是在自发的工人运动 一开始
 产生和先进舆论 一开始
 转向马克思主义时，就有各种显然不同的分子在共同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陈腐的社会政治世界观）。我们说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蜜月时期。一般讲来，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要是在80年代或90年代初，谁也不会相信会有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在一个完全没有出版自由的专制制度国家里，在猖獗的政治反动势力对于稍有一点政治上的不满和反抗的苗头都横加迫害的时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忽然在 受检查的
 书刊上打开了一条道路，虽然说明这个理论的语言是伊索式的，但一切“感兴趣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政府只是习惯于把（革命的）民意主义的理论当作危险的理论，照例没有发觉这一理论的内部演变，而欢迎 一切
 对这个理论的批评。等到政府醒悟过来的时候，等到书报检查官和宪兵这支笨重的队伍侦察到新的敌人而猛扑过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不少（照我们俄国的尺度来计算）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的书一本又一本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和报纸相继创办起来，大家都纷纷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人们都来奉承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献殷勤，出版商因为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畅销而兴高采烈。于是，在为这种气氛所迷惑的新起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自然也就出现了不止一个“自命不凡的作家” 
[29]

 ……

现在，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这个已经过去的时期了。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我国的书刊上盛行了一个短暂的时期，是因为极端分子同十分温和的分子结成了联盟。实质上，这些温和分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这个结论（由他们往后的“批评”发展明显地证实了）早在“联盟”还完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意识到了。 
［注：这是指前面刊印的克·土林的一篇反对司徒卢威的文章，该文是根据题目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学术讲演写成的。见序言。
[30]

 （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既然如此，那么以后出现那种“混乱”，是否应当由那些同未来的“批评派”实行过联盟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来承担最大的责任呢？从过分死板地观察问题的人那里，有时可以听到这样的问题以及对它的肯定回答。可是这些人是完全不对的。只有那些不信赖自己的人，才会害怕即使是同不可靠的分子结成的暂时联盟，而不结成这样的联盟，无论哪一个政党都是不能存在的。而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联合，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初次实行的某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由于结成了这个联盟，我们才极为迅速地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广泛传播开来。同时，结成这个联盟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条件”的。证据就是1895年被书报检查机关烧掉的马克思主义文集《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假使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书刊方面的协议可以比作政治联盟，那么这本书也就可以比作政治协定了。

破裂之所以发生，当然不是因为“同盟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恰恰相反，这一派正是社会民主党天然的、合适的同盟者，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民主任务，而俄国的现状把这方面的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但是这种联盟的必要条件，就是社会党人完全有可能向工人阶级揭示工人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敌对性。现在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倒向的伯恩施坦主义和“批评”派，却要剥夺这种可能性，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争取细小的、渐进的改良的“现实主义”斗争。这就完全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也就否认它的生存权；这在实践上就是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

在这种情况下，破裂自然是必不可免的。可是，俄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这个破裂不过是使社会民主党人从大家最容易看到的、传布最广的“合法”书刊上消失。在这种书刊上，“前马克思主义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树起了“批评的旗帜”，几乎取得了“谴责”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权。“反对正统”、“批评自由万岁”的口号（现在《工人事业》所不断重复的口号），立刻成了时髦的字眼。这种时髦的东西连书报检查官和宪兵也抵挡不了，这有事实为证，例如有名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 
[31]

 ）伯恩施坦的一本书就有三种俄文版本 
[32]

 ，又如祖巴托夫也推荐伯恩施坦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等人的著作（《火星报》第10号） 
[33]

 。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担负着一个本来就很困难、又因纯粹外部的阻碍而变得非常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同新的思潮作斗争的任务。可是，这个思潮不仅表现在书刊上。在人们转向“批评”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则倾心于“经济主义”。

合法的批评和不合法的“经济主义”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专门写一篇文章。这里我们只要指出无疑存在着这种联系就够了。臭名远扬的《信条》 
[34]

 所以博得了那种应有的名声，也正是因为它坦白地表述了这种联系，吐露了“经济主义”的基本政治倾向：让工人去作经济斗争（更确切些说，去作工联主义的斗争，因为工联主义的斗争也包括一种特殊的工人政治），而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同自由派结合起来作政治“斗争”。“在人民中”进行的工联主义工作，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前半部，合法的批评则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后半部。这种声明成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极好武器，所以，如果没有《信条》，也值得编造出一篇《信条》来。

《信条》并不是编造出来的，但它的公布没有照顾它的作者们的意愿，也许，甚至是违反它的作者们的意愿的。至少参加过把新“纲领”公布于世 
［注：指反对《信条》的17人抗议书
 。本书作者参加过起草这个抗议书的工作（1899年底）。1900年春，抗议书曾同《信条》一起在国外刊印出来。现在从库斯柯娃女士的文章中（仿佛是登在《往事
 》
[35]

 上）已经知道：《信条》的作者就是她，而当时在国外的“经济派”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的本书作者已经听到一些怨言和责难，说不应该把发言者概述自己观点的草稿复制散发，冠以《信条》的名称，甚至还同一份抗议书一起刊印出来！我们所以要讲到这段情节，是因为它揭示了我们的“经济主义”的那种耐人寻味的特点：害怕公开。这正是整个“经济主义”的特点，而不只是《信条》的作者们的特点，因为表现出这种特点的，有最坦白最真诚地拥护“经济主义”的《工人思想报》 
[36]

 ，有《工人事业》（它因“经济主义的”文件在《指南》 
[37]

 中发表出来而表示愤慨），有基辅委员会（它在两年以前也不愿意让人把它的《宣言书》 
[38]

 连同那篇反驳《宣言书》的论文一起登载出来 
［注：据我们所知，基辅委员会的成员从那时起发生了变化。］

 ），还有许许多多单个的“经济派”分子。

拥护批评自由的人有这种害怕批评的表现，不能单单用不老实来解释（虽然毫无疑问，他们有时也非不老实不可，因为把还没有巩固的新派别的萌芽暴露出来让敌人攻击是不合算的！）。不，大多数“经济派”确实打心眼里憎恶（并且按“经济主义”的实质来说，他们也应当这样）一切理论上的争论、派别的分歧、广泛的政治问题、把革命家组织起来的方案等等。“让侨居国外的人去干这些事情吧！”——一个相当彻底的“经济派”有一次这样对我说过，而他这句话是代表一种非常流行的（而且又是纯粹工联主义的）观点的：我们的事情就是管我们这个地方的工人运动、工人组织；至于其余的事情，都是学理主义者虚构出来的，正象《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信的作者们和《工人事业》第10期异口同声地所说的那样，都是“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

试问，既然俄国的“批评”和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有这样的特点，那么凡是在实际上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愿意反对机会主义的人，应当担负起什么样的任务呢？第一，应当设法恢复在合法马克思主义时代刚刚开始，而现在又落到不合法的活动家肩上的理论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运动就不能顺利发展。第二，必须积极地同严重腐蚀人们意识的合法的“批评”作斗争。第三，应当积极反对实际运动中的混乱和动摇，要揭穿并且驳斥一切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的行为。

无论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或第三件事，《工人事业》都没有做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下面我们将从各方面来详细地说明这个尽人皆知的真实情况。现在我们只想指出，“批评自由”的要求同我们俄国的批评以及俄国的“经济主义”的特点处于怎样一种极端矛盾的状况。其实，看一看“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肯定《工人事业》观点的那个决议就行了：


　　“为了促进社会民主党今后思想上的发展，我们认为在党的书刊上有批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自由是绝对必要的，只要这种批评不同这个理论的阶级性和革命性相抵触。”（《两个代表大会》第10页）



　　理由就是：决议的“第一部分同吕贝克党代表大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决议是一致的”……“联合会派”由于头脑简单，竟未觉察到他们这样抄袭多么清楚地证明了他们的思想贫乏（testimonium　paupertatis）！……“但是……决议的第二部分却比吕贝克党代表大会更严格地限制了批评自由”。这样，“联合会”的决议就是针对俄国伯恩施坦派的了？否则，提吕贝克党代表大会岂不十分荒谬！然而，要说这个决议“严格地限制了批评自由”，那是不正确的。德国人用自己的汉诺威决议逐条拒绝了的， 正是
 伯恩施坦所作的 那些
 修正；而在吕贝克决议中，则对 伯恩施坦本人
 指名提出了警告。而我们的“自由的”仿效者，却对俄国的“批评”和俄国的“经济主义”所特有的 任何一种
 表现都 只字
 不提；既然对这一切闭口不谈，那么空空洞洞地说什么理论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就会给曲解留下更大的余地，特别是“联合会”还不愿把“所谓经济主义”看作机会主义（《两个代表大会》第8页第1条）。但这还只是顺便说说而已。而主要的是，机会主义者和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在德国和在俄国是完全相反的。大家知道，在德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即大家都熟悉的、已经由几十年的经验详细阐明了的原有的纲领和策略。而“批评派”则想加以改变，但由于这个批评派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他们的修正主义意图又很怯懦，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多数派只是把“革新主张”干脆否决了事。而在我们俄国，却是批评派和“经济派”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批评派”希望大家继续把他们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保证他们所滥用过的“批评自由”（因为他们实际上从来没有承认过任何 党的
 联系 
［注：单是缺少公开的党的联系和党的传统这一事实，就构成了俄国和德国的根本差别，这种差别必定会提醒每一个明智的社会党人不要盲目地模仿他人。从下面这个典型例子可以看出“批评自由”在俄国达到了怎样的地步。俄国的批评派布尔加柯夫先生竟谴责奥地利的批评派赫茨说：“赫茨作的结论虽然很有独立精神，但是他在这个问题〈合作社问题〉上，看来毕竟是太受自己党的意见的束缚了，他虽然在细节方面有不同意见，但始终不敢离开总的原则。”（《资本主义和农业》第2卷第287页）一个政治上备受奴役的国家，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口都由于政治上处于奴隶状态和完全不懂党的荣誉和党的联系而堕落到了极点，这样的国家里的臣民，竟傲然地责备一个宪制国家里的公民过于“受党的意见的束缚”！那么，我们的不合法组织就只好去拟订关于批评自由的决议了……］

 ，并且我们也没有一个能够“限制”、哪怕是用规劝的方法来“限制”批评自由的为大家公认的党的机关）；“经济派”要革命者承认“现时运动的正当性”（《工人事业》第10期第25页），即承认现存的东西的“合理性”；要“思想家”不要企图使运动“脱离”那条“由各种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火星报》第12号上所载的《一封信》）；要大家承认只有进行“工人在当前条件下唯一可能进行的”斗争才是适当的，要大家承认只有“工人们目前实际进行的”斗争才是可能的（《〈工人思想报〉增刊》 
[39]

 第14页）。相反，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于这种崇拜自发性，即崇拜“目前”现有的东西的态度表示不满；我们要求改变近年来所流行的策略，我们声明说，“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火星报》出版声明）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16页。——编者注］

 。总之，德国人坚持现有的东西，拒绝改变，而我们却要求改变现有的东西，反对崇拜这个现有的东西，反对同它调和。

这一个“小小的”区别，我们的“自由地”抄袭德国人决议的专家们就没有觉察到！





（四）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

“教条主义、学理主义”、“党的僵化（由于强制束缚思想而必然受到的惩罚）”，——这就是《工人事业》的那些捍卫“批评自由”的骑士们所拼命攻击的敌人。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当然极表欢迎，不过我们还主张再提出一个问题：

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

我们面前有两个书刊出版声明：一个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定期机关刊物〈工人事业〉的纲领》（《工人事业》第1期单张），另一个是《关于恢复“劳动解放社”出版物的声明》 
[40]

 。两个声明都标明是在1899年发表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早已显现出来了。而我们看到的又是些什么呢？在第一个声明中，你们丝毫没有指出这个现象，也没有确切说明新的机关刊物对这个问题打算采取的立场。关于理论工作及其在目前的迫切任务问题，无论在这个纲领中，或在1901年“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 
[41]

 通过的对这个纲领的补充条文中（《两个代表大会》第15—18页），都只字未提。在这整个时期内，《工人事业》编辑部始终都把理论问题搁在一边，虽然这些问题是全世界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

与此相反，另一个声明首先就指出了近年来人们对理论的兴趣减弱的事实，坚决要求“密切注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方面”，并号召大家“无情地批评”我们运动中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倾向以及其他反对革命的倾向”。已经出版的几期《曙光》，表明了这个纲领的执行情况。

由此可见，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例子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全欧洲的普遍现象（这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早已指出的现象）：臭名远扬的批评自由，并不是用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凡是稍微了解我国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由此可见，《工人事业》得意扬扬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页。——编者注］

 ，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 
[42]

 一样。而且上面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他评论哥达纲领 
[43]

 的信里摘引来的，马克思在信里 严厉地斥责了
 人们在说明原则时的折中主义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具体目标，可以缔结协定，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由于存在三种时常被人忘记的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三种情况就是：第一，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危险的其他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相反，正是在最近时期，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显得活跃起来了（这是阿克雪里罗得早就对“经济派”说过的 
[44]

 ）。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区别各派色彩，是一种不适时的或者多余的事情。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

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应当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这还意味着在年轻的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雄厚的理论力量和多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

第三，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的民族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党都不曾有过的。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个任务所赋予我们的种种政治责任和组织责任。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70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

现在让我们引证一下恩格斯1874年谈到理论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意义问题时所发表的意见吧。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伟大斗争 并不是有两种
 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象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 而是有三种
 形式， 同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
 。他对实践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巩固的德国工人运动所作的指示，从现代各种问题和争论的观点来看是非常有教益的，因此我们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我们从那部早已成了非常罕见的珍本书的《德国农民战争》 
［注：1875年莱比锡合作出版社第3版。］

 的序言中，摘引很长一段话而埋怨我们：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象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把各个行业组织得很好，但是前进得很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按巴枯宁不伦不类的模式传播蒲鲁东主义而发生混乱和动摇。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国人都迟。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以罕见的理解力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经济实践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事件究竟能让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言的。但是，可以相信，只要他们还占据这个地位，他们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赋予他们的种种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愈来愈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愈来愈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刻牢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

……假使德国工人将来还是这样前进，那么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一定会在战士的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者伟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65—567页。——编者注］







　　恩格斯的话果然有先见之明。几年之后，德国工人遇到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样意外的严重考验。而德国工人确实是有充分准备地迎接了这次考验，并且胜利地通过了这次考验。俄国无产阶级将要遇到无比严重的考验，将要同凶猛的怪物作斗争，宪制国家中的非常法同这个怪物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 当前
 任务都 更革命的
 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我们有理由指望，只要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先驱者即70年代的革命家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千百倍的运动，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我们的先驱者在当时已经享有的这个光荣称号。






[6]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是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



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定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派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



爱森纳赫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该党是在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领导下，于1869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曾参加第一国际。由于经常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爱森纳赫派执行了比较彻底的革命政策，尤其是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一贯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于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5。





[7]

 盖得派和可能派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派别。



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该派于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制订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犯有片面性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可能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保·布鲁斯等人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该派起初是法国工人党中改良主义的一翼，1882年法国工人党分裂后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1883年改称法国劳动社会联盟。该派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模糊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因此有“可能派”之称。1902年，可能派同其他一些改良主义派别一起组成了以让·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社会党。



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合并，统称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5。





[8]

 费边派是1884年成立的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命名。费边派虽然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并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4章第7节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和第26卷）。



社会民主党人是指英国的社会民主联盟的参加者。社会民主联盟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联盟的除了以亨·迈·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外，还有一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哈·奎尔奇、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他们构成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左翼，主张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1907年，联盟改组成社会民主党。1911年，该党又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联合组成英国社会党。英国社会党的大部分成员在1920年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5。





[9]

 民意党人是民意党的成员。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5。





[10]

 内阁派是主张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机会主义派别。因为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所以这种机会主义策略也称为米勒兰主义。列宁认为米勒兰主义是一种修正主义和叛卖行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必定会充当资本家的傀儡，成为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5。





[11]

 伯恩施坦派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派别，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派思想体系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派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派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派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5。





[12]

 密纳发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的最高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据古罗马神话故事，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一生下来，就身着盔甲，手执长矛，全副武装。后来，人们常用“象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比喻某人或某事从一开始就完美无缺。——6。





[13]

 指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两只桶》。寓言说，有两只桶在路上滚。一只桶里装着酒，稳稳当当地前进。另一只桶是空的，一路上隆隆作响。尽管空桶发出的声音十分响亮，却不象第一只桶那么有份量。——8。





[14]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9。





[15]

 《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9。





[16]

 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山岳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起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的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山岳派，即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而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列宁经常强调指出，孟什维克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9。





[17]

 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9。





[18]

 无题派是指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无题》周刊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维·韦·波尔土加洛夫、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人。无题派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西欧批判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支持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列宁称无题派为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化的孟什维克。无题派后来集结在左派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周围。——9。





[19]

 指象俄国历史学家德·伊·伊洛瓦伊斯基那样研究历史。伊洛瓦伊斯基把历史主要归结为帝王将相的活动，用种种次要的和偶然的事件来解释历史过程。——10。





[20]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11。





[21]

 指1877年5月27—29日在哥达举行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



这年1—5月，恩格斯在该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组批判欧·杜林的文章（《反杜林论》第1编）。这引起了杜林分子的激烈反对。他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企图禁止《前进报》继续发表恩格斯的反对杜林的文章。代表大会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但从实际考虑，决定今后不在《前进报》正刊而在其附刊上继续对各种理论问题展开争论。所以，《反杜林论》第2、3编是在《前进报》附刊上发表的。——11。





[22]

 《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11。





[23]

 讲坛社会主义者是指德国政治经济学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19世纪70年代，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新历史学派的教授们开始在大学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适应资产阶级阻挠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他们指责资产阶级自由派忽视劳资问题的解决，资产阶级自由派反过来嘲讽他们那一套为讲坛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者硬说资产阶级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他们把普鲁士政府实施的铁路国有化和俾斯麦策划的国家对烟草和烧酒的专卖都叫作“社会主义”。他们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对工人的疾病和不幸事故的保险以及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在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宣扬讲坛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11。





[24]

 此处是借用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话。诺兹德列夫是《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他到处招摇撞骗，惹是生非。果戈理称他为“故事性的”人物，因为他每到一处，都要闹出点“故事”来。——11。





[25]

 汉诺威决议是指1899年10月9—1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举行的代表大会就“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击”问题通过的决议。代表大会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并通过这项专门的决议，是因为以爱·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要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要求重新审查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政策和策略。奥·倍倍尔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列宁给予这个报告以高度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奥古斯特·倍倍尔》一文）。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决议。该决议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至今并未提供任何理由使党放弃或改变自己对它的基本看法。党一如既往立足于阶级斗争，而根据这一点，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因此，党认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以便借助于政权，通过生产工具社会化和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方式来保障最普遍的幸福生活。”在不拒绝与资产阶级各政党为达到一定的实际目标而进行暂时联合的同时，“党任何时候在自己全部活动中都完全保持独立自主，并把所取得的每一成就只看成是使它接近它的最终目标的一步”。决议最后写道：“党没有任何理由要改变自己的主要要求和基本观点，或改变自己的策略和名称……党坚决反对模糊或改变党对待现存国家制度、社会制度以及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一切尝试。”



汉诺威决议虽然否决了修正主义者的要求，但没有对伯恩施坦主义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有力的批判。这引起了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罗·卢森堡等）的不满。伯恩施坦的拥护者也对这个决议投了赞成票。——12。





[26]

 吕贝克决议是指1901年9月22—2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吕贝克举行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最为关注的是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当时修正主义已经最终形成，既有自己的纲领，也有自己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月刊》）。修正主义者的首领爱·伯恩施坦在代表大会上发言，要求对马克思主义有“批评自由”。吕贝克代表大会就伯恩施坦问题展开了辩论，并以多数票通过决议，指出：“党代表大会无保留地承认自我批评对于我党在思想上的继续发展是必要的。但是，伯恩施坦同志最近一些年来完全片面地从事这种批评，而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代表却不加批评，这种做法使他处于一种暧昧地位并引起党内大部分同志的不满。”尽管在吕贝克决议中对伯恩施坦提出了直接的警告，但由于多数领袖采取调和主义立场，大会没有在原则上提出修正主义者不得留在社会民主党内的问题。——12。





[27]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于1898年10月3—8日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第一次讨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侨居国外的爱·伯恩施坦给大会寄来的一份专门声明，为他以前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文章中的机会主义观点辩护。代表大会宣读了他的这份声明。从代表大会的讨论中看到，反对伯恩施坦的人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以奥·倍倍尔、卡·考茨基为首的一部分人害怕党的分裂，力主把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原则斗争同小心谨慎的党内策略结合起来；以罗·卢森堡、亚·李·帕尔乌斯为首的一部分人持比较坚决的立场，主张开展广泛深入的辩论，不怕分裂，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大会没有就此问题作出任何决议。会后，在该党的报刊上展开了辩论。——12。





[28]

 斯塔罗韦尔（亚·尼·波特列索夫）在《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文（载于1901年4月《曙光》杂志第1期）中说：“为什么在我们的土地上，马克思主义中的臭名远扬的‘改良派’（指伯恩施坦）的怀疑论比在任何地方获得的成就都大？同时为什么在俄罗斯，这种理论的隐蔽的拥护者这么多，公开的拥护者这么少？伯恩施坦主义就象不可告人的暗疾，得了这种病通常是不好大声坦白承认的。”——13。





[29]

 “自命不凡的作家”是俄国作家阿·马·高尔基的一篇短篇小说的标题。——15。





[30]

 列宁在这里指的是他自己写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和《〈十二年来〉文集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7—465页和第16卷）。1894年秋，列宁在彼得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参加的一次讨论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报告。上述文章就是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于1894年底至1895年初写成的。此文最初用克·土林的笔名刊载于1895年4月出版的《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1907年底，列宁把这篇文章编入了《十二年来》文集。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中，列宁说明了这篇文章写作的历史背景和经过。



《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即下段正文中提到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于1895年4月由公开的印刷所印了2000册。除列宁的上述文章外，文集还收入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悲观论是经济现实的反映》、《向我们的论敌进一言（俄国著作界的文明史资料）》，彼·伯·司徒卢威的《致我的批评者》以及其他文章。沙皇政府先是禁止该文集发行，一年后又将其没收焚毁。保存下来的仅有100册，在彼得堡等城市的社会民主党人手中秘密传阅。——15。





[31]

 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16。





[32]

 指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该书于1901年出了三种俄文译本，书名互不相同：（1）《历史唯物主义》，莉·坎采尔译，圣彼得堡知识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在一年内出了两版）；（2）《社会问题》，彼·谢·科甘译，莫斯科康恰洛夫斯基出版社出版；（3）《社会主义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К．Я．布特科夫斯基译，莫斯科叶菲莫夫出版社出版。——16。





[33]

 谢·瓦·祖巴托夫向工人推荐爱·伯恩施坦和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的著作一事，是署名“一位原经济主义者”的读者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中揭露的。尔·马尔托夫在《再论当前的政治腐蚀》一文（载于1901年11月《火星报》第10号）中，引用了这封信中的材料。——16。





[34]

 《信条》是经济派于1899年写的一个文件。它极其明显地表明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信条》的作者叶·德·库斯柯娃当时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成员。



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收到他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彼得堡寄来的《信条》之后，于1899年8月在米努辛斯克专区叶尔马科夫斯克村召集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开会讨论了经济派的这个文件和他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与会者17人一致通过并签署了这个《抗议书》，所以也称17人抗议书。——17。





[35]

 《往事》杂志（《Былое》）是俄国历史刊物，主要研究民粹主义和更早的社会运动（十二月党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等）的历史。该杂志由弗·李·布尔采夫创办，1900—1904年在伦敦和巴黎出版了6期。1906—1907年，该杂志在彼得堡出版（月刊），编辑是瓦·雅·鲍古查尔斯基和帕·叶·晓戈列夫，布尔采夫也参加编辑工作。1907年该杂志被沙皇政府查封后，为代替杂志第11、12期出版了历史文集《我们的国家》。1908年改出《过去的年代》杂志，1909年改为历史文集《过去》。1908年布尔采夫恢复了《往事》杂志的国外版（巴黎），一直出到1912年。在俄国，《往事》杂志于1917年7月在彼得格勒复刊。十月革命后由晓戈列夫担任编辑，继续出版，1926年停刊。——17。





[36]

 《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经济派的报纸，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头几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5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17。





[37]

 指《〈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这是一本揭露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队伍中的机会主义、主要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的经济主义观点的资料汇编，由格·瓦·普列汉诺夫编辑、写序，劳动解放社于1900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18。





[38]

 《宣言书》是基辅委员会在1899年起草的一份传单。这份传单表明了基辅委员会的机会主义观点，其内容有很多地方和经济派的《信条》相同。列宁在《论〈宣言书〉》一文中对这个文件进行了批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72—281页）。列宁原打算在征得基辅委员会的同意后把《宣言书》连同他的《论〈宣言书〉》一起发表，但因基辅委员会不赞成而未果。——18。





[39]

 《〈工人思想报〉增刊》是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编辑部于1899年9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特别是其中署名尔·姆·的《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文，公开散布机会主义观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中对这本小册子进行了批判。——20。





[40]

 《关于恢复“劳动解放社”出版物的声明》是劳动解放社在1899年10月下旬收到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之后，于12月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起草、格·瓦·普列汉诺夫定稿的一个文件。在这个声明中，劳动解放社表示完全赞同《抗议书》提出的对俄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号召。声明于1900年初印成单页发表，并收入《〈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一书的《附录》。声明所阐述的纲领，直到《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出版才得到实现。



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21。





[41]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1年9月下半月在苏黎世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表明，机会主义在联合会里取得了最终胜利。大会对1901年六月代表会议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的原则协议）作了带有明显的机会主义性质的修正和补充。这就预先决定了在这次代表大会几天以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的失败。第三次代表大会还批准了《给〈工人事业〉编辑部的指示》，这个指示只字不提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革命倾向和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不提批判修正主义和论证马克思主义革命本质的必要性。——21。





[42]

 “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这句话出自俄罗斯民间故事《十足的傻瓜》。傻瓜伊万努什卡看到农民在脱粒，叫喊道：“你们脱三天，只能脱三粒！”为此他挨了一顿打。傻瓜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告诉他：“你应该说，但愿你们打也打不完，运也运不完，拉也拉不完！”第二天，傻瓜看到人家送葬，就叫喊道：“但愿你们运也运不完，拉也拉不完！”结果又挨了一顿打。——22。





[43]

 哥达纲领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这个纲领是在德国两个社会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于1875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哥达纲领比爱森纳赫派的纲领倒退了一步，它是爱森纳赫派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合并、向拉萨尔派作了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的产物。纲领宣布党的目的是解放工人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回避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并写进了一系列拉萨尔主义的论点，如所谓“铁的工资规律”，所谓对无产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普选权和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应当用一切合法手段建立所谓“自由国家”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哥达纲领的草案作了彻底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5页），但他们的意见没有被认真考虑。哥达纲领于1891年被爱尔福特纲领代替。——22。





[44]

 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1898年写的小册子《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他在这本小册子中说，在社会民主党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到纯经济斗争时，那些无法给自己的政治追求找到出路的无产阶级最革命分子就可能象70年代那样去从事恐怖活动，或者去从事任何一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23。







《列宁全集》第6卷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一）自发高潮的开始

（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三）“自我解放社”[62]和《工人事业》










我们说，必须用70年代的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得多的运动。的确，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人怀疑过：当前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

但是，最近有人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大有把至今对这个问题的一切流行观点全部推翻之势。作出这个发现的是《工人事业》，它在同《火星报》和《曙光》进行论战的时候，不仅提出局部性的反驳，而且力图把“总的意见分歧”归结到更深的根源上去，即归结为“对自发因素和自觉的‘有计划’因素 相比
 哪个意义大，有不同的估计”。《工人事业》提出的指责是：“ 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或自发因素的意义
 ” 
［注：1901年9月《工人事业》第10期第17页和第18页。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

 。对此我们回答说：即使同《火星报》和《曙光》的论战，只是促使《工人事业》想到这个“总的意见分歧”，而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其他的结果，那么单是这个结果也就使我们很满意了，因为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它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当前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意见分歧的全部实质都非常清楚地点明了。

正因为如此，自觉性同自发性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普遍的关注，对这个问题应当十分详细地加以讨论。





（一）自发高潮的开始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指出，90年代中期俄国有教养的青年醉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 普遍的
 。大约同一时期，在有名的1896年彼得堡工业战争 
[45]

 之后，工人罢工也带有同样的普遍性。工人罢工遍及全俄，清楚地证明了重新高涨起来的人民运动的深度；假使要说“自发因素”，那么首先当然应当承认，正是这种罢工运动是自发的。但自发性和自发性也有不同。在70年代和60年代（甚至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都发生过罢工，当时还有“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的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90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称为“自觉的”罢工了，可见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的进步是多么巨大。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 萌芽状态
 。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现了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因为工人已经不象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些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我不说是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抛弃了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但这种行为多半是绝望和报复的表现，还不能说是 斗争
 。90年代的罢工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就多得多了，这时已经提出明确的要求，事先考虑什么样的时机较为有利，并且讨论别处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实例，等等。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人们的一种反抗，那么有计划的罢工本身就已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这些罢工本身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已经感觉到他们同厂主的对抗，但是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90年代的罢工比起“骚乱”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是纯粹自发的运动。

我们说，工人本来 也不可能有
 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 
［注：工联主义决不象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排斥一切“政治”。工联一向都是进行一定的（但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和斗争的。关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加以说明。］

 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时期，即到90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仅已经成了“劳动解放社”十分确定的纲领，而且已经把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

由此可见，当时既有工人群众的自发的觉醒，趋向自觉生活和自觉斗争的觉醒，又有一些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武装起来而竭力去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这里特别要指出那个常常被人忘记的（也是不大有人知道的）事实，就是这个时期的 第一批
 社会民主党人，在 热心地从事经济鼓动
 （而且在这方面他们充分注意到了当时还是手抄本的小册子《论鼓动》 
[46]

 中那些真正有益的指示）的同时，不仅没有把经济鼓动当作自己唯一的任务，而且相反， 一开始
 就提出了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广泛的历史任务，特别是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例如，创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47]

 的那些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在1895年底就编好了定名为《工人事业报》的创刊号。但是这个准备好要付印的创刊号，在1895年12月8日夜里突然被宪兵从一个会员阿·亚·瓦涅耶夫 
［注：阿·亚·瓦涅耶夫在拘留所被单独拘禁时得了肺病，于1899年在东西伯利亚去世。所以，我们认为可以把正文中所引证的情况公布出来，对于这些情况的确实性，我们可以担保，因为这些消息是从直接了解并最熟悉阿·亚·瓦涅耶夫的情况的人们那里得来的。］

 那里搜走了，于是第一次付排的《工人事业报》就没有能够问世。这张报纸的社论 
[48]

 （也许过个30年，会有一家象《俄国旧事》 
[49]

 那样的杂志把它从警察司档案中找出来）说明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并且把争取政治自由作为首要任务。其次，有一篇《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的文章 
［注：见《列宁会集》第2版第2卷第65—68页。——编者注］

 ，是揭露警察摧残识字运动委员会的；此外，还有许多不仅从彼得堡，并且从俄国其他地方寄来的通讯（如记载雅罗斯拉夫尔省工人流血事件 
[50]

 的通讯）。可见，90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这个所谓“初次尝试”，并不是要办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报纸，更不是“经济主义”性质的报纸，而是要办一个力求把罢工斗争同反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并吸引当时一切受反动黑暗政治压迫的人来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凡是稍微知道一点当时的运动情况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样的报纸一定能够既获得首都工人又获得革命知识分子的完全同情，并且会得到极广泛的传播。而这件事没有办成只是证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由于革命经验和实际修养不够而不能适应形势的迫切要求。《圣彼得堡工人小报》 
[51]

 也是如此；《工人报》以及1898年春季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发表的《宣言》 
[52]

 更是如此。当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把这种缺乏修养的情况归罪于当时的活动家。但是，为了利用运动的经验，并且从这个经验中吸取实际的教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各种缺点的原因和意义。因此极为重要的是要明确，一部分（也许甚至是大多数）在1895—1898年间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那个时候，即“自发”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提出极其广泛的纲领和战斗策略 
［注：“《火星报》对90年代末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持否定态度，而忽略了那个时候除了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外没有条件进行别的工作”——“经济派”在他们《给俄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的一封信》（《火星报》第12号）中这样说道。正文中所援引的事实证明，所谓“没有条件”的说法是同真实情况绝对相反的
 。不仅在90年代末，即使在90年代中期，除了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外，进行别的
 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也是完全具备了的，当时只是领导者缺乏足够的修养。“经济派”不公开承认我们这些思想家、我们这些领导者缺乏修养的事实，却想把一切都归咎于“没有条件”，归咎于物质环境的影响，而物质环境决定着运动的道路，任何思想家都不能使运动脱离这条道路。试问，这不是屈从自发性是什么？这不是“思想家”欣赏自己的缺点是什么？］

 ，这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大多数革命家缺乏修养，那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忧虑。既然任务提得正确，既然有不屈不挠地试图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么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经验和组织才能，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

可是，当这种认识开始变得模糊的时候（这种认识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活动家中本来是很明确的），当有一部分人，甚至还有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机关刊物，竟想把缺点推崇为美德，甚至想 从理论上
 论证自己 对自发性的屈从和崇拜
 时，这个小小的不幸可就成了真正的大不幸了。对于这个派别，用“经济主义”这一过于狭隘的概念来说明它的内容是很不确切的，现在是作总结的时候了。





（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我们在讲这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在书刊上的种种表现之前，先要指出下面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这是我们从上面所说过的那些人那里知道的），根据这个事实多少可以看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后来的两派之间的纠纷在彼得堡活动的同志们中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897年初，阿·亚·瓦涅耶夫和他的几个同志，在流放之前，参加了一次非正式会议 
[53]

 ，到会的有“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中的“老年派”会员和“青年派”会员。当时谈的主要是组织问题，也谈了《工人储金会章程》问题，这个章程的定稿发表在《〈工作者〉小报》 
[54]

 第9—10期合刊上（第46页）。在“老年派”（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开玩笑地把他们叫作“十二月党人”）和一部分“青年派”（他们后来积极参加了《工人思想报》的工作）之间，一下子就暴露出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青年派”拥护的就是后来发表的那个章程的主要原则。“老年派”说，我们首先需要的决不是这个，而是加强“斗争协会”，使它成为革命家的组织，并且使各种工人储金会以及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宣传的那些小组等等都受它的领导。显然，争论的人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意见分歧就是分道扬镳的开端，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是极个别的和偶然的意见分歧。可是这个事实表明，即使在俄国，“经济主义”的产生和泛滥也并不是没有经过同“老年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的（现在的“经济派”往往忘记了这一点）。至于这个斗争多半没有留下“文件的”痕迹， 唯一的
 原因是当时进行活动的各个小组的成员变动极其频繁，没有任何继承性，因此意见分歧也就没有用任何文件记载下来。

《工人思想报》的出现把“经济主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这也不是一下子暴露的。必须具体地设想一下当时俄国许许多多小组的工作条件及其生命的短促（而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具体地想象出这种情况），才能懂得新派别在各个城市里成败的偶然因素是很多的，才能懂得为什么这个“新”派别的拥护者也好，反对者也好，都长时间不能断定，并且简直是根本无法断定，这究竟真是一种特殊的派别呢，或者只是个别人缺乏修养的表现。比如《工人思想报》头几号的胶印版，甚至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完全不知道，而我们现在所以能够引用《工人思想报》创刊号上的社论，只是因为在弗·伊—申的文章（《〈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第47页及以下各页）中转引了这篇社论，而弗·伊—申自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来热心地——狂热地——夸奖这个同上面我们所说的各种报纸以及准备出版的报纸大不相同的新报纸。 
［注：这里顺便提一下：弗·伊—申夸奖《工人思想报》是在1898年11月，当时“经济主义”，特别是在国外，已经完全形成了，就是这位弗·伊—申，很快就成了《工人事业》的一个编辑。而《工人事业》当时却否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两派的事实，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否认这个事实！］

 而这篇社论却是值得谈一谈的，因为它把《工人思想报》和整个“经济主义”的 全部精神
 都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社论指出穿蓝色袖口制服的人 
[55]

 阻止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接着写道：“……工人运动如此富有生命力，是因为工人终于从领导者手里夺回了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来掌握了”，并且把这个基本论点进一步作了详细的发挥。其实，领导者（即社会民主党人，“斗争协会”的组织者）可以说是被警察从工人手中夺去的 
［注：从下面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比拟是恰当的。这个事实就是：在“十二月党人”遭到逮捕之后，施吕瑟尔堡大街的工人中间流传着一个消息，说这次遭到破坏是由一个同“十二月党人”的某个外围团体有密切联系的奸细Ｈ．Ｈ．米哈伊洛夫（牙科医生）促成的，于是这些工人非常愤慨，决定要杀死米哈伊洛夫。］

 ，但事情却被说成是工人同这些领导者作过斗争而摆脱了他们的束缚！人们不去号召前进，号召巩固革命组织和扩大政治活动，而去号召 后退
 ，号召专作工联主义的斗争。说什么“由于力求时刻牢记政治理想而模糊了运动的经济基础”，说什么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是“工人为工人”。说什么罢工储金会“对于运动比一百个其他的组织更有价值”（请把1897年10月说的这段话和1897年初“十二月党人”同“青年派”的争论比较一下吧），如此等等。所谓我们应当着重注意的不是工人中间的“精华”，而是“中等水平的”即普通的工人，以及所谓“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 
［注：这也是从《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那篇社论中摘录下来的。根据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
[56]

 的理论修养究竟怎样。当马克思主义者正在书刊上同这位早已因这样理解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而得到了“干反动勾当的能手”这个雅号的真正的瓦·沃·先生作战的时候，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却在重复这种把“经济唯物主义”粗暴地庸俗化的论调！］

 等等之类的话，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论调，并且对许多被吸引到运动里来的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这些青年往往只是从合法书刊上的论述中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片断的。

这表明，自觉性完全被自发性压倒了，而这种自发性出自那些重复瓦·沃·先生的“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出自一部分工人，这些工人听信以下的说法：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工人要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知道，斗争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社论）。这类词句是西欧资产者向来爱用的武器，他们因仇视社会主义而亲自动手（如德国的“社会政治家”希尔施）把英国的工联主义移植到本国土地上来，向工人说，纯粹工会的斗争 
［注：德国人甚至有“Nur-Gewerkschaftler”这样一个专门名词，意思是：主张“纯粹工会”斗争的人。］

 就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而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和什么未来的社会主义。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现在也来重复这些资产阶级的词句了。这里必须指出三种情况，这些情况对往下分析 当前的
 意见分歧 
［注：我们强调当前的
 ，是要请这样一些人注意，这些人会伪善地耸耸肩膀说：现在斥责《工人思想报》是很容易的，不过这是早已过去的事了！我们回答当前这些伪君子说：这里指的就是你，只是改了一下名字。关于这些伪君子完全被《工人思想报》的思想所征服的事实，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证明
 。］

 是很有用处的。

第一，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种自觉性被自发性压倒的现象，也是 自发地
 发生的。这好象是在玩弄辞藻，但可惜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真实情况！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一种观点战胜了另一种观点，而是由于“老年派”革命家愈来愈多地被宪兵“夺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青年派”愈来愈多地登上舞台。不要说亲身参加过 当前
 俄国运动的人，就是任何闻到过运动气味的人也十分清楚，事实正是这样。然而，我们所以要特别坚持让读者彻底弄清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所以要为了明确起见而引用有关第一次付排的《工人事业报》以及1897年初“老年派”同“青年派”争论的材料，是因为有些以自己的“民主主义”相标榜的人，总是利用广大公众（或者很年轻的青年们）不知道这个事实来投机取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要讲到。

第二，根据“经济主义”最初在书刊上的表现，我们就可以看见一种极其独特而且最能使我们了解当前社会民主党人队伍中的各种意见分歧的现象，这就是那些主张“纯粹工人运动”的人，崇拜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最密切的、最“有机的”（《工人事业》的说法）联系的人，反对任何非工人的知识分子（哪怕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人，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护，竟不得不采用 资产阶级
 “纯粹工联主义者”的论据。这个事实向我们表明：《工人思想报》一开始就已经着手（不自觉地）实现《信条》这一纲领。这个事实表明（这是《工人事业》始终不能了解的）：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 任何
 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 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
 。所有那些说什么“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 
［注：《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经济派”的来信。］

 ，夸大自觉因素的作用 
［注：《工人事业》第10期。］

 等等的人，都以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但这是极大的错误。为了补充我们以上所说的话，我们还要引用卡·考茨基谈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草案时所说的下面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 
［注：《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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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3期第79页。卡·考茨基谈到的纲领起草委员会的草案，由维也纳代表大会（去年年底）稍加修改后通过
[58]

 。］

 ：


　　“在我们那些修正主义批评派中，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是必要的那种意识
 〈黑体是卡·考·用的〉。于是这些批评派就反驳道，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对这种意识却是最陌生的。根据草案可以想见：被人用上述方式驳倒的这一冒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奥地利纲领的起草委员会也是赞成的。草案上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愈是使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无产阶级也就愈是不得不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也愈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意识就成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但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当然，社会主义这种学说，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穷和困苦的斗争中产生的，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其实，现代的经济科学，也象现代的技术（举例来说）一样，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无产阶级尽管有极其强烈的愿望，却不能创造出现代的经济科学，也不能创造出现代的技术；这两种东西都是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黑体是卡·考·用的〉；现代社会主义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von　auβen　Hineingetragenes）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urwuchsig）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
 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直译就是：充实无产阶级〉。假使这种意识会自然而然地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那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新草案接受了旧纲领中的这个原理，而把它勉强附加到上面所引的那个原理上去。但是这样一来，道理就讲不通了……”



　　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 
［注：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思想体系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为了使工人能更多地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尽量设法提高全体工人的觉悟水平，就必须使他们不要自己局限于阅读被人为地缩小了的“工人读物
 ”，而要学习愈来愈多地领会一般读物
 。更正确些说，不是“自己局限于”，而是被局限于，因为工人自己是阅读并且也愿意去阅读那些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读物的，而只有某些（坏的）知识分子，才认为“对于工人”只要讲讲有关工厂中的情况，反复地咀嚼一些大家早已知道的东西就够了。］

 ，那么问题 只能是这样
 ：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 任何
 轻视和 任何脱离
 ，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 自发的
 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 ，恰恰是按照
 《信条》这一 纲领进行的
 ，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 反对自发性
 ，就是要 使
 工人运动 脱离
 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因此，《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说什么无论最热心的思想家怎样努力，都不能使工人运动脱离那条由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就 完全等于抛弃社会主义
 ；如果这些作者能够把自己所说的话大胆而透彻地通盘思考一番，正如每个从事写作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人都应当这样来仔细思考自己的见解一样，那他们就只能“把一双没用的手交叉在空虚的胸前”，而……而把阵地让给司徒卢威之流和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先生们，由他们把工人运动拉到“阻力最小的路线上去”，即拉到资产阶级工联主义路线上去，或是把阵地让给祖巴托夫之流的先生们，由他们把工人运动拉到神父加宪兵的“思想体系”的路线上去。请回忆一下德国的例子吧。拉萨尔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何在呢？就在于他 使
 这个运动 脱离了
 它自发地走上（ 在舒尔采－德里奇之类的人的盛情参与下
 ）的那条进步党 
[59]

 的工联主义和合作社主义的道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所需要的不是谈论什么轻视自发因素，什么策略－过程，什么因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等等，而是与此完全不同的做法。为此需要 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
 ，也正是由于许多年来进行了这种斗争，比如说，柏林的工人才由进步党的支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好的堡垒之一。这种斗争直到现在也远远没有结束（也许那些根据普罗柯波维奇的著述研究德国运动的历史，根据司徒卢威的著述研究德国运动的哲学的人，会认为斗争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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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现在，德国工人阶级可以说还分属于几种思想体系：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天主教的和君主派的工会中，另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崇拜英国工联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所创立的希尔施—敦克尔工会 
[61]

 中，还有一部分工人则组织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中。最后一部分工人比其余两部分工人多得多，但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只是由于同所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才获得了这个首位，而且也只有继续进行这种不懈的斗争，才能保持这个首位。

但是读者会问：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 不能相比
 
［注：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
 倾向社会主义。在下述意义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指明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只要
 这个理论本身不屈服于自发性，只要
 这个理论使自发性受它的支配。通常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工人事业
 》恰恰忘记和曲解了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猖狂地使工人接受它。］

 。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愈年轻，也就应当愈积极地同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作斗争，也就应当愈坚决地告诉工人提防那些叫嚷不要“夸大自觉因素”等等的蹩脚的谋士。“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和《工人事业》异口同声地攻击运动在幼年时期所特有的那种不肯容忍的态度。我们回答说：不错，我们的运动确实还处在幼年状态，而为了赶快成长起来，它正应当采取不肯容忍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用崇拜自发性阻碍运动发展的人。硬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早已经历过斗争中的一切重大变故的老年人，这是再可笑、再有害不过的了！

第三，《工人思想报》创刊号向我们表明，“经济主义”这个名称（我们自然不想丢开这个名称，因为这个称呼毕竟已经用惯了）并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新派别的实质。《工人思想报》并不完全否认政治斗争，因为在《工人思想报》创刊号所刊载的那个储金会章程中，就谈到要同政府作斗争。不过《工人思想报》以为“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工人事业》则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这个论点，它在自己的纲领中说：“在俄国，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比在其他国家更 是分不开的
 ”）。 假使所谓的政治是指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那么《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的这种说法就是完全不对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工人的经济斗争往往是同资产阶级、教权派等等的政治相联系的（尽管不是分不开的）。假使所谓的政治是指工联主义的政治，即指一切工人普遍地要求由国家采取某些措施来减轻工人的地位所固有的困苦，但不是摆脱这种地位即消灭劳动受资本支配的现象，那么《工人事业》的说法就是对的。这种要求确实是敌视社会主义的英国工联会员以及天主教工人和“祖巴托夫的”工人等等所共有的。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可见，《工人思想报》对政治斗争的态度，与其说是否定它，不如说是崇拜它的 自发性
 ，崇拜它的不觉悟性。《工人思想报》完全承认从工人运动本身中自发生长出来的政治斗争（正确些说：工人的政治愿望和政治要求），但完全不肯 独立地研究一下
 特殊的 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即适合社会主义的一般任务和现代俄国条件的政治。下面我们就要指出，《工人事业》所犯的错误也是这样。





（三）“自我解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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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工人事业》

我们这样详细地分析《工人思想报》创刊号上那篇很少有人知道而且现在差不多已被遗忘的社论，是因为它最早而且最明显地表现了一个总的潮流，这个潮流后来又涌现出无数细流。弗·伊—称赞《工人思想报》创刊号及其社论，说它写得“很尖锐，很有斗志”（《〈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第49页），这是完全正确的。每一个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认为自己提出了某种新主张的人，写起文章来总是“很有斗志”，总是很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只有那些惯于脚踏两只船的人才会毫无“斗志”，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昨天称赞《工人思想报》的斗志，今天却攻击该报论敌的“论战的斗志”。

我们现在且不谈《〈工人思想报〉增刊》（下面谈到各种问题时，我们还得引用这篇最彻底地表达了“经济派”思想的作品），而只简单地谈谈《工人自我解放社宣言》（发表于1899年3月，转载于1899年7月伦敦《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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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期）。这篇宣言的作者们说得很公道，“工人的俄国 还刚开始觉醒
 ，刚在那里举目四望并 本能地抓住最初碰到的
 斗争手段”，但是他们也和《工人思想报》一样从这里得出了同一个不正确的结论，忘记了本能性也就是社会主义者应当予以帮助的那种不觉悟性（自发性），忘记了在现代社会里“最初碰到的”斗争手段总会是工联主义的斗争手段，而“最初碰到的”思想体系总会是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些作者也同样不“否认”政治，不过（不过！）他们跟着瓦·沃·先生说，政治是上层建筑，所以“政治鼓动应当是为经济斗争而进行的鼓动的上层建筑，应当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生长起来，并服从于它”。

至于说到《工人事业》，那么它的活动一开始就是为“经济派”“辩护”的。《工人事业》竟在它的第1期（第141—142页）上 公然撒谎
 ，说它“不知道阿克雪里罗得”在他那本有名的小册子 
［注：《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1897年写给《工人报》的两封信。］

 里警告“经济派”时“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青的同志”，但是在同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因这种谎话而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工人事业》又不得不承认它“是想用迷惑不解的口气来替所有那些比较年青的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 辩护
 ，以反驳这种不公正的责备”（即阿克雪里罗得责备“经济派”眼界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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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责备是很公正的，并且《工人事业》清楚地知道这个责备也落到了它的一位编辑弗·伊—申的头上。我想顺便指出：在上述争论中，在解释我的那本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编者注］

 时，阿克雪里罗得完全正确，《工人事业》却完全不正确。这本小册子是在1897年，在《工人思想报》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写的，当时我认为并且有理由认为我上面叙述过的圣彼得堡“斗争协会” 最初的
 方向是占统治地位的方向。至少到1898年上半年为止，这个方向确实是占统治地位的。所以，《工人事业》丝毫没有权利援引我这本小册子来否认“经济主义”的存在和危险，我这本小册子上所阐述的观点已于1897—1898年间在圣彼得堡被“经济主义”观点 排挤掉了
 。 
［注：《工人事业》在写了头一段谎话（“我们不知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青的同志”）之后，为了替自己辩护，又在《回答》中写出了第二段谎话：“自从我们写了对《任务》一书的书评以来，俄国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中已经产生或是较为明确地形成了经济主义片面性的倾向，这种倾向同《任务》一书描绘的我国运动的状况相比，就是后退了一步。”（第9页）1900年
 出版的《回答》是这样说的。但《工人事业》第1期（即登载有书评的那一期）是在1899年4月
 出版的。难道“经济主义”1899年才产生出来吗？不，1899年俄国
 社会民主党人就初次对“经济主义”提出了抗议（即对《信条》的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编者注）。“经济主义”是在1897年产生的，《工人事业》分明知道这一点，因为弗·伊—早在1898年11月
 （在《〈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上）就称赞过《工人思想报》了。］



但是，《工人事业》不仅为“经济派”“辩护”，而且自己也时常滑到他们的基本错误上去。所以会滑下去，是因为《工人事业》的纲领中有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论点：“我们认为近年来发生的 群众性工人运动
 〈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是俄国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基本上 将决定
 联合会的书刊工作的 任务
 〈黑体是我们用的〉和性质。”说群众性运动是最重要的现象，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整个问题就在于怎样理解这个群众性运动“决定任务”这句话。对于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 或者是
 理解为崇拜这个运动的自发性，即把社会民主党的作用降低为专替这个工人运动当听差（《工人思想报》、“自我解放社”以及其他的“经济派”就是这样理解的）； 或者是
 理解为群众性运动向我们提出了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 新
 任务，这些任务要比群众性运动产生以前可以使我们感到满足的那些任务复杂得多。《工人事业》过去和现在都正是倾向于前一种理解，因为它根本没有明确地讲过任何新任务，而始终都认为，似乎这个“群众性运动”使我们 不必去
 清楚地认识和解决运动所提出的种种任务。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工人事业》认为不可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作群众性工人运动的 首要
 任务，而把这种任务降低为（为了群众性运动的利益）争取实现最近的政治要求的任务（《回答》第25页）。

《工人事业》编辑波·克里切夫斯基发表在第7期上的《俄国运动中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一文，也重复了同样的错误 
［注：例如，在这篇文章中，政治斗争中的“阶段论”或“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论是这样论述的：“政治要求按其性质是全俄共同的，但是在最初的时候〈这是在1900年8月写的！〉应当适合于该工人阶层〈原文如此！〉从经济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只有〈！〉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够、才应当去进行政治鼓动”等等（第11页）。在第4页上，作者反驳了那种在他看来是毫无理由的、说他们宣传经济主义邪说的斥责，他慷慨激昂地喊道：“试问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知道，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所以
 ，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也应当有首要的意义呢？”（黑体是我们用的）这“所以”二字是用得完全不恰当的。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当作出
 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
 改造来满足，具体说来，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波·克里切夫斯基所重复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的议论（即政治服从于经济等等），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伯恩施坦派的议论（例如沃尔特曼正是用这种议论来证明工人应当首先获得“经济力量”，然后才能考虑政治革命）。］

 ，我们暂且不谈这篇文章，而直接来谈《工人事业》第10期。我们当然不准备去分析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对《曙光》和《火星报》提出的各条反驳意见。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工人事业》在第10期上所持的原则立场。我们也不想去分析，比如说《工人事业》发现下面两种提法是“绝对矛盾”的这种笑话。一种提法是：

“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它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等等。（《火星报》创刊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7页。——编者注］

 另一种提法是：

“没有一个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组织，就谈不到什么系统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计划，而只有这样的计划才配称为策略。”（《火星报》第4号） 
［注：同上，第5卷第2页。——编者注］




原则上
 承认一切斗争手段、一切计划和方法（只要它们是适当的）是一回事，要求 在一定的政治局势下
 遵循一个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计划（如果想谈策略的话）是另一回事；把这两者混为一谈，那就等于把医学上承认各种疗法同要求在医治某种病症时采用一定的疗法混为一谈。可是问题也就在于《工人事业》自己得了我们称之为崇拜自发性的病症，却不愿承认医治 这个
 病症的任何“疗法”。因此它就有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第10期第18页），策略是“ 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
 ”（第11页，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后面这一句话很有希望成为一句名言，成为《工人事业》这一“派别”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对于“ 往何处去
 ？”这个问题，指导性的机关刊物所作的回答是：运动是运动的起点同它下面一点之间的距离改变的过程。可是，这种无比深奥的议论并不只是一个笑话（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值得特别来讲了），而且是 整个派别的纲领
 ，尔·姆·在《〈工人思想报〉增刊》上把这个纲领表述如下：最合适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这正是消极地迁就自发性的极端机会主义派别。

“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这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诬蔑，是把马克思主义变得面目全非，正如民粹派在同我们论战时所做的那样。这就是贬低自觉的活动家的首创精神和毅力，而马克思主义却与此相反，它大大推动社会民主党人的首创精神和毅力，给他们开辟最广阔的前景，把“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千百万人的强大力量交给（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指挥！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历史充满着时而由这个政治领袖时而由那个政治领袖提出的种种计划，证实了某个领袖所持的政治观点和组织观点的远见和正确，暴露了另一个领袖的近视和政治错误。当德国遇到建立帝国、成立帝国国会、赐予普选权这种极大的历史转变时，李卜克内西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整个工作的计划，而施韦泽则提出了另一个计划。当德国社会党人遭到非常法的打击时，莫斯特和哈赛尔曼提出了一个计划，打算干脆号召采用暴力和恐怖手段；赫希柏格、施拉姆以及伯恩施坦（部分参与）则提出另一个计划，他们向社会民主党人宣传说，由于社会民主党人自己过分激烈和过分革命才招来了非常法，所以现在应当以模范行为来求得宽恕；当时那些筹备并出版了秘密机关报 
[65]

 的人则提出了第三个计划。在选择道路问题引起的斗争已经结束，历史对所选定的道路的正确性已经下了最后的定论以后过了许多年，回顾往事，发表深奥的议论，说什么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这当然是容易的。但是在目前这个混乱时期 
［注：梅林所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有一章标题为Ein　Jahr　der　Verwirrung（混乱的一年），在这一章内他描写了社会党人在选择适合新环境的“策略－计划”时起先所表现的那种动摇和犹豫。］

 ，当俄国的“批评派”和“经济派”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降低为工联主义运动，而恐怖派竭力宣扬采取重蹈复辙的“策略－计划”的时候，局限于发表这种深奥的议论，那就等于“证明”自己“思想贫乏”。目前，当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恰恰缺少首创精神和毅力，当他们缩小“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范围” 
［注：摘自《火星报》创刊号的社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6页。——编者注）］

 ，当他们缺少更广泛地进行革命工作的“计划”的时候，说什么“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那就不仅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是在实践上 把党拉向后退
 。


　　《工人事业》往下又教训我们说：“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的任务，只是要以本身自觉的工作来加速客观发展过程，而不是要取消客观发展过程或者以主观计划来代替它。《火星报》在理论上是知道这一切的。但是，由于《火星报》对策略持有一种学理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觉的革命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的正确提法，竟使《火星报》在实践上偏向于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或自发因素的意义
 。”（第18页）



　　这又是瓦·沃·先生及其伙伴们才会有的一种极大的理论混乱。我们要问问我们的这位哲学家：主观计划的制订者对客观发展过程的“轻视”，可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他会忽略这个客观发展过程正在产生或巩固、毁灭或削弱某些阶级、某些阶层、某些集团、某些民族、某些民族集团等等，从而决定国际上各种力量的政治划分以及各个革命政党的立场，等等。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计划制订者的过错就不是轻视自发因素，反而是轻视自觉因素，因为他缺乏正确了解客观发展过程的“自觉性”。可见，单是谈论什么对自发性和自觉性“ 相比
 〈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哪个意义大的估计”，就已经暴露出完全没有“自觉性”。假如说某些“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因素”一般是人的意识所能觉察到的，那么对这种自发因素的不正确估计，就等于“轻视自觉因素”。假如说这种因素是人的意识所不能觉察到的，那我们就不知道这种因素，也无法加以谈论了。波·克里切夫斯基所讲的究竟是什么呢？假使他认为《火星报》的“主观计划”是错误的（而他正是宣布这些计划是错误的），那他就应当指明这些计划究竟忽略了哪些客观事实，就应当因这种忽略而责备《火星报》 缺乏自觉性
 ，用他的说法，就是“轻视自觉因素”。假使他不满意主观计划，除了援引“轻视自发因素”（！！）之外又没有其他论据，那么他以此只是证明：（1）在理论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和备受别尔托夫讥笑的卡列耶夫之流和米海洛夫斯基之流一样；（2）在实践上，他完全满足于那些把我们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引诱到伯恩施坦主义上去，而把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引诱到“经济主义”上去的“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因素”；并且他对那些无论如何也要使俄国社会民主党 脱离
 “自发”发展道路的人“十分恼火”。再往下纯粹是些滑稽可笑的话了。“正如人们不管自然科学取得什么成就而还是要用古老的方式繁殖一样，将来新社会制度的出现也会不管社会科学取得什么成就以及自觉的战士如何增加而仍然多半是自发地爆发的结果。”（第19页）有一句老话说得妙：要生儿养女，谁没有智慧？——同样，“现代社会党人”（象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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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也有一句话说得妙：要参与新社会制度的自发诞生，谁都有智慧。我们也认为谁都有这种智慧。为了参与，只要在“经济主义”流行时 听从
 “经济主义”，在恐怖主义出现时 听从
 恐怖主义就行了。例如，今年春天，正应当告诫大家不要醉心于恐怖手段的时候，《工人事业》对这个在它看来是“新的”问题感到困惑莫解。现在，过了半年之后，当问题已经不很迫切的时候，它却一方面向我们声明说，“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能够也不应当是阻止恐怖主义情绪的发展”（《工人事业》第10期第23页），同时又向我们提出代表大会的决议，说“代表大会认为有计划的进攻性的恐怖手段是不合时宜的”（《两个代表大会》第18页）。你看，这话说得多么清楚、多么圆通！我们不去阻止它，但宣布它不合时宜，而且这样宣布的意思是说，“决议”并没有把无计划的和防御性的恐怖手段包括在内。应当承认，这样一个决议很保险，完全可以保证不犯错误，正如一个说话是为了什么也不说的人可以保证不犯错误一样！为了拟定这样一个决议，只要善于做运动的 尾巴
 就行了。当《火星报》讥笑《工人事业》把恐怖手段问题说成一个新问题时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页。——编者注］

 ，《工人事业》怒气冲冲地指责《火星报》“把一群侨居国外的作家在15年以前提出的那种解决策略问题的办法强加于党的组织，这简直是太狂妄了”（第24页）。的确，预先在理论上解决问题，然后设法说服组织，说服党和群众相信这个解决办法正确，——这是多么狂妄和多么夸大自觉因素啊！ 
［注：同时还不要忘记，“劳动解放社”“在理论上”解决恐怖手段问题时，还总结了以前的革命运动的经验。］

 如果只是旧调重弹，不拿什么“强加于”人，对于每一次向“经济主义”或向恐怖主义的“转变”都唯命是从，那该多么好呀。《工人事业》甚至对这一伟大的处世秘诀作了概括，责备《火星报》和《曙光》“把自己的纲领同运动对立起来，把自己的纲领当作凌驾于混沌状态之上的神灵”（第29页）。难道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不正是要成为“神灵”，不仅凌驾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要把这一运动 提高到
 “ 自己的纲领
 ”的水平上去吗？它的作用当然不是做运动的 尾巴
 ，因为，如果做运动的尾巴，那么好则对运动无益，坏则对它极其有害。所谓的《工人事业》不仅追随这种“策略－过程”，而且把它奉为原则，因此，与其把《工人事业》这一派别称为机会主义，倒不如（根据尾巴这个词）称为 尾巴主义
 。而且不能不承认，下定决心要永远做运动的尾巴跟着运动走的人，是永远和绝对不会“轻视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因素”的。　 


※　　　　※　　　　※

总之，我们确信，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派别”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崇拜自发性，就在于不了解群众的自发性要求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增长，运动愈扩大，对于社会民主党在理论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愈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

俄国群众的自发高潮来得这样迅速（并且继续在迅速地发展），以致社会民主党的青年们对于完成这些巨大的任务显得缺乏修养。这种缺乏修养的状况是我们大家的不幸，是 全体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幸。群众的高潮在连续不断地、前后相承地增长和扩大起来，不仅没有在它开始发生的地方停止，而且席卷了新的地区和新的居民阶层（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青年学生、整个知识界以至农民都掀起了风潮）。但是革命家无论在自己的“理论”或自己的活动中，都 落后于
 这个高潮，没有建立起一种连续不断的、前后相承的、能够 领导
 全部运动的组织。

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明确指出，《工人事业》贬低我们的理论任务并“自发地”重复“批评自由”这一时髦口号，因为重复这一口号的人，对了解机会主义者“批评派”的立场和革命派的立场在德国和俄国是完全相反的这一点缺乏“自觉性”。

在下面几章中，我们就要来考察一下，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方面和组织工作中，这种对自发性的崇拜是怎样表现的。






[45]

 指1896年5—6月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罢工的起因是工厂主拒绝向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并波及机器、橡胶、造纸、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3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会散发了传单和宣言，号召工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10+(1/2)小时，提高计件单价，按时发放工资等。这次罢工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1897年6月2日（14日）颁布了将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缩短为11+(1/2)小时的法令。——28。





[46]

 《论鼓动》这本小册子是阿·约·克列梅尔在1894年写的，经尔·马尔托夫审订。该书起初以手抄本和胶印本的形式流传，后于1896年底在日内瓦出版。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它写了序言和跋。该书总结了社会民主党人在维尔诺的工作经验，号召放弃闭塞的小组宣传活动，而转向在工人中间进行群众性的鼓动工作，因此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很大的影响。但它夸大纯经济斗争的作用和意义，含有经济主义的萌芽。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再论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一文中对它作了批评性的分析。——30。





[47]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1895年11月创立的，由彼得堡的约20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1895年12月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它的领导机构是中心小组，成员有10多人，其中5人（列宁、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领导核心。协会分设3个区小组。中心小组和区小组通过组织员同70多个工厂保持联系。各工厂有收集情况和传播书刊的组织员，大的工厂则建立工人小组。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1895年和1896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印发了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人事业报》。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好几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它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全市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协会一成立就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895年12月8日（20日）夜间，沙皇政府逮捕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协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共57人。但是，协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它组成了新的领导核心（米·亚·西尔文、斯·伊·拉德琴柯、雅·马·利亚霍夫斯基和马尔托夫）。列宁在狱中继续指导协会的工作。1896年1月沙皇政府再次逮捕协会会员后，协会仍领导了1896年5—6月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896年8月协会会员又有30人被捕。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协会的领导成分发生了变化。从1898年下半年起，协会为经济派（由原来协会中的“青年派”演变而成）所掌握。协会的一些没有被捕的老会员继承协会的传统，参加了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30。





[48]

 这篇社论标题为《告俄国工人》，系列宁所写，至今没有找到。——30。





[49]

 《俄国旧事》杂志（《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是俄国历史刊物（月刊），由米·伊·谢美夫斯基创办，1870—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主要登载俄国国务活动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回忆录、日记、札记、函件等以及各种文献资料。它是俄国第一家长期刊登俄国革命运动史料的杂志。——30。





[50]

 指沙皇政府对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厂工人罢工的镇压。这次罢工发生于1895年4—5月。罢工的起因是厂方采用新的计件单价，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收入。参加罢工的有4000多工人。罢工遭到特地调来的沙皇军队法纳戈里团的镇压，结果工人死1人，伤14人，11人被交付法庭审判。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呈交给他的关于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厂事件的报告上批道：“感谢法纳戈里团的好汉们在工厂闹风潮期间采取坚定果敢的行动。”——30。





[51]

 《圣彼得堡工人小报》（《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Рабочий　Листок》）是俄国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秘密报纸。共出过两号：第1号于1897年2月（报上印的是1月）在俄国油印出版，共印300—400份；第2号于同年9月在日内瓦铅印出版。该报提出要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广泛的政治要求结合起来，并强调必须建立工人政党。——31。





[52]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用代表大会名义于1898年4月发表的。《宣言》宣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把争取政治自由和推翻专制制度作为社会民主工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把政治斗争和工人运动的总任务结合了起来。宣言指出：俄国工人阶级应当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争取政治自由的事业。这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即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所必须走的第一步。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一直斗争到社会主义全胜为止（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6页）。——31。





[53]

 非正式会议是指“老年派”即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创建人列宁、阿·亚·瓦涅耶夫、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尔·马尔托夫等同斗争协会新成员的代表一起于1897年2月26日和3月1日之间在彼得堡斯·伊·拉德琴柯和马尔托夫的住处举行的会议。当时俄国当局允许协会的老成员在赴西伯利亚流放地之前在彼得堡停留三天处理私事，非正式会议就是利用这个时机举行的。会上，“老年派”和“青年派”之间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但是，曾于1893—1895年参加“老年派”小组的阿·亚·雅库波娃，坚持刚刚产生的经济主义的观点，而“青年派”分子波·伊·哥列夫（戈尔德曼）却支持列宁等“老年派”。列宁后来在康·米·塔赫塔廖夫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上加的按语中说：“可见，我的划分的不准确之处就在于，有一个‘青年派’分子维护‘老年派’，有一个‘老年派’分子维护‘青年派’。”此信和按语载于1903年5月15日《火星报》第40号。——32。





[54]

 《〈工作者〉小报》（《Листок《Работника》》）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的附刊，1896年至1898年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0期。第1—8期由劳动解放社编辑。后因联合会大多数成员转向经济主义，劳动解放社拒绝继续编辑联合会的出版物。《〈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由经济派编辑，于1898年11月出版。——32。





[55]

 指俄国沙皇政府的警察。——34。





[56]

 瓦·沃·是19世纪80—90年代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瓦·巴·沃龙佐夫的笔名。他为陈腐的民粹派思想辩护，到90年代堕落成为否定群众政治斗争的反动分子。列宁所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思潮的代表——经济派，他们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放到次要地位，向工人阶级宣扬原始的狭隘的斗争方法和渺小的斗争目的，因而在工人运动中起反动作用。——34。





[57]

 《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37。





[58]

 指1901年11月2—6日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维也纳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1899年的布隆代表大会提出了修改1888年的海因菲尔德纲领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奥地利工人阶级的斗争条件的问题。当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起草新党纲，主要起草者是维·阿德勒。党纲草案于1901年8月公布。党内对它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性意见，主要是指责它向伯恩施坦主义让步。卡·考茨基在1901年10月19日《新时代》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列宁在这里引用的文章：《修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考茨基把党纲的新旧条文加以对照，主张保留海因菲尔德纲领的原则部分，因为它比较充分和正确地说明了社会民主党对历史发展总过程和工人阶级的任务的看法。阿德勒不同意考茨基的建议。后来这个党纲草案经过维也纳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稍加修改后通过。——37。





[59]

 进步党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1年6月成立，创始人和领袖为鲁·微耳和、贝·瓦尔德克、赫·舒尔采－德里奇、汉·维·翁鲁等。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10月，进步党中的右翼分裂出去组成民族自由党。1884年，进步党同民族自由党中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组成德国自由思想党。1893年，该党又分裂成自由思想同盟和自由思想人民党两派。进步党仇视社会主义，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它的主要敌人。为了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和对工人阶级施加影响，进步党的活动家舒尔采－德里奇、麦·希尔施、弗·敦克尔等人积极进行了建立工会的活动。——39。





[60]

 指1899年在彼得堡出版的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的《西欧工人运动。批判性研究的尝试。第1卷。德国和比利时》一书和载于1899年《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杂志第14卷的彼·伯·司徒卢威的《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一文以及他为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卡·考茨基的《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两本书写的书评。普罗柯波维奇在书中企图证明德国和比利时的工人运动缺少进行革命斗争和实行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政策的条件。司徒卢威在文章中企图驳倒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哲学前提，证明社会矛盾越来越不尖锐，否认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39。





[61]

 希尔施—敦克尔工会是德国改良主义工会组织，1868年由进步党活动家麦·希尔施和弗·敦克尔建立。该工会的组织者们鼓吹劳资利益“和谐”论，认为资本家也可以加入工会，否定罢工斗争的合理性。他们声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通过国家立法和工会组织的帮助就能使工人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工人与企业主之间起媒介作用和积累资金。希尔施—敦克尔工会主要从事组织互助储金会和建立文化教育团体的活动。它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从来不是一支主要力量，直到1897年它的会员不过75000人，而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会员已达419000人。1933年，希尔施—敦克尔工会的机会主义活动家加入了法西斯的“劳动战线”。——39。





[62]

 指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



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是经济派的一个小组织，1898年秋在彼得堡成立，只存在了几个月。说明该社宗旨的宣言所署日期是1899年3月，载于同年7月在伦敦出版的民粹派刊物《前夕》杂志。该社还公布过它的章程，印发过几份给工人的传单。——41。





[63]

 《前夕》杂志（《Накануне》）是俄国民粹派的刊物，由叶·亚·谢列布里亚科夫主编，1899年1月至1902年2月在伦敦用俄文出版，共出版了37期。该杂志宣传一般民主主义观点，敌视马克思主义，特别敌视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在它的周围集结了一批各种小资产阶级党派的代表人物。——42。





[64]

 这里说的是劳动解放社和《工人事业》杂志的论战。列宁1897年底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于1898年下半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给这本小册子写的序言中表示赞同列宁的观点，并指出，不久前到国外来的年轻同志同列宁这本小册子的观点相距甚远。阿克雪里罗得提到的“年轻同志”，是指当时已转向经济主义并在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中起领导作用的那一批人（即后来的工人事业派）。1899年4月，《工人事业》杂志第1期刊登了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的评论。《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在评论中掩饰自己的真实倾向，否认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会主义性质，否认经济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影响有所增强，断言列宁阐述的观点同该编辑部的纲领完全一致，并说编辑部不知道阿克雪里罗得在小册子的序言中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轻的同志。



1899年8月，阿克雪里罗得在给《工人事业》杂志的信中驳斥了上述论点。他说：《工人事业》杂志试图证明自己同列宁所阐述的观点一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并且指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个转向经济主义的派别（“青年派”），这个派别力图“人为地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停留在原始发展阶段上”。



1899年12月，《工人事业》杂志作为单行本刊印了列宁在1899年夏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并加写了编后记。该杂志诡称赞同这一文献，并辩解说《信条》只不过是代表“个别人”的意见，又说担心俄国社会民主党可能向纯粹经济斗争方面发展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1900年2月，劳动解放社出版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编的《〈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书中公布了一系列文件和书信（包括《信条》作者叶·德·库斯柯娃和联合会书记格里申的带有政治性的私人信件），证实在集结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周围的侨外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机会主义分子和经济主义思想实际上占了统治地位。



1900年2—3月，《工人事业》杂志编辑波·尼·克里切夫斯基针对阿克雪里罗得的《信》和普列汉诺夫的《指南》写了编辑部的《回答》，十分明显地暴露了该杂志的机会主义性质。



后来，同《工人事业》杂志的论战转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继续进行。——43。





[65]

 指《社会民主党人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是反社会党人法施行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周报）。它的主要领导人是威·李卜克内西。1879年9月—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1890年9月在伦敦出版。1879年9月—1880年1月格·亨·福尔马尔任编辑，1881—1889年爱·伯恩施坦任编辑。该报虽然在初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在恩格斯持续不断的指导和帮助下，坚持了革命策略，在聚集和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起了卓越作用。恩格斯曾称赞它是德国党的旗帜。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47。





[66]

 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是尔·马尔托夫在他的一首题为《现代俄国社会党人之歌》的讽刺诗上所署的戏谑性笔名，意为骄矜的蠢猪。这首诗载于1901年《曙光》杂志第1期。诗中嘲笑了经济派的观点及其对自发性的盲目崇拜。——49。







《列宁全集》第6卷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一）政治鼓动和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

（二）谈谈马尔丁诺夫是怎样深化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



（三）政治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四）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五）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



（六）又是“诽谤者”，又是“捏造者”










我们还是从夸奖《工人事业》开始吧。马尔丁诺夫在《工人事业》第10期上，发表了一篇论述同《火星报》的意见分歧的文章，标题为《揭露性的出版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他把这些意见分歧的实质表述如下：“我们不能只限于揭露那个阻碍它〈工人政党〉发展的制度。我们还应当对无产阶级当前的日常利益作出反应。”（第63页）“……《火星报》……实际上是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而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同上）对马尔丁诺夫的这种说法，我们不能不表示感谢。这种说法具有重大的普遍意义，因为它实质上决不仅仅是概括了我们同《工人事业》的意见分歧，而且概括了我们同“经济派”在政治斗争问题上的一切意见分歧。我们已经指出过，“经济派”并不绝对否认“政治”，而只是常常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观滑到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上去。马尔丁诺夫也正是这样滑过去的。因此我们也就同意选择他作为经济派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的 典型
 。对于这一选择，无论《〈工人思想报〉增刊》的作者们，还是“自我解放社”宣言的作者们，或《火星报》第12号上所载的那封“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都没有理由责备我们，这一点我们往下将予以证明。





（一）政治鼓动和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

大家知道，俄国工人经济 
［注：为了避免误会，我们要说明一下：在以下的论述中，所谓经济斗争（按我们的习惯用词）全都是指“经济实践方面的斗争”，在上述引文中，恩格斯称这种斗争为“对资本家的反抗”，而在各自由国家里则称为工会的、工团的或工联的斗争。］

 斗争的广泛开展和加强，是同创办揭露经济（工厂方面和职业方面的）情况的“出版物”密切相联的。“传单”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工厂中的情况，于是在工人中很快激起了进行揭露的真正热情。工人一看见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愿意而且能够给他们提供一种新的传单，来叙述工人的贫困生活、无比艰苦的劳动和无权地位的全部真实情况，他们也就纷纷寄来了工厂通讯。这种“揭露性的出版物”不仅在某一传单所抨击的那个工厂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在所有听到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工厂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既然各行各业工人的贫困和痛苦有许多共同之处，“叙述工人生活的真实情况”就使 所有的人
 赞赏不已。甚至在最落后的工人中，也产生了一种想“发表文章”的真正热情，一种想用这种萌芽形式的战争去反对建立在掠夺和压迫的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制度的高尚热情。这些“传单”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真正成了一种宣战书，因为这种揭露起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使工人一致要求消灭各种令人发指的丑恶现象，并且决心用罢工来支持这种要求。结果，厂主自己也往往宁愿不等战争本身到来就完全承认这些传单所起的宣战书的作用。这种揭露，总是一经出现就变得强大有力，形成强大的道义上的压力。往往只要一有传单出现，就可以使一切要求或部分要求得到满足。总之，经济方面的（工厂方面的）揭露，过去和现在都是经济斗争的重要杠杆。只要还存在着必然会使工人起来自卫的资本主义，这方面的揭露将始终保持这种意义。即使在最先进的欧洲各国，现在也还可以看到，揭露某个落后的“行业”或某个被人遗忘的家庭手工业部门的种种丑恶现象，可以成为唤起阶级意识、开展工会斗争和传播社会主义的起点。 
［注：我们在本章中所讲的只是政治
 斗争，较广义的或较狭义的政治斗争。所以我们只顺便指出，《工人事业》非难《火星报》“过分避讳”经济斗争（《两个代表大会》第27页；马尔丁诺夫在他写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这本小册子中也再三重复过这种非难），这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已。如果提出这种非难的先生们把一年来《火星报》上的经济斗争栏的篇幅即使用普特或印张计算一下（这是他们所爱用的方法），并且把它拿来同《工人事业》和《工人思想报》上的经济斗争栏的篇幅的总和比较一下，那他们马上就会看到，他们在这一方面也是落后的。显然，他们意识到了这种简单的真实情况，才迫不得已提出一些清楚表明他们惶惑不安的心情的论据。他们写道：“《火星报》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考虑到实际生活的迫切要求，至少〈！！〉也得刊载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通讯。”（《两个代表大会》第27页）这真是一个把我们驳得体无完肤的论据！］



近来，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把全副精力都用在组织对工厂的揭露这种工作上了。只要回想一下《工人思想报》就可以知道，人们在这种工作上耗费了多少精力，竟忘记了这种活动 本身
 实质上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而只是工联主义的活动。实际上，这种揭露只涉及 某个职业
 的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而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较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学会在纯粹商业契约的基础上来同买主作斗争。这种揭露可能（在革命家组织适当利用这种揭露的条件下）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的开端和组成部分，但是也可能（而在崇拜自发性的条件下则一定会）导致“纯粹工会的”斗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不是就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而言，而是就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而言。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 现在
 ，当《曙光》和《火星报》向“经济主义”作了第一次冲击之后，这一点已经“是大家都同意的了”（虽然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有些人只是口头上同意而已）。

试问，政治教育究竟应当有哪些内容呢？能不能局限于宣传工人阶级与专制制度敌对的观念呢？当然不能。只 说明
 工人在政治上受压迫是不够的（正如只向工人 说明
 他们的利益同厂主的利益相对立是不够的一样）。必须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正如我们已经开始利用经济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一样）。既然 这种
 压迫是落在社会的各个不同阶级的身上，既然这种压迫表现在生活和活动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那么我们如果不 负起责任
 组织对专制制度的 全面政治揭露
 ，就 不能完成我们
 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 任务
 ，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为了利用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不是应当把这些表现揭露出来吗（正如为了进行经济鼓动，应当把工厂里的舞弊行为揭露出来一样）？

看来，这是很明白的吧？但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只是口头上同意必须 全面
 发展政治意识。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例如《工人事业》不仅没有担负起组织（或是提倡组织）全面政治揭露的任务，反而把已经着手实现这个任务的《火星报》 拉向后退
 。请听吧：“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只是〈恰恰不只是〉最发展、最广泛和最切实的经济斗争形式。”（《工人事业》的纲领，《工人事业》第1期第3页）“现在摆在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任务，是要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马尔丁诺夫的文章，《工人事业》第10期第42页）“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联合会代表大会决议和“修正案”：《两个代表大会》第11页和第17页）读者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论调，从《工人事业》产生时起，直到最近的“给编辑部的指示”为止，始终都贯穿在《工人事业》中，并且这些论调显然都是用同一个观点看待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的。你们可以根据政治鼓动应当 服从
 于经济鼓动这个在一切“经济派”中流行的意见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个观点。说经济斗争一般讲来 
［注：我们所以说“一般讲来”，是因为《工人事业》上所讲的正是全党的一般原则和一般任务。无疑，在实践中，政治有时的确应当服从于经济，但是只有“经济派”才会在准备用于全俄的决议中说到这一点。其实，也有“从一开始”就能够
 “只在经济基础上”进行政治鼓动的情况，可是《工人事业》终于认为这是“根本不必要”的（《两个代表大会》第11页）。我们在下一章中就要证明，“政治派”和革命家的策略不仅不忽略社会民主党的工联任务，恰恰相反，只有它才能保证
 这种任务彻底实现。］

 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是否正确呢？完全不正确。 各种各样
 警察压迫和专制暴行的表现，也是同样能“吸引”群众的一种“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决不是只有那些同经济斗争相联系的表现才是这种手段。地方官横行不法，农民遭受体罚，官吏贪污受贿，警察欺压城市“老百姓”，摧残饥民，压制人民追求光明和知识的愿望，横征暴敛，迫害教派信徒，虐待士兵，侮辱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什么所有这些事实以及千百种诸如此类不是同“经济”斗争直接联系的压迫行为，一般讲来就是进行政治鼓动和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 不那么
 “普遍适用的”手段和缘由呢？恰恰相反，在工人（他们自己或者同他们亲近的人）受无权之苦，受专横和强暴压迫之苦的所有活生生的事例中，警察在工会斗争中进行迫害的事例无疑只占很小一部分。试问为什么要预先 缩小
 政治鼓动的范围，只把 一种
 手段称为“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否认社会民主党人同时还应当有其他的一般讲来是同样“普遍适用的”手段呢？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年以前！……），《工人事业》曾经写道：“经过一次罢工，或者最多经过几次罢工以后”，“只要政府出动警察和宪兵”，“当前的政治要求就会成为群众所能理解的要求了”。（1900年 8月
 第7期第15页）现在联合会已经把这个机会主义的阶段论推翻而向我们表示让步，说“根本不必要从一开始就只在经济基础上进行政治鼓动”（《两个代表大会》第11页）。将来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的人，只要根据“联合会”对自己的那一部分旧的错误见解所作的这一否定，就可以比根据各种长篇大论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经济派”把社会主义贬低到怎样的地步了！但联合会该是多么幼稚，竟以为靠放弃一种缩小政治范围的形式就能促使我们去赞同另一种缩小政治范围的形式！如果在这里也说经济斗争必须尽量广泛地进行，也说要始终利用经济斗争来进行政治鼓动，但“根本不必要”认为经济斗争是一种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岂不更合乎逻辑吗？

联合会认为用“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个说法来代替犹太工人联盟（崩得 
[67]

 ）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相应决议中的“最好的手段”的说法是有意义的。我们实在很难说这两个决议中究竟哪一个好些，因为在我们看来， 两个都很糟糕
 。无论联合会或是崩得，都滑到（在某种程度上也许甚至是不自觉的，是受了传统的影响）经济主义即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上去了。至于这里用的字眼是“最好的”，还是“最普遍适用的”，实质上毫无差别。假使联合会说“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是最普遍采用的（而不是“适用的”）手段，那么，对于我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展的一定时期来说，这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对于“ 经济派
 ”，对于1898—1901年间的许多（也许是大多数）实际工作者来说，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做实际工作的“经济派”的确 几乎完全是在经济基础上采用
 （就算他们都采用过！）政治鼓动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工人思想报》和“自我解放社”都承认甚至推荐过 这种
 政治鼓动！《工人事业》本来应当 坚决斥责
 在进行经济鼓动这种有益的事情时缩小政治斗争范围的有害行为，但它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把最普遍 采
 用的（“ 经济派
 ”采用的）手段称为最普遍 适
 用的手段！无怪乎当我们把这帮人称为“经济派”的时候，他们也就只好破口大骂我们又是“捏造者”，又是“捣乱者”，又是“圣使”，又是“诽谤者” 
［注：这是《两个代表大全》一书的原话；该书第31、32、28、30页。］

 ；只好向大家哭诉说，这使他们蒙受奇耻大辱；只好用几乎是发誓赌咒的口吻声明：“现在根本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犯‘经济主义’的错误。” 
［注：《两个代表大会》第32页。］

 啊，这些诽谤者，凶恶的政治派！整个“经济主义”不正是他们完全出于仇恨人的心理而故意捏造出来，使人蒙受奇耻大辱的吗？

马尔丁诺夫向社会民主党提出“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这究竟有什么具体的现实意义呢？经济斗争是工人为争得 出卖劳动力
 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是职业性的斗争，因为各种职业的劳动条件极不相同，所以争取 改善
 这些条件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按职业来进行（在西方通过工会，在俄国通过临时工会联合会和传单等等）。因此，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就等于力争用“立法和行政措施”（象马尔丁诺夫在他那篇文章的下一页即第43页上所说的那样）来实现这些职业的要求，在这一职业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所有的工会现在是而且向来都是这样做的。你们只要看一看维伯夫妇这两位造诣很深的学者（和“造诣很深的”机会主义者）的著作 
[68]

 ，就可以知道英国的工会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了并且一直在实现“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很早以前就为罢工自由，为取消法律上对合作社运动和工会运动的一切限制，为颁布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法律，为制定卫生法和工厂法来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而从事斗争了。

由此可见，“赋予经济斗争 本身
 以政治性质”这句漂亮话，听起来“极端”深奥，“极端”革命，其实却掩盖着那种力求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降低
 为工联主义的政治的传统意图！他们表面上是要纠正《火星报》的片面性，说《火星报》“把教条的革命化看得高于生活的革命化” 
［注：《工人事业》第10期第60页。在这里，马尔丁诺夫是用另一种方式来玩弄我们在上面已经描写过的那种把戏，即把“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一论点应用到我国运动现在的这种混乱状态中来。其实，这只是把伯恩施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句臭名远扬的话翻译成俄文罢了。］

 ，而实际上却把 争取经济改良的斗争
 当作一种新东西奉送给我们。其实，“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话的含义不过是争取经济改良而已。只要马尔丁诺夫仔细分析一下自己所说的那些话的意思，那他自己就可以作出这个简单的结论。马尔丁诺夫拖出了他的一门最大的重炮来反对《火星报》，他说：“我们党能够而且应当向政府提出具体要求，要它实行种种立法和行政措施来反对经济剥削，消除失业，消除饥荒等等。”（《工人事业》第10期第42—43页）具体要求实行种种措施，这难道不正是要求实行社会改良吗？我们现在要再一次问问没有偏见的读者：当工人事业派（恕我使用这个笨拙的流行名词！）提出必须争取经济改良这个论点来表明他们同《火星报》的 意见分歧
 的时候，我们称他们为暗藏的伯恩施坦派，这是不是诬蔑他们呢？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一直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包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但是它利用“经济”鼓动，并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政府实行种种措施，而且是（并且首先是）要求政府不再成为专制政府。此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认为有责任 不仅
 根据经济斗争，而且根据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一切现象来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总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使争取改良的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就象使局部服从整体一样。而马尔丁诺夫却用另一种形式把阶段论复活起来，力求规定政治斗争必须按所谓经济的道路发展。他在革命高涨时提出所谓争取改良的特殊斗争“任务”，就是把党拉向后退，而助长“经济派的”和自由派的机会主义。

其次，马尔丁诺夫羞羞答答地用“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漂亮的论点来掩饰争取改良的斗争，而把 仅仅是经济的
 （甚至仅仅是工厂的） 改良
 当作一种特殊的东西提出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由于一时疏忽吧？但是，如果他所指的不只是“工厂的”改良，那么我们刚才所引过的他那个论点就会毫无意义了。也许是由于他认为政府只是在经济方面才可能实行和大概会实行“让步”吧？ 
［注：第43页上写道：“当然，如果说我们劝工人向政府提出某些经济要求，那是因为在经济
 方面，专制政府出于需要而愿意作某些让步。”］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种很奇怪的谬误，因为政府在笞刑、身分证、赎金、教派、书报检查制度等等的立法方面，也是可能作出让步而且经常作出让步的。“经济的”让步（或者假让步），对政府来说，自然是最便宜最有利的，因为它想借此博得工人群众对它的信任。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如何也绝对 不应当
 使人们得出这样一种看法（或产生这样一种误解），以为经济改良对我们更有价值，以为我们正是把这种改良看得特别重要，等等。马尔丁诺夫在解释他上面提出的那些关于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时说道：“这样的要求，不会成为一种空话，因为这些要求既然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就会获得工人群众的积极支持……”我们可不是“经济派”啊！我们不过是象伯恩施坦之流、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司徒卢威之流、尔·姆·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先生们一样屈从于那些具体结果的“显著性”而已！我们不过是（同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一起）向大家暗示说：凡不“能产生显著结果”的都是“空话”！我们不过是要表明，似乎工人群众不能够（并且同那些把自己的庸俗思想强加于他们的人的愿望相反，没有证明自己能够）积极支持对专制制度的 任何
 反抗，支持那些甚至 绝对不能对他们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反抗
 ！

就拿马尔丁诺夫本人援引的关于消除失业和饥荒的“种种措施”的例证来说吧。从《工人事业》自己的诺言来看，它正在致力于制定和详细制定“能产生显著结果”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以法案的形式吗？〉”，而《火星报》“却始终把教条的革命化看得高于生活的革命化”，极力说明失业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警告大家说“饥荒在蔓延”，揭露警察“摧残饥民”的行为和可恶的“暂行苦役条例”；《曙光》则把论述饥荒问题的那一部分《内政评论》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68—286页。——编者注］

 印成了单行本，作为鼓动的小册子。可是，天哪，这帮狭隘得不可救药的正统派，这帮对“生活本身”的要求置若罔闻的教条主义者又是多么“片面”啊！他们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没有提出（这还了得！） 任何一个
 ，真是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一个“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多么可怜的教条主义者啊！应当叫他们到克里切夫斯基之流和马尔丁诺夫之流那里去领教领教，好让他们懂得策略是……发展……而增长的过程，好让他们懂得必须赋予经济斗争 
本身

 以政治性质！

“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同政府作 经济
 斗争”！！），除了它的直接的革命意义之外，还有一种意义，就是它能使工人经常碰到他们政治上无权的问题。”（马尔丁诺夫的文章，第44页）我们把这段话抄下来，并不是要把上述那些反复说过千百次的东西再重复一次，而是要来特意感谢马尔丁诺夫提出了所谓“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样一个新鲜而出色的公式。真是妙极了！真是以独到的才能，极其巧妙地抹掉了“经济派”之间的一切局部的意见分歧和细微的差别，而在这里用简单明了的话表明了“经济主义”的 全部实质
 ，开始是号召工人作“政治斗争以维护共同的利益，即改善全体工人的状况” 
［注：《工人思想报》《增刊》第14页。］

 ，接着是大谈阶段论，最后是在代表大会决议中说什么“最普遍适用”等等。“同政府作经济斗争”正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工联主义的政治离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还很远很远。





（二）谈谈马尔丁诺夫是怎样深化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

有一次，一位同志说：“近来我们社会民主党的罗蒙诺索夫何其多啊！”他指的是，许多倾心于“经济主义”的人都有一种令人惊奇的倾向，总想“凭自己的头脑”发现一些伟大的真理（比如说经济斗争使工人碰到无权的问题），同时又用天生才子不可一世的态度鄙弃所有先前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发展过程已经提供的一切。罗蒙诺索夫式的马尔丁诺夫就是这样的一位天生才子。你们只要瞧瞧他所写的《当前问题》一文，就能看出他怎样“凭自己的头脑”正在接近阿克雪里罗得早就说过的东西（关于阿克雪里罗得，我们的罗蒙诺索夫当然是完全避而不谈的），就能看出他 正在开始
 理解，例如我们不能忽视资产阶级中某些阶层的反政府态度这种道理（《工人事业》第9期第61、62、71页；参看《工人事业》编辑部对阿克雪里罗得的《回答》，第22、23—24页）等等。但可惜只是“正在接近”和只是“正在开始”，仅此而已，因为他毕竟还根本没有理解阿克雪里罗得的意思，所以还在说什么“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三年来（1898—1901年），《工人事业》一直在努力理解阿克雪里罗得的意思，然而——然而毕竟还是没有理解这种意思！可能这也是由于社会民主党“象人类一样”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实现的任务吧？

但是，罗蒙诺索夫之流的特色，不仅表现在他们对于许多东西都不知道（这不过是小小的不幸！），并且还表现在他们不认识自己的无知。这才是真正的大不幸，正是这种不幸促使他们马上就来着手“深化”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罗蒙诺索夫式的马尔丁诺夫写道：“自从普列汉诺夫写了这本书〈《俄国社会党人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以来，已经过去许多时候了。社会民主党人在10年中间虽然领导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但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给党的策略奠定一个广泛的理论基础。现在这个问题成熟了。我们如果愿意奠定这样的理论基础，显然就应当大大深化普列汉诺夫以前阐发过的那些策略原则……现在，我们确定宣传和鼓动的差别，应当不同于普列汉诺夫〈马尔丁诺夫刚刚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话：“宣传员给一个人或几个人提供许多观念，而鼓动员只提供一种或几种观念，但是他把这些观念提供给一大群人”）。我们认为宣传就是用革命观点来说明整个现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现，至于在宣传时所用的形式能为几个人还是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那没有什么关系。所谓鼓动，严格讲来〈原文如此！〉，我们却认为是号召群众去采取某些具体行动，是促进无产阶级去对社会生活进行直接的革命的干预。”



　　我们祝贺俄国的以及国际的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一套新的、马尔丁诺夫式的、更严格更深奥的术语。直到现在，我们（同普列汉诺夫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所有领袖们一起）都认为：例如宣传员讲到失业问题的时候，就应当解释清楚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指出危机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原因，说明必须把现代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等等。总之，他应当提供“许多观念”，多到只有少数人（相对地讲）才能一下子全部领会，完全领会。而鼓动员讲到这个问题时，却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和最明显的例子，比如失业者家里饿死人，贫困加剧等等，并尽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实来向“群众”提供富者愈富和贫者愈贫的矛盾是不合理的这样 一个观念
 ，竭力 激起
 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现象的不满和愤恨，而让宣传员去全面地说明这种矛盾。因此，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 动笔
 ，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 动口
 。要求宣传员具备的素质是不同于鼓动员的。例如，我们称考茨基和拉法格为宣传家，而称倍倍尔和盖得为鼓动家。想在实际活动中分出第三个方面或者第三种职能，并把“号召群众去采取某些具体行动”归入这种职能，那就十分荒唐了，因为“号召”作为单独的行为，要么是理论著作、宣传小册子和鼓动演说的自然和必然的补充，要么是一种纯粹执行性质的职能。实际上，可以拿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谷物税的斗争来作例子。比如说，理论家写关税政策的研究著作，“号召”为通商条约、为贸易自由而斗争；宣传员在杂志上也这样做，鼓动员在公开演说中也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具体行动”就是签名上书帝国国会，要求不增加谷物税。采取这些行动的号召，间接是出自理论家、宣传员和鼓动员，直接是出自那些把签名簿分送到各工厂和各私人住宅去的工人。照“马尔丁诺夫式的术语”来讲，岂不是要把考茨基和倍倍尔两人都称为宣传员，而把分送签名簿的人称为鼓动员吗？德国人的例子使我想起了一个德语单词：Verballhornung。按俄文直译是：巴尔霍恩式的修正。约翰·巴尔霍恩是16世纪莱比锡的一个出版商 
［注：应为吕贝克的一个出版商。——编者注］

 。他出版了一本识字课本，并且照例也加上了一张画有雄鸡的插图，不过他画的不是通常脚上有距的雄鸡，而是脚上无距的雄鸡，旁边还有两个鸡蛋。课本封面上加了一行字：“约翰·巴尔霍恩 修正
 版”。从那时起，德国人讲到实际上把东西改坏的那种“修正”时，就说是巴尔霍恩式的修正。所以当你看到马尔丁诺夫之流如何“深化”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时，就不禁想起巴尔霍恩的故事来……

为什么我们的罗蒙诺索夫“发明了”这种糊涂观念呢？他是为了说明，《火星报》“也象普列汉诺夫在15年以前那样，只注意到事情的一方面”（第39页）。“《火星报》至少在目前是偏重宣传任务而忽视鼓动任务。”（第52页）假如我们把后面这个论点从马尔丁诺夫式的语言译成普通人的语言（因为人类还没有来得及接受这种新发明的术语），那就是说《火星报》偏重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任务而忽视这样一个任务，即“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或社会改良的要求，——假如允许把还没有发展到马尔丁诺夫那种水平的旧人类的旧术语再使用一次的话）。请读者把这个论点同下面的一段议论对照对照吧！


　　“这些纲领〈即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还有使我们吃惊的地方，就是它们始终偏重工人在议会〈我国现时所没有的议会〉中活动的好处，而完全忽视〈由于这些纲领的革命虚无主义〉工人参加我国现有的厂主工厂事务立法会议工作……或至少参加城市自治机关工作的重要意义……”



　　这一段议论的作者把罗蒙诺索夫式的马尔丁诺夫凭自己的头脑想出来的那个思想说得稍微直率、明确和坦白了一些。而这位作者就是《〈工人思想报〉增刊》（第15页）上的那位尔·姆·。



（三）政治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马尔丁诺夫提出他那个“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理论”来反对《火星报》，实际上就是暴露他竭力想 降低
 这种积极性，因为他把一切“经济派”所崇拜的那种经济斗争说成是激发这种积极性的最好的、特别重要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和表现这种积极性的舞台。这种错误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这远不是马尔丁诺夫一个人所特有的。其实，“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 只有
 在我们 不局限于
 “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这个条件下才能够做到。而把政治鼓动扩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组织 全面的
 政治揭露。不进行这样的揭露， 就不能
 培养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积极性。因此，这一类活动是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因为就是政治自由也丝毫不会取消这种揭露，而只会稍微改变一下揭露的方面。例如，德国党正是由于毫不松懈地致力于政治揭露运动，才特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 各种各样
 的专横和压迫、暴行和胡作非为（不管这些现象是针对 哪些阶级
 的）作出反应，并且正是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从其他什么观点来作出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 每一个
 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 一切
 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 一切
 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 各个
 方面作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谁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观察力和意识完全或者哪怕是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是同那种不仅是理论上的……更确切些说，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根据政治生活经验形成的对于现代社会 一切
 阶级相互关系的十分明确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所以，我们的“经济派”宣扬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按其实际意义来说，是极其有害而且极端反动的。工人要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明确认识地主和神父、大官和农民、学生和游民的经济本性及其社会政治面貌，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强的方面和弱的方面，就应当善于辨别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用来 掩饰
 它自私的企图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词句和种种诡辩，就应当善于辨别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和怎样反映哪些人的利益。而这种“明确的认识”无论在哪一本书里也学不到，要学到它，只有通过生动的场面和及时的揭露，揭露当前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揭露大家按自己的观点在谈论着的或者哪怕是在窃窃私议的东西，揭露由某些事件、某些数字、某些法庭判决词等等反映出来的情况。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 基本
 条件。

为什么俄国工人对于警察欺压人民，对于迫害教派信徒和殴打农民，对于书报检查机关的为非作歹，对于虐待士兵，摧残各种最无害的文化事业等等现象，还很少表现出自己的革命积极性呢？是不是因为“经济斗争”没有使他们“碰到”这些事呢？是不是因为这些事对他们很少“能产生”“显著结果”，很少有“好处”呢？不是。我们再说一遍，这种意见不过是想嫁祸于人，把自己的庸俗思想（即伯恩施坦主义）强加于工人群众罢了。我们应当责备我们自己，责备我们还落后于群众运动，责备我们还不能对这一切丑恶现象组织十分普遍、明显而迅速的揭露。假使我们进行了这种工作（我们是应当而且能够进行这种工作的），那么连文化水平最低的工人也会懂得 或者感觉到
 ：辱骂和欺压学生、教派信徒、农民和作家的，也就是那种随时随地都在蹂躏和压迫他们的黑暗势力。工人一感觉到这一点，自己就会愿意而且十分愿意有所反应，就会今天咒骂书报检查官，明天在镇压农民骚乱的省长官邸前游行示威，后天惩治那些干着神圣的宗教裁判所勾当的身穿法衣的宪兵，如此等等。我们还很少、几乎一点也没有把各方面新揭露出来的情况 传播
 到工人群众中去。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甚至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个 责任
 ，而是自发地蹒跚地跟在那种局限于狭隘的工厂生活范围内的“平凡的日常斗争”后面走。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火星报》有轻视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而偏重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的倾向”（马尔丁诺夫的文章，第61页），就等于把党拉向后退，就等于袒护和赞美我们缺乏修养和落后。

至于说号召群众行动起来，那么只要我们进行有力的政治鼓动和生动而鲜明的揭露，就自然会做到的。当场抓住罪犯，立即到处当众加以谴责，这样做本身要比任何“号召”都更有效果，而且往往使得后来根本无法查明，究竟是谁“号召了”群众，究竟是谁提出了某种游行示威计划等等。号召，不是说一般号召，而是说具体号召，那就只有在现场进行，并且只有当时亲身参加的人才能办到。而我们的任务，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任务，就是要加深、扩大和加强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

顺便来谈谈“号召”吧。 在
 春季事件 以前
 ，就大学生被送去当兵这个对工人来说完全不能 产生
 任何 显著结果
 的问题， 号召
 工人积极加以干预的 唯一机关报，就是《火星报》
 。1月11日关于“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这道命令一公布，《火星报》立刻就发表了一篇论述这件事情的文章（2月第2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编者注］

 ，而且 在
 任何游行示威都还没有开始 以前
 ，就已经直接 号召
 “工人帮助大学生”，号召“人民”公开回答政府这种野蛮的挑衅行为。我们要问问大家：马尔丁诺夫关于“号召”讲得这样多，甚至把“号召”看作一种特别的活动方式，但他对我们上面所讲的 这个
 号召却只字未提，对于这一明显的事实应当怎样和用什么来加以解释呢？既然如此，那么马尔丁诺夫宣称《火星报》 片面
 ，说它没有充分“号召”大家去争取实现“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这难道不是一种庸俗做法吗？

我们的“经济派”，也包括《工人事业》，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们迎合不开展的工人的心理。可是，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人革命家（这种工人的数目是与日俱增的），却会忿然驳斥所有那些争取实现“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等等的议论，因为他们懂得这不过是重弹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的那种老调而已。这样的工人会向《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的那些谋士们说：先生们，你们在瞎折腾，你们过分热心地干预我们自己也应付得了的事情，却逃避你们自己的真正责任。要知道，你们说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未免太不聪明了；这只是一个开端，而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任务并不在这里，因为世界各国，包括俄国在内， 警察往往是自己开始赋予
 经济斗争以政治性质，而工人自己就可以学会了解政府是站在谁的一边。 
［注：“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个要求，最突出地表明了在政治活动方面对自发性的崇拜
 。经济斗争获得政治性质，往往是自发的
 ，即不需要“知识分子这种革命细菌”的干预，不需要自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干预。例如，英国工人的经济斗争获得政治性质，就是根本没有社会党人参与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并不只限于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他们的任务是要把这种工联主义的政治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利用
 经济斗争给予工人的初步政治意识，把工人提高
 到社会民主主义
 政治意识的水平。而马尔丁诺夫之流却不去提高和推进自发产生的政治意识，反而拜倒在自发性面前
 ，唠叨说，——老是令人作呕地唠叨说，经济斗争使工人“碰到”他们政治上无权的问题。先生们，可惜工联主义政治意识的这种自发的觉醒却没有使你们“碰到
 ”你们的社会民主主义任务的问题！］

 要知道，你们象发现新大陆似的来鼓吹的那种“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在俄国的许多穷乡僻壤，正由那些只听说过罢工而几乎完全没有听说过社会主义的工人们自己在进行。要知道，你们总想提出一些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来维持我们工人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我们已经具备了，并且我们自己在我们日常的、职业性的、细小的工作中，往往不需要知识分子的任何帮助就能提出这些具体要求。但是 这样的
 积极性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够的；我们并不是一些单靠“经济主义”政治稀粥就能喂饱的小孩子；我们想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想详细了解政治生活的 各
 方面，想 积极
 参加所有各种政治事件。为此就需要知识分子们少讲些我们自己已知道的东西 
［注：工人对“经济派”说的这番话，决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两个见证人，他们无疑很熟悉工人运动并且是绝对不想袒护我们这些“教条主义者”的，因为一个见证人是“经济派”（他甚至认为《工人事业》是政治性的机关刊物！），另一个见证人是恐怖派。前一个见证人在《工人事业》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极其真实而生动的文章，标题是《彼得堡的工人运动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任务》。他把工人分成三类：（1）自觉的革命家，（2）中间阶层，（3）其余的群众。中间阶层“对政治生活问题往往要比对自己当前的经济利益更感兴趣，因为这种经济利益同一般社会条件的联系大家都早已懂得了……”“大家都尖锐地批评”《工人思想报》说：“你们讲来讲去总是这一套，总是大家早已知道、早已读过的东西”，“而在政治评论栏里又是什么也没有”。《第30—31页）而且就是第三类工人，“这些较为敏感、较为年轻、受酒馆和教会腐蚀较少的工人群众，几乎从来没有获得政治书籍的机会，也在那里乱谈政治生活中的现象，思索学生骚乱的片断消息”等等。而那个恐怖派则写道：“……把本城以外的各个城市的工厂的生活琐事浏览过一两次就再也不看了……枯燥无味……在工人的报纸上不谈国家问题……等于把工人当小孩子看待……工人并不是小孩子。”（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出版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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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9页和第70页）］

 ，而多给我们些我们还不知道的，并且是我们自己根据自己工厂方面的经验和“经济方面的”经验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东西，即政治知识。这种知识是你们知识分子所能够获得的，你们 有责任
 比过去多千百倍地供给我们这种知识，并且也不要仅以专著、小册子和文章为限（这些东西——恕我们直率地说！——往往是枯燥无味的），而一定要 把
 目前我国政府和我国统治阶级在实际生活各方面的所作所为都生动地 揭露出来
 。请你们多用些力气来履行你们的这个责任，而 少讲些“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空话吧
 。我们的积极性要比你们所想象的高得多；我们能够用公开的街头斗争来支持那些甚至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要求！你们没有资格来给我们“提高”积极性，因为 你们自己恰恰就缺乏积极性
 ！先生们，请你们还是少崇拜点自发性，多想想如何提高你们 自己的
 积极性吧！





（四）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在上面的脚注中，我们已经把偶然趋于一致的一个“经济派”和一个非社会民主党人恐怖派作了对比。不过，一般讲来，在这两种人之间是有一种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内在联系的。关于这种联系，我们以后还要讲到，并且就在谈培养革命积极性的问题时必然要涉及。“经济派”和现代恐怖派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这就是 崇拜自发性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把它当作一般的现象讲过，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它对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方面的影响。乍看起来，我们的断语似乎是不近情理的：一种人强调“平凡的日常斗争”，另一种人号召作单个人的最大的自我牺牲的斗争，看来其间的差别是多么大呀。但是我们的断语并不是不近情理的。“经济派”和恐怖派是各自崇拜自发潮流的一个极端：“经济派”崇拜“纯粹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恐怖派崇拜那些不善于或者没有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的最狂热的愤懑情绪的自发性。凡是不再相信或者从来不相信有这种可能的人，除了采取恐怖手段之外，确实是难以找到别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愤懑情绪和革命毅力。由此可见，以上我们所指出的对两个方面的自发性的崇拜，都无非是在 开始实现
 《信条》这一著名的纲领：让工人自己去“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请《信条》的作者原谅我们用马尔丁诺夫的话来表达他的意思吧！我们认为我们有理由这样做，因为在《信条》中也说到工人在经济斗争中“碰到政治制度”），而让知识分子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政治斗争，当然，用的是恐怖手段！这是不能不加以坚持的一个完全合乎逻辑和完全不可避免的 结论
 ， 尽管那些
 开始实现这个纲领的 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这个结论的不可避免性。政治活动有自己的逻辑，而不取决于那些怀有最善良的愿望或者号召采取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人的意识。地狱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而在我们所讲的这种情况下，善良的愿望也无法挽救人们免于自发地滚到“阻力最小的路线”上去，滚到《信条》这种 纯粹资产阶级
 纲领的路线上去。而俄国的许多自由派，无论是公开的自由派还是戴着马克思主义假面具的自由派，都打心眼里同情恐怖手段，并竭力助长目前的恐怖主义情绪，这也不是偶然的。

所以，“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一产生，它就把全面促进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任务，但同时又把恐怖手段包括 在纲领中
 ，并且力求摆脱所谓社会民主党的束缚，——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具有卓越的远见，他 早在1897年底就确切地预见到了
 社会民主党人的动摇所要产生的这种结果（《论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并且拟定了他那有名的“两个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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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后来发生的一切争论和意见分歧，都已经包含在这两个前途 
［注：马尔丁诺夫“认为有另外的更现实的〈？〉二者择一的前途”（《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第19页）：“或者是社会民主党负起责任来直接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用这种方法〈！〉把它转变成革命的阶级斗争……”所谓“用这种方法”，显然是指直接领导经济斗争。请马尔丁诺夫告诉我们，什么地方见过只是
 领导工会斗争就可以把工联主义的运动转变成革命的阶级运动呢？他能否想到：要达到这种“转变”，我们就应当积极着手“直接领导”全面的
 政治鼓动呢？……“或者就是另外一个前途：社会民主党放弃对工人经济斗争的领导，因而……剪去自己的翅膀……”照上面所引证的《工人事业》的意思，是《火星报》“放弃”对经济斗争的领导。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火星报》在领导经济斗争方面比《工人事业》所做的多得多
 ，而且它并不以此为限，并不为此而缩小自己的政治任务。］

 中，就象植物包含在种子里一样。

从上述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没有顶住“经济主义”的自发性的《工人事业》，也没有顶住恐怖主义的自发性。在这里，把“自由社”提出来为恐怖手段辩护的那种特别的论据拿来谈谈，是很有意思的。它“完全否认”恐怖手段的恐吓作用（《革命主义的复活》第64页），但是，它却推崇这种手段的“激发性作用”。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因为这标志着那种使人拘守恐怖手段的一套传统思想（社会民主党以前的思想）瓦解和衰落的一个阶段。承认现在用恐怖手段不能“吓倒”因而也不能瓦解政府，其实也就是完全排斥恐怖手段这一斗争方式，这一由纲领规定的活动范围。第二，这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不了解我们“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迫切任务的一种典型例子。“自由社”宣传恐怖手段是“激发”工人运动、给工人运动以“强有力的推动”的手段。很难想象还有更为明显的自相矛盾的论据了！试问，难道在俄国的实际生活中这种丑恶现象还少，以致需要虚构出一些特殊的“激发性”手段来吗？另一方面，一个人要是连俄国的专横暴虐也没有把他激发起来，也不能把他激发起来，那么他对政府同一小群恐怖派的单独决斗也只会“袖手旁观”，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问题是工人群众已经因俄国实际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而非常激动，但我们却不善于把人民激愤之情的一切水滴和细流汇集起来——假使可以这样讲的话——和集中起来；这些水滴和细流是被俄国的实际生活压榨出来的，其数量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我们正应当把它们汇集成一股巨流。这个任务是能够实现的，工人运动的巨大发展以及上面指出的工人渴望政治书刊的情况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而无论号召采用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都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来 推卸
 俄国革命家所应当担负的最迫切的责任，即组织全面的政治鼓动工作。“自由社”想以恐怖手段来 代替
 鼓动，并公开承认：“一旦在群众中进行强有力的鼓动工作，恐怖手段的激发性作用就完结了。”（《革命主义的复活》第68页）这正好说明，无论恐怖派或“经济派”都对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估计不足
 ，而不顾春季事件 
［注：指1901年春季开始的大规模的街头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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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已经明显地证实了这种积极性；前者拼命去找人为的“激发性手段”，后者则高谈所谓“具体要求”。可是两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发挥 自己
 在政治鼓动和组织政治揭露方面的 积极性
 。而这种工作，无论现在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拿别的什么东西来 代替
 的。





（五）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

我们已经看到，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以及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中绝对必要和 极其迫切
 需要的任务。但我们 只是
 根据工人阶级对政治知识和政治教育的最迫切需要作出这个结论的。然而只是这样提问题，就未免过于狭隘，就会忽略一切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当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民主主义任务。为了尽量具体地说明这个道理，我们试从“经济派”最“关切的”方面，即从实践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大家都同意”必须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但请问 怎样
 来做到这一点呢？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呢，经济斗争只能使工人“碰到”政府同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因此 我们无论怎样努力
 来解决“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 也永远不能
 在这个任务范围内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发展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的程度），因为 这个范围本身就是很狭隘的
 。马尔丁诺夫的公式对我们来说所以有价值，决不是因为它表明马尔丁诺夫有混淆是非的本事，而是因为它突出地表明了一切“经济派”的基本错误，即认为可以 从
 所谓工人经济斗争 内部
 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意识，也就是认为，仅仅（或哪怕主要是）从经济斗争出发，仅仅（或哪怕主要是）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就可以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意识。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正因为“经济派”对我们同他们进行论战很生气，不愿仔细想一想意见分歧的由来，结果就使我们简直互不了解，各讲各的话。

阶级政治意识 只能从外面
 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 一切
 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 一切
 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对于怎么办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作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心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为了向 工人
 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 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
 ，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 各个方面
 。

我们故意选择这样一个尖锐的说法，故意说得这样简单生硬，并不是因为我们想标新立异，而是为了要“经济派”好好“碰一碰”他们不可饶恕地忽视的任务，“碰一碰”他们不愿了解的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所以，请读者不要着急，仔细地把我们的话听完。

就拿近年来最盛行的那种社会民主党人小组为例，来考察一下它的工作吧。这种小组“同工人有联系”并对此心满意足，它只是印发传单来抨击工厂里的胡作非为现象，抨击政府对资本家的袒护行为和警察的暴行；在会议上同工人谈话往往不超出或者几乎不超出这一类题目的范围；对于革命运动史、我国政府对内对外政策问题、俄国和欧洲的经济演进问题以及现代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地位等等问题，极少作报告和举行座谈；至于有系统地取得并扩大同社会上其他阶级的联系的问题，谁也不去考虑。实际上，这种小组成员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多半象是工联书记，而不象是社会党人——政治领袖。要知道，任何一个工联书记，例如英国的工联书记，总是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组织对工厂的揭露，说明那些限制罢工自由、限制设纠察哨（为的是告诉大家该厂工人已经罢工）的自由的法律和措施是不公正的，说明那些属于资产阶级的仲裁人袒护一方，等等。总之，任何一个工联书记，都是搞并且帮助搞“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因此，我们应当始终坚持说： 这还不是
 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不应当是工联书记，而应当是 人民的代言人
 ，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象作出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 向大家
 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 向大家
 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例如，你们可以把罗伯特·奈特（英国最强大的工联之一——锅炉工人联合会著名的书记和领袖）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这样两位活动家比较一下，可以试一试把马尔丁诺夫形容自己和《火星报》的意见分歧时用的那些对比的词句应用到他们身上去。你们就会看到（下面我就来摘录马尔丁诺夫的文章）：罗·奈特多半是“号召群众去采取某些具体行动”（第39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较多的是“用革命精神来说明整个现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现”（第38—39页）；罗·奈特“规定了无产阶级的当前要求而且指出了实现这些要求的手段”（第41页），而威·李卜克内西虽然也在这样做，但是并不放弃“同时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向他们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 
［注：例如李卜克内西在普法战争时提出了整个民主派的
 行动纲领，而1848年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做得更多。］

 （第41页）；罗·奈特正是努力于“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第42页），而且极其善于“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第43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多半致力于“片面的”“揭露”（第40页）；罗·奈特侧重于“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第61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侧重于“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第61页）；威·李卜克内西把自己所领导的报纸办成了“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因为它们是同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第63页），而罗·奈特则“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第63页）——如果这里所谓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就是我们上面通过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例子研究过的那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并且“缩小了自己的影响的范围”，他当然也和马尔丁诺夫一样，深信自己“因而就使这种影响复杂化了”（第63页）。总之，你们会看到，实际上马尔丁诺夫是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工联主义，当然，他这样做决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社会民主党好，而只是因为他没有下功夫去理解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却有些急于去深化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让我们言归正传吧。我们已经讲过，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是口头上主张必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那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有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呢？有没有在其他一切阶级中进行这种工作的基础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放弃或者导致放弃阶级观点呢？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些问题。

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工作应当研究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切特点，这是谁也不怀疑的。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少很少，同研究工厂生活特点的工作相比，未免太不相称了。在各个委员会和小组中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甚至埋头于专门了解某一炼铁生产部门的情况，但是你们几乎找不到例子，说明这些组织的成员（往往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得不脱离实际工作）在专门收集我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某种迫切问题的材料，而这种问题可以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在其他居民阶层中进行工作的依据。当我们说到现在大多数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缺乏修养时，也不能不提到这方面的修养问题，因为这也是和“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经济主义”见解有联系的。但主要的任务当然是要在一切人民阶层中进行 宣传
 和 鼓动
 。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容易执行这种任务，因为那里有各种群众集会， 凡是
 愿意参加的人都可以参加；那里有议会，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对 一切
 阶级的代表讲话。我国既没有议会，又没有集会自由，但我们还是善于把那些愿意听 社会民主党人
 讲话的工人召集起来开会。我们也应当善于把居民一切阶级中那些即使只愿意听 民主主义者
 讲话的人召集起来开会。因为谁在实际上忘记“共产党人支持一切革命运动”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编者注］

 ，忘记我们因此也就应当 向全体人民
 说明和强调 一般民主主义任务
 ，同时一分钟也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谁在实际上忘记社会民主党人在提出、加剧和解决 任何
 一般民主主义问题方面有责任走在 大家前头
 ，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没有耐心的读者会插嘴道：“这是大家全都同意的！”而联合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给《工人事业》编辑部的新指示中也直接说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或者直接涉及无产阶级这一独特阶级，或者涉及无产阶级这一作为 一切争取自由的革命势力的先锋队
 的一切现象和事件，都应当利用来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两个代表大会》第17页；黑体是我们用的）。是的，这些话说得很正确而且说得很好；假使《工人事业》 懂得
 这些话的意思， 假使在这些话之外它不说相反的话
 ，那我们就会很满意了。要知道，只是自称为“先锋队”，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还要做得使其余 一切
 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走在前面。所以，我们要问问读者：难道其余各“部队”的人都是些傻瓜，竟会单凭我们说是“先锋队”就相信我们吗？不妨具体设想一下这样一种情况。假定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忽然跑到俄国有教养的激进派或自由主义立宪派的“队伍”中去说：我们是先锋队，“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那么一个多少有点头脑的激进派或立宪派（在俄国激进派和立宪派中间有头脑的人是很多的）听了这种话，只会微微一笑，并说（当然只是自言自语，因为他们往往是有经验的外交家）：“瞧，这个‘先锋队’可真傻！他甚至不了解，赋予工人经济斗争 本身
 以政治性质是我们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先进分子的任务。要知道，我们也象西欧一切资产者一样要使工人卷入政治， 不过只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 资产阶级政治
 。而这个‘先锋队’对自己的任务的提法正是工联主义政治的提法！因此，甚至就让他们随便把自己叫作社会民主党人吧。说实在的，我又不是小孩子，决不会为了招牌发急！只要他们不受那帮可恶的正统教条主义者的诱惑，只要他们能给那些不自觉地把社会民主党拖到工联主义轨道上去的人们留下‘批评自由’就行了！”

我们的这位立宪派一旦知道，那些空谈社会民主党是先锋队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我们的运动几乎完全由自发性所统治的今天，还最害怕“轻视自发因素”，最害怕“轻视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而偏重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等等，他就会由微笑变为哈哈大笑了！一个“先进”部队居然害怕自觉性超过自发性，居然害怕提出一个使思想不同的人也不得不公认的大胆“计划”！莫非是他们把先锋队和后卫队这两个词搞混了吧？

的确，请你们考虑一下马尔丁诺夫的下面这段议论吧。他在第40页上说，《火星报》的揭露策略是片面的，“不管我们怎样散布对政府不信任和仇恨的种子，但如果不能发展足够的积极的能去推翻政府的社会力量，我们就不能达到目的”。顺便说说，这也还是我们熟悉的关心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而同时却力求降低自己的积极性的老调。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马尔丁诺夫在这里当然是指 革命
 力量（“推翻”政府的力量）。但他所得出的结论又是怎样的呢？既然在平时，各社会阶层必然是各行其是，“所以很清楚，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不能同时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不能向他们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不能替他们指明应当用哪种方法来经常为本身的利益而斗争……自由派阶层自己会设法为自己的当前利益进行积极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就会使他们直接接触到我国的政治制度”（第41页）。由此可见，马尔丁诺夫开始说的是革命力量，是进行积极斗争来推翻专制制度，但马上就扯到工会的力量上来，扯到为当前的利益而进行积极的斗争上来了！当然，我们不能领导学生、自由派及其他人为他们的“当前利益”而斗争，但是，最可敬的“经济派”，我们说的并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说的是各社会阶层可能参加而且必须参加推翻专制制度的问题；而对这种“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如果我们想做“先锋队”，就不仅 能够
 领导并且一定要领导。至于使我国学生、我国自由派及其他人“直接接触到我国的政治制度”，那么不仅他们自己会设法做到这一点，而且警察本身和专制政府的官吏本身就会首先最努力地设法做到这一点。而“我们”，如果想做先进的民主主义者，就应当设法使那些只对大学现状或者只对地方自治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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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等等表示不满的人 碰到
 整个政治制度不中用的问题。 我们
 应当担负起组织这种在 我们
 党的领导下进行全面政治斗争的任务，使各种各样的反政府阶层都能尽力帮助并且确实尽力帮助这个斗争和这个党。 我们
 应当把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培养成政治领袖，既善于领导这种全面斗争的一切表现形式，又善于在必要时向激动的学生、不满的地方自治人士、愤怒的教派信徒和受委屈的国民学校教师以及其他各种人“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所以马尔丁诺夫所说的“对于这些人，我们 只能
 起一种揭露现存制度的 消极
 作用……我们 只能
 打消他们对各种政府委员会的种种希望”（黑体是我们用的）， 是完全不正确的
 。马尔丁诺夫这样说，就证明他对革命“先锋队”的真正作用问题 一窍不通
 。如果读者注意到这一点，那就会懂得马尔丁诺夫所说的下面几句结束语的 真正含义
 了：“《火星报》是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因为它们是同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而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我们缩小了自己的影响范围，因而就使这种影响复杂化了。”（第63页）这个结论的真正含义就是：《火星报》想把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我们的实际工作者由于误解和缺乏修养，或者由于信念而往往局限于这种政治） 提高
 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而《工人事业》则想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 降低
 为工联主义政治。并且它还硬要大家相信，这是“在共同事业中完全可以相容的两种立场”（第63页）。啊，多么纯朴天真啊！

我们再讲下去吧。我们有没有力量到居民的 一切
 阶级中去进行自己的宣传和鼓动呢？当然是有的。我们的“经济派”常常想否认这一点，而忽略我们的运动从1894年（大致说来）到1901年间所获得的巨大进步。他们是十足的“尾巴主义者”，往往还保持着运动开始时那个早已过去的时期的观念。当时我们的力量确实非常小，当时理所当然地决意只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并严厉斥责离开这项工作的一切偏向；当时全部任务就是要使自己在工人阶级中站住脚。现在则已经有巨大的力量加入到运动中来，有教养阶级的年青一代的一切优秀分子都走到我们方面来，在外省各地都有许多参加了运动或者愿意参加运动的人，有许多倾向于社会民主党的人，不得不呆在那里（在1894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屈指可数的）。我们的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本缺点之一，就是我们还 不善于
 运用所有这些力量，还 不善于
 给所有的人以适当的工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里还要详细谈到）。这些力量绝大多数都完全没有机会“到工人中去”，所以根本就谈不到什么会使力量离开我们的基本事业的危险。但是要供给工人真正的、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就需要在一切地方，在一切社会阶层中，在能够了解我国国家机构内幕的各种阵地上都有“自己的人”，即社会民主党人。这样的人不仅在宣传和鼓动方面需要，在组织方面尤其需要。

有没有在居民的一切阶级中进行工作的基础呢？谁看不见这一点，那就说明他自己的觉悟又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了。工人运动已经促使并且还在促使一部分人产生不满情绪，促使另一部分人指望反政府态度会得到支持，促使第三部分人认识到专制制度无法维持下去和必然崩溃。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任务是要利用各种各样不满的表现，是要把所有零星的哪怕是刚露头的抗议聚集起来并且加以引导，那我们就会只是口头上的“政治家”和口头上的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很多很多的）。更不用说，千百万劳动农民、家庭手工业者和小手工业者等等总是渴望听到较有才干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讲的。但是，难道可以指出，在居民的某一个阶级中，没有一些人、集团和小组，对无权地位和专横暴虐感到不满，因而容易领会代表最迫切的一般民主主义要求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讲吗？谁想具体了解社会民主党人在居民的 一切
 阶级和阶层中进行的这种政治鼓动，我们就要向他指出，广义的 政治揭露
 就是这种鼓动的主要的（当然不是唯一的）手段。

我在《从何着手？》一文（1901年5月《火星报》第4号）中写道（关于这篇文章，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谈到）：“我们应当在一切稍有觉悟的人民阶层中激起进行 政治
 揭露的热情。不必因为目前政治揭露的呼声还显得无力、稀少和怯懦而感到不安。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容忍警察的专横暴虐，而是因为那些能够并且愿意进行揭露的人还没有一个说话的讲坛，还没有热心听讲并且给讲演人以鼓舞的听众；他们在人民中间还完全看不到那种值得向它控诉‘至高无上的’俄国政府的力量……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就应当是这样的讲坛。”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7—8页。——编者注］



工人阶级正是政治揭露的理想听众，因为他们首先需要而且最需要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因为他们最能把这种知识变成积极的斗争，哪怕这种斗争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而能够成为 全民的
 揭露的讲坛的，只有全俄报纸。“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而俄国在这一点上无疑也是应当归入现代欧洲的。报刊在我国早已成了一种力量，否则政府就不会拿成千上万的卢布来收买它，来津贴形形色色的卡特柯夫之流和美舍尔斯基之流了。秘密报刊冲破书报检查的重重封锁， 迫使
 那些合法的和保守的机关报来公开地谈论它，这在专制的俄国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在70年代，甚至在50年代已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愿意阅读秘密报刊，愿意从中学习“怎样活和怎样死”——一个工人给《火星报》（第7号）的信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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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民阶层，现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过去若干倍。正如经济揭露是向厂主宣战一样，政治揭露就是向 政府
 宣战。这种揭露运动愈广泛和愈有力， 为了开战而宣战
 的那个社会 阶级
 的人数愈多和愈坚决，这种宣战所起的精神作用也就愈大。因此，政治揭露本身就是 瓦解
 敌人制度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就是把敌人的那些偶然的或暂时的同盟者引开的一种手段，就是在专制政权的那些固定参与者中间散布仇恨和猜忌的一种手段。

现在，只有 把
 真正 全民
 的揭露工作 组织起来
 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全民的”这个词含有很丰富的内容。绝大多数非工人阶级出身的揭露者（而为了要做先锋队，就应当吸引别的阶级），都是清醒的政治家和冷静的实干者。他们清楚地知道，甚至“控诉”小官吏都不免有危险，更不要说“控诉”“至高无上的”俄国政府了。所以，只有在看到向我们控诉真能发生作用，看到我们是一种 政治力量
 的时候，他们才会来 向我们
 控诉。我们要想在旁人眼里表现为这样一种力量，就要不断地大力 提高
 我们的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是给后卫队的理论和实践挂上一块“先锋队”的招牌是不够的。

狂热地崇拜“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人一定会质问并且已经在质问我们：既然我们应当负责组织真正全民的揭露政府的工作，那么我们运动的阶级性质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就表现在这种全民的揭露工作正是由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组织的；就表现在进行鼓动时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始终都要以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来加以说明，而决不宽容任何有意或无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就表现在进行这种全面的政治鼓动的党把下述各种活动结合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向政府施加压力，用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并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利用工人阶级和剥削者之间自发产生的冲突来把无产阶级中一批又一批的阶层激发起来并吸引到我们的阵营中来！

“经济主义”的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不了解无产阶级最迫切的要求（从政治鼓动和政治揭露中获得全面的政治教育）同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的要求是相联系的，甚至是相吻合的。而这种不了解不仅表现于“马尔丁诺夫式的”词句，并且还表现于意思与这些词句相同的那种援引所谓阶级观点的论调。例如，请看《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经济派的”来信 
［注：当时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在《火星报》上对这封最充分地反映“经济派”观点的信作出详尽的回答。这封信的出现使我们非常高兴，因为责备《火星报》不坚持阶级观点的流言早已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传到我们这儿来了，而我们只是要寻找适当时机或在这种流行的责备正式出现时给以答复。但在回答攻击的时候，我们惯用的方法不是防御，而是反击。］

 的作者们关于这一点是怎样说的吧：“《火星报》的这个主要缺点〈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也就是它在社会民主党对待各社会阶级和派别的态度这个问题上前后不一致的原因。《火星报》根据理论的推理〈而不是根据“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提出关于立即转入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任务，但是它大概也感觉到，在目前情况下解决这个任务对于工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不仅感觉到，而且很清楚地知道：工人觉得这个任务并不象那些照看小孩子的“经济派”知识分子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工人甚至决定为那些——用大名鼎鼎的马尔丁诺夫的语言来说——并不能产生什么“显著结果”的要求而战斗〉，而它又没有耐心等待工人继续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所以就开始到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去寻找同盟者……”

是的，我们的确是已经没有任何“耐心”“等待”一切“调和者”早就答应赐给我们的那个幸福时刻，那时我们的“经济派”将不再把自己的落后性推卸到工人身上，不再用什么工人力量不足的话来为自己缺乏毅力辩护了。我们要问问我们的“经济派”：“工人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在政治上教育工人，向他们彻底揭露我国万恶的专制制度的 一切
 方面，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正是为了这项工作
 ，我们才需要有“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同盟者”，需要这些决心同我们一起去揭露当局在政治上对地方自治人士、教师、统计人员和学生等等进攻的同盟者，这不是很清楚的吗？难道这真是一种什么难以理解的非常“巧妙的把戏”吗？难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不是从1897年起就已经向你们反复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非无产阶级中争取拥护者以及直接或间接的同盟者这个任务，首先而且主要取决于在无产阶级队伍本身中的宣传工作的性质” 
［注：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俄文版第16—17页。——编者注］

 吗？而马尔丁诺夫之流及其他“经济派”仍然认为， 起初
 工人应当用“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方法积蓄力量（来实行工联主义的政治）， 然后
 才“过渡到”——大概是从工联主义的“培养积极性”“过渡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积极性！

“经济派”继续说道：“……《火星报》在寻找同盟者的时候，它常常离开阶级观点，掩饰阶级矛盾，把对政府不满这一共同点放在第一位，尽管各种‘同盟者’产生这种不满的原因和不满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如《火星报》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就是这样……”《火星报》似乎“答应给不满足于政府的小恩小惠的贵族以工人阶级的援助，而只字不提这些居民阶层之间的阶级纷争”。读者只要看一看《火星报》第2号和第4号上标题为《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的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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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信作者们所指的想必就是这两篇文章），就可以看到这些文章 
［注：在这两篇文章之间（在《火星报》第3号上）还登了一篇专论我国农村中的阶级对抗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

 所谈的，是政府对“等级官僚制地方自治机关的温和鼓动”，对“即使是有产阶级的主动性”所持的态度。文章中说，工人对政府反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斗争决不能漠不关心，同时号召地方自治人士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挺身而出反对政府的时候，抛弃温和的言词而发表强硬和激烈的言论。该信作者们所不同意的究竟是什么呢？——不得而知。他们是不是以为工人“理解不了”“有产阶级”和“等级官僚制地方自治机关”这些字眼呢？是不是以为推动地方自治人士抛弃温和的言词而发表激烈的言论，就是“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呢？他们是不是认为工人即使不知道专制政府对地方自治机关所持的态度，也能“积蓄力量”去同专制政府作斗争呢？所有这些还是不得而知。清楚的只有一点，就是该信的作者们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的认识是很模糊的。这一点从下面他们所说的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火星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是这样”（就是说，也是“掩饰阶级对抗”）。我们大概不应当号召工人用公开的游行示威来表明，暴虐、专横、胡作非为的真正策源地不是学生而是俄国政府（《火星报》第2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编者注］

 ），反倒应当刊载《工人思想报》式的议论！这种意见竟然是社会民主党人在1901年秋天，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在新的学潮的前夜发表的，而新的学潮表明，在这方面发生的反抗专制制度的“自发性”也 超过了
 社会民主党对运动的自觉领导。工人为那些惨遭警察和哥萨克毒打的学生鸣不平的自发趋势，超过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自觉活动！

该信的作者们继续说道：“然而在其他一些文章中，《火星报》却又尖锐地斥责一切妥协，比如说，替盖得派的偏激行为辩护。”有人在评论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意见分歧时总是极端自信而轻率地说什么这些意见分歧并不重要，并不能成为分裂的理由，我们劝这些人仔细想想以上这些话的意思吧。有一种人说我们在说明专制制度同各个不同的阶级相敌对方面，在使工人认识各个不同的阶层对专制制度所持的反对态度方面，工作还做得非常少，而另外有一种人却认为做这个工作就是“妥协”，显然是向“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种理论妥协，——试问这两种人能否在同一个组织内顺利地进行工作呢？

我们在谈到农民解放四十周年时说过必须到农村去开展阶级斗争（第3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

 ），而在谈到维特秘密记事的时候说过自治制度和专制制度根本不能相容（第4号）；我们在谈到新法令的时候抨击了土地占有者以及替土地占有者服务的政府所实行的农奴制（第8号 
［注：同上，第5卷第77—81页。——编者注］

 ），而对不合法的地方自治机关代表大会表示欢迎，鼓励地方自治人士抛弃卑躬屈膝的请愿运动而去进行斗争（第8号 
［注：同上，第82—83页。——编者注］

 ）；我们鼓励了那些已经开始了解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并且已经转而进行政治斗争的学生（第3号），同时又斥责了那些主张“纯粹学生”运动而劝学生不要参加街头游行示威的人所表现的“惊人的无知”（第3号，评2月25日莫斯科大学生执行委员会宣言）；我们揭露了《俄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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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那些狡猾的自由派的“毫无意义的幻想”和“伪善的态度”（第5号），同时又指出了政府刑讯室“对安分守己的作家、对老教授和学者以及对著名的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横加摧残”的暴行（第5号，《警察对著作界的袭击》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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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揭穿了“国家对改善工人生活的关心”这一纲领的真正用意，而对所谓“与其等待从下面提出改革要求，不如先就从上面实行改革来防止这种要求”的“宝贵的招供”表示欢迎（第6号 
［注：同上，第70页。——编者注］

 ）；我们鼓励了表示反抗的统计人员（第7号）而斥责了甘当工贼的统计人员（第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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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把这个策略看作是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看作是 同自由主义妥协
 ，那也就暴露出他自己完全不懂《信条》这个纲领的真正意义，并且实际上 实行的正是这个纲领
 ，而不管他怎样表示拒绝这个纲领！因为他 这样
 就是把社会民主党拉来“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 屈从于自由主义
 ，而放弃积极干预 每个
 “自由主义”问题和确定社会民主党 自己
 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的任务。





（六）又是“诽谤者”，又是“捏造者”

读者记得，这两个动听的字眼是《工人事业》在我们责备它“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间接准备基础”时用来回敬我们的。《工人事业》由于头脑简单，竟认为这种责备不过是论战手法，说什么这些凶恶的教条主义者决意用各种各样最难听的话来骂他们。的确，还有什么比做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更难听的呢？于是他们就用黑体字来刊登“反驳”，说这是“露骨的诽谤”（《两个代表大会》第30页）、“捏造”（第31页）、“故弄玄虚”（第33页）。《工人事业》倒象丘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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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虽然它还不大象丘必特），它所以发怒，正是因为它自己错了；它气急败坏地谩骂，恰巧证明它自己没有仔细思考对方思维过程的能力。其实，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了解，为什么 任何
 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的行为， 任何
 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行为，都是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联主义，而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甚至参加政治革命，还丝毫不能使它的政治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工人事业》是否打算否认这一点呢？它是否打算最终在大家面前公开地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对国际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迫切问题的见解呢？不，它从来没有这样打算过，因为它坚决采取一种可以说是“一味抵赖”的手法。我不是我，马不是我的，我不是马车夫。我们不是“经济派”，《工人思想报》不是“经济主义”，俄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经济主义”。这是一种十分巧妙和“机灵的”手法，不过这样做也有一点令人不快的地方，就是凡采取这种手法的机关报，人们通常都给它一个“有何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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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雅号。

在《工人事业》看来，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俄国根本就是一种“幻影”（《两个代表大会》第32页） 
［注：这里他们又是以“俄国的具体条件必然推动工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作为论据。他们不愿意了解：工人运动的革命道路也还可能是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整个西欧资产阶级在专制制度下都“推动过”，都自觉地推动过工人走上革命道路。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却不能以此为满足。而且，我们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降低为自发的工联主义的政治，我们也就正是帮助了资产阶级民主派。］

  。这些人真是有福气！他们好象鸵鸟一样，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就以为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有许多自由派政论家，他们每月都要向大家唱一次凯歌，说马克思主义垮台了，甚至消灭了；有许多自由派报纸（如《圣彼得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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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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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他许多报纸），它们鼓励自由派把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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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传授给工人；有一大批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他们的真实倾向已经由《信条》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只有他们写出来的货色才能在全俄到处畅销，通行无阻； 非
 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已经活跃起来，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尤其如此，——所有这些大概都是一种幻影吧！所有这些都同资产阶级民主派毫不相干吧！

《工人事业》以及发表于《火星报》第12号上的那封“经济派”来信的作者们应当“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这次春季事件没有使社会民主党的威信和声望提高，反而使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这样活跃起来了呢？”——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超过了我们的积极性，我们缺乏有足够修养的革命领导者和组织者，即熟悉各个反政府阶层的情绪，善于领导运动，善于变自发游行示威为政治游行示威，善于加强游行示威的政治性等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落后性也就必然会被那些比较活跃和比较积极的非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者所利用，而工人无论怎样奋不顾身积极地同军警搏斗，无论采取怎样革命的行动，他们终究只会成为支持这些革命者的力量，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后卫队，而不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锋队。就拿我们的“经济派”只想仿效其弱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吧。在德国， 没有一次
 政治事件不是使社会民主党的威信和声望愈来愈高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总是走在大家的前面，用最革命的态度来估计这种事件，支持一切对专横暴虐的抗议。它不用所谓经济斗争一定会使工人碰到他们无权的问题，具体条件必然推动工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等等的议论来安慰自己。它干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一切问题，例如关于威廉不批准资产阶级进步党人当市长的问题（我们的“经济派”还没有来得及开导德国人，说这其实就是同自由主义妥协！），关于颁布法令禁止“淫秽”书籍和画册的问题，关于政府对教授人选施加影响的问题以及其他等等问题。他们处处都走在大家的前面，在一切阶级中间激发政治上的不满，唤醒沉睡者，鼓励落后者，提供各方面的材料来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积极性。结果，甚至那些社会主义的死敌也不得不对这个先进的政治战士深表敬意；因而，不仅是资产阶级方面的重要文件，甚至官僚和宫廷方面的重要文件，不知怎么也往往会奇迹般地落到《前进报》编辑部的手里。

这就是对于那种似是而非的“矛盾”的解答，这种“矛盾”大大越过了《工人事业》的理解力，以至它只好高举双手喊道：“故弄玄虚”！的确，你们想想看，我们《工人事业》 最重视的是群众性的
 工人运动（并且这些我们都是用黑体字刊印的！），我们警告大家不要轻视自发因素的意义，我们想赋予经济斗争本身， 本身，本身
 以政治性质，我们想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可是有人说我们是在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究竟是谁在这样说呢？原来就是那些同自由主义“妥协”，干预每一个“自由主义的”问题（这是多么不了解“同无产阶级的斗争的有机联系”啊！），对于大学生，甚至（这还了得！）对于地方自治人士也十分注意的人！原来就是那些总想要多花些力量（同“经济派”相比）到各个非无产阶级的阶级中去进行工作的人！这不是“故弄玄虚”是什么？？

可怜的《工人事业》！它能有一天搞明白这个巧妙的把戏吗？






[67]

 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崩得从1901年起，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



崩得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01年4月通过了关于政治斗争手段的决议，其引言部分有如下的论点：“经济斗争是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运动的最好的手段，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应当开展政治鼓动，使之超出经济斗争的范围，但是没有任何必要从一开始就只在经济的基础上进行政治鼓动。”（见《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123页）——57。





[68]

 指悉·维伯和比·维伯合著的《工业民主》一书。——58。





[69]

 《自由》杂志（《Свобода》）是俄国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的刊物，1901—1902年在瑞士出版，共出了两期。列宁指出：“《自由》杂志是一本十分糟糕的杂志。它的作者（杂志给人的印象是，从头到尾似乎都是一个人写的）妄称该杂志是‘为工人’办的通俗读物。但是这不是什么通俗，而是卑劣的哗众取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322页）



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是叶·奥·捷连斯基（纳杰日丁）于1901年5月创建的。列宁认为该社是一个既没有固定的严肃的思想、纲领、策略和组织，又在群众中毫无根基的集团。除《自由》杂志外，自由社还出版了《革命前夜。理论和策略问题不定期评论》第1期、《评论》第1期和纲领性小册子《俄国革命主义的复活》等。自由社宣传恐怖主义和经济主义，支持彼得堡经济派反对火星派。1903年，自由社停止活动。列宁在《关于“自由社”》一文中对自由社作了专门的评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71。





[70]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1897年12月写给《工人报》的第二封信（已编入《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小册子）中，阐述了俄国工人运动今后发展的两种可能的前途：纯粹经济斗争的前途和在一般民主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起领导作用的那种政治斗争的前途。——73。





[71]

 即1901年2—3月间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哈尔科夫、喀山、雅罗斯拉夫尔、华沙、比亚韦斯托克、托木斯克、敖德萨和俄国其他城市发生的大学生和工人的大规模政治游行示威、集会和罢工。游行示威和罢工的导火线是当年1月沙皇政府把参加大学生集会的183个基辅大学生送去当兵（参看列宁的《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各地游行队伍被沙皇政府派来的警察和哥萨克驱散，游行群众遭到毒打。3月4日（17日）在彼得堡喀山教堂附近广场上举行的游行示威遭到特别残酷的镇压，参加游行示威的数千名大学生和工人中，有数百人受到毒打，其中数人被打死，多人受伤致残。1901年二三月事件证明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工人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75。





[72]

 地方自治机关是沙皇政府为使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于1864年颁布条例逐步设立的。按照这个条例，县地方自治会议议员由县地主、城市选民、村社代表三个选民团分别选举，以保证地主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占优势。省地方自治会议的议员由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由贵族代表担任。地方自治局由地方自治会议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地方自治机关在内务大臣和省长监督之下进行活动，他们有权停止它的任何一项决议的执行。沙皇政府只授权地方自治局管理当地经济事务。地方自治局的经费来源于对土地、房屋及工商企业征收的不动产税。从19世纪90年代起，由于供职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自由派、民粹派以至社会民主党人）影响增大，地方自治局的活动趋于活跃。地方自治局在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地方自治局的经济措施——举办农业展览、设立农事试验站、发展农业信贷等，有利于地主和富农经济的巩固，对贫苦农民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地方自治局所组织的统计工作对研究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到19世纪70年代，设立地方自治机关的行政单位有欧俄34个省和顿河军屯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则有欧俄43省。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扩大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并在乡一级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在地方上的支柱。十月革命后，地方自治机关被撤销。——82。





[73]

 这是彼得堡一个织布工人给《火星报》的信中的话。该信刊登在1901年8月《火星报》第7号《工人运动要闻和工厂来信》栏内。信里说：“……我把《火星报》拿给许多工友看过，结果把这份报纸都弄破了，而这号报纸却是很宝贵的……这里讲的都是我们的事情，是关于全俄国的事情。这是无法用金钱来估价，用钟点来计算的。当你读到报纸时，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宪兵和警察害怕我们工人和带领我们前进的那些知识分子了。这些人确实不仅威胁着老板的钱袋，而且威胁着沙皇和厂主……工人群众现在很容易燃烧起来，下面已经在冒烟，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成大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话说得真对！……过去，每次罢工都算是一次大事件，如今每个人都知道光罢工算不得什么，现在大家都知道必须争取自由，用胸膛去争取自由。现在所有的人，不论老少都愿意看书，只是可惜我们没有书。在前一个星期日，我们召集了11个人在一起阅读了《从何着手？》一文，我们直到深夜还没有散。一切都说得多么正确，多么透彻……我们很想向你们《火星报》写一封信，希望它不仅能教导我们大家应该怎样着手，并且还教导我们大家应该怎样活和怎样死。”——85。





[74]

 指彼·伯·司徒卢威1901年2月和5月在《火星报》第2号和第4号上发表的文章《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火星报》登载司徒卢威的文章和曙光杂志社刊印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附有司徒卢威（尔·恩·斯·）写的序言和注释）这两件事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同民主反对派自由社的代表司徒卢威于1901年1月达成了共同出版秘密刊物《时评》的协议。这个协议的寿命不长，当年春天就暴露出根本不可能同民主反对派继续合作下去，于是和司徒卢威的联合也就解体了。——88。





[75]

 《俄国报》（《Россия》）是温和的自由派报纸，1899—1902年在彼得堡出版。主编是格·彼·萨宗诺夫。该报在资产阶级阶层中销行甚广。1902年1月由于登载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小品文《奥勃曼诺夫老爷们》而被政府查封。——90。





[76]

 指1901年4月《火星报》第3号上的维·伊·查苏利奇的文章《谈谈当前的事件》和《我们的社会生活》栏中的大学生风潮要闻，以及1901年6月《火星报》第5号上的亚·尼·波特列索夫的文章《论毫无意义的幻想》和短评《警察对著作界的袭击》。



“毫无意义的幻想”是189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地方自治人士时申斥他们要求扩大地方自治机关权力的用语。——90。





[77]

 指1901年8月《火星报》第7号和10月《火星报》第9号分别发表的两篇评论《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地方自治机关中的事件》和《维亚特卡的“工贼”》。——91。





[78]

 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最高的天神和司风雨雷电之神，据说他性情暴戾，动辄发火，一动怒就投掷轰雷和闪电。在俄语中，丘必特这个词也用来比喻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人。——91。





[79]

 “有何吩咐？”原来是沙皇俄国社会中仆人对主人讲话时的用语。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他的特写《莫尔恰林老爷们》中首次把对专制政府奴颜婢膝的自由派报刊称为《有何吩咐报》。——92。





[80]

 《圣彼得堡新闻》（《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1703年创办的第一家俄国报纸《新闻报》的续刊，1728年起在彼得堡出版。1728—1874年由科学院出版，1875年起改由国民教育部出版。1917年底停刊。——92。





[81]

 《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92。





[82]

 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观是指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重要人物路·布伦坦诺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鼓吹可以通过工厂立法和组织工会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平等，解决工人的问题。列宁指出，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29—230页）。——92。







《列宁全集》第6卷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一）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二）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



（三）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



（四）组织工作的规模



（五）“密谋”组织和“民主制”



（六）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我们上面已把《工人事业》说经济斗争是政治鼓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说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等等论调，都一一分析过了。这些论调表明，它们不仅对我们的政治任务，而且对我们的 组织
 任务都持有狭隘的见解。为了“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完全不需要有（因而在这种斗争的基础上也不可能产生）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即一个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态度、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这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个机构的组织，其性质自然而且必然取决于这一机构的活动内容。因此，《工人事业》的上述论调，不仅把政治活动的狭隘性，而且也把组织工作的狭隘性神圣化和合法化了。在这个问题上，《工人事业》一如既往，是一个自觉性屈服于自发性的刊物。而崇拜自发形成的组织形式，不了解我们的组织工作多么狭隘和原始，不了解我们在这一重要方面还是怎样的一些“手工业者”，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运动的真正病症。当然，这不是衰落中的病症，而是成长中的病症。但正是在目前，在自发义愤的浪潮简直要把我们这些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淹没时，特别需要同一切维护落后性的主张，同一切想把这方面的狭隘性合法化的企图进行最不调和的斗争，特别需要促使每一个参加实际工作或仅仅准备进行这种工作的人都对现在我们中间盛行的 手工业方式
 感到不满，并且下最大的决心抛弃它。





（一）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拿1894—1901年间的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活动片断来作例子。我们已经讲过，当时的青年学生普遍倾心于马克思主义。自然，他们这样倾心并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理论，甚至与其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理论，不如说是把它当步对于“怎么办？”这一问题的回答，当作向敌人进攻的号召。于是，这些新战士就在装备和训练极差的情况下进军了。在很多场合，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丝毫训练。他们象种地的庄稼汉那样，只操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这个学生小组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们毫无联系，同其他地方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联系，丝毫没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根本没有一个较为长期而有步骤的活动计划，就去同工人建立联系，着手工作起来。这个小组逐步地开展了愈来愈广泛的宣传和鼓动，以自己的行动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工人阶层的同情，博得了有教养社会的一部分人的同情，他们捐出一些金钱，并且把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交给“委员会”支配。委员会（或斗争协会）的感召力增长了，它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但它扩大这种活动完全是自发的：那些一年或几个月以前在学生小组中讲过话和解决过“往何处去？”的问题的人，那些同工人建立并保持联系和印发过传单的人，现在已在同其他革命家团体建立联系，设法取得书刊，着手出版地方报纸，开始讲到举行游行示威，最后转向公开的军事行动（而且第一张鼓动传单、第一号报纸或者第一次游行示威，在不同情况下，都可以成为这种公开的军事行动）。通常是这种行动一开始，立刻就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其所以会立刻遭到彻底的失败，是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不是有步骤的、事先考虑好的和逐步准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的结果，而只是按老一套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是因为警察局自然差不多总是知道所有那些领导本地运动的、在学生时代已“初露头角的”主要人物，它只是等待对它最合适的时机来围捕他们，而故意让小组充分发展和扩大，以便获得明显的犯罪构成，并且总是故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几个人留下来“繁殖”（据我所知，我们的人和宪兵都使用这个术语）。我们不能不把这种战争比作一群农民操起木棒去进攻现代的军队。而令人惊奇的是，运动富有生命力，尽管作战的人这样毫无训练，但运动还是扩大起来，发展起来，并且往往获得胜利。固然，从历史的观点看来，装备的简陋在开始的时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 甚至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这是广泛地吸收战士的条件之一。但是，重大的军事行动一旦开始（这种行动实际上从1896年夏季罢工时起就开始了），我们军事组织方面的缺点就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政府虽然在一开始表现过慌张，犯了一系列错误（例如向社会诉说社会党人如何行凶作恶，或者把工人从两个首都流放到外省工业中心去），但它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斗争条件，把自己那些装备精良的奸细、暗探和宪兵队伍布置到适当的地方去。于是大暴行连连发生，牵连的人数众多，地方小组往往被一网打尽，使工人群众简直失去了所有的领导者，使运动带有非常的突变性质，使工作上的任何继承性和连贯性都无法建立起来。地方活动家们异常分散，小组的成员变换无常，人们在理论、政治和组织问题上缺乏修养和眼界狭小，这些都是上述情况的必然结果。在有些地方，由于我们缺乏镇静态度和不能保守秘密，竟使工人根本不相信知识分子而躲开他们：工人说，知识分子太粗心大意，常常遭到破坏！

至于一切有头脑的社会民主党人终于开始感到了这种手工业方式是一种病症，——这是每一个稍微了解一点运动情况的人都知道的。为了使不了解运动情况的读者不致以为运动的特殊阶段或特殊病症是我们故意“虚构”出来的，我们打算引证一下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位见证人所说的话。不过请不要因引文太长而埋怨我们。


　　波—夫在《工人事业》第6期上写道：“如果说，逐渐向更广泛的实际行动的过渡，即直接由俄国工人运动现在所处的总的过渡时期所决定的过渡是一个特点……那么在俄国工人革命这一总的机器中还有另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特点。我们所说的就是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各地都感觉到普遍缺少能够进行活动的革命力量
 
［注：所有的黑体都是我们用的。］

 。由于工人运动普遍活跃，由于工人群众普遍进步，由于罢工事件日益频繁，由于工人的斗争日益采取公开的群众性的形式而使政府加紧采取迫害、逮捕、流放和驱逐的手段，于是这种缺少优秀的革命力量的情形就愈来愈明显
 ，而且无疑也不能不影响到运动的深度和一般性质
 。许多罢工都没有受到革命组织有力而直接的影响……鼓动传单和秘密书刊都感不足……工人小组没有鼓动员……与此同时，经费也常感短缺。总而言之，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
 。现有的革命家人数太少，不能对所有骚动的工人群众都施加影响，不能使所有的骚动多少带一点严密性和组织性……单个的小组、单个的革命家没有集合起来，没有统一起来，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纪律的、各部分都有计划地发展的组织……”接着作者说明，旧的小组一遭到破坏马上有新的小组产生出来的事实“只是证明运动富有生命力……而并不是说明已经有足够的完全合格的革命活动家”，然后作者得出结论说：“彼得堡的革命家缺乏实际修养，也反映在他们的工作结果方面。最近的审判案，特别是‘自我解放社’和‘劳工反资本斗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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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案清楚地表明：青年鼓动员不大熟悉本工厂的劳动条件以及进行鼓动的条件，不知道秘密工作的原则，而只是领会了〈领会了吗？〉社会民主党的一般观点，所以只能做四五个月或者五六个月的工作，接着就被捕，而他的被捕往往使整个组织或至少是一部分组织遭到破坏。既然一个团体只能存在几个月，试问它的活动能有成就和效果吗？显然，现有各组织的缺点不能完全归咎于过渡时期……显然，现有组织的成员的数量，主要是质量在这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严格挑选成员的条件下把各个组织切实地统一起来
 。”





（二）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

现在，我们应当来谈谈每个读者大概都自然会产生的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说，作为 整个
 运动所固有的成长中的病症的这个手工业方式，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派别 之一
 的“经济主义”是有联系的呢？我们认为是可以这样说的。缺乏实际修养，不善于做组织工作，这确实是 我们大家
 的通病，甚至从一开始就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也不例外。当然，谁也不能因为实际工作者缺乏修养这一点而责备他们。但是，“手工业方式”这个概念，除了表示缺乏修养之外，还有别的含义，即整个革命工作规模狭小，不懂得在这种狭小的工作基础上是不能形成良好的革命家组织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企图为这种狭隘性辩护，把它上升为一种特殊的“理论”，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也崇拜自发性。这种企图一露头，无疑就说明手工业方式是同“经济主义”有联系的，就说明我们如果不摆脱一般“经济主义”观点（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及其政治任务的狭隘见解），就不能摆脱我们组织工作的狭隘性。这种企图表现在两方面。有些人说，工人群众自己还没有提出革命家“强加于”他们的那些广泛的战斗的政治任务，工人群众还是应当为 当前的
 政治要求而斗争，“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 
［注：《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特别是给普列汉诺夫的《回答》。］

 （而同群众运动“能够胜任的”这种斗争相适应的，当然就是连最缺乏修养的青年也“能够胜任的”组织）。另一些人则根本不赞成什么“渐进主义”，他们说，可以并且应当“实现政治革命”，但为此完全不必建立什么用坚定而顽强的斗争来教育无产阶级的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只要我们大家操起我们“能够胜任的”和已经用惯的木棒来干就行了。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只要我们举行总罢工 
［注：小册子《谁来实现政治革命？》，载于俄国出版的《无产阶级斗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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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小册子基辅委员会也翻印过。］

 ，或者只要用“激发性的恐怖手段”来刺激一下“萎靡不振的”工人运动就行了 
［注：《革命主义的复活》一书和《自由》。］

 。这两派人，即机会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都屈服于盛行的手工业方式，不相信有摆脱它的可能，不了解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 革命家组织
 。

我们刚才摘引了波—夫的话：“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这种“实地观察者的有价值的报道”（《工人事业》编辑部对波—夫那篇文章的评语），对于我们有双重的价值。它表明，我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目前危机的基本原因是 领导者
 （“思想家”、革命家、社会民主党人） 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
 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它表明，“经济派”来信（《火星报》第12号）的作者们以及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所谓轻视自发因素和平凡的日常斗争的意义的危险，所谓策略－过程等等的各种论调，正好就是对手工业方式的歌颂和维护。这些人一提到“理论家”这个词就做出一副极端鄙视的怪样子，而把自己对缺乏实际经验和不开展状态的崇拜称为“对实际生活的敏感”，其实他们不过是暴露自己不了解我们最迫切的 实际
 任务而已。他们向那些落伍的人喊道：齐步前进！不要抢先！他们向那些在组织工作中缺乏毅力和首创精神，缺乏广泛而大胆地开展工作的“计划”的人高喊“策略－过程”！我们的主要过失就是 降低
 我们的政治任务 和组织
 任务去适应当前“显著的”“具体的”日常经济斗争的利益，而人们却继续向我们高唱什么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再说一遍：这种“对实际生活的敏感”，真同民间故事里的那个人物的“敏感”一样，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

请你们回忆一下这些才子用无与伦比的、真正是“纳尔苏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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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的”高傲态度来教训普列汉诺夫时所说的一段话吧：“切实的、 实际的
 政治任务，即争取实现政治要求的适当而有成效的 实际
 斗争，根本是〈原文如此！〉工人 小组
 所不能胜任的。”（《〈工人事业〉编辑部的回答》第24页）但是，先生们，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在手工业者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还没有摆脱这种方式以前，这些“手工业者”小组对于政治任务自然是不能胜任的。如果这些手工业者甚至还迷恋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如果他们一写到“实际”一词的时候就一定要加上着重标记，以为求实精神要求他们把自己的任务降低到群众中最落后的阶层所了解的水平，那么这些手工业者当然是不可救药的，他们的确 是根本不能胜任政治任务的
 。但象阿列克谢耶夫和梅什金、哈尔图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普列汉诺夫做得万分正确，他不仅指出了这个革命阶级，不仅证明了它的自发觉醒的不可避免性和必然性，并且向“工人小组”提出了崇高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你们却想借口从那时起发生的群众运动来 降低
 这个任务，来 缩小
 “工人小组”的毅力和活动范围。这不是手工业者迷恋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又是什么呢？你们爱以求实精神自夸，却没有看见俄国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的事实，即在革命事业中不仅小组的毅力，甚至个人的毅力也能创造出多么大的奇迹。也许你们以为在我们的运动中不会有70年代那样的卓越的活动家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缺乏修养吗？但我们正在提高修养，还要继续提高修养，而且一定会具备很好的修养的！固然，不幸的是在“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死水上面泛起了一层泡沫，出现了一些对自发性顶礼膜拜、肃然起敬地注视着（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俄国无产阶级的“后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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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但我们一定能除去这层泡沫。正是现在，遵循真正革命的理论的俄国革命家，他们依靠真正革命的和自发觉醒起来的阶级，终于（终于！）能够直起腰来，尽量施展自己全部的勇士般的力量。为此，只需要使一切想降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缩小我们的组织工作规模的企图，在人数众多的实际工作者中间，在人数更多的、还在学生时代就梦想做实际工作的人中间，都受到嘲笑和鄙视。先生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驳斥《工人事业》的话：“在24小时内可以改变某个专门问题上的鼓动策略，可以改变党组织某一局部工作的策略，可是，要改变自己对于是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需要战斗组织和群众中的政治鼓动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不要说在24小时内，即使在24个月内加以改变，也只有那些毫无原则的人才办得到。”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页。——编者注］

 《工人事业》回答道：“《火星报》所提出的这个唯一仿佛是属实的罪状是毫无根据的。《工人事业》的读者清楚地知道，我们从一开始，在《火星报》出版以前，就不仅号召进行政治鼓动”……（同时又认为不仅工人小组不能，“而且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也不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作首要的政治任务”，而只能把争取当前政治要求的斗争当作首要的政治任务，认为“经过一次罢工，或者最多经过几次罢工以后，当前的政治要求就会成为群众所能理解的要求了”）……“并且还从国外运来了自己的出版物，供当时在俄国活动的同志们作 唯一的
 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材料之用”……（顺便指出，你们在这唯一的材料中，不仅最普遍地运用了仅仅在经济斗争基础上进行的政治鼓动，并且竟把这种被缩小了的鼓动看作是“最普遍适用的”手段。先生们，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你们这种论据恰巧证明，在只有这种 唯一的
 材料的情况下，就需要有《火星报》出版并且需要有《火星报》来同《工人事业》进行斗争吗？）……“另一方面，我们的出版工作在事实上准备了党在策略方面的一致”……（是说一致认定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吗？多么宝贵的一致啊！）……“因而也就准备了建立‘战斗组织’的可能；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组织，联合会做了国外组织一般力所能及的一切”。（《工人事业》第10期第15页）这种逃避问题的说法是徒劳无益的！你们确实做过你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我根本也没有想要否认这一点。可是我曾断言并且现在还要断言，你们“力所能及的” 范围
 由于你们目光短浅而被缩小了。至于谈论什么建立“战斗组织”来为“当前的政治要求”而斗争或者来“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那就是可笑的了。

但是，假使读者要想看到“经济派”如何迷恋于手工业方式的绝妙例子，那自然应当撇开折中主义的不稳定的《工人事业》，而去看看彻底的坚决的《工人思想报》。尔·姆·在《增刊》第13页上写道：“关于所谓革命知识分子问题，我们现在要讲几句话。固然，革命知识分子已经屡次实际表明自己有‘同沙皇制度进行决战’的充分决心。不幸的是，我们遭受政治警察残酷迫害的革命知识分子，把反对这种政治警察的斗争当成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所以，他们至今还弄不清楚‘从什么地方获得力量来同专制制度作斗争？’这样一个问题。”


自发
 运动的崇拜者（贬义的崇拜者）的这种极为轻视同警察作斗争的态度不是妙极了吗？他甘愿为我们不善于做秘密工作 辩护
 ，硬说在自发的群众运动的条件下，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赞成这种奇怪结论的人，一定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大家都已痛切地感觉到我们革命组织的缺点了。但是，如果有人，例如马尔丁诺夫，对这种结论也不表赞同，那只是因为他不善于或没有勇气来彻底地考虑自己的论点而已。的确，为了执行由群众提出的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这样一个“任务”，难道需要特别关心建立什么牢固的、集中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吗？难道那些丝毫不“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群众不是也在执行这样的“任务”吗？况且，如果除了少数领导者之外，没有那些丝毫 不能
 “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工人（绝大多数的工人）参加，这样的任务难道是能够实现的吗？这样的工人，这些普通的群众，在罢工中，在街头上同军警的斗争中能够表现出巨大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能够（并且也只有他们才能够） 决定
 我们整个运动的结局，可是，为了同 政治
 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 职业
 革命家。所以我们不仅要设法使群众“提出”具体的要求，而且要设法使工人群众愈来愈多地“提出”这样的职业革命家。于是我们就接触到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同纯粹工人运动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在书刊上反映很少，但在我们“政治家”同那些或多或少地倾向于“经济主义”的同志们谈话和争论时却谈得很多。这个问题值得专门谈一下。不过，我们首先还要引一段话来结束我们关于手工业方式同“经济主义”有联系这个见解的说明。

N．N．先生在自己的《答复》中写道：“‘劳动解放社’要求同政府进行直接的斗争，却没有考虑一下这种斗争所需要的物质力量何在，没有指出 斗争的道路何在
 。”这最后几个字作者加上了着重标记，并且对“道路”一词加了这样的注释：“这种情况决不能用保守秘密来解释，因为纲领中说的不是密谋而是 群众运动
 。而群众是不能走秘密道路的。难道能有秘密的罢工吗？难道能有秘密的示威和请愿吗？”（《指南》第59页）作者把斗争的“物质力量”（举行罢工和示威的人）和斗争的“道路”都讲到了，但他还是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他“崇拜”群众运动，即认为群众运动是使我们 不必
 表现革命积极性的东西，而不是应当鼓励和 促进
 我们的革命积极性的东西。罢工对于那些参加罢工以及同罢工有密切关系的人不可能是秘密的。但罢工对于俄国工人群众，却可能还是（而且多半还是）“秘密的”，因为政府总是设法切断外界同罢工者的任何联系，总是设法使一切罢工消息都传不出去。于是就需要专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这种斗争是永远不能由参加罢工的那样广大的群众来积极进行的。这种斗争应当由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完全按照艺术的规律”来组织。组织这种斗争的工作并不因为群众自发卷入运动而变得 不太需要
 。恰巧相反，正因为如此它就变得 更加需要
 ，因为我们社会党人如果不能够防止警察把一切罢工和一切示威变成秘密的（而有时我们自己也没有秘密地准备），那我们就不能完成自己对群众所负的直接责任。我们所以 一定能够
 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 也会从自己的队伍中选拔出
 愈来愈多的“职业革命家”（只要我们不想方设法使工人始终在原地踏步不前）。





（三）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

假使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把政治斗争的概念和“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概念等同起来，那他自然也就会把“革命家的组织”这个概念或多或少地和“工人的组织”这个概念等同起来。事实上也真是这样，所以在我们谈论组织时，简直就是各讲各的话。例如，我现在还记得我同从前不认识的一位颇为彻底的“经济派”谈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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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们是在谈《谁来实现政治革命？》这本小册子，我们两人很快地就一致认为这本小册子的基本缺点是忽视了组织问题。我们满以为我们彼此是意见相同的，但是……当继续谈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们两个人说的不是一回事。我的对话人责备该书作者忽视了罢工储金会和互助会等等，而我指的却是为“实现”政治革命所必需的革命家组织。在这种意见分歧一暴露之后，往下我就不记得我和这个“经济派”在任何原则问题上有过什么共同的意见了！

我们的意见分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经济派”在组织任务方面也象在政治任务方面一样，总是从社会民主主义滑到工联主义上去。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要比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同样（而且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也一定要同进行这种斗争的工人组织 不一样
 。第一，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第二，它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第三，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自然，我在这里以及下文中都只是指专制的俄国而言）。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因此，我说是 革命家
 组织，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 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
 ，更不用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三种区别吧。

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职业组织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区别也象工联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区别一样，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后者同前者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里不免要因历史、法律以及其他种种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复杂程度等等可能是各不相同的（在我们看来，这种关系应当尽量密切些，尽量简单些），但在自由国家里，工会组织和社会民主党组织是根本不会混同的。在俄国，乍看起来，专制制度的压迫似乎是把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会之间的任何区别都消除了，因为 任何
 工会和 任何
 小组都被禁止，因为罢工这一工人经济斗争的主要表现和主要手段，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刑事罪（有时甚至被认为是政治罪！）。因此，我国的条件一方面很能使那些进行经济斗争的工人“碰到”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民主党人“碰到”会把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混为一谈的问题（我们的克里切夫斯基之流、马尔丁诺夫之流及其同伙拼命谈论第一种“碰到”，而没有看到第二种“碰到”）。的确，请你们想象一下那些99％埋头于“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人吧。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在他们活动的 整个
 时期（4—6个月），一次也不会碰到必须建立更复杂的革命家组织的问题；另一部分人大概会“碰到”较为流行的伯恩施坦主义书刊，从中得到“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极其重要的信念；最后，还有一部分人也许会沉醉于一种迷人的思想，即要向世人作出一个“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新榜样，一个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相联系的新榜样。这种人也许认为：一个国家走上资本主义舞台，从而走上工人运动舞台的时间愈晚，社会党人也就愈能参加并帮助工会运动，非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也就可能而且应当愈少。如果到此为止，那么这个推论是完全正确的，可惜这种人还走得更远，妄想把社会民主主义和工联主义完全融合起来。我们拿《圣彼得堡斗争协会章程》为例就可以马上看出，这种妄想对于我们的组织计划产生了多么有害的影响。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这是对的。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懂得这种起码道理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它们不是一种很 广泛的
 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愈广泛，我们对它们的影响也就会愈广泛，但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而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党人对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但是，参加组织的成员广泛，也就不可能严守秘密（严守秘密所需要的训练，要比参加经济斗争所需要的多得多）。怎样才能解决既要成员广泛又要严守秘密这种矛盾呢？怎样才能使行业组织尽量少带秘密性呢？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说来，只有两种方法：或者是使行业工会合法化（在某些国家里，先有行业工会的合法化，然后才有社会主义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合法化），或者是使组织仍旧处于秘密状态，但同时又必须使它非常“自由”，形式不固定，象德国人说的那样是松散的，使秘密性对于广大会员几乎等于零。

在俄国，非社会主义的和非政治的工人团体的合法化已经开始了，并且毫无疑问，我们迅速发展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每一步进展，都将加强和鼓励这种合法化的企图，——这种企图主要来自拥护现存制度的人，但一部分也来自工人本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合法化的旗帜已经由瓦西里耶夫之流和祖巴托夫之流打出来了，奥泽罗夫之流和沃尔姆斯之流的先生们也已经答应支持合法化，而且已经给以支持；在工人中间已经有了新潮流的信徒。我们今后也不能不考虑这个潮流。怎样考虑呢？对于这个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未必会有两种意见。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把祖巴托夫之流和瓦西里耶夫之流、宪兵和神父参加这个潮流的一切事实揭露出来，把这些参加者的真正意图讲给工人听。同时我们还应当揭穿自由派活动家在公开的工人集会上演说时会流露出来的一切调和的、“和谐的”论调，不管他们提倡这些论调是由于真心认为阶级和平合作要好些，还是由于想巴结上司，或者只是由于笨拙无能。最后，我们还应当提醒工人，使他们不要落入警察经常设置的圈套中去，因为警察常在这种公开集会上和允许存在的团体内侦查“过激分子”，并企图通过合法组织把奸细也派到不合法的组织里来。

但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忘记工人运动合法化 归根到底
 只会使我们获得好处，而决不会使祖巴托夫之流获得好处。恰恰相反，我们正是要用自己的揭露运动来分清莠草和小麦。关于莠草，我们已经说过了。而所谓小麦，就是吸引更广泛的和最落后的工人阶层来注意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是使我们革命家摆脱那些实际上是合法性的工作（如散发合法书籍，组织互助会等等），这些工作的发展必然会供给我们愈来愈多的鼓动材料。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对祖巴托夫之流和奥泽罗夫之流说：先生们！努力干吧，努力干吧！既然你们想设置圈套来陷害工人（无论是用直接挑衅的手段也好，还是用“司徒卢威主义”来“诚实地”腐蚀工人也好），那我们就要设法揭穿你们。既然你们真正前进了一步（虽然表现的形式是极其“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但终究是前进了一步），那我们就要说：请吧！只有真正扩大，哪怕只是稍微扩大工人的活动范围，那才是真正前进了一步。凡是这样的扩大都会有利于我们，并且会加速合法团体的出现，在这些团体里，不会是奸细抓住社会党人，而是社会党人抓住自己的信仰者。总而言之，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清除莠草。我们的任务不是在温室的瓦盆里培植小麦。我们把莠草拔掉，从而清出土地使麦种发育成长。而在阿法纳西·伊万内奇之流和普尔赫丽娅·伊万诺夫娜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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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温室栽培的时候，我们则应当训练出一些既会锄今天的莠草，又会割明天的小麦的人 
［注：《工人事业》因《火星报》清除莠草而怒气冲冲地攻击《火星报》说：“在《火星报》看来，目前时局中的主要问题不是这些重大的事件（春季事件），而是祖巴托夫的奸细想使工人运动‘合法化’的那些可怜的尝试。《火星报》没有看到，这种事实正是表明《火星报》的意见是错误的；这种事实正是证明工人运动已具有使政府感到十分可怕的规模。”（《两个代表大会》第27页）一切都归咎于这帮“对于实际生活的迫切要求熟视无睹的”正统派的“教条主义”。他们硬是不愿意看一尺高的小麦，却一味去同一寸高的莠草作斗争！这难道不是“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前途持错误的见解”（同上，第27页）吗？］

 。

总之， 我们
 不能用合法化来 解决
 建立尽量少带秘密性和尽量广泛的工会组织的问题（但是，假如祖巴托夫之流和奥泽罗夫之流给我们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哪怕是部分的可能性，那我们也会很高兴，为此我们要尽量坚决地同他们斗争！）。因此只有建立秘密的工会组织这条道路可走，而 我们应当
 对于已经走上（这是我们确实知道的）这条道路的工人给以各方面的帮助。工会组织不仅能大大促进经济斗争的发展和加强，并且能大大帮助政治鼓动和革命组织工作。为了得到这种结果，为了把正在开始的工会运动引上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轨道，首先必须弄清楚彼得堡的“经济派”几乎已经鼓吹了五年之久的那个组织计划的荒谬性。这个计划既在1897年7月的《工人储金会章程》上（《〈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第46页——转载自《工人思想报》创刊号）作了说明，又在1900年10月的《工人联合会章程》上（曾在圣彼得堡印成传单，《火星报》创刊号上也曾经谈到它）作了说明。这两个章程的主要缺点，就是对广泛的工人组织作了细节方面的规定并且把这种组织同革命家组织混为一谈。我们可以拿比较详尽的第二个章程来看。这个章程共52条，其中有23条是说明组织结构、办事细则以及“工人小组”的权限的，这些小组设在每个工厂内（“每组不超过10人”）并由它们来选举“（工厂）中心小组”。第2条上说：“中心小组应注意本厂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编写本厂大事记。”“中心小组每月向全体会员报告储金出纳情况”（第17条），等等。有10条专讲“区组织”，有19条专讲“工人组织委员会”和“圣彼得堡斗争协会委员会”（由各区以及各“执行组”即“宣传组、外省联络组、国外联络组、贮藏组、出版组和储金组”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

社会民主党等于负责工人经济斗争的“执行组”！这最清楚不过地说明“经济派”的思想已经完全离开社会民主主义而滑到工联主义上去，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考虑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 全部
 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嘴上说的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是同“沙皇政府的专横暴虐”作斗争，而写出来的却是这样的组织章程，这就说明他们丝毫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真正的政治任务。在50多条章程中间，没有一条证明他们稍微懂得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来揭露俄国专制制度所有各个方面和俄国各个社会阶级的整个面貌。按照这样的章程，不仅政治的目的，甚至工联的目的也无法实现，因为工联的目的要求 按职业
 组织起来，而在章程里连这一点也根本没有提到。

大概最令人注目的是这整个“体系”的惊人的烦琐，企图在三级选举制下，用千篇一律和琐碎得可笑的条例构成的固定线索，把每个工厂同“委员会”联系起来。在这里，备受“经济主义”狭小眼界限制的思想，又沉溺到充满公事程序和文牍主义的烦琐条文中了。其实，这些条文四分之三当然是永远也不会实行的，而在每个工厂中都设有中心小组的这种“秘密”组织倒使宪兵易于进行广泛破坏。波兰的同志已经经历过大家都热中于普遍设立工人储金会这样一个运动的阶段，但是当他们弄清楚这只能使宪兵获得丰收时，他们就马上放弃了这种思想。假使我们想有广泛的工人组织，同时又不愿意遭到广泛破坏，不愿意使宪兵满意，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使这些组织完全不具有什么固定的形式。这样，它们能不能执行自己的职能呢？那就看看这些职能吧：“……注意工厂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编写工厂大事记。”（章程第2条）难道这一定要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吗？难道不组织任何专门的团体而用在秘密报纸上登载通讯的方法就不能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吗？“……领导工人为改善他们在工厂内的状况而斗争。”（章程第3条）这也用不着什么固定的组织形式。工人想提出什么要求，每一个头脑稍微清楚的鼓动员都可以从闲谈中确切地打听出来，而打听出来之后，就可以把这些要求告诉那个狭小的而不是广泛的革命家组织，以便印发相应的传单。“……组织储金会……每一卢布工资交纳两戈比会费”（第9条），——并且每月向全体会员报告储金出纳情况（第17条），把不交会费的会员除名（第10条），等等。在警察看来，这真是再好没有了，因为这样一来，要摸透“工厂中心储金会”的一切秘密，要没收它们的金钱，要逮捕一切优秀分子就容易极了。发行价值一戈比或两戈比的印花，盖上某个（很狭小的很秘密的）组织的图章；或者根本不用印花而实行募捐，在秘密报纸上用某种暗语把捐款账目公布出来，这岂不是更简便吗？目的同样可以达到，而宪兵要找到线索就困难百倍了。

我本来还可以拿章程作为例子继续进行分析，但是我认为讲得已经够了。一个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锻炼的工人组成的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并且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的一切规则同革命家组织发生联系，这样的核心在群众最广泛的支持下，不必有任何固定的形式也能充分执行工会组织所应当执行的 一切
 职能，并且执行得正象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那样。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 社会民主主义的
 工会运动不顾一切宪兵的破坏而得到 巩固
 和发展。

有人会反驳我说：一个组织这样松散，根本就没有什么固定的形式，甚至连固定的、经过登记的成员都没有，根本就不配称为组织。也许是这样。我不追求名称。但这种“没有成员的组织”能够做到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并且一开始就能够保证我们未来的工联同社会主义发生牢固的联系。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 广泛的
 工人组织，那他简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

道理很简单：我们如果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而我们如果从建立那种好象是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其实是使宪兵最容易破坏的，使革命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广泛的工人组织开始，那我们就两种目的都实现不了，就摆脱不了手工业方式，就只会因自己这样涣散和这样常遭破坏而让祖巴托夫式或奥泽罗夫式的工联成为群众最容易接受的组织。

这种革命家组织的职能究竟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就来详细谈谈。但是，我们首先还要分析一下我们的恐怖派的一段极其典型的议论，他在这里又成了（真是时运不佳！）“经济派”的近邻。在供工人阅读的《自由》（第1期）上，载有一篇题为《组织》的文章，该文的作者想为他那些老相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经济派”辩护。


　　他写道：“群众一声不响，没有觉悟，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起来，这是很糟糕的。你们看，学生们离开大学城，各自回家过节或过夏天，于是工人运动也就停顿下来。难道这种从旁推动的工人运动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吗？哪里能够呢……它还没有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专靠人家扶着走。一切事情都是这样：学生各自回家，运动就停止；牛奶一失去精华，立刻就变酸；‘委员会’被破坏，当新的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时，又是一片沉寂；至于将要建立起什么样的委员会，还不得而知，——也许同先前的完全不一样：先前的委员会说一套，新成立的委员会又会另说一套。过去和将来之间失掉联系，过去的经验不能为将来所借鉴。这都是由于在深处，在群众中间没有根子；做工作的不是百来个蠢人，而是十来个聪明人。十来个人常常可以一网打尽，但是只要一个组织能够包括广大群众，一切事情都由群众来干，那无论谁怎样想方设法也不能伤害我们的事业了。”（第63页）



　　事实描写得倒是对的。我们的手工业方式的情景描绘得倒还不错。但结论却和《工人思想报》一样糊涂，在政治上一样不妥当。这个结论非常糊涂，因为作者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同怎样更好地同宪兵进行斗争的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这个结论在政治上非常不妥当，因为作者并不是拒绝坏的领导者而去找好的领导者，而是想根本拒绝任何领导者而去找“群众”。这是一种想把我们在组织方面拉向后退的企图，正象那种主张用激发性的恐怖手段代替政治鼓动工作的思想在政治方面把我们拉向后退一样。现在我真是感到有点应接不暇，真不知从何着手来分析《自由》奉送给我们的这样一大堆糊涂观念，为了清楚起见，我就先举例来说吧。就拿德国人作例子。他们的组织包括群众，一切事情都是由群众来干，工人运动已经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一点吧？可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又是多么重视自己的“十来个”经过考验的政治领袖，多么坚决拥护这些领袖啊！在国会中曾经不止一次听见敌对党的议员讥讽社会党人说：“好样的民主派！你们只是口头上讲工人阶级的运动罢了，实际上出面的总是这帮首领。一年复一年，十年又十年，还是这个倍倍尔，还是这个李卜克内西。你们的那些所谓从工人中选举出来的议员，真是比皇帝册封的官吏还难得调换呢！”这是企图把“群众”与“首领”对立起来，想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想以破坏群众对“十来个聪明人”的信任来使运动失去坚定性和稳定性，但是德国人对这种蛊惑人心的企图只是嗤之以鼻。德国人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政治经验的积累已经足以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德国人自己的队伍中，也有过一些蛊惑家，他们竭力奉承“几百个蠢人”，把他们抬高到“几十个聪明人”之上，一味赞美群众的“筋肉条条的拳头”，激发他们（象莫斯特和哈赛尔曼那样）去从事轻率的“革命”行动，散布对坚定刚毅的领袖的不信任。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只是由于它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形形色色的蛊惑家不断地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才得到这样的发展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党整个危机产生的原因是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还没有获得有充分修养的、开展的、有经验的领导者，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才子们却象伊万努什卡那样带着深思的神情说：“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起来的，这是很糟糕的！”“学生组成的委员会不中用，因为它不稳定”，——完全正确。但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需要有职业 革命家
 组成的委员会，至于能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是学生还是工人，这都一样。而你们作出的结论，却是说不应当从旁推动工人运动！你们由于政治上幼稚，竟不知道你们的这种主张只是有利于我们的“经济派”和我们的手工业方式。请问，我们的学生“推动”我们的工人，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唯一的表现就是，学生把他们所具有的一些零星的政治知识和他们所获得的片断的社会主义观念（因为目前学生的主要精神食粮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而合法马克思主义只能提供一些起码知识和片断）传授给工人。在我们的运动中， 这样的
 “从旁推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少得出奇，少得可怜，因为我们已经过分地热中于闭关自守，过分奴隶般地崇拜那种初步的“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的经济斗争”了。我们职业革命家应当而且一定会百倍努力地来从事 这样的
 “推动”。但正因为你们选用了“从旁推动”这样可恶的字眼，就必然会使工人（至少是那些象你们一样不开展的工人）不信任 一切
 从旁给他们提供政治知识和革命经验的人，使他们对 所有
 这些人都本能地表示抗拒，——这样，你们就成了 蛊惑家
 ，而蛊惑家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

是的，是的！你们不要马上叫喊起来，说我进行论战时采取了“非同志的方法”吧！我根本不想怀疑你们心地纯洁。我已经说过，一个人只因为政治上幼稚，也可以成为蛊惑家。但是我也指出，你们已经堕落到了蛊惑人心的地步。而且我始终都要不停地重复说，蛊惑家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他们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因为不开展的工人不能识破这些以工人朋友的资格讲话，有时甚至是真心以工人朋友的资格讲话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在混乱和动摇的时期，在我们运动刚刚形成的时期，最容易的莫过于蛊惑人心地诱惑群众，而群众只有在经过最痛苦的教训之后才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所以，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前的口号应当是：进行坚决的斗争，既反对堕落到蛊惑人心的地步的《自由》，又反对堕落到蛊惑人心的地步的《工人事业》（这一点以后还要详细地谈到 
［注：这里我们仅仅指出：我们谈到“从旁推动”以及《自由》关于组织问题的其他各种议论时所说的一切
 ，是完全适用于包括“工人事业派”在内的一切“经济派”的，因为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积极宣传和维护这种关于组织问题的观点，另一部分人则滑到这种观点上去了。］

 ）。

“捕捉十来个聪明人，要比捕捉百来个蠢人容易些。”这个了不起的真理（对于你们提出这个真理，百来个蠢人总是会拍手叫好的），看来好象是不辩自明的，这只是因为你们在议论时从一个问题跳到了另一个问题上去。你们开始谈论并且继续还在谈论捕捉“委员会”，捕捉“组织”的问题，而现在你们却跳到捕捉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个问题上去了。当然，我们的运动所以无法捕捉，正是因为它在深处有成千上万的根子，但现在所谈的根本不是这一点。就“在深处的根子”这一点来讲，即使现在也无法“捕捉”我们，尽管我们的手工业方式非常盛行；虽然如此，我们大家都在埋怨，并且不能不埋怨“ 组织
 ”被捕捉的情况，这种情况破坏了运动中的任何继承性。你们既然已经提出了 组织
 被捕捉的问题，并且不愿离开这个问题，那我就要告诉你们：捕捉十来个聪明人要比捕捉百来个蠢人困难得多。无论你们怎样煽动群众来反对我，说我搞“反民主制”等等，我还是要坚持这个意见。在组织方面，正如我已经屡次讲过的那样，“聪明人”无非是指 职业革命家
 ，至于他们是从学生中还是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反正都一样。因此我认为：（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因为各种蛊惑家诱惑群众中的不开展阶层也愈容易）；（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 减少
 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5）而且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 愈多
 。

请我们的“经济派”、恐怖派和“经济派兼恐怖派” 
［注：这个名词也许比前面那个名词更适用于《自由》，因为它在《革命主义的复活》中所维护的是恐怖主义，而在我们分析的这篇文章中所维护的却是“经济主义”。事与愿违！——对《自由》，一般可以这样说。天赋很高，愿望很好，结果却是一团糟。所以会一团糟，主要是因为《自由》维护组织的继承性，却不愿意承认革命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继承性。极力想使职业革命家复活起来（《革命主义的复活》），为此却又主张：第一，采取激发性的恐怖手段；第二，“把中等工人组织起来”（《自由》第1期第66页及以下各页），使他们尽量少“被人从旁推动”，——这实际上就等于为了让自己的房子暖和而把房子本身拆掉当柴烧了。］

 来反驳这几点吧，我现在只想谈谈其中的最后两点。捕捉“十来个聪明人”和捕捉“百来个蠢人”的难易问题，可以归结到我们上面已经分析过的那个问题：在必须严守秘密的条件下，是不是可能存在群众性的 组织
 。我们永远不能使广泛的组织具有高度的秘密性，而没有这样高度的秘密性就谈不到稳定的和保持继承性的反政府的斗争。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手里，这并不是说他们将“代替大家动脑筋”，并不是说群众不必积极参加 运动
 。恰恰相反，这些职业革命家将从群众中愈来愈多地涌现出来，因为那时群众就会知道，单是几个学生和几个从事经济斗争的工人集合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是不够的，还需要用多年的时间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那时群众就不会一味为手工业方式“动脑筋”，而会为这种培养工作“动脑筋”了。把 组织
 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是说要把 运动
 的一切职能集中起来。最广大的群众积极参加秘密书刊工作，不但不会因为“十来个”职业革命家把这方面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而减弱下去，反而会因此而十倍地 加强起来
 。这样，并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使阅读秘密书刊，为秘密书刊撰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散发秘密书刊的工作都 几乎不再是秘密的事情
 ，因为警察很快就会懂得，对散发的成千上万份出版物中的每一份都要履行一套司法和行政的公事程序，是很愚蠢的而且是办不到的。不仅报刊如此，而且运动方面的一切职能，直到游行示威为止，也都是如此。经过考验的、所受的严格专业训练不亚于我国警察的“十来个”革命家，把一切秘密工作如准备传单，规定大致的计划，为各城区、各工厂区、各学校指定领导人员等等集中起来，这不但不会使群众最积极最广泛地参加游行示威这件事受到损害，反而会使它得到很大好处（我知道有人会来反驳我，说我的观点“不民主”，我在下面就要详细来答复这个极不聪明的反驳）。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 遍布
 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 把
 这些组织同 革命家
 的组织 混为一谈
 ，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使群众中本来已很模糊的一种认识完全消失，也就是使他们忘记要为群众运动“服务”，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献身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自己 培养成为
 职业革命家，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

的确，这种认识已经极其模糊了。我们在组织方面的主要过错，就是 我们由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而败坏了俄国革命家的威信
 。一个人在理论问题上软弱无力和动摇不定，眼界狭小，用群众的自发性来为自己的萎靡不振辩护，他与其说象人民的代言人，不如说象工联书记，他不善于提出广泛的大胆的计划来使敌人也肃然起敬，而且在自己的专业技巧即同政治警察作斗争方面没有经验，笨手笨脚，——对不起！这样的人决不是革命家，而只是可怜的手工业者。

请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都不要埋怨我用这个苛刻的字眼，因为这里讲的是缺乏修养的问题，我用这个字眼首先是指我自己。我曾在一个给自己提出很广泛的包罗万象的任务的小组 
[89]

 中工作，我们所有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常常痛切地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在可以把一句名言 
[90]

 改动一下，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却表现出是一些手工业者。后来我愈是经常回想起我当时感到的内疚，就愈是痛恨那些假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用他们的宣传来“玷污革命家的称号”，他们不了解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为把革命家降低为手工业者辩护，而是要 把
 手工业者 提高
 为革命家。





（四）组织工作的规模

我们在前面听见波—夫说道：“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各地都感觉到缺少能够进行活动的革命力量。”这个事实未必有谁会否认。可是问题就在于怎样来解释这个事实。波—夫写道：


　　“我们不去说明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而仅仅指出：被长期的政治反动所败坏、被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经济变化搞得分崩离析的社会，从自己队伍里选拔出来胜任革命工作的人实在太少了
 ；工人阶级选拔出一些工人革命家来部分地补充秘密组织的队伍，但这种革命家的人数还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况且，在工厂做11个半小时工的工人，按他的情况来说，多半只能履行鼓动员的职能；至于宣传和组织、运送和翻印秘密书刊、印发传单等等工作的重担，就不免要落在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肩上。”（《工人事业》第6期第38—39页）



　　我们有许多地方不同意波—夫的这种意见，尤其不同意我们加上着重标记的那些话，因为这些话特别突出地表明：波—夫虽然也由于我们的手工业方式而深感痛苦（也象每一个动过点脑筋的实际工作者一样），但他由于受“经济主义”的束缚而不能找到摆脱这种令人不堪忍受的状况的出路。不，社会选拔出来的胜任“工作”的人极 多
 ，但我们不善于利用所有这些人。在这方面，我们运动的危急的过渡的状态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述： 没有人，而人又很多
 。人很多，因为工人阶级和愈来愈多的各种社会阶层都一年比一年产生出更多的心怀不满、要起来反抗、决心尽力帮助反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人，而专制制度的令人不堪忍受的状况虽然还没有被一切人意识到，但已经被愈来愈多的群众日益尖锐地感觉到了。同时又没有人，因为没有领导者，没有政治领袖，没有擅长于组织的人才来进行广泛而且统一的、严整的工作，使每一份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都得到运用。“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不仅落后于工人运动的增长（这是波—夫也承认的），并且落后于人民各阶层中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的增长。（顺便提一下，现在波—夫想必会承认这个意见也是对他那个结论的补充吧。）革命工作的规模同运动的广泛的自发基础比较起来实在太狭小了，它受“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种可悲的理论的束缚实在太厉害了。但是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不仅做政治鼓动工作的人，而且做组织工作的人，也都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 
［注：例如，近来在军界可以看到民主精神显然活跃起来的现象，这里部分原因是他们愈来愈多地同工人和学生这种“敌人”进行了街头斗争。所以，只要现有力量许可，我们一定要对士兵和军官中的宣传和鼓动，对建立属于我们党的“军事组织”给予严重注意。］

 未必有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会怀疑，社会民主党人是能够把自己的组织工作方面的千百种零星职能分配给属于各种各样的阶级的单个人去担任的。缺少专业化是我们技术上的最大缺点之一，对这个缺点，波—夫非常痛苦而又非常公正地表示了不满。整个事业中的各道“工序”分得愈细，也就愈容易找到能够完成这些工序的人（而且大半是完全不能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人），警察也就愈难“捕捉”所有这些“干零星工作的人”，愈难借小事捕人来制造“案件”，以抵补国库的“治安”费用。至于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的人的数目，我们在上一章里已指出了五年来这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为了把这一切零星细小的工作统一起来，为了使运动本身不会因运动职能的分散而分散，为了使履行细小职能的人确信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没有这种信心，他就根本不会进行工作） 
［注：我记得有一个同志曾转告我说，有一位愿意帮助并且确实帮助过社会民主党的工厂视察员诉苦说，他不知道他的“情报”是否传给了真正的革命中心，他的帮助究竟有多大的需要，他那种细小的零碎的帮助究竟有多少被利用的机会。当然，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我们的手工业方式曾经不止一次使我们失去同盟者。能够并且确实会给我们这种从个别说来很“细小”、合起来却极有价值的帮助的，不仅有工厂方面的职员和官吏，而且有邮政、铁路、税关、贵族、僧侣以及任何其他方面的职员和官吏，直到警察和宫廷方面的职员和官吏！假使我们已经有了真正的党，真正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那我们就不会使所有这些“帮手”去担风险，就不会总是急忙地一定要把他们吸收到“秘密活动”的中心里来，恰恰相反，我们会特别保护他们，甚至会专门培养一批人来担任这样的职能，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学生以“帮手”的身分，即以官吏的身分所能给党的好处，要比他们以“短期”革命家的身分所给的更多。但是，我再重复一遍，只有已经充分巩固的、不感到积极力量缺乏的组织，才可以运用这个策略。］

 ，总之，为了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有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的坚强组织。在有了这种组织的情况下，这种组织愈秘密，人们对党的力量的信心就会愈坚定，愈普遍，——而大家知道，在战争中最重要的是不仅要使自己的军队相信自己的力量，并且还要使敌人和一切 中立
 分子也相信我们的力量；友好的中立有时可以决定全局。在有了这种建立在稳固的理论基础上并且拥有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组织的情况下，就不必害怕大量卷入运动的“局外”人会把运动引入歧途（恰恰相反，正是在现在这种手工业方式盛行的时候，我们看到，倒是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趋向于《信条》的路线，他们不过还自以为是社会民主党人罢了）。总而言之，专业化必须以集中化为前提，并且绝对需要有集中化。波—夫自己虽然出色地描写了专业化的全部必要性，但我们认为他在上述那段议论的后半部却对专业化估计不足。他说工人出身的革命家人数不足。这话完全正确，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强调指出：“实地观察者的有价值的报道”完全证实了我们对于当前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的原因以及消除这种危机的方法的意见。不仅一般说来革命家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甚至工人革命家也落后于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这个 事实
 甚至从“实践”观点上来看也十分清楚地证明，在讨论我们对工人的义务问题时我们往往被赐予的那种“教育”，不仅是荒谬的，而且 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这个事实说明，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义务，就是帮助培养出 在党的活动方面
 能够同知识分子革命家具有同等水平的工人革命家（我们所以要强调在党的活动方面，是因为在其他各方面虽然也必须把工人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但远不是这样容易，远不是这样迫切）。因此，我们 主要是
 应当注意 把
 工人 提高
 为革命家，而决不是象“经济派”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 降低
 为“工人群众”，或是象《自由》所希望的那样，必须 降低
 为“中等工人”（在这方面，《自由》已经升到经济主义“教育”的第二级了）。我决不是否认为工人写通俗读物，为特别落后的工人写特别通俗的（当然不是庸俗的）读物的必要性。但使我感到气愤的是，人们常常把教育同政治问题、同组织问题混在一起。你们这些关心“中等工人”的先生一讲到工人政治或工人组织就想到必须 弯下腰来
 ，实际上这毋宁说是对工人的侮辱。你们还是直起腰来谈严肃的问题吧，你们还是把教育交给教育家，而不要把它交给政治家和组织家！难道在知识分子中就没有先进分子、“中等人”和“群众”吗？难道大家不是都认为知识分子也需要通俗读物吗？难道不是有人在写这种读物吗？但是，假定说，一个作者在他写的一篇论大学生或中学生组织问题的文章中，象有什么新发现似的再三说明，必须首先把“中等大学生”组织起来，这样的作者一定会受到讥笑，并且理应受到讥笑。人们会对他说：假如你在组织方面真有什么见解，那么就请你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至于我们中间谁是“中等人”，谁高些，谁低些，到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弄得清楚的。如果你在组织方面没有 自己的
 见解，那么你硬要谈什么“群众”和“中等人”，就只能是些枯燥无味的玩意儿。你要知道，“政治”问题、“组织”问题，这本身就是很严肃的问题，所以谈这些问题就必须十分严肃。可以而且应当 训练
 工人（以及大学生和中学生），以便 有可能
 同他们 来谈
 这些问题，但你既然谈到了这些问题，那就要作出真正的回答来，而不要倒退，退到“中等人”或“群众”那里去，不要拿一些花言巧语来敷衍塞责。 
［注：《自由》第1期上所载《组织》一文（第66页）中说：“工人大众将用他们沉重的脚步来支持以俄国劳动界名义提出的一切要求”——“劳动界”这个词一定要大写！该文作者又高喊道：“我一点也不敌视知识分子，但是”……（这就是谢德林把它翻译成“耳朵不会高过额头”的那个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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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一个人跑来讲许多非常漂亮动听的话，并且因自己的〈他的？〉漂亮和其他可取之处而要求别人接受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气愤。”（第62页）是的，这也使我“总是感到非常气愤”……］



为了作好充分的准备来从事自己的工作，工人革命家也应当成为职业革命家。因此，波—夫说工人既然在工厂中要做11个半小时的工，所以其他各种革命职能（除鼓动之外）的“重担就 不免要
 落在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肩上”，就是不正确的了。完全不是“不免要”这样，而是因为我们落后，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义务是要帮助每一个特别有才能的工人变成 职业的
 鼓动员、组织员、宣传员、交通员等等。在这方面，我们简直是在可耻地浪费自己的人才，不会爱惜我们应当精心培育的人才。请看看德国人吧：他们拥有的人才要比我们多一百倍，但是他们非常懂得，并不是经常能从“中等人”中选拔出真正能干的鼓动员等等的。所以他们总是立即设法为每一个能干的工人创造条件，使他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充分的运用。他们使他成为职业鼓动员，鼓励他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从一个工厂扩大到整个行业，从一个地方扩大到全国。他在自己的职业中获得经验和技能，他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自己的知识，他亲眼看见其他地方和其他政党的卓越的政治领袖，他自己也力求提高到同这些领袖一样的水平，力求做到既了解工人群众，又具备新鲜的社会主义信念，同时也具有无产阶级在同训练有素的大批敌人作顽强斗争时 不能没有
 的专业技能。倍倍尔和奥尔一类的人就是这样并且也只是这样从工人群众中选拔出来的。但是，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多半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却应当由我们的组织来有步骤地进行。凡是有些才干和“有希望的”工人鼓动员，都 不应当
 在工厂内做11个小时的工。我们应当设法使他靠党的经费来维持生活，使他能够及时地转入秘密状态，使他能随时更换自己的活动地点，否则他就不能获得丰富的经验，不能扩大自己的眼界，不能同宪兵至少周旋几年之久。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广愈深，他们所能提拔出来的有才干的人也就愈多，不仅有有才干的鼓动员，而且有有才干的组织员、宣传员以及褒义的“实际工作者”（这样的实际工作者，在我们那些多半带有一点俄国式的懒散和呆板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支队伍，因为这支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最广大的工人群众的无限信任。我们真正的 过错
 ，就是我们很少“推动”工人走上与“知识分子”共同的、学习革命专业技能的道路，却经常用工人群众和“中等工人”“能够胜任”什么什么的愚蠢议论来把工人拉向后退。

在这几方面，也象在其他各方面一样，组织工作规模狭小，同缩小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政治任务，有明显的和密切的（固然是绝大多数“经济派”和新的实际工作者所不了解的）联系。崇拜自发性使人害怕得连一步也不离开群众“能够胜任的事情”，害怕升到太高出于简单地适应群众目前的直接要求。别害怕，先生们！请记住：我们的组织水平非常低，连我们 可能
 提得 太
 高这种想法都是荒谬的！





（五）“密谋”组织和“民主制”

可是，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对“生活的呼声”非常敏感，以至最怕的正是这一点，他们责备持有上述观点的人是“民意主义”，是不懂“民主制”等等。我们必须谈谈这种责备，而对于这种责备，《工人事业》当然也是附和的。

笔者非常清楚地知道，彼得堡的“经济派”早就责备过《工人报》是民意主义（把《工人报》同《工人思想报》比较一下，就会知道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火星报》创刊不久，当一个同志对我们说某城的社会民主党人称《火星报》为“民意主义”机关报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感到奇怪。这种责备当然只会使我们感到荣幸。因为，哪一个正派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曾被“经济派”指责为民意主义呢？

这种责备是由两种误解引起的。第一，在我国，人们很不熟悉革命运动史，竟把凡是主张建立一种向沙皇制度坚决宣战的集中的战斗组织的思想都称之为“民意主义”。但是，70年代革命家所拥有的那种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楷模的出色的组织，根本不是民意党人建立起来的，而是后来分裂为土地平分派和民意党人的那些 土地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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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起来的。所以，把战斗的革命组织看作民意党人特有的东西，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荒谬的，因为 任何
 革命派别，如果真想作严肃的斗争，就非有这样的组织不行。民意党人的错误并不在于他们极力想把 一切
 心怀不满的人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引导这个组织去同专制制度作坚决的斗争。恰恰相反，这正是他们伟大的历史功绩。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依靠的理论，实质上并不是革命的理论，又不善于或者不能够把自己的运动同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只有丝毫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或者按“司徒卢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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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认为，群众性的自发工人运动的发生 解除了
 我们建立一个象土地自由派所拥有的那样好的或者还要好得多的革命家组织的责任。恰恰相反，这个运动正是 加给了
 我们这样的责任，因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

第二，有许多人，看来波·克里切夫斯基也包括在内（《工人事业》第10期第18页），对于社会民主党人一向进行的反对用“密谋主义”观点对待政治斗争的论战了解得不正确。当然，我们一向反对，并且始终都要反对把政治斗争 缩小
 为密谋 
［注：参看《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21页，驳彼·拉·拉甫罗夫。（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40—441页。——编者注）］

 ，但是，不言而喻，这决不是否认建立坚强的革命组织的必要性。例如在脚注中提到的那本小册子里，除了进行论战来反对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密谋之外，还描绘出了（作为社会民主党的理想）一种非常坚强的组织的轮廓，这种组织能够“为了给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而采取“起义”以及任何“其他进攻手段” 
［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23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42页。——编者注）这里我们还要顺便举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工人事业
 》或者是不懂得自己所讲的话，或者是“看风使舵地”改变自己的观点。在《工人事业》第1期上，有一句用黑体刊印的话：“该小册子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同《工人事业》编辑部的纲领完全一致
 。”（第142页）真的吗？群众运动不能以推翻专制制度作为首要任务的观点，同《任务》这本小册子的观点一致吗？“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理论同《任务》这本小册子的观点一致吗？阶段论同《任务》这本小册子的观点一致吗？请读者判断一下，象这样独特地了解“一致”这个词的机关报，能否说它有什么原则坚定性呢？］

 。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这种坚强的革命组织按其 形式
 来说也可以称为“密谋”组织，因为法文的“conspiration”（“秘密活动”）一词相当于俄文的“密谋”，而秘密性是这种组织所绝对必需的。对这种组织来说，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件，其余一切条件（如成员人数、成员的挑选、职能等等），都应当同这一条件相适应。因此，害怕别人责备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建立密谋组织，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这种责备，也象说我们是“民意主义”的那种责备一样，是每个反对“经济主义”的人都应当引以为荣的。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这样一种把秘密活动的一切线索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强有力的严守秘密的组织，这样一种必须集中化的组织，也许会过分轻易地举行过早的进攻，也许会轻率地使运动激化起来，而当时政治不满的增长以及工人阶级怒潮的高涨等等还没有达到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这样做的地步。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抽象地说，当然不能否认战斗组织 可能会
 去作轻率的战斗，这 可能会
 遭受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决不是不可避免的失败。但是在这样的问题上决不能只作抽象的推测，因为任何一次战斗抽象地说都有失败的可能性，而除了有组织地准备战斗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 减少
 这种可能性。只要我们把问题提到现代俄国条件这个具体基点上，就会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正是为了使运动具有稳固性， 防止
 轻率进攻的可能性，才绝对需要一个坚强的革命组织。而现在正是在缺乏这种组织的情况下，在革命运动迅速地自发增长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
 两个相反的极端（它们是应该“殊途同归”的）：一会儿是毫无根据的“经济主义”和稳健的说教，一会儿是同样毫无根据的“激发性的恐怖手段”，即企图“在虽然已发展和加强起来、但还近于开端而不近于结局的运动中，人为地引起运动结束的征兆”（维·查·的文章，《曙光》第2—3期合刊第353页）。《工人事业》的例子表明，现在 已经有
 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屈从于这两个极端了。这种现象是不奇怪的，所以会有这种现象，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因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 永远
 也不能使革命家感到满意，于是也就始终会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产生两个相反的极端。只有集中的战斗组织，坚定地实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并能满足所谓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组织，才能使运动不致举行轻率的进攻而能准备好有把握取得胜利的进攻。

其次，有人还会反驳我们说：这种组织观点是同“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如果说前面那个责备是俄国的特殊产物，那么这个责备就带有 国外的特点
 。只有国外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除向自己的编辑部发出其他指示外，还能发出下面这样的指示：


　　“组织原
 则。为了社会民主党的顺利发展和统一，必须强调、发展和维护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原则，这一点所以特别必要，是因为在我们党内发现了反民主倾向。”（《两个代表大会》第18页）



　　关于《工人事业》究竟怎样同《火星报》的“反民主倾向”作斗争，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到。现在我们仔细地考察一下“经济派”所提出的这个“原则”。每一个人大概都会同意“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的；然而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试问，既然“ 广泛
 民主原则”的基本条件对秘密组织来说是 无法执行的
 ，那么提出这种原则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样，“广泛原则”只不过是一句响亮的空话。不仅如此，这句空话还证明人们完全不了解目前组织方面的迫切任务。大家知道，在我们这里，在“广大的”革命者中间流行的那种不守秘密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已经看到波—夫怎样痛苦地抱怨这一点，他完全正确地要求“严格地选择成员”（《工人事业》第6期第42页）。可是有一些以“对实际生活的敏感”自夸的人，在这种情况下 强调的
 不是必须严守秘密和极其严格地（因而也就是比较狭隘地）选择成员，而是“广泛民主原则”！这真是胡说八道。关于民主制的第二个标志即选举制，情况也并不见得好些。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中是不成问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章程第1条写道：“凡承认党纲的原则并尽力帮助党的人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既然整个政治舞台都公开摆在大家面前，就象戏剧舞台摆在观众面前一样，那么一个人承认不承认党纲，帮助党还是反对党，大家都可以从报纸上，从公众集会上看得出来。大家都知道，某个政治活动家起初做过什么，后来又经历过什么变化；他在困难时候表现得怎样，他的品质一般说来又是如何，因此， 全体
 党员自然都能胸中有数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制。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能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身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

把这种情况拿到我们专制制度的国家中来试试看吧！要所有“承认党纲的原则并尽力帮助党的人”来监督秘密革命家的一举一动，这在我国是否做得到呢？既然革命家为了工作， 必须使
 “所有的人”中的十分之九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那怎么能要求所有的人来选举这些秘密革命家中的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呢？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工人事业》所讲的那些响亮词句的真正意义，就可以知道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 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
 。说它是一种毫无意思的儿戏，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什么 广泛
 民主制，而且无论它自己多么愿意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说它是一种有害的儿戏，是因为贯彻“广泛民主原则”的尝试，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永远保持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转移实际工作者的视线，使他们放弃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这种重大的迫切任务，而去拟定关于选举制度的详细的“纸上”章程。只有在国外，由于没有可能找到真正的实际工作来做的人常常聚集在一起，这种“民主制的儿戏”才能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各种小团体中间广泛流行。

《工人事业》所惯用的手段，就是提出在革命事业中实行民主制这种体面的“原则”，为了向读者表明这种手段是毫不体面的，我们还要再找一个见证人。这个见证人就是伦敦《前夕》杂志的编辑叶·谢列布里亚科夫，他非常同情《工人事业》而极端仇视普列汉诺夫和“普列汉诺夫派”。《前夕》在论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问题的文章中，曾经坚决地站在《工人事业》一边，用一大堆抱怨的话来攻击普列汉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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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这个见证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更有价值。在《前夕》第7期（1899年7月）所载的《论工人自我解放社宣言》一文中，叶·谢列布里亚科夫指出，“在严肃的革命运动中”提出什么“妄自尊大、领袖地位以及所谓阿雷奥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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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问题是“不体面的”，他写道：


　　“梅什金、罗加乔夫、热里雅鲍夫、米哈伊洛夫、佩罗夫斯卡娅、菲格涅尔等人，从来也没有以领袖自居，而且谁也没有选举过他们，没有委任过他们，但他们确实是些领袖，因为无论在宣传时期或在同政府斗争时期，他们都担负最艰巨的工作，总是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并且他们的活动也最有成效。他们的领袖地位并不是他们自己要来的，而是周围同志们对他们的智慧、毅力和忠诚表示信任的结果。害怕什么可以独断独行地指挥运动的阿雷奥帕格（如果不害怕，又为什么要写它呢），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谁会听从它呢？”



　　我们要问问读者：“阿雷奥帕格”同“反民主倾向”有什么区别呢？很明显，《工人事业》的“体面的”组织原则恰恰是既很幼稚，又不体面。说它幼稚，是因为谁也不会听从“阿雷奥帕格”或者有“反民主倾向”的人，除非“周围同志们对他们的智慧、毅力和忠诚表示信任”。说它不体面，是因为这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手段，利用一部分人爱慕虚荣，一部分人不熟悉我们运动的实际情况，一部分人缺乏修养和不熟悉革命运动的历史来投机取巧。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更重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我们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它的。如果以为无法实行真正“民主的”监督，就会使革命组织的成员成为不受监督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民主制（一些完全相互信任的同志们所构成的狭小的核心内部的民主制）的儿戏形式，但他们非常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 责任
 ，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而且我们还拥有在俄国（以及国际）革命队伍中由来已久的相当普遍的舆论，这种舆论对于一切偏离同志关系（要知道，“民主制”，真正的、不是儿戏式的民主制，正是同志关系这个总的概念的一部分！）的义务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厉的谴责。你们要是注意到这一切，那就会知道，这些关于“反民主倾向”的论调和决议散发出来的那种在国外玩弄领袖儿戏的气味，该是多么腐臭啊！还必须指出，这种论调的另一种根源，即幼稚，也是由于人们对民主这个观念认识不清而造成的。在维伯夫妇论英国工联的书里有一章《原始的民主》是很值得注意的。作者在这里写道，英国工人在他们的工会存在的初期曾认为，民主的必要特征就是要由大家来担负工会管理方面的一切工作：不仅一切问题要由全体会员表决，并且工会的职位也要由全体会员轮流担任。只有通过长期的历史经验，工人才懂得这样一种民主观念是荒唐的，才懂得必须成立代表机关和设置专职人员。只有工会的钱库遭到几次破产，工人才懂得，所交会费和所得津贴之间的比例问题不能单用民主表决来决定，还要征求保险业专家的意见。其次，你们读一读考茨基论议会制度和人民立法的那本书 
［注：指《议会政治、人民立法和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就可以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结论同“自发地”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多年实践的教训是相吻合的。考茨基坚决斥责里廷豪森对于民主的原始见解，嘲笑那些借口实行民主而要求“人民的报纸直接由人民编辑”的人，证明为了实现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领导就必须有 专职的
 新闻工作者和 专职的
 国会议员等等，抨击“无政府主义者和著作家的社会主义”，这些人为了“哗众取宠”而鼓吹直接的人民立法制，他们不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很少有采用这种制度的可能。

凡是在我们运动中实际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原始的”民主观点在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广为流行。这种观点也渗透到章程和书刊中去是不足为怪的。伯恩施坦派的“经济派”在自己的章程上写道：“第10条。与整个联合会利益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应当由全体会员的多数决定。”恐怖派的“经济派”也重复他们的话：“委员会的决议须经所有小组通过才能生效。”（《自由》第1期第67页）请注意，这种普遍采用全民投票的要求，是作为按选举原则建立 整个
 组织的要求的 补充
 而提出的！当然，我们远没有因此而责备实际工作者的意思，因为他们认识真正民主组织的理论和实践的机会太少了。但是，妄想起领导作用的《工人事业》在这种条件下只限于提出广泛民主原则的决议，我们怎么能够不说这只是“哗众取宠”呢？





（六）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如果说反对这里所叙述的组织计划，认为这种组织不合乎民主制并带有密谋性质的意见已经证明是毫无根据的，那么，还有一个经常提出的问题也是值得详细探讨的。这就是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的相互关系问题。有人担心：建立集中化的组织，会不会使重心从地方工作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呢？这会不会削弱我们同工人群众的联系的牢固性以及一般地方鼓动工作的稳定性，从而使运动受到损失呢？我们回答说：近年来我们的运动恰恰是由于地方活动家过分埋头于地方工作而受到损害；因此，把重心稍稍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是绝对必要的；这种转移不会削弱，而会既加强我们的联系的牢固性又加强我们的地方鼓动工作的稳定性。我们就拿中央机关报和地方机关报问题来谈吧，同时请读者不要忘记：我们不过是把报纸工作当作一个 例子
 来说明更广泛更复杂得多的一般革命事业。

在群众运动的第一个时期（1896—1898年），地方活动家曾试图创办全俄的机关报《工人报》；在下一个时期（1898—1900年），运动前进了一大步，但领导者的注意力却完全放在地方机关报的工作上了。假使把所有的地方机关报加在一起，那么大致说来每月只出一号。 
［注：见《向巴黎代表大会的报告》
[96]

 第14页：“从那时（1897年）起到1900年春止，在不同的地方总共出版了30号不同的报纸……平均每个月出版一号以上。”］

 这难道不是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手工业方式吗？这难道不是明显地说明我们的革命组织落后于运动的自发高潮吗？假使 同样多
 号数的报纸不是由各个分散的地方团体而是由统一的组织来出版，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节省大批人力，并且可以使我们的工作具有大得多的稳定性和继承性。但无论是几乎专为地方机关报 积极
 工作的实际工作者（可惜，直到现在多半还是这样），还是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唐·吉诃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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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论家，都往往忽略这个简单的道理。实际工作者通常满足于这样的看法：地方活动家要办全俄报纸是“困难”的 
［注：这种困难只是表面上的。其实，没有
 一个地方小组不能积极地担负起全俄的工作的某一职能。“不要说‘我不能’，而要说‘我不想’。”］

 ，有地方报纸总比没有任何报纸要好些。后面这个意见当然是完全正确的，而在承认地方报纸 一般
 是有重要作用和很大好处这一点上，我们并不亚于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但现在所说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能否摆脱全俄国两年半出版30号地方报纸所明显地反映出来的分散状态和手工业方式。请你们不要只是停留在地方报纸一般有好处这种无庸置辩、但是过于笼统的议论上面，应当也有勇气公开承认两年半的经验所暴露出来的地方报纸的消极方面。这种经验证明：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地方报纸往往在原则上不坚定，在政治上无意义，在消耗革命力量方面代价太高，在技术方面丝毫不能令人满意（我指的当然不是印刷的技术，而是出版的次数和定期性）。所有这些缺点都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分散状态的必然结果，这种分散状态一方面是地方报纸在这个时期中占优势的原因，另一方面它又靠这种优势而 得以维持下去
 。单个的地方组织简直 无力
 保证自己的报纸具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把它提到政治机关报的高度， 无力
 收集和利用充分的材料来说明我国的全部政治生活。在自由国家里，通常主张必须出版许多地方报纸，理由是报纸由地方工人印刷，价格便宜，并且可以更全面更迅速地为当地居民提供消息，而在我们俄国，正象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这种 理由
 却成了 反对
 地方报纸的根据。地方报纸在消耗革命力量方面代价太高，出版次数又 特别
 少，其原因很简单：办 秘密
 报纸，无论规模多么小，总要有庞大的秘密机构，而这种机构又需要有工厂大工业，因为在手工作坊中是产生不出这种机构来的。秘密机构的原始性，往往（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许多这样的实例）使警察利用一两号报纸的出版和散发就造成 大规模的
 破坏，结果往往把一切都搞得精光，使我们不得不再从头开始。良好的秘密机构，要求革命家有很好的专业训练和极严格的分工，而这两个要求对于单个的地方组织来说，无论当时力量多么强也是根本办不到的。不要说我们整个运动的总的利益（对工人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教育），就是专门的地方利益，也 不是地方机关报能够给予更好照顾的
 。这乍看起来似乎不合情理，但实际上我们上面指出的那两年半的经验已十分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谁都会承认，假使把出版了30号报纸的全部地方力量都用来办一个报纸，那么这个报纸就会很容易地出60号，甚至100号，因而也会更充分地反映出运动的纯粹地方性质的一切特征。这种创建工作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必须使我们大家都了解这种工作是必要的，必须使每个地方小组都考虑并且 积极从事
 这种工作，不要等待外力的推动，不要迷信地方机关报容易办和接近地方，其实，根据我们的革命工作经验来看，这些优点大都是虚幻的。

所以，那些自以为特别接近实际工作者的政论家实际上对实际工作起着不好的作用，他们看不见这种虚幻性，却用一种极其廉价和极其空洞的议论来支吾搪塞，说什么需要有地方报纸，需要有地区报纸，需要有全俄报纸。当然，一般说来，所有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既然是要解决具体的组织问题，也就需要想一想环境和时间的条件。例如，《自由》（第1期第68页）在专门“谈论 报纸问题
 ”的时候竟说：“我们觉得，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都应当有本地的工人报纸，不是从别的地方运来而是本地出版的工人报纸。”这难道不是地道的唐·吉诃德精神吗？假使这位政论家不愿意考虑他自己所说的这些话的意思，那就请读者来替他考虑考虑吧：俄国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如果真是每个地方组织都来创办本地的报纸，那就会使我们的手工业方式永世长存了！这种分散状态会使我国的宪兵轻而易举地——不费“稍大的”力气就在地方活动家一开始活动时把他们抓走，而不等他们发展成为真正的革命家！该文作者继续写道：在全俄的报纸上叙述“本城以外的各个城市的”工厂主的卑鄙勾当和“工厂的生活琐事”是没有趣味的，而“奥廖尔人读到奥廖尔本城的消息时，就一点也不会感到枯燥无味了。他每次知道把谁‘骂了一顿’，把谁‘揍了一顿’，精神就会振作起来”。（第69页）不错，奥廖尔人是会精神振作起来的，可是我们的这位政论家的思想也未免太“振作”了。这种为舍本逐末习气辩护的态度是否适当呢？——这才是他应当好好考虑一下的问题。在承认工厂揭露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方面，我们并不亚于任何人，可是要记住，我们现在已经弄到这种地步，甚至彼得堡人读到彼得堡出版的《工人思想报》上的彼得堡通讯时也都感到枯燥无味了。为了在各地进行工厂揭露工作，我们一向都印发传单，并且 将来也一直要印发
 ，但是 报纸
 这种出版物，我们应当把它提高，而不应当把它降低到工厂传单的水平。我们在“报纸”上所要揭露的主要不是“琐事”，而是工厂生活中重大的典型的缺点，这种揭露用的是特别突出的事例，所以它们能够使 全体
 工人和所有领导运动的人都感兴趣，能够真正丰富他们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能够促使新的地区和新的行业的工人觉醒起来。

“其次，在地方报纸上能把工厂主管或其他当局的一切卑鄙勾当立即当场揪住。可是共同的报纸离得很远，等一个消息传到的时候，本地方的人早已把它忘记了：‘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咳，记不起来了！’”（同上）是啊，记不起来了！我们从这同一个材料中知道：两年半出版的30号报纸是在6个城市印行的。这就是说，平均一个城市 半年出版一号报纸
 ！即使我们的这位轻率的政论家在自己的设想中把地方工作的效率提高两倍（这对中等城市来说是绝对不正确的，因为在手工业方式范围内是无法大大提高效率的），那么结果也不过是两个月出版一号，也就是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当场揪住”。但是，如果十个地方组织联合起来，派遣自己的代表去积极筹办一个共同的报纸，那就可以把 全俄各地
 发生的一些并非琐事而是真正突出的典型的丑恶现象每两星期“揪住”一次。这是任何一个熟悉我们各地组织实际情况的人都不会怀疑的。至于要在犯罪的现场揪住敌人，假如说的是正经话而不是哗众取宠，那就根本不是秘密报纸所能做到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只有通过暗中散发传单才可以做到，因为要做到在现场揪住的最长期限往往是不超过一两天的（例如普通的短期罢工，或工厂中的格斗，或游行示威等等）。

“工人不仅是在工厂内生活，并且是在城市内生活”，——我们的这位作者继续写道，他用一种连波里斯·克里切夫斯基也自愧不如的彻底性从局部问题上升到了一般问题。于是他就指出城市杜马、城市医院、城市学校等问题，要求工人报纸不要用缄默来回避城市的一般情况。这个要求本身是很好的，但它特别明显地表明人们在谈论地方报纸问题时往往只限于发表空洞、抽象的议论。第一，如果真是“在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都出版一种辟有《自由》所要求的详细的本城消息专栏的报纸，那么这在我们俄国的条件下，就不免要变成真正的舍本逐末了，不免要削弱人们对于向沙皇专制制度发动全俄革命攻击的重要性的认识，不免要加强一个派别（它责备革命家过多地谈论不存在的议会而过少地谈论现在存在的城市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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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名言使它声名大振）的幼芽，这种幼芽还很有生命力，现在只是隐藏着或被压抑着，但远没有连根拔除。我们所以说“不免”，是要借以着重指出：《自由》显然并不愿意有这种结果，而愿意有相反的结果。可是，只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为了使说明城市情况的工作的方向适应我们的整个工作， 首先
 就要把这个方向全部拟定出来，不仅要通过议论，而且要通过大量实例把这个方向明确地规定下来，使它成为牢固的 传统
 。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却 首先
 需要做到，然后才能想到和谈到广泛的地方报刊的问题。

第二，要真正很好地、很有趣味地描写城市情况，就要很好地了解而不是仅仅从书本上了解这些情况。但具有这些知识的社会民主党人， 在全俄
 几乎根本没有。要在报纸上（而不是在通俗小册子上）谈城市和国家的情况，就需要有新鲜的、各方面的、由能干的人收集并整理过的材料。而为了收集和整理这样的材料，靠那种大家一起管理一切、以全民投票的儿戏作为消遣的原始小组所实行的“原始的民主”，当然是不够的。为此就需要有专门的作家、专门的通讯员组成的大本营；需要有社会民主党人记者组成的大军，这些记者到处建立联系，善于打听到各种各样的“国家机密”（俄国官吏常以知道这些机密自傲，并且随便泄露出去），善于钻到各种各样的“幕后”，——需要有“因职务关系”而必须无孔不入和无所不知的人所组成的大军。我们这个反对 任何
 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族压迫的党，能够而且应当去寻找、召集、训练、动员并调动这支无所不知的人所组成的大军去作战，——但这一切都还是有待于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在绝大多数地方不仅在这一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步骤，甚至常常没有 认识到
 这样做的必要性。如果你们到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去找找有关我国外交、军事、教会、市政、金融以及其他等等方面的各种大小事情的生动有趣的论文、通讯和揭露文章，那么你们会发现 几乎根本没有
 ，或者说是绝无仅有。 
［注：正因为如此，甚至那些最好的地方机关报的例子，也可以完全证明我们的观点正确。例如《南方工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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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很好的报纸，它在原则坚定性方面完全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它想给予地方运动的东西，由于出版次数很少并且遭到广泛破坏而没有办到。目前党的最迫切的工作，即从原则上提出运动的根本问题和进行全面的政治鼓动，是地方机关报不能胜任的。而《南方工人报》所提供的特别好的东西，如关于矿业主代表大会、关于失业等等问题的文章，却又不是纯粹地方性的材料，不仅南方需要，而且全俄各地都需要
 。这样的文章在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所有报刊上都没有见到过。］

 所以“当一个人跑来讲许多非常漂亮动听的话”，说什么必须“在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都出版一个揭露工厂、城市以及国家的丑恶现象的报纸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气愤”！

地方报刊比中央报刊占优势，这既可以是贫乏的表现，也可以是富裕的表现。当运动还没有创造出从事大生产的力量时，当运动还拘泥于手工业方式，还几乎完全沉溺于“工厂生活琐事”中的时候，这就是贫乏的表现。而当运动 已经完全能够执行
 全面揭露和全面鼓动的任务，因而除了中央机关报之外，还需要有许多地方机关报的时候，这就会是富裕的表现。现在我们的地方报纸占优势的情况究竟表明什么，让每个人自己去解答吧。而我只是把自己的结论确切地表述出来，以免引起误解。我们的大多数地方组织到现在为止还都是几乎只想到地方机关报，几乎专为地方机关报积极工作。这是不正常的。应当恰恰相反：大多数地方组织主要应当想到全俄机关报，主要应当为全俄机关报工作。在没有做到这一点以前，我们就办不成 任何一家
 多少能够用刊物上的 全面
 鼓动来真正为运动服务的报纸。而如果这一点做到了，必要的中央机关报同必要的地方机关报之间的正常关系也就自然会建立起来。


※　　　　※　　　　※

乍看起来，关于必须把工作重心从地方工作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的结论，似乎不能适用于专门的经济斗争的范围，因为工人在这里的直接敌人是单个的企业主或单个的企业主集团，这些人没有结成组织，丝毫不象我们在政治斗争中的直接敌人俄国政府那样，拥有一个十分集中的、连极琐碎的事情都由统一意志来指挥的纯粹军事组织。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经济斗争是一种工会斗争，因此它要求按工人的职业而不只是按工人的工作地点联合起来。我国的企业主愈是迅速地联合成各种公司和辛迪加，工人的这种职业性联合也就愈加迫切需要。我们的分散状态和手工业方式直接妨碍着这种联合，而为了这种联合就必须有能够领导全俄一切工会的全俄统一的革命家组织。我们上面已经讲了为此目的所应当建立的那种组织，现在只想就我们的报刊问题补充几句。

在每个社会民主党报纸上都应当有工会斗争（经济斗争） 栏
 ，这未必有谁会怀疑。但是工会运动的发展，也使人不得不想到工会报刊的问题。然而我们觉得，除了极少的例外，在俄国暂时还谈不到工会报纸的问题。这是一种奢侈品，而我们往往连糊口的面包都没有。在我国，适合于秘密工作条件并且现在就很需要的工会报刊形式，应当是 工会小册子
 。在这种小册子里，应当把 公开的
 
［注：在这方面，公开的材料特别重要，而我们却特别不善于有系统地收集和利用这些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单是根据公开的材料，还可以勉强写一本工会小册子，而单是根据秘密材料，就办不到了。我们要从工人那里收集象《工人思想报》印发的那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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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秘密材料，就会白白浪费革命家很多力量（在这方面，公开的活动家很容易代替革命家），而且始终得不到好的材料，因为工人往往只知道大工厂中某一部门的情况，差不多总是只知道自己的劳动的经济结果，却不知道自己的劳动的一般条件和定额，所以他们根本无法获得工厂职员、视察员和医生等等所具有的那些知识，无法获得大量散见于零碎的报纸通讯上的和工业、卫生以及地方自治机关等等方面的专门出版物上的那些知识。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我永远也不会去重复的“初次尝试”。我曾经费了好几个星期的工夫，“寻根究底地”询问一个常到我这里来的工人，要他把他做工的那个大工厂里的一切情形都告诉我。不错，我费了很大的气力，总算勉勉强强写了一篇关于这个工厂（仅仅关于一个工厂！）的文章，可是这个工人在我们谈话结束时有时一面擦汗，一面微笑着说：“回答你的问题，比加班干活还累！”

我们愈是积极进行革命斗争，政府也就愈会被迫承认一部分“工会”工作为合法工作，这样就能解除我们的一部分负担。］ 和秘密的材料，如有关本行业的劳动条件，本行业的劳动条件在俄国各地的区别，本行业工人的主要要求，本行业的立法的各种缺点，本行业工人的经济斗争中的突出事件，他们的工会组织的萌芽、现状和需要及其他等等问题的材料，都收集起来，并加以系统整理。这种小册子，第一，能使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报刊不必登载许多只能引起某一行业工人注意的工会的详细情况；第二，这种小册子能把我们的工会斗争的经验的结果记载下来，能把收集起来的、现在可以说散见于大量的传单和片断通讯中的材料保存下来，并且加以概括；第三，这种小册子能成为鼓动员的一种工作指南，因为劳动条件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某一行业的工人的基本要求是非常稳定的（请比较一下1885年莫斯科地区纺织工人的要求和1896年彼得堡地区纺织工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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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要求和需要汇集起来，在若干年内都可以成为在落后的地区或落后的工人阶层中进行经济鼓动的很好的参考材料；一个地区罢工取得胜利的例子，一个地区生活水平较高、劳动条件较好的材料，都能鼓励别的地方的工人去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第四，社会民主党如果最先担负起推广工会斗争的责任，从而使俄国工会运动同社会主义的联系巩固起来，它就会同时注意使我们的工联工作在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工作中所占的分量，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地方的组织如果同其他城市中的组织隔离，在这方面就很难甚至几乎不能保持恰如其分的比例（《工人思想报》的例子就说明在这方面能够把工联主义夸大到多么荒唐的地步）。而全俄的革命家组织，由于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领导着全部政治斗争，并且有职业鼓动员的大本营，所以在确定这种恰如其分的比例时就决不会感到困难。






[83]

 指工人反资本斗争社。



工人反资本斗争社于1899年春在彼得堡成立。它的创建人是维·阿·古托夫斯基（即后来有名的孟什维克叶·马耶夫斯基），成员是一些工人和知识分子。该社同彼得堡工人运动没有牢固的联系，并且存在时间极短，1899年夏即被取缔。该社观点接近经济派。它的一份传单《我们的纲领》中说，沙皇政府就是资本自身，反资本的斗争也就是政治斗争。这份传单是油印的，由于组织瓦解，没有散发出去。——98。





[84]

 《无产阶级斗争》文集第1期是俄国乌拉尔社会民主党小组在1898年出版的。文集的撰稿者站在经济主义的立场上否认成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必要性，认为用总罢工的方法就能完成政治革命。——100。





[85]

 纳尔苏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101。





[86]

 “后背”一词出自圣经中摩西见耶和华只能看到后背的传说（《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33章）。此处是借用这个典故来形容经济派的尾巴主义特征。——102。





[87]

 列宁在这里所说的，看来是指他1901年同亚·马尔丁诺夫的第一次会见。马尔丁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写了这次会见的情形：“我同列宁谈到了纲领，谈到了党的政治任务，谈到了政治策略，我们好象没有任何意见分歧。可是谈话结束时，列宁向我提出一个问题：‘那您是怎样看待我的组织计划呢？’当时我马上激动起来：‘在这一点上我根本不同意您的意见。我看您的组织计划好象是在建立马其顿人的武装游击队。您建议在党内实行某种军事纪律，但这样的事，不论是在我们俄国还是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见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眯缝着眼，笑眯眯地回答说：‘您只是在这一点上同我不一致，而这一点正是问题的全部实质，这就是说，您我之间再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我们于是分道扬镳……好多年。”（见亚·马尔丁诺夫《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192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8—9页）——106。





[88]

 阿法纳西·伊万内奇和普尔赫丽娅·伊凡诺夫娜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旧式的地主》中的一对地主老夫妻。他们一辈子住在自己的小庄园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110。





[89]

 指列宁领导的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老年派”）小组。以该小组为基础，于1895年建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21。





[90]

 指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得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翻转过来。”——121。





[91]

 见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随笔《在国外》。其中写道，1876年春他在法国听到一些法国自由派人士在热烈地谈论大赦巴黎公社战士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大赦是公正而有益的措施，但在结束这个话题时，不约而同地都把食指伸到鼻子前，说了一声“mais”（即“但是”），就再也不说了。于是谢德林恍然大悟：原来法国人所说的“但是”就相当于俄国人所说的“耳朵不会高过额头”，意思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125。





[92]

 土地自由派是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土地和自由社是俄国民粹派的秘密革命组织，1876年在彼得堡成立，起初称为北方革命民粹主义小组、民粹派协会，1878年底改称土地和自由社（19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俄国革命组织也叫土地和自由社）。该社著名活动家有：马·安·和奥·亚·纳坦松夫妇、亚·德·米哈伊洛夫、阿·费·米哈伊洛夫、阿·德·奥博列舍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奥·瓦·阿普捷克曼、德·亚·克列缅茨、尼·亚·莫罗佐夫、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可以走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其基础就是农民村社。他们的纲领提出全部土地归“农村劳动等级”并加以“平均”分配、村社完全自治、“按地方意愿”把帝国分为几个部分等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农民。他们在坦波夫、沃罗涅日等省进行革命工作，企图发动农民起义来反对沙皇政府。他们还出版和传播革命书刊，参加70年代末彼得堡的一些罢工和游行示威。他们的组织原则是遵守纪律、同志之间互相监督、集中制和保守秘密。由于对农村中革命运动日益感到失望，以及政府迫害的加剧，在土地和自由社内部逐渐形成了主张把恐怖活动作为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的主要手段的一派。另一派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1879年8月，土地和自由社最终分裂，前者成立了民意党，后者组织了土地平分社。



土地平分派指土地平分社成员，他们坚持过去的土地和自由社的纲领和策略。主要代表人物有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雅·瓦·斯特凡诺维奇、维·伊·查苏利奇、阿普捷克曼、瓦·尼·伊格纳托夫、阿·彼·布拉诺夫等。土地平分派出版了《土地平分》杂志和《种子报》。土地平分社的一部分成员——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捷依奇和伊格纳托夫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于1883年成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另一部分成员则加入了民意党。到1881年底，土地平分社作为组织不再存在。——128。





[93]

 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128。





[94]

 指Ｅ．拉扎列夫的两篇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见1900年4月和5月《前夕》杂志第15期和第16期）和《谈谈一次分裂》（见1900年6月《前夕》杂志第17—18期合刊）。拉扎列夫将格·瓦·普列汉诺夫出版批评“青年派”的《指南》一事说成是“把真诚的、积极的和善良的同志革出社会民主党人教门”。——133。





[95]

 阿雷奥帕格是古代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借喻最高权威的裁判。——133。





[96]

 这个报告的全称是：《向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作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报告》。该报告是《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委托起草的，1901年由联合会在日内瓦出版。——137。





[97]

 唐·吉诃德精神意思是徒怀善良愿望而行为完全脱离实际。唐·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米·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一心要做一个扶危济困、锄暴安良的游侠骑士，但由于把现实中的一切都幻想成骑士小说中的东西，结果干出了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137。





[98]

 这个意见是《〈工人思想报〉增刊》（1899年9月）上发表的尔·姆·的《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文提出的，参看本卷第65—66页的引文。——141。





[99]

 《南方工人报》（《Южный　Рабочий》）是社会民主党秘密报纸，1900年1月—1903年4月出版，共出了12号。第1、2号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出版，以后各号由南方工人社（有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等南方城市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代表参加）出版。报纸的印刷所先后设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斯摩棱斯克、基什尼奥夫、尼古拉耶夫等城市。参加编辑和撰稿的有伊·克·拉拉扬茨、阿·扎·维连斯基（伊里亚）、奥·阿·科甘（叶尔曼斯基）、B．H．罗扎诺夫等。《南方工人报》反对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但是不同意列宁的在集中制原则基础上建党的计划，而主张建立区域的社会民主党联合组织。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南方工人社的代表采取中派立场。根据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南方工人社被解散，《南方工人报》停刊。——142。





[100]

 指《工人思想报》印发的调查表《关于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问题》（1898年）和小册子《收集俄国工人阶级状况资料问题集》（1899年）。前者列出了17个有关工人劳动生活条件的问题，后者列出了158个。——144。





[101]

 1885年的罢工运动席卷了俄国弗拉基米尔省、莫斯科省、特维尔省和其他几个工业中心省份的许多纺织企业。其中最著名的是1885年1月7—17日的莫罗佐夫工厂即尼科利斯科耶纺织厂的罢工。这次罢工是因厂主季·萨·莫罗佐夫对纺织工人残酷剥削以致工人经济状况恶化而引起的。如1882—1884年间工人工资曾被降低五次，对工人的罚款达到工资额的1/4—1/2。罢工的领导者是先进工人彼·阿·莫伊谢延科、卢·伊·伊万诺夫和瓦·谢·沃尔柯夫。参加罢工的约有8000人。他们要求恢复1881—1882年度的工资标准，最大限度减少罚款并退还部分罚款，偿付罢工期间的工资，调整雇佣条件等。这次罢工遭到沙皇政府的武力镇压。罢工领导者及600多名工人被捕，其中33人受到审判。这次罢工以及相继发生的多次罢工终于迫使沙皇政府于1886年6月3日颁布了罚款法。



关于1896年彼得堡地区纺织工人的罢工及要求，参看注45。——145。







《列宁全集》第6卷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一）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气了？

（二）报纸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组织者？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式的组织？










波·克里切夫斯基责备我们有“使理论脱离实践而把它变为死教条”的倾向，他写道（《工人事业》第10期第30页）：“《火星报》在这方面的最大错误”就是“它那个全党组织的‘计划’”（即《从何着手？》一文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页。——编者注］

 ）。马尔丁诺夫也附和他说：“《火星报》有轻视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的意义而偏重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的倾向……结果就在第4号上所载的《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了党的组织的计划。”（同上，第61页）最后，尔·纳杰日丁近来也出来响应对这个“计划”（引号想必是表示对这个计划的讽刺）表示愤慨的人们。他在我们刚刚收到的《革命前夜》一书（这本书是我们已经熟知的那个“革命社会主义” 自由社
 出版的）中说道：“现在来谈什么由全俄报纸牵线的组织，就是培植脱离实际的思想和脱离实际的工作”（第126页），就是“文人习气”的表现等等。

我们的恐怖派和“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的拥护者志同道合，这并不使我们感到奇怪，因为我们在论述政治和组织的那两章里已经考察了他们这种互相接近的根源。但是现在我们也应当指出：尔·纳杰日丁，并且只有他一个人，打算诚心诚意地来研究一下他所不喜欢的这篇文章的思路，打算从实质上来回答这篇文章，而《工人事业》却没有从实质上讲过任何一句话，只是竭力用一大堆无聊的蛊惑人心的胡言乱语来搞乱问题。于是，无论我们怎样不乐意，也不得不费些时间来首先打扫一下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 
[102]

 。





（一）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气了？

　　 
［注：在《十二年来》文集中，列宁略去了第5章第1节，并加了如下注释：“本版略去了第1节《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气了？》，因为它的内容完全是同《工人事业》和崩得就《火星报》企图‘指挥’……的问题进行的论战。在这一节中顺便还谈到，正是崩得自己曾邀请（1898—1899年）《火星报》的成员恢复党的中央机关报和组织‘写作实验所’的。”——俄文版编者注］

让我们把《工人事业》用来攻击我们的那一大堆用语和感叹词句摘录一下吧。“不是报纸能够建立党的组织，而是相反……”“一个凌驾于党 之上、不受党的监督
 、因拥有自己的代办员网而离开党独立存在的报纸……”“《火星报》忘记了它自己所属的那个党的实际存在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这岂非咄咄怪事？……”“拥有坚定的原则和相应的计划的那些人，也就是党的实际斗争的最高支配者，他们可以命令党去执行他们的计划……”“这一计划把我们的活跃的和富有生命力的组织都赶入阴间，而想把一个幻想的代办员网呼唤到人世间来……”“《火星报》的计划如果实现，就会把我们这个已在形成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痕迹都一扫而光……”“一个宣传性的机关报成为整个实际革命斗争中不受监督的、专制的立法机关……”“我们的党对于强迫它 完全
 服从一个自主的编辑部这一点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如此等等。

读者从上述这些引文的内容和口气中可以看出，《工人事业》是 生气了
 。但它之所以生气，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党的那些组织和委员会，仿佛《火星报》想把它们赶入阴间，甚至把它们的痕迹都要一扫而光。你想，多可怕呀！不过，有一点是很奇怪的。《从何着手？》一文发表于1901年5月，《工人事业》上的那些文章发表于1901年9月，而现在已经是1902年1月中旬了。在这整整五个月里（无论是在9月以前或在9月以后），党内 既没有一个
 委员会， 也没有一个
 组织提出过正式抗议来反对这个想把各个委员会和组织都赶入阴间的恶魔！要知道，在这期间，无论是在《火星报》上，还是在许多其他的地方出版物或非地方出版物上，却发表了几十篇、几百篇来自俄国各地的通讯。为什么要被人家赶入阴间的那些人居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也没有因此生气，而生气的却是第三者呢？

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各个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都在从事真正的事业，而不是玩弄什么“民主制”的儿戏。各个委员会都读了《从何着手？》一文，都认为这是想“制定出一定的组织计划， 以便能够从各方面着手建立组织
 ”的一种尝试。同时，因为它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和看到，这个“各方面”中的 任何一方面
 在没有确认建立组织的必要性和建筑计划的正确性以前，是不会想到要“着手建立”的，所以它们也就自然没有想到要对有人胆敢在《火星报》上说出下面的话而“生气”：“鉴于问题的迫切重要性，我们想提出一个计划草案来请同志们考虑。关于这个计划，我们在准备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将作更详细的发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6页。——编者注］

 如果同志们 采纳
 这个提请他们考虑的计划，那么他们执行这个计划就不是由于“被迫服从”，而是由于相信它是我们的共同事业所必需的；如果他们 不采纳
 这个计划，那么这个“草案”（这不是个极端狂妄的字眼吗？）就会始终不过是个草案，——难道这不是每个诚恳地对待问题的人都能理解的事情吗？如果在反对一个计划草案时不只是“大骂”这个计划并劝同志们拒绝这个计划，而且还 唆使
 那些缺乏革命工作经验的人去攻击计划起草人， 其理由只是
 这些起草人 竟敢
 “立法”， 竟敢
 充当“最高支配者”，即竟敢 提出
 一个计划草案，——难道这不是蛊惑人心吗？？如果因为有人想把地方活动家 提高
 到更广泛的见解、任务、计划等等的水平上来而要加以反驳，并不只是由于认为这种见解不正确，而是由于对别人“要”“ 提高
 ”我们而感到“生气”，——试问，这样我们的党还能够发展，能够前进吗？要知道，尔·纳杰日丁也曾经“大骂”我们的计划，然而他并没有堕落到采用不能单用政治见解幼稚或肤浅来解释的蛊惑手段，他从一开始就坚决排斥所谓“监督党”的罪名。因此，我们可以并且应当从实质上来回答尔·纳杰日丁对于计划所作的批评，而对于《工人事业》，那只能表示鄙视。

但是，我们对一个堕落到叫喊“专制”和“被迫服从”的作者表示鄙视，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必去澄清这种人带给读者的糊涂观念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向大家清楚地表明，这种空谈“广泛民主制”的时髦词句究竟是什么货色。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忽略了各个委员会，说我们希望或试图把它们赶入阴间等等。既然按保密条件， 几乎任何一件
 涉及我们同各个委员会之间的真实关系的 事实都不能
 向读者说明，试问我们该怎么来回答这种责难呢？那些信口提出刻薄的、能够刺激群众的责难的人，居然走到我们前面去了，这只是因为他们肆无忌惮，因为他们无视革命者的责任是必须把自己所保持的、建立的或力图建立的那些关系和联系都小心翼翼地隐蔽起来。当然，我们永远不会在“民主制”方面去同这帮人竞争。至于说到那些对党内的一切事务都不熟悉的读者，那么履行我们对这种读者的义务的唯一办法，就不是叙述现有的和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情况，而是叙述 一小部分
 已经过去的、可以当作往事来叙述的情况。

崩得影射我们“擅自称王称霸” 
［注：《火星报》第8号上俄罗斯和波兰犹太工人总联盟中央委员会对我们论民族问题的文章的答辩。］

 ，国外“联合会”责备我们企图把党的痕迹一扫而光。好吧，先生们。我们只要向读者叙述一下过去的 四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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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使你们心满意足了。

第一件 
［注：我们故意不按这些事实发生的先后排列。］

 事实。一个“斗争协会”的几个成员，曾直接参与我们党的成立并直接参与派代表出席党的成立代表大会，他们曾经同《火星报》小组的一个成员商定，要出版一套适应整个运动需要的工人丛书。工人丛书没有出成。但是为这套丛书而写的两本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 
［注：见本卷第387—392页和《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33—376页。——编者注］

 却几经周折而由第三者带到国外去出版了。

第二件事实。崩得中央委员会的几个委员向《火星报》小组的一个成员建议共同成立一个象崩得当时所说的“写作实验所”。同时他们还指出，假如这件事情办不到，那么我们的运动就会大大地后退。谈判的结果是写了《俄国的工人事业》这本小册子 
［注：顺便说说，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托我声明一下，说这本小册子也象他以前所写的几本小册子一样是寄给“联合会”的，因为他以为“联合会”出版物的编辑仍是“劳动解放社”（由于某些条件，他在当时，即在1899年2月不可能知道编辑部的变动情况）。这本小册子很快就会由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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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版。］

 。

第三件事实。崩得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外省市镇同《火星报》的一个成员接洽，建议他负责编辑准备复刊的《工人报》，结果当然是获得了同意。后来这一建议有所变动，改成了请他撰稿，因为编辑部的人员有了新安排。这当然也获得了同意。接着就寄去了以下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保存下来了）：《我们的纲领》，内容是直接反对伯恩施坦主义，反对合法书刊和《工人思想报》所表现的转变；《我们的当前任务》（“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并同一切地方团体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的弊病）；《迫切的问题》（分析批判那种认为在着手出版共同的机关报以前必须先开展各个地方团体的活动的反对意见；坚持“革命组织”有头等重要意义，坚持必须“使组织、纪律和秘密活动的技术达到最完善的地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60—174页。——编者注］

 《工人报》复刊的建议没有实现。于是这几篇文章也就没有发表。

第四件事实。一个委员会的负责筹备我们党的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的一个委员，把代表大会的程序通知《火星报》小组的一个成员，并推举该小组负责编辑准备复刊的《工人报》。他采取的这个所谓预备步骤，随后又经他本人所属的那个委员会以及崩得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火星报》小组接到了关于代表大会召开的地点和时间的通知，但是担心由于某些原因不能派遣代表去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所以也给代表大会写了一个书面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在目前这个十分混乱的时期，我们只选出一个中央委员会不仅解决不了统一问题，而且还会冒损害伟大的建党思想的风险，因为在目前不保密的现象十分流行的情况下一定很快又会全部遭到破坏；所以，第一步工作应当是邀请所有的委员会及其他一切组织来支持恢复起来的共同的机关报，这个机关报将通过 实际的
 联系把所有的委员会 真正
 连在一起，并 真正
 培养出一个领导整个运动的领导者集团，而一旦这样一个由各委员会所建立的集团充分成长和巩固起来，各委员会和党也就能很容易把它变成中央委员会了。可是，代表大会由于发生一系列的破坏事件而没有召开，这个报告也由于考虑到保密而销毁了，读到这个报告的只有很少几位同志，其中包括一个委员会的几位全权代表。

现在请读者自己来判断一下，象崩得影射我们擅自称王称霸，或《工人事业》硬说我们想把各个委员会赶入阴间，想用传播一个报纸的思想的组织来“代替”党的组织这样一些手法究竟是什么性质。其实，我们正是 根据各委员会的再三请求
 才向它们作报告说必须采取一定的共同工作计划的。我们在寄给《工人报》的文章以及提交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详细订出了这个计划，正是为了党的组织，并且我们这样做，也是根据那些在党内极有影响的、担负着倡导恢复（事实上恢复）我们党的责任的人们提出的请求。只是在党组织 和我们一同正式
 恢复党中央机关报的 两次
 尝试都遭到失败以后，我们才认为自己真正有责任创办一个 非正式的
 机关报，以便同志们在作 第三次
 尝试时有相当的 实验
 结果可以参考，而不只是凭空推测。现在这一实验的某些结果已经是有目共睹了，所以全体同志都能判断：我们对自己的责任理解得究竟是否正确；对于那些因不满意被我们指出他们当中有人在“民族”问题上不彻底、有人产生不可容忍的无原则的动摇而力图把不了解近况者引入迷途的人，究竟应当怎样看待。





（二）报纸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组织者？

《从何着手？》一文的全部关键， 就
 在于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给以肯定的回答。据我们所知，只有尔·纳杰日丁一个人曾经试图从实质上分析这个问题，并证明必须给以否定的回答。我们现在把他的论据全部转引如下：


　　“……我们很欣赏《火星报》（第4号）提出必须创办全俄报纸的问题，但我们绝对不能同意说这种提法同《从何着手？》一文的标题是符合的。这无疑是一种极重要的工作，但是能为革命时期的战斗组织奠定基础的并不是这种工作，并不是一大批通俗传单，并不是一大堆宣言。必须在各地着手建立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我们还没有这种组织，我们过去主要是在有知识的工人中进行工作，而群众几乎只是进行经济斗争。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那么即使有办得很好的全俄报纸，又有什么意义呢？
 烧不灭的荆棘老是在那里燃烧，总烧不完，但是它也不会烧着任何人！《火星报》以为人民一定会在全俄报纸的周围，为创办全俄报纸的事情而集合起来，组织起来。其实，人民在更具体的事情周围会更紧密得多地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
 这种更具体的事情可以而且应当是普遍创办地方报纸，立刻准备工人的力量去游行示威，由地方组织在失业工人中经常进行工作（经常在他们中间散发传单，召集他们开会，号召他们反抗政府，等等）。我们要在各地着手进行生动的政治工作，而当在这个实际的基础上的统一成为必要的时候，那它就不会是人为的统一，不会是纸上的统一了。要把各地方的工作统一成为全俄的事业，这决不是报纸可以办到的！”（《革命前夜》第54页）



　　我们在这一大段娓娓动听的议论中加上着重标记的那些地方，最突出地表明该文作者对我们的计划的估计是不正确的，他在这里用来反对《火星报》的全部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那么有办得极好的全俄报纸也没有什么意义。——这句话完全正确。但问题就在于除了利用全俄报纸之外， 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培植起

 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作者忽略了《火星报》在说明它的“计划” 以前
 所作的那个极重要的声明：必须“号召建立革命组织，这一组织 不仅在名义上
 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统一一切力量，领导运动，即 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
 ，并以此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军事力量”。《火星报》继续写道：现在，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在原则上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了，但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 在实际上解决问题
 ，需要的是立刻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设计划，使大家能够立刻 从各方面
 着手进行这种建设。但人们又把我们拉向后退，使我们不去实际解决问题，而去空谈那个原则上正确的、不容置辩的、伟大的、然而是完全不够的、广大工作人员完全不能理解的真理：“培植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可敬的作者啊，现在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 究竟怎样
 来培植和培植起这种组织！“我们过去主要是在有知识的工人中进行工作，而群众几乎只是进行经济斗争”，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种说法同《自由》上常见的那种把有知识的工人同“群众”对立起来的根本错误的观点倒是一致的。近几年来，我们的所谓有知识的工人也“几乎只是进行经济斗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只要我们不帮助有知识的工人和知识分子 把自己培养成
 政治斗争的领导者，群众就永远也学不会进行政治斗争；而为了培养出这种领导者，又 只有
 通过经常不断地随时估计我国政治生活的 一切
 方面，估计各个阶级由于各种原因而进行抗议和斗争的 一切尝试
 才能做得到。所以，一方面说“培植政治组织”，同时又 把
 政治报纸的“纸上的事情”同“各地方的生动的政治工作” 对立起来
 ，这简直是可笑的！而《火星报》正是要把自己的办报“计划”变成适应于培养这种“战斗决心”的“计划”，来支持失业工人的运动、农民的骚乱、地方自治人士的不满以及“人民对胡作非为的沙皇暴吏的义愤”等等。凡是熟悉运动实际情况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绝大多数地方组织 连想也没有想到过
 这一点；这里拟定的许多“生动的政治工作”是任何一个组织 连一次也没有
 进行过的；例如，当有人提请大家注意地方自治机关的知识分子中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在增长时，无论是纳杰日丁（他说，“天哪，这个机关报岂不是为地方自治人士办的吗？”——《革命前夜》第129页），还是“经济派”（《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来信），还是许多实际工作者，都感到惊惶失措，困惑莫解。在这种情况下，也就 只能
 这样来“着手”工作，即首先促使人们 想到
 这一切，促使人们来归纳和综合所有一切风潮和积极斗争的表现。在当前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被降低的条件下，“生动的政治工作”也 只能
 从生动的政治鼓动 着手
 ，而生动的政治鼓动又非有经常出版并且正常发行的全俄报纸不可。

把《火星报》的“计划”看作是“文人习气”的表现的人，完全不懂得计划的实质，竟把提出来作为目前最适当的手段的东西当成了目的。这些人没有用心想一想那两个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计划的比喻。《火星报》上说过，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即随时都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的革命组织）得以不断发展、加深和扩大的 一条基线
 。当石匠建造一座前所未见的巨大建筑物而在不同的位置上砌石头的时候，总要拉一根线来帮助找准砌石头的位置，指明整个工程的最终目标，不仅使每一整块石头而且使每一小块石头都能用得上，使它们相互衔接起来，形成完整而统一的大厦的轮廊，请问，这算不算是“纸上的”事情呢？目前我们党的生活的状况，岂不正是既有石头，又有石匠，但就是缺少一条使大家都能看得见、都可以遵循的引线吗？让他们去叫喊，说我们拉一条引线就是想发号施令吧！先生们，假使我们真想发号施令，那我们就不会写成“《火星报》创刊号”，而会写成“《工人报》第3号”了，正如有些同志曾经劝我们这样做的，并且我们在上面讲的那些事情发生后 本来是有充分理由这样做的
 。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希望不受束缚地同一切假社会民主党人作不调和的斗争；我们希望我们的引线（如果这条引线拉得正确的话）受到人们尊重是因为它拉得正确，而不是因为它是由一个正式的机关报拉的。

尔·纳杰日丁教训我们说：“把地方活动统一到中央机关里来的问题，真是在迷宫里兜圈子；要统一，就需要成分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本身又只能由某种具有统一作用的东西造成，但这种具有统一作用的东西，又只能是强有力的地方组织的产物，而目前各个地方组织又是并不一致的。”这个真理，也象什么要培植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的真理一样可敬，一样不容争辩。这个真理同样又是没有意义的。 任何
 问题都可以说是“在迷宫里兜圈子”，因为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牢牢抓住那个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的环节，那个当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环节。 
［注：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和马尔丁诺夫同志！请你们注意“专制”、“不受监督的权威”、“最高支配权”等等的这种可恶的表现吧。你们看，有人竟想掌握
 整个链条！！赶快写一份控诉书吧。你们可以用这个现成的主题给《工人事业》第12期写两篇社论了！］

 假使我们有一大批老练的石匠，能够彼此非常协调地工作，即使不拉引线也能把石头恰到好处地砌在需要的地方（抽象地说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也许又可以去掌握另一个环节了。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批老练的而且能够彼此协调地工作的石匠，石头往往砌得完全不是地方，不是按一条共同的引线来砌，而是乱砌，敌人一吹就倒，好象这不是石头而是沙子。

另一个比喻：“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 可以把报纸比作脚手架
 ，它搭在施工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的来往，有助于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 
［注：马尔丁诺夫在《工人事业》上引证了这段话的第一句（第10期第62页），就是不引第二句，好象是要借此着重说明他不愿意触及问题的实质或者不能理解这个实质。］

 这岂不象文人，即脱离实际工作的人在夸大自己的作用吗？脚手架对于住房本身并不需要，它是用次木料搭起来的，使用的时间不长，只要建筑物大体完成，就会扔到炉子里去烧掉。至于革命组织的建筑问题，那么经验证明，有时候即使没有脚手架，也能够把它建筑成功，70年代的情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脚手架就根本不能建造我们所需要的房屋。

纳杰日丁不同意这一点，他说：“《火星报》以为人民一定会在全俄报纸的周围，为创办全俄报纸的事情而集合起来，组织起来。 其实，人民在更具体的
 事情周围 会更紧密得多地
 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对的，对的，“在更具体的事情周围会更紧密得多……”俄国有句谚语说：不要往井里吐痰，你也许要喝水的。但是也有人甘愿喝吐了痰的井水。为了这种更具体的事情，我们那些了不起的合法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和不合法的《工人思想报》崇拜者，真是什么坏话也说得出口！你看，我们的整个运动已被我们的狭隘眼界、消极态度和怯懦心理压抑到了何等地步，竟有人用什么“在更具体的事情周围会更紧密得多”的传统理由来为这些现象辩护！纳杰日丁自以为对“实际生活”特别敏感，他特别严厉地斥责“脱离实际的”人，责备（自以为很俏皮地责备）《火星报》爱把什么都看作“经济主义”，他自以为比正统派和批评派双方都高明得多，却没有发觉他提出这些论据只是助长了使他感到愤慨的那种狭隘性，没有发觉他喝的正是吐满了痰的井水！假使一个人没有明确的方向，象70年代的革命家那样“自发地”乱搞“激发性的恐怖手段”，乱搞“土地恐怖手段”，乱敲“警钟”等等，那么，即使他极其诚恳地对狭隘性表示愤慨，极其热烈地想把崇拜狭隘性的人们拯救出来，那也是无济于事的。请看看他认为人民将在其周围“更紧密得多地”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的那些“更具体的”事情吧：1．地方报纸；2．准备游行示威；3．在失业工人中进行工作。一眼就可看出，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完全偶然和随便抓来说说的，因为无论我们怎样来观察这些事情，要把它们看作特别能使人民“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的东西，那是毫无道理的。要知道，就是这位纳杰日丁，在两页以后又说道：“现在我们只需指出一件事实：地方的工作做得非常差，各个委员会甚至没有做到它们所能够做到的十分之一……而现在我们所有的那些应起统一作用的中央组织却只是一种虚构，是革命的文牍主义，是互封领袖的把戏，在强有力的地方组织成长起来以前，情况会一直是这样。”这些话里除了夸张之处，无疑也含有许多痛苦的真理；但是，难道纳杰日丁竟看不见，地方工作做得非常差是同活动家的眼界狭小和活动范围狭小（这种现象在局限于地方组织范围内的活动家缺乏修养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有联系的吗？难道他也象《自由》上那篇论组织问题的文章的作者一样，忘记了随着转向广泛的地方报刊的工作（从1898年起），“经济主义”和“手工业方式”也特别加强起来的事实吗？即使创办“广泛的地方报刊”能够做得比较令人满意（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除了极个别的特殊情况外，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些地方机关报也还是不能把革命家的 一切
 力量“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去对专制制度发动 总
 攻击，去领导 统一的
 斗争。不要忘记，这里所谈的只是报纸的“集合”作用，组织作用，所以我们也可以请维护分散状态的纳杰日丁回答他自己所提出的那个讽刺性问题：“我们有没有从什么地方得到过20万个革命组织人才这种遗产呢？”其次，决不能 把
 “准备游行示威”同《火星报》的计划 对立起来
 ，因为这个计划正是把最广泛的游行示威当作 目标之一
 ；而问题却在于选择实践 手段
 。在这里，纳杰日丁又弄糊涂了，他看不到只有已经“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军队才能“准备”游行示威（游行示威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都是完全自发地进行的），而我们现在正是 不善于
 去集合和组织。“在失业工人中进行工作”，这也同样是糊涂观念，因为这个工作也是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是动员军队的计划。纳杰日丁在这里怎样忽视我们的分散状态和缺乏“20万个人才”所造成的危害，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出。许多人（包括纳杰日丁）责备《火星报》，说它很少登载有关失业工人的消息，说它只是偶尔登载一些农村生活中最平常的现象的通讯。这种责备是正确的，但是《火星报》在这方面真是“无辜的罪人”。我们极力想“把引线拉到”农村去，但是那里几乎根本没有石匠，于是我们 只好
 鼓励 每一个
 即使只能告诉我们一些平常事情的人，希望这样会增加这方面的撰稿人数，而最后总可以 教会我们大家
 来选择真正突出的事实。但是可供学习的材料非常少，如果不把全俄各地获得的材料综合起来，那就完全没有什么可供学习的东西。毫无疑问，多少具有象纳杰日丁那样的鼓动才能和熟悉游民生活的人，是能通过他在失业工人中进行的鼓动来为运动作出无可估量的贡献的，但是这样的人如果不设法把自己的每一步工作都告诉全体俄国同志，从而教育那些大部分还不会从事新的工作的人，给他们做出榜样，那他就是埋没了自己的才能。

现在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在谈论统一的重要性，都在谈论“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但是人们对于究竟应当从何着手和怎样进行统一这件事却往往没有任何明确的观念。想必大家都会同意：如果我们要把一个城市中各单个小组，比如说各区的小组“统一起来”，那就需要有 共同的机构
 ，这就是说，不仅要有“联合会”这个共同的名称，并且要有真正的 共同的
 工作，要互相交换材料、经验和人员，不仅按区来分配任务，而且要按全城各种专业工作分配任务。每个人都会同意，巨大的秘密机构所要花的“本钱”（当然是既指物力又指人力）不是一个区可以支付得了的（假使可以用商业用语来表达的话），同时，专家的才能在这样狭小的场所也是无法施展的。几个城市联合起来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即使是象单个地区这样的场所也 显得
 过分狭窄，而且在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上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用政治鼓动和组织工作方面的例子详细地证明过了。必须，绝对必须而且首先必须扩大这个场所，在 经常的共同
 工作的基础上来建立城市之间的 实际
 联系，因为分散状态压制着人们，使他们“好象是坐井观天”（用寄给《火星报》的一封信的作者的说法），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向谁去学习，不知道怎样获得经验，怎样满足广泛开展活动的愿望。所以我要继续坚持说：这种实际联系只有依靠共同的报纸才能 着手
 建立，这种报纸作为唯一经常进行工作的全俄事业，把各种各样的工作综合起来，因而 推动
 人们沿着 所有的
 许许多多条通向革命的道路（象条条道路通罗马一样）不断前进。假如我们不只是口头上说愿意统一，那就要使每个地方小组 立刻分出
 比如四分之一的力量来 积极
 参加 共同的
 事业，而报纸立刻就会向它指明 
［注：附带条件
 ：如果它同情该报的方向，认为参加该报的工作对事业有好处，同时把这种参加了解为不仅是参加文字工作，而且是参加任何革命工作的话。给《工人事业》加的注
 ：在重视事业而不是重视民主制儿戏的革命家看来，在不把“表示同情”同最积极最实际地参加工作分开的革命家看来，这个附带条件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事业的概况、范围和性质，就会指明，在整个全俄工作中究竟哪些缺点最突出，什么地方没有进行鼓动，什么地方联系差，在整个这部大机器中有哪些小齿轮是自己这个小组能够修理，或者能拿更好的齿轮来替换的。现在还没有做过工作而只是在找工作做的小组，在开始工作时就能不是以既不知道先前“工业”的发展情况、又不知道这种工业生产方式的概况的单个小作坊手工业者的身分，而是以 反映
 对专制制度举行全面革命总攻击的广泛事业的参加者的身分来从事工作。每个小齿轮修整得愈好，为共同事业干零星工作的人愈多，我们的网也就会愈密，而不可避免的破坏在我们队伍中引起的慌乱也就会愈小。

单是发行报纸的工作（假使这种报纸真是名副其实，即定期出版，不象厚本杂志那样每月只出一次，而是每月出三四次），就能开始把 实际的
 联系建立起来。现在，各城市之间因革命事业的需要而发生联系是极为罕见的，至少也是一种例外；而那时，这种联系就会成为一种常见的事情，自然，它不仅能保证报纸的发行，并且还能保证（这更加重要得多）经验、材料、人员以及经费的交流。组织工作的规模也就会马上扩大许多倍，而且一个地方的成就往往会鼓励在另一个地方活动的同志进一步改进工作，会推动他去利用现成的经验。地方工作就会比现在丰富得多、涉及面广得多：从全俄各地收集起来的政治揭露和经济揭露材料，将为各种职业和 各种发展水平
 的工人提供精神食粮，将为举行各种各样问题的座谈和讲演提供材料和机会，而这些问题往往是合法刊物上的暗示、社会上的议论、政府“羞羞答答的”报道中提出来的。每一次发动，每一次游行示威，都会在全俄各地得到各方面的评价和讨论，都会使大家不愿意落后于别人而要求比别人做得更好（我们社会党人并不笼统反对任何竞赛，任何“竞争”！），自觉地准备那种在第一次是自发地发生的行动，利用当地或当时的有利条件来改变进攻计划等等。同时，地方工作的这种活跃也就不会造成现在常见的情况，即每举行一次游行示威或每出版一号地方报纸，都会使 所有的
 力量紧张到“拼死拼活的”地步，都会使 所有的
 人去担风险。这是因为一方面，警察机关不知道“根子”在什么地方，想找到“根子”要困难得多；另一方面，经常的共同工作能训练人们习惯于使 每一次
 进攻的力量同整个军队中的这支部队的实力相适应（现在，几乎谁也没有想到过这样做，因为进攻十之八九都是自发的），不仅便于从其他地方“调来”书刊，而且也便于“调来”革命力量。

现在这些力量在狭隘的地方工作上往往消耗殆尽，而那时就有可能并且常常有机会把比较有才干的鼓动员或组织员从甲地调到乙地。人们起初是为了党的事务，用党的经费作短途来往，以后他们就会习惯于完全由党供给，变成职业革命家，把自己培养成为真正的政治领袖。

如果我们真能使所有的或绝大多数的地方委员会、地方团体和小组都来积极从事共同的事业，那么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创办一个周报，每期出版数万份，定期在全俄各地发行。这种报纸就会成为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在这个本身还很平常、还很细微、但是连续进行的真正 共同的
 事业周围，就会经常不断地挑选和训练出一支由久经考验的战士组成的常备军。在这个共同组织的建筑物的脚手架上，很快就会从我们的革命家中间涌现出和提拔出一些社会民主党的热里雅鲍夫，从我们的工人中间涌现出和选拔出一些俄国的倍倍尔，他们会率领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唤起全体人民去铲除俄国的耻辱和祸害。

这就是我们应当幻想的事情！


※　　　　※　　　　※

“应当幻想！”我写了这几个字之后，不觉吃了一惊。我仿佛是坐在“统一代表大会”的会场里，坐在我对面的是《工人事业》的编辑和撰稿人。这时马尔丁诺夫同志站起来，咄咄逼人地质问我：“请问，如果不事前向党的各个委员会征求意见，自主的编辑部有权去幻想吗？”接着，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站了起来，并且（从哲学上来深化早已深化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意见的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更加咄咄逼人地接着说：“我进一步问你，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忘记，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类总是提出可能实现的任务，没有忘记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那么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不是有权幻想呢？”

想到这种咄咄逼人的问题，我真是不寒而栗，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就试试躲在皮萨列夫背后吧。

皮萨列夫在谈到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的问题时写道：“有各种各样的不一致。我的幻想可能超过事变的自然进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事变的任何自然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种情形下，幻想不会带来任何害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强劳动者的毅力……这种幻想中并没有任何会败坏或者麻痹劳动力的东西。甚至完全相反。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样幻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在有的时候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的图景，那我就真是不能设想，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细地观察生活，把自己观察的结果同自己的空中楼阁相比较，并且总是认真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幻想，那么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就不会带来任何害处。只要幻想和生活多少有些联系，那么一切都会顺利的。” 
［注：引自德·伊·皮萨列夫的《幼稚想法的失策》一文（见《皮萨列夫全集》1956年俄文版第3卷第147、148、149页）。——编者注］



可惜，这样的幻想在我们的运动中未免太少了。对这种情况应当负最主要责任的，是那些以头脑清醒和“熟悉”“具体情况”自夸的合法批评和不合法“尾巴主义”的代表者。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式的组织？

读者从上文中可以看到，我们的“策略－计划”是反对立刻 号召
 举行冲击，而要求组织好“对敌人要塞的正规围攻”，换句话说，就是要求用全力来集合、组织和 动员
 常备军。我们由于《工人事业》从“经济主义”跳到高喊冲击（1901年 4月
 在《〈工人事业〉杂志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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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期上）而嘲笑了它，当然，它也就猛烈攻击我们，说我们是“学理主义”，说我们不懂革命的职责，说我们不该号召大家谨慎从事，等等。当然，这样的责备出自一些毫无原则、只会用深奥的“策略－过程”支吾搪塞的人之口是丝毫不会使我们惊奇的；同样，对坚定的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一概抱着极其高傲的藐视态度的纳杰日丁重复这种责备，也是不会使我们惊奇的。

据说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但是纳杰日丁却拼命想使它重演，极力模仿特卡乔夫，大骂“革命文化主义”，高喊什么“敲警钟”，什么特别的“革命前夜的观点”等等。他显然忘记了一句名言：如果说历史事变的原本是一出悲剧，那么它的抄本就只是一出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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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特卡乔夫的说教准备起来的、用“吓人的”并且真正吓了人的恐怖手段实行过的夺取政权的尝试，曾经是了不起的，然而小特卡乔夫的“激发性的”恐怖手段却只能使人觉得可笑，尤其是再加上一个组织中等人的主张，就更显得特别可笑了。

纳杰日丁写道：“假使《火星报》跳出它那文人习气的圈子，它就会看见，这〈象《火星报》第7号上一封工人的来信等等现象〉是一种征兆，它说明很快很快就会有‘冲击’开始，所以现在〈原文如此！〉来谈什么由全俄报纸牵线的组织，就是培植脱离实际的思想和脱离实际的工作。”瞧，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糊涂观念：一方面，主张实行激发性的恐怖手段和“组织中等人”，同时又认为人们在“更具体的事情”如地方报纸的周围会“更紧密得多地”集合起来；另一方面，认为“现在”来谈全俄的组织就是培植脱离实际的思想，更直截了当地说，就是“现在”已经迟了！请问最可敬的尔·纳杰日丁，“普遍创办地方报纸”现在岂不是也迟了吗？请把这一点同《火星报》的观点和策略比较一下吧。《火星报》认为，激发性的恐怖手段不值一提，至于说什么正是要把中等人组织起来和 普遍
 创办地方报纸，这就是替“经济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其实，应当谈统一的全俄革命家的组织，并且一直到真正的而不是纸上的冲击开始以前，谈这个组织都不算迟。


　　纳杰日丁继续写道：“的确，我们在组织方面的情况非常不妙。《火星报》说我们的军事力量大部分都是志愿兵和起义者，这话完全正确……你们清醒地估计我们的实力，这很好。但同时你们为什么忘记，群众不是我们的
 ，因此他们不会来向我们请示
 什么时候开始军事行动，就会‘骚乱起来’……群众自己以自发的破坏力量发动起来，就可能
 扰乱和排挤我们一直准备、但还没有来得及
 把极有条理的组织性灌输进去的那个‘常备军’。”（黑体是我们用的）



　　奇怪的逻辑！ 正因为
 “群众不是我们的”，所以现在高喊“冲击”是不聪明和不恰当的，因为冲击是常备军的攻击，而不是群众自发的爆发。正因为群众 可能
 扰乱和排挤常备军，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极有条理的组织性灌输”到常备军中去，使自己的工作能“来得及”赶上自发的高潮，因为我们愈能“来得及”灌输这种组织性，就愈能使常备军不被群众所扰乱，而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纳杰日丁所以糊涂，是因为他以为这种有条理地组织起来的军队所从事的是一种使它脱离群众的工作，而事实上，它所从事的却正是一种非常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政治鼓动，也就是一种使群众的自发的破坏力量同革命家组织的自觉的破坏力量 接近起来并融为一体的
 工作。先生们，你们真是嫁祸于人，因为正是由于“自由社”把恐怖手段写 在纲领中
 ，这也就是在号召建立恐怖派的组织，而这种组织确实会使我们的军队不去同群众接近，可惜这些群众还不是我们的，可惜他们还不向我们请示或者很少向我们请示什么时候和怎样开始军事行动。纳杰日丁继续恐吓《火星报》说：“我们会把革命本身也错过去的，就象我们把目前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错过去了一样。”把这句话和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话联系起来，就会使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自由社”臆想出来的独特的“革命前夜的观点” 
［注：《革命前夜》第62页。］

 是很荒谬的。直截了当地说，独特的“观点”无非就是认为“现在”来议论和准备已经迟了。既然如此，那我就要问问最可敬的反对“文人习气”的先生，您为什么要写132页“论述理论问题 
［注：顺便说说，尔·纳杰日丁在他的“理论问题评论”中，几乎没有拿出半点关于理论问题的东西来，只是说了下面一段从“革命前夜的观点”看来十分奇怪的议论：“在我们所处的时期，伯恩施坦主义就其整体而言已经失去其尖锐性，正象不管是阿达莫维奇先生能够证明司徒卢威先生应当隐退也好，或者相反，司徒卢威先生能够驳倒阿达莫维奇先生而不同意辞职也好，那都是毫无关系的，因为革命的‘时刻’到来了。”（第110页）尔·纳杰日丁极端忽视理论，在这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我们既然已经宣告了“革命前夜”，所以
 正统派是否能彻底击败批评派，那是“毫无关系”的！！我们的这位才子竟不知道：正是在革命时期我们需要利用同批评派作理论斗争的成果来同他们的实践
 立场作坚决的斗争！］

 与策略问题”的文章呢？您是不是以为出版132000份简单地号召“杀呀！”的传单，就更符合“革命前夜的观点”呢？

最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正是象《火星报》那样把全民政治鼓动放在自己全部纲领、 策略和组织工作
 的首位的人。在全俄各地从事编织以全俄报纸为中心的组织网的那些人，不仅没有把春季的事件错过去，反而使我们能预料到这些事件。《火星报》第13号和第14号上所记载的那些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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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没有错过。恰恰相反，他们参加了这些游行示威，他们明确意识到自己有义务去帮助群众的自发高潮，同时用报纸来帮助所有的俄国同志去了解这些游行示威并利用它们的经验。只要他们活着，他们就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革命首先和主要是要我们善于进行鼓动，要我们善于支持（以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支持）一切抗议，善于指导自发的运动，使之既不为朋友的错误所干扰，又不中敌人的诡计！

于是我们就讲到了最后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使我们特别坚决主张围绕全俄报纸即通过一齐为共同的报纸而努力的办法来建立组织的计划。只有这样来建立组织，才能确保社会民主党的战斗组织所必需的 灵活性
 ，即能够立刻适应各种各样迅速变化的斗争条件，善于“一方面在敌人把全部力量集中于一点的时候避免同这个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他最难料到的地点和时间攻其不备”。 
［注：《火星报》第4号所载《从何着手？》一文。纳杰日丁写道：“不是站在革命前夜的观点上的革命文化派，是丝毫也不会因长期的工作而感到不安的。”（第62页）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指出：假使我们不能制定出一种政治策略和组织计划，以确定很长时期的工作
 ，同时利用这种长期工作的过程，
 使我们党在任何意外情况下，在事变进程无论怎样加速的情况下，都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我们就简直会成为可怜的政治冒险家。只有从昨天起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纳杰日丁才会忘记，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要根本改造全人类的生活条件，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决不应当因长期工作的问题而“感到不安”。］

 专为应付爆发和街头斗争，或者专为应付“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来建立党的组织，那是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 时刻
 进行我们的日常工作，同时又应当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情况，因为爆发时期和平静时期的交替往往是几乎无法预料的，而在可能预料的场合，也不能利用这种预料来改造组织，因为这种交替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发生得异常迅速，有时竟会由于沙皇的扬尼恰尔 
[108]

 一个晚上的袭击而发生。并且也决不能把革命本身想象为单一的行动（显然，纳杰日丁之流就是这样想象的），而应当看作是比较激烈的爆发和比较沉寂的平静的若干次迅速交替的过程。因此，我们党组织的活动的基本内容，这种活动的中心，应当是不论在最激烈的爆发时期，还是在完全沉寂的平静时期都可能进行又必须进行的工作，这就是阐明实际生活的各方面、深入广大群众并在全俄范围内统一进行的政治鼓动工作。在当前的俄国，没有一个经常出版的全俄报纸，要进行这种工作 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个报纸周围自然地形成起来的组织，由这个报纸的 同事
 （按这个词的广义来说，即指一切为这个报纸工作的人）构成的组织，就会真能 应付一切
 ：从在革命最“低沉”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威望和继承性起，一直到准备、决定和实行 全民武装起义
 。

事实上，可以想一想我们时常遇到的在一个地方或几个地方全部遭到破坏的情况。在 所有的
 地方组织缺乏 一种
 共同的经常工作时，这样的破坏事件往往会使工作中断好几个月。如果所有的组织有了一种共同的工作，那么即使遭到最严重的破坏，也只要有两三个有干劲的人进行几个星期的工作，就能使新的青年小组同总的中心取得联系，大家知道，这种青年小组甚至目前也在很迅速地产生；而当这种共同事业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大家仍然可以看到它的时候，新的小组就会更加迅速地产生，并且更加迅速地同中心取得联系。

另一方面，再想一想人民起义。现在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我们应当考虑起义并且准备起义。但是 怎样
 准备呢？当然不能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代办员到各地去准备起义！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中央委员会，那它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指定办法，也不会得到丝毫结果的。相反，在创办和发行共同的报纸的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起来的代办员网 
［注：咳，真糟糕！我又脱口说出了“代办员”这个刺激马尔丁诺夫之流的民主主义耳朵的可怕名词！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名词没有使70年代的卓越的活动家们感到生气而使90年代的手工业者们感到生气呢？我喜欢这个名词，因为它明确地指出了一切代办员都应当尽心竭力为之服务的共同事业
 ；假如必须用另一个名词来代替它，那我也许只会选择“同事”这个名词，只是可惜这个名词会使人感到有点文人习气，并且意思上有点模糊不清。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军事化的代办员组织。不过，那些为数甚多的（特别是在国外）、喜欢“互封领袖”的马尔丁诺夫之流，尽可以不说“办护照的代办员”，而说“革命家护照供给事务局总办”等等。］

 ，却不需要“坐待”起义的口号，而会进行那种保证它在起义时最可能获得成功的经常性工作。正是这种工作会巩固同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及一切不满专制制度的阶层的联系，而这对于起义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会培养出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总的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善于选择起义的适当时机的能力。正是这种工作会使 所有的
 地方组织都习惯于同时对那些激动整个俄国的同样的政治问题、事件和变故作出反应，并且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一致地和适当地对这些“变故”作出回答，而事实上起义也就是全体人民对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适当的“回答”。最后，正是这种工作会使全俄各地的所有革命组织都习惯于彼此发生一种能使党 在实际上
 统一起来的最经常而又最秘密的联系，而没有这种联系，就不可能集体讨论起义计划，不可能在起义前夜采取应该严守秘密的必要的准备措施。

总而言之，“全俄政治报计划”不但不是沾染了学理主义和文人习气的人脱离实际工作的产物（就象那些对它没有很好考虑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从各方面立刻开始准备起义、同时又丝毫不忘记自己日常的迫切工作的最切实的计划。







[102]

 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146。





[103]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中的下列事实：



第一件事实：1897年夏，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曾同流放中的列宁商谈出版工人丛书的问题，为此列宁写了正文中提到的两本小册子。这两本小册子于1898年和1899年先后在日内瓦出版。



第二件事实：1898年，被流放在图鲁汉斯克的尔·马尔托夫根据崩得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写了小册子《俄国的工人事业》，于1899年在日内瓦出版。



第三件事实：1899年，崩得中央委员会同列宁商谈《工人报》复刊的问题。正文中提到的几篇文章就是列宁为准备复刊的《工人报》第3号写的。



第四件事实：1900年初，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倡议，并得到崩得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支持，曾打算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重建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恢复出版中央机关报——《工人报》。1900年2月，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委员伊·克·拉拉扬茨赴莫斯科同列宁商谈，他建议正在筹办《火星报》的列宁、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参加代表大会，并负责编辑《工人报》。列宁和劳动解放社的成员都认为石开代表大会为时尚早（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84—285页），但是劳动解放社没有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委托列宁代表它出席，并从国外给他寄去了委托书。由于警察在1900年4—5月间进行了大逮捕，代表大会没有开成。前来出席拟于1900年春在斯摩棱斯克举行的代表大会的只有崩得、南方工人社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三个组织的代表。



列宁在这里提到的事实，正是按它们实际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的。他在脚注中说“我们故意不按这些事实发生的先后排列”，是出于保密的考虑。——150。





[104]

 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是根据列宁的倡议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于1901年10月在瑞士合并组成的。根据章程，同盟是《火星报》组织的国外部，其任务是协助《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出版和传播，在国外宣传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帮助俄国各社会民主党组织培养积极的活动家，向政治流亡者介绍俄国革命进程等。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被承认为享有党的地方委员会权利的唯一国外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的势力在同盟内增强，他们于1903年10月召开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及其拥护者曾退出代表大会。孟什维克把持的同盟通过了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相抵触的新章程。从此同盟就成为孟什维主义在国外的主要堡垒，直至1905年同盟撤销为止。——150。





[105]

 《〈工人事业〉杂志附刊》（《Листок《Рабочего　Дела》》）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的不定期附刊，1900年6月—1901年7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8期。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称《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是无原则的折中主义派别的巢穴，对《〈工人事业〉杂志附刊》第6期上的文章《历史性的转变》进行了尖锐批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页）。《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上发表的波·尼·克里切夫斯基的《原则、策略和斗争》一文是对列宁的批判的答复。——164。





[106]

 指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下面一段话：“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164。





[107]

 1901年11—12月，俄国许多城市掀起了得到工人支持的大学生游行示威的浪潮。在下诺夫哥罗德（抗议政府无理驱逐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莫斯科（抗议政府当局禁止举行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尼·亚·杜勃罗留波夫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晚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等城市举行了游行示威，在基辅、哈尔科夫、彼得堡等地也发生了大学生集会和学潮。有关这些情况的报道均载于《火星报》1901年12月20日第13号和1902年1月1日第14号《我们的社会生活》栏。列宁的《游行示威开始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333—336页）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论游行示威》（见《火星报》第14号）专门对此进行了评论。——167。





[108]

 扬尼恰尔是14世纪土耳其的正规步兵，是苏丹专制政府的一支最重要的警察部队，以残酷闻名，1826年被解散。列宁把沙皇的警察叫作扬尼恰尔。——168。









《列宁全集》第6卷


结束语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包括大约十年，大致是1884—1894年。这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纲领产生和巩固的时期。当时俄国拥护新派别的人还寥寥无几。社会民主党是在没有工人运动的条件下存在的，它作为一个政党当时还处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

第二个时期包括三四年，即1894—1898年。这时，社会民主党已经是作为社会运动，作为人民群众的高潮，作为政党出现了。这是它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地热中于反民粹派的斗争，纷纷到工人中去，工人普遍地热中于罢工，这就象流行病迅速蔓延一样。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多数领导者都是些很年轻的人，远远不到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是一种天然界限的那个“三十五岁的年纪”。因为年轻，他们对实际工作缺乏修养，很快就退出了舞台。但他们的工作范围大都是很广的。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开始具有革命思想，是同民意党人一样的。他们在青春早期，差不多全都热烈地崇拜过从事恐怖活动的英雄。当时要抛弃这种英雄传统的令人神往的印象，必须进行斗争，而且必须同那些始终忠于“民意党”而深受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敬重的人决裂。斗争迫使人们学习，阅读各种派别的秘密著作，努力研究合法的民粹主义的问题。在这个斗争中训练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他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启发他们的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1898年春党的成立，是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人所做的最突出的、同时也是 最后
 的一件事情。

第三个时期（1898—？），我们已经看到，是在1897年就开始准备的，而在1898年完全代替了第二个时期。这是混乱、瓦解和动摇的时期。人在少年时期，嗓子要发生变化。同样，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时期，嗓子也发生了变化，它发出一种假嗓，这种假嗓一方面出自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维奇、布尔加柯夫和别尔嘉耶夫等先生的著作，另一方面出自弗·伊—申和尔·姆·、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著作。但是向四面走散和向后退却的只是领导者，而运动本身还是继续发展，大步向前迈进。无产阶级的斗争把愈来愈多的工人阶层卷进来了，并且扩展到整个俄国，同时，又间接地促使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的民主精神活跃起来。但是领导者的自觉性却在广泛的强大的自发高潮面前屈服了；这时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占优势的已经是另外一批活动家，他们几乎纯粹是靠“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培养出来的，而群众的自发性要求他们具备的自觉性愈高，这样的书刊也就愈显得不足。领导者不仅在理论方面（“批评自由”）和实践方面（“手工业方式”）都落在后面，并且还企图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落后辩护。社会民主主义被合法书刊上的布伦坦诺派和秘密书刊上的尾巴主义者降低为工联主义。《信条》纲领开始实现，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手工业方式”使那些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活跃起来的时候。

因此，假使读者责备我把一个《工人事业》谈得太详细了，那我就要回答说，《工人事业》所以具有“历史”意义，是因为它本身最突出地反映了这第三个时期的“精神”。 
［注：我还可用一句德国谚语来回答：Den　Sack　schlagt　man，den　Esel　meint　man（打的是麻袋，指的是驴子。——编者注），用俄国谚语说就是：打猫吓媳妇。不仅一个《工人事业》，而且大批的
 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家
 都醉心于时髦的“批评”，在自发性问题上颠三倒四，在对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的理解上离开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而陷入工联主义的观点。］

 真正能够代表混乱和动摇以及无论对“批评”、对“经济主义”或者对恐怖主义都准备让步的，并不是始终一贯的尔·姆·，而正是随风转舵的克里切夫斯基之流和马尔丁诺夫之流。这个时期的特点并不是什么“绝对原则”的崇拜者傲然轻视实践，而是狭隘的实际主义同完全不关心理论的态度相结合。这个时期的英雄们所干的事情，与其说是直接否认“伟大的字眼”，不如说是把它们庸俗化：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完整的革命理论，而变成了人们“自由地”把各种德国新教科书里的液体掺进去的大杂烩；“阶级斗争”的口号不是推动人们向前去从事日益广泛、日益有力的活动，却成了安慰人心的手段，因为据说“经济斗争是同政治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政党的观念不是号召人们去建立战斗的革命家组织，而是去替某种“革命的文牍主义”和玩弄“民主”形式的儿戏作辩护。

第三个时期什么时候完结，第四个时期什么时候开始（不管怎样，现在已经有许多征兆预示着它的到来），我们还不知道。这里我们已经从历史的领域转入现在的、一部分是将来的领域。但是我们坚信，第四个时期一定会使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巩固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度过危机而变得更加坚强和更加壮大，机会主义者的后卫队一定会被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进部队所“代替”。

作为实现这种“代替”的号召，同时也为了把上述一切加以归纳，我们对于“怎么办？”这个问题，可以作这样一个简单的回答：


　　结束第三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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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09]




《火星报》同《工人事业》实行统一的尝试

我们还要把《火星报》在组织方面对《工人事业》所采取的并且一贯执行的策略说明一下。这个策略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9—340页。——编者注］

 一文中，已经作了充分的说明。我们当时立即认定， 真正的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这个为我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承认的党的国外代表机关，已经 分裂
 成为两个组织，党的代表机关问题成了一个悬案，至于在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上由俄国方面选出两个代表，即由已经分裂的“联合会”的每一部分各选一人参加常设的社会党国际局 
[110]

 ，这只是使这一问题得到暂时的和相对的解决。我们已经声明，《工人事业》实际上是 不正确的
 ，我们在原则上坚决地站在“劳动解放社”一边，但同时我们不谈分裂的详细情况，并指出了“联合会”在纯粹实际工作方面的功绩。 
［注：我们对分裂作出这样的估计，不仅是以我们所看到的书刊为根据，并且是以我们组织中某些到过国外的人在国外所收集的材料为根据。］



由此可见，当时我们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是观望等待。我们对当时在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流行的意见作了让步，这种意见认为，最坚决反对“经济主义”的人也可以去和“联合会”同心协力地工作，因为“联合会”曾经屡次声明，说它原则上同意“劳动解放社”的立场，似乎并不想在理论和策略的根本问题上保持什么独立的面貌。我们所采取的这种立场的正确性，已经由下面的事实间接证实：差不多在《火星报》创刊号出版的同时（1900年12月），有三个成员退出“联合会”而组成一个所谓“发起团”，并向1．《火星报》组织国外部、2．“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 
[111]

 、3．“联合会”提出建议，说他们愿意充当和解谈判的中介人。前两个组织马上表示同意， 第三个组织却表示拒绝
 。固然，去年“统一”代表大会上在一个发言人叙述这些事实的时候，“联合会”的一个主管人曾经声明说，他们拒绝这个建议 只是
 由于“联合会”不满意这个发起团的成员。我认为我有责任把这种解释提一下，但我不能不指出，我认为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联合会”既然知道两个组织已经同意进行谈判，那它可以通过另一个中介人或者直接去同这两个组织接洽。

1901年春天，《曙光》（4月，第1期）和《火星报》（5月，第4号）都同《工人事业》进行了直接论战。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页。——编者注］

 《火星报》着重抨击《工人事业》的《历史性的转变》，因为这个杂志在它 4月的
 附刊上，即在春季事件已经发生之后，对醉心于恐怖手段和“流血的”号召的倾向表现了动摇。尽管发生了这次论战，“联合会”还是表示同意通过新的“调解团” 
[112]

 来恢复和解谈判。于是上述三个组织的代表在6月举行了预备代表会议，并制定了以极详细的“原则协议”为基础的协定草案，这个“原则协议”已经由“联合会”在《两个代表大会》一书中，由同盟在《“统一”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一书中公布出来了。

这个原则协议（或者象大家时常称呼的：六月代表会议决议）的内容极其清楚地表明，我们当时提出了 最坚决地
 排斥一般机会主义包括俄国机会主义的一切表现作为实行统一的必要条件。第1条写道：“我们反对把机会主义带进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何尝试，这种尝试的表现就是所谓‘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等等。”“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范围包括……同一切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人进行思想斗争”（第4条第3项）；“社会民主党在一切组织活动和鼓动活动范围内，一分钟也不应当忽视俄国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推翻专制制度”（第5条第1项）；“……不仅要根据雇佣劳动同资本的日常斗争来进行鼓动”（第5条第2项）；“……不承认……纯粹经济斗争和为局部政治要求而斗争的阶段”（第5条第3项）；“……我们认为，批判那些把运动的低级形态的原始性……和狭隘性推崇为……原则的思潮，对运动来说是重要的”（第5条第4项）。即使是完全无关的局外人，只要他稍微仔细地读过这些决议，也能从它们的表述中看出，这些决议所反对的正是机会主义者和“经济派”，正是那些即使只是一分钟忘记了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的人，正是那些承认阶段论，把狭隘性等等推崇为原则的人。谁只要稍微了解“劳动解放社”、《曙光》和《火星报》对《工人事业》进行的论战，那他就一分钟也不会怀疑，这些决议逐条驳斥的正是《工人事业》所陷入的那些错误观点。所以，当“联合会”的一个成员在“统一”代表大会上发表声明，说《工人事业》第10期上的文章并不是由于“联合会”发生了新的“历史性的转变”，而是由于这些决议内容过分“抽象” 
［注：这种断语在《两个代表大会》第25页上也重复说过。］

 所引起的时候，一个发言人就完全有权讥笑这种说法。他当时回答说，决议的内容不但不抽象，而且非常具体。只要把这些决议瞧一眼，就可以看出这里是“捉什么人”了。

最后这句话在代表大会上引起了一段颇有代表性的插曲。一方面，波·克里切夫斯基马上抓住了“捉人”这两个字，认为这是把我们这方面的恶意（“设置圈套”）泄露出来的一种失言，并高声叫喊道：“究竟是在捉什么人呢？”当时普列汉诺夫就以讽刺的口吻问道：“真的，是在捉谁呢？”波·克里切夫斯基当时回答说：“让我来帮不善猜测的普列汉诺夫同志猜测一下吧；我可以向他说明，这里是在捉 《工人事业》编辑部
 （全场哈哈大笑）。可是我们没有让人家捉住！”（左边有人插嘴说：这对你们更不利！）另一方面，“斗争”社（调解团）的一个成员发言反对“联合会”对决议提出的修正，想替我们那位发言人辩护，他声明说：“捉人”这个说法显然是在论战激烈时脱口而出的。

至于我，那么我认为，这种“辩护”对使用了这个说法的那位发言人是不利的。我认为“在捉什么人”这句话“开的是玩笑，说的是真话”，因为我们向来都责备《工人事业》不坚定和动摇，所以我们当然 是应当
 设法把它 捉住
 ，使得往后再不会发生动摇。这里根本谈不到有什么恶意，因为问题关系到原则上的不坚定性。于是我们就用这样一种同志态度 
［注：其表现就是：我们在六月决议的导言中说，俄国社会民主党整个说来一直是坚持“劳动解放社”的原则的，“联合会”的功绩特别表现在它所进行的出版和组织活动方面。换句话说，我们表示完全愿意忘掉过去的一切，并承认我们那些参加“联合会”的同志们所进行的工作有益处（对事业有益处），只要
 他们完全停止我们“捉住”的那种动摇态度就行了。每一个公正的人，读过六月决议以后，都只会这样理解这些决议。如果目前“联合会”用自己重新转向“经济主义”的行为（第10期的文章以及它所提出的修正）引起了
 分裂之后，郑重其事地责备我们，说我们讲他们的功绩的话是撒谎
 （《两个代表大会》第30页），那么这种责备当然只能令人发笑。］

 “捉住了”“联合会”，以至波·克里切夫斯基本人以及“联合会”的另一个主管人签署了六月决议。

《工人事业》第10期上的那些文章（我们的同志只是在到达代表大会开会地点的时候，即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几天，才看到这一期杂志的）清楚地表明，在从夏天到秋天这段时间里，“联合会”中已经发生了新的转变：“经济派”又占了上风，随“风”转舵的编辑部又来为“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和“批评自由”辩护，为“自发性”辩护，并通过马尔丁诺夫之口来鼓吹缩小我们的政治影响范围的“收缩论”了（据说是为了使这种影响本身复杂化）。这就又一次证明了帕尔乌斯所说的一句很中肯的话：无论用什么公式都很难捉住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很容易赞成 任何
 公式，同时也很容易背弃这个公式，因为机会主义恰恰在于缺乏任何明确和坚定的原则。今天机会主义者排斥了 任何
 灌输机会主义的企图，排斥了 任何
 狭隘性，郑重其事地答应说“一分钟也不忘记推翻专制制度”，说“不仅要根据雇佣劳动同资本的日常斗争来进行鼓动”等等。明天他们又会改变说法，借口维护自发性，维护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推崇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等等，来玩那套老把戏。“联合会”继续断言说，在第10期上的那些文章中，“‘联合会’过去和现在都看不出有什么背离代表会议草案的一般原则的异端行为”（《两个代表大会》第26页），这种说法只是暴露它完全不能或者不愿意了解意见分歧的实质。

在《工人事业》第10期出版以后，我们只好作这样一个尝试：举行一次普遍的讨论，弄清楚是不是整个“联合会”都对这些文章和它那个编辑部表示同意。“联合会”对我们这种做法特别不满，责备我们企图在“联合会”中散播不和，说我们干涉旁人的事情等等。这种责备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一个有点微风就会“转舵”的选举产生的编辑部里，一切都是由风向决定的，而我们当时就在秘密会议上确定这个风向，参加这种会议的除了打算实行统一的那些组织的成员之外，没有任何旁人。用“联合会”名义对六月决议提出的修正，使我们对达成协议所抱的最后一线希望也消失了。这种修正确凿地证明“联合会”已经重新转向“经济主义”，证明“联合会”的大多数是对《工人事业》第10期的内容表示同意的。他们要求从有关机会主义表现的文句中删去“所谓经济主义”（理由似乎是这几个字“意思不明确”，虽然根据这个理由只能得出结论说，必须把这个广泛流行的错误思想的实质更明确地规定一下），还要求把“米勒兰主义”也删掉（虽然波·克里切夫斯基在《工人事业》第2—3期合刊第83—84页上维护过这个主义，并且在《前进报》上更加公开地维护过这个主义 
［注：该报现在的编辑部、考茨基和《曙光》就这个问题已在《前进报》上展开了论战。我们一定会使俄国读者了解这次论战的
[113]

 。］

 ）。尽管六月决议已经明确地指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要“领导无产阶级为反对 各种
 形式的政治压迫、 经济
 压迫和社会压迫而进行的斗争的 一切
 表现”，因而要求使斗争的所有这一切表现都具有计划性和统一性，然而“联合会”却还加进一些绝对多余的字句，如说“经济斗争是对群众运动的强有力的刺激”（这些字句本身是无可争论的，但是在狭隘“经济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却只会给人用作种种曲解的借口）。并且，他们还对六月决议提出一种简直是直接 缩小
 “政治”概念的修正，要求删去“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推翻专制制度的目标）这几个字，又要求加上“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 最普遍
 适用的手段”这句话。当然，这样一些修正提出之后，我们这方面的所有发言人都相继拒绝发言，认为继续同这些重新转向“经济主义”方面去，并要求保证自己有动摇的自由的人进行谈判，是毫无益处的。

“正是‘联合会’认为是保证未来协议的稳固性，即保持《工人事业》的独立面貌及其自主地位的绝对必要条件的东西，《火星报》却认为是阻碍达成协议的绊脚石。”（《两个代表大会》第25页）这种说法是很不确切的。我们从来也没有侵犯过《工人事业》的自主地位。 
［注：如果为建立统一组织的共同最高委员会而召集的编辑会议不算是对自主地位的一种约束的话，因为《工人事业》在6月份也曾经表示赞成召集这种编辑会议。］

 至于《工人事业》面貌的独立性，如果把它理解为在理论和策略的原则问题上的“独立面貌”，那我们确实是 无条件地排斥过
 的。六月决议中正是无条件地反对这种 独立
 面貌的，因为这种“面貌的独立性”在实践上始终是意味着——我们再说一遍——各种各样的动摇，并以这种动摇来维护我们这里盛行的、在党内关系中所不能容忍的混乱状态。《工人事业》通过它第10期上的那些文章和它提出的“修正”，清楚地表明它想要保持的正是这种面貌的独立性，而这种愿望也就自然地和必然地导致了决裂和宣战。但是，如果《工人事业》的“独立面貌”是意味着把它的作用集中在一定的写作职能上，那么我们大家都是愿意承认的。这种职能的正确分工自然是：1．学术杂志，2．政治报纸，3．通俗的文集和通俗的小册子。《工人事业》只有同意这种分工，才能证明它 真心
 愿意彻底抛弃它那些为六月决议所斥责的错误思想；也只有这种分工，才能消除任何发生摩擦的可能性，真正保证协议的稳固性，同时又能成为保证我们的运动达到新高潮和获得新成就的基础。

现在，任何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不会怀疑，革命派所以同机会主义派最终决裂，并不是由于什么“组织上的”情况，而正是由于机会主义者想要坚持机会主义的独立面貌，企图继续用克里切夫斯基之流和马尔丁诺夫之流的议论来搞乱人们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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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907年列宁把《怎么办？》收入《十二年来》文集时删去了这个附录。——174。





[110]

 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的执行和通讯机关，根据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执行主席是埃·王德威尔得，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从1905年10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1914年6月，根据列宁的建议，马·马·李维诺夫被任命为社会党国际局俄国代表。社会党国际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停止活动。——174。





[111]

 “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分裂以后由劳动解放社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于1900年5月成立的。该组织在号召书里宣布它的宗旨是扶持俄国无产阶级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并同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作斗争。该组织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的俄译本以及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几本小册子。1901年10月，根据列宁的倡议，“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国外组织合并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175。





[112]

 指斗争社。



斗争社是达·波·梁赞诺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和埃·李·古列维奇于1900年夏在巴黎成立的一个团体，1901年5月取此名称。该社试图调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矛盾，建议统一社会民主党各国外组织。



1901年秋，斗争社成为一个独立的著作家团体。它在自己的出版物（《制定党纲的材料》第1—3辑、1902年《快报》第1号等）中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列宁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由于它背弃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策略，进行瓦解组织的活动，并且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没有联系，因此未被允许参加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斗争社被解散。——175。





[113]

 这场论战是由《曙光》杂志（1901年12月第2—3期合刊）发表尔·马尔托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吕贝克代表大会》一文引起的。文章批评《工人事业》杂志编辑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在《前进报》发表的巴黎通讯有偏见。克里切夫斯基在通讯中歪曲地报道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攻击了盖得派，并且为亚·艾·米勒兰及其拥护者饶勒斯派进行宣传。《前进报》编辑部庇护克里切夫斯基，指责马尔托夫。卡·考茨基参加了《前进报》上就这个问题展开的激烈论战，他指出该报编辑部歪曲了马尔托夫文章的原意。马尔托夫和克里切夫斯基也都在《前进报》上发表了文章。这场论战远远超出了《前进报》的范围，克·蔡特金、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和亚·李·帕尔乌斯先后发表文章，对《曙光》杂志表示支持。1902年3月10日《火星报》第18号《党内生活》栏发表短评，阐述《火星报》编辑部对论战的看法。——179。







《列宁全集》第6卷


对《怎么办？》一书的一个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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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小册子《怎么办？》第141页 
［注：见本卷第175页。——编者注］

 上提到的那个“发起团”，要求我对他们愿意在国外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中间进行调解的那段叙述，作如下更正：“该团的三个成员中只有一人在1900年底退出了‘联合会’，其余两人是在1901年才退出的，那时他们已经深信已无法使‘联合会’同意去和《火星报》国外组织及‘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举行代表会议，而这正是‘发起团’建议的。对于这一建议，‘联合会’的管理机构起初表示拒绝，说它拒绝举行代表会议的理由是从中调停的‘发起团’成员‘不够格’，并表示愿意去同《火星报》国外组织直接接洽。可是过了不久，‘联合会’的管理机构却又通知‘发起团’说，它读了《火星报》创刊号上关于‘联合会’的分裂的短评之后，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决定而不愿同《火星报》接洽了。既然如此，那么‘联合会’管理机构的一个成员所说‘联合会’拒绝举行代表会议 只是
 由于不满意‘发起团’的成员这番话，又应当作何解释呢？事实上，‘联合会’的管理机构在去年6月同意举行代表会议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因为那时《火星报》创刊号上的那篇短评仍然有效，并且《火星报》对‘联合会’所持的‘否定’态度在六月代表会议以前出版的《曙光》第1期和《火星报》第4号上表现得更明显。”






	尼·列宁载于1902年4月1日《火星报》第1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191—192页

















[114]

 《对〈怎么办？〉一书的一个更正》发表在1902年4月1日《火星报》第19号《党的生活》栏，原来没有标题，标题是《列宁全集》俄文版编者加的。——182。









《列宁全集》第6卷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115]


（1902年1—3月）





	· 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纲领草案的意见（1月上旬）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1月8日和2月18日〔1月21日和3月3日〕之间）


· 对纲领草案的三个修正案（1月8日和2月18日〔1月21日和3月3日〕之间）


· 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3月14日〔27日〕以前）


· 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批评（3月14日[27日]以前）


· 对纲领草案的土地部分的修正案（3月22日[4月4日]以前）


· 对委员会的纲领草案的意见（3月30日〔4月12日〕）


· 对委员会的纲领草案的补充意见（3月31日〔4月13日〕）


　 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补充












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纲领草案的意见[116]


（1月上旬）





	
普列汉诺夫的原文




	
	
列宁的意见







	　　一、现代社会的主要经济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在其中占统治地位，
	
	　　第1页。第1点——资本主义不是现代社会的“特点”，而是它的经济制度
 ，经济结构
 等等。





	即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手段归一个人数很少的资本家
 阶级所有，
	　
	　　第2点——生产资料不仅属于资本家，而且也属于土地占有者和小生产者。



	而居民的大多数是无产者
 ，
	　
	　　第3点——无产阶级在许多国家里不是居民的大多数。



	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他们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
	　
	　　第4点——无产阶级有某些消费品（部分的也有生产资料）。



	因此，他们处于雇佣工人
 的依附地位，以自己的劳动为资本家
 创造收入
 。
	　
	　　第2页。第5点。＋土地占有者。





	　　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范围
 随着下列情况而日益扩大
 ：技术的不断改进
	　
	　　接第2页。不是技术的改进，而是私有制剥夺小生产者和使他们贫困化。





	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并因而
	　
	　　第6点——“并因而”？？技术发展本身不能提高
 大企业的经济作用。技术的发展（＋一系列诸如销售条件等等的经济改革）使小生产受到大生产的排挤。



	减少独立的小生产者的人数，缩小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第6—7点：资本主义并不总是“减少
 小生产者的
人数

 ”（特别在俄国是相对的而不一定是绝对的）。[资本主义剥夺小生产者，使他们受屈辱和贫困化……］

第7点——缩小小生产者的作用＝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一回事）。





	在某些地方直接把他们变成大企业主的附庸和纳贡者。
	　
	　　第8点——“直接”两字可以删去。没有指出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



	　　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工人阶级的压迫
 随着下列情况而愈来愈厉害
 ：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不仅为资本家不断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提供了物质可能性
 ，而且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
 ，使对劳动力的需求
 相对减少，同时，劳动力的供应
 却相对地和绝对地增多。


	
	　　草案初稿第3页。第9点。＋和对小生产者

[关于全体农民应当专门论述]。

第10点——引起或产生。

第3页——说得太不通俗，太抽象。爱尔福特纲领[117]说得好得多：“……过剩的工人大军日益扩大”，——“生活日益贫困”。







	　　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没有提高劳动力价格
 ，反而常常成了劳动力价格被降低
 的直接原因。


	
	　　第4页——“劳动力价格”常常被降低（说得也很抽象；＝剥削、压迫、贫困和屈辱的加剧）。





	这样一来，意味着社会财富
 增长的技术进步，在资本主义社会却使社会不平等加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贫富更加悬殊，使工人经济上更加依附于资本家
 。
	　
	　　“这样一来”，使不平等加剧。照这样说，似乎不平等的加剧只是
 由于雇佣工人受到的剥削
 加剧（加重），可是不平等的加剧却是 由于：（1）小生产者被剥夺＋（2）小生产者贫困化＋（3）剥削加剧＋（4）后备军增多。





	　　五、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情况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日益加剧的相互竞争，使商品的销售
 必然落后于商品的生产
 ，这就周期性地引起相当尖锐的工业危机
 ，随之而来的是相当长的工业停滞时期
 ，
	
	　　第5页。在纲领中是否需要指出危机的原因
 ？

如果需要，单单指出下面两个原因是不够的：（1）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这种情况”，第4页）＋（2）竞争日益加剧。

没有指出危机的基本原因＝社会生产中的无计划性和私人占有。







	使小生产者的人数更加减少，使他们的经济作用更加缩小，


	


{




	　　第5—6页：使小生产者的“
经济作用

 更加缩小”——术语太抽象。被剥夺（＝使人数减少？）和贫困化。







	使雇佣劳动更加依附于资本
	　
	　　第6页——雇佣“劳动
 ”？用工人
 不是更好吗？





	并更加迅速地引起无产阶级
 和小生产者状况的相对恶化
 ，而某些地方是绝对恶化
 。
	　
	　　第6页——危机的后果——状况的相对恶化和绝对恶化
 。直接指出工人和小生产者的失业和贫困不是更好吗？





	　　六、但是，在资本主义这些不可避免的矛盾增长和发展的同时，工人阶级对现状的不满也在增长，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而在工人阶级内部日益广泛日益迅速地传播这种意识：


	
	　　第7页——“不满”改为愤怒
 。第7页——把意识的传播（γ）与愤怒的增长（α）和斗争的尖锐（β）相提并论
 。但是

α和β是自发的，而

γ——应当由我们
 来进行。







	工人阶级只有靠本身的努力才能摆脱压在自己肩上的经济依附的压迫，要摆脱这种压迫必须进行社会革命
 ，
	　
	　　第7页——“只有靠本身的努力”。讲得笼统些更好：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业
 等等。







	即消灭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剥夺剥削者，把生产资料和产品流通手段变为公有财产
 。
	　
	　　第7—8页。（1）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商品生产代之
 
［注：第8—9页也这样说。］

 以社会主义生产
［注：应当说清楚，这种社会主义生产是什么样的生产。］

 ，






	（2）剥夺剥削者，（3）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





	

｝

 ？
	把私有制变为公有制。











	　　七、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将解放现在全体被压迫受苦难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一切形式。


	
	





	　　八、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的产品
 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
 生产以满足社会需要和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为了完成自己的革命，无产阶级应该掌握政权
 ，


	
	　　第9页——“以满足社会需要”（（不清楚））“和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
这还不够
 ：（参看爱尔福特纲领：“最高的福利和全面协调地改善物质生活”）。







	因为政权会使他们成为生活的主宰，使他们能够无情地排除走向自己伟大目的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无产阶级专政
 是社会
 革命的必要政治
 条件。
	　
	　　第9页——“生活的主宰”，“无情地排除”，“专政”？？？（对我们来说，社会革命就够了。）



	　　九、但是，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发展在文明世界各民族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这个伟大目的只有靠全世界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因此，现代的工人运动一定会成为而且早已成为国际的
 运动。十、俄国社会民主党把自己看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队伍，看作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
 。




	
	　　第10页——没有什么。





	　　十一、它所追求的最终目的
 是和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目的相同的。


	
	　　第11页——“最终目的是和……相同的”。为什么重复？





	它向工人揭示他们的利益同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向他们阐明行将由无产阶级完成的那个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性质和条件，并组织他们的力量来同他们的剥削者进行不断的斗争。
	　
	　　第11页——“最终目的是和……相同的”——这里又并列着社会民主党的
任务

 （这岂不是搞混了吗？）：（1）向
 （？）工人揭示他们的利益同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 和的对立。

（2）向
 他们阐明社会革命的意义、性质和条件[＋革命的必要性？］。

德国人说得更有力些：指出自然必要的目的。

（3）组织他们的力量来同
他们的剥削者

 （注意？＋
同政府

 ？）进行不断的斗争＋？
领导

 无产阶级的斗争。

（2）包括（1）。

（1）——太狭窄。

应当是：

（α）指出最终目的，

（β）建立领导
 无产阶级斗争的革命家组织。







	　　十二、但是，它的最近目的由于下列情况而大大改变了：我国资本主义以前的——农奴制的
 ——社会制度的许多残余可怕地压在全体劳动居民身上，是阻止俄国工人运动取得胜利的所有障碍中的最大障碍。


	




｛



	　　第12页——“农奴制的残余……可怕地压在全体劳动居民身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使生活状况恶化

＋使全体人民处于愚昧无知和受压迫的境地

——最大的障碍（＝残余）？（这是些什么残余？专制制度＋所有其他一切？这在
下面

 谈到了。）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不得不仅仅争得这样一些法律设施：这些设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然的法的补充物，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存在了，
	　
	　　第12—13页——必须争得在先进国家已经
 （？）存在的那些

 （？）
法律

 设施。[应当说得直截了当一点。不通俗。］







	并且是充分地和全面地
 开展雇佣劳动同资本的阶级斗争所必需的。
	　
	　　第13页——雇佣劳动？——工人，工人阶级为了争取自己的彻底解放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





	既然沙皇专制制度是对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的和最有害的旧农奴制残余，是完全同这些法律设施不相容的，而且，既然沙皇专制制度就其本性来说不能不是无产者的解放运动的最凶恶和最危险的敌人，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最近的政治任务就是推翻君主制
 ，代之以建立在民主宪法基础上的共和国
 ……
	　
	　　第13页。专制制度是同这些法律设施不相容的。（同政治自由呢？？）



第14页。既然
专制制度

 是不相容的——推翻君主制
 （（前后不一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

（1月8日和2月18日〔1月21日和3月3日〕之间）


　[A]

　　一、在俄国，商品生产日益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国愈来愈占完全的统治地位。二、技术的不断改进使小生产日益受到大生产的排挤。生产资料的最重要部分（土地和工厂、工具和机器、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集中在人数不多的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手里，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独立的小生产者（农民、手工业者、手艺人）日益破产，失去生产资料并因此变为无产者，或者成为资本的奴仆和纳贡者。愈来愈多的劳动者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成为依附于私有者和以自己的劳动为他们创造财富的雇佣工人。

三、技术进步愈向前发展，劳动力就愈供过于求，资本家就愈有可能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生活的毫无保障和失业，剥削的压迫和各种屈辱，成为愈来愈广泛的劳动居民阶层的厄运。

四、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必然引起的工业危机，使这个过程更加加剧。一方面是群众的穷苦和贫困，另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出来的商品找不到销路而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

五、这样，社会的和日益社会化的劳动的生产力大大发展的同时，这种发展的全部主要好处却为极少数居民所垄断。社会财富增加的同时，是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私有者阶级（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加深和扩大。


　[B]

　　六、但是，随着资本主义所有这些不可避免的矛盾的增长和发展，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团结在增强，不满和愤怒在增长，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工人阶级力求摆脱不堪忍受的资本主义压迫的愿望也在增长。七、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现代社会的其余一切阶级都主张保存现存经济制度的基础。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所准备起来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财产，组织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

八、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将彻底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因而也将彻底消灭由这种划分所产生的任何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

九、要完成这个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应当夺取政权，因为政权会使他们成为生活的主宰，使他们能够排除走向自己伟大目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政治条件。

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向工人揭示他们的利益同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向无产阶级阐明行将由他们完成的那个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性质和条件，组织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斗争形式的革命的阶级政党。

十一、但是，国际交换和为世界市场的生产的发展在文明世界各民族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现代的工人运动一定会成为而且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党把自己看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队伍，看作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

十二、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目的由于下列情况而大大改变了：我国资本主义以前的，即农奴制的社会制度的许多残余极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能充分地和全面地发展，使劳动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使千百万农民处于亚洲式的野蛮的垂死境地，使全体人民处于愚昧无知、毫无权利和受压迫的境地。

十三、这些农奴制残余中的最大残余，所有这一切野蛮行为的最强有力的支柱就是沙皇专制制度。它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和全体人民的文化发展的最凶恶和最危险的敌人。


　[C]

　　因此 
［注：从这里开始是由整个委员会通过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代之以建立在民主宪法基础上的 共和国
 ，民主宪法应保证：（1）建立人民专制，即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集中在立法会议手里，立法会议由人民代表组成；

（2）无论选举立法会议还是选举各级地方自治机关，凡年满21岁的公民都有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一切选举都采取无记名投票；每个选民都有权被选入各级代表会议；人民代表领取薪金；

（3）公民的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

（4）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不受限制；

（5）有迁徙和从业的自由；

（6）废除等级制，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宗教信仰和种族一律平等；

（7）承认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决权；

（8）每个公民都有权向法院控告任何官吏，不必向上级申诉；

（9）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

（10）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

（11）对未满16岁的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由国家供给贫苦儿童膳食、服装、教材和教具。


　[D]

　　为了保护工人阶级和增强他们的战斗能力 
［注：弗雷建议：把本段开头一句话改成这样：


“为了保护工人阶级不致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衰退，同时为了增强工人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能力……”］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求：



（1）一切雇佣工人的工作日应限制为一昼夜8小时；



（2）由法律规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男女雇佣工人，每周连续休息时间不得少于36小时；



（3）绝对禁止加班加点；



（4）国民经济各部门禁止做夜工（晚9时至翌晨5时），由于技术原因绝对必须做夜工的部门除外；



（5）禁止企业主雇用年龄未满15岁的童工；



（6）禁止在只对妇女身体有害的部门使用女工；



（7）由法律规定，工人由于不幸事故或有害的生产条件而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时，雇主应负民事责任；工人无须证明上述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是由雇主的过错造成的；



（8）禁止用商品支付工资 
［注：弗雷建议：在这里（即本项）加上：“在一切雇工合同上应由法律规定每周发放工资”。］

 ；


（9）国家对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工人发放养老金；

（10）增加工厂视察员的人数；在女工占多数的部门设女视察员；由工人选出并由国家支付薪金的代表监督工厂法的执行，以及由工人选出的代表监督工资标准的制定和商品的验收；

（11）地方自治机关在工人代表的参与下共同监督企业主拨给工人的住宅的卫生状况，以及监督这些住宅的内部规章和租用条件，使雇佣工人作为私人和公民的生活和行动不受企业主的干涉；

（12）在一切使用雇佣劳动的企业内对劳动条件建立正规的、全面的卫生监督；

（13）把工厂视察机关监督制推广到手艺业、家庭工业、手工工业和国营企业中去；

（14）规定破坏劳动保护法应负刑事责任；

（15）禁止企业主以任何理由和为了任何目的（罚款、检验等等）克扣工资；

（16）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设立职业法庭，由对等的工人代表和企业主代表组成。



　[E]

　　此外，为了俄国国家财政民主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求取消一切间接税，征收累进所得税。为了肃清旧农奴制残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将力求 
［注：弗雷建议：



在这里加上：“和为了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

全段这样表达：

“为了肃清旧农奴制残余和为了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将力求：”］ ：

（1）取消赎金、代役租[118]以及目前农民这个纳税等级所承担的一切义务；

（2）废除连环保[119]和一切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律；

（3）用赎金和代役租方式从人民那里勒索的钱应归还人民；为此没收寺院的财产和皇族的田产，同时对享有赎金贷款的大贵族土地占有者的土地课以特别税；把这样获得的款项作为村团[120]的文化和慈善事业的特别国民基金；

（4）设立农民委员会，以便：

（一）把废除农奴制时从农民那里割去的和成为地主盘剥工具的那些土地归还村团（用剥夺的办法，或者——在土地已经转手的情况下——用赎买的办法等等）；

（二）消灭在乌拉尔、阿尔泰、西部边疆区和国内其他地区保留下来的农奴制残余；

（5）授权法庭降低过高的地租和宣布盘剥性契约无效。



　[F]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力求达到自己最近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 
［注：弗雷建议：本段开头改成这样：


“俄国社会民主党为实现上述要求”等等。］ ，支持任何反对俄国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同时坚决屏弃所有那些把警察对劳动群众的监护的每一次扩大都说成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步骤的改良方案 
［注：弗雷建议：本段末改成这样：




“……会使警察-官吏对劳动群众的监护稍微扩大或巩固的……方案。”］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自己坚信，只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召开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才能完全、彻底、可靠地实现上述各种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 




对纲领草案的三个修正案

（1月8日和2月18日〔1月21日和3月3日〕之间）



三个修正案

第一个修正案。（A）二、“技术的不断改进使小生产日益受到大生产的排挤”改为：

“技术不断改进，大生产日益蓬勃地发展，小生产日益受到排挤或日趋衰落。”

第二个修正案。（B）七、“现代社会的其余一切阶级都主张保存现存经济制度的基础”后面加上：

“在资本主义压迫下日趋毁灭的小生产者，只有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没有出路并转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时，才是真正革命的”

下面的话另起一行。

第三个修正案。（B）十二、“使千百万农民处于亚洲式的野蛮的垂死境地”改为：

“使千百万农民受到亚洲式的野蛮的剥削和处于痛苦的垂死境地”。 




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

（3月14日〔27日〕以前）



对纲领草案的意见

我认为，使这个草案不能被采用的最一般和最主要的缺点，是纲领的 整个形式
 ：这不是实际进行斗争的党的纲领，而是原则宣告，这勿宁说是 教学
 提纲（特别是说明资本主义特点的最主要章节），而且是一年级的教学提纲，其中所谈的只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还不是俄国的资本主义。这个主要缺点也造成了许多重复，而且使 纲领
 变成了 解释
 。我想通过逐条分析来证明这一点，然后再作出总结。

“国际交换的发展”等等到“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这算作第1节——为了引用方便，我把每一段，即另起的一行叫作passus——节，依次编号）。

就实质来说是无可反驳的。只是“我们时代的伟大的解放运动”一语是多余的，因为关于工人运动的解放性质下面谈得很多，并且谈得很具体。

其次，我认为这一段放在这里不合适。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应当从评述（和控诉）俄国资本主义写起，然后再强调运动的国际性质，这一运动，照《共产党宣言》的说法，就形式来说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运动。[121]

第2节。“ 同其他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站在国际的立场上
 。他们把自己的党看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队伍，看作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

我加上着重标记的字是多余的，因为这些字根本没有为这句话的上文和下文补充任何意思。这些多余的字只能削弱“队伍”和“一部分”这两个词所表达的十分完备十分明确的思想。

第3节。“他们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也正如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人。”

也是多余的，在下面第13节（“国际社会民主党一切努力的最终目的”等等）和第17节（“共同的最终目的是统一的”）重复了 
两次

 。大军的“队伍”之所以为队伍，就是因为追求同一个目的。

第4节。“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个共同的”（又是多余的重复）“最终目的是由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性质和进程决定的”。

也是多余的，因为下面讲的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性质和进程 如何
 “确定”这个最终目的。这一节有点象一章的标题或名称。但是，标题只在教科书或文章中是必需的，在纲领中就完全不需要了。在纲领中是多余的一切，会削弱纲领（恩格斯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意见）。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6页。——编者注］



第5节和第6节（以及第7节开头）引起了一个一般的和带根本性的反对意见（撇开对措辞的意见不谈），这个反对意见是针对纲领草案的整个形式的。

我首先谈谈这个一般的反对意见（为此有必要为反草案稍加辩护），然后再谈对措辞的意见。

第5节对一般的“发达的”资本主义下了 定义
 ；第6节谈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随着下列情况而“扩大”：技术的进步，大企业靠损害小企业（或者靠牺牲小企业）发展，即小生产受到大生产的排挤。

这种叙述方法不合逻辑，并且是不正确的。

所以不正确，是因为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在学习什么是资本主义时并不是从定义学起（象学教科书那样），而是从实际了解资本主义的 矛盾
 ，了解社会的 发展
 及其各种后果学起。因此，我们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 说明
 这种发展，尽可能简短明确地谈一谈 情况是怎样发展的
 。至于为什么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各种说明，以及关于基本趋向的表现形式的各种细节，我们应当写在解释中。什么是资本主义，——这会自然从我们对情况（或者情况发展）的表述中得到解答。

所以不合逻辑，是因为小生产受大生产排挤的过程（第6节）和社会分裂为私有者和无产者的过程（第5节）是同一个过程。而这一点，草案的条文没有表达出来。按照草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个论点
 ，发达的资本主义在于绝大部分独立的小生产受到有雇佣工人的大生产的排挤。 第二个论点
 ，资本主义的统治随着小生产受到大生产的排挤而日益扩大……

我认为，根据上述原因，这两段应该合并为一段，并且这样来表达发展过程：技术的发展——小生产受到大生产排挤——生产资料集中在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手里——独立的小生产者破产，即变成无产者或依附于资本。

有人反对这样的条文（提出这种条文的意图已在反草案中说明了），他们认为：

（1）这种条文会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俄国农民的破产（或者俄国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等等） 仅仅
 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认为，这个反对意见是毫无根据的。在有关的地方（即在纲领的末尾）十分清楚地写道：我们有很多的农奴制残余，这些残余使发展过程“野蛮化”。但是，既然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俄国的社会经济演进的 基本
 过程，我们应当一开头就表述 这个
 过程、 它的
 矛盾和后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确地表达我们的思想：资本主义的发展、小生产受排挤和财产积聚等等的过程，正在 不顾
 农奴制的一切残余并 通过
 这一切残余前进，并且将继续前进。

（2）有人说，“小生产日益受到大生产排挤”的论点“太肯定”、“太公式化”等等。

因此，我应当说明一下，我是根据什么理由认为这个条文的 正确性不但不亚于
 前面分析的草案的条文，而且 还要合适得多
 。前面分析的草案条文如下：“大企业的经济作用提高，小企业的相对数量减少，它们在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缩小。”

从纯理论来说，这两种条文的意义 完全相同
 ，因此要在这两种条文之间划出 实质上的区别
 的任何企图全是胡来。 
［注：谁不同意这一点，我们就请他举出或者甚至哪怕是想出一个唯一的例子来证明，这种
 “大企业的经济作用提高和小企业的作用缩小”并不是众所周知的小企业受大企业排挤
 。］

 “大企业的作用提高和小企业的作用缩小”——这也就是 排挤
 。排挤的含义无非就是这样。关于小生产受大生产排挤的问题之所以复杂混乱， 决不在于
 某人能够（诚心诚意地能够）不了解排挤意味着“大企业的作用提高和小企业的作用缩小”，而完全在于，并且仅仅在于很难就 选择
 排挤，或作用提高，或作用缩小的 指标和标志
 取得一致意见。

从最一般的形式来看，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明如下：

开始时期：

　　全部生产＝100。

　　大生产＝ a
 。小生产＝100－ a
 。

下一个时期：

　　全部生产＝200。

　　大生产＝ 2a＋b
 。小生产＝ 200－2a－b
 。

可以大胆地保证，关于大生产和小生产相互关系的所有资料都可以套用这个公式。任何一个愿意了解发展过程的人都不会怀疑这就是 排挤
 。无论 200－2a－b
 ，按数量来说是大于 100－a
 （相对排挤），还是小于 100－a
 （绝对排挤）， 总之
 这是 排挤
 。只有不愿意了解的“批评家”才会“不了解”这一点，对这些人可以不理。同时在解释中要用直截了当的办法揭露他们。

问题的全部困难决不在于了解上述的变化是“排挤”，而在于该如何确定这些数量： 100，a
 等等。这是具体问题，实际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丝毫不能从“作用的提高和作用的缩小”的提法中得到进展。

例如，欧洲的一切工业统计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根据工人的 人数
 （而农业统计是根据 土地的数量
 ）来确定这种“作用”的。还没有谁敢怀疑工人（或土地） 比例数的减少
 就是 排挤
 。但是，全部困难在于：工人的人数（或土地的数量）这种标志 往往不足以说明问题
 。很可能，小企业 受排挤
 的同时，它们的工人（或土地）的比例数在 增加
 ——比如说，如果这些工人替 别人的
 材料加工，如果这种土地由劣等牲畜和生活很差的劳动者耕种，耕种不力，施肥不足，以及其他等等。大家知道，对“马克思信条”的“批评”论据中， 这种
 “误解”俯拾即是，而用“作用的提高和作用的缩小”代替“排挤” 丝毫没有消除这种“误解”
 ，因为单纯用工人的人数和土地的数量来表达“作用”大小的做法是很“通行”的。

谁也不会怀疑，下列过程（农业方面）恰恰就是小生产受大生产 排挤
 ，如农民分化，特别是大业主使用的机器增多，大业主使用优等耕畜，小业主使用劣等耕畜（用母牛代替马等等），在大企业中对雇佣工人的“要求”愈来愈高，延长工作日，或者小农的消费量缩减，大业主改善对土地的经营，追加肥料，小业主对土地经营不善，施肥不足，大业主在借贷和协作方面胜过小业主，等等，等等。所有这些过程都是“排挤”，这决不难于证明（甚至也用不着证明），——难于证明的倒是，为什么 正是
 这些过程应当引起注意，这些过程实际上正在怎样 产生
 。光说“作用的提高和作用的缩小”，丝毫不能减少这种困难，要减少这种困难， 只
 能靠解释， 只
 能靠举例说明人们怎样 不善于确定
 （不愿意确定）对排挤（＝作用的提高和作用的缩小）过程的正确表达。

如果认为“作用的提高和作用的缩小”这种说法似乎要比“排挤”这个“狭义的”、“公式化的”字眼深刻些、有内容些、广泛些，那纯粹是一种错觉。这种说法丝毫没有加深对过程的理解，而只是把这一过程表达得 更模糊、更模棱两可
 。我之所以这样坚决地反对用这种说法，并不是因为它理论上不正确，恰恰是因为它貌似高深而 实际模糊
 。

“上过中学”和懂得比例数减少（不一定是绝对减少）就是排挤的人，都会看出这种模糊说法是想掩盖被批评家们玷污的“马克思信条”的真相。 
［注：人们愈知道这种明确的条文——例如爱尔福特纲领的条文：“……分散的小企业日益受到规模宏大的大企业的排挤……”——对这种模糊说法作这样的解释
 就愈不可避免。］

 没有上过中学的人只能对着难以理解的“高深学问”叹息，——但是，“排挤”二字会使每个工匠和每个农民想起几十个、几百个他们所熟悉的例子。如果他远不能一下子理解这种表达法的全部意义，也是无妨的：即使用上个把外国字或者不是一读就能把握其全部意义的句子，也是无妨的。集会上的口头报告和报刊上的文字说明将使所必需的一切得到弥补，这样，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恩格斯对爱尔福特草案的批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5页。——编者注］



从文风来说，不用排挤而用“作用的提高和作用的缩小”也是不妥当的。这不是革命政党的语言，而是《俄罗斯新闻》的语言。这不是社会主义宣传的术语，而是统计汇编的术语。这种说法象是故意挑选出来给读者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所表述的过程是一个不急剧的、不产生什么一定后果的过程，是没有痛苦的过程。既然在实际生活中这一切情况恰好相反， 因此
 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不能够也不应当选择 非常抽象的
 条文，因为我们写的不是驳斥批评家的文章，而是向手工业者和农民群众发出号召的战斗的党的纲领。我们向他们发出号召时，应当清楚而明确地说明资本“使他们成为奴仆和纳贡者”，使他们“破产”，把他们“排挤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去。只有这样的条文，才会准确地说明每个手工业者和每个农民知道的成千个例子的含义。而且只有从这样的条文中才能得出 必然的
 结论：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靠拢无产阶级的政党。

现在来谈谈对第5节和第6节措辞的意见，我的意见如下：

第5节谈了“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同时又说在这个社会中还保留了“手艺人阶层”和“小农”。这是不确切的。如果从严格的理论意义上来理解“发达的”几个字，那么在这种社会中既不会有手艺人，也不会有小农。甚至就流行的说法来理解这些字，即在 最
 发达的国家里，例如在英国，“小农”作为一个单独的社会阶层实际上几乎已经不存在了。

“ 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为基础
 的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这也是不怎么恰当的。当然， 十分
 发达的商品生产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是可能的，但是一般的“商品生产”无论从逻辑上或者从历史上来说都是先于资本主义的。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术语在草案中没有一直使用下去。有时候把它改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11节）。在我看来，为了减少理解纲领的困难，应该通篇使用一个术语，即后一个术语，因为前者侧重于理论性，而且不加上（关系的）“体系”等等字样，就不能指出某种完整的概念。

“封建的手工业时期……”这里象是故意选上这个对俄国最不合适的说法，因为“封建制度”这一术语是否适用于我国中世纪，时有争议。然而 从实质上说
 ，对“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表述，恰好也适合于俄国（“还保留了”独立的小生产者和小农，他们“定期或一直”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等等）。这样，草案本身的条文就驳斥了下面这个意见：直接和明确地讲俄国，就不能写清楚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

“小生产者－手艺人为订货而工作……”是为消费者的订货而工作，还是为买卖人的订货而工作呢？想必是前者。但是在俄国，工业中的大多数小生产者恰巧不是为订货工作，而是为市场工作。

“……最重要的消费品”……（为什么不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是为了 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
 销售……”加上着重标记的字是多余的重复，因为第1节已经指出国际交换的发展了。

“……生产资料 和
 ”商品“ 流通手段
 。”我认为，应当把加上着重标记的字从纲领移到解释中去，因为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就能引伸出流通手段归资本家所有。

“…… 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
 ，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人……”不能这样说。

指出“一直或定期——整年或几个月”——出卖劳动力，是多余的细节，这种细节应当写在解释中。

（第6节）“……提高 大工业
 企业的经济作用”，下面则笼统地说缩小独立的小生产者的作用。是偶然把 农业的
 大企业漏掉了呢，还是说提高的 只是
 工业中的大企业的经济作用，而缩小的 既是
 工业中的也是农业中的小企业的作用？如果是指后一种情况，那么这是 完全错误的
 。在农业中“大企业的经济作用”也在提高（只要举出机器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了，——而上面举的还有其他例子）。当然，这里的过程要 无比复杂
 ，但是这一点（和具体说明），应当放到解释中去。

……“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陷入完全地、明显地、深深地”依附于……——在我看来，这是多余的、 削弱
 意义的说法。草案初稿上“奴仆和纳贡者”的表达法要有力些、突出些。

第7节的开头作了多余的重复，又一次指出“使小生产者变成无产者”，虽然这在第5节和第6节已经谈过了。

第7节对劳动力的供过于求，作了广泛的说明。在这里，“广泛的”说明未必有什么好处。自然，要全面地 说明过程
 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例如，这里提到了女工和童工的使用愈来愈多，而没有提到劳动强度的加强等等）。因此，更正确的做法是把 一切
 说明（和具体例子）都放到解释中去，而在纲领中只表述资本主义的矛盾表现 在哪里
 ，它的趋向 如何
 。

有人反对说，如果讲“技术进步愈向前发展，劳动力就愈供过于求”，那是与事实不符的；“供应增多”决不只是由于“技术进步”。这种反对意见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愈……就愈”和“因为……所以”完全不是同一个意义。“供应增多”的 原因
 何在，这在上一段（“破产”，“排挤”等等）已经阐明了，而在解释中将作出更具体的说明。

“……工人阶级在他们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减少……”这些字写在谈论提高剥削程度的那一段里（参看紧接引文前面的话）。因此可以认为，所谓“份额”是指 v
 与 v＋m
 的比例。但这是多余的而且和“财富总额”几个字不符合。

如果总额＝ c＋v＋m
 ，那么首先，把 c＋m
 （与 v
 相比）称为“份额”不完全恰当，因为“份额”，指的是本身可以划分的东西即消费品。其次，就内容来说，这个论点可以放到谈论社会财富（c＋v＋m）的增多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的下一段去。因此，上面摘引的那些字是多余的重复，最好删去。

此外，这些字表述的是这样一个 发达的
 社会，其中 只有
 雇佣工人和资本家［因为，小生产者的份额也在减少］，而这和第5节也不符合，因为该节说到就在“发达的”社会中也保留了小生产者。

第8节应当放在第9节和第10节的 后面
 ，因为这两节谈的是危机，即资本主义的矛盾 之一
 ，而第8节是对资本主义的 一切
 矛盾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趋向作总结。

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两字前面应当加上“社会的和日益社会化的”几个字。草案中指出劳动社会化的过程，放的地方不合适（第11节），而且讲得太狭窄（“技术改进的过程日益把工人的劳动联合起来”）。资本主义使劳动社会化，不仅仅表现在“把工人的劳动联合起来”。

“使社会不平等加剧”后面写上“使有产者和无产者贫富更加悬殊”是多余的重复。而为了表述资本主义的上述一切矛盾的主要社会后果，以及为了转到阶级斗争，必须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加深”。

顺便谈谈。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后果的表述，应该说，草案在这方面的毛病是谈得特别 抽象
 ，只用了这样一个十分不充分的论点：“争生存的困难和一切与争生存有关的贫穷和苦难增加了”。我认为， 更明确地
 指出特别沉重地压在工人阶级身上和小生产者身上的那些社会后果是绝对必要的。

有人反对反草案中对这些后果的表述，例如，说“各种屈辱”这几个字是不正确的。我认为这些字是正确的，它们包括了这样一些现象，如 卖淫
 ，把“知识分子”变成普通的雇工，使工人鬻妻卖儿，屈从于资本的铁的纪律，利用经济力量进行政治压迫、压制舆论自由，以及其他等等。我同样认为，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群众的穷苦和贫困”是十分必要的。我不主张说穷苦和贫困的绝对增长，但是我完全赞同考茨基的下列意见：“从这个详细的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看不出资本主义必然造成群众的穷苦化和贫困化，这个纲领没有把反对这种穷苦化和贫困化的斗争看作是社会民主党要求的内容，——这个纲领避而不谈我们运动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因此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反对奥地利的草案）

在我看来，指出“生产力发展过程的全部主要〈就是说并不是绝对所有〉好处却为极少数居民所垄断”，也是同样必要的。

第9节和第10节谈的是危机。就实质来说，在这里对于改变了的表述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但是就形式来说，这两节又犯了重复的毛病（又是“世界市场”，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好是完全打消在纲领中 说明
 危机的想法，只要 断定
 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就可以了，至于说明和进一步的发挥可以放到解释中去做。否则，比如说，即使指出了危机，也指出了“停滞时期”，而总的说来，资本主义工业的整个周期还是无法全包括进去。

这里指出危机的社会后果又有重复（说说过程的“加剧”等等就行了），而且又太无力，因为危机不仅使小生产者的处境困难，不仅使他们的状况相对地和绝对地恶化，而且直接使他们破产并把他们排挤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

我对第11节和第12节有极重要的原则性的反对意见：这两节对无产阶级同小生产者的关系的描述 十分片面和不正确
 （因为“被剥削劳动群众”正是由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组成的）。这两节同《共产党宣言》、国际章程[122]和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现代纲领的基本论点直接矛盾，而且为民粹派的、“批评派的”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误解敞开大门。

“……被剥削劳动群众的不满在增长”——这是对的，但是象这里所做的那样，把无产阶级的不满和小生产者的不满相提并论、混为一谈是十分不正确的。小生产者的不满常常产生（而且必然在小生产者中间或者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小生产者中间产生） 保全自己作为小私有者存在
 的意图，也就是力求保全现存制度的基础，甚至还把现存制度拉向后退。

“……他们的斗争，首先是他们的先进代表——无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当然，小生产者的斗争也在日益加剧。但是他们的“斗争” 常常是反对
 无产阶级的，因为小生产者本身的地位在很多情况下使他们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 截然对立
 。一般说来，小资产阶级的“先进代表” 决不是
 无产阶级。如果是，那么也只是在小生产者意识到自己不可避免地要灭亡，在他们“ 
离开

 自己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的时候。还没有离开“自己的立场”的 现代
 小生产者，他们的先进代表常常是反犹太主义者和大地主，民族主义者和民粹派，社会改良主义者和“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正是现在，一方面是小生产者的“斗争加剧”，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吉伦特派”对“山岳派”的“斗争加剧”，这时，把各种各样斗争的加剧混在一起是最不妥当的。

“……国际社会民主党领导 被剥削劳动群众
 的解放运动……”根本不是。它领导的 只是工人阶级

 ，只是 工人运动
 ，如果其他分子加入这个阶级，那么他们只是分子，而不是阶级。而且 只有
 在他们“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的时候，他们才能完全加入这个阶级。

“……它组织 它的
 兵力……”这也不对。社会民主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组织小生产者的“兵力”。它组织的只是工人 阶级
 的兵力。 愈是不
 注意到俄国，愈是 局限于叙述
 （参看第5节）“ 
发达的

 ”资产阶级社会，草案中的表述也就愈不成功。

总结。草案 肯定了
 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既然小资产阶级“支持”无产阶级，难道这不就是说明它是革命的吗？）而只字未提它的保守性（甚至反动性）。这完全是片面的和不正确的。

我们能够（并且 必须
 ）肯定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 保守性
 。我们 只
 应当 有条件地
 指出 它的革命性
 。只有这样的表述，才能准确地符合马克思学说的整个精神。例如，《共产党宣言》直接指出：“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小工业家、手工业者、农民…… 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
 。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如果说”！〉，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他们就 
离开

 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477页。——编者注］



不用说，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现在的半个世纪中，情况有了重大变化。然而恰恰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变化：理论家始终不渝地承认这个原理（例如，恩格斯在1894年正是从这个立场出发驳斥法国人的土地纲领的。他直截了当地说， 当
 小农没有 离开
 自己的立场时，他们不是我们的，他们的地位是在反犹太主义者那里，让那些人去磨练他们吧，他们愈受到资产阶级政党的欺骗，就愈会靠近我们）[123]，并且直到现在为止的历史，直到我们亲爱的朋友，即“批评家”先生们为止的历史，都以许许多多的事实证明了这个理论。

顺便说说。在草案中，把初稿中原有的 无产阶级专政
 字样漏掉了。即使这是由于疏忽而偶然发生的，但是，有一点毕竟还是不能怀疑的，这就是“专政”这个概念同 肯定地
 承认他人支持无产阶级是不相容的。如果我们的确 肯定地
 知道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完成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一定支持无产阶级，那就根本用不着谈论“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如此压倒的多数，以至专政大可不要了（正象“批评家”想要别人相信的一样）。承认无产阶级 专政
 的必要性，是同《共产党宣言》提出的 只有
 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一原理 最密切地不可分割地
 联系着的。

（附带谈一点，恩格斯对这部分“偏爱”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他批判爱尔福特草案那段话中看出来。恩格斯援引了草案中说的“广大居民阶层的破产”，同时指出：“这种演说词句会使人觉得，似乎我们还在为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破产感到悲哀，要是我，就不会这样说，而只会说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由于城乡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了或加深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

 ） 
［注：在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这个解放斗争中，社会民主党不仅作为雇佣工人的保护者（或代表——《新时代》第9年卷第2册第789页），而且作为全体被剥削被压迫的人的保护者（或代表）进行斗争，捍卫能够改善全体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状况的一切要求、措施和设施。”恩格斯肯定地
 建议删去
 这一整段话，同时没有忘记嘲笑说：“全体人民（究竟是谁？）。”根据恩格斯的建议，这段话
全部

 删去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因为
其余一切

 阶级依靠的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他们的共同目的是保存现代社会的基础”，——这一节在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下
 ，以比草案初稿更明确的形式
 通过了。］



有人反驳我说，在反草案中肯定地指明了小生产者的保守性（“现代社会的其余一切阶级都主张保存现存经济制度的基础”），而关于革命性， 甚至没有有条件地加以指明
 。

这种反驳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反草案中，小生产者的有条件的革命性已恰如其分地指明了，即 表述在对资本主义的控诉中
 。小生产者的有条件的革命性是通过下面的文字表示出来的：

（1）资本主义 排挤
 他们，使他们 破产
 。我们无产阶级控诉资本主义通过农民 破产
 来进行大生产。由此可以直接得出结论说， 
如果

 农民懂得这种过程的不可避免，他们就应当“离开自己的立场而接受我们的立场”。

（2）“生活的毫无保障和失业，剥削的压迫和各种屈辱，成为”（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是）“愈来愈广泛的劳动居民阶层的厄运”。——这种表述已经说明了无产阶级是全体劳动居民的 代表
 ，我们正是作为这种代表请求（和 迫使
 ）一切人离开 他们的
 立场，站到我们的立场上来，而不是相反，不是我们离开自己的立场，不是我们把自己的阶级斗争同各种骑墙派混在一起。

代表的思想就是这样表明的。

（3） 群众
 （全体群众，不只是工人）的穷苦和贫困。

革命阶级的政党也 
只能用这种形式

 来表明其他阶级的有条件的革命性，以便向他们说明 
自己

 了解他们的灾难和使他们摆脱灾难的方法，在 
自己

 对资本主义的宣战中不仅代表自己，而且代表全体“日益穷苦化和日益贫困化”的群众。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谁接受这种学说，谁就应当靠近我们。要是我们还想在纲领中单独指出这一点，并且声称： 如果
 某些不可靠的分子逐步转到我们的立场上来，他们就会是革命的，那就简直可笑！这是破坏那些本来就对我们不够信任的、不彻底的和软弱的同盟者对我们信任的最好方法。 
［注：我们在自己纲领的实践部分对小生产者（例如对农民）表现得愈“仁慈”，我们在纲领的原则部分就应当愈“严厉地”对待这些不可靠的和有两面性的社会分子，丝毫不能离开
自己的

 立场。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接受我们这个立场，那么对你一切都是“仁慈”的，如果你不接受，那就对不起了！我们在“专政”的情况下就会对你说：在应当使用权力的时候，用不着大谈空话……］



除了对第11节和第12节这个原则性的反对意见以外，我对第11节还有一点小小的措辞上的意见。在这一节谈“消灭资本主义的 物质
 条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节谈的恰好 不是
 消灭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 而是
 思想前提。如果提到物质前提，就应当加上思想（精神等等）前提。但是，如果把这种“物质条件”不列在论述阶级斗争的一节，而列在论述资本主义的演进和趋向的一节，那就要正确得多。

第12节谈到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但是直到第15节才来谈这个革命本身和它的必要性，这是不合逻辑的。应当“反过来”。

我认为，第13节中用“剥夺剥削者”代替“消灭（或废除）私有制”是不恰当的。这不大清楚也不大确切。本节末尾说“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满足整个社会及社会各个成员的需要”，也不恰当。这不够。托拉斯大概也能这样组织。如果说“由 整个
 社会承担”（因为这既包括计划性又指出计划的指导者），不仅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且保证社会 
全体

 成员的 充分
 福利和自由的 全面
 发展，这会更明确些。

在我看来，第14节不明确（我还不知道，我们是否能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比如说，是否能解放那些受性格极坚强的人压迫的性格软弱的人）。最好采用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的提法：消灭阶级划分和由此划分产生的不平等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批判爱尔福特纲领时也坚持说，消灭阶级是我们的基本要求 
［注：同上，第22卷第271页。——编者注］

 。我们只有 确切而直接地指出
 这个“基本要求”，才能使我们许下的解放一切人和使一切人摆脱一切灾难的诺言具有 十分明确的
 （和不夸大的）意义。

第15节——关于“其他居民阶层支持无产阶级”和遗漏了“无产阶级专政”，上面已经谈过了。

第16节——完全是奇谈，十分不合适。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就在于我们教育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的斗争，——关于这一点，第12节已经讲过了（只要在该节加上“领导他们的斗争”就行了）。

在我看来，第17节也是废话。为什么泛泛地谈最近的任务取决于社会政治环境的不同呢？这一点让人们在专论中去谈吧，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明某某特点（农奴制残余、专制制度和其他等等）是如何改变我们最近的任务的。

第18节：“在俄国，资本主义日益 成为
 主要的生产方式……”这显然不够。资本主义已经 
成了

 主要的生产方式（——如果我说60已经多于40，这决不是说40不存在，或者只是无关紧要的小数目）。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民粹派、民粹主义化的自由派和迅速倒向民粹派的“批评家”，因此在这里丝毫不能含糊。如果资本主义甚至还没有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那么就不急于成立社会民主党了。

“……把社会民主党提到 最主要的地位
 ……”刚刚还是资本主义 日益成为
 主要的生产方式，而我们就已经占“最主要的”地位了……我认为，根本不用谈最主要的地位，因为这从整个纲领看来是不言而喻的。这用不着我们自我表白，让历史去为我们作证吧。

看来，草案不同意说旧的 农奴制
 社会制度，认为“农奴制”这种说法只适用于 法律
 制度。我认为，这样区分是没有根据的：“农奴制”当然是法律制度，但是它同单独的地主（和农民） 经济
 制度也是相适应的，它也表现在不是由“法律”固定下来的大量的生活关系中。因此，未必应当回避“资本主义以前的农奴制社会制度”的说法。

在我们纲领中“描写”农奴制（说群众是受过洗礼的私有物）是十分不合适的，并且是多余的。

关于农奴制残余的影响，只说这些残余沉重地压在劳动群众身上是不够的。必须把阻碍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农奴制的其他社会后果都指出来。 
［注：顺便谈谈：在反草案中，“使农民处于亚洲式的野蛮的垂死境地”一语不妥。可以说消亡的境地，或者类似的说法。］



第19节。我觉得，下面的话是完全多余的：对我们来说，民主（或政治自由）是“过渡阶段”（向什么过渡？要知道，关于建立共和国，我们在下面把它作为 最近的
 实际要求直接提出来了），宪法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然的法的补充物〈草案中写成“财产”，这显然是抄写员的笔误〉”。这写在纲领中是十分不妥当的。我们只要说专制制度阻碍或束缚“ 整个
 社会发展”就足够了，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与专制制度不相容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应当放到解释中去做，否则，甚至会削弱纲领中我们对专制制度宣战的意义，使纲领带有某种书本式的抽象的性质。

我们既然在下面更加直接得多，更加明确得多地提出建立共和国，这里又何必这样泛泛地谈论资本主义的法的补充物和“法律制度”（第20节）呢？（顺便谈一点：第20节有“旧的农奴制”一词，这就是说，草案本身在这里已使“农奴制”这个词含有比仅仅是法律意义更加广泛的意义了。）

既然现在提出了推翻专制制度并代之以共和国这个要求，也就用不着说什么专制制度是同法律制度不相容的。最好是更明确地说明人民在专制制度下“毫无权利”等等。

“……专制制度是工人阶级解放要求的最凶恶的敌人……”，在“解放要求”后面应当加上“和全体人民的文化发展”或者类似的词句。这样，我们也就能够说明（而不是空谈什么“代表”）社会民主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 整个
 社会发展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认为草案存在着使它不能被采用的四个主要缺点：

（1）许多表述非常 抽象
 ，好象不是供战斗的党使用的，而是供讲课用的；

（2）对特殊的 俄国资本主义
 问题避而不谈或含糊其词，是一个尤其严重的缺点，因为纲领应该是反对俄国资本主义的鼓动总则和指南。我们应当对俄国资本主义作出直接评价，并且正是对它公开宣战；

（3）关于 无产阶级同小生产者的关系
 的叙述是十分片面和不正确的，这会使我们无论同“批评家”还是同其他许多人作战时失去根基；

（4）总是力求在纲领中 说明
 过程。说明又不得当，而叙述又十分冗长，大量重复，纲领常常变成了解释。 




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批评

（3月14日[27日]以前）

整个草案有四个主要缺点，因此，我认为它根本不能被采用：

（1）就说明资本主义特点的最重要章节的写法来说，这个草案不是正在同特定的资本主义的极其实际的表现 作斗争
 的无产阶级的纲领，而是一般阐述资本主义的经济 教科书
 提纲。

（2）这个纲领对 俄国
 无产阶级政党尤其不适合，因为它采用了那种说明一般资本主义的方法，而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演进、俄国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矛盾和社会灾难几乎完全避而不谈和含糊其辞。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毫不含糊地控诉俄国资本主义，向俄国资本主义宣战。这所以特别需要，是因为俄国的纲领在这方面不可能和欧洲的纲领一样：欧洲的纲领在谈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时，可以不指出这些概念既适用于奥地利，也适用于德国，等等，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对俄国则不能这样说。

只说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具有某些 一般的
 特点，而在俄国，资本主义“日益成为主要的”，——这就是 避开
 具体的控诉和宣战，而这种控诉和宣战对实际上进行斗争的党来说，是最重要的。

因此，草案没有达到纲领的一个主要目的，即成为党就俄国资本主义的种种表现进行日常宣传和鼓动的指针。

（3）草案中某些最重要条文的表述不准确，以至必然要产生一系列最危险的误解，给我们的理论斗争和宣传造成困难。例如，大生产的发展，只是指“工业”企业而言。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演进不是含糊其辞，就是完全避而不谈。其次，用“无产阶级在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其他居民阶层的支持下行将完成的革命”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甚至用“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斗争”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表述是同国际的下列基本原则相矛盾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除了无产阶级以外，其他部分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即主要是小生产者）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 只有部分的
 革命性。只有当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共产党宣言》）时，他们才是革命的。在草案中，根本没有着重指出小生产者的反动性，因此 
整个
 说来
 ，关于无产阶级同“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关系的描述 是不正确的
 。（例如，草案写道：“他们［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斗争，首先是他们的先进代表无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小生产者的“斗争日益尖锐”，既表现在反犹太主义中，也表现在凯撒主义[124]中，也表现在反雇农的农民联合会中，甚至表现在社会主义的吉伦特派反对山岳派的斗争中。在纲领中，应当这样来说明无产阶级是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代表：我们 控诉
 资本主义使 
群众

 贫困［不仅使工人阶级贫困］，使“愈来愈广泛的劳动居民阶层”［不仅使工人阶级］失业。）

（4）草案常常把本来意义上的纲领变成 解释
 。纲领应当提出 简短的
 、其中一个多余字都没有的 原理
 ，而 说明
 可以放到解释、小册子、鼓动等等中去做。因此，恩格斯指责爱尔福特纲领，说它由于冗长、烦琐和重复而变成了解释，这是十分公正的。[125]

在草案中，这个缺点更加严重，重复的地方多得出奇，试图在纲领中 说明
 过程（不是只指出过程的 特点
 ）还是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把纲领搞得冗长不堪。






对纲领草案的土地部分的修正案[126]

（3月22日[4月4日]以前）

注意：修正案

我建议把我们土地纲领的第四项修改如下：

删去：

“设立农民委员会，以便：（一）把……那些土地归还村团（用剥夺的办法， 或者在土地已经转手的情况下用赎买的办法等等
 ）”

改为：

“设立农民委员会，以便：（一）把那些……土地归还村团（用剥夺的办法）”等等，

就是说， 
把加上着重标记的字删去

 。

我认为，应当作这样的修改，理由如下：

1．在土地纲领中，我们提出了我们的“最高要求”，即我们的“社会革命的要求”（见我的解释[127]）。允许赎买是同整个要求的社会革命的性质相矛盾的。

2．就历史传统（1861年的赎买[128]）和内容（参看名言“赎也就是买”[129]）来说，“赎买”带有一种虚情假意的资产阶级措施的特殊气味。如果我们 允许
 赎买，不是不可能玷污我们要求的整个实质（而干这种勾当的卑鄙小人多不胜数）。 
［注：我们允许赎买，就会使归还割地这一非常革命的措施降到
 最普通的“改革”。］



3．有人担心，从花钱买下割地[130]的人那里剥夺割地“不公正”。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本来就有两个严格的条件［（1）“1861年割去的土地”，（2）“ 现在
 成为盘剥工具的土地”］限制这个归还割地的措施。无偿没收用来进行 农奴制
 剥削的财产是完全公正的。（以后就让购买割地的人同出卖割地的人去打官司吧，这不是我们的事。）

4．如果我们允许“赎买”，就会使恰恰因工役制[131]而最深地陷于自然经济状态的农民负担 货币
 支付。一下子转到 货币支付
 ，会使农民的破产 
特别
 迅速
 ，而这是同我们纲领的整个精神相矛盾的。

5．如果 作为例外
 ，需要“补偿”购买割地的人，那么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由农民来支付，因为无论从道义上和历史上来说农民都有权占有这些割地。可以用边缘地区某块相应的土地来“补偿”等等；但是这不关我们的事。

请大家表示自己的意见： 
同意

 ＝赞成取消关于赎买的话，即赞成删去我加上着重标记的几个字。



反对

 ＝赞成保留原样。

（1）格·瓦·——

（2）帕·波·——

（3）维·伊·——

（4）贝尔格——

（5）亚·尼·——

（6）弗雷——同意。 




对委员会的纲领草案的意见[132]

（3月30日〔4月12日〕）






	
委员会的草案原文




	
	
列宁的意见







	　　1．国际交换的发展在文明世界各民族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一定会成为而且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


	　
	　　问号表示希望注意修辞。



	　　2．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的党看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队伍，看作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他们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也正如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人
 。


	
｝
 　
	　　文字希加修饰。

“正如”两字不合俄国说法，文字不通。改为“他们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和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目的相同的”或其他等等。







	　　3．这个最终目的是由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性质和进程决定的。


	　
	　　“性质和”是多余的字，建议删去。
最终目的

 是由进程
 决定的，而不是由“发展的性质”这一概念所说明的这个总“进程”的种种特点决定的。因此，这些多余的字也是不完全确切的。





	这个社会的特点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即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消费品
 的
	　
	　　为什么只是“消费品”？生产资料呢？说“产品”等等要好些。





	生产是为了在国内
 或国际市场上销售，
	　
	　　依我看，这些字应该删去。是多余的重复。



	而这些消费品
 ——商品的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
	　
	　　这些字应该删去。商品不仅仅是消费品。



	归一个相对说来人数不多的
	　
	　　（“相对说来不多的”可以改成极少的
 ，因为“最
 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这些字都是表示相当高的限度。但是这并不重要。）



	阶级∨所有，绝大多数居民中的一部分人
	　
	　　∨应该加上：“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否则太抽象
 ，与下面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显得特别不对称
 。



	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
 （无产者），
	　
	　　“和流通手段”应该删去，因为纯粹的无产者可能有并且现在就有那些交换
消费品

 的“流通手段”。



	另一部分人只有不能保证
 他们生活的很少生产资料（某些小生产者阶层，例如小农和手工业者）。所有这些人都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得不一直
 出卖或定期
 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受雇于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手段的所有者，并以自己的劳动为他们创造收入。
	

｝

 ？
	　　文字希加修饰！“生产资料”保证

 （？）生活。







	　　4．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随着下列情况而日益扩大：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同时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受到排挤，就是说，使他们的人数相对地减少，一部分变成无产者，其余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缩小，某些地方还使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陷入完全地、明显地、深深地依附于大
 企业主的地位。


	　
	　　“依附于资本”——不仅仅依附于大资本。



	　　5．这种
 技术的改进
 使一部分独立的小生产者变成无产者，使劳动力的供应大大增多，使企业主能够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愈来愈多地使用女工和童工。另一方面，既然这种技术
 （机器）改进的过程本身
 使企业主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劳动力也就必然供过于求，因此雇佣劳动愈来愈依附资本，雇佣劳动受资本剥削的程度不断提高。


	？



？


	





	工人阶级在自己劳动所创造的社会收入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减少。
	　
	　　这些话的意思在上面的论点中已经有了，是多余的重复，应该删去。总的说来，草案这种冗长
 而又不必要的延伸
 的一般性缺点，在第5节中尤为突出。顺便谈谈，这就会引起恩格斯在批判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时所说的“误解的可能”。比如说，似乎使用女工和童工的增多只是
 由于独立的小生产者“变成”无产者引起的，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独立的小生产者“
变成

 ”无产者以前
 就常有这种情况。第5节的开头是多余的重复。





	　　6．资产阶级社……内部的这种情况
	　
	　　漏掉字了



	生产过剩引起相当尖锐的工业危机（接着危机而来的是相当长的工业停滞时期），是生产力在标志着商品生产特征的无计划性和现社会特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情况下发展的必然后果。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又使独立的小生产者的处境更加困难
 ，更加迅速地引起无产者状况的相对恶化，而有些地方是绝对恶化。


	　
	

又是重复！！

不仅如此。不仅“使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而且直接使很多人破产
 。

把第6节第一部分写得简略些要好得多。







	　　7．这样一来，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增长的技术改进，在资产阶级社会却使社会不平等加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贫富更加悬殊，使生活更无保障，使失业和各种贫困加剧。


	　
	
“各种贫困加剧
 ”——这样来借用我草案中的话是不够恰当的。我没有说过贫困
加剧

 。“各种”就包含着“绝对的
 ”意思。因此，谈到群众的贫困
 ，就应当稍有不同。





	　　8．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这一切矛盾的增长和发展，被剥削劳动群众
 对现状的不满也在
 增长，他们的先进代表——无产阶级同维护现状的人的斗争日益尖锐。


	　
	　　第8节表明委员会坚决不愿意
 遵守它在刚“诞生”时所提出的明确的、毫不含糊的
条件

 。根据这个条件
 应该作一个增补（这个增补，委员会在第10
 节作了），
同时

 在增补前面，应该只谈无产阶级
一个阶级

 的阶级斗争。调解协议上说得很清楚的最后一个要求，委员会没有执行
 ，我认为我有权要求加以执行。[133]第10节末尾
以前

 就谈全体劳动群众的不满和把无产阶级称为他们的“先进代表”是
不正确的

 ，因为这
只有在

 第10节末尾所谈的
条件下

 才是对的。委员会把有条件的事情说成无条件的事情。关于小生产者的不彻底性，他们的
半反动性

 ，委员会只字未提
 ，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结果是：把这种小生产者（或者这一阶层的一部分人
 ）可能
 是在原则上
 “维护现状的人”（就是第8节里的话！！）这一点完全
忘记了

 ！！而这种可能在我们眼前
常常

 就是现实。

要想有权谈无产阶级运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甚至阶级专政
 ，必须首先把
 这
一个

 阶级划出来
 ，然后再来谈他们的代表作用。否则在草案中就没有连贯性；第8节不论是同下文
 （为什么不是“劳动群众专政”？？）还是同开头几句话
 （一切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就是说两个阶级

 的斗争日益尖锐，这一点委员会却忘了讲！！）都没有
 严密的逻辑联系
 。不能自圆其说。







	　　同时，技术改进使工厂内部
 劳动过程社会化，使生产集中化，


	　
	　　劳动的社会化决不限于工厂内部，这个地方必须修改。



	于是日益迅速地造成社会革命的可能性，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
 的自觉体现者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
	　
	　　＋“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为了对照。注意







	　　9．这个社会革命将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代之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剥夺剥削者，把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流通手段转为公有财产，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满足整个社会及其各个成员的需要。
	　
	？不确切。资本主义也能“做到”这种
 “满足”，不过不是
 满足社会的全体
 成员，并且满足的程度
 也不相同
 。







	实现这一目的将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


	
）

	　　——我已经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注意
［注：见本卷第218页。——编者注］





	　　10．为了完成自己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阶级专政
 ），因为政权会使他们成为生活的主宰，使他们能够排除一切障碍
 。为了这个目的，无产阶级
 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对抗的独立的政党，
	

）



	
？

“同
一切

 资产阶级政党对抗”，——这就是说，也同小资产阶级
 政党对抗，是不是这样呢？？但是要知道，小资产者中的大多数
 是“被剥削劳动者”。联不上。





	号召其他一切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居民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


	　
	　　是社会民主党在组织
 和号召
 。“无产阶级号召……阶层参加自己的
 〈！〉”——根本不可能！



	
指靠他们的支持
 ，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正在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指靠他们的支持”应该删去。这些字是多余的
 （如果说号召，就是指靠的意思），并且有误解的可能。号召那些有一定觉悟程度的人，这就够了。



	　　11．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领导无产阶级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向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揭示剥削者的利益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向他们阐明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


	

）



	

改成“他们的（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利益同资本主义存在本身的不可调和性”或其他等等。并不是一切劳动者都处于这种情况：他们的“利益”同剥削者的利益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对立。在劳动农民那里，同大地主有
某种

 ，有一些，有a/n的共同性
 。应该说得一般些
 、广泛些，否则就是错误，就成了空话
 。







	　　12．尽管在整个文明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同一种生产方式给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确定的共同的最终目的是统一的，但是他们给自己提出的最近任
 务是不同的，因为这种方式
 的发展程度不是到处都一样，它在各国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各不相同。


	　
	

？文字！！

第12节末尾。应当设法缩短。把这一节压缩一下要好得多。能不能用“民族特点”或别的什么说法把这一节大大压缩一下呢？







	　　13．在俄国，与资本主义迅速扩展自己的统治范围和日益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的同时，到处还有以地主、国家或国家元首奴役劳动群众为基础的我国资本主义以前的旧社会制度的残余。这些残余极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不能全面发展，使劳动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使千百万农民处于亚洲式的野蛮的破产
 和没落的境地，使全体人民处于愚昧无知、毫无权利和受压迫的境地。


	　
	　　第13节开头。我为向我靠近小小的一步而鞠躬致谢。但是说什么“日益成为，主要的
 ”……嘘……嘘——呸，呸！

注意

？文字！

第13节末尾。最好修改一下：至于
 怎样修改
 ，我已经提出意见了（我对自己草案的修正案
［注：见本卷第199页。——编者注］

 ），如果不加修改，岂不成了“……野蛮的破产和没落……” 吗？







	　　14．沙皇专制制度是我国农奴制一切残余中的最大残余和所有这一切野蛮行为的最强有力的支柱，它同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是根本不相容的，这种自由在资本主义生产
 的先进国家内早已存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的法的补充物。


	　
	
？文字。。



“自然的
 法的补充物”——把正确的意思表达得很不恰当。对资本主义来说，自由的“自然性”由于1001个社会历史因素而日益难于表现，“自然的”这个词没有把上述情况表达出来。而这个词却散发着某种自由主义的臭气。尽可以大致这样说：“专制制度因资本主义的整个
 发展必然
 注定死亡，因为这种发展必须要求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以反映日益复杂的利益”，或者其他等等，总之，在说明必然性
 的思想时，不要引起把这种必然性归在“自然”之内的误解。







	就其本性来说，它一定要镇压一切社会运动
 ，不能不是反对无产阶级一切解放要求的最凶恶的敌人。
	　
	　　？不妥当，并不是
 一切社会运动，复本位制[134]（和拉斐尔前派[135]）也是“社会运动”。应当修正。







	　　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代之以建立在民主宪法基础上的共和国，民主宪法应保证等等


	　
	　





总的说来，愈细读委员会的草案，就愈觉得这个草案 没有经过反复推敲
 。我敢预言，如果我们把草案照 这种
 样子发表出来，那么这个草案的质量将会招来许多公正的指责。 大家
 会看到，这是一个从外面“拼凑起来的东西”。

如果由于我们的罪过，上帝惩罚我们必须发表“不伦不类的”草案，我们至少应当竭尽 全
 力来 减少
 由此产生的可悲后果。因此，那些 最
 希望“尽快了事”的人是完全不正确的，可以保证，在 现在
 这种情况下，匆忙只能坏事，而我们编辑部的草案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草案是否一定要在《曙光》第4期上刊载出来并不重要，我们可以登在第5期上，并且在第5期出版 以前
 出单行本。这样做，即使推迟个把月发表，也不会使党受到一点损害。如果崇高的委员会能更好地工作、考虑和推敲，给我们提供一个不是拼凑起来的而是 自己的
 完整的草案，那确实要好一些。我再重复一遍：如果这个任务实现不了，那么采用公布两个草案的办法要有益得多（我们完全可以实行这个办法，不会感到 任何
 “难为情”：普列汉诺夫用自己的名字在《曙光》上刊登他的草案，我用随便哪一个名字在“别处”，在日内瓦刊登我的草案）。敬祈崇高的委员会 详察
 “一切情由”。

1902年4月12日于车上。写得很潦草，请原谅。如果来得及，我再抄一遍，写得清楚些。






对委员会的纲领草案的补充意见

（3月31日〔4月13日〕）

对写在草案上的意见，我再作如下的补充：

第3节。“社会（资产阶级的）的特点是 在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下
 的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 即
 ……”下面写的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用“ 即
 ”把下面两个不是一类的不同概念结合在一起是不合适的：（1）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所决定的那种商品生产的 形态变化
 ；（2）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和许多居民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这种不合适的做法，这种把一般商品生产和一般资本主义的 
基本的

 和最一般的特征同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形态变化（这时商品已经不 单单
 是按价值进行交换）等同起来的做法，清楚地表明格·瓦·的表述不恰当（而委员会采用了这种表述，只是换了换形式）。在只谈资本主义最一般的和基本的特征， 甚至不谈剩余价值理论
 的纲领中，我们却突然对柏姆－巴维克提出“指责”，指出“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不完全是简单商品生产！既然这样，那为什么在纲领中不对米海洛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等等也进行一番专门的指责呢？一方面，甚至对马克思关于资本剥削劳动的全部学说只用一个最一般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即“以自己的劳动为他们创造收入”（第3节末尾）来表述，而另一方面，却专门指出在“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下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

格·瓦·完全正确，他说，“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几个字说明了第3卷[136]的基本思想。但是仅此而已。在纲领中用不着描述这种思想，正如在纲领中用不着描述构成第2卷的基本思想的实现机制，也如在纲领中用不着描述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在纲领中只要 
指出

 资本剥削劳动＝剩余价值的形成就够了，而谈论这种剩余价值的形式的各种 转化
 和形态变化是不合适的（而且用一两句话也讲不清楚）。






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补充

　　我完全同意维·德米·的下列思想：我们可能吸收多得多的小生产者加入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并在时间上早得多（比西欧）；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应当 
全力

 以赴；在纲领中应当反映这个“愿望”，“反对”马尔丁诺夫及其同伙。我完全同意这一切。我 
赞同

 第10节末尾所作的补充——为了避免误会，我着重指出这一点。但是，不应该象维·德米·所做的那样，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不应该把“愿望”同 现实
 ，同正是我们的原则宣告所阐述的那种具有内在必然性的现实混在一起。当然，能吸收 
全体

 小生产者是好事。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单独的阶级，虽然它同无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处在过渡阶段，但毕竟是一个单独的阶级。

必须 
首先

 把自己同一切人 划清界限
 ，即仅仅把无产阶级一个阶级 
专门
 单独地
 划出来， 
然后

 再说无产阶级解放一切人，号召一切人，邀请一切人。

我同意这个“然后”，但是我要求先来这个“首先”！

在我们俄国，当“一小群”工厂工人还没有开始进行斗争即阶级斗争的时候，“被剥削劳动群众”所受的骇人听闻的苦难未曾引起过任何 人民
 运动。也 
只有

 这个“一小群”才保证了阶级斗争的进行、继续和 发展
 。正是在俄国，正是在批评家们（布尔加柯夫）指责社会民主党人得了“恐农症”，而社会革命党人[137]叫喊必须以“ 
全体

 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斗争”这个概念来 
代替

 阶级斗争这个概念（《俄国革命通报》[138]第2期）的俄国，我们应当 首先
 最明确地确定 
唯一的

 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来把自己同这一切败类 划清界限
 ，——然后再说我们 号召一切人
 ，承担一切工作，做好一切工作，向一切方面发展。而委员会在“发展”时却忘了划清界限！！人们所以指责我狭隘，是因为我要求把这种“划清界限”作为发展的 前提
 ？！先生们，要知道，你们把事情搞颠倒了！！

我们明天必然面临的同联合的批评家们＋《俄罗斯新闻》和《俄国财富》[139]的左倾先生们＋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一定要求我们恰恰在无产阶级的 阶级斗争
 和“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斗争”（是斗争吗？）之间 划清界限
 。空谈被剥削劳动群众，是一切不可靠的人手中的主要王牌，而委员会帮助他们，夺去我们同不彻底性作斗争的武器是为了强调一半！但别忘了另一半！





	载于1924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193—256页


















[115]1901年底—1902年上半年，根据列宁的倡议，《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这里收载的是列宁参加制定党纲工作留下的一部分文献，还有一部分文献编入了本卷《附录》。



列宁在着手出版《火星报》的时候就提到了制定党纲的问题（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86页）。1901年7月9日（公历），他在给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信里，把制定党纲作为一个特别紧迫的问题提了出来（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



根据列宁的建议，纲领理论部分由格·瓦·普列汉诺夫负责起草。1902年1月，《火星报》编辑部慕尼黑会议讨论了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草案。这个草案受到列宁和编辑部其他成员批评后，普列汉诺夫对其中前两段作了一些修改（见本卷第416页）。但是他对其他意见和建议，多数是不同意的。讨论中的一个重大分歧是由于列宁建议纲领要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讲起而发生的。列宁在会后的一个札记中写道：“是否从俄国讲起的问题尚悬而未决（3票赞成，3票反对）。”



列宁在确信普列汉诺夫写的纲领理论部分的草案不能采用以后，自己另写了一个草案。这一草案的初稿在1月25日（2月7日）前写出（见本卷第411—415页），2月18日（3月3日）前修改完毕（见本卷第192—198页和第199页）。与此同时，普列汉诺夫写了第二个草案。列宁又对它作了认真的批评和分析（见本卷第200—223页）。为了协调列宁的草案和普列汉诺夫的草案而编写出共同的纲领草案，《火星报》编辑部成立了一个协商委员会。委员会以普列汉诺夫的草案为它的草案的基础，同时也根据列宁的坚决要求，在它的草案中写入了一些重要论点，如以小生产被大生产排挤的论点代替普列汉诺夫的含糊不清的措辞，比普列汉诺夫方案更确切地规定了党的纯粹的无产阶级的性质，把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这一论点作为纲领的最重要条款。列宁读了委员会草案后又对它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见本卷第226—236页）。



在1902年1月的慕尼黑会议上还讨论了同纲领的实践部分有关的问题。当时列宁写了这一部分某些条文的草稿（见本卷第403—404页）。整个实践部分的初稿于1902年1月底至2月初写出，其中土地问题的条文和结束语是列宁写的。1902年3月初，编辑部成员对实践部分取得了一致意见。



1902年4月，《火星报》编辑部苏黎世会议批准了编辑部的党纲草案，包括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列宁当时在伦敦，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提出的补充和修正意见，在苏黎世会议讨论党纲草案时，大部分得到了草案编写人的考虑。《火星报》编辑部的党纲草案全文发表于1902年6月1日《火星报》第21号，在1903年7—8月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略加修改后通过。



这个纲领的全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附录》。——184。



[116]这些意见是列宁在慕尼黑会议之前读到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草案后立即写出的。——184。



[117]爱尔福特纲领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组织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为基础的。



列宁使用的是德文版《爱尔福特纲领》，有关引文都是他亲自译成俄文的。——186。



[118]代役租是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实物或货币，也指沙皇政府向国家农民、皇族农民征收的一种税，这种税起初按人口征收，后来改为按土地和手工业收入征收。在农民改革以后，代役租逐渐为赎金所代替。——197。



[119]连环保是俄国每一村社的成员在按时向国家和地主交清捐税和履行义务方面互相负责的制度。这种奴役农民的形式，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后还保存着，直到1906年才取消。——197。



[120]村团即村社。参看注169。——197。



[121]指《共产党宣言》的下列论点：“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8页）——203。



[122]指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章程。最初的《临时章程》是马克思在1864年10月写的，于同年11月1日由当时的协会中央委员会一致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18页）。1866年9月，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经过修改和补充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同上，第599—601页）。1871年9月，伦敦代表会议通过了《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这个章程是马克思在原章程基础上写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5—478页）。——213。



[123]指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他在这篇文章里批判了法国工人党在1892年9月马赛代表大会上通过、并在1894年9月南特代表大会上作了补充的土地纲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3—587页）。——215。



[124]凯撒主义是个人独裁和形式上承认人民即平民的权利相结合的政治制度。这一政治制度的创始者是古罗马统帅和政治家尤利乌斯·凯撒。——223。



[125]指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说的一段话：“概括说来，这部分的缺点在于企图把两件不能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即要求它既是纲领，又是对纲领的解释。唯恐写得简洁而有力，意思就会不够明白，因此加进一些说明，以致弄得罗里罗嗦、拖泥带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5页）——223。



[126]《对纲领草案的土地部分的修正案》写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手稿的空白页上。在1902年4月1—4日（14—17日）《火星报》编辑部苏黎世会议上，这个修正案被否决。——224。



[127]列宁把自己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见本卷第281—320页）称作党纲的土地部分的解释。——224。



[128]根据1861年2月19日颁布的有关脱离农奴制依附地位的农民赎买土地的条例，农民必须付给地主赎金，以赎取份地。份地赎价是将每年代役租按6％年利率加以资本化得出的，例如，每年代役租为6卢布，赎价就是100卢布。在赎取份地时，农民先付赎价的20—25％（如地主单方面要求赎地，则农民不付这笔费用），其余75—80％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然后由农民在49年内加利息分年偿还政府。农民每年偿还的这种债务，称为赎金。沉重的赎金使大量农民陷入破产和贫困的境地。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入农民手中的土地，按当时市场价格，仅值5亿多卢布。由于农民赎取份地最后期限为1883年，赎金的交纳要到1932年才最后结束。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沙皇政府慑于农民运动的威力，从1907年1月起废除了赎金。——224。



[129]“赎也就是买”是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序幕》中一个主要人物沃尔根的话，实际上反映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对1861年农民“解放”的看法。小说中讲到“赎也就是买”的那一段话，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引用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46页）。——224。



[130]割地指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中农民失去的土地。按照改革的法令，如地主农民占有的份地超过当地规定的最高标准，或者在保留现有农民份地的情况下地主占有的土地少于该田庄全部可耕地的1/3（草原地区为1/2），就从1861年2月19日以前地主农民享有的份地中割去多出的部分。份地也可以通过农民与地主间的特别协议而缩减。割地通常是最肥沃和收益最大的地块，或农民最不可缺少的地段（割草场、牧场等），这就迫使农民在受盘剥的条件下向地主租用割地。改革时，对皇族农民和国家农民也实行了割地，但割去的部分要小得多。要求归还割地是农民斗争的口号之一。——225。



[131]工役制指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时用给地主干活来代替交纳地租的制度。它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而其最主要的基础就是割地。参看本卷第301—303页。——225。



[132]《对委员会的纲领草案的意见》写在这个草案手抄件的白边、行间和背面，是列宁在去伦敦的途中在火车上写的。委员会草案原文中，凡是列宁加上着重标记的地方，均用细线标出。——226。



[133]这一协议的第3点是：“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条文（针对弗雷草案）要增补：社会民主党不仅反对对雇佣工人的压迫和剥削，而且反对对一切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压迫和剥削，解放一切劳动群众；但是（针对若尔日草案）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条文本身要严格以无产阶级斗争的精神来措辞，并增补无产阶级专政。”



弗雷草案即列宁草案，若尔日草案即普列汉诺夫草案。——230。



[134]复本位制是同时以金银两种金属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16—19世纪曾广泛流行于西欧各国。——235。



[135]拉斐尔前派是19世纪中叶英国文化界中的反动浪漫主义流派。拉斐尔前派艺术家把早期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艺术（拉斐尔以前的艺术）奉为自己的理想，并把它曲解成中世纪的宗教艺术。“拉斐尔前派”的名称即由此而来。拉斐尔前派作家则把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浪漫主义精神、中世纪的宗教抒情诗、但丁和英国早期现实主义者杰·乔叟的创作当作自己的文学样板。——235。



[136]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下面的第2卷指《资本论》第2卷。——238。



[137]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联盟。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239。



[138]《俄国革命通报。社会政治评论》杂志（《Вестник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刊物，1901—1905年先后在巴黎和日内瓦出版，共出了4期。第1期由老民意党人小组出版，编辑是尼·谢·鲁萨诺夫（塔拉索夫）。从第2期起成为社会革命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撰稿人有米·拉·郭茨、伊·阿·鲁巴诺维奇、维·米·切尔诺夫（尤·加尔德宁）、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等。——239。



[139]《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239。







《列宁全集》第6卷


评国家预算

（1902年1月15日〔28日〕）

我国的报纸，同往年一样，公布了财政大臣关于1902年国家收支预算的奏折。这位大臣断言，一切都象往年一样顺利，“财政情况非常好”，预算“一直保持平衡”，“铁路事业正在继续顺利发展”，甚至“人民的福利也在不断提高”！尽管国家财政问题十分重要，我国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人却很少，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种兴趣已被习以为常的官方颂词冲淡了，谁都知道，纸上是什么都能写的，官方变财政魔术的后台，观众“反正”是“不准入内”的。

但是这回有一个情况特别引人注目。魔术师以惯常的灵巧动作向观众空手一摊，然后双手一挥，金币就一个接一个地变出来了。观众拍手叫好。但是魔术师本人却开始竭力为自己辩解，差点儿没有掉下眼泪，他要人相信他不是在骗人，他没有赤字，他的债务要比财产少。俄国公众深谙衙门规矩，他们在一旁看着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只有少数人自言自语地嘟哝着法国谚语：“谁为自己辩护，谁就是自己招认。”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维特是怎样“辩护”的。将近20亿（194600万）卢布的巨额开支所以能全部得到抵补，全靠从有名的国库“闲置现金”中动用了14400万卢布，而这笔闲置现金包括去年所借的利息为4％的12700万卢布外债（全部债款是14800万卢布，其中有2100万卢布还没有收到）。这不是说明赤字是靠外债来弥补的吗？魔术师要我们相信，根本没有这回事，“借外债决不是为了弥补没有列入预算的开支”，因为还有“完全闲置的”11400万卢布可以用来抵补这笔开支，借外债是为了修筑新铁路。好极了，维特先生！可是，第一，你这样说并不能否认赤字，因为即使用“完全闲置的”11400万卢布也抵补不了14400万卢布的开支。第二，在闲置现金（11400万卢布）中有6300万卢布是超过1901年正常收入概算的额外收入，我国的报刊早已指出，你 故意打低
 概算的收入，以便虚假地增加“闲置现金”，不断地提高税收。例如，去年就提高了印花税（新的印花税条例），把官卖烧酒的价格从每桶7卢布提高到7卢布60戈比，关税提高后一直没有降下来（关税是1900年提高的，当时似乎是“暂时的”，是为了对华战争[140]），如此等等。第三，你赞扬铁路的“文明作用”，但对铁路工程中那种纯粹俄国式的、极不文明的 盗窃国库
 的风气，却谦虚地一字不提（更不用说铁路承包人对工人、对挨饿的农民那种惨无人道的剥削了！）。例如最近一家报纸报道，西伯利亚铁路的造价起初定为35000万卢布，但实际上已经花了 78000万
 卢布，看样子，总数将 超过10亿
 卢布（关于西伯利亚铁路工程中的盗窃情况，《火星报》已经有所披露，见第2号）。维特先生，你对于收入计算得很正确，分文不漏，但是 实际支出多少
 ，你也来算算看吧！

其次，也不应当忽略，1902年修筑铁路部分是为了“爱好和平的”我国政府的军事目的（如长达1000多俄里的博洛戈耶—谢德尔采大干线[141]），部分是由于绝对必须多少“帮助”一下不振的工业，因为工业的状况同国家银行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国家银行不仅慷慨地贷款给各种行将倒闭的企业，而且实际上还把其中许多企业完全接管了。工业企业的破产必将导致国家的破产！最后，我们也不能忘记，在“天才的”维特的管理下，尽管所有储金局的资金都被用来支援国家信贷，而且总数已经超过8亿卢布，可是外债和税收还是不断增加。只要注意到这一切，就能了解，维特是在进行掠夺式的管理，专制制度正在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因为税收的增加不能永无止境，法国资产阶级也不会永远这样来救济俄国沙皇。

维特对增加国债的责难作了辩驳，但是提出的论据只能令人发笑。他把债务同“财产”作对比，把1892年和1902年国债的数目同这两年中官办铁路的价值作了比较，并得出结论说，“纯粹”债务减少了。而且我们还有其他的财产，如“要塞和军舰”（真的！奏折上就是这样说的！）、港口和官办工厂、代役租收入和森林。妙极了，维特先生！但是你不觉得你很象一个商人，因破产而被传到法院，并且开始在准备清点他的财产的人们面前替自己辩护吗？要知道，如果企业真的十分巩固，那谁也不会想到借款要有专门的抵押品。当然，谁也没有怀疑俄国人民有许多“财产”，但是这种财产愈多，那些不管财产怎么多，一味靠多借外债、提高税收来管理的人的罪过就愈大。你这样只是证明，人民应该尽快地赶走支配他们财产的强盗。事实上，拿国家的专门财产当作国债抵押品的，到现在为止，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还只有土耳其一国。这种做法自然而然会使 外国债主控制
 那些作为还债抵押品的财产。把“伟大的俄国”的经济置于路特希尔德和布莱希勒德的代理人监督之下，维特先生，你给我们开辟了多么光明的前途啊！ 
［注：维特自己也感到关于“财产”的论断不妥当，因此在奏折的另一部分力求“更正”，他说国家财产价值的增加“在用作俄国国库的保证这方面没有特殊意义，因为俄国信贷不需要有专门的抵押品”。那当然咯！可是这些专门抵押品的详细清单仍然保存着，以防万一！］



先不说拿要塞和军舰当抵押品没有一个银行家愿意接受，这些东西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不是一个正数，而是一个负数。就是铁路，也只有在赢利时，才能当抵押品。我们从维特的这份奏折中知道，直到最近，俄国所有的铁路总的来说都是亏本的。只有1900年这一年，西伯利亚铁路没有亏空，而且还获得了“少许纯利”，但是少得连维特也谦虚地未提具体数字。关于1901年头8个月欧俄铁路在危机时收入减少的情况，他也是只字未提。如果不仅把修筑铁路中官方公布的投资数字计算在内，而且把工程中被盗窃的实际钱数也计算在内，那我国铁路经营的平衡表将会成什么样子呢？把这份确实宝贵的财产真正交给更可靠的人来掌管的时候不是已经到了吗？

关于工业危机，维特自然用极镇静的语调说：“暂时的停滞”，“无疑不会影响到总的工业成就，过一段时间，新的工业复苏时期大概〈！！〉就会来到”。这对于深受失业和降低工资之苦的工人阶级的千百万人是多么好的安慰啊！如果你想从国家支出项目中找到一点线索，看看国库为了直接和间接地扶持因危机而“受害的”工业企业，究竟抛出了几百万还是几千万，那是徒劳的。而在这方面不惜抛出大量金钱的情况，可以从报纸报道的下述事实看出：从1899年1月1日到1901年1月1日，国家银行的贷款总额已由25000万卢布增加到44900万卢布，其中工业贷款额由870万卢布增加到3880万卢布。甚至工业贷款赔了400万卢布，也丝毫没有使国库感到为难。而对工人怎样呢？工人为了“工业的成就”献出的不是钱财，而是自己的生命，是千百万以他们的工资为生的人的生命，然而国库对工人的帮助只是把他们数以千计地从工业城市“免费”疏散到饥饿的农村！

维特完全回避了“饥荒”这两个字，他在奏折中担保说：“由于对贫民进行了慷慨的救济，歉收的严重影响……将会减轻。”据他说，这种慷慨的救济相当于 2000万
 卢布，但是粮食歉收的损失是 25000万
 卢布（按一普特50戈比的极低价计算，而这是同丰收年相比的）。难道这不是真正的“慷慨”吗？假定歉收的损失只有一半落到贫苦农民身上，我们说政府把贷款削减了 五分之四
 （关于西皮亚金的通令，见《火星报》第9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51—257页。——编者注］

 ，还是低估了俄国政府的吝啬。俄国沙皇的慷慨不在于帮助农民，而在于采取警察措施来迫害那些真正愿意帮助饥民的人们。他还慷慨地拿出千百万的金钱，为的是在中国割取一块更肥的肉。维特说：两年来用于对华战争的非常开支有 8000万卢布
 ，“ 此外
 还有相当大的一笔钱 是从正常预算中
 开支的”。这就是说，总数大概有 上亿的卢布
 ，甚至更多！失业的工人和挨饿的农民可以拿满洲一定是我们的……来安慰自己了。

由于篇幅有限，奏折的其余部分只好扼要地提一提。对于国民教育经费太少的责难，维特也作了辩驳，他把国民教育部的预算开支3600万卢布和其他各部门用于教育事业的开支加在一起，把总数“凑满”7500万卢布。但是对于整个俄国来说，即使这个数字（是否可靠，值得怀疑）也是微乎其微的，它还不到整个预算的百分之五。维特认为，“我们的国家预算主要以间接税制度为基础”，这是一大优点，他重弹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说什么这样可以“使纳税产品的消费同福利水平相适应”。事实上，大家知道，对群众的消费品征收间接税是极不公平的。间接税的全部重担都压在穷人身上，而给富人制造特权。一个人愈穷，就愈要把自己更大一部分收入以间接税形式交给国家。少产和无产的群众占全国人口9/10，他们消费9/10的纳税产品，交纳9/10的间接税。但在全部国民收入中，他们所获得的只不过十分之二三。

最后，还有一件有趣的“小事”。从1901年到1902年，哪几项开支增加得最多呢？开支总数从178800万卢布增加到194600万卢布，也就是说增加不到十分之一。但是以下 两
 项开支 几乎
 增加了 四分之一
 ：“皇室供养费”从980万卢布增至1280万卢布……“独立宪兵团经费”从396万卢布增至494万卢布。这就回答了“俄国人民”究竟哪些“需要”最迫切这个问题。沙皇和宪兵的“团结”是多么感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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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指1900年（光绪26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次战争的目的是镇压义和团反帝运动和瓜分中国。——241。



[141]这是俄国西部的一条铁路线。博洛戈耶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谢德尔采在波兰华沙以东。——241。









《列宁全集》第6卷


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

（1902年2月1日〔14日〕）

我们从一个例子谈起。

读者大概还记得，奥廖尔省贵族代表米·亚·斯塔霍维奇在传教士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法律必须承认 信仰自由
 的报告引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以《莫斯科新闻》[142]为首的保守派报刊，暴跳如雷地指责斯塔霍维奇先生，简直不知道怎样骂他才好，由于奥廖尔省全体贵族又选了斯塔霍维奇先生当代表，差点儿没有指控这些贵族犯了叛国罪。这次选举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贵族反对警察专横暴虐的示威性质。

《莫斯科新闻》断言：“斯塔霍维奇与其说是贵族代表，还不如说是米沙·斯塔霍维奇、滑稽家、社交界的主角、饶舌妇……”（1901年第348号）维护棍棒的先生们，这对你们更糟糕。如果连滑稽家－地主也谈起了信仰自由，那就说明我们的神父和我们的警察所干的丑事确实数不胜数了。——“……我们那一群使斯塔霍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应运而生并为他们拍手叫好的轻率的‘知识分子’，同我们的圣物即正教、同我们对待正教的虔诚态度有什么关系呢？……”维护专制制度、正教、民族性的先生们，这对你们同样更糟糕。假如我们的警察专制制度甚至使宗教也浸透了牢狱气味，以至连“斯塔霍维奇之流”（他们对宗教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坚定的信念，但是对宗教的巩固持久是关心的，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也对这个臭名昭彰的“人民的”圣物非常冷淡（甚至敌视），那么这个专制制度就简直太好了！——“……他们认为我们的信仰是误入迷途！！他们嘲笑我们，说我们由于‘误入迷途’而害怕和躲避罪恶，说我们毫无怨言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不管它多么艰巨；他们嘲笑我们，说我们在寻找忍受痛苦和困苦的力量和勇气，说我们在成功和走运的时候也不骄傲……”这正是实质所在！正教的圣物之所以宝贵，就是由于它教导人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痛苦！的确，这是多么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圣物啊！既然社会制度使得极少数人有钱有势，而群众经常忍受“困苦”并且承担着“艰巨的义务”，那么剥削者同情宗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宗教教导人们为了升入所谓的天堂而“毫无怨言地”忍受尘世间的地狱之苦。《莫斯科新闻》由于一时冲动而说漏了嘴，甚至 无意中道破了真相
 。请往下看：“……他们也不怀疑，同样由于‘误入迷途’，他们，斯塔霍维奇之流的先生们，才吃得饱饱的，睡得香香的，过得好好的。”

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在人民群众中大力散布了宗教的“迷途”，无论斯塔霍维奇之流，还是奥勃洛摩夫[143]之流，或者所有那些靠人民群众的劳动过日子的资本家以及《莫斯科新闻》本身，才能“睡得香香的”。但是教育在人民中愈普及，宗教偏见愈被社会主义意识所排挤，无产阶级胜利的日子就愈近，这个胜利将把一切被压迫阶级从现代社会的奴役下拯救出来。

但是，《莫斯科新闻》说漏了这一点之后，却过于轻松地回避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他们认为，斯塔霍维奇之流“不怀疑”宗教的上述意义并要求进行自由主义的改革仅仅是出于“轻率”，很明显，这是误解。这样解释敌对的政治派别，既幼稚又天真！斯塔霍维奇先生在这里恰恰是整个自由派的代言人，《莫斯科新闻》自己就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不然为什么要对一个报告大肆讨伐呢？为什么不说斯塔霍维奇，而说斯塔霍维奇之流、说“一群知识分子”呢？

《莫斯科新闻》的这种误解当然是一种自私的误解。不言而喻，《莫斯科新闻》与其说是不会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他们所痛恨的自由主义，不如说是不愿意这样做。如果是不愿意，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是不会，那对我们来说就有了很大的普遍意义，因为很多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有这个毛病。《火星报》第12号上的一封信的作者们就有这样的毛病，他们指责我们缺乏“阶级观点”，原因是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竭力不放过自由派的不满和抗议的一切表现；《无产阶级斗争》文集的作者们和《社会民主主义丛书》[144]的某些小册子的作者们也有这样的毛病，他们以为我们的专制制度就是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还有马尔丁诺夫之流，他们号召我们脱离反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揭露运动（也就是脱离最广泛的政治鼓动），而主要进行争取经济改良的斗争（给工人阶级“实惠”，代表他们提出“能够产生某种显著结果”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还有纳杰日丁之流，他们就我们报道统计人员冲突这件事困惑莫解地问道：“天哪，这个机关报岂不是为地方自治人士办的吗？”[145]

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忘记了，专制制度的利益仅仅在某些情况下并且仅仅同有产阶级的某些利益相一致，而且往往不是同所有这些阶级的利益相一致，而是同它们的个别阶层的利益相一致。资产阶级其他阶层的利益， 整个
 资产阶级的更广泛的利益，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必然要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例如，如果说专制制度保证资产阶级有可能采用最粗暴的剥削方式，那么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却给生产力的广泛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设置无数障碍，因此不仅引起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有时还引起大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如果说专制制度保证（？）保护资产阶级防备社会主义，那么另一方面，这种保护在居民无权的情况下必然要变成警察专横，从而激怒所有的人。这两种对立趋势的结果怎样，资产阶级保守情绪或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情绪或自由派这时的关系怎样，是不能从几个一般原则得出结论的；这取决于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一切特点。要确定这些，就必须详细地了解这种情况，密切注意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同政府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冲突。正是由于“阶级观点”，才 不允许
 社会民主党人对“斯塔霍维奇之流”的不满和抗议漠不关心。

上面提到的那些社会主义者，不论是他们的议论或行动，都证明他们对自由派漠不关心，从而暴露出他们不懂得《共产党宣言》这个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福音书”的一些基本原理。例如，我们还记得这样的话：资产阶级自己用它夺取政权的斗争，用它的各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冲突等等，给无产阶级提供了政治教育材料。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页。——编者注］

 只有在政治上自由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才能自然而然地得到这种材料（而且还只是一部分）。而在奴隶式的俄国，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应该积极地帮助工人阶级获得这种“材料”，也就是说，应该 承担起
 反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政治鼓动即全民揭露运动的任务。这个任务在政治动荡时期尤其迫切。应该记住，在政治活跃时期无产阶级一年所能受到的革命教育，比平静时期几年所能受到的还要多。因此，上述社会主义者有意无意地 缩小
 政治鼓动的范围和内容的倾向是特别有害的。

其次，我们还记得这样一句话：共产党人支持 一切
 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编者注］

 这句话往往被理解得太窄，不把支持自由主义反政府派包括在内。但是不应该忘记，常常有这样的时期，在进步的社会利益基础上同政府发生的一切冲突，不论它本身多么小，在一定条件（ 我们的支持就是这些条件之一
 ）下都可以燃成熊熊大火。俄国大学生因学院的要求而同政府发生冲突，或者法国所有进步分子因一起用伪造手段解决的案件[146]而同军阀发生冲突，只要想一想这些冲突发展成了怎样的社会运动就够了。因此，我们的直接责任就是向无产阶级进行解释，设法扩大并用工人积极参加的方法来支持自由派和民主派的一切抗议活动，而不管它是由地方自治人士同内务部的冲突发展成的，还是由贵族同警察正教部门的冲突，统计人员同庞巴杜尔[147]的冲突，农民同“地方官”的冲突，教派信徒同巡官的冲突等等发展成的。谁要是轻蔑地嗤之以鼻，认为这些冲突中有一些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认为想把这些冲突变成熊熊大火是“没有希望”的，那他就是不懂得，全面的政治鼓动正是一个焦点，在这个焦点上，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的迫切利益同整个社会发展和全体人民（指人民中的全体民主分子）的迫切利益一致起来了。我们的直接责任就是要过问自由派的每一个问题，确定自己即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些问题的态度，采取措施使无产阶级积极参加解决这些问题，并且迫使问题按照我们的意图解决。谁要是躲在一旁不去过问，那他实际上（不管他的意图如何）就是在自由派面前甘拜下风，把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事业交给自由派掌握，把政治斗争的领导权让给那些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首领的人。

社会民主运动的阶级性质不应当反映在把我们的任务局限于“纯粹工人”运动的直接和最近的需要上，而应当反映在对无产阶级这个现代社会唯一的真正革命阶级的伟大解放斗争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表现的领导上。社会民主党应当始终坚持不懈地扩大工人运动对现代社会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和政治生活领域的影响。它不仅应当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而且应当领导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它应当时刻不忘我们的最终目的，随时进行宣传，保卫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被歪曲，并使之继续发展。我们应当坚决地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不管它披着怎样时髦而华丽的外衣。我们上面谈到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背离了“阶级”观点，还因为他们对同“批评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个任务漠不关心。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种“批评”在俄国所以流行得最快，俄国自由主义政论界对此所以反响得最热烈，正因为它是正在形成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现在已经是自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要素之一。

至于特别说到政治斗争，那正是“阶级观点”要求无产阶级把一切民主运动推向前进。在政治要求方面，工人民主并不是在原则上而只是在程度上与资产阶级民主有所区别。在为经济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则站在另一个原则基础上，而且只有这一个阶级站在这个基础上（小生产者只是鉴于他们正在转入或者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才给予无产阶级以帮助）。在争取政治解放的斗争中，我们有许多同盟者，对他们漠不关心是不容许的。可是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盟者在为自由主义的改革而进行斗争时，总是向后看，竭力把事情安排得使他们能够象以前那样靠别人的血汗“吃得饱饱的，睡得香香的，过得好好的”，而无产阶级却向着终点勇往直前，决不反顾。当尔·恩·斯·（维特记事序言的作者）[148]之流的先生们就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或宪法问题同政府讨价还价时，我们却要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只是我们不要忘记，为了推动别人，就要始终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善于在任何一个自由派打算移动一寸的时候及时抓住他，强迫他移动一尺。如果他固执不动，我们就抛开他，越过他而继续前进。





	载于1902年2月1日《火星报》第1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264—270页

















[142]《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担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246。



[143]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247。



[144]指《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



《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是1900年夏彼得堡和维尔诺的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建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社的出版物。该社出版这套小丛书是为了把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重心由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上来。在这一工作中，社里的彼得堡成员负责文字编辑工作，维尔诺成员负责技术编辑工作。该社同莫斯科、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城市都有联系，它的出版物在彼得堡和彼得堡区通过社会主义者社发行。由于奸细米·伊·古罗维奇的出卖，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社于1901年1月30日（2月12日）夜被沙皇警察破获，所有与该社有关的人员全部被捕。在此以前已出版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有《〈工人丛书〉编辑部的话》、《德兰士瓦和中国。凯尔－哈第和李卜克内西的两次演说》、《俄国立法的基本特点》等数种。《火星报》对该社所提出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的任务表示赞赏，同时批评了它的某些小册子中的不正确论点，如“俄国资产阶级目前不再有什么要求了”、“在我国，资产阶级已被恩准得到一些尽管是很可怜的政治自由了”等等。——248。



[145]列宁引用的这句话出自《革命前夜。理论和策略问题不定期评论》这本小册子的第129页。小册子是尔·纳杰日丁（叶·奥·捷连斯基）编辑的，由自由社于1901年出版。关于《火星报》报道统计人员冲突一事，参看本卷第90—91页。——248。



[146]指德雷福斯案件，即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告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案。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250。



[147]庞巴杜尔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庞巴杜尔先生们和庞巴杜尔女士们》。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借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尔这个名字塑造了俄国官僚阶层的群象。“庞巴杜尔”一词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昏庸横暴、刚愎自用的官吏的通称。——250。



[148]尔·恩·斯·是彼·伯·司徒卢威为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由曙光杂志社于1901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写序言用的笔名。列宁在《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中批判了这篇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252。









《列宁全集》第6卷


答“一读者”　　

（1902年2月1日〔14日〕）

我们收到一封给编辑部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火星报》在谈到鼓动问题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在第13号上），反对政治性的鼓动快报（二三页的小册子）。编辑部认为，这种出版物完全可以由报纸来代替。办报纸当然是件好事情。这一点谁也不会反对。但是报纸是不是能够代替这种快报，代替它在群众中广泛传播的特殊作用呢？编辑部已经接到一封俄国来信，信中有一批工人鼓动员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火星报》对这封信的答复是出于明显的误会。鼓动问题现在同游行示威问题同样重要。所以希望编辑部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这一次能对这个问题持比较审慎的态度。　　


一读者
 ”



　　在看这封信的同时，只要下点功夫仔细重读一下我们在《火星报》第13号上给“南方工人”的答复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337页。——编者注］

 ，就不难相信，出于明显的误会的恰恰是写信人。说《火星报》“反对鼓动快报”，根本没有这回事；谁也没有想用报纸来“代替”“快报”。写信人没有觉察到，所谓快报，就是传单。而传单这种出版物 是什么也代替不了的
 ，是始终 绝对需要的
 ，——在这一点上，“南方工人”和《火星报》的意见完全一致。但是他们还一致认为，仅有这种出版物是 不够的
 。如果我们说工人要有好住宅，同时认为他们只有好食品是不够的，那么这恐怕不能说，我们“反对”好食品。试问，什么是更高级的 鼓动
 出版物呢？“南方工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 根本没有提到
 报纸。这当然可能是由于当地的条件决定的，我们丝毫不想同给我们来信的人“争论”，但是自然也不能不提醒他们，无产阶级也应当象居民中其他阶级已经做的那样，创办自己的报纸；还有，光靠分散的工作是不够的，各地必须经常地、积极地、共同地进行工作，来办好革命的机关报。　　至于“三四页的小册子”，我们也 绝对没有表示
 “反对”，我们只是怀疑想把这种小册子办成“在全俄各地同时”发行的 定期
 出版物的计划是否切实可行。所谓三四页的小册子，其实就是传单。我们在俄国各地看到过很多写得很出色、丝毫不难懂的传单，其中有大学生写的，也有工人写的，其篇幅甚至相当于小开本书的6—8页。一本真正 通俗
 的小册子要向一个完全没有素养的工人 阐明
 哪怕是任何一个问题，所需的篇幅大概要大得多，而且“在全俄各地同时”发行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因为它没有时间性）。一切形式的政治出版物，不管它是新形式还是旧形式，只要它确实是好的政治出版物，我们都赞成，但是我们奉劝人们不要杜撰介乎快报和通俗小册子之间的中间形式，而要办好 名副其实的
 定期的（不是一月出一次，而是至少一月出二次至四次）和全俄性的革命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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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6卷


破产的征兆

（1902年2月15日〔28日〕）

卡尔波维奇的一颗子弹打中了博哥列波夫，给政府在大学政策方面的“新方针”扫清了道路，从那时到现在才刚刚一年。在这一年中间，我们一步一步地看到，先是群情异常激愤，接着是我们执政者讲话的调子异常温和，这些新的论调吸引了社会，也吸引了一部分大学生，但可惜吸引力太小了，最后，随着万诺夫斯基冠冕堂皇的诺言的实现，大学生的抗议又爆发了。那些去年春天期待过“新纪元”到来，并且真正相信过沙皇军曹会使大学生和社会的期望哪怕实现一小部分的人，一句话，俄国的自由派，现在总该明白了：他们再次给政府以信任，这是多么不正确；他们中止了春天开始变得声势浩大的改良运动，并在政府塞壬[149]的甜蜜歌声催眠下沉睡不醒，这又是多么没有道理。在答应去年开除的全体学生复学的诺言被破坏之后，在一切要求真正改革学制的人受到一系列新的反动措施的挑衅之后，在示威者要求万恶的破产者履行许诺的义务而遭到一系列新的暴力镇压之后，——在所有这一切之后，表示要“竭诚保护”的政府颁布了关于大学生团体的《暂行条例》[150]以示“安抚”，结果……“安抚”未成，反而引起一场重新延烧所有学府的“骚动”大火。

我们革命者一分钟也没有相信过万诺夫斯基所许诺的改良是真的。我们一直不停地向自由派反复说明：专制制度同“内敌”，即同俄国的一切进步分子斗争了40年，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很老练，而“竭诚的”将军的通令和尼古拉·奥勃曼诺夫[151]的圣谕只不过是这种自由主义政策的翻版。我们警告过自由派，要他们放弃那些在政府按“新方针”精神采取第一批步骤之后所抱的“毫无意义的幻想”。我们揭穿了政府诺言的十分明显的虚伪性，并且正告社会：如果你的对手被第一次严重的进攻打懵了，那就要不停地再打，而且要重打快打……《暂行条例》现在赠送给大学生的那种不伦不类的结社权利，革命者在一开始谈到政府的这件新礼物时就作过预告了。我们知道，从专制制度及其改良主义的挣扎中可能而且应该期待些什么。我们知道，万诺夫斯基“安抚”不了任何人和任何事情，满足不了任何进步的希望，“骚动”不可避免地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复活。

一年过去了，社会仍然陷于停滞状态。设施完善的国家应有的高等学校又停止发挥作用了。数以万计的青年又脱出了常轨，社会又面临“往后怎么办？”这个问题。

大多数大学生拒绝接受《暂行条例》，并拒绝参加这个条例所恩准的团体。教授们以异乎寻常的明确态度对政府这件礼物表示公开不满。的确，无须是革命者，无须是激进派，任何人都会承认，这种所谓“改良”，不但不会给大学生以任何类似自由的东西，而且也丝毫无助于保持大学生活的某种安宁。这个《暂行条例》给大学生和当局之间的冲突预先设下了一条条导火线，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这个条例的施行，会使每一个出于最和平的动机合法召开的会议都难免成为新的“骚动”的起点，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例如，对行使警察职能的视察机关担任会议主席，总会有人感到恼火，有人提出抗议，有人怕得要命，噤若寒蝉，难道还用得着怀疑吗？俄国的大学生决不会容忍当局来粗暴地“核定”这些会议的讨论内容，难道还不明显吗？

其实，政府恩赐的、《暂行条例》规定的那种荒唐可笑的集会“权利”和结社“权利”，是专制制度之为专制制度所能给予大学生的 最高限额的东西
 。朝这个方向每再前进一步，都会意味着当局和“臣民”之间的均势遭到自杀性的破坏。要么同政府所能给予的最高限额的东西妥协，要么加强自己抗议的 政治
 性和 革命
 性，——这就是大学生必须作出的抉择。大多数大学生作出了第二种抉择。在大学生的宣言和决议中，革命的调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昂。残酷镇压和犹大之吻[152]交替使用的政策，产生了效果，使大学生群众革命化了。

是的，大学生总算解决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并且声明，他们决心重新拿起（在催眠曲声中）扔在一旁的武器。但是，在这些包藏祸心的歌声中已经昏昏欲睡的社会打算怎么办呢？为什么它继续沉默和只是“暗中同情”呢？为什么一点也听不到 它的
 抗议，听不到它对风潮再起表示积极支持呢？难道它情愿“安心”等待过去每次学生运动都要遭到的不可避免的悲剧重演吗？难道它只想充当一个可怜的统计员，算算斗争中牺牲了多少人，充当一个消极的旁观者，看看惊险的斗争场面吗？为什么当“孩子们”毫不含糊地宣布自己决心为俄国自由作出新的牺牲的时候，还听不见“父辈”的声音呢？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甚至没有象工人那样支持大学生呢？要知道，在高等学校学习的并不是工人子弟，并不是无产者子弟，然而，无论在基辅，在哈尔科夫，或者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工人们都已经公开声明同情抗议者而不顾警察当局采取的种种“预防措施”，不顾警察当局要动用武力对付示威者的威胁。俄国无产阶级这一革命理想主义的表现，难道不会影响同大学生的命运血肉相连、休戚相关的社会动向，不会促使社会提出强烈抗议吗？

今年大学生的“骚动”是在相当良好的预兆下开始的。这些“骚动”一定会得到“群氓”和“市井小民”的同情。假如自由派人士不竭尽全力 及时
 支持大学生彻底打掉政府的威风，并迫使政府作出真正的让步，那么它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最近的将来就可以证明，我们的自由派人士能够在这方面起多大作用。目前学生运动的结局，在颇大程度上要看这个问题解决得怎样。但是不管这个结局如何，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全体大学生经过这么短促的平静时期以后就再次开始骚动，正是现存制度政治上破产的征兆。三年以来，大学生活无法走上正轨，教学时断时续，国家机器的一个齿轮不再转动，而且，在无力地转了一阵子以后，就又长时间地停下来了。在现存政治制度的范围以内没有灵药根治这个痼疾，现在已经不能有任何怀疑了。已故的博哥列波夫曾经企图从尼古拉的陈旧医术武库中借用“神”药来拯救祖国。结果如何，大家都清楚。很明显，再朝 这个
 方向前进不行了。讨好学生的政策现在一败涂地。可是，除了暴力和讨好而外，又别无第三条路可走。现存制度的这种毫无疑义的破产的每次新表现都会愈来愈深地挖掉它的基础，使政府在旁观者的心目中威信扫地，使认识到必须同政府斗争的人不断增加。

是的，专制制度的破产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它正在急于把这种破产通报全世界。宣布在帝国足足三分之一的地方“加强警戒”，俄国各地地方当局同时发布“命令”，要对俄国法律本来就已禁止的违法行为严惩不贷，这难道不是宣告破产吗？使一般法律失效的一切非常条例，按其实质来说，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有效。比如说，在非常情况下要求在一定的地点暂时采取非常措施，是为了建立被破坏了的均势，而只是在保持这种均势的情况下，一般法律才可以不受阻碍地发生效力。这就是现存制度的代表们的议论。关于加强警戒的条例，已经施行20多年了。20年来，在帝国的主要中心城市施行这个条例，并没有能“安抚”国家，恢复社会秩序。这个强有力的药方用了20年，结果发现“疑心”病（这个药方专治“疑心”病）传播得这样远，根扎得这样深，以致必须把这个药方推广到一切稍微大些的城市和工厂中心去！这不是破产者自己公开宣告破产吗？坚决捍卫现存制度的人（这种人无疑是有的），只要想到居民已经渐渐习惯于这个强有力的药方，已经不在乎在这个药方中加大剂量，一定会大吃一惊。

同时，政府的 经济
 政策的破产，已经不以政府意志为转移而暴露出来。专制制度的掠夺性经济，就是建立在对农民的骇人听闻的剥削上。这种经济的必然结果，就是这个或那个地区的农民经常不断地闹饥荒。每当这种时候，国家这个掠夺者总想在居民面前卖好，把自己打扮成被它洗劫一空的人民的衣食父母这个光彩角色。从1891年起，每次饥荒，就饿死的人数来说，都是大饥荒。从1897年起，饥荒差不多接二连三没有间断过。1892年，托尔斯泰尖刻地嘲笑说：“靠植物汁液为生的寄生虫，打算喂养这种植物。” 
［注：列宁引自列·尼·托尔斯泰《论饥荒》一文（见《托尔斯泰全集》1954年俄文版第29卷第104页）。——编者注］

 这的确是一种荒唐的念头。现在，时代变了，饥荒成为农村的常态，我们的寄生虫已不是一味空想喂养被它掠夺的农民，而是把这种想法本身宣布为危害国家的罪行。目的达到了——目前的大饥荒正处在即使在我国也属罕见的死一般的沉寂状态。听不见挨饿农民的呻吟，社会没有去发起赈灾，报纸对农村情况默不作声。多么难得的沉默啊，但是西皮亚金之流的先生们，你们是不是感到了这种宁静特别象暴风雨前的沉寂呢？

历来依靠千百万农民消极支持的国家制度，把农民弄得年年食不果腹。奥勃曼诺夫老爷们的君主制的这种 社会
 破产，其教训并不亚于它的 政治
 破产。

我们恶毒的破产者的事业的末日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呢？他天天靠剥人民身上的皮来填补自己政治和财政预算中的窟窿，还能活得长久吗？历史给予我们破产者苟延残喘的时间，其长短将由许多因素决定；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要看意识到现存制度完全破产的人们所表现的革命积极性有多高。现存制度的分崩离析已经非常严重，它大大超过了社会上那些势必成为现存制度掘墓人的人们进行的 政治动员
 。这种政治动员无疑将由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来完成，只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才能给专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大学生同政府的新搏斗，使我们大家有可能并有责任来加速这种动员一切仇视专制制度的社会力量的工作。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政治生活中，战争时期几个月抵得上平时几年。而我们所处的时期正是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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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塞壬是希腊神话中的几个女妖，住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每逢船舶经过，她们就以迷人的歌声诱惑航海者登岸，把他们害死。——255。



[150]指《关于国民教育部部属高等院校学生团体组织暂行条例》。这个条例是国民教育大臣彼·谢·万诺夫斯基于1901年12月22日（1902年1月4日）批准的。它把大学生组织置于严密的行政监督之下。大学生们对条例表示不满，纷纷抗议政府这一专横行为，拒绝承认这个《条例》。甚至自由派教授们也因《暂行条例》强加给他们监督学生的职责而表示抗议。——255。



[151]尼古拉（尼卡－米卢沙）·奥勃曼诺夫是俄国小品文作家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发表在1902年1月13日（26日）《俄国报》上的一篇小品文《奥勃曼诺夫老爷们》中的人物。奥勃曼诺夫（Обманов）在俄语中是由“欺骗”（обман）一词变来的，并与俄国封建王朝罗曼诺夫（Романов）这个姓谐音。小品文用这种影射的手法讽刺了罗曼诺夫王朝最后几代皇帝：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三世和皇后玛丽亚·费多罗夫娜以及当时在位的尼古拉二世。《俄国报》因发表这篇小品文被查封，作者阿姆菲捷阿特罗夫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这篇小品文通过秘密出版物和手抄本广泛流传于俄国。——256。



[152]犹大之吻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犹大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出卖耶稣的叛徒。他按照事先的约定，当着犹太教大司祭派来捉拿耶稣的兵丁亲吻耶稣，装作请安，于是那些兵丁就认出并逮捕了耶稣。后来，犹大之吻便成为虚伪的亲热的代用语。——257。









《列宁全集》第6卷


俄国经济生活

（1902年2月15日〔28日〕）

在这个总标题下，我们想随着材料的积累，定期刊登一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述俄国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文章和短评。现在，《火星报》已经开始每月出版两次，就尤其感到缺少这样一个专栏。但是，我们应当请全体同志和一切同情我们出版物的人严重注意：要（比较正常地）办这样一个专栏，就要有特别丰富的资料，而我们编辑部在这方面情况却非常不妙。一个合法作者甚至无法想象，“地下”作者的心愿和意图有时会因一点点最小的障碍而不能实现。先生们，请不要忘记，我们进不了帝国公共图书馆，那里有几十种、几百种专门出版物和地方报纸供新闻工作者使用。比较适合于“报纸”的经济专栏，即比较生动、及时、能引起读者和作者兴趣的经济专栏，所需要的正是散见于地方小报和专门出版物的资料，而这些出版物的大部分，要么买不起，要么根本不卖（如政府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医学界等等的出版物）。因此，要把经济专栏办得比较正规， 只有
 依靠秘密报纸的 全体读者
 本着“集腋成裘”的精神行事。《火星报》编辑部应当不耻于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几乎是一无所有。我们相信，我们广大的读者有可能“为了自己”去注意各种各样的专门出版物和地方出版物，而且实际上正在这样做。只有 每一个
 这样的读者 每一次
 遇到有意义的材料时，都能自问一下： 我们
 报纸的编辑部有没有这个材料？我是否向编辑部推荐了这个材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对俄国经济生活中一切突出现象的评价，不仅只有官方的吹捧、新时报的吹捧[153]和维特的吹捧，不仅只有由来已久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牢骚，而且也有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

好吧，我发了一通这种非自由主义的牢骚，现在就言归正传吧。


1．储金局

储金局是近来最常用的吹捧根据之一。单单利用这一点来吹捧的不仅有维特，而且还有“批评家”。大卫和赫茨之流，切尔诺夫和布尔加柯夫之流，普罗柯波维奇和托托米安茨之流，——总之，一切拥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时髦“批评”的人（更不用说卡布鲁柯夫和卡雷舍夫之流的大教授了），千腔百调地大肆叫嚷：“这些正统派说什么资本积聚！而现在单单储金局就已经向我们表明了资本的分散。说什么贫困在加剧！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小额人民储蓄在增长。”

我们现在就以一位好心人寄给我们的关于1899年俄国储金局的官方资料[154]为例来仔细研究一下。1899年，俄国总共有4781个国家储金局，其中包括3718个邮电储金局和84个工厂储金局。在五年（1895—1899年）中，储金局增加了1189个，即增加了1/3。同一时期，储户从1664000人增加到3145000人，即增加了将近150万人（增加了89％），存款总额从33000万卢布增加到60800万卢布，即增加了27800万卢布，或者说增加了84％。这大概就是“人民储蓄”的巨大增长吧！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情况又是什么呢？有关储金局的文献表明，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存款总额增长 最快的
 是 荒年
 ，即1891年和1892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在80年代和90年代合在一起的这一整个时期，“人民储蓄”增长的同时，农民贫困化、破产和挨饿的过程也在极其迅速、极其剧烈地发展。要了解这两种矛盾现象怎么能同时存在，只需要提醒一点：在这个期间，俄国经济生活的最主要特点，是 货币经济增长
 。储金局存款增加本身，根本不能说明一般“人民”储蓄增长，而只能说明 货币
 “储蓄”增长（有时候甚至只能说明货币向中心机构集中）。例如，农民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过渡的时候，就完全可能是货币储蓄增加而“人民”储蓄总额 减少
 。旧式农民把自己的储蓄（如果是货币储蓄）放在钱罐中，但是大部分的储蓄还是粮食、饲料、麻布、木柴及其他“实物”。现在，破了产的和正在破产的农民，既没有实物储蓄，也没有货币储蓄，而极少数发了财的农民则积蓄着货币，并且开始把它存入国家储金局。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清楚为什么在饥饿增长的情况下存款反而增长了。这种增长不是标志着人民富裕程度的提高，而是标志着旧的独立农民遭到新的农业资产阶级的排挤，即遭到那些不雇用长工或日工就不能经营的富裕农民的排挤。

储户的职业分类资料是上述情况一个很有意义的旁证。这个资料包括近300万（2942000）储户，存款总额达54500万卢布。平均每户185卢布，显然，这个数字清楚地表明，在储户中占绝大多数的是俄国人民中为数极少的“幸运儿”，他们不是拥有祖产，就是自己置有家产。最大的储户是 僧侣
 ：存款总额4600万卢布，储户137000个，平均每户 333
 卢布。看来，关心拯救信徒灵魂，并不是无利可图的事情……其次是 土地占有者
 ：存款总额900万卢布，储户36000个，平均每户268卢布；再其次是 商人
 ：存款总额5900万卢布，储户268000个，平均每户222卢布；下面是军官：平均每户219卢布；民政官：平均每户202卢布。占第六位的才是“从事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的”：储户64万个，存款总额12600万卢布，平均每户197卢布；接着是“在私人企业中办事的”：平均每户196卢布；“从事其他职业的”：平均每户186卢布；从事城市手工业的：平均每户159卢布；“仆役”：平均每户143卢布；在工厂做工的：平均每户136卢布；最后是“士兵”：平均每户86卢布。

可见，工厂工人的存款数量实际上居于 末
 位（除了由公家养活的士兵以外）！甚至仆役的平均存款也比工厂工人高（每户143卢布比每户136卢布），他们的储户数量也多得多。仆役有333000个储户，存款总额4800万卢布，而工厂工人只有157000个储户，存款总额2100万卢布。无产阶级为我国的显贵们和我国的大亨们创造全部财富，而景况却不如他们的私人仆役！在所有俄国工厂工人中（不下200万人），只有大约 六分之一
 [155]的人能够在储金局存一点点钱，——况且，工人们的全部收入都是货币，并且他们往往还必须养活农村中的家庭，因此，他们的存款大部分根本不是名副其实的“储蓄”，而只是 存放
 到下一次再寄回家去的钱，等等。更不用说“在工厂做工的”这一栏中，想必还包括办事员、工头、监工，总之根本不是真正的工人。

至于农民——如果认为他们主要是包括在“从事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的”这一栏的话——我们看到，他们的平均存款甚至比那些在私人企业中办事的人的存款还要高，并且大大超过了“城市工业者”（想必是指店主、手艺人、小客栈老板等等）的平均存款。显然这些在储金局中有12600万卢布存款的64万个农民（农户总数约1000万），全都是 农民资产阶级
 。关于农业的进步、机器的推广、耕作技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的材料，只同这些农民有关，也许还同那些与他们最接近的农民有关；而维特之流的先生们却抛出这种材料来反对社会主义者，以证明“人民福利在增长”，自由派（和“批评家”）先生们则抛出这种材料来反驳认为农业中的小生产在毁灭和衰落的“马克思主义教条”。这些先生没有觉察到（或者假装没有觉察到），小生产的衰落恰恰表现在：从小生产者中产生了一小撮靠多数人破产而发财的人。

按存款多少划分全部储户的资料更有意思。按整数计算是这样划分的：在300万个储户中，有100万个储户的存款 不到25卢布
 。他们的存款总额是700万卢布（全部存款总额为54500万卢布，也就是说，在存款总额的每10卢布中他们只有12戈比！）。每户平均 7卢布
 。这就是说，占全部储户 三分之一
 的真正小储户，只占存款总额的1/83。其次，有25到100卢布的储户占储户总数1/5（60万户），共有存款3600万卢布，平均每户55卢布。这两类储户加起来占全部储户 一半以上
 （在300万储户中占160万户），而他们的存款则只占总数54500万卢布中的4200万，即1/12。在余下的富裕储户中，存款在100到500卢布之间的有100万户，他们的存款总额是20900万卢布，每户平均223卢布。40万储户每户都有500卢布以上，他们的存款总额是29300万卢布，每户平均762卢布。因此，这些显然已经是富人的人，虽然 不到
 全部储户的1/7，他们的存款却占总数 一半以上
 （54％）。

可见，现代社会的 资本积聚
 ，居民群众的贫困化，甚至在这个专门适应“小兄弟”、适应不太富裕的居民的机构中也表现得极其明显，因为法定的最高存款额不得超过1000卢布。我们还要指出，尽管先进国家的储金局“民主化”程度很高，但是这种为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财产积聚，在这些国家更厉害。比如，法国截至1899年12月31日止，在储金局内存款的有1050万户，存款总额433700万法郎（1法郎略小于40戈比）。每户平均412法郎或者大约160卢布，也就是说， 少于
 俄国储金局的平均存款额。法国的小储户也比俄国多：将近1/3储户（330多万户）的存款都在20法郎（8卢布）以下，每户平均13法郎（5卢布）。这些储户的存款一共只有3500万法郎，占总额433700万法郎的1/125。存款在100法郎以下的储户占全部储户的一半稍多一点（530万户），他们的存款只有14300万法郎，即占总额的1/33。相反，存款在1000法郎以上（400卢布以上）的储户还不到储户总数的 1/5
 （18.5％），而他们的存款却占全部存款的 2/3以上
 （68.7％），即在433700万法郎中他们有297900万法郎。

这样，读者现在要评价我国“批评家”的议论就有一些材料了。储金局存款大量增长，特别是小储户增加，——事实同一个，解释各不同。“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说，这是人民福利在增长，资本在日益分散。社会党人说，这是“实物”储蓄正在变为货币储蓄，富裕农民正在增加，他们正在变成资产阶级，正在把自己的存款变成资本。沦为无产阶级的农民人数在更加无比迅速地增加，他们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把自己菲薄的收入的一小部分存入（虽然是暂时地）储金局。小储户多，恰恰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穷人多，因为这些小储户在存款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是微不足道的。

试问：这样的“批评家”和最平庸的资产者有什么不同呢？

再往下谈。我们来看看储金局的钱是干什么用的，究竟怎样用的。在俄国，这些钱首先加强了资产阶级军事警察国家的威力。沙皇政府（我们在《火星报》第15号的社论 
［注：见本卷第240—245页。——编者注］

 中已经指出过）使用这笔钱不受任何监督，正象它使用其他一切落入它手中的人民财产一样。它心安理得地从这些钱中“挪用”数以亿计的卢布来支付它的中国远征军[156]的费用，施舍给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重新武装部队，扩充海军，等等。比如在1899年，储金局存款总额是67900万卢布，其中61300万卢布是有息证券，即： 23000
 万卢布是 公债
 ，21500万卢布是土地银行的抵押券，16800万卢布是铁路债券。

国库常常做一种非常有利可图的“小生意”：第一，它填补储金局的全部开支并获得纯利（而纯利总是转化成储金局的预备资本）；第二，它 迫使
 储户来填补我们国家财政的亏空（迫使他们贷款给国库）。从1894年到1899年，储金局收入的款额平均每年为25000万卢布，支出的款额为20000万卢布。因此，每年有 5000万
 卢布以借债方式来填补国库这个只有懒汉才不来盗窃的钱袋上的窟窿。花钱打仗，施舍给宫庭侍从、地主和工厂主，即使有亏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人民储蓄”总是可以填补一大笔亏空的！

附带再指出一点，国库之所以能做有利可图的小生意，部分原因是它不断降低存款的利息，使这种利息低于有息证券的利息。例如，在1894年，存款的利率为4.12％，而有息证券的利率则为4.34％；在1899年，前者为3.92％，后者为4.02％。大家知道，降低利息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它最清楚最突出地表明大资本和 大生产靠剥削小生产
 而增长，因为利息的多少最终决定于利润总额和投入生产的资本总额之间的比例。还有一件事，也不能不谈一下，国库剥削邮电官员的劳动愈来愈厉害：从前他们只管邮件，后来又管电报，现在连收支储金的业务也都压在他们身上了（我们提醒一下：在4781个储金局中就有3718个邮电储金局）。对于广大邮电小职员来说，这意味着工作极度紧张，工作日延长。至于给他们的工资，国库则象爱财如命的吝啬鬼一样吝啬：付给刚刚参加工作的最低级职员的工资简直 不能果腹
 ，而后在这级上面又规定了无尽头的等级制，每晋升一级增加25戈比或50戈比，而辛辛苦苦拉了40—50年套以后能够得到小小一笔养老金这个前景，必定更厉害地奴役着这个真正的“官吏无产阶级”。

不过我们还是回过来继续谈储金局款项的使用。我们知道，储金局（按照俄国政府的意志）以21500万卢布投资于土地银行的抵押券，以16800万卢布投资于铁路债券。这一事实又给资产阶级的……不对，“批评家的”深奥思想在最近一次非常广泛的表现提供了借口。伯恩施坦之流，赫茨之流，切尔诺夫之流，布尔加柯夫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对我们说，这一事实实质上本来就意味着储金局的小储户正在成为 铁路的所有者
 和土地 抵押券的占有者
 。他们说，事实上，甚至象铁路和银行这样一些纯粹资本主义的大企业，也愈来愈分散，愈来愈化小，并且由于小私有者购买股票、债券和抵押券等等而正在转入他们手中，事实上，有产者的人数、私有者的人数正在增长，然而这些狭隘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一味醉心于过时的积聚理论和贫困化理论。例如，据统计，俄国的工厂工人在储金局存款的有157000户，存款总额达2100万卢布，其中大约500万卢布投资于铁路债券，大约800万卢布投资于土地银行的抵押券。这就是说，俄国的工厂工人是整整500万卢布的铁路所有者，是整整800万卢布的土地占有者。这就是你们谈来谈去的无产阶级！可见，工人是在剥削土地占有者，因为他们以抵押券利息的形式得到一部分地租，即一部分剩余价值。

是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批评家们正是这样议论的……你们可知道？我倒是正准备同意那种广为流传的意见，说什么“批评”是应当欢迎的，因为批评给似乎处于停滞状态的学说带来了活力，——这就是我准备同意的条件。法国社会主义者当年曾经靠分析巴师夏的诡辩来磨练自己的宣传鼓动能力，德国社会主义者靠的是搞清楚舒尔采－德里奇的诡辩，而我们俄国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只能同这伙“批评家”打交道了。所以，我准备高呼：“批评万岁！”， 但条件是
 使我们社会主义者在 向群众
 进行宣传 鼓动
 时 尽量广泛地
 分析时髦“批评”的一切资产阶级诡辩。你们同意这个条件吗？——那就一言为定！顺便提一下，我国的资产阶级愈来愈装聋作哑，他们宁愿要沙皇的天使长们保护，而不愿要资产阶级理论家保护，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地把这些“批评家”作为“恶魔的辩护人”来对付了。

通过储金局，愈来愈多的工人和小生产者正在成为大企业的股东。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所证明的并不是私有者人数增加，而是证明（1）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社会化增长和（2）小生产日益从属于大生产。我们就用俄国贫穷的储户来作例子吧。我们已经指出，存款在100卢布以下的储户占全部储户一半以上，即1618000户，存款总额4200万卢布，每户平均26卢布。就是说，这种储户用6卢布来“占有”铁路，用9卢布来“占有”“地产”。他是否会因此成为“有产者”或“私有者”呢？不会的，他还是无产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去受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奴役。他在“铁路和银行”事业中“入股”，只证明资本主义使单个社会成员和单个阶级相互之间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了。单个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宗法式经济下是微乎其微的，而现在这种相互依赖性却愈来愈多了。劳动日益社会化，企业日渐减少“私有性”，然而企业却仍然 几乎全部
 掌握在私人手中。

小储户在大企业入股，无疑同这个大企业 交织在一起了
 。这样交织，谁得到好处呢？大资本。大资本扩大自己的业务，而付给小储户的利息并不多于（常常少于）付给任何债主的利息，而且这些储户 愈小
 ，愈分散，大资本就 愈不依赖于
 他们。我们已经指出，小储户甚至在储金局款额中所占的比重也是极小的。它在铁路大王和银行大王的资本中所占的比重不是更微不足道了吗？小储户把自己的一星半点存款交给这些大王，他就又陷入对大资本的新的依赖。他休想支配这一大笔资本。他获得的“利润”少得可笑（26卢布年利4％＝每年1卢布！）。而一旦破产，他连这可怜的一星半点存款也要全部丢光。这些小储户为数众多，并不意味着大资本分散，而意味着大资本 实力加强
 ，连“人民”储蓄中的这一星半点存款也能加以支配。小储户在大企业入股，不仅没有成为更加独立的业主，反而成了 更加依赖
 大业主的人。

小储户人数增加，不能得出有产者人数增加这种宽慰人心的庸俗结论，而只能得出革命的结论，即小储户对大储户的依赖加强了，企业愈来愈社会化的性质同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储金局愈发展，小储户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胜利就愈关心，因为只有这种胜利才能使他们成为真的而不是假的社会财富的“股东”和支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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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指以《新时报》为代表的沙皇俄国反动出版界对俄国现实的粉饰。《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262。



[154]这份材料是俄国国家储金局管理署出版的《国家储金局1899年的工作报告》。——262。



[155]这里计算不准确，应为大约十二分之一。——264。



[156]指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沙皇俄国派往中国的侵略军。——267。









《列宁全集》第6卷


《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报告[157]


1902年3月5日

同志们！我们前天才接到定于3月21日召开会议的通告，同时接到完全出人意料的通知说，原定召开代表会议的计划改为召开党代表大会的计划。这个不说明理由的突然改变是谁决定的，我们不知道。就我们来说，我们认为这个改变极不妥当，我们反对这样匆忙地改变这种对党来说非常复杂并且又很重要的步骤，我们坚决主张召开代表会议的原定计划不变。

要使人们确信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认为，只要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也是前天才发给我们的代表大会议程（Tagesordnung）就够了。这个议程草案是否只是一个组织或几个组织提出来的，我们也不知道。议程规定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有九个问题，程序如下（我把这些问题的内容压缩了一下）：（1）经济斗争；（2）政治斗争；（3）政治鼓动；（4）五一；（5）对待反政府派的态度；（6）对待没有加入党的革命团体的态度；（7）党的组织；（8）中央机关报；（9）国外代表机关和党的国外组织。

第一，这个议程就其本身的结构和各个问题的编排来看，无可辩驳地给人一种“经济主义”的印象。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提出这个议程的组织至今还坚持“经济主义”观点（虽然这 在某种程度上
 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请同志们不要忘记：应当考虑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舆论，应当注意在我们这里还广为流行的“经济主义”残余。请想一想，进行政治斗争的先进政党，在国内一切革命力量和反政府力量开始直接冲击专制制度的最紧张时刻召开代表大会，而我们却突然把“经济斗争”提到首位，在这 之后
 才是“政治”！！难道这不是重犯我国“经济派”的传统错误，认为政治鼓动（或斗争）应当在经济鼓动之后吗？难道可以设想，有哪一个欧洲社会民主党居然想在革命关头把工会运动问题提到一切问题的首位吗？其次，再看看把政治鼓动问题同政治斗争问题分开这种做法吧！难道这里不是表现出把政治鼓动当作某种有原则区别、某种属于不同阶段的东西而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的常见错误吗？最后，在议程中把游行示威 首先
 当作 
经济斗争
 手段
 ，这又作何解释！？？不要忘记，现在的确有 许多
 敌视社会民主党的分子在指责整个社会民主党搞“经济主义”，如《前夕》呀，《俄国革命通报》呀，《自由》呀，都在这样指责，甚至（甚至！）《俄国财富》也在这样指责。不要忘记，不管代表会议作出怎样的决议，议程本身将成为历史文件，人们将根据它判断我们全党的政治发展水平。

第二，议程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它提出的（在代表大会前几天！）这些问题，只有在经过充分准备，在有可能通过真正明确、真正可以理解的决议时才应当讨论，否则最好暂时根本不讨论。例如，第5项和第6项关于对待反政府派和其他革命派的态度问题就是如此。必须事先全面地讨论这些问题，起草关于这些问题的报告，阐明现有各种派别的差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决议，才能真正提供某些新的东西，才能成为全党的实际 指南
 ，而不只是重复某些传统的“套话”。请实事求是地想一想，在对待“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或对待新出现的“社会革命党”这些问题上，我们能不能几天之内就制定出详细的、说明理由的和估计到运动的一切实际需要的决议？我们且不说，在提到没有加入党的革命团体的同时，避而不谈如何对待崩得和修改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中论述崩得的条款这种重要问题，这至少会给大家留下多么奇怪的印象？

第三（而且这是主要的），议程有一个不可饶恕的缺陷，即完全闭口不谈现代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 原则立场
 和它的 党纲
 。在全世界都在叫喊“马克思主义危机”，全俄国的自由派政论家甚至叫喊马克思主义崩溃了 和消灭了
 的时候；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两派”这个问题不仅提上了日程，而且甚至已经列入了各种系统的教学大纲，列入了宣传员的报告提纲和自学小组的学习提纲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闭口不谈上述问题是根本不行的。同志们，我们的对手已经 在刊物上
 （见纳杰日丁的《革命前夜》）挖苦我们说，我们习惯于“作作报告，一切顺利”！……

我们认为，议程的上述一切缺点令人信服地证明：把已经决定召开的代表会议改为代表大会是不合理的。我们当然懂得，大家对1898年以来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这件事的反应是多么强烈；把筹备代表会议所作的一切努力用来结束“没有党的机关的党”这种现状的思想是多么吸引人。但是，为了这些实际理由而忘记下述情况就大错特错了：现在大家都在期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作出真正符合于当前 一切
 革命任务的决议；如果我们在 现在
 这样的真正紧要关头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把社会民主党想在政治斗争中取得领导权的一切希望葬送掉；最好不要舍不得花几千卢布和几个月时间搞组织筹备工作，并且要利用这次代表会议来筹备将在夏天召开的真正 全党的
 代表大会，以便能够彻底解决理论方面（原则纲领）和政治斗争方面的一切迫切问题。

请看一看社会革命党人吧，他们愈来愈善于利用我们的缺点，并且靠损害社会民主党求发展。他们刚刚成立了“党”，又是办 理论性
 机关刊物，又是决定出政治性 月
 刊。如果社会民主党人 在
 这种事件 以后
 不能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取得 至少是这样的
 成绩，人们会怎样谈论社会民主党人呢？难道我们不怕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从纲领的明确性和组织的革命性来看，社会民主党人还不如这个明明把各种不坚定分子、未定型分子、甚至身分不明分子集结在自己周围的“党”吗？

由于这一切，我们认为，不应当把只有各委员会代表参加的这次大会宣布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而应当宣布为 非正式的代表会议
 ，并规定这个代表会议的 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
 是组织和筹备将在夏天召开的真正 全党的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既要能批准党纲，又要能彻底调整好党的政治周刊，还要能在原则坚定性即忠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并为政治 攻势
 做好实际战斗准备的基础上，做到把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委员会、甚至一切小组（印刷小组等等）真正地全部团结起来。

从这个基本思想出发，我们提出代表会议的下列议程请同志们考虑：


1．原则性决议
 。在这个决议中，必须十分明确地反对不久以前广为流行的企图缩小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任务的那些令人痛心的做法。党的代表会议如果坚决驳斥这一切企图，就为在原则基础上把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团结起来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并且会提高曾经被动摇过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威信。可能会有一些同志担心，讨论原则性的决议要占去大量时间，要影响实际问题的讨论。我们完全不赞成这样的看法，我们认为，在秘密报刊上进行的长期辩论已经把问题谈清楚了，我们一定会很快很容易地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上取得一致意见。没有原则性的决议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此外，即使从代表会议的议程上取消了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取消不了，因为在讨论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等等决议时，这个问题同样必然会出现，不过比较零散就是了。因此，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把我们关于政治鼓动、罢工等等的决议割裂开来，而是有联系地叙述对我们基本任务的看法，这样做要好得多。

至于我们，我们打算草拟一个这样的决议案，把它作为这个报告的附件（如果来得及这样做的话）。


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
 。这里，我们指的是初步（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是暂定）解决下列问题：代表大会的时间（夏天，或至迟秋天，因为最好在下一个“季节”到来之前结束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地点（而且应当仔细考虑保密条件）；召开代表大会所必需的经费（从我们来说，《火星报》现在就准备为此目的从它得到的一笔特别捐款中拨出500卢布；可能我们很快还会搞到一笔同样数目的款项或者甚至更多。应当讨论，召开这次大会大约需要几千卢布，不足之数怎样筹集）；最后，关于选举代表的一般原则和尽可能广泛的代表性（就是说，要使事先已经明确确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各委员会、某些团体，甚至某些小组都有代表参加，至于确定社会民主党两个国外组织的代表这一比较容易的任务，就不用谈了；还必须确定一项议程，讨论关于邀请在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间隔时间内所产生的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问题，以及其他等等）。


3．选举组织委员会
 。一般说来，这个组织委员会的任务是执行代表会议的决议，筹备和召开代表大会，最后确定代表大会的日期、地点，代表大会的实际组织工作，筹备运输工作，在俄国设立党的印刷所（在《火星报》的协助下，在俄国已经有了两个同情我们刊物的地方印刷小组[158]，这两个小组在自己两个印刷所中印出了《火星报》第10号和第11号，印出了《今后怎样？》、《莫罗佐夫工厂罢工十周年》、《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的演说》、《奥布霍夫事件的起诉书》等许多小册子，以及一些传单。我们希望，这些地方小组的代表能够参加代表会议的工作，并尽力协助全党任务的实现），以及协助各种地方组织、工会（工人）组织、学生组织等等。这个组织委员会在各个组织的支持下，要能够在三四个月的时间内充分准备条件，来成立能够事实上领导我们党的一切政治斗争的真正的中央委员会。

我们认为，由于组织委员会的任务又多又杂，它的组成人员不能太少（5—7人），建议他们选出一个常务委员会，分分工，并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开几次会。


4．选举党纲起草委员会
 。因为《火星报》编辑部（“劳动解放社”也包括在内）从事这项困难的工作历时已久，所以我们愿向同志们提出这样的计划。我们已经完成了纲领实践部分的全部草案，其中包括土地纲领草案，此外还草拟了纲领的原则部分的 两个
 方案。如果大家认为有必要，如果我们的代表没有遇到阻力，他将向代表会议介绍这些草案。现在，我们正在根据这两个方案拟定一个总的草案，我们当然不希望在这项工作完成之前，用草稿的形式予以公布。如果代表会议选出几个人同我们的编辑部一起来制定纲领，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实际的办法。

至于我们，至少现在可以向同志们正式保证，再过几个星期就能提出党纲草案的定稿，并且想预先在《火星报》上发表，供 全体
 同志研究和提出意见。


5．中央机关报
 。由于创办正常出版的、在文字和技术方面都很完善的定期刊物困难很大，代表会议可以按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先例行事，指定一个现有刊物为机关报。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还是确定办一个全新的机关报，不管怎样，都应该委托一个专门委员会，最好还是委托组织委员会，来筹备这项工作，并会同现有的编辑部或新选的编辑部加以全面讨论。

我们认为，必须吸收“劳动解放社”参加讨论，因为没有“劳动解放社”的参加和领导，我们就不能办好又坚持原则又可以满足运动的一切需要的政治性机关报。

既然在代表会议以前就有办双周刊的意图，那么党应该规定最近的任务是办 周报
 。只要 全体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真正 共同
 来办这种刊物，这是完全可能的。


6．草拟党代表大会的议程和关于各项议程的报告
 。代表会议应当部分地由自己拟定这个议程，部分地委托组织委员会承担，并且 必须
 指定（或挑选）每个问题的报告人。只有预先指定报告人，才能保证真正全面地讨论问题（某些报告可以先发表全文或摘要，并在报刊上展开讨论，例如，我们希望很快就把编辑部一个成员几乎已经完成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的报告 
［注：见本卷第281—320页。——编者注］

 等等发表出来）。并且在代表大会上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


7．运动的当前实际问题
 。例如，（一）讨论和通过五一传单（或讨论《火星报》和其他组织提出的传单草稿）；

（二）五一游行示威——举行游行示威的时间和方式；

（三）委托组织委员会协助举行抵制、游行示威等等，使党员在思想上、使党在人力物力上对全民起义逐步有所准备；

（四）关于组织委员会的经费 和其他等等的
 各种财务问题。




关于我们代表大会的任务和议程问题的报告就到此结束，我们只指出一点：由于时间非常少，我们根本不可能起草关于《火星报》活动的详细报告。因此，我们只能提出下面这个简要的草稿。


（注意）决议草案


1．代表会议坚决反对企图把机会主义引进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运动的种种行径，其表现就是所谓“批评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主义和“经济主义”。在全世界资产阶级为臭名远扬的“社会主义危机”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代表会议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义宣布自己同革命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团结一致，并坚信：社会民主党经过这次危机将更加巩固，并决心为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进行无情的斗争。

2．代表会议宣布自己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并确认，党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是推翻专制制度。代表会议宣布，为了实现这个最近的任务和自己的最终目的，社会民主党认为自己的工作重点是开展全面的和全民的政治鼓动，号召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反对强加于任何一部分居民的一切经济、政治、民族和社会的压迫。代表会议宣布，党将支持反对现存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一切革命运动和进步的反政府运动。代表会议特别推荐举行抵制、在戏院等处示威、以及有组织的群众性游行示威这样一些实际的斗争手段。代表会议建议党的一切委员会和团体重视为举行全民武装起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所必须采取的准备措施。

3．代表会议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党将一如既往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关心这个斗争的扩大和深入发展，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这个斗争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联系；竭力利用这个斗争的各种表现来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吸引无产阶级参加政治斗争。代表会议宣布，首先只在经济方面进行鼓动，或者认为经济鼓动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广泛适用的手段，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注意：在这里再次 
揭露《工人事业》

 是很重要的！！］

4．（是否需要按我们的土地纲领的精神谈一谈农民？

我尽力设法写出，随后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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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列宁写的这篇报告是准备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委员会和组织代表会议提出的。这次代表会议是经济派筹办的，于1902年3月23—28日（4月5—10日）在波兰比亚韦斯托克举行。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崩得中央委员会及其国外委员会、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火星报》编辑部（它的代表费·伊·唐恩持有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的委托书）。经济派和支持他们的崩得分子起初打算把这次代表会议改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指望这样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并抑制《火星报》日益增长的影响。但是，由于代表会议的代表面太窄（只有4个在俄国国内有活动的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派代表出席，比第一次代表大会还少），而代表会议上暴露出来的原则性意见分歧又很大，尤其是《火星报》代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这一企图没有得逞。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确定会议性质的决议，通过了崩得中央委员会代表提出的原则决议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代表提出的修正案（《火星报》代表提出了自己的原则决议草案，因而投了反对票），批准了以《火星报》编辑部拟订的草案为基础的五一传单。为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选出了由下列代表组成的组织委员会：《火星报》的代表唐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的代表奥·阿·叶尔曼斯基、崩得中央委员会的代表К．Я．波尔特诺伊。代表会议召开后不久，会议的大多数代表，包括组委会的两名成员即被警察逮捕。1902年11月在普斯科夫会议上成立了新的组织委员会，其成员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代表弗·潘·克拉斯努哈、《火星报》国内组织代表伊·伊·拉德琴柯和南方工人社代表叶·雅·列文。——272。



[158]指《火星报》的基什尼奥夫印刷所和巴库印刷所。



基什尼奥夫印刷所是列·伊·戈尔德曼于1901年4月创建的，存在到1902年3月12日（25日）。印刷所印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今后怎样？》（《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抽印本）、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小册子《女工》、《奥布霍夫工厂五月骚乱事件的起诉书》（《火星报》第9号抽印本并附列宁《新的激战》一文）、列宁的文章《同饥民作斗争》（《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抽印本）和《游行示威开始了》（《火星报》第13号抽印本）以及一系列声明和传单。这个印刷所还翻印了《火星报》第10号。



巴库印刷所（秘密通信中代号“尼娜”）是巴库的火星派小组（弗·扎·克茨霍韦利、列·波·克拉辛、列·叶·加尔佩林、Н．П．科泽连科、瓦·斯图鲁阿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的协助下于1901年9月建立的。印刷所用俄文和格鲁吉亚文印过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蜘蛛和苍蝇》、希·迪克施坦的小册子《谁以什么为生？》、《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的演说》、《莫罗佐夫工厂罢工十周年》以及一些宣言和传单。巴库印刷所还翻印了《火星报》第11号。格鲁吉亚秘密的马克思主义报纸《斗争报》也是在这里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巴库印刷所成为党的中央印刷所，按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布置的任务进行工作。1905年12月，印刷所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撤销。——277。









《列宁全集》第6卷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

[159]




（1902年2月—3月上半月）


一

俄国社会民主党需要有一个“土地纲领”，这一点未必需要详加论证。所谓土地纲领，我们是指在土地问题上，也就是在对待农业，对待农村居民的各个阶级、阶层、集团的态度方面，确定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指导原则。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自然主要是，甚至完全是“农民的纲领”，即确定对农民问题所持态度的纲领。大土地占有者、农业雇佣工人和“农民”，这就是包括俄国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村居民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对上述三个组成部分的前两部分（土地占有者和工人）的态度不言而喻是非常明确的，可是，“农民”这个概念本身却很不明确，因而我们对待农民生活和农民演进的基本问题的政策，也就更不明确了。如果说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土地纲领的关键正是“农民问题”，那么在俄国，这应该尤其如此。最明确地确定自己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对于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更加必要，因为在俄国，我们这个派别还十分年轻，而俄国整个旧的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农民”社会主义。当然，那批自以为继承了我国形形色色民粹派社会主义者遗产的俄国“激进派”，几乎连一点社会主义的气息也没有。但是，“工人”问题已经被推到俄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前台，在这个问题上，这些人没有任何固定的原则，他们有十分之九的人实质上都是最庸俗的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者，他们愈是喜欢抹杀这一事实，他们就愈加乐意把自己同我们在“农民”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提到首位。最后，许多在“工人”问题上几乎完全同俄国激进派（或自由派？）合流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拼命强调的也正是农民问题，据说在这个问题上，伯恩施坦之流、布尔加柯夫之流、大卫之流、赫茨之流以及……切尔诺夫之流的“最新著作”，似乎已经使“正统马克思主义”丢尽了脸！

其次，除了理论上的困惑莫解和各“先进”派别的论战而外，运动本身的纯粹实际需要，最近也提出在农村进行宣传和鼓动的任务。但是，没有原则上坚定的和政治上适当的纲领，就不可能比较认真、比较广泛地进行这项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派别一产生，就认为“农民问题”十分重要。可以提醒一下，“劳动解放社”草拟并于1885年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就提出了“彻底改变土地关系（赎买和把土地分给农民的条件）” 
［注：见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一书的附录。］

 的要求。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党人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1892年版）这本小册子中，也谈到社会民主党人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

所以，《火星报》在出版初期有一号（1901年4月第3号）对土地纲领作了概述，即在《工人政党和农民》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

 一文中确定了自己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土地政策原则的态度，这是十分自然的。这篇文章曾使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困惑莫解；我们编辑部收到了许多关于这篇文章的意见和信件。主要的反对意见是由归还割地这一项引起的，我们本来打算在《曙光》上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恰好这时候《工人事业》第10期出版了，上面有马尔丁诺夫的一篇文章，其中除别的问题外也分析了《火星报》的土地纲领。《工人事业》综合了许多流行的反对意见，因此我们 暂时
 只答复马尔丁诺夫一个人，希望写信给我们的人不要抱怨。

我强调 暂时
 二字，是由于下面这些情况。《火星报》的这篇文章是编辑部的一个成员写的，编辑部的其他成员在问题总的提法上同作者看法一致，但是在局部问题，在个别条文上自然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同时我们整个编辑委员会（也就是说，包括“劳动解放社”在内）忙于集体草拟我们党的纲领草案。这一起草工作拖下来了（部分原因是党务繁杂和秘密环境有所不便，部分原因是必须召开专门的代表大会来全面讨论这个纲领），直到最近才结束。既然归还割地这一条文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也就不急于替这一条文来辩护，因为在我看来，关于我党土地政策问题的总提法比这一个别条文重要得多，这一条文在我们的总的草案中还可能被否决，或者作重大修改。现在我要辩护的就是这个总的草案。“读者朋友”不厌其烦地把他们对我们土地纲领的批评意见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就请他们来批评我们的总的草案。


二

我们在下面援引这个草案的“土地”部分的全文。

“为了肃清旧农奴制残余，为了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将力求：

1．取消赎金、代役租以及目前农民这个纳税等级所承担的一切义务；

2．废除连环保和一切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律；

3．用赎金和代役租方式从人民那里勒索的钱应归还人民；为此必须没收寺院的财产和皇族的田产，同时对享有赎金贷款的大贵族土地占有者课以特别税；把这样获得的款项作为村团的文化和慈善事业的特别国民基金；

4．设立农民委员会，以便：

（一）把废除农奴制时从农民那里割去的和成为地主盘剥工具的那些土地归还村团（用剥夺的办法，或者——在土地已经转手的情况下——用赎买的办法等等）；

（二）消灭在乌拉尔、阿尔泰、西部边疆区和国内其他地区保留下来的农奴制残余；

5．授权法庭降低过高的地租和宣布盘剥性契约无效。”

读者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在“土地纲领”中没有任何为农业雇佣工人提出的要求。关于这一点，我们要说明一下，这样的要求已经列入纲领的前一部分，其中包括我党“为了保护 工人阶级
 不致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衰退，同时为了增强工人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能力”所提出的要求。我们加上着重标记的那几个字，包括 所有的
 雇佣工人，其中也包括农业雇佣工人，而且纲领这一部分 所有的16项
 都同 农业工人
 有关。

把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合并为一部分，在纲领的“土地”部分中只剩下“农民的”要求，这的确不方便，使得为农业工人提出的要求不引人注目，乍看起来很不显著。如果只是粗略地读一下纲领，甚至可能得出十分错误的看法，仿佛我们故意冲淡为农业雇佣工人提出的要求。不用说，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上面说的那种不方便，其实纯粹是表面性的。只要比较细心地阅读纲领和有关解释（显然，我们党的纲领要“到民间去”，不但要作书面解释，而且更重要的是，非作口头解释不可），这种不方便是容易消除的。如果某个团体要专门向农业工人作说明，它就应当从为工人提出的所有要求中单独抽出那些对雇农、日工等等最重要的要求，并在专门的小册子、传单或一系列口头介绍中加以说明。

从原则上讲，这里所谈的纲领各部分的 唯一正确的
 表达方法，就是把为国民经济 一切部门
 的雇佣工人提出的一切要求合并在一起，把为“农民”提出的要求严格地分出来，单独列为一个部分，因为在前后两种场合，我们能够要求什么和应当要求什么，其基本准则 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草案中，这里所分析的纲领的两个部分的原则区别在每一部分的导言中都已反映出来。

为了雇佣工人的利益，我们要求实行那些“保护他们不致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衰退和增强他们斗争能力”的 改革
 ；为了农民的利益，我们只要求实行那些有助于“肃清旧农奴制残余，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的 改造
 。由此可见，我们为农民提出的要求狭窄得多，这些要求的条件也低得多，仅限于比较狭小的范围。对于雇佣工人，我们有责任维护他们 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阶级
 的利益；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阶级运动是唯一 真正
 革命的运动（参看纲领的原则部分关于工人阶级对待其他阶级的态度的那段文字），我们力求组织、指导和用社会主义意识来启发的正是这个运动。但是对于农民， 我们决没有责任
 维护他们 作为现代社会的小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阶级
 的利益。这里不能相提并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所以社会民主党 直接
 和 完全
 代表的只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只是力求同它的阶级运动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现代社会的其余一切阶级都主张保存现存经济制度的基础，所以社会民主党只是在某种情况下，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才有责任维护这些阶级的利益。例如，小生产者阶级，包括小农在内，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是 反动的
 阶级，所以“想用保护小经济和小私有制不受资本主义侵犯的办法来拯救农民，就是徒劳无益地阻碍社会的发展，就是用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能够安居乐业的幻想欺骗农民，就是分散劳动阶级的力量，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建立少数人的特权地位”（《火星报》第3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81页。——编者注］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纲领草案提出“农民的”要求，受到 两个十分狭窄的条件
 的制约。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纲领中“农民的要求”只有符合以下两个条件才是合理的：第一，这些要求导致农奴制残余的消灭；第二，这些要求促进农村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

《火星报》第3号对这两个条件已经作了简要说明，现在我们来对每一个条件作比较详细的分析。

“旧农奴制残余”在我国农村还非常之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工役制和奴役制依然存在，农民没有充分的等级权利和公民权利，农民从属于手执鞭子的享有特权的土地占有者，日常生活中受屈辱使农民变成真正的野蛮人，——所有这一切在俄国农村中都不是例外，而是常规，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在农奴制还占统治地位的场合和关系中，——而且正因为它还占统治地位，——它的敌人就是作为 一个整体的全体农民
 。对于农奴制，对于农奴主－地主以及为他们效劳的国家来说，农民还仍然是一个 阶级
 ，不过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而是农奴制社会的一个阶级，也就是说仍然是等级的阶级。 
［注：大家知道，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阶级的差别也是用居民的等级
 划分固定下来的，同时还为每个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
 地位。所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农奴制社会）的阶级同时也是特别的等级。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等级划分已被消灭（至少在原则上已被消灭），所以阶级已经不再是等级。社会划分为阶级，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共同的现象，但是在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在后一种社会中则是非等级的阶级。］

 正因为在我国农村还保存着农奴制社会所特有的这种“农民”同享有特权的土地占有者之间的阶级对抗， 所以
 工人政党无疑应当站在“农民”这边，应当支持他们的斗争并 推动他们
 同农奴制的一切残余 进行斗争
 。

我们把农民一词放在引号内，为的是表明在这种场合存在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矛盾：在现代社会中，农民当然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阶级。但是，谁因这种矛盾而惶惑不安，他就是忘记了，这并不是叙述的矛盾，也不是学说的矛盾，而是生活本身的矛盾。这并不是臆造的矛盾，而是活生生的辩证的矛盾。 正因为
 在我国农村中农奴制社会正在受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排挤， 所以
 农民就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分裂成为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最小的资产阶级）。 正因为
 农奴制关系还保存着， 所以
 “农民”还仍然是一个阶级，也就是说，我们重说一遍，这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而是农奴制社会的阶级。这两种“正因为——所以”的情况，在现实中，是以现代俄国农村中的农奴制关系同资产阶级关系 极其错综复杂地
 交织在一起的形式存在的。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工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在我们这里极为奇妙地交织在一起。我们所以要特别强调为俄国所有的经济调查已经肯定了的这一情况，是因为这种情况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使我们某些“土地”要求显得复杂，紊乱，甚至牵强，许多人一看就大吃一惊。谁在反驳时只对上述解决办法的这种复杂性及其“奥妙” 笼统地
 表示不满，谁就是忘记了，对这样错综复杂的问题 根本不可能
 采取简单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反对农奴制关系的一切残余，——这对社会民主党人说来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而既然这些关系同资产阶级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我们就 必须
 深入这个所谓紊乱的中心，而不要害怕任务复杂。“简单”解决这个任务的办法 只能有一种
 ，就是回避掉，绕过去，让“自发因素”来收拾这个乱摊子。而这样“简单”从事，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和“经济派的”崇拜自发性的人都喜欢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该这么做。在农民反对农奴制一切残余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应该支持农民，而且应该推动农民前进，而为了推动农民前进，仅仅有一般的愿望是不够的，必须给以明确的革命的指示，必须善于 帮助
 农民 把
 错综复杂的土地关系 弄清楚
 。


三

为了使读者更清楚地认识到一定要用复杂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我们请读者在这一方面把纲领中的工人部分和农民部分比较一下。在前一部分，一切解决办法都非常简单，连很少知道底细、很少动脑筋的人都理解，而且“自然”、熟悉、易于实行。在后一部分则相反，大多数解决办法都非常复杂，乍一看“不理解”，而且牵强、不大可能、难于实行。这种差别怎样解释呢？是不是纲领起草人在前一场合头脑清醒，思考认真，而在后一场合就头脑糊涂，陷入浪漫主义，夸夸其谈起来了呢？老实说，这种解释过于“简单”，而且简单得有些幼稚，马尔丁诺夫紧紧抓住这种解释不放，我们并不奇怪。他没有考虑到，经济发展本身使一些小的工人问题的实际解决容易极了，简单极了。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领域内，社会经济关系已经变得（并且愈来愈变得）如此显著、明了、简单，以致最近的前进步子不言自明，一目了然。反之，农村中资本主义对农奴制的排挤，却使社会经济关系变得如此错综复杂，以致要（用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解决最近的实际问题，必须很动一番脑筋，而且可以十分有把握地预断，“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想不出来的。

顺便说一句，既然我们已经开始拿纲领中的工人部分同农民部分作比较，我们就还要指出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原则差别。简单说来，这个差别可以表述如下：在工人部分中，我们无权超出社会改良的要求的范围，而在农民部分中，我们不应当在社会革命的要求面前停下来。换句话说，在工人部分中，我们无条件地局限于最低纲领的范围，在农民部分中，我们却可以而且应当提出最高纲领。 
［注：有人反对说，归还割地的要求远不是我们为农民提出的最近要求（或者说我们总的土地要求）中的最高要求，所以它是不彻底的，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我们将在下面谈到我们所辩护的纲领的具体条文时加以分析。我们断定，并且将力求证明，“归还割地”的要求，是我们在自己的土地纲领中目前就可以提出的最高要求。］

 我们来解释一下。

在前后两部分中，我们阐述的都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是我们的最近要求。所以在前后两部分中，我们应当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为基础。这是两部分相同的地方。两者的根本差别在于：工人部分包含的要求，目的是反对 资产阶级
 ，而农民部分包含的要求，目的是反对 农奴主－地主
 （如果封建主这个名词是否适用于我国的领地贵族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 
［注：我个人倾向于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解答，但是在目前这种场合，自然没有那么多篇幅和时间来论证甚至提出这种解答，因为现在谈的是要替整个编辑部集体制定的土地纲领草案辩护。］

 ，我就要说，反对封建主）。在工人部分中，我们应当限于对现存资产阶级制度进行 局部的
 改善。在农民部分中，我们应当力求 完全
 清除这个现存制度中的一切农奴制残余。在工人部分中，我们不能提出其意义无异于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统治的要求：如果我们达到我们的这个最终目的，即达到纲领其他部分十分强调的、我们在争取实现最近要求时“一分钟”也不忽视的最终目的，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就不会限于研究企业主负有什么责任或研究什么工厂住宅这些问题，而是要一手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以及分配的 一切
 管理权和支配权。相反，在农民部分中，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提出其意义无异于彻底摧毁农奴主－地主统治、完全清除我国农村中农奴制的一切痕迹的要求。在提出最近要求的工人部分中，我们不能提出社会革命的要求，因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革命，已经是实现我们 最终
 目的的无产阶级革命了。在农民部分中，我们则提出社会革命的要求，因为推翻农奴主－地主统治的社会革命（也就是象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在现存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也是可能的。在工人部分中，我们还是停留在（虽然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有自己独立的意图和打算，但毕竟还是停留在）社会改良的基础上，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要求的只是资产阶级在还没有丧失自己统治的条件下可以（原则上）给我们的东西（即桑巴特之流、布尔加柯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及其同伙因此而预先劝告资产阶级明智而诚心地给我们的东西）。而在农民部分中，我们应当 不同于社会改良主义者
 ，我们所要求的是农奴主－地主永远不会给也不可能给我们（或农民）的东西，是农民革命运动只有用暴力才能夺得的东西。


四

由此可见，马尔丁诺夫用来如此“轻易地”“斥责”我们土地纲领的那个“简单的”“实现”标准，是不完全、不中用的。这种可以最近直接“实现”的标准，一般只适用于我们纲领中明显带有改良性质的部分和条文，而绝不适用于革命政党的总纲领。换句话说，这个标准之适用于我们的纲领，只是作为一种例外，绝不是作为一种常规。我们的纲领一定能实现，这只是从这个词的广义即哲学意义上来说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纲领没有一个字同整个社会经济演进的方向相抵触。既然我们已经正确地肯定了这个方向（从整体和从局部），我们就应当为实现自己的革命原则和自己的革命职责，始终不渝地尽 一切力量
 争取实现我们的 最高
 要求。在斗争还没有终结、还正在进行的时候，企图预先断定我们恐怕达不到 全部的
 最高要求，——那就是十足的庸人习气。这种想法总是要导致机会主义的，纵然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希望这样。

马尔丁诺夫认为《火星报》的土地纲领是“浪漫主义”，“因为在目前条件下， 能不能吸引农民群众加入我们的运动是大成问题的
 ”（《工人事业》第10期第58页，黑体是我用的），这种议论实际上难道不是庸人习气吗？这是把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简单化为“经济主义”的那些很“体面”很廉价的议论中的一个好例子。但是，只要把这种“体面的”议论好好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它原来是个肥皂泡。“我们的运动”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吸引”农民 群众
 “加入”这个 运动
 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不是成问题，而是 不可能
 ，根本谈不上。而反对农奴制一切残余（也反对专制制度）的“运动”，农民群众则 不可能不参加
 。马尔丁诺夫没有仔细考虑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和反对农奴制的运动两者的性质有本质上的不同，因而用“我们的运动”这几个字把问题弄糊涂了。 
［注：马尔丁诺夫对他所要论述的问题考虑得多么肤浅，从他文章的下面这句话可以看得特别清楚，他说：“我们纲领的土地部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具有较小的实际意义
 ，所以它只是为革命空谈大开方便之门。”加上着重标记的这句话，正好包含了正文所指出的糊涂观念。马尔丁诺夫听说，在西方，只有在工人运动非常发展的时候才提出土地纲领。在我国，工人运动刚刚开始。因此，还有“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的政论家急忙作了这种推论。他忽略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西方拟订土地纲领是为了吸引半农民、半工人
 来参加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
 民主主义运动，在我国，则是为了吸引农民群众来参加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民主主义
 运动。所以，在西方，农业资本主义愈发达，土地纲领的意义就愈大
 。我们的土地纲领，就其绝大部分要求来讲，农业资本主义愈发达，它的实际意义就愈小
 ，因为这个纲领所反对的农奴制残余不仅在自行消亡，而且在政府政策的影响下日趋消亡。所以我们的土地纲领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最近的将来，即专制制度崩溃以前
 的时期。俄国的政治变革无论如何必然会引起我们最落后的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到那时候，我们就必须修改我们的土地纲领了。而马尔丁诺夫只是牢牢记住一点：考茨基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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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这是公正的），只要重复和照抄考茨基的书就够了，用不着考虑俄国在土地纲领方面的根本特点（这是很不聪明的）。］



成问题的绝不是能不能吸引农民群众参加反对农奴制残余的运动，而只是参加的 程度
 如何，因为在农村中，农奴制关系同资产阶级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一个阶级的农民（小农），与其说是革命分子，不如说是保守分子（特别是因为农业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演进在我国还刚刚开始）。所以，在政治改革时期，政府分裂农民（例如，比分裂工人）要容易得多，它通过对为数不多的小私有者作小小的无足轻重的让步来削弱（最坏的情况甚至是麻痹）农民的革命性要容易得多。

整个情况就是这样。但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政府愈容易同农民中的保守分子步调一致，我们就应该愈努力、愈迅速地同农民中的革命分子步调一致。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以尽可能科学的准确性来决定，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 方针
 来支持这些分子，然后推动他们坚定不移地同农奴制的一切残余作斗争，而且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推动他们。企图预先“规定”我们的推动会有 几分成就
 ，这难道不是庸人习气吗？结果如何，以后生活会决定这一点，历史会记录这一点，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无论如何要进行斗争，一直斗争到底。难道一个正在冲锋陷阵的士兵会考虑我们也许不全歼敌人的兵团，而只歼灭它五分之三吗？照马尔丁诺夫的说法，象建立 共和国
 这样的要求，不也是“成问题的”吗？对政府来说，用部分款项支付 这张
 期票，比支付农民要求消灭农奴制一切痕迹这张期票，更容易办到。但是这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部分款项我们当然要放在口袋里，但是决不停止争取 全部
 款项的殊死斗争。我们应当更广泛地传播这种思想：只有建立了共和国，才能进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决战，我们应当在俄国所有的革命者中间，在尽量广泛的俄国工人群众中间 树立
 
［注：我们说“树立”，是因为俄国旧的革命者从来没有认真注意过共和国问题，从来没有把这个问题当作“实际”问题，——民粹派、骚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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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以无政府主义者的轻视态度对待政治；民意党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想从专制制度直接跳到社会主义革命。在群众中传播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和在俄国革命者中树立争取建立共和国的风气这个任务，落到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肩上了（如果不谈十二月党人的早被遗忘了的共和思想的话）。］

 和巩固争取建立共和国的风气，我们应当用“共和国”这个口号来表示，我们在争取国家制度民主化方面将斗争到底，决不回头——而斗争本身将会决定，我们能够夺得多大一部分款项，究竟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夺得这部分款项。在我们没有让敌人尝到我们打击的全部力量，我们自己没有领教过敌人打击的全部力量以前，就企图计算这部分款项有多少，那是愚蠢的。在农民要求方面，我们的任务也是如此，就是要根据科学的材料确定这些 最高
 要求，并帮助同志们争取实现这些最高要求，让那些冷静的合法的批评派和欣赏显著结果的不合法的“尾巴主义者”去讥笑最高要求“大成问题”吧！ 
［注：关于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要求是否可能“实现”的问题，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卡·考茨基1896年同罗·卢森堡的论战，也许不无好处。罗·卢森堡写道：把波兰复国的要求列入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纲领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个要求在现代社会中不可能实现。卡·考茨基反驳说：提出这个论据“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纲领的实质惊人的无知。我们的实际要求，不管是纲领中的明文规定，还是默认的“假设”，适宜与否（werden……darnach　bemessen），不是看这些要求在目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实现
 ，而是看这些要求是否同现存社会制度相符合
 ，是否能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推动这个斗争发展（fordern），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扫清（ebnen）道路。在这里我们丝毫不考虑目前的（“den”）力量对比。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是为目前时期制定的，——它应当尽可能（ausreichen）对现代社会的任何情势作出指示。纲领不仅应当为实际行动（der　Aktion）服务，而且应当为宣传服务，它应当用具体要求的形式，比抽象的议论更清楚地指出我们想要遵循的前进方向。并且，只要我们不失之于空想主义的思辨，能为自己提出的实际目标愈远大愈好。这样，群众，甚至那些不能理解（erfassen）我们的理论论断的群众，也会更加明白我们所遵循的方向。纲领应当说明我们向现代社会或现代国家要求
 的东西，而不是等待
 它给我们的东西。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来说吧。它要求由人民选举官吏。如果用罗·卢森堡的尺度来衡量这个要求，那么它也象建立波兰民族国家的要求一样是一种空想。谁也不会幻想，在现代政治对比的情况下，人民选举国家官吏的要求能在德意志帝国实现。有理由可以预料，波兰的民族国家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才可能出现，关于人民选举国家官吏的要求，也同样有理由可以这么说。但是，难道这就是不该把这项要求列入我们的实践纲领的充分根据吗？”（《新时代》第14年卷第2册第513页和第514页。黑体是卡·考茨基用的。）］




五

现在来谈谈另一个总的原则，这个原则决定了我们为农民提出的一切要求的性质，它表现在“…… 为了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
 ……”这句话中。

这句话无论是对于整个土地问题的原则性提法，还是对于个别土地要求的评价，都是非常重要的。消灭农奴制残余，这个要求是我们和所有彻底的自由派、民粹派、社会改良主义者、土地问题上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等等的共同要求。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同所有这些先生没有原则上的不同，而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他们在这一点上也不可避免地总是要停留在改良的范围之内，而我们则不会在社会革命的要求面前停下来（在上述意义上）。相反，我们要求保证“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所有这些先生， 甚至
 同一切 非
 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有 原则上
 的矛盾。后两者在土地问题上并没有在社会革命的要求面前停下来，但是他们恰恰不愿使这些要求服从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这一条件。这个条件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土地问题方面的基本点和中心点 
［注：实质上，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所以在土地问题上左右徘徊，误入歧途，正是由于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他们中间最勇敢、最彻底的（因而也是最诚实的）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自己的“研究性著作”中公开宣称，阶级斗争的“学说”完全不适用于农业关系的领域。（《资本主义和农业》第2卷第289页）］

 。承认这个条件，就是承认农业的演进——不管它多么错综复杂，不管它的形式如何纷繁——也是资本主义的演进，承认 这种
 演进（象工业的演进一样）也产生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是这种阶级斗争应当是我们关心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对象，应当是我们今后用来检验原则问题、政治任务以及宣传、鼓动和组织等方式的试金石。承认这个条件，就是必须在小农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个特别重要而难于解决的问题上也坚定地站在阶级立场上，决不为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离开无产阶级的立场，相反，要求受现代整个资本主义压榨而破产的小农离开 自己的
 阶级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我们提出这个条件，就不仅坚定不移地同 自己的敌人
 （即那些直接或间接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拥护资产阶级的人，他们在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中是我们暂时的和局部的同盟者）划清了界限，而且同 不可靠的朋友
 划清了界限，这些朋友由于自己对土地问题的提法模棱两可，会给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带来（事实上正在带来）很多危害。

我们提出这个条件，就贯彻了一项指导原则，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只要坚持这项原则，即使处在任何穷乡僻壤，即使面临着最错综复杂的、把 一般
 民主主义任务提到首位的土地关系，也能在解决这些任务时强调和坚持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就象我们在解决 一般
 民主主义的政治任务时，仍然是社会民主党人一样。

我们提出这个条件，也就回答了许多人在草草读过我们土地纲领的具体要求以后所提出的那种反对意见……他们说，“把赎金和割地归还给 村团
 ”！？——这哪里有我们无产阶级的特殊性和我们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呢？这实质上难道不是送给农村资产阶级的礼物吗？？

当然是的，——但只是从农奴制的崩溃本身也是送给“资产阶级的礼物”这个意义上讲的，因为这正是为资产阶级的发展，而不是为其他别的什么发展解除农奴制的羁绊和束缚。无产阶级和其他受资产阶级压迫并同资产阶级相对抗的阶级的差别，恰恰就在于，它把自己的希望不是寄托在阻碍资产阶级的发展上，不是寄托在削弱或缓和阶级斗争上，而是相反地寄托在最充分、最自由地发展阶级斗争上，寄托在加速资产阶级的进步上。 
［注：当然，无产阶级不是拥护加速资产阶级进步的任何措施，而仅仅拥护其中直接
 有助于增强工人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能力的措施。而“工役制”和奴役制加在无产的和接近于无产阶级的那部分农民身上的痛苦，要比加在富裕农民身上的痛苦厉害得多。］

 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这样来加强和巩固资产阶级，就 不能
 消灭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农奴制残余。对这一点“惶惑不安”，就是重犯某些社会主义者的错误：他们说，我们不需要政治自由，因为政治自由会加强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


六

上面考察了我们土地纲领“总的方面”，现在来分析纲领的各项要求。我们不从第1条，而从第4条（关于割地）开始分析，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中心的、使土地纲领具有独特性质的一条，同时也是最敏感的一条（至少评论《火星报》第3号上那篇文章的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如此）。提醒大家一点，这一条的内容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1．要求成立农民委员会，并由农民委员会全权重新调整那些带有直接的农奴制残余的土地关系。选用“ 农民
 委员会”这个名称是为了明确表示：和1861年“改革”连同它的贵族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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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新的调整应当由农民来掌握，而不应当由地主来掌握。换句话说，彻底消灭农奴制关系的使命，不是让压迫者而是让受这些关系压迫的居民来完成，不是让有关者的少数，而是让有关者的多数来完成。其实，这无非是对 农民改革
 进行一次 民主的修改
 （也正是“劳动解放社”起草的第一个纲领草案所要求的东西）。我们没有用后一种说法，那仅仅是因为它不太明确，没有十分清楚地指出这种修改的真正性质和具体内容。因此，比如说，马尔丁诺夫如果确实想就土地问题发表自己的某种主张，他就应当明确地声明，他是不是否定对农民改革进行民主修改这个主张本身，如果不否定， 他
 对这个主张又是怎么看的。 
［注：这里再提一提纳杰日丁的不彻底（或吞吞吐吐？），他在自己的土地纲领草稿中看来接受了《火星报》关于农民委员会的主张，但是，他把这个主张表述得极不妥当，说什么应该“设立由人民代表组成的特别法庭，来审理农民对于伴随‘解放’而来的一切措施提出的控诉
 和申请”（《革命前夜》第65页，黑体是我用的）。可以提出控诉
 的只是违法案件。2月19日的“解放”及其一切“措施”本身就是一种法律
 。在某一种法律还没有被废除，还没有用新的立法准则来代替（或部分废除）之前，设立特别法庭来审理对这个法律的不公正所提出的控诉，是毫无意义的。不仅应当授权“法庭”受理对割去牧场的“控诉”，而且应当授权“法庭”归还（或者赎回等）这种牧场，如果是这样，那么第一，有全权制定法律的“法庭”就不再是法庭了；第二，必须明确指出，这种“法庭”，究竟有哪些剥夺、赎买等权力。但是，不管纳杰日丁的表述多么不妥当，而对于农民改革进行民主修改的必要性，他却了解得比马尔丁诺夫正确得多。］



其次，2．农民委员会有权剥夺和赎买地主土地，进行土地的交换，等等（第4条第2项），但这种权力只限于处理直接的农奴制关系残余。就是说（3），只有对下述土地才有剥夺和赎买的权力：第一，“废除农奴制时从农民那里割去”的土地（这些土地当然向来是农民经济的必要附属物，是农民经济整体中的一部分，这些土地是通过伟大的农民改革这一合法化的掠夺人为地从农民那里夺走的）；第二，“成为地主盘剥工具”的土地。

这第二个条件把赎买和剥夺的权力限制得更小了，使这种权力不适用于所有的“割地”，只适用于现在仍然作为盘剥工具的割地，也就是《火星报》所说的“ 仍然被利用来保持
 强迫的、奴役性的、徭役制的劳动，实际上还是农奴制的劳动”的割地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83页。——编者注］

 。换句话说，凡是由于我国农民改革的不彻底，农奴制经济形式仍然依靠从农民那里割去的土地而保留到现在的地方，农民有权甚至用剥夺的方法立刻彻底消灭这些农奴制残余，有权“ 归还割地
 ”。

这样我们就可以让我们好心的马尔丁诺夫放心了，他曾经忧心忡忡地问道：“现在在地主手中，在购买割地的平民知识分子手中，都有一些割地在按典型的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怎么处理这些割地呢？”最尊敬的先生，这里谈的不是这些个别的割地，而是成为农奴制经济残余至今得以继续存在的基础的那些典型的（并且为数极多的）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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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4．第4条第2项授权农民委员会消灭在我国个别地方还保留下来的农奴制残余（地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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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没有完全分出，没有划定地界，等等）。

可见，为简便起见，第4条的全部内容用“归还割地”这几个字来表明就行了。试问，提出这种要求的主张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是从我们应当帮助农民，应当推动农民尽量彻底地消灭农奴制一切残余这一总的基本原则中得出的直接结论。这一点不是“大家都同意”吗？既然同意走这条路，那就请你们自动沿着这条路前进，不要叫人家拖着你们走，不要因为这条路“异乎寻常”就望而却步，在许多地方你们根本找不到有人走过的道路，你们将不得不攀悬崖、爬峭壁、穿丛林、越深壑，但不要因此而不安。不要抱怨无路可走，这种抱怨将是于事无补的沮丧，因为你们应当预料到，你们走的不会是由社会进步的全部力量所铺好的笔直而平坦的康庄大道，而是穷乡僻壤的羊肠小道，这些羊肠小道走得通，但是笔直好走的捷径，你们也好，我们也好，其他什么人也好，都永远找不到，——说“永远”找不到，是指只要这些衰亡着的，这些缓慢而痛苦地衰亡着的穷乡僻壤还存在，就永远找不到。

你们要是不愿到这些穷乡僻壤去，那就直截了当地说不愿去，不要用空话来支吾搪塞。 
［注：例如，《火星报》向马尔丁诺夫说明了自己土地政策的一般原则（“把阶级斗争引进农村），也说明了关于具体纲领要求问题的实际解决办法，然而他却指责《火星报》“空谈”。马尔丁诺夫没有用任何别的原则来代替这些一般原则，甚至没有仔细考虑这些原则，没有打算制定明确的纲领，却用下面冠冕堂皇的空话来支吾搪塞：“……我们应当要求保护他们〈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免受各种落后形式的经济盘剥……”这不是廉价的空谈吗？你能否试给我们直截了当地指出哪怕能免受一种
 （更不用说“各种”了！）落后形式的盘剥（大概还有不落后“形式的盘剥”吧！！）的哪怕一种
 保护方法？要知道，连小额借贷、牛奶收购协作社、信用社、小业主联合会、农民银行、地方自治机关农艺师，所有这些也都是“免受各种落后形式的经济盘剥的保护方法”。就是说，你认为所有这些“我们都应当要求”吗？？最可爱的先生，应该先想一想，然后再来谈纲领！］



你们同意为消灭农奴制残余而斗争吗？那很好。不过请记住，任何表现或肯定这些残余的统一的法律设施都是 不存在的
 ，——我说的当然完全是我们现在所探讨的土地关系方面的农奴制残余，而不是有关等级、财政等立法方面的农奴制残余。被俄国所有的经济研究无数次证明了的直接的徭役经济残余，并不靠某种专门保护它们的法律来维持，而靠实际存在的土地关系的力量来维持。这是千真万确的，连一些见证人也直截了当地对著名的瓦卢耶夫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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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如果农奴制不受法律明文禁止，它无疑会重新复活起来。这就是说，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完全不涉及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土地关系，这样一来，其余一切问题解决起来就很“简单”了，但是这样一来，你们连农村中农奴制经济一切残余的主要根源也触及不到，这样一来，你们就会“简单地”回避同农奴主和受盘剥的农民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最紧要问题，回避在明天或后天很可能成为俄国最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之一的问题。要么你们也想涉及土地关系这个“落后形式的经济盘剥”的根源，这样一来，你们就应当考虑到这些关系极其错综复杂，根本不容许用简易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既然你们不满意我们对这个错综复杂问题所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你们就 无权
 以笼统地“抱怨”问题的复杂性来支吾搪塞了事，而 应当
 设法独立弄清这个问题，提出别的具体解决办法。

割地在现代农民经济中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民粹主义（就其广义而言）同马克思主义在对俄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演进的评价方面分歧多么深刻，两个主义在 这个
 问题上却没有分歧。这两派的代表都一致认为：在俄国农村中有大量农奴制残余，都认为（请注意）在俄国中部各省盛行的私有经营方式（“工役经济制度”）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其次，他们还一致认为：把农民土地割给地主——就是说不论是直接意义上的割地，还是剥夺农民放牧、利用森林、饮马场、牧场等等的权利，——是工役制最主要的基础之一（ 甚至是最主要的基础
 ）。只要提醒一点就够了，即根据最新的材料，地主经济的工役制 至少在欧俄的17个省占主要地位
 。有些人把关于割地的条文看作纯粹是人为的、“搜索枯肠想出来的”、别出心裁的臆造，让这些人来试试反驳这个事实吧！

工役经济制度的实质如下。实际上，即不是就所有权，而是就经营来说，地主和农民的耕地以及其他农业用地没有彻底划清地界，而是继续混在一起。例如，农民的一部分土地被用来养牲口，这些牲口并不是农民耕地所必需的，而是地主耕地所必需的；地主的一部分土地（如饮马场、牧场等）对于邻近的农民经济在其现行制度下是绝对必需的。土地使用的这种实际交叉， 不可避免地
 会产生（确切些说，会保存上千年的历史所产生的）农夫和老爷之间在农奴制下存在的那种关系。农夫事实上仍然是农奴，照旧用自己历来的农具、历来的老一套三圃制为自己历来的“世袭领主老爷”干活。农民自己也常常把这种工役制叫作“徭役制”；地主自己在谈到他的田庄时也说：“我那些过去的……”（其实，不仅是过去的，而且也是现在的！）“……农民”用自己的农具给我耕地，以抵偿他们租用我的牧场的租金；这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在解决某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时，起码的一条，就是要求首先抓住最典型、最不受局外的和复杂的环境影响的情况，在弄清情况之后，再深入一步把这些局外的和复杂的环境一一加以考虑。这里就拿一个最“典型的”情况来说吧：过去的农奴的子女替过去的老爷的儿子干活，以抵偿租用过去的老爷的牧场租金。工役制造成技术停滞和农村中 一切
 社会经济关系停滞，因为这种工役制阻碍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分化，使地主不受（比较而言）竞争的促进影响（地主不去提高技术，却降低对分制佃农的份额，顺便说一下，在改革以后的许多年以来，许多地方都确有这种降低份额的情况），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从而阻碍迁徙和外出做零工的发展，等等。

在这种“纯粹的”情况下，剥夺地主相应部分的土地给农民使用，是十分自然的，是合乎愿望的，是切实可行的，试问，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能够对此怀疑吗？这种剥夺将震动奥勃洛摩夫，迫使他在自己变得少了一些的土地上改用更完善的经营方法，这种剥夺将破坏（我不说消灭，而说破坏）工役制，将提高农民的独立性和民主精神，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将有力地推动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农业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既然大家都承认，割地是工役制最主要的根源之一，而工役制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农奴制的直接残余，那么，对于归还割地会破坏工役制和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怎么能表示怀疑呢？


七

可是，有很多人对这一点还是有怀疑的，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怀疑这一点的人所提出的各种论据。这些论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归还割地的要求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原则？（二）既然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的意义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在日渐缩小，那么从政治上是不是妥当来考虑，提出纠正这种现象的要求是明智的吗？（三）这种要求实际上是不是实现得了？（四）既然承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提出这种要求，并且在我们的土地纲领中不是提出最低要求，而是提出最高要求，那么从这个观点来看，归还割地的要求是不是彻底？这样的要求实际上是不是最高要求？

根据我的判断， 所有
 “反对归还割地”的意见，都可以归结为这四项中的某一项，而且大多数反对者（马尔丁诺夫也包括在内）对所有这四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认为归还割地的要求在原则上不正确，在政治上不妥当，在实践上实现不了，在逻辑上前后不一贯。

我们按照所有这些问题的主次，来逐一加以考察。

（一）认为归还割地的要求在原则上不正确，有两个理由。第一，据说这会“触犯”资本主义农业，也就是说，会阻止或妨碍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据说这不仅会加强而且会直接增加小私有制。第一个论据（马尔丁诺夫特别强调这个论据）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典型的割地恰恰相反，是在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归还割地则会加强这种发展；至于非典型的情况（不用说，例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但是例外只是证实常规的正确），《火星报》和纲领都作了附带说明（“……割去的……和成为盘剥工具的土地……”）。这种反对意见纯粹是由于不了解割地和工役制在俄国农村经济中的实际意义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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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论据（这个论据在几封私人信件中发挥得特别详细）则重要得多，总的来说，它是反对我们所维护的纲领的最有力的论据。一般说来，发展、支持、巩固，尤其是增加小经济和小私有制，根本不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恰好不是小经济的“一般”例子，而是 特殊
 例子。这种特殊性在我们土地纲领的引言中 说得很清楚
 ：“消灭农奴制残余和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 一般
 说来，支持小私有制是反动的， 因为
 这种支持是反对大 资本主义
 经济的，因而阻碍社会发展，模糊和缓和阶级斗争。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要支持小私有制，恰恰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农奴制，——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支持小农就能大大推动阶级斗争的发展。事实上，我们这样做是作 最后的
 尝试，设法燃起农民对农奴主－地主的阶级（等级）仇恨的余烬，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是为农村中资产阶级阶级对抗的发展扫清道路，因为这种对抗现在还被农奴制残余对全体农民共同的、似乎是同样的压迫 掩盖着
 。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两面。西方的私有者农民在民主运动中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现在正在捍卫自己的特权地位（同无产阶级相比而言）。俄国的私有者农民，现在还处在他们不能不寄予同情的决定性的和全民性的民主运动前夕。他们还更多地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他们反对目前在俄国还十分厉害的等级农奴制特权，比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要卖力得多。在 这样的
 历史关头，我们正应当支持农民，力求对他们这种还是模糊含混的不满情绪加以引导，使他们去反对他们的真正敌人。如果在下一个历史时期，目前这种社会政治“局势”的特征已经消失，假定说，农民满足于极小部分私有者的小恩小惠，而“大吼大叫”坚决反对无产阶级，如果到那时候，我们从自己的纲领中删去同农奴制残余作斗争的条文，我们也决不会自相矛盾。那时候，我们大概还要从纲领中删去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条文，因为决不能设想，在获得政治自由以前，农民能够摆脱最可恶和最沉重的农奴制压迫。

在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小私有制阻碍生产力发展，把劳动者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固守着陈旧的技术，使土地难以投入商业周转。在工役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小土地所有制只要一摆脱工役制，就能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使农民摆脱那种把他束缚在一个地方的奴役制，不再替地主“义务”服劳役，杜绝用无限加重“宗法式”剥削的办法来代替技术改良的可能，使土地易于投入商业周转。总之，小农在农奴制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交界线上所处的矛盾地位，证明社会民主党给予小私有制以特殊的和暂时的支持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再说一遍：这并不是我们的纲领文字表达上的矛盾，而是实际生活中的矛盾。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无论工役经济多么不甘心屈服于资本主义的进攻，但毕竟是屈服了，不仅如此，它注定要完全消灭；大的工役经济正在和将要直接让位给大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你们呢，却想用实质上是分散（虽然是局部地，但毕竟是分散）大经济的办法来加速农奴制的消灭过程。这样，你们不是为了目前的利益而牺牲将来的利益吗？你们为了农民在最近的将来举行反对农奴制的起义（能否举行还是问题），而给农村无产阶级在比较遥远的将来举行反对资本主义的起义造成困难！”

这种论断乍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是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第一，小农也会屈服于资本主义的进攻，虽然他们并不甘心，但是一定会屈服的，小农归根到底也是注定要被排挤掉的；第二，大工役经济并不一定总是“直接”让位给大资本主义经济，而往往是形成半独立农民、半雇农、半私有者阶层，然而象归还割地这种革命措施，哪怕有一次能用公开的革命转变“方法”来代替使农奴制依附关系向资本主只依附关系不知不觉逐渐转变的“方法”，那就是办了一件大好事：这对于全体农村劳动者的反抗精神和独立斗争精神 不能不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第三，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将设法利用欧洲的经验，我们吸引“乡下佬”来参加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会比我们的西欧同志们早得多，热心得多，西欧的同志们在争得政治自由之后，还长期“摸索”过产业工人运动的道路：在这方面我们将“从德国人那里”得到许多现成的东西；可是在土地问题方面，我们也许要搞出点新东西来。为了使我国的雇农和半雇农以后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最要紧的是社会主义政党 现在
 就应当开始“维护”小农，“尽可能”帮助他们，不拒绝参与解决“别人的”（非无产阶级的）各种迫切而复杂的问题，教育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把社会主义政党看作自己的领袖和代表。

其次，（二）有人认为归还割地的要求在政治上不妥当：要党重视纠正一切已经失去现实意义的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而忽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日益迫切的基本问题，是考虑欠周的。马尔丁诺夫挖苦说：有人想“在晚了40年以后的今天重新解放农民”。

这种议论只是乍看起来显得冠冕堂皇。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有各种各样的。有些不公平现象可以说同历史的主流无关，不阻止也不妨碍它的流动，不阻碍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深入和扩展。着手纠正这种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那的确是不明智的。就拿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来说吧。哪一个社会民主党都不想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要纠正 这种
 不公平现象，尽管同时哪一个党都不回避自己有责任抗议这种不公平现象，并为此谴责一切统治阶级。如果我们提出归还割地这个要求的理由是而且仅仅是：你看，这里出现了不公平的现象，让我们来纠正它吧，——那就是空洞的民主主义词句。但是，我们提出我们这个要求的理由并不是为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抱不平，而是认为有必要消灭农奴制残余，为农村的阶级斗争扫清道路，就是说这种必要性对无产阶级是很“实际的”，也是很迫切的。

这里我们看到 另一种
 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的例子，那就是还在继续 直接阻碍
 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的不公平现象。不肯设法纠正 这种
 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就等于说“鞭笞是历史现象，所以要保护鞭笞”。把我国农村从“旧制度”残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是各党各派（农奴主的政党除外）所提出的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所以拿“晚了”作借口，是根本不适当的，而且出自马尔丁诺夫之口，简直滑稽可笑。事实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执行 自己
 扫除旧制度一切残余的任务“晚了”，因此，只要这个缺点还没有纠正，只要我们还没有获得政治自由，只要农民的状况还会引起几乎整个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不满（如我们在俄国所看到的），而不是使这些人因貌似强大的反社会主义堡垒“不可摧毁”而产生保守的自满情绪（如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那里，各种秩序党——从大地主和纯粹的保守派起，一直到自由主义的和自由思想的资产者，甚至一直到……说出来，请切尔诺夫之流的先生们和《俄国革命通报》别生气！……甚至一直到土地问题上时髦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为止，都有上面这种自满情绪），我们就一定要纠正这个缺点。其次，那些在原则上当运动的尾巴、只抓“能产生显著结果”的问题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也“晚了”：这些“尾巴主义者”在土地问题上也迟迟不提出明确的指示，那只是把最有力、最可靠的武器交给了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派别。

至于说（三）归还割地的要求在实践上“实现不了”，这种反对意见（马尔丁诺夫特别强调这种意见）是经不起一驳的。至于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和究竟怎样来进行剥夺、赎买、交换、划地界等等问题，只要有政治自由，农民委员会解决起来会比少数人的代表组成的专为少数人办事的贵族委员会容易十倍。只有惯于过分低估群众革命积极性的人，才会重视这种反对意见。

这里提出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反对意见。既然寄希望于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既然为农民提出的不是最低纲领，而是最高纲领，那就应该贯彻到底，或者要求农民的“土地平分”，或者要求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马尔丁诺夫写道：“如果我们想为少地农民群众找到真正的〈原文如此！〉阶级的口号，那我们就应当更进一步——我们应当提出‘土地平分’的要求，但是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告别了。”

这种议论非常突出地暴露了“经济派”的真面目，使人想起了一句谚语：叫他们去祷告上帝，他们就磕破头皮。

既然你们赞成实现某一小生产者阶层的 某些
 利益的 一种
 要求， 那就是说
 ，你们应当离开自己的立场而站到这一阶层的立场上来！！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有把制定符合某一阶级所广泛理解的利益的纲领同逢迎这个阶级的行为混为一谈的“尾巴主义者”才这样推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但是我们公开谴责不开展的无产者的偏见：仿佛我们只应该为那些“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而斗争。我们支持农民的进步的利益和要求，而坚决拒绝他们的反动要求。“土地平分”是旧民粹主义的一个最突出的口号，这个口号恰恰使革命的成分和反动的成分交织在一起。社会民主党人曾经几十次肯定说：他们决不象一个蠢人那样，把整个民粹主义直截了当地一概抛弃，而是从中提取革命的、一般民主主义的成分，并把这些成分变成自己的东西。在土地平分这个要求中，把小农生产普遍化和永久化的空想是反动的，但是，这个要求（除了似乎“农民”能成为 社会主义
 革命的体现者这种空想以外）也有革命的一面，即希望用农民起义来铲除农奴制的一切残余。我们认为，归还割地的要求，从农民的所有两面性的、自相矛盾的要求中，恰恰抽出了在整个社会发展方面能够起革命作用、因而应该得到无产阶级支持的东西。马尔丁诺夫要我们“更进一步”，实际上只会使我们陷入荒唐的境地：让我们根据农民 真正的
 偏见，而不是根据无产阶级 真正理解的
 利益，来决定农民“ 真正的
 ”阶级口号。

土地国有化则是另一回事。这个要求（如果从资产阶级意义上，而不是从社会主义意义上了解）比归还割地的要求的确“更进一步”，因此在原则上我们完全赞同这个要求。在一定的革命时期，我们当然不会拒绝提出这个要求。但是，我们制定自己目前的纲领，不仅是为了革命起义时代，甚至与其说是为了革命起义时代，不如说是为了政治奴役的时代，即为了政治自由以前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用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来表现反农奴制的民主运动的直接任务 就太软弱无力了
 。设立农民委员会和归还割地的要求能直接激发当前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因而这个要求不会让任何以国家社会主义精神进行实验的人找到借口。相反，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却会使人忽视农奴制的最突出的表现和最厉害的残余。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立刻提出我们的土地纲领，把它当作推动农民民主运动的一种手段。可是，不仅在专制制度下，而且在半立宪君主制下，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没有十分牢靠的、深深扎根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情况下，提出这个要求与其说有助于“农村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不如说会使人热中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荒谬试验。 
［注：考茨基在一篇驳斥福尔马尔的文章中很正确地指出：“在英国，先进工人可以要求土地国有化。可是，在德国这样一个军事和警察国家里，如果全部土地都变成国家的财产（eine　Domane），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实现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情况，我们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在梅克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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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福尔马尔和国家社会主义》，《新时代》第10年卷（1891—1892）第2册第710页）］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在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我们土地纲领的最高要求，不应超出对农民改革进行民主修改的范围。土地国有化的要求虽然在原则上完全正确，在一定时期完全适用，但是目前，在政治上不妥当。

值得指出的是，纳杰日丁在自己一心想提出正是土地国有化这个最高要求时误入了迷途（部分原因是他决定在纲领中仅仅提出“农夫所 理解
 所需要的要求”）。纳杰日丁把土地国有化的要求表述如下：“把国家的、皇族的、教会的、地主的土地变为人民的财产，变为国有的土地，以最优惠的条件分给劳动农民长期租用。”这个要求无疑能为“农夫”所理解，但是大概不能为社会民主党人所理解。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只有作为资产阶级的措施而不是作为社会主义的措施，才是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原则上正确的要求，因为从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讲，我们要求的是 一切
 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既然我们停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我们就只能要求将地租转交给国家；这种转交本身不仅不会阻碍，反而甚至会加速农业的资本主义演进。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在支持资产阶级土地国有化的同时，第一，决不应当象纳杰日丁所做的那样，把农民的土地排除在外。如果我们保留土地上的 私人
 经营制，而只消灭土地私有制，那么 在这方面
 把小私有者排除在外，完全是反动的。第二，在实行 这种
 土地国有化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应坚决反对把国有土地宁愿租给“劳动农民”，而不租给农业中的资本家企业主的做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或依然保存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也是反动的。如果有一个民主国家实行了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既不应当给小租地者，也不应当给大租地者以特别优待，而应当无条件地要求 一切
 租地者一律遵守关于劳动保护（关于限制最高工作日、关于遵守卫生规章等等）以及关于合理使用土地和牲畜的法定条例。在实行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这种行动实际上自然等于加速大生产对小生产的胜利（正如工厂立法在工业中加速这种胜利一样）。

纳杰日丁一心想做到无论如何“能为农夫所理解”，结果在这里陷入了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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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对归还割地这个要求的各种反对意见进行分析之后，我们深信这些反对意见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应当提出对农民改革，也就是对农民改革中的土地改革进行民主修改的要求。为了把这种修改的性质、范围和实行的方法都明确规定下来，我们应当提议设立农民委员会，授权它用剥夺、赎买和交换等办法处理农奴制经济残余赖以存在的“割地”。


八

同我们的土地纲领草案第4条有密切关系的是第5条，这一条要求“授权法庭降低过高的地租和宣布盘剥性契约无效”。这一条同第4条相同的地方是，两条都反对盘剥；同第4条不同的地方是，这一条要求的不是对土地制度进行一次性的改变和改革，而是对公民的法律关系进行经常性的修改。 这种
 修改工作由“法庭”来进行，当然，这里指的不是象地方官（或者哪怕甚至是有产阶级从有产者中间选出的治安法官）那样的一些成为对法庭的可怜讽刺的“机构”，而是我们纲领草案前一部分第16条所讲的法庭。第16条要求“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当然也包括农业）“……设立由对等的工人代表和企业主代表组成的职业法庭”。法庭的这种成分既能保证法庭的民主性，也能保证自由地表现农村各居民阶层的不同阶级利益。这样，阶级对抗就不会被腐败的官僚主义——这具安放人民自由遗骸的粉饰的坟墓——的遮羞布所遮盖，而会公开地明显地呈现在大家面前，从而使那些在宗法制度下混日子的农村居民振作起来。从当地居民中选举法官，就能充分保证全面了解一般的农村生活和当地的具体特点。对于既不能算作纯粹的“工人”，也不能算作纯粹的“企业主”的大批农民，自然会作出特殊的规定，以保证各种成分的农村居民都能有同等数量的代表，此外，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无条件地主张：第一，农业雇佣工人不管人数多么少，都应 单独
 选出代表；第二，经济力量薄弱的农民和富裕农民尽可能分别选出代表（因为把这两类人混在一起，不仅在统计中会产生假象，而且在各个生活领域中会造成后者对前者的压迫和排挤）。

这种法庭的权限应当有两方面：第一，如果地租“过高”，它们有权 降低
 地租。纲领中的这句话本身就等于间接承认这种现象是十分普遍的。只要能在法庭上公开辩论审理地租过高的问题，甚至不管法庭的判决如何，总会大有好处。降低地租（哪怕这种降低不是经常的）对于消灭农奴制残余是会起到自己的作用的：大家知道，在我国农村中，租佃的农奴制性质比资本主义性质更多，地租是比资本主义地租（即企业主的超额利润）多得多的“货币”地租（即改造过的封建地租）。因此，降低地租会直接促进以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代替农奴制经济形式。

其次，第二，法庭有权“宣布盘剥性契约无效”。“盘剥”这一概念在这里没有作规定，因为对选出的法官运用这一条文加以限制，是完全不合适的。什么是盘剥？俄国农民知道得太清楚了！从科学观点看来，这个概念包括一切含有 高利贷
 （冬季雇用等）或 农奴制
 （因牲畜践踏庄稼而服工役等）成分的契约。

要求把赎金归还人民的第3条，性质稍有不同。这里不会引起象第4条所引起的那种关于小私有制的怀疑，然而反对者却说什么这一要求在实践上实现不了，而且同我们土地纲领的总则（＝“消灭农奴制残余，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缺乏逻辑上的联系。可是谁也不会否认，正是农奴制的种种残余合在一起，使千百万农民经常忍饥挨饿，这种情况一下子就把俄国同一切文明国家区别开来了。所以连专制制度也不得不愈来愈经常地设立“供村团的文化和慈善事业需要的”特别“基金”（自然，数目十分可怜，而且被贪官污吏侵吞的多，用于救济饥民的少）。因此，除其他民主改革外，我们也不能不要求设立这样的基金。这一点恐怕是无可争辩的。

现在试问，这笔基金从哪里来呢？据我们估计，有人在这里可能向我们指出累进所得税：专门提高富人所得税的税率，把这笔款子充作上述基金。让国家最富裕的成员拿出最多的钱来供养饥民，并且尽可能地消除饥荒带来的灾祸，这是十分公平的。我们绝不会反对这种措施，但是在我们纲领中没有必要专门谈这种措施，因为纲领有专门一条提出累进所得税的要求，这一点完全包括在里面了。但是为什么仅限于这种来源呢？为什么除此之外，不想法子哪怕把昨天的奴隶主在警察国家的帮助下从农民那里征收去的、并且还在继续征收的贡赋的一部分归还给人民呢？难道这种贡赋同 当前的
 饥荒没有极密切的联系吗？难道归还这种贡赋的要求，不会大大有利于扩大和加深农民对一切农奴主和各种农奴制现象的革命义愤吗？

但是，有人反驳我们说，殊不知这种贡赋是 无法
 全部归还的。说得对（ 正象不能全部归还割地一样
 ）。但是，如果无法追回全部债款，为什么不能追回一部分债款呢？怎么能反对向享有赎金贷款的大贵族土地占有者的土地课以特别税呢？这样的大地产（有时甚至变为世袭田产）所有者在俄国为数很可观，要他们对农民的饥荒负特别的责任，是公平的。把寺院的财产和皇族的田产全部没收，就更公平了，因为这种财产的农奴制传统最厉害，它帮助最反动、对社会最有害的寄生虫发财致富，同时把不少土地置于民事周转和商业周转之外。因此，没收这样的田产是完全符合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的 
［注：在出租这些被没收的田产方面，社会民主党立刻应当实行的决不是特殊农民政策，而恰恰是我们在前面反驳纳杰日丁时所论述的那种政策。］

 ；这正好是一种部分的资产阶级土地国有化，但绝对不会导致“国家社会主义”的鬼把戏；它对于巩固 新
 俄国的民主制度具有直接的、巨大的政治意义；同时也会提供救济饥民的追加资金。


九

最后，关于我们土地纲领的头两条就不必作详细的论述了。“取消赎金和代役租以及目前农民这个纳税等级所承担的一切义务”（第1条），——这在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据我们判断，实际推行这种措施，也不会引起任何疑惑。第2条要求：“废除连环保和一切限制农民……”（请注意：是“农民”，而不是“农民们”）“……支配自己土地的法律”。这里需要稍微谈一谈尽人皆知、令人难忘的“ 村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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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土地村社，承担四分之三的农奴制纳税重负。废除连环保（这种改革，维特先生大概不等到革命就会实行），消灭等级划分，实行迁徙自由和每一个农民支配土地的自由，在事实上当然会不可避免地迅速消除这种重负。但是这种结果只会证明我们对村社的看法正确，证明村社同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相容。这种结果决不是我们建议采取的某种“反村社”措施造成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主张过，将来也不会主张用 任何一种措施
 去直接反对农民土地制度的某种体系。不但如此，我们将无条件地保护村社这个民主的地方管理机关、这个乡邻协作组织，反对官僚的任何摧残，反对《莫斯科新闻》阵营中的村社敌人惯于进行的摧残。我们永远不会帮助任何人“破坏村社”，但是我们将无条件地力求取消一切同民主制相抵触的制度，而 不管这种做法对全部地和部分地重新分配土地等等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就是我们同公开的和隐蔽的、彻底的和不彻底的、懦怯的和勇敢的民粹派的根本区别；民粹派一方面“当然”是民主主义者，另一方面，又不敢坚定而明确地确定自己如何对待下述基本的民主要求，即迁徙 完全
 自由、 完全
 消灭农民村社的等级制度， 从而
 完全废除连环保，取消一切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律。 
［注：正应当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喜欢在这个问题上脚踏两只船的众多的俄国激进派（甚至也可以考验《俄国革命通报》的革命者）。］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正是最后这种把每个农民的个人意志奉为神圣的措施会破坏村社，使它不仅不成其为进行重新分配等等的机构，甚至不成其为乡邻协作组织。每个农民都有权不顾多数人的意志，要求单独划出他的土地。这同一切社会主义者要求扩大而不是缩小集体的权利（同个人相比）的总趋势是否相矛盾呢？

我们的回答是：从我们的条文中还不能得出结论说，每个农民有权要求非单独划出自己的土地不可。从这里只能得出结论说，土地可以自由出卖，而同一村社的社员有优先购买所出售土地的权利同这种自由并不矛盾。废除连环保会把农民村社的全体社员变为某块土地的自由的共同占有者。至于他们将怎样支配这块土地，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这将取决于一般的民法和他们之间的专门契约。至于扩大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权利问题，只有在这种扩大符合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的利益的条件下，社会主义者才维护这种做法。 
［注：例如：考茨基认为，“为了（1）划定地界，消灭土地零散插花的现象，（2）提高农业经营水平，（3）预防传染病”，要求“限制土地私有制的权利”是正当的（《土地问题》第437页）。这种完全合理的要求同农民村社毫无联系，也不应当有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有关的法律，只要它不是单单涉及小私有者，不是单单涉及农民，而是涉及 一切
 土地占有者，我们自然会加以拥护。


十

最后，我们归纳一下我们土地纲领所依据的基本原理。凡是从事过纲领的起草工作、或者了解过其他国家起草纲领的细节的人都知道，同一种思想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述方式。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让所有讨论我们现在所提出的草案的同志，首先在基本原则上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至于表述方面，这种或那种特点并没有决定性意义。

我们认为阶级斗争在俄国土地制度方面也是一个关键性的事实。我们制定自己的全部土地政策（当然，土地纲领也在内）的根据，就是始终承认这个事实及其产生的一切后果。我们最近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农村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扫清道路，这个斗争旨在实现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我们宣布阶级斗争是一切“土地问题”中的指导路线，这样就能坚定不移地同俄国许多拥护不彻底的含糊不清的理论，如“民粹派理论”、“伦理社会学理论” 
[170]

 、“批评派理论”、社会改良派理论以及随便什么名称的理论的人划清界限！

为了给农村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扫清道路，必须消灭一切农奴制残余，这些残余现在还 掩盖着
 农村居民内部资本主义对抗的萌芽，不让它发展。因此我们要作 最后一次
 尝试，帮助农民把所有这些残余一扫而光，——说“最后一次”，是因为正在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本身也在自发地进行这种工作，也在走向同一目的，但走的是它特有的一条暴力和压迫、破产和饿死的道路。农奴制剥削转变为资本主义剥削是不可避免的，企图阻止或“回避”这种转变，是一种有害的、反动的幻想。但是，这种转变也可以采取以暴力打倒农奴主余孽的办法来实现，现在，这些农奴主余孽不是依靠“货币权力”，而是依靠从前奴隶占有制的权力的传统，榨取宗法式农民最后的脂膏。在自然经济制度下靠双手劳动谋生的宗法式农民，是注定要消亡的，但是，“赋税压榨”和鞭挞的折磨，时间长得可怕的、慢慢饿死的痛苦，并不是“必然的”，并不是社会经济演进的“内在”规律所注定的。

可见，我们并不幻想小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俄国正在愈来愈成为这种社会）能够兴旺发达，甚至不幻想他们能够安然生存下去，我们要求不是用改良办法，而是用革命办法彻底地、无条件地废除和消灭农奴制残余，我们认为，贵族政府从农民那里割去的、至今仍然使农民实际上处于奴隶地位的那些土地，应当成为农民的土地。因此我们成了（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作为一种例外）小私有制的维护者，但是，我们只是在它同“旧制度”的残余作斗争的时候，只是在下述条件下才维护小私有制，这就是废除那些有碍于凝固在停滞、闭塞和荒芜状态的宗法式奥勃洛摩夫卡 
[171]

 得到改造的制度，建立迁徙的完全自由和土地流通的自由，彻底消灭等级划分。我们要对臭名昭彰的“农民改革”进行民主的、革命的修改，以补充对俄国国家法律和民法的民主修改。

在这些土地政策原则的指导下，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到了农村，就能弄清当地错综复杂的关系，就能使自己严格一贯的革命宣传和鼓动“适应”这些关系。这样，他们就不会因可能发生的农民运动（有的地方似乎已经开始了）而措手不及。他们不会局限于那些保护农业雇佣工人的要求，这些要求，我们的纲领里关于“工人的”最近要求那一部分中已经有详细的论述，这些要求，他们自然会随时随地提出来的。他们还能在农民中促进一般民主主义的运动，这种运动（如果它在我国农村中必定能超出萌芽状态的范围）将以反对农村农奴主开始，而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这一最强大也最腐朽的农奴制残余的起义告终。　 


※　　　　※　　　　※

附言：这篇文章是在今年春天南俄农民起义 
[172]

 开始以前写成的。这些事件完全证实了本文的原则性论点。至于目前我党在“农村”工作中所面临的十分迫切的策略任务，我们希望下次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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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写于1902年2月—3月上半月，1902年8月载于《曙光》杂志第4期。



1902年4月2日（15日），文章提交《火星报》编辑部成员苏黎世会议讨论。列宁当时在伦敦，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与会者的意见由尔·马尔托夫记在文章手稿的背面。列宁在收到苏黎世会议的讨论意见后，对文章作了一些修改，并于1902年4月20日（5月3日）把文章寄给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请他们再次过目。普列汉诺夫这次提的许多意见非常尖刻，并带侮辱性，结果引起了《火星报》编辑部内部的激烈冲突（参看1902年5月1日（14日）和6月10日（23日）列宁给普列汉诺夫的信，《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意见的答复，见本卷第321—338页。《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在《曙光》杂志上发表时，有多处被删，其中土地国有化问题全部被删。



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中，本文是按列宁最初的手稿刊印的。列宁对手稿作的重大修改均加注说明。在手稿中没有的“附言”，是按《曙光》杂志原文刊印的。——281。





[160]

 指1899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卡·考茨基的《土地问题。现代农业倾向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概述》一书。——292。





[161]

 骚乱派即巴枯宁派，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亚·巴枯宁的信徒。他们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工人运动的策略，否定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任何国家，主张由“优秀分子”组成的秘密革命团体去领导群众骚乱，并认为俄国农民会马上举行起义。——294。





[162]

 指1857—1858年在俄国欧洲部分各省（除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以外）成立的省委员会，其任务是制定解除农民的农奴制依附关系的方案。这些委员会成员都是从贵族中选出来的，故有贵族委员会之称。这些委员会在寻求进行“农民改革”的方式方法时，主要考虑如何使贵族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298。





[163]

 以上3段（从“其次”到本段末）在文章讨论过程中有所改动。列宁在《火星报》编辑部苏黎世会议以后修改了第2段开头的文字（把“这第二个条件……仍然作为盘剥工具的割地”改为“可见，这里指的是那些极为普遍的割地”），并删去了整个第3段。在《曙光》杂志上发表时，第2段全部被删掉，第1段中的“这种权力只限于处理直接的农奴制关系残余。就是说”等字句也被删掉。——299。





[164]

 地役权是使用他人土地的有限物权，如步行或乘车马通过邻近地段的权利等，起源于罗马法。西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保留和发展了这种权利。这里说的是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村中公共道路、割草场、牧场、池塘等等的使用权。由于这些地方被地主霸占，农民要为地主服额外劳役，才能取得这种使用权。——299。





[165]

 瓦卢耶夫委员会即沙皇大臣彼·亚·瓦卢耶夫领导的俄国农业状况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于1872年，在1872—1873年搜集了大量关于改革后俄国农业状况的材料，包括省长的报告，地主、贵族代表、地方自治局、乡公所、粮商、农村牧师、富农、统计协会、农业协会和其他与农业有关的机关的声明和证词等等，编成《钦设俄国农业和农村生产率目前状况调查委员会报告》一书，于1873年在彼得堡出版。——301。





[166]

 《火星报》编辑部苏黎世会议以后，列宁将本段后半段作了如下修改：删去了最后一句，把前句中从“至于非典型的情况”起到句末改为“非典型情况是任何一种通用的法律都无法规定的，必须交地方委员会酌情处理（地方委员会可以搞土地赎买，也可以搞土地交换，等等）”。《曙光》杂志是照上述修改过的文字刊印的。——304。





[167]

 梅克伦堡是德国的一个地区，位于波罗的海与易北河之间。在历史上，这个地区的特点是大土地占有制占优势和农村无产者人数众多。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提到过这个地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7页）。——311。





[168]

 在《火星报》编辑部苏黎世会议讨论这篇文章以后，列宁略去了上两段文字，代之以下面这个脚注：“至于纳杰日丁，我们认为，他在自己的土地纲领草稿中犯了极不彻底的毛病，他要求把除农民土地以外的一切土地变为‘人民的财产’并把‘国有土地’‘分给劳动农民长期租用’。然而社会民主党人不能把农民的土地排除在整个土地国有化的范围之外，这是第一。第二，社会民主党人宣传土地国有化时应该仅仅把它当作向共产主义大经济的过渡，而不是向个体小经济的过渡。纳杰日丁的错误大概是由于他决定在纲领中只提出‘能为农夫理解〈黑体是我用的〉和需要的要求’而引起的。”——312。





[169]

 村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实行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督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和贫苦农民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2/3的农户和4/5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316。





[170]

 “伦理社会学理论”即以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为首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理论。——318。





[171]

 奥勃洛摩夫卡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中的主人公奥勃洛摩夫的庄园。——319。





[172]

 指1902年3月底—4月初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两省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席卷了拥有15万人口的165个村庄，是20世纪初俄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起义的原因是：这两省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原来就极端困苦，遇到1901年歉收引起的饥荒，到1902年春季更加恶化。农民们群起夺取地主庄园中储存的粮食和饲料。受到农民袭击的地主庄园，在波尔塔瓦省有56个，在哈尔科夫省有24个。农民还要求重新分地。沙皇政府派军队镇压起义农民。许多农民遭杀害。许多村子的农民人人被鞭打。成百的农民被判处不同刑期的监禁。农民还被迫赔偿地主80万卢布“损失”。列宁在《给贫苦农民》这本小册子的第7节中分析了这次农民运动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320。







《列宁全集》第6卷


答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的意见[173]

（1902年5月1日〔14日〕）

“4．设立农民委员会，以便：

（1）把废除农奴制时从农民那里割去的和成为地主盘剥工具的那些土地归还村团（用剥夺的办法，或者——在土地已经转手的情况下——用赎买的办法等等）……” 
［注：见本卷第284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注意
 。我要提请注意的是：剥夺
 （№3）并不排除赎买
 ；赎买
 也不排除剥夺
 （论证是多余的）；“赎买等等”（№2）就是赎买，——“等等”应该删去。而括号里的那句话可以改成这样（如果1861年以后土地［土地是单数，不是复数
 ］（№1）已经用出卖的办法转到别人手里，就用赎买的办法）。那就很清楚，在其他情况下，归还土地时，就不给现在的所有者付酬金。而如果土地已经以继承、馈赠
 或者交换
 的办法转到他人手里，就不应该赎买。我认为，这一点我们还来得及修改。
	　
	　　№1——既然在纲领中“土地”一词是复数，那么在括号里“土地”一词用单数就不合语法了。№2——“等等”既包括以土地换土地，又包括以地役权换土地，也包括重新划分地界，等等
 。因此，删去是完全不对的。

№3——“剥夺”通常指取消
 所有权，也就是不付酬金的夺取。因此，把剥夺和赎买相对比，完全不象提意见者所认为的那样奇怪。








阿克雪里罗得：同意
 。п．A．

“我们必须反对农奴制关系的一切残余，——这对社会民主党人说来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而既然这些关系同资产阶级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我们就 必须
 深入这个所谓紊乱的中心，而不要害怕任务复杂。” 
［注：见本卷第288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要弄清是什么样的中心，——所谓
 二字多余。
	　
	？？





“……工人部分包含的要求，目的是反对 资产阶级
 ，而农民部分包含的要求，目的是反对 农奴主－地主
 （如果封建主这个名词是否适用于我国的领地贵族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 
［注：见本卷第288页。——编者注］

 （1），我就要说，反对封建主）。




　　（1）我个人倾向于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解答，但是在目前这种场合，自然没有那么多篇幅和时间来论证甚至提出这种解答，因为现在谈的是要替整个编辑部集体制定的土地纲领草案辩护。” 
［注：同上，第290页。——编者注］





	　　阿克雪里罗得
 ：注意。说实在的，在纲领性的
 小册子里最好不要有这些暗示意见分歧的话。
	　
	　





“在斗争还没有终结、还正在进行的时候，企图预先断定我们恐怕达不到 全部的
 最高要求，——那就是十足的庸人习气。” 
［注：见本卷第291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企图……断定”我们达不到全部的最高要求等等，——这很不通顺。建议把它改为我在正文中所写的那句话。
［注：普列汉诺夫建议把这句话修改如下：“在斗争还没有终结，还正在进行的时候，因考虑到……而止步不前……”——编者注。］

 请表决
 这个提议。理由是
 ：担心论敌嘲笑。我还建议
 对我关于删去
 作者有关俄国封建主义的见解这一提议进行表决
 。理由是
 ：在共同的可以说是编辑部
 的文章中，发表这样一些议论是不妥当的。作者的保留只会使人想到编辑部里存在意见分歧
 。


阿克雪里罗得
 ：上面我已经谈了这个意思。


	　
	　　稍微讲点儿分寸，提意见者就会懂得，硬要坚持
表决

 他对文章
风格

 所作的改变（不会改得更糟吗？），是完全不合适的。担心有人（马尔丁诺夫之流？）抓住“封建主义”这个小问题而叫嚷“意见分歧”，也同样是可笑的。我说得很概括。





“‘我们的运动’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吸引’农民 群众
 ‘加入’这个 运动
 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不是成问题，而是 不可能
 ，根本谈不上。而反对农奴制一切残余（也反对专制制度）的‘运动’，农民群众则 不可能不参加
 。” 
［注：见本卷第292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我建议把（关于吸引
 ……加入
 这一句中的）“农民群众”几个字改为：农民群众本身，也就是作为一个阶层
 ，此外还看作是一个整体
 等等。请表决这一建议。


阿克雪里罗得
 ：同意。п．A．


	　
	　　见第28页背面。
［注：见对普列汉诺夫所提意见的前一个答复。——编者注］







“我们应当更广泛地传播这种思想：只有建立了共和国，才能进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决战，我们应当在俄国所有的革命者中间，在尽量广泛的俄国工人群众中间 树立
 和巩固争取建立共和国的风气，我们应当用‘共和国’这个口号来表示，我们在争取国家制度民主化方面将斗争到底，决不回头……” 
［注：见本卷第293—294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我们应当传播这种思想：只有建立了共和国，才能进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决战——这段话，我建议删去（请表决
 ）。我决不相信，例如英国在政治上的发展必须通过共和国。君主制对那里的工人未必会有什么妨碍，因此废除君主制不
 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先决条件
 ，而只能是这一胜利的结果
 。
阿克雪里罗得
 ：赞成这个建议。п．A．


	　
	　　正是由于英国情况是一种例外，以英国为例是不怎么恰当的。现在
 把俄国同英国相提并论，就等于给人们造成许许多多的误解。马克思（1875年）和恩格斯（1891年）关于要求在德国建立共和国的意见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32页和第22卷第274页。——编者注］

 恰恰指出了共和国的“必要性”，——而任何地方都可能有例外。





“可见，为简便起见，第4条的全部内容用‘归还割地’这几个字来表明就行了。试问，提出这种要求的主张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是从我们应当帮助农民，应当推动农民尽量彻底地消灭农奴制一切残余这一总的基本原则中得出的直接结论。这一点不是‘大家都同意’吗？既然同意走这条路，那就请你们自动沿着这条路前进，不要叫人家拖着你们走，不要因为这条路‘异乎寻常’就望而却步，在许多地方你们根本找不到有人走过的道路，你们将不得不攀悬崖、爬峭壁、穿丛林、越深壑，但不要因此而不安。不要抱怨无路可走，这种抱怨将是于事无补的沮丧，因为你们应当预料到，你们走的不会是由社会进步的全部力量所铺好的笔直而平坦的康庄大道，而是穷乡僻壤的羊肠小道，这些羊肠小道走得通，但是笔直好走的捷径，你们也好，我们也好，其他什么人也好，都永远找不到，——说‘永远’找不到，是指只要这些衰亡着的，这些缓慢而痛苦地衰亡着的穷乡僻壤还存在，就永远找不到。

你们要是不愿到这些穷乡僻壤去，那就直截了当地说不愿去，不要用空话来支吾搪塞。” 
［注：见本看第300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我要提付表决的问题是把这一页删掉。这一页给本来明确的、合乎逻辑的议论加上了某种小品文色彩。为提出归还割地的要求，无须“攀悬崖、爬峭壁”等等。这种形象化使人觉得，作者本人并没有把“割地”同自己的正统信仰完全协调起来。
阿克雪里罗得
 ：我建议删去这一页，从“这一点”开始直到下一页（第47页）结尾为止。п．A．


	　
	　　我要提付表决的问题是：以这种不成体统的
 腔调提意见，对编辑部的同事是有礼貌的吗
 ？如果我们
大家

 都如此
 相互款待，那么，我们会走到哪儿去呢？？





“被俄国所有的经济研究无数次证明了的直接的徭役经济残余，并不靠某种专门保护它们的法律来维持，而靠实际存在的土地关系的力量来维持。这是千真万确的，连一些见证人也直截了当地对著名的瓦卢耶夫委员会说：如果农奴制不受法律明文禁止，它无疑会重新复活起来。这就是说，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完全不涉及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土地关系，这样一来，其余一切问题解决起来就很‘简单’了，但是这样一来，你们连农村中农奴制经济一切残余的主要根源也触及不到，这样一来，你们就会‘简单地’回避同农奴主和受盘剥的农民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最紧要问题，回避在明天或后天很可能成为俄国最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之一的问题。要么你们也想涉及土地关系这个‘落后形式的经济盘剥’的根源，这样一来，你们就应当考虑到这些关系极其错综复杂，根本不容许用简易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既然你们不满意我们对这个错综复杂问题所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你们就 无权
 以笼统地‘抱怨’问题的复杂性来支吾搪塞了事，而 应当
 设法独立弄清这个问题，提出别的具体解决办法。

割地在现代农民经济中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事实问题。” 
［注：见本卷第301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我想建议将有关“简单”和“不简单”的一切议论统统删去，文章从“割地有什么意义等等”起，继续下去。这样，文章就会更好，因为以上所指出的地方本身极其
 （？？）冗长，有损于文章。我建议表决。
	　
	　　有关简单不简单的议论是对前面内容的总结（也是对那些甚至是同情我们的人所提出的许多
 意见的答复），完全不是多余的。因此，我建议不要改动。





“工役制造成技术停滞和农村中 一切
 社会经济关系停滞，因为这种工役制阻碍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分化，使地主不受（比较而言）竞争的促进影响（地主不去提高技术，却降低对分制佃农的份额，顺便说一下，在改革以后的许多年以来，许多地方都确有这种降低份额的情况），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从而阻碍迁徙和外出做零工的发展，等等。” 
［注：见本卷第302—303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我建议把“和农民的分化”这些字删去。这些字会使读者对本来会博得普遍赞同的措施抱有成见
 。但是如果您打算保留这句话，就请加以补充，并解释一下（即使在注释里也好）您对这句话是如何理解的。请表决。
	　
	
什么成见？引起谁的
 成见？为什么？——真是高深莫测。





	　　其次，比较而言使不受是什么意思？“比较而言”这几个字在这里不合适。
	　
	　　很简单。这就是说：同俄国现状比较而言
 （而不是——例如同美国比较）使不受。





“总之：既然大家都承认，割地是工役制最主要的根源之一，而工役制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农奴制的直接残余，那么，对于归还割地会破坏工役制和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怎么能表示怀疑呢？” 
［注：同上，第303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正因为如此，也就没有必要对这一点作如此冗长的论证。
	　
	　　匆忙的结论。看一看这一页（第55页）的末尾和下一页的开头吧。
［注：列宁指的是该文第7章的开头（见本卷第303—304页）。——编者注］







“根据我的判断， 所有
 ‘反对归还割地’的意见，都可以归结为这四项中的某一项，而且大多数反对者（马尔丁诺夫也包括在内）对所有这四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认为归还割地的要求在原则上不正确，在政治上不妥当，在实践上实现不了，在逻辑上前后不一贯。” 
［注：见本卷第304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建议删去马尔丁诺夫的字样，到处都塞上他，太多了。
	　
	　　见第28页背面。
［注：指本卷第323页列宁对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答复。——编者注］





	　　阿克雪里罗得
 ：对，这位老兄，即马尔丁诺夫，实在太多了。п．A．
	　
	　　马尔丁诺夫引用了我们的很多朋友所重复过的论据。而如果对这些论据不予答复，甚至当马尔丁诺夫谈到问题的实质时，也不去涉及他，那就很不妥当了
 。





如果在下一个历史时期，目前这种社会政治‘局势’的特征已经消失，假定说，农民满足于极小部分私有者的小恩小惠，而‘大吼大叫’坚决反对无产阶级，如果到那时候，我们从自己的纲领中删去同农奴制残余作斗争的条文，我们也决不会自相矛盾。那时候，我们大概还要从纲领中删去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条文，因为决不能设想，在获得政治自由 以前
 ，农民能够摆脱最可恶和最沉重的农奴制压迫。” 
［注：见本卷第305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我建议删去
 从“如果在下一个历史时期”起，直到“最沉重的农奴制压迫”这一段话。这段话不是加强了
 上文的说服力，而是减弱了
 它的说服力。
阿克雪里罗得
 ：同意。п．A．


	　
	　　这些话不应删去，因为说这些话是为了必要的
 预防。否则，以后会有人轻而易举地责备我们没有预见性。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无论工役经济多么不甘心屈服于资本主义的进攻，但毕竟是屈服了，不仅如此，它注定要完全消灭，大的工役经济正在和将要直接让位给大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你们呢，却想用实质上是分散（虽然是局部地，但毕竟是分散）大经济的办法来加速农奴制的消灭过程。这样，你们不是为了目前的利益而牺牲将来的利益吗？你们为了农民在最近的将来举行反对农奴制的起义（能否举行还是问题），而给农村无产阶级在比较遥远的将来举行反对资本主义的起义造成困难！’

这种论断乍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是有很大的片面性……” 
［注：见本卷第306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这种论断就是乍看起来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它散发出一股古怪的咬文嚼字的气味，最好少去讲它——真替社会民主党人感到羞耻。在成千上万的俄国农民为消灭旧制度而举行起义
 的今天，尤其令人感到羞耻。请表决这样一个提议：宣布这个论据甚至乍看起来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阿克雪里罗得
 ：依我看，向马尔丁诺夫那样的论敌说的恭维话应该删去。п．A．


	　
	　　依我看，把对论敌的驳斥看成是“向论敌说的恭维话”（事实上这也是不真实的，因为《火星报》的最亲密的朋友们多次写信重复过这一论据），这是可笑的。倒是提意见者奉献给论敌的谩骂
 ，完全无济于事。





“……这对于全体农村劳动者的反抗精神和独立斗争精神 不能不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 
［注：见本卷第307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什么是“独立斗争”？
	　
	　　看一看1902年4月的比利时吧。[174]它回答了这个“难”题。





“为了使我国的雇农和半雇农以后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最要紧的是社会主义政党 现在就
 应当开始‘维护’小农，‘尽可能’帮助他们，不拒绝参与解决‘别人的’（非无产阶级的）各种迫切而复杂的问题，教育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把社会主义政党看作自己的领袖和代表。” 
［注：同上，第307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为什么“尽可能”这几个字放在引用符号（“引号”）里？令人不解。况且“半雇农”的地位问题对无产阶级来说决不是别人的问题。现在即使把“别人的”这个词放在引号里使用，也是极不妥当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使用引号的习惯，难道这是很难理解的吗？是否提意见者连用不用引号也想要“
表决

 ”？他就是这么个人！





“事实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执行 自己
 扫除旧制度一切残余的任务‘晚了’，因此，只要这个缺点还没有纠正，只要我们还没有获得政治自由，只要农民的状况还会引起几乎整个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不满（如我们在俄国所看到的），而不是使这些人因貌似强大的反社会主义堡垒‘不可摧毁’而产生保守的自满情绪（如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那里，各种秩序党——从大地主和纯粹的保守派起，一直到自由主义的和自由思想的资产者，甚至一直到……说出来，请切尔诺夫之流的先生们和《俄国革命通报》别生气！……甚至一直到土地问题上时髦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为止，都有上面这种自满情绪）。” 
［注：见本卷第308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建议务必
 把这里的《俄国革命通报》几个字删去。把切尔诺夫的名字同《俄国革命通报》并列，人们会指责我们说，这种联系不慎重，是一种暗示，几乎是暴露笔名。这一点无论如何是应当避免的。
	　
	　　同意，但是我还是删去“切尔诺夫之流”为好。





“土地国有化则是另一回事。这个要求（如果从资产阶级意义上，而不是从社会主义意义上了解）比归还割地的要求的确‘更进一步’，因此在原则上我们完全赞同这个要求。在一定的革命时期，我们当然不会拒绝提出这个要求。” 
［注：同上，第310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175]。这正是问题的全部“关键
 ”之所在。
阿克雪里罗得
 ：我不太明白；上面您已经很好地确定了土地纲领的社会革命性质；此外，土地国有化即使作为起义
 的口号——在目前来说也是反革命的。我同意贝尔格的建议。


	　
	　　可惜的只是“同意者”忘记了，这个意见是给未经修改的
 文章提的。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他就会避免这一滑稽可笑的错误。





“但是，我们制定自己目前的纲领，不仅是为了革命起义时代，甚至与其说是为了革命起义时代，不如说是为了政治奴役的时代，即为了政治自由以前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用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来表现反农奴制的民主运动的直接任务 就太软弱无力了
 。” 
［注：见本卷第310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过去讲的正好是说我们的土地纲领是社会革命的纲领。在一个警察国家里，土地国有化就意味着使这个国家进一步大大加强。因此，不能象这里所说：“……来表现……就太软弱无力了”等等。一种措施是革命的
 ，而另一种措施是反动的
 。


阿克雪里罗得
 ：普列汉诺夫的建议同贝尔格和我在上一页的意见在意思上是吻合的。


	　
	　　不对。远非任何时候、任何国有化都是“反动的”。这是——“太过分了”。既然提意见者甚至在对文章读
第二遍

 的时候都不愿下点功夫准确地拟出修正案（尽管这一要求是特意通过的并已通知大家），那么，由于一次次表决一般的“修改”（而后还要表决修改的文字？？）而造成的拖延将无尽期。不必过于担心署名文章的作者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表达
 。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在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我们土地纲领的最高要求，不应超出对农民改革进行民主修改的范围。土地国有化的要求虽然在原则上完全正确，在一定时期完全适用，但是目前，在政治上不妥当。” 
［注：同上，第311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同意
 贝尔格的意见[176]。但是，我建议这样表述：在警察国家里，土地国有化
 是有害的，而在宪制国家里，它将成为一切
 生产资料
 国有化这个要求的一部分
 。请表决
 。
阿克雪里罗得
 ：同意。п．A．


	　
	　　见第75页背面。
［注：指本卷第331页右栏列宁对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答复。——编者注］







“法庭的这种成分既能保证法庭的民主性，也能保证自由地表现农村各居民阶层的不同阶级利益。” 
［注：见本卷第313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这段文字令人吃惊。我提议表决对它进行修改的建议。
阿克雪里罗得
 ：究竟是怎么回事？


	　
	　　玩弄“表决”的把戏，“令人吃惊”！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大家知道，在我国农村中，租佃的农奴制性质比资本主义性质更多，地租是比资本主义地租（即企业主的超额利润）多得多的‘货币’地租（即改造过的封建地租）。因此，降低地租会直接促进以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代替农奴制经济形式。” 
［注：同上，第313—314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作者曾经许诺不谈俄国的封建主义（见上文），但没有履行诺言。令人遗憾。请表决
 关于将这里的封建
 （地租）一词删去的建议。
	　
	　　不对。恰恰是谁“看了上文”谁就会发现，作者并没有作任何这样的“许诺”。既然作者已特意预先声明这不是共同的意见
 ，那么还要挑剔就太不近情理了。





“所以连专制制度也不得不愈来愈经常地设立‘供村团的文化和慈善事业需要的’特别‘基金’（自然，数目十分可怜，而且被贪官污吏侵吞的多，用于救济饥民的少）。因此，除其他民主改革外，我们也不能不要求设立这样的基金。这一点恐怕是无可争辩的。” 
［注：见本卷第314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关于“专制制度”这一段写得极不成功
 。它对我们来说算是什么榜样呢？难道不参照它我们就什么也不能提出来吗？向农民归还的理由应这样来说明：它会是一种革命措施，这一措施能纠正那种不仅留在大家的记忆中，而且曾经大大地促使俄国农民破产的“不公平现象
 ”（参看马尔丁诺夫的说法）。

附言：当法国流亡者要求他们的十亿法郎时（在复辟时期）[177]，他们说的并不是慈善事业。他们更懂得阶级斗争的意义。

请表决彻底修改这一段的建议。


阿克雪里罗得
 ：请参看普列汉诺夫对第90页的意见[178]。只要用心读一读上述意见和那条意见，您自己就会同意它们的。п．A．


	　
	　　至于
连

 专制制度也不得不开始办一点（少得可怜的）慈善事业，这是
事实

 ，害怕引用这样的事实是相当奇怪的。而说什么这是作为“榜样”提出来的，这是热中于挑剔的人的“拙劣臆造”。





“但是，有人反驳我们说，殊不知这种贡赋是无法全部归还的。说得对（ 正象不能全部归还割地一样
 ）。” 
［注：同上，第315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为什么不能全部归还割地？纲领中丝毫没有这种意思。我提请大家注意，这里改变了我们已通过的这一条的意思。


阿克雪里罗得
 ：为什么您要插入一句话来限制和削弱原则性的决定？


	　
	　　完全不对。列宁在自己文章中插入的那句话没有改变，也
不可能

 改变纲领中所说的
 意思。提意见者忘记了这样一条起码的常识：“实施的是法律，而不是法律的理由”。





“目前的土地村社，承担四分之三的农奴制纳税重负。废除连环保（这种改革，维特先生大概不等到革命就会实行），消灭等级划分，实行迁徙自由和每一个农民支配土地的自由，在事实上当然会不可避免地迅速消除这种重负。但是这种结果只会证明我们对村社的看法正确，证明村社同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相容。” 
［注：见本卷第316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目前正在流传着要消灭村社的议论。因此，与这有关的地方应当修改。我建议把“资本主义的”删去，改为：同我们时代的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理由是
 ：这样就会避免村社的维护者提出“蛊惑人心的批评”。


	　
	　　“因此”根本用不着。“议论”早已流传，即使真的实行起来
 ，也仍然不应作任何修改。我认为害怕“蛊惑人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这些先生们总是要提出这类“拙劣的
 批评”的。









“我们的回答是：从我们的条文中还不能得出结论说，每个农民有权要求非单独划出自己的土地不可。从这里只能得出结论说，土地可以自由出卖，而同一村社的社员有优先购买所出售土地的权利同这种自由并不矛盾。” 
［注：同上，第317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179]，建议提付表决。
阿克雪里罗得
 ：同意。


	　
	　　“同意”已被删去的那部分的意见？？！！？？真是一个“提付表决”的好建议。





“这种反驳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要求不会破坏协作组织，恰恰相反，这些要求会建立 现代的
 协作组织对其自由加入的成员的控制权，以代替村社对农民的古老的（事实上是半农奴制的）控制权。例如，承认同一村社的社员在一定条件下有优先购买其他社员出售土地的权利，这同我们的条文也并不矛盾。”





	　　普列汉诺夫
 ：对此我不同意。这个权利只会降低农民土地的价格。而连环保，一部分已经被废除，一部分将被维特先生废除，不是今天废除，就是明天废除。


有矛盾
 。我不明白的是：一方面我可以自由地
 加入和自由地
 退出协作组织；而另一方面，村社有优先购买我的土地的权利。矛盾就在这里
 。


	　
	　　提意见者过于敌视村社。这里应当特别小心，不要落入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之流及其同伙的怀抱（正象提意见者已经落入的那样）。在一定条件下
 ，优先购买的权利不会降低而会提高土地的价格。我特意说得概括些和广泛些，而提意见者却徒劳地急于斩断戈尔迪之结[180]。由于轻率地“否定”村社（作为协作组织
 ），我们就会轻易地糟蹋掉我们对农民的全部“善意”。要知道，村社同通常的移民
 方法等等也是有联系的，只有亚·斯克沃尔佐夫之流才会在自己的草案中大笔一挥对此加以“修改”。





“为了给农村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扫清道路，必须消灭一切农奴制残余，这些残余现在还 掩盖着
 农村居民内部资本主义对抗的萌芽，不让它发展。” 
［注：见本卷第318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
 ：我第一次见到对抗
 这个词用复数
 。
	　
	　　如果提意见者认为他已不能第一次见到任何东西，那是徒劳的。　






※　　　　※　　　　※

“提意见者”的意见只不过十分明确地表明以下情况。如果他的目的是要使不同意他的意见（即使是在不重要的问题上）的同志 
无法

 同他在编辑部中共同工作，那么他现在就正在十分迅速而准确地走向这一崇高的目的。但如果他达到这一目的，那就让他自食其果吧。

（1）意见写得如此草率，甚至没有把修改前的东西同修改后的东西对照一下。

（2）甚至干脆把修改意见 撇在一边
 ！“我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别妨碍我。”

（3）提意见者提出的 
修改

 ，几乎 没有一处
 是由他自己表述清楚的，——这 
违反了

 为避免不应有的拖延而通过的 
明确条件

 。

（4）提意见的语气是故意带有侮辱性的。如果我也用这种语气“分析”普列汉诺夫关于纲领问题的文章（即他 个人
 的“ 
文章

 ”，而不是指共同的声明、共同的纲领等等的草案），那么这就会立即使我们的合作告终。我也要“提付表决”：是否允许编辑部一些成员去 煽动
 另一些成员照此办理？

（5）连一些编辑部成员的表达方式也要 
用表决

 来加以干涉，这就太不近情理了。

提意见者使我想起了这样一个马车夫，他以为，要想驾好马车，就得愈来愈使劲地勒马。当然，我只不过是一匹“马”罢了，是马车夫普列汉诺夫手下的几匹马 中的
 一匹马。但是要知道，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甚至勒得最紧的马也会甩掉过于热心的马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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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对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的意见写于1902年4月20日—5月1日（5月3—14日）之间，列宁对这些意见的答复写于1902年5月1日（14日），意见和答复都写在手稿的背面。同一天，列宁给普列汉诺夫写了一封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列宁答复的结尾部分（见本卷第337—338页）写于另纸，附在文章手稿后面。



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中，列宁的答复按手稿刊印。列宁在普列汉诺夫意见中加上着重标记的地方用细线标出。——321。



[174]1902年4月，比利时工人宣布总罢工，以支持工人党、自由党和民主党的代表在议会提出的普选权要求。参加罢工的有30多万工人，工人游行示威遍及全国。可是在议会否决了选举改革法案、军队开枪镇压示威者之后，工人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埃·王德威尔得等人投降了，并且在自己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盟友”的压力下取消了总罢工。比利时工人总罢工的失败是对全世界工人运动的一次教训。《火星报》就此写道：“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将认清由于希望迅速成功而牺牲革命原则的机会主义策略会造成什么样的实际后果。无产阶级再次确信：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决心把他们用来对敌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合乎情理地坚持到底，那么任何一种这样的手段都不可能达到目的。”（见1902年6月1日《火星报》第21号）——330。



[175]格·瓦·普列汉诺夫指的是尔·马尔托夫1902年4月2日（15日）在《火星报》编辑部苏黎世会议上提出的如下意见：“应当更多地、更突出地强调目前在俄国提出土地国有化这个要求的反动性。”苏黎世会议之后，列宁对谈到土地国有化的要求的第7章已作了某些修改。——331。



[176]格·瓦·普列汉诺夫指的是尔·马尔托夫的如下意见：“这一点应这样说：我们把土地国有化仅仅理解为全部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直接序幕。”——333。



[177]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法国政治流亡者的土地被没收并当作国家财产出卖。查理十世上台后，为了巩固他的反动统治，在1825年4月27日颁布了赔偿法令：凡过去被没收和出卖的流亡者的土地，以金钱赔偿之。赔偿费总额达109136万法郎。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赔偿政治流亡者的十亿法郎法令”。政府为筹集这笔巨款增加了税捐并把公债利息从5％降为3％。而大部分赔偿费落入了国王亲信的手中。这就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334。



[178]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的第90页是指列宁文章中的如下一段话：“但是为什么仅限于这种来源呢？为什么除此之外，不想法子哪怕把昨天的奴隶主在警察国家的帮助下从农民那里征收去的，并且还在继续征收贡赋的一部分归还给人民呢？”（见本卷第315页）格·瓦·普列汉诺夫对这一段的意见是：“只应当提出来这一点，而不应当提慈善事业。还钱的只能是得过这些钱的人，即贵族。”——334。



[179]格·瓦·普列汉诺夫指的是尔·马尔托夫的如下意见：“这个论点是不正确的。要求划出一块土地的自由正是从支配土地的自由产生的。这里只需指出，我们的要求并不排除将村社对个人的控制权变成协作组织对其自由加入的成员的控制权。”



苏黎世会议之后，列宁把手稿中的这两句话删去了，改为正文中接着摘引的一段话：“这种反驳是没有根据的。……这同我们的条文也并不矛盾。”——336。



[180]戈尔迪之结出自古希腊传说。弗利基亚王戈尔迪献给宙斯一辆牛车，车上的轭是用无法解开的死结系在车辕上的。宙斯神谕：能解此结者将统治整个亚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挥剑断之，此结遂开。后多以“斩断戈尔迪之结”比喻用简单的办法解决复杂的问题。——336。







《列宁全集》第6卷


一封给地方自治人士的信

（1902年3月10日〔23日〕）

下面全文援引一封胶印的给地方自治活动家的信，这封信曾在地方自治会议最近一次会议上传阅过（ 可惜
 ，这封信只是最近才落到我们手里）。


　　“阁下！俄国、俄国人民和俄国地方自治机关目前处境艰难，迫使我们向阁下写这封信，希望得到您对信中所谈的见解和意愿的同情。

我们是近来一系列令人愤慨的悲惨事实的无言目击者，这些事实犹如一片阴云压抑着社会的良知，于是向每一个有知识的人尖锐地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能否再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能否再对祖国日益深重的贫困和堕落采取消极的态度？

连年的歉收、诸如赎金和无定额税等的苛重税赋，简直把人民搞得筋疲力尽，一贫如洗。

农民实际上被剥夺了一切自治权，‘稳固政权’中的官方人士和志愿人士包揽一切的监护制，不请自来维护‘独特的和法定的原则’的人使人民在智能上处于人为的饥馑状态，凡此种种都削弱了人民的精神威力、人民的主动精神和毅力。

国内外的活动家凭借着玩弄祖国命运的冒险家的仁慈帮助，正在蛮横地掠夺国家的生产力。‘乐善好施的政府’徒劳无益地力求用一些彼此矛盾的、仓猝拟就的措施来代替国内各经济集团进行的活跃而有步骤的斗争。面对着农业、工业和货币危机这些俄国经济和财政破产的不祥之兆——奉行侥幸和冒险政策的辉煌成果，热心的‘帮助’和‘处理’都无能为力。报刊被扼杀，不准把制度维护者时刻侵犯俄国公民的自由和荣誉的罪行，哪怕是部分罪行揭露出来。惟有毫无理性和残酷无情的横暴势力在耀武扬威地大叫大嚷，统治着整个受破坏、被损害和被侮辱的辽阔的祖国大地，而且到处都没有遭到应有的反击。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个人和社会倡议的微小表现、对各种社会团体的活动，包括对地方自治机关这一60年代的俄国指望在它上面确立一个新帝国的基石的一贯不信任，就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了。地方自治机关被扬扬得意的官僚们搞得半死不活，它的活力、作用以及在社会与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年年都在受到新的打击，人民几乎分不清地方自治机关和官僚行政机关了。地方自治会议不顾国内一切进步团体明确的抗议，变成了等级官僚的会议，因而失去了同俄国人民群众的任何联系。地方自治局日益成为省长办公室的附属机构，因而失去了独立性，逐渐沾染上政府机关的各种缺点。地方自治选举会议声誉扫地，成了一出滑稽剧。参加选举的人寥寥无几，同时把选举人分为几个等级集团，结果会议无法通过被选出的议员来表达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而变成了卑劣的个人自尊心的角逐场所。

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渐渐地、而且不断地被缩小。粮食事务从地方自治机关的管辖范围内取消了。在估价工作中，地方自治机关变成了官吏命令的执行者。在国民教育方面，地方自治机关的作用几乎等于零。哥列梅金内务部制定的医疗章程并未正式废除，而象达摩克利斯剑[181]一样，威胁着地方自治机关的医疗事务。对学校委员会颁发训令的黑色幽灵看来已经消失。可是地方自治机关无法保证这种已经体现为法律形式的幽灵不再出现，无法保证地方自治国民学校不再因这种幽灵而遭致彻底毁灭。各省地方自治机关相互交往的必要性已是尽人皆知的，但是由于内务部最近颁布的一项有关通告而遇到了新困难。地方自治机关作为一个社会机关，它的每项措施都会牵涉到各个大臣的如同蛛网般错综复杂的许多通告，地方自治活动家在贯彻某一项措施时都要白白花费不少时间、精力和机智去解开这个蛛网。臭名昭彰的地方自治条例第87条，特别是它的第2款，使得地方自治机关的一切活动都要由省长裁夺。省长对地方自治局的检查愈来愈频繁，政府通过省地方自治事务会议常任委员对地方自治机关无礼地进行公开监视。政府通过颁布地方自治税限额的法令，对地方自治机关的基本权利——自动捐献的权利公然表示极不信任。由于警察司的干涉，经选举产生的以及雇用的优秀的地方自治机关工作人员被迫停止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大概在不久的将来，内务部关于由国家监察总署官员监督地方自治机关金融业务的法案以及关于整顿各地方自治局谘议委员会工作的法案都将在法律上生效。

地方自治机关的请愿不仅得不到满足，甚至不按规定手续审理，而被大臣们用个人权力漫不经心地扔在一边。在这种条件下从事地方自治机关的工作，要对这个工作的效果怀有真正信心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地方自治人士、特别是地方自治执行机关——地方自治局的境遇每况愈下。对地方自治事业忠心耿耿但对目前条件下的工作效果丧失信心的人正陆续离开地方自治机关。而代替他们的是另一种气质的地方自治人士，是投机分子，他们胆小怯懦，害怕地方自治机关的名望和形式，他们对行政当局不成体统的曲意逢迎彻底损害了地方自治机关的尊严。于是地方自治机关从内部瓦解了，这比正式取消自治还坏得多。政府公开反对地方自治这一思想会引起公愤，而官僚们是非常害怕公愤的。可是我们看到，现在有人在伪装掩蔽下对自治原则进行破坏，而且很遗憾，这种破坏并未遭到有组织的反击。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自治机关活动的实际成果微乎其微，丝毫不因为它所起的教育作用而得到弥补。而地方自治机关在发展文明、加强社会自我意识及主动精神方面将近40年的工作就会在不久的将来化为乌有。从这个观点看来，对投机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平心静气俯首贴耳的等待，只能可耻地、白白地断送地方自治机关的伟大理想。只有大力反对那种认为讨论超出地方生活细节范围的问题就会使人民遭难的荒谬想法，才能使地方自治机关摆脱由监护制引入的绝境。地方自治机关必须在地方自治会议上公开地、勇敢地讨论同当地居民的需要和利益密切相关的全国性问题，来反对这种当然对人民和国家安全并不可怕的唬人东西，反对这种其维护者自己也恬不知耻地承认是荒谬的想法（见维特的秘密记事《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地方自治会议愈是全面地、充分地、热烈地讨论这类问题，就愈能清楚地看出：公开讨论人民的疾苦不会使人民遭难，反而能防止人民遭难；目前出版物所受的压迫只对人民的敌人有利；控制思想和言论的警察制度不能培养出诚实的公民；法制和自由彼此并不矛盾。在几个省的地方自治会议上同时公开阐明这样一些问题，无疑会博得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同情，会大大调动社会的良知。要是地方自治机关对俄国目前的危急状态不作什么反应，那么西皮亚金之流的先生们和维特之流的先生们剥夺了它的代表劳动利益的作用之后，当然就会毫无顾虑地使它完全‘适应’帝国机关的总制度。至于这种‘适应’将采取什么形式，我们确实很难想象，因为我们注意到现在我国的执政者们是老谋深算、很有办法的。内务大臣先生无耻之尤，令人惊异地蔑视帝国‘最重要’阶层，竟把他们的当选人——贵族代表派去充当可耻的特务，负责监视人民讲座的讲演者和内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们的毫无作为和继续驯顺地屈从于官僚们对地方自治机关和整个俄国所做的一切实验，就不仅是一种自杀，而且是对祖国的严重犯罪。实际生活已向我们充分证明投机取巧的策略是没有根基的和丧失理智的，这是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长子权’[182]：专制官僚起初攫取了长子权，现在又夺走了我们这碗‘红豆汤’。他们一步步从我们这里夺走了几乎所有的公民权利，从实行‘伟大改革’以来，过了40年，结果又使我们回到40年前我们开始进行这种改革的那个起点。我们还有多少东西可以失去呢？除了可耻的胆怯和完全缺乏自己的公民义务感之外，能用什么来为我们的继续缄默开脱，能用什么来为它作解释呢？

我们作为俄国公民，而且又是‘上层’人物，必须保卫俄国人民的权利，必须给力图镇压人民生活中自由和主动精神的些许表现、力图把所有俄国人民变成驯服奴隶的专制官僚以应有的回击。我们是地方自治人士，特别有责任保卫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使它不受官僚的任意欺侮和压迫，保卫地方自治机关进行独立活动、广泛地满足各个人民阶层需要的权利。

我们不能再象一个犯了过错的小学生那样缄默不言了；让我们终于证明我们是成年公民吧，我们将要求得到理应属于我们的东西，即我们的‘长子权’，我们的公民权利。

专制官僚向来是不会心甘情愿拿出任何东西来的，拿出的只不过是别人从他们那里硬逼出来的东西，甚至还要竭力假装他们放弃自己的‘权利’仅仅是出于他们的宽宏大量。如果拿出来的比逼他们拿出的多，他们会马上取消一切过多的让步，就象我们的‘伟大改革’的遭遇一样。在面临千千万万的工人群众举行游行示威这种强大的‘工人运动’之前，政府未曾关心过工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政府才急急忙忙着手进行‘工人立法’，这虽然非常伪善，但毕竟还是可以满足工人某些要求，可以安抚这些令人可畏的群众。数十年来，政府摧残我们的青年学生、我们的兄弟姊妹和子女，不许对政府杜撰出来的‘教学制度’提出丝毫批评，并且残暴地镇压学生的‘骚动’。

但是这些‘骚动’变成了群众性罢课，学院机器不再转动，于是官僚们忽然对青年学生满怀‘竭诚保护’的热情，而那些昨天还只是用哥萨克马鞭的呼啸声作答的要求，今天却被宣布为政府‘教学改革’的纲领了。

当然，这种转变含有不少伪善成分，但毕竟……毕竟不应该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官僚们’被迫向社会舆论公开承认并作出相当重大的让步。而我们，以及整个俄国社会和全体俄国人民，只有勇敢地、公开地、同心协力地和坚持不懈地要求这些权利，才能指望我们的权利得到承认并得以实现。

鉴于这一切理由，我们决定给阁下和各省地方自治机关的其他许多地方自治活动家们写这封信，请求你们促使本届省地方自治会议提出和讨论下列问题，并通过相应的决议：

一、在以下几方面审订并修改地方自治机关条例：

（1）在大大缩小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的条件下，不分任何等级差别，给予各居民集团同等选举权；（2）取消地方自治机关成员中这种等级代表；（3）在地方自治机关同所有其他个人和机关一样服从国家法律的条件下，地方自治机关的一切行动不受行政当局的监督，给予地方自治机关处理一切地方性事务的充分独立自主权；（4）在不损及整个国家利益的范围内，扩大地方自治机关的职权，给予它关心一切地方公益和需要的充分独立自主权；（5）废除地方自治税限额的法令；（6）给予地方自治机关采用一切办法普及国民教育的最广泛权利，而且除经济照顾外，应给予地方自治机关照管和改进教学工作的权利；（7）废除上述威胁地方自治机关医疗事务的医疗章程；（8）恢复地方自治机关粮食事务的职权，并且给予地方自治机关组织和进行地方自治统计估价工作的充分独立自主权；（9）整个地方自治机关的工作只能通过经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人员进行，地方自治机关人员无需由行政当局批准，更不应违反地方自治会议的意志而任命；（10）给予地方自治机关不经行政当局批准而完全自行聘请地方自治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11）给予地方自治机关自由讨论一切与地方公益和需要有关的全国性问题的权利，如地方自治机关提出请愿，上级政府机关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加以审理；（12）给予一切地方自治机关相互交往、以及召开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讨论涉及所有或某些地方自治机关的问题的权利。

二、审订和修改农民条例，使农民的权利同其他各等级的权利完全平等。

三、修改税制，征收财产累进所得税以均衡税负，同时使收入低于一定限度的人免交税赋。

同时，非常希望地方自治会议提出和讨论下列问题：

四、恢复各地治安法庭，同时废除各种限制陪审法庭权限的法律。

五、给予出版物更多的自由；必须取消书报检查机关的预审；修改书报检查条例，明确指出哪些可以发表，哪些不能发表；消除行政当局在书报检查中的专横行为；把出版方面的一切犯罪案件完全交由普通司法机关公开审判。

六、审订有关保卫国家安全措施的各种现行法律和内阁指令；取消这方面的秘密行政‘处理’；在普通司法机关中公开审理所有这类案件。

我们想，您不会拒绝在贵省会议上敦促提出上述普遍性问题，我们荣幸地请您通过您所熟悉或认识的议员，把地方自治会议可能通过的决议尽可能通知所有地方自治机关。同时我们希望，在大部分地方自治机关里都会有相当数量的善于通过地方自治会议提出这些要求的勇敢而刚毅的人。如果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公开而果断地提出我们的正义要求，那么官僚们就会象他们在碰到团结的觉悟力量时总要作出让步那样，不得不作出让步。




原地方自治人士
 ”

　　这是一封很有教益的信。它表明，生活本身甚至使那些不太善于斗争而专门致力于细小的具体工作的人们也不得不起来反抗专制政府了。而且，如果拿这封信同诸如尔·恩·斯·先生为维特记事写的序言那种作品相比较，那么依我看来，这封信给人的印象要更好一些。信里确实没有什么“广泛的”政治概括，——可是要知道，信的作者本来不是发表“纲领性的”声明，而是提出谦和的建议：应当如何 实际地
 开始进行鼓动。他们“没有想入非非”，甚至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政治自由，然而他们也没有一句话提到那些或许可能影响沙皇的、接近皇室的人物。然而他们也没有对亚历山大二世的“功绩”作虚假的颂扬，相反地表露出对带引号的“伟大改革”的嘲弄。然而他们正直而勇敢，坚决反对“地方自治人士－投机分子”，敢于向“可耻的胆怯”宣战，不向特别落后的自由派讨好。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原地方自治人士的呼吁书有了什么成果，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的倡议无论如何是值得全力支持的。最近地方自治运动的活跃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写信人自己也指出运动是怎样扩展的：开始参加的是工人，后来扩大到学生，现在地方自治人士也参与了。所有这三种社会因素这样按顺序参加运动，是同它们的人数、它们的社会活动能力、它们的社会政治激进程度和革命决心的依次递减相一致的。

这对我们的敌人更不利。不大革命的分子愈起来反对他们，对于我们这些专制制度和整个现代经济制度的死敌来说就愈好。

向新的抗议者——因而也是我们的新同盟者致敬。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

你们看到：他们是贫穷的；他们发出的只是一份小小的传单，印得还不如工人和学生的好。我们是富裕的；我们把它印发出来了。我们要给沙皇－奥勃曼诺夫们又一记响亮的耳光。打耳光的人愈“气派”，这记耳光就愈有意思。

你们看到：他们是软弱的；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很少，他们的信是传阅的，很象是而且事实上也只是私人信件的一个转抄本。我们是强大的；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把这封信送“到民间去”，首先送到决心斗争和已经开始为争取全民的自由而斗争的无产阶级中去。

你们看到：他们是怯懦的；他们才刚开始自己的职业性地方自治鼓动。我们比他们勇敢；我们的工人已经度过了单纯的职业性经济鼓动“阶段”（强加在工人身上的一个阶段）。我们要给他们作出斗争榜样。既然工人曾经为实现取消《暂行条例》这样的要求进行过斗争，以表示对专制制度的抗议，那么现在也就有同样充分的理由来反对当局凌辱虽则微乎其微但总算是“ 自治
 ”的行为！

但是各种各样公开的和暗藏的、自觉的和不自觉的“经济主义”的拥护者马上就来阻拦我们了。他们问我们：工人支持地方自治人士是为了谁呢？不是仅仅为了地方自治人士吗？不是为了那些也许只是对政府偏爱工业企业主而怠慢农业企业主表示不满的人吗？不只是为了仅仅希望“国内各经济集团进行活跃斗争”的资产阶级吗？

为了谁呢？首先是而且主要是为了 工人阶级自己
 。这个现代社会“唯一的真正革命的阶级”如果不利用 一切
 机会给自己最凶恶的敌人以新的打击，那么实际上就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如果我们错过了这样一些对斗争有利的机会，例如错过了甚至连这个敌人的昨天（60年代）的同盟者以及一部分今天的（投机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农奴主－地主）同盟者都开始同他吵架的机会，那么我们在声明和纲领中关于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的言词就都是空话。

让我们密切注意地方自治生活，注意新的抗议浪潮的增长和扩大（或衰落和缩小）吧。我们要努力使工人阶级更多地了解地方自治机关的历史，了解政府在60年代对社会所作的让步，了解沙皇欺骗性的言论及其策略：起初用“红豆汤”来代替“长子权”，而后来（靠着他们所保持的这种“长子权”）连红豆汤也夺走了。愿工人们学习识别这种由来已久的、表现为各种形式的警察策略吧。这种识别对于我们争取 我们的
 “长子权”，对于争取无产阶级反对 各种
 经济压迫和社会压迫的自由，都是必需的。我们要在小组会议上向工人们读一些有关地方自治机关及其对政府的态度的材料，我们要印发一些有关地方自治人士抗议的传单，我们要作好准备，使无产阶级能够用反对庞巴杜尔－省长、强盗－宪兵和耶稣会士－书报检查官的游行示威来回答沙皇政府对多少是真诚的地方自治人士的任何侮辱。无产阶级的党应当学会惩办和打击不论对什么社会阶层、什么民族或种族都任意 使用
 各种 暴力
 和胡作非为的专制制度的 一切
 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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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达摩克利斯剑意为时刻存在的威胁或迫在眉睫的危险。据古希腊传说，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一世用一根马尾系着一把利剑挂于自己的宝座上方，命羡慕他的权势和尊荣的达摩克利斯坐在宝座上。达摩克利斯顿时吓得面色苍白，如坐针毡，祈求国王恩准离座。——340。



[182]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长子权”出典于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故事说，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这个典故常被用来比喻因小失大。——342。











《列宁全集》第6卷


关于“斗争”社

（1902年3月10日〔23日〕）

克·恩·。你问“斗争”社是怎么回事。我们认识这个社的几位为《曙光》撰稿（两篇论文）和为《火星报》撰稿（三篇通讯、两篇论文和一篇短评）的人。他们寄来的几篇文章我们没有刊登。现在他们发表了书面“声明”，抱怨我们“不合乎民主制”，甚至……要反对个人崇拜！你是有经验的人，仅从这个无可匹敌、无与伦比的字眼就可以知道问题实质之所在了。当“斗争”社发表自己反对《从何着手？》（他们在声明中也谈到了不能接受该文的观点）的文章时，就连对党的工作毫无经验的同志也会懂得我们所以没有热烈欢迎这些撰稿人的原因了。　　

关于“民主”，请看《怎么办？》一书第四章第（五）节 
［注：见本卷第127—136页。——编者注］

 ，那里谈及《工人事业》的话也适用于“斗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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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6卷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信[183]

（1902年4月）



恩·恩·给北方协会的信


（对北方协会“纲领”的意见）

首先应当指出“纲领” 行文上
 的一个主要缺点：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一时一地的狭隘的具体任务混为一谈了。只要看一看纲领所有15节的内容，这个缺点就马上昭然若揭。我们就来看一下。

第1节——整个工人运动的目的。

第2节——达到这个目的的基本条件。

第3节—— 俄国
 社会民主党最近的政治任务。

第4节——俄国社会民主党对自由派和其他派别的态度。

第5节——同上。

第6节——“阶级”和“政党”的概念（同“经济派”的部分意见分歧）。

第7节——实际的鼓动任务。

第8节——宣传的意义。

第9节——关于游行示威。

第10节——关于庆祝五一。

第11节——2月19日的传单和游行示威[184]。

第12节——经济斗争和社会改革。

第13节——工人不仅必须进行防御性斗争，而且还必须进行进攻性斗争。

第14节——对待罢工，不仅要起消极作用，而且要起积极作用。

第15节——罢工是斗争的最好手段。

很容易看出，这些内容如此多种多样的章节，本来应该分为几个部分（否则那些不能把基本原则同当前实际任务区别开来的读者可能会产生相当多的误解）。既指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又对“经济派”进行解释或者对罢工的意义作出说明，这样相提并论的做法不仅是笨拙的，而且简直是不正确的和含糊不清的。应当首先明确地对自己的整个信念作出原则性声明；其次，根据“北方协会”的理解，指出党的政治任务；再次，把一个组织（“北方协会”）关于实际运动中各种问题（第7—11节和第13—15节）的 决议
 同这些真正纲领性的原理区别开来。第6节应当单独列出，说明“北方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意见分歧所抱的态度。而第12节则应当并入原则性声明（因为争取小小改善和改革的日常斗争同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的斗争的关系，是一个普遍性问题，而不是俄国特有的问题）。

谈了这个一般性的意见以后，现在来逐节分析。

第1节指出了一般社会民主党的共同目的。这种目的讲得太简短、太不完整。诚然，地方组织的纲领，不能象党纲那样 必须
 涉及各种详情细节。我完全承认这一点，并且认为，“北方协会”决定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的纲领中也不应该不谈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这是很有益的和很重要的。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指出对基本原则作比较详细的阐述。例如，应当指出“北方协会”坚持 国际的
 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纲领没有一处指出运动的国际性）和赞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这样 一般地
 指出了自己的原则以后，可以提出第1节那样的论点，但是，单就它（第1节）本身来说，是不够的。

“北方协会”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组织，应当指出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而且最好也指出“北方协会”甚至赞同“劳动解放社”在80年代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指出这几方面，虽然不能预先解决对这个草案进行必要修改的问题，但是可以比较确切地表明“北方协会”的原则立场。只能二者择一： 要么
 应当自己 全面地
 阐述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基本原则（即自己草拟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原则性部分）， 要么
 应当完全肯定地声明，“北方协会” 接受
 相当著名的既定原则。而纲领所选择的第三条道路，即十分不完整地指出最终目的，是不合适的。

第2节一开头是一个极其不确切的、含糊不清的和危险的声明：“认为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这句话似乎是把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划成等号。这样划等号 是完全不正确的
 。正是在现在，当人们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非常普遍地理解得 极其狭隘
 的时候，提出这样的公式简直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只有把“阶级利益”理解得 非常广泛
 ，才能勉强地承认这个公式。“阶级利益”迫使无产者联合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考虑自己解放的条件。“阶级利益”使他们易于接受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体系，它服从思想体系的发生、发展和巩固的一般条件，就是说，社会主义以人类知识的一切材料为基础，以科学的高度发展为先决条件，要求科学的工作等等，等等。社会主义是由思想家 输送到
 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上自发地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第2节的条文对社会主义同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阐述得十分不正确。同时，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第2节也没有谈到。这是它的第二个缺点。

第3节对专制制度的说明是不够的（例如，没有指出它同农奴制残余的联系），部分是高谈阔论（说什么“无限度的”）和含糊不清（说什么“忽视” 个人
 ）。其次，争取政治自由（应当指出，“北方协会”是向 全党
 提出这个任务的）之所以必需， 不仅仅
 是为了工人的阶级斗争的充分发展；应当用某种形式指出，其所以必需也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专制制度仅仅代表各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是不确切的，或者说是不正确的。专制制度满足各统治阶级 一定的
 利益，部分是依靠农民群众和全体小生产者的因循守旧而存在，部分是依靠各种对立利益之间的平衡而存在，而在某种程度上，专制制度也是独立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第3节的条文之所以特别不能容许，是因为我们这里十分流行一种把俄国专制制度同资产阶级统治混为一谈的荒谬看法。

“与民主原则不相容。”既然一点儿还没有谈到民主，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难道推翻专制制度和争取政治自由的要求不正是表明民主“原则”吗？这句话是不合适的。不要这样说，应该更确切地指出我们在理解“民主原则”方面的彻底性和 坚定性
 （同资产阶级民主相比较），例如，用某种方法描述“民主宪法”的概念 和内容
 ，或者说明我们要建立 民主共和国
 的“原则性”要求。

第4节特别不能令人满意。不要说“充分”利用“广泛的”自由（这句话实在不明确，完全可以而且必须用民主共和国和民主宪法这种确切的说法来代替，因为“充分”也就在于彻底的民主制），不要这样说， 必须
 说关心政治自由的 不仅仅是
 工人阶级。闭口不谈这一点，就是为“经济主义”的最坏形式大开方便之门，就是忘记了我们的一般 民主主义的
 任务。

对无产阶级来说，实现（？？获得，争取）政治自由同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有“同样的”必要性，这种说法 完全不对
 。恰恰 
不是
 同样的
 ，因为 这是另一种
 必要性，是比提高工资等等的必要性 
复杂
 得多的
 一种必要性。这两种“必要性”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例如， 只要
 工人阶级的个别阶层或集团顺从专制制度，专制制度就准备给（ 有时候确实给
 ）这些阶层或集团改善处境。我们分析的这句话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它表明“经济”唯物主义被庸俗化到了极点，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被降低到了工联主义的观点。

其次，“有鉴于此”…… 由于
 上面所说的……应该删去“在当前斗争中”（即在同沙皇制度的斗争中，是吗？）……“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明确的阶级纲领和要求……”。我们 政治
 纲领和 政治
 要求的 阶级
 性，恰恰表现在民主主义的充分和彻底上。如果说的不仅仅是政治要求，而是我们的整个纲领，那么纲领的阶级性应该自然而然地从我们纲领的内容中表露出来。用不着说什么“ 明确的
 ”阶级纲领，而应当自己直接地和确切地 确定
 、叙述、表达和拟定这种阶级纲领。

“……不服从自由派的纲领……”这简直可笑。我们是作为先进的民主主义政党出现的，而突然说什么“不服从”！！真象是刚刚摆脱“服从”的孩子！

我们“不服从”自由派，不应当表现在关于不服从的词句里，而应当表现在我们纲领（ 当然还有我们的活动
 ）的整个性质中。把自由的必要性和提高工资的必要性等同起来（或者至少是同等看待）这样一种对政治任务的理解，恰好 
表现出
 社会民主党服从自由派
 。

第4节的结尾部分也不合适；上述一切也是对它的批评。

第5节把我们对待所有一切民主派的一般态度归结为一种在实际工作中同其他政党的合作。这太狭隘了。既然有这些政党存在，就应当（不是在纲领中，而是在代表大会的专门的决议中）确切地列举它们的名称，并且确切地确定对待社会革命党人、“自由社”等等的态度。如果说的不是具体的政党，而是泛指对待其他革命派（ 和反政府派
 ）的态度，那么就应当更广泛地表述这一点，用某种形式重述《共产党宣言》关于我们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的论点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编者注］

 。

第6节不宜放在纲领中。应当把这一节放在专门的决议中，并且 直接
 说出，这里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意见分歧（或两个派别）。这比“很多的误解”更严重。关于意见分歧的论述太狭隘了，因为意见分歧 决不限于
 把阶级同党混为一谈。应当更坚决更明确地用相应的论点反对“批评马克思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缩小我们的政治任务。

至于第6节的第二部分，因为它由其他节（第7、14节及其他各节） 作了说明
 ，所以对这部分的批评，包括在对那几节的批评里。

第7节和以下所有各节（除第12节外）都应当放在专门的决议中，而不要直接放在 纲领
 中。

第7节把自己活动的“任务”表述得很狭隘。我们不仅应当“提高无产阶级的自觉”，而且也应当把他们 组织
 到政党中来，然后 领导
 他们的斗争（既要领导经济斗争，也要领导政治斗争）。

说无产阶级处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是多余的。或者删掉这句话，或者由自己 明确
 提出这些条件（但是，这应当写在纲领中别的地方）。

鼓动是实现我们任务的“唯一的”手段，这种说法不对。远不是唯一的。

确定鼓动是“影响广大工人阶层”，这不够。应当说明这种影响的性质。应当更直接、更坚决、更明确和更详细地说明 政治
 鼓动，否则，纲领不谈政治鼓动本身而花了整整两节（第14节和第15节）去谈经济鼓动，就会变成（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经济主义”。应当特别强调指出，对 居民中任何阶级或任何阶层所受到的一切
 政治的和经济的、生活的和民族的压迫现象都必须进行鼓动，在同政府等等发生各种冲突时必须（对社会民主党来说）站在一切人的前列；然后再指出鼓动的方法（口头、报刊、传单、示威和其他等等）。

第8节。开头是多余的重复。

“承认宣传 只是
 由于”等等，这不对。宣传不仅有这个意思，不仅是“培养鼓动员”，而且也传播一般的意识。纲领过分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如果需要反对某人在进行宣传时过分脱离鼓动任务的话，那么最好是这样说：“在宣传中， 特别
 不应当忽略培养鼓动员的任务”，或者诸如此类的说法。但是不要把 整个
 宣传归结为培养“有经验的和有才干的鼓动员”，不要简简单单地“否定”“只培养个别觉悟工人”。我们认为这是不全面的，但是我们不“否定”这一点。因此，第8节的第二部分（自“否定地对待”起）应当完全删去。

第9节。就实质来说，我完全同意。不过可以作如下补充：“关于社会生活的各种 极
 不相同的事实和政府措施……”

“最好的手段”换成“最好的手段 之一
 ”，更为确切。

只是本节的结尾部分不能令人满意。游行示威和示威所团结的和必须团结的 不仅仅是
 工人（而且，既然我们想有组织地、直接地和永远地团结，而不只是在一个事件中团结，那么光靠示威来“团结”是 不
 够的）。“……在他们中间 用这种方式
 来提高……”这或者说是不确切的，因为 单靠
 示威不能提高意识；或者说是多余的（已经说过是最好的手段之一）。

要是加上必须 组织
 示威、筹备示威、举行示威等等也不无益处。

总的说来，纲领中一处也没有指出必须密切注意 革命组织
 （而且是全俄的战斗组织）的问题，这是一个 很大的缺陷
 。既然已经谈到鼓动、宣传、罢工等等，那么闭口不谈 革命组织
 就简直不可宽恕了。

第10节。应当加上：我国的五一节还应当成为 反对专制制度
 的游行示威，成为要求政治自由的斗争。只指出节日的国际意义是不够的。应当把争取最迫切的 本国的
 政治要求的斗争同国际意义联系起来。

第11节。想法很好，但是讲得太狭隘。是不是再加上“此外”，因为为了纪念公社的周年和其他许多事情也必须组织游行示威。或者说“特别是”，否则会以为似乎对其他事情就不需要组织游行示威了。

其次，纪念2月19日，不要只对工人发出号召（在传单上）。况且，凡是举行游行示威和为此而印发的传单中我们总是向全体人民，甚至向全世界发出号召——2月19日，也必须对农民发出号召。而对农民发出号召，就是要拟定社会民主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政策。纲领没有谈到这个问题，而我们完全理解，地方组织可能没有时间或者没有精力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哪怕用某种形式指出这个问题，以及通过某种尝试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上和我们运动的实践 
［注：例如，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对农民的鞭笞等等的尝试。］

 中提出这个问题，则是绝对必需的。

第11节的结尾部分不合适（“只有 一个阶级
 的力量”——哪个阶级？光一个工人阶级吗？）。应当删去。

第12节。在现有条件下，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不能“用各种方式”帮助改善工人状况。例如，我们现在就不能按祖巴托夫方式帮助改善工人状况，甚至将来也不能在祖巴托夫腐蚀的条件下帮助改善工人状况。我们所争取的只是能 提高
 工人进行阶级斗争能力的那种改善，就是说，改善条件 不会
 使政治意识受腐蚀、 不会
 受警察监护、 不会
 被拴在一个地方、 不会
 受“行善者”的奴役、 不会
 使人格受侮辱，等等，等等。正因为在俄国，专制制度非常喜欢（并且 愈来愈
 喜欢）用各种小恩小惠和虚假的改革来 赎免
 革命，所以我们应当坚决同各种各样的“改革家”划清界限。我们也同样为改革而斗争，但不是“用各种方式”，而是 只
 按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按革命的方式。

第13节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删去了。这一节是应当删去的。

第14节对经济鼓动的内容和任务的表述太狭隘了。经济鼓动并不仅仅限于罢工。我们之需要“良好的条件”，不仅是为了无产阶级的文化发展，而正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展。社会民主党在罢工中的“积极作用”并不仅仅限于发动 争取改善经济状况
 的斗争。还应当 经常
 利用罢工（以及整个经济鼓动）来发动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 革命
 斗争。也应当利用罢工来进行 政治
 鼓动。

第15节也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罢工不是斗争的“最好的”手段，而仅仅是手段 之一
 ，甚至不一定总是最好的手段之一。应当承认罢工的作用，经常利用罢工，领导罢工，但是，“经济主义”把罢工的作用夸大得愈厉害，夸大罢工的作用就愈危险。

接下去关于罢工所讲的是多余的，因为在第14节中已经讲过了。只要指出领导一般的经济斗争就够了。有时候，这种领导也表现为制止罢工。纲领讲得过分绝对了，因此也就过分狭隘了。应该概括地谈谈任务：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使它更有组织和更有觉悟，建立工人的工会并努力把它们扩大为全俄的工会，利用每一次罢工、经济压迫的各种表现等等来进行最广泛的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宣传鼓动。

第15节的结尾部分把这种鼓动的任务 缩小了
 ，似乎警察的发动等等限制了政治鼓动的进行。实际上，应当在“天使长们”发动 之前
 并且 不管
 他们的发动，努力进行政治鼓动（而在某些有才干的领导者的领导下，这是完全可能的）。要讲得笼统些：“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进行政治鼓动”等等。

第15节的结尾部分也是不正确的。在我们俄国 准备
 “总罢工”的可能性愈少，谈论“总罢工”就愈不相宜。而且一般说来，在纲领中 专门
 谈论“总”罢工是没有道理的（请回忆一下《谁来实现政治革命？》这本小册子中的荒谬的“总罢工”吧。要知道，产生这种误解也是可能的）。宣布罢工“是提高 意识
 的 最好的
 手段”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总之，很希望这个纲领能认真地修改一下。整个说来，希望“北方协会”既积极参加 革命
 社会民主党的 党的
 统一工作，也参加制定党纲的工作。而《曙光》和《火星报》编辑部希望最近就把自己的草案（草案的大部分已经拟好了）提交“北方协会”，并希望“北方协会”参加草案的修改、散发和准备提交全党通过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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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于1902年1月1—5日（14—18日）在沃罗涅日举行代表大会，通过了协会的纲领。列宁在这封信里批评了这个纲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也称北方工人协会（秘密通信中称“谢苗·谢苗诺维奇”），是俄国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尔和科斯特罗马三省的社会民主党地区联合组织。该协会是根据奥·阿·瓦连佐娃和弗·亚·诺斯科夫的倡议于1900—1901年在沃罗涅日建立的。参加该协会的有一些是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协会的中央委员会（在1902年1月代表大会上选出）由瓦连佐娃、米·亚·巴加耶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H．H．帕宁（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因参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等组成，1901—1905年，协会领导了这一工业地区的工人运动。



北方协会成立之初就同《火星报》建立了联系，并赞同《火星报》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计划。协会的代表积极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协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是莉·米·克尼波维奇和亚·米·斯托帕尼。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北方协会改组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委员会。1905年7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各组织的代表会议上撤销了北方委员会，建立了独立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雅罗斯拉夫尔委员会和科斯特罗马委员会。——349。



[184]这里说的是在1861年农民改革纪念日（2月19日）这一天组织游行示威的问题。北方协会纲领第11节中写道：在传单中应就这件事“向工人指出，他们对专制政府不要有所指望”，“要努力破除这样一种错觉，似乎解放是沙皇个人所为，是他的善行”。——350。









《列宁全集》第6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的传单《告俄国公民书》的引言[185]

（1902年5月9日〔22日〕以后）

我们全文刊登一份我们党的顿河区委员会的出色传单。这份传单表明，社会民主党人多么善于评价巴尔马晓夫们的英雄行为而又不犯社会革命党人所犯的那种错误。社会民主党人把工人（和农民）运动提到了首位。他们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向政府提出要求，而不以继续进行谋刺和暗杀相威胁。在他们看来，恐怖手段仅仅是可能采用的辅助手段之一，而不是为背离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行为辩护的 特殊
 策略方法。





	载于1931年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B．普列斯科夫《战斗的青年时代。第一次革命前夜的青年》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371页

















[185]这是列宁以《火星报》编辑部的名义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的传单《告俄国公民书》加的引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的这份传单是为刺杀了沙皇政府内务大臣德·谢·西皮亚金的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成员斯·瓦·巴尔马晓夫被处决而写的，于1902年5月9日（22日）印刷，在工人中散发了2000份。传单说，巴尔马晓夫的鲜血“将擦亮盲目的小市民的眼睛，使他们看清俄国专制制度难以描述的恐怖，使他们看清我们同俄国专制制度的斗争在日益扩大和发展”。——360。









《列宁全集》第6卷


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人宣战？

（1902年6月底—7月）

（1）因为我国这种以“社会革命派”闻名的社会思潮，实际上正在离开而且已经离开了只有现在才有的、国际上唯一的革命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社会民主党分为机会主义派（又称“伯恩施坦派”）和革命派的大分裂中，这个思潮采取了十分不明确的和不能容忍的脚踏两只船的暧昧态度，它只是根据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批评，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动摇了”（《俄国革命通报》第2期第62页）；它承诺按照自己的主张来“重新审查”马克思主义，而对履行这个危言耸听的诺言却什么也没有做。

（2）因为社会革命派束手无策地屈从于应该称之为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潮的这种盛行的俄国社会政治思潮。社会革命党人重复“民意党”和俄国整个旧社会主义的错误，没有看到这个派别的萎靡不振和它的内部矛盾，而只是简单地给自由主义民粹派深奥的旧约全书增添一些革命词句，作为自己在俄国革命思想方面的独创。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粉碎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理论基础，揭露了它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内容，过去和现在都在同它作战，并不因整批批评派的（＝机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投入敌人阵营而感到不安。但是在整个这场战争中，社会革命党人过去和现在都是采取（ 至多是
 ）敌对的中立立场，总是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那里他们只抄袭了少得可怜的只言片语）和假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民粹派之间脚踏两只船。

（3）因为上面指出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国际社会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毫无原则，他们不懂得或不承认 阶级斗争
 这个唯一真正革命的原则。他们不懂得，在现代俄国，真正革命的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党，只能是把社会主义 同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的党；俄国工人运动现在正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强大、日益广泛地产生着。社会革命党人对俄国工人运动始终采取旁观者和外行人的态度，例如当这个运动由于发展异常迅速而患了“经济主义”毛病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一方面对别人从事唤醒工人群众这样一件新的困难的工作所犯的错误幸灾乐祸；另一方面又对进行了并且胜利地进行了反“经济主义”斗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百般干扰。对工人运动抱骑墙态度，必然会实际脱离工人运动；社会革命党脱离了工人运动也就失去了一切社会基础。它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作为依靠，因为那些动摇不定的、把自己的暧昧态度和无原则性称为“兼收并蓄”的知识分子集团是不能叫作阶级的。

（4）因为社会革命党轻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想一视同仁地既依靠知识分子，又依靠无产阶级，又依靠农民，这就必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使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受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奴役。轻视理论，对待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躲躲闪闪、摇摆不定，就必然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俄国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作为与无产阶级 相提并论的
 社会阶层，只能成为 资产阶级民主
 运动的支柱。这不仅是从我们全部学说中（根据这种学说，比如说，小生产者只有同商品经济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断绝一切关系，并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才能算是革命的）必然产生的看法，——不，除此而外，这也是现在已经开始表露出来的确凿事实。而在政治变革时期和政治变革后的第二天，这个事实必然会更加强有力地表露出来。社会革命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上的不坚定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庸俗化的表现之一，对这些表现，社会民主党现在和将来始终应该进行坚决斗争。

（5）因为就是社会革命党人拟订（我不说提出，而就说拟订吧）的那些实际纲领的要求，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个派别的无原则性在实践中带来了多大的危害。例如，《革命俄国报》[186]第8号所拟订的（也许说是散见于我国民粹派陈腐论断中的更确切吧？）最低土地纲领，一方面迷惑农民，答应他们实现“最低”纲领即土地社会化；另一方面又迷惑工人阶级，在他们中间散播歪曲农民运动实质的完全错误的观念。这种轻率的诺言只能损害革命政党的声誉，其中也损害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作为我们最终目的的学说的声誉，这是第一。第二，社会革命党人把支持和发展合作社列入自己的最低纲领，因而就完全离开了革命斗争的立场，把自己所谓的社会主义降低到最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水平。第三，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消灭一切中世纪桎梏的要求（这些桎梏束缚了我国的村社，把农民拴在份地上，剥夺了他们的迁徙自由，必然使他们处于受屈辱的等级地位），从而表明他们甚至还不能使自己摆脱俄国民粹派的 反动
 学说。

（6）因为社会革命党人把恐怖手段列入自己的纲领，并且鼓吹恐怖手段是政治斗争手段的现代形式；从而破坏了社会主义工作同革命阶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给运动带来了极严重的危害。任何口头上的保证和誓言都推翻不了下面这个无可怀疑的事实：社会革命党人采取和鼓吹的现代的恐怖手段，同群众工作、同为群众做的以及和群众一起做的工作 没有丝毫联系
 ；党来组织恐怖行动，使我们为数极少的组织人员放弃了他们困难的和远还没有完成的组织革命的工人政党的任务；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手段 实际上
 无非就是受到历史经验全盘谴责的 单独决斗
 。甚至外国的社会主义者也开始为我国社会革命党人现在这样大肆鼓吹恐怖手段感到不安了。而在俄国工人群众中，这种鼓吹简直是在散布有害的幻想：似乎恐怖手段“在迫使人们甚至违反自己的意志从政治上考虑问题”（《革命俄国报》第7号第4版）；似乎恐怖手段“比几个月的口头宣传都更能改变成千上万的人对革命者，对革命者活动的意义〈！！〉的看法……”；似乎恐怖手段能够“以新的力量激励那些被许多次游行示威的悲惨结果吓得灰心丧气、失魂落魄的动摇分子”（同上）等等。这些有害的幻想只能引起迅速的失望，削弱发动群众攻击专制制度的准备工作。





	载于1923年《探照灯》杂志第14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372—376页














　　【参考文献】

[186]《革命俄国报》（《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报纸，由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于1900年底在俄国出版，创办人安·亚·阿尔古诺夫。1902年1月—1905年12月，作为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在日内瓦出版，编辑为米·拉·郭茨和维·米·切尔诺夫。——363。









《列宁全集》第6卷


革命冒险主义[187]

（1902年8月1日和9月1日〔8月14日和9月14日〕）


一

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暴风雨的时代：俄国的历史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现在的一年有时要超过平静时期的几十年。人们在给改革后时代的半个世纪作总结，在为那些将长久决定全国命运的社会政治大厦奠立基石。革命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在继续发展，“我国的派别”也在异常迅速地成熟（和凋谢）。凡是在俄国这样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中有着扎实基础的派别，几乎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探索到了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阶级。司徒卢威先生的演进就是一个例子。仅仅在一年半以前，革命工人还要求“撕下”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假面具”，现在他自己已经撕开假面具亮相了，成了为自己的坚固基础和沉着冷静而自豪的自由派地主的领袖（或奴仆？）。反之，凡是只代表知识分子这些中间的和不坚定的阶层所特有的传统的动摇观点的派别，却竭力用喧嚷来代替同一定阶级的接近，而且事件的声势愈大，它们就喧嚷得愈厉害。“我们大声喧嚷，老兄，大声喧嚷”，这是很多怀有革命情绪的人提出的口号，他们是被事件的旋风卷进来的，既没有理论基础，也没有社会基础。

“社会革命党人”就属于这种“喧嚷的”派别，他们的面貌暴露得愈来愈清楚了。到时候了，无产阶级现在应该仔细认清他们的面貌，确切地搞清楚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愈是感觉到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派别不紧密地靠拢真正革命的社会阶级就无法存在，他们就愈加坚决地想从无产阶级这里寻找友谊。

下面三种情况最有助于弄清社会革命党人的真面目。第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同在“批评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下抬起头来的机会主义发生分裂。第二，巴尔马晓夫刺杀西皮亚金，以及某些革命者在情绪上重新倾向于使用恐怖手段。第三，也是主要的，最近的农民运动迫使那些惯于脚踏两只船而没有任何纲领的人不得不事后发表稍微类似纲领的东西。我们在研究所有这三种情况的时候，必须声明一点：在报纸论文中只能简单地提出一些主要论点，至于更详细的阐述，恐怕只能留到杂志论文或小册子里去谈[188]。

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在《俄国革命通报》第2期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和危机》的未署名的编辑部文章中，发表了一个原则性的理论声明。我们非常愿意把这篇文章介绍给一切想清楚地了解什么是理论上毫无原则性和动摇性（以及用滔滔不绝的话来掩饰这种无原则性和动摇性的技巧）的人。这篇十分精采的文章的全部内容，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社会主义发展成了世界的力量；由于革命者（“正统派”）同机会主义者（“批评派”）的斗争，现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正在发生分裂。我们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从来没有同情过机会主义，但是我们对使我们摆脱了教条束缚的“批评”感到欢欣鼓舞，我们也要重新审查这种教条，虽然我们还没有进行过任何批评（除了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批评），虽然我们还没有作过什么重新审查，但是我们这种摆脱理论束缚理应认为是我们的莫大功劳。之所以理应认为是功劳，尤其是因为我们这些摆脱理论束缚的人竭力主张普遍联合，严斥各种原则性的理论争论。《俄国革命通报》（第2期第127页）煞有介事地硬要我们相信：“严肃的革命组织不会去解决那些永远会引起分裂、引起争论的社会理论问题，当然这不应当妨碍理论家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而我们，趁事情还没有头绪，乐得趁这空当寻寻开心。

现在要认真地分析这种脱离（因争论本身）社会主义的理论，当然还没有可能。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的危机应当使稍微严肃一点的社会主义者都加倍注意理论，更坚决地采取严肃坚定的立场，更果断地同动摇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划清界限。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既然“连德国人”也在分崩离析，那上帝也会让我们俄国人为自己不知道蹭到哪里去而感到骄傲。在我们看来，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没有理论却是一件大好事，是一件“对联合”特别便利的事情。可见，我们和他们是谈不拢的，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唯一的希望是：司徒卢威先生也许能使他们明白过来，因为司徒卢威先生也在谈论（只是更加煞有介事）消灭教条，说“我们的”任务（同任何向无产阶级求援的资产阶级的任务一样）不是制造分裂，而是谋求联合。社会革命党人在司徒卢威先生的帮助下是否会有一天看到，他们为了联合而脱离社会主义和在脱离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去联合的立场， 真实意义
 究竟是什么？

现在来谈第二点，即恐怖手段问题。

社会革命党人为了维护已被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证明是不适用的恐怖手段，竭力声称他们所承认的只是同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恐怖手段，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用以驳斥（而且在很长时间内已经驳倒了）这种斗争方法的合理性的那些论据，是与他们不相干的。这里重现了同他们对待“批评”的态度十分相似的情景。社会革命党人嚷嚷说，我们不是机会主义者。但同时他们却又仅仅根据机会主义的而不是其他什么的批评，就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教条束之高阁了。社会革命党人担保说，我们没有重犯恐怖主义者的错误，我们没有放弃群众工作。但同时他们又热心地向党推荐象巴尔马晓夫刺杀西皮亚金这样的行为，虽然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并看到这种行为同群众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就其实现的方式来看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干这种事的人既没有指望也没有期待群众会进行某种一定的发动，或者会给予支持。社会革命党人天真地不去发觉他们倾心于恐怖手段同下面一件事实有极其密切的因果关系：他们一开始就站在并且继续站在工人运动之外，甚至不打算成为进行自己阶级斗争的革命阶级的政党。热中于指天誓日往往反而使人不得不存戒心，怀疑这样大肆渲染的东西是否真实。每当我听到社会革命党人担保说，我们采用恐怖手段决不放弃群众工作，我就常常想起这样一句话：干吗要这样起誓呢？其实作这种担保的正是那些已经脱离了真正能提高群众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人，而且他们抓住随便什么理论的只言片语，还在继续脱离这个运动。

1902年4月3日“社会革命党”印发的传单[189]，是上述情况最好的说明。这是一份极生动的、使直接活动者感兴趣的最确凿的材料。根据《革命俄国报》可贵的旁证（第7号第24版） 
［注：诚然，《革命俄国报》在这一点上也在搞什么左右逢源。它一方面说“完全吻合”，另一方面又暗示是“言过其实”。《革命俄国报》一方面声明，这份传单只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一个小组”印发的，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这样一个事实
 ：传单上印有“社会革命党
 刊印”的字样，而且就是这个《革命俄国报》还刊载了“祝你在斗争中争得自己的权利”的题词。我们知道，触及这个痛处对《革命俄国报》是很不愉快的，但是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躲躲闪闪简直是不光彩的。“经济主义”的存在，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同样是不愉快的，但是它公开揭露经济主义，从来不想蒙蔽任何人。］

 ，这份传单“关于恐怖斗争问题的提法”“同党的观点”是“完全吻合”的。

4月3日的传单非常认真地抄袭了恐怖主义者那一套“最新的”论据。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一句话：“我们号召采用恐怖手段，不是代替群众工作，而正是为了进行群众工作并和群众工作同时进行。”这句话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这句话是用比其他字体大两倍的铅字排印的（当然，《革命俄国报》也采用了这种做法）。这其实是很简单的！只要把“不是代替，而是同时进行”这句话用黑体字排印出来，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论据、历史的全部教训马上就不存在了。可是，不妨读一下传单的全文，你们就会看到，假借群众名义用黑体字发出誓言是枉费心机的。“工人群众摆脱蒙昧状态”和“以强大的人民浪潮把铁门冲垮”的日子，“可惜！”（真的是说：可惜！）“还不会很快到来，一想到这样将要作出多少牺牲，就令人不寒而栗！”“可惜还不会很快”这几个字难道不足以说明他们对群众运动的完全无知和不信任吗？难道不是故意虚构这个论据来嘲笑工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事实吗？最后，就算这个陈旧的论据说得有根有据，如同它实际上荒诞无稽一样，那也由此特别突出地说明了恐怖手段的不中用，因为 没有
 工人群众，任何炸弹都是无能为力的，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请继续听下去：“每一次采用恐怖手段的打击，似乎都夺去了专制制度的一部分力量，并且把这部分力量〈！〉完全转换到〈！〉自由战士方面去。”“既然恐怖手段将经常〈！〉采用，那就很清楚，我们最终将会占优势。”是的，是的，任何人都很清楚，我们看到的是无与伦比的，最露骨的恐怖主义偏见：政治谋杀自然而然会“转换力量”！你们看，一方面是转换力量论，另一方面说“不是代替，而是同时……”干吗要这样起誓呢？

但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社会革命党边问边答说：“应该刺杀谁？”应该刺杀大臣而不是沙皇，因为“沙皇不会把事情弄到极端地步”（！！他们怎么知道的？？），再说“这也比较容易做到”（真是这样说的！），因为“没有一个大臣能够深居在象城堡那样的宫廷里”。这种论证最后所作的如下论断，可以作为社会革命党人“理论”的典范万古长存。这就是：“专制制度对付群众有士兵，对付革命组织有秘密的和公开的警察，但是什么东西来解救它……”（它是谁？是专制制度吗？作者不自觉地已经把专制制度同比较容易刺杀的大臣一视同仁了！）“……免受那些个人或小组的袭击呢？这些个人或小组都不断地、甚至互不通气地〈！！〉在准备进攻和实行进攻。任何力量都对付不了这种抓不住的活动。可见，我们的任务是明确的，就是用专制制度给我们留下的〈！〉唯一手段即暗杀的手段来搞掉专制制度的每一个掌权的暴吏”。不管社会革命党人费尽多少笔墨，不管他们怎样担保说鼓吹恐怖手段不会脱离、不会破坏群众工作，但是他们滔滔不绝的言词推翻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上述传单如实地反映了现代恐怖主义者真正的心理状态。转换力量论自然是同这种不仅把过去的全部经验而且把任何常识都彻底颠倒过来的抓不住论相辅相成的。革命的唯一“希望”就是“群众”，只有（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领导这种群众的革命组织，才能够同警察进行斗争，——这是起码的常识。来论证这一点真有点不好意思。只有那些把一切都忘得精光、什么也没有学会的人，才会提出“相反的”解决办法，发表奇谈怪论，胡说八道，说什么士兵可以“解救”专制制度免受群众攻击，警察可以解救它免受革命组织打击，然而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解救
 它免受那些追踪大臣的个人袭击！！

这种奇谈怪论我们相信一定会成为一句名言，决不单单只是一种荒诞的论断。不，它是很有教益的，因为这样大胆地发表谬论，揭露了恐怖主义者同“经济派”（或许应当说，同死去的“经济主义”的过去的代表？）共同的基本错误。我们已经多次指出，这种错误就是 不了解
 我国运动的基本缺点。由于运动的发展异常迅速，领导者落后于群众，革命组织的发展赶不上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不能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这种不适应的现象是存在的，任何一个诚实的、对运动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既然如此，那就很明显，现在的恐怖主义者就是改头换面的地道的“经济派”，只是他们走到了同样愚蠢却又是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在革命者的人力物力 不足以
 领导已经发动起来的群众的时候，号召采取象组织某些个人和某些互不通气的小组去谋杀大臣那种恐怖手段，这就意味着不仅会 因此
 而中断群众工作，而且会直接破坏群众工作。我们在4月3日的传单中读到：我们革命者“过去惯于怯生生地抱成一团，甚至〈注意〉近两三年来产生的那种新的勇敢精神暂时还是使群众的情绪比个人更为高涨”。这两句话里有很多无意间道出的真情。正是这种真情彻底击溃了恐怖主义的鼓吹者。任何一个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都可以从这种真情中得出如下结论：应当更坚决、更勇敢、更严整地抱成一团行动。而社会革命党人的推论却是：“开枪吧，抓不住的个人，因为一团人可惜还不能很快地行动，而且还有士兵来对付他们。”先生们，这全是胡扯！

传单上当然也少不了激发性的恐怖手段论。据说：“英雄的每一次决斗都能激励我们大家的斗志和勇气。”但是，我们从过去的经验知道和从当前的事实看到， 只有
 进行新形式的群众运动，或者唤醒群众的一些新阶层参加独立的斗争，才能真正激励 大家的
 斗志和勇气。至于决斗，只要它依然还是巴尔马晓夫之流的 决斗
 ，直接地引起的只是瞬息即逝的轰动，而间接地却使人变得冷漠，消极等待下一次的 决斗
 。他们还硬要我们相信，“每一次恐怖手段的闪电都会启发人们的智慧”，可惜我们在鼓吹恐怖手段的社会革命党身上并没有发现这一点。他们还奉送给我们一种大小工作论，说什么“谁能力强、机会多、决心大，他就不要安心于小〈！〉工作；他应当去寻求并献身于大事业，比如向群众〈！〉宣传恐怖手段，准备复杂的……〈抓不住论已被遗忘了！〉……恐怖活动。”这真算得绝顶聪明了：让革命者为了向恶棍西皮亚金报复和用另一个恶棍普列韦来代替他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大工作。而 象
 组织群众举行武装游行示威 这样的
 工作，却是小工作。《革命俄国报》第8号正是作了这方面的解释，它声称，武装游行示威“作为遥遥无期的将来的事情，写起来容易，讲起来也容易”，“然而这一切议论至今只不过是理论而已”。 
［注：这两句话引自社会革命党农民联合会《告俄国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全体工作者书》（1902年6月25日《革命俄国报》第8号第6版）。——编者注］

 这些不受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的束缚、无视一切人民运动的痛苦经验的人所讲的话，我们是多么熟悉啊！他们把直接产生显著的和轰动一时的结果同求实精神混为一谈。在他们看来，要求坚持阶级观点和保持运动的群众性是“不明确的”“抽象理论”。在他们心目中，所谓明确性就是盲从每一次情绪的转变并……因而在每一次转变时必然束手无策。游行示威一开始，这些人就发出血腥味的论调，说什么这是末日的开始。游行示威一停止，他们就垂头丧气，不等靴子穿破[190]，就已经叫喊什么：“可惜，人民还不能很快……”沙皇的暴吏们又在干新的下贱勾当了，于是他们就要求给他们指出一种可以彻底 回击
 这种暴力和立即“转换力量”的“明确的”手段，这样他们就可以骄傲地允诺力量的转换！这些人不了解，单拿这种“转换”力量的诺言来说就已经是政治上的冒险主义，他们的冒险主义是由他们的无原则性所决定的。

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都要警惕冒险主义，无情地揭露那些最终必将令人完全失望的幻想。我们应当记住，革命政党只有 真正
 领导革命阶级的运动，才无愧于自己的称号。我们应当记住，任何人民运动都有千变万化的形式，要不断创造新形式，抛弃旧形式，改变形式或者把新旧形式重新配合。我们的责任就是积极地参加制定斗争方法和斗争手段的过程。当学生运动尖锐化了的时候，我们就号召工人帮助学生（《火星报》第2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编者注］

 ，既不预测游行示威的形式，也不轻许诺言，说游行示威可以立即转换力量，启发智慧，可以不被抓住。当游行示威经常化了的时候，我们就号召组织游行示威、武装群众，并且提出准备人民起义的任务。我们在原则上丝毫不否定暴力和恐怖手段，但是我们要求准备的是这样一些暴力形式，它们必须依靠群众直接参加并能保证群众直接参加。我们并没有闭起眼睛无视这个任务的困难，但是我们要坚定顽强地去完成这个任务，即使别人反对说这是“遥遥无期的将来的事情”，我们也不惶惑不安。是的，先生们，我们是赞成未来的运动形式的，而不是仅仅赞成以往的运动形式。我们宁愿为有前途的事情干长期的艰苦工作，而不愿意“轻松地”重复那些已经注定成为过去的事情。我们要时刻揭露那些人，他们在口头上反对老一套教条，而实际上提出的也无非是一套最陈腐最有害的转换力量论、大小工作差别论，当然还有决斗论和单独决斗论。4月3日传单最后这样写道：“从前人民的领袖在人民的血战中用单独决斗解决了战斗，同样地，恐怖主义者也将在同专制制度的单独决斗中为俄国争得自由。” 这样的
 论调只要转载出来，就会被驳倒。

凡是真正把自己的革命工作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的人，都会清楚地知道、看到和感觉到，无产阶级（以及能够支持无产阶级的人民阶层）有多少迫切的直接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他知道，在很多地方，在很多大地区，工人群众简直迫不及待地要投入斗争，然而由于缺乏文献和领导者，由于革命组织缺乏人力和物力，他们的激情白费掉了。于是我们便陷入（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一种该死的绝境，这种绝境象厄运一样长期笼罩着俄国革命。一方面，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和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的革命激情白费掉了。另一方面，那些不相信能同群众列队前进、并肩工作的“抓不住的个人”的开枪行刺也徒劳无用。

但是，同志们，事情还是完全可以挽回的！对目前事业丧失信心，不过是很少的例外。迷恋于恐怖手段，不过是一时的情绪。愿社会民主党人的队伍能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要把革命者的战斗组织同俄国无产阶级的群众英雄主义结成一个整体！

在下篇文章中，我们将考察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


二

社会革命党人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特别引人注意。无论是旧的俄国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继承人，还是俄国无数拥护机会主义批评的人，总认为自己特别通晓土地问题。那些拥护机会主义批评的人声嘶力竭地叫嚣说，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被“批评”完全打乱了阵脚。而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可说是把马克思主义驳得体无完肤了，说什么“教条主义的偏见……过时了的、早被生活驳倒了的教条……革命知识分子闭眼不看农村，农民中的革命工作被正统思想禁止了”以及很多诸如此类的话。目前，诋毁正统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是，有些诋毁正统思想的人，到农民运动 开始时
 连自己的土地纲领都没有 来得及
 制定，该把他们归入哪一类呢？《火星报》在第3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

 上阐述自己的土地纲领时，《俄国革命通报》只知道嘀咕说：“既然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又一个意见分歧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消失了。” 
［注：引自对《火星报》头三号的评论（1901年7月《俄国革命通报》第1期第85页）。——编者注］

 在这里，《俄国革命通报》编辑部又倒了一个小霉，就是它根本不了解《火星报》对问题的提法（“把阶级斗争引进农村”）。现在《革命俄国报》才迟迟引证了《当前问题》这本小册子，虽然小册子中没有任何纲领，有的只是对赫茨这样一些“大名鼎鼎的”机会主义者的颂扬之词。

这些在农民运动开始前既同意《火星报》的观点也同意赫茨的观点的人，在农民起义后的第二天，就“以社会革命党农民联合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宣言，然而在这个宣言中，你们找不到一句话真正出自农民之口，你们所看到的只是逐字逐句重复你们在民粹派、自由派和“批评派”……那里见到过几百次的东西。人们说，勇能夺城。这固然不错，不过，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粗制滥造的广告证明不了这种勇气。

我们看到，社会革命党人的主要“优越性”就是摆脱了理论的束缚，他们的主要技巧就是善于讲些言之无物的空话。但是，要制定纲领，不管怎样总得发表意见。比如说，必须彻底抛弃“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说的除了城市无产阶级不存在其他革命力量的教条”。“教条”是一个多么方便的字眼！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加歪曲，只要用“教条”这个唬人的字眼掩饰这种歪曲，那就万事大吉了！

从《共产党宣言》开始，整个现代社会主义所依据的无可怀疑的真理，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 真正
 革命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其余的阶级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为和实际成为革命阶级。有些人把这个真理“说成是”某一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教条，并且企图要天真的读者相信，似乎这个教条的“全部基础就是确信公开的政治斗争遥遥无期”，试问，对这样的人该怎样看待呢？

为了反对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的学说，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了“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和农民”三位一体论，这就暴露了他们不可救药的糊涂观念。如果你们把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和农民相提并论，那就是说，你们把知识分子理解成为一定的社会阶层，即象雇佣工人和农民一样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的集团。但是作为这样一个阶层的俄国知识分子，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司徒卢威先生对待这个阶层的态度是十分正确的，因为他把自己的机关报叫作俄国知识分子的机关报。如果你们说的是 还没有
 任何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或者是生活迫使他们 已经离开
 自己的正常地位而转向无产阶级方面的知识分子，那么，把这种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相提并论，也是极其荒谬的。无产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其他任何阶级一样，不仅在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且还从一切受过教育的人中间物色拥护自己的人。社会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教条”的攻击只不过再一次证明了，这个党的全部力量就是一小撮离开了旧立场而没有走上新立场的俄国知识分子。

至于谈到农民，社会革命党人的见解更为混乱。他们问道：“哪些社会阶级一般〈！〉总是〈！！〉支持现存……制度〈仅仅是专制制度吗？还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制度呢？〉，保护这个制度并且自身不受革命化的影响呢？”单是问题的提法就够混乱的了。老实说，对这个问题只能反问一句：哪些知识分子一般总是支持现有的思想混乱状态，保护这种混乱状态并且自身不受一定的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影响呢？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对这个不严肃的问题却想作出严肃的回答。他们首先把资产阶级列入“这些”阶级，因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经得到了满足”。认为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似乎已经得到了满足，因此在我国没有也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参看《俄国革命通报》第2期第132—133页），这种陈旧的偏见现在成了“经济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共同财产。再说一遍：司徒卢威先生不可以使他们的头脑开开窍吗？

其次，社会革命党人把“小资产阶级阶层”也列入这些阶级，说“这些阶层的利益是个人主义的，没有形成为阶级的利益，也没有在改良的或革命的社会政治纲领中表述出来”。这是从何说起，只有天晓得。小资产阶级不仅不一般和总是保护现存制度，而相反地，它往往甚至进行革命发动来反对资产阶级（即当它依附无产阶级的时候），经常反对专制制度，而且几乎总是制定出社会改良的纲领，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这位作者只是“更加喧嚷地”胡乱对小资产阶级攻击一通。承袭了屠格涅夫在自己《散文诗》中的一首借“老滑头”之口所讲的那种“处世之道”：对于感到自己也有的丑事要更加大声地骂 
［注：参看《屠格涅夫全集》1956年俄文版第8卷第464页。——编者注］

 。请看， 因为
 社会革命党人感觉到，他们那种脚踏两只船的立场的唯一社会基础只能是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 所以
 他们把小资产阶级写成这样，似乎这个术语所表示的不是一个社会范畴，而只是一种论战性说法。他们还想回避另一个不愉快的问题，即他们不懂得现代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属于“小资产阶级阶层”。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你们是否打算给我们答复这个问题呢？你们是否要向我们说明，为什么你们在重复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片言只语（比如关于农民离乡背井和到处流浪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却闭眼不看正是马克思主义证明了俄国农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结构？你们是否要向我们解释，现代社会中的“私有者或半私有者”怎么能不属于小资产阶级阶层？

不会的，别指望了！社会革命党人在实质问题上不会作出任何答复、任何说明、任何解释的，因为他们（还是同“经济派”一样）牢牢掌握了在理论方面一言不发的策略。《革命俄国报》指着《俄国革命通报》说，这是他们的事情（参看该报第4号给《曙光》的答复）。而《俄国革命通报》则向读者讲述机会主义批评的功绩，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威胁说，还要进行更加厉害的批评。先生们，这还少了点儿吧！

社会革命党人洁身自好，不受现代社会主义学说的有害影响。他们保留了庸俗社会主义的一整套旧方法。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新的历史事实，即某一人民阶层的新运动。社会革命党人不研究这个阶层的状况，也不打算从这个阶层的性质以及它同正在发展的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来说明这个运动。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全是空洞的教条，都是过时了的正统思想。他们的做法简单得多，只要看看正在发动起来的阶层的代表自己在讲些什么？他们讲的是土地、是补分土地、重分土地。你们看，这就是一切。这就是“半社会主义的纲领”、“完全正确的原则”、“光辉的思想”、“在农民脑子里已经萌芽的理想”，等等。只要“把这种理想加以纯化和提炼”，就能得出“纯粹的社会主义思想”。读者，你们不相信吗？这些灵巧地照本宣读最新著作的人，会把这种民粹派的破烂货重新搬到世界上来，你们是否觉得不可思议呢？然而这是事实，我们上面援引的话都是从《革命俄国报》第8号上的“农民联合会”的声明中摘来的。

社会革命党人责备《火星报》，说《火星报》把农民运动叫作农民的最后一次骚乱，就是过早地做安魂祷告。他们教训我们说，农民也可以参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这种责难清楚地表明了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混乱不堪。他们甚至分辨不清，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民主运动是一回事，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又是一回事。他们对农民运动的本身不了解，也就不能了解《火星报》这些使他们感到可怕的话只是针对前一种运动讲的。日暮途穷的小生产者（包括农民在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关于这一点，《火星报》不仅在自己的纲领中作了说明，而且还确切地规定了他们参加运动的条件。但是当前的农民运动根本不是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相反，这个运动联合了农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分子，因为这两者在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中确实是团结一致的。当前的农民运动清除了束缚我国农村中已经成熟的资产阶级基础的农奴制羁绊以后，能够建立的和一定要建立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结构，而是资产阶级的农业结构。

但是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这一切都是无法理解的。他们甚至煞有介事地硬要《火星报》相信，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是一种空洞的教条，因为“改革”（60年代的）“已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足够的〈！！〉场地”。灵巧人竟然会写出这种话来，他挥舞着灵巧的笔杆，以为“农民联合会”随便什么都可以写，反正农民不了解！但是，可爱的作者，请想一下：您从来没有听说过农奴制的残余正在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吗？您不觉得这甚至是近乎多余的重复吗？您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读到过目前俄国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吗？

《火星报》说，行将到来的革命将是资产阶级革命。社会革命党人反驳说：这个革命“首先将是政治革命，是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革命”。提出这种可爱的反驳意见的作者们，你们是否打算给我们解释一下，历史上是否有过哪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不是“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革命”？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能够设想吗？其实，连社会革命党人自己的纲领（平均使用归社会所有的土地）也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纲领的范围，因为只要保存着商品生产和允许私人经营制存在（即使是在公有土地上的），那也丝毫不会消灭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

社会革命党人愈是轻率地对待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就愈容易编造出什么“基本的演绎法”，甚至还以自己的“纲领能归结为”这样的演绎法而感到自豪。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他们所有的三点演绎法，这些演绎法想必会作为社会革命党人思想敏锐和社会主义信念坚定的纪念碑而永世长存。

演绎法之一：“俄国的很大一部分土地现在已经属于国家，应当使全部土地都属于人民。”这种在警察民粹派（如象萨宗诺夫等人）和各种讲坛改革派作品中令人感动地引证俄国国家土地占有制的手法，“现在已经”使我们讨厌了。“应当”使那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以及革命者的人去跟在这些先生的屁股后面转。“应当”使社会主义者强调“国家”假想的万能（甚至忘记了很大一部分国家土地都集中在荒无人烟的边疆地区这一事实），而不要强调半农奴式的农民和一小撮享有特权的大土地占有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这些大土地占有者占有大量优等耕地，“国家”一向同他们心心相印。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以为他们演绎出了纯粹的社会主义思想，其实他们由于对旧民粹主义采取了非批判态度而玷污了这种思想。

演绎法之二：“现在土地也已经在从资本手中转到劳动手中，应当由国家来完成这个过程。”入林愈深，木柴愈多。我们向警察民粹派再跨一步，就会呼吁（阶级的！）“国家”来扩大农民土地占有制。这真是绝妙的社会主义化，惊人的革命化。既然这些人认为农民购买土地和租佃土地并不是土地从农奴主－地主手中转到农业资产阶级手中，而是“从资本手中转到劳动手中”，那对他们还能抱什么希望呢？我们不妨提醒这些人至少注意一份关于“正在转到劳动手中”的土地的实际分配材料：农民购买的土地的6/10—9/10，农民租佃的土地的5/10—8/10都集中在 五分之一的农户
 ，即为数很少的富裕农户手中。由此可以判断，社会革命党人硬说“我们并不指靠”富裕农民，而只指靠“纯粹劳动阶层”，这些话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呢？

演绎法之三：“农民已经有了土地，而且大多数场合都在平均分配的情况下使用这些土地，应当把这种由劳动者使用土地的做法贯彻到底……并通过发展各种合作社用集体的农业生产来完成这一过程。”剥开社会革命党人的外壳，你们就能看到瓦·沃·先生的原形！只要一涉及实际问题，在遁词掩饰下非常顺利地保存下来的民粹派的一切旧偏见便立即暴露出来了。国家土地占有制——由国家把土地转交农民——村社——合作社——集体主义，这就是萨宗诺夫、尤佐夫、尼·—逊、社会革命党人、霍夫施泰特尔、托托米安茨等先生们的宏伟公式，而在这个公式中只是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既没有包括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也没有谈到阶级斗争。这些人的整个思想行囊里满装着民粹派的褴褛衣衫和时髦批评的漂亮碎布，他们脑袋里怎么会想到这种区区小事呢？难道布尔加柯夫先生 本人
 不是讲过在农村中不可能有阶级斗争吗？难道用“各种各样的合作社”来代替阶级斗争，不是可以使自由派、“批评派”以及所有那些认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一块传统性招牌的人感到心满意足吗？难道不是可以试试用保证来安慰天真的人们，对他们说“我们同任何把村社理想化的思想当然是格格不入的”吗？虽然你们在读到这种保证的时候，还可以读到侈谈“村社农民的庞大组织”，说什么“在某些方面俄国没有一个阶级能象农民那样容易地被推上纯粹的〈！〉政治斗争”，说什么农民自决权（！）的范围和权限远远超过了地方自治机关，“广泛的”……（到村子边上吗？）……“主动精神”同缺少“最起码的公民权利”这两者的结合，“好象故意想要……激发和锻炼〈！〉社会斗争的政治本能和政治素养”。不爱听就不要听，而……

“只有瞎子才看不到，从村社支配土地的传统转到土地社会化的主张，是多么容易。”先生们，情况不正是相反吗？有些人至今还不知道，半农奴制的村社把农民分成极小的组织和束缚农村无产阶级的手脚，正是半农奴制的村社这种中世纪的闭关自守状态维持着因循守旧、备受压抑和野蛮无知的传统，这些人难道不是不可救药的瞎子和聋子吗？你们承认离乡背井的好处，而离乡背井的现象已经把村社的那种臭名昭彰的平均传统破坏了四分之三，使这种传统只是变成了警察式的勾心斗角，这不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社会革命党人根据上面分析的理论所制定的最低纲领是一件真正的奇闻。这个“纲领”包含两点：（1）“土地社会化，即把土地变为全社会的财产，供劳动者使用”；（2）“在农民中发展各种各样的社团和经济合作社……〈以便进行“纯粹的”政治斗争吗？〉……以便使农民逐步摆脱货币资本的统治……〈去受工业资本的统治吗？〉……以便准备未来的农业集体生产”。就象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一样，这两点反映出了现代“社会革命主义”的全部精神。在理论上，只有革命的词句，没有深思熟虑的和严整的观点体系；在实践上，只是无可奈何地仿效某种时髦的手段，而不参加阶级斗争，——这就是它们的全部内容。说实在的，要在 最低
 纲领中把土地社会化和合作社相提 并论
 ，非有罕见的公民勇气不可。这个最低纲领，一方面是巴贝夫，另一方面是列维茨基先生。真是无与伦比。

如果可以对这个纲领作一个认真的评价，那我们不得不说，社会革命党人在用响亮的词句欺骗自己，也在欺骗农民。说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似乎“各种各样的合作社”起着革命的作用，培养着集体主义，而不是在巩固农业资产阶级，这是欺骗。说什么可以使“ 农民
 ”看到土地社会化似乎也是“最低要求”，也是一种同合作社一样很快就能实现的东西，这也是欺骗。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会向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说明，消灭土地私有制现在只能是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直接前奏，仅仅把土地交给“劳动者使用”并不能使无产阶级满足，因为成百万、成千万的破产农民即使自己有土地，也没有能力去经营。然而要供给这成千万破产农民农具、牲畜等等，就要实行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就要求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进行反对农奴制残余的农民运动。社会革命党人把土地社会化同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混为一谈了。抽象地说来，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在不消灭雇佣劳动的条件下，实行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些社会革命党人的例子却清楚地证实了这样一个真理，即在警察国家里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就等于模糊阶级斗争这个唯一革命的原则，助长一切官僚习气。

不仅如此，社会革命党人竟反对我们纲领草案中提出的“废除一切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律”这个要求，这样他们就堕落到了公开反动的地步。为了坚持民粹派关于“村社原则”和“平均原则”的偏见，他们竟拒绝为农民争取象支配自己土地这样“最起码的公民权利”，他们闭目养神，无视现实村社中的等级制闭关自守状态，他们成为警察禁令的辩护人，成为“国家”所设置和支持的……地方官的捍卫者！我们认为，不仅列维茨基先生，而且波别多诺斯采夫先生都不怎么害怕这种为了平均使用土地而提出的土地社会化的要求，因为这种要求是作为最低要求提出来的，而且与此同时既提到合作社，又为采取警察手段把农夫束缚在保障他们生活的官有份地上的做法辩护。

愿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能成为一切社会主义者的教训和借鉴，成为说明被某些轻浮的人称之为摆脱教条束缚的无思想性和无原则性的后果的鲜明例子。只要一涉及实际问题，那么为提出彻底的社会主义纲领所必需的三个条件，社会革命党人一个也不具备：对于最终的目的没有明确的思想，对于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没有正确的了解，对于当前的实际形势和最近任务没有确切的概念。他们把土地社会化和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混为一谈，他们把农民关于小规模地平均使用土地的朴素思想同现代社会主义关于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学说搅在一起，这样只是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提出用发展合作社来代替阶级斗争，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他们对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设想。在评价当前俄国农业演进问题时，他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农奴制的残余还在压抑着我国的农村。现在，除了表明他们理论观点的著名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和农民三位一体论，又加上了“纲领方面的”同样著名的土地社会化——合作社——农民束缚于份地的三位一体论。

请把这同《火星报》的纲领比较一下，《火星报》的纲领向全体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指出了唯一的最终目的，没有把这个目的缩减为“最低要求”，也没有为了迁就某些不开展的无产阶级阶层的思想或小生产者的思想而降低这个目的。无论在城市或农村，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只有一条——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除了这种阶级斗争而外，在我国农村中还进行着另一种斗争，即全体农民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在 这个
 斗争中，无产阶级的政党也答应支持 全体
 农民，竭力给他们的革命热情指出真正的目标，指导他们举行起义来反对他们的真正敌人；无产阶级的政党认为，如果把农民当作被监护人，向他们隐瞒目前他们能够立即做到的只是彻底消灭农奴制的一切痕迹和残余，只是为全体无产阶级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更广泛更艰巨的斗争扫清道路，如果这样，那是不诚实的和不体面的。





	载于1902年8月1日和9月1日《火星报》第23号和第2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377—398页

















[187]《革命冒险主义》一文最初发表于《火星报》第23、24号，随后印成了小册子。1902年9月15日《火星报》第25号报道了小册子出版的消息。——365。



[188]列宁的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保存下来的有关材料则有：《一篇驳社会革命党人的文章的片断》、《一本驳社会革命党人的小册子的提纲》（1903年春）、《一篇驳社会革命党人的文章的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366。



[189]指1902年4月3日社会革命党印刷所印发的传单《告俄国沙皇全体臣民书》。列宁在下句中说的《革命俄国报》可贵的旁证，是指1902年6月《革命俄国报》第7号对这个传单的评论。——368。



[190]不等靴子穿破出自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意为时间十分短暂。丹麦王后在国王死去一个月后就嫁给了国王的弟弟。王子哈姆莱特在独白中责备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就改了嫁（第1幕第2场）。——373。









《列宁全集》第6卷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二版序言

（1902年8月）

现在由于鼓动需要而出第二版的这本小册子，从写成到今天已经整整五年了。在这段不长的时期中，我国年轻的工人运动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及其力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至这样一本旧的小册子需要重印，未免令人感到奇怪。难道1902年同1897年相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没有丝毫改变吗？难道当时只是对自己的党务活动的“初步经验”作了总结的作者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没有前进一步吗？

产生这种（或类似这种）问题的，自然不止一个读者，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提到《怎么办？》这本小册子，并对其中某些地方加以补充。其所以要提到，为的是指出作者怎样叙述自己对社会民主党 当前
 任务的看法；而要补充的则是那本小册子谈到的（第31—32、121、138页） 
［注：见本卷第42—44、149—150、172—173页。——编者注］

 写作这本现在正要重印的小册子的条件，以及它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发展中的特殊“时期”的关系。在上述《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我指出这样的时期一般说来有四个，最后一个时期包括“现在，以及将来的一部分”，第三个时期称为“经济”派占统治地位（至少是风行）的时期，这个时期从1897—1898年开始，第二个时期是1894—1898年，第一个时期是1884—1894年。与第三个时期不同，在第二个时期中我们没有看到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发生意见分歧。社会民主党当时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当时还进行了谋求实践上一致和组织上一致的尝试（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当时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注意力不是放在澄清和解决某些党内问题方面（象在第三个时期那样），而是一方面放在同社会民主党的敌人进行思想斗争上，另一方面放在开展党的实际工作上。

当时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没有“经济主义”时期所存在的那种对抗。

这本小册子也反映了社会民主党当时的状况和当时的“任务”方面的特点。小册子只是号召深入广泛地开展实际工作，它既没有看到由于某些总的观点、原则和理论讲得不够明确而可能使实际工作受到的任何“阻碍”，也没有看到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方面（当时并不存在）的困难。小册子对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对民意党人和民权党人[191]，作了一些原则性说明，竭力消除那些使他们对新的运动抱旁观态度的误解和偏见。

现在，“经济主义”时期看来就要结束，社会民主党人的状况又很象五年以前那样了。当然，由于这段时期中运动获得了巨大进展，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要复杂得无可比拟，但是现时的基本特点仍旧同“第二个”时期的特点一样，不过基础更加广泛、规模更加宏大了。我们的理论、纲领、策略任务同实践之间的不协调现象，正随着经济主义的消失而消失。我们又能够而且应当大胆地号召深入广泛地开展实际工作了，因为进行这个工作的理论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澄清。我们又需要特别注意俄国那些非社会民主主义的秘密派别了，而我们面前的这些派别，实质上也还是上一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那些派别，只不过它们现在发展多了，定形多了和“成熟”多了。

民意党人在扔掉自己那套旧袈裟的过程中竟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人”，而这个名称本身就说明他们是停在半路上。他们离开了旧立场（“俄国的”社会主义），而没有走上新立场（社会民主党）。对于只有现代人类才知道的唯一的革命社会主义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他们却根据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和机会主义的（－“革命党人”！）批评把它束之高阁。无思想性和无原则性使他们实际上成了“革命冒险主义’，这既表现在他们力求把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农民这样一些社会阶层和阶级相提并论，又表现在他们大声鼓吹“系统地”使用恐怖手段，也表现在他们制订了出色的最低土地纲领（土地社会化，——合作社，——农民束缚于份地。见《火星报》第23号和第24号 
［注：见本卷第365—386页。——编者注］

 ），还表现在他们对自由派的态度（见《革命俄国报》第9号和《社会主义月刊》[192]第9期上日特洛夫斯基先生对《解放》[193]的评论）以及我们还势必要不断谈到的其他许多问题上。现在俄国还有那么多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条件在培植知识分子的不稳定性，使怀有激进情绪的个人希望把过时了的旧东西同没有生命力的时髦东西结合起来，妨碍他们把自己的事业同正在进行自己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融合起来，——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演进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还没有使“社会革命党”这样一个派别或这一类派别失去任何基础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党还必须同它们进行清算。

民权党人在1897年的模棱两可的特点（见下面，第20—22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43—445页。——编者注］

 ，并不亚于现在的社会革命党人，因此他们很快退出了舞台。但是他们的“清醒的”思想——把政治自由的要求同社会主义完全分开——并没有死去也不可能死去，因为在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阶层中，自由主义民主派思潮还很强大，而且愈来愈强大。因此希望把俄国资产阶级反政府派中的代表人物集结在自己周围的自由派的《解放》就成了民权党人的合法继承者，就成了他们的坚定的、彻底的、成熟的继续者。改革前的旧俄国、宗法式农民、既迷恋于村社又迷恋于农业合作社和“抓不住的”恐怖手段的旧式知识分子，必然衰老和腐朽到什么程度，资本主义俄国的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必然要发展和成熟到什么程度，而他们的清醒的自由主义现在开始意识到，养活一个笨拙、野蛮、代价高昂而一点也防御不了社会主义的专制政府是不划算的，他们要求实行欧洲式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它们本能地（在无产阶级觉醒和发展的时代）力求用否认一般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掩盖自己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所以我们有理由感谢企图建立“地方自治派立宪党”的自由派地主先生们。第一，——我们从最不重要的讲起——我们感谢他们是因为他们从俄国社会民主党那里拣去了司徒卢威先生，彻底把他由假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自由派，这就帮助我们用活生生的例子向所有的人表明了一般伯恩施坦派，尤其是俄国伯恩施坦派的真正意义。第二，《解放》力图把俄国资产阶级的各阶层变为自觉的自由派阶层，它这样也就帮助我们更快地把愈来愈多的工人群众变成自觉的社会主义者。在我国，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有那么多面目不清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假社会主义，而新的自由派比起它们来显然是前进了一步。现在工人们就很容易看清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民主派资产阶级，很容易弄清楚建立同国际社会民主党联合一致的独立工人政党的必要性，现在就可以十分直接地号召知识分子明确自己的立场：是自由主义 还是
 社会民主主义。那些模棱两可的理论和派别很快就会被这两个正在发展和加强的“对立物”的磨盘碾得粉碎。第三，——当然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
 自由派所持的反政府立场会动摇专制制度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某些阶层的联盟，那我们是要感谢他们的。我们之所以说“如果”，是因为自由派向专制制度卖弄风情，对和平文化工作赞不绝口，同“心怀叵测的”革命派进行战斗等等，所有这些与其说是动摇了专制制度，不如说是削弱了同专制制度的斗争。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和毫不留情地揭露自由派的任何不彻底性，揭露他们向政府讨好的任何企图，从而削弱自由派资产者先生们政治活动的叛卖性这一面，使他们的左手瘫痪，而保证右手作出最大的成绩。

可见，无论是民意党人还是民权党人，他们在发展、确定和形成自己的真正意图和真正本性方面，都迈开了很大的前进步伐。上一世纪90年代前半期在革命青年小组之间所进行的那种斗争，现在作为成熟的政治派别和真正的政党所进行的决战而重现了。

因此，《任务》这本小册子的再版大概不无好处，它可以使年轻的党员们回忆起党的不久前的过去，可以表明社会民主党人如何在其他派别中取得直到现在才完全确定了的那种地位，可以帮助他们更清楚更明确地了解实质相同但更为复杂的当前“任务”。

现在在社会民主党面前特别有力地提出的一个任务是：清除自己队伍中的任何涣散和动摇现象，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并在组织上合并，全力以赴地联合所有进行实际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使他们的活动深入和扩大，同时密切注意向尽量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说明社会民主党早就注意到的上述两个派别的真正意义。



尼·列宁


1902年8月






	载于1902年12月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435—442页

















[191]民权党人指俄国民权党的成员。民权党是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秘密团体，1893年夏成立。著名成员有前民意党人奥·瓦·阿普捷克曼、安·伊·波格丹诺维奇、亚·瓦·格杰奥诺夫斯基、马·安·纳坦松、尼·谢·丘特切夫等。民权党人主张联合一切反沙皇制度的力量为实现政治改革而斗争。1894年春民权党的组织被沙皇政府破坏。大多数民权党人后来加入了社会革命党。——388。



[192]《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389。



[193]《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地方自治人士立宪派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389。









《列宁全集》第6卷


新罢工法草案

（1902年9月1日〔14日〕）

我们得到了一份新的秘密文件：财政部“关于修改法律中惩治罢工和提前解除雇佣合同的条文、关于希望建立工人自助组织”的报告书。这份报告书由于篇幅很大以及有必要使工人阶级尽量广大的阶层了解它，所以我们把它单独印成小册子[194]。现在简要地叙述一下这个有意思的文件的内容并指出它的意义。

报告书的开头概述了我国的工厂立法史，指出了1886年6月3日和1897年6月2日的法律[195]，随后谈到关于废除对旷工和罢工者的刑事处分问题。财政部认为，以逮捕或监禁的办法来威胁任意旷工的个别工人或经大家约定而停工的许多工人，是达不到自己目的的。经验证明，社会秩序并不能因此而得到保障，这种威胁只能激怒工人，使他们确信法律的不公正。施行这种法律非常困难，“因为”要对每一个工人的旷工都“起诉，案件就会有几百起，有时会有几千起，这是繁重不堪的”，而且，如果由于罢工而监禁工人，那就会没有工人做工，这对厂主是不利的。如果认定罢工是犯罪行为，就会引起警察局过分热心的干涉，这种干涉害多利少，与其说给厂主帮了忙，倒不如说是给厂主添了困难和麻烦。报告书建议完全废除对个别工人的擅自旷工和和平罢工（即不使用暴力、不破坏社会秩序等等）的一切处分。应该仿效外国法律，只规定：凡“雇主或工人违反他人自由合法之意志，以强迫他人或妨碍他人”在某种条件下进行工作“为目的，而对其人身或财产施以暴力、威吓或 污辱
 〈！〉者”，应予以处分。换句话说，就是建议取消对罢工者的刑事处分，而对妨碍他人“自愿工作”者予以刑事处分。

至于说到自助协会，财政部埋怨行政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的专横（特别是表现在莫斯科，那里的机械工人协会[196]甚至声明要在工人和行政当局之间起“调解作用”），并且要求按立法手续实行这种协会的标准章程，对成立自助协会提供方便。

由此可见，财政部的新报告书的总性质无疑是自由主义的，中心问题是建议废除对罢工者的刑事处分。我们不在这里详细分析整个“法律草案”的内容（这种分析在整个报告书发表以后再做比较好），而只是提请读者注意这种自由主义的性质和意义。建议给予工人某些罢工自由和结社自由，不仅在我国自由派政论文章中不是新事，而且在官方的政府委员会的方案中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儿。早在60年代初，修改工厂和手工业章程的施塔克尔贝格委员会，就曾建议由工人和业主选派代表组成工业法庭，并且给予工人一定的结社自由。80年代，新刑律草案起草委员会也曾建议废除对罢工者的刑事处分。不过，财政部现在的这份草案同过去的建议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即使新草案的建议也同以往一切建议一样被束之高阁，这种区别也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划时代的标志。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新草案的“基础”无比广泛，你们从中不仅可以感觉到少数资产阶级的先进理论家和思想家的呼声，而且可以感觉到整个工业家－实践家阶层的呼声。这已经不单单是一些“人道的”官吏和教授的自由主义，这是莫斯科工商业者的土生土长的、本乡本土的自由主义。说实在的，这一事实使我的内心满怀高度的爱国主义自豪感：商人值3戈比的自由主义要比官吏值15戈比的自由主义的意义大得多。报告书中最有意思的，不是令人作呕的有关契约自由和国家利益的高谈阔论，而是那些透过传统的法律论据而表露出来的厂主的实际见解。

真受不了！真讨厌！别纠缠了！——这就是俄国厂主通过财政部报告书作者的嘴巴对俄国警察局所说的话。真的，还是请听听下面一段议论吧：


　　“在那些从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的现行法律中寻求支持的警察机关看来，任何罢工都不能看作是自然的经济现象，而必须看作是破坏社会秩序和安宁的行为。其实，只要比较平心静气地看待工厂的停工事实，不把罢工同破坏社会秩序混为一谈，那就非常容易搞清楚造成这些事实的真正原因，把合理合法的根据同无理非法的借口区别开来，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双方和解。在这种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只有在事实证明确实存在骚动的时候，才能采取制止和镇压的措施。”警察局不分析罢工的原因，一心只
 想制止罢工，经常采用下列两种措施之一：不是强迫（用逮捕、流放以及其他措施，“包括使用武力”）工人复工，就是力促业主让步。“决不能说这两种办法中总有一种办法是有利于”厂主先生们的，因为第一种办法“会激怒工人”，而第二种办法“会加强工人的一种极其有害的信念，认为罢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实现自己愿望的屡试不爽的手段”。“近十年来的罢工史中许多事例说明，想要不惜任何代价迅速压制所发生的纠纷，结果是有害的。匆忙实行逮捕，有时会激怒一向十分平静的工人，以至不得不出动哥萨克，这样一来，当然也就谈不到满足罢工者的合法要求了。另一方面，对厂主施加影响，迅速满足工人的非法要求，必然会引起其他工业企业的类似罢工，于是不得不放弃一系列的让步而动用武力，这就弄得工人完全莫名其妙，使他们深信当局对待他们不公平，专横暴虐……”警察局有时通过对厂主施加影响的办法来满足工人们那些甚至是非法的要求，当然资本家先生们就会热中于这样说：有时候他们自己同罢工者打交道还可以少给一些，而在“破坏国家秩序和安宁”这个可怕的幽灵的压力下反倒要多给一些。报告书挖苦了内务部，因为内务部在1897年8月12日“未与财政部协商”（问题关键之所在！）而“颁布”的训令中，指示在每次罢工时实行逮捕和流放，并且把罢工案件交保安机关处理。报告书继续诉说厂主的埋怨：“最高行政当局更进了一步〈比法律〉，竟然认为一切
 〈黑体是原有的〉罢工事件都直接具有全国性意义……其实，任何一次罢工（当然，只要罢工时不使用暴力）都是纯经济的、十分自然的现象，绝不会威胁到社会秩序和安宁。在这种情况下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宁，就应该采取在举行群众性游艺会、庆祝会、演出等等场合所经常采取的那种形式。”



　　这是真正的自由派－曼彻斯特派[197]的言论，他们把劳资斗争公开解释为纯自然现象，极其直率地把“商品买卖”与“劳动买卖”等同起来（在报告书的另一处），要求国家不加干预，只让这个国家起一个夜班（和白班）看守人的作用。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迫使俄国厂主采取这种自由派观点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工人。工人运动十分广泛地展开了，以至罢工真的成了“自然的经济现象”。工人斗争采取了十分有力的形式，使得禁止这种斗争各种表现的警察国家的干涉，实际上不仅对工人有害（对工人来说，这种干涉向来都是有害无益），而且对厂主本身也有害，虽然这种干涉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进行的。工人使得警察局的禁令实际上不起作用，但是警察局继续（在专制国家里也不能不继续）加以干涉，它一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就手忙脚乱：一会儿动用武力，一会儿让步；一会儿残酷镇压，一会儿讨好。警察干涉所获得的效果愈小，厂主们就愈强烈地感到警察的 专横
 ，愈相信支持这种专横行为对他们 并不合算
 。一部分大工业家同警察无限权力之间的冲突日趋尖锐，而在莫斯科所表现的形式尤为激烈，在那里，特别盛行向工人们讨好的一套办法。报告书直截了当地抱怨莫斯科行政当局不该玩弄组织工人座谈会并同机械工人互助协会打交道的危险把戏。为了诱骗工人，不得不给这个协会的理事会一定的调解权，而厂主们马上坚决反对。报告书在厂主们的授意下写道：“最初，该理事会向工厂视察机关的官员请示，但是后来看到视察机关的官员不承认它享有起自行调解作用的权限，就转向警察总监请示，警察总监不仅接受递交的申请书，而且给以合法的处理，批准该理事会享有这种权利。”厂主们反对颁发个别的行政命令，要求按立法程序规定新办法。固然，厂主的自由主义目前并没有超出极其狭小的职业范围，他们对警察专横的敌视态度也只限于对他们不利的个别极端行为，而不是反对官僚专制统治的根基。但是，日益使各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对抗加剧的俄国及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将使这种敌对性增长、扩大和深化。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于它的人数和团结精神由于经济发展过程本身而日渐增长，而在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利益上的不一致和分散情况却愈来愈厉害。要估计到无产阶级这种“天然的”优越性，社会民主党就应该密切注意统治阶级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不仅要利用这些冲突来为工人阶级某些阶层谋取实际利益，而且要以此教育整个工人阶级，从每一个新的社会政治事件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自由派厂主建议修改法律对工人的实际利益太明显了，不必细谈。这是对日益壮大的力量的明显让步，这是敌人放弃了一个实际上已经差不多被革命无产阶级占领了的阵地，而这个阵地，连敌军中最有远见的指挥官也不愿意再继续防守了。不用说，这个让步并不很大，因为第一，在没有政治自由的情况下，想得到 真正的
 自由即罢工自由，那是可笑的。警察局还保留着不经审讯就加以逮捕和流放的权力，并且只要专制制度存在一天，警察局的这种权力就会保留一天。而保留这种权力，就意味着连厂主都开始厌恶的警察的寻衅、胡作非为和专横暴虐还保存了十分之九。第二，财政部只是在原来工业立法的狭小范围内怯生生地前进了一步，只是抄袭了德国工人称之为“苦役”法草案[198]的德国法案，保留了和雇佣合同有关的“对暴力、威吓或污辱”的 特殊
 刑事处分，好象不存在惩治此种犯罪行为的 一般
 刑法似的！但是，即使是很小的让步，俄国工人也要利用它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加强和扩大自己争取劳动人民摆脱雇佣奴隶制的伟大斗争。

至于说到新报告书给我们的有益教训，那么我们首先应该指出，厂主们反对中世纪的罢工法，是用小小的个别例子向我们表明，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日益腐朽的专制制度的利益总是不相适应的。那些一直不敢正视俄国 资产阶级
 反对派分子并且照旧一口咬定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有的！）已经得到满足的人（如社会革命党人），应该好好考虑考虑这个问题。看来，警察专制统治甚至触犯了这样一些资产阶级阶层的这些或那些利益，这些阶层一向受到沙皇警察最直接的 保护
 ，只要套在无产阶级身上的枷锁有所削弱，他们的物质利益就要受到 直接威胁
 。

看来，真正的革命运动，不仅可以用教育、唤醒和团结被剥削群众的办法来直接瓦解政府，而且也可以用种种办法间接瓦解政府，例如使陈腐的法律失去基础，甚至使专制统治的心腹、亲信失去对专制统治的信心，使这些心腹之间的“内讧”更加频繁，使敌人坚固统一的营垒分崩离析。但是，要得到这些效果，必须具备一个我国社会革命党人从来也不能理解的条件，即必须使运动成为真正的革命运动，也就是发动真正革命阶级中愈来愈广泛的阶层为新生活而斗争，实际改造这个阶级的精神政治面貌，并通过这个阶级去改造所有那些同这个阶级有关系的人。社会革命党人懂得了这个真理，才会明白他们在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上的无思想性和无原则性造成的实际危害有多大；他们才会明白，一些鼓吹什么专制制度对付群众有士兵，对付团体有警察，而某些搬掉大臣和省长的恐怖分子才是真正抓不住的等等观点的人，他们所瓦解的并不是政府的力量，而是革命的力量。

在厂主的主管机关的新“步骤”中还有一个有益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应当善于实际利用各种自由主义，哪怕只是值3戈比的自由主义，同时应当“十分警惕”，不让这种自由主义用自己对问题的欺骗性提法来腐蚀人民群众。司徒卢威先生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把同他的谈话加上这样一个标题：“自由派想怎样教训工人，工人应该怎样教训自由派”。司徒卢威先生在《解放》第4期上开始刊登我们所分析的这份报告书，并在上面大发议论说，新草案是“国家思想”的反映，这种思想未必能够冲破专横暴虐和荒谬行为的壁垒。司徒卢威先生，不是这样的。新罢工法草案不是“国家思想”提出来的，而是厂主们提出来的。这个草案之所以出现，不是因为国家“承认了”公民权利的基本原则（业主和工人之间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与平等”），而是因为废除对罢工者的刑事处分 对厂主们有利
 。现在财政部“自动”（《解放》第4期第50页）提出的法律条文以及十分令人信服的论据，早就在俄国文献、甚至在政府委员会的文件中有过了，但是，在 厂主
 开口以前，这一切都被束之高阁，而工人 实际上
 已经向厂主 表明了
 旧法律的荒谬。我们之所以强调厂主的利益和厂主的利害关系具有这种决定性作用，在我们看来，并不是因为要以此来削弱政府策划的作用，恰恰相反，我们已经说过，我们认为这正会加强政府策划的作用。但是，无产阶级在反对整个现存制度的斗争中，首先应该学会清醒地正视事物，揭露“国家高尚行为”的真实动机，并且不断揭露关于“国家思想”等等虚假的浮夸词句，不论这些词句是狡猾的警官处心积虑说出来的，还是有学问的自由派由于目光短浅而说出来的。

其次，司徒卢威先生劝告工人在鼓动废除对罢工者的刑事处分时要有“节制”。司徒卢威先生鼓吹说：“它〈这种鼓动〉在形式上愈有节制，它的作用就愈大。”工人应该好好感激这个前社会主义者的这些劝告。这真是自由派的传统的莫尔恰林[199]式的英明见解，正当政府刚刚开始（在某一局部问题上）动摇的时候，却来鼓吹要有节制。要更有节制些，不要妨碍已着手实行的改革，不要吓坏了政府，不要坐失良机，因为现在第一步已经迈出了（报告书已经写好了！），因为某个主管部门承认改革的必要性“对政府本身和对社会〈！〉都无可反驳地〈？〉证明了”这些改革的“公平和及时〈？〉”。对我们所分析的草案，司徒卢威先生就是这样评论的，俄国的自由派一向也是这样评论的。社会民主党却不是这样评论的。社会民主党说，请看，连厂主中间也有人已经开始懂得，欧洲的阶级斗争形式比亚洲的警察专横来得好。我们的顽强的斗争甚至迫使厂主本身也对专制制度的爪牙是否万能产生了怀疑。更加勇敢地前进吧！要更广泛地传播敌人队伍中丧失信心的好消息，要利用敌人任何微小的动摇来提高自己的要求，而不要象莫尔恰林那样“节制”自己的要求。他们想赖掉政府欠人民的债，一百卢布只还给你们一戈比。你们要利用得到的这个戈比来大声疾呼，要求偿还全部债务，使政府彻底威信扫地，以便准备我们的力量给它以 坚决的
 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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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于1902年9月在日内瓦出版了《专制制度与罢工。财政部关于解决罢工问题的报告书》这本小册子。尔·马尔托夫的《俄国工人的新胜利》一文附于小册子中。——393。



[195]1886年6月3日（15日）的法律即《关于对工厂工业企业的监督和厂主与工人的相互关系的条例》，是在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尔等省的工人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在1885年著名的莫罗佐夫工厂大罢工的影响下颁布的。该法律主要是对厂主随意课处工人罚款作某些限制，因此通常被称为“罚款法”。列宁在《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5—64页）这本小册子中详细分析和批判了这个法律。



1897年6月2日（14日）的法律即《关于工厂工业企业中工作时间的长短及其分配》的法令，是在19世纪90年代工人运动的影响下，主要是在1895—1896年彼得堡工人的群众性罢工的影响下颁布的。这个法令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从立法上限制大工业工人的工作时间。1897年10月初颁布了这个法令的实施条例。列宁在《新工厂法》（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33—376页）这本小册子中对这个法令作了分析和批判。——393。



[196]机械工人协会（正式名称是机械工人互助协会）是在俄国保安机关参与下于1901年5月在莫斯科建立的。它的章程由莫斯科总督于1902年2月14日（27日）批准。建立这个协会是推行警察社会主义（祖巴托夫主义）、引诱工人脱离革命斗争的一种尝试。警察当局对工人的笼络讨好，特别是祖巴托夫代理人——机械工人协会的头头们企图在企业主和工人发生冲突时取得调解权，引起了莫斯科工厂主的不满和他们的利益的代表者财政部的抗议。从1903年起，在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影响下，该协会同其他祖巴托夫组织一样失去了作用。——394。



[197]曼彻斯特派即自由贸易派，是工业资产阶级经济政策的代表者，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私人企业主的活动。自由贸易派运动早在18世纪末就在英国出现。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曼彻斯特的工业资产阶级成为自由贸易派的支柱。曼彻斯特纺织厂主理查·科布顿和约翰·布莱特于1838年以曼彻斯特商会为核心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要求废除谷物法，确立贸易自由。因此自由贸易派又称曼彻斯特派。后来，自由贸易派形成一个单独政治集团，在60年代初加入英国自由党。在垄断资本主义以前，德、法、俄等国也出现过自由贸易派。对自由贸易的评述，参看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页）和列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20—231页）。——396。



[198]指1899年德意志帝国国会审议的一个法案。该法案是在德国企业界和威廉二世的坚决要求下提交德意志帝国国会的。法案要求对所谓“以暴力、威胁、污辱人格或败坏名誉等手段”促使工人参加工会和订立协议、发动工人罢工的人处以1—5年的监禁或课以1000马克以下的罚款。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该法案于1899年11月20日在帝国国会被左派和中派政党投票否决。——398。



[199]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中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他夸耀自己有两种长处：“温和和谨慎”。——400。









《列宁全集》第6卷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第二版序言的未完稿

（1902年8月）


第二版序言

向读者推荐的这本小册子，从写好到现在将近五年过去了。在这个时期中，我国革命的工人运动，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大大成长、扩大和巩固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内部和外部状况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就党的（无论是理论的和实践的）经验来说，这些年也给作者本人提供了很多东西。因此，对这本论述任务的小册子的第1版不作任何修改就出第2版，可能令人奇怪。无论从党的生活的客观“情况”来看，还是从作者主观上来看，难道“任务”从那时以来竟丝毫也没有变动吗？

对于这样一个自然产生的问题，在我的小册子《怎么办？》（1902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里已作了回答，在那里阐述了作者现在对党的目前“任务”的看法 
［注：见本卷第1—183页。——编者注］

 。《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一方面说明为什么在现在推荐的这本小册子中作出补充和修改会是多余的（也许甚至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为什么旧的（而且在许多方面当然是过时的）小册子居然需要重印，——除了实际鼓动的目的之外。正是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我曾试图对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作一回顾，并确定它的发展的三个时期。按照这个观点，现在我们正经历着第三个时期的终结和第四个时期的开始，而第三个时期是一个混乱和动摇的时期，这种混乱和动摇是由于运动异常迅速地扩展而不够深入所引起的。这种看法正确与否，显然要取决于第二个时期是否存在过某种比较稳定的因素，某种在下一阶段中“发生动摇”的因素。 
［注：手稿到此中断。手稿上最后一句话被删掉了。——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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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英国博物馆馆长

（1902年4月8日和11日〔21日和24日〕）


1


西中央区彭顿维尔霍尔福广场30号

先生：恳请您发给我一张英国博物馆阅览室的阅览证。我是从俄国来此研究土地问题的。随函附上米切尔先生的介绍信。

先生，向您致以深切的敬意。






	　　　　　　雅科布·里希特　　　　　　　1902年4月21日 致英国博物馆馆长　










2


西中央区彭顿维尔霍尔福广场30号

4332
先生：

奉上米切尔先生的一封新介绍信，作为前信的补充和对您的第4332号通知的答复。






	尊敬您的　　　雅科布·里希特

　　　　1902年4月24日　














	载于1957年《外国文学》杂志第4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450页














［注：这两封短信的原文是英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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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1902年1月—9月1日）


1902年


1月—8月


列宁侨居慕尼黑和伦敦，领导《火星报》编辑部的工作；拟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


1月7日（20日）以后


摘录1902年1月7日（20日）《新时报》上刊登的关于H．．巴甫洛夫－西尔万斯基论封邑制度下俄罗斯的封建关系与西方国家有共同性一文的短评。


不晚于1月8日（21日）


摘录格·瓦·普列汉诺夫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个纲领草案，写某些修改意见。


1月8日（21日）


出席《火星报》编辑部在慕尼黑召开的会议；批评格·瓦·普列汉诺夫起草的第一个纲领，并提出自己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不早于1月8日（21日）


写关于《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情况的通报要点。


1月8日和2月18日（1月21日和3月3日）之间


研究格·瓦·普列汉诺夫写的第一个纲领草案，认为他的草案不能采用；亲自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


1月15日（28日）


列宁的《评国家预算》一文在《火星报》第15号上发表。


1月中


写完《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


1月25日（2月7日）以前


《火星报》编辑部讨论《怎么办？》一书。


1月25日（2月7日）


将自己写的纲领草案连同尔·马尔托夫的修改意见寄给《火星报》各编委，并致函在日内瓦的格·瓦·普列汉诺夫，询问他对寄去的纲领草案的意见、为《曙光》杂志写的文章何时完稿以及工人事业派的新情况如何，同时告知《怎么办？》一书正在排印。


1月30日（2月12日）以后


收到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从萨马拉的来信，得知1902年1月底火星派在萨马拉举行了代表大会，成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列宁复函表示祝贺，要他们放手工作，更独立地、更主动地开展活动，祝愿他们今后获得成功。


2月1日（14日）


列宁的《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一文和《答“一读者”》短评在《火星报》第16号上发表。


2月5日（18日）


致函在伯尔尼的柳·伊·阿克雪里罗得，请将她撰写的《论某些“批评家”的若干哲学著作》一文寄来，建议她在该文中对维·米·切尔诺夫的论主观方法、论尼·亚·别尔嘉耶夫等人的著作进行某些批判。


2月13日（26日）以前


致函在萨马拉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回复她附有全家合影的那封信。

收到母亲和妹妹玛丽亚的信，信中告知今后一切寄书的琐事都由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承担。


2月13日（26日）


致函母亲，告知信件和书籍已经收到，请她代向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问好，代向老相识阿·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致意，答应给他写一封详细的信。


2月15日（28日）


列宁的《破产的征兆》和《俄国经济生活》两篇文章在《火星报》第17号上发表。


2月下半月或3月初


收到基什尼奥夫《火星报》印刷所的组织者列·伊·戈尔德曼报告基辅火星派成员被捕的来信，复信建议不要采取任何措施同狱外的火星派成员联系，因为《火星报》俄国组织常务局成员自己会到基什尼奥夫去的。


2月18日（3月3日）


写信给在苏黎世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尔·马尔托夫已给他寄去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随信附上三点修改意见。


不早于2月18日（3月3日）


用德文、英文和法文按各类问题编制日内瓦图书馆的书目。


2月


写《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的序言。


2月—3月上半月


写《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土地部分作解释。


3月初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在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署名“尼·列宁”。


3月1日和10日（14日和23日）之间


读寄给《火星报》的传单《全俄大学生代表大会宣言》。


3月5日（18日）


起草《〈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报告》以及决议。


3月5日和8日（18日和21日）之间


出席《火星报》编辑部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即将举行而召开的；对前往出席代表会议的《火星报》代表费·伊·唐恩作指示。


3月9日（22日）以前


列宁的纲领草案和普列汉诺夫的纲领草案提交《火星报》编辑部以后，列宁参加制定作为协商委员会根据列宁草案和普列汉诺夫草案拟定共同纲领草案基础的协议草案。


3月9日（22日）


致函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维·伊·查苏利奇已给他寄去普列汉诺夫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个纲领草案和《火星报》编辑部在慕尼黑的编委（列宁、维·伊·查苏利奇、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作为拟定共同纲领草案基础的协议草案；询问他赞成哪一个草案；反对把纲领草案提交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表决和在报刊上就两个纲领草案展开辩论。


3月10日（23日）以前


致函在巴黎的加·达·莱特伊仁，请他核实波·尼·克里切夫斯基由于在《前进报》上发表文章维护饶勒斯和米勒兰为首的法国社会民主党改良派而收到米勒兰的感谢信一事。


3月10日（23日）


列宁的《一封给地方自治人士的信》和《关于“斗争”社》一文在《火星报》第18号上发表。


3月11日（24日）


致函母亲，询问家中情况和度夏计划，并谈了自己对《世间》杂志上维·韦列萨耶夫的中篇小说《变迁》的印象。

读寄给《火星报》的关于1902年2月9日（22日）莫斯科大学学生集会的通讯稿。


3月14日（27日）以前


写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批评意见。

出席《火星报》编辑部会议。鉴于德国警察局已对《火星报》在德国出版工作进行监视，编辑部会议决定将《火星报》由慕尼黑迁往伦敦出版。

把自己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寄给亚·尼·波特列索夫。


3月14日（27日）


收到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从苏黎世的来信，信中谈论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

致函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打算把《火星报》编辑部迁往伦敦，答应把自己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寄去；认为召开《火星报》编委会议来讨论纲领草案还为时过早。

读沃伊诺娃寄给《火星报》的关于1902年2月9日（22日）莫斯科大学学生集会和关于1902年2月19日（3月4日）莫斯科举行游行示威的信。


3月15日和4月6日（3月28日和4月19日）之间


致函沃洛格达流放者写作组秘书亚·亚·波格丹诺夫，同意他提出的关于和《火星报》编辑部共同出版通俗小册子的建议，但请写作组不要坚持小册子不作任何局部修改的意见；信中还谈到自己对寄来的文章的意见。


3月16日（29日）以前


函告亚·尼·波特列索夫，说《火星报》编辑部将从慕尼黑迁往伦敦。


3月16日和20日（3月29日和4月2日）之间


致函亚·尼·波特列索夫，不同意他提出的把《火星报》迁往布鲁塞尔出版的建议；说打算修改自己拟定的纲领草案第7条。


3月20日（4月2日）以前


致函在柏林的姐姐安娜，问她是否很久未收到母亲从萨马拉寄去的信。

收到妹妹玛丽亚的来信。


3月20日（4月2日）


致函母亲，询问她的健康情况和夏天是否打算出国；感谢妹妹玛丽亚来信和她整理从西伯利亚寄来的书籍；请妹妹在知道他的伦敦新址以后再寄些包括全部统计资料在内的俄文书籍。


3月20日（4月2日）以后


收到亚·尼·波特列索夫的来信，信中同意把《火星报》编辑部迁往伦敦，并谈到他对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纲领草案的意见。


3月22日（4月4日）以前


写对纲领草案的土地部分第4项的修正案并把它提交《火星报》编委表决。


　　3月22日（4月4日）


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告知已把自己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给他寄去，请他谈谈对维·伊·查苏利奇在该文空白处写的批语的意见，说明自己不同意查苏利奇批评这篇文章没有特别优待小佃户，认为她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强调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正是小生产者特别浪费人力、地力和畜力。


　　3月23日（4月5日）


收到格·瓦·普列汉诺夫从日内瓦的来信，信中对协商委员会拟定的纲领草案提出意见，还建议把《曙光》杂志迁往日内瓦出版并划分《曙光》杂志编辑部和《火星报》编辑部的工作范围，或者允许他在日内瓦出版一种单独的报纸。列宁在3月22日（4月4日）给普列汉诺夫的信后附笔，告知已把他的信转交《火星报》编委过目。


　　3月24日（4月6日）


致函亚·尼·波特列索夫，说自己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在拟定党纲草案问题和普列汉诺夫打算在日内瓦出版一种单独的报纸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意见分歧。


　　3月25日（4月7日）


读《火星报》编辑部收到的一封信，这封信谈到1900年哈尔科夫十月事件参加者在报纸上发表的声明。


　　3月28日（4月10日）


致函在柏林的姐姐安娜，告知3月30日（4月12日）动身去伦敦和在伦敦的通信处。


　　3月30日（4月12日）以前


致函在伦敦的尼·亚·阿列克谢耶夫，说《火星报》编辑部最近将迁往伦敦。

在《火星报》迁往伦敦出版的准备工作就绪之前，委托《火星报》编辑部技术秘书维·瓦·科热夫尼科娃在慕尼黑负责出版几号报纸。


3月30日（4月12日）


离开慕尼黑去伦敦之前给尔·马尔托夫发了两封信。

同夫人娜·康·克普普斯卡娅一起离开慕尼黑去伦敦；在火车里写对《火星报》编辑部协商委员会拟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的意见。


3月31日（4月13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由慕尼黑去伦敦途中在科隆停留，参观科隆大教堂。

在科隆大教堂行人休息室里写对《火星报》编辑部协商委员会制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的补充意见。


4月初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途经列日，在尼·列·美舍利亚科夫处停留，参观民众文化馆。后来又同美舍利亚科夫一起去布鲁塞尔，游览城市，走访工人合作社和工人党机关，路遇工人游行示威队伍。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抵达伦敦，用里希特这一假姓住下。


4月1日（14日）


列宁的《对〈怎么办？〉一书的一个更正》在《火星报》第19号上发表。


4月1日（14日）以后


致函《火星报》编辑部技术秘书维·瓦·科热夫尼科娃（她因伦敦的印刷所没有安排好，暂时留在慕尼黑负责出几号报纸），称赞刚收到的《火星报》第19号：“这一号很好，看得出校对员是尽了自己的力量的。”


4月1日—4日（14日—17日）


《火星报》编委会议在苏黎世召开。会议讨论和通过协商委员会拟定的纲领草案。列宁由于认为当时召开编委会不能圆满解决问题而拒绝参加。


4月3日（16日）以后


收到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从苏黎世的来信，信中谈到《火星报》编委会讨论协商委员会拟定的纲领草案和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的情况。


4月4日（17日）


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中央机关报《正义报》编辑哈利·奎尔奇商讨使用《正义报》印刷所印刷《火星报》问题。

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要他函请哈利·奎尔奇协助已经开始的关于在《正义报》印刷所印刷《火星报》的谈判；询问尔·马尔托夫和维·伊·查苏利奇现在在哪里，他们谁先启程，排字工人是否已作好来伦敦的准备。


不早于4月4日（17日）


筹备《火星报》在伦敦的出版事宜。

读彼得堡印发的关于社会革命党人斯·瓦·巴尔马晓夫刺杀内务大臣德·谢·西皮亚金事件的传单《论螳螂和女食客》，为它写编者按，指出这张传单生动地描述了由巴尔马晓夫的英雄行为所引起的那种情绪。


4月5日（18日）


致函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自己正在为安排《火星报》的印刷事宜而奔走；询问阿克雪里罗得为《曙光》杂志第4期写文章的情况。


4月7日或8日（20日或21日）


收到英国工联总联合会总书记艾·米切尔寄来的一封介绍信，信中请求英国博物馆馆长准许列宁在博物馆阅览室阅读图书。


4月8日（21日）


函请英国博物馆馆长发给阅览证，以便研究土地问题。随信附上英国工联总联合会总书记艾·米切尔的介绍信。


4月10日（23日）


将伦敦地址函告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保密起见，请他不要把地址告诉别人；询问格·瓦·普列汉诺夫给《火星报》第20号写的社论是否完稿。


4月10日和20日（4月23日和5月3日）之间


《火星报》编委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尔·马尔托夫4月2日（15日）在苏黎世会议上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进行了讨论，列宁参考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对这篇文章作了一些修改。


4月11日（24日）


第二次致函英国博物馆馆长，并附上艾·米切尔的新介绍信。


不早于4月11日（24日）


读《火星报》编辑部收到的关于别日察工人运动的通讯稿。


不早于4月12日（25日）


收到英国博物馆馆长关于发给阅览证的通知书。


4月16日（29日）


去英国博物馆阅览室办理阅览手续：领取Ａ72453号阅览证，了解阅览室规则，填写住址。


1902年4月16日（29日）和1903年4月之间


经常去伦敦英国博物馆阅览室借阅书刊，研究德国、荷兰、法国等国的农业统计资料。摘录K．胡巴赫《关于下黑森省农村地产债务统计》、古·格罗曼《1890年的荷兰农业》、泰·哥尔茨《现代土地问题》、保·蒂罗《1866年—1870年农业调查的总结》等著作。

摘录1901年伦敦出版的英国工厂总视察员年度报告。用英文按各类问题编写书报期刊目录。


　　4月20日（5月3日）


函告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准备在《火星报》第21号上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已根据《火星报》编辑部苏黎世会议的意见作了修改并寄给了普列汉诺夫。列宁在信中还谈到在沃罗涅日和乌法两地大逮捕的情况。

读《赫尔松地方自治局书库1900年度报告书》；研究B．φ．阿诺德《赫尔松县农户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经济的一般特点》一书（1902年赫尔松版）并写了批注。　　


　　4月21日（5月4日）


致函在巴黎的崩得国外委员会代表阿·约·克列梅尔，对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的《火星报》编辑部代表费·伊·唐恩可能被捕一事表示担心，请他告知在代表会议上当选为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的委员的姓名和地址，以及怎样同他们联系。

致函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请它设法把“五一”传单送交社会民主党各地方委员会。　　


　　4月22日（5月5日）


致函加·达·莱特伊仁，要他务必找到4月21日（5月4日）寄给他的一封十分重要的信件，并完成信中布置的一项紧急任务。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函在普斯科夫的潘·尼·勒柏辛斯基和伊·伊·拉德琴柯，谈在挪威的瓦尔德建立转送站向俄国运送秘密书刊的问题，以及在沃罗涅日和雅罗斯拉夫尔一些革命者被逮捕的情况等。列宁在信后附笔，感谢他们寄来统计方面的书籍，并请他们把1901年出版的弗拉基米尔省土地估价的资料寄来。　　


　　4月22日（5月5日）以后


研究《下诺夫哥罗德省戈尔巴托夫县巴甫洛夫五金制品生产区》（1902年下诺夫哥罗德版）一书，作摘录和写读书札记。

从B．Г．雅罗茨基为《布罗克豪斯和叶弗龙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手工工业》作摘录和写札记。


4月23日（5月6日）


致函在萨马拉的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推测《火星报》出席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代表费·伊·唐恩已经被捕，要他立即转入地下；告知筹备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已经在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上成立，现在的任务是要把各地方委员会，特别是俄国中部地区、乌拉尔和南部地区的委员会争取到《火星报》这边来。


4月25日（5月8日）以前


收到妹妹玛丽亚从萨马拉寄来的明信片。

多次写信给在萨马拉的母亲和妹妹。


4月25日（5月8日）


致函母亲，希望她很快就来国外。


4月27日（5月10日）


在伦敦的《雅典神殿。英国和外国文学、科学、美术、音乐及戏剧杂志》（周刊）上刊登一则广告：“俄国法学博士及其妻子愿以教授俄语为交换条件，延请一位英国人（男女均可）讲授英语。来信请寄西中央区彭顿维尔霍尔福广场30号雅·里希特先生。”


4月27日（5月10日）以后


为提高英语水平，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向出版商行职员雷蒙德、事务所职员威廉斯和工人约克学英语，同时为他们讲授俄语。


4月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对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协会纲领提出批评意见。


4月—5月


同维·瓦·科热夫尼科娃经常通信，指导《火星报》的出版工作。


1902年4月—1903年4月


经常在印刷《火星报》的印刷所编辑《火星报》的材料。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经常到海德公园去听讲演，参观博物馆等。


5月1日（14日）


收到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的意见。

写《答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的意见》。

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对普列汉诺夫给《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所提意见的态度表示非常气愤。

就格·瓦·普列汉诺夫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的意见致函亚·尼·波特列索夫，并附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


5月5日（18日）以后


修改下诺夫哥罗德致《火星报》编辑部的信，这封信报道了下诺夫哥罗德游行示威和大逮捕的情况。


5月8日（21日）以后


读伊·伊·拉德琴柯关于散发火星派书刊以及同火星派建立联系的信。


5月9日（22日）以后


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的传单〈告俄国公民书〉的引言》。


5月10日（23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函在萨马拉的弗·威·林格尼克，说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选出的组织委员会委员已被捕。列宁在信后附笔，提出必须重建筹备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并把《火星报》的拥护者派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绝大多数地方委员会去。


5月24日（6月6日）


修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在彼得堡的伊·伊·拉德琴柯的信，信中谈到崩得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策略、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的结果、社会革命党的成立以及其他问题。


5月25日（6月7日）以前


多次写信给在德国的姐姐安娜，询问她同母亲预定在国外度夏的地点。


不晚于5月25日（6月7日）


收到妹妹玛丽亚从萨马拉的来信，信中要列宁告知寄书的地址。


5月25日（6月7日）


致函在萨马拉的母亲，告知一直在等待她到国外来，还说以极大的兴趣读了高尔基和斯基塔列茨的书，答应尽快把今后寄书的地址寄去。


5月26日（6月8日）以前


致函亚·尼·波特列索夫，谈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关系紧张以后《火星报》编辑部的状况。


5月26日（6月8日）以后


收到亚·尼·波特列索夫的来信，信中提出调整《火星报》编辑部内部关系的办法。


5月29日（6月11日）以前


致函亚·米·卡尔梅柯娃，谈出版《火星报》和火星派书刊的资金以及把这些书刊运往俄国的问题。


不早于5月30日（6月12日）


读弗·格·什克利亚列维奇从克里木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关于1902年5月1日在雅尔塔散发社会民主党传单的通讯稿；读彼得堡“自由艺术家协会”印发的号召人们参加预定3月3日举行的游行示威的传单，并写《火星报》编辑部为发表这一传单所加的按语。通讯稿、传单和按语均发表在1902年7月《火星报》第22号上。


5月31日（6月13日）


阅读和补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在萨马拉的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的信，信中说米·卢里叶、米·亚·西尔文和费·伊·唐恩已被捕，要求他们把新的通信地址寄来。


5月31日（6月13日）以后


收到尔·马尔托夫从巴黎的来信，信中谈到列宁关于土地纲领的文章所引起的《火星报》编辑部内的意见分歧。


6月1日（14日）


《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在列宁倡议和积极参加下拟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在《火星报》第21号上发表。

致函在苏黎世的柳·伊·阿克雪里罗得，询问她的工作情况，建议她在夏天休息，请她把附去的信转交亚·尼·波特列索夫。

致函亚·尼·波特列索夫，谈因《曙光》杂志登载的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而引起的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分歧。


不早于6月3日（16日）


读从彼尔姆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关于省地方自治机关职员抗议为西皮亚金举行追悼会的通讯稿。这篇通讯稿发表在1902年7月《火星报》第22号上。


6月3日（16日）以后


收到亚·尼·波特列索夫的来信，信中对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而引起的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冲突提出调解办法。


6月4日（17日）以前


致函在巴黎的尔·马尔托夫，要求推迟自己去巴黎作报告的时间；谈到尼·尼·洛霍夫提出迅速成立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国外分会的建议；对自己提出的《火星报》编辑部和《曙光》杂志编辑部的分工方案作了说明。


6月4日（17日）以后


收到尔·马尔托夫从巴黎的来信，信中说巴黎的报告只能推迟到6月14日或15日（27日或28日）。


6月5日（18日）以前


致函亚·尼·波特列索夫，建议扩充《火星报》，出版小册子作为《火星报》的副刊，建议把《曙光》杂志交格·瓦·普列汉诺夫负责编辑。


不晚于6月5日（18日）


致函尔·马尔托夫，建议《火星报》编辑部和《工人事业》杂志联名对《前进报》发出抗议信，抗议它报道彼·伯·司徒卢威主编的《解放》杂志即将出版并把这家杂志称为“社会民主党新机关报”；认为必须尽快实行拟议中的《火星报》编辑部和《曙光》杂志编辑部的分工，建议发表关于土地纲领的文章。


6月5日（18日）


致函亚·尼·波特列索夫，请他写《火星报》编辑部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分工方案的附加说明。


6月6日（19日）以后


收到伊·伊·拉德琴柯从彼得堡给《火星报》编辑部的来信，信中介绍了他同工人们进行的关于社会民主党工作的谈话，还请求把最近几号《火星报》和《怎么办？》一书寄去。


6月8日（21日）


致函亚·尼·波特列索夫，谈《火星报》编辑部和《曙光》杂志编辑部的分工问题。


6月8日（21日）以后


收到尔·马尔托夫的来信，信中同意列宁提出的给《前进报》的信，谈到就《火星报》编辑部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分工问题同维·伊·查苏利奇通信的情况。


6月9日（22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伊·伊·拉德琴柯，委托他同崩得和《火星报》俄国组织常务局一起成立筹备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要求把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完全置于火星派的领导之下。


6月10日（23日）以前


致函在苏黎世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询问能否在柏林为列宁安排一次专题报告会。


6月10日（23日）


收到格·瓦·普列汉诺夫从日内瓦的来信，信中提议解决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而发生的冲突。

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对他打算消除冲突的建议表示满意；认为普列汉诺夫可以在报刊上就引起分歧的那些问题发表意见；准备再一次与普列汉诺夫讨论关于土地纲领一文的修改问题；希望尽快出版《曙光》杂志第4期。

致函柳·伊·阿克雪里罗得，告知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不能在伯尔尼俄国侨民中作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报告，答应秋天前往。


6月10日（23日）以后


收到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来信，信中说在柏林安排报告会有危险，因为有消息说，警察局打算“把俄国人从柏林清除出去”。


6月11日（24日）以后


收到尔·马尔托夫从巴黎的来信，信中对列宁同普列汉诺夫消除冲突一事表示满意；说《火星报》的影响日益增长，报纸必须扩大；告知列宁在巴黎的报告会定于6月14日（27日）举行。


6月13日或14日（26日或27日）


列宁到达巴黎。


6月14日（27日）


在侨居巴黎的俄国政治侨民的集会上，作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和策略的报告。


6月下半月—7月12日（25日）


同母亲和姐姐安娜一起住在法国北海岸布列塔尼半岛的洛居维。


6月19日（7月2日）


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说列宁本人来到布列塔尼半岛是为了休息和同亲人会面；谈到同尔·马尔托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在对待恐怖手段的作用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建议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关于恐怖手段问题的文章改写成《火星报》第22号的社论。


6月26日（7月9日）以后


收到尔·马尔托夫从巴黎的来信，信中告知同尼·尼·洛霍夫共同拟定的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国外分会给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提案的全文。


6月26日和7月3日（7月9日和16日）之间


致函伊·伊·拉德琴柯，祝贺他开始改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提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的最近实际工作任务的具体计划；请彼得堡“斗争协会”和工人组织的代表速来伦敦。


6月29日（7月12日）以前


致函尔·马尔托夫，认为应对“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成员采取较为严肃和谨慎的态度。


6月29日（7月12日）


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告知已经收到他给《曙光》杂志第4期写的《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一文；问他为什么不去布鲁塞尔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认为列·格·捷列奇要列宁和马尔托夫去瑞士会见俄国火星派实际工作者的计划是很不妥当的，建议普列汉诺夫同国内的同志一起来伦敦举行这样的会晤。


6月29日（7月12日）以后


读莫斯科大学生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流放监狱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一些信件，并加上标题：《流放学生来信选登》。这些信件发表在1902年7月《火星报》第22号上。


6月底—7月


写《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人宣战？》一文。


7月3日（16日）


收到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从伦敦寄来的告知预定在瑞士召开俄国国内火星派代表大会的信，并收到关于土地纲领一文的校样。

致函在伦敦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反对在瑞士召开火星派实际工作者代表大会，因为那里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请她修改关于土地纲领一文的校样。

致函伊·伊·拉德琴柯，希望听到工人对《怎么办？》一书的反映，认为彼得堡工人组织应当同《火星报》编辑部建立直接联系，提出成立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的方案。


7月8日（21日）以前


致函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说自己的健康状况正在好转，还要在洛居维再耽搁一段时间。


7月11日（24日）


致函加·达·莱特伊仁，告知包括彼得堡委员会在内的俄国的一系列委员会正在转向《火星报》的好消息。


7月12日（25日）以前


致函亚·米·卡尔梅柯娃，请她寄500马克来作为出版和发行《火星报》的经费。


7月12日（25日）


离开洛居维返回伦敦。


7月12日（25日）以后


收到亚·米·卡尔梅柯娃的来信，信中说已奇出500马克。


7月15日（28日）


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请他速来伦敦，并告知路费已经寄去。


不晚于7月16日（29日）


收到弗·格·什克利亚列维奇从克里木的来信，信中要求《火星报》编辑部找律师处理一位在国外去世的俄国侨民的遗产案件。


7月16日（29日）


致函在克里木的弗·格·什克利亚列维奇，请他设法使《火星报》编辑部同南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组织建立联系。列宁在信中还说，什克利亚列维奇所说的遗产案件有许多离奇不可理解之处，必须弄清详情才能给予最后答复。


收到伊·伊·拉德琴柯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代表火星派感谢列宁对地方委员会顺利开始改组工作所表示的祝贺。　　


收到伊·伊·拉德琴柯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代表火星派感谢列宁对地方委员会顺利开始改组工作所表示的祝贺。　　


　　7月20日（8月2日）


致函彼·格·斯米多维奇，回答他就《怎么办？》一书第四章所提出的关于职业革命家和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　　


　　7月20日（8月2日）以后


收到伊·伊·拉德琴柯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说彼得堡委员会和彼得堡工人组织完全同意列宁所拟定的关于拥护《火星报》立场的几点声明。　　


　　7月22日（8月4日）以前


致函在苏黎世的费·伊·舍科尔金，请他谈谈俄国的情况，特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情况，谈谈“协会”对《火星报》俄国组织的态度。　　


　　7月22日（8月4日）


致函在苏黎世的弗·亚·诺斯科夫，说由于身居国外，难于挑选《火星报》代办员和从国外领导他们的工作；认为代办员的工作实际应该由《火星报》俄国组织来领导；建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同《火星报》编辑部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修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基辅委员会一个委员的信，在信中补充一段话，请委员会的来人同《火星报》编辑部直接进行联系，不要通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的成员。　　


　　7月25日（8月7日）


致函伊·伊·拉德琴柯，要他组织彼得堡的火星派同经济主义的残余展开斗争，同时要在争取彼得堡工人组织方面加强工作。

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伊·伊·拉德琴柯的信上写附言，说拉德琴柯已受到警察监视，务必离开彼得堡。

会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来伦敦出席筹备党代表大会的火星派会议的代表弗·潘·克拉斯努哈。　　


7月26日（8月8日）以前


致函费·伊·舍科尔金，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准备同《火星报》俄国组织合并的问题。


7月26日（8月8日）


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说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弗·潘·克拉斯努哈已经到达，希望普列汉诺夫能同他会面，以抵制工人事业派可能对他产生的影响。


7月30日（8月12日）


同弗·潘·克拉斯努哈一起阅读和讨论伊·伊·拉德琴柯从彼得堡给《火星报》编辑部的来信。拉德琴柯在信中说工人组织对同彼得堡委员会合并表示不满。

致函伊·伊·拉德琴柯，谈必须尽快增补新的工人委员参加彼得堡委员会改组委员会；建议他去南方（哈尔科夫或基辅）工作，以免遭到逮捕。


7月以后


读亚·马尔丁诺夫1902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工人和革命》，并在上面写批注。


8月1日（14日）


《革命冒险主义》一文第1部分在《火星报》第23号上发表。


不早于8月1日（14日）


读叶·雅·列文和叶·谢·列文娜从波尔塔瓦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他们在信中谈到《南方工人报》编辑部打算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紧密合作，还说几个南方城市的代表召开会议作出支持《火星报》的决议。


不早于8月2日（15日）


俄国南方一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小组讨论了《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拟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并作出决议，《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为决议写按语，列宁对按语作修改。决议连同按语和编辑部的文章发表在1902年9月15日（28日）《火星报》第25号上。


8月2日（15日）


同前来伦敦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代表弗·潘·克拉斯努哈、《火星报》俄国组织代表彼·阿·克拉西科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代表弗·亚·诺斯科夫举行会议，会上组成了筹备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的火星派核心。


8月3日（16日）


补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伊·伊·拉德琴柯的信。这封信谈到了1902年8月2日（15日）伦敦会议所取得的成果。


8月6日（19日）


致函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劝他去慕尼黑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8月9日（22日）以前


致函在苏黎世的弗·亚·诺斯科夫，说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可能去慕尼黑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致函波尔塔瓦的《南方工人报》编委，赞同他们同《火星报》合作的决定并询问他们当前的实际计划，同时请他们帮助弄清南方各委员会的立场。


8月11日（24日）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对他们拥护《怎么办？》一书的观点表示感谢，希望莫斯科委员会能在《火星报》上公开申明自己的立场。


8月15日（28日）


收到亚·米·卡尔梅柯娃从德累斯顿的来信，信中谈到与出版《火星报》有关的钱款帐目和收入。列宁在信上作批注并写了回信。


8月


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小册子第二版序言、序言要点和序言的未完稿。

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在《曙光》杂志第4期上发表。


8月以后


读1902年出版的小册子《社会革命党农民联合会致全体俄国农民》，并在上面作批注。

读社会革命党和农业社会主义同盟1902年出版的小册子《关于土地的谈话》，并在上面作批注。

就美国农业部出版的刊物《书目月刊》的性质和内容写札记。


9月1日（14日）以前


收到母亲从国外返回萨马拉途中发来的电报和明信片。


9月1日（14日）


《革命冒险主义》一文第2部分和《新罢工法草案》在《火星报》第24号上发表。

致函在萨马拉的母亲，询问旅途是否劳累，告知收到了姐姐安娜寄来的、保存完好的哥哥亚·伊·乌里扬诺夫的照片。


不早于9月1日（14日）


读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阿·阿·施涅尔松寄来的《彼得堡工人革命党组织的任务（致同志们的信）》，信中附有改组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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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前言



1902年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

·关于游行示威

·政治斗争和政治手腕

·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

·一个针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基本论点

·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任务

·新事件和旧问题

·为下诺夫哥罗德工人在法庭上的演说写的前言

·致中学生

·关于“自由社”

·《告全俄公民》传单的引言

·一篇驳社会革命党人的文章的片断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团体向全党代表大会的报告的问题(1902年12月一1903年1月)

一 工人运动及其历史和现状

二 地方社会主义者小组的历史，社会民主党人的出现，他们内部的派别斗争

三 地方委员会、地方团体和小组的组织情况

四 地方工作的性质、内容和范围

五 同其他种族和其他民族的革命的(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团体的关系

六 印刷所、交通联络和秘密工作的安排

七 在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居民阶层中的联系和活动

八 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和反政府派的状况，对待它们的态度



1903年

·莫斯科的祖巴托夫分子在彼得堡

·《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后记

·俄国组织委员会告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崩得国外委员会书的草案

·论崩得的声明

·论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宣言

·对欧洲和俄国的土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犹太无产阶级是否需要“独立的政党”

·专制制度在动摇中……

·告贫苦农民（3月1日和28日〔3月14日和4月10日〕之间）

1．城市工人的斗争

2．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

3．农村中的富裕和贫穷、私有主和工人

4．中等农民向何处去？是到私有主和富人那边去， 还是到工人和无产农民这边来？

5．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全体人民和工人争取哪些改善？

6．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全体农民争取哪些改善？

7．农村中的阶级斗争

《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共同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

·司徒卢威先生被自己的同事揭穿了

·LES　BEAUX　ESPRITS　SE　RENCONTRENT（俄语大意是：智者所见略同）(4月15日〔28日〕)

·一本驳社会革命党人的小册子的提纲

·一篇驳社会革命党人的文章的提纲

·答对我们纲领草案的批评

·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

·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决议草案（6—7月）

*1.关于崩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地位的决议草案

*2.关于经济斗争的决议草案

*3.关于五一节的决议草案·

*4.关于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

*5.关于游行示威的决议草案

*6.关于恐怖手段的决议草案

*7.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草案

*8.关于对待青年学生的态度的决议草案

*9.关于力量配置的决议草案

*10.关于党的书刊的决议草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草案（6月底—7月初）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7—8月）

*1.在审查代表大会所要讨论的问题的清单时的发言 （7月17日〔30日〕》

*2‘在讨论代表大会议程时的发言（7月18日〔31日〕）

*3.关于组织委员会的行动问题的发言（7月18日〔31日〕）

*4.关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7月18日〔31日〕）

*5.关于崩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地位问题的发言（7月20日〔8月2日〕）

*6.关于党纲问题的发言（7月22日〔8月4日〕）

*7.关于党章的报告（7月29日〔8月11日〕）

*8.在讨论党纲总纲部分时的发言（7月29日〔8月11日〕）

*9.在讨论党纲的一般政治要求时的发言 （7月30日〔8月12日〕）

*10.在讨论党纲的一般政治要求时的发言（7月31日〔8月13日〕）

*11.对党纲的一般政治要求的几条条文的建议（7月30日和8月1日〔8月12日和14日〕之间）

*12.在讨论党纲关于保护工人部分时的发言（7月31日〔8月13日〕）

*13.在讨论土地纲领时的发言（7月31日〔8月13日〕）

*14.在讨论土地纲领时的发言（8月1日〔14日〕）

*15.在讨论党章时的发言（8月2日〔15日〕）

*16.在讨论党章时的发言（8月4日〔17日〕）

*17.对党章草案第12条的补充（8月5日〔18日〕》

*18.在讨论党章时的发言（8月5日〔18日〕）

*19.关于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的声明的决议草案（8月5日〔18日〕）

*20.在讨论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的声明时的发言（8月5日〔18日〕）

*21.关于崩得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草案（8月5日〔18日〕）

*22.对马尔托夫关于崩得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案的补充（8月5日〔18日〕）

*23.关于各独立团体的决议草案（8月5日或6日〔18日或_19日〕）

*24.关于军队工作的决议草案（8月5—10日〔18—23日〕）

*25.关于农民工作的决议草案（8月5—10日〔18—23日〕）

*26.在选举《火星报》编辑部时的发言（8月7日（30日〕）

*27.在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时的发言（8月7日〔20日〕）

*28.关于为教派信徒出版报刊的决议草案（8月10日〔23日〕）

*29.在讨论波特列索夫（斯塔罗韦尔）提出的关于对自由派的态度的决议案时的发言（8月10日〔23日〕）

*30.关于对待青年学生的态度问题的发言（8月10日〔23日〕）

·改革的时代

·崩得民族主义的顶峰

·马尔托夫的矛盾和曲折

·一项给遭受不幸事故的工人发放抚恤金的法令

·拆穿了！……

·革命青年的任务



附录

·《新事件和旧问题》一文提纲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团体向全党代表大会的报告的问题》一信提纲

·关于《告贫苦农民》小册子的材料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草案（初稿）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材料

·关于革命青年的任务的信的提纲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一文提纲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

·列宁全集第7卷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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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
 （1903年9月上半月）

· 致记录委员会（9月21日〔10月4日〕）
 （1903年9月21日〔10月4日〕）

· 致记录委员会（9月23日〔10月6日〕）
 （1903年9月23日〔10月6日〕）

· 最高的无耻和最低的逻辑
 （1903年10月1日〔14日〕）

·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告反对派成员书草稿
 （1903年10月13日〔26日〕以前）

·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
 （1903年10月）

· 没有提交的声明
 （1903年10月29日）

· 党总委员会的决定
 （1903年11月1日于日内瓦）

· 关于辞去党总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职务的声明
 （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

· 崩得在党内的地位
 （1903年10月22日〔11月4日〕）

· 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
 （1903年10月29日和11月5日〔11月11日和18日〕之间）

·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1903年11月5日〔18日〕）

· 没有发表的声明
 （1903年11月14日〔27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国外同盟领导机关、国外党的协助小组和全体党员的信
 （不早于1903年11月16日〔29日〕）

· 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
 （1903年11月25日〔12月8日〕）

· 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
 （1903年11月25日和29日〔12月8日和12日〕之间）

· 谈谈新《火星报》的立场
 （1903年12月下半月）



1904年

·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序言
 （1904年1月）

·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后记
 （1904年1月）

· 告党员书
 （1904年1月4日和10日〔17日和23日〕之间）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文献（1月）
 （1904年1月）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按语
 （1904年1月16日〔29日〕）

· 告全党书（不早于1月18日〔31日〕）
 （不早于1月18日〔31日〕）

· 告俄国无产阶级书
 （1904年2月3日〔16日〕）

· 关于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一些情况
 （1904年2月20日于日内瓦）

· 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的三个提纲
 （1904年3月9日〔22日〕以前）

· 五一节
 （1904年4月2日〔15日〕）

· 进一步，退两步
 （1904年2—5月）

· 给中央委员的信
 （1904年5月13日〔26日〕）

· 三个中央委员的声明
 （1904年5月13日〔26日〕）

· 告全党书
 （1904年5月下半月）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文献
 （1904年5—6月）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关于移交权力的声明
 （1904年7月28日）



附录

·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材料
 （1903年9—10月）

· 《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一文材料
 （1903年10月29日和11月5日〔11月11日和18日〕之间）

· 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的内容要点
 （1903年11月7日和19日〔11月—20日和12月2日〕之间）

· 《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材料
 （1904年1—2月）

· 《关于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一些情况》一信的片断异文
 （不晚于1904年2月7日〔20日〕）

· 列宁全集第8卷年表（1903年9月—190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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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

LIENING　QUANJI

第八卷

1903年9月—1904年7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 ］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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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03年9月至1904年7月，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激烈斗争时期的讲话和著作。

这一时期，俄国正处在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持续发展。1904年1月爆发的日俄战争加剧了俄国的革命危机。“处处都感到伟大风暴即将到来。一切阶级都动了起来，准备应变。”（《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6—7页）无产阶级要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就必须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革命政党。1903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解决了这一任务。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统一的纲领和章程，建立了中央机关。列宁的建党思想取得了胜利。机会主义派成为少数派（即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中央机关中占了优势。代表大会之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面临的任务是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在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基础上把所有党组织团结起来，领导广大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做好迎接即将来临的革命战斗的准备。然而，孟什维克不甘心在代表大会上失败，仍坚持其机会主义立场，继续进行分裂活动。1903年9月，孟什维克召开派别会议，建立秘密的反党中心——少数派常务局，制定派别活动的纲领和夺取党中央机关的措施。10月，在普列汉诺夫支持下，孟什维克夺取了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并在党总委员会中占居多数席位。1904年夏又夺取了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还四处进行蛊惑宣传，诽谤、中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力图在国内地方党组织中扩展和巩固自己的阵地。孟什维克的分裂和破坏活动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本卷所收的文献主要反映列宁在孟什维克占了上风、布尔什维克处于不利地位的时期为维护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成果，反对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争取党在布尔什维克立场上的团结而进行的斗争。

《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文是本卷中最主要的著作。列宁在此文中论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划分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政治意义，批判了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会议进程中形成了4个基本派别：火星派多数派、火星派少数派、中派和反火星派。火星派少数派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坚持机会主义观点，同火星派多数派发生原则分歧而与中派和反火星派结成联盟，继而在中央机关的选举问题上以庸俗观念反对党性观点，采取无理取闹的手段争取席位。代表大会最终划分出了多数派和少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孟什维克力图歪曲和掩盖他们和布尔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分歧，把列宁的火星派多数派在代表大会上的胜利说成是偶然的。为了让广大党员群众了解分歧的真实情况，认清斗争的意义，对党内斗争作出独立的判断，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和党的其他文件为根据，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代表大会上各派是怎样形成和演变的，令人信服地证明：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划分是社会民主党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直接的必然的继续，少数派是由党内最带机会主义性质、在理论上最不坚定和在原则上最不彻底的分子组成的，两派的意见分歧主要表现在组织问题上。代表大会后新《火星报》加深、发展和扩大了马尔托夫在党章第1条条文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使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表现得更加明显。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文中详细分析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章特别是党章第1条条文的争论。列宁的火星派坚持的建党两个基本思想，一个是集中制，这是贯穿在整个党章中的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另一个是形式上离开集中制而成立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这是根据党处于秘密状态的特殊情况提出的局部性思想。列宁的建党思想受到反火星派和中派的反对。火星派内部在讨论党章第1条条文时也产生了分歧。这种意见分歧成了以马尔托夫为首的火星派少数派走向机会主义的转折点，奠定了他们同反火星派和中派结成联盟的基础。列宁和马尔托夫两种条文的分歧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建党观点。列宁提出的党章草案第1条的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马尔托夫提出的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列宁的条文强调党员必须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马尔托夫的条文却认为党员不必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只要经常协助党就够了，实际上是主张让每个同情党的知识分子和每个罢工者或游行示威者都有自行宣布为党员的权利。孟什维克认为列宁的条文会把虽然不能直接吸收到组织中、但毕竟还是党员的那些人抛到党的门外。列宁批驳了这种抹杀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其他部分的界限、迁就落后阶层的尾巴主义观点。他指出：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应当是一个整体；党应当是尽量有组织的，它只能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无限扩大党的界限不能加强反而只能削弱党对群众的影响，党的力量不是简单的算术数字，它首先取决于党的成员的坚定性，取决于内部的团结。党愈坚强，党的队伍中的动摇性愈少，党就愈能领导群众、领导工人阶级的一切组织。马尔托夫的条文实际上是为机会主义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敞开大门。列宁指出，“归结起来说，问题正在于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本卷第254页）。列宁主张建立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的、纪律严格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尔托夫要建立的则是组织涣散、没有定形、成分复杂的政党。党章第1条的争论的实质是维护与反对无产阶级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斗争。

代表大会之后，孟什维克提出自治制来对抗列宁的集中制原则，宣称党是各个自治委员会的总和，党的各个部分不应该服从整体，部分对于整体应该有自治权。他们竭力攻击集中制，把集中制诬蔑为“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说它把党变成一个由中央委员会充当厂长的“大工厂”，把党员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他们把少数服从多数说成是硬性压制党员的意志，把维护党的纪律说成是在党内实行“农奴制”。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文中对这些谬论作了详尽而有力的驳斥。他指出，否认局部必须服从整体，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藐视纪律——自治制——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我们那个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时而爬上时而爬下的梯子”（本卷第405页）。从列宁在这一时期所阐述的思想可以看出，列宁的集中制原则实际上体现着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它同民主制并不矛盾，它反对的是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调集中制既是在秘密状态下建党的需要，也是为了克服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制止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保证党的战斗力。孟什维克把“上层”和“下层”、把领袖和普通党员对立起来，把自己置于全党之上，藐视党员群众的意志，任意破坏党章和党纪，破坏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拒不服从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列宁谴责孟什维克侈谈党内民主、实则践踏党内民主的老爷式无政府主义行为。他指出，集中制不仅是严格的纪律，而且是所有党员不管其职位高低都必须遵守的统一的纪律，觉悟的工人应当“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本卷第395页）。列宁还指出，党的联系不能用朋友关系或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信任”来维持，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体现集中制原则的党章为基础，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摆脱小组习气，摆脱小组的任意胡闹和无谓争吵。列宁主张任何一个党员或党组织有权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有权批评中央的错误，中央机关应该认真研究这些意见，应该容许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容许一定范围的思想斗争，但决不容许用违反党性的斗争手段来破坏党的利益。列宁要求把争论的情况完全公开，主张不要隐瞒党的缺点和毛病，而要勇敢地开展自我批评并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列宁的这些论述为党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党内生活准则。

列宁在批判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时，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由工人阶级中最优秀、最忠于革命事业的人组成的，它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觉悟的部队，不能把它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党只有成为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团结起来的部队时，才能起先进部队的作用；党必须根据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体党员必须同样遵守统一的纪律；党是工人阶级一切组织中的最高组织形式，它要领导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必须与工人阶级千百万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列宁把它作为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来考察。他指出，这种机会主义在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都可以见到，西欧的机会主义者也是维护自治制，力图削弱党的纪律，把民主主义歪曲为无政府主义。

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除了纲领和策略上的一致这种必要条件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组织对于无产阶级具有决定意义的思想象一根红线贯穿于《进一步，退两步》全文。列宁写道：“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本卷第415页）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克服小组习气、建设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方面前进了一步。代表大会后孟什维克的破坏和分裂活动则使党倒退两步。列宁写作《进一步，退两步》一文正是孟什维克夺取了中央机关、党内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列宁对于战胜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克服党内危机始终充满着信心。他认为，旧的顽固的小组习气压倒了还很年轻的党性，机会主义派对革命派占了优势，这只是暂时的现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本卷第414页）。

本卷所收的另一批论述当时党内斗争的文献在内容上同《进一步，退两步》一文有紧密的联系。在本卷首篇文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中，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列宁充分说明了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产生意见分歧和形成派别的原因和过程，指出了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所持立场和所犯错误的危害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告反对派成员书草稿》和《没有提交的声明》是列宁在孟什维克夺取《火星报》编辑部之前写的，列宁尖锐批评孟什维克领导人抵制党中央机关的破坏党纪的行为，指出党决不容许用非法的、秘密的和不正当的施加压力和进行抵制的方法来进行党内斗争。列宁在《关于辞去党总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职务的声明》、《没有发表的声明》、《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和《关于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一些情况》等一系列文献中，说明了自己退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原因，批评普列汉诺夫对无理取闹的孟什维克迁就、让步以至违背党代表大会的意志把马尔托夫分子增补进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错误。列宁认为不该向党隐瞒正在产生和发展的分裂的原因，进行党内斗争应该开诚布公，光明正大，要让党知道一切，让党得到全部的材料来分析和判断一切分歧、回到修正主义和离开纪律的行为。他强调指出，开诚布公是避免可能避免的分裂和把已经不可避免的分裂带来的危害减少到最小程度的最妥善和唯一可靠的方法。

孟什维克夺取了《火星报》编辑部之后，把《火星报》变为宣扬机会主义的阵地、反党斗争的工具。普列汉诺夫于1903年12月转向了孟什维克，使孟什维克在党总委员会中占了多数，从而把党总委员会也变成了执行派别政策的工具。列宁在《谈谈新〈火星报〉的立场》、《告党员书》、《告全党书》、《〈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后记》等文献和在党总委员会一月会议上的发言中，深刻地揭露了孟什维克为争夺党内领导位置所进行的无原则斗争的反党性质，要求党谴责和制止这种毫无党性的斗争手段。在党总委员会一月会议上，列宁作了很大努力来争取恢复党内的和平，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设性建议和实际措施，要求党把党内斗争可以容许的方式和不能容许的方式区别开来。他认为只要双方在这方面能够取得协议，就足以在把彼此隔开的墙上打开缺口，从而使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现象得以逐渐消除。由于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孟什维克缺乏解决党内纠纷的诚意，列宁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鉴于党的中央机关已经无力制止党内的分裂倾向，列宁向党总委员会提出了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建议。

《给中央委员的信》和《三个中央委员的声明》是为反对中央委员会内的调和派而写的。在总委员会否决了列宁关于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建议之后，列宁接连给其他中央委员写信，指出只有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才能解决党内冲突，要求中央委员会就此作出决议，并立即进行召开代表大会的鼓动工作。中央委员中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弗·亚·诺斯科夫、列·波·克拉辛、列·叶·加尔佩林等人采取调和立场，主张对孟什维克作出放弃原则的让步，以求党内和平。1904年2月中央委员会在国内的委员以5票对1票拒绝接受列宁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议。列宁在上述两篇文献中批评了调和派的无原则立场，坚持认为党员有鼓动召开代表大会的自由。

在《最高的无耻和最低的逻辑》和《崩得在党内的地位》两篇文章中，列宁分析和批判了崩得主张的联邦制组织原则。崩得强调自己的独立性，企图把涣散时期的历史所形成的崩得独立性在党章中固定下来，把崩得变成党的联邦部分。列宁指出，这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是最低级的尾巴主义。列宁批评崩得根本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共同要求与特殊要求之间的关系，指出崩得并不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批判他们企图把犹太“民族”思想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结合起来的反动性质。列宁指出，犹太人的问题是同化还是保持隔绝状态的问题，犹太“民族”思想是和犹太无产阶级的利益对立的，崩得不是去消除犹太人的隔绝状态，而是通过散布犹太“民族”思想和犹太无产者与非犹太无产者建立联邦的方案去加剧犹太人的隔绝状态，把这种隔绝状态固定下来，这是“崩得主义”的根本错误。这个错误必须由犹太社会民主党的忠实代表来纠正，而且一定会得到纠正。

本卷收载的一些政论文章和传单，表明列宁在以主要精力进行党内斗争、批判各种机会主义倾向的同时，仍然关注着俄国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一文揭露了俄国自由派同民粹派的血缘关系，指出尔·《论土地问题》一文是自由派民粹主义同伯恩施坦主义的接近以至融合的一个典型，是俄国自由主义的形成和巩固的标志。列宁在此文中着重将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同自由派的土地纲领加以比较，指出两者的原则区别：前者主张用革命的办法来消灭农奴制残余，并扩大、发展和加深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后者主张用不彻底的改良的办法消灭农奴制残余，力图抹杀或缓和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本卷中的《告俄国无产阶级书》是列宁就日俄战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写的传单。在这一传单和写于1904年4月的《五一节》传单中，列宁揭露了沙皇进行的战争的掠夺性和侵略性，指出这样的战争只对贪得无厌、为追逐利润而准备出卖和毁灭自己的祖国的资产阶级有利，对劳动人民只能带来无穷的灾难。列宁号召俄国无产阶级更牢固地团结起来，打倒掠夺成性的沙皇专制制度。

1904年3月列宁为日内瓦社会民主党人作了一次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报告的原文没有保存下来，本卷收录了报告的三个提纲。这些提纲是列宁在研究马克思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和利沙加勒、韦伊等人有关巴黎公社历史的一些著作的基础上写成的。从这些提纲中可以看到，列宁对巴黎公社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很感兴趣，并且重视公社的国际性质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把宣传和推广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间所收的文献增加37篇。其中有：《告俄国无产阶级书》、1903年10月4日和6日两篇《致记录委员会》的声明、《党总委员会的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按语》、《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的三个提纲》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关于移交权力的声明》。此外，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增收了两篇发言，党总委员会一月会议增收6篇发言，党总委员会六月会议增收6篇发言。《附录》中的文献都是新增加的。






《列宁全集》第8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1]


（1903年9月上半月）


　　这篇记事是专为我自己的朋友们写的，因此没有征得作者（列宁）的同意而阅读它，就等于偷看别人的信件
 。




为了便于理解下述的内容，我首先谈谈代表大会的组成，虽说这样谈是提前了一些。大会有表决权的票数是51票（有33位代表每人是1票，有9位代表每人是2票，也就是说，有9位代表是“双票”）[2]。有发言权的人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10人，这就是说，代表总数是52人。整个大会过程表明，这些票在政治上的派别划分如下：有表决权的——崩得5票，工人事业派3票（2票代表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3]，1票代表彼得堡“斗争协会”[4]），南方工人派4票（2票代表“南方工人”社[5]，2票代表同“南方工人”社完全一致的哈尔科夫委员会），不坚定分子、动摇分子（“泥潭派”[6]，所有火星派分子都这样称呼他们，这自然是取笑他们的话）6票，最后，比较坚定、比较彻底地坚持自己的火星立场的火星派分子大约33票。这33个火星派分子原先团结一致一直左右着大会各种问题的解决，但是后来也分裂成了两个小派别，他们是在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彻底分裂的：一派大约9票，他们是“温和路线，确切些说是曲折路线”（或者用某些爱开玩笑的人挖苦他们的说法，是女人路线，这样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的火星派分子，他们主张公正，主张不偏不倚等等（从下面就可以看出）；另一派大约24票，他们是强硬路线的火星派分子，他们无论在策略方面或是在党中央机关的人选方面都坚持彻底的火星主义。

我再说一遍，这样的派别划分，只是到后来，在大会（召开了近40次会议！）快要结束时才最终形成并完全显露出来的。而我提前一步，一开头就把这种派别划分勾划出来。我还要附带说一下，这种派别划分所反映的票数仅仅是个大致的数字，因为在某些细小问题上（而有一次也在一个大问题上，即在“语言平等”问题上，这在下面将要讲到）票数往往很分散，一部分人弃权，各派互相掺杂起来，等等。

大会的组成是由组织委员会[7]预先确定的。按照大会的章程，组织委员会有权邀请它认为需要邀请的人（有发言权）参加大会。大会一开始就选出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所有与大会组成有关的问题都交给它（委员会）去解决。（这里附带提一下，有一个崩得分子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他常常同委员会的全体委员纠缠不休，把他们拖到夜里3点钟，而最后还是在每一个问题上“保留自己的意见”。）

大会是在全体火星派分子和谐地同心协力地工作下开幕的。自然，在他们中间小小的意见分歧是经常有的，但是这些分歧并没有成为政治上的分歧。这里，我们顺便预先提一下，火星派的分裂是大会的主要政治结果之一，因此，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特别注意同这一分裂有关的哪怕是关系并不密切的全部细节。

选举主席团是大会刚开始时极重要的一幕。马尔托夫主张选出9人，每次开会由这9人推选3人主持，而且他还提出一名崩得分子参加这个9人委员会。我主张只选出3人在整个大会期间主持会议，并且要由这3人“严格掌握”。结果选出了普列汉诺夫、我和T同志（下面要常常提到他，他是强硬路线的火星派分子，组委会委员）。后者得到的票数其实只比一位南方工人派分子（也是组委会委员）稍微多一点。但是，我和马尔托夫在主席团问题上的分歧（从以后的种种事实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分歧），并没有造成任何分裂或冲突：问题也象在《火星报》[8]组织中和在《火星报》编辑部内通常处理大部分问题那样，就那么和和平平地、自然而然地、“按家庭方式”解决了。

在大会即将开始的时候，《火星报》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当然是秘密的和非正式的），讨论了《火星报》组织出席大会代表的代表委托书问题。会议同样和平地、“友好地”解决了问题。我所以提起这次会议，只是因为我认为这次会议有两个特点：第一，火星派分子在大会开始时是亲密合作的；第二，他们决定在发生怀疑和争论时，由《火星报》组织（确切些说是出席大会的《火星报》组织成员）的权威来解决，当然，这种会议的表决并不具有约束力，因为有一条规定：“取消限权委托书”，每个代表在大会上可以而且应当根据自己个人的信念自由投票，完全不用服从任何组织。这项规定可以说是全体火星派分子一致承认的，而且几乎在《火星报》的每一次会议开始时都由主席大声宣布过。

其次，大会上的第一个事件是众所周知的“组委会事件”，这个事件暴露了火星派内部并不完全一致，并成了最终的悲剧（或者说悲喜剧？）的“开场戏”。关于这一事件应当详细谈谈。当大会还忙于制定自己本身的各项规定，还在讨论大会议事规程的时候，这一事件就发生了（顺便说说，由于崩得分子的干扰，由于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有意无意地、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讨论议事规程花了许多时间）。组委会事件的症结是：组委会一方面还在大会开会以前就拒绝了要求准许参加大会的“斗争”社[9]的抗议，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内支持这个决定，另一方面同一个组委会突然又在大会上宣布，它邀请梁赞诺夫以有发言权的代表的资格参加大会。这一事件爆发的经过如下。

还在大会开幕以前，马尔托夫就秘密地告诉我，有个《火星报》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组委会委员的人（我们暂且把他叫作N），决定在组委会里坚持邀请一个人以有发言权的代表的资格参加大会。拟邀请的这个人，据马尔托夫自己说，只有用“反复倒戈的分子”[10]这个词才能说明他的为人。（这个人有一个时期的确向《火星报》靠拢过，但是，后来，而且是仅仅几个星期以后，又跑到《工人事业》[11]那边去，尽管它当时已经处于完全没落的阶段。）我和马尔托夫谈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感到愤慨的是：一个《火星报》组织的成员竟采取了这样的步骤，他明明知道（因为马尔托夫事先警告过N同志）这样做对《火星报》是一个直接的打击，但他还是认为没有必要同组织商量。N的确向组委会提出过建议，但是他的建议由于遭到T同志的激烈反对而被否决了。T同志当时详详细细地描绘了这个“反复倒戈的分子”整个变化无常的政治面貌。值得注意的是，N的这种做法使得马尔托夫大为震惊，以致于在当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不能和N谈话，尽管过去他们私交很好。N成心同《火星报》作对还表现在：在他的支持下，组委会对《火星报》编辑部提出了警告，这一警告虽然只是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引起了马尔托夫极大的愤怒。此外，来自俄国国内的消息（也是马尔托夫告诉我的），还表明N一再散布国外火星派分子和国内火星派分子闹纠纷的谣言。所有这一切都使火星派分子对N采取极端不信任的态度。而在这时，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组委会拒绝了“斗争”社的抗议，被邀请参加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委会委员（T和N）异口同声地最坚决地反对（N也在内！！！）“斗争”社。可是，在大会的一次上午会议休息时，组委会突然在“窗边”召开会议，并且在这次会议上决定邀请梁赞诺夫以有发言权的代表的资格参加大会！N赞成邀请。T当然坚决反对，并且声明：在大会的组成问题交给由大会选出的专门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处理以后，组委会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不合法的。当然，组委会内的南方工人派分子+一个崩得分子+N压倒了T同志，于是组委会的决定成立了。

关于这一决定，T向《火星报》编辑部作了报告。编辑部（并非全体委员出席，但有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在场）当然一致决定在大会上同组委会进行斗争，因为许多火星派分子在大会上已经公开反对“斗争”社，当时在这一问题上退却是不可能的。

当组委会（在下午的会议上）向大会宣布了它的决定以后，T也在大会上提出了抗议。当时，组委会内的一个南方工人派分子谴责T，责备他破坏纪律（！），因为组委会已决定不得在大会上泄露这件事情的真相（原文如此！）。不言而喻，我们（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我）那时也强烈谴责组委会，责备他们恢复限权委托书，破坏大会的最高权力等等。大会站到了我们这一边，组委会被击败了，通过了一项决议，取消组委会作为一个委员会干预大会组成的权利。

“组委会事件”就是这样。第一，这一事件彻底摧毁了很多火星派分子在政治上对N的信任（同时加强了对T的信任）；第二，它不仅证明而且十分清楚地表明甚至在仿佛是清一色的火星派中央机关——组委会内，火星派还是这样地不巩固。很明显，在组委会内除了一个崩得分子以外，还有：（1）采取自己特殊政策的南方工人派分子，（2）“以当火星派分子为可耻的火星派分子”，以及（3）只有一部分不以当火星派分子为可耻的火星派分子。当南方工人派分子希望同《火星报》编辑部就这一不幸事件进行谈话（当然是私下进行）时，——N同志丝毫没有愿意谈话的表示（指出这一点很重要），——编辑部同他们进行了谈话，我直截了当地对南方工人派分子讲，大会彻底揭示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事实：党内有许多以当火星派分子为可耻的火星派分子，他们专门使《火星报》为难，作出象邀请梁赞诺夫这样的怪事。我对N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内发言反对“斗争”社后又作出这种怪事感到非常气愤，我在大会上公开地说：“参加过国外代表大会的同志们都知道，那些在委员会内说一套，而在代表大会上又说另一套的人，总是会引起大家极大的愤怒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44页。——编者注］

 这些害怕崩得分子“斥责”他们是“《火星报》的傀儡”，并且仅仅为了这个缘故而作出反对《火星报》的政治性怪事的“火星派分子”，当然不会得到人们的信任。

马尔托夫试图找N谈话导致了N声明退出《火星报》组织！！这时，火星派分子对N的普遍不信任大大地增加了。从这时起，N“事件”就转到《火星报》组织去处理。《火星报》组织的成员对他这种退出《火星报》组织的行为感到很气愤，《火星报》组织为这个问题召开了四次会议。这几次会议，特别是最后一次，非常重要，因为在这几次会议上，火星派内部主要是在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上最后形成了分裂。

但是，在谈《火星报》组织的这几次会议以前（我再说一遍，这些会议是私下的，非正式的），我要先来讲一讲大会的工作。这些工作当时还都是同心协力地进行的，这就是说无论在第1项议程（崩得[12]在党内的地位）上、还是在第2项议程（党纲）和第3项议程（批准党中央机关报）上，所有火星派分子的步调是一致的。火星派分子的一致行动，使大会上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团结一致的多数派（崩得分子伤心地称之为紧密的多数派！），同时“不坚定分子”（或称“泥潭派”）和南方工人派就在这时也不止一次地在某些细小问题上表现出自己十分不坚定。不完全是火星派的分子在政治上的派别划分在大会上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现在我再回过头来谈《火星报》组织的几次会议。在第1次会议上决定请N作解释，并让N自己表示他愿意同《火星报》组织的哪些人谈话。我坚决反对这样处理问题，要求把政治问题（火星派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在政治上对N不信任）同个人问题（指定一个委员会调查N的奇怪行为产生的原因）分开。在第2次会议上，有人宣告说N愿意在T不在场的条件下谈话，虽然据说关于T本人，他并不想讲什么。我第二次提出反对意见，拒绝参加这种谈话，认为不能允许一个非本组织的成员排斥（即使是非常短暂地排斥）一个本组织的成员，何况他并不是要讲该成员；我认为这是N玩弄的可耻的把戏，是打这个组织的耳光：N不相信这个组织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要这个组织给他提供一定的条件，他才进行谈话！在第3次会议上，N作了“解释”，但是大多数参加谈话的人都不满意他的解释。第4次会议是在全体火星派分子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但在这次会议召开以前，大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首先值得提出的是“语言平等”事件。在通过党纲时，曾讨论到语言方面平等和享有同等权利这一要求如何措辞的问题（党纲的每一条都是单独讨论通过，崩得分子拼命阻挠，以致差不多大会的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花在讨论党纲上面了！）。崩得分子在这个问题上达到了动摇火星派队伍的目的，使一部分火星派分子相信了他们的所谓《火星报》不同意“语言平等”的说法；事实上，《火星报》编辑部只是不同意这种在编辑部看来是文理不通的、荒谬的、多余的措辞。斗争十分激烈，大会分成了两半——两个票数相等的部分（有个别代表弃权）。《火星报》（和《火星报》编辑部）方面大约有23票（可能是23—25票，确切数目记不清了）；反对它的也有同样多的票数。问题不得不拖延下来，交给一个委员会去解决。委员会拟出了一个方案，被整个大会一致通过。语言平等事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又一次暴露了火星主义阵地的不稳固，同时也彻底暴露了不坚定分子的动摇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正是在这时候，正是马尔托夫一派的火星派分子自己把这些人叫作泥潭派！）和一致反对《火星报》的南方工人派分子的动摇性。感情冲动到极点，火星派分子，特别是马尔托夫分子，对南方工人派说了无数尖刻的话。有一位马尔托夫派“首领”在休息时差一点跟南方工人派分子动起武来，这时我赶紧宣布继续开会（因为普列汉诺夫再三催促，他生怕打起来）。必须指出，在这23名最坚定的火星派分子中间，马尔托夫分子（即后来跟着马尔托夫跑的火星派分子）也是占少数。

另一个事件是由于“党章”第1条而引起的斗争。这已经是第5项议程，接近大会尾声了。（第1项通过了反对联邦制的决议；第2项通过了党纲；第3项承认了《火星报》是党中央机关报 
［注：指出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即根据我的报告在组委会内通过的并得到大会批准的议程，包括下列两个单独项目：第3项“建立或批准党中央机关报”和第24项“选举党中央机关”。当时有一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就第3项提出质问说：我们批准谁？是批准报纸的名称吗？我们连编辑部是哪些人也不知道！于是马尔托夫起来发言解释：要批准的是《火星报》方针，不管编辑部是哪些人；这决不是预先决定编辑部的人选，因为选举中央机关将在第24项议程中进行，并且任何限权委托书都已经取消了。



马尔托夫的这些话（关于第3项，在火星派分裂以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马尔托夫的解释同我们大家对议程第3项和第24项的意义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第3项议程结束以后，马尔托夫在大会的发言中甚至不止一次地使用《火星报》原来的编辑部成员这样一个字眼。］ ；第4项听取了“代表们的报告”，听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交给了一个委员会，因为大会显然已经没有时间了（经费和人们的精力都已耗尽了））。

党章第1条确定了党员的概念。在我的草案中，党员的定义是这样的：“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马尔托夫则提议用在党的一个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工作来代替上述加了着重标记的字样。普列汉诺夫赞成我的条文，其余的编辑部成员都赞成马尔托夫的条文（阿克雪里罗得代表他们在大会上讲了话）。我们证明：为了把干实事的人和说空话的人分开，为了消除组织上的混乱现象，为了防止可能出现有些组织由党员组成但又不是党的组织这种荒谬现象等等，必须缩小党员的概念。马尔托夫则主张扩大党，并讲到广泛的阶级运动要求广泛的、界限模糊的组织等等。奇怪的是，差不多所有马尔托夫的拥护者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都引用了《怎么办？》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激烈地反对马尔托夫，指出马尔托夫的饶勒斯主义的条文是给那些只渴望既在党内又置身于组织以外的机会主义者敞开大门。当时我说，所谓“在监督和领导下”实际上是不折不扣地意味着没有任何监督和任何领导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2页。——编者注］

 。在这个问题上，马尔托夫获得了胜利：他的条文被大会通过（大约以28票对23票的多数或大致如此的票数通过，确切票数记不清了）。这是多亏了崩得，他们自然立刻就看到了漏洞所在，把他们的所有5张票都投了出去，通过了“更坏的东西”（《工人事业》的一位代表[13]正是这样说明自己为什么投票赞成马尔托夫的！）。关于党章第1条的激烈争论和表决又一次显示了大会上的政治派别划分，并清楚地表明：崩得+《工人事业》支持火星派的少数派来反对它的多数派，就能够决定任何一项决议的命运。

党章第1条的争论和表决结束后，《火星报》组织召开了最后一次（第4次）会议。火星派内部在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并且在他们队伍中引起了分裂：有些人主张选出一个火星派的中央委员会（鉴于《火星报》组织和“劳动解放社”[14]已经解散，以及必须继续完成火星派的工作）；另一些人则主张让南方工人派也参加，并让采取“曲折路线”的火星派分子占主要地位。有些人坚决反对N当候选人，另一些人则表示赞成。为了争取达成协议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召开了16人会议（《火星报》组织的成员，并且，我再说一遍，有发言权的也包括在内）。表决结果：9票反对N，4票赞成，其余的弃权。在这以后，多数派还不愿同少数派宣战，提出了一个调和的5人名单，其中有一个南方工人派分子（为少数派所欢迎的）和一个好战的少数派分子，其余都是彻底的火星派分子（其中——这一点很重要——有一个是在大会的斗争快结束时才参加斗争的，实际上是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另外两个则根本没有参加斗争，在人选问题上是绝对不偏不倚的）。赞成这个名单的有10人（后来又增加了1人，变成11人），反对的1人（只有马尔托夫一人！），其余的弃权！这样，调和的名单就被马尔托夫撕毁了。之后，双方各自提出了“对抗的”名单付表决，但是都只得到了少数票。[15]

这样，在《火星报》组织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马尔托夫分子在两个问题上都处于少数地位，但是当多数派的一个成员（一个不袒护任何一方的人即主席）在会后去找他们，试图作最后一次调解的时候，他们却宣战了。

马尔托夫派的打算是明显而准确的：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无疑会支持曲折路线的名单，因为在大会开了一个月的会议之后，每个问题都非常清楚，每个人物的面貌也都非常明显，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都不难作出抉择：什么对他更好些，或者说什么对他害处少些。而对崩得+《工人事业》来说，采取曲折路线的火星派分子自然害处少些，而且永远是这样。

16人会议以后，火星派最后分裂了，双方正式宣战。大会上分裂成的两个派别开始各自召开会议，即各自召集所有思想一致者举行私下的、非正式的会议。最初，坚持彻底路线的火星派分子有9人（16人中的9人）开会，后来有15人，最后有24人（按有表决权的票数而不是按人数计算）。这样迅速增长的原因是：（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各种不同的名单已经开始传阅，马尔托夫派的名单立即无可挽回地遭到绝大多数火星派分子的拒绝，因为这是一张软弱的名单——马尔托夫派提出的候选人在大会上的表现实在太差了（动摇不定，反复无常，一味蛮干等等）。这是一。第二，向火星派分子说明在《火星报》组织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做法，使他们在大多数场合转到多数派这方面来，再加上马尔托夫不能坚持明确的政治路线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24票就很顺利地、迅速地联合起来，一致坚持彻底的火星派的策略，赞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赞同选出编辑部三人小组（而不是批准旧的、没有工作能力的、界限模糊的编辑部六人小组）。

这时，大会结束了党章的讨论。在这期间，马尔托夫及其一伙又在崩得+《工人事业》的有力协助下，再一次（甚至不止一次，而是好几次）战胜了火星派多数派，比如在增补中央机关的成员问题上（这一问题，大会是按照马尔托夫的主张解决的）。

尽管党章遭到了损害，整个党章还是由全体火星派分子和整个大会通过了。但在共同章程通过以后，接下去讨论崩得的章程时，大会以压倒的多数票否决了崩得的提议（即承认崩得为党内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崩得几乎是单独同整个代表大会相对立。当时，崩得分子退出了大会，并且声明退出党。马尔托夫派失去了5个可靠的同盟者！接着，当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16]被承认为国外唯一的党组织的时候，工人事业派也退出了大会。马尔托夫派又失去了2个可靠的同盟者！这时，大会上有表决权的一共有44票（51票－7票），其中大多数是彻底的火星派分子（24票）；马尔托夫派加上南方工人派和“泥潭派”总共只有20票。

采取曲折路线的火星派分子本来应该服从，象坚持强硬路线的火星派分子在遭到马尔托夫和崩得的联合打击并被击败时那样不声不响地服从，但是马尔托夫分子却放肆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不仅不服从，而且无理取闹，制造分裂。

提出批准旧编辑部的问题就是无理取闹，因为只要有一个编辑提出声明，大会就必须对整个中央机关报的人选问题重新进行审查，而不仅仅是批准一下。拒绝选举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就是一种分裂行为。

先谈谈编辑部的选举。前面已经讲过，议程的第24项是：选举党的中央机关。而且我在对议程的说明[17]（所有火星派分子和所有参加大会的代表都知道这个说明，而且火星派分子在大会召开以前老早就已经知道这个说明）中，曾在页边上写道：选出三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选出三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因此，毫无疑问，选举3人的要求是从编辑部内部提出的，而且编辑部没有一个人反对这个要求。就连马尔托夫和另一个马尔托夫派首领，也在大会召开以前，在许多代表面前维护过这“两个三人小组”的主张。

在大会开幕前几星期，我曾亲口对斯塔罗韦尔和马尔托夫说过，我将在大会上要求选举编辑部；我同意选举两个三人小组，并认为编辑部三人小组可以增补7人（或更多），也可以就只是3人（我特别说明了后者的可能性）。斯塔罗韦尔甚至直截了当地说，这三人就是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列宁，我也赞同他的意见。有一点对每个人来说一直是很清楚的，即只有这些人可以当选为领导者。只有在大会斗争中恼羞成怒、怨天尤人和丧失了理智的人，才会在事后来攻击三人小组的合理性及其工作效能。旧的六人小组如此没有工作效能，三年来竟没有开过一次全体会议——这很难令人置信，但这是事实。45号《火星报》没有一号不是马尔托夫或列宁编的（就编辑技术工作来说）。除了普列汉诺夫，谁也没有提出过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阿克雪里罗得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在《曙光》[18]上连一篇文章也没有写，而在所有45号《火星报》上总共也只写了三四篇文章），查苏利奇和斯塔罗韦尔只限于写稿和提出一些建议，从来没有做过真正的编辑工作。应当选什么人当政治领导者，应当把什么人选入中央——这在大会开了一个月之后，对于大会的每个代表来说，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把批准旧编辑部的问题搬到大会上来，只能是一种荒谬的制造纠纷的行为。

说它荒谬，是因为它是徒劳无益的。即使六人小组被批准，只要有一个编辑部成员（例如我）要求重新审查编辑部，检查它的内部关系，大会就又得重新处理这个问题。

说它是制造纠纷的行为，是因为不批准就会被认为是一种侮辱，——而重新选举却丝毫不含有侮辱之意。既然中央委员会是由大家选举的，那么中央机关报也应该让大家来选举。既然没有谈到批准组委会，那也就不必谈什么批准旧编辑部。

马尔托夫派要求批准的提议提出以后，自然在大会上引起了反对。反对被看作是一种侮辱、欺凌、驱逐、排斥……于是各式各样的可怕故事都编造出来了，现在一些无聊的造谣者的种种想入非非的杜撰，就是以这些故事作材料的！

当讨论关于选举还是批准的问题时，编辑们退出了会场。经过异常激烈的争辩后，大会决定：不采取批准旧编辑部的办法 
［注：有一个马尔托夫分子这时作了一个非常激动的发言，以致在他的话说完以后，有一位代表就向秘书高声喊叫：请在记录上用一滴眼泪来代替句点吧！最坚决的“泥潭派”分子特别热烈地拥护旧编辑部。］

 。

这一决定通过后，原来的编辑部成员才回到会场。这时，马尔托夫就站起来，以个人名义并代表他的一伙人拒绝选举，讲了许许多多可怕的和抱怨的话，谈到什么“党内戒严状态”（是对落选的阁员们吗？），什么“对付个别分子和独立团体的非常法”（是对那些以《火星报》名义把梁赞诺夫偷偷塞给火星派，在委员会内说一套，在大会上又说另一套的人吗？）。

我在答复他时指出，是政治概念的极端混乱使他们反对选举，反对代表大会改组党的负责人员组成的委员会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88页。——编者注。］

 。

结果选出了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列宁。马尔托夫再次表示拒绝。柯尔佐夫（得了3票）也表示拒绝。于是，大会通过决议，委托中央机关报的两位编辑部成员在找到适当人选时增补第三位成员。

接着选出了三位中央委员，检票人只向大会报了其中一人的名字。同时还选出了（用秘密投票方式）党总委员会[19]的第五个委员。

马尔托夫派及其追随者整个“泥潭派”都没有投票，他们就此事向主席团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

这显然是分裂行为，是破坏大会、不承认党的行为。但是，当一个南方工人派分子公开声明他对大会的决议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原文如此！）时，马尔托夫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并起来反驳这位代表，当众声明，他对决议的合法性并不怀疑。

遗憾的是，马尔托夫（以及马尔托夫派）的所作所为同他的这些漂亮的忠诚的话不一致……

接着，大会把公布记录的问题提交“记录委员会”，并通过了11项策略性的决议：

（1）关于游行示威的决议。

（2）关于工会运动的决议。

（3）关于在教派信徒中的工作的决议。

（4）关于在青年学生中的工作的决议。

（5）关于在审问时应采取的态度的决议。

（6）关于工厂的工长的决议。

（7）关于1904年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

（8）关于自由派的决议（斯塔罗韦尔提出的）。

（9）关于自由派的决议（普列汉诺夫提出的）。

（10）关于社会革命党人[20]的决议。

（11）关于党的出版物的决议。

接着，主席作了简短的讲话，提醒大家必须遵守大会决议，最后宣布大会闭幕。




在仔细地考察了马尔托夫派在大会以后的行为——拒绝撰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正式请他们撰稿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致尤·奥·马尔托夫》（1903年10月6日）。——编者注］

 ），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抵制的宣传——之后，我只能说这是一种狂妄的、不是党员所应有的破坏党的行为……为什么要这样呢？只是由于他们不满意中央机关的人选，因为在客观上，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才分道扬镳，而主观的判断（如说什么侮辱、欺凌、驱逐、排斥、诋毁，等等等等）只不过是受触犯的自尊心和病态的幻想所造成的结果。

这种病态的幻想和受触犯的自尊心直接导致最可耻的造谣。他们不知道也还没有看到新的中央机关的活动，就散布谣言说中央机关“没有工作效能”，说伊万·伊万诺维奇的“刺猬皮手套”，说伊万·尼基佛罗维奇的“拳头”[21]等等。

他们用抵制中央机关的手段来证明中央机关“没有工作效能”，这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违反党员义务的行为。任何诡辩都不能掩盖这一点：抵制是分裂党的行为。

俄国社会民主党还要经历最后一个困难的过渡：从小组习气过渡到党性，从庸俗观念过渡到对革命义务的自觉认识，从造谣中伤和施加小组压力过渡到纪律性。

谁珍视党的工作，珍视维护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事业，谁就不能容许象对中央机关进行“合理的”、“正当的”抵制这种卑劣的诡辩行为，谁就不能容许因十来个人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没有被选入中央机关感到不满而使事业遭到损害，工作陷于停顿，谁就不能容许在私下秘密地通过以不撰稿相威胁，通过抵制，通过断绝经费，通过造谣中伤和散布流言蜚语来影响党的负责人员。





	载于192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1—20页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是在这次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分裂、破坏活动进行尖锐斗争的时期写的。在大会记录于1904年1月公布以前，这篇《记事》是阐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结果和党分裂的原因的唯一文件。《记事》中的思想在列宁后来的一些文章、信件、讲话中，特别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1。



[2]列宁在这里引用的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在1903年7月18日（31日）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作报告以前的材料。当时到会的共有4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有1票表决权的代表33名，有2票表决权的代表8名；剩下1名崩得国外委员会的代表在第二名代表来到以前暂时也有2票表决权。崩得国外委员会的第二名代表到会以后，从7月22日（8月4日）起，在代表大会上有表决权的代表共43名，其中有1票表决权的35名，有2票表决权的8名。加上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大会代表共有57名；其中2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只参加了几次会议。——1。



[3]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1。



[4]这里指的是自称为彼得堡“斗争协会”的彼得堡“工人组织”的代表莉·彼·马赫诺韦茨（布鲁凯尔）。关于这个组织，见注138。——1。



[5]南方工人社是1900年秋初以《南方工人报》为中心在俄国南方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南方工人报》于1900—1903年秘密出版，共出版了12号。在不同时期加入南方工人社和参加《南方工人报》编辑部的有伊·克·拉拉扬茨、阿·维连斯基、奥·阿·科甘（叶尔曼斯基）、波·索·策伊特林、叶·雅·列文、叶·谢·列文娜、B.H.罗扎诺夫等。



南方工人社与经济派相对立，认为进行政治斗争和推翻专制制度是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它反对恐怖主义，主张开展群众性革命运动。但是，南方工人社过高估计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轻视农民运动，并且不同意火星派关于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在《火星报》周围以建立一个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而提出通过建立各区域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途径来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计划。1901年12月，他们召开了俄国南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的代表大会，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而以《南方工人报》为其机关报。这个尝试和南方工人社整个组织计划一样，是不切实际的。在1902年春大批组织被破坏后，联合会就瓦解了。1902年8月，南方工人社开始同《火星报》编辑部就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的问题进行谈判。南方工人社发表了支持《火星报》的声明（载于1902年11月1日《火星报》第27号和1902年12月《南方工人报》第10号），这对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具有很大意义。1902年11月，南方工人社的成员参加了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但是南方工人社在这个时期仍有分离主义倾向，他们曾要求出版一种与《火星报》平行的全俄报纸。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南方工人社的代表采取了中派立场。根据这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南方工人社解散。——1。



[6]泥潭派原来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人们给国民公会里的中派集团取的绰号，又译沼泽派，也称平原派，因他们的席位处在会场中较低的地方，故有此称。泥潭派在国民公会中占多数，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者的利益。他们没有自己的纲领，在各政治派别的斗争中依违于左派和右派之间，而总是站到当时力量较强者的一边。泥潭派一词后来成了那些动摇不定、企图回避斗争的派别的通称。——1。



[7]组织委员会（组委会）即召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是在1902年11月2—3日（15—16日）举行的普斯科夫会议上成立的。1902年3月，经济派和崩得分子发起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的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曾选出由《火星报》的费·伊·唐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的奥·阿·叶尔曼斯基、崩得中央委员会的К．Я．波尔特诺伊组成的组织委员会。但是代表会议结束不久，它的两名委员就被捕了，因此这个组织委员会事实上并未着手工作。



1902年春天和夏天，列宁在给《火星报》国内组织的成员——彼得堡的伊·伊·拉德琴柯和萨马拉的弗·威·林格尼克的信中，提出了成立新的组织委员会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列宁认为，火星派应在组织委员会中起主导作用，同时为保持同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的继承关系，在制止崩得代表企图影响俄国社会民主党事务的条件下，吸收崩得代表加入组织委员会也是必要的。1902年8月2日（15日），由列宁主持，在伦敦召开了一次火星派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弗·潘·克拉斯努哈、彼·阿·克拉西科夫和弗·亚·诺斯科夫。这次会议建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核心。会议决定邀请崩得和当时向《火星报》靠拢的南方工人社派代表参加组织委员会。同时给了组织委员会以增补新的委员的权利。



11月2—3日（15—16日），在普斯科夫举行了社会民主党各组织的代表会议，成立了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克拉斯努哈、《火星报》国内组织的伊·伊·拉德琴柯和南方工人社的叶·雅·列文组成的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还增补了《火星报》国内组织的克拉西科夫、弗·威·林格尼克、潘·尼·勒柏辛斯基、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亚·米·斯托帕尼为委员（拉德琴柯、克拉斯努哈和勒柏辛斯基于会议后次日被捕）。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该《通告》于1902年12月在俄国印成单页出版。



崩得没有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在《火星报》发表《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后不久，崩得在自己的报纸《最新消息》上发表声明攻击组织委员会。列宁在《论崩得的声明》（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80—86页）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崩得的立场。



1903年2月初，在奥廖尔举行了组织委员会的第2次会议。会议决定吸收《火星报》国内组织的罗·萨·哈尔贝施塔特和叶·米·亚历山德罗娃、南方工人社代表B.H.罗扎诺夫、崩得代表波尔特诺伊参加组织委员会，并批准火星派分子波·伊·戈尔德曼、A.П.多利沃-多布罗沃尔斯基、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和崩得分子伊·李·艾森施塔特为组织委员会候补委员。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代表大会章程草案和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的组织的名单。代表大会章程草案分发给各地方委员会进行讨论。结果，在组织委员会列入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组织名单的16个组织中，表决通过章程草案的全部条文的占三分之二以上；这样，代表大会的章程就得到了各地方组织的通过和批准。组织委员会根据这一章程进一步开展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谈到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时写道：“组委会主要是一个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是一个有意吸收各种色彩的代表（直到崩得为止）组成的委员会；而实际建立党的组织统一工作，则完全由《火星报》组织来担负。”（见本卷第274页）。——2。



[8]《火星报》(《Иckpa》)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俄国《火星报》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第52号由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因此，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机关报，人们称之为新《火星报》。——5。



[9]斗争社是达·波·梁赞诺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和埃·李·古列维奇于1900年夏在巴黎成立的一个团体，1901年5月取此名称。该社试图调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矛盾，建议统一社会民主党各国外组织。



1901年秋，斗争社成为一个独立的著作家团体。它在自己的出版物（《制定党纲的材料》第1—3辑、1902年《快报》第1号等）中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列宁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由于它背弃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策略，进行瓦解组织的活动，并且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没有联系，因此未被允许参加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斗争社被解散。——6。



[10]指伊·瓦·切尔内绍夫。——6。



[11]《工人事业》杂志（《PaбoчeeДeлo》）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于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该杂志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的立场。工人事业派宣扬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应服从经济斗争的机会主义思想，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党的领导作用。他们还反对列宁关于建立严格集中和秘密的组织的思想，维护所谓“广泛民主”的原则。《工人事业》杂志支持露骨的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该杂志的编辑之一伊万申参加这个报纸的编辑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工人事业派是党内机会主义极右派的代表。——6。



[12]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9。



[13]指阿基莫夫（弗·彼·马赫诺韦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23次会议上的发言。——12。



[14]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12。



[15]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火星报》组织的成员讨论了下列几个中央委员会人选名单：（1）多数派提出的“调和的”名单：B．H．罗扎诺夫（南方工人派分子，“为少数派所欢迎的”），列·达·托洛茨基（“好战的少数派分子”），弗·亚·诺斯科夫（“只在大会的斗争快结束时才参加斗争的”），当时在国内、没有参加代表大会的弗·威·林格尼克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2）少数派提出的名单：罗扎诺夫、托洛茨基、维·尼·克罗赫马尔、诺斯科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3）多数派提出的“对抗的”名单：诺斯科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罗扎诺夫；（4）少数派提出的“对抗的”名单：诺斯科夫、罗扎诺夫、托洛茨基。进行选举时，罗扎诺夫拒绝列入多数派提出的“对抗的”名单，因而代之以林格尼克。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是多数派的诺斯科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林格尼克。出于保密的考虑，只向代表大会宣布了诺斯科夫一人的名字。——13。



[16]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是根据列宁的倡议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于1901年10月在瑞士合并组成的。根据章程，同盟是《火星报》组织的国外部，其任务是协助《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出版和传播，在国外宣传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帮助俄国各社会民主党组织培养积极的活动家，向政治流亡者介绍俄国革命进程等。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被承认为享有党的地方委员会权利的唯一国外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的势力在同盟内增强。1903年10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同盟成了孟什维主义在国外的主要堡垒，直至1905年被撤销为止。——14。



[17]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计划》（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370—377页）。——15。



[18]《曙光》杂志（《Зap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6。



[19]党总委员会（1903—1905年）是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建立的党的最高机关。它的职责是：协调和统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活动，在这两个中央机关之一的全部成员出缺时恢复该机关，在同其他党的交往中代表党。党总委员会必须按照党章规定的期限召开党代表大会，并在拥有代表大会一半票数的党组织提出要求时提前召开党代表大会。党总委员会由5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各派2人，另一人由代表大会任命。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格·瓦·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的第五名委员。列宁起初代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参加党总委员会，在他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以后则代表中央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在普列汉诺夫转向机会主义和孟什维克篡夺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以后，党总委员会就成了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工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党总委员会被撤销。从第三次代表大会起，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唯一领导中心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任命。——17。



[20]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联盟。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8。



[21]伊万·伊万诺维奇（伊凡·伊万内奇）和伊万·尼基佛罗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佛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这两个地主本是莫逆之交，后来为一枝猎枪的争端而反目，以致打了十几年的官司。——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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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记录委员会

（1903年9月21日〔10月4日〕）

同志们！你们询问，我们是否同意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公布自己的名字，我们的答复是：就我们方面来说丝毫也不反对这样做，但是为了我们国内同志们的安全，从保密的角度考虑，是否容许这样做，这不能由我们自己来决定。这个关系到保密的问题，要由有关的党的机关来决定。






	　　尼·列宁格·普列汉诺夫

1903年10月4日于日内瓦

载于192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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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记录委员会

（1903年9月23日〔10月6日〕）

中央委员会请代表大会记录公布委员会立即将代表大会通过的下列文件的全文送交中央：（1）党的纲领；（2）党的组织章程；（3）代表大会的 全部
 决议和决定。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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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无耻和最低的逻辑

（1903年10月1日〔14日〕）

我们在第46号上，转载了崩得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崩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地位的决议，并对这个决议作了评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303—306页。——编者注］

 。崩得国外委员会在其9月9日（22日）的专页上，给了我们一个十分详细的怒气冲冲的答复。这个怒气冲冲的答复的最重要部分是下面这样一番精彩的表白：“除了最高章程以外〈原文如此！〉，崩得第五次代表大会还制定了最低章程”，并把这个最低章程全部引了上去，还在两个附注中作了说明——“屏弃自治”，加入党的其他部分只有得到崩得中央的同意才可以向犹太无产阶级发出号召，这二者“应当作为最后通牒提出”。崩得第五次代表大会就是这样决定的。

真是……太妙了，不是吗？崩得代表大会一下子就制定了两个章程，一下子就把自己最高的和最低的愿望或要求，都定了下来。同时，还聪明地（啊，可说是极端聪明地！）把最低章程藏在口袋里。发表出来（在8月7日（20日）的专页上）的只是最高章程，而且公开地、直接地、明确地声明，这个最高章程草案“应当作为讨论崩得在党内地位问题的基础〈请注意这一点！〉提交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当然，对手之所以特别激烈地攻击这个最高章程，正是因为这是最高章程，是他们所谴责的派别的“最新成就” 
［注：顺便提一下。由于这个词，《最新消息》[22]曾特别疯狂地攻击我们，这对崩得的论战来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个词（要求实行联邦制）是两年多以前说的，怎么能说是最新成就呢？《火星报》以为读者就是那么健忘！……冷静点，冷静点，先生们：文章的作者把你们的最高章程称为最新成就，是因为这个词是在《火星报》第46号出版的前两天（大约）说的，而不是两年前说的。］

 。可是，过了一个月，他们又毫不难为情地从口袋里掏出“最低章程”，并以威胁的口吻加上一个“最后通牒”！

这已经不是“最新成就”，而是真正的最低价格……先生们，只是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最低价格？你们另一个口袋里是不是还有一个最低的最低章程呢？再过一个月左右，它是不是还要出世呢？

我们非常担心，崩得分子对这最高章程和最低章程的全部“精华”领会得很差。先索高价，然后减价75％，并说这是“最后价格”，——买卖不就是要这样做吗？难道买卖和政治之间还有什么差别吗？

有的，先生们，我们敢向你们肯定，是有差别的。首先，在政治上，有些政党一贯奉行一定的原则，而在原则上讨价还价是不体面的。其次，如果加入一个政党的人，把自己一些要求看作是最后通牒，就是说，看作是自己作为该党党员的条件，那么政治上的诚实态度，就不是把这个情况掩饰起来，“暂时”藏到口袋里去，而是相反，一开始就公开地明确地提出来。

我们早就向崩得分子宣传过这个浅显的道理。早在2月（第33号），我们就写道：捉迷藏是不聪明的，不体面的；崩得单独出面（发表关于组委会的声明），是因为它想作为一方，向全党提出条件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80—86页。——编者注］

 。由于我们这个估价，崩得当时就向我们大力施展它所惯用的（也可以说是泼妇骂街式的）辱骂伎俩，然而现在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是对的。崩得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中，正是作为一方向全党公然提出最后通牒的！我们一直设法让崩得分子做到的正是这样把问题摆出来，从而证明，这是他们所站的立场的必然结果：崩得分子先是怒气冲冲地提出抗议，接着躲躲闪闪，敷衍搪塞，最后还是不得不拿出自己的“最低章程”。

这是很可笑的，但更可笑的是：崩得直到现在还在敷衍搪塞，还在说“火星派编造所谓崩得想跟俄国党结成联邦制的联盟这个老掉牙的众所周知的说法”是“造谣”。这个说法之所以是造谣，据说是因为崩得提出的党章第1条就公开谈到崩得要成为党的一部分，而不是跟党结成联盟。

太好了，先生们！但就是那一条，不是还谈到崩得是党的联邦的部分吗？整个最高章程不是还谈到协议的双方吗？最低章程不是谈到最后通牒，谈到只有取得加入党的各个部分的一致同意才能修改“主要条文”，而在这方面无论是地方组织还是区域组织都不能认为是党的一部分吗？你们自己说，协议的一方既不能是地方组织，也不能是区域组织，而只能是“象崩得这样的联合的部分”。你们自己举例子说，“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可以成为这样的联合部分，“如果它们是在一个党内的话”，——你们聪明地这样补充说。那么，如果它们不在一个党内呢？如果你们所喜欢的各民族组织的联邦，党的所有其他部分都不喜欢，而且坚决拒绝呢？其实你们都很清楚，事情就是这样，你们自己也公开声明，你们不再提出在各民族联邦的基础上建立整个党的要求了。试问，你们究竟向谁提出最后通牒呢？是向崩得除外的全党提出的，这不是很明显吗？你们没有证明火星派的说法是造谣，而只是暴露了你们的遁词缺乏起码的逻辑。

但是，对不起——崩得分子反驳我们说——我们的最低章程本来就把联邦制也都删掉了！去掉这个“可怕的”字眼，在所谓从最高章程转到最低章程中间，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崩得对原则的冷淡，恐怕从来没有象在这里表现得这样天真。你们是教条主义者，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什么也不能促使你们承认联邦制的“组织原则”。而我们可不是教条主义者，我们“把问题提到纯粹实际的基础上来”。你们不是不喜欢某些原则吗？真是些怪人！那我们完全可以不提什么原则，我们可以“把第1条写得使它不致成为一定组织原则的宣言”。“问题的关键不在章程前面有关原则的阐述上，而在根据犹太工人运动和整个工人运动的需要而制定的具体条文上。”（9月9日（22日）专页第1页）

这番议论真是天真可爱到了极点，使人真想好好亲吻一下它的作者。这位崩得分子真的以为教条主义者只怕一些可怕的字眼，因此他判定：只要删掉这些字眼，那些具体的条文，教条主义者就根本不会懂得！于是崩得分子就苦心孤诣地制定最高章程，把最低章程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草拟最后通牒第1号、第2号……Oleum　et　operam　perdidisti，amice！我的朋友，你这是白白浪费时间和气力。尽管你们狡猾地（啊，惊人的狡猾！）拿掉了招牌，教条主义者还是可以从最低章程的“具体条文”中看出联邦制的原则来的。从要求不要把党的组成部分局限于任何区域范围上，从自封为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 
［注：现在崩得向我们肯定说：“这个词没有什么意义。”奇怪！为什么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词，不管是最低章程还是最高章程，都要放进去呢？在俄语里，这个词是有完全确定的意义的。在这里，它既是联邦制的又是民族主义的“宣言”。我们奉劝看不出民族主义和联邦制之间的联系的崩得分子考虑考虑这一点。］

 代表上，从要求有“代表”参加党中央委员会上，从不许党中央不经崩得中央同意就跟崩得各部分发生联系上，从要求只有经过党的各部分的同意才能改变主要条文上，都可以看出这一原则。

不，先生们！摆在我们面前的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的关键，正是在于一定组织原则的宣言上，而决不在具体条文上。关键在于选择哪条路，是把历史上形成的崩得的孤立状态合法化，还是在原则上抛弃它，公开地、明确地、坚决地、真诚地走上同全党愈来愈接近、愈来愈密切地融合在一起的道路？是保持隔绝状态，还是转向融合。这就是面临的抉择。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要由崩得自愿地作出选择，因为正如我们在第33号上已经说过的，“爱情不能强求”。如果你们愿意转向融合，那就会放弃联邦制，接受自治。那时，你们就会了解，自治可以使融合成为一个渐进的过程，使改组可能带来的破坏减少到最小限度，同时使犹太工人运动不会因这个改组和融合受到任何损失，反而会大有所得。

如果你们不愿意转向融合，那就是坚持联邦制（不管是以最高形式还是最低形式，发表宣言还是不发表宣言），害怕“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把崩得的不幸的隔绝状态奉为偶像，一听到消除隔绝状态就叫喊是消灭崩得，找论据为自己的隔绝状态进行辩护，而为了寻找论据，不是抓住犹太“民族”的锡安主义[23]思想不放，就是进行蛊惑宣传和造谣诽谤。

联邦制在理论上只能用民族主义思想来进行论证；我们奇怪的是，还要我们向崩得分子证明，正是那个通过关于存在犹太民族的宣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宣布了联邦制的宣言，并不是偶然的。

为了在实际上诋毁融合的思想，只有嗾使不觉悟的懦怯的分子去反对所谓要把各委员会“一刀切”、要它们“没有上面命令一步也别动弹的”《火星报》的“骇人听闻的”、“阿拉克切耶夫式的”组织计划。多么可怕！我们毫不怀疑，所有的委员会都会马上起来反抗这种“刺猬皮手套”和阿拉克切耶夫式的“拳头”等等……但是，先生们，你们是从哪里知道这个残暴的组织计划的呢？是从刊物上吗？你们为什么不加以引用呢？还是从最确实地了解这个阿拉克切耶夫式的统治[24]的一切详情细节的在党内专门搬弄是非的长舌妇们嘴里知道的呢？后一种可能性也许更大一些，因为只要有起码的逻辑，就不会把这样两种东西混为一谈：一种是必要的要求，以便使中央“有可能了解每一个党员”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49页。——编者注］

 ，一种是用来吓唬人的明显的诽谤之词，说什么中央要“包办一切”和“管制一切”。还有：“地方和中央之间”，将有一些“松散的组织”，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猜想：我们善良的崩得分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一点，将来有机会还需要跟他们详细解释解释。

然而，最糟糕的是，不光地方，就连中央都要起来反抗。诚然，中央还没有诞生[25]，但那些长舌妇不仅确切地知道它的生日，而且知道这新生儿的整个命运。看来，这将是一个“受一帮著作家操纵的”中央。你看，这不是一个很有效的不花什么本钱的斗争手段吗？崩得分子在这方面不是头一份，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份。要揭露这个中央或组委会的错误，就要找到证据。要揭露某些人不是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动，而是受别人的操纵，就要敢于出来公开控告，并向全党对这种控告负责！所有这些，代价都太大了，从任何意义上讲代价都太大了。而长舌妇的胡说八道却是不花什么本钱的……也许还有人上钩呢。一个人（或机关）受人“操纵”，随人摆布，成为《火星报》的走狗、傀儡和仆从，这个名声确实不大好听……我们可怜的未来的中央啊！它能求谁来保护自己不受阿拉克切耶夫式的统治呢？也许可以求“独立的”和不会受到任何“怀疑”的崩得分子吧？





	载于1903年10月1日《火星报》第4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23—29页

















[22]《最新消息》（《Последние　Известия》）是崩得国外委员会的公报，1901—1906年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56号。——23。



[23]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是19世纪末在欧洲各国犹太资产阶级中产生的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锡安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古犹太人把它看作是犹太国的政治和宗教中心，锡安主义即得名于此。锡安主义的中心思想为：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是一个统一的犹太民族，具有一致的民族利益，因此要“从世界各地回到巴勒斯坦重建国家”。锡安主义者鼓吹犹太劳动人民同犹太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诱使犹太劳动人民不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同其他民族的劳动人民共同进行争取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斗争。——26。



[24]阿拉克切耶夫式的统治意为极端专横和残暴的统治。阿·安·阿拉克切耶夫是俄国沙皇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的权臣，推行反动的警察制度，用极端残暴的手段对付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和任何要求自由的表现。——27。



[25]列宁在这里说“中央委员会还没有诞生”，是出于保密的考虑。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已于1903年8月7日（20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选出。——27。









《列宁全集》第8卷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告反对派成员书草稿[26]


（1903年10月13日〔26日〕以前）

在多次个别解释失败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认为自己有义务以他们所代表的党的名义向你们发出正式通知。马尔托夫同志拒绝参加编辑部和拒绝为《火星报》撰稿，《火星报》原来的编辑部成员拒绝撰稿，某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对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抱敌对态度，这一切使这个所谓的“反对派”同全党的关系处于完全不正常的状态。消极地逃避党的工作，“抵制”党中央机关（例如从《火星报》第46号起停止为该报撰稿，以及布柳缅费尔德同志退出印刷所），硬用“集团”的名义同一位中央委员[27]谈话，违反党章规定激烈地攻击代表大会所批准的中央机关的人选，坚持以更换人选作为停止抵制的条件，——所有这些行为不能认为是与党员的义务相符合的。所有这些行为几乎已达到直接破坏纪律的地步，并使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在党章中）关于委托中央委员会分配党的人力和经费的决议化为乌有。

因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提醒所谓的“反对派”的全体成员注意他们的党员义务。不能而且也不应当由于对中央机关人选的不满而采取不正当的行动，不管这种不满是由个人的愤慨引起的，还是由在某个党员看来是严重的分歧引起的。如果有某些人认为中央机关犯了什么错误，那么所有这些党员就有义务向全党指出这些错误，首先是向中央机关本身指出这些错误。为了对党负责，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同样应当极其细心地研究这些意见，不论它们是谁提出来的。然而所谓的反对派既没有向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也没有向中央委员会直接而明确地指出什么错误或者对某件事情表示不满和反对；马尔托夫同志甚至拒绝参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最高机关党总委员会，虽然只有在这个岗位上他才有可能向党揭露他在中央机关工作中所发现的错误。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坚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决不会允许用非法的、秘密的（对党保守秘密的）和不正当的手段施加压力和进行抵制的方法来影响它所建立的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声明，只要党不解除它们的职务，它们将坚守自己的岗位，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且尽一切努力去完成委托给它们的全部任务。“抵制”这种做法丝毫不能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离开它们遵照党的代表大会的意旨所走的道路。这种做法只会给党的某些工作部门带来一些小麻烦和大损失。这种做法只能表明那些还要这么做的人不了解党员的义务，并且在违反党员的义务。





	载于192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30—33页

















[26]《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告反对派成员书草稿》有两个稿本。一个稿本（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6卷第308—310页）没有结束部分。另一个就是本卷刊载的稿本，比较完整。这个号召履行党员义务的告反对派成员书本来是准备寄给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亚·尼·波特列索夫、列·达·托洛茨基等孟什维克反对派领袖人物的，可能由于在1903年10月中旬召开的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同孟什维克反对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没有发出。——29。



[27]这位中央委员是弗·威·林格尼克。——29。









《列宁全集》第8卷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28]


（1903年10月）


1

对议程的意见

（10月13日〔26日〕）


（1）

没有必要预先限制有关章程方面的工作。章程将是新的，因而可以保留“制定章程”的提法。[29]


（2）

我的报告时间一个小时不够。当然，我可以草草了事，但是我认为，这样做对会议没有好处。请主席征求大会的意见：是给我增加时间还是我把报告加以压缩？


（3）

同盟选出了两名代表。马尔托夫同志放弃了自己的代表权，所以现在合法代表只有我一个人。既然取消了对发言人的一切时间限制，那我就不明白马尔托夫的提议[30]有什么意义。这里参加过代表大会的人很多，因此，我想那样就不会只有一个补充报告，而会有一系列的补充报告。

2

对《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的预先说明

（10月13日〔26日〕）


（1）

列宁对自己的报告作了几点预先的说明。他说，首先我建议保留在代表大会上所使用的别名，因为我对它们已很习惯，使用起来比较方便，省得每次都要考虑某某代表是属于哪个组织的。其次，我还想谈谈《火星报》组织在代表大会会议的间歇期间举行的所谓非正式会议。我想这样做是可以的，因为第一，同盟是《火星报》组织国外部，第二，《火星报》组织现在已经解散，第三，如果没有这些材料，我就更难说明党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真正意义。


（2）

马尔托夫同志反对谈《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因为会上没有作记录，可是现在连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也还没有，因此我也无法引证。好在马尔托夫同志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不确切的地方，他可以提出修正。既然《火星报》的非正式会议具有实际意义，那我就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会议的情况，马尔托夫同志无论如何是掩盖不住的（“哦！”）。当时我不允许谁参加这种会议，谁退出了会场，我记得很清楚，因此我在这方面有很多话要谈。当然，错误是会有的，因为我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记住。最重要的事是政治上的派别划分。当然，关于每一次表决所反映的派别划分，我只能回忆起大致的情况，但是总的说来，这种划分我是完全清楚的。向同盟隐瞒有关已经解散的《火星报》组织的情况，隐瞒已成为党的财富的东西，是没有好处的。至于记录上用了别名，那当然更好，但我没有看过记录，因此也不知道这些别名。


（3）

马尔托夫同志担心，如果谈论《火星报》的非正式会议，便会落到说谎的地步。我不打算来谈是否说谎的问题，但“我们要看一看”，究竟谁能够坚持原则性的争论，谁一定会落到这种悲惨的地步（“哦！”）。“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要看一看！”我认为我完全有自由来谈论编辑部的会议，如果马尔托夫同志也要谈，我决不反对。但是我还应当指出，在代表大会期间我们没有开过一次专门的编辑部会议。


（4）

的确，是我自己要求召开会议的，而且谁也没有阻止过我。我认为，把一切都敞开来谈一谈是完全合适的。私人谈话与《火星报》组织的会议之间有很大差别。无论如何，希望召开会议来谈。在同盟认为我有必要谈《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以前，我先不谈这个问题。


（5）

我的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马尔托夫同志犯了错误，但是他作的关于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暗示，我认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31]我记得我在党代表大会上就一件事说过这样一句话：“那些在委员会内说一套，而在会议上又说另一套的人，总是会引起大家极大的愤怒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44页。——编者注］

 暗示这种行为，这已经不是讨论政治行为，而是转到个人问题上去了。至于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某某人走的时候根本不了解情况，我可以证明这完全不是事实。[32]他本人曾写信告诉我，在他看来在这整个分歧中有许多个人的东西，而很少原则的东西。由此我可以断定，他是了解情况的。由于他要求我发表自己对大会的看法，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写信给他。

3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10月14日〔27日〕）

在开始报告以前，列宁谈了上次会议上的争论，即关于火星派分子在党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非正式会议可以谈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他是这样解释昨天的大会决议的：报告人只能在最低限度内涉及记录上没有记载的事实[33]。因此，当他谈到《火星报》组织的成员所举行的会议时，只打算谈表决的结果。

说了这些话以后，他叙述了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那一段时期的情况。他说，在负责筹备召开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中，火星派分子占优势，因此它的活动是遵循火星派方针进行的。但还在大会筹备期间，就已暴露出组委会远不是完全团结一致的。首先，这个委员会内有一个崩得分子，他竭力利用各种借口阻碍召开遵循火星派方针的代表大会；这位组委会委员始终执行他自己的路线。组委会里还有两个“南方工人”社的代表；虽然他们也自称为火星派分子，他们在经过长时间谈判之后甚至声明拥护《火星报》，但是毕竟不能承认他们真是这样的人。最后，就是参加组委会的火星派分子本身也不是完全团结一致的，他们之间也有意见分歧。指出组委会关于限权委托书问题的决定也很重要。这个问题远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就发生了，当时决定限权委托书必须取消。编辑部也很明确地表示对这个问题抱有同样的看法。这项决定对编辑部本身也是适用的。当时决定：在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大会上，任何党员和任何编辑部成员都不应当受他对委派他的组织所负的任何义务的约束。鉴于这项决定，我给代表大会拟定了一个议程草案，并附有说明；这个草案我决定以我个人的名义提交代表大会。在这个草案第23条的页边，我作了各选3人到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说明。[34]同这一条有关的还有一件事。由于原来的编辑部由6人组成，所以一致同意通过下列决定：如果在大会期间需要召开编辑部会议而票数双方相等，那就邀请巴甫洛维奇同志作为有表决权的一员参加会议。

远在代表大会开幕以前，代表们就开始聚集在一起了。组委会给他们提供了预先认识各位编辑的机会。很自然，火星派分子希望在代表大会上能够团结起来，步调一致。为此，同报到的代表进行了个别交谈，还召开会议以求得观点一致。在这些会议上，某些代表的面目便充分暴露了。例如在一次会议上，当我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35]以后，一位矿区的代表以波兰社会党[36]的观点发言，暴露了在看法上极端混乱。

这就是大会召开以前的情况。

现在我来说明一下，既然同盟选出了两名代表，那我怎么会成了同盟的唯一代表。本来《火星报》国内组织[37]也应该派遣两名代表，但是一个代表也没有到会。因此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召开的一次火星派的会议上决定：同盟选出的两个代表之一应该把代表委托书交给另外一个代表，而自己充当《火星报》组织的代表，持有该组织的两张代表委托书，如果国内选出的代表到来，则将《火星报》组织的两张代表委托书交出一张给这个代表。由于同盟起的作用不大，我和马尔托夫自然都愿意当《火星报》的代表。这个争执我们用抽签方法解决了。

第一个预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代表大会主席团的选举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了我和马尔托夫之间一些分歧（尽管分歧不大）。马尔托夫坚决主张选举9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个崩得分子。而我则认为必须选出一个能够执行坚定不移的政策、在必要时甚至能够使用所谓“刺猬皮手套”的主席团。结果选出了普列汉诺夫、列宁和巴甫洛维奇。

除了5个崩得分子以外，在代表大会上还有两个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代表，以及几乎经常跟着他们投票的彼得堡“斗争协会”的一个代表。这些人一开始就竭力拖延讨论。仅仅讨论大会的议事规程一项，就花了很多时间。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也争论不休，接连开了好几次会。一个参加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崩得分子，也同样拖延时间。他处处阻挠会议的进行，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不同意该委员会（我也参加这个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意见，总是保留“自己的意见”。当有人指出这样会使大会拖延的时候，这位崩得分子回答说，“就让它拖延好了”，并且表示准备在委员会内坚持开会，无论开多少时间都可以。因此代表资格审查的工作一直拖到深夜才结束。

在代表大会头几天的会议中，就发生了组委会事件。按照组委会所拟订的章程，只有“党的著名活动家”才能以有发言权的代表的资格被邀请参加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拒绝了“斗争”社提出的关于承认它的代表委托书的请求。在这个委员会内有两个组委会委员，他们坚决反对批准“斗争”社的代表参加大会。当委员会的报告人把这项决定向代表大会传达时，引起了一场“赞成”和“反对”的长时间的争论。有一位火星派分子在会上发言，认为决不应当邀请“斗争”社的代表参加大会，因为这个社一味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钻空子，到处制造纠纷，等等。（托洛茨基：“你何必不说出发言人的姓名，这话是我说的。”帕·阿克雪里罗得：“显然，报告人认为这对自己没有好处。”）不错，这样尖锐地评论“斗争”社的是托洛茨基同志。在是否批准“斗争”社的代表参加大会的争论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一个没有赶上大会开幕而刚刚到会的“南方工人”社代表[38]要求休会5分钟，以便了解有关争论问题的全部情况。在大会决定休会以后，组委会的委员在窗子旁边就地举行了会议。应当指出，还在大会开幕以前，组委会的某些委员就已经对编辑部有些不满。例如，组委会中的那个崩得代表，对于编辑部事先未经组委会许可而用自己的名义并代表组委会送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500马克作为选举经费这件事，就曾经感到非常愤慨。在不能及时同国内同志取得联系的情况下，这种行动本来是十分自然而没有过错的，但这个崩得分子认为这是国外编辑部不征求组委会同意而任意使用它的名义。当时有人甚至向组委会建议对编辑部提出警告，组委会也这样做了，因为《火星报》组织的一个原来的成员NN同志赞同这个崩得分子的意见。当我把这件事告诉马尔托夫的时候，他很气愤，说这真是“卑鄙无耻”。（马尔托夫：“不，我没有用过‘卑鄙无耻’这个词”）准确的说法我记不清了。当时马尔托夫还说，他“决不就此罢休”。我劝他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最好保持缄默，不要把这件事看得那么严重。组委会在窗子旁边开过会议以后，它的成员之一巴甫洛维奇同志便告诉主席团的其他两位委员说，根据那个迟到的“南方工人”社代表（也是组委会委员）的提议，组委会以多数票（除他反对外）通过了一项决议，同意邀请“斗争”社的代表梁赞诺夫以有发言权的代表的资格参加大会。巴甫洛维奇同志坚决反对这项决议，由于已经取消限权委托书，他认为自己有权在大会上对这项决议提出异议。我们这些主席团成员以及编辑部成员和其他火星派分子，对组委会的这项决议都感到非常气愤。我刚才提到的那位组委会委员NN同志，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自己曾反对批准“斗争”社的代表参加大会，而现在在组委会的会议上却同意邀请他出席大会。现在他自己把梁赞诺夫拉到大会上来。这样我们就上了圈套。因此我们决定坚决反对组委会这项令人愤慨的决议。许多代表都表示反对这项决议。我在就这件事发言时说：“那些在委员会内说一套，而在代表大会上又说另一套的人，在欧洲的代表大会上会引起大家极大的愤怒的。”我当时说这句话是指《火星报》组织的成员NN。当巴甫洛维奇同志通知大会说他反对组委会的这项决议时，“南方工人”社的代表认为这是破坏纪律，是瓦解组织的行为等等，并要求大会对巴甫洛维奇同志的这种行为给以应有的惩罚。但是我们驳倒了所有这些说法。组委会的多数被击败了。当时通过了一项决议：在代表大会已经选出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之后，组委会作为一个委员会已无权干预大会的组成。邀请梁赞诺夫的提议被否决了。但是在大会闭幕以后，我还听到某些火星派分子质问为什么不批准“斗争”社的代表参加大会。（捷依奇：“我在大会上就说过这样的话。”）一点不错，在其他问题上（这我以后还会谈到），捷依奇同志有时也不和其他所有火星派分子一起投同样的票，例如在语言平等问题上就是这样。现在某些火星派分子还发表这样一些非常奇怪的意见，认为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活动中应当反映出党内的种种动摇倾向和幼稚观点。某些不坚定的动摇的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也说过类似的话。因此，如果认为一切自称火星派分子的人都是名副其实的火星派分子，那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还有些火星派分子甚至以火星派分子的称号为可耻。有些火星派分子同《火星报》作斗争，给《火星报》设置种种障碍，阻挠《火星报》的活动。《火星报》已经享有声誉，火星派分子的称号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但是这并不妨碍许多人依然故我，还是《火星报》被许多委员会承认以前那个老样子。这类不可靠的火星派分子给《火星报》造成了许多危害。如果他们直接地公开地同《火星报》作斗争倒还好……但是他们不是这样做，而是在背后偷偷摸摸地、悄悄地、秘密地进行活动。

党代表大会的第2项议程是讨论党纲。《工人事业》的支持者、崩得分子和在大会期间被取名为“泥潭派”的一些代表，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关于党纲的辩论拖延得令人难以置信。光是阿基莫夫一人就提出了不止10条修正案。争论几乎都发生在个别词上，发生在该使用这个还是那个连接词上。参加纲领草案审查委员会的一个崩得分子完全有根据地问道：我们究竟审查谁的草案，是《火星报》编辑部提出的呢，还是阿基莫夫提出的？——当时要讨论的修正案实在太多了。这些修正案都是无足轻重的，结果党纲未作任何重大修改而被通过了。可是，关于党纲的辩论却用了将近20次会议。可见大会的工作效率由于各种反火星派分子和冒牌火星派分子采取反对立场而低到了什么程度。

继组委会事件之后，在大会上发生的第二个重大事件就是关于语言平等的事件，或者象人们在大会上用讽刺的口吻所说的“关于舌头自由”的事件。（马尔托夫：“或者叫作‘关于驴子’的事件。”笑声）不错，也可以叫作“关于驴子”的事件。事情是这样的。党纲草案中规定，全体公民，不分性别、民族、宗教信仰等等，都享有平等权利。但是崩得分子感到不满足，他们要求在党纲中规定每个民族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学习以及在各种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内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一个能说会道的崩得分子在发言中拿国家种马场做例子，普列汉诺夫针对他的意见指出，谈论种马场没有必要，因为马不会讲话，“只有驴子才会讲话”。崩得分子为此感到不快，显然认为这是拿他们开玩笑。

在语言平等问题上，第一次出现了分裂。除了崩得分子、工人事业派、“泥潭派”以外，赞成“舌头自由”的还有一些火星派分子。在这个问题表决时，捷依奇同志的表现使我们感到惊奇、不满和气愤；他一会儿弃权，一会儿又投票反对我们。最后，这个问题总算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友好地得到了解决。

一般说来，在大会的前半期所有火星派分子是一致行动的。当时，崩得分子说有人在制造反对他们的阴谋。一个崩得分子在发言中用“紧密的多数派”来形容代表大会。为了回答这种说法，我表示希望我们全党能成为一个紧密的多数派。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48页。——编者注］



大会的后半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从这时起开始了马尔托夫的历史性的转变。这时我们之间的分歧已经不是无足轻重的分歧了。这些分歧的产生是由于马尔托夫对当时的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马尔托夫同志背离了他过去所遵循的路线。

议程的第5项是讨论党章。关于党章第1条，我同马尔托夫在委员会内就发生了争论。我们各自坚持不同的条文。我提议，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但马尔托夫认为，除了前两个条件以外，只要在党的一个组织监督下进行工作就够了。我坚持自己的条文，并指出，除非放弃集中制的原则，否则我们决不能给党员下其他的定义。承认不参加党的任何一个组织的人是党员，就等于反对党的任何监督。马尔托夫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同《火星报》原则完全抵触的新原则。马尔托夫的条文扩大了党的范围。他的理由是：我们的党应当成为群众的党。他给各种机会主义者敞开了大门，把党的范围扩大到了完全模糊的地步。在目前条件下，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很难划清革命者和空谈家之间的界限；因此我们必须缩小党的概念。马尔托夫的错误在于：当已经发现甚至在代表大会上还有整整三分之一的人搞阴谋的时候，他给各种坏分子敞开了党的大门。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机会主义。他的条文把杂音加进了党章：每个党员都应当受组织的监督，以便使中央有可能了解每一个党员。我的条文则是要促使组织起来。马尔托夫同志贬低了“党员”的概念，而我认为必须把它提得很高很高。《工人事业》、崩得和“泥潭派”都倒向马尔托夫一边，在他们的赞助下，他的党章第1条条文被通过了。

于是，马尔托夫就说有人散布关于他的“可耻的谣言”。但是，指出马尔托夫同谁联合，没有任何侮辱的意思。当我同布鲁凯尔同志联合的时候，我自己也遭受过同样的谴责。当马尔托夫给我一张写着“看看是谁和你投同样的票”的纸条时，我丝毫不以为是侮辱。其实，我同布鲁凯尔的联合是暂时的和偶然的，可是马尔托夫同崩得的联合是长期的。我反对马尔托夫的条文，因为它意味着陷入泥潭。这一点我曾提醒过马尔托夫，而我们的反对者们则象一个人似地跟着马尔托夫走，以各种动听的理由为这个错误辩护。但最危险的并不是马尔托夫陷入了泥潭，而是他偶然陷入泥潭之后不设法爬上来，而且愈陷愈深。崩得分子觉得自己成了左右局势的人，因此便把自己的烙印打在党章上。

在代表大会的后半期，也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多数派，只是这个多数派是由马尔托夫分子加“泥潭派”加《工人事业》和崩得中的紧密的少数派组成的联盟。这个紧密的多数派是反对火星派的。一个崩得分子看到火星派内部发生争吵便说：“当领袖们打架的时候进行争论，那是很痛快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崩得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会场。他们乃是左右局势的人，他们还可以决定很多事情。很可能他们是受到限权委托书的约束。

党章第1条遭到破坏以后，我们不得不打个双结把被打破的罐子尽可能紧地扎起来。我们自然担心我们会受到暗算，陷于困境。因此有必要实行中央机关成员的相互增补，以便保证党中央机关行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又引起了斗争。必须做到，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再发生组委会所发生的事情。必须组成一个坚定不移的、忠实的火星派内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又失败了。关于中央机关成员的相互增补的条款被否决了。在“泥潭派”支持下的马尔托夫所犯的错误，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从这时起，他们的联盟便完全形成了，而我们面对失败的威胁，不得不把我们的枪炮装上双倍的弹药。崩得和《工人事业》坐在那里运用自己的投票权决定大会的命运。因此就发生了激烈的残酷的斗争。

现在来谈一谈《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们主要是讨论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在《火星报》组织的整整四次会议上，都是就NN同志的问题进行辩论。一部分火星派分子主张对NN表示政治上不信任，但这不是就这个词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的，因为根本没有人把任何污辱之词加在NN头上，而只是就NN是否适于当火星派内阁成员这个特定的意义讲的。这件事引起了激烈的斗争。在最后一次16人参加的会议上，有9人反对NN，4人赞成，其余的人弃权。在这次会议上也讨论了内阁由哪些人组成的问题。

马尔托夫和我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三人小组名单”，我们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我们不希望代表大会上的票数分散，因此决定提出一个折中的名单。我们作了种种让步：我同意把两个马尔托夫分子列入名单。少数派不同意这样做。此外，“南方工人”社的代表不愿意列入我们的名单，而同意列入马尔托夫派的名单。于是，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竟要由“南方工人”社的代表这个局外人来决定。在火星派分裂以后，我们不得不集合自己的同道者，大力进行鼓动。崩得的突然退出，立刻改变了整个形势。由于他们退出大会，又形成了紧密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我们成了多数派，因此我们把自己所需要的人选进了中央委员会。

这就是造成分裂的情况。马尔托夫知道我会坚持选举编辑部的主张，便向代表大会提出批准《火星报》全部原来的六位编辑部成员的问题，真是太笨拙了。这等于把选举编辑部的问题变成对编辑部的某些人表示不信任的问题。

选举在星期六5点钟结束。接下去我们开始讨论决议案。我们只剩下几个小时来进行这项工作了。由于“泥潭派”的阻碍和拖延，我们不得不从议程上取消许多重要项目；例如，我们就根本没有时间讨论所有策略问题。

大会对各个决议案的态度非常一致，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调和情绪占了优势。我们觉得，马尔托夫并没有把已经发生的分歧看作一个重大问题。当“南方工人”社的一个代表提出选举的合法性问题时，他甚至说少数派是服从大会的一切决议的。所有的决议案都和平地友好地通过了；只是在斯塔罗韦尔提出的关于自由派的决议案上发生了分歧。这项决议案含糊不清，而且又表现出了机会主义。我们表示反对，并力争通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另一项决议。

对代表大会的总的印象是：我们一直在同阴谋诡计作斗争。我们曾陷于不能工作的境地。结论是：“愿上帝保佑我们摆脱这样的朋友”，就是说摆脱冒牌火星派分子。马尔托夫完全不了解这种形势。他把他的错误立场提高为一种原则。马尔托夫关于多数派造成了“戒严状态”的断言，显然是同党的真正需要抵触的。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工作，必须清除妨碍工作的分子，使他们不能给党造成损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下届代表大会上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这就是党的中央机关之间要完全一致的原因。

大会前半期与后半期的情况恰恰相反。整个大会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四大类，这就是：（1）组委会事件；（2）关于语言平等的争论；（3）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4）党中央机关选举问题上的斗争。

在大会前半期，我们同马尔托夫一起反对组委会、崩得、《工人事业》以及“泥潭派”，大会的后半期马尔托夫偶然陷入了泥潭。可是现在，在代表大会以后，他已经不是偶然陷入泥潭，而是真正陷入泥潭了。（掌声）

4

关于马尔托夫的报告的声明[39]

（10月15日〔28日〕）

我坚决反对这样一种不光彩的斗争手段，反对马尔托夫提出谁在叙述我、他以及斯塔罗韦尔之间的私人谈话时撒了谎和耍了阴谋诡计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这种手段全然违背了马尔托夫自己昨天的声明，昨天他说，他不屑于提出对于私人谈话的叙述是否真实这样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声明，马尔托夫对这里涉及的私人谈话的叙述是完全错误的。我声明，如果他要指责我，说我的行为与在党内所担负的重要职务不相容，那我愿意接受任何公断，并要求同马尔托夫对质。我声明，马尔托夫不能象现在这样不提出直接的责难，而只是作些隐晦的暗示，他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也就是说要有勇气在全党面前公开地和负责地坚持自己的责难。而我，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以整个编辑部的名义建议马尔托夫立即把自己的一切责难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如果马尔托夫不这样做，那就只能证明他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不过是无理取闹，而不是从道义上弄清党内问题。

5

关于马尔托夫的报告的声明

（10月16日〔29日〕）

我声明，自从马尔托夫昨天的所谓补充报告把讨论转到不体面的基础上以后，我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参加这项议程的任何讨论，因而我也拒绝再作自己的总结性发言；尤其是，如果马尔托夫有勇气提出明确和公开的责难，他就应该在我昨天正式要求他编写的小册子里向全党提出这些责难。

6

讨论同盟章程时的发言

（10月17日〔30日〕）


（1）

我主要谈一个问题，即报告人认为同盟有制定自己章程的自主权。据我看来，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按照党章第6条，中央委员会既然有权组织各委员会，它就是唯一可以制定同盟章程的机关；因为组织首先就是制定章程。在中央还没有认可同盟的章程之前，同盟就没有章程。自主权的概念在这里完全不适用，因为它与党章背道而驰。我再一次特别强调指出，在未经中央认可以前，同盟就没有章程。至于党代表大会对同盟加以认可，那不是着眼于它的工作，主要可能是着眼于它坚持原则的精神，而不管它有多少各种各样的缺点。


（2）

对这些理由无须多加反驳。[40]第6条规定有权组织，从而也就有权改组，而改组后的同盟仍然是同盟，是国外唯一的党组织。


（3）

对马尔托夫同志提出的关于负责人员是否须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问题，我的回答是：选入领导机关的人员须经中央委员会批准，这样做我看不出有任何障碍。

7

就关于同盟章程的决议的表决结果所作的发言

（10月17日〔30日〕）

……列宁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和他投同样票的同志提出声明，认为否决科尼亚金同志的决议案而通过马尔托夫同志的决议案是粗暴地违反党章的行为。[41]（“这一表决究竟违背党章的哪一条？”）我拒绝回答这类问题，因为这在讨论过程中已被充分阐明。（“请指出我们通过的决议违背党章的哪一条。”）党章的解释权属于党的中央机关；它们也一定会作出解释的。





	载于1903年10月底日内瓦出版的《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35—57页

















[28]这是有关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10月13—18日（26—3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大会是在孟什维克再三要求下召开的。他们想以这个代表大会对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反对召开这次国外同盟代表大会。



出席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代表15名（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尼·埃·鲍曼、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马·马·李维诺夫等），共18票（未出席代表大会的同盟成员可以委托他人表决）；少数派代表18名（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列·格·捷依奇、维·伊·查苏利奇、尔·马尔托夫、列·达·托洛茨基等），共22票（从第2次会议起多数派代表为14名，少数派代表为19名）；既不参加多数派也不参加少数派的代表1名（康·米·塔赫塔廖夫），2票。列入大会议程的有下列问题：同盟领导机关的报告；出席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同盟代表的报告；同盟章程；选举同盟领导机关。



大会议程的中心问题是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同盟的代表列宁的报告。列宁在报告中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说明，并揭露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及其在代表大会上的无原则行为。反对派利用他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多数通过决议，让马尔托夫在列宁报告之后作副报告。马尔托夫在副报告中为孟什维克作辩护，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污蔑性责难。为此列宁和多数派代表退出了大会的这次会议。孟什维克就这一项议程通过了三项决议，反对列宁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并号召不断地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



大会通过的国外同盟章程中有许多条文是违反党章的（如同盟出版全党性书刊、同盟领导机关不通过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同其他组织发生关系等），孟什维克还对中央委员会批准同盟章程的权利提出异议。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弗·威·林格尼克要求修改同盟章程使其符合党章规定。他在反对派拒绝了这个要求之后，宣布这个大会是非法的。林格尼克和多数派代表退出大会。党总委员会随后赞同了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这一行动。



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把同盟变成了反党的据点。——33。



[29]列宁的这一意见是对列·格·捷依奇关于第三项议程的提议的答复。捷依奇提议将“制定章程”改为“修改章程”。关于同盟章程究竟是“制定”还是“修改”，不仅仅是个字面的问题，而是具有原则的意义。同盟的旧章程（1901年）是在还没有统一的党的时候产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后，情况已经变了。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同盟享有委员会的一切权利，唯一的例外是，对国内运动的支持，只能通过中央委员会特别指定的个人或团体来进行。为了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列宁要求制定与党的章程相适应的同盟新章程。——33。



[30]指尔·马尔托夫提议由他作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副报告。——34。



[31]指尔·马尔托夫断言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党代表大会期间的行为是矛盾的这件事。他说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的非正式会议上说的是一套，而在代表大会上说的是另一套。——37。



[32]看来是指国外同盟的成员米·尼·列曼或彼·格·斯米多维奇。他们在同盟代表大会开幕前不久回俄国去了，并且将自己的表决权转托给了尼·埃·鲍曼。——37。



[33]这个决议是根据尔·马尔托夫的建议通过的。决议说：“代表大会决定请列宁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在他们的报告中涉及他们认为需要涉及的一切东西。”——38。



[3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议程草案中，第23条后来被列宁改为第24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377页）。——39。



[35]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后来由列宁整理成一篇文章《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发表于1903年7月15日《火星报》第44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18—226页）。——39。



[36]这个代表是约·尼·莫申斯基。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39。



[37]《火星报》国内组织是指在俄国活动的火星派的组织。早在《火星报》筹办时期和创刊后的第一年（1900年12月—1901年12月），《火星报》代办员网就在俄国建立。《火星报》代办员有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波·勒柏辛斯卡娅、彼·阿·克拉西科夫、亚·米·斯托帕尼、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斯·伊·拉德琴柯、柳·尼·拉德琴柯、亚·德·瞿鲁巴、尼·埃·鲍曼、伊·瓦·巴布什金等。在彼得堡、普斯科夫、萨马拉、波尔塔瓦等城市还建立了《火星报》协助小组。当时，火星派活动的内容是：筹集出版经费，投寄通讯稿，运送和传播报纸，解决在俄国印刷《火星报》的技术问题；火星派小组和代办员主要同《火星报》编辑部直接联系，彼此很少来往。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实际工作范围的扩大，列宁提出了建立全俄《火星报》组织的计划（参看《从何着手？》和《怎么办？》（《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页和第6卷第1—183页））。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弗·威·林格尼克、米·亚·西尔文、瓦·彼·阿尔齐布舍夫、德·伊·乌里扬诺夫和玛·伊·乌里扬诺娃等人。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除确定了《火星报》组织成员之间以及同《火星报》编辑部之间联系的方式、筹集经费和分配资金的方式外，还规定了火星派在对社会民主党各委员会和各地方报刊的关系方面所担负的任务。为了实现使各委员会加入《火星报》组织并承认《火星报》是全党机关报这一基本任务，代表大会决定派人到俄国各个地区去进行工作。结果到1902年底，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都宣称自己拥护《火星报》。《火星报》国内组织积极参加了组织委员会，为筹备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次代表大会以后，《火星报》国内组织不再存在。——39。



[38]指大会代表叶·雅·列文（叶戈罗夫）。——41。



[39]这个声明是列宁在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上听完马尔托夫的副报告后当即向大会宣读的。后来，马尔托夫不得不在1903年11月16日（29日）的信中声明他不怀疑列宁的善意和真诚，于是关于成立仲裁法庭审理马尔托夫的污蔑性指责问题也就撤销了。——49。



[40]指列·达·托洛茨基的发言。他借助于种种诡辩和对党章的任意解释，企图证明国外同盟完全有权不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而自行批准所讨论的同盟章程草案。——51。



[41]列·叶·加尔佩林（科尼亚金）的决议案中写有：同盟章程只能从中央委员会批准之时起生效。这一决议案是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拟定的，它维护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布尔什维克坚持这一决议案。马尔托夫的决议案则认为：国外同盟有权通过本组织的章程而无须经中央批准。这一决议案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为机会主义多数通过。——53。







《列宁全集》第8卷


没有提交的声明[42]


1903年10月29日

同志们！我昨天（10月28日）退出了代表大会的会场，因为看到马尔托夫在那里翻腾那些卑鄙龌龊的流言蜚语、私人谈话，而且那样歇斯底里地吼叫，博得形形色色的专好惹事生非的人的热烈喝彩，感到实在恶心，再也呆不下去了。马尔托夫简直是在拿自己开玩笑，就是他，前天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样援引私人谈话是不体面的，因为这种私人谈话无法核实，而且会引起交谈双方谁撒谎的问题。可是昨天马尔托夫干的正是这种不体面的事，他在谈到众所周知的关于三人小组的众所周知的私人谈话时歇斯底里地质问我谁撒谎，是我还是他。

用提出“谁撒谎？”的问题来挑起争吵，这只有两种人可以做得出，一种是整日寻衅闹事的暴徒，一种是失去理智的狂人。一个政治家，当有人指责他犯有一定的政治错误的时候，竟使用这样一种手法，这就确凿地证明他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为自己辩护，而只好出此下策，把政治上的意见分歧弄成无谓争吵和造谣中伤。

现在要问，对于一切寻衅闹事者根据私人谈话提出无法证实的指责这种手法，究竟可以用什么自卫手段呢？我之所以说“无法证实的”指责，是因为没有记录的私人谈话，由于这种谈话本身的性质，是根本没有可能证实的，而根据这种谈话提出责难，结果只能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重复“撒谎”这个词。马尔托夫昨天在重复这个词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就不来学他的样子了。

我在昨天的声明中已经提出了一个自卫办法，并且现在还坚持这个办法。我建议我的对手把他对我的所有责难——他在发言中通过种种数不清的隐晦的暗示影射我撒谎、耍阴谋诡计等等——立即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我要求我的对手务必负责地向全党发表，因为他给我抹黑就是给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抹黑，因为他说过某某人不能担任党内的重要职务。我有责任把我的对手的责难全部公布出来，因为我很清楚，把无谓争吵和造谣中伤公开摆出来，是我在全党面前最好的自卫。我再说一遍，如果对手回避我的挑战，那就证明他的指责只不过是恶意诽谤，进行这种诽谤的不是惯于造谣生事的坏蛋，就是神经失常的落魄政客。

此外，我还有一个间接的自卫手段。我在昨天的声明中指出，马尔托夫对这里涉及的私人谈话的转述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不想重述这个谈话，因为无法证实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毫无补益的。但请大家好好考虑一下我昨天交给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过的那份“文件”。这份文件是代表大会的纲领和我对它的说明；这个说明是在“私人”谈话以后写的，我曾把它送给马尔托夫，他作了一些修改又还给了我。

这份文件无疑是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因此我只要分析一下这个文件的原文，就足以证明马尔托夫的责难是造谣中伤。下面就是全文：


　　“第23项（代表大会议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我的说明：“代表大会选出三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选出三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必要时，这六个人在一起，经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以增补的办法补充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并向代表大会作出相应的报告。代表大会批准这个报告以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再分别进行增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377页。——编者注］

马尔托夫硬说，采取这种做法仅仅是为了扩大编辑部六人小组。这个说法和“必要时”三个字是根本矛盾的。显然，在当时就预料到可能不会有这种必要。其次，既然6人中要有4人同意才能增补，那就很明显，不经非编辑的同意，即至少是一个中央委员的同意，增加编辑部成员是不可能的。可见，编辑部能否扩大取决于一个人的意见，而这个人究竟是谁，当时（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如果不是一个半月的话）只能作些非常模糊的猜测。因此很明显，既然在扩大选任的三人小组问题上，决定权操在一个也是选任的非编辑手里，所以，马尔托夫当时也承认，编辑部的六人小组本身是不能继续独立存在的。马尔托夫也认为，没有外部的即编辑部以外的帮助，《火星报》旧编辑部是不能变成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的。

其次，既然全部问题仅仅是为了扩大六人小组，那还提三人小组做什么呢？那就只要用任何一种多数决定的增补来代替一致通过的增补就行了。那就根本用不着说什么编辑部，只要说党的机关或者具体地说党的中央机关的成员增补就行了。所以很明显，绝不仅仅是扩大的问题。同样明显的是，既然人们认为，为了扩大六人小组，应该首先把这六人小组缩小到三人小组，那就说明，阻碍这种可能的扩大的不是旧编辑部的一个成员，而可能是两个，甚至是三个。

最后，关于“补充”即扩大中央机关的成员问题，请大家把代表大会通过的现行党章中的规定同我和马尔托夫对第23项议程作的上述说明中提到的草案对照一下。草案要求4比2的多数同意（在扩大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上），而现行党章归根到底只要求3比2的多数同意，因为现在中央机关的成员增补问题是由总委员会最后决定的，所以如果有两个编辑部成员再加上一个总委员会委员主张扩大编辑部，那么，即使第三者反对，他们也可以自行扩大。

可见，丝毫用不着怀疑（从可靠文件的确切内容来看），变动编辑部的成员问题，早在代表大会以前就提出来了（我和马尔托夫提出，没有一个编辑部成员反对），而且不管六人小组的某一个人甚至是两个或三个人愿意与否，同意与否，都要变动。因此，大家可以判断，马尔托夫发言中大量的抱怨的话，什么非正式的限权委托书把六人小组联合在一起，什么六人小组内部精神上的联系，什么不变动编辑部至关重要，以及诸如此类的托词，在目前究竟有多大价值。所有这些托词是同说明的明确内容截然矛盾的，因为说明要求更新编辑部的成分，用相当复杂因而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办法进行更新。

根据这个说明，更用不着怀疑，决定变动编辑部的成员至少要取得代表大会选出的两个国内的中央委员的同意。显然我和马尔托夫都想说服这两个未来的中央委员，使他们相信有必要对编辑部成员作某种变动。就是说，我们把编辑部的成员问题提交尚未确定的中央委员去决定。所以，我们进行了斗争，希望把这些中央委员争取到自己方面来。既然现在大多数有威望的国内同志都在代表大会上表示赞成我而不赞成马尔托夫（在我们之间产生的意见分歧上），那马尔托夫歇斯底里地为自己的失败哀号，大肆散布根本无法核实的造谣中伤和无谓争吵，就只能说是一种不体面不光彩的斗争手法。






	　　尼·列宁（弗·伊·乌里杨诺夫）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58—62页

















[42]这是列宁写的一份书面声明，准备提交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抗议马尔托夫在该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上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副报告时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的污蔑性指责。列宁在10月16日（29日）的第4次会议上只作了简短的口头声明（见本卷第50页）。后来列宁给这份声明加了一个《没有提交的声明》的标题。——54。









《列宁全集》第8卷


党总委员会的决定

（1903年11月1日于日内瓦）


副本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党总委员会成员瓦连廷诺夫、伊林、卢、瓦西里耶夫（他还全权代表总委员会第五名委员叶菲莫夫），由伊林和瓦西里耶夫两委员召集，于1903年11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并作出决定：认为中央委员会代表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行动是正确的[43]，并责成他以增补新成员的办法改组同盟。瓦连廷诺夫、伊林、瓦西里耶夫、叶菲莫夫（瓦西里耶夫代）、卢。





	载于1904年日内瓦出版的《对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63页

















[43]指弗·威·林格尼克。他在1903年10月18日（31日）国外同盟代表大会的会议上代表中央委员会要求对大会通过的同盟章程加以修改，使其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保持一致。由于反对派拒绝这一要求，林格尼克宣布会议为非法，并同其他布尔什维克成员一起退出了代表大会。——59。









《列宁全集》第8卷


关于辞去党总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职务的声明[44]


（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

党总委员会委员、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格·瓦·普列汉诺夫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对马尔托夫派作出让步和增补六人小组有利于党的统一。我不同意这种意见，因此我声明辞去党总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职务。





	　　尼·列宁1903年11月1日于日内瓦











附言：在任何情况下，我决不拒绝用自己的工作给新的党中央机关以力所能及的支持。




1903年11月1日交普列汉诺夫。





	载于1904年日内瓦出版的尔·马尔托夫《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戒严状态”作斗争》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64页

















[44]《关于辞去党总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职务的声明》是列宁在普列汉诺夫公开转到孟什维克方面并建议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否决的前编辑部成员都增补进《火星报》编辑部之后提出的。



11月5日（18日），列宁请求编辑部在《火星报》上刊登他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声明（见本卷第81页）。编辑部关于成员变动的通知载于1903年11月25日孟什维克的新《火星报》第53号。——60。









《列宁全集》第8卷


崩得在党内的地位

（1903年10月22日〔11月4日〕）

崩得用这个标题发表了《工人呼声报》[45]第34号上一篇文章的译文。这篇文章和崩得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唱的是同样的调子，可以看作是对决定的正式说明。文章试图系统地阐述各种论据，以便得出崩得“应当成为党的联邦部分”这一结论。研究一下这些论据是很有意思的。

作者开头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联合的问题。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联合呢？1898年的宣言[46]认为自治原则是实现联合的基础。作者分析了这个原则，认为这个原则在逻辑上是荒谬的，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如果把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特殊问题仅仅了解为鼓动方式问题（适应犹太人的特殊语言、特殊心理、特殊文化），那将是技术性的（？）自治。但这样的自治意味着取消任何独立性，因为党的任何一个委员会都享有这种自治权，而把崩得和委员会划等号就是否认自治。如果把自治了解为在某些纲领性问题上的自治，那么取消崩得在其他纲领性问题上的任何独立性也是荒谬的；在纲领性问题上的独立性一定要以崩得本身在党中央机关里的代表权为前提，即不是以自治而是以联邦为前提。崩得在党内地位的牢固的基础，应当到俄国犹太革命运动的历史中去寻找。这个历史向我们表明，在犹太工人中进行工作的所有组织融合成了一个联盟——崩得，它的活动范围从立陶宛扩大到波兰，然后又扩大到俄国南部。可见，历史破除了一切地域壁障，推出崩得作为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原则就是：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利益的唯一代表。这不是什么凭空臆造（？）的东西，而是全部犹太工人运动历史的产物。而一个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组织自然只能在党内实行联邦制的条件下才能加入党，因为犹太无产阶级不仅仅是全世界无产者大家庭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在各民族中占有一个特殊地位的犹太民族的一部分。最后，联邦最好地表现了党的各部分之间的紧密团结，因为联邦的主要标志就是党的每个组成部分直接参与党的事务；这样，党的各个部分都感到自己有平等的权利。自治则以党的各个部分没有权利、对共同事务漠不关心、以及相互间的不信任、摩擦和冲突为前提。

作者的论据就是这样，我们转述的几乎完全是他的原话。这种论据可以归纳成以下三点：一个是一般性的理由，就是说，自治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从党的各部分紧密团结的角度看来是不适宜的；一个是历史的教训，历史推出崩得作为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最后，认为犹太无产阶级是占有特殊地位的一个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可见，作者打算依据的既有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有历史的教训，也有民族的思想。作者努力（应当为他说句公道话）从各个方面来分析问题。正因为这样，他的阐述就把崩得在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完全明朗化了。

据说，在实行联邦的情况下，党的各个部分是平等的，是直接参与共同事务的；而在实行自治的情况下，它们是无权的，因而不参与整个党的生活。这种论调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跟数学家所说的数学上的诡辩，比如证明（用乍一看来还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方法证明）二二得五，部分大于整体等等，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数学上的诡辩还编成了集子出版，这种集子对小学生会有些用处。但对企图成为犹太无产阶级唯一代表的人，我们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向他们说明这样一个一眼就可以看出的诡辩：对“党的一部分”一词，在同一段论断中间，前半段和后半段理解就不相同。在谈联邦的时候，把党的一部分理解为不同地区的组织的总和；在谈到自治的时候，又把党的一部分理解为每个单个的地方组织。如果把这两个仿佛相同的概念放到一个三段论法里，那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二二得五。如果崩得分子还不清楚他们的诡辩的实质，那他们看一看自己的最高章程，就可以看到：正是在实行联邦的情况下，地方组织和党中央的联系是间接的，而在实行自治的情况下，才是直接的。不，我们的联邦主义者们最好不要再谈什么“紧密的团结”了！如果否认联邦意味着党的各个部分互相隔绝而自治意味着它们的融合这个原理，那只会惹人发笑。

把自治分成纲领性的自治和技术性的自治，从而证明自治的“逻辑上的混乱”，这种做法也并不高明。这种分法本身就十分荒唐。为什么在犹太工人中进行鼓动的特殊方式问题可以叫作技术性问题呢？语言、心理、生活条件的特点跟技术有什么相干呢？在比方涉及要求犹太人享有公民平等权利的一些纲领性问题上怎么能谈独立性呢？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只提出全体无产阶级的共同的基本要求，不管职业、地区、民族、种族的差别如何。而由于这些差别，同样是公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这个要求，在某一地区进行鼓动时，要反对某一种不平等，在另一地区或对另一部分无产阶级进行鼓动时，就要反对另一种不平等，等等。同样一个纲领性条文，在国内不同的地区，由于生活条件、文化和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关系的不同，运用起来也就不同，等等。就同样一个纲领性要求进行的鼓动，也要适应所有这些差别而采取不同的方式和语言。因此，在专门涉及某一种族、某一民族、某一地区的无产阶级的问题上，自治就意味着要由相应的组织自行确定：为实现共同纲领而提出什么特殊的要求，采取什么鼓动方式。整个党、党的中央机关制定的是纲领和策略的共同的基本原则；至于实际贯彻和宣传这些原则的各种不同方式，则由隶属于中央的各党组织根据地区、种族、民族、文化等差别而自行规定。

试问，这种自治的概念难道还不清楚吗？把自治分成纲领性的和技术性的两种岂不完全是故弄玄虚吗？

请看我们所探讨的这本小册子是怎样“从逻辑上分析”自治这个概念的。小册子在谈到作为1898年宣言的基础的自治原则时写道：“从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大量问题中间分离出〈原文如此！！〉一些被认为是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一般问题一开始，崩得的自治也就宣告结束……所以，崩得在党内的地位是双重的：在特殊问题上，它作为崩得出现……在一般问题上，它就失去了本来面目，和一般的党委员会相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要求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为了实现这个纲领，维尔纳的犹太工人提出一个特殊要求，乌法的巴什基尔工人提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特殊要求。这是否就是“从大量问题中间”，“分离出一些问题”呢？提出一些消灭特殊形式的不平等的特殊要求，来贯彻关于权利平等的共同要求，这难道是什么从一般问题中分离出特殊问题吗？特殊要求不是从纲领的共同要求中分离出来，提出这些要求正是为了实现纲领的共同要求。专门涉及维尔纳的犹太人的问题同专门涉及乌法的巴什基尔人的问题二者倒是可以分离的。全党的任务，党中央的任务，就是综合他们的要求，体现他们的共同的阶级利益（而不是他们职业的、种族的、区域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等等特殊的利益）。这个问题看来是十分清楚的！崩得分子所以把这个问题弄得一团糟，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逻辑分析，反而一再表现出逻辑混乱。他们根本就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共同要求与特殊要求之间的关系。他们以为是“从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大量问题中间分离出一些问题”，实际上，我们党纲所涉及的每个问题都是一系列特殊问题和要求的综合；党纲的每一条对全体无产阶级都是共同的，同时又根据无产者的职业、生活条件、语言等等的不同而分成一些特殊问题。崩得分子对崩得地位的矛盾性和两重性感到困惑，这种矛盾性和两重性据说就表现在：在特殊问题上，它作为崩得出现，而在一般问题上，它就失去了本来面目。只要稍稍考虑一下，他们就会了解到，这种“两重性”在任何一个工人社会民主党员身上都是绝对存在的：他们在特殊问题上，作为某一职业的从业者、某个民族的一员、某一地区的居民出现，而在一般问题上，则“失去了本来面目”，和其他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员一样。根据1898年的章程，崩得的自治和图拉委员会的自治性质是完全相同的；只是自治的范围稍有不同，前者比后者略微广泛一些。崩得想用下面的论调来推翻上述结论，他们说：“既然崩得在某些纲领性问题上有独立性，那为什么在其他纲领性问题上就没有任何独立性呢？”这种论调只能是惊人的逻辑混乱。这种把特殊问题与一般问题的对比搞成“某些问题”与“其他问题”的对比，是崩得式的“逻辑分析”的无与伦比的范例！这些人根本不理解，这就等于把某些苹果的不同的色香味与“其他”苹果的数量拿来对比。先生们，我们敢向你们担保，不仅某些苹果，而且每个苹果都有它自己特殊的色香味。先生们，不仅在“某些”而且在毫无例外的一切纲领性问题上，都给你们以独立性，但这只是指根据犹太无产阶级的特点运用这些问题而言。因此，我的亲爱的朋友，我劝您还是先学学逻辑学吧！[47]

崩得分子的第二个论据是援引历史，据说是历史推出崩得作为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

首先，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小册子的作者自己也说：“其他组织〈崩得除外〉在这方面的工作〈即在犹太无产阶级中间进行的工作〉不是没有成绩，就是成绩微不足道。”这就是说，他自己承认，其他组织还是做了工作，所以崩得并不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至于对这个工作的成绩的评价，当然谁也不能相信崩得本身的见解；而且，谁都知道，崩得曾经阻挠其他组织在犹太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只要举出崩得反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党委会向犹太工人发传单这一人所共知的事件[48]就够了），——可见，即使成绩真是微不足道，崩得本身也应当担负一部分责任。

其次，崩得援引的历史材料所包含的一部分真实情况丝毫也不能证明他们的论据正确。实际上发生的事实即崩得所指的那些事实，恰恰不能证实崩得的说法，而是相反。这些事实就是：崩得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五年中间，是离开党的其他组织而完全独立自主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说来，在这期间，所有党组织之间的实际联系都是很少的，而崩得同党的其他部分的联系不仅比其他组织彼此之间的联系少得多，而且愈来愈少。是崩得自己削弱了这种联系，这是我们党的国外组织的历史直接证明了的。1898年，崩得的成员属于国外一个统一的党组织；到1903年时，他们已经分离出去，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外组织。崩得的独立性以及这种独立性的逐步加强，都是无庸置疑的。

从这一无庸置疑的事实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在崩得分子看来，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拜倒在这个事实面前，无条件地服从这个事实，把它奉为原则，奉为使崩得的地位得到巩固基础的唯一原则，在党章中把这个原则固定下来，让党章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在党内的唯一代表。在我们看来，这个结论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是十足的“尾巴主义”。从这五年涣散的历史中，应当得出的结论不是把这种涣散状态固定下来，而是必须永远结束这种状态。难道还有谁能否认这是十足的涣散状态吗？在这期间，党的所有各个部分都是独立自主地发展的，由此是不是要得出在西伯利亚、高加索、乌拉尔、南方等等之间建立联邦的“原则”呢？？崩得分子自己都讲，从各部分在组织上联合起来这个意义上来说，党实际上并不存在，那怎么能从不存在党的情况下形成的东西得出恢复组织统一问题的结论呢？不，先生们，你们援引这段造成隔绝状态的涣散的历史，只能证明这种隔绝状态的不正常。从党的组织瓦解的几年中得出组织“原则”，这种做法正和当年那些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一样，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曾经嘲笑他们，说他们乐意为鞭子进行辩护的根据就是因为它是历史性的鞭子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4页。——编者注］

 。

可见，无论是对自治进行“逻辑分析”，还是援引历史，都根本不能为崩得的隔绝状态提供任何“原则”论据。但是，崩得的第三个论据，即举出关于犹太民族的思想，无疑是有原则性的。不过很遗憾，这种锡安主义思想实质上是完全错误的和反动的。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卡尔·考茨基说：“犹太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民族了，因为一个民族没有一定的地域是不能想象的。”（见《火星报》第42号及其抽印本《基什尼奥夫惨案和犹太人问题》第3页）不久以前，这位作者在考察奥地利民族问题时，试图为民族这个概念下个科学定义，指出这个概念有两个基本特征：语言和地域（1903年《新时代》[49]第2期）。一位法籍犹太人，激进派分子阿尔弗勒德·纳凯在同反犹太主义者和锡安主义者论战时也说过同样的话，几乎一字不差。他在谈到一个出名的锡安主义者时说：“假如贝尔纳·拉扎尔愿意自称是一个特殊民族的公民，那是他的事；但我声明，虽然我生来是犹太人……我却不承认犹太民族……我只属于法兰西民族，而不属于其他任何民族……犹太人是不是一个特殊民族呢？虽然很久以前，他们无疑是个民族，然而我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却要斩钉截铁地说不是。民族这个概念要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而犹太人却不具备这些条件。民族应当有它发展的地域，其次，至少在目前世界联盟还没有扩大这个基地的时候，一个民族应当有它共同的语言。而犹太人已经既没有地域，又没有共同的语言……贝尔纳·拉扎尔大概和我一样，一句犹太人的话也不懂，要是锡安主义得以实现的话，他要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胞（congénères）做到相互理解也并不那么容易。”（1903年9月24日《小共和国报》[50]）“德国和法国的犹太人根本不同于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犹太人的特征根本不包含作为一个民族所应具有的那种标志（empreinte）。即使可以象德吕蒙那样承认犹太人是民族，那也是人为的民族。现代犹太人是他们祖先将近18个世纪以来所经历的反自然选择的产物。”这样，崩得分子就只有去制定一种俄国犹太人是一个特殊民族的理论，这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依地语，它的地域就是犹太区[51]。

科学上根本站不住脚的 
［注：把犹太人的历史特点提到了首位的现代科学研究不仅否定了犹太人的民族特点，而且否定了犹太人的种族特点。卡·考茨基问道：“是不是能从犹太人的种族特性中得出犹太人的特点呢？”他回答说，我们甚至都搞不清楚，种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没有必要使用种族的概念，因为它不能给我们真正的答复，只会引起一些新的问题。只要考察一下犹太人的历史，就可以弄清造成他们的特性的原因。”就连勒南这样一位精通犹太人历史的专家也说：“犹太人的特点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是由于种族特点（phénomènederace）形成的，远不如说是若干世纪来对他们发生影响的社会条件（nécessitéssociales）所造成的后果。”］

 特殊犹太民族的思想，从政治上来说是反动的。不久前的历史中以及目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都无可辩驳地实际证明了这一点。在整个欧洲，中世纪制度的衰落和政治自由的发展是跟犹太人的政治解放相辅而行的，是跟他们从依地语转到使用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的语言，以及受周围居民同化而得到的无可怀疑的进步相辅而行的。难道我们还要再回到特殊论，宣布只有俄国是个例外吗？——而实际上由于犹太无产阶级的英勇精神和高度觉醒，犹太人的解放运动在俄国要深刻和广泛得多。正是整个欧洲特别是俄国的反动势力起来反对犹太人的同化，竭力使他们永远处于隔绝状态，这样一个事实难道可以解释成偶然现象吗？

犹太人问题正是这样摆着的：是同化还是保持隔绝状态？——犹太“民族”思想有着明显的反动性质，不管提出这种思想的是一贯坚持这种思想的人（锡安主义者），还是企图把这种思想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结合起来的人（崩得分子）。犹太“民族”思想是和犹太无产阶级的利益对立的，因为这种思想在犹太无产阶级中间直接间接地造成一种敌视同化的情绪，一种建立“犹太人居住区”[52]的情绪。勒南写道：“1791年的国民议会把犹太人的解放用法令规定了下来，但大会对种族问题研究得很少……19世纪的问题是要消灭一切‘犹太人居住区’，我对竭力恢复‘犹太人居住区’的人无法表示赞美。犹太种族对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将来和其他各种不同的民族同化以后，和其他各种不同的民族单位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以后，还会作出过去曾经作出的贡献。”卡尔·考茨基在专门谈到俄国犹太人的问题时，说得更加肯定。要消除对异族居民的仇视，“只有使异族居民不再是异己的，而和全体居民融合在一起。这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所以我们应当支持能够促使犹太人的隔绝状态消除的一切措施。”而崩得却反对这种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它不是去消除犹太人的隔绝状态，而是通过散布犹太“民族”思想和犹太无产者与非犹太无产者建立联邦的方案去加剧犹太人的隔绝状态，把这种隔绝状态固定下来。这是“崩得主义”的根本错误，这个错误应当由犹太社会民主党的忠实代表来加以纠正，而且一定会得到纠正。这个错误使崩得做出了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前所未闻的事情，如煽动犹太无产者对非犹太无产者不信任，乱加猜疑，散布关于他们的谣言。下面就是从这本小册子引的一个例证：“这种谬论〈剥夺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组织在党中央机关的代表权〉，只〈请注意这个词！〉能对犹太无产阶级公开进行宣扬。由于犹太民族的特殊历史命运，犹太无产阶级还必须为争取在世界无产阶级大家庭中的平等地位〈！！〉而斗争。”不久以前，我们在一张锡安主义的传单上看到的也正是这种胡言乱语：传单的作者暴跳如雷地大肆反对《火星报》，认为《火星报》同崩得进行斗争说明它不愿承认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平等”。而现在，崩得分子又来重复锡安主义的胡言乱语了！这完全是撒谎，因为我们不“只”对犹太人，而且也对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等等“宣扬”“剥夺代表权”，而且也号召波兰人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全体无产阶级接近、团结和融合。正因为如此，波兰社会党也大肆攻击我们！把自己为锡安主义的犹太民族思想、为党组织的联邦制原则而进行的斗争，说成是“为争取犹太人在世界无产阶级大家庭中的平等地位而斗争”——这就是把思想、原则方面的斗争降低为猜忌、挑唆和煽动历史上形成的偏见。这显然说明崩得分子在斗争中没有真正的思想武器和原则武器。


※　　　　　※　　　　　※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崩得的不论是逻辑上的、历史上的或是民族方面的论据，都是经不起任何批判的。涣散时期加剧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动摇性和某些组织的隔绝状态，这在崩得分子方面也有同样的表现，甚至表现得更为严重。他们不是把反对这种历史上形成的（由于涣散而加剧的）隔绝状态作为自己的口号，反而把它奉为原则，并用所谓自治有内在矛盾的诡辩以及锡安主义的犹太民族思想来进行论证。只有坚决地坦率地承认这个错误，宣布转向融合，才能使崩得离开它已经走上的这条错误道路。我们相信，犹太无产阶级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优秀代表，迟早会使崩得离开隔绝状态的道路而走上融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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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工人呼声报》（《Die　Arbeiterstimme》）是崩得的中央机关报，1897—1905年用依地语在俄国出版（第14号在国外出版），总共出了40号。1917年以崩得合法机关报（周报）形式重新出版，1918年停刊。——61。



[46]指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该决议说，崩得“作为自治组织加入党，它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是独立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7页）。——61。



[47]这句话出自德国诗人约·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第一部《书斋》，是魔鬼梅非斯特给浮士德的学生瓦格纳的忠告。——66。



[48]列宁在《犹太无产阶级是否需要“独立的政党”》一文中叙述了这一事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99—104页）。——66。



[49]《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68。



[50]这里引的是阿尔弗勒德·纳凯的文章《德吕蒙和贝尔纳·拉扎尔》。该文载于1903年9月24日《小共和国报》。



《小共和国报》（《La　Petite　Républigue》）是法国报纸，1875年在巴黎创刊。该报方针多次改变，后来成为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的报纸。1914年停刊。——68。



[51]犹太区是沙皇俄国当局在18世纪末规定的可以允许犹太人定居的区域，包括俄罗斯帝国西部15个省，以及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一些地区，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废除。——68。



[52]犹太人居住区是指中世纪西欧和中欧的城市中划分给犹太人居住的地区。起初它是中世纪行会制度的一种典型表现，从14—15世纪起变成了强制性的居住区，到19世纪上半叶基本消失。——69。









《列宁全集》第8卷


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53]


（1903年10月29日和11月5日〔11月11日和18日〕之间）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指出，旧的俄国的古典的革命民粹派，从上一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不断蜕化了。他们对于建立特殊的农民经济结构，对于以村社作为社会主义的萌芽和基础，对于通过人民已经准备好立即举行的社会革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道路这些信念，已经愈来愈淡薄了。只有采取各种措施以巩固农民经济和整个“人民小生产”这个要求，还保持了政治意义。这实际上已经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民粹派已经和自由主义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自由主义民粹派，他们不愿意看到或者说不可能看到，他们拟定的措施（信贷、合作社、改良土壤、扩大地产等等）并没有超出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瓦·沃·、尼古拉·—逊两位先生以及他们的许多应声虫的民粹主义理论，不过是为这个不愉快的但又无庸置疑的事实披上了一件貌似科学的外衣。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撕去了这件外衣，民粹主义思想对俄国革命者的影响急剧削弱。这种思想实际上已经成为同它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俄国自由派“社会”的独有财产了。

西欧的伯恩施坦主义是一种新的思潮，它使上述流派得到加强，同时又使它有所改变。难怪都说“本国无先知”[54]，确实如此。伯恩施坦在本国没有交上好运，可是法国、意大利、俄国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却“认真接受了”他的思想，而且实际加以运用，他们本身也就很快地变成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言人。这种思想培育出来的我国自由主义民粹派，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得到了新的拥护者，同时抛弃了某些原始的幻想和反动的附属物，而更加成熟了。伯恩施坦主义的功劳并不在于它改造了社会主义，而在于它给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新阶段戴上了一副面具，而撕下了一些冒牌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面具。

尔·先生在《解放》[55]第9期（总第33期）上发表的《论土地问题》一文，是欧洲机会主义思想和俄国民粹主义思想相互接近以至融合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颇有教益的典型。这是一篇真正纲领性的文章，它真诚地陈述了作者的一般信条，并且展示了这个信条在一个方面的问题上的系统运用。这篇文章是俄国自由主义历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俄国自由主义在其形成和巩固方面已经大大前进一步。

作者给自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披上了时装。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伯恩施坦的原话，摆出一副使人好笑的一本正经的样子，要读者相信：“决不能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截然分开，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因为按其基本理想来说，两者是相同的，是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并不象许多人担心的那样会对自由主义形成危险，它不是要毁弃而是要实现自由主义的遗训。”大家知道，希望什么，就相信什么，尔·先生及其娄罗们非常非常希望社会民主党人不要离开自由派，“不要”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企图预先估计到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现成的教条和死板的教义……”（如此等等，和《革命俄国报》[56]的思想一模一样）而要理解为“一般的伦理理想……”（谁都知道，一切庸夫俗子，其中包括自由派，都把这种理想看成今生不能实现的东西，看成来世的东西和“自在之物”。）

自由派自然是想乔装打扮，以广招徕（请原谅我用这么粗俗的词儿！），把俄国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同社会经济上的民主主义等同起来。这种想法是很“善良的”，但同时又是很混乱，很圆滑的。说它善良，是因为它反映了一部分自由派坚持广泛实行社会改革的善良愿望。说它混乱，是因为它把民主派自由主义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相提并论（这又是和《革命俄国报》的思想一模一样！）；作者看来还不了解，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不会没有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主张进行广泛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改革；作者和所有俄国的米勒兰一样，想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这里指的当然“不是现成的教条”）等同起来，等等。最后，说这种想法很圆滑，是因为作者要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一部分自由派在一个历史时期同情改良——“关心人民的需要和利益，真正的和高尚的伦理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就是或者可能是整个自由主义的永恒本性。这未免太幼稚了。谁不知道，任何已经下野的资产阶级内阁，任何“陛下的反对派”，只要还处在反对派的地位，就总是宣扬他们的真正的高尚的和伦理的“民粹主义”？俄国资产阶级玩弄民粹主义（有时还相当真诚地玩弄），正因为他们处于反对派的地位，还没有掌握政权。俄国无产阶级会回敬解放派先生们的花言巧语说：pas　si　bête，messieurs！先生们，我们还没有愚蠢到这个地步，竟会相信你们这一套！

尔·先生谈完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相同的这些一般见解以后，接着就谈土地问题的一般理论。他用短短十来行文字，就把马克思主义取消了（又和《革命俄国报》一模一样），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采用了他惯用的手法，即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简单化，说马克思主义不符合实际经验，没有科学根据，是根本错误的！非常有意思的是，作为唯一的论据，他引证了欧洲的社会主义（黑体是尔·先生用的）著作，——显然是伯恩施坦主义的著作。这个引证实在太有说服力了。既然欧洲的（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开始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考虑和谈论问题，俄国的资产者为什么不可以宣布自己既是民粹主义者又是社会主义者呢？尔·先生硬要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如果是无可辩驳和唯一正确的话，那就会使整个地方自治派的〈原文如此！〉俄国处于可怕的、可悲的境地，使它一筹莫展，因为已经证明不可能采取进步的土地政策，甚至不可能对农民经济给以任何合理的切实的帮助”。理由看来是无可辩驳的：既然马克思主义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广泛的农民阶层都不可能得到任何持久的繁荣，所以它就使“地方自治派的”（是不是把“土地占有者的”写成“地方自治派的”了？）俄国，即靠农民破产和无产阶级化维持的俄国，处于可怕的、可悲的境地。不错，这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它使披着民粹主义、社会经济上的民主主义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永远处于可怕的、可悲而又可笑的境地。

为了完全揭穿尔·先生的理论把戏，我们还要举出下面一个妙论。他说：“这里〈指农业〉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工业中那种由于技术的客观〈！〉发展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出现的自动的〈！〉进步。”这种妙不可言的高论，完全是从卡布鲁柯夫、布尔加柯夫、爱·大卫这些先生们以及诸如此类的先生们那里照搬过来的；这些人在他们的“学术”著作中，用农业在技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落后来为自己的观点的落后辩护。农业的落后是无可怀疑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承认的，而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这个“工业的自动的〈即使是在一定程度上的〉进步”和技术的客观发展，却是十足的胡说八道。

然而，到科学领域去游览一番，不过是尔·先生的文章的一种建筑装饰品罢了。他作为真正现实的政治家，虽然一般论断异常混乱，但他所提出的实际纲领还是非常清醒而切实的。诚然，他谦逊地作了一个声明（用他惯用的官样俄语），说他并没有打算设计一个纲领，而只是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但这不过是故作谦逊而已。实际上，尔·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详尽而完备的俄国自由派土地纲领，所缺的只是文字上的加工，以及按条款分一分段落。这是一个贯彻自由派精神的纲领：政治自由、民主的税制改革、迁徙自由、旨在实现地产民主化的农民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为了实现这种民主化，要有退出村社的自由，要把村社从强迫的联合变成类似一切经济合作组织的自由联合，要制定民主的租佃法。“国家”应当采取一系列措施，促使“土地转到劳动大众手里”，这些措施就是：扩大农民银行的活动，把皇族的土地转为国家所有，“建立个人经营或合作经营的小规模的劳动农场”，最后，强制转让或强迫赎买农民需用的土地。“当然，这种强迫赎买应该完全合乎法律规定，每一次都要有可靠的保证”，但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对于造成类似农奴制关系的“割地”，却必须“近乎〈原文如此！〉无条件地”实行。为了消除半农奴制关系，国家应该有权强制转让和强制划出这种地块。

这就是自由派的土地纲领。把它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相对比，情况是一目了然的。相似之处是两者的近期趋向是一致的，大部分要求也是相同的。差别则在于以下非常重要的两点：第一，消灭农奴制残余（两个纲领都把这一点直接作为目的提出来），社会民主党人主张用革命的办法，采取革命的坚决态度，自由派则主张用改良的办法，采取不坚决的行动。第二，社会民主党人强调指出，清除了农奴制残余的制度是资产阶级制度，他们现在就立即预先揭露了这个制度的一切矛盾，还力图立即扩大这个新制度内部蕴藏着的、而且现在就已暴露出来的阶级斗争，使这个斗争更加自觉。自由派却忽视清除了农奴制的这一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掩盖这个制度的矛盾，竭力缓和这个制度内部所蕴藏着的阶级斗争。

现在来详细谈谈这两个差别。

自由派土地纲领的改良性质和不彻底性质是很明显的。首先，它仅限于“强迫赎买”，而且还只是“近乎”无条件地实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则要求无偿地转让过去占有者的割地，赎买只有特殊情况才能允许，而且是指贵族的土地。谁都知道，社会民主党人并不反对没收全部地主土地 
［注：见普列汉诺夫发表在《曙光》第4期上的声明[57]和我在给伊克斯的回答中的声明。（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10—211页。——编者注）］

 ，只是认为把这种并非在一切情况下都适当的要求列入纲领是不容许的和冒险的。社会民主党人从一开始就号召无产阶级同富裕农民一起采取最初的革命步骤，以便立即继续前进——或者是同农民资产阶级一起反对地主阶级，或者是反对同地主阶级联合起来的农民资产阶级。自由派在这里，在反对半农奴制关系的斗争中，就已抛弃阶级行动和阶级斗争了。他们想委托“国家”（忘了国家的阶级性质）在自治机关和“特设”委员会的帮助下实行改良，把强制转让割地同强制转让修建铁路用地相提并论（这再典型不过了）！！我们的自由派再清楚不过地表示了，或确切些说，泄露了自己内心的愿望，这个愿望就是要通过新的改良，使统治阶级得到就象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出卖修建铁路用地得到的同样的“方便”。而在这同时却在大声疾呼什么要用农民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来代替等级制的贵族的土地政策！要真正实现这种代替，就不应该诉诸“社会的关注”，而应该诉诸被压迫阶级——农民，反对压迫阶级——贵族，应该发动前者去反对后者，应该号召农民采取革命行动，而不应该请求国家实行改良。其次，自由派在说消除半农奴制关系的时候，不愿正视他们要从中清除农奴制的是什么样的关系。比如，尔·先生重弹尼古拉·—逊、瓦·沃·等先生的老调，即所谓“承认耕作者有权占有自己耕种的土地的原则”，农民有“生命力”，但是对于这些有生命力的农民从事资本主义经营和剥削雇佣劳动的“原则”，他却谦逊地避而不谈。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而且也不愿意考虑到，在土地方面彻底实行民主主义，必然会加强和巩固农民中的小资产阶级。尔·先生不愿（又是跟在民粹派之后，和《革命俄国报》一模一样）把农民无产阶级化看作是一种“发展类型”，而把它说成是“农奴制的残余”和“农村的通病”！想必我们制定宪法以后，城市就会不再增长，贫苦农民就会不再逃离农村，地主就会不再从工役经济转向雇用雇农的经济，如此等等！尔·先生描绘了法国大革命对法国农民的良好影响，热情洋溢地谈到饥饿的消失，农业的发展和进步，至于这是资产阶级的进步，是建立在形成“巩固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下层农民群众处于经常性贫困状态基础上的进步，对于这一点，民粹派化的资产者当然是只字不提的。

总之，尔·先生的土地纲领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的差别，作为一个缩影，极其准确地反映了自由主义民主派的最低纲领和无产阶级民主派的最低纲领之间的所有总的差别。这两个纲领，不论是从它们各自的思想家对它们的理论分析来看，还是从它们各自的党派对这两个纲领的实际贯彻来看，或者是回顾一下比如1848年的历史，你们都可以看到，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对于当前实际任务的提法正是存在着这两个根本的差别。自由派采取不彻底的改良的办法来消除农奴制的残余，抹杀“现代”社会的阶级矛盾，社会民主党则用革命的办法来消除旧制度的残余，以便在新社会的基础上扩大、发展和加深阶级斗争。当然，由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本身所形成的这些根本区别，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形式是很不相同的。不善于透过新的独特的形式看出“旧的”资产阶级民主，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彻底的和不彻底的思想家的特点。例如，我们不能不认为“惊慌失措的民粹派”的代表彼·诺沃勃兰策夫先生就属于这一类思想家（见《革命俄国报》第32号和33号）。他在谈到《火星报》抨击《解放》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刊物的时候，就用讽刺的口吻说：“真不简单，总算找到资产阶级了。”《革命俄国报》傲慢地教训我们说：“司徒卢威先生是‘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不是‘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为他并不联合和带领任何阶级和阶层。”好极了，先生们！可是，稍微仔细琢磨一下，就会看到司徒卢威先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至于说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那只有在将来有了政治自由的情况下，当政府几乎直接成为资产阶级某一阶层的“委员会”的时候，俄国无产阶级才会在历史舞台上看到这样的资产阶级。只有“由误会造成的社会主义者”才会不了解，他们的职责就是使工人阶级认清资产阶级，不论是它的行动，还是它的思想，不论是在它成熟的时期，还是在它喜欢幻想的青年时期。

谈到喜欢幻想，诺沃勃兰策夫先生倒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是，我们的文章已经够长了，而诺沃勃兰策夫先生的世界观和他对土地问题的历史分析又颇有意思，特别是同尔·先生相比，因此我们只好留到下次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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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一文只写了分析批判尔·在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解放》杂志第9期（总第33期）《论土地问题》一文中阐述的自由派土地纲领的部分。文章的续篇，即分析批判彼·诺沃勃兰策夫在1903年9月15日（28日）和10月1日（14日）《革命俄国报》第32、33号《俄国革命纲领的基本问题》一文中阐述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民粹主义土地纲领的部分，没有写出。从保存下来的《〈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一文的几个提纲》（见本卷第469—475页）中可以看到本文原计划中未完成部分的概貌和批判民粹主义土地纲领的要点。在本文的准备材料中，还保存有列宁为本文拟的一些标题：《资产阶级的民粹派和民粹派的马尼洛夫精神》、《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民粹派的空想》、《民粹派的自由主义和民粹派的空想》、《资产阶级的清醒和民粹派的马尼洛夫精神》。其中第二个标题内的“民粹派的空想”被勾掉，第三个、第四个标题全部被勾掉。



本文是列宁发表在《火星报》上的最后一篇文章。——72。



[54]“本国无先知”出典于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耶稣在各地传道，深得民心，唯独在自己家乡遭到厌弃。耶稣于是说：“没有一个先知能在自己家乡被人心悦诚服地接纳的。”列宁在这里引用这个典故带有讽刺意味。——73。



[55]《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在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73。



[56]《革命俄国报》（《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报纸，由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于1900年底在俄国出版，创办人安·亚·阿尔古诺夫。1902年1月—1905年12月，作为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在日内瓦出版，编辑为米·拉·郭茨和维·米·切尔诺夫。——74。



[57]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1902年8月《曙光》杂志第4期上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解说》一文中的一段话：“固然，在革命时代，没收大地主可能是我国革命党取得社会政治胜利的必要条件。但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将取决于那个时代的社会力量的对比。现在谈这个问题为时尚早，虽然现在就应当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它是必然要提出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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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1903年11月5日〔18日〕）

尊敬的同志：请在《火星报》上登载以下的声明：

“从1903年11月1日（公历）起，尼·列宁不再在《火星报》编辑部工作。”

致社会民主主义的敬礼！






	尼·列宁载于1904年日内瓦出版的尔·马尔托夫《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戒严状态”作斗争》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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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表的声明[58]


（1903年11月14日〔2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于1903年11月27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普列汉诺夫同志把马尔托夫分子增补到编辑部里去的行动，表明普列汉诺夫已直接转到党代表大会少数派方面，而这个少数派，普列汉诺夫本人曾不止一次地公开指出它倾向于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从党代表大会和同盟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这个转变是在国外同盟的影响下不顾国内大多数党委员会坚决表明的决定而干出的一种直接违背党代表大会意志的行为。中央委员会不能容忍这种违背代表大会意志的行为，特别是由于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了采取上述行动而利用了列宁同志的辞职，公然不讲信用，因为列宁同志提出辞职是有条件的，是为了谋求党内真正的和平。而马尔托夫分子却不接受11月25日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59]，拒绝和平，用这种行动向多数派宣战。

因此，中央委员会采用革命的办法将党中央机关报掌握到自己手里，并且声明它将全力争取由全党的意志，而不是由国外同盟的意志或个别人的背叛行为来决定党的未来命运。






	　　中央委员会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88页

















[58]这是列宁在中央委员会1903年11月14日（27日）会议上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草案。由于某些中央委员对孟什维克采取了调和态度，这项决议没有被通过。后来列宁给这份文献加了一个《没有发表的声明》的标题。——82。



[59]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是1903年11月12日（25日）向孟什维克提出的。这一天，中央委员会的四名委员（列宁、弗·威·林格尼克、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列·叶·加尔佩林）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确定了对孟什维克采取的最后一次让步性非常措施。



列宁还在1903年10月22日（11月4日）就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建议确定一个暂不向孟什维克宣布的最后通牒方案，即让步的最终界限，其内容包括：（1）增补四位原来的编辑部成员到《火星报》编辑部里去；（2）由中央选定两名反对派成员增补到中央委员会里去；（3）恢复国外同盟过去的状况；（4）让孟什维克在党总委员会里占一个席位；（5）停止争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以上内容除第5条外，都写进了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此外，通牒还提出允许反对派成员建立独立的著作家小组，并给予它以出席代表大会的权利。



在最后通牒发出的第二天，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人决定把全部原来的编辑部成员增补进了《火星报》编辑部，从而帮了孟什维克的大忙。于是，孟什维克便以嘲弄口吻拒绝了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和孟什维克对它的答复，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第257—259、267—271页）。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对最后通牒传了评价（见本卷第375页）。——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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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国外同盟领导机关、国外党的协助小组和全体党员的信[60]


（不早于1903年11月16日〔29日〕）

同志们：党的彻底统一，使我们面临一项刻不容缓、急需解决的任务，就是广泛开展社会民主党在国外的工作，并把在这方面从事活动的一切工作人员紧紧地团结起来。

按照党章（第13条）规定，党的全部国外工作分成组织形式不同的两大方面。一方面，国外的宣传鼓动工作直接由国外同盟主管和集中掌握。中央将采取一切措施促使这项工作完全由同盟来集中掌管，并保证同盟在行使这项职能时拥有自主权。另一方面，同盟对国内运动的支援，只能通过中央委员会专门指定的个人和团体来进行。

中央在号召同盟的全体成员、国外的所有党的协助小组和全体党员全力支持同盟所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同时，目前打算集中一切力量来建立这些中介性团体，通过它们支援国内的运动。

中央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任务如下。

从国外支持国内运动主要表现在：（1）派革命工作者到国内去；（2）把在国外筹集的经费送到国内去；（3）在国外收集有关国内的关系、情报和消息并立刻通知国内，以便给在国内进行活动的同志以帮助，以便防止遭受破坏，等等；（4）把书刊送到国内去；如此等等。

这些还不是从国外直接支持国内运动的一切形式，但我们认为，目前只要指出几种主要形式并使正在建立的组织与这些形式相适应就够了。经验会表明，将来需要怎样改变这种组织。

先来谈谈派人回国内工作的问题。当然，大多数回去的人最好都同中央在国外的总代办处即日内瓦代办处直接取得联系，从它那里取得接头地点、暗号、经费和必要的情报。但是许多回去工作的人自然是无法经过日内瓦的，因此，中央打算指派自己的代办员常驻国外各个比较重要的中心城市，如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柏林、维也纳等。请每一个打算回国内工作的人去找当地的中央代办员，中央代办员一定会采取各种措施使他们尽量快尽量安全地到达指定地点，使他们一开始行动就符合于中央关于分配人力和经费等的总计划。中央希望国外同盟多方协助这些中央代办员，例如使国外的大多数同志了解这些代办员的职能和同他们联系的条件，并使这种联系尽量秘密进行，等等。

由于从国外各大中心城市派人到国内去是一项巨大的工作，由于对被派者进行应有的了解有时为一个人的力量所不及，因此，按照党章第13条，中央可以根据需要指派一些代办员，而不是一个代办员。

其次，关于送款到国内的问题，最好能使国外筹集经费的工作完全由同盟来集中掌管，并由同盟的领导机关把款项转交给中央委员会。经验表明，只有在必要时，才可以让同盟的地方支部将一定数量的款项直接交给地方的中央代办员，例如情况紧急，需要立即帮助逃走、派遣人员、运送书刊等等。中央希望同盟的领导机关给各支部作出相应的指示，并制定出最适当的经费收支报告制度。

再其次，大家当然都知道，从国内到国外来的人常常会报告一些对于国内工作人员来说十分重要的消息，例如关于遭受破坏的程度，关于必须通知远离出事地点的城市里的某些同志提高警惕，以及必须利用逃走或离开的同志没有来得及利用或不可能利用的国内的某些关系，等等。当然，随着全党工作完全统一在中央领导之下，所有这些关系和消息愈来愈可能就在国内获得，而这才是最正常和最理想的方式。但是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从国内逃出来的或合法离开的同志由于种种原因来不及在国内转交关系，这样，就需要在他们到达国外以后加以转交。

最后，关于运送书刊的工作，中央当然会设法尽可能交给专门的运输小组来集中进行，这个小组的部分成员将常驻国外。因此，要指派一些中央特别的代办员来管理国外各个中心城市的党的书刊，负责同边境的联系，等等。当然，即使运输工作安排得很好，也总会有一些漏洞，要由某些临时出现的机会来弥补，如（也许可以）装在衣箱里运送，利用商业交往和轮船交通中的某些机会，等等。有关这项工作的所有情报、消息，要一律送交中央代办员，他们将集中处理所有这类事情，并按中央的总计划和指示行事。

中央把自己的工作计划通知同盟领导机关，相信同盟会多方协助国外的中央代办员，特别是设法使这些代办员能够广泛地接触协助小组、青年小组等等。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89—92页

















[60]这个信稿上有列宁的一句批语：“请阅后将信稿退回，不要让任何人看。”这很可能是批给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弗·威·林格尼克的。这封信显然没有发出，但是信中所列的由国外支援国内革命运动的计划实际上构成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工作的基础。——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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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61]


（1903年11月25日〔12月8日〕） 给编辑部的信


《不该这么办》一文提出了我们党的生活中这样一些非常重要而且在目前非常迫切的问题，使我不禁要马上对编辑部如此热情恳切地在自己的报纸上辟出一定的篇幅请大家发表意见作出反应，特别是对于一个一直参加《火星报》工作的人来说，特别是在晚一个星期表示意见也许就等于完全放弃发言权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我想表示一下自己的意见，以便消除某些可能发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误会。

首先我要说，在我看来，文章的作者坚持要维护党的统一，避免新的分裂（特别是由于一些算不上严重的分歧造成的分裂），这是万分正确的。一般说来，特别是在目前，一个领导人号召大家和睦相处，温和谦让，是值得大大称赞的。要不仅把以前的经济派，而且把一些患有“一定的不彻底性”毛病的社会民主党小组革出教门或者说开除出党，无疑是过于荒唐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文章的作者对他心目中的那些莽撞的、顽固的、愚蠢的、只会主张开除的索巴开维奇[62]们恼火的声调。我们甚至更进一步认为：当我们有了党纲和党的组织的时候，我们就不仅要热情地在党的机关报上辟出一定的篇幅让大家交换意见，而且要使那些由于自己的不彻底性而去维护某些修正主义教条和由于某种原因而坚持自己的小组特点和个性的小组——或者如作者所说的小小组——能够系统地阐述自己的不同意见，即使是无关紧要的不同意见。正是为了不要过于莽撞地和象索巴开维奇那样粗暴地对待“无政府个人主义”，我们认为必须尽可能（甚至不惜在一定程度上抛开美好的集中制模式，不要绝对服从纪律）让这些小小组有发表意见的自由，让全党有可能来衡量分歧的深浅，判断不彻底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问题上，以及表现在哪一方的身上。

的确，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应该坚决抛弃宗派主义小组习气的传统，应该在一个依靠群众的党的内部提出这样一个坚决的口号：多一些光，要让党知道一切，让它得到全部的，真正全部的材料来对一切分歧、对回到修正主义和背离纪律的行为等等作出评价。要更加相信党的全体工作人员的独立判断能力：他们，也只有他们，才能够抑制那些爱闹分裂的小小组的狂热，才能够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而又坚持不懈地影响他们，使他们产生遵守党的纪律的“善良愿望”，才能够使无政府个人主义的狂热冷却下来，用自己毫不计较的态度来说明、证明和表明，被爱闹分裂的人所夸大的那些分歧并没有多大意义。

对于“不该这么办？”（一般不该这么办以及为了不致引起分裂不该这么办）的问题，我的答复首先是：不该向党隐瞒正在产生和发展的分裂原因，不该隐瞒造成这些原因的任何情况和事件。不仅如此，不但不要向党隐瞒，而且尽可能地不要向局外的公众隐瞒。我说“尽可能地”，是因为考虑到，秘密活动要求有些事情必须保密，但是这类情况在我们的分裂中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开诚布公——这是避免可以避免的分裂、把已经不可避免的分裂带来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最妥善和唯一可靠的方法。

确实，大家要好好考虑一下，党已经不是同小组而是同群众打交道这种情况使党所承担的责任。为了不只在口头上成为群众的党，我们就应当吸引愈来愈多的群众参加党的各项活动，不断地使他们从不关心政治提高到参加反抗和斗争，从具有一般的反抗精神提高到自觉地接受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从接受这些观点提高到支持运动，从支持运动提高到在组织上加入党。不把问题完全开诚布公地摊出来（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决定能否对群众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能够达到这种结果吗？作者说得很对，如果由于小小的分歧而发生分裂，工人就会不再理解我们并离开我们，我们就会成为没有军队的司令部。要使工人不会不再理解我们，要使他们的斗争经验和他们的无产阶级的辨别力也能给我们这些“领导人”一些教育，那就要使有组织的工人学会观察正在产生的分裂原因（这种原因在任何群众性的政党内部都总是会有的，而且总是会反复出现），自觉地对待这些原因，从全党的利益和整个运动的利益出发来评价国内或国外的某个波舍霍尼耶[63]发生的事件。

作者强调指出，我们的中央机关将会得到很多，同时要求于它的也会很多，这是十分正确的。事情正是这样。也正因为这样，全党必须系统地、逐步地和坚定不移地为中央机关培养称职的人，对每个准备担任这种高级职位的候选人的全部活动了如指掌，甚至了解他们的个人特点，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作者对造成这类失败的某些原因提出了非常精辟、显然是以丰富的经验为依据的意见。正因为这些意见非常精辟，全党也就应当加以吸取，应当经常看到自己的这个或那个“领导人”的每次“失败”，哪怕是局部的“失败”。没有一个政治活动家不是经历过这样或那样的失败的，因此如果我们要认真地谈论怎样影响群众，怎样赢得群众的“善良愿望”，我们就应当尽力使这些失败不要隐藏在小组和小小组的陈腐气氛中，而要拿出来让大家评论。这乍看起来可能是令人难为情的，有时对个别领导人来说好象是一种“难堪的事情”，但是这种认为难为情的错觉我们必须克服，这是我们对党、对工人阶级应尽的责任。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全体（而不是由哪个小组或小小组偶然挑选出来的）有影响的党的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自己的领袖，并且把每个领袖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只有开诚布公才能纠正一切莽撞的、片面的、反复无常的偏向，只有这样才能把“小小组”之间有时荒谬可笑的“争执”变成有益的和必要的党内自我教育的材料。

光，多一些光！[64]我们需要一个大音乐会；我们需要取得经验，好恰当地分配角色，让一个人去奏抒情的小提琴，让另一个人去拉狂暴的大提琴，让第三个人去挥动指挥棒。让作者发出的热情欢迎大家在党的机关报上和党的一切刊物上发表意见的美好呼吁真正实现吧，让大家来评判我们由于各种不同的“音调”而引起的“争论和口角”吧，对这些音调，一些人认为太刺耳，另一些人认为不和谐，第三种人认为不合拍。只有通过许多这样的公开讨论，才能使我们的领导者形成一个真正合唱得很好的集体；只有这样，工人才不会不再理解我们，只有那时，我们的“司令部”才能真正以既跟着司令部前进、同时又引导自己的司令部前进的这支军队的善良的、自觉的愿望作为自己的依靠！






	　　列宁载于1903年11月25日《火星报》第5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93—97页

















[61]《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是列宁为回答1903年11月7日《火星报》第52号上发表的普列汉诺夫的《不该这么办》一文而写的。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编辑部在该报第53号发表了列宁的信，同时加了一个编后记，用影射的手法攻击列宁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约·巴·施韦泽。



本卷《附录》收有这封信的内容要点（见第476页）。——86。



[62]索巴开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粗暴蛮横的地主。——87。



[63]波舍霍尼耶原为俄国北部一个偏僻的县城。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小说《波舍霍尼耶遗风》问世后，波舍霍尼耶即成为闭塞落后的穷乡僻壤的同义语。——88。



[64]光，多一些光！是德国诗人约·沃·歌德的临终遗言。后来人们常引用这句话来表示期待或呼吁。——89。









《列宁全集》第8卷


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

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65]

（1903年11月25日和29日〔12月8日和12日〕之间）



［注：这封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是我在该报第53号出版以后立刻发出的。编辑部拒绝把它刊登在第54号上，因此我只好把它印成单页发表。］

 　　这完全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这是我们党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关系问题，因此我有义务立刻公开回答这个问题，我所以说有义务，不仅仅是因为多数派的代表们纷纷向我提出质问，而且还因为《火星报》第53号上《我们的代表大会》一文对代表大会所造成的火星派内部的虽不很严重但起着很大瓦解作用的分歧，作了完全不真实的说明。

这篇文章把问题说成这样：任何人即使用放大镜，也不能从中发现一点真正重大的足以造成分歧的原因，也不能找到丝毫关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变动的说明，也不能找到我退出编辑部的任何一点正当的理由。该文的作者说，我们的分歧发生在组织党的中央机关的问题上，在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在实行集中制的方法问题上，在可能实现的和有益的集中化的范围和性质问题上，在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危害问题上。

真是这样吗？难道我们不是在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上，在能否允许因不满意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机关成员而抵制这些中央机关的问题上，在能否允许破坏实际工作、改变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以迎合某个象同盟多数派那样的国外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问题上发生分歧的吗？

同志们，你们知道得很清楚，事情正是这样。但是绝大多数最有影响和最积极的党的工作者还不知道这一点，因此我想简略地谈一些主要的事实，我所以只想简略地谈一谈，是因为根据《火星报》第53号上的声明来看，关于我们分歧的经过的全部材料很快就会公布出来。[66]

我们所讨论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以及崩得代表团新近出版的报告书，都正确地指出，在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上，“火星派”占大多数，——据我统计，即使在崩得的代表和《工人事业》的代表退出大会以前，“火星派”也占将近五分之三的票数。在代表大会前半期，这些火星派分子是同心协力地反对一切反火星派分子和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的。这一点，从代表大会前半期发生的两个事件（这两个事件对于了解我们的分歧很重要），即组委会事件和语言平等事件，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只是在后一问题上，紧密的火星派多数派从3/5降到1/2）。在代表大会的后半期，火星派开始发生分歧，而到大会结束时就完全分道扬镳了。关于党章第1条和关于选举中央机关的争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分歧的性质：火星派少数派（以马尔托夫为首）逐渐把非火星派分子和不坚定的分子愈来愈多地团结到自己的周围，来和火星派多数派（其中包括普列汉诺夫和我）相对抗。在表决党章第1条时，这种派别划分还没有最终形成，但是崩得分子的全部选票和工人事业派分子三票中的两票使火星派少数派占了上风。在选举中央机关时，由于五个崩得分子和两个工人事业派分子退出代表大会，火星派多数派便成了党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分道扬镳了。

使我们产生重大分歧的首先是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早在组委会事件以后，在代表大会刚开始的时候，火星派就在热烈讨论组委会的各个委员（和非委员）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问题，并且在《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的会议上，经过长时间热烈的争论，以9票对4票3票弃权否决了马尔托夫所支持的一个候选人，以10票对2票4票弃权通过了五人名单，根据我的提议，这个名单中包括了一个非火星派领袖和一个火星派少数派领袖。[67]但是少数派坚持要在5人中占3人，因此他们在党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代表大会上就批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原来的六人小组还是选举新的三人小组的问题 
［注：鉴于这个有名的“三人小组”引起了许许多多的议论和误传，我要立即指出，远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所有稍微同我接近的同志都知道我对大会议程草案所作的说明。这个曾在大会上传阅的说明中写道：“代表大会选出三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选出三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必要时，这六个人在一起，经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以增补的办法补充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并向代表大会作出相应的报告。代表大会批准这个报告以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再分别进行增补。”］

 进行的一场大战，也是这样结束的。

只是从这时起，分歧才变得十分严重，使人意识到可能产生分裂；只是从这时起，少数派（它已经变成真正“紧密的”少数派）才开始采取弃权的办法，而这种现象在代表大会上在此以前还没有见到过。在代表大会以后这种分歧愈来愈尖锐了。心怀不满的少数派转而采取抵制手段竟达数月之久。[68]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责难，即所谓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所谓要人绝对地机械地服从，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只不过是企图诿过于人，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只要指出下面这个典型的事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新的编辑部（即普列汉诺夫和我）邀请所有原来的编辑写稿，当然，开始时没有采用“形式主义”的方式，只是口头上邀请。结果遭到了拒绝。于是我们写了一份“公文”（真是官僚主义者！）给“敬爱的同志们”，请他们在我们编辑的刊物上就任何问题写稿，特别是陈述自己的不同意见。我们收到一份“正式”声明，说他们不愿意参加《火星报》的任何工作。整整几个月，这些非编辑谁也没有为《火星报》工作。关系变成纯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了，但“带头”这么做的是谁呢？

开始出现地下出版物，它们充斥于国外，并在国内各委员会之间辗转传播，而且有一部分现在已经开始由国内传回到国外。一位西伯利亚代表的报告，—恩写的论“反对派”口号的信，马尔托夫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都充满了对列宁的非常可笑的责难，说什么列宁实行“专制制度”，建立罗伯斯比尔式的死刑制度（原文如此！），给老同志举行政治葬礼（不把他们选入中央机关就是给他们举行葬礼！），等等。事态的发展使反对派热中于寻找组织问题上的使我们无法共同工作的“原则”分歧。在这方面，他们特别喜欢谈论的是党总委员会的所谓“第五个委员”。上面提到的所有著作都把总委员会描绘成列宁玩弄外交手腕或权术的机关，描绘成国外的中央机关报用来压制国内的中央委员会的工具——这和崩得代表团在他们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问题所作的描绘一模一样。不用说，这个原则分歧是和所谓的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一样的胡说八道，因为第五个委员是由代表大会选出的；因此，问题所涉及的是一个受到多数人的最大信任的人；而党代表大会多数人的意志，不管党的中央机关怎样组成，总是要通过选择一定的人表现出来的。

所有这类出版物在国外传播得多么广泛，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连善良的帕尔乌斯也起来攻击独揽一切和从日内瓦之类的地方向工人们“发号施令”（原文如此！）的倾向（《世界政策问题小报》[69]，第5年卷，1903年11月30日第48期）。再过一两个月，当我们这位专制制度的新的敌人读到党代表大会和同盟代表大会的记录时，他就会认识到：如果把一切党内的流言蜚语都信以为真，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可笑的人。

同盟代表大会是反对派对中央机关采取军事行动的顶点。读者从同盟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可以看出，那些把同盟代表大会叫作算党代表大会的账的场所的人是否正确；在反对派的进攻中是否有过什么事情促使中央委员会采取非常措施[70]（非常措施这个词是中央委员会自己说的，因为当时编辑部成员的变动曾使党内有实现和平的希望）。这个代表大会的决议表明，在专制的官僚主义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具有怎样的性质。

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气氛非常紧张，大有分裂之势，因此普列汉诺夫决定把原来的编辑部成员都增补进来。我预料反对派是不会满足于这一点的，而我认为改变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去迎合一个小组是不行的。但是我又认为给可能实现的党内和平造成障碍是更加不能允许的，因此，从《火星报》第51号以后，我就退出了编辑部，同时声明我并不拒绝继续撰稿，甚至并不坚持公开宣布我的辞职，只要党内能够确立真正的和平。反对派要求的（不是改变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什么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专制制度、机械服从等等，而）是恢复原来的编辑部，把反对派的代表增补到中央委员会里去，在总委员会中占两席，承认同盟代表大会合法。中央委员会为了确保和平，同意增补两名反对派代表进中央委员会，把总委员会中的一个席位让给他们，逐步进行同盟的改组。反对派连这样的条件也拒绝了。编辑部进行了增补，可是和平的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火星报》第53号出版时的情况。

党希望获得和平并进行积极的工作，这一点恐怕是无须怀疑的。而象《我们的代表大会》这样的文章却阻碍和平的实现，我所以说阻碍，是因为这样的文章往往只是作一些暗示或提到有关某些问题的片面情况，对这些东西，如果不充分说明分歧的全部过程，是不会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我所以说阻碍，是因为这样的文章把国外小组的罪过都推在我们做实际工作的中央机关头上，而我们的中央机关正从事于把党真正统一起来这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它在实行集中制的道路上已经碰到和正在碰到的障碍本来就已经够多的了。国内各委员会目前正在同少数派妨碍整个工作的分裂活动和抵制手段进行斗争。我们已经收到彼得堡、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特维尔、敖德萨、图拉等地的委员会和北方协会寄来的关于这方面的决议。

这种国外的著作家的无谓争吵我们已经受够了！希望它现在能成为向国内的实际工作者表明“不该这么办”的例子！希望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能号召大家停止一切抵制，不管它来自哪一方；号召大家在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同心协力地工作！


※　　　　　※　　　　　※

可是，不同色彩的火星派之间的分歧是什么呢？——读者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第一，分歧在于多数派认为，不管中央机关的成员怎样变动，人们在党内都可以而且应当宣传自己的观点。任何一个小组，即使是工人事业派的小组，只要参加了党，都有权要求给它陈述和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但是任何一个小组，哪怕是由将军组成的小组，也无权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党的中央机关。第二，分歧在于多数派认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产生，应该归咎于那些拒绝在中央机关领导下进行工作、因而使得难以避免形式主义地处理问题的人。第三，我知道一个而且仅仅一个有关组织问题的原则分歧，那就是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所表现出来的分歧。等到代表大会的记录发表以后，我们要回过头来再谈谈这个问题。那时我们将说明，马尔托夫的条文在非火星派分子和冒牌火星派分子的支持下获得通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这一条文向机会主义迈进了一步，这一步我们在—恩写的信中和《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一文中看得更加清楚。 
［注：那时我们还要请求解释一下，《我们的代表大会》一文中所谓对非火星派分子的不应有的轻视，所谓党章的严格的条文同党内实际的力量对比不相适应，是什么意思。这些话是指什么而言？］

 记录将表明，《我们的代表大会》一文的作者的意见是违背事实的，他说“在讨论党章时，争论几乎完全集中在关于组织党的中央机关的问题上”。恰恰相反。把双“方”（即火星派多数派和火星派少数派）比较明显地划分开来的唯一真正原则性的争论，是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至于关于总委员会的人选、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等问题的争论，不过是个别代表之间，是我和马尔托夫之间以及其他人之间的争论，这些争论所涉及的相对说来是一些很小的细节问题，并没有在火星派中间引起任何明显的分化，火星派通过他们的投票纠正了我们中间这个或那个人的偏向。把在实行集中制的方法、范围、性质等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都说成是由这些争论造成的，那不过是粉饰少数派的立场和他们为改变中央机关的成员所采用的斗争方法，而正是这个斗争在我们之间引起了真正的分歧。





	1903年12月印成单页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98—104页

















[65]《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是列宁写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曾于1903年12月在日内瓦印成单页出版，随后又在俄国秘密翻印，广为传播。1904—1905年俄国警察机关文件中提到，在莫斯科、哈尔科夫、图拉、托木斯克、里加、尼古拉耶夫、波尔塔瓦、阿斯特拉罕、顿巴斯等地进行搜捕时都发现过这封信。列宁在1903年12月17日和22日之间写给尼·叶·维洛诺夫的信中谈到了有关这封信的一些情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91。



[66]指1903年11月25日《火星报》第53号刊登的关于即将公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的通知。——92。



[67]马尔托夫所支持的一个候选人是叶·米·亚历山德罗娃；一个非火星派领袖是指B．H．罗扎诺夫；一个火星派少数派领袖是指列·达·托洛茨基。——93。



[6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1903年9月中旬，以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及反对派其他领袖为首的17名孟什维克，背着党的多数派和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日内瓦举行了秘密派别会议。这个会议建立了一个反党中心——少数派常务局，由马尔托夫、费·伊·唐恩、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列·达·托洛茨基组成。会议通过的由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起草的决议，提出了同党的多数派和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机关进行斗争的计划，并要求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扩大少数派影响和改组党的中央机关。会议号召反对派成员拒绝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抵制《火星报》，力争恢复旧的编辑部班子。在会议上成立了由《火星报》原来的编辑部成员组成的著作家小组，其宗旨是联合孟什维克和宣传孟什维克反对派的机会主义思想。在篡夺了《火星报》之后，孟什维克在中央机关报内建立了秘密的中央会计处，设置了自己的书刊运输机构。为夺取地方委员会，孟什维克建立了自己的流动代办员网。——93。



[69]《世界政策问题小报》（《Aus　der　Weltpolitik》）是德国的一家周报，由亚·李·帕尔乌斯于1898—1905年在慕尼黑出版。——95。



[70]指1903年11月16日（29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国外同盟领导机关的信。该信指出，对同盟所采取的措施是当时的非常情况引起的，而现在这些情况已经不存在了。该信通知同盟领导机关说，中央委员会审查了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章程，不同意其中某几条的措辞，但不认为该章程原则上有什么不符合党的组织章程之处（参看《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第286页）。



这封信是中央委员会内调和派对孟什维克的让步，实际上意味着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同盟章程和承认了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领导机关。这同中央委员会在此以前一段时间所持的态度是完全矛盾的。这种让步并没有使党恢复和平，布尔什维克认为它是一个政治错误。——95。









《列宁全集》第8卷


谈谈新《火星报》的立场

（1903年12月下半月）

“马尔托夫派的”《火星报》现在所采取的立场中特别使我感到气愤的，就是他们所固有的欺骗和虚伪，就是企图回避问题的实质，企图隐瞒党内的舆论和党的决定，企图歪曲概念和事实。我认为，有些同志对这种虚伪感觉迟钝，麻木不仁，只是因为不了解情况。而要使他们了解情况，就应该大力进行解释，所以我一直打算写一本专门的小册子，把全部问题详详细细地（必要时要利用一切文件）加以解释。党代表大会和同盟代表大会的记录一公布，也就是说不久以后，我就要这样做。[71]

马尔托夫派用来欺骗党（由于神经失常，他们可能、甚至很可能首先是自己欺骗自己）的主要伎俩，第一是歪曲火星派内部分歧的真正根源和原因，第二是歪曲关于小组习气和组织瓦解、关于宗派主义和党性等等这些概念。

第一个歪曲就是，他们把代表大会之后在中央机关同反对派作斗争期间实质上是双方的对骂说成是“原则性的”分歧。对骂的内容就是反对派称多数派为专制君主、形式主义者、官僚等等，多数派则称反对派为歇斯底里的钻营之徒，一帮被淘汰的阁员或歇斯底里的闹事者（见同盟代表大会）。然而现在竟有人在中央机关报上把这些互相“恭维”的一方的话公然说成是原则性的分歧！这难道还不卑鄙吗？

实际上，分歧的真正原因是马尔托夫派转向泥潭派。代表大会上党章第1条的讨论，以及在选举中央机关时的派别划分，都清楚地反映出这种转变。这种分歧有相当一部分确实是原则性的分歧，对此他们却避而不谈。

第二个歪曲就是，马尔托夫派三个月来为了小组的利益，为了钻进中央机关（因为没有任何人限制就实质问题进行争论或自由发表意见，相反，我们曾一再邀请和要求马尔托夫派把自己的意见写出来），一直在瓦解整个党和整个工作，现在当他们从后门钻进编辑部之后，却可笑地责备多数派犯有起瓦解作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等，而对于自己的抵制行为、自己的钻营行为等等却闭口不谈。这难道还不卑鄙吗？两者只能选择其一：或者忘掉全部的“无谓争吵”，那就根本不要再谈它，也不要让无谓争吵在中央机关报上再现，因为关于官僚主义的叫嚷正是恶劣的钻营行为的再现；或者提出分歧问题，那就要把一切都端出来。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105—106页

















[71]指《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见本卷第197—425页）。——99。









《列宁全集》第8卷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序言

（1904年1月）

我现在重印的《给一位同志的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18页。——编者注］

 ，是在一年多以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1902年9月写的。起先，它的抄本在大家手头辗转传阅，并且作为阐述火星派的组织观点的材料流传于俄国各地。后来，西伯利亚联合会在去年6月印了这封信，而且大量加以散发。这样一来，这封信就完全成了公众的财产，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理由阻止它公开发表了。以前，我没有印这封信，是考虑到它文字上还很粗糙，还完全是“草稿”性质的，这个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俄国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都已经看过这封还是草稿的信了。此外，重印这封还是草稿的信（我只作了一些最必要的修辞性修改）的更重要的理由，是现在这封信已具有“文件”的 
［注：当我的对手不止一次地表示要把这封信当作文件使用以后，我自己也觉得重印时再作任何修改，简直……怎样说得婉转些呢？……有些不得体了。］

 意义。大家知道，《火星报》的新编辑部已经在第53号上提出了组织问题上的分歧。可惜这些分歧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编辑部并没有急于明确指出，而多半只是作了一些谁也不懂的暗示。

应当尽量帮助新编辑部解决这个难题。把《火星报》的旧的组织观点，详详细细地公之于众，甚至连草稿都公布出来，这样，也许新编辑部终于会向在他们的“思想领导”之下的党公开自己的新的组织观点了吧。这样，也许新编辑部终于会向我们介绍一下，他们是怎样准确表述他们准备对我们党的组织章程作的那些带有根本性质的修改的吧。因为，实际上谁会不了解正是这个组织章程体现了我们一贯的组织计划呢？

把《怎么办？》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编者注］

 和《火星报》上关于组织问题的文章同这封《给一位同志的信》对照一下，再把这封信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对照一下，读者就会清楚地看到，我们，火星派多数派，即党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是怎样始终如一地贯彻我们的组织“路线”的。而对《火星报》新编辑部，我们将等待，并且以极大的耐心等待，等他们阐明他们的新的组织观点，等他们指出，他们究竟是在什么问题上，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感到失望，为什么要“把自己过去崇拜的 东西付之一炬”[72]。






	尼·列宁　1904年1月

载于1904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的《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卷第5—6页

















[72]“把自己过去崇拜的东西付之一炬”出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贵族之家》，是书中人物米哈列维奇的诗句，后来常被人们引用来譬喻背叛自己过去的信念。——102。









《列宁全集》第8卷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后记

（1904年1月）

《火星报》编辑部在第55号上谈到，中央和反对派“已经达成协议，要忘掉”我在《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 
［注：见本卷第91—98页。——编者注］

 中提到的事实。编辑部的这一声明是真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用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漂亮词汇来说）“遁词”。事实上，并没有达成这样的协议，正象中央驻国外代表在《火星报》第55号出版后立即出版的专页上公开声明的那样。而且也不可能达成这样的协议，这是每个认真读过我的信的人都很清楚的，因为反对派拒绝了中央提出的“真正的和平”，而这种和平当然也包括忘掉应该忘掉的一切这个条件在内。当编辑部拒绝了和平，并在第53号上掀起了反对所谓官僚主义的战争时，难道他们就如此幼稚，竟指望对方缄口不谈关于官僚主义的这些鬼话的真正来源吗？

编辑部非常不喜欢我把这些鬼话的真正来源归之于无谓争吵（Literatengezank——著作家的无谓争吵）。这也是毫不奇怪的！但要知道，对这个确实使人不愉快的事实喋喋不休地说些抱怨的话，并不能否定事实。

我们想冒昧地向最尊敬的编辑部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有人对于拼命责难专制制度、罗伯斯比尔式的制度和搞政变等等，只是觉得可笑，而另一些人对于别人心平气和地叙述事实和谈论实际上要求将军地位的人，却感到是对自己的莫大侮辱，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确实感到是奇耻大辱，竟说起什么“意气用事”、“有损道德”、甚至“动机卑下〈这是从何说起？？〉”这样一些全然“没有意义”的话来了。我的朋友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是不是因为将军的“地位”比专制君主的地位“更卑下”呢？

第二个问题。编辑部为何不向读者解释一下，为什么它（在很久以前，当它还属于反对派而事实上是“少数派”的时候）曾表示希望要忘掉某些事实呢？编辑部难道不懂得，希望“忘掉”原则分歧，这个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都不会产生这个念头吗？

请看，我亲爱的“政治对手们”，你们有多狼狈啊！你们谴责我，说我把原则争论降低为无谓争吵，你们本来想通过这种办法把我置于死地，然而，事与愿违，你们恰恰证实了我对你们的某些“分歧”的真实原因所作的论断。

其次，由于处境狼狈，编辑部承认曾经有过无谓争吵，但他们却不肯向读者说明，在他们看来，原则分歧是从哪里结束，无谓争吵是从哪里开始的。编辑部避而不谈我在信中曾试图把这两件事十分明确地区分开来。我在信中指出，原则分歧（远未严重到真正分手的地步）是在党章第1条的问题上暴露出来的，并由于火星派少数派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同非火星派分子接近而扩大。我还指出，关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的言论，主要不过是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发生的那些无谓争吵的回声。

编辑部大概不会同意这样划分“原则的”东西和“应该忘掉的”东西吧？那他们为什么不肯把自己“正确”划分这两件事的意见讲出来呢？这是不是因为，这两件事在他们的头脑里还没有划清界限（而且划不清界限）呢？

根据尊敬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火星报》同一号即第55号上发表的小品文，读者可以想象得出，这样……模模糊糊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的党中央机关报成了一个什么样子。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实际上一个字也没有接触到我们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争论，只是作了一些没有出席代表大会的人根本不懂的什么“外层团体”的暗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忘了，我们对第1条进行了多么长久多么详细的争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反而编造了一种“理论”，说什么“出席代表大会的火星派多数派都有一个念头，就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同内部敌人进行斗争”。“由于这个使命”，对火星派多数派来说，“我们面临的正常任务就冲淡了〈尊敬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坚信这一点〉”。“进行正常工作的前景被推到了遥远的不可预测的未来”；摆在党的面前的是更加迫切的“制服内部敌人的战斗任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字眼来咒骂这个“官僚主义的 
［注：顺便提一下，请编辑部注意，我这本书是用“指定的标题”出版的。我是个坚定的集中主义者，我服从我们中央机关报的“原则”指示，它已在第55号上开辟了一个从“标题”的角度评论党的出版物的专栏（为了同形式主义作斗争）。］

 〈或机械的〉集中制”，这些“雅各宾式的”（！！？）计划，这些拿别人“当叛乱分子来镇压和处置”的“瓦解组织的分子”。

为了说明这个理论，确切些说，为了说明这些谴责代表大会的多数派镇压（应该说是想象中的）叛乱的瓦解倾向和轻视正常工作的态度的论调的真实价值，我只需要向健忘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提醒一个（开头只提一个）小小的事实。1903年10月6日，经过多次向少数派分子讲明他们进行抵制活动的荒谬和瓦解性质之后，我和普列汉诺夫一起正式约请“叛乱”著作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包括在内）开始进行正常工作，并正式向他们申明，拒绝这个工作，无论从个人意气用事还是从某种意见分歧（为了阐述这些分歧，我们在我们的刊物上开辟了一定的篇幅）出发，都是愚蠢的。 
［注：见本卷第352—353页。——编者注］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忘了这回事。他忘了，他当时的回答是，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而表示断然拒绝。他忘了，在当时，在这早已成为过去的时期，他认为“正常工作被推到了遥远的不可预测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只是到了1903年11月26日才成了期待中的现实[73]。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不仅“忘了”这回事，而且希望把诸如此类的“意气用事”统统“忘掉”，——不是这样吗？

向少数派指出，他们长年累月地瓦解党，抛弃正常工作，把中央的许许多多力量吸引到他们挑起的无谓争吵上去，——这是“意气用事”，是有损道德，是把两种倾向的斗争降低为无谓争吵。中央机关报不能登载这样的东西。

而谴责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说他们竟敢把时间花到训诫“叛乱分子”上去，说他们通过跟（想象中的）瓦解组织的分子进行斗争来破坏党，——这才是原则分歧，《火星报》应该“腾出”篇幅专门登载这种分歧。不是这样吗，尊敬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

假如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看一下自己的周围，即使现在也许还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说明“正常工作”对少数派的实际工作者来说，也被推到了同样是期待中的，但还是不可预测的遥远未来吧？

不，你们知道吧，你们最好还是根本不要涉及多数派和少数派对正常工作的态度这个问题！最好还是不要提起例如某城一位工厂工人[74]在给我的下面一封信中谈到的事情：


　　“亲爱的同志：近来，也就是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听说，中央委员会不是代表大会一致选出的，代表大会在中央机关报与中央委员会的关系问题上分成了两派，形成了所谓的多数派和少数派。这一切，就象一块很沉的石头压在我们头上一样，我们感到非常沉重，因为中央机关报与中央委员会的关系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个出乎意料的新闻：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前，不仅没有一个小组和会议提到这个问题，而且据我的记忆，各种出版物也都没有谈论过这个问题。我不懂，代表大会以前，为什么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假如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那就必须承认，竭力要把党统一起来的那些同志，对党的组织，也就是党的机构，心中无数。但后面这个情况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现在造成党的分裂的这个问题，已经清楚地表明，对党的机构是有看法的，而且大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要隐瞒呢？这是一。第二，就是这个问题本身。当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党的机构可以保证党的正统方向呢，与此同时，我的脑子里还出现了一个想法，就是除了党的机构，党的领袖人选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他们是正统的，党的方向也会是正统的，如果他们是机会主义者，那么党也会是机会主义的。现在，有了这样一些设想，也知道了党的领袖人选，我就毫不犹豫地表示主张在对党进行思想领导方面中央机关报比中央委员会占支配地位。尤其是俄国的实际情况使我更加坚持这种主张。因为尽管中央委员会是正统的，但它在俄国，就不能保险不被破坏，从而不能保险不会违背自己的意志而丧失正统性，因为继承人并不总是和他们的前人相象。在委员会做过一段工作的同志，谁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一个最好的委员会由于某一偶然原因而被一个糟糕的委员会代替，或者相反。中央机关报就完全不同了：它所处的条件不同（因为中央机关报将设在国外），它可以较长时期地存在下去。因而也有可能为自己培养合格的继承人。但是，同志，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一经解决就一成不变，就是说，或者是中央机关报永远比中央委员会占支配地位，或者是中央委员会永远比中央机关报占支配地位。我想，不能这样。比如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中央机关报成员突然起了变化，从正统的变成了机会主义的，象德国的《前进报》那样；试问，那时，是不是还要它在思想领导方面居于支配地位呢？我们这些受过正统教育的人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难道应该向他们妥协吗？不，那时，我们就应该剥夺他们的支配权，把它交给另一个机关，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管是由于党的纪律或是其他——而没有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大家就都应该被叫作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叛徒。我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问题一经解决就一成不变，象有些同志做的那样。

现在，我对目前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斗争，简直不能理解，我们许多人都觉得，进行这个斗争是不对的。同志，请您说说！仅仅为了议论多数派和少数派而把全部力量用来奔走于各委员会之间，这是正常的吗？我真不懂。难道这个问题就这么重要，值得把全部力量都投进去，并且为了这个而彼此怒目相对，视如仇敌吗？事实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假定一个委员会由一派选出，那另一派就不会有人参加进去，尽管他完全适合做这个工作，甚至可以说，即使工作需要他，没有他，工作会遭到很大损失，他也不参加。当然，我这并不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根本不要进行斗争，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是认为，这个斗争应该具有另一种性质，我们不要因为进行这个斗争而忘记我们的主要任务，即在群众中进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宣传，因为忘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削弱我们的党。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妥当：当我看到有人肆意践踏事业的利益、把它们全然置之脑后的时候，我就把所有这样的人叫作政治阴谋家。当你看到领导事业的人在干别的勾当，你会为这个事业而感到多么痛心和恐惧啊！看到这个，你会想到：难道我们党一定要为这些琐事长期分裂下去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同时进行内部斗争和外部斗争吗？既然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被重视，每个人都借口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不正确，借口中央委员会不中用等等，而各行其是，那还举行代表大会做什么呢？这样干的正是那些在代表大会以前一直叫喊集中制，叫喊党的纪律等等的人，而他们现在好象又想表明，只有普通人需要纪律，他们这些上层人士是不需要的。他们大概忘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对缺乏经验的同志起了多么可怕的腐蚀作用。现在在工人中间，已经又可以听到对知识分子只顾自己进行无谓争吵而忘记了工人这一点表示不满的呼声，现在已经有些比较性急的同志由于自己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而心灰意冷了。对工作进行集中统一的安排，在目前还完全是一句空话。现在只有希望将来一切会好起来。”










	载于1904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的《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卷第26—32页

















[73]指格·瓦·普列汉诺夫把《火星报》原来的孟什维克编辑增补进了《火星报》编辑部一事。——106。



[74]写这封信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委员、工人尼·叶·维洛诺夫。列宁于1903年12月给他写了回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107。









《列宁全集》第8卷


告党员书[75]


（1904年1月4日和10日〔17日和23日〕之间）

是小团体还是党？这就是我们的中央机关报提出讨论的问题。

我们认为，提出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是非常适时的。我们请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首先看一看自己。这个编辑部是个什么样子呢？是由一群共事多年，现在通过抵制和瓦解组织，并以分裂相威胁才得以钻进编辑部的人组成的小团体呢，还是由我们党的负责人员组成的委员会？

你们不要企图回避这个问题，说什么自己是按照党章合法地增补进来的。我们并不怀疑这种合法性，但我们请你们不要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要从实质上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不仅要求从法律上，而且要求从政治上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正是要你们这些不是代表大会选出的、不是党所任命的“编辑”先生们回答，而不是要普列汉诺夫同志回答，他也许是为了避免分裂，只好把你们增补进来，而没有别的选择。

是小团体呢，还是党的负责人员组成的委员会？

如果是小团体，那何必还要来这一套伪善和欺骗，说什么党呀这样一些空话呢？你们几个星期、几个月都在嘲弄党的机关和党章，难道你们不是在实际上破坏这个党吗？难道你们没有在实际上破坏这个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难道你们没有把事情弄到分裂的地步，没有拒绝服从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难道你们没有说党的代表大会对你们不是偶像，就是说，没有约束力，从而使自己置身于党外吗？你们一面践踏党的机关和法律，同时却乐于利用“党中央机关报”这块招牌！

如果你们是党的负责人员，那你们是否可以向这个党解释一下，一些未经代表大会任命的人极力设法在党的一个中央机关取得位置，这是为什么，是出于什么目的？也许是为了保持原来那个编辑们的家庭式小团体的“继承性”？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举手通过关于保持这种庸俗的“继承性”的决议的人，现在竟想用侈谈党来欺骗我们！现在你们究竟有什么资格来谈论党呢？

你们把遵照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正式决议办事的人叫作形式主义者，是因为你们要抹杀和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你们辜负了所有那些再三相互保证服从代表大会决议的同志的信任。当正式决议对你们不利的时候，你们就不服从，而与此同时，当同盟的正式权利对你们有利的时候，你们就毫不客气地加以利用。当你们违背党的意志钻进党总委员会的时候，你们就来利用党的这个最高机关的正式决议！

你们把按照党代表大会的意志担当党的负责工作，而不听凭国外一帮著作家摆布的人叫作官僚。你们这样做，是要掩盖这样一个你们感到不愉快的事实，就是那些非在党中央机关便无法工作的人才正是全身浸透了官僚主义习气、地位观念和钻营作风。当然，通过你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确实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党受到了官僚主义的毒害，有这种习气的人把地位放在工作之上，为了争得地位，不惜采取抵制和瓦解组织的手段。

你们把由党代表大会多数票通过的决定叫作粗暴的机械的决定，可是你们却不把你们在国外侨民中和在同盟代表大会上采用的、使你们对我们党报编辑部取得了可耻的胜利的斗争手段看作粗暴的、机械的和极端卑鄙的手段！那些在党代表大会上属于少数派的人，竭力设法控制而且已经控制了党的中央机关报，这种人还在说什么要保证承认党，你们难道看不出这种保证是何等的虚伪！

而这种伪善地粉饰自己不体面的反党行为的做法，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说教，这种对党代表大会的嘲笑，这种为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所作的机会主义的辩解，你们却叫作你们的新的组织观点！

同志们！谁要真正认为自己是个党员，谁就必须起来坚决反对和制止这种荒唐的做法！谁要真正重视《火星报》三年来的工作，重视该报所筹备的体现了真正有坚强信念和真正从事实际工作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的党代表大会，谁就不能让国外的小组习气践踏这次党代表大会所获得的一切成就。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我们没有党，我们完全被我们代表大会所屏弃的国外一帮著作家，编辑所控制，这样的话，就用不着这些关于党的虚伪言论，用不着“党的”出版物、机关报和机关这些虚假的招牌。我们不是社会革命党人，我们不需要花里胡哨的装饰品。无产阶级的政党需要的是真理，无产阶级的政党需要无情地公开地揭露陈腐的小组习气。我们要敢于承认党已经不存在，我们要重起炉灶，从头做起，重新创建一个真正的党。我们不会因为小组习气的一时得势而张皇失措，我们相信并且知道，觉悟的俄国无产阶级一定会为自己建立一个真正的而不是有名无实的党，建立一个拥有真正的党的机关的，而不是只挂几块虚假的招牌的党。

或者是我们有党，这样的话，就要打倒一切小团体利益，打倒国外那些闹事者的会议！这样，就要请那些不是党代表大会任命担当党报编辑职务的人立刻离开那里。这样，就要恢复由代表大会选出的同志组成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样，我们党的机关报就要宣传党的多数派的观点，我们党的机关报就要维护党的组织和党的机关，而不是诋毁它们。

打倒小组习气，首先是打倒党报编辑部中的小组习气！

打倒瓦解组织的分子！

能够真正遵守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尊重党的纪律和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万岁！

打倒虚伪的言论和虚假的招牌！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107—110页

















[75]《告党员书》是直接针对尔·马尔托夫的《当务之急（是小团体还是党？）》一文写的，当时没有发表。马尔托夫的文章载于1904年1月1日《火星报》第56号。——110。









《列宁全集》第8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文献

（1904年1月）[76]


1

对议程的意见

（1月15日〔28日〕）

列宁要求就议程问题发言，经允许后，他提议讨论如何采取措施来促进恢复党内和平和恢复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之间的正常关系的问题。


2

关于恢复党内和平的措施的决议草案

（1月15日〔28日〕）

鉴于党员之间由党的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产生的意见分歧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党总委员会认为，迫切需要大力号召全体党员在党的两个中央机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和衷共济地工作。

俄国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在国内，革命风潮大大加剧；在国际上，各种纠纷可能引起战争。这就使站在为全体人民挣脱专制制度枷锁而斗争的前列的觉悟的无产阶级政党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任何时候都没有象现在这样迫切需要在党的两个中央机关的领导下，为巩固我们的组织、提高工人阶级最广大群众的觉悟和增强他们的团结而和衷共济地工作。

在一个依靠大规模的人民运动、以这个运动的自觉的代表者为己任、坚决反对任何小组习气和狭隘的宗派观点的党内，在各种不同的问题上，总会产生而且将来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意见分歧。但是，我们的党员要使自己不愧为觉悟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不愧为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就应当尽一切力量，使我们在理解和实行我们党纲所确定的原则方面发生的任何局部分歧，不要妨碍而且不至于妨碍在我们两个中央机关的领导下和衷共济地进行工作。我们对我们的党纲和国际无产阶级的任务了解得愈是深刻和全面，我们对开展宣传、鼓动和组织方面的正常工作的意义愈是重视，我们同宗派主义、小组习气和计较地位离得愈远，我们就愈是应当努力使党员之间的意见分歧能够心平气和地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使这些意见分歧不至于妨碍我们的工作，不至于打乱我们的活动，不至于阻碍我们的中央机关正常地履行职责。

作为党的最高机关的总委员会，坚决斥责不管来自哪一方的任何捣乱行为，斥责任何拒绝工作、拒绝从物质上支持党的中央会计处的行为，斥责任何抵制行为，这种行为只会把意见、观点和细小分歧的纯思想斗争引导到采取粗暴的、机械的手段，引导到某种无谓的争吵上去。党深受党内纠纷的折磨已近半年之久，因此迫切要求和平。党员之间的任何意见分歧，对这个或那个中央机关的人选的任何不满，都不能成为采取抵制以及诸如此类的斗争手段的理由，采取这种手段只能证明毫无原则性和思想性，证明是靠牺牲党的利益来满足小团体的利益，牺牲工人运动的利益来满足狭隘的地位观念的利益。当然，在我们党内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在一个大党内总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即某些党员对某个中央机关的活动的某些细节、对某个中央机关的方针的某几点、或对它的人选以及其他方面不满。这样的党员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同志式的交换意见和在党的刊物上进行辩论的方式来说明自己不满的原因和性质，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绝对不容许也不应当用抵制手段或拒绝全力支持党的两个中央机关统一领导的全部正常工作来表示自己的不满。支持两个中央机关，在它们的直接领导下和衷共济地工作，这是我们作为党员应尽的共同的和直接的义务。

上面所说的那些没有原则的、粗暴的、机械的斗争手段，应当无条件地受到谴责，因为它们会彻底毁坏完全依靠革命者的善良愿望团结起来的整个党。党总委员会提醒全体党员，这种善良愿望已经十分明确地体现在我们的一项谁也没有表示反对的共同的决定中，即承认全体党员都必须服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和它所进行的一切选举。组织委员会（全党应当感谢它为召开代表大会所进行的工作）早就通过了一项为党的一切委员会所赞同的决定作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章程的第18条，这项决定如下：

“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和它所进行的一切选举，都是党的决定，一切党组织都必须执行。这些决定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反对，只有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才能取消或加以修改。”

这个决定是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全党通过并且为代表大会一再确认了的，它等于是全体社会民主党员自愿作出的保证。但愿他们不要忘记这个保证！但愿他们能尽快抛弃彼此之间微不足道的旧日恩怨，但愿他们能把思想斗争永远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让它导致破坏章程，阻碍实际的活动和正常的工作！

3

关于恢复党内和平的措施的发言

（1月15日〔28日〕）


（1）

我所以提出关于采取措施恢复党内真正和平和正常关系的问题，是因为党的工作人员中间的误会多到令人可怕的程度。我认为，如果党员之间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彼此产生了误会，以致使他们的活动失去了可以依据的共同基础，那么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党的工作是不可能的。谁都知道，在某些党员或党的某些部分之间已经造成不正常的关系，因此如果不是玩弄字眼的话，现在已经很难谈什么统一的社会民主工党了。当然，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提出详细的证据来证明这种情况（例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信函往来中的许多情形[77]），但是，由于我所肯定的这件事是大家都知道的，也许现在不谈这类需要慎重对待的例子更好一些。因此，我们必须尽力采取一些更坚决的措施来消除这个主要的弊病。不然，即使是党采取一项最简单最普通的措施，也会弄得非常不愉快，双方在交换意见时也总是选择一些最激烈的字眼和最好听的……怎么说得温和一些呢……可以说是最好听的恭维话……虽然看起来好象我是在某种程度上想侵犯别人的“舌头自由”，但是问题在于在行动方面也并非万事如意。我们这些以制止党内分裂倾向、保持党的团结作为自己主要使命的总委员会委员，应当努力消除妨碍党的工作的种种磨擦，只要我们有这个愿望，这并不是不能做到的。因此，就要问，我们能不能采取某些措施来反对党内那些使党降低到一个组织涣散的小团体、使党变成一个空架子的斗争手段呢？也许，总委员会为了共同事业的利益，可以通过一项决议，决议的草案我已经拟好，等一会我把它宣读一下。我认为总委员会通过这样的决定具有重要的原则意义，因为其目的是要消除和谴责党的队伍中在某些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个人或小组彼此进行斗争时所采取的那些不能容许的方式。我再说一遍，目前的状况非常不正常，必须加以纠正。（阿克雪里罗得：“这一点我们全都同意。”）请秘书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话记录下来。

现在我来宣读一下我要提出的决议草案 
［注：见本卷第115—117页。——编者注］

 。

这就是有中央委员会的两个代表签名、由我代表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不是用来解决关于消除党员之间的某些意见分歧这种局部问题的，而是用来建立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为一个共同的事业而工作的共同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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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机关报两位代表的发言中，我满意地看到，他们在原则上同意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来确立党内的真正统一。这样，我们之间就有了一定的共同基础。不过对于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建议，我认为需要谈一下我的意见。普列汉诺夫同志建议我把我的决议草案中用来消除党内生活中已经得到确认的弊病的最重要的实际措施删去，他说这个决议案带有呼吁的性质；是的，我的提案确实带有呼吁的性质，但是要知道，这正是它的用意所在。这个“呼吁”的意思就是要总委员会以两个中央机关的名义把党内斗争可以容许的方式和不能容许的方式区别开来。我知道，一般说来，斗争本身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斗争也有各种各样。有些斗争手段是根本不正常的，在一个多少有生命力的党内是完全不能容许的。马尔托夫同志说得对，除了思想斗争之外，还出现了他称之为“组织纠纷”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集会不是为了斗争，而是为了消除党内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影响我们的其他同志，利用我们的权威地位指出党内斗争在什么范围内可以容许。但是除了发出呼吁以外，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删掉实际措施，这个决议案就没有意义了。中央机关报代表的声明里说我只指出了党内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而没有提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对此我应当说，我选择这种做法并不是偶然的，而完全是有意识的，因为我担心：如果我们现在即使稍稍触及这个本来就够混乱的复杂问题，那就不仅不能解决，反而只会把它弄得更加混乱。毕竟不能忘记，对于这个复杂问题，我们双方都同样利害相关，并怀有很主观的情绪，因此，即使试图加以解决，那么能够做这件事的也无论如何不是我们，而是与这个问题弄得混乱不堪完全无关的人。如果我们去作这种尝试，我们就会重新翻出各种各样的文件，而在总委员会目前的组成情况下，这只会重新引起……无谓的争吵。

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来谈论问题，因为现实是不能抹杀的。马尔托夫同志说，用劝善的话是消除不了所有的分歧和冲突的，这话我倒是很同意。这是对的，但是谁能担当我们党内生活中这种令人可悲的情况的评判者呢？我想能够担当这个角色的无论如何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大量没有卷入这种无谓争吵的忠于事业的做实际工作的革命者。我虽然小心谨慎地回避了我们的纠纷的原因问题，但是我还是想引用不久前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看法。斗争已经延续了5个月。在这个期间，据我所知，已经有50来个调解人试图解决党内纠纷，但是我知道只有一个人在这方面获得了虽然很小但还是比较好的成绩。我说的是特拉温斯基同志。应当指出，这个人可以说是专心致志地埋头于正常的实际革命工作，所以他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革命工作上，而没有参加过争吵。这些有利条件也许正好可以说明他的调解尝试何以能多少取得些成绩。我认为在这种人参加下来分析党内这些不幸的情况的原因，也许有可能解决现在使我们感到手足无措的这个复杂问题。我们自己则应当避免去对引起争吵的这些或那些原因进行探讨，因为这会违反我们的本意，使我们在许多旧伤还远没有痊愈的情况下又彼此造成新的创伤（用马尔托夫同志的话来说）。正是由于这一点，我反对分析原因，而主张寻求一些至少可以把斗争方式限制在比较可以容许的范围内的措施。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些工作的话，那就应当试一试；如果不行的话，如果不能利用我们的权威地位来说服和影响斗争双方的话，那就只有把问题诉诸我已经说过的那些站在斗争之外执行着自己正常的实际任务的第三者。我怀疑我们双方自己能够使对方相信一方或另一方是正确的。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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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完全理解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建议。他说必须采取一些实际措施，但是在我的草案里不是已经指出可以采取这种实际措施了吗？我们只须说明，利用我们的权威地位说明：正常的斗争，思想斗争，一定限度内的斗争，是容许的，但是抵制，拒绝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工作，拒绝资助党的中央会计处等等，是不能容许的。有人说，光是凭口头上讲的话，我们谁也说服不了。我也不敢断定，这就足以使党的两个部分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因为要治的病确实是老病了；因为，正象马尔托夫同志所形容的那样，党的两个部分之间确实筑起了一堵很牢固的墙。也许，我们筑这堵墙的人拆不掉这堵墙，但是，尽管我们彼此给对方造成很重的创伤，我们作为总委员会委员，利用自己的权威地位呼吁同志们不要使用不恰当的斗争方式，还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拆墙这件事情上，在我看来，时间将会起作用，使一切逐渐得以消除。至于说对于呼吁的某些地方，双方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那么，在我看来，不管我们说什么，恐怕双方都会按自己的理解去解释的。（阿克雪里罗得：“因此不仅需要说，而且需要做。”）其次，我不理解为什么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觉得我的建议只会成为新的斗争的根源。我再说一遍，党内两个部分之间筑起的墙我们是拆不掉的，因为我们自己曾用了很大的劲去筑这堵墙，但是我们那些专心从事实际工作而没有卷入我们的纠纷的同志，是能够推倒这堵墙的。今天我很高兴地看到，马尔托夫同志在原则上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与我们的争吵无关的其他一些同志在调解这一争吵中能够起良好的作用。但是除此以外，我想只要中央机关的代表们之间在什么样的斗争方式可以容许和什么样的斗争方式不能容许这方面取得协议，单是这一点就有可能在把我们双方隔开的墙上打开第一个缺口，从而使党内生活中现在存在的不正常现象逐渐得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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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建议[78]使我产生了很复杂的感情。他大谈斗争的原因，这样就正好触到了连马尔托夫同志也确认是我们彼此给对方造成的那些创伤。我在自己的草案中试图把我们的斗争中哪些做法是容许的和哪些做法是不容许的区别开来，不管是谁攻击谁。如果我们都大谈谁在什么时候干了什么事，那么，这样就会使我们的对话开始结束，也就是说宣告结束。要我们自己来评判自己，这在心理上精神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在这里重新着手讨论党员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那么我们自己能不能提高到超过琐碎的无谓争吵的水平呢？（阿克雪里罗得：“能！”）我可不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那样乐观。我不同意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分析党内分裂的原因时对事实所作的说明。如果我们要争论的话，那么就必须把记录搬出，必须查阅记录。比如，普列汉诺夫同志说：在选举中央机关的问题上，代表大会分成两个几乎相等的部分；大会的一个代表退出多数派加入少数派，结果就使代表大会的两半完全相等；因此中央委员会只代表了党的一部分，如此等等。但是要知道，这样谈问题是不行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中央委员会仅仅是由党的一个部分选出来的。也许许多人现在在某些问题上投票会和在代表大会上投的票不同。也许我自己在许多问题上投的票也会不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由于在这方面可能出现变动和新的组合就可以否定过去投票的结果。既然是斗争，那就经常会有整体分裂成部分的现象。诚然，中央委员会现在，而不是在代表大会上，是一个部分的代表，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在同志们看来，中央机关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只是一个部分的代表。只有从一个角度来看，即从实际上存在着分裂这个角度来看，我才能承认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说法是正确的。并不是由于代表大会有什么过错，人们才谈到某个中央机关的组成“不正常”，而只是由于存在着某些情况，大家不愿意在一起工作……这样，只要我们一触及不正常状态的原因，我们就又得去解决那个我们不仅解决不了而且只会弄得更加混乱的复杂问题。至于说有许多人对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不满，这是事实；但是，也有许多人对中央机关报目前的组成不满，这同样也是事实。对于马尔托夫同志提出的是否容许“破坏”现有的组织这个问题，我要说：“是的！改组组织是完全容许的！”是否容许党的主管机关解除某一个人所担负的某一项革命工作？我的回答是：“是的，容许！”但是如果我问：为什么和怎么会发生这样或那样“侵犯”某个组织的完整性和不可破坏性的现象，为什么某个人不能进入党的工作的某一部门，等等，那我就又得着手去解决那个我们无力解决的复杂问题。这样，在是否容许“破坏”组织的问题上，我们又会产生意见分歧。这一切都证明，现在来讨论我们争吵的原因完全是浪费时间，不仅无益，甚至有害。现在我再回过头来谈比例代表制的问题。要谈这个问题，只有先承认已经存在的分裂状态。我们在这里是斗争的双方的代表……（普列汉诺夫：“我们是以总委员会委员的资格，而不是作为斗争的双方来这里开会的。”）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话是和他自己的决议案相矛盾的，在他的决议案里说：党内的争吵，使党分裂成了两半，而且有一半——用决议案的话说——在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中央机关里根本没有代表。当然，正式说来，我们不是斗争的双方的代表，但是，既然这种代表制是在我们争论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我理所当然有权利这样说。（普列汉诺夫：“您说我们是作为斗争的双方的代表来这里开会的，我的意见是针对这句话的。”）我不否认也许我说得不很确切……（普列汉诺夫：“您说得不对。”）也许我说得不对，我不打算在这上面争论。我只是肯定一点，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把争论转移到实际上承认分裂这一点上去了。我们分裂了，这一点我已经认定。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决议案也就是不合法的了。党内的多数派也不满意中央机关报的组成，它的5个成员里面有4个是属于少数派的。中央委员会方面也可以象现在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那样，提出改变中央机关报组成的要求。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实质上等于宣布了仅仅单方面的条件……（普列汉诺夫：“我既不属于多数派，也不属于少数派。”）普列汉诺夫同志对我们说，他既不属于多数派，也不属于少数派，但是除了他以外，总委员会里是谁也不会这样说的。从形式上讲，从党章的角度看，普列汉诺夫同志提出的决议案是不合法的。但是，我再说一遍，这个决议案就其实质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从分裂这一事实出发的。不过，既然有一方讲了自己的“条件”，那么另一方也同样有权利提出自己的“条件”。我们并没有超出于“双方”之上，我们本身就是这“双方”。因此，既然我们都承认党内事实上已经造成分裂，那么为了解决我们的争执和“误会”，我们应当承认只有采取诉诸第三者这样一个根治的办法。我前面已经说过，党内有一些从事正常工作、没有参加“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斗争的人。我们只能请这些人来仲裁。


（5）

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我都不同意。他们说这个决议案根本不能说是不合法的，并且提出了两点理由。（1）马尔托夫的理由是：总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机关。但是要知道，总委员会的权力是受党章的专门规定限制的，而这一点在当时也是马尔托夫同志本人竭力赞成的。（2）第二个理由是：总委员会只是在它所提出的决议案中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和希望。当然，总委员会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表示自己的希望，但是不能对这个对那个进行干预。（普列汉诺夫：“当然！当然！”）总委员会只能建议中央委员会进行增补，但是，那样中央委员会会要求改变中央机关报的组成。在一定的条件下，我愿意同意比例代表制。但是我要问，中央机关报是否实行比例代表制呢？中央机关报的组成是1比4，而且这个1既不属于多数派，也不属于少数派。中央委员会曾经提出过2比9[79]；这是在完全涣散时期，即在分裂的前夜提出的。任何一种分歧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分裂，而当两个部分不愿意在一起工作时，那就是实际的分裂。仅仅从分裂的角度来看，我们才可以承认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有意义。可以把这个决议案看作是最后的手段，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可以同样有改变中央机关组成的权利。我坚决认定，中央委员会也对中央机关报的组成不满。只要我们一提到关于上次代表大会的问题，就会发生冲突，而我们将一无所获。例如，普列汉诺夫说，代表大会没有把第三者选入编辑部似乎是由于没有这样一个第三者可选。我敢断言，代表大会没有选第三者是由于它相信马尔托夫同志会加入编辑部。关于总委员会的组成也是这样。在代表大会上，许多人都以为马尔托夫同志会以编辑部成员的资格参加总委员会。多数派可以说而且一定会说，既然谈到比例代表制，那就还需要从所谓多数派中选出6个代表来充实中央机关报。但是这样谈论问题并不能使我们接近我们所希望的结局，因此我认为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不如我的决议案。我的关于“可以容许和不能容许”的决议案，可以有这样一个意义：我们作为斗争的双方的代表，可以呼吁其他同志不要越出可以容许的斗争形式的范围。

我们不应该只从法律观点来看问题，因为按事情的本质说来，我们都承认党内的关系不正常，也就等于承认我们是互相斗争的双方，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普列汉诺夫：“这里不是编辑部会议，而是总委员会会议。”）是的，我没有忘记这一点。从法律观点来看，我们不能够谈中央机关实行比例代表制的问题。但是即使从政治观点来看，这种看法也是不妥当的，因为我们必然会在考虑一方的愿望的时候，忽视另一方的愿望。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能够解决我们的争执的第三者。但是只有这个第三者的意见才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有意义。实际上的分裂已经存在，而且如果少数派继续不择手段地设法使自己变成多数派，我们很快就会发生正式的分裂。

4

关于恢复党内和平的措施的发言

（1月16日〔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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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必须作些回答，主要是回答马尔托夫同志对我提出的详细的反驳；但是，为了对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反驳也作出答复，我先简单地谈一谈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反对意见。我觉得他在原则上是主张比例代表制的……（普列汉诺夫：“不对！”）也许我没有了解他，但我是这样觉得的。在我们党组织内按照惯例是不采取比例代表制的原则的，代表大会的多数清楚表达出来的意志，是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这个或那个党机关的组成具有合法性的唯一标准。但是，这里有人说，代表大会上的合法的选举所造成的这种“合法的”情况比不合法的还糟。确实如此，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多数派人数不够多，还是因为少数派造成了实际的分裂？有人说中央委员会仅仅以24票当选，即只占微弱的多数，似乎后来在党内生活中产生各种不愉快的纠纷的原因也就在这里。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不对的。普列汉诺夫同志说，我的“形式主义的想法”使我看不到问题的根源，我实在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也许“问题的根源”在代表大会？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全都是形式主义者，因为在回顾代表大会的情况时，都必须以大会的正式决议为依据。如果“问题的根源”不在代表大会，那究竟在哪里呢？的确，党内形成的情况比不合法的还糟（这话是很重的），但是全部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应当归咎于代表大会还是归咎于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情况？遗憾的是，普列汉诺夫同志没有这样提出问题。

现在我来回答马尔托夫同志。马尔托夫同志断定：少数派方面现在没有而且过去也没有不愿意一起工作。这不是事实。在9月、10月和11月这三个月中，许多少数派代表用事实证明了他们不愿意一起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被抵制的一方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进行谈判，同拒绝工作的、“受了委屈的”反对派进行交易，后者正在把党引向分裂，因为擅自拒绝一起工作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是分裂了。有人直截了当地声明说，我们不愿意和你们一起工作，从而在事实上证明，“统一的组织”只是一个空架子，它在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这样，他们也就提出了一个如果不是令人信服的理由，那确实是毁灭性的理由……现在我来回答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个反对意见，即关于卢同志退出总委员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分为两个单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卢不是编辑部成员，任命他代表编辑部参加总委员会，这样做是否合法？我认为是合法的。（马尔托夫：“当然是合法的！”）请把马尔托夫同志的话记录下来。第二个问题：是否可以按照原委派机关的意愿来撤换总委员会委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无论如何我必须指出：从11月1日起成为编辑部留下的唯一成员的普列汉诺夫，直到11月26日把马尔托夫和他的伙伴增补进来以前，始终没有撤换卢的总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卢是自己退出的，他为了不致因为他个人的问题引起争论，才作了这种让步。（普列汉诺夫：“我觉得，现在来争论卢同志的问题是不恰当的。这个问题不包括在我们的议程之内，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把宝贵的时间花在这个目前与我们不相干的问题的争论上。”）我必须指出，马尔托夫同志在上次会议上曾经要求把他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解释记录下来，而我对他的解释根本不同意，因此，如果不允许另一方对同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么在这里，在总委员会里，对这个问题的说明就会是错误的、片面的。（普列汉诺夫：“我要提请注意：这个问题没有列入议程，并且和我们会议的主要议程没有直接关系。”）

列宁反对这种说法，并提请总委员会确定他（列宁）是否有权反驳马尔托夫，对在这里被解释得有很大出入的这件事实作出自己的说明。（普列汉诺夫再一次指出在这种场合争论卢的问题是不恰当的。）

列宁坚持自己有权要求总委员会允许他来谈在总委员会内已经提出并引起争论的这个问题。（马尔托夫：“鉴于列宁同志涉及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关于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机关是否有权召回自己的代表的问题，我宣布我将提出一个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的专门提案。也许我的这个声明会使列宁感到满意，使他在当前的讨论中不再涉及卢的问题。”）

马尔托夫同志不仅不反对，而且确认我想在现在对卢同志退出总委员会的问题作适当的说明的意图是正当的。我要说，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只是对马尔托夫同志的有关意见的答复。（普列汉诺夫向马尔托夫和列宁提出，关于卢的问题不应当在现在讨论，因为它不包括在这次总委员会会议上应集中精力来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以内。）我反对普列汉诺夫同志认为在这里讨论卢同志的问题不恰当的意见，卢主张总委员会委员不能撤换，所以他的退出总委员会应当被看作是他为了党内的真正和平而向反对派所作的一种让步。（普列汉诺夫：“既然总委员会根本不反对就卢同志的问题交换意见，那么我建议列宁继续谈这个问题。”）我已经谈完了。（普列汉诺夫：“如果你已经谈完，那我建议总委员会讨论昨天列宁同志提出的和我提出的决议案。”）

我同意马尔托夫同志所说的总委员会的决议没有法律上的意义，而只有道义上的意义。普列汉诺夫同志曾表示最好我能参加编辑部。（普列汉诺夫：“我没有说过这个话。”）至少，你的话我是这样记的：“最好能让列宁参加编辑部，而中央委员会增补三个委员。”（普列汉诺夫：“是的，我说过，在一定的条件下，为了党内和平，可以让列宁同志参加编辑部，并增补少数派代表进中央委员会。”）

这里有人曾问我，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组成作怎样的变动最好，对这个问题，我可以很容易地引用“多数派”的意见作为回答，“多数派”认为最好是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斯塔罗韦尔这三位同志退出编辑部。其次我应当说明，在中央委员会的活动中从来没有过不让某一个人参加党的工作的事情。同样，我不能不反对马尔托夫同志的说法，他说什么中央委员会已成为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战争工具。中央委员会应当是执行党的职能的工具，而不是“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战争”工具。马尔托夫同志的这种论断根本不符合事实。谁也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明中央委员会发动和进行了反对少数派的“战争”。相反，少数派倒实行了抵制，进行了必然引起反击的战争。其次，我也反对这样一种论断，似乎现在对中央委员会的不信任妨碍中央委员会要比对中央机关报的不信任妨碍正常地和平地进行工作更甚一些。马尔托夫同志坚持说，争吵的中心似乎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对于这种说法，我应当指出，党的文件所表明的恰恰相反。马尔托夫同志引证11月25日的文件说，中央委员会在原则上自己也承认它的组成具有单方面的性质，所以它同意从少数派中增补两个委员。我反对这样来解释这个文件，因为我本人就参加了这个文件的起草。中央委员会的文件说的完全是另外的意思。中央委员会决定增补两个委员，不是因为它承认它的组成具有单方面的性质，而是因为我们看到党内实际上存在着完全的分裂。我们对情况了解得是否正确，那是另一个问题……当时传说有人准备出版新的机关报……（普列汉诺夫：“如果我们听信传说，我们就会一事无成。”阿克雪里罗得：“而我听说，现在还有人准备出版新的机关报……”）我向总委员会声明：既然马尔托夫同志对中央委员会的文件[80]作了一种解释，我就不得不对此作出我的解释……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意见在这里会引起这么大的激动。（普列汉诺夫：“问题不在于激动，而在于在这里听信传说是不恰当的。”）也许有人会说，我说的那些理由根据不足。这可能！但是我无论如何还是要肯定地说，这些理由正是具有我刚才所指出的那种性质。

我现在继续来谈实质问题：马尔托夫同志怀疑中央委员会同意增补两个委员的理由。而我要肯定指出，中央委员会所依据的是这样一种意见，即党内已经存在实际上的分裂，并且很快会发生彻底的正式的分裂，因为已经有人要另外出版机关报，另外建立运输机构，在国内另外建立组织。现在我来谈程序问题：马尔托夫同志的发言谈的是实质问题，而不是程序问题。我要问总委员会：主席这样做是否正确？[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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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托夫同志说，好象我是一上来就发动论战，而不是心平气和地讨论寻求恢复党内和平的措施这个共同问题。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发动论战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尔托夫同志自己。在我的决议草案中丝毫没有论战的东西。难怪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把这个决议案叫作“牧师的呼吁”。而大家都知道，在牧师的呼吁中是不会有论战的东西的。确实，我在那里只是谈党内斗争应该在什么范围内进行，这种斗争采用什么形式是可以容许的，什么形式是不能容许的，并且不仅对正常进行党的生活，甚至对党的存在本身都是危险的。同时，在谈论问题时，我还小心谨慎地竭力避免使我们再次进行无益的论战，我在自己的建议里竭力不从评价某些斗争手段出发，而这些斗争手段已成了党的两个部分之间将近半年的战争的特点。马尔托夫同志却不愿意保持在这个范围内，他发动了论战。但是，尽管如此，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还是准备以后再回到我开始谈的问题。现在我先来谈下面一件事情。马尔托夫同志曾提出一个借口，说特拉温斯基赞成把编辑部原来的成员增补到编辑部里去。我认为必须在这里着重指出一个情况，即私人的谈话和商谈没有什么意义。特拉温斯基所进行的一切正式商谈都是采用书面的方式。至于他的私人声明，看来马尔托夫同志也没有正确地领会，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另外找时间来证明这一点。

其次，马尔托夫同志说，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存在着种种缺点；这样，马尔托夫同志又开始了论战。也许，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确有缺点，但是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对这一工作提出批评，那就只能是论战。例如，我也同样认为，中央机关报的活动离开了正路，但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在这里先去批评中央机关报的工作方针，而是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彼此之间存在着不满。我也反对这样一种论断，说我的决议案一旦被总委员会通过，总委员会就会变成“战争的工具”。我的呼吁中只是讲什么样的斗争形式可以容许，什么样的不能容许……这与“战争的工具”有什么关系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我是“开头致贺词，末了唱挽歌”，并且责备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证明党内存在着分裂上。可是我们昨天正是从肯定有分裂谈起的……其次，马尔托夫同志为了证实争吵的中心不是在国外，还引证了瓦西里耶夫同志12月12日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谈到国内是真正的地狱[82]。对此，我要指出，能“造成地狱”的并不是强有力的集团，因为正是细小的琐碎的争吵往往最容易给工作造成巨大的障碍。我已经提到我在9月13日给一位前任编辑的信。我将来会把这封信发表出来。 
［注：见本卷第348—350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同志说“泥潭”一词含有侮辱的意思。我要提醒大家：在德国的社会主义出版物中和德国党的代表大会上，泥潭这个字眼有时引人发笑，但是从来也没有人因此而大叫这是侮辱。无论是我或是瓦西里耶夫同志，在使用这个字眼时从没有想到要侮辱任何人。当谈到具有一定倾向的双方时，对处于这两派之间的不坚定分子和动摇分子，人们就用“泥潭”这个词来形容他们，或者也可以用“中庸之道”这个词来代替它。

说中央委员会偏心，这也许是俏皮话，但是它也会引起争论。要知道，我也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说中央机关报。有人对我说，我的“呼吁”是用顺势疗法的药来医治应当用对抗疗法医治的病。我并不否认，我所开的药只是一种缓和剂，但是在这里我们找不到对抗疗法的药。既然你们说到必须用“对抗疗法的”、根治性的药来医治这种病，那么就治个彻底吧。这种药是有的，这唯一可以根治的药就是代表大会。我们已经白白地谈判了5个月（“这不是事实！”）……不，这是事实，我可以拿出文件来作证明……我们是从9月15日起开始谈判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谈妥。在这种情况下，请昨天马尔托夫同志也说过的那种机构来解决也许更好一些，而这种机构只能是党的工作人员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正是解决“指挥棒”问题的机构。我们出席代表大会的目的之一也就是为了“争夺”“指挥棒”（当然，不是从这个词的粗俗的意义上来说的）。在那里，斗争是通过投票，通过和同志们协商等等来进行的；在那里，为中央机关的组成而进行斗争是容许的，而在代表大会以外，在党内生活中就不应当有这种斗争。

因此，如果说我的“牧师的呼吁”是缓和剂，那么要是你们不愿意使这种病成为慢性病，除了代表大会以外，就没有别的什么可以根治的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指出，在西欧，中央机关的成员很重视反对他们政策的反对派，甚至在党的最偏僻的角落里也是如此，他们努力通过同反对派的谈判来调解已经发生的冲突……可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也是这样做的。中央委员会因此派了两个委员到国外去[83]，中央委员会几十次同反对派的各种各样的代表进行商谈，向他们证明他们的论点是荒谬的，他们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如此等等。应当指出，这一切在人力、经费和时间上造成了不应有的浪费，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是要对历史负责的。

在重新谈到实际建议的问题时，我要再说一遍，你们只有一种根治性的药可以结束这个可悲的论战时期，这就是代表大会。我的决议案的目的是要使党内斗争在比较正常的范围内进行……有人说，刺并没有拔出来，病愈来愈重了……既然如此，只有召开代表大会才能把刺彻底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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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要求明确性和准确性说成是一种侮辱，这是可笑的[84]。我们已经几十次看到（特别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对私人谈话作不正确的叙述引起了多少误会甚至吵闹。否认这个事实是奇怪的。我声明，中央机关报的代表把特拉温斯基同志的私人谈话理解错了，普列汉诺夫同志多少也有点理解错了。特拉温斯基同志12月18日写给我一封信，其中谈到：“我刚刚接到一个消息，说编辑部给各委员会发出了一封正式信件，这封信的内容非常不好〈我用了一个温和的词，原话还要激烈一些〉。在这封信里编辑部直接反对中央委员会，并且威胁说，它现在就可以通过总委员会强行增补它所要增补的任何一个人，但是它目前还不想采取这种手段，它要向各委员会指出中央委员会有小圈子习气并且无能，说增补列宁是不合法的……一大堆这样的人身攻击。总之，是令人气愤的，而且……〈我在这里再一次删去一个过于尖锐的字眼〉违背了对我所作的全部诺言。我气愤极了。难道普列汉诺夫也参加了这件事吗？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读了这封信以后也感到非常气愤，因此写了一封措辞非常激烈的回信……现在少数派正在不顾一切地割断所有的联系。它发给各委员会的这封信，在我看来是它的孤注一掷，也是一次公开的挑战。至于我个人，我以为列宁完全有权在《火星报》以外的刊物上发表自己的信。我想，别的同志也决不会反对这一点。”

上面所说的情况证明特拉温斯基同志的意见是被理解错了。特拉温斯基同志由于希望在党内建立真正的和平，是可以要求增补的，但是他的希望根本没有实现。

原来，马尔托夫和他的同伴们的编辑部不仅没有致力于和平，反而向多数派发动了战争。而特拉温斯基是希望恢复和平的，而且他也是可以这样希望的。

原来，普列汉诺夫想遏制“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尝试没有获得成功（尽管他尽了很大的努力）。因此，我和特拉温斯基所抱的希望，即希望普列汉诺夫能够遏制新编辑部，使他们不向多数派发动战争，没有能实现。这只能证明，并不是所有的希望都能实现的；我自己退出编辑部，也是希望能因此而促进和平，但是我的希望也没有实现。谁也没有否认私人谈话的事实，不过必须把个别的人所表示的希望和愿望同整个团体的决定区别开来。我说在这里不应从私人谈话中作出结论，这句话对总委员会的委员来说，丝毫没有侮辱的意思。我坚决否认特拉温斯基同志曾经无条件地主张增补中央委员会委员。毫无疑问，他的离开是希望得到和平，而作为这种和平的结果，可以指望进行增补，但决不是无条件地主张增补。

马尔托夫同志反对我的呼吁，认为它只包括单方面的攻击。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而且，我也可以再提出一个补充决议案，对马尔托夫同志所不喜欢的一些词句进行修改，但是他硬说我的决议案是单方面的，这是一种荒谬的说法。曾经有人说我的决议案好象牧师的呼吁，说它满篇都是陈词滥调等等，但没有人说它有造成新的创伤的倾向。马尔托夫同志责备我，说我回避正面回答普列汉诺夫同志提出的中央委员会是否愿意增补“少数派”代表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知道9个中央委员中的所有其他委员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怎么能向你们回答所提的问题呢？（普列汉诺夫：“你没有了解马尔托夫同志的意思。”）说我故意回避问题，这是可笑的。即使有人因我不作回答而责备我回避问题，我也不能回答。我已经明确地说过，我们彼此都对两个中央机关的组成不满。因此也必须考虑其他同志的意见。有人对我说，必须大家商量好，但是我们已经商量了5个月了。因此，马尔托夫同志的推论，即认为中央委员会建议召开代表大会也就是承认自己软弱无能，这简直是可笑的。中央委员会不是已经尽一切可能试图用家庭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吗？“中央委员会显得无能……”在哪方面无能呢？是在斗争方面吗？还是在建立党内和平方面呢？噢，是的！我的那个在这里大受批评的建议就清清楚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你们的决议案说什么要占领对手的地盘，但是要知道，这样的要求是会促使对方提出反要求的，因此我甚至要这样提出问题：中央委员会是否有权根据这些原则重新开始商谈？要知道，有些委员会已经在指责中央委员会对同盟让步了[85]。你们希望我们重视少数派，忽视多数派。这是可笑的。在这种条件下逃避代表大会就象是害怕代表大会。正是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承认自己软弱无能，而不是象马尔托夫同志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无能。中央委员会确实没有能力解决党内的纠纷，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向总委员会建议召开代表大会。其次，马尔托夫同志把总委员会召开代表大会的权利这个纯粹法律性的问题完全解释错了。党章规定：“代表大会由党总委员会召开（尽可能每两年不少于一次）。”可见，总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开代表大会。只有在一种特定的情况下，总委员会才必须召开代表大会。（马尔托夫：“从党章里可以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一定数目的有权利能力的组织要求召开代表大会或在上次代表大会召开两年以后，总委员会必须召开代表大会。因此，在未满两年以前和在一定数目的组织声明必须召开代表大会以前，总委员会不能召开代表大会。”普列汉诺夫：“我认为现在不应当在这里讨论召开代表大会的条件问题，从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来看，这是一个不相干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马尔托夫同志提出来的，我们也没有作出决定把它从议程上取消。马尔托夫说总委员会不能召开代表大会，而我说它能够召开。党总委员会可以不经过任何征询随时（尽可能每两年不少于一次）召开代表大会。马尔托夫同志说，召开代表大会是一个最后的手段。是的，现在我们这些争论的毫无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大家应该记得，马尔托夫同志自己在原则上曾经承认，由没有卷入我们的纠纷的人组成的委员会可以在恢复党内和平方面起良好的作用。由于我们自己的调解工作没有获得什么结果，甚至在书刊上我们看来也不能把自己限制在可以容许的论战形式的范围内，因此我断言只有局外的同志才能说出有决定意义的话。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不愿担负进一步做恢复党内和平的工作的责任，我们认为除了诉诸代表大会以外，没有其他可以消除我们的纠纷的公正办法。现在我来谈谈普列汉诺夫同志对“泥潭”这个词的意见。（普列汉诺夫：“我是针对瓦西里耶夫同志的问题说的，因为他用这个词来形容党内一部分人；我再重复一遍，作为主席，我不能容许在党总委员会里使用这类字眼。”）这里有人告诉我，说我对中央委员会组成的不正常和片面性什么话也没有说；不过，我要肯定一个事实，即党内存在着彼此使用不能容许的手段进行斗争的双方。现在我们已经弄到不能进行任何正常工作的地步了。


（4）

在谈实质问题以前，我顺便再说一下泥潭这个词从来没有使任何人感到受侮辱。

现在我来谈谈关于同特拉温斯基进行的商谈。这里有人根据我的话得出结论说，似乎我否认同特拉温斯基进行过商谈的事实。决没有这样的事情。我没有否认过商谈这个事实，我只是要说明，私人商谈能起的作用和正式商谈所起的作用是有区别的。我在这里引用特拉温斯基亲笔写的信件是为了证明，如果说特拉温斯基同志过去的看法同普列汉诺夫同志现在的看法一样，那么后来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因此，我认为提出法国相信谁的问题是根本不恰当的。把问题诉诸“法国”是没有任何必要的[86]。

普列汉诺夫同志指出，我的和平“呼吁”甚至对自己也没有发生作用。我再重复一遍，我在自己的“呼吁”里只是表示希望不要采取某些斗争手段。我呼吁和平。人们却以攻击中央委员会作为对我的回答，然后又对我因此而攻击中央机关报表示惊奇。他们攻击中央委员会以后，却责备我对这种攻击给以回敬是缺乏和平诚意！只要回顾一下我们在总委员会中的全部争论，就可以看出是谁首先建议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建立和平，是谁在继续进行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战争。有人说，列宁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不断对反对派重复说：“要听话，不要乱发议论！”……这样说不大对。我们9月和10月的全部通信证明情况恰好相反。大家总还记得，在10月初的时候，我（和普列汉诺夫）曾经准备增补两个人参加编辑部。其次，在我亲自参加起草的最后通牒里，我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两个席位让给了你们。在这以后，我又作了新的让步，就是我退出了编辑部，退出的目的是希望不致于阻碍别人参加编辑部。由此可见，我不仅说了“要听话，不要乱发议论”，而且还作了让步。现在来谈问题的实质。对我的决议案所采取的态度，使我感到非常奇怪。它难道真的是在责备什么人，或者带有攻击什么人的性质吗？决议案里只是谈某种斗争可以容许或不能容许。存在着斗争，这是事实，全部问题就在于要把这种斗争的可以容许的形式和不能容许的形式区分开。因此我要问，这种主张是否可以接受呢？可见，把“斗争的工具”、“对少数派进行攻击”等等用到我的决议案上是非常不恰当的。也许，这个决议案的形式不怎么成功，对于这一点我不打算专门进行争辩，我可以修改一下措辞，但它的实质，即要求党内的斗争双方在进行这种斗争的时候不要超出一定的可以容许的范围，这个实质是无可非议的。决议案在这里所得到的这种对待，我认为是片面的，因为当事双方的一方拒绝这个决议案，认为它对自己有某种危险。（普列汉诺夫：“我提醒一下，我在这里已经说过好几次，总委员会里不存在双方。”）我可以指出，我说的是实际上存在的双方，而不是在法律上把总委员会分成两个部分。对于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在这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编辑部的代表什么也没有补充。我却始终希望这个决议案的片面性能够得到纠正。

5

对议程的意见

（1月16日〔29日〕）


（1）

列宁根据先提出的决议案先付表决的惯例，要求先表决他的决议案。[87]


（2）

从会议程序的角度来看，提出不同意见的权利总是被承认的。马尔托夫同志试图将一般与个别分开。[88]我完全同意这一点，只是要对他的提议的措辞稍加改动。

6

关于建立党内和平的决议草案

（1月16日〔29日〕）

列宁（宣读自己的决议案）：“为了建立党内和平和建立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之间的正常关系，有必要由党总委员会阐明如下问题，即哪些党内斗争形式是正确的和可以容许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和不能容许的。”

7

中央委员会代表的不同意见


（1）

关于不同意见的发言

（1月17日〔30日〕）

在历次代表大会的实践中确立了一条规则，根据这条规则，参加表决的人有权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当然，任何不同意见就其实质来说都是一种批评。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妨碍第二次代表大会听取崩得代表的不同意见——对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进行极其尖锐的批评。我们的不同意见是陈述理由，说明我们为什么反对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提案，以及我们对这一提案所持的整个态度。宣读这个不同意见之所以必要，尤其是因为在这个意见的末尾有一个声明，说明了我们收回自己的决议案的理由。


（2）

不同意见

（1月17日〔30日〕）

党总委员会中的中央委员会代表认为自己有责任就关于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问题提出不同意见。

中央委员会代表深信，这项决议案不仅不能制止正在给党组织带来实际上的彻底分裂的党内纠纷，反而会更加加深和扩大这些纠纷，使它们经常化，使党的正常工作进一步遭到破坏。

这项决议案实质上不过是表达了党代表大会少数派改变中央委员会人选的愿望，同时它却忽略了党代表大会多数派的相反的愿望。

我们坚信，这项决议案实质上是反对派从党代表大会时起就已经遵循的政策在总委员会内的继续，这种政策就是实行抵制、瓦解组织和造成无政府状态的政策，其目的是要改变中央机关的人选，所采用的手段完全不合乎党内正常生活的准则，现在它也受到革命舆论的谴责，多数委员会已就此作出决议。

这项决议案表示希望中央委员会同反对派再度进行商谈。商谈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它使党处于完全瓦解的状态。中央委员会已经声明，它还在1903年11月25日就已经表示了它的最后意见，同意增补两个委员，以表示同志的信任。

商谈使一些革命者离开了自己的工作，让他们耗费了许多路费，而且更重要得多的是，使他们耗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

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认为自己现在无权重新恢复这种无休止的商谈，这种商谈只会使双方产生新的不满，激起计较地位的新的争吵，极其严重地妨碍正常的工作。

我们非常认真地注意到，这种商谈完全打断了党内的正常生活的进程。

我们声明，中央委员会认为少数派要对这种商谈负全部责任。

我们声明，除了立即召开党代表大会以外，绝无任何其他办法可以正确地解决目前的党内纠纷，制止这种为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进行的不能容许的斗争。

同时，我们觉得，既然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被通过，我们先提出的决议案实际上已经被否决，已经完全没有意义，因此，我们收回这个决议案。





	总委员会委员尼·列宁

弗·瓦西里耶夫












（3）

对马尔托夫的反驳

（1月17日〔30日〕）

我坚决反对说我们的不同意见中有针对总委员会的任何责难。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马尔托夫同志这样做是侵犯我们发表意见的自由；所以，他的决议案是非法的[89]。

8

对议程的意见

（1月17日〔30日〕）

中央委员会代表本想再提出几个小问题来讨论，但是我请求先把召开代表大会的问题列入议程。

9

关于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

（1月17日〔30日〕）


（1）

对召开代表大会的问题，我要补充几句。总委员会里发生的一系列的争论也说明了党的处境非常困难。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在代表大会上形成了两个几乎相等的部分，由于一个代表退出了“多数派”，结果就完全相等。我认为，不召开党代表大会，这种力量相等的局面是不会带来和平的。谁也不怀疑，争吵会造成极不正常的现象。目前双方都有好战的情绪，这应当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从所有这些情况看来，除了召开代表大会以外，不能设想有任何其他正确的出路。马尔托夫同志指出，实现我的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议在技术、经费等方面有困难，但是，目前的情况要比所有这些困难都糟糕得多。


（2）

我不能同意马尔托夫的意见；他并没有正确地理解代表大会的任务。他说，意见分歧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已经弄清楚，召开代表大会会打断划清界限和在出版物上阐明组织问题上的冲突的进程。我认为正是为了自由地说明原则分歧，才需要消除危机，需要停止争吵，净化气氛，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召开代表大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所以需要召开，并不是为了取消斗争，而是为了把斗争纳入正常的范围。说代表大会会取消原则的斗争，这是令人奇怪的。我要提醒大家回想一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主席说过的话，大意是说连我们的纲领也需要进一步加以发挥和阐明[90]；然而，正是为了使不同意见之间的原则斗争能够顺利开展，收到效果，才需要创造条件，而目前没有这样的条件。我反对在这里所作的历史类比和拿《工人事业》做例子。目前的情况和3年以前不同，那时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党，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正是按那些在这里谈什么分出去的一半的人的观点，才不应当反对召开代表大会来消除我们目前用自己的力量无法消除的不正常现象。只有第三次代表大会消除了这种不正常现象并使不同意见之间的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才能进行正常的工作和弄清原则分歧。


（3）

普列汉诺夫同志明确提出的理由是“有力的”，然而是不正确的。如果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引起分裂，那就意味着没有服从多数的愿望，没有一起工作的愿望，也就是说，我们在实际上没有党。大家都承认，特拉温斯基同志调解冲突的尝试并不是毫无结果的，象特拉温斯基这样的同志有很多，代表大会正是这些同志聚会和交谈的机会。激烈的斗争，坚决的斗争，即使是到了过火的程度，也还不是分裂。如果真有一起工作的愿望，那也就应当有服从多数的意志即服从代表大会的愿望。

10

关于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

（1月17日〔30日〕）

鉴于党的中央机关无力制止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内形成的延续了5个多月的极不正常的分裂状态，党总委员会决定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11

关于党的出版工作的发言

（1月17日〔30日〕）


（1）

我的话要从后面说起。马尔托夫同志对中央委员会的信件[91]，特别是关于钱的问题，理解和解释错了。他没有考虑到这些信件是他自己和特拉温斯基的谈话的继续。马尔托夫自己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是这样写的：“对特拉温斯基同志，也象对你本人一样，我提到了5000—6000这个数目，这是预计党在一年中能够从编辑部成员拥有的两个来源得到的最低收入。”我声明，特拉温斯基告诉我们的是一次给这个数目，而不是在一年中陆续付给，所以说这里有一些误会。事实是我们指望得到这5000，而且已经按照这个数目在国内和国外的会计处之间进行了分配。

马尔托夫同志说，两个经费来源（顺便说一下，马尔托夫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里甚至用了带引号的“钱袋”这个字眼，责备我们使用这个字眼，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编辑部把事情歪曲——由于恼怒——到了什么程度。实际上，这个字眼不是我们的，而是马尔托夫的）——我再说一遍：马尔托夫同志说，两个经费来源我们是知道的。是的，是知道的，但是问题不在于知道不知道，而在于拿到拿不到钱。据我所知，在一年内我们从一个来源可以得到1万，从另一个来源可以得到4万，但是这没有用，因为我拿不到。这些本来可以拿到的来源变成了拿不到的，这就表明采用了停止供给经费这种绝对不能容许的党内斗争手段。

此外，不久以前又发生了一些组织遭到破坏的事件，涉及本来负责在国内弄到经费的人。我们这里没有钱，从国内也不能很快弄到钱，如果派专人去，就要花费不止一百卢布。当然，只要不再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钱总归还是可以弄到的，但是不会很快弄到，而且未必会有足够的数目。

说中央委员会的信里有威胁的口吻，那是完全不对的。信里没有任何威胁的意思，因为中央委员会是一贯关心中央机关报的出版工作的。关于接头地点，瓦西里耶夫同志会回答。据我们所知，编辑部正在派自己的代办员到俄国各地去。中央机关报这样做，也就要有自己单独的会计处，而这意味着党的实际上的分裂。这是和党章相抵触的，党章要求中央委员会充分了解和完全集中掌管整个会计处和实际工作的全部组织事务。中央机关报严重地破坏了党章，因为它建立了自己的巡视和代办中心，建立了自己的领导实际工作和干预各委员会事务的中心。这种和党章相抵触的代办机构直接给工作带来破坏。既然中央机关报本身不断地制造混乱，中央委员会自然就无法保证也不能保证有正常的秩序。这里有敖德萨和巴库的来信，它们可以说明这方面的情况。敖德萨12月24日的来信写道：“昨天扎戈尔斯基到我们这里来，他说编辑部委派他作为全权代表向各委员会传达最近发生的事件、商谈的情况、编辑部目前的状况，编辑部还要求我们寄材料、写稿、订购小报，或为一般的小报以及专门的小册子提供题材，为出版这些东西已经成立了一个小组。他把过去所有的事情都重新说了一遍，竭力证明少数派是正确的、光明正大的和‘忠诚的’。委员会听他把话说完，提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中央委员会是否知道他担负这项使命。对这个问题，他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是或不是，而只是为自己辩护，竭力证明编辑部完全有权不通知中央委员会而和各委员会打交道。他坚持要马上当着他的面讨论他的传达并作出决议，对此，委员会声明，它注意到了他所传达的内容，至于说要进行讨论和作出决议，那要等到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而现在还需要进行日常的工作。”[92]下面是巴库1月1日的来信，信中写道：“马尔丁代表中央机关报到巴库委员会来作了一个报告，目的显然是要散布对中央委员会的不信任。最后，当他询问委员会的意见时，我们回答他说：我们绝对信任中央委员会。当他说他想知道我们对中央机关报的态度时，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我们听了他刚才说明他的使命的话以后，对中央机关报的信任‘动摇了’。”

中央机关报不仅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告诉了各地方委员会，而且还告诉了个别人（例如告诉了德鲁扬，关于这一点，中央委员会在给中央机关报的信里已经指出了），这也是不合法的，而且是一种泄密行为。至于讲到“好战的态度”，那么问题就在于马尔托夫同志在这里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了。在进行正常工作和筹集经费方面采取好战的态度（抵制等）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中央委员会从来也没有做过这种事。而在出版物方面进行“战争”则是容许的，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没有限制过中央机关报进行论战。你们应该还记得，甚至在很早以前，中央委员会就表示非常愿意出版唐恩写的论反对派口号的信和马尔托夫的小册子《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尽管这两篇东西都包含攻击中央委员会的内容。

中央委员会从来没有耽搁出版中央机关报的出版物。在分配出版物时，中央委员会从来没有过不正确的或偏袒的做法，从来没有“委屈过”少数派的各委员会。相反，特拉温斯基作为见证人已经在这里证明：少数派各委员会都是尽先得到充分的供应，马尔托夫同志也不能不承认中央委员会在这方面的活动是无可非议的。至于谈到拒绝发给党的出版物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毫无例外地把出版物免费发给任何一个党员（如果他在保密等方面可以信任的话），让他们运往国内并交给那里的中央代办员进行分配。但是如果一些人有勇气把自己叫作党员而同时又拒绝把出版物交给中央代办员去进行统一的分配，那么很自然，中央委员会就无法（甚至无权）同这些人打交道。如果这些人以后又为自己的那些破坏共同工作的单个手工业企业收买出版物，那对他们只会更加不利。


（2）

我根本不能理解，分发人员究竟在第一封信和第二封信里什么地方表现得蛮横无礼[93]。他要求知道对他写工作报告很重要的情况，但编辑部对他的要求不是用同志式的态度作出切实的回答（他始终没有得到回答），而是用纯粹官僚主义的态度敷衍了事。现在我念一段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这封信才是真正蛮横无礼的一个例子。“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提请中央委员会注意一个事实，即三个中央委员住在国外是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的，并且这样会形成一个党章所没有规定的新的组织中心，因此必然会把玩弄政客手腕和瓦解组织的现象带进党的生活……”这简直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谩骂（政客手腕）！中央委员会对这一点的答复是：“编辑部如果不是极端恼怒的话，就很容易发现，它的关于有多少中央委员在国外的说法是极不恰当的。中央委员会国外的代表对编辑部的这种不体面的行为以及其他类似的行为（如可笑地指出所谓“秘密的”刊印）的唯一回答，就是号召不要忘记党员的义务和停止那些能够使出版物上的论战成为分裂借口的行动……”[94]

至于说连资产阶级出版社都给编辑们几百份，这我要坦白地说，我没有听说过。马尔托夫同志如果不是信口开河的话，不妨去问一问狄茨，他是不是给过考茨基400份《新时代》去分发？或者问一问辛格尔或费舍，格拉德瑙尔是否也要过200份《前进报》[95]自己出钱去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懂得无政府状态和组织性之间的区别的。

关于钱的问题是在组织遭到破坏以前提出来的，而我只是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由于组织遭到破坏引起的变化。

编辑部怎样把可以容许的论战和不能容许的抵制行为混淆起来，从下面这一点看得特别清楚。编辑部在1月4日的信中，在答复我们关于钱的问题的质问时说，编辑部“在熟人中间宣传积极支援中央会计处有困难，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央代办员和为他们所庇护的那些人在大会上说了编辑部目前的组成是不合法的这种带有威胁口吻的话（而且在中央委员列宁的信里也谈到这一点……）。”请看，这是对政治概念的多么惊人的歪曲！获得（或断绝）经费来源的问题竟同在讲话和小册子中进行论战的问题联在一起了！这岂不是把思想斗争同计较地位和无谓争吵混同起来了吗？！党员赞成不赞成编辑部的组成（和活动）问题竟和“合法性！”的问题混淆起来了！这岂不是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吗？！当然，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只好对此回答说：“……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我认为有必要向编辑部指出，根据国外作的报告中的过激言词或根据出版物上的论战来提出合法性等等问题，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如果编辑部认为论战是对自己的攻击，那它是有充分的而且是最充分的可能进行反驳的。当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抵制和其他某种不忠诚的（在中央委员会看来）活动方式的时候，因论战中的某些尖锐言词（在编辑部看来）而动怒，这是否理智呢？……”[96]说什么“所庇护”的人，这实在是太奇怪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官腔呢？中央委员会同报告中的话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没有书报检查机关来限制言论自由和争论自由。难道不需要把这种斗争同抵制区分开来吗？

马尔托夫同志叙述的关于敖德萨委员会的情况（说什么它问过中央委员会，是否要给中央机关报寄信），我认为显然是在开玩笑。对这种话是不能当真的。

我再说一遍：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说明中央委员会不让少数派工作。我要着重指出，马尔托夫同志自己也承认，他举不出任何不正确地、片面地或偏袒地分配出版物的事实。


（3）

马尔托夫同志认为我们是想搞政变。这是可笑的。（马尔托夫：“那么最后通牒是什么意思呢？”）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是对斯塔罗韦尔的最后通牒[97]的答复。最后通牒是表示我们对恢复真正和平所能接受的条件的最后意见。这就是全部意思。只有胡思乱想才会认为我们给少数派（它无疑把党弄到了分裂的地步）的答复是企图搞政变。多数派根本不需要搞什么政变。至于说到《火星报》的分配，我们每号都是尽量按时分配的，如果某一个委员会发现自己“被忘记了”，那它只要用同志式的态度通知中央委员会就行了。可是，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接到过这种通知。编辑部给各委员会的信却不是同志式的，而是一种军事行动。

中央委员会主张分配出版物的工作应当统一进行，另搞一个分配中心是不必要的和有害的。现在就分发人员问题谈几句。我再说一遍，分发人员受到责备，只是因为他想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和向编辑部作了工作上的询问。随后编辑部提出要求，说什么“别争辩！”“给100份或200份”等等，——充分表现出一副十足的官僚主义态度。

关于通信地址的事情，我只想说明，凡是属于编辑部的东西都交给了编辑部。我们只是把私人的和组织的信件挑出来，其余的都交给编辑部了。此外，我还想提醒你们，在伦敦的时候，组委会就已经把全部组织的来往信件正式掌管在自己的手里。

由于几名中央委员住在国外就说什么形成了新的中心，这显然是吹毛求疵，是对属于中央委员会独立管理的工作进行官僚主义的干涉。


（4）

马尔托夫同志对党章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中央机关报应当消息灵通，全面了解情况，这是党章所要求的，也是工作所需要的。但是中央机关报派遣负有组织任务的全权代表出去，例如，不通知中央委员会就派Z到敖德萨委员会去，显然是违反两个党中央机关之间的自然分工的。要了解情况根本用不着这样做，这只会直接造成组织瓦解，完全破坏行动的统一。这种做法只会使党的工作更加混乱，在实际上等于把党完全分成两半，取消两个中央机关的分工。

12

四个决议草案

（1月17日〔30日〕）


（1）

党总委员会请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尽快采取它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使中央委员会能在最近得到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在通信中已经谈过的5000—6000卢布。由于最近国内一些组织遭到破坏所造成的特别紧急的情况，党的中央会计处目前迫切需要这笔款子。


（2）

党总委员会认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未经中央委员会同意，也没有通知中央委员会就派遣编辑部的全权代表到各委员会去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做法会使党组织瓦解，而且根本违反第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两个中央机关的分工。


（3）

党总委员会认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未经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就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通知各委员会的做法是错误的。


（4）

党总委员会认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代表将瓦西里耶夫同志对中央机关报秘书的评语告诉秘书本人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个评语只是向总委员会的委员们提出的，是党的最高机关内部会议的一部分。





	载于1904年日内瓦出版的尼·沙霍夫《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一书（非全文）全文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0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111—162页

















[76]这是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1904年1月会议的一组文献。这次会议是根据中央机关报代表的提议，为研究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在出版党的书刊工作中步调如何一致而召开的，于1月15—17日（28—30日）在日内瓦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列宁、弗·威·林格尼克、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尔·马尔托夫。根据列宁的提议，会议决定把恢复党内和平的措施问题列入议程并首先议论。列宁提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115—117页）。在讨论中，孟什维克对这一决议草案持否定态度，于是列宁和林格尼克又提出了另一个决议草案（见本卷第143页）。这个决议草案以三票（列宁、林格尼克、普列汉诺夫）对两票（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获得通过。但是会议并没有具体讨论恢复党内和平的问题，反而把普列汉诺夫关于增补孟什维克到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提付表决。这一决议案也以三票（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对两票（列宁、林格尼克）通过。列宁和林格尼克就此提出不同意见（见本卷第144—152页），谴责普列汉诺夫无视党和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派的意志。为了摆脱已经形成的状况，列宁提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152页），遭到了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否决。关于出版党的书刊问题，中央委员会代表和孟什维克之间也没有达成协议；总委员会最后否决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而通过了赞同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编辑部的派性活动的决议案。总委员会的这次会议表明，由于普列汉诺夫转向孟什维克一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已成为孟什维克的反党工具。——114。



[77]指孟什维克夺取《火星报》以后，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弗·威·林格尼克就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问题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往来信件。——118。



[78]指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决议草案。他建议中央委员会增补几名孟什维克委员。——123。



[79]中央委员会在1903年11月12日（25日）的最后通牒中曾经提出增补两名少数派成员参加中央委员会。当时中央委员会由9人组成，其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是1903年8月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费·瓦·古萨罗夫、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列·波·克拉辛和玛·莫·埃森是1903年9月底增补进中央委员会的，列·叶·加尔佩林和列宁是1903年11月增补进中央委员会的。——126。



[80]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以及本段提到的11月25日的文件都是指中央委员会于1903年11月12日（25日）向孟什维克提出的最后通牒。——132。



[81]指党总委员会主席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行为。列宁发言时，尔·马尔托夫要求对议程提意见，普列汉诺夫就打断列宁的发言，让马尔托夫发言。但马尔托夫并没有谈议程问题。——132。



[82]即中央委员弗·威·林格尼克（瓦西里耶夫）1903年11月29日（12月12日）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这封信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134。



[83]这两个中央委员，一个是担任中央委员会国外正式代表的弗·威·林格尼克，另一个是1903年11月专程到瑞士同孟什维克进行谈判的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135。



[84]这句话是针对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发言说的。阿克雪里罗得在发言中不赞成列宁关于反对引证私人谈话的意见，说什么如果认为只有写在纸上的协议才有效，那是一种侮辱。——136。



[85]指萨拉托夫委员会和敖德萨委员会。它们在决议中指责中央委员会对国外同盟让步，并且批评孟什维克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行为。这些委员会的决议载于1904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尼·沙霍夫的《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一书。——138。



[86]这句话是针对普列汉诺夫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下述发言说的。普列汉诺夫在这次发言中断言中央委员会代表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特拉温斯基）同他谈判时说过：中央委员会认为，只要增补一定的委员，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组成就是正常的了。普列汉诺夫还因此声称：“如果有人怀疑我的话的真实性，我将象从前一位大臣回答不赞成他的话的路易-菲力浦那样回答说：我肯定，事实就是这样，您却说不是这样，那就等着瞧，看法国相信谁吧。”（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0卷第238页）——140。



[87]指1904年1月15日（28日）提出的关于恢复党内和平的措施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114—117页）。列宁坚持他的这个决议案要先于格·瓦·普列汉诺夫关于增补孟什维克进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进行表决。——142。



[88]指尔·马尔托夫就列宁的决议案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的表决问题所作的发言。他认为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提出了实际措施，应先表决，而列宁的决议案是一般性质的，可以后表决。由于列宁根据先提议先表决的惯例，坚持要先表决自己的决议案，马尔托夫才承认了列宁的合法权利，但是他建议改变问题的提法：（1）是否需要发表告党员书？（2）普列汉诺夫的具体建议（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0卷第245页）。——142。



[89]在党总委员会第2次会议通过了格·瓦·普列汉诺夫关于把孟什维克增补进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以后，列宁和弗·威·林格尼克于次日在第3次会议上以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分对这个决议案提出了不同意见（见本卷第144—146页）。尔·马尔托夫接着对此提出一个决议案，指责列宁和林格尼克在不同意见中责难总委员会破坏党的工作（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0卷第251页）。针对马尔托夫的这项决议案，列宁作了维护中央委员会代表的不同意见的发言。在以后的辩论中，马尔托夫不得不收回自己决议案而附和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形式上稍有不同的决议案。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被孟什维克投票通过。——148。



[90]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后所作的发言（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59年俄文版第258页）。——151。



[91]指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弗·威·林格尼克1903年12月19日（1904年1月1日）和1903年12月26日（1904年1月8日）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两封信（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0卷第124页和第130—132页）。第二封信是列宁和林格尼克共同起草的，其中一大段话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153。



[92]列宁在这里引用的敖德萨来信是伊·克·拉拉扬茨1903年12月24日（1904年1月6日）写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下面引用的巴库来信是列·波·克拉辛1904年1月1日（14日）写给中央委员会国外部的。——155。



[93]中央委员会发行部主任马·莱博维奇为了向中央委员会写工作报告，在第一封信中要求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告诉他，编辑部要把它收到的50份《火星报》分发到什么地方去。但编辑部对此拒不作答，还坚持要求增加由它分发的报纸的份数。在第二封信中，发行部主任由于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许可，拒绝了编辑部的这个要求。——156。



[94]列宁引用的是以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弗·威·林格尼克的名义于1903年12月14日（27日）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这封信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157。



[95]《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157。



[96]列宁引用的是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弗·威·林格尼克1903年12月26日（1904年1月8日）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引用的部分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158。



[97]斯塔罗韦尔的最后通牒是指亚·尼·波特列索夫1903年10月21日（11月3日）给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信。波特列索夫在信中代表孟什维克反对派要求恢复《火星报》旧编辑部，增补孟什维克进入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并承认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是合法的。——158。







《列宁全集》第8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按语[98]


（1904年1月16日〔29日〕）

我们由衷地赞成“发起人小组”关于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图书馆和档案库”的卓越创举，并恳切地要求所有的同志和支持这一早就该办的事业的人，尽力帮助我们肩负起创办这一复杂而重要的事业的艰苦工作的同志们。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04年1月29日

载于1904年1月“发起人小组”的传单《告全体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163页

















[9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按语》是列宁就发起人小组决定在日内瓦创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图书馆和档案库”一事而写的文件。它与发起人小组要求在创办党的图书馆和档案库工作中给以帮助的号召书一起刊印在《告全体书》传单上。参加这个“发起人小组”的有：A.И.伊林娜、Ф.Ф.伊林、维·米·韦利奇金娜、潘·尼·奥林、尼·尼·扎米亚京和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1904年2月7日（20日），列宁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的名义签署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图书馆和档案库条例》。



1904年底或1905年初，列宁写了《创建日内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图书馆发起人小组的声明》，宣布将该图书馆移交给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163。









《列宁全集》第8卷


告全党书[99]


（不早于1904年1月18日〔31日〕）

同志们！我们的党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危机，这一点现在大家都已清楚，我们的中央机关报上也公开地直截了当地宣布了这一点。

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号召全体党员积极地自觉地参加为尽快地尽可能无痛苦地摆脱危机所必需的一切活动。

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以及此后很久召开的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一直是属于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的普列汉诺夫同志，现在却在《火星报》第57号上为少数派的要求进行辩护，指责中央委员会“偏袒”，不肯让步，说这只对敌人有利，责备中央委员会不愿增补少数派分子。普列汉诺夫同志认为，只有进行增补才是“使我们党摆脱严重危机的唯一办法，这个危机正在使我们的力量大大削弱而使我们的人数众多的敌人和对手的力量大大加强”。普列汉诺夫同志说，我们不但要遵守党章（这里想必是就这种严重的危机而言），而且要考虑到实际情况和当前党内的力量对比。我们必须摆脱小组习气的和学理主义的观点，因为它强调的是把工人分开的东西而不是把工人团结起来的东西。

这些一般道理无疑是正确的，而全体社会民主党员要正确地运用这些一般的道理，必须确切了解事实，认真考虑实际情况。

当然，我们应当用一切办法，尽一切努力，不怕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来消除我们党内的小组习气、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和不团结、为争夺指挥棒而发生的不体面的不成体统的争吵！看看我们党自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发生的事件吧。我们应当有勇气揭开我们的脓疮，以便老老实实地进行诊断，对症下药地加以治疗。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现已全部出版；还为党员出版了国外同盟代表大会的记录。党的出版物已经揭示了我们危机的不少表现和征象，虽然这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作出一些总结了。

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以在我党中央机关成员问题上进行的激烈斗争告终的。以24票对20票的多数选出了由三人（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列宁）组成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也由三位同志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马尔托夫拒绝选举，同全体少数派一起，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从这次代表大会起，就开始了少数派反对中央机关的激烈斗争，这是争夺指挥棒的真正斗争，是小组习气同党性的真正斗争，是为恢复旧编辑部、为把相应数量的（按少数派的看法）党员增补进中央委员会而进行的斗争。这个斗争进行了好几个月，在此期间，少数派完全拒绝在中央机关领导下进行工作，实行抵制，进行纯粹无政府主义的宣传，这种宣传的典型例子，党员同志们在同盟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个斗争主要集中在国外，是在完全脱离正常工作和没有自觉的无产阶级代表参加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个斗争使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的中央机关拿出了很大一部分力量去奔走、会晤和商谈，以消除无数琐碎的不满、冲突和无谓争吵。至于反对派的要求既没有考虑到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力量对比，也没有考虑到整个党内的力量对比，这从下面的情况就可以看出，例如，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甚至同意增补两人，就是说，同意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有相等的代表。反对派却要求在编辑部占大多数（4比2）。在立即就要发生分裂的情况下，两个中央机关最后对于争夺指挥棒的要求作了一系列让步：编辑部成员进行了增补，列宁辞去了编辑部和总委员会的职务，多数派的一个委员退出了总委员会[100]，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破坏了党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的国外同盟没有改组，建议给反对派两个中央委员席位。

反对派不接受最后一个条件。他们显然要求有更多的席位，而且不是给中央委员会挑选的人，而是给反对派指定的人。无论是从力量对比，还是从事业的利益来说，都不能认为这种要求是对的，这些最后通牒只能通过以分裂相威胁，通过抵制和扣留经费这类施加压力的粗暴的、机械的手段来支持。

这种迫使我们抛开了正常工作的争夺席位的斗争，使党处于极其严重的组织瓦解和思想混乱的状态。少数派的所谓原则分歧为这场斗争披上了伪装，这就使党内的思想混乱不但没有减弱，甚至更加严重。

过去，所有的人都一致同意——并多次断然声明——承认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和一切选举对自己具有绝对的约束力。现在少数派实际上已经拒绝承认整个党章和一切选举；现在，坚持一致通过的决议的人倒成了“形式主义者”；所有接受了代表大会的全权委托的人被称为“官僚”；依据反映了（根据我们共同一致的看法）党内力量对比的多数票办事的人被指责为抱着粗暴的、机械的、文牍主义的观点。谁在代表大会上受全体同志的委托选举负责人员，让某些编辑去当撰稿人和让某些组委会委员去当一般工作人员，他就被斥责为把党员变成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等等。少数派早在党代表大会上就持有的不正确的和不坚定的立场，必然使他们采取这种虚伪手段，我们认为这是完全不以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现在不是到了结束这种涣散状态的时候了吗？每个珍惜我们党的命运的人都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吧。

现在不是到了坚决结束这种争夺中央机关的斗争，这种对我们整个工作起着严重瓦解作用的计较地位的时候了吗？经过好几个月的商谈之后，还一再提出同反对派进行新的商谈，提出中央委员会片面或者说偏心的问题，这样做合适吗？在编辑部进行了增补，和平已经得到了保障以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必然又会产生我们中央机关报是否片面和偏心，甚至违背党性的问题。这场关于中央机关成员问题的不体面的争吵，我们还要进行多久呢？我们怎样才能够解决某一方的要求是否合理的问题呢？衡量是否合理的尺度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把在代表大会所决定的问题上已经作了许许多多让步的“坚定派”说成是不肯让步的，而不把在竭力制造分裂和直接准备分裂方面实际上表现得异常坚定的那些所谓“温和派”说成是不肯让步的呢？

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怎样摆脱这种反常状况吧。中央委员会曾经希望，中央机关报的内阁的更迭能够导致和平。当争论双方都已走得很远的时候，当争夺指挥棒的斗争已达到分裂边缘的时候，本来还有一线希望，即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彼此隔离开来，以便互不妨碍，以便通过在一个党内共同工作来逐步消除一切磨擦，以便不触及或少触及那些“麻烦的”问题。原以为中央机关的分开至少能部分地使危机得以消除，因为少数派有了自己的中央机关报，可以自由地聚集在它的周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自由地进行自己的党的工作，而不会感到自己在党内是“外人”了。多数派也会因为掌握中央（或者说在中央委员会中占多数）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这样，争夺中央机关的斗争就可以停止，而转到完全从原则上来分析各种意见分歧和差别。 

由于《火星报》提出对中央委员会进行增补的问题，这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我们认为，不能再在使我们感到厌恶的争夺席位的问题上讨价还价了。如果没有其他办法，而少数派又只有占据最高职位才能在党内工作，我们甚至宁愿把所有的指挥棒都交给他们。随着我们运动的这种新的使人厌恶的病症变成慢性的顽症，随着这些琐碎的争吵变得愈来愈琐碎，愈来愈使人无法容忍，我们采取这种步骤的决心也愈来愈大了。

但是，我们首先要尽可能明确地了解全党的意见，我们还要考虑革命舆论，特别是国内的革命舆论。我们请同志们仔细地考察和研究一下有关我们的“危机”的实际材料，从各个方面来估量一下党内的现状，对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发表意见。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164—169页

















[99]《告全党书》（草稿）是针对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可悲的误会》一文（载于1904年1月15日（火星报》第57号）写的，当时没有发表。——164。



[100]退出总委员会的这个多数派委员是列·叶·加尔佩林（卢）。——166。









《列宁全集》第8卷


告俄国无产阶级书[101]


（1904年2月3日〔16日〕）

战争开始了。日本人已经使俄国军队遭受了一连串的失败，目前沙皇政府正在竭尽全力要为这些失败复仇。军区一个接一个地被动员起来；成千成万的士兵匆忙开赴远东；政府正在国外竭力活动，以签订新的借款协定；它向承包人许诺，如能加速军事部门所必需的工程，每天可以得到数千卢布的奖金。人民的全部力量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因为已经开始了一场非同小可的斗争，一场同5000万人的民族进行的斗争，他们装备精良，对战争准备充分；他们是在争取在他们看来对民族的自由发展绝对必需的条件。这将是一个专制而又落后的政府同政治上自由和文化上迅速进步的民族进行的一场斗争。1877—1878年同虚弱的土耳其的战争就曾经使俄国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它与现在开始的这场战争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

究竟因为什么俄国的工人和农民现在要同日本人进行殊死的斗争呢？是因为满洲和朝鲜，是因为俄国政府侵占的这片新的土地，是因为“黄俄罗斯”。俄国政府曾向其他大国保证不侵犯中国，答应不迟于1903年10月8日将满洲归还中国，但它并没有履行这一诺言[102]。沙皇政府在推行其军事冒险和掠夺邻国的政策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以致它已经无法后退。在“黄俄罗斯”建筑了要塞和港口，铺设了铁路，集结了数以万计的军队。

攫取这些新的土地付出了那么多的鲜血和生命，并且还要继续付出更高得多的代价，但是，这些土地究竟给俄国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呢？对俄国工人和农民来说，战争预示着新的灾难、无数人的死亡、大批家庭的破产和新的苛捐重税。在俄国军事长官和沙皇政府看来，战争可以带来军事荣誉。在俄国商人和拥有百万财富的企业主看来，战争之所以必要，是为了保住新的商品销售市场，保住新的自由的不冻港以发展俄国贸易。向本国挨饿的农民和失业的工人是卖不出多少商品的，要到别国去寻找销路！俄国资产阶级的财富是靠俄国工人的贫困和破产创造出来的；而现在，为了更多地增加这些财富，工人们又得去流血卖命，以便俄国资产阶级能够随心所欲地去征服和奴役中国和朝鲜的工人。

正是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为了追逐利润而准备出卖和毁灭自己祖国的资本的利益，引起了这场给劳动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罪恶战争。正是践踏一切人权和奴役本国人民的专制政府的政策，导致了用俄国公民的鲜血和财产进行的这场赌博。为了回击疯狂的战争鼓噪，为了回击钱袋的仆从们和警鞭的奴才们的“爱国”表演，有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必须极其坚决地提出要求：“打倒专制制度！”、“召开人民立宪会议！”

沙皇政府在其军事冒险的赌博中如此贪婪，以致把赌注下得太多太多了。同日本的战争即使打赢了，也会带来民穷财尽的后果，而取得的胜利成果将微乎其微，因为其他大国是不会容许俄国独享胜利果实的，就象他们在1895年不让日本独享胜利果实一样。[103]而这场战争如果打败了，首先就会使建立在人民愚昧和无权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压迫和暴力的基础之上的全部统治体系土崩瓦解。

玩火者必自焚！

为彻底摆脱国际资本压迫而斗争的全世界无产者的兄弟团结万岁！反战的日本社会民主运动万岁！打倒掠夺成性的和卑鄙无耻的沙皇专制制度！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04年2月印成传单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170—174页

















[101]《告俄国无产阶级书》是列宁在日俄战争开始一周后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写的一份传单，曾分寄俄国许多城市的党委员会翻印和散发。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1904年2月3、4日（16、17日）分别写给伊·克·拉拉扬茨、列·波·克拉辛和莉·米·克尼波维奇的信中曾提到寄发这份传单的问题（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0卷第323、324页）。



1904年3月5日（18日）《火星报》第61号转载了这份传单。《告俄国无产阶级书》于1959年首次载入《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169。



[102]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期间，沙皇俄国除参加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外，还单独出兵17万侵占了东三省全境。1902年4月8日，中俄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分三期撤军，每期半年，一年半内撤完。沙皇俄国于第一期撤军之后就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拒绝撤军。——169。



[103]指所谓“三国干涉还辽”一事。由于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中战败，日本迫使清朝政府在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根据条约，中国承认朝鲜完全“自主”；割让辽东半岛、整个台湾岛及所属各岛、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沙皇俄国认为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对它极为不利，于是联合了德国和法国，在1895年4月23日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放弃占有辽东半岛。日本因军事上无力与俄、德、法三国进行对抗，只好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中国为此再向日本付出了3000万两白银的巨额“赎金”。——170。









《列宁全集》第8卷


关于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一些情况[104]


1904年2月20日于日内瓦

尊敬的同志们：

既然你们在自己的小册子中提到引起我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请你们把我对普列汉诺夫同志的一封信的答复作为你们的小册子的附录。这封信是普列汉诺夫同志1904年1月29日写给马尔托夫同志的，载入马尔托夫关于反对“戒严状态”的小册子中。

普列汉诺夫同志觉得我在给编辑部的信 
［注：见本卷第91—98页。——编者注］

 中对事情的经过叙述得不确切。然而他并没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提出任何一个事实性的修正。他只是不确切地转述了我和他之间的私人谈话，以此补充我的叙述。

一般说来，我认为引用私人谈话是缺乏有力论据的确凿证明。我到现在还坚持不久以前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谈到马尔托夫同志引用私人谈话（同盟记录第134页）时所持的意见，即“准确复述”这样的谈话是不大可能的，就这些谈话进行“论战”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但是，既然普列汉诺夫同志已经引用了我们的私人谈话，我认为我有权对这些谈话加以说明和补充，何况这些谈话还有第三者在场。

第一次谈话，就是普列汉诺夫同志谈到如果我坚决不同意增补，他就决定 
［注：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了追求精确，有点过分用心了，他说：普列汉诺夫没有权利决定增补，因为根据党章规定，增补必须得到一致同意。这不是纠正，而是吹毛求疵，因为党章是禁止在未取得一致同意的情况下采取一定的组织行动，并不是禁止作出决定；许多人则经常只是为了装装样子作出决定，而并不付诸行动。］

 辞职的那一天，是在同盟代表大会闭幕的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在党总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参加下进行的。谈话围绕着是否向反对派让步这个问题。普列汉诺夫坚持要让步，认为反对派不会服从党总委员会的任何决定，党马上就会完全分裂，这都是毫无疑问的。我则坚持：在同盟发生了那些事情之后，在同盟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央的一位代表所提出的措施（普列汉诺夫同志参加了每项措施的讨论，并且表示完全同意）之后，是不能再向无政府个人主义让步了；独立的著作家小组（我在同普列汉诺夫的谈话中，与他的看法相反，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这个小组是完全可以容许的）的出现也许还不一定就意味着分裂。当我们的谈话最后归结到我们俩谁辞职时，我当即表示我辞职，因为我不想妨碍普列汉诺夫去作调解冲突的尝试，以避免他所说的分裂。

普列汉诺夫同志现在对我真够亲切友好的，说我这样做，除了胆怯退让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动机。为了用最生动的色彩来描绘我的这个特性，普列汉诺夫同志竟把这样的话加到我的头上：“任何人都会说：一定是列宁错了，如果连普列汉诺夫都同他分手了的话。”

毫无疑问，色彩是够浓的了！浓得连普列汉诺夫同志都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显然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如果我相信，“任何人”都认为普列汉诺夫是正确的（象普列汉诺夫谦虚地对自己估计的那样），如果我认为必须考虑这个任何人的意见，那么显然，我永远也不敢同普列汉诺夫分手，我在这个场合也同样会跟着他走的。普列汉诺夫同志由于想把我的做法说成是最丑恶的，是出于最卑鄙的动机，于是就把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动机加到我的头上。好象我是由于非常害怕同普列汉诺夫分手，才不得不同他分手。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话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实际上，我当时的想法是：最好是我走开，否则，我个人的意见会妨碍普列汉诺夫缔结和约的尝试。我不想妨碍他的尝试；也许我们在媾和条件上也会取得一致意见，但是，一个国外小组织硬要以这样的方式把一些人塞进编辑部，对于这样的编辑部我认为是不能负责的。

过了几天，我真的同一位总委员会委员一起去见普列汉诺夫，我和普列汉诺夫这次谈话的经过如下：

——要知道，世界上有那么一些爱吵闹的老婆，对她们必须让步，免得她们歇斯底里发作，当众大吵大闹起来。——普列汉诺夫说。

——也许是这样，但是在让步的同时，自己还是要保持力量，以防止发生更大的“吵闹”。——我回答说。

——那你辞职不就是全都让出来了吗。——普列汉诺夫又回答说。

——那不一定——我反驳说，并且举了张伯伦的例子。我的想法就是我曾在报刊上发表过的：如果普列汉诺夫能够求得和平，而这种和平又是普列汉诺夫那样长期地、那样积极地与之并肩奋斗过的多数派也能接受的，那我也不会发动战争；如果不能求得和平，那我就保留行动的自由，以揭露“爱吵闹的老婆”，如果连普列汉诺夫也不能使她平静下来的话。

就在那次谈话中，我曾向普列汉诺夫（他当时还不知道反对派的条件）表示过我“决定”加入中央委员会（我可以“决定”这样做，当然，还要取得全体中央委员的同意）。普列汉诺夫完全同意我这个打算，把它看成是不管怎样都同“爱吵闹的老婆”和睦共处的最后一次尝试。我在1903年11月6日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他可能是要干脆把编辑部交给马尔托夫分子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致格·瓦·普列汉诺夫》（1903年11月6日）。——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在11月8日的回信中说：“……您好象是误解了我的意图。我昨天又把这些意图跟瓦西里耶夫同志〈中央委员，参加过同盟代表大会〉解释了一遍。”普列汉诺夫11月10日又给瓦西里耶夫同志写了一封信，谈到载有代表大会公报的《火星报》第52号是提前还是延期出版的问题：“……发表代表大会的报道就意味着：（1）要么是宣告马尔托夫等人不参加《火星报》；（2）要么是拒绝马尔托夫在这方面的要求，那样，马尔托夫就会以专页的形式宣布这个情况。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会使分裂公之于众，而这正是我们现在应当避免的。”（黑体是我用的。——尼·列·）11月17日，普列汉诺夫又给这位同志写道：“……您对马尔托夫等人提出的立即进行增补是怎样考虑的？我倒觉得这也许是一种最不费力的调解冲突的方法。没有您的同意，我不打算行动……”（黑体是普列汉诺夫用的）

从这几段话可以清楚地看出，普列汉诺夫确实是尽力同多数派采取一致行动，希望增补编辑部成员只是为了求得和平，并且是以和平作为条件，决不是为了同多数派进行战争。如果说后来事与愿违，那只能说明抵制和瓦解组织的策略使无政府个人主义的马车疾驰狂奔，连最灵的刹车也不管用了。这当然很遗憾，诚心祈求和平的普列汉诺夫也因此弄得很难堪；但把这个责任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是不应该的。

至于普列汉诺夫说我为换取合适的“等价物”而用沉默表示让步，同时他傲慢地声称“我认为没有必要购买他的沉默”，那只要对照一下我上面引的11月10日的信中的一些话，就会觉得这种论战手法只能使人发笑。正是普列汉诺夫认为，沉默、不使分裂公之于众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注：顺便提一下，正是普列汉诺夫特别坚持不让发表同盟的记录和党代表大会记录的结尾部分，在这结尾部分，普列汉诺夫声明，他对直接投票反对旧的所谓编辑部在道义上负完全责任，并希望党不会缺乏写作人才。一位少数派代表把这个声明称为仿古典派的豪言壮语。］

 而我告诉他，只要保持和平，我也同意这种看法，这不是十分自然的吗？所谓“为换取等价物”而实行让步，所谓“购买”，——这些话使人预感到，普列汉诺夫下一次也许会告诉大家，列宁在制造伪钞以进行这种购买。在国外流亡者争吵的时候，确实常有这样的情形，而现在，又出现适宜的气氛了。

普列汉诺夫同志的信使人不由得想到：他现在是不是要购买当少数派的权利呢？从我们的所谓党机关报上可以看出少数派的策略已经明朗化了。这就是要竭力掩饰真正导致我们分手的争论问题和事实；要竭力证明，同列宁比起来马尔丁诺夫和《火星报》更接近得多，至于怎样接近，在哪方面接近，接近到什么程度，这还有待于一团混乱的新《火星报》编辑部去慢慢分析；要伪善地指责在论战中涉及个人，而实际上把整个斗争变成对一个人的攻击，甚至不惜把互相矛盾的有害品质——从鲁莽粗暴到怯懦狡猾，都加到这个“敌人”的头上。只要尖刻就行。两位新盟友普列汉诺夫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确实非常尖刻，很快就会丝毫不比赫赫有名的崩得分子及其尽人皆知的“下流谈吐”逊色了。两位盟友从他们的战舰上这样拼命向我开炮，使我产生一个想法：这是不是可怕的三人小组的三分之二的人的密谋呢？我是不是也要装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呢？是不是也要大叫“戒严状态”呢？因为这样做有时是很方便的，很有利的……

不过，要成为真正的少数派，普列汉诺夫同志也许还要做两件小事：第一，承认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坚持的（现在他们又竭力回避的）党章第1条的条文不是向机会主义跨了一步，不是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屈服，而是新的、真正社会民主党的、阿基莫夫—马尔托夫式的和马尔丁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式的组织观点的核心。第二，承认代表大会以后同少数派的斗争不是反对粗暴破坏党纪的行为、反对只能引起公愤的鼓动手法的斗争，不是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词句（见同盟记录第17、96、97、98、101、102、104页及其他许多页）的斗争，而是反对“戒严状态”、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的斗争。

这类争论问题，我在即将付印的一本小册子[105]中，还要详细加以阐述。暂时……暂时让我们来看看惯于要读者猜谜的我们的领导机关报所开辟的果戈理笔下人物的画廊吧。谁象动辄践踏别人的自尊心或者说触人隐痛的粗暴的索巴开维奇呢？谁象除了买死魂灵、还要买沉默的狡猾的乞乞科夫呢？谁象诺兹德列夫和赫列斯塔科夫呢？谁象马尼洛夫和斯克沃兹尼克-德穆汉诺夫斯基呢？[106]有趣而又有教益的谜……“原则性的论战”……






	　　尼·列宁载于1904年日内瓦出版的《对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175—180页

















[104]列宁的这封信是写给出版《对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的评述》一书的布尔什维克小组的。参加这个小组的有：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维·米·韦利奇金娜、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米·科列涅夫斯基、马·马·李维诺夫、尼·埃·鲍曼、弗·谢·博勃罗夫斯基、奥·阿·皮亚特尼茨基、普·伊·库利亚布科和伊·克·拉拉扬茨。



本卷《附录》部分收有《〈关于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一些情况〉一信的片断异文》（见本卷第497页）。——174。



[105]指《进一步，退两步》（见本卷第197—425页）。——179。



[106]这些都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笔下的人物。索巴开维奇见注62。乞乞科夫是小说《死魂灵》中的主角，他是机灵圆滑、外表温柔典雅、内心贪婪狡猾、善于投机诈骗的新型剥削者的典型。诺兹德列夫是《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赫列斯塔科夫是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他是一个恬不知耻、肆无忌惮地吹牛撒谎的骗子手。马尼洛夫是《死魂灵》中的一个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讲究虚伪客套的地主。意为耽于幻想、无所作为的马尼洛夫精神一语即由此而来。斯克沃兹尼克-德穆汉诺夫斯基是《钦差大臣》里的县长，这个沙皇制度下的作威作福的贪官，误把一个小京官当成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对他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180。









《列宁全集》第8卷


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的三个提纲[107]


（1904年3月9日〔22日〕以前）


1


纪念巴黎公社

庆祝19世纪最伟大的工人起义。历史概要。

1．拿破仑第三执政时期的法国

帝制。（第45页）——对48年6月的惩罚。拿破仑第三。

　　　　　　——一伙匪徒剥夺法国。

α．波拿巴主义　　工人们还不能

　　　　　　　资产阶级已经不能

β．工业的迅速发展。金融寡头的专横统治。投机盛行。贪污腐败。

γ．——工人运动——

　　国际工人协会[108]。1862年伦敦博览会[109]

　　　　　　　　　　　——1864年成立

蒲鲁东主义

布朗基主义　　第10页

2．王朝战争。一伙冒险家的救星——沙文主义。

莱茵河左岸地区。打到柏林去（特别是在1866年以后）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19—220页。——编者注］



70年7月19日宣战。

德国的声明（威廉一世）：防御战争。（御前演说第20页：

是同拿破仑第三作战，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70年8月11日在越过国境线时对法国人的宣言也讲了同样的内容。）

3．工人们的抗议

国际总委员会的第一篇宣言。

——70年7月12日的法国宣言（第16页）（和70年7月22日外省的决议）（第16—17

页）7月12日国际的巴黎会员的宣言

——德国的抗议（开姆尼茨大会）（第18页）

（70年7月16日的不伦瑞克大会）（第18页）

——国际柏林支部。

——国际总委员会70年7月23日反对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4．战争的结局

70年9月2日的色当。拿破仑第三被俘。《覆灭》[110]。

　　　　　　　　贪污腐败的制度的崩溃。

巴黎工人于70年9月4日宣布成立共和国。

政权落在坏蛋们，即路易－菲力浦的警察－大臣梯也尔，特罗胥将军的手里。茹尔·法夫尔，茹尔·费里，厄内斯特·皮卡尔。

政权属于立法团中的巴黎代表

　……“国防政府”……

国防＝武装工人＝革命。背叛人民的政府。

防御……“巴黎工人。

5．国际的忠告。

总委员会的第二篇宣言（70年9月9日）（第25页）。

防御战已变为进攻战。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反对兼并阿尔萨斯－洛林。[111]（白拉克等被捕。）

不要受挑衅去采取“绝望的蠢举”。

不要为1792年的民族回忆所迷惑。

“镇静而且坚决地组织本阶级”，利用充分的自由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92—293页。——编者注］

 。

6．巴黎被围。特罗胥（永远不！）和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一寸领土！）的滑稽剧。 
［注：同上书，第336—337页。——编者注］



巴黎的投降。71年1月28日。

保卫的滑稽剧：吉奥在给苏桑的信中关于他的一位被保护者写道：让他去蒙瓦勒里安，那里人们正在装模作样地放炮。[112]

7．波尔多的国民议会。

——容克议会。反动派。

——与巴黎和谈的滑稽剧。力图解除巴黎武装（“解除革命的武装”70年9月4日）联合德军反对巴黎。

说什么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属于国家的！撒谎！第36—37页。

根据投降条件（71年1月28日）（第34页），在8天之内（！）应召开国民议会。

梯也尔鼓动支持反动议会，正统派等（750个代表中有450个保皇党人）。

反巴黎阴谋：梯也尔的手段（第 35页）。

（1）国民议会反对共和制度的示威

（2）梯也尔含糊其辞

（3）对巴黎的威胁（砍去巴黎的头颅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

（4）查封共和主义报纸

（5）判处布朗基死刑

（6）任命维努瓦为巴黎总督，瓦朗坦为警察局长，多雷尔·德·帕拉丹为国民自卫军司令。

8．71年3月18日夺取大炮的尝试。 （从国民自卫军手中夺取。）

公社。

维努瓦。失败

3月18日的宣言：第43页。

71年3月18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

71年3月26日。公社。

本PD

3月18日政府逃往凡尔赛。

波拿巴军官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被杀与公社无关，而是愤怒的士兵所为。

教权派，波拿巴主义者，宪兵。

从4月初起巴黎同凡尔赛作战。央求俾斯麦放回军队（被俘的军队）（第57—58页）。

9．公社的事业。

它的弱点：——无自觉性（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

　　　——无组织性{没有掌握银行，没有向凡尔赛进军。}

　　　——醉心于民族主义的和革命的空话。

10．它的长处：

（A）政治改革

α．教会同国家分离（71年4月2日）。剥夺教会的财产。

取消国家给教会的所有津贴。

免费的国民教育（第46页）

β．废除常备军（71年3月30日）（第46页）

工人阶级的政府

γ．废除官僚制度。工人的政府（第49页）。有管理能力。

（1）一切官员由选举产生并可以撤换（第46页）

　71年4月1日

（2）薪俸不高于6000 法郎（第46 页）

只需要以前官吏的1/4就可以了：利沙加勒，S．

δ．外国人享有同等权利（71年3月30日）一位德国人担任公社的部长[113]（第53页）有波兰人（东布罗夫斯基、弗卢勃列夫斯基）参加。

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

．公社自治。

11．（B）经济改革。

把寄生虫和荒淫无耻的富人的巴黎改造成工人的巴黎（第55—56页）。

——禁止面包工人做夜工（4月20日）（第53页）。

——禁止罚款（第53页）。

——公社把大批被拿破仑第三弄得破产的（加以发展）巴黎小资产者争取过来（延期偿还债务）（第51页）。公社对农民呼吁（第51页）。

——4月16日把遗弃的工厂交给工人协作社（第54页）：工厂的统计调查。

12.最后的斗争

——公社战士的英雄气概（4月30日进行市镇选举反对国民议会。梯也尔向俾斯麦让步：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订和约。5月21日经国民议会批准）。

——71年5月21—28日的流血周（第62页）。

枪不够用还用多管炮。

——总计35000——20000人被杀害。

15000人被流放等。

（审判进行了好几年。）

一片诽谤声（第64—66页）。

13.总结和教训。

资产阶级的报复。甚至“民族战争”也变成了政治欺骗（第67页）。

出卖了祖国（联合德国人：第66页）。

资产阶级民主的不稳定性。

无产阶级专政。

1871年的俾斯麦。与1904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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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拿破仑第三执政时期的法国。

波拿巴主义者的政府。

工业发展。

工人运动—— 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

国际工人协会

2．王朝战争。（70年7月19日）

注意

沙文主义

打到柏林去。

莱茵河左岸地区。——（德国的声明：防御战争）

3．工人们的抗议（工人阶级的态度）

——法国的宣言。

（决议）

——德国的抗议

注意——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对工人发出警告：组织起来，不要受人挑衅。

4．战争的经过和结局。

——贪污腐败的制度的崩溃。

——巴黎被围。

——70年9月4日共和国宣告成立。

法国工人——他们的事业——利用了资产者。

“国防”政府。（其中的大骗子。）

5．保卫巴黎。茹尔·法夫尔（特罗胥）的滑稽剧。

——它的投降。

6．企图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71年3月18日。公社。

7．凡尔赛政府。容克地主（乡下佬，土贵族）的议会。

——与巴黎“和谈”的滑稽剧

——与俾斯麦的交易

——联合德军反对无产阶级。

8．公社…… 它的弱点——无自觉性（蒲鲁东主义科布朗基主义）

　　　　　　　　　——无组织性　　没有掌握银行，没有向凡尔赛进军

　　　　　　　　　——各民族主义成分的纠结

9．＋（A）政治自由

——教会同国家分离

——废除常备军

——废除官僚制度

——外国人享有同等权利。波兰人的参加

——公社自治。

10．（B）经济改革

——禁止面包工人做夜工

——禁止罚款

——延期偿还债务

——把遗弃的工厂交给工人

——任何形式的与妇女同居都有义务（赡养等等）

——给每个寡妇以津贴（抚恤金？）。

11．最后的斗争：

公社战士的英雄气概。

流血周。

总计：35000。

恐怖。

12．总结和教训：

资产阶级的报复。

战斗的号召。





	载于1934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489—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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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拿破仑第三及其匪帮。

2.法兰西的耻辱。

3.资产阶级的过错在于拿破仑第三。

二、1.同德国进行的王朝战争。

2.法国工人的抗议（7月12日巴黎工人的抗议和7月23日国际的宣言）。

3.威廉一世的庄严诺言（8月11日）。他的欺骗。

4.德国工人的抗议（70年9月5日）和他们的被捕。

三、1.70年9月4日的共和国。巴黎工人争得的。

2.骗子们（法夫尔、特罗胥、梯也尔——假释犯[114]）篡夺政权。

3.“国防政府”＝背叛人民的政府。同法国工人作斗争。

四、马克思的警告（国际70年9月9日的宣言）。

杜邦的信件[115]。

五、1.奴隶主和保皇党人阴谋解除巴黎的武装。

2.波尔多和国民议会迁至凡尔赛。

3.维努瓦、瓦朗坦和德·帕拉丹被派到巴黎。

4.保皇党人在“乡绅”会议上的演说。

六、梯也尔发动国内战争：71年3月18日夺取大炮（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被杀）。

七、71年3月18日。公社。

1.共和国+自治。

2.公社的措施。

3．〔〔它的两个错误〕〕没有向凡尔赛进军　没有掌握银行

八、与公社的战争：央求俾斯麦放回士兵，可耻的和约。71年5月21—28日的流血周。

被杀害者——35000　按资产阶级报纸的统计20000。

被法庭判罪者——13450（其中有157名妇女）[116]（！在3月18日以后，审判还继续了五年半！）





	载于1926年3月18日《真理报》第6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492—493页

















[107]这里收载的三个提纲是列宁，1904年3月9日（22日）在日内瓦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的基础。在拟定提纲的过程中，列宁仔细研究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提纲中有关《内战》的引文全部摘自该书1891年柏林版。提纲中还引用了普·奥·利沙加勒的《1871年公社史》和乔·韦伊的《法国社会运动史（1852—1902）》中的许多史料。



1905年，列宁根据这些提纲拟订了《关于公社的演讲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列宁后来还不止一次回头来阐明巴黎公社的问题，参看《公社的教训》、《纪念公社》、《国家与革命》一书第3章（《列宁全集》第2版第16、20、31卷）。——181。



[108]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建立。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规定其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为完全解放工人阶级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领导机关是总委员会，马克思是总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积极支持了1871年的巴黎工人起义。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工人运动处于低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在费城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181。



[109]1862年的伦敦博览会是一次世界性的工业博览会。在博览会上，法国工人代表团会见了英国工人。——181。



[110]《覆灭》（1892）是法国作家埃·左拉的一部描写普法战争的小说。——182。



[111]指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870年9月5日发表的宣言（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91页）。——183。



[112]在普鲁士军队围困巴黎期间，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阿尔丰斯·西蒙·吉奥于1870年12月12日写信给炮兵师将军路易·苏桑，谈苏桑向他推荐一个人的事。信里说：“请坦率地告诉我，您有什么要求，我一定照办。我可以把他带到我的参谋部去，不过由于那儿无事可做，他将无聊得难受，要不然把他派到蒙瓦勒里安炮台去，那儿比巴黎安全得多（这是为他的父母着想），而且他去那儿还可以假装发炮，因为他可以按照诺埃尔的办法，把炮往空中打。”诺埃尔是当时该炮台的司令。



中央委员会在陆军部的办公室里发现了这封信，公社在1871年4月25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115号把它发表了。它证明国防政府所谓保卫巴黎只是做做样子。关于这点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37页。——183。



[113]指莱奥·弗兰克尔。——186。



[114]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披露了法国国防政府的部长们的犯罪事实，指出“这些人只能够在巴黎变成废墟时得到假释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38页）。——191。



[115]国际总委员会通讯书记欧·杜邦的信件被引用于乔·韦伊的《法国社会运动史（1852—1902）》一书。列宁在《关于公社的演讲提纲》中提到了杜邦1870年9月7日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191。



[116]关于被法庭判罪的公社战士人数的材料，系引自普·奥·利沙加勒的《1871年公社史》。——192。









《列宁全集》第8卷


五一节[117]


（1904年4月2日〔15日〕）

工人同志们！五一节快到了。在这一天，全世界工人都将庆祝他们觉醒起来走向自觉的生活，庆祝他们在反对一切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现象的斗争中，在争取千百万劳动人民摆脱饥饿、贫困和屈辱的斗争中的团结。在这一伟大的斗争中，两个世界——资本的世界和劳动的世界，剥削、奴役的世界和友爱、自由的世界互相对立着。

一方是一小撮富有的寄生虫。他们把工厂、工具和机器攫为己有。他们把千万亩土地和大量金钱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使政府和军队成为他们的仆役，成为他们所积累的财富的忠实守护人。

另一方是千百万穷苦人。他们不得不请求富人雇用他们。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全部财富，但是自己却终生难得温饱，求乞似地请求工作，因从事力不胜任的劳动而损害了自己的健康，在农村的草棚里，在大城市的地下室和阁楼里忍饥挨饿。

终于这些穷苦的劳动者向富人和剥削者宣战了。全世界的工人在为使劳动摆脱雇佣奴役、摆脱贫穷和困苦而斗争。他们在为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而斗争，在这种社会制度里，共同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将归全体劳动者享用而不是归一小撮人富人享用。他们要使土地、工厂和机器变为全体劳动者的共同财产。他们要使人不再分为富人和穷人，要使劳动的果实归劳动者自己，要使人类智慧的一切成就和工作中的一切改进都用来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而不是成为压迫劳动者的工具。

劳动反对资本的伟大斗争使各国工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为了捍卫自己过美好生活和享有真正自由的权利，已经流了许多血。无数为工人事业而奋斗的战士遭到政府的迫害。但是不管怎样迫害，全世界工人的联合还是在不断发展和加强。工人们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结成社会主义的政党，社会主义政党的拥护者已经数以百万计，他们正一步一步、勇往直前地向着完全战胜资本家剥削者阶级的目标前进。

俄国无产阶级也已经觉醒过来，要走向新的生活。它也参加到这个伟大的斗争中来了。过去，我国工人看不到摆脱奴隶生活的出路，在自己苦役般的生活中看不到一线光明，只能俯首贴耳地当牛做马，如今，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社会主义已经指出了这种出路，成千上万的战士涌聚在红旗下面，把它作为指路的明灯。罢工向工人表明了联合的力量，教会了工人怎样去进行反抗，表明了组织起来的工人对资本是一个多么大的威胁。工人们亲眼看到，资本家和政府是靠他们的劳动来生活和发财的。工人们渴望进行共同的斗争，渴望自由和社会主义。工人们已经懂得沙皇专制制度是一种多么凶恶和黑暗的力量。工人们需要斗争的自由，但是沙皇政府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工人们需要自由集会、自由结社和自由出版书报，但是沙皇政府以监狱、皮鞭和刺刀来压制一切争取自由的愿望。“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已响彻全俄国。在街头，在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工人大会上，愈来愈多地听到这个口号。去年夏天，俄国整个南部的数以万计的工人奋起为改善生活、为摆脱警察的压迫而斗争。资产阶级和政府看见威严的工人大军胆战心惊，因为这支大军一下子就使大城市的全部工业陷于停顿。一批批为工人事业而奋斗的战士，在被派来对付内部敌人的沙皇军队的枪弹下倒下去了。

但是，这个内部敌人不可能被任何力量所击败，因为统治阶级和政府只有依靠他们的劳动才能维持下去。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击溃千百万日益觉悟、日益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工人们的每一次失败都唤起更多的战士，都促使更广大的群众觉醒起来，走向新的生活和准备参加新的斗争。

俄国现在正经历着的形势是：工人群众的这种觉醒不可避免地会更加迅速、更加广泛；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团结无产阶级的队伍，使他们做好准备去进行更坚决的战斗。战争使无产阶级最落后的阶层也关心起政治问题。战争愈来愈明显、愈来愈清楚地暴露了专制制度的全部腐朽性及统治俄国的警察和宫廷集团的全部罪恶。我们的人民在自己的国家里正在遭受穷困和大批地饿死，而有人却驱使他们进行一场毁灭性的毫无意义的战争，以掠夺几千里以外别国人居住的土地。我们的人民正在遭受政治奴役，而有人却驱使他们进行战争，以奴役其他民族。我们的人民要求改造国内的政治制度，而有人却用世界另一端的隆隆炮声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沙皇政府还在野心勃勃地进行赌博，罪恶地耗费人民的财产，把大批青年送到太平洋岸边去当炮灰。任何战争都要求国家付出很大的力量，而同文明的自由的日本进行的艰苦的战争更要求俄国付出特别巨大的力量。而且这恰恰发生在警察专制的大厦在日益觉醒的无产阶级的打击下已开始摇摇欲坠的时候。战争揭露了政府的一切弱点，战争揭穿了各种虚伪的招牌，战争暴露了内部的腐朽性，战争使每个人一眼就看清沙皇专制制度的荒谬性，战争向所有的人表明旧的俄国，人民无权和愚昧无知的俄国，依然农奴般地受着警察政府奴役的俄国，已处于垂死的境地。

旧俄国快要死亡了。代替它的将是一个自由的俄国。保护沙皇专制制度的黑暗势力正在衰亡。但是只有觉悟的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给这种黑暗势力以致命的打击。只有觉悟的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为人民争得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自由。只有觉悟的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回击一切欺骗人民、剥夺人民权利并使人民变成资产阶级的简单工具的企图。

工人同志们！让我们用十倍的努力来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决战！让社会民主主义无产者的队伍更牢固地联合起来！让他们的主张更广泛地流传开来！让他们为实现工人们的要求更大胆地展开宣传！让五一节吸引成千上万的新战士参加我们的队伍，在为全体人民的自由并使全体劳动者摆脱资本压迫的伟大斗争中成倍地增强我们的力量！

八小时工作制万岁！

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万岁！

打倒罪恶的强盗般的沙皇专制制度！





	1904年4月印成传单（有改动）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181—184页

















[117]《五一节》这份传单曾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名义印成单页。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特维尔等地的党委员会都曾翻印过。铅印单页的文字与这里收载的列宁的手稿的原文略有不同。——193。









《列宁全集》第8卷


进一步，退两步

（我们党内的危机
 ）
[118]



（1904年2—5月）

序言

当持久的顽强的激烈的斗争进行的时候，通常经过一些时候就开始显出来一些中心的基本争论点，战斗的最终结局如何，就要看这些争论点是怎样解决的，而斗争中所有一切细微的枝节问题，同这些争论点比较起来，都会日益退居次要地位。

我们党内的斗争情况也是如此，这个斗争引起全体党员的深切注意已经半年了。正因为我现在向读者介绍全部斗争的概况时不得不涉及到许多毫无意思的细节，许多实质上没有什么意思的无谓争吵，所以我想一开头就请读者注意两个真正中心的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是很有意思的，是有明显的历史意义的，并且是我们党内当前最迫切的政治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党划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政治意义问题，这两个派别的划分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以前的一切划分都退居次要地位了。

第二个问题是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原则意义问题，因为这个立场真正带有原则性。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党内斗争的出发点，斗争的根源，斗争的原因，斗争的基本政治性质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斗争的最终结果，斗争的结局，把一切属于原则方面的东西综合起来和把一切属于无谓争吵方面的东西剔除出去而作出的原则性总结的问题。解决第一个问题要靠分析党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斗争情况，解决第二个问题要靠分析新《火星报》的新的原则内容。这两种分析占了我的小册子十分之九的篇幅，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多数派”是我们党的革命派，而“少数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目前使我们分为两派的意见分歧主要不是在纲领问题上，也不是在策略问题上，而只是在组织问题上；新《火星报》愈是深刻地表述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愈是摆脱由增补问题引起的无谓争吵，在新《火星报》上也就愈清楚地显露出一系列新的观点，这一系列观点就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现有的一些论述我们党内危机的出版物，其主要缺点就是在研究和阐明事实方面对党代表大会的记录几乎完全没有加以分析，而在阐明组织问题的基本原则方面，对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同志在提出党章第1条条文以及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同《火星报》现在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性观点的整个“体系”（如果这里说得上体系的话）之间显然存在的联系，也没有加以分析。关于党章第1条条文争论的意义，尽管“多数派”的出版物已经多次指出，但是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似乎根本看不见这种联系。其实，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同志现在只是在加深、发展和扩大他们最初在党章第1条条文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其实，机会主义者在组织问题上的整个立场，还在讨论党章第1条条文时就表现出来了：当时他们主张建立界限模糊的、松散的党组织；他们反对自上而下地建党，即从党代表大会以及它所建立的机关出发来建党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他们要求自下而上地建党，让任何一个大学教授、任何一个中学生和“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封为党员；他们反对要求每个党员参加党所承认的一个组织，认为这是“形式主义”；他们欣赏只愿意“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屈服于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他们欣赏自治制而反对集中制，总之，现在新《火星报》上极力鼓吹的一切，使人愈来愈明确地看出他们最初所犯的错误。

至于说到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人们所以对它采取那种实在不应该有的忽视态度，只能是因为我们的争论夹杂了一些无谓的争吵，也许还因为这些记录中有过多的过分辛辣的真情实话。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使我们看到唯一非常确切、完备、全面、充分和正确地反映我们党内真情实况的情景，那些参加运动的人自己描绘的各种观点、情绪和计划的情景，我们党内存在的各种政治色彩及其对比力量、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的情景。正是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也只有这些记录，向我们表明，究竟我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清除了旧的、纯粹小圈子式的联系的一切残余，而代之以统一的伟大的党的联系。每一个党员，只要他愿意自觉地参加自己党的事业，都应该仔细研究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我是说要研究，因为只读一遍记录所包含的一大堆素材，还不能了解代表大会的情景。只有经过仔细和独立的研究，才能够（而且一定会）使简短的发言提纲、干巴巴的讨论摘要、小问题（似乎是小问题）上的小的磨擦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使每一个突出的发言人都在党员面前以生动的姿态出现，使出席党代表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集团的整个政治面貌都很分明。本书作者如果能够对大家广泛地独立地研究党代表大会的记录起点推动作用，这项工作就算没有白做。

还有一句话要奉告那些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人。他们看见我们发生争论，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当然会竭力断章取义，抓住我这本谈论我们党内缺点和失误的小册子中的个别地方。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久经战斗，决不会为这种刺激所惊扰，他们将不理会这些，而继续进行自我批评，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一定会、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希望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先生们也能把反映他们“党”内真实情况的图景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哪怕只是稍微同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所提供的相近也好！





	尼·列宁1904年5月












（一）代表大会的准备

常言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24小时之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也和任何一个政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一样，成了某些觊觎领导地位而遭到失败的人的审判官。现在，这些“少数派”分子怀着十分动人的天真心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并且千方百计地想破坏代表大会的威信，贬低它的意义和权威性。这种倾向在《火星报》第57号发表的一篇署名为实际工作者的文章中，可以说表现得最突出，这位作者对于代表大会“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思想深表愤慨。这正是新《火星报》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特征，我们决不能对此保持沉默。被代表大会否决的人员占多数的编辑部，一方面继续自称为“党的”编辑部，另一方面又竭力欢迎那些说什么代表大会不是神灵的人。这岂不是太妙了吗？是的，先生们，代表大会当然不是神灵，可是对于那些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痛骂”起代表大会来的人，又该怎么想呢？

那么，就让我们回想一下代表大会准备过程中的一些主要事实吧。

《火星报》从一开始就在1900年的出版预告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11—318页。——编者注］

 中说过，在统一以前，我们必须划清界限。《火星报》曾经力求把1902年的代表会议[119]变成非正式的会议，而不是党的代表大会 
［注：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20页。］

 。《火星报》在1902年夏秋期间设法恢复这次代表会议上选出的组织委员会时，行动是十分慎重的。最后，划清界限的工作结束了，——我们大家都认为是结束了。1902年底，组织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火星报》欢迎组织委员会的成立，并在第32号的编辑部文章中宣布，召开党代表大会已经是迫切需要，刻不容缓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76—78页。——编者注］

 。可见，完全没有理由责备我们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问题上过于匆忙。我们正是按七次量，一次裁这个准则办事的。我们有充分的道义上的权利期待同志们在裁了以后就不要再怨天尤人，也不要再量来量去。

组织委员会制定了非常细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章程（有些人也许会说这个章程是形式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东西，他们现在用这些字眼来掩盖自己在政治上的毫无气节），并且交给所有的委员会讨论通过，最后正式批准，其中第18条是这样规定的：“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和它所进行的一切选举，都是党的决定，一切党组织都必须执行。这些决定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反对，只有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才能取消或加以修改。” 
［注：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22—23页和第380页。］

 其实，这几句话本身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当时就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默默地通过了，可是现在听起来真令人惊奇，好象是专门给“少数派”下的判决词！规定这一条文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走一下形式吗？当然不是，当时，这个决定看来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因为党是由许多分散的独立的集团组成的，它们有可能不承认代表大会。这个决定正是表达了所有革命者的善良愿望（现在有人对这种愿望未免讲得太多而且太不恰当，本来应当用“奇怪的”字眼表示的东西却娓娓动听地用“善良的”字眼来形容了）。这个决定等于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相互立下的誓言。这个决定是要保证一切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承担的巨大的劳动、风险和开支都不至于白费，保证代表大会不至于变成一出滑稽剧。这个决定事先就规定任何不承认代表大会的决定和选举的行为都是破坏信任的行为。

新《火星报》说代表大会不是神灵，代表大会的决定也不是圣经，把这当作新发现的新《火星报》究竟是在嘲笑谁呢？它的发现究竟是包含了“新的组织观点”，还是只包含一些掩盖旧痕迹的新企图呢？


（二）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的意义

总之，代表大会是经过极细致的准备并根据有最充分的代表性的原则召开的。大会主席在代表大会宣告组成以后所作的声明（记录第54页）中也谈到，大家一致承认代表大会的组成是正确的，认为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代表大会的决定。

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基础和组织基础上建立真正的党。《火星报》三年来的活动以及大多数委员会对《火星报》的承认，决定了代表大会应当按照这个方针进行工作。《火星报》制定的纲领和方针应该成为党的纲领和方针，《火星报》制定的组织计划应该在党的组织章程中明文规定下来。但是，不言而喻，要达到这样的结果，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因为代表大会的充分代表性保证了那些坚决反对《火星报》的组织（崩得和《工人事业》）以及那些口头上承认《火星报》是指导性的机关报，但是事实上却别有企图，并在原则方面表现得很不坚定的组织（“南方工人”社以及靠近该社的某些委员会的代表），都能出席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不能不变成为火星派方针的胜利而斗争的舞台。代表大会也确实成了一场这样的斗争，每一个稍微细心阅读代表大会记录的人，马上就会看清这一点。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详细追溯一下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各种问题时暴露出来的最主要的派别划分，并根据记录的精确材料重新描述一下代表大会上每一个主要集团的政治面貌。代表大会上要在《火星报》指导下融合成为统一的政党的那些集团、派别和色彩的真实面貌究竟是怎样的呢？——这是我们要通过分析争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来加以阐明的。阐明这个情况，无论对于研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真正面貌，或者对于了解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都是极端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在给新《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件中，都着重于分析各种派别划分 
［注：见本卷第38—48、91—98页。——编者注］

 。“少数派”中一些出面反对我的人（以马尔托夫为首）根本不了解问题的实质。他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只限于提出一些局部的修正，对谴责他们转向机会主义的问题作一些“辩解”，而根本没有试图对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作出和我所作的哪怕是稍有不同的描绘。现在，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56号）上，企图把一切想确切划分代表大会上的各个政治集团的尝试称之为不过是“小集团政客手腕”。马尔托夫同志，你说得真够厉害的！可是新《火星报》的厉害的话具有一种独特的属性：只要我们把分歧的全部演变过程（从代表大会开始）确切地重述一下，这些厉害的话就会不折不扣地首先反对现在的编辑部。请你们这帮提出小集团政客手腕问题的所谓党的编辑先生们看一看自己吧！

现在马尔托夫对我们在代表大会上的斗争的事实感到非常不愉快，以致竭力想根本抹杀这些事实。他说：“火星派分子就是那些在党代表大会上以及在代表大会以前对《火星报》表示完全支持，拥护它的纲领和组织观点，赞成它的组织政策的人。在代表大会上，这样的火星派分子共有40多人，——当时赞成《火星报》的纲领并赞成承认《火星报》是党中央机关报的决议的就是这么多票。”只要翻开代表大会的记录就可以看出，除了阿基莫夫一人弃权以外，全体一致通过了纲领（第233页）。这样，马尔托夫同志是要我们相信，无论是崩得分子、布鲁凯尔以及马尔丁诺夫，都曾经证明他们“完全支持”《火星报》并且拥护《火星报》的组织观点！这是令人可笑的。这是把一切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在代表大会以后成为权利平等的党员（而且还不是一切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因为崩得分子退出了）和在代表大会上引起斗争的派别划分混为一谈。结果不去研究代表大会以后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究竟是由哪些分子组成的，反而用“承认了党纲”这么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来打掩护！

试举承认《火星报》是中央机关报问题上的表决情况为例。你们可以看出，正是马尔丁诺夫，即现在被马尔托夫同志硬说是拥护过《火星报》的组织观点和组织政策的那个马尔丁诺夫，坚决要求把决议案分成两部分来表决：一部分是仅仅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另一部分则是承认《火星报》的功绩。在表决决议案的前一部分时（承认《火星报》的功绩，对它表示支持）赞成的只有35票，反对的有2票（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弃权的有11票（马尔丁诺夫，5个崩得分子，以及编辑部的5票：我和马尔托夫各2票，普列汉诺夫1票）。由此可见，反火星派集团（5个崩得分子和3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在这里，在这个对马尔托夫现在的观点最有利的并且是他自己选定的例子上，也是暴露得极其明显的。再看决议案的后一部分的表决情况，即不用说明任何理由和不用表示是否支持而只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表决情况（记录第147页）：赞成的有44票，现在的马尔托夫把这些票数都算作火星派分子投的。总共是51票，除了编辑们的5票弃权以外，还有46票；有2票（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表示反对；可见在其余的44票中是包括所有5个崩得分子在内的。总之，崩得分子在代表大会上是“表示了完全支持《火星报》”的，——请看，正式的《火星报》就是这样撰写正式的历史！我们现在预先向读者说明一下编造这个正式的实际情况的真正动机：如果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没有退出代表大会，那么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就会成为而且真正会成为党的编辑部（而不是现在这样的冒牌的党的编辑部）；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需要把现在的所谓党的编辑部的这些最忠实的卫士提升为“火星派分子”。不过这个问题要留待下文再详细说明。

其次，试问：如果代表大会是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之间的斗争，那么是不是还有一些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的、不坚定的分子呢？任何一个稍微了解我们党以及任何代表大会的一般面貌的人，都会预先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很不愿意提起这些不坚定的分子，于是就把“南方工人”社以及倾向于该社的代表描绘成道地的火星派分子，把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说成是微不足道和无关紧要的。幸亏现在我们面前有大会的全份记录，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文件材料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事实问题。我们在上面说明了代表大会上的一般派别划分情况，当然没有奢望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不分析政治上的派别划分，如果不了解代表大会上某些色彩之间的斗争情景，那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意见分歧。马尔托夫甚至把崩得分子算作火星派分子，以便抹杀各种色彩之间的区别，这不过是回避问题而已。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以前的历史，就可以预先指出（以备以后检验和详细研究）存在三个主要集团：火星派，反火星派，以及不坚定的、犹豫的、动摇的分子。


（三）代表大会的开始。——组织委员会事件

分析代表大会上的争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最好按照代表大会开会的顺序来进行，以便循序渐进地指出那些愈来愈明显的政治色彩。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我们才离开时间顺序而综合地考察有密切联系的问题或者同类的派别划分。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将力求指出所有最重要的表决，同时当然要撇开许多有关枝节问题的表决，这些表决占去了我们代表大会过多的时间（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经验，不善于使各专门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分工讨论问题，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一些近乎捣乱的阻挠）。

第一个引起争论从而开始暴露出各种色彩的差别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崩得在党内的地位”一项提到第一位（作为代表大会“议程”的第1项）来讨论（记录第29—33页）。从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我所拥护的《火星报》观点看来，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崩得退党一事显然证明了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既然崩得不愿意同我们一起走，不愿意承认党内大多数人和《火星报》一致主张的组织原则，那么“装个样子”好象我们在一起走，那是没有好处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只能阻碍代表大会的工作（正如崩得分子曾经阻碍过一样）。问题早已在出版物上谈得很清楚了，每一个稍微细心思考的党员都知道，剩下的只是把问题公开地提出来，直截了当地老老实实地作一个选择：是自治（那么我们就一起走）还是联邦制（那么我们就分道扬镳）。

在自己的全部政策上一向支吾搪塞的崩得分子，在这里也想支吾搪塞，拖延问题。阿基莫夫同志表示赞同他们的意见，并且——大概是代表全体《工人事业》的拥护者——马上提出他在组织问题上同《火星报》的分歧意见（记录第31页）。站在崩得和《工人事业》方面的有马霍夫同志（他代表尼古拉耶夫委员会的两票，不久以前这个委员会还对《火星报》表示支持呢！）。马霍夫同志对问题完全没有弄清楚，并且认为“关于民主制的问题，或者反过来说〈请注意这几个字！〉关于集中制的问题”也是个“麻烦的问题”，就象现在我们“党的”编辑部中的多数人完全一样，而他们在代表大会上还不曾觉察到这个“麻烦的问题”！

总之，反对火星派的有崩得、《工人事业》和马霍夫同志，加在一起恰恰是当时反对我们的10票（第33页）。赞成的有30票，——正如我们下面所看到的，火星派方面的票数经常在30票左右。当时有11票弃权，——大概是不愿意站在互相斗争着的两“党”的任何一方。值得指出的是，当我们表决崩得的章程第2条时（由于这个第2条被否决，崩得退出了党），赞成的和弃权的也是10票（记录第289页），而弃权的正是三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布鲁凯尔、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以及马霍夫同志。可见，表决崩得问题在议程上占什么位置的问题时形成的派别划分，并不是偶然的。可见，所有这些同志不仅在讨论次序这个技术问题上，并且在实质上也同《火星报》有意见分歧。《工人事业》在实质上所持的分歧意见是每个人都清楚的，而马霍夫同志在关于崩得退党一事的发言中再好没有地说明了自己的态度（记录第289—290页）。这个发言是值得谈一下的。马霍夫同志说，在通过了否决联邦制的决议以后，“关于崩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地位问题，在他看来已经由一个原则问题变成对待历史上已经形成的民族组织的现实政策问题了”；这位发言人继续说：“这里我不能不考虑到我们的表决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因此我想投票赞成整个第2条”。马霍夫同志出色地领会了“现实政策”的精神，他在原则上已经否决了联邦制，因此他在实践上就想投票赞成章程内主张这个联邦制的那一条！于是这位“讲求实际的”同志就用下面的话来说明自己的具有深刻原则性的立场：“但是〈有名的谢德林式的“但是”！〉[120]，由于代表大会的其余一切参加者几乎一致表决了，所以我是赞成还是反对就只有原则意义〈！！〉而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于是我宁肯弃权，以便原则地〈上帝保佑我们别沾染上这种原则性吧！〉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立场同投票拥护该条的崩得代表们的立场是不同的。相反，如果崩得的代表象他们自己预先主张的那样对这一条弃权，那么我就会投票赞成这一条了。”有谁能懂得这一点呢！一个有原则性的人因为大家都说“不”，就不肯大声说一个“是”字，因为这样说实际上没有用处。

在表决了崩得问题占什么位置的问题以后，接着在代表大会上又爆发了“斗争”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产生了非常值得注意的派别划分，并且同代表大会上的最“麻烦的”问题，也就是同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有密切联系。负责决定代表大会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根据组织委员会两次决议（见记录第383页和第375页）以及组织委员会代表在这个委员会中的报告（第35页），反对邀请“斗争”社参加代表大会。

组委会委员叶戈罗夫同志说，“‘斗争’社问题〈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斗争”社，而不是该社的某一个成员〉对于我是一个新问题”，因而请求休会。组委会两次解决过的问题对于组委会委员怎么会成了一个新问题，——这实在是令人莫名其妙。在休会时，组委会把当时偶然列席代表大会的委员（有几个组委会委员是《火星报》组织中的老成员，没有列席代表大会） 
［注：关于这次会议，请参看组委会委员、代表大会以前被一致选为编辑部代理人兼编辑部第7个成员的巴甫洛维奇所写的一封《信》（同盟记录第44页）。］

 召集起来开会（记录第40页）。关于“斗争”社问题展开了争论。工人事业派分子表示赞成（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第36—38页），火星派分子（巴甫洛维奇、索罗金、朗格、托洛茨基、马尔托夫等人）表示反对。代表大会又分裂成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些派别。“斗争”社问题引起了激烈的斗争，马尔托夫同志作了一个特别详细的（第38页）和“富有战斗性的”发言，公正地指出国内组织和国外组织的“代表名额不均等”，认为给国外组织以“特权”未必有什么“好处”（真是金玉良言，现在从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一些事件看来，这话是特别有教益的！），认为不应当助长“党内组织上的混乱，即没有任何原则性的理由就发生分裂”（真是打中了……我们党代表大会的“少数派”的要害！）。一直到停止报名发言时，除了《工人事业》的拥护者以外，没有一个人公开地有根有据地表示支持“斗争”社（第40页）。应该为阿基莫夫同志以及他的朋友们说一句公道话：他们至少没有闪烁其词，没有隐瞒观点，而是公开地提出了自己的路线，公开地说出了自己的意图。

在停止报名发言以后，就问题实质来发表意见已经是不容许的了，可是叶戈罗夫同志却“坚持要求听取组委会刚才通过的决议”。怪不得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对这种手法表示愤慨，连大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同志也表示“莫名其妙，叶戈罗夫同志怎么能坚持自己的要求”。看来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在代表大会全体代表面前就问题的实质公开而明确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是根本不发表意见。但是，既然已经同意停止报名发言，忽然又以作“结论”为借口向代表大会捧出组委会的新决议（正是对于已经讨论过的问题的决议），这简直是放冷箭！

下午继续开会，仍然感到莫名其妙的主席团决定放弃“形式手续”，而采用了在代表大会上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最后措施，即进行了“同志式的解释”。组委会的代表波波夫宣读了组委会的决议，这个决议是除了巴甫洛维奇一人反对以外由组委会全体委员通过的（第43页），决议建议大会邀请梁赞诺夫出席代表大会。

巴甫洛维奇声明：他过去和现在都不承认组委会会议是合法的；组委会的新决议“同组委会以前的决议相抵触”。这个声明引起了一场风波。另一个组委会委员，“南方工人”社的成员叶戈罗夫同志回避切实地回答问题，而想把重心转移到纪律问题上去。他说巴甫洛维奇同志违背了党的纪律（！），因为组委会讨论过巴甫洛维奇的反对意见并决定“不把巴甫洛维奇的个别意见通知代表大会”。争论转到党的纪律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的热烈掌声下开导叶戈罗夫同志说：“我们这虽没有什么限权委托书”（第42页，参看第379页所载代表大会章程第7条：“代表的职权不应当受限权委托书的限制。他们在执行自己的职权时是完全自由和独立自主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因此违背党的纪律和代表大会的章程的正是以任何方式妨碍任何一个代表把所有一切党内生活问题直接提请代表大会解决的人。于是，争论问题就归结为二者必居其一：是小组习气呢，还是党性？是为了各种团体和小组臆造出的权利或章程而限制大会代表的权利呢，还是不仅口头上而且事实上在代表大会面前完全解散所有一切下级机关和旧时的小团体，直到建立真正的党的领导机关？读者由此可以看出，在目的是要把党切实恢复起来的代表大会上，一开始（第三次会议）就爆发的这次争论具有多么重大的原则意义。这次争论可以说是旧时的小组、团体（如“南方工人”社）和复兴的党之间发生冲突的集中表现。所以各反火星派集团立刻就暴露了自己的面目：无论是崩得分子阿布拉姆松，无论是马尔丁诺夫同志，即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的热心的同盟者，或者是我们熟悉的马霍夫同志，都表示支持叶戈罗夫和“南方工人”社而反对巴甫洛维奇。马尔丁诺夫同志现在同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抢着夸耀组织上的“民主制”，甚至拿……军队作比喻，说军队中只有经过下级机关才可以向上级机关申诉！！这个“紧密的”反火星派的反对派的真正意思，是任何一个出席过代表大会或者仔细注意过代表大会以前我们党内历史的人，都完全清楚的。这个反对派的任务（也许不是该派所有一切分子都经常意识到的，有时是惰性使得他们这样做），就是维护各个小团体的独立性、独特性以及狭隘利益，以免被广大的、根据《火星报》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吞掉。

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同马尔丁诺夫联合起来的马尔托夫同志，正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马尔托夫同志坚决而公正地反对那些“认为党的纪律无非是指革命家必须服从他所参加的那个下级团体”的人。“在统一的党内决不容许有任何强制性的〈黑体是马尔托夫用的〉派别划分”，——马尔托夫当时向那些拥护小组习气的人这样解释，却没有料到他的这些话正是斥责了他自己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以及代表大会以后的政治行为……强制性的派别划分对于组委会是不容许的，但是对于编辑部却完全可以容许了。当马尔托夫从中央机关的角度看问题时，他谴责强制性的派别划分，可是，当马尔托夫对中央机关的组成表示不满时，他却又坚持这种派别划分了……

值得指出的一个事实是，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发言中，除了指出叶戈罗夫同志的“重大错误”以外，还特别着重指出组委会所表现的政治上的不坚定性。马尔托夫公正地愤慨地说，“以组委会名义提出的建议同向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我们要补充一句：根据组委会委员的报告所作的报告：第43页，柯尔佐夫的话〉以及组委会先前的建议相抵触”（黑体是我用的）。你们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当时，即在他没有“转变”以前，清楚地了解，用梁赞诺夫代替“斗争”社丝毫不能消除组委会行动上的极端矛盾性和极端动摇性（党员们从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第57页上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在转变以后又是怎样看问题的）。马尔托夫当时并没有局限于分析纪律问题；他还直接向组委会提问：“有什么新情况使这种改变成为必要的呢？”（黑体是我用的）的确，组委会提出自己的建议时，甚至没有足够的勇气象阿基莫夫等人那样公开维护自己的意见。马尔托夫现在否认这一点（同盟记录第56页），但是看了代表大会记录的读者却可以看出是马尔托夫错了。波波夫以组委会的名义提出建议时，对于建议的理由一个字都没有谈（党代表大会记录第41页）。叶戈罗夫把问题转移到纪律问题上去，而对问题的实质只是说：“组委会可能有一些新的理由〈但是究竟有没有，以及是些什么理由呢？——都不得而知〉，它可能忘记提出某人等等。〈这“等等”二字就是该发言人的唯一退路，因为组委会决不会忘记自己在代表大会以前讨论过两次、向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过一次的‘斗争’社问题。〉组委会所以通过这个决议，并不是因为它对‘斗争’社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而是因为它想消除将来党中央机关一开始活动时就会碰到的不必要的障碍。”这不是说明理由，而正是回避说明理由。任何一个有诚意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连想也没有想到要怀疑任何一个参加代表大会的人的诚意）都想要消除他认为是暗礁的东西，想要用他认为适当的方法来消除这种暗礁。所谓说明理由，就是要解释并且确切说明自己对于事物的看法，而不是用一些老生常谈来搪塞。但是要说明理由，就非得“改变自己对‘斗争’社的态度”不可，因为组委会从前所通过的那些截然相反的决议也是想要消除暗礁的，但是那些决议所认定的“暗礁”恰巧是在相反的方面。所以马尔托夫同志非常尖锐非常有根据地攻击这种理由，说这是一种“小气的”理由，是想“抵赖”才提出来的理由，并且劝告组委会“不要怕别人议论”。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些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在代表大会上起过巨大作用的那种政治色彩的实质和意义，因为这种色彩的特点正在于没有独立性，小里小气，没有自己的路线，怕别人议论，永远在两个营垒之间动摇不定，怕公开说出自己的信条等等，——总之，就是带有“泥潭性” 
［注：现在我们党内有些人，一听到这个词就大惊小怪，叫喊说这是非同志式的论战。由于爱打官腔……而且又打的不是地方，以致使感觉异常得令人惊奇！恐怕没有一个经历过内部斗争的政党不曾用过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一向是用来形容在斗争双方之间摇来摆去的不坚定分子的。连那些善于把党内斗争限制在严格的范围内的德国人也并不因为听见“泥潭”这个词而生气，既不大惊小怪，也不表现出令人好笑的假正经。］

 。

正因为这个不坚定的集团在政治上没有气节，结果除了崩得分子尤金以外（第53页），谁都没有向代表大会提出邀请“斗争”社的某一个成员出席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投票赞成尤金的决议案的有5票，——显然都是崩得分子：动摇分子又变节了！至于中间集团的大概票数究竟有多少，从表决柯尔佐夫和尤金两人关于这个问题各自提出的决议案的结果可以看出：拥护火星派分子的有32票（第47页）；拥护崩得分子的有16票，就是说，除了反火星派分子的8票以外，有马霍夫同志的2票（第46页），“南方工人”社分子的4票以及另外2票。下面我们就要说明这样的分配决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们首先要简略地指出马尔托夫现在对这次组委会事件的意见。马尔托夫在同盟中硬说“巴甫洛维奇等人煽起了激烈情绪”。只要把大会记录拿来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在反对“斗争”社和组委会时发言最详尽、最热烈和最尖锐的正是马尔托夫本人。他企图把“罪过”转嫁到巴甫洛维奇身上，只不过暴露了自己的不坚定性：在代表大会以前由他投票选举到编辑部的第7个委员正是巴甫洛维奇，在代表大会上他是完全站在巴甫洛维奇方面（第44页）来反对叶戈罗夫的，后来当他从巴甫洛维奇那里遭到失败以后，就开始责难巴甫洛维奇“煽起了激烈情绪”。这只能令人发笑。

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56号）上讽刺人家把邀请某某人的问题看成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这个讽刺又反过来针对马尔托夫本人了，因为正是组委会事件成了邀请某某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这样“重要”问题的争论的伏线。在衡量一个事物时，如果根据是涉及自己的“下级团体”（对党而言）还是涉及他人的“下级团体”而使用两个不同的尺度，——这是很糟糕的。这正是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决不是党性的态度。只要把马尔托夫在同盟中的发言（第57页）和他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第44页）对照一下，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马尔托夫在同盟中说：“我真不了解，为什么有人无论如何都要以火星派分子自命，同时却又以成为火星派分子为可耻。”不了解“自命”和“成为”之间的区别，不了解言和行之间的区别，——这才真令人奇怪呢。马尔托夫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曾自命为反对强制性的派别划分的人，可是在代表大会以后他却又成为拥护强制性的派别划分的人了……


（四）“南方工人”社的解散

在组委会问题上形成的代表的划分也许有人认为是偶然的。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为了消除这种错误看法，我们暂且离开时间顺序，来分析一下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发生的同上述问题有密切联系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南方工人”社的解散。在这里与《火星报》制定的组织方针对立的，即与主张团结全党力量、消除那种分散力量的混乱状态的方针对立的，是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个集团在没有真正的政党时曾做过有益的事情，可是当工作已经按集中制原则进行时，它就成为多余的了。为了小组的利益，“南方工人”社同《火星报》旧编辑部一样有权利要求保存“继承性”，保存自己的不可侵犯性。为了党的利益，该社应当服从调动，把它的力量调到“相应的党组织”中去（第313页，代表大会的决议末尾）。从小组利益和“庸俗观念”来看，解散一个同《火星报》旧编辑部一样不愿意解散的有益的团体，不能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鲁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语）。从党的利益来看，解散这个团体，使它“融化”（古谢夫语）在党内，是必要的。“南方工人”社公开声明，它“不认为必须”自行宣告解散，并要求“代表大会果断地表示自己的意见”，“立刻表示是或者不是”。“南方工人”社直接引证了《火星报》旧编辑部……在解散以后所申述过的那种“继承性”！叶戈罗夫同志说：“虽然我们大家是以个人组成统一的党，但是党终究是由许多组织组成的，这些组织作为历史实体应当受到尊重……如果这样的组织对党没有什么害处，那就不必解散它。”

这样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而所有的火星派分子，由于他们自己的小组习气还不显得突出，都坚决反对那些不坚定的分子（这时崩得分子以及两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已经退出了代表大会；不然他们一定会竭力主张必须“尊重历史实体”的）。表决结果是31票赞成，5票反对，5票弃权（其中4票是“南方工人”社分子，还有1票大概是别洛夫，这可以从他早先的声明中推测出来，第308页）。这个拥有10票、激烈地反对《火星报》的彻底的组织计划、维护小组习气而反对党性的集团，在这里已经表现得十分明确了。在讨论中，火星派分子正是从原则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请看朗格的发言，第315页），表示反对手工业方式和涣散状态，不考虑个别组织的“同情”，而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南方工人’社的同志们早在一两年以前就持较有原则的观点，那么党的统一事业和我们在这里所批准的纲领原则的胜利早就达到了”。奥尔洛夫、古谢夫、利亚多夫、穆拉维约夫、鲁索夫、巴甫洛维奇、格列博夫和哥林等人，都本着这个精神发表了意见。“少数派”方面的火星派分子，不但没有表示反对这些在代表大会上多次提出的肯定指明“南方工人”社、马霍夫等人缺乏原则性政策和“路线”的意见，不但没有对这一点提出什么保留，反而通过捷依奇表示坚决赞同这些意见，斥责“混乱状态”，欢迎鲁索夫同志“直接提出问题”（第315页），但是这个鲁索夫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居然——真不得了！——敢于把旧编辑部问题也“直接提到”纯粹党的立场上来（第325页）。

解散“南方工人”社的问题引起了该社的无比愤怒，这个迹象在记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不要忘记，记录只能约略地反映出讨论情况，因为记录没有记下发言的全文，而只是最简略的要点）。叶戈罗夫同志甚至一听见有人把《工人思想报》集团”[121]的名字和“南方工人”社相提并论，就说这是“造谣”，——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代表大会上一般人对于彻底的经济主义所持的态度了。叶戈罗夫甚至在很晚的时候，即在第37次会议上，还十分愤慨地提起解散“南方工人”社的问题（第356页），并请求在记录上写明：在讨论“南方工人”社问题时，既没有向该社社员征求过关于出版经费的意见，也没有征求过关于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的监督的意见。波波夫同志在讨论“南方工人”社问题时暗示说，有一个紧密的多数派似乎已经预先决定了关于该社的问题。他说：“现在，在鲁索夫同志和奥尔洛夫同志发言以后，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了。”（第316页）这些话的意思无疑是说：现在，在火星派分子已经发了言，并且提出了决议案以后，一切都很清楚了，换句话说，“南方工人”社将被解散，而且是违反它本身的意愿，这一点是已经很清楚了。“南方工人”社的代表自己在这里就是把火星派分子（并且是象鲁索夫和奥尔洛夫这样的火星派分子）和自己的同道者作为不同的组织政策“路线”的代表分开的。所以现在的《火星报》把“南方工人”社（大概也把马霍夫？）说成“道地的火星派分子”，只是清楚地表明，新编辑部忘记了代表大会上的一些最大的（从这个团体的观点来看）事件，并想把那些说明所谓“少数派”究竟是由哪些分子组成的痕迹掩盖起来。

可惜，代表大会上没有提到关于出版通俗机关报的问题。所有的火星派分子，无论在代表大会以前还是在代表大会期间（在会外），都非常热烈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一致认为在目前党内生活的情况下创办这样一个机关报或者把现有的某一个刊物改成这样的机关报，都是非常不合适的。反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相反的意见，“南方工人”社也在自己的报告中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或者由于不愿意提出“没有希望的”问题，才没有把一个有10个人署名的相应的决议案提出来。


（五）语言平等事件

现在我们再按照代表大会开会的顺序来谈。

现在我们深信，还在代表大会没有转入讨论实质性问题以前，就不仅清楚地暴露了一个完全确定的反火星派集团（8票），而且清楚地暴露了一个准备支持这8个人而给它凑到大约16—18票的不坚定的中间集团。

代表大会对于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进行了极其详细、过分详细的讨论后，只作出了一个带有原则性论点的决定，而实际的解决却一直拖延到讨论组织关系问题的时候。由于代表大会以前报刊已经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解释过与此有关的问题，所以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所提供的新东西也就比较少了。不过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工人事业》的拥护者（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虽然同意马尔托夫提出的决议案，但是有保留，认为这个决议案不够充分，并且不同意从这个决议案得出的结论（第69、73、83、86页）。

崩得的地位问题讨论以后，代表大会接着就讨论纲领问题。这次讨论大部分是一些意义不大的局部修正。在原则上，反火星派的反对态度只表现为马尔丁诺夫同志激烈地反对关于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的人人皆知的提法。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当然是完全拥护马尔丁诺夫的意见的。顺便说一下，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也曾经指出马尔丁诺夫的反对意见是毫无根据的。可笑的是，现在《火星报》编辑部（大概是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已经转到马尔丁诺夫方面，说的话和它在代表大会上说过的完全相反！[122]大概这是符合有名的“继承性”原则吧……我们只好静候编辑部把问题完全弄清楚时再向我们说明一下，究竟它是在什么程度上同意马尔丁诺夫的意见的，究竟是在哪一点以及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意的。在等待这个答案时，我们只想问一下，什么地方看见过有这样的党的机关报，它的编辑部在代表大会以后说的话竟然同自己在代表大会上说过的正好相反呢？

现在我们不谈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问题的争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也不谈党章问题开初的辩论（关于这些辩论，最好以后在分析党章问题的全部讨论情况时再来谈），而谈一下在讨论纲领时暴露出来的那些原则性的色彩。我们首先指出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细节，即关于比例代表制问题的讨论。“南方工人”社的叶戈罗夫同志主张把这一点写进纲领，于是波萨多夫斯基（少数派方面的火星派分子）公正地指出这里有“严重的意见分歧”。波萨多夫斯基同志说：“毫无疑问，我们在以下这个基本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是要使我们将来的政策服从某些基本民主原则而承认这些原则有绝对价值呢，还是应当使所有的民主原则都完全服从我们党的利益？我是坚决拥护后一种意见的。”普列汉诺夫“完全赞同”波萨多夫斯基的意见，并且用更肯定、更坚决的话反对那种认为“民主原则有绝对价值”的说法，反对“抽象地”看待这些原则。他说：“我们假设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也反对普选制。意大利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曾经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利。革命无产阶级也许会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正如上层阶级曾经限制过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一样。”对普列汉诺夫的发言有人鼓掌，也有人嘘斥，当普列汉诺夫对会场上的嘘声表示抗议——“你们不应当嘘斥”——同时请同志们不要受拘束时，叶戈罗夫同志马上站起来说：“既然这个发言有人鼓掌，那我一定要嘘斥。”叶戈罗夫同志和戈尔德布拉特同志（崩得代表）一同发言反对波萨多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看法。可惜辩论被中断了，辩论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就立即消失了。但是马尔托夫同志现在企图减弱甚至完全抹杀这个问题的意义却是徒劳的，他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这些话〈指普列汉诺夫的话〉激怒了一部分代表，假使普列汉诺夫同志当时补充说，自然很难设想会出现这样一种不幸的局面，即无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而必须践踏象出版自由这样的政治权利，那么这种愤怒是不难避免的……（普列汉诺夫说：“谢谢”）”（同盟记录第58页）这种解释同波萨多夫斯基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说法是直接矛盾的，他当时完全肯定地认为在“基本问题”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和不同的意见。关于这个基本问题，所有火星派分子都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右翼”反火星派分子（戈尔德布拉特）以及代表大会上的“中派”分子（叶戈罗夫）。这是事实，并且我们可以大胆地保证：假如“中派”（我想，这个字眼该比任何别的字眼都更少使“正式的”温情主义者感到难堪……），假如“中派”（以叶戈罗夫同志或马霍夫同志为代表）有机会“不受拘束地”就诸如此类问题发表意见，那么严重的意见分歧是会立刻暴露出来的。

这种意见分歧在“语言平等”问题上暴露得还要明显（记录第171页及以下各页）。关于这一项，表决情况比讨论更能说明问题，统计一下表决的次数，就可以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数目——16次！导火线是什么呢？导火线就是：在党纲中只要指明全体公民不分性别等等以及舌头一律平等就够了呢，还是必须指出“舌头自由”或“语言平等”？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相当正确地说明了这一事件的特点，他说：“关于党纲一项条文措辞的小小的争论。竟有了原则的意义，因为在代表大会上半数代表都决心推翻纲领委员会。”正是如此。 
［注：马尔托夫补充说：“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关于驴子的挖苦话给我们带来很大害处”（当谈到舌头自由时，仿佛有一个崩得分子列举各种机关而提到了种马场，当时普列汉诺夫就自言自语地说：“马是不讲话的，而驴子有时倒讲话”）。我当然不认为这种挖苦话特别温和、特别谦让、特别慎重和特别灵活。但我终究觉得奇怪的是，马尔托夫虽然承认争论具有原则的意义，却完全不来分析这方面的原则性究竟表现在哪里以及暴露出怎样的色彩，而只限于指出挖苦话的“害处”。这才真是官僚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观点呢！尖刻的挖苦话确实“在代表大会上带来很大害处”，其中不仅对崩得分子说了挖苦话，还对那些有时受到崩得分子支持甚至被他们从失败危险中救出来的人说了挖苦话。但是，既然已经承认这一事件有原则的意义，那就不能用指出某些挖苦话“不能容许”（同盟记录第58页）的说法来回避问题。］

 引起冲突的导火线确实很小，但是冲突具有真正原则的性质，因而也具有非常激烈的形式，直到有人企图“推翻”纲领委员会，直到猜疑有人存心“把代表大会引向歧途”（叶戈罗夫就是这样猜疑过马尔托夫的！），直到彼此……破口大骂，反唇相讥（第178页）。甚至波波夫同志也“表示了遗憾，说为了一点小事竟造成这样的气氛”（黑体是我用的，第182页），一连三次（第16、17、18次）会议都充满了这种气氛。

所有这些话都非常明确、肯定地指出一件极重要的事实：充满“猜疑”和最激烈的斗争形式（“推翻”）的那种气氛（后来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有人指责火星派多数派造成了这种气氛！），其实远在我们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以前就形成了。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这是一件基本事实，许多人往往由于不了解这件事实而产生一种极轻率的看法，认为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形成的多数派是人为的。从现在硬说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中十分之九都是火星派分子的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由于一点“小事”，由于“小小的”导火线就爆发具有“原则的性质”并且几乎弄到推翻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地步的冲突，是绝对解释不通和绝对荒诞的。对“带来害处”的挖苦话仅仅表示埋怨和遗憾，以此来回避这件事实，是令人可笑的。冲突是不会由于任何尖刻的挖苦话就产生原则的意义的，只有代表大会上政治派别划分的性质才会产生这样的意义。不是什么尖刻话或挖苦话引起了冲突，——这些话只是表明代表大会上政治派别的划分本身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引起冲突的一切前提，存在着一碰到甚至小小的导火线就会以其固有的力量爆发出来的内在分歧。

相反，从我用来观察代表大会的观点（我认为我应该坚持把这种观点作为观察事件的某种政治见解，尽管有人觉得这种见解令人难堪）看来，由于“小小的”导火线而爆发十分剧烈的原则性的冲突，是完全可以理解和不可避免的。既然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时刻都有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的斗争，既然在他们之间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既然这些不坚定的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共占三分之一的票数（8票+10票＝51票中的18票，这当然是根据我的粗略计算），那么，火星派分子方面有一些人，哪怕是很小一部分人分离出去，就有可能使反火星派的方针取得胜利，因而引起“疯狂的”斗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十分自然的。这并不是由什么过分尖刻的话语或者攻击引起的，而是由政治的分化引起的。并不是什么尖刻话造成了政治冲突，而是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本身存在的政治冲突造成了尖刻话和攻击，——这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也就是我们和马尔托夫在估计代表大会的政治意义及其结果方面的基本的原则性意见分歧。

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使极少数火星派分子脱离大多数火星派分子的重大事件共有三次，即语言平等、党章第1条和选举问题，这三次事件都引起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最终导致现在的党内严重的危机。为了从政治上了解这个危机和这次斗争，不应该只限于空谈什么有人讲过不能容许的挖苦话，而应该考察一下在代表大会上彼此发生冲突的各种色彩的政治派别划分。所以，“语言平等”事件对于说明分歧的原因是有双重作用的，因为马尔托夫当时还是（还是！）一个火星派分子，并且几乎比任何一个人都更起劲地攻击反火星派分子和“中派”。

战争是由马尔托夫同志和崩得首领李伯尔同志的争论开始的（第171—172页）。马尔托夫证明只要提出“公民平等”的要求就够了。“舌头自由”被否决了，但是接着提出了“语言平等”，而且有叶戈罗夫同志同李伯尔一起进行战斗。马尔托夫说这是拜物教，“因为发言人坚决主张民族平等，而把不平等现象转移到语言问题方面。其实，问题正应该从另一方面来考察：民族不平等现象是存在的，其表现之一就是属于某一民族的人失去了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第172页）。马尔托夫当时说得完全对。李伯尔和叶戈罗夫毫无理由地企图为他们自己的说法辩护，并且企图证明我们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实行民族平等原则，这的确是一种拜物教。确实，他们象“拜物教徒”一样只坚持词句而不坚持原则，他们做事不是怕犯什么原则错误，而是怕别人议论。正是这种动摇心理（如果“别人”因这一点而责备我们，那怎么办呢？）——在发生组织委员会事件时我们已经指出的心理，——我们的整个“中派”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另一个中派分子，即与“南方工人”社密切接近的矿区代表李沃夫“认为边疆地区提出的关于压制语言平等的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党纲中规定关于语言的条文，消除别人可能猜疑社会民主党人搞俄罗斯化的任何推测”。这种对于问题的“严重性”的论证真是太妙了。问题所以很严重，是因为必须消除边疆地区的可能的猜疑！这个发言人根本没有谈什么涉及到问题本质的话，根本没有回答关于拜物教的指责，反而完全证实了这个指责，因为他完全没有自己的论据，只是借口边疆地区会怎么说这一点来敷衍搪塞。当时有人对他说：他们可能说的话都是不对的。而他并不去分析究竟说得对不对，却回答说：“别人可能猜疑。”

这样一种自以为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的提法，倒确实具有了原则的性质，不过这完全不是李伯尔们、叶戈罗夫们、李沃夫们想在这里找到的那种原则的性质。成为原则性问题的是：我们应该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运用党纲上规定的一般的基本原理，把这些原理运用于具体条件并在具体运用上加以发挥呢，还是仅仅因为害怕别人猜疑就应该用枝节的条文、局部的指示、重复的语句和烦琐的解释来充斥党纲的篇幅。成为原则性问题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怎么能把反对烦琐的解释的斗争看成（“猜疑为”）想缩小起码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我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丢掉这种崇拜烦琐解释的拜物教心理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由于“语言”问题引起斗争时产生的想法。

由于进行过多次记名投票，所以在这个斗争中代表们的派别划分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样的表决一共有三次。始终竭力反对火星派核心的，有全部反火星派分子（8票）以及只有很小变动的整个中派（马霍夫、李沃夫、叶戈罗夫、波波夫、梅德维捷夫、伊万诺夫、察廖夫和别洛夫，——只有后面两个人起初表现动摇，时而弃权，时而投票赞成我们，直到第三次表决时才完全确定了自己的态度）。火星派方面有一部分人，主要是高加索人（3个人共有6票）脱离出去了，于是“拜物教派”终于占了优势。在进行第三次表决时，当两种不同倾向的人们都已经十分确切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时，脱离火星派多数派而转到对方去的是拥有6票的3个高加索人，而脱离火星派少数派的是拥有2票的波萨多夫斯基和科斯季奇；在头两次表决中转到对方或弃权的，在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有连斯基、斯捷潘诺夫和哥尔斯基，在火星派少数派方面则有捷依奇。火星派方面有8票（从33票总数里）脱离出去，结果就使反火星派分子和不坚定分子的联盟占了优势。这就是代表大会派别划分的基本事实，这一事实在表决党章第1条以及在进行选举时也都再次出现（不过当时脱离出去的是另一些火星派分子而已）。怪不得那些在选举时遭到失败的人现在竭力想抹杀他们失败的政治原因，竭力想抹杀各种色彩之间斗争的出发点，而这个斗争却在全党面前愈来愈清楚地暴露了和愈来愈无情地揭露了那些不坚定的、政治上没有气节的分子。语言平等事件所以特别明显地向我们说明了这个斗争，是因为当时连马尔托夫同志也还没有博得阿基莫夫和马霍夫两人的夸奖和赞许。


（六）土地纲领

反火星派和“中派”的不坚持原则，在讨论土地纲领时也表现得很明显，这些讨论占了代表大会不少时间（见记录第190—226页），并且提出了不少很有意义的问题。果然不出所料，马尔丁诺夫同志（在李伯尔和叶戈罗夫两位同志发表了小小的责难意见以后）对纲领发动了进攻。他提出一个旧论据，说我们是通过纠正“历史上的这种不公平现象”来间接地“尊崇历史上的另一些不公平现象”等等。站在他一边的还有叶戈罗夫同志，叶戈罗夫说自己甚至“不了解这个纲领有什么意义。提出这个纲领是为了我们自己，即把我们所提出的那些要求确定下来呢，还是我们想使它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李伯尔同志“也想提出叶戈罗夫同志所提的意见”。马霍夫同志本着他所固有的坚决精神发言说，“大多数〈？〉发言人都根本不了解提出来的这个纲领是个什么东西，其目的何在”。据他说，这个纲领“很难认为是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有一种把纠正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当儿戏的味道”，有“一种蛊惑人心和冒险主义的色彩”。这种深奥思想的理论根据，就是庸俗马克思主义所惯用的夸张其词和简单化的手法，说火星派似乎“想把农民看作是成分一样的；既然农民早已〈？〉分化为几个阶级，所以提出单一的纲领，势必使整个纲领成为蛊惑人心的东西，一旦实行起来就会成为冒险行为”（第202页）。马霍夫同志在这里“说穿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对我们的土地纲领持否定态度的真正原因，他们虽然决心“承认”《火星报》（正如马霍夫本人也承认它一样），但是根本没有考虑过它的方针、理论立场和策略立场。正因为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现代俄国农民经济结构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时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所以他们始终不了解这个纲领，而决不是因为在个别细节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正是在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上，反火星派首领（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和“中派”首领（叶戈罗夫和马霍夫）很快就趋于一致了。叶戈罗夫同志也直爽地表现了“南方工人”社以及所有倾向于它的团体和小组的一个特点，即他们不了解农民运动的意义，不了解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一批有名的农民起义时期表现的弱点不是过高估计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而是过低估计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且没有力量来利用这个运动）。叶戈罗夫同志说：“我丝毫不象编辑部那样迷恋农民运动，在农民骚动以后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都迷恋过。”只是可惜叶戈罗夫同志没有积极向代表大会多少确切地指明编辑部的这种迷恋究竟表现在哪里，也没有积极具体地指明《火星报》所提供的文字材料。此外，他忘记了，我们的土地纲领的一切基本条文在《火星报》第3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

 上，即在农民骚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挥过了的。谁如果不只是口头上“承认”《火星报》，那他就不妨稍微多注意一下《火星报》的理论原则和策略原则！

叶戈罗夫同志感叹地说：“不，我们在农民中间不会有多大作为！”随后他又说明这种感叹不是表示反对某种个别的“迷恋现象”，而是否定我们的整个立场：“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口号不能同冒险主义口号相竞争。”这真是把一切都归结为各政党口号“竞争”的非原则态度的最典型的说法！并且这还是在他自称已经对理论解释“表示满意”以后说出来的，在这种理论解释中指出：我们力求在鼓动工作中取得牢靠的成绩而不怕暂时的失利；要取得牢靠的成绩（不管那些“竞争者”……一时如何叫嚷），就必须使纲领有巩固的理论基础（第196页）。既然自称对这种解释已经“表示满意”，又立刻重复从旧经济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庸俗论点：认为“口号竞争”决定一切问题，不仅决定土地纲领问题，而且决定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纲领和全部策略问题，这是多么混乱的观点。叶戈罗夫同志说：“你们不能强迫雇农同富农一道为已经有不小一部分落到这些富农手里的割地而斗争。”

又是那一套显然同我们的机会主义经济派有血统关系的简单化的论调，经济派硬说：不能“强迫”无产者去为现在有不小一部分已落到资产阶级手里而将来还会有更大一部分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东西而斗争。又是那一套庸俗化的论调，忘记了在雇农和富农之间的一般资本主义关系方面俄国所具有的特点。现在，事实上受到割地重压的也有雇农，他们为摆脱盘剥制而斗争是根本不必“强迫”的。需要“强迫”的倒是某些知识分子——强迫他们更广泛地看到他们担负的任务，强迫他们在讨论具体问题时丢掉那一套死板公式，强迫他们考虑到使我们的目的复杂化和发生变化的历史情况。只有认为农民是傻子的这种偏见，即马尔托夫同志公正指出的（第202页），在马霍夫同志以及其他反对土地纲领的人们的发言中流露出来的偏见，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反对者忘记了我国雇农生活的现实条件。

我们的“中派”分子把问题简单化为只存在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并且力图把自己的狭隘观点照例强加在农民身上。马霍夫同志说：“正因为我认为农民就其狭隘的阶级观点的限度来说是聪明的，所以我以为他们会拥护夺取土地和分割土地的小资产阶级理想。”这里显然是把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一件事情是把农民的阶级观点估计为小资产者的阶级观点，另一件事情是缩小了这个观点，把它归结为“狭隘的限度”。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的错误正在于作了这种归结（也如马尔丁诺夫们和阿基莫夫们的错误在于把无产者的观点归结为“狭隘的限度”一样）。其实，逻辑或历史都教导我们：正是因为小资产者的地位有两重性，所以小资产者的阶级观点可能比较狭隘，又比较进步。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农民狭隘（“愚昧”）或者受“偏见”支配就灰心失望，恰恰相反，我们的任务是要始终不倦地开阔农民的眼界，促使他们用理智战胜偏见。

对于俄国土地问题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火星报》旧编辑部的忠实捍卫者马霍夫同志那篇原则性发言的结束语中集中地表现出来了。怪不得这些话博得了掌声……虽然是讽刺的掌声。普列汉诺夫说，我们丝毫不怕土地平分运动，我们不会阻碍这个进步（资产阶级的进步）的运动，马霍夫同志听了以后愤慨地说：“我真不知道什么东西叫作不幸。但是，这个革命即使可以称为革命，也会是一个不革命的革命。正确些说，不是革命而是反动（笑声），类似骚动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将使我们倒退，并且要经过相当时间才可以使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现在的状况。而我们现在却有比法国革命时期更多得多的东西（讽刺的掌声），我们有社会民主党（笑声）……”是的，如果社会民主党是按照马霍夫的观点看问题，或者拥有受到马霍夫们支持的中央机关，那它确实只能受到嘲笑……

可见，就是在讨论土地纲领所引起的一些纯粹原则性的问题时，也立即反映出我们已经熟悉的派别划分。反火星派分子（8票）为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而出马上阵，“中派”首领，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尾随在他们的后面，而且总是陷在那个狭隘的观点里出不来。所以很自然，在表决土地纲领的某些条文时，赞成的有30票和35票（第225页和第226页），就是说，恰巧和我们在争论崩题讨论的次序、组委会事件以及解散“南方工人社”问题时所看到得问的那个数目接近。每当问题稍微超出通常的框框，稍微要求把马克思的理论独立地运用于新的（对德国人说来是新的）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时，真正胜任的火星派分子立刻就只占五分之三的票数，整个“中派”就立刻转到李伯尔们和马尔丁诺夫们方面去了。马尔托夫同志却拼命抹杀这一明显的事实，胆怯地回避那些显然暴露出各种色彩的表决情况！

从土地纲领问题的讨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火星派分子同在代表大会上足足占有五分之二的人进行斗争的情况。高加索的代表在这里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这也许多半是因为他们熟悉当地无数农奴制残余的各种表现，所以才没有赞同马霍夫们觉得满意的那套抽象而幼稚的简单对立法。当时发言反对马尔丁诺夫和李伯尔、马霍夫和叶戈罗夫的，有普列汉诺夫、古谢夫（他证实说，“对我们的农村工作所持的这种悲观看法”……即叶戈罗夫同志的那种看法……他“常常在俄国工作的同志中间听到”），有科斯特罗夫、卡尔斯基，还有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正确地指出，土地纲领的批评者的“各种忠告”“是十分庸俗的”。不过我们在谈到研究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派别划分问题时必须指出，他在这一段发言中（第208页）把朗格同志同叶戈罗夫和马霍夫两人相提并论却不一定正确。谁如果仔细地读一读记录就能够看出，朗格和哥林两人所站的立场跟叶戈罗夫和马霍夫两人的立场完全不同。朗格和哥林两人不喜欢关于割地一条的提法，他们却完全领会我们土地纲领的思想，他们不过企图用另一种方式体现这个思想，积极努力寻找在他们看来更为完善的提法，提出自己的决议草案来说服土地纲领的起草人，或是站在土地纲领起草人方面反对所有的非火星派分子。例如，只要把马霍夫关于否决全部土地纲领的提议（第212页，9票赞成，38票反对）以及关于否决这个纲领的个别条文（第216页及其他各页）的提议，拿来和朗格对割地条文提出独立的修订方案（第225页）的立场对比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种立场是截然不同的 
［注：见哥林的发言，第213页。］

 。

托洛茨基同志在往下谈论那些带有“庸俗气味”的理由时指出，“在即将来临的革命时期，我们应该同农民联系起来”……“在这个任务面前，马霍夫和叶戈罗夫的怀疑态度和政治‘远见’比任何一种近视更加有害。”另一个火星派少数派分子科斯季奇同志，很准确地指出了马霍夫同志“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原则稳定性”，——这个估计真是打中了我们的“中派”的要害。科斯季奇同志继续说：“马霍夫同志的悲观态度是跟叶戈罗夫同志一致的，虽然他们各有不同的色彩。马霍夫同志忘记了，社会民主党人现时已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已在可能范围内领导农民运动。而他们却用这种悲观态度来缩小我们工作的规模。”（第210页）

在快要谈完代表大会讨论纲领问题的情形时，还应该指出关于支持反政府派问题的简短辩论。我们的纲领说得很清楚，社会民主党支持“任何反对俄国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看来，这个限定语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支持的究竟是哪些反政府派别。然而我们党内早已形成的各种不同色彩在这里也立即暴露出来了，本来很难设想在这样一个已经再三说明过的问题上还会发生“疑问和误解”！显然，并不是由于什么误解，而是由于有各种不同的色彩。马霍夫、李伯尔以及马尔丁诺夫立刻就惶恐不安了，结果又落到了“紧密的”少数派的地位，马尔托夫同志大概认为这也是由于有人搞阴谋、倾轧、耍权术和其他种种卑鄙手腕（见他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而那些不能理解形成“紧密的”少数派和多数派的政治原因的人才会求助于这些东西。

马霍夫又是从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地简单化开始。他宣称：“我国唯一革命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可是他从这个正确的论点马上得出一个不正确的结论：“其余的阶级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全场大笑）……是的，它们是无关紧要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反对支持它们。”（第226页）马霍夫同志对自己立场作的这种绝妙的表述，使许多人（他的许多同道者）都感到难为情，但是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两个人和他的意见实质上是一致的，他们提议删掉“反政府派”字样，或者添上“民主的反政府派”加以限定。普列汉诺夫对马尔丁诺夫的这个修正作了公正的反驳。他说：“我们应当批判自由派，揭露他们的不彻底性。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在揭露一切非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时，必须向无产阶级说明，同专制制度比较起来，就连不保证普选制的宪法也是一种进步，所以无产阶级不应该宁要现存制度而不要这种宪法。”马尔丁诺夫、李伯尔和马霍夫三位同志不同意这个意见，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阿克雪里罗得、斯塔罗韦尔、托洛茨基，还有普列汉诺夫的第二次发言都抨击了这种立场。马霍夫同志在这里又一次自己打了自己。起初他说，其余的阶级（除了无产阶级以外）都是“微不足道的”，他“反对支持它们”。后来他又大发慈悲地承认说，“资产阶级实质上虽然是反动的，但往往又是革命的，例如，在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的时候”。接下去，他愈说愈糟了：“可是，有些集团始终〈？〉是反动的，——手工业者就是这样的。”请看，后来慷慨激昂地拥护旧编辑部的那些“中派”首领竟在原则方面发表了什么样的妙论！正是手工业者，甚至在行会制度十分盛行的西欧，也如同城市中其他小资产者一样，在专制制度崩溃时代起过特殊的革命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加思索地重复西欧同志在专制制度崩溃已有100年或50年之久的时代就现代手工业者所讲的那些话，是特别荒谬的。在俄国，硬说手工业者在政治问题上比资产阶级反动，只不过是背诵一些陈词滥调而已。

可惜，记录完全没有载明马尔丁诺夫、马霍夫和李伯尔对这个问题提出的已被否决的修正案所得到的票数。我们能指出的只是，反火星派分子的各个首领和“中派”的一个首领 
［注：该派即“中派”的另一个首领叶戈罗夫同志，在另一个地方讨论到阿克雪里罗得所提的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案时，发表了他对于支持反政府派问题的意见（第359页）。叶戈罗夫同志认为：既在纲领中要求支持任何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又要对社会革命党人以及自由派持否定态度，这是个“矛盾”。叶戈罗夫同志在这里虽然是用另一种形式，稍微从另一个角度观察问题的，但同样暴露出他也象马霍夫、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三位同志那样狭隘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他“所承认的”）《火星报》的立场采取了不坚定的、半敌视的态度。］

 在这里也结成了我们已经熟悉的反火星派分子的派别。在总结对于纲领问题的全部讨论经过时，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哪一次比较热烈和引起普遍兴趣的辩论不暴露出马尔托夫同志和《火星报》新编辑部现在力图掩饰的那些色彩的区别。


（七）党章。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

代表大会在讨论了纲领问题以后，接着就讨论党章问题（我们把前面提到的中央机关报问题以及代表们所作的报告撇开不谈，可惜大多数代表的报告都作得不能令人满意）。不用说，党章问题对于我们大家都有重大的意义。要知道，《火星报》从创办时起就不仅作为机关报，而且作为组织细胞在进行活动。在《火星报》第4号的编辑部文章（《从何着手？》）中提出了一个完备的组织计划 
［注：波波夫同志在关于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发言中还说过：“我现在回想起《火星报》第3号或第4号上所发表的《从何着手？》一文。许多在俄国工作的同志都认为它是不策略的，另一些人觉得这个计划是个幻想，而大多数人〈？大概是波波夫同志周围的大多数人〉则说这不过是好大喜功而已。”（第140页）读者可以看出，这种把我的政治观点解释成好大喜功的说法，这种现在又被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同志煽起的说法，我早已听惯了。］

 ，并且三年来始终一贯地执行了这个计划。当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时，在相应的决议所提的三条理由中（第147页）有两条谈的正是《火星报》的这个组织计划和组织思想：《火星报》在领导党的实际工作方面的作用和它在统一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所以很自然，如果一定的组织思想得不到全党承认，没有正式规定下来，《火星报》的工作和建党即事实上恢复党的全部工作，就不能算是完成了。而党的组织章程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火星报》力求奠定的作为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是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方法。第二是承认进行思想领导的机关报的特殊作用，它恰恰估计到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在政治奴役的环境下、在把革命进攻的最初的根据地建立在国外这种条件下的暂时的和特殊的需要。第一个思想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串在整个党章中；第二个思想是由活动地点和活动方式的暂时情况产生的局部性思想，即表面上离开集中制，而成立两个中央机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火星报》的这两个建党的基本思想，我在《火星报》（第4号）编辑部文章《从何着手？》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页。——编者注］

 以及《怎么办？》 
［注：同上，第6卷第1—183页。——编者注］

 中已经发挥过了，后来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 
［注：同上，第7卷第1—18页。——编者注］

 中用几乎是说明党章条文的形式又详细作了解释。其实，剩下的只是在措辞上加加工就可以把党章条文规定下来，因为，如果对《火星报》的承认不是一纸空文，不只是一句应酬话，那么党章正应当把这些思想体现出来。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再版的序言中已经指出：只要把党章和这本小册子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这里和那里谈的组织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注：见本卷第102页。——编者注］



讲到《火星报》的组织思想在党章中如何措辞和表述的问题，我不得不提到马尔托夫同志所掀起的一次事件。马尔托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你们实际考证一下就会知道，我在这一条（即第1条）条文上陷入机会主义立场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乎列宁的意料之外。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我曾经把我的草案给列宁看过，那里第1条叙述得同我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条文正好一样。当时列宁表示反对我的草案，认为写得太详细了，并且对我说，他只喜欢第1条的思想，即关于党员的定义，他说要把这个思想用另一种形式吸收到自己的党章中去，因为他觉得我的表述不妥当。可见，列宁早就了解我的条文，知道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因此你们可以看出我是光明正大地去参加代表大会的，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曾经预先声明，我要反对相互增补，反对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成员增补时采取一致同意的原则，等等。”

关于预先声明反对相互增补一事，我们在一定的地方就会知道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现在我们要谈一谈马尔托夫的党章中的这种“光明正大”。马尔托夫在同盟里靠记忆叙述有关他那个不妥当的草案的情节时（马尔托夫本人在代表大会上曾把这个草案当作不妥当的草案收回了，而在代表大会以后，又本着他所特有的一贯精神把它重新亮了出来），照例忘记了许多事情，因而又把问题弄模糊了。看来，已经有很多事实足以告诫大家不要引用私人谈话和凭本人记忆（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只记起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来说明问题，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因为没有别的材料，只好利用次品。现在甚至普列汉诺夫同志也学起他的样子来了——大概是近墨者黑吧。

马尔托夫草案第1条的“思想”是不可能使我“喜欢”的，因为他的草案中根本没有后来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种思想。是他记错了。我侥幸在纸堆中找到了马尔托夫的草案，那里“第1条叙述得同他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条文正好不一样”！请看这是什么“光明正大”！

马尔托夫草案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原文如此！〉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我的草案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

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提出并由代表大会通过的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两相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尔托夫的草案根本没有什么思想，而只是泛泛空谈。说党员应该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是不言而喻的，只能是这样的，只有爱说废话，爱在“章程”中堆砌大量空洞的词句和官僚主义的（就是说，对事业不需要，只有在装饰门面时才似乎需要的）公式的人，才会这样说。第1条的思想只有在这样提出问题时才会产生：党的机关实际上能不能对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党员进行领导。这种思想在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中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所以我也就无法知道马尔托夫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对于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提出什么看法。可见，马尔托夫同志所作的实际考证是一笔糊涂账。

相反，对马尔托夫同志正应该说，他从我的草案中“知道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且无论在编辑委员会里（虽然我的草案在代表大会以前两三个星期就给大家看过了），无论在那些仅仅看过我的草案的代表面前，他都没有表示异义，没有反驳过我的这种看法。不但如此。甚至在代表大会上，当我提出自己的党章草案 
［注：顺便说一下。记录委员会在第11号附录上刊载了“由列宁提交代表大会的”党章草案（第393页）。记录委员会在这里也搞错了一些事情。它把我交给全体代表（并且是在代表大会开会以前给很多代表）看的初稿（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38—239页。——编者注）和我后来提交代表大会的草案混为一谈，并把第一个草案当作第二个草案刊载出来了。我当然丝毫不反对别人把我的草案，哪怕是所有各个准备阶段的条文一概公布出来，但是制造混乱毕竟是不应该的。而混乱终于造成了，因为波波夫和马尔托夫（第154页和第157页）批评我实际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草案中的那些提法，原来是记录委员会刊载出来的草案中所没有的（参看第394页第7条和第11条）。如果对待问题比较仔细，那只要把我刚才指出的一些页码对照一下，就很容易发现这个错误了。］

 并在选举章程委员会以前为这个草案辩护时，马尔托夫同志还直截了当地声明：“我赞同列宁同志的结论。只是在两个问题上我和他有意见分歧”（黑体是我用的）——即关于总委员会组成的方法和增补要一致同意的问题（第157页）。这里对党章第1条的不同意见还只字未提。

马尔托夫同志认为有必要在自己的论戒严状态的小册子里再一次地、特别详细地回顾自己的党章草案。他在这本小册子里说，他的党章草案——对于这个草案，除了某些次要的细节以外，他现在（1904年2月，——不知道过两三个月以后又会怎样）还是完全同意的——“充分表明了他对于过分集中制的否定态度”（第Ⅳ页）。这个草案之所以没有提交代表大会，据马尔托夫同志现在解释是因为：第一，“在《火星报》受到的锻炼启示了他对章程持藐视态度”（当马尔托夫同志喜欢这样做时，《火星报》这个词在他看来就不是狭隘的小组习气，而是最坚定的方针了！可惜，三年来在《火星报》受到的锻炼，没有启示马尔托夫同志对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在为自己违背共同通过的党章的行为辩护时惯用的那种无政府主义词句持藐视态度）。第二，要知道，他马尔托夫同志是要避免“在《火星报》这样一个基本组织核心的策略中加进任何杂音”。说得多么头头是道啊！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机会主义条文或关于过分集中制这个原则问题上，马尔托夫同志竟这么害怕杂音（只有从最狭隘的小组观点来看才是可怕的杂音），甚至在编辑部这样一个核心面前都没有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关于中央机关人选的实际问题上，马尔托夫同志却背离《火星报》组织（这个真正的基本组织核心）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去向崩得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求救。马尔托夫同志暗中用小组习气替冒牌编辑部辩护，而责备最了解情况的人在估计问题时表现了“小组习气”，他的这些话里的“杂音”，马尔托夫同志却听不出。为了惩诫他，我们现在把他那个党章草案全部引证出来，并指出它究竟有什么样的观点和什么样的过分地方 
［注：我要指出，可惜我找不到马尔托夫草案的第一种稿本，这种稿本共有大约48条，其中包含了更加“过分的”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

 ：


　　“党章草案。（一）党员。（1）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2）党员如果违反党的利益，由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说明开除理由的决定书，应保存在党的档案库里，并须根据要求，通知每个党委员会。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定，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委员会要求时，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我用方括号来表明马尔托夫草案中那些显然没有什么意思的议论，这些议论不仅没有什么“思想”，而且也没有什么肯定的条件或要求，——例如在“党章”中绝妙地指明决定书究竟要保存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定（而不是它的一切决定和任何决定吗？）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这正是过分玩弄辞藻或十足的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即杜撰一些多余的、显然没有益处或文牍主义的条款。“（二）地方委员会。（3）党委员会是党在地方工作中的代表”。（真是既新颖又聪明！）“（4）[凡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存在并派有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委员会，都可以认为是党的委员会。］（5）除了第4条指出的委员会以外，新的党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中央委员会或者承认现有的某地方组织为委员会，或者用改组该地方组织的办法组成地方委员会]。（6）委员会用增补的办法补充自己的名额。（7）中央委员会有权用不超过地方委员会名额总数三分之一数量的同志（它所了解的同志）补充地方委员会。”好一个典型的官样文章：为什么不超过三分之一呢？有什么意思呢？这种根本起不了限制作用的限制——因为补充是可以重复许多次的——究竟有什么意思呢？“（8）[如果地方委员会由于遭到迫害而瓦解或者被破坏，”（就是说不是全体被捕？），中央委员会应当把它恢复起来”]（已经不考虑第7条了吗？马尔托夫同志是不是觉得第8条和规定平日工作而节日休息的俄罗斯公安法相似呢？）“（9）[党的例行代表大会可以委托中央委员会改组某个地方委员会，如果该地方委员会的活动被认为是违反党的利益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该委员会就可认为已被解散，而该委员会所属地区的同志可以不受其管辖
［注：我们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注意这个字眼。这还了得！这就是甚至……甚至弄到更换编辑部成员的那种“雅各宾主义”的根源……

 。”]本条所规定的规则，同迄今俄罗斯法律中规定的所谓“禁止人人酗酒”的条文一样，是大有好处的。“（10[党的地方委员会领导该地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并尽力协助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实现它们所担负的全党的任务。”]……哎哟天哪！要这些话干什么呢？（11）[“地方组织的内部规则，委员会和它所管辖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各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该集团的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难道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不是一回事吗？）“由委员会自行规定并报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里有一个疏忽：没有说明这种报告应当保存在哪里。）“（12）[委员会所管辖的各集团和各个党员，都有权要求把他们对任何问题的意见和愿望报告给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13）党的地方委员会必须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按中央委员会规定的分配比例上交给中央委员会会计处。（三）建立用其他语言（除了俄语以外）进行鼓动的组织。（14）[为了用某种非俄罗斯语言进行鼓动并把有关的工人组织起来，可以在特别需要把这种鼓动工作专门化并把这种组织划分出来的地方成立单独组织。］（15）至于是不是真有这种需要，这个问题由党中央委员会解决，如果发生争论，则提交党代表大会解决。”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章程后面的一些规定，可以看出这一条的第一部分是多余的，而关于发生争论情况的第二部分，简直是滑稽可笑的。“（16）[第14条所规定的地方组织在其特殊事务方面是自治的，但是它们在地方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工作并受其管辖，这种监督的形式以及该委员会和该特殊组织之间的组织关系的准则，由地方委员会规定。”（谢天谢地！现在可以看出所有这一大堆话都是多余的空话。）“在党的一般事务方面，这种组织应当作为委员会组织的一个部分来进行工作。］——（17）[第14条所规定的地方组织，可以成立自治联盟，以便顺利地执行它的特殊任务。这种联盟可以有自己专门的机关报和领导机关，但这些机关都应当受党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监督。这个联盟的章程由它自行规定，但是必须经过党中央委员会批准。］（18）[如果党的地方委员会根据地方条件多半是用当地语言进行鼓动工作时，也可以加入第17条所规定的自治联盟。附注：这种委员会虽然是自治联盟的一部分，但并不因此就不成其为党的委员会”。］（整个一条都是非常有益处和非常聪明的，附注更是有过之无不及。）“（19）[加入自治联盟的地方组织同该联盟中央机关之间的联系，应当受地方委员会的监督。］（20）[各自治联盟的中央机关报和领导机关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也和党的地方委员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一样。］（四）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21）[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政治的和学术的机关报——是全党的代表。］（22）中央委员会负责对党的全部实际活动实行总的领导，关心正确使用和正确配备全党的一切力量，监督全党各部分的活动，把报刊发给各地方组织，建立党的技术机关，召开党代表大会。（23）党的机关报负责对党内生活进行思想领导，宣传党纲，通过学术的和政论的形式阐明社会民主党的世界观。（24）所有党的地方委员会和自治联盟都同党中央委员会和党机关报编辑部发生直接联系，并定期报告本地的运动和组织工作情况。（25）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26）[编辑部在其内部事务方面是独立自主的]，并且可以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补充和更换自己的成员，但每次都必须通知中央委员会。（27）所有由中央委员会发出的声明或者经过它批准的声明，都应当根据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在党的机关报上刊载。（28）党中央委员会经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同意后，可以成立专门从事某种文字工作的著作家小组。（29）中央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中央委员会可以用增补办法补充自己的名额（人数不限），但每次都必须通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五）国外的党组织。（30）国外的党组织主管党在国外俄国侨民中的宣传工作并把其中的社会主义分子组织起来。国外的党组织由它们选出的领导机关领导。（31）加入党的各自治联盟可以在国外设立自己的支部，以便协助执行联盟的专门任务。这些支部以自治团体的资格加入总的国外组织。（六）党代表大会。（32）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33）[党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党章以及全党活动的指导原则；监督各级党机关的工作并处理它们之间发生的冲突。］（34）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列组织和机关选派：（a）党的各地方委员会；（b）所有加入党的各自治联盟的中央领导机关，（c）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d）国外的党组织。（35）代表委托书可以转托，但是每一个代表至多只能拥有三张有效委托书。两个代表可以拥有一张委托书。不准使用限权委托书。（36）中央委员会如果认为吸收某同志参加代表大会有益处时，可以邀请该同志参加代表大会并享有发言权。（37）在修改党纲或党章的问题上，须经占总票数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其他问题则由简单多数决定。（38）代表大会只有在出席的代表能代表半数以上的现有的党委员会时，才可以认为有效。（39）代表大会应当尽可能每两年召开一次。[凡因某种不以中央委员会的意志为转移的障碍不能如期召开代表大会时，中央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延期举行。”]读者如果能以超乎寻常的耐性读完这个所谓党章，大概就不会要求我们对以下几个结论再作专门的分析了。第一个结论：这个章程染上了难以医治的浮肿病。第二个结论：这个章程根本没有什么对过分集中制持否定态度的特别色彩的组织观点。第三个结论：马尔托夫同志把自己章程中的38/39以上的东西都瞒过世人的耳目（并且不让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是做得很巧妙的。令人奇怪的只是，他居然把这种隐瞒行为称为光明正大。



（八）火星派内部分裂以前关于集中制问题的讨论

在谈党章第1条条文这个确实很有意义并且显然表明了各种色彩的观点的问题以前，我们还要稍微谈一下关于党章问题的简短的一般讨论，这次讨论占去了代表大会第14次会议的全部时间和第15次会议的部分时间。这次讨论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它是在《火星报》组织因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完全分离以前进行的。相反，后来那些一般关于党章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增补问题的讨论，都是我们已经在《火星报》组织内部发生分离以后进行的。自然，在尚未发生分离以前，我们还能比较公正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就是说，能比较不考虑我们大家所关心的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表自己的意见。前面我已经指出，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赞成（第157页）我的组织观点，只不过在细节上有两点不同意见。相反，不论是反火星派或“中派”，都立刻对《火星报》的整个组织计划（也就是整个党章）中的两个基本思想发起了攻击，即反对集中制，也反对有“两个中央机关”。李伯尔同志把我的党章称为“有组织的不信任”，把有两个中央机关看作分权制（同波波夫和叶戈罗夫两位同志一样）。阿基莫夫同志主张扩大地方委员会的权限，尤其是要给以自行“改变自己成员的权利”。必须给以更大的活动自由……地方委员会应当由在当地积极活动的工作人员选出，正如中央委员会是由在俄国所有积极活动的组织的代表选出一样。如果这也不许可的话，就要把中央委员会指派到地方委员会的委员名额限制一下……”（第158页）可见，阿基莫夫同志在那里提出了反对“过分集中制”的理由，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还没有因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而跟着阿基莫夫跑，所以他对这些权威性的指示还是充耳不闻的。甚至当阿基莫夫同志把马尔托夫同志自己那个章程的“思想”（第7条——限制中央委员会指派委员加入地方委员会的权利）讲给他听时，他还是置若罔闻！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还不愿意唱出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杂音”，所以他也就忍耐了同阿基莫夫同志以及同他本人意见不一致的杂音……当时发言攻击“可怕的集中制”的还只有那些觉得《火星报》主张的集中制对他们显然不利的人，即阿基莫夫、李伯尔和戈尔德布拉特，小心翼翼地（所以如此，是为了随时可以向后转）跟着他们走的有叶戈罗夫（见第156页和第276页）等等。当时党内绝大多数人都还看得很清规戒律楚，崩得、“南方工人”社等等正是根据狭隘的小组利益反对集中制的。顺便说一下，现在党内大多数人也看得很清楚，《火星报》旧编辑部正是根据小组利益反对集中制的……

例如拿戈尔德布拉特同志（第160—161页）的发言来说吧。他拼命攻击我所主张的“可怕的”集中制，说这种集中制是要导致下级组织的“消灭”，“完全是想使中央机关有无限权力来随意干预一切”，而各级组织“只有权驯顺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等等。“按照这个草案建立的中央机关将是孤独的，它周围不会有任何外层，只有无定形的散漫人群，它的一些唯命是听的代办员将在这个散漫人群中进行活动。”这同马尔托夫们和阿克雪里罗得们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用来款待我们的那套虚伪空话一模一样。人们曾讥笑崩得，因为它一方面反对我们的集中制，同时又使自己那里的中央机关拥有更明确规定的无限权力（例如，可以吸收和开除成员，甚至不许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在人们了解了问题真相以后，也会嘲笑少数派的喊叫，因为他们一处在少数地位就大声疾呼地反对集中制和党章，而一拥有多数，就立刻又要按党章办事了。

在两个中央机关的问题上也明显地表现了派别划分：反对所有火星派的有李伯尔，有阿基莫夫（他首先唱出了现在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爱唱的调子，说总委员会内中央机关报压倒了中央委员会），有波波夫，还有叶戈罗夫。根据旧《火星报》一向发挥的（而且是波波夫们和叶戈罗夫们的同志们在口头上赞成过的！）那些组织思想，自然要产生两个中央机关的计划。旧《火星报》的政策，是同“南方工人”社主张创办一个平行的通俗机关报并把它变成事实上占主要地位的机关报的计划截然相反的。这就是当时所有反火星派和整个泥潭派主张一个中央机关，即主张似乎更厉害的集中制的那种初看起来很奇怪的矛盾现象的根源。当然也有（特别是泥潭派中间）一些代表，未必清楚地了解“南方工人”社的组织计划将会引起，并且由于客观进程一定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但是他们那种优柔寡断和毫无自信的本性，把他们推到反火星派方面去了。

在火星派分子参加这些（在火星派尚未分裂以前）关于党章问题的争论的发言中，马尔托夫（“赞成”我的组织思想）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的发言特别出色。托洛茨基当时回答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时说的每一句话，都揭穿了“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以后的行为和理论的全部虚伪实质。他（阿基莫夫同志）说：“党章规定的中央委员会的权限不够确切。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恰恰相反，党章对这一点规定得很确切：既然党是一个整体，那就必须保证它对地方委员会的监督。李伯尔同志用我所用过的字眼说，党章表明‘有组织的不信任’。这是对的。但是，我用这个字眼是指崩得代表所提出的那个章程，因为他们的章程是意味着党内一部分人对全党表示有组织的不信任。而我们的党章〈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还没有遭到失败时，这个章程还是“我们的”！〉则意味着党要对它的各个部分表示有组织的不信任，就是说，要对各地方组织、各区组织、各民族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实行监督。”（第158页）是的，这里对我们的党章作了正确的说明，我们奉劝那些现在公然说“有组织的不信任”制度或所谓“戒严状态”是由阴险毒辣的多数派发明和实行的人多回忆一下这种说明吧。只要把上面引用的发言和在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到一个典型事例，它说明了政治上的毫无气节，说明马尔托夫这伙人是怎样根据问题是涉及他们自己的下级团体还是别人的下级团体而改变自己的观点的。



（九）党章第1条

我们已经列举了在代表大会上引起热烈的有意义的争论的不同条文。这种争论几乎占了两次会议的时间，并且是以两次记名投票结束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只举行过八次记名投票，这种记名投票花费时间太多，所以只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才采用）。当时涉及的问题无疑是原则问题。代表大会对于争论的兴趣是很大的。所有代表都参加了表决——这是我们代表大会（正如任何一个大的代表大会一样）少有的现象，这也证明，所有参加争论的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试问，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我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说过，后来又不止一次地重复过：“我决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分歧（关于党章第1条）是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分歧。我们还决不至于因为党章有一条不好的条文而灭亡！”（第250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

 这种意见分歧，虽然暴露出原则上的不同色彩，它本身无论如何也不会引起代表大会以后所形成的那种分离（其实，如果老实不客气地说，这是分裂）。但是，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有人坚持它，如果把它提到首位，如果硬要去寻找这种分歧的全部来龙去脉，那它就会变成大的意见分歧。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成为转向某些错误见解的出发点，如果这些错误见解又由于新增加的分歧而同使党分裂的无政府主义行动结合起来，那么这种意见分歧就会有重大的意义了。

这一次也正是这样。党章第1条引起的比较不大的意见分歧，现在竟有了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这种意见分歧成了少数派（特别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以及后来在新《火星报》上）走向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的转折点。正是这种意见分歧奠定了火星派少数派同反火星派以及泥潭派结成联盟的基础，这个联盟到选举时已经有了确定的形式，不了解这个联盟，就不能了解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主要的根本的分歧。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所犯的小错误，原是我们的罐子上的一个小裂缝（正如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这个罐子本来可以用绳子打个死结（而不是用绞索，就象在同盟代表大会期间几乎陷于歇斯底里状态的马尔托夫所听错的那样）把它捆紧。也可以竭尽全力扩大裂缝，使它完全破裂。由于热心的马尔托夫分子采取了抵制等等无政府主义的手段，结果出现了后一种情况。关于党章第1条的意见分歧在中央机关选举问题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而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遭到失败，也就使他走向用粗暴机械的、甚至是无理取闹的（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手段进行“原则斗争”。

现在，经过这一切事件以后，党章第1条问题就有了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确切地认识到代表大会在表决这一条时形成的派别划分的性质，同时更重要的是，应当确切地认识到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就已经显现或者开始显现出来的那些观点的色彩的真实性质。现在，在读者熟悉的各种事件发生以后，问题的提法已经是这样，究竟是得到阿克雪里罗得拥护的马尔托夫的条文，象我在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第333页），反映了他的（或者他们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政治态度模糊，或象普列汉诺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同盟记录第102页及其他各页），反映了他（或者他们）倾向于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得到普列汉诺夫拥护的我的条文，反映了我在集中制问题上有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庞巴杜尔[123]式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观点呢？是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现在，当小的分歧变成大的分歧时，问题的提法已经是这样了。在从实质上讨论那些赞成和反对我的条文的理由时，我们应当注意的正是事态的发展强加给我们大家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有点夸张的话）是由历史进程形成的这种问题的提法。

让我们从分析代表大会的讨论来开始剖析这些理由吧。第一个发言，即叶戈罗夫同志的发言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他的态度（不明白，我还不明白，我还不知道真理在哪里）很可以说明当时还难以认清这个确实是新的、相当复杂而细致的问题的许多代表的态度。第二个发言，即阿克雪里罗得的发言，立刻从原则上提出问题。这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第一个原则性的发言，其实这就是他在代表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而且很难说他这个谈到有名的“大学教授”的发言是特别成功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分清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而这里有人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这种混淆是危险的。”这就是用来反对我的条文的第一个理由。请你们仔细看一看这个理由吧。如果我说，党应当是组织 
［注：“组织”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即广义的和狭义的。狭义的是指人类集体中的，至少是有最低限度确定形式的人类集体中的单个细胞。广义的是指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这种细胞的总和。例如，海军、陆军和国家，既是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的总和，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教育主管机关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它又是由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同样，党也是一个组织，而且应当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党又应当是由许多不同的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所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谈论划分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时，第一，他没有注意到组织一词的广义和狭义的这个区别，第二，他没有发现他自己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混淆起来了。］

 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那么，这是不是说我把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呢？当然不是。我只是以此来十分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愿望，自己的要求，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反之，我的论敌却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接受领导的分子和不接受领导的分子，先进的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因为还可救药的落后分子是能够加入组织的——混淆在党内。这样的混淆才真正是危险的。随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援引“从前那些十分秘密的集中的组织”（“土地和自由”社[124]和“民意党”[125]）做例子，说这些组织周围“聚集了许多虽然没有加入组织，却以某种方式帮助它，并被认为是党员的人。……这个原则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内更严格地实行”。于是我们就接触到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原则”，即许可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而只是“以某种方式帮助它”的人自称为党员的原则，真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吗？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作了唯一可能的回答，他说：“阿克雪里罗得援引70年代的情况做例子是不正确的。当时有组织严密、纪律良好的中央机关，在它周围有它所成立的各种组织，而在这些组织以外是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这一混乱状态中的分子虽然也自称为党员，对于事业却并没有好处，反而造成了损失。我们不应当仿效70年代的无政府状态，而要避免这种状态。”可见，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想要冒充为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这个原则”，其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谁要想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证明在组织以外有可能实现监督、领导和纪律，就必须证明有必要授予“混乱状态中的分子”以党员称号。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的人，对于以上两点都没有加以证明，而且也无法加以证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拿了“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并声明这一点的大学教授”做例子。要把这个例子所包含的思想贯彻到底，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就应当进一步说明：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本身是否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既然没有提出这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那他就是中途抛弃了自己的论据。的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承认我们所谈的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他们为什么又不把他编到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里面呢？只有把他编进去，这位大学教授的“声明”才会同他的行动相符合，才不致成为空话（大学教授们的声明往往是空话）；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给这位大学教授以享有光荣而又责任重大的党员称号的权利，就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所以，归结起来说，问题正在于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我们究竟是以已经形成的、已经团结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譬如说，已经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且将扩大和增设各种党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为出发点来建设党呢，还是满足于一切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种聊以自慰的空话？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接着又说：“我们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虽然不能直接吸收到组织中，但终究还是党员的那一部分人抛弃掉。”在这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本人十分明显地犯了他想归罪于我的那种混淆概念的错误：他竟把所有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一点当作既成事实，其实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争论，而我的论敌还应当来证明这种解释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所谓“抛弃”这样一个初看起来似乎可怕的词，究竟有什么内容呢？如果说只有被承认为党组织的那些组织中的成员才能称为党员，那么不能“直接”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人，也还是能在靠近党的非党组织中工作的。因此，所谓抛弃，如果是指取消工作机会，取消参加运动的机会，那是根本谈不上的。相反，我们容纳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愈少，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会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当然我们要建立的首先是党的最积极的分子的组织，革命家的组织，但是我们既然是阶级的党，就应当想法不把那些也许并不十分积极然而却自觉靠近这个党的人抛在党外。”他这样说，正是犯了上述把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的错误（这种错误是我们的整个机会主义经济派的特点）。第一，列为社会民主工党积极部分的，决不单是革命家组织，还有许多被承认为党组织的工人组织。第二，究竟有什么理由，按照什么逻辑，可以根据我们是阶级的党这一事实，就作出结论说不必把加入党的人和靠近党的人区分开来呢？恰恰相反：正因为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差别，所以必须区别他们同党的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106]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职业的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抹杀靠近党的分子和加入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抹杀自觉、积极的分子和帮助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正是这种无视和遗忘的表现。

拿我们是阶级的党作借口来为组织界限模糊辩护，为把有组织和无组织现象混淆起来的观点辩护，就是重复纳杰日丁的错误，因为纳杰日丁“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同……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怎么办？》第91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5页。——编者注］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这种混淆，后来被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发言人重复了几十次。“党员称号散布得愈广泛愈好”——马尔托夫这样说，但是他没有说明这种名不副实的称号散布得广泛究竟有什么好处。对不加入党组织的党员实行监督不过是一句空话，这能否定得了吗？空话如果广泛散布，那是有害而无益的。“如果每一个罢工者，每一个示威者，在对自己行动负责的情况下，都能宣布自己是党员，那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第239页）真的吗？每一个罢工者都应当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吗？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论点一下子就把他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重蹈阿基莫夫们的覆辙。如果社会民主党能够领导每一次罢工，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的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而罢工就是这种斗争最深刻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初步的、按实质来说不过是工联主义的斗争形式同全面的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等同起来，那么我们就会是尾巴主义者了。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因为这样的“宣布”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想自欺欺人，硬说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非熟练工人的极广大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是十分涣散、备受压迫、愚昧无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党员，那么我们就是沉湎于马尼洛夫的幻想了。正是根据“罢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力求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每一次罢工的革命意向同宣布每一个罢工者为党员的机会主义词句之间的区别。我们是阶级的党，这是就我们在事实上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几乎整个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来说的，但是，只有阿基莫夫们才能由此作出结论说，我们在提法上应当把党和阶级等同起来。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一次发言中说，“我不怕密谋组织”，但是，他补充说，“在我看来，密谋组织，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工党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第239页）。为了说得确切些，应当说，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如果马尔托夫同志的论点是以这种形式表达的，那就不仅是不容争辩，而且是不言自明的定论了。我所以要讲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以后发言的人把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不言自明的定论变成非常流行和非常庸俗的论据。说什么列宁想“使党员总数以密谋者人数为限”。当时作出这个只能令人好笑的结论的有波萨多夫斯基同志以及波波夫同志，而当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发言附和这个结论时，这个结论的真正性质，即机会主义词句的性质，就充分暴露出来了。目前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又发挥了这个论据，想使读者们了解新编辑部的新的组织观点。还在代表大会讨论党章第1条问题的第1次会议上，我就发现我的论敌想要利用这种廉价的武器，所以我在发言中告诫说：“不要以为党的组织只应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我们需要有不同形式、类别和色彩的极其多种多样的组织，从极狭小极秘密的组织直到非常广泛自由的组织（松散的组织）。”（第240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

 这本来是有目共睹、不言自明的真理，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是不必多谈的。但是，在目前时期，有人在很多很多方面把我们拉向后退，这就使人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也“重提旧事”。因此我要从《怎么办？》和《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摘录几段话：

“……象阿列克谢耶夫和梅什金、哈尔图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1页。——编者注］

 要成为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得到本阶级的支持。不是象马尔托夫同志所想象的那样，党应当去围绕密谋组织，而是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应当围绕既包括密谋组织又包括非密谋组织的党。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懂得这种起码道理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它们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愈广泛，我们对它们的影响也就会愈广泛，但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而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党人对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第86页） 
［注：同上，第108页。——编者注］

 顺便说一下，对于评价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工会的例子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说工会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是不会产生异议的。但是根据这一点就给工会全体会员以“宣布自己”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权利，那就是十分荒谬的了，而且势必有两个害处：一方面是缩小工会运动的规模并且削弱工人在工会运动基础上的团结，另一方面，这会把模糊不清和动摇不定的现象带进社会民主党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发生了有名的汉堡泥瓦工做包工活事件[126]的具体情况下曾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社会民主党毫不迟疑地认为工贼行为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齿的无耻行为，即认为领导罢工和支援罢工是自己的切身事业，但是同时它又十分坚决地否定了把党的利益和行业工会的利益等同起来、要党对个别工会所采取的个别步骤承担责任的要求。党应当并且将力求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行业工会中去，使工会接受自己的影响，但是，正是为了这种影响，党应当把这些工会中完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和那些不十分自觉和政治上不十分积极的人区别开来，而不是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希望的那样，把他们混为一谈。

“……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第96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20页。——编者注］

 从这种引证中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同志是多么不合时宜地对我提醒说，革命家组织应当由广泛的工人组织围绕起来。我在《怎么办？》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更具体地发挥了这个思想。我在这封信中写道，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组织性，因为大工厂里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上在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觉悟程度和斗争能力方面更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工厂分委员会应当力求通过各种小组（或代办员）网掌握整个工厂，吸收尽量多的工人参加工作……所有的小组和分委员会等，都应当是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或分部。其中一些人将直接申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经委员会批准就成为党员，（受委员会委托或经委员会同意）担负一定的工作，保证服从党机关的指示，享有党员的权利，可以成为委员会委员的直接候选人，等等。另一些人将不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们是由党员建立的那些小组的成员，或者是与某个党小组接近的那些小组的成员，等等”（第17—18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0页和第12—13页。——编者注］

 。从我加上着重标记的地方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我的第1条条文的思想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已经充分表明了。那里直接指出了入党的条件：（1）一定程度的组织性；（2）由党委员会批准。在下一页，我又大致指出什么样的团体和组织，根据什么理由应当（或者不应当）吸收入党：“书刊投递员小组成员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应该认识一定数量的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研究职工劳动条件和拟订职工各种要求的小组，其成员不一定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大学生自学小组、军官自学小组和职员自学小组都有一两个党员参加，有时甚至根本不该让人知道他们是党员，等等。”（第18—19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3—14页。——编者注］



请看这又是一种可以说明“光明正大”问题的材料！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上的条文甚至完全没有讲到党对于各组织的关系，而我几乎在代表大会一年以前就已经指出，一些组织应该包括在党内，另一些组织不应该包括在党内。在《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已经很明确地提出我在代表大会上所辩护的那个思想。这一点可以具体表述如下。一般按照组织程度，尤其是按照秘密程度来说，各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革命家组织；（2）尽量广泛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我只说到工人阶级，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这里也包括其他阶级中的某些分子）。这两种组织就构成为党。其次，（3）靠近党的工人组织；（4）不靠近党，但是事实上服从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工人组织；（5）工人阶级中没有参加组织的分子，其中一部分——至少在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中——也是服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按照我的看法，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相反，按照马尔托夫同志的看法，党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因为“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试问，这种界限模糊有什么好处呢？可以使“称号”广泛散布。它的害处就是会产生一种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的瓦解组织的思想。

为了说明我们所提出的一般原理，我们还要粗略地看一看代表大会继续讨论党章第1条的情况。布鲁凯尔同志发言（这一点使马尔托夫同志感到满意）赞成我的条文，但是他和我的联盟是跟阿基莫夫同志和马尔托夫的联盟不同的，这只是出于误会。布鲁凯尔同志“不同意整个党章和它的整个精神”（第239页），而他拥护我的条文，是因为他把我的条文看成是《工人事业》的拥护者所希望的那种民主制的基础。布鲁凯尔同志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在政治斗争中有时不得不选择害处较少的办法；布鲁凯尔同志没有觉察到，在我们这样的代表大会上为民主制辩护，是徒劳无益的。阿基莫夫同志就比较精明了。他完全正确地提出问题，认为“马尔托夫同志和列宁同志争论的是哪一种〈条文〉更能达到他们的共同目的”（第252页）。他继续说：“我和布鲁凯尔，想挑选一个比较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条文。于是我就挑选了马尔托夫的条文。”阿基莫夫同志又坦率地解释说，他认为“他们的目的〈即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我三个人的目的——建立一个起领导作用的革命家组织〉是实现不了的，而且是有害的”；他象马尔丁诺夫同志 
［注：不过，马尔丁诺夫同志想同阿基莫夫同志区别开来，他想证明，密谋似乎不等于秘密，在这两个词的差别的后面掩盖着概念上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差别，无论马尔丁诺夫同志或者现在跟着他走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都没有加以说明。马尔丁诺夫同志“装出一副样子”，使人感到，似乎我，例如在《怎么办？》中，没有坚决（如在《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编者注）中那样）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成密谋”。马尔丁诺夫同志想使听众忘记一件事实，就是我当时所反对的那些人认为不需要革命家组织，正如阿基莫夫同志现在认为不需要这种组织一样。］

 一样，拥护经济派所谓不必有“革命家组织”的思想。他“完全相信，实际生活终究会闯进我们党组织中来，不管你们是用马尔托夫的条文还是用列宁的条文阻挡它的去路”。本来，这种“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我们没有在马尔托夫同志那里也看到这种观点的话。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次发言（第245页）一般讲来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值得详细分析一番。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一个理由是说：党组织对于不加入组织的党员的监督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委员会既然委托某人担负某种职务，就有可能考察它”（第245页）。这个论点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可以说是“道破了”马尔托夫的条文究竟是谁需要的，事实上是为谁效劳的：是为知识分子个人效劳呢，还是为工人团体和工人群众效劳。原来，马尔托夫的条文有可能作两种解释：（1）凡是在党的某一个组织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有权“宣布自己”（这是马尔托夫同志本人的话）是党员；（2）每一个党组织都有权承认凡是在它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是党员。只有第一种解释才真正有可能使“每一个罢工者”自称为党员，所以也只有这种解释才立刻得到了李伯尔们、阿基莫夫们以及马尔丁诺夫们的衷心拥护。但是，这种解释显然是一句空话，因为这样就会把整个工人阶级都包括进去，从而抹杀党和阶级之间的区别；所谓监督和领导“每一个罢工者”，那只能是“象征性地”谈一谈。正因为如此，马尔托夫同志在第二次发言时立刻就倒向第二种解释（不过，顺便说一下，这种解释被代表大会直接否决了，因为代表大会否决了科斯季奇的决议案[127]，第255页），即认为委员会将委托人们担负各种职务并考察其执行情况。这种专门职务当然从来不会委托给工人群众，不会委托给数以千计的无产者（即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丁诺夫同志所说的那些无产者〉，而恰恰是常常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提起的大学教授，委托给李伯尔同志和波波夫同志所关心的中学生（第241页），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第二次发言中所提到的革命青年（第242页）。总之，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要么是一纸空文和空洞的辞藻，要么就多半是而且几乎完全是有利于那些“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不愿意加入组织的“知识分子”。马尔托夫的条文在口头上是维护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利益的，但是事实上却是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效劳。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可以参看一下考茨基论述知识分子的一些著名论文）；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不如无产阶级的地方；这就是使无产阶级常常感觉到的知识分子意志消沉、动摇不定的一个原因；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最后，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人恰恰必须拿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做例子，也不是偶然的！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并不象马尔丁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位同志所想的那样，是坚决主张广泛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人反对坚决主张搞激进密谋组织的人，而是拥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人同拥护无产阶级组织和纪律的人发生了冲突。

波波夫同志说：“在彼得堡，也象在尼古拉耶夫或敖德萨一样，据这些城市的代表说，到处都有数以十计的散发书刊和进行口头鼓动的工人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可以把他们编到组织里面，但是不能看作组织中的成员。”（第241页）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呢？这始终是波波夫同志的一个秘密。上面我引了《给一位同志的信》中的一段话，正是说明把所有这些工人（是数以百计，而不是数以十计）编到组织里面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其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组织能够而且应当包括在党内。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个理由是说：“列宁认为党内除了党组织以外，再也不能有其他什么组织……”完全对啊！……“反之，我却认为这样的组织应当存在。实际生活在十分迅速地建立和繁殖这些组织，以致我们来不及把它们一一纳入我们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组织的体系……”这个说法在两方面都是不正确的：（1）“实际生活”繁殖真正干练的革命家组织，要比我们所需要的，要比工人运动所要求的少得多；（2）我们党应当是一个不仅包括革命家组织而且包括许许多多工人组织在内的体系……“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只会批准那些在原则方面完全可靠的组织为党的组织。可是，布鲁凯尔同志清楚地了解，实际生活〈原文如此！〉一定会显示自己的力量，中央委员会为了不致把许多组织抛在党外，就会不管它们是不是完全可靠而一概批准；因此，布鲁凯尔同志也就附和了列宁的意见……”请看，这真是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当然，如果中央委员会一定要由一些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见而是按照别人的意见行事的人（见组委会事件）组成，那“实际生活”就真正会“显示自己的力量”，就是说，党内最落后的分子就会占上风（现在由于党内存在着由落后分子组成的“少数派”，情况正是如此）。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理由能迫使一个干练的中央委员会把那些“不可靠的”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马尔托夫同志拿“实际生活”“繁殖”不可靠的分子作借口，正好十分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组织计划的机会主义性质！……他继续说：“而我认为，如果这样的组织〈不完全可靠的组织〉同意接受党纲，接受党的监督，我们可以把它吸收入党，但并不因此就把它变成党的组织。例如，如果某个‘独立派’协会决定接受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党纲，并加入党，那我就会认为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胜利，然而这还不是说，我们就把这个协会编入党组织中了……”请看，马尔托夫的条文竟混乱到什么程度：加入党的非党组织！请看一看他的公式吧：党＝（1）革命家组织，+（2）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3）没有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多半是“独立派”组织），+（4）执行各种任务的个人，如大学教授、中学生等等，+（5）“每一个罢工者”。可以同这个出色的计划相媲美的只有李伯尔同志的下面一段话：“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要建立一个组织〈！！〉，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党。”（第241页）是的，当然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到这一点，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建立一些组织”的废话，而是向党员直接提出要求，要他们切实地从事建立组织的工作。说是“建立一个党”，而又拥护用“党”这个词来掩盖一切无组织性和一切涣散状态，那就是说空话。

马尔托夫同志说：“我们的条文是表示一种想使革命家组织和群众之间有一系列组织的意图。”恰恰不是这样。马尔托夫的条文恰恰不是表示这种真正必要的意图，因为它并不是促使大家组织起来，不是要求大家组织起来，不是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区分开来。它只是给大家一个称号 
［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一个令人好笑的论据来为自己的条文辩护。他说：“我们可以指出，列宁的条文按字面意义来了解，是把中央代办员置于党外。因为这些代办员并不组成一个组织。”（第59页）这个论据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曾受到嘲笑，这一点从记录上可以看出来。马尔托夫同志以为他所指出的“困难”，只有中央代办员加入“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才能够解决。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马尔托夫同志所引用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他完全不了解党章第1条的思想，表明那种纯粹咬文嚼字的批评方式确实值得嘲笑。从形式上说，只要成立一个“中央代办员组织”，起草一个把这个组织编到党内来的决议，那个使马尔托夫同志大伤脑筋的“困难”就会立刻消失。而我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的思想是要促使大家“组织起来！”，是要保证实在的监督和领导。从实质上看，中央代办员应不应当包括在党内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可笑的。因为对他们的实在的监督，由于他们被任命为代办员，由于他们被留在代办员的职位上，已经有了完全的和绝对的保证。所以，这里根本谈不上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混为一谈（而这正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错误的根源）。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所以要不得，就是因为它使每一个人，使每一个机会主义者，每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每一个“大学教授”和每一个“中学生”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这就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阿基里斯之踵[128]，而马尔托夫同志却枉费心机地企图掩饰这个致命弱点，举了一些根本谈不上什么自封为党员、自行宣布为党员的例子。］

 。说到这里，不能不回想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过的一段话：“无论用什么命令都不能禁止它们〈革命青年小组等等〉以及个别人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十足的真理！〉，甚至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这就大错特错了！禁止人家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词直接表示的只是一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一定的组织关系。当个别小组和个别人危害党的事业，败坏和瓦解党的组织时，禁止这些小组和个人“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是可以而且应该的。如果党竟不能“用命令禁止”小组“自认为是”整体的“一部分”，那么说党是个整体，是个政治单位，就太可笑了！如果这样，那又何必规定开除党籍的手续和条件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显然已经把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甚至把这个错误发挥成机会主义理论，因为他补充说：“按照列宁的条文，党章第1条是直接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实质〈！！〉及其任务根本矛盾的。”（第243页）这恰恰等于说：对党提出的要求高于对阶级的要求，是同无产阶级任务的实质根本矛盾的。怪不得阿基莫夫要竭力拥护这样的理论。

必须公正地指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现在想把这个显然有机会主义倾向的错误条文变成新观点的种子，但是他当时在代表大会上倒是表示愿意“磋商”，他说：“但是我发觉，我原来敲的是敞开的大门”（我在新《火星报》上也发觉了这一点），“因为列宁同志及其被认为是党的一部分的外层小组表示赞同我的要求。”（不仅外层小组，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人联合会：参看记录第242页斯特拉霍夫同志的发言，以及上面从《怎么办？》和《给一位同志的信》里摘录的一些话）“剩下的还有个别人。但是在这里也是可以磋商的。”我当时回答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一般说来，我并不反对磋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

 ，但是我现在应当解释一下，这句话究竟是指什么而言。正是关于个别人，关于所有这些大学教授和中学生等等，我是最不同意作什么让步的。但是，如果引起怀疑的是工人组织问题，那我就会同意（虽然上面我已经证明，这种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给我的第1条条文加上这样一个附注：“凡是接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和党章的工人组织，应当尽量列入党组织。”当然，严格说来，党章应当以法律式的定义为限，这种愿望不适于在党章中规定，而只适于在解释性的注解中、在小册子中加以说明（我已经指出，还在党章制定之前很久，我就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作过这样的解释了）；但是，这样的附注至少丝毫不会有什么可能导致瓦解组织的错误思想，丝毫不会有马尔托夫条文中显然包含的机会主义的论断 
［注：在企图论证马尔托夫的条文时必然涌现出来的这些论断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一段话（第248页和第346页），他说：“机会主义是由一些比党章某一条文更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或者说：由更深刻的原因决定的〉，——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二者的相对发展水平引起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党章条文能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造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愈深刻，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因此，以机会主义有“深刻的原因”作理由来为向机会主义敞开大门的条文辩护，那就是十足的尾巴主义。当托洛茨基同志还在反对李伯尔同志时，他了解党章是整体对部分、先进部队对落后部队所表示的“有组织的不信任”；而当托洛茨基同志站到李伯尔同志方面时，他却忘记了这一点，甚至用“复杂的原因”、“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等等，为我们在组织这种不信任（对机会主义的不信任）方面所表现的软弱和动摇辩护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另一个论据是说：“已有某种组织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更容易自行列入〈黑体是我用的〉党员名单的。”正是这样。所以，有知识分子模糊不清的毛病的，正是那个甚至容许无组织的分子自行宣布为党员的条文，而不是我的绝对不许人们“自行列入”名单的条文。托洛茨基同志说，中央委员会“不承认”机会主义者的组织，只是因为注意到这些人的性质，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的政治面貌，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可以用全党抵制的办法把他们驱逐出去。这一点只有在必须把某人驱逐出党的情况下才是对的（而且只是对了一半，因为有组织的党不是用抵制的办法而是用表决的办法实行驱逐的）。这一点在很多日常情况下，即在只需要实行监督而绝对不能实行驱逐时，是完全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为了实行监督，可以有意把某一个虽然不完全可靠，但有工作能力的组织在一定条件下接纳到党内来，以便考验它，试图把它引上正确道路，用自己的领导来克服它的局部的偏向，等等。如果根本不允许“自行列入”党员名单，那么这样的接纳是没有危险的。为了能使人公开地和负责地，即在有监督的条件下表达（并讨论）其错误观点和错误策略，这样的接纳往往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说法律式的定义应当适合事实上的关系，那么列宁同志的条文就应当被否决。”——托洛茨基同志这样说，但这又是机会主义者的说法。事实上的关系并不是死的，而是有生气的和不断发展的。法律式的定义能适合这些关系的进步发展，但是也能（如果这些定义是坏定义的话）“适合”退化或停滞。后一种情况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的“情况”。］

 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

我加了引号的最后一个说法，是巴甫洛维奇同志的。他当时很公正地把承认“不负责任的和自行列名入党的分子”是党员的主张看作无政府主义。巴甫洛维奇同志向李伯尔同志解释我的条文时说，“如果翻译成普通话”，——这个条文就是说：“既然你想做一个党员，就应当也承认组织关系，而且不只是抽象地承认。”这种“翻译”虽然很简单，但是它不仅对于那些各种各样可疑的大学教授和中学生，而且对于最真实的党员，对于上层人物，都不是多余的（正如代表大会以后的事件证明的那样）……巴甫洛维奇同志同样公正地指出，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是同马尔托夫同志引证得很不恰当的那个不容争辩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相抵触的。“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此，要“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么……那么，总罢工就不会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那么我们的党就会立刻一下子包括整个工人阶级，因而也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为了真正成为自觉的表现者，党应当善于造成一种能保证有相当的觉悟水平并不断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巴甫洛维奇同志说：“按照马尔托夫的道路走去，首先就要删掉关于承认党纲的条文，因为要接受党纲，就必须领会和了解这个党纲……承认党纲是要有相当高的政治觉悟水平才能做到的。”我们从来不容许用任何要求（领会、了解等等）来人为地限制人们支持社会民主党以及参加它所领导的斗争，因为单是参加斗争这一事实本身就能提高觉悟性和组织本能，但是，既然我们结成一个党，以便进行有计划的工作，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保证这种计划性。

巴甫洛维奇同志关于党纲问题的警告看来不是多余的，这在同一次会议过程中就立即显示出来了。保证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得以通过 
［注：投票赞成这个条文的有28票，反对的有22票。八个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我。假如没有机会主义者的帮忙，马尔托夫同志就不能使自己的机会主义条文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毫无成效地企图驳倒这件不成问题的事实，不知为什么只指出崩得分子的票数，而把阿基莫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忘记了，确切些说，只有在这一点可以作为攻击我的证据——布鲁凯尔同志同意我的条文——时，才想起这些人。）］

 的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立刻就暴露出自己的真正本性，他们要求（第254—255页）对于党纲也只要（为了取得“党员资格”）抽象地加以承认，即只承认它的“基本原理”就行了。巴甫洛维奇同志指出：“阿基莫夫同志的提议，从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可惜，我们从记录中看不出究竟有多少票赞成阿基莫夫的这个提议，——大概不少于七票（五个崩得分子，再加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正因为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所以原先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形成的“紧密的多数派”（反火星派分子、“中派”和马尔托夫分子）结果变成了紧密的少数派！正因为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主张批准旧编辑部的提议才遭到了失败，《火星报》办报的“继承性”才受到这种似乎惊人的破坏！这奇异的七个人竟是《火星报》的“继承性”的唯一救星和保证，而这七个人就是崩得分子以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也就是说，正是那些对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理由投过反对票的代表，而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曾经由代表大会肯定地指出过几十次了，并且是由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讨论关于缓和第一条有关党纲的提法问题时就肯定地指出过的。反火星派分子捍卫《火星报》的“继承性”！——这就是代表大会以后展开的一出悲喜剧的开端。



※　　　　　※　　　　　※

表决党章第1条条文时形成的派别划分，也跟语言平等事件暴露的情况完全相同：由于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有四分之一（大概数目）的票数脱离出去，结果就使“中派”所追随的反火星派有可能取得胜利。当然，这里也有个别的票数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在象我们代表大会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会议上，必然有一部分“野”票偶然地有时跑到这方有时跑到那方，尤其是在讨论党章第1条这样的问题时情况是这样，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的实质还刚刚显露出来，许多人简直还来不及把问题弄清楚（因为这个问题预先没有在书刊上探讨过）。从火星派多数派方面跑出去五票（各有两票表决权的鲁索夫和卡尔斯基以及有一票表决权的连斯基）；同时，又有一个反火星派分子（布鲁凯尔）和三个中派分子（梅德维捷夫、叶戈罗夫和察廖夫）归附到火星派多数派方面；结果多数派共有23票（24-5+4），比后来进行选举时最终形成的派别划分少一票。反火星派分子使马尔托夫取得了多数，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我（“中派”方面也有七票赞成马尔托夫，三票赞成我）。火星派少数派和反火星派以及“中派”的联盟——即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和在代表大会以后组成的紧密的少数派的那个联盟——开始形成起来。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提出党章第1条条文时，特别是在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无疑是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迈进了一步的政治错误，由于有代表大会这样一个自由的公开的舞台，立刻和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具体表现就是，最不坚定的和最不坚持原则的分子马上发动了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扩大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中出现的裂缝，或者说缺口。在组织方面公开追求不同目的（见阿基莫夫的发言）的人们共同参加代表大会的事实，立刻就推动了在原则上反对我们的组织计划和反对我们的章程的人去支持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也仍然忠实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的火星派分子竟成了少数。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因为谁如果没有弄清楚这件事实，谁就根本无法了解由于争论党章的细节问题而发生的斗争，也无法了解由于争论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生的斗争。








（十）无辜被加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人

在谈党章问题继续讨论的情况以前，必须讲一下《火星报》组织在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几次非正式会议，以便说明我们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分歧。这四次会议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正是在表决了党章第1条以后举行的，所以，《火星报》组织在这次会议上发生的分裂，无论在时间上或者在逻辑上都是以后斗争的先声。

《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 
［注：为了避免陷入无法解决的争论，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对于这些非正式会议上的情况的说明，已经是尽量简单了。基本的事实已经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4页）中叙述过了。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答复》中并没有对这些基本事实表示异议。］

 是在组委会事件（它是挑起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可能的候选人问题的导火线）以后不久召开的。不言而喻，由于限权委托书被取消，这几次会议只具有协商性质，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作用，但是这几次会议的意义毕竟是很大的。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在许多代表看来是个很大的难题，因为他们既不知道秘密名字，也不知道《火星报》组织的内部工作情况，虽然这个组织造成了党在事实上的统一，并且实现了成为正式承认《火星报》的理由之一的对于实际运动的领导。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当火星派分子团结一致的时候，他们完全有保证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五分之三的大多数，全体代表都很了解这一点。所有的火星派分子正是期望《火星报》组织提出一个关于中央委员会一定人选的名单，并且《火星报》组织中没有一个人有一句话表示反对预先在这个组织中讨论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没有一个人提到要批准组委会全体委员，即把它变成中央委员会，甚至没有提到要同组委会全体委员协商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问题。这个情况也非常重要，而且十分值得重视，因为现在马尔托夫分子事后热心拥护组委会，这不过是千百次地证明自己在政治上没有气节而已。 
［注：请仔细想象一下这幅“风俗画”吧：《火星报》组织的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同《火星报》组织协商过，并且甚至连提也没有提到要同组委会协商。而当他自己在这个组织内以及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之后，他却对组委会没有被批准一事表示惋惜，事后赞扬组委会，并傲慢地漠视给他代表委托书的那个组织！我敢说，这样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和真正的工人政党的历史中都是找不出来的。］

 当中央机关人选问题引起的分裂还没有使马尔托夫和阿基莫夫团结起来的时候，代表大会上所有的人都清楚认识到一个事实——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从代表大会的记录和《火星报》的全部历史中都很容易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即组委会主要是一个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是一个有意吸收各种色彩的代表（直到崩得为止）组成的委员会；而实际建立党的组织统一工作，则完全由《火星报》组织来担负（同时必须指出，有几个火星派的组委会委员没有出席代表大会，完全是偶然的，有的是由于被捕，有的是由于其他种种“客观”情况）。参加代表大会的《火星报》组织成员已由巴甫洛维奇同志在他的小册子中列举过了（见他的《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信》第13页）[129]。

《火星报》组织内部激烈辩论的最终结果，就是我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引证过的两次表决。第一次表决是“以9票对4票3票弃权否决了马尔托夫所支持的候选人之一”。《火星报》组织所有出席代表大会的16个成员一致同意讨论关于可能的候选人问题，并以多数票否决了马尔托夫同志所提出的候选人之一（这个候选人就是现在马尔托夫同志自己也忍不住将其泄漏出来的施泰因同志，《戒严状态》第69页）——这不是最简单最自然的事情吗？要知道，我们聚集起来举行党代表大会，正是为了讨论和解决究竟把“指挥棒”交给谁掌握的问题，而我们全体党员的义务就是要极认真地对待议程上的这一项，正如鲁索夫同志后来十分公正指出的那样，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事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庸人的温情”出发。当然，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候选人问题时，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和小型的会议上，不能不涉及到某些个人品质，不能不表示自己是赞成还是不赞成。 
［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伤心地抱怨，说我表示不赞成时的态度过于激烈，但是他没有觉察到，从他的抱怨里得出了对他自己不利的结论。列宁当时的举动——用他的说法——狂暴（同盟记录第63页）。真的。他使劲把门关了一下。不错。他的行为（在《火星报》组织的第二次或第三次会议上）使当时在场的人感到愤慨。这是实情。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是我在各个争论问题的实质方面的论据是有说服力的，而且已经为代表大会的进程所证实。其实，既然《火星报》组织的16个成员中毕竟有9个赞成我的立场，那么，显而易见，虽然态度激烈，哪怕态度激烈，人们还是赞成我的。这就是说，如果不是“态度激烈”，当时站到我这方面的人也许比9个还要多呢。也就是说，当时我的论据和事实必须胜过人们的“愤慨”，而终于得到克服的这种“愤慨”愈大，这些论据和事实也就显得愈有说服力。］

 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警告过：把不赞成候选人看作一种“侮辱”（同盟记录第49页），是很荒谬的；由于人家直接履行党员的义务即自觉地慎重地选择负责人员就“吵闹”和大发歇斯底里，是很荒谬的。可是当时我们的少数派却为此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开始叫嚷什么“破坏名誉”（同盟记录第70页），并在报刊上向广大读者说施泰因同志是旧组委会的“主要人物”，无辜被人指责有“什么险恶的计谋”（《戒严状态》第69页）。你看，在是否赞成候选人的问题上叫嚷什么“破坏名誉”，这难道不是歇斯底里吗？有人在《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上以及在党的正式的最高会议即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以后，就在街头公众面前抱怨，并把落选的候选人当作“主要人物”推荐给可尊敬的公众；有人后来竟用闹分裂和要求增补的办法来要挟党接受他们的候选人，这难道不是无谓争吵吗？我们在国外沉闷的气氛中，政治概念竟然混淆到如此程度，以致马尔托夫同志连什么是党员义务，什么是小组习气和私人关系也分辨不清！主张候选人问题只适合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和解决，据说这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开会首先就是要讨论重要的原则问题；参加代表大会的是运动的代表，他们能够大公无私地对待人选问题，能够（而且应当）为了投票表决而要求和收集有关候选人的一切材料；在代表大会上为指挥棒问题而发生的一定的争论本来是自然的和必要的。现在我们这里，代替这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观点而形成了另外一种风气：我们可以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信口开河，说伊万·伊万内奇在政治上被埋葬了，伊万·尼基佛罗维奇的名誉被破坏了等等；候选人将由一些著作家在小册子里大加渲染，这些著作家装出一副伪善面孔，拍着胸脯说这不是小组而是党……一些喜欢看热闹的读者就会如获至宝地欢迎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说什么据马尔托夫本人说，某某人曾是组委会的主要人物。 
［注：我也在《火星报》组织里提出过一个中央委员会候选人，而且也象马尔托夫一样没有能使这个候选人当选，对于这个候选人，我本来也能说一下他在代表大会以前和在代表大会初期有过什么杰出事迹证明他的良好的声誉。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这位同志很有自尊心，决不会让任何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在报刊上提出他的候选资格，或者抱怨什么政治上被埋葬，名誉被破坏等等。］

 这些读者要比粗暴机械地根据多数通过决议的代表大会这类形式主义的机关有更大的本事去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的，在国外还有许多充满了无谓争吵的奥吉亚斯的牛圈[130]需要我们真正的党的工作人员去打扫！




《火星报》组织举行的另一次表决，是“以10票对2票4票弃权通过了五人名单（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根据我的提议，这个名单中包括了一个非火星派领袖和一个火星派少数派领袖” 
［注：见本卷第93页。——编者注］

 。这次表决非常重要，因为它明显而不容争辩地证明，后来在无谓争吵的气氛中产生的那些谰言，说什么我们想把非火星派驱逐出党或者除掉，说什么多数派只是通过代表大会半数从半数里选出的等等，是毫无根据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所引证的这次表决情况表明，我们不但没有把非火星派分子从党内排除出去，甚至没有把他们从中央委员会内排除出去，而是让我们的对手占了一个相当大的少数。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们想占多数，当这个小小的愿望实现不了时，他们就大吵大闹，根本拒绝参加中央机关。事实真相就是如此，同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中所说的截然相反，从下面一封信里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封信是我们火星派多数派（在七个人退出代表大会以后成了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在代表大会通过党章第1条以后不久从《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那里收到的（必须指出，我所说的那次《火星报》组织的会议是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以后，《火星报》组织事实上已经瓦解了，因此双方都力图说服代表大会的其余代表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这封信的原文如下：


　　“我们听了索罗金和萨布林娜两位代表关于编辑部和‘劳动解放社’的多数愿意参加（某一天
［注：据我计算（见本卷第496页。——编者注），这封信指的日期是星期二。会议是在星期二晚上，即在代表大会第28次会议以后举行的。这种时间上的考证很重要。它证据确凿地驳斥了马尔托夫同志的说法，即所谓我们的分离是由于中央机关的组成问题而不是由于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引起的。它证据确凿地证明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和在《给编辑部的信》里的说明是正确的。在代表大会第28次会议以后，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大谈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却只字不提在总委员会人选或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上的分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第25、26、27次会议上曾经争论过）。］

 的）会议问题的解释，同时我们又在这两位代表的帮助下查明，在上一次会议上宣读过一个似乎是由我们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被人用来对我们的整个政治立场作了不正确的估计；同时我们注意到，第一，人们丝毫没有试图查一查来源就认定这个名单是我们提出的；第二，这种情况和公开加在《火星报》编辑部以及‘劳动解放社’多数身上的机会主义罪名无疑是有联系的；第三，我们十分了解这个罪名是同改变《火星报》编辑部成员的一个完全确定的计划有联系的，因此，我们认为：对我们作的关于不让参加会议的原因的解释是不能使我们满意的，而不愿意让我们参加会议就是证明不愿意让我们有可能消除上述莫须有的罪名。至于我们彼此能不能协商提出一个共同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问题，我们声明：我们可以当作协商基础接受的唯一名单就是波波夫、托洛茨基、格列博夫三个人，同时我们着重指出这个名单是一个妥协性的名单，因为我们把格列博夫同志列入这个名单只是为了向多数派的愿望表示让步，因为我们在代表大会上认清格列博夫同志的作用以后，我们不认为格列博夫同志具备中央委员会候选人所应具备的条件。

同时，我们要着重指出的一点就是，我们参加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问题的谈判一事，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问题毫无关系，因为我们决不同意就这个问题（编辑部成员问题）进行任何谈判。



　　代表各同志署名的

　　　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



从这一封确切反映出争论双方的情绪和争论情况的信中，可以明白看出当时发生分裂的“核心”及其真实原因。《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虽然不愿同意多数派的意见，而宁愿在代表大会上自由地进行鼓动（他们当然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但是他们还是力争多数派的“代表”允许他们参加非正式会议！当然，这种滑稽的要求在我们的会议上（这封信当然是在会议上宣读过的）只能使人发笑和感到惊异，至于他们因“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大叫大闹，几乎是大发歇斯底里，那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嘲笑了。但是，我们首先还是逐条剖析一下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那些伤心的抱怨吧。

他们说：有人不正确地认为名单是他们提出的；有人不正确地估计了他们的政治立场。但是，马尔托夫自己也承认（同盟记录第64页），我并不怀疑他说这个名单不是他提出的一语的真实性。一般说来，名单究竟是谁提出的，这个问题在这里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名单究竟是由火星派分子中某个人或者是由“中派”中某个人拟订的等等，那是根本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完全由现在的少数派分子构成的这个名单曾在代表大会上传阅过，尽管只是作为一种设想或假设而传阅的。最后，最重要的是，马尔托夫同志当时在代表大会上曾经拼命表示拒绝这个名单，要是放到现在，他一定会表示欢迎。请看，在两个月以内他就由高喊“可耻的谣言”一变而为要挟党把这个似乎可耻的名单中开列的候选人接纳到中央机关去，——这种变化最明显不过地证明他对于人物和对于色彩的评价是多么不坚定啊！ 
［注：当我们听到关于古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事件的消息时，上面所写的这些话已经付排了。关于这次事件，我们将在本书附录中专门加以分析。（见本卷第416—425页。——编者注）］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这个名单，“意味着我们以及‘南方工人’社同崩得在政治上结成联盟，即达成直接的协定”（第64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第一，崩得永远不会同意达成一个关于没有一个崩得分子在内的名单的“协定”；第二，当时不仅同崩得，而且同“南方工人”社，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直接的协定（当时在马尔托夫看来这是可耻的）。当时的问题恰恰不是协定，而是联盟，不是马尔托夫同志缔结过什么协定，而是那些在代表大会前半期曾遭到马尔托夫同志反对，后来却抓住马尔托夫同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错误加以利用的反火星派分子和动摇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支持马尔托夫同志。我上面引用的信就确凿地证明，他们“委屈”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人家公开地给他们加上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些曾经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而现在马尔托夫同志不管我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如何提醒仍然竭力回避的“罪名”，可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普列汉诺夫直截了当地说，党章第1条的问题是把“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和我们“分开”的问题，我提出的草案是防止这些人钻进党内的壁垒，“单是这一个理由就应该使所有反对机会主义的人投票拥护”这个草案（代表大会记录第246页）。这些强有力的话尽管由我把语气　缓和了一些（第250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0页。——编者注］

 ，还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在鲁索夫（第247页）、托洛茨基（第248页）和阿基莫夫（第253页）等同志的发言中有明显的表现。在我们“议会”的“走廊”里，大家都热烈地评论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论点，并在党章第1条问题的无数争论过程中对它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我们那些亲爱的同志不但不从实质上来辩护，反而可笑地感到委屈，直到用书面抱怨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

那种充满小组习气和非常缺乏党性而经受不起吹来一点当众公开争论的新鲜空气的心理，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这正是俄罗斯人所熟悉的心理，这种心理用一句古老的格言来说就是：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人们已经习惯于在一小群亲密伙伴的小圈子里生活，因此一旦在自由的公开的舞台上由自己负责发表言论，就手足无措了。给别人加上机会主义的罪名，给谁？给“劳动解放社”，而且是给该社的多数人加上这种罪名，——可以想见，这是多么可怕！或者是为了这个洗不掉的侮辱而造成党内分裂，或者是用恢复小圈子的“继承性”来遮盖这种“家丑”——这就是上面那封信里已经相当明确地提出的两种办法。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和小组习气的心理同在党面前公开发表意见的要求发生了冲突。你能设想在德国党内会有抱怨，“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样一种荒谬现象，这样一种无谓争吵吗！在那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早已使人抛弃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脆弱性。例如，对李卜克内西是任何人都十分尊敬的，但是，李卜克内西在1895年代表大会上在土地问题上非常糟糕地同露骨的机会主义者福尔马尔及其同伙站到一起去了，因而被人“公开加上机会主义罪名”（和倍倍尔一起）[131]，如果他因此而抱怨起来，人们该会怎样地嗤笑他啊！李卜克内西的名字同德国工人运动史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不是因为李卜克内西在这样一个比较小的局部问题上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尽管他犯了这样的错误，这种联系还是不会被否定的。同样，不管斗争多么激烈，比方说，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名字现在而且将来永远会受到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尊敬，但这并不是因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拥护过机会主义的思想，也不是因为他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过旧的无政府主义的谬论，尽管他拥护过这种思想，提出过这种谬论，他的名字还是受人尊敬的。只有迷恋最落后的小组习气及其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的逻辑的人，才会因“‘劳动解放社’多数人被加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大发歇斯底里，掀起无谓争吵和制造党内分裂。

这种可怕的罪名的另一个根据同前一个根据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第63页）力图回避和抹杀这个事件的一个方面）。这个根据就是反火星派分子和动摇分子同马尔托夫同志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已经表现出来的联盟。自然，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和反火星派分子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缔结什么直接的协定或间接的协定，而且谁也没有怀疑他缔结过什么协定：这不过是他自己由于害怕而产生的想法罢了。但是，那些显然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人在他周围组成一个愈加坚实“紧密的”多数派（现在只是由于有七个代表“偶然地”退出代表大会才变成了少数派），这一事实正暴露了他所犯的错误的政治意义。对于这个“联盟”，我们在讨论党章第1条以后当然也立刻公开地在代表大会上（见上面引用的巴甫洛维奇同志的评语，代表大会记录第255页）以及在《火星报》组织中指出过（我记得，普列汉诺夫曾特别指出过这一点）。这正象蔡特金在1895年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人提出的意见和嘲笑一样：“ES　tut　mir　in　der　seele　weh，daβ　ich　dich　in　der　Gesellschaft　seh’”（我看见你〈即倍倍尔〉落在这样一伙人中间〈即与福尔马尔及其伙伴在一起〉，感到非常痛心）[132]。说也奇怪，当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人并没有歇斯底里地向考茨基和蔡特金写过什么关于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信……

关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问题，这封信表明，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中说他们当时还没有最后拒绝同我们协商，这话说错了，——这再一次说明，在政治斗争中不查对文件而企图靠记忆来重述谈话，是多么不妥当。其实，“少数派”当时是那样谦逊，竟然向“多数派”提出最后通牒：让“少数派”出两个人而“多数派”出一个人（作为妥协办法，并且只是为了表示让步！）。这真是怪事，但这是事实。这件事实清楚地表明，现在散布谰言，说什么“多数派”通过代表大会半数只选出这个半数的代表，是多么荒唐。恰恰相反：马尔托夫分子只是为了表示让步才主张让我们在三个席位中占一个席位，也就是打算在我们不同意这个奇特的“让步”时完全选出他们自己的人！我们在自己的非正式会议上嘲笑过马尔托夫分子的这种谦逊态度，并给自己拟订了一个名单：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他后来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以及波波夫。我们随后（也是在24人的非正式会议上）用瓦西里耶夫同志（他后来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代替波波夫同志，只是因为波波夫同志拒绝列入我们提出的名单，起初他在私人谈话中表示拒绝，后来又在代表大会上公开表示拒绝（第338页）。

事实真相就是如此。

谦逊的“少数派”本来有一种想占多数席位的谦逊的愿望。当这种谦逊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时，“少数派”就公然完全表示拒绝，并开始无理取闹。但是现在竟有人煞有介事地大谈什么“多数派”“不肯让步”！

“少数派”出马上阵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的时候，曾向“多数派”提出可笑的最后通牒。当我们的英雄遭到失败的时候，就号啕大哭，叫喊起戒严状态来了。这就是全部情况。

给我们加上蓄意改变编辑部成员这一可怕的罪名，我们（在24人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也是一笑置之，因为大家从代表大会刚一开始，甚至早在代表大会以前，就很清楚地知道以选举原先预定的三人小组来改组编辑部的计划（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讲到代表大会选举编辑部的情况时还要详细说明）。“少数派”看到它同反火星派的联盟就是明显地证明这个计划的正确性以后，被这个计划吓得目瞪口呆，这并不使我们觉得奇怪，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们当然不能严肃看待那种要我们不经过代表大会上的斗争就自愿变成少数派的提议，我们当然不能严肃看待整个那封信，因为那封信的作者气愤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以致说起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来了。我们深信党员的义务感很快就会战胜那种想要“泄愤出气”的自然愿望。


（十一）继续讨论党章。总委员会的组成

党章以后各条所引起的争论多半是关于细节问题的，很少涉及到组织原则。代表大会第24次会议完全是讨论选派代表出席党代表大会的问题，当时坚决而明确地反对全体火星派的共同计划的又只有崩得分子（戈尔德布拉特和李伯尔，第258—259页）以及阿基莫夫同志，后者以值得称赞的坦率精神承认他在代表大会上起的作用，他说：“我每次说话都完全意识到，我所提出的论据不会影响同志，反而会危害我所拥护的那个条文。”（第261页）这一段中肯的意见紧接在讨论党章第1条以后来讲是特别恰当的；只是“反而”一词在这里用得不完全正确，因为阿基莫夫同志不仅善于危害一定的条文，还因此而善于“影响同志”……即影响某些爱好机会主义空谈的很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

总之，党章第3条——规定选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条件——是在7票弃权的情况下由多数通过的（第263页），弃权的显然都是一些反火星派分子。

关于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争论占了代表大会第25次会议的大部分时间，这次争论暴露了在许多不同的草案周围形成的非常零散的派别划分。阿布拉姆松和察廖夫根本反对成立总委员会的计划。帕宁硬想使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纯粹的仲裁法庭，因此他始终一贯地提议把那些规定总委员会是最高机关以及总委员会可以由它的任何两个委员召集会议的词句删掉。 
［注：斯塔罗韦尔同志显然也倾向于帕宁同志的观点，不同的只是后者知道他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始终一贯地提出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纯粹仲裁性的调解机关的决议案；斯塔罗韦尔同志虽然说总委员会按草案规定“只应该根据双方的愿望”（第266页）召集，但是他并不知道他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他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

 赫尔茨和鲁索夫坚持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来组成总委员会，以补充章程委员会五个委员所提出的三种方法。

争论的问题首先归结为确定总委员会的任务：是仲裁法庭呢还是党的最高机关？我已经说过，一贯赞成前一种意见的有帕宁同志。但是他只是一个人。马尔托夫同志坚决反对这个意见，他说：“我提议否决那种主张把‘总委员会是最高机关’一语删掉的建议，因为我们的条文〈即我们在章程委员会内一致同意的关于总委员会任务的条文〉正是想使总委员会有可能发展成为全党最高机关。我们认为，总委员会不只是一个调解机关。”但是按照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总委员会的组成完全符合“调解机关”或仲裁法庭的性质：两个中央机关各选派两个委员，第五个委员由这四个人来聘请。别说这样的总委员会组成，就是按照鲁索夫同志和赫尔茨同志提议的由代表大会通过的总委员会组成（第五个委员由代表大会任命），也只符合调解或仲裁的目的。总委员会的这种组成和它应该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的使命是根本矛盾的。党的最高机关在组成方面应该固定不变，而不应该受中央机关组成的偶然（有时是由于被破坏）变动的影响。最高机关应该同党代表大会有直接的联系，从代表大会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权，而不是从其他两个服从于代表大会的党机关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权。最高机关应该由党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组成。最后，最高机关组成的方式不应该使它本身的存在取决于偶然情况：在两个委员会对于选举第五个委员的问题意见不一致时，党就会处于没有最高机关的境地！反驳这个意见的人说：（1）当五个委员中有一个委员弃权，而其余四个委员又形成二对二时，结果也是没有出路的（叶戈罗夫语）。这种反驳意见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无法通过决定是任何一个委员会有时都免不了的，但是这完全不是说委员会就无法组成。第二种反驳意见说：“如果象总委员会这样的机关不能选出第五个委员，这就说明这个机关根本不中用。”（查苏利奇语）然而，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中用不中用，而在于最高机关存在不存在：没有第五个委员就不会有什么总委员会，就不会有任何“机关”，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中用不中用。最后，如果问题在于无法建立一个在自身之上还有上级委员会的党委员会，那倒还好办，因为这个上级委员会在非常情况下随时可以用某种方法来弥补这个缺陷。而在总委员会上面，除了代表大会以外，没有任何委员会了，因此，如果在党章内留下一种使总委员会甚至无法组成的可能性，那就显然不合乎逻辑了。

我在代表大会上对于这个问题所作的两次简短的发言，只是为了剖析（第267页和第269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4页。——编者注］

 马尔托夫本人以及其他同志用来替马尔托夫草案辩护的这两个不正确的反驳意见。至于总委员会中究竟是中央机关报占优势，还是中央委员会占优势的问题，我甚至没有提到过。这个问题是阿基莫夫同志还在代表大会第14次会议上就提到的（第157页），是他首先谈到中央机关报有占优势的危险。至于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其他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制造蛊惑人心的谬论，说“多数派”想把中央委员会变成编辑部的工具等，那只不过是步阿基莫夫的后尘而已。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谈到这个问题时，竟谦虚得不提真正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谁只要不是断章取义地摘引个别词句，而是想了解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的整个问题在党代表大会上是如何提出来的，他就会很容易地发现马尔托夫同志歪曲了事实真相。还在第14次会议上，不是别人，正是波波夫同志起来反驳阿基莫夫同志的观点，说他想“在党的最高层维护‘最严格的集中制’，以便削弱中央机关报的影响〈第154页，黑体是我用的〉，这样的〈阿基莫夫式的〉体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波波夫同志补充说：“对于这样的集中制，我不仅不拥护，并且要大力反对，因为它是机会主义的旗帜。”这就是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这一轰动一时的问题的根源，怪不得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只好对这个问题的真实起源避而不谈。甚至波波夫同志也不能不发现阿基莫夫这些所谓中央机关报占优势的论调中所包含的机会主义性质 
［注：无论波波夫同志或马尔托夫同志都没有害怕把阿基莫夫同志称为机会主义者，只是当人们对他们本人使用这个称呼，当人们由于“语言平等”问题或党章第1条问题而公正地对他们使用这个称呼时，他们才生了气，发了火。然而阿基莫夫同志（跟着他走的是马尔托充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的行动要比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行动更庄重而有勇气些。阿基莫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说：“在这里，人们把我称为机会主义者；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骂人的侮辱性的字眼，并且我认为这样称呼我是完全不应该的；但是我并不抗议这一点。”（第296页）也许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曾向阿基莫夫同志建议在他们为反对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提出的抗议书上签名，但是被阿基莫夫同志拒绝了吧？］

 ，而且为了把自己和阿基莫夫同志好好地区分开来，波波夫同志断然声明：“让这个中央机关〈总委员会〉由编辑部出三人和中央委员会出两人来组成吧。这是个次要的问题〈黑体是我用的〉，重要的是党的最高领导要出自一个来源。”（第155页）阿基莫夫同志反驳说：“按照草案，由于编辑部的组成是固定的，而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是经常变化的，单是这一点就保障了中央机关报在总委员会中占优势”（第157页）——但这一论据所说的仅指原则领导的“固定性”（这是正常的、合乎愿望的现象），而决不是指有干涉或侵犯独立性意义上的“优势”。因此波波夫同志（他当时还不属于以所谓中央委员会没有独立性的谰言来掩盖其对中央机关的组成不满的“少数派”）很有道理地回答阿基莫夫同志说：“我提议把它〈总委员会〉当作全党的领导中心，这样，总委员会里面究竟是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占多数还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占多数，就完全不重要了。”（第157—158页。黑体是我用的）

在第25次会议重新讨论总委员会组成问题时，巴甫洛维奇同志继续原先的辩论，表示拥护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因为前者具有稳定性”（第264页），而他所指的正是原则的稳定性，紧接着在巴甫洛维奇同志之后发言的马尔托夫同志也正是这样理解的，马尔托夫同志在发言中认为不必“规定一个机关对另一个机关的优势”，并指出可以留一个中央委员在国外：“这样就能使中央委员会的原则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内保持下去。”（第264页）这里还丝毫没有把关于原则的稳定性以及保持这种稳定性的问题和关于保持中央委员会独立自主性的问题蛊惑人心地混淆起来。这种混淆手法，在代表大会以后几乎成了马尔托夫同志的主要法宝，而在代表大会上只有阿基莫夫同志一人顽强地使用过，阿基莫夫同志当时还说到“党章的阿拉克切耶夫精神”（第268页），说到“如果党总委员会中有三个委员是中央机关报的，那么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只是编辑部意志的执行者〈黑体是我用的〉。三个住在国外的人就会取得无限制地〈！！〉处理全〈！！〉党工作的权利。他们在安全方面是有保证的，因此他们的权力就会是终身的。”（第268页）为了反驳这些十分荒谬的蛊惑人心的说法，这些把思想领导曲解为干涉全党工作的说法（这种说法在代表大会以后给了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一个廉价的口号来大谈所谓“神权政治”[133]），巴甫洛维奇同志又起来发言，着重声明他“拥护《火星报》所代表的那些原则的坚定性和纯洁性。我主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占优势，就是为了巩固这些原则”（268页）。

所谓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这一轰动一时的问题的真相就是如此。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位同志指出这一有名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无非是重复阿基莫夫同志的那些机会主义的和蛊惑人心的词句而已，这些词句的本质，连波波夫同志也看得很清楚，当然只是在他还没有在中央机关组成问题上遭到失败以前才看得很清楚！


※　　　　　※　　　　　※

关于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总结是：不管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中怎样企图证明我在《给编辑部的信》中的说法有矛盾和不正确，代表大会的记录清楚地表明，这个问题和党章第1条比较起来确实只是细节问题；《我们的代表大会》一文（《火星报》第53号）说当时我们争论的“几乎只是”关于党中央机关的建立问题，这完全是歪曲。这种歪曲所以更加令人不能容忍，是因为该文作者完全回避了党章第1条的争论。其次，火星派分子在总委员会组成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派别划分，这一点也可以拿代表大会的记录来证实：没有举行过记名投票；马尔托夫和帕宁的意见不一致；我和波波夫的意见相同；叶戈罗夫和古谢夫两人坚持自己的立场，等等。最后，我最近（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认为马尔托夫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的联盟已经巩固起来，这一论断也可以由现在大家都看得清楚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转到阿基莫夫同志方面去的事实来证实。


（十二）党章讨论的结束。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工人事业》代表的退出

谈到党章的继续讨论（代表大会第26次会议），值得指出的只有关于限制中央委员会权力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分子现在攻击过分集中制的用意。叶戈罗夫同志和波波夫同志力图限制集中制，而且信心更足，不以他们自己的候选资格或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为转移。他们早在章程委员会里就已经提议要限制中央委员会的权利：解散地方委员会必须得到总委员会的同意并且限于特别列举出的情况（第272页，注释1）。章程委员会中有三个委员（格列博夫、马尔托夫和我）反对这种限制，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也曾拥护我们的意见（第273页），并反驳叶戈罗夫和波波夫，他说：“即使没有这些限制，中央委员会在决定象解散组织这样的重大步骤时也会预先讨论的。”可见，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对于一切反集中制的企图还是不加理采的，结果代表大会否决了叶戈罗夫和波波夫的提议，——可惜只是我们不能从记录上查明究竟是多少票否决的。

在党代表大会上，马尔托夫同志也曾“反对以‘批准’一词来代替‘组织’一词〈党章第6条说：中央委员会组织各委员会等等〉。必须也给以组织的权利。”马尔托夫同志当时是这样说的，那时他还没有想出后来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才发现的那个绝妙的思想，即认为“批准”不包括在“组织”这个概念以内。

除了这两点以外，其余关于党章第5条至第11条的讨论完全是细节的辩论（记录第273…276页），没有多大意思。第12条是关于所有党委员会成员的增补，特别是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的问题。章程委员会提议把增补所必要的法定多数从2/3提到4/5。报告人（格列博夫）提议：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补需要一致通过。叶戈罗夫同志认为留下一些疙瘩是不恰当的，主张在没有人提出理由充分的异议时只要简单多数通过就可以了。波波夫同志既不同意章程委员会的意见，也不同意叶戈罗夫同志的意见，而要求要么是简单多数通过（没有提出异议权），要么是一致通过。马尔托夫同志既不同意章程委员会的意见，也不同意格列博夫、叶戈罗夫以及波波夫的意见，表示反对一致通过，反对4/5（赞诚2/3），反对“相互增补”，即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有对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补提出异议的权利，反之亦然（“对增补进行相互监督的权利”）。

读者可以看出，这里派别划分是很复杂的，意见分歧表现在几乎每一个代表的看法都“一致”具有自己的特点！

马尔托夫同志说：“我承认，同所厌恶的人一起工作从心理上说是不行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使我们的组织有生命力和活动能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在增补方面相互监督的权利是不需要的。我所以反对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们相互对对方的工作没有权利说话。不！例如，关于是否应该把纳杰日丁先生接收到中央委员会里的问题，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是可以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很好的建议的。我所以反对，是因为我不愿意造成一种互相激怒的拖延。”

我反驳他说：“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法定多数的问题，我反对从4/5减到2/3的提议。采用提出说明理由的异议这种做法是欠考虑的，我反对这样做。第二个问题，即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对增补进行相互监督的权利问题，要重要得多。两个中央机关的相互一致，是保证协调的必要条件。这里谈的是两个中央机关不协调的问题。谁不愿意分裂，他就应该关心维持协调。从党的生活中可以知道，曾经有过一些制造分裂的人。这是个原则问题，重要问题，它决定着党的整个未来的命运。”（第276—277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5页。——编者注］

 这就是在党代表大会记录中所载的我那次发言内容概要的全文，马尔托夫同志对于这次发言特别重视。可惜他虽然重视这次发言，但是他在提到这次发言时却不肯联系这次发言时的全部讨论情况和代表大会上的整个政治形势。

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在自己最初的草案中（第394页第11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39页。——编者注］

 仅以2/3的票数为限，而没有要求中央机关在成员增补问题上实行相互监督呢？继我以后发言的托洛茨基同志（第277页）也立刻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巴甫洛维奇同志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一封信，都对这个问题作了答复。党章第1条“把罐子打破了”，我们必须用“双结”把它捆好，——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这样说过。这就是说，第一，马尔托夫在纯理论问题上暴露出自己是个机会主义者，而李伯尔和阿基莫夫坚持了他所犯的错误。这就是说，第二，马尔托夫分子（即火星派中的区区少数）和反火星派分子的联盟使他们在通过中央机关的人选时成为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我强调协调的必要性并预先提醒要防备“制造分裂的人”，我在这里谈的正是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当时这种提醒确实有重要的原则意义，因为《火星报》组织（当然，它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是更有权威的组织，因为它最熟悉实际工作中的一切事务和所有候选人）已经表示了它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已经通过了我们都知道的关于它所顾虑的那些候选人的决议。无论就道义或就实质而言（即就作出决定的权限而言），《火星报》组织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都应该起决定作用。但是从形式上来说，马尔托夫同志当然有充分的权利请求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帮忙反对《火星报》组织的多数派。阿基莫夫同志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出色的发言中非常明白而聪明地说，每当他看到火星派分子中间在达到他们共同的火星派目的的方法上发生意见分歧时，他就自觉地、有意地投票赞成比较差的方法，因为他的目的是同火星派的目的针锋相对的。所以，毫无疑问，不管马尔托夫同志本身的愿望和意图如何，正是比较差的中央机关人选将会得到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的支持。他们可能会投票，他们一定会投票（不是根据他们的言论，而是根据他们的行为，根据他们对于党章第1条的投票情况来判断）赞成包括“制造分裂的人”在内的名单，并且他们投票的目的正是为了“制造分裂”。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说这是个重要原则问题（两个中央机关的协调），它可能关系到党的整个未来命运，这样说又有什么奇怪呢？

凡是稍微了解火星派的思想和计划，了解运动的历史，稍微有诚意赞成这些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一分钟也不会怀疑：由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来解决《火星报》组织内部对于中央机关人选问题的争论在形式上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一定会造成最坏的结果。我们一定要为防止这种最坏的结果而斗争。

试问：怎样进行斗争呢？我们进行斗争既不用歇斯底里的手段，也不用无理取闹的方法，而是用完全老老实实和完全正当的办法：当我们感觉到我们处在少数地位时（正如讨论党章第1条时那样），我们就请求代表大会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接受委员时采取更严格的法定多数（以4/5代替2/3），增补时采取一致同意和对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实行相互监督，——所有这些，当我们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处于少数地位时我们都曾加以坚持。有些人总是忽视这一事实，他们喜欢在一两次朋友间的谈话之后就轻率地对代表大会作评论和判断，却不肯认真研究一下全部记录和当事人的所有“证词”。凡是愿意诚实地把这些记录和这些证词拿来进行研究的人，必然会看到我所指出的这一事实：在代表大会当时的形势下，争论的根源正是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我们所以力求规定更严格的监督条件，正是因为我们处于少数地位，想用“双结捆好”马尔托夫在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的欣赏和欣然参加之下打破的“罐子”。

巴甫洛维奇同志讲到代表大会的当时形势时说：“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就只好认为，我们提出增补时需要一致同意这一条，就等于替对方操心，因为对于在某个机关中占多数的派别来说，一致同意不仅不必要，而且是不利的。”（《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信》第14页）可是，现在有人总是忘记事件发生的顺序，忘记现在的少数派在代表大会整个时期内都曾经是多数（由于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的参加），忘记关于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的争论正是发生在那个时期，并且这次争论的内在原因就是《火星报》组织内部因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发生意见分歧。谁弄清了这个情况，谁也就会懂得我们争论为什么这样激烈，谁也就不会对这样一个似乎矛盾的现象表示惊奇：一些细枝末节的意见分歧居然引起真正重要的原则问题。

捷依奇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第277页）说得很对，他说：“毫无疑问，这个建议是针对目前形势提出来的。”的确，只有了解当时形势的全部复杂性以后，才能了解争论的真正意义。同时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当我们处于少数地位时，我们总是用任何一个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合情合理的方法来维护少数的权利，即请求代表大会对中央机关人选进行更严格的监督。叶戈罗夫同志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不过是在另一次会议上——说得也很对，他说：“使我非常惊奇的是，我在辩论中又听到有人拿原则作借口。〈这是在代表大会第31次会议上谈到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时说的，就是说，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在星期四早晨说的，而我们现在所说的第26次会议则是在星期一晚上举行的。〉看来，大家都明白，在最后几天内，所有的争论都不是围绕某个原则问题，而只是围绕怎样保证或者阻止某人加入中央机关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原则早就丧失净尽了，我们应该如实地说出事实真相。（全场大笑。穆拉维约夫说：“请在记录中写上马尔托夫同志笑了。”）”（第337页）马尔托夫同志和我们大家听见叶戈罗夫同志这些确实可笑的抱怨都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不奇怪的。是的，“在最后几天内”，许许多多争论都围绕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这是事实。这在代表大会上确实是大家都清楚的（只是现在少数派力图抹杀这一明显的事实）。最后，应该如实地说出事实真相，这也是对的。可是，上帝啊，这究竟跟“原则丧失净尽”有什么相干呢？？要知道我们所以聚集在一起举行代表大会，是为了（见第10页，代表大会议程）在最初几天谈一谈纲领、策略、章程并解决有关的问题，在最后几天（议程第18—19项）谈一谈中央机关的人选并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把代表大会的最后几天用来就指挥棒问题进行争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是完完全全正当的。（至于在代表大会以后为指挥棒而吵架，那就是无谓争吵了。）如果谁在代表大会上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了失败（如叶戈罗夫同志那样），在这之后竟说什么“原则丧失净尽”，那简直令人可笑。难怪大家都嘲笑叶戈罗夫同志。同样也难怪穆拉维约夫同志请求把马尔托夫同志参与这一嘲笑写入记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嘲笑叶戈罗夫同志，就是自己嘲笑自己……

为了补充穆拉维约夫同志的讽刺，举出这样一件事实也许不是多余的。大家知道，在代表大会以后，马尔托夫同志到处扬言，说正是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中起了主要作用；说“旧编辑部中的多数”曾经激烈反对对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实行相互监督。在代表大会以前，马尔托夫同志在接受我提出的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以及根据三分之二的多数实行相互增补的草案时，曾把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写给我，他写道：“在接受这样的相互增补形式时，应当着重指出，在代表大会以后，每个委员会成员的补充都将按照稍微不同的另一种原则来实行（我的意见是：每个委员会在增补新委员时都要把自己的意图告诉给另一个委员会：后者可以提出异议，那时争论就由总委员会来解决。为了避免拖延，这种手续应当用于那些已经预先确定的候选人（至少对中央委员会来说应当这样做），拿这些候选人来补充，会更简便一些）。为了着重指出将来的增补应当按照将由党章规定的手续进行，必须在第22条 
［注：这是指全体代表都知道的我最初提出的那个大会议程草案以及草案说明。这个草案第22条说的正是关于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由这六人小组根据三分之二的多数实行“相互增补”，由代表大会批准这个相互增补以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分别进行增补的问题。］

 补充一句：‘……已经形成的决定也要由它批准’。”（黑体是我用的）

这是用不着说明的。




在说明了就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进行争论的当时形势的意义以后，我们应当稍微谈一下这个问题的表决情况；至于讨论情况就不必谈了，因为在我引用过两个发言（马尔托夫同志的和我的发言）以后，只有很少几个代表提出过一些简短的质问（记录第277—280页）。说到表决情况，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硬说我在自己的说明里作了“最大的歪曲”（同盟记录第60页），“把围绕党章进行的斗争〈马尔托夫同志无意中说了一句大实话：在党章第1条问题以后，激烈的争论正是围绕党章进行的〉描写成《火星报》对那些同崩得结成联盟的马尔托夫分子的斗争”。

让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个关于“最大的歪曲”的有趣问题吧。马尔托夫同志把关于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表决同关于增补问题的表决合在一起，举出了八次表决：（1）由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各选出两人参加总委员会——赞成的有27票（马），反对的有16票（列），弃权的有7票 
［注：括弧中“马”字和“列”字，是表示我（列）和马尔托夫（马）当时站在哪一方面。］

 （顺便说一下：在记录第270页上写的是，弃权的有8票，但这无关紧要）；（2）由代表大会选出总委员会的第五个委员——赞成的有23票（列），反对的有18票（马），弃权的有7票；（3）由总委员会自己增补新委员来代替总委员会的离职委员——反对的有23票（马），赞成的有16票（列），弃权的有12票；（4）增补中央委员会委员要取得一致同意——赞成的有25票（列），反对的有19票（马），弃权的有7票；（5）只要有一个能说明理由的异议就不能接受委员——赞成的有21票（列），反对的有19票（马），弃权的有11票；（6）增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要一致同意——赞成的有23票（列），反对的有21票（马），弃权的有7票；（7）可否把总委员会有权取消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关于不接受新成员的决定的问题提付表决——赞成的有25票（马），反对的有19票（列），弃权的有7票；（8）对于这个提议本身——赞成的有24票（马），反对的有23票（列），弃权的有4票。马尔托夫同志的结论是：“这里，显然有一位崩得代表投票拥护这个提议，其余的崩得代表弃权。”（黑体是我用的）（同盟记录第61页）

试问，当时没有实行记名投票，马尔托夫同志根据什么认为显然有一位崩得分子投票拥护他马尔托夫的主张呢？

原来是他注意到了表决人数，当表决人数表明崩得参加了投票时，马尔托夫同志就深信这种参加是有利于他的。

我的“最大的歪曲”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总共是51票，除去崩得分子是46票，再除去工人事业派分子是43票。马尔托夫同志列举的8次表决中的7次分别有43、41、39、44、40、44、44个代表参加，有一次是47个代表（确切些说，是47票）参加，马尔托夫同志本人在这里也承认有一个崩得分子支持他的主张。可见马尔托夫所描绘的（而且描绘得很不全面，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情景只是证实和加重我所描述的斗争情况！原来在很多场合弃权票的数字是很大的，这恰恰表明整个代表大会对于某些细节问题的兴趣是比较小的，火星派分子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发生十分明显的派别划分。马尔托夫所说的崩得分子“弃权显然是帮助了列宁”，一语（同盟记录第62页），恰恰是不利于马尔托夫本人的，因为这意味着只有在崩得分子缺席或者弃权时，我才有胜利的机会。但是每当崩得分子认为值得对斗争干预一下时，他们总是支持马尔托夫同志的，而他们这种干预又不只表现在上述有47个代表参加的那次表决中。谁愿意查一查代表大会的记录，谁就能看出马尔托夫同志所描绘的情景是出奇的不完备。马尔托夫同志干脆把崩得另外参加过的整整三次表决都漏掉了，而这三次表决结果当然都是使马尔托夫同志取得了胜利。这三次就是：（1）通过佛敏同志提出的把法定多数从4/5减为2/3的修正案。赞成的有27票，反对的有21票（第278页），就是说，有48票参加了表决。（2）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关于取消相互增补的提议。赞成的有26票，反对的有24票（第279页），就是说，有50票参加了表决。最后，（3）否决我所提的只有取得总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同意才能增补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提议（第280页）。反对的有27票，赞成的有22票（甚至是记名投票，可惜这些没有保存在记录中），就是说，有49票参加了表决。

总结：对于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崩得分子只参加四次表决（有三次是我刚才列举过的，分别有48、50、49人参加，还有一次是马尔托夫同志列举过的，有47人参加）。所有这四次表决的结果，都是马尔托夫同志取得了胜利。可见我的叙述在各方面都是正确的，无论是在指出马尔托夫分子和崩得的联盟方面，无论是在说明问题的比较细节的性质（在许多场合都有很多人弃权）方面，也无论是在指出火星派分子没有明显的派别划分（没有举行记名投票；参加讨论的人数很少）方面。

马尔托夫同志想在我的叙述中找矛盾，不过是一种不高明的手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只是抓住只言片语，却不肯花点气力把全部情景重述出来。




党章中最后关于国外组织问题的一条，又引起了充分表明代表大会上派别划分情况的讨论和表决。当时谈的是承认同盟是我们党的国外组织的问题。阿基莫夫同志当然马上表示反对，他提醒注意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批准的国外联合会，并指出这个问题的原则意义。他说：“我首先应当声明，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得到这样还是那样的解决有什么特殊的实际意义。直到现在我们党内进行的思想斗争显然还没有完结；但是它会在另一些方面和另一种力量配置下继续下去……党章第13条再次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把我们的代表大会由党的大会变为派别大会的倾向。有人要代表大会消灭少数派的组织，迫使少数派消失，而不是迫使俄国所有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党的统一而服从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把所有的党组织统一起来。”（第281页）读者可以看出，对于马尔托夫同志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以后所十分珍爱的“继承性”，阿基莫夫同志也同样十分珍爱。但是，在代表大会上，那些对自己用一个尺度而对别人用另一个尺度的人却起来猛烈地反对阿基莫夫同志。虽然党纲已被通过，《火星报》已被承认，党章几乎全部被通过了，但是恰恰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在原则上”把同盟和联合会分开的“原则”。马尔托夫同志高声喊道，“如果阿基莫夫同志想把问题提到原则的基础上，那我们一点也不反对；特别是因为阿基莫夫同志说到在同两个派别斗争时的各种可能的组合。所以要认可一种方针的胜利〈请注意，这是在代表大会第27次会议上说的！〉并不是要向《火星报》再一次鞠躬致敬，而是要同阿基莫夫同志提到的一切可能的组合彻底鞠躬告别。”（第282页，黑体是我用的）

请看这幅图画吧：在代表大会上关于纲领问题的一切争论已经完结以后，马尔托夫同志还在继续同一切可能的组合彻底鞠躬告别……直到他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为止！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就同他在代表大会以后第二天就顺利实现的那种可能的“组合”“彻底鞠躬告别”了。但是，阿基莫夫同志在当时就已经比马尔托夫同志有远见得多；阿基莫夫同志援引了“根据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意志被称为委员会的一个老的党组织”五年来的工作，最后并以一句非常尖刻而又确有先见之明的警句作为结束：“至于说马尔托夫同志认为我希望我们党内产生另外一种派别是白费心思，那我应当说，甚至他本人都使我抱着这种希望。”（第283页，黑体是我用的）

是的，应当承认，马尔托夫同志确实没有辜负阿基莫夫同志的希望！

当一个可以算是做过三年工作的老的党委员会的“继承性”遭到破坏时，马尔托夫同志深信阿基莫夫同志的话正确而跟着他走了。阿基莫夫同志取得胜利没有花多大的代价。

但是，在代表大会上拥护——而且一贯拥护——阿基莫夫同志的只有马尔丁诺夫同志、布鲁凯尔同志和崩得分子（8票）。作为“中派”真正领袖的叶戈罗夫同志采取了中庸之道：请看，他赞成火星派分子的意见，对他们表示“同情”（第282页），并且为了证明这种同情而建议（第283页）要完全回避当时已经提出的原则问题，避而不谈同盟和联合会。他的提议以27票对15票被否决了。显然，除了反火星派分子（8票）以外，几乎所有的“中派”分子（10票）都同叶戈罗夫同志一起投票拥护这个提议（投票总数是42票，可见有许多人是弃权的，或者是缺席的，象进行既没有意思而结果又是毫无疑义的表决时常常发生的那种情况）。每当要切实地实行《火星报》的原则时，立刻就暴露出“中派”的所谓“同情”原来只是口头上的，而拥护我们的只有30票或者稍微多一点。对鲁索夫的提议（承认同盟为唯一的国外组织）举行的辩论和表决，更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已经直接采取了原则的立场，拥护这一立场的就有李伯尔和叶戈罗夫两位同志，他们说鲁索夫同志的提议被提付表决是不能允许的，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提议是要扼杀其余一切国外组织”（叶戈罗夫语）。发言人不愿意参加“扼杀这些组织”，所以他不仅拒绝表决，并且退出了会场。但是我们要替这位“中派”首领说一句公道话：他表现了比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要大十倍的坚定信念（对自己的错误原则）和政治勇气，他并不只是在事关自己那个已在公开斗争中遭到失败的小组时才维护“被扼杀的”组织。

鲁索夫同志的提议以27票对15票认为可以交付表决，然后又以25票对17票获得通过。如果把没有参加表决的叶戈罗夫同志加到这17票中，那就是反火星派分子和“中派”的全班人马（18票）。

党章第13条关于国外组织的全文，只是以31票对12票6票弃权通过的。31票这个数目表明，代表大会上大约有多少火星派分子，就是说大约有多少人一贯坚持并且切实执行《火星报》的观点，——这个数目，我们在分析代表大会的表决情况时已经碰到过不下6次（关于崩得问题的地位，组委会事件，“南方工人”社的解散，关于土地纲领的两次表决）。而马尔托夫同志却硬要我们相信，把这样一个“狭隘的”火星派集团划分出来是毫无根据的！

同时还要指出，在通过党章第13条时，就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位同志声明“拒绝参加表决”进行了非常值得注意的讨论（第288页）。当时大会主席团讨论了这个声明，并且完全合理地认为，即使把联合会干脆封闭也不能使联合会的代表有任何理由拒绝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拒绝参加表决是根本反常的和绝对不能容许的，——这就是当时整个代表大会同主席团一致的看法，其中也有火星派少数派分子，他们在第28次会议上还激烈地抨击他们自己后来在第31次会议上所干的事情！当马尔丁诺夫同志为自己的声明辩护时（第291页），巴甫洛维奇、托洛茨基、卡尔斯基和马尔托夫全都起来反对他。马尔托夫同志特别清楚地认识到心怀不满的少数派的义务（在他自己还没有成为少数派以前！），并且就这个问题大有教益地讲了一通。他指着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位同志高声说：“或者你们是代表大会的成员，那你们就应该参加大会的一切工作〈黑体是我用的；当时马尔托夫同志还没有觉得少数服从多数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或者你们不是代表大会的成员，那你们就不能留在会场上……联合会的代表们的声明使我不得不提出两个问题：他们是不是党员，他们是不是代表大会的成员？”（第292页）

马尔托夫同志教训阿基莫夫同志要懂得党员的义务！可是，阿基莫夫同志说他对马尔托夫同志抱着希望，这也没有白说……不过这种希望只能是在马尔托夫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以后才得以实现。当问题还没有涉及到他自己而只涉及到别人时，马尔托夫同志甚至对马尔丁诺夫同志首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使用的“非常法”这一吓唬人的字眼，是根本充耳不闻的。马尔丁诺夫同志回答那些劝他收回本人声明的人说：“我们听到的解释并没有说清楚，究竟这是个原则的决定呢，还是用来对付联合会的一种非常办法。如果是一种非常办法，我们就认为这是对联合会的一种侮辱。叶戈罗夫同志也同我们一样感到这是用来对付联合会的非常法〈黑体是我用的〉，所以甚至退出了会场。”（第295页）当时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同普列汉诺夫一起，都坚决反对把代表大会表决结果看作一种侮辱的荒谬思想，反对这种确实荒谬的思想；托洛茨基同志在维护代表大会根据他的提议通过的决议（决议说：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位同志可以认为自己已经十分满意）时说，“这个决议是原则性的而不是庸俗的，至于有谁因为这个决议而感到委屈，那不关我们的事。”（第296页）但是，事实很快就说明，小组习气和庸俗观念在我们党内还非常厉害，而我加上了着重标记的这些豪言壮语只不过是一些响亮的空话而已。

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同志拒绝收回自己的声明，并退出了代表大会，对他们的这种行动，大会代表们喊道：“真是莫明其妙！”


（十三）选举。代表大会的结束

代表大会在通过党章以后，接着又通过了关于各区组织的决议以及好几个关于党内个别组织的决议，在进行了我在上面分析过的关于“南方工人”社的富有教益的讨论以后，跟着就讨论党中央机关的选举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当时整个代表大会都期待《火星报》组织作出权威性的推荐，但是《火星报》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因为《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想试验一下，他们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公开的自由的斗争能否取得多数。同时我们还知道，早在召开代表大会很久以前以及在代表大会上，所有代表都知道有一个革新编辑部的计划，即准备选出两个三人小组作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为了阐明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下面我们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计划。

我在代表大会议程草案说明中讲述了这个计划，原文如下 
［注：见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5页和同盟记录第53页。］

 ：“代表大会选出三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选出三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必要时，这六个人在一起，经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以增补的办法补充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并向代表大会作出相应的报告。代表大会批准这个报告以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再分别进行增补。”

这里十分肯定而明确地说明了这个计划的内容，就是要在最有威信的实际工作领导者的参加之下革新编辑部。我所指出的这个计划的两个特点，是每一个愿意稍微留心阅读上述说明的人立刻就可以看出的。可是，现在就连最粗浅的道理也必须加以解释。这个计划就是要革新编辑部，不一定是增加，也不一定是缩减编辑部成员人数，而是加以革新，因为可能增加或可能缩减的问题还是一个悬案：增补只是预定在必要时才实行。人们对革新问题提出种种设想，有的预计可以把编辑部成员人数缩减，有的则主张增加到7个人（我本人从来就认为七人小组比六人小组好得多），甚至增加到11个人（我认为如果同所有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特别是同崩得以及波兰社会民主党实行和平联合，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主张“三人小组”的人通常忽略的一个最主要之点，就是要求中央委员会委员参加解决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将来的增补问题。“少数派”方面所有身为本组织成员并出席代表大会的同志，都知道而且拥护这个计划（有些人曾特别表示赞同，有些人则默许），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肯费点气力说明一下这种要求的意义。第一，为什么正是把三人小组并且仅仅把三人小组作为革新编辑部的出发点呢？显然，如果提出这个计划的用意完全是或者主要是扩大编委会 
［注：这里所说的编委会和几人小组都是指《火星报》编辑部。——编者注］

 ，如果大家认为这个编委会是个真正“协调的”集体，那么这个计划就根本没有什么意思了。在扩大一个“协调的”编委会时，不以这个编委会的全体成员为出发点，而只以其中一部分成员为出发点，那就未免太奇怪了。显然，并不是编委会的全体成员都被认为完全适于讨论和解决革新编委会的组成问题，即把旧的编辑小组变成党机关的问题。显然，甚至那些自己想用扩大的办法进行革新的人也承认原来的组成是不协调的，是不符合党机关的理想的，否则就没有必要为了扩大六人小组而先把它缩减为三人小组了。我再重复一遍：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只是由于“个人意气”把问题一时弄模糊了，人们才忘记了这一点。

第二，从上面引用的那段说明可以看出，即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三个成员一致同意，也还不能扩大三人小组。这一点也是常常被忽略的。为了实行增补，必须六个人中有三分之二的票数，即4票表示同意；就是说，只要中央委员会三个当选的委员提出“异议”，三人小组就根本不能扩大。相反，即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三个成员中有两个人反对实行增补，只要中央委员会三个委员都同意，增补还是可以进行。所以很明显，当时的用意是，要让代表大会所选出的那些做实际工作的领导者在把旧的小组变成党机关时有表决权。至于我们当时大致提出的是哪些同志，从以下事实便可以看出来：编辑部在代表大会以前曾一致选举巴甫洛维奇同志为编辑部中的第七个成员，使他在代表大会上必要时可以用编辑部名义表示意见；除了巴甫洛维奇同志以外，还有后来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火星报》组织的一个老成员兼组委会委员被提名为第七个委员。[134]

可见，选出两个三人小组的计划显然是打算：（1）革新编辑部，（2）消除编辑部中某些与党的机关不相称的旧的小组习气的特点（假如没有什么可消除的，那就根本不必想出最初的三人小组了！），最后，（3）消除著作家小组的“神权”特点（消除的办法就是吸收优秀的实际工作者参加解决扩大三人小组的问题）。这个由全体编辑看过的计划，显然是根据三年来的工作经验，并完全符合我们一贯奉行的革命组织的原则的：在《火星报》问世的那个涣散时代，各个团体经常偶然地自发地形成起来，必然带有一些有害的小组习气。要建立党就需要消除这些特点，要求消除这些特点；吸收一些优秀的实际工作者参加这项工作是必要的，因为有些编辑部成员一向负责组织方面的事务，编辑部加入党机关系统不应当只是一个著作家小组，而应当是一个政治领导者小组。至于让代表大会选举最初的三人小组，这从《火星报》的一贯政策来看，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十分慎重地筹备了代表大会，等待大家充分弄清楚纲领、策略和组织方面发生争论的原则问题；我们并不怀疑代表大会将是火星主义的代表大会，即绝大多数代表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将是意见一致的（承认《火星报》为领导机关报的决议也部分地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应当让那些担负了传播《火星报》思想并准备把《火星报》变成政党这一切工作重担的同志自己去决定，究竟谁是最适合参加新的党机关的候选人。正是因为“两个三人小组”计划是理所当然的计划，正是因为这个计划完全符合《火星报》的全部政策，完全符合比较了解问题的人关于《火星报》所知道的一切，所以这个计划才得到大家的赞同，而没有人提出任何别的计划同它抗衡。

所以，鲁索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首先提议选出两个三人小组。虽然马尔托夫曾用书面通知我们，说这个计划同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有联系，但是那些拥护马尔托夫的人却连想也没有想到要把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问题的争论转到这个罪名是否正确的问题上。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提到这一点！他们中间谁也没有勇气多少谈一谈同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有关的各种色彩的原则区别。他们宁愿采用更流行更廉价的手法——求助于抱怨，说什么可能受到委屈，借口编辑部问题已经由于任命《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而得到解决。这后一个由柯尔佐夫同志为反对鲁索夫同志而提出的论据，简直是瞎说。在代表大会议程上规定了——当然不是偶然规定的——两个单独项目（见记录第10页）：第4项是“党中央机关报”，第18项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是第一。第二，在任命《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时，全体代表都坚决声明说这不是批准编辑部而只是批准方针 
［注：见记录第140页。阿基莫夫发言说：“……据说我们将把中央机关报选举问题留到最后去谈”；穆拉维约夫发言反驳阿基莫夫，说阿基莫夫“对于未来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问题太关心”（第141页）；巴甫洛维奇发言说：我们任命了机关报，也就得到了“我们能够用来实行阿基莫夫同志如此关心的那些手术的具体材料”，至于《火星报》应当“服从”“党的决议”，那是毫无疑问的（第142页）；托洛茨基发言说：“既然我们不是批准编辑部，那么我们究竟是批准《火星报》的什么东西呢？……我们不是批准名称，而是批准方针……不是批准名称，而是批准旗帜”（第142页）；马尔丁诺夫发言说：“……我也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认为我们现在讨论承认代表一定方针的《火星报》为我们中央机关报的问题时，不应当涉及到选举方法或批准其编辑部的问题；这个问题留待以后议程的适当场合再谈……”（第143页）］

 ，谁也没有对这个声明提出过异议。

因此，认为代表大会批准一定的机关报其实就是批准编辑部这一说法，即少数派方面（柯尔佐夫，第321页，波萨多夫斯基，同上页，波波夫，第322页，以及其他许多人）重复过许多次的说法，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这是谁都看得清楚的手法，这种手法是要把他们背弃大家在还能真正公正地看待中央机关人选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这种行为掩盖起来。这种背弃行为决不能用原则性理由来辩护（因为在代表大会上提起“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问题对少数派是很不利的，所以他们也就没有提起这一点），也不能拿有关六人小组或三人小组的实际工作能力的事实材料作借口（因为一涉及这些材料，就会有一大堆反对少数派的证据）。所以他们只好用所谓“严密的整体”、“协调的集体”、“严密的如结晶般完整的整体”等空话来搪塞。难怪这些论据立刻就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为“抱怨的话”（第328页）。三人小组计划本身就清楚地证明不够“协调”，而代表们在一个多月的共同工作中得到的印象，显然又给他们提供了大批可以独立判断问题的材料。当波萨多夫斯基同志暗示到这种材料时（在他看来这是说话不慎和考虑不周的结果：见第321页和第325页，他说他是“有条件地”使用了“疙瘩”一词），穆拉维约夫同志就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现在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已经十分明白，这样的 
［注：波萨多夫斯基同志指的究竟是什么“疙瘩”，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始终不知道。穆拉维约夫同志却在同一次会议上（第322页）提出抗议，说人家把他的思想转述错了，后来在批准记录时他又直截了当地声明，说他“所讲的是在代表大会讨论各种问题时暴露出来的疙瘩，这是原则性的疙瘩，遗憾的是，目前这些疙瘩的存在已经是谁也不会否认的事实了”（第353页）。］

 疙瘩无疑是存在的。”（第321页）当时少数派宁愿把“疙瘩”一词（第一次使用这个词的不是穆拉维约夫而是波萨多夫斯基）了解为仅仅是涉及个人的东西，不敢接受穆拉维约夫同志的挑战，不敢根据问题实质提出任何一种论据为六人小组辩护。于是发生了一场毫无结果的、十分可笑的争论：多数派（以穆拉维约夫同志为代言人）说他们十分了解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的真正意义，而少数派根本不听这一点，硬说“我们没有可能进行分析”。多数派不仅认为可能进行分析，而且已经“进行了分析”，并且说这种分析的结果已使他们看得十分明白。少数派大概是害怕分析，所以只是用一些“抱怨的话”来掩饰自己。多数派要人们“注意到，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不只是个著作家小组”，多数派“希望，主持中央机关报的都是一些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符合我所说的那些要求的人物”（那些要求不只是对著作家提出的，第327页，朗格同志的发言）。少数派又不敢接受挑战，一字不提他们究竟认为谁适合参加不只是个著作家小组的编辑部，究竟谁是“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少数派仍旧拿所谓“协调性”作护身符。不但如此，少数派甚至拿一些原则上根本错误、因而受到应得的尖锐抨击的理由作论据，说什么“代表大会既没有道义权利，也没有政治权利来改变编辑部”（托洛茨基，第326页）；说什么“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原文如此！〉问题”（也是他说的）；说什么“那些落选的编辑部成员应当怎样对待代表大会不愿意把他们留在编辑部的事实呢？”（察廖夫，第324页） 
［注：参看波萨多夫斯基同志的发言：“……如果你们从旧编辑部六个人当中选出三个人，那么你们就是认为其余三个人都是不必要的，是多余的。而你们这样做，既没有权利，也没有根据。”］



这样的理由已经把问题完全转到抱怨和委屈方面了，这就是公开承认他们在真正原则的论证上，在真正政治的论证上陷于破产。多数派立刻就用一个恰如其分的字眼来形容这种做法：庸俗观念（鲁索夫同志）。鲁索夫同志公正地指出：“这样一些同党的工作概念截然相反，同党的道德概念不能相容的奇谈怪论，居然出自某些革命家之口。反对选举三人小组的一些人所持的基本理由，可归结为以纯粹庸人的观点看待党的事业。〈黑体全是我用的〉我们如果持这种不是党性的而是庸人的观点，那么我们在每次选举时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选举甲而选举乙，甲会不会感到委屈呢；如果我们不选举组委会的某个委员而选举另一个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位组委会委员会不会感到委屈呢。同志们，这会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呢？如果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说些相互捧场的话，不是为了表示庸人的温情，而是为了建立党，那么我们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这样的观点。我们的问题是要选出负责人员，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对某个落选者不信任的问题，而只是看对事业是不是有利和当选人是不是适合他当选后所担任的职务的问题。”（第325页）

我们建议每一个愿意独立研究党内分裂的原因并探讨在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的根源的人，都把鲁索夫同志的发言反复读上几遍；对于鲁索夫同志提出的理由，少数派不仅没有推翻，而且也没有提出过异议。对这样一个基本的起码的道理本来是提不出异议的；鲁索夫同志自己很公正地指出，人们忘记了这个道理只是由于“神经过敏”。这样来说明少数派怎样从党性观点滚到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观点，使少数派感到的不愉快确实是最少的了 
［注：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同他对于所涉及的其他问题的态度一样。他并没有费点气力说明一下这次争论情况的全貌。他悄悄地回避了这次争论中提出来的唯一的真正原则问题：是讲庸人的温情呢，还是选举负责人员？是坚持党性观点呢，还是怕伊万·伊万内奇受委屈？马尔托夫同志在这里也只限于从整个事件中引用一些个别的、没有联系的片段情况，并且还加上许多谩骂我的话。马尔托夫同志，这样恐怕不太够吧！马尔托夫同志特别拿来同我纠缠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代表大会没有选举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斯塔罗韦尔三位同志。他所持的那种庸俗观念使他看不到这个问题多么不体面（为什么他不去质问他编辑部的同事普列汉诺夫同志呢？）。他认为我的话有矛盾，说我一面认为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对待六人小组问题的行为“不恰当”，同时又要求全党公论。其实这里没有矛盾，马尔托夫同志如果愿意费点气力把问题的全部情况作一个联贯的叙述，而不是截取一些片断情况，那么他自己也不难了解到这一点。用庸俗观念对待问题，求助于抱怨，诉说委屈，这是不恰当的；为了全党公论，必须从实质上评价六人小组比三人小组究竟有什么优越的地方，评价担当这些职务的候选人，评价各种色彩，但是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一切。马尔托夫同志只要仔细研究一下记录，就会看到代表们在发言中提出一系列反对六人小组的理由。请看这些发言中的几段话吧：第一，旧的六人小组中间显然有原则性的疙瘩；第二，最好把编辑工作的技术手续简化一下；第三，事业的利益要高于庸人的温情；只有实行选举才可以保证当选人适合他们所担任的职务；第四，决不能限制代表大会的选举自由；第五，党现在所需要的中央机关报不应当只是著作家小组，中央机关报内需要的不仅仅是著作家，而且是管理人；第六，进入中央机关报的应当是完全确定的、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第七，六人编委会往往没有工作能力，它的工作并不是靠它的不正常的章程进行的，而是不顾这个章程；第八，办报是党的（而不是小组的）事业，等等。如果马尔托夫同志对于六人小组没有当选的原因很感兴趣，那么就请他细心考虑一下这些理由中的每一条理由，并驳倒其中的任何一条吧。］

 。

可是，少数派根本无法找出一条合理的切实的理由来反对选举，所以他们除了把庸俗观念加进党的事业中去，还公然采取了一种简直是无理取闹的手段。例如，波波夫同志劝穆拉维约夫同志“不要接受棘手的委托”（第322页），他这种手段不是只能称为无理取闹吗？这不正如同索罗金同志公正地指出的那样是“笼络人心”吗？（第328页）这不正是在找不出政治理由时想利用“个人意气”吗？索罗金同志所说“我们一向反对这种手段”一语，说得是不是正确呢？“难道捷依奇同志公然企图对那些不同意他的意见的同志给以当众侮辱的行为是可以容许的吗？” 
［注：索罗金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就是这样理解捷依奇同志的话的（参看第324页——“同奥尔洛夫的激烈对话”）。捷依奇同志解释说（第351页），他“根本没有讲过类似的话”，但他自己又立刻承认他讲过非常“类似的话”。捷依奇同志解释说，“我没有说过看谁敢这样做，而只是说：我很想看一看究竟是哪些人敢〈原文如此！捷依奇同志愈说愈糟了！〉拥护象选举三人小组这样罪恶的〈原文如此！〉提议”（第351页）。捷依奇同志不是驳倒而是证实了索罗金同志的话。捷依奇同志证实了索罗金同志的责难：“这里把所有的概念都混淆了”（在少数派拥护六人小组的理由方面）。捷依奇同志证实了索罗金同志提醒大家要记住一个起码的道理——“我们既是党员，就应当处处以政治上的考虑为依据”是完全必要的。叫嚷实行选举是罪恶行为，这不仅是堕落到庸俗观念，简直是堕落到无理取闹的地步了！］

 （第328页）

现在我们把编辑部问题的讨论情况作一个总结。少数派没有驳倒（而且也没有反驳过）多数派再三指出过的事实，即三人小组计划是代表们在大会之初以及在大会以前已经知道了的，因此这个计划所根据的一些理由和材料是同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件和争论不相干的。少数派在拥护六人小组时采取了原则上错误的和不可容许的庸人立场。少数派暴露了自己完全忘记选举负责人员问题上的党的观点，甚至根本没有评价每个候选人以及这个候选人是不是适合这个职务。少数派始终回避讨论实质问题，却一味谈论所谓协调性，“流眼泪”和“激动”（第327页，朗格的发言），说什么“有人想要谋害”某某人。少数派“神经过敏”，他们甚至不惜采取“笼络人心”，叫嚷选举是“罪恶”以及诸如此类不能容许的手段。（第325页）

庸俗观念同党性作斗争，最坏的“个人意气”同政治上的理由作斗争，抱怨的话同起码的革命责任感作斗争——这就是我们代表大会第30次会议上因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问题而发生的斗争的实质。

在第31次会议上，当代表大会已经以19票对17票3票弃权的多数否决了关于批准旧编辑部全体人员的提议（见第330页和勘误表），而当原来的编辑们也已经回到会场上时，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代表旧编辑部多数提出的声明”（第330—331页）中更突出地表现了他那种政治立场和政治观念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让我们把这篇集体声明和我对该声明的答复（第332—333页）逐条详细地分析一下吧。

马尔托夫同志在旧编辑部未被批准以后说：“从今天起，旧《火星报》就停止存在了，所以把它的名称改一下，也许更彻底。无论如何，我们认为代表大会新通过的决议大大限制了在大会初期的一次会议上对《火星报》所表示的信任。”

马尔托夫同志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个确实值得注意而且在许多方面大有教益的政治彻底性问题。我已经援引过大家在批准《火星报》时说的那些话来回答了这一点（记录第349页，参看前面第82页） 
［注：见本卷第308—309页。——编者注］

 。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政治不彻底性表现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至于表现了这种不彻底性的究竟是代表大会的多数还是旧编辑部的多数，请读者自己去判断吧。同时，我们还要请读者自己解决马尔托夫同志和他的同事提得正是时候的另外两个问题：（1）想把代表大会关于选举负责人员参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决定看作“限制了对《火星报》所表示的信任”，——这是庸人观点还是党的观点？（2）旧《火星报》是从什么时候起真正停止存在的呢？是从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开始编辑第46号的时候起呢，还是从旧编辑部多数开始编辑第53号时候起？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很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实问题。

马尔托夫同志继续说：“既然现在已经决定要选举三个人组成的编辑部，我就要用本人和其他三个同志的名义声明，我们当中谁也不会参加这样一个新编辑部。至于我个人，我要补充说：如果某些同志真想把我的名字当作一个候选人列入这个‘三人小组’，那我只能把这件事情看作是对我的无端侮辱〈原文如此！〉。我这样说，是因为考虑到那些促使人们决定改变编辑部的情况。据说这样决定是因为存在某种‘摩擦’ 
［注：马尔托夫同志大概是指波萨多夫斯基同志用过的“疙瘩”这个字眼而言。我再说一遍，波萨多夫斯基同志始终没有向代表大会说明他是指什么而言，而同样使用这个字眼的穆拉维约夫同志却说明，他指的是在代表大会讨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原则性的疙瘩。读者一定记得，有四个编辑（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我）参加过的唯一真正原则性的讨论就是关于党章第1条问题的讨论；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位同志曾用书面抱怨说，人们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作为“改变”编辑部的理由之一。马尔托夫同志在这封信中认为“机会主义”同改变编辑部的计划有明显的联系，而他在代表大会上却只隐约地暗示“某种摩擦”。至于“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他已经忘记了！］

 ，是因为旧编辑部没有工作能力，可是代表大会从一定意义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向编辑部询问过这种摩擦，甚至也没有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提出关于它的工作能力问题。〈奇怪得很，少数派当中谁也没有想到建议代表大会“询问编辑部”或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是不是因为在《火星报》组织分裂以后以及在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位同志信中提到的谈判失败以后，这就没有益处了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把某些同志以为我会同意参加这样改组后的编辑部的推测，看作是损害我的政治名誉……” 
［注：马尔托夫同志还补充说：“同意扮演这样的角色的恐怕只有梁赞诺夫，而不会是马尔托夫，至于马尔托夫，我想你们从他的工作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由于这是对梁赞诺夫的一种个人攻击，马尔托夫同志把这个声明收回了。可是，梁赞诺夫所以在代表大会上被当作一个普通名词来使用，决不是由于他的某些个人品质（这些个人品质是不应该涉及的），而是由于“斗争”社的政治面貌，由于它的政治错误。马尔托夫同志收回他所认为的或者他确实给人硬加上的个人侮辱，这样做是很好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忘记那些应当使党接受教训的政治错误。“斗争”社在我们代表大会上受到斥责，是因为它引起了“组织上的混乱”和“完全是由非原则性的考虑所产生的分散状态”（第38页，马尔托夫同志的发言）。这样的政治行为，不仅在党代表大会以前，在普遍混乱时期，当它还是在一个小组中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完全应该受到谴责，而且在党代表大会以后，在混乱已被克服的时期，即使是由“《火星报》编辑部多数和‘劳动解放社’多数”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完全应该受到谴责。］



我故意把这段话全部引下来，是为了让读者看看在代表大会以后十分流行的一种行为的标本和开端，对于这种行为，我们只能称之为无谓争吵。我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中已经使用过这个字眼，不管编辑部怎样感到不满，我不得不反复使用它，因为它无疑是个用得正确的字眼。有人以为无谓争吵一定是出于“卑鄙的动机”（如新《火星报》编辑部所推论的那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凡是稍微熟悉我们的流放生活和侨居生活的革命家，都一定看见过数十次无谓争吵的现象，当时由于“神经过敏”以及由于不正常的死气沉沉的生活条件，人们往往提出并且一再重复一些最荒谬的责难、猜疑、自责、“个人意气”等等。不管这种无谓争吵表现得多么卑鄙，但是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一定要在这些无谓争吵中寻找卑鄙的动机。只有用“神经过敏”才可以说明马尔托夫同志发言中的上述言论，即把谬论、个人意气、幻想出来的恐怖、笼络人心的行为、虚构出来的侮辱和诋毁等等搅成一团的言论。死气沉沉的生活条件在我们这里产生数以百计的无谓争吵，而一个政党假如不敢如实地说出自己的病，不敢进行严格的诊断和找出治病的办法，那它就不配受人尊敬了。

如果说从这一团糟的言论中可以提取什么原则性的东西的话，那么势必得出一个结论：“实行选举是同损害政治名誉毫不相干的”，“否认代表大会有权实行新的选举，有权对负责人员作某种变动，有权改组由它授予全权的委员会”，那就会把问题弄得一塌糊涂，而“马尔托夫同志在是否可以从原先的编委会中选举一部分成员问题上的观点，表现出政治概念的极大的混淆”。（这是我在代表大会上说的话，第332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88、289页。——编者注］



现在我不谈马尔托夫同志对于是谁提出三人小组计划这一问题所作的“个人”评论，而只谈一下他对于旧编辑部没有被批准这一事实所作的“政治”评价：“……现在发生的事件是代表大会后半期进行的那个斗争的最后一幕。〈对啊！但这后半期是从马尔托夫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被阿基莫夫同志紧紧控制的时候开始的。〉谁都知道，实行这种改革涉及的不是‘工作能力’问题，而是争取对于中央委员会的影响。〈第一，谁都知道，当时既涉及工作能力，又涉及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引起的意见分歧，因为提出“改革”计划时还根本谈不上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当时我们和马尔托夫同志还一起选出巴甫洛维奇同志为编辑委员会第七个成员呢！第二，我们已经根据文件材料指明，当时的问题关系到中央委员会的人选，当时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两个不同的名单：一个名单是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波波夫，另一个名单是格列博夫、托洛茨基、波波夫。〉编辑部的多数已经表明他们不愿意把中央委员会变成编辑部的工具。〈开始唱起阿基莫夫的调子来了。任何一个党代表大会上的任何一个多数派在任何时候都会努力争取影响，以便借助于多数把这种影响在中央机关中巩固起来，但是人们把这个问题转移到机会主义的诽谤方面去，说什么变成编辑部的“工具”，变成编辑部的“简单附属品”，象同一个马尔托夫同志在晚些时候说的那样，第334页。〉因此才认为有必要减少编辑部成员人数〈！！〉。因此我也就不能加入这样一个编辑部。〈请注意一下“因此”二字。编辑部怎样才能把中央委员会变成附属品或工具呢？不是只有当编辑部在总委员会内拥有三票并且滥用这个优势的时候才会如此吗？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同样，当选为第三个成员的马尔托夫同志随时都能阻止任何滥用职权的现象，并且单单用自己的一票就能消灭编辑部在总委员会内的任何优势，——这难道不也是很明显的吗？所以问题完全在于中央委员会的人选，而所谓变成工具和附属品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诽谤而已。〉我和旧编辑部的多数本来认为，代表大会将会结束党内的‘戒严状态’而奠定党内的正常秩序。但实际上戒严状态以及用来对付独立团体的非常法仍然存在，甚至变本加厉了。只有在保存旧编辑部的全体成员时，我们才能担保编辑部根据党章享有的那些权利不会使党受到危害……”

以上就是马尔托夫同志第一次抛出“戒严状态”这个著名口号的那段言论的全文。现在请看我对他的答复：

“……不过，在纠正马尔托夫所谓两个三人小组的计划是私人性质的这一声明时，我并不想因此否认同一个马尔托夫所说的我们所采取的、不批准旧编辑部这个步骤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说法。恰恰相反，我完全无条件同意马尔托夫同志的意见，即这个步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只不过不是马尔托夫所加给它的那种政治意义罢了。他说，这是为争取影响国内的中央委员会而进行斗争的一个行动。我比马尔托夫还更进一步。迄今为止，作为一个独立团体的《火星报》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争取影响而进行的斗争，但现在问题已经进了一步，已经是要在组织上巩固这种影响，而不只是为争取这种影响而斗争了。马尔托夫同志认为这样希望影响中央委员会是我的罪过，而我却认为我过去和现在力求通过组织途径巩固这种影响正是我的功劳，由此可以看出，我和马尔托夫同志在政治上的分歧已经深刻到什么程度了。原来我们是各说各的话。如果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的一切努力的结果仍然是照旧为争取影响而斗争，而不是完全获得和巩固这种影响，那么这些工作、这些努力又有什么意思呢？是的，马尔托夫同志说得完全对：业已采取的步骤无疑是重大的政治步骤，说明我们选定了现在已经显露出来的方向之一作为我们党今后工作的方向。‘党内戒严状态’、‘对付个别分子和独立团体的非常法’这些可怕的字眼，是一点也吓唬不了我的。对那些不坚定的和动摇的分子，我们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实行‘戒严’，而我们的整个党章、我们现在已由代表大会批准的整个集中制，正是对政治上模糊不清的许多来源实行‘戒严’。为了对付这种模糊不清，我们正需要有特别的、哪怕是非常的法律，而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步骤正确地规定了政治方向，给这样的法律和这样的措施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90—291页。——编者注］



这就是我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的提要，我在这个提要中加上着重标记的一句话，是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第16页）中故意删掉了的。他不喜欢这句话而且不愿意了解这句话的明显意义，那是毫不奇怪的。

马尔托夫同志，“吓唬人的字眼”一语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意味着嘲笑，嘲笑那些小题大做的人，嘲笑那些用装腔作势的空话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的人。

唯一能够引起而且确实已经引起马尔托夫同志“神经过敏”的，仅仅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简单事实，即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在关于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了失败。这一简单事实的政治意义在于，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在取得胜利以后就着手巩固自己的影响，方法就是在党的领导机关中也取得多数，建立起组织基础，以便根据党章同多数派认为是动摇性、不坚定性和态度模糊的东西作斗争 
［注：火星派少数派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态度模糊在代表大会上表现在哪里呢？第一，表现在他们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说的一些机会主义空话；第二，表现在他们和阿基莫夫同志以及李伯尔同志结成联盟，这种联盟在代表大会后半期发展得很快；第三，表现在他们竟把选举中央机关报负责人员的问题降低到宣扬庸俗观念，说些抱怨的话以至笼络人心的地步。在代表大会以后，所有这些可爱的品质更是大大发展，已经开花结果了。］

 。在这种情况下怀着一种恐怖神情说什么“争取影响的斗争”，抱怨什么“戒严状态”，那只不过是装腔作势的空话，吓唬人的字眼罢了。

马尔托夫同志不同意这一点吗？那么他不妨告诉我们，世界上是否有过这样一种党代表大会，或者从根本上说是否可以设想会有这样一种党代表大会，在会上，多数派竟会不去努力（1）在中央机关中也取得多数，（2）使这个多数拥有克服动摇性、不坚定性和态度模糊的权力，以此巩固已经赢得的影响呢？

在选举之前，我们代表大会必须解决一个问题：把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内三分之一的票数给党的多数派呢，还是给党的少数派？保留六人小组和通过马尔托夫同志所提的名单，就是给我们三分之一的票数，给马尔托夫同志的支持者三分之二的票数。选举中央机关报三人小组和通过我们所提的名单，就是给我们三分之二的票数，而给马尔托夫同志的支持者三分之一的票数。马尔托夫同志拒绝同我们妥协或作出让步，并在代表大会上用书面向我们提出挑战，而当他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时，他就哭泣和抱怨起“戒严状态”来了！难道这不是无谓争吵吗？难道这不又是知识分子脆弱性的表现吗？

说到这里，不能不令人想起考茨基不久以前从社会和心理特征角度对于这种知识分子脆弱性所作的精辟的论述。现在各国社会民主党往往患同样的病症，我们向更有经验的同志们学习正确的诊断和正确的治疗方法是很有好处的。因此，我们引证考茨基对于某些知识分子所作的评述，只是从表面上看才能说是离开本题。


　　“……现在关于知识分子
［注：我把德文Literat，Literatentum译为知识分子，知识界，因为德文Literat，Literatentum不只是包括著作家，而且包括一切受过教育的人，所有自由职业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的脑力劳动者（英国人称之为brain　worker）。］

 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问题又使我们产生了很大兴趣。我的同事们〈考茨基本人是个知识分子，是个著作家和编辑〉多半会由于我承认有这种对抗而表示愤慨。但是这种对抗确实是存在的，这里也象在其他场合一样，如果企图用否认事实的办法来回避这种对抗，那是一种最不适当的策略。这种对抗是社会对抗，它表现在阶级上而不是表现在个别人物上。个别资本家以及个别知识分子是可能整个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也就改变自己的性质。我在以下的叙述中谈的主要不是这种至今还是本阶级中例外现象的知识分子。在以下的叙述中，如果不作特别附带说明，我所说的知识分子就仅仅是指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以资产阶级社会为立脚点的，是知识分子阶级的典型代表。这个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是存在某种对抗的。这种对抗和劳资对抗不同。知识分子不是资本家。诚然，他的生活水平是资产阶级的，并且他在没有变成游民以前不得不维持这种水平，但是同时他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且常常还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往往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和一定程度的鄙视。所以，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没有任何对抗的。但是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却是非无产阶级的，因此在情绪上和思想上也就产生某种对抗。

无产者作为孤立的个体等于零。他的全部力量，他的全部发展，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来自组织，来自他和同志们的有计划的共同活动。当他成为强大有力的机体的一部分时，他就觉得自己是强大有力的。对他来说，这个机体就是一切，而单独的个体同这个机体比较起来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无产者作为无名群众的一分子以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进行着斗争，他毫不计较个人利益和个人荣誉，他在指定的任何岗位上都履行自己的职责，自愿地服从贯穿于他的全部情感和全部思想的纪律。

知识分子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不是运用实力，而是利用论点来进行斗争。他的武器就是他个人的知识，个人的能力，个人的信念。他只有凭借自己的个人素质才能起一定的作用。因此，在他看来，个性的完全自由是顺利进行工作的首要条件。他作为某个整体的从属部分而服从这个整体是很勉强的，是迫于必要而不是出于本人心意。他认为纪律只有对群众才需要，对上等人物是不必要的，至于他自己，当然是属于上等人物……

……尼采的哲学主张超人崇拜，对这种超人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保证他自己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个人对任何伟大的社会目的的任何服从都是卑鄙可耻的，这种哲学正是知识分子世界观，它使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除了尼采以外，易卜生可以说是符合知识分子情绪的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另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斯多克芒医生（《人民公敌》一剧中的人物）并不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个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这种知识分子必然会同无产阶级运动、甚至任何人民运动发生冲突，如果他试图在运动中起作用的话。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无产阶级运动也和任何民主
［注：最能表明我们的马尔托夫分子把一切组织问题都弄得一塌糊涂的事实，就是他们在转到阿基莫夫方面和鼓吹不适当的民主的同时，却又拼命反对民主选举编辑部，即照大家原先计划的那样在代表大会上进行选举！先生们，也许这就是你们的原则吧？］

 运动一样是以尊重多数同志为基础的。斯多克芒这类典型的知识分子认为‘紧密的多数派’是应当被推翻的怪物。

……李卜克内西是社会主义运动所需要的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榜样，他满怀着无产阶级的感情，他虽然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却完全没有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理特点，他心甘情愿地行进在普通士兵的行列之中，在指定给他的任何岗位上工作，使自己完全服从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并鄙视按照易卜生和尼采精神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一处于少数地位就抱怨自己的个性受到压抑的那种颓丧的啜泣（Weichliches　Gewinsel）。这里还可以举马克思为例，他从来不想突出自己，他在国际中不止一次地处于少数地位，每次他都模范地服从党的纪律。”
［注：卡尔·考茨基《弗兰茨·梅林》，载于《新时代》第22年卷（1903）第1册第4期第99—101页。］







　　马尔托夫及其同事们只是因为一个旧小组没有被批准就拒绝担任工作，抱怨人家用戒严状态和非常法来“对付独立团体”，这也正是处于少数地位的知识分子发出的那种颓丧的啜泣，当“南方工人”社和《工人事业》被解散的时候，马尔托夫对这些独立团体并不关心，而当他的团体被解散时却关心起来了。马尔托夫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 
［注：见代表大会记录第337、338、340、352页及其他各页。］

 （尤其是在代表大会以后）滔滔不绝地对“紧密的多数派”首先发出种种抱怨、非难、暗示、斥责、造谣和诽谤，这也正是处于少数地位的知识分子发出的那种颓丧的啜泣。

少数派痛心疾首地埋怨紧密的多数派举行了自己的非正式会议。确实，少数派是需要用某种方法来掩盖一件对他们不愉快的事实的，这就是那些被少数派邀请参加少数派非正式会议的代表竟拒绝出席这种会议，而那些乐意参加这种会议的代表（叶戈罗夫们、马霍夫们、布鲁凯尔们），却由于少数派同他们在代表大会上作过斗争而不能邀请。

少数派痛心疾首地埋怨人家提出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确实，少数派是需要用某种方法来掩盖一件不愉快的事实的，这就是正是那些时常跟着反火星派分子跑的机会主义者，而有一部分还是这些反火星派分子本身，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少数派，极力支持机关中的小组习气，言论方面的机会主义，党务方面的庸俗观念，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脆弱性。

在下一节我们将要说明，如何解释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形成了“紧密的多数派”这一非常值得注意的政治事实，以及少数派为什么不顾一切挑战而一味小心翼翼地对多数派形成的原因和经过这个问题避而不谈。但是，让我们首先把我们对于代表大会讨论情况的分析告一段落吧。

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马尔托夫同志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决议案（第336页），我把这个决议案的三个基本点有时称为“三着致命棋”。这三点就是：（1）按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而不是按照单个候选人来进行表决；（2）在宣读名单以后，放过两次会议（大概是为了讨论）；（3）在没有绝对多数时，第二次表决就算是最后的表决。这个决议案是考虑得非常周密的策略（对于对手也要说句公道话呀！），这个策略是叶戈罗夫同志所不同意的（第337页），可是如果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七个人不退出代表大会，那么这个策略是肯定可以保证马尔托夫取得完全胜利的。所以采取这个策略，是因为火星派少数派方面不仅同崩得以及布鲁凯尔，而且同叶戈罗夫们以及马霍夫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直接协定”（而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是有这种协定的）。

你们想必记得，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诉苦说，“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是以他和崩得订立直接协定为前提的。我再说一遍，这是马尔托夫同志因害怕而产生的想法，正是叶戈罗夫同志不同意按名单进行表决（叶戈罗夫同志“还没有失去自己的原则”，大概就是那些使他在估计民主保证的绝对价值时同戈尔德布拉特打成一片的原则），明显地表明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当时甚至同叶戈罗夫也谈不上什么“直接协定”。但是同叶戈罗夫以及同布鲁凯尔的联盟在当时是可能有而且确实有过的，这里所谓联盟，就是说每当马尔托夫分子同我们发生严重冲突时，每当阿基莫夫及其伙伴必须选择害处较少的办法时，马尔托夫分子总是保证能得到叶戈罗夫和布鲁凯尔两个人的支持。阿基莫夫和李伯尔两位同志一定会选择中央机关报六人小组，选择马尔托夫所提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作为害处较少的办法，作为使火星派的目的最难达到的办法（见阿基莫夫关于党章第1条的发言以及他对马尔托夫所抱的“希望”），这从来都是毫无疑问的。按照名单进行表决，放过两次会议，以及重新进行表决，所有这些办法都是为了不用任何直接协定而又能以几乎是机械的准确性达到这种结果。

但是，我们的紧密的多数派仍然是紧密的多数派，所以马尔托夫同志的迂回办法也就不过是一种拖延手段，我们不能不拒绝这种办法。少数派曾用书面形式（在声明书中，第341页）抱怨这一点，“鉴于当时进行选举的那些条件”，按照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两个人的先例拒绝参加表决和选举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以后，这种抱怨选举条件不合常态的话（见《戒严状态》第31页）在党内数以百计的搬弄是非的人面前到处宣扬。但是，这里有什么不合常态的地方呢？是采取了由代表大会的议事规程事先规定的（第6条，记录第11页）而被可笑地说成是“虚伪”或“不公平”的秘密投票吗？是形成了被怯懦的知识分子看作“怪物”的紧密的多数派吗？或者是这帮高贵的知识分子怀着一种不合常态的愿望，想要违背他们自己在代表大会面前许下的承认大会一切选举（第380页，代表大会章程第18条）的诺言吗？

波波夫同志巧妙地暗示了这种愿望，他在进行选举的那天的代表大会上直截了当地问道：“既然有半数代表拒绝投票，主席团是否确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有效的和合法的呢？” 
［注：见第342页。这是指选举总委员会的第五个委员而言。当时投了24张选票（总共有44票），其中2张是空白票。］

 主席团当然回答说确信这一点，并提醒大家注意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同志事件。马尔托夫同志赞成主席团的意见，并且直截了当地说波波夫同志弄错了，“代表大会的决定是合法的”（第343页）。请读者自己来评价这种（想必是非常合乎常态的）政治彻底性吧；关于这种彻底性，只要把在党面前作的这个声明同在代表大会以后干的事情以及在《戒严状态》中所说的“还在代表大会上就已开始的党内半数的暴动”（第20页）这种话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阿基莫夫同志对马尔托夫同志抱的希望胜过了马尔托夫本人的昙花一现的善良意图。

阿基莫夫同志，“你胜利了”！


※　　　　　※　　　　　※

著名的“戒严状态”一词现在已经永远具有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意义了，至于它曾经是一个何等“吓唬人的字眼”，这可以从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即进行选举以后发生的表面上很小但是实质上很重要的几件事实来说明。马尔托夫同志现在极力宣扬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戒严状态”，煞有介事地自欺欺人，硬说他所臆造的这个稻草人的意思就是“多数派”对“少数派”进行了某种不正常的压迫、攻击和驱策。下面我们就会让大家看看代表大会以后的情况。但是，即使拿代表大会快结束时的情况来说，也可以看出，在选举以后，“紧密的多数派”不但没有压迫这些不幸的、被驱策的、被侮辱的、任人宰割的马尔托夫分子，反而自动提议（通过利亚多夫之口）把记录委员会中的三个席位分给他们两个（第354页）。拿策略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决议案（第355页及以下各页）来说，也可以看出完全切实地讨论问题的情况，当时提出决议案的同志的署名往往表明，可怕的紧密的“多数派”和“被损害和被侮辱的”“少数派”是互相交替提出决议案的（记录第355、357、363、365、367页）。这难道象是“解除工作”以及别的什么“驱策”吗？

在讨论斯塔罗韦尔提出的关于自由派的决议案时发生了唯一值得注意的、但可惜太简短的实质性争论。这个决议案所以被代表大会通过，根据它的署名情况来看（第357页和第358页），是因为有三个“多数派”分子（布劳恩、奥尔洛夫、奥西波夫）既赞成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又赞成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因为他们并不认为两者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初看起来，这两个决议案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是规定总的原则，是对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表示一定的原则上和策略上的态度，而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是企图规定容许同“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订立“暂时协定”的具体条件。两个决议案的主题是不同的。但是，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恰恰犯了政治态度模糊的毛病，因而是一个琐碎的决议案。它没有规定俄国自由主义的阶级内容，它没有指出代表这个自由主义的一定的政治派别，它没有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对待这些一定派别的基本宣传鼓动任务，它把学生运动和《解放》这两个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因为它患有态度模糊的毛病），它过分琐碎地烦琐地规定了容许订立“暂时协定”的三个具体条件。政治态度模糊在这种情况下也如同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导致了过分的烦琐。不谈总的原则而只是列举“条件”，结果就把这种条件规定得很琐碎，严格说来，是规定错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斯塔罗韦尔提出的三个条件吧：（1）“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应当“明确而肯定地声明，他们在同专制政府斗争时将坚决站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方面”。自由派和自由主义民主派的区别在哪里呢？决议案并没有提供任何可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材料。区别不就在于自由派代表资产阶级中政治进步性最小的阶层的立场，而自由主义民主派则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政治进步性最大的阶层的立场吗？如果是这样，难道斯塔罗韦尔同志认为资产阶级中进步性最小的（但终究是有进步性的，否则就谈不上什么自由主义）阶层“将坚决站在社会民主党方面”是可能的吗？？这是荒谬的，即使这样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明确而肯定地声明这一点”（这种假定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也不应当相信他们的声明。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坚决站在社会民主党方面，这两者是彼此不相容的。

其次，我们假定“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会明确而肯定地声明，说他们在同专制制度斗争时将坚决站在社会革命党人方面。这种假定远不象斯塔罗韦尔同志的假定那样不可思议（因为社会革命党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派别）。如果按照他那个意思模糊和内容烦琐的决议案观点，在这种情形下是不允许同这类自由派缔结暂时协定的。可是从斯塔罗韦尔同志的决议案中必然得出的这个结论，是根本不正确的。暂时的协定可以同社会革命党人缔结（见代表大会关于社会革命党人问题的决议），因而也可以同可能站到社会革命党人方面的自由派分子缔结。

第二个条件：如果这些派别“在自己的纲领中不提出同工人阶级利益和一般民主派利益相抵触或者模糊他们的意识的要求”。这里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自由主义民主派在自己的纲领中不提出同工人阶级利益相抵触的要求和不模糊他们的（无产阶级的）意识。甚至我国自由主义民主派中最民主的派别，即社会革命党人，在自己的纲领（它也象一切自由派的纲领一样混乱）中也提出了同工人阶级利益相抵触并且模糊他们的意识的要求。从这个事实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必须“揭露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但决不是不许缔结暂时的协定。

最后，斯塔罗韦尔同志的第三个“条件”（自由主义民主派应当把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的选举权作为自己的斗争口号），就其一般提法来说，也是不正确的。如果宣布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同那些以争取有资格限制的宪法即“残缺不全的”宪法作为口号的自由主义民主派缔结暂时的局部的协定，那是不明智的。其实，“解放派”先生们这一“派别”可以说就是这样的派别，但是事先禁止同那些甚至是最怯懦的自由派缔结“暂时的协定”，因而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那就是患了同马克思主义原则不相容的政治近视病了。

总之，斯塔罗韦尔同志提出的而为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签名赞成的决议案，是一个错误的决议案，第三次代表大会一定会采取明智的行动，撤销这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理论立场和策略立场方面犯了政治态度模糊的毛病，在它所要求的实际“条件”方面犯了过分烦琐的毛病。它混淆了下面两个问题：（1）揭露任何一个自由主义民主派所固有的“反革命和反无产阶级的”特点，必须同这些特点作斗争；（2）规定同这些派别中任何一个派别缔结暂时的局部的协定的条件。这个决议案并没有做它应当做的事情（分析自由主义的阶级内容），而做了它不应当做的事情（预先规定“条件”）。在党代表大会上规定这种暂时协定的具体“条件”，根本就是荒谬的，因为这时连具体的对方，即可能缔结这种协定的对象都不存在；即使有了这样的“对象”，也应当让党中央机关去决定缔结暂时协定的“条件”，就象代表大会对待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的“派别”问题时所做的那样（见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决议案中由普列汉诺夫修正过的末尾一段，载于记录第362页和第15页），那要更合理百倍。

至于“少数派”对普列汉诺夫决议案提出的异议，马尔托夫同志提出的唯一理由是：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是以必须揭露一个著作家这种浅薄的结论作结尾的。这岂不是‘拿斧头去砍苍蝇’吗？”（第358页）这个理由是用“浅薄的结论”这种尖刻的字眼掩盖思想的贫乏，是夸夸其谈的又一个实例。第一，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是说要“向无产阶级揭露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的一切表现”。所以，马尔托夫同志所谓“全部注意力都要集中在一个司徒卢威，一个自由主义者身上”的论断（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断，记录第88页），纯粹是一句废话。第二，在说到同俄国自由派缔结暂时的协定的可能性时，把司徒卢威先生比作“苍蝇”，就是为了使用尖刻的字眼而忽略一件基本的和明显的政治事实。不，司徒卢威先生不是一只苍蝇，而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所以是一个政治人物，不是因为他本人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而是因为他的立场是秘密活动界中唯一代表俄国自由派，代表多少有点活动能力和组织性的自由派的。所以，谈论俄国的自由派以及我们党对待他们的态度而不明确提到司徒卢威先生，不明确提到《解放》，那就等于是说废话。也许，马尔托夫同志想要向我们指出俄国有另一个——哪怕只是一个也好——目前能多少同“解放”派相提并论的“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吧？人们倒是很希望他能这样做！ 
［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反对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时还提出这样一个理由：“反对这个决议案的主要理由，这个决议案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它完全忽略了我们的义务是要在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不回避同自由主义民主派缔结联盟。列宁同志也许要把这种倾向叫作马尔丁诺夫倾向。在新《火星报》上，这种倾向已经表现出来了。”（第88页）



这几句话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可以说是一段难得的“妙语”集锦。（1）所谓同自由派结成联盟，这完全是把概念搞混乱了。马尔托夫同志，谁也没有说过要结成联盟，而只是说要缔结暂时的或局部的协定。这是有很大区别的。（2）如果普列汉诺夫在决议案中忽略了不可思议的“联盟”而只一般说到“支持”，那么这不是该决议案的缺点，而正是它的优点。（3）马尔托夫同志是不是可以费点力气给我们解释一下“马尔丁诺夫倾向”的一般特征呢？他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些倾向同机会主义的关系呢？他是不是可以考察一下这些倾向同党章第1条的关系呢？（4）我实在急欲从马尔托夫同志那里听到“马尔丁诺夫倾向”在“新”《火星报》上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马尔托夫同志，请你赶快说出来，免得我等得着急吧！］

科斯特罗夫同志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意见，他说：“司徒卢威的名字对于工人是毫无意义的。”这完全是（请科斯特罗夫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不要生气）阿基莫夫式的理由。这很象是关于无产阶级一词的所有格问题的议论[135]。

“司徒卢威的名字”（以及在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中同司徒卢威先生的名字并提的《解放》这个名称）对什么样的工人是“毫无意义的”呢？对那些很少了解或者完全不了解俄国“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的工人。试问，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应当怎样对待这样的工人呢？是责成党员向这些工人说明俄国唯一确定的自由派呢，还是把某些工人由于不了解政治而不了解的名字隐讳不谈？如果科斯特罗夫同志跟着阿基莫夫同志走了第一步，而不愿意再跟着他走第二步，那他一定会按照前一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按照前一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会知道，他当时所持的理由多么站不住脚。无论如何，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中提到的“司徒卢威”和《解放》字样，要比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中所讲的“自由派和自由主义民主派”字样能给工人多好多倍的东西。

现在俄国工人只有通过《解放》才能切实了解我国自由派比较坦率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在这方面，合法的自由主义出版物因为它的态度模糊而毫无用处。我们应当尽可能努力（并在尽可能多的工人群众面前）运用自己的批判的武器反对解放派，使俄国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能用真正的武器的批判来制止解放派先生们必然想削弱革命的民主性质的企图。




除了我上面指出的叶戈罗夫同志对于我们“支持”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的问题表示“大惑不解”以外，对于决议案的讨论并没有提供什么值得注意的材料，甚至可以说没有进行什么讨论。




代表大会结束时，主席简短地提醒说，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体党员都必须执行。

（十四）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

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已经分析完了，现在我们应当作个总结，以便根据代表大会的全部材料来回答一个问题：在选举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我们党内基本划分的最后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是由哪些人、集团和色彩组成的呢？必须把代表大会的记录所提供的关于原则上、理论上和策略上的各种色彩的丰富材料拿来作个总结。如果不作总的“概括”，如果不把整个代表大会以及在表决时一切最主要的派别划分情况作一个全面的观察，这些材料就会始终是一些支离破碎的材料，这样，乍看起来，特别是在那些不愿意费点气力从各方面独立地研究代表大会记录的人（肯下这种工夫的读者能有多少呢？）看来，某些派别划分就好象是偶然产生的。

在英国议会报告中时常看到一个有特色的字眼division（划分）。人们在谈到对于某个问题的表决情况时，就说议院“划分”成了这样那样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我们社会民主党的议院在代表大会讨论的各种问题上形成的“划分”，也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反映党内斗争、党内各种色彩和集团的独特的、十分完备而准确的图画。为了使这幅图画一目了然，为了得到一幅真实的图画，而不是一堆没有内在联系的、支离破碎的事实和细节，为了结束关于个别表决的永无休止的毫无意义的争论（谁投了谁的票，谁支持过谁？），我决定用图表形式表明我们代表大会上所有各类基本的“划分”。这样的方法大概会使许多人觉得奇怪，但是我觉得恐怕很难找到别的什么办法来进行真正的尽可能完备而准确的概括和总结。某个代表是投票赞成某个提案，还是反对某个提案，这在实行记名投票时是可以绝对准确地弄清楚的，至于某些重要的无记名投票，也可以根据记录作出一个相当可靠、十分接近真实情况的判断。所以，如果对所有记名投票和所有涉及比较重要（例如，可以就讨论的详细程度和热烈程度来看）问题的无记名投票都考虑在内，就可以把我们党内斗争情况作一个根据现有材料可能做到的最客观的描写。并且我们不准备作照相式的描写，也就是说，我们不去单独描写每一次表决，而是设法勾划出一幅反映所有各类主要表决情况的图画，而撇开那些比较次要的、只能使问题模糊不清的细枝末节。在任何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记录检查我们图表中的每一个线条，并且用任何一次个别的表决来加以补充，总之，可以对它进行批评，——不仅可以用提出意见、表示怀疑和指出个别偶然事件的方法，也可以用根据同样的材料绘出另一幅图画的方法。

在把每一个参加投票的代表列在图表中时，我们将以特别的线条标出我们在代表大会整个讨论过程中详细考察过的四个基本集团，即：（1）火星派多数派，（2）火星派少数派，（3）“中派”，（4）反火星派。这些集团在原则色彩上的区别，我们已经从许多例子中看到了，如果有人因这些集团的名称太使爱曲折前进的人联想到《火星报》组织和《火星报》方针而不喜欢这些名称，那么我们要向他们指出，问题不在于名称。现在，我们已经根据代表大会的一切争论考察了各种色彩，也就容易用表述各个集团色彩的实质的评语来代替那些已经用惯和听惯的党内的名称（使某些人听来刺耳的名称）。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四个集团的名称如下：（1）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2）小的机会主义者；（3）中等的机会主义者；（4）大的（按照我们俄国的尺度来讲是大的）机会主义者。但愿那些近来公然说“火星派分子”这个名称只是指一个“小组”而不是表明一种方针的人听到这些名称时不太感到刺耳吧。

现在我们就来详细说明这张图表上（见《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图表）“拍摄了”哪几类表决情况。


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





图表上附有“＋”号和“－”号的数字，是表示对于某个问题投票赞成或反对的总票数。框框下面的数字，是表示四个集团中每个集团的票数。从Ａ 到Ｅ各类分别为包括哪些表决，将在正文中加以说明。





第一类表决（A）包括的是，“中派”同火星派一起反对反火星派或其中一部分人。属于这类表决的有关于整个党纲的表决（除了阿基莫夫同志一人弃权以外，其余的人都赞成），关于反对联邦制的原则性决议的表决（除了五个崩得分子以外，所有的人都赞成），关于崩得章程第2条问题的表决（反对我们的有五个崩得分子，弃权的有五票，即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布鲁凯尔以及拥有两票的马霍夫，其余的人都赞成我们）；这次表决也就是图表A中所表明的。其次，关于批准《火星报》为党中央机关报问题的三次表决，也属于这一类表决；编辑部（五票）弃权，有两票（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在所有三次表决中都投反对票；此外，在表决批准《火星报》的理由时，有五个崩得分子和马尔丁诺夫同志弃权。 
［注：为什么特别要把关于崩得章程第2条问题的表决描绘在图表上呢？因为关于承认《火星报》问题的表决是不很完备的，而关于党纲和联邦制的表决又涉及到不很确定的具体的政治决议。一般说来，从一批同类性质的表决中挑出这次还是那次表决作典型，一点也不改变图画的基本特点，这是每个作出相应的变更的人都很容易理解的。］



这一类表决回答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代表大会的“中派”是在什么时候跟火星派一道走的呢？或者是在反火星派也跟我们一道走的时候，这里只有很少的例外情况（通过党纲，不问理由如何而批准《火星报》），或者是在仅限于作一些声明而不必直接采取一定的政治立场的时候（承认《火星报》的组织工作而不必对个别集团切实地实现《火星报》的组织政策；否决联邦制而不妨碍在讨论联邦制的具体草案问题时弃权，例如马霍夫同志就有过这种例子）。我们在上面一般谈到代表大会上派别划分的意义时，已经看见这个问题在正式《火星报》的正式说明中解释得很不正确，正式的《火星报》（以马尔托夫同志为代言人）拿有时反火星派也跟我们一道走作借口来抹杀和模糊火星派和“中派”之间的区别，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和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区别！甚至德法两国社会民主党内最“右的”机会主义者，也不会在承认整个党纲这样的问题上投反对票。

第二类表决（B）包括的是，彻底的火星派和不彻底的火星派共同反对所有反火星派和整个“中派”。这类表决主要涉及的问题是，实现《火星报》政策的某种具体计划，即在事实上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承认《火星报》。属于这一类的，有组委会事件 
［注：我们在图表B类列出的正是这次表决：当时火星派有32票，赞成崩得分子的决议案的有16票。我们要指出，在这类表决中没有一次是记名投票。能指明代表划分情况的只有以下两种大概相当接近实际情况的材料：（1）在讨论时，火星派中两个集团的发言人都表示赞成，反火星派和中派的发言人则表示反对；（2）表示“赞成”的票数始终很接近33票的数字。同时不要忘记，在分析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时，我们除了指出表决情况之外，还指出了“中派”同反火星派一起（即同机会主义者一起）反对我们的许多场合。属于这种场合的，有民主要求的绝对价值问题，支持反政府派问题，限制集中制问题等等。］

 ，把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提到议事日程首位，解散“南方工人”社，关于土地纲领的两次表决，以及第六，反对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工人事业》）的表决，即承认同盟为党在国外的唯一组织的表决。在这里同革命社会民主党坚持原则的彻底政策对抗的，是党成立以前的那种旧的小组习气，机会主义的组织或小集团的利益，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理解。火星派少数派在许多场合，在许多极重要的（从组委会、“南方工人”社以及《工人事业》的观点看来极重要的）表决中，还是跟我们一道走的……当时问题还没有涉及到他们自己的小组习气，他们自己的不彻底性。这一类“划分”明显地表明，在关于实现我们的原则的许多问题上，中派是跟反火星派一道走的；他们接近反火星派比接近我们的程度大得多；他们在事实上倾向于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比倾向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程度大得多。那些虽然叫作“火星派”但是以成为火星派为可耻的人暴露出自己的本性，而不可避免的斗争引起不少的愤怒，结果使那些思索力最差而感受力最强的人看不见这个斗争所暴露出来的各种原则的色彩的意义。但是现在，当斗争的热情已经稍微减退，许多激烈战斗情况的客观的摘要仍保留在记录上的时候，只有闭着眼睛的人才看不见马霍夫们和叶戈罗夫们同阿基莫夫们和李伯尔们的联合不是偶然的，而且也不可能是偶然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只好回避全面而确切地分析记录，或是企图事后用各种惋惜的口吻来改变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的行为。似乎用惋惜的口吻就可以消除观点上的区别和政策上的区别！似乎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现在同阿基莫夫、布鲁凯尔和马尔丁诺夫结成联盟，就能迫使我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恢复起来的党——忘记火星派在几乎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同反火星派进行的斗争！

代表大会上第三类表决包括的是，图表五部分中的后三部分（即C、D、E），其特征就是一小部分火星派分子脱离出去而转到反火星派方面，结果就使反火星派获得胜利（当他们还留在代表大会时）。为了十分确切地考察火星派少数派同反火星派结成的这一有名的联盟（在代表大会上一有人提起这个联盟就使马尔托夫歇斯底里地上书诉苦）的发展情况，我们把这类记名投票的所有三个基本类别都列举出来。C类是关于语言平等问题的表决（这里列举的是对这个问题举行的三次记名投票中最完全的最后一次表决）。整个反火星派和整个中派都联成一气竭力反对我们，同时火星派方面又有多数派的一部分人和少数派的一部分人脱离出去。当时还看不出，哪些火星派分子同代表大会上的机会主义“右派”能结成牢固持久的联盟。其次，D类是关于党章第1条的表决（这里举出的是两次表决中比较明确的，即没有一个人弃权的那次表决）。这时，这个联盟表现得更明显，结合得更牢固了 
［注：从各种迹象可以看出，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关于党章的四次表决：在第278页载明，赞成佛敏的有27票，赞成我们的有21票；在第279页载明，赞成马尔托夫的有26票，赞成我们的有24票；在第280页载明，反对我的有27票，赞成我的有22票。在同一页载明，赞成马尔托夫的有24票，赞成我们的有23票。这是我在前面提到的关于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的表决。没有载明记名投票（只举行过一次，但是记录已经遗失了）。崩得分子（全部或者一部分）显然是援救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在同盟中）对这类表决所作的错误的论断，已在上面纠正了。］

 ：火星派少数派已经全体站在阿基莫夫和李伯尔方面，火星派多数派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站在他们方面，这一小部分抵销了当时转到我们方面的三个“中派”分子和一个反火星派分子。只要看一看图表就可以知道，究竟哪些分子是偶然和暂时地时而转到这边，时而又转到那边；哪些分子又是一往直前地同阿基莫夫们结成牢固的联盟。根据最后一次表决（E类是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以及党总委员会的选举），即表明最终地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那次表决，显然可以看出火星派少数派同整个“中派”以及反火星派残余完全打成一片了。这时八个反火星派分子当中留在代表大会上的已经只有布鲁凯尔同志一人了（当时阿基莫夫同志已经向布鲁凯尔说明了自己的错误，于是布鲁凯尔就在马尔托夫分子当中占了应有的地位）。七个极“右派”机会主义者退出大会，决定了选举的命运，使马尔托夫遭到了失败。 
［注：退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七个机会主义者，包括五个崩得分子（崩得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否决了联邦制原则以后退出党的）和两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即马尔丁诺夫同志和阿基莫夫同志。这两个人是在代表大会只承认火星派的同盟为党的国外组织以后，即在代表大会把工人事业派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解散以后退出代表大会的。（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现在我们就根据各类表决的客观材料给代表大会作一个总结。

人们往往说我们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多数派带有“偶然”性质。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就是拿这个作为唯一的理由来安慰自己的。从图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说多数派是偶然现象，在一个意义上，而且只是在一个意义上，即在断定七个极“右派”机会主义分子是偶然退出代表大会的意义上，才能这样说。他们退出大会有多大偶然性，我们成为多数派也就有多大偶然性（一点也不多）。只要看一看图表，就能比阅读任何长篇大论的文章更清楚地知道，这七个人会站在哪一边，一定会站在哪一边。 
［注：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在代表大会以后，阿基莫夫同志以及同阿基莫夫同志最亲近的沃罗涅日委员会，都是公然对“少数派”表示同情的。］

 但是，试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认为这七个人的退出是偶然的呢？对于这个问题，那些爱说多数派是“偶然”的人是不愿意理会的。这是一个使他们不愉快的问题，退出代表大会的是我们党的右派中的最激烈分子而不是左派中的最激烈分子，难道这是偶然的吗？退出代表大会的是机会主义者而不是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这种“偶然”退出，难道不是同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进行的并且在我们图表中十分明显表现出来的反对机会主义派的斗争有某种联系吗？

只要提出这些使少数派不愉快的问题，就可以看出，硬说多数派是偶然这种话是要掩盖什么事实。这是一个毫无疑问和不容争辩的事实，即少数派是由我们党内最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党员组成的。少数派是由党内那些在理论上最不坚定、在原则上最不彻底的分子组成的。少数派正是由党内的右派组成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划分，是社会民主党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划分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136]的直接的必然的继续，这种划分不是在昨天才出现，也不只是在俄国工人政党内出现，大概也不会在明天就消失。

这个事实，对于弄清分歧的原因及其发展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谁企图用否认或者模糊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斗争以及这个斗争表现出来的各种原则色彩的方法来回避这个事实，谁就完全证明自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是贫乏的。而要推翻这个事实，就必须证明：第一，我们党代表大会上各次表决和“划分”的一般情况并不象我描写的那样；第二，按照代表大会发生“划分”的一切问题的实质来说，那些在俄国博得火星派称号的最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是错误的。 
［注：这是供马尔托夫同志参考的注。如果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已经忘记火星派分子一语是表示一个方针的拥护者，而不是表示一个小组的成员，那么我们劝他看看代表大会的记录中托洛茨基同志就这个问题向阿基莫夫同志作的说明。代表大会上有三个小组（和党相对而言）——“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编辑部，《火星报》组织——是火星派的小组。这三个小组中有两个小组很明智，它们自行解散了；第三个小组则表现得党性不够，于是就被代表大会解散了。最广泛的一个火星派的小组，即《火星报》组织（它既包括编辑部又包括“劳动解放社”），在代表大会上共有16个人，其中只有11个人有表决权。那些只在方针上是火星派而不属于任何一个火星派“小组”的人，据我计算，在代表大会上有27个，一共拥有33票。这就是说，火星派中属于火星派小组的不到半数。］

 先生们，请给我们证明这一点吧！

少数派是由党内最带机会主义性质、最不坚定和最不彻底的分子组成的，这个事实也就回答了那些不熟悉实际情况或者对问题考虑很差的人向多数派提出的那些怀疑和异议。有人对我们说，把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小错误看成分离的原因，这不是太琐碎了吗？是的，先生们，马尔托夫同志的错误本来是不大的（还在代表大会激烈进行斗争的时候，我就指出了这一点），可是这个小错误可能产生（而且已经产生了）许多恶果，因为那些犯了许多错误、在许多问题上表现了机会主义倾向、不坚持原则的代表把马尔托夫同志拉到自己方面去了。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个同志表现得不坚定，本来是一件属于个人性质的不重要的事实，但是所有一切最不坚定的分子，所有一切根本不承认《火星报》方针并公然反对这个方针，或者口头上承认而实际上却往往跟反火星派一道走的人，组成了一个很大的少数，这就不是属于个人性质的，而是有全党意义的事实了，就不全然是一件不重要的事实了。

把《火星报》旧编辑部这样一个小组中充满顽固的小组习气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事实看成分离的原因，这是不是可笑呢？不，这没有什么可笑的，因为起来维护这种独特的小组习气的是我们党内所有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都为维护任何小组习气而斗争的分子，所有根本不能超出革命庸俗观念的分子，所有借口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的祸害具有“历史”性而为之辩解和加以维护的分子。狭隘的小组利益如果只在《火星报》编辑部一个小组中比党性占上风，那也许还可以认为是偶然现象。但是竭力维护这种小组习气的是同样（也许是更加）重视有名的沃罗涅日委员会[137]的“历史继承性”以及所谓彼得堡“工人组织”[138]的“历史继承性”的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之类的同志，象哀悼旧编辑部“被谋害”那样痛心地（也许更加痛心地）哀悼《工人事业》“被谋害”的叶戈罗夫之类的同志，以及马霍夫之类的同志等等，等等，这就不是偶然的了。常言说得好：你告诉我，你同谁相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人。你告诉我，谁是你的政治同盟者，谁投票赞成你，我就能告诉你，你的政治面貌是怎样的。

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小错误，如果它还没有成为他们同我们党内整个机会主义派结成牢固的联盟的出发点，如果它还没有由于这个联盟而使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使所有那些受到《火星报》反对而现在以拿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出气为最大快乐的人进行报复，那么这仍然是而且可能始终是一个小错误，但是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事件，恰恰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在新《火星报》上我们确实看到机会主义在死灰复燃，阿基莫夫们和布鲁凯尔们在进行报复（见沃罗涅日委员会的传单 
［注：见本卷第408—410页。——编者注］

 ），马尔丁诺夫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终于（终于啊！）能够把可恨的《火星报》这可恨的“敌人”踢上几脚，以报复过去受的所有一切委屈了。这特别明显地告诉我们，多么需要“恢复《火星报》旧编辑部”（摘自斯塔罗韦尔同志1903年11月3日的最后通牒），以保持《火星报》的“继承性”……

代表大会（以及党）划分为左派和右派，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事实本身，不仅没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危险，而且甚至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恰恰相反，俄国（而且不仅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最近十年的历史，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的划分。至于形成这种划分的根据是右派所犯的许多很小的错误，很次要的（比较来说）意见分歧，这个情况（这个使从表面看问题的人和头脑庸俗的人感到惊奇的情况）却表明我们全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前我们往往因为大问题而发生分离，这些大问题有时甚至可以造成分裂；现在我们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已经趋于一致了，现在我们只有色彩上的区别，为了这些色彩可以而且应当进行争论，但是，因此而发生分离，就未免荒谬和幼稚了（正如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不该这么办》这篇很有意义的文章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篇文章我们下面还要谈）。现在，当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以后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几乎使党陷于分裂时，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聪明人，他们说：为了组委会事件、“南方工人”社或《工人事业》的解散、党章第1条、旧编辑部的解散等等这一类小事情，究竟是不是值得在代表大会上进行斗争呢？谁这样说 
［注：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我在代表大会上同“中派”某一个代表的谈话。他向我抱怨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充满了多么沉重的气氛啊！这是残酷的斗争，这是鼓动互相反对，这是激烈的论战，这是非同志式的态度啊！……”我回答他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太好了！公开地、自由地进行斗争。各种意见都得到发表。各种色彩都暴露出来。各种集团都显现出来。手举过了，决议通过了。一个阶段渡过了。前进吧！——这一切太好了。这才是生活。这并不是知识分子那种无休无止的讨厌的无谓口角，他们停止这种无谓口角，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而只是因为他们说得疲倦了……”



这位“中派”同志用大惑不解的目光看着我，耸了耸肩膀。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 ，谁就是把小组观点带到党的事业中，因为党内各种色彩之间的斗争，当它还没有导致无政府状态和造成分裂的时候，当它还是在全体同志和全体党员一致承认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而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党的右派，同阿基莫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同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进行的斗争，是绝对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只要列举两件事就可以确凿地证明这一点：（1）当马尔丁诺夫同志和阿基莫夫同志要退出代表大会时，我们大家都决心尽力排除所谓“侮辱”的想法，我们大家通过了（以32票通过）托洛茨基提出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劝这两位同志对所作的解释表示满意而收回他们的声明。（2）当后来进行中央机关的选举时，我们允许代表大会的少数派（或机会主义派）在两个中央机关中占有少数席位：让马尔托夫加入中央机关报，让波波夫加入中央委员会。既然我们还在代表大会以前就决定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从党的观点来看，我们也就不能有别的做法了。如果说代表大会上暴露出来的色彩上的区别不大，那么我们从这些色彩斗争中作出的实际结论也是不大的，因为这个结论只不过是说两个三人小组中三分之二的席位应当给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

只是由于党代表大会上的少数派不同意成为中央机关中的少数，那些遭到失败的知识分子才始则发出“颓丧的啜泣”，随后又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和无政府主义的行动。

在作结束时，我们要再一次从中央机关组成问题的角度看一看图表。很自然，除了色彩问题以外，代表们在进行选举时还要考虑某某人是不是适当、工作能力强不强等问题。现在少数派总想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这两个问题各不相同，这是不言而喻的，从一件简单的事实也可以看出这一点：选举中央机关报最初的三人小组的计划，在代表大会以前，即当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同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的联盟还是谁都料想不到的时候就已经拟定好了。对于不同的问题，应当用不同的方法来回答。对于色彩问题，应当在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在所有一切问题的公开讨论和表决情况中去找答案。关于某人是不是适当的问题，大家在代表大会上一致决定用秘密投票来解决。为什么整个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这样的决定呢？——这是一个十分浅显、无须多谈的问题。但是，少数派（当他们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以后）甚至连浅显的道理也开始忘记了。我们听到无数激昂慷慨、兴奋欲狂的拥护旧编辑部的话，但是关于代表大会上那些同拥护六人小组和拥护三人小组的斗争有关的不同色彩，我们却丝毫也没有听到什么。我们从各个角落听到所谓选入中央委员会的人没有工作能力、不适当、心怀叵测等等流言蜚语，但是关于代表大会上那些为取得中央委员会中的优势而斗争的不同色彩，我们却丝毫也没有听到什么。我觉得，在代表大会外面散布关于个人品质和行动的流言蜚语，是不体面的和卑鄙的（因为这些行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只能向党的最高机关宣布的组织秘密）。用这种流言蜚语在代表大会以外进行斗争，我认为，这就是诽谤行为。对于这些流言蜚语，我能给予公众的唯一回答就是指出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情况。你们说，中央委员会是由不大的多数派选举出来的。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不大的多数派是由一切不是口头上而是事实上最彻底地为实现火星派计划而斗争的人组成的。因此，这个多数派道义上的威信比它形式上的威信要高得多，——对于那些把《火星报》方针的继承性看得比《火星报》某个小组的继承性更重要的人说来要高得多。谁更有资格判断某人是不是适于实行《火星报》的政策呢？是那些在代表大会上贯彻这种政策的人呢，还是那些往往反对这种政策而维护一切落后性、一切无用的东西以及一切小组习气的人？



（十五）代表大会以后。两种斗争方法

以上我们已经把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分析完毕，这种分析对于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一切情况，已经作了溯本求源（in　nuce）的说明，所以对于我们党内危机的以后各个阶段也就可以谈得简短一些了。

马尔托夫和波波夫拒绝选举，立刻就使党内各种色彩之间的党的斗争掺进一种无谓争吵的气氛。格列博夫同志不相信落选的编辑真想转到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方面去，认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激动情绪造成的，所以他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第二天就向我和普列汉诺夫提议和平了结，把所有四个人都“增补”进去，条件是保证编辑部有代表参加总委员会（即两个代表中一定有一个代表属于党的多数派）。这个条件在普列汉诺夫和我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如果他们同意这个条件，就等于说他们默认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犯了错误，就等于说他们愿意和平而不愿意战争，愿意同我和普列汉诺夫接近，而不去同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接近，不去同叶戈罗夫和马霍夫接近。于是，“增补”方面的让步就带有个人的性质，而为平息激动情绪和恢复和平作出个人性质的让步，是不应当拒绝的。因此我和普列汉诺夫就表示同意了。但是编辑部的多数拒绝这个条件。格列博夫离开了。于是我们就等着看事情究竟如何发展：是马尔托夫坚持他在代表大会上（在反对中派代表波波夫同志时）所采取的忠诚立场，还是他所追随的那些不坚定的、倾向分裂的分子占上风。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马尔托夫同志想把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的“联盟”当作个别的政治事实（正象倍倍尔在1895年同福尔马尔的联盟是个别事实一样——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或者是他想把这个联盟巩固起来，竭力证明我和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犯了错误，因而使他自己成为我们党内机会主义派的真正首领。换句话说就是：是无谓争吵还是进行党的政治斗争？我们三个人中间（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第二天，中央机关的成员只有我们三个人在），格列博夫倾向于前一种，并且尽一切力量给吵架的儿童调解。倾向于后一种的是普列汉诺夫同志，他的态度称得上是十分坚决。我这一次扮演了“中派”或“泥潭派”的角色，力图采取说服方法。现在如果企图把口头上的说服重述一遍，那就等于干一件糊涂透顶的事情，所以我也就不去重蹈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两位同志的覆辙。但是我认为有必要从我给一位火星派“少数派”分子写的一份书面劝告中引证几段话：

“马尔托夫拒绝参加编辑部，他和党内的其他一些著作家拒绝撰稿，许多人拒绝为中央委员会工作，宣传抵制或消极反抗的思想，——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会，甚至违反马尔托夫和他的朋友们的本意，造成党的分裂。即使马尔托夫会坚持忠诚的立场（他在代表大会上十分坚决地采取了这一立场），其他人也不会坚持，——而我所指出的结局将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我常常问自己：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各奔东西呢？……我反复回想代表大会上的所有事件和印象，感到自己的行动常常过于激动，‘狂热’。如果说应当把当时的气氛、反应、责备和斗争等等自然引起的那些东西叫作过错，那我愿意向任何人认错。但是，现在当我冷静地观察已经达到的结果，观察通过狂热的斗争所实现的东西时，我根本看不出它们对党有任何危害的地方，对少数派有一丝一毫委屈或侮辱的地方。

当然，处于少数派的地位本身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委屈，但是我坚决反对认为我们‘诋毁’了某某人，认为我们想侮辱或者贬低某某人这种看法。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决不容许把政治上的分歧变成给对方加上所谓居心不良、行为卑鄙、耍弄阴谋以及在日益明显的分裂气氛中越来越流行的各种美妙的罪名，用这些来说明发生的事情。决不容许这样做，因为这至少，说到底，是毫无道理的。

正象我同马尔托夫发生过几十次分歧一样，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他发生了分歧。既然我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遭到失败，就不能不极力设法利用我（以及代表大会）所剩下的机会来取得补偿。一方面，我不能不设法争取有一个完全是火星派的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我不能不设法争取有一个三人编辑小组……我认为只有这个三人小组才能成为负责的机关而不是一个充满小圈子习气的、散漫的小团体，才能成为唯一真正的中央机关，其中每个人可以随时从党的角度提出并坚持自己的观点，丝毫不掺杂其他成分，不考虑任何个人意气，任何委屈、退出等等。

在代表大会的种种事件以后，这个三人小组无疑把在一个方面反对马尔托夫的政治和组织路线合法化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就要破裂吗？因此就要破坏党吗？？在游行示威问题上，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不是反对过我吗？在党纲问题上，我和马尔托夫不是反对过普列汉诺夫吗？任何三人小组中不总是有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情况吗？如果火星派多数派无论在《火星报》组织内还是在代表大会上都认为马尔托夫的路线这一特别色彩在组织方面和政治方面是错误的，那么，企图用什么‘暗算’和‘挑唆’等等来解释这一点，岂不是愚蠢吗？用‘恶棍’来辱骂这个多数派而回避这一事实，岂不是愚蠢吗？

我再说一遍：我也同代表大会上的火星派多数派一样，深信马尔托夫采取了不正确的路线，认为必须予以纠正。由于这种纠正而觉得委屈，从而作出结论说受了侮辱等等，那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诋毁’任何人，都没有解除任何人的工作。由于没有进入中央机关而搞分裂，这在我看来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愚蠢行为。” 
［注：这封信是早在9月间（公历）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致亚·尼·波特列索夫》（1903年9月13日）。——编者注）。这里删掉了我认为与问题无关的一些话。如果收信人认为删掉的话恰恰是重要的，那他可以很容易地把删掉的地方补上去。顺便说一下。我要趁此机会讲清楚，我允许我所有的论敌公布我所有的私人信件，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做对事业有好处。］



我认为现在必须把我这个书面声明重复一遍，因为这个声明确切地表明，多数派极力想一下子划清一条界限，分清什么是由于抨击的激烈和“狂热”等等可能产生的（在激烈斗争中也是必然产生的）个人委屈和个人意气用事，什么是一定的政治错误、政治路线（同右派的联盟）。

从这个声明中可以看出，少数派的消极反抗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就立即开始了，因此我们马上警告说：这是一个使党走向分裂的步骤；这是根本同在代表大会上表示忠诚的声明相矛盾的；这只是由于没有进入中央机关（就是说由于落选）而要搞分裂，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想过要解除任何一个党员的工作；我们之间的政治分歧（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究竟是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的路线错误，还是我们在代表大会上的路线错误这个问题还没有弄清楚，还没有解决）开始愈来愈变成夹杂着谩骂、猜疑等等的无谓争吵了。

但是警告并没有起作用。少数派的行为表明，最不坚定和最不重视党的分子在他们中间占了上风。于是我和普列汉诺夫只好收回我们对于格列博夫的建议所表示的同意。既然少数派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不仅在原则方面而且在起码的党员忠诚态度方面都是政治上不坚定的，那么所谓“继承性”的话又能有什么意义呢？普列汉诺夫比谁都更巧妙地嘲笑了那种十分荒唐的要求，即要求把公开说自己有愈来愈多的分歧意见的人“增补”到党的编辑部中去，让这些人占多数！在新的分歧还没有在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以前，中央机关的党的多数派竟会自动把自己变成少数，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事？让人们先把分歧谈出来吧，让党去讨论这些分歧的深度和意义吧，让党自己纠正自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犯的错误吧，如果它确实犯了什么错误的话！为了一些尚未说明的分歧就提出这种要求，这本身就表明提出要求的人是十分不坚定的，表明他们是用无谓争吵来完全压倒政治分歧，表明他们既根本不尊重整个党，又根本不尊重本人的信念。世界上还没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这样一种有原则性信念的人，他们在自己打算使之改变信念的机关里取得（用非正式手续）多数以前，竟然拒绝进行改变信念的说服工作。

最后，10月4日，普列汉诺夫同志宣称他要作最后的尝试来结束这种荒唐现象。召集了旧编辑部所有六个成员在一起开会，有一个新中央委员参加 
［注：除此以外，这个中央委员[139]还专门同少数派举行过几次个别谈话和集体谈话，驳斥过荒诞的谰言，并规劝他们不要忘记党员的义务。］

 。普列汉诺夫同志费了足足三个钟头证明，要求“增补”“少数派”四个人而“多数派”只两个人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他提议增补两个人，以便一方面排除怕我们要“驱策”、压制、围困、处死、埋葬什么人的种种顾虑，另一方面则保障党的“多数派”的权利和阵地。增补两个人的提议也被否决了。

10月6日，我和普列汉诺夫给《火星报》全体原来的编辑以及撰稿人托洛茨基同志写了一封正式的信件，内容如下：


　　“尊敬的同志们：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对你们拒绝参加《火星报》和《曙光》的工作不得不正式表示遗憾。虽然我们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刚闭幕就邀请你们撰稿，之后又多次敦促，可是我们始终没有收到过你们任何一篇稿件。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声明，它认为你们拒绝撰稿不是由编辑部方面引起的。任何一种个人意气用事，当然都不应该成为你们参加党中央机关报工作的障碍。如果你们拒绝参加工作是由于你们和我们之间在观点上有某种分歧，那我们认为把这种分歧详细地说清楚对党是非常有益的。此外，我们还认为最好是尽快地在我们编辑的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这些分歧的性质和深度。”
［注：在给马尔托夫同志的信中，还补充了一段关于一本小册子问题的话以及如下的话：“最后，为了事业的利益，我们再一次通知您，我们现在仍然准备增补您为中央机关报的成员，以便您有充分可能在党的最高机关正式申述和坚持自己的一切观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致尤·奥·马尔托夫》（1903年10月6日）。——编者注）］





　　读者可以看出，我们当时还完全不了解，“少数派”的行为主要是由于他们个人意气用事，还是由于他们希望给机关报（以及党）提供新的方针，这新方针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究竟如何。我想，直到现在，即使指定70个学识渊博的注释专家根据无论多少文件和无论多少证据来阐明这个问题，他们也是永远弄不清这笔糊涂账的。无谓争吵的结子恐怕是永远也解不开的。要么把它斩断，要么把它撇开。 
［注：普列汉诺夫同志大概会在这里补充说：要么就满足那些制造无谓争吵的人的一切奢望。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样做不行。］

接到我们10月6日的信以后，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韦尔、托洛茨基以及柯尔佐夫给我们写了一个两三行字的答复，说自从《火星报》转入新编辑部手里，他们就不参加《火星报》的任何工作了。马尔托夫同志比较爱说话，他赏赐了我们这样一封回信：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尊敬的同志们：为了回答你们10月6日的来信，我特声明如下：你们曾向我们建议，让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韦尔和我参加编辑部，条件是我们要保证把列宁同志作为自己的‘代表’选入总委员会。后来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收回这个建议的，对于这个问题，你们在10月4日由一名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拒绝给予答复，因此我认为，在这次会议以后，我们之间已经用不着再来讨论在一个机关报内共同工作的问题了。既然你们在这次会议上一再拒绝说明你们自己当着见证人发表的声明，那我也认为不需要在给你们的信里说明在目前情况下我拒绝参加《火星报》工作的理由。如果必要的话，我将向全党详细说出这方面的意见；党已经可以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看出，为什么我拒绝了你们现在又提出来的要我在编辑部和总委员会里占一个席位的建议……
［注：接下去是马尔托夫对他那本当时已经再版的小册子问题的回答，这里从略了。］



尔·马尔托夫”



这封信连同上述几个文件，对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竭力（用感叹号和省略号）回避的关于抵制、瓦解组织、无政府状态、制造分裂的问题，即关于用正当的斗争手段和不正当的斗争手段的问题，作了不容反驳的说明。

人们向马尔托夫等同志提议，要他们说明意见分歧，请求他们直爽地说出问题的底细以及他们的意图，劝他们不要再耍脾气而要平心静气地分析他们在党章第1条上犯的错误（这同他们向右转的错误有密切联系），——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却拒绝交谈，并叫喊说：我被围困了，我受驱策了！人们对于这些“吓人的字眼”的嘲笑，也未能使这些可笑的叫喊的热度有所降低。

怎么能围困一个拒绝共同工作的人呢？——我们这样问马尔托夫同志。既然少数派拒绝当少数派，那怎么能委屈、“驱策”和压迫他们呢？？要知道，处于少数地位，总是会也必然会对处于少数地位的人有某些不利。这种不利就是，要么必须加入在某些问题上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委员会，要么必须站在委员会之外攻击委员会，因而也就要受到从坚固的炮台中射出来的炮火的攻击。

马尔托夫同志叫喊“戒严状态”，是不是想说人们用不公平不正当的手段对他们这些处于少数地位的人进行斗争或者说进行统治呢？只有这样的论点（在马尔托夫心目中）也许还包含一点点合理的影子，因为——我再说一遍——处于少数地位是一定和必然会有某些不利的。但可笑的是，既然马尔托夫同志还拒绝交谈，无论怎样也不可能对他进行斗争！既然少数派还拒绝当少数派，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统治！

在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编辑部工作期间，马尔托夫同志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可以证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有越权或者滥用权力的地方。少数派的实际工作者也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可以证明中央委员会有越权或者滥用权力的地方。不管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在他的《戒严状态》一文里如何兜圈子，一个完全不容反驳的事实是：在关于戒严状态的叫喊声中，除了“颓丧的啜泣”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反对代表大会所任命的编辑部是根本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的，他们自己所说的“我们不是农奴！”（《戒严状态》第34页）一语就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里非常明显地暴露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把自己看成超乎群众组织和群众纪律之上的“上等人物”。用“我们不是农奴”作为说明拒绝在党内工作的理由，就等于彻底暴露了自己，就等于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理由，根本说不出道理，根本没有什么应该表示不满的正当原因。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人声明，我们认为他们拒绝工作完全不是由我们这方面引起的，我们请他们说出分歧意见，可是他们回答说：“我们不是农奴”（还应加上一句：我们在增补问题上还没有讲好价钱）。

对于那种在争论党章第1条时就已经暴露出机会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空谈倾向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来说，任何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都好象是农奴制。广大读者很快就会知道，新的党代表大会，在这些“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看来，也是“上等人物”觉得可怕和忍受不了的农奴制机关……这个“机关”对于那些乐意利用党的招牌但是又觉得这个招牌不符合党的利益和党的意志的人看来，确实是可怕的。

我在给新《火星报》编辑部的信里列举的并由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里刊印出来的那些委员会的决议，在事实上证明少数派的行为完全违反代表大会的决议，打乱正常的实际工作。由机会主义者和仇恨《火星报》的人组成的少数派竭力分裂党，损害并打乱工作，他们力图为自己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这件事进行报复，感到用诚实的和正当的手段（在刊物上或者在代表大会上说明问题）永远不能驳倒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他们的机会主义和知识分子动摇性的指责。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力量说服党，就采用瓦解党和阻挠任何工作的手段。大家责备他们（由于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错误）把我们的罐子弄裂了一条缝，而他们对这种责备的回答是竭力设法把已经有裂缝的罐子完全打破。

概念混淆到了极点，甚至把抵制和拒绝工作都说成是斗争的“诚实的 
［注：矿区委员会的决议（《戒严状态》第38页）。］

 手段”。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围绕这个棘手的问题竭力兜圈子。马尔托夫同志竟这么“有原则性”，当少数派实行抵制时……他支持抵制，当抵制威胁到偶而处于多数地位的马尔托夫本人时，他就斥责抵制！

我想，这究竟是无谓争吵还是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内斗争的诚实的手段的“原则性意见分歧”的问题，可以不必分析了。




在两次（10月4日和6日）要求那些掀起“增补”问题纠纷的同志说明理由的尝试都失败以后，中央机关只好等着看一看那些口头上答应用正当手段进行斗争的同志实际上的表现。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给同盟发了一个通告（见同盟记录第3—5页），宣布它正在拟定章程并邀请同盟成员来协助。同盟领导机关当时否决了（以2票对1票，见同盟记录第20页）召开同盟代表大会的建议。少数派对这个通告所作的答复立刻表明，所谓正当手段和承认代表大会的决议只不过是空话罢了；少数派事实上是下决心绝对不服从党的中央机关，他们对中央机关提出的一起工作的号召所作的回答，就是以十足的诡辩和无政府主义空谈来敷衍塞责。我和普列汉诺夫以及其他多数派对同盟领导机关成员捷依奇的有名的公开信（第10页）作出了回答，坚决表示“抗议同盟的负责人用粗暴地违反党纪的手段阻碍党机关的组织活动和号召其他同志也违反纪律和章程的行为。所谓‘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应中央委员会的邀请参加这项工作’，所谓‘同志们！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让它〈中央委员会〉给同盟制定新章程’等等一类的话，是一种鼓动手法，它只能引起每一个稍微懂得什么是党、什么是组织、什么是党纪的人的愤懑。这种手法尤其令人气愤，是因为他们用这种手法来对付刚刚成立的党机关，显然是想以此破坏党员同志对这个党机关的信任，而且采用这种手法时是打着同盟领导机关成员的旗号，背着中央委员会”（第17页）。

在这种情况下，同盟代表大会当然只能是一场闹剧。

马尔托夫同志从一开始就继续使用他在代表大会上使用过的“笼络人心”的策略，这一次是针对着普列汉诺夫同志，用的方法是歪曲私人谈话的内容。普列汉诺夫同志提出抗议，因而马尔托夫同志只得收回（同盟记录第39页和第134页）他那种轻率的或者说由于气愤而提出的非难。

接下去是作报告。我是代表同盟参加党代表大会的。读者只要把我的报告记要（第43页及以下各页） 
［注：见本卷第38—48页。——编者注］

 拿来参照一下，就知道我当时已经大致分析了代表大会上的历次表决情况，而本书内容就是对这种分析的进一步发挥。报告的全部重心就是要证明马尔托夫及其伙伴由于犯了错误而成为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虽然这个报告是当着大多数最激烈的论敌的面作的，他们也不能从这个报告中找到有任何一个地方不符合党内斗争和辩论的正当方法。

相反，马尔托夫的报告，除了对我的叙述作了微不足道的局部的“修正”以外（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这些修正是不正确的），却是……一种神经失常的产物。

所以难怪多数派拒绝在这样的气氛下进行斗争。普列汉诺夫同志对“吵闹”（第68页）——这确实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吵闹”！——提出抗议，并退出了代表大会，不愿意宣读他已经准备好了的对于该报告作的实质性的反驳。其余的多数派分子，也差不多都对马尔托夫同志那种“不体面行为”提出了书面抗议（同盟记录第75页），接着也退出了代表大会。

少数派的斗争方法大家已经都看得十分明白了。我们责备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犯了政治错误，责备他们转向机会主义，同崩得分子、阿基莫夫们、布鲁凯尔们、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结成联盟。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现在“制定了”两种斗争方法，其中包括多种多样的袭击、攻击和进攻等等。

第一种方法就是打乱全部党的工作，败坏事业，力图阻挠一切而“不说明理由”。

第二种方法就是“吵闹”等等。 
［注：我已经指出，把国外生活和流放生活的气氛中经常见到的无谓争吵的这些最低劣的表现形式，都归结为动机卑劣，那是愚蠢的。这是在一定的不正常的生活条件下，在一定的神经失常等情况下象传染病一样流行的一种毛病。我所以不得不在这里把这种斗争方式的实质重提一下，是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里完全重复了这种斗争方式。］



这个“第二种斗争方法”在同盟的有名的“原则”决议中也有所表现，“多数派”当然没有参加对于这些决议的讨论。让我们仔细看一看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在他的《戒严状态》里转载的这些决议案吧。

第一个决议案由托洛茨基、佛敏、捷依奇等同志署名，其中有两个论点，是针对党代表大会“多数派”的：（1）“同盟深表遗憾的是，由于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实际上同《火星报》原先的政策背道而驰的倾向，所以在制定党章时对于建立充分的保障来维护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威信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同盟记录第83页）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原则”论点完全是阿基莫夫式的空话，连波波夫同志也在党代表大会上揭露了这些话的机会主义性质！其实，那些硬说“多数派”不想维护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威信的断语，始终不过是诽谤罢了。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当我和普列汉诺夫在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在总委员会内并没有造成中央机关报对于中央委员会的优势；而当马尔托夫分子加入编辑部的时候，在总委员会内才造成了中央机关报对于中央委员会的优势！当我们两个人在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在总委员会内是国内实际工作者多于国外著作家，而当马尔托夫分子加入编辑部的时候，情况却相反了。当我们两个人在编辑部工作的时候，总委员会一次也没有企图干涉任何一个实际工作问题；自从按一致意见实行增补的时候起，就开始进行这种干涉了。这一点读者很快就会详细知道的。

该决议案的另一个论点说：“代表大会在成立党的正式中央机关时，忽略了同事实上已经形成的中央机关的继承关系……”

这个论点可以完全归结为中央机关人选问题。“少数派”宁愿回避旧中央机关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证明自己不中用并且犯了许多错误的事实。但是最可笑的是谈论组委会方面的“继承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代表大会上任何人也没有提到批准组委会的全体委员。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甚至气得发狂地叫嚷，说包括三名组委会委员在内的名单使他感到可耻。“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包括一名组委会委员在内的最后名单（波波夫、格列博夫或佛敏和托洛茨基），而“多数派”提出了一个包括两名组委会委员在内的三人名单（特拉温斯基、瓦西里耶夫和格列博夫）。试问，难道这样谈论“继承性”可以叫作“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吗？

我们现在来谈另一个决议案，即由旧编辑部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为首的四个成员署名的决议案。这里我们看到对“多数派”提出的、后来又在报刊上一再提起的全部主要指责。这些指责最好就按编辑小组成员的说法来加以考察。这些指责反对的是“专制的官僚主义的治党方式”，即“官僚主义的集中制”，这种集中制跟“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集中制”的区别在于它“放在首位的不是内部的统一，而是用纯粹机械手段，用一贯压制个人首创性和社会主动性的办法实现和保持的外表的、形式上的一致”；所以，这种集中制“根本不能把社会的各个组成成分有机地联合起来”。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呢，只有上帝才知道。大概，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自己也不大明白，他是在写地方自治派申请实行符合愿望的行政改革的呈文呢，还是在那里发泄“少数派”的怨气。心怀不满的“编辑们”所叫喊的党内“专制”究竟是指什么呢？所谓专制，就是一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不受监督的、不对其他人负责的、不经过选举的权力。从“少数派”的出版物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认为这个专制君主就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当该决议案起草和通过的时候，我是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在中央机关报工作的。因此，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们就是认为普列汉诺夫和全体中央委员都不是按照他们自己对于事业有利的观点，而是按照专制君主列宁的意志来“统治党”的。提出这种所谓专制统治的责难，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认为其余一切参与这种统治的人，即除了专制君主一人以外，都不过是别人的工具，唯命是听的小卒，执行别人意志的差役罢了。我们要再问一下：难道这就是最值得尊敬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所谓“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吗？

其次，我们的“党员”，这些刚刚从党代表大会回来的、曾郑重地承认代表大会决议的合法性的“党员”，在这里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外表的、形式上的一致呢？难道他们真的认为在一个根据比较牢固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内，除了党代表大会以外，还有什么另外可以达到一致的方法吗？如果真的认为是这样，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勇气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已经不承认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合法的代表大会了呢？如果他们有什么能使一个根据假想组织起来的假想的党内部达到一致的新意见和新方法，为什么他们不大胆地向我们谈一谈呢？

再其次，我们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者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样的“压制个人首创性”呢？党中央机关报刚刚在此以前还规劝他们说出自己的分歧意见，但是他们非但不这样做，反而对“增补”讲起价钱来了。我和普列汉诺夫或者中央委员会从根本上来说怎么可能压制拒绝同我们进行任何共同“活动”的人的首创性和主动性呢！怎么可能在某某人拒绝参加的机关或者团体里“压制”他呢？落选的编辑既然拒绝“做被统治者”，那么他们又怎能抱怨什么“统治制度”呢？我们根本不可能在领导我们这些同志方面犯什么错误，原因很简单，这些同志根本就不曾在我们领导下工作。

看来很明显，叫喊所谓官僚主义，不过是对中央机关人选不满的一种掩饰，是掩盖他们违背自己在代表大会上郑重说过的诺言的一块遮羞布。你是官僚，因为代表大会委派你不是按照我的意志，而是违反我的意志；你是形式主义者，因为你所依据的是代表大会的形式上的决议，而不是我的同意；你做事粗暴而又机械，因为你只凭借党代表大会的“机械”多数，而不考虑到我想得到增补席位的愿望；你是专制君主，因为你不愿意把权力交给旧时的亲热伙伴。这些伙伴对代表大会直接斥责他们的小组习气愈是感到不愉快，就愈是竭力坚持他们的小组习气的“继承性”。

除了上面说的以外，这些关于官僚主义的叫喊中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实在的内容。 
［注：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实行了大有好处的增补以后，就不再被少数派看作“官僚主义集中制”的拥护者了。］

 这样的斗争方式不过是再一次证明少数派的知识分子不坚定性罢了。少数派想使党相信中央机关的选举不恰当。用什么方法使党相信呢？是用批评我和普列汉诺夫所编辑的《火星报》的方法吗？不，他们没有力量这么做。他们想采用一部分党员拒绝在他们所仇视的中央机关领导下工作的手段。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个中央机关，都无法证明自己能够对那些不愿意服从领导的人进行领导。拒绝服从中央机关的领导，就等于拒绝留在党内，就等于破坏党，——这种办法不是说服，而是破坏。而用破坏来代替说服，这正表明自己没有坚定的原则性，对自己的思想缺乏信心。

人们在大谈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一词可以在俄语中译成地位观念。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这种官僚主义确实根本不是党所希望的，并且是对党有害的，因此我可以完全泰然地请读者自己来判断，现在我们党内斗争的双方究竟是哪一方犯了这种官僚主义毛病……人们在说什么粗暴的、机械的统一方法。粗暴的机械的方法当然是有害的，但是我又要请读者自己来判断，当新方针和旧方针斗争时，在未能使党相信新观点的正确以前，在尚未向党说明这些观点以前，就要把自己的人送进党机关中去，难道还有比这更粗暴、更机械的斗争方法吗？

但是，也许少数派爱用的字眼确实还有某种原则的意义，确实反映了某些与那种显然成了这方面“转变”起点的微不足道的局部理由无关的特殊思想吧？也许，撇开“增补”引起的争吵不谈，这些字眼毕竟反映了另一种观点体系吧？

我们就从这一方面来考察一下问题。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在同盟中最初着手作这种考察的是普列汉诺夫同志，他指出了少数派转向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而马尔托夫同志（他现在最感到委屈的是，并不是大家都愿意承认他的立场是原则的 
［注：新《火星报》由于列宁似乎不愿看到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或者否认这些分歧而感到委屈，是再可笑不过的了。如果你们比较有原则地对待问题，那你们就会比较快地看清楚我再三指出的你们转向机会主义去的问题。如果你们的立场比较有原则，那你们就不会这样把思想斗争降低为计较地位。既然你们自己竭力不让别人把你们当作有原则性的人看待，那就请你们埋怨自己吧。例如，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里说到同盟代表大会时，隐讳了他和普列汉诺夫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而只是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列宁凌驾于中央之上，说列宁只要使个眼色就能让中央下道命令，说中央委员会横暴地欺侮了同盟等等。我毫不怀疑，马尔托夫同志通过这样选择他的论题证明了他深刻的思想性和原则性。］

 立场）在他的《戒严状态》里宁愿完全回避这一事件。

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是：同盟或者某一委员会为自己制定的章程不经过中央委员会批准，或者中央委员会拒绝加以批准，是不是有效呢？其实，问题是再清楚不过的：章程是组织的形式表现，而组织各委员会的权利按照我们党章第6条的规定应该无条件地属于中央委员会；党章规定了委员会自治的范围，而规定这些范围的决定权在党的中央机关，而不在党的地方机关。这是一个常识，而那些说什么“组织”并不总是意味着只要“批准章程”的深奥论断实在是太幼稚了（好象同盟自己不曾主动表示过想成为一个根据正式章程组成的团体）。但是马尔托夫同志甚至忘记了（也许是暂时忘记了）社会民主党的常识。按照他的意见，要求章程经过批准，只能表明“过去革命的火星派的集中制已经被官僚主义的集中制所代替”（同盟记录第95页），同时马尔托夫同志在同一篇发言里又说，他认为这正是问题的“原则的方面”（第96页），而他在自己的《戒严状态》里却宁愿回避这个原则的方面！

普列汉诺夫同志立刻就回答马尔托夫，请他不要使用诸如官僚主义、庞巴杜尔作风等等“损害代表大会尊严”的字眼（第96页）。于是他同马尔托夫同志辩论起来，因为马尔托夫同志认为这些字眼是“对于一定方针的原则的表述”。当时普列汉诺夫同志也同所有的多数派分子一样，曾根据这些字眼的具体意思来加以考察，清楚地了解这些字眼没有什么原则的意义，而只有“增补的”意义（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但是他对马尔托夫和捷依奇们的坚持作了让步（第96—97页），同意对他们那些所谓的原则的观点进行原则的考察。他说：“如果真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各委员会在建立其组织方面、在制定其章程方面实行自治〉，那它们就会在对整体的关系上，对党的关系上实行自治了。这已经不是崩得派的观点，而简直是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了。确实，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看待问题的：个人的权利不受限制；他们可以彼此冲突；每个个人都可以自行确定自身的权利范围。自治的范围不应当由一个集团自己确定，而应当由它构成其一部分的那个整体来确定。崩得可以说就是违反这个原则的明显的例证。这就是说，自治的范围要由代表大会或者代表大会所建立的最高机构来确定。中央机关的权力应当以道义上的和精神上的威信为基础。这一点我当然是同意的。组织中的每一分子，都应当关心使机关有道义上的威信。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既然需要有威信，那就不需要有权力了……把权力的威信同思想的威信对立起来，这是这里所不应当有的无政府主义言论。”（第98页）这些道理是再浅显不过的，都是不言自明的公理，根本用不着进行什么表决（第102页），至于人们不相信它们，那只是因为“目前概念都混淆了”（同上）。但是，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必然使少数派企图破坏代表大会，不服从多数；而要为这种企图辩护，就只好用无政府主义的言论。非常可笑的是，少数派除了埋怨普列汉诺夫使用了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一类过分厉害的字眼以外，无法向普列汉诺夫提出任何其他的责难。普列汉诺夫很公正地嘲笑了这种埋怨，他问道：为什么“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些词不可以使用，而亵渎君主和庞巴杜尔作风这些词却可以使用呢”？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答复。这种特有的误解在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们那里已经是屡见不鲜了：他们的新字眼带有鲜明的“火气”的迹象；当人家指出这一点时，他们感到委屈，——说什么我们是有原则性的人；但是，人家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在原则上否定局部服从整体，那么你们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又因人家使用了厉害的字眼而感到委屈。换句话说，他们准备同普列汉诺夫厮杀一场，但是又要普列汉诺夫手下留情！

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他一切“孟什维克”也多次用同样幼稚的手段来揭露我的“矛盾”。他们从《怎么办？》或者从《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引证一些谈到思想影响、谈到争取影响的斗争等等的话，同经过党章施加“官僚主义”影响，以及依靠权力实行“专制”的倾向等等对立起来。多么幼稚啊！他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说实在的，向自己的老同事们反复讲解这样一些起码的道理，真叫人不好意思，特别是当你感觉到，问题不过是在选举问题上少数不愿意服从多数！但是，在原则上，滔滔不绝地揭露我的矛盾的这些话，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言论。新《火星报》并不拒绝利用党机关的招牌和权利，但是却不愿意服从党的多数。

如果说这些谈论官僚主义的词句中真有什么原则的话，如果说这不是用无政府主义态度否认局部必须服从整体的话，那么这个原则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因为机会主义就是力图削弱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削弱中央机关的影响，加强党内最不坚定分子的自治，把组织关系搞成只是在口头上抽象地加以承认。这一点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看见了，当时阿基莫夫们和李伯尔们就曾经大谈“可怕的”集中制，和后来马尔托夫及其伙伴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讲的一模一样，机会主义导致马尔托夫式的和阿克雪里罗得式的组织“观点”，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出自机会主义的本性，而且不仅在俄国，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分析新《火星报》所刊载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文章时就可以看出来。


（十六）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

同盟否决了关于同盟章程必须经中央批准的决议案（同盟记录第105页），正如党代表大会的整个多数派立刻指出的，这是“根本违反党章的行为”。这种违反党章的行为，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些有原则的人的行为，那就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行为在代表大会以后的斗争环境中必然造成一种印象，即党的少数派在向党的多数派“进行报复”（同盟记录第112页），这种行为意味着党内的少数派不愿意服从党和不愿意留在党内。既然同盟拒绝根据中央关于必须修改章程的声明通过决议（第124—125页），这就势必导致其大会被认为是非法的，因为这个大会虽然想算作党组织的大会，却又不服从党中央机关，所以党内的多数派立刻离开了这个冒牌的党的大会，不参加这出不体面的滑稽剧。

于是，那种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在讨论党章第1条问题时暴露出思想动摇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在实践上就走到了早在9月间即在一个半月以前我曾经预言过的那种合乎逻辑的结局——破坏党组织的地步。恰恰在这个时候，即在同盟代表大会闭幕的那天晚上，普列汉诺夫同志向两个党中央机关的同事声明，说他不忍“向自己人开枪”，说他“宁肯自杀，也不愿意分裂”，说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必须作最大限度的个人让步。当时进行这场毁灭性的斗争实际上正是为了取得这种让步（这种成分比为了维护党章第1条上的不正确立场所暴露的原则要大得多）。为了确切说明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全党意义的转变，我认为最好不拿私人谈话作根据，也不拿私人信件（这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可以援引）作根据，而是拿普列汉诺夫自己在全党面前对情况所作的说明，即拿他发表在《火星报》第52号上的《不该这么办》一文作根据，这篇文章正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在我退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1903年11月1日）以后，在增补马尔托夫分子（1903年11月26日）以前写成的。

《不该这么办》一文的基本思想是，在政治上不应当过于生硬、过分激烈和毫不让步：有时为了避免分裂，必须对修正主义者（那些同我们接近或者表现动摇的）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实行让步。这种抽象的笼统的论点自然使《火星报》的读者感到莫名其妙。普列汉诺夫同志那些堂皇的傲慢的声明（在以后一些文章中发表的），说人们没有懂得他的意思是由于不了解他的新思想和不懂得辩证法，这话听起来真是令人好笑。其实，当《不该这么办》一文写成时，能懂得的只有十来个住在日内瓦郊区两个地方（其地名的第一个字母相同）[140]的人。普列汉诺夫同志的不幸，就在于他把只是写给这十来个参与代表大会以后同少数派斗争全过程的人看的一大堆暗示、责备、代数符号和猜测，搬到了成千上万的读者面前来。普列汉诺夫同志所以陷入这种不幸，是因为他正好违背了他自己很不恰当地提到的一个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正因为如此，用抽象的形式把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向马尔托夫分子让步的具体思想包起来，是不妥当的。

普列汉诺夫同志当作新的口号提出来的让步，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是正当的和必要的：或者是让步者深信要求让步者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正直的政治家总是公开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而向那不合理的、对事业有害的要求实行让步。从这篇文章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指的是后一种情况：他直爽地说要向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现在全体党员已经从同盟代表大会记录中知道这就是马尔托夫分子）实行让步，说为了避免分裂而必须让步。可见，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所谓新思想完全可以归结为一句并不怎么新的处世格言：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小的机会主义愚蠢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言论总比党的大分裂好。普列汉诺夫同志写这篇文章时，清楚地知道少数派是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并知道它是用无政府主义手段进行斗争的。普列汉诺夫同志主张，要用个人让步的办法同这个少数派作斗争，正象（又是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德国社会民主党同伯恩施坦作斗争时那样。倍倍尔在他自己的党的几次代表大会上曾公开声明，说他不知道有什么人比伯恩施坦同志（不象普列汉诺夫同志以前那样喜欢把他称为伯恩施坦先生，而是称为伯恩施坦同志）更容易接受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把他放到我们这个环境中间，我们要选派他做国会议员，我们要进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但不是用过分激烈的手段（象索巴开维奇—帕尔乌斯那样）来反对这位修正主义者，我们要“用温和的手段杀死”（kill　with　kindneess）这位修正主义者，正如麦·贝尔（M．Beer）同志（我记得似乎是他）在一次英国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称道德国人乐于让步、爱好和平、温和、灵活和审慎，而反对英国的索巴开维奇—海德门的攻击时所说的那样。同样，普列汉诺夫同志也想“用温和的手段杀死”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位同志的小无政府主义和小机会主义思想。诚然，普列汉诺夫同志一方面十分清楚地暗示到“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同时却有意把修正主义者说得含糊不清，好象他指的是从机会主义转向正统派方面的工人事业派分子，而不是开始从正统派转向修正主义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但这种军事策略未免太幼稚了 
［注：在党代表大会以后根本就没有人谈到要对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布鲁凯尔等同志实行让步。我没有听说过他们也要求“增补”。我甚至怀疑，斯塔罗韦尔同志或马尔托夫同志在他们两人以“党内半数”名义递给我们公文和“照会”时，是否和布鲁凯尔同志商量过……在同盟代表大会上，马尔托夫同志以坚强的政治战士十分气愤的心情提出抗议，说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同梁赞诺夫或马尔丁诺夫联合”，说他根本没有想到可能同他们“勾结”，甚至没有想到可能同他们一起（以编辑身分）“为党工作”（同盟记录第53页）。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严厉地谴责“马尔丁诺夫的倾向”（第88页），而当正统派同志巧妙地暗示说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好象是“承认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以及其他同志同样有权随意召集会议，为自己制定章程并按照这个章程行事”（第99页）时，马尔托夫分子马上就来否认这一点，就象彼得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一样[141]（第100页，“正统派同志担心”“阿基莫夫们、马尔丁诺夫们，等等”，“是没有根据的”）。］

 ，这种构筑得很不高明的工事根本挡不住全党公论的炮火。

所以，谁只要了解当时政治形势的具体情况，谁只要洞察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心理，谁就会懂得我当时不能有什么别的做法。我这样说是针对那些责怪我不应该让出编辑部的多数派分子的。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转变了态度，由一个多数派变成了一个坚决的调和派，而我当时只能从最好的意义上解释他的这种转变。也许普列汉诺夫同志想在他的文章里提出一个达到善意的和真诚的和平的纲领？凡是这样的纲领都要求双方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普列汉诺夫同志指出了多数派的什么错误呢？——对修正主义者采取了索巴开维奇式的过分激烈的态度。不知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是他自己所说的关于驴子的那些挖苦话呢？还是当阿克雪里罗得在场时十分轻率地讲的那些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话；普列汉诺夫同志宁愿使用“抽象”说法，并把罪过转嫁到别人头上。当然，各有各的爱好。但是，我无论在给一个火星派分子的信中还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都公开承认过我本人说话过于激烈；我怎么会不承认多数派方面的这种“错误”呢？至于讲到少数派，普列汉诺夫同志很清楚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是修正主义（参看他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机会主义和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关于饶勒斯主义的论述）和导致分裂的无政府主义。难道我能阻挠用个人让步以及种种“kindness”（亲切的、温和的手段）使人们承认这种错误并消除它的害处的尝试吗？既然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直率地劝告大家“宽恕”那些“只是由于某种程度的动摇”而成了修正主义者的“对手”，我又怎么能阻挠这样一种尝试呢？而既然我不相信这种尝试能有什么良好结果，那么我除了在中央机关报方面作出个人让步，并为维护多数派的立场而转移到中央委员会去以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注：关于这一点，马尔托夫同志很中肯地说我是带着武器和行囊转移的。马尔托夫同志喜欢使用军事比喻：向同盟进军、战役、治不好的枪伤，如此等等。老实说，我也有使用军事比喻的癖好，特别是现在从太平洋传来的消息很引人注意的时候。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如果用军事术语来说明，那么事实就是：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占领了两座炮台。你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攻击这两座炮台。在第一次小规模的相互射击以后，我的一位同事，一座炮台上的指挥官，敞开了大门迎接敌人。我当然就带着自己的一小队炮兵转到另外一座几乎还没有筑好工事的炮台上去，以便“低挡”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敌军。我甚至提议讲和：我为什么要同时和两个强敌作战呢？但是，新的联军对我的讲和和建议的回答是，炮轰我这座“残存的”炮台。我只好开炮还击。这时，我过去的同事、那位指挥官却带着愤怒的神情一本正经地喊道：看哪，善良的人们，这个张伯伦多么不喜欢和平啊！］

 当时我不能绝对否认这种尝试可能成功而独自对于可能发生的分裂负责，因为我自己在10月6日的信中也曾经想用“个人意气用事”来解释这种无谓争吵。至于维护多数派的立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是我自己的政治职责。在这方面指望普列汉诺夫同志是很困难和很危险的，因为所有的情况表明，普列汉诺夫同志是要把他所谓“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当自己的好战癖性同政治的考虑相抵触时没有权利迷恋这种癖性”这句话辩证地解释成：如果一定要射击，那就射击多数派更合算些（按日内瓦11月间的天气来说）……当时所以必须维护多数派的立场，是因为普列汉诺夫同志公然违反了要求具体地全面地观察问题的辩证法，在说到革命家的善良的（？）愿望时谦虚地回避了对一个革命家的信任问题，即对一个领导了我们党内一定派别的“无产阶级领导人”的信任问题。普列汉诺夫同志讲到无政府个人主义，劝告大家“有时”应该对违反纪律的行为装作看不见，“有时”要向“同忠实于革命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的感情所引起的”知识分子放肆行为让步，但是他显然忘记了也应该考虑到党内多数派的善良愿望，忘记了应该让实际工作者来确定对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让步到什么程度。同幼稚的无政府主义谬论进行文字斗争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在同一个组织内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实际工作就比较困难了。如果一个著作家竟然要自己来确定对于无政府主义在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那就只能暴露出他过分的、学究气十足的、文人的自命不凡。普列汉诺夫同志一方面堂皇地宣称（正如巴扎罗夫所说的那样，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142]），一旦发生新的分裂，工人们就会不再理解我们，但同时他自己又着手在新《火星报》上登载许多文章，这些文章的真正的具体的含义，不仅工人必然不能了解，而且全世界的人都不能了解。怪不得有一个中央委员[143]读了《不该这么办》一文的校样，曾警告过普列汉诺夫同志，说他这篇文章恰巧破坏了他自己想把某些文件（党代表大会记录和同盟代表大会记录）公布范围稍微缩小的计划，因为这篇文章激起人们的好奇心，使一些带有刺激性而又完全暧昧不明的东西成为街谈巷议的资料 
［注：我们在一所门窗都关闭起来的屋子里进行非常热烈的争论。突然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跳了起来，猛地打开了临街的窗子，开始大声叫喊反对什么索巴开维奇、无政府个人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等等。于是，街上自然就聚集了一群游手好闲、爱看热闹的人，而我们的敌人不禁幸灾乐祸起来。那时，其他参加争论的人也走到窗前，表示愿意把问题从头到尾说个清楚，而不要再作那些谁也不懂的暗示。这时窗子又被砰的一声关上了，说什么不值得谈论这些无谓争吵（《火星报》第53号第8版第2栏倒数第24行）。普列汉诺夫同志，本来就不值得在《火星报》上开始谈论这些“无谓争吵”[144]，——这样说才对！］

 ，必然使人们大惑不解，他们会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怪不得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一篇议论抽象和含义暧昧的文章使社会民主党的敌人拍手称快：《革命俄国报》为此跳起了康康舞[145]，《解放》方面的彻底的修正主义者对此也备加赞扬。所有这些后来普列汉诺夫同志很可笑而又很可悲地企图摆脱的可笑而又可悲的误解[146]，其根源就在于他违背了具体问题应该根据问题的全部具体情况加以分析这一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所以，司徒卢威先生感到高兴也是完全自然的，他对普列汉诺夫同志所追求的（但是不一定能够达到的）那些“良好的”目的（用温和的手段杀死）毫不关心；司徒卢威先生欢迎而且也不能不欢迎现在人人都看见的在新《火星报》上开始的向我们党内机会主义派方面的转变。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仅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欢迎社会民主党内发生的每一次向机会主义的转变，哪怕是最小的和暂时的转变。聪明的敌人所作的估计很少是纯粹的误会。告诉我，谁在赞扬你，我就能告诉你，你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普列汉诺夫同志希望读者粗心大意，企图把事情说成是多数派绝对反对在增补方面作个人让步，而不是反对从党内的左派转变为右派，但这是徒劳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了避免分裂而作了个人让步（这是很值得表扬的），而在于他虽然完全承认同那些态度不一贯的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争论的必要性，却宁可同多数派进行争论，而他同多数派的分歧就在于对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问题的实质完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改变了编辑部的人选，而在于他背叛了他自己同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争论的立场，不再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维护这个立场。

至于说到当时作为多数派的唯一有组织的代表机关的中央委员会，那么普列汉诺夫同志当时同中央委员会的分歧，只是在于对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自从11月1日我退出编辑部而让“用温和的手段杀死”的政策自由实行的时候起，几乎已经一个月了。普列汉诺夫同志有充分可能通过各种交往来检验这个政策是不是行得通。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他的《不该这么办》一文，这篇文章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马尔托夫分子进入编辑部的唯一的入场券。有两个口号——修正主义（同它应该用宽恕对手的态度来进行争论）和无政府个人主义（对它应该加以安抚，用温和的手段杀死它），特别鲜明地印在这张入场券上。先生们，请进吧，我会用温和的手段杀死你们的，——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同志通过这个请贴对自己的编辑部新同事们说的话。当然，中央委员会只得说出自己的最后的话（最后通牒，也就是争取和平解决的最后的话），即从中央委员会的观点看来，容许对无政府个人主义实际上让步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你们愿意和平，那我们就会给你们一定数量的席位，以表明我们态度温和，爱好和平，愿意让步等等（我们为了保障党内和平不能给你们更多的东西了，和平并不意味着没有争论，而是意味着不许无政府个人主义破坏党）。请你们接受这些席位并逐渐从阿基莫夫方面转到普列汉诺夫方面吧。或者是你们想坚持并发展你们的观点，最终地转到（哪怕只是在组织问题上）阿基莫夫方面去，使党相信你们是正确的，而普列汉诺夫是错误的，那就请你们组织自己的著作家小组，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并开始用诚实的斗争和公开论战的手段争取多数吧。中央委员会在1903年11月25日的最后通牒内（见《戒严状态》和《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 
［注：至于马尔托夫在《戒严状态》中引用私人谈话等等歪曲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的把戏，我当然是不准备加以分析的。这套把戏就是我在前一节曾经说过的“第二种斗争方法”，这套把戏只有神经病理学专家才有本事把它弄清楚。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就是马尔托夫同志在那里硬说他们同中央订立过不发表谈判内容的协定，可是这种协定不管怎样去找，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当时代表中央进行谈判的特拉温斯基同志曾用书面通知我，说他认为我有权在《火星报》以外的刊物上发表我给编辑部的信。



不过马尔托夫同志那里有一个词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词就是“最坏的波拿巴主义”。我觉得，马尔托夫同志提出的这个概念是非常恰当的。让我们冷静地看一看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吧。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意味着用形式上合法而实质上违反人民（或党）意志的手段来取得权力。马尔托夫同志，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地让公众来判断，是谁的所作所为应该被指责为“最坏的波拿巴主义”：是本来可以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行使自己的不让马尔托夫分子进来的正式权利而没有行使这种权利的列宁和伊格列克呢，还是那些在形式上正当地占据了编辑部（“一致同意的增补”）而明知这在实质上不符合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并害怕第三次代表大会将来会检查这种意志的人们？］ ）十分清楚地向马尔托夫分子提出的这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完全符合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人在1903年10月6日给原来的编辑们写的那封信的内容：或者是个人意气用事（那就可以在最坏的情况下实行“增补”），或者是原则性的分歧（那就要先说服党，然后才谈得上改变中央机关的人选）。中央委员会有理由让马尔托夫分子自己来解决这个二者择一的难题，尤其是因为正好在这时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宣言书”（《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里写过如下一段话。


　　“少数派只要求得到一种荣誉，即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作出第一个这样的范例：可以处在‘失败者’的地位而不成立新党。少数派的这种立场是出自他们对党组织发展过程的全部看法，出自他们对他们自己同以往的党的工作之间的牢固联系的认识。少数派不相信‘纸上革命’的神秘力量，认为自己的意愿有深刻的十分重要的根据，能保证他们在党内用纯粹思想宣传手段使自己的组织原则取得胜利。”（黑体是我用的）



　　多么漂亮、多么自负的言词啊！而当我们根据实际经历清楚看到这仅仅是一些言词时，又是多么痛苦啊……马尔托夫同志，对不起，现在我要代表多数派要求获得你们不配获得的这种“荣誉”了。这种荣誉确实是一种很大的荣誉，值得为它一战，因为小组习气的传统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过分轻率地进行分裂和过分热心地运用“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这一格言。


大快事（有一个统一的党）应当高于并且确实高于小别扭（指为增补进行的无谓争吵）。我退出了中央机关报，伊格列克同志（是我和普列汉诺夫推举他代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参加总委员会的）退出了总委员会。马尔托夫分子用一封等于宣战的信（见我们引用过的那本书）回答了中央委员会提议和平解决的最后的话。那时，并且直到那时，我才给编辑部写信（《火星报》第53号）说到公论问题 
［注：见本卷第86—90页。——编者注］

 。我说，如果真要谈论修正主义，争论不彻底性和无政府个人主义，争论一些领导人的失败，先生们，那就让我们把一切都说出来，痛痛快快地说出全部事实真相吧，——这就是我那封谈到公论问题的信的内容。编辑部对这封信的回答是破口大骂，并冠冕堂皇地训诫说：不要挑起“小组生活中的琐事和无谓争吵”（见《火星报》第53号）。我暗自忖度：啊，原来是“小组生活中的琐事和无谓争吵”……es　ist　mir　recht，这和我的想法一样，先生们，这我倒是同意的。这就是说，你们把“增补”问题上的纠纷公开叫作小组的无谓争吵了。这倒是真话。可是，同一个（似乎是同一个）编辑部在同一号（第53号）的社论中又谈起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那么这种杂音又是怎么回事呢？ 
［注：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杂音”只是因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中有杂音。“无谓争吵”是普列汉诺夫写的（见他在《可悲的误解》中的自白，第57号），而社论《我们的代表大会》是马尔托夫写的（《戒严状态》第84页）。真是各唱各的调。］

 你不要提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增补而斗争的问题，因为这是无谓争吵。我们却要提出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补的问题，这不是无谓争吵，而是关于“形式主义”问题的原则分歧。我想：不，亲爱的同志们，对不起，你们这么做可不行啊。你们要向我这座炮台开火，同时又要我把炮交给你们。真是开玩笑！于是我就写了一封《给编辑部的信》（《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 
［注：见本卷第91—98页。——编者注］

 ，并且把它发表在《火星报》以外的地方；我在这封信中简略地说明了事实真相，并且一再询问，可以不可以按照你们占有中央机关报而我们占有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分配原则讲和。任何一方面都不会觉得自己在党内是“外人”，至于向机会主义方面的转变问题，我们可以争论，首先在报刊上，以后也许还要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争论。

一听到我提起讲和，所有敌人的炮台，包括总委员会在内，都立刻开炮作为回答。真可谓弹如雨下。什么专制君主，施韦泽，官僚主义者，形式主义者，凌驾于中央之上，片面性，简单生硬，顽固不化，心胸狭隘，疑神疑鬼，生性乖僻……好极了，我的朋友们！你们发射完了吗？你们的军火库里再没有什么存货了吗？你们的炮弹实在太不顶事了……

现在该我说话了。现在我们看一看新《火星报》的新组织观点的内容，以及这些观点同我们党内划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关系，关于这种划分的实质，我们在分析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时已经说过了。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在剖析新《火星报》的原则立场时，无疑应当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两篇小品文 
［注：这两篇小品文已收入《〈火星报〉的两年》文集第2册第122页及以下各页（1906年圣彼得堡版）。（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当作基本材料。关于他爱用的那一套字眼的具体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详细地指出来了，因此现在应当竭力撇开这种具体意义，来仔细考察一下迫使“少数派”（根据某种细小的琐碎的论据）得出正是这些而不是什么别的口号的思考过程，探讨一下这些口号的原则意义，而不管它们的来源如何，不管“增补”问题如何。目前我们正处在让步空气浓厚的时候，那就让我们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让一下步，“认真地谈谈”他的“理论”吧。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一个基本论点（《火星报》第57号）是，“我们的运动一开始就包含着两种对立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的互相对抗，不能不随着运动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不能不影响这个运动”。这就是说：“在原则上，运动的无产阶级目的〈在俄国〉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一样的。”可是，我们这里影响工人群众的却是“对他们说来是异己的社会成分”，即激进知识分子。总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认定，我们党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倾向和激进知识分子倾向之间的对抗。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这种对抗是确实存在的（并且不仅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一个党内）。而且，大家都知道，正是这种对抗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现代社会民主党已经划分成革命的（或正统的）和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内阁主义、改良主义的）两派，而这种划分也在我们俄国近十年来的运动中充分地显露了出来。同时大家又知道，社会民主党正统派所代表的正是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所代表的则是民主知识分子倾向。

可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多少触及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时，便胆怯地向后退缩了。他没有作任何尝试来认真分析一下，上述这种划分一般在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史上，尤其是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究竟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虽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写的正是有关代表大会的问题！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同新《火星报》整个编辑部一样，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怕得要死。我们了解前面说过的一切之后不会对此表示惊奇，但是，这对一个仿佛在研究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理论家”却是一件害怕真相的奇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由于自己的这种特性，避开了关于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最新最精确的材料，而求救于惬意的幻想。他说：“既然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半马克思主义给我国自由派提供了一个文坛上的领袖，为什么捉弄人的历史就不能从正统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提供一个领袖给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呢？”[147]关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这种惬意的幻想，我们只能说，如果历史有时是在捉弄人，那么，这并不能替一个分析这种历史的人的捉弄人的思想作辩护。当那位半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显露出是一个自由派分子时，那些愿意（和善于）探讨他的“倾向”的人所引证的并不是什么可能有的历史捉弄，而是这位领袖数十种甚至数百种心理和逻辑的表现，是他全部著作的面貌特征，这些特征显出了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148]。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分析“我们运动中的一般革命倾向和无产阶级倾向”时，丝毫——确实是丝毫——不能证明并指出他所痛恨的党内正统派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某些倾向，那他只不过是郑重地证明自己思想贫乏罢了。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只能引证什么可能有的历史捉弄，那么他的事情想必已经是十分不妙了！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另一引证，即关于“雅各宾派”的引证，是更有教益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早已——并且不仅在俄国——使人有了运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历史比拟”的借口。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随时随地都在用“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之类的词来形容自己的对手。我们不会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那样害怕真相，且让我们来翻阅一下我们代表大会的记录，看看这些记录究竟有没有什么材料可供我们分析和检查现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些倾向和我们所剖析的这种比拟。

第一个例子。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争论。阿基莫夫同志（他“完全赞同”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声明：“关于夺取政权〈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条文写得跟所有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同，这种写法有可能被解释成领导组织的作用一定会把受它领导的阶级推到后面去，并使前者同后者隔离开，而且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解释的。因此，我们的政治任务也就表述得完全和‘民意党’的一样。”（记录第124页）普列汉诺夫同志和其他火星派分子反驳了阿基莫夫同志，指责他这是一种机会主义观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向我们表明了（是用事实，而不是用想象的历史捉弄）社会民主党内现代雅各宾派和现代吉伦特派的对抗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谈起雅各宾派来，不正是因为他（由于他所犯的错误）已经与社会民主党内的吉伦特派为伍了吗？

第二个例子。波萨多夫斯基同志认为在“民主原则的绝对价值”这个“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第169页）。他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否认民主原则的绝对价值。“中派”或泥潭派首领（叶戈罗夫）和反火星派首领（戈尔德布拉特）坚决反对这种看法，认为普列汉诺夫是在“仿效资产阶级的策略”（第170页），——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关于正统派同资产阶级倾向的联系的看法，所不同的只是阿克雪里罗得没有把这种看法具体地说出来，而戈尔德布拉特则把它同一定的辩论联系了起来，我们不妨再问一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也向我们具体地（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表明了现代社会民主党内有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相对抗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高喊反对雅各宾派，不正是因为他已经与吉伦特派为伍了吗？

第三个例子。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究竟是谁在捍卫“我们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谁在强调说明工人不怕组织，无产者不同情无政府状态，无产者重视“组织起来！”的号召，谁在提醒人们防范那些浸透机会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是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究竟是谁在把激进知识分子拉到党里来，谁在念念不忘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单干人物和激进青年呢？是吉伦特派分子阿克雪里罗得伙同吉伦特派分子李伯尔。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为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散播的那个加给“劳动解放社”多数人的“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进行辩护，可是他辩护得多么笨拙啊！他不过是重弹伯恩施坦派的一些关于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的陈词滥调，从而证实这个罪名有根有据罢了！他高喊什么激进知识分子的危险，无非是为了掩饰他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那些念念不忘这种知识分子的言论。

使用雅各宾主义等等这些“吓人的字眼”，只是暴露出自己有机会主义思想罢了。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留恋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害怕无产阶级专政，迷恋民主要求的绝对价值的吉伦特派分子，就是机会主义者。现在，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活动的思想已经在出版物上被驳斥过几千次了，它早就被实际生活驳倒和排挤掉了，群众性的政治鼓动的根本重要意义已经被阐明和反复地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机会主义者还会认为密谋组织是危险的东西。人们害怕密谋主义即布朗基主义的实际原因，并不是实际运动显露出来的某种特征（象伯恩施坦之流早就枉费心机地力图证明的那样），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在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常常暴露出来的吉伦特派的怯懦心理。最滑稽不过的就是新《火星报》拼命想说出一种新意见（其实这种意见早已有人说过几百次了），即要人们防范40年代和60年代法国革命密谋家的策略（第62号上的社论）[149]。在即将出版的一号《火星报》上，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大概会给我们举出这样一批40年代的法国密谋家，对这些人来说，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的作用，工人报纸作为党用来影响阶级的基本工具的作用，早已成了背得烂熟的起码常识。

可是，新《火星报》力图在发表新意见的幌子下重提旧事和反复咀嚼起码的常识，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已经陷到我党机会主义派中去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所处的地位的必然结果。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就得讲什么样的话。所以他们只好重复机会主义词句，只好向后退，以便从遥远的过去找到一点什么理由来替自己的立场辩护，但从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来看，从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党内各种不同的色彩和派别划分来看，这个立场是无法辩护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除了谈一些阿基莫夫式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深奥思想，还发了一些阿基莫夫式的怨言，说不仅“经济派”而且“政治派”也有“片面性”、过分“迷恋”的毛病等等。当你在妄自尊大、自以为比有上述一切片面性和迷恋毛病的人高明的新《火星报》上读到有关这个题目的高谈阔论时，你就会惶惑莫解地自问道：他们在描画什么人的肖像？他们从哪里听过这种对话？[150]谁不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的时期早已过去了呢？你们看看党代表大会以前一两年的《火星报》就会知道，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还在1902年就平息下去了，完全停止了；就会知道，例如，在1903年7月（第43号），人们就认为“经济主义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经济主义“已经被彻底埋葬了”，认为政治派的迷恋是一种明显的返祖现象。《火星报》新编辑部究竟根据什么理由重新提起这个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的划分呢？难道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阿基莫夫们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两年以前在《工人事业》上犯的那些错误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成了十足的白痴了。可是，谁都知道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阿基莫夫们进行斗争，不是因为他们在《工人事业》上所犯的旧的、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和表决时犯了新的错误。我们并不是根据他们在《工人事业》上的立场，而是根据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来判断究竟哪些错误已经真正消除，哪些错误仍然存在，因而有争论的必要。到举行代表大会时，经济派和政治派这种旧的划分已不存在，但是各种机会主义倾向仍然存在，这些倾向曾经在讨论和表决许多问题时表现了出来，并且终于造成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新划分。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火星报》新编辑部由于某些很明显的原因力图掩盖这种新的划分同我们党内当前机会主义的联系，因此也就不得不从新的划分退到旧的划分上去。既然不能说明新的划分的政治起源（或者说，为了表明肯于让步而想掩盖 
［注：见《火星报》第53号上普列汉诺夫关于“经济主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副题上，大概印错了几个字。“关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几点公开意见”显然应该是“关于同盟代表大会”，也许是“关于增补”。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个人的要求作些让步，然而决不容许——不是从庸人观点而是从党的观点来看——把党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混淆起来，不能把已经开始由正统派方面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所犯的新错误问题，偷换为今天在纲领和策略的许多问题上也许愿意由机会主义方面转到正统派方面来的马尔丁诺夫们和阿基莫夫们所犯的旧错误（即现在只有新《火星报》才会想起的错误）问题。］

 这种起源），那就只好去反复咀嚼早已过时的旧划分。尽人皆知，新划分的根据是组织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组织原则（党章第1条）的争论开始，而且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干得出来的“实践”作为结束。经济派和政治派之间的旧划分的根据主要是策略问题上的分歧。

这种从党内生活的真正是当前迫切的更为复杂的问题退回到早已解决而现在又故意翻腾出来的问题上去的行为，新《火星报》正在竭力用一种只能称为尾巴主义的可笑的深奥思想加以辩护。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那个贯穿在新《火星报》一切言论中的深奥“思想”，就是认为内容比形式重要，纲领和策略比组织重要，认为“组织的生命力同它所灌输给运动的那种内容的范围和意义成正比”，认为集中制不是“独立自在的东西”，不是“万应灵丹”等等等等。这是多么深奥而伟大的真理啊！纲领的确比策略重要，策略比组织重要。识字课本比词法重要，词法比句法重要，——可是，对于那些在考试句法时没有及格而现在居然因留级而骄傲和自夸的人，又能说些什么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组织原则问题上的议论象一个机会主义者（党章第1条），而在组织中的行动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而现在，他又在加深社会民主主义了——他说：葡萄是酸的！[151]其实，什么是组织呢？它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什么是集中制呢？它并不是万应灵丹；什么是句法呢？它并不象词法那样重要，它不过是把各个单词联结起来的一种形式罢了……《火星报》新编辑部得意地问道：“如果我们说，代表大会制定党纲要比它通过一个无论怎样完善的党章更能促进党的工作的集中化，难道亚历山德罗夫同志会不同意我们的说法？”（第56号的附刊）可以设想，这个经典性的名言将要博得的广泛而持久的历史名声，不会亚于克里切夫斯基同志所说的那句名言：社会民主党也和人类一样，永远只给自己提出可以实现的任务。新《火星报》的这个深奥思想真是与此如出一辙。为什么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的这句话遭到讥笑呢？这是因为他用了一种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策略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他们不能正确地提出政治任务辩护。同样，新《火星报》也是用一种所谓党纲比党章重要、党纲问题比组织问题重要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组织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某些同志的那种导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知识分子的不坚定性辩护！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这难道不是因留级而自夸吗？

通过党纲要比通过党章更能促进工作的集中化。这种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散发着多么浓厚的激进知识分子的气味，这种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颓废思想比对社会民主主义要亲近得多！要知道，集中化这个词在这句名言里完全是从象征的意义上理解的。如果说这句话的人不善于或者不愿意思索，那么他们至少也应当回忆一下这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和崩得分子共同通过党纲，不仅没有使我们共同的工作集中化，而且也没有使我们避免分裂。在党纲问题上和在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是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的必要条件，但只有这个条件还是不够的（天啊！在今天一切概念都弄得混淆不清的时候，一个多么浅显的道理也要人翻来覆去地讲！）。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当我们在纲领和策略的基本问题上还没有一致时，我们曾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我们曾直截了当地声明，在统一之前必须划清界限，我们当时还没有说到共同组织的形式，只是谈到在纲领和策略方面同机会主义斗争的那些新问题（这在当时确实是些新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斗争已经保证了表述在党纲和党关于策略的决议中的充分的一致；现在我们必须采取下一个步骤，于是我们就在我们大家的同意下采取了这个步骤：我们制定了把一切小组融为一体的统一组织的形式。现在却有人把这些形式破坏了一半，把我们拉向后退，退到无政府主义的行为，退到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退到恢复小组来代替党的编辑部，而现在又用什么识字课本比句法更能促使文理通顺来替这种倒退辩护！

三年前在策略问题上盛行一时的尾巴主义哲学，现在又在组织问题上复活了。我们不妨看看新编辑部发表的这样一段议论。亚历山德罗夫同志说：“战斗的社会民主主义方针，在党内应当不单单通过思想斗争，而且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行。”编辑部教训我们说：“把思想斗争和组织形式这样相提并论，的确不坏。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在第56号的附刊第4版第1栏下面确实就是这样说的！〉，这些形式应当包着一种流动的、发展着的内容，即发展着的党的实际工作。”这种说法和那种说铁弹是铁弹，炸弹是炸弹[152]的笑话毫无二致。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包着内容的形式！问题在于我们的思想斗争是由较高级的形式，即对大家都有约束力的党组织的形式包着呢，还是由过去的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的形式包着。人们把我们从较高级的形式拉回到较原始的形式上去，并且还为此辩护，说什么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形式不过是形式。这和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很久以前把我们从策略-计划拉回到策略-过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不妨看一看新《火星报》为了反对那些似乎只顾形式却忽略了内容的人而说的这些关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的大话（第58号的社论）。难道这不是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吗？头号阿基莫夫主义常拿“无产阶级斗争”的更“深刻”内容，拿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策略任务的提法上的落后辩护。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现在也用组织不过是形式而整个实质在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这种同样深奥的理由，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组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落后辩护。替小兄弟操心的先生们，无产阶级是不怕组织和纪律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去操心让那些不愿加入组织的大学教授先生和中学生先生因为在党组织的监督下工作，就被承认为党员的。无产阶级由它的全部生活养成的组织性，要比许多知识分子彻底得多。对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已经有所认识的无产阶级，是不会用形式不如内容重要的口实来替组织上的落后辩护的。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在敌视和鄙视无政府主义空话方面缺乏自我教育。正如头号阿基莫夫们从前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进行政治斗争的地步一样，现在第二号阿基莫夫们也在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组织起来的地步。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感到自己是党的一员的无产者，也一定会象他从前用十分鄙视的态度斥责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斥责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最后，请看一看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的深奥思想吧。他说：“建立一个能将革命家的活动〈用黑体是为了加深意思〉统一集中起来的‘战斗的’集中组织的思想，即使被人正确理解，也只有在有了这种活动的时候才会自然实现〈真是既新颖又聪明〉；组织本身作为一种形式〈注意，听着！〉，只能随着〈这里以及这段引文里其他各处的黑体，都是原作者用的〉构成其内容的革命工作的开展而成长起来。”（第57号）这岂不又一次使我们想起民间故事里的那个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的人物吗？[153]大概，我们党内没有哪一个实际工作者（不带引号的）不了解：我们活动的形式（即组织）老早就落在内容的后面了，并且落后得太远了；只有党内的伊万努什卡才会向落在后面的人们喊：齐步前进！不要抢先！不妨拿我们党和崩得比较一下。毫无疑义，我们党的工作内容 
［注：且不必说，我们党的工作内容在代表大会上是按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确定的（在纲领等等中），这只是用斗争的代价换来的，是我们同那些反火星派分子以及在“少数派”内占大多数的泥潭派分子斗争的结果。关于“内容”问题，如把旧《火星报》所出版的6号（第46—51号）同新《火星报》所出版的12号（第52—63号）比较一下，那也是很有趣的。但这只好另外有机会再说了。］

 要比崩得的工作内容丰富、多样、广泛、深入得多。理论规模更巨大，纲领更成熟，对工人群众（不仅对有组织的手工业者）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样，在先进分子和普通分子那里的政治工作的脉搏更活跃，在游行示威和总罢工时开展的人民运动更壮阔，在非无产者阶层中进行的活动更有力。可是“形式”怎样呢？我们工作的“形式”同崩得工作的形式比起来竟落后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落后得使每一个对自己党内事务不“袖手旁观”的人都感到痛心和羞愧。工作的组织比工作的内容落后，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并且远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远在组委会成立以前，就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了。由于形式不成熟、不牢固，我们无法采取继续前进的重大步骤来发展内容，因而造成了可耻的停滞，力量的浪费，言行的不一。大家都为这种言行不一而大伤脑筋，可是阿克雪里罗得们和新《火星报》的“实际工作者们”，却在这时来鼓吹他们的深奥思想：形式只应当随着内容自然地成长起来！

请看，如果有人想加深谬论并从哲学上替机会主义词句找根据，那么在组织问题（党章第1条）上所犯的小错误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吧。要慢慢地走，要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154]——从前我们就听见有人在策略问题上唱这个调子；现在我们又听见有人在组织问题上唱这个调子。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是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的自然的和必然的产物，只要他开始把自己的（起初也许是偶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上升为观点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特别的原则意见分歧，就会是这种情况。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我们看见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开端；在新《火星报》上，我们又看见有人企图把它上升为观点的体系。这种企图十分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表示过的意见：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跟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者的观点是不同的。例如，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他的深奥思想我们已经领教过了）揭发我，说我把党想象成一个“大工厂”，厂长就是中央委员会（第57号的附刊）。这位“实际工作者”根本没有料到，他提出来的这个吓人的字眼一下子就暴露出既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实际工作又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理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马克思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一贯教导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别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纪律和组织。对这种学校怕得要死，对这种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这种思想方法产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叫作Edelanarchismus的无政府主义，即“贵族式的”无政府主义，我说也可以把它称作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在俄国虚无主义者身上是特别突出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悲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在这方面他们认为特别可怕的，就是把编辑变成撰稿人），他们一听见别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轻蔑地说（对“形式主义者”），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这是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马尔托夫同志在《火星报》第58号上就是这样教训我的，并且为了更加使人信服，还从《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引了我本人的话。举一些涣散时代的例子，小组时代的例子，来替在党性时代保持和赞美小组习气、无政府状态辩护，这难道不是“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

为什么从前我们不需要章程呢？因为当时党是由一些彼此没有任何组织联系的单个小组组成的。当时由这一小组转到另一小组，只是个人“自愿”的事情，并没有任何正式规定的整体意志作为他的行动的准绳。各个小组内部的争论问题不是按照章程，“而是用斗争和退出相威胁”来解决，正如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8页。——编者注］

 里根据许多小组特别是我们六人编辑小组的经验所说的那样。在小组时代，这种现象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要赞美它，没有认为它是理想的；大家都埋怨过这种涣散状态，大家都为此感到苦恼，渴望把各个零星小组融为一个正式的党组织。现在，这种融合实现了，却有人把我们拉向后退，用冒充最高组织观点的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来款待我们！在那些过惯了穿着宽大睡衣、趿拉着拖鞋的奥勃洛摩夫[155]式的家庭式小组生活的人们看来，正式章程是太狭隘、太狭窄、太累赘、太低级了，太官僚主义化、太农奴制度化了，太约束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了。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不了解，正式章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用广泛的党的联系来代替狭隘的小组联系。一个小组内部或各个小组之间的联系，在过去是不需要规定的，也是无法规定的，因为这种联系是靠朋友关系或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信任”来维持的。党的联系不能而且也不应当靠这两种东西来维持。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在自由散漫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保证我们摆脱小组的刚愎自用，摆脱小组的任意胡闹，摆脱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小组争吵。

新《火星报》编辑部打出的一张反对亚历山德罗夫的王牌，就是用教训的口吻指出：“信任是一种微妙的东西，决不能把它钉到人心和脑袋里去。”（第56号的附刊）编辑部不了解，正是提出信任——单纯的信任——这一范畴本身，再一次把它那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组织上的尾巴主义暴露了出来。当我还只是一个小组——无论《火星报》六人编辑小组或《火星报》组织——的成员时，譬如我为了说明我不愿意同某某人在一起工作，我有权拿那种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不信任当作唯一的借口。当我成了一个党员时，我就没有权利只凭感情来表示不信任了，因为我这样做，便给以前小组习气盛行时代的一切任意胡闹和刚愎自用的现象大开方便之门；我有责任用正式的理由，即根据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策略、我们党章中某一项正式规定的原则来说明我为什么“信任”或“不信任”；我就不能只限于盲目的“信任”或“不信任”，而必须承认我自己的决定以及党内任何一部分的一切决定都要对全党负责；我必须遵照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自己的“不信任”，来实现根据这种不信任所得出的观点和愿望。我们已经从盲目“信任”的小组观点，提高到党的观点。党的观点要求我们按照受监督的和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和检查信任，可是编辑部却把我们拉向后退，并把自己的尾巴主义叫作新的组织观点！

请看，我们的所谓党的编辑部是怎样议论那些可能要求派代表参加编辑部的著作家小组的。时时处处都藐视纪律的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教训我们说：“我们不会发怒，我们不会叫起纪律来。”假如提出这种要求的是一个明白事理的集团，我们就同它“达成协议”（原文如此！）；不然我们就对它的要求置之一笑。

你看，这该是一种多么高贵的与庸俗的“工厂式的”形式主义针锋相对的态度呀！其实，这只是编辑部赠给党的一套略加修饰的、充满小组习气的辞令，编辑部感到它不是一个党的机关，而是旧时小组的残余。这种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深奥思想，这种深奥思想把涣散状态推崇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原则，同时在口头上又伪善地把这种涣散状态说成是早已过去了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什么由上下各级党机关构成的体系，因为在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看来，这种体系不过是办公室里拟制的司厅科股等等的玩意（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根本不需要什么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根本不需要对党的“达成协议”或划清界限的办法作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规定，还是让人们去空谈“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方法，崇尚旧时的小组争吵吧。

正是在这方面，受过“工厂”训练的无产者可以而且应当来教训无政府个人主义。觉悟的工人早已脱离了害怕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幼稚状态。觉悟的工人善于尊重他在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发现的比较丰富的知识、比较广阔的政治视野。可是，随着我们真正的政党的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辨别无产阶级军队的战士的心理和爱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应当学会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应当学会象他很久以前蔑视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蔑视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同吉伦特主义[156]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关于官僚主义和专制的号叫，关于“非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维护自治制的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的惋惜，关于有人要求别人“唯命是从”的滑稽喊叫，关于“庞巴杜尔作风”的伤心抱怨等等，正是含有这样的原则的意思（如果有的话 
［注：这里我也和在本节其他地方一样，把这些号叫的“增补”的意思撇开不谈。］

 ）。任何一个党的机会主义派总是维护任何一种落后表现，为它辩护，无论在纲领方面、策略方面或组织方面都是如此。新《火星报》维护组织方面的落后表现（尾巴主义），是同维护自治制密切联系着的。诚然，一般说来，经过旧《火星报》三年来的宣传揭露，自治制已经名声很坏了，因此新《火星报》公开维护自治制未免还有些害羞；它还硬要我们相信它喜欢集中制，不过它用来证明这一点的，只是集中制这个词用了黑体罢了。其实，只要稍微考察一下新《火星报》的“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吗？）所谓集中制的“原则”，处处都会发现自治制的观点。难道现在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看到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在组织问题上已经转到阿基莫夫那里去了吗？难道他们自己不是用所谓“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这句名言郑重地承认了这一点吗？难道阿基莫夫和他的朋友们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维护的不是自治制吗？

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维护的正是自治制（如果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话），当时他们令人可笑地竭力证明：部分不应当服从整体，部分在决定自己对整体的关系时可以有自治权，确定这种关系的国外同盟章程可以在违反党内多数的意志、违反党中央机关的意志的情况下生效。现在马尔托夫同志在新《火星报》（第60号）上说到中央委员会指定地方委员会委员问题时公开维护的也正是自治制[157]。我不来谈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和现在在新《火星报》上用来维护自治制的那些幼稚的诡辩 
［注：马尔托夫同志列举党章各项条文时，恰巧遗漏了说明整体对部分的关系的一条：中央委员会“分配全党人力”（第6条）。如果不能把工作人员从一个委员会调到另一个委员会，那还怎么分配人力呢？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还需要加以说明，真叫人感到难为情。］

 ，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应当指出他有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明显倾向，这种倾向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所固有的根本特征。

在新《火星报》（第53号）上拿“形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原则”（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原则”相对照，要算是分析官僚主义这个概念的唯一尝试了。这种对照（可惜，这种对照也象提到非火星派分子时那样没有加以发挥，没有加以阐明），也多少有些道理。官僚主义对民主主义，这也就是集中制对自治制，也就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后者力求自下而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制，主张实行达到（在那些狂热坚持这点的人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主主义”。前者力求由上层出发，坚决主张扩大中央对于部分的权利和权限。在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革命社会民主党力求在组织上由它出发）必然是一个由于自己的活动和自己的革命彻底性而享有极大威信的小组（在我们这里就是《火星报》组织）。在恢复党的真正统一并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解散各个过了时的小组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必然是党的代表大会，即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尽可能把各个积极组织的所有代表团结起来，任命中央机关（它的成分往往使党内的先进分子而不是落后分子比较满意，让党内的革命派而不是机会主义派比较喜欢），使它们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直到召开下届代表大会为止。至少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情况是如此，而且这种为无政府主义者所深恶痛绝的惯例在亚洲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流行起来，虽然流行得很慢，不免要遇到困难，不免要遇到斗争，不免要遇到无谓争吵。

非常值得指出的是，我在上面所谈到的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这些根本特征（自治制、老爷式的或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尾巴主义和吉伦特主义），在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凡是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试问在什么地方没有这种划分呢？），都可以看到，只是作相应的改变（mutatis　mutandis）罢了。这种情形最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暴露得特别明显，因为第20号萨克森选区竞选的失败（所谓格雷事件 
［注：格雷1903年6月16日曾在第15号萨克森选区里被选为国会议员，但他在德累斯顿代表大会[158]以后辞去了议员职务。第20号选区在议员罗森诺死后出现空缺，该区选民又想推举格雷为候选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萨克森中央鼓动委员会对此表示反对，虽然它们没有权利正式禁止推举格雷为候选人，但是它们终于使格雷放弃了候选人的资格。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遭到了失败。］

 ）把党的组织原则提到日程上来了。由这一事件引起了原则问题，这主要是德国机会主义者推波助澜的结果。格雷（他从前是一个牧师，又是一本不无名气的书《当工厂工人的三个月》的作者，是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的“主角”之一）本人是一个顽固的机会主义者，于是彻底的德国机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月刊》[159]就立刻来为他“鸣不平”。

纲领上的机会主义，自然是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和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相联系的。当时出面陈述“新”观点的是沃尔弗冈·海涅同志。为了向读者说明这个参加社会民主党并带来机会主义思想习气的典型知识分子的面目，只要指出沃尔弗冈·海涅同志是一个比德国的阿基莫夫同志小一点而比德国的叶戈罗夫同志大一点的人物就够了。

沃尔弗冈·海涅同志在《社会主义月刊》上，也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那样大举进攻。单是文章的标题《对格雷事件的几点民主意见》（《社会主义月刊》4月第4期），就已经很了不起。内容也同样非比寻常。沃·海涅同志反对“侵犯选区自治权”，捍卫“民主原则”，抗议“委任的上司”（即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干涉人民自由选举议员。沃·海涅同志教训我们说，问题并不在于一次偶然事件，而在于一种总的倾向，即“党内的官僚主义和集中制倾向”，对这种倾向，据说过去人们就有所觉察，但是现在变得特别危险了。必须“在原则上承认：党的地方机关是党的生活的体现者”（这是从马尔托夫同志所写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这本小册子中抄来的）。不要“习惯于让一切重要政治决定都出自一个中央机关”，党要防备“脱离实际生活的教条政策”（这是从马尔托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大谈“实际生活一定会显示自己的力量”那篇发言中借用来的）。沃·海涅同志加深自己的论据说：“如果细心观察事物的根源，如果把这次也和任何时候一样起过不小作用的种种个人冲突撇开不谈，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激烈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大概是暗示“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和“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吧〉，主要是党内的官方人士对‘局外人’〈沃·海涅显然还没有读过那本论反对戒严状态的小册子，因此只好借用一个英国习惯用语：Outsidertum〉不信任，传统对一切异乎寻常的现象不信任，没有个性的机关对一切有个性的东西不信任〈见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反对压制个人主动性的决议案〉，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明的那种倾向，即党内的官僚主义和集中制倾向。”

“纪律”这个概念在沃·海涅同志的心里所引起的高尚愤怒，并不亚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写道：“有人指责修正主义者缺乏纪律，是因为他们给《社会主义月刊》写过文章，有人甚至不愿承认这个刊物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因为它不受党的监督。单是这种试图缩小‘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做法，单是这种让人们在应当普遍实行绝对自由的思想生产方面遵守纪律的要求〈请回忆一下所谓思想斗争是一个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的说法〉，就足以证明官僚主义和压制个性的倾向了。”接着沃·海涅又滔滔不绝地百般攻击这种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尽量集中化的巨大组织，一个策略，一个理论”的可恨倾向，攻击“绝对服从”、“盲目服从”的要求，攻击“简单化的集中制”等等，真是一字不差地“模仿阿克雪里罗得”。

沃·海涅所挑起的争论激烈起来了，因为在德国党内这个争论没有掺杂什么由增补问题引起的无谓争吵，因为德国的阿基莫夫们不仅在代表大会上而且经常在专门的机关刊物上暴露自己的面目，所以这次争论很快就变成了对正统思想和修正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的分析。以革命派（它当然也和我们这里一样被人加上“独裁”和“宗教裁判”等等的可怕罪名）代表之一的资格出面说话的，是卡·考茨基（《新时代》1904年第28期的《选区和党》——《Wahlkreis　und　Partei》一文）。他说，沃·海涅的论文“表明整个修正主义派的思想进程”。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在意大利，机会主义者都在竭力维护自治制，力图削弱党的纪律，力图把党的纪律化为乌有，他们的倾向到处都在导向瓦解组织，导向把“民主原则”歪曲为无政府主义。卡·考茨基教训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说：“民主并不是没有权力，民主并不是无政府状态，民主是群众对他们委任的代表的统治，它不同于冒充人民公仆而实际上是人民统治者的其他权力形式。”卡·考茨基在详细考察了各国机会主义的自治制所起的瓦解组织的作用后指出，正是由于“大批资产阶级分子” 
［注：卡·考茨基把饶勒斯拿来做例子。这种人愈是倾向于机会主义，他们也就“必然觉得党的纪律对于他们的自由个性是一种不可容许的约束”。］

 参加社会民主党，才使机会主义、自治制和违反纪律的倾向严重起来，并且一再提醒说，“组织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武器”，“组织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德国的机会主义比法意两国的弱些，所以德国的“自治制倾向，暂时还只表现为唱一些反对独裁者和大宗教裁判者，反对开除教籍 
［注：德语Bannstrahl（开除教籍）这个词，可以说是俄语的“戒严状态”和“非常法”的同义语。这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吓人的字眼”。］

 和追究异端的相当动听的高调，表现为无休止的吹毛求疵和无谓争吵，而对这种吹毛求疵和无谓争吵加以分析，又只会引起无休止的口角”。

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比德国的更弱，所以俄国的自治制倾向所产生的东西，其思想成分更少，“动听的高调”和无谓争吵的成分更多，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难怪考茨基要作出结论说：“也许，世界各国修正主义在任何其他问题上，都不象在组织问题上表现得那样性质一致，虽然其形态各不相同，色彩互有差异。”在谈到正统思想和修正主义在这方面的基本倾向时，卡·考茨基也用了“吓人的字眼”：官僚主义对（Versus）民主主义。卡·考茨基写道：据说，给党的执行委员会一种权利，让它对各地方选区选择候选人（国会议员候选人）施加影响，就是“无耻地侵犯民主原则，因为民主原则要求全部政治活动自下而上地由群众独立自主地进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用官僚主义的办法进行……但是，如果说有什么真正民主的原则，那它就是多数应比少数占优势，而不是相反……”任何一个选区选举国会议员都是关系全党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党至少应当经过党所信任的人（Vertrauensmanner）对指定候选人施加影响。“如果谁觉得这太官僚主义化或太集中化，他不妨提出由全体党员（Samtliche　Parteigenossen）来直接表决候选人。既然这办不到，那就不必抱怨说，这项职能也同其他许多有关全党的职能一样由党的一个或几个机关来执行，就是缺乏民主精神。”按照德国党的“习惯法”，从前各个选区也是就提出某某人为候选人的问题同党的执行委员会进行“同志式的商议”的。“可是党现在已经太大了，这个不言而喻的习惯法已经不够了。当人们不再承认习惯法为不言而喻的东西时，当这个习惯法规定的内容以及这个习惯法本身的存在都引起争议时，那它就不成其为法了。因而绝对需要精确地规定这个法，把它明文规定下来……”作更加“精确的章程性的规定（statutarische　Festlegung） 
［注：把卡·考茨基这些关于用正式规定的章程性法规代替不言而喻的习惯法的意见，拿来和我们党尤其是编辑部从党代表大会以来所经历的全部“变更”对照一下，是很有教益的。参看维·伊·查苏利奇的发言（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见第66页及以下各页），她未必能领会现在发生的这种变更的全部意义。[160]］

 ，从而加强组织的严格性（groβere　Staffheit）”。

这样你们就看到：在另一个环境中也有同样的斗争，即党内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组织问题上的斗争，有同样的冲突，即自治制同集中制的冲突，民主主义同“官僚主义”的冲突，削弱组织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同加强组织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的冲突，不坚定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同坚定的无产者的心理的冲突，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的冲突。试问，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捉弄人的历史仅仅私下里许诺有朝一日会指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看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它在德国也有一些聪明敏锐的代表人物，并不亚于我国的解放派先生们，——当时是怎样对待这种冲突的呢？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马上起来对这个新的争论作出反应，并且也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也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竭力支持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德国交易所资本家的著名的《法兰克福报》[161]发表了一篇气势汹汹的社论（1904年4月7日《法兰克福报》第97号晚上版），它表明肆无忌惮地抄袭阿克雪里罗得的言论简直已经成了德国报刊的一种流行病。法兰克福交易所的威风凛凛的民主派分子大肆攻击社会民主党内的“专制”、“党内独裁”、“党内首长的专制统治”，攻击打算用来“惩罚整个修正主义”（请回忆一下“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句话）的“开除教籍”的作法，攻击“盲目服从”、遵守“死板纪律”的要求，攻击“唯命是从”、把党员变成“政治僵尸”（这比讲小螺丝钉和小轮子厉害得多！）的要求。交易所的骑士们看到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反民主的制度，不禁愤愤不平地说：“请看，任何个人特性，任何个性都要加以取缔，因为它们有产生法国那样的情况，即产生饶勒斯主义和米勒兰主义的危险，辛德曼〈在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上〉叙述这个问题时就直截了当地这样说过。”




总之，如果说新《火星报》关于组织问题的新字眼有什么原则含义，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机会主义的含义。证实这个结论的，既有对我们那次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党代表大会的全部分析，又有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例，在这些社会民主党内，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也是用同样的倾向和同样的责难表现出来的，并且往往用的是同样的字眼。当然，各国党的民族特点和各国政治条件的不同都会发生相当的影响，因而使得德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法国机会主义，法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意大利机会主义，意大利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机会主义。但是，虽然有上述种种条件的差别，所有这些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基本划分显然是相同的，机会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思想过程和倾向显然是相同的。 
［注：现在谁也不会怀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在策略问题上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同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分为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是一样的，尽管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同志同冯·福尔马尔和冯·埃尔姆同志，或同饶勒斯和米勒兰有很大的区别。同样，在组织问题上的基本划分也毫无疑义是相同的，尽管没有政治权利的国家和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之间的条件大不相同。极其值得注意的是，讲原则的新《火星报》编辑部稍稍涉及了一下考茨基和海涅的争论（第64号），便畏缩地避开了一切机会主义派和一切正统派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问题。］

 由于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我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许多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所以由这种知识分子心理产生的机会主义不论过去或现在都必然在各个不同的方面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曾经在我们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上，即在纲领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目的方面的根本分歧不可避免地使那些把我国合法马克思主义弄得声名狼藉的自由派同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分道扬镳。后来我们在策略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我们同克里切夫斯基和阿基莫夫两位同志在这个比较次要问题上的分歧自然只是暂时的，并没有弄到各自成立政党的地步。现在我们应当克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些问题同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相比当然更少具有根本意义，但是它们在目前却出现在我们党的生活的前台。

谈到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谋求不偏不倚，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蜿蜒爬行，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天真善良的愿望等等。纲领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爱德·伯恩施坦同志是“同意”党的革命纲领的，虽然他本来显然想“根本改良”这个纲领，但是他认为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是不适当的，还不如阐明“批判”的“一般原则”（主要是用无批判的态度抄袭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原则和字眼）来得重要。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冯·福尔马尔同志也是同意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老的策略的，也是多半只限于唱唱高调，提出小小的修正，讲几句风凉话，而根本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内阁主义的”策略[162]。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是直到现在并没有提出什么可以“用章程确定下来的”明确的原则论点，尽管人们一再公开提醒他们这样做；他们本来也愿意，非常愿意“根本改良”我们的组织章程（《火星报》第58号第2版第3栏），但是他们宁愿先来讲“一般组织问题”（因为如果按新《火星报》精神把我们这个不管第1条如何但毕竟是集中制的章程实行一番真正根本的改良，那就必然会导致自治制，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当然甚至在自己面前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原则上是倾向自治制的）。因此，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也就来得五花八门：多半是唱一些所谓专制和官僚主义、所谓盲目服从、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等等幼稚的动听的高调，——这种高调是如此幼稚，以致使人很难确定其中所包含的哪些真正是原则的意思，哪些真正是增补问题的意思。可是他们愈陷愈深：他们企图对他们所仇恨的“官僚主义”加以分析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不可避免地要导向自治制；他们企图“加深”和论证自己的观点，就不可避免地要为落后现象辩护，走向尾巴主义，陷入吉伦特主义的空谈。最后，就出现了无政府主义原则，它是作为唯一的、真正明确的、因而在实践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的（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前面的）原则表现出来的。藐视纪律——自治制——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我们那个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时而爬上时而爬下的梯子，它从一个梯级跳到另一个梯级，巧妙地回避明确说出自己的原则。 
［注：现在，回想一下党章第1条的争论，就会清楚地看到，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错误的发展和加深，必然导向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思想，即自行列名入党，正是虚伪的“民主主义”，是自下而上建立党的思想。相反，我的思想所以是“官僚主义化的”，就是因为我主张自上而下，由党代表大会到各个党组织来建立党。无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也好，无论是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也好，无论是机会主义的、尾巴主义的深奥思想也好，都是在对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就显露了出来。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这本小册子（第20页）中说新《火星报》上“开始了思想工作”。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他和阿克雪里罗得确实是从党章第1条开始把思想按新方向推进的。只是不幸这个新方向是机会主义的方向。他们愈顺着这个方向“工作”下去，他们的这种工作愈脱离增补问题的无谓争吵，他们也就愈陷到泥潭里去。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并且他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又再次警告他们说：我甚至情愿把你们增补进来，只是希望你们不要顺着这条只会走到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去的道路走下去。——但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人并没有接受这个忠告，他们说：怎么？不顺着这条路走？要赞同列宁所说增补不过是一种无谓争吵的意见吗？绝对不行！我们要向他表明我们是些讲原则的人！——果然表明了。他们已经向大家具体地表明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新的原则，那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

 在纲领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那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阶梯：藐视“正统思想”、虔诚信仰、狭隘死板——修正主义的“批评”和内阁主义——资产阶级民主。

在一切现代机会主义者尤其是我国少数派的一切著作中发出的那种绵延不断的委屈声调，都是同仇恨纪律的心理有密切联系的。据说，有人在迫害他们，排挤他们，驱逐他们，围困他们，驱策他们。在这些字眼里流露出来的真实心理和政治真相，大概要比编造被驱策者和驱策者[163]这种诙谐而动听的笑话的人自己所预料的多得多。的确，拿我们党代表大会的记录来看，就可以看到少数派都是一些在某个时候和因为某件事情在革命社会民主党那儿受到委屈的人。这中间有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我们让他们“委屈”得退出了代表大会；这中间有南方工人派分子，他们因为一切组织尤其是他们自己的组织被取消而受到极大的委屈；这中间有马霍夫同志，他每次发言的时候都受到了委屈（因为他每次总要出丑）；最后，这中间还有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们受到的委屈，就是他们因为党章第1条而被加上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就是他们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所有这些令人伤心的委屈，都不象许多庸人至今想象的那样，是由于什么人说了不可容许的挖苦话，作了激烈的攻讦，进行了狂热的论战，由于什么人粗野地甩门，什么人挥舞拳头进行威胁等等偶然引起的结果，而是由于《火星报》整个三年思想工作必然产生的政治结果。既然我们在这三年中不是光耍耍嘴皮子，而是表示了一种应该转变成行动的信念，所以，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也就不能不对反火星派和“泥潭派”进行斗争。在我们同站在前列勇敢地进行过斗争的马尔托夫同志一起把这样一大堆人再三地委屈过以后，我们只是稍微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委屈一下，他们就受不了了。量转变成了质。发生了否定的否定。所有受到委屈的人忘记了相互间的嫌隙，痛哭流涕地彼此拥抱在一起，并扯起了旗帜，举行“反对列宁主义的起义” 
［注：这种惊人之语是马尔托夫同志创造的（《戒严状态》第68页）。马尔托夫同志一直想等到他那方面凑够五个人时举行“起义”来反对我一个人。马尔托夫同志所采用的论战手法并不高明，他想用拼命恭维对手的办法来消灭对手。］

 。

当先进分子起义反对反动分子时，起义是一件大好事。革命派举行起义反对机会主义派，这是很好的。机会主义派举行起义反对革命派，那就是坏事了。

普列汉诺夫同志只得以可以说是战俘的身分参加到这种坏事中去。他抓住起草支持“多数派”的某些决议的人的个别不恰当的词句，竭力“泄愤出气”，并高声叹息道：“穷得可怜的列宁同志啊！他的正统派拥护者们真是太妙了！”（《火星报》第63号的附刊）

可是，普列汉诺夫同志，如果说我穷得可怜，那么，新《火星报》编辑部就应该是十足的叫花子了。无论我怎样穷，我总还没有落到如此绝对贫困的地步，以致只好闭起眼来不看党代表大会，而到某些地方委员会委员的决议中找材料来锻炼自己的机智。无论我怎样穷，我总比某些人富千百倍，他们的拥护者不是偶而说出一两句不恰当的话，而是在一切问题上，不论在组织问题上也好，在策略问题或纲领问题上也好，都死死抓住同革命社会民主党原则相反的原则不放。无论我怎样穷，我总还没有穷到只好把这样一些拥护者赠给我的颂词向公众隐瞒起来的地步。可是新《火星报》编辑部却不得不这样做。

读者们，你们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沃罗涅日委员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吗？如果你们不知道，可以读一读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你们从那里可以看出，这个委员会的方向完全由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两同志表现了出来，这两位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对我们党的革命派进行过全面的斗争，并且多次被大家——从普列汉诺夫同志起到波波夫同志止——列为机会主义者。正是这个沃罗涅日委员会在它的一月份的传单（1904年1月第12号）上声明说：


　　“去年在我们不断发展的党内，发生了一件对于党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由党的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大会。召集党代表大会本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而在君主制的条件下更是一件很冒险很困难的事情，因此难怪召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做得很不完善；代表大会本身虽然完全顺利地举行过了，可是并没有满足党对它提出的一切要求。受1902年代表会议委托负责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些同志被逮捕了，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只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派别——火星派——指派的人担任的。许多不属于火星派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都没有被吸收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和党章的任务执行得极不完善，连参加代表大会的人自己也承认，党章里含有‘可能引起危险的误解’的重大缺陷。在代表大会上，火星派本身分裂了，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许多从前似乎完全接受《火星报》的行动纲领的重要人物，也都意识到该报许多主要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两人所主张的观点不切合实际。虽然他们两个人在代表大会上也占过上风，可是实际生活的力量，实际工作（一切非火星派分子也参加了的实际工作）的要求，很快就纠正了理论家的错误，并且在代表大会以后就作了重大的修正。《火星报》大大地改变了，并且答应细心听取社会民主党一切活动家的要求。这样，虽然代表大会的工作应当由下届代表大会加以审查，而且这些工作连代表大会参加者也认为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也就不能作为不可改变的决议要党接受，可是代表大会澄清了党内状况，对于党今后的理论工作和组织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因而对全党的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大有教益的经验。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制定的党章，将受到一切组织的注意，但是由于它们具有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许多组织都反对只以它们为指南。沃罗涅日委员会充分理解全党工作的重要性，对有关组织代表大会的一切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它充分意识到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欢迎已经成了中央机关报（主要机关报）的《火星报》所发生的转变。虽然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状况还不能令我们满意，但是我们相信，困难的建党工作经过共同的努力是会日益改进的。鉴于有许多谣传，沃罗涅日委员会特向同志们声明，根本不存在沃罗涅日委员会退党的问题。沃罗涅日委员会十分了解，象沃罗涅日委员会这样一个工人组织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会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先例，会多么有损于党的声誉，这对那些可能仿效这种先例的工人组织是多么的不利。我们不应当制造新的分裂，而应当坚决努力使一切觉悟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统一成一个党。何况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一个例行的大会，而不是一个成立大会。开除出党只能根据党的裁决来进行，任何一个组织，甚至连中央委员会也没有权利把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开除出党。况且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第8条已经规定，任何一个组织都在本地的事务方面享有自治权（自主权），因此沃罗涅日委员会有充分的权利把自己的组织观点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贯彻到党内来。”





　　新《火星报》编辑部在第61号上引证这个传单时，转载了上面这一大段文字的后一部分，即用大号字排印的这一部分；至于前一部分，即用小号字排印的那一部分，编辑部宁愿删去不要。大概是有些不好意思吧。


（十八）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

只要大体上看一看我们党内危机的发展经过，我们就不难看出，斗争双方的基本成分，除了小小的例外，始终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斗争。可是，这个斗争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而每个想透彻了解在这方面堆积如山的大量文字材料的人，每个想透彻了解那许许多多片断的例证、孤立的引文、个别的责难等等的人，都必须对每个斗争阶段的特点有一确切的认识。

我们可以把彼此显然不同的一些主要阶段列举如下：（1）关于党章第1条问题的争论。这是关于基本组织原则问题的纯思想斗争。我和普列汉诺夫处在少数地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提出机会主义条文，投到机会主义者怀抱中去。（2）《火星报》组织由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问题——是佛敏还是瓦西里耶夫参加五人小组，是托洛茨基还是特拉温斯基参加三人小组——发生了分裂。我和普列汉诺夫争得了多数（9票对7票），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我们在党章第1条的问题上占少数。马尔托夫同机会主义者的联盟，用事实证明了组委会事件使我产生的种种担心。（3）继续就党章细节进行争论。机会主义者又来援救马尔托夫。我们又处于少数地位，并为少数在中央机关内的权利而斗争。（4）七个极端机会主义者退出代表大会。我们成了多数并在选举中战胜了联盟（火星派少数派、“泥潭派”以及反火星派的联盟）。马尔托夫和波波夫拒绝接受我们所提出的两个三人小组中的席位。（5）代表大会闭会以后因增补问题而发生无谓争吵。无政府主义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词句猖獗。“少数派”中最不彻底和最不坚定的分子占上风。（6）普列汉诺夫为了避免分裂而采取了“用温和的手段杀死”的政策。“少数派”占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总委员会，并且竭力攻击中央委员会。无谓争吵继续充斥一切。（7）对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攻击被打退。无谓争吵似乎开始稍微平息下来，这样便有可能比较心平气和地讨论两个纯系思想性质而又使全党极为关心的问题：（一）我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成“多数派”和“少数派”从而代替了一切旧的划分这个事实的政治意义和原因何在？（二）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新立场的原则意义何在？

每个阶段都有其完全独特的斗争情势和直接的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一次战斗。不研究每次战斗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研究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出，发展确实是按着辩证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各方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思想斗争的出发点（党章第1条）“被否定”，让位给充斥一切的无谓争吵 
［注：如何把无谓争吵和原则分歧区分开来这个难题，现在已经自行解决：凡是涉及增补问题的都是无谓争吵；凡是涉及分析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涉及党章第1条问题以及关于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变问题的争论的都是原则分歧。］

 ，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我们在各占一个中央机关的情况下勉强同上帝赐予的妻子“和睦相处”，又回到纯思想斗争的出发点上来，但是这个“正题”已由“反题”的一切成果所充实，变成了高一级的合题，这时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孤立的偶然的错误已经发展成为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所谓体系，这时这种现象同我们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这种根本划分的联系已经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互相斗争的。

可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使之用脚立地后接受过来的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为某些从我党革命派滚向机会主义派的政治活动家的曲折路线进行辩护的庸俗手法混为一谈，不应当把它同那种将各种特定的声明，将同一过程中不同阶段发展的各种特定的因素搅成一团的庸俗态度混为一谈。真正的辩证法并不为个人错误辩护，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对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况的详尽研究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同时也不应当把这个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可以用“脑袋钻不进，就把尾巴塞进去”（mettere　la　coda　dove　non　va　il　capo）这句意大利谚语来形容的庸俗的处世秘诀混为一谈。

我们党内斗争的辩证发展总起来说可归结为两个变革。党代表大会是一个真正的变革，如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少数派里爱说俏皮话的人也说得对，他们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次革命！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确实进行了一次革命；一般来讲，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这也是正确的。可是，每次具体革命的具体意义，还不能用这句一般的名言来断定，如果把令人难忘的马霍夫同志的令人难忘的说法换个样子，那么可以说：有的革命类似反动。为了断定一次具体的革命究竟是向前还是向后推动了“世界”（我们党），就必须知道实行变革的实际力量究竟是党内的革命派还是机会主义派，就必须知道鼓舞战士的究竟是革命原则还是机会主义原则。

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在全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空前未有的。秘密的革命党第一次从黑暗的地下状态走到光天化日之下，向大家表明了我们党内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表明了我们党以及它的每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在纲领、策略和组织问题上的全部面貌。我们第一次摆脱了小组自由散漫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传统，把几十个极不相同的集团结合在一起，这些集团过去往往是彼此极端敌对，彼此只是由思想力量联系起来的，它们准备（在原则上准备）为了我们第一次实际创立起来的伟大整体——党而牺牲所有一切集团的特点和集团的独立性。可是，在政治上，牺牲并不是轻易作出的，而是经过战斗作出的。由于取消组织而引起的战斗，不可避免地成了异常残酷的战斗。公开的自由斗争的清风变成了狂风。这阵狂风扫除了——扫除得太好了！——所有一切小组的利益、情感和传统的残余，第一次创立了真正党的领导机构。

然而，称呼什么是一回事，而实际上是什么又是一回事。在原则上为了党牺牲小组习气是一回事，而放弃自己的小组又是一回事。清风对那些习惯于腐败的庸俗观念的人，还是太新鲜了。“党没有经得住它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考验”，象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正确地（偶然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为组织被取消而感到的委屈实在太大了。狂风使我们党的巨流底下的全部渣滓重新泛起，这些渣滓为过去的失败进行报复。旧的顽固的小组习气压倒了还很年轻的党性。党内被击溃的机会主义派，由于偶然得到阿基莫夫这一猎获物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又对革命派占了——当然是暂时的——优势。

结果就产生了新《火星报》，这个新《火星报》不得不发展和加深它的编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犯的错误。旧《火星报》曾教人学会革命斗争的真理。新《火星报》却教人去学处世秘诀：忍让与和睦相处。旧《火星报》是战斗的正统派的机关报。新《火星报》却使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主要是在组织问题上。旧《火星报》光荣地遭到了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西欧机会主义者的憎恶。新《火星报》“变聪明了”，它很快就会不再以极端机会主义者对它的赞扬为耻了。旧《火星报》一往直前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言行一致。新《火星报》，它的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产生——甚至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政治上的伪善。它大骂小组习气，是为了掩护小组习气对党性的胜利。它假惺惺地斥责分裂，似乎除了少数服从多数，可以设想用什么其他手段来防止一个多少有组织的、多少名副其实的党发生分裂。它声明必须考虑革命舆论，同时却隐瞒阿基莫夫们的赞扬，并制造一些卑鄙的谣言来诬蔑我们党内革命派的委员会 
［注：为了进行这项可爱的事业，甚至已经制定了一种固定不变的格式：据我们的某某通讯员报告，多数派的某某委员会虐待少数派的某某同志。］

 。这是多么可耻啊！他们把我们的旧《火星报》糟蹋到了何等地步啊！

进一步，退两步……在个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历史上，在政党的发展中，都有这种现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怀疑这一点，即使是片刻怀疑，也是一种行同严重犯罪的意志薄弱的表现。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奋斗，不因遭到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应当坚持斗争，鄙弃那些庸俗的小组争吵的方法，尽一切可能来保卫用极大精力建立起来的全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党内联系，力求通过顽强而有步骤的工作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工人充分地自觉地了解党员义务，了解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了解我们的分歧的一切原因和演变，了解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机会主义在组织工作方面也象在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方面一样无能为力地屈从于资产阶级心理，一样不加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一样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不管有什么曲折和退步，不管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讲些什么机会主义的空话，不管人们怎样得意地赞美落后的小组习气，不管他们怎样炫耀和喧嚷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这支大军一定会把自己的队伍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

附录

古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冲突事件

这个事件和第10节所引用的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的那封信里提到的所谓“伪造的”（马尔托夫同志的说法）名单有密切联系。事件的实际情况如下。古谢夫同志曾经通知巴甫洛维奇同志，说这份包含施泰因、叶戈罗夫、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五同志的名单，是捷依奇同志转交给他（古谢夫）的（巴甫洛维奇同志的《信》第12页）。捷依奇同志责备古谢夫同志这个通知是“蓄意诬蔑”，同志仲裁法庭也认定古谢夫同志的“通知”“不正确”（见《火星报》第62号刊载的法庭判决词）。当《火星报》编辑部把法庭的判决词登出来以后，马尔托夫同志（这次已经不是编辑部）印发了一个题为《同志仲裁法庭的判决词》的传单，他在这个传单中不仅转载了法庭的判决词全文，并且转载了关于此案整个审理经过的报告全文以及他自己的后记。在这个后记里，马尔托夫同志谈到“为了进行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这件事”是“可耻的”。为了回答这张传单，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利亚多夫同志和哥林同志印发了一张题为《仲裁法庭中的第四者》的传单，他们在这个传单中“坚决反对马尔托夫同志，因为他比法庭判决词走得更远，硬说古谢夫同志居心不良”，而法庭并没有认为这里有什么蓄意诬蔑，而只是认定古谢夫同志的通知不正确。哥林和利亚多夫两同志详细地解释说，古谢夫同志的通知可能是出于一种完全自然的误会，认为马尔托夫同志的行为是“不体面的”，因为他自己发表过（而且现在又在自己的传单中发表）许多错误声明，随心所欲地硬说古谢夫同志怀有不良的动机。他们说，这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不良的动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以上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即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加以说明的问题的全部“文献”。

首先必须使读者对产生这个名单（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时间和条件有一个确切的了解。我在本书正文里已经指出，《火星报》组织在代表大会期间曾开会商量过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名单，以便共同向代表大会提出。这次会议由于意见分歧而告终，《火星报》组织中的多数派通过了包含特拉温斯基、格列博夫、瓦西里耶夫、波波夫、托洛茨基五人的名单，但是少数派不愿让步，而坚持包含特拉温斯基、格列博夫、佛敏、波波夫、托洛茨基五人的名单。《火星报》组织中的两派在提出和表决这两个名单的那次会议以后，就再没有在一起开过会。双方都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想通过整个党代表大会的表决来解决这一引起他们分歧的争论问题，并且双方都极力想把尽量多的代表吸引到自己方面。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的这种自由鼓动，立刻就暴露了我在本书里十分详细分析过的一件政治事实，即火星派少数派（以马尔托夫为首）为了战胜我们，不得不依靠“中派”（泥潭派）和反火星派的支持。他们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绝大多数一贯维护《火星报》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计划而反对反火星派和“中派”攻击的代表，都很快很坚决地站到我们方面来了。从既不属于反火星派，又不属于“中派”的33个代表（确切些说是33票）中，我们很快就争取到了24个，并和他们订立了“直接协定”，形成了“紧密的多数派”。而马尔托夫同志方面只剩下了9票；要取得胜利，他就必须得到反火星派和“中派”的全部票数，然而他和这两派虽然能够一同行进（如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虽然能够实行“联盟”，即能取得他们的赞助，但是并不能同他们订立直接协定，其所以不能，是因为他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始终都和我们一样激烈地进行过反对这两派的斗争。这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处境可悲而又可笑的原因！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想用一个极端恶毒的问题置我于死地，说什么“我们恭敬地请求列宁同志爽快地回答一个问题：‘南方工人’社在代表大会上究竟对于谁是局外人呢？”（第23页附注）。我恭敬地爽快地回答说：对于马尔托夫同志是局外人。证据是：我很快就同火星派分子订立了直接协定，而马尔托夫同志当时却无论是同“南方工人”社，无论是同马霍夫同志，无论是同布鲁凯尔同志，都没有订立并且也无法订立直接协定。

只有把这一政治形势弄清楚以后，才有可能了解所谓“伪造”名单这一麻烦问题的“关键”。当时的具体情况是：《火星报》组织分裂了，我们双方都为维护各自提出的名单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大量个别的私人交谈产生了许许多多方案，提出了以三人小组代替五人小组，更换这个或那个候选人的建议层出不穷。例如，我很清楚地记得，在多数派的私人交谈中曾经提出过鲁索夫、奥西波夫、巴甫洛维奇、杰多夫等同志为候选人，但是后来，经过讨论和争论又把他们取消了。很可能还提出过其他我所不知道的候选人。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都在交谈中表示过自己的意见，提出过修正，进行过争论等等。很难设想这种情形只是在多数派中间发生。甚至可以肯定，在少数派中间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因为我们从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原定的那个五人小组（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后来用三人小组（格列博夫、托洛茨基、波波夫）代替了，并且格列博夫也不中他们的意，他们宁愿用佛敏来代替他（见利亚多夫和哥林两同志的传单）。不要忘记，我在本书内把大会代表分成各个集团，是根据事后所作的分析划分的。实际上，这些集团在进行竞选鼓动时才刚刚开始形成，因而各个代表之间交换意见是非常自由的；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壁垒”，每个人只要想同哪个代表私下交谈，就可以同他交谈。当时，在出现各种各样的方案和名单的情况下，除了《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名单（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之外，还产生了一个与它没有很大区别的名单，即包含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施泰因、叶戈罗夫五人的名单，这也就毫不足怪了。产生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本来是极其自然的，因为我们的候选人——格列博夫和特拉温斯基，显然是不中《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意的（见他们那封载于本书第10节的信，在这封信里他们把特拉温斯基从三人小组名单中取消了，而关于格列博夫，干脆说这是一种妥协办法）。用组委会委员施泰因和叶戈罗夫两人来代替格列博夫和特拉温斯基，原是完全自然的事；如果党的少数派代表中未曾有过一个人想要实行这样一种代替，那才是一件怪事。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以下两个问题：（1）包含叶戈罗夫、施泰因、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五人的名单，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呢？（2）为什么马尔托夫同志听到有人把这样一个名单推到他头上就大发雷霆呢？为了准确地回答第一个问题，必须向全体大会代表询问一番。这在目前是办不到的。特别是必须弄清楚究竟党的少数派（不要把党的少数派和《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混为一谈）有哪些代表在大会上听见过引起《火星报》组织分裂的名单？他们究竟是怎样对待《火星报》组织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提出的这两个名单的呢？他们没有提出过也没有听见过关于适当改变《火星报》组织少数派的名单的任何设想或意见吗？可惜，这些问题在仲裁法庭上看来也没有提出过，仲裁法庭（根据法庭判决词来看）甚至始终不知道《火星报》组织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两个“五人小组”发生分裂的。例如，别洛夫同志（我认为他是“中派”的一分子）“曾经作证说，他和捷依奇有很好的同志关系，捷依奇同他说过自己对代表大会工作的感想，所以如果捷依奇进行过什么鼓动来支持某个名单的话，那他会把这件事告诉别洛夫”。可惜始终没有弄清楚，捷依奇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是不是和别洛夫同志说过他对于《火星报》组织的那些名单的感想？如果说过，那么别洛夫同志对《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提出的五人名单抱什么态度呢？他没有提出过或没有听见过关于对这个名单作某种适当改变的意见吗？既然这个情节没有弄清楚，所以别洛夫和捷依奇两同志的证词中也就含有哥林和利亚多夫两同志所指出的那个矛盾，即捷依奇同志和他自己的说法相反，“曾经进行鼓动来支持”《火星报》组织提出的“某些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别洛夫同志还进一步作证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传阅的那个名单，他是在代表大会闭幕前一两天遇见叶戈罗夫同志、波波夫同志和哈尔科夫委员会的代表时私下听到的。当时，叶戈罗夫曾经表示惊奇，为什么竟把他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因为在他看来，把他推举为候选人是不可能得到大会代表的赞同的，——无论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的代表都不会赞同”。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显然是指《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因为在党代表大会的其余的少数派中间，叶戈罗夫同志这位组委会委员和“中派”的杰出演说家被推举为候选人，不仅能够而且一定会得到赞同。可惜，恰恰是关于党的少数派内不属于《火星报》组织的那些分子是否赞同的问题，别洛夫同志却只字未提，而这个问题正是重要问题，因为使捷依奇同志感到气愤的是，人们把这个名单推到《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头上，而这个名单可能出自不属于这个组织的少数派！

当然，现在很难回想起，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的，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是从谁的口中听见这个名单的。例如，我就不仅不记得这一点，而且也不记得多数派中间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我在前面谈到过的那个包括鲁索夫、杰多夫等人的候选名单的；从许多关于各种候选名单的谈话、设想和传闻中，我只记得那些直接在《火星报》组织中或在多数派的非正式会议上提过的“名单”。这些“名单”多半是用口头传达的（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4页倒数第5行里所说的那个“名单”，就是我用口头方式在会议上提出的五个候选人），但是往往也记在字条上，这些字条一般是在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在一些代表之间传递，通常在散会以后就销毁了。

既然没有确切的材料能够说明这个人人都知道的名单的来源，那我们只好假定：或者是一个为《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所不知道的党内少数派的代表提出了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然后就经过口头和书面方式在代表大会上传开了；或者是《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某一个人在代表大会上曾经提出这样一个名单，但是后来他把这一点忘掉了。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提施泰因同志为候选人在代表大会上显然得到了《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赞同（见我的小册子），而提叶戈罗夫同志为候选人的想法显然是这个少数派在代表大会闭会后产生的（因为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和《戒严状态》中都对组委会没有被批准为中央委员会一事表示惋惜，而叶戈罗夫同志就是组委会的一个委员）。当时这种要把组委会委员变为中央委员的想法是比较普遍的，既然如此，设想少数派的某一个人在私人谈话中和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种主张，不是很自然的吗？

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不愿意考虑这种理所当然的解释，却认为这里面有肮脏的打算，有人蓄意陷害，有不诚实的成分，有人散布“明明虚假的、目的在于中伤的传闻”，有人“为了派别斗争而进行假造”等等。这种不正常的倾向只能用不健康的流亡生活条件或神经不正常来解释，如果事情没有弄到无理伤害同志信誉的地步，那我根本不会谈这个问题。请你们想一想，捷依奇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能有什么理由追查不正确的通知或不正确的传闻含有的肮脏的不良动机呢？他们显然是由于神经失常，才觉得多数派“中伤了”他们，不是指出少数派的政治错误（党章第1条以及同机会主义者联盟），而是把一个“明明虚假的”“假造的”名单推到少数派身上。少数派宁愿说问题不是由于自己的错误，而是由于多数派采取了什么肮脏的不诚实的可耻手段！要追查“不正确的通知”的不良动机是多么不理智，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叙述当时情况时已经指出了；同志仲裁法庭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它并没有认定这里有什么诬蔑、恶意和可耻的东西。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也非常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即早在党代表大会上，在还没有进行选举以前，《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就向多数派谈到过这种谣传，而马尔托夫同志甚至在他那封在多数派所有24个代表的会议上宣读过的信里谈到过这种谣传！多数派根本就没有想在《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面前隐瞒在代表大会上流传过这样一个名单的事实：连斯基同志曾将此事告诉过捷依奇同志（见法庭判决词），普列汉诺夫同志对查苏利奇同志谈过这一点（“同她是不能谈话的，她仿佛把我看成特列波夫[164]了”——普列汉诺夫同志曾经这样告诉过我，这句后来重复过许多次的笑话再次证明少数派神经不正常）。我曾经向马尔托夫同志说，他的声明（说这个名单不是他马尔托夫提出的）在我看来已经够了（同盟记录第64页）。当时，马尔托夫同志（我记得他是同斯塔罗韦尔同志一起）向我们主席团递了一个内容大致如下的字条：“《火星报》编辑部的多数派请求允许他们参加多数派的非正式会议，以便驳斥那些对他们散布的可耻谣言。”当时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就在这张字条上答复说：“我们并没有听见过什么可耻的谣言，如需召集编辑部会议，则应另行安排。列宁、普列汉诺夫。”我们晚上出席多数派会议时，曾把这件事告诉过所有24个代表。当时为了避免产生任何误会，决定由我们24个人共同推选代表去向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解释一下。被选出来的两个代表，即索罗金同志和萨布林娜同志，就去向他们解释了一番，说谁也没有把这个名单一定要推到马尔托夫同志或斯塔罗韦尔同志身上，特别是听过他们两个人的声明以后；说这个名单究竟是出自《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还是出自不属于这个组织的代表大会的少数派，这根本不重要。要知道，事实上根本不能在代表大会上普遍查问！根本不能向每个代表查问这个名单！可是，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位同志又向我们写了一封正式辟谣的信件（见第10节）。这封信由我们的代表索罗金和萨布林娜两位同志在24人会议上宣读过。看来，这件事情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我说已经可以告一段落，并不是说已经确定了名单的来源（如果什么人对此有兴趣的话），而是说完全排除了任何以为有人故意“危害少数派”或“中伤”某一个人，或故意“为了派别斗争而进行假造”的看法。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大会上（记录第63—64页）又搬出这个由病态心理臆造出来的肮脏货色，并且作出了许多不正确的介绍（显然这是他自己神经过敏的结果）。他说，名单里有一个崩得分子。这是不对的。仲裁法庭的一切见证人——包括施泰因和别洛夫两位同志在内——都证实这个名单上有叶戈罗夫同志。马尔托夫同志说，这个名单就意味着签订了直接协定的联盟。这是不对的，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作了说明。马尔托夫同志说，由《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提出的（会使代表大会多数抛弃这个少数的）其他名单“是没有的，甚至连假造的也没有”。这是不对的，因为党代表大会多数派全体都知道，由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提出的但没有得到多数赞同的至少有三个名单（见利亚多夫和哥林的传单）。

究竟为什么这个名单使马尔托夫同志这样气愤呢？因为这个名单说明他们转到我们党的右翼方面去了。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大喊大叫，反对“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痛恨人家“把他的政治立场估计得不正确”，但是现在谁都看见：关于某个名单是不是由马尔托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提出来的问题并不能起任何政治作用；其实这个罪名无论同这个名单或其他什么名单都是无关的，这个罪名不是诬加的而是真实的，对政治立场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从这个令人不快的、人为地造成的关于人人都知道的假名单的事件，应当作出的总结如下：

（1）马尔托夫同志高喊“为了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是可耻的”，并以此损害古谢夫同志的名誉，我们不能不与哥林和利亚多夫两位同志一样认为这样做是不体面的。

（2）为了改善气氛并且使党员不必认真对待每一次病态的放肆行为，看来应当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象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章程那样确定一条规则。这个章程第2条说：“凡是严重违背党纲原则或犯有不名誉行为者，都不能留在党内。关于他们的党籍问题，应当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召集的仲裁法庭来处理。审判员由提议开除者和被提议开除者各指定半数，主审员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指定。对于仲裁法庭的判决，可向监察委员会或党代表大会上诉。”这样一条规则可以成为对付那些轻易控告他人犯有什么不名誉行为（或散布此类谣言）者的有力武器。有了这样一条规则，凡是这样的控告，如果提出控告者不敢理直气壮地以控告者的资格在党面前说话并且力求得到相应的党机关的裁决，就会被永远地确定为算作不体面的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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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于1904年5月在日内瓦出版。它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第一次详尽地批判了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制定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组织原则。为了写这本书，列宁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详细地研究了1904年1月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和决议、每个代表的发言、大会上所形成的各政治派别、党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的各种文件。从本卷《附录》中《〈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材料》可以看到，列宁写作此书的准备工作是做得非常细致、扎实的。



这本书一出版，就受到孟什维克的恶毒攻击。格·瓦·普列汉诺夫要求中央委员会同列宁的书划清界限。中央委员会里的调和派也曾试图阻止它的印刷和发行。尽管如此，列宁的这部著作仍在俄国先进工人中得到广泛传播。



列宁把这本书编入1907年（在扉页上印的是1908年）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时，删去了其中关于组织问题斗争细节和中央机关人选问题斗争的部分（即第10—13、15、16节），对其他各节也作了某些压缩，同时增写了一些注释。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中，这部著作是按1904年第1版原文刊印的，并按手稿作了校订，同时保留了作者在1907年版本中所加的补充。——197。



[119]1902年代表会议是指1902年3月23—28日（4月5—10日）在波兰比亚韦斯托克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是经济派筹办的。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崩得中央委员会及其国外委员会、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火星报》编辑部。经济派和支持他们的崩得分子起初打算把这次代表会议改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指望这样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并抑制《火星报》日益增长的影响。但是，由于代表会议的代表面太窄（只有4个在俄国国内有活动的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派代表出席，比第一次代表大会还少），而代表会议上暴露出来的原则性意见分歧又很大，尤其是《火星报》代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这一企图没有得逞。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确定会议性质的决议，通过了崩得中央委员会代表提出的原则决议案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代表提出的修正案（《火星报》代表提出了自己的原则决议草案，因而投了反对票），批准了以《火星报》编辑部拟订的草案为基础的五一传单，选出了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代表会议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组织委员会委员遭到了逮捕，所以1902年11月在普斯科夫会议上又成立了新的组织委员会。——201。



[120]见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随笔《在国外》。其中写道，1876年春他在法国听到一些法国自由派人士在热烈地谈论大赦巴黎公社战士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大赦是公正而有益的措施，但在结束这个话题时，不约而同地都把食指伸到鼻子前，说了一声“mais”（即“但是”），就再也不说了。于是谢德林恍然大悟：原来法国人所说的“但是”，意思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209。



[121]《工人思想报》集团是俄国的经济派团体，于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了《工人思想报》，宣传露骨的机会主义观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和《怎么办？》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社的思想，指出它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218。



[122]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编辑部在1904年1月15日的第57号《火星报》附刊上登载了亚·马尔丁诺夫的一篇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和攻击列宁的文章。《火星报》编辑部在给该文加的注释中表示赞同马尔丁诺夫的一个观点，这就是所谓“新型的组织上的空想主义（指多数派的组织原则）忽视党员的政治自我教育的任务，而这种忽视乃是对‘经济主义’及其崇尚组织中的‘民主主义’作了剧烈反应的结果”。这个注释还说，“组织上的空想主义的这个缺陷如何同关于‘自发性’和‘自觉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不正确提法相关联，以及列宁同志对这种不正确提法负何责任，本报将会不止一次地予以论述”。随后，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在《火星报》第70、71号上发表了《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一文，公然反对他过去曾经赞同的列宁关于自觉性和自发性问题的提法。——220。



[123]庞巴杜尔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庞巴杜尔先生们和庞巴杜尔女士们》。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借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尔这个名字塑造了俄国官僚阶层的群像。“庞巴杜尔”一词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昏庸横暴、刚愎自用的官吏的通称。——251。



[124]土地和自由社是俄国民粹派的秘密革命组织，1876年在彼得堡成立，起初称为北方革命民粹主义小组、民粹派协会，1878年底改称土地和自由社（19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俄国革命组织也叫土地和自由社）。该社著名活动家有：马·安·和奥·亚·纳坦松夫妇、亚·德·米哈伊洛夫、阿·费·米哈伊洛夫、阿·德·奥博列舍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奥·瓦·阿普捷克曼、德·亚·克列缅茨、尼·亚·莫罗佐夫，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可以走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其基础就是农民村社。他们的纲领提出全部土地归“农村劳动等级”并加以“平均”分配、村社完全自治、“按地方意愿”把帝国分为几个部分等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农民。他们在坦波夫、沃罗涅日等省进行革命工作，企图发动农民起义来反对沙皇政府。他们还出版和传播革命书刊，参加70年代末彼得堡的一些罢工和游行示威。他们的组织原则是遵守纪律、同志之间互相监督、集中制和保守秘密。由于对农村中革命运动日益感到失望，以及政府迫害的加剧，在土地和自由社内部逐渐形成了主张把恐怖活动作为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的主要手段的一派。另一派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1879年8月，土地和自由社最终分裂，前者成立了民意党，后者组织了土地平分社。——253。



[125]民意党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制，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列宁批判了民意党人的乌托邦式的纲领，但十分敬重他们同沙皇制度英勇斗争的精神。——253。



[126]这一事件发生在1900年。汉堡的122名泥瓦工组织了“泥瓦工自由工会”，在罢工期间违反泥瓦工工会中央联合会的禁令做包工活。泥瓦工工会汉堡分会向当地社会民主党组织提出了“泥瓦工自由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的破坏罢工行为的问题。地方党组织把这一问题转交给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处理。中央委员会指定党的仲裁法庭审理此案。仲裁法庭斥责了“泥瓦工自由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的行为，但否决了把他们开除出党的建议。——259。



[127]科斯季奇（米·索·兹博罗夫斯基）决议案所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可以作为该组织的党员。”（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59年俄文版第281页）——263。



[128]阿基里斯之踵意为致命弱点，出典于希腊神话。阿基里斯是希腊英雄珀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所生的儿子。他的母亲为了使他和神一样永生不死，在他出生后曾捏着他的脚后跟把他放进冥河的圣水里浸过。他的脚后跟因为没有沾上圣水就成了他唯一可能受到伤害的部位。后来阿基里斯果然被暗箭射中脚后跟而死。——267。



[129]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火星报》组织成员共16人，其中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9人，即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罗·萨·捷姆利亚奇卡、莉·米·克尼波维奇、尼·埃·鲍曼、德·伊·乌里扬诺夫、彼·阿·克拉西科夫和弗·亚·诺斯科夫；以尔·马尔托夫为首的少数派7人，即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亚·尼·波特列索夫、维·伊·查苏利奇、列·格·捷依奇、列·达·托洛茨基和维·尼·克罗赫马尔。——274。



[130]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277。



[131]指在1895年10月6—12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布雷斯劳代表大会上威·李卜克内西和奥·倍倍尔支持有严重错误的土地纲领草案一事。根据1894年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土地委员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个土地纲领草案，草案的主要错误在于它有使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全民党”的倾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由于同机会主义者一起支持这个草案受到了党内同志的谴责。卡·考茨基、克·蔡特金等在代表大会上严厉地批判了这个土地纲领草案。最后，代表大会以158票对63票否决了这个草案。——281。



[132]这是德国诗人约·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诗句，是浮士德的情人玛加雷特责备浮士德和魔鬼梅非斯特为友时说的（见该剧第16场）。克·蔡特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引用了这句诗。——282。



[133]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写的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原则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载于1903年12月15日《火星报》第55号。这篇文章说：“同经济主义时代遗产斗争的时期为我们培养了具有神权政治性质的组织上的空想主义：世俗社会要服从一个小小的宗教团体的统治，而且这个宗教团体由于地理的和其他的原因，甚至不能待在它所管理的臣民的土地上。”这里说的“宗教团体”就是指旧《火星报》编辑部。——289。



[134]指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307。



[135]指经济派弗·彼·阿基莫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批评《火星报》编辑部提出的党纲草案说：在讲党的任务的段落里“党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概念是完全孤立和对立的，前者是一个积极活动的集体的人，后者则是党施加影响的消极的人群，因此在草案的建议中，党一词到处都以主语出现，而无产阶级一词到处都以补语出现”。他还认为这是使党脱离无产阶级利益这一倾向的明显表现（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127页）。——332。



[136]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山岳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起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的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山岳派，即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而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列宁经常强调指出，孟什维克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341。



[137]沃罗涅日委员会是在以弗·彼·阿基莫夫和莉·彼·马赫诺韦茨为首的经济派影响下的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该委员会对在1902年11月普斯科夫会议上成立的组织委员会持敌对立场，不承认它有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权力。该委员会散发诽谤性信件，辱骂组织委员会，并把在建立组织委员会中起了主要作用的《火星报》称为“社会民主党的鹰犬”，指责它实行分裂政策。由于这些原因，组织委员会认为不宜邀请该委员会参加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了组织委员会的决定，指出：“鉴于沃罗涅日委员会不承认组织委员会以及召开代表大会的章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组织委员会无疑有权不邀请该委员会参加代表大会。”关于这个委员会，参看本卷第407—410页。——343。



[138]彼得堡“工人组织”是经济派的组织，于1900年夏建立，1900年秋同被承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合并。火星派在彼得堡党组织中取得胜利后，受经济派影响的一部分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于1902年秋从彼得堡委员会分离出去，重新建立了独立的“工人组织”。“工人组织”委员会对列宁的《火星报》及其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计划持反对态度，鼓吹所谓发展工人运动和斗争成功的最重要条件是工人阶级的自主精神。1904年初，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工人组织”停止活动，加入了全党的组织。——343。 



[139]指1903年9月从俄国来到日内瓦的弗·威·林格尼克。——352。



[140]可能是指日内瓦郊区的Carouge和Cluse，这两个地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C。当时这里住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成员。——369。



[141]彼得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出典于圣经《新约全书》。彼得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在耶稣被捕前曾向耶稣表示要舍生忘死地效忠于他。但当耶稣果真被捕时，他却不敢出面为耶稣申辩。甚至在有人认出他是耶稣的门徒后，三次盘问他，他都加以否认，说他根本不认识耶稣。——370。



[142]巴扎罗夫是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的主人公。作为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巴扎罗夫痛恨贵族的风尚和习俗。他戳穿了贵族富孀阿金佐娃夫人的虚伪做作，指出她对她的贵族姨妈——一个地位很高的贵族老处女——礼数周到，殷勤备至，只是“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373。



[143]指弗·威·林格尼克。——373。



[144]在1903年11月25日《火星报》第53号上同时发表了列宁《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见本卷第86—90页）和普列汉诺夫写的编辑部的答复信。列宁在信中建议在该报上讨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原则分歧。普列汉诺夫在答复中拒绝了这个建议，称这种分歧是“小组生活内的无谓争吵”。——373。



[145]康康舞是法国的一种下流舞蹈，19世纪30年代出现在巴黎的大众舞会上，后来流行于咖啡馆舞台。——373。



[146]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两篇文章：《可笑的误解》（1903年12月15日《火星报》第55号）和《可悲的误解》（1904年1月15日《火星报》第57号）。它们是对《解放》杂志评论普列汉诺夫《不该这么办》一文的文章《意义重大的转变》和《革命俄国报》评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会后多数派和少数派的论战的文章《大代表大会的小缺点》的答复。——374。



[147]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这些话出自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一文，其中自由派的文坛领袖是指彼·伯·司徒卢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是暗指列宁。——380。



[148]这里说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彼·伯·司徒卢威。1894年秋，列宁在彼得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参加的一次讨论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报告，批判了司徒卢威同其他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篇报告后来成为他1894年底至1895年初撰写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见《列宁全蒙》第2版第1卷第297—465页）的基础。——381。



[149]列宁指尔·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62号上发表的《我们能这样去准备吗？》一文。该文与拥护多数派的三个乌拉尔委员会论战，反对它们坚持的必须建立严格保守秘密的组织以准备全俄武装起义的观点，认为这是空想和搞密谋活动，是19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法国革命家的策略。——383。



[150]他们在描画什么人的肖像？他们从哪里听过这种对话？出自俄国诗人米·尤·莱蒙托夫的对话体诗《编辑、读者与作家》。诗人通过读者对编辑的批评，表达了对当时一些文学作品的不满。列宁借用这句话来嘲讽新《火星报》。——384。



[151]葡萄是酸的！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和葡萄》。狐狸想吃葡萄够不着，就宽慰自己说：“这葡萄看上去挺好，其实都没熟，全是酸的！”——386。



[152]铁弹是铁弹，炸弹是炸弹出自俄国说书艺人伊·费·哥尔布诺夫讲的故事《在大炮旁》。故事说，两个士兵在大炮旁边议论炮弹。士兵甲认为这门大炮要是装上铁弹就好了，士兵乙却认为要是装上炸弹就更好。两人争论起来，但谁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他们谈论的东西。——388。



[153]指俄国民间故事里的傻瓜伊万努什卡。他经常说不合时宜的话，并因此而挨揍。——389。



[154]这两句话引自尔·马尔托夫的一首讽刺诗《现代俄国社会党人之歌》。该诗用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意为骄矜的蠢猪）这一笔名发表于1904年4月《曙光》杂志第1期。诗中嘲笑了经济派的观点及其对自发性的盲目崇拜。——390。



[155]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392。



[156]吉伦特主义即自治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吉伦特派在国家体制问题上主张各省自治，成立联邦。——395。



[157]指1904年2月25日《火星报》第60号上刊载的尔·马尔托夫的文章《当务之急》。他在这篇文章中鼓吹党的地方委员会在决定自己的人选的问题上对中央委员会保持“独立性”，并且攻击莫斯科委员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通过的决议：该委员会根据党章第9条服从中央委员会一切命令。——396。



[158]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于1903年9月13—20日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党的策略和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大会批评了爱·伯恩施坦、保·格雷、爱·大卫、沃·海涅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并以压倒多数票（288票对11票）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者力图改变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老策略的决议。但是代表大会没有把修正主义分子开除出党，他们在大会后继续宣传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397。



[159]《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湿、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398。



[160]指维·伊·查苏利奇在1903年10月28日同盟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上的发言。在谈到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问题时，她认为，即使编辑部内部有分歧，由党的代表大会来改变编辑部的组成也是不必要的。——402。



[161]《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402。



[162]“内阁主义的”策略（内阁主义，内阁社会主义，米勒兰主义）是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机会主义策略。这一术语是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加入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而产生的。——405。



[163]指尔·马尔托夫攻击多数派的诙谐性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简明宪法（“坚定派”最高章程）》。这个《宪法》作为他的《当务之急》一文的附录发表于1904年1月25日《火星报》第58号。马尔托夫在这个《宪法》中歪曲多数派的组织原则，说什么“党分为驱策者和被驱策者”；“为了利于集中制，驱策者有不同的信任级别，而被驱策者的权利都是平等的”等等。——406。



[164]看来是指曾任警察总监和彼得堡市长的费·费·特列波夫。1878年1月24日，他因下令鞭打被监禁的革命者而被维·伊·查苏利奇开枪击伤。——423。









《列宁全集》第8卷


给中央委员的信

（1904年5月13日〔26日〕）

亲爱的朋友们：波里斯转告我说，五位中央委员（他、洛沙季、瓦连廷、米特罗范和特拉温斯基）对我在总委员会中投票赞成召开代表大会以及进行召开代表大会的鼓动提出了责备。我请这五位中的每一位同志向我证实这件事实，或者加以说明，因为我不理解，怎么能由于一个团体的成员做了他有权利同时也有责任做的事，而对他提出责备。可以对他的意见不同意，也可以把他从总委员会召回来，但是提出“责备”就奇怪了，因为既然我还在总委员会，我就不能不按照自己的信念投票。进行召开代表大会的鼓动，同样是每个党员和每个中央委员的权利，因此一个团体对其成员虽然有约束力，却不能（无论形式上还是道义上都不能）限制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这种权利。我的责任只是宣布中央委员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反对召开代表大会。

至于总委员会，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波里斯被任命（据他说，有5票赞同）代替科尔。我的辞呈（据他说）没有被接受，我收回我的辞呈，继续留在总委员会。从这方面来说冲突已经得到解决，而我只请求说明为什么要提出“责备”。

但是一个更重要得多的冲突是：波里斯向我声明，如果我（1）不停止召开代表大会的鼓动和（2）不去反对召开代表大会，他就不能继续留在中央委员会。自然，无论第一点还是第二点我都办不到，所以我回答波里斯说，我要同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同事进行讨论，然后再给他答复，说明我是否退出中央委员会。对于这个有可能使我们中的一个（甚至中央委员会两部分中的一部分）辞职的冲突，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冷静地、在掌握情况的基础上作一番详尽的讨论。我对波里斯最不满的是，他在提出自己的“最后通牒”以前，既没有看过总委员会的记录（这些记录极端重要！），也没有看过表明我的原则立场的小册子 
［注：见本卷第197—425页。——编者注］

 。不把非常复杂的问题弄清楚，却使冲突尖锐起来，这是否明智呢？？当我们在基本问题上团结一致的时候（至少瓦连廷起草的中央宣言着重指出我们在组织问题上的共同的原则立场，与少数派的机会主义立场不同。这个宣言已经给我们寄出，但还没有到达，不过波里斯已向我谈过），却使冲突尖锐起来，这是否明智呢？就拿召开代表大会的问题来说，我们的分歧也只是在日期问题上，因为波里斯并不反对在半年或一年以后召开代表大会。请看一看目前的情况：按规定代表大会应该在明年夏天召开，而我认为，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在我们的鼓动工作获得极大成功的情况下，代表大会也不可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召开，可能还会拖延下去。看来我们的“分歧”就在时间的确定上！由于这一点而分道扬镳，这是否明智呢？请从纯政治的观点来看一看这个问题：波里斯说，鼓动召开代表大会同加强正常工作是不相容的，前者对后者是有害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即使假定波里斯是正确的，假定他能使在这个问题上同他的意见不一致的人退出中央委员会，那结果又会怎样呢？毫无疑问，结果会是使鼓动工作大大加强，使多数派同中央委员会的关系尖锐化，并且使波里斯也不高兴看到的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活动加剧。使问题这样尖锐化是否妥当呢？波里斯说，他反对召开代表大会，因为召开代表大会就是分裂。我认为，波里斯在这里对今天和明天的形势的估计是不正确的；而即使波里斯是正确的，他极力使我们退出中央委员会，也会大大增加分裂的可能性，因为这样无疑会使形势紧张起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加剧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冲突都是失算的。

其实，我和波里斯的分歧仅仅在于，他认为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必然会出现分裂，而我认为未必会这样。我们俩都认为，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会居于多数。波里斯认为，少数派会退出党，他说，无论我们还是马尔托夫都约束不住这些极端分子。我认为，波里斯没有估计到迅速变化的形势，它今天不同于昨天，明天又将不同于今天。波里斯还抱着看待昨天的形势的观点（当时无谓的争吵把原则抛到一边，当时还可以指望和稀泥，掩盖矛盾，指望靠个人让步解决问题）。那种形势已经不复存在，我在我的小册子里已经详细地证实了这一点，对新《火星报》的普遍不满（甚至象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国内著作家小组那样一些非常温和的人也表示不满）也证实了这一点。今天的形势已经不同了：原则排除了无谓争吵。问题已经不在于增补，完全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新《火星报》在原则上是否正确？人们对新《火星报》的原则立场不满，而且这种不满必然还会不断增长，正是这一情况会使得争取召开代表大会的鼓动愈来愈加强。这一点是波里斯没有估计到的。明天的形势还会把无谓争吵更远地抛开。一方面，少数派本身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都不会退出代表大会（同盟代表大会以后曾经有过的那种时机，现在已经失去了）。另一方面，我在总委员会已经声明（我再一次请你们大家在解决这个难题以前，务必读一读总委员会的记录），我们丝毫不反对协商。我对任何人都这样说：我个人绝对愿意（1）向全体原先的编辑们保证用党的经费出版他们的一切著作，不加修改，也不作评注；（2）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暂时取消中央委员会任免各个地方委员会委员的权利；（3）通过专门的决议，保证少数派特别迫切要求得到的权利，甚至愿意（4）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通过由双方实际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等等使《火星报》保持中立，不登载彼此论战的材料。我认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少数派人数不会很多，在这种形势下，他们也就不会退出代表大会。我认为，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一定能彻底消除——用正式的决议来彻底消除“戒严状态”这种幻影，使争论的进行不致妨碍正常工作。要知道，危机的症结就在这里！我在总委员会曾经力争的就是这一点，代表大会十分之八的代表也一定会赞成这样做！我很清楚地知道，波里斯也在争取这一点，但是不召开代表大会，这是做不到的。波里斯错误地认为，我们发起了攻击（鼓动召开代表大会），因此少数派才被激怒了。恰恰相反，我们只是在总委员会开会以前和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发出了许多信件和呼吁以后才表示主张召开代表大会的，我们只是通过鼓动稍微显示了一下自己的力量。谁要是不愿意陷入普列汉诺夫的可笑（如果只是可笑，那还算好呢！）境地（请读一下第65号上他那篇小品文），谁就应该在斗争中公开和直率地表明态度。现在什么都阻挡不住争取召开代表大会的鼓动。对这种鼓动应该采取容忍的态度，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采取中立的态度，这样，它就不会妨碍正常工作。对这种鼓动发火是没有什么用的。

我诚恳地请求每个中央委员给我答复。我们应该把事情谈清楚，把问题弄明白，这样，我们在一起工作时，虽然会有某些意见分歧，但不致发生冲突而互不相容。





	载于1904年日内瓦出版的尼·沙霍夫《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一书（略有修改）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415—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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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中央委员的声明

（1904年5月13日〔26日〕）

三个中央委员格列博夫、兹韦列夫和列宁，在讨论了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意见分歧之后，作出了下面几个应当通知全体中央委员的结论：

（1）意见分歧是从要不要召开代表大会的问题引起的。列宁和瓦西里耶夫在党总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主张召开代表大会 
［注：见本卷第114—145、149—152页。——编者注］

 以后，多数中央委员（5比4，特拉温斯基的一票由格列博夫同志代投）表示反对召开代表大会。[165]当时，列宁和瓦西里耶夫就声明暂时退出总委员会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致中央委员会》（1904年3月13日和14日）。——编者注］

 。目前，这个冲突已经得到解决 
［注：关于这一点，请参看格列博夫同志表示赞同的、附在这声明后面的列宁的一封信。见（本卷第426—430页。——编者注）］

 ：格列博夫和列宁代表中央委员会参加总委员会。

（2）格列博夫同志向列宁同志声明，如果列宁不放弃召开代表大会的鼓动（在中央委员之外进行的），不反对代表大会的召开，他（格列博夫）就退出中央委员会。列宁认为，这样对待问题是不对的，在原则上是不容许的，因此声明，他要征求每个中央委员的意见，然后才能答复，他，列宁，要不要退出中央委员会（在格列博夫同志看来，凡适用于列宁的，也适用于所有与列宁一致的中央委员）。

（3）为了确切说明目前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必须肯定，瓦连廷同志和尼基季奇同志在他们3月间写的并征得格列博夫同志同意的宣言中，曾声明：（1）他们坚决反对根据少数派的要求进行增补；（2）他们同意《怎么办？》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编者注］

 一书论述的组织观点；（3）他们，或者至少他们中的两人，不赞成某些党员著作家的机会主义立场。至于代表大会，格列博夫同志表示确信，（1）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使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二元的政策；（2）代表大会可能导致分裂。为了表示对此不愿承担责任，他声明自己一定要退出中央委员会。而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作为一个负有报告情况责任的机构，在召开代表大会的问题上应当保持中立，让全体中央委员去自由进行鼓动。分裂是不可能的，因为多数派原则上容许在代表大会上进行协商，甚至包括容许《火星报》保持中立立场。

（4）直到上述冲突解决以前，格列博夫同志和列宁同志以中央委员会名义正式发表言论和进行一切活动，都需意见一致，共同署名。






	中央委员　格列博夫　　　兹韦列夫

　　　列宁

　　　　　　　1904年5月26日于日内瓦

载于1904年日内瓦出版的尼·沙霍夫《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一书（略有修改）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419—420页

















[165]对中央委员会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投赞成票的5人是：弗·亚·诺斯科夫、列·波·克拉辛、费·瓦·古萨罗夫、列·叶·加尔佩林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投反对票的4人是：列宁、弗·威·林格尼克、玛·莫·埃森和罗·萨·捷姆利亚奇卡。——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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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党书

（1904年5月下半月）

一、驳关于波拿巴主义的诽谤。胡说。不值一驳。有鼓动召开代表大会的自由。与中央机关报不同，中央委员会本身不表示态度。

应当由各地委员会作出决定。中央委员会请各委员会冷静地慎重地权衡一下，是赞成还是反对，要听取双方意见，研究文件，不要过于匆忙，要意识到自己对党的责任。

二、呼吁正常工作。当前局势的意义：战争。驻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呼吁 
［注：见本卷第115—117页。——编者注］

 。重复一下。思想斗争不应妨碍正常工作。不能容许的斗争形式。不要夸大意见分歧和差异。

三、尝试逐步建立还过得去的关系（卡尔·考茨基的呼吁[166]）。

中央委员会提出以下的条件作为行动准则：

（1）6人都有用党的经费出版一切著作的权利。

（2）同样，可以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著作家小组也有这种权利。

（3）在一个长时期内暂时取消任免委员的权利。

（4）在一个长时期内保证少数派享有某些权利。

（5）保证按各地委员会的要求分配和供应党的一切出版物。

（6）至少要有半年的停战；最后，16页的小册子各占一半。让少数派充分发表意见。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423—424页

















[166]指卡·考茨基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斗争问题给马·尼·利亚多夫的信。这封信发表在1904年5月15日《火星报》第66号上。考茨基在信中呼吁双方停止“内战”，建议在党内“签订停战协定”以前不要召开党代表大会来讨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问题。——433。









《列宁全集》第8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文献[167]


（1904年5—6月）


1

对议程的意见

（5月31日〔6月13日〕）

列宁提议，把波兰社会党（P.P.S.）提出的希望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波兰社会党代表会议以讨论两党共同斗争的原则和条件的问题，也列入议事日程。


2

关于召开各党联席代表会议的发言[168]


（5月31日〔6月13日〕）


（1）

总委员会想不想读一读波兰社会党的建议？（普列汉诺夫：“好，可以读一读。”）“波兰社会党一向认为，波兰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营垒必须紧密靠拢，以便更有效地进行反对共同敌人——沙皇制度的斗争。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从而给双方的实际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因此，我们高兴地庆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恢复为统一的整体，成立了对党的一切活动负责的中央机关，因为这可以使我们朝着实现我们早已确定的目标迈出第一步。我们很清楚，由于我们和你们之间一直没有建立正常联系，彼此产生了许多误会和疙瘩，在我们最后达成所期望的协调一致以前，应当消除这些误会和疙瘩。因此，我们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决定向你们建议：不久的将来，在国外召开一个代表会议，由你党代表和我党三位代表讨论两党进行共同斗争的原则和条件。这次会议的结果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波兰社会党相应的机关将来达成协议的基础。希望尽快答复……”

中央在回答这封信的时候，请波兰社会党更详细地说明代表会议是什么性质，由哪些机关的代表参加，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举行。此外，中央还请波兰社会党告知，波兰社会党对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会议抱什么态度。[169]

波兰社会党给我们的回信如下：

“尊敬的同志们：你们的来信使我们有些惊奇，因为我们觉得，你们来信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第一封信中已有答案了。我们提议召开的代表会议是预备性质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我们两党靠拢的基础。这次会议例如可以制定长期协定的草案。

我们这方面将由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作为我们党的最高机关的中央委员会指定三名代表与你方会谈。你们想必也会由你党相应的机关或有进行这种会谈的权利和相应的权力的机关指派代表同我们会谈。

我们建议会议在国外举行。地点是次要的，虽然对我们来说比较方便的是维也纳。我党中央指派的代表是同你党会谈，而不是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会谈，因此不存在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的问题。”

这就是有关波兰社会党给我党提出的建议的全部文件。我个人认为，既然波兰社会党拒绝邀请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它所筹划的代表会议，它的这个建议，我们是不能接受的。至于芬兰人的提议，我们可以回答他们原则上同意举行预备性会议。因此，我想我们的决议案可以这样写：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则上同意同各革命的和反政府的政党的代表举行预备性会议，以便在某些局部问题上达成协议。”

至于马尔托夫同志提议召开的只有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参加的预备性会议，我认为未必妥当，因为除了崩得、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无产阶级”党[170]之外，还有各边疆地区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吸收这些组织参加会议很不方便，不邀请他们又可能伤害他们的感情。


（2）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说，拉脱维亚人有两派。[171]（马尔托夫：“两种倾向。”）现在形成的结果是：和我们一起开代表会议的，将是倾向于社会革命党人、倾向于《解放》和热中于恐怖手段（用阿克雪里罗得的话来说）的一派，而另一派的力量很弱。必须把实际情况搞清楚。如果只是两种倾向，那与我们无关，我们就同现有的拉脱维亚党联合起来。如果存在着两个派别，我们选择得不对头，就会处于尴尬地位。应当首先搞清楚这两派的力量和倾向性。至于高加索，我的意见是应当吸收它参加代表会议。为此，我们就要了解一下，那里有没有能同我们并肩前进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


（3）

我同意对两个拉脱维亚组织都加以邀请的建议。至于持联邦制主张的亚美尼亚组织[172]，既然马尔托夫同志指出了这个组织同社会革命党人关系密切，已不存在邀请它参加代表会议的问题。其次，普列汉诺夫同志坚持必须立即答复芬兰人，他的建议的内容是什么，我还不清楚。


（4）

我觉得，要求在决定原则性问题时须一致同意是多余的。[173]我不能想象，假如代表会议上通过了某种荒谬的决定，有哪个社会民主党人会不退出会议。


3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代表问题的发言

（5月31日〔6月13日〕）


（1）

我请求说明一下，既派总委员会的代表又派各组织的代表是否合适。在以前历次代表大会上其他各国的实践中有没有这种先例？我觉得，这种派代表的方法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上（从经费、技术等观点看）都有些不合适。让总委员会在那里做全权代表不是更好吗？我不能想象对我们的意见能够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加以拒绝。我们党的声音是剥夺不了的！


（2）

既然普列汉诺夫同志说，分别派党的代表参加大会是做不到的，而派大量代表参加大会又太费钱，而且在这方面我们反正也比不过崩得分子，所以最好还是只由总委员会代表全党出席大会。


（3）

此外，我们未必来得及同所有组织联系以得到他们的代表委托书。[174]因此，我提议，总委员会在没有同各个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必要时可以分别代表每一个组织……

4

关于必须对“公察克党人”的报纸进行监督的意见

（5月31日〔6月13日〕）

列宁同意马尔托夫同志的建议，并且指出，“公察克党人”的报纸[175]并非一向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对该报的活动需要加以监督。

5

对马尔托夫关于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召回驻党总委员会代表的权利的决议案的意见

（6月5日〔18日〕）

马尔托夫同志指出，他的提议并不涉及具体情况，而只是为了避免将来的冲突。因此我也不去涉及任何具体情况，而且既然这一决议案仅仅是为了给将来确定一定的规则，我也就不准备对它提出反对意见了。如果把它压缩一下，只归结为一个机关召回其代表的权利，而把有关不对代表大会负责的词句删去，也许会更好一些。

6

关于增补各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增补各委员会委员的权利的发言

（6月5日〔18日〕）


（1）

这项决议案[176]，不管它的实际结论如何，我建议修改它的开头部分。既然我们由于材料不充分不可能对莫斯科的冲突问题在实质上作出明确的决定，所以也不应该在决议案中涉及过去所发生的冲突。我建议一般在一个组织的这一部分对另一部分表示不满的情况下，应该把这个情况通知对方，使对方有可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例如莫斯科的冲突，情况就不象马尔托夫同志所说的那样。据我了解，五人中有三人希望增加两个新委员，其他人也表示同意，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方面再增加一人，也就是继续保持甚至加强占优势的一方。只是由于多数派坚决反对这种安排，莫斯科的同志们才想搬出党章来。有一个中央委员赞成委员会的多数派对党章的解释，另一个中央代表则反对这种解释。

我说的这一点，只是为了作为参考和列入记录。总之，我建议修改马尔托夫同志决议案的开头部分，就是说要表明这个决议案规定的是今后的、未来的规则。就实质而言，我主张把所有的分数都按整数计算。


（2）

马尔托夫举出的事实，对我来说完全是一种新闻。[177]我们有十分明确的材料说明，莫斯科委员会的少数派只提议增补一名自己的候选人，而并没有把这个问题同派别分歧联系起来。其次，就实质而言，我认为把所有的分数都按整数计算是更恰当和更符合党章精神的。不过，这个问题意义不大，所以我同意投票赞成马尔托夫同志的决议案。


（3）

这次事件[178]又一次使人认识到，如果某一方提出控诉，必须立即把这个情况通知另一方，使它可以进行解释。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有可能就发生的冲突作出相应的决定。据我们了解，事情是这样的：尼古拉耶夫委员会原由多数派的代表组成，后来全被逮捕。此后，中央委员会，也可能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委派了三个人去尼古拉耶夫委员会，其中两个过去不在尼古拉耶夫，一个过去已经在那里工作，并且有很多联系。可能在逮捕时这一个人也不在尼古拉耶夫。当中央委员会委派的委员到尼古拉耶夫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两个少数派委员，他们愿意在那里工作，于是也就同意接受了他们。就是说，三人又增补了两人。情况就是这样，要想核对，可以去问一下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如果他们还没有被逮捕的话……（马尔托夫：“已被逮捕了……”）

据我们了解，这些事实都被歪曲了，我觉得，多数派的两位委员是做得对的。中央委员会委派的委员所在的地点不能成为不接受他们的借口。我再一次建议作出一个决议：如有控诉，要听取双方的意见。其次，至于说到问题的实质，我原则上不同意马尔托夫同志的决议案。不能剥夺中央向各委员会委派候选人的权利。当然，任何一种权力都可能被滥用，但为了防止这种弊端，可以例如通过报刊或总委员会的活动等形式来实行监督。我赞成这样一种意见：在增补新委员时，不应当纠缠派别色彩问题。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来没有听说中央委员会用强迫手段委派委员的事。所有这种指责中央委员会用强迫手段进行委派的说法使得中央委员会非常谨慎，而单是策略上的考虑也使中央委员会只好暂不行使自己的权利。


（4）

我想谈几点意见。首先，我想指出，有人硬说派到尼古拉耶夫委员会的两名委员是从敖德萨去的，甚至说是敖德萨委员会委派的，这是误会。很可能敖德萨驻有中央代办员，他在逮捕事件发生以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恢复该委员会。但不管怎样，我们非常肯定地知道，这三人是中央委员会委派的。我顺便提到这一点，是为了消除这方面可能产生的误会。第二，马尔托夫同志声明，他也从来没有听说中央用强迫手段向地方委员会委派候选人的事，这个声明非常重要，特别是因为编辑部通过自己的代办员，对党内情况是了解得很清楚的。至于马尔托夫所说的自己要求不经投票选举而加入莫斯科委员会的那位年轻妇女，这个例子恐怕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不论是事情的经过，还是这位妇女的权限的大小，我们都不知道；当然，最后，这位妇女还是经过投票选举才加入了委员会。第三，我还认为，指出马尔托夫说的这样一句话是很重要的，他说在正常条件下，要限制中央委员会对地方委员会的组成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有人在这里指出，人们指责中央委员会在人为地“制造”委员会，不过，往往也可以听到对中央机关报发出同样的责难。但是，既然马尔托夫同志本人也肯定，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事实，只是可能产生这样的事实，那我认为，要限制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后面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何况在实践中，单是这样提出问题就会引起某种不满。我赞成马尔托夫同志的看法，即他所提到的尼古拉耶夫委员会的两位委员是非常可贵的革命活动家，但是要知道他们已经被接纳加入委员会了。

总之，可以说，中央委员会由于近来遭到种种责难，行动特别谨慎，并不急于行使自己向地方组织委派新委员的权利。为了避免和制止关于中央委员会的谣言，我一点也不反对把谨慎的策略暂时正式肯定下来。

其次，关于我们提出的如有控诉应当通知有关的另一方的问题，我提出下述决议案：“党总委员会请各党组织在一个组织的某一部分向党总委员会提出控诉或问题的时候，立即把这一控诉或问题的内容全部通知这个组织的另一部分，因为党总委员会必须听取双方对问题的说明，才能解决争执。这个要求也适用于一个组织对另一组织提出控诉的情况。”[179]

7

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问题的表决程序所作的发言

（6月5日〔18日〕）


（1）

列宁同意格列博夫的下述意见：特维尔和里加两地的委员会的票数没有法律效力[180]，并提议计算现有组织不从其发表宣言时算起，而从中央批准该组织时算起。此外，他还指出：应当从马尔托夫的决议案中删去涉及代表大会时机的词句。各联合会将在代表大会上拥有多少票数的问题要由它们的章程来确定。如果它们的章程还未经批准，则应按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原有的票数计算。例如，高加索联合会[181]应当拥有六票。


（2）

我们同马尔托夫同志在有关9个委员会在表决召开代表大会问题时的权利方面的意见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我认为，不应当给巴库委员会以单独的表决权，因为它加入了高加索联合会。必须了解一下所有五个联合会的情况，然后再作出相应的决定。


（3）

我对马尔托夫同志的建议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但是这个建议在形式上是不正确的[182]。代表大会没有批准这些委员会，因此，应当对它们援用这样一条规则，即它们只有经过一年以后才能投票赞成或反对召开代表大会。而这一年即将到期，所以这个问题就更不值得多加讨论了。但是对待高加索联合会必须十分谨慎：它原来有6票，如果我们只给它2票，就会使它受到莫大的委屈。此外，我觉得，马尔托夫同志建议将各联合会与各委员会同等对待，这是把党章第3条的（5）、（6）两项混淆起来了。所以，关于高加索联合会的问题，我建议缓一缓处理并通过中央委员会进行了解。


（4）

我同意马尔托夫同志关于高加索联合会的意见[183]。其次，还有一个法律上的问题，即在统计召开代表大会所需的总票数时总委员会的票数如何计算。依我看，有两种解释可能是正确的：或者在确定必要的组织数目时总委员会的5票不算在所有组织的总票数内，总委员会的票数然后单独计算；或者干脆取现有组织的半数，不算总委员会，把这个半数作为此种情况所必需的数额。我认为，总委员会的票数单独计算是最正确的。

8

关于《黎明报》的发言

（6月5日〔18日〕）

可惜我不能为《黎明报》[184]说许多话。到目前为止，的确应当承认，这个实验是不很成功的。邦契-布鲁耶维奇是个没有经验的著作家，他本来指望得到党内其他著作家的帮助。但他没有得到这种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把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是不公平的。创刊到现在，总共只有5个月。也许刊物还能站住脚，尤其是其他著作家能够给以帮助的话。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无论在美国或在俄国，教派信徒中间的联系扩大了。此外，应当指出，在经费方面，这个刊物不用党来负担，因为《黎明报》有单独的经费。我认为，现在停办《黎明报》为时过早，建议继续试办。

9

关于公布党总委员会会议记录问题的发言

（6月5日〔18日〕）


（1）

我完全不同意马尔托夫同志的意见。希望把已通过的有关上一次会议记录的规则[185]确定为总委员会所有会议的规则。保密的要求应当不会妨碍公布记录，而对党员来说，了解党的最高机关中的情况，在那里双方各持什么样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


（2）

格列博夫同志提出了关于上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的问题，并建议现在重新作出决定，这使我大为吃惊。我认为，重新作决定这种做法，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道义上都是不能容许的。


（3）

到目前为止，中央委员会还没有作出关于公布记录问题的决定，而我只是坚持中央委员会有权在它认为必要时作出这种决定。[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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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这是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1904年5—6月会议的一组文献。这次会议于5月31日和6月5日（6月13日和18日）在日内瓦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弗·亚·诺斯科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尔·马尔托夫。5月31日的会议讨论了召开俄国各革命党和反对党联席代表会议问题和即将召开的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问题。6月5日的会议讨论了一些党内问题：关于党的中央机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从总委员会召回自己的代表的权利问题；关于各委员会增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派各委员会新委员的权利问题；关于各党组织就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进行表决的程序问题；关于公布总委员会会议记录问题等。由于总委员会5名委员中有3名是孟什维克反对派的代表，而诺斯科夫又持调和派立场，会议在一些重要的党内问题上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决议案。——437。



[168]各党联席代表会议（即俄国各反对派组织和革命派组织的联席代表会议）是1904年底由芬兰积极抵抗党倡议召开的。



1904年8月，在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开幕前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俄国其他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及组织的代表在阿姆斯特丹会晤，作出了不参加各党联席代表会议的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在1904年8月21日（9月3日）的会议上批准了这一决定。——438。



[169]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波兰社会党的这封回信是列宁在1904年2月7日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439。



[170]“无产阶级”党是指波兰社会党—“无产阶级派”。该党是由从波兰社会党分离出去的利沃夫支部于1900年夏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先后设于利沃夫和克拉科夫，在华沙、罗兹等地有其组织。该党最高纲领是社会主义革命，最低纲领是制定全俄宪法和波兰王国自治、教会同国家分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该党坚持采取个人恐怖的策略，同时主张波兰革命运动同俄国的革命运动接近。该党于1909年春停止活动。——439。



[171]看来是指波罗的海沿岸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



波罗的海沿岸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是1902年4月由几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联合而成的。1904年6月，以这个组织为基础建立了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该党于1906年4月派代表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是1900年秋天在国外建立的。这个组织就其提出的要求来说接近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并具有相当程度的民族主义倾向。1905年在部分农民中暂时有些影响，但很快被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排挤，以后再未起什么明显的作用。——440。



[172]指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特殊派”）。这个组织是亚美尼亚民族联邦主义分子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建立的。它象崩得一样要求实行联邦制的建党原则，也就是把无产阶级按民族分开，并宣布自己是亚美尼亚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它借口“每个民族都有特殊的条件”来为自己的民族主义辩护。列宁在1905年9月7日写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坚决反对这个组织参加1905年9月召开的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代表会议，指出这个组织的成员是一帮在国外的著作家，同高加索没有什么联系，是崩得的亲信（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440。



[173]指尔·马尔托夫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要预先规定，在各党联席代表会议上只有一致同意才能通过原则性决议。——441。



[174]列宁的这个意见是针对尔·马尔托夫所提的决议案说的。这个决议案建议所有党组织将其参加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代表委托书寄给党总委员会，并提交地方工作报告，以便编写总的报告。格·瓦·普列汉诺夫紧接着马尔托夫发言，指出没有时间坐等各地的报告，并建议立即委托一个人起草报告。——443。



[175]指亚美尼亚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公察克党的机关报《复兴报》。该报于1903—1904年在保加利亚鲁什丘克市出版。——444。



[176]指尔·马尔托夫提出的决议案。该决议案建议党总委员会对党章第12条关于各委员会增补新的委员须有现有委员2/3票数通过的规定作如下解释：在2/3票数不是整数的情况下，所带零头是1/3则舍弃不算，是2/3则算作1。该决议案开头部分说，之所以有必要作这样的解释，是因为按党章要求确定增补所需的票数时发生了误解。马尔托夫举莫斯科委员会的表决为例，但实际上并没有提出具有说服力的事实。该决议案后来按列宁的意见修改后通过。——446。



[177]指马尔托夫断言莫斯科委员会的少数派提议增补自己方面的代表是2名，而不是1名。——447。



[178]指尼古拉耶夫委员会发生的冲突。在党总委员会6月5日的会议上，尔·马尔托夫在列宁发言之前介绍了这次冲突事件。——447。



[179]这一决议案由党总委员会一致通过。——449。



[180]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第3条规定，只有在不晚于代表大会前一年被批准的组织才有权派代表参加大会。据此，弗·亚·诺斯科夫（格列博夫）在党总委员会第2次会议上指出，特维尔委员会和里加委员会的票对决定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问题没有法律效力。——450。



[18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是在1903年3月根据梯弗利斯和巴库两委员会的倡议而在梯弗利斯举行的高加索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梯弗利斯、巴库、巴统、库塔伊西和外高加索的其他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15名代表。代表大会宣布高加索联合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表示赞同《火星报》的政治路线，接受《火星报》编辑部拟定的党纲、党章草案，并选出了联合会的领导机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大会决定将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报》和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报》合并为《无产阶级斗争报》。高加索联合会派出3名代表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因为联合会尚处在组建阶段，所以他们是作为三个独立委员会代表选出的，即波·米·克努尼扬茨为巴库委员会代表，阿·格·祖拉博夫为巴统委员会代表，季·亚·托普里泽为梯弗利斯委员会代表。1903年9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批准高加索联合会为党的区组织。



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一开始就同列宁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它是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的可靠支柱。联合会积极为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而斗争，并派代表参加了进行实际筹备工作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



1906年2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举行的前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建立了联合委员会而停止活动。——450。



[182]指尔·马尔托夫在党总委员会第2次会议上的下述提议：把萨马拉、斯摩棱斯克、布良斯克和阿斯特拉罕各委员会与出席过代表大会的各委员会同等看待，在决定召开党代表大会的问题上给它们以表决权。——451。



[183]指尔·马尔托夫的下述提议：从1903年9月即高加索联合会的章程被批准之时起，给这个联合会在决定召开党代表大会的问题上以表决权。——451。



[184]《黎明报》（《PaccBer》）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为教派信徒办的小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于1904年1月在日内瓦创办。党总委员会在1904年6月18日的会议上反对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继续出版，但保留了邦契-布鲁耶维奇以个人名义出版小报的权利。《黎明报》于1904年秋停刊，共出了9号。——452。



[185]185指党总委员会1904年1月会议通过的关于公布总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决定。——453。



[186]在1904年6月5日（18日）会议上，党总委员会以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弗·亚·诺斯科夫（格列博夫）4票通过决定，反对公布总委员会会议记录。——454。







《列宁全集》第8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关于移交权力的声明


1904年7月28日于布伦嫩

鉴于我离开日内瓦和格列博夫同志也突然离开，我认为，中央委员会两个国外代表的一切事务全部由中央代办员，即奥林、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利亚多夫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主持是理所当然的。






	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　尼·列宁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443页
















《列宁全集》第8卷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材料

（1903年9—10月）


1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提纲[187]

（9月27日和10月13日〔10月10日和26日〕之间）

1．报告的内容：（α）叙述事实

　　　　　　　　（β）评价结果。

2．火星派的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组委会里火星派委员的工作。组委会内部同崩得和同“南方工人”社的斗争）。组委会对各委员会的影响，提出候选人，提前派遣代表。

3．取消限权委托书。编辑部的少数派和多数派：关于与三人小组无关的行动自由的声明。选举第七名成员（伊格纳特）。

大会的计划和三人小组（大家都有改组的想法，但对它的理解各不相同）。[188]

4．非正式性质的预备会议。内容：崩得、通俗报纸、两个中央机关、党章（只是我的）。

象列维茨基这样的糊涂虫：为波兰社会党辩护；（通俗报纸和一个中央机关的政治意义）。

5．代表大会开幕。我的代表委托书。

　　选举主席团。马尔托夫的错误计划。

　　代表大会议事规程（很详细）。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中的崩得分子。

6．组委会事件（开场戏）——（代表大会的第3次会议）

　　（α）组委会的突然宣布。小窗子旁边的会议

　　（β）邀请梁赞诺夫。这一步骤的意义。冒牌火星派分子纳塔莉娅（伊万诺夫娜）

　　　　（崩得分子的胜利）

　　（γ）伊格纳特发言进行揭露

　　（δ）马尔托夫和我们站在一起。

　　（ε）一项反对组委会的决议。没有任何个人表示赞成梁赞诺夫。

　　　结论：冒牌火星派分子。

　　补6。同尤里耶夫和马尔丁交换意见。

纳塔莉娅·伊万诺夫娜退出《火星报》组织。

注意

7．同崩得的斗争（议程第1项）（第4次会议）。联邦制被否决。队伍可别动摇了。

动摇的魏斯曼。

NN 关于托洛茨基不知分寸的行为的意见。

注意

8．议程第2项。纲领。没完没了的拖延。崩得分子；米佐夫——是个斗争社分子和糊涂虫，最典型的泥潭派（Sumpf）。南方工人派分子的长期动摇（他们对普列汉诺夫关于不能把普选制看得至高无上的讲话[189]发出号叫）。

开始形成泥潭派＝南方工人派分子

＋狭义的泥潭派。

工人事业派分子：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布鲁凯尔。

纲领被一再拖延。

就是这样！

第20次会议——土地纲领！！

！！第21次会议——纲领讨论结束。

共35（大约）—36次会议

9．语言平等事件。（代表大会第16次会议！）

赞成我们的：坚持彻底路线的火星派分子

（24－6＝）18

马尔托夫分子

2＋1托洛茨基＋1扎戈尔斯基＋1捷依奇＋

反对的：崩得——5

《工人事业》——3

“南方工人”社——4

12

＋13

25

捷依奇

动摇过？

＋1毕洛夫[190] ＝6

＋2安东26

米佐夫2＋1巴季连科夫＋

＋1康斯坦丁诺夫＝4

＋2列维茨基＋1

魏斯曼＝3

？ 高加索— 6

13

事件的意义：暗算《火星报》。

泥潭派全都反对《火星报》。

10．泥潭派的一般特征：最伪善的耶稣和斗争社分子是典型代表[191]

赞成“南方工人”社

叫嚣反对普列汉诺夫（普选制）。

见专页。

11．议程第3项。

批准《火星报》。马尔托夫向阿基莫夫解释关于第24项的选举问题。

注意

12．议程第4项。报告。

13．议程第5项。

党章。

章程草案的起草经过（马尔托夫的和我的草案）。还在日内瓦时就在

代表们面前维护我的草案（马尔托夫也维护他的草案）。

《火星报》组织内部关于NN问题的斗争。

14．党章第1条（大会第22次和第23次会议）。

饶勒斯主义

（1）扩大党

（2）混乱（由党员组成的非党组织）

（3）大家都引用列宁的话

（4）“群众之外的群众的党”。

15．崩得支持马尔托夫。

“可耻的谣言”[192]（布鲁凯尔支持我，支持我的甚至还有最伪善的耶稣！！（？））

（有点混乱：我们当中也有人支持马尔托夫）。

鲁边和列昂诺夫反对我。

布鲁凯尔和最伪善的耶稣支持我

等等。

2

＿＿＿＿＿＿＿＿＿我看见你落在这样一伙人中间，感到非常痛心！ 
［注：见本卷第282页。——编者注］



16． 联合：崩得＋工人事

　　　3　　　　　4

业派＋南方工人派＋

　　7　　　8

泥潭派＋马尔托夫分

子。总共＝27

反对24

注意

补16： 中央委员会名单。

《火星报》组织的16人会议。

NN　　9，4和3

　　　　　－　＋　0

＿＿＿＿＿＿＿＿＿＿＿＿＿

名单10（11）＋1（2）—

17．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的相互增补总委员会的“第五名委员”

——（代表大会第27次会议）。

18．选举。将关于3人和6人的问题提交大会。

马尔托夫分子的失败和没有批准编辑部。

所有代表先前（代表大会以前）已经知道三人小组。

19．马尔托夫关于“党内戒严状态”的发言，“为争取影响中央委员会而斗争”。

20．马尔托夫分子弃权、拒绝提出名单并表示抗议。

21．决议案　第18号和第19号

（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和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

22．评价大会的结果。

完成了形式上的建党。

内部工作的实际问题解决得很差。为什么。

同阴谋诡计作斗争：

崩得的阴谋

《工人事业》的阴谋

“南方工人”社的阴谋

泥潭派的阴谋

NN的阴谋。

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必须坚决铲除“阴谋诡计”。

马尔托夫的“戒严状态”的话不对。

马尔托夫没有理解政治时机、政治形势＝

＝马尔托夫的错误　　　或者改正错误，

　　（曲折路线） 　　　或者顽固坚持

击败组委会又使其在中央委员会复活

（α）从内部证明

（β）从外部抵制

！拒绝写

小册子

大会的前半期

组委会事件

语言平等

大会的后半期　　章程

　　　　　　　　中央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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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札记

（10月13日〔26日〕）

第一次表决

14票赞成邦契，16票反对。

17票赞成托洛茨基的建议

（选3人）。[193]

柯 尔 佐 夫当选主席（17票）。

副：查苏利奇17票，推辞不干

唐 恩16票

阿 克 雪 里 罗得15票

李维诺夫14票

唐恩和柳·伊·阿克雪里罗得。副。[194]

柯尔佐夫。拟定议事规程。

会议3—8小时

报告1小时和作结论12小时。

发言（1）10分钟和（2）5分钟。

关于会议程序1票赞成和1票反对。

（1）公开表决

（2）按代表委托书表决。

（3）秘密选举。

主席团 一 致选2名秘书。

主席团 一 致批准记录。

在有5人要求时实行记名投票。

以表决人简单多数通过的方式表决。重新表决。

由于一半对一半，提议未被通过。

宣读了中央委员会的信[195]。（个别的叫“好”声。）无人发言。

代表资格的审查。

国内7人

莉莎

多利沃

坎采尔

古尔维奇

戈尔登贝格

美舍利亚科夫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所有国外代表的代表委托书都被批准。

关于国内成员的争论[198]。

被否决

按人计票：

15票赞成国内成员有表决权

17票反对

14票赞成3个月

17票反对[197]

从此以后就按代表委托书表决。

1．领导机关的报告。

2．代表的报告。

3．章程。

4．选举。[198]

我们的[199]：

13＋ 尼廷格尔＋伊达·伊萨科夫娜＋阿列克谢耶夫＋戈尔登＋科列涅夫斯基（埃马努伊洛夫）＝18。

马尔托夫分子：

＋18

＋18

＋6

————

42票。

1．阿克雪里罗得

古列维奇

捷依奇

查苏利奇

5．马尔托夫

6．托洛茨基

扎戈尔斯基

列先科

奥斯特罗夫斯基

10．古尔斯基

11．斯塔罗韦尔

乌沙科娃

布柳姆

唐恩

15．绍埃尔

16．舍尔戈夫

帕林科夫斯基

赖歇斯贝格

17．杰缅季耶夫

塔尔

塔尔

18．柯尔佐夫

布劳恩

莱特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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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这个文件是列宁在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的详细提纲。它同报告的记录稿（见本卷第38—48页）在内容和叙述顺序上基本相符。但提纲中的某些论题在记录稿中没有涉及，而提纲中没有的一些论点却在记录稿中得到了发挥。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见本卷第197—425页）和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中，对本提纲提到的情况作了详细的分析。——457。



[188]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问题（见本卷第305—322页）。——458。



[189]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第16次会议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说：如果为了革命的胜利需要暂时限制某一个民主原则的作用，那么，不去作这种限制就是犯罪；也可能出现社会民主党人为了限制剥削阶级的政治权利而反对普选制的情况。——459。



[190]这里的问号看来意味着列宁写这份提纲时没有掌握毕洛夫（即维·叶·曼德尔贝格，大会记录中的波萨多夫斯基）如何投票的准确情况，因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当时尚未公布。实际上毕洛夫在这次记名投票中是反对列宁的提议的。赞成列宁提议的一共是25票，反对的是26票。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公布后写的《进一步，退两步》中指出，波萨多夫斯基同反火星派分子投了一样的票（见本卷第226页）。——460。



[191]最伪善的耶稣即叶·雅·列文（叶戈罗夫）。斗争社分子是指德·巴·卡拉法季（马霍夫；米佐夫），参看本卷第426页。——460。



[192]这里引的是尔·马尔托夫的话。详见本卷第45—46页。——461。



[193]这里提的第一次表决，是指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关于大会主席团选举问题的建议所进行的表决。他建议主席团由三人组成，一人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选出，另一人由少数派选出，第三人则由同盟的会议选出。孟什维克力图利用自己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把孟什维克的候选人选进主席团，所以反对这样的选举程序，而主张选举三人组成主席团，不必考虑被选举人是属于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还是少数派。孟什维克的这一建议，经尔·马尔托夫写成文字后，与邦契-布鲁耶维奇的建议一同付表决。——464。



[194]这里的两个“副”字都是指代表大会的副主席，前一个是指代表大会副主席（共两个）的选举情况，后边一个是指选举结果。根据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记载，马·马·李维诺夫得13票，而不是14票。——464。



[195]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弗·威·林格尼克给国外同盟代表大会的信。信中希望同盟能够根据党章精神来制定自己的新章程。——465。



[196]指是否让已经回俄国的国外同盟成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享有表决权问题的辩论。布尔什维克主张给他们表决权，孟什维克反对。问题的实质在于，有两个在大会开幕前不久回俄国的同盟成员——可能是米·尼·列曼（莉莎）和彼·格·斯米多维奇（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把自己的表决权转托给了尼·埃·鲍曼。孟什维克由于担心会增加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代表的票数，因而反对承认已经回国的同盟成员的权利。——465。



[197]米·科列涅夫斯基（埃马努伊洛夫）建议给回国尚未超过三个月的国外同盟成员保留表决权。这里记的是关于这一建议的表决情况。——465。



[198]这里所列的四条是已通过的国外同盟代表大会的议程。——466。



[199]在前面分别标了“我们的”和“马尔托夫分子”的这两部分札记是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实际力量对比的具体计算。



前一部分中未指出姓名的13个布尔什维克是在《给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成员的公开信》（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第72—76页）上签名的12人和奥·阿·皮亚特尼茨基。



后一部分最右边列出的6人，其立场在第1次会议上不够明朗。后来的各次会议表明，这6人中有4人支持孟什维克，其余两人——康·米·塔赫塔廖夫（塔尔）和阿·亚·雅库波娃（塔尔，她的票由塔赫塔廖夫代投）——持中立立场。——466。









《列宁全集》第8卷


《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一文材料

（1903年10月29日和11月5日〔11月11日和18日〕之间）


1

尔·《论土地问题》一文摘要[200]

尔·在《解放》第9期（总第33期）上发表的文章。

　　α.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伯恩施坦主义）

β．（153）“社会经济上的民主主义”（散见各处）和纯粹的自由主义

＝“反民主的”

或资产阶级的

ι．（154）地主经济似乎是农民经济的附属品（！）

γ．两种对立的观点：（1）（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同工业中的情况一样：集中、剥夺土地

——不符合实际经验

——没有科学根据

——总之是不对

——在欧洲的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

（黑体是原作者用的）著作中也愈来愈多

（2）？？第二种观点是什么呢？

ε．农民经济是有生命力的，合作社，等等。

ζ．而无产阶级化绝对不是“发展类型”

δ．农业并不象工业那样，有由于技术的客观发展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出现的“自动的进步”（原文如此！！！）。

η．法国农民：革命后没有饥饿了，取得了进步，等等（关于我们的农业工人什么也没有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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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一文的几个提纲


（1）

1．A．自由主义民粹派和伯恩施坦主义。

它们的融合，结婚或者还仅仅是订婚？

2．B．“人民生产”，农民和资本主义的对立

（民粹主义的精华）

什么先衰落？

3．C．两个土地纲领：

4．（α）用革命的办法消除农奴制残余，同时强调新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并准备进行阶级斗争。

5．（β）用改良的办法消除农奴制残余，同时抹杀（忽视）新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并缓和（抹杀）阶级斗争。

而社会革命党人呢？？

6．含糊不清。有没有农奴制残余？？又有又没有。新制度是不是资产阶级性质？又是又不是。有没有阶级斗争？又有又没有。

7．无原则性：

没有教条。

不能为历史打保票。[201]

为什么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相联系？

8．他们（社会革命党人）的“批评”[202]：

对资产阶级统治的爱护态度

延缓社会革命

争取更完全的资本主义统治

积极协助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

土地私有制万岁

割地够不够？

没有听过社会主义宣传的乡下佬

鼓励资产阶级的本能。

9．社会革命党人和自由主义民粹派：

社会革命只是一种手段（“假定的概念”）

不是批评派，不是正统派

父辈与子辈不是原则性的对立[203]

政治自由——独立的福利

变农奴制的依附关系为资产阶级的依附关系＝

《火星报》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根本不考虑我国的政治自由。

（β）社会经济上的民主主义 
［注：见本卷第467页和第473页。——编者注］



10．纲领[204]：

（1）迁徙自由

（2）退出村社

（3）村社＝自由联合

（4）农民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

（5）普选制

（6）民主的税制改革

（7）地产民主化

（8）国家应当促使土地转到劳动者手里

（α）农民银行

（β）国有土地和皇族的土地

（γ）建立小规模的劳动农场

（δ）“近乎无条件地”强制转让割地

（ε）民主租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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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5]



A.自由主义民粹派和伯恩施坦主义，αβγδ

Б.它们的订婚：民粹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的各自的特征。

B.《解放》的土地纲领。10.

Г.把它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相比较，加以评述。两种土地纲领（3）.5β∶+ε+ζ+η+ι

惊慌失措[206]

Д． 社会革命党人？马尼洛夫精神。诺沃勃兰策夫和他的民粹主义口号 2B

Е． 社会革命党人对纲领的三个方面的态度。6．

Ж． 他们没有纲领。无原则性。7．

З． 他们的批评。8．

И． 父辈与子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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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207]

1．俄国的自由主义民粹派。

他们由古典的革命民粹派演变而来。

他们的特点。

他们的衰落。

2．伯恩施坦主义＝当代西欧自由主义的新阶段。（“本国无先知”。）

3．自由主义民粹派和伯恩施坦主义的接近。《解放》第9期（总第33期）上尔·的文章＝俄国自由主义的形成和巩固（唯心主义、经济上的改良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

农民

村社

（α）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

（β）社会经济上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

〔在野大臣们的“善心”。〕

（土地问题）

（γ）社会主义著作[208]也承认马克思主义不科学。

（δ）农业和工业（“技术的自动发展”和“技术的客观发展”）。

4．《解放》的土地纲领。编辑部支持尔·。——一个完备的纲领。——它的特点（村社：放弃幻想；土地问题——建立小农场。（参看大卫。）

5．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和自由派的土地纲领的比较

（两个纲领）社会民主党人　自由派

（α）扫除农奴制残余：革命的办法和改良的办法

（β）新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　　　揭露　　——忽视

（γ）阶级斗争：　　　　　　　　鼓动　　——抹杀

尔·的纲领：法国革命和“进步”

无产阶级化不典型

农民经济有生命力。

6．惊慌失措的民粹派。

一、诺沃勃兰策夫——不是一位灵巧的走钢丝演员。

他的民粹主义口号

“人民生产”

农民和资本主义的对立

什么先衰落？

这些口号有什么用处？

二、而社会革命党人呢？介乎两者之间（参看5．α、β、γ）：又是又不是，而实质与自由派相同（合作社＋社会化）。

7．社会革命党人没有纲领。无原则性。

没有教条。

不为历史打保票。

为什么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相联系？

总和＝与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纲领相同（合作社和荷兰的社会主义），但是蒙上了一层薄纱。

8．社会革命党人对我们纲领的批评。

他们一窍不通。

（α）对资产阶级的爱护态度

争取更完全的资本主义统治

积极协助社会主义的敌人

土地私有制万岁

鼓励资产阶级的本能

（β）割地够不够？

（γ）延缓社会革命

（δ）没有听过社会主义宣传的乡下佬。

9．父辈与子辈。父辈与子辈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对立——只有这一次说对了！

α．社会革命只是手段，只是“假定的概念”

β．不是批评派，也不是正统派

γ．政治自由＝独立的福利

δ．资产阶级根本不考虑我国的政治自由

ε．变农奴制的依附关系为资产阶级的依附关系＝《火星报》的社会主义

ζ．社会经济上的民主主义（《解放》的）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同类货色。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两个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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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列宁在《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见本卷第72—80页）一文中对这一提要中所指出的尔·的文章的各点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批判。——467。



[201]这句话和上句话都是彼·诺沃勃兰策夫在1903年9月15日（28日）《革命俄国报》第32号上发表的《俄国革命纲领的基本问题》一文中讲的。该文谈到历史过程的自发性，谈到社会革命党人没有“教条”，他们“不能为历史打保票”。下句话也是诺沃勃兰策夫讲的。——470。



[202]第8条所列的是彼·诺沃勃兰策夫文章中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关于土地问题的纲领性原则的地方。这些原则主要是在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81—320页）一文中阐明的。——470。



[203]这里说的是彼·诺沃勃兰策夫文章中以下的话：《解放》杂志把知识界的“父辈”联合起来了，而同一知识界的“子辈”（社会革命党人）“乃是革命事业的忘我战士”，所以“父辈”与“子辈”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对立。——470。



[204]第10条所列8项内容是尔·的《论土地问题》一文中所阐述的自由派的土地纲领的基本原则。——471。



[205]这个大纲与前两个文件有密切的联系。A条中的αβγδ表示该条包括《尔·的〈土地问题〉一文的提要》中的相应各条的内容。Б条与前一文件中A条的第二部分一致。各条末尾所附数码表示与前一大纲中标有同样数码的各条在内容上相关联。Г条与前一文件（参看“（3）。5β”）和《尔·的〈土地问题〉一文的提要》（ε、ξ、η、ι、各条）都有关系。——471。



[206]“惊慌失措”几个字概括地表示文章第二部分，即Д、Е、Ж、З、И各条的内容。列宁曾打算在这一部分对“惊慌失措的民粹派”即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进行详细的批判。——472。



[207]看来这个文件是《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一文几个大纲中的最后一个。它比前两个大纲详细、完整，并且用了文章发表时所使用的标题。——472。



[208]指伯恩施坦主义的著作。《论土地问题》的作者曾引用这类著作来证实他自己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不科学”的主张。——473。









《列宁全集》第8卷


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的内容要点

　　
［注：该信见本卷第86—90页。——编者注］



（1903年11月7日和19日〔11月—20日和12月2日〕之间）


评《火星报》第52号上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不该这么办》

多一些光：讨论“不彻底性”和“细小的分歧”

领袖们的“失败”；选择领袖必须是自觉的

类似日内瓦的泥潭；蛤蟆的鼓噪还不=“分裂”

每个人都应当“各得其所”。抒情的小提琴和狂暴的大提琴；独裁的指挥捧

中央机关报的“热情欢迎”。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464页














《列宁全集》第8卷


《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材料

（1904年1—2月）

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的简略摘要
[209]



第32页。马霍夫支持崩得（要不要放到第1项？）[210]

第46页：支持组委会（组委会事件）

第33页。马霍夫：也许是集中制这个麻烦的问题（注意）。

组委会事件（第40—47页）

支持组委会——崩得（第44页：阿布拉姆松）——5

“南方工人”社（第42页和第43页：叶戈罗夫和波波夫）——4

《工人事业》）第45页：马尔丁诺夫——3　51

马霍夫（第46页） ——2[211]

　　　　　　　　　　　14　19

“可悲的事件”（第45页：普列沃诺夫）[212]

“严厉的责难”（第45页：马尔丁诺夫）

注意

“重大错误”马尔托夫，44

“微不足道的理由”（也是他）

“别人怎样议论”（44—45，也是他）

“建议同向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组委会从前的建议 相 抵触”

马尔托夫

第73—74页。布鲁凯尔谈崩得的“民主主义组织”[213]。

第87页：霍夫曼：代表大会的“紧密的多数派”[214]。

马尔托夫，第89页。

第91页：我反对“琐碎的干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49—250页。——编者注］



第153页：波波夫赞成一个中央机关[215]。

阿基莫夫赞成削弱中央机关报的影响。

第155页。波波夫：总委员会由3人和2人组成[216]这是个次要问题。

第156页。李伯尔：你们是要使中央委员会充当仆从的角色！（参看第334页马尔托夫谈“单纯的附庸”。）

第157页：马尔托夫仅在两个问题上和我有分歧：（1）总委员会2+2+1；（2）4/5或者2/3增补[217]。

第157页：阿基莫夫认为总委员会里“中央机关报占优势”。

第158页。托洛茨基：“我们的”章程是整体对部分的“有组织的不信任”。

第160页。卡尔斯基：既然总委员会是2+2+1，中央委员会就不会成为仆从。

第161页：戈尔德布拉特：列宁的章程是可怕的。中央委员会面对面的将是“散漫的人群”（注意）[218]

（参看第55号上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

第162页：李伯尔：假如通过了组织的“民主原则”，难道《火星报》编辑部不会退党吗？

第169页。叶戈罗夫反对普列汉诺夫关于民主要求的非绝对性质的发言（嘘斥）。

语言平等[219]。

172：马尔托夫反对拜物教。

三次记名投票。

第181页：“把”代表大会的多数“引向歧途”（叶戈罗夫）。

182：“这种气氛”（波波夫）。

第206页。马霍夫谈土地纲领（笑声）[220]。

第1条（第238—253页）。

第263页。察廖夫赞成一个中央机关。

268：阿基莫夫说中央机关报压制中央委员会。注意

272：叶戈罗夫和波波夫赞成限制中央委员会。马尔托夫反对

278—280。4次表决（48、50、49和47票）

马尔托夫＋崩得。[221]

280：记名投票（丢失了）。

283：阿基莫夫：“对马尔托夫抱有希望”……[222]

284。叶戈罗夫说“扼杀”《工人事业》。

2

从记录看代表的态度[223]

叶戈罗夫：（一）组委会事件

（1）要求休会：36；（2）要求作结论性的发言：40；（3）指责巴甫洛维奇42—43。——（二）发言反对崩得：93。——（三）承认《火星报》为机关报的意义：138，140。——（四）赞成一个中央机关，赞成办通俗机关报，赞成规定中央委员会的权限：155。——（五）停止报名发言是在形式上的破坏：159（支持崩得）224。——（六）嘘斥普列汉诺夫：169—170。——（七）赞成语言平等：172，174，181（“把代表大会引向歧途”225）。——（八）不了解土地纲领192（理论上说服了：197）。“丝毫不象编辑部那样迷恋农民运动”：205。——（九）不明白第1条中的问题：238（关于第1条的唯一的一次发言）。——（十）对党总委员会不清楚：267和269（折中）226。——（十一）限制中央委员会的权力：272，273。——（十二）“扼杀”《工人事业》和退出会场227，283—284。——（十三）要求表决“南方工人”社问题312，313，314（说“南方工人”社＝《工人思想报》是“造谣”参看356（反对邦契））。——（十四）原则丧失净尽（围绕人选问题）：337。——（十五）支持反对派。不清楚，359。[228]

波波夫：（一）组委会事件：41，43，45，55（委屈注意）。——（二）赞成《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140，145。——（三）赞成一个中央机关154（编辑部选派3人还是2人参加总委员会是个次要问题）。中央机关报还是中央委员会（注意），完全不重要（注意）158。[229]——（四）三次赞成语言平等：174。（“这种气氛”。182）。——（五）第1条——赞成马尔托夫的条文：241（“对参加组织的理解很不相同”。注意）。——（六）赞成限制中央委员会的权力。272。——（七）支持“南方工人”社——312，314，316（“现在，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了”[230]）。——（八）赞成六人小组：“棘手的委托”[231]：322。——（九）拒绝选举中央委员会338。

马霍夫：（一）反对把崩得问题放到第1项：32—33（“麻烦的问题”：民主制还是集中制注意）。——（二）在组委会事件中支持组委会：46。——（三）三次赞成语言平等：172—173。——（四）土地纲领“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201，蛊惑人心，202；农民分化为几个阶级——202，同样的话216。反对整个土地纲领：211。+李伯尔。212（注意211等：伟大的糊涂虫[232]）。——（五）类似骚动的革命，206（笑声）。——（六）反对支持革命运动（笑声）——226。反对：229（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七）第1条两次同马尔托夫站在一起。——（八）表决崩得问题时弃权。本想投票赞成第2条：第289—290页（糊涂虫！！）。[233]——（九）支持“自由社”[234]：307。——（十）“不体面”——赞成编辑部323，同样的话328。[235]

李沃夫：（一）反对崩得：33，78和89（很好的发言）。——（二）三次赞成语言平等。172。——（三）关于第1条两次支持马尔托夫——254。——（四）支持“自由社”——307和319。

察廖夫：（一）赞成一个中央机关：263。——（二）赞成语言平等（两次弃权和一次支持马尔丁诺夫）——172。——（三）关于第1条两次支持我。——（四）赞成编辑部324（庸俗注意）。——（五）选举一个编辑：335。[236]

别洛夫：（一）语言平等问题（一次支持和两次反对我们）。——（二）第1条两次支持马尔托夫。——（三）支持“南方工人”社308。——（四）赞成六人小组：335。

别洛夫：（一）语言平等问题（一次支持和两次反对我们）。——（二）第1条两次支持马尔托夫。——（三）支持“南方工人”社308。——（四）赞成六人小组：335。

巴甫洛维奇：

（1）反对“斗争”社。39

（2）组委会事件。41．43．45

（3）语言平等问题——支持我们

（4）第1条——247——支持我（发言好247）

参看255——讽刺

（5）赞成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264

（6）赞成三人小组——328。

索罗金：

（1）反对“斗争”社——39

（2）语言平等问题支持我们（三次）

（3）第1条支持我（两次）

（4）反对六人小组——注意——328

（5）反对“关于列宁的恶意”237——339

（6）反对关于捷依奇的言论第351页。

利亚多夫：

（1）反对崩得（简要地）——70，120

（2）赞成《火星报》——140

（3）语言平等问题+++

（4）删去“贫苦儿童”[238]——180

（5）对土地纲领的一些有实际意义的修改意见——188

（并散见各处）

（6）第1条++

（7）反对“南方工人”社（好）——316

（8）反对六人小组——326。

哥林：

（1）答复马尔丁诺夫——119（参看121和166）[239]

（2）赞成《火星报》——137和141

（3）土地纲领，修改意见——191，196，212

（4）语言平等问题＋＋＋

（5）第1条＋＋

（6）反对“南方工人”社——317

（7）反对六人小组——325。

格列博夫：

（1）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取决于活动……[240]158

（2）赞成解散“南方工人”社——316

（3）反对六人小组——328。

连斯基：

（1）反对沃罗涅日委员会50

（2）语言平等问题反对我们172，173（三次中有两次）

（3）第1条——两次反对我

斯捷潘诺夫：

（1）77——反对崩得——77

（2）语言平等问题：一次弃权＋两次支持我们

（3）第1条——两次支持我。

哥尔斯基：

（1）语言平等问题－，0，＋（＋支持我们）

（2）第1条＋和＋两次（支持我）。

杰多夫

布劳恩

赫尔茨

（1）语言平等问题＋＋＋

（2）第1条＋＋

卡尔斯基：

（1）一条反对组委会的（小）意见——55

（2）反对崩得65，81，89

注意

（3）答复马尔丁诺夫以及有关党的问题——126[241]

（4）语言平等问题－－－

（5）赞成土地纲领207，213，222

（6）关于第1条的发言239（－）－－

鲁索夫：

（1）反对崩得主义65和71，104

（2）语言平等问题－－－

（3）土地纲领一条　有实际意义的修改意见——225

（4）第1条——发言247－－

（5）总委员会。支持我——265

（6）关于新崩得主义296，302242

（7）反对“南方工人”社314

（8）反对六人小组325。

别科夫：

（1）反对崩得——81

（2）语言平等问题－－－

（3）第1条＋＋

朗格：

（1）反对“斗争”社：38

（2）反对崩得：69

（3）土地[纲领]。不了解割地问题。为什么不剥夺全部土地？‖注意

不喜欢土地纲领——205。

建议在措辞上加以修改：225

（4）语言平等问题三次支持我们

（5）第1条两次支持我

（6）关于总委员会　反对我（265）——‖注意

（7）反对“南方工人”社——315——

好——注意

（8）反对六人小组——327。——注意。

古谢夫：

（1）语言平等问题三次支持我们

（2）关于土地纲领的发言讲得很有道理——203

（3）第1条支持我

（4）不能使中央委员会不受中央机关报的影响——265

（5）反对“南方工人”社——312和314（注意）

（6）发言反对六人小组——326。

穆拉维约夫：

（1）反对崩得——第76页

（2）赞成《火星报》——139和141

（3）语言平等问题——三次支持我们

（4）赞成土地纲领（一些小意见）——216和217

（5）赞成第1条（248），并且两次

（6）反对“南方工人”社——313和315

（7）反对六人小组——321（意义：353注意）。

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火星报》组织的成员
[243]



1．普列汉诺夫

捷依奇

马尔托夫

列宁

5．紫罗金

巴甫洛维奇

奥西波夫

8．佛敏

9．杰多夫

10．托洛茨基

阿克雪里罗得

查苏利奇

斯塔罗韦尔

格列博夫

15．萨布林娜

16．赫尔茨

16人会议

（《火星报》组织的）

9（3＋6名国内的

7（6＋1名国内的

4

泥潭派

　　　　　　　　　　　　　　？

　　　　　　　　　　　　　　（硬拉。……切尔内绍夫。）[244]

“南方工人”社

1．尤里耶夫……　　　　　　（1）组委会事件

　　　　　　　　　　　　　　（2）在崩得问题上的动摇。发牢骚。

　　　　　　　　　　　　　　（3）叫嚣反对普列汉诺夫（普选制）

2．同上　　　　　　　　　　（4）语言平等事件

2．马尔丁除第5条外　　　　（5）“扼杀”《工人事业》

　　　　　　　　　　　　　　（6）在章程中对集中制加以限制（解散组织等）。

3．安娜·伊万诺夫娜

4．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同上

在同利波夫的冲突中拼命反对马尔托夫。

米佐夫：

（2票）

（1）在崩得问题上动摇不定

（2）纲领问题上的混乱和斗争社观点[245]。

（3）叫嚣反对普列汉诺夫（普选制）

（4）语言平等问题。

列维茨基：

（2票）

（1）在预备会议上赞成波兰社会党

（2）语言平等问题

（3）赞成《南方工人报》（通俗机关报）。

魏斯曼

（1票）

（1）在崩得问题上的动摇

（2）语言平等问题

（3）赞成《南方工人报》通俗机关报。

巴季连科夫：

（1票）

（1）语言平等问题

（2）崩得退出时弃权（？？）

（3）组织问题上的糊涂虫（赞成“南方工人”社）。

康斯坦丁诺夫246：　（1）语言平等问题 　　　　　　　　（1票） 　（2）赞成《南方工人报》（通俗机关报）？ 马尔托夫分子

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与各类表决
[247]




　　票数：

24

20

————

44

7

————

51

崩得　　　　　——5

《工人事业》　——3　　　8

“南方工人”社——4

泥潭派　　　　——6　　10

　　　　　　　————————

　　　　　　　　　18　　18

马尔托夫派： 　　9．

“我们的”：　  24．

　　　　　　　————

　　　　　　　　33．

　　　　　　　＋18．

　　　　　　　————

　　　　　　　　51．

各类表决

（A）1.纲领。

2.崩得退出。

3.关于崩得的原则性的[决议]。

4—6.承认《火星报》。

（Б）1.组委会事件。

2.解散“南方工人”社。

3.土地纲领。

4.土地纲领。

5.解散联合会。

6.把崩得的地位问题放到第1项（30票赞成，10票反对）。

（（第33页，即在通过了议事规程——第28页——以后）

（B）语言平等问题

3次记名投票（共16次）。

（Г）第1条（2次记名投票）

属于同一类的还有关于中央机关增补问题的4次表决。

（Д）选举

（А） 6次表决

（Б） 6次

（В）16次

（Г） 6次

（Д） 3次

总共37次

6

小册子的结尾部分
[250]



13.选举中央机关。代表大会的结束。

14.代表大会上表决的一般情况。

15.在代表大会以后。谁“围困”谁？

16.同盟。分裂的前夕。

17.同反对派的勾结。

18.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19.新《火星报》。讨好机会主义。

20.两个变革。

7

关于8月18日多数派代表非正式会议的考证
[251]



8月18日的非正式会议，据我计算，是在星期二晚上，在代表大会第28次会议以后举行的。

星期六　8月15日——第22次和第23次会议（第1条）

星期日　8月16日——第24次会议

星期一　8月17日　　代表大会第25次和第26次会议

星期二　8月18日　　第27次和第28次

星期三　8月19日　　第29次和第30次

星期四　8月20日　　第31次和第32次

星期五　8月21日　　第33次和第34次

星期六　8月22日　　第35次和第36次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465—481页

















[209]列宁在写作《进一步，退两步》的过程中，仔细地研究了1904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这份《简略摘要》是列宁在阅读代表大会记录时随手作的笔记，按代表大会记录的顺序排列，其中标注的页码都是这个记录1904年版的页码。——477。



[210]这里记的是德·巴·卡拉法季（马霍夫）在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关于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应放在议程第几项的发言。卡拉法季支持崩得代表的意见，反对将这一问题放在第一项。他在下一次发言中（《简略摘要》也提到了这次发言）再次反对把崩得问题放在第一项，声称还有别的麻烦问题需要尽先讨论，如关于民主制还是集中制的问题。——477。



[211]这一栏数字表示的是表决波·阿·金兹堡（柯尔佐夫）的决议案时双方票数的大致对比。该决议案要求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选出之后废止组委会以委员会资格影响代表大会组成的权利。代表大会的总票数是51票，其中赞成金兹堡的决议案的有32票。火星派分子全部投了赞成票。——477。



[212]格·瓦·普列汉诺夫称组委会事件为“可悲的事件”。接着这条札记之后摘引的亚·马尔丁诺夫和尔·马尔托夫发言中的一些话也是有关组委会事件的。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第3节里详细地叙述了组委会事件的内容（见本卷第207—216页）。——478。



[213]这一条和下两条札记都同代表大会第5次和第6次会议讨论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有关。——478。



[214]指弗·科索夫斯基（霍夫曼）的声明。他说，党代表大会上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多数派”，这个多数派“作为一方”来对待崩得。列宁在《关于崩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地位问题的发言》中对这一声明作了回答（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48—250页）。——478。



[215]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第11节里，对B.H.罗扎诺夫（波波夫）在代表大会第14次会议上的这一发言进行了分析（见本卷第286—288页）。——478。



[216]指由中央机关报出3名委员、中央委员会出2名委员组成总委员会。——478。



[217]第一点是尔·马尔托夫关于党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建议。他主张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各派2名委员，第五名委员由这4名委员从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成员中一致选出。列宁的意见是：党总委员会由代表大会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中任命5人组成，两机构各不得少于2人。第二点是关于党的委员会和中央机关增补新委员的问题。马尔托夫反对一致同意的原则，也反对以4/5的多数通过，而赞成2/3的多数。列宁要求采取更严格的法定多数，反对将4/5降为2/3。——478。



[218]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第8节里曾提到弗·达·麦迭姆（戈尔德布拉特）在代表大会第15次会议上的这一发言（见本卷第245页）。——479。



[219]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第5节里分析了尔·马尔托夫、叶·雅·列文（叶戈罗夫）、B.H.罗扎诺夫（波波夫）关于语言平等问题的发言以及对这一问题的记名表决（见本卷第221—227页）。——479。



[220]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第6节里分析了德·巴·卡拉法季（马霍夫）在代表大会第19次会议结束时的发言（见本卷第230—231页）。——479。



[221]指关于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的表决。当崩得分子参加表决时，他们始终支持尔·马尔托夫。括号里的数字是每次表决的总票数。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第12节里详细地谈到了这4次表决的情况（见本卷第298—300页）。——479。



[222]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第12节里对弗·彼·阿基莫夫在代表大会第27次会议上的发言和下面提到的叶·雅·列文（叶戈罗夫）在同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进行了分析（见本卷第299—303页）。——480。



[223]这是列宁从代表大会记录中收集的关于一部分代表（共23人）在讨论和表决一些基本问题过程中所持的立场的材料，标有记录的有关页码。其中南方工人社代表和所谓“泥潭派”代表的材料最完备，火星派多数派的材料数量最多，但缺少评述工人事业派、崩得的代表以及火星派少数派代表的材料。——481。



[224]这里所记的是叶·雅·列文（叶戈罗夫）在代表大会第14次会议结束时的发言。在这次会议上，当有人提议党章草案一般性辩论停止报名发言时，崩得代表弗·达·麦迭姆和米·伊·李伯尔提出抗议，说崩得问题是讨论项目的一部分，在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不应停止报名发言。在代表大会不顾崩得的意愿通过了停止报名发言的提议后，列文发言支持崩得，声称停止报名发言就是代表大会在形式上违反了自己就第2项议程所作的决定。——481。



[225]指叶·雅·列文（叶戈罗夫）对尔·马尔托夫一项建议的意见。马尔托夫建议在党纲政治要求的第14条（关于国民教育）中增添“用本民族语言”几个字。列文认为这是把严肃的问题化为鸡毛蒜皮，是“明显地想把代表大会的多数引向歧途”。在会议主席提出批评后，列文收回了这句话。——481。



[226]这里记的是叶·雅·列文（叶戈罗夫）（他是章程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在代表大会第25次会议上关于党总委员会组成方法的两次发言。列文认为自己提出的条文已将章程委员会其他委员提出的另外两个条文结合起来了，所以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妥协折中办法。——481。



[227]指叶·雅·列文（叶戈罗夫）在代表大会第27次会议上讨论波·米·克努尼扬茨（鲁索夫）关于承认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是唯一的国外组织的建议时的行为。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第12节里对这件事作了分析（见本卷第302—303页）。——481。



[228]指叶·雅·列文（叶戈罗夫）在代表大会第37次会议上讨论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草案时的发言。列文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怎么可以一方面在党纲中规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任何反对俄国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而另一方面又对自由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运动持否定态度。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第6节里批判了列文的这个发言（见本卷第234页）。——481。



[229]指B.H.罗扎诺夫（波波夫）的下述声明：在承认总委员会为党的领导机关时，谁在其中占多数，是中央机关报的代表还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这完全不重要。——482。



[230]对B.H.罗扎诺夫（波波夫）的这句话的意思，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第4节里作了说明（见本卷第218页）。——482。



[231]对B.H.罗扎诺夫（波波夫）的这一说法，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第13节里作了分析（见本卷第313页）。——482。



[232]“伟大的糊涂虫”是列宁分析了德·巴·卡拉法季（马霍夫）关于土地纲领草案的几次发言后对他下的评语。在代表大会第20次会议讨论这个草案时，卡拉法季起初提议全盘否决土地纲领；后来又附和米·伊·李伯尔的只保留其中总论部分而删去具体条款的提议：当这一提议被否决以后，他又说必须把一切有关的内容都写进土地纲领；最后他又反对关于把赎金归还农民的条款。代表大会否决了他所有的提议。——482。



[233]对于德·巴·卡拉法季（马霍夫）说明他为什么在表决崩得章程第2条时弃权的发言，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第3节里作了分析（见本卷第209页）。——482。



[234]这里记的是德·巴·卡拉法季（马霍夫）在代表大会第29次会议上讨论党的各独立团体的问题时的发言。卡拉法季主张将自由社列入须由代表大会批准或解散的组织的名单。他的这个建议未被代表大会通过。



自由社是叶·奥·捷连斯基（尔·纳杰日丁）在1901年5月创立的，自称为“革命社会主义的”组织。列宁认为自由社属于那种没有基础的集团，它们既没有固定的严肃的思想、纲领、策略和组织，在群众中也毫无根基。该社在瑞士出版过两期《自由》杂志（1901年第1期和1902年第2期），此外，还出版过《革命前夜。理论和策略问题不定期评论》第1期、报刊《评论》第1期和纲领性小册子《俄国革命主义的复活》等。自由社鼓吹恐怖主义和经济主义思想，同彼得堡的经济派结成联盟来反对《火星报》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1903年，该社不复存在。——482。



[235]这里记的德·巴·卡拉法季（马霍夫）在代表大会第30次会议上的两次发言都主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保持《火星报》原有的六人小组。



《火星报》编辑部成员认为在讨论选举编辑部问题时自己在场不方便，因而退出了会场。当有人提出能否邀请《火星报》编辑部成员参加会议的问题时，卡拉法季甚至认为把这个问题提付表决也是“不体面”的。——482。



[236]指亚·萨·洛克尔曼（察廖夫）在代表大会第31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选举“一个编辑，再由这个编辑增补全体编辑人员”。——483。



[237]尼·埃·鲍曼（索罗金）在这里指的是尔·马尔托夫的下述捏造：两个三人小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3名委员和中央委员会3名委员）的选举方案是列宁一人拟出来的，《火星报》其他编辑部成员既未参与，也不知道。——483。



[238]在代表大会第18次会议上讨论党纲政治要求第14条时，米·伊·李伯尔提议删去该条的后半段，即“由国家供给贫苦儿童膳食、服装、教材和文具”这一部分。马·尼·利亚多夫赞同李伯尔的意见。——484。



[239]指弗·菲·哥林在代表大会第8、9、16次会议上讨论党纲草案时的发言。——484。



[240]指弗·亚·诺斯科夫（格列博夫）在代表大会第14次会议上讨论党章草案时的发言。他说：在章程中列举中央委员会的职能是多余的，因为章程应该制定得简明扼要；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完全取决于它的活动，章程只是给予保证而已。——484。



[241]指季·亚·托普里泽（卡尔斯基）在代表大会第9次会议上讨论纲领草案时的发言。托普里泽在发言的前一部分批判了亚·马尔丁诺夫关于工人阶级本身可以自发地产生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意见；在后一部分论述了阶级和党的关系问题，认为党是社会主义理想的代表和向导，党不能不比工人阶级站得更高一些。——485。



[242]这里记的是波·米·克努尼扬茨（鲁索夫）在代表大会第28次会议上讨论区组织问题时的两次发言。在第一次发言中他建议保留高加索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委员会的联合会。另一次发言是对叶·雅·列文的发言的回答。列文要代表大会提防正在出现的新崩得主义，认为高加索联合会的代表的观点就表现了这种危险。鲁索夫对此加以反驳，阐明了崩得和高加索联合会两者活动性质的区别。——486。



[243]这是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火星报》组织成员名单。他们都参加了《火星报》组织在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最后一次（第4次）会议，即“十六人会议”（见本卷第12—14页）。名单中用黑体字印出的是“坚定的”火星派分子。右边一栏是对出席代表大会的《火星报》组织成员所作的数字分析。9名“坚定的”火星派分子中，3名是国外组织的代表，6名是国内的实际工作者；7名“温和的”火星派分子中，6名是国外组织的代表，1名是国内的代表。——488。



[244]看来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举行的组织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邀请工人事业派分子伊·瓦·切尔内绍夫参加代表大会的问题（见本卷第6页）。——489。



[245]斗争社观点是指梁赞诺夫的斗争社在批评社会民主党纲领时所持的庸俗观点。泥潭派代表德·巴·卡拉法季（即米佐夫，按代表大会记录是马霍夫）在代表大会上用同样的观点批评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因此，列宁在这里使用了“斗争社观点”这一用语。——489。



[246]米·索·兹博罗夫斯基（即康斯坦丁诺夫，按代表大会记录是科斯季奇）起初被列入“泥潭派”。后来列宁更准确地断定他是马尔托夫分子，就用铅笔标了“马尔托夫派”，并把这一段笔记圈了起来。——490。



[247]列宁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把大会上的票数按派别和派别的联盟作了划分。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详细分析了这些材料，描述了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景，并对各个派别和各类表决进行了评论（见本卷第331—347页）。——491。



[248]“尤里”是秘密通信中使用的南方工人社的代号。——492。



[249]这里记的是关于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的四次表决情况。参看注221。——492。



[250]这是《进一步，退两步》后半部分目录的最初方案，后来作者改变了这个方案。——495。



[251]列宁的这篇《考证》是根据自己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日志》中的会议日期表格（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402页）编写的，并被引用于《进一步，退两步》第10节（见本卷第277—278页）。——496。







《列宁全集》第8卷


《关于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一些情况》一信的片断异文



［注：该信见本卷第174—180页。——编者注］



（不晚于1904年2月7日〔20日〕）

既然普列汉诺夫同志做出向公众介绍他的私人谈话这种有趣而又有教益的事，他会继续把它做下去的，我们将拭目以待。他大概会详详细细地讲述自己的下面两次谈话。第一次，他谈到将军们的总罢工，谈到可怜的人们，他还以动人的语调引用了这样一句话：“他是男子汉，而她们是老太婆”，并且要人相信，他一定，是啊，一定要以《杯水中的热月政变》为题写一本小册子。第二次，他论证了受多数派委托的人对多数派所负的道义上的责任，还把那些认为党的机关的成员不能变更的人比作尾巴长在一起的一群老鼠。我们要提醒一下普列汉诺夫同志，两次谈话都是在他所引用的那些谈话之前一两天的事，都是在兰多尔特饭店当着几十个听众的面进行的。[252]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482页

















[252]这里指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1903年10月17日（30日）在国外同盟布尔什维克成员和他们指定的同盟候补成员共同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上的发言。——497。









《列宁全集》第8卷


年表

（1903年9月—1904年7月）


1903年


1903年9月—1904年7月


列宁侨居日内瓦。


9月上半月


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


9月15日（28日）以后


列宁在《火星报》第48号上注明《拆穿了！……》一文是他写的。


不早于9月16日（29日）


读波兰革命运动的参加者给《火星报》编辑部的来信，信中叙述对《火星报》的活动以及对犹太人等问题的看法。


9月16日和10月1日（9月29日和10月14日）之间


为在《火星报》上发表从敖德萨寄来的关于抵制选举工长的通讯做准备工作，并为这篇通讯写编者按语。这篇敖德萨通讯和列宁为它写的编者按语发表在1903年10月1日《火星报》第49号上。


9月17日


致函在德国德累斯顿的俄国女社会活动家亚·米·卡尔梅柯娃，讲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所进行的破坏活动。

就一篇有关彼得罗夫斯基宪兵上校的通讯稿问题致函在维也纳的К.Л.富特米勒。

修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的信，信中询问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对委员会工作的安排提出建议，并告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新闻。


9月18日（10月1日）


复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解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参加工长选举的决议，支持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更经常地交换意见以避免分歧的建议，并答应写传单，说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


9月21日（10月4日）


同《火星报》编委格·瓦·普列汉诺夫及中央委员弗·威·林格尼克一起与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亚·尼·波特列索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就共同在中央机关报工作的条件问题举行谈判。谈判持续了3小时，毫无结果。

起草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委员会的声明，以自己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名义表示同意在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发表他们的姓名。


9月21日—23日（10月4日—6日）


起草中央机关报编辑部邀请尔·马尔托夫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撰稿的信。


9月22日（10月5日）


致函中央委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弗·亚·诺斯科夫，要他们准备同孟什维克的破坏活动作斗争，提议在所有的委员会中加强自己的影响，把多数派列·叶·加尔佩林和彼·阿·克拉西科夫增补进中央委员会。


9月23日（10月6日）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委员会，要求寄来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组织章程、全部决议和决定。

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名义致函尔·马尔托夫和《火星报》原来的其他编辑，邀请他们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撰稿。


9月26日和10月13日（10月9日和26日）之间


起草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告孟什维克反对派成员书，号召他们履行党员义务并停止对中央机关的抵制；建议向全体党员说明原则上的分歧。


9月27日（10月10日）


致函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领导机关成员加·达·莱特伊仁，表示反对召开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


9月27日和10月13日（10月10日和26日）之间


为参加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起草在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提纲；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同盟成员的通告和同盟的原有章程上作记号和划着重线；写同盟成员名单，初步估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这一组织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的力量对比。


不晚于9月29日（10月12日）


表示允许马尔托夫派在服从中央机关报监督的条件下组成著作家小组，坚持在《火星报》第50号上公布马尔托夫派关于拒绝参加报纸任何工作的声明。


9月底—10月19日（11月1日）以前


以《火星报》编辑部名义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要求他们解释所作的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的决议。

以《火星报》编辑部的名义致函矿区工人联合会，就联合会所通过的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的决议提出一系列质问，并要求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


9月


列宁的《革命青年的任务。第一封信》一文在《大学生报》第2—3号上发表。


9月—10月


揭露孟什维克分裂破坏活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以手抄本形式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流传。这一文件在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和在团结布尔什维克拥护者的事业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903年9月—1904年2月

同在柏林的马·尼·利亚多夫通信，告知政治新闻，并就运送秘密书刊等问题提出具体建议。


不早于10月1日（14日）


读顿河革命组织号召对沙皇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传单《哥萨克的愿望》，作摘录并在传单上注明自己想就这个问题写一篇短评。


10月1日（14日）


列宁的《最高的无耻和最低的逻辑》一文在《火星报》第49号上发表。


10月7日（20日）


致函中央委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主张中央委员会采取更加坚决的行动，反对孟什维克的破坏活动；要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来日内瓦；反对弗·亚·诺斯科夫提出的关于把尔·马尔托夫增补进中央委员会的计划。

以自己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名义致函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同意联合会委员会关于撤销倒向孟什维克的季·亚·托普里泽职务的决定，并号召坚定不移地执行党内多数派的路线。

参加起草给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成员的公开信，并与同盟的12个布尔什维克成员一起签名。信中指出必须改组同盟和制定新的章程，还对同盟领导机关成员列·格·捷依奇粗暴破坏党纪的行为表示抗议。


10月13日（26日）


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在讨论议事日程问题时和在对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作预先说明时多次发言；作关于讨论进程的笔记；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的力量对比作估计。


10月14日（27日）


在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就尔·马尔托夫的副报告作笔记。


10月15日（28日）


在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对尔·马尔托夫在副报告中所采取的卑鄙的斗争手段和粗暴的捏造表示坚决抗议，之后同多数派拥护者一起退出代表大会的会场。


10月16日（29日）


起草书面抗议（即《没有提交的声明》），反驳尔·马尔托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副报告中对布尔什维克所进行的诽谤性责难。

列宁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声明说：鉴于马尔托夫的非党活动，拒绝参加讨论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作总结发言。同盟的布尔什维克成员集体提出书面抗议，支持列宁的声明，并在提出抗议后退出代表大会的会场。


10月17日（30日）


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列宁就关于同盟章程问题作了三次发言。他强调指出，同盟章程未经中央委员会批准不能生效。当代表大会通过了尔·马尔托夫提出的关于同盟章程无须经过中央委员会批准的提案以后，列宁代表多数派拥护者提出抗议，反对这一粗暴违反党章的行为。

晚上，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后，列宁出席同盟的布尔什维克成员和他们新提出的11名同盟成员候选人一起召开的非正式会议。会议是在日内瓦“兰多尔特”咖啡馆里举行的。


10月18日（31日）


晚上，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出席同盟的布尔什维克成员会议。在会上格·瓦·普列汉诺夫表示要同孟什维克进行和谈。


10月19日（11月1日）以前


同弗·威·林格尼克一起要求召集党总委员会会议，以确认中央委员弗·威·林格尼克在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


10月中旬，不晚于19日（11月1日）


劝说弗·威·林格尼克留下来和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编辑部一起工作。


10月19日（11月1日）


清早，由弗·威·林格尼克和列·叶·加尔佩林陪同，再次同格·瓦·普列汉诺夫谈话，劝他不要向马尔托夫派让步，认为把旧编辑重新增补进中央机关报是不能容忍的。由于普列汉诺夫企图向孟什维克让步，列宁提出自己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问题。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拟订党总委员会关于国外同盟和中央委员会的冲突问题的决议。党总委员会认为中央委员林格尼克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决定通过吸收新成员的办法改组同盟。

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劝他不要向马尔托夫派让步，同时指出这种让步将会给党带来极大的危害。

向党总委员会主席格·瓦·普列汉诺夫提出声明，辞去党总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职务。


10月21日（11月3日）


连续两次收到格·瓦·普列汉诺夫关于商谈孟什维克反对派提出的协议条件的来信。

同弗·威·林格尼克一起会见格·瓦·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声明要向马尔托夫派让步，对此列宁重申退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决定。列宁还告诉普列汉诺夫，如果得到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同意，他决定进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10月22日（11月4日）以前


在写《崩得在党内的地位》一文时，读崩得以同样的标题发表在《工人呼声报》1903年第34号上的一篇文章的译文，作批注并标出重点。


10月22日（11月4日）


同弗·威·林格尼克拜访格·瓦·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把马尔托夫分子提出的与孟什维克反对派讲和的条件告诉他们，坚持要中央委员会让步。列宁和林格尼克向普列汉诺夫声明，孟什维克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并指出必须征求中央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意见。

同弗·威·林格尼克委派伊·克·拉拉扬茨到俄国去向中央委员会介绍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和以后的事态的发展情况。

致函在基辅的中央委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告诉他格·瓦·普列汉诺夫转向孟什维克一边，并要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弗·亚·诺斯科夫必须到日内瓦来。

致函中央委员会，把马尔托夫派提出的同孟什维克反对派讲和的条件告诉他们，建议中央委员会向孟什维克提出自己的条件。信中还谈到自己打算退出编辑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并出版一本揭露孟什维克破坏活动的小册子。

列宁的《崩得在党内的地位》一文在《火星报》第51号上发表。


10月23日（11月5日）


致函在基辅的中央委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弗·亚·诺斯科夫，指出中央委员会必须同马尔托夫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并请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诺斯科夫尽快到日内瓦来，以确定中央委员会在这场斗争中的路线。

同格·瓦·普列汉诺夫谈话，普列汉诺夫建议列宁劝告列·叶·加尔佩林退出党总委员会，同时声明，否则他——普列汉诺夫将保留“完全的行动自由”。这次谈话促使列宁最后作出退出编辑部的决定。


10月24日（11月6日）


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不同意他提出的关于要列·叶·加尔佩林退出总委员会的建议；提出要把全部编辑事务移交给普列汉诺夫，并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材料寄给他。


10月24日或25日（11月6日或7日）


出席布尔什维克日内瓦小组会议，会议谴责格·瓦·普列汉诺夫背叛党内多数派的行为。


不早于10月26日（11月8日）


修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一位姓名不详者的信，信中介绍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和代表大会以后的行为，还谈到格·瓦·普列汉诺夫对孟什维克采取调和主义态度和列宁已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等情况。

致函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告知自己已完全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指出必须为捍卫中央委员会而斗争，反对孟什维克夺取中央委员会，认为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其他中央委员应到国外来一趟。


10月27日或28日（11月9日或10日）


格·瓦·普列汉诺夫1903年10月26日（11月8日）致函列宁约稿。列宁复函说，他打算为《火星报》写一篇论土地问题的文章，分析民粹派和自由派的观点。


10月28日（11月10日）


致函马·尼·利亚多夫，详细叙述了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以及代表大会以后同孟什维克斗争的过程，认为布尔什维克现在应该为捍卫中央委员会和争取迅速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而斗争。


10月29日和11月5日（11月11日和18日）之间


写《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一文。


11月1日（14日）


格·瓦·普列汉诺夫1903年10月31日（11月13日）来函询问下一号《火星报》用的论土地问题一文的写作情况。列宁复函说，他已开始写这篇文章，预计在星期二即11月4日（17日）完稿。


11月5日（18日）


给格·瓦·普列汉诺夫寄去《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一文，以便在《火星报》上发表。

给格·瓦·普列汉诺夫寄去关于自己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的声明，并请将这一声明在《火星报》上发表。


11月上半月，不早于6日（19日）


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多次进行谈话，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是为使列宁与孟什维克和解而从俄国来到日内瓦的。


11月6日—8日（19日—21日）


被增补进中央委员会。


11月7日和19日（11月20日和12月2日）之间


写《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评《火星报》第52号上发表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不该这么办》一文。


11月7日（20日）以后


在1900—1903年《火星报》第1—52号合订本上，标出文章作者，作记号和划出重点。


11月12日（25日）


在日内瓦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根据列宁的提议，中央委员会草拟最后通牒，向孟什维克提出确立党内和平的条件。


11月13日和12月9日（11月26日和12月22日）之间


读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的信。


11月14日（27日）


向中央委员会会议提出关于反对格·瓦·普列汉诺夫把以前的孟什维克编辑增补进《火星报》编辑部的声明草案。


11月14日和22日（11月27日和12月5日）之间


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名义致函《火星报》编辑部，说她本人同意继续担任编辑部秘书工作。


11月16日（29日）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推荐，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

通过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尔·马尔托夫互相交换消除他们之间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出现的个人冲突的书面声明。


不早于11月16日（29日）


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国外同盟领导机关、国外党的协助小组和全体党员的信》。信中所制定的国外支持国内革命运动的计划成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工作的基础。


11月17日和29日（11月30日和12月12日）之间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从1903年11月17日（30日）《世界政策问题小报》第48号上刊登的亚·李·帕尔乌斯的文章中作摘录。列宁在摘录上作批注，在《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一信中使用了摘录的材料。


11月19日（12月2日）


费·伊·唐恩为出版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作准备工作，于1903年11月18日（12月1日）向列宁征求意见。列宁复函反对删节他本人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的记录以及尔·马尔托夫的副报告的记录。


不早于11月19日（12月2日）


收到费·伊·唐恩的复函，唐恩同意在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不删节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尔·马尔托夫的副报告。


11月19日或20日（12月2日或3日）


把自己针对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不该这么办》一文而写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寄给《火星报》；在这一文件的附信中表示愿意为报纸撰稿。


11月20日（12月3日）


由于维·伊·查苏利奇来函征询意见，两次致函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要求把他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刊登在该报第53号上；重申他打算继续为《火星报》撰稿，告知给报纸写文章的计划；要求对他写的所有文章都署名：“尼·列宁”。


11月25日（12月8日）以前


对一个姓名不详的作者寄给《火星报》的关于在哈尔滨庆祝五一节以及在赤塔成立“外贝加尔工人联合会”的通讯进行编辑加工。这篇通讯刊登在《火星报》第53号上。


11月25日（12月8日）


《火星报》第53号发表了列宁退出编辑部的通告，并刊登他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评《火星报》第52号上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不该这么办》一文）。


11月25日和29日（12月8日和12日）之间


给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写了一封公开信——《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该编辑部拒绝发表这封信。1903年12月这封信印成单页发行。


11月27日（12月10日）


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中央委员的信中提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要求。


11月29日（12月12日）


致函《火星报》编辑部，呼吁孟什维克停止派别斗争。


1903年秋天


致函马·尼·利亚多夫，建议他担任中央委员会驻柏林的代办员。

作关于土地问题的讲演。


12月1日（14日）


列宁的《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一文在《火星报》第54号上发表。


12月4日（17日）


收到党内多数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委员尼·叶·维洛诺夫的来信，信中请求列宁阐述他对分裂后党内状况的看法。为再版《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这本小册子而写后记时，引用了维洛诺夫的信。


12月4日和9日（17日和22日）之间


致函尼·叶·维洛诺夫，讲述党内斗争的重大事件以及孟什维克夺取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进行反对中央委员会的破坏活动。


12月5日（18日）


致函在基辅的中央委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严厉批评个别中央委员在对待党的破坏分子——马尔托夫分子的态度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调和主义情绪，并建议立即筹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12月6日（19日）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复函尔·马尔托夫，谈有关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为教派信徒出版社会民主党小报《黎明报》的问题。


12月9日（22日）


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声明反对中央委员会发给各委员会的通知，这份通知抹煞党内的尖锐斗争，鼓吹对孟什维克采取调和主义的政策。


12月11日—14日（24日—27日）


以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弗·威·林格尼克的名义致函《火星报》编辑部，抗议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就列宁的《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这封信所通过的决议。


12月15日（28日）


应《火星报》编辑部秘书约·索·布柳缅费尔德的请求，答应为《火星报》写一篇文章答复刊登在波兰社会党机关刊物《黎明》杂志第9期上的关于波兰问题的文章。


12月17日（30日）和20日（1904年1月2日）


致函中央委员会，要求弄清楚各中央委员对召开党代表大会问题所持的态度，并号召同孟什维克展开积极的斗争。这封信是1903年12月23日（1904年1月5日）寄往俄国的。


12月22日（1904年1月4日）


收到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1903年12月18日（31日）从俄国寄来的信，信中说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把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信件散发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列宁在1904年1月16日（29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就关于恢复党内和平的措施问题发言时引用了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来信。

致函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尖锐地批评俄国国内个别中央委员的调和主义行为，要求对孟什维克进行无情的斗争，要求尽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12月26日（1904年1月8日）以前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弗·威·林格尼克到日内瓦附近的萨莱夫山旅游。


12月26日（1904年1月8日）


同弗·威·林格尼克一起致函《火星报》编辑部（这封信是以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林格尼克的名义发出的）。信中指出必须给全体党员以尽可能充分的自由来批评中央机关。

致函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谈自己在萨莱夫山旅游的感想，请她购买一本伊·米·谢切诺夫撰写的《思想的要素》和一本俄法辞典。


12月下半月


写《谈谈新〈火星报〉的立场》一文。


12月下半月—1904年1月


准备再版小册子《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写小册子的序言和后记。


12月底


收到1903年12月24日（1904年1月6日）从敖德萨寄来的信，信中反映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背着中央委员会派维·尼·克罗赫马尔（扎戈尔斯基）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来进行有利于孟什维克的宣传活动。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1904年1月17日（30日）会议上就出版党的书刊问题发言时引用了这封信所提供的情况。


年底


致函在西伯利亚流放的约·维·斯大林，扼要地说明党在近期内的工作计划。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与朋友在一起欢度新年。


1903年


阅读弗·宇伯威格《哲学史概论》（1876—1880年柏林版，共3卷）和弗·保尔森《哲学引论》（1899年柏林版）两部书，并作笔记。

开列有关社会经济问题的英文、德文和法文书籍的目录，写《手工劳动和机器劳动》（第1—2卷，1899年华盛顿版。劳动特派员第13年度报告。1898年）一书的提要；从P.默里奥《现代欧洲的城市居民点》（1897年巴黎版）、《机器生产方法和手工生产方法一览表》、《工业及手工业普查（1896年10月31日）》（第1—2、4—5卷，1900—1901年布鲁塞尔版）等书中作摘录。


1903年下半年—1904年2月


经常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驻柏林代表马·尼·利亚多夫通信。


1903年—1904年


写亨利·赖德·哈格德《农业的英国。1901年及1902年作的关于农业和社会调查的报告》（两卷集，1902年伦敦版）一书的提要。


1904年


1月4日和10日（17日和23日）之间


针对尔·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56号上发表的《当务之急（是小团体，还是党？）》一文，起草告党员书。


1月7日（20日）


致函母亲，询问1904年1月在基辅被捕的姐姐安娜、妹妹玛丽亚和弟弟米嘉的健康情况。


1月10日（23日）


就即将召开党总委员会会议问题，起草给党总委员会主席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正式信稿。这封信是以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弗·威·林格尼克的名义寄给普列汉诺夫的。林格尼克对信稿作了很小的改动。


1月14日（27日）


致函党总委员会主席格·瓦·普列汉诺夫，反对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提议由费·伊·唐恩担任即将召开的党总委员会会议的秘书。


1月15日—17日（28日—30日）


在日内瓦出席由中央机关报召集的党总委员会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在出版党的书刊的工作方面步调一致。


1月15日（28日）


在党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议讨论恢复党内和平的措施问题，就这一问题5次发言，并提出决议草案。


1月16日（29日）


在党总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就恢复党内和平问题4次发言，提出关于这一问题的新的决议草案，多次就议程和程序问题发言。

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按语》，恳求对日内瓦党的图书馆和档案库的组织者们给予帮助。


1月17日（30日）


在党总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以中央委员会几位代表的名义宣读保留意见，抗议总委员会通过格·瓦·普列汉诺夫关于增补孟什维克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提案；建议讨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问题，就这个问题3次发言并提出决议草案；就出版党的书刊、议程、程序等问题多次发言。


1月18日（31日）


致函中央委员会，报告党总委员会会议的结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决议；要求中央委员们要为迅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而坚决斗争。


不早于1月18日（31日）


起草告全党书。


1月20日和25日（2月2日和7日）之间


从来自俄国的中央委员玛·莫·埃森那里了解到有关俄国国内、党组织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情况。因此，致函在基辅的中央委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坚持要他转入地下，并到各委员会去巡视，提醒他要注意孟什维克夺取中央委员会的危险，并且要求各地方委员会必须坚决反对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的破坏活动。


1月25日（2月7日）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请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更详细地说明波兰社会党提出的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波兰社会党代表会议的建议。


1月26日（2月8日）


致函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建议他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行部掌握到自己手里。


1月27日（2月9日）以后


在日内瓦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谈已经开始的日俄战争和未来的革命。


1月下半月—2月


为写作《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作准备工作：研究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从中作摘录，标出大会代表发言中突出的地方，统计在表决各项问题时票数分配的情况等。


1月


同瓦·瓦·沃罗夫斯基、谢·伊·古谢夫和尼·瓦连廷诺夫就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创作进行谈话。


1月—2月


向日内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图书馆和档案库的组织者们建议，在图书馆中设立文学作品部。


2月3日（16日）


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日俄战争的传单《告俄国无产阶级书》。


不晚于2月7日（20日）


写《关于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一些情况》这一信件的草稿片断。


2月7日（20日）


写《关于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一些情况》一信，并把信交给《对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这本小册子的编者们，要求把这封信作为附录收入《述评》。

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名义签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图书馆和档案库条例》。


2月13日（26日）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写信给《火星报》编辑部，认为把中央委员会应收的信件转交给中央机关报是违法的无理的侵占行为。


2月上半月


同弗·威·林格尼克一起寄信给国内各中央委员，建议解决关于立即召开党代表大会的问题，建议增补彼·阿·克拉西科夫和潘·尼·勒柏辛斯基进入中央委员会和选举中央委员会执行小组。


2月29日（3月13日）


以中央委员会国外部的名义写信给国内各中央委员，说他和弗·威·林格尼克暂时退出党总委员会。


2月


致函国内各中央委员，严厉批评他们的调和主义立场，指出摆脱分裂状态和破坏活动的唯一出路是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号召中央委员会在党内政策上采取坚定方针并对孟什维克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同尼·瓦连廷诺夫谈话，尖锐批评他在哲学上的马赫主义观点，坚决反对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


2月—3月


多次写信给党的地方工作者，说明必须尽快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2月—5月6日（19日）


写《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


3月1日（14日）


写书面声明给党总委员会主席，说他和弗·威·林格尼克暂时退出党总委员会。


3月5日（18日）


以中央委员会国外副代表的名义，要求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撤销它在《火星报》第61号上发表的关于要把《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经费寄交编辑部的通告。


3月5日和5月6日（3月18日和5月19日）之间


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沃罗涅日委员会论党内分裂的传单，准备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加以引用。


3月9日（22日）


在日内瓦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上作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


3月15日和5月6日（3月28日和5月19日）之间


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马·尼·利亚多夫和弗·菲·哥林印发的传单《仲裁法庭中的第四者》，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的附录中提到这一传单。


3月


支持关于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南方局的设想，赞成敖德萨委员会关于必须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


3月—4月


领导社会民主党党章研究小组。


4月2日（15日）


起草五一节传单，该传单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签署印发。


5月6日（19日）以前


校订马·尼·利亚多夫为《新时代》杂志写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分歧的文章。


5月6日（19日）


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出版。


5月13日（26日）


致函各中央委员，谈中央委员会内部分歧尖锐化；告知自己的辞呈没有被通过，还继续留在总委员会。

起草《三个中央委员的声明》，其中规定只有在意见一致、共同署名的情况下才能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进行一切活动。这个声明经弗·亚·诺斯科夫、玛·莫·埃森（兹韦列夫）和列宁署名，并寄给国内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中央委员。

致函弗·威·林格尼克，坚决要求林格尼克和罗·萨·捷姆利亚奇卡不要退出中央委员会，而要在中央委员会内为布尔什维克路线的胜利而斗争。


5月13日（26日）左右


同弗·亚·诺斯科夫一起委派从俄国各委员会巡视回来的马·尼·利亚多夫担任中央委员会国外出纳员和中央委员会国外部全权代表。


不早于5月13日（26日）


分别致函中央委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列·波·克拉辛，要他们弄清在党内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的实质，并在同孟什维克斗争中站稳立场。


5月中旬，不晚于19日（6月1日）


为自己在党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准备材料，向中央委员会南方局成员询问尼古拉耶夫委员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冲突的情况。


不早于5月20日（6月2日）


读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给玛·伊·乌里扬诺娃的信，信中告知党内状况，并表示相信布尔什维克一定能战胜孟什维克。


5月31日和6月5日（6月13日和18日）


出席党总委员会会议。


5月31日（6月13日）


在党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召开各党联席会议问题4次发言；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派代表参加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问题3次发言；就议程和讨论程序问题多次发言；就其他人的发言作笔记。


5月下半月


起草《告全党书》提纲。


5月—6月12日（25日）


同中央委员弗·亚·诺斯科夫订立关于在向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不提党内分歧的协议。


5月或6月


致函亚·亚·波格丹诺夫，批评他的《经验一元论》一书。


6月5日（18日）


在党总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就关于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召回驻党总委员会代表的权利、关于地方委员会增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有权向地方委员会增补新委员，关于决定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问题时的表决程序、关于公布党总委员会会议记录和关于《黎明报》等问题多次发言；其他人发言时作笔记。


6月6日（19日）


致函在俄国国内的中央委员弗·威·林格尼克和叶·德·斯塔索娃，询问有关拟定在国外召开中央委员会的情况，并请求采取防止调和派把持全会的措施。


6月7日（20日）


列宁同弗·亚·诺斯科夫一起通知《火星报》编辑部，他和诺斯科夫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国外代表，指派马·尼·利亚多夫为中央委员会出纳员。


不晚于6月8日（21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玛·莫·埃森一起郊游：坐船到蒙特勒，在那里参观希尔翁城堡，攀登一个山峰。


6月11日或12日（24日或25日）


拒绝调和派中央委员弗·亚·诺斯科夫提出的关于参加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和同意增补两名孟什维克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6月12日（25日）以前


起草批判恩·马赫哲学观点的提纲。


6月12日或13日（25日或26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从日内瓦启程去洛桑，到瑞士各地旅行。


6月12日或13日至20日（6月25日或26日至7月3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在洛桑休息。


6月19日（7月2日）


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在基辅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的信中附言，谈自己休息的情况并邀请她夏天来。


6月20日（7月3日）—7月上半月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在瑞士各地旅行。


6月25日和7月1日（7月8日和14日）之间


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向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草稿，建议报告起草人费·伊·唐恩或者完全不涉及党内分歧，或者在报告中让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占同样多的篇幅。唐恩拒绝按这个建议进行修改。


6月底—7月初


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向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巴黎支部询问伊尔库茨克委员会事件一事，起草复信稿。


7月3日（16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把印有布里恩茨湖上的伊塞尔特瓦尔德风景的明信片寄给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和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


不晚于7月6日（19日）


同意多数派向全党发表宣言，阐明多数派对当前局势的看法。


7月7日（20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把印有小沙伊德格山和少女峰风景的明信片寄给母亲。


7月13日（26日）


复函在日内瓦的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谈国外布尔什维克的今后工作任务，指出在同孟什维克的关系问题上必须遵循既定的策略。


7月15日（28日）


把关于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列宁和弗·亚·诺斯科夫不在时委托中央委员会国外代办员小组（潘·尼·勒柏辛斯基、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马·尼·利亚多夫）代行职权的正式声明，由布伦嫩寄往日内瓦。


7月中


同在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一起打算在国外召开布尔什维克会议，制定与掌握在孟什维克手中的党中央机关的政策进行坚决斗争的行动纲领。


不早于7月16日（29日）


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领导机关致各协助小组的信的背面写多数派拥护者名单。


7月下半月，不晚于22日（8月4日）


读译成德文并由印刷所刊印出来的费·伊·唐恩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向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由于这个报告从孟什维克的观点出发，有倾向地叙述了党内状况，列宁决定立即起草一份同孟什维克的报告相对立的布尔什维克派向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


7月22日和30日（8月4日和12日）之间


领导起草布尔什维克向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的工作，拟订报告提纲，参加起草报告，并对报告作全面的修改。


7月28日（8月10日）


复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书记尔·马尔托夫，声明自己拒绝投票选举马尔托夫提出的出席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列·格·捷依奇、维·伊·查苏利奇、费·伊·唐恩；提醒说，党总委员会曾决定由总委员会全体委员作为代表出席大会；提议委派马·尼·利亚多夫和彼·阿·克拉西科夫代表自己出席大会。


7月31日（8月13日）


收到尔·马尔托夫的复信，这封信是回答列宁1904年7月28日（8月10日）关于出席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代表团组成问题的信的。






《列宁全集》
 第9卷（1904年7月—1905年3月）

目录

· 凡例


· 前言



1904年

· 我们争取什么？——告全党书
 （1904年7月底）


· 告全党书（7月底）
 （1904年7月底）


· 致五个中央委员寄往俄国
 （1904年8月18日）


· 给拥护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中央代办员和各委员会委员的信
 （1904年8月5日〔18日〕）


· 多数派日内瓦小组的决议草案
 （1904年8月25日〔9月7日〕以后）


· 致格列博夫（弗·亚·诺斯科夫）
 （1904年9月11日）


· 尼·沙霍夫《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小册子序言
 （1904年9月）


· 进一步，退两步
 （1904年9月）


· 《农民与社会民主党》一文的两个提纲
 （不早于1904年9月）


· 关于成立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通知
 （1904年10月20日〔11月2日〕以前）


· 一个热心效劳的自由派
 （1904年10月）


· 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
 （1904年10月30日和11月8日〔11月12日和21日〕之间）


· 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提纲
 （1904年12月2日）


· 给同志们的信（关于党内多数派机关报的出版）
 （1904年11月29日〔12月12日〕）


· 关于危机的宣传讲话提纲
 （1904年秋）


· 关于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三次讲话的提纲
 （1904年秋）


· 关于成立组织委员会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的通知
 （1904年12月11日〔24日〕以后）


· 俄国的新公债
 （1904年12月16日〔29日〕以后）


· 关于中央机关与党决裂的声明和文件
 （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


· 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
 （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


· 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
 （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


· 是结束的时候了
 （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


· 地方委员会的代表会议
 （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


· 《前进报》编辑部给彼得堡通讯员来信所加的按语
 （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以后）


· 创建日内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图书馆发起人小组的声明
 （1904年12月底）


· 《他们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一文提纲要点
 （1904年12月28日和1905年1月11日〔1905年1月10日和24日〕之间）



1905年

· 旅顺口的陷落
 （1905年1月11〔14日〕）


· 寓言喂不了夜莺
 （1905年1月1日〔14日〕）


· 致布尔什维克苏黎世小组
 （1905年1月18日）


· 致叶·德·斯塔索娃和莫斯科监狱中的同志们
 （1905年1月19日）


· 彼得堡的罢工
 （1905年1月8日〔21日〕）


· 《1895和1905（小小的对比）》一文提纲
 （1905年1月9日〔22日〕以前）


· 俄国革命
 （1905年1月10日〔23日〕）


· 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
 （1905年1月11日〔24日〕）


· 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1905年1月11日〔24日〕）


· 我们的达尔杜弗们
 （1905年1月11日〔24日〕）


· 俄国革命的开始
 （1905年1月25日〔12日〕）


· 革命的日子
 （1905年1月18日〔31日〕）


·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
 （1905年1月18日〔31日〕）


· 沙皇的和平
 （1905年1月19日〔2月1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
 （1905年1月21日〔2月3日〕）


· 特列波夫执掌大权
 （1905年1月25日〔2月7日〕）


· 1月9日后的彼得堡
 （1905年1月25日〔2月7日〕）


· 致亚·亚·波格丹诺夫和谢·伊·古谢夫
 （1905年2月11日）


· 最初的几点教训
 （1905年2月1日〔14日〕以前）


· 两种策略
 （1905年2月1日〔14日〕以前）


· 我们是否应当组织革命？
 （1905年2月1日和8日〔4日和21日〕之间）


· 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
 （1905年2月4日〔17日〕）


· 关于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1905年2月15日〔28日〕）


· 新火星派阵营内部情况
 （1905年2月15日〔28日〕）


· 致俄国国内各组织
 （1905年2月28日）


· 调查表——供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用
 （1905年2月20日〔3月5日〕以前）


· 在布尔什维克日内瓦俱乐部三次发言的记录
 （1905年3月5日）


· 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
 （1905年2月23日〔3月8日〕）


· 解放派和新火星派，保皇派和吉伦特派
 （1905年2月23日〔3月8日〕）


· 无休的托词
 （1905年2月24日〔3月9日〕以后）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和决议的总提纲
 （1905年2月）


· 对党章中关于中央机关一项的修改
 （1905年2月）


· 关于公社的演讲提纲
 （1905年2—3月）


· 起义的战斗协议和建立战斗委员会
 （1905年2—3月）


· 《警察司司长洛普欣的报告书》小册子序言
 （1905年2—3月）


· 他们想骗谁？
 （1905年3月2日〔15日〕）


·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
 （1905年3月2日〔15日〕）


· 无产阶级和农民
 （1905年3月10日〔23日〕）


· 论巷战（公社的一个将军的意见）
 （1905年3月10日〔23日〕）


· 第一步
 （1905年3月10日〔23日〕）


· 关于党纲的历史
 （1905年3月10日〔23日〕）


· 关于我们的土地纲领（给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信）
 （1905年3月16日〔29日〕）


· 波拿巴分子的鬼把戏
 （1905年3月29日〔16日〕）


· 第二步
 （1905年3月23日〔4月5日〕）


· 欧洲资本和专制制度
 （1905年3月23日〔4月5日〕）


· 1789年式的革命还是1848年式的革命？
 （1905年3—4月）


· 告全党书
 （1905年3月底—4月初）



附录

· 《旅顺口的陷落》一文提纲
 （1904年12月21日〔1905年1月3日〕以后）


· 《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文材料
 （1905年1月11日〔24日〕以前）


· 《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一文材料
 （1905年1月11日〔24日〕以前）


· 《最初的几点教训》一文提纲
 （1905年2月1日〔14日〕以前）


· 《我们是否应当组织革命？》一文提纲
 （1905年2月1日和8日〔14日和21日〕之间）


· 《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一文材料
 （1905年2月）


· 《无产阶级和农民》一文提纲
 （1905年3月10日〔23日〕以前）


· 《列宁全集》第9卷年表（1904年7月—1905年3月）





《列宁全集》第9卷


列宁全集

LIENING　QUANJI

第九卷

1904年7月—1905年3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秒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 ］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列宁全集》第9卷


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04年7月底至1905年4月初即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前后所写的著作。

20世纪初，俄国也象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俄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俄帝国主义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农奴制残余交织在一起。这种农奴制残余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受到特别残酷的剥削，使农民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使非俄罗斯民族受到沉重的压迫。在1899—190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下，俄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境况更加恶化。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人数剧增，工人家庭陷于饥寒交迫之中。农民经常遭受破产，过着更是难于忍受的贫困和饥饿的生活。地主的压迫、资本家的压迫、民族的压迫同沙皇专制制度的暴虐结合在一起，使得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社会发展的根本需要和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迫切要求推翻沙皇政府。在城市中频繁发生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1900—1904年俄国共发生1034次工人罢工。从1904年夏季开始的罢工浪潮席卷了彼得堡、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下诺夫哥罗德，并波及高加索。从1904年11月起，许多城市举行了反对日俄战争的游行示威。12月发生的巴库工人大罢工，有5万人参加，引起了若干城市的同情罢工。这一切显示了俄国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一个阶级和其他阶级一起同沙皇政府对峙。农民也纷纷起来斗争。1900—1904年在俄国农村地区发生的骚动共670次，比过去10年多2倍。农民拒交官府的苛捐杂税，抢夺甚至焚烧地主庄园，砍伐地主的森林。俄国边疆地区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趋于炽烈。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对政府的不满也在增强。1904年1月开始的日俄战争给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沙皇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的惨败又使专制制度受到极严重的打击。1905年1月9日（星期日），彼得堡14万多工人组成和平的游行队伍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沙皇军队奉命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儿子女进行镇压，打死打伤数千人，史称“流血星期日”。1月10日，彼得堡继续发生工人同军队的武装冲突，莫斯科开始了总罢工。沙皇政府的血腥罪行激起了全国工人群众向沙皇专制制度斗争，抗议罢工遍及全国。仅1905年1月就有44万工人参加罢工，比过去10年的罢工总人数还多。事变急剧发展，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了。

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但由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孟什维克）在会后尖锐对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未能得到巩固，未能使自己的队伍真正团结起来，未能采取统一的行动。这样，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遭到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工作蒙受损失。列宁把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党内出现的这一危机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三阶段是党内生活的最困难阶段，这时，危机已严重到几乎使整个党的工作陷于停顿，党的中央机关在党的大多数工作者中没有应有的威信，到处出现的双重组织彼此在工作上互相牵制，党不能得到无产阶级的信任。危机的第四阶段发生在1904年秋，这时，党的工作者开始团结起来、回击瓦解组织分子，多数派的拥护者和委员会开始召开他们的代表会议。1904年8月在瑞士举行的有22名布尔什维克参加的会议，讨论了摆脱危机的方法。而布尔什维克为了阐述自己关于革命的路线，于1905年1月4日（公历）开始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前进报》。《前进报》上刊载的列宁的文章以及本卷中的其他列宁著作反映了党内危机发展的第三、四阶段的情况。

本卷的开篇《我们争取什么？（告全党书）》及其另一稿本《告全党书》（即本卷的第二篇）就是以反对孟什维克分裂和瓦解组织的行为为内容的。这一内容的文献在本卷中占有很大分量，它们是《致格列博夫（弗·亚·诺斯科夫）》、《关于成立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通知》、《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提纲》、《给同志们的信（关于党内多数派机关报的出版）》、《关于中央机关与党决裂的声明和文件》、《是结束的时候了》、《〈前进报〉编辑部给彼得堡通讯员来信所加的按语》、《致布尔什维克苏黎世小组》、《我们的达尔杜弗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第一步》、《波拿巴分子的鬼把戏》、《第二步》等。列宁认为，党的严重危机正在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混乱现象日益加剧，使新的冲突不断发生；而建立团结一致的党组织，采取坚定不移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使党内斗争在适当的应有的范围内进行，从而使这种斗争不致瓦解组织，不致妨碍正常工作，是俄国整个工人运动的迫切要求。列宁指出：孟什维克为组织上的落后性和从组织上破坏代表大会的行为辩护并把它们奉为原则，这已经是机会主义；而它指责布尔什维克不注意经济斗争、搞雅各宾主义、轻视工人的主动精神，也无非是毫无根据地重复《工人事业》杂志对旧《火星报》的攻击。布尔什维克为了继续同少数派在一个党里工作，曾作了一切可能的让步，但孟什维克秘密分裂党的行为变本加厉，因此布尔什维克不能不公开接受他们的挑战：实行决裂。列宁概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在组织上分裂的现状时说：实际上有两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个掌握着机关报《火星报》即“形式上”的所谓党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和20个国内委员会中的4个委员会，另一个掌握着机关报《前进报》、“俄国国内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和14个国内委员会。列宁认为，党分裂的主要原因和统一的主要障碍就是少数派的破坏行为。列宁说，少数派“宣布了斗争并且正在全面进行斗争，因而我们只好应战，宣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且决心把斗争进行到底”（见本卷第4页）。布尔什维克在这场斗争中的原则是：坚持党性，反对小组习气；坚持坚定不移的革命方针，反对曲折路线、混乱状态和回到工人事业派方面去；坚持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反对瓦解组织分子。

上面提到的那些文献大都涉及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同反对孟什维克分裂和瓦解组织的行为的斗争密不可分。1904年9—12月，俄国国内一些地区的多数派委员会举行的代表会议赞同22名布尔什维克会议发出的呼吁即上述《告全党书》，并选出了实质上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1905年3月，28个地方委员会中有21个委员会表示赞成召开代表大会。列宁认为：摆脱党内危机的实际办法就是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只有代表大会能够澄清情况，解决冲突，把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召开代表大会，只会使党日趋瓦解。有人说，召开代表大会会造成分裂，列宁认为，既然少数派坚决不肯放弃无政府主义的要求，宁肯造成分裂也不服从党，那它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党，在这种情况下，再把不可避免的正式分裂推迟下去，就太不明智了。列宁批判调和派说，谈论和平而又害怕召开代表大会，要和解但又用少数派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也可能遭到失败而引起分裂的说法来吓唬人，这就是伪善。在本卷中，《多数派日内瓦小组的决议草案》、《尼·沙霍夫〈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小册子序言》、《关于成立组织委员会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的通知》、《关于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编者按语）》、《致俄国国内各组织》、《调查表（供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用）》、《无休的托词》、《他们想骗谁？》、《告全党书》等也都是反映列宁为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而斗争的文献。第三次代表大会将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召开。列宁指出：代表大会的中心工作应当是俄国革命运动巨大的新高潮所提出的关于组织和策略方面的新问题；全体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体经验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列宁积极筹备这次代表大会，他所草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和决议的总提纲》收进了本卷。这组文献包括：《代表大会议程草案》、《代表大会决议目录》、《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总提纲》、《代表大会决议草案》（含《关于孟什维克或新火星派的破坏行为的决议》、《关于普列汉诺夫在党内危机中的行为的决议》、《关于新火星派的根本立场的决议》、《关于社会民主党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决议》）。

本卷中的《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一文是列宁为了驳斥第二国际领袖人物为孟什维克所作的辩护而写的。罗莎·卢森堡是第二国际的左派，但她支持孟什维克关于组织问题的观点。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文章反对列宁，表达了第二国际左派的一些看法；孟什维克把她的文章译成俄文，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为题刊登在1904年《火星报》第69号上。卢森堡指责列宁搞“极端集中制”、“布朗基主义”、“雅各宾主义”，把列宁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见本版第8卷第197—425页）说成是在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极端集中派的观点提供论据。列宁为了阐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歧的实质，在文中扼要叙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并着重介绍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概况。列宁写道：“谁要是不愿意闭眼不看我们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谁就一定会了解，我们目前分成少数派和多数派，不过是我们党以前分成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翻版。”（见本卷第43—44页）列宁说，只要认真研究一下党内斗争的第一手材料，就会很容易认识到，卢森堡所说的什么“极端集中制”等等，从实际上说，是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嘲笑，从理论上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是对马克思的真正辩证法的歪曲。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革命运动中对待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态度截然不同。收进本卷的《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这一小册子是列宁专门用以揭露孟什维克提出的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地方自治运动”的计划的。1904年下半年，沙皇政府慑于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企图通过微小的让步来拉拢自由派资产阶级，把少许几个自由派分子安置到地方自治机关的职位上，致使地方自治运动趋于活跃。地方自治派希望沙皇政府恩赐，让资产阶级的代表参政、实行立宪和给予政治自由。孟什维克宣称自由派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号召社会民主党组织积极参加自由派的会议，促使资产阶级代表人民提出民主要求。列宁认为，在同沙皇制度的斗争中指望自由派资产阶级，就是充当资产阶级运动的尾巴。列宁说：“正是在目前，无产阶级政治活动的中心点，应该是对政府而不是对自由主义反对派施加有力的影响。”（见本卷第75页）列宁指出，工人阶级的任务是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组织，大大加强对群众的鼓动工作，利用政府的每次动荡，宣传起义的思想，说明起义的必要。

农民问题是俄国革命运动的重大问题之一，一直为列宁所注意。列宁在本卷的《〈农民与社会民主党〉一文的两个提纲》、《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和农民》、《关于我们的土地纲领（给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信）》等文献中继续研究这一问题。列宁分析俄国农村的阶级结构时指出，农民资产阶级当时己在劳动农民中占绝对优势，他们虽然有权获得劳动者的称号，但是他们不雇用工人就不行，他们已经掌握一半以上的农民生产力。列宁说，觉悟的无产阶级决不拒绝支持资产阶级劳动农民的进步的和革命的要求，同时又向农村无产者说明明天必然要进行反对这种农民的斗争。列宁认为农民运动向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个双重任务：党应当无条件地支持和推进这个运动，因为它是革命民主主义的运动；同时，党还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把农村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就象组织城市无产阶级一样，并把它同后者一起组织成为独立的阶级政党，向它说明它的利益和资产阶级农民的利益是敌对的，号召它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向它指出，要想摆脱压迫和贫困，把农民中的一些阶层变为小资产者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整个资产阶级制度。列宁还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是唯一正确的，而社会革命党的纲领草案中关于农民问题的观点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和错误的。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表达了想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善良愿望，而他们的社会本质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沙皇政府为摆脱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而进行的日俄战争加速了俄国革命的成熟。载入本卷的《俄国的新公债》、《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旅顺口的陷落》、《沙皇的和平》、《欧洲资本和专制制度》等文揭露沙皇在日俄战争中的罪行及其军事上的失败。列宁指出，军事的崩溃己必不可免，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十倍的不满和激愤。列宁认为：这场战争最彻底地揭露了专制制度的腐朽，使它在财政和军事方面遭到最大的削弱，并把人民群众推上起义的道路；专制制度所遭到的军事破产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俄国整个政治制度崩溃的标志。列宁说：俄国的自由事业和俄国（以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制制度的军事失败；一个国家的军事组织和它的整个经济文化制度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密切，因此，军事上的破产不可能不成为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开端。从这场战争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就揭露了战争的反人民性质，并提出使沙皇政府失败的口号。列宁指出，工人政党的基本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沙皇政府的军事失败所引起的政治危机，以加强和扩大群众为消灭专制制度而进行的斗争。

本卷中的文献论述了有关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的重大事件。俄国刚进入1905年，革命风暴即在首都彼得堡掀起。列宁听到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罢工的消息后在《彼得堡的罢工》一文中指出：这次罢工是工人运动的壮举之一，合法的工人运动已超出自己的范围，锋芒指向专制制度，正在成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次爆发。“流血星期日”事件在《俄国革命》、《俄国革命的开始》以及包括9篇的一组文献《革命的日子》中得到了直接的反映。列宁认为1月9日事件是革命的开始，是俄国历史上的转折点，是向公开的国内战争和直接的反沙皇制度斗争的转变。列宁写道：“在这些日子里，彼得堡的工人运动真是一日千里。经济要求被政治要求所代替。罢工逐渐发展成总罢工，并引起空前强大的游行示威；沙皇已经威信扫地了。起义开始了。武力和武力对峙。巷战正酣，街垒林立，枪声四起，大炮轰鸣。血流成河，争取自由的内战的烽火燃烧起来了。莫斯科和南方，高加索和波兰都决定加入彼得堡的无产阶级的队伍。工人们的口号是：不自由无宁死！”（见本卷第164页）无产阶级的起义是沙皇政府逼出来的，沙皇政府迫使工人转向武装斗争。列宁认为，沙皇政府屠杀无辜人民的血腥暴行使广大工人认清了沙皇的本来面目。列宁说：工人阶级从国内战争中得到了巨大教训；无产阶级在一天当中所受到的革命教育，是他们在混混噩噩的、平常的、受压制的生活中几月几年都受不到的。此外，本卷中的《沙皇的和平》、《特列波夫执掌大权》、《1月9日后的彼得堡》、《最初的几点教训》、《两种策略》、《我们是否应当组织革命？》等文献也都是有关俄国革命的开始阶段的。

面对高涨的革命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采取什么路线？对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持绝然不同的看法。早在这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夕，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除了组织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还加上了策略问题上的分歧，上述列宁的《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一文就阐述了这种策略分歧。在革命进程中，列宁不断揭露孟什维克的妥协方针，同他们的尾巴主义策略作斗争。本卷中的《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他们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一文提纲要点》、《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起义的战斗协议和建立战斗委员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1789年式的革命还是1848年式的革命？》等指出：孟什维克把自由派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领导者，否认举行武装起义的必要性，用改良代替革命，充当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贬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作用，低估在无产阶级中进行组织工作的必要性。尔·马尔托夫甚至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主要的不是‘组织’人民革命，而是‘放任革命’”。针对孟什维克的这一机会主义方针，布尔什维克提出，在以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为首的无产阶级领导下，在工人阶级与农民结成联盟的情况下，开展人民革命并通过武装起义来夺取胜利。

《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这一在本卷中较为重要的著作认为，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党必须采取新的斗争手段，寻求新的组织形式，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党应当进行改组以适应斗争的需要。这一著作第一次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在这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个基本策略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见本卷第278页）。还值得一谈的是，这一著作以及列宁在此以前写的《致亚·亚·波格丹诺夫和谢·伊·古谢夫》的信件等专门论述了党的组织工作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即选拔人才的问题。列宁说，必须火速把一切具有革命主动性的人团结起来和动员起来，不要怕他们缺乏锻炼，不必担心他们没有经验和不够成熟。列宁特别指出：“需要年轻力量。我真想建议把那些竟敢说没有人才的人当场枪决。俄国的人才多得很，只是必须更广泛和更大胆地、更大胆和更广泛地、再更广泛和再更大胆地吸收青年参加工作，不要对青年不放心。目前是战斗时期。整个斗争的结局都将取决于青年，取决于青年大学生，尤其是青年工人。”（见本卷第228页）列宁认为，革命时代对于社会民主党，就如同战争时期对于军队一样，在战争中必然而且必须用训练较少的新兵来补充自己的队伍，经常要用普通士兵来代替军官，必须加速和简化士兵提升为军官的过程。列宁又说，人才是有的，革命的俄国从来也未曾有过象现在这样多的人才，只是需要抛弃那些尾巴主义的思想和训戒，只是需要让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得到充分发挥。

载入本卷的《关于公社的演讲提纲》、《〈警察司司长洛普欣的报告书〉小册子序言》和《论巷战》表明列宁在革命中重视对巴黎公社的历史、对武装起义的经验的研究。列宁打算深入考察巴黎公社的政治措施、经济措施和组织措施，认为公社的经验对于俄国革命具有借鉴意义，他写道：“在当前的运动中，我们大家都在沿着公社所开辟的道路前进。”（见本卷第311页）他由巴黎公社的武装起义进而谈到俄国革命的武装起义时说：政府原想用流血的场面和巷战的大批牺牲者来吓唬人民，实际上它反而消除了人民对流血的恐惧、对直接武装冲突的恐惧，实际上它倒为革命进行了广泛而有力的宣传鼓动。列宁欢呼：炮声万岁，革命万岁，反对沙皇政府及其追随者的公开的人民战争万岁！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28篇，其中有《关于危机的宣传讲话提纲》、《关于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三次讲话的提纲》、《创建日内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图书馆发起人小组的声明》、《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在布尔什维克日内瓦俱乐部三次发言的记录》等。本卷《附录》所载全为新文献。





《列宁全集》第9卷


我们争取什么？

[1]




（告全党书）

（1904年7月底）

不久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19个党员（其中包括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一些委员会的委员和其他党组织的成员以及没有加入党组织的革命者）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拥护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派观点的同志们的这次会议，讨论了我们党内危机和摆脱危机的办法问题，并决定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全体党员发出下述呼吁。

同志们！党的严重危机正在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混乱现象日益加剧，使新的冲突不断产生，全面地和极严重地妨碍正常的工作，日益破坏党和党中央机关报之间的联系，而中央机关报则已完全变成了一个小组的，主要是国外小组的机关报。搜寻意见分歧，提出早就解决并已成为过去的老问题，向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献媚，在论述中表现出极大的混乱，无耻地渺视党的代表大会、大会的讨论和决定，嘲笑党的组织和纪律，嘲笑大多数建立了党并在地方从事工作的革命者，根据无法证实的材料和未经核对的匿名者的报道恶毒地和吹毛求疵地讥笑党内各革命派委员会工作中的缺点，——这就是我们在新《火星报》 
[2]

 这个制造混乱的策源地上看到的一切，这就是已被代表大会否定的那个利用个人让步制造新的增补问题上的争吵和进行破坏党的活动的编辑部所给予我们的一切。

然而，俄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时刻要求我们党把它的全部力量都动员起来。工人阶级的激昂的革命情绪和居民中其他阶层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战争和危机、饥饿和失业日益严重地破坏专制制度的基础，可耻的战争 
[3]

 的可耻结局已为期不远，而这个结局必然会使这种激昂的革命情绪增长许多倍，使工人阶级同它的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并要求社会民主党采取最坚决的进攻措施。建立团结一致的党组织，采取坚定不移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使党内斗争在适当的应有范围内进行，从而使这种斗争不致破坏组织，不致妨碍正常工作，——俄国整个工人运动的这些迫切要求无论如何也要立即予以实现，因为目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声誉及其所取得的全部威信有完全丧失的危险。

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个步骤，我们认为就是要使我们党内各种派别集团相互间采取十分明朗的、坦率的和直爽的态度。有的时候，为了事业的利益，要避而不谈局部的分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认为我们党目前正处于这样的时候，那就犯了最可悲最不可原谅的错误。对少数派所作的个人让步并没有制止住混乱现象，争论的问题已经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有人已经向全党提出了直接的挑战，而只有萎靡不振和愚昧无知的人才会幻想恢复一去不复返的东西，幻想可能掩盖某种东西，隐讳某种东西，粉饰和隐藏某种东西。不，袖手旁观的政策，消极克制的政策，自由放任的政策在我们的党内斗争中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如果再支吾搪塞、耍手腕和默不作声，那不但是徒劳无益和令人蔑视的，而且简直是犯罪。我们先来直截了当地阐述一下我们党内斗争的全部纲领，我们也号召加入党的或打算在一定条件下加入党的各种色彩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都这样做。只有采取十分明朗的和直爽的态度，才能给一切觉悟工人和全体党员提供合理地和果断地解决党内争论问题的材料。

我们站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派的立场上。我们认为，产生后来的一切错误和混乱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代表大会的少数派采取了错误立场，并且不顾党的意志而竭力坚持这种立场。这种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火星报》的旧编辑小组不是从别人那里而只是从我们代表大会上的和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那里寻求支持。第二，这种同露骨的机会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以阿基莫夫同志为首）的联合，只是在选举中央机关这样的问题上才最终形成并造成了党的分裂。第一个错误在逻辑上必然导致我们在新《火星报》的议论中看到的一切原则上的混乱和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因为这些议论可能被认为是有原则性的。第二个错误所产生的结果是不顾党的意志而维护旧编辑小组，替违反党性的小组习气辩护和辩解，把庸俗的无谓争吵和小组内的吵架所惯用的方法搬到我们的争论中来，这不是善于尊重自己的党和尊重自己的党员采用的斗争方法。第一个错误在逻辑上必然造成这样的情况：一切倾向于机会主义的人，一切处心积虑地拖党后退并因为革命社会民主党使它的论敌受了委屈而实行报复的人，一切表现了我们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倾向的人，一切喜欢用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态度否定组织和纪律的人，都团结在少数派的周围。第二个错误则造成国外小组对国内大多数工作人员的统治，使侨居国外的同志所特有的争吵变本加厉，少数派用这种争吵代替了说服的方法。

现在任何疑虑都消除了。对那些不只是口头上入党的党员来说，对那些实际上愿意维护我们工人运动的切身利益的人来说，已经不可能有任何犹豫了。少数派已经宣布了斗争，它宣布了斗争并且正在全面进行斗争，因而我们只好应战，宣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且决心把斗争进行到底。为了维护党性，我们反对一切带有小组习气的活动，特别是反对旧编辑小组。为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利益，我们反对国外的无谓争吵。为了坚持我们运动中的革命无产阶级倾向，我们反对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倾向。我们坚持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反对动摇、曲折路线和恢复早已过时的东西。我们为建立我们工人先锋队的团结一致的党组织而斗争，反对知识分子放荡不羁、瓦解组织和无政府主义的行为。我们为使党的代表大会受到尊重而斗争，反对软弱善变、言行不一，反对嘲弄一致通过的协定和决议。我们为诉诸党内公论而斗争，反对新《火星报》和新的党总委员会 
[4]

 采取堵住多数派嘴巴并隐藏自己的记录的策略。

我们的斗争纲领本身就确定了斗争方式和斗争的最近目的。第一种方式就是进行全面的和最广泛的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如果不是少数派进行充满无谓争吵的斗争，使我们党内产生那种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并宣扬多数派同少数派停止斗争的（已经遭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和其他许多组织正当的嘲笑的）臭名远扬的“调和态度”，那这一点也就用不着再谈了。只有懦弱、疲惫或偏执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成年的党员会存在这些他所不应有的幼稚观点。可以而且应当谈论使党内斗争在党的范围内进行的问题，可以而且应当不只是用劝告来达到这一点，但是，如果建议不再去维护在代表大会上在全党面前所维护过的东西和被认为是为党的切身利益所必需的东西，如果敢于当众提出这样的建议，那只会遭到大家的蔑视。

斗争的第二种方式而且是有决定意义的方式，我们认为是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我们完全支持那些要求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委员会 
[5]

 。我们认为应该特别谈一谈新《火星报》编辑部以及它的公开的或隐蔽的走卒用来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虚伪论据，而他们是竭力想把这种（与党员的义务难以相容的）论据隐藏起来的（如国外同盟 
[6]

 和《火星报》编辑部就是这样做的，后者的宣传只有一部分被一些委员会揭穿和揭露）。第一个论据是：召开代表大会会造成分裂。单是少数派提出这种论据这一事实，也说明了它的立场的全部虚伪性。须知少数派这样说，也就是承认党是反对它的，承认国外小组是把自己强加于党，承认它得以维持下去只是由于离俄国远和真正的革命家在国外活动有困难。谁对党忠诚，谁真心愿意共同工作，谁就不害怕而是希望召开代表大会来消除混乱现象，使党和党的负责集体步调一致，并消除不应有的含糊思想。用分裂来吓唬人，只能清楚地表明心里有鬼。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就不可能有稍微称得上工人党的党。如果必须互相（而不是单方面）让步，如果有时要求党内各部分之间协商并缔结协定，那只有在代表大会上才是可能的和允许的。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革命者，都不会愿意留在一个完全靠人为地拖延召开代表大会来维持共处局面的党内的。

第二个论据是：不召开代表大会还有可能和解。这种意见的根据是什么，还不知道。赞同这种意见的人都是在幕后进行活动的。这种幕后的阴谋活动只会大大地增加彼此间的不信任，只会加深敌对情绪并使情况模糊不清，现在难道还不是抛弃这种活动的时候吗？任何一个人都不敢当众提出和解计划，难道不正是由于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只能令人发笑的计划是不能实现的吗？谁要是认为和平就是把少数派中意的人增补进中央委员会，谁就不是希望和平，而是希望多数派加强斗争，谁就不理解，党内斗争已经超出纯粹的增补问题上的争吵范围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了。谁把和平了解为停止争论和斗争，谁就是回到旧的小组时期的心理状态，因为党内永远会有争论和斗争，只是应当使它们在党的范围内进行，而这一点只有代表大会才能办到。一句话，不管怎样玩弄这个不召开代表大会的和平口号，不管怎样玩弄这种使斗争双方和解而又不使任何一方满意的思想，你们一定会看到，这种天才的思想所反映出来的只能是束手无策，没有主意，不知道该要求什么和争取什么。既然连普列汉诺夫这样有威望的（过去有威望的）人通过最大限度的个人让步来扑灭初燃的火焰的计划都遭到惨败，那么现在难道还能认真地谈类似的计划吗？

第三个论据是：召开代表大会可能是弄虚作假。彼得堡委员会已经反驳了这一论据，指出这是一种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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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委员会的这个声明打了那些人一记耳光，这些人毫无事实根据地在背地里提出责难，尽管少数派控制了党总委员会这个最高机关和党机关报，不但掌握了公开揭露它所怀疑的舞弊行为的工具，而且掌握了用行政手段来纠正事实和施加影响的工具。大家都明白，如果确有其事，少数派早就大喊大叫了；总委员会不久前通过的决议，证明过去不存在这样的事实，而且担保将来也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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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星报》使用这个论据，这又一次表明目前该报已经用卑劣的谩骂代替了论战，从而迫使我们向全体党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实际上有党吗？我们是想学社会革命党人的样子 
[9]

 ，仅仅满足于门面和招牌呢？还是应当撕破一切伪装？

第四个论据是：意见分歧还没有澄清。新《火星报》已经对这个论据作了最好的回答，读了这个报纸党就会知道，现在是在搜寻意见分歧，而不是在澄清它们，混乱现象正在无止境地加剧。只有召开代表大会，让全体同志在会上公开地和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才能澄清极其混乱的问题和混乱的情况。

第五个论据是：代表大会会占用一些人力财力，耽误正常工作。这个论据也是极其可笑的，因为不能设想代表大会所需要的人力财力会比混乱状态所造成的浪费还大。

不，所有这些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论据，不是证明态度虚伪，就是证明对情况无知和怯懦地怀疑党的力量。

我们的党又患了重病，但是它能够痊愈，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党。我们认为治疗办法就是进行下面三项改革，我们将采取一切正当的手段来实现这些改革。

第一，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交给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

第二，使国外地方组织（同盟）真正受全俄中央组织（中央委员会）的领导。

第三，通过党章来保证采取党的方式进行党内斗争。

作了以上的说明之后，关于我们纲领的这三个基本要点，要说的话已经不多了。至于《火星报》旧编辑部现在已经在实际上表明自己没有用处，我们认为这是无可反驳的事实。现在，不是火星派过时了，象马尔托夫同志在选举失败后所发现的那样，而是《火星报》旧编辑部过时了。现在，一个小组已向全党提出了挑战，再不公开说出这一点，那就只能说是虚伪了。至于那个把自己变成第二个（如果不是第三个的话）中央机关而且完全不把党中央委员会放在眼里的国外组织的不正常状况，那是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最后，代表大会以后的斗争的全部经验迫使我们考虑少数派（不管是什么样的少数派）在我们党内的法律地位问题。我们深深地感到，这个经验教导我们必须在党章中保证一切少数派的权利，使那些经常发生的和无法消除的不满、愤怒和斗争，不再变成通常的庸俗的无理取闹和无谓争吵，而是形成一种目前还不习惯的捍卫自己信念的合法而正当的斗争。我们认为，对这一点的绝对保证，就是让少数派成立一个（或一个以上）著作家小组，它有权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并享有充分的“舌头自由”。必须提出最广泛的保证，让批评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党的书刊能够出版。必须使各委员会有权得到（通过全党运送机构）它所需要的党的出版物。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必须暂时停止中央委员会用劝告以外的方式来影响各委员会人选的权利。我们在这里就不来详细探讨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不是拟订党章草案，而只是制定总的斗争纲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把中央曾向第二次代表大会少数派建议的出版不满分子的著作的措施，用党章固定下来，使不满情绪正当地表现出来，使戒严状态的模糊的幻影（搞增补活动的英雄们造成的）完全消除，使不可避免的党内斗争不致妨碍正常的工作。

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少数派只能在代表大会上为中央机关的人选作斗争，而不要在代表大会以后用无谓争吵来妨碍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党面临着死亡威胁的时候，必须争取做到这一点。最后，在总的纲领中，我们只是简略地提一下我们认为党章应该作的一些局部的修改，例如：把总委员会从仲裁机关变成代表大会所选举的机关，按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派的要求来修改党章第1条，把一切工人组织和一切在小组活动时期单独存在并希望加入党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团体列入党的组织，如此等等。




我们提出这个我们党内斗争的纲领，同时请一切党组织和党内的一切派别的代表也就它们的纲领问题发表意见，以便有可能逐步地、认真地、慎重地和合理地进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我们没有党了——我们编辑部宫廷政变的参加者自己这样议论着，他们利用自己离俄国远，俄国的工作人员经常变换，而他们自己是没有人能代替的。我们的党正在诞生！——我们这样说，因为我们看到觉醒的各委员会正在积极地行动起来，先进工人的政治觉悟正在不断提高。我们的党正在诞生，我们的新生力量正在成长壮大，这批力量可以使衰老的著作家集团恢复活力，也可以代替它们，我们有革命家并且愈来愈多，他们比任何编辑小组都更珍视培养他们的旧《火星报》的方针。我们的党正在诞生，新《火星报》的任何诡计和拖延，任何摆老资格的恶毒谩骂，都无法阻止这个党作出坚定不移的最后决断。

我们就是从我们党的这些新生力量中吸取必胜的信心的。





	载于1923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 第9卷第1—12页












注释




[1]

 《我们争取什么？》是《告全党书》（见本卷第10—17页）的初稿。



根据列宁的提议，1904年7月30日—8月1日（8月12—14日）有瑞士日内瓦郊区召开了一次布尔什维克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市、维•米•韦利奇金娜、谢•伊•古谢夫、彼•阿•克拉西科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伊•克•拉拉扬茨、米•斯•奥里明斯基、马•尼•利亚多夫、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波•勒柏辛斯卡娅、莉•亚•福季耶娃等19人。会议的各项决定很快又得到另外3名布尔什维克——瓦•瓦•沃罗夫斯基、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赞同。因此，由列宁起草并经这次会议通过的《告全党书》是以22名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发表的。这次会议也被人们称为22名布尔什维克会议。



《告全党书》是布尔什维克为争取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而斗争的纲领。——1。







[2]

 新《火星报》是指被孟什维克篡夺了的《火星报》。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列宁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以后，该报第52号由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1905年5月《火星报》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1905年10月，《火星报》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1。







[3]

 指1904—1905年日俄战争。——2。







[4]

 党总委员会（1903—1905年）是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建立的党的最高机关。它的职责是：协调和统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活动，在这两个中央机关之一的全部成员出缺时恢复该机关，在同其他党的交往中代表党。党总委员会必须按照党章规定的期限召开党代表大会，并在拥有代表大会一半票数的党组织提出要求时提前召开党代表大会。党总委员会由5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各派2人，另一人由代表大会任命。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格•瓦•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的第5名委员。列宁起初代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参加党总委员会，在他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以后则代表中央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在普列汉诺夫转向机会主义和孟什维克篡夺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以后，党总委员会就成了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工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党总委员会被撤销。从第三次代表大会起，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唯一领导中心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任命。



正文中所说的党总委员会隐藏自己的记录的策略，是指1904年6月5日（18日）党总委员会以4票多数通过决定，反对公布总委员会会议记录。——4。







[5]

 根据列宁1904年8月2目（15日）给米•康•弗拉基米罗夫的信，当时已有彼得堡、特维尔、莫斯科、图拉、西伯利亚、高加索、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里加和阿斯特拉罕等11个委员会要求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它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大部分刊登在1904年出版的尼•沙霍夫的《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这本小册子中，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和材料汇编》1955年俄文版第41—244页。——5。







[6]

 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是根据列宁的倡议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于1901年10月在瑞士合并组成的。根据章程，同盟是《火星报》组织的国外部，其任务是协助《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出版和传播，在国外宣传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帮助俄国各社会民主党组织培养积极的活动家，向政治流亡者介绍俄国革命进程等。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被承认为享有党的地方委员会权利的唯一国外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的势力在同盟内增强，他们于1903年10月召开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及其拥护者曾退出代表大会。孟什维克把持的同盟通过了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章相抵触的新章程。从此同盟就成为孟什维主义在国外的主要堡垒，直至1905年同盟撤销为止。——5。







[7]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1904年6月23日（7月6日）通过的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这个决议揭露了党内的混乱状况和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瓦解组织的活动，要求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唯有它才能挽救党免于分裂，唯有它才是党的观点的真正忠实的表达者。决议说，在彼得堡委员会看来，所谓代表大会将是中央委员会安抽的一伙私人这种说法是荒谬透顶的（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和材料汇编》1955年俄文版第85—86页）。该决议曾登载于尼•沙霍夫的小册子《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6。







[8]

 指党总委红会1904年6月5日（18日）通过的关于限制中央委员会给党的地方委员会增补委员的权力的决议。这个决议说，“党的委员会没有义务接纳中央委员会推荐的候选人为自己的成员”。——6。







[9]

 参看列宁在《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的论述：“社会革命党人‘各抒己见’，对自己的‘纲领’作了解释，玩弄‘实际’统一的假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35页）



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6。







《列宁全集》第9卷


告全党书

（1904年7月底）

不久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22个拥护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观点的党员，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我们党内危机和摆脱危机的办法问题，并决定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全体党员发出下述呼吁：

同志们！党内生活的严重危机还在延续下去，不知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混乱现象日益加剧，使新的冲突不断产生，党的各方面的正常工作受到极大的妨碍。党还很年轻，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它的力量在极大的程度上白白浪费掉了。

然而，目前这个历史时刻却向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要求。工人阶级的激昂的革命情绪日益增长，其他社会阶层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战争和危机、饥饿和失业正以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动摇着专制制度的根基。可耻的战争的可耻结局已经为期不远；而这个结局必然会使这种激昂的革命情绪增长许多倍，必然会促使工人阶级去同自己的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并要求社会民主党展开巨大的工作，拿出最大的力量，去组织反对专制制度的最后决战。

我们党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能不能适应这些要求呢？每个诚实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能。

党的统一受到严重破坏，党内斗争已经超出任何党性范围。组织纪律已经彻底松弛，党的严密的统一行动已经成为幻想。

然而，我们还是认为，党的这种病症是发展中的病症。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党内生活从小组形式过渡到党的形式而产生的；党内斗争的实质是小组习气和党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只要治好这种病，我们党就可以成为一个 真正的
 党。

一些有意无意想要保持小组关系即建党以前的组织形式的形形色色的分子，在党内“少数派”的名义下联合了起来。

过去最有威望的一些小组的某些杰出人物，还不习惯党的纪律所要求的那种组织上的自我约束，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小组利益同全党的利益混淆起来（在小组活动时期，小组利益同全党的利益确实往往是一致的），许多这样的人物都成了维护小组习气、反对党性的首领（一部分《火星报》旧编辑部的成员，一部分旧组织委员会 
[10]

 的委员，前“南方工人”社 
[11]

 的成员，等等）。

一切在理论上或实践上离开了严格的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分子都成了他们的同盟者，因为只有小组习气能够保持这些分子思想上的个性和威望，而党性则有把他们融化或使他们失去任何威望的危险（经济派和工人事业派 
[12]

 等等）。最后，成为反对派骨干的都是我们党的党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党员。同无产阶级比起来，知识分子由于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条件，不能直接广泛地联合起来，直接受到有组织的共同劳动的教育，因此总是倾向于个人活动。因此，知识分子就比较难于适应党内生活的纪律，而他们之中一些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自然就打起反对必要的组织约束的旗帜，把自己的自发的无政府状态推崇为斗争原则，错误地把这种无政府状态说成是渴望“自治”，要求“宽容”，等等。

在国外的党组织中，小组存在的时间比较长，有各派的理论家，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这一部分党组织必然最倾向于“少数派”的观点。因此，少数派在那里很快也就成了真正的多数派。俄国的情况则相反，在那里，有组织的无产者的声音比较响亮，党内知识分子与无产者的联系比较经常、比较密切，因而他们就能更多地受到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直接斗争的重压使人们更强烈地感到必须有组织地统一行动，在俄国，正在坚决反对小组习气，反对瓦解组织的无政府倾向。在俄国，各委员会和其他党组织在许多声明中都对此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斗争扩大了，尖锐化了。斗争竟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

“少数派”不顾代表大会的意志，依靠代表大会选出的编辑的个人让步，得以把党的机关报夺取到自己手里，党的机关报就成了反党的机关报！

现在，它与其说是党在反对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的思想上的领导者，不如说是小组反对派在反对党性的斗争中的领导者。一方面，它感到从党的利益来看，它的基本立场是不能容许的，于是，就努力地搜寻真真假假的意见分歧，以便从思想上把这个立场掩饰起来；它在搜寻分歧的时候，今天抓住这个口号，明天又抓那个口号，愈来愈多地到党的右翼（《火星报》过去的反对者）那里去找材料，思想上愈来愈同他们接近，企图恢复他们那些已被党否定的理论，要党的思想生活回到过去那个没有一定原则的、思想上动摇不定的时期。另一方面，新《火星报》又极力破坏党内多数派的精神影响，更加卖力地去寻找和揭露多数派工作人员的错误，把每个实际过失夸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尽量把过失的责任推到整个党内多数派身上，死死抓住一切小组谣言、一切可以伤害对手的诽谤，对此不但不想去查对，而且往往不考虑是否合乎事实。在这方面，新《火星报》的活动家们竟发展到把一些不但根本没有的甚至是不可能有的罪行都加到多数派头上，不仅政治上如此（例如谴责中央委员会强行撤销某些人的职务和解散某些组织），而且一般道德上也是如此（谴责党的杰出活动家弄虚作假，在精神上怂恿弄虚作假）。党从来没有象在当前的论战中这样，让国外少数派拖到这样一个污水坑里去。

怎么会发生这一切呢？

每一方的活动方式都是与它的倾向的基本性质相一致的。党内多数派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党的统一和组织上的联系，他们只是采取符合党的原则的正当手段进行斗争，而且为了求得和解，曾不止一次地作出让步。少数派则坚持无政府倾向，根本不去考虑党内的和平和统一。它把每个让步都当成继续进行斗争的武器。少数派的一切要求，到现在为止，只有一条没有得到满足，就是用增补办法强迫党中央委员会接受少数派成员，借以把争吵带进中央委员会，——因而少数派的进攻比任何时候都更猖狂了。少数派控制了中央机关报和党总委员会以后，现在竟为了自己的小组利益，毫不害羞地使用起他们实际上正在反对的纪律来了。

这种状况实在使人难以忍受；让这种状况延续下去，简直是犯罪。

要摆脱这种状况，我们认为首先是要使党内相互间采取十分明朗的和坦率的态度。在乌烟瘴气当中，是没有办法找到正确道路的。党的每个派别、每个集团都应当公开地明确地表示，他们对目前党的状况是怎样考虑的，他们想怎样摆脱这种状况。我们现在向党内所有的同志，所有派别的代表提出这个建议。我们认为，摆脱危机的实际办法就是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只有代表大会能够澄清情况，解决冲突，把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召开代表大会，只会使党日趋瓦解。

所有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意见，我们认为，无疑都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说，召开代表大会会造成分裂。为什么？既然少数派坚决不肯放弃无政府主义的要求，宁肯造成分裂也不服从党，那它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党，在这种情况下，再把不可避免的正式分裂推迟下去，就太不明智了，被一根链条捆住的双方，就会把自己的精力愈来愈没有意义地浪费在无谓的斗争和争吵上，弄得精神上萎靡不振，鼠目寸光。但我们并不认为分裂是可能的。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分子在有组织的党的真实力量面前，将不得不屈服，而且我们认为，他们一定会屈服，因为他们按其本性来说不可能组成一支独立的力量。有人认为不召开代表大会也有可能和解。但这是什么样的和解呢？这就是向小组习气彻底投降，把少数派增补到中央委员会里去，从而使中央机关完全瓦解。这样一来，党就会徒有其名，党内的多数派就不得不开始一场新的斗争。而少数派呢？到现在为止，他们把争得的每个让步都当成进行瓦解组织活动的本钱；甚至在他们看来，斗争也已大大超出增补问题上的争吵的范围；他们怎么能够停止斗争呢？况且，他们在没有争得一切让步以前，是不会停止斗争的。有人说，召开代表大会也不可能解决问题，因为到现在意见分歧还没有澄清。难道现在是在澄清分歧吗，难道混乱现象不是在日益加剧吗？现在不是在澄清分歧，而是在搜寻、制造分歧，只有代表大会能够结束这种状况。只有代表大会能使斗争双方面对面地坐下来，让他们明确地开诚布公地说明自己的要求，只有代表大会能够使党内各派和各种势力相互间采取十分明朗的态度。少数派说，但召开代表大会可能是用解散各组织的办法弄虚作假。我们说，这是诽谤，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诽谤。假如确有其事，那控制着党机关报的少数派当然早就把它宣扬开了，而且党总委员会也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完全可以纠正这些事实。再有，总委员会不久前通过的决议，并没有指出以前有过这样的事实，而且完全担保将来也不会有。现在，谁会相信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诽谤呢？有人担心，代表大会会占用很多的人力财力，耽误正常工作。真是天大的笑话！难道召开代表大会所需要的人力财力会比混乱状态所造成的浪费还大吗？代表大会必须召开！就是在党内生活正常进行的情况下，由于历史时刻的特殊性，由于世界局势可能向党提出新的任务，代表大会也是必须召开的。在目前党内发生危机的情况下，为了寻求一个摆脱危机的正确而明智的办法，为了保存党的力量，为了保持党的荣誉和尊严，就更加有必要召开代表大会。

为了消除混乱状态，恢复党内正常生活，第三次代表大会应当做些什么呢？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进行下列改革，我们将采取一切正当的手段来维护和实现这些改革。

一、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交给党内多数派。由于现在的编辑部显然已经不能使中央机关报为全党的利益服务，这样做是必要的，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小组的报纸不能也不应当成为党的机关报。

二、正确调整国外地方组织（同盟）同全俄中央即中央委员会的关系。目前，同盟把自己变成了第二个党中央机关，不受监督地指挥着追随它的集团，完全不把中央委员会放在眼里，它的这种状况显然是不正常的，必须结束。

三、通过党章来保证采取党的方式进行党内斗争。代表大会以后的斗争的全部经验说明必须进行这个改革。要求党章保证每个少数派的权利，借以使那些经常发生的和无法消除的意见分歧、不满和愤怒，不再变成过去小组的庸俗的无理取闹和无谓争吵，而是形成一种目前还不习惯的捍卫信念的合法而正当的斗争。我们认为，实行这种转变的必要条件如下：让少数派成立一个（或一个以上）著作家小组，它有权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提出最广泛的正式的保证，使批评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党的书刊能够出版。正式承认各委员会有权得到（通过全党运送机构）它所需要的党的出版物。明确规定中央委员会影响各委员会人选的权限。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把中央委员会曾向第二次代表大会少数派建议的出版不满分子著作的措施，用党章固定下来，使少数派制造的“戒严状态”的幻影完全消除，使不可避免的党内斗争采取正当的形式进行，不致妨碍正常的工作。

我们在这里就不详细探讨我们的建议了，因为我们提出的不是党章草案，而只是争取党的统一的总的纲领。所以我们只是简略地提一下我们认为党章应该作的一些局部的修改，我们将来根据新的经验进一步修改党章时，决不会因此受到任何约束。例如必须改组党总委员会，因为实践证明，它作为一个机关，象目前这样，根本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把两个中央机关的工作统一起来并对这种工作实行最高的监督。它应当是完全由代表大会选出的委员会，而不应当是代表大会选出的第五个委员对通过各自的代表来维护自己的两个中央机关进行审判的仲裁法庭。同时，也应当按照党内的批评意见，重新审查党章第1条，更确切地规定党的界限，等等。

我们提出这个争取党的统一的纲领，同时，请所有其他派别的代表和所有的党组织也就它们的纲领问题发表明确的意见，以便有可能认真地、坚持不懈地、自觉地、有计划地进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对党说来，正在解决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荣誉与尊严的问题：它是不是一支能把自己很好地组织起来，成为真正能够领导我国革命工人运动的思想力量和实际力量？国外少数派用他们的全部行动说明：不是！他们还在自信而固执地照原来那样行动，他们靠的是自己离俄国远，俄国的工作人员经常变换，而自己的领袖和著作家是没有人能代替的。我们说，我们的党正在诞生！因为我们看到先进工人的政治觉悟正在不断提高，各委员会正在积极参与全党的生活。我们的党正在诞生，我们的新生力量正在成长壮大，这批力量可以代替那些失去党的信任的旧著作家集团和使这些集团恢复活力；我们的革命家愈来愈多，他们比任何过去的领袖小组都更珍惜党内生活的坚定方针。我们的党正在诞生，任何诡计和拖延都不能阻止它作出坚定不移的最后决断。

我们就是从我们党的这些力量中汲取必胜的信心的。

同志们！请刊印并散发这份呼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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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组织委员会即召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是在1902年11月2—3日（15—16日）举行的普斯科夫会议上成立的，成员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弗·潘·克拉斯努哈、《火星报》俄国组织的伊·伊·拉德琴柯和南方工人社的叶·雅·列文。当时还增补了《火星报》俄国组织的彼·阿·克拉西科夫，弗·威·林格尼克、潘·尼·勒柏辛斯基、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亚·米·斯托帕尼为委员。普斯科夫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拉德琴柯、克拉斯努哈和勒柏辛斯基被捕。1903年2月初在奥廖尔举行的组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吸收《火星报》俄国组织的罗·萨·哈尔贝施塔特和叶·米·亚历山德罗娃、南方工人社的Ｂ．Ｈ．罗扎诺夫，崩得的Ｋ．Я．波尔特诺伊参加组织委员会，并批准火星派分子波·伊·戈尔德曼、Ａ．П．多利沃－多布罗沃尔斯基、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和崩得分子伊·李·艾森施塔特为组织委员会候补委员。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写道：“组委会主要是一个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是一个有意吸收各种色彩的代表（直到崩得为止）组成的委员会；而实际建立党的组织统一工作，则完全由《火星报》组织来担负。”（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74页）——11。





[11]

 南方工人社是1900年秋初以《南方工人报》为中心在俄国南方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南方工人报》于1900—1903年秘密出版，共出了12号。在不同时期加入南方工人社和参加《南方工人报》编辑部的有伊·克·拉拉扬茨、阿·维连斯基、奥·阿·科甘（叶尔曼斯基）、波·索·策伊特林、叶·雅·列文、叶·谢·列文娜、Ｂ．Ｈ．罗扎诺夫等。



南方工人社与经济派相对立，认为进行政治斗争和推翻专制制度是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它反对恐怖主义，主张开展群众性革命运动。但是，南方工人社过高估计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轻视农民运动，并且不同意火星派关于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在《火星报》周围以建立一个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而提出通过建立各区域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途径来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计划。1901年12月，他们召开了俄国南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的代表大会，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而以《南方工人报》为其机关报。这个尝试和南方工人社整个组织计划一样，是不切实际的。在1902年春大批组织被破坏后，联合会就瓦解了。1902年8月，南方工人社开始同《火星报》编辑部就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的问题进行谈判。南方工人社发表了支持《火星报》的声明（载于1902年11月1日《火星报》第27号和1902年12月《南方工人报》第10号），这对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具有很大意义。1902年11月，南方工人社的成员参加了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但是南方工人社在这个时期仍有分离主义倾向，他们曾要求出版一种与《火星报》平行的全俄报纸。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南方工人社的代表采取了中派立场。根据这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南方工人社解散。——11。





[12]

 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主义的拥护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的主要报刊是《工人思想报》（1897—1902年）和《工人事业》杂志（1899—1902年）。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



工人事业派是聚集在《工人事业》杂志周围的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工人事业派是党内机会主义极右派的代表。



关于《工人事业》杂志，参看注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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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五个中央委员

寄往俄国

1904年8月18日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格列博夫、科尼亚金、特拉温斯基、洛沙季和奥西波夫


［注：在列宁手稿上已勾掉上述中央委员的名字，并写了如下的话：“……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务必写上这五个委员的名字。”——俄文版编者注］

今天我从中央驶柏林代办员那里得到关于四个（？）中央委员在俄国召开会议并且作出决定[13]的通知。我不能承认这个决定是合法的，理由如下：

（1）决议开头说，除一名中央委员（就是我）外，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都出席了会议。这 不是事实
 。瓦西里耶夫和兹韦列夫被捕后，米特罗范诺夫辞职后，中央委员会还有一个委员——奥西波夫同志。关于他辞职的传说，显然是不真实的，因为奥西波夫同志本人还认为自己是中央委员。瓦西里耶夫（他写信同我谈到过这一点）、兹韦列夫和我也这样认为。不管怎样，在没有弄清楚奥西波夫的所谓辞职的问题以前，四个中央委员没有权利认为他已辞职。还应该指出，无论是我，无论是中央机关报，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外的中央代办员都一直没有接到奥西波夫辞职的正式通知。但是，奥西波夫却没有被邀请出席会议。

（2）对我也是一样，不但没有邀请我出席会议，而且连开会的事也没有通知我，更没有告诉我所要讨论的问题。当然，中央委员会有权根据多数的意见作出决定，但是，不让全体委员都有机会参加会议并在必要时提出自己的意见，是不能通过合法的决定的。剥夺我的这种机会， 是完全非法的
 。

（3）四个中央委员对我和格列博夫的1904年5月26日协定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431—432页。——编者注］

 ，没有表示态度，尽管这个协定和我的附信 
［注：同上，第426—430页。——编者注］

 ，经格列博夫和兹韦列夫的同意，已经通知全体中央委员，并请求直接给我答复。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完全有权以其多数否决少数，但决不能回避少数的正式询问和他们明确提出要讨论的问题。

（4）根据以上所述，我请四个中央委员立即回答我下面几个问题：（a）他们根据什么不邀请中央委员奥西波夫同志参加会议？（b）为什么也不邀请我？（c）他们是否承认，只有少数被邀请参加会议，有可能在讨论问题时发表自己的意见，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委员会的多数才可以通过共同的决定？（d）他们是否认为，自己应当切实回答1904年5月26日协定中所涉及的一切问题？

（5）由于四个中央委员已把自己非法通过的决定（所谓整个中央委员会的决定）通知了中央机关报，我就不得不把中央委员会的四个委员的所作所为，写信告诉与此密切有关的党的工作者。






	　　中央委员　尼·列宁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22—23页

















[13]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中的调和派分子列·波·克拉辛、弗·亚·诺斯科夫和列·叶·加尔佩林背着两个中央委员——列宁（当时在瑞士）和罗·萨·捷姆利亚奇卡——于1904年7月非法通过的决定，即所谓中央委员会《七月宣言》。决定全文共26条，其中9条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发表于1904年8月25日（9月7日）《火星报》第72号。在这个决定中，调和派承认了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增补的新《火星报》孟什维克编辑部，并给中央委员会另增补了三个调和派分子（阿·伊·柳比莫夫、列·雅·卡尔波夫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调和派反对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解散了鼓动召开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南方局。他们剥夺了列宁作为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的权利，并决定非经中央委员会的许可不得出版列宁的著作。《七月宣言》的通过，表明中央委员会中的调和派完全背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公开转到孟什维克方面去了。



列宁强烈抗议《七月宣言》。彼得堡、莫斯科、里加、巴库、梯弗利斯、伊梅列季亚－明格列利亚、尼古拉耶夫、奥德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等委员会都支持列宁，坚决谴责《七月宣言》。——18。







《列宁全集》第9卷


给拥护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各中央代办员和各委员会委员的信

（1904年8月5日〔18日〕）

同志们：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冲突已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我认为自己在道义上有责任向所有拥护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派的同志说明这一情况。我所以这样做，是由于四个中央委员的非法行为，是由于我担心，不和同志们商量，又会做出什么轻率的危害党的事情来（象我退出编辑部那样），而同志们在地方上工作，最熟悉党内的真实思想情况，并且为了维护年轻的党性，不只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已经向陈腐的国外小组习气宣战了。

至于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冲突，究竟是在哪些问题上，这从附上的四个文件可以看出：（1）三个中央委员格列博夫、兹韦列夫和列宁的1904年5月26日协定；（2）我在同一天写给中央委员的信；（3）所谓全体中央委员（一个中央委员除外）通过的决定；（4）我反对这项所谓决定的合法性的抗议书 
［注：见本卷第18—19页。——编者注］

 。

我恳切地请求一切在当前的党内斗争中同我们观点一致的同志，把这些大有教益的文件仔细阅读一下，并把自己对这些文件的看法开诚布公地毫无保留地发表出来。我个人在还没有听到在俄国工作的一些同志的意见以前，或者是在形势还没有迫使我采取行动以前，至少暂时不准备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我只是向党提出几个问题，如果我们各个组织的成员认为我们实际上还有党的话。这些问题就是：（1）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政党内，能不能容许一个由多数派选出而又宣布多数派的政策是“集团”政策的中央委员会存在？（2）有人3月在宣言[14]中说的是一套，到7月说的又是另一套，这样的人在道义上有没有权利得到我们的信任呢？（3）有人趁多数派的两个中央委员被捕而践踏多数派的利益；（4）有人为了反对集团政策，正在谈论要同少数派集团召开会议，而把多数派撇在一边；（5）有人害怕代表大会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评价，因而竟用分裂来吓唬党，“禁止”党员享有为召开代表大会进行鼓动的起码权利；（6）有人对我们党内危机表现了极端的幼稚无知，竟郑重其事地证明中央机关报的“合法性”，并且用法令把这个中央机关报的“ 高明
 ”肯定下来；（7）有人显然违背党的意志，想方设法把坚决拥护党内多数派的同志撵出中央委员会；——上面这样的人在道义上有没有权利得到我们的信任呢？

最后，请回答我的这些问题，并请设法让所有的党内积极分子都了解情况和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发表这封信，我看现在还没有必要。






	　　中央委员　列宁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24—25页

















[14]指1904年3月列·叶·加尔佩林、列·波·克拉辛、弗·亚·诺斯科夫这三个中央委员打算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宣言。列宁将该宣言的内容转述如下：“瓦连廷同志和尼基季奇同志在他们3月间写的并征得格列博夫同志同意的宣言中，曾声明：（1）他们坚决反对根据少数派的要求进行增补；（2）他们同意《怎么办？》一书论述的组织观点；（3）他们，或者至少他们中的两人，不赞成某些党员著作家的机会主义立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432页）。——21。







《列宁全集》第9卷


多数派日内瓦小组的决议草案

（1904年8月25日〔9月7日〕以后）

总的来说，会议同意里加宣言[15]，因为它从原则上十分正确地表达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派的观点和政策，同时，会议认为对中央委员会的新步骤必须采取明确的立场。

会议表示深信，中央委员会的宣言[16]（见《火星报》第72号）是小组习气对党性的一次新的胜利，是对整个党的利益的一次新的背叛，是把伪善习气带进党内关系中来借以腐蚀党的一次新的尝试。一个应向党报告工作的机关竟然反对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声称任何赞成召开代表大会的宣传鼓动都是有害的，会议对此加以痛斥，认为这是在任何一个自重的工人政党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可耻现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从党的多数派那里取得权力，却宣称这个多数派的政策是集团政策；侈谈斗争双方之间实现和平，而又与其中一方的冒名国外代表订立秘密的私人契约；伪善地吹捧自己昨天的对手的立场“高明”，但又开始通过撤销那些竟敢犯下鼓动召开代表大会罪行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代办员来进行和解——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证明，新的中央委员会在奉行它的新政策时，竟然同中央机关报一起来蔑视党，根本不把党放在眼里。会议坚决谴责这种波拿巴主义[17]的政策，号召全体党员坚决进行斗争，反对篡权和伪善行为，要求全文公布总委员会的记录和全部无需保密的有关中央机关活动的材料。

会议号召所有同意多数派原则观点的党员支持由邦契－布鲁耶维奇同志创办的出版社[18]，并且积极为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进行鼓动工作。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26—27页















[15]指22名布尔什维克会议通过的《告全党书》（见本卷第10—17页）。这个文件于1904年8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加委员会印成单页。——23。



[16]指中央委员会《七月宣言》（见注13）。——23。



[17]波拿巴主义原意是指拿破仑·波拿巴和路易·波拿巴先后在法国建立的那种类型的资产阶级专政，这里是指孟什维克以及调和派违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表达的党的意志篡夺党的中央机关的行为。——23。



[18]指弗·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尼·列宁社会民主党书刊出版社。



弗·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尼·列宁社会民主党书刊出版社是在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拒绝刊登捍卫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和要求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党组织和党员的声明之后，由布尔什维克于1904年夏末创办的。



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在关于出版社的声明中写道：“值此创办社会民主党书刊、特别是捍卫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多数派原则立场的书刊出版社之际，敬请一切同情者对这一创举给予物质方面和稿件方面的支持。”这一声明首次刊登在加廖尔卡和列兵的小册子《我们之间的争论》的封面上，后来在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每种小册子的封面上一律加以刊登。《我们之间的争论》起初曾送到党的印刷所，并在那里排了版。但是中央委员弗·亚·诺斯科夫不准党的印刷所承印邦契－布鲁耶维奇的出版物。在同诺斯科夫发生这一冲突之后，多数派的出版物改由与邦契－布鲁耶维奇订了合同的俄文合作印刷所承印。弗·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尼·列宁出版社曾得到各地多数派党的委员会的协助。——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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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格列博夫（弗·亚·诺斯科夫）

1904年9月11日

敬爱的同志：

您又说“中央委员会”希望我加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我也要再说一遍，这至少是不确切的。当您正式声明，那份人所共知的中央的宣言是全体中央委员（除一人外）一致通过的时候，我当即（就在1904年8月18日）答复说，这不是事实。不久前中央委员会里有九个中央委员，在宣言上签字的只有三个，而且这三个中央委员还完全非法地宣布奥西波夫同志不是中央委员，但奥西波夫同志写信向我声明说，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央委员。不同本人谈清楚就宣布一个同志辞职，这是非法的。您和您的两个同事为这种非法行为进行辩解所提出的两个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你们说，奥西波夫同志已在中央上次例会上正式声明辞职。这不是事实，因为在5月底（即在2月或3月召开的这次例会过了几个月以后），我们还是九个中央委员，这可以由三个中央委员签订的1904年5月26日协定及该协定的附信来证实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426—432页。——编者注］

 。你们说，奥西波夫同志在中央那次例会以后，加入了一个地方委员会，而这是一个中央委员无权做的事情。关于这个问题，奥西波夫同志早就写信答复我说，他去该区参加地方工作，正是现在宣布他已辞职的那些中央委员提议的，而且他不是以委员会的正式委员的身分去工作的。其次，即使是一个中央委员参加了地方委员会，犯了一个违反党章的错误，那也大可不必为了纠正这个错误而一定要他退出中央委员会，而不是退出地方委员会。最后，您自己也不得不在给我的信中承认，三个中央委员的会议收到报告说，在关于奥西波夫同志辞职的问题上是有争论的。三个中央委员在奥西波夫缺席、甚至没有听取他的意见的情况下，就对这个争论问题作出决定，显然是令人愤慨的非法行为。当然，这三个中央委员可以指望掌握在编辑部手里的党总委员会站在他们一边，当然，这三个中央委员可以依靠他们同总委员会中的少数派正式签订的或默认的契约。但这也抹杀不了这种非法行为，相反，这些政治上不正派的做法还会加重这个错误。同样，三个中央委员受理特拉温斯基同志辞职，会前并没有事先通知全体中央委员，这也是非法的。您到现在都拿不出确切的材料，证明他是在什么时候和向谁提出辞职的。您想随便回答一下，敷衍了事，而这个回答简直是开玩笑：“去问国内的委员会吧”，您正是刚刚从这个“委员会”来（还是那个三人的委员会！），而我除了通过您，又没有办法同这个委员会联系！！

因此，我不认为，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及其最近的一次会议（通过“宣言”的那一次）是合法的。所以，我完全有权不回答您所提出的要我加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建议。但我把这个建议不是看作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而是看作三个党员提出的，因此，我认为有责任用充足的理由来回答这个建议，尤其是您说，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曾写信给您，表示希望我参加编辑部。

您认为，我加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可以保证党内实现我所希望的几乎全面的和平”。您的这个“几乎”很值得玩味！不错，我希望党内和平，我在1903年12月发表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我为什么退出了编辑部？》）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91—98页。——编者注］

 中，就曾提出和平建议。1904年1月，在党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我又一次正式提出和平建议 
［注：同上，第115—117页。——编者注］

 。可是，并没有根据我当时代表多数派提出的条件接受和平建议。应当指出，现在很时兴虚伪地谈论“和平”，把和平了解为完全向少数派让步，完全无视多数派，完全忘记代表大会；与此相反，我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却十分明确地指出我所说的党内和平是什么。我和当时中央委员会的另一个同志一起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公开声明，我所说的和平是指从思想斗争中清除地位之争、无谓的争吵和不正派的斗争手段。我当时曾提议，把中央机关报交给少数派，把中央委员会交给多数派，同时，号召大家停止一切抵制活动，停止一切争夺地位的增补问题上的争吵，到代表大会上去，以同志式的态度来讨论我们的意见分歧和我们产生分歧的原因，使全党能够公正地正确地分析自己的内部争论。我的这个号召遭到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的嘲笑。他们作出不发表总委员会记录的可耻决定（不管总委员会的少数即两位中央代表怎样坚持），而三个中央委员现在也（偷偷地）同意这个决定，这我并不感到奇怪。谁利用俄国革命者实际生活中的不可避免的偶然事故，把思想不一致的人 
［注：这首先是指奥西波夫同志，其次当然是指我，因为让我加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就等于让我退出中央委员会。］

 撵出中央委员会，用这种办法来建立虚假的和平，谁就不能不竭力向党员隐瞒及时建立真正和平的种种尝试。幸而我有根据相信，这种欺骗党的卑劣手法不会得逞，总委员会的记录终究会问世的。

在控制了总委员会的编辑部以讥笑的态度否定了我的和平建议之后，我当即指出，唯一正当的解决办法是召开代表大会。少数派（包括普列汉诺夫）的策略是：控制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总委员会，在这些中央机关中，口头上代表整个党的利益，而实际上却力求不通过代表大会而按照少数派的利益来改组中央委员会；我不能认为这种策略是正派的斗争。我从来没有同主张这种策略的人达成过任何协议，而且也不认为有可能这样做。此外，从1月起，新《火星报》的真面目就完全暴露出来了：这是一个造谣诽谤和进行无谓争吵的中央机关报，一个论述混乱和向机会主义者献媚的中央机关报，一个制造私人纠纷和搜寻分歧的中央机关报。新《火星报》是一个小组的机关报，一个贯彻新“方针”的机关报，这一点现在大家都已看到，就连起初维护“继承性”而现在不断污蔑旧《火星报》的编辑部本身也都看到了。试问，现在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谈和平呢？如果和平是指从思想斗争中清除增补问题上的争吵，那我马上就可以表示完全同意和平，并重新提出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过的建议。但如果和平是指停止思想斗争，是指对新《火星报》的方针，或者更确切说，对该报没有任何方针的面貌采取调和态度，那只有无原则的人，或者伪善的人，或者把党的机关报看作印上字的纸张（有一个“调和派”把新《火星报》的文章叫作油墨——Druckerschwarze）的人，才会提议这样的“和平”。新《火星报》的编辑们把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对他们所谓的“列宁主义”进行迫害，搜寻同我的分歧，当作自己的几乎全部“原则”立场，现在他们又希望我加入编辑部，这就等于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对待自己写的东西很不严肃，他们制造了整个论战只是“为了增补”，增补一成功，他们就要把自己所有的新“原则”抛掉。至于我，我是反对这样一种不体面的设想的，即认为多数派可能不再为坚持自己立场、坚持坚定不移的方针、反对小组习气而进行党内斗争。我认为，同俄国日益增多的坚持原则的多数派一起进行这个斗争，是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义务。在我看来，这个斗争应当公开进行，因为冲突的经过十分之九都已公开，再继续隐瞒这个经过，就会毫无意义和毫无道理地拖延危机。

您写道，“许多委员会无疑也都希望”我加入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我不能不遗憾地指出，您这次说的显然也不是事实。在当前的斗争情况下，还没有一个委员会表示过这种愿望。表示过这种愿望的只有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小组和三个中央委员。这三个中央委员以为和少数派一起骂多数派，再和多数派一起骂少数派，是最英明的政策。我认为，我应当考虑的不是某些政客的意志，而是全党的意志，我们党已为自己确定了正式表达这种意志的方法：召开代表大会。我认为，一个在代表大会上采取了一定的路线并引导一部分党员去执行这条路线的领导者，如果他投到敌人方面去，他就再也没有权利受到人们的尊敬，甚至他讲的话也不会得到人们的重视。

您所说的“许多委员会”，虽然……与事实不符，却是发人深思、意味深长的。这说明您还有一点点党的良心，多少还能意识到党所指定的领导机关在改变中央机关的成员和方针时，应当考虑党的意志。如果您的这种意识没有因为您采取混乱立场而模糊起来，那您会很容易地看到，要想真正了解真正是许多委员会的真正愿望，除了召开代表大会，就没有别的办法。但如果说，您谈到“许多委员会”就是表明您还有一点点党的良心的话，那同时，也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您的这个良心是不安的：您害怕代表大会比害怕火还要厉害，因为您感到自己的冒险政策和党的意志是根本矛盾的。

我对您所采取的和解态度的虚假本质提出的这些一般看法，还可以从下面一系列事实中得到完全的证实。现在，三个中央委员称赞中央机关报“高明”，而在3月里， 同样是这
 三个中央委员却遗憾地起草声明，说某些党的著作家（中央机关报现在的编辑部的大多数成员）陷入了机会主义的泥潭。这三个中央委员一方面说要“和平”，另一方面却又解散了南方局[19]（中央代办员小组），原因就是其中有胆敢鼓动召开代表大会的多数派。三个中央委员一方面说斗争双方要和解，另一方面却同一方的代表举行会议，而把另一方撇在一边。这些私人契约涉及到全党的切身利益，但却被处心积虑地向党隐瞒起来，虽然完全不必这样保密。这些契约对党起了多么大的腐蚀作用啊！这些背着党进行的勾当，给整个党的生活带来多少相互的不信任和猜疑啊！今天，我正好接到俄国的一位同志的来信，谈到有关这种契约的传说：党内有人说，少数派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首先要求把唐恩和托洛茨基增补为中央委员，别的什么都不管；第二部分同意召开代表会议；第三部分只要求中央委员会发表一个宣言，这部分中有南方工人派（他们完全正确地认为，创办一个通俗刊物就等于变相恢复被代表大会停刊的《南方工人报》）。我不知道，这些党内传说，哪些是真实的。可是，少数派是由各种不同的集团组成的，例如布鲁凯尔同志大概根本没有参与少数派的“最后通牒”和增补问题上的全部争吵，“南方工人”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派别，——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凡是研究过我们党的代表大会的人都很熟悉。难道您看不出，某些集团瞒着党进行这种讨价还价的勾当是多么卑鄙吗？三个中央委员的虚伪手法使没有参与所有这些勾当的多数派对他们完全失去信任，这还有什么奇怪吗？那种首先把鼓动召开代表大会的人解职的“和平”，被看作是有步骤地伪造党内舆论的前奏，这还有什么奇怪吗？多数派预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总委员会当然也包括在内）可能勾结起来，硬把少数派安插到各委员会里去，不公布多数派的决议（彼得堡会议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会议的决议被压下来 已不止一个月了
 ），等等，这还有什么奇怪吗？

希望您现在能够了解，为什么在党内目前的形势下，根本谈不上我加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问题。






您说我在表决增补三个中央委员的问题时，曾经“弃权”，这 不是事实
 。我坚决反对承认“选举已经算数”。这又是一种非法行为。三个中央委员 全都应当
 研究我的抗议，只有 在这以后
 ，才能提出增补问题。党章规定，增补必须一致通过；对增补我并没有表示同意。因此，不把这个问题提交总委员会，就谈不上增补已经算数。总委员会的决定（如果您在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未经全体中央委员审查以前，就非法地把增补问题提交给总委员会的话）应该连同总委员会的记录一并发给我。






您对我们两人没有见面感到遗憾，我没有同感。在我知道您对奥西波夫同志采取的不正当手法和对您自己的诺言（1904年5月26日协定）的态度以后，除了完全正式的纯粹通信联系而外，我不愿同您有其他任何来往。






	中央委员　尼·列宁
载于1904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尼·沙霍夫

《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一书（略有删节）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28—35页

















[19]南方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南方局）是在列宁的直接帮助下于1904年2月在敖德萨成立的，成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伊·克·拉拉扬茨、K．O．列维茨基和普·伊·库利亚布科。南方局一成立就坚定地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同列宁保持直接的联系，成了团结俄国南方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中心。它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解释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后党内分歧的真正原因，并为争取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而斗争。1904年8月，南方局因鼓动召开代表大会而被调和派把持的中央委员会解散。1904年9月举行的南方布尔什维克各委员会代表会议恢复了南方局。南方局与北方局、高加索局一起构成了1904年12月成立的全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核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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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沙霍夫《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小册子序言

（1904年9月）


序言

我们在这本向读者推荐的书中，尽量把能说明在各地进行工作的我们党的各个组织对目前党内危机的态度的文件，全都收集进来。这些文件，一部分根据已经发表在《火星报》上的原文重印，一部分直接按手稿刊印，因此读者不要忘记，由于取得这些文件的条件的限制，这些手稿有些地方难免会有错误和疏漏。

这些文件围绕着一个中心内容：党性同小组习气的斗争，为召开代表大会而进行的斗争。起初，这个斗争是捍卫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争取承认和切实贯彻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后来就是争取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为党为摆脱目前的严重困难局面而应采取的唯一手段。我们也尽量提供了一些确凿的材料，使读者对现在的党中央机关为反对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而进行的斗争有更充分的了解。

我们只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尽可能地）把文件编排了一下，加了一些最简短的说明，指出文件之间的联系。详细的说明，我们以后将有专门著作来作。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的实际材料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把这些材料研究一下，会有助于每个人对我们党内斗争作出独立的判断。





	载于1904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尼·沙霍夫《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36—37页















《列宁全集》第9卷
 　　相关文献：罗莎·卢森堡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年7月）


进一步，退两步

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20]


（1904年9月）

罗莎·卢森堡同志在《新时代》[21]第42期和第43期上发表的文章，是对我用俄文写的论述我们党内危机一书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97—425页。——编者注］

 的评论。德国同志这样关心我们党的著作，并且试图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加以介绍，对此我不能不表示感谢，但我必须指出，罗莎·卢森堡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向读者介绍的不是我这本书，而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从下面一些例子可以看出。例如卢森堡同志说，我这本书透彻而又详尽地表达了一种“不顾一切的集中制”观点。因此，卢森堡同志认为，我是在维护一种组织制度，而反对另外一种组织制度。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在这一整本书中，从第一页起到最后一页止，都在捍卫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党的组织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基本原则。我这本书所探讨的不是各种组织制度之间的区别问题，而是如何在不违反党的原则的情况下坚持、批判和改正任何一种制度的问题。罗莎·卢森堡接着又说，“根据他〈列宁〉的意见，中央委员会有权组织党的各个地方委员会”。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由我提出的党组织的章程草案来确凿地证明。这个草案根本没有提到组织地方委员会的权利。是党代表大会选出的党章起草委员会把这个权利列入草案的，而党代表大会批准了委员会的草案。除了我和另一个多数派外，还选出三个党代表大会少数派的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这就是说，在这个授权中央委员会组织地方委员会的委员会中，正是我的对手占了上风。罗莎·卢森堡同志把两个不同的事实混为一谈了。第一，她把我的组织草案一方面同委员会的修正草案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又同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混为一谈；第二，她把坚持党章的某一条文的某项要求（说我不顾一切地坚持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我在全体会议上并没有反对起草委员会提出的修正），同坚持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在下届代表大会对它进行修改之前应该一直有效这一论点（这不是道地的“极端集中制”的论点吗？）混为一谈。这个论点（纯粹布朗基主义[22]的论点，这是读者很容易看出来的），我在这本书中确实是“不顾一切地”坚持的。卢森堡同志说，在我看来，“中央委员会是党的唯一积极的核心”。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从来没有坚持过这种意见。相反，我的论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在自己的大作中还责备我，说我维护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自主性还很不够，让中央委员会过多地服从于设在国外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党总委员会。我在这本书中回答了这个指责，指出党内多数派在党总委员会占优势的时候，从来没有试图限制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但当党总委员会成了少数派手中的斗争工具以后，立刻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罗莎·卢森堡同志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对建立统一的党的必要性并不存在任何怀疑，整个争论的中心是集中程度大小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如果卢森堡同志肯花点力气读读组成多数派的许多党的地方委员会的决议，她就会很容易地了解到（从我这本书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争论主要还是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应不应该坚持党代表大会多数派的方针的问题上。关于这种“极端集中制的”“纯粹布朗基主义的”要求，这位敬爱的同志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她却更喜欢在那里慷慨激昂地反对什么部分机械地服从整体，什么奴隶般的顺从，什么盲目服从等等可怕的东西。我非常感谢卢森堡同志向我们说明了奴隶般的顺从对党的严重危害性这样一个深奥的思想，不过我倒想知道一下，这位同志是否认为党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在自称为党的机关的中央机关里占了上风是正常的，她是否能容许这种现象，她在其他任何政党中，是否看到过这样的现象？罗·卢森堡同志硬说我认为，俄国已经具备组织一个庞大的极端集中的工人政党的一切先决条件。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在这本书里，根本没有提出这种看法，更谈不上坚持这种看法了。我提出的论点所表述的一直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强调的是，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得到公认的一切先决条件已经具备，可以用个别小组来代替党的委员会的时期早已过去。我举出了一些证据，说明我们党内有些学者表现了自己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把自己的无纪律行为加之于俄国的无产者。俄国工人已经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不止一次地表示要遵守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卢森堡同志说这种意见是“乐观主义的”（倒不如说是“悲观主义的”），并且对我的论点的实际根据只字不提，简直可笑。卢森堡同志说我赞扬工厂的教育作用。这不是事实。不是我，而是我的对手硬说我把党看成了工厂。我狠狠地嘲笑了他，用他自己的话证明他把工厂纪律的两个不同方面混为一谈，可惜罗·卢森堡同志竟也这样做了。 
［注：见俄文小册子《我们之间的争论》，《罗莎·卢森堡反对卡尔·马克思》一文。］



卢森堡同志说，我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说成是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组织有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这样，我就比我的任何一个对手都更巧妙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也不是事实。最先谈到雅各宾派的不是我，而是帕·阿克雪里罗得。阿克雪里罗得最先把我们党内各派比作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各派。我只是指出，对这种比较只能理解成这样：目前的社会民主党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山岳派和吉伦特派[23]的划分。党代表大会所承认的旧《火星报》[24]过去经常作这种比较。旧《火星报》正是由于承认这种划分，才同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即《工人事业》派进行了斗争。罗莎·卢森堡在这里把18世纪和20世纪的两个革命派别之间的 可比性
 和这两个派别之间的同一性混为一谈了。比如，我说，小沙伊德格山跟少女峰[25]相比同二层楼跟四层楼相比是一样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把四层楼和少女峰看成同一个东西。卢森堡同志完全忽视了对我们党内各派的实际分析。而我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恰恰是根据我们党代表大会的记录进行这种分析的，我在序言中也特别指出了这一点。罗莎·卢森堡想要谈论我们党的现状，但同时却完全无视奠定我们党的真正基础的党代表大会。应当说，这是冒险的做法！尤其冒险的是，正象我在这本书中曾数百次指出的，我的对手们无视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因此，他们的一切论断都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而罗莎·卢森堡同志正是犯了这个根本性的错误。她只是重复一些空洞的词句，而不去努力弄清这些词句的具体含义。她用各种各样的骇人之谈来进行恫吓，而不去研究争论的真正根源。她硬说，我写的是一些泛泛的言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则和论点，一些绝对真理，而对那些完全有肯定的事实根据的和只有我才运用的相对真理，却竭力避而不谈。她还指责我们死抠公式，并且为此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搬出来。然而，恰恰是这位尊敬的同志的文章，满篇都是臆造的死板公式，恰恰是她的文章与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相违背。这个基本原理就是：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罗莎·卢森堡同志傲然地无视我们党内斗争的具体事实，大谈特谈那些无法认真讨论的问题。我再从卢森堡同志的第二篇文章中举出最后一个例子。她引了我的话：组织章程条文的这种或那种写法，可能成为反对机会主义的或多或少锐利的手段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68页。——编者注］

 。可是，我在这本书中以及我们大家在党代表大会上谈的是哪些起草方案，罗莎·卢森堡却只字未提。党代表大会上进行了什么样的论战，我提出的论点是反对谁的，关于这些，这位同志全都没有提到，而是给我作了一个关于议会制国家的机会主义……的演讲！！但是，机会主义的各种各样的独特的表现形式，我这本书谈到的我们俄国的各种色彩的机会主义，她的文章却一个字也没有谈到。从这一切聪明透顶的论述中得出的结论就是：“党章本身绝不应当〈？？谁能懂〉成为什么反击机会主义的武器，而只应当成为实现实际上存在的党内革命无产阶级多数派的领导作用的强有力的外在手段。”完全正确。但我们党内实际上存在的多数派是怎样形成的，罗·卢森堡却避而不谈，而我这本书谈的却正是这一点。我和普列汉诺夫利用这种强有力的外在手段维护过什么样的作用，她也避而不谈。我只能补充一句，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这种荒唐的话，什么党章“本身”是一种武器。

对这种解释我的观点的手法所作的最正确的回答，就是叙述我们党内斗争的具体事实。这样，每个人就会清楚地看到，具体事实与卢森堡同志的泛泛之谈和公式化的抽象概念之间有多么大的矛盾。

我们党是1898年春在俄国召开的几个俄国组织的代表大会[26]上成立的。党的名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报》[27]成了中央机关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28]成了党的国外代表机关。代表大会闭幕不久，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即被逮捕。《工人报》出版了两号就停刊了。整个党成了各地方党组织（即所谓委员会）的无定形的堆积体。这些地方委员会之间的唯一联系，是思想上的联系，纯精神上的联系。一个分歧、动摇、分裂的时期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同西欧各党相比，知识分子在我们党内占的比重要大得多，他们迷恋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时髦。但是，这种迷恋很快就消失了，接着，又一面盲目崇拜资产阶级对马克思的批评，一面盲目崇拜纯粹的职工运动（罢工主义——“经济主义”）。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分歧，引起了国外“联合会”的分裂。《工人思想报》和国外的《工人事业》[29]杂志成了“经济主义”的代言人（后者程度差些），它们贬低政治斗争的意义，否认俄国有资产阶级民主派存在。“合法的”马克思的批评家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布尔加柯夫、别尔嘉耶夫等先生们已经彻底向右转。欧洲没有一个地方象我们俄国这样，伯恩施坦主义竟如此迅速地达到了自己的逻辑终点，组成了自由派。我们的司徒卢威先生开头为维护伯恩施坦主义[30]而进行“批评”，最后创办了一个自由主义（指欧洲的自由主义）杂志《解放》[31]。普列汉诺夫及其朋友退出国外“联合会”以后，得到了《火星报》和《曙光》[32]杂志的创办人的支持。这两种刊物（罗莎·卢森堡同志也听到了一些这方面的情况）为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派进行了“三年辉煌战役”，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山岳派”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的战役（这是旧《火星报》的说法），是反对《工人事业》派（即克里切夫斯基、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等同志），反对犹太崩得[33]，反对受到该派鼓舞的俄国组织（首先反对彼得堡的所谓“工人组织”[34]和沃罗涅日委员会[35]）的战役。

事情愈来愈明显，各委员会之间只有纯思想上的联系是不够的。形势愈来愈迫切地要求成立一个真正统一的党，即要求完成1898年只是初步规划了的任务。最后，在1902年底，成立了以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36]为己任的组织委员会。一个犹太崩得代表也加入了这个主要由俄国《火星报》组织组成的组织委员会。1903年秋，终于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这次大会，一方面，党在形式上统一了，另一方面，党又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这种划分在党代表大会以前是没有的。只有详细地分析一下党代表大会上展开的斗争，才能说明这种划分。遗憾的是，少数派的拥护者（包括卢森堡同志在内）却小心翼翼地避开这种分析。

我在这本由卢森堡同志以独特的方式介绍给德国读者的书中，用了100多页的篇幅，详细研究了代表大会的记录（编成一卷，约400页）。为了进行这种分析，我把代表，或者不如说是把选票（我们的代表有的有一票，有的有两票表决权）分成四大类：（1）火星派多数派（拥护旧《火星报》方针的）——24票，（2）火星派少数派——9票，（3）中派（也谑称为“泥潭派”）——10票，以及（4）反火星派——8票，共51票。我分析了这四类人参加党代表大会所举行的 一切
 表决的情形，并且证明在一切问题（纲领、策略和组织）上，党代表大会都是火星派同反火星派斗争的舞台，而“泥潭派”在这里表现了各种各样的动摇。凡是对我们党的历史有点了解的人都会清楚地知道，情况只能是这样。可是，一切少数派的拥护者（包括罗·卢森堡在内）却谨慎地闭眼不看这个斗争。为什么呢？因为正是这个斗争使少数派的当前政治立场的全部虚伪性暴露出来了。在党代表大会进行这一斗争的整个过程中，火星派在数十个问题上，在数十次表决中，都是反对反火星派和“泥潭派”的；而讨论的问题愈是具体，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基本内容愈是肯定，要求实现旧《火星报》的不可动摇的计划愈是迫切，“泥潭派”就愈是坚决地站到反火星派方面去。反火星派（特别是阿基莫夫同志和一直附和他的彼得堡“工人组织”代表布鲁凯尔同志，还有几乎一直都附和他的马尔丁诺夫同志和五个犹太崩得代表）反对承认旧《火星报》的方针。他们维护旧的个别组织，投票反对这些组织服从党，反对它们同党合并（如组委会事件[37]，解散“南方工人”社这个“泥潭派”的最重要的集团等等）。他们反对按集中制原则制定的组织章程（代表大会第14次会议），并指责 一切
 火星派分子，说他们想要造成“有组织的不信任”，制定“非常法”等等可怕的东西。当时， 一切
 火星派分子全都嘲笑这种指责。值得注意的是，罗莎·卢森堡同志现在却把所有这些凭空捏造的东西都当成了真事。在绝大多数问题上，都是火星派取得了胜利；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占优势，这从上面提到的数字可以明显看出来。可是，在代表大会的后半期的会议上，在解决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时，反火星派却取得了胜利，因为某些火星派分子投票支持他们。例如，在讨论我们党纲中的平等使用一切语言的问题时，情况就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反火星派几乎推倒纲领委员会并通过自己的条文。在党章第1条的问题上，情况也是这样：反火星派同“泥潭派”一起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按这个条文，算作党员的不仅有党组织的成员（我和普列汉诺夫都拥护这样的提法），而且还有一切在党组织的监督下工作的人。 
［注：考茨基同志赞同马尔托夫的条文，他是从当时是否适宜的观点出发的。第一，我们党代表大会对这个条文的讨论不是从当时是否适宜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原则的观点出发的。阿克雪里罗得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第二，如果考茨基同志认为，在俄国警察制度下，加入党组织同只在党组织的监督下进行工作这两者之间有这么大的区别，他就错了。第三，如果把目前俄国的状况和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38]的德国的情况相比，就大错特错了。］



在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问题上，情况也是这样。24个火星派分子组成了团结一致的多数派，他们实现了考虑已久的改组编辑部的计划：6个旧编辑中有3个当选；组成少数派的有9个火星派分子、10个中派分子和1个反火星派分子（其余7个反火星派分子即犹太崩得和“工人事业”的代表在此以前已经退出了代表大会）。这个少数派对这次选举极为不满，决定不再参加其余的选举。考茨基同志认为，改组编辑部是引起后来的斗争的主要原因，这种看法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他认为是我（原文如此！）把3个同志“开除”出编辑部，这只能说明他根本不了解我们代表大会的情况。因为第一，落选和开除完全不是一回事，况且我当然没有权力在代表大会上开除谁；第二，看来考茨基同志并没有料到，反火星派、中派和一小部分《火星报》的信徒的联合这一事实也有政治意义，对选举结果不会不发生影响。谁要是不愿意闭眼不看我们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谁就一定会了解，我们目前分成少数派和多数派，不过是我们党以前分成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翻版。这是事实，任何解释、任何嘲笑都无法回避这一事实。

遗憾的是，代表大会闭幕以后，这种分裂的原则意义被增补问题上的无谓争吵给弄模糊了。就是说，要是3个旧编辑不被重新增补进去，少数派就不想在中央机关的监督下工作。这个斗争继续了两个月。斗争的手段是进行抵制和瓦解党。有12个委员会（对这个问题表态的委员会是14个）严厉地斥责了这种斗争手段。少数派甚至拒绝接受我们（我和普列汉诺夫）的建议，不肯在《火星报》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情况竟发展到对中央机关的成员进行人身攻击和谩骂（什么专制君主、官僚、宪兵、扯谎者等等）。指责他们压制个人的主动精神，想要人们绝对服从、盲目服从，等等。普列汉诺夫企图把少数派的这种斗争手段评定为无政府主义手段，但这种企图未能达到目的。这次代表大会以后，普列汉诺夫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专门攻击我的文章《不该这么办》（《火星报》第52号）。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不一定是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谁都可以看出，他这里指的是我们的少数派。接着他写道，有时没有必要反对俄国革命者身上根深蒂固的无政府个人主义；有时作出某些让步也是制服这种个人主义和防止分裂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因而退出了编辑部。这样，少数派编辑就被增补进去了。接着，又在增补中央委员的问题上进行了斗争。我曾建议和解，条件是把中央机关报留给少数派，而把中央委员会交给多数派，但我的建议被否决了。斗争继续进行，继续“在原则上”反对官僚主义、极端集中制、形式主义、雅各宾主义、施韦泽主义（把我称为俄国的施韦泽）等等可怕的东西。我在这本书中嘲笑了所有这些指责，并指出，这或者只是为增补问题而进行的争吵，或者（假定可以认为这是“原则”的话）不外是机会主义的、吉伦特派的辞藻。目前的少数派只不过是在那里重复阿基莫夫同志和其他公认的机会主义者在我们代表大会上反对旧《火星报》的一切拥护者所维护的集中制时曾经说过的话。

俄国各委员会对中央机关报变成个别小组的刊物，变成为增补问题进行争吵和在党内进行造谣的刊物，极为不满。通过了许多决议，进行极严厉的谴责。只有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所谓彼得堡“工人组织”和沃罗涅日委员会（两者都是阿基莫夫同志的方针的拥护者） 从原则上
 对新《火星报》的方针表示满意。要求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愈来愈多了。

读者只要认真研究一下我们党内斗争的第一手材料，就会很容易认识到，罗莎·卢森堡同志所说的什么“极端集中制”，必须逐步实行集中制等等，具体地说，从实际上说，是对我们代表大会的嘲笑，抽象地说，从理论上说（如果这里可以谈到理论的话），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是对马克思的真正辩证法的歪曲，等等。

我们党内斗争的最后阶段的标志，是一部分多数派中央委员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一部分已经不起作用，有名无实（这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变动[39]等等造成的）。党总委员会（在增补旧编辑后，该委员会也落到了少数派手里）和目前的中央委员会指责一切为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而进行的鼓动，并开始同某些少数派党员订立私人协定和进行谈判。有些组织，例如中央代办员（全权）小组，就因鼓动召开代表大会这一罪行而被解散[40]。党总委员会和新的中央委员会反对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斗争已经全面展开。多数派为了回击这种行动，提出了一个口号：“打倒波拿巴主义！”（代表多数派讲话的加廖尔卡同志写的小册子用的就是这个标题）。愈来愈多的决议把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党的机关称为反党的波拿巴主义的机关。我和另一位同志新创办的多数派出版社（这里出版了加廖尔卡同志的上述小册子和其他一些刊物），被宣布为非党出版社，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少数派的一切反对极端集中制和主张自治的言论，是何等的虚伪。多数派只能通过新出版社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因为《火星报》几乎完全拒绝刊登他们的文章。尽管这样，或更确切地说，正因为这样，党总委员会才以我们的出版社不代表任何一个党组织这个纯粹形式上的理由，作出了上述决定。

不用说，目前，正常工作已经无人过问，社会民主党的威信一落千丈，全党的士气极端涣散，这是因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和一切选举已经作废，同时也还由于对党负责的党的机关正在为反对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而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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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是针对卢森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而写的。卢森堡应《火星报》之约而写的这篇文章，于1904年7月13日先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上，同年7月23日发表于《火星报》第69号。



列宁把答复寄给卡·考茨基，请他在《新时代》上发表，但是考茨基拒绝刊登，把原稿退给了列宁。在1905年2月8日列宁给奥·倍倍尔的信的底稿中，有一段已被删去的话提到了这件事：“考茨基企图在《火星报》上贬低形式组织的价值。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周刊在‘组织——这只是过程，仅仅是一种倾向’这个机智而‘辩证’的借口下，颂扬了瓦解组织与背信弃义的行为（罗莎·卢森堡在《新时代》上）。这在我们队伍中引起了极大愤慨。列兵同志，多数派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成员，坚持认为考茨基会刊登我的答复。我同他打赌说，情况将恰恰相反。我的‘辩护词’写得简短扼要，而且仅限于纠正一些重要的失实之处，并用事实的陈述同对我们党的嘲笑相对照。考茨基拒登我的文章，用了一个出色的借口，说什么《新时代》刊登对我们的攻击并非因为它们是针对我们的。但尽管确系针对我们的，它还是刊登了！这简直是一种嘲笑！总之，《新时代》（而且不只是它）只愿把少数派的观点介绍给德国社会民主党。这在我们队伍中引起的愤慨大极了。”（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第172—175页）



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手稿原件没有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的是一份德文抄写稿，抄写人不详。列宁在这份德文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以德俄文对照的形式收载了这个得到作者赞同的德文稿和它的俄译文。——35。



[21]《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35。



[22]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36。



[23]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山岳派也称雅各宾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起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的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山岳派，即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而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列宁经常强调指出，孟什维克就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38。



[24]《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因此，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它为新《火星报》。——38。



[25]小沙伊德格山和少女峰是瑞士境内的两座山，分别高2061米和4158米。——38。



[26]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1—3日（13—15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倡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早在1895年12月列宁就在狱中草拟了党纲草案，并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由于彼得堡等地的组织遭到警察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基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担任。出席代表大会的有6个组织的9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1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2名，崩得的代表3名。大会通过了把各地斗争协会和崩得合并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在民族问题上，大会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决权。大会选出了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代表斯·伊·拉德琴柯、基辅《工人报》代表波·李·埃杰尔曼和崩得代表亚·约·克列梅尔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在会后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把争取政治自由列为首要任务，并把它和将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被宣布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而且大会闭幕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遭逮捕，所以统一的党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40。



[27]《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基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秘密报纸，波·李·埃杰尔曼、巴·卢·图恰普斯基、尼·阿·维格多尔契克等任编辑，在基辅出版。共出过两号：第1号于1897年8月出版；第2号于同年12月出版（报纸上印的日期是11月）。图恰普斯基曾受编辑部委派出国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得到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等给报纸撰稿的许诺。《工人报》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也有联系。《工人报》参与了1898年3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被这次代表大会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工人报》的印刷所被警察破获和捣毁，已编好待发排的第3号没能出版。1899年该报试图复刊，没有成功。——40。



[28]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40。



[29]《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机关报，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号。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



《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　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杂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于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工人事业》杂志的观点。——40。



[30]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40。



[31]《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40。



[32]《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前4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41。



[33]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41。



[34]彼得堡“工人组织”是经济派的组织，于1900年夏建立，1900年秋同被承认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合并。火星派在彼得堡党组织中取得胜利后，受经济派影响的一部分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于1902年秋从彼得堡委员会分离出去，重新建立了独立的“工人组织”。“工人组织”委员会对列宁的《火星报》及其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计划持反对态度，鼓吹工人阶级的主动性是开展工人运动和取得斗争成功的最重要条件。1904年初，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彼得堡“工人组织”加入全党的组织，不复独立存在。——41。



[35]沃罗涅日委员会是一个受以弗·彼·阿基莫夫和莉·彼·马赫诺韦茨为首的经济派的影响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该委员会对1902年11月在普斯科夫会议上成立的组织委员会持敌对立场，不承认它有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权力。该委员会散发诽谤性信件，辱骂组织委员会，并把在建立组织委员会中起了主要作用的《火星报》称为“社会民主党的鹰犬”，指责它实行分裂政策。由于这些原因，组织委员会认为不宜邀请该委员会参加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了组织委员会的决定，指出：“鉴于沃罗涅日委员会不承认组织委员会以及召开代表大会的章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组织委员会无疑有权不邀请该委员会参加代表大会。”——41。



[36]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召开。7月24日（8月6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24次会议。



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订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国外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表决权（有些代表有两票表决权）。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



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和他的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整个纲领（有1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的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有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代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委员。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音译）。——41。



[37]组委会事件和解散南方工人社的问题，是在1903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十次会议上先后发生的。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的第3节《代表大会的开始。——组织委员会事件》和第4节《南方工人社的解散》（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07—216页）中对这两件事作了详尽的论述。——42。



[38]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43。



[39]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是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1903年10月，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列·波·克拉辛、玛·莫·埃森和费·瓦·古萨罗夫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同年11月，列宁和列·叶·加尔佩林被增补为中央委员。1904年7—9月间，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发生了新的变化：拥护列宁的林格尼克和埃森被捕。调和派分子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古萨罗夫辞职。中央委员会中剩下的调和派分子克拉辛、诺斯科夫和加尔佩林不顾列宁的抗议，把多数派的拥护者捷姆利亚奇卡非法地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而把三个新的调和派分子——阿·伊·柳比莫夫、列·雅·卡尔波夫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增补为中央委员。由于这些变化，调和派在中央委员会占了多数。——45。



[40]列宁指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南方局因鼓动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而于1904年8月被中央委员会解散一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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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与社会民主党》一文的两个提纲[41]


（不早于1904年9月）


1

　　　　　　　农民与社会民主党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民主党纲领





	

{


	1．西欧社会民主运动中的土地问题。大卫等。2．俄国的土地问题：从旧民粹派到自由派到社会革命党人。改革时的实际意义。







　　3． 
大生产和小生产

 。　　　　奥哈根

　　　　克拉夫基

　　　　等等。有关 劳力、牲畜、土地所需费用的结论
 。



丹麦

 （大卫）。

4． 合作社。大卫
 等
 。法国的反动派：

　　　　　　　　　　　　　　　　　罗基尼

　　　　　　　　　　　　　　　　　哥尔茨

　　　　　　　　　　　　　　　　　布亨贝格尔。

5．俄国的特点。

　 同农民资产阶级一起反对地主。

　 同城市无产阶级一起反对农民资产阶级。

6．特别是在政治活跃时代，在农民中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鼓动的意义。提高农民的自觉性，发扬民主主义思想

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


2

1．马克思主义（α）关于农民的状况、演进和作用的理论——和（β）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两者有密切联系。

2．农民问题的迫切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法国的（小资产阶级性质。恩格斯的批判[42]），德国的（1895

年。布雷斯劳[43]，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 俄国的
 ……（批评家。“ 大卫
 ”。）。（布尔加柯夫）……

3． 俄国
 社会民主党人的土地纲领特别表明了他们同 民粹派
 和 社会革命党人
 不同。

4．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基础（参看《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引用的马克思的话）。（1）大生产的作用；（2）农

民的小资产阶级性；（3）他们的过去（－）和将来（＋）。补充卡·考茨基。《社会革命》。

5．农业中的大生产和小生产……

　 施图姆普费。 苏雄
 。

　 手稿中有：黑希特
 、奥哈根、克拉夫基、巴登，德国的统计……

6．结论：劳力、牲畜、土地所需费用巨大。

7．补充：胡施克、哈格德、博德里亚尔、勒库特、 普鲁士调查
 、巴伐利亚和黑森的调查、胡巴赫。

8．债务。 普鲁士的统计
 。

9．合作社。问题的一般提法。

　　　罗基尼、哥尔茨、布亨贝格尔、哈格德。

　　　统计资料： 德国的
 和 俄国的
 （社会租佃）。 
丹麦

 。

10．关于西方的结论。

11．俄国的特点……分为两个方面。

　　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

　　 农奴制
 残余和同资产阶级斗争。





	12．同农民资产阶级一起反对地主等。同城市无产阶级一起反对资产阶级


	

}


	同割地联系起来。





13．土地问题在可以预见的不久的将来的实际意义：　　　　揭示农村的阶级对立。

　　　　民主主义的和 社会民主主义
 的宣传鼓动。





	载于193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2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387—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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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通知[44]


草案

（1904年10月20日〔11月2日〕以前）

党内危机正在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摆脱这个危机愈来愈困难了。多数派已经不止一次地在报刊上阐明自己对产生危机的原因和摆脱危机的办法的看法。得到许多委员会（敖德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里加、彼得堡、莫斯科等委员会和高加索联合会）、十九人宣言[45]和国外多数派代表们支持的二十二人声明 
［注：见本卷第10—17页。——编者注］

 ，对多数派的纲领作了充分而确切的说明。每个稍微了解危机的进程，稍微珍视党的荣誉和尊严的人早已明白，除了召开党代表大会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出路。但是现在，一部分中央委员的新宣言、党总委员会的新决议，却在使党内分歧愈益严重。投到少数派方面去的中央委员，不惜最粗暴地破坏那些仍旧站在多数派方面的中央委员的权利。新中央委员会宣布和解，但它不仅不尊重多数派，反而把他们完全撇在一边，通过秘密的私人契约，同少数派单方面达成协议。谁要是真心希望和解，谁首先就应该把所有的斗争者、争论者和不满者召集到一起，而这也就是召开党代表大会。谈论和平而又害怕召开代表大会，要和解但又用少数派在 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也可能遭到失败而引起分裂的说法来吓唬人，——这就是伪善，就是强迫国内党的工作者听任国外小组为所欲为，就是用漂亮的和平口号美化彻底背叛多数派的行径。新中央委员会假借和平的名义解散敢于要求召开代表大会的组织，新中央委员会假借和平的名义宣布多数派的出版物不是党的出版物，并拒绝把这些出版物分发给各委员会。新中央委员会假借和平的名义把无谓争吵引进党总委员会的决议中。党总委员会竟敢发表书面声明，说有些同志进行“欺骗”，其实对这些同志的行为还没有进行调查，甚至人们还没有对他们提出指控。党总委员会现在是在公然伪造党内舆论和党的决议，委托分明敌视召开代表大会的思想的中央委员会去审查各委员会的决议，怀疑这些决议，迟迟不发表这些决议，错算票数，攫取代表大会宣布代表资格无效的权利，用促使“外层组织”反对地方委员会的办法破坏正常工作。同时，全党的正常工作也由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把力量消耗在反对召开代表大会上而停顿下来了。

多数派的各委员会和组织除了团结起来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为反对事实上公然嘲弄党的所谓党中央机关而斗争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根据敖德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里加、彼得堡和莫斯科各委员会的倡议，并且征得它们的同意，成立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就是倡导这种团结。

我们的口号是：坚持党性，反对小组习气；坚持坚定不移的革命方针，反对曲折路线、混乱状态和回到工人事业派方面去；坚持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反对瓦解组织分子。

我们的最近任务是：使国内和国外的多数派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起来，全面支持和发展多数派的出版社（邦契－布鲁耶维奇同志和列宁同志在国外创办的），同我们中央机关的波拿巴主义作斗争，检查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否正确，帮助开展被编辑部和新中央委员会的代办员破坏的各委员会的正常工作。



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


同常务局联系，国内可以通过多数派各委员会，国外可以通过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列宁的出版社。





	载于1940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66—70页

















[44]《关于成立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通知》（草案）寄给了俄国国内各多数派委员会。1904年10月20日（11月2日）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给亚·亚·波格丹诺夫的信的草稿（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5卷第232—234页）中说到了这个文件。



《通知》草案本文于1940年找到，同年发表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2期。——50。



[45]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1904年10月印发的一份宣言《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书》。这份宣言以19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名义，响应22名布尔什维克会议通过的《告全党书》，尖锐地批评了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后转向孟什维克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立场，称他为“政治上的变色龙”，也批评了孟什维克《火星报》、党总委员会以及调和派把持的中央委员会的立场，坚决主张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的作者是当时被囚禁在莫斯科塔甘卡监狱中的一批布尔什维克：弗·威·林格尼克、尼·埃·鲍曼、叶·德·斯塔索娃、波·米·克努尼扬茨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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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热心效劳的自由派

（1904年10月）






	　　效劳在需要的时候诚然可贵，但这种事儿可不是人人都善于承担，

上帝保佑我们别和司徒卢威打交道，

热心效劳的司徒卢威比敌人还要危险！[46]









在司徒卢威先生的最近一期（第57期）《解放》杂志上，登了下面两段发人深思的话：


　　“所谓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分化过程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极端集中派（“列宁派”、“坚定派”、“多数派”）开始失去立足之地，而他们的对手的地位却愈来愈巩固——至少在国外‘侨民’中是这样。‘少数派’（马尔托夫派）几乎到处占优势，把愈来愈多的党的机关掌握到自己手里，而与此同时，一些团体和个人又在脱离‘多数派’，他们虽说不完全同意少数派的‘纲领’，但也不想同少数派进行斗争，并力求在至今还很不安定的党内建立和平。于是出现了‘调和派’，他们希望结束这场不体面的争吵，因为在这种争吵中，人们不仅不再了解对方，而且也不了解自己了。‘调和派’的出现使不调和的集中派不得不成立‘社会民主党书刊出版社，专门出版维护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多数派的原则立场的著作’（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尼·列宁的声明）。这个新出版社已经出了三部作品（1）《告全党书
 》，1904年日内瓦出版，共16页，定价20生丁，15芬尼；（2）加廖尔卡
 的《打倒波拿巴主义！》，1904年日内瓦出版，共23页，定价25生丁，20芬尼；（3）加廖尔卡和列兵
 的《我们之间的争论》，1904年日内瓦出版，定价50生丁，40芬尼。这三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评论‘少数派’对‘多数派’所采取的某些的确并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斗争方法，并捍卫这样的论点，即通过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来调解党内不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从对党的忠诚来看，‘多数派’虽在形式上
 采取了比较稳重的立场，但实质上
 是向自己的对手让步。实质上后者现在
 所捍卫的东西比‘多数派’所捍卫的东西要更富有生命力和活动力。只可惜捍卫得不大适当，或者更确切些说，很不适当，甚至往往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火星报》最近发表的许多文章和前几天问世的托洛茨基
 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1904年日内瓦出版，共107页，定价75生丁）就是这种不适当的捍卫的例子。这本小册子虽然有许多空话，但还是十分公正地捍卫了某些思想；凡是注意社会民主党著作的人，早就从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克里切夫斯基等先生以及其他所谓的‘经济派’的作品中对这些思想有所了解了。只可惜有些地方，作者把这些人的观点弄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





　　对我们党遭遇的不幸，竟这样幸灾乐祸，但一个自由派，由于他的政治本性，对社会民主党的削弱和分化，是不可能不幸灾乐祸的。对少数派的阿基莫夫式的观点的 实质
 ，竟怀着这样深切而真挚的同情！但事实上，对俄国自由派的生命力、思想生命力的唯一希望，难道不就是寄托在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生命力上面吗？

新《火星报》及其拥护者并不走运。

不妨回顾一下普列汉诺夫的《不该这么办》这篇出色的、有名的、划时代的文章。这种耍手腕和个人让步的政策考虑得多么周密，我们的外交家陷入了多么窘迫的境地。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司徒卢威先生把新《火星报》的“意义重大的转变”抓得多么准确。现在，新《火星报》的领导人自己也承认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隔着一条“鸿沟”了。

再来回顾一下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第65号上发表的那套纳尔苏修斯[47]式的断语。他说：“谁都不会害怕阿基莫夫，现在他连菜园里的麻雀都吓不跑。”普列汉诺夫说了这番话（这并没有特别暴露出他对工人事业派分子的温和和谦让），但同时他又说，好象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起来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只有一个阿基莫夫”。当他发表了这套纳尔苏修斯式的论调以后，同阿基莫夫先生和布鲁凯尔先生见解一致（这是谁都知道的）的沃罗涅日委员会的传单立刻就 全文
 发表了，不过新《火星报》编辑部显然是向公众 隐瞒了
 （第61号）这一传单的整个原则部分，它对新《火星报》表示同情的部分。谁象麻雀呢？哪个党的机关现在可以比作菜园呢？

再来回顾一下《火星报》第73号和第74号附刊上《是时候了！》一文的作者。这位同志虽然是所有“泥潭派”代表在我们整个代表大会上所坚持的那些观点的公开的忠实的代表者，但是，他却公开声明自己不同意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说“阿基莫夫在代表大会上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机会主义的实际代表，不如说是机会主义的幽灵”。可怜的编辑部不得不一再受到一种自己打自己的惩罚。编辑部给《是时候了！》一文作者的论断加了下列注释：


　　“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意见。在阿基莫夫同志对党纲的观点上有着明显的机会主义的烙印，连《解放》的一位批评家在最近一期《解放》上都承认了这一点，指出阿基莫夫同志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应读作：修正主义的）方针。”



　　这不真是太妙了吗？阿基莫夫对党纲的观点中有机会主义（在争论党纲的时候，同他一起投票的几乎总有马尔丁诺夫、布鲁凯尔等同志以及崩得分子，往往还有泥潭派代表）。但他的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中没有机会主义，是这样的吗，先生们？你们闭口不谈后面这些观点，是不是因为新《火星报》冠冕堂皇地提出了新的组织上的分歧，恰恰说出了而且只是说出了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以前反对旧《火星报》时说过的一些话呢？是不是因为最近的《火星报》在最近时期提出的新的策略分歧都只不过是重复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很久以前在反对旧《火星报》时说过的一些话呢？假如现在能把《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48]重印一下，那该有多好啊！新《火星报》编辑部究竟亲自把谁请来作为审理阿基莫夫同志的审判人和见证人呢？请来了司徒卢威先生。审判人是很不错的，这确实是位机会主义问题的专家，能手，权威，内行。编辑部自己找来的这位见证人对托洛茨基观点的内容的评论，更是耐人寻味。请不要忘记，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是 由《火星报》编辑
 出版的（第72号第10版第3栏）。托洛茨基的“新”观点，即编辑部的观点，是得到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韦尔和马尔托夫赞许的。

空话连篇和阿基莫夫精神（可惜是滑稽可笑的阿基莫夫精神）——这就是同情新《火星报》的和由新《火星报》请来的审判人的判决。

热心效劳的自由派这一次竟无意中说了实话。





	1904年11月在日内瓦印成单页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71—74页














[46] 这段题词系引用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的头四句，只把其中的“傻瓜”一词换成了“司徒卢威”。——55。



[47] 纳尔苏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56。



[48]《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于1901年9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前夕出版。这一期杂志，特别是其中的亚•马尔丁诺夫的《揭露性的刊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的《原则、策略和斗争》两篇文章，加紧宣扬机会主义。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曾加以批判。——58。







《列宁全集》第9卷


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49]


（1904年10月30日和11月8日〔11月12日和21日〕之间）


仅供党员阅读

　　刚刚发表了一封由《火星报》编辑部签署的给各党组织的信（“供党员阅读”）。编辑部声称，俄国从来都没有象现在这样具备立宪的条件，并且详细叙述了“政治运动”的整个计划，即影响请求立宪的我国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的整个计划。在分析新《火星报》的这个颇有教益的计划之前，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出现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是怎样提出对我国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的态度问题的。谁都知道，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几乎从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一出现，“经济派”和革命派之间就展开了斗争。“经济派”竟完全否认俄国有资产阶级民主派，忽视无产阶级影响反政府的社会阶层的任务，与此同时，他们又缩小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范围，有意无意地让社会上的自由派分子起政治领导作用，而让工人“同业主和政府进行经济斗争”。革命的社会民主派在旧《火星报》上同这种倾向进行了斗争。这个斗争分为两大时期：自由派的机关刊物《解放》出版以前的时期和它出版以后的时期。在第一个时期，我们主要是抨击经济派的狭隘性，“促使”他们注意他们没有觉察到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存在的事实，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展开全面政治活动的任务，无产阶级影响一切社会阶层的任务，以及它成为争取自由的先锋队的任务。目前，新《火星报》的拥护者们愈是粗暴地歪曲这一时期（见《火星报》编辑部出版的托洛茨基的《我们的政治任务》），愈是利用今天的青年对我国运动不久前的历史不熟悉的情况，就愈应当和愈有必要回忆一下这一时期和它的基本特点。

《解放》出版以后，旧《火星报》斗争的第二个时期就开始了。当自由派有了独立的机关刊物，提出了单独政纲的时候，无产阶级影响“社会人士”的任务自然也就改变了：这时，工人民主派就不能只限于“震动”自由主义民主派，激发他们的反政府精神，而主要是应该对自由派在政治立场上明显暴露出来的不彻底性进行革命的批判。我们影响自由派的方式，就是经常指出自由派先生们的政治抗议是不彻底的和远远不够的（只要援引一下《曙光》对司徒卢威先生为维特记事写的序言的批判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编者注］

 以及《火星报》的许多文章就够了）。

在快要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对公开进行活动的自由派的这种新的态度已经表示得相当明显，相当肯定了，甚至再没有人会产生俄国是否存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反政府运动应不应该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和什么样的支持）的问题了。问题只是如何表述党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这里，我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就是旧《火星报》的观点在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决议中，比在斯塔罗韦尔提出的含糊不清的决议[50]中，表述得要明确得多：前者着重指出了自由派的《解放》的反革命和反无产阶级的性质，后者一方面极力要（完全不合时宜地）同自由派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一些不现实的、自由派显然不能履行的协议条件。


一

现在，我们来谈谈新《火星报》的计划。编辑部认为，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有关自由主义民主派的不坚定性和不彻底性问题以及有关自由派资产阶级利益与无产阶级利益的敌对性问题的全部材料，而且应当“根据我们党纲的原则要求”来利用。“ 但是
 ，——编辑部继续写道——在同专制制度斗争的范围内，也就是在目前阶段，我们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态度是由 下述任务决定
 的：使他们增加勇气，使他们赞同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无产阶级 将要提出的
 〈？还是已经提出的？〉要求。”我们把这段怪论的几个特别奇怪的字加上了着重标记。的确，把批评不彻底性和分析利益的敌对性同提出任务，要使他们增加勇气，使他们赞同无产阶级的要求这两方面对立起来，又怎能说不奇怪呢？我们不对自由主义民主派在民主问题上的不彻底性进行无情的评论和严厉的批判，又怎能使他们增加勇气呢？既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派打算以民主派的身分出现，而且不得不以这样的身分出现，他们就必然力求依靠尽量广泛的人民群众。这种要求必定产生如下矛盾：人民群众愈是广泛，他们中间要求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彻底民主化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层的代表就愈多，而这种民主化势必摧毁任何资产阶级统治的极重要的支柱（君主制、常备军、官僚制度）。资产阶级民主派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满足这些要求的，因此，他们按其本性来说必定是不坚定和不彻底的。社会民主党人通过批评这种不彻底性来不断推动自由派，使愈来愈多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还有一部分小资产者，脱离自由主义民主派而转到工人民主派方面来。怎么能说，我们应当批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 
但是

 （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又是由使他们增加勇气这一任务决定的呢？这显然是思想混乱，这种混乱要么表明，它的制造者们在倒退，即回到自由派还没有公开进行活动，还需要启发他们、推动他们、促使他们发表意见的时期；要么表明，这些人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可以通过减少无产者的勇气来使自由派“增加勇气”。

不管这种思想多么古怪，但在编辑部的信的下面一段话中这种思想表达得更加明确：“但是——编辑部又有保留地声明说——如果我们抱定目的，要用有力的 威吓
 手段，马上 迫使
 地方自治机关或其他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在 惊慌
 之下正式答应向政府提出我们的要求，那我们就会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这种策略会败坏社会民主党的名声，因为它会把我们整个政治运动变成反动派的杠杆。”（黑体是编辑部用的）

原来如此！当沙皇专制制度特别明显地摇摇欲坠，对它特别须要给以沉重打击，而且这种打击特别有效和可能成为决定性的打击，而革命无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给予这种打击的时候，有些社会民主党人却在那里唠叨起反动派的杠杆来了。这已经不仅仅是思想混乱，简直是庸俗。一个编辑部居然说出这样庸俗的话，为了谈到反动派的杠杆，竟特地编造了这样一套骇人听闻的鬼话。请想一想：有人竟在给社会民主党各党组织的信中，煞有介事地谈什么威吓地方自治人士和强迫他们在惊慌之下正式答应的策略！就是在俄国的高官显宦中间，在我们的乌格留姆－布尔切耶夫之[51]流中间，也难找到会相信这套吓人鬼话的这种政界黄口小儿。我国的革命者中间，有激烈的恐怖分子，亡命的暗杀分子，但就连最荒唐的暗杀主义者，到目前为止，看来都没有要威吓……地方自治人士和引起……反对派惊慌。难道编辑部没有看到，它编造这套可笑的吓人鬼话，散布这些庸俗的论调，必然会引起误解和疑惑，会模糊意识，造成战斗的无产者的思想混乱吗？要知道，关于反动派的杠杆、关于败坏名声的威吓策略等言论不会飞到天空去，而是落到最适于莠草生长的特殊的俄国警察制度的土地上。现在确实到处都有人在讲反动派的杠杆，但讲这种话的是新时报[52]派。确实有人总是喋喋不休地唠叨这个败坏名声的威吓策略，但这不是别人，正是胆小怕事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首领。

就拿大学教授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公爵来说。看来，他是个很有“教养”的，而且作为一个俄国合法的活动家来说，也是个很“勇敢的”自由派。然而，他在自由派的《法学》[53]（第39号）上，却大谈“内部危险”即极端派的危险，这真是庸俗！这才是真正感到惊慌的活生生的典型，这才是真正恐吓道地的自由派的鲜明例证。他们怕的当然不是《火星报》编辑们想象的计划，不是逼迫地方自治人士正式答应提出革命派的要求的计划（如果把这种计划告诉特鲁别茨科伊先生，他只会捧腹大笑），他们怕的是“极端”派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目的，他们怕的是街头传单——无产阶级采取独立革命行动的先声，而无产阶级不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不会罢休，不会放下武器的。这种恐惧不是由于荒谬可笑的吓人鬼话产生的，而是由于工人运动的实际性质产生的。这种恐惧是无法从资产阶级（个别人和个别团体当然不在此例）的心中消除的。正因为如此，新《火星报》谈论这个威吓地方自治人士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败坏名声的策略，才使人听起来感到非常虚伪。害怕街头传单、害怕一切超出有资格限制的宪法的措施的自由派先生们，永远都会害怕“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和全民武装起义的号召。但觉悟的无产阶级会愤怒地驳斥这样一种想法，即以为我们可以抛弃这个口号和这个号召，以为我们总是可以让资产阶级的惊慌和恐惧来支配自己的活动。

就拿《新时报》来说。它以反动派的杠杆为主题唱出了多少美妙动听的曲调啊。第10285号（10月18日）的《札记》写道：“青年和反动……这两个词是连不到一起的，然而，考虑不周的行动，冲动的热情，不管怎样也要立刻参与解决国家前途的愿望，——会把青年引进这个死胡同。近日来维堡监狱前的示威，随后首都中心区为某事举行示威的尝试，莫斯科200名大学生举着旗帜抗议战争的游行……可见，反动就是由此而来的……学生的学潮，青年的示威游行，这完全是捧场戏，是落到反动派手中的一张求之不得的王牌。对反动派来说，这真是一份可以利用的厚礼。不应该去送这份礼物，无须拆毁想象中的〈！！！〉栅栏：现在，门已打开〈也许是维堡监狱和其他监狱的门吧？〉，已完全打开了！”

这些论调用不着解释了。只要引证一下上述论调，就可以看出，现在谈反动派的杠杆有多么荒唐，因为 现在
 全俄监狱没有一扇门为斗争的工人稍许打开，沙皇专制制度还没有作出任何一个能使无产阶级稍微感觉得到的让步，现在全部精力都应该用来准备同俄国人民的敌人进行真正的决定性的搏斗。当然，只要一想到这个搏斗，特鲁别茨科伊之流先生们和数以千计的“教养”较差的自由派先生们就会感到惊慌和恐惧。但如果我们考虑他们的惊慌情绪，那我们可真是傻瓜了。我们应当考虑的是我们自己的力量的状况，是人民的激愤和不满情绪的增长，是无产阶级对专制制度的直接进攻同一个自发的和自然发展的运动相结合的时机。


二

上面谈到我们的编辑部编造的吓人鬼话的时候，我们没有提到他们的论调还有一个特点。编辑部猛烈攻击那个败坏名声的策略，说它想逼迫地方自治人士“正式答应向政府提出我们的要求”。除了上述种种荒谬言论以外，要自由主义民主派去向政府提出“我们的”要求，即工人民主派的要求，这个想法本身也很奇怪。一方面，自由主义民主派正是由于自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它就根本不能接受“我们的”要求，不能真诚地、彻底地和坚决地捍卫这些要求。即使自由派正式答应，而且是“自愿地”正式答应提出我们的要求，他们显然也不会履行这个诺言，而会蒙骗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假如我们很有力量，能够严重影响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地方自治人士先生们，那凭着这种力量我们就完全可以自己向政府提出我们的要求。

编辑部的奇怪想法不是一时失言，而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一贯采取的自相矛盾的立场的必然后果。请听：“中心点和主导线……应当是下面这样一个实际任务：……给予资产阶级反对派以有力的有组织的影响”；在“工人给这个自由主义反对派刊物的声明草案”中，应该“说明一下为什么工人不向政府，而偏偏要向这个反对派的代表会议呼吁”。这样提出任务是根本错误的。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当然应该“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在全体人民面前公开地大力地捍卫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最近要求，我们也应当极力向地方自治人士先生们宣布这些要求，但对我们来说，中心点和主导线并不是影响地方自治人士，而是影响政府。《火星报》编辑部把中心点问题恰恰给弄颠倒了。资产阶级反对派之所以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只能是反对派，是因为它不能自己进行斗争，没有自己绝对要捍卫的纲领，它站在斗争的双方（一方是政府，一方是革命无产阶级加上拥护他们的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之间，它考虑的是如何使斗争的结果对自己有利。因此，斗争愈激烈，离决战的日子愈近，我们就愈应该集中精力去注意和影响我们的真正敌人，而不是去注意和影响 本来
 就是有条件的、成问题的、不可靠的、不彻底的同盟者。无视这个同盟者，是愚蠢的，一味想要威吓和恫吓他们，是荒唐的，——这是不言自明的，再来谈论这一点，就会使人感到奇怪了。但是，我要再说一遍，我们鼓动的中心点和主导线，不应该是影响这个同盟者，而应该是准备同敌人进行决战。为了讨好地方自治机关，政府向它作了些微小的（而且几乎仅仅是口头上的）让步，但实际上并没有向人民作任何让步，它还完全可能重新采取反动手段（确切些说：继续采取反动手段），就象过去在俄国，在某个专制君主作出的自由主义姿态转瞬即逝之后所发生过的几十次几百次的情形那样。正是在政府讨好地方自治机关，转移人民的视线和用空话安抚他们的时候，应当特别提防狐狸尾巴，特别坚决地提醒人们注意敌人还没有打垮，特别坚决地号召人们继续同敌人作斗争，并且百倍加强这个斗争，而不是把重心从向政府“呼吁”转到向地方自治机关呼吁。就在目前，不是别人，正是有名的坐享其成分子和自由的叛徒拼命把社会和人民注意的重心转向地方自治机关，要人们相信地方自治机关，而后者实际上根本不应该得到真正民主派的信任。拿《新时报》来说，从上面引的文章中，你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调：“谁都明白，如果可以大胆地公正地讨论我们的一切缺点和毛病，如果每个活动家都可以自由进行活动，那么毛病很快就能克服，俄国就会毫无顾忌地走上它非常需要的进步和改良的道路。就连取得这种进步的工具——组织，都用不着去考虑，这种组织已经有了，这就是地方自治机关，只要〈！！〉让它自由发展就行了；这种机构是实行真正独特的而非外来的改良的保证。”诸如此类的论调不仅“把实现有限君主制和有资格限制的宪法的要求掩盖起来”（如编辑部在这封信的另一处说的），而且直接准备一种前提，使一切工作只限于向地方自治机关点头微笑，甚至对君主制也不加任何限制。

把影响地方自治机关而不是影响政府作为中心点提出来，自然会产生成为斯塔罗韦尔决议的基础的那个倒霉想法，也就是想立刻毫不迟疑地去探求同自由派达成某种“协议”的基础。编辑部在自己的信中说道：“对现在的地方自治机关，我们的任务归结为〈！！〉向它们提出革命无产阶级的某些政治要求。它们必须支持这些要求，才能有某种权利代表人民说话和指望得到工人群众的积极支持。”不用说，把工人政党的任务规定得太好了！当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温和的地方自治人士很有可能同政府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编辑部自己也承认这种联合是可能的）的时候，我们不是把我们的任务“归结为”加倍努力地去反对政府，而是“归结为”制定同自由派达成互相支持的协议的诡辩性条件。如果我向另一个人提出要求，而他必须支持这些要求才能有权得到我的支持，那我正是在签订协议。我们倒要问问大家：斯塔罗韦尔在自己的决议 
［注：我们要提醒读者，代表大会（不顾我和普列汉诺夫的意见）通过的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提出了同自由派达成临时协议的三个条件：（1）自由派“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宣布，在反对专制政府的斗争中，他们坚决站到社会民主党一边”；（2）“他们不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同工人阶级和一切民主派的利益相违背的或使工人阶级的意识模糊的要求”；（3）“他们把争取普遍、平等、无记名投票和直接的选举权作为自己的斗争口号”。］

 （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也在上面签了名）中拟定的、我们在自己的书刊中已预言过不能兑现的那些同自由派达成协议的条件，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关于这些条件，编辑部在自己的信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编辑部要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就是为了事后把它扔到字纸篓里去。刚一着手解决实际问题，立刻就可以看出，提出斯塔罗韦尔的“条件”，只会引起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先生们的哈哈大笑。

再进一步问：向工人政党提出任务，要它向自由主义民主派（或地方自治人士）提出某些政治要求，“他们必须支持这些要求，才能有某种权利代表人民说话”，一般说来，能不能承认这 在原则上
 是正确的呢？不，提出这样的任务，在原则上是不正确的，这只会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模糊起来，只会导致毫无结果的诡辩。代表人民说话，就是以民主派的身分说话。任何一个民主派（也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有权代表人民说话，但是，他只有一贯地、坚决地和彻底地坚持民主主义，才能享有这种权利。因而 任何一个
 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有某种权利代表人民说话”（因为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只要他是民主派，就都坚持某种民主要求），但同时， 任何一个
 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没有权利全面代表人民说话（因为目前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能把民主主义坚决贯彻到底）。当《解放》反对专制制度的时候，司徒卢威先生有权代表人民说话；当《解放》东摇西摆，只想求得有资格限制的宪法，把地方自治人士的反对派态度看成斗争本身，离开彻底的明确的民主纲领的时候，司徒卢威先生就没有任何权利代表人民说话了。当德国民族自由党人[54]为争取迁徙自由而斗争的时候，他们有权代表人民说话；当德国民族自由党人支持俾斯麦的反动政策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任何权利代表人民说话了。

因此，向工人政党提出任务，要它向自由派资产者先生们提出某些要求，如果他们支持这些要求，就有某种权利代表人民说话，——这就等于编造荒诞无稽的任务。除了我们纲领中载明的要求以外，我们没有必要编造任何特别的民主要求。为了实现这个纲领，我们必须支持任何（也包括资产阶级的）坚持民主主义的民主派；我们必须无情地揭露任何离开民主主义（例如在农民自由退出村社和自由出售土地的问题上）的民主派（也包括社会革命党人）。企图事先确定比如说可容许的卑鄙行为的尺度，企图事先规定民主派可以离开民主主义多远，还能有某种权利以民主派的身分说话，这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任务，使人不禁要怀疑：这个任务是不是马尔丁诺夫同志或者是唐恩同志帮助我们的编辑部臆造出来的。


三

编辑部在自己的信中阐述了一些指导性的政治见解之后，接着，就详细阐述了他们的伟大计划。

省地方自治会议请求立宪。在N、X、Y等城市，委员会的委员再加上先进的工人，“根据阿克雪里罗得的意见”，拟定了一个政治运动计划。鼓动的中心点是影响资产阶级反对派。选出组织小组。由组织小组选出执行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选出特派发言人。尽力“使群众同地方自治会议保持直接接触，使游行示威集中在地方自治会议议员开会的大厦前面。一部分示威群众可以进入会议大厅，在适当的时候，通过特派全权发言人请求会议〈？请求主持会议的贵族代表吗？〉准许他向会议宣读工人的声明。如果遭到拒绝，发言人就对这个代表人民说话的会议不愿倾听人民的真正代表呼声的行径大声抗议”。

这就是新《火星报》的新计划。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编辑部自己对这个计划的意义所作的估价是多么谦逊，但我们还是先把编辑部对执行委员会的职能所作的具有高度原则性的说明摘引一下：

“……执行委员会应该事先采取措施，使几千名工人出现在地方自治会议议员开会的大厦前面，几十名或几百名工人出现在会场，不致引起地方自治人士的惊恐〈！！〉，因为在惊恐情绪的支配下，地方自治人士会立即奔向〈！〉警察和哥萨克去求得可耻的保护，从而把和平的示威变成不成体统的斗殴和残酷的血战，歪曲示威的整个意义……”（很明显，编辑部自己是相信它所编造的吓人鬼话的。从这句话的字面上的意义来看，编辑部甚至认为，似乎是地方自治人士把示威变成血战，并且歪曲示威的意义。我们对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的评价并不很高，但编辑部对地方自治会议的自由派会召唤警察和哥萨克感到惊恐，这倒使我们觉得十分荒唐。哪怕是参加过一次地方自治会议的人，也会清楚地知道，如果发生所谓破坏秩序的事情，召唤警察的要么是主持会议的贵族代表，要么是坐在隔壁房间的非正式出席会议的警官。或许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还要就这件事向派出所巡官解释，说新《火星报》编辑部的“计划”根本没有包括把和平示威变成残酷的血战吧？）

“……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执行委员会应该事先告诉自由派议员们……〈为了让他们“正式答应”不召唤哥萨克吗？〉正在进行准备的游行示威以及游行示威的真实目的……〈即事先告诉他们，我们的真实目的决不是要去挨顿毒打，从而歪曲阿克雪里罗得计划的意义〉……此外，它还应该设法去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左翼代表达成某种协议〈请听！〉，要他们对我们的政治活动即使不是积极支持，至少也要表示同情。它当然要以党的名义，按照工人小组和工人会议的委托，去同他们谈判；而在工人会议上，不仅要讨论政治运动的总计划，而且要听取关于运动的进展情况的报告，——当然要严格遵守保密原则。”

的确，我们亲眼看到，斯塔罗韦尔关于根据严格规定的条件同自由派达成协议的伟大思想，正在迅速地发展和巩固。诚然，所有这些规定的条件都被“暂时”束之高阁（我们可不是形式主义者！），但协议实际上是达成了，立刻达成了，这就是 关于不引起惊恐的协议
 。

不管你把编辑部的信翻来复去看上多少遍，关于同自由派达成的臭名远扬的“协议”，除了下面我们指出的内容以外，再也找不出其他任何内容：或者这是关于自由派在什么条件下有权代表人民说话的协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要达成这种协议的想法本身就会使提出这种想法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声誉一落千丈）；或者这是关于不引起惊恐的协议，同情和平示威的协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纯粹是废话，不必认真谈论。认为影响资产阶级反对派，而不是影响政府会具有中心意义，这种荒谬思想除了导致荒唐行为以外，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在地方自治会议的大厅里举行威严的群众性的工人示威，那我们当然要举行（尽管在我们有力量组织群众性的示威的时候，最好还是把这种力量“集中”到警察局、宪兵队或书报检查机关的“大厦前面”，而不是到地方自治会议的“大厦前面”）。但这时，还要按照不引起地方自治人士惊恐这样一种考虑行事，还要就此举行谈判，那就再愚蠢再可笑不过了。一个彻底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演说 内容
 本身总是会而且必然会引起相当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大部分俄国地方自治人士惊恐的。事先告诉地方自治人士，要他们不要 这样
 惊恐，就会使自己处于极虚伪的不光彩的地位。残酷的血战或认为这种血战可能发生的想法，也必然会造成另一种惊恐。就这种惊恐同地方自治人士进行谈判，是极愚蠢的，因为就连一个最温和的自由派分子也决不会挑起血战或赞同血战的，但这完全不取决于他。这里需要的不是“谈判”，而是脚踏实地积蓄力量，不是影响地方自治人士，而恰恰是影响政府及其代理人。如果没有力量，最好还是不要去高谈阔论什么伟大的计划，如果有力量，就该用这种力量去跟哥萨克和警察较量。尽量把群众集聚到一个适当的地点，以便击退或至少是阻止哥萨克和警察的进攻。如果我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能够“给予资产阶级反对派以有力的有组织的影响”，那当然不是靠关于不引起惊恐的极愚蠢的“谈判”，而只是靠威力，靠群众抗击哥萨克和沙皇警察的威力，靠能够转为人民起义的群众性冲击的威力。

新《火星报》编辑部的看法却不同。它非常满意自己的协议和谈判的计划，真是不胜欣赏，赞不绝口。

……积极的示威者应该“充分了解，通常的反对警察或政府的游行示威，同 目前
 〈黑体是编辑部用的〉时期在革命无产阶级对自由派分子的政治策略施加直接影响的情况下〈原文如此！〉以反对专制制度为直接目的的游行示威，有着根本的区别。……要组织通常的、所谓一般民主〈！！〉形式的、不以革命无产阶级和自由主义反对派资产阶级这两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具体对立起来为直接目的的游行示威，只要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有强烈的不满就够了”。“……我们党必须利用群众的这种情绪，哪怕是组织这样的姑且说是低级形式〈听吧！听吧！〉的动员，来发动这些群众反对专制制度。”“……我们在政治活动的新〈！〉道路上，在组织工人群众〈请注意〉有计划地干预社会生活的道路上，正迈出第一〈！〉步；这种干预的直接目的是把工人群众作为一种独立力量，与资产阶级反对派相对抗，这种力量按其阶级利益来说是同资产阶级反对派相对立的，但同时又向他们提出联合起来积极反对共同敌人的条件〈哪些条件？〉。”

这些高论的全部奥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领会的。罗斯托夫的游行示威[55]是向成千上万的工人解释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工人民主派的要求，这是“低级形式的动员”，是通常的 一般民主
 形式，这里并没有把革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对派具体对立起来。而由委员会委员和积极工人组成的组织小组选出的执行委员会所指派的特派全权发言人，与地方自治人士进行预备谈判之后，在地方自治会议上，对不愿倾听他的呼声的行径大声抗议，这才是把两种独立的力量“具体地”“直接地”对立起来，这才是对自由派策略的“直接”影响，这才是“新道路上的第一步”。别太放肆了，先生们！就连马尔丁诺夫在《工人事业》最不景气的时期，也未必提出过这么庸俗的论调！

在南方各城市的街道上举行工人群众集会，数十名工人发表讲话，同沙皇专制制度的军队发生直接冲突，这都是“低级形式的动员”。同地方自治人士达成协议，要我们的发言人发表和平讲话，不要引起自由派先生们惊慌，这却是“新道路”。这就是新《火星报》通过编辑部的巴拉莱金[56]向全世界冠冕堂皇宣布的新的策略任务、新的策略观点。但有一点，这位巴拉莱金无意中说了实话：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确实隔着一条鸿沟。旧《火星报》对那些把装饰门面用的阶级协议当作“新道路”来加以赞扬的人，除了说些轻蔑和嘲笑的话以外，没有别的话好说。 这条
 新道路，我们早就从法国和德国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国家要人”的经历中了解到了：他们也把旧的革命策略视为“低级形式”，并且把与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左翼谈判之后达成的关于工人发言人要发表和平的、谦逊的讲话的协议，当作“有计划地直接地干预社会生活”而赞不绝口。

编辑部看到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惊恐，自己也感到惊恐，于是竭力奉劝参与执行它所编造的“新”计划的人要“特别小心谨慎”。信上说：“作为一种非常做法，就是说在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做到对外小心谨慎，我们想把工人的声明寄到议员的家里，并在地方自治会议的大厅里大量散发。只有从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原文如此！〉的观点出发，才会对此感到不安：从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来看，表面效果就是一切，而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主动精神的有计划的提高过程则是微不足道的。”

对分送和散发传单我们并不感到不安，但是对浮夸和空洞的辞藻我们却总是感到不安。在谈到分送和散发传单的时候，竟一本正经地谈论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主动精神有计划的提高过程，这只有一味散布自鸣得意的庸俗论调的英雄才会做得出来。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新的策略任务，把问题归结为分送和散发传单，——这真是妙极了，这是我们党内知识分子气味浓厚的党员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他们的组织方面的新论调破产以后，现在又疯狂地追求策略方面的新辞令。他们还以他们特有的谦逊态度，大谈什么表面效果是无济于事的。先生们，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在你们的所谓新计划完全成功的情况下，工人在地方自治人士先生们面前发表讲话，也只会产生表面效果，至于说这样的讲话会对“自由派分子的策略”发生真正的“有力的”影响，那只能使人发笑，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吗？事情难道不是恰恰相反，对自由派分子的策略发生真正有力的影响的，不正是你们所谓的“通常的、一般民主的低级形式的”群众性的工人示威游行吗？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必定还要影响自由派的策略，那请相信，他们会通过对政府的群众性的冲击，而不是通过同地方自治人士的协议来施加这种影响的。


四

经警察当局恩准而开展起来的地方自治运动[57]，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和政府的半官方刊物的委婉动听的言论，自由派刊物调子的提高，所谓有教养的社会的活跃，这一切都向工人政党提出了极其严重的任务。但是，这些任务在《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中却被完全歪曲了。正是在目前，无产阶级政治活动的中心点，应该是对政府而不是对自由主义反对派施加有力的影响。正是现在，工人同地方自治人士达成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协议是最不恰当的，这种协议必然变成单纯追求效果的轻松喜剧；而最需要的是团结无产阶级的先进的革命分子，准备去为自由进行决战。正是现在，我们的立宪运动开始明显地暴露出一切资产阶级自由派特别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固有的缺点：空话连篇，信口开河，言行不一，十分庸俗地轻信政府和一切玩弄狐狸政策的政客，——正是现在，说什么不要威吓地方自治人士先生，不要使他们惊慌，以及反动派的杠杆等等空话，就显得特别不妥当。正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使革命无产阶级坚信：目前的“社会人士的解放运动”，如果没有能够举行起义并且准备举行起义的工人群众的参加，必然会象以前历次运动一样，变成泡影。

人民的各个阶层的政治激愤是举行起义的必要条件，是起义获胜的保证，是无产阶级的首创精神得到支持的保证；这种激愤正在不断扩大、增长和加剧。因此，如果有谁现在还打算叫喊立即进行冲击，号召马上组成冲击队[58]等等，那就太愚蠢了。整个形势的发展表明，沙皇政府最近将要陷入更加狼狈的境地，对它的怨恨将会更加强烈。政府在它已经开始玩弄的地方自治立宪的游戏中，也将必然陷入狼狈的境地。不论它作些微不足道的让步，还是不作任何让步，不满和激愤的情绪都必然蔓延开来。政府在它所进行的可耻的罪恶的满洲冒险勾当中，也必然陷入狼狈的境地。不论是在军事上遭到惨重失败，还是把俄国无法取胜的战争拖延下去，这种冒险都会带来政治危机。

工人阶级的任务是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组织，大大加强对群众的鼓动工作，利用政府的每次动荡，宣传起义的思想，举出现在大肆宣扬的所有不彻底的和注定要失败的“步骤”的实例来说明起义的必要。不用说，工人应当声援地方自治人士的请愿，举行集会，散发传单，在力量充足的地方，组织示威游行，以宣布社会民主党的一切要求，不管特鲁别茨科伊之流先生们如何“惊慌”，也不管那些庸夫俗子怎样叫喊反动派的杠杆。但如果过早地而且是从国外冒冒失失地谈论可以和最好采取高级形式的 群众性的
 示威（因为不是群众性的就完全没有意义），如果涉及应该把示威群众集中到哪座大厦前面的问题，那我们就要指出，应当集中到办理迫害工人运动的警察事务的大厦前面，集中到警察局、宪兵队和书报检查机关的大厦前面，到监禁政治“犯”的所在地。工人对地方自治人士的请愿的真正支持，不是表现在达成关于地方自治人士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代表人民说话的协议上面，而应当表现在打击人民的敌人上面。毫无疑问，举行这种示威游行的想法一定会得到无产阶级的同情。工人现在从各方面听到浮夸的空话和响亮的诺言，看到“社会人士”的自由得到真正的扩大，虽然是微乎其微，可毕竟是真正的扩大（如放松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控制，召回被贬黜的地方自治人士，减轻对自由派刊物的迫害等），但就是看不到 他们
 进行政治斗争的自由有丝毫的扩大。在 无产阶级的
 革命进攻的压力下，政府允许 自由派
 谈论一下自由了！资本奴隶的无权和屈辱地位，现在无产者看得更清楚了。工人没有遍及各地的组织可以比较自由地（从俄国的角度来看）讨论政治问题，工人没有集会场所，工人没有自己的报纸，工人的那些被监禁、被流放的弟兄没有得到释放。工人现在看到，在他们还没有把熊打死，但他们，而且只有他们，即无产者已经把它打成重伤的时候，自由派资产者先生们就开始分起熊皮来了。工人看到，自由派资产者先生们刚一着手分他们将要占有的熊皮，就开始对“极端派”，对“内部敌人”——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安宁的无情敌人，呲着牙厉声狂吠开了。因此，工人们将会更勇敢地站起来，聚集更多的人，把这只熊打死，用实力为自己夺回有人答应恩赐给自由派资产者先生们的一切——集会自由，工人的出版自由，为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而展开广泛的公开的斗争的完全政治自由。

我们发表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在上面注了“仅供党员阅读”几个字，这是因为《火星报》编辑部的“信”发表的时候，也注了这样几个字。其实，这个计划要分发到几十个城市，由几百个工人小组进行讨论，在鼓动性的传单和呼吁书上进行解释，对它还要“保密”，这简直是笑话。这是加廖尔卡同志早已指出的（《踏上新的道路》）编辑部和总委员会实际采用的公务保密的一个典型例子。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明向广大群众特别是向自由派隐瞒编辑部的信是正当的，就是这封信大大败坏了我们党的名声……




取消对本书读者范围的限制，是因为我们所谓的党报编辑部对本书作了答复，这个答复似乎是给党员的，但实际上，只在少数派的会议上宣读过，没有通知多数派的知名党员。

如果《火星报》决定不把我们当党员看待（又不敢直说），我们只好听天由命，只好从这个决定中得出必要的结论。





	　　1904年12月22日1904年11月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7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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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提纲

我的报告提纲[59]


1904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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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火星派少数派就表现出缺乏坚定的原则性（或是犯了错误），在选举时同自己思想上的敌人结成联盟。

2．在代表大会以后，甚至在同盟中，少数派也维护旧《火星报》的继承性，但实际上却愈来愈远地离开了这种继承性。



3．普列汉诺夫在自己转变的时候（第52号）已清楚地看到，少数派是党内的机会主义派，而且他们是作为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斗争的。



（瓦西里耶夫和列宁对小组习气表示反对。）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15—11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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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为我们组织上的落后性和从组织上破坏代表大会的行为辩护、辩白并把它们奉为原则，这已经是机会主义。一般来说，现在谁也不敢支持把纲领同章程等等对立起来的论点。

5．指责多数派轻视经济斗争，是雅各宾主义，轻视工人的主动精神，这无非是毫无根据地重复《工人事业》对《火星报》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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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害怕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反对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彻底暴露了少数派和调和派的虚伪立场。

7．在地方自治运动的计划中，《火星报》编辑部提出关于引起惊慌的问题，歌颂同地方自治人士达成关于和平示威的协议，把它视为新的形式，从而在策略上走上了一条极其错误而有害的、无疑是机会主义的道路。运动的计划同斯塔罗韦尔提出的错误的决议是有联系的。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10 1—102页














[59]《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提纲》是列宁写了《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这本小册子以后不久拟订的。根据这个提纲，列宁先后于1904年11月19日（12月2日）、11月23—24日（12月6—7日）和11月25日（12月8日）在巴黎、苏黎世和伯尔尼的俄国政治流亡者会议上作了报告。在《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文（见本卷第165—174页）中，列宁阐述和发展了这个报告的思想。列宁所作的报告讨论记录，载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第74—78页。——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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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同志们的信

（关于党内多数派机关报的出版）

（1904年11月29日〔12月12日〕）

亲爱的同志们：今天在国外布尔什维克的一次小范围的会议[60]上最终解决了早已在原则上解决了的问题，即创办党的定期机关报的问题。这个机关报将要在同少数派给党带来的组织上与策略上的混乱状态作斗争中捍卫和发展多数派的原则，为国内各组织的正常工作服务。为了反对国内各组织，目前少数派的代理人几乎在俄国各地都展开了异常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在当前如此重要的历史关头严重地瓦解着党，这个斗争完全是在虚伪地对所谓党中央机关报内部的分裂表示痛心的掩饰下用最可耻的分裂手段和手法进行的。我们已经尽一切可能用党内方式进行斗争，我们从1月份起就为召开代表大会进行斗争，因为这是党摆脱难以容忍的现状的唯一正当的出路。目前的情况非常明显，投向少数派的中央委员会几乎把全部活动都放在拼命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斗争上，总委员会也施展了一切最难以想象和最不能容许的伎俩来拖延代表大会的召开。总委员会在直接破坏召开代表大会。如果谁看了《火星报》第73号和第74号附刊上所刊载的总委员会的最近几项决议还不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他可以从我们（不久前出版的）奥尔洛夫斯基的小册子《反党的总委员会》里看出这一点。目前的情况非常明显，多数派不联合起来，不反击我们所谓的中央机关，就不可能捍卫自己的立场，就不可能在同小组习气的斗争中捍卫党性。俄国布尔什维克早已把他们的联合问题提上了日程。请回忆一下纲领性的（指我们党内斗争的纲领）二十二人决议 
［注：见本卷第10—17页。——编者注］

 博得了多么大的同情；请回忆一下莫斯科委员会（1904年10月）印发的十九人宣言；此外，几乎党的所有的委员会都知道，最近期间召开了或正在召开多数派地方委员会的几个非正式代表会议[61]，毅然决然地试图把多数派的地方委员会紧密地团结起来，以反击那些在总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内胡作非为的波拿巴分子。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当这些尝试有了结果，我们有可能明确说出已经取得哪些成绩的时候，就公开宣布这些尝试（确切些说，这些步骤）。自然，没有自己的出版机关，多数派根本就不可能自卫。你们也许已经从我们党的书刊中知道，新的中央委员会公然禁止党的印刷所排印我们的小册子（甚至连已经排好的小册子的封面也不给印）。这样，他们就把党的印刷所变成了小组的印刷所。此外，他们还拒绝了国外多数派和国内一些委员会（如里加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把多数派的书刊运到俄国的明确建议。现在已经十分明显，伪造党内舆论是新中央委员会一贯采取的策略。扩充自己的出版机关和组织自己的运送工作的任务，已经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了。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断绝了同志关系的各委员会（见关于1904年9月2日日内瓦会议的报告中唐恩的自供[62]——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小册子），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不能没有一个定期的机关报。没有机关报的党，没有党的机关报！多数派早在8月就已提出的这个可悲的口号必然导致一个唯一的出路——创办自己的机关报。为支持大多数国内工作者的切身事业来到国外的年轻写作力量要求发挥自己的力量。国内许多党的著作家也坚决要求创办机关报。我们将要创办这样一个机关报，它可能叫作《前进报》[63]，我们这样做是完全符合国内广大布尔什维克的愿望的，是完全符合我们在党内斗争中所采取的行动的。我们是在一年之内试验了一切更简单、对党来说更经济、更符合工人运动利益的办法之后，才拿起了这个武器。我们绝不放弃召开代表大会的斗争，恰恰相反，我们要扩大、总结并支持这一斗争，我们要帮助各个委员会解决它们所面临的新问题，即不通过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违反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意旨）召开党代表大会。这是一个需要全面而认真地加以讨论的问题。我们公开支持早已在许多小册子中向全党阐述过的那些观点和任务。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为坚定不移的革命方针而斗争，反对在组织问题上和策略问题上的混乱和动摇（见新《火星报》给各党组织的那封糊涂透顶的信；这封信只供党员阅读，对外保密）。大概再过一周左右，新的机关报就要宣告出版。创刊号将在公历1月1—10日间问世。到目前为止涌现出来的所有多数派著作家（列兵、加廖尔卡、列宁和从第46号起到第51号止在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领导《火星报》期间经常参加该报工作的奥尔洛夫斯基，以及许多宝贵的年轻写作力量），都将参加编辑委员会。负责实际领导和组织发行、经理等等复杂工作的委员会，将在许多国内委员会（敖德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等地的委员会，高加索的四个委员会，以及你们马上会详细知道的几个北方委员会）直接委托一定的同志担任一定的职务的基础上组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组成）[64]。现在我们请求全体同志给予我们一切支持。我们一定要把机关报办成俄国运动的机关报，而绝不是国外小组的机关报。为此，首先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得到国内“ 写作
 ”方面的最有力的支持，确切些说，就是要有国内的同志参加写作。我所以强调“写作”一词并加上引号，是为了使大家立刻注意到它的特殊意义，防止误解，这种误解通常很容易发生并且会给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这种误解就是：似乎著作家而且只有著作家（这里所说的是职业著作家）才能够办好机关报。恰恰相反，要把机关报办得生动活泼，生气勃勃，有5个负责领导和经常写作的著作家，就需要有500个、5000个非著作家撰稿人。旧《火星报》的缺点之一（我一直努力使旧《火星报》消除这个缺点，但新《火星报》已经把这个缺点发展到惊人的程度），就是国内为这个报纸做的工作太少。我们往往把国内寄来的全部稿件几乎毫无例外地刊登出来。真正生动活泼的机关报应当只刊登来稿的十分之一，而把其余的稿件用作为著作家提供消息和意见的材料。必须使尽可能多的党的工作者和我们通信，这里是指通常所说的通信，而不是写稿性质的通信。

远离俄国，生活在这个该死的国外泥潭的环境里，使人感到透不过气来，唯一的出路就是经常和国内进行密切的联系。希望那些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想要把我们的机关报看作（而且想要把它 办成
 ）整个“多数派”和俄国广大工作者的机关报的人，都不要忘记这一点。希望所有把这个机关报看作自己的机关报并意识到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员的义务的人，永远抛弃资产阶级对合法报纸通常所习惯的那种想法和做法，如说什么写是 他们的
 事，读是我们的事。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为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工作。我们请求所有的人，特别是工人，给我们写通信稿。让工人们有更多的机会给我们的报纸写稿，可以写各种各样的问题，尽量多写些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兴趣的问题和工作情况，没有这种材料，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就一文不值，因而也就不配称为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此外，我们还要求同我们 通信
 ，这显然不是为了写通讯稿，即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同编辑部保持同志的联系，向它提供消息，不仅要提供事实和事件，而且要反映人们的情绪和运动的平日的、“没有意思的”、一般的、常规的情况。你们没有到过国外，不能想象我们是多么需要这样的信（信里没有一点秘密，一周写一两封这种不用密码的信，就是连最忙的人也确实完全能够做到）。给我们写写工人小组座谈的情况，这些座谈的性质，研究的题目，工人们的要求，宣传鼓动工作的安排，在社会上、军队里和青年中的联系；主要是写写工人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不满、他们的疑虑、需要、抗议等等。工作的实际安排问题在目前特别重要，除了通过频繁的不是通讯性质的而完全是同志间的通信以外，编辑部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解这些问题；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善于写和喜欢写，但是……不要说“我不能”，而要说“我不想”；只要想写，在任何一个小组里，甚至在很小很不重要的小组里（不重要的小组往往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有时会做一部分最重要的但却不显眼的工作），总是可以找到一两个会写的同志。这里我们吸取旧《火星报》的经验，一开始就把秘书工作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上。请你们注意： 每一个人
 ，毫无例外，只要他耐心地努力地从事工作，就不难使他的全部信件或十分之九的信件寄到。我是根据旧《火星报》三年的经验这样说的，同旧《火星报》保持经常通信的记者朋友（往往同编辑部的任何人都不认识）不止一个。警察局早已根本不能截获寄往国外的信件了（只有在发信人特别不谨慎的情况下，他们才偶尔能截获几封），旧《火星报》的绝大部分材料一直都是用最普通的办法作为普通信件按照我们的通讯地址寄来的。我们想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不要让通信工作只是由委员会和只是由秘书掌管。没有比这种垄断更有害的了。在行动、决策方面统一是十分必要的，但在一般互通消息和通信方面统一却是非常不正确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比较“局外的人”（同委员会距离远的人）的信特别有价值，因为他们能够比较 敏锐地
 感觉到有经验的老工作人员习以为常因而不加注意的许多东西。让年轻的工作者，让青年、党的工作者、“集中派”、组织员以及参加飞行集会和群众大会的普通人员有更多的机会给我们写信。

只有这样，只有在这样广泛通信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同心协力地把我们的报纸办成 俄国工人运动的
 真正的机关报。衷心地请求你们在各种会议上，在小组、分组等等组织内尽可能广泛地宣读这封信，并写信告诉我们，工人们对这个号召的反应如何。我们对于把工人的（“大众化的”）机关报与总的（指导性的）知识分子的机关报分开的想法深表怀疑，我们希望社会民主党的报纸能够成为整个运动的机关报，工人的报纸和社会民主党的报纸能够合并为一个机关报。但只有得到工人阶级的最积极的支持，才能做到这一点。

致同志的敬礼！






	　　尼·列宁
1904年12月在柏林印成单页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3—109页

















《列宁全集》第9卷


关于危机的宣传讲话提纲[65]


（1904年秋）


1．什么是危机？——工业停顿、失业、滞销、生产过剩。

1．（α）什么是工业危机？

　（β）工厂停工、滞销、破产、失业。

　（γ）生产过剩……

2． 
生产过剩，消费不足

 。

　　（使矛盾加剧。）

2．（α）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

3．怎么会这样呢？（α）现代社会分成两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

 。（β）为市场生产。

4．竞争，它的国际性，争夺市场，生产巨大增长。

5．对活劳动的需求减少： 
集约化

 、 
机器

 、女工 
和童工

 、 
熟练工

 和粗工。

补5： 供给增加，销路狭小
 。

6．周期性危机，它们的规律性，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可避免性。（繁荣时具有迷惑性。）

8．7． 
［注：后来第7条改成第8条，而第8条改成第7条。——俄文版编者注］

 
后备军

 。失业的灾难。 
奴隶地位

 ： 
只有在创造

 利润的 
条件下才有生活的权利

 。

　　（年老行乞的％）：｛ 1
 / 3
 — 1
 / 2
 ｝……

7．8．危机对工人和 
小业主

 的影响。破产、贫困：社会主义意识日益明显……

　1889年英国失业工人大会。[66]

9．危机与资本主义。危机与大生产的发展——托拉斯等等。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各国社会民主工党。

　　　大生产的例子：

　　　　　 莫罗佐夫：


　　　　　 蒸汽磨坊：


　　　　　 铁和钢：






	载于1959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3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390—391页

















[65]本篇和下篇是列宁对一个宣传员学习小组的讲话提纲。



这个宣传员学习小组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培养在俄国国内工作的人才，由布尔什维克日内瓦小组于1904年秋建立的。小组的学员多数是党的基层工作人员——缺乏理论知识的工人和青年。小组的课程采取作报告的方式进行。列宁是小组的主要领导者，他就党纲中的问题给小组讲课。由于俄国爆发革命和部分同志启程回国，课程很快就停止了。



列宁有关这个小组的其他文献，见《列宁文稿》第11卷第553—557页。——89。



[66]指1889年8月14日为伦敦码头工人开始罢工而在伦敦港召开的工人大会。这次码头工人罢工的要求是提高小时工资和每天雇佣时间不得少于4小时。参加罢工的有一万名工人，其中包括一些失业工人。罢工委员会的书记是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罢工者得到英国和一系列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的工人的支持。罢工期间产生了第一个码头工人工会，它在英国各大港口设有分会。罢工持续了5个星期，以工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而结束。这次罢工推动了工联的发展，是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的转折点。——90。







《列宁全集》第9卷


关于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三次讲话的提纲

（1904年秋）


（α）现代的制度。

（β）社会主义的目的与阶级斗争。

（γ）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

用2—3小时 将α－γ分成三次讲话



关于社会民主党纲领的


第一次讲话的提纲

　


	α
	╔║

║

║

║

╚


	1．全世界工人都在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同业主进行斗争。罢工——社会主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2．现代社会是这样组成的：分为劳动者和剥削者。两个阶级。有产者和无产者。谁养活谁？

3．工人的灾难：低工资。挨饿。失业。女工。童工。“民族的退化”。卖淫。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







	β
	╔║

║

║

║

║

║

║

║

╚


	4．大生产中的工人联合起来同业主进行斗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社会结合得更加紧密，从而使得有可能向社会主义生产过渡。大的工厂和田庄不需要
 有业主的事例。5．社会主义革命＝把土地、工厂转到工人手里。社会主义生产，缩短工作日等等。

6．为了促进
 工人的斗争，为了防止
 他们退化而向现代社会提出要求：有关工人的改革、八小时工作制、按周发工资、住宅、医疗、学校等等。







	γ
	╔║

║

║

║

╚


	7．政治要求。什么是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 （宪法——共和国。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8．革命政党和它们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的作用。“民意党”[67]和
社会民主党

 。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392—393页

















[67]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92。







《列宁全集》第9卷


关于成立组织委员会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的通知[68]


（1904年12月11日〔24日〕以后）

我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一年半的时间内遭受的严重危机，终于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和早已预料到的后果——各中央机关同党完全分裂。我们不想在这里重述危机的沉痛历史，也不想重提那些在党的一般文献中特别是在国内各委员会和委员会的代表会议的许多决议和声明中已经充分说明过的事实。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最近一次这样的代表会议，即有彼得堡、里加、特维尔、莫斯科、北方和下诺夫哥罗德等委员会参加的北方代表会议，选出了一个常务局，并责成它作为组织委员会立即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

现在各委员会给所谓中央委员会规定的答复期限已过，因此这个常务局就同南方的三个委员会（敖德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等委员会）和高加索的四个委员会的全权代表达成了协议。现在，常务局就要作为组织委员会来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不管有义务向党报告工作、但却推卸对党的责任的各中央机关是否同意。

俄国正处于空前未有的政治高涨时期，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最伟大的历史任务已经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在国内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都知道，我们党的涣散使组织和团结无产阶级力量的事业遭到了多么巨大的损害，而国外小组习气的有害影响又使宣传、鼓动和联合俄国工人的事业遭到了多么难以估量的损失。如果没有可能联合国外各小组和它们的追随者，那么至少也应该让国内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者，所有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的拥护者联合起来。这种联合是俄国全体社会民主党人走向未来的完全而牢固的团结一致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万岁！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万岁！




组织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将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几条规定公布如下：

（1）组织委员会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的俄国国内的一切委员会和组织（彼得堡、莫斯科、哈尔科夫、基辅、敖德萨、尼古拉耶夫、顿河区、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萨拉托夫、乌拉尔、北方、图拉、特维尔、下诺夫哥罗德、巴库、巴统、梯弗利斯、矿区、西伯利亚和克里木等委员会）无条件地享有出席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的权利，并拥有表决权。

（2）组织委员会承认中央委员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批准的委员会（明格列利亚、阿斯特拉罕、奥廖尔－布良斯克、萨马拉、斯摩棱斯克、里加、库尔斯克、沃罗涅日等委员会以及国外同盟）有条件地享有出席代表大会的权利。所有这些委员会都是由失去党的信任的中央机关批准的。我们应当邀请它们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但是只有代表大会本身才能最后决定他们如何参加的问题（委员会的实际状况，有发言权还是有表决权，等等）。

（3）组织委员会代表俄国大多数委员会，希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国外的和国内的组织，特别是认为自己是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 
一切

 工人组织，都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我们所以特别希望这些工人组织出席大会，是因为党的危机和关于选举原则及工人事业派的民主主义的煽动性宣传，已经导致了一系列的分裂。应该利用代表大会，在国内大多数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下来消除这些分裂，或者减轻这些分裂的危害。

（4）因此，组织委员会请一切愿意参加代表大会的人立即表示态度，并且与它取得联系（通过上述13个委员会中的一个）。

（5）对 邀请
 出席代表大会的规定如有争执，可以根据两个最靠近的委员会和代表组织委员会的第三者的决定来确定。

（6）未经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的委员会和其他组织 参加
 大会的条件（有发言权还是有表决权），由第三次代表大会本身确定。

（7）代表大会开会的时间和地点，由组织委员会确定。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110—112页

















[68]《关于成立组织委员会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的通知》写于1904年12月，当时就寄给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各位委员。列宁拟的这个草案是关于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正式通知的基础。正式通知由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签署，发表于1905年2月28日《前进报》第8号。——93。







《列宁全集》第9卷


俄国的新公债

（1904年12月16日〔29日〕以后）

德国交易所巨头的报纸（《法兰克福报》[69]）以这个标题刊登了下面这篇颇有教益的报道：


　　“几个星期以来，盛传俄国要发行巨额的新公债。这些传闻随即遭到驳斥。但是，现在官方承认，日前〈公历12月29日写的〉在彼得堡进行了有关公债的谈判。毫无疑问，在这次官方谈判之前有过私人探询，于是便引起了传闻。据说，这一次德国金融家参加了谈判。他们打算把公债投在德国市场上。从开战以来直到目前，俄国是通过三种不同途径获取金钱的：首先是挪用了国库中由于削减已核准的开支而增加的闲置现金近3亿卢布。随后通过法国银行家借贷8亿法郎（约3亿卢布）。8月，俄国又求助于国内市场：发行了15000万卢布的纸币。战争每月都吞没大量的金钱，而且逐月增多，于是俄国又开始盘算向国外借一大笔钱。近来，俄国国库基金大有（严重地，bedenkliche）减少之势。德国公众对俄国公债的态度如何，还不得而知。到目前为止，在战争中走运的始终是日本人。如果过去一向认为俄国公债是可靠的资本投放场所，那么现在这种公债就多少带有一些投机色彩（Beigeschmack），特别是因为不久前沙皇发表一个宣言，清楚地阐明了俄国国内制度的特点。我们且看，新公债是否将按那些能使俄国公债已降低了的质量得到补偿的条件（利息率和发行比价）提给德国公众。”———



　　这是欧洲资产阶级对俄国专制制度的又一警告！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和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俄国专制制度的信用日益降低。欧洲银行家已经开始认为，指望专制制度，是一种不牢靠的投机，他们公开承认，就可靠性来说，俄国公债的“质量”是愈来愈低了。这场 每天
 大概至少要吞没 300万卢布
 的罪恶战争，还要人民为它付出多少数量的钱啊！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113—114页

















[69]《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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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机关与党决裂的声明和文件

（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

在《火星报》第77号上，有三个中央委员代表整个中央委员会向仲裁法庭控告Ｎ同志，“因为他发表了旨在瓦解党的错误声明”。这个所谓错误声明，是“通过一个没有参与拟定宣言的中央委员”，即通过我提出来的。因为我和这件事有密切关系，同时，Ｎ同志又授权与我，所以我认为自己有权利和义务参与仲裁法庭的审理，并对中央委员格列博夫、瓦连廷和尼基季奇提出以下控告。

我控告他们对自己的中央委员同事和对全党采取了非法的、不正确的、形式上和道义上都是不能容许的行动。

因为这些不正确的行动大大地拖延和加深了党内危机，同时又最直接地影响了党的许多工作人员，所以我认为，对所有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问题，一定要公开审理，因此，我要详细谈谈我控告的内容。


　　一、我控告格列博夫、瓦连廷和尼基季奇三个中央委员对党的一贯欺骗行为。


（1）我控告他们利用自己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取得的权力来压制党内为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而进行鼓动的舆论。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压制这种鼓动，因为进行这种鼓动是每个党员不可剥夺的权利。特别是，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因为南方局鼓动召开代表大会而把它解散。他们无论在形式上还是道义上，都没有权利因为我作为党总委员会的委员，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投票赞成召开代表大会而谴责我；

（2）控告他们向党隐瞒一些委员会作出的赞成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利用人们对他们这些党的最高机关成员的信任，向各委员会极不真实地叙述党内情况，使它们产生错误认识。他们阻挠澄清真相，拒绝里加委员会关于印发二十二人决议，以及把多数派的书刊送往俄国的请求（借口这些书刊不是党的书刊）；

（3）控告他们在为反对召开代表大会而进行的鼓动中，甚至不惜破坏地方工作，唆使外层组织去反对赞成召开代表大会的委员会，千方百计地使这些委员会在地方工作人员面前丧失威信，从而破坏委员会和外层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而没有这种相互信任，任何工作都是无法进行的；

（4）控告他们通过总委员会中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参与拟定总委员会关于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规定的决定，而这些决定使得代表大会无法召开，从而使党不能正常地解决党内冲突；

（5）控告他们一方面向各委员会声明自己原则上赞同多数派的立场，声明只有少数派解散他们秘密的单独组织和放弃增补中央委员，才同他们达成协议，一方面又 背着党和公然违背党的意志
 ，根据以下条件，同少数派订立契约：（1）保留少数派的技术机构的自治权；（2）增补三个最激烈的少数派代表为中央委员；

（6）我控告他们利用自己作为党的最高机关的成员的威信来诋毁自己政治上的对手。他们对彼同志的做法是不正派的：他们在 7月
 决定调查他在北方委员会的所谓欺骗性发言，但 直到现在
 （12月22日），还没有向他提出指控，尽管格列博夫曾不止一次地看见彼同志，尽管这位格列博夫曾以党总委员会委员的身分在《火星报》上称这个被剥夺了辩解机会的同志的行为是“欺骗”。他们说利金不是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人（Vertrauensmann），显然是扯谎。他们欺骗党员，为了使邦契－布鲁耶维奇同志和其他负责发行工作的同志在党员的心目中威信扫地，他们在《火星报》（第77号）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中只提到发行工作的负债（而且不符合事实），而这又是在他们通过自己的全权代表向邦契－布鲁耶维奇同志颁发了书面证书，证明他的工作做得很好，账目一清二楚之后发生的；

（7）我控告他们趁前任的国外中央代表瓦西里耶夫和兹韦列夫两个同志不在的时候，败坏党的机关（日内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图书馆和档案库）的声誉。他们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一个由我不知道的中央“代表”署名的通报，这个通报完全歪曲了这些机关的历史和真实性质。


　　二、此外，我还要控告格列博夫、瓦连廷和尼基季奇三个中央委员对自己的中央委员同事的一系列无论是道义上还是形式上都是不能容许的行动。


（1）他们破坏了党的组织和纪律的一切原则，向我提出（通过格列博夫同志）最后通牒，要我退出中央委员会，或停止为召开代表大会进行鼓动。

（2）他们违背了由中央委员格列博夫代表他们签订的协定，因为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已经变动，再来执行这个协定对他们就不利了。

（3）他们没有权利不顾Ｎ同志和我的声明，在他们的七月会议上宣布Ｎ同志已退出中央委员会，何况这三个中央委员不是不知道我们（四个中央委员[70]）提出的把争论问题提到中央全会上讨论的要求。宣布Ｎ同志不是中央委员，实质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三个中央委员在这里不正当地利用了Ｎ同志附有条件的（和未曾通知全体同志的）声明。

（4）三个中央委员没有任何权利对我隐瞒自己观点的改变和自己的意图。格列博夫同志在5月底曾肯定地表示他们的观点反映在他们3月间写成的宣言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431—432页。——编者注］

 中。可见，与三月宣言根本不同的七月宣言是背着我秘密通过的，而格列博夫的声明是一个骗局。

（5）格列博夫违背了同我订立的契约，即在唐恩（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和他格列博夫（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负责起草的向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71]的报告中不提党内意见分歧。唐恩一人起草的这个报告，完全是隐讳的论战，通篇浸透着“少数派”的观点。格列博夫对唐恩的报告并没有提出异议。这样，他就间接地参与了欺骗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勾当。

（6）三个中央委员没有任何权利拒绝我就党内生活的重要问题申述和发表个人意见。七月宣言在我没能对它发表意见之前，就拿到中央机关报 付印
 去了。8月24日，我把对这个宣言的抗议书寄给中央机关报。中央机关报说，只有起草宣言的三个中央委员表示同意，这个抗议书才能刊登。他们没有表示同意，因此，我的抗议书也就被他们向党隐瞒了。

（7）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拒绝发给我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并且没有正式从中央委员会除名，就不让我知道有关中央委员会的情况、国内外新代办员的委派、同“少数派”的谈判以及经费问题等等的一切消息。

（8）他们没有权利不经过总委员会就增补三个新同志（调和派）为中央委员，这是与党章的要求相违背的。党章要求：增补在不是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要经过总委员会；这次增补不是一致同意的，因为我对这次增补提出了抗议。


附录

鉴于中央委员会在党内冲突中的立场具有重大意义，我认为有必要把下列文件公布出来，让大家知道：


　　一、格列博夫同志给“委员会”委员的信。


（ａ）9月。


　　“同中央机关报和同盟的关系尚未确定下来。在我们的声明发表以后，应该说，他们变得厚颜无耻了，他们的胃口更大了。我们这里的处境很困难；国外掌握在同盟手里，私人捐款掌握在中央机关报手里，因此我们负债累累。我出于无奈（已欠债9000），不得不想别的出路。因此，我建议少数派把他们所希望的改革订出一个方案给我。”



　　（ｂ）9月7日。
　　“昨晚，我同少数派的三个全权代表波波夫、布柳缅费尔德和马尔托夫举行了事务上的会见，有Ｃ．在场。”



　　这次聚会，照格列博夫的话说，成了“一次准备和谈的预备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须要指出：（一）国外的组织关系。


　　“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和同盟都应关心俄国的运动。为了消除彼此的争议，使大家更加关心工作，互相完全信任，由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和同盟的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全面领导工作。中央委员会有两票并有否决权……”



　　（二）运送工作。
　　“中央机关报受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但有某些自治权。就是说，国外发行部只能有一个，即中央委员会发行部。中央机关报仍旧掌管其管辖范围内的事情。俄国国内的书刊的推销由中央委员会负责。为了使中央机关报有更多的自治权，南方也划归它管理。我要说明一下：中央机关报有运送途径。中央机关报担心管理机构一旦变动，他们会失掉线路，所以请求从组织上来保证他们的线路。”



　　（ｃ）9月7日。
　　“在这里，唐恩，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人，对昨天签订的关于如何进行工作问题的协定深表愤慨。真是一些贪心的家伙。他们想马上就成立一个由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和同盟的代表组成的国外委员会，来处理国外一切事务；当然，每个人只有一票。想得倒不错，不是吗？”



　　（ｄ）9月。
　　“请注意总委员会提出的补充人员〈指补充总委员会中的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要求。须要选出一个人来代替列宁，列宁当然会说，这是非法的。我想建议把唐恩或捷依奇选进总委员会，但要预先讲好：他们只被受权参加总委员会会议。我看再没有什么人可以选了。”



　　二、一个中央代办员（现已被正式增补为中央委员）给格列博夫同志的信：
9月4日。


　　“在宣言的问题上，出现了难以搞清的混乱局面。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除了哈尔科夫委员会、克里木委员会、矿区委员会和顿河区委员会外，其余的委员会都是多数派的。看来，顿河区委员会是中立的，但确实的情况还不知道。在‘多数派’的委员会中，里加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北方委员会由于宣言而对中央表示不信任，这我过去就告诉你了。只有极少数委员会对中央表示完全信任，其余的委员会对中央表示信任是考虑到和解，但认为，一旦和解不成，应立即召开紧急代表大会。其中有些委员会还提出了和解的条件，即少数派不能把自己作为‘一方’，不能再作为‘一方’（？）提出增补的要求。情况就是这样。假如和解不成，中央委员会就会失去大多数委员会的信任，因而就不得不自己去鼓动召开代表大会，以便交出权力。从各委员会的情绪可以明显看出，代表大会一定会通过符合二十二人决议精神的决议，即改组编辑部，把它交给多数派，改变党总委员会的成员，等等。
 但要使各委员会对和解满意，就要有我已对你说过的那个条件，即少数派接受宣言，不再把自己作为‘一方’。如果他们能这样做，我想列宁在俄国就会失去立足之地，和平也就可以恢复。你说马尔托夫的问题已在‘逐步’解决，我很奇怪。编辑部成员们的固执简直使人气愤，所以我现在虽然在思想上和其他方面还同情他们，但已开始对他们这些政治‘领袖’失去信任了。组织问题他们已完全弄清楚了，他们在得不到俄国国内援助（国内少数派是无能为力的
 ）的情况下，再那样固执下去，就说明他们斗争只是为了争夺席位。”



　　这是交易的开始，它的结局是：中央委员会向各委员会发出一封信，通知他们：


　　“谈判最近（最多再过两个星期）就要结束，现在可以通知你们：（1）中央委员会没有增补一个少数派为中央委员（在这个问题上，不知是谁在散布谣言）；……（3）同少数派的谈判正按照瓦连廷向你们报告的那种精神进行，就是说，如果谈到让步，那只有少数派让步，只有他们放弃中央机关报的派别论战，解散少数派的秘密组织，放弃中央委员的增补，把一切机构（技术机构、运送机构、联络机构）都交给中央委员会。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有可能恢复党内和平。有根据相信，事情会是这样的。总之，如果少数派现在还想继续执行他们的旧政策，那中央委员会就会立即停止谈判，召开紧急代表大会。”



　　中央委员会就是这样安抚对它表示不信任的委员会的。下面是 少数派的“著名”活动家们的信
 。这些信是俄历1904年12月中旬收到的。
　　“我们终于同无赖们见面了。他们的回答是：同意我们的技术机构的自治权；至于鼓动委员会，他们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中央委员会的直接职权（领导鼓动工作），他们宁愿改组中央委员会也不同意这个方案，但他们不能现在就正式增补，只能建议实际上（非正式地）增补三个少数派（波波夫、佛敏、费舍）。我和Ｘ．当然马上就同意了，从此以后，少数派的反对立场也就正式取消了。
 真是如释重负。最近，整个中央委员会就要和我们一起开会，随后，我们就要把召开最靠近的委员会的代表会议的事确定下来。……我们当然完全相信，我们可以控制中央委员会，要它听凭我们的摆布。
 由于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承认少数派的原则性批评是正确的，就更容易做到这一点了……在所有极端顽固的委员会中（在巴库、敖德萨、下诺夫哥罗德和彼得堡），工人们要求实行选举制。这是坚定派垂死挣扎的明显征兆。”





　　与此同时，还收到了另一封信：
　　“‘少数派’的全权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已达成协议。全权代表已经签署了协议书。但由于事先没有询问‘少数派’的意见，这个协议书本身自然也就不很妥当，因为这个协议书表示了对中央委员会的‘信任’，而不是对中央委员会的联合政策的‘信任’；这个协议书既谈到党内的融合，又谈到结束分立状态，但只是后一点谈得比较充分。此外，这个协议书没有提到‘少数派’的‘信条’。因此决定再让‘少数派’的所有组织通过包括‘信条’和上述修正的决议，当然也要承认我们的全权代表同中央委员会已经达成的协议。”



※　　　　　※　　　　　※

　　这些在犯罪现场被擒并为上述文件所揭露的人物，由于他们所特有的“对道义的敏感”，很可能要尽力把党的注意力从这些文件的内容上引开，而转到这些文件的公布权这个道义问题上。我相信，党不会为他们这种转移视线的手法所迷惑。我声明：我对这种揭露在道义上负完全责任，并将向审理整个案件的仲裁法庭作出一切必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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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指列宁、弗·威·林格尼克、玛·莫·埃森和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四人。——101



[71]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是指1904年8月14—20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各国社会党代表476人。大会谴责当时正在进行的日俄战争，指出它从双方来说都是掠夺性的战争。大会讨论了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党的统一、总罢工、殖民政策等问题。大会通过了茹·盖得提出的谴责修正主义和米勒兰主义的决议。但是，大会通过的关于每一国家的社会党人必须统一的重要决议中，没有包含承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原则基础和防止革命派受制于机会主义派的必要条件等内容；大会关于殖民主义问题的决议没有谈到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而建议社会党人努力使殖民地人民获得符合他们发展程度的自由和独立；在关于群众罢工的决议案中把群众罢工而不是把武装斗争看作“极端手段”。



列宁未能亲自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他委托马·尼·利亚多夫和彼·阿·克拉西科夫代表党内多数派。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否认布尔什维主义是具有独立代表权的派别，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出席代表大会。在列宁向代表大会执行局申诉后，卡·考茨基、奥·倍倍尔、罗·卢森堡和维·阿德勒都主张把布尔什维克包括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内，孟什维克才不得不把利亚多夫和克拉西科夫列为俄国代表团的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向代表大会的报告是委托费·伊·唐恩和弗·亚·格列博夫两人起草的，当时商定在报告中不提党内分歧。但唐恩违背了这个条件，他起草的报告充满隐晦的论战，全篇浸透了少数派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因此另外起草一个报告，分发给大会代表。这个报告由马·利金（即利亚多夫）签署，标题是《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危机的资料》。报告曾经列宁校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列宁写的。——101。







《列宁全集》第9卷


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

（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

俄国又掀起立宪运动的浪潮。当代人还没有看到过类似当前这样的政治活跃的局面。合法报纸猛烈地抨击官僚制度，要求让人民的代表参加国家的管理，坚持声明必须进行自由主义的改良。地方自治人士、医生、律师、工程师、农村业主、市议员和其他人等举行各种各样的集会，通过比较明显地主张立宪的决议。到处可以听到在俄国的庸人看来是异常大胆的政治上的揭发和关于自由的热情演说。在工人和激进青年的压力之下，自由派的集会变成公开的民众大会和街头示威。在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中间，在城乡贫民中间，潜在的不满情绪在明显地增长。虽然无产阶级较少参加自由派运动的各种最为隆重盛大的活动，虽然它对体面人士的循规蹈矩的会议似乎有些袖手旁观，但是总的看来，工人们非常关心运动。总的看来，工人们渴望参加广泛性的民众集会和公开的街头示威。无产阶级似乎是在克制自己，它聚精会神地仔细观察周围情况，聚集力量，考虑争取自由的决战时刻是否已经到来的问题。

看来，自由派激动的浪潮已经开始有些低落。有关反动分子在最有影响的宫廷人士当中获胜的传闻和国外报纸有关这方面的报道正在得到证实。几天前颁布的尼古拉二世的命令，是对自由派的当头一棒。沙皇力图保留和维护专制制度。沙皇不愿意改变管理形式，也不打算立宪。他答应（只是答应而已）进行种种非常次要的改革。而实现这些改革的保证当然一项也没有提出。警察对自由派报刊采取的严厉措施每日每时都在加强。一切公开的游行示威又开始遭到象以前一样的，甚至是更加残暴的镇压。地方自治会议和市政机关的自由派议员，显然又开始受到限制，倾向自由主义的官员受到的限制更大。自由派报纸的调子低沉沮丧，请求通讯员们原谅它们不敢刊登他们的来信。

在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许可令颁布之后曾很快高涨起来的自由派激动的浪潮，完全有可能在新的禁令颁布之后又很快平息下去。必须把必不可免地（而且愈来愈不可免）要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反对派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深刻原因，与自由派暂时活跃的浮浅理由区别开来。深刻的原因产生深刻的、强大的和顽强的人民运动。浮浅的理由有时是内阁中人员的更换和政府在某种恐怖行动之后通常力图暂时采取狐狸尾巴政策的做法。谋杀普列韦[72]，显然要恐怖组织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进行长期的准备工作。这种恐怖行为愈是成功，它就愈明显地证实全部俄国革命运动史的经验，这种经验警告我们要避免采取恐怖手段这种斗争方法。俄国的恐怖手段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知识分子特有的斗争方式。所以，无论人们怎样向我们说明恐怖手段重要，说它不是代替人民运动，而是与人民运动并行，但事实雄辩地证明，在我们这里个人政治谋杀跟人民革命的暴力行动是毫无共同之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群众运动，只能是阶级的工人的运动。这种运动在俄国正依照它的独有的规律发展，它走着自己的道路，而且愈来愈深入和广泛，从暂时的平静走向新的高潮。只有自由主义浪潮的起伏是受各大臣情绪左右的，而加速大臣更换的是炸弹。因此，难怪我们这里在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激进的（或倾向于激进的）代表中间时常有人同情恐怖手段。难怪在革命知识分子当中，特别热中于恐怖手段（长期的或一时的）的，正是那些不相信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生命力和力量的人。

由于某种理由而产生的自由派的激动是短暂的，是不持久的，这当然不会使我们忘记，专制制度和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矛盾。专制制度不能不阻碍社会的发展。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想象的）的利益与专制制度的冲突会愈来愈大。自由派的声明的理由可能是浮浅的，自由派的不坚决的骑墙立场的性质可能是卑微的，但是对专制制度来说，它只能同土地占有者商人阶级当中的一小撮享有极高特权的巨头保持真正的和平，而决不能同整个这个阶级保持和平。对于一个打算成为欧洲式的国家，而且在政治和经济失败的威胁下不得不成为欧洲式国家的国家来说，以宪法形式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必要的。因此，对觉悟的无产阶级来说，极为重要的是，既要清楚地了解自由派反对专制制度的必然性，又要清楚地了解这种反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性质。

工人阶级抱有最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目的：把人类从各种各样的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制度下解放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数十年来它一直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顽强的努力，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斗争，组织成百万人的政党，不为个别的失败和暂时的失利而灰心。对这样真正的革命阶级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摆脱一切自我欺骗、一切幻影和错觉更重要的了。在我们俄国，最流行和最常见的错觉之一，就是似乎我国的自由派运动不是资产阶级的运动，似乎俄国所面临的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知识分子——从最温和的解放派[73]一直到最极端的社会革命党人 ——一向认为，承认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使革命黯然失色，就是把革命贬低和庸俗化。俄国觉悟的无产者却认为，这种承认是对实际情况的唯一正确的阶级分析。对无产者来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制的斗争，只是为推翻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社会革命斗争的必要阶段之一。严格地区别本质不同的各个阶段，冷静地探讨这些阶段到来的条件，这决不等于把最终目的束之高阁，决不等于提前放慢脚步。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加快步伐，正是为了尽可能迅速而稳妥地实现最终目的，才必须了解现代社会里的阶级关系。那些回避所谓片面的阶级观点的人，那些想成为社会主义者但又害怕直截了当地把我们俄国所面临的和在我们俄国已经开始的革命叫作资产阶级革命的人，只会陷入大失所望和来回摇摆的境地。

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正当现代立宪运动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家最倾向于民主主义的合法报刊却利用不寻常的自由，不仅来攻击“官僚制度”，而且还攻击似乎“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乖谬的、因而是错误的阶级斗争理论”（《我们的生活报》[74]第28号）。请看，知识分子和群众相接近的任务，“一向都只是在强调人民群众和……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出身的那些社会阶层之间的阶级矛盾时提出来的”。不用说，这种说法是根本违反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俄国所有合法的文化派知识分子，所有老的俄国社会主义者，所有解放派类型的活动家，过去和现在都完全忽视整个俄国的，特别是俄国农村的深刻的阶级矛盾。甚至连俄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极左翼社会革命党的过错，主要也是忽视了这一点；不妨回忆一下它那些通常的关于“劳动农民”或关于我们面临的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民主主义革命”的议论。

不。革命的时刻愈逼近，立宪运动愈激烈，无产阶级政党就愈是应该更严格地维护自己的阶级独立性，不容许将自己的阶级要求淹没在一般的民主主义词句的大海里。所谓的社会的代表们愈是经常地、坚决地提出他们所谓的全民要求，社会民主党就愈是应该毫不留情地揭穿这一“社会”的阶级性。就拿11月6—8日举行的“秘密的”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75]有名的决议来说吧。你们从中可以看到被置于次要地位的、故意含糊其辞的、羞羞答答的立宪要求。你们可以看到那里口口声声谈的是人民和社会，但是谈社会比谈人民多得多。你们可以看到关于在地方自治机关和市政机关，即代表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利益的机关方面实行改革的特别详细的和最详细不过的意见。你们可以看到那里提到改革农民的生活，使他们摆脱监护和确保正当的审判形式。十分明显，你们所看到的是有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只要求专制制度让步而不打算对经济制度的基础进行任何改变。如果这样一些人也愿意“根本”（似乎是根本）“改变农民目前这种不享有充分权利的和受屈辱的境况”，那么这就再一次证明，社会民主党一再强调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落后于资产阶级制度的一般条件的观点是正确的。社会民主党一贯要求觉悟的无产阶级在全体农民的运动中要严格区分出农民资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和迫切需求，不管这些需求是怎样被烟幕所掩盖和遮蔽，也不管农民意识（和“社会革命党的”空谈）使它们带有什么样的“平均化的”空想色彩。再拿12月5日彼得堡工程师宴会的决议来说。你们可以看到，590名宴会参加者以及随后在决议上签名的6000名工程师，都主张立宪，认为“没有宪法就不可能有效地保护俄国的工业”，同时一致反对政府向外国企业主订货。

难道现在还不能看出，正是占有土地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的利益构成了已表面化的立宪要求的内容和基础吗？难道我们能为民主派知识分子出面代表这些利益所迷惑吗？这些知识分子在历次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都是一向到处扮演政论家、演说家和政治领袖的角色的。

俄国无产阶级肩负着极其重大的任务。专制制度已经动摇。它投入一场艰难而又毫无指望的战争，这场战争严重地破坏了它的政权和统治的基础。如果不求助于统治阶级，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支持，它现在就无法支撑下去，而这种求援和这种支持必然会带来立宪的要求。资产阶级力图从政府的困境中捞一把。政府正在作最后的挣扎，它打算用一些廉价的让步，非政治性的改革以及沙皇新命令中满篇皆是的不负任何责任的诺言来实现脱身之计。这种把戏能否取得哪怕是暂时的和局部的成功，最终要取决于俄国无产阶级，取决于它的组织性和它的革命冲击力量。无产阶级应当利用对它异常有利的政治形势。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激发被剥削的人民群众的尽可能广泛的阶层，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集结自己的力量，以便在政府最绝望的时刻，在人民最激愤的时刻发动起义。

无产阶级对立宪派的支持首先应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最主要的是利用普遍的激愤情绪去鼓动和组织工人阶级和农民中很少被触动的最落后的阶层。当然，作为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应当把自己的队伍派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间去，而这些阶级愈是主动地采取行动，斗争愈尖锐，决战的时刻愈逼近，我们的工作重心就愈应当转移到训练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本身去进行争取自由的直接斗争方面去。在这种时刻，只有机会主义者才会把个别工人演说家在地方自治会议和其他公共集会上发表讲话称之为特别积极的斗争，新的斗争方式或高级形式的示威。这样的示威只能具有完全从属的意义。现在无比重要的事情，是使无产阶级注意真正高级的和积极的斗争形式，如著名的罗斯托夫的群众性示威和南方一系列的群众性示威[76]。现在无比重要的事情，是扩充我们的干部队伍，组织力量，准备进行更直接更公开的群众斗争。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放下社会民主党人每天的日常工作。他们永远不会放弃这一工作，他们认为这一工作正是对决战的真正准备，因为他们唯一指靠的正是无产阶级的积极性、自觉性和组织性，正是无产阶级在被剥削劳动群众当中的影响。这里所谈的是指出正确道路，提醒人们必须前进，指出策略上动摇的危害性。组织工作也是觉悟的无产阶级在任何条件下永远不应忘记的日常工作。没有广泛的、多方面的工人组织，没有它们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结合，就不可能同专制制度进行有效的斗争。在我们这里，也象在任何地方一样，那些毫无气节的、随时更换自己的口号就象更换手套一样的知识分子党员，表现出种种瓦解组织的倾向，如果不给这种倾向以坚决的回击，组织工作便无法进行；如果不同荒谬的、反动的、掩盖一切涣散现象的组织－过程“论”作斗争，组织工作便无法进行。

俄国政治危机的发展目前主要取决于对日战争的进程。这场战争已经最彻底地揭露了而且还在继续揭露专制制度的腐朽，使它在财政和军事方面遭到最大的削弱，使苦难的人民群众受到极大的折磨并把他们推上起义的道路，因为这场罪恶而可耻的战争要求他们作出无穷无尽的牺牲。专制制度的俄国已经被立宪的日本击溃，任何拖延只能加剧失败。俄国舰队的精锐部分已经被歼灭，旅顺口已经陷于绝望境地，前往援救的分舰队不仅毫无成功的希望，甚至连到达目的地的希望也没有；库罗帕特金率领的主力部队伤亡了20多万人，它已经疲惫不堪，孤立无援地面对着攻克旅顺口后必然会来消灭它的敌人。军事崩溃已必不可免，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十倍的不满和激愤。

我们必须用全副精力迎接这一时刻。在这一时刻，在愈来愈频繁的此起彼伏的爆发中，将有一次爆发导致规模巨大的人民运动。在这一时刻，无产阶级将起来领导起义，为全体人民夺得自由，保证工人阶级能够进行公开的、广泛的、为欧洲的全部经验所丰富了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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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904年7月15日，社会革命党人叶·谢·萨宗诺夫根据该党战斗组织的判决，刺死了沙皇政府内务大臣维·康·冯·普列韦。普列韦生前执行极端残酷的镇压政策，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108。



[73]解放派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的不合法政治联合组织解放社的成员。解放社由在国外出版的《解放》杂志筹备，于1904年1月在彼得堡成立，领导人是伊·伊·彼特龙凯维奇和尼·费·安年斯基。解放社的纲领包括实行立宪君主制和普选制，保护“劳动群众利益”和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1905年革命开始后，它又要求将一部分地主土地强制转让并分给少地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成立以后，解放社停止活动。解放社的左翼没有加入立宪民主党，另外组成了伯恩施坦主义的无题派。——112。



[74]《我们的生活报》（《Наша　Жизнь》）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日报），多数撰稿人属于解放社的左翼。1904年11月6日（19日）—1906年7月11日（24日）断断续续地在彼得堡出版。——112。



[75]指地方自治局主席和其他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原定于1904年11月6日在彼得堡召开。向自由派讨好的内务大臣彼·丹·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赞成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甚至竭力设法取得沙皇的许可。但是，在代表大会开幕前五天代表们已经陆续到达的时候，沙皇政府忽然宣布它建议代表大会推迟一年召开。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向自由派示意，如果地方自治人士“在私人住宅里举行茶话会”，他将命令警察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代表大会在这种非正式的允许下于1904年11月6—9日举行。因此列宁讽刺地称之为“秘密的”代表大会。——113。



[76]指1903年俄国南部发生的一些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和示威，它们席卷了外高加索（巴库、梯弗利斯、巴统、奇阿图拉、外高加索铁路）和乌克兰（敖德萨、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等）。参加这些罢工的有20多万工人。罢工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的。——115。







《列宁全集》第9卷


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

（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

我国社会的有产阶级中的现代立宪运动，与过去50年代末和70年代的这类运动截然不同。现在自由派的立宪要求本质上还是那些。激进的演说家们的演讲不断重复着地方自治自由派的老调。无产阶级参加运动却是件巨大而十分重要的新事。俄国工人阶级（它的运动曾是近十年来整个革命运动的主轴）早已转入公开的斗争，走上街头，举行民众大会，不顾警察的镇压，在南方各城市的街头直接跟敌人搏斗。

而现在，由于无产阶级鲜明地、坚决地、无比果断和无比勇敢地登上舞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运动立刻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圣彼得堡的游行示威（可惜，由于“孟什维克”进行瓦解组织活动，这里工人参加游行示威的声势不大）和莫斯科的游行示威。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工人们在斯摩棱斯克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宴会上，在下诺夫哥罗德教育协会的集会上，在各城市的学者、医生协会和其他协会的会议上的出现，看一看萨拉托夫的工人大会，看一看11月6日在哈尔科夫法学家协会，11月20日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市杜马，11月18日在敖德萨人民保健协会，以及稍后在敖德萨地方法院的示威，而在敖德萨的两次示威和哈尔科夫的一次示威中，工人们还进行了街头游行，他们手持旗帜在市内行进，高唱革命歌曲等等。

最后这四次示威在《火星报》第79号上标题为《无产阶级的示威》的专栏内也有叙述，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些叙述。首先我要转述一下《火星报》刊载的事实，然后再来转述《火星报》的议论。

在哈尔科夫，委员会组织工人去参加法学家协会的会议；有200多个无产者出席了会议，一部分工人不好意思去参加庄严的会议，一部分“大老粗被谢绝入场”。自由派主席在第一篇革命演说发表后就溜走了。接着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发表演说，传单纷飞，马赛曲的歌声高扬，有将近500名工人涌上街头，手持红旗唱着工人歌曲前进。最后，有一部分人被殴打和逮捕。

叶卡捷琳诺达尔。杜马的大厅来了大批听众（因为传说自由派要发表演说）。电话被弄坏了。委员会的一个演说家带着30—40名工人闯进大厅，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充满革命精神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演说。鼓掌。散发传单。议员们目瞪口呆。市长白白抗议了一番。示威者最后安然退场。夜间大肆搜捕。

敖德萨。第一次示威。有近2000人举行集会，其中有大批工人。一系列革命演说（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雷鸣般的掌声，革命的欢呼声，传单。高唱革命歌曲上街游行。解散，没有发生冲突。

敖德萨。第二次示威。数千人集会。象上次一样举行了规模巨大的人民革命集会和街头游行。发生冲突。大批人受伤，一些人受重伤。一名女工死亡。60人被捕。

这就是事情的实际情况。这就是俄国无产者的示威。

我们再来看看某些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的议论。这些议论是针对叶卡捷琳诺达尔示威的。整篇文章全是谈的这次示威。请听：“在这次示威中，俄国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第一次跟我国倾向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正面相遇！……”这次示威是“政治斗争方式发展中的又一新的进展”，它“毕竟是一种能够产生十分显著有益的结果的真正的新的政治斗争手段”，工人们在这样的示威中“感觉到他们是作为一定的政治单位出现的”，他们获得“自己可以作为党的政治战士的权利能力感”。“社会的最广大阶层”逐渐认识到，“党是一种十分确定的、定型的而且主要是具有 要求
 权的组织”。人们习惯于把整个党看成“是积极的、战斗的、明确宣布自己的要求的政治力量”。必须“在杜马、地方自治机关和社会人士的一切会议上更广泛地运用新的斗争方式”。于是，《火星报》编辑部就附和发表这些议论的人，也谈论什么“新型示威的思想”，什么“特别是在叶卡捷琳诺达尔，我们的同志们得以向‘社会’表明，他们是作为一个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影响事态的进展并力图做到这一点的独立政党进行活动的”。

够了。够了。什么“特别是在叶卡捷琳诺达尔……”新的进展，新的方式，新的手段，第一次正面相遇，十分显著有益的结果，一定的政治单位，政治权利能力感，要求权……从这些浮夸的深奥的议论中，我闻到一种陈腐的，早已过时的，几乎被人遗忘的气味。但是在认清这种陈腐的东西之前，我不禁要问：可是，先生们请原谅，为什么“特别是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呢？为什么这确实是新的方式呢？为什么哈尔科夫人也好，敖德萨人也好，都不吹嘘（恕我用字粗俗）方式的新颖、显著有益的结果、第一次正面相遇和政治权利能力感呢？为什么几十个工人和数百个自由派在杜马大厅的四壁之内集会的结果竟比成千的工人不仅在医生协会和法学家协会，而且 在街头
 集会的结果更显著有益呢？难道街头集会（在敖德萨以及从前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和其他城市）真的不如杜马里的会议更能增强政治权利能力感和要求权吗？……的确，我必须承认，当我抄写最后这个词（ 要求
 权）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不自在——这个词也太不妙了，不过歌里的词是不能随便删改的。

然而，在一种情况下这个词是有某种意义的，而且不单单是这个词，《火星报》的一切议论也都是如此。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假定议会制存在，我们暂时设想叶卡捷琳诺达尔市杜马已迁到泰晤士河畔，与威斯敏斯特教堂比邻[77]。在这种小小的假定之下，人们就可以明了，为什么在代表聚会的四壁之内能够比在街头上具有更大的“要求权”，为什么同首相斗争，不，是同叶卡捷琳诺达尔市市长斗争，比同巡警斗争更有益，为什么政治权利能力感和作为一定的政治单位的自觉恰恰是在下院的大厅里或在地方自治会议的大厅里提高了。真的，既然没有真正的议会，为什么不玩一下议会制的游戏呢？在这里可以绘声绘色地设想出“正面相遇”和“新的方式”等等等等。不错，这些想象必然会使我们的思想离开 争取
 议会制的真正的群众斗争问题，而放到 玩
 议会制的游戏上去，但这都是小事情。可是结果是多么鲜明、显著啊……

显著的结果……这种说法使我立刻想起马尔丁诺夫同志和《工人事业》。不回过头来谈一谈后者，便不能正确评价新《火星报》。关于叶卡捷琳诺达尔的示威的“新的斗争方式”的议论，完全是重复编辑部在它的《给各党组织的信》（附带说一句，把原稿藏起来秘而不宣，而只是把抄本对大家公开，这是否明智呢？）里的议论。编辑部的议论是在另外的问题上再现了《工人事业》平常的思路。

工人事业派关于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关于工人同业主和政府的经济斗争，关于向政府提出必将带来某些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的必要性的“理论”，究竟有什么错误和危害呢？难道我们不应该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性质吗？完全应该。但是，《工人事业》从“经济”（工会）斗争中引伸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政治任务，这样它就不可原谅地把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缩小和庸俗化了，它就贬低了无产阶级全面的政治斗争任务。

现在新火星派关于新的方式，关于动员无产阶级力量的高级形式，关于增强工人的政治权利能力感和他们的“要求权”的新的途径等等的理论，究竟有什么错误和危害呢？难道我们不应该在地方自治会议上和在召开地方自治会议之际举行工人示威吗？完全应该。但是，对无产阶级的漂亮示威我们不应该尽说些知识分子的蠢话。如果我们把我们日常示威的那些恰恰同积极斗争最无相似之处的特点，那些只是为了取笑才说它们能够产生特别有益的结果，特别能够提高政治权利能力感等等的特点，称赞为新的方式，那我们就只能腐蚀无产阶级的意识，我们就只能使它的注意力离开迫在眉睫的真正的严重的公开斗争的任务。

我们的老相识马尔丁诺夫同志和新《火星报》的过错，就在于他们都对无产阶级的力量，对它的整个组织能力，特别是对它建立党组织的能力，对它进行政治斗争的能力抱着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态度。《工人事业》过去以为，无产阶级还不能，或者说，长时期内还不能进行超出反对业主和政府的经济斗争范围的政治斗争。新《火星报》现在以为，无产阶级还不能，或者说，长时期内还不能进行独立的革命活动，因此它把数十名工人在地方自治人士面前发表讲话称之为新的斗争方式。无论是旧《工人事业》杂志或是新《火星报》，都象宣誓一样地重复着关于无产阶级的主动性和自我教育的词句，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这些誓词可以掩盖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的真正力量和迫切任务的无知。无论是旧《工人事业》杂志或是新《火星报》，对于显著而鲜明的结果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具体对立的特殊意义，都发表了一通毫无道理的深奥的无稽之谈，借此把无产阶级的注意力吸引到议会制的游戏上来，使它离开日益逼近的、以人民起义为主导的直接冲击专制制度的任务。无论是旧《工人事业》杂志或是新《火星报》，都在 修正
 （订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旧的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忙于寻找新的词句和“新的方式”，实际上是把党拉向后退，提出一些落后的、甚至是十分反动的口号。

这种不过是旧破烂的新修正，我们已经领教够了！现在是前进和停止用臭名远扬的组织－过程论来掩盖瓦解组织行为的时候了，现在是强调工人示威中那些使它们愈来愈接近于争取自由的真正的公开斗争的特点并把它们提到首位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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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在伦敦，与威斯敏斯特教堂比邻的是英国议会大厦。——120。







《列宁全集》第9卷


是结束的时候了[78]


（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

所有目击者的评论一致认为，11月28日的示威遭到失败，是由于几乎完全没有工人参加。但是，工人们究竟为什么没有参加示威呢？青年学生响应彼得堡委员会的号召参加了示威，为什么彼得堡委员会不想法吸引工人参加而将它已开始的事业断送了呢？委员会的一位工人委员的下面一封信，对这些问题作了回答。我们摘录了这封信的最重要的段落。


　　“情绪（11月初）十分高昂而且急欲表露出来。表达这种情绪的手段势必是示威。果然，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份以‘大学生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名义散发的传单，号召在11月14日举行示威游行。委员会获悉此事后曾建议该组织将游行示威延期到11月底，以便有可能与彼得堡的无产阶级采取共同行动。大学生们表示同意……觉悟的工人们都渴望举行游行示威。许多工人以为大学生要举行示威，在11月14日来到了涅瓦大街。当时有人向他们指出，他们不应当在委员会没有号召的情况下擅自行动，他们虽然也表示同意，但是他们回答说，‘我们原以为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怎样，这一事实说明了觉悟的工人的情绪。11月18日委员会会议决定在28日举行游行示威。当场选出了负责组织游行示威和制定行动计划的委员会，决定散发两份作准备用的鼓动性传单和一份号召书。工作沸腾起来了。笔者曾亲自召集了一系列工人会议和小组代表会议，会上议论了工人阶级的作用以及当前举行游行示威的目的和意义。大家讨论了武装示威和非武装示威的问题，而且所有的会议都通过了决议，赞同委员会的决定。工人们要求多给一些传单以便广泛散发，他们说：‘就是发给几车也不多。’

28日的示威就这样准备起来了，预计这次示威的规模是巨大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彼得堡的‘少数派’象‘全俄的’和国外的‘少数派’一样，不会不扮演完全反面的角色——瓦解组织分子的角色。为了使人对这个角色了解得十分清楚，恕我就地方‘少数派’和他们的活动说几句话。在示威以前和示威以后，委员会的多数成员都是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的拥护者。失败和造成党的分裂的分歧，在许多方面削弱了各地方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活动。地方‘少数派’在与‘多数派’的斗争中竭力破坏地方委员会的威信以维护自己的派别利益。各区的代表即‘少数派’的拥护者，不准‘多数派’的同志进入他们的地区，他们不跟委员会发生任何联系。结果各该区的组织遭到惊人的瓦解，工作效力大为降低。例如，有这样一件事：一个区的代表近五六个月来一直是一个‘孟什维克’。由于和总的工作割断了联系，这个区大大削弱了。从前这里有15—20个小组，而现在勉强算才有4—5个。工人们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而他们的代表却竭力利用这种不满来反对‘多数派’，并在此基础上促使工人们起来反对委员会。‘少数派’竭力利用地方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弱点来反对‘多数派’，他们的努力能否成功，这是另外的问题，但这是事实。

示威前3天，根据‘少数派’的倡议召开了委员会会议。由于某种原因，委员会的3名‘多数派’委员未能得到开会的通知，因而缺席。‘少数派’建议取消游行示威，不然的话，他们就要反抗示威并且不散发一张传单；由于3位坚持游行示威的同志缺席，这个建议被通过了。决定不散发传单，并毁掉号召书。

广大的公众和工人都在准备参加示威，只等委员会发出号召了。开始有风声说，游行示威取消了，无限期地延期了。许多人对取消游行示威表示不满；技术部门提出抗议并拒绝继续为委员会工作。

星期五召开了委员会会议，上次会议缺席的3位委员对关于示威问题的错误的新决定提出抗议；鉴于民众即使没有传单也都要聚集在涅瓦大街上，他们坚决主张采取一切措施，使工人们也参加游行示威。一个‘少数派’代表提出反对，理由是，‘不是所有的工人都已成熟到足以自觉地参加示威和维护委员会提出的要求。
 ’问题交付表决，结果，会议以多数票赞成一票反对通过参加示威的决定。但这时发现大量（12000多份）印好的号召书已被烧毁了。此外，它们不可能在各工厂广泛散发，因为到了星期六早晨传单往什么地方散发都来不及了，各工厂在星期六的两三点钟就下班了。这样一来，传单只能在一小部分工人和熟人当中散发，根本不可能在广大群众中散发了。在这种情况下，示威是注定要失败的。示威果然遭到了失败……

现在我们的‘少数派’可以庆贺一番了。他们胜利了！这是破坏委员会（应读为“多数派”）威信的又一件事实。但是我们希望读者更认真地考虑一下造成示威的这种结局的原因，并能同我们一起说：‘是的，我们党内目前所形成的状况，使我们无法进行有成效的工作。必须尽快结束党内的危机，必须团结自己的队伍。否则，我们就有完全削弱的危险，我们如果不利用当前有利的时机，就会落后于伟大的事件。’”





　　彼得堡“少数派”从渺小的小组利益出发破坏无产阶级示威的行径，已经使党忍无可忍。我们党的情况非常严重，最近一年它的影响大受损失，这一点举世皆知。我们现在要把情况讲给那些不会以粗野的嘲笑和幸灾乐祸来对待这种严重情况的人，讲给那些不会唉声叹气、叫苦连天地躲避党内危机中一些棘手问题的人，讲给那些认为自己的义务是完全弄清（即使付出难以置信的努力也要弄清）危机的原因并根除祸害的人。我们要向这些人， 而且只向这些人
 谈谈危机的历史，因为不研究这段历史就无法了解“孟什维克”终于造成的目前的分裂局面。危机的第一阶段。在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虽有工人事业派分子和半工人事业派分子反对，火星报的原则还是取得了胜利。代表大会之后，少数派由于要把代表大会所否决的人引进编辑部，便开始进行破坏党的活动。瓦解、抵制、策划分裂，从8月底到11月底一直进行了 3个月
 。

第二阶段。普列汉诺夫向渴望增补的先生们作了让步，同时在《不该这么办》一文（第52号）中公开声明，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他个人向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让步。这帮先生利用他的让步进一步破坏党。他们一进入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和党总委员会，便组成 秘密组织
 ，以期将自己人拉进中央委员会并破坏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一个前所未闻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但是它已被新中央委员会的一封关于同这伙高尚人物达成协议的书信确凿地证实了。

第三阶段。三个中央委员转到反党阴谋家一边，他们 从少数派中增补了三个野心家
 （可是在书面材料中向各委员会说的却完全不是这样），并在总委员会的帮助下 彻底破坏
 绝大多数谈到危机的委员会所支持的 第三次代表大会
 。在奥尔洛夫斯基的小册子（《反党的总委员会》）和列宁的小册子（《关于中央机关与党决裂的声明和文件》） 
［注：见本卷第98—106页。——编者注］

 中，这些事实同样有确凿的证据。俄国国内广大的党的工作者不知道这些事实，但是凡是不仅在口头上想成为党员的人都必须知道这些事实。

第四阶段。俄国国内的工作者为了反击使我们党蒙受耻辱的国外小组而团结起来。 多数派
 的拥护者和 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的非正式的代表会议
 ，选出了自己的全权代表。完全把持在增补进来的野心家手里的新中央委员会， 向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瓦解和分裂多数派的一切地方委员会
 。请同志们对这一点不要抱任何幻想，中央委员会没有另外的目的。国外一伙人的亲信正在各地（敖德萨、巴库、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莫斯科、沃罗涅日等地）筹备和建立新的委员会。国外小组准备召开自己的精选的代表大会。秘密组织破坏了中央机关之后，又来反对地方委员会了。

彼得堡孟什维克的瓦解行径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经过周密考虑的分裂委员会的步骤，这一步骤是在被增补进中央委员会的“孟什维克”的协助下进行的。我们再重复一遍：大多数俄国国内党的工作者不知道这些事实。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提醒他们：凡是愿意捍卫党而同瓦解行为进行斗争的人，凡是不愿意完全受愚弄的人，都必须知道所有这些事实。

为了继续同“少数派”在一个党里工作，我们曾作了一切可能的让步和一系列最不可能的让步。现在，当第三次代表大会遭到破坏，而瓦解行为已针对地方委员会的时候，这方面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与背着党进行秘密活动的“孟什维克”相反，我们应该公开宣布并用行动证明，党同这些先生们断绝所有一切关系。





	载于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前进报》第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144—148页

















[78]《是结束的时候了》一文是列宁和瓦·瓦·沃罗夫斯基合写的，文章的开头，包括彼得堡委员会的一个工人委员的通讯，由沃罗夫斯基执笔；在这以后，自“彼得堡少数派从渺小的小组利益出发……”这句话起，由列宁执笔。该文原用沃罗夫斯基拟的标题：《为什么彼得堡的游行示威没有成功？》。在《前进报》发表时改用了现在的标题。——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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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委员会的代表会议

（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

不久前，我们党的地方委员会举行了三个代表会议：（1）四个高加索地方委员会的代表会议，（2）三个南方（敖德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地方委员会的代表会议和（3）六个北方（彼得堡、莫斯科、特维尔、里加、北方和下诺夫哥罗德）地方委员会的代表会议。我们希望不久就能发表有关这些代表会议的详细材料[79]。现在我们只报道一点：所有这三个代表会议都无条件地赞成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和支持“多数派”的著作家小组。





	载于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前进报》第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149页

















[79]《前进报》后来只发表了北方代表会议的决议（见1905年1月1日（14日）该报第2号《党的生活》栏）。南方代表会议的决议和高加索代表会议的决议于1930年首次发表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5卷第217—219页和第249—253页。——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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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报》编辑部给彼得堡通讯员来信所加的按语[80]


（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以后）



彼得堡来信
 （第1—6页
 ）



［注：来信页码。——编者注］




编者按
 ：彼得堡同志所作的结论同我们在《是结束的时候了》一文（《前进报》第1号） 
［注：见本卷第123—127页。——编者注］

 中所作的结论完全一致。孟什维克充分证明他们完全不愿意服从多数，共同工作，他们瓦解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建立的机关以后，现在又破坏第三次代表大会，因此除了决裂之外，党已经没有其他斗争手段。同瓦解组织分子决裂得愈快愈彻底，就愈…… 
［注：手稿到此中断。全文已被列宁删去。——俄文版编者注］




编者按
 ：彼得堡同志所作的结论充分证实了我们所作的结论（《前进报》第1号，《是结束的时候了》） 
［注：见本卷第123—127页。——编者注］

 的正确性。我们建议多数派的所有的委员会和组织尽快地坚决摆脱这些瓦解组织分子，以便着手工作而不是一味争吵。





	载于1934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53页

















[80]这是列宁为《前进报》彼得堡通讯员的一封来信所加的按语的初稿和定稿。彼得堡通讯员来信没有保存下来。看来编辑部原打算在《前进报》第4号或第5号发表这封信，但是由于发生了1905年1月9日事件，报纸腾不出篇幅来。以后则因已经过时而未予发表。——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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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日内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图书馆发起人小组的声明[81]


（1904年12月底）

创建日内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图书馆发起人小组一致决定把图书馆移交给“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以便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图书馆作出决议之前统一管理该馆的事务。





	载于1934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150页

















[81]这是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图书馆发起人小组起草的声明。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图书馆是1904年1月初在旅居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发起创立的。参加发起人小组的有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潘·尼·勒柏辛斯基、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马·尼·利亚多夫等。列宁十分赞同这一倡议，认为这一事业非常有益，并且表示他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也将把自己藏书的一部分捐献出来。为了征集图书，发起人小组于1904年1月28日向国外各俄侨组织发了一份题为《告全体书》的特别呼吁书，同时向俄国和外国的各社会主义组织和政党广泛发信。不久，图书馆就收到了各方面寄来的书籍、报纸、杂志和其他文献。到1904年9月，图书馆已有藏书3700多册，并且收集到了几乎所有以前的不合法出版物和大量档案材料。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刚一成立，发起人小组就提出将图书馆的财产移交给它，图书馆归它领导。列宁支持这个建议。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会议根据列宁的提议批准原发起人小组成员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图书馆管理委员会。该会曾向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工作报告。这个图书馆存在到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前后共13年。——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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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一文提纲要点[82]


（1904年12月28日和1905年1月11日〔1905年1月10日和24日〕之间）


他们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

（1）对列宁关于《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的小册子的两个答复——编辑部的答复 和
 普列汉诺夫的答复。这个 和
 字也是令人奇怪的（普列汉诺夫 是
 编辑部 成员
 ），但是最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答复的 不同之处
 。

普列汉诺夫非常谨慎而巧妙地为错误立场辩护。编辑部却很笨拙。

无论是（1）关于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及 其
 与《火星报》的“计划”的联系，还是（2）关于“高级形式的动员”，普列汉诺夫都 只字
 未提。可见，普列汉诺夫恰恰回避了《火星报》的错误的 
实质

 （错误的开始，即它的起点是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终点是关于“高级”形式的论断）。

编辑部正好 强调了
 自己的立场同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的联系并且 维护
 关于“高级形式”的思想。

无论是编辑部还是普列汉诺夫为关于引起惊慌的言论 所作的辩护
 都非常软弱无力（显然是在退却）。

普列汉诺夫老是在旧列宁同新列宁的矛盾上兜圈子[83]，以便证明《火星报》编辑部的行动是和旧列宁一致的。

普列汉诺夫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列宁 现在
 反对向地方自治人士示威，并且反对强迫他们接受“积极的行动纲领”。这是胡说，歪曲。






　　我所反对的《火星报》的论点是哪些呢？（1）关于引起惊慌的言论是不妥当的和庸俗的。





	

{


	回答？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坦波夫人（哈哈！）[84]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哪里？）
	

}


	编辑部几乎被偷光：



	　　　编辑部所说的“捣乱行动”
	“多余的”。





　　（2）同自由派的“协议”应当取决于实际的共同斗争，而不是“诺言”　　　　普列汉诺夫—— 
什么也没有说



（3）斯塔罗韦尔的条件已被抛弃。（编辑部为自己所作的辩护极其软弱无力，实际上是在招认。）

（4）“新形式”。编辑部——软弱。普列汉诺夫—— 
什么也没有说

 。

关于 起义
 问题，见《火星报》第62号。社论。

　　对准备起义的

　　“纯空想观点”。

　　　　　　　　“开始表现出来”……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394—395页

















[82]《〈他们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一文提纲要点》大约写于1905年1月。为了回答列宁的小册子《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火星报》编辑部给各党组织发出了第二封信，格·瓦·普列汉诺夫也写了《论我们对待自由派资产阶级反沙皇制度斗争的策略》这本只供党员阅读的“秘密”小册子。《提纲要点》看来是为写批判它们的文章而拟的，但是文章没有写成。列宁的这个想法，可参看本卷第174页脚注。——132。



[83]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他的小册子《论我们对待自由派资产阶级反沙皇制度斗争的策略》中把列宁的《怎么办？》和《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这两部著作对立起来，说什么“旧”列宁同“新”列宁在对待地方自治派的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方面存在着矛盾。——133。



[84]指坦波夫省地方自治会议主席彼得罗沃－索洛沃沃的行为。1904年12月14日和15日，他曾请警察保护他们的会议，以防“公众”破坏。格·瓦·普列汉诺夫在《论我们对待自由派资产阶级反沙皇制度斗争的策略》这本小册子中就此写道：“顺便说说关于惊慌失措的问题。不久前的坦波夫事件，大概能使某些反对专制制度的人产生这样一种念头：《莫斯科新闻》以反对立宪主义的全民起义来吓唬自由派是对的。”（见《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3卷第178页）。——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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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口的陷落[85]


（1905年1月11〔14日〕）


　　“旅顺口投降了。这是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昨天，通过电报传遍文明世界每个角落的这几个字，使人感到沮丧，使人感到一场巨大而可怕的灾难和不幸，这种感觉是难于用言语来表达的。强大帝国的精神力量在破灭，年轻的种族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显示自己，它的声望就在日益低落。整个政治制度已被判决，一连串的奢望已被打断，巨大的努力已被摧毁。当然，旅顺口的陷落早在意料之中，人们早就在为自己开脱并说些老套话来安慰自己了。但是，明显而严峻的事实粉碎了全部编造的谎言。现在，要冲淡已经发生的崩溃的意义是不可能的。难以补救的失败使旧世界第一次遭到屈辱，打败它的是一个十分神秘的、看来还很年轻的、昨天才来追求文明的新世界。”





　　欧洲一家有名望的资产阶级报纸[86]这样描述了对事件的直接印象。应当承认，这家报纸不仅清晰地表达了整个欧洲资产阶级的情绪，它的话也反映了旧世界资产阶级的真实的阶级本能；旧世界资产阶级对新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成就感到惶恐不安，对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可靠堡垒的俄国军事力量的崩溃感到惊慌失措。难怪就连没有参战的欧洲资产阶级也感到受了屈辱和沮丧。它如此习惯于把俄国的精神力量和欧洲宪兵的军事力量等同看待。在它看来，年轻的俄罗斯种族的声望与无比强大的、坚定不移地保护着现代“秩序”的沙皇政权的声望是紧密相连的。难怪整个欧洲资产阶级都认为居于支配地位和发号施令的俄国的灾难是“可怕的”，因为这一场灾难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加速，历史的发展大大加快，而资产阶级十分清楚地知道，它根据痛苦的经验知道，这种加速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加速。西欧资产阶级在长期停滞的环境中，在“强大的帝国”的庇护下曾感到十分安逸，可是现在突然有一种“神秘的，还很年轻的”力量竟来打破这种停滞和摧毁这些支柱。的确，欧洲资产阶级应当感到害怕。无产阶级应当感到高兴。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的灾难不仅意味着俄国的自由即将来临，它还预示欧洲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但是，旅顺口的陷落为什么和在什么程度上是一场真正历史性的灾难呢？

人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一事件在战争进程中的作用。对日本人来说，战争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进步的先进的亚洲给予落后的反动的欧洲以不可挽救的打击。10年以前，以俄国为首的这个反动的欧洲，曾因中国败于年轻的日本而感到不安，并为了从日本手中抢走最好的胜利果实而联合起来。欧洲一直保护着旧世界已经确立的关系和特权，维护着它的优惠的权利，即几世纪以来一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剥削亚洲各国人民的权利。日本夺回旅顺口是对整个反动欧洲的一个打击。俄国占据旅顺口6年，花了多少亿卢布修筑战略铁路，修建港口，建设新的城市，加固要塞；被俄国收买和在俄国面前卑躬屈膝的一切欧洲报纸都曾吹嘘这个要塞是攻不破的。军事评论家们说，就实力而论，旅顺口等于6个塞瓦斯托波尔。可是，一个小小的、一直被人瞧不起的日本，却在8个月之内占领了这个要塞，而在此以前英国和法国为了攻克一个塞瓦斯托波尔，却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军事上的打击是不可挽救的。关于制海权问题——现代战争的一个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起初并不比日本舰队弱的（如果不是较强的话）俄国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了。舰队作战的基地也被人夺走，于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分舰队在白白地花费了好几百万以后，在威武的装甲舰大败英国渔船以后，只好又可耻地开了回来。据估计，俄国仅在舰队方面的物质损失，即达3亿卢布。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损失了上万名优秀的海军人员，损失了整整一个陆军集团军。许多欧洲报纸现在正在竭力冲淡这些损失的意义，它们在这方面的热心努力达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它们甚至说库罗帕特金现在“轻松了”，“用不着”再为旅顺口操心了！俄国军队也用不着再去管整整一个集团军了。据最近英国的统计材料，被俘者达 48000人
 ，在金州和在要塞本身的会战中被打死的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日本人完全占领了整个辽东，获得了能影响朝鲜、中国和满洲的无比重要的据点，腾出了拥有8—10万人的配备有庞大的重炮队的经过锻炼的军队来对付库罗帕特金。这支重炮队开抵沙河，将使日军对俄军的主力居于压倒的优势。

据国外报纸报道，专制政府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继续作战，并给库罗帕特金派去20万人的军队。很可能战争还要拖延很久，但战争胜利无望已经是很明显的了，而一切拖延只会加重俄国人民由于容忍专制制度的宰割而带来的无数灾难。在此以前，日本人在每一次大的会战以后总是比俄国人更迅速而且更扎实地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而现在，他们在争得了全部制海权和全歼了俄国的一个集团军以后，就能够比俄国人多派出一倍的援军。在此以前，日本人一直在连续不断地打击俄国的将军们，尽管他们的大部分精锐炮兵当时已用于围攻要塞。日本人现在已经可以把自己的兵力充分集中起来，而俄国人却不仅要为萨哈林岛 
［注：即库页岛。——编者注］

 担心，而且要为符拉迪沃斯托克 
［注：即海参崴。——编者注］

 担心。日本人占领了满洲最好的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他们在那里可以靠被征服地区的资财和靠中国的帮助来供养军队。而俄国人却愈来愈只能靠从俄国运去的物资接济，由于无法运送足够数量的物资，库罗帕特金很快就不能进一步扩充军队了。

但是，专制制度所遭到的军事破产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它是我国整个政治制度崩溃的标志。靠雇佣兵或半脱离人民的帮会分子作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战争现在是由人民来进行的，——据涅米罗维奇－丹琴科证明，甚至库罗帕特金也开始懂得，这个道理不是光写在纸上的。战争现在是由人民来进行的，因此，战争的伟大属性现在表明得特别明显，这就是在事实上，在千百万人的面前揭露出一向只有少数觉悟的人才明白的人民和政府间的不一致。一切先进的俄国人，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国无产阶级对专制制度的批判，现在已被日本武器的批判所证实，这就使那些不知道什么叫专制制度的人，以至知道这一点但却一心一意维护专制制度的人，都愈来愈 感到
 在专制制度下无法生活下去了。一旦人民不得不在实际上以自己的鲜血为专制制度付出代价，专制制度同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同全体人民（一小撮官吏和巨头除外）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情况就表现出来了。愚蠢、罪恶的殖民冒险政策使专制制度陷入了绝境，只有人民自己才能够解脱这种绝境，而且只有以摧毁沙皇制度为代价。

旅顺口的陷落是对沙皇制度的罪行所作的一次最重大的历史总结。这些罪行从战争刚一爆发就已开始暴露出来，现在它们将更加广泛地更加不可遏制地暴露出来。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87]——所有大大小小的阿列克谢耶夫都这样说，他们没有想到，而且也不相信洪水真的就要来到了。将军们和统帅们原来都是些庸碌无能之辈。根据英国一位军事评论家的权威性论断（载于《泰晤士报》[88]），1904年战争的全部进程，是“对海军和陆军战略基本原则的犯罪性的忽视”。军政界的官僚象农奴制时代一样寄生成性、贪污受贿。军官们都是些不学无术、很不开展、缺乏训练的人，他们和士兵没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不为士兵所信任。农民群众的愚昧无知，目不识丁和孤陋寡闻，在现代战争中同进步的民族发生冲突时，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因为现代战争也同现代技术一样，要求有质量高的人才。没有具有主动精神的、自觉的陆海军士兵，要在现代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在使用射速快口径小的步枪和速射炮的时代，在舰船上装有复杂的技术设备、陆战中采用散开队形的时代，任何耐力、任何体力以及任何多数人密集在一起的战斗阵势，都不能造成优势。专制俄国的军事威力原来只是虚有其表。沙皇制度成了按照现代最新要求组织军事的障碍。而军事却是沙皇制度一向全神贯注的、最引为骄傲而且不顾人民的任何反对而为之作出无可计量的牺牲的事业。粉饰的坟墓 
［注：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3章。——编者注］

 ——这就是专制制度在对外防卫这个可以说是它最内行的专业方面的写照。事变证实某些外国人的看法是对的，这些人看到亿万卢布被用来购买和建造精良的军舰曾感到好笑，并且说，在不会使用现代军舰的情况下，在缺少能够熟练地利用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况下，这些花费是没有用处的。不论是舰队也罢，要塞也罢，野战工事也罢，陆军也罢，竟都成为落后的和毫无用处的东西了。

一个国家的军事组织和它的整个经济文化制度之间的联系，从来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密切。因此，军事上的破产不可能不成为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开端。先进国家同落后国家的战争这一次也起了伟大的革命作用，就象历史上屡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觉悟的无产阶级是战争这个一切阶级统治的不可避免和无法排除的伴侣的无情敌人，它不能闭眼不看击溃了专制制度的日本资产阶级所完成的这一革命任务。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一切资产阶级制度的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历史上进步的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加以区别的责任。因此，革命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彻底和最坚决的代表，如法国的茹尔·盖得和英国的海德门，都直率地表示他们同情击溃俄国专制制度的日本，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我们俄国，不用说，有些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了思想混乱。《革命俄国报》[89]谴责盖得和海德门说，一个社会主义者只能拥护工人的、人民的日本，而不能拥护资产阶级的日本。这种谴责十分荒谬，正象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承认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比主张保护关税的资产阶级进步而受到的谴责一样。盖得和海德门并没有袒护日本资产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但在两个资产阶级国家发生冲突的问题上，他们正确地指出了其中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混乱，当然是我们的激进知识分子不懂得阶级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结果。新《火星报》也不能不表现出混乱。起初它大谈不管什么样的和平。后来，当饶勒斯清楚地表明，拥护一切和平的冒牌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是为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还是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时候，新《火星报》才急忙“进行纠正”。现在它又发表庸俗的议论，说什么借日本资产阶级的胜利“进行投机”（！！？）是如何不恰当，说什么“不论”专制制度是胜是败，战争总是灾难。

不是这样。俄国的自由事业和俄国（以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制制度的军事失败。这一事业从这次使欧洲所有的旧制度维护者感到恐惧的军事破产中得到很多好处。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不断地进行反对战争的宣传，同时要永远牢记，只要阶级统治还存在，战争就不会消除。饶勒斯之流的庸俗的和平辞藻，对被压迫阶级毫无用处，被压迫阶级对两个资产阶级国家间的资产阶级战争不负任何责任，它正在竭尽全力来推翻一切资产阶级，因为它知道，就是在“和平的”资产阶级剥削时期，人民的灾难也是无穷的。但是，在反对自由竞争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和半农奴制度相比，自由竞争是有进步性的。在反对一切战争和一切资产阶级的时候，我们在宣传当中应当把进步的资产阶级与农奴制的专制制度严格区分开来，我们应当经常指出俄国工人被迫参加的这个历史性的战争的伟大的革命作用。

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俄国专制制度挑起了这场殖民战争，这场战争已变成新旧资产阶级世界之间的战争。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专制制度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俄国人民从专制制度的失败当中得到了好处。旅顺口的投降是沙皇制度投降的前奏。战争还远未结束，但是它每延续一步都将大大加剧俄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慨，都将促使新的伟大的战争，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战争，无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战争的时刻早日到来。难怪最沉着、最冷静的欧洲资产阶级这样惊慌失措，它满心赞同俄国专制制度作出自由主义的让步，但害怕俄国革命比害怕火还要厉害，因为俄国革命将是欧洲革命的序幕。

一家冷静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机关报[90]写道：“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见解，即认为在俄国爆发革命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人们用各种各样的论据为这种见解辩护。例如说俄国农民不爱动，俄国农民笃信沙皇，依赖僧侣。又说，极端不满分子只是极少数人，他们可能举行叛乱（小规模的爆发）和进行恐怖性的谋杀，但决不能掀起总起义。他们对我们说，广大的不满的群众缺乏组织和武器，而最主要的是缺乏冒生命危险的决心。俄国的知识分子一般大约只是在30岁以前具有革命情绪，以后他们搞到一官半职，就舒适安逸地生活起来，于是很大一部分激烈分子就变为平庸的官吏。”但现在，这家报纸继续写道，许多迹象证明要发生巨大的变革。现在谈论俄国革命的已经不光是革命者，而且还有那些全无“狂热”的、现存制度的坚实柱石，如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他写给内务大臣的信现在正被所有的国外报刊转载[91]。“害怕俄国革命看来是有实际根据的。不错，谁也不认为俄国农民会拿起木叉去为宪法而斗争。但难道革命是在农村里发生的吗？在现代历史上，革命运动的体现者早已是大城市了。在俄国，风潮正是在城市里掀起的，它正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地涌动。谁也不敢预言结果将会怎样，但是认为俄国革命不可能发生的人在日益减少，这却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而一旦发生严重的革命爆发，被远东战争削弱了的专制制度是否能对付得了，那就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事情了。”

是的，专制制度是被削弱了。最不相信革命的人也开始相信革命了。普遍相信革命就已经是革命的开始。政府本身正在以自己的军事冒险促进革命的继续发展。俄国的无产阶级将致力于支持和扩大重要的革命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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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本卷《附录》中收载了《旅顺口的陷落》一文的提纲（见第367—369页）。这篇文章的其他准备材料——外国和俄国报刊摘录——载于《列宁文稿》第11卷第632—641页。——134。



[86]指《比利时独立报》。上文引自该报1904年1月4日社论《旅顺口》。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是比利时资产阶级报纸，自由派机关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1940年停刊。——134。



[87]“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据说出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路易十五在位时横征暴敛，榨取全国钱财来维持宫廷的奢侈生活，根本不顾人民死活，曾说他这一辈子已经足够，死后管它洪水滔天。——138。



[88]《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138。



[89]《革命俄国报》（《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报纸，由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于1900年底在俄国出版，创办人为安·亚·阿尔古诺夫。1902年1月—1905年12月，作为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在日内瓦出版，编辑为米·拉·郭茨和维·米·切尔诺夫。——139。



[90]指《福斯报》。此处摘自该报1905年1月4日社论《旅顺口》。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是德国温和自由派报纸，1704—1934年在柏林出版。——141。



[91]指1904年12月15日（28日）莫斯科省贵族代表Л．Ｈ．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给内务大臣彼·丹·斯维亚托尔克－米尔斯基的信。这封信刊登于1904年12月18日（31日）《解放》杂志第62期。特鲁别茨科伊在分析社会运动的情况时写道：“目前发生的事件不是暴乱，而是革命；与此同时，俄国人民正被卷入这场革命……”——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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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喂不了夜莺

（1905年1月1日〔14日〕）

我们请读者注意新火星派刚刚出版的一本署名为“ 一工人
 ”的小册子《我们组织内的工人和知识分子》，阿克雪里罗得为它写了序言。也许我们要不止一次地谈到这部颇有教益的著作，因为它绝妙地证明，“少数派”或新火星派的蛊惑宣传曾经造成和正在造成怎样的结果，新火星派自己现在是怎样千方百计地想从他们说过的一切废话中脱身。我们暂且只谈一谈小册子和序言的实质。

“一工人”不幸相信了新火星派的宣传。因此，他就一口气说了一大堆符合阿基莫夫精神的工人事业派的话。“我们的知识分子领导人……没有给自己规定……发展工人意识和发挥工人主动性的任务……”发挥主动性的愿望“经常遭到迫害”。“在任何一种类型的组织里都没有发挥工人主动性的余地……”“经济斗争被抛到九霄云外”，甚至连宣传性的和鼓动性的集会“也不许工人参加”（竟然如此！）。示威游行“已过时”——所有这些灾难（很久以前旧《工人事业》反对旧《火星报》时就发出过这种关于灾难的叫喊）当然都是“官僚主义集中派”，即跟工人事业派作对的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造成的。这位不幸的“一工人”在受了委屈的少数派的教唆下反对党的代表大会，把这次代表大会说得一无是处，说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没有我们”（没有工人），“没有我们参加”，那里“几乎一个工人”也没有，——而曾是代表大会代表的所有的真正的工人斯捷潘诺夫、哥尔斯基和布劳恩都坚决拥护多数派和反对知识分子的毫无气节这样一个事实，不用说，被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新火星派的宣传达到了怎样极端下流的地步。他们在选举失败后“责骂”代表大会，他们在没有参加代表大会的人面前进行责骂，唆使别人污辱历次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大摇大摆地钻进了完全是以代表大会的名义进行活动的中央机关。梁赞诺夫公然把代表大会叫作 拼凑会议
 ，但他至少没有从“拼凑会议”中得到任何封号和称号，他的立场（见他的小册子：《破灭了的幻想》）不是更正派些吗？

然而，这位工人即使被人唆使来反对“多数派”，但他并不满足于什么自治、工人的主动性等等空话，从一个工人的心理状态来讲，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他也象一切新火星派分子或工人事业派分子一样，重复着这些话，但他却是以冷静的无产阶级的本能力求 用行动来证实言论
 ，他不满足于用寓言来充饥。他说，如果领导人的“ 组成不变
 ”（黑体是“一工人”用的），漂亮话照旧是空话。应当要求 让
 工人 参加
 一切重要的党的机关，应当取得与知识分子 平等的权利
 。“一工人”以一个真正的无产者和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对一切空话所抱的极端不信任态度说： 
怎样保证
 将来参加委员会会议的不光是一些知识分子呢？
 这正击中我们的新火星派分子的要害。这个绝妙的问题表明，工人事业派的挑唆还没有使无产者的明确思想发生混乱。他直截了当地声称，他所在的委员会“在书面上〈请听！〉基本上仍然是少数派的委员会，而在它的实践中，它与多数派的委员会毫无区别。我们工人未能进入任何重要的，即领导的机关（更不用说委员会了）。”

谁也不会象这个孟什维克工人那样一针见血地揭穿孟什维克。他懂得，如果 没有保证
 ，关于自治和无产阶级的主动性的高谈阔论就都是无聊的空话。可是，在社会民主党组织里能有什么样的 保证
 呢？“一工人”同志，您考虑过这一点吗？如果一起参加过党代表大会的革命家们会后开始抱怨代表大会不选他们，大叫大嚷，说代表大会是一次想要巩固火星派观点的反动尝试（托洛茨基在 新《火星报》编辑
 出版的小册子里的说法），说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说代表大会上没有工人群众，——那么，有什么样的保证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呢？如果关于党组织的形式和准则的总的决议，即党的组织章程（它只能以这种章程的形式存在），事后被一些毫无气节的人借口说章程这类东西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而撕毁了他们所不喜欢的那一部分，——那么，有什么样的保证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呢？如果那些破坏一致通过的组织规则的人后来又开始议论纷纷，说组织是过程，组织是倾向，组织是与内容协调一致的形式，因此，要求遵守组织规则是荒谬的、不切实际的，——那么，有什么样的保证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呢？小册子的作者“一工人”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但是他十分接近这些问题，他十分真诚地、大胆地向清谈家和政客们直接提出了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衷心地推荐他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出色地表明：“说漂亮话”的骑士如何被他们自己的拥护者所揭穿。

“一工人”人云亦云地反对列宁的“组织计划”，他照例没有明确而肯定地指出他对计划的 哪一点
 不满意，他援引帕宁和切列万宁的话（除了气话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但是，连列宁写给彼得堡一位同志的那封轰动一时的信也不想 看一眼
 。假如“一工人”不相信他的挑唆者们所说的话，而去看看这封信，那他读了下面这段话会感到十分吃惊的：


　　“应当特别努力使尽可能多的工人成为完全自觉的职业革命家并且进入委员会。应当努力使那些在工人群众当中联系最多和‘名声’最好的工人革命家参加委员会。因此，委员会中应当尽可能包括工人运动中工人出身的所有主要带头人。”（该信第7—8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5页。——编者注］





　　“一工人”同志，请您读一读，并且反复读一读这几句话，您就会发现责骂旧《火星报》和它的拥护者即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的工人事业派分子和新火星派分子是怎样 欺骗了您
 。请您仔细读一读这几句话，并请接受我的这个请求：从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书刊中给我再找出 这样一个地方，那里也是如此明确、直截了当而毫不含糊地
 提出了您所提出的“我们组织内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问题，同时那里也指出必须吸收尽可能多的工人 参加委员会
 ，必须尽可能吸收工人运动中工人出身的所有带头人 参加委员会。我敢断言，您再指不出这样一个地方。
 我敢断言，凡是根据各种文件， 根据《工人事业》杂志
 、《火星报》和各种小册子，而不是根据造谣者的胡说去下功夫研究我们党内争论的人，都会看清新火星派的宣传的虚伪和蛊惑性质。您或许会反驳说：列宁可以这样写，但是他的意见并不总是都能实现的。当然，这是可能的。任何一个党的著作家也不能担保一切自称是他的拥护者的人，实际上都能时时执行他的意见。但是，第一，难道那种自称是“信”的拥护者但又不执行它的意见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已经被这封信揭穿了吗？难道信的刊出只是为了知识分子，而不也是为了工人们吗？难道一个作者除了通过印刷品之外还会有其他办法来陈述自己的观点吗？第二，就算跟“一工人”证明的一样，无论孟什维克或布尔什维克都没有执行这些意见，那么从这里不是可以明显地看出，孟什维克没有任何权利 制造
 这种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吗？他们唆使工人反对布尔什维克，说布尔什维克忽视工人的主动性，这不是蛊惑煽动吗？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 在这一点上
 的 真正
 分歧是什么呢？难道不就是布尔什维克更早地和更直截了当地提出吸收工人参加委员会这种明确而肯定的意见吗？难道不就是布尔什维克一向鄙视那些只是流于空谈（象孟什维克那样）的关于自治和工人主动性的“漂亮话”吗？

请看令人尊敬的、劳苦功高的元老阿克雪里罗得现在如何在他的序言中脱身吧。那位工人饱读阿克雪里罗得的“出色的”小品文、马尔托夫的令人难忘的文章以及托洛茨基的非凡的（从“多数派”的利益的角度来看）小册子并从中学到工人事业派的智谋，他那无产阶级的直爽和粗犷，已把阿克雪里罗得逼得走投无路了。

“一工人”试图反驳列兵的如下论断：自从经济主义产生以来，我们的党组织，就其成员来说，已相对地更无产阶级化了。显然，“一工人”是不对的。凡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细心观察过我们党内事务的人都了解这一点。但最有趣的是看到我们的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改变腔调的。他曾说社会民主党是知识分子的组织；谁不记得他这一套堂皇的、曾被社会民主党的敌人自由主义解放派分子巧妙地利用的论断呢？谁不记得在党内受了委屈的新火星派分子是怎样重复和反复咀嚼这种对党的诽谤呢？而现在，这个阿克雪里罗得被“一工人”从这种诽谤中得出的直接的、公正的结论吓坏了，于是竭力设法脱身。

他在序言中说：“在社会民主党诞生和最初发展时期，俄国的革命政党曾是纯粹的知识分子的政党……现在觉悟的革命工人构成社会民主党的主力部队〈请听！〉。”（第15页）

可怜的“一工人”！他相信了阿克雪里罗得的“漂亮话”，活该倒霉！有些作家根据“增补”的需要，一年半以来忽而说东忽而道西，谁相信他们，谁就总是要倒霉的。

请看，阿克雪里罗得对直接向他提出的“保证”问题是如何支吾搪塞的。这真是妙极了，这是新火星派著作界的杰作。“一工人”谈到工人和知识分子 在组织里
 的关系，“一工人” 说得万分正确
 ：如果没有保证，没有平等权利，也就是说，没有选举原则，关于非官僚主义的集中制的漂亮话就都是空谈。那么，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回答的呢？“迷恋于改变我们组织内工人的法律地位的思想是片面的”，作者徒劳无益地把消除弊病问题转移到”形式上的组织关系方面”，他平白无故地忘记了，“权利平等这一局部性任务”，只有在“我们的实践沿着社会民主主义方向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得到解决。“小册子的作者专心致力的问题，只有在我们党的自觉的集体工作过程中才能彻底解决。”

难道这还不是杰作吗？阿克雪里罗得本人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和新《火星报》（第55号）上第一个提出的正是组织问题，而且只是组织问题，可是当“一工人”专门写了一本关于组织问题的小册子的时候，有人却又郑重地对他说：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工作过程！

对新《火星报》和阿克雪里罗得来说，重要的不是组织原则，而是为无原则的立场作辩护的饶舌过程。在整个臭名远扬的组织－过程论（着重参看罗莎·卢森堡的文章），即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使之失去灵魂的理论中，除了为无原则进行辩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

我们再重复一遍：为了使人们了解新火星派分子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全部虚伪，必须大力推荐“一工人”的这本出色的小册子。我们特别要向那些受到孟什维克选举原则 
［注：见尼·列宁
 《关于中央机关与党决裂的声明和文件》（本卷第98—106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里引证的孟什维克领袖
 的信说：“工人们要求实行选举制，这是坚定派垂死挣扎的明显征兆。”我是坚定派，但我很满意这种垂死挣扎。工人们对选举原则的要求明显证明，新火星派用寓言是喂不了工人的，阿克雪里罗得的任何遁词现在都不能使他摆脱被彻底揭露的命运。］

 的宣传挑唆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推荐这本小册子。工人们一针见血地揭穿了清谈家和扯谎者。他们的问题提得很好：或者是选举原则，或者只是关于吸收工人参加委员会的意见。如果是选举原则，那就拿出正式的保证、法定的保证、法定的平等权利来。工人们可以看到，新火星派分子害怕这个问题，就象魔鬼害怕晨祷一样。如果关于吸收工人的意见是好的，如果旧《火星报》认为民主主义，即在 俄国国内
 秘密组织里普遍运用选举原则与专制警察制度不相容这种看法是对的，那么，您 在哪里
 也找不到象多数派所提出的吸收工人参加委员会这种直截了当而有教益的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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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9卷


致布尔什维克苏黎世小组

1905年1月18日于日内瓦

敬爱的同志们：现在不可能召集编辑部的会议来答复你们的质问，我姑且以个人名义向你们作一答复。布尔什维克苏黎世小组问道，“我们怎样对待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是认为它们的存在是合法的，而它们的活动是非法的，因而对它们采取反对的态度呢，还是根本不承认它们是党的中央机关”。

我认为你们的问题的提法有些诡辩。《前进报》发刊预告[92]和第1号（《是结束的时候了》 
［注：见本卷第123—127页。——编者注］

 ）加上我写的《声明和文件》 
［注：同上，第98—106页。——编者注］

 似乎已经 在实质上
 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央机关（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与党 决裂了
 ，破坏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最卑劣的手法欺骗党，以波拿巴分子的手段篡夺了它们垂涎的地位。这还怎么谈得上中央机关的合法存在呢？一个凭伪造的期票骗得金钱的骗子，他占有金钱能说是合法的吗？

我真不明白，问题已经反复解释得这样透彻了，苏黎世的布尔什维克还是弄不清楚。中央机关不打算服从党，这一点已完全被证实。我们究竟怎么办呢？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吗？它们在这一点上也玩弄了骗人伎俩。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 完全地
 、迅速地、明确地（公开、当众地）与孟什维克决裂，召开不经中央机关的同意和没有它们参加的自己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 立即
 （也不等候这个中央机关）开始跟我们的党中央机关，《前进报》编辑部和北方代表会议所选出的国内常务局[93]一起工作。

我再重复一遍：中央机关 自己已置身于
 党 外
 。谁拥护中央机关，谁拥护党？中间立场是没有的。现在是划清界限的时候了，与秘密分裂党的孟什维克相反，现在必须公开接受他们的挑战：好，分裂好了，因为你们已经彻底分裂出去了。好，分裂好了，因为 一切
 延缓和通过 党的
 途径（第三次代表大会）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都已用尽了。好，分裂好了，因为到处和瓦解组织分子进行令人厌恶的争吵，结果只是损害了事业。彼得堡有人给我们来信说：分裂以后倒更好了，可以没有争吵地同你所信任的人一起工作。难道这不很清楚吗？波拿巴分子和瓦解组织分子滚开！

这个答复你们是否满意，请告诉我。

在国外的多数派小组 必须
 团结起来，请立即把这一点写信告诉那些伯尔尼人（卡扎科夫先生。伯尔尼贝克赖路1号），他们已经着手这样做了，他们的答复会比我更好。应当更加努力地干起来。请与所有的小组通信联系，催一催钱和资料，在新的地方建立小组等。

我们与少数派彻底决裂之后，也觉得好多了。衷心地希望你们也能尽快地摆脱出来，

握手。


你们的　尼·列宁


附言：最后再以个人名义特别向梅耶尔松问好。他近来怎样？他身体好吗？

我在生施泰纳的气，告诉她，这太不象话了，她答应圣诞节来信谈一谈尼古拉耶夫的情况，现在快到1月底啦！！

伯尔尼小组倡议把国外的布尔什维克联合起来，当然是在常务局的领导之下。请向伯尔尼小组索取它就这件事写给我们的信和日内瓦小组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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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指关于出版《前进报》的声明。该声明由在日内瓦的弗·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尼·列宁社会民主党书刊出版社于1964年12月印成单页。声明对俄国政治形势作了估计，向无产阶级及其先进的组织核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出了任务，并扼要地描述了党正经受的危机和分裂。——150。



[93]指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参看注61）。——151。







《列宁全集》第9卷


致叶·德·斯塔索娃和莫斯科监狱中的同志们[94]


1905年1月19日

亲爱的朋友们：我已经收到你们有关法庭上的策略问题的询问（从绝对者的来信和通过一个不知名的人的“逐字转达的”便函中得知）。绝对者谈到两个观点。便函上谈到三种意见，可能就是指的下面三点，我试把它们加以还原：（1）否定法庭并直接抵制它。（2）否定法庭并不参加审讯。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邀请律师：律师必须完全从抽象的法的角度论述法庭是站不住脚的。在最后发言中阐明信仰并要求陪审法庭审判。（3）关于最后发言的问题如上所述。利用审讯作为宣传手段，并为此目的在律师的协助下参加审讯。指明庭审的非法性，甚至召请证人（证明不在现场等等）。

再一个问题是：只说就信仰来讲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呢，还是承认自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

你们来信说，需要有一本论述这个问题的小册子。我倒认为，在缺乏经验指导的情况下，不宜马上出版小册子。也许在适当场合我们会在报纸上稍微提一提。也许狱中的哪一位同志会给报纸写篇短文（5000—8000个字母）吧？这或许是引起讨论的最好办法。

我个人还没有完全肯定的意见，我觉得在发表肯定的意见之前，最好先跟狱中的或受过庭审的同志们较为详细地谈一谈。作为这个谈话的开始，我来谈一谈我的想法，我认为，许多做法要取决于：庭审将是 什么样的
 ？就是说，有可能把它用来进行宣传还是根本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1条策略是不适宜的；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1条是适宜的，但是即使是这样也必须先提出公开的、明确的、强烈的抗议和声明。而如果有可能利用庭审进行宣传，那么第3条策略是最合适的。依我看，发表一篇阐明信仰的演说一般说是很需要的，是很有益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演说能够起到宣传鼓动的作用。特别是在政府开始利用庭审手段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发表演说阐述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有人说，承认自己是党员，特别是某一组织的成员是不适当的，最好只声明：就信仰来说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我认为，在演说中应当直接避开组织关系，应当这样说：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不打算谈自己的组织关系，但是我是社会民主党人，我要谈 
我们的

 党。这样的说法有两个好处：直截了当地和明确地预先说明，不能谈组织关系（即是否参加了组织，参加了什么样的组织等），同时又谈到 我们的
 党。为了使社会民主党人在法庭上的演说成为党的演说和声明，为了使宣传有利于党，这样做是必要的。换句话说：我撇开我的形式上的组织关系不谈，我不在形式上代表任何组织讲话，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我要向你们谈谈 我们的
 党，并请你们把我的声明看作是叙述 我们
 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文献以及我们的某些小册子、传单、报纸中所贯穿的那些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一种尝试。

律师问题。对律师必须严加管束，严加控制，因为这帮知识分子坏蛋常常害人。要事先对他们说：假如你这个狗崽子敢作一点点不体面的事情， 或在政治上采取机会主义立场
 （说社会主义不成熟、不正确，说是一时的迷恋，说 社会民主党人否定暴力
 ，说他们的学说和运动具有和平性质等诸如此类的话），那么我这个被告就马上当众打断你的话，叫你一声下流胚并声明拒绝这样的辩护等等。这种威胁手段必须加以使用。找律师，只找聪明的，别的不要。要事先对他们说：只须在核对事实和起诉的预谋性的问题上批评并“揭露”证人和检察官，只须把审判的舍米亚卡式的做法[95]披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就连聪明的自由派律师也最爱谈论 或者暗示
 什么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和平性质，什么甚至象阿道夫·瓦格纳一类的人物也承认它的文化作用等等。所有类似的企图必须加以根除。似乎倍倍尔说过，律师是最反动的家伙。你要安守本分。你只能以律师的身分嘲笑原告的证人和检察官，最多也只能将这样的法庭和自由国家的陪审法庭加以对比，而不要涉及被告人的信念，不许你对他的信念和他的行动稍加评价。因为你这个可怜的自由主义者对这些信念了解得很差，甚至你称赞它们时也难免流于庸俗。当然，对律师说所有这些话时不能象索巴开维奇[96]那样，而应当温和地、客气地、委婉慎重地说。但是，无论如何对律师最好还是要加以提防，不要相信他们，特别是当他们说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党员（根据我们的第1条！！）的时候。

我认为是否参加审讯的问题要由律师问题来决定。邀请律师也就意味着参加审讯。为了揭露证人和进行反对法庭的宣传，为什么不参加呢？当然，必须十分小心，以免流于不恰当的辩护腔，这是自不待言的！最好 在
 审讯 之前
 ，针对审判长的头几个问题立刻声明，我是社会民主党人，我将在我的发言中向您说明这意味着什么。参加审讯的问题要完全根据情况具体加以决定。假定你们已经完全被揭露，证人谈出真实情况，起诉的全部事实都是证据确凿的；那参加审讯也许就没有必要了，而应当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原则性的演说上面。如果事实站不住脚，侦查证人们的证词矛盾百出和瞎说一气，那么放弃揭露庭审的预谋性的宣传材料则未必有什么好处。事情也还要取决于被告人：如果他们十分疲倦，有病，劳累，又没有善于进行“法庭辩论”和舌战的强手，那最好拒绝参加审讯，公开声明这点，并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原则性演说上面，这种演说最好事先准备妥当。在任何情况下，谈论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纲领和策略，工人运动，社会主义的宗旨，起义，都是最重要的。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这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千万不要把它们看成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尝试。必须等待经验给我们某些启示。而在积累这种经验时，同志们在许多场合下必须斟酌具体情况，必须凭 革命者的本能
 行事。




向库尔茨、鲁边、鲍曼和所有的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不要灰心！我们的事情现在进行得很顺利。我们终于和捣乱分子分手了。我们和退却的策略也一刀两断了。现在我们正在进攻。俄国国内的各委员会也开始跟瓦解组织分子决裂。自己的报纸已经创立，也有了自己的实际的中央机关（常务局）。报纸已经出了两号，日内（公历1905年1月23日）将出第3号[97]。我们希望每周出版一次。祝你们身体健康和精神饱满！！大概我们还会见面，并且将不会象这里那样闹同盟代表大会之类的纠纷和争吵，而是在较好的条件下战斗！





	载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7期（总第30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169—173页

　

















[94]这封信是列宁对叶·德·斯塔索娃所提询问的答复。



1904年6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北方局的许多积极工作者，包括尼·埃·鲍曼、斯塔索娃、弗·威·林格尼克、波·米·克努尼扬茨等人，被捕并被关押于莫斯科塔甘卡监狱。同年6月7日（20日），沙皇政府颁布了《关于国事犯罪诉讼程序的若干修改和国事犯罪适用新刑法条例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对一系列政治罪要进行法庭审判，并对政治犯运用刑法条款，而不再施行罚款、驱逐等不经法庭的行政处罚办法。于是塔甘卡监狱中的政治犯就遇到了如何对待预审和在法庭上采取什么策略这个新的问题。大家决定，在预审中仍然采取先前那种拒绝招供的策略。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法庭上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1904年12月18日，斯塔索娃被保释出狱。同志们遂委托她火速同列宁取得联系，请列宁解答这个使大家焦急不安的问题。——153。



[95]舍米亚卡式的做法意为不公正的审判，出典于17世纪俄国的一个讽刺作品《舍米亚卡判案的故事》。法官舍米亚卡误以为被告会给他贿赂，便作出了偏袒被告的荒谬判决。——155。



[96]索巴开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粗暴蛮横的地主。——155。



[97]《前进报》第3号于1905年1月11日（24日）出版。——156。







《列宁全集》第9卷


彼得堡的罢工

（1905年1月8日〔21日〕）

1月3日在普梯洛夫工厂开始的罢工正在急剧发展成为工人运动的壮举之一。我们的消息目前还只限于国外的和俄国国内合法的报纸的报道。但是，就是这些报道也使人毫不怀疑，罢工已经成为重大的政治事件。

罢工开始完全是自发的。这是一次劳动与资本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经常发生的，这一次是因为工厂当局解雇了四名工人。工人们团结起来一致要求让这些工人复工。运动迅速壮大起来。合法的“俄国工厂工人协会”[98]参加了这个运动，罢工正在转入下一个阶段，即高级阶段。

合法的工人协会曾是祖巴托夫分子[99]特别注意的对象。祖巴托夫运动最初是警察当局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支持专制制度，为了腐蚀工人的政治意识而策划的运动，现在这一运动已超出自己的范围，锋芒指向专制制度，正在成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次爆发。

社会民主党人早已指出，我国的祖巴托夫运动必然会产生这种结果。他们曾经说过，工人运动的合法化必将有利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这种合法化将把工人中某些阶层，特别是落后的阶层吸引到运动中来，会有助于震动那些社会党人鼓动家们不能很快震动而且也许永远也震动不了的人。工人们一旦被吸引到运动中来，关心起自己的命运问题，他们就会继续前进。合法的工人运动只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新的、更广泛的基础。 
［注：参看尼·列宁的《怎么办？》第86—88页（《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8—110页。——编者注）。］



毫无疑问，在彼得堡发生的事件正是这样的。

有两个情况促进了运动的特别迅速的扩展：第一，经济斗争的有利时机（政府急需完成陆军部和海军部的订货）；第二，社会上立宪运动的高涨。工人们为了保护一些被解雇的同伴开始了罢工，进而又提出了广泛的经济要求。他们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发给最低限额的工资（男工发1个卢布、女工发70戈比），要求取消强制性的加班加点（加班加点工资加倍），改善卫生和医疗条件等等。罢工开始转为总罢工。

国外的报纸在1月8日（21日）星期六报道说，甚至根据俄国官方消息，已有174个工厂和作坊停了工，工人共有96000人。

这是正在形成的无产者阶级和它的敌人的一场伟大的影响久远的冲突。

但是，问题并不限于经济要求。运动已开始具有政治性质。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参加这个运动（虽然声势似乎还不大）。在一些数千人的盛大的工人集会上，开始讨论政治要求并投票通过有利于政治自由的决议。据报道，工人们起草的请愿书[100]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叙述人民的权利要求。第二部分是消除人民贫困状态的措施。第三部分是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压迫的措施。第一部分的要求是：人身不受侵犯、言论、集会和信仰自由；国家出资举办义务学校教育，民选代表参预立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臣的责任制，取消赎金[101]、实行低利贷款、逐步将国有土地分给人民，实行所得税。（如果这个报道属实，那么它表明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在群众或他们的觉悟不高的领袖人物的脑海里的反映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英国《旗帜报》[102]的记者报道，1月5日（18日）曾举行了三个集会（一个有4000人，另一个有2000人）并通过了如下的政治要求：（1）立即召开全民投票选举的立宪会议；（2）停止战争；（3）对流放和囚禁的政治犯全部实行大赦；（4）出版和信仰自由；（5）集会和结社自由。国外报纸1月8日（21日）报道了1月9日（22日）星期日准备在冬宫前举行示威并向“沙皇本人”呈递请愿书的消息。工人们宣称：不自由无宁死。工人的代表从莫斯科和利巴瓦奔赴彼得堡。

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一些有限的尚待核实的消息。显然，运动还远没有达到发展的最高阶段，为了全面地评价目前发生的事情，必须等待事态的发展。但是，引人注目的是，运动十分迅速地从纯经济的基地转向政治基地，千百万无产者表现出巨大的团结和魄力，——而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受到（或很少受到）社会民主党的有意识的影响的情况下出现的。运动的某些领导人朴素的社会主义观点，工人阶级中某些人对沙皇的天真的笃信，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无产阶级所迸发声来的革命本能的作用。先进的被压迫阶级的政治抗议和它的革命毅力，正在冲破外部和内部的重重障碍——警察的阻拦和某些领袖的思想不成熟与落后。近十年来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和这个时期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已经开花结果，使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无产阶级用事实表明，在俄国政治运动的舞台上，并不象某些人胆怯地认为的那样，只存在两种力量（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向我们指出革命的阶级力量的真正高级形式的动员！这种动员，当然不是在某个城市杜马里进行意义不大的示威，而是开展象罗斯托夫的游行示威和1903年的南方大罢工那样的群众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这种新的和高级形式的动员，会使我们迅速地接近这样一个时刻：无产阶级将更坚决更自觉地起来同专制制度战斗！





	载于1905年1月11日（24日）《前进报》第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174—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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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和1905（小小的对比）》一文提纲

（1905年1月9日〔22日〕以前）


1895和1905

╰─────╮

（小小的对比）






	　　这里其实有两个题目：（1）工作发展情况的对比；（2）当前的组织任务。应该把它们分成两篇
 小文章。









1．将当时和现在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规模、范围和形式加以对比。

2．规模：当时只有一些小组。群众性的鼓动工作 刚刚
 开始。宣传晦涩难懂，是讲课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民意党人、民权党人[103]等中间为自己开辟道路。

3．现在。党。经常的群众性鼓动工作。公开的、街头的政治发动。革命的时代。

4．形式。10—16人（委员会）。20—30个工人小组。最多和100—150人建立联系。“讲座”。 自学
 是主要的。

5．现在。组织分成许多“层”。圣彼得堡和敖德萨 委员
 会——地区——组织员集会（中心小组）——小组，然后是“中央机关”和常务局。大约有五个新 的层

 。

6．《给一位同志的信》是在新的层已经建立起来而“经济派”阻碍了它们的发展的时候写的。现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所捍卫的思想实际上已经实现了。

7．新的任务：（γ）数量众多的各层组织培养出了一批新的党的工作者和党员。要把他们的工作固定下来。（1）报告情况——作出决议——询问——同中央机关报直接联系。（2）选举的原则？（3）增补的候选人是指定还是选举？

8．第二项任务，也许是更重要的任务：要以新的、可以说是“纵的”方式施加影响的工作，来补充建立新的横层组织的工作。也就是说，由于运动的发展，上层组织通过群众集会的新形式面向群众，以补充现在这种按层进行的工作，已成为必要和可能的了。作为按多“层”进行工作的自然产物的“飞行集会”和“群众大会”必然会导致那种现在在国外占主要地位，在我国革命的明天也一定会取得优势的高级形式，这就是作为对无产阶级施加政治影响和进行社会民主主义教育的主要手段的“群众大会”。

9．当然，为此各“层” 同样
 是必要的。它们将（永远？）是必要的。是“补充”，而不是“代替”……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396—397页

















[103]民权党人指俄国民权党的成员。民权党是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秘密团体，1893年夏成立。参加创建的有前民意党人奥·瓦·阿普捷克曼、安·伊·波格丹诺维奇、亚·瓦·格杰奥诺夫斯基、马·安·纳坦松、尼·谢·丘特切夫等。民权党的宗旨是联合一切反沙皇制度的力量为实现政治改革而斗争。1894年春，民权党的组织被沙皇政府破坏。大多数民权党人后来加入了社会革命党。——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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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104]



1月10日（23日）于日内瓦

长期以来似乎对资产阶级的反政府运动袖手旁观的工人阶级现在出来说话了。广大工人群众以惊人的速度赶上了自己的先进的同志，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些日子里，彼得堡的工人运动真是一日千里。经济要求被政治要求所代替。罢工逐渐发展成总罢工，并引起空前强大的游行示威；沙皇已经威信归地了。起义开始了。武力和武力对峙。巷战正酣，街垒林立，枪声四起，大炮轰鸣。血流成河，争取自由的内战的烽火燃烧起来了。莫斯科和南方，高加索和波兰都决定加入彼得堡的无产阶级的队伍。工人们的口号是：不自由无宁死！

今天和明天将决定许多事情。形势每小时都有变化。电报不断带来振奋人心的消息，现在，什么言语也不足以形容当前的事件。每一个革命者和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为履行自己的义务作好准备。

革命万岁！

起义的无产阶级万岁！





	载于1905年1月11日（24日）《前进报》第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178页

















[104]《俄国革命》这篇短文是列宁在得到彼得堡1905年1月9日事件的消息后于1月10日（23日）在日内瓦写的。这时，《前进报》第3号已经拼版待印。列宁为了对这次事件及时作出反应，就撤掉了该号《信箱》栏的材料，而以大号铅字在第4版刊登了这篇短文。——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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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

（1905年1月11日〔24日〕）

社会民主派或工人民主派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同时又永远是一个新问题。其所以是老问题，是因为从社会民主派刚一产生的时候起这一问题就被提出来了。这个问题的理论基础早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就已经阐明了。其所以永远是新问题，是因为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每一步，都会使不同色彩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不同流派发生特别的、独特的结合。

这个老问题目前在我们俄国也已成为特别新的问题。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现在的提法，我们先简略地叙述一下历史上的情况。旧的俄国革命民粹派采取空想的、半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村社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在俄国有教养社会的自由主义背后，他们清楚地看到俄国资产阶级的欲望。他们否认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认为这是争取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设施的斗争。民意党人向前迈进了一步，转向了政治斗争，但是他们未能把政治斗争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当人们用瓦·沃·先生式的关于俄国民主派知识分子具有非阶级性、非资产阶级性的理论来重新恢复对我国村社社会主义性质的日益减弱的信念时，问题的明确的社会主义提法甚至被模糊了。从此，以前绝对否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民粹派就开始同这个自由主义逐渐融合成一个自由主义民粹派。随着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社会民主主义）和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出现与发展，俄国知识分子运动（从最温和的文化派运动到最极端的革命恐怖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质就愈来愈明显了。但是伴随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发展而来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内部的分裂。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前者代表的是我们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后者代表的是我们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倾向。合法马克思主义[105]实际上很快成了“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106]并经过伯恩施坦机会主义而直接发展成为自由主义。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派醉心于纯粹工人运动的半无政府主义观念，认为社会主义者支持资产阶级反对派就是背叛阶级观点，声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俄国是一种幻影 
［注：见反对《火星报》的工人事业派小册子《两个代表大会》（第32页）。］

 。另一方面，另一种色彩的经济派同样醉心于纯粹工人运动，责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忽视我们的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文化派同专制制度所作的社会斗争 
［注：见1899年9月号《〈工人思想报〉增刊》。］

 。

旧《火星报》早就指出了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因素，而这在当时是许多人所没有看到的。它要求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见《火星报》第2号关于支持大学生运动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编者注］

 ，第8号关于地方自治人士秘密代表大会，第16号关于自由派贵族代表 
［注：同上，第6卷第246—252页。——编者注］

 ，第18号 
［注：同上，第6卷第339—347页。——编者注］

 关于地方自治机关中的不满 
［注：顺便向斯塔罗韦尔和普列汉诺夫表示衷心的谢意，他们开始了一件非常有益工作——揭示旧《火星报》未署名文章的作者。希望他们把这个工作进行到底，因为这份材料最能说明新《火星报》向工人事业派的转变。］

 等）。它经常指出自由派和激进派运动的资产阶级的性质，并对左右摇摆的解放派说：“是时候了，应该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要保证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协同一致地进行斗争以反对共同的敌人，不能靠政治手腕，不能靠已故的斯捷普尼亚克曾经称之为自我克制和自我隐藏的东西，不能靠外交上的互相承认这种暗中约定的谎言，而要靠真正参加斗争，真正在斗争中团结一致。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军事警察反动派和封建僧侣反动派的斗争，同依靠人民的一定阶级（如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某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的斗争真正一致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就协同起来了，而并没有讲互相承认的漂亮空话。”（第26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28页——编者注］



旧《火星报》这样提出问题，就使我们直接参加到目前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对自由派态度的争论中来。大家知道，这些争论是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始的，这次大会通过了两个决议，一个决议符合多数派的观点（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另一个决议符合少数派的观点（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第一个决议案确切指出自由主义这种资产阶级运动的阶级性质，认为首要的任务是向无产阶级说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解放派）的反革命和反无产阶级性质。这个决议案承认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必要的，但没有陷入政客式的互相承认，而是根据旧《火星报》的精神把问题归结为共同斗争：“只要资产阶级 在自己
 反对沙皇制度 的斗争中是
 革命的或仅仅是反对派”，社会民主党人 就
 “应该支持”他们。

相反地，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却没有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作阶级分析。这个决议案充满了善良愿望，它把协议的条件订得尽可能高而且好，但遗憾的是，这些条件是虚假的、 口头上的
 ：自由派或民主派应该 声明
 什么啦，不应该提出哪些 要求
 啦，应该给自己提出什么 口号
 啦。好象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历史没有处处告诫过工人不要相信声明、要求和口号！好象历史没有向我们提供数以百计这样的例子：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仅提出过完全自由的口号，而且提出过平等的口号，还提出过社会主义的口号，但它并不因此就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了，它这样就更加“模糊”无产阶级的意识！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翼想向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不容模糊的条件来反对这种模糊！无产阶级翼则通过对民主主义的阶级内容的分析来进行斗争。知识分子翼追求口头的协议条件。无产阶级翼则要求进行实际的共同斗争。知识分子翼定出一种衡量好的、善良的和可以与之达成协议的资产阶级的尺度。无产阶级翼则不期望资产阶级有什么善良愿望，而是支持一切资产阶级，哪怕是最坏的资产阶级， 只要它实际上反对沙皇制度
 。知识分子翼坚持讨价还价的观点：如果你站在社会民主党人一边，而不站在社会革命党人一边，那么我们就同意达成协议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否则就拉倒。无产阶级翼则采取因事制宜的观点：我们是否支持你们，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否更灵活地打击我们的敌人。

斯塔罗韦尔决议案一接触到实际，它的一切缺点就暴露无遗了。新《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名的计划，即“高级形式的动员”计划，以及第77号（社论：《站在十字路口的民主派》）和第78号（斯塔罗韦尔的小品文）的原则性议论，就是如此。关于计划，在列宁的小册子中已经谈到了，现在就来谈一下这些议论。

新《火星报》上述议论的主要思想（或者确切些说，主要的糊涂思想）就是要对地方自治人士 和
 资产阶级民主派加以区别。这种区别贯穿在这两篇文章中，而且细心的读者会看到，除了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术语外，同时还使用了它的一些同义语：民主派、激进知识分子（原文如此！）、新兴民主派、知识分子民主派。新《火星报》以它素有的谦逊把这个区别颂之为伟大的发现，可怜的列宁“所无法理解的”独特观念。这种区别和我们从托洛茨基以及直接从《火星报》编辑部那里不断听到的新斗争方法直接有关，这种斗争方法就是：地方自治自由派“只配挨蝎子鞭[107]责打”，而知识分子民主派适合于同我们达成协议。民主派应该作为独立的力量独立行动。“俄国自由派，如果除掉它的历史上必要的部分，除掉它的运动神经〈请听！〉，即除掉它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一半，就只配挨蝎子鞭责打。”在列宁关于“俄国自由派”的观念中，“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这一民主派的先锋队能够随时〈！〉施加影响的社会成分”。

新理论就是如此。和现在的《火星报》的一切新理论一样，这个理论也是极端混乱的。第一，以首先发现知识分子民主派自居，这是没有根据的和可笑的。第二，把地方自治自由派 和
 资产阶级民主派区别开来是不对的。第三，认为知识分子可以成为独立力量的意见是站不住脚的。第四，地方自治自由派（除掉“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一半）只配受鞭责等等的说法是不公正的。下面就来分析所有这些论点。

列宁仿佛忽视了知识分子民主派和第三种分子的产生。

打开《曙光》第2—3期合刊。拿斯塔罗韦尔小品文中引用了的《内政评论》来看。我们看到 第三章的标题
 ：《第三种分子》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93—301页。——编者注］

 。浏览这一章，就会读到“在地方自治机关任职的医生、技术员等等的人数和影响的日益增长”，读到“非人力所能左右的经济的发展引起对知识分子的需要，知识分子的人数愈来愈多”，“这些知识分子同官僚和地方自治局的掌权人必然发生冲突”，“近来这些冲突简直带有流行性”，“专制制度和整个知识分子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读到 直接号召
 这些分子站到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面来”……

很好，是不是？新发现的知识分子民主派和号召他们站到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面来的必要性，竟由可恶的列宁 在三年以前
 “发现了”。

自然，当时还没有发现地方自治人士 和
 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截然不同的。但是，这种截然不同所包含的合理性，就象我们说莫斯科省和俄罗斯帝国的领土截然不同一样。地方自治人士有产者和贵族代表们在他们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这一点上是 民主派
 。他们的民主主义是有局限性的、狭隘的和不彻底的，如同所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不同程度上是有局限性的、狭隘的和不彻底的一样。《火星报》第77号社论分析我国的自由派，把它划分为：（1）农奴主－地主；（2）自由派地主；（3）主张有资格限制的宪法的自由派知识分子；（4）极左的——民主派知识分子。这个分析是不完全的和混乱的，因为把知识分子的划分和不同阶级与集团的划分混淆起来了，而知识分子是代表这些阶级和集团的利益的。除了反映地主的一个广大阶层的利益以外，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还反映大量工商业者，主要是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以及（这尤其重要）农民中间大批大小业主的利益。忽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个最广大的阶层，是《火星报》分析中的第一个缺陷。第二个缺陷是忘记了，俄国民主派知识分子按其政治立场来说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分裂为三个流派：解放派、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所有这些派别都有很长的历史，并且分别代表了（以专制国家所能允许的明确程度）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温和的和革命的思想家的观点以及无产阶级的观点。没有比新《火星报》的天真愿望更可笑的了：“民主派应当作为独立的力量行动”，可是同时又把民主派和激进知识分子混为一谈！新《火星报》忘记了，成为“独立力量”的激进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民主派 也就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
 ！在我们的民主派知识分子中不可能有别的“极左的”知识分子。不言而喻，只有从讽刺的意义上或只有从暗杀分子的意义上才可以谈到这种知识分子的独立力量。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上并从《解放》向左转，那就是转向社会革命党人，而不是转到其他地方去。

最后，新《火星报》的最后一个新发现更是经不住批评的，它说：“除掉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一半的自由派”只配挨蝎子鞭责打，如果除了地方自治人士以外就没有人可以接近的话，“抛弃领导权的思想是比较明智的”。一切自由派，只有当它在实际上反对专制制度时，才配得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唯一彻底的民主派即无产阶级对一切不彻底的（即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这种支持，就是实现领导权的思想。只有从小资产阶级、小贩的观点出发，才会把达成协议、互相承认、口头的条件看作是领导权的实质。从无产阶级观点看来，在战争中实现领导权的应该是斗争最坚决、利用一切机会打击敌人并且言行一致的人，因而也就是那个批评任何不彻底性的民主派思想领袖。 
［注：给有见识的新火星派加一个附注。人们大概会对我们说，如果没有任何条件作为保证，无产阶级的坚决斗争将会导致胜利果实为资产阶级所利用。我们要反问：除了无产阶级的独立力量以外，还能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执行无产阶级的条件？］

 新《火星报》认为不彻底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精神特性，而不是政治经济特性，认为可以而且应当找到一种衡量不彻底性的尺度， 达不到
 这种尺度自由派只该挨蝎子鞭责打，超出这种尺度就值得同它达成协议，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正是“预先确定可容许的卑鄙行为的尺度”。其实，请仔细地想一想下面一段话：把反对派集团承认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提出来，作为同它们达成协议的条件，就是“向它们奉送一种检验自己要求的有效试剂，即民主主义的石蕊试纸，并把无产阶级支持的全部价值置于他们的政治打算的天平上”（第78号）。写得多漂亮！真想对这位说漂亮话的斯塔罗韦尔说：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别说得那么漂亮吧！司徒卢威先生大笔一挥，在“解放社”的纲领中写上普选权，就使斯塔罗韦尔的有效试剂失了效。就是这位司徒卢威已经不止一次在实际上向我们证明，这些纲领对于自由派只不过是一张纸，不是石蕊试纸，而是一张普通的纸，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可以毫不在乎地今天这样写，明天那样写。甚至许多转向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这种特点。欧洲和俄国的自由主义的全部历史提供了数以百计的言行不一的例子。正因为如此，斯塔罗韦尔想发明有效试纸的意图是幼稚可笑的。

这种幼稚的意图使斯塔罗韦尔产生一种伟大的思想：支持不同意普选权的资产者同沙皇制度作斗争，就是“一笔勾销普选权思想”！斯塔罗韦尔也许还要给我们写一篇漂亮的 
［注：请再看看我们的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的一篇散文中的一段话：“凡是近年来注意俄国社会生活的人，无疑不能不看到一种日益加强的民主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想要实行除掉一切思想表层和过去历史残余的赤裸裸的、不加粉饰的立宪自由思想。这种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派内部成分变化的长远过程的实现，是它的奥维狄乌斯变化[108]过程的实现，这种变化在20年当中以其万花筒般的五光十色吸引了好几代人的注意和兴趣。”可惜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自由的思想不是赤裸裸的，而正是由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新哲学家的唯心主义（布尔加柯夫、别尔嘉耶夫、诺夫哥罗德采夫等。见《唯心主义问题》[109]和《新路》[110]）粉饰起来的。同样可惜的是，在斯塔罗韦尔、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的万花筒般的五光十色的奥维狄乌斯变化中，贯穿着一种追求空泛辞藻的露骨倾向。］

 小品文来证明，我们支持君主派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就是勾销共和国“思想”？可惜斯塔罗韦尔的思想只是在条件、口号、要求、声明的框子里一筹莫展地兜圈子，而忽略了唯一现实的标准：实际参加斗争的程度。这样在实践上必然会粉饰激进知识分子，声明可以和他们达成“协议”。知识分子竟被说成是自由派的“运动神经”（而不是尽说漂亮话的奴仆？），这是拿马克思主义开玩笑。法国和意大利的激进派被誉为敌视反民主的要求或反无产阶级的要求的人，虽然尽人皆知，这些激进派无数次背叛了自己的纲领和模糊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虽然在同一号（第78号）《火星报》的下一版（第7版）上大家可以看到，意大利的君主派与共和派“在反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是一致的”。萨拉托夫的知识分子（卫生界）关于全民代表必须参加立法的决议被宣布为“民主派的真正呼声〈！！〉”（第77号）。随同无产者参加地方自治运动的实际计划而来的，是建议“和资产阶级反对派左翼代表达成某种协议”（关于不引起惊恐的有名的协议）。对于列宁提出的关于臭名昭著的斯塔罗韦尔协议条件跑到哪里去了的问题，新《火星报》编辑部回答说：


　　“这些条件应当永远留在党员的记忆中，党员知道在哪些条件下党才同意正式和民主派政党达成政治协议，在达成信中所谈到的那种局部协议时，他们在道义上就有责任把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可靠代表——真正的民主派和坐享其成的自由派严格区别开来。”
［注：见编辑部第二封《给各党组织的信》，这也是秘密出版的（“仅供党员阅读”），虽然其中没有丝毫秘密的东西。把整个编辑部的这个回答和普列汉诺夫的“秘密”小册子《论我们对待自由派资产阶级反沙皇制度斗争的策略》（1905年日内瓦版。《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仅供党员阅读）比较一下是很有教益的。我们希望能再谈谈这两篇著作。］





　　一步接着一步，除了全党的协议（按照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这是唯一可允许的协议），在各个城市出现了局部协议。除了正式协议，出现了道义上的协议。口头承认“条件”并对此负“道义上的”责任，这原来是为了授予“可靠的”和“真正的民主派”的称号，虽然每个小孩子都懂得，许许多多地方自治机关的空谈家，只要能安抚社会民主党人，是会作出任何口头声明，甚至会用激进派的誓言保证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不，无产阶级不会去玩弄口号、声明和协议的这种把戏。无产阶级决不会忘记，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可能是可靠的民主派。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基于同他们达成不引起惊恐的协议，也不是基于相信他们的可靠性，而是根据他们实际上是否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和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如何。为了达到无产阶级独立的社会革命的目的，这种支持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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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谢·尼·布尔加科夫、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试图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来偷换马克思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起初是社会民主党的暂时同路人，后来彻底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1900年《火星报》出版时，合法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流派已不再存在。——166。



[106]据《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编者注，列宁的手稿中此处删去了如下的字样：“（正如土林还在1894年称司徒卢威的《评述》一书那样）”。列宁指的是他自己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7—425页）。——166。



[107]蝎子鞭是一种末梢系有状如蝎子毒钩的金属物的鞭子，出自圣经《旧约全书·列王记（上）》第12章。——169。



[108]奥维狄乌斯变化一词是由古罗马诗人奥维狄乌斯的长篇叙事诗《变形记》里所描写的种种奇幻莫测的变化而来的，多用以指人们的思想、主张或事物面貌的变化多端，令人不可捉摸。——172。



[109]《唯心主义问题》是谢·尼·布尔加柯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人的一本哲学论文集，由帕·伊·诺夫哥罗德采夫编辑，1902年在莫斯科出版。——173。



[110]《新路》杂志（《Новый　Путв》）是俄国颓废派的所谓“宗教哲学协会”的机关刊物（月刊），1903—1904年在彼得堡出版。“宗教哲学协会”的参加者有象征派分子和寻神派分子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季·尼·吉皮乌斯等人。——173。









《列宁全集》第9卷


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1905年1月11日〔24日〕）


第一篇文章

前几天，一家合法的报纸发表意见说，现在不是指出反对专制制度的各阶级的利益有“矛盾”的时候。这个意见并不新鲜。我们在《解放》和《革命俄国报》上常常看到这种意见，当然，都附有某种说明。这种观点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中占上风是很自然的。至于说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中间对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两种意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的共同斗争，不应当也不可能使无产阶级忘记它的利益和有产阶级的利益的敌对性的对立。而要弄清楚这种对立，就必须弄清楚各个派别的观点之间的深刻分歧。当然，决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拒绝与其他派别的拥护者即与社会革命党人和与自由派达成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可以达成的临时协议。

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社会革命党人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的代表。社会革命党人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种看法无非是想恶意贬低对方，怀疑对方的意图的纯洁和诚挚。实际上，这种看法根本谈不上是怀疑，而只是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的阶级根源和阶级性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评定。社会革命党人把自己的观点叙述得愈清晰，愈明确，就愈能证实对他们的观点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评定是正确的。在这方面，《革命俄国报》第46号所发表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党纲草案，是很值得注意的。

草案前进了一大步，这不仅表现在对原则的叙述比以前更加明确。进步还表现在各项原则的内容上——从民粹主义进到马克思主义，从民主主义进到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革命党人的批判已经有了成果：批判迫使他们特别强调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善良愿望和他们与马克思主义一致的观点。这样一来，旧的、民粹派的、模糊不清的民主主义的观点的特征就表现得更加明显。有人可能会责备我们自相矛盾（一方面承认社会革命党人的社会主义的善良愿望，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的社会本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我们要提醒这些人，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已分析过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不仅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且还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想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善良愿望，并不排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本质。

研究一下草案，我们便会发现社会革命党人的世界观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理论上的修正。第二，在对劳动农民和土地问题的看法上尚有民粹主义残余。第三，这种民粹派观点的残余的另一表现是，认为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的性质似乎不是资产阶级的。

我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 修正
 。一点也不错。纲领的整个基本思路、整个精神，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胜利。后者仍然活着（靠注射最新式的修正主义），只不过是以部分地“改正”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出现罢了。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主要的、一般理论上的修正：资本主义的积极面和消极面之间的良好关系和不良关系的理论。这种修正不只是含混不清，它把古老的俄国主观主义带进马克思主义。承认资本主义使劳动社会化并创造了能够改造社会的“社会力量”，即无产阶级力量，承认资本主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创造性”工作，也就是脱离民粹主义而转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是经济和阶级划分的客观发展。请看如下修正：“在某些工业部门中，特别是在农业中，以及在整个国家中”，资本主义的积极面和消极面的关系“变得〈竟然如此！〉愈来愈不妙”。这种修正是重弹赫茨和大卫、尼古·－逊和瓦·沃·及其有关“俄国资本主义”的特殊“命运”的整个理论的老调。整个俄国的落后，特别是俄国农业的落后所表明的已经不是 资本主义
 的落后，而是一种为落后论进行辩护的独特性。除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外，还流露出一种对知识分子的陈旧看法：似乎知识分子能够为祖国选择比较顺利的道路，并且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的超阶级的裁判，而不会是旧的生活方式被资本主义摧毁之后才产生的那个阶级的代表。在俄国，由于残存着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特别丑恶。而这一事实竟被道地的民粹派观点给忽略了。

民粹主义理论在对农民的论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在整个草案中不加区别地使用了这些字眼：劳动者、被剥削者、工人阶级、劳动群众、被剥削者阶级、各个被剥削者阶级。如果起草人能稍微考虑一下最后这个他们脱口而出的用语（各个阶级），那么他们就会明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劳动和遭受剥削的不仅有无产者，而且还有小资产者。从前用在合法民粹派身上的话，现在又得用在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身上了：发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没有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荣誉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说到劳动农民时，闭眼不看下面这个已经证实过、研究过、统计过、描述过、反复说明了的事实：在我国，农民资产阶级在这种劳动农民中现在已占绝对优势，富裕农民虽然无疑地有权获得劳动者的称号，但是他们不雇用工人就不行，他们现在已经掌握一半以上的农民生产力。

从这个观点来看，最令人奇怪的是，社会革命党在最低纲领中给自己规定了这样的任务：“为了社会主义和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私有制原则，必须利用俄国农民的村社的以及一般劳动的观点、传统和生活方式，特别是把土地看成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财产的看法。”乍看起来，这个任务似乎完全无害，它只是学究似地重复了早已被理论和生活驳倒了的村社空想思想。而实际上我们所面临的，却是俄国革命将要在不久的将来予以解决的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谁利用谁？是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革命知识分子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私有制原则而利用农民的劳动的观点呢，还是资产阶级私有者而同时又是劳动者的农民为了反对社会主义而利用革命的民主派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空谈呢？

我们认为第二个前景将会实现（与我们的反对者的愿望和想法相反）。我们确信它将实现，是因为它已经实现了十分之九。正是“资产阶级私有者”（同时又是劳动者的）农民已经为了本身的利益利用了民粹主义民主派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空谈。这些知识分子本想用自己的劳动组合、合作社、牧草种植、小犁、地方自治局货栈、银行来支持“劳动的传统和生活方式”，可实际上却支持了村社内部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经济历史就这样证明了俄国政治历史明天将要证明的东西。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全部任务就在于，决不拒绝支持 资产阶级
 劳动农民的进步的和革命的要求，同时又向农村无产者说明，明天必然要进行反对这种农民的斗争，向他们说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关于平均使用土地的幻想。与资产阶级农民一起反对农奴制残余，反对专制制度、神父、地主；与城市无产阶级一起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农民——这就是农村无产者的唯一正确的口号，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当前唯一正确的土地纲领。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正是这样的土地纲领。与农民资产阶级一起争取民主主义，与城市无产者一起争取社会主义。贫苦农民掌握这个口号将比掌握那些倾向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华而不实的口号要牢固得多。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上面所指出的草案的要点的第三点。草案的起草人已经抛弃了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但是，草案在分析专制制度以及各阶级对它的态度时，民粹主义的残余仍然表现得很明显。在这里（象往常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一试图准确地叙述对 现实
 的了解，就必然会彻底暴露出他们的观点的矛盾和陈腐。（因此，我们顺便指出，必须始终把同社会革命党人的争论归结为对现实的了解问题，因为只有这个问题才能清楚地揭示出我们深刻的政治分歧的原因。）

草案写道：“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加反动的大工业家和大商人阶级，愈来愈强烈地需要专制制度的保护以对付无产阶级……”这是不对的，因为在欧洲任何地方也不象在我国这样，先进的资产者对专制的管理形式竟是如此漠不关心。资产阶级虽然害怕无产阶级，可是它对专制制度的不满情绪正在加深，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警察虽有无限的权力，但仍然无法消灭工人运动。草案在谈到大工业家“阶级”的时候，把资产阶级中的各个部分和派别同作为阶级的整个资产阶级混淆起来。这一点尤为错误，因为专制制度最不能给以满足的正是中小资产者。

“……领地贵族和农村的富农阶级愈来愈强烈地需要这样的支持来对付农村的劳动群众……”当真如此吗？那么，地方自治自由主义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文化派（民主派）知识分子跟善于经营的农夫为什么互相倾心呢？难道富农与善于经营的农夫毫无共同之处吗？

“……专制制度的存在与国家的整个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日益处于不可调和的和愈来愈尖锐的矛盾之中……”

他们竟把自己的前提弄到如此荒谬的地步！难道能够设想一种与国家的整个经济等等的发展“不可调和的矛盾”竟能不表现在起经济支配作用的各阶级的情绪上吗？？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
 专制制度真的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调和的。这样，它同工业家、商人、地主、善于经营的农夫的 整个阶级
 的利益就也是不可调和的。正是这个阶级从1861年以来就控制了“我国的”经济的发展，这一点社会革命党人该不是不知道吧（虽然他们从瓦·沃·那里学到的是相反的东西）。与整个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政府，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各派别和阶层之间的纷争，可以同保护关税派和解来对付自由贸易派，依靠一个阶层去反对另一个阶层，使这种均衡状态几年和几十年延续下去，——整个欧洲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或者
 是我国工业家、地主和农民资产者都“愈来愈强烈地需要”专制制度。这样，就不能不认为，他们这些国家的经济统治者，甚至作为阶级整体来说，是不了解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的，甚至连这些阶级的先进的、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代表和领袖人物也不了解这些利益！

但是，认为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不了解情况，不是更自然吗？请看，稍后他们自己也会承认“存在着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反对派。它主要包括有教养的社会中从阶级地位来说处于中间状态的分子”。难道我们的有教养的社会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吗？难道它与商人、工业家、地主、善于经营的农夫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吗？难道上帝规定在俄国的资本主义中，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反对派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吗？难道社会革命党人知道这样的先例吗？难道他们能够想象出这样一种情况，即资产阶级对专制制度的反对立场可以不通过自由主义的有教养的“社会”表现出来吗？

草案的含混不清是混淆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对争取民主主义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间的关系作出科学的、正确的、日益为现实所证实的分析。象在世界各国一样，在我国也有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民主派。象在世界各国一样，我国社会民主党也必须毫不留情地揭穿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必然产生的幻想和它对自己本质的无知。象在世界各国一样，我国觉悟的无产阶级也必须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农奴制残余和专制制度所持的反对派立场和同它们所进行的斗争，同时一刻也不容忘记自己的阶级独立性和自己的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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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9卷


我们的达尔杜弗们[111]


（1905年1月11日〔24日〕）

我们刚刚接到的第83号《火星报》上，刊登了孟什维克和中央委员会关于“完全停止少数派在组织上的分立状态”的声明。他们向我们保证说：“少数派不再认为自己是 一方
 ，以后既谈不上抵制中央委员会，也谈不上向它提出 最后通牒式的要求
 了。”这个声明稍微晚了一步！党现在从列宁的小册子（《关于中央机关与党决裂的声明和文件》） 
［注：见本卷第98—106页。——编者注］

 中获悉，增补波波夫、费舍和佛敏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 已经实现了
 ，不过是以秘密的、 欺骗党
 的方式实现的。以类似的欺骗方式破坏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也同样实现了。破坏地方工作的活动还在继续，同时所谓的中央委员会已经批准在圣彼得堡（根据《火星报》的报道）成立“ 特别组织
 ”或小组，“因为对它的人数众多的〈？〉成员来说，在地方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样一来，“多数派”所说过和预言过的一切，从列宁的“信”（1903年12月写的《我为什么退出了编辑部》）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91—98页。——编者注］

 开始直到奥尔洛夫斯基的小册子《反党的总委员会》，现在已经被事态的发展 完全和绝对地
 证实了。中央机关报增补四名编辑和中央委员会增补三名委员，是一年半来斗争的实际目的。为了增补，曾编造出一套组织－过程论和一堆“原则”分歧。为了这次增补，我们的中央机关现在已完全与党决裂了，并且正在与各地方委员会——决裂。我们提出的口号“多数派必须与瓦解组织分子断绝一切关系”（《前进报》第1号，《是结束的时候了》 
［注：见本卷第123—127页。——编者注］

 ），完全被证实是正确的。

在《火星报》的声明中还有一段十分引人注意的话：“全权代表〈少数派〉的决议曾提交在基辅、哈尔科夫、顿河区、库班、彼得堡、敖德萨等委员会以及布顿涅茨联合会和克里木联合会和其他党组织工作的少数派的一切拥护者讨论。”这么说来，经过 将近一年半的
 殊死的斗争，国外小组在中央机关报、总委员会和（从5月开始）中央委员会的帮助下 共
 争得了 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20个委员会之中的5个国内委员会
 ！ 
［注：在出席代表大会的各委员会当中，只有一个基辅委员会从多数派转到少数派那里去了，也就是说，在代表大会上，它的两位代表曾是布尔什维克，而现在孟什维克在委员会里占优势。相反地，尼古拉耶夫和西伯利亚委员会的两名代表在代表大会上曾是孟什维克，而在代表大会之后，这两个委员会已站在多数派一边。在代表大会上，敖德萨、顿河区、乌法、莫斯科等委员会分裂成为多数派和少数派（一边一个代表）。其中只有顿河区委员会现在是孟什维克派的。］

 除委员会之外，光荣地列名《火星报》的出色团体，仅仅在彼得堡和敖德萨两个城市里建立起来。显然，库班委员会是为了多捞两张选票最近才炮制出来的。

可见，少数派的机关报《火星报》现在，在1月，证明了另一个孟什维克在9月对党内情况所作的评定的正确性。这是指同情少数派和现在已被增补进中央委员会的中央代办员在9月间写给中央委员格列博夫的信。信中说，“ 在俄国少数派是软弱无力的
 ”，支持它的只有 4个委员会
 。国外小组的这种软弱无力也就迫使它在中央委员会里搞波拿巴政变并以欺骗方式逃避第三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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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达尔杜弗是法国剧作家让·巴·莫里哀的喜剧《达尔杜弗或者骗子》里的主角，是一个集贪婪、伪善、奸诈、狠毒于一身的伪君子的典型。——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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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的开始


1月25日（12日），星期三，于日内瓦

俄国正在发生一系列最伟大的历史事件。无产阶级起来反对沙皇制度了。无产阶级的起义是政府逼出来的。现在几乎无庸置疑，政府是蓄意让罢工运动比较顺利地开展起来，让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顺利开始，好把事情弄到动用武力的地步。它果然弄到了这个地步！死伤者达数千人——这就是1月9日彼得堡的流血星期日的结果。军队战胜了手无寸铁的工人、妇女和儿童。军队向倒在地上的工人开枪，制服了敌人。现在，沙皇的仆从和他们欧洲的保守派资产阶级的走狗极端无耻地说：“我们好好地教训了他们一顿！”

不错，教训是巨大的！俄国无产阶级不会忘记这个教训。工人阶级中最不成熟、最落后的阶层，那些笃信沙皇并真诚希望和平地向“沙皇本人”呈递受尽折磨的人民的请愿书的阶层，全都从沙皇或沙皇的叔父弗拉基米尔大公所统率的军队那里得到了教训。

工人阶级从国内战争中得到了巨大教训；无产阶级在一天当中所受到的革命教育，是他们在浑浑噩噩的、平常的、受压制的生活中几个月、几年都受不到的。英勇的彼得堡无产阶级的口号“不自由无宁死！”，现在已经响彻全俄国。事件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彼得堡的总罢工日益扩大。整个工业、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已陷于瘫痪。1月10日，星期一，工人和军队的冲突更加激烈。和政府的假报道相反，首都的许许多多地方都在流血。科尔皮诺的工人也起来了。无产阶级正在武装自己又武装人民。据说，工人们占领了谢斯特罗列茨克军械库。工人们为了进行争取自由的殊死斗争，正在储备左轮手枪，将自己的工具锻造成武器，并在设法弄到炸弹。总罢工席卷了外省。莫斯科已有1万人丢下了工作。预定明天（1月13日，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总罢工。里加发生了骚动。洛兹的工人们在示威，华沙在酝酿起义，赫尔辛福斯的无产阶级在游行示威。在巴库、敖德萨、基辅、哈尔科夫、科夫诺和维尔纳，工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罢工日益扩大。在塞瓦斯托波尔，海军总部的仓库和兵工厂正在燃烧，军队拒绝向起义的水兵开枪。雷瓦尔和萨拉托夫也发生了罢工。在拉多姆，工人和预备军同军队发生了武装冲突。

革命日益发展。政府已经开始手忙脚乱。它企图从血腥的镇压政策转向经济上的让步，用小恩小惠或答应实行九小时工作制来敷衍了事。但是流血日的教训不会白白过去。彼得堡起义工人的要求——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的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定会成为一切罢工工人的要求。立即推翻政府——这就是那些甚至信仰过沙皇的彼得堡工人用来回答1月9日大屠杀的口号；他们是通过他们的领袖格奥尔吉·加邦神父作出回答的，这位神父在这个流血日之后说：“我们再没有沙皇了。血的河流把沙皇和人民分开了。争取自由的斗争万岁！”

我们说，革命的无产阶级万岁！总罢工把愈来愈广泛的工人阶级群众和城市贫民群众发动和动员起来了。武装人民日益成为革命时刻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只有武装起来的人民才能成为人民自由的真正支柱。所以，无产阶级武装得愈快，在自己的革命罢工者的军事阵地上坚持得愈久，军队就会动摇得愈快，士兵中最终会明白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因而站到人民一边反对恶魔、反对暴君、反对屠杀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的刽子手的人就愈多。不管彼得堡本身目前的起义结局如何，它必定会成为走向更广泛、更自觉、更有准备的起义的第一步。也许政府能够拖延一下受惩罚的时间，但是拖延只能使下一步的革命冲击更加猛烈。拖延只能被社会民主党利用来团结有组织的战士的队伍和广泛传播有关彼得堡工人的创举的消息。无产阶级将丢下工厂，准备好武器，去参加斗争。在城市贫民中间，在千百万农民中间，争取自由的口号将愈来愈广泛地传播开来。革命委员会将在每一个工厂，城市的每一个区，每一个较大的村子成立起来。起义的人民将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一切政府机关并宣布立即召开立宪会议。

立即武装工人和全体公民，准备并组织革命力量打倒政府当局和政府机关——这就是一切革命者为了进行共同的打击能够而且必须联合起来的实际基础。无产阶级应当永远走自己的独立的道路，不能削弱与社会民主党的联系，记住自己伟大的最终目的是使全人类摆脱一切剥削。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这种独立性，任何时候也不能使我们忘记在真正的革命关头共同进行革命冲击的重要性。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可以而且必须独立行动，不受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家的影响，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但是，在起义时期，在直接打击沙皇制度的时候，在反击军队的时候，在攻打全体俄国人民的死敌的巴士底狱[112]的时候，我们必须同他们并肩行动。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现在正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注视着全俄的无产阶级。我国工人阶级英勇开始的推翻俄国沙皇制度的事业，将是世界各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将促进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地球上各个角落的全体工人的事业。所以，让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让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都记住，他们现在肩负的全民斗争的任务是多么伟大。让他们不要忘记，他们还代表着全体农民，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即全体人民反对其敌人的需要和利益。现在，彼得堡无产者英雄们的榜样，正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革命万岁！

起义的无产阶级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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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日子[113]


（1905年1月18日〔31日〕）


1

俄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暴乱还是革命？这就是向全世界报道彼得堡事件并试图对这些事件作出评价的欧洲新闻记者和采访人员给自己提出的问题。这些被沙皇军队战败的成千上万的无产者是暴徒还是起义者呢？就连最有可能以编年史编纂者的不偏不倚态度“从旁”观察事件的外国报纸，也难以回答这个问题。它们经常乱用术语。这是不足为奇的。难怪人们说，革命是成功的暴乱，而暴乱是没有成功的革命。那些在伟大的声势浩大的事件开始时身在现场的人，那些只能很不完全地、很不准确地间接知道一点正在发生的事态的人，当然暂时还不能发表肯定的意见。然而，照旧谈论暴乱、暴动、骚乱的资产阶级报纸，也不能不看到它们的全国的以至国际的意义。要知道，正是这一点赋予事件以革命的性质。报道暴乱近几天情况的人，常常也改口谈起革命的最初日子来了。俄国历史的转折点已经来到。连那些深为全俄专制制度权力的强大无羁欢欣鼓舞的最顽固的欧洲保守党人，也不否认这一点。专制制度与人民之间是谈不上和平的。现在谈论革命的不仅仅是某些激烈分子，不仅仅是某些“虚无主义者”（欧洲至今还这样看待俄国的革命家），而且还有一切多少能够关心世界政治的人。

俄国工人运动几天之内就上升到高级阶段。我们亲眼看到它正在发展成全民起义。当然，我们在日内瓦，在这该死的远方，要赶上事态的发展是无比困难的。但是，当我们还暂时被困在这该死的远方的时候，我们必须力求赶上事态的发展，作出总结、得出结论，从今天的事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便应用于明天，应用于那些今天“人民还在沉默”而不久的将来革命的烈火必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燃烧起来的地方。我们必须做政论家经常要做的事情——写当前的事件并力求使我们的描述能够给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和活动在现场上的无产者英雄们带来更多的帮助，能够促进运动的扩展，有助于自觉地选择耗费力量最少而能够获得最大最持久的成果的斗争手段、方式和方法。

经过几十年和几个世纪的酝酿而成熟起来的矛盾，都在革命过程中暴露出来。生活变得异常丰富。一向不抛头露面因而常常被肤浅的观察家所忽视或甚至轻视的群众，以积极的战士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这些群众在实践中学习，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迈着试探性的步伐，摸索道路，确定任务，检验自己和自己的一切思想家的理论。这些群众为了承担起历史所赋予他们的巨大的世界性的任务作了英勇的努力，不论个别的失败多么惨重，不论血流成河和成千上万的人的牺牲多么使我们震惊，但是群众和各阶级都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受到了直接的教育，这一点的意义是无与伦比的。这一斗争的历史必须以日计算。难怪有些外国报纸已经开始写“俄国革命日志”了。我们也要写这样的日志。


2

加邦神父

加邦神父是奸细，这个推测似乎已被他是祖巴托夫协会的参加者和头目这一事实所证实。其次，国外报纸，也象我们的记者一样，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说警察当局是蓄意让罢工运动更广泛更自由地开展起来，说整个政府（特别是弗拉基米尔大公）是 想
 在对它最为有利的条件下掀起一场血腥镇压。英国的记者们甚至指出，在这种形势下，祖巴托夫分子积极参加运动对政府特别有利。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很可能备有武器的觉悟的无产者，不能不避开祖巴托夫运动，不能不站在运动之外。这样，政府就更能腾出手来，能够去搞百赢不输的把戏，因为他们认为参加游行示威的都是些最平和、最没有组织和最没有文化的工人；我们的军队对付他们不费吹灰之力，而无产阶级将受到一次很好的教训；在街上开枪射击任何人都是理直气壮的；反动的（或大公的）宫廷党徒将要完全战胜自由派；随之而来的将是最残暴的镇压。

英国报纸和保守的德国报纸都直言不讳地说政府（或弗拉基米尔）有这样的行动计划。这很可能是事实。1月9日流血日事件极好地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这种计划的存在丝毫不排斥加邦神父可能是 无意中
 成为这一计划的工具的。在俄国一部分青年僧侣中间存在着自由主义改良运动，这是不容怀疑的，因为不论在宗教哲学协会的会议上，还是在教会的书刊中，都有这个运动的代言人。这个运动甚至还获得了名称：“新正教”运动。因此，不能绝对排除这种想法：加邦神父可能是虔诚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正是流血星期日把他推上完全革命的道路。我们倾向于这种推测，何况加邦在1月9日大屠杀之后所写的信中曾说“我们没有沙皇”，并且还号召为自由而战等等。这一切都是事实，这些事实说明他的正直和诚意；因为一个奸细的任务中决不可能包括这种主张继续进行起义的强有力的鼓动。

无论情况怎样，社会民主党人对新的领导者的策略是不言而喻的：对一个祖巴托夫分子必须慎重、警惕、不要轻信。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积极参加已经发动起来的（即使是祖巴托夫分子发动起来的）罢工运动，努力宣传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口号。从前面援引的信[114]中可以看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同志们就是遵循了这种策略。无论反动的宫廷党徒的计划如何“巧妙”，全体人民的先锋队无产者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反抗的现实却更巧妙百倍。事实情况是：警察和军队的计划已转过来对付政府了，从祖巴托夫运动这一小小的契机已产生出一个宏伟广阔的全俄革命运动。工人阶级的革命毅力和革命本能以不可阻挡之势冲破了警察的一切阴谋诡计。


3

彼得堡作战计划

把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平地前去呈递请愿书说成作战，骤然看来是很奇怪的。这是一场大屠杀。但是政府所指望的正是作战，它的行动无疑是经过十分周密的策划的。它从军事观点出发讨论了保卫彼得堡和冬宫的问题。它采取了一切军事措施。它废除了一切文治，把拥有150万人口的首都交给以弗拉基米尔大公为首的贪求屠杀人民的将军们全权支配。

政府蓄意逼迫无产阶级举行起义，用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来挑动人们构筑街垒，以期把这次起义淹没在血海里。无产阶级将学习政府的这些军事课程。无产阶级既然开始了革命，它就一定能学会国内战争的艺术。革命就是战争。它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它不象任何其他战争那样，是为了维护一小撮统治者和剥削者的私利，它是为了人民群众反对暴君，为了千百万被剥削的劳动者反对专横和强暴而进行的战争。

现在，所有局外的观察家都一致认为，在俄国，这种战争已经宣布和开始了。无产阶级又要行动起来了，而且人数将比以前更多。正象彼得堡的工人很快从请愿书转到街垒一样，对沙皇残存的一点天真的信任，现在也将很快地消失。各地的工人都将武装起来。警察百倍严密地守卫军械库和军械商店是多此一举。不论什么样的严密措施和禁令，都不能阻止住城市的群众，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没有武器，他们随时都可能遭到政府的任意枪杀。每一个人都将竭尽全力弄到一枝步枪或者至少是一枝左轮手枪；并把武器藏起来不让警察发现，随时准备反击沙皇制度凶残的走狗。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过去要工人转向武装斗争是很困难的。现在政府已迫使他们转向武装斗争。最困难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

一位英国记者报道了莫斯科一条街上工人们具有代表性的议论。一群工人在公开地讨论流血日的教训。一个工人说：“斧头？不，对付军刀斧头是不顶事的。斧头不顶用，刀子更不顶用。不，需要左轮手枪，至少得有左轮手枪，有步枪更好。”类似这样的议论在整个俄国现在到处可以听到。而在彼得堡的“弗拉基米尔日”之后，这种议论就不再仅仅是议论了。

沙皇的叔父、大屠杀的指挥者弗拉基米尔的作战计划是阻止郊区，阻止郊区工人进入市中心。竭尽全力使士兵们相信，工人想捣毁冬宫（用圣像，十字架和请愿书！）和杀害沙皇。战略任务是保护通往皇宫广场的桥梁和主要街道。而“军事行动”的主要地点是一些桥梁（特罗伊茨基桥、萨姆普桑桥、尼吉拉耶夫桥、皇宫桥）附近的广场，从工人区通往市中心的街道（纳尔瓦关卡附近、施吕瑟尔堡大街、涅瓦大街）以及皇宫广场（尽管这里军队密集并一直在进行阻挡，但仍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冲到这里）。当然，军事行动的任务大大减轻了，因为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工人要往哪里去，知道只有一个集合地点和一个目标。勇敢的将军们“以赫赫的战果”战胜了赤手空拳的而且事先已公开了自己的去向和意图的敌人……这是对手无寸铁的和平的人民群众的最无耻最残忍的屠杀。现在，群众将长久地思考并回忆和追述所发生的一切。群众经过这番思考，经过对“弗拉基米尔的教训”的这种领悟，必将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在战争中必须按作战方式行动。工人群众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大批贫苦农民，意识到自己是作战的一方，这样……这样，我国国内战争中今后的交战，就将不只是按照大公和沙皇的“计划”进行了。1月9日在涅瓦大街一群工人中所发出的《拿起武器！》的号召，现在是不会无影无踪地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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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作战计划》一文的补充

我们曾经在《前进报》第4号上谈到 彼得堡作战计划
 
［注：见本卷第193—195页。——编者注］

 。现在我们在英国报纸上发现一些相当有趣的有关这个计划的详细报道。弗拉基米尔大公任命公爵瓦西里契柯夫将军为作战军队司令。整个首都被划分成若干个区，各派军官驻守。沙皇严阵以待，如临武装的大敌。作战的时候，司令部设在瓦西里耶夫岛的打牌桌旁，每隔半小时听取一次每个区的长官的报告。

特此通知彼得堡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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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父沙皇”和街垒

总观流血星期日事件，最令人惊奇的是，对沙皇的天真的宗法式的信任是和手持武器反对沙皇政权的激烈巷战结合在一起的。俄国革命的第一天就以惊人的力量使旧的俄国和新的俄国相对峙，它表明农民世世代代对慈父沙皇的信任丧失殆尽，以城市无产阶级为代表的革命人民已经诞生。难怪欧洲资产阶级报纸说，1月10日的俄国已经不是1月8日的俄国了。难怪我们前面提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115]要追溯往事：70年前工人运动在英国是如何开始的，1834年英国工人如何举行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封闭工人联合会，1838年他们如何在曼彻斯特附近的规模巨大的集会上制订“人民宪章”，以及牧师斯蒂芬斯如何宣布“一切呼吸着上帝的自由空气和脚踏着上帝的自由土地的自由人，都有权有自己的家园”。这个牧师当时还号召集会的工人们拿起武器。

在我们俄国，领导运动的也是一个神父，他在一天之内就由号召和平地向沙皇本人请愿转到号召起来革命。格奥尔吉·加邦神父在流血日之后的一封信（这封信曾在自由派的会议上宣读过）中写道：“同志们，俄国的工人们！我们再没有沙皇了。血的河流今天已把他和俄国人民隔开了。现在是俄国工人丢开他而开始为人民的自由战斗的时候了。我今天祝福你们。明天我将是你们中间的一员。今天我正为我们的事业奔忙。”

这不是格奥尔吉·加邦神父在说话。这是成千、成万、成百万、成千万俄国工人和农民在说话，过去他们曾经天真地和盲目地信任慈父沙皇，祈求慈父沙皇“本人”改善他们的不堪忍受的艰难处境，他们 只是
 谴责欺骗沙皇的官吏胡作非为，使用暴力，横行霸道，抢劫掠夺。世世代代备受压抑的、野蛮的、被隔绝在穷乡僻壤的村野生活，加深了这种信任。俄国新的、城市的、工业的、文明的生活每月都在侵蚀和破坏这种信任。在近十年来的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数以千计的先进的无产者－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完全自觉地抛弃了这种信任。运动教育了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的阶级本能在罢工斗争和政治鼓动中得到了加强，从而摧毁了这种信任的一切基础。但是，在这数以千计和成千上万的人后面，还有千千万万被剥削的劳动者、被损害被侮辱者、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在他们身上还保留着这种信任。他们不可能走向起义，他们只能恳求和哀告。格奥尔吉·加邦神父表达了他们的感情和情绪，反映了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政治经验水平，这也就是他在俄国革命开始时所起的作用的历史意义，这个人昨天还默默无闻，今天却已成为彼得堡的以至整个欧洲报刊上的当代英雄。

现在可以了解，为什么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信我们在前面已经援引过）一开始曾对加邦而且也不能不对他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一个身穿教袍，信仰上帝，并在祖巴托夫和保安处的严密保护下活动的人，是不能不令人怀疑的。他撕下身上的教袍，咒骂自己属于掠夺和毒害人民的可耻的神父阶层，这是真是假，谁也不能肯定，除非是非常了解加邦本人的极少数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的，只有不断发展的历史事件，只有事实，事实，事实。而事实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有利于加邦的。

我们彼得堡的同志们看到波及无产阶级非常广泛的阶层的总罢工不可阻挡地飞快发展，看到加邦对那些可能被奸细诱惑的“没有文化的”群众的无法抗拒的影响，就担心地问自己：社会民主党能否掌握这个自发的运动呢？事实上，社会民主党人不仅没有支持那种认为可以进行和平请愿的天真幻想，而且还同加邦进行过争论，他们公开而坚决地维护自己的一切观点和自己的整个策略。而工人群众在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所创造的历史，证实这些观点和这种策略是正确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的逻辑，胜过了加邦的错误、幼稚和幻想。代表沙皇行动和行使沙皇的一切权力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用他充当刽子手的功绩向工人群众所表明的，正是社会民主党人通过书报和口头宣传一贯向工人表明并且将来还要表明的东西。

我们曾经说过，对沙皇还抱着信任的工农群众不可能走向起义。在1月9日事件之后，我们有权说：现在他们能够走向起义，而且就要走向起义了。“慈父沙皇”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这样他自己就把他们推上街垒，并给他们上了街垒斗争的第一课。“慈父沙皇”的课是不会白上的。

社会民主党当前必须注意尽可能广泛地传播有关彼得堡流血日的消息，必须注意更好地团结和组织自己的力量，更加努力宣传它早已提出的口号： 全民武装起义
 
［注：不错，我们的深思熟虑的（象马尔丁诺夫那样深思熟虑）新火星派千方百计地搅乱、削弱和撤回这一口号（参看《火星报》第62号的社论：《我们能这样去准备吗？》）。但是，新火星派的马尔丁诺夫行径在我们党内遭到坚决的反击，特别是在提出同地方自治人士达成关于不引起惊恐的“协议”的著名计划之后。[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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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几步

一次最普通的劳动和资本的冲突——一个工厂的罢工，成了燎原的星火。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月3日星期一爆发的这次12000名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的罢工，是最能表现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一次罢工。起因是有4名工人被解雇。1月7日彼得堡的一位同志给我们来信说：“当他们复工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全厂立刻齐心协力采取行动。罢工具有充分的自制力；工人们安排了一些人去保护机器和其他财产，以防觉悟不高的人可能进行某些破坏。然后他们又派代表团到其他工厂，把自己的要求告诉这些工厂的工人，并请求他们参加罢工。”成千上万的工人开始加入运动。为了通过系统地宣传君主主义来毒害无产阶级，在政府的协助下曾经成立一个合法的祖巴托夫工人协会，这个协会在运动的低级阶段为组织运动和扩大运动出过不少力。社会民主党人曾经对祖巴托夫分子说过，工人阶级的革命本能和它的团结精神将会战胜警察的一切卑鄙奸计。现在发生的情况和社会民主党人早已指出的完全一样。最落后的工人被祖巴托夫分子拖入运动，这样一来，沙皇政府本身必定进一步推动工人前进，而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身将使工人从和平的、伪善透顶的祖巴托夫主义转向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将胜过祖巴托夫分子先生们的一切“理论”和一切挣扎。 
［注：参看列宁的《怎么办？》第86—88页（《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9—110页。——编者注）］



结果也正是这样。一位工人同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委员在1月5日写给我们的信里这样叙述了他的印象：


　　“谢米扬尼科夫工厂的工人不久前在涅瓦关卡外面举行集会的情景，我现在印象还很清晰。但首先我要简单谈谈彼得堡工人中普遍存在的情绪。大家知道，最近一个时期，‘祖巴托夫’组织开始在这里出现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组织在加邦神父的领导下又复活了。这种组织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大量发展和壮大起来。现在已经成立了11个被称为‘俄国工厂工人大会’的分会。可以预料，这些大会必然会取得它们在南方所取得的那种成果。

现在，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广泛的罢工运动在彼得堡已经开始。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忽而这个工厂忽而那个工厂又举行罢工的消息。普梯洛夫工厂已经罢工两天了。
 大约两星期以前维堡区的沙乌纺织厂罢了工。罢工持续了近4天。工人什么也没有得到。日内这个罢工将重新开始。到处情绪激昂，但是不能说这种情况对社会民主党有利。大部分工人主张纯经济斗争而反对政治斗争。可是，应当期待并相信这种情绪将有所转变，工人将会明白，没有政治斗争，任何经济上的改善都争取不到。今天涅瓦造船公司（谢米扬尼科夫的）的工厂罢了工。‘俄国工厂工人大会’的地方分会力图成为已开始的罢工的领导者，当然，它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社会民主党将是领导者，虽然它在这里的力量还极为薄弱。

彼得堡委员会出了传单，两份是写给沙乌纺织厂的，一份是写给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的。今天涅瓦造船厂的工人举行了大会。到会的有将近500名工人。‘工厂工人大会’的地方分会的成员们首次发表了讲话。他们避而不谈政治要求，主要是提出了一些经济要求。人群中发出不赞成的喊声。这时，《俄罗斯日报》[117]的撰稿人、在彼得堡工人中颇有威望的斯特罗耶夫出现了。斯特罗耶夫提出一项决议案。据他说，这项决议案是他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共同起草的。决议案虽然也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对立，但是强调得不够。在斯特罗耶夫发言之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同志们讲了话，他们在原则上拥护这项决议案，但是着重指出它的局限性和不够的地方。这时，会场开始骚乱起来，有些人不满意社会民主党人的发言并开始破坏大会。大会以多数票罢免了与这些破坏者同伙的主席并选了一个社会党人担任新的主席。但是，‘协会’（祖巴托夫协会）的成员不肯罢休，他们继续扰乱会场。尽管大会的绝大多数人（90％）是站在社会党人一边，但是大会最后还是不决而散，把决议推迟到明天。不管怎样，可以说，社会民主党人终于使工人的情绪倾向于自己了。明天还要举行一次大会，可能有两三千人参加。预料日内将有类似1903年南方的七月游行示威那样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法俄公司的工厂正在罢工——大约有四五千人。据说，施季格里茨纺织厂已经开始罢工——大约有五千人。奥布霍夫工厂的罢工即将爆发——有五六千人。”





　　把这个社会民主党人、地方委员会委员（当然，他能够准确知道的仅仅是彼得堡一小部分地区发生的事件）的这些消息跟国外的，特别是英国报纸的消息对照一下，我们应该得出一个结论：国外的消息是十分准确的。罢工以惊人的速度一天天发展起来。工人们举行了许多集会，并制订了自己的“宪章”，提出了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这虽然是由祖巴托夫分子领导的，但是所提出的这些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总的说来不外是社会民主党党纲的要求，包括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规模空前的罢工的自发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对运动的有计划的参与。不过，还是让他们自己来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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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星期日的前夕

我们在叙述运动的发展过程时曾说过，在加邦的倡议下预定在1月9日星期日举行工人群众游行，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请愿书”。彼得堡的罢工在1月8日星期六已经变成了总罢工。甚至官方的消息也断定罢工者有10—15万人。这样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爆发在俄国还是空前的。这个拥有150万人口的巨大中心的整个工商业和社会生活陷于瘫痪。无产阶级用事实表明， 它
 是而且 只有它
 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它的劳动创造了财富和豪华，它的劳动是我们全部“文化”的基石。城市陷入了没有报纸，没有照明，也没有水的状况。这次总罢工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性质，它是革命事件的直接序幕。

请看一位目击者在给我们的来信中是怎样描述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的前夕的：


　　“从1月7日起，彼得堡的罢工已经变成总罢工。不仅所有的大工厂停了工，而且许多作坊也停了工。今天，1月8日，除了《政府通报》[118]和《圣彼得堡市政府消息报》[119]之外，一份报纸也没有出版。到目前为止，运动的领导权一直掌握在祖巴托夫分子手里。我们注视着彼得堡前所未有的景象，心里感到惶惑不安，不知道社会民主党组织是否能够（即使是过一些时候）把运动抓到自己手里。情况极其严重。这些天，在市内各个区，在‘俄罗斯工人联合会’所在地，每天都举行工人的群众性集会。在联合会所在地的大街上，整天挤满了成千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不时地发表演说并散发传单。虽然祖巴托夫分子力图制造对立，总的说来社会民主党人受到了同情。讲演一涉及专制制度，祖巴托夫分子便喊道：‘这和我们不相干，专制制度不碍我们的事！’其实，祖巴托夫分子在‘联合会’所在地发表的演说中已经提出社会民主党所有的要求，从八小时工作制直到在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的基础上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只是祖巴托夫分子硬说，满足这些要求并不意味着要推翻专制制度，而是要使人民与沙皇接近，消灭把沙皇同人民隔开的官僚制度。社会民主党人也在‘联合会’所在地讲了话，他们的演说也博得同情，但是实际建议都是祖巴托夫分子提出来的。虽然社会民主党人反对，这些建议还是被通过了。这些建议就是：在1月9日，星期日，工人们应前往冬宫，通过格奥尔吉·加邦神父向沙皇呈递罗列了工人们的一切要求的请愿书。请愿书的结束语是：‘给我们这一切吧，不然我们就活不下去。’同时，集会的领导人补充说：‘如果沙皇不给，那么我们的双手就自由了，就是说，他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高举红旗去反对他。如果我们流血的话，血就洒到他的头上。’请愿书在各个地方都被通过。工人们发誓说，星期日他们大家要‘带着妻子儿女’到广场去。今天各区将分别在请愿书上签名，凌晨2时所有的人都到‘民众文化馆’举行最后一次集会。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警察的完全默许之下进行的，各地的警察都被调开，可是在一些建筑物的院子里却隐藏着宪兵骑兵队。

今天，大街上贴出市长禁止集会并以采用武力相威胁的布告。工人把布告撕掉了。军队正在从近郊调进城里。哥萨克手持拔出鞘的马刀强迫电车工作人员（售票员和司机）出工。”






8

死伤人数

关于死伤人数，各种消息说法不一。当然，准确的统计是谈不上的，而用肉眼判断也是十分困难的。政府通报说，有96人死亡，330人受伤，这显然是假的，谁也不会相信。据最近报上的消息，1月13日记者们向内务大臣递交了一份由采访人员编制的死伤者名单， 死伤人数
 共达4600人。当然，这个数字也 不可能是
 完全的，因为即使白天（更不用说晚上）也不可能把一切冲突中的死伤者全部统计出来。

专制制度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取得胜利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满洲的几次大战役。所有的外国记者都报道说，难怪彼得堡的工人们向军官们喊道，他们打俄国人民比打日本人还有成绩。


9

街垒战

我们已经知道，记者们的报道谈得最多的是瓦西里耶夫岛上的街垒，有时也谈到涅瓦大街上的街垒。1月10日（23日），星期一，官方报道说：“群众在施吕瑟尔堡大街，后来在纳尔瓦关卡附近，在特罗伊茨基桥，在亚历山大花园附近，在涅瓦大街的街心公园附近筑起带铁丝网和插着红旗的街垒。从邻近的房子的窗口向军队扔石头和射击。群众从警察手中夺取武器。邵夫兵器厂被抢劫一空。在瓦西里耶夫岛的第一和第二地段，群众截断了电线并砍倒了电线杆子。段警察局被捣毁。”

一位法国记者在星期日2时50分来电说：“射击还在继续。看来，军队已完全惊慌失措。我横渡涅瓦河时看到数发信号弹并听到齐射的巨响。瓦西里耶夫岛上的街垒被罢工者烧起的篝火照得通亮。我未能再往前走。不祥的号角声意味着射击的号令。一营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向一个用雪橇堆成的街垒冲去。一场真正的大屠杀开始了。有将近100名工人倒在战场上。有50名左右受伤的俘虏被押送着从我身旁走过。一个军官用手枪威胁我并命令我走开。”

记者们对街垒战很少有详细的描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记者们总想离危险的地方稍微远一点。而街垒战的参加者幸存的不用说已经廖寥无几。有消息说，大炮曾轰击街垒，不过，这个消息看来还有待证实。





	第1、2、3、5、6、7、8篇载于1905年1月18日（31日）《前进报》第4号；第4篇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第9篇载于1924年《〈前进报〉和〈无产者报〉。1905年的最初布尔什维克报纸》一书第1编附录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205—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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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

（1905年1月18日〔31日〕）

在彼得堡的消息的影响下，我们曾试图和少数派一起组织群众大会，希望在这样的时刻不要发生任何争吵。可是怎么样呢？孟什维克极其无耻地违背了一切协议，他们知道布尔什维克是不会吵闹的。现在孟什维克正千方百计地利用事件来为自己谋利。他们以总委员会的名义筹款，作为派遣孟什维克去俄国等活动的经费，他们在欧洲社会民主党面前百般吹嘘自己，并且利用公众希望和解的心情进行投机，因为公众不会容许中央委员会在这样重要的时刻还分成少数派和多数派。

今天出版了《火星报》第84号，上面登有这样的妙论：“但是，现在我们还要说说，那些‘秘密’组织的空想家们又得到了什么样的教训！他们曾认为，为了养成服从的习惯，为了搞形式上的组织‘纪律’，用‘代理人’这个机械杠杆就能自行调动工人阶级百万大军。让他们用这种幼稚可笑的阿拉克切耶夫式的尺度去衡量一下在我们眼前展开的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吧！”，以及诸如此类的无耻谰言。现在正在把马尔丁诺夫新写的小册子《两种专政》大力推荐给读者。在彼得堡，在事件发生期间，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直属小组”达成了一项 临时
 协议。委员会开展了极其紧张的活动：印发大量传单，派出演讲人，组织捐款和发给罢工者补助金，在委员会的领导下罢工者开始武装起来，修筑街垒等等。可是《火星报》 只字
 不提彼得堡委员会，却百般吹嘘“中央委员会直属的圣彼得堡小组”，说什么这个小组一出现，彼得堡的活动就生气勃勃了。外国报纸也在为这个瓦解组织分子的小组捧场。

在敖德萨，布尔什维克让所有的自愿者都投入工作，而孟什维克却利用委员会的关系进行自己的瓦解组织活动并且作出强烈谴责《前进报》的决议。敖德萨来信说，那里出现了分裂。现在，从《火星报》的动向来看，孟什维克已把目标转向下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

你们那里情况如何？委员会里是否有人力？委员会里有工人吗？工作进行得怎么样？有技术部门吗？中央委员会是否要你们执行《火星报》的对待自由派的计划？委员会对这一计划态度如何[120]？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赞同谁的观点，列宁的还是《火星报》的？

请把所有最近印发的传单寄来，主要是告知1月12日和随后几天的详细情况。委员会对《前进报》态度如何？收到此信后请立即回信。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11—12页















[120]指1904年11月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给各党组织的信》。列宁对它的批判，见本卷第59—78页。——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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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的和平

（1905年1月19日〔2月1日〕）

外国报纸报道说：最近在皇村召开的（在1月9日胜利以后）有沙皇参加或没有沙皇参加的几次会议上，曾热烈地讨论了对日媾和是否适宜的问题。可敬的君主左右的人们，现在原则上都已赞成讲和了。10天以前曾无条件主张继续战争的高官大臣，现在人数大大减少，其中许多人已经成为坚定不移的和平拥护者了。　　

对此，我们党的所谓中央机关报的那些不太聪明的社会民主党人应予以注意，因为他们不懂得，“ 不管什么样的
 和平”这一说法不过是一句空话（因为没有任何人征求过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而且他们的意见也不起任何作用），在目前的形势下，这种说法实际上只是有利于吓破了胆的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我们的新火星派忽略了整个欧洲资产阶级情绪的转变（欧洲资产阶级起初同情日本，由于害怕革命，他们早已转到俄国方面来了——参看《法兰克福报》等等）。现在他们又忽略了，彼得堡的乌格留姆－布尔切耶夫之流也开始利用 不管什么样的
 和平这种平庸空洞的说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了。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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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121]


（1905年1月21日〔2月3日〕）

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著名领袖 赫尔曼·格雷利希
 （Herman　Greulich）在1905年2月1日写给《前进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编辑部的信中提到，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新的分裂表示遗憾，并指出：“谁对这次分裂负有更大的责任，这我不去判断；我已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通过国际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Wer die groβere Schuld an dieser Zersplitterung tragt，das werde ich icht entscheiden und ich abe den internationalen Entscheid bei der deutschen Parteileitung angeregt”）。

为了答复格雷利希的这封信，《前进报》编辑部和俄国“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国外全权代表斯捷潘诺夫同志写了下面一封信。

鉴于格雷利希同志想要通过国际途径来解决问题，我们把我们写给格雷利希的复信告知《前进报》的所有国外的朋友并请求他们将这封信 翻译
 成他们所在的国家的语言，使尽可能多的外国社会民主党人了解这封信的内容。

最好也能将列宁的小册子《关于中央机关与党决裂的声明和文件》，以及（1）北方代表会议的决议和（2）高加索代表会议的决议，（3）南方代表会议的决议都翻译成外文。

这一请求能否做到，务请告知。


给格雷利希的信

1905年2月3日

敬爱的同志：您在来信中提到我们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哪一个派别应对分裂负责任的问题。您说您征求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国际局[122]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向您说明分裂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只想举出一些 有凭有据的事实
 ，尽量不去对它们进行任何评论。

在1903年年底以前，我们党是一些各不相干的被称为 委员会
 的各地方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总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898年春天）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已经不存在了。警察破坏了它们，它们没有再恢复起来。在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它的机关刊物是《工人事业》，“ 工人事业派
 ”由此得名）和普列汉诺夫之间发生了分裂。1900年创刊的《 火星报
 》站在后者一边。在1900—1903年这三年当中，《火星报》对俄国国内各委员会的影响最大。《火星报》反对“经济主义”（或者说“工人事业主义”＝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捍卫了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

党的不统一使大家都感到苦恼。

1903年8月，终于在国外召开了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所有的俄国国内委员会、崩得（Bund＝犹太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和国外的 两个
 派别——“火星派”和“工人事业派”都参加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的全体参加者都承认代表大会是合法的。在代表大会上，火星派和反火星派（工人事业派和崩得）之间展开了斗争；所谓的“泥潭派”采取了中间立场。火星派取得了胜利。他们通过了党纲（《火星报》的草案被批准）。《火星报》被承认为中央机关报，它的方针被承认为党的方针。有关策略问题的许多决议都贯穿着它的思想。火星派提出的组织章程（列宁的草案）被通过了。只是在一些细节上，反火星派在火星派少数派的参加下把它改坏了。代表大会上票数分配情况是这样的：共计51票。其中火星派33票（形成目前的 多数派
 的火星派24票，形成目前的 少数派
 的火星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个崩得分子）。在代表大会行将结束，在举行选举之前，7名代表（2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个崩得分子）退出了代表大会（崩得退出了党）。

这时，由于本身犯了错误而受到一切反火星派和“泥潭派”支持的火星派少数派，成为 代表大会的少数派
 （24票对9票＋10票＋1票，也就是24票对20票）。在选举中央机关时，曾决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人选各3名。在《火星报》旧编辑部的6人（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韦尔、列宁、马尔托夫）当中，普列汉诺夫、列宁和马尔托夫三人当选。当时打算从多数派中选两人和从少数派中选一人组成中央委员会。

马尔托夫拒绝参加没有包括三个“被开除的”（落选的）同志的编辑部，同时全体少数派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从来没有人而且直到目前也没有人对选举的合法性提出过异议。但是，在代表大会之后，少数派竟拒绝在代表大会所选出的中央机关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这种抵制行为从1903年8月底到1903年11月底一直持续了3个月。 《火星报
 》（从第46—51号，共6号）是由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两个人编辑的。
 少数派在党内组成了秘密组织[123]（这个 事实
 现在已被少数派拥护者们自己 在报刊上
 所确认，而且现在 谁
 也不否认）。俄国国内委员会以压倒的多数（在已表明态度的14个委员会之中有12个委员会）表示反对这种破坏性的抵制行为。

但是，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 10月底
 召开的国外“同盟”（＝党的国外组织）的那次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的代表大会之后，决定向少数派让步，并在《不该这么办》（1903年11月第52号《火星报》）一文中向全党表示，为了避免分裂，有时甚至应当向错误地倾向于 修正主义
 并作为 无政府个人主义者
 从事活动（加上了着重标记的是普列汉诺夫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的原话）的人让步。列宁不愿违反代表大会的决议，因而退出了编辑部。于是普列汉诺夫就把以前的4个编辑全部“增补”进去了。俄国国内的各委员会声明，它们将看一看新《火星报》的方针是什么，看一看孟什维克参加编辑部是否为了和平。

结果，正象布尔什维克所预言的那样，旧《火星报》的方针并没有保持下来，新的孟什维克编辑部也没有给党内带来和平。《火星报》的方针竟转回到被第二次代表大会摒弃了的旧的工人事业派方面去了，以致少数派的杰出的成员托洛茨基 本人
 在他的纲领性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由 
新《火星报》编辑

 出版）中直言不讳地声称：“ 
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隔着一条湾沟

 。”我们只是引证一下我们的对手的这句话，并不打算多谈《火星报》在原则上的动摇。

另一方面，“少数派的秘密组织”也没有解散，它继续抵制中央委员会。党被秘密地分裂成公开的和秘密的组织，这一情况极其严重地阻碍了工作。大多数对危机表示过意见的俄国国内委员会，坚决谴责新《火星报》的方针和少数派的破坏行为。从各个方面发出了要求立即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摆脱难以容忍的局面的呼声。

我们的党章规定，召开紧急代表大会，需要有在总票数中占半数票的组织提出要求（例行代表大会“尽可能”每两年召开一次）。 
半数已经构成

 。但这时中央委员会却利用多数派的几个中央委员被捕的机会，背叛了多数派。未被逮捕的其他中央委员借口“和解”， 与少数派的秘密组织相勾结
 ，他们宣布该秘密组织已被解散，但是又背着党并且不顾中央委员会的书面声明 把3名孟什维克增补进中央委员会
 。这次增补是1904年11月或12月进行的。就这样，少数派从1903年8月一直斗争到1904年11月，他们向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分别增补了3个人，从而分裂了全党。

用这种手段非法建立的中央机关，以咒骂或沉默回答了召开代表大会的要求。

当时国内各委员会已经忍无可忍。它们开始召开自己的非正式代表会议。到目前为止，已经召开了三个代表会议：（1）4个高加索委员会的代表会议，（2）3个南方委员会（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代表会议和（3）6个北方委员会（彼得堡、莫斯科、特维尔、里加、“北方”（即雅罗斯拉夫尔、科斯特罗马和弗拉基米尔）以及下诺夫哥罗德）的代表会议。所有这些代表会议都拥护“多数派”，决定支持多数派的著作家小组（列宁、列兵、奥尔洛夫斯基、加廖尔卡、沃伊诺夫等人）并选出了 
自己的常务局

 ；第三个代表会议，即北方的代表会议，责成该“常务局”改为 组织委员会
 ，撇开从党内分裂出去的国外中央机关而召开国内各委员会的代表大会，即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1905年1月1日（公历）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在我国警察迫害的条件下，代表大会的召开当然会拖延几个月。第二次代表大会本来宣布在1902年12月召开，实际上1903年8月才召开）。多数派著作家小组创办了 多数派机关报
 《前进报》，该报从1905年1月4日（公历）开始 
每周

 出版一次。现在（1905年2月3日）已经出版了4号。《前进报》的方针就是 旧《火星报》的方针
 。《前进报》为了捍卫旧《火星报》正在同新《火星报》进行坚决的斗争。

由此可见，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个掌握着机关报《火星报》即“形式上”的所谓党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和20个国内委员会（除了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20个委员会之外，国内其余的委员会都是在代表大会以后建立起来的，关于是否确认它们的合法性问题还是个有争论的问题）中的4个委员会。另一个掌握着机关报《前进报》、“俄国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和14个国内委员会（上面谈到的13个委员会加上沃罗涅日委员会，也许还要加上萨拉托夫、乌拉尔、图拉和西伯利亚等委员会 
［注：至少后面的4个委员会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都表示拥护“多数派”。］

 ）。

所有旧《火星报》的敌人、所有的工人事业派分子和大部分靠近党的知识分子都站在“ 新火星派
 ”一边。所有在原则上坚定不移的旧《火星报》的拥护者、大部分觉悟的先进工人和党在国内的实际活动家都站在“ 前进派
 ”一边。普列汉诺夫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8月）和同盟代表大会（1903年10月）上曾是布尔什维克，而从1903年11月起就拼命地反对“多数派”，他在 1904年9月2日
 公开宣称（这次谈话已经印出来了）双方的力量差不多是相等的。

我们布尔什维克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国内的真正的党的活动家是站在我们一边的。我们认为，分裂的主要原因和统一的主要障碍是少数派的瓦解组织行为，他们拒绝服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宁肯分裂也不愿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目前，孟什维克正在俄国各地制造地方组织的分裂。例如，在彼得堡，他们阻挠委员会在11月28日举行示威（见《前进报》第1号 
［注：见本卷第123—127页。——编者注］

 ）。现在他们在彼得堡已经分裂出去，单独成立了小组，名为“中央委员会直属小组”以对抗党的地方委员会。他们为了同党的委员会进行斗争，前几天在敖德萨也成立了同样的地方小组（“直属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的党中央机关由于其立场不对头而必然破坏党的地方工作，因为它们不打算服从选出它们的党的各委员会的决定。

《前进报》和新《火星报》之间的原则分歧，实质上也就是过去旧《火星报》和《工人事业》杂志之间的原则分歧。我们认为这些分歧是重大的，但是，在有可能完全捍卫自己的观点即旧《火星报》的观点的条件下，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分歧本身会妨碍在一个党内共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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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列波夫执掌大权

（1905年1月25日〔2月7日〕）

1月9日之后，残酷镇压一切不满者成了政府的口号。全俄人民最痛恨的沙皇制度的爪牙之一，在莫斯科以残忍、粗暴和参与祖巴托夫分子腐蚀工人的勾当而出名的特列波夫，星期二被任命为独揽全权的彼得堡总督。

逮捕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首先被捕的是自由派代表团的成员们。这个代表团在星期六夜晚曾去拜见维特和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请求政府接受工人们的请愿书，不要让军队用开枪来对付和平示威。当然，这些请求毫无结果。维特打发代表团去见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后者却拒绝接见代表团。副内务大臣雷德泽夫斯基很冷淡地接见了代表团，他表示，应当劝说的不是政府，而是工人，政府完全了解目前发生的一切，它已经作出决定，这些决定不可能由于任何请愿而有所改变。耐人寻味的是，选出这个代表团的自由派大会曾提出劝阻工人列队前往冬宫的问题，但是与会的加邦的一位朋友说，这样做毫无用处，工人们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这些消息是英国《每日电讯》[124]的记者狄龙先生报道的，后来又为其他记者所证实。）

被捕的代表团成员盖森、阿尔先耶夫、卡列耶夫、彼舍霍诺夫、米雅柯金、谢美夫斯基、克德林、施尼特尼科夫、伊万钦－皮萨列夫和高尔基（后者在里加被捕并被押送到彼得堡）被毫无道理地指控为企图在革命后的第二天组织“俄国临时政府”。显然，这一指控是不攻自破的。被捕者当中的许多人（阿尔先耶夫、克德林、施尼特尼科夫）已经被释放。在国外，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社会人士中间展开了营救高尔基的强大运动，德国许多杰出的学者和作家联名向沙皇请愿，要求释放他。现在，奥地利、法国和意大利的学者和著作家们也参加了请愿活动。

星期五晚上，《我们的生活报》的4个撰稿人普罗柯波维奇夫妇、希日尼亚科夫和雅柯夫列夫（鲍古查尔斯基）被捕。星期六早上，《现代报》[125]的撰稿人加奈泽尔被捕。警察当局拼命搜查从国外寄给罢工者或死难者的遗孀和遗孤的款项。正在进行大批的逮捕。鲍古查尔斯基的逮捕证的号码是第53号，而希日尼亚科夫的逮捕证的号码已是第109号。星期六，上述两家报馆的编辑部被搜查，全部手稿被掠走，其中包括关于整整一周来的事件的详尽报告，这些报告是可靠的目击者们写的，并附有目击者的签名。他们为了教育后代，把所看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现在所有这些材料永远也不能公之于世了。

星期三被捕的人很多，以至每间单人牢房要拘禁两三个人。新的独裁者对工人完全不讲什么客气了。从星期四开始把他们一批批地抓起来并把他们驱逐回乡。当然，他们将在家乡传播关于1月9日事件的消息并宣传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

特列波夫拿出他在莫斯科的一套老手法：用经济上的小恩小惠来诱骗工人群众。

企业主们和财政大臣聚集在一起，研究向工人作各种让步的对策，谈论着九小时工作制。财政大臣在星期二接见工人代表团，答应实行经济改革，警告他们不要进行政治煽动。

警察不遗余力地在一般居民和工人之间散布不信任和敌意。星期三外国报纸很明确地报道说，警察当局想方设法用耸人听闻的谣言来吓唬彼得堡居民，说什么要发生抢劫，罢工者要采取流血行动等等。甚至副内务大臣雷德泽夫斯基在星期二也向一位来访者说，罢工者打算抢劫、放火、破坏、杀人。只要有可能，罢工者（至少是他们的有觉悟的领袖们）就声明这是诽谤。警 察当局暗中支使一批奸细和看门人打碎玻璃，放火烧售报亭并抢劫店铺
 来吓唬居民。而工人们实际上表现得十分和平，这一点使目击1月9日惨状的外国报纸记者们无不感到惊奇。

警探们现在正忙于成立新的“工人组织”。他们正在挑选一批合适的工人，发给他们一些钱，嗾使他们去反对大学生和著作家，颂扬“慈父沙皇的真正人民的政策”。在20—30万没受过教育的、为饥饿所折磨的工人当中，不难找出几千个上这种圈套的人。这些人将被“组织起来”，被逼着去咒骂“自由主义骗子”并高声宣称，上星期日他们受骗了。然后这些工人阶级的败类将选出代表团，“恭顺地请求沙皇允许他们伏在他的脚下，忏悔他们在上星期日所犯的罪行”。记者继续说道：“根据我所获得的消息，现在警察当局正是这样安排的。当这些组织工作完成时，皇帝陛下将开恩同意在练马场接见代表团。练马场为此将专门作好准备。他将在动人的演说中表示他对工人们的慈父般的关怀并提出改善他们的境况的措施。”

附言：当我们从来电中获悉英国记者的预言已被证实的时候，本文已经排版了。沙皇在自己的皇村里接见了由警察当局挑选出来的34个工人组成的代表团，并发表了冠冕堂皇的假惺惺的演说，侈谈政府对工人的慈父般的关怀和对他们的罪过的宽恕。这种卑劣的滑稽剧当然骗不了俄国无产阶级，它永远也不会忘记流血的星期日。无产阶级还要用另一种语言同沙皇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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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每日电讯》（《The　Daily　Telegraph》）是英国报纸（日报），1855年在伦敦创刊，起初是自由派的报纸，从19世纪80年代起成为保守派的报纸。1937年同《晨邮报》合并成为《每日电讯与晨邮报》。——219。



[125]《现代报》（《Наши　Дни》）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日报），1904年12月18日（31日）—1905年2月5日（18日）在彼得堡出版。1905年12月7日（20日）曾复刊，只出了两号。——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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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后的彼得堡

（1905年1月25日〔2月7日〕）

1月10日，星期一，彼得堡象是一个刚刚被敌人占领的城市。大街上哥萨克巡逻队的车辆川流不息。到处可以看到一群群激怒的工人。晚间许多街道一片漆黑。没有电和煤气。一伙伙看门人护守着贵族的住宅。正在燃烧的售报亭向人群射出奇异的火光。

在涅瓦大街上人民同军队曾发生冲突。人群又遭到枪杀。在阿尼奇科夫宫附近曾发生三次齐射。警察封闭了军械商店，把武器搬到地下室，他们显然是用尽办法阻挠工人武装起来。政府机关的官吏们特别惊慌，生怕纵火和爆炸，他们仓皇逃出了彼得堡。

在瓦西里耶夫岛上，星期日被军队占领的街垒，星期一已重建起来，但又被士兵占领了。

没有报纸。学校停课。工人举行许多集会讨论这次事件和对抗办法。成群的同情者，特别是大学生，包围了医院。

据报道，两三万科尔皮诺工人在星期二早上带着请愿书向皇村进发。皇村的警备队派出一个步兵团和一个野战炮兵连去阻击他们。在离科尔皮诺5俄里的地方发生了冲突，军队开了枪，下午4时便把工人们完全击退和驱散了。死伤的人很多。工人们两次袭击皇村铁路，但都被击退。有7俄里长的铁路被破坏，早晨火车已经停驶。

政府在夜里偷偷地把流血的弗拉基米尔星期日的牺牲者们埋葬。特意瞒着死者的亲友，免得在送葬时举行游行示威。一车车尸体被送往普列奥布拉任斯克墓地。尽管警察严加防范，有些地方人们仍在试图举行游行示威来悼念为争取自由而牺牲的战士。

人民对军队深恶痛绝。外国报纸根据目击者的叙述报道说：1月11日，星期二，哥萨克在大直街截住一辆满载工人的有轨马车。其中一个工人向哥萨克喊道：“刽子手！”哥萨克挡住有轨马车，强迫所有的人下车并用马刀背乱打他们。有一个人当场被打伤。附近居民纷纷打开窗户向哥萨克喊道：“杀人犯！强盗！”星期五电讯报道说，这一事件发生时，有个妇人也被哥萨克从有轨马车中赶出来。她在慌乱中失手把自己的孩子掉了下来，而孩子竟被哥萨克的马踩死了（《泰晤士报》）。我们的军队对工人所取得的这种胜利，是真正的皮洛士式的胜利[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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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皮洛士式的胜利意为得不偿失的胜利。皮洛士是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公元前280年入意大利同罗马作战，两次获捷，但损失惨重。他曾说：“如果再取得这样一次胜利，那谁也不能跟我回到伊庇鲁斯去了。”——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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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亚·亚·波格丹诺夫和谢·伊·古谢夫

1905年2月11日


致拉赫美托夫、哈里顿

昨天我已去电表示同意你们的修正，尽管我完全不同意我从你们信中所能了解到的那些东西。但我十分厌恶这种拖拉作风，你们的问题是对我的一种嘲笑，因而我只好听之任之：但愿能做点什么！但愿能发出一个 不管什么样的
 有关代表大会的通知，不过要真的 发出
 ，而不是谈来谈去！你们会对“嘲笑”一词表示惊讶。其实只要想一想就清楚了：我在两个月以前就把我的草案寄给常务局的 全体
 委员了 
［注：见本卷第93—95页。——编者注］

 。竟没有一个委员关心这个草案并认为需要交换意见！！可现在，我们却通过电报来……谈组织，谈集中制，实际上在中央机关的一些非常接近的同志中间，存在着一种令人唾弃的涣散现象和手工业习气。崩得分子就不空谈集中制，他们 每个人
 每周都给中央机关写信，而联系 实际上
 就建立起来了。只要看一看他们的《最新消息》[127]，就可以看出这种联系。可我们的《前进报》已出到第6号，编辑部的一个成员（拉赫美托夫）却没有用一段话谈谈《前进报》，也没有为它写点什么。我们这里有人“谈到”在圣彼得堡和在莫斯科的广泛的写作联系，“谈到”多数派的年青力量，而在发出着手工作的号召（《前进报》发刊预告和有关《前进报》的信）以后已经过了 两个月
 ，我们这里却毫无声息。国内的一些委员会（高加索、下诺夫哥罗德，更不用说伏尔加河流域、南方了）把常务局完全看成一种“神话”，并且认为他们有这种看法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从外人那里“听说”多数派的圣彼得堡委员会和孟什维克集团结成一个什么联盟，可是从自己人那里却一个字也没有听到。我们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会采取这种自杀的愚蠢做法。我们从外人那里“听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会议和“联盟”的事，可是从自己人那里却 一个字
 也没有听到，尽管人们说这是既成事实。看来，布尔什维克还想再次让人欺骗 
［注：手稿上已勾掉下面几个字：“和唾弃”。——俄文版编者注］

 。

我们唯一的力量就是坦率、团结和进攻的魄力。而人们在“革命”的时候却变得软弱了！！在非常非常需要组织性的时候，他们却把自己出卖给瓦解组织分子。从对宣言和代表大会的草案提出的修正案（信中所述极不清楚）来看，他们醉心于“忠顺”，老大爷就使用过这个词并且还补充说：如果不提到中央机关，没有人会去参加代表大会！先生们，我敢说，如果你们 
这样

 做，你们任何时候都开不成代表大会，任何时候都得听命于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的波拿巴分子。 撇开
 不被人们信任的中央机关召开代表大会，以 革命
 常务局（如果对忠顺的章程奴颜婢膝，那这个常务局就等于名存实亡）的名义召集代表大会，并承认九个波拿巴分子、同盟（哈哈！）和波拿巴主义的傀儡（新炮制的委员会）有参加代表大会的当然权利，这就是一种让人耻笑和让人不尊重的行为。可以并且应当邀请中央机关，但是如果承认它们有表决权，我再说一遍，这就是丧失理智。当然，中央机关反正是不会参加 我们的
 代表大会的，何苦又再次让人向我们脸上吐唾沫呢？何必要装假和躲躲闪闪呢？这简直是耻辱。我们公开宣布了 分裂
 ，我们号召 前进派
 参加代表大会，我们要组织 前进派
 的党，并且要断绝，立刻同瓦解组织分子断绝 一切
 关系，而别人却对我们大谈忠顺，装模作样，好象《火星报》和《前进报》可以举行共同的代表大会。真是滑稽！当然，代表大会（如果它召开的话）的第一天、第一个小时就会结束这出滑稽剧。但是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这种虚伪对我们却是极其有害的。

真的，我时常想，十分之九的布尔什维克确实是形式主义者。 
［注：手稿上这句话最初是这样写的：“真的，我时常想，十分之九的布尔什维克确实是根本不能战斗的可怜的形式主义者，不如把他们都交给马尔托夫。”——俄文版编者注］

 或者我们把那些愿意战斗的人团结成一个真正钢铁般的组织，有了这个虽小但却是巩固的党，我们就能打垮由形形色色的新火星派分子组成的这个不堪一击的怪物；或者我们用自己的行为证明，我们该当灭亡，因为我们是可卑的形式主义者。在组织常务局以前和创办《前进报》 以前
 ，我们曾竭尽全力来挽救忠顺，挽救统一，挽救形式的即高级的和解方法，人们怎么会不懂得这一点呢！？！？而现在，在建立了常务局 以后
 和创办了《前进报》 以后
 ，分裂已是事实了。当分裂成为事实的时候，才明显看出，我们在 物质方面要薄弱得多
 。我们还需要把我们的精神力量变成物质力量。孟什维克掌握了较多的钱，较多的书刊，较多的运送机构，较多的代办员，较多的“名人”和较多的撰稿人。不看到这一点，就是不可饶恕的幼稚行为。如果我们不愿意向世界显示干瘪贫血的老处女的令人厌恶的形象，不愿意让世界看到我们象老处女一样在为自己没有生育的精神上的纯洁而自豪，那我们就应当懂得，我们需要战斗和战斗组织。只有在长期斗争以后，只有在具有优良组织的条件下，我们的精神力量才能转变成物质力量。

我们需要钱。 
在伦敦

 召开代表大会的计划是极端荒谬的，因为这将要多花费一倍的钱 
［注：手稿上已勾掉下面一句话：“我们决不破费一点钱去换取我们的胜利。”——俄文版编者注］

 。我们不能停办《前进报》，而长期远离将会使它停刊。代表大会应该开得简单些，时间短一些，人数也不宜很多。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是为了组织战斗。从各方面来看，你们对这一点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前进报》需要撰稿人。我们的人很少。如果不从国内补充2—3个固定的撰稿人，那就不要胡说什么同《火星报》作斗争了。我们需要小册子和传单，非常需要。

需要年轻力量。我真想建议把那些竟敢说没有人才的人当场枪决。俄国的人才多得很，只是必须更广泛和更大胆地、更大胆和更广泛地、再更广泛和再更大胆地吸收青年参加工作， 不要对青年不放心
 。目前是战斗时期。整个斗争的结局都将取决于青年，取决于青年大学生，尤其是青年工人。抛掉一切因循守旧、论等级地位之类的旧习气吧。到青年中去建立 
数以百计

 的前进派小组并鼓励他们竭尽全力来工作吧。用吸收青年的办法把委员会扩大 两倍
 ，创立5个或者10个分委员会，把每一个正直刚毅的人“增补”进来。要毫不拖延地让任何一个分委员会都有书写和出版传单的权利（写错不要紧，我们会在《前进报》上“委婉地”加以纠正）。必须火速把一切具有革命主动性的人团结起来和动员起来。不要怕他们缺乏锻炼，不必担心他们没有经验和不够成熟。 
［注：手稿上已勾掉下面的话：“不要因为他们年轻缺乏经验而叫苦”。——俄文版编者注］

 第一，如果你们不善于组织和推动他们，他们就会跟着孟什维克和加邦分子走，那时他们的没有经验将会带来五倍的危害。第二，事变将 按照我们的精神
 教育他们。事变已经在按照前进派的精神教育每一个人。

不过你们一定要把 数以百计
 的小组大力组织起来，把平常关于委员会的（等级制的）无稽之谈完全撇开。目前是战斗时期。或者是在各地建立 
新的

 、年青的、朝气蓬勃的、生龙活虎的战斗组织，去进行各种各样遍及一切阶层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或者是你们带着掌管大印的“委员会”人士的荣耀死去。

我将在《前进报》 
［注：见本卷第277—288页。——编者注］

 上论述这点，并将在代表大会上谈到这点。我写信给你们，是 想
 再次同你们交换意见，是想让数十个 
年青的、朝气蓬勃的

 工人小组（以及其他小组）同编辑部 建立直接的联系
 ， 虽然……虽然（这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我对实现这些大胆的要求并不抱任何希望。不过，也许两个月之后，你们会要求我用电报来回答是否同意把“计划”……加以如此这般的修正……我事先回答吧：我对一切都表示同意……

代表大会上再见。



列宁


附言：必须负起责任，使向俄国运送《前进报》的工作革命化。请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去征求彼得堡的订户。让大学生特别是 工人们
 成十成百地按自己的地址订阅吧。现在还害怕这点就太可笑了。警察永远也无法把所有的东西都截获。如果 1
 / 2
 — 1
 / 3
 能寄到，这已经是很可观了。请把这个想法告诉 每个
 青年小组，他们会为自己找到许许多多同国外联系的途径的。请把《前进报》的通信处更广泛地开出去，尽可能广泛地开出去。





	载于1925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4期（总第39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244—248页

















[127]《最新消息》（《Последние　Известия》）是崩得国外委员会的公报，1901—1906年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版，共点了256号。——225。







《列宁全集》第9卷


最初的几点教训

（1905年2月1日〔14日〕以前）

革命大风暴的第一个浪潮正在退落。我们正处在不可避免的和必然到来的第二个浪潮的前夕。无产阶级运动愈来愈广泛，现在已扩展到最边远的地区。激愤和不满笼罩着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阶层以至最落后的阶层。工商业陷于瘫痪，学校停课，地方自治人士仿效工人进行罢工。象往常一样，在群众运动的间歇期间，个人恐怖行动频繁起来：对敖德萨警察局长的谋杀，高加索的暗杀以及在赫尔辛福斯对参议院检察长的暗杀。政府从血腥镇压的政策转向许愿政策。它力图用沙皇接见代表团的滑稽剧来欺骗工人，哪怕是其中的某些人 
［注：见本卷第221—222页。——编者注］

 。它力图用军事消息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并命令库罗帕特金向浑河发起进攻。1月9日彼得堡发生了大屠杀，12日就开始了这种从军事观点来看毫无意义的进攻，结果沙皇的将军们再次惨败。俄国人被击退，连新时报记者也报道说，俄国死伤达13000人，比日本人大约多一倍。满洲的军事管理机关的腐败和士气涣散的情况，也和彼得堡一样。外国报刊以前登载的是证实和否认库罗帕特金与格里彭贝格争吵的电讯，现在改换为证实和否认关于大公们深知战争对专制制度的危险而打算尽快求得和平的消息的电讯。

难怪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欧洲最稳重的资产阶级报纸也不能再不谈论俄国革命了。革命正以1月9日以前从未有过的速度发展着和成熟着。第二个浪潮何时来临，是明天、后天还是几个月以后，这要取决于许多无法估计的情况。这就更加迫切地需要总结革命日子的某些经验并力求取得教训，这些教训会超出某些人的预料，更早地为我们所利用。

为了正确评价革命的日子，应当总观一下我国工人运动最近的历史。在将近20年以前，在1885年，中部工业区、莫罗佐夫工厂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最初的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当时，卡特柯夫曾写文章谈到俄罗斯已出现工人问题。无产阶级从经济斗争转到政治示威，从示威转到革命冲击，其发展速度真是惊人！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已经走过的道路上的几个主要里程碑。1885年，发生了广泛的罢工，当时，社会主义者是完全单独行动的，没有结成任何组织，他们参加这些罢工的寥寥无几。罢工所引起的群众的激愤情绪，迫使专制制度的忠实走狗卡特柯夫在谈到审讯问题时说，这是“庆祝在俄罗斯出现的工人问题的101响礼炮”[128]。政府作了经济上的让步。1891年，彼得堡工人参加了为舍尔古诺夫送葬时举行的游行示威[129]，在彼得堡的五一游行示威中有人发表了政治演说。这是先进工人在没有群众运动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游行示威。1896年发生了几万工人参加的彼得堡罢工。群众运动中出现了街头鼓动，这时已是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参加了运动。尽管当时这个几乎是清一色的大学生组织和我们现在的党比较起来还很弱小，但是它自觉地、有计划地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干预和领导，毕竟使运动比莫洛佐夫罢工具有更大的规模和意义。政府又一次作出经济上的让步。这次罢工为全国的罢工运动奠定了巩固的基础。革命的知识分子普遍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成立了。1901年，工人支援了大学生。示威性的运动开始了。无产阶级走上街头高呼：打倒专制制度！激进知识分子最后分化为自由派知识分子、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愈来愈广泛、积极和直接地参加游行示威。1902年，罗斯托夫大罢工变成一次出色的示威。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不再依附于知识分子、大学生的运动，而是自己直接从罢工中发展起来。有组织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运动更加积极了。无产阶级为自己和 自己的
 委员会中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争得了群众性的街头集会的自由。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阶级同其余的一切阶级相对峙，同沙皇政府相对峙。1903年，罢工又同政治示威相结合，但是基础更广泛了。罢工波及全区，有10万多工人参加，许多城市在罢工期间一再举行群众性的政治集会。可以感觉到，我们是处在街垒战的前夕（地方社会民主党人关于1903年基辅运动[130]的评论）。但是，这个前夕相当长，好象是在教我们懂得，强大的阶级有时是要成年累月地积蓄力量，又好象是在考验那些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信仰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果然，我们党的知识分子翼，新火星派或（也就是）新工人事业派已在开始寻找“高级形式”的示威，即由工人和地方自治人士达成不引起惊恐的协议。新火星派以一切机会主义者所固有的毫无原则的态度，竟提出如此不可思议的，最最不可思议的论点：在政治舞台上有两种（！！）力量，即官僚和资产阶级（参看《火星报》编辑部关于地方自治运动的 第二封
 信）。新《火星报》的机会主义者们一味等待时机，竟忘记了无产阶级是一支独立的力量！1905年来到了，1月9日事件再次揭穿了一切忘掉自己身世的渺小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运动立即上升到更高的阶段。总罢工在全俄国大概动员了不下100万工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要求甚至渗入到工人阶级中那些还信任沙皇的阶层。无产阶级冲破了警察的祖巴托夫运动的框子，原来为反对革命而成立的合法工人团体的全体成员，和加邦一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们亲眼看到罢工和示威开始变为 起义
 。比起运动的前几个阶段来，有组织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参加运动的情况是明显地增多了，但是与积极的无产阶级群众要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巨大要求相比，社会民主党的参加仍然是很不够很不够的。

总的说来，以不同的形式和由于不同的原因彼此结合起来的罢工运动和示威运动，日益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日益具有革命的性质，在实践中也日益接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早已提到的全民武装起义。在《前进报》第4号 
［注：见本卷第185—188页。——编者注］

 和第5号上，我们已经根据1月9日事件作出这个结论。彼得堡的工人们自己也立刻直接得出了这个结论。1月10日，他们闯进一家合法印刷所，排印了如下的宣言（彼得堡的同志们把它寄给了我们），印了一万多份，散发到全彼得堡。下面就是这个出色的宣言。 
［注：同上，第242页。——编者注］



这个宣言用不着解释。它充分表现了革命无产阶级的主动性。彼得堡工人的号召没有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地实现，这个号召还会不止一次地重新提出来，实现它的尝试也还会不止一次地失败。但是工人自己这样提出任务，其巨大意义是不容争辩的。革命运动使人们意识到这个任务在实践上是迫在眉捷的，并使这个任务在任何人民运动中都能提到最近日程上来。革命运动所取得的这种成果，是任何力量都不能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去的。

有必要来谈一谈起义思想的历史。关于这个问题，新《火星报》从第62号上令人难忘的社论开始，喋喋不休地发表了许多十分模糊的庸俗见解，散布了许多只有我们的老相识马尔丁诺夫才能发表的机会主义谬论，因此，准确地重述问题的旧提法就特别重要。新《火星报》的种种庸俗见解和全部谬论是举不胜举的。最好还是更经常记起旧《火星报》并更具体地发挥它过去提出的积极口号。

在列宁的小册子《怎么办？》的结尾，在第136页 
［注：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69页。——编者注］

 上曾提出过 全民武装起义
 的口号。下面就是1902年年初，即三年前关于这一点所说的话：“再想一想人民起义。现在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我们应当考虑起义并且准备起义……”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249—253页

















[128]指对1885年莫罗佐夫罢工参加者的审判。这次审判于1886年5月在弗拉基米尔进行。审判暴露了工人们所受的骇人听闻的剥削和压迫。被告对法庭提出的101个指控他们犯有罪行的问题，一一加以批驳。反动政论家米·尼·卡特柯夫为此在《莫斯科新闻》上写道：“昨天，从平安无事的古城弗拉基米尔传来了101响礼炮声，庆祝在俄罗斯出现的工人问题。”——232。



[129]1891年4月15日（27日）在彼得堡举行了为先进工人所熟悉的著名政论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尼·瓦·舍尔古诺夫的葬礼。这次葬礼变成了反政府的游行示威。工人们携带的花圈上写着：“献给自由和兄弟团结的指路人”。在葬礼上有人提出举行五一节集会的建议，得到了工人们的响应。届期有70—80名工人参加了这个在俄国首次秘密举行的五一节集会。集会上的政治演说词后来在工人中广为传播，起了巨大的宣传作用。——232。



[130]指1903年7月在基辅发生的群众性政治罢工。同年9月1日《火星报》第47号刊登了报道这次罢工的长篇通讯，题为《基辅的总罢工》。——233。







《列宁全集》第9卷


两种策略

（1905年2月1日〔14日〕以前）

自从俄国发生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以来，也就是在将近十年之久的过程中，社会民主党人在策略问题上一直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大家知道，正是由于这种意见分歧，在90年代后半期才产生了“经济主义”，结果使党分裂为机会主义派（工人事业派）和革命派（旧火星派）。但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和西欧的机会主义不同，它有自己的某些特点。俄国机会主义非常明显地反映出党的知识分子翼的观点，或者可以说，反映出这个知识分子翼没有任何独立的观点，它既迷恋于伯恩施坦主义的时髦字眼，又迷恋于纯粹的工人运动的直接结果和形式。这种迷恋使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叛变而投到自由主义方面，使某些社会民主党人创造出有名的“策略－过程”论[131]，这个理论使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得到尾巴主义者的绰号。他们一筹莫展地尾随在事变的后面，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一切场合缩小革命无产阶级活动的范围，降低对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的信心，而且这样做时通常都打着无产阶级的主动性的旗号。这是怪事，但却是事实。没有人象工人事业派这样侈谈工人的主动性，也没有人象工人事业派这样以自己的说教来缩小、削弱和降低工人的主动性。觉悟的先进工人向他们的热心的但并不聪明的建议人说：“少讲些‘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空话吧。我们的积极性要比你们所想象的高得多；我们能够用公开的街头斗争来支持那些甚至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要求！你们没有资格来给我们‘提高’积极性，因为你们自己恰恰就缺乏积极性！先生们，请你们还是少崇拜点自发性，多想想如何提高你们自己的积极性吧！”这就是当时所描述的革命工人对机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怎么办？》第55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71页。——编者注］

 ）。

新《火星报》向《工人事业》倒退了两步，又使这种态度复活起来。新《火星报》的版面上又充满尾巴主义的说教，而且又是用这些令人作呕的誓词作掩护：上帝作证，我是真诚信奉无产阶级主动性的。在无产阶级的主动性的旗号下，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丁诺夫，马尔托夫和李伯尔（崩得分子）在代表大会上维护大学教授和中学生无需加入党的任何一个组织而自行列名为党员的权利。在无产阶级的主动性的旗号下，杜撰出了庇护瓦解行为和颂扬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的“组织－过程”论。在无产阶级的主动性的旗号下，发明了同样著名的“高级形式的示威”的理论，即让经过三级选举所精选出来的工人代表 与地方自治人士
 达成不引起惊恐的和平示威的 协议
 。在无产阶级的主动性的旗号下，武装起义的思想被曲解和庸俗化，被贬低和搅乱了。

由于最后这个问题在实践上非常重要，我们特意提请读者注意这个问题。工人运动的发展无情地嘲笑了新《火星报》的圣贤们。新《火星报》的第一封信在“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和主动性的有计划发展过程”的旗号下，建议“把工人的声明邮寄到议员家里去，并把它拿到地方自治会议的大厅里去大量散发”作为高级形式的示威；它的第二封信，更是一种非常惊人的发明，它说在现在这个历史时刻，政治舞台已被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和官僚间的角逐完全占据〈！〉”，“任何〈请听，请听啊！〉下层革命运动的客观意义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拥护这两种〈！！〉力量中那个关心于破坏现存制度的力量所提出的口号”（竟把民主派知识分子宣布为“力量”了）；这第一封信还没有来得及散发到俄国各地，第二封信还没有来得及送到俄国；觉悟的工人还没有来得及读一读这两封美妙绝伦的信并将它们好好地嘲笑一番，无产阶级实际斗争的事变一下子就把新火星派政论家们的这全套政治废物抛到垃圾堆去了。无产阶级指明，还有第三种 力量
 （当然，其实不是第三种，按次序来说是第二种，按战斗能力来说是第一种），这种力量不仅关心破坏专制制度，而且 决心着手真正破坏
 专制制度。从1月9日起，我们眼看着工人运动在 发展
 为人民起义。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过去曾把这种向起义的过渡当作策略问题事先加以议论的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评价这个问题的，而工人自己又是怎样开始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的。

请看三年以前对起义这个决定我们当前的实践任务的口号是怎样说的吧：“再想一想人民起义。现在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我们应当考虑起义并且准备起义。但是怎样准备呢？当然不能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代办员到各地去准备起义！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中央委员会，那它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指定办法，也不会得到丝毫结果的。相反，在创办和发行共同的报纸的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起来的代办员网，却不需要‘坐待’起义的口号，而会进行那种保证它在起义时最可能获得成功的经常性工作。正是这种工作会巩固同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及一切不满专制制度的阶层的联系，而这对于起义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会培养出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总的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善于选择起义的适当时机的能力。正是这种工作会使 所有的
 地方组织都习惯于同时对那些激动整个俄国的同样的政治问题、事件和变故作出反应，并且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一致地和适当地对这些变故作出回答，而事实上起义也就是全体人民对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适当的‘回答’。最后，正是这种工作会使全俄各地的所有革命组织都习惯于彼此发生一种能使党 在实际上
 统一起来的最经常而又最秘密的联系，而没有这种联系，就不可能集体讨论起义计划，不可能在起义前夜采取应该严守秘密的必要的准备措施。

总而言之，‘全俄政治报计划’不但不是沾染了学理主义和文人习气的人脱离实际工作的产物（就象那些对它没有很好考虑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它是一个 从各方面立刻开始准备起义、同时又丝毫不忘记自己日常的迫切工作的
 最切实的计划。”（《怎么办？》）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69—170页。——编者注］



上面我们加上了着重标记的结束语，对于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设想起义准备工作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但是，不管这个回答怎样明确，旧的尾巴主义策略还是不能不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来。马尔丁诺夫最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两种专政》，这本书受到新《火星报》（第84号）的大力推荐。作者从他工人事业派的内心深处感到愤慨，因为列宁竟会说出“准备、 规定
 和实行全民武装起义”的话来。威风凛凛的马尔丁诺夫攻击敌人说：“国际社会民主党根据历史经验和对社会力量发展动态的科学分析，向来都认为只有宫廷政变和军事政变才能预先 规定
 和有成效地按预定计划进行，这是因为这些政变不是人民革命，即不是社会关系的变革，而仅仅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更迭。社会民主党一向认为人民革命是不能预先 规定
 的。人民革命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而是自行发生的。”

也许有的读者读了这套长篇大论以后会说，马尔丁诺夫显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对手，认真对待他未免可笑。我们完全同意这样的读者的意见。我们甚至会向这样的读者说，世界上没有比认真对待我们的新火星派的一切理论和一切议论更痛苦的事情了。不幸的是，这套无聊的话也出现在《火星报》的社论上（第62号）。更加不幸的是，党内有一些人，而且不是少数人，竟让这些无聊话弄昏了头脑。于是我们不得不来谈谈不重要的东西，正如我们不得不谈曾发现“组织－过程”的罗莎·卢森堡的“理论”一样。必须向马尔丁诺夫说清楚，不应该把起义和人民革命混为一谈。必须说明，在解决关于推翻俄国专制制度的方法这一实际问题时，只有基法·莫基耶维奇[132]才会这样挖空心思地提到社会关系的变革。这种变革，随着农奴制的崩溃，已在俄国开始了，正因为我国的政治上层建筑落后于已经实现的社会关系变革，才使上层建筑的倾覆成为必不可免；并且完完全全有可能一击即倒，因为俄国的“人民革命”已给了沙皇制度100次打击，而能够把它打倒的是第101次打击还是第110次打击，那就不得而知了。只有那些把自己的庸俗习气强加给无产者的机会主义知识分子，才会在实际讨论怎样进行第二个100次中的某一次打击的方法时，表现出自己在“社会关系变革”方面的中学生见识。只有新《火星报》的机会主义者，才会把我们所见到的以通过政治报纸来进行全面的群众鼓动为重心的计划，歇斯底里地喊作可怕的“雅各宾式的”计划！

说人民革命不能规定，这是正确的。马尔丁诺夫和《火星报》第62号社论的作者能认识到这一真理，这是不能不加以夸奖的（马尔丁诺夫的一个忠实战友或学生在该社论中攻击“空想主义者”时问道：“在我们党内究竟有什么起义的准备可谈呢？”）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准备了起义，如果由于社会关系 已实现
 变革而使人民起义成为可能，那规定起义就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事情。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给新火星派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工人运动是否可以规定呢？不，不可以，因为它是由社会关系变革产生出来的成千的个别行动构成的。罢工是否可以规定呢？可以，虽然——马尔丁诺夫同志，请想想看， 虽然
 每次罢工都是社会关系变革的结果。什么时候可以规定罢工呢？当规定罢工的组织或小组在当地的工人 群众
 中享有威信，而且善于正确估计工人群众中不满和愤怒增长的时机时，就可以规定罢工。马尔丁诺夫同志和《火星报》第62号“社论作者”同志，你们现在懂得这是怎么回事了吗？如果懂得了，那现在就请费神把起义和人民革命加以对比吧。“人民革命是不能预先规定的。”起义则是可以规定的，如果规定起义的人在群众中享有威信并且善于正确估计时机的话。

幸运的是，先进工人的主动性常常是远远超过新《火星报》的尾巴主义哲学。新《火星报》绞尽脑汁想出一套理论，证明起义是不可以由那些将革命阶级的先进队伍组织起来，作好起义准备的人来规定的，而事变却表明，起义是可以由那些没有作好准备的人来规定的，而且他们有时也不得不加以规定。

请看一个彼得堡的同志给我们寄来的传单吧。这份传单是1月10日在彼得堡占领了一家合法印刷所的工人们自己排印的，并且散发了10000多份。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公民们
 ！昨天你们看见了专制政府的凶恶暴行！看见了鲜血流满街头！看见了数百名为工人事业而奋斗的战士被打死，看见了死亡，听到了被打伤的妇女和不能自卫的儿童的哀号！工人的鲜血和脑浆喷溅在他们亲手铺砌的马路上。是谁派来军队，把枪炮子弹对准工人的胸膛呢？——是沙皇、大公、大臣、将军和宫廷的恶徒们。


他们是杀人凶犯！——处死他们吧！同志们，拿起武器
 ，占领兵工厂、军械库和军械商店。同志们，砸烂牢狱，解放争取自由的战士。捣毁宪兵局、警察局和一切官府机关。推翻沙皇政府，建立自己的政府。革命万岁！
 人民代表立宪会议万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





　　这一群富有首创精神的先进工人发出的起义号召没有取得成功。几次起义号召未能成功或几次“规定”起义未能成功，这并没有使我们惊奇，也没有使我们灰心丧气。我们让新《火星报》就这一问题去高谈阔论，说什么必须有“社会关系的变革”吧，让它振振有词地去斥责那些高喊“建立自己的政府”的工人们的“空想主义”吧。只有不可救药的学究或糊涂虫才会认为这类号召书的重心是放在这个口号上。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看到并强调指出这种大胆而出色地着手解决我们现在所直接面临的任务的实际做法。彼得堡工人的号召没有实现，而且也不可能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地实现。这个号召还会不止一次地重新提出来，起义的尝试也还会不止一次地失败。但是，工人自己提出这个任务，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意义。工人运动使人们意识到这个任务在实践上是迫在眉睫的，并使这个任务在任何人民风潮中都能提到最近日程上来。工人运动所取得的这种成果，是任何力量都不能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去的。

社会民主党人早在三年以前就已根据一般的理由提出了准备起义的口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69—170页。——编者注］

 由于无产阶级的主动性，在国内战争直接教训的影响下又提出了这个口号。有各种各样的主动性。有富有革命首创精神的无产阶级的主动性，也有不成熟的、需要带领的无产阶级的主动性，有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动性，也有祖巴托夫式的主动性。而有些社会民主党人甚至现在还以崇敬的心情凝视着这第二种主动性，他们以为只要无数次重复“阶级的”这几个字，就可以应付局面，而无须对目前的迫切问题作出直接的回答。就拿《火星报》第84号来看吧。《火星报》的“社论作者”以胜利的姿态攻击我们说：“推动这次雪崩〈1月9日〉的为什么不是狭隘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而是工人大会呢？ 因为这个大会是建立在工人群众主动性基础上的真正
 〈听啊！〉 广泛的组织。
 ”如果这一经典语句的作者不是马尔丁诺夫的信徒的话，那么他也许会懂得，工人大会之所以能够为革命无产阶级的运动效劳，正是由于这个大会已从祖巴托夫式的主动性转向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动性（此后这个大会马上就不再作为合法的大会存在了）。

如果新火星派或新工人事业派不是尾巴主义者，他们就会看见，正是1月9日事件证实了一些人的预言，这些人曾说过：“工人运动合法化归根到底只会使我们获得好处，而决不会使祖巴托夫之流获得好处”。（《怎么办？》） 
［注：同上，第109、110页。——编者注］

 正是1月9日事件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了这本书中所陈述的任务的全部重要性：“应当训练出一些既会锄今天的莠草”（即消除祖巴托夫主义今天的腐蚀作用），“ 又会割明天的小麦的人
 ”（即以革命精神来领导靠合法化前进了一步的运动）。而新《火星报》的伊万努什卡们[133]却借口麦子丰收来贬低革命割禾手的坚强组织的意义！他们象崩得分子一样，喋喋不休地谈论“工人的主动性”这个词。

这个新《火星报》的社论作者继续说，“进攻革命后方”，就是犯罪。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真是天知道。至于这句话与新《火星报》总的机会主义面目有什么联系，我们可能在下一次再专门谈一谈。现在只是指出，这句话的真正政治意义只有一个，就是：社论作者对革命后方匍匐献媚，对“狭隘的”、“雅各宾式的”革命先锋队却嗤之以鼻。

新《火星报》愈是热中于马尔丁诺夫精神，尾巴主义的策略和革命社会民主派的策略之间的全部对立性就愈是明显。我们在《前进报》第1号 
［注：见本卷第116页。——编者注］

 上已经指出，起义应当和一次自发运动结合起来。可见，我们丝毫也没有忘记“保障后方”的重要性，如果可以借用军事比喻的话。在第4号 
［注：同上，第192页。——编者注］

 上，我们谈到彼得堡委员会委员的正确策略，他们在一开始就全力支持和发展自发运动中的革命成分，同时又对这个自发运动的落后的祖巴托夫式的后方持慎重的、不轻信的态度。现在我们在结束本文时，要对新火星派提出忠告——这个忠告我们还会多次向他们提出：请你们不要贬低革命先锋队的任务，不要忘记我们必须以我们 有组织的
 主动性来支持这个先锋队。少说些发展工人主动性的空话（工人表现出无穷无尽的、你们所看不见的革命主动性！），多注意一下，不要让自己的尾巴主义腐蚀不开展的工人。





	载于1905年2月1日（14日）《前进报》第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254—263页

















[131]“策略－过程”论是崇拜自发性的机会主义理论，它宣称策略是“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过程”。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这种理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44—47页）。——236。



[132]基法·莫基耶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人物。他终日“钻研”空洞无聊、荒诞不经的“理论”问题。——240。



[133]伊万努什卡是俄国民间故事里的傻瓜。——244。







《列宁全集》第9卷


我们是否应当组织革命？

（1905年2月1日和8日〔4日和21日〕之间）

这是很久以前、一年多以前的事情。据不无名气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帕尔乌斯证明说，俄国党内发生了“原则分歧”。无产阶级政党首要的政治任务，是反对集中制的极端表现，反对从日内瓦这类地方向工人“发号施令”的思想，反对夸大鼓动家组织、领导者组织的思想。这就是孟什维克帕尔乌斯1903年11月30日在他的德文周报《世界政策问题小报》（《Aus　der　Weltpolitik》）[134]上所陈述的深刻的、坚定不移的看法。

当时曾向善良的帕尔乌斯指出（见1903年12月列宁写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95页。——编者注］

 ），他成了谣言的牺牲品，他所看到的原则分歧其实是无谓争吵，新《火星报》开始显露出的思想转变是向机会主义的转变。帕尔乌斯一声不响了，但是他那夸大领导者组织的意义的“思想”，却被新火星派千音百调地唱来唱去。

过了14个月。孟什维克对党的工作的破坏和他们的说教的机会主义性质，已完全显露出来了。1905年1月9日事件充分表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巨大潜力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的十分薄弱。帕尔乌斯觉醒过来了。他在《火星报》第85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其实质来说，标志着他从机会主义的新《火星报》的新思想彻底转向革命的旧《火星报》的思想。帕尔乌斯在谈到加邦时大声喊道：“有英雄，但是没有政治领导者，没有行动纲领，没有组织……”“缺乏组织的可悲后果已经表现出来……”“群众是分散的，大家各行其是，没有一个进行联系的中心，没有指导性的行动纲领……”“由于缺乏进行联系和指导的组织，运动垮台了。”于是帕尔乌斯提出了一个口号（我们在《前进报》第6号上已经提到）——“ 组织革命
 ” 
［注：见本卷第236—245页。——编者注］

 。帕尔乌斯在革命教训的影响之下，深信“我们在当前政治条件之下无法组织这几十万人”（指准备起义的群众）。他正确地重复了《怎么办？》一书中早已提出的思想：“但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能够成为联系的酵母，而在革命时刻能够把这几十万人团结在自己周围的组织。”“必须组织工人小组，这种小组的明确的任务就是训练群众准备起义，在起义时把他们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按照提出的口号发动起义。”

终于出现了！看到这些埋没在新《火星报》垃圾里的旧日的正确思想，我们不由得轻松地这样高喊一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者的革命本能，终于战胜了（哪怕是暂时地）工人事业派的机会主义。我们终于听到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声音，他不是向革命后方匍匐献媚，而是无所畏惧地指出支持革命先锋队的任务。

当然，新火星派是不会同意帕尔乌斯的。编辑部的附注说：“帕尔乌斯同志所表述的思想，不是全部都得到《火星报》编辑部的同意的。”

可不是！这种思想给予他们一年半以来的全部机会主义空谈以“迎头痛击”，他们岂能“同意”这种思想！

“组织革命！”可是，我们这里不是有个聪明的马尔丁诺夫同志吗，他知道革命是由社会关系变革引起的，革命是不能规定的。马尔丁诺夫会向帕尔乌斯说明他的错误并指出，即使帕尔乌斯指的是组织革命先锋队，那这也是一种“狭隘的”和有害的“雅各宾”思想。再有，要知道，我们的聪明的马尔丁诺夫正在牵着马尔托夫这个特略皮奇金[135]的鼻子走，马尔托夫能够进一步加深他老师的思想，他大概要以“ 放任
 革命”（见第85号，黑体是原作者用的）的口号来代替“组织革命”的口号。

是的，读者，《火星报》的社论向我们提出的正是这样的口号。显而易见，现在，只要“放任”自己的舌头，去完成一个自由的饶舌－过程或饶舌的过程，就可以写出指导性的文章来。机会主义者向来都需要这样的口号，仔细看来，其中除了动听的词句，除了颓废派的某种文字上的矫柔造作之外，没有任何东西。

帕尔乌斯一再强调组织，好象他突然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他这个不幸的人不了解，组织是一种 过程
 （《火星报》第85号，——以及新《火星报》以前的所有各号，特别是华丽的罗莎的华丽杂文）。他这个可怜的人不知道，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整个精神，不仅组织，而且连策略也是一种过程。而他却象一个“密谋家”一样，热中于组织－计划。他又象一个“空想主义者”一样，幻想在什么第二次或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上帝保佑，一下子就组织起来。

请看，这位帕尔乌斯的话真是集“雅各宾主义”之大成。“按照提出的口号发动起义”，请想想看！这种说法比我们大名鼎鼎的马尔丁诺夫所驳斥的“规定”起义的思想还要糟糕得多。的确，帕尔乌斯应当向马尔丁诺夫学习。帕尔乌斯应当读一读《火星报》第62号，他可以从那一号的社论中了解到，在1902年和1904年，我们党内曾不合时宜地流行过的关于准备起义的“ 空想
 ”是多么有害。帕尔乌斯应当读一读阿克雪里罗得给“一工人”的小册子写的序言，以便了解那种“严重有害的和对党有直接破坏性的病毒”（原文如此！），那些“把自己的一切希望寄托在人民群众中最落后、最不觉悟和根本不开化〈！！〉的分子的自发起义上面的”人，正带着这种病毒威胁着社会民主党。

帕尔乌斯认为目前不可能组织几十万人，他把“建立能够成为联系的酵母的组织”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当诸如此类的东西出现在我们新火星派机关报的版面上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不辗转不安呢？要知道，所谓作为联系的酵母的组织，这就是职业革命家的组织，而只要一提这种组织，我们的新火星派马上就会晕倒。

我们十分感激《火星报》把它的社论和帕尔乌斯的文章登在一起。在旧《火星报》清晰的、明确的、直言不讳的、大胆的革命口号的衬托下，空泛混乱的尾巴主义的空谈显得多么突出！说什么“为了永远不再欺骗俄国和欧洲，信任的政策正在走下舞台”，这难道不是空洞浮夸的空谈吗？实际上任何一号欧洲资产阶级报纸都表明，这种欺骗还在继续并且正在奏效。“温和的俄国自由派已被置于死地。”如果把自由派“策略性的”隐蔽愿望看作是它的死亡，那是一种幼稚的政治上的天真。实际上，自由派是活着的，它活着并且生气勃勃。它现在正处于执政的前夕，它过去隐蔽起来，正是为了在适当的时机更稳妥可靠地伸手夺取政权，它正是为了这点才竭力向工人阶级送秋波。除非极度近视的人，才会认为这种调情（恰恰在当前时刻这是百倍危险的）是真的，才会吹嘘说：“祖国的解放者无产阶级，全民族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 英雄作用
 ，现在已被自由主义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的舆论 所承认
 ”。新火星派先生们，你们总归要知道，自由派资产者承认无产阶级是英雄， 正是因为
 这个无产阶级虽然在打击沙皇制度，但它本身的力量还不够大，社会民主主义觉悟还不够高，还不足以 争得它
 所要得到的那种自由。你们要知道，我们不应当称赞自由派现在的这种奉承，而应当提醒无产阶级并向它说明这种奉承用意何在。你们看不到这种用意吗？那么你们看一看 工厂主、商人、交易所经纪人
 关于立宪的必要性的 声明
 吧！这些声明清楚地谈到温和自由派的死亡，不是这样吗？自由派饶舌家们喋喋不休地谈论无产者的英雄气概，而工厂主们却在郑重其事地要求残缺不全的宪法，最亲爱的“领导者们”，情况就是这样！ 
［注：当我们从自由派营垒方面收到如下的耐人寻味的消息时，上面的几行字已经写完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法兰克福报》（1905年2月17日）驻彼得堡的特派记者转引了彼得堡自由派记者
 对政治形势的如下评论：“如果自由派错过了目前的时机，那是愚蠢的。现在，自由派掌握了全部王牌，因为他们成功地把工人套在自己的车上了
 ，而政府方面却没有人，因为官僚制度对谁都压制。”新《火星报》在这个时候竟谈论自由派的死亡，这说明该报是多么纯朴天真啊，不是这样吗？］



然而，再妙也不过的是《火星报》关于武装问题的论断。“武装无产阶级的工作，系统地筹备组织以保证人民在各地同时起来进攻政府的工作”，被说成是“技术性的”（！？）任务。而我们当然站得高于被轻视的技术，我们看到事物的深处。“不论它们（“技术性的”任务）如何重要，我们训练群众准备起义的工作的 重心并不在这里
 ……”“如果地下组织不能以一种不可缺少的武器—— 进攻专制制度和为此而进行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
 ——来武装人民，那么它们的一切努力就没有任何作用。可见，我们应当努力 向群众宣传：为了达到起义的目的，要进行自我武装。
 ”（最后两处的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的确，这真是对问题的一种深刻的提法，不象狭隘的、几乎达到“雅各宾主义”的帕尔乌斯那样提问题。重心不在于武装工作，也不在于系统地筹备组织，而在于用武装而且是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来武装人民。看到这种企图把我们的运动拉向后退的庸人之见，真为社会民主党感到莫大的羞耻！用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来武装人民，这是社会民主党的经常的和一般的、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要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同样适用于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凡是有被压迫的和为反对剥削而斗争的阶级的地方，社会党人的宣传总是一开始首先就用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去武装这些阶级，而这种“ 需要
 ”从 一有
 工人运动时起就已存在了。社会民主党只是应当把这种迫切需要变为有意识的，使体验到这种需要的人重视组织和有计划行动的必要性，重视整个政治形势。《火星报》的编辑先生，请您观察一下任何一次德国工人集会，请您看一看，人们譬如说对警察的仇恨表现得多么强烈，讽刺话说得多么尖刻，拳头又握得多么紧。是什么力量抑制着这种要求立即制裁骑在人民头上的资产者和他们的走狗的迫切需要呢？是组织和纪律的力量，是觉悟的力量，人们认识到个人谋杀是荒唐的，认识到严重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时刻尚未到来，进行这种斗争的政治形势还不具备。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党人不向人民说，而且永远不会向人民说：你们武装起来吧，而始终必须（否则他便不是一个社会党人，而是一个空喊的饶舌家）用自我武装和进攻敌人的迫切需要去武装人民。俄国目前的条件和这些日常工作的条件恰恰不同。正是因为这样，在此以前从来没有说过：拿起武器！而始终是用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去武装工人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所有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 现在
 也跟在具有革命主动精神的工人之后，提出了口号： 拿起武器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当这个口号终于提出来的时候，《火星报》却说：重心不在于武装，而在于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难道这不是知识分子的死气沉沉的说教吗？难道这不是不可救药的特略皮奇金精神吗？难道这些人不是把党拉向后退，使党离开革命先锋队的迫切任务而去注视无产阶级的“后背”[136]吗？这种把我们的任务极度庸俗化的做法，并不取决于这个或那个特略皮奇金的个人品质，而取决于他们的整个立场，即用组织－过程或策略－过程的名言所绝妙无比地表述的那个立场。这种立场本身必然会使人们害怕一切明确的口号，回避一切“计划”，在大胆的革命主动精神面前退缩，进行空洞的说教和重复陈腐的老调，害怕跑到前面去，虽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明显地落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的后面。老实说，是僵死的东西抓住了活的东西，僵死的工人事业派理论也使新《火星报》不可救药地失去了生机。

现在来看一看《火星报》“关于作为民族解放者阶级的先锋队的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导作用”的论断。他们教训我们说：“我们就是把起义的技术组织工作和进行起义的工作完全抓到自己手里，也不可能起到这种作用，更不可能永久保持这种作用。”请想想看：即使我们把进行起义的工作完全抓到自己手里，也不可能起到先锋队的作用！这些人竟然还在大谈先锋队！他们 生怕
 历史把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加在他们身上，他们 忐忑不安地
 想着最好不要让他们去“进行起义”。他们有一种想法（他们只是还不敢在《火星报》上直截了当地把这种想法说出来），认为社会民主党组织似乎 不应当
 “进行起义”，不应当力求把向民主共和制的革命过渡完全抓到自己手里。社会主义的这帮不可救药的吉伦特分子，他们仿佛觉得这是一种可怕的雅各宾主义。他们不懂得，我们愈是努力设法把进行起义的工作完全抓到自己手里，我们就愈能把这个事业的更大的部分抓到自己手里，而这一部分愈大，反无产阶级的或非无产阶级的民主派的影响就愈小。他们一定要做尾巴，他们甚至为自己杜撰了一套特殊的哲学，说应该做尾巴，——马尔丁诺夫已经开始阐述这一哲学，也许明天在《火星报》上将进行 全面透彻的
 阐述。

让我们试着来一步一步地分析该报的论断：


　　“觉悟的无产阶级依据历史发展的自发过程的逻辑，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一切参加组织的分子，利用革命前夕的时机所造成的一切不满分子……”



　　好得很！然而所谓利用 一切
 分子也就是 完全
 掌握领导权。《火星报》自己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它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急忙补充说：
　　“……所有这些分子将夺去它对革命本身的一部分技术性领导，这样他们就自觉不自觉地把我们的要求带到人民群众的最落后阶层中去，对此丝毫不要感到不安。”



　　读者，这话您懂得吗？利用 一切
 分子，同时， 不要
 因为他们将夺去一部分 领导
 而感到 不安
 ！！？？别胡说八道了，先生们，如果真是 我们
 利用一切分子，如果真是 我们的
 要求被我们利用的人所采用，那么他们将不是 夺去
 我们的领导，而是 接受
 我们的领导。而如果 所有
 这些分子真的要夺去我们的领导（当然，不只是“技术性的”领导，因为把革命的技术方面和政治方面分开是极其荒诞的），那就意味着，不是我们利用他们，而是他们利用我们。
　　“有个神父曾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我们的政教分立的要求，君主派工人协会曾组织人民向冬宫进军，如果在他们之后会有一个首先率领人民群众去同沙皇军队进行最后战斗的将军，或者有一个首先宣布正式推翻沙皇政权的官员来充实俄国革命，那我们只会感到高兴。”



　　是的，对此我们也会感到高兴，但是我们希望对 可能发生的
 快事的喜悦感情，不要模糊了我们的逻辑。会有一个神父或将军来充实 俄国革命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一个神父或将军将成为革命的拥护者或领袖。这些“新手”可能成为完全自觉的革命拥护者或者不完全自觉的革命拥护者。在后一种情况下（对新手来说，这种可能性最大），对他们的不自觉我们不应当感到高兴，而应当感到担忧，并 竭力加以纠正和弥补
 。当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当群众还跟着觉悟不高的领袖走的时候，应该说，不是社会民主党利用一切分子，而是一切分子利用它。一个革命的拥护者，一个昨天的神父或将军或官员，可能成为满怀偏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因而，只要工人 跟着他
 走，资产阶级民主派就会“利用”工人。新火星派先生们，你们明白这一点明？如果明白，那为什么你们 害怕
 完全自觉的（ 即
 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拥护者掌握领导权呢？为什么你们害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军官（我故意用类似你们所举的例子）和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成员根据这个组织的倡议和委托把你们所设想的那位将军的职权和任务担负起来，“完全抓到自己手里”呢？我们再来谈谈帕尔乌斯。他在他那篇出色的文章的末尾提出了一个出色的建议——“抛弃”瓦解组织分子。从我们在《党的生活》栏里刊登的消息[137]中可以看出，排除瓦解组织分子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最强烈、最坚决的口号。说得对，帕尔乌斯同志，应当毫不留情地“抛弃”，并且先从那些过去和现在一直用组织－过程、组织－倾向的“理论”来称颂瓦解行为的社会民主党报刊的英雄们身上开始。不应当光这样说，而且要这样 做
 。应当立即召开一切愿意把党组织起来的党的工作者的代表大会。应当不限于劝说和忠告，而是向一切动摇不定的人，一切不坚定的、没有信心和怀疑的人提出直接的和坚定的最后通牒：抉择吧！我们从我们报纸的创刊号起，就以《前进报》编辑部的名义，以对瓦解组织分子义愤填膺的全体俄国国内党的工作者的名义，提出了这种最后通牒。同志们，请尽快抛弃他们，同心协力地抓起组织工作吧！宁可要一百个接受组织－计划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也不要一千个空谈组织－过程的特略皮奇金式的知识分子！





	载于1905年2月8日（21日）《前进报》第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264—273页

















[134]《世界政策问题小报》（Aus　der　Weltpolitik》）是德国的一家周报，由亚·李·帕尔乌斯于1898—1905年在慕尼黑出版。——246。



[135]特略皮奇金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一个未登场的人物。他靠写低级庸俗的新闻和小文章赚钱，为了追求噱头和耸人听闻可以不顾一切。特略皮奇金这个名字后来成了庸俗文人的代名词。——248。



[136]“后背”一词出自圣经中摩西见耶和华只能看到后背的传说（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33章）。此处是借用这个典故来形容机会主义者的尾巴主义特点。——252。



[137]指1905年2月21日《前进报》第7号《党的生活》栏刊登的短评《破坏地方委员会的行为》和明斯克、敖德萨两地的社会民主党小组的决议。——254。　







《列宁全集》第9卷


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

（1905年2月4日〔17日〕）

《革命俄国报》（第58号）说：“现在总该让战斗的团结精神贯穿到被骨肉相残的仇恨所伤害的革命社会主义派别的队伍中去，并使被罪恶地削弱了的社会主义团结一致的意识得到复活……要尽可能保存革命力量，通过协同一致的攻击来扩大革命力量的作用！”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反对社会革命党人中间这种空谈成风的现象，现在我们也还要反对。先生们，搬弄“骨肉相残的仇恨”等等吓人的字眼做什么用呢？这是革命者应当说的话吗？现在，真正的斗争正在进行，血正在流（关于这一点，《革命俄国报》也曾加以过分渲染），在这种时刻，“骨肉相残的仇恨”这种荒谬的言过其实的说法，显得特别虚伪。你们是说要保存力量吗？但是保存力量要靠统一协调的、在原则上一致的组织，而不是靠不同类东西的粘合。这种徒劳的粘合不会保存力量，而会消耗力量。为了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实现“战斗的团结”，必须清楚、明确而又 切实地
 了解，我们究竟 能够
 在什么问题上团结和团结到什么程度。 否则
 ，说什么战斗的团结，都是空话，空话，空话，而要达到 这种
 了解，必须通过你们用这些“可怕的”术语所谈论的那种论战、斗争和仇恨。如果我们不谈那些把俄国社会思想和俄国社会主义思想这两大部分分开的分歧，难道会更好吗？难道民粹主义这个模糊的、充满社会主义幻想的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之间的激烈的斗争，只是由“崇拜争执”引起的吗？得了吧，先生们，如果你们这样说，如果你们仍然把关于民粹主义和你们的“社会革命主义”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本质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作一种“侮辱”，你们就只能使自己成为笑料。就是在未来的俄国各革命委员会中，我们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争论、分歧、敌对，——但是必须向历史学习。在行动的时刻必须考虑如何使这不致成为突如其来的，成为任何人也不理解的、糊里糊涂的争论，必须作好准备，去进行原则上的争论，去了解每个派别的出发点，并预先指出可能的团结和不可避免的敌对。革命时代的历史所提供的许许多多例子说明，仓促达成的不成熟的“战斗团结”危害极大，因为这是把极不相同的分子粘合在革命人民的各委员会里，结果 只会引起相互摩擦和痛苦的绝望
 。

我们愿意吸取这一历史教训。我们认为在你们看来是狭隘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历史教训和指南的精华。我们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 独立的
 、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一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包括最革命的时刻，都不会放弃社会民主党的完全独立性，不会放弃我们的思想体系的彻底的不妥协性。

你们以为这会 排斥
 战斗的团结吗？你们想错了。从我们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不拒绝为了斗争和以斗争为基础达成协议。我们在《前进报》第4号上曾强调指出，俄国革命的开始无疑会使在实际上实现这些协议的时刻更加临近 
［注：见本卷第186—188页。——编者注］

 。在专制制度土崩瓦解的时代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和革命民主派分子共同进行斗争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认为，如果丢开尖刻的责骂的词句，清醒冷静地估量一下可能达成未来的战斗协议的条件，以及协议的“权限”（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可能范围，那我们将会更好地致力于未来的战斗协议的事业。我们在《前进报》第3号上就开始了这一工作，当时我们着手研究了“社会革命党”从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步 
［注：同上，第175—181页。——编者注］

 。

《革命俄国报》关于1月9日事件写道：“群众自己拿起了武器。”“毫无疑问，武装群众的问题迟早是会解决的。”“到那时，我们按照我们党的策略的整个精神用言语和行动〈我们顺便指出，我们很想给最后一个词打上个问号，然后再继续引证〉争取的那种恐怖主义和群众运动的结合，将会最明显地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不久以前，我们亲眼看见运动的这两个因素还处于分离状态并且由于这种分离状态而丧失了应有的力量。”

这倒真是实话实说！事情正是这样。知识分子的恐怖手段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 曾经处于分离状态并且由于这种分离状态而丧失了应有的力量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经常说的正是这一点。正是因为这样，它一向不仅反对恐怖手段，而且也反对我们党的知识分子翼的代表们不止一次表现出来的向恐怖手段方面的动摇。 
［注：克里切夫斯基在《工人事业》第10期上发表的文章。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对勒克尔特的行刺行为的态度。[138]所有新火星派分子在普列韦被杀事件的传单上的言论。[139]］

 正是因为这样，旧《火星报》才驳斥恐怖手段，它在第48号上写道：“ 旧式的
 恐怖斗争曾是一种最冒险的革命斗争形式，而从事这一斗争的人往往享有坚强不屈和勇于自我牺牲的活动家的声誉……而现在，当示威转为对政权的公开反抗时……我们的旧的恐怖主义就不再是唯一英勇的斗争方式了……现在英雄主义表现在广场上；当代的真正英雄，就是那些领导起来反对自己的压迫者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家……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主义……是在1789年7月14日攻下巴士底狱时开始的。它的力量曾是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力量…… 这种
 恐怖主义不是出于对群众运动力量的绝望，相反地，是出于对它的力量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这种
 恐怖主义的历史对俄国革命家颇有教益。” 
［注：《火星报》上的这篇文章是普列汉诺夫写的，当时编辑该报（从第46—51号）的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当时还没有设想出有名的向机会主义让步的新方针。］



真是千真万确！ 这种
 恐怖主义的历史是颇有教益的。上面摘录的一年半以前的《火星报》的引文同样是有教益的。这段引文向我们充分表明社会革命党人在革命的教训的影响下也想要得出的那些思想。这段引文提醒我们 相信
 群众运动的意义，提醒我们注意，只有坚持原则才能产生革命坚持性，有了这种坚持性就可以摆脱由于这个运动的长期的 表面的
 停滞而造成的“绝望”情绪。现在，在1月9日事件之后，骤然一看，似乎在群众运动中根本谈不上什么“绝望”情绪，但是这只是骤然一看而已。应当分清，什么是对群众明显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的一时的“迷恋”，什么是由于把阶级斗争的原则放在首位而把党的全部活动和群众运动密切联系起来的坚定不移的、深思熟虑的信念。应当记住，不论革命运动在1月9日之后现已达到怎样高的程度，这个运动总还要经过不少阶段，然后我们各社会主义政党和民主主义政党才会在自由俄国的新的基地上复兴。所以，在所有这些阶段，在经历斗争的一切波折时，我们都应该保持社会民主党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不可动摇的联系，并时时注意巩固和加强这种联系。

因此，我们认为，《革命俄国报》的如下论断显然是一种夸大：“武装斗争的先锋队已淹没在激愤的群众的队伍中……”这与其说是已经实现的现在，不如说是希望达到的未来。2月17日（4日）谢尔盖在莫斯科被暗杀（今天的电讯恰好报道了这件事），这显然是一种旧式的恐怖行为[140]。武装斗争的先锋队 还没有
 淹没在激愤的群众的队伍中。正当群众（在彼得堡）没有先锋队，没有武器，没有革命的指挥官和革命的参谋部，就象这个《革命俄国报》所说的，“怒气冲冲地扑向锋利的刺刀”的时候，先锋队却带着炸弹在莫斯科暗中守候谢尔盖。上面所说的分离状态现在 还存在
 ，现在所有的人都愈来愈清楚，“群众已提高到只身英雄的水平，群众中已产生出群众的英雄主义”（《革命俄国报》第58号），这时，知识分子的个人恐怖行动就更加显得不符合要求。先锋队应该 在实际上
 淹没在群众中，即把自己的自我牺牲的劲头用到与起义群众的不可分离的实际联系上去，不是形象化地、象征性地同群众一起前进，而是真正地同群众一起前进。这是必要的，现在未必有人会怀疑这点。这是可能的，1月9日事件和工人群众一直存在的深刻的潜在的不满情绪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新的、崇高的、比以前更加困难的任务，但这并不会而且也不应当阻碍我们立即实际着手解决这一任务。

社会民主党同革命的民主主义政党，同社会革命党的战斗的团结，可能成为促进这一任务解决的手段之一。武装斗争的先锋队愈是迅速地“淹没”在起义群众的队伍中，社会革命党人愈是坚决地沿着他们自己用下面的话所拟定的道路前进，这种团结实现的可能性就愈大。社会革命党人曾说过：“让革命的恐怖主义和群众运动的这种初步的结合日益发展和巩固，让群众尽快地用恐怖主义斗争手段全副武装起来吧！”为了尽快地实现这种战斗的团结的尝试，我们乐意把我们收到的格奥尔吉·加邦的下面一封信发表出来：


　　“给俄国各社会主义政党的公开信。彼得堡和俄国其他地方一月的流血日子，使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和以嗜血成性的沙皇为首的专制制度正面相遇。伟大的俄国革命开始了。一切真正珍惜人民自由的人，必须决一死战。由于认识到当前历史时刻的重要性，在目前的局势下，我首先作为一个革命者和行动者，号召俄国的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立即相互达成协议并着手进行武装起义来反对沙皇制度。每个政党的力量都必须全部动员起来。大家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战斗技术计划。炸弹和炸药，个人的和群众的恐怖行为，一切有助于人民起义的东西。当前的目标是推翻专制制度，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由该政府立即宣布对一切争取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战士实行大赦，立即武装人民并立即在普遍、平等、无记名投票和直接的选举制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同志们，干起来吧！前进，投入战斗！让我们再一次高呼1月9日彼得堡工人们的口号——不自由无宁死！现在，任何的拖延和争吵都是对人民的犯罪行为，而你们是捍卫人民的利益的。我将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去为人民服务，因为我自己就来自人民（农民的儿子），我将坚决地把自己的命运同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联系起来，因此，我自然会诚心诚意地跟那些要干一番真正事业，要把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从资本主义压迫和政治奴役下真正解放出来的人站在一起。



格奥尔吉·加邦”





　　关于这封信，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认为有必要尽可能坦率而明确地表示一下意见。我们认为这封信所提出的“协议”是可行的，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对格·加邦能谈到“协议”表示欢迎，因为只有保持每个政党的原则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它们的战斗团结的尝试才不致无望。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地进行这种尝试，不要让不同类东西的毫无意义的结合损害事业。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分进（getrennt　marschieren），但是我们可以不止一次地合击（vereint　schlagen），而且现在就可以这样做。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最好这种协议不仅包括各社会主义政党，而且还包括各 革命
 政党，因为当前的斗争目标，并不包含任何社会主义的东西，我们不应当而且任何时候也不允许把当前的民主主义目标同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混淆起来。为了达成协议，最好是放弃，而且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也 必须
 放弃关于“ 个人的
 和群众的恐怖行为”的一般号召，而直截了当地、明确地提出恐怖手段和群众起义的直接的、真正的、事实上的 结合
 作为联合行动的任务。不错，加邦又补充说：“一切有助于人民起义的东西”，这清楚地表明，他希望使个人的恐怖行为也服从于这个目标，但是这种希望，在说明《革命俄国报》第58号上我们所指出的那种思想时，应该表达得更明确，并且体现在毫不含糊的实际决议中。最后，我们要指出，不管所提出的协议可能达成的条件如何，我们觉得格·加邦的超党派立场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加邦这么迅速地从信任沙皇并向他呈递请愿书转向革命目标，自然不可能一下子就具备鲜明的革命世界观。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革命发展得愈迅速愈广泛，这种现象就出现得愈频繁。而各政党、各派别相互间采取十分明朗和明确的态度，这是它们之间能够稍微成功地达成暂时协议的绝对必要条件。明朗和明确是每一个实际步骤都需要的，有了这一点，才能在当前的 实际
 工作中态度明确和毫不动摇。俄国革命的开始想必会使许多人登上政治舞台，而且还可能使这样一些派别登上政治舞台，这些派别将坚持认为，“革命”这一口号对“行动者”来说已足以说明他们的目的和他们的活动手段。没有什么比这种意见更荒谬的了。看起来似乎是更高超或更适宜或更“巧妙的”超党派立场，实际上不过是一种 更含混
 、更模糊而且在实际活动中必然包含着不彻底性和动摇的立场。为了革命，我们的理想决不应当是使一切政党、一切派别汇合成一个革命的混合物。相反地，革命运动的发展和扩大，它日益深入到人民的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必然会使许多新的派别产生出来（产生出来倒很好）。只有它们在相互关系方面以及在对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方面抱有十分明朗和明确的态度，才能保证革命运动取得最大成就。只有相互关系十分明朗，才能保证为达到当前共同目标而达成的协议收到成效。我们认为，格·加邦的信中十分正确地 规定了
 这一当前目标：（1）推翻专制制度，（2）成立临时革命政府，（3）立即宣布对争取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当然还包括争取罢工自由等等）的战士实行大赦，（4）立即武装人民，（5）立即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的基础上召开全俄立宪会议。关于在选举中革命政府应立即实现全体公民的完全平等和完全的政治自由，不用说，加邦是有所暗示的，但是这一点也可以直截了当地指明。此外，最好把在各地建立革命农民委员会以支持民主革命和实现这一革命的具体措施一项，也包括在临时政府的纲领中。革命的成就在很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革命主动性，类似我们上面提出的口号，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和革命民主主义政党可能会同意的。

我希望格·加邦这个深刻体验和感受到一个政治上不觉悟的人的观点向革命观点的转变的人，能够取得一个政治活动家所必备的明确的革命世界观。我们希望他的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的号召最后能够成功，希望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和革命民主派并肩前进去打击专制制度，并以最小的代价更迅速更有把握地把它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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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指尔·马尔托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就维尔纳省省长维·威·冯·瓦尔对被捕的游行示威者施用树条抽打的体罚一事合写的短评，载于1902年6月1日（14日）《火星报》第21号《我们的社会生活》栏。短评认为工人希·勒克尔特于1902年5月5日（18日）行刺冯·瓦尔是对其暴行“完全应分的和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回答”，并说，“唯一遗憾的是行刺没有完全成功，这使我们因政府的空前罪行不再不受惩罚而感到的高兴有所减损”。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这种向个人恐怖方面的动摇，列宁和格·瓦·普列汉诺夫曾表示强烈反对。——258。



[139]指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签署的第16号传单，标题是《致工人群众》。传单公然维护社会革命党的个人恐怖策略。——258。



[140]指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大公（尼古拉二世的叔父和亚历山大三世的弟弟）于1905年2月4日（17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被恐怖分子、社会革命党人伊·普·卡利亚耶夫暗杀的事件。这一个人恐怖行动在外国报刊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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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41]


编者按语

（1905年2月15日〔28日〕）

《前进报》编辑部对国内常务局的倡议不能不表示热烈的赞同。现在终于采取有力措施按照 党的
 原则来摆脱国外波拿巴分子所造成的局面了！在《党的生活》栏里我们刊登了各地委员会迅速响应常务局号召的消息。[142]希望 所有一切
 团体和组织，以及把自己算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或者只是因观点相近和同情而靠近党的个人，都学习它们的榜样。第三次代表大会是 第一次
 在这样的条件下召开的：事先大家都知道了它的成员（根据党章）、工作进程和参加大会（不管是什么人）的权利。希望每个同志都广泛地利用这些条件！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党章保障每个人都可以向代表大会陈述自己的意见。（党章第10条：“ 每个党员和每个与党有联系的人
 ，都有权要求将他的声明原封不动地交给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或党代表大会
 。”）希望大家 立刻
 利用这个机会。《前进报》编辑部负责把这些声明交给现在已被确定为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的国内常务局。参加代表大会并享有表决权的，只有各委员会的代表和其他符合党章规定条件的享有全权的党组织的代表。而参加大会只享有 发言
 权的是：经本代表大会批准的任何人以及经组织委员会批准的不能享有全权的党组织的代表。（党章第3条附注2：“中央委员会可以邀请不符合附注1所规定的条件的组织”，即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一年未被确认为享有全权的那些组织“派遣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不言而喻，组织委员会既然受多数委员会的委托，不顾波拿巴分子的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的意志而召开代表大会，它也就接收了中央委员会在召集代表大会方面的一切权利。）

《前进报》编辑部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大致的 议事日程
 如下：1．代表大会的组成（议事规程、组织委员会的报告、代表资格审查）。2．代表们的报告。3．党内危机 
［注：倍倍尔写信给列宁，表示自己愿意充当《火星报》拥护者和《前进报》拥护者的仲裁人[143]。列宁回答说，无论他，无论他所知道的任何一个《前进报》的拥护者，都无权用自己的行动来约束全党，因此倍倍尔的建议应当提交国内常务局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审查。我们认为，代表大会可能将这一建议列入“党内危机”一项。］

 。4．组织问题。5．对起义的态度。6．同革命民主派达成起义的协议。7．对自由派的态度。8．农民中的工作和对革命农民运动的支持。9．军队中的工作。10．改进宣传鼓动工作。11．选举负责人员。

为了使代表大会开得成功，十分需要全体党员积极参加制定和准备关于上述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的报告和决议的工作（以及收集报告的材料）。我们请求所有维护党的原则的人 立即
 着手进行这一工作。 凡是
 曾经这样或那样参与党内危机变故的人，都可以对代表大会有所帮助，他可以简短地谈谈自己的经验，提出自己对寻求出路的方法的意见。 每一个
 在任何党组织或靠近党的组织里工作的人，都可以根据个人的经验，提出极有益的材料，供解决组织问题的各个方面之用。（谈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工作的时间和地点；组织成员的数目，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数目；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需要成文的章程，需要什么样的；对于自治的范围、分工、加入党和靠近党的团体、成员的增补和开除等是否需要作出规定，需要作出什么样的规定；选举原则；委员会同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员组，区小组和工厂小组，写作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的关系等等。）

《前进报》编辑部已经收到一些关于在农民和士兵中工作的材料。我们得知，有一个团体正在系统地归纳它的成员在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中的经验，并将向代表大会提出报告。有一位同志也答应作报告，他在某大城市发生反犹大暴行时，曾参加组织 数百名
 工人武装反抗的工作。还有一位研究军事的同志，答应作报告谈谈巷战问题。最为重要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同志 立即
 着手进行这类工作。

党内危机问题已经在书报刊物中谈得非常详细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能也不应当占很多时间。代表大会的中心工作，应当是我国革命运动巨大的新高潮所提出的关于组织和策略方面的 新问题
 。 全体
 社会民主党人（即使他们多少参加了一点运动）的集体经验，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但必须尽快地收集这种经验，以便提供给代表大会讨论。

同志们，行动起来吧！希望一切珍视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人都立即给予代表大会积极的帮助。这样，党就会迅速地摆脱暂时屈辱和软弱的境地，走上积极参加伟大的俄国革命的道路，走上战胜俄国人民的万恶敌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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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火星派阵营内部情况

（1905年2月15日〔28日〕）

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第87号的社论中，温和谦逊地向马尔托夫频频点头，成功地运用了用温和的手段杀死（kill with kindness）的策略。普列汉诺夫虽然奉承第85号社论的作者， 但实际上却完全是在反驳他
 ，而且他所运用的观点正是《前进报》所一向坚持的观点。祝你成功！不过，最可敬的辩证论者，您还应当想到您同马尔丁诺夫的血缘关系。同他谈谈对你们来说是可怕的和致命的前景吧，如果你们“ 作好胜利的准备
 ”（第87号上的口号），并获得胜利，这种前景就会成为现实！同他谈谈“夺取政权”、“参加临时政府”和“革命专政”的严重危险吧。可怜的普列汉诺夫，他要从整个（？）编辑部所推崇的托洛茨基、马尔丁诺夫、“一工人”和阿克雪里罗得等人的小册子积成的废物堆里爬出来，也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在《火星报》第86号的附刊上，波波夫 承认，他就是列宁在《声明》中公布的那封信的作者
 
［注：见本卷第104页。——编者注］

 。需要证明的正是这一点！少数派先生们一贯欺骗党的行为已被证实。正如我们事先所说的，这些先生们力图把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列宁是否有权没收揭露波拿巴分子的信的问题上，好让自己脱身。以在道德方面敏感著称的马尔托夫和波波夫，大叫盗窃行为，大叫密探活动等等。骂吧，先生们，使劲骂吧：讲不出道理来，你们就只好骂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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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俄国国内各组织

1905年2月28日

亲爱的同志们：刚刚获悉，圣彼得堡、图拉、莫斯科、北方、下诺夫哥罗德、高加索、敖德萨等地都同代表大会站在一起了。当然，其他地方也会是这样。据说，中央委员会已声明它拥护代表大会。自然，现在谁也不会相信它了；大家说，就让它参加代表大会好了，反正大家都被邀请了；但是召集代表大会的是常务局，而且只能是常务局。至于为什么中央委员会一点信誉也没有（曾有极个别的几票赞同它，但马上又收回了），这已没有必要再说了。大家都明白，中央委员会只会进行欺骗和玩弄外交手腕。　　

异常重要的是，要立即着手筹备代表大会，并且要用尽一切办法吸收区的小组、宣传小组、工厂小组，总之，吸收一切小组，尤其是工人小组来参加这一工作。在《前进报》第8号 
［注：见本卷第265—267页。——编者注］

 （今天出版）上我们也谈到了这一点。工人参加代表大会将是十分有益的。（我们认为，列席的尺度应当尽量放宽。只是钱成问题。请广为宣传吧：我们相信，一定会有一些工人能为每个代表筹集150—200卢布，在知识分子中间也一定不乏乐于捐助的人。）代表大会要讨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组织、同外层组织的关系、起义、武装工人（建立代那买特炸药工场）、同社会革命党人达成起义的协议、支援革命的农民运动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关于军队工作、农民工作的报告是极其重要的。请你们为了召开代表大会，尽可能广泛地利用同军官、大学生等等的联系。在代表大会上将要用列宁的党章第1条代替马尔托夫的党章第1条，同时扩大各级 党
 组织和 靠近
 党的组织的权利。将会有很多革命民主派分子到这里来。希望每一个人都更积极地来筹备代表大会。　　

致热烈的问候！



列宁


彼得堡已经开始给我们寄送各区召开的工人会议的记录。这是个值得效法的榜样。我们热切地请求工人们自己经常给《前进报》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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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144]


供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用

（1905年2月20日〔3月5日〕以前）

鉴于要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有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要求我们发表下面的声明。在代表大会即将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最好能注意到并特别仔细地讨论一下尽可能多的在俄国国内工作过的同志的建议和意见。因此，希望 凡是
 在国内工作过的人都能对下列问题表示态度和作出回答。《前进报》编辑部将把它们收集在一起转交代表大会，这样，每个代表就都可以利用多数同志的集体经验了。现将修改党章和拟订代表大会的决议时需要弄清的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大致列举如下。（1）工作的地点、时间和年限？（2）是否做过委员会的委员或委员会的某一机构的成员？什么机构？工厂小组等等？（3）填表人所知道的每个委员会的委员或委员会的各部门、组织员组等等的成员有多少？各有工人和知识分子多少？（4）从外层组织增补委员会的惯例如何？可否指明在外层组织工作的平均期限？有没有因增补等等而不满的例子？在一切回答中，必须严格划分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两个时期。特别希望详细说明第二次代表大会 
前

 的时期。（5）填表人工作所在地 总共
 有多少党组织、团体、小组等等？列举每个团体和它的成员数目，它的职能等等。（6）有没有不属于党但靠近党的团体（组织、小组等等）？（7）外层组织（以及所有不同形式的外层小组）同委员会如何联络？工作人员对这些联络方式是否满意？（8）您认为实施选举原则是否可能，是否合乎需要？如果不，为什么？如果是，那如何实施？最好能确切指明，哪些小组应当享有选举权。（9）您认为把委员会（团体、小组、组织等等）分成知识分子的和工人的这样两种委员会有没有好处？如果没有，为什么？如果有，请指明分法。（10）委员会是否选出了中心指导小组？如果选了，是怎样选出的？多久对它进行一次检查？您对成立这种小组满意吗？（11）您认为地方组织制定成文的章程有好处吗？可能吗？（12）您认为将有关地方组织（委员会等等）的某些准则写入党章有好处吗？如果有，请指出是哪些准则。（13）您认为在党章中规定中央委员会有任免各委员会和其他组织的委员的明确权利合适吗？中央委员会的明确权利应当是哪些？（14）要不要用特别的准则来保护地方委员会的自治权？用哪些准则？（15）您所在的那个委员会或团体、小组等等多久召集一次会议？如果可能，请确切地列举您工作期间所开过的一切会议。如果不可能，可说明大致情况。经常开会有没有什么不便？根据您的经验，一个月平均有可能和需要召开几次会议，会议的成员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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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这个调查表中列举的主要问题，列宁在《关于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一文（见本卷第265—267页）中已经提出来了。——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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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尔什维克日内瓦俱乐部三次发言的记录[145]


1905年3月5日记录


一


列宁
 ：建议把组里工作的全部结果公布出来，首先让斯捷潘诺夫提出自己的书面报告，并把记录也提交出来。这些记录的综合报告要交给代表大会，它们对代表大会的工作能够给予很多实际的启示。遗憾的是，斯捷潘诺夫的报告过于抽象。为了根据报告作出确切的结论并形成决议，这些报告应该更具体些。为此，我建议编制一份调查表，在国外和国内的同志中进行调查，并要求他们对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明确的回答（是，不是，有多少）。他们的工作情况要如实地反映出来，例如，曾在哪个城市工作，会议上解决了哪些问题，等等。概括性的结论虽然也能说明某些问题，但是，我再重复一遍，不能根据它们作出确切的结论。所以，我建议由一个小组来编制这样一个调查表，然后把它寄给国外的和国内的同志，让他们简单扼要地回答所有的问题。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原始材料（如果有100—200个同志作出回答），那么代表大会就能用它来作出确切的结论。

我再重复一遍我的建议：第一，将所有记录的综合报告连同记录本身一并提交代表大会；第二，着手编制调查表。现在就必须着手进行这些工作，不要拖延。我甚至建议放下组里的一切工作，着手整理所有的记录，并根据记录写出提交代表大会的报告。


二


列宁
 ：目前，在关于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已经发出的情况下，各组的工作已具有另外一种性质。它们已经工作了两个月，但所做的事情仍然很少：记录不全，没有报告；对此必须抓紧，以便使这些材料不致白白丢掉，而能起到实际的作用，也就是说，应当把它们全部提交代表大会。为了尽快地把记录提交出来，我建议让整个小组都来协助秘书们工作。我再说一遍，如果小组完不成这项工作，它的全部材料就可能都留在这个小组之内，然而这些材料对于制定组织计划是会有帮助的。我还建议，立即着手编制调查表。所有这些工作都应当抓紧，事不待人，代表大会可能很快就要召开。最好委托专门的委员会来编制调查表。


三


列宁
 ：我丝毫不反对奥丽珈同志的建议。至于谈到我的经验，鉴于各种事件和工作条件在目前变化得如此迅速，我认为我并不具备这样的经验。我是编制过一份调查表，但它过于笼统。我建议挑选富有经验的同志参加调查表编制委员会，并尽可能加速这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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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这是列宁于1905年3月5日在布尔什维克日内瓦俱乐部组织组会议上就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问题所作的三次发言的记录。第一次发言是在亚·马·埃森（斯捷潘诺夫）作了关于主要在非无产阶级居民阶层（学生、士兵、农民）中进行工作的报告之后；第二次是在罗伯特（谁叫这个名字未能查明）发言之后；第三次是与奥丽珈（索·瑙·拉维奇）提议请列宁参加调查表的拟订工作有关。列宁所说的“我是编制过一份调查表，但它过于一般化了”，指的是他拟订的供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使用的调查表（见本卷第272—273页）。



布尔什维克日内瓦俱乐部于1905年1月13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协助小组代表会议上成立，下设四个研究党的生活问题的组：组织组、宣传组、鼓动组和技术组。——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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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146]


（1905年2月23日〔3月8日〕）

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运动发展的特点表现为三个引人注目的过渡。第一是从狭隘的宣传小组过渡到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经济鼓动；第二是过渡到大规模的政治鼓动和公开的街头游行示威；第三是过渡到真正的国内战争，过渡到直接的革命斗争，过渡到人民的武装起义。其中每个过渡都是由以下两方面准备起来的：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按着一个方向所进行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整个心理状态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人阶级愈来愈多的阶层被唤起进行更自觉、更积极的斗争。这些变化有时是无声无息的，无产阶级聚集力量是在暗中悄悄进行的，因而常常使知识分子对群众运动的持久性和生命力感到失望。后来，转变关头一到，整个革命运动好象一下子就上升到一个新的高级阶段。在无产阶级和它的先进部队社会民主党面前，从 实际上
 提出了新的任务，为了解决这些新的任务，转变前夕谁也没有料想到的新的力量，好象是从地底下生长了出来。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这里并不是没有动摇，社会民主党内各派别之间并不是没有斗争，也并不是没有人要倒退，回到陈腐的、看来早已过时的和被埋葬了的观点上去。

俄国社会民主党现在正经历这样一个动摇时期。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当时是冲破机会主义理论向政治鼓动过渡的，当时曾有人担心力量不足以应付新的任务，并过分频繁地重复“阶级的”一词或用尾巴主义的观点解释党同阶级的关系，以此来为社会民主党落后于无产阶级的要求的现象辩护。运动的进程清除了所有这些目光短浅的忧虑和落后的观点。现在，反对腐朽集团和派别的斗争，又伴随着新的高潮到来，虽然这一斗争的形式略有改变。工人事业派在新火星派身上复活了。要使我们的策略和组织适应新的任务，必须克服“高级形式的示威”（地方自治运动计划），或“组织—过程”等机会主义理论的反抗，必须反对那种害怕“规定”起义，或害怕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反动心理。现在有人又在过分频繁地（而且常常是非常愚蠢地）重复“阶级的”一词和降低党对阶级应负的任务，以此来为社会民主党落后于无产阶级的迫切需求的现象辩护。有人又在滥用“工人的主动性”的口号，崇拜低级形式的主动性，而忽视高级形式的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动性，忽视无产阶级本身的真正革命的首创精神。

毫无疑问，运动的进程这一次也将清除所有这些陈腐的和没有生气的观点的残余。但是，这种清除决不应只限于驳斥旧的错误，而更多的是要进行建设性的革命工作，从实际上实现新的任务，把现在涌上革命舞台的大批新的力量吸引到我们党方面来，让我们党利用这些力量。正是这些建设性的革命工作的问题，应当成为即将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现在我们党的全体党员在地方工作和总的工作中，正是应当将自己的全部思想集中到这些问题上。什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我们大体上已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就是：把鼓动扩展到城乡贫民更多的阶层中去，创立更广泛的、更灵活的和更牢固的组织，准备起义和武装人民，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而与革命民主派达成协议。什么是实现这些任务的新的力量呢？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关于全俄到处发生总罢工的消息，以及关于青年、整个民主派知识分子甚至许多资产阶级人士罢业和革命情绪激昂的消息。存在着这些巨大的新生力量，同时又坚信现在俄国这种空前未有的革命震动所波及的也还只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中储存的全部大量易燃物的一小部分，所有这些就是新的任务可以解决而且一定会解决的充分的和绝对的保证。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首先就是 究竟怎样
 来利用、指导、联合和组织这些新的力量， 究竟怎样
 把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到当前时局所提出的新的更高的任务上，同时又决不忘记那些旧有的和日常的任务，这些任务正摆在我们面前，而且只要资本主义剥削的世界还存在，这些任务就始终会摆在我们面前。

为了指出一些解决这个实际问题的办法，先来谈谈一个个别的、但在我们看来却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不久以前，就在革命开始的前夕，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解放》杂志（第63期）谈到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工作问题。《解放》密切注视着社会民主党内两派间的斗争，不失时机地一次又一次地利用新《火星报》向“经济主义”的转变，并着重指出（在谈到“一工人”的蛊惑性的小册子时）它对“经济主义”的深刻的原则上的同情。自由派的机关报正确地指出，从这本小册子中（见《前进报》第2号关于这本小册子的评论 
［注：见本卷第143—149页。——编者注］

 ）必然得出否定或缩小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结论。而《解放》在谈到“一工人”所说的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胜利后经济斗争已被忽视这种完全错误的论断时说道：

“现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有一种错觉，它害怕文化工作，害怕合法道路，害怕‘经济主义’，害怕工人运动的所谓非政治形式；而不懂得，只有文化工作，合法的和非政治的形式，才能为那堪称革命运动的工人阶级的运动建立十分巩固和十分广泛的基础。”于是《解放》就劝告解放派分子“要带头创立工会运动”，不是反对社会民主党，而是与它一道进行活动，并且把这同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德国工人运动的情况相对比。

这里不是谈论这个极端错误的对比的地方。首先必须重新说明社会民主党对工人运动合法形式的态度的真相。1902年出版的《怎么办？》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俄国，非社会主义的和非政治的工人团体的合法化已经开始了。”“我们今后也不能不考虑这个潮流。”怎样考虑呢？该书提出这个问题，并指出不仅必须揭穿祖巴托夫学说，而且要揭穿一切谈论“阶级合作”问题的动听的自由主义言词（《解放》杂志在请求社会民主党合作时，完全承认第一个任务，而对第二个任务则默不作声）。该书继续说：“这样做，并不是忘记工人运动合法化归根到底只会使我们获得好处，而决不会使祖巴托夫之流获得好处。”我们在合法会议上揭露祖巴托夫派和自由派时，是把莠草和小麦分开的。“而所谓小麦，就是吸引更广泛的和最落后的工人阶层来注意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是使我们革命家摆脱那些实际上是合法性的工作（如散发合法书籍，组织互助会等等），这些工作的发展必然会供给我们愈来愈多的鼓动材料。”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9—110页。——编者注］



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在所谓“ 害怕
 ”运动的合法形式问题上，成为“ 错觉
 ”的牺牲品的完全是《解放》杂志。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仅不害怕这些形式，而且直接指出在这些形式中既有 莠草
 又有 小麦
 。可见，《解放》杂志只是用自己的议论来掩盖自由派的真实的（有根据的） 害怕心理
 ，自由派唯恐革命社会民主党会揭穿 自由主义的阶级实质
 。

但是，从当前的任务的角度看来，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关于解除革命者的一部分工作的问题。正是在当前革命开始的局势下，这个问题具有特别迫切和特别广泛的意义。《怎么办？》一书写道：“我们愈是积极进行革命斗争，政府也就愈会被迫承认一部分工会工作为合法工作，这样就能解除我们的一部分负担。”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44页。——编者注］

 但是，积极的革命斗争解脱“我们的一部分负担”，不仅可以通过这一条道路，而且还可以通过其他许多道路。当前的局势不仅仅把许多以前被禁止的东西“合法化了”。它使运动大大扩展，以至除了政府承认合法的事物以外，还有许多以前曾被认为只有革命者，而且的确只有革命者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都已付诸实践，成为大家都能做到的平常事情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的特征，就是这个运动排除一切障碍，不顾沙皇政府的各种法律和各种警察手段，不断取得更大的行动自由。革命无产阶级无论在工人阶级中，或是在其他阶级中（当然，这些阶级只是赞同工人民主派的一小部分要求）好象都处于一种政府无法得到的同情和赞助的气氛之中。在运动开始时，社会民主党人曾不得不完成大量的几乎完全是文化性的工作，力量差不多完全用在经济鼓动上。后来，这些工作便一件一件地逐渐交给新的力量，交给被吸引到运动中来的更广泛的阶层。革命组织逐渐集中掌握真正的 政治
 领导工作，即从工人抗议和人民不满的表现中作出 社会民主主义
 的结论的工作。起初我们曾不得不对工人进行文化教育，——直接意义的和转义的。现在，政治知识水平已大大提高了，可以而且应当把全部力量集中到有组织地领导革命巨流这个更直接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上去。现在，自由派和合法报刊正进行着过去曾一直占用我们过多力量的大量“准备”工作。现在，那种没有受到已被削弱的政府追究的公开宣传民主主义的思想和要求的工作，开展得十分广泛，以至我们倒要去适应运动的崭新规模了。当然，在这个准备工作中既有莠草又有小麦：当然，现在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更加注意清除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工人的影响。但是，和以前我们主要是唤醒政治上不觉悟的群众的活动比较起来，这一工作将包含着更多得多的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

人民运动开展得愈广泛，各个阶级的本质就暴露得愈清楚， 党
 领导阶级，做阶级的组织者，而不做事变的尾巴的任务就显得愈迫切。各种各样的革命主动性愈是到处普遍发扬，一切空谈家 
［注：此处《前进报》上刊印的是：“新火星派”，不是“一切空谈家”。——俄文版编者注］

 乐于重复的关于一般主动性的工人事业派言论，就更显得空洞无物， 社会民主主义
 主动性的意义就更加明显，事变对我们的 革命首创精神
 提出的要求也就更高。不断涌现的社会运动洪流愈宽广，能够替这些洪流开辟新河道的巩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就更加重要。不以我们为转移而进行的民主主义的宣传鼓动愈是有利于我们，社会民主党为保卫工人阶级的独立性不受资产阶级民主派侵犯而实行的有组织的领导就更加重要。

革命时代对于社会民主党，就如同战争时期对于军队一样。必须扩大我们军队的干部队伍，把军队从平时的编制改为战时的编制，动员预备军和后备军，召回休假的官兵，建立新的辅助军团、辅助支队和勤务部队。不要忘记，在战争中必然而且必须用训练较少的新兵来补充自己的队伍，经常要用普通士兵来代替军官，必须加速和简化士兵提升为军官的过程。

直截了当地说：必须大力扩大党的和靠近党的各种组织，以便多少能跟得上百倍增长的人民革命力量的洪流。这当然不是说应当把坚持不懈的训练和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系统教育搁置一旁。不是的，但是应当记住，现在，军事行动本身在训练和教育工作上具有更大得多的意义，因为这种军事行动正是 按照我们的
 方向，并且完全是按照我们的方向 教育着
 未曾受过训练的人们。应当记住，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上的”忠诚现在更进一步加强了，因为革命事变进程到处给予 群众实际教育
 ，而这些教育恰恰在证实我们的信条。因此，我们所说的不是放弃信条，不是减弱我们对那些游移不定的知识分子和华而不实的革命家们所持的不信任与怀疑态度，完全不是这样。我们所说的是关于讲授信条的新方法，对于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忘记这些新方法是不能容许的。我们是说，现在非常重要的是利用伟大革命事变的实际教材，向群众——已经不是向小组——讲授我们旧的“信条”课程，例如，要讲必须在实际上把恐怖手段和群众起义融合起来，应当善于在俄国有教养的社会的自由主义的背后看到我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参看《前进报》第3号上关于这一问题与社会革命党人的论战 
［注：见本卷第175—181页。——编者注］

 ）。

所以，问题不是要削弱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严格要求和我们的正统的不调和态度，而是要通过 新的
 途径，用新的教育方法去加强它们。在战争时期，应当通过军事行动直接教育新兵。同志们，更大胆地采用新的教育方法吧！更大胆地组织更多的战斗队，派他们去战斗，吸收更多的青年工人，扩大一切党组织的通常范围，从委员会直到工厂小组、行业工会、大学生小组！要记住，我们在这一工作中的任何拖延，都会有利于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因为新的水流急于寻找出路，如果它们找不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河道，就必然会冲入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河道。要记住，革命运动的每个实际步骤，都将不可避免地要以社会民主主义的科学来教育青年新兵，因为这一科学是以客观地正确地估计各个阶级的力量和趋向为基础的，而革命不外是对旧的上层建筑的破坏和力图按照自己的意向创立新的上层建筑的各个阶级的独立行动。但不要把我们的革命科学降低为仅仅是一种书本上的信条，不要拿什么策略－过程、组织－过程等这类为涣散、踌躇和消极辩护的可鄙词句来糟蹋我们的革命科学。让各种不同的团体和小组有更多的自由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要记住，就是没有我们的忠告，不要我们的忠告，革命事变进程本身的严峻要求也会保证它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人们早就说过，在政治上常常要向敌人学习。而在革命时期，敌人总是特别有效地和迅速地强迫我们作出正确的结论。

因此，总括起来说就是：应当考虑迅猛发展的运动，考虑新的工作速度，更自由的气氛和更广阔的活动天地。要使整个工作具有完全不同的规模。要把训练方法的重心从平时的授课转到军事行动上来。要更大胆、更广泛和更迅速地把年轻的战士吸收到我们 各种各样的
 组织中来。要刻不容缓地为此建立 数以百计的
 新组织。不错，是要数以百计的组织，这不是言过其实，请不要反驳我，说现在进行这样广泛的组织工作已经“晚了”。不，组织工作永远谈不上晚。我们应该利用我们合法取得和非法夺来的自由，来增加和巩固各种各样的党组织。不管革命的进程和结局如何，也不管革命由于某种情况多么早地受到阻挠，要稳妥可靠地保持革命的一切实际成果，只有看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如何。

“组织起来！”这个多数派拥护者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曾想加以明文规定的口号，现在应当立刻实现。如果我们不能够大胆主动地建立新的组织，那我们就应该放弃起先锋队作用的空洞抱负。如果我们束手无策地停留在已经达到的委员会、团体、会议、小组等的界限、形式和范围之内，那我们就是以此证明我们自己无能。现在，在事变的影响下，有成千的小组出现在各地，它们没有通过我们，也没有任何固定的纲领和目的。要让社会民主党人给自己提出一项任务，这就是与尽可能多的这样的小组建立和加强直接的联系，让他们给这些小组帮助，用自己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去启发它们，用自己的革命首创精神去鼓舞它们。除了自觉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小组以外，让所有这样的小组或者直接加入党，或者 靠近党
 。在后一种情况下，既不能要求它们接受我们的纲领，也不能要求它们同我们建立必要的组织关系；只要它们怀有反抗的情感，只要它们同情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事业，那么，在社会民主党人向他们开展积极活动的情况下，在事变进程的压力下，这些 靠近
 党的小组就会首先成为社会民主工党的民主主义的助手，然后又成为它的具有坚定信念的成员。

人才很多又很缺，——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生活和组织需求间的矛盾很早就可以用这种矛盾的说法来表达了。这个矛盾现在表现得特别突出：到处都在强烈地呼求新的力量，埋怨组织内缺乏人才，而与此同时，到处又有大批的人自请效劳，年轻的力量，特别是工人阶级中的年轻力量在不断增长。做具体组织工作的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埋怨缺乏人才，就是陷入了法国大革命最高发展时代罗兰女士所陷入过的那种错觉之中。罗兰女士在1793年写道：法国没有人才，遍地都是侏儒。谁这样说，谁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谁就是承认自己已被事变弄得眼花缭乱，不是他这个革命者在自己的意识和活动中支配着事变，而是事变支配着他，事变压倒了他。这样的组织者 最好是引退
 ，让位给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的充沛精力足以补偿那些陈规老套。

人才是有的，革命的俄国从来也未曾有过象现在这样多的人才。革命的阶级从来也未曾有过象现代俄国无产阶级所拥有的这样无比有利的条件：暂时的同盟者，有觉悟的朋友和不自觉的助手。人才多得很，只是需要抛弃那些尾巴主义的思想和训戒，只是需要让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得到充分发挥，让“计划”和“所干的事业”能够充分实现，这样我们才配做伟大革命阶级的代表，这样俄国无产阶级才会象它开始进行革命时那样英勇地把 整个伟大的俄国革命
 进行到底。





	载于1905年2月23日（3月8日）《前进报》第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294—306页

















[146]《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一文是经过几次反复写成的。1905年1月25日（2月7日）以前，列宁就打算写这样一篇文章，并想以《动员无产阶级的军队》为题，把它写成《前进报》第6号的社论，还为此作了笔记（见本卷第386—388页），但这篇社论没有写成。《前进报》第6号和第7号出版后，列宁又决定以《当务之急》为题来写这篇文章，并拟出了提纲（见本卷第389—391页）。但列宁对已经写出的这篇文章的手稿仍不满意。最后，列宁把《当务之急》改写成了《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本卷《附录》中收载的《〈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一文材料》，反映了撰写过程中列宁的考虑和想法。——277。







《列宁全集》第9卷


解放派和新火星派，保皇派和吉伦特派

（1905年2月23日〔3月8日〕）

《解放》第66期上刊登了一篇对马尔丁诺夫的小册子《两种专政》（该小册子受到了《火星报》编辑部的称赞和推荐，见第84号）的评论。果然不出所料，自由派资产者并不掩饰他们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的同情。在《解放》看来，马尔丁诺夫的小册子“ 和阿基莫夫先生的著作
 ”，都是“ 现代整个社会民主党著作中最有意义的作品之一
 ”。自由派对于宣扬尾巴主义还能持其他态度吗？这种宣扬是要吓唬革命阶级，说参加临时政府和在民主革命（被“雅各宾派”吓倒了的马尔丁诺夫把这个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时期实行“革命专政”是注定没有好结果的。《解放》在《意义重大的转折》一文中赞扬普列汉诺夫关于向修正主义者让步的思想，这是偶然的吗？《解放》（第57期）说，“实际上少数派现在所捍卫的东西比多数派所捍卫的东西要更富有生命力和活动力”，这该怎么解释呢？这难道不是说，“对俄国自由派的思想生命力的唯一希望，是寄托在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生命力上面”（见我们的《一个热心效劳的自由派》 
［注：见本卷第55—58页。——编者注］

 一文）吗？司徒卢威先生硬说， 《火星报》编辑部
 出版的（见第72号）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十分公正地捍卫了某些思想，凡是注意社会民主党著作的人，早就从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克里切夫斯基等先生以及其他所谓的经济派的作品中对这些思想有所了解了”（《解放》第57期），司徒卢威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如果马尔丁诺夫之流考虑过这些问题，那么他们或许会明白旧火星派关于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之间的关系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有相同之处这种令人伤脑筋的（唉，真令人伤脑筋！）观点。（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这个观点首先是在普列汉诺夫写的《火星报》第2号的社论中提出的。）吉伦特派是不是法国大革命事业的叛徒呢？不是。但他们是这一事业的不彻底的、不坚定的、机会主义的捍卫者。 因此
 ，雅各宾派同他们进行了斗争，雅各宾派始终不渝地捍卫着18世纪的先进阶级的利益，正如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始终不渝地捍卫着20世纪的先进阶级的利益一样。因此，大革命事业的真正叛徒、保皇派、立宪派僧侣等等便支持和维护吉伦特派，反对雅各宾派对他们的攻击。最可敬的吉伦特分子马尔丁诺夫，您现在是不是开始有点明白了呢？还不明白吗？那么，再给您解释一下：新火星派是不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呢？不是。但他们是这一事业（以及阐明这一事业的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的不彻底的、不坚定的、机会主义的捍卫者。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反对他们的立场（一些人是直接而公开地反对他们，另一些人是关起门来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用圆滑委婉的方法秘密地反对他们）。因此，无产阶级事业的 真正叛徒
 解放派便在思想上支持和维护新火星派。最可敬的吉伦特分子马尔丁诺夫，您现在是不是开始有点明白了呢？





	载于1905年2月23日（3月8日）《前进报》第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307—308页














《列宁全集》第9卷


无休的托词

（1905年2月24日〔3月9日〕以后）

《火星报》和所谓的总委员会在继续实行拖延、推托和规避代表大会的策略。普列汉诺夫试图采用形式主义的观点，顽强地（顽强应当用在好事上）重复说，代表大会应由总委员会召开，因此，凡不是由总委员会召开的代表大会都是不合法的。这种说法十分片面、十分幼稚而自私，使人真想“分给兔子一块熊耳朵”[147]，真想发给普列汉诺夫一枚严格遵守党章和党的法规的奖章！我们要以最尊敬的态度问问这位主张辩证地即全面地观察问题的最可尊敬的人：是总委员会属于党呢，还是党属于总委员会？是总委员会向党报告工作和受党监督呢，还是党向总委员会报告工作？难道服从上级组织这条纪律不能取代服从下级组织那条纪律吗？？我们这位一丝不苟的守法者是否还记得自己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此所发表的言论呢？

根据我们的党章，如有半数票主张召开代表大会，总委员会就应当召开代表大会。如果总委员会拒不履行它自己的职责，那党怎么办呢？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党章上对这个问题作了直截了当的回答：那时代表大会便不是由党的最高执行委员会来召开，而是由不受执行委员会支配的特别监察委员会来召开。我们党章中没有对这个问题作任何答复。我们要问我们的新《火星报》的朋友们，这是不是说，问题无法解决呢？这是不是说，如果总委员会拒不履行自己的党的职责，党就应当解散而由总委员会来代替呢？党属于总委员会，是这样吗？

我们认为，不是这样，党本身 必须
 对它的负责人员执行党章的情况进行监督，而“监督”也不单单是在口头上加以责备，而是要在行动上加以纠正。谁不善于要求和 争取
 使自己的受托者完成他们对委托人所负的责任，谁就不配享有政治上自由的公民的称号。谁不善于要求和 争取
 使自己的受托者完成他们对委托人所负的党的责任，谁就不配享有党员的称号。总委员会是各委员会的受托者。各委员会 必须
 争取使这个受托者执行它对委托人所负的责任。各委员会要做到这一点，除了选出自己的常务局来召开代表大会之外， 不会有
 别的办法。各委员会就是这样做的。它们意识到自己最起码的党的职责，它们就 必须
 这样做。

可敬的普列汉诺夫同志是不是试图否认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呢？他是不是试图给我们举出，世界上有这样 一个
 社会民主党，它的党员在党的机关规避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会不采取象我们的委员会那样的做法呢？我们向普列汉诺夫同志提出要求：请试一试吧！

现在来谈谈第二个实际的问题：我们的总委员会是真的回避执行它召开代表大会的党的职责吗？这个问题不单是个形式问题，因为除了党章规定的职责外，还有责任……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309—310页

















[147]“分给兔子一块熊耳朵”意为给自我吹嘘者以奖赏，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兔子打猎》。寓言说，一群野兽正在分它们猎获的一只熊，没有参加猎熊的一只兔子却伸出前足来撕熊的耳朵，并且说是它把熊从树林里赶到空地上，野兽们才得以把熊逮住杀死的。野兽们感到兔子的话虽系吹牛，却十分有趣，于是分给它一块熊耳朵。——291。







《列宁全集》第9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和决议的总提纲

（1905年2月）


1

代表大会议程草案

议事规程。

代表资格的审查。

最后的组成（邀请有发言权的代表）。

　2．1．党内危机。

4．3．2．组织问题。

3．代表们的报告。

　3．4．对起义的态度。

5．起义的战斗协议。

6．对自由派的态度。

7．农民中的工作。

8．军队中的工作。

9．改进宣传鼓动工作。

10．选举负责人员和领导机关。


2

代表大会决议目录



决议

 ：

1．关于少数派的瓦解活动的决议。

2．关于普列汉诺夫的“调和主义” 
［注：“调和主义”一词是写在“立场”一词之上的。——俄文版编者注］

 立场的决议。

3．关于新火星派的原则立场的决议。

4．关于各组织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决议。

5．关于起义的公开决议。

6．关于起义的秘密决议。

7．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的公开决议。

8．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的秘密决议。

9．关于撤销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的决议。

10．关于新《火星报》的地方自治计划的决议。

11．关于“农民中的工作”的决议。

12．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

13．关于军队中的工作的决议。

14．关于宣传和鼓动工作的决议。


3

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总提纲



决议

 ：

1． （a）少数派的实际目标：中央机关的成员。

　　（b）不执行代表大会的决定。

　　（c）同盟代表大会前的分裂：成立秘密组织。

　　（d）这一行为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瓦解行为是不正直的。

　　（e）用组织－过程、组织－倾向的理论以及关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的空喊为瓦解行为辩护是可耻的。

　　（f）他们的瓦解行为给俄国的正常工作带来的巨大危害。

　　（g）必须彻底清除瓦解组织分子。

　　（h）委托中央机关出版一本小册子，扼要地叙述分裂的原因和经过，并通知国际社会民主党。

2． （a）必须对所谓的调和派问题表示意见。

　　（b）这一派唯一诚实不作假的人是普列汉诺夫，他编写了《 火星报
 》第52号。

　　（c）代表大会承认普列汉诺夫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和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他在增补问题上的和平愿望是真诚的。

　　（f）遗憾的是，普列汉诺夫未能坚持他向修正主义者和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让步的立场，他 从原则上
 进行辩解的一切做法显然都是错误的，这只能引起思想混乱并把狡诈作风带到党的关系中来。

　　（e）现在所谓的调和派就是虚伪的孟什维克。除了普列汉诺夫的纲领之外，并没有任何其他 独立的
 和解纲领。普列汉诺夫的纲领现在也被他自己否定了（可以作个人让步，但必须同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原则性的 争论
 ）。

3． （a）代表大会承认我们的立场同新火星派的立场有原则区别。

　　（b）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新火星派就表现出十分缺乏坚定的原则性，起先完全反对机会主义派，最后却公然（虽然是不自愿和无意识地）倒向他们。

　　（c）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机会主义的性质表现得更加明显：在组织问题上，同样在为有系统的小规模的背叛行为辩护。钝化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武器——组织。歪曲马克思主义，以至为瓦解行为和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辩解并对它们加以称颂。

　　（d）在自己政策的总方针问题上，《火星报》自己不得不承认“新《火星报》和旧《火星报》之间的鸿沟”。转向尾巴主义。

　　（e）在策略方面这表现在对自由派的态度上。地方自治运动。

　　（f）在策略方面这表现在对起义的态度上，企图钳制和搅乱。

　　（g）在策略方面这表现在对武装的态度上。

　　（h）在策略方面这表现在用“工人的主动性”这一口号等等来腐蚀不开展的工人。

　　（i）总之，新火星派=党内的机会主义派。

这一阵营内部成分极其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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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过程论党和阶级

自由派和地方自治运动

起义

武装

革命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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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坚定的原则性（第二次代表大会）。转向机会主义的《工人事业》（鸿沟）。

靠近党的知识分子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公开机会主义者赞同他们。

必须为旧《火星报》的方针而斗争。









　　4．（a）关于知识分子政党的叫嚷的虚伪性。为自由派所利用。新火星派自己也放弃了。　　（b）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的蛊惑性。“选举原则”，它在 自由的
 政治条件下是必要的，它在俄国却不可能被 广泛
 采用。

　　（c）掩盖尾巴主义的所谓“工人的主动性”的空话，在组织方面许诺 不可能办到的事
 ，用廉价的手段唆使人们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而且什么也没有提供；看不到工人的 革命
 主动性，尽跟着落后分子转。

　　（d）告诫工人。觉悟的工人应当了解和牢记 工人事业派
 的类似手段，应当了解和牢记旧《火星报》的立场——通过工人群众选拔觉悟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人革命家、我们的倍倍尔们的重要性，把每个区、每个工厂等等 组织起来
 的重要性。

　　（e）只有先进工人有了充分的觉悟，只有完全消除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即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界限，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 社会民主党
 才有保障。

5． 
［注：第6点和第8点已省略，关于这两点见本卷第294页。——编者注］

 （a）必须立即准备起义。

　　 （b）必须建立组织和建立一些战斗性的组织。

　＋7．　（c）必须增加一般组织：组织革命。

　　 （d）恐怖手段应当真正同群众运动结合。

　　 （e）起义的目的：临时革命政府，武装人民，立宪会议，革命农民委员会。

　　 （f）社会民主党在行使权力时的任务：彻底实行全部民主纲领，成立独立的组织和工人阶级的组织，大力发挥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主动性，坚定不移地捍卫阶级纲领和阶级观点，批判地对待革命民主派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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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这些（上述）情况也决定社会民主党要同革命民主派达成起义的战斗协议。（h）革命民主派是指彻底的坚定的民主派，他们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全部
 民主纲领，不会放弃任何革命措施，但缺乏明确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阶级意识。









　　9． （a）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根本是错误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声明，而在于斗争，在于共同斗争。

　　（b）自由派和自由主义民主派的声明和口号没有取得信任（司徒卢威）。

　　（c）对他们作出任意的和不正确的解释，说他们是民主派知识分子。同力量
 达成协议，但知识分子并不是力量。斯塔罗韦尔的混乱思想。

　　（d）提到日程上的协议，不是以发表声明为条件，而是以参加
 起义为条件，这不是同自由主义民主派而是同革命
 民主派达成的协议。

10．（a）同地方自治人士达成协议甚至会破坏斯塔罗韦尔决议案的条件。

　　（b）所谓不要吓跑自由派的说法既不妥当又不合时宜。不能用无政府主义的危险为此辩解。

　　（c）关于“高级形式的示威”的一些口号的反动意义。

　　（d）新《火星报》的印象主义－机会主义。

　　（e）“阶级的主动性”和阶级的有计划发展等字眼的滥用。

　　（f）公布他们的第一封信以教育青年党员。





	　11．（ａ）目前特别重要的是：　（ｂ）强调民主主义方面


	╔═══注意：║

║同农民资产阶级一起反对地主，同农村无产阶级一起反对资产阶级。

　




	





　　　　（ｃ）一刻也不能忽略 
社会主义的

 （ 
全部

 社会主义的）纲领，　　（ｄ）坚持无产阶级的观点，特别是
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的观点。





	　12．
	┏┃

┫

┃

┗




	（ｅ）支持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反对地主的革命
 运动，直到完全剥夺地主的土地，决不能助长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也不能听之任之，要全力防止君主主义者和凯撒主义者利用农民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





　　13．（a）士兵工作的重要意义：

　　（b）传单。

　　（c）军事组织，它的成分？特殊的军事组织可能有用处，要看情况。

　　（d）
［注：（d）点没有写。整个第13条上加了问号。——俄文版编者注］

 。


14
 ．（a）把
纲领

 作为基础……

　　（b）巡视小组。

　　（c）讲演和鼓动演说。


※　　　　　※　　　　　※

　　在反对新火星派的原则决议中，指出下面几点非常重要：（a）否定或贬低觉悟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即社会民主工党的坚强组织的思想，会使工人运动变成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尾巴。

（b）恶意贬低觉悟的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自发运动的影响，并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庸俗化的解释，以阻碍革命主动性的发挥和社会民主党的先进任务的完成，这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把对革命的技术领导和政治领导分开和对立起来的思想，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并且——

并且——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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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决议草案


1．关于孟什维克或新火星派的瓦解行为的决议

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准确查明有关孟什维克或新火星派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的所作所为的确凿事实。他们甚至不打算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选举的合法性进行争论，便恬不知耻地撕毁了代表大会的决议。代表大会刚一闭幕，他们就抵制代表大会所建立的中央机关，背着党在党内秘密地成立了单独的组织。这个组织追求的目的是要把代表大会所否决的六个候选人硬塞进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和党中央委员会。为了达到这个违反党的意志和利益的目的，孟什维克到处破坏党的正常工作，到处进行秘密的分裂活动，破坏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同志关系，把党的中央机关报变成制造谣言和纠纷的机关，对选出中央机关并要求它们报告工作的党的各委员会，肆意进行卑鄙的攻击和谩骂，把党总委员会降为小团体的报复工具，甚至不惜公然篡改提出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要求的党的意见。

代表大会坚决谴责这一瓦解行为，并警告一切有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要提防臭名远扬的组织－过程论，因为这一理论为瓦解行为辩护，并极力贬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代表大会认为，党的多数派的拥护者在制定反对瓦解组织分子的决议和要求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曾想尽一切办法对党内同志作了诚恳的同志式的斗争。现在，既然党所建立的中央机关已完全放弃了它们对党应负的责任，代表大会只好认为它们已置身于党外。代表大会认定，对于维护党的原则的人来说，现在只有离开瓦解组织分子单独进行工作，此外别无出路。因此，代表大会决定，我们党的任何组织都不得接纳少数派的拥护者或新火星派。

代表大会委托党中央委员会出版一本简要的小册子来阐明这一决议，使整个俄国的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都能有所了解。


2．关于普列汉诺夫在党内危机中的行为的决议

代表大会认为普列汉诺夫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对于纲领、策略和组织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代表大会承认，在同盟的代表大会以后，普列汉诺夫为了党内和平和消除孟什维克所造成的分裂状态，提出了向他在全党面前正确地称之为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人让步的政策（1903年11月7日《火星报》第52号）。代表大会深感遗憾的是，普列汉诺夫未能坚持住这个立场，他开始用最无耻的手段，违背党的意志去满足孟什维克的一切要求；他为了替孟什维克辩护，竟堕落到维护他认为是错误的孟什维克的根本立场，并捏造种种根本不存在的同党内多数派的意见分歧。

代表大会坚决谴责这种对待党内同志的狡诈政策，这种政策无论是出于对待党内个别人的多么人道的动机，都不可能不对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3．关于新火星派的根本立场的决议

代表大会认为，同孟什维克或新火星派的根本立场作斗争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他们已离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而倒向了机会主义。还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这一点就已从某些论断上，从少数派全体成员是由旧《火星报》的反对者和最无坚定原则性的分子所组成这点上表露出来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孟什维克倒向工人事业派机会主义的行为就非常明显了，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新《火星报》和旧《火星报》之间隔着一条鸿沟。的确，在一系列问题上，新《火星报》提出了完全错误的和模糊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口号和理论。例如，组织－过程论就把马克思主义降低到为瓦解行为和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作辩护的地步。又如，在党和阶级的关系上，又重新提起那些错误的、贬低党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任务的观点。新《火星报》提出的它同旧《火星报》在下面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意见，也是错误的和反动的。这些问题是：关于对自由派的态度和地方自治运动计划，关于起义的准备以及关于规定起义和进行起义的思想的所谓空想性，关于武装群众以及在革命时期从技术上和组织上领导群众的任务，关于在推翻专制制度时代不可能和不应当实行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等等。所有这些观点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直接在实践方面会使党倒退，俄国正处于革命关头，这些观点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有害。因此，代表大会责成全体党员在宣传和鼓动工作中说明这些观点的错误。


4．关于社会民主党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决议

代表大会坚决谴责新火星派所执行的在社会民主党各组织内散布工人和知识分子间互不信任和敌视的政策。代表大会要觉悟的工人回想一下，几年前他们是怎样经受到党内工人事业派的类似的斗争手段，并且又是怎样否定这些手段的。新火星派尽是空谈工人的主动性和选举原则，但对我们各地组织的工作却不作任何实际的改进，并且蛊惑人心地许诺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在自由的政治条件下，我们党可以而且也会完全建立在选举原则的基础上。在专制制度的条件下，对于参加党的成千上万工人群众来说，这是无法实现的。

代表大会再次提出社会民主工党的有觉悟的拥护者的任务：全力巩固这个党同工人阶级群众的联系，把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更广泛的阶层不断提高到具有充分的社会民主主义觉悟的水平，发挥他们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动性，注意通过工人群众本身把尽量多的完全有能力领导运动和党的一切组织的工人选拔出来。

代表大会代表党重申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建立尽可能多的加入我们党的工人组织；努力使那些不愿意或没有机会加入党的工人组织至少要靠近党；争取使尽量多的有觉悟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党的委员会的委员。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311—324页













《列宁全集》第9卷


对党章中关于中央机关一项的修改

（1905年2月）

大部分在俄国工作的同志，其中包括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都主张 在俄国
 建立 一个
 中央机关。

这一改革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一个中央机关里，在俄国工作的同志应该占多数，——这是从上述意图中必然得出的结论。这一意图是否能实现完全取决于选举中央机关成员的代表大会的意志。因此，这里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也没有什么可谈论的。

其次，中央机关报同中央委员会的关系将是怎样的呢？有人对我们说，中央机关报是中央委员会任命的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一个（或两个）成员可以（还是那些同志说）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而且是一 小
 部分加入中央委员会。那么试问，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国外部分将如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呢？“靠通信”来实际 参加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这明明是空想，只能当作笑话说说而已。在国外，要费很大的力气，经过无数的奔波、劳碌、责骂和不愉快，才能 在事后
 了解到很少一点情况，说从国外“参与解决问题”，那只是“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或者是为了骗人。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中央委员会国外的委员们（或国外委员） 根据党章
 （因为其他的“协定”都不起作用）约定 整个
 中央委员会定期在国外集会。 如果
 是这样，那这个最高中央机关 实际上
 同现在的党总委员会完全一样，成为一个每年集会3—4—5次，并且只是给整个工作规定 总方向
 的机构。 或者
 中央委员会在俄国集会，并且在 没有
 国外委员参加的情况下 在国内
 解决一切问题；这样，国外委员就不过是一个列名的，一个 徒有虚名
 的中央委员而已。 实际上
 他 不可能
 参与解决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人来担任中央委员会的“国外委员”这个“职位”（或这个闲差？）是大可怀疑的！

另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可能的）假定。作为一个中央机关的中央委员会的 全体
 委员，都是在俄国工作的同志。只有这样的中央机关才会成为 真正
 唯一的俄国的中央机关。在国外，它可以指派自己的代办机构。然而， 实际上
 这个代办机构将作为一个独立的中央机关存在，其实可以设想这就是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显然，这里需要一个 完整的委员会
 ，它只有通过 极其漫长的道路
 才能形成、建立、达到协调一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俄国为了建立新的中央机关报，整整奋斗了 一年半
 ，而且这还是在全国十分关怀 全党
 的严重危机的时期！）。在实际工作中，这个委员会是完全独立地主持 周刊
 机关报的工作的。俄国国内中央委员会 最多也不过
 是半年（或一年半）开一次“会议”（这种“会议”同“总委员会”有什么区别呢？）或者由中央委员会的 个别
 委员“写封信”来过问一下它所进行的工作而已。在实际工作中，这个国外委员会要向数百名党员进行宣传工作和培养国外工作人员的工作（作专题报告和开会）。中央委员会 实际上
 不能 切实
 指导这一工作，不能 切实
 领导国外委员会的这一工作。中央委员会除了 偶尔
 同主持这一工作的人开几次会议之外，实际上不能 参加
 这一工作。再说一遍：这些会议同总委员会有什么区别呢？

结论：事实上，在实际工作中，“一个”中央机关不是 徒有虚名
 ，就一定和必然成为现在这种被嘲笑为“三个中央机关并存”的体制。事实上，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地理情况、政治情况和工作性质的不同，在我们党内现在和将来（直到专制制度被推翻）都必不可免地要形成两个中央机关，这两个中央机关只是 偶尔
 “ 
通过会议

 ”才联合起来，这些会议 实际上
 将永远起着党的最高或最上级的党“总委员会”的作用。

不言而喻，对国外的反感已在国内的人们中间引起了普遍的呼喊声：打倒国外派！打倒两个中央机关！这种反感是合乎情理的和 值得称赞
 的，因为它意味着党的力量和党的自觉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有了巨大的增长。这种反感表示我们党前进了一步，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不应当让自己为话语所迷惑或者把一时的 情绪
 ，把对“国外派”的暂时的“愤怒”提升为“制度”。党的任何制度也不能建立在愤怒之上。确定一个简单扼要的原则：“一个中央机关”，是最容易不过的了，但是这种决定丝毫无助于解决如何真正（不是在纸上）统一俄国国内和国外的工作的各种职能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325—327页













《列宁全集》第9卷


关于公社的演讲提纲[148]


（1905年2—3月）

1．公社的历史概况。



　　拿破仑第三执政时期的法国。帝国主义的基础：资产阶级已经不，无产阶级还不[149]……拿破仑第三的冒险主义。炫耀、战争的必要性。

2．1848年6月以后无产阶级的成长。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150]。拿破仑第三对它的迫害。

法国工人对战争的抗议（7月12日，国际巴黎支部，第16页）和德国工人对战争的抗议（7月16日的不伦瑞克工人集会，开姆尼茨工人集会，国际柏林支部，第18页） 
［注：这里和下面列宁引用的是1871年在柏林出版的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德文版单行本。——编者注］

 。

3．色当：1870年9月2日，以及 1870年9月4日
 宣布成立共和国。自由派狡猾分子夺取政权。

自由派律师和口是心非的保皇派： 梯也尔
 。

4．国防政府＝背叛人民的政府。特罗胥：保卫巴黎的“计划”。保卫的滑稽剧。巴黎工人的英勇行为。1871年1月28日的 
投降

 。

5．俾斯麦规定 在8天之内
 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召开国民议会的条件（第34页）。梯也尔同保皇派的阴谋。

容克院（ruraux 
［注：地主议会。——编者注］

 ）。 波尔多国民议会
 ，拥有630名议员＝30名波拿巴主义者＋200名共和主义者（100名温和派和100名激进派）＋400名保皇派（200名奥尔良派＋200名正统派）。梯也尔和法卢的会谈。

6．对巴黎的挑衅：任命保皇派分子为使节，从国民自卫军的士兵手中夺走了“30苏”；在巴黎，警察局长是瓦朗坦，国民自卫军司令是奥雷尔·德·帕拉丹，等等（特列波夫和瓦西里契柯夫！！）；把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查封共和派报纸等等。力图把战争费用转嫁到穷人身上（第35页）。武装的巴黎工人与——保皇派的集会。冲突不可避免。

7．马克思的警告 
［注：反对1870年创办《祖国垂危报》的布朗基
 。（注意）］

 ：1870年9月9日国际总委员会的第二篇宣言：“不应当为1792年的民族回忆所迷惑”，开展“组织本阶级”的工作，不要抱定推翻政府的目的（“绝望的蠢举”）：第25页。国际（总委员会）秘书欧仁·杜邦在1870年9月7日也为法国写过同样内容的东西（韦伊的书第134页）。

8．最后一次挑衅行为。1871年3月18日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梯也尔的骗人论据。企图没有得逞。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宣布成立公社。巴黎公社与凡尔赛政之间的 内战爆发
 。

9．公社内的派别：（a） 布朗基主义者
 。早在1880年11月间，布朗基在《既没有上帝也没有老板》报上就谴责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并反对把无产阶级利益同民族利益分开（韦伊的书第229页）（他没有把工人同革命资产阶级分开）；（b） 蒲鲁东主义者
 （互助论者）“组织交换和信贷”。

工人阶级的革命本能将 不顾
 错误的理论而极力表现出来。

10． 
公社的政治措施

 ：

（1）废除常备军

（2）废除官僚制度（a）一切官员由选举产生；（b）薪俸不得多于6000法郎。





	　　（3）教会同国家分离（4）实行免费教育　




	　╔══════╗　║　最低纲领　║

　╚══════╝

　




	





　　公社与农民
 。三个月内一切都会是另一个样子！（第49—50页）
［注：揭露“秘密”：特罗胥的伎俩，修道院内的“秩序”（第54页）。做得还很少
 ！］







公社与国际
 。弗兰克尔，波兰人
 （世界共和国的旗帜）。

11．
公社的经济措施

 。

（1）禁止面包工人做夜工。

（2）禁止罚款。

（3）登记遗留下的工厂，将其交给工人协作社，并按照仲裁委员会的裁决给予补偿。（第54页）

注意：没有接收银行。没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韦伊的书第142页　　

（4）制止出卖典押品。延期付款（房租）。

12．覆灭。组织上的缺点。防御状态。梯也尔同俾斯麦的勾结｛俾斯麦的角色＝ 雇佣凶手｝。1871年5月21—28日流血周
 。

流血周的惨状，流放等等。诽谤。（第65—66页）

儿童和妇女……

第487页：有20000人在街头被杀。3000人死于狱中等等。军事法庭：到1875年1月1日共有13700人（80名妇女，60名儿童）被判罪、流放、监禁[151]。

13．教训：资产阶级什么事
 都干得出来，今天是自由派、激进派、共和派，明天就叛变、杀人。

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阶级斗争——内战。

在当前的运动中，我们大家都在沿着公社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9卷第328—330页















[148]这是列宁为1905年3月5日（18日）在日内瓦给俄国政治流亡者作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而拟的提纲。——308。



[149]这句话引自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德文第3版写的导言。恩格斯在导言中分析1848年六月起义后的法国形势时写道：“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么资产阶级却是已经不能管理法国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19页）——308。



[150]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建立。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规定其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为完全解放工人阶级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国际工人协会前中央领导机关是总委员会，马克思是总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和思格斯的指导下，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机命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积极支持了1871年的巴黎工人起义。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工人运动处于低潮。1872午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在费城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308。



[151]公社战士牺牲的数字引自1896年在巴黎出版的普•奥•利沙加勒的《1871年公社史》一书。——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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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战斗协议和建立战斗委员会

（1905年2—3月）



提纲

 ：[152]

（1）协议的理由

（2）它的目的

（3）纲领（1）推翻专制制度

　　　　（2）临时革命政府

　　　　（3）武装人民

　　　　（4）立宪会议

　　　　（5）革命农民委员会。

（4）建立 预备战斗委员会
 ，以便：

　　　　（1）收集经费

　　　　（2）查明人力

　　　　（3）将协议事通知广大的俄国工作人员，并广泛讨论实现协议的手段

　　　　（4）为建立 俄国
 战斗委员会而筹备 俄国
 代表会议。

（5）战斗委员会的任务：统一准备起义的各种措施。

　　　 2
 / 3
 鉴于完全团结一致和保持每个党的独立性的重要性。

（6）战斗委员会对恐怖行动的态度。

（7）向一切社会主义者和一切革命民主派发出号召。

补5

　　战斗委员会 只
 就 完全
 属于其纲领范围内的问题发出呼吁书，而且每次都必须声明保持党的独立性。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56—457页

















[152]这份提纲从内容看接近于列宁《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一文（见本卷第256—264页），但其写作时间要晚于该文，因为其中具体提出了该文尚未涉及的战斗委员会问题。——312。







《列宁全集》第9卷


《警察司司长洛普欣的报告书》小册子序言

（1905年2—3月）

好东西不可过多！好象洛普欣先生在他的报告书中是这样说的。警察司所认为的好东西，就是加强保安的“暂行”条例，这个条例从1881年以来就是俄罗斯帝国最稳定的基本法之一。按照报告书的中肯说法，警察完全有权任意“摆布庶民”，读报告书时愈是碰到措辞艰涩而笨拙的官样文章，这种说法就愈是引人注目。的确，有了这个《条例》，警察就可以坐享清福，但是这个条例的“优”点却又使警察本身变得娇气起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早在25年前就可被看作非常措施的非常镇压措施，简直成了家常便饭，连居民也都对它习以为常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非常措施的镇压作用已经减弱，就象一根新的弹簧长期过分使用后要渐渐松劲一样。警察司司长洛普欣先生的报告书充满了独特的忧郁伤感的语调，整个报告书都在说：真是得不偿失。

这种伤感的语调，一个警察对俄国的基本警察法所作的这种事务性的、干巴巴的、无情的批评，使社会民主党人非常高兴。警察昌盛的好日子过去了！60年代过去了，那时甚至没有想到会有革命政党。70年代过去了，那时这种政党虽然已经实际存在并已引起恐惧，但它的力量“只能用来进行单独的暗杀，而不能进行政治变革”。在“秘密宣传是依靠个别人和小组”的时候，新发明的弹簧还能起一定的作用。但是现在，“在社会处于目前这种状况下，在对现制度的不满情绪和激烈的反政府运动在俄国普遍增长起来的时候”，这根弹簧完全松劲了！如果加强保安的非常措施不得不千百次地被用来对付“工人的具有和平性质和纯粹经济动机的罢工”，如果连石头也被看作政治上不无危险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措施显得多么荒谬无聊啊！

可怜的洛普欣在绝望中加了两个感叹号，他请大臣先生们和他一起嘲笑加强保安条例所造成的那些毫无意义的后果。从革命运动真正深入人民并且紧密地同工人群众的阶级运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起，这个条例的全部措施，从要求登记公民证到军事法庭，都已不中用了。甚至连“看门人制度”，连无所不能的、尽善尽美的“看门人制度”也遭到警务大臣的致命批评；大臣指责这个制度减弱了对警察的预防性活动的影响。

说实在的，警察制度彻底破产了！

除了最可敬的洛普欣先生这位具有如此高的权威的人物的说明外，沙皇政策的全部发展进程也证实了这一破产。在真正的人民革命运动还没有发生，政治斗争还没有同阶级斗争合为一体的时候，要对付个人和小组，单靠一些警察措施也还有些用处。要对付阶级，这些措施就完全无能为力了，这些措施过多，反倒成为警务工作的障碍。一度威严可怕的加强保安条例的条文，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无端吹毛求疵，这些做法在并非革命者的“庶民”中所引起的不满情绪，远远超过对革命者的真正伤害。要对付人民革命，对付阶级斗争，决不能依靠警察，必须也依靠人民，也依靠阶级。这就是从洛普欣先生的报告书中得出的教训。这也是专制政府从实践中得出的教训。警察机构这个弹簧已经松劲了，单靠军事力量已显得不够。必须煽起民族的、种族的仇视，必须把城市的（ 然后当然是乡村的
 ）小资产阶级中最落后的阶层组成“黑帮”，必须设法把居民中一切反动分子集结起来保卫王位，必须把警察同小组的斗争变成一部分人民反对另一部分人民的斗争。

政府现在就在这样做，它在巴库唆使鞑靼人反对亚美尼亚人，力图引起新的反犹大暴行，组织黑帮反对地方自治人士、大学生和造反的中学生，求助于忠心的贵族和农民中的保守分子。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对专制制度的这种策略并不感到奇怪，而且也不害怕。我们知道，现在，当工人已开始向大暴行制造者进行武装回击的时候，煽起种族仇视再不会使政府得到什么好处；政府如果依靠小资产阶级中的剥削阶层，那就会使更广泛的真正无产阶级群众起来反对自己。我们从来不曾指望而且现在也不指望靠“说服”当权者或者靠有教养的人转到“善人”方面来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告诫人们说，阶级斗争，人民中的被剥削部分反对剥削部分的斗争，是政治变革的基础，并且 最终
 决定一切政治变革的命运。政府承认警察舍本逐末的活动已完全破产，因此转而直接组织内战，这就证明 最后清算
 的时刻就要到来。这样更好。政府发动了内战。这样更好。我们也赞成进行内战。如果说在什么地方我们感到特别安全可靠，那就是在这个战场上，即在广大受压迫的和无权的、养活着整个社会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反对一小撮享有特权的寄生虫的战争中。当然，政府可以用煽起种族和民族仇视的手段暂时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但这只能是短时期的事情，而且结果会更加扩大新的斗争场地，使人民更加痛恨专制制度。证据就是：巴库大暴行的后果使一切阶层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情绪增长十倍。政府原想用流血的场面和巷战的大批牺牲者来吓唬人民，实际上它反而 消除了人民
 对流血的恐惧，对直接武装冲突的恐惧。实际上，它倒为我们进行了一种十分广泛而有力的宣传鼓动，这样的鼓动是我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的。让我们用法国革命歌曲中的话来说，Vive　le　son　du　canon！（“炮声万岁！”），革命万岁，反对沙皇政府及其追随者的公开的人民战争万岁！



尼·列宁







	载于1905年日内瓦前进报出版社出版的《警察司司长洛普欣的报告书》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331—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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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想骗谁？

（1905年3月2日〔15日〕）

在我们刚收到的《火星报》第89号上刊登了“党总委员会”1905年3月8日的决定。果然不出所料，国外的“总委员会”对于国内党的委员会召开代表大会一事大发雷霆，宣布“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以自己的行动将自己置身于党外”。在俄国活动的党实际上早已离开了国外小组，而现在是形式上也要离开它。国外小组的盛怒我们是十分理解的。同样可以理解的是，人们只有在盛怒和绝望的情况下才会象总委员会那样，发表这种糟糕的议论，才会这样笨拙地“回避真理”。他们对我们说：“按照党章，只有总委员会才能召开代表大会。”是的，但如果总委员会撕毁党章，用欺骗手段规避召开代表大会的职责，这种情况就另当别论了。党早已证明，总委员会就是这种“情况”（见奥尔洛夫斯基的《反党的总委员会》一书，书中曾指出，按照“总委员会”的算术，16×4＝61！）。其次，他们还对我们说，到1905年1月1日，根据总委员会的一致（包括列宁在内）决定，有权利能力的组织（各中央机关除外）有33个。这是不对的。党早就从上述小册子中知道，到1905年1月1日，有权利能力的组织只有29个。《火星报》所举出的库班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从未得到总委员会的批准，而波列斯克委员会和西北委员会只是到1905年4月1日才被批准。剩下的是29个组织（圣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特维尔委员会、北方委员会、图拉委员会、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萨拉托夫委员会、乌拉尔－乌法委员会、西伯利亚委员会、顿河区委员会、哈尔科夫委员会、基辅委员会、敖德萨委员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里加委员会、奥廖尔－布良斯克委员会、斯摩棱斯克委员会、萨马拉委员会、沃罗涅日委员会、高加索联合会＝4个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阿斯特拉罕委员会、尼古拉耶夫委员会、克里木委员会、矿区委员会和同盟）。总委员会又说，“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受到10个组织的全权委托。这是胡说。大家都知道，常务局还是在1905年1月1日以前在13个委员会（6个北方的委员会，3个南方的委员会，4个高加索的委员会）的三次代表会议上选出来的。常务局提出召开代表大会之后，沃罗涅日委员会和图拉委员会就与常务局站到一起了。因此，到1905年1月1日，28个国内享有全权的组织中有15个组织不顾波拿巴分子的中央机关的意愿而拥护召开代表大会。这里还没有包括那些早就完全拥护召开代表大会（见沙霍夫的小册子《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的享有全权的组织（萨拉托夫委员会、西伯利亚委员会及其他组织）。总委员会试图欺骗那些只是根据国外派的空谈而不是根据文件来了解问题的不明真相的公众，这种做法是十分可笑和笨拙的，这从下面两个材料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来。在少数派出版的一本非常有趣的小册子《关于1904年9月2日日内瓦会议的报告》中，唐恩承认，党的多数委员会同《火星报》断绝了一切同志关系，而激烈反对多数派的普列汉诺夫却不得不声明，敌对双方的力量差不多是相等的！！（请注意，这是一个国外派的评论。）在列宁的那个不仅没有被少数派驳倒反而为波波夫的坦率承认所证实的《声明》 
［注：见本卷第104页。——编者注］

 里，不是别人，正是波波夫这位中央代办员承认，少数派只有4个国内委员会，因此在真正的党代表大会上，编辑部和总委员会无疑要撤换。再说一遍：最可敬的热心于增补的英雄们，你们想骗谁呢？你们就象害怕火一样害怕唯一真正符合党的原则的解决办法——召开代表大会，但同时却又硬说，你们的反对者拥有的组织很少，总共只有四分之一！你们在盛怒之下没有发现，你们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尼古拉二世害怕立宪会议，难道不是因为沙皇制度的反对者只占人民的一小部分吗？





	载于1905年3月2日（15日）《前进报》第1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335—337页













《列宁全集》第9卷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

（1905年3月2日〔15日〕）

我们已经指出，新火星派认为温和的俄国自由派已被置于死地，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用已为我国民主派所承认，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浅薄看法 
［注：见本卷第249页。——编者注］

 。恰恰相反，正是现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在竭力使工人运动完全受自己支配。因此，正是现在，借新火星派复活的工人事业主义就特别有害。这里有一份曾在俄国散发的值得注意的传单，它提供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宝贵材料：


　　“最近以来，资产阶级力求组织起来，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面向工人，却是一个更值得注意的事实。民主派想当无产阶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领导者。他们说：‘从信念来看，我们说实在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但是社会民主党由于自己党内纷争而没有了解当前局势的重要性，结果便不能领导工人运动，所以我们想担负起这个任务。’从这些新的‘表现在内心的社会民主党人’继续发表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们没有制定独立的纲领，而只是要解释和回答工人向他们提出的问题。刊物应当适合这种需要，而绝不应当带有党的性质。这样，这些‘纯粹的社会民主党人’，由于不满意委员会的策略和目前的做法，便自己采取了早已被历史抛弃的‘倾听意见’的形式，采取了已经寿终正寝的经济主义形式。这些先生们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自认为是工人阶级意愿的真正表现者，其实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想了解，只有在统一的工人政党的领导下，只有在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的阶级独特性并了解到它的真正解放的事业必须由它自己来实现，而不能由破坏工人政党行动的声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完成的时候，工人运动才能获得重大的成果。这些‘说实在的’社会民主党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了解到，由于他们力图证明必须由某些纯粹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派’（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来给工人指出走向自由和社会主义的道路，竟使工人群众受到多么严重的危害。其实，看来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社会主义，而只是热中于玩弄目前的政客手腕。他们渐渐地把机会主义因素带到工人运动中来。工人不再渴望建立自己的政党，而信赖知识分子。为什么工人阶级的这些新朋友竟容忍甚至鼓励这种现象呢？‘民主派’自己对这点作出了坦率的回答。他们说：‘过去我们这一派仅仅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工作，但是最近的事件却迫使我们面向工人。’

这些坐享民主主义成果的先生们，自称为‘原则上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只是在群众已经走上街头，马路上已经洒满了成千上万工人的鲜血的时候，才来关怀无产阶级运动。于是他们便以工人阶级的真正朋友的身分出现，假装看不见数十年中所进行的培养和指导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并以无数牺牲的代价创立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工党的活动。显然，这些时髦的社会民主党人从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弄清了一点（这也是不久以前的事），这就是只有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推翻专制暴政和夺得主要由资产阶级享用的政治自由。无产阶级的新朋友们骑在工人运动的身上，把直接成果当作鞭子，驱赶着运动并吆喝着：‘前进，奔向我们的自由！’俄国俗话说得对：‘愿上帝保佑我们摆脱朋友，至于敌人，让我们自己来对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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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和农民

（1905年3月10日〔23日〕）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农民袭击地主庄园和农民没收地主的粮食、牲畜的消息从各省不断传来。在满洲被日本人击溃的沙皇军队正在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实行报复，正在讨伐内部敌人——贫苦农民。城市的工人运动得到了新的同盟者即革命的农民。因此，无产阶级的觉悟的先锋队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就具有直接的实际意义，在我们党的所有组织中，在宣传员和鼓动员的一切发言中，都应当把这个问题提到最近的日程上来。　　

社会民主党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农民运动向它提出了一个双重任务。我们应当无条件地支持和推进这个运动，因为它是革命民主主义的运动。同时我们还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把农村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就象组织城市无产阶级一样，并把它同后者一起组织成为独立的阶级政党，向它说明它的利益和资产阶级农民的利益是敌对的，号召它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向它指出，要想摆脱压迫和贫困，把农民中的一些阶层变为小资产者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整个资产阶级制度。　　

旧《火星报》从第3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

 起，即早在1902年第一次农民运动以前，就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的这个双重任务；我们党的纲领中也反映出这种任务；我们的报纸（第3号） 
［注：见本卷第175—181页。——编者注］

 也再一次谈到了这个任务。现在，当特别重要的是阐明这个任务的实际方面时，我们引证一下卡尔·考茨基的意见是很有意义的。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杂志《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农民和俄国革命》的文章。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考茨基坚决维护这样一个真理： 现在
 摆在我们革命面前的任务不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消除现行的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道路上的政治障碍。考茨基接着说到：“在农民和地主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城市的革命运动应当保持中立。它没有任何理由站到农民和地主的当中，保护后者而反对前者；它的同情完全是在农民方面。但是，城市的革命运动的任务也绝不是唆使农民去反对地主，地主在现代俄国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于例如‘旧制度’时期的法国封建贵族。再说，城市的革命者即使想要影响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影响也是很小的。这种关系要由地主和农民他们自己来确定。”考茨基的这些意见，如果不联系上下文来看，就会引起不少误会，为了正确了解这些意见，还必须注意他在文章末尾所说的一段话。他在那里说：“胜利的革命在利用革命的最凶恶敌人的大地产来改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生活条件方面，大概不会遇到什么特殊的困难。”　　

读者只要细心比较一下考茨基的所有这些论点，就不难看出这些论点正好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过的社会民主党对问题的提法。考茨基的语句在个别地方不准确和不清楚，是由于他写得仓促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缺乏了解的缘故。问题的实质在于：在俄国革命的各种不同的变故中，革命无产阶级对农民和地主间的纠纷，不能在一切场合和一切条件下都采取同样的态度。在一些条件下，在一定的局势下，不仅应当采取同情的态度，而且应当采取直接支持的态度，不仅应当采取支持的态度，而且应当采取“唆使”的态度。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可以并且应该采取中立的态度。根据上面所引的考茨基的意见看来，他正确地抓住了我们任务的这两个方面，他不仅和我们那些完全陷入革命民主主义的庸俗幻想中的“社会革命党人”不同。而且和那许多寻找一种“简单的”、适合一切场合的解决任务的办法的社会民主党人（象梁赞诺夫或伊克斯）也不同。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和所有社会革命党人）的主要错误，就在于他们不坚持阶级观点，而是去寻找一种适合一切场合的解决任务的办法，忘记富裕农民和中等农民的两面性。其实他们注意的只是两个阶级：要么是地主和“农民－工人阶级”，要么是私有者和无产者。而实际上却存在着三个最近目的和最终目的都各不相同的阶级：地主，富裕农民和部分中等农民，以及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任务实际上就不能不是双重性的。社会民主党在制定俄国的土地纲领和土地策略上的全部困难，就在于怎样尽量明确地规定，无产阶级在什么条件下必须采取中立态度，在什么条件下必须采取支持和“唆使”的态度。　　

这个任务只能有一个解决办法：同农民资产阶级一起反对一切农奴制和反对农奴主－地主；同城市无产阶级一起反对农民资产阶级和其他任何资产阶级，这就是农村无产者及其思想家社会民主党人的“路线”。换句话说： 如果
 农民以革命民主主义的面貌出现，就支持和推动他们，直到完全剥夺不管怎样“神圣的”老爷的“财产”。 如果
 农民以反动的或反无产阶级的面貌出现，就对他们采取不信任态度，摆脱他们而单独组织起来，并准备同他们作斗争。或者再换一种说法：如果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有利于民主派的发展和巩固，就帮助农民；如果农民同地主的斗争只是与无产阶级和民主派毫不相干的土地占有者阶级的两个派别之间的帐务清算，就对农民采取中立态度。　　

自然，这种答案不能满足那些对待农民问题缺乏深思熟虑的理论观点的人，他们追求时髦的、动人的“革命”（口头上革命）口号，不懂得恰恰是在农民问题上采取革命冒险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对待这样的人（我们当中现在已有不少这样的人，社会革命党人就属于这一类，随着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发展，这样的人一定还会增多），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反对一切含糊的革命观念，应当冷静考虑农民中各种不同的成分，反对革命空谈。实际和具体地讲，只有下面这种见解才最接近于真实情况：所有在土地问题上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人都不考虑这样一种事实，即在我们俄国的欧洲部分，有一个很大的富裕农民阶层（在大约1000万农户总数中有150—200万户）。农民所拥有的全部生产工具和全部财产至少有一半掌握在这个阶层的手里。这个阶层如果不雇用雇工和日工就不能生存。毫无疑问，这个阶层是敌视农奴制度、地主和官吏的，它能够成为民主主义者，但是，更没有疑问的是，它是敌视农村无产阶级的。任何想在土地纲领和策略中抹煞、回避这种阶级敌对性的企图，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抛弃社会主义观点。　　

在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之间有一个中等农民阶层，这个阶层在地位上具有上述两个对立阶层各自的特征。所有这些阶层，即全体农民有地位上的共同特征无疑也会使整个农民运动成为民主主义的，不管它们的不自觉性和反动性的某些表现有多么严重。我们的任务是永远也不离开阶级观点和组织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的最紧密的联盟。我们的任务是向自己和人民阐明“土地和自由”这个普遍而模糊的要求后面所隐蔽的真正民主的和革命的内容。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最坚决地支持这种要求和推动这种要求，同时又在农村中培养社会主义斗争的因素。　　

为了确切地规定社会民主工党在实际工作中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我们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应当通过一项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下面就是这个决议的草案，这个决议陈述了上面谈到的和在社会民主党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发挥过的那些观点，现在应当把这个决议交给尽可能广泛的党的工作者讨论：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力求把所有劳动者从一切剥削下完全解救出来并支持一切反对现在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最坚决地支持现在的农民运动，拥护能够改善农民状况的一切革命措施，直到为达到这些目的而剥夺地主的土地。同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一贯力求成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而且要时刻记住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它的利益和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向它说明，只有农村无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进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共同斗争，才能导向社会主义革命，而唯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把全体贫苦农民从贫困和剥削下真正解救出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出立刻成立革命农民委员会来全面支持一切民主改革和具体实现这些改革，它把这点作为在农民中进行鼓动工作的实践口号和使农民运动具有高度自觉性的手段。在这种委员会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将力求建立农村无产者的独立组织，这一方面是为了支持全体农民的一切革命民主行动，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农村无产阶级在同农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时的真正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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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巷战[153]


（公社的一个将军的意见）

（1905年3月10日〔23日〕）


编者按
 ：本文是巴黎公社的著名活动家克吕泽列的一篇回忆录的译文。从下面的简要传记材料中可以看出，他本人的见解虽然不完全是，但至少主要是在巴黎街头起义的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此外，他所说的完全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有产阶级的革命，而现在我们在俄国所经历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政府集团的全民革命。因此，不言而喻，克吕泽列的独特的思想，只能作为俄国无产者针对我们的情况独立地研究西欧同志经验的材料。我们认为，把作者的相当有趣的经历简略地向读者介绍一下并不是多余的。

古斯塔夫·保尔·克吕泽列（Cluseret）1823年6月13日生于巴黎。曾在圣西尔军事学校读书，1843年毕业，获得了陆军少尉（sous-lieutenant）的军衔。1848年任陆军中尉时期，曾积极参与镇压巴黎的工人起义（六月事件）。在6小时之内拿下了11个街垒，缴获了3面旗帜。由于这种“功勋”，他获得了荣誉军团勋章。1855年任陆军上尉时期，参加了克里木战役。后来辞职。在意大利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加里波第的军队。1861年去美国，并参加了反对蓄奴州的国内战争。获得了将军军衔和（在克罗斯基斯胜利后）美国国籍。后来回到法国。1868年因在《艺术报》[154]上发表文章被捕入狱。在圣珀拉惹狱中和“国际”的活动家建立了联系。由于他在报上发表了尖锐的军事批评，被作为美国公民驱逐出法国。共和国成立（1870年9月4日）后回到巴黎，参加了策划在里昂和马赛发动起义的活动。1871年4月3日被任命为公社的军事部长。4月16日当选为公社委员。后因放弃伊西堡垒被公社撤职和逮捕，但被同志法庭宣告无罪。公社失败后逃出法国。1872年8月30日被凡尔赛法庭判处死刑。大赦后1881年回到法国，曾为《 公社报
 》和《 马赛曲报
 》[155]撰稿。因鼓动军队不服从指挥被判处两年徒刑。从法国逃亡。1888年，作为革命政党的候选人参加了众议院的选举，猛烈抨击议会制和激进的“克列孟梭”党[156]。1889年在土伦第二选区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属于社会主义工人派。著有《军队和民主》（1869年）一书和专门记述公社的两卷《回忆录》（18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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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1905年3月10日〔23日〕）

我们读了《火星报》第91号上1905年3月10日党总委员会的决定以后曾说：你们叩门，门就会开[157]。关于总委员会1905年3月8日的决定的消息和我们在《前进报》第10号 
［注：见本卷第318—320页。——编者注］

 上的答复还没有传到国内，就发生了总委员会精彩的新转变，对于新火星派同志们的这种转变，我们只能表示衷心的欢迎，并且衷心地希望他们能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向前迈步。

总委员会1905年3月10日的决定是给参加国内常务局召开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的号召书，它建议代表大会接受德国党和倍倍尔的调停以恢复党的统一，并表示同意由总委员会派两名代表出席代表大会，以便商谈如何实现调停的主张。

总委员会“在新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这时，它当然不可能完全不采取它过去的某些手段，不可能不再说谎话，这些谎话本身的荒唐我们在《前进报》第10号上已经指出，这就是：什么国内多数委员会所召开的代表大会不是党的代表大会，什么“为数不多的党员”想“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党的真正多数”。这些遁词若不是可笑的，就是可鄙的，我们不想再谈这些。特别是由于总委员会迈出的新的一步已经自然地引起了普遍的注意，我们就更不想谈这些了。总委员会终于（终于！）懂得了党的代表大会在解决党内危机方面的意义，终于进行了第一个尝试，虽然是微小的、懦怯的、不彻底的尝试，它毕竟还是试图朴实地看待事物，直率地谈论问题，并试图摸索一条道路，一条通过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形成的党的两个部分之间的直接谈判来恢复党的统一的“新道路”。

预祝顺利！如果早能这样，无产阶级政党就不致成年累月地经受着痛苦的、荒唐的、慢性的危机和秘密的分裂了。如果能再真心诚意一些去直接而公开地考虑在俄国工作的党的工作者的意愿，俄国社会民主党早在一年以前就可以摆脱自己的暂时分裂状态了。是的，一年以前，甚至一年多以前。

这是1904年1月底的事情。党总委员会头一次开会讨论党内的新形势和党内危机，参加会议的有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瓦西里耶夫和列宁。上述后两个人，这两个中央委员和多数派的拥护者清楚地看到，实际上党已经被少数派分裂了，这种分裂的秘密性质给党带来了无穷的危害，使党的士气完全涣散，放纵一方肆意“无理取闹”，对另一方却用必须遵守共同的决议加以约束。秘密分裂党的活动和公开的分裂活动相比（按其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意义、按其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后果来说），差不多就象秘密通奸和公开的自由恋爱一样。

总委员会的上述委员因此提出了一项决议案（1904年1月28日），决议案全文由沙霍夫刊载在《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第81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15—117页。——编者注］

 上。尽管在编辑部和在总委员会，即党的最高机关中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占优势，但布尔什维克考虑到当前历史时期的极其严重的任务，还是最先在决议中谈到党内和平的必要性。布尔什维克在决议中把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思想斗争同“不体面的无理取闹”、瓦解行为、地位之争、抵制行为等等加以严格地区分。布尔什维克请求党的总委员会号召全体党员“尽快抛开彼此之间的小成见，把思想斗争永远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让它破坏党章，阻碍实践活动和正常工作”。我们有很多非常健忘的党员，他们喜欢谈论党的主动性，但是却宁愿听信无谓的诽谤而不去研究有关党的分裂的文献。因此，我们坚决建议所有愿意弄清党内情况的同志，看一看《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这本小册子的第81页。

孟什维克自然否决了列宁和瓦西里耶夫的决议案，通过了（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请求中央委员会“增补”孟什维克的决议案。由于中央委员会在1903年11月26日曾表示同意由它自己即中央委员会增补两名孟什维克，所以总委员会的这项决议案无非是强迫中央委员会接受三个特定的人员。现在，全党已经确凿地知道（从列宁的《声明》 
［注：见本卷第98—106页。——编者注］

 中），正是由于这“三个”人，才编造出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并且进行“不体面的无理取闹”，一直到1904年11月。列宁和瓦西里耶夫为了回答关于增补的决议，提出了不同意见（沙霍夫的书第84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44、147、148页。——编者注］

 ，我们建议重读一下这个意见，以使那些不熟悉情况的人或健忘的人从中受到教育。意见中说，“除了立即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外”，中央委员会的这些委员“根本看不出还有其他办法能正当地和正确地摆脱目前的党内纠纷，终止这种因中央机关的成员问题所引起的令人不能容忍的斗争”。

孟什维克显然在破坏代表大会。当时曾好言相劝，说在代表大会上可以达成各种协议，否则斗争就会采取秘密的卖淫式的恋爱那种龌龊的形式。但是无论怎样规劝，对他们都不起作用。顺便说一下，既然孟什维克不耻于进行“卖淫式的恋爱”，那从他们方面来说，采取这种手法就是很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但从调和派普列汉诺夫方面来说，采取这种手法就是一个大错误，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现在，所有的人都从事实中（即从格列博夫及其一伙后来的行为的事实中）看到和知道，假如普列汉诺夫在1904年1月投票赞成召开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很快就会召开，而在代表大会上就会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调和派，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多数派或少数派单独取得优势。如果这样，代表大会不仅能够召开，而且一定是一个真正调和的代表大会。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不是凭空猜想，这是后来事件的实际进程确凿证实了的看法。但是普列汉诺夫也认为“卖淫式的恋爱”，即秘密分裂胜过坦率公开的交谈和彻底的协商。

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怎样呢？孟什维克不得不接受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结论，尽管是畏畏缩缩，犹犹豫豫，尽管是晚了一些。布尔什维克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终于争取到代表大会的召开。他们说得对，如果“夫妻”俩注定不能再“同居”，那就应当公开分手，而不要象可鄙的懦夫那样进行掩饰。

当然，迟做总比不做好，就是总委员会的畏畏缩缩的一步，即准备派出它的两名“代表”的做法，我们也表示衷心的欢迎。但是我们坚决反对这一步所表现的畏缩和犹豫。先生们，你们为什么只愿意派国外总委员会的两名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呢？为什么不派所有的党组织的代表呢？要知道，俄国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委员们邀请所有的人参加代表大会并特别给编辑部、总委员会和同盟寄出了挂号信！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奇怪而不可理解的矛盾呢：一方面，为了同中央委员会的三个骑士建立虚伪的和平（分明是违背多数派委员会的意志），你们不是只限于由总委员会派出“自己的两名代表”，而是询问了少数派所有的委员会和组织，《火星报》第83号曾公开谈过这一点。而另一方面，为了和全党建立真正的和平，你们却只派出一个国外总委员会的两名代表来进行“直接的谈判”。对我们说来，与国内的孟什维克合作要比与一伙著作家合作重要百倍，但是，国内的孟什维克到哪里去了呢？那些工人，各组织的成员和代表，即那些曾被你们嗾使来反对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你们多次为他们的主动性叫喊的工人，他们到哪里去了呢？？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马霍夫和叶戈罗夫（或者他们的朋友和同道者）等同志曾从他们的角度十分坚决地支持孟什维克，但又没有损害自己的名誉，即没有参加由于增补而引起的争吵，这些同志到哪里去了呢？普列汉诺夫和其他许多人曾在新《火星报》上说过，你们似乎已经与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和其他过去的“经济派”和解了，这些人又到哪里去了呢？梁赞诺夫同志受到你们的同情支持（这我们也是很了解的），但他还是拒绝加入少数派的组织——同盟，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

或者你们会说，所有这些同志都没有委托书？但是，你们不是“抛开一切形式上的考虑”给代表大会写信了吗！！

不，先生们，敷衍的办法不能满足我们，漂亮话也不能喂饱我们。让我们抛开“形式上的考虑”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们真想在同一个组织中一道进行工作，那你们就应当全体出席代表大会，并且还邀请所有那些只是在思想看法上而不是增补问题上与我们不一致的同志。那你们就应当考虑“革命者的善良愿望”，你们极不聪明地拿这种愿望作借口，规避代表大会，但是只有这种愿望才能完全决定代表大会所代表的整个党的命运。那你们就应当物色能够对代表大会一切成员的这种“善良愿望”施加影响的调停人。我们对任何这样的调停人都将表示衷心的欢迎。

你们叩门，门就会开……布尔什维克通过公开的斗争，现在终于真正找到一条摆脱危机的比较直接而明确的道路。我们终于争取到召开代表大会。我们终于使孟什维克转变了，他们已从离开党的党总委员会的粗暴呵叱转向直接公开地建议举行直接谈判。不管总委员会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诚意沿着“新的道路”迈出第二步，——我们相信，无论如何，党性一定会彻底战胜小组习气。





	载于1905年3月10日（23日）《前进报》第1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349—354页

















《列宁全集》第9卷


第一步

（1905年3月10日〔23日〕）

我们读了《火星报》第91号上1905年3月10日党总委员会的决定以后曾说：你们叩门，门就会开[157]。关于总委员会1905年3月8日的决定的消息和我们在《前进报》第10号 
［注：见本卷第31 8—320页。——编者注］

 上的答复还没有传到国内，就发生了总委员会精彩的新转变，对于新火星派同志们的这种转变，我们只能表示衷心的欢迎，并且衷心地希望他们能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向前迈步。

总委员会1905年3月10日的决定是给参加国内常务局召开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的号召书，它建议代表大会接受德国党和倍倍尔的调停以恢复党的统一，并表示同意由总委员会派两名代表出席代表大会，以便商谈如何实现调停的主张。

总委员会“ 在新的道路上
 ”迈出了第一步，这时，它当然不可能完全不采取它过去的某些手段，不可能不再说谎话，这些谎话本身的荒唐我们在《前进报》第10号上已经指出，这就是：什么国内多数委员会所召开的代表大会不是党的代表大会，什么“为数不多的党员”想“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党的真正多数”。这些遁词若不是可笑的，就是可鄙的，我们不想再谈这些。特别是由于总委员会迈出的新的一步已经自然地引起了普遍的注意，我们就更不想谈这些了。总委员会终于（终于！）懂得了党的代表大会在解决党内危机方面的意义，终于进行了第一个尝试，虽然是微小的、懦怯的、不彻底的尝试，它毕竟还是试图朴实地看待事物，直率地谈论问题，并试图摸索一条道路，一条通过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形成的党的两个部分之间的直接谈判来恢复党的统一的“新道路”。

预祝顺利！如果早能这样，无产阶级政党就不致成年累月地经受着痛苦的、荒唐的、慢性的危机和秘密的分裂了。如果能再真心诚意一些去直接而公开地考虑在俄国工作的党的工作者的意愿，俄国社会民主党早在一年以前就可以摆脱自己的暂时分裂状态了。是的，一年以前，甚至一年多以前。

这是1904年1月底的事情。党总委员会头一次开会讨论党内的新形势和党内危机，参加会议的有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瓦西里耶夫和列宁。上述后两个人，这两个中央委员和多数派的拥护者清楚地看到， 实际上
 党已经被少数派分裂了，这种分裂的 秘密
 性质给党带来了无穷的危害，使党的士气完全涣散，放纵一方肆意“无理取闹”，对另一方却用必须遵守共同的决议加以约束。 秘密
 分裂党的活动和公开的分裂活动相比（按其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意义、按其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后果来说），差不多就象秘密通奸和公开的自由恋爱一样。

总委员会的上述委员因此提出了一项决议案（1904年1月28日），决议案全文由沙霍夫刊载在《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第81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1 5—117页。——编者注］

 上。尽管在编辑部和在总委员会，即党的最高机关中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占优势，但 布尔什维克
 考虑到当前历史时期的极其严重的任务，还是最先在决议中谈到党内和平的必要性。布尔什维克在决议中把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思想斗争同“不体面的无理取闹”、瓦解行为、地位之争、抵制行为等等加以严格地区分。布尔什维克请求党的总委员会号召全体党员“尽快抛开彼此之间的小成见，把思想斗争永远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让它破坏党章，阻碍实践活动和正常工作”。我们有很多非常健忘的党员，他们喜欢谈论党的主动性，但是却宁愿听信无谓的诽谤而不去 研究
 有关党的分裂的 文献
 。因此，我们坚决建议所有愿意弄清党内情况的同志，看一看《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这本小册子的第81页。

孟什维克自然否决了列宁和瓦西里耶夫的决议案，通过了（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请求中央委员会“增补”孟什维克的决议案。由于中央委员会在1903年11月26日曾表示同意由它自己即中央委员会增补 两名
 孟什维克，所以总委员会的这项决议案无非是强迫中央委员会接受 三个
 特定的人员。现在，全党已经确凿地知道（从列宁的《声明》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44、147、148页。——编者注］

 中），正是由于这“三个”人，才编造出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并且进行“不体面的无理取闹”， 一直到1904年11月
 。列宁和瓦西里耶夫为了回答关于增补的决议，提出了不同意见（沙霍夫的书第84页） 
［注：见本卷第98—10 6页。——编者注］

 ，我们建议重读一下这个意见，以使那些不熟悉情况的人或健忘的人从中受到教育。意见中说，“除了立即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外”，中央委员会的这些委员“根本看不出还有其他办法能正当地和正确地摆脱目前的党内纠纷，终止这种因中央机关的成员问题所引起的令人不能容忍的斗争”。

孟什维克显然在破坏代表大会。当时曾好言相劝，说在代表大会上可以达成各种协议，否则斗争就会采取秘密的卖淫式的恋爱那种龌龊的形式。但是无论怎样规劝，对他们都不起作用。顺便说一下，既然孟什维克不耻于进行“卖淫式的恋爱”，那从他们方面来说，采取这种手法就是很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但从 调和派
 普列汉诺夫方面来说，采取这种手法就是一个大错误，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现在，所有的人都从事实中（即从格列博夫及其一伙后来的行为的事实中）看到和知道，假如普列汉诺夫在1904年1月投票赞成召开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很快就会召开，而 在代表大会上就会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调和派
 ，它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让多数派或少数派单独取得优势。 如果这样
 ，代表大会不仅能够召开，而且一定是一个真正 调和的
 代表大会。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不是凭空猜想，这是后来事件的实际进程 确凿证实了的
 看法。但是普列汉诺夫也认为“卖淫式的恋爱”，即秘密分裂胜过坦率公开的交谈和彻底的协商。

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怎样呢？孟什维克不得不接受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结论，尽管是畏畏缩缩，犹犹豫豫，尽管是晚了一些。布尔什维克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终于争取到代表大会的召开。他们说得对，如果“夫妻”俩注定不能再“同居”，那就应当公开分手，而不要象可鄙的懦夫那样进行掩饰。

当然，迟做总比不做好，就是总委员会的畏畏缩缩的一步，即准备派出它的两名“代表”的做法，我们也表示衷心的欢迎。但是我们坚决反对这一步所表现的畏缩和犹豫。先生们，你们为什么只愿意派 国外总委员会
 的两名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呢？为什么不派 所有的
 党组织的代表呢？要知道，俄国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委员们 邀请
 所有的人参加代表大会并特别给编辑部、总委员会和同盟寄出了挂号信！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奇怪而不可理解的矛盾呢：一方面，为了同中央委员会的三个骑士建立 虚伪的
 和平（分明是违背多数派委员会的意志），你们不是只限于由总委员会派出“自己的两名代表”，而是 询问了少数派所有的委员会和组织
 ，《火星报》第83号曾公开谈过这一点。而另一方面，为了和全党建立 真正的
 和平，你们却只派出一个国外总委员会的两名代表来进行“直接的谈判”。对我们说来，与国内的孟什维克合作要比与一伙著作家合作重要百倍，但是，国内的孟什维克到哪里去了呢？那些 工人
 ，各组织的成员和代表，即那些曾被你们嗾使来反对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你们多次为他们的主动性叫喊的工人，他们到哪里去了呢？？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马霍夫和叶戈罗夫（或者他们的朋友和同道者）等同志曾从他们的角度十分坚决地支持孟什维克，但又没有损害自己的名誉，即没有参加由于增补而引起的争吵，这些同志到哪里去了呢？普列汉诺夫和其他许多人曾在新《火星报》上说过，你们似乎已经与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和其他过去的“经济派”和解了，这些人又到哪里去了呢？梁赞诺夫同志受到你们的同情支持（这我们也是很了解的），但他还是 拒绝加入少数派的组织——同盟
 ，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

或者你们会说，所有这些同志都没有委托书？但是，你们不是“ 抛开一切形式上的考虑
 ”给代表大会写信了吗！！

不，先生们，敷衍的办法不能满足我们，漂亮话也不能喂饱我们。让我们抛开“形式上的考虑”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们真想在同一个组织中一道进行工作，那你们就应当 全体出席代表大会
 ，并且还邀请所有那些 只是
 在思想看法上而不是增补问题上与我们不一致的同志。那你们就应当考虑“革命者的善良愿望”，你们极不聪明地拿这种愿望作借口，规避代表大会，但是 只有
 这种愿望才能完全决定代表大会所代表的 整个
 党的命运。那你们就应当物色能够对 代表大会一切成员
 的这种“善良愿望”施加影响的调停人。我们对任何这样的调停人都将表示衷心的欢迎。

你们叩门，门就会开…… 布尔什维克通过公开的斗争，现在终于真正找到一条摆脱危机的比较直接而明确的道路。我们终于争取到召开代表大会。我们终于使孟什维克转变了，他们已从离开党的党总委员会的粗暴呵叱转向直接公开地建议举行直接谈判。不管总委员会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诚意沿着“新的道路”迈出第二步，——我们相信，无论如何，党性一定会彻底战胜小组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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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你们叩门，门就会开，意为只要孜孜以求，定能如愿以偿，出自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7章。——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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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纲的历史[158]


（1905年3月10日〔23日〕）

普列汉诺夫强调纲领草案 不是
 我写的，这样一来他就首先用暗示、非难和斥责的方式把我们关于纲领草案的争论公之于众了。遗憾的是，他并不是在叙述这些争论，而只是在造谣中伤，也就是说，他的论断是耸人听闻的，但又是模糊不清和经不起检验的。因此，我必须对我的同事的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加以补充，我这里有关于我们在讨论纲领草案时发生争论的确凿材料，必要时我将公布这些材料。那时读者就会看到：（1）普列汉诺夫硬说我们的关系冷淡似乎是由于《怎么办？》一书造成的，根本不是这样。关系冷淡是由于在发生纲领争论时六人小组分裂成两半造成的；（2）我始终坚持把关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这一论点加到纲领中去。普列汉诺夫却打算只是采用著名的“或多或少”这种模糊不清的说法；（3）我始终坚持在谈到我们党的阶级性质的地方用“无产阶级”一词代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一词；（4）当我和我的支持者在六人小组中指责普列汉诺夫在其纲领草案中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表达得不够清楚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却反驳说，我是象马尔丁诺夫那样来理解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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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这篇短评是列宁为1905年3月10日（23日）《前进报》第11号发表的瓦·瓦·沃罗夫斯基的《蛊惑宣传的产物》一文加的脚注。沃罗夫斯基的文章批评了1904年8月7日和14日《火星报》第70号和第71号刊载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一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制定经过，参看《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84—239页）。——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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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的土地纲领

（给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信）

（1905年3月16日〔29日〕）

日益发展壮大的新的农民运动，又把我们的土地纲领问题提到了首要地位。这个纲领的基本原则，当然不会引起意见分歧和争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支持农民运动。它永远也不会去保护现代的地主土地占有制免遭农民的革命冲击，但是与此同时，它将永远努力发展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并使这一斗争具有自觉性。这些原则，我认为，是全体社会民主党人都同意的。只是在必须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实际的时候，在必须把它们写在纲领中以适应当前任务的时候，才发生了意见分歧。

现实最能解决各种理论上的意见分歧，我相信，革命事变的迅速进展也会消除社会民主党内在土地问题上的这些意见分歧。未必有谁会否认，制定关于各种土地改革的空洞计划，并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应当加强同无产阶级的联系， 支持
 农民运动，同时又不忽视农民业主的私有者的倾向，革命向前发展得愈快，这些倾向和无产阶级的敌对性就会愈迅速愈尖锐地表现出来。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很明显，当前的革命时机要求提出一个十分明确的具体口号。这个口号应当是成立 革命农民
 委员会，而我们党的土地纲领就非常正确地提出了这个口号。在农民运动中还有大量的愚昧无知和缺乏自觉性的现象，对这一点产生任何错觉，都是极其危险的。农夫的愚昧无知首先表现在不懂得运动的 政治
 方面，例如不懂得，如果不对 整个国家
 的 整个
 政治制度进行根本的民主改革，就根本不可能在扩大地产方面采取任何可靠的步骤。农民需要土地，他的革命情感，他的本能的、原始的民主主义 不可能
 不表现为要取得地主的土地。对此当然没有人会否认。社会革命党人只停留在这一点上，而不去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待农民的这个模糊的愿望。社会民主党人根据阶级分析断定，全体农民除了要求归还割地[159]以外，未必 能够
 团结一致地继续前进，因为超出这个土地改革的范围，农村无产阶级和“善于经营的农夫”之间的对抗就必然会明显地表露出来。当然，社会民主党人决不会反对起义的“农夫”“彻底打倒地主”，剥夺地主的 全部
 土地，但是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在无产阶级的纲领中陷入冒险主义，不能让那些只会是变换阶级或变换所有者类别的土地占有制改造（即使是民主主义的改造）的美妙前景，遮盖住反对私有者的阶级斗争。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纲领中提出的是归还割地的要求，而在对纲领的各种注解中指出，割地根本不是一堵墙，而是“继续前进所必须经过的一道门”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65页。——编者注］

 ，无产阶级乐意支持农民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但是它必须留神注意它的临时同盟者——农民业主，看他是不是伸出了他的业主的魔爪。现在，革命事变当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把我们策略上的 这一
 论点由注解变为纲领本身，不是更为合适吗？因为，无论如何，纲领总是社会民主党全党观点的正式表达，而任何注解势必多多少少反映某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个人的观点。因此，把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政策中比较共同的论点纳入纲领，而在注解中阐发具体的办法、个别的要求、例如割地的要求，这样不是更加合理吗？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我的思想，我在这里引用一下我们纲领的有关地方应当采用的一个提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首先要求）……“（4）建立革命农民委员会以消除一切农奴制残余，对一切农村关系实行民主改革并采取革命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状况直到剥夺地主的土地。社会民主党将支持农民的一切革命事业，捍卫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的利益和独立的组织。”

按照上面的提法，一向通常是在注解中发挥的论点就被写进纲领，而“割地”却由纲领转入注解。这样修改的好处是，纲领中可以更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立场的独特性，而明确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比起修辞上的不便是更为重要的（所谓不便就是：不是把肯定的要求写入纲领，而是把通常属于注解范围的说明写入纲领。不过，应当指出，在我们的纲领中已经有这样的说明：例如，请参看关于反对那些会使警察、官吏的监护[160]巩固的改革的条文）。还有一个好处是，纲领上将永远消除那种荒谬的思想，好象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说，他不能而且也不应当提出超过割地的要求。必须在纲领中提出明确的说法以消除这种思想，而不只是在注解中加以说明。我的提法的缺点，可能是没有指明剥夺土地的任何具体方法。但这也可以算是缺点吗？

凡写文章论述土地问题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不止一次地指明，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醉心于制定空洞的计划，那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最主要的土地改革措施——土地国有化， 在一个警察国家中
 必然会被歪曲并且会被用来模糊运动的阶级性质。而其他一切改造土地关系的措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只是接近于国有化，都只是一些局部的措施，只是某些可能采取的措施，但社会民主党绝不打算用它们来 限制自己
 。目前，社会民主党人正在反对国有化，甚至社会革命党人受了我们的批判的影响，也开始更谨慎得多地对待这种国有化了（请把他们的纲领草案同他们以前的“蛮勇”比较一下）。

但问题在于，革命运动正使我们走向我们的一项最近要求——成立民主共和国，同时并消灭常备军等等。

在成立民主共和国，武装人民以及实现其他类似的共和主义措施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不能发誓拒绝土地国有化，从而在这个问题上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因此，我的提法的缺点只是表面的。而实际上这种提法为当前时机提出了一个彻底的阶级的口号（而且这个口号非常具体），同时也为那些在我们的革命顺利发展时可能成为必要的或最好的“革命民主”措施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在目前，以及在将来，直到农民起义彻底胜利，革命的口号必须考虑到 农夫和地主
 的对抗；关于割地的条文已完全正确地强调指出了这种情况；然而各种各样的“国有化”、“地租的转让”、“社会化”等等却都忽视和模糊了这种突出的对抗（这正是它们的缺点）。

我的提法同时还把革命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扩大到“对一切农村关系进行民主改革”。在我们的纲领中，把农民委员会当作一个口号提了出来，并且完全正确地说明它们的特点是 农民的
 ，即等级的委员会，因为等级的压迫只能由整个下层的被压迫等级来消灭。但是有什么理由把这些委员会的任务限定为只是进行土地改革呢？难道为了进行行政改革等其他改革还要建立 其他的
 委员会吗？我已经说过，农民最糟糕的一点是完全不懂得运动的政治方面。如果能够（哪怕是在个别的情况下）把农民在改善自身状况方面的有效的革命措施（没收粮食、牲畜、 土地
 ），同 农民委员会
 的成立和活动联系起来，同革命政党（在特别顺利的情况下，是临时革命政府）对这些委员会的完全承认联系起来，那就可以认为，争取把农民吸引到民主共和国方面的斗争是胜利了。如果不把农民吸引到这方面来，那么农民的一切革命措施就会是很不巩固的，而他们的一切成果也容易被执掌政权的社会阶级所夺去。

最后，在谈到对“革命民主”措施的支持时，我的提法明确地划清了农民夺取土地这样的措施的虚假的貌似社会主义的 外表
 同它们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内容之间的界限。只要回想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土地运动，例如对美国的土地运动的态度（马克思在1848年对克利盖的评论[161]，恩格斯在1885年对亨利·乔治的评论[162]），就足以了解划清这种界限对社会民主党人是何等重要。现在当然谁也不会 否认
 因土地而引起的农民战争，谁也不会否认追逐土地的行动（在半农奴制国家或殖民地）。我们完全承认这种战争的合法性和进步性，但同时我们也要揭露它的民主主义的，即 归根到底
 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内容，因此，在支持这个内容的同时，我们还提出特别的“保留条件”，指出 无产阶级
 民主派的“独立”作用，指出力求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的特殊目的。

由于有这些看法，因此我建议同志们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讨论我的提案，并依照我的上述精神扩大纲领的有关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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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割地是指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中农民失去的土地。按照改革的法令，如地主农民占有的份地超过当地规定的最高标准，或者在保留现有农民份地的情况下地主占有的土地少于该田庄全部可耕地的1/3（草原地区为1/2），就从1861年2月19日以前地主农民享有的份地中割去多出的部分。份地也可通过农民与地主间的特别协议而缩减。割地通常是最肥沃和收益最大的地块，或农民最不可缺少的地段（割草场、牧场等），这就迫使农民在受盘剥的条件下向地主租用割地。改革时，对皇族农民和国家农民也实行了割地，但割去的部分要小得多。要求归还割地是农民斗争的口号之一，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曾把它列入党纲。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以代替这一要求。——340。



[160]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的下述条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力求达到自己最近的目的，支持任何反对俄国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同时坚决屏弃所有那些会使警察官吏对劳动阶级的监护稍微扩大或巩固的改革方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430页）——341。



[161]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1846年5月写的《反克利盖的通告》中对赫·克利盖用共产主义词句粉饰美国的土地运动一事所作的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12页）。此处列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这个通告的时间误为1848年。这个错误，列宁在《马克思论美国的“平分土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一文中已特地加以指出。——343。



[162]指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中对亨利·乔治的观点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6—388页）。亨利·乔治只把人民群众土地的被剥夺看作是人们分裂为富人和穷人的主要原因，因而提出土地国有作为免于贫困的激进手段。列宁称亨利·乔治为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论者。——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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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分子的鬼把戏

3月29日（16日）于日内瓦

我们刚刚收到从特维尔发来的如下报道：3月9日，在有中央委员会代表参加的外层组织同地方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讨论了对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3月4日告全党书）的态度问题。会上宣读了特维尔委员会的决议：“特维尔委员会拥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准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号召（1905年3月4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开会作出决定：派代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鉴于特维尔委员会向组织局的代表声明它参加该局所组织的代表大会，特维尔委员会认为应当说明，它所以作出这个声明，是因为常务局的代表 
［注：一个曾在特维尔委员会和外层组织于2月召开的会议上作了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报告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代表告诉我们说，特维尔委员会这种说法“不准确”。他向我们声明说：“我根据中央委员尼基季奇的直接声明
 告诉你们，中央委员会有意
 宣布召开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即通过协商的办法使常务局召开的代表大会成为这个例行的代表大会，但是由于各种情况，尚未来得及同常务局就这个问题进行正式商谈。”］

 曾说中央委员会决定使正在筹备的代表大会成为例行代表大会。”

外层组织的会议不同意特维尔委员会的决议。当时以一票弃权，七票对一票的多数通过了下面的决议：“我们终于等到了中央委员会关于准备立即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号召，我们拥护中央委员会的这一行动，同时我们声明，我们已经参加组织局正在召集的 党的
 代表大会。我们认为，只有在中央委员会和组织局正式进行协商的条件下，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4日《告全党书》中所提出的建议才能用得上”（赞成者六票，反对者三票）。为了说明其他三个投反对票的人的情绪，请看两位投反对票的同志所提出的另一项决议案：“地方组织拥护中央委员会关于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它坚决建议中央委员会和组织局彼此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地方组织就保留自由行动的权利。”

从这个报道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特维尔委员会承认，它曾和外层组织一起声明，同意参加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筹备的代表大会；（2）后来，特维尔委员会受了中央委员会关于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新诺言的影响，撤回了自己表示同意的意见；外层组织没有跟着委员会走，它没有拒绝参加常务局已在召集的代表大会；（3）中央委员会关于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新诺言是在至今未曾公布的、我们所不知道的“1905年3月4日告全党书”中提出来的。

为了正确评价我们著名的中央委员会的行为，我们要提醒同志们首先注意一下党章，其次是注意几个事实。根据党章，代表大会是由 总委员会
 召开，而不是由中央委员会召开。因此，中央委员会许下的诺言是无法兑现的。中央委员会许诺要做的事情，根据党章的规定，它这个中央委员会是不能做到的。中央委员会是许诺或设想，而总委员会是处理问题。那些天真地听信中央委员会的诺言而又不太了解党章的党员都受了愚弄。至于总委员会是怎样“处理”的，事实可以说明。总委员会在3月8日（公历）的决定中声明（《火星报》第89号），它“ 经大多数党的工作者的同意
 ”（可能其中也包括特维尔委员会吧？），“ 认为在这样的时候召开党代表大会是不恰当的
 ”。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从这里难道还看不出，总委员会又在无耻地欺骗党吗？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得到“大多数党的工作者”的“同意”。

其次，3月10日（公历），即隔了一天，总委员会通过了另一决定（《火星报》第91号），它在决定中表示同意派两名代表参加由俄国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召开的代表大会，但却 只字不提是否同意召开代表大会
 。

还有，总委员会不仅正式否认召开代表大会是“恰当”的，而且 伪造参加代表大会的组织的票数
 ，即增加所谓享有全权的委员会的数目，但拒绝向党报告，它在什么时候承认哪些新委员会是已被批准的。总委员会3月8日的决定（《前进报》第10号 
［注：见本卷第318—320页。——编者注］

 上曾对它作过评论）中说，在1905年1月1日以前，波列斯克委员会、西北委员会、库班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就被称作有权利能力的委员会了，然而后两个委员会根本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而前两个委员会则是从1905年4月1日起才成为享有全权的委员会的。

我们要问问那些不愿意只是列名而是想真正做个党的成员的党员们：难道他们允许玩弄这种把戏吗？总委员会伪造票数和表示反对代表大会，而中央委员会则利用人们的幼稚，许下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诺言”！这些人不知道，按照党章规定，这些诺言是 不可能
 具有正式意义的。我们早在2月28日（15日）《前进报》第8号上，曾就中央委员会“同意”召开代表大会的最初报道发表过意见，现在事实不是已经完全证实了这些意见吗？我们要指出：从那时起 已过了一个月了
 ，《火星报》从那时起也已出版了第88、89、90、91、92号（俄历3月10日出版），但对中央委员会“同意”召开代表大会这个“棘手”问题却 只字
 不提！我们现在只好重复我们在《前进报》第8号上谈过的话：


　　“我们刚刚收到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可以理解为中央委员会同意立即召开代表大会。虽然暂时无论如何还无法证实这个消息的可靠性，但我们仍然认为它可能是真实的。中央委员会好多月来一直反对召开代表大会，撤销组织，抵制和破坏拥护召开代表大会的地方委员会。但这个策略遭到了破产。现在，中央委员会遵循着自己的准则：‘达到目的最重要，形式无所谓’，为了‘达到目的’（即为了禁止召开代表大会
 ），不惜成百次地在形式上声明，它拥护立即召开代表大会。我们希望，不论是常务局或地方委员会，都不要让党内的‘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163]的把戏欺骗了自己。”



　　 附言
 ：日内瓦，3月30日（17日）。我们不得不把中央委员会的鬼把戏写成日志。我们得到了一封中央委员会寄给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信，该信如下：
　　“中央委员会于3月4日决定向党的各地方委员会发出准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号召，它自己这方面决定采取措施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召开代表大会。鉴于全党
 代表大会的成功和它的尽快召开都取决于
现在

 拥护召开代表大会的所有的同志和组织的最大限度的齐心协力的工作，中央委员会向所谓‘多数派’委员会的组织局建议在这个问题上互相协商，并为尽快召开代表大会和使它最充分地代表
全

 党而共同努力。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1905年3月6日”













　　国内各委员会的耐心和轻信真是无以复加！中央委员会为什么不公布它的3月4日的告全党书呢？它为什么要说同常务局“协商”的假话呢？常务局毫无例外地邀请 所有的人
 ，邀请 全党
 参加代表大会，它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已公开地宣布了这一点，常务局早就答复了中央委员会，现在 根本不可能延期
 。谁要不是光在口头上要求召开 全党代表大会
 ，那就请光临吧，如此而已。还有，既然根据党章规定，代表大会不是由中央委员会召开，而是由表示反对代表大会的总委员会召开，那常务局和中央委员会进行协商又会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希望，现在 大家
 都能看清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两面派把戏。而常务局，我们相信，它决不会放弃按它已 确定的
 并 已通知中央委员会的
 日期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





	1905年3月底作为《前进报》第13号抽
［疑为“油”之误——录入者注］

 印本发表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362—366页

















[163]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是根据沙皇1905年1月29日（2月11日）的诏书成立的一个特别政府委员会，其任务是针对1月9日“流血星期日”以后展开的罢工运动，“迅即查清圣彼得堡市及其郊区工人不满的原因”。委员会主席是参议员兼国务会议成员尼·弗·施德洛夫斯基。参加委员会的除政府官员和官办工厂厂长外，还应有通过二级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布尔什维克就工人代表的选举展开了大规模的解释工作，揭露沙皇政府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真正目的是引诱工人离开革命斗争。当第一级选举产生的复选人向政府提出关于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要求时，施德洛夫斯基于1905年2月18日（3月3日）声称这些要求不能予以满足。于是，多数复选人拒绝参加选举代表的第二级选举，并号召彼得堡工人用罢工来支持他们。1905年2月20日（3月5日），委员会还没有开始工作就被沙皇政府解散了。



列宁在正文里所说的党内的“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的把戏，是指孟什维克把持的中央委员会口头上主张而实际上反对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这种两面派行为。——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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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1905年3月23日〔4月5日〕）

我们在《前进报》第11号上曾对脱离党的党总委员会所迈出的第一步表示欢迎。 
［注：见本卷第332—337页。——编者注］

 我们曾经自问：总委员会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诚意沿着新的道路迈出第二步呢？现在我们刚刚从俄国得到消息，说 中央委员会已经迈出了第二步
 。下面就是可以立即公布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

（1）1905年3月4日中央委员会告全党书



告全党书

同志们！俄国革命已经开始了！革命的序幕已雄辩地证明，城市无产阶级是决定革命结局的最主要的力量。但是，要使革命的结局加速到来，使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富有计划性，特别是尽可能地使革命的结果有利于无产阶级，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我们党的力量和它的组织的实际状况。历史要求我们党对俄国无产阶级，对我国全体人民，以及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担负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我们党是不能担负起俄国社会民主党力所能及的和必须担负的责任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在目前时期，用手头现有的文件阐明个别有名望的党员、有影响的小组和整个党的机关在党内活动中有几分是出于深刻的政治动机，有几分是出于知识分子的浅见，这既不合时宜又徒劳无益——总之，暂且撇开在严重瓦解党的活动中过错在谁和过错大小的问题，中央委员会由于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的重大，特向全党声明如下：它决心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保证党的必要的统一，防止党的完全分裂。革命的发展几乎每天都向社会民主党提出一系列的新问题。其中很多问题，我们的策略几乎都没有作出规定，因为我们的策略主要是为适应“和平”时期制定的。另外一些问题在党的过去的经验中根本找不出答案来，因为这些问题是由刚刚出现的新的情况提出来的。当然，党的文献是在提供帮助，但是从完备、统一和公认的可靠性方面来看，它的答复并不是常常都能使地方工作者感到满意。最近时期，在非正式的代表会议之后联合起来的、为数相当多的委员会，对根据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建立起来的中央机关，采取了不信任的政策；它们已建立了自己的机关报和自己的中央机关，现在它们正在筹备自己的代表大会。最后，今年夏天是党章所规定的召开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的时刻，根据上述情况，中央委员会认为在最近的将来召开全党代表大会
 是防止分裂的唯一的和最后的手段。

中央委员会确信，代表大会无论在研究当前的政治时局向党提出的最重大的任务方面，或是在达到党的真正牢固的统一方面，是否能进行有成效的工作，这将完全取决于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否能全面而充分地代表所有较重要的和有影响的派别。中央委员会为了保证充分的代表性，决定根据党章的规定，广泛行使自己的权利，邀请有发言权的同志出席代表大会。鉴于使党受到损害的那些纠纷在某些地方已经造成了一些较重要的小组与委员会的直接决裂，而有些地方则造成了各委员会和各外层组织的严重对立，中央委员会建议下列组织派遣自己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1）今年3月1日以前脱离各委员会的一切小组，（2）各大工业中心的一切外层组织，在这些工业中心，在委员会的活动地区里至少有20000名工人，而外层组织的半数以上的成员在选举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问题上会对地方委员会表示不信任。


附注
 ：中央委员会建议，在这种场合下，只有参加一个分委员会组织并在委员会的领导与监督下积极地进行宣传、鼓动、组织、写作、出版和散发书刊等革命工作的同志，方可被认为是外层组织的成员。其次，根据党章规定，全党代表大会由党总委员会召开，因此，中央委员会除了要求党的各地方委员会赞同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目前保证党的统一的唯一手段）外，还将通过自己在党总委员会中的代表支持自己关于立即召开代表大会的决定，并马上采取一系列的实际准备措施。此外，中央委员会声明，它愿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吸收为召开代表大会在一些委员会倡议下成立的“组织局”参加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而组织局的准备工作将会加快和促进代表大会的召开。


附注
 ：吸收所谓“多数派”委员会的“组织局”参加召开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的详细办法，应当通过相互协商制定。鉴于立即
 召开全党代表大会是防止分裂和建立党的真正统一的最后手段，而且只有这种统一才能够使我们获得必要的力量去完成摆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面前的伟大任务，中央委员会号召全体党员积极行动起来，为立即召开的代表大会
 作好准备。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1905年3月4日













　　（2）1905年3月6日中央委员会给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信。
　　中央委员会于3月4日决定向党的各地方委员会发出准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号召，它自己这方面决定采取措施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召开代表大会。鉴于全党
 代表大会的成功和它的尽快召开都取决于现在
 拥护召开代表大会的所有的同志和组织的最大限度的齐心协力的工作，中央委员会向所谓“多数派”委员会的组织局建议在这个问题上互相协商，并为尽快召开代表大会和使它最充分地代表全
 党而共同努力。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1905日年3月6日













　　（3）1905年3月12日中央委员会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联合发出的告全党书。

告全党书

中央委员会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倡议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特向一切党组织宣布，鉴于迫切需要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确定党的总策略和实现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它们根据如下原则就共同组织代表大会达成了协议：

（1）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以中央委员会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宣言中阐明的纲领为基础的，根据那些纲领制定出如下议事日程：

（a）代表大会的组成，（b）党的策略问题，（c）党的组织的问题：（1）各中央机关的组织，（2）各委员会的组织，（3）党的各个机关和它们的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d）报告，（e）选举。

（2）凡按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党章的规定有权参加代表大会并享有表决权的党组织，均被邀请出席代表大会（即高加索四个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特维尔委员会，图拉委员会，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北方委员会，基辅委员会，敖德萨委员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哈尔科夫委员会，顿河区委员会，沃罗涅日委员会，尼古拉耶夫委员会，萨拉托夫委员会，萨马拉委员会，西北委员会，波列斯克委员会，阿斯特拉罕委员会，同盟；顿涅茨联合会，克里木联合会，乌拉尔联合会和西伯利亚联合会［注：关于里加委员会，斯摩棱斯克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奥廖尔－布良斯克委员会·喀山委员会，克列缅丘格委员会，伊丽莎白格勒委员会和库班委员会，见中央委员会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协定第3条。］），所有其余享有发言权的组织也被邀请与出席。

（3）承认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在这以前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所进行的组织工作。

（4）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下一步工作，由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和中央委员会通过他们共同组成的组织委员会进行。

（5）中央委员会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认为党总委员会在《火星报》第89号上公布的反对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不能成为停止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的理由。



　　1905年3月12日





　　中央委员会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在同一天，即1905年3月12日签定的协定暂不公布。
※　　　　　※　　　　　※

　　这样看来，我们可以庆祝道义上的完全胜利了！俄国国内战胜了国外派。党性战胜了小组习气。中央委员会在最后一分钟看到，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召开的代表大会是真正的党的代表大会，于是便参加了这个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央委员会在最后一分钟终于拿出应有的足够的勇气，放弃反党的政策并且起来反对国外总委员会。根据我们的党章，代表大会应由总委员会召开，而不是由中央委员会召开。因此，从法律上来说，中央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声明和协定都是完全无效的。但是，当总委员会违反党章并规避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的时候，各委员会不仅可以甚至应当主动提出召开代表大会，而中央委员会承认了一些委员会选出的常务局，这就表明它不愿仿效脱离党的党总委员会的倒霉榜样。我们现在不能对中央委员会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协议中的具体问题发表意见。当然，所有这些问题，以及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和代表大会的成分等等问题，只能由代表大会自己解决。因此，我们只能预祝代表大会成功，并号召全体同志立即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全面准备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去。最后我们还要重复一下我们在《前进报》第11号上说过的话：“……我们现在终于真正找到一条摆脱危机的比较直接而明确的道路。” 
［注：见本卷第33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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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9卷


欧洲资本和专制制度

（1905年3月23日〔4月5日〕）

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欧洲资本在拯救俄国的专制制度。没有外国的贷款，俄国的专制制度是不能支持住的。法国资产阶级从支持自己的军事同盟者中得到好处，特别是当贷款能如数偿还的时候。于是法国资产者就贷给专制政府近百亿法郎（大约40亿卢布）的小额款项。

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对日战争暴露了专制制度的全部腐败，最后甚至破坏了它在“友好的盟友”法国资产阶级心目中的信誉。第一，战争表明俄国的军事力量软弱；第二，接连不断的一次比一次惨重的失败，表明战争胜利无望，整个专制制度的政府体系必定彻底崩溃；第三，俄国革命运动的巨大发展，使欧洲资产阶级对于一场可能也燃及欧洲的爆发惊恐万分。易燃物在最近几十年来已经堆积如山。所有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就造成了拒绝继续贷款的局面。不久以前，专制政府曾打算仍旧向法国借款，但没有借成：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本已经不信任专制制度；另一方面是因为资本害怕革命，想对专制制度施加压力，迫使它同日本签订和约，同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讲和。

欧洲资本正在投和平之机。不仅俄国的资产阶级，而且欧洲的资产阶级也都开始懂得战争和革命的联系，开始害怕节节胜利的反对沙皇制度的真正人民的运动。资产阶级希望保持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的“社会制度”，使它免遭过分的震动，希望通过立宪君主制或似乎是立宪君主制的形式把俄国的君主制保持下来，因此，资产阶级为了反无产阶级和反革命的利益正在投和平之机。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忽略了现代社会的阶级对抗，如果忽略了资产阶级在其各种言论（不管这些言论看起来是多么民主和人道）中都首先而且主要是维护它本阶级的利益、“社会和平”的利益，即镇压一切被压迫阶级并解除它们的武装的利益，那么，对甚至象战争与和平这样“简单”明白的问题，也不可能有正确的提法。因此，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提法，也正如对自由贸易、反教权主义等问题的提法一样，必然有别于而且也应当有别于资产阶级民主派。无产阶级现在正在反对战争而且将来也要坚持不懈地反对战争。但它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只有完全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才可能消灭战争。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情况下，不能单用民主主义的感伤主义的观点来评价战争；在剥削者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必须区别各该国的进步资产阶级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一般原理实际运用到对日战争上去。我们在探讨这一战争的意义的时候（《前进报》第2号，《旅顺口的陷落》一文 
［注：见本卷第139—140页。——编者注］

 ）曾经指出，不仅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曾经斥责盖得和海德门同情日本），而且还有新火星派，是如何陷入错误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的。新火星派的错误表现在：第一，他们提出“ 不管什么样的
 和平”，第二，谈到不得“借日本资产阶级的胜利进行投机”。只有站在感伤主义立场上提出政治问题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才会发表这两种议论。现在，实际情况表明，“ 不管什么样的
 和平”已成为欧洲的交易所经纪人和俄国的反动分子的口号（美舍尔斯基公爵现在已经在《公民》[164]上明显地指出，为了拯救专制制度，必须有和平）。十分清楚，为了镇压革命而投和平之机，是反动分子的投机，与 进步的
 资产阶级投日本资产阶级胜利之机是迥然不同的。新火星派笼统地反对“投机”的论调，正是一种感伤主义的论调，这种论调毫无阶级观点而且根本不考虑各种不同的力量。

揭露反动资产阶级新面目的事件十分引人注目，现在连《火星报》也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火星报》在第83号上曾因我们《前进报》第2号上的一篇文章而怒气冲冲地“反唇相讥”，而现在在第90号上，我们满意地读到（社论）：“不能 仅仅
 要求和平，因为在保存专制制度的情况下，和平将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就是这样，不能仅仅要求和平，因为沙皇的和平并不比沙皇的战争好一些（有时还要坏一些），不能提出“不管什么样的和平”的口号，而只能要求和专制制度的覆灭同时到来的和平，由获得解放的人民、由自由的立宪会议缔结的和平，即不是以随便什么代价、而只能是以推翻专制制度的代价换取的和平。我们希望《火星报》在了解这一点以后还能了解到，它那些反对投日本资产阶级胜利之机的高尚的长篇议论是不恰当的。

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欧洲资本和它的政治“投机”吧。从下面这件颇有教益的事件中也可以看出沙皇俄国现在是如何害怕这种资本。英国保守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泰晤士报》曾刊登了一篇题为《俄国是否有支付能力？》的文章。文章详尽地论证了维特先生和科科夫佐夫先生之流玩弄财政诡计的“巧妙把戏”。这些人的经营总是亏本。他们想摆脱债务，结果总是愈陷愈深。同时，在一次借款与另一次借款之间这段时间，借来的款项是存入国库的，于是他们就扬扬得意地把“黄金储备”说成“闲置现金”。借来的黄金竟被到处宣扬，说这是俄国富裕和有支付能力的证明！难怪英国一个商人把这种伎俩比之于有名的骗子安贝尔一家所玩弄的把戏，后者常常把借来或骗来的钱（甚至把似乎是存放钱的柜子）拿给人看，为的是签订新的借款条约！《 泰晤士报
 》写道：“俄国政府之所以时常以债务人的身分出现在欧洲市场，并不是由于缺少资本，不是由于生产企业的需要或是由于有临时的和特别的开支，而几乎完全是由于国民收入的正常的赤字。而这就是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俄国正直接走向破产。它的国民收支的差额，在逐年加重它的负债。他欠外国人的债务超过了国民的资力，它没有偿还这些债务的实在的保证，它的黄金储备是安贝尔的大柜子，柜子里那轰动一时的数百万元钱是从受骗者那里借来的，这些钱是继续欺骗受骗者的工具。”

真是诡计多端，不是吗？为自己选定受骗者，向他借钱。然后把这些钱当作富裕的证明拿给这个受骗者看，再从他那里取得新的借款！

同有名的骗子安贝尔一家进行对比是十分恰当的，它揭露了有名的“闲置现金”的丑恶的“实质”和用意，使有名望的保守派报纸的这篇文章引起轩然大波。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本人拍了一封电报给《 泰晤士报
 》，这家报纸立刻刊登了（3月23日〔10日〕）这封电报。抱屈的科科夫佐夫在这封电报中邀请《 泰晤士报
 》的编辑到彼得堡来亲自检查黄金储备的数额。该报编辑部谢绝了他的盛情邀请，理由很简单：得罪沙皇仆人的那篇文章丝毫也没有否认有黄金储备。所以要跟安贝尔一家对比，并不是说俄国没有它所提到的黄金储备，而是说这种储备实质上是别人的，是借来的，而且是没有任何保证的，这笔钱丝毫不能说明俄国的富裕，在继续借款时提及这笔钱是很可笑的！

科科夫佐夫先生不懂得这个俏皮而又恶毒的对比的 用意
 ，他的那封电报使他遭到全世界的嘲笑。检查银行中的黄金储备不是新闻记者的责任——《 泰晤士报
 》这样回答财政大臣。的确，报纸的责任是揭露利用这些实际存在的、但是冒充为国家富裕的证据的“黄金储备”所玩弄的诡计的实质。这家报纸在它就这封可笑的电报所写的文章中教训这位俄国大臣说，问题不在于你们是否有这笔黄金储备。我们相信你们是有的。问题在于你们的资产和负债的情况如何？你们的债务的数额和债务的保证金额如何？或者简单地说，你们那里存放的储备是你们自己的还是借来的和必须归还的，还有，你们是不是无力偿还全部债务？于是英国的资产者一方面嘲笑这位不太聪明的大臣，同时又用各种方法向他详细解释这个并不怎么了不起的狡猾把戏，并且带着教训的口吻补充说：如果你们要找个人来检查你们的贷方和借方，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找俄国人民的代表呢？人民的代表刚好希望现在去参加国民代表会议或你们那里所称的国民议会。他们一定不会拒绝 认真地
 检查轰动一时的“黄金储备”，而且还会 认真地
 检查专制制度的 整个
 财务。他们一定能够详细而又十分内行地进行这样的检查。

《 泰晤士报
 》在结尾时带着讥讽的口吻写道：“也许，也许是认为代表会议将坚持认为自己有权进行这种检查，而这种想法也就迫使沙皇政府不敢召开这样的会议（至少是在这种会议拥有哪怕是任何实在的权力的情况下）吧？”

好尖刻的问题。这个问题更加尖刻、更加意味深长的地方，就在于提出这个问题的实际上并不是《 泰晤士报
 》，而是整个 欧洲资产阶级
 ；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玩弄论战的鬼把戏，而是通过提出这个问题直接表达他们不信任专制制度，不愿意贷款给它，而希望同俄国资产阶级的合法代表机关打交道。这不是提问题，而是警告。这不是嘲笑，而是 最后通牒
 ，是欧洲资本给俄国专制制度的最后通牒。如果说日本的同盟者——英国人，用讽刺的形式提出这种最后通牒，那么俄国的同盟者——法国人，就通过最保守的和最具有资产阶级性的《时报》[165]说出了同样的话，只不过是说得温和一些，把苦药丸包上一层糖衣，但实质上仍然是拒绝再给予贷款，并劝告专制制度同日本和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讲和。再请听听英国另一家同样有名望的杂志《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66]的意见：“现在法国终于开始认识到俄国财政的真相。我们已经多次指出，俄国早就在靠借贷过活，它的预算并不象它的历届财政大臣所愉快声明的那样，而是每年都有很大的赤字，虽然这些赤字是靠玩弄簿记上的诡计被狡猾地掩盖起来了；最后，轰动一时的‘闲置现金’主要是借来的款项和一部分国家银行存款。”这家财政专刊就这样向俄国专制制度说出了痛苦的真相，但它又认为有必要加上一点资产阶级的安慰：它说，如果你们现在能够立刻媾和并向自由派作点让步，那么欧洲无疑会重新开始给你们成百万成百万的贷款的。

我们面前所发生的这一切，可以说是国际资产阶级借口使俄国摆脱革命和使沙皇专制制度免于彻底崩溃而进行的投机活动。投机者正在用拒绝贷款的方法对沙皇施加压力。他们施展了自己的力量——钱袋的力量。他们希望俄国能建立一种温和谨慎的资产阶级立宪的（或者似乎是立宪的）制度。他们在迅速发展的事件的影响下，日益紧密地结成一个不分民族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联盟——法国的交易所经纪人和英国的大亨、德国的资本家和俄国的商人。《解放》正在按照这个最温和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精神进行活动。司徒卢威先生在《解放》第67期上叙述了“民主党的纲领”，甚至承认（长期地吗？）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权（对武装人民却保持缄默！），并以这样一篇很有代表性的声明（“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声明用黑体字排出）来作为自己新的信条的结尾：“目前，立刻停战的要求应当超出俄国 任何进步
 政党的纲领之外和置于 这一纲领之上
 。实际上这就是说， 目前俄国的现存政府
 ，应当（在法国的调停之下）开始同日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看来，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民主派对停战的要求的不同，在这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革命的无产阶级不是把这个要求置于“纲领之上”，它不是向“现存政府”提出这个要求，而是向自由的、真正自主的人民立宪会议提出这个要求。革命的无产阶级并不利用分明是为了反革命和反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力争和平的法国资产阶级的调停来进行“投机”。

最后，实际上，现在同这个温和派资产阶级的国际集团讨价还价的是布里根先生，他巧妙地赢得了时间，把对手弄得精疲力竭，用明天就办的空话来哄骗对手，决不提供一点肯定的东西，让一切，让俄国所有的一切都照旧存在下去：从派遣军队对付罢工者，到逮捕不可靠的人和查封报刊，直到卑鄙地唆使农民反对知识分子和野蛮地毒打起义的农民。而自由派正在步入圈套，有的人已经开始相信布里根，而库兹明－卡拉瓦耶夫先生正在法学家协会中劝说自由派为了……为了……为了布里根先生的漂亮的眼睛[167]而放弃普选权！

可以同温和的、保守的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盟相对抗的只有一种力量，这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盟。就政治团结来说，这个联盟已经完全形成了。至于事情的实际方面和革命的发动，这全要看俄国的工人阶级以及它与千百万城乡贫民为民主而共同进行的决战的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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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公民》（《Гражданин》）是俄国文学政治刊物，1872—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创办人是弗·彼·美舍尔斯基公爵。原为每周出版一次或两次，1887年后改为每日出版。19世纪80年代起是靠沙皇政府供给经费的极端君主派刊物，发行份数不多，但对政府官员有影响。——356。



[165]《时报》（《Le　Temp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61—1942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映法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是法国外交部的机关报。——359。



[166]《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是英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刊物（周刊），1843年在伦敦创刊。该刊是伦敦西蒂的喉舌。——359。



[167]这里是套用法国作家让·巴·莫里哀的独幕喜剧《可笑的女才子》中的台词。喜剧描写两位青年因不会使用沙龙语言而遭到巴黎两位小姐的冷落，就设计报复，让他们的多少懂点交际语言的仆人冒名前去追求这两位小姐，果然博得了她们的欢心。最后他们到场说出真象，羞辱这两位小姐说：“那是我们的听差……你们如果愿意爱他们，那就为了漂亮的眼睛而爱他们吧。”（第16场）——360。







《列宁全集》第9卷


1789年式的革命还是1848年式的革命？

（1905年3—4月）

俄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

一、它是 彻底
 推翻沙皇政府，建立共和国，

二、还是只限于削减、限制沙皇的权力，实行君主立宪？

换句话说：我们注定要进行1789年式的革命还是1848年式的革命 
［注：注意：这里还可以加上“还是1871年式的革命”？应当把这个问题看作是许多非社会民主党人可能向我们提出的反对意见
 。］

 ？（我们说 式
 ，是为了消除这样一种荒唐的想法，即认为一去不复返的1789年和1848年的社会政治和国际形势可能再现。）

社会民主党人必然希望并 
争取实现

 第一种形式的革命，这未必会有人怀疑。

可是马尔丁诺夫对问题的提法完全是尾巴主义的，他希望革命尽量温和些。若是第二种形式，马尔丁诺夫们所害怕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夺取政权的“危险性”就完全消除了。在第二种场合下，对社会民主党来说， 甚至对革命也
 不可避免要采取“反对派”的态度，马尔丁诺夫就是想甚至对革命也要采取反对派的态度。

试问，哪一种形式可能性最大？

认为第一种形式可能性最大的人的看法是：（1）俄国下层阶级中积蓄的仇恨、革命性无疑比1848年的德国要多得多。在我国，转变更为 急剧
 ，我国的专制制度和政治自由之间不曾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 任何
 中间阶梯（地方自治机关不算），我国的专制制度是纯粹亚洲式的。（2）在我国，不幸的战争更有可能造成 急剧的
 崩溃，因为这个战争使沙皇政府彻底陷于困境。（3）在我国，国际局势更为有利，因为无产阶级的欧洲会使欧洲的君主们无法对俄国的君主制进行帮助。（4）在我国，觉悟的革命政党，它们的刊物和组织的发展要超过1789年、1848年和1871年许多倍。（5）在我国，许多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如波兰人、芬兰人等等，特别坚决地攻击专制制度。（6）在我国，农民遭到严重破产，贫困到不可想象的地步，他们已经完全一无所有。

当然，所有这些看法远不是绝对的。还可以提出另外一些与此完全相反的看法：（1）我国封建制度的残余很少。（2）政府较有经验和拥有较多的辨认革命的危险性的手段。（3）战争产生了一些和革命不相干的任务，阻碍了革命的直接爆发。战争证明俄国革命阶级是软弱的，没有战争它们就不能行动起来（参看卡尔·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中的观点）。（4）我国没有来自其他国家的革命推动力。（5）目的在于分割俄国的民族运动，能够使俄国大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脱离我国的革命。（6）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要比1789年、1848年、1871年深刻得多，所以资产阶级就更害怕 无产阶级
 革命并且宁愿投入反动派的怀抱。

当然，只有历史才能对所有这些肯定意见和否定意见作出估量。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就是把资产阶级革命尽量向前 推动
 ，同时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的 主要
 工作：把无产阶级独立组织起来。

马尔丁诺夫正是在这方面糊涂起来了。彻底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可是 这些阶级
 一旦掌握政权，就 不能
 不去进行 社会主义
 革命。因此，夺取政权，起初是 民主
 革命中的一个步骤，而迫于形势，它会违反参加者的意志（有时是意识） 
转变为

 社会主义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既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必遭失败，那么我们（象马克思在1871年预见到巴黎起义必遭失败一样）就应当 劝告
 无产阶级 不要起义
 ，要等待，要组织起来，后退是为了跳得更远。

马尔丁诺夫（和新《火星报》）的 思想
 实际上就是这样，假如他能按照自己的思路想到底的话。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380—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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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党书

（1905年3月底—4月初）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最近一年半多以来，我们党经历着多么严重的危机。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起，由于一系列的不幸事件，我们党的国外中央机关，即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总委员会，已落到党代表大会的少数派的支持者的手里。党的工作者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并且发展成了暗中的顽强斗争，这种斗争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活动，破坏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威信。党的各地委员会看到秘密分裂的严重危害，遂要求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这是按照党的原则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从1904年春天起，党内全部生活就是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国外的党总委员会千方百计抗拒召开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企图满足少数派关于增补的要求，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恢复党内和平，但是这个愿望落空了。结果，和平不但没有恢复，斗争倒更尖锐了。

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的发展中出现的伟大事件——1月9日事件及其后果，造成了新的形势，这就要求党发挥更大的力量和干劲。绝大多数国内工作者日益迫切地感到必须召开党代表大会。由于国外总委员会的抗拒，许多国内委员会不得不选举一个特别常务局来召集党的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认为，自己的党的职责就是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联合起来立即召开全党代表大会。

即使从狭窄的形式的观点看，也可以从下面的情况看出，召开代表大会是多么急需。党员从《火星报》第89号上得知，党总委员会认为除了各中央机关外，享有全权的组织有33个。由此可见，即使根据这个统计（相当多的党的工作者不同意这个统计，他们确定党组织的数目是31个），确定代表大会的召开也需要有38票（33×2＝66；66＋9＝75；75÷2＝37 1
 / 2
 ）。

选出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13个委员会，很早以前就已经表示赞成召开代表大会。同意这13个委员会的意见的有乌拉尔、图拉、沃罗涅日、萨马拉、西北、斯摩棱斯克、哈尔科夫、喀山等委员会，也就是说，有8个委员会。这21个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的4票（中央委员会自己有两票，它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有两票），就是42＋4＝46票。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383—384页













《列宁全集》第9卷


《旅顺口的陷落》一文提纲



［注：该文见本卷第134—142页。——编者注］



（1904年12月21日〔1905年1月3日〕以后）



旅顺口的投降（陷落）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53—456页

















[168]列宁指他所作的1905年1月4日《福斯报》社论《旅顺口》的摘录（见《列宁文稿》第11卷第636页）。——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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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文材料[169]


（1905年1月11日〔24日〕以前）


1

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

1．一个 理论上
 （要发挥）和 策略上
 的老问题 已经
 出现在 前台
 ……

2．历史概况。 
旧

 《 
火星报

 》：“共同斗争”。

3．代表大会的两个决议。对它们作简要评述。

4．斯塔罗韦尔[亚·尼·波特列索夫] 
［注：方括号内的文字是俄文版编者加的。——编者注］

 的错误的发展。新《火星报》的立场。 第77号；第79号
 ；“计划”。

5．“新”立场的主要思想：地方自治机关 和
 资产阶级民主派。一些人该挨“ 
蝎子鞭

 ”，另一些人发出民主派的真正呼声”。

“第三种分子”——天真的奢望。｛“石蕊试纸”：｝

6．吹捧知识分子，美化资产阶级民主派，言行不一。——这就是斯塔罗韦尔立场的结局和可能的结果。

追求协议——事实上达成协议。

7．立场的错误性：

　（1）阶级分析是不完全的（参看第77号）

　（2）不正确地强调知识分子（解放派和 
社会革命党人

 ？）


补2
 ：吹捧知识分子：“ 
运动神经

 ”

　（3）不灵活性和不彻底性

附于3内：＝混乱＝

　（4）事实上——“惊恐”等等。

8． 旧的立场：

如果（事实上）反对专制制度，就支持。

普选权—— 
共和制



┏━━━━┷━━━━┓

地方自治人士毫不中用。

石蕊试纸。

关于普选权的协议（交易）


追求 协议


　　1．运动神经

　　2．民主派的真正呼声

　　3．美化法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4．惊恐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第65—66页


2

关于同自由派的协议

（1）顺便说一下，《火星报》与《前进报》之间的争论问题，在于是否需要达成 有条件的
 或 无条件的
 协议——《火星报》在给各党组织的第二封信里就是这样说的。

（2）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要提示一下，双方都是容许达成协议的。 实际上
 区别何在呢？

（3）按《火星报》的观点， 无条件的
 协议就是把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卖给资产阶级。

　　 可见（ａ）《火星报》指靠的是条件。

　　　　 （β）《火星报》忘记了无产阶级 还要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

（4）按《火星报》的看法，资产阶级是 一种力量
 （这是对的）。

＃　　　　不可能同地方自治人士达成协议（“蝎子鞭”）

　　　　　　　　　　　　　　　　　　（“他们不承认普选权”）。

　　　　　要同极左的即激进的知识分子达成协议。

（5） 但是知识分子是软弱无力的
 ，资产阶级的行为并不取决于他们！！

　　　　这就是《火星报》的主要的糊涂思想。

（6）我们认为，协议是需要的。但是协议的实质不是口头上的 条件
 ，不是有关未来的交易，也不是 对资产阶级的
 指望（我们不相信任何指望），——而是实际参加斗争（游行示威、起义、选举等等）。我们帮助他们，并不是因为 
指望

 他们履行条件，而是因为要利用有利时机以打击敌人（时机是有利的，因为连地方自治人士也起来反对敌人，反对沙皇制度了），是因为比起反动的专制制度来，我们宁愿选择进步的资产阶级。

（7）能不能说我们准备达成 无条件的
 “协议”呢？

　　 不能，因为我们的条件是要 实际参加
 斗争。

　　 新《火星报》的条件是 
答应

 支持普选权、支持工人（“＝站在社会民主派一边”）等等。

（8）当资产阶级民主派哪怕是为 微小的
 进步而 斗争
 的时候，我们总是支持他们的。

　　 当资产阶级民主派 答应
 争取相当 大的
 进步的时候，《火星报》总是支持他们的。

　 　这两种策略哪一种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呢？






　　　 　＃　引用第二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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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民主派与自由派

0．题目——概略地介绍。

无政府主义－民粹派和社会民主派对待“资产阶级”自由的态度。

1．俄国的自由派运动。

（贵族的：十二月党人）。地方自治的。60年代及其后。

（摘自《曙光》第61、62、63、66、73、79页的引文。）

地方自治运动的性质和社会民主党人（与旧式的革命者不同）对它的态度。

2．旧《火星报》的态度，

同经济派的争论。《 
怎么办

 ？》第69—71、72页。《火星报》第8、16、18号。

3．尔·恩·斯·先生的自由派运动的新阶段。

《 
曙光

 》的文章，从第88页起。《工人思想报》上尔·姆·的文章，第94—95、95—96页，注意第98—99页。

《 
解放

 》。

《 
火星报

 》第23号和第26号。

4．党的代表大会。两个决议。

对两个决议，特别是对斯塔罗韦尔的决议的详细分析。

重心——口号、空话　　　 第78号，“有效试剂”。“石蕊试纸”。


5．现在的地方自治运动。

特鲁别茨科伊。《解放》第58期第，136页。

　　斯塔霍维奇？？


摘自《解放》的引文


不是斗争的机关报，而是 
交易

 的机关报。

《解放》第59期第150页＝ 信念
 ，范例：“君主制下的自由”比革命更有利。

第58期第129页——“俄国知识分子的良心”[170]

同上——“同民主立宪主义妥协是君主制的存亡问题”。

第58期第130页——Nome关于“矛盾性”等等的评论。《 
解放

 》（“ 
镜子

 ”）[171]。“自由民主”党。

编者的答复： 落后了
 。

第58期第136页——给特鲁别茨科伊的信。

第57期，解放派的宣言：人民“ 将过富裕的生活
 ”， 第120页
 。

第60期第183页——“能否说服尼古拉二世”。

第56期第83页：“极端的革命派丧失了与广大社会人士的紧密的精神联系……”


第56期
 和 第71号


《新时报》：“反动派的杠杆”。

6.无产阶级对地方自治认识的支持。应该表现在哪里？在中央、在核心达成协议，还是同政府斗争？起义。





	　　7．地方自治人士的新的“请求书”。分析。




	被选进常务局的有：
希波夫


《
解放

 》第7期

葛伊甸

《解放》第11期

罗将柯

《
火星报

 》第7号。




	┓┃

┃

┃

┃

┃

┣

┃

┃

┃

┃

┃

┃

┛




	《最新消息》第200期：“诚实的经纪人”。[172]









s　　8．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式的安抚和工人的斗争。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第67—69页















[169]这份材料包括的三个文献，是列宁为写《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文（见本卷第165—174页）而拟的大纲、提纲和要点。其中第二个文献《关于同自由派的协议》的内容在上述文章的第3、4、5段中得到了充分发挥。——370。



[170]这里摘引的是《解放》杂志第58期第129页署名“编者”的社论中的一句话：“俄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永远不会容忍政治特权。”——375。



[171]摘自《解放》杂志第58期第130页Nome《论当前问题》一文中的一句话：“《解放》杂志不是罗盘，而只是一面镜子。”——375。



[172]这条说的是1904年11月6—9日（19—22日）在彼得堡举行的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列宁把这个代表大会的决定称作“新的‘请求书’”。为了分析代表大会选出的常务局，列宁在方框内记下了载有涉及该局个别成员材料的报刊期数。——376。







《列宁全集》第9卷


《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一文材料



［注：该文见本卷第175—181页。——编者注］



（1905年1月11日〔24日〕以前）


1

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头脑中的反映。］






［被糟蹋了的马克思主义。］




［注：方括号内的文字是俄文版编者加的。——编者注］




　　（1）理论＋和——它们的“良好关系”。（2）工人阶级，被剥削者阶级，劳动者阶级？

（3）专制制度、富农、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派。

（4）劳动农民〈“俄国农民……”〉 
［注：手稿上“俄国农民”这个词列宁写在“劳动农民”一词的下面。——俄文版编者注］

 ＋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5）土地纲领。社会化。“平均使用的原则。”

（6）俄国革命——“财产上的变更……”不是资产阶级的？

（7）合作社（末尾第5条）。

（8）国有化。


2

对社会革命党人纲领草案的意见

　




	αβ　


	　　附于（（1））内——俄国不只是与先进
 国家（波斯、中国等）“联系”，不仅有文化的、社会的联系，而且还有经济的
 联系。联系的源泉——交换。对我们的纲领作了巴尔霍恩式的修正。[173]







　　俄国的“
特点

 ”。这种不明不白的意见是什么意思？难道在
最低

 纲领中不容许谈特点吗？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

 特点并不改变基本原则。那最低纲领中就应该谈特点。
或者

 特点部分修改了基本的原则论点。那它们＝民粹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批判
 。

“积极面和消极面”的理论＋和——它们之间的（不良）“良好”关系（特别是农业
 ）

　




	　　问题的中心＝劳
	动农民│││
	┓┃

┃

┣

┃

┃

┛







	　　
｛




	土地纲领俄国的非资产阶级革命│││









　　总结＝小资产阶级激进知识分子的幻想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第42—43页















[173]巴尔霍恩式的修正意思是说经过修正，反而把东西改坏了，源出16世纪德国吕贝克的出版商约翰·巴尔霍恩出版一种识字课本的“修正版”时把原书改坏了的故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65页）。——378。







《列宁全集》第9卷


《最初的几点教训》一文提纲



［注：该文见本卷第231—235页。——编者注］



（1905年2月1日〔14日〕以前）


1

提纲草稿

（（A）） 
历史的概述

 。

——祖巴托夫主义。它的原因。它的结果。

——经济上的起因。合法团体的作用和运动的广泛扩展。

——总罢工和重要的经济要求。

——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组织性。

——政治要求，起初是温和的。信任沙皇和

——和平游行示威的计划。

——警察给的教训。

——屠杀与起义的开始。

——运动扩展到另外一些城市。莫斯科。南方、高加索、波兰。——大致进程。

——街垒等等。

（（B）） 
任务

 ：

　 临时政府
 　　　　　　——武装工人

　　　　　　　　　　　——［破坏］ 
［注：方括号内的文字是俄文版编者加的。——编者注］

 把军队吸引到自己这方面 
［注：手稿上把“方面”误写成了“军队”。——俄文版编者注］

 来

　　　　　　　　　　　——吸引农民

　　　　　　　　　　　——捣毁警察局和专制制度的机关，以保证立宪会议的自由。


最好利用工人的胜利来进行广泛的鼓动


（a）为了巩固而武装工人

（b）农民。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第44页


2

提纲



最初的几点教训


（1）几点结论。第一个浪潮退落了。第二个浪潮明天必然到来。从第一个浪潮中得出的几点结论。




（2）历史的回顾。1885　—— 1891　—— 1896　—— 1901——

　　　 6 　　　　　5　　　　　5

罢工｛“101响礼炮”｝——小规模的游行示威——罢工（3万人）　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1902————————1903———————1905…… 　　　　　　　　　　　　　｛20年｝

　　　　　　　　　2　　　　　　　　　2

　罢工和游行示威———罢工和游行示威———罢工和起义

（顿河畔罗斯托夫）　　　＞10万人　　　｛达到100万人｝




（3）量在转化为质。起义开始。武装人民，推翻政府。 
彼得堡工人的宣言

 
［注：见本卷第242页。——编者注］

 。


（4）关于起义思想的历史。｛引用《 
怎么办？

 》｝反对 糊涂虫
 。


（5）组织工作的意义。“革命后方”。尾巴主义。预备班。｛祖巴托夫主义的实际情况——“让他们在温室的瓦盆里培植小麦”（《怎么办？》）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0页。——编者注］

 。




（6）祖巴托夫分子（和合法的活动家）使我们摆脱了 我们原先的
 很大一部分 工作




	┏┃

┃

┫

┃

┃

┗


	过去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文化派过去社会民主党人几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过去社会民主党人几乎＝经济罢工主义者


	┓┃

┃

┣

┃

┃

┛














	比较各次罢工比较
各次游行示威




	┓┃

┃

┣

┃

┃

┛




	　现在大量的
 工作是在我们不知道的
 情况下由广大的各个阶层的新助手来完成的。在革命的日子里，人们在街头、在满洲学习对
事件

 进行鼓动和宣传（不反对学习）。







（7）组织工作的特殊意义。一个中央机关。代办员。 数百个
 工人 小组
 和其他 小组
 ＝扩大作战基地。　　　　　　　　　　采取紧急措施

　　　　　　　　　　以增加小组数量……

————它们的任务：互相团结

　　　　　　　　为总的口号进行鼓动

　　　　　　　　讨论各项民主改革

　　　　　　　　 对起义的实际问题进行讨论
 ，

　　　　　　　　 起义的实际准备工作
 ，日常工作中的经常 
联系

 ，坚强的组织，在共同工作中齐心协力的组织br>

　　　　　　　　＝为起义之日作好充分的准备。





	宣传鼓动工作


	对比


	 组织工作



	┗━━┳━━┛
	　
	╲ ╱



	愈来愈广泛地开展起来，并且有些不是由我们进行的，而是由我们的新
 朋友
	　
	特别要提到首位。





｛和 
政府本身

 ｝｛勇敢，再勇敢，永远勇敢[174]————组织、再组织。｝

群众的英勇行动＝革命。社会民主党也应当进行英勇的斗争。

（1）为什么社会民主党组织不是狭隘的组织？

（2） 因为
 祖巴托夫组织是广泛的组织！

（3）我们需要社会民主党的广泛组织。




　　（1）为什么昨天没有下雨？（2）因为我带了雨伞。

（3）而我们需要雨伞是在下雨的时候。

　普列汉诺夫同志，请您稍微照管一下马尔丁诺夫和斯塔罗韦尔吧，一定要照管一下！他们文章写得很漂亮，没有说的，简直是漂亮得出奇，一派颓废主义风格。但是， 事情的道理
 ，他们并不总是谈得很清楚。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400—402页

















[174]“勇敢，再勇敢，永远勇敢”（或“勇敢，勇敢，再勇敢”）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名活动家若·雅·丹东的名言。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起义》一节中曾引用了这句话，并称丹东为“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02页）。—383。







《列宁全集》第9卷


《我们是否应当组织革命？》一文提纲



［注：该文见本卷第246—255页。——编者注］



（1905年2月1日和8日〔14日和21日〕之间）


我们的特略皮奇金们。特略皮奇金们的下场（惨败）。糊涂人糊涂了。



［注：手稿上“惨败”这个词列宁写在“下场”一词的上面。——俄文版编者注］



1．帕尔乌斯评论从日内瓦发号施令，评论“组织鼓动家”的思想。

2．善良的帕尔乌斯。

3．当时和现在……——正确！！！

4．不是全部[想法] 
［注：本篇方括号内的文字是俄文版编者加的。——编者注］

 思想。——可不是！！！

5．“组织革命”。“集中制的空想主义者”。

6．组织，组织，再组织……——“组织－过程”！

7．“按照提出的口号发动起义”——而马尔丁诺夫呢？？

8．要组织的不是几十万人，而是“联系的酵母”————而职业革命家呢？

　　　　 而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代表大会呢？？？[175]

9．“抛弃”好争论的人或瓦解组织分子？

愚蠢的马尔丁诺夫派和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的懦弱的马尔托夫派。

“［十个］一百个实行组织－计划的人的作用大过一千个空谈组织－过程的人。”｝






[175]指1905年1月18日（31日）《火星报》第84号登载的《革命的开始》一文借当时彼得堡的革命形势攻击布尔什维克，说什么……让“主张建立‘秘密’组织的空想家们……试在‘职业革命家’的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组织章程里去寻找用阶级意识和政治独立性来鼓舞群众洪流的魔法吧”。——384。







《列宁全集》第9卷


《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一文材料



［注：《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一文见本卷第277—288页。——编者注］



（1905年2月）


1

《动员无产阶级的军队》一文笔记

（不晚于1月24日〔2月6日〕）


（1）

{{革命就是战争}}

是否给第6号写一篇社论，题目是： 
试验性动员。动员无产阶级的军队

 。





	┏┃

┃

┃

┃

┫

┃

┃

┃

┃

┃

┗


	
无产阶级的团结……

大量（
数十万

 ！）罢工者……

运动迅速转入其他城市……

等等，等等


	┓┃

┃

┃

┃

┣

┃

┃

┃

┃

┃

┛




	
（单位千）

圣彼得堡—— 150　200莫斯科——　　30　 50

里加——　　　　　 50

华沙——　　　　　100







	　
	（1）圣彼得堡（2）莫斯科

（3）波罗的海沿岸｛＞50万｝

（4）波兰

（5）伏尔加河流域（萨拉托夫）

（6）南方（基辅）




	　
	基辅——纳尔瓦——

洛兹—— 100

戈梅利——

萨拉托夫——

利巴瓦——

米塔瓦——

科尔皮诺——

　





	（1）罢工——数千人（2）游行示威——数千人

（3）武装冲突（数团人）

（4）打死

（5）打伤

　


	　
	　






（2）

在关于动员无产阶级的力量一文（标题也许不合适，因为过于一般化，几乎是千篇一律，表达不出无产阶级运动向革命的转变）中指出下列几点很重要：

（1）1月9月的巨大鼓动作用使革命的基础大为扩大。可以把许多辅助工作、补充工作交给新涌现的力量，而真正的（有觉悟的）革命分子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完成更为迫切的革命任务上面。

（2）扩大组织基础：为了起义，为了革命，应当而且能够建立起大量的辅助小组。

（3） 推翻
 政府这一实际目的应该作为 最近的
 目的、作为“明天的示威”来加以切实讨论和阐明。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403—404页










2

《当务之急》一文提纲[176]

（2月1日〔14日〕和23日〔3月8日〕之间）



当务之急


1．伟大事变的小结。革命的开始（第4号）[177]——起义（第5号）——规定起义（第6号）。

2．当务之急＝起义。它的条件：让火持续燃烧。易燃物？

3．“扩大革命基地”：在城市贫民和农民中进行鼓动（加邦作为一个进步典型的鼓动作用）。

4．在这种时刻 
组织工作

 的作用特别加强：刊登在《党的生活》栏上的一个同志从俄国的来信[178]。不要从“组织革命”和 实行
 （和规定）起义的任务向后退，而 
正是

 要强调 这些
 任务和 
准备实现
 这些任务
 。

5．司徒卢威在第63期上谈到“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工作”。一派胡·言。

反对《 
怎么办

 ？》。“卸掉工作”的普遍意义。

6．目前运动还在 急剧
 扩展。一条条前所未有的渠道，无数的（数不尽的）同盟者，无数的同志、朋友和同情者。

7．“ 
战争时期

 ”。千百个小组，各种各样的任务十倍增长，人们从事变中学习，在战争中学习， 领导
 和 
领导者组织

 的特殊意义……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405页










3

《当务之急》一文的修改提纲

（2月15日〔28日）和3月5日〔8日〕之间）

手稿第12页以后的大纲。

1．扩展运动和解除革命者的一些半合法的工作。文化派。罢工主义者。{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2．现在。刊登在第8号上的古谢夫的信。 
民众

 鼓动工作，街头，已经争得的自由。合法报刊论 普选权
 。

3．叫喊“工人的主动性”是极端荒谬的。 
社会民主主义的
 主动性
 。

4．我们落后了吗？不，主要不在于此，而在于我们党对 阶级
 和 一些阶级
 的真实态度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党
 作为阶级的先锋队、教育者和组织者，其作用具有特殊的意义。到目前为止几乎只有我们说过， 现在有千百个其他的呼声
 。这就更好！

5．“战争时期”。千百个小组＝为新的水流开辟了新的渠道。 革命工作的规模
 。被广泛吸引过来的小组，加入党和 靠近
 党。事变在教育人。不要对青年不放心。斗争在教育人。暴风雨时代的政治派别划分在教育人。 
从右的方面

 教育人。

　




	　　例如：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和《革命俄国报》。《前进报》第3号。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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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一文的笔记和提纲

（2月15日〔28日〕和3月5日〔18日〕之间）

不用当务之急，而用《新的任务，新的力量》

文章还没考虑好，还不成熟。因此，没有把严谨明确的思想清楚地发挥出来。这是报纸文章的要点，轮廓，一篇谈话，是“一些想法和札记”：而不是一篇文章。

　




	　　一 蓬勃发展的运动。第3、4、5条。[179]4　 二 组织任务和我们的力量。“摆脱工作”。

　　对第7条中较严格规定的各项工作实行专业化（？）。




	　
	三个转折三个过渡

三个高潮











合法化和司徒卢威
 　第8—11条

三　社会民主党人同文化派和罢工主义者区分开的总的过程（13—14）。

　　准备工作和终结。

　




	
3│

5│

6│


	　
	四　党
 和阶级，一般的主动性和社会民主主义的
 主动性，组

织
 领导和尾巴主义。

五　另外一种学习：参加战斗（17—18）

六　新的组织规模（20）







　　七人才很多又很缺（21）

新的题目







	1891—（1895）1898—1901 1905




	αβ γ


	从小组到经济鼓动。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保守思想。不习惯。新的任务。从经济鼓动到政治鼓动和公开的
 政治游行示威。

不是一下子发生的。新的任务。保守思想。

新的力量。

从政治鼓动和游行示威到
领导革命

 （专政）。不是一下子发生的。尾巴主义。反组织活动。马尔丁诺夫主义。











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


1．几个过渡。三个高潮。

2．它们的共同特征：（a）摆脱工作——集中精力去做社会民主党的各项工作。

　　　　　　　　　　（b）新的力量，新的规模

　　　　　　　　　　（c）尾巴主义，是一种事实，一种保守思想，也是一种理论。

3．尾巴主义目前的特征：马尔丁诺夫，“放任革命”，主动性，但不是 社会民主主义的
 主动性。党和阶级等等。

4．摆脱工作。司徒卢威和合法性。（《解放》第63期）

5．另一种摆脱工作的方式。扩大运动。新的学习。参加战斗。

6．新的组织规模和人才的缺乏。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407—408页












5

《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一文要点

（2月15日〔28日〕和3月5日〔18日〕之间）

　 　




	1．运动的新的高级阶段。（1）2．起义——任务。任务的某些方面。（1）

3．火。到处在隐约地燃烧着。易燃物。（2）

4．特别在有产者中间。下层也是如此。（3）

5．半自觉的鼓动。农民——下一次。（4）

6．力量成十倍地增长着。组织。不应后退。（5）

7．运动已得到扩展。组织＝任务。马克思主义。（6）




	？　


	　



	8．《解放
 》论一个工人的倾向。（7）9．《解放
 》论组织工作和社会民主党的错觉
 。（8）

10．《解放》的错误——《怎么办？》（9—10—11）。

11．摆脱工作。（11）

12．通过扩展运动实现另一种“合法化”。（12）




	　
	4



	13．文化派。罢工主义者——社会民主党。（13）————附于2内



	14．准备工作，扫盲也是我们的工作。（14）15．需求增长（古谢夫）——自由派的竞争。（14）




	║║

║


	20



	16．可见党应该领导
 阶级，社会民主党
 的主动性，组织性
 （15）———————————————————————补充3







	17．战争时期。把编制扩大十倍。在战斗中教育

 （16）18．在战斗中教育。————————（17）

　　　　　　　……………………（18）




	║║

║

║


	5



	19．总结
 ：已经兴起的运动　　　另一种工作规模

　　　另一种教育

　　　另一种
组织

 规模




	┓┃

┃

┣

┃

┃

┃

┛




	（19）



	20．造成组织规模扩大的实际方法（20）（21）21．人才很多又很缺（21—22）




	║║

║


	6





1—2．三次高潮3．目前的高潮：组织任务

4．司徒卢威的错误

5．主要是新的教育

6．新的工作规模和组织规模

［7］ 
［注：［7］是俄文版编者加的。——编者注］

 摆脱工作

　 扩大干部人员

　 吸收新的力量

8． 一些人
 在斗争

8． 另一些人
 在搞议会活动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第61—62页















[176]《当务之急》一文手稿的前四页，据《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编者注，被列宁用铅笔划掉了，在这几页的背面写着《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一文的开头部分。在手稿的第4页上有列宁的铅笔批注：“紧接第7页”。而第7页上就是《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一文的后续部分，手稿的第5页和第6页没有保存下来。看来，列宁在把《当务之急》一文改写为《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一文时，用新写在原稿前四页背面的文字代替划掉的文字，删去了原稿第5页和第6页。文章结尾部分是列宁根据自己拟的对原稿第12页以后部分的修改提纲（见本卷第391页）改写的。



《当务之急》一文手稿的前四页载于《列宁文稿》第11卷第794—795页。——389。



[177]指《俄国革命的开始》一文，原载1905年1月18日（31日）《前进报》第4号（见本卷第185—188页）。——389。



[178]指谢·伊·古谢夫的信，即载于1905年2月15日（28日）《前进报》第8号《党的生活》栏的一篇彼得堡通讯。这篇通讯说，党的组织者的工作落后于革命事变，社会民主党组织对本应完成的工作连十分之一也没能完成。通讯的作者问道，现在究竟应当怎样进行群众性的鼓动工作，才不致让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从社会民主党手中丢掉而落入自由派手中。《〈当务之急〉一文的修改提纲》第4点也是针对这封信而写的（见本卷第391页）。——389。



[179]下面列宁所标的条次是指他重阅《当务之急》一文时所拟的《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一文大纲中的条次（见本卷第395—396页）。——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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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和农民》一文提纲[180]




［注：《无产阶级和农民》一文见本卷第324—329页。——编者注］



（1905年3月10日〔23日〕以前）



无产阶级和农民


《社会民主党和农民革命运动》

X＋Y？[181]

　　农民运动的开始。　 　　　 
详细地

 论述我们的土地纲领及其意义。农民运动的开始。详细地论述我们的土地纲领及其意义。

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卡·考茨基。

（1）中立态度。

　[不准确，然而是一种很正确的思想。］

（2）“革命”不能在剥夺面前止步。

哪些阶级能够成为这一“革命”的真正代表者呢？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

可见，卡·考茨基也认为可能是无产阶级和下层农民的专政。这样的专政一般说来是我们最低纲领的条件。

新火星派分子在革命专政问题上的反动思想。

　　（ａ）无产阶级的起义。那就要成立临时政府和夺取政权！！

　　（β）执政的活动家死亡得过早。

　　　　（彼特鲁什卡[182]式的引语。）

　　（γ）无产阶级的“自发”专政。

　　（δ）“将来的反对党”。可见，是尾巴主义的、反对革命的反对派！！

　　（ε）回避了对加邦的直接回答。

代表大会关于支持农民革命运动的决议。阶级政党和阶级观点。

永远要推动革命的民主主义，但 不能
 同它 合流
 ，要保持批判的态度，反对反动的民主主义。

阶级政党和阶级观点并不意味着尾巴主义，——我们的阶级是反对党——（马尔丁诺夫主义）。

——规定革命民主主义的任务和在预测各阶级的历史矛盾方面起主导作用等等。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409—410页

















[180]这个提纲后半部分中的论点，在《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一文里作了发挥。——397。



[181]X＋Y是指1903年日内瓦出版的彼·巴·马斯洛夫的小册子《论土地纲领》（署名“伊克斯”，即x）和1904年11月5日《火星报》第77号刊载的列·叶·加尔佩林的文章《论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署名“伊格列克”，即Y）。——397。



[182]彼特鲁什卡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申的主角乞乞科夫的跟丁。他爱看书，但不想了解书的内容，只对字母总会拼出字来感兴趣。——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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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9卷

年表

（1904年7月—1905年3月）


1904年


1904年7月—1905年3月


列宁侨居日内瓦，领导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书刊出版社的工作和《前进报》编辑部的工作，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摆脱党内危机的唯一办法）同孟什维克作坚决的斗争。


7月底


写《告全党书》初稿，题为《我们争取什么？》。

就出席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代表问题给社会党国际局发出电报和信。

在洛桑会见从俄国来的帕·格·达乌盖，并同他就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和国内党的工作问题进行交谈。同意达乌盖为德国《新时代》杂志写的论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分歧的信。

领导在日内瓦附近举行的22个布尔什维克会议。会议通过列宁起草的《告全党书》。《告全党书》当即被寄往俄国务委员会，成为布尔什维克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摆脱党内危机的唯一办法）而斗争的纲领。


7月底—8月


派玛·莫·埃森赴巴黎，找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商谈他们来日内瓦会见列宁的时间。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居住在离布雷湖（洛桑附近）不远的一个偏僻农村。他们同米·斯·奥里明斯基、亚·亚·波格丹诺夫、佩尔武申一起确定在国外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在俄国开展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鼓动工作。组织布尔什维克的写作力量（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亚·亚·波格丹诺夫、米·斯·奥里明斯基）。


7月


编写日内瓦图书馆的英文、法文和德文书目；对格奥尔格·韦格讷的《战时中国纪行。1900年—1901年》（1902年柏林版）一书提出意见，认为这本书尽是废话。


8月以前


从爱德华·勒库特《农业教程》（1879年巴黎版）和《高生产率的农业》（1892年巴黎版）两书作摘录和笔记；打算把这个材料用在《农民与社会民主党》这一著作中。


8月1日（14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授权列宁代表敖德萨组织出席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8月2日（15日）


在给米·康·弗拉基米罗夫的回信中告知党内的严重情况，揭露孟什维克的分裂和瓦解活动及调和派的立场，号召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而斗争。


8月5日（18日）


通过中央委员会柏林代办员奥·阿·皮亚特尼茨基收到中央委员会《七月宣言》的不全的文本。这项宣言是调和派中央委员在列宁和罗·萨·捷姆利亚奇卡这两个中央委员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非法通过的。根据这项宣言，委派调和派分子弗·亚·诺斯科夫代替列宁担任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而让列宁仅仅负责中央委员会的出版工作，而且不经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批准列宁就无权刊印任何东西。

在收到罗·萨·捷姆利亚奇卡说明她未退出中央委员会的来信后，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五个委员，坚决抗议调和派中央委员通过的《七月宣言》，并揭露他们通过这项宣言的非法行径。

向拥护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中央委员会代办员和多数派委员会成员发出通告信，告知关于中央委员会内部出现的冲突和中央委员会的情况，并把中央委员会中的调和派的行径提交全党评审。请他们让党内的所有积极分子都能读到这封通告信和随信寄去的有关中央委员会内部冲突的文件。


8月5日和18日（18日和31日）之间


致函党发行部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建议采取一切措施加速出版布尔什维克书刊和发表关于布尔什维克筹建弗·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尼·列宁出版社的声明，催促邦契－布鲁耶维奇同日内瓦俄文合作印刷所订立出版布尔什维克书刊的合同。


8月11日（24日）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对编辑部企图发表中央委员员会调和派通过的《七月宣言》提出抗议，并要求在刊登该宣言时，必须在《火星报》上发表列宁1904年8月5日（18日）反对这一宣言的抗议书。


8月12日—13日（25日—26日）


收到新《火星报》编辑部的来信，信中拒绝刊登他对中央委员会《七月宣言》的抗议书。


8月15日（28日）


写信给在彼得堡近郊的母亲，说收到了岳母伊·瓦·克鲁普斯卡娅和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从俄国寄来的信；感谢妹妹为翻译的事操心；询问姐姐和妹妹出狱后的健康情况。


不早于8月15日（28日）


致函俄国国内多数派委员会委员和所有积极支持多数派的人，说孟什维克勾结调和派准备篡夺中央委员会，同时请他们立即为布尔什维克国外的出版社征集稿件和款项，寄到国外来。


8月上半月


在列宁领导下准备的布尔什维克向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用德文出版，题目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危机的说明材料》。这一报告在代表大会闭幕前一天发给了代表大会代表。


8月17日（30日）


收到弗·亚·诺斯科夫的来信，信中附有中央委员会《七月宣言》未发表的部分，信中还建议对宣言中确定增补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三名新委员进行表决。列宁复信说，在没有收到对他8月5日（18日）抗议书的答复以前，拒绝参加对所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表决。


8月17日或18日（30日或31日）


领导中央委员会国外代办员反对弗·亚·诺斯科夫企图实现《七月宣言》中涉及中央委员会国外部活动的某些条文。

以中央委员会国外代办员的名义致函弗·亚·诺斯科夫，要求立即把有关中央委员会七月会议成员的确切材料和各个与会者的书面声明寄给他。在信中还说，在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合法性未经证实以前，将不考虑诺斯科夫的一切声明。


8月18日（31日）以前


列宁写的《告全党书》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加委员会的印刷所印成单页出版。


8月18日（31日）以后


收到马·马·李维诺夫关于在俄国出版22个布尔什维克会议的呼吁书的通知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加委员会同意这个宣言书的决议。


8月19日（9月1日）以前


领导筹建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书刊出版社的工作。


8月19日（9月1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马·尼·利亚多夫，说把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从中央委员会除名是非法的。

弗·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尼·列宁的社会民主党书刊出版社在日内瓦开始工作。


8月20日（9月2日）以前


编辑加工米·斯·奥里明斯基的文章《没有党的机关报和没有机关报的党》，这篇文章收入亚·亚·波格丹诺夫和米·斯·奥里明斯基的总标题为《我们之间的争论》的文集。


8月20日（9月2日）


分别致函弗·亚·诺斯科夫和尔·马尔托夫，坚决要求审查中央委员会成员和《七月宣言》的合法性，认为在这个要求未得到满足以前，列宁本人和诺斯科夫都无权在党总委员会里代表中央委员会。


8月20日或21日（9月2日或3日）


致函党印刷所排字工人，要求他们把亚·亚·波格丹诺夫和米·斯·奥里明斯基的小册子《我们之间的争论》送给米·斯·奥里明斯基一本。


8月23日（9月5日）


收到弗·亚·诺斯科夫就列宁本人对中央委员会《七月宣言》提出的抗议所作的补充答复。诺斯科夫在信中声明，他对列宁认为他无权在党总委员会里代表中央委员会的意见不予考虑。


8月23日和31日（9月5日和13日）之间


致函党印刷所主任伊·谢·维连斯基和党的排字工人，要求把亚·亚·波格丹诺夫和米·斯·奥里明斯基的小册子《我们之间的争论》送给该书的作者。


8月25日（9月7日）


致函党总委员会书记尔·马尔托夫，反对把中央委员会的内部冲突搬到党总委员会去讨论。


8月25日（9月7日）以后


起草在布尔什维克日内瓦小组会议上的发言提纲和关于对《七月宣言》和对新中央委员会的态度的决议。


8月29日（9月11日）


致函弗·亚·诺斯科夫，对中央委员会成员及通过《七月宣言》的那次会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拒绝关于参加新《火星报》编辑部的建议。列宁在说明自己拒绝的理由时，认为召开党代表大会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揭露在中央委员会里占多数的调和派的背叛行径；抗议把三个调和派新委员增补进中央委员会；表示要同诺斯科夫断绝私人关系。


8月31日（9月13日）


致函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建议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和米·斯·奥里明斯基的小册子《我们之间的争论》上贴入一张刊印关于新出版社的声明的附页，并说他本人将于1904年9月2日（15日）返回日内瓦。


8月底


就罗·卢森堡发表在德文杂志《新时代》（1904年第42、43期）和1904年7月10日《火星报》第69号上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写札记。


9月2日（15日）


在夏季休息之后返回日内瓦。


9月2日（15日）以后


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从日内瓦近郊迁到离市中心较近的地方，住在卡鲁日街91号。

写《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评罗莎·卢森堡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修改自己的《进一步，退两步》一文的德文手稿。


9月7日（20日）以前


为尼·沙霍夫（马利宁）的小册子《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作序，并对小册子手稿作文字上的修改。


9月7日（20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以列宁的名义致函在尼古拉耶夫的马·莱博维奇（叶夫谢伊［马柳特金］），谈关于中央委员会中的调和派向多数派进攻、关于对全党隐瞒了的中央委员会《七月宣言》的条文、关于中央委员会和少数派将要举行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布尔什维克独立的出版社等问题，还说20个俄国委员会中有12个赞成召开代表大会。


9月8日（21日）


致函维·巴·诺根，请他把赞成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的决议奇来。


9月10日（23日）以前


收到莫斯科塔甘卡监狱中的弗·威·林格尼克等布尔什维克的来信，信中说，他们决心继续为反对孟什维克和中央委员会中的调和派而斗争。


9月10日（23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根据列宁的委托，致函狱中的叶·德·斯塔索娃、弗·威·林格尼克和其他同志，告知布尔什维克已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并请他们通过吸收新的力量参加写作工作来支持出版社。


9月13日（26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以列宁的名义致函在彼得堡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说没有收到彼得堡委员会关于同意22个布尔什维克的呼吁书的决议。


9月16日（29日）


复函在巴黎的加·达·莱特伊仁，说同意他的政治立场，并建议恢复他们以往的良好关系。


9月20日（10月3日）以前


对米·斯·奥里明斯基的小册子《踏上新的道路》的手稿进行编辑加工。


9月22日（10月5日）以后


致函多数派各委员会，建议他们立即正式要求中央委员会把新创办的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尼·列宁出版社出版的一切书刊按时发给各委员会；号召他们对总委员会直接取代代表大会的做法提出抗议，并说布尔什维克出版社即将出版一本详细分析总委员会的决议的小册子。

致函在萨拉托夫的玛·彼·哥卢别娃，请她经常来信报告萨拉托夫组织的情况。

起草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的信，谈到寄去22个布尔什维克会议对成立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的问题的答复，请他们告知是否同意这一答复，是否有修改意见，同时请他们寄来尼古拉耶夫委员会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问题的决议。

致函南方各委员会代表会议参加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南方局，建议把筹备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称为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并以22个布尔什维克会议参加者的名义推荐组成常务局的候选人。


9月27日（10月10日）


致函卡·考茨基，说给他寄去自己的《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沙·卢森堡的答复》一文，供《新时代》杂志发表。


9月底


主持国外布尔什维克（22个布尔什维克会议的参加者）的会议。会议确定了布尔什维克新的机关报《前进报》的编委和俄国国内实际的中央机关——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成员。


不早于9月


起草《农民与社会民主党》一文（或报告）的两个提纲，为此他引用了自己在1903年2月—3月所作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摘录和笔记。

编写有关土地问题的法文书目和学习德语口语的书目。


10月1日（14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受列宁的委托，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委员弗·维·瓦卡尔，请他同意列宁把他写的一篇谈地方报纸的文章从《火星报》编辑部取回，以便在弗·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尼·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出版社刊印。


10月2日（15日）以后


写《一个热心效劳的自由派》一文，评彼·伯·司徒卢威对少数派的看法。


不早于10月9日（22日）


编写有关海运发展的法文、德文和英文书籍的目录，以及关于日本的新书目录。


10月13日（26日）


致函卡·考茨基，询问《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是否采用列宁寄去的文章《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


10月14日（27日）以后


收到卡·考茨基的来信，信中拒绝在《新时代》上发表列宁为答复罗·卢森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而写的文章。


10月15日（28日）


复函在乌拉尔的伊·伊·拉德琴柯，请他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乌拉尔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的决议寄来；向他说明党内的状况，各委员会对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态度，党的中央机关为反对召开代表大会而进行的斗争，以及彼得堡孟什维克的破坏活动。


10月17日（30日）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西伯利亚委员会，答复西伯利亚联合会代表维·阿·古托夫斯基9月4日（17日）的来信，对他的调和主义立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明由于少数派的破坏活动而造成的党内的实际状况，并阐明了为进一步团结多数派、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而斗争的纲领。


10月20日（11月2日）以前


起草《关于成立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通知》。


10月20日（11月2日）


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函在俄国的亚·亚·波格丹诺夫，谈布尔什维克成立出版社所遇到的困难，请他详细告知俄国国内的情况。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受列宁的委托，致函约·彼·戈尔登贝格，说《火星报》编辑部闭口不谈赞成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委员会的决议；请他把萨拉托夫委员会作出的关于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该委员会最近几个月的出版物寄来，并报告萨拉托夫党内的工作情况。


10月22日（11月4日）


召请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候选人爱·爱·埃森前来国外汇报巡视各委员会的结果，并商谈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今后的工作。


10月24日和11月22日（11月6日和12月5日）之间


对奥尔洛夫斯基（瓦·瓦·沃罗夫斯基）的小册子《反党的总委员会》进行编辑加工。


10月28日（11月10日）


致函在巴库的亚·米·斯托帕尼，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已转入少数派阵营，党的中央机关正为反对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而进行活动；指出为了同孟什维克及中央委员会中的调和派作斗争必须建立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全力支持和扩充布尔什维克国外出版社。


10月30日和11月8日（11月12日和21日）之间


写小册子《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


10月


就刊登在《革命俄国报》第53号附刊上的尤·加尔德宁等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草案的争论写札记。

列宁的《一个热心效劳的自由派》一文在日内瓦布尔什维克出版社印成单页出版，散发给俄国国内外各组织。


10月—12月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说彼得堡设有莫斯科祖巴托夫协会的分会，警告同该协会打交道必须小心。


11月3日（16日）以前


请中央委员会柏林代办员奥·阿·皮亚特尼茨基寄来中央委员会国外委员弗·亚·诺斯科夫同中央委员会国内委员之间欺骗国内委员会的通信。为了揭露这种欺骗，列宁在他的《关于中央机关与党决裂的声明和文件》的小册子里公布了这些通信。


11月8日（21日）


致函亚·亚·波格丹诺夫，要他经常寄来关于俄国国内情况的通讯和报道；建议要更努力地为团结多数派委员会而工作，要和国外保持更密切的联系，加紧筹备出版布尔什维克机关报。


11月13日（26日）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特维尔委员会，说他们的两份决议已经收到，并将刊印在多数派的传单上；询问是否收到《火星报》给各党组织的关于地方自治运动的传单，告知已通过自己的小册子《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回答了这份传单。


11月16日（29日）


通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说收到了他们的表示完全赞同他的观点的决议，感谢他们答应在创办布尔什维克书刊出版社的工作中所给予的协助，请他们报告一下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11月19日（12月2日）以前


在日内瓦给党员作题为《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的报告。


11月19日（12月2日）


在巴黎拜访转到多数派立场上来的加·达·莱特伊仁，在他那里看到格·瓦·普列汉诺夫攻击列宁的信；起草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提纲。

在巴黎俄国政治流亡者会议上，会见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在作报告之前，向卢那察尔斯基谈了党内的情况。

在巴黎俄国政治流亡者会议上作关于党内状况即关于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报告，并记录对报告的讨论情况。


11月20日（12月3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建议把他寄去的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高加索代表反对总委员会决议的声明翻印成传单，要求立即写信通知各多数派委员会，要它们寄来正式申请：请求公开翻印《火星报》写给各个党组织的关于“地方自治运动”的信。列宁在信中还就其他党内事务作了指示，讲了巴黎的新闻。

致函在俄国的亚·亚·波格丹诺夫、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和马·马·李维诺夫，批评他们和党内其他布尔什维克工作人员对在国外创办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协助不力，要求在国内为这一机关报筹集经费，反对在俄国创办机关报和同中央委员会搞任何交易，要求各多数派委员会立即同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决裂，在行动上要与组织委员会或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统一步调。


11月21日（12月4日）


出席巴黎的俄国政治流亡者会议。会议继续讨论列宁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列宁记录会上的发言。


11月22日（12月5日）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告知收到他们寄来的材料、出版奥尔洛夫斯基（瓦·瓦·沃罗夫斯基）的小册子《反党的总委员会》等情况；说《火星报》编辑部印发了关于党组织参加地方自治运动的传单，他已在《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这本小册子中回答了这份传单。

自巴黎前往苏黎世作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


11月23日和24日（12月6日和7日）


在苏黎世俄国政治流亡者会议上作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揭露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并记录对报告的讨论情况。


11月25日（12月8日）以前


起草《新〈火星报〉周年纪念》一文的提纲（文章没有写成）。


11月25日（12月8日）


复函马·马·李维诺夫，说必须联合多数派委员会并成立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建议立即由常务局发出通知，成立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告知未来的多数派机关报《前进报》编辑部的人选；指出必须揭露孟什维克的反党阴谋。

在伯尔尼的俄国政治流亡者会议上作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并记录对报告的讨论情况。


11月26日—27日（12月9日—10日）


在巴黎、苏黎世、伯尔尼作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之后，返回日内瓦。


11月27日（2月10日）


致函俄国的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告知已作完报告归来，并接到她寄来的信；指出必须加强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内务委员会的联系；认为多数派团结一致的声明对于鼓舞那些消沉的多数派具有巨大的精神作用，忽视这一点将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不早于11月27日（12月10日）


编制关于战争问题的英文书目和关于经济问题的法文书籍和文章的目录。


11月29日（12月12日）


主持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出版党内多数派机关报《前进报》的决定，并确定了该报编委。

致函加·达·莱特伊仁，告知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即将出版，请他为该报撰稿，并给予物质支援。

写《给同志们的信（关于党内多数派机关报的出版）》。

用法文填写加入日内瓦“读者协会”图书馆的申请登记表。


11月29日和12月10日（12月12日和23日）之间


致函阿·伊·叶拉马索夫，请他筹集经费支援《前进报》的出版工作。


11月29日（12月12日）以后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加索联合会委员会，同意他们派遣代表到国外布尔什维克中心来的计划；说必须立即成立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发表关于成立常务局的声明，把有关召开代表大会和领导各委员会的一切事务全部交给常务局；要求支持多数派的机关报《前进报》。


11月30日（12月13日）


致函罗·萨·捷姆利亚奇卡，请她把同阿·马·高尔基洽谈给予《前进报》经费援助的事进行到底。


秋天


根据列宁的倡议，在日内瓦成立了宣传员小组，列宁是小组的主要领导人并担任党纲问题的课程。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经常出席日内瓦布尔什维克小组的会议，参加组织性会议，确定宣传员小组的学习科目，制定学习方法，以培养在俄国国内进行群众工作的人员。

起草关于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三次讲话的提纲。

应同志们的请求，列宁在宣传员小组学习时，作以广大工人为对象的题为《工业危机及其意义》的示范报告，并编写了关于危机的宣传讲话提纲。


12月1日（14日）


复函列·波·加米涅夫，建议他把列宁的《给同志们的信（关于党内多数派机关报的出版）》尽可能广泛地介绍给多数派拥护者；约他为报纸撰稿，并要他来信谈谈地方工作。


12月1日（14日）以后


写《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一文。


12月2日（15日）以前


致函在伦敦的尼·亚·阿列克谢耶夫，告知将要出版《前进报》，建议他为报纸撰稿。


12月5日（18日）以后


从1904年12月16日、17日和19日的《泰晤士报》上摘录有关俄国的状况、有关塞瓦斯托波尔水兵的发动、有关俄国对日作战失败的原因的资料。他后来在《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利用了这些资料。


12月7日（20日）以前


准备公开控诉中央委员会并提交仲裁法庭，准备公布，一系列说明中央委员会欺骗全党的“秘密”文件，同时坚持要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尽快发表自己的公开声明。


12月7日（20日）


致函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同意参加高加索联合会机关报《无产阶级斗争报》的撰稿工作。该报由约·维·斯大林、亚·格·楚卢基泽和斯·格·邵武勉主持出版。列宁在信中还告知筹备出版《前进报》的工作情况，要求为新的机关报多寄些工人的通讯稿来。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特维尔委员会，要求该委员会函告对出版《前进报》以及对地方自治运动问题的态度，同时也要求报告地方工作的情况。

委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就党的工作问题写信给马·马·李维诺夫。


12月10日和22日（12月23日和1905年1月4日）之间


致函在塞兹兰的阿·伊·叶拉马索夫，谈孟什维克的破坏活动、他们反对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3个多数派委员会已联合起来等情况，同时告知《前进报》的发刊预告已发表，并请他对该报给以物质援助。

致函萨拉托夫党委会秘书玛·彼·哥卢别娃，请她说明久不来信的原因。


12月11日（24日）


出席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报告会并作记录。

致函玛·莫·埃森，说《前进报》的发刊预告已发表，新机关报的写作小组的成员是新生力量；指出中央委员会把孟什维克增补进来，反对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还谈到多数派正在联合起来，成立了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中心——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


12月11日（24日）以后


草拟《关于成立组织委员会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的提纲并写正文，把它分寄给俄国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委员。列宁的这一文件是正式的《关于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的基础，该通知由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签署，发表在1905年2月28日（15日）的《前进报》第8号上。

预先统计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的委员会的数目，它们的票数，估计一些组织的最可能的代表候选人，起草代表大会的议程草案。


不早于12月12日（25日）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局，告知给他们寄去了各种党内文件，说赞成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北方各委员会举行了代表会议，要求各多数派委员会无论如何要赶紧组织起来。


12月13日（26日）以前


收到北方代表会议的记录。北方代表会议完全同意22人的呼吁书，表示不信任孟什维克所把持的党中央机关，赞成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12月13日（26日）


致函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委员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对常务局的工作和北方委员会代表会议的结果表示非常满意，要求尽快发表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关于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建议加强支持《前进报》的宣传工作。


12月16日（29日）以后


为《前进报》创刊号写《俄国的新公债》一文。


不早于12月19日（1905年1月1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罗·萨·捷姆利亚奇卡，高度评价她争取15个委员会到多数派方面来和组织召开3个（南方、北方和高加索）代表会议的工作，同意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暂缓发表公开声明。


12月21日（1905年1月3日）以后


就国外报刊关于旅顺口陷落的报道写札记，从《泰晤士报》、《福斯报》、《比利时独立报》等报刊上作摘录，草拟《旅顺口的陷落》一文的提纲。


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以前


出席日内瓦布尔什维克小组会议，报告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即将出版，建议将该报定名为《前进报》，并向会议介绍了在场的编辑人员：米·斯·奥里明斯基、瓦·瓦·沃罗夫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为《前进报》创刊号写《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一文，看该文的校样，并在校样上作记号。

为《前进报》创刊号写《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一文，看该文校样。

和瓦·瓦·沃罗夫斯基合写《是结束的时候了》一文，揭露孟什维克的破坏行为，号召同他们彻底决裂。


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


写小册子《关于中央机关与党决裂的声明和文件》。


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以后


代表《前进报》编辑部给彼得堡通讯员的来信写编者按语，揭露孟什维克的瓦解策略，主张同他们决裂。


12月23日（1905年1月5日）


列宁的小册子《关于中央机关与党决裂的声明和文件》出版。

审阅和修改自己的小册子《关于中央机关与党决裂的声明和文件》的德译文。

致函在维也纳的涅菲奥多夫，告知《前进报》创刊号将于明日出版，请他谈谈地方的情况，并告知寄送报纸的地址。


12月24日（1905年1月6日）


列宁主编的《前进报》创刊号在日内瓦出版。这一号上发表了列宁的下列文章：《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社论）、《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是结束的时候了》和《地方委员会的代表会议》。由于排版耽搁，《前进报》创刊号并未象报上注明的那样在1904年12月22日（1月4日）出版，而是迟了两天。

写《给到俄国去的一位同志的信》，尖锐批评孟什维克的《火星报》在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态度问题上的立场；请他来信详细告知对《前进报》创刊号的印象，要他多给报纸工人栏投稿。

给旅居在日内瓦的俄国政治流亡者作关于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告。


12月24日（1905年1月6日）以后


在“兰多尔特”咖啡馆出席国外布尔什维克为庆祝《前进报》创刊而举行的联欢晚会。


12月28日（1905年1月10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委员亚·亚·波格丹诺夫，告知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已出版，说必须给予报纸财政上的支援，并在国内组织人撰稿；要求同孟什维克的党中央机关彻底决裂，并立即发表关于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成立的公开声明。

1904年12月28日和1905年1月11日（1905年1月10日和24日）之间

为回答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和格·瓦·普列汉诺夫对他的《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这本小册子所进行的攻击，写《他们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一文的提纲草稿。


12月31日（1905年1月13日）


致函中央委员弗·亚·诺斯科夫、列·波·克拉辛、列·叶·加尔佩林，说将让瓦·瓦·沃罗夫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代表自己出席仲裁法庭。


12月底


委托到俄国去的马·尼·利亚多夫在基辅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取得联系，向他传达列宁有关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问题的指示。

审阅米·斯·奥里明斯基的文章《当务之急》，写批语和提出修改意见；第二次审阅该文，认为这篇文章必须彻底改写。

对米·斯·奥里明斯基的文章《自由派的伤心事》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纲要》进行编辑加工。

以创建日内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图书馆发起人小组的名义起草声明，说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未作出决议之前，图书馆交由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管理。


1904年12月底—1905年1月


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的两名青年委员谈话，对他们不愿吸收工人参加委员会提出批评。


12月


列宁的《给同志们的信（关于党内多数派机关报的出版）》在柏林用单页出版。


1904年底


在日内瓦图书馆进行工作，编制有关各种问题（主要是日本问题）的俄文、德文、法文和英文书籍的目录。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马·尼·利亚多夫一起去剧院观看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


1905年


1月1日（14日）


列宁的文章《旅顺口的陷落》（社论）和《寓言喂不了夜莺》发表在《前进报》第2号上。


1月4日（17日）以前


通过马·尼·利亚多夫请求阿·马·高尔基在物质上援助党，并参加党的报刊工作。


1月5日（18日）


致函布尔什维克苏黎世小组，号召同孟什维克彻底决裂，并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委托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同阿·马·高尔基商谈在国外出版他的作品问题，希望能把稿费移作党的经费。


1月6日（19日）


致函叶·德·斯塔索娃和莫斯科监狱中的同志们，就社会民主党人在法庭上的态度问题作指示，还谈到党内的状况：放弃了退却的策略，现正在进攻；创立了自己的报纸，有了自己的实际的中央机关（常务局）。


1月8日（21日）


写《彼得堡的罢工》一文。

同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谈他在俄国将要从事的工作，邦契－布鲁耶维奇将作为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代办员秘密地回到俄国去。


1月9日（22日）以前


起草《1895和1905（小小的对比）》一文提纲。


1月10日（23日）


得到彼得堡1月9日事件的消息（“流血星期日”）后，为《前进报》第3号写《俄国革命》一文。


1月10日（23日）以后


对从彼得堡寄给《前进报》编辑部的描述1月9日亚历山大花园附近大屠杀情况的信件进行编辑加工。


1月10日和18日（23日和31日）之间


写评论彼得堡1月9日事件的一组文章：《俄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加邦神父》、《彼得堡作战计划》、《“慈父沙皇”和街垒》、《头几步》、《流血星期日的前夕》、《死伤人数》、《街垒战》，总标题为《革命的日子》。


1月11日（24日）以前


撰写《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文：起草该文提纲，写题为《关于同自由派的协议》的提要，草拟题为《社会民主派与自由派》的提纲，写该文的正文。

撰写《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一文，起草文章提纲，研究刊登在1904年5月5日（18日）《革命俄国报》第46号上的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草案，写对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草案的意见。

对弗·弗·菲拉托夫（谢韦尔采夫）的《让步政策》一文进行编辑加工。这篇文章载于1905年1月24日（11日）《前进报》第3号上。


1月11日（24日）


列宁的《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社论）、《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彼得堡的罢工》和《我们的达尔杜弗们》等文章在《前进报》第3号上发表。


1月12日（25日）


写《俄国革命的开始》一文，号召准备武装起义。


1月13日（26日）


出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为俄国革命事件而举行的群众大会。费·伊·唐恩违反事先的约定，在发言中对布尔什维克发起论战，这时列宁和到会的全体布尔什维克退出会场。


1月14日（27日）以后


写《自由派和工人》短文的开头部分，短文引用英国《每日电讯》记者关于彼得堡事件的报道。


1月15日（28日）以后


就德国报纸《福斯报》1905年1月15日（28日）刊登的有关里加死伤人数的电讯，写短评《里加》。


1月16日（29日）


致函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书记马·马·李维诺夫，对亚·亚·波格丹诺夫（拉赫美托夫）未从国内寄稿给《前进报》表示不满；认为不能相信孟什维克，要同他们彻底决裂。


1月16日和25日（1月29日和2月7日）之间


写短文《胜利果实》。


1月17日（30日）


起草致и．达维德松的信，向他指出同两个派别（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工作的策略方法。


1月18日（31日）以前


利用外国记者的报道，为《前进报》第4号写《流血日》、《对军队深恶痛绝》、《大屠杀的一段情节。特罗伊茨基桥附近》等短文。

编辑1月9日事件的目击者和参加者的来稿《一个彼得堡大学生的来信》，这封信刊登在1905年1月18日（31日）《前进报》第4号上。


1月18日（31日）


《前进报》第4号上发表列宁写的社论《俄国革命的开始》和列宁写的以《革命的日子》为总标题的一组文章：《俄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头几步》、《加邦神父》、《流血星期日的前夕》、《流血日》、《死伤人数》、《大屠杀的一段情节。特罗伊茨基桥附近》、《在皇宫广场》、《彼得堡作战计划》、《对军队深恶痛绝》、《“慈父沙皇”和街垒》。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揭露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进程中进行分裂和瓦解活动以及他们妄图抵毁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行径；询问莫斯科委员会的情况，请他们把委员会印发的传单和有关莫斯科革命事件过程的详细材料寄来。

用法文给彼·阿·克拉西科夫开证明信，证明《前进报》编辑部授权克拉西科夫在巴黎代表多数派委员会的利益和观点。


1月18日和25日（1月31日和2月7日）之间


写《失败的策略》一文。文章汇集了外国报刊的军事评论员叙述阿·尼·库罗帕特金将军企图在浑河一带对日军转入反攻的有关通讯。


1月18日（31日）以后


写《彼得堡作战计划》一文的补充。


1月19日（2月1日）


写《沙皇的和平》一文。


1月19日（2月1日）以后


用德文摘录1905年2月1日《法兰克福报》有关1月9日事件的消息。


1月21日（2月3日）


在给瑞士社会民主党人赫·格雷利希的信中，叙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


1月21日和2月2日（2月3日和15日）之间


准备公布1月21日（2月3日）给赫·格雷利希的信，并为该信写附言。


1月21日（2月3日）以后


对给赫·格雷利希的信的德译文进行文字修改，并加注释。


不晚于1月24日（2月6日）


致函弗·弗·菲拉托夫，建议他写一本关于战术、筑垒和巷战中街垒战术的通俗小册子。

编制《前进报》第5号的计划；确定第6号社论的题目；写《动员无产阶级的军队》一文札记和提纲，这些札记和提纲成为《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一文的准备资料。

对米·斯·奥里明斯基写的关于1月9日事件的反响的文章《第一声雷鸣》进行编辑加工，这篇文章发表在《前进报》第5号上。


1月25日（2月7日）


列宁的《1月9日后的彼得堡》、《特列波夫执掌大权》和《自由派中的情况》、《致军官书》等文章发表在《前进报》第5号上。

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报告会。会上米·斯·奥里明斯基作题为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的报告，报告批判了作为机会主义的变种的孟什维主义。


1月26日（2月8日）


用德文致函奥·倍倍尔，拒绝他提出的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设立仲裁法庭的建议。


1月28日（2月10日）


致电亚·亚·波格丹诺夫和谢·伊·古谢夫，为加快工作进程，表示同意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对列宁拟订的关于成立组织委员会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草案所作的修改。


1月28日和2月15日（2月10日和28日）之间


写关于豪·斯·张伯伦《十九世纪的农业》（1904年慕尼黑版）一书的札记。


1月29日（2月11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亚·亚·波格丹诺夫和谢·伊·古谢夫，号召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为立即同孟什维克断绝一切关系进行公开的和坚决的斗争；由于经费问题，反对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的计划；建议更广泛和更大胆地把青年组织起来，认为整个斗争的结局都将取决于青年。


1月


列宁的《俄国革命的开始》一文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尼古拉耶夫委员会、萨拉托夫委员会和敖德萨委员会以传单形式刊印。


1月—2月


在日内瓦“读者协会”图书馆阅读古·保·克吕泽列关于街垒战术和起义技术的回忆录，同时研究马克思关于起义和恩格斯关于军事作战的文章。


1月—4月12日（25日）以前


经常同布尔什维克在“兰多尔特”咖啡馆聚会，讨论俄国的革命事件和工作计划。


2月1日（2月14日）以前


撰写《最初的几点教训》一文，对20年来（1885—1905年）的俄国工人运动进行了总结，并号召准备武装起义。


2月1日（14日）


用《前进报》编辑部公文纸为彼·阿·克拉西科夫写法文委任书，委托他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中央常务局驻巴黎的唯一代表，授权他参加法国支援俄国革命捐款分配委员会。

列宁写的关于组织武装起义的文章《两种策略》作为社论载于《前进报》第6号。


2月1日和8日（14日和21日）之间


为《前进报》第7号撰写《我们是否应当组织革命？》一文提纲，拟了三个标题：《我们的特略皮奇金》、《特略皮奇金的结局（惨败）》、《糊涂人办糊涂事》。


2月1日和23日（2月14日和3月8日）之间


写《当务之急》一文，拟订该文的几种提纲草稿。


2月2日（15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谢·伊·古谢夫，建议加强和扩大《前进报》编辑部同工人小组，特别是同青年的联系。


2月4日（17日）以前


会见格·阿·加邦，同他就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准备起义反对沙皇制度的战斗协议问题进行谈话。

起草《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一文的提纲草稿。


2月4日（17日）


为《前进报》第7号写社论《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


2月4日和8日（17日和21日）之间


为自己的《我们是否应当组织革命？》一文写附注。


2月6日和10日（19日和23日）之间


致电在伦敦的尼·亚·阿列克谢耶夫，委派他代表党同英国劳工代表委员会进行谈判。


2月8日（21日）


列宁的文章《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社论）和《我们是否应当组织革命？》发表在《前进报》第7号上。这两篇文章要求党注意准备起义的技术工作和组织工作。


2月9日（22日）


以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委员的名义，就奥·倍倍尔提出要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进行调解问题，起草给倍倍尔的信，认为在党的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时候，有可能出现倍倍尔进行调解的条件，希望倍倍尔能利用他的巨大威望来敦促孟什维克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信中另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关于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通知的德译文，以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刊物上发表。


2月12日（25日）


致函谢·伊·古谢夫，建议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委员们不要相信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表示同意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要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在筹备和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保持完全的独立性。


2月14日（27日）


致函英国劳工代表委员会书记拉姆赛·麦克唐纳，表示同意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条件，把英国工人的捐款分配给1月9日遇害者家属。


2月15日（28日）以前


在准备出版《前进报》第8号时，审阅关于赞成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地方委员会的决议的综合报道。


2月15日（28日）


列宁的文章《关于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编者按语》发表在《前进报》第8号上，文章号召全体党员积极参加起草和准备代表大会的各项报告和决议的工作。在这一号《前进报》上还发表了列宁的短评《新火星派阵营内部情况》，揭露孟什维克一贯欺骗党的行为。

写《致俄国国内各组织》，要求立即着手筹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并通报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议程。


2月15日和23日（2月28日和3月8日）之间


写《当务之急》一文。由于对这篇文章的内容不满意，列宁起草这篇文章的修改提纲。后来列宁起草了一篇新的文章的提纲草稿，重新改写文章，题名为《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


2月18日（3月3日）以前


致函在巴黎的M．B．斯托亚诺夫斯基，询问1905年1月18日《火星报》第84号报道孟什维克同印刷工人协会达成协议的一篇简讯的情况，请他告知，孟什维克在莫斯科是否有“秘密”组织。


2月20日（3月5日）以前


编制供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用的调查表。


2月20日（3月5日）


出席布尔什维克日内瓦俱乐部组织小组会议，听取亚·马·埃森（斯捷潘诺夫）关于在非无产阶级居民层（学生、士兵和农民）中工作情况的报告。在会上就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问题作了三次发言。


2月23日（3月8日）以前


致函在彼得堡的谢·伊·古谢夫，告知听到消息说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有某种联合，建议彼得堡委员会不要相信孟什维克。


2月下半月，不晚于23日（3月8日）


在给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委员谢·伊·古谢夫的信中指出，马·尼·利亚多夫在对待中央委员会同意召开代表大会问题上抱乐观态度是危险的，对中央委员会不能相信。


2月23日（3月8日）


列宁的《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一文发表在《前进报》第9号上。列宁在这篇文章里第一次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口号——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号报纸还发表了列宁的《解放派和新火星派，保皇派和吉伦特派》一文。


2月24日（3月9日）以前


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报告的简要提纲。


2月24日（3月9日）以后


写《无休的托词》一文，评党总委员会拒绝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这篇文章没有写完。


2月26日（3月11日）


复函在彼得堡的谢·伊·古谢夫，告知党总委员会2月23日（3月8日）作出反对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号召对孟什维克不要陷入幻想，要进行坚决的斗争。


2月28日（3月13日）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说《前进报》编辑部收到英国劳工代表委员会援助1月9日遇害工人家属、支援起义的捐款，请求将此次捐助情况通知党的所有工人组织，使它们能够协助合理地分配捐款。


2月底—3月2日（15日）以前


写《警察司司长洛普欣的报告书》小册子序言，这本小册子由弗·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尼·列宁出版社出版。

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1905年3月2日（15日）《前进报》第10号上。


2月底—3月5日（18日）以前


在准备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时，摘录加·阿诺托《法国现代史。1871—1900》一书的要点，并起草《关于公社的演讲提纲》。


2月


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和决议的总提纲，其中包括代表大会议程草案、各项决议目录以及除秘密决议以外的其他各项决议的提要；起草代表大会四项决议：关于孟什维克或新火星派的瓦解行为的决议、关于普列汉诺夫在党内危机中的行为的决议、关于新火星派的根本立场的决议和关于社会民主党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决议。

写《对党章中关于中央机关一项的修改》一文。


不早于2月


作关于他自己写的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902年第2版）的笔记，并写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恐怖手段的态度的札记。


2月—3月


起草《起义的战斗协议和建立战斗委员会》一文提纲。


2月—4月7日（20日）


由于卡·考茨基在发表于1904—1905年《新时代》杂志第21期上的《农民和俄国革命》一文中错误地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列宁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的看法。


3月2日（15日）以前


校阅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沃伊诺夫）的《警察制度的破产》一文，这篇文章在《前进报》第10号上发表。

对通讯稿《在农民当中（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信）》进行编辑加工，这篇通讯稿在《前进报》第10号上发表。

为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印发的传单写标题和引言，该传单在3月2日（15日）《前进报》第10号上转载。


3月2日（15日）


列宁的文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他们想骗谁？》在《前进报》第10号上发表。


3月3日（16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谢·伊·古谢夫，告知由格·阿·加邦组织的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会议延期举行，要求亚·亚·波格丹诺夫立即从俄国启程前往瑞士，解决布尔什维克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问题。


3月4日（17日）


就孟什维克发出的关于拒绝参加俄国各社会主义组织代表会议的信件写意见。后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同社会革命党缔结协定问题的发言中，提到这一意见。


3月5日（18日）以前


写便条给在彼得堡的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感谢他寄来大量稿件。


3月5日（18日）


在日内瓦俄国政治流亡者居住区的会议上作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


3月10日（23日）以前


仔细研究准备武装起义的问题：钻研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革命和起义的论述，阅读军事专家的著作，全面考虑武装起义的技术问题和武装起义的组织问题。

致函加·达·莱特伊仁，了解巴黎公社将军古·克吕泽列的传记材料，询问有关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情况。

撰写巴黎公社将军古·克吕泽列的传略，校订《克吕泽列将军回忆录》一书中一章的俄译文，为这一章写编辑部前言。这些材料以《论巷战（公社的一个将军的意见）》为题，在《前进报》第11号上发表。

起草《无产阶级和农民》一文的提纲。


3月10日（23日）


致函英国劳工代表委员会书记，感谢寄来捐款，帮助1月9日遇害工人的家属。

列宁的文章《无产阶级和农民》（社论）、《第一步》和《关于党纲的历史》在《前进报》第11号上发表。


3月12日（25日）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谈选派代表出席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问题，建议把委托书给予瓦·瓦·沃罗夫斯基和丹·伊·基里洛夫斯基－诺沃米尔斯基；询问是否吸收了工人参加委员会，强调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要求使《前进报》编辑部能直接同工人取得联系，建议扩大工人通讯员网。

参加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和中央委员会建立的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


3月上半月


致函弗·弗·菲拉托夫，对他推迟作关于起义的技术准备问题的报告表示不满。


3月16日（29日）以前


编辑特维尔的一位工人关于对1月9日事件的反应的来信，该信在1905年3月16日（29日）《前进报》第12号上发表。


3月16日（29日）


列宁的《关于我们的土地纲领（给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信）》一文在《前进报》第12号上发表。


3月16日和17日（29日和30日）


写《波拿巴分子的鬼把戏》一文，这篇文章在《前进报》第13号上发表。


3月18日（31日）以后


复函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伊·伊·施瓦尔茨，建议由多数派选派代表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或者致函代表大会，反对孟什维克把持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并表示要求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


3月20日（4月2日）


在俄国各社会主义组织代表会议开幕之前会见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弗·罗津，商谈对派出代表参加代表会议的某些组织应持何种态度。

当选为敖德萨党组织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3月20日—21日（4月2日—3日）


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俄国各社会主义组织代表会议。列宁看到会议是社会革命党手中的玩具，而且许多工人政党未被邀请参加会议，就退出了代表会议。


3月22日（4月4日）


复函谢·伊·古谢夫，建议他离开彼得堡到外省去，以免被捕，要他安排一些青年助手接替他，要求更加努力地筹备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增加代表人数。


3月23日（4月5日）以前


对瓦·瓦·沃罗夫斯基的《自由派的原则和反动派的作风》一文进行编辑加工，这篇文章在《前进报》第13号上发表。

起草《关于战争的短评》，这一文献是《欧洲资本和专制制度》一文的提纲。


3月23日（4月5日）


列宁的文章《欧洲资本和专制制度》（社论）、《第二步》和《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前一部分）在《前进报》第13号上发表。

致函在巴黎的彼·阿·克拉西科夫，说还不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的准确时间，但要求克拉西科夫抓紧准备国外组织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


不早于3月23日（4月5日）


列宁的《波拿巴分子的鬼把戏》一文印成单页传单。


3月26日（4月8日）


复函在敖德萨的奥·伊·维诺格拉多娃，谈关于在手工业者中间建立党的基层组织问题。


3月30日（4月12日）以前


写《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和《嫁祸于人》两篇文章。


3月30日（4月12日）


列宁的文章《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社论）、《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后一部分）、《法国和俄国的“行贿”之风》在《前进报》第14号上发表。


3月底


会见米·伊·瓦西里耶－尤任，向他询问彼得堡党内的情况和巴库的事件以及高加索的整个形势。

写短信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要求给代表翻印50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规程和大会通过的决议、党章和党纲，以及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议日程草案和向代表大会提出的部分决议。

与来到日内瓦的尼·瓦·多罗申科相识，多罗申科告诉列宁：从俄国来的一些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打算召开联席会议，以澄清和消除党内的分歧。列宁不赞成这一建议。列宁多次会见多罗申科，同他就革命所提出的实际问题交换意见。


3月底—4月初


写《告全党书》。


3月底—4月7日（20日）以前


会见布尔什维克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委员雅·纳·勃兰登堡斯基。


3月


多次会见为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而从俄国来到日内瓦的普·伊·库利亚布科，向她询问俄国国内党的工作情况。


3月—4月12日（25日）以前


在日内瓦布尔什维克会议上作报告，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和代表大会的日程问题。


3月—4月


写《1789年式的革命还是1848年式的革命？》一文。

会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喀山委员会委员弗·维·阿多拉茨基，同他就党内事务问题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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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年5月27日〔6月9日〕以前）

· 《列宁全集》第10卷年表（1905年3月—19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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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

LIENING　QUANJI

第十卷

1905年3—6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　］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列宁全集》第10卷


前　言

本卷收载列宁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在1905年3月至6月期间所写的著作。

自1905年1月俄国爆发革命后，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不断高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逐步强化。工人的罢工愈来愈具有进攻性和组织性。不少地方的群众性政治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工人和沙皇军队进行了街垒战。为了领导罢工，最早的一批工人代表苏维埃诞生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也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展起来。有些村庄的农民甚至作出了分配和耕种地主土地的决定，并用原始武器和农具武装起来对付沙皇政府派来进行镇压的警察。巨大的革命浪潮波及沙皇军队，“波将金号”装甲舰水兵的起义吓坏了沙皇政府，以致它求援于欧洲列强来镇压革命。在日俄战争中，沙皇海军的庞大舰队被日本消灭于朝鲜海峡，这一军事上的彻底崩溃意味着沙皇在政治上的崩溃。俄国的资产阶级对沙皇专制制度由不满进而反对，但它们害怕工农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政治上对无产阶级进行领导，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组织全民武装起义，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沙皇专制制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经历着深刻的党内危机。党要适应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就必须赶快摆脱危机，并根据活动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党的组织工作形式，制定党在革命中的策略路线。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就必须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单独召开的。本来，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预期目的是在革命运动的新高潮中确定党的共同策略和实现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因而布尔什维克曾提出党的所有委员会，不论是布尔什维克的还是孟什维克的，都可以应邀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但孟什维克拒绝参加。孟什维克为了对抗这次代表大会，单独召开了自己的代表会议。一个代表大会和一个代表会议表明，实际上已形成两个党，它们对当前的方兴未艾的革命运动持相异的看法，它们执行着不同的方针、路线和策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否参加未来的临时革命政府，这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业已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本卷一开头的两篇文章《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以论战的形式阐述了这个问题，说明列宁是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态度来对待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将要产生的国家政权的。俄国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专政的政治机构将是临时革命政府，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在于用革命恐怖手段来对付反革命分子，领导国家的全部政治生活直到召开全民立宪会议，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孟什维克断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应该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而不是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他们认为，在建立民主共和国时，无产阶级和农民自觉地担负起专政的任务是危险的。列宁说：在专制制度崩溃时放弃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就等于放弃实现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这个纲领中提出的各种经济改造和政治改造，如建立共和国、人民武装、教会同国家分离、完全的民主自由、坚决的经济改革这些要求，如果没有下层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要在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实行，这是不可思议的。孟什维克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不能允许的，因为参加政府就要掌握政权，而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如果不打算实现自己的最高纲领，是不能掌握政权的。孟什维克还认为，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一道参加临时政府，这无异于推崇资产阶级制度。列宁就此驳斥道，社会民主党推崇民主共和制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同专制农奴制的资产阶级制度相比较而言的，是把它当作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来推崇的，是把它当作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最方便的舞台来推崇的，它推崇的不是资产阶级的监狱和警察、私有制和卖淫，而是为了对这些设施进行广泛的和自由的斗争。当然，列宁也指出，如果社会民主党哪怕有一分钟忽视自己的独立目标，忽视有必要把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和发展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组织放在首位，那么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将会是极端危险的。列宁认为，不应夸大这种危险，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完全能够应付这种危险。他说，在革命民主专政的条件下，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能够动员千百万城乡贫民，能够使俄国的民主革命成为欧洲社会主义变革的序幕。

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来夺取这次革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执行的一条主要方针。收进本卷的《自由派的土地纲领》和《马克思论美国的“土地平分”》两文阐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待农民运动的立场。前一篇文章是为了揭露自由派提出的土地改革措施的反人民实质而写的。俄国的自由派和民粹派一样，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正表现在用小农经济的利益掩盖农业雇佣劳动的利益。列宁说：社会民主党完全同情农民运动，如果农民能够用革命办法夺走地主的全部土地，这对俄国的整个社会发展和俄国的无产阶级都是巨大的胜利；但是，即使取得这个好结局，农业雇佣工人的人数也只可能暂时减少，而决不会绝迹，农业雇佣工人的单独利益仍然是单独利益。列宁进一步指出：土地转到农民手里一点也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国的统治，反而会给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以更广泛的基地。列宁说：在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变革之前，任何最激进的和最革命的土地改革措施都消灭不了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幻想所有的人都变成小资产者是一种反动的庸俗观念。列宁的后一篇文章论述的是马克思如何在1846年就美国的“土地平分”问题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赫尔曼·克利盖的错误观点。列宁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批判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意义很大，因为土地问题当时被美国的社会运动进程本身提到首位，正象俄国现在一样，而当时谈的恰恰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这一点对俄国的农民运动尤其重要。马克思一开始就批判了所谓“土地平分”计划的空想主义，指出宗法制度转为工业制度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概括马克思对克利盖的批判时说：“你妄想避免的资本主义的恶，却是历史上的善，因为它将惊人地加速社会的发展，使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高级形态更早地到来。”（见本卷第55页）当年的克利盖和俄国的社会革命党人都把小资产阶级的空想说成是最高的革命理想，不懂得现代经济制度及其发展的真正基础。但是，马克思并不笼统地否定“土地平分”这一小资产阶级运动；同样，列宁也肯定社会革命党对土地私有制的攻击。列宁认为，对土地私有制的打击将促进今后对一般私有制的打击。所以，列宁说，不能因为当前俄国农民运动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就对它不屑一顾，社会民主党人必须用全力来支持这个运动，使它成为一个具有政治自觉性和明确阶级性的运动。

载入本卷的《〈前进报〉编辑部对圣彼得堡五金工厂工人小组的决议所加的按语》、《嫁祸于人》、《被揭穿的总委员会》、《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公开信》、《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问题》反映出布尔什维克为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所进行的斗争。这些文献说明：孟什维克破坏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建立了秘密组织，从而分裂了党；他们在攫取了党的中央机关之后，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瓦解党的组织工作，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对革命进程起阻碍作用。这些文献也说明：布尔什维克在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壮大了力量，增强了影响，在党内得到了愈来愈多的地方委员会的支持；布尔什维克不顾孟什维克的多方阻挠，坚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危机，并为此做了大量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工作。这些文献还说明，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是合法的，是受到广大党员拥护的。

列宁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文献在本卷中占有较大篇幅。这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日（25日）至27日（5月10日）在伦敦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38名，所有大的党组织都派代表出席，由28个地方委员会中的21个派出的24名代表有表决权。列宁当选为大会主席，领导了大会的全部工作。这次代表大会批判了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确立了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建立了党的统一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以代替两个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并决定创办《无产者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列宁为大会拟了主要的决议草案，就各种重大问题作了报告和发言。列宁的这些决议草案、报告和发言除涉及大会的筹备和工作程序外，阐述了关于武装起义、关于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关于党的公开政治活动、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关于党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关于党章、关于对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关于对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关于对自由派的态度、关于对社会革命党的态度、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等等问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俄国革命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它确定了党在已经开始的革命中的主要策略。关于武装起义问题是大会讨论的策略问题之一。列宁为大会拟的《关于武装起义的补充决议草案》和《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指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当前革命时期党的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各级党组织要通过宣传和鼓动给无产阶级不仅讲清楚即将来临的武装起义的政治意义，而且讲清楚这一起义的实际组织方面；在宣传鼓动时要说明群众性政治罢工在起义开始时和起义进程中都具有重要意义；要采取最积极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以及制定武装起义和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计划，必要时应设立由党的工作者组成的专门小组来进行这项工作。列宁还就武装起义问题先后在大会上作了两次发言。

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的又一策略问题。列宁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列宁在报告中发挥了他在上述《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两文中的思想。列宁从理论上批判了格·瓦·普列汉诺夫和亚·萨·马尔丁诺夫关于这一问题的错误观点，正确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的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尤其是1848—1850年革命的历史经验对俄国当时革命的意义。列宁还写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草案》，对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性作了简明的理论概括。列宁特别提出了社会民主党对自己的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代表进行监督的问题：党必须对它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民主工党的独立性，因为社会民主工党力求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变革，在这方面它与一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和阶级都是势不两立的。

关于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也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一个策略问题。列宁在《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案的报告》中论证的思想同他在上述《自由派的土地纲领》、《马克思论美国的“土地平分”》两文中论证的思想有连续性。列宁认为，现在农民运动已经提上日程，无产阶级政党要全力支持这个运动，并且决不限制这个运动的规模。列宁的报告还涉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纲中提出的关于归还割地的要求。列宁说，关于割地一项决不是划定农民运动的界限，决不是缩小也决不是限制农民运动，社会民主党永远不会去阻拦农民采取土地改革的革命措施。列宁拟的《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草案》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案》提出：最坚决地支持农民所采取的能够改善他们状况的一切革命措施，包括没收地主、官府、教会、寺院和皇族的土地；立即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作为在农民中进行鼓动的实际口号，作为使农民运动具有高度自觉性的手段；号召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举行各种各样的政治性游行示威，集体拒绝交纳赋税，不执行政府及其走狗的决定和命令；力求把农村无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并使他们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同城市无产阶级融合在一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了组织建设问题，列宁就党章修改问题作了十次发言。这次代表大会采纳列宁早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取消了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关于这一条的体现了机会主义观点的条文。这对巩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重大意义。至于在组织问题上如何对待孟什维克，代表大会持慎重态度。列宁为此拟了《关于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决议草案》，并就彼·鲁勉采夫的相同内容的决议案作了发言。代表大会基于在革命中必须团结无产阶级力量的考虑，在决议中提出：附和孟什维克观点的人，在承认党代表大会和党章而且完全服从党的纪律的条件下可以参加党的组织。根据列宁的意见，代表大会建议中央委员会解散那些不服从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的纪律的孟什维克组织。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代表中央委员会写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登载在《无产者报》第1号上，该报第1号还发表了列宁写的《关于代表大会的组成》、《第三次代表大会》两文。这些文献阐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列宁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应当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史上开创一个新阶段。他说，人民战胜专制制度的可能愈来愈大了，这个胜利向社会民主党提出的要求是民主主义变革时代历史在任何地方也未曾向工人政党提出过的。为了使西欧工人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内容，列宁组织了出版大会最重要决议和上述通知的德文本和法文本的工作，列宁在《致社会党国际局》的信件（5月20日）中将此事告知了社会党国际局。在同一信件中列宁还通报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组织问题方面作出的重大决定。在《给〈莱比锡人民报〉编辑部的公开信》中，列宁抗议第二国际领袖卡·考茨基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歪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生活真相、为孟什维克辩护的行为。列宁所写《倒退的第三步》一文是评论孟什维克召开的所谓第三次代表会议的。该文剖析了这个代表会议提出的“组织章程”的内容，揭露了它所通过的一系列策略决议的实质。列宁把孟什维克的偏向机会主义的活动称为“倒退的第三步”。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继续论述关于工农民主专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提纲性短文《胜利的革命》，其中心内容就是关于工农民主专政。需要提出的是，列宁为了反驳普列汉诺夫对临时革命政府的议论，还给《无产者报》写了《论临时革命政府》的系列文章。在题为《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考证》的第一篇文章中，列宁批判了把马克思关于19（和20）世纪革命的三种主要力量和三个基本阶段的原理庸俗化的观点。马克思的原理是：革命的第一阶段是限制专制制度以满足资产阶级；第二阶段是争取共和国以满足“人民”即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第三阶段是社会主义变革，只有这种变革才能满足无产阶级。列宁说，社会民主党人的确要登上这三级不同的台阶；这些台阶之所以不同，取决于在最好的情况下有哪些阶级能够陪同社会民主党人一起攀登；但是，如果把这个三级台阶理解为在任何一次攀登前，需要为自己预先量出短短的尺度，譬如不超过一级台阶，那就是超级庸人。普列汉诺夫不顾历史事实，硬说马克思对工人政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持否定态度。列宁说，马克思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根本没有涉及无产阶级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在原则上是否可以允许的问题。列宁又说，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民主制度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统治地位，那么为了巩固共和国，为了彻底消灭专制制度的一切痕迹和彻底清扫为社会主义而战斗的场所，他们会赋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以更大的意义的。列宁在题为《仅仅从下面还是既从下面又从上面？》的第二篇文章中指出，孟什维克认为，无产阶级组成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反对党的最好途径，就是从下面、通过无产阶级对执政的民主派施加压力来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而布尔什维克却想使无产阶级不仅“从下面”而且还要从上面即从临时政府里对革命施加压力。列宁就此引证恩格斯对巴枯宁主义者的批判，并得出结论说：把革命行动完全局限于从下面施加压力，这是无政府主义；谁不懂得革命时代的新任务，即从上面采取行动的任务，谁不善于确定这种行动的条件和纲领，谁就不懂得无产阶级在任何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任务。列宁系列文章中未见于报刊的第三篇文章所提出的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问题在本卷的《临时革命政府图景》、《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等文中得到了说明。

列宁写《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一文是由于他得知，沙皇海军的“波将金号”装甲舰举行起义，转到了革命方面。这篇文章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武装起义方针进而谈到军事问题。列宁认为，“波将金号”起义这一重大事件标志着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列宁说：“暴乱——游行示威——巷战——建立革命军队，这就是人民起义的发展阶段。现在我们终于走上了最后的阶段。”（见本卷第318页）列宁指出：不管“波将金号”的命运如何，这无疑是一次组织革命军队核心的尝试；要全力支持这一尝试，向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说明革命军队在为自由而斗争的事业中具有的全民意义。列宁在论证革命军队在革命中的作用时说：革命军队是进行军事斗争和对人民群众实行军事领导以对付专制制度军事力量的残余所必需的；革命军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靠暴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暴力组织就是军事组织。但列宁又补充说：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搞过军事阴谋，当业已开始的国内战争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它从来没有把军事问题提到第一位。列宁把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相提并论：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是为了起义成功和巩固起义果实所同样必需的两个机构。载于本卷的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写的《致社会党国际局》的信件（6月21日），请求向世界各国工人发表一份呼吁书，呼吁不许干涉俄国的起义。

本卷中的许多文献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实质，阐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执行的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使自由派资产阶级孤立但并不拒绝利用他们的有利于民主派反沙皇斗争的个别言行的路线。列宁在《革命斗争和自由派的渔利行为》一文中指出，当专制制度和革命人民之间的斗争日趋激化时，自由派资产阶级在两者之间随机应变，既依靠革命人民反对专制制度，又依靠君主制反对革命人民。列宁认为：自由派的立宪纲领是在完全自觉地保存君主制的前提下允许全民立宪会议同君主制并存；资产阶级不愿意推翻现存政权并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主张在人民和沙皇之间搞“调和”，使斗争双方的力量保持平衡而都不能获得完全的胜利，以便从中渔利。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一文中，列宁指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不彻底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不彻底性进行战斗。列宁说，象立宪会议和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这样一些口号已经成为共同的财产，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也把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但不是孤立地而是与下面的口号相联系地提出的：（1）推翻沙皇专制制度；（2）以民主共和制取代它；（3）用民主立宪制保证人民专制，也就是把整个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在由人民代表组成的一院制的立法会议手中。以上两文还对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当时正在酝酿成立的立宪民主党作了评价。列宁说：俄国正在非常迅速地形成一个很广泛的自由主义政党，这个政党使用“立宪民主”党的名称是为了掩盖该党的君主主义性质；事实上，整个这个党都拥护君主制，它根本不要共和制，这就是说，它是一个立宪君主制拥护者的党。为了揭露沙皇大臣布里根的代表地主和官僚利益、丝毫也未使专制政权受到限制的“宪法”草案的反人民实质，列宁写了《宪法交易》一文；为了说明专制君主制、立宪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这三种政体的不同，列宁还写了《三种宪法或三种国家制度》。另外，本卷中的《政治诡辩》、《保守派资产阶级的忠告》、《资产阶级背叛的头几步》、《戴白手套的“革命家”》、《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奴颜婢膝》等文献都涉及自由派资产阶级。

载入本卷的《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是一篇较为重要的文章，它对参加斗争的工人进行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列宁在文中阐明：俄国的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本身必然造成各种各样战斗成分的壮大和增长，他们代表各个不同阶层人民的利益；由于全体人民都身受专制制度的压迫，公开的政治斗争尚未能彻底划清阶级界限并建立明确的、连广大群众也可以了解的政党，因此，这些界限没有划清的、不确定的成分构成了革命民主派的骨干；他们的战斗作用非常大，但他们仅仅是民主主义者、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者，对于无产阶级运动来说，他们的政治作用有时不仅可能很小，甚至可能有害，因为它们同无产阶级毫无联系，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没有紧密联系，因而所起作用的客观意义无非是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活动一点也保证不了胜利的成果、自由的成果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所用。列宁向工人指出，那种认为在反对专制制度的共同斗争中暂时放弃党派争论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原则分歧的主张是错误的。列宁说：资产阶级很向往自由，但他们不仅不放弃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而且拼命保住它们不受工人侵犯；工人是在和资产阶级并肩反对专制制度，而对工人来说，放弃和资产阶级的原则分歧就等于放弃社会主义。列宁同时又提出，社会民主党不应轻视这些非党的革命民主主义团体的巨大作用，不应轻视加入这些团体的非党工人。列宁说，应该利用一切手段向所有这些团体的成员、尤其是工人们阐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并且证明，如果无产阶级不想在政治上被资产阶级利用，那就恰恰有必要建立党的而且一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党的无产阶级组织。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68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70篇中有43篇为新文献。另外，有关这次代表大会的9篇材料也属新文献，编入了《附录》。《附录》共收载21篇文献，其中只有一篇不是新文献。





《列宁全集》第10卷


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1]


（1905年3月23日和30日〔4月5日和12日〕）


一

仅仅在五年以前，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还认为“打倒专制制度！”这个口号提早了，工人群众不理解。这些人被归入机会主义者之列是公正的。曾经对他们讲了又讲，他们落在运动的后面了，他们不了解党的任务，不了解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这些目的可能被每天的日常工作暂时遮盖起来，但是，任何时候都不应失掉作为斗争着的无产阶级的指路明灯的意义。

现在，革命烈火燃遍了全国，连最不相信的人也都相信最近的将来专制制度必然会被推翻。可是，好象有点历史的讽刺似的，社会民主党又要同企图把运动拉向后退、企图贬低运动任务、模糊运动口号这样的反动机会主义者打交道。同这些企图的代表者论战成了当务之急，具有（不管许许多多不大喜欢党内论战的人的意见如何）巨大的 实际
 意义。因为我们愈接近于直接实现我们的最近政治任务，就愈有必要十分明确地了解这些任务，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模棱两可、暧昧不明或考虑不周就愈有害。

但是，在社会民主党的新火星派[2]或（几乎同他们一样的）工人事业派[3]中间，考虑不周的情况却屡见不鲜。打倒专制制度！——这个口号大家都同意，不仅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而且所有的民主派，甚至所有的自由派（如果相信他们现在的声明）都同意。然而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呢？这种推翻现政府的工作究竟应当怎样进行呢？现在连解放派[4]也准备当作自己的口号（见《解放》杂志第67期）提出来的立宪会议（承认普遍……选举权），应该由谁召集呢？使这个会议的选举是自由的，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的，究竟应有什么实际保证呢？

对于这些问题，谁提不出明确的回答，谁就不懂得“打倒专制制度！”这个口号。可是，这些问题必然给我们提出临时革命政府问题；不难了解，在专制制度下，要完全保证用真正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方式来实行真正自由的全民的立宪会议选举，不但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假如我们不是白白提出立刻推翻专制政府这一实际要求，那么我们就要弄清楚，我们 究竟
 想用 什么别的政府
 来代替这个被推翻的政府？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社会民主党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

在这个问题上，现代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即新火星派，极力把党拉向后退，就象五年前工人事业派在一般政治斗争问题上的做法一样。他们在这一点上的反动观点，在马尔丁诺夫的《两种专政》这本小册子里得到了最详尽的发挥。《火星报》（第84号）专门刊登了一篇短评赞扬并推荐这本小册子，我们也已经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的读者注意这本小册子。

马尔丁诺夫在自己的小册子里一开头就用这样一种可怕的前景吓唬我们：假如坚强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组织能够“规定并举行全民武装起义”来反对专制制度，象列宁所幻想的那样，那么“全民意志马上就会在革命后规定这个政党为临时政府，不是很明显吗？人民会把革命的最近命运交给这个政党而不交给任何别的政党，不是很明显吗？”

这是难于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将来写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的人会惊奇地发现：在俄国革命刚刚开始时，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5]曾经用这种前景 吓唬
 革命无产阶级！马尔丁诺夫的这本小册子（以及新《火星报》上的一系列文章和文章中的某些段落）的全部内容无非就是渲染这种前景“可怕”。新火星派的思想领袖在这里对“夺取政权”感到惊讶，仿佛看见了“雅各宾主义”[6]、巴枯宁主义[7]、特卡乔夫主义[8]和其他可怕的主义这些魔怪，而形形色色的革命保姆又是如此喜欢用这些主义来吓唬政治幼儿 
［注：手稿上是：“……而坐在革命旁边的老太婆又是如此喜欢用这些主义来吓唬政治幼儿。”——俄文版编者注］

 。不言而喻，这里少不了“摘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话。不幸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著作被引用得多么荒唐啊！“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个真理就曾经初用来 替我们的
 政治任务以及政治鼓动和斗争方法的狭隘性和落后性 作辩护
 [9]，这一点你们记得吗？如今，为了替尾巴主义说话，恩格斯竟被搬出来当伪证人了。恩格斯曾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写道：“这是一个极端党派的领袖所难于应付的最糟的事情了。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须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而这个领袖在这种时期中被迫出来掌握政权，这是最糟不过的事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68—469页。——编者注］

 只要细心读一读马尔丁诺夫摘录的一大段话的开头这几句，就足以相信，我们的尾巴主义者是怎样曲解作者原意的。恩格斯说的是 为了保证阶级的统治的政权
 。这难道不明白吗？因此，对无产阶级说来，这就是 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的统治
 的政权，即为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尔丁诺夫不懂得这一点，他把推翻专制制度时的临时革命政府同推翻资产阶级时的必不可少的无产阶级统治混为一谈，他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混为一谈。其实，再往下看一看恩格斯的话，他的意思就更加明白了。他说，极端党派的领袖将要“保护异己阶级的利益，他不得不以一些 空话、诺言
 来应付自己的阶级， 硬说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
 。任何人陷入这样的 苦境
 ，都是无可救药，注定要失败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69页。——编者注］

 。

上面加上着重标记的地方显然表明：恩格斯正是警告要提防陷入这样的苦境，而陷入这样的苦境是由于领袖不了解“自己的”阶级的真正利益和不了解变革的真正阶级内容造成的。为了让我们深思熟虑的马尔丁诺夫更加清楚地明白这一点，我们不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民意党人[10]想代表“劳动”的利益，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在将来的俄国立宪会议中，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将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这样就陷入了苦境，势必遭到无可救药的政治上的灭亡，因为这些“诺言和断言”不符合客观现实。实际上他们实现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另一个阶级的利益”。最敬尊的马尔丁诺夫，你还没有开始懂得点什么吗？社会革命党人[11]把俄国必然到来的土地改革看作是“社会化”，是“土地转交给人民”，是“平均使用”的开始，于是他们使自己陷入苦境，势必遭到无可救药的政治上的灭亡，因为实际上他们力求达到的改革，恰恰是 为了另一个阶级
 ——农民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革命的发展愈迅速，他们的空话、诺言和断言也就被现实驳倒得愈快。最尊敬的马尔丁诺夫，你还不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吗？你还不懂得恩格斯思想的 实质
 就在于指出 不理解
 变革的真正历史任务会遭到灭亡吗？你还不懂得恩格斯的话对民意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正好都适用吗？


二

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领袖们不了解变革的 非无产阶级
 性质是危险的，而聪明的马尔丁诺夫却由此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领袖们在纲领、策略（即一切宣传和鼓动）以及组织上同革命民主派划清了界限，在建立民主共和国时起领导作用是危险的。恩格斯认为，领袖把变革的假社会主义内容与真民主主义内容混为一谈是危险的，而聪明的马尔丁诺夫却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阶级斗争的最好形式时，无产阶级和农民一起自觉地担负起专政的任务是危险的。恩格斯认为，如果陷入虚伪的苦境，即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答应一个阶级的统治，实际上则是保证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是危险的；恩格斯认为陷入这种虚伪的苦境必然遭到不可救药的政治上的灭亡，而聪明的马尔丁诺夫却由此得出结论说：灭亡的危险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让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造成的。聪明的马尔丁诺夫根本无法懂得，在争取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领袖的灭亡，成千上万无产者的灭亡，也只是肉体上的灭亡，而 这种
 灭亡，不仅不是政治上的灭亡，反而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伟大收获，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伟大实现。恩格斯说的是从自己阶级的道路不自觉地误入异己阶级的道路的人政治上的灭亡，而聪明的马尔丁诺夫虽然恭恭敬敬地引证了恩格斯的话，说的却是沿着正确的阶级的道路不断前进的人的灭亡。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尾巴主义的观点的区别，在这里是非常明显的。马尔丁诺夫和新《火星报》从无产阶级和农民一起承担的最激进的民主主义变革的任务向后倒退了，从社会民主党对这个变革的领导向后倒退了。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无产阶级的利益交到哪怕是不自觉地交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手里。马克思认为我们应准备的不是 将来的
 执政党，而是 将来的
 反对党。马尔丁诺夫从这个正确的思想中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对 目前的
 革命采取尾巴主义的反对派立场。这就是马尔丁诺夫的政治才智。下面是他的议论，我们建议读者好好思考一下：

“在无产阶级没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国家政权，整个的也好，部分的也好，它都不能得到。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原理，这个原理把我们同机会主义的饶勒斯主义区别开来……”（马尔丁诺夫的书第58页）我们可以补充一句，这个原理也无可争辩地证明尊敬的马尔丁诺夫没有能力弄懂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把无产阶级参加反抗社会主义变革的政权与无产阶级参加民主主义革命混为一谈，就是根本不懂得问题的实质。这正如把米勒兰参加刽子手加利费内阁同瓦尔兰参加始终保卫共和国的公社混为一谈一样。

但是，再往下读就可以看出我们的作者是多么糊涂了：“……不过，既然如此，那就很明显，即将来临的革命不可能实现任何 违背整个
 资产阶级的 意志
 的政治形式〈黑体是马尔丁诺夫用的〉，因为资产阶级将是明天的主人……”第一，上文是泛指无产阶级政权，直到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这里却只谈政治形式呢？为什么作者不说实现经济形式呢？因为他自己已经不知不觉从社会主义变革跳到民主主义变革了。既然如此（这是第二），那么我们的作者仅仅（tout　court）谈“整个资产阶级的意志”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民主主义变革时代的特点，正好就是从专制制度下刚刚解放出来的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意志。谈民主主义变革时局限于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赤裸裸地简单对立起来，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注：手稿上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而是“再愚蠢不过的”。——俄文版编者注］

 ，因为 这种
 变革恰好标志着社会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社会中的大批人其实是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构成最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阶层。正因为民主主义变革还没有完成，所以在实现政治形式的问题上，这个巨大的阶层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要比狭义上的真正“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多得多。马尔丁诺夫不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这就是他的糊涂观念的主要根源之一。


　　　再往下看：“……既然如此，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用单纯恐吓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的办法就只能导致一种结果：恢复专制制度的原始形式。当然，无产阶级不会因为出现这个可能的结果而停止不前。在最坏的情况下，就是将来肯定要出现用虚假的立宪让步来复活并巩固日益腐化的专制政权的局面，无产阶级是不会放弃恐吓资产阶级的。但是，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的时候所注意的，显然不是这种最坏的情况。”



　　读者，你明白一点了吧？在将来实行虚假的立宪让步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是不会因为进行恐吓将导致恢复专制制度而放弃恐吓的！这等于我说：大灾难临头了，我要同马尔丁诺夫一个人进行一天的谈话；因此在最坏的情况下，我要采用恐吓手段，结果只得同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两个人进行两天的谈话。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最尊敬的！马尔丁诺夫在写上述谬论的时候，念念不忘的是：如果在民主主义变革时代无产阶级用社会主义革命恐吓资产阶级，那么这只会导致连民主主义成果也被削弱的反动。只能是这样。恢复专制制度的原始形式也好，无产阶级在最坏的情况下准备做最坏的蠢事也好，显然都谈不上。整个问题仍然无非是马尔丁诺夫忘记了民主主义变革同社会主义变革之间的区别，无非是存在着人口众多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能够支持民主主义变革，而在目前还不能支持社会主义变革。

让我们再听听我们聪明的马尔丁诺夫的话吧：“……很明显，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同这个斗争的最后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前夜所进行的斗争，应当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是的，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假如马尔丁诺夫想一想这种不同究竟何在，那么，他就未必会写出上面那些荒唐话以至自己的整本小册子来。


　　“……为影响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和结局而进行的斗争，只能是无产阶级对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激进派资产阶级的意志施加革命压力，只能是较民主的社会‘下层’迫使社会‘上层’同意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它的逻辑终点。这个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在每个场合都要求资产阶级作出抉择：要么倒退，受专制制度钳制，要么前进，同人民在一起。”



　　这一大段高论是马尔丁诺夫的小册子的中心点。这本小册子的全部要点，全部基本“思想”就在这里。那么这些聪明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请看一看这些社会“下层”，我们的才子毕竟还提到了的这个“人民”是什么呢？这就是为数众多的、完全能够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层。那么这种无产阶级和农民对社会上层的 压力
 是什么呢？这种无产阶级和人民不顾社会上层的意愿而一道前进的运动是什么呢？这也就是我们的尾巴主义者拼命加以反对的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这个尾巴主义者就是不敢想到底，不敢直言不讳。因此他就说出一些自己也不懂得是什么意思的话来，他用可笑而愚蠢的怪腔怪调 
［注：我们已经指出，这种认为无产阶级即使在坏而又坏的情况下也可能推动资产阶级后退的思想是荒谬的。］

 羞羞答答地重复那些被他忽视了原意的口号。因此只有尾巴主义者才会在他的最后结论的最“有意思的”部分说出这种可笑的话来：无产阶级和“人民”对社会上层施加革命压力，但不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只有马尔丁诺夫才会这么说！马尔丁诺夫要无产阶级表示它要同人民一起前进来威胁社会上层，但同时又要无产阶级断然决定同它的新火星派领袖们一起不走民主主义道路，因为这是革命民主专政的道路。马尔丁诺夫要无产阶级用表现自己缺乏意志的方式来对上层的意志施加压力。马尔丁诺夫要无产阶级促使上层“同意”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它的民主共和国的逻辑终点，而促使的办法就是表示自己不敢同人民一 起承担
 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不敢掌握政权并实行民主专政。马尔丁诺夫要无产阶级成为民主主义变革的先锋队， 因此
 聪明的马尔丁诺夫用一旦起义胜利就要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前景恐吓无产阶级！反动的尾巴主义达到了极点。马尔丁诺夫这位圣人，应当受到顶礼膜拜，因为他彻底推行了新《火星报》的尾巴主义倾向，并且在最迫切的根本政治问题上突出而系统地表现了尾巴主义倾向。 
［注：当我们接到《火星报》第93号的时候，本文已经付排。对于这一号《火星报》我们以后还要谈到[12]。］




三

马尔丁诺夫的糊涂观念的根源何在呢？根源就在于他把民主主义变革同社会主义变革混为一谈了，他把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人民阶层（城乡贫苦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半无产者”、半有产者）的作用忘记了，他不懂得我们的最低纲领的真正意义。马尔丁诺夫听人说，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内阁（在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变革进行斗争时）是不体面的，于是他匆忙地把这种说法的意思“理解”为：不应该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参加革命民主主义变革，不应该参加为彻底实现这种变革所必需的专政。马尔丁诺夫读过我们的最低纲领，但是他没有看到，最低纲领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上实现的改造不同于社会主义改造，这种严格划分不是只有书本上的意义，而是具有最生动的实际意义 
［注：手稿上是：“……不同于社会主义改造，不是只有书本上的意义，即不是马克思主义书呆子们喜欢赋予它的教条式的意义，而是具有最生动的实际意义……”——俄文版编者注］

 ；他没有看到，最低纲领在革命时期是要立即受到检验和付诸实行的。马尔丁诺夫没有想到，在专制制度崩溃时放弃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就等于放弃实现我们的最低纲领。真的，请你们回想一下这个纲领中提出的各种经济改造和政治改造，如建立共和国、人民武装、教会同国家分离、完全的民主自由、坚决的经济改革这些要求吧。如果没有下层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要在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实行这些改造是不可思议的，难道这还不清楚吗？这里所讲的不只是不同于“资产阶级” 
［注：手稿上“不同于‘资产阶级’”一语之后是：“（正如把资产阶级制度的十分完备而纯粹的范畴运用得不恰当的书呆子在资产阶级制度崩溃前夕所议论的那样）”。——俄文版编者注］

 的无产阶级，而是作为一切民主主义变革的积极推动者的“下层阶级”，难道这还不清楚吗？这些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加上
 千百万过着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城乡贫民。这些人中有许多都属于资产阶级，这是无疑的。但是更加无疑的是，充分实现民主主义是以这些人的利益为基础的，这些人愈开化，他们为争取充分实现民主主义的斗争就愈不可避免。当然，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会忘记，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具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重性；永远不会忘记，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必须有单独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同样不会忘记，这些群众“除了过去，还有未来，除了偏见，还有理智”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8页。——编者注］

 ，这种理智推动他们向革命民主专政前进；社会民主党人不会忘记，开化不只是靠书本，而且甚至与其说靠书本，还不如说靠革命进程本身，革命使人打开眼界，使人受到政治锻炼。在这种情况下，放弃革命民主专政思想的理论，只能被看成是从哲学上来替政治落后辩护。 
［注：手稿上是：“……从哲学上来看待俄国无产阶级的‘后背’。”——俄文版编者注］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要鄙弃这种理论。在革命前夜他将不只是指出革命的“最坏的情况” 
［注：手稿上“革命的最坏的情况”一词之后是：“（并且永远也不会认为这种最坏的情况就是‘恢复’原始形式的
 专制制度，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和办不到的）”。——俄文版编者注］

 。不，他也要指出最好的情况的可能性。如果他不是十足的庸人，他就要向往，而且应该向往：在有了欧洲的丰富经验以后，在俄国工人阶级的热情空前激发出来以后，我们一定能在愚昧闭塞的群众面前点燃前所未有的革命灯火；我们一定能（由于我们具有许多欧洲革命前辈的经验）空前完满地实现一切民主改革，实现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我们一定能使俄国革命成为许多年的运动，而不是几个月的运动，使这个革命不是只从掌权者那里得到一点小小的让步，而是彻底推翻这些掌权者。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候……那时候革命的火焰将燃遍欧洲；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下备受折磨的欧洲工人也将奋起，并且向我们表明“该怎么办”；那时候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俄国，使几个年头的革命时代变成几十个年头的革命时代；那时候……不过我们还来得及不止一次地谈我们“那时候”要干些什么，不是从该死的日内瓦远方，而是在莫斯科和彼得堡街头数以千计的工人大会上，在俄国“农夫”的自由集会上来谈了。


四

这些向往，对新《火星报》的庸人们及其“思想上的主宰者”——我们十足的书呆子马尔丁诺夫来说，自然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他们害怕用平民百姓的革命专政来彻底实现我们的最低纲领。他们担心自己的觉悟不够，担心失掉背熟了的（但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书本教条的指引，担心不能把民主改革的正确而大胆的步骤同非阶级的民粹派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冒险主义盲动区别开来。他们的庸俗灵魂公正地提示他们，在迅速前进的进程中区别正确的道路并迅速解决复杂的新问题，比在墨守成规的日常细小工作的情况下更难；因此他们本能地嘟囔着：别碰我！别碰我！革命民主专政这个灾难可别落到我头上！可别送命啊！先生们！你们最好“慢慢地走，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

帕尔乌斯在主要涉及增补最老最有功劳的成员这个问题上，曾慷慨支持新火星派，现在终于感到置身于这个龌龊的集团很不好受，这是不足为奇的。他在这个集团中愈来愈感到生之烦恼（taedium　vitae），这是不足为奇的。他终于造反了。他不只限于拥护使新火星派害怕得要死的“组织革命”这个口号，不只限于发表宣言——《火星报》把这些宣言印成了传单，居然因“雅各宾派的”恐怖而不敢提社会民主工党。 
［注：不知道我们的读者是否注意到了一个突出的事实：在新《火星报》印发的一大堆破烂传单中，帕尔乌斯署名的传单是很好的。《火星报》编辑部恰恰对这些传单置之不理，既不愿提我们党，也不愿提自己的出版处。］

 不，帕尔乌斯从阿克雪里罗得的（还是卢森堡的？）深奥的组织-过程论[13]这个恶梦中惊醒过来了，终于能够前进，不象虾那样倒退了。他不愿意干“西绪福斯式的工作”[14]，对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的蠢话改个没完。他直截了当地声明（很遗憾，是同托洛茨基一起）拥护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 
［注：手稿上是：“他直截了当地声明（很遗憾，是同夸夸其谈的托洛茨基一起，在为托洛茨基的夸夸其谈的小册子《1月9日以前》写的序言中声明）拥护革命民主专政的题想……”——俄文版编者注］

 ，即拥护在推翻专制制度后社会民主党必须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思想。帕尔乌斯说，社会民主党不应该害怕勇往直前，不应该害怕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手携手共同“打击”敌人，条件只有一个（提得很适时）：不混淆组织；分进，合击；不掩盖利益的不同；象监视自己的敌人一样监视自己的同盟者，等等，他说得对极了。

但是，我们对于这位脱离了尾巴主义者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同情得愈热烈 
［注：手稿上有一个脚注：“关于由帕尔乌斯作序、党的印刷所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小册子，《火星报》对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质谨慎地保持沉默。不言而喻，弄清楚糊涂观念对它没有好处：马尔丁诺夫和帕尔乌斯各唱各的调，而在普列汉诺夫拧住马尔托夫的耳朵把他拖出来以前我们最好保持沉默！在我们这里，这就叫作‘党的思想领导’！真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笑话。我们总委员会的那些所罗门作出决定：党的名称只准许用于受党组织委托出版的小册子。如果向这些所罗门了解了解，是什么组织委托出版纳杰日丁、托洛茨基等人的小册子的，那倒是颇有意思的吧？也许那些宣布上述‘决定”是反对列宁的出版社的恶劣的小集团越轨行为的人是正确的吧？”——俄文版编者注］

 ，帕尔乌斯发出的某些不正确调子就使我们愈不愉快。我们指出这些小错误并不是出于好挑剔，而是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如果帕尔乌斯的正确立场由于自己的不谨慎而受到损害，那在现在就是最危险的了。帕尔乌斯为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所写的序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恰恰属于这样的至少是不谨慎的话：“如果我们想使革命无产阶级同其他政治派别分开，我们就应当善于从思想上领导革命运动”（这是对的），“比一切人都更革命”。这不对。就是说，如果是就帕尔乌斯的这句话赋予这个论点的一般意义而言，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从读者把这个序言看成某种与马尔丁诺夫以及帕尔乌斯没有提到的新火星派完全无关的独自存在的东西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对的。如果辩证地即相对地、具体地、全面地来看这个论点，不仿效那些即使过了许多年以后还从一部完整的作品中抽出片言只语加以歪曲的浅薄文人，那么很清楚，帕尔乌斯恰恰是针对尾巴主义说的， 就这一点而言
 ，这是正确的（尤其要和帕尔乌斯下面这句话加以比较：“如果我们 落后
 于革命的发展”等等）。但是，读者不会只看到尾巴主义者；在革命者阵营中，革命的危险朋友除了尾巴主义者外，还有完全另外的一些人，有“社会革命党人”，有被事变的浪潮卷进来、对革命空谈束手无策的人，如纳杰日丁之流，以及用本能代替革命世界观的人（如加邦）。这些人，帕尔乌斯忘记了，之所以忘记了，是因为他对自己思想的叙述和发挥并不自由，而是被他现在竭力让读者提防的那个马尔丁诺夫主义的美好回忆束缚住了。帕尔乌斯的论述不够具体，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俄国现有的各种不同的革命派别，它们在民主主义变革时代是不可避免的，是这个时代社会阶级分化不明的自然反映。在这种时候，革命民主主义的纲领很自然地会反映出用革命词句作掩饰的不明朗的、有时甚至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想（请回想一下社会革命党人与纳杰日丁。纳杰日丁由“革命社会党”转向新火星派，好象只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能也不会提出“比一切人都更革命”这个口号。脱离了阶级基础的民主派，好讲漂亮话，爱提流行的廉价的（尤其在土地问题上）口号，这种民主派的革命性，我们根本不想紧跟；恰恰相反，对于这种革命性，我们将永远持批判态度，把词句的真正意义，把被理想化了的伟大事件的真正内容揭示出来，同时教导人们在革命最紧张的关头要清醒地估计各个阶级和各个阶级内部的细微差别。

根据同样的理由，帕尔乌斯的下述论点也是不对的：“俄国临时革命政府将是工人民主派的政府”，“如果社会民主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那么这个政府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社会民主主义的临时政府“将是社会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完整的政府”。如果讲的不是瞬息即逝的偶然事件，而是在历史上多少能留下点痕迹的时间比较长的革命专政，那么，这种情况 是不可能有的
 。这种情况之所以不可能有，是因为只有依靠绝大多数人民的革命专政才可能是比较巩固（当然不是绝对巩固，而是相对巩固）的专政。而俄国无产阶级目前在俄国人口中占少数。它只有和半无产者、半有产者群众，即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联合起来，才能成为绝大多数。可能的和所希望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的这种构成，当然要反映到革命政府的构成上，革命民主派中形形色色的代表必然要参加这个政府，或者甚至在这个政府中占优势。在这个问题上抱任何幻想都是十分有害的。空谈家托洛茨基现在说（可惜是和帕尔乌斯一道），“加邦神父只能出现一次”，“第二个加邦没有立足之地”，这只是因为他是一个空谈家。如果俄国没有第二个加邦的立足之地，那么，在我们这里，真正“伟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立足之地也就不会有了。革命要成为伟大的革命，要象1789—1793年，而不是象1848—1850年，并且要超过它们，就必须唤起广大群众投入积极的生活，英勇奋斗，进行“扎扎实实的历史性创造”，从可怕的无知状态，从空前的闭塞状态，从难以想象的野蛮状态和暗无天日的愚昧状态觉醒起来。革命已经开始唤起群众，它一定会唤起群众，——政府本身正在以自己痉挛性的反抗促进这项工作，但是，不言而喻，要说这些群众和他们的为数众多的“土生土长的”民众首领、甚至农民首领已经有成熟的政治觉悟，有社会民主主义觉悟，那还根本谈不上。他们没有经过一系列的革命考验，现在还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不仅因为他们无知（再说一遍，革命正在神速地进行开化工作），而且因为他们的阶级状况不是无产阶级的，因为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现在向他们提出的任务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变革，而是民主主义变革。

革命无产阶级将以全力参加这个变革，把一些人的可怜的尾巴主义和另一些人的空洞的革命词句清除干净，使令人晕头转向的旋风式的事变具有阶级的明确性和觉悟性，他们将勇往直前，不是害怕革命的民主专政，而是寄厚望于这种专政，为共和国和完全的共和自由而斗争，为认真的经济改革而斗争，以便给自己建立一个真正广阔和真正无愧于20世纪的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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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一文是为批评孟什维克对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一个迫切问题——临时革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问题——所持的机会主义立场而写的。本卷《附录》里收有这篇文章的提纲（见第343—344页）。



这篇文章经米·斯·奥里明斯基作了一些修改，发表于《前进报》第13号和第14号。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中，这篇文章是按照《前进报》的文字刊印的；经奥里明斯基修改过的最重要的地方，分别用脚注注明列宁手稿中原来的文字。——1。



[2]新火星派是指以新《火星报》（即第52号以后的《火星报》）为机关报的孟什维克。



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列宁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以后，该报第52号由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1905年5月《火星报》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1905年10月，《火星报》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关于《火星报》，见注27。——2。



[3]工人事业派是聚集在《工人事业》杂志周围的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工人事业》杂志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于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该杂志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的立场。工人事业派宣扬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应服从经济斗争的机会主义思想，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党的领导作用。他们还反对列宁关于建立严格集中和秘密的组织的思想，维护所谓“广泛民主”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在专制制度条件下，用列宁的话来说，只是一句“响亮的空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31页）。《工人事业》杂志支持露骨的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该杂志的编辑之一伊万申参加了这个报纸的编辑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工人事业派是党内机会主义极右派的代表。——2。



[4]解放派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的不合法政治联合组织解放社的成员。解放社由在国外出版的《解放》杂志筹备，于1904年1月在彼得堡成立，领导人是伊·伊·彼特龙凯维奇和尼·费·安年斯基。解放社的纲领包括实行立宪君主制和普选制，保护“劳动群众利益”和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1905年革命开始后，它又要求将一部分地主土地强制转让并分给少地农民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解放社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成立以后，解放社停止活动。解放社的左翼没有加入立宪民主党，另外组成了伯恩施坦主义的无题派。



《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从1904年1月起是解放社的机关刊物。——2。



[5]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是指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派别，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取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3。



[6]雅各宾主义是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革命民主派雅各宾派的政治思想。雅各宾派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雅各宾派领导了1793年5月31日—6月2日的人民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了雅各宾专政。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雅各宾专政被颠覆，雅各宾派的领袖马·罗伯斯比尔、路·安·圣茹斯特等被处死。——3。



[7]巴枯宁主义是以米·亚·巴枯宁为代表的一种无政府主义流派。巴枯宁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及其特有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代表，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他们认为国家是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要求废除一切国家，实行小生产者公社的完全自治，并把这些公社联合成自由的联邦。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否认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主张由“优秀分子”组成的秘密革命团体去领导群众骚乱。——3。



[8]特卡乔夫主义是俄国民粹主义中的一个接近布朗基主义的派别，以革命民粹派思想家彼·尼·特卡乔夫为代表。特卡乔夫主义认为革命的主要前提是变革的自觉成分联合成为秘密的集中的雅各宾型政党。这一政党采取密谋、政变等反对旧政权的坚决行动，能为人民的革命破坏工作创造条件；而依靠这种破坏工作，革命少数就能使统治阶级的反抗瘫痪。与巴枯宁主义不同，特卡乔夫主义主张革命胜利后必须利用国家。它认为人民不能进行独立的革命创造，只有自觉的少数能够借助于集中化的国家彻底地和逐步地改革整个制度，实现社会革命的理想。——3。



[9]指经济派利用马克思的这句话为自己辩护。列宁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文中谈过这个问题。他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工人同厂主的任何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斗争，那就错了。这句话应当这样理解：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随着这个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而必然成为政治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65—166页）——3。



[10]民意党人是19世纪80年代初俄国革命民粹派的组织民意党的成员。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于1897年8月建立的，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人民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4。



[11]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4。



[12]孟什维克《火星报》第93号是1905年3月17日（30日）出版的。这一号报纸刊登了尔·马尔托夫的《当务之急。工人政党和作为我们当前任务的“夺取政权”》一文。列宁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一文和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见本卷第18—28页和121—135页）中批判了马尔托夫的这篇文章。——10。



[13]组织-过程论是社会民主党内的一种崇拜自发性、贬低组织作用的错误理论。它宣称组织是过程，组织是倾向，组织是与内容并行不悖的形式等等。列宁对它的批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15页。——13。



[14]西绪福斯式的工作意为令人厌倦的沉重而无效的劳动，出典于希腊神话。据传说，科林斯王西绪福斯因开罪天神而在死后受到惩罚。他在地狱里服苦役，推巨大的圆石上山。每当他快到山顶时圆石就从他手中滑脱而滚回山脚，他必须再从头干起。如此不断重复，永无尽期。



列宁在这里提到这个典故，是暗指潘·尼·勒柏辛斯基画的一幅讽刺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漫画《西绪福斯式的工作。现代西绪福斯》。在画中，普列汉诺夫拧住尔·马尔托夫的耳朵，试图把他从孟什维克泥潭里拖出来。——13。







《列宁全集》第10卷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5]


（1905年3月30日〔4月12日〕）

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与其说是由事变的进程提出来的，不如说是由一派社会民主党人从理论的推断提出来的。我们在两篇小品文（第13号和14号）中分析了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马尔丁诺夫的论点 
［注：见本卷第1—17页。——编者注］

 。但是，看来，这个问题引起的兴趣之大，而上述论点（请特别参看《火星报》第93号）产生的误会之深，使得有必要再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不管社会民主党人对不久的将来我们势必不只是要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是怎样估计的，但是弄清楚最近的目标，无论如何对党来说是必要的。不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现在就已经不可能坚持不懈地进行毫不动摇毫不含糊的宣传和鼓动。

我们再谈谈这个争论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专制制度的让步，而是真正推翻它，那么我们就必须用临时革命政府取代沙皇政府，这个临时革命政府一方面要在真正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16]，另一方面又要能使选举实际上完全自由地进行。试问，社会民主工党可否参加这样的临时革命政府呢？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一翼的代表，也就是马尔丁诺夫，早在1月9日以前就首先提出来的，而且，他和步他后尘的《火星报》，都给这个问题以否定的回答。马尔丁诺夫力图把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引到荒谬的地步，他 吓唬
 他们说，一旦组织革命的工作取得成功，一旦我们党领导了人民武装起义，我们 势必
 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而这种参加就是不能允许的“夺取政权”，就是对阶级的社会民主党来说不能容许的“庸俗饶勒斯主义”[17]。

我们现在来谈谈拥护这种观点的人的论调。他们告诉我们，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政府，就要掌握政权；而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如果不打算实现我们的最高纲领，也就是说，不打算实现社会主义变革，是不能掌握政权的。而这么干，它必然在现在遭到失败，并且只会使自己丢脸，只会对反动派有利。因此，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不能允许的。

这种论调的基础就是把民主主义变革同社会主义变革混为一谈，——把争取共和国的斗争（这里也包括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混为一谈。如果社会民主党打算立刻把社会主义变革作为自己的目标，那的确只会使自己丢脸。然而，社会民主党一向反对的，恰恰就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诸如此类的糊涂观念。正因为如此，它才始终坚持俄国面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正因为如此，它才严格要求把民主主义的最低纲领同社会主义的最高纲领区别开来。在变革时期，忘掉这一切的，可能是有意屈服于自发性的个别社会民主党人，但不是整个党。拥护这种错误见解的人之所以陷入崇拜自发性的境地，是因为他们觉得，事件的进程将迫使社会民主党在这种情况下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去实行社会主义变革。如果真会这样，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纲领是不正确的，我们的纲领是不符合“事件进程”的。崇拜自发性的人们担心的恰恰是这一点，他们担心我们的纲领是不是正确。但是，他们的担心（我们曾力求在我们的小品文中指出这种担心的心理原因）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的纲领是正确的。正是事件的进程必定会证实这一点，而且愈是往后愈是如此。正是事件的进程“将迫使”我们认识到为共和国进行殊死斗争的绝对必要性，正是事件的进程实际上将把我们的力量，即把政治上积极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恰恰引导到这方面来。正是事件的进程将必然使我们在民主主义变革时期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得到大批同盟者，而这些同盟者的现实要求恰恰是实行最低纲领。因此，担心会向最高纲领过渡得太快，简直是可笑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正是这些来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同盟者，在某一派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新的忧虑，这就是关于“庸俗饶勒斯主义”的忧虑。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参加政府，是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8]的决议所禁止的，是饶勒斯主义，也就是说，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不自觉的背叛，是把无产阶级变为资产阶级的走狗，是用资产阶级社会中事实上根本无法获得的统治权这个虚幻的东西来腐蚀无产阶级。

这种论调同样是错误的。它表明：持这种论调的人把一些好的决议背得烂熟而不懂得这些决议的意义；他们死记硬背反饶勒斯主义词句，而不加以深思，因此用得完全不恰当；他们领会的是字面意义而不是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教训的精神。谁要想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饶勒斯主义，他就应当把主观动机和客观历史条件严格区别开来。从主观上讲，饶勒斯是想拯救共和国，为此才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19]。这种“尝试”的客观条件是：共和国在法国已经是事实，没有任何严重危险威胁它，而工人阶级有发展独立的阶级的政治组织这种充分的可能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受它的领导者们玩弄的许多议会假把戏的影响，这种可能性没有充分利用；实际上历史已经向工人阶级客观地提出社会主义变革的任务，而米勒兰之流却用小小社会改良的诺言来 诱骗
 无产阶级放弃社会主义变革。

现在我们来看看俄国。从主观上讲，象前进派[20]或帕尔乌斯这样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想保卫共和国，为此也同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但客观条件同法国有天壤之别。从客观上讲，事变的历史进程现在恰好向俄国无产阶级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变革的任务（为简明起见，我们用共和国一词来表示它的全部内容）；这也是全体人民，即全体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任务；不进行这种变革，要比较广泛地发展独立的阶级组织来实行社会主义变革，就是不可思议的。

请具体设想一下客观条件的全部差别，再说一说：对那些迷恋于某些字眼相象，某些词意近似以及主观动机雷同，因而忘却这种差别的人，又该作何感想呢？

既然法国的饶勒斯拜倒在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之前，以争取共和国这个主观目的给自己打掩护是错误的，那么，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放弃争取共和国的严重斗争！聪明透顶的新火星派所得出的无非就是这个结论。

实际上，无产阶级不同小资产阶级人民群众结成联盟，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争取共和国的斗争就是不可思议的，这还不明白吗？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要取得这一斗争的胜利是毫无希望的，这还不明白吗？我们所分析的这种观点的主要缺点之一，就在于它死板，墨守成规，就在于忽略了革命时期的条件。争取共和国而又拒绝革命民主专政，这正象大山岩决定同库罗帕特金在沈阳会战，自己事先却不打算进驻沈阳一样。要知道，如果我们革命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想“合击”专制制度，那么我们也应当一起打碎它，一起打死它，一起打退一切不可避免的复辟专制制度的企图！（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误会，我再一次预先声明：我们所了解的共和国一词，不仅仅是指政体，甚至与其说是指政体，不如说是指我们最低纲领中民主改革的全部总和。）只有象小学生那样了解历史的人，才会把事情想象成缓慢而均匀上升的没有“飞跃”的直线：先是自由派大资产阶级争取专制制度让步，然后是革命小资产阶级争取民主共和国，最后是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变革。这幅图景一般说来是正确的，象法国人所说的那样，“从长时期看来”，从一个世纪左右的时期看来（例如，法国从1789年到1905年），那是正确的，但是，只有超级庸人才会按照这幅图景制定自己在革命时期的活动计划。如果俄国专制制度甚至在目前用残缺不全的宪法来敷衍一下也不能脱身，如果它不只是被动摇，而是真正 被推翻
 ，那时候，一切先进阶级为了保卫这个成果，显然需要高度发挥革命干劲。而这种“保卫”恰恰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我们现在争得的东西愈多，我们保卫成果的劲头愈大，以后必然要进行反扑的反动势力夺走这种成果的可能性就愈少，这种反动势力反扑的时间就愈短，跟着我们前进的无产阶级战士的任务就愈容易。

可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早在斗争之前，就预先想“按伊洛瓦伊斯基方式”用尺子精确地量出一小块未来的胜利果实，他们在专制制度倒台前，甚至早在1月9日以前，就打算用可怕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稻草人来吓唬俄国工人阶级！而这些奸商还妄想取得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称号……

他们哭丧着脸说：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一道参加临时政府，这无异于推崇资产阶级制度，无异于推崇保存监狱和警察、失业和贫困、私有制和卖淫。说得出这种话来的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就是民粹派分子。社会民主党并不以政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为理由而放弃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社会民主党是从历史观点来看待“推崇”资产阶级制度的。有人问费尔巴哈是不是推崇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的唯物主义，他回答说：我推崇唯物主义是就其对过去的关系而言，而不是就其对未来的关系而言。社会民主党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推崇资产阶级制度的。它从来不讳言，而且永远不会讳言，它推崇民主共和制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同专制农奴制的资产阶级制度相比较而言。不过，它是把资产阶级共和国仅仅当作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来“推崇”的，把它当作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最方便的舞台来推崇的，它推崇的不是资产阶级的监狱和警察、私有制和卖淫，而是为了对这些可爱的设施进行广泛的和自由的斗争。

当然，我们决不想断言，我们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不会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任何危险。没有也不可能有那种不会带来危险的斗争形式，政治形势。如果没有革命的阶级本能，如果没有建立在科学水平上的完整世界观，如果没有（请新火星派同志们别生气）头脑，那么参加罢工也是危险的——可能导致“经济主义”，参加议会斗争也是危险的——可能以议会迷[21]告终，支持地方自治自由主义民主派也是危险的——可能促成“地方自治运动计划”。这么说，甚至读饶勒斯和奥拉尔有关法国革命史的极有教益的著作也是危险的——可能产生马尔丁诺夫关于两种专政的小册子。

不言而喻，如果社会民主党哪怕有一分钟忘记无产阶级不同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点，如果它在不适当的时候同这个或那个不值得信任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党结成对自己不利的联盟，如果社会民主党哪怕有一分钟忽视自己的独立目标，忽视有必要（在所有一切政治形势下，在所有一切政治转变关头）把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和发展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组织放在首位，那么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就会是极端危险的。但是在这种条件下，再说一遍，采取任何政治步骤都是同样危险的。认为这些可能的忧虑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现在提出的最近任务造成的，其没有根据到何种程度，稍加调查就可以使大家一清二楚。我们不打算谈自己，也不打算重述《前进报》上就我们考察的这个问题发表的无数声明、警告和指示，——我们就来引证一下帕尔乌斯的话。他在主张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时，竭力强调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的条件：合击，分进，不混淆组织，象监视敌人一样监视同盟者，等等。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在那篇小品文中谈到过，这里就不再细述了。

不，社会民主党的真正政治危险，目前根本不在新火星派正在探索的那个地方。威胁我们的不应该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种思想，而是通过组织－过程，武装－过程等等各种各样的理论表现出来的瓦解无产阶级政党的尾巴主义和墨守成规这种精神 
［注：手稿上是：“……尾巴主义、庸俗作风、咬文嚼字、公式主义和墨守成规这种精神”。



这里和下面的脚注中，按手稿恢复了在报上发表时经米·斯·奥里明斯基改动过的最重要的地方。——俄文版编者注］ 。例如，《火星报》最近试图把临时革命政府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区别开来。这难道不是墨守成规的经院哲学的典型吗？杜撰这种区别的人们虽然有玩弄漂亮辞藻的本领，却完全没有思考的能力。其实上面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大致相当于法律形式和阶级内容之间的关系。谁讲“临时革命政府”，谁强调的就是事情的国家法律方面，政府不是来自法律，而是来自革命，受未来立宪会议约束的政府具有临时性质。但是，不管形式如何，来源怎样，条件怎样，临时革命政府却不能不依靠一定的阶级，这无论如何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想一想这个起码的常识，就会看到，临时革命政府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因此，《火星报》划定的区别，只会使党倒退到徒劳无益的争论上去，脱离具体分析俄国革命中阶级利益的任务。

或者也还可以看看《火星报》的另一种议论。《火星报》以教训的口吻谈到“临时革命政府万岁！”这个口号：“‘万岁’和‘政府’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喊会玷污嘴巴。”这岂不是废话？ 
［注：手稿上在“废话”一词之后是：“难道这句废话还不足以说明在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中思想腐烂的某种过程吗？要知道这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观点，而是无产阶级尾巴的观点，这不是政治领导者，而是政治清谈家，这不是革命者，而是庸人。”——俄文版编者注］

 他们说推翻专制政府，同时又怕欢呼革命政府而玷污自己！确实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并不怕因欢呼共和国而玷污自己。要知道，共和国必须以政府为前提，而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从来都不怀疑，这个政府恰恰是资产阶级政府。欢呼临时革命政府和欢呼民主共和国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难道说社会民主党这个最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者，一定要象患贫血症和歇斯底里症的老处女那样，扭扭捏捏坚持必须有一块遮羞布：对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所暗示的东西欢呼则可，而直接欢呼临时革命民主政府则不可吗？

请看这样一幅图景：彼得堡工人起义胜利了。专制制度推翻了。临时革命政府成立了。武装的工人放声高呼：临时革命政府万岁！而新火星派分子却站在一旁，虔诚地举目望天，悲天悯人地捶着自己的心口，庄重地说：感谢上帝，我们不象这些税吏，我们没有把这样的词组合在一起玷污自己的嘴巴……[22]

不，一千个不，同志们！不要怕同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一道最坚毅果断地参加共和变革会玷污自己。不要夸大这种参加的危险，我们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完全能够应付这种危险。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几个月，胜过政治停滞的麻木不仁的和平气氛下的几十年。既然俄国工人阶级1月9日之后能够在政治奴役的条件下动员100多万无产者进行坚忍不拔的集体行动，那么，在革命民主专政的条件下，我们就能够动员千百万城乡贫民，我们就能够使俄国的政治革命成为欧洲社会主义变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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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0卷


法国和俄国的“贿赂”之风！

（1905年3月30日〔4月12日〕）

最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前进报》[23]以这样的标题刊登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文件：巴蒂诺尔大型机器厂（在巴黎市郊）经理茹尔·古安（JulesGouin）先生写给彼得堡某部一位官员的信的原稿。这家法国工厂通过这位先生得到了114台机车订货。订货总值是300万法郎（每合机车27700法郎），即大约120万卢布。从信中可以看出，首先，某部的这位高贵的官员（我们要补充一句，他的官职可能相当高）由于在提供订货时充当中介而得到百分之二的买价提成。这笔钱大约为25000卢布。从信中（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就不引该信的全文了）可以看出，这位中介人已经拿到13000法郎，余款分期支付。此外，为适应俄国的铁路而改变机车的普通型号，还要支付专款。巴黎公司驻彼得堡的代表负责把工厂要求的这部分追加费的数额事先通知这位官员。如果这位官员能使俄国政府出的“卖价”高于工厂的定价，按照规定，其差额也交给他这个“中介人”。这封法文信的德译文把这叫作Vermittlungsgebühr（“中介费”）。不言而喻，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用来掩盖一个法国资本家和一个俄国某部的官员串通一气利用合同，进行最无耻的诈骗和盗窃国库的勾当。

《前进报》说得对，这封信一清二楚地说明了俄国的贪污受贿和外国资本是怎样从这种贪污受贿中捞到好处的。这封信确凿地证明，在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通常的“事务”关系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欧洲到处都在干着这种勾当，但是任何地方也不象俄国干得这样无耻，任何地方都不象在专制制度的俄国这样给贪污受贿以“政治保险”（保险不被揭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最后说道，显然，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工业热中于保护俄国专制制度及其暗中搞鬼的不负责任的官员们的原因！显然，这就是为什么俄国官员们拼命抵制要把行政当局置于公众监督之下的宪法的原因！根据这个例子可以想见，俄国官僚在日俄战争中“赚”了多少钱，——单是在德国把远洋轮船卖给俄国这项交易中，就有多少钱落入了彼得堡各部官员们的腰包！人民的灾难就是军火商人和贪官污吏的金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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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卡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29。







《列宁全集》第10卷


《前进报》编辑部对圣彼得堡五金工厂工人小组的决议所加的按语[24]


（1905年3月30日〔4月12日〕）


编者按
 ：我们现在刊登的工人同志们的这个决议，是这样一种情绪的典型表现，这种情绪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支配相当一部分斗争着的无产阶级。 
［注：第一句话是米·斯·奥里明斯基写的。——俄文版编者注］

 毫无疑问，党的分裂——特别是秘密分裂——会给工人运动带来数不清的灾难。从上面刊载的哈尔科夫的决议[25]可以看出，俄国国内有一些少数派对待党的职责比国外派诚实得多。中央委员会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共同发表的新的声明[26]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再次祝愿统一的最后这次尝试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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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这是列宁为《前进报》刊登圣彼得堡五金工厂工人小组的决议而写的编者按语。决议谴责了党内的分裂，要求立即实现统一。——31。



[25]指发表在《前进报》第14号上的两个决议：孟什维克的哈尔科夫委员会关于选举代表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哈尔科夫布尔什维克小组关于必须“以统一的有严格原则性的策略和集中制的组织为基础”实行党的统一的决议。——31。



[26]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和中央委员会之间关于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问题的协议。在中央委员会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1905年3月12日（25日）的《告全党书》中叙述了这个协议的内容。协议指出：“召开代表大会的下一步工作，由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和中央委员会通过它们共同组成的组织委员会进行。”列宁在《第二步》（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49—353页）和《被揭穿的总委员会》（见本卷第57—62页）两文中对协议作了评价。——31。







《列宁全集》第10卷


嫁祸于人



［注：限于篇幅，发表迟了。］



（1905年4月7日〔20日〕）

《火星报》第92号上刊登了《坚定方针的迂回路线》一文，该文力求证明，《前进报》实际上根本没有始终不渝地坚持旧《火星报》[27]的原则和路线，相反地，它正在紧跟新《火星报》迂回行进。其实，这种说法十分可笑，简直不值一驳。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新火星派的论战内容，因为它根本没有内容，而是它的论战手法。这些手法倒值得谈一谈；分析这些手法时我们看出，有各种各样的论战。人们不喜欢旧《火星报》的论战，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要把这种论战说成是非原则性的。人们蔑视新《火星报》的论战，因为广大的实际工作者也好，彻底的工人事业派也好，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调和派”也好，都看出了论战的非原则性。

因此我们打算向读者说明的是这种论战采取了什么手法。

我们就跟着《火星报》一步一步走吧。《火星报》说，《前进报》把党推向分裂。这不合事实。凡是根据文件而不是根据谎言研究过党内危机的人都知道，正是少数派在第二次代表大会[28]之后立即建立了秘密组织[29]，从而秘密地分裂了党。《火星报》正在说假话，装好人。对于公开分裂可以表示憎恨，对于秘密分裂则只能表示蔑视。一句话，《前进报》不愿意秘密分裂。

其次，他们想揭露我们在自治制和集中制问题上的矛盾。他们说什么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97一425页。——编者注］

 中断言自治制是机会主义的原则，而现在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自己却主张尽量扩大地方委员会的自治权。列宁断言，官僚主义同民主主义之间的关系就如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同机会主义者的组织原则之间的关系，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自己却在大谈官僚主义。这就是向我们提出指控的内容。这个内容又是无中生有。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以及在《进一步，退两步》以前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 
［注：同上，第91—98页。——编者注］

 ）中，曾几十次几百次地告诫、声明、提醒和强调，反对官僚主义、拥护自治制等等言词是极不明确的，它们的含义极不相同，可以任意改变。列宁曾经说过几百次，这些言词实质上是专门用来掩盖增补的愿望的。列宁的这些话现在已经完完全全、确确凿凿地被证实了。列宁说，如果同意从原则上分析这些话（ 如果
 同意！），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如下的情况。一般地说，官僚主义可以指文牍主义、拖拉作风、纸上空谈和官样文章。列宁说，这样的官僚主义是不好的，并且用马尔托夫的著名党章草案来说明自己的话。认真一点的读者都会明白，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说的就是这样的官僚主义，指控《前进报》有矛盾则是幼稚可笑的。官僚主义可以指侵犯一切反对派的合法的和“天赋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权利，可以指用不正当的手段同少数派作斗争。列宁说，这样的官僚主义是可能有的，但它不包含任何原则性的东西。应当同这种官僚主义作斗争，应当用宪法上明文规定保障少数派权利的办法同它作斗争。强硬派或者按现在的说法前进派在众所周知的二十二人宣言[30]中曾明确地、直接而公开地首先提出了这样的保障，这个宣言是7个月以前即在8月份发表的，但直到现在，新火星派丝毫无意于就此宣言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

但是，除了对官僚主义、反自治制等等作这样的解释之外，还可能对它们作真正原则性的解释，认为它们不是个别的错误和走极端等等，而是整个组织的总原则。这样的解释是孟什维克违反我们的意志，不顾我们的反抗强加给我们的。列宁在《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里也好，在《进一步，退两步》里也好，都曾几百次地提出要防止这种模糊具体而实际的危机和分裂进程的解释。列宁在《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中公开号召：先生们，不要再胡说八道了，这里十分之九都是无谓的争吵！列宁因此遭到猛烈的抨击，中央机关报并且开始证明，这里存在着原则。好吧，如果是这样，那么自治制的 原则
 就是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真正机会主义的原则了，——列宁是这样回答的，而且前进派也会总是这样回答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你们的反官僚主义叫喊原则上就同法国的饶勒斯派[31]、德国的伯恩施坦派[32]、意大利的改良派[33]的叫喊完全一模一样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只要根据文件而不是根据朋友的保证来研究一下党内危机，就会相信这一点了。列宁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对崩得分子李伯尔说过（见记录），他将维护“某个”图拉委员会的自治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49页。——编者注］

 ，反对小事情上的集中制；列宁对我们党章第8条提出的这种自治的保证毫无异议。但是，列宁也好，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也好，都从来没有维护过自治制的 原则
 ，维护过这个原则的是阿基莫夫、李伯尔和新火星派。当然，从不同的地方，把在条件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讲的含义完全不同的话抽出来，摆到不明真相的读者面前混淆视听并不困难，但是，人们对待用这种断章取义的方法进行论战的报纸，将象对待《新时报》[34]一样。

请看“一工人”的小册子。被《火星报》搞乱了的问题的实质何在呢？问题的实质在于，无原则的人们连同他们关于自治制原则等等的叫喊一起破产了，因为答案只能是要求实现选举原则。当时，遭到破产的人们吹起了停战号角。而前进派过去和现在都说：拿自治制、民主制这些词句和“原则”来炫耀是不体面的，而如果说需要本着在俄国条件下办得到的民主主义精神对党章进行严肃认真的修改，那么就直截了当地公开讨论这些修改吧。《前进报》向“一工人”提出挑战说：请指出来，在社会民主党的书刊中哪怕是有一个地方象列宁这样明确地谈到吸收工人参加党的委员会的必要性。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46页。——编者注］

 被新火星派弄糊涂了的“一工人”在报上回答说，他应战；但是看来，他不懂得应战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根本没有指出另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来，而只是威胁说要“收拾”列宁，或者“制服”列宁。自然，《前进报》没有理睬这种吓人的威胁。

其次，谈谈关于一个中央机关的问题。他们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说过，拥护一个中央机关的是机会主义者，而现在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却拥护一个中央机关。这又是粗暴的歪曲，企图蒙蔽不明真相或粗心大意的读者。谁要是通读一遍《进一步，退两步》，谁就会看到（在《火星报》的小品文作者极力回避的第28页上），列宁早在布尔什维克发表第一篇反对两个中央机关的文章（《我们之间的争论》书中的列兵的文章）以前就写道，两个中央机关的思想，“恰恰估计到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在政治奴役的环境下、在把革命进攻的最初的根据地建立在国外这种条件下的暂时的（请注意！）和特殊的需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接着又立即谈到集中制的思想：“第一个思想是唯一的（请注意！）原则性思想，应该（按照旧《火星报》的计划）贯串在整个党章中；第二个思想是由活动地点和活动方式的暂时情况产生的局部性思想，即表面上离开集中制，而成立两个中央机关。”（第28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36页。——编者注］

 现在我们请读者对我们党的《新时报》的论战手法加以评判！《火星报》就是想欺骗读者，向读者隐瞒：（1）列宁很早就指出两个中央机关的思想具有暂时的和 局部的
 意义；（2）因此，列宁从来没有把机会主义者赞成一个中央机关的主张看作一般的原则，而只是看作“活动地点和活动方式的暂时情况”，即党内机会主义一翼 事实上
 赞成而且一定会赞成一个中央机关时的情况。至于说旧《火星报》曾经是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堡垒，这是事实。至于说在代表大会上正是机会主义一翼形成了少数派，这也是事实。现在，新《火星报》已成为机会主义的报纸，俄国国内表现出原则的稳固性和党的坚定性比国外更多，现在“暂时情况”改变了，这有什么奇怪呢？如果工人事业派、马尔丁诺夫、“泥潭派”[35]和新火星派起来（比如说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赞成两个中央机关，而所有（或者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则赞成一个中央机关，对这一点，我们现在一点也不感到吃惊。这不过是根据“暂时情况”，把捍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过去和现在一贯坚持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即旧《火星报》的原则的斗争方法加以改变而已。只有新时报式的人们才能认为这种转变是“怪事”。（我们说过，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可能都赞成一个中央机关。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情况将会怎样，我们还要拭目以待。在我们中间，对“活动地点和活动方式的暂时情况”的意义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我们将在代表大会上对所有这些意见加以比较和“总结”。）

看来，新《火星报》的论战手法，上面已经说得够清楚的了。我们现在可以谈得简短些。《火星报》说，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不通过总委员会[36]、不按章程召开代表大会，是违犯党纪的。这说得不对，因为总委员会回避代表大会，早就破坏了党章。这一点我们老早就在出版物（奥尔洛夫斯基的书）[37]上公开说明了。在孟什维克通过秘密分裂活动分裂了党并以欺骗手段回避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别无摆脱窘境的实际出路，只有不顾各中央机关的意志召开代表大会。《火星报》说，《前进报》第9号的社论——《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77—288页。——编者注］

 坚决主张必须大大增加各种各样的党组织的数目，这与列宁的党章第1条的思想有矛盾，因为列宁在代表大会上捍卫自己的思想时曾说，必须缩小党的概念。《火星报》的这种反对意见可以广为推荐，当作教育青年学习分析论战的一道中学逻辑习题。布尔什维克过去和现在都说，应当把党缩小到党组织的总和或整体这个范围以内，然后再增加这些组织的数目（见代表大会的记录和《进一步，退两步》第40页及其他各页，特别是第40—41页和第46页） 
［注：同上，第8卷第252—256页和第259—261页。——编者注］

 。新《火星报》把扩大党的 范围
 同扩大党的 概念
 ，扩大 党组织的数目
 同 超出党组织的范围
 扩大党混淆起来了！为了解开这个难题，我们举一个浅显的例子。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整个军队全部由配备同一类型武器的人组成；军队应当通过测试，实行减员，只留下真正能射击的人，不允许空口保证军事上合格的人员包括在内；然后应当千方百计扩大能够通过射击测试的人的数目。新火星派先生们，你们现在是不是还没有开始多少明白一点这是怎么回事呢？

《火星报》在揭露《前进报》时写道：“从前只要求坚定的、而且必须是公认的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所有的分子，除了自觉的非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外，都可以进入至圣所[38]。”请翻开《前进报》第9号读一读吧：“除了自觉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小组以外，让所有……小组或者直接加入党，或者 靠近党
 （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在后一种情况下，既不能要求它们接受我们的纲领，也不能要求它们同我们建立必要的组织关系……”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87页。——编者注］

 《火星报》公然进行歪曲，把“从前”对入党者的“要求”同“现在”对靠近党的小组所“许可”的混为一谈，这难道不清楚吗？布尔什维克过去也说，并且现在在《前进报》上也说，自行列名入党是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党员应当不只是在口头上承认“必要的组织关系”。只有蓄意制造混乱的人，才不懂得这一点。《前进报》的口号是：为了新的任务，动员新的力量加入党的组织，或者至少是加入靠近党的组织。《火星报》的口号是“把门开得更大些”。一些人说：把新的射手征入自己的团队，把学习射击的人编入预备队。另一些人说：把门开得更大些！让愿意入伍的人都自行入伍！

《火星报》现在想让人相信，在组织革命和组织武装的问题上，它同《前进报》没有意见分歧。我们首先要问：那么帕尔乌斯是怎么回事呢？既然说凶恶的《前进报》捏造出意见分歧，那为什么你们不同新火星派分子帕尔乌斯这个不能被怀疑为挑剔《火星报》的人开诚布公地解释一下呢？难道不是你们自己应当首先承认你们和帕尔乌斯的意见不一致吗？何必这样捉迷藏呢？就事情的实质而言，新《火星报》现在反对《前进报》，和《工人事业》杂志过去反对旧《火星报》完全一样。奉劝那些对自己党的历史感兴趣的同志们好好再读一下《工人事业》，特别是第10期。过去人们向《工人事业》指出，它贬低了政治斗争的任务。《工人事业》反驳说：《火星报》对经济斗争估计不足。现在人们向新《火星报》指出，它贬低了组织革命、举行起义、武装工人的任务，贬低了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新《火星报》反驳说：《前进报》对革命和起义的自发性、政治对“技术”（武装）的优越性估计不足。同类的尾巴主义立场导致同类的论据。有的人说什么旧任务非常非常重要，用这种强辩来掩饰自己不善于就新任务的问题提出指导性口号。他们抓住只言片语来说明，论敌本人是怎样重视旧任务的意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基本常识的意义的。当然，新火星派的同志们 
［注：手稿上不是“同志们”而是“先生们”。——俄文版编者注］

 ，我们非常重视社会民主主义基本常识，但是 我们不愿意永远停留在基本常识这一点上
 。问题就在这里。帕尔乌斯也好，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也好，《前进报》也好，都从来没有打算否认工人离开组织和党也能够武装自己，将会武装自己，必须武装自己这个基本常识。但是，如果《火星报》把自己有名的“自我武装” 当作口号
 提出来，那么不言而喻，凡是看到这种拜倒在自发性面前的奴才相的人，都会发笑。如果《火星报》在 纠正
 帕尔乌斯时，提出无愧于克里切夫斯基和阿基莫夫的深奥著作的新任务，即“用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武装工人”，那么它自然只会被人嘲笑。如果当社会民主党的旧任务又加上了武装群众、街头斗争等新任务的时候，《火星报》匆匆忙忙抛出轻蔑的言论，大谈其“技术”和技术的次要作用来贬低这些任务（这些任务就要着手实现了），如果《火星报》不是用“技术”的新任务来 补充
 党的旧任务、即日常的和经常的政治任务，而是提出什么 把
 新任务和旧任务 分开
 的议论，那么不言而喻，大家都会认为这些议论是尾巴主义的新翻版。

最后，作为一个笑话，我们要指出，《火星报》企图把有名的不引起惊慌论的好名声从自己身上推掉。《火星报》本身现在也把这个问题叫作“有名的问题”，它企图证明，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也在宣扬“不引起惊慌”，因为在常务局关于起义的传单[39]中建议，在消灭小资产者的私有制时要慎重（除非极端需要），不要无缘无故地吓唬他们。《火星报》欢呼：请看，你们也不愿意吓唬人！

真是妙不可言，不是吗？和平示威时期同地方自治人士达成不引起惊慌的协议，起义时期防止不必要的财产破坏，两者竟被等同起来！还有，一方面是“游行示威的高级形式”，另一方面是街头武装斗争的不屑一顾的低级“技术”……朋友们 
［注：手稿上不是“朋友们”而是“先生们”。——俄文版编者注］

 ，有一个小问题：为什么一切社会民主党人 
［注：只有无政府主义者至今还表示不同意这一点。他们在自己的传单中猛烈地评击《前进报》，暴露了他们完全不懂得民主主义变革和社会主义变革两者的区别。］

 现在同意、而且将来也同意在起义时如无必要就不去吓唬小资产者这个建议呢？相反地，为什么你们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成了被你们自己所承认的“有名的”计划呢？为什么你们的队伍中，帕尔乌斯也好，其他许多人也好，都反对这个计划呢？为什么你们自己直到现在还不好意思公布这个有名的计划呢？因为你们那封轰动一时的信提出的建议既不恰当又令人可笑，而常务局的建议则无可争辩并为社会民主党一致公认，不正是这个原因吗？





	载于1905年4月7日（20日）《前进报》第1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5—43页

















[27]《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克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因此，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它为新《火星报》，而把这以前的《火星报》称为旧《火星报》。——32。



[28]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召开。7月24日（8月6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24次会议。



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定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国外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有些代表有两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



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单独讨论和单独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整个纲领（有一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有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代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委员。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的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的音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页）——32。



[29]指少数派的秘密反党组织。该组织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建立的。1903年9月中旬举行了17名孟什维克的秘密会议，成立了由尔·马尔托夫、费·伊·唐恩、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列·达·托洛茨基组成的少数派常务局。会议通过的由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起草的决议，提出了孟什维克派别活动的纲领，拟订了孟什维克篡夺党的中央机关和各地方党组织领导权的组织步骤。在篡夺了《火星报》之后，孟什维克在中央机关报内建立了秘密的中央会计处，设置了自己的书刊运输机构。他们在把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变成自己的基地的同时，又建立了自己的流动代办员网，用来破坏国内党的工作，篡夺地方委员会或建立同多数派地方委员会平行的少数派地方组织，象在彼得堡、敖德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所干的那样。少数派的秘密组织存在到1904年秋天。——32。



[30]指由列宁起草并在1904年7月30日—8月1日（8月12—14日）于日内瓦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会议上通过的《告全党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65—366页）。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维·米·韦利奇金娜、谢·伊·古谢夫、彼·阿·克拉西科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伊·克·拉拉扬茨、米·斯·奥里明斯基、马·尼·利亚多夫、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波·勒柏辛斯卡娅、莉·亚·福季耶娃等19人。会议的各项决定很快又得到另外3名布尔什维克——瓦·瓦·沃罗夫斯基、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赞同。因此《告全党书》是以22名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发表的。《告全党书》成了布尔什维克为争取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而斗争的纲领。——34。



[31]饶勒斯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派。饶勒斯派以要求“批评自由”为借口，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合作。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34。



[32]伯恩施坦派是以爱·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派别，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派思想体系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派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派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派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34。



[33]意大利的改良派是指意大利社会党内以菲·屠拉梯为首的右翼改良派。——34。



[34]《新时报》（《Новое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35。



[35]泥潭派原来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人们给国民公会里的中派集团取的绰号，又译沼泽派，也称平原派，因他们的席位处在会场中较低的地方，故有此称。泥潭派在国民公会中占多数，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者的利益。他们没有自己的纲领，在各政治派别的斗争中依违于左派和右派之间，而总是站到当时力量较强者的一边。后来泥潭派成了那些动摇不定、企图回避斗争的派别的通称。——36。



[36]总委员会（1903—1905年）是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建立的党的最高机关。它的职责是：协调和统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活动，在这两个机关之一的全部成员出缺时恢复该机关，在同其他党的交往中代表党。总委员会必须按照党章规定的期限召开党代表大会，并在拥有代表大会一半票数的党组织提出要求时提前召开党代表大会。党总委员会由5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各派2人，另一人由代表大会任命。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格·瓦·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的第五名委员。列宁起初代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参加党总委员会，在他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以后则代表中央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在普列汉诺夫转向机会主义和孟什维克篡夺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以后，党总委员会就成了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工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党总委员会被撤销，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唯一领导中心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任命。——37。



[37]指1904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奥尔洛夫斯基（瓦·瓦·沃罗夫斯基）的小册子《反党的总委员会》。——37。



[38]至圣所是古犹太人会幕中和后来的耶路撒冷圣殿中最神圣的部分，传说其中保存有摩西制作的存放十诫石版的约柜。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入至圣所，而且每年只能进入一次。——38。



[39]关于起义的传单是由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名义发表的。1905年2月23日（3月8日）《前进报》第9号以《迫切的问题》为题全文转载了这份传单。——40。







《列宁全集》第10卷


自由派的土地纲领[40]


（1905年4月7日〔20日〕）

合法报纸上很久以前发过一条消息，说莫斯科召开了俄国各地地方自治活动家会议[41]。《莫斯科新闻》[42]甚至想就这件事情掀起轩然大波，叫嚷什么政府允许在俄国召开革命代表大会，什么必须召开君主主义政党代表大会，等等，但是谁也没有认真注意这些叫嚷，因为警察当局现在要处理的严重得多的骚乱事件太多了。看来，地方自治人士还没有超出通常立宪要求的范围。然而，他们的会议由于涉及土地问题，所以使人颇感兴趣。我们把根据报纸报道、经代表大会多数表决通过的条文全文援引如下：


　　“（1）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也应当扩大到土地关系方面。（2）正确制定土地法，取决于根本性的改革〈？？〉。（3）即将实行的土地改革应当建立在下列原则上：一、改善农民阶级的经济状况，办法是：为了各类少地农民的利益，从私有土地中强行赎买必要的地块〈这个问题责成几个人来研究〉。二、承认官地和部分皇族土地为国家土地；通过收买和赎买私有土地的办法增加国家土地并使其经营有利于劳动居民。三、通过国家干预租佃关系的办法调整租佃条件。四、设立国家公共调停委员会，以便根据上述原则实行土地措施。五、正确地统筹安排移民和疏散；为利用各种信贷提供方便；改革农民银行和协助合作企业。六、根本修改地界测定法，便利和加速地界划分并降低费用；消灭私有土地和份地两者之间的土地零散插花现象；交换地段，等等。”



　　在逐条分析这个非常有教益的纲领之前，让我们谈一谈这个纲领的一般意义。无疑，地主阶级的代表们提出这个纲领，这一事实要比长篇大论更清楚地证明，俄国比起所有业已形成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来，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问题在于，这个特点究竟是什么性质呢？象老民粹派社会主义者曾经想过的那样，象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现在正在想的那样，这个特点是在于半社会主义的村社制度和与此相应的我国缺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民主？还是在于农奴制的残余太多，束缚了我们的农村，使资本主义不能广泛而自由地发展，因而恰恰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产生了民粹派的情绪？多少有点头脑的社会主义者，都不能用模棱两可的托词，或者借口革命时期似乎不宜谈抽象理论问题，或者指出农民起义的事实足以说明地主已有防备来回避这个问题。恰恰在革命时代对理论问题采取模棱两可或毫无原则的态度，就等于思想上完全破产，因为正是现在需要有深思熟虑过的坚定世界观来使社会主义者控制事件，而不是使事件控制社会主义者。指出农民起义也不能说明什么，因为现在在政治上组织成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的土地占有者所通过的纲领，其内容是好几十年来整个自由派报刊和所有自由派活动家所表达的愿望。民粹派的纲领成了地主的纲领，这个事实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政治性回答。在革命时代，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争论，是由各个阶级的公开行动来解决的。现在我们来进一步考察一下自由派的土地纲领。我们的合法报纸常常吹捧这个纲领。例如，《经济报》[43]“确认地方自治人士提出土地纲领这个事实，并且从通常对目前整个地方自治人士的看法出发，认为这个纲领比所预料的要极端得多”（原来如此！）（这就是说，所谓极端是从地主老爷们的观点来看吧？）。这家报纸继续写道：“这一点证明，政治上的地方自治派既有政治分寸，又对我们周围所发生的现象有深刻的理解……”

地主老爷们的分寸和理解在于，一旦农民自己积极而坚定地开始干预土地关系方面的事情，地主就大谈国家干预的必要性。这是一个老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故事！国家干预土地关系在俄国是常事：如果这种干预是为了上层阶级的利益，那么，用警察的话来说，这就叫作“秩序”；如果干预是从下面开始的，那么人们就会说，这是“骚乱”。请问，地主们究竟要的是什么样的干预？从他们的纲领可以看出，他们要的仅仅是对土地占有关系和土地使用关系的干预。他们的一切措施，从赎买地块起，到信贷和交换地块止，都是针对那些经营土地的人，即针对各类业主的。而无产业的农业工人呢？据上一世纪90年代统计，在我们俄国，仅仅在50个“内地”省份里，就有 350万
 雇农和日工，农业雇佣劳动是这些人的生活资料的最主要来源。无疑，农业雇佣工人的数目现在还要多些，而且绝大多数是完全无产业的，或者几乎是完全无产业的。除了这些无家可归和无产业的人而外，根据我国10年前的统计，在上述那些省份里，近1000万 农户
 中就有300万户以上是无马户。所有这些人都只是名义上的业主。他们最关心的是工资更高一些，劳动日更短一些，劳动条件更有益于健康一些。地主老爷们很聪朗，他们只字不提对雇主和工人的关系的干预。而且可以断言，除非农业工人们自己起来干预，否则，谁也不会认真考虑这种干预。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对于 这种
 干预应该给予最严重的注意。运动的直接实际利益和我们的总原则都要求这样做。俄国自由派和俄国民粹派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过去和现在都正是表现在小农经济的利益完全遮盖了农业雇佣劳动的利益。当然，坚定的民粹派，有时还有“社会革命党人”，都倾向于把这种现象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雇佣劳动的作用是“次要的”（在他们的想象中，而不是在农民的生活中），因为在“村社传统”、“劳动观点”和“平均使用”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这种作用也 可能
 完全化为乌有。但是，这种倾向不管是通过多么热情真挚而动听的社会主义言词表达出来的，事实上它却证明，小资产阶级目光短浅，如此而已。俄国农民也好，俄国知识分子也好，都有这种幻想，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民粹派这种幻想的花朵，就是那种装饰在束缚劳动人民的一条锁链上的虚幻的花朵，社会民主党的批判应当无情地摘去这种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戴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编者注］

 。

我们完全同情农民运动。如果农民能够在我们的帮助下用革命办法夺走地主的 全部
 土地，我们就会认为，这无论对俄国的整个社会发展来说，还是对俄国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巨大的胜利。但是，即使取得这个好结局， 那时
 ，农业雇佣工人的人数也只可能暂时减少，而决不会绝迹。 那时
 ，农业雇佣工人的单独利益仍然是单独利益。

土地转到农民手里一点也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国的统治，反而会给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以更广泛的基地，会使这种发展从意大利类型[44]转为美国类型。农民之间的财产差别现在已经很大，只是由于专制农奴制度的普遍压迫才不怎么引人注意，但绝不会不再存在了。国内市场扩大，交换和商品经济以新的规模发展，工业和城市迅速壮大，所有这些真正改善农民状况的必然结果，一定会加深财产差别。这方面的幻想在我们这里传播愈广，社会民主党同这种幻想的斗争就应当愈坚决，如果它真正愿意代表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而不是仅仅代表工人运动的一个阶段的利益的话。 
［注：参看下面发表的一篇马克思1846年的文章。（见本卷第50—56页。——编者注）］



在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变革之前，任何最激进的和最革命的土地改革措施都消灭不了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幻想所有的人都变成小资产者是一种反动的庸俗观念。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就应该努力提高农业雇佣工人的阶级自觉，建立农业雇佣工人的独立的阶级组织。城市罢工的浪潮能够而且应该波及农村，不仅造成农民起义，而且造成真正的工人罢工，特别是在割草和收割季节。纲领中我们的工人部分的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城市工人对他们的老板提出的，这些要求也应该根据不同的生活条件作相应的改变，成为农业工人提出的要求。俄国暂时还没有什么专门的法律（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的法律除外）把农业工人的地位降低到城市工人之下，这是应当利用的。应当想方设法使无产阶级高涨的浪潮在雇农和日工中间产生独特的无产阶级情绪和无产阶级斗争方法。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农村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即狭义的名副其实的农民，不能不是革命的。它现在的革命性，不可避免地从“旧秩序”的所有条件中产生出来，我们应当大力加以支持和发展。但是，一部分农村小资产者向“秩序”方面的转化，同样不可避免地会从新秩序即新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俄国的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而且，农民现在夺取地主的土地愈多，这种转化就愈快。在农村，也只有农村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在任何条件下彻底革命的阶级。贫穷闭塞的农夫变成自由的、精力充沛的欧洲式农场主，是巨大的民主主义成果，但是我们，社会主义者，一刻也不能忘记，只有当觉悟的、自由的、组织起来的农村无产者与农场主相对抗时，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成果才会为人类完全摆脱一切压迫的事业带来实际好处。

自由派地主老爷们闭口不提农业工人。至于未来的农场主，他们最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尽快地、而且是在自己的腰包受到最小损失的情况下（更确切些说：也许是在自己的腰包得到尽可能多的好处的情况下）把他变成自己的同盟者，变成私有主，变成秩序的支柱。他们梦想施非常可怜的一点小恩小惠就会万事大吉！他们把唯一的革命措施即没收皇族土地局限于没收这些土地的 一部分
 ，而且不敢把没收叫没收，对教会的土地则只字不提。他们答应给少地的人补分土地，并且坚持赎买，但是只字不提谁将支付这些土地的赎金。显然，他们认为由农夫支付赎金是不言而喻的，正象1861年那次著名的赎买一样。地主高价卖掉自己的坏地，这就是他们答应的补分土地。他们所提出的关于信贷、合作社、交换地块等一切措施，一点也超不出私有者利益的狭小范围。至于地租（这是农民经济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他们只限于提出“调整”这个最含混的口号。这个口号可以包容一切，直到以规定标准为借口提高租价，——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过去和现在所理解的“秩序”究竟是什么。

不过，我们认为自由派纲领中最重要和政治上最危险的一条，是关于“国家－公共调停委员会”这一条。实行土地改革的方法问题意义很大，因为改革的性质的认真程度，恰恰具体而实际地取决于实行的方法。民粹派也在这个问题上（也象在许多别的问题上一样）开导我们，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利益上，他们忽视或低估问题的政治方面。这种观点对小资产者来说是自然的，对“业主”来说是可以理解的，而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却是绝对不相容的。如果业主和私有主阶级或类别内部的变动不能带来政治上的好处，从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么这种变动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就无所谓了。从小资产阶级幻想的观点来看，任何谈到“平均使用”等等的空洞计划都是重要的；从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来看，所有这些空洞计划，都是空洞而有害的空想，因为它使社会意识同实际的民主主义成果的实际条件相脱离。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会忘记，统治阶级随时随地都在竭力用经济上的小恩小惠来分化和腐蚀劳动者。在土地改革方面，他们尤其易于也尤其善于推行这种政策。

我们必须更明确更坚定地坚持我们的土地纲领的 根本
 要求：成立革命农民委员会，由革命农民委员会自己来实行真正的、根本的（而不是地主所说的“根本的”）土地改革。做不到这一点，任何土地改革不可避免地一定会变成新的骗局，新的圈套，就象1861年有名的“改革”一样。“国家－公共〈？〉调停委员会”就是这个圈套的直接准备！我们懂得，“公共”就是地主，“国家”就是官吏。“国家－公共”无非就是 官吏－地主
 而已。

我们在农村的宣传鼓动重心就应当立即转移到这上面来。农民们，你们听见了吗？人们想再一次用官吏的办法向你们施恩，用地主的干预来“调整”你们的生活，按照可诅咒的老的赎买方式为你们“赎买”土地！地主如此好心肠，如此发善心：他们眼看他们的土地有被白白拿走的危险时就宽宏大量地同意 出卖
 土地，价格当然是合适的……你们同意地主和官吏的这种干预吗？或许，你们愿意 自己
 干预，自己建设自由的生活？那么你们就和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共和国而斗争，举行起义，起义会给你们带来革命政府和革命农民委员会！





	载于1905年4月7日（20日）《前进报》第1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44—52页

















[40]本卷《附录》里收有这篇文章的两个提纲（见第349—352页）。——42。



[41]指1905年2月24—25日（3月9—1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42。



[42]《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担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42。



[43]《经济报》（《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аэета》）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周刊），1904—1905年在彼得堡出版。——43。



[44]指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的类型。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在地主、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了统一。统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同时，仍保存着大量封建残余。在农村里，特别在南部和部分中部地区，大土地所有制没有废除，对分制依然盛行，农民仍遭受封建性的剥削。——45。







《列宁全集》第10卷


马克思论美国的“土地平分”

（1905年4月7日〔20日〕）

《前进报》第12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43页。——编者注］

 上曾经提到马克思就土地问题对克利盖进行的反驳。这不是在1848年，而是在1846年，—ъ同志的那篇文章说错了。马克思的同事赫尔曼·克利盖，当时还很年轻，1845年迁居美国，并且在那里创办了《人民代言者报》（《Volks-Tri-bun》）[45]，宣传共产主义。然而赫尔曼·克利盖进行的这种宣传，竟然使马克思不得不以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名义坚决抗议他损害共产党的声誉。马克思对克利盖路线的批判，在1846年《威斯特伐利亚汽船》[46]上发表，并且在梅林所编的马克思文集第2卷转载，这一批判对现代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意义是很大的。

问题在于，土地问题当时也被美国的社会运动的进程本身提到首位，正象俄国现在一样，而当时谈的恰恰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谈的是为资本主义的真正发展创造初步的基本条件。这后一种情况，在把马克思对美国“土地平分”的思想所抱的态度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现代农民运动所抱的态度两相对比时尤其重要。

克利盖在自己的杂志中没有提出任何材料供人们研究美国制度的具体的社会特点，弄清当时力求废除地租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真正性质。克利盖（正象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一样）反而用冠冕堂皇的大话粉饰土地革命问题。克利盖写道：“每一个穷人，一旦保证他有从事生产劳动的机会，他立刻就变成人类社会有用的成员。假如社会给他一块土地，使他能养活自己和家庭，那他就会永远有这种劳动的机会。如果这巨大的土地（即北美14亿英亩国有土地）不用来买卖而以一定数量交给劳动人民 
［注：请回想一下，《革命俄国报》[47]自第8号起，关于土地从资本流向劳动、关于俄国国有土地的意义、关于平均使用土地、关于吸收土地加入商业周转的资产阶级思想等等写了些什么吧。和克利盖一模一样！］

 ，那么美国的贫困现象就会一举而消灭……”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6页。——编者注］



马克思反驳这个意见时说：“本来应该懂得，想用一道法令来阻止克利盖所期望的宗法制度发展为工业制度，或者使东海岸工商业各州倒退到宗法的野蛮状态上去，这是立法者办不到的。” 
［注：同上。——编者注］



这样，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套真正的美国土地平分计划：把大量土地从商业周转抽出来，赋予土地所有权，限制土地占有量或土地使用量。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批判了空想主义，指出宗法制度转为工业制度是不可避免的，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认为运动参加者的空想会使马克思否定整个运动本身，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完全不是这样。早在马克思刚刚从事写作时，就善于从运动的表面华丽的思想外衣里抽出运动的实际进步内容。马克思在他的批判的第二部分即题为《〈人民代言者报〉的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及其对“青年美国”的态度》中写道：


　　“我们完全承认美国民族改良派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我们知道，虽然这个运动所力求达到的结果在目前会促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工业制度的发展，但是它既然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成果，是对一般土地私有制、特别是在美国现存条件下对土地私有制举行的攻击，其结果必然会导向共产主义。克利盖同当时侨居纽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一起参加了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竟用一些华丽的词句粉饰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不去深入考察运动本身的内容。于是他就证明，他完全不清楚‘青年美国’和美国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我们现在还要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他如何用华丽的词句来谈论大地主的美国地产析分计划。在《人民代言者报》第10号上所载的《我们要求的是什么》一文中说道：‘美国民族改良派称土地为所有人的公共财产……并要求国民立法机关设法把尚未落入强盗般的投机分子手中的14亿英亩土地保留起来，作为全人类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于是他为了替‘全人类保留’这个‘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就接受了民族改良派的计划：‘每一个农民，不管来自哪一个国家，都分给他160英亩的美国土地供其维持生活。’在该报第14号上所载的《答孔策》（Konze）一文中，这个计划是这样说明的：‘任何人均不得从这一尚未动用的国民财产中领取160英亩以上的土地，而且领取这160英亩也只能限于自耕。’于是，为了把土地留作‘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而且是全人类的财产，就应该立刻先分配这些土地。克利盖以为他能用一项法令来禁止这种分配所发生的必然后果，即土地集中、工业进步等等。他把每160英亩土地都看成一样的，似乎这份土地的价值并不因质量而有所不同。‘农民’自己之间以及和其他人将进行交换，不是交换土地，便是交换土地的产品。那时，很快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个‘农民’即使没有资本，但由于他的劳动和他的160英亩土地的天然肥沃程度较高，就会使另外一个农民变成他的雇农。其次，不论‘落到强盗般的投机分子手中’的是‘土地’还是土地产品，难道不是一样吗？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克利盖送给人类的这份礼物吧。14亿英亩土地应该‘保留起来，作为全人类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同时，每一个‘农民’应该领到160英亩土地。因而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克利盖的所谓‘人类’有多大，不多不少，恰好875万‘农民’，或者按每家平均5口人计算，一共有4375万人。同样，我们可以计算一下，‘无产阶级以人类的身分应占有全部土地’（至少在美国是如此）的这个‘永久时期’能延长多久。假如美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和以前一样（即每25年增加1倍），这个‘永久时期’就不会满40年。这14亿英亩在40年内会全被占完，而下一代也就没有什么可‘占’了。况且无偿地发给土地必然会使移民人数激增，所以克利盖的所谓‘永久时期’可能结束得更早，何况这只能供4400万人用的土地连疏散现在欧洲的赤贫者也是不够的。欧洲每10个人中有1个赤贫者：单是不列颠群岛就有700万赤贫者。我们在第13号上的《告妇女书》一文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政治经济学的幼稚见解，克利盖在该文中说，如果纽约市把长岛的52000英亩土地交出来，这就‘马上’可以永远消除纽约的一切贫穷、困苦和犯罪现象。

如果克利盖把解放土地的运动看作无产阶级运动在一定条件下的必要的初步形式，如果他认为这个运动由于发动它的那个阶级的生活状况必然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他说明为什么美国共产主义的意向最初应该以似乎和共产主义相矛盾的土地运动形式出现，那么他的意见也就没什么可反对的了。但克利盖却把某些实在的人的这种只有次要意义的运动形式夸大为全人类的事业。克利盖把这件事说成一切运动的最终的最高的目的，从而把运动的特定目标变成十分荒唐的胡说。他在第10号的同一篇文章中唱着这样的凯歌：‘这样，欧洲人自古以来的梦想就会实现，大洋的这边会给他们准备好土地，他们只要把这块土地拿来并用自己双手的劳动使它肥沃起来，就可以在世界一切暴君面前自豪地声称：这就是我的
 小屋，而你们从来没有建造过，这就是我的
 家园，它使你们的心充满羡慕。’

克利盖还可以补充一句：这就是我的
 一堆粪便，是我自己、我老婆、我的孩子、我的雇农和我的牲畜拉出来的。究竟哪些欧洲人认为这是实现他们的‘梦想’呢？决不是共产主义的工人！也许是那些希望在美国碰上好运重新成为小资产者和农民的破产的小店主、行会师傅和农民吧！用这14亿英亩来实现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无非是把一切人变成私有者而已。这种梦想就象梦想把一切人变成帝王和教皇一样，既无法实现，也不是共产主义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12页。——编者注］







　　马克思的批判充满了辛辣和讥讽。他所驳斥的克利盖的那些观点，也正是我们现在在我国“社会革命党人”身上所看到的观点，这就是：空话连篇，把小资产阶级的空想说成是最高的革命理想，不懂得现代经济制度及其发展的真正基础。马克思当时还只是个未来的经济学家，但他以卓越的洞察力指出交换与商品经济的作用。他说，农民将来要进行交换，如果不是交换土地，就是交换土地的产品，这就什么都说清楚了！这个问题的整个提法，在许许多多方面都适用于俄国的农民运动及其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但同时马克思并不是笼统地“否定”这个小资产阶级运动，并不是采取学理主义的态度忽视这个运动，并不象许多书呆子那样害怕接触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会弄脏自己的手。马克思虽然对这个运动的思想外衣的荒谬性加以无情的讥笑，但他力求以冷静的唯物主义态度来确定这个运动的 真正的
 历史内容，确定那些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梦想和理论为转移，而是由于客观条件必然会产生的这一运动的结果。所以，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者支持这个运动不是进行斥责，而是表示完全赞同。马克思站在辩证的观点上，也就是全面地考察这个运动，既看到过去，也看到将来，指出对土地私有制的攻击有革命的一面。马克思承认小资产阶级运动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的特殊的初步形态。马克思对克利盖说，你梦想通过这个运动达到的目的是达不到的，——结果不是友爱，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孤立；不是农民的份地不可割让，而是土地卷入商业周转；不是打击投机掠夺者，而是扩大资本主义发展的基地。而你妄想避免的资本主义的恶，却是历史上的善，因为它将惊人地加速社会的发展，使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高级形态更早地到来。对土地私有制的打击，将促进今后对一般私有制的必然打击；下层阶级要求改革的革命行动，虽然暂时还只能给以远非人人都能享受到的狭隘福利，但是它将促使最下层阶级今后必然会采取的要求改革的革命行动，真正能保证一切劳动者都享受到充分的人的幸福。

马克思反对克利盖时对问题的提法，应当成为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榜样。当前俄国农民运动具有真正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这是用不着怀疑的；我们要用全力来说明这一点，并且要同一切“社会革命党人”或朴素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所抱的种种幻想进行无情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无产阶级要专门组织成一个独立政党，力求经过一切民主主义变革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应当成为我们的经常的、一刻也不容忽视的目的。但是，如果因此而对农民运动不屑一顾，那就是一种最不可救药的庸人习气和学究作风。不，这个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必须用全力来支持这个运动，发展它，使它成为一个具有政治自觉性和明确阶级性的运动，推动它前进，和它齐心协力地一同走到终点，因为我们的路程比任何农民运动的终点远得多，我们的终点是完全结束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世界上未必有哪一个国家的农民象俄国农民那样受到如此深重的苦难、压迫和凌辱。这种压迫愈暗无天日，农民现在的觉醒就愈有力量，他们的革命冲击力就愈锐不可挡。觉悟的革命无产阶级就是要全力支持这种冲击，使它彻底摧毁这个古老的、可咒诅的、专制农奴制的奴才似的俄国，使它造就出自由而英勇的一代新人，建立起一个新的共和制的国家，我们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将在这里自由地开展起来。





	载于1905年4月7日（20日）《前进报》第1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53—60页

















[45]《人民代言者报》（《Der　Volks－Tribun》）是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创办的周报，1846年1月5日-12月31日在纽约出版。——50。



[46]《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Das　Westphalische　Dampfboot》）是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刊物（月刊），由奥托·吕宁编辑。1845年1月—1846年12月在比勒菲尔德出版，1847年1月—1848年3月在帕德博恩出版。



列宁在正文中提到的《反克利盖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0页。——50。



[47]《革命俄国报》（《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报纸，由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于1900年底在俄国出版，创办人为安·亚·阿尔古诺夫。1902年1月—1905年12月作为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在日内瓦出版，编辑是米·拉·郭茨和维·米·切尔诺夫。——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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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揭穿的总委员会

（1905年4月7日〔20日〕）

“党总委员会”1905年4月7日在日内瓦市通过的一个决定，刚刚从《火星报》第95号抽印成单页出版。这个决定从头到尾“背离真相”。我们指出最主要的。 
［注：手稿上是：“果然不出所料，这个决定从头到尾极其粗暴地歪曲了真相。凡是愿意独立核对与此有关并且早已公诸于世的文件的人，都很容易相信这种说法。我们只限于扼要地指出我们的‘总委员会’‘背离真相’的最主要之点。”



这里和下面的脚注中，按手稿恢复了在报上发表时经奥里明斯基改动过的最重要的地方。——俄文版编者注］

有人对我们说，总委员会关心的是，党内斗争不要破坏了党的统一。这不对。全体党员应当从那些驳不倒和无法驳倒的文件中了解到，一年多以前，即在1904年1月，中央委员会委员列宁和瓦西里耶夫曾经在总委员会里建议向全党发出关于停止抵制、停止各小组把全党经费秘密攫为己有的号召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15—117页。——编者注］

 。 总委员会否决了他们的建议
 。不仅如此，总委员会反而直接参加了 秘密分裂
 党的 活动
 ，并推崇少数派的秘密组织争取“增补”的斗争。现已确凿证明，这个斗争从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起，即从1903年8月起，一直进行到1904年11月或12月。

可见，从1904年1月起，总委员会就已经不是党的最高机关，而是少数派秘密组织的工具了。 
［注：手稿上是：“可见，从1904年1月起，总委员会就极无耻地欺骗了全党，它实际上已不是党的总委员会，而是少数派秘密组织的工具。”——俄文版编者注］

 公开在报刊上承认这个组织存在的不仅有调和派的中央委员会，而且有中央委员会转向少数派时期的《火星报》本身。[48]

总委员会作为少数派秘密组织的工具，千方百计回避 
［注：手稿上是：“……用欺骗的办法回避……”——俄文版编者注］

 各委员会要求召开的全党代表大会。整整一年半以来，社会民主党在俄国国内的工作总是受到国外少数派 
［注：手稿上“少数派”一词的前面是：“向俄国国内派遣自己的爪牙的”。——俄文版编者注］

 的阻挠和破坏。整整一年半以来，俄国国内各委员会一直在为召开代表大会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反对日内瓦的总委员会，因为总委员会不是扣压各委员会的决议，就是退回决议，并且还加上最粗暴的谩骂（“骗子，庸俗的小丑行为，伪造文件”——这是马尔托夫信中的用语，见奥尔洛夫斯基的小册子《反党的总委员会》）。 
［注：手稿上是：“……因为总委员会厚颜无耻地扣压了各委员会的决议，并且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一直得到所谓调和派中央委员们的支持。”——俄文版编者注］

 现在，这个反对秘密分裂行径的恼人的斗争 
［注：手稿上是：“……反对搞秘密分裂的英雄们的不体面的肮脏行径……”——俄文版编者注］

 ，它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有文献为证。例如，早在1904年10月，即在 半年以前
 ，在奥尔洛夫斯基的小册子《反党的总委员会》中就已证明：总委员会没有说明理由就回避了 
［注：手稿上是：“……总委员会用欺骗回避了……”——俄文版编者注］

 党章所规定的由它召开代表大会的责任。接着，俄国国内许多党的委员会一个接一个地对总委员会和所有中央机关 正式
 表示不信任。但是，总委员会根本不加理睬，毫无顾忌地奚落党。总委员会成了少数派的工具。现在，总委员会在1905年4月7日的决定中公开承认自己是 争论的一方
 ，但同时它却毫不客气地享用全党机关的称号、权利和全权，拒绝向党交出党给它的委托书！这完全是一种令人发指的背信行为 
［注：手稿上“背信行为”一词的后面是：“和对党的欺骗”。——俄文版编者注］

 。

最后，俄国国内党的各委员会看到总委员会回避召开代表大会，便通过他们在三个代表会议上选出的“常务局” 自行召开代表大会
 ，这时， 连转向少数派的中央委员会
 也急忙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注：手稿上是：“……中央看出了自己策略的错误和欺骗性，并且急忙加以纠正。”——俄文版编者注］

 。 国内中央委员会
 ，本来不仅不同情多数派委员会，甚至反对这些委员会，现在 在看到俄国的实际情况
 ，知道多数派在国内占居真正的优势后，不得不承认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召开代表大会是完全公正无私的，并且 起来反对总委员会
 。我们已经在报上指出，俄国国内所有的工作人员也从宣言中得知，国内中央委员会在1905年3月12日的告全党书中已 公开起来反对总委员会
 ，并在这个宣言的第5项中声明，“总委员会3月8日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第89号），不能成为停止筹备代表大会工作的理由”。

我们的总委员会小心翼翼避而不谈的这个声明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国内中央委员会由于了解国内实际情况，并且显然检验了国外总委员会的主张，才 认为这些主张
 是不对的 
［注：手稿上是：“……错误的……”——俄文版编者注］

 ，认为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借口是捏造的，认为能够熟悉实际情况的绝大多数俄国国内委员会要求召开代表大会的事实是 属实
 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总委员会避而不谈中央委员会的声明第5项的原因！因为这项声明等于在全党面前公开承认总委员会的主张是不对的，认为总委员会伪造党内舆论 
［注：手稿上是：“……在全党面前认为总委员会的主张是欺骗，认为伪造舆论的论据……”——俄文版编者注］

 ！

因此，总委员会试图通过建议争论双方举行会谈或达成协议再一次使党陷入困境的做法是徒劳的。 这样的协议在俄国国内已经达成了
 。孟什维克在俄国国内的中央机关是中央委员会——这一点已经由《火星报》自己在关于孟什维克各组织表示接受中央委员会七月宣言这个通知中公开声明了。多数派在俄国国内的中央机关是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争论双方 在俄国国内的
 中央机关 已经就召开统一代表大会达成协议
 。由此可见，俄国国内有的孟什维克比起国外的孟什维克来，珍惜党性和党的统一稍微多一点。由此可见，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的俄国国内的孟什维克，自己揭穿了国外总委员会并且和它断绝了关系。由此可见，在争论双方的俄国国内的中央机关达成协议之后，根本谈不上再同国外总委员会，即呆在日内瓦的先生们达成什么协议了。

因此，我们的总委员会说什么中央委员会将来要推翻它，这是徒劳的。这不是将来的事情，而是过去的事情。中央委员会1905年3月12日告全党书的第5项，向所有有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的人表明，总委员会已经被推翻了。以争论双方的联合中央机关为代表的俄国，已经把国外的机关推翻了。党的总委员会现在所代表的不是党，而恰恰是一伙日内瓦人。 
［注：手稿上是：“以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联合中央机关为代表的俄国，已经把国外的机关推翻了。党的总委员会现在所代表的不是党，而恰恰是日内瓦的三位先生。”——俄文版编者注］



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这种对党的实际情况的描述有多么确切。总委员会声明说，它的1905年4月7日的决定是一致通过的。党员看到这一点时当然会想到， 总委员会中的两位中央委员会委员
 是同意这个决定的。不过总委员会力图使读者产生的这种设想，还是一个大问号。 
［注：手稿上是：“……总委员会力图使读者产生的设想是错误的
 。总委员会在这里也力图欺骗党。在1905年3月12日签订协定以后，中央委员会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
不是根本没有出席，就是由总委员会冒充

 。”——俄文版编者注］



证据：我们在《前进报》第13号上已经指出，我们还没有权利公布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和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协议。但是，我们同时接到通知说：一旦党总委员会通过反对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至少应该公布这个协议中的一项。

现在是公布这一项的时候了。

因此，现在我们就来公布这个没有公布的协议的第1项：


　　“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和中央委员会于1905年3月12日签订协议：

第1项：
 由中央委员会代表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代表组成的组织委员会，应立即筹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不管总委员会就召开党代表大会通过什么决议。”





　　想必清楚了吧？中央委员会特别预先声明 
［注：手稿上是：“中央委员会已经预先想到，总委员会将再一次欺骗党。因此，中央委员会特别预先声明……”——俄文版编者注］

 ，它将不服从总委员会 将来作出的
 决议，但如果总委员会破例采取诚恳的行动，则暂时不公布这一点。这就是说，俄国国内的孟什维克还相信总委员会有可能采取善意的行动，哪怕是破例。

现在，以俄国国内的中央机关为代表的俄国国内的孟什维克，已经大失所望了。

可见，现在已经完全证实，一心支持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一定要彻底揭露自己的国外同事。

现在我们只向读者提出最后一个小问题：在这以后，呆在日内瓦的总委员会的委员们却在报刊上公开声称 
［注：手稿上是：“……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这三位呆在日内瓦的总委员会委员却在报刊上公开声称……”——俄文版编者注］

 ，总委员会1905年4月7日的决定是在日内瓦一致通过的，对此应该作何感想呢？





	载于1905年4月7日（20日）《前进报》第1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61—66页

















[48]指1905年1月7日（10日）《火星报》第83号《党的生活》栏发表的孟什维克的声明。——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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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五一节[49]


（1905年4月12日〔25日〕以前）

工人同志们！全世界工人的伟大节日来到了。在五一这一天，全世界的工人要庆祝自己渴求光明和知识的觉醒，庆祝自己为反对一切压迫，一切专横，一切剥削，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而结成一个兄弟联盟。凡是从事劳动的人，凡是用自己的劳动养活富翁和显贵的人，凡是为了得到微薄的工资而在过度繁重的劳动中过活的人，凡是从来没有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果实的人，凡是在我们的文明带来的奢侈和豪华中过着牛马生活的人，都在伸出手来为工人的解放和幸福而斗争。丢掉不同民族或不同宗教信仰的工人之间的相互仇视吧！这种仇视只会对那些靠无产阶级的无知和分散过活的掠夺者和暴君有利。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波兰人和俄国人，芬兰人和瑞典人，拉脱维亚人和德国人——都正在争取社会主义这面共同旗帜下并肩前进。全体工人是兄弟，他们的坚固联盟，是全体劳动人民和被压迫的人类争取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唯一保障。在五一这一天，国际社会民主党这个全世界工人的联盟，要检阅自己的力量，并且团结起来继续为自由、平等和博爱进行不倦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同志们！我们现在正处在俄国伟大事件的前夕。我们已经开始同专制的沙皇政府进行最后的决死战斗，我们必须把这一战斗进行到底并取得胜利。大家看看，这个恶魔和暴君的政府，这个贪官污吏和资本的走狗的政府使全俄国人民遭到怎样的不幸啊！沙皇政府把俄国人民抛进疯狂的对日战争。人民中有几十万青年丧失生命，葬身远东。这场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为什么要进行这场战争呢？为了我国掠夺成性的沙皇政府从中国夺来的满洲！为了争夺别国的土地而使俄国人流血，使我们的国家遭到破产。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愈来愈苦，资本家和官吏套在他们身上的绳索愈拉愈紧，而沙皇政府却驱使人民去掠夺别国土地。昏庸的沙皇将军和贪官污吏葬送了俄国海军，糟蹋了几亿几十亿的人民财富，丧失了整批军队，而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并带来更多的牺牲。人民破产，工商业停滞，饥荒蔓延，霍乱流行，而专制的沙皇政府却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只要能拯救一小撮恶魔和暴君，它打算葬送俄国；除了对日作战外，它还发动了另一场战争——对全俄国人民作战。

俄国现在已从沉睡、闭塞和奴隶状态苏醒过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社会各阶级，从工人和农民到地主和资本家，都动起来了，彼得堡和高加索、波兰和西伯利亚，到处都响起了一片愤怒声。人民到处要求停止战争，人民要求建立自由的人民管理机构，召开全体公民（无一例外）派代表参加的立宪会议来任命人民政府，把被沙皇专制制度推进深渊的人民拯救出来。为数多达20万人的彼得堡工人，1月9日星期日和格奥尔吉·加邦神父一起去见沙皇，陈述人民的这些要求。沙皇把工人当敌人，沙皇在彼得堡大街上枪杀了数以千计的手无寸铁的工人。斗争现在在全俄国沸腾，工人罢工，要求自由和改善生活，里加和波兰，伏尔加河流域和南方，在流血，农民到处揭竿而起。争取自由的斗争变成了全民斗争。

沙皇政府疯狂了。它想借债继续打仗，但是它已失去贷款信用。它答应召集人民代表会议，但实际上一切照旧。迫害仍在进行，官吏照样横行霸道。没有人民的自由集会，没有人民的自由报刊，更没有释放在监狱中受尽折磨的为工人事业而斗争的战士。沙皇政府百般唆使一个民族去反对另一个民族，它在鞑靼人中间诽谤亚美尼亚人，在巴库酿成一场流血事件[50]。它现在又在策划一场反对犹太人的流血事件，煽动无知的人仇恨犹太人。

工人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对俄国人民的这种侮辱了。我们要奋起保卫自由，我们要反击那些想转移人民对我们真正敌人的愤怒的人。我们要拿起武器发动起义，推翻沙皇政府，为全体人民争得自由。工人和农民们，拿起武器吧！举行秘密集会，组织义勇队，想方设法搞到武器，派信得过的人去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商谈！让今年的5月1日成为我们的人民起义的节日，我们大家作好准备，等待向暴君进行坚决进攻的信号。打倒沙皇政府！我们要推翻它并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召开人民立宪会议。让人民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自己的代表。让所有争取自由的战士走出监狱，从流放地返回家园。让人民公开举行集会，让人民的报纸的出版不受万恶的官吏的监视。让全体人民武装起来，给每个工人发一枝枪，让人民自己、而不是让一小撮掠夺者决定人民的命运。各村都要召集自由的农民委员会，推翻农奴制的地主权力，使人民摆脱官吏的侮辱，把被夺走的农民土地归还给农民。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要办的事情，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号召拿起武器进行斗争的目的：争取完全的自由，争取成立民主共和国，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争取成立农民委员会。准备投身到伟大的战斗中来吧，工人同志们，五一这一天你们要让工厂停工，或者根据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意见拿起武器。起义的钟声还没有敲响，但是就要敲响了。现在，全世界的工人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为自由事业作出无数牺牲的英雄的俄国无产阶级。彼得堡工人已经在著名的1月9日这一天宣布：不自由无宁死！全俄国的工人们，让我们再一次宣布这个伟大的战斗口号，我们不惜任何牺牲，我们要通过起义走向自由，通过自由走向社会主义！

五一节万岁！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万岁！

工人和农民的自由万岁！民主共和国万岁！打倒沙皇专制制度！





	
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



《前进报》编辑部


　　　　　　　　1905年

1905年印成传单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81—84页

















[49]《五一节》这个传单是列宁在日内瓦写的，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和《前进报》编辑部的名义印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里加、捷列克—达吉斯坦等委员会和雷宾斯克小组翻印了这个传单。传单的提纲见本卷第353—354页。——63。



[50]指在沙皇政府当局挑拨下于1905年2月6—9日（19—22日）发生的巴库鞑靼人与亚美尼亚人流血冲突的事件（参看《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71—73页）。——65。









《列宁全集》第10卷


宪法交易

（1905年4月17日〔30日〕）

彼得堡的贵族说得对，现在，布里根正在争取赢得时间。他尽可能把沙皇答应了的改革拖延下来，把这些改革归结为无足轻重的小事，丝毫也不削弱专制沙皇和专制官吏的权力。我们曾经在《前进报》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60—361页。——编者注］

 上指出，他不是在制定宪法，而是在制造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咨议性议院。我们的话现在应验了：这就是德国自由派报纸《福斯报》[51]上所发表的布里根草案全文。根据这家报纸的报道，草案起草人是布里根、叶尔莫洛夫、舍尔巴托夫、美舍尔斯基、舍列梅捷夫伯爵和乌鲁索夫公爵。草案内容如下：

为了讨论（如此而已！）和拟定一切法律草案，现成立两个机构：（1）国务会议和（2）国民议会。任何一个国务会议成员和不少于20名的国民议会成员均有权提出法律草案。法律草案由国民议会讨论通过，然后提交国务会议，最后 上报沙皇批准
 。沙皇决定草案应该以何种形式成为法律，或者完全予以拒绝。

这样说来，布里根“宪法”根本没有限制专制制度，只是建立了纯粹咨议性议院：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院或国务会议由60个省（包括波兰各省在内）的贵族会议选举出来的60个议员和沙皇任命的文武官员共同组成。议员总数不超过120人。议员任期为3年。国务会议的会议公开与否，由国务会议自行决定。

众议院或国民议会的成员完全由被选出的人组成（各部大臣和主管人有权列席两院会议），即：34个地方自治省各选出10名（共340名）；有地方自治机关而没有贵族机关的3个省各选出8名（共24名）；西北部的9个省各8名（共72名）；10个波兰省各5名（共50名）；波罗的海沿岸3个省各5名（共15名）；西伯利亚30名；高加索30名；中亚细亚和外里海州15名；芬兰32名；各大城市20名（圣彼得堡6名，莫斯科5名，华沙3名，敖德萨2名，罗兹、基辅、里加和哈尔科夫各1名）；正教神职人员10名；天主教徒、路德教徒、亚美尼亚教徒、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各1名，总计643名。这个议会选出一个由主席1人、副主席2人和委员15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任期3年。执行委员会是常设机构。国民议会一年只举行两次会议，一次在2—3月，一次在10—11月。会议公开与否，由国民议会决定。议员在任期内不受侵犯。只有年满25岁会用俄语讲话和书写的俄国臣民才能被选举。议员的年薪为3000卢布。

选举是这样组织的：34个地方自治省的贵族会议各选2名，省地方自治会议各选3名，各城市通过特别复选人选出1名，农民通过特别复选人选出3名，商人也通过复选人选出1名。非地方自治省的议员也按同样原则选举，我们不想一一列举这些荒谬的警察事务。为了说明间接选举的组织情况，我们只介绍各地方自治省选举农民议员的程序。

每一个乡选出3名复选人。复选人集中到县城， 在贵族代表的主持下
 （！）再选举3名第二级复选人。这些复选人再集中到省城，在省的贵族代表的主持下专从农民当中选出3名农民议员。这样，选举就是三级了！

布里根先生干得不错。他没有白拿沙皇的薪俸。正如读者所看到的，他的宪法完全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嘲弄。我们已经指出，专制政权丝毫没有受到限制。两个议院仅仅具有咨询的性质，决定权则完全由沙皇独揽。这就是说，引诱引诱，但什么也不给。第一，“代表机关”的性质纯粹是 贵族的、地主的
 。贵族在参议院有半数选票，而在众议院接近半数（在各地方自治省里，由省选出的10名议员当中有2名是贵族直接选出来的，3名是由实质上的贵族地方自治会议选出来的）。农民几乎完全被排除在选举之外。庶民在进入国民议会之前，要经过三级选举的严格筛选。

第二，最引人注意的是 完全排除了工人
 。这个驯如绵羊的议会，选举代表的全部程序是建立在等级原则上的。工人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等级”。在城市和商人的选举中，通过各级复选人筛选出来的只有工商业资产阶级，不过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这个资产阶级甚至同贵族比较起来，完全被排挤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了。看来，沙皇的奴仆们并不怎么怕地主自由派，因为他们相当有眼力，他们在这些表面上的自由派背后看清了“野蛮地主”[52]的极端保守的社会本性。

让工人和农民广泛地了解布里根宪法，是非常有益的。很难找到别的方法能更具体地说明似乎是超阶级的沙皇政权的真正意图和阶级基础。很难拿出更好的材料来作为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权的实物教材。

把最近关于俄国各政党的报道和这个地主官僚的残缺不全的“宪法”对比一下，也很有意思。一个英国记者（很明显，这个记者出入于“上流社会”，因而看不到象工人这样的庶民）计算，除了极端派政党即恐怖派和反动派而外，只有3个政党：（1）保守的或者泛斯拉夫主义的政党（“斯拉夫派”体系：给沙皇以政权力量，给臣民以发表意见的力量，即只有发言权的代表会议）；（2）自由主义的或者“机会主义的”政党（领袖是希波夫，纲领象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纲领一样，是“脚踏两只船”）；（3）激进的 或者
 （好一个“或者”！）立宪主义的政党，它包括大多数地方自治人士、教授“和大学生”（？）。纲领就是普选权和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

保守派现在似乎正在彼得堡集会，自由派5月初将在莫斯科集会，激进派那时也在彼得堡。据说，官方人士认为，实行无记名投票的普选权就等于“ 宣布共和国
 ”。在各个政党中，“激进派”倒是大有人在。

看来，布里根草案就是保守派的草案。解放派的草案倒很象“激进派或立宪派”（实际上根本不是激进派而是糟糕的立宪派）的纲领。最后，“自由派”，即希波夫派所希望的或许比布里根所提出的要多一些，而比立宪主义者所要求的要少一些。

市场繁荣，买卖兴隆。上流社会的正派老爷们漫天要价，宫廷里老奸巨猾的老爷们也漫天要价。而形势却要求双方都压价，然后， 趁工人和农民没有起来干预的时候
 ……成交。

政府玩弄花招：它用自由派吓唬保守派，用“激进的”解放派吓唬自由派，又用共和国吓唬解放派。假如把各种利益和主要的利益——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翻译成阶级语言，这种花招的意思就是：地主和商人老爷们，让我们讲好价钱吧，让我们趁真正的人民革命还没有爆发之前，趁残缺不全的宪法、间接选举和其他官场废话都哄骗不了的整个无产阶级和农民还没有闹起来之前，和和气气、亲亲密密地及时分掌政权吧。

觉悟的无产阶级不应当抱任何幻想。只有无产阶级，只有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武装起义，只有他们在“不自由无宁死”的口号下进行的殊死斗争，才能保证俄国从整个农奴专制制度下真正解放出来。





	载于1905年4月17日（30日）《前进报》第1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67—71页

















[51]《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是德国温和自由派的报纸，1704—1934年在柏林出版。——67。



[52]“野蛮地主”出典于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同名讽刺故事。故事说，有一个地主生性愚蠢，总嫌农民日益增多，害怕农民把他的东西吃光，于是就用种种处罚来折磨农民。后来他的领地上的农民突然全部失踪了，他这时方才感到心满意足。但他很快发现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侍候他了。他终于变成了野人。——69。







《列宁全集》第10卷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公开信[53]


（1905年4月17日〔30日〕）

尊敬的同志：

4月4日（17日）中央委员会通知党总委员会：它委派约翰森同志和瓦列里扬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参加总委员会，并且请求尽可能在最近期间召开按照党章组成的总委员会会议。

由于这个请求没有得到答复，我们曾不揣冒昧地再次向您提出这个请求，4月22日（9日）得到了答复。您在答复中表示，只要我们“继续作为党章的破坏者和总委员会职权的篡夺者”，您就拒绝召开总委员会会议。

由于拒绝召开总委员会的正式会议所造成的情况，我们不可能再向党总委员会发出一系列通知，而既然我们认为这些通知不能久待不发，那么我们不得不在全党面前把我们本拟在最近一次总委员会会议上要作的几项最主要声明，以书面形式通知您。

（1）中央委员会向党总委员会声明：在4月4日（17日）前，赞成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有下列享有全权的党组织：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北方协会、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特维尔委员会、图拉委员会、里加委员会、西伯利亚联合会、沃罗涅日委员会、萨拉托夫委员会、敖德萨委员会、高加索联合会（8票）、尼古拉耶夫委员会、乌拉尔委员会、奥廖尔－布良斯克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斯摩棱斯克委员会、波列斯克委员会、西北委员会、哈尔科夫委员会、萨马拉委员会，共21个组织，有48票表决权。中央委员会也赞成召开代表大会，并且决定派一名代表和自己在党总委员会中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

阿斯特拉罕委员会、喀山委员会、库班委员会、顿河区委员会、矿区联合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克里木联合会、同盟、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总委员会3名国外委员，要么没有收到他们的决议，要么收到了他们的决议，不赞成召开代表大会。

基辅委员会虽然在3月25日通过了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但随后终于选举了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并把他派往国外。

这样一来，在代表大会上代表全党的75票 
［注：参看《火星报》第89号公布的享有全权的组织名单。］

 中，有52票（基辅委员会除外）赞成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通过它在党总委员会中的代表坚决要求总委员会立即履行党章第2条所规定的在有占代表大会一半票数的党组织提出这种要求时召开代表大会的正式义务。

根据中央委员会现有的材料，表示赞成召开代表大会的票数既然已大大超过党章所规定的票数（75票中有52票），那么总委员会就应当立即无条件地宣布召开代表大会，不应当提出党章上没有规定的任何先决条件或要求。

（2）中央委员会深信，在党和整个俄国目前所处的时期召开党代表大会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即使党总委员会全体委员都抱着真诚的愿望，也不能专靠纯粹形式主义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的党章对这一点说得不够清楚，例如，关于总委员会在赞成召开代表大会的票数达到法定票数的情况下 必须
 召开代表大会的期限问题，就没有作出任何回答。党的各中央机关不得不就这个问题或其他问题对党章加以 解释
 ，并且不仅要适应正式表达出来的党的意志（从第一点中可以看出，党赞成召开代表大会），而且要适应党和整个俄国的实际情况。

中央委员会认为有责任通知党总委员会：党内危机在俄国已经严重到几乎使整个党的工作陷于停顿的地步。各委员会的情况混乱到了极点。几乎没有一个策略问题或组织问题不在各地派别之间引起极其尖锐的意见分歧，而这些意见分歧与其说往往是实质上的分歧，不如说是由于争论双方属于党的不同部分所引起的。党总委员会也好，中央机关报也好，中央委员会也好，在党的大多数工作者中都没有应有的威信，到处出现双重组织，彼此在工作上互相牵制，使党在无产阶级心目中威信扫地。那些主要从事写作的同志们，对目前整个党的事业所处的进退维谷的困境，可能不象从事实际工作的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了解得那样清楚，因为写作工作甚至在党的大部分党员不信任的气氛下也能够不间断地进行，而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在俄国每天都要在自己的活动中碰到愈来愈大的困难。我们党的生活的内部矛盾的发展，正在冲击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给我们定下的狭小的、正如现在我们大家清楚地看到的、远不完善的章程的框框。必须有新的形式，或者至少也要改变旧的形式，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唯一立法者——党的代表大会；因为它，而且只有它有权颁布 人人必须遵守的
 准则，任何代表会议、任何局部协议都不能够规定这样的准则。俄国国内大部分委员会认识到通过召开代表大会尽快处理党内危机的重要性，它们已经采取了尽快召开代表大会的一切措施，包括选派代表在内；而且这样做的不仅有最先表示赞成召开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委员会，而且有大部分少数派委员会、团体和外层组织。党赞成召开代表大会并为它的准备工作花费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现在，召开代表大会无疑是责无旁贷的事，党的各中央机关没有任何正式权利拖延宣布代表大会的召开，它们在道义上有责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使党在这方面所花费的力量不致白费。几十位目前俄国国内如此需要的最积极的代表同志无限期地滞留国外，并且仅仅是因为中央机关报的同志不愿违背党章字面上的意思而去贯彻党章精神、维护党的统一的最高利益以致使代表大会没有开成的情况下他们就返回俄国，这意味着党的力量的不可容忍的浪费，意味着党的领导者没有能力担负起党的生活向他们提出的任务。当某些形式已经过时，当日益发展壮大的党受到这些形式的束缚的时候，仅仅成百次地强调法律字面上的神圣性是无济于事的。这不是摆脱危机的出路，而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3）根据党章第6条规定：中央委员会受权组织和管理具有全党意义的一切工作，中央委员会有权为筹备党的代表大会采取各种准备措施并完成一切实际工作，它坚决捍卫自己的这一不可剥夺和不受限制的权利。中央委员会，作为党的唯一的从事实际工作的中央机关，认为，党的其他机关对这项工作的任何干涉企图都是违反党章的，并且把这种行为当作对自己权利的侵犯而加以拒绝。至于谈到章程第2条授予党总委员会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各项权利，中央委员会对这些权利的理解是：总委员会宣布召开代表大会，并对中央委员会所进行的实际工作加以监督。

综上所述，中央委员会认为自己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就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达成的协议，其中只有一点与党章有抵触，那就是协议中表明了这样的意图：即使党总委员会事先并未正式宣布，也将召开代表大会（见协议第1条）。

（4）3月12日，中央委员会在接到18个享有全权的党组织（中央委员会本身除外）关于赞成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通知之后，决定把这件事通知总委员会，并向总委员会发出如下声明：“中央委员会通知党总委员会，现在（3月12日），有18个享有全权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除外），即拥有党章规定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有表决权的票数的过半票数，赞成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最近可望还有一些委员会作出同样的决议。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立即召开代表大会，它请求党总委员会作出相应的决定并宣布召开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现有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文件，最近即将寄给党总委员会。”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还在3月10日责成自己的代办员瓦季姆同志立即动身出国，把实际情况告知党总委员会，瓦季姆同志受权代表中央委员会出席总委员会会议。很不凑巧，瓦季姆同志还没有到达国外就被捕了。至于上述文件，即中央委员会肯定确有责成总委员会立即通知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的这个文件，根据中央委员约翰森同志和瓦列里扬同志4月4日（17日）从捷依奇同志那里得到的私人消息说，这个文件根本没有收到。后来捷依奇同志又订正说，在洛迦诺收到了这个文件，不过已经是在4月7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之后了。由于不准许我们即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总委员会会议，使我们没有可能弄清楚为什么总委员会的委员们这样晚才接到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声明。然而，即使这个声明是在总委员会3个委员的洛迦诺会议之后接到的，由于这个文件是证实确有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材料的重要文件，中央机关报的同志们和总委员会的第5名委员也应当立即召开会议并根据党章作出决定，或者至少应该考虑到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因出国受阻没有来到的情况，推迟发表4月7日的决定。

（5）中央委员会对党总委员会1905年2月以来作出的各项决定的合法性表示异议，因为自从别姆同志和弗托罗夫同志1月底从国外动身后，中央委员会没有授予任何人以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代表权。早在中央委员会同总委员会的国外委员发生真正冲突以前，即在1904年2月14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就通过了一项决定，对党章第4条关于中央委员会在总委员会的代表权的规定作了如下说明：代表中央委员会参加总委员会的委员，是从整个中央委员会取得全权的，即使因某种原因居留国外的中央委员，也无权参加总委员会会议，如果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没有作出这种决定的话。

中央委员会这项解释性的决定，成为中央委员会在国外的代表权的基础，而且从1904年2月起，中央委员会参加总委员会的所有代表，都是毫无例外地经过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预先批准的。格列博夫同志和列宁（格列博夫同志是第二次出国），回俄国以前曾任中央委员会驻总委员会代表的别姆同志，1月份动身出国受权就某些问题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进行谈判并参加总委员会会议的弗托罗夫同志，他们的全权都不是从中央委员会的某个委员或党总委员会中他们的前任代表那里取得的，而是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那里取得的。中央委员会所以要通过1904年2月14日的上述决定并在以后的全部实践中始终遵循这项决定，原因就在于，唯有用这种办法来处理中央委员会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权，才能防止那些同中央委员会联系不很密切、并且对中央委员会在党内生活的各种问题上的政策不甚了解的同志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参加党总委员会。我们再说几句：两名总委员会委员 只能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任命，否则就无法保证在俄国国内工作的中央机关在党总委员会中的影响，哪怕是多少接近于中央机关报的同志们所享有的影响。中央机关报的同志在总委员会中不仅人数多，而且威信高，他们中间一些人在漫长岁月的光荣斗争中不仅站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前列，而且站在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前列。中央委员会一向给予这些同志，即总委员会的委员们以应有的尊敬，然而，如果它准许，哪怕是暂时准许改变党总委员会的构成，它就会背弃自己对全党所负的义务，因为总委员会的构成一经改变，解决问题的委员会的成员虽然都是有功劳受尊敬的同志，但是实际情况却使他们不能担负起俄国国内正在进行的直接的实际工作。既然我们提出的确定召开总委员会会议的日期这个要求遭到拒绝，我们就不能信服，由弗托罗夫同志指定为中央委员会临时代表参加国外“技术委员会”的捷依奇同志，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代表中央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因为他和中央委员会在俄国国内的工作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中央委员会宣布捷依奇同志的这种做法无效，因为这种做法事先未经中央委员会批准，而且，即使假定弗托罗夫同志（当时他还只是中央委员会的代办员）或者甚至某一位中央委员曾经请求捷依奇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那么这也消除不了捷依奇同志所持立场的非法性，因为只有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才能授予上述全权，而捷依奇同志参加总委员会的代表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未授予。根据以上所述，中央委员会认为党总委员会在别姆同志和弗托罗夫同志离开国外之后通过的一切决定，都是在完全没有中央委员会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的，它要求召开新的会议，邀请中央委员会的合法代表参加，重新审查所有的问题。

（6）中央委员会否定党总委员会有权责难任何一个中央机关和要求各中央机关无条件服从总委员会的一切决定。按照党章规定，总委员会的任务是协调和统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活动，如果某一中央机关与总委员会发生冲突，显然只有党的紧急代表大会才能解决这种冲突。党总委员会在它本身同某一中央机关发生意见分歧时不能由总委员会来裁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总委员会既是仲裁人同时又是当事人。然而，拒绝召开有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参加的党总委员会会议一事，实际上不仅使中央委员会受到总委员会3个委员（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委员）的谴责，而且已经受到惩罚，它在不违反党章的条件下，在党总委员会中不可剥夺的代表权被剥夺了。

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迫使中央委员会无论如何要服从总委员会3个委员（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各项决定。例如，中央委员会曾合法地要求它在国外的代办员捷依奇同志把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技术工作和财务工作移交给指定管理这些工作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瓦列里扬同志，捷依奇同志借口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发生冲突，对这一要求表示拒绝。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中央委员会在它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达成的协议的第1项中曾表示即使在总委员会拒绝的情况下也要召开代表大会的决心因而与党章相抵触，那么总委员会3个委员同样曾两次违反党章，因为它既剥夺了中央委员会参加总委员会的权利，又剥夺了中央委员会管理和监督它在国外的技术工作和财务工作的权利（即违反了党章的第2条和第6条）。

中央委员会向全党确认，在党总委员会（仅由中央机关报的两个成员和总委员会的第5名委员所代表）和中央委员会之间存在着从党章的观点来看尚未解决的上述冲突，鉴于党总委员会主席拒绝召开总委员会会议，中央委员会声明，总委员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种严重违反党章的行为已使党总委员会丧失履行职责的可能性，从而实际上擅自取消了党总委员会。

同志，您坚持要中央委员会无条件服从党总委员会，而且认为没有这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总委员会就不可能召开，这实际上就是无限期地拖延代表大会的召开，违反明确地表明了的党的意志。

中央委员会认为它对党的忠诚应高于对总委员会3个国外委员的忠诚，因此它要把整个这次冲突交给党本身来裁判。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1905年4月23日（10日）

载于1905年4月17日（30日）《前进报》第1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72—80页

















[53]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起草的这封公开信，先印成单页，后转载于1905年4月17日（30日）《前进报》第16号。



公开信里提到的中央委员会1905年4月4日（17日）给党总委员会的信也是寄给普列汉诺夫的。这封信发出的第二天，组织委员会开会决定要总委员会在7天之内作出答复，过期代表大会就要开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7天后即1905年4月12日（25日）按时开幕。——72。







《列宁全集》第10卷


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问题

（1905年4月）

对于中央委员会协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召开全党代表大会一事，《火星报》（第94号）歇斯底里地大肆叫骂，又散布个人猜疑，侈谈少数派集团强大等等。[54]对于所有这些与著名的同盟代表大会[55]相吻合的狂妄言论，我们当然置之不理。实际上值得指出的只有两点。《火星报》说，如果代表大会召开了，那它也只是 分立出去的派别的代表会议
 。换句话说：新火星派承认自己是从党内分立出去的派别，承认分裂是既成事实。我们一向认为，公开承认这一点，比搞卑鄙的秘密分裂活动好。不过，先生们，你们承认自己是跟党的另一部分断绝了关系的一部分，同时却羞羞答答把持着全党的称呼和名称（“中央机关报”，“总委员会”），同时却把持着国外同志们为全党募集的经费，把持着属于全党的印刷所 
［注：手稿上从“同时却把持着”到“全党的印刷所”这些文字已被勾掉了。——俄文版编者注］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样做正直吗？

第二，《火星报》通常在谈到各中央机关向党报告工作的时候，承认党已分裂，而在谈到各中央机关有权支配党的时候，又承认党是统一的。现在也是这样。一方面说是“分立出去的派别”，另一方面又说是“代表大会只能由总委员会召开”。先生们，很好！但是，你们的“总委员会”为什么默不作声呢？它对中央委员会1905年3月4日的声明为什么没有反应呢？《火星报》第94号为什么只字不提总委员会呢？党员就不能问一声：他们的总委员会究竟存在不存在呢？总委员会能不能开个会并通过一些决定呢？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85—86页

















[54]指发表于1905年3月25日（4月7日）孟什维克《火星报》第94号的一篇题为《全党注意》的文章。——81。



[55]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10月13—18日（26—3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大会是在孟什维克再三要求下召开的。他们想以这次代表大会对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反对召开这次国外同盟代表大会。



出席国外同盟代表大会的多数派代表15名（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尼·埃·鲍曼、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马·马·李维诺夫等），共18票（未出席代表大会的同盟成员可以委托他人表决）；少数派代表18名（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列·格·捷依奇、维·伊·查苏利奇、尔·马尔托夫、列·达·托洛茨基等），共22票（从第二次会议起多数派代表为14名，少数派代表为19名）；既不参加多数派也不参加少数派的代表1名（康·米·塔赫塔廖夫），2票。列入大会议程的有下列问题：同盟领导机关的报告；出席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同盟代表的报告；同盟章程；选举同盟领导机关。



大会议程的中心问题是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同盟的代表列宁的报告。列宁在报告中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说明，并揭露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及其在代表大会上的无原则行为。反对派利用他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多数通过决议，让马尔托夫在列宁报告之后作副报告。马尔托夫在副报告中为孟什维克作辩护，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污蔑性责难。为此列宁和多数派代表退出了大会的这次会议。孟什维克就这一项议程通过了三项决议，反对列宁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并号召不断地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



大会通过的国外同盟章程中有许多条文是违反党章的（如同盟出版全党性书刊、同盟领导机关不通过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同其他组织发生关系等），孟什维克还对中央委员会批准同盟章程的权利提出异议。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弗·威·林格尼克要求修改同盟章程使其符合党章规定。他在反对派拒绝了这个要求之后，宣布这个大会是非法的。林格尼克和多数派代表退出大会。党总委员会随后赞同了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这一行动。



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把同盟变成了反党的据点。—81。







《列宁全集》第10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56]


（1905年4月）





	
1 筹备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关于某些组织的代表资格的几项决定草案（不晚于4月11日〔24日〕）

2 组委会关于代表大会的组成的决议草案（不晚于4月11日〔24日〕）



3 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喀山委员会出席代表大会代表资格问题的报告所作的发言（4月13日〔26日〕）



4 对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喀山委员会出席代表大会代表资格问题提案的修改意见（4月13日〔26日〕）



5 就讨论组委会报告的问题所作的发言（4月13日〔26日〕）



6 关于讨论组委会报告的决议草案（4月13日〔26日〕）



7 就代表大会的合法性所作的发言（4月13日〔26日〕）



8 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议程草案（4月13日〔26日〕）



9 在讨论代表大会议程时的发言（4月13日〔26日〕）



10 在讨论代表大会工作程序时的发言（4月13日〔26日〕）



11 在提出关于选举代表报告审查委员会和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决议草案时的发言（4月13日〔26日〕）



12 致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两项声明（4月13日和14日〔26日和27日〕）



13 在讨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时的两次发言（4月14日〔27日〕）



14 关于批准喀山委员会和库班委员会的决议草案（4月14日〔27日〕）



15 关于在代表大会上表决问题的程序的决议草案（4月14日〔27日〕）



16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武装起义的态度的决议草案（4月14日〔27日〕）



18 关于武装起义的补充决议草案（4月15日〔28日〕）



21 对关于在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对待政府政策的决议案的补充（不晚于4月16日〔29日〕）



23 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草案（4月16日〔29日〕）



17 就武装起义问题所作的发言（4月16日〔29日〕）



19 就武装起义问题所作的发言（4月16日〔29日〕）



20 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4月18日〔5月1日〕）



22 就革命前夕对待政府的策略所作的发言（4月18日〔5月1日〕以前）



24 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4月18日〔5月1日〕）



25 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草案（4月18日〔5月1日〕）



26 对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案的补充（不晚于4月19日〔5月2日〕）



27 就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决议案的修改意见所作的发言（4月19日〔5月2日〕）



28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公开政治活动问题的决议草案（4月19日〔5月2日〕）



29 在讨论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公开政治活动问题的决议案时的发言（4月19日〔5月2日〕）



30 在讨论关于革命前时期对待政府的策略的决议草案时的两次发言（4月19日〔5月2日〕）



31 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案的报告（4月19日〔5月2日〕）



32 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草案（4月20日〔5月3日〕）



33 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案（4月20日〔5月3日〕）



34 就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所作的发言（4月20日〔5月3日〕）



35 致代表大会主席团（4月20日〔5月3日〕）



36 在讨论党章时的十次发言（4月21日〔5月4日〕）



37 在讨论关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草案时的发言（4月21日〔5月4日〕）



38 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喀山委员会代表资格问题的报告所作的发言（4月22日〔5月5日〕）



39 关于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决议草案（4月22日〔5月5日〕）



40 在讨论关于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几个决议草案时的三次发言（4月22日〔5月5日〕）



41 在讨论对党章关于党的各种组织的定期代表会议的补充决议案时的两次发言（4月22日〔5月5日〕）



42 关于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决议草案（4月23日〔5月6日〕）



43 就鲁勉采夫关于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决议案所作的发言（4月23日〔5月6日〕）



44 在讨论关于对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的决议案时的发言（4月23日〔5月6日〕）



45 就对待自由派的态度问题所作的发言（4月23日〔5月6日〕）



46 就同社会革命党达成实际协议问题所作的发言（4月23日〔5月6日〕）



47 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所作的两次发言（4月25日〔5月8日〕）



48 关于选举中央委员会的程序的建议（4月25日〔5月8日〕）



49 关于中央委员会行使职权时间的决议草案（4月25日〔5月8日〕）



50 关于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的发言（4月25日〔5月8日〕）



51 关于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和代表大会记录的决议草案（4月25日〔5月8日〕）



52 关于高加索事件的决议草案（4月26日〔5月9日〕）



53 在讨论关于高加索事件的决议案时的两次发言（4月26日〔5月9日〕）














1

筹备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

关于某些组织的代表资格的几项决定草案[57]


（不晚于4月11日〔24日〕）


高加索
 。

组织委员会根据文献材料和见证人高加索的同志们提供的证词，研究了关于高加索代表团的问题，一致通过如下决定：

1．把高加索代表团的八票算在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票数之内是必要的和唯一正确的，因为早在1903年秋天，中央委员会就已经批准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的章程，根据这个章程，作为一个联合会的委员会，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上享有八票表决权。

2．至于格列博夫同志在总委员会发表的与此相抵触的声明和1904年5月总委员会的决定，即在问题弄清楚之前，暂时将四个单独的高加索委员会（巴库委员会、巴统委员会、梯弗利斯委员会、依梅列季亚－明格列利亚委员会）拥有的票数算作有表决权的票数，组织委员会认为，不能由于有了格列博夫的声明和总委员会的决定，就不应通过上述第1条中所指出的结论，因为格列博夫同志显然不了解情况，所以也就不自觉地使总委员会产生误解。

3．组委会认为现在到会的三位高加索代表享有六票表决权是毫无疑问的，同时指出，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列昂诺夫同志已就享有两票表决权的第四名代表的问题发表如下声明：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本来打算让巴统委员会确定这位第四名代表。当巴统委员会就此事作出含糊搪塞的答复之后，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才在一次有列昂诺夫出席的会议上表示，如果巴统没有专门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它希望第四名代表的表决权交由加米涅夫（尤里）同志行使。

4．有鉴于此，组委会将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第四名代表的问题提交代表大会本身决定。


克列缅丘格
 。

关于克列缅丘格委员会是否有权利能力的问题，组织委员会查明：

（1）据中央委员马尔克同志说，克列缅丘格委员会是直到1904年8月才被中央委员会批准的，他曾经参加中央委员会批准该委员会的那次会议。

（2）在《火星报》第89号公布的党总委员会的名单里，33个有权利能力的组织中没有克列缅丘格委员会。

根据上述情况，组委会决定：不把克列缅丘格委员会计算在本届代表大会上拥有表决权的享有全权的组织之列。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
 。

组织委员会听取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多数派委员会代表莫罗佐夫同志的报告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原委员会委员叶夫根尼同志的书面报告后，一致通过决定：

无论从形式方面来讲，还是从继承性以及同当地工人的联系方面来讲，组织委员会都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说现在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多数派委员会不如少数派委员会合法。

但鉴于组委会无法听取另一方的申述，因此它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多数派委员会代表的表决权问题不作决定，而将问题提交代表大会本身解决。

关于喀山委员会和库班委员会是否有权利能力的问题，组委会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因为中央委员会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有分歧。

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认为，不能承认这两个委员会是有权利能力的，因为在1904年总委员会五月会议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是列宁和格列博夫），这两个委员会未列入1905年4月1日以前被批准的委员会名单中。即使喀山委员会和库班委员会是由中央委员会在1904年5月以后批准的，它们无论如何也只有在一年以后才能获得代表权。此外，在1904年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体会议上这两个委员会不可能被批准，因为这次会议的记录已由格列博夫全部交给了在国外的列宁，在这些记录中，没有关于批准喀山委员会和库班委员会的记载。最后，在有中央委员马尔克同志出席的中央委员会八月会议或九月会议上，同样根本没有提到关于批准喀山委员会和库班委员会的事。

中央委员会认为，既然这两个委员会已列入显然是以党总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火星报》的名单里，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这两个委员会是没有权利能力的。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8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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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关于代表大会的组成的决议草案[58]


（不晚于4月11日〔24日〕）

就中央委员会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之间的协议中关于代表大会的召开应有四分之三的俄国各委员会代表出席的这一项规定，组委会决定如下：

组成组委会的双方都认为，这项规定的意思是说，中央委员会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都必须采取最有力的措施，使代表大会有充分的代表性并向党保证：中央委员会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旨在组织全党的代表大会，而不是派别性的代表大会。协议上作这项规定，决不是说党章上关于代表大会在有表决权的代表有半数出席时即为有效的那一条无效。至于代表大会的充分代表性问题，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目前只有阿斯特拉罕委员会和克里木委员会尚无消息。已经选出代表并派代表到国外的有顿河区委员会、矿区委员会、基辅委员会、库班委员会、特维尔委员会、哈尔科夫委员会、斯摩棱斯克委员会、西伯利亚委员会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有两个委员会将代表委托书转交给了在国外的同志，即帕尔乌斯和由《火星报》编辑部指定的一名代表库班委员会的人员）。业已到会的有19个委员会的代表，加上上述9个委员会，我们总共就有28个委员会，即已超过34个委员会的 3
 / 4
 （34个委员会是最初列入组委会名单中的有权利能力的组织的最高数）。

如果说代表上述各委员会的9个代表尽管已从各委员会得到相应的代表委托书并已到国外但没有出席代表大会的话，那么，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缺席并非由于组委会的过失，而是由于党总委员会的3个委员的非法阻挠，使组委会为代表大会的充分代表性所作的一切努力落了空。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9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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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喀山委员会出席代表大会代表资格问题的报告所作的发言[59]


（4月13日〔26日〕）

有人引用我的声明 
［注：见本卷第100页。——编者注］

 。来到这里的那位喀山人说他很可能当选。最好把他作为委员会委员加以邀请。我觉得委员会的决议的结尾是奇怪的，建议加以修改。





	载于193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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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喀山委员会出席代表大会代表资格问题提案的修改意见

（4月13日〔26日〕）

建议作如下修改：“不是作为代表，而是作为没有代表出席代表大会、但表示赞成代表大会的委员会的委员。”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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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讨论组委会报告的问题所作的发言

（4月13日〔26日〕）

我建议考虑索斯诺夫斯基等同志关于希望只限于从形式方面来讨论组委会的报告的声明。安德列耶夫同志的决议案[60]是行不通的。同志们希望只从召开代表大会的合法性的角度而不是从实际方面来进行讨论。从实际方面来讨论报告，这就意味着要讨论党内危机。主席团将把发言人的发言限制在讨论召开代表大会的合法性的范围之内。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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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讨论组委会报告的决议草案

（4月13日〔26日〕）

代表大会现在只从代表大会的合法性的角度 
［注：在记录委员会的记录里，决议草案的结尾部分措辞如下：“……从代表大会的合法性和代表大会的最后组成的角度，而不是从党内危机的角度……”——俄文版编者注］

 来讨论组委会的报告。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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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代表大会的合法性所作的发言

（4月13日〔26日〕）

我想对召开代表大会是否合法的意见作一回答。中央委员会认为代表大会是不合法的。中央委员会本身把它给党总委员会的信叫作“忏悔书”。但是中央委员会有什么可忏悔的呢？代表大会是完全合法的。固然，从党章的 字面
 来看，可以认为它是不合法的；但是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党章，我们就会陷入可笑的形式主义。然而从党章的内容来看，代表大会是完全合法的。不是党属于党总委员会，而是党总委员会属于党。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谈到组织委员会事件[61]时，普列汉诺夫同志本人就已指出，服从下级组织这条纪律应给服从上级组织这条纪律让路。中央委员会指出，如果党总委员会服代表大会，那么中央委员会就准备服从党总委员会。这个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党总委员会拒绝了这个要求。而有人却说，中央委员会怀疑党总委员会的忠诚，并对它表示不信任。不过，大家知道，在所有立宪制国家，公民都有权对这个或那个公职人员或机关表示不信任。他们的这种权利是不能剥夺的。而且，即使中央委员会的活动是不合法的，难道党总委员会因此也就有权进行不合法的活动吗？党章有一条规定，如果有享有全权组织的票数的半数赞成召开代表大会，党总委员会就召开代表大会；这一条的保证是什么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章中有一条规定，如果执行委员会拒绝召开代表大会，则由监察委员会召开代表大会。我们没有这一条，因此，召开代表大会的保证完全取决于党本身。从党章的精神来看，甚至从党章的字面来看，如果把党章当作一个整体，很明显，党总委员会是党的各委员会的受托者。各委员会的受托者拒绝执行自己的委托者的意志。如果受托者不执行党的意志，党就只好自己来实现这个意志。因此，我们党的各委员会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自行召开代表大会。我肯定地说，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完全合法的。谁是审理党总委员会和各委员会之间的这场争端的评判人呢？就是这些委员会，就是党。党的意志早已表达了。国外中央机关的耽搁和拖延是不能改变这个意志的。各委员会有义务自行召开代表大会，因而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合法的。

我现在就来答复提格罗夫同志。提格罗夫同志说，不应当审判党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的报告就是在审判党总委员会。提格罗夫同志说不能进行缺席审判，我认为这样说是错误的。在政治上经常都要进行缺席审判。难道我们不是在我们的政论中，在我们的会议上以及在各种场合经常审判社会革命党人、崩得分子和另外一些人吗？如果不进行缺席审判，又怎么办呢？要知道，党总委员会是不愿出席代表大会的，这样一来，只好任何时候都不对任何人进行审判了。甚至官方法庭也要进行缺席审判的，如果被告不愿出庭的话。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9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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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议程草案[62]


（4月13日〔26日〕）


　　（一）策略问题。


1．武装起义。

[2．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 
［注：用小号字排在方括号内的文字，在手稿上已被勾掉了。——俄文版编者注］



2．社会民主党进行公开政治活动的准备。

3．社会民主党在革命前夕、在革命期间、在革命之后对政府政策的态度。

4．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二）对其他政党和派别的态度。


5．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

6．对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和组织的态度。

7．对自由派的态度。

8．对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


　　（三）党的组织。


9．党章。

10．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四）党的内部工作。


11．代表们的报告。

12．改进宣传和鼓动工作。

[13．五一节。］ 
［注：用小号字排在方括号内的文字，在手稿上已被勾掉了。——俄文版编者注］



14．选举负责人员。

15．宣布记录和新机构行使职能的程序。





	载于1934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00—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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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代表大会议程时的发言

（4月13日〔26日〕）

我对米哈伊洛夫、沃伊诺夫和季明三位同志的提案[63]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但代表大会面临着热中于讨论议程的危险。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议程只有5—6项，在我们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则有25项之多。我们的讨论已经有扩大的危险。我建议把一份最详细的议程作为基础。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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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代表大会工作程序时的发言

（4月13日〔26日〕）

用各种委员会来代替代表大会的会议是危险的。各委员会所讨论的有意思的问题很不少，但不写进记录，过后也就不了了之。各委员会进行认真的工作时间很少，增加时间而削弱代表大会的工作是不合适的。为了对各项工作的进程有所调整，现在就选出一个决议起草委员会是有益的。报告审查委员会同样也是必要的。组织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和武装起义委员会是否需要，我表示怀疑。我们有旧章程，有伊万诺夫的草案，有恩·弗·同志的意见，材料是足够的。[64]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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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关于选举代表报告审查委员会和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决议草案时的发言

（4月13日〔26日〕）

我提出如下决议案：“代表大会选出：（1）审查代表报告并准备将代表报告提交代表大会的委员会；（2）指定报告人并就议程上各项重大问题拟定决议草案的委员会。”

代表们的发言使我确信，只有这么办，我们才能卓有成效地工作。如果采取先进行一般性辩论再由委员会讨论的方法，又会出现第二次代表大会那样的情况。必须注意尽可能完整地公布代表大会的工作情况，以便更好地通报全党。鉴于我们代表大会周围的怀疑气氛，尤其有必要尽可能更加公开地进行讨论并记录在案。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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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两项声明

（4月13日和14日〔26日和27日〕）


（1）

致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在1905年4月24日组委会的会议上，我忘记提出关于邀请喀山委员会委员阿尔纳茨基同志[65]（ 
真

 （注意）姓）出席代表大会并享有发言权的建议。请委员会审查这一建议。

阿尔纳茨基同志正在国外，在法国，他曾向我表示同意自费参加代表大会。他很快就要回俄国去，并且能迅速向自己的委员会报告代表大会的情况。至于喀山委员会方面，组织委员会尽管作了一切努力，仍未能得到喀山的答复。因此，现在对于喀山委员会参加代表大会一事几乎毫无希望。我们试图从国外这里同喀山取得联系，也没有成功，我们多次去信都没有得到答复。阿尔纳茨基在这里也没有同喀山联系上。在不可能有喀山委员会 代表
 参加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应否对阿尔纳茨基同志作为委员会 委员
 加以邀请并让他享有 发言
 权？



列宁



（2）

致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在组委会会议上，我转达了菲拉托夫（真姓）同志要求准许他参加代表大会并享有发言权的书面申请。菲拉托夫同志是《前进报》上署名 弗·谢·
 的关于起义的几篇文章的作者。他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封信和一份报告小册子《战术和筑城术在人民起义中的运用》（搁在手提箱里，手提箱放在布隆）。有关菲拉托夫同志的情况，请问问和他一起在巴黎工作过的别利斯基同志和沃伊诺夫同志。[66]



列宁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05—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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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时的两次发言[67]


（4月14日〔27日〕）


（1）

　　我认为，立即由代表大会批准这些组织是没有道理的。我反对给予表决权。关于 政变
 的问题，我不同意卡姆斯基同志的意见。
（2）

　　从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结论中可以看出，我们党内总共有75票表决权，因此，从现有的构成来看，无疑应当承认我们的代表大会是合法的。鉴于目前有人对我们的代表大会抱怀疑态度，因此，为了增加代表大会所要求的合法多数，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想尽量多批准一些委员会，应当承认这种“自由主义的”愿望是值得嘉奖的。从这方面来说，我甚至要对这种“自由主义”表示赞赏，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又必须小心谨慎和一视同仁。有鉴于此，我不能不对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批准喀山委员会和库班委员会一事表示异议。《火星报》第89号把它们公布在享有全权的委员会的名单里，而在党总委员会记录的享有全权的组织名单里却没有它们。在党总委员会的会议上，马尔托夫同志列举的是1904年9月1日前的享有全权的委员会的名单。（宣读党总委员会记录摘要：）


　　“马尔托夫宣读他的决议案：‘一、党章第2条规定，如果有占代表大会一半票数的党组织要求召开代表大会，党总委员会就应当召开代表大会。按照党章第3条的附注1，只有不迟于代表大会召开前一年被批准的党组织，才有权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总委员会决定，凡批准时间符合这一规定的组织，在计算主张召开代表大会的组织的数目时才在计算之列。凡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被代表大会选出的组织，都是享有全权的组织，批准时间从党章通过之日算起。至于没有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批准时间则从中央委员会批准之日算起。

二、因此，截至1904年9月，有权决定召开代表大会这个问题的组织只有：（1）中央委员会，（2）中央机关报，（3）国外同盟，（4）—（20）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哈尔科夫委员会、基辅委员会、敖德萨委员会、尼古拉耶夫委员会、顿河区委员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萨拉托夫委员会、乌法（现在的乌拉尔）委员会、北方委员会、图拉委员会、特维尔委员会、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巴库委员会、巴统委员会、梯弗利斯委员会（从高加索联合会被批准之日起时间已满一年），（21）—（23）矿区（顿涅茨）联合会、西伯利亚联合会和克里木联合会。

如果这些组织都是享有全权的，则这些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的组织共拥有46票。总委员会委员拥有5票，加在一起，代表大会的总票数是51票，因而，召开代表大会要求有26票，就是说，要求有这里列举的享有全权组织中的13个组织的票数。建议中央委员会向党总委员会提供它对代表大会以后出现的新的委员会的批准日期。’”





决议案的第一部分一致通过了。

接着，格列博夫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发言时列举了新成立的委员会的名单。

（格列博夫同志的发言，引自党总委员会记录：）


　　“我同意马尔托夫同志的意见，我只能说出下面这些新成立的委员会：斯摩棱斯克委员会和阿斯特拉罕委员会被批准的日期是1903年9月；沃罗涅日委员会（斗争基金会）是1904年1月，里加委员会是1月；波列斯克委员会是4月：西北委员会是4月；库尔斯克委员会是1月；奥廖尔－布良斯克委员会是1903年9月；萨马拉委员会是1903年9月；乌拉尔（乌法）委员会是4月。”



　　这些事实都写进了奥尔洛夫斯基的小册子《反党的总委员会》，直到今天，党总委员会还没有推翻它们，也没有公布那些有争议的委员会被批准的日期，这说明，这种批准显然是没有证据的。在党总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上，马尔托夫同志在一次发言中指出，他认为8月份还应当批准两个委员会，即克列缅丘格委员会和波尔塔瓦委员会，但是仍然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喀山委员会和库班委员会。后来，在七月宣言[68]发表以后，格列博夫同志给我寄来了中央委员会各次会议的全部记录，这些记录中既没有喀山委员会也没有库班委员会被批准的记载，此后，在中央委员会的各次会议上，正如中央委员列特尼奥夫同志所证明的，也没有谈到过关于批准它们的事；不错，中央委员季明同志似乎有点记得，批准过喀山委员会和库班委员会，但是不能肯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根据实际上已查明这些委员会工作了一年以上，决定承认它们是享有全权的。这个决定是不正确的，因此我建议把这些委员会算作没有权利能力的。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07—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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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准喀山委员会和库班委员会的决议草案[69]


（4月14日〔27日〕）

代表大会决定，在确定代表大会的组成时，不算喀山委员会和库班委员会，但批准这两个委员会为将来的享有全权的委员会。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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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代表大会上表决问题的程序的决议草案[70]


（4月14日〔27日〕）

从现在起，代表大会按议事规程第7条规定进行各项表决，将表决权和发言权分开。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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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武装起义的态度的决议草案[71]


（4月14日〔27日〕）

鉴于：

（1）无产阶级，就其本身的地位而言，是最先进和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因而担负着在俄国一般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起领袖和领导者作用的使命，

（2）只有在革命时期实现这个作用，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占有最有利的地位，去继续进行斗争，反对即将诞生的资产阶级民主俄国的有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

（3）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组织起来，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并且尽可能协调一致地参加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时候，才能实现这一作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举行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并且为此目的建立情报和领导机构，是当前革命时期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和各地方委员会与联合会着手酝酿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并组织各种专门小组获取和分发武器，制定武装起义和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计划。完成这一任务能够做到而且应当做到不仅丝毫无损于激发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的总的工作，反而可以使这一工作更加深入和更加富有成效。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12—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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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武装起义问题所作的发言

（4月15日〔28日〕）

有人说，原则上问题很清楚。但是，在社会民主党的书刊中却有一些说法（见《火星报》第62号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给一本署名“一工人”的小册子写的序言），表明问题并不那么清楚。《火星报》和阿克雪里罗得都议论过密谋活动，他们都担心今后对武装起义会考虑得太多。不过，看来，过去是考虑得太少了……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给一本署名“一工人”的小册子写的序言中说，问题涉及的只能是“粗野的人民群众”的起义。实际生活表明，问题涉及的不是“粗野的群众”的起义，而是有能力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觉悟群众的起义。最近一年的全部历史表明，我们对起义的意义和必然性估计不足。应当注意事情的实践方面。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彼得堡、里加、高加索的实际工作者和工人的经验。因此，我主张同志们互相交流经验，这会使我们的讨论具有实际意义，而不致流于空谈。应当弄清楚，无产阶级的情绪怎样，工人是否意识到自己有能力进行斗争并领导斗争。有必要对至今没有加以概括的集体经验进行总结。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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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装起义的补充决议草案[72]


（不晚于4月16日〔29日〕）

代表大会确定，根据实际工作者的经验和工人群众的情绪，所谓准备起义应当理解为不单单是准备武器和建立小组等等，而且应当理解为通过个别武装起义的实际尝试，例如，以武装队伍在某些公开的民众大会开会的时候袭击警察和军队，或者以武装队伍袭击监狱、政府机关等等行动来积累经验。代表大会完全授权党的地方核心和中央委员会确定采取这些行动的范围和最适宜的时机，代表大会完全信赖同志们的机智，认为他们有能力防止把力量白白耗费在个别毫无意义的恐怖活动上，同时代表大会要求所有党组织必须重视上述经验。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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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武装起义问题所作的发言

（4月16日〔29日〕）

在辩论中，问题已经接触到了实际——群众的情绪。列斯科夫同志说得对，情绪是各种各样的。不过扎尔科夫同志也说得对，我们必须考虑，不管我们怎样对待起义，起义无疑是要举行的。现在有一个问题：在所提出的决议案之间是不是存在原则分歧。我根本没有看出有原则分歧。虽然我算得上一个最不易调和的人，但我仍然打算调和两个决议案并使它们一致起来，我就来进行调和两个决议案的工作。我丝毫也不反对修改沃伊诺夫同志的决议案。在补充中我也没有看出原则分歧。最积极的参加还没有产生出领导权。依我看，米哈伊洛夫同志提得比较积极，他着重提出了领导权问题，并且提得很具体。英国无产阶级负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使命，这是无疑的；但是，由于它缺乏社会主义的组织性，由于它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目前它还没有能力进行这个革命，这也是无疑的。沃伊诺夫同志也有同样的看法；最积极的参加无疑是最有决定性的。革命的结局是否由无产阶级来决定——这不能绝对肯定。关于领袖的作用也是如此。沃伊诺夫同志的决议案中的说法比较慎重。社会民主党能够组织起义，甚至能够决定起义，但它是否能起领导作用，这不能预先决定，这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力量和组织程度。小资产阶级可能组织得更好，它的外交家也可能更高明更干练。沃伊诺夫同志比较慎重，他说：“你可能实现”；米哈伊洛夫同志说：“你一定能实现”。也许，革命的结局将由无产阶级来决定，但是这不能绝对肯定。米哈伊洛夫同志和索斯诺夫斯基同志犯了他们曾经认为沃伊诺夫同志所犯的那种错误：“上战场别吹牛。”——沃伊诺夫说：“为了有保证，是必要的”，而他们却说：“是必要的，而且是足够的。”关于成立专门的战斗小组问题，我可以说，我认为它们是必要的。我们一点也不怕成立专门的小组。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16—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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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

（4月16日〔29日〕）

鉴于：

（1）无产阶级，就其本身的地位而言，是最先进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而担负着在俄国一般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使命，

（2）目前这个运动已经发展到必须举行武装起义，

（3）无产阶级必然会最积极地参加这一起义，这将决定俄国革命的命运，

（4）社会民主工党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践中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下团结成统一的和独立的政治力量，才能在这个革命中起领导作用，

（5）只有实现这一作用，才能保证无产阶级获得最有利的条件去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俄国的有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在目前革命时期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因此代表大会责成各级党组织：

（一）通过宣传和鼓动给无产阶级不仅讲清楚即将来临的武装起义的政治意义，而且讲清楚这一起义的组织实践方面的问题，

（二）在宣传鼓动时要说明群众性政治罢工的作用，这种罢工在起义开始时和起义进程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要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以及制定武装起义和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计划，必要时应设立由党的工作者组成的专门小组来进行这项工作。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18—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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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在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对待政府政策的决议案的补充[73]


（4月16日〔29日〕）

对施米特决议案作如下修改（大意），是否能使亚历山德罗夫同志满意：

（1）把（代表大会）“决定”改为：代表大会 确认
 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制定的社会民主党的旧策略，同时详加说明以适应当前时机（或作类似的修改）；

（2）在决议案中再增加一项大致如下的内容：

至于摇摇欲坠的专制制度现在对整个民主派，特别是对工人阶级作出的那些实际的和虚假的让步，社会民主工党应当 加以利用
 ，一方面为了使经济状况的每一步改善和自由的每一点扩大都 为
 人民 所享有
 ，以便加强斗争，另一方面为了在无产阶级面前不断揭露政府力图分裂、腐蚀工人阶级并使工人阶级在革命时期忽视自己的迫切利益等反动目的。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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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革命前夕对待政府的策略所作的发言

（4月18日〔5月1日〕）

我们的处境困难。我们有3个决议案和3个修正案。决议案不断增加，愈来愈多，而这个过程根本没有受到控制。题目要比报告人设想的广泛得多。必须将决议案交回委员会，虽然谢尔盖耶夫同志可能会嘲笑这一建议。所有的发言人都涉及公开行动的问题。报告是切题的，但是必须加以补充。关于参加各种协会的问题，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代表大会不能就参加各种协会的问题给以肯定的指示。应当利用一切宣传鼓动手段。从跟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74]打交道的经验中不能得出完全否定的结论。有人说，决议案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好事情就是要说了又说。季明同志的意见有点偏。应不应当参加国民代表会议，还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一切将取决于政治形势、选举制度和其他无法预料的具体情况。有人说，国民代表会议是个骗局。这是对的。但有时为了戮穿骗局，应当参加选举。除了总的指示以外，不能提出别的东西了。再说一遍，我认为应当把一切决议案交回委员会，并扩大委员会的构成。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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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草案[75]


（4月18日〔5月1日〕以前）

鉴于：

（1）无产阶级为了同资产阶级进行真正群众性的、自由的和公开的斗争，必须有尽可能广泛的政治自由，因此必须尽可能彻底地实现共和制度，

（2）目前愈来愈多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居民阶层以及农民等等的代表人物都提出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这些口号是从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中自然地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的，而满足这些需要在专制制度下是办不到的，由于俄国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客观发展的要求，满足这些需要又是绝对必要的，

（3）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一向认为，无产阶级必须最积极地支持革命资产阶级同一切反动阶级和反动制度的斗争，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必须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并且以严格批判的态度对待它的临时同盟者，

（4）在俄国，不以临时革命政府代替专制政府，就不可能推翻专制政府；只有这种代替才能在俄国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保证真正自由地和正确地表达全体人民的意志，保证实现我们最近的直接的政治改造和经济改造的纲领，

（5）不以俄国一切革命民主阶级和各阶级的革命民主分子所支持的临时革命政府来代替专制政府，就不可能赢得共和国，就不可能把无产阶级中落后的和不开展的阶层，尤其是农民阶层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阶层的利益同专制农奴制度是根本对立的，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由于受到令人麻木不仁的政治环境的压迫，他们才紧紧依靠专制制度或对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袖手旁观，

（6）俄国有了虽然是刚刚开始发展，但已经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工党，它能够尤其在政治自由的条件下监督和指导它在临时革命政府中的代表的行动，因此，这些代表偏离正确阶级路线的危险性并不是不可排除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党的全权代表可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向一切反革命尝试进行无情斗争，以便捍卫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利益，不过参加的条件是：党必须对它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民主工党的独立性，因为社会民主工党力求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变革，在这方面它与一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和阶级都是势不两立的。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24—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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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

（4月18日〔5月1日〕）

我的任务是说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这个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乍看起来会觉得奇怪，怎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可能以为，社会民主党的情况很好，它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可能性也很大。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如果从最近就要实现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那是唐·吉诃德精神[76]。但是，我们所以要非谈这个问题不可，与其说是迫于实际形势，不如说是迫于笔战。始终必须注意到，这个问题是早在1月9日以前由马尔丁诺夫首先提出来的。请看，他在他的小册子《两种专政》中写道（第10—11页）：


　　“读者，请设想一下列宁的空想付诸实现的情景吧。请设想一下这个只限于职业革命家才能加入成为其党员的政党所‘准备、规定
 和举行的全民武装起义’吧。全民的意志在革命后马上就会指定
 这个党为临时政府，这不是很明显吗？人民就会把革命的最近命运交给这个党，而不是交给别的什么党，这不是很明显吗？由于这个党不愿辜负人民从前对它的信任，就必须而且应当掌握政权并保持住政权，直到采取革命措施使革命的胜利得到巩固，这不是很明显吗？”



　　这样来提问题是不可思议的，但事实上就是这么提的：马尔丁诺夫认为，如果我们很好地准备并推动了起义，我们就会陷入绝境。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争论讲给一个外国人听，那么他永远也不会相信竟能这样提出问题，并且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只有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的来龙去脉，只有了解《工人事业》的“尾巴主义”观点的性质，才能理解我们的争论。这个问题成了必须加以说明的迫切理论问题。这是一个关于我们的目的是否明确的问题。我特别请求同志们在向俄国国内的实际工作者说明我们的争论时，要极力强调马尔丁诺夫对这个问题的提法。《火星报》第96号上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文章。我们过去和现在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都很高，因为他使机会主义者受到“委屈”，并因此而光荣地遭到许多人的仇恨。但是我们不能称赞他为马尔丁诺夫辩护的行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已不再是过去的普列汉诺夫了。他给文章加了这样一个标题：《论夺取政权问题》。这是有意缩小问题。我们从来也不这样提问题。普列汉诺夫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好象《前进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叫作“超级庸人”。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是在搞小小的掉包把戏。《前进报》曾特别指出，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总的观点是正确的。关于庸俗的一番话是针对马尔丁诺夫或尔·马尔托夫说的。尽管我们很想对所有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工作的人都给以高度的评价，但马尔丁诺夫毕竟不是马克思。普列汉诺夫要给马尔丁诺夫主义打掩护是徒劳的。

马尔丁诺夫硬说，如果我们坚决参加起义，那么我们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无产阶级会迫使我们去夺取政权。在这种论断里有一种奇特的，诚然是开倒车的逻辑。对于这种认为战胜了专制制度就会有危险的奇特的说法，《前进报》要问问马尔丁诺夫和尔·马尔托夫：这里所指的是社会主义专政，还是民主主义专政？有人给我们引证恩格斯的一句名言：如果一个领袖是以还未成熟到能进行完全统治的阶级的名义获得了政权，那么他的处境是危险的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68—469页。——编者注］

 。我们曾在《前进报》上解释过，恩格斯说的是，一个领袖如果 事后
 才发现原则和实际间的脱节，言论和事实间的脱节，那么他的处境是危险的。这种脱节会导致失败，即政治上的破产，而不是肉体的毁灭 
［注：见本卷第3—5页。——编者注］

 。你们必定（恩格斯的意思是这样）认为变革是社会主义的，而事实上它只是民主主义的。如果我们现在就向俄国的无产阶级许愿说，现在就能保证完全统治，那么我们就会犯社会革命党所犯的错误。社会革命党说什么革命将“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民主主义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总是嘲笑的，正是他们的这一错误。我们总是说，革命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资产阶级，但它将给无产阶级提供为争取社会主义进行胜利斗争的必要条件。

不过，既然这里谈的是民主主义变革，那么我们面前就有两种力量：专制制度和革命的人民，即作为主要斗争力量的无产阶级，以及农民和一切小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一致。社会民主党一再强调指出，革命人民内部有这种阶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在激烈的斗争中，争夺的目标可能易手。革命人民力求建立人民的专制制度，而一切反动分子则捍卫沙皇的专制制度。因此，成功的变革不可能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因为他们在 反对沙皇专制制度
 方面利益是一致的。《火星报》和《前进报》都同意“分进，合击”的口号，但《前进报》又补充说，如果合击，那么就要一起打碎和一起打退敌人企图夺回失去的东西的尝试。推翻专制制度以后，斗争不会停止，而会更加尖锐。反动力量恰恰会在这个时候组织起来进行真正的斗争。既然我们使用起义的口号，那么我们就不应该用起义可能胜利来吓唬社会民主党。在赢得了人民专制以后，我们就应当捍卫它，而这也就是革命民主专政。害怕它是毫无道理的。赢得共和国是无产阶级的大胜利，虽然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共和国并不象对资产阶级革命家来说那样是“绝对理想”，共和国只是保证为社会主义进行广泛斗争的自由。帕尔乌斯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为赢得自由曾付出这样巨大的牺牲。这是对的。从旁密切注视着俄国事变的欧洲资产阶级报刊也确认这一点。专制制度连最起码的改良也异乎寻常地大加反对，但是作用愈大，反作用也愈大。这就是专制制度很可能彻底崩溃的原因。只有在彻底推翻专制制度的条件下，整个革命民主专政的问题才有意义。可能1848—1850年的事变会在我国重演，就是说，专制制度将不是被推翻，而是被限制，并且变成立宪君主制度。那时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专政了。但是，如果专制政府真的被推翻了，那么它就应当由别的政府取而代之。而这个别的政府只能是临时革命政府。它的支柱只能是革命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这种政府只能是专政，就是说，它不是组织“秩序”，而是组织战争。攻打碉堡的人不可能在占领碉堡之后不再继续作战。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占领碉堡并加以固守，要么不去攻打并声明说，我们只想要碉堡附近的一小块地盘。

现在来谈谈普列汉诺夫。他使用的手法是非常错误的。他避开了重要的原则问题，专门挑剔小毛病，玩弄一些掉包把戏。（巴尔索夫同志喊道：“对！”）《前进报》断言，马克思的方案（先由资产阶级君主制度来取代专制制度，然后由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来取代资产阶级君主制度）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事先按照这个方案来限制我们将达到的范围，那么我们就是庸人了。因此，普列汉诺夫为马克思辩护是“verlorene Liebsmuhe”（白费劲儿）。普列汉诺夫在为马尔丁诺夫辩护时，引证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告同盟书》[77]。普列汉诺夫对这个《告同盟书》又作了不正确的解释。尽管无产阶级1848年在柏林举行了胜利的起义，但这个《告同盟书》是在人民已经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写的，普列汉诺夫对这一点却避而不谈。当时资产阶级立宪君主制度已经取代了专制制度，从而以全体革命人民为靠山的临时政府也就谈不上了。《告同盟书》的全部意义在于：在人民起义失败后，马克思忠告无产阶级要组织起来并作好准备。难道这些忠告能用来说明俄国在起义开始前的状况吗？难道这些忠告能解决我们设想无产阶级起义将获得胜利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吗？《告同盟书》开头这样说：“……在1848—1849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两方面受过了考验：第一，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地参加了运动……其次，它关于运动的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都已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正在这个时候，同盟从前的坚强的组织却大大地削弱了。大部分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的成员，都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单单进行公开活动就够了。个别的区部和支部开始放松了自己跟中央委员会〈中央管理机关——Zentralbehorde〉的联系，最后甚至渐渐地完全断绝了这种联系。 结果，当德国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日益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的政党却丧失了自己唯一的巩固的支柱
 ，至多也只是在个别地方为了本地的目的还保存着组织的形式，因此 在一般的运动中
 （in der allgemeinen Beweoung） 就落到了完全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支配和领导的地位
 。”（《 告同盟书
 》第75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8—289页。——编者注］



因此，马克思在1850年认定，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已经过去的1848年革命中，在组织性上占了上风，而工人政党则吃了亏。自然，马克思全神贯注的是，工人政党再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尾巴了。“……目前即将爆发新的革命，工人政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象1848年那样受资产阶级利用和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告同盟书》第76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9页。——编者注］



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具有较强的组织性，马克思毫不怀疑，如果立即发生新的变革，资产阶级民主派一定会获得绝对优势。“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将取得一个相当时期（füreinen　Augenblick）的优势，这是毫无疑义的。”（《 告同盟书
 》第78页） 
［注：同上，第292—293页。——编者注］

 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 告同盟书
 》中只字未提无产阶级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因此，普列汉诺夫下面的说法也是完全错误的。他说，似乎马克思“根本不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可以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共同致力于创建新的社会制度”（《火星报》第96号）。这是不对的。马克思 并没有提出
 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而普列汉诺夫却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好象 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马克思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过去总是做别人的尾巴，我们组织得较差，我们应当独立地组织起来，以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发生新的变革后执政。马尔丁诺夫从马克思的这些前提中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比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得更好，并已组成一个完全独立的政党，我们应当提防的是，一旦起义成功，我们就 势必
 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不错！普列汉诺夫同志，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马尔丁诺夫主义又是一回事。为了更清楚地说明1905年俄国的情况和1850年德国的情况的种种差别，我们再来看看《告同盟书》中几个有意思的地方。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到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因为他相信，小资产阶级的变革之后马上就会出现无产阶级的直接的社会主义专政。例如，在谈到土地问题时他说，民主派想造成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而工人为了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自己本身的利益，一定要反对这种意图。他们必须要求把没收下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所有，变成工人农场，在那里，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应当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耕作方法。显然，在这样的计划里，马克思 不可能
 谈到民主专政问题。他不是在革命前夕作为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代表写的，而是在革命以后作为正在组织起来的工人的代表写的。马克思强调指出，“革命爆发后，中央委员会就要赶快移到德国去，立刻召开党代表大会，并建议代表大会采取措施把各个工人俱乐部集中起来”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6页。——编者注］

 ，这是首要的任务。由此可见，关于独立的工人政党的思想，对我们来说，已经深入血肉之中了，而那时还是一个新问题。不应当忘记，当1848年马克思主编自由的和极端革命的报纸（《新莱茵报》[78]）的时候，他根本没有依靠什么工人组织。他的报纸得到激进资产者的支持，但是，当六月事变后马克思在报纸上痛斥巴黎资产阶级的时候，这些激进资产者差点断送了这份报纸。因此，在这个《告同盟书》中，关于独立的工人组织的问题谈得很多。那里谈到要成立各种工人革命政府，也就是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委员会，乡镇议会和公共管理机构，以与正式的新政府并立。那里谈到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并成立独立的工人近卫军。纲领的第2条指出：在国民代表会议里，应当尽可能从同盟成员中提出工人的候选人来与资产阶级的候选人相并列。马克思不得不对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的必要性加以论证，这一点就表明当时这个同盟是多么软弱。由这一切所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并没有提到，也无意于解决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当时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意义，当时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组织独立的工人政党上。

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上又说，《前进报》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只是重复那几句老话，说什么《前进报》似乎想批判马克思。是这样吗？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前进报》是从具体情况提出问题，估计了俄国参加民主主义变革斗争的实在的社会力量。而普列汉诺夫却只字不提俄国的具体情况。他的全部学问就是会搬弄几句不相干的引文。这种做法令人吃惊，但这是事实。俄国的情况和西欧的情况大不相同，连帕尔乌斯也能提出我们的革命民主在哪里这样的问题。普列汉诺夫无法证明《前进报》要“批判”马克思，于是把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拖出来[79]。我怎么也弄不懂，这些著作家，这些不曾引起过我好感的著作家，跟社会革命有什么关系。他们谈过个人和社会的组织经验，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但确实没有考虑过民主专政问题。难道普列汉诺夫真不知道帕尔乌斯已经成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信徒了吗？（笑声）或者，也许普列汉诺夫已经把事情弄到这种地步，以致不得不牛头不对马嘴地把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当作靶子。普列汉诺夫接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对社会革命即将来临失去了信心。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了。流亡者之间发生了争吵，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说，这是因为有革命家而没有革命。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上写道：“他们〈对社会革命即将来临失去信心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根据民主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占统治地位这个设想，来确定出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们将会更加坚决地谴责社会主义者参加小资产阶级政府。”（《火星报》第96号）为什么？没有回答。普列汉诺夫又是用社会主义专政偷换了民主主义专政，也就是陷入《前进报》多次谆谆告诫要避免的马尔丁诺夫的错误中去了。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共和国就不可能在俄国实现。《前进报》提出这个论断是根据对实际形势的分析。可惜，马克思不知道这一形势，也没有谈到这一形势。因此，单靠摘录马克思的几句话，既不能肯定也不能推翻对这一形势所作的分析。而关于具体情况，普列汉诺夫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第二句恩格斯的话引得更不恰当。第一，非常奇怪，普列汉诺夫引证的是私人信件，却不指明信件发表的地点和时间[80]。我们很感谢他发表恩格斯的信，但希望看到信的全文。不过，从我们现有的一些材料中也可以判断恩格斯那封信的真实含义。

我们确切地知道——这是第二——90年代意大利的情况和俄国的情况毫无相似之处。意大利享有自由已40多年了。在俄国，不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工人阶级连幻想自由也不可能。可见，在意大利，工人阶级早就能够发展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独立组织了。屠拉梯是意大利的米勒兰。因此，很可能屠拉梯当时便提出了米勒兰的思想，下面这一点完全证实了这种推测：据普列汉诺夫自己说，恩格斯曾对屠拉梯说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变革和社会主义变革的区别。也就是说，恩格斯恰恰是担心屠拉梯会陷入领袖的苦境，担心他不懂得自己所参加的变革的社会意义。至于普列汉诺夫，当然，我们要再说一遍：他是把民主主义变革同社会主义变革混为一谈了。

不过，也许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找到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般原则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关于俄国的具体情况问题的答案吧？至少《火星报》提出了这样一个总问题。

《火星报》第93号写道：“把无产阶级组成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反对党的最好途径，是通过无产阶级 从下面
 对执政的民主派施加压力来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火星报》说：“《前进报》想使无产阶级不仅从下面，不仅从街头，而且从上面，从临时政府的宫殿里对革命〈？〉施加压力。”这个说法是对的；《前进报》的确想这样做。这里，我们的确面临着一个总的原则问题：是否允许从下面或者也从上面来进行革命活动。这个总问题的答案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找到。

我指的是恩格斯的一篇有意思的文章：《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81]（1873年）。恩格斯简略地描述了1873年的西班牙革命，当时不妥协派即极端共和派的起义席卷了全国。恩格斯强调指出，那时根本谈不上工人阶级的立即解放。当时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迅速通过准备社会革命的预备阶段；清除革命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共和国提供了达到这一目的的可能性。西班牙工人阶级只有积极参加革命，才能利用这种可能性。当时巴枯宁派的影响以及受到恩格斯非常中肯批评的他们关于总罢工的思想，妨碍了工人阶级积极参加革命。恩格斯描述了有3万工厂工人的阿尔科伊城发生的事件。无产阶级在那里成了局势的支配者。它当时干了些什么事呢？它不顾巴枯宁主义的原则，参加了临时革命政府。恩格斯说：“巴枯宁主义者许多年来一直宣传说，任何自上而下的革命行动都是有害的，一切都应当自下而上地组织和进行。”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31页。——编者注］



这就是恩格斯对《火星报》提出的关于“从上面和从下面”这个总问题的答案。 《火星报》的“只能从下面，无论如何不能从上面”的原则，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
 恩格斯从西班牙革命事件中作出结论说：“巴枯宁主义者在行动中必然要违背自己的各项原则，也违背了下面的这一原则：成立革命政府无非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欺骗和新的叛变”（普列汉诺夫现在硬要我们相信这点）。“巴枯宁主义者曾不顾这些原则，作为被资产阶级驾驭，在政治上被他们利用的软弱无力的少数派出席各城市的政府委员会的会议。” 由此可见，恩格斯所不喜欢的只是巴枯宁派成为少数派，而不是他们在那里出席了会议。
 在小册子的结尾，恩格斯说，巴枯宁主义者的例子“告诉我们， 不
 应当如何进行革命”。 
［注：同上，第539—540页。——编者注］



如果马尔托夫把自己的革命工作局限于从下面的活动，他就会重犯巴枯宁主义者的错误。

但是，《火星报》编造了它同《前进报》之间的原则分歧，自己反而又转向我们的观点。例如，马尔丁诺夫说，无产阶级应当和人民一起，迫使资产阶级把革命进行到底。不过这不是别的，这是“人民的”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资产阶级根本不想把革命进行到底。而人民由于它的生活的社会条件必须要这样做。革命专政将开导它，把它吸引到政治生活中来。

《火星报》第95号写道：


　　“但是，如果实现社会主义的民族条件尚未成熟，而革命的内在辩证法不管我们的意志如何终究还是把我们推向政权，那么我们也是不会后退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打破革命的狭窄的民族范围，把西方推上革命的道路，就象一百年以前法国把东方推上了这条道路一样。”



　　由此可见，《火星报》自己承认说：如果不幸我们取得胜利，那么我们就应当象《前进报》所说的那样去做。 可见，《火星报》在实践问题上追随了《前进报》
 ，并且破坏了自己本来的立足点。我只是不明白，怎么能不顾马尔托夫和马尔丁诺夫的意志把他们拉去执掌政权呢？这简直荒唐极了。《火星报》举了法国的例子。但这是雅各宾党人的法国。在革命时期用雅各宾党人来吓唬人是最无聊的行为。我已经说过，民主专政不是组织“秩序”而是组织战争。如果我们占了彼得堡并且绞死了尼古拉，那么在我们面前就会出现好几个旺代[82]。1848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提到雅各宾党人的时候，对这一点就已经很清楚了。他说：“1793年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消灭专制制度和反革命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5页。——编者注］

 我们也宁愿用“平民”方式来消灭俄国专制制度，而让《火星报》去采取吉伦特派的方式好了。俄国革命面临着空前的有利形势（反人民的战争、亚洲式的专制保守主义等等）。这种形势使我们寄希望于起义的胜利结局。无产阶级革命情绪的高涨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因此在这样的时刻，马尔丁诺夫主义不仅是一种蠢举，而且是一种犯罪，因为它有损于无产阶级革命能量的发挥，挫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利亚多夫说：“完全正确！”）这就是德国党内的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专政问题上，而不是在民主主义专政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在另一种情况下的重演。

为了使你们具体了解临时革命政府的这些所谓的“宫殿”实际上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再引一个根据。恩格斯在他的文章《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描写了他在这些“宫殿”附近参加革命的情况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页。——编者注］

 。例如，他描写了德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莱茵普鲁士的起义。他说，在这里，民主党有获得胜利的机会是非常有利的。当时的任务是：把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投向莱茵河右岸，使起义更加扩大，并设法在这些地方通过后备军来建立革命军的核心。当恩格斯为了用一切办法实现他的计划而前往爱北斐特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而恩格斯之所以抨击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者，是因为他们不善于组织起义，没有储备维持工人进行街垒战的费用等等。恩格斯说，必须更积极地行动起来。第一步就应该解除爱北斐特市民军队的武装，把他们的武器分发给工人，然后强制课以赋税作为这样武装起来的工人的给养。恩格斯说，不过这种建议完全是由我个人单独提出来的。可尊敬的社会安全委员会却根本无意采取这种“恐怖措施”。

由此可见，当我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哄堂大笑）用雅各宾主义来吓唬我们的时候，恩格斯却对革命小资产阶级蔑视“雅各宾式的”行动的态度加以抨击。恩格斯明白，既准备作战又拒绝夺取国库和国家政权——在作战时期——这是一种不体面的文字游戏。新火星派先生们，如果起义成了全民性的，那么你们从哪里取得起义的费用呢？难道不是从国库中吗？这是资产阶级的行为！这是雅各宾主义！

关于巴登起义，恩格斯写道：“武装起义的政府有着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现成的军队、充足的军械库、充实的国库、万众一心的居民。”每个人事后都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做些什么。应当组织军队保卫国民议会，赶走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把起义扩展到邻国并且“使德国的软弱无能的所谓国民议会在起义军民面前感到肉跳心惊；其次，应当把起义的力量组织起来，为起义提供大量的资金，通过立即废除全部封建义务来使农业居民愿意参加起义。而这一切必须立即进行，以便使起义强大起来。在巴登委员会成立一个星期以后就太晚了”。

我们相信，在俄国起义的时刻，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将以恩格斯为榜样，报名加入革命士兵的行列，提出同样的“雅各宾式的”忠告。我们的《火星报》却宁愿大谈其选票封面的颜色，而把临时革命政府问题和立宪会议的革命警卫队问题推到次要地位。我们的《火星报》无论怎样也不打算“从上面”行动起来。

恩格斯从卡尔斯鲁厄到了普法尔茨。他的朋友德斯特尔（有一次他曾解救恩格斯免遭监禁）参加了临时政府的会议。恩格斯说：“谈不上什么正式参加对于我们党是陌生的这个运动。在运动中我应当占居《新莱茵报》的工作人员唯一能占居的地位——士兵的地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体使恩格斯几乎失去了同工人组织的一切联系，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了。因此，我们下面这段引文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曾经有人建议我去担任许多文职和武职，——恩格斯写道——如果在无产阶级的运动中，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样的职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都一概拒绝了。”

可见，恩格斯并不害怕从上面来行动，并不害怕无产阶级过高的组织性和强大有力会使他参加临时政府。相反，恩格斯感到遗憾的是，工人毫无组织，因此运动进行得不够顺利，不够无产阶级化。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也还接受了一个职位：他在军队里给维利希当副官，负责供应军需品，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运送弹药等等。恩格斯写道：“为共和国捐躯，这就是我当时的目的。”

同志们，请你们判断一下，恩格斯所描绘的临时政府，与新《火星报》力图用来把工人从我们这里吓跑的那些“宫殿”有什么相同之点。（鼓掌）（发言人宣读他的决议草案，并作了解释）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26—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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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草案

（4月18日〔5月1日〕）

鉴于：

（1）无论是俄国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或者是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斗争的利益，都要求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因而也就要求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专制的管理形式，

（2）在人民的武装起义取得彻底胜利，也就是推翻了专制制度以后，势必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能保证充分的鼓动自由，并且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来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最高意志的立宪会议，

（3）这个民主革命在俄国不会削弱、而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必然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尽量夺取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成果，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

（一）应当使工人阶级普遍树立必须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信念，并在工人会议上讨论立即完全实现我们党纲所提出的当前的一切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的条件；

（二）一旦人民起义取得胜利和推翻了专制制度，我们党可以派全权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同一切反革命企图作无情的斗争，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

（三）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条件是：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并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因为社会民主党力求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这一点说，它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

（四）不管社会民主党是否有可能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都必须向最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宣传这样一种思想：即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为了保卫、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必须经常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42—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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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案的补充

（不晚于4月19日〔5月2日〕）

还有一点主张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理由：

我们党的右翼现在又建议根本不要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照此办理，革命无产阶级准备、组织和举行武装起义必然会犹豫不决、半途而废并四分五裂；——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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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决议案的修改意见所作的发言

（4月19日〔5月2日〕）

总的说来，我同意季明同志的意见。我是写文章的，自然注意问题的写法。季明同志非常正确地指出了斗争目的的重要性，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不指望占领为之而战的据点就不能作战……

季明同志对第（2）项的修改：“实现……等等……只有临时政府”等等，是完全适当的，我愿意接受。对第（3）项的修改也是这样，在这里指出，在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资产阶级必然会加强起来，真是恰到好处。在（一）项的结论部分“无产阶级要求”的提法比我的表述更好，因为重点是无产阶级。在（二）项中指出要以力量的对比关系为转移这一点是完全恰当的。作了这样的修改，我以为安德列耶夫同志的修改意见就可不要了。我还想知道国内同志们的意见，“最近的要求”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清楚，需不需要在括弧里加上“最低纲领”？在（三）项中我用了“是”字，季明同志用的是“应当定为”，显然，这里需要作文字上的修改。谈到党的监督的地方，我认为我原来的表述：“维护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比季明同志提出的“保持”一词更好些。我们的任务不仅是“保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而且要经常“维护”它。索斯诺夫斯基同志对这一项的修改不妥，反而改坏了，更加含糊不清了。安德列耶夫同志的修改意见可以分别吸收到我和季明同志的决议案的各项之中。不过安德列耶夫同志提出把“临时政府”一词用复数表达，未必恰当。当然，我国可能出现许多临时政府，但是用不着指出这一点，因为我们根本不希望出现这种分散局面。我们始终主张成立统一的俄国临时政府，并且力求建立“统一的中央，而且是俄国的中央”。（笑声）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45—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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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公开政治活动问题的决议草案

（4月19日〔5月2日〕）

鉴于：

（1）俄国的革命运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动摇并打乱了专制政府，使它不得不允许同它敌对的阶级在比较大的范围内享有政治活动的自由，

（2）这种政治活动的自由首先而且几乎完全为资产阶级所享有，这就更加加强了它原先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工人阶级的优势，并增大了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简单附属品的危险性，

（3）在工人群众中争取独立地公开地登上政治舞台（即使是不大重要的场合）的愿望，即使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参加，也愈来愈普遍地强烈起来（迸发出来，外露出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要求所有党组织注意，必须：

（一）利用社团和民众在报刊上、在联合会里和在集会时进行公开政治活动的种种机会，把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要求同一般民主主义要求加以对比，借以提高无产阶级的自觉，把无产阶级在这些活动的进程中组织成独立的社会主义力量；

（二）利用一切合法途径或半合法途径建立工人协会、工人联合会和工人组织，并且应当力求保证（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社会民主党对这些联合会的影响占优势，力求使它们变成俄国未来的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的基地；

（三）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党组织在保持和发展它们的秘密机关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立即着手准备社会民主党转向公开活动的适当过渡形式，即使同政府的武装力量发生冲突也在所不惜。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47—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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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公开政治活动问题的决议案时的发言[83]


（4月19日〔5月2日〕）

谢尔盖耶夫同志不对。我们面临的是改变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性质的整个问题，这也是决议案所确定的。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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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关于革命前时期对待政府的策略的决议草案时的两次发言

（4月19日〔5月2日〕）


（1）

　　我同意别利斯基同志的意见[84]。如果我们认为革命一词是指仅仅夺取某些微不足道的权利而言，我们就贬低了革命这个概念。
（2）

　　我同意“革命的方法”一语是表示要更坚决地进行斗争，但这样就贬低了革命这个概念。建议或者改为“不顾法律”，或者在“用革命的方法”一语之后删掉“最低纲领”这几个字，因为这样可以理解为，整个革命我们都要用这种方法来进行。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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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案的报告[85]


（4月19日〔5月2日〕）

由于十七个同志的声明[86]指出了加快代表大会工作的极端必要性，因此，我尽量谈得简短些。其实，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原则争议；甚至在充满“原则”分歧的党内危机时期也没有提出过这些争议。

此外，决议草案早就在《前进报》上发表了，我现在只对这个决议案略加说明。

支持农民运动的问题实际上有两个方面：（1）理论根据和（2）党的实际经验。后面这个问题将由第二个报告人，非常熟悉古里亚的最先进的农民运动的巴尔索夫同志来回答。至于问题的理论根据，那么现在无非是把社会民主党针对当前农民运动所制定的口号再说一遍。我们亲眼看到，这个运动正在发展壮大。政府又企图用老一套假让步欺骗农民。对于这一腐蚀政策，必须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党的口号。

这些口号，我认为在下面的决议草案中表述出来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力求把所有劳动者从一切剥削下完全解放出来并支持一切反对现在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最坚决地支持现在的农民运动，拥护能够改善农民状况的一切革命措施，直到为达到这些目的而剥夺地主的土地。同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一贯力求成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而且要时刻记住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它的利益和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向它说明，只有农村无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进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共同斗争，才能导向社会主义革命，而唯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把全体贫苦农民从贫困和剥削下真正解救出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出立刻成立革命农民委员会来全面支持一切民主改革和具体实现这些改革，它把这点作为在农民中进行鼓动工作的实践口号和使农民运动具有高度自觉性的手段。在这种委员会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将力求建立农村无产者的独立组织，这一方面是为了支持全体农民的一切革命民主行动，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农村无产阶级在同农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时的真正利益。”（《前进报》第11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28—329页。——编者注］







　　这个草案已经在土地问题委员会中讨论过了，这个委员会是代表大会召开前代表们为了筹备代表大会的工作而成立的。尽管分歧意见很多，某些主要分歧还是清楚的，我现在就来谈谈这些主要分歧。在土地问题上采取可能的和必要的革命措施，根据决议草案来看，其性质无非是“改善农民的状况”。因此，决议案用这一点明确地表达了全体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信念：要改造当前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本身，单靠这些措施是绝对办不到的。这就是我们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区别。农民的革命运动可能使他们的状况得到相当的改善，但是不可能导致以另一种生产方式来取代资本主义。决议案谈到包括剥夺地主土地在内的各种措施。有人说，这种表述修改了我们的土地纲领。我认为这个意见不对。当然，措辞可以改进：不是我们党，而是农民要搞剥夺；我们党是支持农民的，而且在农民要采取这种措施的时候也支持他们。应当用“没收”这个比较狭窄的概念来代替剥夺一词，因为我们坚决反对一切赎买。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没收土地的措施。但是，如果撇开这些个别修改，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决议案没有改动土地纲领。社会民主党的所有著作家们一向认为，关于割地一项决不是划定农民运动的界限，决不是缩小也决不是限制农民运动。普列汉诺夫和我都曾在报刊上指出，社会民主党永远不会去阻拦农民采取土地改革的革命措施，包括“土地平分”[87]。因此，我们没有改动我们的土地纲领。在彻底支持农民这个实际问题上，我们现在必须态度坚决，以便消除可能发生的任何误解或曲解。现在农民运动已经提上日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正式声明，它要全力支持这个运动，并且决不限制这个运动的规模。

其次，决议案说，必须强调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并把它单独组织起来。在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上为这个起码的真理辩护是没有必要的。土地问题委员会曾谈到，最好再指出要支持农业工人和农民的罢工，特别是收获和割草等季节的罢工。从原则上讲，这一点自然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让实际工作者来谈谈指出这一点对最近的将来可能产生的意义吧。

然后，决议案谈到成立革命农民委员会的问题。

《前进报》第15号上比较详细地发挥了这一思想：立刻成立革命农民委员会的要求应当成为鼓动的中心内容 
［注：见本卷第48—49页。——编者注］

 。现在，连反动派也在谈论“改善生活”了，但他们主张用官吏的、官僚主义的办法来进行所谓的改善，而社会民主党当然应当主张用革命的方式来进行改善。主要的任务是使农民运动具有政治自觉性。农民模糊地意识到他们需要什么，但是他们不善于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同整个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因此，他们最容易受政治骗子的骗，政治骗子常常把问题从政治改造转移到经济“改善”上去，实际上这些经济“改善”没有政治改造是实现不了的。因此，革命农民委员会的口号是唯一正确的口号。没有这些委员会所行使的革命权利，农民永远也不能保住他们现在所争得的东西。有人反对说，我们也在这里改动土地纲领，因为土地纲领没有谈到 革命
 农民委员会，没有谈到它们在民主改革方面的任务。这种反对意见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没有修改我们的纲领，而是把它运用于当前的具体情况。既然农民委员会在目前情况下无疑只能是革命的农民委员会，那么我们指出这一点，就是把纲领运用于革命时机，而不是修改它。例如，我们的纲领说，我们承认民族自决：如果具体情况迫使我们赞同某一民族的自决，赞同它完全独立，那么这不是修改纲领，而是运用纲领。农民委员会是一种灵活的机构，它既适用于现在的情况，也适用于比如说临时革命政府成立时的情况，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些委员会将成为临时革命政府的机构。有人说，这些委员会可能变成反动的，而不是革命的委员会。但是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忘记农民的两重性和发生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动农民运动的可能性。问题现在不在这里，而在于为批准土地改革而成立的农民委员会，目前只能是革命的委员会。目前的农民运动无疑是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有人说：农民夺得土地后就会偃旗息鼓了。可能的。但是农民夺取土地的时候专制政府是不会偃旗息鼓的，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批准这种夺取的只能是革命政府或革命农民委员会。

最后，决议案的结尾部分再一次确定了社会民主党在农民委员会中的立场，这就是必须同农村无产阶级一起前进，并把它单独地、独立地组织起来。在农村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是彻底的革命阶级。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51—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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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草案

（4月20日〔5月3日〕）

鉴于：

（1）目前正在发展壮大的农民运动是自发的，而且政治上是不自觉的，但它必然会反对现存政治制度和 反对特权阶级
 ，

（2）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是社会民主党的一项任务，

（3）根据上述理由，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力求突出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特点（特征），把这些特点加以发展并坚持到底，

（4）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在一切场合和一切情况下都应当不懈地努力把农村无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并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利益同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责成所有党组织：

（一）在最广泛的无产阶级阶层中间宣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就是最坚决地支持当前的农民运动， 决不反对
 它的一切革命表现，包括没收地主土地；

（二）提出立即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的计划，作为在农民中进行鼓动的实际口号，作为使农民运动具有高度自觉性的手段，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实行有利于农民的一切革命民主改革，使农民摆脱警察官僚和地主的压迫；

（三）建议农民拒绝服兵役，根本拒绝交纳赋税，并且不承认各级当局，以便瓦解专制制度并支持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攻击；

（四）力求在农民委员会里把农村无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力求在工人阶级统一的社会民主党里使农村无产阶级同城市无产阶级的关系尽可能密切起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56—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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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案

（4月20日〔5月3日〕）

鉴于：

（1）目前正在发展壮大的农民运动是自发的，而且政治上是不自觉的，但它必然会反对现存政治制度和反对农奴制的一切残余，

（2）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是社会民主党的一项任务，

（3）因此，社会民主党应当力求净化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内容，去掉其中的任何反动杂质，提高农民的革命自觉，并把他们的民主主义要求坚持到底，

（4）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在一切场合和一切情况下都应当不懈地努力把农村无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并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利益同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责成所有党组织：

（一）在广泛的各阶层人民中间宣传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最坚决地支持农民所采取的能够改善他们状况的一切革命措施，包括没收地主、官府、教会、寺院和皇族的土地；

（二）提出必须立即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作为在农民中进行鼓动的实际口号，作为使农民运动具有高度自觉性的手段，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实行有利于农民的一切革命民主改革，使农民摆脱警察官僚和地主的压迫；

（三）号召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举行各种各样的政治性游行示威，集体拒绝交纳赋税，拒绝服兵役，不执行政府及其走狗的决定和命令，以便瓦解专制制度并支持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攻击；

（四）力求把农村无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并使他们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同城市无产阶级融合在一起，使他们的代表加入农民委员会。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58—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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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所作的发言

（4月20日〔5月3日〕）

有同志说不宜把问题扩大，他们的这种说法我不能同意。把问题扩大是完全适宜的。这里有人说，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体现者主要是知识分子，这样说不对。在“经济主义”时代，革命思想的体现者是工人而不是知识分子。由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作序的那本小册子的作者“一工人”也证实了这一点。

谢尔盖耶夫同志在这里硬说，选举原则不会使人了解更多东西。这不对。如果选举原则 实际
 运用起来，它无疑会使人了解更多东西。其次，有人指出，分裂通常是由知识分子领头干的。指出这一点很重要，但这并不解决问题。我早就在我发表的著作中建议吸收尽可能多的工人参加委员会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5页。——编者注］

 。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这一时期，并没有充分执行这一任务，这是我同实际工作者座谈时留下的印象。在萨拉托夫只吸收了一个工人参加委员会，这说明不善于从工人中挑选合适的人。毫无疑问，这也是党内分裂所造成的：捍卫委员会而引起的斗争对实际工作产生了有害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想尽办法力求尽快召开代表大会。

未来中央的任务是把我们相当大量的委员会加以改组。必须克服委员们的惰性。（掌声和嘘声）

我听到谢尔盖耶夫同志的嘘声和非委员们的掌声。我认为应当把问题看得更宽一些。吸收工人参加委员会不仅是一个教育任务，而且是一个政治任务。工人有阶级本能，工人只要有一点政治修养，就能相当快地成为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我很赞成在我们各委员会的构成中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比例是二比八。如果在书刊中提出的尽量使工人参加委员会这个建议很不够，那就最好是以代表大会的名义提出这个建议。如果你们有了代表大会的明确指令，那么你们也就有了根治煽动的办法：这是代表大会的明确意志。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62—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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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代表大会主席团[88]


（4月20日〔5月3日〕）

我认为作出（关于工人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的）决议是适时的。



列宁







	载于1934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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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党章时的十次发言[89]


（4月21日〔5月4日〕）


（1）

　　应该承认，伊万诺夫同志为他的一个中央机关的思想辩护，其论据我以为是站不住脚的[90]。（念伊万诺夫同志的论据：）
　　“关于第4条和第5条。以总委员会为平衡器的两个中央机关制，已遭到生活本身的谴责。从党内危机的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制度是助长分歧、纠纷和内讧的温床。这种制度意味着国内服从国外，因为中央委员会常遭破坏，其构成是不固定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是固定的，总委员会驻在国外。所有反对一个中央机关的重要意见，都是以俄国国内同国外事实上的隔离为理由，这些意见无非是肯定两个中央机关很可能分裂的思想，同时，如果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的国内委员和国外委员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那么这些反对意见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



　　然而，这里提到的一些可爱的品质，国外的中央机关报和“真正国内的”中央委员会是不相上下的。在伊万诺夫同志的整个论点中，我认为有一个逻辑上的错误： 既然在此之后发生，所以原因就在于此。
 既然三个中央机关给我们拆烂污（请原谅我这样说），那么我们就只要一个中央机关好了。这里我看不出什么“ 所以
 ”！造成我们不幸的不是机构，而是人：问题就在于有些人形式主义地解释党章，以此为自己打掩护，拒不执行代表大会的意志。难道“真正国内的”中央委员会不是“辩证地”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了吗？伊万诺夫同志这样议论说：国外的表现恶劣，应当对它实行“戒严”并“严加管束”。大家知道，我一向是又主张“戒严”又主张“严加管束”的，因此对这些措施我不会反对，但是，难道中央委员会不该受到同样的待遇吗？此外，中央机关报可以是固定的，而中央委员会则不可能，这一点还有谁会提出异议呢？不管怎样，这总是个事实。不过，实际上我也不会提出任何争议：过去我们有总委员会，而现在又要召开（中央委员会国外部分和国内部分）联席会议。这里不过是字面上的差别。我们的大车本来总是向右朝中央机关报方面倒，而伊万诺夫同志还从右边加稻草准备将来用，不过依我看，也应当从左边，从中央委员会方面加稻草。我倒是赞成米哈伊洛夫同志关于撤销地方委员会的建议的，只是我真不知道什么叫外层组织？应当把“听会者和掌印者”赶走，但怎样确切地规定外层组织这个概念呢？“外层组织三分之二的票数！”，但是谁能够对外层组织进行精确的统计呢？我还应提醒代表大会，党章条文不要太多。写出好条文容易，但在实践中它们大半是多余的。不应当把党章变成善良愿望的汇编……
（2）

　　基塔耶夫同志的建议更加切实可行，按照这个建议，要召开特别代表大会，需要有相当于上一届代表大会一半的票数。
（3）

　　相反，把召开代表大会所必需的一定票数定下来，事情就好办了。每次代表大会之后，都把所要求的票数定下来。只需加上一条附注，说明一下中央委员会所批准的各委员会名单将在中央机关报上公布。
（4）

　　新批准的各组织的名单应立即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公布并注明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日期。
（5）

　　我赞成《前进报》上所刊载的第6条的最初条文[91]，因为不这样就会造成错误。
（6）

　　我同意彼得罗夫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别利斯基同志的建议应当写进附注。[92]
（7）

　　我曾主张撤销地方委员会，但是在党总委员会，在我们的派别敌对情况加剧的时候，我反对这样做，因为这个权利运用得有点不得当。如果这一条对知识分子组成的地方委员会起到威胁作用，我举双手赞成这一条。知识分子一向必须严加管束。他们一向领头搞各种纠纷，因此我建议用“有组织的工人”一语而不用“外层组织”一语（提出本人的书面修改意见）：“第9条。如果有 2
 / 3
 参加党组织的本地工人赞成解散地方委员会，那么中央委员会就应当予以解散。”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的外层组织是靠不住的，但是数以百计的有组织的工人却是可以而且应该靠得住的。我希望把这一条同报告制度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向崩得[93]学习，崩得总是准确地知道有组织的工人数目。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也总是知道某个组织中有多少有组织的工人，那么中央委员会就应当考虑这些工人的意见，并应当根据有组织的工人的要求撤销地方委员会。


（8）

　　为了中央机关报的利益，我应当赞成基塔耶夫同志的修改意见。报纸每周出版就必须熟悉情况并占有足够数量的材料。[94]
（9）

　　我赞成增补须经一致同意。[95]中央委员会不大，为了工作卓有成效，为了政治领导，我们应当保证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团结一致。
（10）

　　我同意库兹涅佐夫同志的意见：第13条应该从党章中删掉并通过别利斯基同志向主席团提出的相应的决议案。[96]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65—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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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关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草案时的发言[97]


（4月21日〔5月4日〕）

我赞成马克西莫夫的决议案。如果三个月聚会一次有困难，可以把期限延长至四个月。中央委员会国外委员应当了解一切情况并参与决定最重要的事务。如果全体聚会有困难，也可以举行非全体会议。





	载于1924年《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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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喀山委员会代表资格问题的报告所作的发言[98]


（4月22日〔5月5日〕）


列宁
 引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材料。材料表明，喀山委员会属于须经正式批准才享有全权的组织。既然直到目前为止没有正式批准，那就没有理由改变代表大会已经作出的决定。喀山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应当仍然只有发言权，至于委员会，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提议，现在就应当得到正式批准。





	载于193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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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决议草案

（4月22日〔5月5日〕）

鉴于：

（1）我们党内的右翼直到现在还在不断地继续进行从“经济主义”时期起就已开始的种种尝试：在工人党员和知识分子党员之间散布敌对和不信任情绪；把我们的党组织描绘成纯粹知识分子组织，社会民主党的敌人正在巧妙地利用这一点；责备社会民主党组织力求用党的纪律来束缚工人阶级的主动性；炫耀选举原则的口号而多半没有实现这一原则的认真措施，

（2）在自由的政治条件下，选举原则可能而且必须居于 完全的
 支配地位，但在专制制度下这是做不到的，不过，如果不是社会民主党右翼把党组织搞得形式上模糊不清和实际上涣散瓦解，从而造成了障碍，就是在专制制度下也有可能在比现在更加广泛得多的范围内运用选举制度，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自己的任务是：通过一系列组织上的改革为以后的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以便在党内生活中尽可能真正实行选举原则；第三次代表大会再一次指出，社会民主工党有觉悟的拥护者的任务就是要全力巩固党同工人阶级群众的联系，把愈来愈广泛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层提高到具有充分的社会民主主义觉悟的水平，发挥他们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动性，关心由工人群众选拔尽可能更多的、能够领导运动和党组织的工人作为地方核心和全党中央的成员，尽量建立更多加入我们党的工人组织，设法使那些不愿意或没有可能加入党的工人组织至少是靠近党。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71—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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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关于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工人

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几个决议草案时的三次发言

（4月22日〔5月5日〕）


（1）

　　我反对一个一个审查各个决议案，以免分散，并建议把这些决议案交给委员会加以合并。还有，基塔耶夫同志认为各地方委员会只应由组织员组成，我认为，只由组织员行使地方委员会的职能是不够的。
（2）

　　我不同意谢尔盖耶夫同志的意见，各届代表大会恰好没有这样的决议。单有著作家的愿望还是不够的。此外，决议并没有被否决，而是转到另一项议程上去了。有人指出，在中央委员会的同意下，工人有权推翻委员会。这还不够：这里需要的是指令，而不是煽动。谢尔盖耶夫同志引用《前进报》上的话“寓言喂不了夜莺”，但对《前进报》作了曲解。正是由于党章的条文简略，才需要通过决议来颁布一道指令。我反对安德列耶夫同志的提案。说搞煽动的不是“经济派”，也不是“孟什维克”，这不对。相反，煽动者恰恰是他们。决议就是对煽动的警告。因此，我坚决主张保留决议。[99]
（3）

　　有人说，能胜任委员会委员的工人是没有的，我听到这话感到很不安。问题挂起来了；显然党内出了毛病。委员会里应当吸收工人。奇怪的是：代表大会上总共只有3位著作家，其余的都是委员，可是，著作家主张吸收工人，而委员们却不知为什么发起火来。哥卢宾同志和米哈伊洛夫同志的意见是非常宝贵的[100]。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73—174页















41

在讨论对党章关于党的各种组织的

定期代表会议的补充决议案时的两次发言[101]


（4月22日〔5月5日〕）


（1）

　　我丝毫也不反对这样做，但是让中央委员会来组织代表会议，它承担的工作是否多了呢？建议把“由中央委员会来组织”改为“由中央委员会和各地方委员会来组织”，把“各地方委员会的代表会议”改为“我党各种组织的代表会议”。


（2）

　　是的。我反对只会造成形式主义和拖拉作风的补充。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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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决议草案[102]


（4月23日〔5月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采取一切措施，准备并拟定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合并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应提交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最后批准。






	注意：不应公布














	载于1924年《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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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鲁勉采夫关于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决议案所作的发言[103]


（4月23日〔5月6日〕）

我觉得，第一部分是不能接受的：在分裂的基础上怎么不可以进行鼓动呢？至于解散各孟什维克委员会，这需要特别慎重。





	载于1924年《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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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关于对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的决议案时的发言[104]


（4月23日〔5月6日〕）

有人向我们提出一种不能接受的东西。米哈伊洛夫同志到底想干什么？规定各种协议只能由中央委员会和各地方委员会共同签订吗？但是要知道，中央委员会的各项总的决定对各地方委员会来说是必须执行的。抓住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把事情弄糟的个别情况是不明智的。也应当给各地方委员会以主动权。我们还应当责成各地方委员会在当地活动中同各社会民主党组织协调起来。只要中央委员会不是处于无法找到的情况下，当然总是会有人来向它请示的。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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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待自由派的态度问题所作的发言

（4月23日〔5月6日〕）

提出同自由派签订协议的问题是不恰当的。我们俄国已经接近起义，而在这种情况下签订协议，可能性不大。即使找得到那么几个“解放派”小组或一些自由义情绪的大学生不拒绝拿起武器参加战斗，那也不同司徒卢威签订协议。

列宁补充沃伊诺夫同志关于莫斯科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报告（引用《泰晤士报》）。[105]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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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同社会革命党达成实际协议问题所作的发言

（4月23日〔5月6日〕）

我应当向代表大会报告同社会革命党的一次不成功的协商尝试。加邦同志来到国外。他先后会见了社会革命党人和《火星报》，接着又会见了我。他对我说，他赞成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但是出于某种考虑，他认为他不能公开声明这一点。我对他说，外交手腕是个很好的东西，但不能用在革命者之间。我不重复我们的谈话了，谈话内容已在《前进报》发表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60—264页。——编者注］

 。他这个人给我的印象是，对革命绝对忠诚，富于主动性，聪明，虽然很遗憾，还缺乏坚定的革命世界观。

不久，我接到加邦同志的信，邀请我参加社会主义组织代表会议，照加邦的想法，这次代表会议的目的是协调这些组织的活动。下面就是这封信上被邀请参加加邦同志的代表会议的18个组织的名单：

（1）社会革命党。（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前进报》。（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火星报》。（4）波兰社会党[106]。（5）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07]。（6）波兰社会党—“无产阶级派”[108]。（7）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109]。（8）崩得。（9）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110]。（10）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德罗沙克）[111]。（11）白俄罗斯社会主义格罗马达[112]。（12）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113]。（13）芬兰积极抵抗党[114]。（14）芬兰工人党[115]。（15）格鲁吉亚社会联邦革命党[116]。（16）乌克兰革命党[117]。（17）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18]。（18）乌克兰社会党[119]。

我曾向加邦同志和一位著名的社会革命党人指出，代表会议的构成有问题，这会造成困难。在代表会议上，社会革命党占压倒优势。召开代表会议的工作拖了很久。从加邦同志交给我的文件中可以看出，《火星报》的回答是，它宁愿直接同已组成的政党协商。“明显地”暗示《前进报》是破坏者等等。最后，《火星报》没有出席代表会议。我们，《前进报》编辑部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我们在这里看到，代表会议是社会革命党手中的玩物。看来，工人党不是根本未被邀请，就是没有任何材料说明他们被邀请了。例如，芬兰积极抵抗党出席了代表会议，然而却不见芬兰工人党。

我们问，这是为什么？我们得到的回答是，他们给芬兰工人党的邀请书是由积极抵抗党转交的，据讲这番话的社会革命党人说，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直接通知它。可是，凡是了解一点国外情况的人都知道，通过瑞典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布兰亭就能同芬兰工人党取得联系。参加代表会议的有波兰社会党的代表，却没有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且也无法知道他们是否被邀请了。同一位社会革命党人告诉我们说，他们也没有得到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和乌克兰革命党的答复。

一开始便提出了民族问题。波兰社会党提出了关于几个立宪会议的问题。这就使我有理由说，今后的做法必须是：要么根本拒绝参加这样的代表会议，要么举行由一个民族的各工人党的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要么邀请非俄罗斯居民地区的地方党的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代表会议。但是我决不会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于存在着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就不可能召开代表会议了。不过必须做到，提出的问题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我们不可能从国外监督代表会议的构成等等。必须让俄国国内的中央机关参加代表会议，而且也必须有地方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使我们退出会场的问题是关于拉脱维亚的问题。我们退出代表会议时提出了下面的声明：


　　“俄国目前正处在重要的历史关头，这给在国内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以及革命民主党派和组织提出了一项任务：达成实际协议，以便更有效地攻击专制制度。因此，我们认为，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代表会议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自然我们应该严肃地对待代表会议的构成问题。

很遗憾，加邦同志召开的这个代表会议，对于保证代表会议开得卓有成效所必需的这个条件，注意不够，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个代表会议刚刚开始筹划时便采取措施来保证这个联席会议真正获得成功。

例如，代表会议要解决非常实际的问题，首先就要求允许前来参加代表会议的只限于那些真正构成俄国的现实力量的组织。

可是代表会议的构成，就某些组织的实际情况而言，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无疑是虚有其名的组织也参加了代表会议。我们指的是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要求拒绝这个同盟参加，并且把这个要求当作最后通牒。

后来，在有‘同盟’的代表参加的4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完全弄清了‘同盟’是虚有其名，自然，这也使我们这些参加代表会议的其余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派别赞同这个最后通牒式的要求。

但是一开始我们便遭到所有革命民主党派的激烈反击，他们拒绝满足我们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宁愿要一个虚有其名的团体，而不愿要许多尽人皆知的社会民主党组织。

最后，由于许多其他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没有出席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就更加缺乏实际意义，就我们所知，当时并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保证这些组织能参加代表会议。

由于这一切，我们不得不退出代表会议，但是我们相信：一次尝试的失败，并不能阻止力争在最近的将来再作一次尝试；一切革命政党所面临的签订实际协议的任务，将由这个真正在俄国活动的组织构成而不是虚有其名的组织构成的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来完成。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代表 弗·罗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前进报》代表 尼·列宁

崩得中央委员会代表И．格尔芬

弗·维尼茨基

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代表 列尔

　　　　　　　　　　　　1905年4月3日”













　　过了一个半到两个星期，加邦同志交给我下面这个声明：
　　“亲爱的同志：附上两份你们所知道的代表会议发出的宣言，请将它们转告即将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我认为我本人必须声明，我接受这两个宣言，但在社会主义纲领和联邦制原则问题上，我还有某些保留意见。


格奥尔吉·加邦




　　这个声明附有两个有趣的文件，其中引人注意的地方是：
　　“在同一个国家范围内各民族间的关系中运用联邦制原则……对一切靠剥削他人劳动来耕种的土地实行社会化，即交给农业劳动居民共同掌管和享用，而实行这一措施的具体形式、顺序和范围，各民族的党有权根据各自地区的地方条件的特点加以确定；发展社会经济、地方公有经济和村社经济…………粮食给饥饿者！

土地及其财富归一切劳动者！

……由俄罗斯帝国各地的代表（波兰和芬兰除外）组成立宪会议！

……为高加索这个以联邦形式同俄罗斯联合的自治部分召开立宪会议……”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代表会议的结果充分证实了促使我们离开代表会议的种种担心。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对非无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百般迁就的社会革命党纲领的翻版。奇怪，居然没有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参加解决提交代表会议的问题。例如，代表会议曾提出要求，为波兰召开特别立宪会议。我们既不能赞成也不能反对。我们的纲领承认民族自决原则。但是决不允许撇开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解决这个问题。代表会议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而这是在工人党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我们不能允许撇开无产者的政党来具体解决这类问题。但同时我认为，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也并不排斥召开实际性的代表会议的可能性，不过，第一，要在俄国召开，第二，要对实际存在的力量加以核实，第三，有关民族的问题，应分别进行讨论，或者至少要邀请那些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和非社会民主党所在地区的地方委员会派代表参加代表会议。现在谈一下所提出的关于同社会革命党签订实际协议的决议案（念沃伊诺夫同志拟定的草案）：


　　“鉴于：（1）社会革命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端革命派，

（2）为了反对专制制度，社会民主党同社会革命党组织签订临时战斗协议是目前的共同愿望，

（3）这种协议无论如何不应当限制社会民主工党的完全独立性，不应当破坏它的无产阶级策略和原则的完整性和纯洁性，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和各地方委员会在必要时可同社会革命党组织签订临时战斗协议，但是地方性协议只有在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监督下才能缔结。”





　　我同意这个草案。不过是否可以把结尾尽量说得缓和一些，例如，不说“在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监督下”，只说“在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下”。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80—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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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所作的两次发言[120]


（4月25日〔5月8日〕）


（1）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确涉及技术问题较多，而涉及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较少。从1900年起我一直在注意党中央机关的活动，应当肯定进步很大。如果说它还不能使我们满意，那是因为完全满意只有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即使那时也未必如此！请注意，“增补”还在起有害的作用！中央委员会很少谈自己的政策，因为这方面它没有什么好谈的。它的主要错误是反对召开代表大会。如果代表大会在一年前召开，那么它会比现在更调和一些。我本人赞成撤销，但如果是因为鼓动召开代表大会而撤销，那我是绝对反对的。不过这一点我不想多谈。看到一个悔过的罪人[121]要比看到99个义人更高兴。至于说到对我的责难，我只说一句：著作家离开了党将一事无成。
（2）

　　有人指责我关于审判的说法有矛盾。如果代表大会是共同的，提出关于审判的问题还会更早，但是现在，在这以前所发生的一切，已经清楚地表明问题究竟在哪里。中央委员会无法作出说明，因为它陷入了迷途。中央委员会的出路和过去一样在于召开代表大会，尽管它比应该召开的时间晚了一些。当“认罪的被告”出庭时，庭审也就失去意义了。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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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中央委员会的程序的建议

（4月25日〔5月8日〕）

我建议先确定应当选举多少人，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再商定投票结果的宣布范围。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87页















49

关于中央委员会行使职权时间的决议草案

（4月25日〔5月8日〕）

代表大会决定：代表大会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立即行使职权。[122]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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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的发言

（4月25日〔5月8日〕）



主席

 指出，不要事先决定关于代表大会记录删节多少的问题。必须出版有关议程的全部讨论。他接着指出，国外的技术工作要重新调整一下，这会加速代表大会记录的出版。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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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

和代表大会记录的决议草案[123]


（4月25日〔5月8日〕）

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立即着手出版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简要通知，并附党纲、党章和各项决议的全文。

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采取一切办法尽快公布这项通知。

代表大会责成代表大会记录出版委员会[124]：（1）最后决定哪些东西从保密角度考虑绝对不应公布，（2）决定应当用什么方法和在什么范围内向党员介绍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中不予公布的部分，（3）出版前应作必要的删节，但仅限于有关会议程序的讨论或已被否决的对各项决议案提出的小修改。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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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加索事件的决议草案[125]


（4月26日〔5月9日〕）

鉴于：

（1）高加索的特殊社会政治生活条件有利于在那里建立我们党最有战斗力的组织，

（2）高加索的城乡大多数居民的革命情绪已高涨到可以举行全民起义来反对专制制度，

（3）专制政府已调遣军队和炮兵到古里亚，准备毫不留情地摧毁起义的一切最重要的据点，

（4）高加索当地居民中的异族使专制制度易于取得对高加索人民起义的胜利，这将给全俄起义的成功带来最有害的后果，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俄国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名义，向高加索英勇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致以热烈的敬意，并责成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各地方委员会采取最积极的措施，如印发小册子、开群众大会、工人大会、小组座谈会等方式最广泛地传播关于高加索情况的消息，并且及时用武装力量支援高加索。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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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关于高加索事件的决议案时的两次发言

（4月26日〔5月9日〕）


（1）

　　认为在高加索就要开始革命的时候，由党负责规定起义，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只责成中央委员会支持运动。 
［注：在记录委员会的记录里，发言的末尾措辞如下：


“我们只责成中央委员会支持运动，鉴于高加索的形势，作出只需要进行鼓动和宣传的结论是不够的。请大家注意这一段。



无人要求发言，讨论结束
 。”——俄文版编者注］





（2）


　　总的来说，我是同意彼得罗夫同志的修改意见的[126]，虽然其中没有革命的号召。 
［注：在记录委员会的记录里，列宁
 这个发言的措辞如下：“列宁：是否应当加上‘向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雷布金刚才说，在决议里可以指出，在俄国还不能支持高加索以前，它不要发动起义。但为此就需要修改整个决议。当地人提供的情况很重要；总的来说，我是同意彼得罗夫同志的修改意见的，虽然它缺乏革命的号召。”——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92页


















[56]这是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在本卷《附录》里还收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材料》（见第355—374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27日（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的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8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21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组织委员会的报告；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党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对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对自由派的态度；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宣传和鼓动；中央委员会的和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工作报告等。列宁就大会讨论的一切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作了发言。



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的领袖和领导者，为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



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1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代表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为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第一次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它用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战斗纲领武装了党和工人阶级。列宁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一文（见本卷第207—213页）中论述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及其意义，并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中论证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83。



[57]列宁起草的这几项决定在1905年4月11日（24日）组织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1905年4月12日（25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央委员会参加组织委员会的列·波·克拉辛在作组织委员会总结报告时宣读了这几项决定（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30—31页）。——83。



[58]这个文件是组织委员会1905年4月11日（24日）通过的决定的第5项（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31—32页）的草案。



文件的基本论点也写进了由彼·阿·克拉西科夫（别利斯基）、M.C.列辛斯基（扎尔科夫）和马·马·李维诺夫（库兹涅佐夫）在4月13日（26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确定代表大会的组成的决议（同上，第50—51页），决议由4月14日（27日）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87。



[59]由于组织委员会未能及时与喀山委员会取得联系，喀山委员会一直没有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喀山委员会委员弗·维·阿多拉茨基当时正在法国。为了保证喀山组织参加代表大会，列宁在《致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声明中，建议邀请阿多拉茨基作为喀山委员会委员参加代表大会，享有发言权。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邀请他“只是作为党员”参加代表大会。列宁称委员会的这种措辞是“奇怪的”。



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对两票通过了邀请阿多拉茨基“作为委员会委员”参加代表大会的决定。但是这一决定没有通知到阿多拉茨基，因此他没有出席。直到代表大会第十八次会议时，喀山委员会代表伊·阿·萨美尔（萨维奇）才到会，大会给了他发言权。——89。



[60]尼·亚·阿列克谢耶夫（安德列耶夫）提出的决议案是：“从实际方面而不是从原则方面或道义方面讨论组织委员会的报告。”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阿列克谢耶夫同意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的决议案（见本卷第92页）。——91。



[61]组织委员会事件是在1903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生的。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的第3节中对这一事件作了详尽的论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07—216页）。——93。



[62]列宁拟的这个代表大会议程草案曾分发给代表们征求意见，在作了几处不大的文字修改后，由列宁、马·马·李维诺夫（库兹涅佐夫）和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联名提交1905年4月13日（26日）晚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讨论。代表大会先通过了6个大项目，然后讨论这些大项目下的细目，最后通过了如下议程：



一、策略问题：



（1）武装起义。



（2）在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对政府政策的态度。



（3）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二、组织问题：



（4）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5）党章。



三、对其他政党和派别的态度：



（6）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



（7）对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



（8）对自由派的态度。



（9）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



四、党的生活的内部问题：



（10）宣传和鼓动。



五、代表们的报告：



（11）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12）各地方委员会代表们的报告。



六、选举：



（13）选举。



（14）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记录的宣布程序和负责人就职的程序。本卷《附录》中还收有代表大会议程草案的另外几稿（见第355—374页）。——95。



[63]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沃伊诺夫）和列·波·克拉辛（季明）的提案是：代表大会的议程应由4个项目——组织问题、策略问题、对其他政党的态度和代表们的报告——组成。这个提案被通过。但是经过进一步讨论和补充，最后通过的议程包括了6个大项目（见注62）。——97。



[64]列宁提到的伊万诺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的草案，即由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提交代表大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新党章草案。这一草案公布于1905年3月23日（4月5日）《前进报》第13号。草案在代表们的预备会议上作了若干修改之后，由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在4月20日（5月3日）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宣读，最后由4月21日（5月4日）晚代表大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恩·弗·（爱·爱·埃森）对伊万诺夫的草案的意见载于1905年4月7日（20日）《〈前进报〉第15号附刊》，题为《关于党章草案》。——98。



[65]列宁把弗·维·阿多拉茨基误称为阿尔纳茨基。——100。



[66]列宁在1905年4月14日（27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指出，他没有提议邀请弗·弗·菲拉托夫（NN），而只是向代表大会转交了菲拉托夫的申请（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80页）。



关于邀请菲拉托夫出席代表大会并享有发言权的建议被否决。——101。



[67]这两次发言中第一次发言是在4月14日（27日）上午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这次会议就是否给予同少数派委员会平行存在和活动的多数派组织（哈尔科夫小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小组和国外组织委员会）以及未曾被批准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委员会以表决权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弗·米·奥布霍夫（卡姆斯基）在讨论中声称，把表决权给予“国外组织委员会和各平行小组，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是政变”。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上述各组织都被给予发言权。



第二次发言是在4月14日（27日）晚上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的。这次会议对于喀山委员会和库班委员会是否享有全权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最后通过了列宁草拟的决议（见注69）。



国外组织委员会是在1905年3月2—6日（15—19日）于日内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成立大会上组成的，成员有罗·彼·阿夫拉莫夫、格·叶·季诺维也夫、彼·阿·克拉西科夫、M·卡缅斯基等。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在1903年10月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完全被孟什维克所把持。同盟中的布尔什维克遂组成为多数派小组并退出同盟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成立大会把这些布尔什维克小组统一成为单一的国外组织。代表大会还制定了国外组织的章程并通过了支持《前进报》立场的决议。



1906年3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国外组织委员会被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解散。1911年在巴黎召开的各布尔什维克小组会议恢复了国外组织委员会。——102。



[68]七月宣言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中的调和派分子弗·亚·诺斯科夫、列·叶·加尔佩林、列·波·克拉辛背着两个中央委员——列宁（当时在瑞士）和罗·萨·捷姆利亚奇卡——于1904年7月非法通过的决定。这个决定全文共26条，其中9条作为《中央委员会声明》发表于1904年8月25日（9月7日）《火星报》第72号。在这个决定中，调和派承认了格·瓦·普列汉诺夫增补的新《火星报》孟什维克编辑部，并给中央委员会另增补了三个调和派分子（阿·伊·柳比莫夫、列·雅·卡尔波夫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调和派反对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解散了鼓动召开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南方局。他们剥夺了列宁作为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的权利，并决定非经中央委员会的许可不得出版列宁的著作。《七月宣言》的通过，表明中央委员会中的调和派完全背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公开转到孟什维克方面去了。



列宁强烈抗议《七月宣言》。彼得堡、莫斯科、里加、巴库、梯弗利斯、伊梅列季亚－明格列利亚、尼古拉耶夫、敖德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等委员会都支持列宁，坚决谴责《七月宣言》。——104。



[69]这个决议草案是由瓦·瓦·沃罗夫斯基（奥尔洛夫斯基）在4月14日（27日）晚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105。



[70]在4月14日（27日）晚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当批准喀山委员会和库班委员会为未来的享有全权的委员会时，某些代表声称，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表决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可能会影响这一关键性决定的结果。为此，列宁拟定了关于在代表大会上表决问题的程序的决议草案。草案在这次会议上被通过。——106。



[71]武装起义问题是在1905年4月14—16日（27—29日）代表大会第五次至第九次会议上讨论的。在第五次会议上，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沃伊诺夫）作了关于武装起义的报告，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作了副报告。卢那察尔斯基把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待武装起义的态度的决议草案提交代表大会。在讨论这个决议草案时，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提了许多反对意见，并提出了自己的草案。为了协调这两个草案，代表大会在4月16日（29日）上午的第八次会议上决定召开决议案“协调”委员会的会议。在4月16日（29日）晚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上宣读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协调的”决议案（见本卷第113—114页），这个决议案是列宁在上述决议草案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协调的”决议案在稍加修改后被代表大会通过（只有1票弃权）（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162—164页）。



卢那察尔斯基后来在《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一文（载于1925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1期）中写道：“第一个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是根据我的报告通过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我提供了报告的所有基本论点。不但如此……他还要我……把我的整个发言写出来交他事先过目。在我要作报告的那次会议的前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仔细地读了我的手稿，作了两处不甚重要的修改后退给了我。这并不奇怪，因为我的发言，就我所记忆，是以弗拉·伊里奇的最确切最详细的指示为依据的。”——107。



[72]《关于武装起义的补充决议草案》没有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和讨论，但曾向代表们作过介绍。——110。



[73]在4月16日（29日）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上，彼·彼·鲁勉采夫（施米特，菲力波夫）作了关于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的报告，并就这个问题提出了决议案。第九次和第十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列宁、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亚历山德罗夫，米哈伊洛夫）等人发了言。这里收载的列宁对鲁勉采夫决议案的补充就是针对波斯托洛夫斯基的发言写的。



关于在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对政府政策的态度问题，除了鲁勉采夫的决议案外，会上还提出了另外两个决议案。根据列宁的建议，所有的决议案都送交委员会。列宁也写了对鲁勉采夫决议案的意见并送交委员会（见本卷第360页）；然后他自己写出了一个决议案（见本卷第141—142页），但这个草案没有交付讨论。在4月19日（5月2日）代表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上，首先宣读了两个决议草案：经列宁修改过的鲁勉采夫草案即列宁和鲁勉采夫两人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公开政治活动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在革命前时期对政府策略的态度的集体的决议草案。会议先对列宁和鲁勉采夫的决议案进行了讨论。这个决议案在稍加修改后，获得代表大会的一致通过。——117。



[74]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是根据沙皇1905年1月29日（2月11日）的诏书成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其任务是针对1月9日“流血星期日”以后展开的罢工运动“迅即查清圣彼得堡市及其郊区工人不满的原因”。委员会主席是参议员兼国务会议成员尼·弗·施德洛夫斯基。参加委员会的除政府官员和官办工厂厂长外，还应有通过二级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布尔什维克就工人代表的选举展开了大规模的解释工作，揭露沙皇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真正目的是引诱工人离开革命斗争。当第一级选举产生的复选人向政府提出关于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要求时，施德洛夫斯基于1905年2月18日（3月3日）声称这些要求不能满足。于是，多数复选人拒绝参加选举代表的第二级选举，并号召彼得堡工人用罢工来支持他们。1905年2月20日（3月5日），委员会还没有开始工作就被沙皇政府解散了。



列宁在正文里谈到“从跟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打交道的经验还不能得出完全否定的结论”，是由于有些代表对利用合法机会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政治工作持否定态度。例如，尼·瓦·罗曼诺夫（列斯科夫）在讨论革命前夕对待政府的策略时就断言：“吸引工人参加这样的协会，仍然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从革命道路拖到合法道路上去，害得他们盼望从这类协会得到改善。”（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174页）——118。



[75]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是在4月18日和19日（5月1日和2日）代表大会的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会议上讨论的。在第十一次会议上，列宁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并提出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草案》。在代表大会讨论决议时，列宁建议把决议的标题改为《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211页）。列·波·克拉辛（季明）对列宁的决议案提出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列宁对其中大多数表示同意（见本卷第139页）在第十二次会议上，这个决议案被一致通过。



本卷《附录》里收有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决议的材料（见第362—364页）。——119。



[76]唐·吉诃德精神意思是徒怀善良愿望而行为完全脱离实际。唐·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米·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一心要想做一个扶危济困，锄暴安良的游侠骑士，但由于把现实中的一切都幻想成骑士小说中的东西，结果干出了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121。



[77]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并对章程第1条作了修改，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根据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公布的《共产党宣言》。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除伦敦外，巴黎、布鲁塞尔、瑞士、德国也有同盟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不久就投入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这次革命的实践完全证实了《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同盟的观点的正确性。1850年9月15日，同盟中央委员会因策略分歧而分裂，中央多数决定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由伦敦改为科隆。在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判决后，同盟于1852年11月17日宣布解散。同盟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方面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它的许多盟员后来积极参加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



《告同盟书》即《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8—299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底写的，曾秘密地流传于亡命国外的以及在德国国内的盟员中。1885年，恩格斯把这一文件收入了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德文版，作为该书的附录。列宁在这里引用的就是这个版本，引文是他亲自译成俄文的。——125。



[78]《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127。



[79]《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编者认为，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论夺取政权问题》一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恩·马赫和理·阿芬那留斯，是暗示在列宁的亲密战友中有马赫主义者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曾是阿芬那留斯拥护者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并企图以此来“刺痛”列宁。其实正是列宁曾经建议柳·伊·阿克雪里罗得（笔名：正统派）批判波格丹诺夫的马赫主义，而这是普列汉诺夫完全知道的。——128。



[80]指恩格斯1894年1月26日写的《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14—518页）。这篇文章是应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安·米·库利绍娃和菲·屠拉梯的请求写的，由屠拉梯译成意大利文，以恩格斯给屠拉梯的信的形式发表在1894年2月1日出版的意大利双周刊《社会评论》杂志第3期上。——129。



[81]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21—540页）发表于1873年10月31日、11月2日和5日《人民国家报》第105、106、107号，1894年被收进了前进报出版社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的论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列宁使用的就是这个版本。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的俄译文（由列宁校订）于1905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印成小册子，1906年又由彼得堡无产者出版社出了单行本。——130。



[82]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93年3月这里爆发了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革命叛乱。大多数叛乱者是受反革命教士和贵族唆使的当地农民。后来旺代成了反动暴乱和反革命策源地的同义词。——132。



[83]这个发言是针对阿·伊·李可夫（谢尔盖耶夫）的，李可夫在代表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发言反对列宁和彼·彼·鲁勉采夫（菲力波夫）的决议案，认为这个“决议案与议程无关”，决议案的各点“可归入关于自由派和关于鼓动工作的问题”，因此应在讨论议程上的有关问题时再来研究。代表大会否决了李可夫的建议，一致通过了列宁和鲁勉采夫的决议案。——143。



[84]在代表大会第十三次会议讨论关于革命前时期对政府策略的态度的决议草案时，代表们就决议草案决定部分的第3条展开了激烈辩论。草案中这一条的文字是：“组织无产阶级立刻用革命的方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实现我们最低纲领的全部主要要求。”彼·阿·克拉西科夫（别利斯基）反对使用“革命的方法”这几个字，建议用“在实际上争取”来代替。经过讨论，代表大会通过的第3条条文是：“组织无产阶级立刻用革命的方法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工人阶级的其他迫切要求。”（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222页）——114。



[85]这是列宁在1905年4月19日（5月2日）代表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的报告。报告谈了1905年3月10日（23日）《前进报》第11号上《无产阶级和农民》一文中包含的决议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24——329页）。提交代表大会的《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150页）是列宁拟定的，事先曾分发给代表们，并由列·波·克拉辛（季明）在4月20日（5月3日）第十四次会议上宣读。在讨论这个决议草案时，代表们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草案于是被转交给了委员会，以便草拟“协调的”决议案。因此列宁修订了自己的决议草案。修订后的草案的标题为《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见本卷第152页）。这个决议案经同一天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讨论后被一致通过。——145。



[86]指17位代表在代表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声明。声明建议主席团“设法使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规程得到尽可能准确的遵守……并采取一切办法尽量加快代表大会的工作，因为极需尽快结束代表大会的工作，而且全体代表已极度疲劳”。代表大会主席团同意这一声明（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214页）。——145。



[87]“土地平分”这一口号反映了农民要求普遍重分土地、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愿望。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中指出，在“土地平分”这个要求中，除了要使小农生产永恒化这种反动的空想之外，也有革命的一面，即“希望用农民起义来铲除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10页）。后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有人对我们说，农民不会满足于我们的纲领，他们要往前走，但是我们并不害怕这一点，我们有我们的社会主义纲领，所以我们也不怕重分土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4页）格·瓦·普列汉诺夫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我现在来谈著名的土地平分问题。有人对我们说，你们提出归还割地的要求，但应当记住，农民将比这个要求走得更远。这一点是丝毫吓不住我们的。”（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223页）——147。



[88]在4月20日（5月3日）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讨论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关于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的报告和决议草案时，有些代表断然认为党内不存在这个问题，无须就此通过决议。代表大会遂决定把这个问题推迟到通过党章时再来解决。在4月22日（5月5日）第十九次会议上，代表大会回过头来再次讨论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当时提出了许多决议案。列宁起草并由列宁和波格丹诺夫共同提出的草案（见本卷第166—167页）被代表大会采纳作为讨论的基础。列宁就这一问题作了多次发言。经过记名投票，代表大会决定不就这一问题作出专门决议。



列宁的建议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宣传和鼓动工作的决议里得到了考虑。这个决议着重指出：“吸引尽量多的觉悟工人来担任运动领导者的角色——做鼓动员、宣传员，特别是做各地方中心组织以及全党中央机构的成员，这一点现在特别重要。这些工人同这一运动有最直接的联系，并且把党同这一运动最紧密地联系起来。正是因为在工人中缺少这种政治领导者，所以至今在党的中心组织里知识分子仍占优势。”（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96页）——158。



[89]在讨论党章草案时，代表大会认真地修订了党的组织准则。这主要涉及三大问题：（1）修改党章第1条；（2）确切规定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地方委员会的自治权并扩大地方委员会的自治权；（3）建立统一的中央机关。



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废除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建立起来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平行的两个中央机关制，只保留一个中央机关，即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用了很多时间讨论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权限划分、地方委员会同外层组织的关系以及给予外层组织更多权利的问题。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决定从章程草案中删去第8条，而就这个问题通过专门决议（第8条的条文是：“所有外层组织（即总的中心组织和地方中心组织以外的所有党组织）有权在保密条件允许的限度内广泛而适时地了解全党的和当地的事务，并且有权在相应中心组织讨论这些事务的一切场合有发言权，只要迅速解决问题的必要性无碍于实现这种发言权。直接属于委员会并在其领导下工作半年以上的外层组织有权提出这些高级组织的正式候选人。”）列宁投票赞成保留党章中的第8条。在4月22日（5月5日）第十九次会议上通过了瓦·瓦·沃罗夫斯基（奥尔洛夫斯基）关于各中心组织必须将党内工作情况向各外层组织通报并重视他们的发言权的决议来代替党章第8条（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325、327—328页）。为了使地方委员会不致滥用自己的自治权和能够撤销不称职的地方委员会，新党章第9条规定：“如果中央委员会票数的三分之二和参加党组织的当地工人的三分之二同时赞成解散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就应当解散地方委员会。”——159。



[90]列宁引用的是亚·亚·波格丹诺夫（伊万诺夫）的文章《组织问题》。这篇文章援引和论证了新的党章草案。文章发表于1905年3月23日（4月5日）《前进报》第13号。——159。



[91]1905年3月23日（4月5日）《前进报》第13号公布的党章草案第6条写道：“所有成为党的组成部分的组织，均自主地处理专门并且仅仅同它所主管的党的工作的那个方面有关的一切事宜。”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第6条在措辞上略有不同，这一条说：“所有执行完整工作的党组织（地方委员会、区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等等），均自主地处理专门并且仅仅同它所主管的党的工作的那个方面有关的一切事宜。”（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04页）——161。



[92]根据党章草案第7条，在代表大会上享有表决权的任何一个党组织，都有权用自己的资金和以自己的名义出版党的书刊。O.A.克维特金（彼得罗夫）赞成吸收了亚·亚·波格丹诺夫下述修改意见的第7条，即：“所有党的定期出版物都必须按照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刊载它的一切声明。”彼·阿·克拉西科夫（别利斯基）建议，只有党的书刊中提出的实践口号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和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完全一致才允许出版。



党章第7条按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的方案并吸收了波格丹诺夫的修改意见后通过（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04—105页）。克拉西科夫的修正案被多数票否决。——161。



[93]“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162。



[94]党章草案第11条写道：“任何党组织都有责任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提供一切有助于了解这个组织的全部工作和全体成员的材料。”在讨论这一条时，亚·马·埃森（基塔耶夫）提出了补充意见：“至少每两周向中央委员会详细报告一次自己的工作。”在列宁发言后，会上以多数票通过了这个补充意见。——162。



[95]这里指的是党章草案第12条，其中说：“增补中央委员会委员须经一致同意。”这条意见获得通过。——162。



[96]党章草案第13条是：“党的国外组织委员会的宗旨是在国外进行宣传和鼓动以及协助俄国国内的运动。它对俄国国内运动的支持只能通过中央委员会特别指定的个人和团体进行。”



彼·阿·克拉西科夫（别利斯基）就这一问题提出的决议案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审查并批准国外组织的章程。章程应规定该组织具备享有全权的委员会的权利，在国外进行宣传和鼓动，它对俄国国内运动的支持和协助只能通过中央委员会特别指定的个人和团体进行。”



代表大会删去了党章第13条，通过了克拉西科夫的决议案。——163。



[97]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所拟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草案说：“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定期地（至少每三个月一次）举行中央委员会两部分的聚会。”两部分是指中央委员会的国外部分和国内部分。经修改后通过的决议是：“代表大会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国外部分和国内部分的密切接触，对于全党性工作的正常进行是绝对必要的，因此特责成中央委员会定期地——至少每四个月一次——举行中央委员会两部分的聚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06页）——164。



[98]在4月22日（5月5日）代表大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由于喀山委员会的代表伊·阿·萨美尔（萨维奇）已经到会，喀山委员会的代表资格问题被重新提出来。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代表大会维持原来的决定，准许喀山委员会享有发言权。萨美尔则请求代表大会给予喀山委员会以表决权。波·瓦·阿维洛夫（提格罗夫）提出了给予喀山委员会代表以表决权的决议案。经过讨论，代表大会否决了阿维洛夫的决议案，批准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议案。——165。



[99]阿·伊·李可夫（谢尔盖耶夫）发言说：他反对决议，“因为寓言喂不了夜莺：需要的不是决议，而是真正实行工人参加组织的原则。已经通过不少决议了”（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328页）。



尼·亚·阿列克谢耶夫（安德列耶夫）建议删掉决议的开头部分（见本卷第166页），认为这将在关于对待党内右翼的态度问题的决议中谈到，而且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没有孟什维克也照样发生（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328页）。——169。



[100]普·阿·贾帕里泽（哥卢宾）支持关于作出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关系问题的决议的建议。他在代表大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发言说：“我很奇怪，有些人竟说，没有能够担任委员的工人。相反，（列宁：听！听！）他们是如此之多，以致不可能把他们全部吸收进委员会，而不得不把他们安排到区委员会，因此必须给这些委员会以表决权。”（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332页）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也坚持通过这样的决议，在同一次会议上指出，“工人们关心工人和知识分子关系问题”并且“急切地等待着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决议的主要意义在于号召地方委员会扩大组织的范围并用工人来扩充……代表大会并没有发现美洲，它不过总结了党的生活而已（列宁：完全正确！）”（同上，第333页）。列宁指的就是他们的这些发言。——169。



[101]列宁在发言中对补充决议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个由尼·瓦·罗曼诺夫（列斯科夫）、弗·米·奥布霍夫（卡姆斯基）、亚·马·埃森（基塔耶夫）、波·瓦·阿维洛夫（提格罗夫）、伊·阿·萨美尔（萨维奇）和彼·彼·鲁勉采夫（菲力波夫）6人提出的补充决议草案说：“鉴于党的工作的统一是党的生活中的迫切要求，鉴于这种统一只有在工作过程中和尽可能多的党的工作者对全党的口号进行共同的讨论中才能更好地实现，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最好由中央委员会为此目的组织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代表会议。”列宁的修改意见被代表大会通过（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341—342页）。——170。



[102]这个决议草案以亚·马·埃森（基塔耶夫）和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奥西波夫）的名义在代表大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提出。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个决议，并决定不予公布。——171。



[103]列宁在发言中对彼·彼·鲁勉采夫（菲力波夫）的决议案提出了意见。这个决议案的内容如下：“代表大会建议中央委员会在对待拒绝服从代表大会决议的那些孟什维克组织的态度上遵循下列原则：（1）不应当在外层组织和工人群众中采取反对整个孟什维克组织和一些个别人的宣传鼓动政策；（2）在存在平行组织的地方，解散孟什维克委员会和批准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工作应极其慎重，只有在完全弄清楚地方委员会的多数委员不服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之后才能进行。”经过讨论，决议案的第一部分被代表大会否决。第二部分按列宁和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的方案通过，不予公布。这一方案是：“鉴于某些孟什维克组织可能拒绝承认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代表大会建议中央委员会解散这些组织而批准与它们平行的并服从代表大会的组织为委员会，但这只有在通过详细调查完全肯定孟什维克组织和委员会不愿服从党的纪律以后才可进行。”（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363页）——172。



[104]4月23日（5月6日）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讨论了瓦·瓦·沃罗夫斯基（奥尔洛夫斯基）提出的关于对各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态度的决议草案。草案中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重申第二次代表大会对联邦制问题的态度，委托中央委员会和各地方委员会尽一切力量同各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达成协议，以便使地方工作协调起来，从而创造条件使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联合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365页）



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建议作这样的文字改动：“委托中央委员会和各地方组织作出共同的努力”（同上）。他说明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是：只有“不仅由中央委员会而且也由各地方委员会来安排，协议才能达成”（同上，第371页）。列宁的发言，就是反对这个修正案的。波斯托洛夫斯基的修正案被否决。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是以沃罗夫斯基的草案为基础的。



列宁提到的“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把事情弄糟的个别情况”看来是指波斯托洛夫斯基发言中说的以下事实：“今年中央委员会同崩得举行代表会议，而地方委员会（西北和波列斯克）却没有参加。西北委员会没有同崩得达成协议。这就出现了混乱。中央达成协议了，而地方上还在争斗。”——173。



[105]列宁引用了登载在1905年5月6日英国《泰晤士报》上的一篇题为《莫斯科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任务和目的》的莫斯科通讯来补充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沃伊诺夫）的报告（这篇通讯的俄译文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6卷第229—231页）。关于莫斯科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参看列宁的《保守派资产阶级的忠告》一文（见本卷第217页）。——174。



[106]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活跃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175。



[107]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战斗口号同布尔什维克的口号相近，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持不调和的立场。但是该党也有一些错误，如没有领会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不理解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对农民作为工人阶级同盟者的作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估计不足。列宁批判了该党的错误观点，同时也指出它对波兰革命运动的功绩（见《论民族自决权》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1906年4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被接纳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保持组织上的独立。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175。



[108]波兰社会党—“无产阶级派”是由从波兰社会党分离出来的该党利沃夫支部于1900年夏成立的政党，中央委员会先后设于利沃夫和克拉科夫，在华沙、罗兹等地有其组织。该党最高纲领是社会主义革命，最低纲领是制定全俄宪法和波兰王国自治、教会同国家分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该党坚持采取个人恐怖的策略，同时主张波兰革命运动同俄国的革命运动接近。该党于1909年春停止活动。——175。



[109]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于1904年6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在1905年6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的纲领并作出了必须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议。1905年该党领导了工人的革命行动并组织群众准备武装起义。



1906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作为一个地区组织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名为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176。



[110]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特殊派”）是亚美尼亚民族联邦主义分子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建立的。它象崩得一样要求实行联邦制的建党原则，把无产阶级按民族分开，并宣布自己是亚美尼亚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它借口“每个民族都有特殊的条件”来为自己的民族主义辩护。列宁在1905年9月7日写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坚决反对这个组织参加1905年9月召开的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代表会议，指出这个组织的成员是一帮在国外的著作家，同高加索没有什么联系，是崩得的亲信（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176。



[111]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德罗沙克）即亚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达什纳克楚纯（意为联盟），《德罗沙克》（意为旗帜）是其中央机关报。这个党于1890年在梯弗利斯成立。党员中，除资产阶级外，民族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占重要地位，此外，还有受骗的农民和工人。在1905—1907年革命对期，该党同社会革命党接近。1907年，该党正式通过了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纲领，并加入了第二国际。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他们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木沙瓦特党人结成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联盟，组织了外高加索议会。1918—1920年间，该党曾领导亚美尼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1920年11月，亚美尼亚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和红军的支持下，推翻了达什纳克党人的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1年2月，达什纳克楚纯发动叛乱，被粉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该党在外高加索的组织陆续被清除。——176。



[112]白俄罗斯社会主义格罗马达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1902年成立（当时称白俄罗斯革命格罗马达），1903年12月在维尔诺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最终形成。该党借用波兰社会党的纲领作为自己的纲领，要求白俄罗斯边疆区实行自治并在维尔诺设立地方议会，把地主、皇族和寺院的土地转归地方公有，允许西北边疆地区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白俄罗斯社会主义格罗马达的多数成员代表白俄罗斯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也有一些成员代表劳动农民的利益。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时期，白俄罗斯社会主义格罗马达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策略。随着这次革命的失败，该党滑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1907年初，该党正式宣布解散，它的成员们开始进行合法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活动，出版了合法报纸《我们的田地报》（1906—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留在德军占领区的格罗马达分子鼓吹在德国的保护下“复兴”白俄罗斯。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白俄罗斯社会主义格罗马达恢复组织，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策。1917年7月，该党右翼领袖参加了白俄罗斯拉达。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白俄罗斯格罗马达分裂，它的一部分成员进行反革命活动，一部分成员转向苏维埃政权方面。——176。



[113]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是1900年秋天在国外建立的。这个组织就其提出的要求来说接近于俄国社会革命党，并具有相当程度的民族主义倾向。1905年在部分农民中暂时有些影响，但很快被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排挤，以后再未起什么明显的作用。——176。



[114]芬兰积极抵抗党是1903—1904年由一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芬兰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建立的，其宗旨是推翻芬兰的沙皇政权，代之以立宪制度。该党同俄国社会革命党有密切联系，接受了后者的冒险主义策略，曾组织一系列暗杀政府代表人物的活动，并从事炸弹制造。——176。



[115]芬兰工人党于1899年成立，1903年改名为芬兰社会民主党。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中，该党领导人落后于局势的发展，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该党只采取合法斗争形式，没有组织无产阶级对其压迫者进行武装斗争。该党的左翼虽然赞成无产阶级进行独立的斗争，但是未能采取坚决措施清除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从1907年起，芬兰社会民主党参加了芬兰议会。1918年初，该党代表领导了芬兰工人革命，但党的右翼转向反革命方面。1918年春芬兰工人革命失败后，芬兰社会民主党实际上陷于瓦解。1918年8月，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组成了芬兰共产党。同年，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使用党原来的名称，在社会改良主义基础上恢复活动。——176。



[116]格鲁吉亚社会联邦革命党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于1904年4月建立。该党要求在俄国资产阶级地主国家范围内实行格鲁吉亚的民族自治。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年代里，该党成了革命的公开敌人。它同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共同行动，企图破坏外高加索各族劳动人民反对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社会联邦党人同格鲁吉亚孟什维克、达什纳克党人和木沙瓦特党人组成反革命联盟。这个反革命联盟先后得到德、土武装干涉者和英、法武装干涉者的支持。——176。



[117]乌克兰革命党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于1900年初成立。该党支持乌克兰自治这一乌克兰资产阶级的基本口号。1905年12月，乌克兰革命党改名为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通过了一个按联邦制原则和在承认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是乌克兰无产阶级在党内的唯一代表的条件下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拒绝了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提出的立即讨论统一的条件的建议，将这一问题转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去解决。由于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性质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因此，在统一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在崩得的影响下，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后来站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革命阵营一边。——176。



[118]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于1896年建立。党的领导机构掌握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分子手中，他们力图把立陶宛的工人运动引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道路。当时是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党员的费·埃·捷尔任斯基在揭露机会主义分子、团结各民族工人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1900年8月，根据捷尔任斯基的倡议，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中的国际主义派同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统一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影响下，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了反对民族主义领导的反对派，他们中的优秀无产阶级分子走上了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1907年，该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议，但是统一未能实现。1918年，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建立了立陶宛共产党。——176。



[119]乌克兰社会党于1900年在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建立，1903年与乌克兰革命党合并。——176。



[120]代表大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列·波·克拉辛（季明）和阿·伊·柳比莫夫（列特尼奥夫）作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在讨论报告的过程中，某些代表指出，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没有阐明它的政治活动。他们要求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向代表大会解释：中央委员会为何未能起到政治领袖的作用并领导全党。列宁在他的第二次发言中谈到的“审判”问题，就是指对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这些意见。——181。



[121]悔过的罪人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这一中央机关曾长期反对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但最终毕竟决定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共同建立筹备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顾孟什维克把持的党总委员会的反对而召集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有两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列·波·克拉辛（季明，文特尔）和阿·伊·柳比莫夫（马尔克，列特尼奥夫）。



1905年2月9日（22日），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开会时被沙皇政府破获。9名中央委员被捕，其中包括不久前增补进中央委员会的3名孟什维克（叶·米·亚历山德罗娃、维·尼·克罗赫马尔和B.H.罗扎诺夫）。当时没有被捕的中央委员只有克拉辛和柳比莫夫两人。——181。



[122]这个决议由代表大会一致通过。——184。



[123]列宁起草的这个决议草案由代表大会通过。——186。



[124]代表大会记录出版委员会是在4月25日（5月8日）代表大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选出的，其成员是弗·米·奥布霍夫（卡姆斯基）、瓦·瓦·沃罗夫斯基（奥尔洛夫斯基）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萨布林娜）。代表大会记录于1905年秋在日内瓦首次出版。——186。



[125]这个决议草案是以列宁和米·格·茨哈卡雅（巴尔索夫）两人的名义在4月26日（5月9日）代表大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决议草案是对茨哈卡雅在同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决议案的修正案。草案被代表大会作为本问题的决议通过。



1905年春，革命运动席卷了整个俄国，其中也包括高加索。1905年3月底—4月初，在巴库、梯弗利斯及其他城市爆发了铁路工人的政治总罢工。梯弗利斯的印刷工人也在同时举行了罢工。在街头，罢工工人同警察、哥萨克发生了冲突。巴统、波季、库塔伊西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斗争。与此同时，在外高加索，特别是在古里亚，还展开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187。



[126]O.A.克维特金（彼得罗夫）建议将关于高加索事件决议草案末尾的“用武装力量”改为“用它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442页）。代表大会通过了克维特金的修正案。——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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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各级党组织的两周报告制

（不晚于1905年4月20日〔5月3日〕）


所有的
 党组织，尤其是所有的 工人的
 党组织的两周报告制，对于巩固党的构成和组织上的团结，特别是对于根据有组织的工人人数调整党的代表名额（出席各次代表大会），都会有重大意义。

这些报告可以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摘要发表，这将提供有关党的实际的真实生活的最宝贵材料。

各小组、各团体等等的党员人数也可以发表，每一个小组或每一个组织，不妨用一两个字母来标明。这些关于我们党组织构成的报告，将是供检查用的好材料。（有人反驳说，这会占用过多篇幅。这不成其为理由。我们用两个字母和两个数字表示党员人数，譬如：аб13，вг41，дж17等等，报纸上一栏的一行就能容纳 11个
 这样的报道。）

代表大会应当把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中间相隔的时期（1年）分为两部分。前半年 每一个
 党组织，直到我们党的最基层的工人支部，都应当建立好，并且一定要 搞好
 同中央的正常联系， 搞好
 正常的两周报告。我之所以说要搞好，是因为一见地址就写还不够，应当查对地址，保证报告能送到等等，等等。要使这一新习惯，即新的报告制（两周报告制）完全正规化，可以大胆地说，4—5个月 
［注：在这个期限内，每一个组织都应当把自己的代号（用2个或者3个字母代表组织的名称）通知中央，并力争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报告，哪怕是一次也好，使各该组织的全体党员都知道他们的组织和中央确有联系。］

 的时间是足够的。无疑， 只要愿意做
 ，用 三分之一的
 时间就够了。

然后，后半年就可以使党组织的两周报告制具有所谓宪法意义了，也就是说可以把党组织的报告作为调整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直接依据了。譬如说，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4月决定：只有那些从1905年9月1日起向中央提交正常的两周报告的党组织，在调整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名额时，才算数。只有根据不少于3个月的报告（即至少6个报告），第四次代表大会才能确定各地加入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工人出席各次代表大会党的代表名额的比例。因此，每一份报告都务必写明党员人数。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9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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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诡辩

（1905年5月5日〔18日〕）

俄国革命才刚刚开始，然而它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一些通常的特点。下层作斗争，上层享其成。革命斗争的一切重担过去和现在都完全落在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肩上，落在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出身的人的肩上。已经争得的部分自由（确切些说：有限的一点自由）十之八九落到社会上层分子，即不劳动的阶级手里。在俄国，尽管受到法律限制，现在却有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这种自由比十年前，甚至比一年前都大得多，但是能够比较广泛地享受到这些自由的，只有资产阶级报纸，只有“自由派的”集会。工人们渴望自由，他们为自己开辟着通往常常是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而且被认为是完全达不到的领域的道路。然而无产阶级因素的这种渗透，不是推翻而是证实了我们的看法。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和积极占有斗争成果成反比。这个或那个阶级在社会经济制度中所处的地位愈有利，合法运动和不合法运动（即法律允许的运动和违反法律的运动）之间的对比关系就愈“有利”。自由派资产阶级运动，特别是在1月9日之后，以法律 认可的
 形式如此广泛地蓬勃开展起来，而不合法的自由派运动却在我们眼前以惊人的速度急剧衰落下去。 尽管
 工人阶级的运动在它的一段最重要的时间里采取了最“合法的”形式（彼得堡的劳动人民向沙皇呈递请愿书），然而它却是最不合法、应遭到最严酷的军事镇压的运动。工人阶级的运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但是合法成分和不合法成分的对比关系几乎没有发生过有利于合法成分的变化。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这是因为俄国整个社会经济制度所保证的是劳动最少的人得到的成果最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不是这样。这是资本的规律，它不但支配经济生活，而且还支配政治生活。下层的运动唤起了革命的力量，这个运动所唤起的是这样的人民群众，第一，他们能够真正摧毁整个摇摇欲坠的大厦，第二，他们处境的特点使他们和这座大厦毫无牵连，因而乐意摧毁它。此外，他们甚至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目的，但他们仍然能够而且愿意摧毁它，因为这些人民群众的处境是没有出路的，因为长期的压迫把他们推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摇摇欲坠的大厦的统治者们十分害怕无产阶级这股人民力量，因为无产阶级的处境本身，就是对一切剥削者的某种威胁。因此，最小的无产阶级运动，不管它最初怎样不显眼，也不论它的起因多么微不足道，都必然要超出它的直接目的，成为 整个
 旧制度不可调和、不可摧毁的力量。

由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处境的最基本特点，无产阶级运动的必然趋势，是要为争取 一切
 ，为彻底战胜一切黑暗、剥削、奴役而进行殊死的斗争。相反，由于同样的原因（即由于资产阶级地位的基本特点），自由派资产阶级运动的趋势，是以妥协代替斗争，以机会主义代替激进主义，斤斤计较最有可能得到的眼前利益，放弃“不讲分寸地”、坚决果敢地争取彻底胜利的雄心。凡是在真正进行斗争的人，自然都会为争取 一切
 而斗争；凡是宁肯妥协不愿斗争的人，自然都会预先指出他在最好的情况下感到满足的“一星半点的东西”（在最坏的情况下，他甚至满足于没有斗争，就是说，长期和旧世界的统治者们和解）。

因此很自然，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十分关切自己的 纲领
 ，早就十分周密地确定了自己的最终目的（使劳动人民得到彻底解放的目的），决不容忍一切企图切削这个最终目的的行为 
［注：手稿上是：“……（使全体劳动人类摆脱任何压迫，得到彻底解放的目的），决不容忍一切企图切削、贬低这个最终目的或者使其庸俗化的行为。”这里和下面的脚注中按手稿恢复了在报上发表时经米·斯·奥里明斯基改动过的最重要的地方。——俄文版编者注］

 。出于同样的原因，社会民主党总是把眼前微小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同最终目的断然严格分开。凡是为争取 一切
 、为争取彻底胜利而斗争的人，都不能不提防：不要让小利益束缚手脚，引入歧途，使人忘记道路还很漫长，不这样考虑，一切小胜利都会是一场空。相反，对资产阶级政党来说，即使是对最热爱自由和最热爱人民的资产阶级政党来说，这种对纲领的关注，对逐步的小改善所持的一贯批判态度，是不可理解和格格不入的 
［注：手稿上是：“……对资产阶级政党来说，即使是对最自由主义的、最有教养、最热爱自由和最热爱人民的资产阶级政党来说，这种对最终目的所持的严峻态度，这种对纲领的关注，这种对逐步的小改善所持的一贯批判、一贯不满的态度，是不可理解和格格不入的。”——俄文版编者注］

 。

《解放》杂志编辑部最近以《俄罗斯帝国国家根本法》为题发表的《俄国宪法草案》，就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个草案在俄国早已尽人皆知，这次发表时附有注解和说明，是“经起草人校订过的唯一完整的定本”。看来，它不是属于“解放社”，而仅仅是由这个社的部分成员拟定的。这样，我们在这里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自由派所固有的 
［注：手稿上是：“……俄国自由派，而且不单单是俄国自由派所固有的……”——俄文版编者注］

 对明确的、肯定的和公开的纲领的恐惧心理。比起社会民主党来，自由派在俄国拥有多得无法计量的资金和写作力量，多得无法计量的在合法基础上开展运动的自由。然而，在纲领的明确性方面，自由派却引人注目地落后于社会民主党。自由派干脆规避纲领，他们宁愿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一些矛盾百出的声明（例如关于普选制问题）或者与全党（或整个“解放社”）这个整体毫不相干的个别团体的“草案”。当然，这不会是偶然的；这是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地位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个阶级受到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的夹攻，由于微小的利害差别而分成各个派别。从这种处境中产生政治诡辩也是完全自然的。

现在，我们想请读者注意这些诡辩中的一个诡辩。解放派的宪法草案的基本特征是人所共知的：保持君主制，——关于共和制的问题甚至可以不讨论（显然，资产阶级的“现实政治家们”认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建立议会 两院
 制，通过普遍、 直接
 、平等和无记名投票产生众议院，通过 二级
 选举产生参议院。参议院的议员由地方自治会议和市杜马推选。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谈这个草案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总纲和它的“根本”论点。

我们好心肠的自由派力求在君主、参议院（地方自治院）、众议院（人民代表院），即专制官僚、资产阶级和“人民”（即无产阶级、农民和全体小资产阶级）这三种力量之间尽可能“公平地”平分国家政权。自由派政论家心灵深处所渴望的是取消这些不同力量之间以及这些力量的各种联合体之间的斗争，而代之以这些力量的“公平的”联合统一体……在纸上！应当关心循序渐进的平衡的发展；应当从保守主义的观点论证普选制的正确性（司徒卢威先生为上述草案所写的前言）；应当通过君主制和参议院的形式确保各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即现实的保守主义）；应当用冠冕堂皇的诡辩把这个看来是巧妙的，实际上是最幼稚的构想装饰起来。俄国无产阶级势必长期同自由派的诡辩打交道。现在是进一步熟悉它们的时候了！

自由派从分析对两院制可能提出的异议入手来为两院制辩护。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异议同我们的合法报刊广泛宣传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一般主张如出一辙。据说，俄国社会具有“深刻的民主主义性质”，在俄国根本不存在那种由于有政治功劳和有钱等等而显得强大的上层阶级，因为我们的贵族是没有“政治野心的”官吏阶层，而且他们的物质作用也已遭到“破坏”。从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来看，如果把这些民粹派的字字荒谬的空话当真，那就可笑了。俄国贵族的政治特权是尽人皆知的，他们的力量从温和保守派或者希波夫派的倾向中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了；他们的物质作用只是被同贵族融为一体的资产阶级所破坏，而且这种破坏丝毫也不妨碍巨额资产集中在贵族手里，使他们能够掠夺千百万劳动者。觉悟的工人在这方面不应当抱幻想。自由派之所以需要这种所谓俄国贵族无足轻重的民粹派论调，只是为了把贵族将来的宪法特权这颗苦药丸包上一层糖衣。自由派的这种逻辑，在心理上是必然的：应当把我们的贵族看成是无足轻重的，才可以把贵族特权 
［注：手稿上是：“……贵族的政治特权”。——俄文版编者注］

 背离民主制说成是无足轻重的。

由于资产阶级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我们的自由派，特别是自由派宠爱的哲学家，现在也常常很不得体地运用种种唯心主义词句，在心理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说明里读到：“对于俄国的解放运动来说，民主不仅是事实，而且是道义上政治上的公理。俄国的解放运动认为，对一切社会形态来说，道义的公正高于历史的公正。……”我们的自由派用华而不实的词句为自己背叛民主的行径“辩护”，这倒是一个挺不错的例子！他们抱怨“更极端的分子的代表人物 臭骂
 〈？〉俄国自由主义政党，好象自由主义政党力图用资产阶级贵族专制制度取代官僚专制制度”，同时，我们的自由派却迫使自己的草案中唯一的真正民主主义机构——人民代表院同君主制与参议院即地方自治院分掌政权！

下面就是他们主张设立参议院的“道德上”和“道义上政治上”的论据。首先，“两院制遍布全欧洲，只有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卢森堡例外……”既然有许多例外，那就不是遍布了。其次，这又算什么论据呢？因为在欧洲也有许多反民主主义的机构，因此……因此我们“深刻的民主主义的”自由派是不是应当把它们照搬过来呢？第二个论据，“将立法权集中在一个机关手里是危险的”，应当另设一个机关来纠正错误，纠正“过于仓促的”决定，“……俄国是否应当比欧洲更大胆呢？”欧洲的自由派由于害怕无产阶级，“显然”已经失掉了它的全部进步性，看来俄国的自由派不愿比它更大胆！不用说，“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是好样的！俄国还没有向自由迈出稍微象样的一步，而自由派就害怕起“仓促性”来了。先生们，难道这些论据还不能证明放弃普选制也是正确的吗？

第三个论据：“威胁着俄国一切政治秩序的最主要危险之一，是把雅各宾的中央集权转化为制度。”太可怕了！看来，自由派的机会主义者不反对借用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新火星派分子的武器来对付下层人民的民主制。阿克雪里罗得、马尔丁诺夫之流搬出来吓人的“雅各宾主义”这个可笑的稻草人，给解放派帮了大忙。不过，先生们，如果你们真的害怕集中制的偏激（而不是彻底民主制的“偏激”），那么为什么选举 地方
 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和市政机关时要 限制
 普选权呢？？要知道，你们是在限制普选权。你们的草案的第68条规定：“凡有权参加人民代表院选举的人，也有权参加地方选举， 只要他在该县或市定居一定的时间，不必超过一年
 。”这一条规定的就是 资格
 ，它实际上使选举权成为 非普遍的
 ，因为谁都知道，恰恰是工人、雇农、日工经常从一个市流到另一个市，从一个县流到另一个县，没有定居点。资本把大批工人从国家的这个角落抛到那个角落，剥夺了他们的定居权，而正是 由于这种情况
 ，工人阶级就得丧失自己的部分政治权利！

这种对普选权的限制，正是用来对付选举参议院即地方自治院的那些地方自治机关或市政机关的。为了消除所谓雅各宾集中制的偏激，采取了违反民主的 双重
 做法：第一，用定居资格限制 普
 选权，第二，实行二级选举，放弃 直接
 选举权的原则！雅各宾主义的稻草人只能为各种机会主义者 
［注：手稿上是：“……各种机会主义者、各种政治上的叛徒”。——俄文版编者注］

 效劳，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难怪司徒卢威先生对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新火星派从原则上表示同情，难怪他吹捧马尔丁诺夫是反对“雅各宾主义”的卓越战士。社会民主党里反对雅各宾主义的人，过去和现在都是在直接为自由派资产者铺路。

解放派硬说，正是地方自治机关所选举的参议院，能够反映“分权的原则”，反映“俄国各个部分的多样性因素”，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限制选举的普遍性并不能反映分权制；限制直接选举的原则也不能反映多样性。解放派竭力掩盖的问题的实质并不在这里。实质在于，根据他们的制度，参议院必然 首先
 是而且主要是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机关，因为定居资格和二级选举制最先排挤的恰恰是无产阶级。问题的实质对任何一个多少了解一点政治问题的人来说都很清楚，甚至连草案的拟定人也预料到必然要遭到反对。

我们在说明中读到：“然而人们会说，不管选举是怎样组织的，在当地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仍然是 大土地占有者和企业主阶级
 。我们认为〈多么深刻的民主主义思想！〉，这里也表现了对‘资产阶级分子’言过其实的恐惧心理。使土地占有者阶级和工业阶级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充分的〈！〉可能性〈对资产阶级分子来说，普选权是不够的！〉，同时也为其他各界居民的代表权提供广泛的可能性，这没有什么不公平〈！！〉。只有特权在道义上是不能允许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工人们要牢牢记住这种“自由派”道德。它吹嘘民主主义，指责“特权”， 为
 定居资格、二级选举、君主制度 辩护
 ……应该说，君主制不是“特权”，或者它是道义上允许的、政治上并不危险的特权！

我们的这些出身于上流社会的“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干得不错嘛！他们甚至在那些与他们全党毫不相干的最大胆的草案中，事先就为反动派辩护，维护资产阶级的特权，诡辩地证明特权并非特权。他们甚至在自己的最超脱物质打算，最远离直接政治目的的写作活动中，就已经玷污了民主主义概念，诽谤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党人。今后将会怎么样呢？如果最富有空想的自由派现在已经在为背叛行为作理论上的准备，那么自由派资产阶级对党负责的实干政治家将怎么说呢？如果解放派的极左翼的最大胆的愿望也不超出两院议会制的君主制，如果自由派思想家的 要价
 只这么多，那么自由派交易人 谈妥的价格
 是多少呢？

自由派的政治诡辩，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了解甚至是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真正阶级本质，提供的材料不多，但却是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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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0卷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127]


（1905年5月14日〔27日〕）

工人同志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不久前举行，这次代表大会应当在我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史上开创一个新阶段。俄国正处在伟大的历史关头。革命爆发了，革命的烈火愈烧愈旺，蔓延到更多的地区和更多的居民阶层。无产阶级站在革命的战斗力量的前头。它已经为自由的事业作出了最大的牺牲，现在又准备同沙皇专制制度决一死战。无产阶级的有觉悟的代表懂得，自由不会使劳动者摆脱贫困、压迫和剥削。资产阶级今天捍卫自由的事业，但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会想方设法从工人手中夺走尽可能多的革命成果，成为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要求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但是我们并不害怕自由的、团结的和强大的资产阶级。我们知道，自由将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广泛的、公开的和群众性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我们知道，经济的发展会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发展愈自由，发展速度就愈快）破坏资本的权力，并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作准备。

工人同志们！为了达到这个伟大的目的，我们应当把一切觉悟的无产者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我们的党在很久以前，在1895年和1896年广泛兴起工人运动之后就已经开始形成。1898年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创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规定了它的任务。1903年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为党制定了纲领，作出了一系列关于策略的决议，并且第一次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党组织。不错，最后这项任务党未能马上完成。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少数不愿服从多数，并且开始搞分裂活动，给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这种分裂活动的第一步是不愿执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拒绝在代表大会所建立的中央机关的领导下工作；最后一步便是拒绝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由在俄国国内活动的大多数委员会选出的常务局和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被邀请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所有的委员会、分离出去的团体和对委员会不满的外层组织，而且其中绝大多数，包括几乎所有的少数派的委员会和组织，都选派了自己的代表到国外参加代表大会。这样，在我国警察统治条件下为召开全党代表大会所能做到的一切都做到了，只是由于前党总委员会的3个国外委员拒绝参加，党内全体少数派才抵制代表大会。从下面刊印的代表大会的决议[128]中可以看出，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这3个国外委员应负分裂党的全部责任。但是，尽管少数派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仍然采取了一切措施，使少数派能和多数派在一个党内共事。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我们党内出现的转向陈腐过时的“经济主义”观点的倾向是不对的，但同时代表大会在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党章中明文规定了对任何少数派的权利的明确保证。少数派现在有党章保障的绝对权利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思想斗争，只是争论和意见分歧不能导致破坏活动，不能妨碍正常工作，不能分散我们的力量，不能阻碍同心协力地向专制制度和资本家作斗争。现在党章还规定一切享有全权的党组织都有出版党的书刊的权利。党中央委员会现在有责任运送任何党的书刊，只要有5个享有全权的委员会，即党的全部享有全权委员会的 1
 / 6
 提出这种要求。更确切地规定了委员会的自治权，宣布委员会的成员不受侵犯，即取消中央委员会不经地方委员会同意任免地方委员会委员的权利。只有一种情况除外，即 2
 / 3
 有组织的工人要求罢免委员会：根据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只要有 2
 / 3
 的中央委员同意工人的决定，那么中央委员会就必须罢免该委员会。每个地方委员会都有权批准外层组织为党的组织。外层组织有权提出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根据党内大多数的意见，更确切地规定了党的界限。建立了一个中央机关，不再设2个或3个中央机关。保证在俄国国内工作的同志对党的国外部分的绝对优势。总之，第三次代表大会用尽一切办法消除可能产生的种种非难，如多数派滥用自己的优势，强行压服，党的中央机关独断专行，等等。对于全体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完全有可能共同工作，满怀信心地加入一个党的队伍，这个党相当广泛和有生命力，相当坚强和有力量，足以使老一套的小组习气失去作用，足以去掉过去的争论和无谓的冲突所留下的痕迹。所有真正珍惜党性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者，现在都应当响应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号召，让代表大会的决定成为恢复党的统一、消除一切破坏行为、团结无产阶级队伍的起点。我们相信，正是有觉悟的工人们最珍惜同心协力工作的意义，最了解争吵、动摇和内讧的全部危害性，正是这些工人现在将坚决主张：全体党员不分上下都必须无例外和无条件地承认党的纪律！

第三次代表大会力求在自己的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的一切决议中保持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工作的继承性联系，同时也试图在关于准备党的公开活动、关于必须最积极地实际参加武装起义并由党领导起义以及关于党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等决议中，提出当前的新任务。代表大会要求全体党员注意必须利用政府的任何动摇，利用我们的活动自由在法律上和实际上的任何扩大，来加强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为无产阶级的公开活动作准备。不过，除了社会民主工党的这些一般的和基本的任务之外，当前的革命时机要求党发挥它作为争取自由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发挥它作为武装起义反对专制制度的先锋队的作用。沙皇政权抗拒人民要求自由的愿望愈厉害，革命攻击的力量就愈增强，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民主主义运动取得完全胜利的可能性就愈大。进行胜利的革命，保卫革命的成果，这是无产阶级肩负的巨大任务。然而无产阶级是不会被这些伟大的任务吓倒的。它将把那些预言无产阶级会因胜利而遭到不幸的人鄙夷地撇到一边。俄国无产阶级一定能完全尽到自己的职责。它一定能领导人民的武装起义。它不会被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这个困难的任务所吓倒，如果这个任务落在它肩上的话。它一定能打退一切反革命图谋，无情地粉碎自由的一切敌人，忠贞不渝地捍卫民主共和国，以革命方法努力实现我们党的全部最低纲领。俄国无产者不应当害怕这种结局，而应当满腔热情地向往这种结局。我们在即将来临的民主主义革命中获得胜利，这样就会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前进一大步，我们将使整个欧洲甩掉反动军事强国的沉重枷锁，帮助我们的弟兄，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更迅速、更坚决、更勇敢地向社会主义迈进，他们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统治下受苦受难，现在看到俄国革命的成就而精神焕发。而在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援助下，我们不仅能捍卫住民主共和国，而且能向社会主义阔步前进。

前进，工人同志们，为争取自由而进行有组织的、团结一致的、坚忍不拔的斗争！

革命万岁！

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载于1905年5月14日（27日）《无产者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205—209页

















[127]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起草的这个通知，最初发表于1905年5月14日（2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第1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加委员会曾将它用俄文和拉脱维亚文印成单行本。——200。



[128]指《关于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刊载于1905年5月14日（27日）《无产者报》第1号。——201。







《列宁全集》第10卷


关于代表大会的组成[129]


（1905年5月14日〔27日〕）

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根据最近的材料对代表大会初期通过的这一决议作如下的补充。代表大会最后确定我们党享有全权的组织的票数共71票，即31个享有全权的组织的62票和党中央机关的9票。代表大会不承认克列缅丘格委员会、喀山委员会和库班委员会是享有全权的组织的委员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是：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特维尔委员会（在代表大会末期）、里加委员会、北方委员会、图拉委员会、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乌拉尔委员会、萨马拉委员会、萨拉托夫委员会、高加索联合会（8票，即等于4个委员会）、沃罗涅日委员会、尼古拉耶夫委员会、敖德萨委员会、波列斯克委员会、西北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奥廖尔－布良斯克委员会的代表。共21个组织，42票，再加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在总委员会里的代表拥有的4票。占总数71票中的46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委员会的代表、乌拉尔联合会的代表（代表大会闭幕前来到的第二位代表）、喀山委员会的代表、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小组、哈尔科夫小组、明斯克小组的代表，《前进报》编辑部和国外组织的委员会的代表。克列缅丘格委员会的代表曾表示希望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但是迟到了。其次，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在开会期间收到一个文件，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由于组织委员会为召开全党代表大会所作的努力，已经来到国外的有下列组织的代表：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小组、中央委员会敖德萨小组、尼古拉耶夫委员会、哈尔科夫委员会、基辅委员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库班委员会、顿河区委员会、顿涅茨联合会、西伯利亚联合会、莫斯科委员会的外层组织、索尔莫沃外层组织、斯摩棱斯克委员会、克里木联合会和乌克兰社会民主联盟。这个文件就是《致应组织委员会之邀参加代表大会的同志们》的信，这封信由所有这些组织的代表签名。由此可见，组织委员会的确保证了名副其实的全党代表大会的召开。

代表大会共开了26次会。列入议事日程的策略问题是：（1）武装起义。（2）在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对政府政策的态度。（3）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组织问题。（4）党组织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5）党章。其次是对其他政党和组织的态度问题，即：（6）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7）对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8）对“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9）对自由派的态度。再其次是∶（10）改进宣传和鼓动工作。（11）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2）各地方委员会的代表的报告。（13）选举。（14）宣读代表大会的记录和决议以及负责人行使职能的程序。

代表大会的记录委托由代表大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公布，这个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载于1905年5月14日（27日）《无产者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210—211页

















[129]这是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关于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的决议》加的附注，同决议一起发表于1905年5月14日（27日）《无产者报》第1号。——205。







《列宁全集》第10卷


第三次代表大会[130]


（1905年5月14日〔2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为召开代表大会而进行的长期顽强斗争终于结束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开过了。对代表大会全部工作进行详细的评价，只有在代表大会的记录出版之后才有可能现。在我们只想根据已公布的《通知》 
［注：见本卷第200—204页。——编者注］

 和代表大会与会者的印象，指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体现的党的发展的主要里程碑。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俄国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面临着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党内危机问题。第二，更重要的问题，即整个党的组织形式问题。第三，主要问题，即我们在当前革命关头的策略问题。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一下这三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先谈次要的，再谈主要的。

由于召开代表大会这一事实，党内危机自然就解决了。大家知道，危机的根源在于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少数拒不服从它的多数。这次危机之所以使人苦恼和延续很久，是由于迟迟未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是由于党内实际上存在着分裂，这是隐蔽的和潜在的分裂，而表面上还保持着虚假的统一，多数派为尽快找到摆脱这种不堪忍受的状况的最好出路费尽了气力。代表大会指出了这条出路，它向少数派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承认多数派的决议，也就是实际恢复党的统一，还是正式彻底破坏党的统一的问题。少数派照第二个意思解决了这个问题，宁愿分裂。总委员会不顾无疑是党的大多数享有全权的组织已表明的意志，拒绝参加代表大会，全体少数派也拒绝出席代表大会，正如《通知》上所说的，这是走向分裂的最后一步。这里我们不再谈代表大会形式上的合法性，因为这在《通知》中已经充分证明。有人说，代表大会不是总委员会召集的，也就是没有按党章办事，因而是不合法的；在经历了所有党内冲突之后，对这种说法大概只能一笑置之。凡是懂得任何党的一般组织原则的人都会明白，服从下级组织这条纪律是以服从上级组织这条纪律为条件的；服从总委员会这条纪律是以总委员会服从它的委托人，就是说服从各地委员会及其整体即党代表大会为条件的。谁不赞成这个基本原则，谁就必然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似乎不是受托人对委托人负责并向委托人报告工作，而是相反。可是，我们再说一遍，这个问题不值得多谈，这不仅是因为只有不愿弄懂问题的人才弄不懂这样的问题，而且也是因为从分裂一开始，分裂双方关于形式手续的争论已成为一种十分枯燥和无聊的烦琐哲学了。

少数派现在已经从党内分裂出去，这是个既成事实。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看到代表大会的决议，尤其是看到代表大会的记录之后，大概会认识到关于压服的种种胡说等等是幼稚可笑的，认识到整个少数派的权利在新党章中是有充分保障的，认识到分裂是有害的，因而会回到党内来。另一部分人也许会有一段时间拒不承认党的代表大会。对于这一部分人，我们只好希望他们内部尽快组织起来，成为具有自己的策略和自己的章程的完整组织。这一点实现得愈快，所有的人，广大党的工作者弄清楚分裂的原因，并对分裂作出评价就会愈容易，根据各地的工作需要，在党和分裂出去的组织之间达成实际协议就会愈切实可行，最后，找到将来必然恢复党内统一的途径就会愈快。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个问题，即党的总的组织准则。第三次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整个党章，对这些准则作了相当重大的修改。这次重新审查涉及下列三个主要之点：（1）修改党章第1条；（2）确切规定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和各地方委员会的自治权并使后者扩大；（3）建立统一的中央。关于轰动一时的党章第1条的问题，党的书刊早已充分阐明。从原则上替马尔托夫的那个模糊不清的条文辩护，已被完全证明是不正确的。考茨基不是出于原则性的理由，而是着眼于俄国秘密条件的方便，试图替这个条文辩护，但是没有得逞，而且也不可能得逞。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42—44页。——编者注］

 凡是在俄国工作过的人都很清楚，这种从方便着眼的理由是不存在的。现在就要看在实行党章新的第1条时党的集体 工作
 的初步经验了。我们强调，要实现党章新的第1条还必须做工作，并且要做很多工作。把自己列为“接受一个党的组织的监督”的党员，这是不需要做任何工作的，因为这一条是一句空话，而且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一直都是一句空话。为了建立广泛的各种党组织网，从范围狭小的秘密组织到范围尽可能大而秘密性尽可能少的组织，为此就需要进行顽强的、持久的、熟练的组织工作，而这个工作现在就落在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肩上，而尤其是落在我们的地方委员会的肩上。正是地方委员会应该批准一大批组织为党的组织，应该避免任何无谓的拖延和挑剔，应该在工人中间坚持不懈地宣传必须建立尽可能多的各种各样加入我们党的工人组织的思想。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多谈这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只是指出，在革命时代尤其有必要使社会民主党同各种民主主义政党严格划清界限。而如果不经常扩大党组织的数目并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这种划清界限的工作是难以想象的。代表大会规定的两周报告制应当为这种加强联系的工作服务。我们希望：这种报告制不致成为一纸空文，实际工作者不要把这看成是可怕的繁文缛礼和官样文章，他们能先养成写短报道的习惯，即使是简单通报一下每个党组织、甚至最小的、离中央最远的党组织的党员人数也好。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将来就会看见，定期进行组织联系的习惯，意义有多大。

关于一个中央机关的问题，我们不多谈。第二次代表大会曾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两个中央机关制”，而第三次代表大会却以同样的绝大多数予以推翻。凡是细心观察党的历史的人，都会很容易弄懂其中的原因。与其说代表大会创造新东西，不如说代表大会巩固已经作出的成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前，《火星报》编辑部曾经是并且被认为是稳定的支柱，这就形成了编辑部的优势。在当时党的发展水平上，俄国国内同志对国外同志的优势看来还是成问题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发现，不稳定的正是国外的编辑部，——而党却成长起来了，而且正是在俄国国内肯定无疑地大大成长起来了。在这种条件下，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党中央委员会任命的办法，就不能不得到广大党的工作者的赞同。

其次，关于试图更精确地划分中央委员会与地方委员会的职权，分清思想斗争与破坏性吵闹的界限问题，也同样是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的全部事变进程必然提出来的。这里我们要不断地、系统地“积累党的经验”。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1903年10月6日写给那些有不满情绪的编辑的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352—353页。——编者注］

 ，就是力求把意气用事和发表不同意见区别开来。1903年11月25日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131]，正式建议成立著作家小组来表达同样的愿望。1904年1月底中央委员会在总委员会里的代表的声明 
［注：同上，第115—117页。——编者注］

 ，就是试图号召全党把思想斗争形式同抵制等等分开。1904年5月26日列宁写给俄国国内中央委员的信 
［注：同上，第426—430页。——编者注］

 ，承认正式保证少数派权利的必要性。众所周知的《二十二人宣言》（1904年秋），更明确、更周密、更肯定地表述了同样的观点。十分自然，第三次代表大会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走的，它“用正式决议把戒严的幻景吹散了，完全吹散了”。这些正式决议，即对党章的修改，内容究竟如何，我们在这里不再重述，因为这从党章和《通知》中可以看到。我们只指出两点。第一，可以相信，保证出版书刊的权利和保障地方委员会不被“撤销”，将有利于分裂出去的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回到党内来。第二，规定地方委员会成员不受侵犯，这就要求防止滥用这种不受侵犯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要求防止绝对不称职的委员会“不能换班”的毛病。于是产生了新党章的第9条，该条规定解散委员会的条件是，要有 2
 / 3
 加入党组织的当地工人提出这种要求。我们等待试行的结果，以便判断这个规则的可行性程度。

最后谈谈代表大会工作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即规定党的策略的问题。我们应当指出，在这里把各项决议一一列举出来并详细分析这些决议的内容是不合适的。也许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得写几篇专门论述最主要决议的文章。不过在这里，有必要描述一下代表大会当时应当弄清的总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的俄国革命可能有两种进程和结局。一种是沙皇政府还能用一些小的让步，用什么“希波夫式的”宪法[132]摆脱被夹击的窘境。这样的结局，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专制制度的国际地位有所改善，例如获得比较顺利的和平，如果资产阶级同掌权者勾结，很快背叛自由的事业，如果一次或数次不可避免的革命爆发都以人民失败而告终，那么，这个结局是会到来的。那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全体觉悟的无产阶级，将要在资产阶级残暴的、所谓宪政的阶级统治下长期过暗无天日的生活，工人的政治主动性将遭到百般压制，经济进步在新的条件下将很缓慢。自然，无论出现什么样的革命结局，我们都不会灰心丧气，我们将利用一切转机来扩大和巩固工人政党的独立组织，从政治上教育无产阶级去迎接新的斗争。代表大会在它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公开活动的决议中，也考虑到了这项任务。

革命的另一种结局是可能的，而且是比较有把握的，这就是《通知》中所说的“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民主主义运动取得完全胜利” 
［注：见本卷第203页。——编者注］

 。不用说，我们要全力以赴力求达到这个结果，消除可能产生第一种结局的各种条件。况且客观历史条件是有利于俄国革命的。毫无意义而又可耻的战争勒紧了置沙皇政府于死地的绞索，并为采取革命手段消灭军阀、为广泛宣传以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为在广大居民的支持下迅速实行这一措施，造成了不寻常的有利时机。专制制度长期的独霸统治，在人民中间积蓄了可谓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革命能量：随着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兴起，农民起义在不断发展壮大，以自由职业者为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日益团结。历史的嘲弄惩罚了专制制度，连对它友好的社会力量如教权派，也要打破或摆脱警察官僚制度的框框而组织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反对专制制度了。神职人员中也表现出不满情绪，他们渴望新的生活方式，教权派分立，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应运而生，“异教徒”、教派分子等等怨声载道，——所有这一切，对革命来说是再有利不过了，并且为宣传教会同国家完全分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自愿和不自愿、自觉和不自觉的革命同盟者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他们在不断壮大成长。人民战胜专制制度的可能性愈来愈大了。

这个胜利只有经过无产阶级英勇奋战才能取得。这个胜利向社会民主党提出的要求，是民主主义变革时代历史在任何地方也未曾向工人政党提出过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慢条斯理地做准备工作的平坦大道，而是组织起义，聚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把这种力量同全体革命人民进行武装进攻的力量团结起来这些宏伟任务，是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现在已经公布周知的决议中，力求考虑到这些新任务，并给觉悟的无产者的组织作出相应的指示。

俄国正处在一切进步人民力量长期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最后关头。现在谁也不怀疑，无产阶级会以最饱满的热情参加这个斗争，而且恰恰是无产阶级参加斗争，才会决定俄国革命的结局。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就应当表明自己是最革命阶级的当之无愧的代表者和领导者，应当帮助它争得最广泛的自由，——这是向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保证。





	载于1905年5月14日（27日）《无产者报》第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212—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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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革命

（1905年5—6月）

人们现在常常听到和读到这句话。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不能把“革命”这个概念神化（资产阶级革命家必然会这样做，而且现在已经这样做了）。不能抱幻想，不能信神话，因为这根本不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观点。

但是，毫无疑问，我们面前正进行着两种力量的斗争，殊死的斗争，之所以说是两种力量的，因为斗争的目标无非是沙皇的专制制度，或者是人民的专制制度。这两种力量就是革命和反革命。

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确切地弄清（1）这些社会力量的阶级内容；（2）这两种力量的斗争在现在，在当前的实际经济内容。

这些问题的简单答案（应当详尽地加以阐发）是：

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和农民（农民是 革命的
 小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知识分子的 革命
 作用微不足道）。

胜利的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变革的内容＝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就其经济意义来说，就是：（1）让资本主义自由发展；（2）消灭农奴制残余；（3）提高广大居民，特别是下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美国和俄国，赤贫现象和资本主义。］

编造神话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历史地位造成的必然结果。［比较一下律师的决议[133]。］都是“社会主义者”……

变革，推翻……在什么地方？在知识分子那里？？在律师那里？—— 
什么也没有

 。只有在无产阶级和 
农民

 这里。什么东西能够巩固他们的成果呢？？只有共和国，民主专政。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220—221页

















[133]律师的决议是指1905年3月28—30日（4月10—12日）在彼得堡举行的全俄律师代表大会的决议。《无产者报》对这次代表大会作了如下的评论：“在历时3天的律师代表大会的废话中，如同一滴水似地反映出整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对宪法垂涎三尺，对斗争胆小如兔，对仍然强大的专制制度奴颜婢膝，对人民假仁假义。”（见1905年5月21日（6月3日）《无产者报》第2号所载瓦·瓦·沃罗夫斯基《全俄律师代表大会》一文）——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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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社会党国际局[134]


1905年6月2日 
［注：此处日期是公历。——编者注］

 于日内瓦


致社会党国际局

　　亲爱的同志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几个星期以前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附有代表大会决议译文的专门小册子[135]的法文本和德文本即将出版并将送交国际局。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火星报》不再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今后的中央机关报是在日内瓦发行的周报《无产者报》[136]。根据新党章，中央委员会是我们党唯一的中央机关，由它任命党参加国际局的代表。请你们今后同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乌里扬诺夫同志联系。地址是：日内瓦科林街3号。

亲爱的同志们，请接受我们的兄弟般的敬礼。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尼·列宁（弗·乌里扬诺夫）


1905年用胶印版印成单页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222页

















[134]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的执行和通讯机关，根据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执行主席是埃·王德威尔得，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从1905年10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1914年6月，根据列宁的建议，马·马·李维诺夫被任命为社会党国际局俄国代表。社会党国际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实际上不再存在。——216。



[135]这里所指的“专门小册子”的法文本，于1905年6月12日（25日）作为法国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的附刊出版，标题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知和主要决议》；与此同时，在慕尼黑出版了德文本，标题是《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附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和主要决议》。1905年8月23日（9月5日）《无产者报》第15号的《党的生活》栏登载了这些小册子出版的消息。——216。



[136]《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周报），1905年5月14日（27日）—11月12日（25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6号。根据1905年4月27日（5月10日）党的中央全会的决定，列宁被任命为《无产者报》的责任编辑，编委会的委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维·米·韦利奇金娜、维·阿·卡尔宾斯基、尼·费·纳西莫维奇、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莉·亚·福季耶娃等。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谢·伊·古谢夫、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负责为编辑部收集地方通讯。克鲁普斯卡娅和福季耶娃负责编辑部同地方组织和读者的通信联系。《无产者报》继续执行《火星报》的路线，并保持同《前进报》的继承关系。《无产者报》发表了大约90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印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该报的发行量达1万份。1905年11月初列宁回俄国后不久停刊，报纸的最后两号是沃罗夫斯基编辑的。——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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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资产阶级的忠告

（1905年5月21日〔6月3日〕）

几个星期以前，在莫斯科举行了地方自治人士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消息，一个字也不让俄国报纸刊载。英国报纸根据出席代表大会的目击者的话披露了一系列细节，这些目击者通过电报不仅报道了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且报道了各派代表的演说内容。132名地方自治人士代表的决议的实质，无非是采纳司徒卢威先生发表的、我们也在《前进报》第18号（《政治诡辩》） 
［注：见本卷第191—199页。——编者注］

 上分析过的那个立宪纲领。这个纲领提出了一种保持君主制的人民代表机关两院制。参议院由地方自治机关和杜马的代表组成，众议院则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对这次代表大会被迫保持沉默的我国合法报纸，已经开始登载有关这个纲领的详细材料，因此现在对纲领进行分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于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本身，我们也许还要反复谈到。目前我们暂且根据英国报纸的报道，只谈一谈这次代表大会上特别有趣的事件，即“自由”派或机会主义派或希波夫派同“激进”派之间的分歧或分裂。分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前一派不喜欢普选制。5月7日（4月24日）星期日，有52名代表大会的代表支持希波夫并准备在普选制得到承认时立即退出代表大会。星期一，他们当中有将近20人和大多数人一起投票赞成普选制。后来，一致通过了关于在普选制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决议，此外，相当多的人还表示赞成直接选举制，赞成杜马和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不参加（立宪会议）。结果，希波夫派在地方自治人士的代表大会上 暂告
 失败。大多数人得出的结论是：要保持君主制和防止革命，唯一的办法是准予实行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这种选举制因两院中有一院由不直接和不平等的选举产生而不足为患。

英国保守派资产阶级对这次代表大会和这项决议的评价是颇有教益的。《泰晤士报》写道：“当我们还没有从可靠材料中获悉代表大会在俄国广大人民群众中得到何种程度的支持的时候，对我们外国人来说，要评价这个出色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意义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次代表大会可能意味着真正立宪改革的开始；它可能是通向革命的道路的第一级阶梯；它可能是一种普通焰火，官僚制度知道它将一闪即逝，无害于己而对它宽容。”

真是评论得恰到好处！的确，俄国革命今后的进程远不是象这次代表大会这样的事件所确定得了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还是一个问号，问题不在于人民的支持这一事实本身（人民的支持是无可怀疑的），而在于这种支持的力量有多大。如果政府战胜起义，那么自由派的代表大会就恰恰是一种普通焰火。欧洲温和的自由派自然也会提出搞中庸之道的忠告：制定一部温和的宪法防止革命。但是政府的张皇失措引起他们的担心和不满。禁止公布代表大会的决议，使《泰晤士报》大为惊奇，因为各自返回本县的代表们有一切手段把他们的决议告知整个俄国社会。“完全禁止召开代表大会，逮捕与会的地方自治人士，利用他们的代表大会作为表面改革的借口，政府如果采取所有这些措施，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既允许地方自治人士聚会和散会，又企图闭口不谈他们的决议，——这简直太愚蠢了。”

沙皇政府的愚蠢证明它张皇失措和软弱无力（因为在革命时期张皇失措恰恰是软弱无力的最好标志），这使欧洲资本深感忧虑（《泰昭士报》是西蒂，即世界上最富的城市的金融巨头的喉舌）。这种张皇失措使真正的、不可战胜的、所向披靡的革命的可能性增大，这个革命使欧洲资产阶级胆战心惊。欧洲资产阶级骂专制制度张皇失措，骂自由派的要求“不温和”！《泰晤士报》怒气冲冲地说：“在这么5天之内，就改变自己的观点并通过极端的决议（普选制），在这样的问题上，连欧洲最富有经验的立宪会议在整个会议期间都不敢表示意见。”欧洲资本忠告俄国资本以它为榜样。我们并不怀疑，这个忠告是要听的，但是未必会在 限制
 专制制度之前。当年欧洲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比俄国资产阶级还要更“不温和”，还要更富有革命性。俄国专制制度的“不让步”和俄国自由派的不温和并不是由于他们没有经验，象《泰晤士报》提出问题时所说的那样，而是由于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各种条件，由于国际形势，由于对外政策，尤其是由于俄国历史的遗产。这些遗产己把专制制度逼得走投无路，并且在这些遗产的掩盖下积累了西欧不曾有过的矛盾和冲突。俄国沙皇制度过去的所谓巩固和力量必然造成对它进行革命攻击的力量。这一点对一切渐进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说来是很不愉快的，这一点甚至引起尾巴主义者阵营中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的恐惧，但这是事实。

《泰晤士报》为希波夫的失败哭泣。就在11月他还是公认的改良派首领！而现在……“革命转瞬之间便毁掉了自己的儿女”。可怜的希波夫！又遭到失败，又得到革命劣种的雅号，——命运多么不公平！在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上使希波夫遭到失败的“激进派”引起《泰晤士报》的愤怒。《泰晤士报》惊呼道：他们坚持法国国民公会的理论原则。一切公民平等和平权、人民主权等等学说，“正象事件已经表明的，在让·雅克·卢梭遗留给人类的种种有害诡辩术的谰言中，可能是最恶毒的一种”。“这是雅各宾主义的主要基石、根子，光是它的存在就对公平有益的改革取得成功能起致命的影响。”

自由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都爱用“雅各宾主义”这个稻草人来吓人，他们打得火热，互相拥抱。在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用雅各宾主义吓唬人的只能是绝望的反动分子或绝望的庸人。





	载于1905年5月21日（6月3日）《无产者报》第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223—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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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临时革命政府[137]


（1905年5月21日和27日〔6月3日和9日〕）


第一篇文章

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考证

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就临时革命政府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个决议表明的正是我们在《前进报》上所采取的立场。现在，我们打算详细分析一下反对我们立场的所有不同意见，并全面阐明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真正原则含义和实际意义。我们先谈谈普列汉诺夫想从严格的原则立场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企图。普列汉诺夫写了一篇题为《论夺取政权问题》的文章。他批评“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规定的〈显然是指《前进报》所规定的〉策略”。事实上，任何一个读过《前进报》的人都明明知道，《前进报》从来没有提出过 夺取政权
 的问题，也没有规定过任何“夺取政权的策略”。普列汉诺夫竭力用另一个臆造出来的问题来偷换真正讨论过的问题；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回忆一下争论的经过就够了。

马尔丁诺夫在他有名的《两种专政》中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断言：如果我们党以领导者的身分参加起义，那么一旦起义成功，我们党就必须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而这种参加在原则上是不能允许的，并且只能导致灭亡和威信扫地的结局。《火星报》为这种立场辩护。《前进报》则反驳说：相反，这种结局是最理想的，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就等于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是可以允许的，因为没有这种专政就无法捍卫共和国。可见，争论双方在回答 马尔丁诺夫提出的
 问题时，都采用了两个假设，但在由此而得出的结论上发生了分歧。双方都说：（1）无产阶级政党以领导者的身分参加起义；（2）起义获得胜利并彻底推翻专制制度；他们在评价由这两个假设所得出的策略结论时发生了分歧。这难道同“为夺取〈？？〉政权规定的〈！！〉策略”相似吗？普列汉诺夫竭力 回避
 《火星报》和《前进报》讨论过的马尔丁诺夫提出的问题，这难道还不清楚吗？过去我们争论的是：既然起义胜利了就必须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那么起义的胜利是否会带有危险性，是否会导致灭亡。普列汉诺夫希望争论的是：应当不应当 规定
 夺取政权的策略。我们担心普列汉诺夫的这种希望（只有从掩盖马尔丁诺夫提出的问题的角度来看才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因为无论过去和现在，谁也没有争论这个问题。

至于普列汉诺夫在其全部论证中这样来偷换问题究竟起什么作用，这从“超级庸人”那件事来看是特别明显的。《前进报》所用的这句话使普列汉诺夫坐立不安。这句话普列汉诺夫反复提了六七次，他以气势汹汹的威胁口吻硬要自己的读者相信：《前进报》竟敢给马克思和恩格斯起了这么个不太雅的外号，《前进报》“ 批评
 ”起马克思来了，等等，等等。我们很清楚，假如《前进报》讲过哪怕一句同普列汉诺夫强加给《前进报》的谬论相似的话，那么立意要替马尔丁诺夫恢复名誉和“申斥”《前进报》的普列汉诺夫是会非常高兴的。但是问题正好是， 《前进报》连一句这样的话也没有讲过
 ，并且任何细心的读者都会轻而易举地识破普列汉诺夫，是他无聊已极，吹毛求疵，把一个有意思的原则问题搞乱了。

不管回敬吹毛求疵是多么枯燥无味，但是必须详细说明耸人听闻的“超级庸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前进报》是这样说的：我们大家都在谈论争取共和国。要实际上争取到它，我们就必须“合击”专制制度，——我们就是指革命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但是这还不够。甚至“一起粉碎”专制制度，即完全推翻专制政府也是不够的。还必须“一起击退”将来必然会出现的种种恢复已被推翻的专制制度的孤注一掷的尝试。这种“一起击退”运用于革命时代，无非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参加革命政府。因此，用可能出现这种专政的前景来 吓唬
 工人阶级的人们，也就是说，象新《火星报》的马尔丁诺夫和尔·马尔托夫这类人，便同他们自己的口号——为共和国而斗争和把革命进行到底发生了矛盾。实质上，这些人是这样推论的：好象他们想限制、缩小自己争取自由的斗争，——想预先给自己划定一块最微薄的胜利果实，即不要共和国，而要一部残缺不全的宪法。《前进报》说：这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19（和20）世纪革命的三种主要力量和三个基本阶段的著名原理用庸人的观点庸俗化了。这一原理就是：革命的第一阶段是限制专制制度以满足资产阶级；第二个阶段是争取共和国以满足“人民”，即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变革，只有这种变革才能满足无产阶级。《前进报》写道：“ 这幅图景一般说来是正确的
 。”我们的确要登上这三级不同的图式台阶，这些台阶之所以不同，取决于在最好的情况下有哪些阶级能够陪我们一起攀登。但是，假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三级台阶的正确图式理解为 在任何一次攀登前
 ，需要为自己预先量出短短的尺度，譬如不超过一级台阶，假若我们在任何一次攀登前，按照这个图式“ 为自己制定一个在革命时期的活动计划
 ”，那么我们就是超级庸人了。

《前进报》第14号 
［注：见本卷第23—25页。——编者注］

 上说的就是这些。于是普列汉诺夫就动脑筋在最后几个加上了着重标记的字上挑毛病。他郑重地宣称：这样一来，《前进报》就在骂马克思是庸人了，因为马克思就是按照这个图式为自己制定了一个革命时期的活动计划！

证据何在呢？证据就是：1850年，当德国的革命人民在1848—1849年的斗争中遭到失败，未能粉碎专制制度的时候，当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得到了残缺不全的宪法并转到反动派方面去的时候，——总之，当德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仅仅登上第一级台阶就停步不前，再也无力往上攀登的时候，正是在这时候……马克思说过，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将是攀登第二级台阶的时候。

读者们，你们发笑了吧？的确，普列汉诺夫的三段论法，是有点……怎么才说得客气一些呢？……“辩证”味道。 因为
 登上第一级台阶以后接着便是攀登第二级台阶的这句话，是马克思在具体的民主革命中相应的具体关头说的， 所以
 只有马克思的“批评家”才会把那些在攀登第一级台阶之前用一下子就跳（在特别成功地组织和举行起义的情况下）两级台阶的可怕前景来吓唬我们的人称为庸人。

一点不错，“批评”马克思是不好的事情……可是不恰当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也不是很好的事情。马尔丁诺夫不恰当地解释马克思的话。普列汉诺夫不恰当地替马尔丁诺夫辩护。

希望任何爱挑毛病的读者不要从我们的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仿佛我们不顾社会力量的对比而宣传“规定”必须跳越台阶的“策略”。不，我们任何这样的策略也不会宣传。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那些高谈共和国和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同时又用参加民主专政的可能性来吓唬自己和别人的人们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在《前进报》第14号中我们已经指出，在目前的革命高潮之后，反动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现在争得的东西愈多，我们将来在可能的（和希望的）民主专政时期镇压和消灭反革命势力愈无情，那么反动势力夺走我们的自由的可能性就愈少。我们在《前进报》第14号中还指出，只有事态确实如此发展，即民主革命发展到彻底推翻专制制度，发展到建立共和国，而不是半途而废，这种专政的问题本身才有意义。

关于“超级庸人”这件事就说到这里，现在我们来谈谈普列汉诺夫所引证的著名的《告同盟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盟员书，1850年3月）的内容。在这个非常有意义和有教益的《告同盟书》（值得把它全部译成俄文）中，马克思考察了1850年德国的具体政治形势，指出新的政治爆发的可能性，断定一旦发生革命，政权不可避免地会转入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手中，并分析了无产阶级的策略。马克思对革命前、革命时期和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取得胜利后的策略一一作了考察，坚持必须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并全力反对“把这种工人政党组织降为正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强调指出武装工人、成立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无产者严格监督背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重要性等。

在整个《告同盟书》中，既没有谈工人政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也没有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问题，普列汉诺夫却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显然根本不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可以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共同致力于创建新的社会制度”。这个结论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 没有提出
 工人政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而普列汉诺夫却作出结论说：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原则上持绝对否定态度。马克思谈的仅仅是具体形势，而普列汉诺夫对问题根本不作具体考察就得出一般结论。其实，只要看一看《告同盟书》中被普列汉诺夫删去的一些地方，就可以看出他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告同盟书》是根据1848和1849这两个革命年头的经验写成的。马克思把这个经验的结果表述如下：“正在这个时候〈即正是1848—1849年〉，共产主义者同盟从前的坚强的组织却大大地削弱了。大部分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的成员，都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单单进行公开活动就够了。个别的区部和支部（Cemeinden）开始放松了自己跟中央委员会的联系，最后甚至渐渐地完全断绝了这种联系。 结果，当德国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日益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政党却丧失了自己唯一的巩固的支柱
 ，至多也只是在个别地方为了本地的目的还保存着组织的形式，因此 在一般的运动中就落到了完全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支配和领导的地位
 。” 
［注：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卡·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85年版，附录9，第7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8—289页。——编者注）。引文中的黑体全是我们用的。］

 在《告同盟书》的下一页上，马克思说：“目前即将爆发新的革命，工人政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象1848年那样受资产阶级利用和做资产阶级的尾巴。”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9页。——编者注］



请你们好好想一想这些明确的论断的意义吧！在进行了两年的公开革命以后，在柏林人民起义胜利以后，在召开了革命议会以后，在国家的部分地区爆发了公开的起义和政权暂时转归革命政府掌握以后，马克思认定革命的人民遭到了失败，在党的组织方面，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取胜
 ，工人政党 失利
 。难道这不是最清楚不过地指出，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提出工人政党参加政府的问题就是无的放矢吗？在革命时期的两年中，马克思公开出版工人政党的最革命的报纸达9个月之久，在这以后不得不确认这个政党完全垮掉了，在一股洪流中根本看不出有一点无产阶级的支流（斯特凡·波尔恩的工人兄弟会[138]是微不足道的），无产阶级不仅落到了完全受资产阶级支配的地位，而且落到了完全受资产阶级领导的地位！显然，当时经济关系还很不发展，几乎没有大工业，没有任何稍具规模的独立工人运动，小资产阶级独占统治地位。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条件下，著作家在分析具体形势的时候，甚至不会去考虑工人政党参加临时政府的可能性。不言而喻，马克思当时必须在其《告同盟书》中向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们强行灌输（请原谅我这么说）现在我们看来是初步常识的真理。马克思当时必须证明，在选举时，工人务必摆脱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单独提出候选人。马克思当时必须驳斥民主派侈谈什么把工人单独分出来就是“分裂”（请注意这点！只有昨天还是统一的并且继续在思想上是统一的东西才可以分裂开！）民主政党的论调。马克思当时必须 警告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不要被这些论调迷惑住。马克思当时必须以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保证，只要一有可能，就召开工人政党代表大会把工人俱乐部集中起来，——而在1848—1849年的革命年代中，还不具备条件去考虑单独召开工人政党代表大会的可能性！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很清楚的：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告同盟书》中根本没有涉及无产阶级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在原则上是否可以允许的问题。马克思只是考察了1850年德国的具体形势。马克思当时之所以只字不提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革命政府的问题，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甚至不可能产生用工人政党的名义参加革命政府以实现民主专政的思想。

马克思的思想是这样的：我们，1850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没有组织起来，我们在革命的第一时期遭到了失败，我们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我们应当独立地组织起来，一定要、绝对要，无论如何要独立地组织起来，——不然的话，甚至将来在加强了自己组织的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取得胜利时，我们还会当尾巴。

马尔丁诺夫的思想却是这样的：我们，190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组织成为独立的政党，现在我们想对沙皇制度的堡垒发起第一次进攻，想领导小资产阶级民众。但是，如果我们把进攻组织得很好，并且——上帝保佑别这样——胜利地完成了进攻，那么我们看来就必须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或者甚至参加民主专政。而这种参加是根本不能允许的。

普列汉诺夫还想煞有介事地使人相信援引马克思就能替马尔丁诺夫辩护吗？大概普列汉诺夫把《火星报》的读者当成小孩子了。而我们只想说：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马尔丁诺夫主义是另一回事。

为了结束关于《告同盟书》的讨论，还必须指出普列汉诺夫下面的错误意见。他公正地指出，1850年3月，马克思在《告同盟书》写成的时候，相信资本主义已经衰老，而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全临近”。马克思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早在1850年9月15日他就和沙佩尔决裂了（沙佩尔和维利希成为同盟内的少数派，并退出同盟），因为沙佩尔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义或空想主义的驱使，竟然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党。”马克思驳斥沙佩尔悦，不能抛开实际条件，而仅仅把自己的意志看作革命的动力。“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无产阶级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65页。——编者注］

 ，无产阶级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普列汉诺夫扼要地叙述了马克思观点的这种转变并推论说：


　　“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种“转变”之后〉已经根据民主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占统治地位这个设想，来确定出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们将会更加坚决地谴责社会主义者参加小资产阶级政府
 。”（《火星报》第96号）



　　普列汉诺夫的这个推论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责备马尔托夫和马尔丁诺夫混淆社会主义专政和民主主义专政，而这个推论正好混淆了这一点。在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区分民主主义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或者更确切些说，根本就没有谈到民主主义专政，因为那时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已经衰老，而社会主义已经临近。因此他们当时也没有把最低纲领跟最高纲领区分开来。如果要作这种区分（我们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正在这样做，我们正在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义进行斗争，因为他们不懂得这种区分），那么就必须专门剖析社会主义专政和民主主义专政的问题。普列汉诺夫没有这样做，缺乏贯彻始终的精神。他选择了一种含糊的说法，一般地提“社会主义者参加小资产阶级政府”，从而恰好用社会主义专政问题悄悄代换了清楚明确地提出来的民主主义专政问题。他把米勒兰伙同加利费一起在社会主义变革前夜时期参加内阁和瓦尔兰伙同一向保卫共和制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参加革命政府混为一谈（用《前进报》的比喻 
［注：见本卷第6页。——编者注］

 ）。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已经临近了，因此对民主主义成果重视不够，当时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无疑会取得胜利，他们觉得这些成果是牢靠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8—299页。——编者注］

 。25年后，即1875年，马克思指出德国不民主的制度是“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的专制制度” 
［注：同上，第19卷第32页。——编者注］

 。35年后，即1885年，恩格斯预言在即将来临的下一次欧洲震动中，德国政权会转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 
［注：同上，第21卷第257页。——编者注］

 。由此得出的结论恰好与普列汉诺夫所要证明的相反：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民主制度不可避免地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统治地位，那么为了巩固共和国，为了彻底消灭专制制度的一切痕迹和彻底清扫为社会主义而战斗的场所，他们会赋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 民主
 专政以 更大
 的意义。他们会 更加严厉地
 斥责那些在民主主义变革前夜用革命民主专政的 可能性来恐吓
 无产阶级的尾巴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自己感觉到他这种歪曲《告同盟书》的立场有弱点。因此他预先谨慎地声明，他无意于以自己的考证来把问题彻底讲清楚，——虽然他除了作些与本题无关的考证，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别的东西，甚至也不想剖析《前进报》提出的具体问题，就作出“详尽无遗的”武断结论。普列汉诺夫硬说《前进报》既想“批评”马克思，又想持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观点。他的这种用心只能使我们付之一笑：既然普列汉诺夫不能从《前进报》的真正论断中给自己找到靶子，而必须从既与《前进报》毫不相干又与所考察的问题毫不相干的题目中捏造靶子，那么他的立场必定不对头。最后，普列汉诺夫又提出了一个他以为是“驳不倒的”证据，实际上，这个证据（1894年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信）糟透了。

从普列汉诺夫对这封信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很遗憾，普列汉诺夫没有引用全信，也没有说明，这封信是否发表过和在哪里发表过）恩格斯 那时必须给屠拉梯论证社会主义
 革命 同小资产阶级
 革命的区别。普列汉诺夫同志，这就把问题说清楚了！屠拉梯是意大利的米勒兰，是伯恩施坦主义者，卓利蒂曾邀请他入阁。屠拉梯显然把阶级内容极不相同的两种变革 混为一谈了
 。屠拉梯曾想象，他将实现无产阶级统治的利益，而恩格斯则向他解释说，在1894年意大利那种形势下（即 在
 意大利登上“第一级台阶” 以后
 ，在争取到使无产阶级能公开地、广泛地和独立地组织起来的政治自由以后又过了几十年！），他，即屠拉梯，在获得了胜利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内阁中实际上将要捍卫和实现的是 异己阶级
 即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米勒兰主义的实例之一；《前进报》坚决反对把米勒兰主义同民主专政混为一谈，而普列汉诺夫对《前进报》的论据甚至只字不提。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陷入苦境的典型例子，恩格斯早就告诫极端派的领袖们不要陷入这种苦境，指的就是他们不了解变革的真正性质而不自觉地去实现“异己”阶级的利益。天哪，普列汉诺夫同志，难道这同马尔丁诺夫所挑起的和《前进报》所分析过的问题有一点关系吗？难道那些登上了第一级台阶的人把第二级台阶和第三级台阶混为一谈的这种危险，能够成为在攀登第一级台阶之前用一下子可能登两级台阶的前景来吓唬我们的理由吗？？

不，普列汉诺夫的这个“不大的历史考证”什么也证明不了。1850年德国和1894年意大利的形势，与1905年1月和5月俄国的形势根本不同，援引这些情况丝毫也证实不了他的原则结论：“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一起参加革命政府就是背叛无产阶级”。这些引证对于民主专政和临时革命政府问题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如果普列汉诺夫想把自己的结论运用到这个问题上来，如果他认为无产阶级在为争取共和国而斗争的时候，即在进行民主主义变革的时候，参加革命政府的任何行动都是根本不能允许的，那么我们就要向他证明，这是恩格斯毫不含糊地斥责过的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来证明。

第二篇文章

仅仅从下面还是既从下面又从上面？

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分析了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考证后指出，普列汉诺夫根据马克思的话作出一般的原则性结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马克思的那些话完全是专门针对1850年德国的具体形势讲的。这个具体形势充分说明，为什么马克思那时没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提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是否可以允许参加这种政府这个一般的原则性问题。

首先必须准确地提出争论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幸好可以利用我们的论敌们所提供的一种说法，这样可以消除由争论实质所引起的争吵。《火星报》第93号上说：“进行这种组织工作〈即把无产阶级组成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反对党〉的最好途径，就是 从下面
 〈黑体是《火星报》用的〉，通过无产阶级对执政的民主派施加压力来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这条途径。”关于《前进报》，《火星报》接着说道：“《前进报》想要无产阶级不仅‘从下面’，不仅从大街上，而且还要从上面，从临时政府的宫殿里对革命施加压力。”

可见，问题提得很清楚。《火星报》要从下面施加压力，《前进报》则“不仅要从下面，而且还要从上面”施加压力。从下面施加压力是公民对革命政府施加压力。从上面施加压力是革命政府对公民施加压力。一些人把自己的活动 局限于
 从下面施加压力。另一些人则不同意搞这种局限，要求从上面施加压力来 补充
 从下面施加的压力。因此争论便正好归结到我们在本篇的小标题中所提出的问题：仅仅从下面还是既从下面又从上面？一些人说：在民主革命时期，从上面，即“从临时政府的宫殿里”施加压力，对无产阶级说来是根本不能允许的。另一些人则说：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概拒绝从上面施加压力，即拒绝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对无产阶级说来是根本不能允许的。可见，这里所谈的并不是关于在一定局势下从上面施加压力是否可能，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从上面施加压力是否可行的问题。不是的，现在我们根本不是分析任何具体形势，鉴于有人一再企图用别的问题来偷换所争论的问题，我们急切请求读者注意这一点。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关于在民主革命时期，从下面施加压力转向从上面施加压力 是否允许
 这个一般的原则性问题。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看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策略观点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是否也有过由是否允许从上面施加压力这个一般问题所引起的争论呢？有过这样的争论。1873年夏西班牙的起义就是这个争论的导因。恩格斯在他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里评价了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从这次起义中应当得出的教训。这篇文章载于187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人民国家报》[139]，并在1894年《〈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中加以转载。我们来看一下恩格斯作的是什么样的一般结论。

1873年2月9日西班牙国王阿马德奥退位，恩格斯开玩笑地说：这是“第一个举行罢工的国王”。2月12日共和国宣告成立。巴斯克各省接着爆发了卡洛斯派起义。4月10日选出了立宪议会，立宪议会于6月8日宣布联邦共和国成立。6月11日皮－马尔加尔的新内阁组成了。当时极端共和派，即所谓“不妥协派”没有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于是在7月3日，当这个新宪法公布时，不妥协派举行了起义。从7月5日到11日，他们在塞维利亚、格拉纳达、阿尔科伊、巴伦西亚以及其他许多省份中获得了胜利。萨尔梅龙接替了下野的皮－马尔加尔，他的政府调动军队对付起义各省。起义或多或少经过一些抵抗后被镇压下去了：加的斯于1873年7月26日陷落，卡塔赫纳于1874年1月11日陷落。这就是恩格斯冠于论述前面的简要编年大事记。

恩格斯在评价事件的教训时，首先强调指出，西班牙争取共和国的斗争绝对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争取社会主义变革的斗争。恩格斯说：“西班牙是一个工业很落后的国家，那里根本谈不上工人阶级的 立即
 完全解放。在达到这步以前，西班牙还必须经过各种预备发展阶段，并清除道路上的许多障碍物。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走过这些预备阶段，迅速清除这些障碍物，——这就是共和国所提供的可能性。但是，只有通过西班牙工人阶级积极干预 政治
 的办法才能利用这些可能性。工人群众感觉到了这点；他们到处力求参与各种事件，力求利用每一个方便的机会来活动，而不象先前那样，让有产阶级有进行活动和施展阴谋的自由场所。”

因此，那时的问题是争取共和国，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关于工人干预事件的问题那时有两种说法：一方面，巴枯宁主义者（或“同盟分子”即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作斗争的“同盟”[140]的创始者们）否定政治活动，否定参加选举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反对参加不以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革命，反对任何参加革命政府的行动。从我们所争论的问题的角度来看，正是问题的后一方面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同时，正是这一方面为表述两个策略口号之间的 原则
 差别提供了根据。

恩格斯说：“巴枯宁主义者许多年来一直宣传说， 任何自上而下的革命行动都是有害的，一切都应当自下而上地组织和进行
 。”

因此，“仅从下面”的原则是 无政府主义的
 原则。

恩格斯正好指出这个原则在民主革命时代是极端荒谬的。根据这个原则自然和必定会得出这样一个实际结论：成立革命政府就是背叛工人阶级。而巴枯宁主义者所作出的正是这样的结论，所宣布的正是这样的原则：“ 成立革命政府无非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欺骗和新的背叛
 ”。

读者可以看见，这恰好也是新《火星报》所谈的那两个“原则”，即：（1）只有同“既从下面又从上面”的策略相对立的从下面采取的革命行动，才是可以允许的；（2）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新《火星报》的这两个原则都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西班牙争取共和国的斗争的实际进程正好表明，这两个原则是极端荒谬和极端反动的。

恩格斯用西班牙革命的若干事件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从阿尔科伊城爆发革命来看。阿尔科伊是一个有3万居民的较为新兴的工厂城市。工人起义尽管是由从原则上就怕同组织革命的思想沾边的巴枯宁主义者领导的，却仍然获得了胜利。巴枯宁主义者事后吹嘘说，他们成了“局势的支配者”。而恩格斯问道：这些“支配者”利用自己的“局势”究竟做了些什么。首先，他们在阿尔科伊成立了一个“物质福利委员会”，即革命政府。然而这些同盟分子（巴枯宁主义者）于1872年9月15日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即在革命前十个月作出了如下的决定：“建立任何一种所谓临时的或革命的政权，都无非是一种新的欺骗，都象所有现存的政府一样，对无产阶级会是危险的。”恩格斯没有驳斥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谎言，只是讽刺性地指出：正是这个决议的拥护者不得不成为阿尔科伊的“这个临时的和革命的政权的参加者”。这些先生们掌权后暴露出“极端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和没有毅力”，所以他们受到恩格斯的极度鄙视是理所当然的。恩格斯也会以同样的鄙视来回答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所惯用的指责人家是“雅各宾主义”的伎俩。恩格斯指出，在其他许多城市中，例如，在桑卢卡尔－德－巴拉梅达（加的斯附近的一个拥有26000居民的港埠）“同盟分子也不得不违背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原则而成立革命政府”。他斥责他们“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政权”。恩格斯十分清楚，巴枯宁主义的工人领袖 和不妥协派一起
 ，就是说和共和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一起参加了临时政府，但他并没有斥责巴枯宁主义者参加政府的行动（如果根据新《火星报》的“原则”就应当这样做），而是斥责他们 缺乏组织性，缺乏参加的毅力
 ，斥责他们服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先生们的领导。恩格斯曾斥责巴枯宁主义的工人领袖在参加革命政府以后，把“政治领导和 军事
 领导”让给了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先生们，而自己则以华丽的词句和“社会”改革的纸上空洞计划来哄骗工人，由此也可以看出，恩格斯会以多么辛辣的讽刺来痛斥那些在革命时代贬低“技术”领导和军事领导的意义的人。

恩格斯作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真正的雅各宾主义者，不仅能够重视从上面采取行动的重要性，不仅认为同共和主义资产阶级一起参加革命政府是完全可以允许的，而且还 要求
 参加这种革命政府，要求革命政权要有坚毅的军事主动性。同时，恩格斯认为自己有责任提出 军事上的实际
 指导性的建议。

他说：“这次起义虽然是糊里糊涂开始的，但 如果能领导得稍微恰当
 
［注：Ware　er　nur　mit　einigem　Verstand　geleitet　worden．不幸的恩格斯！可惜他同新《火星报》不熟！否则他会听到“雅各宾主义的”关于领导
 （geleitet　werden）起义的思想的危险性、危害性、空想性、资产阶级性、技术上的片面性和阴谋的狭隘性！］

 ，哪怕就象西班牙军事暴动的做法那样，胜利还是有很大把握的。在西班牙发生军事暴动时，一个城市的驻军发动起来，开到邻近一个城市去，把该城事先联络好的驻军争取过来，于是起义队伍就象滚雪球一样，愈来愈大，冲向首都，直到会战奏捷或被派来对付他们的军队实行倒戈而决定了胜利的结局时为止。这种方法尤其适合于这次起义。起义者到处早已组织成义勇大队；他们的纪律固然松弛，但是无论如何总不比那大部分已经瓦解了的西班牙旧军队的残部更坏。政府唯一可靠的军队是宪兵，但他们却分散在全国各地。任务首先在于阻止宪兵的集中，而这只有采取攻势和大胆地开到野外去作战。这种做法是不会有很大危险的，因为政府能用以对付义勇大队的军队也和这些义勇大队本身一样，是纪律松弛的。要想取得胜利，就只有这样，别的方法是没有的。”

请看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谈到起义和直接斗争在革命爆发时期的任务时是怎样说的！尽管起义是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掀起的，尽管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既不存在社会主义变革的问题，也不存在起码必需的政治自由的问题，——尽管如此，恩格斯还是对于工人积极参加争取共和国的斗争作出了很高的评价，恩格斯要求无产阶级领袖们做到：使自己的全部活动服从于必须使已开始的斗争取得胜利；同时，恩格斯本人作为无产阶级的领袖之一，甚至考虑到了军事组织的一切细节，恩格斯对武装暴动这种陈旧的斗争方法也并不轻视，只要这是胜利所需要的，恩格斯把采取攻势和集中革命力量放在首要地位。他极严厉地指责巴枯宁主义者把“德国农民战争时代和1849年德国五月起义时期所难免的不幸事情—— 革命力量的分散和孤立
 ，使同一批政府军队能够把各地起义一一镇压下去”——当作原则。恩格斯关于领导起义、组织革命、利用革命政权的观点同新《火星报》的尾巴主义观点真有天壤之别。

恩格斯在总结西班牙革命的教训时首先指出：“巴枯宁主义者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抛弃自己以前的全部纲领。”这就是说，第一，他们不得不抛弃放弃政治活动、放弃参加选举的原则，抛弃“消灭国家”的原则。第二，“他们把工人不应当参加不以无产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任何革命这一原则抛弃了，他们自己参加了显然是纯资产阶级的运动”。第三，——这个结论正好回答了我们所争论的问题——“他们践踏了他们自己刚刚宣布的原则：成立革命政府无非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欺骗和新的背叛，——他们破坏了这个原则，泰然自若地出席各城市的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同时他们差不多到处都是被资产阶级先生们所驾驭、在政治上被他们利用的软弱无力的少数派”。巴枯宁主义者没有领导起义的本事，他们不是集中革命力量，而是分散革命力量，把革命的领导工作让给了资产者先生们，解散了国际的坚强巩固的组织，因而“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不
 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


※　　　　　※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把革命行动完全局限于从下面施加压力，拒绝同时又从上面施加压力，这是 无政府主义
 。

（2）谁不懂得革命时代的新任务，即从上面采取行动的任务，谁不善于确定这种行动的条件和纲领，谁就不懂得无产阶级在任何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任务。

（3）不允许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任何这种参加都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这个原则是 无政府主义的
 原则。

（4）任何“严重的革命形势”都向无产阶级的政党提出如下的任务：有意识地 领导
 起义，组织革命，集中一切革命力量，大胆发动军事进攻，积极利用革命政权 
［注：手稿上“政权”一词之后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者不懂得这些任务或一贯贬低这些任务，必定会被无产阶级无情地抛弃。”——俄文版编者注］

 。

（5）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会赞同并且任何时候也不会赞同新《火星报》在目前革命关头的策略的，因为这个策略正好重复着上述一切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会把新《火星报》的这种原则立场称之为注视着无产阶级的“后背”和重复无政府主义的错误 
［注：手稿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庸俗观念”。——编者注］

 。


※　　　　　※　　　　　※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再来分析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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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论临时革命政府》这一组文章是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为基础写成的。本卷《附录》收有关于这一著作的笔记（见第375页）。



列宁在这组文章的第二篇文章的末尾曾答应写第三篇文章来分析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但这篇文章未见问世。列宁在《临时革命政府图景》、《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见本卷第338页和第316页）以及《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等著作中，都阐述了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



《论临时革命政府》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雅罗斯拉夫尔委员会出版过单行本。——221。



[138]工人兄弟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排字工人斯·波尔恩于1848年在柏林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波尔恩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派别的代表之一，他把工人兄弟会的活动限制在组织经济罢工和争取实现有利于手工业者的狭隘的行会性质的措施（给小生产者贷款和组织合作社等）的范围内。工人兄弟会的纲领是片断的被曲解的《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和路易·勃朗及皮·约·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学说的混合物。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工人兄弟会站在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之外，但它的一些地方分会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1849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在筹建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利用工人兄弟会的组织。1850年，工人兄弟会被政府查禁，但是它的若干分会还继续存在了许多年。——227。



[139]《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最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起改为每周出3次。该报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是19世纪70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威·李卜克内西领导编辑部工作，奥·倍倍尔负责出版工作。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因反对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于1870年12月被捕后，该报由卡·希尔施和威·布洛斯相继主持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为它撰稿，并经常帮助编辑部纠正工作中的错误。——234。



[140]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亚·巴枯宁于1868年10月在日内瓦创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性组织，其中包括了他早先创建的阴谋家的秘密联盟。同盟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国的工业不发达的地区和法国南部设有支部。同盟盟员宣布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废除国家为自己的纲领，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在同盟申请加入第一国际遭到拒绝以后，巴枯宁主义者对国际总委员会的决定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表面上宣布解散这个组织，而实际上却继续保留它，并于1869年3月以国际日内瓦支部的名义把它弄进了国际。巴枯宁主义者利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在国际内部进行了大量的分裂和破坏活动，力图夺取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权，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揭露和批判。在1872年9月举行的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同盟的头目巴枯宁和詹·吉约姆被开除出国际。——235。







《列宁全集》第10卷


覆灭

（1905年5月27日〔6月9日〕）

朝鲜海峡的海战吸引了全世界政治报刊的注意。起初，沙皇政府企图向自己的臣民隐瞒严酷的真相，但很快就相信这种企图靠不住了。要掩盖整个俄国舰队的彻底覆灭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在评价最近这次海战的政治意义时，还得重复我们在《前进报》第2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34—142页。——编者注］

 上就旅顺口的陷落说过的那些看法。沙皇俄国军事上的彻底崩溃在当时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但是波罗的海分舰队使俄国爱国者尚抱一线希望。当时人人都知道，战争的最终结局取决于某一方在海上的胜利。专制制度看到，战争的不幸结局等于“国内敌人”的胜利，即革命的胜利。因此它孤注一掷。为了迅速调遣波罗的海分舰队花了亿万卢布。舰员七拼八凑，军舰启航的最后准备工作草草收场。由于给新的强大装甲舰补充了“旧箱子”，舰只数目增加了。浩浩荡荡的舰队（它象整个俄罗斯帝国那样庞大，那样笨重、荒唐、无力、怪诞）起程了，把轻易得来的横财花在煤炭和给养上，成为欧洲的大笑柄，特别是在它粗暴地践踏中立的一切惯例和要求而大败渔船[141]之后。根据最保守的估计，这支舰队价值近3亿卢布，加上调遣花费1亿卢布，总共有4亿卢布糟蹋在沙皇专制制度这次最后的军事赌注上。

现在连最后的赌注也输了。这本是大家意料中的事，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俄国舰队的失败竟是这样无情的覆灭。俄国舰队活象一群野人向装备精良并拥有一切现代防卫手段的日本舰队直扑过去。经过两天的战斗，拥有12000—15000名海军人员的20艘俄国军舰，13艘被击沉，4艘被俘，只有1艘（“金刚石号”）幸免于难开抵符拉迪沃斯托克 
［注：即海参崴。——编者注］

 。海军人员伤亡一大半，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本人”和他最亲密的助手涅博加托夫也被俘，而整个日本舰队在战斗中却安然无怎，总共只损失3艘雷击舰。

俄国海军被彻底消灭了。战争是彻底打输了。俄国军队被完全赶出满洲，日本人占领萨哈林岛 
［注：即库页岛。——编者注］

 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了。我们面临的不只是军事失败，而是专制制度在军事上的彻底崩溃。

这一崩溃是整个沙皇政治制度的崩溃，日本人的每一次新的打击，既使欧洲也使全俄国人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这一崩溃的意义。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自尊心备受凌辱，军队的自豪感化为愤懑，这场毫无意义的军事冒险断送数万和数十万年轻生命使人悲痛欲绝，盗窃亿万人民钱财使人切齿痛恨，这样的战争必然引起财政破产和长期经济危机使人忧心忡忡，可怕的人民革命（在资产阶级看来，沙皇能够而且应当通过及时的“明智”让步来避免这场人民革命）使人惶恐不安，——所有这一切都在同专制制度作对。要求和平的呼声愈来愈高，自由派报刊表示愤慨，甚至连最温和的分子如“希波夫派”土地占有者，也都开始发出恫吓，连奴颜婢膝的《新时报》也要求立即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了。

沙皇政权最可靠的支柱欧洲资产阶级，也开始失去耐心了。国际关系不可避免的改组，年轻而有生气的日本的实力的增长，欧洲军事同盟者的丧失——这些都使它感到害怕。它慷慨地借给专制制度的数十亿贷款的命运也使它感到不安。真正使它不放心的是俄国的革命，因为这个革命太激动欧洲无产阶级的心了，并且有燃起世界革命烈火的危险。为了同沙皇制度的“友谊”，它呼吁沙皇制度理智用事，它主张必须讲和——同日本人讲和，同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讲和。欧洲丝毫没有忽视，对日媾和现在只能付出很高的价钱，但它清醒而实际地估计到，对外战争和国内革命每加一个月，这个价钱必然会随着提高，革命爆发的危险性也必然会随着增加，而革命爆发将象扫除沙粒一样把整个“让步”政策扫除掉。欧洲懂得，专制制度现在已经难上加难，几乎是欲罢不能了，——它走得太远了，资产阶级的欧洲现在只好竭力用玫瑰色的美梦来自我宽慰和宽慰自己的盟友。

例如，法国一家爱国资产阶级报纸——《世纪报》[142]发表了科尔奈利的题为《一篇史诗的终结》的小文章，里面这样写道：“现在，俄国人在陆上连吃败仗之后在海上又被打垮了，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政府有责任签订和约并改组自己的军事力量。冒险主义者的政府出于自己的野心或者为了自己的安全，有时不得不把它们统治下的人民拖进战争。因为对这样的政府说来，它们的生存本身就是取胜的赌注，所以它们就要求自己的人民牺牲再牺牲，从而把人民引向最后的灭亡。在法国，我们的两个帝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如果在我国建立了第三帝国，那么，这个帝国的历史也会是这样。

相反，俄国政府的处境恰恰不是这样；它得到俄国人民出自内心的拥护，因而共同的灾难并没有把政府和人民分开，而只是使它们彼此团结得更紧了。战败的凯撒已经不再是凯撒。不幸的沙皇可以仍然是神圣而受人爱戴的沙皇。”

可叹，可叹！沙文主义的法国小店主牛皮吹得“太明目张胆了”！他说什么战争并没有把俄国政府和人民分开，这完全不符合人所共知的事实，使人好笑，使人觉得这是在玩弄天真无邪的把戏。为了提醒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俄国专制君主防止象真正的“凯撒”一样盲目而固执地走向不可避免的崩溃，法国资产者温情脉脉地对这位凯撒说，他不应当象其他凯撒一样，他还有另一条更好的出路。“希望什么，就相信什么。”法国资产阶级如此希望有沙皇这个强大的同盟者，以致编出灾难把俄国人民和沙皇团结在一起的浪漫童话来为自己催眠。科尔奈利先生本人当然也并不真信这个神话；我们就更不必信以为真了。

不但凯撒们的政府，而且最古老的王朝的最合法的君主们的政府，也往往是冒险主义的。俄国专制制度落后于历史整整100年，它身上的冒险主义货色比任何一个法兰西帝国都多。专制制度正是按冒险主义方式把人民投入了一场荒谬可耻的战争。它现在正面临着罪有应得的下场。战争揭出了它的一切疮疤，暴露了它的全部腐败，表明它同人民完全分离，摧毁了凯撒统治的唯一支柱。战争成了严峻的法庭。人民已经对这个强盗们的政府作出自己的判决。革命将执行这一判决。





	载于1905年5月27日（6月9日）《无产者报》第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251—255页

















[141]指俄国海军第2太平洋舰队（由波罗的海舰队组成）开赴远东途中于1904年10月22日夜晚在北海海域炮击英国渔船队一事。——241。



[142]《世纪报》（《Le　Siècle》）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36—1939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同法国政府关系密切。1905年该报编辑是曾在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任海军部长的让·拉内桑。



列宁引用的科尔奈利的文章，载于1905年5月30日《世纪报》。——243。







《列宁全集》第10卷


革命斗争和自由派的渔利行为[143]


（1905年5月27日〔6月9日〕）

政党的产生是我们这个有意义的时代的最有意义的突出的特征之一。旧秩序即专制制度，正在土崩瓦解。究竟应当怎样建立新秩序，究竟建立什么样的新秩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不仅有所谓“上流社会”即资产阶级的愈来愈广泛的阶层，而且有“人民”即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愈来愈广泛的阶层。对觉悟的无产阶级来说，各个阶级试图拟定纲领和调整组织政治斗争的方式，有巨大的意义。这些尝试多半是个别“活动家”的主意，他们既不对任何人负责，也不领导任何人，在这些尝试中，尽管偶然的、随意的、有时空谈的成分很多，但是总的来说，各大社会阶级的基本利益和倾向都以无法抑制的力量表现了出来。从看起来一团糟的声明、要求和纲领中，勾划出了我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面貌和它的真正的（不是只装门面的）政治纲领。无产阶级有愈来愈多的材料来判断：现在大谈其政治行动的俄国资产阶级将如何 行事
 ，它在俄国如此迅速地接近的决定性革命斗争中会采取什么立场。 
［注：第一段在手稿上已删掉了，在《无产者报》发表的文本里也未收入。——俄文版编者注］



国外的《解放》对俄国自由派的频繁活动进行总结丝毫不受书报检查的干扰，有时为研究资产阶级的政策提供了特别宝贵的材料。不久前它刊载了（或转载了4月5日（新闻报》[144]的）《“解放社”的纲领》并附有彼·司·先生的有教益的按语，这是对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我们在《前进报》第18号上提到的解放派宪法草案的绝妙补充 
［注：见本卷第193—194页。——编者注］

 。彼·司·先生公正地指出：“这个纲领的制定和通过，向创立俄国立宪民主党迈进了一大步。”

毫无疑问，在自由派活动的相当长的历史中，这的确是俄国自由派很突出的一大步。然而和创立真正的政党的要求比较起来，甚至和社会民主党为达到这个目的已做出的成果比较起来，自由派的这一大“步”是多么渺小啊！资产阶级进行公开活动的自由比无产阶级进行公开活动的自由大得多，它拥有的知识分子力量和资金也雄厚得多，建立党的组织的方便条件也多得多，但是我们面前依然是一个没有正式名称，没有明确的总纲领，没有策略，没有党的组织的“党”[145]，是一个根据权威人士彼·司·先生的意见由“地方自治派”和“解放社”，即由没有组织的一堆人加上一个组织组成的“党”。也许地方自治派的成员就是所谓承认纲领并“在一个党组织”即“解放社”的一个小组“监督下”进行工作这一著名提法所指的“党员”吧？对党员资格的这种理解，对自由派来说，是既方便又合乎情理的，而且和他们的整个政治面貌很相称，但是这种理解不符合社会民主党的整个精神。根据对党的这种理解（不是通过这个“党”的成文的党章，而是通过它的实际构成表现出来）还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有组织的党员即“解放社”的成员，多数 赞成一院制
 ，但是拒绝把它写进自己的纲领，他们以完全的沉默回避问题，讨好没有组织的党员，讨好赞成两院制的“地方自治派”。在政治上活跃的资产阶级看来，“力量”对比可以说是天意决定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出谋献策，没有组织的生意人、大亨、资本家发号施令。

彼·司·先生衷心欢迎“解放社”的纲领，并且为纲领的不明确、不彻底、不完备以及组织上模糊不清和策略上保持沉默 从原则上
 进行辩护，把对“现实政治”的考虑作为辩护的理由！这个最能说明资产阶级自由派整个实质的绝妙概念，我们以后还要谈；现在来分析自由派纲领的基本原则。

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党没有正式名称。彼·司·先生称它为“立宪民主党”，这个名称似乎也经常出现在我们自由派的合法报纸上。尽管乍一看来名称问题无关紧要，但是，在这里我们一下子就得到材料来说明，为什么资产阶级不同于无产阶级， 它一定会
 满足于政治上的模糊不清，甚至“从原则上”为这种模糊不清进行辩护；所谓“一定会”并不是单单取决于它的领袖们的主观情绪或品质，而是取决于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整个阶级存在的客观条件。“立宪民主党”这个名称使人立即联想到一句名言：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立宪民主党”这个名称是为了隐瞒党的 君主主义
 性质。事实上，整个这个党，它的主宰部分地方自治派也好，“解放社”也好，都拥护君主制，这一点谁不知道呢？关于共和制，不论前者或后者连谈都不谈，认为这样谈“不严肃”，而他们的宪法草案却公然明确地承认管理形式是君主制。这就是说，我们面前是一个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的党，君主立宪派的党。这是事实，不容有丝毫怀疑，任何关于“原则上”承认共和制的议论（虽然这种议论我们一时还没有从“立宪民主派”那里听到）也无法加以抹杀，因为问题恰恰在于不只是“原则上”承认，而是实践上和政治上承认，承认愿意争取和必须斗争。

不过关键正在于资产者老爷们现在 不能
 直言不讳。不能这样做，就象不能裸体上街一样。不能公开说实话，不能大声aussprechen　was　ist（有什么，说什么），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承认最野蛮和最有害的政治特权中的一种特权，就等于承认自己是 反
 民主主义的；正在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的资产阶级是不能承认这一点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样做很可耻，很难为情和很不体面。不，如果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利益要求这样做，他们是不管什么体面不休面的。不过目前他们的 利益
 是要求得到自由，而 没有人民
 自由是争取不到的，可是如果不把自己叫作“民主主义者”（＝人民专制制度的支持者）， 不隐瞒自己的君主主义
 ，就不能保证自己得到人民的支持。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必然会造成内部的不稳定并且会使它对基本政治任务的提法本身具有欺骗性：争取自由的斗争，争取推翻长期存在的专制制度特权的斗争，是和维护私有制的特权不相容的，因为私有制的特权要求“爱护”君主制。所以君主立宪的真正纲领就披上了民主立宪的漂亮纱衣。纲领的真实内容所涂上的这一层显然是虚假的装饰色彩，就叫作“现实政治”……所以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以无比轻蔑和非常自负的口吻谈论“极端派的代表”所追求的“理论上的自我安慰”（《解放》第69—70期合刊第308页）。资产阶级的现实政治家既不想以谈论共和制来安慰自己，甚至也不想以幻想共和制来安慰自己，因为他们不想争取共和制。不过，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感到非用“民主主义”的诱饵来取悦于人民不可。至于他们不能抛弃君主制，他们并不想欺骗自己，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必须避而不谈他们的君主主义来欺骗人民。

可见，党的名称绝不象乍一看来所想的那样是一种偶然性的、无关紧要的东西。有时名称过于刺耳和矫饰，倒会暴露出党的全部纲领和全部策略的严重内在缺陷。大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愈深切地感到自己对君主制的忠诚，他就愈大声地对天发誓，要大家都相信他是奉行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愈明显地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可能坚持不懈地进行争取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他就愈热烈地吹捧“社会革命”党；其实，这个党的社会主义根本没有革命性，而它的革命性又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这一点已正确地指出过了。最后，专制制度的维护者只好称自己是（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这样做过）“人民党”了。这样，阶级利益是怎样打着政治招牌改头换面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全貌了。

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招牌（或“解放社”的纲领）真不失为名不虚传的招牌，它一开始就有声有色地说：“‘解放社’认为，俄国目前经受的严重的国内外危机尖锐得很，人民必须同其他反对现存制度的社会集团一起，把这个危机的解决掌握在自己手里。”

于是，政权就会转到人民手里了，代替沙皇专制制度的人民专制万岁。先生们，不是这样吗？这不是民主主义所要求的吗？

不，这是理论上的自我安慰，这是不懂得现实政治。目前整个政权还掌握在专制君主制手里。起来反对它的是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他们已经开始斗争，正在进行殊死的斗争，并且大概……大概会全神贯注于这个斗争直到彻底打垮敌人。可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还有“其它社会集团”，即“上流社会”——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资本家、职业知识分子。这样就必须把政权分成三等份。一份留给君主制，一份给资产阶级（参议院，它建立在间接选举权的基础上，并且尽可能建立在事实上不平等的选举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普选权的基础上），余下的一份给人民（众议院，它建立在普遍……的选举权的基础上）。这将是“公平的”划分，它可以确保私有制，并且可以调用君主制的有组织的力量（军队、官僚、警察）对付人民，只要人民“全神贯注于”实现“极端派代表出于纯属理论上的自我安慰”而提出的任何“不合理”要求。这种公平的划分把革命人民减少到无害的少数，减少到三分之一，这是“根据民主主义原则进行的根本改造”，而决不是根据君主主义原则，也不是根据资产阶级特权原则进行的“根本改造”。

怎样实现这种划分呢？通过坐收渔利的办法。这一点，彼·司徒卢威先生早在他为维特记事所写的序言中就预言过了，他指出，温和派总是从极端派之间斗争的激化中得到好处。专制制度和革命人民之间的斗争日趋激化。应该在这两者之间随机应变，依靠革命人民（用“民主主义”引诱它）反对专制制度，依靠君主制反对革命人民的“极端行为”。通过巧妙的随机应变，必然会造成上述那种划分的局面，而且无论如何可以确保资产阶级至少得到它的“三分之一”，至于人民和专制制度之间如何划分，那就要看他们决战的结果了。主要应当依靠谁，这要视时机而定——这就是商人的，不，是“现实”政治的本质。

目前，全部政权还掌握在专制制度手里。因此应当说，人民必须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因此应当把自己叫作民主主义者。因此应当要求“根据普遍……的选举权的原则立即召开立宪会议以制定俄国宪法”。现在人民还没有武装起来，还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起来，它还无力对付专制君主制度。全民立宪会议将把人民团结起来，并成为与沙皇势力相抗衡的一支巨大力量。当沙皇政权和革命人民团结一致的力量一旦相互交手，那时就是资产阶级的真正节日，只有那时才完全有把握“调和”这两种力量，并保证有产阶级获得最好的结果。

这就是自由派现实政治家的如意算盘。算盘打得不坏。这里，君主制要完全自觉地保存下来，全民立宪会议只允许同君主制并存。推翻现存政权，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资产阶级是不愿意的。因此俄国资产阶级（仿效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的榜样）主张在人民和国王之间搞“调和”。为了使这种调和政策得到成功，必须使斗争双方的任何一方，即无论是人民或君主，都不能获得完全的胜利，必须使他们的力量保持平衡。那时，而且只有那时，资产阶级才能和君主制联合起来，强令人民服从，迫使人民满足于政权的“三分之一”……也许是百分之一。全民立宪会议所掌握的力量，恰好足以迫使沙皇颁布宪法，但是它不会 而且也不应当
 （从资产阶级利益的观点看来）掌握更多的力量。它只应当和君主制保持平衡，而不应当推翻君主制，它应当把政权的物质工具（军队等等）留给君主掌握。

解放派嘲笑希波夫派想把政权力量给沙皇，把舆论力量给人民。可是解放派本身在本质上不是也站在希波夫派的立场上吗？因为他们也不想把 全部
 政权交给人民，因为他们自己也主张在沙皇政权和人民舆论之间搞 妥协
 ！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在当前的革命关头，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十分自然地而且是不可避免地要求提出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而 决不是提出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
 。第一个口号是或者已成为妥协、买卖和渔利政策的口号。第二个口号是革命斗争的口号。第一个口号是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口号，第二个口号是革命人民的口号。第一个口号最便于保持君主制，尽管有人民的革命攻击。第二个口号提出了一条通往共和制的捷径。第一个口号把权力留给沙皇，只用人民的舆论对它加以限制。第二个口号是彻底地无保留地导致名副其实的人民专制的唯一口号。

只有自由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无产阶级对政治任务的提法的这一根本差别，才向我们说明，“解放派”纲领除了已经提到的特点外，还有一系列次要特点。只有从这个差别的角度出发，才可以了解，例如，为什么解放派 一定要
 提出保留，即解放社的决议“只要在政治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才可以被认为是 必须遵守
 的”，纲领中可以有“暂时的和有条件的因素”。这种保留（彼·司·先生在按语中曾详尽而特别“津津有味地”加以发挥）对主张人民和沙皇制度“妥协”的政党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这种保留使人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到，“解放社”成员会因奉行生意人的（“现实的”）政治而放弃他们的很多很多民主要求。他们的纲领并不反映他们的坚定信念（这样的信念资产阶级没有），并不指明必须达到的斗争目标。相反，他们的纲领不过是根据斗争的一方或另一方态度的“强硬”，预先就考虑到必然要“跌价”而提出的 要价
 。 立宪“民主派”（应读作：立宪君主派）资产阶级会以低于它现在的纲领的要价与沙皇制度成交
 ，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觉悟的无产阶级不应当对这一点抱任何幻想。正因为如此，彼·司·先生才敌视划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敌视“一般硬性的纲领性决议”。正因为如此，彼·司·先生才断言“解放社”的纲领（其写法故意不用准确地表述明确要求的形式，而用近似文学 描写
 的形式），“对于一个志在搞现实政治的政党来说 是绰绰有余的
 ”。正因为如此，“民主主义”君主派的纲领才对武装人民问题只字不提，才回避明确地表述教会同国家分离的要求，才坚决主张不废除间接税，才用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自决代替它们的政治自决。正因为如此，才坦率地承认民主主义和资本的利益之间是有联系的，才承认有必要“加强对人民生产力的发展实行优惠”，促进“工业繁荣”等等，以取代“对个别企业和企业家实行优惠”。正因为如此，土地改革才被归结为在务必保证地主把土地转交给农民时取得“ 报酬
 ”的条件下纯粹官僚主义地把土地“分给”农民——换句话说，也就是坚决捍卫奴役性的和农奴制的“所有制”的不可侵犯性。我们再重复一遍，所有这一切都是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本身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政策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渔利政策是根本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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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本卷《附录》里收有《关于〈革命斗争和自由派的渔利行为〉一文的笔记》（见第376—378页）。——245。



[144]指《新闻和交易所报》。



《新闻和交易所报》（《НовостииБиржеваяГаэета》）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之一，1872—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常登载俄国自由君主派组织解放社的文章和正式文件。——246。



[145]指筹建中的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246。







《列宁全集》第10卷


告犹太工人书[146]


（1905年5月底）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依地文本出版了，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认为有必要谈一谈这个版本。

全世界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导致各民族的工人在按计划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斗争中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和保持高度的团结一致。半个多世纪以前第一次响起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口号，现在这个口号已经不仅仅是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口号了。这个口号愈来愈体现为国际社会民主党策略上的一致，也愈来愈体现为各民族无产者在同一个专制国家的压迫下为争取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时建立组织上的统一。

在俄国，各民族的工人，尤其是非俄罗斯民族的工人，遭受到的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是任何一个国家没有的。犹太工人不仅遭受到一个无权的民族所遭受到的一般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而且还遭受到剥夺他们起码的公民权的压迫。这种压迫愈厉害，各民族无产者最紧密的团结就愈有必要，因为没有这种团结，就不可能取得反对这种压迫的胜利。掠夺成性的沙皇专制制度在被它压迫的民族中间散播不和、不信任和仇恨的种子愈起劲，它挑动无知的群众大搞野蛮暴行的政策愈恶毒，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肩负的责任就愈重大，我们必须努力使各民族所有分散的社会民主党联合成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898年春举行的我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把建立这种统一作为自己的目标。党为了消除认为党具有民族性质的种种看法，而定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不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犹太工人的组织崩得，是作为自治部分加入党的。遗憾的是，从此以后，一个党内的犹太和非犹太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便被破坏了。在崩得的活动家中间，同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尖锐对立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流传。崩得不是设法使犹太工人接近非犹太工人，而是开始走上使前者脱离后者的道路，它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是单独存在的观点。崩得不是继续做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使崩得同党更加团结起来，而是迈出了使自己同党相分离的一步：先是崩得脱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国外组织，并建立了独立的国外组织，后来，当1903年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拒绝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时，崩得又脱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崩得硬说，它不仅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而且，除此之外，它的活动不受任何地区范围的限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因为在许多地区，例如在俄国南部，有组织的犹太无产阶级是加入统一的党组织的。崩得对此置之不理，它不顾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共同做的工作，不顾党的纲领和组织章程脱离了党，从而破坏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统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自己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表示坚决相信，崩得这种脱离党的做法是它犯下的一个可悲的大错误。崩得的错误是它的根本站不住脚的民族主义观点的产物：是妄图独霸犹太无产阶级唯一的代表权的产物，这就必然得出联邦主义的组织原则，这是长期与党疏远和向党闹独立的政策的产物。我们确信，这种错误必须改正，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也必将得到改正。我们认为我们和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思想上是一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执行的不是民族主义政策，而是关心建立一些能够把各地工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统统团结为一个整体的委员会（如波列斯克委员会、西北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用依地文出版书刊的决议，为了执行这项决议，我们现在正在用依地文出版已用俄文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的全译本。从这篇工作报告中犹太工人（不论是现在在我们党内的还是暂时在我们党外的）将会看到，我们党的发展是怎样进行的。从这篇工作报告中犹太工人将会看到，我们党现在已经摆脱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折磨着党的内部危机。他们将会看到，我们党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我们党同其他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和组织的关系如何，全党和党中央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又怎样。最后，他们将会看到（这是最主要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全体觉悟的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关头的政策作了哪些策略指示。

同志们！和沙皇专制制度进行政治斗争，即无产阶级为俄国各阶级和各民族的自由而斗争，为无产阶级追求社会主义的自由而斗争的时刻就要到来了。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我们。俄国革命的成败取决于我们的觉悟程度和准备程度，取决于我们的统一和决心。让我们更大胆更协调地进行工作吧，为了使各民族的无产者能够在真正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下获得自由，我们将贡献出力所能及的一切！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载于1905年《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小册子（依地文）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266一269页

















[146]《告犹太工人书》是列宁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名义给1905年出版的依地文小册子《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写的序言。小册子收入了1905年5月14日（27日）《无产者报》第1号发表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决议。《告犹太工人书》的俄文手稿至今尚未找到，《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和第5版都是根据小册子从依地文译成俄文刊印的。——254。







《列宁全集》第10卷


革命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

（1905年6月4日〔7日〕）

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的有觉悟的代表，它的宗旨是使全体劳动者彻底摆脱一切压迫和剥削。要达到这个目的，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力有高度的发展和工人阶级有高度的组织性。没有政治自由，既不可能有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也不可能有广泛的、公开的和自由的阶级斗争，更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群众的政治教育、政治培养和团结。正因为如此，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总是把坚决为充分的政治自由而斗争，为民主主义革命而斗争作为自己的任务。

给自己提出这个任务的不单单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也需要政治自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代表人物早就举起了自由的旗帜；主要出身于这些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曾为自由而英勇地进行斗争。但是，整个说来，资产阶级不可能同专制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它害怕在这个斗争中会失掉把它和现存社会拴在一起的财产；它害怕工人过火的革命行动，工人是决不会只搞民主主义革命的，他们要力求进行社会主义变革；它害怕同官吏、同官僚制度彻底决裂，因为官僚制度的利益同有产阶级的利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就具有胆怯、不彻底、半途而废的特点。无产阶级的任务之一，就是推动资产阶级前进，向全体人民提出彻底的民主主义变革的口号，独立而大胆地去实现这些口号，一句话，在争取自由的全民斗争中起先锋队、先头部队的作用。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曾经不得不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不彻底性进行过多次的战斗。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例如，司徒卢威先生，作为一个争取俄国“解放”的政治战士，是怎样开始自己的不受书报检查的自由活动的。他的活动是从他给维特的《记事》写序开始的，在这篇序言中，他提出“权利和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这个地道的“希波夫派的”（用现代政治派别的语言来说）口号。社会民主党指出了这个口号的全部落后性、全部荒谬性和全部反动性，要求有一个明确而坚定的民主主义纲领，它自己提出了这样的纲领，作为自己的党纲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社会民主党曾必须同自己队伍中对民主主义任务的狭隘理解作斗争，因为所谓的“经济派”曾千方百计贬低这些任务，鼓吹“同厂主和政府进行经济斗争”，坚持必须从争取权利开始，继之以政治鼓动，最后才逐步（阶段论）转向政治斗争。

现在政治斗争有了惊人的发展，革命席卷全国，最温和的自由派也成了“极端派”，这时可能觉得我们刚才引用的对过去不久的事情所作的历史考证不恰当，同活生生的、暴风雨般的现在不可能有什么关系。但是这只是乍看起来的感觉。当然，象立宪会议，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这样一些口号（社会民主党人很久以前就最先在他们的党纲中提出来了）已经成为共同的财产，为非法的《解放》所采纳，并写进了“解放社”的纲领，成为地方自治人士的口号，现在正被合法的报刊千腔百调地重复着。最近一些年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无疑是有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向事变学习，抛弃了一些幼稚的口号（象希波夫派的口号：权利和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一瘸一拐地跟在革命后面走。的确，它是一瘸一拐地跟在革命后面走的；在它的言论和行动之间，在原则上的民主主义和“现实政治”中的民主主义之间，代替旧的矛盾又生出新的矛盾，因为革命的发展对民主派的要求愈来愈高。而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也提高了自己的口号，但总是落后于事变，总是掉在后面当尾巴，提出的这些口号总是比争取真正自由的真正革命的现实斗争所要求的低几分。

的确，就拿已经流行的、大家公认的把立宪会议建立在普遍……的选举权的基础上这个口号来说吧。从彻底的民主主义观点来看，这个口号够不够呢？从当前迫切的革命任务来看，这个口号够不够呢？对这两个问题不能不作否定的回答。只要把我们党的纲领仔细研究一番就会对这一点深信不疑。遗憾的是，这个纲领我们的组织很少谈到，很少引用并广为传播。（里加委员会、沃罗涅日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的小报前不久翻印了我们党的纲领，我们说，这是一件格外令人可喜的事情，值得大家学习。）我们的纲领也把全民立宪会议（为了简略起见，我们用“全民”这个词来表示普遍……的选举权）的口号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但是，这个口号在我们的纲领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上下文联系的，并且附有补充和说明，这样就使那些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最不坚定甚至反对自由的人无法对它进行歪曲。这个口号在我们的纲领中是与下面的口号相联系的：（1） 推翻
 沙皇专制制度；（2）以民主 共和制
 取代它；（3）用民主立宪制保证 人民专制
 ，也就是把 整个
 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在由人民代表组成的一院制的立法会议手中。

任何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都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口号，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要知道，“民主主义者”一词，无论从本意来看，还是从欧洲全部历史赋予它的政治意义来看，都是指人民专制的拥护者。大谈其民主主义，同时却不承认哪怕是这些口号当中的一个，这是可笑的。但是，资产阶级既力求捍卫私有制，又渴望获得自由，两者之间的基本矛盾如此之深，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拥护者就非陷入这种可笑的境地不可。大家都知道，俄国正在非常迅速地形成一个很广泛的自由主义政党，既包括“解放社”和大批地方自治人士，也包括象《我们的生活报》、《现代报》、《祖国之子报》、《俄罗斯新闻》[147]等等这样一些报纸。这个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很喜欢别人把它叫作“立宪 民主
 ”党。而实际上，从非法的《解放》的声明和纲领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 君主主义
 政党。它根本不要共和制。它不要一院制并规定参议院采用间接的、事实上不普遍的选举制（定居资格）。它根本不要 整个
 国家的最高权力转到人民手中（虽然为了装装门面，它很喜欢大谈政权转到人民手中！）。它不要 推翻
 专制制度，它只要（1）君主制，（2）参议院（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将在那里占上风）和（3） 唯一
 建立在民主主义原则上的众议院三者分权。

这样，我们面前就摆着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我们的“民主派”资产阶级中甚至最先进、最有教养、最少直接屈从于资本的代表人物，也掉在革命的后面当尾巴。这个“民主主义”政党 害怕
 人民专制。它重复着我们的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实际上却完全歪曲了这个口号的内涵和意义。它利用这个口号，更确切些说，它滥用这个口号去欺骗人民。

什么是“全民立宪”会议呢？它是这样一种会议，第一，它真正表达人民的意志；为此就需要普遍……的选举制并充分保障选举前的鼓动自由。第二， 它确实有实力和权力
 “确立”保证人民专制的国家秩序。象大白天一样清楚，缺少这两个条件，这个会议既不可能是真正全民的，也不可能是真正立宪的。然而我们的自由派资产者，我们的立宪君主派（他们自封民主主义者愚弄人民）对这两个条件中的 哪一个
 也不愿真正加以保证！他们不仅不采取任何措施保证选举前鼓动的充分自由，保证实力和权力真正转到立宪会议手中，相反，他们 保证
 这两个条件 不可能实现
 ，因为他们要保证君主制。实际权力和实力仍然掌握在血腥的尼古拉手中：这意味着由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召开会议，由他来“保证”全民的自由的选举。这多么民主啊！不是吗？这意味着立宪会议将永远不会有，而且永远不应当（按照自由派资产者的意思）有一切实力和一切权力；它应当是完全无实力和完全无权力的；它只应当同尼古拉二世 交涉、协商、商定、成交
 ，求他把小小的一部分沙皇的权力赐给立宪会议！由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和众议院没有任何区别。就是说，为了表达和贯彻人民的意志而召开的立宪会议，被自由派资产阶级用来“确立” 凌驾于人民意志之上的
 参议院的意志，再加上君主制的意志，尼古拉的意志。

自由派资产者解放派先生们高谈阔论、大嚷大叫全民立宪会议，实际上却在准备 反人民的咨议会议
 ，这难道不明显吗？他们不是解放人民，而是要通过立宪的道路使人民屈从于：第一，沙皇的权力（君主主义原则），第二，组织起来的大资产阶级的权力（参议院）。

谁想对这个结论提出异议，谁就不妨肯定一下：（1）即使没有充分的鼓动自由，即使没有实际取消沙皇政府在这个鼓动中可能享有的一切特权，人民的意志也可以在选举中真正表达出来。（2）代表会议自己手里虽然没有沙皇手里掌握的实力和权力，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咨议会议。只有狡猾的骗子和十足的傻子才会肯定这两点。历史雄辩地证明，只要君主权力仍掌握在君主手里，那么和君主权力并存的代表会议，实际上就是咨议会议，它不是使君主的意志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而只是把人民的意志和君主的意志加以 调和
 ，也就是在君主和人民之间分配权力，讨价还价要新秩序，但是并不确立新秩序。历史雄辩地证明，不用临时革命政府代替同革命作对的政府，就根本谈不上真正的自由选举，就根本该不上 全体
 人民对自由选举的意义和性质有什么充分的认识。即使我们暂时设想出现了不可思议和不能实现的情况，就是说，沙皇政府决定召开“立宪”（应读作：咨议）会议并且 正式
 保证鼓动的自由，那么有组织的国家政权所提供的进行鼓动的莫大便利条件和优越条件，将仍然掌握在沙皇政府手里。这些为选举第一届人民会议而进行鼓动的便利条件和优越条件，将为百般压制人民的人所享有，而人民正用暴力从这些人那里夺取自由。

总之，我们现在又得出上一次（《无产者报》第3号） 
［注：见本卷第251—252页。——编者注］

 我们从另一方面考察这个问题时得出的结论。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本身，单独抽出来看，在目前就是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之间搞交易的口号。革命斗争的口号，只能是推翻沙皇政府并且用一定会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临时革命政府取代沙皇政府。俄国无产阶级在这方面可不要抱幻想，因为在一片激动的喧嚷声中有人会利用无产阶级自己的口号来欺骗无产阶级。如果我们不能用武装人民的力量去对抗政府的武装力量，如果沙皇政府不被彻底粉碎并被临时革命政府所取代，那么，任何代表会议，不论冠以什么样的全民的和立宪的称号，实际上依然是大资产阶级用来同沙皇在它们之间搞瓜分权力的交易的代表会议。

人民同沙皇的斗争愈接近决定性关头，迅速实现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要求的可能性愈大，革命的无产阶级就愈要密切注视“民主派”资产阶级。我们赢得自由愈快，无产阶级的这个同盟者变成它的敌人也愈快。掩盖着这个转变的是，第一，资产阶级的那些不明确、不完备、不肯定的所谓民主主义口号，第二，竭力使无产阶级的口号变成空话，用口头的诺言代替对自由和革命的 实际的
 保证。工人们现在必须以百倍的注意和警惕监视“民主派”。如果全民立宪会议由于选举和选举鼓动的现实条件而不能表达人民的意志，如果它不能独立地确立新秩序，那么说“全民立宪会议”就是说空话。重心现在正从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问题转到召开的 方法
 问题上。我们正处在决定性事件的前夕。无产阶级不相信一般民主主义的口号，而应当提出自己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口号同它们相对抗。只有遵循这些口号的力量，才能实际保证革命的完全胜利。





	载于1905年6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270—277页

















《列宁全集》第10卷


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

（1905年6月4日〔17日〕）

我们收到俄国解放联盟中央委员会在俄国刊印并散发的几份宣言：（1）阐明俄国解放联盟的宗旨及其性质的非号召性宣言；（2）关于建立俄国解放联盟工人联合会的告工人书和（3）该工人联合会章程。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俄国解放联盟不是一个有明确的、独特的纲领的政党，它是一个一切希望在武装起义的帮助下通过”在普遍……的选举制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途径把政权从专制制度手中转到人民手中的人结成的联盟”。第一篇宣言写道：“鉴于急需达到召开立宪会议这个最近的总目标，俄国解放联盟成立了，它的目的是把一切希望俄国获得政治自由的人团结起来并且实际完成革命事业。一俟达到这个目的，俄国解放联盟就停止自己的活动，把保护人民代表和维持社会治安的任务交给有组织的民兵。”

工人联合会章程共43条。工人联合会规定了如下的宗旨：“（1）组织武装起义的义勇队；（2）筹集建立武装和出版真正无产阶级性质的书刊所必需的资金。”工人联合会的组织由四级机构组成：（1）工人小组（主要由同一车间的工人组成）；（2）工厂委员会；（3）区会议；（4）工人联合会的委员会。所有上级机构均由下一级机构选出的代表组成，但有两个特殊情况：第一，工人联合会的各委员会均有俄国解放联盟中央委员会的一位中央委员参加；第二，关于这个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以及如何对它实行监督则只字未提。关于工人联合会和俄国解放联盟的关系，仅仅提到：“工人联合会将通过我们（俄国解放联盟中央委员会）同其他一切工人联合会和非工人联合会建立联系。”关于俄国解放联盟的组织本身，关于它的中央委员会和整个俄国解放联盟的关系，也只字未提。俄国解放联盟中央委员会在告工人书中是这样阐述自己的当前任务的：“我们要制定一个详细的起义计划，要告诉你们如何组织义勇队，教会你们武装起来，我们要储藏枪炮。最后，我们要把各城市和各地方分散活动的一切希望把俄国从专制制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统统联合起来，然后发出总起义的信号。”最后还要指出一点，工人联合会章程（第4条）写道：“建立工人联合会的号召书将在圣彼得堡及其郊区的所有工厂广泛散发。”

从以上的全部叙述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尝试，是超越党派而“独立”组织整个人民武装起义特别是彼得堡工人起义的尝试。我们不在这里谈这种尝试是否认真，这个问题只有根据这种尝试的结果才可以作出最后评判，而预先作出评判就只好根据有关俄国解放联盟的个别秘密情报了，然而关于俄国解放联盟，我们还没有掌握 任何
 情报。我们打算着重谈谈对这种尝试的原则意义的评价和这种尝试向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策略任务和组织任务。

毫无疑问，上述情况有力地向我们证明人民武装起义的问题是如何成熟。提出这个问题的已经不是理论家，而是实践家。这个问题不是作为从某个纲领中所得出的结论提出来的（例如，1902年国外社会民主党的书刊中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68页。——编者注］

 ，而是作为实际运动中的重大迫切问题提出来的。这里所说的已经不是问题的讨论，甚至也不是一般地准备起义，而是直接地进行起义。显然，整个形势发展的 要害
 在起义，争取自由的整个斗争导致的正是这种决定性的结局必然到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那些企图把党往后拖，阻挠它直接把这一任务提上议事日程的社会民主党人，犯的错误该有多大。

其次，我们谈到的上述尝试证明，俄国的 革命的民主派
 前进了一大步。我们早在《前进报》第7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62—264页。—编者注］

 上就已经指出，在敌视专制制度的力量、政党和组织当中会出现这个新团体。我们曾经指出，俄国正在发生的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本身，现在和将来必然造成各种各样战斗成分的壮大和增长，他们代表各个不同阶层人民的利益，决心投入决战，他们对自由事业忠心耿耿并且决心为这一事业而献身，但是他们不了解而且也不可能了解正在发生的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它的阶级内容。在全体人民身受专制制度压迫的时代，在公开的政治斗争尚未能彻底划清阶级界限并建立明确的、连广大群众也可以了解的政党的时代，这些社会成分的迅速壮大尤为明显。而所有这些界限没有划清的、不确定的成分，恰恰就构成革命民主派的骨干。他们的战斗作用对民主主义革命说来是非常大的：一方面，他们超越党派的、不确定的地位，象征着那些同资本主义社会两个敌对阶级都没有什么联系的中间居民阶层即农民、小资产阶级等阶层正在奋起进行殊死斗争和举行起义。另一方面，这些非党革命者走上革命道路，保证了那些阶级成分最不确定、在各方面都最落后的人民阶层现在更顺利、更广泛和更迅速地振作起来并参加斗争。在俄国旧时代，只有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在新时代，城市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了。现在其他许许多多深深植根于“人民的”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社会分子，也都成了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者。这些分子的活动是 人民
 起义的事业所必需的。我们再重复一遍，他们的战斗作用是很大的。但是，对于 无产阶级
 运动来说，他们的政治作用有时不仅可能是很小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这些分子之所以仅仅是革命者，仅仅是民主主义者，恰恰是因为他们同一个定型的并严格与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划清界限的阶级，也就是同无产阶级毫无联系。这些分子争取自由的斗争不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因而所起作用的客观意义，无非是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谁致力于一般的自由事业，而不特别致力于无产阶级享用这种自由的事业，即把这种自由用在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事业上，谁归根结底顶多不过是一个争取资产阶级利益的战士。我们并不小看这种人的英雄气概，我们也决不小看他们在争取自由的事业中的巨大作用。然而，我们认为，而且坚决认为，他们的活动还一点儿也保证不了胜利的成果、自由的成果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站在党派之外，谁就是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党派的利益服务，虽然违背自己的意愿和不由自主。谁在党派之外为自由而斗争，谁就是为必将在自由的条件下取得统治地位的这种力量的利益服务，也就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把超越党派而组织起义叫作带引号的“独立”组织起义。实际上，超越党派所保证的表面的独立性是最大的不独立性，是对占统治地位的党派的最大的依赖性。实际上，仅仅是革命者，仅仅是民主主义者，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先进队伍，而有时简直就是它的辅助力量，甚至是它的炮灰。

以上是一般的论述，现在我们来更详尽地介绍我们手头的这些文件。俄国解放联盟中央委员会在它的第一篇宣言中高呼：“让我们暂时放弃党派争论和原则分歧，团结成一个强大的整体——俄国解放联盟，并且把我们的力量、资金和知识贡献到人民反对共同的敌人即专制制度的伟大斗争中去。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我们大家应当共同前进，因为只有立宪会议才会提供政治自由，没有政治自由，正常的党派斗争是不可想象的。”多多少少有点觉悟的工人都明明知道，跟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人民，是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内的。资产阶级很向往自由，资产阶级现在嚷嚷得最凶，报刊上也好，集会上也好，都站出来反对专制制度，但是，资产阶级不仅不放弃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相反，它将拼命保住它们不受工人侵犯，关于这一点，难道还有人竟然天真到完全不懂吗？工人是在和资产阶级并肩反对专制制度，而对工人来说，放弃和资产阶级的原则分歧就等于 放弃社会主义
 ，放弃社会主义的主张，放弃为社会主义做准备工作。一句话，对工人来说，这等于放弃自己的经济解放，放弃把劳动者从贫困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主张。要知道，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利用工人的双手争取自由和取得自由，以便日后猖狂反对社会主义。这就是说，放弃意见分歧的号召是 资产阶级的
 号召。俄国解放联盟中央委员会打着非党立场的幌子向工人抛出资产阶级论调，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思想，用资产阶级的烟雾模糊他们的社会主义意识。自觉地赞同暂时放弃工人和资产者之间的意见分歧这种主张的，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自由派资产者，解放派，而不自觉地赞同这种主张的，只有对社会主义漠不关心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如社会革命党人。工人们应该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同时 一分钟
 也不放弃社会主义的主张，放弃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工作，放弃为赢得社会主义而作好积蓄力量和组织上的准备。

俄国解放联盟中央委员会说：“我们，俄国解放联盟中央委员会，在阐明对待现有各个政党和组织的态度问题时声明，我们预料不会出现与社会民主党派发生原则分歧的可能，因为联盟的思想和这些党派的纲领并不矛盾……”这番话说明，俄国解放联盟中央委员会对社会主义无知到了什么程度。中央委员会竟然预料不到会出现和社会民主党发生分歧的可能，可是我们早已指出了深刻的原则分歧是存在的！中央委员会看不到联盟的思想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有矛盾，可是我们早已指出了这个深刻的矛盾，就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一样。我们和俄国解放联盟的根本分歧恰恰在于，俄国解放联盟根本避而不谈社会主义。凡是 认为可以
 不谈社会主义的政治派别，都是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根本矛盾的。

上面我们所引述的话表明，俄国解放联盟是同情社会民主党的。然而我们只知道俄国解放联盟出了一个小报，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因此，我们还不能断定这种同情是否真诚。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向来都不满足于纯柏拉图式的同情，纯柏拉图式的爱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我们希望人们不仅同情我们，而且了解我们，希望那些不愿意自己的思想和我们的纲领发生矛盾的人能赞同这个纲领。俄国解放联盟说它的任务是：“在工人中间广泛散发贯穿着 严格的无产阶级
 〈黑体是我们用的〉世界观的书刊”。说得很好，但是，光说还不够。假如说得好，行动对不上号，那么再大的诚意也阻挡不住说这些话的人实际上充当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者。的确，不妨想一想，所谓“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是什么意思呢？谁来判断某一世界观是不是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呢？“暂时放弃党派争论和原则分歧”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为此不是必须“暂时放弃”在工人中间散发书刊吗？

俄国解放联盟中央委员会又搬出了工人的“主动性”的口号。我们的党已经不止一次地领教过打着这个轰动一时的口号的旗帜在社会民主党内建立特殊派别的尝试：过去“经济派”这样干过，现在孟什维克或新火星派也是这样干的。这个口号（不论运用这个口号的人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这点）向来总是只为那些最不重视运动的原则坚定性和思想性的人服务的。看看这个旧口号的新用法吧：号召在断定什么是“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时发挥“主动性”，现在不是明明同“主动地”重复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论调，同宣扬资产阶级的超党派性思想结合起来了吗？我们对俄国解放联盟中央委员会的回答是：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一个，这就是 马克思主义
 。严格的无产阶级纲领和策略就是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而正是无产阶级的经验，正是从德国到美国，从英国到意大利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运动1848年第一次登上广阔的政治舞台起，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已经形成，并且壮大起来，成为百万大军；它们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既有过右倾，也有过左倾，既反对过机会主义，也反对过无政府主义。而整个这一伟大的经验，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证明。它 保证
 那些现在还跟着俄国解放联盟走的工人，不可避免地非大批投奔社会民主党不可！

我们再引一段宣言：“……俄国解放联盟主要是一个实践组织，它在自己的活动中同社会革命党之所以没有分歧，是因为手段的共同性——同专制制度进行武装斗争——和目标的共同性——根据民主主义原则召开立宪会议——把我们和社会革命党联合起来了……”看了上面所有这些说法之后，当然，我们就不会对革命民主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这种接近感到惊讶了。俄国解放联盟正是在宣言的这个地方强调指出自己组织的实践性质，而且只讲它同社会革命党（“之所以”）团结一致，（“是因为”）手段和当前目标的共同性，显然，它现在拒绝明确社会革命党人的“原则”和“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原则两者的关系。这种拒绝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不怎么可取的，但是对革命民主主义者来说倒是很可取的。不过，很遗憾，宣言的下一句话便表明了“非党”立场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俄国解放联盟中央委员会说：“当然，如果‘解放社’充分认识到，要召开立宪会议就非举行武装起义不可，那么我们甚至一点也不反对‘解放社’，尽管我们的政治见解根本不同。”

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第一，既然俄国解放联盟只是和“解放社”的政治观点有根本分歧，这就是说，它似乎和“解放社”的经济纲领没有分歧，这就是说，它公然放弃了社会主义，并且完全站到革命的 资产阶级
 民主派的立场上去了！俄国解放联盟对“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赞同和这个结论当然是矛盾的，但是，“非党”立场的实质恰恰就在于，它所产生的矛盾会层出不穷而无法解决。

第二，俄国解放联盟和“解放社”的政治见解的根本分歧究竟是什么呢？俄国解放联盟一下子就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它刚刚提出“在召开立宪会议之前共同前进”和“暂时”（显然是指在召开立宪会议以前）“放弃党派争论和原则分歧”，而现在恰恰是俄国解放联盟自己在召开立宪会议之前挑起了争论，并且表示同“解放社”不一致，因为“解放社”把根据民主主义原则召开全民立宪会议列入自己的纲领了！！俄国解放联盟怎样才能做到既表示愿意“宣传自己的政治见解”又不说出这些见解是什么呢？俄国解放联盟是不是共和派，和君主派的“解放社”不同呢？俄国解放联盟的政治见解是不是包括例如取消常备军而代之以人民武装这个要求呢？是不是包括教会同国家完全分离这个要求呢？是不是包括完全废除间接税这个要求呢？等等。俄国解放联盟本想撇开党派争论和原则分歧把事情简单化和缓和下来，实际上由于它的立场完全不明朗，事情倒复杂化和难办了。

第三，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解放社”是不是履行了俄国解放联盟向它提出的条件呢？就是说，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解放社”真正“充分认识到非举行武装起义不可”呢？我们是不是要等“解放社”正式声明这一点呢？可是“解放社”根本不愿意谈实现它的纲领的手段。“解放社”不仅给予它的成员以选择这些手段的广阔天地，甚至允许他们随便改写纲领本身。“解放社”认为自己是“立宪民主党”（应读作：“立宪君主党”）的一部分，而这个党的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用任何纲领和任何策略束缚自己的地方自治派。这样一来，俄国解放联盟向“解放社”提出的条件还有什么意义呢？其次，解放派之所以不用任何完全固定的纲领和策略束缚自己，正是为了在个别场合有充分的自由表示（尤其是非正式表示）既赞成恐怖又赞成起义，这一点谁不知道呢？因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肯定无疑的结论，就是：“解放社”有影响的成员，甚至有影响的小组要加入俄国解放联盟并在其中占领导地位是一点也不难的，只要他们愿意这样做。在俄国解放联盟采取非党立场的情况下，一系列不以它的意志为转移的条件（巨额经费的来源，社会联系等等）必将有利于这样的结局。而这个结局将意味着把武装的人民义勇队变成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工具，使工人起义服从它的利益。这个结局将意味着资产阶级在俄国民主主义革命中对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加以利用。如果出现这种结局，无非就是资产阶级出钱武装无产阶级，想方设法宣扬非党立场使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削弱无产阶级同社会民主党的联系，从而抓到良机把工人变为自己的工具，使他们不可能在革命中捍卫自己的、特殊的、“党的”、无产阶级的利益。


※　　　　　※　　　　　※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新联盟的出现自然就向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些策略上的任务。这个联盟，俄国解放联盟，特别是它的不受监督的和不承担责任的中央委员会是否值得信任，我们还不得而知。我们要谈的不是俄国解放联盟中央委员会，而是俄国解放联盟的工人联合会，我们甚至也不是谈这个工人联合会，而是一般地谈这一类的工人联合会。目前在俄国，到处都出现了类似这样的“联合会”、组织、团体、小组，只是形式不同，名称不同，大小不同而已。专制制度所采取的整个政策迫使人民拿起武器并准备起义，这种政策必然促使这些团体的形成。这些团体的构成，从阶级上看又乱又杂，常常是偶然的结合，加上里面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都很不够，这就必然会使这些团体带有非党的革命民主主义团体的性质。社会民主党对待它们的实际态度问题，是我们党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我们应该首先和无条件地利用一切手段向所有这些团体的成员，尤其是向工人们阐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容不得丝毫的含糊和丝毫的隐瞒，并且证明，如果无产阶级不想在政治上被资产阶级利用，那就恰恰有必要建立党的而且一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党的无产阶级组织。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团体撒手不管，或者，如果我们“无视”这些团体的形成和它们在争取自由的事业中的重大的份量，那就是十足的书呆子气。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以骄傲自大或者轻视的态度对待加入这些团体的“非党”工人，那就是不可饶恕的学理主义。我们想特别提醒全体党员警惕这些错误，因为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令人不堪回首的“经济主义”和对我们任务的狭隘的尾巴主义理解又死灰复燃起来，犯这些错误是尤其可能的。必须尽一切努力实现这些团体和我们党的组织之间的互助，以便武装尽可能多的工人。必须特别谨慎地、有分寸地以同志态度对待下决心为争取自由而死并且正在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投入斗争的工人，这些工人完全同情无产阶级的斗争，只是由于他们没有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观，对马克思主义有偏见，抱着这样或那样过时的革命观点，所以才和我们有距离。立即同这些想法不同的工人断绝来往，或者把他们推开了事，没有比这种办法更容易的了，但是也没有比这种办法更愚蠢的了。我们应该牢记，只有靠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团结一致，社会民主党才能够强大有力，不过，在资本主义使人分散，使人不团结，使人麻木不仁的条件下，这种团结一致不是一下子就能建立起来的，而只有以顽强的劳动和巨大的忍耐作代价才能做到。我们应该牢记我们的欧洲同志的经验，他们认为甚至对参加天主教工会的工人也持慎重的同志态度是自己的义务，他们不是以轻蔑的态度对待这些工人宗教上和政治上的偏见，把他们一脚踢开，而是坚持不懈地、有分寸地、耐心地利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每一个行动对他们进行启发，使他们在共同斗争的基础上靠拢觉悟的无产阶级。我们是多么应该以倍加关切的态度对待那些有决心为自由而斗争、但同社会民主党还有隔阂的工人革命者啊！再重复一遍：丝毫也不要隐瞒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丝毫也不要看不起不赞成这些观点的革命工人团体。在这些团体尚未正式加入某个非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时，我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把它们看作 靠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的团体。例如，对俄国解放联盟工人联合会，我们就恰恰应该这样看待。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向这个联合会的成员介绍社会主义书刊，在这个联合会的各分会的一切会议上口头宣传我们的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使全体无产者都成为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这种想法甚至在自由的欧洲国家里也被认为是一种空想。但是，不论在欧洲还是在俄国，认为社会民主党要对无产阶级全体群众施加指导影响，这种想法并不是空想。只是应当学习如何施加这种影响，应当牢记，在对不觉悟的工人进行启迪时我们的最佳同盟者将是我们的敌人即政府和资产阶级，这样，我们才会做到使全体工人群众在决定性的时刻响应社会民主党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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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0卷


资产阶级背叛的头几步[148]


6月21日（8日）星期三于日内瓦

昨日电讯透露，尼古拉二世星期一接见了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团，并在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和费多罗夫先生发表演说后致答词，表示信守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诺言。

为了正确评价这一“事件”的意义，首先必须追述一下国外报刊报道的若干事实。

俄历5月24日和25日，在莫斯科举行了3次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代表会议，与会者约300人。我们拿到一份他们通过的致沙皇的请愿书和决议的石印稿，是从俄国寄来的，上面没有写明代表人数，只提到，参加会议的除地方自治会议议员和市议员外，还有市长和贵族代表。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城市资本的代表们讨论了俄国的政治前途。据外国记者报道，争论很激烈。势力大的是希波夫派，这个温和派同宫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谁都激进的是外省人，比谁都温和的是彼得堡人；站在“中间”的是莫斯科人。会上逐字逐句讨论了请愿书，最后彼得堡也投了赞成票。请愿书是爱国的和忠君的。“满怀热爱祖国之情的”可尊敬的资产者，把“造成他们分裂的一切争吵和一切分歧”放在一边，向沙皇呼吁。他们指出，“俄国和圣上本身遇到的巨大危险”与其说来自外部，不如说来自“内讧”。（的确，俄国是在“圣上”的前面，我们的爱国者最初是向圣上呼吁的，只是威胁说——私下悄悄地——要诉诸人民。）请愿书照例满篇官场谎言，把罪过推给沙皇的谋士们，怪他们歪曲了沙皇的原定计划和原定指示，结果强化了警察权力，干扰了“真理的呼声”上达圣上等等。结论是：“现在为时不晚”，请求“刻不容缓地召开由全体臣民一视同仁选出的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应当同沙皇“协商”解决战争或媾和问题并“建立〈也是同沙皇“ 协商
 ”〉革新的国家制度”。这样一来，请愿书中既没有明确提出所谓的“立宪民主”党所通过的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直接和无记名投票完全被删掉了，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的要求，也没有提出任何保障选举自由的要求。请愿书的作者伤心地说：“压制个人和社会，压制言论和种种横行霸道的事层出不穷，愈来愈多”，但是对策却提不出来。在同沙皇“协商中”横行霸道的事愈来愈多，也是在同沙皇协商中“革新”国家制度……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死抱住“协商”论不放，当然不是由人民，而是由资产阶级同人民的压迫者“协商”。

会议选出了一个向沙皇呈递请愿书的代表团，成员有葛伊甸先生、戈洛文先生、彼特龙凯维奇先生、格·李沃夫和尼·李沃夫先生、彼得·多尔戈鲁科夫和帕维尔·多尔戈鲁科夫先生、柯瓦列夫斯基先生、诺沃西尔采夫先生、罗季切夫先生、沙霍夫斯科伊先生和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先生。后来在尼古拉二世接见时，又有科尔夫、尼基京和费多罗夫三位先生代表彼得堡参加。

这次会议接着通过了如下 决议
 ，这个决议国外报纸并没有报道，但俄国的小报却转载了：


　　“地方自治和城市活动家联席会议尽管在个别政治问题上意见不同，但一致确信：目前俄国处境内外交困的根本原因是，至今尚未废除的官僚制度不承认个人和社会的自由，压制人民的自觉性和人民的主动性，不让居民参加国家生活，使不负责任的行政机关胡作非为愈演愈烈，不受任何限制；这个制度多年来给我们国内生活带来的是暴力、虚伪和腐败，现在又灾难性地导致严重的外部危险，把国家拖入毁灭性的战争，在战争期间煽起并纵容内部互相仇视，使国家遭受接连失败，使我们的海军遭到俄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毁灭。因此会议认为，这个制度的继续存在不仅威胁着国内和平、秩序和人民的福利，而且还威胁着王位的巩固、俄国的完整和外部安全。会议认为，为了拯救国家，绝对有必要采取下列措施：1．紧急召开自由选举产生的全民代表会议，协同君主解决战争与媾和问题以及确立国家的法制问题；

2．立即废除与人身、言论、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原则相抵触的法律、制度、规定和命令，并宣布政治大赦；

3．立即更新行政机构构成，吁请真心忠于国家改造事业并为社会信赖的人主持中央管理机构。”





　　这个决议同请愿书、同代表团的使命有什么关系，就是说，这个代表团是不是负责陈述决议的内容，或者把决议和请愿书一并呈上，这还不得而知。也许，请愿书是对“圣上”的正式文件，而决议是对“人民”的非正式文件吧？关于会议上争论的性质，法国《晨报》[149]记者加斯东·勒鲁先生报道说：最“进步”的代表即外省地方自治人士主张二级选举，他们担心在直接选举中他们会被“城市”压倒（显然，他们担心直接选举不能充分保证地主对农民的特权）。《法兰克福报》[150]记者写道：


　　“俄国地方自治机关，作为一个政党，分成三派：地方自治机关自由主义
 多数派（领袖是葛伊甸伯爵），以希波夫先生为首的地方自治机关温和自由主义
 亲斯拉夫民族主义少数派和地方自治机关激进立宪派。值得注意的是，在选举代表时，‘封建’代表竟然通过了。温和派想要德高望重的古老家族的人当他们当之无愧的代表去晋谒沙皇。而对请愿的结果不抱任何幻想的激进派，则希望古老家族的代表们亲眼看到，政府是不会自愿
 作出任何让步的。”



　　司徒卢威先生所吹捧的“立宪民主”（应读作：君主）党的模糊不清的组织的种种方便很快就在实际中显露出来了。坚强巩固的党组织是不便于搞交易和讲价钱的，不便于要花招和施诡计的。让“解放社”（这可能就是《法兰克福报》记者所说的“激进派”）和“地方自治派”（就是说，既是葛伊甸的支持者，又是司徒卢威先生 现在
 正式竭力躲避的希波夫的支持者吗？）都加入“党”吧。而地方自治派里既有葛伊甸的支持者，又有希波夫派，还有……“激进派”。谁能搞清楚，就请吧！他们这些热爱祖国热爱资产阶级特权的人，都赞同 协商论
 ，而这个论调，我们不止一次地在《无产者报》剖析过，现在竟公然写进“请愿书”里，又写进“决议”中。决议想必是用来满足激进派的“理想的”需要的，而请愿书按照“温和派”代表的解释是用来跟沙皇搞物质交易的。会议上各派名额的分配也好，代表团的权限也好，交易的条件也好，地方自治人士进一步的打算也好，都费尽心机瞒着不开化的平民百姓。资产者老爷们以“人民”的名义同沙皇搞交易，而“人民”却无须了解“立宪 民主
 党”的最高政策！资产者老爷们将同沙皇就压制言论、压制真理呼声问题、 人民
 代表问题和俄国“团结在统一的人民旗帜周围”问题等等进行商谈，而人民却完全不必了解自由派和“解放派”的商贩们所奉行的政策的全部真相……是的，难怪司徒卢威先生最近在《解放》上指责“极端派”（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人）过分热中于密谋性的、雅各宾式的狭隘“秘密活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是背着沙皇及其爪牙进行秘密活动的，同时却关注着如何使人民了解我们党的一切，了解党的内情，党的纲领和策略的发展，甚至了解党代表大会的这位或那位代表在代表大会上讲了些什么。开明的资产者解放派老爷们是背着……不了解赫赫有名的“立宪民主”党底细的人民搞秘密活动的，然而他们却对沙皇和沙皇的爪牙推心置腹，无话不谈。谁还能说他们不是民主主义者呢？

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对不愿意让他们去晋谒沙皇的宫廷奸党推心置腹地谈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不过他们推心置腹，谈了又谈，时间很长。外国报纸迫不及待地探听有关代表先生们的“最高政策”的每一步骤的消息。彼得堡，6月9日（5月27日）。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团首先拜会内务大臣布里根，控告特列波夫。6月10日（5月28日）。布里根向代表团宣称，沙皇将不接见代表团，并劝他们离开彼得堡。6月12日（5月30日）。据估计，沙皇有可能接见代表团。6月15日（2日）。加斯东·勒鲁先生拍给《晨报》的专电称：“ 地方自治人士代表接受了宫廷事务部[151]向他们提出的晋谒皇帝的条件
 。随后，弗雷德里克斯男爵已于今晚前往皇村，探询沙皇是否决定接见代表团。”

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们，你们听见了没有？这就是敌视密谋活动、憎恨秘密活动的“民主主义者”“解放派”的所作所为！他们和警察陛下的宫廷事务部一起搞密谋活动，他们和密探一起对人民搞秘密活动。他们想当“人民”的代表，才接受密探提出的应当如何向沙皇呈述“人民”疾苦的条件！

这就是富有的、独立的、开明的、自由主义的、“满怀热爱祖国之情的”人们的所作所为。而粗野的、无文化的、受所有的走狗摆布的劳动平民百姓却不这么干，他们甚至不把同沙皇谈判的条件向有势力的密探说一声，就跟着某个胆子大的神父朝沙皇横冲直闯而来。在人民群众如此缺乏政治修养的情况下，难道能够设想实行共和制或者实行哪怕是直接选举和一院制吗？有政治修养的人知道门路，他们懂得首先应当从后门去找密探（也许，连上书沙皇的内容和写法都要和他们商量），这样才能使“真理的呼声”真正“上达圣上”。

所谓“人民”的“代表”和沙皇的密探之间搞了什么交易，我们不知道。我们从电讯中得知，在代表团被接见时谢·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作了“长篇发言”，用半小时的时间向沙皇讲了俄国的困难处境和地方自治人士不得不直接（不通过密探吗？）向沙皇呼吁的情况。发言给沙皇留下深刻的印象。费多罗夫先生以彼得堡代表的名义讲了话。沙皇致长篇答词。他对战争造成的巨大牺牲表示惋惜，他对海上最近一次的失败表示痛心。他结束答词时说：“先生们，谢谢你们 表达的感情
 。”（“民主主义者”特鲁别茨科伊的这些感情大概表达得不错，因为他曾向密探们请教过如何表达感情！）“我相信你们是愿意和我一起〈沙皇相信自由派资产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相信沙皇；狼狈为奸〉根据新的原则来建立新的国家制度的。我想召开人民会议的愿望”（什么时候？代表是不是选举的？怎样选举和谁来选举？——都不得而知。显然，特鲁别茨科伊先生对他所爱戴的君主隐瞒了他们会议的“决议”。想必是密探们劝告他不要和沙皇谈这个问题！）“是不可动摇的。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我的心愿一定会得到实现。你们今天就可以向城乡居民宣布这一点。在这个新的事业中你们是会帮助我的。人民会议将在俄国同它的皇帝之间〈是特鲁别茨科伊和费多罗夫——同皇帝之间吧？〉重新恢复团结。”“会议将是建立在俄国人民原则上的制度的基石。”官方电讯称：代表们对被接见印象极佳，沙皇看来也满意……

这才象真话！沙皇满意，自由派资产者满意。他们决心彼此长期修好。专制制度和警察当局（真正俄国人民的原则）满意。大财主们（今后将经常地正规地向他们讨教）满意。

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被资产阶级背叛者出卖了，他们是否会满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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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这篇文章最初的标题是《拍板成交》。——277。



[149]《晨报》（《Le　Matin》）是法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82年在巴黎创刊，1944年8月停刊。——279。



[150]《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279。



[151]宫廷事务部是俄国沙皇政府的一个专为沙皇及皇室成员服务的机构，建立于1826年，1893年改称宫廷事务与皇族领地部。这个机构不受任何高级机关的监督。——281。







《列宁全集》第10卷


戴白手套的“革命家”[152]


6月23日（10日），星期五

国外报纸已经对沙皇接见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团作出某种评价。资产阶级报刊照例是一付奴才相，它们被沙皇的谦让和地方自治人士的明智感动了，虽然它们对这些不肯定的诺言的份量不免流露出某种怀疑。社会主义报刊直截了当地明确表示，这次接见是一出滑稽剧。

赢得时间和牵着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鼻子走，对专制制度是有好处的。一方面给特列波夫以独断专行的大权，另一方面向自由派许下空空洞洞和一文不值的诺言，使他们本来就已动摇的队伍更加动摇。专制政府的策略并不愚蠢。自由派却表现出一副又忠顺又温和又谦虚的样子。真的，政府为什么不利用他们的愚蠢和他们的怯懦呢？“既然是交战，就按交战办事”。交战没有不用军事计谋的。当“敌人”（自由派资产阶级）既不象敌人，又不象老实朋友的时候，——为什么不牵着他的鼻子走呢？

我们在社论中已经提到过的加斯东·勒鲁先生，就接见代表团一事作了如下的详细报道，虽然不大可靠，但至少是颇有特色和值得注意的。“宫廷事务大臣弗雷德里克斯男爵对代表们说，尽管他很愿意，但是他很难安排彼特龙凯维奇先生进见皇帝，因为据说他有革命联系。代表们回答大臣说：奥地利皇帝的大臣当中，就有一个叫安德拉西的，虽然曾经判过刑。这个论据排除了最后障碍，于是全体代表都被接见了。”

一个好论据。西欧资产阶级起初毕竟是真正进行过战斗的，甚至曾经一度是共和派，它的领袖们曾被“判过刑”——曾因为 国事罪
 被判过刑，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因为革命联系，而是因为 真正的革命行动
 。后来，过了许多年，有时经过几十年，这些资产者，同不仅不要共和制，而且不要普选权、不要真正的政治自由的最贫乏和最残缺不全的宪法，就完全妥协了。自由派资产者彻底同“王位”和警察妥协了，他们自己拿了权，就一贯残酷镇压工人追求自由和追求社会改革的一举一动。

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又想开心又想得利， 被当作有
 “革命联系”的人是开心的，能够在血腥的尼古拉皇帝统治下捞到一个大臣宝座是得利的。俄国自由派资产者根本不想冒“被判处”国事罪的风险。他们宁愿 直接跳
 到象安德拉西那样的前革命家们当秩序党部长的时代！1848年安德拉西伯爵曾经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以致在革命被镇压以后被判处 死刑并且绞死模拟像
 （in effigie）。后来他流亡法国和英国，只是在1857年大赦后才回到匈牙利。那时，他才开始了他的“大臣”生涯。俄国的自由派不要革命，他们害怕革命，他们想不干革命一下子就享有 前革命家
 的声望！他们想一下子就从1848年跳到1857年！他们想一下子就和沙皇炮制出象1848年革命 失败
 后反动势力疯狂嚣张时期欧洲曾经有过的宪法一样的宪法。

不错，安德拉西这个例子选得妙。象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一样，通过安德拉西和彼特龙凯维奇之间的这一比较，反映出曾经一度主张共和制的革命的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俄国君主立宪的（甚至在1905年1月9日以后）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的对照。欧洲资产者最初曾为共和制在街垒中进行过战斗，后来流亡异乡，最后背叛了自由，出卖了革命并为立宪君主效劳。俄国资产者想“学习历史”并“缩短发展阶段”：他们想一下子就出卖革命，一下子就成为自由的背叛者。他们窃窃私语，相互重复着耶稣对犹大说的一句话：你所做的快做吧！[153]

加斯东·勒鲁先生继续写道：“当代表们被引进皇宫中沙皇接见大厅时，突然发现革命家彼特龙凯维奇没有戴白手套。近卫军上校普佳京马上脱下自己的手套，急忙递给革命家彼特龙凯维奇。”

接见开始了。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作了发言。据加斯东·勒鲁先生透露，他首先向沙皇表示感谢，感谢沙皇“开恩接见他们，这是表示对他们的信任”。特鲁别茨科伊公爵担保（不是以整个“立宪民主派”或“解放派”的名义吗？），“我们是秩序和和平的信徒”，“沙皇被”他的谋士们“欺骗了”。在他的发言中，最“大胆的”地方是谈到布里根设计的等级代表会议“ 不能容许
 ”……这一番话。你们想到这是什么原因吗？……这是因为“陛下您，不是贵族、商人和农民的沙皇，而是全俄国的沙皇”。“代表机关必须包括全体人民，无一例外。”关于我们刊登在社论中 
［注：见本后第278—279页。——编者注］

 的地方自治会议的决议，果然不出所料， 只字未提
 。

费多罗夫先生在自己的发言中涉及“戴白手套的革命”的 财政方面
 ……战后国家预算将增加3—4亿，要“为进步和文明付出巨大努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社会的独立性”，就要把“人民中间的所有天才人物（是在特列波夫的监督下挑出来的吧？）调动起来”。

沙皇的答词大家都知道了。加斯东·勒鲁先生的电讯称：“沙皇讲完话之后，同代表一一亲切交谈。他甚至还问大名鼎鼎的革命家〈彼特龙凯维奇〉是不是贵族代表。后者回答说不是。当时沙皇表示希望他会有一天成为贵族代表。然后，又转向另一位代表。沙皇离开大厅，代表们被引进皇宫后厅，在那里请他们进早餐，据他们说，这餐饭约值75个戈比。不管怎么说，代表们对这番经历感到心满意足了。”（如果说不能立即当上大臣，那么总还是答应派个贵族代表当当吧！安德拉西也许就是从贵族代表之类的职位起步的！）“当他们获悉沙皇的正式复文时，他们已经开始向各地发出了无数封电报。”（主题是沙皇和“人民”之间的信任现在又恢复了吗？）“当他们在复文中没有找到看来是一种诺言的唯一重要的话时，不禁大为震惊。‘我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这句话竟写成了‘我皇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代表们当即退回这个无法接受的正式复文。今天，他们以多少有点焦急的心情等待着送来写着他们大家都曾听到的那些话的复文。一位代表今天晚上〈加斯东·勒鲁先生的电讯标明的日期是6月20日（7日）〉对我谈起这种奇怪的文字改动时曾说：这已经不是专制，这是一种把戏。”

说得不错，或者说，想得不错，如果这一切都是勒鲁先生想出来的话。即使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诺言写入答词的正式文本，这里总还有把戏。白手套，特别是仆从的白手套，是彼特龙凯维奇和罗季切夫这帮先生们的政治行为的真正标志。他们自己开始就玩把戏，他们不仅商量好晋谒的条件，而且还将自己的决议和自己的真正愿望藏在口袋里，说了一些关于沙皇受骗的不体面的事情等等。他们现在无权抱怨别人用把戏来回敬他们的把戏。因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诺言反正没有什么意义，反正没有提供什么东西，倒是为布里根和特列波夫的“宪法”和种种拖延留有充分余地。一切照旧，只有自由派象小孩子—样上了当，他们只因为沙皇答应给一个贵族代表头衔而丢了脸，他们为专制制度效劳，发关于“信任”的电报，作关于接见的报告，象尼基京先生在彼得堡市杜马所作的报告一样。

我们不想扮演卡桑德拉[154]这个角色。我们不想预言俄国革命的结局将是又可笑又可耻。但是，我们有责任直截了当地公开告诉工人，告诉全体人民：事情正在朝这样的结局发展。所谓的立宪民主党和所有这些解放派先生们，正在把事情恰恰引向这个结局，而不是别的结局。不要被大吹大擂、废话连篇的激进解放派演说和地方自治会议决议欺骗了。这些涂满油彩的舞台布景是给“人民”看的，而热闹的交易却在幕后进行。自由派资产阶级很会分配角色：让激进的空谈家赴宴和开会，让老奸巨猾的生意人在宫廷奸党中间“筹建基地”。可是，既然整个政权原封未动地照旧掌握在专制制度手里， 这种
 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其说“宪法”象解放派“宪法”，不如说一百个象布里根“宪法”。

俄国革命的命运现在取决于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结束这场交易。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以新的英雄气概唤起群众，瓦解动摇的军队，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并且手持武器为全体人民夺取自由，无情地镇压自由的敌人，把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和动摇不定的自由饶舌家抛到一边。





	载于1905年6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298—303页

















[152]这篇文章原先的标题是《革命联系和白手套》。——284。



[153]这里是借用圣经里的一个故事：耶稣已经知道犹大要出卖他，就蘸了一点饼给他吃。犹大吃了以后，魔鬼撒旦入了犹大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见圣经《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3章）——286。



[154]卡桑德拉是传说中的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女儿。据说她曾得太阳神阿波罗的传授，能预言吉凶祸福。——288。







《列宁全集》第10卷


给《莱比锡人民报》编辑部的公开信[155]


（1905年6月12日〔25日〕以后）

敬爱的同志们：

卡·考茨基同志在《莱比锡人民报》第135号上写了一篇文章谈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我们不得不请求贵报发表我们对考茨基同志的攻击的答复，并允许我们驳斥这篇文章中的事实错误。我们将尽量写得简短。

考茨基说：“现在出版刚刚结束的俄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德文本极不适宜”，决议“将使大多数读者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关系得出完全错误的印象”。考茨基走得太远了，他竟建议德国同志们不要传播这些决议。

我们反对这种做法，我们认为，除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原件，以及新火星派召开的“代表会议”的决议，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向德国同志正确提供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关系的情况了。

我们声明，考茨基犯了个大错误，因为他所写的，至多也只是些道听途说的东西，他所提供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现存关系的情况，完全走了样。例如，考茨基推测说，“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现在可能已经失去它的意义，甚至对决议起草 
［注：在《莱比锡人民报》上“faβten”（“起草”）误印为“baβten”（“仇恨”）。］

 人来说也是如此”。这简直是笑话。关于我们和新火星派之间的统一的谈判，现在进行过多次，而且最近2—3个月以来一直在继续进行，但是，直到现在，这些谈判的结果却等于零。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慕尼黑的党的出版社（比尔克公司）出版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译文专册，有人竟企图用抵制小册子这种粗暴的、机械的、罕见的办法来封锁我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的声音。我们坚决抗议这种做法。考茨基没有任何权利说自己是不偏不倚的。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目前的斗争中，从来就有偏心。他当然完全有权这样做。但是，有偏心的人最好不要把不偏不倚说得太多了，免得叫人说虚伪。

考茨基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全部决议，描绘成“列宁和他的朋友们攻击普列汉诺夫和他的朋友们”。对此有三点小小的说明。第一，在17项决议中只有4项决议直接或间接涉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我们的反对者。第二，普列汉诺夫现在已经退出《火星报》编辑部（见《火星报》第101号）。这表明，考茨基对我们的关系了解得多么不够。第三，我们请德国同志们考虑一下，当一个享有考茨基同志那样的威望的人企图用“列宁和他的朋友们攻击”这样的“描绘”来贬低全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时，这将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留下什么印象呢？譬如说，如果有人竟把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描绘成（不看会议记录）考茨基和他的朋友们攻击……那么在德国对这种人会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向全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进一言：同志们！假如你们真正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兄弟党，那么，对那些所谓不偏不倚的德国人向你们讲的关于我们党分裂的情况，就一句话也不要相信。你们应当要求看文件，看原件。同时请不要忘记：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致社会民主党的敬礼！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编辑部


附言：法国社会主义者对不偏不倚的理解与德国人有些不同。他们的中央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156]不久前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译文作为专页附刊发表了。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04—308页

















[155]这封信是对刊登在1905年6月15日《莱比锡人民报》第135号上的卡·考茨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一文的答复，原文是德文，未被该报编辑部发表。



关于考茨基的这篇文章，列宁在1905年7月12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也曾谈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



《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日报），1894—1933年在莱比锡出版。该报最初属于该党左翼，弗·梅林和罗·卢森堡曾多年担任它的编辑。1917—1922年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22年以后成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289。



[156]《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是法国报纸（周报），1885年由茹·盖德在巴黎创办。最初是法国工人党的理论机关报。1902—1905年是法兰西社会党的机关报，1905年起成为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该报刊载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些著作摘录，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表过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一些著名活动家（保·拉法格、威·李卜克内西、克·蔡特金、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文章和书信。1915年停刊。——291。







《列宁全集》第10卷


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奴颜婢膝

（1905年6月15日〔28日〕）

罗兹的起义和街垒武装战斗[157]，——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大屠杀[158]，华沙和敖德萨的总罢工和枪杀工人[159]，——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团滑稽剧的可耻收场，——这就是上个星期的主要政治事件。如果加上今天（6月28日（15日））日内瓦报纸报道的关于哈尔科夫省列别金县的农民骚动，关于5处地主庄园被捣毁和军队派往该地的消息，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星期之内发生的事件，反映出目前革命时期暴露得如此露骨和明显的一切基本社会力量的性质。

无产阶级的骚动没有断过，特别是在1月9日以后。它不给敌人一分钟的喘息时间，主要是通过罢工发起进攻，避免同沙皇制度的武装力量直接冲突，准备大决战的力量。在工业最发达、工人政治素养最高，除了经济压迫和一般政治压迫还有民族压迫的地方，沙皇制度的警察和军队尤其猖狂，公然向工人挑衅。而工人们，他们甚至没有斗争准备，起初甚至只搞防守，但是以罗兹的无产阶级为代表，不仅为我们树立了革命热忱和英雄气概的新的榜样，而且提供了最高的斗争形式。尽管他们的武装还很差，甚至非常差，他们的起义仍旧是局部起义，与总的运动没有联系，但是他们总算前进了一步，他们高速度地在市区的大街上筑起了几十个街垒，他们使沙皇政府的军队遭到严重损失，他们在一些房子里顽强抵抗。武装起义正在向纵深发展。沙皇刽子手屠刀下的新的牺牲者（在罗兹伤亡达2000人），又激起千百万公民对万恶的专制制度的强烈仇恨。新的武装战斗愈来愈引人注目地表明人民与沙皇政府武装力量的武装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从个别的爆发中愈来愈清楚地展示出正在全俄燃烧的熊熊大火的画面。无产阶级的斗争扩展到更多的最落后的区域，连沙皇的走卒也热心为革命办事，他们把经济冲突变成政治冲突，用工人自己的命运到处向工人说明推翻专制制度是绝对必要的，教育工人成为未来的人民起义的英雄和战士。

人民武装起义，这个口号是无产阶级政党通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坚决提出来的。事变本身，日益扩大和日益激化的革命运动的自发过程本身，愈来愈接近这个口号了。一切动摇和怀疑都应当赶快消除，所有的人都应当赶快认识到，现在回避最积极地准备武装起义这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多么荒谬，多么可耻；拖下去是多么危险；把各地发生的局部起义统一起来和联合起来又是多么迫切需要。这些发动，各个孤立起来是没有力量的。如果运动还象现在这样自发地、缓慢地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那么，沙皇政府有组织的力量就会把起义者逐个击破。但是，这些发动联合在一起，就能汇合成一股强大的革命烈火的巨流，世界上任何力量也抵挡不住。这种联合正在进行，通过我们所不知道所未想到的千万条途径正在进行。人民通过这些个别的发动和搏斗学习革命，我们的工作就是不要落后于当前的任务，而要善于随时指出下一个更高的斗争阶段，从过去和现在吸取经验教训，更大胆更广泛地号召工人和农民前进再前进，争取人民的完全胜利，争取彻底消灭目前正在垂死挣扎的专制匪帮。

在社会民主党内，尤其是在它的知识分子一翼，常常有这样的人，他们贬低运动的任务，灰心丧气，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毅力失去信心。有些人甚至现在还认为，既然民主主义变革按其社会经济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的变革，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应当力求在这个变革中起领导作用，积极参加，提出推翻沙皇政权和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等先进口号。事变也在教育这些落后的人。事变在不断证明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得出的战斗结论。民主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并不意味着这个革命只对资产阶级才有利。恰恰相反，它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最有利、最需要。事变日益清楚地表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为完全的自由、为共和制进行坚决的斗争，相反，资产阶级却是不可靠和不坚定的。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全体人民，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因为农民从专制制度那里得到的，只能是压迫和暴行，从人民的资产阶级朋友那里得到的，只能是背叛和出卖。无产阶级由于自己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阶级地位，能够比一切其他阶级更早地懂得，伟大的历史问题最终只有用暴力来解决，自由不付出巨大的牺牲是得不到的，沙皇政府的武装抵抗必须靠手持武器去粉碎和击溃。否则，我们就不会得到自由，否则，俄国就会和土耳其的命运一样——长期处于痛苦的衰落和瓦解状态，这种状态对于所有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群众来说就尤其痛苦。让资产阶级去低三下四和当奴才吧，去讨价还价和苦苦哀求小恩小惠吧，去取得一点可怜的假自由吧。无产阶级将投身战斗，率领备受最卑鄙最难忍的农奴制度折磨和备受欺凌的农民，去争取充分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有武装起来的人民凭借革命政权才能捍卫得住。

社会民主党提出起义的口号并不是出于一时冲动。它一向反对，而且将继续反对革命的空话，它要求清醒地估计力量和分析时机。社会民主党从1902年起就说要准备起义，但从来不把这种准备同无意义的暗中策划骚动混为一谈，因为人为地搞骚动只会白白耗费我们的力量。而只是现在，在1月9日以后，工人政党才把起义的口号提上日程，认为起义是必要的，准备起义的任务是刻不容缓的。专制制度本身把这个口号变成了工人运动的实践口号。专制制度给广大群众传授了国内战争的基本知识。这个战争已经开始了，并且进行得愈来愈广泛，愈来愈尖锐。我们只是应该把这个战争的知识加以总结，说清楚“国内战争”这几个字的全部伟大含义，从这个战争的个别战役中得到实际启示，组织力量，为真正的战争所必需的一切直接立即作好准备。

社会民主党不怕正视真相。它了解资产阶级背叛的本性。它知道，自由给工人带来的不是安宁，不是和平，而是为争取社会主义进行新的更伟大的斗争，同现在的资产阶级这个自由的朋友进行斗争。虽然如此（而且正因为如此），自由却是工人绝对需要的，工人比任何人都更需要自由。只有工人能够领导人民为争取充分的自由而斗争，为争取民主共和国而斗争，他们也一定会为此作殊死的斗争。

不用说，人民当中还有许多愚昧无知的东西，还应当做大量的工作去提高工人的自觉，更不用说农民了。但是，请看看昔日的奴隶是怎样迅速地挺起了腰杆的吧，甚至在半绝望的眼神中是怎样闪耀着自由的火花的吧。请看看农民运动吧。这个运动分散，缺乏自觉，关于它的范围和性质的真实情况，我们知道得不多。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觉悟的工人和正在奋起斗争的农民，有共同语言，彼此了解，每一线光芒都会把他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自由而斗争，那时他们就不会再把自己的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交给又怯懦又可鄙又自私的资产阶级与地主去掌握了，因为这个革命能够使他们得到土地和自由，能够使他们得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可以实现的对劳动者生活的种种改善，便于进一步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请看看中部的工业区吧，不久以前我们不是还认为这些地区在沉沉酣睡吗？不久以前大家不是都还认为那里只能搞局部的、分散的、小规模的工会运动吗？而现在那里却已爆发了总罢工。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奋起和正在奋起。政治鼓动空前展开。当然，那里的工人还远赶不上英勇的波兰的英勇的无产阶级，但是沙皇政府正在迅速启发他们，迅速迫使他们“赶上波兰”。

不，全民武装起义不是幻想。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当前的民主主义革命中取得完全胜利也不是空想。这样的胜利会给多年来追求幸福而遭到军阀和地主反动势力人为压制的欧洲无产阶级开辟怎样伟大的前景啊！俄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信号，将是我们的弟兄，全世界觉悟的无产者争取新胜利的信号。

和无产阶级的强大而英勇的斗争比较起来，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在有名的晋谒尼古拉二世时所表示的一片忠心显得多么渺小而令人恶心。小丑们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他们记述沙皇皇恩浩荡的言论的恬不知耻而又扬扬得意的报告墨迹未干，这些言论的真正意思就通过新的事实暴露在所有的人面前了。书报检查机关蛮不讲理。《俄罗斯报》[160]仅仅登了一个小小请求就被勒令停刊。以特列波夫为头子的警察独裁万事亨通。沙皇言论的官方解释是：他恩准在不侵犯自古以来的“土生土长的”专制制度的条件下召集人民代表咨议会议！

美舍尔斯基公爵在《公民》[161]上对接见代表团的评价看来倒是正确的。他写道，尼古拉竟能欺骗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尼古拉竟能 牵着他们的鼻子走
 ！

颠扑不破的真理！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的首领们被牵着鼻子走了。他们活该。他们讲些奴颜婢膝的话，不拿出自己关于立宪的真正决议和主张，对沙皇伪善的演说保持可耻的沉默，他们为此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他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在讨价还价，力图得到对资产阶级来说是“无危险的”一点假自由。希波夫同布里根讨价还价，特鲁别茨科伊同希波夫讨价还价，彼特龙凯维奇和罗季切夫同特鲁别茨科伊讨价还价，司徒卢威同彼特龙凯维奇和罗季切夫讨价还价。他们讨价还价，“暂时”同意了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团所提出的纯粹希波夫式的纲领。这些买卖人得到了好报……被士兵的靴子踢了一脚。

难道俄国资产阶级“解放派”的首领们这一次蒙受的耻辱还不是结局的开始吗？难道那些能够成为真诚而正直的 民主主义者
 的人甚至现在还不肯离开这个赫赫有名的“立宪民主党”吗？难道他们不懂得，在这个“党”里，“地方自治派”拜倒在专制制度脚下，而“解放社”又拜倒在地方自治派脚下，他们支持这样的“党”，就是无可救药地使自己蒙受耻辱，就是背叛革命事业吗？

我们欢迎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团的结局！假面具已被撕下来了。请选择吧，地主老爷们和资产者老爷们！请选择吧，有教养的人士和各种“联合会”的成员先生们！是拥护革命还是拥护反革命？是拥护自由还是反对自由？谁想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谁就应当进行斗争，谁就应当同阿谀逢迎之徒和叛徒决裂，谁就应当建立一个尊重自己和自己的信念的正大光明的党，谁就应当坚决地毫不动摇地站到武装起义方面来。而谁想继续玩弄外交手腕，不说真话，讨价还价，阿谀逢迎，大谈其谁也不信的威胁，对尊敬的皇上答应赐给贵族代表职位欣喜若狂，谁就应当受到拥护自由的人公开的一致谴责。

打倒出卖自由的资产阶级叛徒！

革命的无产阶级万岁！为争取完全的自由、争取共和制、争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最切身最迫切的利益而举行的武装起义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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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0卷


倒退的第三步

（1905年6月20日〔7月3日〕）

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全体同志可以了解到对所谓少数派或新火星派在原则上和组织上应当抱什么态度。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同“经济主义”残余进行思想斗争，也认为少数派拥护者在承认党的代表大会和服从党的纪律的条件下可以加入党的组织。既然这个条件不具备，“少数派”所有的团体就应当都被看作党外的组织，而且，经中央委员会和各地方委员会酌定，根据同崩得等达成协议的原则，同这些团体达成实际 协议
 自然是可以允许的。

关于党内分裂出去的少数派的国外部分，我们目前只能向同志们报道一些消息。代表大会一结束，中央委员会便写信给“同盟”，也写信给党的技术部门和会计处负责人，要求“同盟”表明自己对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态度，要求党的技术部门和会计处负责人把党的财产交给中央委员会。回信一封也没有。新火星派并不反对以全党的名义利用党的印刷所和仓库，接受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外各方面寄来的钱，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向党报告党的财产使用情况和党的资金开支的情况。我们认为对这种行为加以评论是多余的。

我们在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文章（《无产者报》第1号 
［注：见本卷第207—209页。——编者注］

 ）中曾表示一种愿望：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至少要尽快把自己的内部组织得更完整些，这样将便于达成单独的协议，将来实行统一的道路也比较明确。很遗憾，我们的这种愿望也几乎是实现不了的。少数派“代表会议”的决议现在公布出来了（见《全俄党的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这本极有趣的小册子即《火星报》第100号附刊和《火星报》第100号）。我们建议一切党组织务必读一读这本小册子，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同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进行思想斗争的最好不过的材料。这些决议暴露出少数派连组织自己的拥护者也毫无办法了。他们甚至不能召集自己单独的代表会议：他们的代表会议是我们，即通知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和中央委员会召集的。少数派组织的代表是受他们所属组织的委托前来开代表大会的，但结果却来开了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决定不承认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甚至取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代表会议不能成其为代表大会，它的决议是 咨议性
 会议的决议，须经每个组织批准。既没有出席代表会议的全部名单，也没有记录。因此，少数派组织对承认这个或那个决议的问题只能表示一下可否。由此可见，表决是在不能改动各个决议全文和投票者不了解讨论各个决议的全部进程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批准一个决议的这一部分和取消另一部分时，表决票都可能分散，这些表决票该怎样计算，只有天知道。这是波拿巴主义的全民投票原则，它同国际社会民主党通用的民主代表制原则正相反。在我们这里，民主选举产生并负责报告工作的享有全权的组织的代表协商和决定问题。在他们那里，代表和来宾协商和提出建议，而享有全权的组织则是在事后说一声是或不。要瓦解社会民主党人，很难设想有什么比这种制度更合适的了。实际上，这个全民投票制度总是蜕变成一出滑稽剧。

代表会议通过的《组织章程》13条，真可说是件宝贝。党的六层楼的大厦从下到上的顺序是：（1）领导集体，（2）委员会，（3）区域代表大会，（4）区域委员会，（5）代表会议，（6）执行委员会。一般说来，下一级组织选举上一级组织。但是决定领导集体和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的不是选举原则，而是新火星派所认为的“协商”原则，或我们所认为的“混乱”原则。一方面，整个委员会同各区委员会以及“特殊居民阶层工作小组”的全体成员都进入领导集体。另一方面，“区委员会里也有一名委员会代表”！！一方面，一切重大决定都应当由领导集体作出，另一方面，在紧急情况下，委员会可以“在征求区委员会的意见之前〈！〉”独立行动。再一方面，“委员会必须定期向区委员会报告自己的活动”。如果区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对委员会表示不信任，委员会就应“根据区域委员会和区委员会的相互协商”进行改组。对其他党组织（包括区委员会）的权利和构成却毫无规定。关于党员的概念，孟什维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作过原则争论，现在完全被抛弃了！同一个组织或政党的成员之间在一切重大的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协议”的原则，直到现在还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和现在都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新火星派想给世界树立一个永垂不朽的样板：这两种原则可以在最“有诗意的”混乱中混用。不久前我们在一份德国报纸上看到这样的题词：“Weder　Autoritatnoch　Majoritat”，即“既没有权威，也没有多数”。这个原则近似于新火星派的组织－过程论。这份报纸就是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报：《无政府主义者报》[162]。

在中央机关（“统一全党工作的机关”）的选举中，新火星派不采取直接选举，而宁愿采取间接选举，即先选出复选人。执行委员会不是由领导集体的代表们直接选出来，而是通过 四级
 选举选出来！为什么突然不喜欢直接选举了——天知道。有人认为：是不是因为司徒卢威先生希望参议院实行普遍选举但非直接选举这个榜样对新火星派产生了影响呢？这个四级选举究竟将怎样进行，这也只有天知道，因为关于这一点“章程”中只字未提。

这个章程，我们还远没有把它的妙处说完，不言而喻，要信以为真是可笑的。它永远也不会被运用。六层的大马车，即使造得出来，也是动弹不了的。这个章程的意义不在实践上，而在原则上。这是对著名的“组织－过程”论作出的了不起的不可多得的说明。今后，甚至瞎子也应该看到，组织－过程就是破坏组织。过去孟什维克对自己的对手，对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所建立的各个机关一直搞破坏。现在孟什维克又对自己的同志搞破坏。这真是把破坏奉为原则了。

孟什维克一开始便破坏了自己的章程，我们并不感到奇怪。他们根本无意于把俄国分成几个区域。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在批准委员会和各组织之前预先选出执行委员会。代表会议选出了章程上没有规定的组织委员会，并且赋予它以特殊使命！现在即使要同孟什维克达成临时的和局部的协议也难上加难，因为这个组织委员会没有任何正式的地位，因而它的措施也不可能有任何决定性的意义。谁想同孟什维克打交道，那就要同它的各个组织，甚至同各位“先生”单独一一联系了，而后者可能会说“我们不允许！”

最后，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少数派的“章程”中丝毫没有提到党的机关报刊和党的书刊。机关报刊现在就有（《火星报》，《社会民主党人报》[163]），将来也会有，但是代表会议通过的“章程”却没有规定它们与党之间的 任何
 联系。这是很奇怪的，但事实就是这样。著作家置身于党之外，党之上，没有任何监督，没有任何工作报告，也没有任何物质上的依存关系。这种情况同法国社会主义者处于最糟糕的机会主义时期的情况相类似：党是党，著作家是著作家。从这个角度来看，代表会议作出以下的决定也许不是偶然的。关于 党的
 （？）书刊的决议：“代表会议认为有必要（1）使组织委员会采取措施，增加党的著作家在合法报刊上为党的理论原则而斗争的机会。”孟什维克组织的原型大体上是这样的：这是一些不承担责任又“独立的”、缺少不了又代替不了的“党的著作家”集团。而在他们下面附设一个委员会，张罗着办……合法出版社！

很难用认真的态度来谈这种类型的组织。革命愈临近，社会民主党人在“合法”报刊上公开说话的机会愈临近，无产阶级政党就应当愈严格遵守“党的著作家”对党绝对负责并依靠党的原则。

至于代表会议在策略方面的决议，那么它们出色地证实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社会民主党内“和‘经济主义’一脉相承”的种种观点的声明，关于“缩小党的工作规模”的声明。至于决议文字上的马虎潦草，我们就不说了，这些决议倒更象是一些思考记要、格言、论断、笔记摘录。在这方面，只有《“解放社”的纲领》才能同代表会议的决议相匹敌。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党的最高机关发布的明确指令，而是……几个党的著作家的试笔。

现在就看看这些决议的内容吧。关于起义这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并没有对你们讲：起义已成为“必要”，不仅应当阐明起义的政治意义，而且应当阐明“起义的具体组织方面”，应当为了这个目的“组织无产阶级”并“在必要时设立专门小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不是的。首先对你们讲的是：按规定日期准时起义并用秘密组织手段准备起义的可能性“被排除了”；然后你们读到，在扩大鼓动和组织的情况下，可以使自发的运动变成“有计划的起义”。而这种糊涂观念竟要充作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指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重申并肯定了
 关于宣传鼓动，关于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等等的一切老道理，但是又 补充了
 一项新任务：组织无产阶级举行起义，阐明为自由而决战的 新的
 斗争方法的“具体组织方面”。代表会议只是泛泛地谈论“准备起义”，只是泛泛地重弹关于宣传和组织的老调，不敢独立确定任何新任务，也不提出任何指导性口号，即必须从我们1902年起就谈到的一般的准备向具体的组织安排前进一步。同老“经济派”[164]一模一样。当新的政治斗争任务提上日程时，他们就贬低这些任务，把它们分成阶段，使它们从属于经济斗争的任务。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过去说，不仅要搞经济斗争，而且要搞最广泛最大胆的政治斗争。“经济派”回答说，政治鼓动的最好手段是经济斗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说，不仅要进行一般的宣传鼓动，不仅要说清楚起义的政治意义，而且要建立专门小组，立即着手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要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武装无产阶级”。新火星派回答说，有计划的起义被排除了，应当扩大鼓动，巩固组织，为自发性向计划性的转化作好准备；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起义的时机才会来临”，“技术上的战斗准备才能获得比较重要的意义……”

在他们看来，起义的时机尚未“来临”！在他们看来，实际的准备还只是“才能获得”“比较重要的意义”！难道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尾巴主义？难道这不是在贬低我们还远远没有完成的“刻不容缓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意见）任务吗？难道这些人不是在向后倒退，从起义倒退到鼓动，象“经济派”从政治斗争倒退到同老板，同政府作经济斗争一样吗？请你们读一读《解放》第71期，看看司徒卢威先生是怎样从武装起义这个口号向后倒退的，看看这个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是怎样反驳起义的不可避免性的（第340页），他是怎样竭力贬低“革命的技术问题”的意义的，他是怎样指出“社会心理条件”来“ 深化
 ”起义的口号的，他是怎样用“给群众灌输民主改革思想”的口号来代替这个口号的；那么你们就会明白，新火星派的尾巴主义对无产阶级的腐蚀影响有多深，它对谁有利。

另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是临时革命政府问题。这个问题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提得很明确。决议说明，要为建立共和国而斗争！只有起义取得完全胜利才能赢得共和国；必须由临时革命政府召集立宪会议以确保自由和合理的选举；必须为保卫革命成果作好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准备。代表大会的结论和指令是：应当向无产阶级讲清楚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性。无产阶级应当要求这个政府办到明确地定下来的事情，即实现全部最低纲领。社会民主党参加政府（“从上面”行动）是允许的，参加的目的提得很清楚（同反革命作无情的斗争，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参加的条件也提得很明确：形式条件是党的严格监督，物质条件即适宜参加的条件，是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为社会主义变革准备条件。这些参加政府的条件，这些从上面施加压力的条件，是只有在革命时期才采取的新的特殊活动形式，此外，还指出了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采取的经常从下面施加压力的形式和目的，即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武装的无产阶级对临时革命政府施加压力的形式和目的。总之，我们在这里对新的政治问题作了完满的回答，明确指出了 新的
 斗争形式的意义，它们的目的，这个斗争的纲领，允许采用这些形式的条件。

代表会议的决议又是怎样的呢？这个决议一开头便作了非常 错误的
 论断，似乎“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决定性胜利”的标志，既可以是成立临时政府，“也可以是由某个代表机关在人民的直接革命压力下决定提出筹备全民立宪会议的革命倡议”。

不论起义是胜是败，不论是用革命手段召开真正的立宪会议，还是由沙皇搞一个不伦不类的人民代表机关，都可以而且应当对党作出策略上的指示。但是，把尚未具备获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的事情叫作决定性胜利，那是搞乱革命意识，而不是指导革命意识。任何代表机关关于筹备立宪会议的任何“决定”，都还远不等于决定性胜利，就象说远不等于做一样，因为沙皇政权手中有权，能够不让言语变成行动。新火星派的决议同老“经济派”的论断一模一样：说什么工人的决定性胜利，既可以是由工人争得八小时工作制，也可以是由政府恩赐十小时工作制，工人再从十小时工作制过渡到九小时工作制。

代表会议的决议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一无可置疑的论点，但是，对这个论点的解释却是狭隘的或错误的。它不提共和制的战斗口号，却给我们描写“消灭君主制度”的过程。它不指出在革命时期无产阶级起义成功条件下可能而且必须采取的“从上面”斗争的 新
 方式的条件和任务，却向我们提出“仍然做极端革命的反对派政党”的论点。这个论点对议会斗争来说好得很，对从下面行动来说好得很，但是用在起义时期就非常不恰当。在这样的时期，“反对派”的任务就是用暴力推翻政府，而代表会议却未能就这个问题提出指导性口号。

代表会议的决议允许在个别城市和个别地区局部地和短暂地“夺取政权”，这就背弃了新《火星报》定下的同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就是背叛无产阶级，就是米勒兰主义等等这条“原则”。局部的和短暂的背叛并非不是背叛。但是，把任务限制在个别城市或个别地区是解决不了任务的，只不过是把注意力分散和把问题化小从而把问题搞乱罢了。最后，代表会议决议中的“革命公社”这个口号，模糊不清，简直无异于一句空话，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口号是不同的。

新火星派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整个决议和他们关于起义的决议，毛病是一样的，就是不善于确定当前新的策略任务，老调重弹，不号召前进，不给先进阶级提出民主革命的指导性口号，贬低这个阶级的任务，缩小它的活动规模，轻视它的革命热忱和革命能量。这个错误的策略路线的政治倾向，就是新火星派向解放派靠近，把在民主主义变革中的领导作用让给自由派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简单附属品。

代表会议的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决议也有上述基本缺点。例如，不提用革命手段实现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只提为争取法定的八小时工作制而进行鼓动这个不合时宜的旧口号。不提立即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只建议向立宪会议提出成立这些委员会的要求。代表会议的决议不提同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不彻底性、局限性和不完备性进行斗争，这些特性在哪里表现出来，就在哪里进行斗争（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样的口号，反而重犯斯塔罗韦尔的错误，追求虚幻的任务：寻找“石蕊试纸”，列出“项目”，资产阶级民主派完成了这些项目，就可以被称作人民的忠实朋友。新火星派决议中的“项目”，当然是一下子列不完全的。共和国的口号就没有。由此可见，类似“俄国解放联盟”（《无产者报》第4号 
［注：见本卷第265—276页。——编者注］

 ）这样的民主主义团体倒可以划入这些“项目”了，虽然用来对付解放派在这个团体中占优势的任何保障实际上并不存在。

不言而喻，在一篇报纸的文章里我们只能大体上粗线条地勾画出新火星派表现在代表会议决议中的整个策略路线的基本错误。他们的“组织－过程”论倒不用认真对待，但是他们的策略的错误倾向对一个政党来说却要认真对待，而且也很重要。因此，我们将在一本专门的小册子里[165]详细分析这些倾向，这本小册子已付印，不久即将问世。





	载于1905年6月20日（7月3日）《无产者报》第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17—327页

















[162]《无政府主义者报》（《Der　Anarchist》）是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每月出两次），1903—1907年在柏林出版。——301。



[163]《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孟什维克的通俗机关报，1904年10月1日（14日）—1905年10月14日（27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号。该报的主编是费·伊·唐恩。——303。



[164]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主义的拥护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的主要报刊是《工人思想报》（1897—1902年）和《工人事业》杂志（1899—1902年）。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他们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一书，从思想上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304。



[165]专门的小册子是指《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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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社会党国际局



［注：这封信的原文是法文。——编者注］



（1905年6月21日〔7月4日〕）

亲爱的公民们：

《无产者报》编辑部今天收到柏林来电。一个同志要求我们通知国际局：据《柏林每日小报》[166]非官方的电讯称，俄国政府已经请求各强国把它们的警卫舰[167]从君士坦丁堡派往敖德萨，帮助它恢复秩序。

俄国政府由于不再信任本国的海军，试图让欧洲国家的军舰以保护 居住
 在敖德萨的外国人为借口去反对俄国革命，这是完全可能的。

这样，欧洲各国人民就有被迫充当扼杀俄国自由的刽子手角色的巨大危险。为此，我们请求你们，亲爱的公民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并寻求防止出现这种可能性的办法。也许可以以社会党国际局的名义向各国工人发出呼吁书，在这个呼吁书中应当强调指出，在俄国正在进行的不是平民暴乱，而是革命，是争取自由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目的，是召开一切进步政党尤其是社会民主工党所要求的立宪会议。把这样的呼吁书译成各种文字，在世界各国的社会党报纸上发表，通过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散发出去，这也许能够影响舆论和挫败俄国政府扼杀自由的计划。

我们希望你们把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告诉我们。

亲爱的公民们，请接受我们的兄弟般的敬礼。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尼·列宁（弗·乌里扬诺夫）


载于1924年2月2日《人民报》（法文）第3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28—330页

















[166]《柏林每日小报》即《柏林每日小报和商业日报》（《Berliner　Tageblatt　und　Handels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报纸，1872—1939年出版。——309。



[167]警卫舰是停泊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港口执行警察任务的外国军舰。——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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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三种宪法或三种国家制度[168]


（1905年6月24日〔7月7日〕）





	警察和官吏要求的是什么？
	极端自由派资产者（解放派或立宪民主党）要求的是什么？
	觉悟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要求的是什么？



	——专制君主制。


	——立宪君主制。


	——民主共和制。





	

这三种国家制度是什么？







	
专制君主制

　　1．沙皇是专制君主。


	
立宪君主制

　　1．沙皇是立宪君主。


	
民主共和制

　　1．不要沙皇。





	　　2．国务会议（由沙皇任命的官员）。


	　　2．人民代表组成的参议院（实行非直接的、不完全平等的和不完全普遍的选举）。


	　　2．不要参议院。





	　　3．国家杜马或人民代表组成的咨询议院（实行非直接的、不平等的和不普遍的选举）。


	　　3．众议院（实行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


	　　3．单一的共和国议院（实行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





	

这三种国家制度的意义何在？







	
专制君主制

　　1和2。警察和官吏享有统治人民的全权。


	
立宪君主制

　　1．以沙皇为首的警察和官吏享有三分之一的权力。


	
民主共和制

　　1．无论是警察，无论是官吏，都没有任何独立的权力；他们完全服从于人民。




	
	　　2．大资产阶级和富裕地主享有三分之一的权力。


	　　2．无论是资本家，无论是地主，都不享有任何特权。





	　　3．大资产阶级和富裕地主有发言权。——人民没有任何权力。




	　　3．全体人民享有三分之一的权力。


	　　3．全体人民享有全部权力，即统一的、完全的和整个的权力。





	

这三种国家制度的目的是什么？







	
专制君主制

　　为了使廷臣、警察和官吏过最好的生活；——使富人能够为所欲为地掠夺工人和农民；

——使人民永远处于无权和愚昧无知的状态。




	
立宪君主制

　　为了使警察和官吏依附于资本家和地主；——使资本家、地主和富裕农民能够自由而心安理得地、根据权利而不是任意地掠夺城乡工人。




	
民主共和制

　　为了使自由的、有教养的人民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一切事务，——主要是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自由地为争取社会主义，即为争取不再有富人和穷人，全部土地、一切工厂都归全体劳动者所有的制度而斗争。












[168]《三种宪法或三种国家制度》这一传单曾由《无产者报》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阿斯特拉罕、维亚特卡、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喀山、鄂木斯克等地方委员会用俄文出版，由梯弗利斯委员会用格鲁吉亚文出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用亚美尼亚文出版，由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用拉脱维亚文出版。——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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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列波夫搞专制独裁和希波夫被提名上台》一文未完草稿

（1905年6月25日〔7月8日〕以后）

随着我国资产阶级先进部分组成的“立宪民主党”，密切注视这个党的政策并教育人民认识这种政策的重任便落到无产阶级有觉悟的代表肩上。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地方自治派同专制制度讨价还价，“解放社”同地方自治派讨价还价。现在不得不指出这种讨价还价的又一个事实。希波夫先生被提名担任内务大臣的传闻在国外报刊早有透露。现在，法国和英国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 时报
 》和《 泰晤士报
 》的记者对此作了详细报道。

请看公历7月7日他们从彼得堡向《时报》发出的报道：“如果需要拿出沙皇诚心诚意实行改革的证据，那么内务大臣一职提请


对抗

希波夫先生担任这个事实就是这样的证据。希波夫先生属于反对立宪主义的地方自治少数派，他制定了人民代表机关的草案，就是布里根先生狠狠加以利用的那个草案。在五月代表大会上，他表示同意多数派即立宪派的意见。可见，此人善搞中庸之道，他能使两个极端派别都满意，同时他还适合掌管副内务大臣特列波夫所拥有的种种特殊警察大权。据说，希波夫先生同意就职的唯一条件是要沙皇赏赐出版自由。”

《 泰晤士报
 》记者电称：“今天压倒所有一切事件的最新消息，就是希波夫先生被提名担任内务大臣一职。这一提名的可能性尽管早就有人说过，但这件事仍然完全出人意料。最近，希波夫先生已同地方自治多数派和解，因此认为不可能提他当大臣是很自然的。在伊格纳季耶夫差不多即将就任之际，沙皇突然决定让希波夫继承布里根先生的衣钵，这表明沙皇的计划有重大改变。人们认为，俄国南方最近发生的悲剧性事件对沙皇产生了影响，这些事件雄辩地证明，甚至在沙皇政权最靠得住的维护者当中也在传播革命思想。

但是人们还指出，选中希波夫先生并非没有别的用意：也许，借助于自由派的傀儡领袖，会造成旧秩序受到民众欢迎的某种假象。也许，实际上从希波夫先生第一个草案抄来的布里根选举制，至少不会遭到地方自治机关的坚决反对。这种议论倒是有几分近乎情理，因为指望官僚制度突然放弃它的捣乱和伪善政策，那就太过分了。

但是，希波夫先生被提名上台的根本问题在于：对他的任命是否能同保存警察专政协调起来呢？希波夫先生本人消除了对这个问题的所有猜测，他宣称他准备服从沙皇意志，但有一个条件，这就是要沙皇陛下保证出版自由。……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98—400页















《列宁全集》第10卷


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169]


（1905年6月27日〔7月10日〕）

敖德萨的起义和“波将金号”装甲舰转到革命方面，标志着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事变以惊人的速度证明，号召起义和号召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是适时的，这是无产阶级有觉悟的代表通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向人民发出的号召。重新燃起的革命烈火，照亮了这些号召的实践意义，并迫使我们把革命战士在俄国当前时期面临的任务更准确地规定下来。

全民武装起义在事变自发进程的影响下眼看着成熟起来和组织起来。不太久以前，人民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唯一表现形式是 暴乱
 ，即不自觉的、无组织的、自发的、有时甚至是野蛮的骚动。但是，工人运动，即无产阶级这个最先进阶级的运动，很快就从这个开始阶段成长起来。社会民主党自觉的宣传和鼓动已见成效。暴乱被有组织的罢工斗争和反对专制制度的 政治示威游行
 取代了。几年来野蛮的军事镇压“教育了”无产阶级和城市平民，使城市平民作好了进行更高形式的革命斗争的准备。专制制度把人民抛入了战争，这场可耻的罪恶战争使人民忍无可忍。群众开始试图对沙皇军队进行武装抵抗。人民同军队开始进行真正的 巷战，街垒战
 。最近，高加索[170]、罗兹、敖德萨、利巴瓦[171]向我们树立了无产阶级英雄气概和人民热情奋发的榜样。斗争发展成起义。充当扼杀自由的刽子手的可耻角色，充当警察走卒的角色也不能不渐渐擦亮沙皇军队的眼睛。军队开始动摇。起初，出现个别不服从命令的现象，后备队闹事，军官们反抗，在士兵中进行鼓动，个别连或团拒绝向自己的工人弟兄开枪。后来， 部分军队转到起义方面
 。

最近的敖德萨事件的巨大意义恰恰在于，这里沙皇制度的一支巨大军事力量——一艘装甲舰——第一次公开转到革命方面。政府千方百计地拼命向人民隐瞒这一事件，打算把水兵的起义在刚一露头时就加以扑灭。一切都无济于事。派去镇压革命装甲舰“波将金号”的军舰， 拒绝打
 自己的伙伴。专制政府向整个欧洲发布消息，说什么“波将金号”投降了，沙皇命令击沉革命的装甲舰了，这只不过是使自己在全世界面前大丢其丑。舰队返回了塞瓦斯托波尔，政府赶忙解散水兵，解除军舰的武装；盛传黑海舰队的军官纷纷辞职；已投降的“常胜者乔治号”装甲舰上又开始骚动。利巴瓦和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也起义了；同军队的冲突日益频繁；（利巴瓦）正在进行水兵和工人反对士兵的街垒战。国外报刊报导许多别的军舰（“米宁号”、“亚历山大二世号”等等）发生骚动。沙皇政府的 舰队完蛋了
 。沙皇政府当时顶多只能阻止舰队积极转到革命方面。而“波将金号”装甲舰仍然是一块不可征服的革命领域，不管它的命运如何，摆在我们面前的无疑是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事实：这是一次组织 革命军队核心
 的尝试。

任何迫害、对革命的任何局部胜利，都抹杀不了这一事变的意义。第一步已经迈出。卢比孔河已经渡过[172]。军队转到革命方面，轰动了全俄国和全世界。继黑海舰队事变之后，一定还会有更加积极地组织革命军队的尝试。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支持这些尝试，向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说明革命军队在为自由而斗争的事业中具有的全民意义，帮助这支军队的各个部队举起能够吸引群众、能够把那些可以打垮沙皇专制制度的力量团结起来的全民 自由旗帜
 。

暴乱——游行示威——巷战——建立革命军队，这就是人民起义的发展阶段。现在我们终于走上了最后的阶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整个运动都已经处在这个新的最高阶段上了。不是的，运动中还有许多不成熟的东西，敖德萨事变还带有旧时暴乱的明显特征。但是，这意味着自发巨流的浪头已经冲到专制制度“堡垒”的门前了。这意味着人民群众本身的先进代表，不是从理论考虑出发，而是在日益发展的运动的推动下，已经达到新的更高的斗争任务这个目标，即同俄国人民的敌人作最后的斗争。专制制度为准备这场斗争做了 一切
 。多年来它促使人民同军队进行武装斗争，而现在它该自食其果了。革命大军的队伍从军队本身源源而来。

这些队伍的任务是：宣告起义，对群众实行进行国内战争和其他任何战争都必需的 军事领导
 ，建立公开的全民斗争据点，把起义扩大到邻近地区，保证（起初哪怕是在国内一小部分地区）充分的政治自由，着手对腐朽的专制制度实行革命改造，全面发挥下层群众的革命创造精神，在和平时期，这些下层群众很少参加这种创造活动，但在革命时代他们却走上了第一线。革命大军的队伍只有意识到这些新的任务，只有大胆而广泛地提出这些任务，才能获得彻底胜利，才能成为 革命政府
 的支柱，而革命政府，在人民起义的现阶段，也象革命军队一样，是迫切必需的东西。革命军队是进行军事斗争和对人民群众实行军事领导以对付专制制度军事力量的残余所必需的。革命军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靠 暴力
 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 暴力组织
 就是军事组织。除了专制制度军事力量的残余外，还有邻国的军事力量，摇摇欲坠的俄国政府正在向这些邻国苦苦求援，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谈。 
［注：见本卷第325—329页。——编者注］



革命政府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对人民群众实行政治领导，——起初在革命军队已从沙皇制度那里夺来的地区，然后在全国。革命政府之所以必要，是为了立即着手进行革命所争取的政治改造：建立革命的人民自治，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实现正确表达人民意志所不可缺少的“自由”。革命政府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把实际上已同专制制度彻底决裂的一部分起义人民从政治上联合起来，从政治上组织起来。当然，这种组织只能是临时的，正如以人民的名义执掌政权来保证实现人民的意志，并依靠人民进行活动的革命政府只能是临时的一样。可是这种组织工作应当 立即
 开始进行，与起义的每一步胜利紧密配合，因为政治联合和政治领导是一分钟也不能拖延的。为了使人民彻底战胜沙皇制度，必须立即对起义人民实行政治领导，其必要性并不亚于对起义人民的力量实行军事领导。

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最终斗争结局究竟怎样，任何一个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是不会怀疑的。但是我们也不应当视而不见严峻的斗争刚刚才开始，巨大的考验还在后头。无论革命军队或革命政府，都是高级类型的“机体”，它们要求建立复杂的机关，要求发扬公民的自觉精神，如果指望轻而易举地一下子立即完全实现这些任务，那就错了。不，我们并不指望这样，我们善于重视社会民主党一向进行的、而且将始终进行的那种顽强的、缓慢的、往往是不显眼的政治教育工作的意义。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允许有在当前更加危险的那种对人民的力量失去信心的表现。我们应当记住，当强大的历史事变把老百姓从偏僻的角落、阁楼和地下室拉出来并迫使他们成为 公民
 时，革命具有何等巨大的启发和组织的力量。革命的几个月，对公民进行教育之快和充分，有时胜过政治停滞时期的几十年。革命阶级自觉的领导者的任务是：在这种教育事业中总是走在这个阶级的前列，说明新任务的意义，并且号召向我们伟大的最终目标前进。在进一步组织革命军队和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尝试中，我们必然还会遇到挫折，这些挫折只会教会我们如何 实际
 解决这些任务，只会吸引那些现在还蕴藏着的新生的人民力量也来解决这些任务。

拿军事来说。任何一个哪怕懂得一点点历史，学过伟大的军事行家恩格斯的著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不曾怀疑过军事知识的巨大意义，从来不曾怀疑过人民群众和人民的各个阶级用来解决伟大历史冲突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这一武器的重要性。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搞过军事阴谋，当业已开始的国内战争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它从来没有把军事问题提到第一位。 
［注：参看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第23页关于对沙皇制度发动决定性进攻的手段问题不合时宜（在1897年）这一段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41—443页。——编者注）。］

 而 现在
 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提出了军事问题，军事问题即使不占首位，至少也是首要问题之一，把研究军事问题和使人民群众熟悉军事问题提上了日程。革命军队应当在实践上运用军事知识和军事武器来解决俄国人民今后的整个命运，来解决第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即自由问题。

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从来都不以感伤主义的观点看待战争。社会民主党坚决谴责战争，认为它是解决人类争端的野蛮方式，同时社会民主党也知道，只要社会分成阶级，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而要消灭这种剥削，我们就回避不了到处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自己挑起的战争。战争与战争不同。有一种战争是冒险，它满足王朝的利益、强盗的贪欲、大发资本主义横财的英雄们的目的。也有一种战争是资本主义社会唯一 合法的
 战争，这就是反对人民的压迫者和奴役者的战争。只有空想主义者和庸人才会从根本上谴责这种战争。现在在俄国只有出卖自由的资产阶级叛徒才会对这种战争，即为人民的意志而进行的战争袖手旁观。无产阶级在俄国开始了这一伟大的解放战争，它将继续这一战争，自己组织革命大军的队伍，巩固转到我们方面来的士兵或水兵的队伍，吸引农民，使那些在国内战争的战火中成长起来并得到锻炼的新的俄国 公民
 都充满为自由和全人类幸福而斗争的战士的英雄主义和热忱。 
［注：这段话在手稿上已全部删掉，全文在《无产者报》发表时亦未收入。——俄文版编者注］



建立革命政府的任务象在军事上组织革命力量的任务一样，既是新任务，也是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但是，这个任务也可以而且应当由人民来解决。在这一方面，每次局部的挫折都会使手段和方法得到改善， 
［注：手稿上是：“在这一方面，每次尝试，每次局部的挫折都会使人去仿效，十倍地增强毅力，使手段和方法得到改善……”



这里和下面的脚注中，按手稿恢复了在报上发表时经米·斯·奥里明斯基改动过的最重要的地方。——俄文版编者注］ 巩固和扩大成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它的决议中指出了解决新任务的一般条件，现在是着手讨论并准备实现这项任务的具体条件的时候了。我们党有最低纲领，这是一个完备的改革纲领，这些改革在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变革范围内是完全可以立即实现的，也是无产阶级进一步为社会主义变革而斗争所必需的。但是这个纲领有基本要求，也有从基本要求中派生出来的局部要求或不言而喻的局部要求。重要的是每作一次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尝试，恰恰都要提出基本要求，以便简明扼要地向全体人民、甚至向一切最落后的群众说明这个政府的目的和它的全民任务。

我们认为这样的基本点可以指出 六条
 ，它们应当成为任何革命政府的政治旗帜 
［注：手稿上是：“它们应当首先提出来，应当成为……政治旗帜……”——俄文版编者注］

 和最近纲领，它们应当使人民支持这个政府，而人民的全部革命干劲也都应当集中到这些基本点上来，也就是集中到最迫切的工作上来。

这六条是：（1）全民立宪会议；（2）武装人民；（3）政治自由；（4）被压迫的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享有充分自由；（5）八小时工作制；（6）农民革命委员会。自然，这里列举的只是大致的条目，这里只是些 标题
 ，标出了为争得民主共和制而必须立即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详谈。我们只是想把我们对某些基本任务的重要性的看法谈清楚。必须使革命政府力求依靠下层人民，依靠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不这样，革命政府就不能维持下去，没有人民的革命主动性，革命政府就等于零，甚至比零更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告诫人民提防响亮而荒谬的冒险承诺（如立即实行“社会化”，说这种话的人自己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并且提出当前确实可行并为巩固革命事业真正所需的改革。革命政府应当唤起“人民”和 调动
 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使被压迫的各族人民获得充分自由，即承认他们不仅有文化自决权，而且有政治自决权，——保证采取紧急措施来保护工人阶级（八小时工作制就是这一系列措施中的第一个），最后，保证采取不考虑地主私利的重大措施以利于农民群众，——在我们看来，这些就是任何革命政府都应当特别着重强调的主要之点。我们不谈头三点，这三点非常清楚，无须加以解释。我们不谈即使在不大的地区，譬如说，在从沙皇制度手里夺过来的地区，实际实现改革的必要性，实际实现比任何宣言重要一千倍，当然，也困难一千倍。我们要注意的仅仅是，现在就必须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广为宣传，让大家正确理解我们最迫切的全民任务。必须善于向人民（就这个词的真正含义而言）不仅一般号召斗争（这在成立革命政府以前时期是足够的），而且直接号召立即实现最基本的民主改革，立即主动地把这些改革付诸实施。

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是为了起义成功和巩固起义果实所同样必需的两个机构。这是必须作为唯一彻底的革命口号提出来并加以说明的两个口号。现在我国有很多人自称民主派。但是，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173]“立宪民主党”的饶舌家多，而在赫赫有名的“上流社会”，在所谓民主主义地方自治机关， 真正的
 民主派少，也就是说，真心拥护彻底的人民专制，能够同人民专制的敌人、同沙皇专制的卫士进行殊死斗争的人少。

工人阶级没有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所特有的这种怯懦性、这种虚伪的两面摇摆性。工人阶级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最彻底的民主派。工人阶级用自己洒在彼得堡、里加、利巴瓦、华沙、罗兹、敖德萨、巴库以及其他许多城市街头的鲜血 
［注：手稿上是：“工人阶级用自己的英勇斗争，用自己……的鲜血”。——俄文版编者注］

 ，证明自己有权在民主主义革命中担任先锋队的角色。在目前这个决定性关头，它也应当胜任这个伟大的角色。无产阶级有觉悟的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应当向全体人民提出先进的民主主义口号，同时一分钟也不忘记自己的社会主义目的，自己阶级的和党的独立性。对于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民主主义变革只是使劳动彻底摆脱一切剥削、达到伟大的社会主义目的的第一阶段。正因为这样，我们就应当更加迅速地通过这个第一阶段，我们就应当更加坚决地清算人民自由的敌人，我们就应当更加大声疾呼地宣传彻底的民主主义口号：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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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本卷《附录》里收有这篇文章的两个提纲（见第381—385页）。——316。



[170]指外高加索各地的罢工。1905年5月，巴库工人为了抗议沙皇政府煽动各民族间的仇视，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举行了罢工。在罢工期间，工人们提出了一系列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出版和集会自由等。6月20—28日（7月3—11日）梯弗利斯工人接着举行了总罢工。这一罢工得到了哥里、捷拉夫、库塔伊西和巴统等地工人的响应。在各种群众会议上，工人们通过了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解除黑帮武装、把军队从城市撤走、宣布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决议。——316。



[171]利巴瓦是拉脱维亚的港口城市，1905年在这里掀起了革命浪潮。从1905年4月30日起，在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号召下，整个拉脱维亚举行了五一罢工，其中利巴瓦的罢工特别有组织。罢工期间，工厂停止了生产，商店、市场停止了营业，电车停止行驶，全市生活陷于瘫痪。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加紧了武装起义的准备，组织了工人战斗队，并同停泊在利巴瓦的军舰上的水兵建立了联系。6月2日（15日），利巴瓦再次爆发总罢工，所有的工厂和铁路工厂都停了工。在总罢工期间，有5艘军舰举行了起义，参加起义的人员达4000人。起义的水兵们夺取了军火库，释放了早先被捕的水兵。但是水兵和市内工人的力量未能联合起来。当局严禁水兵进城，港口司令召来陆军残酷地镇压了利巴瓦的起义。——316。



[172]卢比孔河已经渡过意思是作出了最后抉择，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卢比孔河是古罗马时意大利本土与高卢的界河。公元前49年，任高卢总督的凯撒与庞培争雄，相传他率军进抵卢比孔河时，经过一番踌躇，最后下定决心不顾禁令而渡河，终于击败庞培，成为全罗马的独裁者。——317。



[173]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意思是徒有其名者多而够格者少，出自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2章。耶稣为了向门徒说明想进天国的人多，而能够入选进天国的人少，曾设一譬喻：一个国王为儿子娶亲大张宴席，命仆人守在路口，凡遇到的人都召来赴宴。在客人来到后，国王却把不穿礼服的人剔除出去。——323。







《列宁全集》第10卷


俄国沙皇寻求土耳其苏丹的保护以抵御本国人民

（1905年6月27日〔7月10日〕）

世界各国和各政党的报刊纷纷刊登黑海舰队的部分舰只转到革命方面[174]的消息、电讯、文章。报纸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震惊，来足以深刻地评述专制政府所蒙受的耻辱。

这种耻辱的顶点，就是 沙皇政府请求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派警察帮助
 镇压起义水兵！有这么一种说法：对俄国人民来说，“国内土耳其人”[175]比任何“国外土耳其人”更可怕。土耳其苏丹应当保护沙皇专制制度不受俄国人民侵犯；沙皇无法依靠俄国的军事力量，于是它就乞求别的强国援助。很难想象出比这更好的例子来证明沙皇政权的彻底崩溃了。很难找得到比这更好的材料来向俄国军队的士兵说明他们的作用了。

请看7月4日（公历）《 泰晤士报
 》的社论是怎样写的。应当指出，这家报纸是世界上资金最雄厚和消息最灵通的报纸之一，是英国保守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它甚至认为我国的“解放派”也过于激进，它同情“希波夫派”，等等。总之，谁也不会怀疑这家报纸是在夸大俄国革命的力量和作用。


　　《泰晤士报
 》写道：“据报道，俄国政府已向波尔塔
 〈即向土耳其
 政府〉和罗马尼亚
 政府提出一份照会。这份照会确凿地证明了俄国政府的海防薄弱。在这份照会中，俄国政府请求上述国家把搞暴动的俄国舰队的水兵以普通刑事犯论处，并且提请它们注意：不然的话，可能引起国际纠纷。换句话说，沙皇政府竟然屈尊地乞求土耳其苏丹
 和罗马尼亚国王
 大发慈悲，帮它完成它自己已经无力完成的警察工作。现在就看阿卜杜尔－哈米德
 是否恩准沙皇请求的援助了。从水兵起义对土耳其当局的影响来看，起义的唯一结果就是起义使土耳其当局的警戒比平日更为森严；而星期六那天晚上，天黑以后，俄国大使
 乘坐的一艘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俄国岸防舰，竟成了这种警戒的第一个牺牲品。土耳其人对这条船发射了空包弹。一年前，土耳其人未必会用这种方式实行警戒。至于罗马尼亚政府，它做得对，它不理睬把起义水兵以刑事犯论处的请求。一个自尊自重的民族的政府当然应当这样做。罗马尼亚政府下令不许给‘波将金号’供粮供煤，但与此同时它又通知该舰700名水兵说，如果他们在罗马尼亚上岸，他们将只以外国逃兵论处。”



　　然而，罗马尼亚政府绝不是站在革命方面，绝不是！不过它还不想屈尊到甘当全俄国人人仇视和蔑视的沙皇警察的地步。它拒绝沙皇的请求。它的所作所为也只是一个“ 自尊自重的民族的
 政府”的所作所为。那些昨天还在欧洲对“又伟大又强大的君主”卑躬屈膝的人们，现在就是这样谈论俄国专制政府的！

现在，德国报纸上也有证实专制制度这次蒙受前所未闻的新的耻辱的消息。《法兰克福报》收到7月4日（公历）从 君士坦丁堡
 发来的一条电讯：“俄国大使季诺维也夫昨天把彼得堡内阁的照会交给土耳其政府，照会通知说，大约有400名俄国水兵，炸沉一艘巡洋舰后，于前天逃上一艘驶往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商船。俄国使节要求土耳其在这艘商船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无条件予以扣留，逮捕并引渡暴动的俄国水兵。土耳其政府当晚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讨论了俄国的照会。土耳其复照俄国大使馆说，土耳其不能满足它的要求，因为，根据国际法，土耳其无权对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进行警察监视，即使这些船只停泊在土耳其港口也是如此。此外，俄国和土耳其之间没有引渡罪犯条约。”

德国报纸对此发表评论说，土耳其的复照“很勇敢”。土耳其人不愿当沙皇的警察走狗！

还有消息说，当“神速号” 
［注：据说“神速号”上没有水兵。几乎全体船员都是清一色的军官。贵族反对人民！］

 雷击舰同其他几艘军舰一起开进康斯坦察（罗马尼亚）搜索“波将金号”的时候，罗马尼亚政府便向俄国当局指出，即使“波将金号”仍然停泊在罗马尼亚领海内，罗马尼亚领海的秩序也要由罗马尼亚军队和罗马尼亚警察来维持。

由此可见，现在并不是“波将金号”使外国船只不安（沙皇专制制度以此来恐吓欧洲），而是俄国海军给它们添麻烦。英国人对他们的船只“格兰利号”在敖德萨被扣留和被搜查感到愤慨。德国人听说土耳其人应俄国人的请求要勒令从敖德萨驶往君士坦丁堡的德国船只“佩拉号”停航并进行搜查，也非常恼火。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想得到欧洲的援助来对付俄国革命者也许并不那么容易。国外许多报纸都在讨论是否提供这种援助，但是它们大多数的结论是：欧洲不应帮助沙皇对付“波将金号”。德国报纸《柏林日报》有一则消息说，俄国政府还请求各强国把它们的军舰从君士坦丁堡派往敖德萨，帮助恢复秩序！这则消息（另外几家报纸已经予以否认）究竟是否属实，不久即将分晓。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就是“波将金号”转到起义方面来，是使俄国革命变成国际力量，使俄国革命与欧洲各国直接对峙的第一步。

在评价 勒鲁
 先生7月4日（公历）从彼得堡给巴黎的报纸《晨报》发出的一条电讯时，不应忘记这一情况。他写道：“从‘波将金号’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中可以看出，俄国当局缺乏预见令人吃惊，但是也不能不指出 组织革命
 方面的缺点。革命控制了装甲舰——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同时却不知道把它怎么办。”

毫无疑问，上面的话颇有几分道理。显然，我们对缺乏革命的组织性是有责任的。我们对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不大了解必须组织革命、必须把起义当作最迫切的实践任务、必须宣传组织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性是有责任的。资产阶级作家现在责备我们革命者没有很好尽到革命职责，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波将金号”装甲舰是否也理应受到这种责难，我们不敢说。也许该舰全体船员就是抱有目的，要在一个欧洲强国的港口露露面吧？在“波将金号”还没有自由地驶往罗马尼亚之前，难道俄国政府没有对人民封锁关于黑海舰队事件的消息吗？而且，在罗马尼亚，革命的装甲舰向各国领事提交了对沙皇舰队宣战的文告，文告确认该舰不对中立国船只采取任何敌对行为。 俄国革命向欧洲宣布：俄国人民已经对沙皇制度公开宣战。
 实际上，这是俄国革命以俄国新的革命政府的名义出面活动的一次尝试。毫无疑问，这只是初次的小小尝试，——但是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

最近有消息说，“波将金号”已经驶入费奥多西亚，要粮要煤。市民惶惶不安。工人们要求满足革命装甲舰的请求。杜马决定不给煤而给粮。整个俄国南部沸腾起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敖德萨在国内战争中共牺牲 6000人
 。据电报报道：160名武装起义者被军事法庭处决，彼得堡下令要“ 毫不留情！
 ”。但是，部队软弱无力，部队本身不可靠。敖德萨市郊工厂区人心惶惶，不得安宁。昨天夜里（公历7月4日夜间到5日凌晨），35人被打死。按照总督的命令，部队大部分被撤到城外，因为 军队当中发生了纪律严重松弛现象
 。在尼古拉耶夫和塞瓦斯托波尔，政府办的兵工厂里也发生骚动。在塞瓦斯托波尔，13人被打死。在赫尔松省的5个县里，发生农民暴动。 最近4天被打死的农民就达700人之多
 。7月5日（公历）从敖德萨拍往伦敦的电报说：“看来，在人民和官僚制度之间，一场殊死的斗争已经开始。”

是的，一场真正争取自由的斗争，殊死的斗争还只是刚刚开始。革命装甲舰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革命军队万岁！革命政府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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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在1905年6—7月，黑海舰队中有如下舰只转向革命方面：装甲舰“波将金号”和附属于它的第267号雷击舰，装甲舰“常胜者乔治号”，教练舰“普鲁特号”。



黑海舰队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央委员会原准备在1905年秋天发动舰队所有舰只同时起义，但是装甲舰“波将金号”在单独出航进行射击演习期间于1905年6月14日（27日）过早地自发举行了起义。起义爆发的导火线是该舰指挥官下令将带头拒绝吃用臭肉做的菜汤的水兵枪决。起义水兵杀死了最可恨的军官。起义领导人、布尔什维克格·尼·瓦库连丘克在搏斗中牺牲。水兵们选出了以阿·尼·马秋申科为首的军舰委员会。6月14日晚，“波将金号”悬挂红旗驶到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但是敖德萨社会民主党组织联络委员会未能说服“波将金号”的船员们登岸来武装工人并与工人共同行动。该舰船员们只在6月15日（28日）向市政当局和军队所在地区开了两炮。6月17日（30日），沙皇政府派来两支舰队，企图迫使“波将金号”投降，或将其击沉，但是这些军舰不肯向“波将金号”开火，而且其中的“常胜者乔治号”还转到革命方面来。6月18日（7月1日），“常胜者乔治号”上的一些军士级技术员叛变，将该舰交给了政府当局。当晚，士气沮丧的“波将金号”偕同第267号雷击舰离开敖德萨驶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6月20日（7月3日），“波将金号”军舰委员会在那里发表了《告文明世界书》和《告欧洲各国书》，表明他们反对沙皇制度的决心。6月22日（7月5日），“波将金号”曾驶到费奥多西亚。由于始终得不到煤和食品的补给，水兵们被迫于6月25日（7月8日）在康斯坦察把军舰交给了罗马尼亚当局。教练舰“普鲁特号”于6月19日（7月2日）为支持“波将金号”举行起义，选出了以布尔什维克A.M.彼得罗夫为首的军舰委员会。该舰立即开往敖德萨，但由于“波将金号”已经离开那里而未能与它会合。6月20日（7月3日），没有武器装备的“普鲁特号”被沙皇政府的两艘雷击舰扣押。起义的水兵们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非常重视“波将金号”的起义。列宁曾委托米·伊·瓦西里耶夫－尤任前往领导起义，但是他没有及时赶到那里。——325。



[175]“国内土耳其人”是暗指沙皇政府、农奴主以及他们的精神奴仆，出典于俄国文艺批评家尼·亚·杜勃罗留波夫为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写的评论文章《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前夜》的主人公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决心把自己的祖国从土耳其占领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指出：俄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需要象英沙罗夫那样的革命家，但他们应是俄国式的英沙罗夫，因为俄国现在有许多国内的“土耳其人”；俄国需要有同大量的“国内土耳其人”作斗争的英雄。——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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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消息

（1905年6月27日〔7月10日〕）

“波将金号”曾出现在费奥多西亚附近。它截住一艘装载牲畜的俄国商船，储备了食物并驶离该处，航向不明。有消息说，它还从一艘英国商船上搞到了煤。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投降，因为“波将金号”的目的是要在所有沿海城市发动起义。请看“波将金号”散发的 宣言
 本文（根据一家德国报纸从布加勒斯特的报道）。


　　“告文明的公民们和劳动人民！专制政府罪行累累，已经使人忍无可忍了。整个俄国怒火燃烧，高呼着砸碎奴役制度的锁链！政府想要血洗全国，却忘了军队是由被压迫人民的子弟组成的。‘波将金号’全体舰员已经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我们再也不愿充当屠杀我国人民的刽子手。我们的口号是：誓死为全俄国人民的自由而战！我们要求停止战争并在普选制的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我们将为达到这个目的斗争到底：不胜利，无宁死！在争取自由和争取和平的斗争中，一切自由的人们和所有的工人都将站在我们一边。打倒专制制度！立宪会议万岁！”








	载于1905年6月27日（7月10日）《无产者报》第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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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向专制制度讨价还价，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讨价还价

（1905年6月27日〔7月7日〕）

几乎每天都在证实我们早就提醒俄国无产者加以注意的这种“讨价还价”。请看7月2日（公历）勒鲁先生从彼得堡发出的一条有趣的电讯：6月28日和29日（俄历15日和16日）举行的城市和地方自治机关代表会议，又一次（第100次了！）拟定了立宪要求，并且已经把这些要求电告内阁。这些要求高于一般的要求，即：人民代表机关必须建立在 立宪
 原则上；断然驳回“布里根”宪法；要求立即宣布人身不受侵犯，言论自由等等。会议似乎一致通过了（ 但没有写在请愿书上
 ，因为，讨价还价的时候，不应把自己所有的牌都摊出来！）关于普选权的要求。

资产阶级报纸的这位新闻记者对地主和厂主先生们的这种引人注意的提高要求的做法是怎样评论的呢？他的评论很冷静：


　　他写道：“很明显，代表们要高价是想多少捞到一点好处。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们能接受的这一点好处应当是介于他们的要价和布里根的还价之间的中间数。
 ”



　　真是一个集市，资产阶级在这个集市上拿俄国工人和俄国农民的利益和权利做交易。就象在集市上一样，买主（资产阶级）和卖主（沙皇）互相击着掌，都第100次地喊着自己的“最后价码”，都发誓说“自己赔本”，装出要走的样子，——但是说什么也不肯断掉彼此的亲密交情。“地方自治会议的最卓越代表之一”对勒鲁先生说，如果沙皇不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就“诉诸人民”。

这位法国记者问自己也问自己的读者：究竟应当怎样理解“诉诸人民”这句风行一时的话呢？他回答说：这里没有“圣安东尼市郊”（巴黎的工人区：参看《前进报》第2号上的一篇小品文[176]）。人民不愿意走上街头，而愿意呆在家里，象托尔斯泰那样，以拒绝纳税表示抗议！……

出卖自由的资产阶级先生们，不要诽谤人民了！任何诽谤也洗不掉你们身上可耻的怯懦。人民正在把自己的鲜血洒遍全俄国。在一个接一个的城市，在许许多多的乡村，我们自己的“圣安东尼市郊”正在成长。人民正在进行殊死的斗争。如果你们真想“诉诸人民”（而不只是用这句话来威胁自己的同盟者沙皇），那么你们就应当不是把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卢布花在你们的清谈馆里，而是把数以百万计的卢布花在武装起义上。你们就应当选出一个代表团，当然不是为了踏破门坎求见沙皇，而是为了同革命政党、同革命人民取得联系。

沙皇和他的走卒们明明知道，你们办不到这一点，因为你们为自己的钱袋提心吊胆，你们在人民面前提心吊胆。因此，沙皇做得很对：他把你们当作走狗加以蔑视；他还是用那些许诺，还是用那个布里根宪法来喂养你们；他估计你们实际上甚至对布里根的小恩小惠也不敢表示坚决抗议。难怪日内瓦“有名望的”自由派报纸《日内瓦日报》[177]的一位特派记者不久前报道说：“自由派并不对自己隐瞒布里根的草案不完善〈！〉，但是 他们认为
 ，为了进步事业和 秩序
 事业， 必须接受这个草案……拒绝政府的草案就等于有意使人民和官僚制度之间目前的冲突得到和平解决的最后希望破灭
 。”（后面这句话的着重标记是记者自己加的。）

资产阶级愿意同沙皇 媾和
 ，害怕 人民反对沙皇的战争
 。沙皇愿意同资产阶级媾和，但是不害怕他发动的而且正在残酷地继续着的反对人民的战争。 如果人民不反对资产阶级的背叛活动，不取得完全胜利
 ，结果就真会来个布里根宪法，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载于1905年6月27日（7月10日）《无产者报》第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52—354页

















[176]指1905年1月1日（14日）《前进报》第2号上刊登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纲要》。文章谈到了圣安东尼市郊（巴黎的工人区）在法国工人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332。



[177]《日内瓦日报》（《Journal　de　Genève》）是瑞士的自由派报纸，于1826年创刊。列宁摘引的是1905年7月1日《日内瓦日报》上刊登的该报记者发自彼得堡的通讯《沙皇的诺言。各党的态度》。——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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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政治同教育的混淆[178]


（1905年6月）

我们有不少社会民主党人，每当工人在跟资本家或跟政府发生个别战斗遭到失败时总是产生悲观情绪，并且以我们对群众的影响不够为借口，轻蔑地回避关于工人运动的伟大崇高目的的一切谈论。这些人说，我们不行！我们没有办法！如果我们连群众的情绪都摸不透，不善于跟群众打成一片，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那就根本谈不上发挥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先锋队的作用了！今年5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的挫折大大加重了这种悲观情绪。自然，孟什维克或新火星派赶忙抓住这种情绪，以便再把“到群众中去！”这个口号作为特殊口号提出来，好象在故意难为谁，好象在回敬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关于革命民主专政等等主张和谈论。

不能不认识到，在这种悲观情绪中，在性急的新火星派政论家们从这种悲观情绪得出的结论中，有一点很危险，它能给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带来严重危害。不用说，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再庸俗不过的是沾沾自喜的乐观主义。再合理不过的是指出必须经常地、无条件地深化和扩大、扩大和深化我们对群众的影响，我们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鼓动，我们同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的接近等等。但是正因为指出这样做在任何条件和任何情况下从来总是合理的，所以不应该把它变成特殊口号，也不能把它当成试图在社会民主党内据以建立某个特殊派别的借口。这里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这种无可争辩的指示就会导致缩小运动的任务和规模，并导致陷入学理主义而忘记当前迫切的首要政治任务。

深化和扩大对群众的工作和影响必须经常进行。不这样做，社会民主党人就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人了。任何一个组织、团体、小组，如果不是经常不断地去进行这项工作，那就不能算作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我们严格地单独组成为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其全部意义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我们要始终不渝地进行这项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尽可能把整个工人阶级提高到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水平，不让，坚决不让任何政治风暴——尤其是政局变幻——使我们放弃这项迫切的工作。不进行这项工作，政治活动必然会变成儿戏，因为政治活动对无产阶级的意义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它对这个阶级的群众的发动，取决于对这个阶级的关心，取决于推动这个阶级积极带头参与事件。我们已经说过，这项工作永远是需要的：在每次失败之后，可以而且必须提醒做这项工作，应该强调这项工作，因为这项工作的薄弱 总是
 无产阶级失败的原因之一。在每次胜利之后，也应该 总是
 提醒做这项工作，并且强调它的意义，因为不然的话，胜利将是表面的，胜利的果实将得不到保障，从我们为达到最终目的而进行的整个伟大斗争的角度来看，胜利的现实意义将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可能是消极的（这是指，如果局部的胜利使我们失去警惕，减轻对不可靠的同盟者的怀疑，错过进一步更加猛烈地攻击敌人的时机）。

但是，正因为在每次胜利之后也好，在每次失败之后也好，在政治停滞时期也好，在暴风雨的革命时期也好，深化和扩大对群众的影响这项工作总是同样必需的，所以就不能把指出这样做当作一个特殊口号，不能以此为根据建立特殊派别，以免陷入蛊惑宣传而贬低唯一真正革命的先进阶级的任务。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中，现在和将来始终都有某种教育因素：应当培养整个雇佣工人阶级去担任为全人类摆脱一切压迫而斗争的战士的角色；应当对这个阶级一批又一批的阶层不断进行训练；应当善于接近这个阶级的既最少接触我们的科学又最少接触生活的科学的最不开化、最不开展的成员，只有这样，才能够跟他们交谈，才能够和他们打成一片，才能够坚持不懈地耐心地把他们提高到社会民主主义的觉悟上来，而不把我们的学说变成干巴巴的教条，不是光靠书本来教这种学说，而是还靠无产阶级的这些最不开化和最不开展的阶层参加日常生活中的斗争。再重复一遍，在这一日常活动中是有某种教育因素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忘记了这种活动，就不可能再是社会民主党人了。这是对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些人常常忘记，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把政治任务归结为教育，同样（虽然有别的原因）也不可能再是社会民主党人了。谁想把这种“教育”当作一个特殊口号， 把
 它跟“政治” 对立起来
 ，根据这种对立建立特殊派别，用这个口号去号召群众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谁就会不可避免地一下子滑入蛊惑宣传的歧途。

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这是大家早就清楚的。任何比喻都只是拿相比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相比，暂时和有条件地撇开其他方面。我们提醒读者注意一下这个人所共知而常被遗忘的真理，并且把社会民主党比作一所同时兼有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大学校。无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这所大学校都不会忘记教识字课、讲知识入门和独立思考入门。但是，如果有人想借口教识字课而回避高等知识问题，如果有人把这种高等知识不牢固、靠不住、“狭隘”的成果（有高等知识的人要比学识字的人少得多）跟初等学校牢固、深刻、广泛和扎实的成果对立起来，那么，这种人的短视就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种人甚至可能助长全面地歪曲这所大学校的整个意义，因为忽视高等知识的问题，只能帮助骗子手、蛊惑家和反动派搞乱那些只学过识字课本的人们的思想。也许，还可以拿党跟军队作个比喻。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不能忘记新兵训练、射击教练和在群众中广泛而深入地普及军事常识。但是如果军事演习或实际战役的指挥人员……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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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革命政府图景

（1905年6月）

形势。沙皇制度在圣彼得堡被打倒。专制政府被推翻，——被打倒，但是没有被打死，没有被击毙， 没有被消灭
 ，没有被连根拔除。

临时革命政府诉诸人民。发挥工人和农民的 
主动性

 。有充分的自由。人民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政府的纲领
 ＝完全的共和制的自由，成立农民委员会 彻底
 改造土地关系。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保持独立性

 。临时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 
党

 的代表， 
代办

 。

其次，——立宪会议。 如果
 人民发动起来了，人民…… 
［注：手稿上此处有个词辨认不清。——俄文版编者注］

 （虽然不是一下子） 能够
 成为大多数（农民和工人）。 从而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 
专政

 。

黑暗势力疯狂反抗，国内战争 
白热化

 ，—— 消灭
 沙皇制度。

无产阶级的组织在成长，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和鼓动加强万倍：掌握一切政府的印刷厂等等，等等。“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编者注］



农民把 一切
 土地关系、 全部
 土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那时

 就实行 
国有化

 。

生产力大大增长——全部农村知识分子，全部技术知识都投到提高农业生产上去，摆脱桎梏（文化派[179]、民粹派等等，等等）…… 资本主义
 进步有很大发展……

战争： 堡垒
 易手。或者是资产阶级推翻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或者是这个专政之火燃遍欧洲，那时……？

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讨论革命专政的问题，那么就应当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分析 
阶级

 的 斗争
 。

那么，哪些主要社会力量算数呢？战斗力量的部署？

（α） 拥护
 专制制度的官僚－军事－宫廷分子 加上
 人民中愚昧无知的分子（迅速解体的密集体，昨天还是无敌的，明天就成为无力的）。（关于王朝等争吵在内部是不可避免的。）






	组织程度很高——最高限度







（β）比较大的温和自由派资产阶级。

这里我把自由派地主、金融巨头、商人、厂主等等，等等也算在内。这＝资产阶级国家主宰者的总和。“主宰一切”。





	　组织起来很　容　易


	　　集团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但是所有的人甚至现在都拥护立宪，明天还要多。思想上的领袖——来自官员、地主、新闻记者的比比皆是。









　　（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层。数以千万计。



	　
	　
	　　大多数是“人民”。



	　组织程度最低
	　　最愚昧无知，组织最涣散。
	





　　最没有出路，从革命得到的好处最 直接
 。最不稳定，（今天革命，明天，在小小改善以后就拥护秩序）。

民主派

 　　　　思想上的领袖——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很多。社会革命党人“类型”。

（δ）无产阶级。





	　组织性纪律性很强





　　有革命性。对小资产阶级持批判态度。思想上的领袖比所有其他阶级的 少
 ； 只有
 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主党的有教养的工人。人数比上述其他阶级的差得多，但是战斗力强得多。


　　斗争的目标＝ 共和制
 （这里包括 一切
 民主主义的自由， 
最低纲领

 和各种重大的社会改革）。α——绝对反对。

β—— 拥护
 立宪， 反对
 共和制（ 1
 / 2
 — 1
 / 2
 ）。（（商业界分子。））

γ——在革命关头（不坚定地）拥护共和制（（斗争中的不坚定分子））。

δ——完完全全 拥护
 共和制。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59—361页

















[179]文化派是革命前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派别，这一派别力图用单纯教育活动来代替为人民利益进行的实际斗争。列宁关于文化派的论述，见《革命青年的任务》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324—325页）。——339。









《列宁全集》第10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出版委员会对记录的说明

（不晚于1905年7月）

关于代表大会的票数，记录委员会请读者注意如下情况。代表大会计有46票，代表23名，其中1名享有1票，1名享有3票，其余代表各享有2票。（哥卢宾同志到会后，也就是从第18次会议起，代表为24名。）代表大会的全部表决几乎都是按代表人数计算的，也就是说，为简便起见，所有代表均按每人一票计算。这就是为什么赞成票加反对票总数是23，而不是46。当然，这样简化计算不会影响表决结果，因为赞成的票数和反对的票数均同样减少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仅仅取决于那位享有3票的同志的这种票数分配情况一次也不曾出现。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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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一文提纲



［注：《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一文见本卷第1—17页。——编者注］



（1905年3月23日〔4月5日〕以前）


糊涂观念的典型


关于临时政府问题


1．临时政府（ 和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政府
 ）问题讨论的活跃，标志着革命运动的活跃。

2．看来还不是指日可待的事，但尾巴主义者认为“危险性”太大，马尔丁诺夫竟然写了一本小册子专门来谈这种危险性。

　　对这样的问题必须搞清楚。

3．马尔丁诺夫的思想及其庸俗性。

　　分析这些“思想”。

《火星报》第87号避而不谈。对加邦的“纲领”[180]没有作出回答。

4．帕尔乌斯的生之烦恼：在传单里，在《火星报》上，在给托洛茨基写的序言里，他“造反了”。

（5）正因为他“造反了”，他才到处骂街。

（6）总结。我们的组织＝ 1
 / 1000
 。甚至扩大一百倍，也证明不了马尔丁诺夫的 
反动

 恐惧心理是有道理的。纲领——就是 
阶级的

 立场。

　　在 民主主义
 变革中的革命专政。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65页

















[180]指格·阿·加邦的《给俄国各社会主义政党的公开信》。这封信载于1905年2月8日（21日）《前进报》第7号和2月10日（23日）《火星报》第87号。信中谈到必须有一个俄国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反对沙皇制度的战斗协议。列宁在《前进报》第7号社论《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61—264页）中对这封信作了答复。《火星报》则只对《公开信》加了一则编者按语：“我们对信中所涉及的问题的态度，在本号报纸的社论中已经阐明。”但在题为《分进，合击》的社论中，对信中所提出的问题并未作出答复。



加邦是奸细和沙皇保安机关的特务，这是后来才弄清楚的。——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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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一文材料



［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一文见本卷第18—28页。——编者注］



（1905年3月30日〔4月12日〕以前）


1

关于《火星报》第93号的小品文的笔记

参看《火星报》第93号，小品文——我们只从下面，而不从上面。

就这个题目应该单独写一篇文章。指出：一个革命者在革命时代限制自己只 从下面
 进行活动，而拒绝从上面施加压力，他就是 拒绝革命
 。

资产阶级的发展或摆脱农奴制旧制度的革命出路可能有两种类型：

（1）通过从上面让步的办法，通过削减、降低、扣除的办法

（2）通过从下面改造、积极建立新制度的办法……





	　宪法革命
	　地方自治机关政治自由
	　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的专制制度共和制。






2

本文的提纲

再论临时政府

1．革命目的必须明确。模糊是1月9日以前由马尔丁诺夫搞出来的。不是夸大运动的某些方面（这常常是可能的），而是拉向后退。

2．问题的提法：（1）社会民主党可否参加临时政府？可以（《前进报》），不可以（《火星报》）。（2）社会民主党可否同革命民主派一道参加革命 
民主

 专政的政府？可以（《前进报》），不可以（《火星报》）。

“饶勒斯主义”——“雅各宾主义”（原来如此变化！）。

　　问题的严重性。

3．《火星报》的论据：

　　推崇资产阶级秩序：警察，监狱，信贷，——失业，等等。

（1）“ ‘万岁’和政府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喊
 会玷污嘴巴”。{ 废话}


　　庸俗的饶勒斯主义。

　　实现最高纲领。

　　资产阶级的觉悟不允许 反对巴库
 。

　　从旁推动更方便些。

4．《火星报》的错误：

　　不理解任务和形势的 军事
 条件。简言之＝为共和国而斗争。赞成还是反对？是不是“推崇”？

　　对“推崇”资产阶级制度、监狱、军队等等的理解不是辩证的。 我同意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
 ……

　　“合击”——并且一起打死吗？打碎吗？打退吗？斗争有波折：“真正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181]

“饶勒斯主义”：背得烂熟，但是不懂。死记硬背，但是不加深思。

　　领会的是字面意义，而不是精神。是原则吗？（参看：巴黎，1900年）[182]

　　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无产阶级头脑清醒吗？

5．真正的危险性：忘记无产阶级的 
独立

 组织和 
独立

 斗争的各项任务。

　　 这是无庸置疑的
 。

　　这会妨碍参加临时政府吗？结社自由？鼓动的手段？报刊？ 
在某种条件下辞职是方便的

 。

（2）　（α） 临时革命政府和
 （β） 革命专政之间的区别
 （《火星报》 杜撰的
 ）＝繁琐哲学。α＝法律形式，β＝阶级实质。一方面，没有β就不可能有α。另一方面，β必然是 暂时
 的（要么过渡到 
资产阶级

 专政，导致无产阶级失败；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专政）。

策略上谨慎。作好准备，团结队伍，不要乱砍（莽汉），不要“比一切人都革命”……

是不是有革命民主派？当然有（尔·马尔托夫是对的，和 托洛茨基
 相比，和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相比）。尔·马尔托夫甚至相信托洛茨基说什么革命民主派只是“刚刚在成长”，而无产阶级却正在长大。无宁说 
相反

 （合法报刊，广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农民的联系等等很快就会恢复起来）。

“不正常的人们”（《法兰克福报》）。巴库。所有合法的自由派，只要是正直的，＝现成的革命民主派，正直的作家、诚实的律师、正派的教师、医生 
等等

 的全部影响……

《火星报》的最佳设想：不断革命[183]，这也就是革命专政。

“比一切人都革命”。而社会革命党人呢？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很可能社会民主党人要退出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政府并采取反对“革命冒险主义”的立场， 等待
 他们经营不善而破产……（把社会革命党人当作 典型
 ，就 必然
 会给革命民主派涂上社会革命党人的色彩。）这里无论如何 不要束缚自己的手脚
 。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小资产阶级的“冒险主义”和动摇性……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66—369页

















[181]“真正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出自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是剧中人物拉山德的话（见第1幕第1场）。——347。



[182]列宁指的是1900年9月23—27日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是否允许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这一问题的讨论。由于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了瓦尔德克－卢梭反动政府（该政府的成员中还有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加利费），并且在法国社会党首领让·饶勒斯的赞同下直到这个政府枪杀罢工工人时仍不退出，讨论这一问题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代表大会通过了卡·考茨基的实质上是为米勒兰策略进行辩护的橡皮性决议案。——347。



[183]摘自尔·马尔托夫《当务之急。工人政党和作为我们当前任务的“夺取政权”》一文中的下述一段话：“如果它（指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得到了政权……它将不能不把革命引向前进，不能不力求不断革命，——力求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直接的斗争。”——348。







《列宁全集》第10卷


《自由派的土地纲领》一文的两个提纲



［注：《自由派的土地纲领》一文见本卷第42—49页。——编者注］



（1905年4月7日〔20日〕以前）


1

自由派土地纲领的两个主要问题：

一、逐条分析———

二、一般结论。含义。俄国的特点明显（地主赞成 土地
 改革）。这种特点 何在
 ？

　　（α）在于俄国土地经营方式的 社会主义性
 ？

　　（δ）在于土地改革的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实质。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现在愈来愈清楚，社会民主党人肯定（δ）是对的。（同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相比）

完全没有谈到农业工人。

完全没有 改革
 土地 制度
 ：只是 把
 小资产阶级农户中的很小一个阶层向上 
移动

 ， 
以便使他们“关心”社会秩序

 。

完全属于“善意的监护”、“明智的让步”、 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
 、引诱等等范围。



关键
 ：农民委员会和革命专政
 ……

总结：

有被拿走的危险，他们就想卖掉。

　　 
完全没有

 确定的东西

各次改革的官僚性质，害怕农民的革命主动精神。


2

自由派的土地纲领

1．《 解放
 》上尔·的文章。现在 莫斯科
 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纲领。

2．“根本性的改革”……根本性到什么程度？

认识到1861年的“改革”不彻底，现行土地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

与其说是认识，不如说是本能。矛盾的 实质
 何在？——在于等级制、农奴制、工役制、盘剥制。使农村具备发展资产

阶级经济的条件（社会革命党人等对此发出一片哀号声）。

3．私有土地中的补分土地和赎买。

（这是地主们搞出来的！无济于事。有被拿走的危险，最好就卖掉。认识到许多私有地产经营不善。“农夫”管 耕作
 。

用让步挽救地主权力中最本质的东西—— 他们的
 纲领。

—— 打碎
 地主权力——农民的“纲领”）……

割地， 剥夺
 ……

4．官地和皇族土地。 
部分

 皇族土地（注意）（他们害怕！）。

　　而教会土地呢？

“使其经营有利于劳动居民”……

（“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

5．“调整租金”。同我们的土地纲领比较……

6．“国家公共调停委员会”。



关键

 ！为什么叫国家的？比较 农民委员会
 。

“公共”是什么意思？

7．移民、疏散、银行、合作社

{自由派和 社会革命党人
 ——比较……}

8．地界测定法。认真。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发展私有制和租地农场式经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反对土地零散插

花现象，等等）。整理地界……[184]

9．总结：结束和完成农村的 资产阶级民主化，同时又保存

 地主权力中一切可以保存的东西。

10．参看《火星报》第3号{土地问题 将提上
 }

　　　　　　　　　　　　　　　　　　　　║日程║。[185]

11．参看马克思论克利盖。我们的路线＝支持，齐心协力，发展，推进，提高政治觉悟，强调革命民主主义性质，保持阶级独立性，组织和教育农村无产阶级……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70—372页

















[184]列宁在第7条和第8条里摘录和评论了莫斯科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纲领的第5条和第6条。——351。



[185]列宁指的是他写的《工人政党和农民》一文。该文载于1901年4月《火星报》第3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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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传单的提纲

（1905年4月12日〔25日〕以前）

1．说的是“甜言蜜语”，干的是肮脏勾当。

2．布里根骗局。

3．战争和政府系统垮台。

4．破产，饥饿，霍乱……

5．圣彼得堡，里加，华沙等等。 1月9日
 。

6．巴库和可怕的反犹太运动。

7．1月9日和1月9日以后的革命罢工和革命运动。革命！

8．农民运动。对运动的镇压和运动的目的。

9．立宪会议和临时革命政府。

10．为争取共和国和一切民主自由而斗争。

11．无产阶级为争取共和国和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

12．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站在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前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一概述。

到什么地步了？1—4。

革命运动。5和7。

政府迫害。6。

农民运动。8。

武装起义。

斗争目的。9—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五一概述。

A．革命的开始1—6。

B．工人和农民的斗争7—8。

C．斗争目的9—11。

D．俄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12。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73—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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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材料

（1905年4月）


1

关于代表大会的议程草案

（4月13日〔26日〕）


（1）

代表大会议程的最初草案

1．武装起义。　　　　　　　　　　　　　　　　　　1．武装起义。

2．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　　　　　　　　　2．参加临时政府。

3．社会民主党进行公开政治活动的准备。　　　　　　4．对自由派的态度。 

4．支持农民运动。　　　　　　　　　　　　　　　　5．同社会革命党人达成协议。

5．对自由派运动的态度。　　　　　　　　　　　　　6．整顿鼓动和宣传。

6．对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　　　　　　　　　　　　7．支持农民运动。

7．党章。　　　　　　　　　　　　　　　　　　　　8．党章。

8．党组织中工人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9．工人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代表们的报告。

　　　　　　　　　　　　　　　　　　　　　　　　10．选举。

　　　　　　　　　　　　　　　　　　　　　　　　11．五一节？

　　　　　　　　　　　　　　　　　　　　　　　　12．代表大会决议和记录宣布程序，当选人行使职能程序。

　　　　　　　　　　　　　　　　　　　　　　　？13．对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　

　　　　　　　　　　　　　　　　　　　　　　？？14．对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党内分歧。

       

　　　　　　　　　　　　　　　　　　　　　　　　　　（1）策略。

　　　　　　　　　　　　　　　　　　　　　　　　　　（2）对其他政党和派别的态度。

　　　　　　　　　　　　　　　　　　　　　　　　　　（3）组织。

　　　　　　　　　　　　　　　　　　　　　　　　　　（4）党的内部工作。

 　　　　　　　　　　　　　　　　　　　　　　　　　　　　　　五一节。

　　　　　　　　　　　　　　　　　　　　　　　　　　　　整顿宣传和鼓动。

　　　　　　　　　　　　　　　　　　　　　　　　　　　　选举。

　　　　　　　　　　　　　　　　　　　　　　　　　　　　宣布程序。

　　　　　　　　　　　　　　　　　　　　　　　　　　　　75.71[186]。


（2）

代表大会议程项目分类

　




	共7条。[187]　


	一、（1）策略问题。


	



	共3条。


	二、（2）组织问题。


	［从党章的角度看组织工作的条件］
［注：方括号内用小号字排印的文字，手稿上已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集中与民主。



工人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







	　
	三、（3）对其他政党和派别的态度。


	1．对分裂出去的部分2．对各民族的

3．对自由派

4．对社会革命党人

5．对工人运动的低级形式宣传和鼓动







	　
	四、（4）党的工作的内部问题。


	宣传和鼓动



	　
	五、（5）代表们的报告


	（1）中央委员会的报告。（2）代表们的报告。







	　
	六、（6）选举。


	（1）选举。（2）程序。　一——7

　　　　 二——4

　　　　 三——5

　　　　 四——1

　　　　 五——2

　　　　 六——2

　　　　　　 21[188]

　








（3）

代表大会议程草案

（附报告人）


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议程草案

　 　（A）策略问题。


1．武装起义。　　　　　　　　　　　　　　　　　

　　　　　　　　　　　　　　　　　　　　　　　　　　　　　　　　　　　　　　维尔涅尔、沃伊诺夫。[189]

2．社会民主党进行公开政治活动的准备。

　　　　　　　　　　　　　　　　　　　　　　　　　　　　　　　　　　　　　　　　　　　　　　　施米特。

3．社会民主党在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对政府政策的态度。

　　　　　　　　　　　　　　　　　　　　　　　　　　　　　　　　　　　　　　　　　　　　施米特、列宁。

4．支持农民运动。

　　　　　　　　　　　　　　　　　　　　　　　　　　　　　　　　　　　　　　　　　　　　列宁、施米特。


　　（B）对其他政党和派别的态度。


5．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

6．对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和组织的态度。

[7]6．对自由派的态度。

[8]7．对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

　　　　　　　　　　　　　　　　　　　　　　　　　　　　　　　　　　　　　　　　　　　列宁、维尔涅尔。


　　（C）党的组织。


[9]8．党章。

　　　　　　　　　　　　　　　　　　　　　　　　　　　　　　　　　　　　　　　　　　　　　　维尔涅尔。

[10]9．党组织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维尔涅尔。


　　（D）党的内部工作。


[11]10．代表们的报告。

[12]11．改进鼓动和宣传。

13．五一节。

[14]12．选举负责人。

[15]13．记录宣布和新机构行使职能程序。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75—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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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鲁勉采夫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公开政治活动问题的决议草案的意见

（4月16日和19日〔4月29日和5月2日〕之间）

照我看，把决议案这样修改一下：

要点：

（1）确认：在革命运动的压力之下，各政党的公开活动事实上已经开始，等等；

（2）自由派在这方面走得特别远，他们 事实上的
 特权（施米特决议案第1条）；

（3）工人们要求进行公开政治活动的 愿望
 也 很强烈
 （施米特决议案第2条）。

—— 
结论

 ：

（1）不要错过任何一个公开活动的机会， 通过活动本身
 把工人组织成独立的力量；

（2）利用即使是最小的合法形式，竭力使合法的工人组织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影响；

（3）在所有工人组织中和尽可能广泛的群众中，宣传必须采取实际措施建立进行公开政治活动的机关，同我们的秘密机关相配合。

[＋（0） 
开始

 在事实上争得活动自由。

最好是（2）（1）

（1）工人群众力求进行公开活动。

（2）自由派 加紧
 利用并且取得优势。

（3）必须准备在最近的将来能够从通常的纯粹秘密活动的形式转向公开活动的形式。

═══════

决定：

（1）不要错过机会……公开活动——由各个组织就地进行。

（2）利用即使是部分的 合法
 组织形式，竭力使它们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影响。］ 
［注：方括号内用小号字排印的文字，手稿上已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79—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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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的材料[190]

（4月18日〔5月1日〕以前）


（1）

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要点和决议提纲



《前进报》的立场概述：



（1）分析普列汉诺夫的不同意见。}

马克思1848年

（2）《火星报》第93号和巴枯宁主义者。

（3）《火星报》第93号（“不断革命”）。？

（4）决议。

（5）总结。








决议要点：



（1）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国的必要性。

[（2）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存在，它们能够并且开始为此而斗争。

（3）无产阶级支持革命民主派的必要性……] 
［注：方括号内用小号字排印的文字，手稿上已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4）为了彻底推翻专制制度和 切实
 保障立宪会议的自由，临时革命政府是必要的。

[（5）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认为不仅要从下面而且要从上面采取革命行动。

（6）一旦革命取得完全胜利，一旦社会民主党领导起义，社会民主党必须参加临时革命政府。］ 
［注：方括号内用小号字排印的文字，手稿上已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7）变革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和无产阶级采取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独立立场的必要性。

[（8）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工党的存在，它能够进行公开组织工作（在工人的广泛参加下），能够监督党的全权代表] 
［注：方括号内用小号字排印的文字，手稿上已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







决议的结论部分



（1）宣传和鼓动临时革命政府的思想，是胜利的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

（2）在工人的会议上讨论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不仅要象我们讨论最高纲领和大家都应当讨论最高纲领那样从一般的角度出发，而且要从有可能立即完全实现这一最低纲领的角度出发。

（3）认为 一旦人民起义胜利
 ，社会民主党就有可能同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道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同一切反革命的尝试进行无情的斗争，以便在俄国彻底扫清民主主义基地，以便利用政府所保障的一切手段将工人阶级更广泛地组织起来。

　




	　　这些是主观条件。而客观条件呢？为了同反革命势力进行无情的斗争。第3条。




	　　（4）参加这种政府的必要条件是：社会民主工党对其在政府中的全权代表实行监督；坚定不移地保护独立的、阶级的工人政党，它力求实现彻底社会主义变革而同所有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势不两立。





	　　注意　武装的
 无产阶级


	　　（5）无论如何，不管社会民主党是否能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都要在工人阶级中大讲建立独立的工人
革命

 组织的必要性，以便对
任何

 革命政府进行监督，并对其施加压力。








（2）

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的简要提纲

1．初看起来，问题的提法是奇怪的：实现临时革命政府还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迫于文字论战。马尔丁诺夫及其1905年1月9日以前的论调（《两种专政》第10—11页）。这种论调的尾巴主义。

　　明确社会民主党的目的的重要性。

2．普列汉诺夫对争论起因描述得不正确（第96号）：他在替马尔丁诺夫主义打掩护。[191]

3．问题的一般提法：是社会主义专政还是民主主义专政？偷偷塞进前一种专政是荒谬的。

　　第二种专政是不可避免的。

4．普列汉诺夫在第96号上的论据。

　　　　　　　　　见另纸 
第

 1—6页

 。 
［注：见本卷第365—369页。——编者注］



　　其次。

（a）两种力量：革命和反革命。它们之间的武装斗争，斗争前途变幻莫测，既从下面也从上面进行斗争的必然性。

（b）恩格斯1849年的著作，引用描述维护帝国宪法运动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页。——编者注］

 的话。

（c）决议及其简要的论证。


（3）

对普列汉诺夫《论夺取政权问题》一文的意见

指出第96号上 普列汉诺夫
 文章中的以下几点：

（1） 歪曲事实
 ，说什么“《前进报》指责《火星报》”（第1栏）是要以此来歪曲对问题的提法。

事实上， 马尔丁诺夫
 还在1月9日以前就开始 吓唬
 前进派说，一旦无产阶级领导的 起义胜利
 ，他们 必须
 参加革命政府（马尔丁诺夫的书第10—11页）。（（ 
马尔丁诺夫和《火星报》，注意　引用　注意　恩格斯的著作

 。））

所以，不是《前进报》，而是马尔丁诺夫和《火星报》把“夺取政权”（这个说法 不是我们的
 ，而是《火星报》的。这个说法是 狭隘的
 ）的问题搬出来， 吓唬
 别人不要举行成功的起义。

（2）极其粗暴地歪曲事实，说什么《前进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叫作“超级庸人”。马尔丁诺夫不＝马克思！！

《前进报》说过，专制制度——自由派宪法——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变革，这种更迭“总的来说 
是正确的

 ”，但庸人的做法是 
限制

 自己 
在第一次进攻之前

 只起次要作用，这是庸俗的。“想象成没有飞跃”是庸俗的，“想象成缓慢而均匀上升的直线”是庸俗的。普列汉诺夫 偷换
 问题。

（3）在解释《告同盟书》时，普列汉诺夫对这一问题又进行新的歪曲，避而不谈《告同盟书》 正是在
 人民 
已不可能
 取得完全胜利
 ，自由派资产阶级 已取代专制制度
 ，从而革命已被削弱和已被隐蔽起来 的时候
 写的。

在人民起义没有取得完全胜利而 遭到挫折
 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忠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和作好准备。难道这回答的是第一次起义之 前
 的形势吗？难道回答的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起义的 设想
 吗？？（而《火星报》和马尔丁诺夫正是把这样的设想当作出发点的。）

（4）在解释《告同盟书》时，普列汉诺夫 
忘了

 补充马克思 
最重要的

 指示，即1848年和1848—1850年间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日益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的政党却丧失了自己唯一的巩固支柱

基础”。（（《告同盟书》第75页））

所以：马克思确认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具有 较强的
 组织性，确认工人政党在1848年 
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

 （（《告同盟书》第76页））。 
因此

 ，马克思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无产阶级必须有独立的组织的问题上，因此他认为小资产阶级政党 
无疑会占优势

 （（《告同盟书》第78页）），因此他没有看到工人政党有机会取得优势和参加革命政府。

（5）在《告同盟书》（《Ansprache》）中，马克思根本 
不谈

 工人政党 
参加

 （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

普列汉诺夫硬说，马克思“根本不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可以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共同致力于创建新的社会制度”。因此，他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的。

这 
是不对的

 。马克思 
并没有涉及

 具体提出有关临时革命政府 这一思想
 。马克思 
并没有提出

 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而普列汉诺夫却描写成马克思 
给这个问题以绝对否定的回答

 。

马克思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过去总是做别人的尾巴。我们组织得较差，我们应当独立地组织起来，以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取得胜利时执政。

马尔丁诺夫作出结论说：在俄国，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比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得要好得多，并已组成一个绝对独立的政党，我们应当 提防
 的是，一旦起义成功，我们就 势必
 参加临时革命政府。

是的，普列汉诺夫同志，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马尔丁诺夫主义是一回事。

（6）普列汉诺夫说“《前进报》的论证只有几句翻来复去重复的话”，而《火星报》却“不想批判马克思”。

是这样吗？

谁的论证只有几句“重复的话”呢？不正是普列汉诺夫用“引文”拼凑了 
全部

 学问吗？？可怜的学问。

《前进报》并没有“批判”马克思。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才是普列汉诺夫的可怜论据的保护伞。

《前进报》分析了普列汉诺夫 
只字

 未提的 俄国的具体条件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

二者的组织性

比较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的力量

第一次起义 
之前

 的形势

全部论断的条件： 胜利的起义
 。

普列汉诺夫同志，情况不正相反吗？光在字面上和引文上做文章的不就是您吗？对具体问题——历史问题的分析提出论证的不正是《前进报》吗？

（7）普列汉诺夫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在 社会主义
 变革还未临近这一点上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他们（在纠正这个错误时）已经根据民主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占统治地位这个设想来确定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
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们将会更加坚决地谴责社会主义者参加小资产阶级政府

 。”



　　为什么？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把 
民主主义

 专政和 
社会主义

 专政混为一谈！！（8）恩格斯致屠拉梯。

（a）没有完整的信。

（b）屠拉梯＝米勒兰。内阁部长职位。 
是那样的形势吗

 ？

（c）恩格斯向屠拉梯 
证明

 ，变革将是 民主主义的
 ， 
而不是

 社会主义的。

根本不是实质！

（9）“ 
同小资产阶级一道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就意味着背叛无产阶级

 ……”

是吗？{1848年，1873年《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从下面
 ？

　　　　　　　　　　　　　　　　　　　　　　　　 从上面
 ？

（10）《火星报》 第93号（从下面）
 。

　　　　　　　　　　　　　 
巴枯宁主义者

 。

（11）《火星报》第93号——如果自发地落到头上，我们不会退缩。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81—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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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所作的发言的提纲[192]

（4月20日〔5月3日〕）

我的5月3日（第15次会议）发言提纲。

一、说革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体现者在我国主要是知识分子（如弗拉索夫所说），这是不对的。

二、说选举原则不会使外层组织更加了解情况等等（如弗拉索夫所说），这是不对的。

三、弗拉索夫说，（分裂和组织反对派）是由知识分子领头干的。拉特舍夫、利亚多夫和克拉莫尔尼科夫等人予以证实。

四、 
应当吸收工人参加委员会

 。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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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宣传和鼓动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193]

（4月25日〔5月8日〕）


整个决议

（a）成立著作家宣传小组草拟总的宣传纲要，并根据这个纲要编写有关党的纲领、策略、组织的主要问题的一系列通俗小册子， 
［注：用小号字排印的是决议草案的文字。——俄文版编者注］



（a）同时要特别注意出版供在农民中进行工作用的小册子读物，

（b）筹备在俄国出版一份通俗机关报。

（c）条改为

　　　　　　　　　　　　　　　　　　　　　　　　　　　　　　　　　　　　　　　　　　　　　　通过

（c）取措施组织流动的鼓动员和宣传员小组协助各地方中心。[194] 

    　　　　　　　　　　　　　　　　　　　　　　　　　　　　　　　　　　　　　　　　　　　　　　  列宁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89页

















[186]这两个数字是指代表大会上可能有的表决票的总数。按照1905年2月24日《火星报》第89号上公布的名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共有33个享有全权的委员会。每个委员会有2票，共66票。根据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章程，中央机关（党总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共有9票。两者相加，地方委员会和中央机关共有75票。根据较晚的资料，代表大会确定总票数为71票，即31个享有全权的组织62票，党的中央机关9票。——357。



[187]在讨论议程时，第一项（策略问题）共7条；第二项（组织问题）共3条，后来改为4条。——357。



[188]“21”是详细议程的总条数。——358。



[189]在代表大会上，报告的分配与原定计划略有不同。第1个问题的报告人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沃伊诺夫），副报告人是亚·亚·波格丹诺夫（维尔涅尔）；第2个问题没有单独的报告，因为这个问题是关于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的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作这个报告的是彼·彼·鲁勉采夫（施米特）；第4个问题的报告是列宁作的，副报告人是米·茨哈卡雅（巴尔索夫）；第7个问题的报告也是列宁作的。——358。



[190]这里收载的材料反映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的制定过程和列宁为起草这个问题的报告所作的大量准备工作。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草案、对决议的补充、就修改决议所作的发言和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等文件，见本卷第119—140页。——362。



[191]列宁指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论夺取政权问题》，载于1905年4月5日《火星报》第96号。——364。



[192]这个发言提纲是在会后交给主席团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未作速记记录。按照议事规程，每个发言人必须在会后两小时内将发言提纲交给代表大会主席团（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11页）。——370。



[193]关于宣传和鼓动的决议草案是在4月25日（5月8日）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讨论并通过的。列宁的修改和补充意见被通过并被写入了决议（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457页）。



对第（1）条的修改意见是由列宁起草、阿·阿·阿里斯塔尔霍夫（奥谢特洛夫）和弗·米·奥布霍夫（卡姆斯基）提出的。——371。



[194]在《关于宣传和鼓动的决议草案》中，第（3）条原来的措辞是：“采取措施在俄国各主要地区建立流动的鼓动员小组，在各区责任鼓动员的领导下，协助各地方中心。”——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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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及其决议的报告的提纲[195]


（1905年5月15日〔28日〕以前）


第三次代表大会及其决议

（A）为什么举行了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

（B）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组织问题。

（C）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策略问题。

（A）1．在没有总委员会参加情况下 召开
 代表大会的合法性。

　　　2．代表大会 本身
 的合法性。

　　　3．为什么当时不去参加代表大会？（把一个代表大会变成了两个代表大会。）

（B）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三项主要组织工作：

（Bb）（1）党章第1条。

　　　（2）“一个中央机关”。

　　　（3）“保障少数派的权利”。

　 　（Bc）代表会议的组织章程

　　　（1）领导“集体”（？）。

　　　（2）“地方组织”（？而党章第1条？）。

　　　（3）中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和组委会？？？

　　　（4）协议的条件？ 在代表大会上？


（C）

　     　4 1．临时革命政府。

     3 2．武装起义。

     2 3．目前政治形势。

     1 4．对其他革命政党和反对派政党的态度。

     5．5．执行委员会。

     4．4．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各区域委员会的代表＝代表会议

     3．3．区域委员会＝区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2．2．区域代表大会＝领导集体的代表。






　　1．领导集体＝委员会＋全部区委员会＋专门小组。




　　委员会向各区委员会报告工作并向其寄送、提交“征询意见表”。




　　 委员会几乎是由各区委员会委员选举产生的。
地方组织的小组

孟什维克的恭维话：

“粗暴地违背诺言”

“把代表大会强加于党”

“滔天罪行”

“辜负党的信任”

“毫不客气地伪造”

“偷换”






　　“践踏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意志”（第13页）





孟什维克的条件

“应当代表 全党
 也就是代表广大正式党员”第8页

“难道不事先经过全党的讨论就可以决定策略问题吗？难道不是轻率……武装起义……甚至在报刊上争论才刚刚开始”（第10页）

“我们听说”（第10—11页）。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90—391页

















[195]列宁就这个题目于1905年5月19日或20日（6月1日或2日）在日内瓦作了专题报告，随后又在巴黎作了专题报告。6月1日或2日，列宁写信给在巴黎的莉·亚·福季耶娃，说他打算去巴黎，要求为他安排一次以《第三次代表大会及其决议》为题的报告会。列宁在这封信中写道，专题报告的内容是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决议作对比，对孟什维克的代表会议的通报加以分析。这里说的“通报”是指作为1905年5月15日《火星报》第100号的附刊出版的孟什维克的小册子《全俄党的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报告提纲中有些引语后面标的数字就是这本小册子的页码。报告提纲的某些论点，列宁在后来发表的《倒退的第三步》一文中作了发挥。——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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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论临时革命政府》一文的笔记



［注：《论临时革命政府》一文见本卷第221—240页。——编者注］



（1905年5月21日〔6月3日〕以前）

1．是否应该从马克思1850年3月《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得出结论，说马克思 不认为
 共产党人在民主主义变革时期 可以
 同资产阶级一道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呢？

2．说马克思在上述《告同盟书》中 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出过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 问题
 ，对不对呢？

3．“不认为可以参加”和“没有提出参加的问题”，两者之间有没有区别呢？

4．说马克思本人在上述《告同盟书》中曾指出，最近一个时期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加强了，而工人的共产党削弱了，对不对呢？

5．……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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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革命斗争和自由派的渔利行为》一文的笔记



［注：《革命斗争和自由派的渔利行为》一文见本卷第245—253页。——编者注］



（1905年5月27日〔6月9日〕以前）


1

“立宪民主”党……哼！这算什么？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民主的国家制度可以没有宪法吗？？他们自己不同于谁呢？不同于希波夫之流——据说那些人反对宪法。但是，难道那些人是民主派吗？？

立宪民主还不同于 共和
 民主。立宪民主意味着 君主
 民主或 君主
 立宪。

但是二者听起来都很刺耳，因此才需要作一番描写……说得真委婉！






　　正在组成立宪民主党……小资产阶级的政党——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激进部分。

知识分子和



生意人

 ……　　大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　　更大的激进主义

　　　　　　　更大的分散性

　　　　　　　知识分子“领袖们”的更大作用

说话自由——结派自由—— 以后就要以社会力量作为依据
 ……


商人习气的“现实政治”——

——和
唯物主义的

 “现实政治”。


2

甜言蜜语

有组织的自由派的纲领

“人民应当把危机的解决掌握在自己手里……”

人民“ 
同其他社会集团一道

 ”（注意）

君主制——绝口不提　 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教会同国家分离（避而不谈）

“宗教团体不受国家监护”

　　 不要国家经费资助吗？


“人民代表机关”

一院制？ 避而不谈
 。

“各民族的文化自决” 而不是政治自决！


财政 改革
 ：“逐步地……”：

！！　　“不对个别企业和企业家实行优惠，而要加强对人民生产力的发展实行优惠……

工业繁荣。”

土地纲领 
由谁制定

 ？

“分地……”并 
奖励

 占有者。

租佃权……而不是 
减

 租权

　　“为了劳动者的利益”

给工人罢工权等等。 注意 注意


劳工法……

　　工厂视察制（“对所有形式的国民劳动”）。

　　八小时工作制。

　　取消加班加点。

　　保护女工和童工。

　　调停室……

　　抚恤伤残工人。

　　国家保险。

“这些决议只有在政治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才是必须遵守的。”

———“暂时的和有条件的因素”

———“ 现实政治
 ”。

“……绰绰有余……”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93—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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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分裂概况

[196]




（不早于1905年5月）





	“经济主义”与旧《火星报》1900—1903年。




	
	（1）“经济主义”与旧《火星报》。（1901年代表大会
[197]

 决议。）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7月。




	
	（2）第二次代表大会。51＝8＋10＋9＋24。
[198]

 （＝“经济派”与旧《火星报》。）





	争取增补的斗争或“戒严状态”1903年8—11月。




	
	（3）1903年8月26日—1903年11月26日。
[199]

（决不同马尔丁诺夫共事！
[200]

 “继承性”。

1903年10月8日的信
[201]

 。）







	　　与5有关。小组习气和党！

同“经济派”和解！

列宁的“异端邪说”。

1903年11月—1904年1月。

和解的尝试

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

（“鸿沟”）。1904年1—7月。




	
	（4）1903年11月26日—1904年1月7日。［秘密组织。］






	
	
	（5）1904年1月7日—？1904年7月9日。俄国各地方委员会与《火星报》编辑部。“22”和“19”。
[202]



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揭露性“文件”。







	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1904年7月—1905年5月。




	
	（6）1904年7月—1905年5月。
[203]

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三个代表会议。《前进报》。

“地方自治运动计划”。







	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5月。




	
	（7）1905年5月。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





	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1905年6月—




	
	（8）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96—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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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一文的两个提纲



［注：《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一文见本卷第316—324页。——编者注］



（1905年6月27日〔7月10日〕以前）


1

武装起义

　




	　　1．起义失败和讨价还价失败。
	　
	（1）街垒。
武装

 斗争。（2）部分军队转过来了。

　　　　　　　　吹牛

（《福斯报》）。[204]





	　　2．接见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团和俄国“上流社会”的反应（矿业主和许多地方自治机关等等对特鲁别茨科伊的祝贺，关于“颠扑不破的真理”，关于“强硬的”演说）。
	　
	彼特龙凯维奇在特维尔。《日内瓦日报》的通讯。[205]







3．斗争的新阶段。（1） 罗兹
 。（2） 
敖德萨

 。高加索。利巴瓦。

4．军事斗争。革命领导和军事领导。革命军队。（暴力——助产婆[206]。）

5．起义：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号召进行斗争和“官样文章”。第71期司徒卢威的文章，第340页。[207]

6．临时政府。胜利的口号和把革命的口号同 
解放派的

 口号混为一谈。

7．“资产阶级革命”。不要由此得出 可以撇开
 资产阶级革命、对资产阶级革命抱 消极
 态度、资产阶级革命对工人无关紧要的结论。

8． 
全国性的

 政治口号的意义：

共和国

武装人民

农民委员会（不取决于立宪会议）

保障充分自由

立宪会议和由革命政权召集立宪会议。

9．分散的、无力的尝试。没有口号，没有统一，没有大胆的号召。我们的党是 阶级的
 党，它的任务比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任务 要高得多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是撇开其他阶级， 而是领导它们
 ，不是对资产阶级革命抱消极态度，而是最大胆地将它进行到底。

大胆的倡议、广泛的口号、认识到我们 阶级的
 最低纲领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大事，这些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2

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

　




	　
	　
	有组织的工人是人民群众或老百姓的领导者。

“……计划……”







	1．自由派资产阶级还在继续讨价还价，斗争却在发展。2．罗兹的起义，街垒战；——敖德萨的起义，街垒战＋一部分舰队转过来，另一部分处于瘫痪状态，——利巴瓦：街垒战十部分舰队转过来？







	罗兹华沙

利巴瓦

敖德萨

尼古拉耶夫

塞瓦斯托波尔

喀琅施塔得

圣彼得堡

库尔斯克

赫尔松

基辅[209]


	　　政治口号——准备

——领导


	暴乱————起义——

——革命军队





	　　喀琅施塔得和彼得堡——总罢工，同警察和军队的冲突，抗拒动员。一个军官在库尔斯克被烧死。[208]





	3．这些事件的中心是敖德萨。是革命的第一个胜利吗？很遗憾，还 不是，尽管向前迈了一大步。



	在战争中是合法的。大火＝绝望、无力。


	α　β舰队＋起义的人民　　　β——被打败　

　　　　　　　　　α——有秩序地退却


	总和＝失败，但不是消灭。





	4．缺乏的是军事领导和政治领导。英勇精神和热忱是无穷无尽的。甚至有军事力量。5．军事领导，如
革命军队

 。概念。进行挑衅的是专制政府。组织国内战争。





	6．政治领导，如
临时政府的

 。是否只是一个舰队、一个城市、一支军队、一个农村的一部分。全国性的旗帜＋
组织

 。
	　　　讨价还价



在继续进行
 。[210]

7月3日《晨报》上勒鲁的电报。1000人的代表大会。

诉诸人民？

起义？





	7．格列杰斯库尔谈不服从政府的局面。[211]8．革命
政权

 的意义。

9．《火星报》的口号不是始终一致的：

教条作梗。

（1）起义——引用《怎么办？
 》中的话——同代表会议作比较。——承认还有一步。敖德萨在教育着人们。

（2）临时政府。——《火星报》的传单。——教条作梗。[212]





	（10）必须广泛宣传这些口号：
	　1．立宪会议。　2．武装人民。

　3．给人民政治自由。

　4．农民委员会。

　5．各族人民的充分自决权。[213]


	　





　　（α）把各地的起义汇合成 
全民

 起义＝革命军队。（β） 
全国的

 、全民的起义 
组织

 ＝临时革命政府。

——通过传单宣传

——在各种群众集会和会议上宣传

——大胆地提出行动倡议。 革命斗争
 的口号是不够的，需要 领导
 的口号和 革命政权
 的口号。

当然，革命政权不是一下子就能建立起来的。不能靠发布命令、通过任命来建立革命政权，它应当 
争取

 使自己得到承认。但是应当进行尝试，应当 
争取

 ，开始争取。








[204]看来列宁是指自由派吹牛“要在莫斯科宣告成立临时政府”。1905年6月25日《福斯报》第293号报道了这件事。——381。



[205]指刊载在1905年7月1日《日内瓦日报》上的通讯《沙皇的诺言》。——381。



[206]“暴力——助产婆”是指马克思的名言：“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382。



[207]指1905年《解放》杂志第71期上的彼·伯·司徒卢威的文章《怎样认识自己的使命所在？》。司徒卢威在这篇文章里把武装起义说成是革命的技术问题，宣称“只有广泛宣传民主纲领，才能造成全面武装起义的社会心理条件”。——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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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2卷

年表

（1905年3月下旬—6月）


1905年


3月—6月


列宁侨居日内瓦。


3月23日（4月5日）以前


起草《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一文提纲。


3月26日（4月8日）


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写的关于该委员会支持《劳动呼声报》的短文，给这篇短文加写标题《声明》，并写批注。


3月30日（4月12日）以前


写《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一文。

写《嫁祸于人》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4月7日（20日）《前进报》第15号上。

校订瓦·瓦·沃罗夫斯基的文章《争取罢工权的斗争》。这篇文章发表在3月30日（4月12日）《前进报》第14号上。

校订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瓦·沃伊诺夫）的小册子《彼得堡工人是怎样去见沙皇的》。

与米·斯·奥里明斯基合写《前进报》编辑部关于圣彼得堡五金工厂工人小组的决议（决议谈到党内统一的必要性）的按语。


3月30日（4月12日）


列宁的文章《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社论）、《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一文的后一部分、《法国和俄国的“贿赂”之风！》一文和《前进报》编辑部关于圣彼得堡五金工厂工人小组的决议的按语发表在《前进报》第14号上。


3月底—4月7日（20日）以前


会见布尔什维克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委员雅·纳·勃兰登堡斯基。当得知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土地纲领感兴趣时，便建议他准备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


3月


多次会见普·伊·库利亚布科，她是因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从俄国来到日内瓦的。列宁向她询问俄国国内党的工作情况。


3月—4月12日（25日）以前


在日内瓦布尔什维克会议上作报告，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和代表大会的议程问题。


3月—4月


会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喀山委员会委员弗·维·阿多拉茨基，同他就党内事务进行交谈。列宁向阿多拉茨基回忆起1887年在喀山大学闹学潮时同逮捕他的警察局长的一次谈话。警察局长对列宁说：“年轻人，你为什么造反？要知道前面是一堵墙！”列宁回答说：“是一堵墙，但却是一堵糟朽的墙，一戳就会倒塌！”


4月2日（15日）


写《宪法交易》一文。


4月5日（18日）


在日内瓦出席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的会议。


4月6日（19日）


致函《前进报》工作人员加·达·莱特伊仁，委托他代表《前进报》编辑部在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致贺词；建议他在贺词中揭露卡·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第29期上对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歧的实质的歪曲。


4月7日（20日）以前


草拟《自由派的土地纲领》一文的提纲。

摘录《反克利盖的通告》，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46年美国土地改革运动的态度问题，写《马克思论美国的“土地平分”》一文。

为敖德萨的一篇关于工厂党委会组织的通讯稿写《前进报》编辑部按语。这份材料发表在4月7日（20日）《前进报》第15号上。

校订瓦·瓦·沃罗夫斯基的《在科科夫佐夫委员会》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4月7日（20日）《前进报》第15号上。


4月7日（20日）


列宁的文章《自由派的土地纲领》（社论）、《马克思论美国的“土地平分”》、《被揭穿的总委员会》发表在《前进报》第15号上。


4月8日（21日）以前


复函在萨马拉的阿·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告知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立场尚未彻底明朗。


4月10日（23日）


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写《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公开信》，信中揭露党总委员会反党的分裂政策，并且说明必须尽快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原因。


4月10日至17日（23日至30日）之间


列宁写的《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公开信》印成单页传单。


不晚于4月11日（24日）


起草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关于某些组织的代表资格的决定和组织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的组成的决议。


4月11日（24日）


出席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的会议。


4月12日（25日）以前


出席雅·纳·勃兰登堡斯基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土地纲领的报告会。

拟订《五一节》传单的提纲以及传单的正文。传单由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和《前进报》编辑部印行。

收到库尔斯克和敖德萨委员会寄来的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委托书。列宁就是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

出席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关于起义问题的报告会。

同前来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谈话，向他们了解俄国国内党的工作情况，并同他们商谈代表大会的工作。

出席俄国国内来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和党的工作人员的磋商会议；在会上发言，严厉批评费·普·施普林斯基（卢申）给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们的公开信，信中错误地指责多数派同少数派斗争不够坚决。

离开日内瓦前往伦敦出席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拟订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议事日程，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委员以及《前进报》编辑部成员开会协商。

会见米·格·茨哈卡雅，同他谈高加索情况，谈工作的前景。

提议让年纪最大的代表米·格·茨哈卡雅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

为米·格·茨哈卡雅起草代表大会开幕词（开幕词的文稿没有找到）。

同马·尼·利亚多夫谈话，在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列·波·克拉辛和阿·伊·柳比莫夫所持的立场时，认为在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时必须彻底批判他们的活动。

同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出席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瓦·阿·杰斯尼茨基谈话，详细询问有关阿·马·高尔基的情况，要求对他加以保护；关心地方上的党内关系、革命情绪、地下工作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等问题。


不晚于4月12日（25日）


写《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问题》一文。


4月12日—27日（4月25日—5月10日）


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主持代表大会的会议，作为主席发言达百次以上，写代表大会主席日志，参加决议起草委员会，作报告等。

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同代表们一起参观伦敦的名胜古迹。


4月12日（2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列宁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在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列宁提议，在讨论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议程时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议程为基础，获通过；对瓦·瓦·沃罗夫斯基针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议程第7条关于有发言权的代表的票数的统计办法提出的补充案作修正，获通过。


4月13日（26日）


出席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为主席提议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工作。

起草致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声明，建议邀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喀山委员会委员弗·维·阿多拉茨基（阿尔纳茨基）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因为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他们的正式代表；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喀山委员会出席代表大会代表资格问题的报告发言，对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案提出修改意见。

出席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就讨论组委会报告的问题发言，并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就代表大会的合法性发言，并草拟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在讨论自己拟订的代表大会议程时发言，这一议程略加修改后被代表大会通过；在讨论代表大会工作程序时发言；提出关于选举代表报告审查委员会和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并发言；被选入决议起草委员会。


4月14日（27日）以前


向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提出关于武装起义问题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武装起义的态度问题的报告的要点，并修改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4月14日（27日）


出席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出关于巴统委员会代表资格的决议草案并获一致通过；对马·马·李维诺夫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明斯克小组的代表资格的决议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向代表大会转交弗·弗·菲拉托夫关于要求准许他参加代表大会并享有发言权的书面申请，就这个问题起草致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声明。

在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继续讨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就喀山委员会和库班委员会是否享有全权的问题发言，并向会议提出决议草案，提议在确定代表大会的组成时不算这两个委员会，但批准这两个委员会为将来的享有全权的委员会。决议获得通过。列宁以大会主席的身分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最后组成。

提出关于在代表大会上表决问题的程序的决议草案并获通过。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将列宁起草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武装起义的态度的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讨论。


4月15日（28日）


在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就武装起义问题发言。

主持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


不晚于4月16日（29日）


起草关于武装起义的补充决议草案。


4月16日（29日）


在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上就武装起义问题发言；起草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

出席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会议通过列宁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对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对待政府政策的决议案提出补充。


4月16日和19日（4月29日和5月2日）之间


为决议起草委员会撰写对彼·彼·鲁勉采夫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公开政治活动问题的决议草案的意见。


4月17日（30日）以前


校订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正教会的复活》一文。

《宪法交易》、《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公开信》在《前进报》第16号上发表。


4月18日（5月1日）以前


起草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草案。

准备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政府问题的报告：摘录报告所要引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论述，写报告要点和决议提纲、报告的简要提纲，以及对普列汉诺夫《论夺取政权问题》一文的意见。

写信给一位尚未查明的收信人，提出必须把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文翻译成俄文并出版单行本。列宁在自己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政府问题的报告中引用了这一著作。


4月18日（5月1日）


在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革命前夕对待政府的策略问题发言，提出将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都交给决议草案起草委员会，同时扩充这一委员会的班子。

在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上，作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并提出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草案。


不晚于4月19日（5月2日）


对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案提出补充意见。


4月19日（5月2日）


在代表大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就修改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案一事发言，提出对该决议案第一、二、三项的修改意见（决议案经讨论后一致通过）。

在代表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上，起草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公开政治活动问题的决议；在讨论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公开政治活动问题的决议时发言；在讨论关于革命前时期对待政府策略的态度的决议时发言；作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案的报告。


不晚于4月20日（5月3日）


写《关于各级党组织的两周报告制》一文。


4月20日（5月3日）


在代表大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提出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草案。

校订瓦·瓦·沃罗夫斯基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农民运动态度的发言稿。

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继续讨论列宁起草的、并经他亲自校订的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列宁校订关于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就这个问题发言；写条子给代表大会主席团，说明作出关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决议是适时的。在第十五次会议结束时，列宁参加记名投票，赞成通过关于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多数票要求将问题推延到通过党章时解决）。列宁作为大会主席宣布转入讨论党章草案。


4月21日（5月4日）


代表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上继续讨论党章草案，大会一致通过列宁的党章第1条条文。列宁在讨论党章草案时6次发言。

代表大会第十七次会议继续讨论党章草案，列宁就这个问题7次发言；在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章草案关于外层组织对委员会的关系问题时，列宁作札记；在讨论关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草案时发言；校订彼·阿·克拉西科夫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委员会的决议草案。


4月22日（5月5日）


在代表大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喀山委员会代表资格问题的报告发言。

在代表大会第十九次会议上重新讨论关于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列宁起草并由列宁和亚·亚·波格丹诺夫一起提出的草案被代表大会采纳作为讨论的基础。列宁就这个问题3次发言；在讨论对党章关于党的各种组织的定期代表会议的补充决议案时发言；对关于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决议草案提出修改意见。会议讨论了这一决议草案，并在第二十次会议上以多数票通过。


4月22日和27日（5月5日和10日）之间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同明斯克小组代表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谈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裂的原因。


4月23日（5月6日）


代表大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继续讨论关于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决议草案。会上鲁勉采夫也提出关于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决议案，列宁发言表示反对。

代表大会通过经列宁修改的关于解散那些拒绝承认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委员会的决议草案。

主持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对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的决议案。列宁就这个问题发言。会议转入讨论下一个问题：对待自由派的态度，列宁就这个问题发言，发言中引用了1905年5月6日的英国《泰晤士报》的材料。列宁就同社会革命党达成实际协议问题发言。

同出席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乌拉尔联合会的代表弗·尤·弗里多林谈话。


4月25日（5月8日）


主持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宣传和鼓动的决议草案。列宁发言主张各个党组织每两周应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一次工作，并对决议草案中的一、三、四项提出修改意见（修正案获通过）。

主持代表大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列·波·克拉辛在会上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列宁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两次发言；就选举中央委员会的程序问题6次发言；起草关于中央委员会行使职权时间的决议（获一致通过）；被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就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问题发言；提出关于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和代表大会记录的决议草案。


4月26日（5月9日）以前


列宁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审阅《前进报》第17号的稿件，并在致米·斯·奥里明斯基的信中说明自己的意见。

审阅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纲要。四、饥饿妇女向凡尔赛进军》。这篇文章发表在1905年4月26日《前进报》第17号上。


4月26日（5月9日）


在代表大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同米·格·茨哈卡雅一起提出关于高加索事件的决议草案，在讨论这一决议草案时两次发言，草案被通过。


4月27日（5月10日）


下午1时，列宁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

主持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中央委员会委任列宁为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主编和中央委员会驻国外代表。

拟定中央委员会国外委员和国内委员职责分工计划；拟定各中央委员相互联系的暗号、密码和代号，制定党的组织工作细则和拨款办法。

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按“鼓动员、宣传员、组织员”分组，编写名单。


4月27日（5月10日）以后


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一起到伦敦海格特公墓参谒马克思墓。

离伦敦前，列宁同米·格·茨哈卡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罗·萨·捷姆利亚奇卡一起去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动物园参观。

自伦敦返回日内瓦途经巴黎时，同米·格·茨哈卡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罗·萨·捷姆利亚奇卡一起参谒巴黎公社战士被枪杀的地方——拉雪兹神父墓地“公社战士墙”；参观埃菲尔铁塔和卢浮宫。

同侨居意大利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通信，请他为《无产者报》写文章。


4月27日（5月10日）—5月初


委托米·格·茨哈卡雅去看望在柏林附近疗养院治疗的弗·菲·哥林。

派米·格·茨哈卡雅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4月27日和5月14日（5月10日和27日）之间


委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写一组关于群众政治罢工的文章，并指明写稿所必需的材料。


5月5日（18日）


列宁的文章《政治诡辩》、《俄国的旁观者》发表在《前进报》第18号上。


5月7日（20日）


出席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编辑部工作人员会议，会上讨论了编辑部的工作计划。

用英文写信给英国“劳工代表委员会”书记，感谢寄来捐款，救济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牺牲的工人的家属。

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决定，任命格·瓦·普列汉诺夫为党的学术性机关报主编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

同列·波·克拉辛和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一起签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任命格·瓦·普列汉诺夫为党的学术性机关报主编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的决定。中央委托列宁执行这两项决定，其条件是格·瓦·普列汉诺夫承认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但他并没有接受这一条件。


5月10日和14日（23日和27日）之间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写信，询问它对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及代表大会产生的党的中央机关的态度。


5月10日（23日）以后


收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驻党总委员会代表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从柏林的来信，信中说在柏林的调和派对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火星报》的决议采取否定态度，他们也不满意亚·亚·波格丹诺夫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波斯托洛夫斯基在信中还介绍了自己的报告的提纲，并请列宁提意见。


5月12日（25日）以前


致函在柏林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驻党总委员会的代表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


5月12日（25日）


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向列宁讲述自己给柏林小组作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列·米·欣丘克作关于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的报告的情况；请列宁指示如何同孟什维克作斗争。


不早于5月13日（26日）


用德文就罗·汉特尔的《贫穷》一书的书评写札记。


5月14日（27日）以前


拟定《第三次代表大会》一文的提纲。

就《无产者报》的编排问题，向《无产者报》编辑部和印刷所工作人员作指示。


不晚于5月14日（27日）


研究1905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成立大会制定的国外组织章程草案，并写自己对这一文件的意见。


5月14日（27日）


列宁主编的党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报纸《无产者报》创刊号出版。在这号报纸上发表了列宁写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社论）、《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代表大会的组成》等文件，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大部分是列宁起草的）。


5月14日（27日）以后


致函尤·米·斯切克洛夫，邀请他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的撰稿人。


5月15日（28日）以前


致电并致函莉·亚·福季耶娃，说自己打算在巴黎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及大会决议的报告，请她选择作报告的地点并及时通知他。

拟定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及其决议的报告提纲。


5月上半月


结识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出的职业革命家谢·伊·莫伊谢耶夫，并多次同他会见。

在日内瓦两次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第一次是内部的，是为布尔什维克侨民和被派到各地方党组织去的代表所作的；第二次是公开的，孟什维克也出席了报告会。在对第二次报告进行辩论时，记下尔·马尔托夫的发言。

同经日内瓦回俄国去的代表大会代表举行会议。


5月17日（30日）以前


从日内瓦启程去巴黎。


5月17日（30日）


在巴黎作关于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及其决议的报告。


5月19日（6月1日）以后


从巴黎返抵日内瓦。


5月20日（6月2日）


致函社会党国际局，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已经开过，大会决定《无产者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列宁在信中还通知社会党国际局，根据新党章的规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是党的唯一的中央机关；中央任命列宁为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


5月21日（6月3日）以前


摘录英国报纸《泰晤士报》关于地方自治人士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道，在《保守派资产阶级的忠告》一文中引用了这一摘录。

写《论临时革命政府》一文开头部分的草稿，拟提纲，写笔记，摘录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论夺取政权问题》。


5月21日（6月3日）


列宁的《保守派资产阶级的忠告》一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号上。


5月21日和27日（6月3日和9日）


列宁的《论临时革命政府》一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号和第3号上。


5月21日（6月3日）以后


收到列·波·克拉辛1905年5月21日（6月3日）从柏林寄来的信。克拉辛在信中说，他拜访了卡·考茨基和罗·卢森堡，并同他们就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分歧问题、就奥·倍倍尔打算发表谈话呼吁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的问题进行了谈话。


5月23日和6月4日（6月5日和17日）之间


对叶·德·斯塔索娃的来信进行编辑加工。信中谈到由于季·彼·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海军中将的舰队在对马岛附近覆灭，知识分子在巴甫洛夫斯克市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日俄战争。这封信发表在《无产者报》第4号上。


不早于5月25日（6月7日）


摘录法文报纸《时报》所载关于地方自治机关选民代表举行会议的情况。


5月27日（6月9日）以前


拟定《工人们，组织起来！》传单或文章的提纲。列宁后来在《革命斗争和自由派的渔利行为》和《革命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这两篇文章中阐述了这个提纲所提出的原理。

写有关《革命斗争和自由派的渔利行为》一文的笔记。


5月27日（6月9日）


列宁的文章《覆灭》（社论）和《革命斗争和自由派的渔利行为》发表在《无产者报》第3号上。


5月27日（6月9日）以后


就1905年6月9日（公历）《法兰克福报》关于日俄和谈的报道及《人道报》上彼·伯·司徒卢威给让·饶勒斯的信写札记。


不早于5月29日（6月11日）


用法文写信给亚·玛·德鲁索（布拉克），请他把保·拉法格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的讲话寄来。


5月29日（6月11日）—6月初


收到基辅的亚·马·埃森1905年5月29日（6月11日）的来信，信中谈到当地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5月31日（6月13日）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用德文起草并签署任命奥·阿·皮亚特尼茨基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特派员的证件，请一切组织协助皮亚特尼茨基的工作。


5月底


写《告犹太工人书》一文。该文作为依地文小册子《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的序言发表。


不晚于5月


读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弗·弗·菲拉托夫给彼得堡同志们的信，信中谈到关于建立新的俄国舰队问题以及布尔什维克必须加强在建筑工人中进行工作的问题。


不早于5月


起草题为《党内分裂概况》的提纲，提纲中指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同机会主义派之间斗争的各个主要阶段。

读寄到日内瓦的一封信，信中谈到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的几次关于土地问题的争论，说必须由列宁或格·瓦·普列汉诺夫就这一问题写一本通俗小册子。列宁在信的第一页上划掉几个字，并在信上注明：“莫斯科”。


5月—6月10日（23日）


写《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


5月—6月12日（25日）


组织出版《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和代表大会主要决议的德文本和法文本。


5月—6月


安置从流放地逃出来的同志们。

写《胜利的革命》一文。

列宁向格·李·什克洛夫斯基作指示，什克洛夫斯基就共同工作问题同格·瓦·普列汉诺夫进行谈判。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同孟什维克组委会代表举行磋商会议，目的是要使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统一起来。列宁电召列·波·克拉辛前来参加（电报没有找到）。


5月—11月初


编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创刊号至第24号。


6月2日和9日（15日和22日）之间


从德国《法兰克福报》和法国《晨报》上摘录关于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团晋谒沙皇的消息。列宁在《资产阶级背叛的头几步》一文中利用了这些摘录。


6月4日（17日）以前


校阅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群众政治罢工。第二篇文章》和米·伊·瓦西里耶夫－尤任的文章《自由派资产者和俄国教师》。这两篇文章发表在6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4号上。

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特维尔委员会、明斯克小组和科斯特罗马小组的报告，以及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特维尔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寄来的通讯，在报告和通讯上作批注并划线。这些材料发表在6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4号上。

研究俄国解放联盟中央委员会的几份宣言，在这些文件上划重点，在写《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一文时使用了这些材料。


6月4日（17日）


列宁的文章《革命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社论）和《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发表在《无产者报》第4号上。


6月5日（18日）


以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的身份，批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章程。


6月8日（21日）


撰写《资产阶级背叛的头几步》一文。


6月8日（21日）—7月


翻阅6月份的《黎明报》，从报上摘录有关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团晋谒沙皇的消息，写评注，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评价了该报发表的材料，认为这是按资产阶级精神伪造社会民主主义的把戏，是用机会主义来歪曲阶级斗争概念的伎俩。


6月10日（23日）


撰写《戴白手套的“革命家”》一文。


6月10日（23日）以后


亚·亚·波格丹诺夫1905年6月10日（23日）自彼得堡寄信给列宁，说许多委员会站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一边，孟什维克在这些委员会中遭到了失败。


6月11日和6月27日（6月24日和7月10日）之间


翻阅1905年6月11日（24日）和12日（25日）的《俄罗斯新闻》，并摘录有关沙皇接见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团的材料；在《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一文中利用了这些材料。


6月12日（25日）以后


写《给〈莱比锡人民报〉编辑部的公开信》，信中抗议卡·考茨基歪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的情况，反对企图用抵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代表大会的通知的德文小册子的办法，来封锁布尔什维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的声音。

翻阅1905年6月25日（公历）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福斯报》，并摘录关于地方自治人士和贵族代表大会的材料。　


6月13日（26日）以前


校订瓦·瓦·沃罗夫斯基的文章《资产阶级和罢工。第二篇文章》、弗·弗·菲拉托夫和瓦·瓦·沃罗夫斯基的文章《革命斗争和政治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关于莫斯科党代表会议同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传单。这两篇文章和传单的一部分发表在6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5号上。


6月13日（26日）


列宁的文章《资产阶级背叛的头几步》和《戴白手套的“革命家”》发表在《无产者报》第5号上。


6月15日（28日）


写《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奴颜婢膝》一文。


6月15日（28日）以后


谢·伊·古谢夫1905年6月15日（28日）自敖德萨寄信给列宁，报告敖德萨的革命事件和“波将金号”装甲舰举行起义的情况。

校订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罗马庆祝马志尼100周年诞辰》一文。


6月16日（29日）以前


列宁起草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的拉脱维亚文和俄文单行本在里加散发。


6月17日（30日）


根据列宁的提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派米·伊·瓦西里耶夫－尤任作为中央的代办员前往敖德萨，同领导黑海舰队起义和“波将金号”装甲舰起义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建立联系；行前列宁同瓦西里耶夫－尤任进行谈话，指示他特别需要取得农民的积极支持，行动要坚决、勇敢和迅速，要武装工人，夺取城市。瓦西里耶夫－尤任到达敖德萨时“波将金号”装甲舰已经驶往罗马尼亚，没能取得上联系。


6月18日（7月1日）以后


从1905年7月1日（公历）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摘录关于“波将金号”装甲舰起义的资料。


6月18日和27日（7月1日和10日）之间


从1905年7月1日（公历）瑞士自由派《日内瓦日报》摘录关于自由派对待布里根杜马草案的态度；在《资产阶级向专制制度讨价还价，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讨价还价》一文和《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一文的提纲中利用了这一材料。


6月19日（7月2日）以后


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来信，信中感谢寄去了书，并请求把载有卢那察尔斯基的《群众政治罢工》一组文章的那几号《无产者报》寄给他，因为他想把这几篇文章编成小册子。


6月20日（7月3日）以前


修改自己的《倒退的第三步》一文的手稿。

校订尼·费·纳西莫维奇的文章《军队里发生了什么事》，审定纳西莫维奇按照列宁建议拟定的提交各地方党组织的关于在军队里建立鼓动工作的调查表。


6月20日（7月3日）


列宁的文章《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奴颜婢膝》（社论）和《倒退的第三步》发表在（无产者报》第6号上。

收到社会党国际局书记的来信，信中通知说给格·瓦·普列汉诺夫寄去5049法郎，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开展革命活动的费用。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复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告知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始格·瓦·普列汉诺夫已不再是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在中央未专门派代表去社会党国际局期间，一切事务应同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联系。


6月20日和27日（7月3日和10日）之间


从1905年7月3日（公历）《晨报》上摘录有关城市和地方自治机关代表会议拟定的立宪要求；在《资产阶级向专制制度讨价还价，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讨价还价》一文和《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一文的提纲中利用了摘录的材料。


6月21日（7月4日）


收到从柏林给《无产者报》编辑部的电报，电报要求通知社会党国际局：俄国政府已经请求各强国帮助它恢复国内秩序。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用法文写信给社会党国际局，请求向全世界工人发表呼吁书，制止欧洲各强国帮助沙皇政府镇压俄国的革命。


6月21日（7月4日）以后


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写《补充说明》，起草《补充说明》第2章的提纲和纲要。


6月23日（7月6日）


从《泰晤士报》、《法兰克福报》、《晨报》和《柏林日报》上摘录有关沙皇政府请求欧洲各强国派警察帮助镇压起义水兵的消息；写《俄国沙皇寻求土耳其苏丹的保护以抵御本国人民》一文。


6月24日（7月7日）


列宁写的《三种宪法或三种国家制度》由《无产者报》印成传单。


6月24日或25日（7月7日或8日）


收到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1905年6月23日（7月6日）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问题的来信。


6月24日和29日（7月7日和12日）之间


收到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的来信，信中报告了高加索的局势以及在格鲁吉亚学习列宁著作《怎么办？》和《进一步，退两步》的情况；请求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给予物质上的帮助，以维持印刷所的日常工作。


6月25日（7月8日）


致函社会党国际局，说明在中央委员会任命新代表代替格·瓦·普列汉诺夫以前，凡涉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信件、宣言、文件、经费等，均请寄给中央委员会。

在瑞士比尔作专题报告。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说收到了他寄来的钱款的一半；再次重申：格·瓦·普列汉诺夫已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


6月25日（7月8日）以后


从1905年7月8日《时报》和7月7日《泰晤士报》上摘录有关提名大地主、地方自治运动活动家德·尼·希波夫为内务大臣候选人的消息。

写《特列波夫搞专制独裁和希波夫被提名上台》一文未完草稿。


6月25日（7月8日）—7月


同来自日内瓦的水兵阿·尼·马秋申科谈话，他是“波将金号”装甲舰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6月26日和29日（7月9日和12）之间


经叶·德·斯塔索娃收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任命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和党的学术性机关报主编的决定。


6月27日（7月10日）以前


校订弗·弗·菲拉托夫的小册子《战术和筑城术在人民起义中的运用》的手稿。

写《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一文的两个提纲。


6月27日（7月10日）


列宁的文章《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社论）、《俄国沙皇寻求土耳其苏丹的保护以抵御本国人民》、《资产阶级向专制制度讨价还价，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讨价还价》和《最后消息》发表在《无产者报》第7号上。


6月28日（7月11日）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中央委员会工作中存在缺点，为了在革命高潮的复杂形势下执行正确的策略路线，建议加强思想领导，印发关于党和政治问题的传单，建议补充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代办员。


6月29日（7月12日）以前


收到社会党国际局的来信，信中询间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问题，并提到奥·倍倍尔提出的进行调解以促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统一的建议。

会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战斗技术组成员Ｈ．Ｅ．布勒宁，谈解决从国外获得武器的实际问题。


6月29日（7月12日）


致电彼得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同意增补彼·彼·鲁勉采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封电报没有找到）。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不同意任命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因为他反对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6月30日（7月13日）—7月


同自己的家属住在日内瓦近郊的别墅里，每周去市里三、四次。


6月下半月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雅·纳·勃兰登堡斯基和其他同志被派往国内，到党的地方委员会去工作。列宁对他们作指示，说明当前局势的特点、战争的情况、“波将金号”装甲舰事件，详细分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的决议。


6月


拟定《谈谈政治同教育的混淆》一文的提纲并撰写正文。

写札记《临时革命政府图景》。

阅读已经出版的载有列宁撰写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代表大会通过的主要决议和党章的小册子，在小册子上作批注，并在正文各页划重点。

会见从俄国来的A.и.雅柯夫列夫，向他询问莫斯科的情况和来自满洲的消息。

尔·马尔托夫在日内瓦作关于武装起义的报告，列宁听了他的报告并作了记录。


不晚于7月


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出版委员会对记录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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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1905年7月至10月的列宁著作。

以1905年彼得堡1月9日事件为开端的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益向深广发展，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在这革命高涨时期，科学地分析政治局势，准确地估量阶级力量对比，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905年4、5月间由布尔什维克倡议、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在这次革命中的策略。孟什维克拒绝参加这次代表大会，而单独在日内瓦召开了自己的代表会议，制定自己的策略。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充满了机会主义观点。这些观点的传播必然导致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削弱革命力量，把革命引上歧途。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严重障碍。布尔什维克为了贯彻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团结工人阶级队伍，集中全力准备全民武装起义，就必须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彻底揭露孟什维克的破坏行为和机会主义。本卷收载的文献主要反映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列宁在党的策略问题上同孟什维克所进行的尖锐斗争。

本卷首篇《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为了从理论上论证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彻底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而写的。这一著作对于教育无产阶级群众，团结和壮大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把革命引上正确的道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列宁在这一著作中阐明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论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争取民主共和制的途径和方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问题。

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但是孟什维克不懂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俄国革命的本质特征，错误地认为象以往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在俄国这次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应当是资产阶级。列宁对孟什维克这种僵死地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动力，从而不承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说教作了有力的批驳。西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时，无产阶级远不如资产阶级强大。二十世纪的俄国则不然，无产阶级已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已先于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比其他一切政党都先进，它有全党通过的精确的纲领”（本卷第4页）。列宁令人信服地证明，俄国无产阶级应当而且能够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他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本卷第32页）在俄国，无产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就愈能保证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利益，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害怕人民革命，它需要借助旧时代的某些残余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因此，它宁愿用改良的方法使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不坚决和不彻底。只要它的自私的狭隘利益得到满足，它就会同专制制度妥协、勾结，反对革命。它的阶级地位使它不可能同专制制度作坚决的斗争。基于这种分析，列宁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本卷第34页）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无产阶级是成为资产阶级的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

布尔什维克策略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孟什维克在可能的同盟者的问题上忘记了农民，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而把希望寄托于自由派资产阶级，惟恐无产阶级的斗争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列宁详细分析了无产阶级同盟军的问题。他指出，农民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它能够成为完全而又极其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准确地体现农民的利益，“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本卷第81—82页）。因此，农民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寻找革命共和派的领导。无产阶级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就应当依靠农民，排挤和孤立想拿革命同沙皇制度做交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一起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才会有真正最广大的规模。也只有在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列宁指出，孟什维克的策略不是把革命农民提高到自己同盟者的地位，而是把自己降低到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水平。

布尔什维克根据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和革命运动的发展状况，明确提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反对专制制度是党的最主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之一。孟什维克的策略决议却只泛泛地一般谈论起义，而回避了武装起义是否必要、是否刻不容缓的问题。列宁在批判孟什维克这种机会主义策略时指出，革命的胜利，革命专政的产生，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武装群众，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当国内战争已经爆发，武装斗争已成为必要的时候，孟什维克对起义问题只局限于“一般宣传”而不肯行动起来，不把武装起义作为行动的直接口号，这就是说教，甚至是出卖革命、背叛革命。

列宁在这一著作中详细阐明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孟什维克认为“决定”召集立宪会议就是革命的彻底胜利。列宁指出，孟什维克的策略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拉向后退，他们提出的口号事实上没有超过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在布尔什维克看来，革命彻底战胜沙皇制度，应该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革命的胜利和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的拼命反抗。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中必然产生出来的口号。它是关于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的具体体现。列宁指出，这种专政只能是民主主义的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改革，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它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主义问题上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中的意志的统一，同时又能把民主革命推向前进，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列宁写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表明现在这个革命的历史局限性，表明在新制度的基地上为争取工人阶级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而进行新斗争的必然性”，“这个口号既能确定新上层建筑的新‘建筑者’可能而且应当依靠哪些阶级，又能确定这一上层建筑是什么性质（和社会主义专政不同的“民主”专政）和采取什么建筑方式（实行专政，即用暴力镇压暴力的抵抗，武装人民中的革命阶级）”（本卷第113、112页）。列宁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提出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的发展，它对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的性质作出了新的解答。从前西欧的民主革命导致了资产阶级专政。而现在，当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人民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种新见解。它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取得了崭新的意义。而这正是按照教条重复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实质的原理的孟什维克所不能理解和不能接受的。

对临时政府的态度是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主要策略分歧之一，也是列宁在这一著作中着重论述的问题。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临时革命政府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原则上是容许的。列宁认为，从巴黎公社时期以来笼罩着欧洲的漫长的政治反动时代使无产阶级过分习惯于只考虑“从下面”行动，俄国革命是处于政治动荡的新时期，决不可把自己束缚在陈规旧套当中。在有利的条件下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就是要“从上面”行动。列宁认为这几乎是“前所未见的新斗争方式的政策”。同时列宁也强调指出，“从下面”影响临时革命政府仍然是在任何场合都必须做的。孟什维克借口避免无产阶级融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危险，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主张在起义胜利后马上放弃领导权，把一切果实统统奉送给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只应“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列宁彻底批判了孟什维克这种机会主义立场，指出他们的策略客观上正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效劳的。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以及其后不久所写的《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和《社会主义和农民》两文中，还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的革命实践，明确区分了俄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阶段，讲清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在现代俄国，构成革命内容的不是两种斗争力量，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战争：一种是在目前的专制农奴制度内部发生的，另一种是在未来的、正在我们面前诞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内部发生的。一种是全体人民争取自由（争取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争取民主，即争取人民专制的斗争，另一种则是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本卷第284—285页）贬低无产阶级参加并领导民主革命的意义是荒谬的，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也是荒谬的。列宁指出，正在发生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工人阶级的使命是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为争取共和制、实现党的最低纲领而斗争。只有经过政治民主的道路才能使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公开斗争中受到锻炼和教育，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将为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扫清道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将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打好基础。他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视为一根链条上的两个环节，指出“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本卷第113页）。列宁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在为民主革命的胜利而斗争时一分钟也不要忘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不要忘记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必然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列宁写道：“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本卷第83页）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列宁对不断革命的思想作了明确的表述。他说：“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本卷第223页）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阐述的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关于工农联盟，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须同半无产者结成联盟等一系列重要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些原理经受了俄国三次革命的检验，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列宁正是依据这些原理，并根据他发现的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1915年作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几个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天才结论。

在《革命教导着人们》一文中，列宁指出，俄国革命所提供的极其丰富的政治材料，证明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也证明了孟什维克策略的失败。无产阶级应当在自己的策略决议中把忠于马克思主义原则同正确估计革命阶级的任务结合起来，必须经常地根据新的政治事变来检验自己的策略决议在理论上是否正确，在实践上是否适当，力求使自己的策略口号能够引导无产阶级前进，照亮革命发展的道路。

本卷收载的《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玩议会游戏》、《朋友见面了》和《吃得饱饱的资产阶级和馋涎欲滴的资产阶级》等一批文章，围绕着布里根杜马问题，痛斥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并继续批判孟什维克的尾巴主义策略。

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迫使沙皇政府在加紧进行镇压的同时，又用空头许愿和无关紧要的让步来破坏人民的革命斗争。1905年8月6日沙皇政府颁布了选举国家杜马（布里根杜马）的宣言。按宣言的规定，杜马是咨议机构，没有任何权力。享有杜马选举权的只是大地主、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布里根杜马一时成为俄国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列宁在上述文章中指出，布里根杜马的阶级实质是地主和大资产者同沙皇政府的妥协和勾结。沙皇政府想以完全无损于专制制度的所谓立宪的小恩小惠使地主资产阶级同人民分离而与专制制度妥协。站在沙皇和人民中间扮演经纪人角色的资产阶级则想背着正在斗争的人民窃取政权。列宁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既定路线和革命不断高涨的有利形势，为布尔什维克制定了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的方针。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应当是最坚决地支持资产阶级左翼对杜马的抵制，揭露反对抵制的资产阶级右翼的背叛行为。列宁要求把这种抵制变成积极的抵制，展开最广泛的宣传。中心的宣传口号是“武装起义，立即建立义勇队和革命军战斗队，推翻沙皇政权，建立临时革命政府以召集全民立宪会议”（本卷第177—178页）。孟什维克反对抵制布里根杜马，反对起义，而提出“组织革命的自治”的口号来取代武装起义的口号。他们不懂得，在俄国不以武装起义推翻专制制度就谈不上“革命自治”。列宁揭露了孟什维克关于杜马问题的策略的荒谬性和欺骗性。他指出，“用组织革命自治的口号来代替或者哪怕是排挤起义的口号，就等于劝别人先捉住苍蝇再撒上灭蝇粉”（本卷第165页）。实行这种策略就是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从思想上和策略上解除革命者的武装。

1905年8月孟什维克在基辅召开南俄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决议。决议中明确肯定了“公民革命自治”的口号，号召在专制制度下全民选举立宪会议，宣称这种有组织的人民选举运动“会造成推动起义的新因素”，“会自然而然地转变成反对沙皇制度的全民起义”。列宁针对孟什维克这些谬论写了《〈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一文，指出孟什维克所设计的“全民选举”不过是全民的滑稽剧或全民的骗局，滑稽的选举永远不会激发群众，起义的决定因素是革命人民的军事力量。起义能否胜利要看革命鼓动和组织的成就如何，要看革命军队的力量和准备程度如何。建立革命军队是一个艰巨、复杂和长期的过程。用臆造的“起义的新因素”或“自然而然地转变”这种空话来回避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这一困难任务是不能宽恕的。文章还指出，孟什维克的这个决议永远会成为使社会民主党任务庸俗化的糟糕的历史文献。

革命的发展进程证明，列宁制定的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策略是正确的。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政府的布里根杜马闹剧以失败告终。后来列宁谈到抵制布里根杜马时说，这是布尔什维克正确而且成功地采取抵制策略的范例。

本卷中的《黑帮分子和组织起义》、《由防御到进攻》、《革命军战斗队的任务》等文和《致圣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一信论述了日益发展的群众性武装斗争问题。列宁高兴地指出，尽管机会主义者竭力反对，在现实斗争中武装起义已经逐渐成为人民真正的最迫切的需要，革命自会教训那些顽固不化的学究。列宁赞许一些城市的工人群众为回击政府的镇压而自发组织武装自卫的行动，号召社会民主党人学习他们的榜样，领导群众，筹集武器，研究军事问题，做好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军事技术准备工作。在这些文献中，列宁还对武装起义的实际工作，从组织队伍的方法到起义时这些队伍如何行动，作了十分具体的指示。

《莫斯科流血的日子》、《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和《莫斯科事变的教训》等文评述了1905年9月19日在莫斯科开始的政治罢工。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抵制杜马、组织起义的号召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沙皇政府于8月23日同日本签订了和约，腾出手来对付革命。工人和农民遭到了更残酷的压迫。这一切，激起了革命运动的新浪潮。地处“真正的俄罗斯”地区中心的莫斯科打破了长久的沉寂，爆发了很有声势的政治罢工。列宁把它喻为“暴风雨来临时的第一道闪电，它照亮了一个新的战场”（本卷第347页）。列宁同时指出，莫斯科罢工还不是运动的最高阶段，不是决定战争结局的战役之一，而只是小规模的前哨战。这次运动既没有事先受过训练的和装备精良的革命部队的发动，也没有哪怕是一部分军队转到人民方面来。但是，起义在不断发展，斗争在不断扩大，斗争形式愈来愈尖锐。列宁对此深信不疑。他认为，“起义即将升到新的、更高的阶段，那时一定会有革命者的战斗队或哗变的军队来援助群众”，“那时起义就会取得沙皇制度所无法对付的重大胜利”（本卷第318页）。

列宁在同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进行原则性斗争的同时，没有放弃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现统一的努力。本卷中的《色厉内荏》、《〈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和《关于党的统一的问题》等文表明了列宁在党的统一问题上的态度。列宁指出，广大的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工人，对分裂局面极其不满，要求统一，这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统一。列宁反对建立一种既非布尔什维主义又非孟什维主义的“第三党”，反对无原则的调和主义，而强调只有在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同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实现统一。这个基础就是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指出的，在党章中规定了的充分保证少数人权利的原则。列宁在这些文献中提出了双方合并的具体条件，并明确表示：“或者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基础上同党合并，或者是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本卷第304页）。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所收的文献增加24篇。编入正文部分的有：《传单草稿》、《〈普列汉诺夫和新《火星报》〉小册子的三个提纲》、《〈社会主义政治的主要任务〉一文提纲》、《短评》和《俄国的财政》等7篇。《附录》中除了《〈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初稿》外，都是新增加的。





《列宁全集》第11卷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1905年6—7月）


序　言



1．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



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



3．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4．君主制度的铲除和共和制



5．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



6．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7．“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略



8．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9．什么是在革命时期做一个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10．“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1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某些决议和“代表会议”某些决议的粗略比较



12．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



13．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补充说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一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现实主义者为什么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现实主义者”？

二 马尔丁诺夫同志又来“加深”问题了

三 庸俗的资产阶级专政观和马克思的专政观





《列宁全集》第11卷


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巴黎公社和民主专政的任务》一文写的结尾[65]


（1905年7月4日〔17日〕）

首先，这段回顾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同小资产阶级一道参加革命政府，在原则上是完全允许的，在一定条件下简直是必需的。其次，这段回顾向我们表明，公社所必须完成的实际任务，首先是实行民主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专政，也就是实施我们的“最低纲领”。最后，这段回顾还提醒我们，吸取巴黎公社的教训时，我们不应该重犯它的错误（没有占领法国银行，没有进攻凡尔赛，没有明确的纲领等等），而应该学习它那些指出了正确道路的行之有效的步骤。我们要向1871年的伟大战士学习的不是“公社”这个字眼，不应当盲目重复他们的每一个口号，而应当明确地提出符合俄国情况的纲领性的和实际的口号，那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载于1905年7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32页

















[65]这是列宁审阅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一篇文稿时写的。除加写这个结尾外，列宁还改动了该文的标题，并对正文作了多处修改。



卢那察尔斯基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05年7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8号。文章对巴黎公社的活动及其政府的组成作了历史性的回顾。文章反对孟什维克否定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可能性的策略路线，指出当时工人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一道参加了巴黎公社政府。——125。





《列宁全集》第11卷


革命教导着人们[66]


（1905年7月13日〔26日〕）

政党内部和政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往往不仅靠原则性的论战来解决，而且也会随着政治生活本身的发展得到解决，甚至更正确的说法也许是：与其说是靠前者解决，不如说是靠后者解决。特别是有关党的策略即党的政治行动的意见分歧，结果往往是持错误意见的人在实际生活教训的影响下和在事变进程本身的压力下实际转上了正确的斗争道路，因为事变进程本身常常迫使人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并把错误意见完全抛在一旁，使它们失去基础，变成毫无内容，枯燥无味、谁也不感兴趣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是说，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不具有重大意义，不需要进行唯一能使党保持高度理论信念的原则性的解释。不是的，这只是说，必须尽可能经常地根据新的政治事变来 检验
 以前通过的策略决议。这种检验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必要的——从理论上来说，是为了通过事实，通过经验来证实已经通过的决议是否正确和正确的程度如何，决议通过以后发生的政治事变要求我们对决议作哪些修改；从实践上来说，是为了真正学会贯彻这些决议，学会把它们看作应立即直接运用到实际中去的指示。

在革命时期，政局发展得很快，日益发展起来、暴露出来和不断解决的政治冲突十分尖锐，因此可以用来进行这种检验的材料也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多。在革命时期，旧的“上层建筑”在崩溃，新的“上层建筑”通过各种社会力量的主动行动在众人面前建立起来，这样就在事实上表明了这些社会力量真正的本质。

俄国革命也是几乎每星期都提供出极其丰富的政治材料，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检验我们以前作出的策略决议，为我们的整个实际活动吸取最有益的教训。拿敖德萨事变来说吧。一次起义没有成功。一支革命军队遭到了失败，不错，它不是被敌人消灭掉了，而是被敌人排挤到了中立国领土（就象1870—1871年战争期间德国人把一支法国军队排挤到了瑞士那样），并且被中立国解除了武装。失败是惨痛的，沉重的。但是这种斗争中的失败同希波夫先生们、特鲁别茨科伊先生们、彼特龙凯维奇先生们、司徒卢威先生们以及沙皇的一切资产阶级奴仆在讨价还价中的失败真是有天壤之别！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64页。——编者注］

 这句名言用于不断有先进阶级的代表补充进去的革命军队要比用于某个国家的军队更恰当得多。只要旧的、腐烂的、腐蚀全体人民的上层建筑还没有被摧毁，任何一次新的失败都会使愈来愈多的新战士奋起作战，使他们从他们同志的经验中受到教育，使他们学到新的更好的斗争方法。当然，在国际民主运动和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上，还有全人类的广泛得多的集体经验，这种经验已经被革命思想的先进代表所肯定。我们党从这种经验中吸取进行日常宣传鼓动的材料。但是在以千百万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中，能够直接学习这种经验的只有少数人。群众主要是从亲身的经验中学习，而且每吸取一点教训，在解放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要作出巨大的牺牲。1月9日的教训是惨痛的，但是它使得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思想革命化了。敖德萨起义的教训是惨痛的，但是，在已经革命化的思想的基础上，它现在不但能教会革命无产阶级如何进行斗争，而且能教会他们如何取得胜利。关于敖德萨事变我们要说：革命军队是失败了，——革命军队万岁！

我们在本报第7号上已经指出，敖德萨起义又一次阐明了我们提出的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的口号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16—324页。——编者注］

 。在前一号上我们讲了（弗·谢·同志的文章）起义的军事教训。在这一号上我们再谈谈它的若干政治教训（《城市的革命》一文）。现在还应当从我们上面谈到的两个方面——理论上是否正确，实践上是否适当——来检验我们不久前通过的策略决议。

目前迫切的政治问题是起义问题和革命政府问题。这两个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谈得最多，争论得也最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及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代表会议所通过的主要决议，谈的都是这些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在策略上的主要意见分歧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现在试问： 在
 敖德萨起义 以后
 这些意见分歧变得怎样了呢？谁现在只要用心读一下有关这一起义的评论和文章，再读一下党代表大会和新火星派代表会议关于起义和关于临时政府问题的四个决议，他立刻就会看到，新火星派在事变的影响下 事实上
 已经开始转向自己的论敌方面，就是说，他们不再根据自己的决议而根据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来行动了。革命事变的进程是错误理论的最好的批评者。

《火星报》编辑部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向“俄国公民、工人和农民”发出了一份传单，题为《革命的第一个胜利》。现将传单最重要的部分引述如下：


　　“采取勇敢的行动、全力支持士兵勇敢的起义的时刻到了。现在勇敢就会取得胜利！举行公开的人民集会，把沙皇制度的军事支柱崩溃的消息告诉人民！哪里有可能，就在哪里占领市政机关，把它们变成人民的革命自治的支柱！驱逐沙皇的官吏，举行全民选举来产生革命自治机关，委托这种机关在彻底战胜沙皇政府和建立新的国家制度以前临时管理社会事务。占领国家银行的分行，占领军火库，武装全体人民！建立城市和城市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系，让武装的公民互相支援，哪里需要支援就火速到哪里支援。攻占监狱，释放那些为我们的事业而斗争的战士，——你们可以用他们加强自己的队伍！在各地宣布推翻沙皇君主政府，代之以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公民们！起来吧！解放的时刻到了！革命万岁！民主共和国万岁！革命军队万岁！打倒专制制度！”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坚决、公开、明确地号召全民武装起义。我们还看到同样坚决地，可惜是不公开地、吞吞吐吐地号召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起义问题。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没有原则区别呢？无疑是有的。我们在《无产者报》第6号上已经谈过这一点（《倒退的第三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编者注］

 ），现在我们还可以引用一下《解放》杂志的颇有教益的证明。该杂志第72期写道，“多数派”堕入了“抽象的革命主义，骚乱主义，趋向于不择手段地在人民群众中发动起义并以人民群众的名义来立刻夺取政权”。“与此相反，少数派虽然固守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但是同时也保存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现实主义成分。”经过马克思主义预备班训练并通晓伯恩施坦主义的自由派所发表的这段议论是极其宝贵的。自由派资产者历来就指责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有“抽象的革命主义和骚乱主义”，历来就夸奖机会主义派提问题的“现实主义”。《火星报》自己也曾经不得不承认（见第73号的附注，这是为司徒卢威先生称赞阿基莫夫同志的小册子的“现实主义”而加的），解放派所谓的“现实主义”就是“机会主义”。解放派先生们除了爬行的现实主义以外，不知道其他的现实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就是要强调先进阶级的战斗任务，就是要在现存事物中发现推翻这种事物的因素。所以《解放》杂志对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评论，再一次证实了我们的书刊已经证明了的事实，就是“多数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少数派”是这个党的机会主义派。

《解放》杂志断然肯定，和代表大会比较起来，“少数派代表会议是用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武装起义的”。事实的确是这样。第一，代表会议的决议自相矛盾，一会儿否认有计划的起义的可能性（第1条），一会儿又承认这种可能性（§4）；第二，决议只是列举了“准备起义”的 一般
 条件，比如：（1）扩大鼓动；（2）巩固同群众运动的联系；（3）提高革命觉悟；（4）建立各地区之间的联系；（5）争取非无产阶级的团体支持无产阶级。与此相反，代表大会的决议直接提出了正面的口号，认为运动 已经发展到了
 非起义不可的地步，号召组织无产阶级进行直接的斗争，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在宣传鼓动中“不仅”讲清楚起义的“政治意义”（代表会议的决议实质上仅限于此），而且讲清楚起义的组织实践方面的问题。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两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什么不同，我们回顾一下从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产生以来社会民主党人对起义问题的看法的发展经过。第一个阶段是1897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中说，“现在来解决社会民主党将采用什么手段去直接推翻专制制度，是选定起义，还是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或者其他进攻手段这个问题，这就好象将领们在尚未调集军队以前就召集军事会议一样”（第18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42页。——编者注］

 。我们看到，这里甚至连准备起义也没有谈到，而只是提出调集军队即进行一般的宣传鼓动和组织。

第二个阶段是1902年。在列宁的《怎么办？》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再想一想人民起义。现在（1902年2月）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我们应当考虑起义并且准备起义。但是怎样
 准备呢？当然不能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代办员到各地去准备起义！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中央委员会，那它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指定办法，也不会得到丝毫结果的。相反，在创办和发行共同的报纸的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起来的代办员网，却不需要‘坐待’起义的口号，而会进行那种保证它在起义时最可能获得成功的经常性工作。正是这种工作会巩固同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及一切不满专制制度的阶层的联系，而这对于起义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会培养出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总的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善于选择起义的适当时机的能力。正是这种工作会使所有的
 地方组织都习惯于同时对那些激动整个俄国的同样的政治问题、事件和变故作出反应，并且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一致地和适当地对这些‘变故’作出回答，而事实上起义也就是全体人民对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适当的‘回答’。最后，正是这种工作会使全俄各地的所有革命组织都习惯于彼此发生一种能使党在实际上
 统一起来的最经常而又最秘密的联系，而没有这种联系，就不可能集体讨论起义计划，不可能在起义前夜采取应该严守秘密的必要的准备措施。”（第136—137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68—170页。——编者注］





　　这段话就起义问题提出了哪些论点呢？（1）认为“准备”起义就是指定专门的代办员去“坐待”口号的想法是荒谬的。（2）进行经常性工作的个人和组织必须 在共同的工作中形成
 联系。（3）必须在这种工作中巩固无产阶级（工人）阶层同非无产阶级（一切不满的）阶层的联系。（4）必须共同培养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政治形势和对政治事件适当地“作出反应”的能力。（5）必须把一切地方革命组织在实际上统一起来。可见，这里已经明确地提出了 准备起义
 的口号，但是还没有直接号召起义，还没有认为运动“已经发展到了”非起义不可的地步，必须立即武装起来，组成战斗小组等等。这里所分析的恰恰是代表会议的决议（1905年！！） 几乎一字不差地加以重复
 的那些准备起义的条件。

第三阶段是1905年。在《前进报》上以及后来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除了
 起义的一般政治准备 以外
 ，提出了立刻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进行起义、建立特种的（战斗）小组的 直接口号
 ，因为运动“已经发展到了非武装起义不可的地步”（代表大会决议第2条）。

从这段简单的历史回顾中可以得出三个无庸置疑的结论：（1）自由派资产者、解放派硬说我们堕入了“ 抽象的
 革命主义，骚乱主义”，这完全是造谣。我们现在和过去对这个问题的提法都不是“抽象的”，而是 以具体情况为基础
 的，我们在1897年、1902年和1905年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各不相同的。关于骚乱主义的指责，是自由派资产者先生们的机会主义论调，他们准备在同专制制度进行决战的时代出卖革命利益和背叛革命。（2）新火星派代表会议停留在起义问题发展过程的第二阶段上。它在1905年只是重复了仅仅适用于1902年的提法。它比革命的发展 落后了
 三年。（3）在实际生活教训的影响下，也就是在敖德萨起义的影响下，新火星派事实上已经承认不能按照自己的决议而必须按照代表大会的决议来行动，也就是承认起义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承认立即公开号召直接组织起义和组织武装是绝对必要的。

落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教条一下子就被革命屏弃了。我们和新火星派在共同工作中达到实际统一的障碍又减少了一个，当然，这还不等于完全消除了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我们不能满足于我们的策略口号跟在事变后面蹒跚而行，在事后才去适应事变。我们应当力求做到使这些口号能引导我们前进，照亮我们今后的道路，使我们能够看得比当前的迫切任务更远。为了进行彻底的坚定的斗争，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发生一个事件制定一种策略。它应当在自己的策略决议中把忠于马克思主义原则同正确估计革命阶级的先进任务结合起来。

再拿另外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临时革命政府问题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许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火星报》编辑部在自己的传单中实际上抛弃了代表会议的口号而接受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口号。“不应当抱定夺取政权”（在民主革命中）“或在临时政府中分掌政权的目的”，这种谬论已经被抛弃，因为传单直接号召“占领市政机关”，组织“临时管理社会事务”的工作。“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这个荒谬口号（在革命时期是荒谬的，尽管在只能进行议会斗争的时期是非常正确的）实际上已经被送进档案馆，因为敖德萨事变迫使《火星报》懂得，在起义的时候只提这个口号是可笑的，应当积极号召起义，号召坚决果断地实行起义和利用革命政权。“革命公社”这个荒谬的口号也被抛弃了，因为敖德萨事变迫使《火星报》懂得，这个口号只会使人更容易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而把这两种极不相同的事情混淆起来完全是一种冒险主义，这说明理论思想模糊不清，这样，要实行十分必要的实际措施，使工人阶级能在民主共和国中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就会更加困难了。

请回忆一下新《火星报》和《前进报》的论战，新《火星报》提出“仅仅从下面”行动的策略，而前进派提出“既从下面，又从上面”行动的策略，你们可以看到，《火星报》接受了我们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连它自己也号召从上面行动了。请回忆一下《火星报》的担忧，它怕我们担负起国库和财政等等的责任会损害自己的名誉，现在你们可以看到，即使我们的论据没有说服《火星报》，事变本身也已经使它相信我们的论据是正确的了，因为在上述传单中《火星报》直接建议“占领国家银行的分行”。那种认为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由两者共同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背叛无产阶级”或者说是“庸俗的饶勒斯主义（米勒兰主义）”的谬论，已经被新火星派忘得一干二净了，现在他们自己就在号召工人和农民占领市政机关、国家银行的分行、军火库，“武装全体人民”（显然，现在已经是用武器来武装，而不仅仅是用“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来武装了），宣布推翻沙皇君主政府，等等，总而言之，完全根据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提出的纲领，根据革命民主专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来行动了。

不错，这两个口号《火星报》在传单中都没有提到。它所列举和描绘的一切行动全都是临时革命政府的行动，但是它避免用这个字眼。这是枉然的。事实上它自己已经接受这个口号。没有明确的术语，只会在战士的头脑中造成摇摆、犹豫和混乱。害怕“革命政府”、“革命政权” 这些字眼
 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应有的纯粹无政府主义的恐惧心理。要“占领”机关和银行，“举行选举”，委托“临时管理事务”，“宣布推翻君主政府”，就一定要先实现和宣布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把革命人民的全部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统一起来，去实现同一个目的。没有这种统一，没有革命人民对临时政府的普遍承认，没有把全部政权转归这个政府掌握，无论怎么“占领”机关，怎么“宣布”成立共和国，都不过是无谓的骚乱。人民的革命力量如果不通过革命政府集中起来，在起义得到初次胜利以后就只会七零八落，失去全国性的规模，无法保持已经夺得的战果和实现已经宣布的主张。

再说一遍：那些不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社会民主党人，在事变进程的影响下事实上不得不根据代表大会提出的口号来行动，而抛弃代表会议的口号。革命教导着人们。我们要做的就是吸取革命的全都教训，一点一滴也不放过，使我们的策略口号适应我们的行动，适应我们的当前任务，使群众正确了解当前的这些任务，着手在各地最广泛地组织工人去实现起义的战斗目标，去建立革命军队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





	载于1905年7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33—143页

















[66]《革命教导着人们》一文最初在1905年7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9号上发表时，第一部分有一些删节。《列宁全集》俄文第1—4版都是按照《无产者报》的文字刊印的，第5版第11卷首次按手稿全文刊印了这篇文章。——126。





《列宁全集》第11卷


色厉内荏

（1905年7月13日〔26日〕）

《火星报》第104号登载了一篇短评，评论我们的杂文《倒退的第三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编者注］

 （《无产者报》第6号）。在这篇杂文里我们心平气和地说，新火星派分子以党的名义占用了印刷所、库房和经费，而不愿意把党的财产交出来。这些话竟使得《火星报》勃然大怒，说出了一些崩得用来骂人的、令人难忘的“污秽的话”。《火星报》殷勤地把“肮脏的拖把”和“造谣中伤的懦夫”等等安在我们头上。这正象恩格斯以前形容某一类流亡者的论战那样：“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夜壶，而且不是空夜壶。”（Jedes　Wort—ein　Nachttopf　und　keinleerer）[67]我们当然没有忘记法国的一句格言：骂人是没有道理的人的道理。现在就请公道的读者冷静地考虑一下：喧嚣是怎样引起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以后，中央委员会写信给新火星派，要他们交出党的财产，但是他们不回信。他们不承认第三次代表大会，不承认中央委员会已经转向了布尔什维克。就算是这样吧，但是从新火星派的这种不承认来看，也只能得出结论说，他们认为不应该交出党的全部财产，而应该交出其中的一部分。这一点是太明显了，甚至连《火星报》自己现在也在短评中谈到“分配党的全部财产的可能性”。我们亲爱的反对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回信给中央委员会呢？不然，无论你们的用语多么有力，事实总是事实：多数派公布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把一切全部公布出来，而你们没有向任何人作过关于你们动用党的财产的任何报告，没有公布过任何记录，只是一味谩骂。请你们在冷静的时候想一想，你们这种行为会给有思考能力的公众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其次，中央委员会转到代表大会这方面来，《火星报》是不高兴的。这很自然。但是中央委员会发生转变已不是第一次了。一年以前，即1904年8月，中央委员会曾经转到了少数派方面。一年以前我们曾公开发表书面声明，不承认中央委员会的行动是合法的。请问，我们那时对党的财产采取了什么态度呢？ 我们把印刷所、库房、经费都交给了孟什维克
 。《火星报》怎么骂都行，但是这个事实仍旧是事实。我们作了报告，把财产交给了我们的反对者，希望用党内方法进行斗争，争取召开代表大会。我们的反对者却躲避代表大会，不向任何人作任何报告（除了对自己的拥护者以外，而且对他们也不是公开的，因为，第一，没有“代表会议”的记录，第二，别人既不知道会议的议程，也不知道会议的权限，即它的决议对孟什维克本身的约束力）。

我们党内斗争的结果造成了分裂；现在只是一个党同另一个处在组织－过程中的党的斗争。现在只要综览一下分裂以前的斗争历史，任何人（当然是指那些根据文件来 研究
 自己党的历史，而不只是象许多来自俄国的人那样听信传闻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到斗争的一般性质。被指责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等的多数派把全部形式主义的特权，把全部官僚主义的机构统统交给了自己的反对者：先交出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接着交出了党总委员会，最后又交出了中央委员会。从来没有交出的只是代表大会。结果，布尔什维克又恢复了党（或者象新火星派自然会认为的那样，建立了自己的党），完全在党的工作者自己同意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全部党的机关——首先是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68]，其次是《前进报》，最后是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与此相反，我们的论敌抓住不放的却恰恰是我们出于怜悯心而赠送给他们的形式主义的特权和官僚主义的机构！的确，请大家看一看，难道“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不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赠送给他们的吗？《无产者报》称自己为“党中央机关报”是根据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些决议孟什维克是不承认的，但是党内的多数派明确而肯定地表示认可，而多数派的成分是大家都知道的。《火星报》称自己为“党中央机关报”是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些决议现在不仅布尔什维克不承认（我们已经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代替了这些决议）， 而且孟什维克
 也不承认！！妙就妙在这里！孟什维克代表会议自己就推翻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党章。新火星派 现在死死抓住的那个名称
 就是已被他们自己的拥护者所推翻了的！

普列汉诺夫本人虽然在原则上从来不能同新火星派取得完全的一致，但是他对他们作了无限的个人让步，对布尔什维克则进行了数不胜数的攻击，因而过去和现在新火星派总是对他感激不尽。现在甚至连他也公开说，代表会议给了各中央机关一个致命的打击，他要同这些机关永远断绝关系[69]。而新火星派继续自称为“中央机关报”，谩骂那些指出他们的整个党的立场不仅不正确而且极端不光彩的人。这种使我们不得不大费唇舌的谩骂，正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种不光彩处境后心理上的必然反应。我们要提醒一点，甚至连那位多次表示 在原则上
 同情 
［注：手稿上“同情”二字之后勾掉了托洛茨基的名字。——俄文版编者注］

 斯塔罗韦尔、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同情新火星派的倾向，特别是同情他们的代表会议的司徒卢威先生，当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立场不太成体统，或者正确些说，是太不成体统了（见《解放》杂志第57期）。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广大的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工人，对分裂局面极其不满（谁能感到满意呢？）并且准备“ 随便在什么地方
 ”寻求摆脱这种局面的出路。我们完全理解并且绝对尊重这种心情。但是我们要提醒他们每一个人，单有这种心情是不够的。“随便在什么地方”这种说法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它缺乏主要内容：知道结束分裂局面的 手段
 。任何痛切的言词，任何建立一种既非布尔什维主义又非孟什维主义的“第三派”的企图，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样做只会把事情弄得更乱。象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的例子，已经用两年的经验实际地证明了这一点。卡·考茨基那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我们党的分裂情况的了解多半是根据一面之词，让他们用痛切的言词去搪塞吧。他们不了解真相还是情有可原的，——当然，硬要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妄加议论是不可原谅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最后一定要学会鄙弃那些善于用痛切的言词来搪塞的、摇来摆去的、空谈“和平”而不能为和平做出一点实际事情来的人。能使党和平和统一的现实道路不是仓促达成协议，因为这样会引起新的冲突，会把事情搞得更糟，而是要 切实地
 全面 阐明
 两个部分的策略倾向和组织倾向。在这方面我们对新火星派代表会议是再满意不过了。它表明新火星派无可挽回的瓦解。革命粉碎了他们策略上的尾巴主义。他们的“组织－过程”成了大家的笑柄。同他们分裂的，一方面有普列汉诺夫，他显然是被代表会议“教育过来”了，他不仅认识了代表会议的组织意义，而且认识了新火星派的原则性。同他们分裂的，另一方面还有阿基莫夫，他宣称彼得堡孟什维克的诺言或者“原则” 
［注：“彼得堡孟什维克的诺言或者‘原则’”这句话在手稿上是“他们关于民主制、主动性等等等等的一切言论”。——俄文版编者注］

 都是“ 空话
 ”（《最新消息》[70]第235号）。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更加紧密地团结了其中的一个方面，代表会议自己则瓦解了另一个方面。我们只想奉劝“调和派”：同志们，请研究一下分裂的历史，分析一下普列汉诺夫调和主义失败的原因，不要再做旧皮囊里装新酒[71]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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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这句话出自德国诗人亨·海涅的诗《宗教辩论》，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的第2节《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中曾经引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2页）。列宁从恩格斯著作中摘录这句话时写道：“用这句话来形容马尔托夫派是再恰当不过！”（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第127页）。——136。



[68]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是布尔什维克为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而设的组织中心，根据列宁的倡议于1904年底成立。在这个时期，党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孟什维克把党的中央机关夺取到自己手中以后，又在各地党组织间进行瓦解分裂活动，破坏工人阶级的行动统一。与此同时，俄国国内的革命局势则要求把党的力量团结起来和实现无产阶级的战斗统一。客观形势提出必须尽快召开新的代表大会，但掌握在孟什维克手中的党的中央机关对此千方百计进行阻挠。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展开了斗争。1904年8月，根据列宁的倡议在日内瓦召开的22名布尔什维克会议起了重大作用。这次会议通过的由列宁起草的《告全党书》成了布尔什维克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奋斗的纲领。1904年9—12月，在俄国召开了南方、高加索和北方这3个区域的多数派委员会代表会议。在三个会议上，根据列宁在日内瓦初步拟订的名单，选出了由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尼·利亚多夫、彼·彼·鲁勉采夫、罗·萨·捷姆利亚奇卡、马·马·李维诺夫和谢·伊·古谢夫组成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常务局在列宁领导下进行了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实际工作。——138。



[69]指格·瓦·普列汉诺夫1905年5月29日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信中说：“代表会议给了我们党的中央机关以致命的打击，使我不能不辞掉中央机关报编辑和党总委员会第五名委员（由合法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职衔。”这封信载于1905年6月1日（14日）《火星报》第101号，1905年6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5号予以转载。——138。



[70]《最新消息》（《Последние　Иэвестия》）是崩得国外委员会的公报，1901—1906年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56号。——140。



[71]旧皮囊里装新酒意思是把新的内容硬塞在旧的形式中，或硬要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出典于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耶稣为说明新的规范不应受到旧的教规的限制，曾打譬喻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若是这样，皮囊就会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囊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囊里，两样就都保全了。”——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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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

（1905年7月20日〔8月2日〕）

在战争时期，外交是无事可做的。在军事行动结束以后，外交家就跃居显要地位，他们进行总结，编造账目，施展诚实的经纪人的本领。

在俄国革命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当人民同专制势力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自由派资产者躲在自己的洞穴里。他们既反对来自上面的暴力行动，又反对来自下面的暴力行动；既反对当局的逞凶肆虐，又反对庶民的无法无天。他们在军事行动结束以后登上舞台，他们的政治决定清楚地反映出军事行动在政局中引起的变化。自由派资产阶级在1月9日以后“变成了粉红色的”；现在，在标志着反对专制制度的人民起义在半年的革命中有了巨大发展的敖德萨事变（以及高加索、波兰等地的事变）以后，它开始“红起来”了。

刚刚举行过的三个自由派代表大会在这方面是很有教益的。最保守的是工商业家代表大会[72]。他们是专制政府最信任的。没有警察去找他们的麻烦。他们批评布里根草案，斥责它，要求宪法，但是，就我们手头的不完全的材料来看，他们甚至没有提出抵制布里根选举的问题。最激进的是“协会联合会”[73]的代表大会。它已经秘密地在非俄罗斯的土地上（虽然是在靠近彼得堡的芬兰）召开。据说，代表大会的人员出于小心，隐藏了文件，因此边境上的警察搜查并没有给警察局提供任何材料。这次代表大会以多数票赞成（似乎有相当数量的少数票反对）坚决、彻底地抵制布里根选举，并开展广泛的鼓动来争取实现普选制。

最“有影响的”、隆重而热闹的地方自治和城市活动家代表大会[74]采取了中间立场。它差不多是合法的：警察只是为了装样子才作作记录并向会议提出被报之以微笑的解散的要求。开始登载会议消息的报纸受到暂时停刊（《言论报》[75]）或警告（《俄罗斯新闻》）的处分。根据《泰晤士报》[76]登载的彼得·多尔戈鲁科夫先生的总结报告，参加这次大会的共有216名代表。外国报纸的记者把会议消息发往世界各个角落。关于主要的政治问题，即是否抵制布里根“宪法”的问题，代表大会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据英国报纸报道，大多数代表主张抵制，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反对抵制。结果实行了妥协：问题留待布里根草案公布以后解决，到那时再用电报形式召开新的代表大会。不用说，布里根草案受到了代表大会的坚决斥责，大会通过了“解放派的”宪法草案（君主制和两院制），否决了向沙皇的呼吁，并决定“向人民”呼吁。

这个呼吁书的原文我们还没有得到。据外国报纸报道，这个呼吁书以审慎的语句概述了从地方自治人士十一月代表大会以来的事变，列举了政府毫无诚意地拖延时间、违背诺言、厚着脸皮对社会舆论的要求置之不理的种种事实。除了向人民呼吁以外，还几乎一致通过了反对政府一意孤行和非正义行动的决议。这一决议声明，“鉴于当局一意孤行和经常破坏社会权利，代表大会认为一切人都有责任用和平手段保卫人的天然权利，其中包括反对政府破坏这种权利的行动，即使这些行动是以法律文字为根据的”（摘自《泰晤士报》）。

由此可见，我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无疑是向左走了一步。革命在前进，资产阶级民主派也跟在后面蹒跚而行。虽然这个民主派正在“红起来”，有时还努力用“差不多是革命的”语言来讲话，但是这个民主派即 资产阶级
 民主派的真正性质还是愈来愈明显地暴露了出来，他们代表有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捍卫自由事业是不彻底的，是抱有自私目的的。

延迟解决抵制布里根宪法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还想同专制政府做交易。这就是那个主张抵制的多数不相信自己。这就是默认地主和商人先生们在宪法方面要价过高，而价钱低些，他们大概也会成交的。连自由派资产者代表大会都下不了决心立刻同专制政府和布里根滑稽剧决裂，对于那个将要叫作布里根“杜马”的、在专制政府采用各种手段施加压力的情况下选举产生的（如果它能够选出来的话！）各种各样资产者的代表大会，又能指望些什么呢？

专制政府就是这样看自由派的这一行动的，它认为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生意经中的一段插曲而已。一方面，专制政府看到自由派的不满情绪，稍微“多许了”一些诺言——外国报纸消息说，布里根草案作了一些新的“自由主义的”修改。另一方面，专制政府又以新的威胁来对付地方自治人士的不满情绪——《 泰晤士报
 》记者的报道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它说，布里根和哥列梅金建议，为了对付地方自治人士的“激进主义”，可以以沙皇名义答应给农民补分土地并就实行等级制的或非等级制的选举问题举行（在地方官的帮助下）“人民”全体投票，以煽动农民反对“老爷们”。不言而喻，这篇报道只是一种传闻，也许是故意散布的。但是无可怀疑的是，政府并不怕最野蛮的、粗暴的、凶猛的蛊惑形式，不怕“变野了的群众”和居民中的败类起义，而自由派却害怕人民起义，怕他们起来反抗暴虐者，反抗那些以掠夺、抢劫和土耳其式暴行为能事的英雄们。政府早已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方式制造流血事件。而自由派却回答说，他们想要避免流血！难道在他们作出这样的回答以后不是任何一个雇用的杀人犯都有权利鄙视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生意人吗？难道在这以后作出呼吁人民对肆虐和暴力实行“和平抵抗”的决议不是可笑的吗？政府到处散发武器，什么样的人都收买，要他们去殴打和屠杀“犹太人”、“民主派”、亚美尼亚人、波兰人等等。而我们的“民主派”却认为宣传“和平抵抗”是“革命的”步骤！

在我们刚收到的《解放》杂志第73期上，司徒卢威先生对苏沃林先生大发脾气，因为苏沃林先生带着鼓励的意思拍打伊万·彼特龙凯维奇先生的肩膀，建议把这些自由派安插到各个部和司局里去以安抚他们。司徒卢威先生感到生气，是因为他正好已经选定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及其在地方自治机关中的同道者（“在历史和民族面前用纲领”——什么纲领？在哪里？——“约束自己”）参加将来的立宪民主党内阁。我们认为，照彼特龙凯维奇先生们在沙皇召见时和在7月6日（19日）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上的行为来说，连苏沃林之流也完全有权利鄙视这样的“民主派”。司徒卢威先生写道：“俄国任何一个真诚的有见解的自由派都有革命的要求。”我们要说，如果这种“革命的要求”在1905年7月表现为关于和平抵抗手段的决议，那么苏沃林之流是完全有权利鄙视和嘲笑这种“要求”和这些“革命家”的。

司徒卢威先生也许会反驳说，事变在此以前已经使我国的自由派向左转，以后还会使他们继续前进。他在同一期即第73期上说：“只有专制君主制和组织成为人民代表机关的全国人民发生冲突时，才真正具备军队实际介入政治斗争的条件。那时军队将在政府和全国人民两者中间进行抉择，而且这种抉择是不困难的，不会发生错误的。”

这一和平的田园诗话很象是要把革命延缓到希腊的卡连德日[77]。究竟谁把全国人民组织成为人民代表机关呢？专制政府吗？但是它只同意组织布里根杜马，这个杜马你们自己也反对，也不承认它是人民代表机关！或者是“全国人民”自己组织人民代表机关？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自由派对于只能以革命军队为依靠的临时革命政府连听也不想听到呢？为什么他们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以人民的名义发表演说时不提出表明他们要把全国人民组织成为人民代表机关的步骤呢？先生们，如果你们真是代表人民，而不是代表在革命中出卖人民利益的资产阶级，那你们为什么不向军队呼吁，为什么不宣布与专制君主制决裂呢？为什么你们闭眼不看革命军队和沙皇军队进行决战的必然性呢？

这是因为，你们害怕革命的人民，你们对人民说一些空话，而实际上却和专制政府勾勾搭搭，讨价还价。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戈洛文先生和莫斯科总督科兹洛夫的会谈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戈洛文先生要科兹洛夫相信，关于要把这次代表大会变成立宪会议的传说乃是无稽之谈。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有组织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向专制政府的代表保证它决不和专制政府决裂！只有政治上幼稚的人才会不懂得，答应不把代表大会宣布为立宪会议就等于答应不采取真正革命的措施。因为科兹洛夫害怕的自然不是立宪会议这几个字，而是能够促使冲突尖锐化和引起人民及军队同沙皇制度进行决战的 行动
 ！你们口头上称自己为革命者，说要向人民呼吁，说你们不对沙皇存任何希望，而事实上却向沙皇的奴仆表白心迹，进行安慰，这难道不是政治上的伪善吗？

唉！这是多么华丽的自由主义词句啊！“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在代表大会上说了多少这样的词句呀！我们倒要看看，“他在历史和民族面前约束自己”究竟用的是什么声明。让我们从《 泰晤士报
 》的通讯中引用一段话。

德·罗伯蒂先生主张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彼特龙凯维奇、诺沃西尔采夫、沙霍夫斯科伊、罗季切夫表示反对。在表决时只有6票赞成递请愿书。彼特龙凯维奇先生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我们在6月6日（19日）前往彼得戈夫时，我们还希望，沙皇会了解局势的严重危险性，而采取一些防范措施。现在，不要再抱任何这样的希望了。出路只有一条。在此以前，我们对自上而下的改良存有希望，从今以后，我们的唯一希望是人民。（热烈鼓掌）我们应当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真情告诉人民。政府的无能和软弱引起了革命。这是所有的人都必须承认的事实。我们的责任是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流血。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为祖国服务过许多年。现在我们应当勇敢地走向人民，而不是走向沙皇。”第二天，彼特龙凯维奇先生继续说道：“我们应当打破我们的狭小的活动范围，走向农民。在此以前我们曾对自上而下的改良存有希望，但是，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时间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政府所促进的革命赶到我们前面去了。革命这个字眼昨天把我们的两个成员吓得退出了代表大会。但是我们应当勇敢地面对现实。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有人对我们提出异议，说地方自治机关和杜马向人民发出呼吁将是鼓动骚乱。但是农村中难道是平静的吗？不是的，骚乱是既成的事实，而且采取了很坏的形式。我们不能阻止大风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努力防止过大的动荡。我们应当告诉人民，破坏工厂和庄园是没有好处的。我们不应当把这种破坏行动看成是一般的野蛮行为。这是农民使用的一种助长祸害的盲目而愚昧的手段，这种祸害他们本能地感觉到了，但是不能理解它。让当局用皮鞭去对付他们吧。我们的责任仍然是走向人民。我们早就应当这样做。地方自治机关已经存在了40年，但是没有和农民发生过亲密无间的接触。我们要不失时机地纠正这个错误。我们应当告诉农民，我们是同他们在一起的。”

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好得很哪！我们和农民在一起，我们和人民在一起，我们承认革命是事实，我们对沙皇不再抱任何希望……先生们，祝你们成功！只是……只是怎么会这样呢？不和沙皇在一起，而和人民在一起， 因此就
 要向科兹洛夫总督保证代表大会将不作为立宪会议，也就是说，不作为真正人民的、确实是人民的代表机关进行活动吗？承认革命， 因此就
 要用和平抵抗手段来对付政府奴仆的暴行、屠杀和掠夺吗？走向农民，和农民在一起， 因此就
 要用一个只是约许在地主同意的情况下可以 赎买
 土地的极不明确的纲领来敷衍了事！不同沙皇，而同人民一起前进， 因此就
 要采用这样的宪法草案：第一，它给君主制以保障，继续维持沙皇政权对军队和官僚机关的统治，第二，它预先保证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通过参议院来实行政治统治 
［注：见我报出版的传单《三种宪法》（《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11—313页。——编者注）。］

 。

自由派资产阶级走向人民。这是事实。它不得不走向人民，因为离开人民它就没有力量同专制政府进行斗争。但是它又害怕革命的人民，它走向革命人民，并不是作为革命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热情的新战友，而是作为在作战双方之间跑来跑去的小商人、经纪人。今天它跑到沙皇那里以“人民”的名义请求沙皇实行君主立宪，同时胆怯地背弃人民，逃避“骚乱”、“造反”和革命。明天它又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拿君主立宪和以和平抵抗手段对付刺刀来威胁沙皇。先生们，沙皇的奴仆已经看穿了你们那胆怯的和两面派的灵魂，你们还觉得奇怪吗？你们害怕没有沙皇。沙皇不怕没有你们。你们害怕决定性的斗争。沙皇不怕这种斗争，而是愿意进行斗争，他自己正在挑起和发动斗争，他希望在让步以前先较量一番。沙皇鄙视你们，这是十分自然的。沙皇的奴仆苏沃林先生们带着鼓励的意思拍打你们的彼特龙凯维奇的肩膀，以此来表示这种鄙视，这是十分自然的。你们是应当受到这种鄙视的，因为你们不是和人民一起进行斗争，而只是背着革命的人民窃取政权。

外国的资产阶级记者和政论家有时能够非常准确地抓住问题的这个实质，虽然他们表达的方式非常独特。加斯东·勒鲁先生在《 晨报
 》[78]上叙述了地方自治人士的观点。“上面和下面都秩序混乱，只有我们是秩序的代表。”地方自治人士的观点的确就是这样。而翻译成直截了当的语言就是：上面和下面都在准备斗争，而我们是“诚实的经纪人”，我们在窃取政权。我们等待着，说不定我国也会出现3月18日事件，说不定人民在街头战斗中也会取得一次对政府的胜利，说不定我们也会象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那样，有可能在人民刚一取得胜利以后就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而那时，当我们成为反对专制政府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将转过头来反对革命的人民并且同沙皇勾结起来共同对付人民。我们的宪法草案就是实行这种勾结的现成的纲领。

算盘打得很不错。对于革命的人民，有时候也要象罗马人对于汉尼拔那样，不得不说：你能取得胜利，但是不能利用胜利！起义的胜利如果不能导致革命的变革，导致完全推翻专制制度，导致抛开不彻底的和自私的资产阶级，导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那还不是人民的胜利。

法国保守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时报》[79]直接劝告地方自治人士赶快和沙皇实行 妥协
 来结束冲突（公历7月24日社论）。该报认为，没有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结合，改良是不可能的。唯一具有物质力量的是政府，而具有精神力量的是地方自治人士。

真是妙不可言地表达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妙不可言地证明了我们对地方自治人士政策的分析是正确的。资产者忘记了微不足道的人物，忘记了人民，忘记了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可这些工人和农民却用自己的劳动为资产阶级创造了全部财富，并且正在为了他们所需要的象阳光和空气一样的自由而进行斗争。资产者是有权利忘记他们的，因为他们还没有用对政府的胜利来证明自己的“物质力量”。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不用“物质力量”都是解决不了的，而且，我们重说一遍，沙皇专制政府自己正在发动斗争，要同人民较量一番。

法国资产阶级劝俄国资产阶级赶快同沙皇勾结起来。法国资产阶级害怕，它站在局外，却害怕决定性的斗争。一旦人民取得胜利，人民是否会允许彼特龙凯维奇先生们窃取政权，这还不得而知！预先估计胜利的彻底程度和它的结果怎样，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胆怯完全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无产阶级正准备在全俄各地进行这一决定性的斗争。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它从每一次新的搏斗中进行学习并加强自己的力量，这种搏斗在此以前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也总是导致新的更加有力的进攻。无产阶级正在走向胜利。它把农民发动起来，让他们跟随自己前进。它依靠农民，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和叛变性，推开资产阶级的政权觊觎者并且用武力击败专制政府，把万恶的农奴制的一切痕迹从俄国生活中连根铲除。那时我们为人民争取到的将不是保证资产阶级政治特权的君主立宪。我们为俄国争取到的将是一个一切被压迫民族享有完全自由、农民和工人享有完全自由的共和国。那时我们将利用无产阶级的全部革命力量来为社会主义、为使一切劳动者彻底摆脱任何剥削而进行最广泛最勇敢的斗争。





	载于1905年7月20日（8月2日）《无产者报》第1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49—158页

















《列宁全集》第11卷


《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80]


（1905年7月）

我们在《无产者报》（第8号）上说过要全文刊载“许多工人中的一个工人”同志的来信，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工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知道他所表达的确实是许多工人共同的思想，单凭这一点也就足以使我们决定发表他的来信了。现在看了《火星报》第105号，才知道来信者“从前曾自认是少数派中的人”，他“很早就是所谓多数派的激烈的反对者”。这就更好了。连这个从前的孟什维克也认为关于“无产阶级主动性”的良好愿望不过是些“漂亮话”，这对我们来说就更宝贵了。他坚决斥责知识分子的“马尼洛夫精神”[81]也就更加有意义了。这毫无疑义地标志着：孟什维克的蛊惑宣传，他们信口许下的关于自治、主动性、民主等等各种美妙的诺言，已经开始（这也是意料中的事）为有觉悟的工人所厌恶，开始在这些工人中间引起理所当然的不信任和批评。

《火星报》还把“一个工人”的来信看作“从下面来的拳头”！这个事实也很说明问题。我们毫不怀疑，它一定会使更多的工人孟什维克变成“前孟什维克”。这个事实非常值得深思。

其实，这里怎么谈得上“拳头”呢？这个被孟什维克滥用的“可怕字眼”所表现的是某种明确的组织概念呢，还是只是知识分子对任何使他们不能任性的牢固的组织所产生的烦恼、厌恶情绪呢？

来信者要求什么？要求制止分裂。《火星报》同意这个目的吗？是的，它是直接这样宣布的。它认为现在就能实现这一点吗？是的，因为它说：“意见分歧（策略上的）并没有大到一定要分裂的地步。”

既然这样，那么《火星报》为什么在回答“一个工人”的时候又重新搬出策略分歧，甚至追溯到那篇在“仅供党员阅读”的《火星报》小报和普列汉诺夫的“秘密的”小册子中已被埋葬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呢？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工人”并没有否定论战和争论的必要性，布尔什维克也没有否定这一点啊！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不是明确规定任何委员会都有出版书报的权利吗？问题不就是怎样才能使策略上的意见分歧不致引起分裂即不致破坏组织联系吗？《火星报》 回避
 这个明摆着的问题，而毫不相干地去谈论策略分歧，这又是为什么呢？“一个工人”的“拳头”不就是不容许这种毫不相干的空谈吗？

要制止分裂，单靠愿望是不够的。应当知道 怎样
 制止。制止分裂，就是合并为 一个
 组织。谁真的想要尽快制止分裂，他就不应当因为分裂而一味抱怨、指责、非难、感叹、唱高调（“一个工人”就只是做了这些，普列汉诺夫自从陷入泥潭以来做的也只是这些），而应当立刻着手 研制出
 这个共同的统一组织的类型。

“一个工人”来信的弱点正在于，他只是因分裂而 感到痛苦
 ，却没有直接建议采取 哪种
 组织准则来制止分裂。《火星报》不但没有纠正这一缺点，反而 助长
 了它，仅仅因为“一个工人”提出了必须承认共同的组织准则这个 想法
 就“惊恐地”高喊：“拳头！”！！“一个工人”说，有意见分歧不一定要分裂。是的，《火星报》同意这个意见。这就是说，现在必须搓一条结实的绳子（哎哟哟！我说得可真机械啊！简直是“拳头的”思想！请耐心一些，《火星报》的同志们，先不要被“死结”和其他骇人现象吓得昏过去吧！），牢固地把两个部分捆在一起，使它们不能分开，而 不顾
 它们的策略分歧。——“一个工人”接着这样说。

《火星报》对这一点又报之以疯狂的喊叫：拳头！

而我们对这一点回答说：“一个工人”同志，你说得对！你说得有道理。需要新的结实的绳子。但是你还要更加深入一步，想一想这条绳子 究竟
 应当是 什么样
 的，两部分人都 必须服从的
 （救命啊！又是拳头！） 共同的
 组织 究竟
 应当是 什么样
 的。

“一个工人”同志走得还 不够
 远，就是说他在 组织方面
 的建议提得还不够明确（因为制止分裂的问题完全是一个组织问题， 如果双方
 认为有策略上的意见分歧不一定要分裂！），而《火星报》却认为他已经走得太远了，使它不得不再一次大叫：拳头！！

我们再一次问问读者：这个轰动一时的可以说把新《火星报》吓得“惊厥”的拳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拳头所表现的是明确的组织思想呢，还是只是知识分子对全体党员 必须服从的
 一切组织的 一切
 “束缚”所产生的盲目可笑的恐惧？

让有觉悟的工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吧。我们继续往下谈。

假定双方都有合并的诚意，那么合并的真正困难是在下面两个问题上。第一，必须制定组织准则，制定所有人都必须无条件遵守的党章；第二，必须合并党的一切平行的、互相竞争的地方和中央的组织和机关。

到现在为止，第一个任务， 只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曾经试图加以解决，这次大会制定的党章从根本上保证了任何少数人的权利。第三次代表大会照顾到了承认纲领、策略和组织纪律的任何少数人在党内的地位（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布尔什维克也考虑了在一个统一的党内给孟什维克一定的地位。在孟什维克方面我们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的党章没有从根本上保证党内任何少数人的权利。

不言而喻，没有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会认为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是理想的和完美无缺的。谁认为必须修改这个党章，谁就应当提出确切的修改草案，这才是制止分裂的 切实的
 步骤，这比抱怨和指责要强多了。

有人也许会对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自己对“代表会议”的党章不这样做呢？我们要回答说，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请看《无产者报》第6号上《倒退的第三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编者注］

 这篇文章。我们要再一次重申我们认为实行合并所必须承认的 基本的组织原则
 ：（1）少数服从多数（不要同带引号的少数和多数混淆起来！这里说的是党的一般组织原则，而不是“少数派”和“多数派”的合并，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抽象地说，可以设想合并将采取“少数派”和“多数派”处于均势的形式，但是如果不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 原则和义务
 ，那么这种合并也 是不可能实现的
 ）。（2）党的最高机关应当是代表大会，即一切享有全权的组织的代表的会议，这些代表作出的决定应当是最后的决定（这是民主代表制度的原则，它同协商会议的原则和把会议决定交付各组织表决即举行“全民投票”的原则是相反的）。（3）党的中央机关（或党的各个中央机关）的选举必须是直接选举，必须在代表大会上进行。不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的选举、二级选举等等都是不许可的。（4）党的一切出版物，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绝对服从党代表大会，绝对服从相应的中央或地方党组织。不同党保持组织关系的党的出版物不得存在。（5）对党员资格的概念必须作出极其明确的规定。（6）对党内任何少数人的权利同样应在党章中作出明确的规定。

我们认为，这就是必须无条件服从的组织原则，不承认这些原则，合并就不可能实现。我们希望听听“许多工人中的一个工人”同志和一切拥护合并的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那么关于委员会同外层组织的关系、关于选举原则的问题呢？有人这样问我们。我们要回答说，既然没有提出要无条件执行选举原则，那就不能认为这个问题是基本的组织原则。孟什维克就没有提出这一点。在具有政治自由的条件下，选举原则将是必要的，但是现在连“代表会议”的章程也没有规定委员会必须实行这一原则。对外层组织的权利和全权作出什么规定，这不是原则问题（当然，如果真正实现所讲的一切，而不是进行蛊惑宣传，不是只说“漂亮话”的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曾试图准确确定委员会和外层组织的概念，规定它们之间的关系。任何关于作某种修改、补充、删节的建议都会由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十分冷静地进行讨论。据我所知，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对这个问题上的任何一点表示“不可调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

另外一个恐怕也是同样困难的问题就是究竟怎样合并一切平行的组织？在具有政治自由的条件下这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各个党组织都会确切地知道有多少党员，谁是党员。但是在秘密组织中就不同了。人们有时愈是轻率地理解党员资格，愈是经常地进行蛊惑宣传，把没有觉悟的人有名无实地列入党内，那么确定党员资格也就愈加困难。我们认为，关于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问题，应当由地方上的同志来作最后的决定，因为他们非常了解实际情况。各组织的成员由于“出差”到监狱、流放地和国外去而暂时减少，这也是一个增加困难的情况，必须加以注意。其次，各中央机关的合并当然困难也不小。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没有统一的中央机关报，党的真正统一是不可能的。这里问题在于：或者是觉悟的工人能够迫使党内真正的少数人（不怕任何关于“拳头”的号叫）在地方委员会的机关报上、在代表会议、代表大会、各种集会上表述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使工作遭到破坏。或者是觉悟的工人社会民主党员现在还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一般说，他们一定而且必然会完成这个任务的，俄国整个工人运动保证了这一点），那么在互相竞争的中央之间，在互相竞争的机关报之间就只能达成协议，而不能实现合并。

最后我们再重复一遍：“一个工人”同志以及和他意见一致的人在争取实现自己的目的时不应当抱怨和责备，也不应当成立新的第三党或集团、小组等等（象普列汉诺夫现在在党外创办的新的党的出版社[82]之类的东西）。成立第三党或者新的集团只会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和混乱。应当着手拟订合并的具体条件，如果党的一切小组和组织，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来做这件工作，他们就一定能拟出合理的条件，而且不仅是拟出，同时还会迫使党的上层人物（不怕关于拳头的号叫）服从这些条件。

除了“一个工人”同志的信以外，我们还刊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组织委员会的公开信，作为实际解决可能制止分裂问题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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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1卷


传单草稿

（1905年7月）


告公民们！





	　　　　告俄罗斯人民　　并告俄国各族人民。







　　2.全面战争——流血——1月9日的枪杀——街垒里加——高加索，波兰——敖德萨等等——农民起义。1.因为什么？

　　 立宪会议
 。给人民以 
自由

 。






	讨价还价







　　3.政府的答复。地方自治人士受骗。政府在挑战。军队和舰队在动摇。4.怎么办？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

5.一切有觉悟的工人，一切正直的民主派人士，一切准备进行斗争的农民，应当集结起来，组成 革命军队
 的小组和队伍，搞到武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时刻准备为支援起义去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情。

6.应当把建立革命政府作为目的提出来。联合起义。集中人民的力量。 自由和为自由而斗争的组织
 。

7.革命政府的口号和目的。





	　　　　五项主要的——中心的，　　是人民管理形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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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立宪会议。[和局部选举]

（2）武装人民。

（3）自由。

（4）农民委员会。

（5）解放各被压迫民族。

（6）八小时工作制。









　　8.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工人们，组织起来！努力去领导群众！把农民吸引过来！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405—406页














《列宁全集》第11卷


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

（1905年8月3日〔16日〕）

俄国目前的政治局势是这样的：最近可能召开布里根杜马，即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代表的咨议性会议。这些代表是在专制政府的奴仆监视和协助之下选出来的，而选举的方法是采取等级的、间接的、资格限制很严的选举制，这种选举制简直是对人民代表制思想的嘲弄。对这个杜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自由主义民主派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它的左翼——“协会联合会”，即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主张抵制这个杜马，主张不参加选举和利用这个时机来加强宣传，以利于争取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民主宪法。它的右翼——地方自治和城市活动家七月代表大会，确切些说，即这次大会的一部分人则反对抵制，主张参加选举，主张让尽可能多的自己的候选人选进杜马。不错，代表大会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通过任何决定，而把它留到应当在布里根“宪法”颁布后用电报形式召开的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去解决。但是，自由主义民主派右翼的意见已经相当明确了。

革命民主派，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和它的有觉悟的代表——社会民主党，总的说来，是完全主张起义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解放》杂志正确地理解了这种策略上的差别，它在最近一期（第74期）上一方面坚决斥责“公开鼓吹武装起义”“是发疯，是犯罪”，另一方面批评抵制的思想，说它“实际上是不会有结果的”，并且表示确信，不仅立宪“民主”（应读作：君主）党中的地方自治派，而且协会联合会也“会经受住国家的考试”，就是说，会拒绝抵制思想。

试问，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对抵制思想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它在人民群众面前应当把什么样的策略口号提到首位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回想一下布里根“宪法”的实质和根本作用是什么。它的实质和根本作用就是沙皇政府勾结地主和大资产者，通过无害的、完全无损于专制制度的所谓立宪的小恩小惠使他们逐渐同革命，即同起来斗争的人民分离，而同专制制度和解。既然我国的整个立宪“民主”党渴望保存君主制和参议院（就是先要在国家制度上保证“一万个上层”富翁享有政治特权和政治统治地位），那么勾结成功的可能性是不容置疑的。不但如此，这种勾结，至少是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勾结，不论形式怎样，不论时间早晚，总是必不可免的，这是由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阶级地位本身决定的。问题只是在于什么时候和怎样实行这种勾结，所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推迟这种勾结，尽可能地分化资产阶级，尽可能地利用资产阶级暂时面向人民的态度为革命谋取最大的利益，在这个时期里，准备革命人民（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以便用暴力推翻专制制度，抛开、中立叛变的资产阶级。

其实，资产阶级政治地位的实质，正如我们屡次指出的，就在于它站在沙皇和人民中间，想扮演“诚实的经纪人”的角色，背着起来斗争的人民窃取政权。因此，资产阶级今天面向沙皇，明天面向人民，向前者提出“重大的切实的”在政治上投机的建议，向后者空谈自由（伊·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在七月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使资产阶级面向人民，对我们有利，因为资产阶级这样做，就能为在政治上唤起和教育落后的、广大的群众提供材料，而目前要使所有这些群众接受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还不过是个空想。让资产阶级去激发最落后的人吧，让资产阶级去翻掘某个地方的土壤吧，而我们却要不屈不挠地在这片土壤上播下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在西欧各国，资产阶级为了同专制制度作斗争曾经不得不唤起人民的政治自觉性，同时又力图在工人阶级中间散播资产阶级理论的种子。我们的任务就是：利用资产阶级对专制制度所进行的破坏工作，不断地教育工人阶级懂得自己的社会主义任务，懂得自己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调和的。

因此很明显，目前我们的策略首先应该是支持抵制的主张。这个抵制的问题本身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内部的问题。这同工人阶级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支持较为革命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工人阶级显然是有利的，扩大和加强政治鼓动，对工人阶级也是有利的。抵制杜马，就是资产阶级更加面向人民，就是加强它的鼓动，就是为我们的鼓动增加论据，就是加深政治危机，即革命运动的根源。自由派资产阶级参加杜马，就是削弱它目前的鼓动，就是它疏远了人民而更加面向沙皇，就是促成沙皇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勾结。

无疑，布里根杜马即使不被“搞垮”，它自己将来也必然会产生政治冲突，这些冲突一定会被无产阶级加以利用，但这是将来的问题。如果“发誓拒绝”利用这个资产阶级的官僚的杜马来进行鼓动和斗争，那是可笑的，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本身的左翼提出了用抵制来同杜马作公开直接斗争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来支持这场比较坚决的进攻。我们应该抓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解放派的话，尽量广泛地传布他们那些“彼特龙凯维奇式的”关于面向人民的词句，在人民面前揭露他们，指出对这些词句的第一个也是最小的实际考验正好是这样一个问题：是抵制杜马，即表示抗议，面向人民呢，还是接受杜马，即拒绝提出抗议，再一次走向沙皇，接受对人民代表制的嘲弄。

其次，我们还应该尽一切努力使抵制实际上有利于扩大和加强鼓动，而不要成为单纯消极回避选举的行动。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这个思想在那些在俄国进行工作的同志中已经相当普遍，他们用 积极
 抵制这几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消极回避相反，积极抵制就是要十倍地加强鼓动，到处组织集会，利用选举集会，甚至用强力打入这些集会，组织游行示威和政治罢工，等等。当然，为了在这方面进行鼓动和斗争，最适当的办法是，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各个团体达成为我们党的许多决议一般所容许的暂时协议。同时，我们一方面应当坚决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特性，一时一刻也不放松根据社会民主主义原则对我们的资产阶级同盟者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目前民主革命时期不能在鼓动中提出先进的革命口号，那我们就不能履行先进阶级政党的职责。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直接的最迫切的政治任务。我们已经说过，“积极抵制”就是以两倍的毅力、三倍的努力、更大规模地来鼓动、征集和组织革命力量。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正确的和直接的 
［注：手稿上在“直接的”之后有：“能够团结它的、并表明当前任务的”。——俄文版编者注］

 口号，进行这种工作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口号只能是武装起义。政府召集伪造得很拙劣的“人民”代表会议，就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根据来鼓动人民争取召集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来向最广大的群众说明，现在（在沙皇这样欺骗和嘲弄人民之后）只有临时革命政府才能召集这种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而要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就必须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并且真正推翻沙皇政权。比这更好的广泛宣传起义的时机是难以想象的，为了进行这种宣传，还必须有十分明确的临时革命政府的纲领。这种纲领应当是我们早先拟订的（《无产者报》第7号，《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22页。——编者注］

 ）六条：（1）召集全民立宪会议；（2）武装人民；（3）政治自由——立即废除一切与之相抵触的法律；（4）一切被压迫的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享有充分的文化和政治自由。俄罗斯人民如果不为其他民族的自由而斗争，就不可能争得自己的自由；（5）八小时工作制；（6）建立农民委员会，以支持和实行一切民主改革，包括直至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改革。

总之——要最有力地支持抵制思想；揭露反对抵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右翼的背叛行为；把这种抵制变成积极的抵制，就是说，要展开最广泛的鼓动；宣传武装起义，号召立即组织义勇队和革命军战斗队，来推翻专制制度和建立临时革命政府；传播和解释这个临时革命政府的基本的和绝对必要的纲领，这个纲领应该成为起义的旗帜，成为即将重演的一切敖德萨事变的范例。

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的策略应当是这样的。为了充分说明这个策略并达到策略上的一致，我们还应当谈谈《火星报》的策略。它的策略在《火星报》第106号的《是防御还是进攻》一文中得到了说明。我们不打算讲局部性的小分歧，这些分歧一当转入实际行动的时候就会自行消失，现在只谈根本的分歧。《火星报》正确地斥责了消极抵制，同时提出了立即“组织革命自治”作为“起义的可能的序幕”这样一种主张来同消极抵制相对抗。按照《火星报》的意见，我们应该“通过建立工人鼓动委员会来夺取进行选举鼓动的权利”。这些委员会“所应抱的目的是：冲破将在内阁草案中规定的‘法律’限制，组织人民选举自己的全权革命代表”，我们应该“使革命自治机关布满全国”。

这种口号没有任何用处。从一般政治任务的角度来看，这是混乱观点，从目前政治局势来看，这是助长解放派的声势。组织革命自治，组织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这不是起义的 序幕
 ，而是起义的 尾声
 。现在，在起义之前，离开起义，把完成这种组织工作当作自己的目标，那就是给自己提出一个荒唐的目标，就是使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发生混乱。必须首先使起义胜利（哪怕是在个别的城市），建立起临时革命政府，才能通过这个起义的机关，通过这个革命人民公认的领袖来着手组织革命自治。用组织革命自治的口号来代替或者哪怕是排挤起义的口号，就等于劝别人先捉住苍蝇再撒上灭蝇粉。假如在发生著名的敖德萨事变的时候劝敖德萨的同志不要组织革命军队，而要组织敖德萨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作为起义的序幕，那敖德萨的同志一定会讥笑这种建议。《火星报》重犯了“经济派”的错误，“经济派”曾想把“争取权利的斗争”看作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序幕。《火星报》重蹈了不幸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的复辙，这个计划曾以“高级形式的示威”的理论来排斥起义的口号。

在这里不宜谈论《火星报》这个策略错误的根源，请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去看看尼·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注：见本卷第1—124页。——编者注］

 这本小册子。这里更重要的是要指出，新火星派的口号怎样落到了和解放派的口号相同的地步。实际上，试图在起义胜利之前组织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这只会对解放派有利，这会使社会民主党人成为解放派的尾巴。专制制度只要还没有被临时革命政府代替，就不会让工人和人民进行任何稍微名符其实的人民选举（对于专制制度下表演的“人民”选举的滑稽剧，社会民主党是不会赞同的），——可是解放派、地方自治人士和议员们却一定会举行选举，毫不客气地把这些选举冒充为“人民”选举，冒充为“革命自治”。现在，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整个立场就是想回避起义，想不通过人民战胜沙皇制度而迫使专制制度承认地方自治选举是人民选举，想不通过真正的革命而把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变为“革命”（按彼特龙凯维奇的说法）“自治”。在《解放》杂志第74期上，这个立场表现得特别明显。怯懦的资产阶级的这位思想家硬说什么鼓吹起义会使军队和人民“士气沮丧”，比这更可恶的说法是难以想得出来的！他说这种话的时候，正好连瞎子都看得到，只有通过起义，俄国老百姓和士兵才能使自己免于士气完全沮丧，才能证明自己有做公民的权利！资产阶级的马尼洛夫为自己描绘出一幅阿尔卡迪亚的田园生活[83]美景，好象只要有“社会舆论”的压力，“政府就不得不步步退让，最后走投无路，只得象社会所要求的那样，把政权交给根据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原则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设有参议院的吗？）“政权这样由现政府和平地〈！！〉转归全民立宪会议，全民立宪会议将根据新的原则组织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机构，这根本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卑躬屈节的资产阶级的这个天才哲学还增添了一个建议：把军队特别是军官争取过来，“不经官方许可”建立民兵，组织地方自治机关（应读作：地主和资本家的机关），以作为“未来临时政府的因素”。

说 这些
 鬼话是有用意的。资产阶级正是想使政权 不经过人民起义
 就“和平地”转到它的手中，因为人民起义可能取得胜利，赢得共和制度和真正的自由，武装起无产阶级，唤起千万农民。替换掉起义口号，自己寻找借口抛弃这个口号，劝别人也抛弃这个口号，建议立刻组织自治（这里只有特鲁别茨科伊、彼特龙凯维奇、费多罗夫之流才能插足）作为“序幕”，——这正是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所需要的活动，这正是勾结沙皇（君主制和参议院） 反对
 “庶民”所需要的活动。可见，自由派的马尼洛夫精神表现了财主们的最隐秘的思想，代表了他们的最切身的利益。

《火星报》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马尼洛夫精神不过是表明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的轻率，表明他们不接受无产阶级的唯一革命的策略：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种种幻想，如沙皇政府可能和平地让步，不推翻专制制度就能实现自治，人民可能选举自己的代表作为起义的序幕等等。不，我们应该明确而坚决地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必须起义，应该直接号召起义（当然不预先确定起义的时间），号召立刻组织革命军队。只有最勇敢地、最广泛地组织这种军队，才是起义的序幕。只有起义才能实际保证革命的胜利，——当然，了解当地条件的人要经常注意避免过早举行起义的尝试。真正地组织真正人民的真正自治，只能是胜利的起义的尾声。





	载于1905年8月3日（16日）《无产者报》第1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66—174页

















[83]阿尔卡迪亚的田园生活是人们用来描绘宁静、闲适的牧歌式生活的一种比喻，含有讥讽的意味。阿尔卡迪亚是古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一个山区，居民主要从事牧畜，终年丰衣足食，生活无忧无虑。在古希腊的文学作品中，阿尔卡迪亚被描绘为世外桃源。——166。





《列宁全集》第11卷


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代表会议决议加的按语[84]


（1905年8月3日〔16日〕）


编者按
 ：从今天本报刊登的中央委员会给组织委员会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是在多么努力地争取党的统一。不过需要提醒一点：统一必须有共同的组织基础。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只有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完全保证少数派有合法权利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章程能作为这样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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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这是列宁为《无产者报》第12号登载德国南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代表会议决议而写的编者按语。按语中提到的中央委员会给组织委员会的公开信刊登在1905年7月27日（8月9日）《无产者报》第11号上，而不是第12号上。



德国南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代表会议于1905年夏天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会议的决议指出：必须召开党的统一代表大会来解决关于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孟什维克）实现统一的问题。——168。





《列宁全集》第11卷


为П·尼古拉耶夫《俄国革命》小册子加的一条注释[85]


（不早于1905年8月6日〔19日〕）

这本小册子是在8月6日以前写的。现在国家杜马已经成立了。工人阶级和一切没有财产的人完全没有选举杜马代表的权利。杜马代表是由富裕的地主和商人通过省复选人选举的。农民甚至连省复选人也不能直接选举，而必须通过在乡会上选举出来的县复选人。选举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根本谈不上。警察仍然具有无限的权力。杜马通过的决议只是咨议性的，对政府没有约束力，就是说杜马根本没有任何权力。





	载于1905年9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76页

















[85]П.尼古拉耶夫的小册子《俄国革命》是1905年9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的。列宁在校阅这本小册子的手稿时，撰写了这条关于布里根杜马的注释，加在正文中“内务大臣布里根打算成立国家杜马”一语之后。此外，列宁还为小册子设计了扉页。——169。





《列宁全集》第11卷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专业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一文按语[86]


（1905年8月9日〔22日〕）


编者按
 ：我们觉得，《行动中的解放派》一文的作者和“教师”同志之间的意见分歧，不象“教师”同志所认为的那么大。谁长期参加革命运动，习惯于派别的政治斗争，自己形成了一定的观点，谁自然就会认为别人也有一定的观点，根据别人对个别问题的这种或那种意见（或者没有意见）而把他们列入这个或那个“党”。无疑，鼓动员在群众集会上除了注意“政治”观点以外，最好也注意“教育”观点，使自己处在自己听众的地位上，多解释，少“抨击”等等。走极端无论如何都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不得不进行选择的话，我们宁愿要狭隘的不容异见的明确态度，而不要温和的忍让的暧昧立场。对“暴虐”的恐惧只能使萎靡不振和软弱无能的人离开我们。谁只要有“一星智慧之光”，他自己很快就会看到，而生活也将告诉他，对“虚构的解放派”的明确而尖锐的政治批评是完全正确的，而他自己过去认为这个典型的解放派是“虚构的”，只是因为政治经验不足。由于“教师”同志熟悉环境，他的意见是很有用的，他自己也指出“领会痛苦的真理”是很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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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这是列宁为《无产者报》发表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专业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一文而写的编者按语。波克罗夫斯基的这篇文章刊载于1905年8月9日（22日）《无产者报》第13号，署名“教师”。这篇文章是针对《无产者报》第8号刊载的一篇未署名的莫斯科来信《行动中的解放派》而写的。信的作者是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他在信中谈到在莫斯科举行的各职业协会的代表大会以及解放派如何努力使这些协会屈从于自己的影响。信中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既然出席这样的代表大会，就应当按照党纲提出政治要求，而不应当投票赞成不包括这些要求的其他任何政治决议，不管这些决议是如何激进。



波克罗夫斯基在文章中同邦契－布鲁耶维奇论战。他认为，“解放派分子”这种自觉地敌视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乃是“我们的幻想造成的虚构的形象”。在解放社里有资产阶级民主派，但远非多数，最多的是不确定的“自由派”。他举出在莫斯科举行的教师代表大会作例子说，“在我们的演讲人面前其实是政治上无定形的群众”，然而人们却象对待“解放派分子”即属于一定资产阶级派别的人那样对他们讲话，象对待需要使之信服或者加以粉碎的敌人那样讲话。有些人责难社会民主党人“狭隘”、“不容异见”和“暴虐”，就是由此而来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样一开始就把一大批政治上不成熟的教师吓跑了。他指出，然而，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过了几个星期，在领会了“痛苦的真理”之后，当社会民主党人就教师协会问题召开莫斯科教师大会时，有数以百计的教师还是出席了。这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辉煌成就，是解放派的彻底失败。——170。





《列宁全集》第11卷


《无产者报》编辑部答“一个工人”同志问[87]


（1905年8月9日〔22日〕）


编辑部答
 ：我们对这位同志的问题答复如下：（1）是的，在召集全民立宪会议以前既要领导国家又要管理国家；（2）在参加临时政府能保证“同一切反革命企图作无情的斗争，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引自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情况下可以参加；（3）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起义的决议直截了当地指出：必须“通过宣传和鼓动给无产阶级 不仅
 讲清楚即将来临的武装起义的政治意义， 而且
 讲清楚这一起义的组织实践方面的问题”。这就是说，必须提高群众的觉悟，向群众阐明起义的政治意义。但是这还不够。另外还必须号召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立刻开始武装自己，组成革命军战斗队。其次，我们应当告诉来信人，尼·列宁写了一本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专门阐述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最后，关于分裂的问题我们应当说，来信人表示愤慨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们建议他尽力使党组织的统一准则受到普遍承认，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不要因为知识分子叫嚣什么从上面或从下面来的拳头而感到困惑，不要采取秘密的方式，不要通过密谋的途径，不要成立新的团体或新的党，而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组织的范围内采取公开的、直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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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这篇短文是对一封署名为“一个工人”的德文斯克来信的答复。来信人要求《无产者报》编辑部答复以下这些涉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1）临时政府将起什么作用？它将领导国家，还是管理国家，还是既不领导国家也不管理国家？（2）在什么情况下无产阶级可以参加临时政府？（3）关于武装起义的鼓动和宣传是怎么一回事？仅此而已吗？那如何理解群众的觉悟呢？”来信人还写道，在地方上党的分裂是工作中的巨大障碍。——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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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

（1905年8月16日〔29日〕）

在8月3日（16日）出版的《无产者报》第12号上，我们讲过最近可能召开布里根杜马，并且分析了社会民主党对它的策略 
［注：见本卷第160—167页。——编者注］

 。现在，布里根草案已成为法律，8月6日（19日）的诏书宣布“不迟于1906年1月月中”召开“国家杜马”。

恰好在1月9日事件快一周年的时候，恰好在彼得堡工人用自己的鲜血记录了俄国革命的开端并表明为革命胜利而不惜赴汤蹈火的决心的这个伟大日子快到一周年的时候，沙皇准备召开拙劣伪造的、经过警察局筛选的地主、资本家和极少数对当局奴颜婢膝的富裕农民的会议。沙皇打算把这个会议当作“人民”代表会议来同它协商。但是整个工人阶级，千百万劳动者和没有家产的人却根本不准参加“人民代表”的选举。过些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沙皇关于工人阶级力量软弱的估计是不是正确的……

只要革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武装起来，还没有战胜专制政府，那么，除了施舍给大资产阶级的这种对沙皇来说算不得什么而又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小恩小惠之外，想得到其他东西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战与和的问题迫在眉睫，恐怕就连这类小恩小惠，现在也不会施舍。现在，专制政府如果不同地主和资本家协商，就既不敢让人民承担疯狂地继续进行战争的重负，也不敢采取措施把军事开支的全部重担从富人肩上移到工人和农民的肩上。

至于说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的内容本身，那么，它完全证实了最坏的预料。这个杜马是否还真的召开，尚不得而知，因为这类施舍是不难收回的，各国的专制君主都曾无数次许过这类诺言，而过后又都违背了；如果这个杜马将来召开了，而没有成为泡影，它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真正广泛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鼓动的中心，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关于国家杜马的新法令的内容本身给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便于我们进行鼓动，阐明专制制度的 实质
 ，揭露它的阶级基础，揭示它的利益同人民利益的根本不可调和，广泛传播我们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这是毫无疑义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8月6日（19日）的诏书和法令现在应当成为每个政治鼓动员和每个觉悟工人的必读文件，因为这确实是反映浸透俄国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全部卑鄙、龌龊、野蛮、暴虐、压榨的一面“镜子”。这个诏书和这个法令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可以用作现成材料来撰写内容丰富而充实的政治评论，以激起民主主义思想和革命自觉。

常言道：不摸狐狸不知臊。当你阅读关于国家杜马的诏书和法令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象有人在你鼻子底下翻腾着一堆积存了不知多久的脏东西。

由于劳动人民世世代代遭受压迫，由于他们愚昧无知，备受压抑，由于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发展停滞不前，专制制度才得以维持下来。“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完全一致”的谬论便在这个基础上毫无阻碍地发展起来，并以伪善的面目传播开来。这种谬论认为沙皇的专制政权是居于人民的一切等级和阶级之上、高于贫富之分的，它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现在我们看到，他们企图用最怯弱、最低级的形式，即通过同“俄国各地选出来的代表”简单 协商
 的办法，使这种“一致” 实际
 表现出来。可是，结果如何呢？一下子就可以发现，只有依靠大批把人民嘴上的笼套勒得紧紧的官吏和警察，“沙皇与人民的一致”才有可能。为了“一致”，需要使人民不敢开口。所谓“人民”只是指可以参加二级选举的地主和资本家（他们首先按县或市区选举复选人，然后再由复选人选举国家杜马的代表）。至于农民 户主
 ，只有在贵族代表、地方官和警官的监视、协助和训示之下经过 四级
 选举的筛选，才能算作人民。首先是户主选举乡会代表；然后每个乡会选出两名乡初选人；接着乡的初选人再选举省复选人；最后，农民的省复选人才同地主和资本家（市民）的省复选人一起选出国家杜马代表！在全部省复选人中，几乎在全国各地，农民都占少数。他们得到的保证只是每省必须从农民当中选出一名国家杜马代表，就是说，在412席中农民有51席（俄国欧洲部分的51省）。


整个的城市工人阶级、所有贫苦农民、雇农和无家可归的农民都根本不能参加任何选举。


沙皇与人民的一致就是沙皇与地主、资本家，再加上一小撮富裕农民的一致，在所有选举都要服从警察局的严格监视的条件下的一致。根本谈不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而没有这种自由，选举纯粹是一出滑稽剧。

国家杜马根本没有任何权力，因为它的一切决定都没有约束力，而只是咨议性的。它的一切决定都要呈交国务会议[88]，就是说要经过那些官吏的审核和批准。它只不过是官府和警察局大厦的装饰品而已。国家杜马会议公众不得出席。关于国家杜马会议的报道只有在会议没有宣布秘密进行时才能在报刊上公布，但是只要官员们下一道命令，也就是说，只要大臣把讨论的问题列为国家机密，就可以使会议秘密进行。

新的国家杜马只不过是规模扩大了的俄国警察局而已。富有的地主和厂主资本家（有时还有富裕农民）可以在警察局（或地方官，或工厂视察员等）的“公开的”会议上进行“协商”。他们永远有权利提出自己的主张请皇帝陛下……不，请巡官“明断”。而“庶民”，即城市的工人和农村的穷人自然是永远不能参加任何“协商”的。

所不同的仅仅是，警察局数目很多，它们的一切都十分秘密，而国家杜马只有一个，而且现在不得不公布它的选举程序和职权范围。我们再重复一句，这些东西一公布，本身就充分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整个丑恶面貌。

从人民的利益来看，国家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好象是故意要使这种嘲弄更加突出，发生了这么几件事：杜尔诺沃先生发表演说，米留可夫先生等一伙人被捕，沙拉波夫先生言语乖常。受到反动报刊热烈欢迎的新的莫斯科总督杜尔诺沃在演说中道出了政府的真实计划。政府在8月6日颁布关于国家杜马的诏书和法令的当天，还颁布了关于废除1905年2月18日的“给参议院的诏令”的诏令。[89]2月18日的诏令允许个人提出改善国家组织的展望和设想。地方自治人士和知识界代表根据这一诏令召开过警察当局所容许的集会、会议和代表大会。现在这一诏令被废除了。现在一切“改善国家福祉的展望和设想”都必须“按照建立国家杜马所规定的程序”“呈给”专制政府！这就是说，不得进行鼓动了，不得召开集会和代表大会了。有了国家杜马，就再也不要讲什么话了。杜尔诺沃先生就是这么说的。他声明，他们再不容许召开任何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了。

我们的“立宪民主”（应读作：君主）党的自由派又一次被愚弄了。他们指望制定宪法，可是人家现在借口“恩赐了”一个嘲弄宪法的机构而禁止他们进行任何立宪宣传！

而沙拉波夫先生泄露的就更多了。他在他那接受政府津贴的报纸（《俄国事业报》[90]）上，直截了当地建议在将要召开杜马会议的宫殿里屯驻 哥萨克
 ……以防止这个杜马的“不恰当的”举动。为了沙皇与人民的一致，人民代表的言行都要符合沙皇的意愿。否则，哥萨克就会驱散杜马。否则，杜马代表甚至在进入杜马之前，用不着哥萨克就可以被逮捕起来。星期六（8月6日）颁布了关于沙皇与人民一致的诏书。星期日（8月7日）解放派即“立宪民主”（应读作：君主）党的 温和
 派的领袖之一米留可夫先生和他的10名同党一起在彼得堡近郊被捕。当局企图以参加“协会联合会”的罪名迫害他们。他们大概很快就会获释，但是他们很容易被拒之于杜马门外，只要说一声他们是“受调查和受审讯的人”就行了！……

俄国人民取得了最初的一点点立宪主义的教训。只要还没有 实际争得
 人民专制，还没有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还没有能保障人身不受侵犯的公民武装，任何人民代表选举法都是一文不值的。我们在上面说过，国家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嘲弄。从 人民专制
 理论的观点看来，无疑是如此。但是无论专制政府也好，无论君主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解放派，即立宪君主党）也好，都不承认这个理论。在目前的俄国，我们可以看到 三种
 政治理论（关于它们的含义我们还将不止一次地谈到）：（1）沙皇和人民 协商
 （或者如8月6日的诏书所说的，“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的理论。（2）沙皇和人民 妥协
 的理论（解放派和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纲领）。（3） 人民专制
 的理论（社会民主党以及一般革命民主派的纲领）。

从 协商
 论的观点看，沙皇只和他所愿意的人，只采取他所愿意的方式进行协商，这是十分自然的。沙皇究竟愿意同谁协商和怎样协商，国家杜马以绝妙的实例作了说明。从 妥协
 论的观点看，沙皇不必服从人民的意志，而只须重视他们的意志。但究竟怎样重视，重视到什么程度，这从“解放派的”“妥协”论中是得不出结论的。只要实际权力掌握在沙皇手中，“解放派”资产阶级必然要处于乞怜者或者企图利用人民的胜利来反对人民的经纪人的可鄙地位。从 人民专制
 论的观点看，首先必须切实保障充分的鼓动自由和选举自由，然后召开真正全民的立宪会议，就是说，这个会议应当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产生，应当掌握全部权力，即完整的、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力，应当真正体现人民专制。

这样，我们就谈到我们关于国家杜马的鼓动口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口号）了。谁能切实保障选举自由和立宪会议的充分权力呢？只有组成 革命大军
 ；把沙皇军队中有生气的、正直的力量全部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战胜了沙皇势力，建立了 临时革命政府
 以代替沙皇专制政府的武装人民才能做到这一点。建立国家杜马，一方面用所谓代议制的管理形式的思想“招引”人民，另一方面又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拙劣的伪造，因而就成了向群众进行最广泛的革命鼓动的取之不尽的材料来源，成了举行集会、游行、政治罢工等等的最好的借口。整个这种鼓动的口号是：武装起义，立即建立义勇队和革命军战斗队，推翻沙皇政权，建立临时革命政府以召集全民立宪会议。起义时间的确定当然要看当地的条件。我们只能说，目前把起义时间稍为推迟一些整个来看对革命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因为武装工人这一工作正在逐渐开展，军心愈来愈涣散，军事危机即将有个结局（要么是战争，要么是负担沉重的和平），在这种形势下，过早地举行起义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害处。

最后，我们还要把上面提到的策略口号同其他的口号简单地对比一下。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我们已经指出，我们的口号和在俄国工作的大多数同志所说的“积极抵制”的含义是一致的。《火星报》在第106号上建议立即组织革命自治，由人民选举自己的全权代表，作为起义的可能的序幕，这个策略是完全错误的。在还没有力量进行武装起义和取得起义胜利之前，谈什么人民革命自治，那是可笑的。这不是起义的序幕，而是起义的尾声。这种错误策略只会有利于“解放派” 
［注：手稿上接着有“君主派”一词。——俄文版编者注］

 资产阶级：第一，它用组织革命自治的口号排斥或者代替起义的口号；第二，它便于自由派资产者把他们 自己的
 （地方自治和城市的）选举冒充为人民选举，因为在保存沙皇政权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有人民选举的，而自由派倒还可以进行地方自治和城市的选举，尽管有杜尔诺沃先生们进行威胁。

无产阶级被排斥于杜马选举之外。其实无产阶级用不着抵制杜马，因为这个沙皇杜马本身就以它的成立抵制了无产阶级。不过，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希望同沙皇讨价还价，而是希望采取革命行动，希望抵制杜马，希望在人民中加强反对这个杜马的鼓动工作；支持这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大谈抵制杜马（甚至在地方自治人士七月代表大会上最初投票时 大多数人
 都赞成抵制杜马），讲什么面向人民而不面向沙皇的花言巧语（伊·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在这个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实际上却打算对这种嘲弄人民要求的新勾当不进行真正的抗议，不进行广泛的鼓动，打算抛弃抵制的想法而参加杜马，这样，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派这种开始暴露的变节行为或不彻底性，就不应该置之不理。目前，竭力反对抵制思想的自由派合法报刊（如8月7日的《俄罗斯报》[91]）上的文章充满各种各样的谎言，无产阶级不能不加以驳斥。报界的自由派先生们用他们的论断腐蚀人民，硬说和平道路、“各种意见的和平斗争”是可能的（先生们，为什么米留可夫不能“和平地”同沙拉波夫斗争呢？）。报界的自由派先生们欺骗人民，说什么地方自治人士“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地方官和一般地方行政当局显然即将对农民选民产生的影响”（同一号的《俄罗斯报》）。报界的自由派先生们从根本上歪曲国家杜马在俄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竟把这个杜马和同俾斯麦发生预算冲突[92]时期（1863年）的普鲁士议院相提并论。其实，要对比的话，就应以争取宪法时期，即革命开始时期作例子，而不应以立宪时期作例子。否则，就是一下子从革命的资产阶级时期跳到同反动派妥协的资产阶级时期。（参看《无产者报》第5号上关于我们的彼特龙凯维奇先生们同“从前的革命者”而后来成了大臣的安德拉西的比较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84—288页。——编者注］

 ）国家杜马很象 1847年
 2月3日即革命前一年成立的普鲁士“联合议会”（国会）。普鲁士的自由派当时本来也打算抵制这个咨议性的地主议院，可是没有打定主意，所以向人民问道：“接受还是拒绝？”（“Annehmen　oder　ablehnen？”，这是1847年出版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亨利希·西蒙著的小册子的书名。）普鲁士联合议会召开了会议（第一届会议于1847年4月11日开幕，1847年6月26日闭幕），于是立宪派和专制政权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冲突。但是，在 革命人民和领导人民的柏林无产阶级
 没有 在1848年3月18日起义中
 战胜国王的军队以前，联合议会始终是个僵死的机构。在起义之后，国家杜马……不，联合议会也就垮台了。当时，在鼓动比较自由的情况下，在普选制的基础上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可惜不是由革命政府召开的，而是由“没有被”柏林的英勇工人“打死”的国王召开的）。

让出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叛徒参加这个已成为死胎的国家杜马吧。俄国无产阶级将要加强鼓动和准备我们俄国的1848年3月18日（最好是1792年8月10日[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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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国务会议是俄罗斯帝国的最高咨议机关，于1810年设立，1917年二月革命后废除。国务会议审议各部大臣提出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它本身不具有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的主席和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官员中任命。在沙皇亲自出席国务会议时，由沙皇担任主席。国家杜马设立以后，国务会议获得了除改变国家根本法律以外的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成员半数改由正教、各省地方自治会议、各省和各州贵族组织、科学院院士和大学教授、工商业主组织、芬兰议会分别选举产生。国务会议讨论业经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174。



[89]按照1905年2月18日（3月3日）沙皇给参议院的诏令，大臣会议负责审议机关和个人就“完善国家和改善人民福利”提出的建议。同年8月6日（19日），因公布了建立国家杜马的诏书，这个诏令被撤销了。按照新的诏令，这些问题应由国家杜马预先审议。



参议院（执政参议院）是俄国最高国家机关，从属于沙皇，参议员由沙皇任命。参议院是根据彼得一世的诏令于1711年开始设立的，当时是管辖立法和国家管理事务的最高机关。从19世纪上半叶起，随着政府各部的成立，参议院成为最高司法机关，并执行对国家机关和官吏的活动进行监察的职能。根据1864年的法院章程，参议院是最高上诉审级。参议院还负责颁布法令。十月革命后，1917年11月22日（12月5日），参议院被苏维埃政权撤销。——175。



[90]《俄国事业报》（《Русское　Депо》）是俄国反动报纸（周报），1886—1891年、1905—1907年和1909—1910年在莫斯科出版。出版人是谢·费·沙拉波夫。——176。



[91]《俄罗斯报》（《Русв》）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03年12月在彼得堡创刊。该报的编辑兼出版者是阿·阿·苏沃林。在1905年革命时期，《俄罗斯报》接近立宪民主党，但是采取更加温和的立场。1905年12月2日（15日）被查封。以后曾用《俄罗斯报》、《评论报》、《二十世纪报》、《眼睛报》和《新俄罗斯报》等名称断断续续地出版。1910年停刊。——179。



[92]指19世纪60年代由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普鲁士邦议会同普鲁士王国政府之间发生的预算冲突或所谓的宪法冲突。从1860年到1862年，邦议会多次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扩大军费开支以加强和改组军队的预算方案。这是由于资产阶级担心这一改革会加强王室和容克贵族的力量。1862年9月，普鲁士国王把奥·俾斯麦召来任首相。俾斯麦干脆不要议会同意国家预算，径自拨款实行军队的改组。自由派资产阶级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这样军队问题的争执便演变成为宪法的争执。1866年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以后，普鲁士邦议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自宪法冲突以来俾斯麦政府的一切支出，普鲁士资产阶级终于同反动的贵族官僚政府完全和解，所谓的宪法冲突随之烟消云散。——179。



[93]1792年8月10日是被称为“无套裤汉”的巴黎革命群众举行起义的日子。这一天起义者在革命市府领导下攻入王宫。在武装的人民的压力下，立法议会通过了废黜国王、召开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的决议。这次起义推翻了法国数百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推翻了三年来的君主立宪政体，同时还废除了1791年的宪法。在这次起义中，维护君主政体的斐扬派大资产阶级统治被推倒。——180。





《列宁全集》第11卷


黑帮分子和组织起义

（1905年8月16日〔29日〕）

下诺夫哥罗德和巴拉绍夫的事件[94]引起了普遍的注意。本报上一号登载了关于下诺夫哥罗德流血事件的详细报道，今天这一号我们刊载一篇关于巴拉绍夫流血事件的报道。黑帮分子的业绩愈来愈多了。社会民主党应当注意到这种现象在革命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意义。除了萨马拉的通讯以外，下面这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博里索格列布斯克小组发出的传单，也是值得注意的：


　　“博里索格列布斯克市的工人和居民们！在巴拉绍夫和下诺夫哥罗德的事件中，警察的行动表明，它是专会屠杀一切有异己思想的人的，这两个事件向你们表明，革命使我们面临着多么严重的局势。发表言论和进行柏拉图式的批评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政府迫使我们从言论走向行动。它看到，革命运动打破了一直只是由警察和宪兵来对付的局面。它感到，在同‘内部敌人’作斗争时，它的内务部正规军已经不够用了。俄罗斯帝国的全部居民都成了‘内部敌人’、‘叛乱者’，因此政府不得不招收志愿兵来补充正规军。但是，我们的政府一方面大量招收流浪汉、流氓、小行商以及诸如此类的不承认任何官僚制度约束的人担任‘国家职务’，一方面又不得不改变历来影响群众的方法和历来直接对付革命的秘密方法。于是便以毒攻毒。过去我们的政府一味地反对报刊上的言论，如今它自己也在《莫斯科新闻》、《俄国事业报》、《公民》、《日报》以及其他官方报刊上刊载各种公告了。过去我们的政府一味地搜捕鼓动员，如今它自己也在指挥主教、将军、沙拉波夫们、格林格穆特们以及自己的其他鼓动员在人民中进行鼓动了。过去我们的政府一味地摧残组织，如今它自己也组织俄罗斯人联合会、爱国者同盟、君主派联盟了。过去我们的政府一想到暴动就不寒而栗，如今它自己也组织黑帮的暴乱，自己也希望制造内战了。对即将到来的革命感到恐惧的政府，也采用了革命的武器：组织、宣传和鼓动。政府开始利用这种既能伤人也能害己的武器，利用黑帮来制造人民暴动的场面，制造反革命的场面。它在边疆地区已经‘初试笔锋’，现在开始在俄国中部地区到处搬演。不久前我们在下诺夫哥罗德和巴拉绍夫亲眼看到了这种场面；不能说专制制度在那里没有取得成绩。采取‘革命的’斗争方法，已产生了实际效果：专制制度的许多敌人被打死和打伤了，居民被我们政府的这种合法的恐怖手段吓唬住了。毫无疑问，以后还会进一步扩大这种试验。一些黑帮分子取得成就，另一些黑帮分子不试一试自己的力量是不会甘心的。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因此，博里索格列布斯克应该准备亲身体验黑帮的杰出代表的组织才能。我们可以设想，在博里索格列布斯克也会发生蹂躏犹太人、蹂躏工人、蹂躏知识分子的暴行，因此，博里索格列布斯克小组正在准备对政府镇压革命运动的一切‘不合法手段’给以应有的回击，同时开始进行募捐，以便组织武装自卫，请求一切不同情政府和黑帮的人士都来用金钱和武器帮助我们成立自卫小组。”





　　的确，内战是政府自己强加给居民的。的确，“流浪汉、流氓和小行商”都被招收来担任国家职务。在这种情况下，解放派说什么鼓吹起义是犯罪，是发疯，组织自卫是有害的做法（《解放》杂志第74期），这种资产阶级言论已不仅仅是极端庸俗的政治见解，不仅仅是为专制制度辩护和（事实上）对《莫斯科新闻》阿谀奉承了。不，除此以外，这些言论还逐渐成为解放派木乃伊发出的毫无生气的怨言；这些木乃伊正在被革命运动无情地抛出“生活之舷”，被送到对他们最合适的地方——藏珍馆。就起义的必要性进行理论上的争论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有关这一问题的策略决议是应该加以周密考虑和研究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忘记，不管如何卖弄聪明，事物的自发进程都会所向无前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不能忘记，在俄国生活中许多世纪积留下来的一切重大矛盾都在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展着，它们把人民大众推上了舞台，把僵死的、毫无生气的和平进步说教抛到垃圾堆里。一切机会主义者都爱向我们说：要向现实生活学习。遗憾的是，他们所说的现实生活不过是指和平时期即生活变动极慢的停滞时期的一潭死水状态。他们这些盲人，永远 落在革命
 现实生活的教训 后面
 。他们的僵死学说永远赶不上反映那些关系到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现实生活最深刻的要求的革命激流。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叫嚣说，用密谋家的观点来看待起义是危险的，认为必须进行起义的看法是狭隘的“雅各宾主义的”观点，物质力量在行将来临的政治事件中的意义和作用被夸大了。请看，现在这些人的叫嚣在这些现实生活的教训面前显得多么可笑。发出这些叫嚣的时候恰好是起义成为人民的真正最迫切的需要的前夕，恰好是同一切“密谋”格格不入的群众由于黑帮分子的业绩而开始被卷入起义的前夕。 坏的学说会被好的革命绝妙地纠正过来
 。在新《火星报》上你们可以看到许多无力的、纯粹布勒宁式的讥讽[95]（或粗野的嘲笑？），嘲笑别人在专门的军事小册子中分析革命的军事问题，以至白天进攻和夜间进攻的问题，或者嘲笑别人考虑起义司令部的问题，考虑指派组织中的“值班”人员，以便及时地了解“敌人”的一切暴行和一切行动，及时地向我们的战斗力量、向有组织的革命无产阶级发出相应的命令。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俄国国内的孟什维克的行动，简直是对国外孟什维克的僵死学说的一种嘲笑。我们读到一则关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消息（见《无产者报》第13号），里面说，为了对付狂暴事件（人们都在提防黑帮分子的暴行！现在俄国有哪个城市或村镇不在提防这一类的事件呢？），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和崩得达成了协议：“共同募捐来购置武器，统一行动计划等等。”这是什么样的计划，从下面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在布良斯克工厂，社会民主党人在500人的工人集会上号召组织反击。“然后，布良斯克工厂组织起来的工人晚上分驻在几栋房子里；并且布置了巡逻队，指定了总司令部等等，——总之，我们已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此外还互相通告上述三个“组织各自的总司令部所在地”）。

新火星派的政论家们是在嘲笑……自己的做实际工作的同志！

先生们，不管你们对夜间进攻以及诸如此类的狭隘战术性的军事问题如何嗤之以鼻，不管你们对指派组织中的值班秘书或一般值班人员以应付紧急军事行动的“计划”如何不以为然，但是现实生活毕竟是现实生活，革命教导着人们，它推动和激发着那些最顽固不化的学究。在内战时期，各种军事问题，以至其中最小的细节问题，都 必须
 加以研究，因此工人关心这些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总司令部（或组织中的值班人员）是 必须
 成立的。布置巡逻队，安排各支队驻地，——这都是纯粹的军事职能，这都是 革命军队
 起码的军事行动，是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是 革命政权
 的组织工作。革命政权就是在这些细小的准备工作中，就是在这些微小的斗争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就是通过这些活动来考验自己的力量，学习作战，准备取得胜利的，——政治总危机愈严重，沙皇军队中的骚乱、不满和动摇愈强烈，这种胜利就愈接近，胜利的可能性也就愈大。

全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同志们应当学习而且一定会愈来愈广泛地学习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博里索格列布斯克的同志的榜样。号召捐钱和捐武器，是完全适合时宜的。从今以后会有愈来愈多的同任何“计划”、甚至同任何革命思想毫不相干的人，由于看到警察、哥萨克和黑帮分子这样残暴地蹂躏赤手空拳的老百姓，而 认识到
 和 感觉到
 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没有选择的余地，其他道路是行不通的。不关心俄国目前发生的事情，不考虑战争和革命问题，那是不可能的，而任何一个关心、考虑和注意当前问题的人都 不得不
 站到这个或那个武装阵营里。即使你们的行动极其温和，甚至在每个细节上都采取合法方式，你们也会遭到毒打、摧残和杀害。革命是不承认中立的。斗争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这是一场殊死的斗争，——这是奴隶制的、农奴制的、专制的旧俄国同年轻的、人民的新俄国即劳动群众的俄国之间的斗争。劳动群众现在正奔向光明和自由，他们今后还要为把人类从一切压迫和剥削下彻底解放出来不断地进行斗争。

让武装的人民起义快快来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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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指沙皇当局策划的黑帮分子袭击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惨案。



下诺夫哥罗德工人于1905年7月9日（22日）开始举行总罢工，以纪念彼得堡1月9日事件中牺牲的同志。7月10日（23日），黑帮匪徒、哥萨克和警察野蛮袭击举行集会的工人，15人被打死，约50人被打伤。在萨拉托夫省的巴拉绍夫，经省长同意，黑帮匪徒和哥萨克镇压了前来参加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医生们。这样的大暴行也发生在俄国的其他城市。



针对这种情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博里索格列布斯克小组印发传单，开展募集金钱和武器以组织武装自卫的活动。在萨马拉，当沙皇当局准备再次制造下诺夫哥罗德那样的流血事件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萨马拉委员会立即组织了自卫小组。他们印发的传单写道：“拿起武器来！武装自己和武装其他人！集资购买武器！”——181。



[95]指刊登在1905年7月29日《火星报》第107号上的尔·马尔托夫的文章《当务之急。谈革命处方学》。作者在文中讥笑了弗·谢韦尔采夫（弗·弗·菲拉托夫）的小册子《战术和筑城术在人民起义中的运用》。这本小册子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于1905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布勒宁式的讥讽指卑劣的论战手法。维·彼·布勒宁是俄国政论家和作家，反动报纸《新时报》的撰稿人。他对一切进步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肆意诽谤。——183。





《列宁全集》第11卷


《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受高加索孟什维克的审判》一文编者后记

（1905年8月16日〔29日〕）


编者按
 ：在转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机关报（《无产阶级斗争报》[96]俄文版第1号，亚美尼亚文版第6号，格鲁吉亚文版第9号）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指出，第一个在报刊上不仅毫无根据地责骂第三次代表大会（采取新《火星报》的态度），而且企图对明确规定的党委员会的代表资格提出异议的，恐怕就是高加索孟什维克。高加索联合会在自己的机关报上心平气和地详细地驳斥了孟什维克的论据，并且出色地证明，即使孟什维克有异议的5个代表资格被认为无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也是完全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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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无产阶级斗争报》（《Пролегариагис　Брдэола》，《Пролетариаги　Крив》，《Борьба　Пролегариага》）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是根据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由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机关报《无产阶级报》和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组织机关报《斗争报》合并而成的，1903年4—5月开始用格鲁吉亚文和亚美尼亚文出版（号数分别同上述两报相衔接），1905年7—8月增出俄文版，三种文字版内容完全相同。1905年10月停刊。格鲁吉亚文版和亚美尼亚文版各出了8号，俄文版出了3号。此外，该报还出了《〈无产阶级斗争报〉小报》共12号。该报先后在巴库和梯弗利斯的地下印刷所印刷。参加该报编辑部工作的有斯大林、米·格·茨哈卡雅、亚·格·楚卢基泽、斯·格·邵武勉、弗·谢·博勃罗夫斯基、米·尼·达维塔什维里、菲·耶·马哈拉泽等。该报编辑部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国外中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转载列宁的文章、列宁《火星报》的材料以及后来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材料。该报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外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186。





《列宁全集》第11卷


“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已经变卦了吗？

（1905年8月16日〔29日〕）

我们刚刚在8月8日（21日）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法兰克福报》上读到该报驻彼得堡记者的一篇报道，里面说根据七月代表大会的决定本应在布里根草案公布以后立即召开并且已经预定在8月底召开的地方自治和城市活动家代表大会 将不举行了
 。你们想，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沙皇于8月6日撤消了他1905年2月18日给参议院的诏令！记者补充说道：“地方自治人士这种莫名其妙的（？？—— 《无产者报》编辑部
 ）怯懦行为引起此间政界人士的普遍惊异，因为在现在这种时候，人们没有料到地方自治人士会这样软弱。所以他们对于我所报道的消息还不十分相信，暂时还抱观望态度。”我们早就预言过，政府要把自由派资产阶级拉过去，迫使他们“离开革命事业”，是并不困难的。





	载于1905年8月16日（29日）《无产者报》第1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95页














《列宁全集》第11卷


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

（1905年8月23日〔9月5日〕）

社会民主党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在当前的日程上仍旧是革命斗争的首要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会主义派（《火星报》）和革命派（《无产者报》）在这个策略上的意见分歧，应当非常仔细地加以分析，这不是为了进行吹毛求疵的论战（有时竟成了争吵），而是为了彻底弄清问题和帮助地方上的工作人员制定尽可能正确的、明确的和统一的口号。

首先简单地谈一谈这些意见分歧产生的经过。还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公布以前，我们就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谈过我们的策略的基本点和我们同《火星报》的分歧的基本点。 
［注：见本卷第160—167页。——编者注］

 我们要求：（1）支持抵制思想，就是说，要加强鼓动和面向人民，无产阶级要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翼并且不断揭露它的右翼的叛变行为；（2）必须积极抵制，而不是“消极回避”，就是说，要“十倍地加强鼓动”，直到“用强力打入选举集会”；最后，（3）提出“明确的、正确的和直接的鼓动口号”，即：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我们坚决地驳斥了《火星报》第106号提出的“组织革命自治”的口号，认为这是一个混乱的和有利于解放派即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口号。同时，我们好象预见到《火星报》又会“挑起更多的”意见分歧，所以我们立刻就预先声明同意《火星报》对消极抵制的思想的指责。

所以，现在尽管《火星报》第108号含沙射影地谈论什么“不干预”、“缺席主义”、“弃权主义”、“袖手旁观”等等理论，我们还是先把这一类“反驳意见”搁在一旁，因为这不是论战，而不过是图谋“中伤”论敌。新《火星报》由于采用这种“论战”方法（最后竟造谣中伤说，某些领袖自己想要参加临时政府），早就使社会民主党的极广泛的成员对它表示了十分明确的态度。

总之，意见分歧的实质在于，《火星报》不接受我们的鼓动口号（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而我们认为这是中心的鼓动口号。《无产者报》认为，“用组织革命自治的口号来代替或者哪怕是排挤起义的口号”， 
［注：见本卷第165页。——编者注］

 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无产者报》第12号）。其余各点意见分歧都是比较次要的。不过有一件事倒是特别重要的，就是《火星报》第108号已经开始（对它来说这已经不止一次了）倒退、转弯、脱身了：除了组织革命自治的口号以外，它又提出了“人民群众采取积极战斗行动”的口号（天晓得这和武装起义有什么不同）。《火星报》甚至还说，“组织革命自治是真正‘组织’全民起义的唯一方法”。《火星报》第108号是在8月13日（26日）出版的，而在公历8月24日，维也纳《工人报》[97]上登出了马尔托夫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完全是根据第106号的精神而不是根据第108号的“修正意见”的精神论述《火星报》“计划”的。马尔托夫同志这篇宝贵的文章是“社会民主党人马尼洛夫精神”的典型，我们把它的主要部分翻译出来登在下面 
［注：见本卷第200—202页。——编者注］

 。

我们试对这些混乱观点作一分析。

为了阐明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目前是什么力量和通过什么途径“创造”俄国革命的“历史”。专制政府接受了沙皇和人民“协商”的理论。专制政府一方面希望和那些在警察监视下筛选出的一小撮地主和商人进行协商，另一方面开始疯狂镇压革命。君主派资产阶级中有比较多的人赞成沙皇同人民妥协的理论（解放派或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宣传这个理论，就表明它背叛了革命，表明它准备先支持革命，然后再联合反动势力反对革命。革命无产阶级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而要求 人民专制
 ，即要求彻底消灭反动势力，首先是实际上推翻沙皇政府，代之以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不顾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叛变，力求（常常是不自觉地，然而是始终不渝地、坚决地）把农民联合到自己方面来，在农民的帮助下把革命进行到彻底胜利。

召开国家杜马无疑是对革命的让步，但是作这个让步是为了镇压革命和不给予宪法（这是更加无疑的）。资产阶级“妥协分子”想要取得宪法是为了镇压革命；维诺格拉多夫先生（在《俄罗斯新闻》上）就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自由派资产阶级这种因其阶级地位而必然产生的意图。

现在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协会联合会”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最广泛的组织所作出的抵制杜马的决定（见《无产者报》第14号）有什么意义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的说来也想要“妥协”。所以，正象《无产者报》曾经多次指出的那样，这种知识分子也在反动势力和革命势力之间、在讨价还价和斗争之间、在勾结沙皇和举行起义反对沙皇之间动摇不定。这是必然的，这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但是，忘记下面一点就会犯错误，这就是：这种知识分子比较能够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的广义的根本利益，而这种利益同单纯是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暂时的狭小的利益是不同的。知识分子比较能够反映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所以，尽管它很不坚定，但是它比较能够同专制制度进行革命的斗争，它 一旦接近了人民
 ，就会成为这个斗争中的一支巨大的力量。它自己虽然软弱无力，但是能够给小资产者和农民的极广大阶层提供他们恰恰缺少的东西：知识、纲领、领导、组织。

可见，“协会联合会”中产生的“抵制”思想的实质在于， 大资产阶级同沙皇协商和妥协的第一步
 ，必然会使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迈出同革命人民接近的第一步
 。地主和资本家向右转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则向左转了。前者在走向沙皇，虽然他们还会不止一次地拿人民的力量来威胁沙皇。后者在考虑他们是不是应该走向人民，虽然他们还没有彻底抛弃“妥协”论，还没有完全走上革命的道路。

这就是我们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所指出的产生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内部的抵制思想的实质。只有目光短浅和一知半解的人才会把这种思想看成是不干预、缺席主义、弃权主义等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无 权
 可 弃
 的，因为严格的资格限制本身就把他们同国家杜马远远地 隔开了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他们关于抵制的决议中，把“动员国内一切民主分子”放到首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解放派即立宪“民主”党的最积极的、最坚决的、最富战斗性的分子。责备这种知识分子的抵制思想是弃权主义等等，或者甚至拒绝支持 和发展他们的
 这种思想，这就是目光短浅，就是为君主派大资产阶级效劳。君主派大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解放》杂志攻击抵制思想，决不是没有原因的。

上述观点的正确性，不仅可以用一般的基本的观点来证明，而且可以用 斯·斯
 ·先生在《解放》杂志第75期上作的宝贵的自供[98]来证明。 斯·斯
 ·先生把抵制思想的拥护者算作“激进”派，而把反对者算作“温和”派，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他责备前者具有“民意主义”，重犯了“积极的革命团体”的错误（对那些遭到《解放》杂志责备的人来说，这种责备是光荣的）；关于后者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处在专制制度和“社会〈原文如此！〉革命”这两堆火中间，同时可怜的 斯·斯
 ·先生竟吓得差一点把民主共和国同社会革命混为一谈！ 斯·斯
 ·先生最宝贵的自供是他在对比“协会联合会”代表大会和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时所说的话，他说：对于激进派来说，“重心无疑地〈注意！〉是放在要求改变选举制度上， 而对于比较温和的派别来说，主要的兴趣在于扩大杜马的权利
 ”。

真是一语道破！斯·斯·先生泄露了被我们几百次揭穿了的地主和资本家的隐秘的“杜马” 
［注：原文是Думы，在这里是双关语，同时有“思想”的意思。——编者注］

 。他们的“主要的兴趣”不是吸引人民参加选举（他们害怕这样做），而是 扩大杜马的权力
 ，即把 大资产阶级
 的会议从立法咨议会议变成立法会议。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大资产阶级对“立法咨议的”杜马是永远不会感到满足的。因此，在国家杜马内部必然会在宪法问题上发生冲突。但是大资产阶级 永远不会
 成为 人民专制
 的忠实可靠的拥护者。它永远会一只手抓宪法（为了自己），一只手 剥夺
 人民的权利或者阻碍扩大人民的权利。大资产阶级不可能不竭力争取保证大资产阶级特权的宪法。激进知识分子不可能不竭力反映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更广泛阶层的利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右翼由于得到了一点好处，立刻“变聪明”了，我们看到，他们已经不再开“秘密的”代表大会了。左翼看到，自己甚至一点好处也没有得到，地主和资本家利用了“第三种分子”[99]的服务（鼓动、宣传、组织出版等等）之后就准备 出卖
 他们，在国家杜马中不是努力争取人民的权利，而是争取 自己的
 反人民的权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觉到叛变已经开始，于是便痛斥国家杜马是政府对俄国各族人民的“无礼挑衅”，宣布抵制杜马，主张“动员民主分子”。

社会民主党人在这种情况下攻击抵制思想，就等于扮演了政治上的傻瓜的角色。革命无产阶级的正确的阶级本能促使大多数俄国同志产生了 积极
 抵制的思想。这就是：支持左翼和 争取左翼
 ，尽量把 革命民主派
 分子分化出来，以便同他们一起打击专制制度。激进知识分子向我们伸出一个手指头，那就抓住他的一只手！如果抵制不是吹牛，动员不是空话，对无礼挑衅的愤懑不是装模作样，那你们就应当和“妥协分子”决裂，拥护人民专制的理论，接受而且是 在事实上
 接受革命民主派的唯一彻底的完整的口号：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团结一切实际上接受这些口号的人，在全国人民面前把一切继续站在“妥协分子”一边的人踢进污水坑，这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唯一正确的策略。

我们的新火星派忽略了抵制思想的阶级根源和现实政治意义，竟对空放了枪。切列万宁同志在第108号上写道：“从顿河区委员会和圣彼得堡小组的传单中可以看到，这两个组织〈注意： 孟什维克的组织
 。——《无产者报》编辑部注〉都是主张抵制的。他们认为参加这种杜马的选举是可耻的，是背叛革命事业的行为，因此就预先痛斥那些将要参加选举的自由派。 
这样一来就排除了把国家杜马变成民主革命的工具的可能性，显然也就放弃了这方面的鼓动工作

 。”我们加了着重标记的这句话恰好表明了现在所提到的错误。 
［注：手稿上接着有下面一段已被勾掉的话：“不能也无须把国家杜马变成‘民主革命的工具’，因为国家杜马必然地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部分地
 成为民主革命的工具。说是部分地，是因为在国家杜马内部大资产阶级
 同沙皇不可避免地要在宪法问题上发生冲突。不过我们的重心不应当放在它的身上，因为它必然要出卖无产阶级，而是要放在农民群众和能够同农民群众接近的激进的知识分子身上。到底什么重要，是阻碍地主同沙皇取得一致重要，还是促成农民同无产阶级取得一致重要？切列万宁同志会反驳说：虽然后者更重要，但前者也需要做。很好。那我们就看看怎么做吧。”——俄文版编者注］

 那些标榜反对“不干预”的人，只不过是要 模糊
 干预的 方法
 这个真正重要的问题。有两种干预的方法，两种口号。第一种方法是：“十倍地加强鼓动，到处组织集会，利用选举集会，甚至用强力打入这些集会，组织游行示威和政治罢工，等等。”（《无产者报》第12号） 这种
 宣传运动的口号我们已经谈过了。另一种方法是：取得“参加国家杜马的革命的保证，以便把杜马变成推翻专制制度和召集立宪会议的革命会议”（《火星报》第108号上的切列万宁同志的文章），或者“逼迫复选人只把民主自由代表机关的坚决的拥护者选进杜马”（维也纳《工人报》上的马尔托夫同志的文章）。

这两种方法的不同也反映了社会民主党的“两种策略”的不同。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总是喜欢通过 取得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 保证
 来“逼迫”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则通过 痛斥资产阶级民主派向右转的行为
 ，通过在群众中传播坚决革命的口号来“逼迫”资产阶级民主派，推动他们向左转。“取得保证”的理论是斯塔罗韦尔的著名的 石蕊试纸
 理论，这种理论幼稚已极，只会在无产阶级中间造成混乱，腐蚀无产阶级。切列万宁同志让谁来兑现他所取得的“保证”呢？是不是让上帝呢？在阶级的物质利益的支配下， 所有一切
 保证都会成为空话，这一点难道切列万宁同志不知道吗？切列万宁同志想用“限权委托书”把国家杜马的资产阶级代表同革命无产阶级联系起来，这种想法难道不是很幼稚吗？如果马尔托夫同志 切实
 执行自己的计划，他就必须向工人阶级 宣布
 ，某次地主集会上的某某人或某某人是“自由民主代表机关的坚决的拥护者”！宣布这一点，就等于散布最有害的政治毒素！

大家还要注意这样一点：彼特龙凯维奇先生们、罗季切夫先生们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的所有这些“革命的保证”，所有这些“限权委托书”，所有这些关于“坚决支持民主自由的代表机关”（能找得出比这更笼统、更不清楚、更模糊的术语吗？）的字据，都可能是 背着无产阶级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取得和给予的
 。因为公开这样做是不行的，甚至在自由国家里，政治家在从事公开的鼓动时与其说是受私人协议的约束，不如说是受 政党
 纲领的约束，何况在我国的国家杜马选举中 并没有而且也不会有
 确定的、定形的政党！新火星派同志们，请看，你们是怎样又一次陷入了泥潭：你们口头上总是“群众”、“在群众面前”、“在群众参加下”、“群众的主动精神”，但是事实上你们的“计划”不过是要求彼特龙凯维奇先生签订保证不做革命的叛徒而做革命的“坚决的”拥护者的秘密协定！

新火星派自己把自己弄到了荒谬的地步。在俄国，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人，甚至是他们的拥护者，都不会想签订这种荒谬的“革命的保证”。不，进行干预不应当采取这种办法，而应当毫不留情地 痛斥
 妥协论和彼特龙凯维奇之流等等资产阶级妥协分子。揭露他们的资产阶级的背叛革命的行为，联合革命力量 进行起义
 来反对专制制度（ 一旦需要也反对杜马
 ）——这才是实际地“逼迫”杜马、实际地争取革命胜利的唯一可靠的方法。我们只应当在这一口号下干涉选举鼓动，目的不在于耍选举的手腕、取得协议和保证等，而是在于宣传起义。只有武装的人民的实际力量，才会使我们有可能利用国家杜马内部或国家杜马同沙皇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各种冲突来开展革命（而不是争取狭隘的资产阶级宪法）。先生们，请少相信一点国家杜马，多相信一点正在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吧！

我们现在来谈谈组织革命自治这个口号。我们比较仔细地来分析一下这个口号。

第一，把革命自治的口号提到首位来代替人民专制的口号，单纯从理论上来说也是不正确的。前者是指管理，后者是指国家制度。所以前者同资产阶级的背叛性的“妥协”论（沙皇领导自治的人民，沙皇“不管理，而统治”）是相容的，后者同它是绝对不相容的。前者是解放派可以接受的，后者是解放派不能接受的。

第二，把组织革命自治和组织全民起义混为一谈是非常荒谬的。起义是国内战争，而战争要求有军队。但是，自治本身并不要求有军队。在一些国家里，存在着自治，但是并没有军队。有的地方，如果革命是按照挪威方式[100]进行的，即“辞退”国王和举行全民表决，那里的革命自治也不要求有革命军队。但是，当人民遭到以军队为支柱并挑起内战的专制制度的压迫的时候，把革命自治和革命军队混为一谈，提出前者而不提后者，这简直是难以形容的卑劣行为，这种行为要么是表明背叛革命，要么是表明极端的轻率。

第三，历史也证明了这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就是只有起义取得完全的彻底的胜利，才能保证有充分的可能来组织真正的自治。假如1789年7月14日巴黎武装起义没有打败皇室的军队，没有攻下巴士底狱，没有根本摧毁专制制度的反抗，那么同年7月法国的市政革命是可能的吗？也许新火星派在这里会拿蒙彼利埃市作例子吧，说蒙彼利埃市的市政革命，即组织革命自治，是和平地进行的，那里甚至通过决定感谢行政长官好心地帮助别人来推翻自己。新《火星报》是不是期待我们在进行杜马选举宣传运动的时候，将会感谢省长在俄国的巴士底狱 还没有被攻下以前
 就自行引退呢？法国1789年市政革命的时期是一个 反动派
 开始 流亡
 的时期，而我国提出革命自治的口号以 代替
 起义的口号则是在 革命家
 还处于 流亡
 的时候，这不是值得注意的吗？有人曾经问一个俄国高级官员，为什么8月6日不宣布大赦，他回答说：“我们何苦要释放那1万个好容易才逮捕到而明天又会同我们作殊死斗争的人呢？”这个高级官员的话说得很聪明，而那些在这1万个人还没有被释放以前谈论“革命自治”的人，他们的议论是不聪明的。

第四，目前俄国的实际情况清楚地表明，只有“革命自治”这一口号是不够的，必须提出直接的明确的起义口号。请看一看俄历8月2日在斯摩梭斯克发生了什么事情。市杜马认为驻扎哥萨克是非法的，并且停止给他们拨款，组织了城市民兵来保卫居民，号召士兵反对用暴力对付公民。我们很想知道，我们的好心的新火星派是不是认为这就够了呢？是不是应当把这种民兵看成 革命军队
 ，看成不仅是防御机关，而且也是进攻机关呢？是不是应当把它看成不仅是进攻斯摩棱斯克哥萨克骑兵连，而且是进攻整个专制政府的机关呢？是不是应当宣传这种关于成立革命军队和明确革命军队任务的思想呢？在革命军队还没有取得对沙皇军队的彻底胜利以前，能不能认为斯摩棱斯克市的真正的 人民
 自治已经有了保障呢？

第五，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革命自治口号代替起义口号，或者作为（？）起义口号，不仅是解放派“可以接受的”，而且 已经被他们接受了
 。请看《解放》杂志第74期。你们会看到，上面坚决斥责“鼓吹武装起义是发疯，是犯罪”，同时把维护城市民兵和建立地方自治机关当作未来临时政府的因素（参看《无产者报》第12号）。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问题，都一定会发现，新《火星报》的新口号是解放派的口号。提出组织革命自治的口号来代替或者排挤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政府等口号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在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而是在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

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在固执地“灌输”老一套的口号。我们认为这种责备是一种赞扬。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不但灌输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一般真理，而且要不倦地灌输迫切的政治口号。我们已经极其广泛地传播了自由派所仇视的“四条”要求（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我们已经使工人群众知道了“六项”政治自由（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我们现在应当几百万次几十亿次地重复“三项”迫切的革命任务（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完成这些任务的人民力量正在自发地增长，不是一天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在增长。起义的尝试日益增多，起义的组织日益加强，武装日益发展。在穿普通服装和穿军装的工人农民中间涌现了很多不知名的英雄人物，他们与群众血肉相连，他们具有愈来愈强烈的人民解放的崇高理想。我们的任务是使这些小溪汇成巨流，是使规定了我们迫切任务的自觉的、直接的、清楚的和正确的革命纲领发出光芒，照耀着群众的自发运动，使自发运动的力量十倍地加强。

结论。我们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可以归纳为五点：（1）利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和杜马选举来加强鼓动，举行集会，利用选举鼓动、游行示威等等等等；（2）围绕下列口号进行全部鼓动运动：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传播这个临时政府的纲领；（3）联合一切革命民主派分子来进行这种鼓动和武装斗争，而且仅仅联合这些人，就是说，仅仅联合那些真正接受上述口号的人；（4）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中产生的抵制思想，使它成为积极的抵制，即进行上述的极其广泛的鼓动。争取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派拥护革命民主纲领，并参加能使他们接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活动；（5）在广大工农群众面前毫不留情地揭露和痛斥资产阶级“妥协”论和资产阶级“妥协分子”；公布和说明他们在参加杜马以前和在杜马内部的每一个叛变行为和不坚定行为；告诉工人阶级要警惕这些出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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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工人报》（《Arbeiter　Zeitung》）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由维·阿德勒创办，1889年起在维也纳出版。1905年，奥匈帝国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在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影响下，为在本国实行普选制进行了斗争，《工人报》反映了他们的战斗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工人报》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34年被查封。——189。



[98]指帕·尼·米留可夫的《参加还是不参加国家杜马？》一文。该文在1905年8月6日（19日）《解放》杂志第75期上发表时署名“斯·斯·”。——192。



[99]“第三种分子”是对在地方自治机关里受雇担任农艺师、统计人员、技术员、医生、兽医、教师等职务的平民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呼，以区别于政府与行政当局的人员（第一种分子）和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第二种分子）。“第三种分子”这个词是俄国萨马拉省副省长B.Г.康多伊迪于1900年首次使用的，在20世纪最初10年里流行于俄国。据统计，19世纪末俄国34省共有65000—70000名地方自治机关职员。“第三种分子”的队伍中有不少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和民粹派分子，也有社会民主党人。地方自治机关的文化经济活动，特别是医疗卫生和学校事业，靠着“第三种分子”而得到广泛发展。“第三种分子”作用的增强，遭到了沙皇行政机关和保守的贵族地方自治人士的反对。关于“第三种分子”，可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93—301页。——193。



[100]挪威于1814年被丹麦割让给瑞典，同瑞典结成了瑞挪联盟，由瑞典国王兼挪威国王。1905年7月，挪威政府宣布不承认瑞典国王奥斯卡尔二世为挪威国王，脱离联盟，成为独立王国。——196。





《列宁全集》第11卷


对最混乱的计划所作的最清楚的说明

（1905年8月23日〔9月5日〕）

我们在社论 
［注：见本卷第188—199页。——编者注］

 中曾经指出，新《火星报》的新的“杜马运动”计划是个混乱的计划。下面是马尔托夫自己在维也纳《工人报》（公历8月24日）上对这个计划所作的最清楚的说明（引文中的黑体都是马尔托夫自己用的）。


　　马尔托夫同志在指出“俄国的许多组织支持这个计划”以后说道，“这个计划如下：工人组织倡议建立应由一切不满意沙皇的改良的居民选出的人民鼓动委员会
 。这种委员会的任务首先是在全国展开争取建立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的鼓动工作。成立这些委员会形式上是为了使人民群众参加当前的选举。既然他们由于受到选举法的限制不能直接
 参加选举，那么全国公民可以间接参加选举，向范围比较小的享有特权的选民团来申诉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委员会要对选民团施加压力，使得选入杜马的人全是民主自由代表机关的坚决的拥护者
 。同时委员会竭力在‘合法的’代表机关以外建立非法的代表机关
 ，而后者在一定的时机将会
 作为人民意志的临时机关出现
 在全国面前。委员会号召人民通过普遍的投票选出
 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在一定的时机
 应当汇集在一个城市并宣布自己是立宪会议
 。这个运动的理想目的可以说就是如此。不论事情会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运动沿这条道路向前发展必然会产生革命自治组织，这种组织将能摧毁沙皇的法律限制并为革命的未来胜利奠定基础。这种革命自治的因素正逐渐在全俄各地形成起来，例如，现在在两个高加索省中
 官方政权受到了全体居民的抵制，居民已经由自己选出的政权来管理。（附带说一下：古里亚的农民
 要求我们的委员会承认这种政权
 。）这种在各处公开行使职权的自治组织是一种消灭不肯自愿地开辟宪法时代的专制制度的形式。不言而喻，建立这种组织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政府机构日益瓦解和人民中间的有效力量（wirkenden　Kraft）日益增长。”





　　我们把这个无与伦比的计划介绍给同志们，这个计划是 君主派
 （解放派） 资产阶级的理想目的
 ，是 自由派地主消灭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理想目的
 。我们已经千百次地指出过，解放派即君主派资产阶级所希望的“消灭”，就是在不发生人民起义或者至少是人民起义不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政权转归资产阶级。这种要在保存专制政府的政权的条件下进行“选举”的马尼洛夫式计划 完全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有利
 ，只有自由派资产阶级才能干出近似这样的选举的事情。

关于这个令人可笑的计划的细节我们只是简单地谈一谈。在高加索（不是在两个省，而是在若干个乡），自治是依靠 武装起义
 成立的，忘记这一点不是太天真了吗？认为在遥远的边疆的山区几个村庄里可能做到的事情，在俄国的中部地区不经过人民战胜专制制度也可能做到，这不是很幼稚吗？这个要 在保存专制政府的政权的条件下
 进行多级“选举”的计划，不是 十足的迂腐表现
 吗？说什么“不满意的居民”（？）选举人民鼓动委员会（没有纲领，没有明确的口号）。说什么委员会建立“非法的代表机关”（它大概是用纯粹 解放派
 的组织来代替非法的 社会主义
 工人党组织！）。用“ 人民意志的机关
 ”这个不清楚的术语来代替“ 作为起义机关的临时政府
 ”这个清楚的革命术语，完全有利于地方自治派资产阶级政党，这是很明显的。想在“非法的”委员会的倡议下和在保存特列波夫一伙的政权的条件下进行立宪会议的 普
 选，这完全是一种幼稚的想法。

在争论中，“恶魔的辩护人”——众人所反对的荒谬观点的维护者有时是有用处的。现在《火星报》就担任了这个角色。它的计划用来作为在小组中、在飞行集会和群众集会等等会议上驳斥谬论的教材，用来更加明确地把革命无产阶级的口号同君主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口号加以对照，是很合适的。





	载于1905年8月23日（9月5日）《无产者报》第1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09—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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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际社会民主党报告我们党内的情况

（1905年8月23日〔9月5日〕）



向国际社会民主党报告

 我们党内的情况是所有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一项重大职责。我们提醒同志们注意这一点并且号召同志们大力进行鼓动工作来捍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立场。应当坚持不懈地利用每一件事情、利用任何一个适当的机会向外国工人的一切小组和外国社会民主党的各个党员进行鼓动。鼓动应当采取同有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人党党员身分相称的方法。鼓动的基本内容应当是 全面
 介绍有关 文件
 ，首先是散发我们 用法文
 （1905年6月25日《社会主义者报》[101]的附刊。法国社会主义者中央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的地址是巴黎科尔德里街16号）和 用德文
 （小册子《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出版者地址是：比尔克印刷出版公司，慕尼黑维泰尔斯巴赫广场2号。定价20芬尼。）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的法译本和德译本也可以向我们党的发行部索取。

除了这个基本材料以外还应当从我们的出版物中翻译些重要的文件和文章。同时应当不断揭露赫列斯塔科夫式的新《火星报》的那些不光彩的做法。它既没有用德文也没有用法文出版自己代表会议决议的全文（因为这会暴露它自封为中央机关报和僭用这一称号的事实）。《火星报》在欧洲社会民主党报刊上登载的关于有组织的工人的“统计资料”，只能使人发笑（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新《火星报》直到现在还不敢用俄文公布这个“统计资料”，它怕当众出丑，但是我们在《无产者报》第9号上全部转载了这一统计资料[102]）。《火星报》现在把一封由编辑部署名的信分发到国外所有的侨民区，这封信对少数派的力量也作了同样可笑的赫列斯塔科夫式的矜夸，不过直到现在还无颜向我们社会民主党报纸的俄国读者公布。对吹牛者的斗争应当全力进行，但是要得体，要向公众作 全面介绍
 ，阐明真相，不吹嘘，不浮夸，也绝不散布谣言和传播见不得人的小道消息。





	载于1905年8月23日（9月5日）《无产者报》第1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12—213页

















[101]《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是法国报纸（周报），1885年由茹·盖得在巴黎创办。最初是法国工人党的理论机关报，1902—1905年是法兰西社会党的机关报，1905年起成为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1915年停刊。——203。



[102]指1905年7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9号上刊登的列宁摘编的资料：《我们的赫列斯塔科夫们》。资料照录了孟什维克《火星报》寄给法国社会党报纸的一则报道，其中虚报和夸大了他们在有组织的工人中间的拥护者的人数（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176—177页）。——204。





《列宁全集》第11卷


《俄国的财政和革命》一文按语[103]


（1905年8月23日〔9月5日〕）


编者按
 ：刚刚在柏林出版的鲁道夫·马丁《俄国和日本的未来》一书非常清楚地证实了作者的结论。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本书，现在只是根据外国报纸的报道，指出该书的主要结论。作者持纯业务观点，没有任何政治倾向。他作为一个统计学家，周密地分析了俄国的财政状况，并得出结论说，不管是继续进行战争还是缔结和约，都是免不了要宣告破产的。俄国的农业已完全衰落，要振兴起来就需要500亿卢布的资金。今后10年中的预算赤字，每年将不少于3亿卢布。俄国的国债，据作者计算，现在已达到80亿卢布，5年以后就要增加到120亿。借款的利息无法偿付，因为现在谁也不会借钱给俄国。1905年的俄国和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惊人地相似。鲁道夫·马丁竭力劝德国把德国投资达15亿卢布的俄国公债尽快脱手（尽可能转给美国）。欧洲资产阶级预料到俄国必然破产，正在匆忙脱身。





	载于1905年8月23日（9月5日）《无产者报》第1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14页

















[103]这是列宁为1905年8月23日（9月5日）《无产者报》第15号发表《俄国的财政和革命》一文写的编者按语。《俄国的财政和革命》一文指出沙皇俄国的财政状况非常严重。作者根据大量实际材料证明，由于国债的增加、巨大的军费开支，国家预算的赤字和国内人民群众贫困化的加深，沙皇政府将必然落到财政崩溃的地步。“只有革命尚能拯救俄国”——这就是文章的结论。



列宁在按语中根据英国《泰晤士报》和德国《法兰克福报》的报道介绍了鲁·马丁的《俄国和日本的未来》一书。列宁从这两家报纸上摘抄的有关材料，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202页。——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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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三版序言

（1905年8月）

当这本小册子出第三版的时候，俄国革命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同小册子写作的年份1897年和小册子出第二版的年份1902年十分不同的时期。不言而喻，小册子只是提出社会民主党的一般任务的总的轮廓，而不是具体指出同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的目前状况以及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相适应的当前任务。关于我们党的当前任务，我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日内瓦版）一书中已经阐述过了。读者比较一下这两本小册子便可以作出判断：作者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一般任务和目前时期的特定任务的观点是不是前后一致地发展起来的。不久以前我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领袖司徒卢威先生在《解放》杂志上对革命社会民主党（通过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指责，说它对武装起义问题的提法[104]是骚乱主义的和抽象的革命主义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种比较不是没有益处的。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第9号，《革命教导着人们》）上指出过，只要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897年）、《怎么办？》（1902年）和《无产者报》（1905年）比较一下，就可以驳倒解放派的指责，证明社会民主党对起义的观点的发展同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是有联系的。解放（P206）派的指责无非是自由主义君主派的拥护者的机会主义谬论，其目的是要掩盖自己出卖革命、出卖人民利益的行为，掩盖自己同沙皇政权进行勾结的意图。





	
尼·列宁
1905年8月

载于1906年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443—444页

















[104] 指彼·伯·司徒卢威在1905年6月8日（21日）《解放》杂志第72期上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一文。该文署名恩—奇。——206。





《列宁全集》第11卷


《工人阶级和革命》小册子的两个提纲

（1905年8月）



工人阶级和革命


1.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2.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3.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4.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

5.武装起义和革命军队。

6.革命政府。它的任务。

7.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1（α）工人阶级的目的。（β） 
社会民主党

 。我们的纲领。（γ） 
最高

 纲领和（δ） 
最低

 纲领。｛它的说明（参看6条 
［注：见本卷第164页。——编者注］

 ）。}（ε）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2 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为什么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α）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β）经济实质。（γ）立宪民主党，它的纲领和它的阶级本质。 
阶级的党

 。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知识分子协会。合法报刊。（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建议：工会斗争等等。

3 综上所述得出的结论。 
独立的阶级的政党

 。组织——工会的和 党的
 ，鼓动的和 军事的
 。马克思主义：“学说”。

4 农民的特殊利益。农奴制的残余。为什么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特别重大？“土地平分”及其意义。农民是工人的天然的同盟者。


农民的小资产阶性
 。

5 起义。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

武装人民。 
军事

 组织（军事问题等等）。革命军队。（实例：下诺夫哥罗德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炸弹、武器））。

6 革命政府，起义的 
机关

 。革命政府和革命 政权
 的意义。参加革命政府。革命政府的纲领： 6条
 。燃起欧洲的火焰

 。

7 什么是专政？ 阶级
 专政和个人专政。民主专政。阶级。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10—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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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和新〈火星报〉》小册子的三个提纲
[105]



（1905年8—9月）


1




序言


1．问题的迫切性。

2．起义——起义的条件和起义机关——这些问题产生的历史。

3．机会主义派：关于起义的密谋主义性质——反对组织革命的口号——反对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关于用迫切的需要来自我武装——革命自治的口号。

4．中心点＝临时革命政府。

5．恩格斯。 《无产者报》
 第3号上的论点[106]普列汉诺夫提出异议……

6．一般参加革命政府和作为少数派参加。

7．恩格斯的两个不同论点。普列汉诺夫含糊其辞。

　他从《火星报》第97号[107]起开始转变。

　参看新火星派的决议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8．1894年。有删节。[108]

9 问题与起义的联系（比较1873年）。

10．1848年和1894年欧洲的形势

　　　　　　与1905年俄国的形势。

11．领袖死亡了。

12．书呆子气。上升到更高阶段和新的更高阶段的新危险。

13．起义口号的具体性……


2



序言

 
［注：手稿上方有列宁写的：“二、小品文：48×6＝288（行），每行60＝17280印刷字母。论点（“结论”）第1—5点。”——俄文版编者注］



（1）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争论。

　　　问题与（α）立宪会议和（β）起义的联系。


崩得和自然发生。

　　（2）容许还是不容许？如果容许，在什么条件下？　　？《火星报》。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准确答案。



没有什么可反对它。


　　（3）《无产者报》第3号上的论点或结论第1—5点。（4）对于第1点。普列汉诺夫什么也没有。马尔丁诺夫只讲了联邦制。[109]遁词。

（5）对于第2点。

　　　普列汉诺夫的遁词。


　　
 （6）对于第3点。普列汉诺夫——遁词。反对《曙光》第1期和《火星报》第74号。

（7）对于第4点。

　　　与起义问题的联系。普列汉诺夫的遁词。

（8）对于第5点。

　　1848年和1789年。


3

普列汉诺夫和新《火星报》

一、 
代前言。对知识分子超人[110]的分析作一点小小的补充

 。

　　　　1 论战小册子开头写的是团结一致。“超人”。 
这么回事

 ！！

　　　　2 毫无气节。聪明起来了。变节者——好吹牛。好战斗的人，“宝贝儿”[111]。变节者组成的派别。口是心非……

二、 
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

 。

（α） 不必要的吹毛求疵
 。

　　　1 哲学：“漠不关心”。反对正统派。[112]

　　　2——“粗暴”和口是心非。

　　　3 恩格斯的信发表在哪里？

　　　4 马尔丁诺夫和《怎么办？》。参看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13]

　　　5 列宁——“一个人”。对国外

　　　　　　　　　　 恶毒诽谤
 。

　　　6 辩证家？“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14]

（β）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

（马克思）“超级庸人”[115]。

　　不容许这种思想，或者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形势”[116]（骗子手法[117]）。

（恩格斯）给屠拉梯的信，1848年和1894年。

　　饶勒斯主义（参看《前进报》第14号）。

　　偷换词句和区别开论点。是辩证法还是矫揉造作？

　　对辩证法的嘲弄。

　　 客观任务
 ＝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恩格斯）巴枯宁主义者。

　　总的问题，是否容许临时政府？

　　一般参加？“作为少数派” 歪曲了我的意思

　　“力量对比”

　　“ 我们在什么地方反对过临时政府
 ？”[118]（哈哈。）






	从上面和从下面弄脏[119]







　　与起义的联系（比较1873年和1848年）





	　　　　原则还是适当性？[120]　搞糊涂了
 ：

　不可思议——《日志》第2期。反对《曙光》第1期。

　不能允许——同上。《火星报》第74—75号。









　　 
俄国当前状况

 。　　起义？起义机关？

　　“想出了专政”[121]。仅仅如此？——问题的关键。

　　敖德萨的“占领”。[122]税？一个城市？

　　革命公社？

　　“领袖死亡了”（“书呆子”）。

　　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和农民
 。

　　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

　　卡·考茨基论米勒兰。

　　卡·考茨基论俄国革命的“胜利”。

　　论无产阶级的统治。

　　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超人的论战。






	总的结论＝搞糊涂了。








三、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什么时候和为什么搞糊涂的

 ？

分裂经过。





	　　（1）1901—1903年　　　（5）1904年1—8月（2）第二次代表大会　　（6）1904年8月—1905年5月

（3）1903年8—11月　　　（7）1905年5月

（4）调解的企图　　　　 （8）现在[123]









　　1 第二次代表大会。第1条——和道义上的责任。2 1903年10月6日的信[124]和对捷依奇的评语（同盟的记录）[125]。





	　　3《不该这么办》[126]参看《进一步，退两步》。4 地方自治计划。“秘密小册子”。[127]


	无政府主义饶勒斯主义









　　5 第85号和托洛茨基的小册子。[128]更正。6“组织上的含混不清”。[129]是 偏爱《火星报》还是同《火星报》一起搞糊涂了
 ？

施放烟幕。

　　　　　　“密谋主义”。编辑部？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2期）。第1条？

7 策略上的模糊






　　
 一、组织上的虚伪和策略上的真实？？

　　二、党内的机会主义派？？


四、普列汉诺夫是怎样在新《火星·报》上写历史的？[
 130]

1《怎么办？》臆造。参看卡·考茨基。

2——蛊惑宣传的产物。

3 纲领。[131]“不是列宁”。文件。

4 给《前进报》的诺言。

纲领中的两个主要争论点。

5 关于《无产者报》和“马尔丁诺夫主义”的信。

6 总的结论＝ 谎言
 。

五、 
结束语。略论反对夸大分歧

 。

1 重述《进一步，退两步》中关于阿克雪里罗得的话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379—410页。——编者注］

 。

2 小错误和大人物。

3 比较倍倍尔和1895年布雷斯劳辩论。

4 倍倍尔在布雷斯劳和卡·考茨基反对他的“腔调”。

5 只要普列汉诺夫不从新《火星报》的遗产中解脱出来，他就会制造混乱和弄虚作假。






	载于1931年和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和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57—462页















[105]这是列宁为回答格·瓦·普列汉诺夫对他和布尔什维克的攻击而打算写的一本小册子的提纲。列宁曾在《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论临时革命政府》（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17、18—28、221—240页）等文中批评普列汉诺夫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针对这些批评，普列汉诺夫在他办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2期上发表了一封论战性书信：《与友人通信选录》。在这封信里以及在同期《社会民主党人日志》上发表的《相仇的兄弟》一文里，普列汉诺夫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竭力诬蔑和诽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拟写这本小册子的想法，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他集中精力领导党的工作而未能实现，只留下了这三个提纲。列宁在1905年8月15—19日之间和8月底给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两封信里谈到了这件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



提纲中的许多论点，列宁后来写进了《玩议会游戏》、《〈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见本卷第250—266页和第356—372页）等文。——210。



[106] 指列宁在《论临时革命政府》一文末尾概括的那几点结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39—240页）。——210。



[107] 不是《火星报》第97号，应为1905年4月5日《火星报》第96号。这一号刊登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论夺取政权问题》（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5年俄文版第13卷第203—211页）。——210。



[108] 指恩格斯1894年1月26日给菲·屠拉梯的信，即《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14—518页）。格·瓦·普列汉诺夫同列宁论战时曾援引这封信。列宁在《论临时革命政府》一文中写道：“……很遗憾，普列汉诺夫没有引用全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31页）这里说的“有删节”大概指此。——210。



[109] 指1905年6月15日和21日《火星报》第102号和103号刊载的亚·马尔丁诺夫的文章《在背弃马克思主义良心的斗争中》。——211。



[110] 格·瓦·普列汉诺夫在《相仇的兄弟》一文中谈到了知识分子超人的问题（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5年俄文版第13卷第311页）。列宁在《玩议会游戏》一文中批评普列汉诺夫和亚·李·帕尔乌斯时，指出他们正是“站在党内两个部分以外的超人”（见本卷第263页）。——212。



[111] “宝贝儿”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短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列宁在他的短评《社会民主主义的宝贝儿》中曾使用过这个形象（见本卷第283页）。——212。



[112] 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他的《相仇的兄弟》一文中指责列宁对哲学“漠不关心”。他提出这一指责，看来是以曾持马赫主义观点的亚·亚·波格丹诺夫一度和《前进报》编辑部关系密切为“根据”的。列宁大概打算用下面的事实来反驳普列汉诺夫的责难：还在1903年，他就曾建议柳·伊·阿克雪里罗得（笔名：正统派）在《火星报》上撰文批判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著作（见柳·伊·阿克雪里罗得《修正主义的新变种》一文，载于1904年11月5日《火星报》第77号）。——212。



[113]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为列宁的《怎么办？》一书作的辩护性发言。在讨论党纲草案时，这本书曾遭到亚·马尔丁诺夫的攻击（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7—8月。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124—125页）。——212。



[114] 这句话是马克思针对一些法国人所标榜的“马克思主义”说的。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给保·拉法格的信里引用了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6页）。——213。



[115] 列宁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一文中说的“超级庸人”指亚·马尔丁诺夫（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6页）。然而格·瓦·普列汉诺夫在《论夺取政权问题》一文中却歪曲列宁的意思，硬说列宁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超级庸人”。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中谈到了这件事，他说：“……这是在搞小小的掉包把戏。《前进报》曾特别指出，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总的观点是正确的。关于庸俗的一番话是针对马尔丁诺夫或尔·马尔托夫说的。……普列汉诺夫要给马尔丁诺夫主义打掩护是徒劳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22页）——213。



[116] 指列宁同格·瓦·普列汉诺夫之间争论中的一个问题，即恩格斯1894年给菲·屠拉梯的信的问题。列宁认为，应该结合具体的“形势”来理解恩格斯的这封信。普列汉诺夫则认为，信里讲的是一般原则，同写信时的“形势”无关。他写道：“这封信是在1894年，即在与1848年的形势迥然不同的‘形势’下写的；而且信里关于无产阶级参加小资产阶级政府是不能容许的这一思想是作为一般策略原则提出来的，对工人阶级尚未成熟到能建立本阶级专政的一切国家都同样适用。”（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5年俄文版第13卷第289页）——213。



[117] 格·瓦·普列汉诺夫写道：“结果他（指列宁。——编者）认为，我在论战中……采用了最不能容许的手法……没有比这再坏的了：我在他笔下成了耍笔杆的骗子一类的人物。”（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5年俄文版第13卷第273页）——213。



[118] 格·瓦·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8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2期第28页上写道：“……难道我们什么时候说过，成立革命政府是对工人的欺骗和对工人事业的背叛吗？”（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5年俄文版第13第298页）——213。



[119] 指尔·马尔托夫在他的《当务之急。工人政党和作为我们当前任务的“夺取政权”》一文中说的话：“……把‘政府’和‘万岁’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就会弄脏了嘴。”（见1905年3月17日《火星报》第93号）——213。



[120] 列宁在这里指出，格·瓦·普列汉诺夫把参加政府的问题一会儿看作“原则”的问题，一会儿看作“适当性”的问题，自己都“搞胡涂了”。接着，列宁把普列汉诺夫的下面两种说法作了对比，以说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2期上谈到参加革命政府的问题，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和“不能容许的”。可是他在1901年《曙光》杂志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略论最近一次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中却说，他不能无条件地赞同完全禁止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决议，“我象考茨基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在某些例外的场合，这种参加对于保卫工人阶级的现实的利益可能是必需的。全部问题只在于，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社会党人不要象米勒兰那样用自己的行为和言论促进模糊工人的阶级自觉，而是要加深和发展它。”他在1904年10月5日《火星报》第75号上发表的《在阿姆斯特丹》一文中又说，“正如在文学中所有的体裁都是好的，除了枯燥乏味的以外那样，在政治中所有策略手段都是可以容许的，除了不适当的以外。不能把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一成不变地宣布为同我们的目的不相符合。”——213。



[121] 格·瓦·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2期的《相仇的兄弟》一文中声称《前进报》“想出了专政”，指责布尔什维克犯了密谋主义的即布朗基主义的错误。——214。



[122] 指刊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2期上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短评《“塔夫利达公爵波将金号”》。——214。



[123] 这里采用的划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历史各阶段的方案，是列宁在1905年8月15—19日之间给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信中提出的。他在这封信里写道：“依我看这里需要两样东西：第一，‘分裂的简略经过’，要通俗。从头写起，从经济主义开始。要附上各种精确的文件。要划分阶段：1901—1903年；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8月26日—1903年11月26日；1903年11月26日—1904年1月；1904年1—8月；1904年8月—1905年5月；1905年5月（第三次代表大会）。”（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在8月2日给卢那察尔斯基的另一封信中，列宁指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新产生的分歧：“斗争很剧烈，第三次代表大会不用说根本没有结束这场斗争，而只是开辟了斗争的新阶段……”（同上）——214。



[124] 指1903年10月6日列宁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给《火星报》编辑部四个原来的成员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尔·马尔托夫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这封信是因为他们四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拒绝为《火星报》撰稿而写的。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曾引用过这封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352—353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给马尔托夫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214。



[125]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对列·格·捷依奇的评语。——214。



[126]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11月7日《火星报》第52号上发表的《不该这么办》一文。——215。



[127] 指1905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论我们对待自由派资产阶级反沙皇制度斗争的策略》。小册子的扉页上印着：“仅供党员阅读”。普列汉诺夫在小册子中为孟什维克《火星报》提出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辩护，并批评1904年出版的列宁的小册子《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59—78页）。——215。



[128] 指刊登在1905年1月27日《火星报》第85号上的尔·马尔托夫的文章《1月9日》和亚·李·帕尔乌斯的文章《总结与展望》以及列·达·托洛茨基的小册子《1月9日以前》和帕尔乌斯为小册子写的序言。——215。



[129] 格·瓦·普列汉诺夫在讲到孟什维克的组织观念模糊时写道：“孟什维克的组织现在已陷于含混不清的人群所具有的那种分散化的状态。”（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5年俄文版第13卷第318页）——215。



[130] 这里和以下各点说的是刊登在1904年7月25日和8月1日《火星报》第70号和第71号上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攻击列宁《怎么办？》一书的文章中，还歪曲地叙述了《火星报》编辑部内部相互关系的历史，谈到了编辑部内关于纲领的争论等等。列宁在这一部分打算驳斥普列汉诺夫的歪曲。第一点是谈《怎么办？》一书。普列汉诺夫说，他不同意这本小册子的观点是他同列宁产生分歧的原因。其实分歧的真正原因是关于纲领的争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84—191、200—223、226—239页）。关于普列汉诺夫对《怎么办？》一书的批评的实质（即“自觉性和自发性”的问题），列宁在自己的答复中看来还打算引用考茨基的言论。考茨基有关这个问题的观点，在《怎么办？》一书和《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文中都引用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7—38页和第4卷第167页）。——215。



[131] 指在旧《火星报》编辑部内制订党纲一事。有关这个问题，可参看《关于党纲的历史》（《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38页）。——215。







《列宁全集》第11卷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1905年9月1日〔14日〕）

农民运动在俄国现今的民主革命中的巨大意义，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报刊都已经阐述过很多次了。大家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专门的决议，以便更加确切地规定和统一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政党对目前农民运动所采取的行动。虽然这个决议是预先准备好了的（第一个草案刊登在今年3月10日（23日）《前进报》第11号上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28—329页。——编者注］

 ），虽然这个决议曾由力求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全党已经确定了的观点表述出来的党代表大会仔细修改过，它还是引起了在国内工作的许多同志的疑虑。萨拉托夫委员会一致认为这个决议不能接受（见《无产者报》第10号）。我们当时就表示希望他们能对这种看法作出解释，可惜这个愿望至今未能实现。我们只知道，萨拉托夫委员会认为新火星派代表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也是不能接受的，可见，它所不满意的是这两个决议共同的地方，而不是它们不同的地方。

我们收到的莫斯科一位同志的来信（用胶版印成传单），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新材料。现在把这封信全文转录如下：



给中央委员会和在农村工作的同志的公开信

同志们！莫斯科委员会的郊区组织已经在农民中间直接开始工作了。由于缺乏组织这种工作的经验，由于我国中部的农村有其特殊的条件，由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这一问题的指示不够明确，以及在定期刊物和一般刊物上几乎完全没有农村工作的参考材料，所以我们不得不请求中央给我们寄来原则性和实践性的详细指示，并请求各位从事同样工作的同志，把你们从经验中得到的实际材料告诉我们。

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我们阅读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时所产生的疑虑，以及我们已经开始在我们农村实行的组织计划告诉你们。

“（一）在广泛的各阶层人民中间宣传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最坚决地支持农民所采取的能够改善他们状况的一切革命措施，包括没收地主、官府、教会、寺院和皇族的土地。”（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

这一条首先就没有说清楚，党组织将要怎样进行和应该怎样进行宣传。为了进行宣传，首先就要有一个同宣传对象十分接近的组织。农村无产阶级所组成的委员会是否就是这样的组织，或者可能还有其他进行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的组织方法。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关于坚决支持的诺言也是如此。支持，而且还是坚决支持，这也只有在当地有了组织以后才能办到。关于“坚决支持”的问题，我们总觉得是极其模糊的。社会民主党能不能支持没收那些用集约方法经营、采用机器和种植贵重作物的地主土地呢？把这样的土地转交给小资产阶级私有者——不管改善他们的状况是多么重要——就这种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来说，会是倒退一步。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既是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在这个关于“支持”的条文里加上如下的保留条件：“如果把这些土地没收来交归农民（小资产阶级）所有的办法将是这些土地上的这种经济发展的更高形式的话。”

其次：

“（四）力求把农村无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并使他们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同城市无产阶级融合在一起，使他们的代表加入农民委员会。”

引起怀疑的是本条中最后一句话。问题在于“农民协会”一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组织和社会革命党人一类的反动的空想主义的组织，是在自己的旗帜下把农民中间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分子一同组织起来的。我们使农村无产阶级组织的代表参加这样的“农民”委员会，就会自相矛盾，就会和我们对于联盟问题等等的观点相矛盾。

我们觉得这里必须作些修正，而且是很重大的修正。

这就是我们对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一些共同的意见。希望尽可能迅速和尽可能详细地加以研究。

至于说在我们郊区组织中建立“农村”组织的计划，我们则要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根本没有提及的那种条件下进行工作。首先必须指出，我们活动的区域——莫斯科省以及与它接壤的邻省各县——主要是从事工业的区域，手工业不太发达，专门
 从事农业的居民为数甚少。这里有拥有10000—15000名工人的大工厂，也有散处于偏僻乡村的、拥有500—1000名工人的小工厂。有人会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在这里一定能够为自己找到最适宜的基地，但是实际情况表明，这种肤浅的设想是经不起批评的。虽然某些工厂已存在了40—50年之久，但是直到现在，我们的“无产阶级”绝大多数还没有和土地断绝关系。“农村”把无产阶级束缚得很紧，以致“纯粹”无产阶级在集体劳动过程中所造成的一切心理条件和其他条件，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中间并未发展起来。我们的“无产者”的农业，是一种混杂的形式。工厂的织工雇用雇农去耕种他的一小块土地。他的妻子（如果她不在工厂中工作）、儿女、老人、残废人也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而当他自己老了，残废了或者因狂暴或可疑的行为而被逐出工厂的时候，也要到这里来工作。这样的“无产者”很难叫作无产者。他们按经济地位来说是赤贫者，按意识形态来说是小资产者。他们毫无知识，思想保守。“黑帮”分子就是从他们中间招募来的。但是最近他们也开始觉醒起来了。我们以“纯粹的”无产阶级为据点，把这些愚昧的群众从千百年的睡梦中唤醒，而且做得不是没有成绩的。据点正在增加，有的地方正在巩固起来，无论工厂或农村中的赤贫者都渐渐受到我们的影响，接受我们的思想。我们认为在非“纯粹”无产者群众中间建立组织，不会是不正统的。我们没有别的群众，如果我们坚持正统原则，只组织农村“无产阶级”，那我们就得解散我们的组织和我们邻区的组织。我们知道，我们对于那种渴望没收被地主荒废了的耕地和其他土地以及渴望没收僧侣们不能好好经营的土地的心理，是很难反对的。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民主派，从“民主主义君主”派（在鲁扎县有这样的派别）起，直到“农民”协会止，都会和我们争着去影响“赤贫者”，但是我们要武装后者去反对前者。我们要利用郊区内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无论是知识分子的或者是无产阶级工人的力量，来建立和巩固我们的由“赤贫者”组成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我们将按下面的计划来进行工作。在每个县城或大的工业中心，我们都要建立直属郊区组织的县小组委员会。县委员会在它的辖区内，除建立工厂委员会外，还要建立“农民”委员会。为了保密起见，这种委员会的人数不应该很多，其成员应该是最富于革命精神和最能干的赤贫农民。在既有工厂又有农民的地方，必须把两者组织在一个分组委员会中。

这样的委员会首先应当明确地认清当地的情形：（一）土地关系：1.农民份地、租地、土地占有形式（村社占有、个体农户占有等等）。2.周围的土地：（ａ）何人所有；（ｂ）多少土地；（ｃ）农民同这些土地的关系；（ｄ）使用这些土地的条件：（1）工役。（2）为租用“割地”而交纳过高的租金等等；（ｅ）欠富农和地主等等的债务。（二）各种赋税，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课税的高度。（三）外出做零工和手工业，身分证，有无冬季雇佣等等。（四）当地的工厂，那里的劳动条件：1.工资，2.工作时间，3.行政当局的态度，4.居住条件等等。（五）行政当局：地方官、乡长、录事、乡审判官、乡警官、神父。（六）地方自治机关：农民代表、自治机关所属的教员和医生、图书馆、学校、茶馆。（七）乡会：成分及其主管事宜。（八）组织：“农民协会”、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民主党农民委员会了解到这些材料后，必须在乡会上根据各种不正常现象作出决议。同时，这种委员会还应该在群众中间加紧宣传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组织各种小组、飞行集会、群众集会，散发传单和书刊，给党募集经费，并通过县小组去和郊区组织取得联系。

只要我们能够建立许多这样的委员会，社会民主党的成功就有了保证。




郊区组织员


我们当然不会去拟订这位同志所说的那种实践性的详细指示，这是当地工作人员和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俄国中央机关的事情。我们打算利用莫斯科同志的这封内容丰富的来信说明一下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的迫切任务。从信里可以看到，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引起的疑虑，只有一部分是由于理论上发生怀疑而引起的。引起这种疑虑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个 新的
 、先前没有发生过的问题，即“革命农民委员会”和在农民中工作的“ 社会民主党委员会
 ”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单是这一问题的提出，就证明社会民主党在农民中的工作已经前进了一大步。现在提到日程上来的，已经是一些比较细小的问题，是一些由于“农村”鼓动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问题——现在这种鼓动已开始加强并且具有固定的形式。写信人不止一次地忘记，他责备代表大会的决议不明确，其实他是在寻求党的代表大会没有提出而且也不能提出的那种问题的答案。

例如，写信人说，“只有”在当地建立了组织，才能宣传我们的思想和支持农民运动，这个意见是不完全正确的。当然，这种组织是我们很希望有的，而且在工作扩大的情形下是必须有的，但是上面所讲的那种工作，即使在没有这种组织的地方，也是可以进行而且必须进行的。甚至我们只是在城市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农民问题，而应该宣传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 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政党
 所作的声明，即我们支持农民起义。必须通过书刊，通过工人，通过特别的组织等等使农民知道这一点。必须使农民知道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 坚决
 支持他们，直到没收土地（即无偿地剥夺私有者的土地）。

写信人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是否应该用特别的保留条件来限制把没收来的大地产变为“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财产”的做法。不过，写信人提出这个保留条件，就恣意缩小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意义。决议 没有一句话提到
 社会民主党应该支持把没收来的土地交归小资产阶级私有者掌握的问题。决议上说：我们支持农民，“直到没收土地”，即直到无偿地夺取土地，但是夺来的土地应该交给谁的问题，决议根本没有去解决。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留作悬案并不是偶然的：从《前进报》（第11、12、15号）的一些文章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24—329、339—343和第10卷第42—56页。——编者注］

 中可以看到，事先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明智的。例如，在那里说过，在民主共和国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不能发誓拒绝土地国有化从而在这个问题上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事实上，我们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不同，我们认为， 现在
 最重要的是农民起义的革命民主方面，以及把农村无产阶级单独组织成为阶级政党的问题。现在，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制定“土地平分”或土地国有化的空洞计划，而在于农民要认识到并且在实际上去用 革命手段
 摧毁旧制度。因此，社会革命党人强调“社会化”等等，而我们则强调 革命农民委员会
 ，我们说，没有革命农民委员会，一切改革都是空的。有了它们，并且依靠它们， 农民起义
 才能取得 胜利
 。

我们应当极力帮助农民起义，直到没收土地，—— 然而决不是直到制定种种小资产阶级的空洞计划
 。当农民运动是革命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支持它的。当它一旦变为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准备（现在立刻就准备）同它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提出这一双重任务，只有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简化这一双重任务，或者把它压缩为单一的、简单的任务。

让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假定农民起义胜利了。革命农民委员会和临时革命政府（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依靠这些委员会的）可以随便怎样没收大地产。我们是主张没收的，这一点我们已经声明过了。但是我们那时将主张把没收的土地交给谁呢？在这里我们并没有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而且永远也不会用写信人轻率地提出的那一类主张来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写信人忘记了，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那个决议中说的是“ 肃清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内容中的任何反动成分
 ”，这是第一；第二，必须“在 一切场合和一切情况下独立组织农村无产阶级
 ”。这就是我们的指示。农民运动中任何时候都会有反动成分，我们要预先向这种成分宣战。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预先把它揭示出来，把它说清楚，并 准备迎接这个对抗所引起的斗争
 。把没收的土地交给谁和怎样交给的问题，很可能成为引起这场斗争的一个缘由。我们并不掩盖这个问题，并不许诺什么平均分配、“社会化”等等，而是说，那时我们还要斗争，仍然要斗争，在新的战场上联合另一些同盟者去斗争，那时我们一定是和农村无产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一起去 反对
 农民资产阶级。在实践上，在奴役性的、农奴制的大地产占优势而实现大规模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条件尚未具备的地方，可能是把土地转归小私有农民阶级掌握；而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可能是实行国有化；也可能是把巨大的资本主义地产转交给 工人协会
 ，因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我们不立即许下各种各样的“社会化”的诺言，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实现这个任务的真正的条件，我们并不掩盖现在正在农民内部成熟起来的新的阶级斗争，而是要揭示这个斗争。

我们起初是彻底地、用一切办法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甚至不是然后，而是同时）我们支持无产阶级反对一般农民。 现在
 就来计算革命（民主革命）后“第二天”农民内部力量的组合，那是无谓的空想。我们决不陷入冒险主义，决不违背自己的科学良心，决不追求廉价的声誉，我们能够说而且必须说的 只有一点
 ，就是我们将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 从而使
 我们无产阶级的党 更容易
 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并不许诺从 现在
 农民起义的胜利中会产生什么协调、什么均等、什么“社会化”；恰巧相反，我们“许诺”新的斗争、新的不平等，以及我们所力求实现的新的革命。我们的学说并不象社会革命党人的天花乱坠的话语那样“甜蜜”，谁要是希望别人只拿甜水给他 喝
 ，那就请他到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去吧；我们会向这样的人说：请便吧。

我们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也解答了关于委员会的问题。我们认为， 社会民主党的农民
 委员会 是不应该有的
 ，因为如果是社会民主党的，就不会只是农民的 
［注：手稿上接着有如下的话：“也绝不会专门是农民的”。——俄文版编者注］

 ；如果是农民的，就不会纯粹是无产阶级的，不会是社会民主党的。很多人爱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我们可不是这样的人。凡是有可能的地方，我们都力求组织 我们自己的
 委员会， 社会民主工党的
 委员会。加入这些委员会的有农民，有赤贫者，有知识分子，有娼妓（不久前，一个工人写信来问我们，为什么不到娼妓中间去进行鼓动），有士兵，有教员，有工人，——总而言之， 有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但没有一个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人
 。这些委员会将从各方面广泛开展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同时又力求把农村无产阶级专门和单独组织起来，因为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认为把没有完全清除各种旧残余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是“不正统”的，那就是 极大的错误
 ，我们很希望是这样：信上谈到这个问题的地方只是出于误解。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必然是我们社会民主工党的基本核心，但是我们应当象我们党纲所说的那样，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手工业者、赤贫者、乞丐、仆役、游民以及娼妓，都毫无例外地吸引到我们党的周围，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当然是在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下，就是要他们归附社会民主党，而不是社会民主党归附他们，要他们转到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而不是无产阶级转到他们的观点上去。

读者会问：那么革命农民委员还有什么用呢？是不是说不需要革命农民委员会呢？不，需要的。我们的理想是要在农村各地都成立纯社会民主党的委员会，然后让它们和农民中的一切革命民主主义分子、集团以及小组缔结协定来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这和社会民主工党在城市中保持独立并为了起义而与一切革命民主主义分子结成联盟的情形完全相似。 
［注：手稿上接着有如下的话：“农民运动是农民起义的开端。”——俄文版编者注］

 我们主张农民起义。我们坚决反对把各种不同的阶级成员和各种不同的政党混淆起来，融合在一起。我们主张，为了起义，社会民主党应该推动 全体
 革命民主派，帮助 他们全体
 组织起来，和他们 肩并肩地
 ——但是不和他们融合在一起——在城市 进行
 街垒战，在农村去反对地主和警察。

城市和农村反对专制制度的起义万岁！当前革命中整个革命民主派的先进部队——革命社会民主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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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由派资产者希望的是什么，害怕的是什么？

（1905年9月1日〔14日〕）

在我们俄国，人民和知识分子受的政治教育还非常少。在我国，明确的政治信念和坚定的党的观点还几乎完全没有树立。在我国，人们对于任何对专制制度的抗议都太容易相信了，而对于任何对这种抗议的性质和实质的批评都怀着敌意，认为这是瓦解解放运动的有害行为。难怪在这面解放的总旗帜下，司徒卢威先生主编的《解放》也在形形色色的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中间广泛传播开来，这些知识分子是讨厌分析“解放派”自由主义的阶级内容的。

要知道，解放派自由主义不过是更有系统地表现了（在不受书报检查机关束缚的情况下）全俄国自由主义的基本特点。革命愈向前发展，这种自由主义的面目就愈加暴露，不敢正视真理和不敢了解这种自由主义的真正实质的行为就愈加不可原谅。在这方面，有名的历史学家帕维尔·维诺格拉多夫先生发表在有名的自由派机关报《俄罗斯新闻》（8月5日）上的《政治书信》，最能说明问题了。自由派的其他报纸如《我们的生活报》，也转载了这部大作的摘录，而且连一句愤懑的话都没有讲，这也同样很能说明问题。帕维尔·维诺格拉多夫先生极其明白地道出了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策略和心理。他的这种坦率精神在某些比较圆滑的自由派看来可能是不妥当的，但是对觉悟的工人却很有价值。下面就是维诺格拉多夫先生的这篇文章的结束语，这两段话体现了该文的全部精华。


　　“我不知道，俄国还能不能通过近似德国在1848年所经历的道路走向新制度，但是我毫不怀疑，必须竭尽全力走上这条道路，而不是走上法国在1789年选择的道路。对于不成熟的、很不齐心的、彼此充满敌意的俄国社会说来，走后一条道路将会带来空前的危险，甚至会招致灭亡。落到去听关于政权、秩序、国家统一、社会组织等题目的实物课的地步，是很糟糕的，何况，讲这些课的不是重新聚集力量的巡官，就是因俄国处于无政府状态而负有天赋使命的德国士官。”





　　你看，1789年的“道路”是空前危险的，这就是俄国资产者所最关心的事情！资产者不反对1848年的德国的道路，不过他们要竭尽“全力”避免法国的道路。这是大有教益的名言。值得好好深思。这两条道路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1789年在法国和1848年在德国进行的革命虽然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前者是彻底的，后者是不彻底的；前者成立了共和国并争得了完全的自由，后者半途而废，没有摧毁君主制和反动派；后者主要是在自由派资产者的领导下进行的，他们把不够强大的工人阶级拉了过去，前者是由积极革命的人民群众即工农群众进行的（虽然只是部分地），他们把有势力的、温和的资产阶级撇在一边（虽然只是短时期地）；后者很快就着手“安抚”全国，也就是镇压革命人民并使“巡官和士官”取得了胜利，前者使粉碎了“巡官和士官”反抗的革命人民在一定时期取得了统治。

所以，俄国资产阶级的有学问的仆从就在“最有声望的”自由派机关报上警告人们不要走第一条道路，即“法国的”道路。这位有学问的历史学家向往的是“德国的”道路，他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这一点。他非常清楚，德国的道路没有能避免人民的武装起义。在1848年和1849年，德国爆发了一系列的起义，甚至出现了一些临时革命政府。 但是，这些起义没有一次取得完全的胜利
 。最成功的一次是1848年3月18日的柏林起义，但是这次起义最后没有推翻王权，只是迫使保持政权的国王 作了些让步
 ，国王在局部失败后很快就恢复了元气，又夺回了所有这些让步。

总之，这位有学问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并不害怕人民起义。 他害怕的是人民胜利
 。他并不害怕人民把反动派和官僚，把他所仇视的官僚轻轻教训一顿。 他害怕的是人民推翻反动政权
 。他仇视专制制度，一心希望它被推翻，但是他预料到使俄国 招致灭亡
 的不是保存专制制度，不是人民机体由于没有死去的君主政权寄生虫慢慢腐烂而遭到的毒害，而是 人民的完全胜利
 。

这位精通廉价科学的大学者知道，革命的时期也就是给人民上实物课的时期，因此他不希望有 消灭反动派
 的实物课，而拿 消灭革命
 的实物课来吓唬我们。他甚至对革命取得短时期的完全胜利也感到害怕，害怕走这条道路比害怕火还要厉害，他一心向往德国式的结局，也就是反动派长久保持绝对胜利的结局。

他不欢迎俄国发生革命，他只是在尽量设法减轻革命的罪过。他希望的不是胜利的革命，而是失败的革命。他认为反动是一种合理的和正当的、自然的和持久的、可靠的和有道理的现象。他认为革命是不合理的、虚幻的、不正当的现象，它最多只能是由于专制政府的不稳固、“软弱”、“无能为力”而在一定程度上 被认为正确
 。这位“客观的”历史学家不认为革命是人民的完全合法的权利，而认为仅仅是纠正反动派极端行为的罪恶的和危险的手段。在他看来，完全胜利的革命是“无政府状态”，完全胜利的反动则不是无政府状态，而只不过是稍微夸大了国家的某些必要的职能。他只知道君主“政权”，不知道别的“政权”，只知道资产阶级的“秩序”和“社会组织”，不知道别的“秩序”和“社会组织”。在因俄国革命而“负有天赋使命”的欧洲力量当中，他只看到“德国士官”，却看不到而且也不想看到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
 。他最反感的是那些“试图超越西方资产阶级”（教授先生给资产阶级这个字眼加上了表示讽刺的引号，他说人们竟拿如此荒谬的术语来说明欧洲的——欧—洲—的——文化！）的人物的“妄自尊大”。这位“客观的历史学家”自安自慰地闭起眼睛，故意不看下述事实：正是由于俄国专制制度卑鄙成性，欧洲在政治方面已经几十年停滞不前以至倒退了。他害怕“重新聚集力量的巡官”的实物课，因此——啊，人民的领袖！政治活动家！——他特别警告人们不要彻底粉碎现代巡官的全部“力量”。这是一个多么卑鄙的奴才！这是在所谓对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和客观研究的幌子下干出的多么卑鄙的叛卖革命的勾当！拿破仑说过，去查一查俄罗斯人，就会找到鞑靼人。我们也要说，去查一查俄国的自由派资产者，就会找到穿上新制服的巡官，而且根据一个深奥的、“学术的”、“客观的”见解看来，应当让这些巡官保留 9
 / 10
 原有的
 力量，否则他们也许要“ 重新
 聚集力量”了！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灵魂，都是彻头彻尾的生意人的灵魂；他考虑的不是消灭反动派和“巡官”的 力量
 ，而是尽快地同巡官勾结起来，以便收买、笼络、软化他们。

这位最有学问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绝妙地证实了我们在《无产者报》上屡次谈到的关于俄国自由主义的本质和性质的全部论断。欧洲资产阶级当时是革命阶级，过了几十年以后才走向反动，而我们自家的聪明人却不同，他们立刻就要跳过或者希望跳过革命，去建立反动资产阶级的温和谨慎的统治。资产阶级不希望革命，而且由于它所处的阶级地位也不可能希望革命。它希望的只是同君主制勾结在一起反对革命的人民，它希望的只是背着革命人民窃取政权。

这位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聪明人给社会民主党的那些空论家上了多么富有教益的一课，这些人甚至谈起高加索新火星派所通过的、经《火星报》编辑部出专页 特别赞许的
 那项决议来。那项决议（连同《火星报》的赞语）曾经全文转载在尼·列宁的《两种策略》（第68—69页） 
［注：见本卷第76—77页。——编者注］

 一书里，但是鉴于国内的同志们不大知道这项决议，鉴于《火星报》编辑部自己也不愿意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这个他们认为“非常成功的”决议，我们就在这里把这个决议全文刊出，以教育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并让《火星报》丢丢脸：


　　“代表会议（新火星派的高加索代表会议）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要利用革命时机来加深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而为了保证党对正在产生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有最充分的批评自由，代表会议反对成立社会民主主义的临时政府，并反对参加这个政府，而认为最适宜的是从外面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以使国家制度达到尽可能的民主化。代表会议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成立临时政府或加入这个政府，一方面会使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对社会民主党失望而离开这个党，因为社会民主党虽然夺得政权，但是不能满足工人阶级的迫切需要，直到包括实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
 。”



　　这是一个可耻的决议，因为它主张（不管走机会主义下坡路的人写这个决议时的意愿和认识怎样）把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卖给资产阶级。这个决议把在民主革命时期变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尾巴的行为神圣化。只要把这个决议同上面引证的维诺格拉多夫先生的话（任何人都可以在自由派的政论中发现几百处几千处类似的话）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到，新火星派已经陷进多么深的泥潭。维诺格拉多夫先生，这位最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家， 已经退出了
 革命事业。新火星派先生们，难道他的这种举动没有缩小“革命的规模”吗？你们是不是应当向维诺格拉多夫之流的先生们请罪， 不惜放弃对革命的领导
 来恳求他们不要“退出革命事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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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发生论

（9月1日〔14日〕）

“《火星报》指出立宪会议可以以自然发生的方式成立，不用任何政府，当然也不用临时政府来促进。从此，这个伤透脑筋的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一切因这个问题而产生的争论都应当停止了。”

崩得[132]在9月1日（8月19日）的《最新消息》第247号上就是这样写的。如果这不是讽刺，那就想象不出比这更好的对火星派观点的“发展”了。不管怎样，“自然发生”论是确立了，“伤透脑筋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争论“应当停止了”。真是太好了！现在我们在生活里可以爱抚地抱着这个刚刚发现的新的、简单的、象小孩的眼睛一样明亮的“自然发生”论，而不必争论这个伤透脑筋的问题了。诚然，这个自然发生论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大家都看到的崩得和新《火星报》同居的产儿，——不过，重要的不是理论的来源，而是理论的价值！

这些不幸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竟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和在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上讨论这个“伤透脑筋的问题”，他们是多么不机智啊。一些人老是说要由临时政府 来
 产生立宪会议，而不是让立宪会议自然地发生。另一些人认为（代表会议的决议），“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也“可能表现为”“某个代表机关在人民的直接的革命压力下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而谁也没有，甚至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出席代表会议的新《火星报》所有的编辑，也没有想到现在“ 《火星报》所指出
 ”而崩得用极好的字眼加以概述、肯定和称呼的东西。正象所有的天才发现一样， 立宪会议自然发生论
 立刻给混沌状态带来了光明。现在一切都清楚了。用不着想什么临时革命政府了（请回忆一下《火星报》的意味深长的名言：不要把“政府”和“万岁”这两个词连在一起而弄脏你们的嘴！），用不着要求什么国家杜马的代表担负“把国家杜马变成革命会议”的“革命责任”了（切列万宁语，见《火星报》第108号）。 立宪会议会自然产生的
 ！！就是说，人民自己会贞洁地生产出立宪会议，完全不用“通过”政府来玷污自己，不管是临时政府还是革命政府。这种分娩将是“圣洁”的，将通过普选这样的干净办法，而不需要任何“雅各宾式的”夺取政权的斗争，神圣的事业也不会被资产阶级代表会议的叛变行为所亵渎，甚至也不需要什么粗鲁的接生婆，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被玷污了的、有罪的、肮脏的世界上，每当旧社会孕育着新社会的时候，这种粗鲁的接生婆总要准时出现在舞台上。

自然发生万岁！但愿全俄各个革命民族现在都会认清自然发生是“可能的”，因而这样一条最合理、最简单易行的通向自由的道路 对他们来说
 也是必要的！但愿人们快给自然发生论的自然父母崩得和新《火星报》竖立一座纪念碑！

但是，不管新的科学发现的强烈光芒如何耀眼，我们还是应该稍微谈一下这个高尚的创造的几个卑劣的特点。如果说在汉堡做的月亮太糟糕[133]，那在《最新消息》编辑部里制造的新理论也很不精细。制法很简单，就是从来不犯一次小小的独立思考的过错的人一向最喜欢用的办法：拿来两个对立的观点，把它们混在一起，然后分成两半！从《无产者报》那里拿来对专制制度下的人民选举的批评，从《火星报》那里拿来对“伤透脑筋的问题”的斥责；从《无产者报》那里拿来积极抵制，从《火星报》那里拿来起义作口号不适当的说法……“就象蜜蜂在每朵花上采蜜一样”。于是，善良的崩得分子在那里扬扬得意地修饰打扮，为这个伤透脑筋的问题停止争论而高兴，在那里自我欣赏，觉得自己比争论双方高明，不象他们那样看问题狭隘片面！

崩得的同志们，你们还是不能自圆其说。除了新火星派的“自然发生的方式”以外，你们并没有指出别的“自然发生的方式。至于新火星派的方式，你们自己本来就不得不承认，“在专制制度的环境下，违背掌握全部国家机器的政府的意志”去进行人民代表的选举，只能是 滑稽可笑的
 选举。新理论的创造者啊，请你们不要向我们只说一半话，请告诉我们，除了新火星派的“方式”以外，你们“想象”的“自然发生”是什么样的“方式”？

《无产者报》写文章反对《火星报》说，在专制制度下能够举行选举的只有解放派，解放派是很乐意把这种选举冒充为人民选举的 
［注：① 见本卷第178页。——编者注］

 。崩得回答道：“这个论据经不起任何批评，因为毫无疑问，专制制度是不允许任何人，包括解放派在内，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外举行选举的。”我们要恭恭敬敬地指出：地方自治人士、市议员和各“协会”的会员过去举行过选举，现在还在举行。这是事实。他们的许许多多执行机关就是证据。

崩得写道：“根本〈！〉不能为了武装起义而进行反杜马的鼓动，因为起义只是完成政治变革的手段，在目前情况下不能〈不是“根本”不能？〉作为鼓动口号。为了对付杜马，可以而且应该扩大和加强政治鼓动，争取在普遍……投票的基础上召集立宪会议。”我们回答说：第一，如果崩得分子稍微想一想，或者干脆去查阅一下我们的党纲，就会看到立宪会议也只是一种“手段”。说一种“手段”能够作口号而另一种“根本”不能作口号，这是没有道理的。第二，我们早已而且多次地详细解释过，单是一个立宪会议的口号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个口号已成了解放派的口号，资产阶级“妥协分子”的口号（见《无产者报》第3号和第4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51—252页和第258—264页。——编者注］

 。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 避而不谈
 召集立宪会议的 方式
 问题， 这是十分自然的
 。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这样做就完全不能容许了。自然发生论对前者是完全适合的。而对后者则只能使他们在觉悟的工人面前丢脸。

崩得的最后一个论据是：“武装起义是必要的，应该准备，准备，再准备。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力量发动起义，因此〈！！〉就用不着把起义和杜马联系在一起。”我们回答说：（1）承认举行起义和准备起义的必要性，同时又瞧不起“义勇队”的问题（崩得写道，这个问题是“从前进派的武器库里取来的”），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就是证明自己写东西未加思考。（2）临时革命政府是起义的机关。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直接表达的这一论点，实质上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也是接受了的，虽然我们觉得这一论点表达得并不那么恰当（“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革命政府——无论是逻辑还是历史经验都表明，临时革命政府作为根本没有取得胜利或者没有完全取得胜利的起义的机关是可能建立起来的；而且，临时革命政府不仅是“来自”起义的，而且是领导起义的）。崩得分子并不打算驳斥这一论点，这也是驳斥不了的。承认举行起义和准备起义的必要性，同时又要求停止对临时政府这一“伤透脑筋的问题”进行争论，——这说明写的时候没动脑筋。（3）说成立立宪会议“不用任何政府，当然也不用临时政府来促进”，这是 无政府主义的空话
 。这同火星派所说的把“政府”和“万岁”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就会“弄脏了”嘴的名言完全一样。这表明他们不懂得作为完成政治变革的最重大的和最高的“ 手段
 ”之一的革命政权的意义。崩得跟着《火星报》在这里炫耀的廉价“自由主义”（说什么完全不要政府，就是临时政府也不要！），正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主义。成立立宪会议 不用
 起义来 促进
 ，这是资产阶级庸人才有的想法，这一点崩得的同志们也是看到了的。 不用
 临时革命政府来 促进
 ，起义就不能成为全民的起义，胜利的起义。我们要一次再次遗憾地指出，崩得分子完全不能自圆其说。（4）如果需要准备起义，就必须把宣传和解释人民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这些口号列入这种准备工作。我们自己应该研究新的斗争方式，新的斗争方式的条件、形式，新的斗争方式有什么危险、实际上如何实现等等，并且还要让群众了解这一切。（5）“目前我们还没有力量发动起义”的论点是不对的。“波将金号”事件所表明的，倒是 我们没有力量阻止还在准备中的起义过早爆发
 。“波将金号”上的水兵准备得不如别的军舰上的水兵那样好，因此起义的结局也不如本来可以达到的那样圆满。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就是，防止还在准备中的或者几乎已经准备好的起义过早爆发，是准备起义的一项任务。结论就是，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起义 超过了
 我们有意识有计划的准备工作。我们现在没有力量阻止零星分散的、忽而这里忽而那里自发地爆发的起义。因此，我们更应该 赶快
 宣传和解释，要完成什么政治任务和在什么政治条件下起义才能成功。因此，提议停止对临时政府这一“伤透脑筋的问题”进行争论，就更加愚蠢了。（6）“用不着把起义和杜马联系在一起”的看法对不对呢？不对。预先确定起义的时刻，那是荒谬的，特别是我们在这里，在国外，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根本谈不上什么“联系”，这一点《无产者报》已经多次指出了。但是， 鼓动起义，宣传起义
 必须同所有重要的和激动人心的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的整个争论的焦点，就是该用什么鼓动口号来作为我们整个“杜马”鼓动运动的中心。杜马是不是这样的事件呢？无疑是的。工人和农民会不会问我们最好怎样对付杜马呢？一定会问，并且已经在问了。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呢？不能抬出什么自然发生来（这只会引人发笑），而是要 解释起义
 的条件、形式、前提、任务和机关。我们通过这种解释争取到的东西愈多，就愈有可能使不可避免地要爆发的起义比较容易和迅速地发展为成功的、胜利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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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232。



[133] “在汉堡做的月亮太糟糕”出于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狂人日记》（1835年）。小说主人公波普里希钦是彼得堡的一个低级文官，由于天真的理想遭到破灭、精神上受到严重折磨而发疯。他写的日记中全是疯话，如说：“月亮普通都是在汉堡做的，而且做得太糟糕。”——233。









《列宁全集》第11卷


朋友见面了

（1905年9月13日〔26日〕）

最近，密切注视着俄国政治危机发展的外国报纸提供了许多关于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的活动的很有意思的消息。

下面就是这些消息。“在彼得堡召开的贵族代表会议经过两小时的讨论”，在国家杜马“选举问题上完全同意内务大臣的意见”。（9月16日的《福斯报》134）“根据俄国各省市传来的消息，大多数选民对给予他们的政治权利完全不感兴趣。”（同上）戈洛文（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主席）同杜尔诺沃（莫斯科总督）就准许地方自治人士召开代表大会一事进行谈判。杜尔诺沃对戈洛文说，他完全同情地方自治人士，但是他已经接到让他尽力阻止大会召开的命令。戈洛文援引教授代表大会的例子。杜尔诺沃回答说：“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无论如何应该规劝学生复课。”（9月17日的《法兰克福报》）“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已被批准于9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以讨论选举纲领，但是大会必须严格地局限于这个问题。”（9月18日的《泰晤士报》，圣彼得堡电）“戈洛文先生今天为商谈即将举行的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一事谒见总督。总督阁下表示准许召开代表大会，但是大会议程应局限于以下三个问题：（1）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问题；（2）组织选举运动的问题；（3）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参加饥民救济工作的问题。”（同上，莫斯科电）

朋友见面了，朋友谈妥了。戈洛文（地方自治派的领袖）和杜尔诺沃达成协议了。只有婴儿才会看不出协议是以双方让步，以我给你是为了你给我（doutdes）的原则为基础的。专制制度作了些什么让步，这很清楚：准许召开代表大会。地方自治派（还是解放派？天晓得他们有什么分别！难道值得把他们区别开来吗？）作了些什么让步，这一点谁也没有讲。资产阶级有一切理由把自己同专制制度的谈判隐瞒起来。但是，虽然我们不知道详情细节，我们却非常清楚资产阶级让步的 实质。资产阶级向专制制度答应抑制自己的革命热情
 ，——这种革命热情就在于彼特龙凯维奇在宫廷中被认为是一个过去的革命者…… 资产阶级答应以让价来回答让价
 [
 135]。让价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资产阶级的“要价”有两种：在人民面前——两院制的君主立宪；在沙皇面前——召集人民代表，仅此而已（因为著名的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团不敢向尼古拉二世讲更多的东西）。资产阶级现在向专制制度答应在这两种要价上让价。 资产阶级答应要效忠君主，诚实守法。
 
［注：公历9月21日，国外的报纸发表了来自彼得堡的消息，说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到许多拒绝参加9月25日的代表大会的声明，拒绝的理由是代表大会的议程让政府大大地削减了
 。我们不敢担保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但是，即使是传闻，也无疑证实了我们对戈洛文同杜尔诺沃谈判的意义的看法。］



朋友见面了，朋友谈妥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些朋友也开始见面和商谈了。交易所界的报纸《法兰克福报》（9月15日）驻彼得堡记者报道说，“解放社”大概是在莫斯科举行了秘密代表大会[136]。“会上决定把‘解放社’改为 立宪民主党
 。这个提案是属于‘解放社’的地方自治人士提出来的，代表大会（或者是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这项提案。随后选出了40名‘解放社’的成员来起草和审订 党纲
 。该委员会不久就着手工作。”会上讨论了关于国家杜马的问题。经过热烈的辩论，决定 参加选举
 。“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当选的党员参加国家杜马不是为了从事日常事务，而是为了在杜马内部继续进行斗争。”在辩论中指出，广泛的（或全面的，weitgehender）抵制是不可能的，可是只有这样的抵制才有意义。（先生们，难道在你们的大会上没有人叫喊说：不要说“我不能”，而要说“我不想”？——《无产者报》编辑部注）但是，大会认为国家杜马是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好场所。在大会的记录中写道：“一切真正的人民之友，一切自由之友进入国家杜马，只是为了争取建立一个立宪国家。”（请回想一下解放派 斯·斯·
 吧，他向大家解释说，对于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重点在于扩大选举权，而对于地方自治人士来说，对于地主和资本家来说，重点在于扩大国家杜马的权利。——《无产者报》编辑部注）“同时大会指出，杜马中的民主派代表在这个斗争中应该记住 同现政府完全决裂
 〈黑体是原有的〉，不应该害怕这种决裂。大会的这些决定当然要刊印散发。”（《无产者报》编辑部现在还没有从俄国得到这张印出来的决定，也没有得到关于此事的消息。）“‘解放派〈“解放社”的成员这样称呼自己〉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之中有社会各界的代表人物，以地方自治活动家为首。因此他们的竞选鼓动在接近他们的、符合选举资格要求的社会各界中有很大的意义。毫无疑问，一旦国家杜马变成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解放派的坚强核心就会进入国家杜马，成为杜马的左派。如果这些激进派能够把温和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候选人和城市的候选人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那就甚至可能宣布召集立宪会议。

这样，俄国各政党参加选举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因为‘协会联合会’也终于赞成参加了。只有犹太崩得鼓吹反对杜马选举，还有工人在各城市中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坚决反对把他们排斥在外的国家杜马……”

德国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就是这样写俄国革命的历史的。他的报道可能有个别的错误，但整个说来，无疑是接近真相的，——当然，这里指的是事实，而不是预言。

他描述的事实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指出过几百次，俄国的资产阶级在沙皇和人民之间，在政权和革命之间充当经纪人，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想利用革命来保证 自己
 取得政权。因此，在它还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它 势必
 力求一面同沙皇，一面又同革命保持“友好”。它现在正是这样做的。它把有名望的戈洛文派去同杜尔诺沃讲友好。把专写粗制滥造作品的匿名作家派去同“人民”，同革命讲友好。前一种情况是：朋友们见面了，谈妥了。后一种情况是：他们伸出手来，亲热地点头，答应要做真正的人民之友，自由之友，发誓说他们参加杜马仅仅是为了斗争，纯粹是为了斗争，赌咒说他们要同现政府完全决裂，彻底决裂，甚至还许下诺言，说将来要宣布成立立宪会议。他们激进起来了，在革命者面前跑来跑去，为了取得人民之友和自由之友的称号向革命者阿谀逢迎，他们准备不管什么要求都答应，—— 也许会有人上钩
 ！

果然有人上钩了。以帕尔乌斯为首的新《火星报》上钩了。朋友见面了，开始谈判订立协定。切列万宁叫道：应该要求参加杜马的解放派承担革命义务（《火星报》第108号）。解放派回答道：我们同意，完全同意，我们一定要宣布成立立宪会议。马尔托夫附和切列万宁说：应该施加压力，使大家只选坚决拥护自由民主代表机关的人（见维也纳《工人报》，译文载于《无产者报》第15号 
［注：见本卷200—201页。——编者注］

 ）。解放派回答道：当然，当然，我们确实是最坚决的，我们要同现政府完全决裂。我们的赖德律－洛兰、帕尔乌斯大声吼道：应该提醒他们说，他们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应该迫使他们代表人民的利益。解放派回答说：噢，是啊，我们甚至在会议记录中就写着我们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自由之友。帕尔乌斯要求说：应该成立政党。解放派回答说：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叫作立宪民主党了。帕尔乌斯坚决主张：应该有明确的纲领。解放派回答说：请你放心吧，我们已经让40个人去写纲领了，去多少人都可以，请放心吧！……最后，全体新火星派齐声说：应该签订社会民主党人支持解放派的协定。解放派流下了感动的眼泪。戈洛文到杜尔诺沃那里去登门致贺。

是谁在这里当了滑稽演员，是谁受了别人愚弄？火星派在杜马问题上的策略的全部错误，现在已经造成了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局。《火星报》向积极抵制的思想开战所起的可耻作用，现在每一个人都看到了。火星派的策略 对
 谁 有利
 ，——现在已经用不着怀疑了。积极抵制的思想被君主派资产阶级中的多数给埋葬了。火星派的策略必然要被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多数所埋葬。

帕尔乌斯胡言乱语，甚至说要同解放派（“民主派”）签订正式协定，要用共同的政治责任把解放派和社会民主党人联结在一起，社会民主党人要根据明确的条件和要求去支持解放派，——这种荒谬的言论，这种可耻的言论，大概连新火星派都要竭力回避的。但是，帕尔乌斯只不过是较直率、较笨拙地表达了新火星派的基本思想。新《火星报》一直在精神上支持君主派资产阶级，斥责积极抵制杜马，为民主派参加杜马的主张进行辩解和辩护，在没有任何议会的条件下玩议会游戏。帕尔乌斯所提出的正式支持，不过是这种 精神上的
 支持的必然结论而已。怪不得有人说：我们还没有议会，可是议会迷要多少有多少。

新火星派的根本错误已经暴露出来了。他们总是闭眼不看 妥协的理论
 ，不看解放派的这个基本政治理论，不看俄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的这个最深刻最真实的表现。他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强调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的冲突，而不提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 妥协
 ，反对人民，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革命。然而，正是问题的这第二个方面，随着俄国革命的每一步前进，随着现制度的资产阶级拥护者的难以忍受的处境的逐月拖延，愈来愈显得重要，愈来愈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新火星派的根本错误使得他们对于社会民主党利用资产阶级和专制制度之间的冲突的方法，对于通过我们的努力 加剧
 这种冲突的方法，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是的，没有杜马也好，杜马召开之前也好，杜马召开时在杜马里面也好，我们都绝对必须而且永远必须加剧这种冲突。但是加剧这种冲突的 手段
 ，新火星派根本没有找对。他们不是打破窗户，让工人起义的自由空气畅流进来，使火焰燃得更旺，而是满头大汗地制造一些玩具似的风箱，向解放派提出一些可笑的要求和条件，以此煽起解放派的革命热情。

是的，在任何时候，只要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我们都必须支持资产阶级。但是，对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来说，这种支持过去一直是（请回忆一下《曙光》杂志和旧《火星报》对《解放》杂志的态度），而且将来也永远是这样的：首先而且主要是无情地揭露和痛斥这个所谓“民主的”资产阶级的每一个虚伪的行动。如果说我们能够影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那么，只有使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工人面前，在觉悟的农民面前的每一个言行都成为对这个资产阶级的一切叛变行为、一切错误的惩罚，成为对没有履行的诺言、对已被实际生活和行动推翻的漂亮话的惩罚的时候，这种影响才是现实的。这个资产阶级昨天还向全欧洲叫嚷抵制杜马，今天就已经卑躬屈节，收回了自己的诺言，改变了自己的决定，重新作出了决议，和所有的杜尔诺沃谈妥了合法的行动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在精神上支持这些骗子手，这些专制制度的走狗，不应该让他们得以解脱，不应该让他们用新的诺言（当杜马由咨议的杜马变成立法的杜马时，这些诺言也一样会烟消云散）来纠缠工人。不，我们应该痛斥他们，应该使整个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把立宪同特列波夫调和起来、把社会民主党同解放派调和起来的妥协分子是必然还要叛变、一定还要叛变的。我们应该向所有的工人证明和说明，例如根据资产阶级在抵制问题上欺骗人民这一点向他们说明，所有这些彼特龙凯维奇和他们一伙人已经完全是羽毛丰满的卡芬雅克们和梯也尔们了。

假定，我们完不成在这个杜马出现之前就把它破坏的任务。假定，杜马已经召开了。那时在杜马里也必然会发生立宪冲突，因为资产阶级是不会不力求取得政权的。那时候，我们也必须支持这种愿望，因为立宪制度也会给无产阶级一些东西，因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统治会给我们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扫清基地。情况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同新《火星报》的根本分歧并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而恰恰是从这里才开始。这个分歧不是要不要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问题，而是在革命时期用什么来支持它，如何对它施加压力的问题。替他们的叛变行为辩护，或者闭眼不看这种行为，急于同他们订立协议，忙着玩议会游戏，要求他们许下诺言，承担义务，这样，你们所得到的就只能是 他们对你们施加压力，而不是你们对他们施加压力
 ！我们已经活到了革命的时代。单靠文字来施加压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靠议会来施加压力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能够施加 真正的
 、而不是儿戏般的压力的 只有
 起义。当内战波及全国的时候，人们用军事力量，用直接战斗来施加压力，而任何用别的方式施加压力的试图都是可怜的空话。还没有那一个人敢肯定说，起义的时代在俄国已经过去了。既然这样，那么凡是回避起义任务，凡是托词否认起义任务的迫切性，凡是从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当中“让掉”要他们参加起义的要求，——凡是这样做的，都是向资产阶级缴械，都是把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仆从。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无产阶级还从来没有在严重斗争刚开始的时候就放下武器，还从来没有不和敌人较量一下就向压迫和剥削的可恨遗物让步。这就是目前我们施加压力的手段，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压力。谁也不能预言斗争结局如何。要是无产阶级战胜了，革命就得由工人和农民来完成，而不是由戈洛文们和司徒卢威们来完成。如果无产阶级被击败了，资产阶级就会因为在这一斗争中帮助了专制制度而得到新的立宪的奖励。那时候，也只有在那时候，才会开始新的时期，出现新的一代，重演欧洲的历史，议会制将暂时成为整个政治的真正的试金石。

你们想现在就施加压力吗？那就准备起义，宣传起义，组织起义吧。只有起义才能使杜马滑稽剧不致成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终结，而将成为燃起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火焰的彻底的民主革命的开端。只有起义才能保证我们的“联合议会”成为非法兰克福式的立宪会议的序幕，保证革命不会仅仅以3月18日（1848年）而结束，保证我国不但将有7月14日（1789年），而且还有8月10日（1792年）。只有举行起义，而不是要解放派签字具结，才能保证解放派当中会出现个别的约翰·雅科比，他们终将抛弃戈洛文式的奴颜婢膝的卑劣行为，在最后时刻加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队伍，为革命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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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以让价来回答让价系引自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诗《两名自由派》。这首诗发表于1905年9月1日（14日）《无产者报》第16号。——239。



[136] 指1905年8月23—2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解放社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决定该社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并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协会共同建立立宪民主党。1905年10月12—1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立宪民主党成立代表大会批准了该党的纲领。——240。









《列宁全集》第11卷


策略可以争论，但请提出明确的口号！

（1905年9月13日〔26日〕）

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问题的争论愈来愈激烈了。《火星报》和《无产者报》的分歧愈来愈深，特别是帕尔乌斯在《火星报》上发表文章以后。

对策略进行争论是必要的。但是论点要力求十分明确。策略问题是党的政治行动问题。可以 而且应当
 用理论、历史材料、对整个政治形势的分析等等来论证这样或那样的行动。但是，正在进行斗争的阶级的政党在进行所有这些争论时决不应当忘记，必须对我们的政治行动的具体问题作出极明确的、 不容有两种解释的
 回答：是或者不是？现在，在目前，我们应当做这样一些事情还是不应当做？

必须作出这种明确的回答，既是为了不把分歧夸大，不把分歧搞乱，也是为了让工人阶级极其明确地知道这些或那些社会民主党人目前究竟给他们提出了什么具体建议。

为了使大家彻底弄清楚我们同《火星报》的争论，我们列出下面一张关于社会民主党在现在杜马鼓动运动中的政治行动的具体问题表。我们绝不认为这张表已经详尽无遗了，我们很欢迎大家指出表中什么地方需要补充、什么问题需要修改或需要再分成几个问题。不言而喻，对选举集会适用的，同样也适用于任何一般的集会。


在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上，

社会民主党人给无产阶级提出了什么建议？






	　
	《火星报》
	《无产者报》



	1．工人要不要打入选举集会？………………………………………………………………………………………
	要。
	要。



	2．工人要不要甚至用强力打入选举集会？…………………………………………………………………………
	要。
	要。



	3．在这些集会上要不要说明国家杜马毫无用处和社会民主党的整个目的、整个纲领？………………………
	要。
	要。



	4．在这些集会上要不要号召工人和全体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军队和临时革命政府？………………
	？
	要。



	5．要不要把这些（第4条）口号当作我们整个“杜马”运动的中心口号？……………………………………
	不要。
	要。



	6．要不要谴责去参加国家杜马的“解放派”（或称“立宪民主党人”）是同沙皇“妥协”的资产阶级叛变分子？…………………………………………………………………………………………………………………
	不要。
	要。



	7．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不要向人民说究竟是把彼特龙凯维奇们选进国家杜马好，还是把斯塔霍维奇们等等选进国家杜马好？……………………………………………………………………………………………………
	要。
	不要。



	8．要不要和解放派就我们在某些条件、要求、义务等等的基础上支持他们的问题缔结某些协定？…………
	要。
	不要。



	9．要不要把“革命自治”的口号当作我们鼓动的中心口号？……………………………………………………
	要。
	不要。



	10．要不要号召人民现在就来举行全民投票，选举革命自治机关，并通过这些机关选举立宪会议？………
	要。
	不要。



	11．我们要不要选出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委员会？我们要不要提出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国家杜马候选人？……
	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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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1卷


玩议会游戏

（1905年9月13日〔26日〕）

我们已经多次（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公布前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8月6日以后在《无产者报》第14—17号上）阐发了我们对国家杜马的策略，现在应当对照帕尔乌斯发表的新观点（《火星报》第110号的《社会民主党和国家杜马》一文的单行本）再作一次分析。

我们先来一步一步地探讨帕尔乌斯的基本论断。“我们应当最坚决地同冒牌议会这个卑鄙和渺小的混合物作斗争”——他在文章的开头这样说，并且紧接着这个正确的论点，又提出了一个同样正确的论点：“推翻国家杜马……我们只有举行人民起义才能做到。迫使政府修改选举法和扩大杜马的权利，我们也只有举行人民起义才能做到。”说得好极了。请问，我们在国家杜马这个问题上的 鼓动
 口号应该是什么呢？同这个卑鄙和渺小的混合物作斗争，我们的主要的和特别重要的 组织
 形式是什么呢？帕尔乌斯实质上也是这样提问题的，他说：“为了准备起义，我们这方面能够做的，就是鼓动和组织。”请看他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部分，即对选举集会的态度问题的。

帕尔乌斯写道：“如果我们去妨碍这种集会，去破坏这种集会，那就只会为政府效劳。”

这样说来，帕尔乌斯是反对工人去 妨碍
 一小撮地主和商人把选举集会上的讨论题目 局限
 在卑鄙和渺小的国家杜马上吗？帕尔乌斯是反对工人利用选举集会来批评“卑鄙的”国家杜马和阐发 自己的
 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和自己的口号吗？

看来是这样的，但是帕尔乌斯讲了上面这句话以后就改变了腔调。我们在他的文章中读到：“对于人家不肯自愿给予工人的东西，工人应当用强力去夺取。他们应当大批地参加选民集会，并把这种集会变成 工人集会
 （引文中所有的黑体都是我们用的。—— 《无产者报》编辑部
 ）。 不要
 议论选举伊万·福米奇还是福马·伊万内奇[137]，而要把政治问题（帕尔乌斯大概是想说社会民主主义问题，因为选举福马还是伊万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提上日程。在那里，我们可以讨论政府的政策、自由派的策略、阶级斗争以及国家杜马本身。这一切都会使群众革命化。”

你们看，帕尔乌斯写的是什么。一方面，不应当妨碍特鲁别茨科伊们、彼特龙凯维奇们积斯塔霍维奇们的会议。帕尔乌斯在他文章的末尾明确地斥责了抵制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应当参加集会：（1）用强力；（2）把彼特龙凯维奇们和斯塔霍维奇们的集会“ 变成
 ”“工人集会”；（3） 不要
 议论集会原来要谈的问题（选举福马还是伊万？），而要讨论我们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即讨论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当然也要讨论人民起义的必要性，讨论起义的条件，起义的任务、手段、方式、工具，起义的机关，如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等等。我们说“当然”，是因为帕尔乌斯虽然一句话也没有谈到要在选举集会上宣传起义，但是他自己一开头就认为，我们应当最坚决地进行斗争，我们 只有
 举行起义才能达到我们的最近目的。

显然，帕尔乌斯弄糊涂了。他同抵制思想作战，他建议不要妨碍集会和破坏集会，可是马上又同时建议 用强力
 打入集会（这不是“破坏”吗？），把集会变成工人集会（这不是“妨碍”彼特龙凯维奇们和斯塔霍维奇们吗？）， 不要
 讨论 杜马
 的问题，而要讨论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的问题，这种问题彼特龙凯维奇们不想认真讨论，而工人和觉悟的农民则是非常愿意讨论而且一定要讨论的。

帕尔乌斯为什么弄糊涂了呢？因为他不了解争论的题目。他准备同抵制思想作战，认定抵制就是简单地丢开或放弃利用选举集会来进行 我们的
 鼓动的想法。可是这种消极抵制不要说在秘密刊物上，就是在合法刊物上也是没有人宣传的。帕尔乌斯混淆了消极抵制和积极抵制，在谈论抵制时一点也不去分析 第二种抵制
 ，这就表明他对俄国的政治问题完全无知。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积极抵制”这一名词的相对意义，说明工人用不着抵制国家杜马，因为国家杜马本身就在抵制工人。不过这个相对的名词的真正内容，我们一开始就已经非常清楚地确定了，还在一个半月以前，在国家杜马法还没有颁布以前，我们就已经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写道：“和消极回避相反，积极抵制就是要十倍地加强鼓动，到处组织集会，利用选举集会，甚至用强力打入这些集会，组织游行示威和政治罢工，等等。”稍往下一点又写道：“积极抵制”（我们给这个名词加上引号，表明它是相对的名词）“就是以两倍的毅力、三倍的努力、更大规模地来鼓动、征集和组织革命力量。” 
［注：见本卷第163页。——编者注］



这说得十分明白，只有完全不懂俄国政治问题的人，或者糊涂得不可救药的人，象德国人所说的Konfusi onsra the（“糊涂顾问”），才会弄不清楚。

那么，帕尔乌斯到底希望怎样呢？他建议用强力闯进选民集会，把这种集会变成工人集会，讨论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和起义，而“不要议论选举伊万·福米奇还是福马·伊万内奇”（请注意：是“不要”，而不是同时，不是一起），这正是建议积极抵制。你们看，帕尔乌斯遇到了一个小小的不幸：他本来要进这个门，结果却跑进了那个门[138]。他向抵制思想宣战，而自己却主张（在选举集会的问题上）积极抵制，也就是主张俄国政治报刊上讨论的唯一的那种抵制。

当然，帕尔乌斯可以反驳说他不一定要用相对的名词。这种反驳表面上好象很对，其实毫无用处。谈论的是什么，是一定要弄清楚的。我们不来争论字眼，但是在俄国，在采取行动的地方已经产生的政治名词，是一个既成事实，使人们不能不考虑。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主义著作家，如果想不理睬这些在采取行动的地方产生的口号，那只是暴露出著作家的最狭隘、最顽固的自负罢了。我们再说一遍：除了积极抵制以外，在俄国谁也没有谈过，在革命报刊上谁也没有写过任何别的抵制。帕尔乌斯完全有权利批评这个名词，对它的相对意义表示不同意或者作不同的解释等等，但是不理睬这个名词，或者歪曲已经确定的意义，那就是把问题搞糊涂。

我们在上面已经强调指出，帕尔乌斯说：不是同时，而是不要。帕尔乌斯所建议的，不是把选举福马还是伊万的问题同我们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和起义问题同时提出来，而是 不要
 讨论选举的问题，只谈阶级斗争和起义的问题。这个“不是同时，而是不要”的区别非常重要；这个区别所以需要谈一谈，尤其是因为，从帕尔乌斯文章以下的内容可以看出，大概他自己想改正说：不是不要，而是同时。

我们应当分析两个问题：（1）在选举集会上是不是可能“同时”既讨论选举伊万还是福马的问题，又讨论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起义的问题？（2）如果可能，是应该同时讨论第一二两类问题呢，还是应该不讨论第一类问题而讨论第二类问题？知道俄国情况的人，恐怕不难回答这两个问题。要打入选举集会并把这种集会变成工人集会，就必须使用强力，也就是说，首先必须把警察和军队的反击压下去。在比较大的工人中心（只有在这些地方，工人社会民主党才能指望领导真正广泛的人民运动），警察和军队的反击将是极其猛烈的，从我们这方面来说，闭眼不看这种情况简直是愚蠢。帕尔乌斯自己说，“选举鼓动每分钟都可能变成革命的起义”。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必须正是根据 起义的任务
 ，而不是根据影响选举，即把福马而不把伊万选入国家杜马这一任务来估量和使用自己的力量。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整个杜马鼓动运动的主要的和中心的口号就应当是：武装起义，革命军队，革命政府。如果是这样，我们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上就应当首先和主要宣传和解释这些口号。所以，帕尔乌斯又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方面，他期待“每分钟”都发生起义，另一方面，关于宣传起义，关于分析起义的条件、手段和机关，即关于杜马运动的“神经”，他又只字不提。

其次，我们看一看另一种可能在某些工人中心，特别是在不怎么大的工人中心发生的情况。假定用强力打入集会的试图并没有引起同政府的严重斗争，并没有发展为起义。假定这种试图在个别情况下成功了。那么，第一，不能忘记那个叫作 戒严
 的制度。每当人民局部地战胜警察和军队的时候，政府总是以实行戒严作为对策，这一点恐怕连帕尔乌斯也不是不知道的。这个前景会不会把我们吓倒呢？不会，因为这个步骤会加速起义的到来，使整个斗争更加尖锐。这个前景会不会把地方自治人士和杜马复选人吓倒呢？无疑是会的，因为这会给逮捕米留可夫们造成方便，因为这会给政府提供借口去解散一部分选举集会，甚至可能解散所有的选举集会和整个杜马！这就是说，情况仍然是这样：一部分人希望起义，宣传起义，准备起义，鼓动起义，组织起义队伍等等，而另一部分人则不想起义，反对起义的主张，斥责鼓吹起义是发疯，是犯罪等等。这“另一部分人”就是 所有的解放派
 ，也就是说，甚至是能够参加杜马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最左的分子，这一点难道帕尔乌斯不知道吗？？

如果帕尔乌斯知道这一点，那他也应当知道下面这一点（这是第二）。对用强力打入选举集会并把这种集会变成工人集会的行动进行反击的，将不单是（有时甚至主要不是）警察和军队， 而且是地方自治人士本身、解放派本身
 。只有小孩才可以闭眼不看这一点。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提问题比某些社会民主党人还要明确，还要直接。要么是准备起义，把起义作为鼓动和全部工作的中心，要么是转到杜马的基地上去，把杜马作为整个政治斗争的基础。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从《无产者报》第12号起就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和强调过的。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参加选举集会，正是为了而且也只是为了讨论选举福马还是伊万，选举彼特龙凯维奇还是斯塔霍维奇的问题，为了通过一个在杜马基地上进行的而绝不是靠起义进行的“斗争”（带引号的斗争，戴着奴仆的白手套进行的斗争）的纲领。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我们故意把他们连起来说，因为没有什么根据可以在政治上把他们区别开来）当然不会反对革命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他们的集会（只有在不用比较大的强力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的那种地方和那种时候！！ ），如果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不聪明的人愿意答应“支持”福马反对伊万，“支持”彼特龙凯维奇反对斯塔霍维奇的话。但是，地方自治人士永远不会容忍把 他们的
 集会“变成工人集会”，把 他们的
 集会变成人民的革命集会，在 他们的
 讲台上公开地直接地号召举行武装起义。翻来复去地讲这个明显的真理甚至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对帕尔乌斯和《火星报》只好这样做。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必然会反对 这样
 利用他们的集会，但是，这些资产阶级生意人当然也不会使用强力来反对，而是会采取比较安全的“和平的”迂回手段。除非答应不把他们的选举集会变成工人集会，除非答应不利用他们的讲台来号召举行起义，否则他们决不会同那些向他们许下诺言，说“人民”会支持彼特龙凯维奇反对斯塔霍维奇，支持斯塔霍维奇反对格林格穆特的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们知道工人要来参加他们的集会（而这一点他们几乎总是会知道的，因为群众性的示威是掩盖不住的），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会直接向长官告发，另一些人会劝社会民主党人不要这样做，第三种人会跑去向省长担保，说那“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想要杜马，愿意参加杜马，他们经常通过“忠实的伙伴”司徒卢威先生之口来斥责鼓吹起义“是发疯，是犯罪”；第四种人会建议改变集会的时间和地点；第五种人，即那些最“勇敢的”、政治上最圆滑的人，会悄悄地说他们很喜欢听工人讲话，会感谢社会民主党的演讲人，会点头哈腰地奉承“人民”，会用美丽动听的、充满感情的言词叫所有的人相信，他们永远支持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人民，他们不同沙皇在一起，而同人民在一起，“他们的”彼特龙凯维奇早就说过这一点，他们“完全同意”社会民主党演讲人的说法，国家杜马是“卑鄙和渺小”的，但是，用那位如此适时地把社会民主党人同天主教徒的福尔马尔式的联盟这种议会标本搬到没有议会的俄国来的最可尊敬的议员帕尔乌斯的美妙的话来说，应该“不妨碍选举鼓动，而扩大这种鼓动”；所谓扩大，就是不要愚蠢地拿国家杜马的命运去冒险，而要让全体人民“支持”选举福马而不选伊万，选举彼特龙凯维奇和罗季切夫而不选斯塔霍维奇，选举斯塔霍维奇而不选格林格穆特等等。

总之，地方自治人士愈是愚蠢，愈是胆小，他们在自己的选举集会上听信帕尔乌斯高论的可能性就愈小。地方自治人士愈是聪明，愈是勇敢，这种可能性就愈大，而帕尔乌斯也就愈有可能充当支持福马反对伊万的角色，受人愚弄。

不，好心的帕尔乌斯！在俄国还没有议会的时候，把议会制的策略搬到俄国来，就是很不光彩地玩议会游戏，就是从革命工人和觉悟农民的领袖变成地主的走狗。同罗季切夫和彼特龙凯维奇秘密勾结，支持他们，反对斯塔霍维奇，以此代替在我国不能公开存在的政党间的临时协议，就是在工人中间散播腐蚀剂。公开地在群众面前活动，社会民主党现在还不可能，而激进的民主党是部分地不可能，部分地不愿意，甚至更多地是不愿意，而不是不可能。

针对地方自治人士－解放派所提出的直接而明确的口号：反对关于起义的罪恶鼓吹，主张在杜马中和通过杜马进行工作——我们应当回敬以另一个直接而明确的口号：打倒出卖自由的资产阶级叛徒解放派之流的先生们，打倒杜马，武装起义万岁！

把起义的口号同“参加”选福马还是选伊万这件事结合起来，就只能是以鼓动的“广泛性”和“多面性”为借口，以口号的“灵活性”和“敏锐性”为借口来制造混乱，因为实际上这种结合就是马尼洛夫精神。实际上，帕尔乌斯和马尔托夫在地方自治人士面前发言，表示“支持”彼特龙凯维奇，反对斯塔霍维奇（假定有可以这样做的例外情况），这并不是向人民群众公开发言，而是一个受愚弄的工人领袖向一小撮出卖工人的叛徒作幕后发言。从理论上来看，或者说从我们的策略的一般原则来看，把这两个口号结合起来，在今天，在目前，就是一种变相的议会迷。对于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起义不是绝对的口号，而是具体的口号。我们在1897年把这个口号放在一边，1902年我们提出这个口号也只是作为一般的准备，直到1905年1月9日以后，我们才把这个口号作为直接号召提出来。我们没有忘记，马克思在1848年是主张起义的，而在1850年则斥责关于起义的妄想和空谈[139]，李卜克内西在1870—1871年的战争以前痛斥参加联邦国会的行为，而战后自己也参加了帝国国会。我们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曾立即指出，如果发誓拒绝将来在杜马的基地上进行斗争，那是可笑的 
［注：参看本卷第162页。——编者注］

 。我们知道，在起义的条件不存在时，在根本谈不到人民起义的那一整个时期中，不仅议会，就是对议会的拙劣可笑的模仿，也能成为整个鼓动工作的主要中心。

但是我们要求清楚明白地提出问题。如果你认为，对俄国来说，起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就请你说出来，并且公开地维护自己的观点。我们将根据具体的条件全面地、平心静气地加以评价和讨论。但是，既然你自己说“每分钟”都可能发生起义，说起义是必要的，——那我们就要而且将来还要把各种各样反对积极抵制杜马的议论痛斥为可鄙的马尼洛夫精神。如果起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我们就应当正是把起义当作我们围绕着杜马而进行的整个运动的中心口号：我们就应当揭露每一个回避这一起义口号的解放派分子身上的“法兰克福议会清谈家”的待价而沽的灵魂。如果起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那就是说，现在没有任何合法的中心来进行合法的斗争以实现起义的目的，而马尼洛夫式的词句是不能代替这个中心的。如果起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那就是说，政府“ 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的首位
 ”，发动了内战，拿出了戒严作为对民主批评的反批评，在这种条件下还郑重其事地挂起国家杜马这块“准议会”招牌，开始暗地里偷偷摸摸地和彼特龙凯维奇们一起玩议会游戏，那就不是什么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扮演滑稽角色的知识分子的政客手腕了！




上面我们指出了帕尔乌斯整个立场的主要的骗人之处，现在只要简单谈谈这种欺骗的某些最明显的表现就可以了。帕尔乌斯写道：“在选举以前或选举以后，由于国家杜马的关系，就为政党的存在建立了合法的基础。”不对。实际上 现在
 是为政府伪造选举建立“合法的基础”。这一基础叫作：（1）地方官（农民的选举完全由他一手操纵）；（2）防卫措施（逮捕米留可夫）；（3）戒严。什么时候 在事实上
 ，而不是在著作家的口头上为“政党的存在”（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起“合法的基础”，那我们一定会重新研究整个起义问题，因为对我们来说，为了争取一个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自由天地，起义只是一种重要的手段，但决不是永远必需的手段。


　　“必须立刻进行活动，不要以个别社会团体的面目，不要以法学家、工程师、地方自治人士的面目，而要以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的面目，正式地、公开地进行活动。各个派别的代表可以在这方面达成协议，就象议会各党团达成协议那样。”



　　是的，他们可以这样做，但不是公开的，而是秘密的，因为，如果说帕尔乌斯忘记了特列波夫，特列波夫却没有忘记帕尔乌斯。帕尔乌斯所谓的议会协议（这在 议会制的
 国家中，有时对社会民主党人是必要的），在现今的俄国，在1905年9月，就是最卑鄙地玩议会游戏。革命的叛徒现在把解放派同革命者订立协议提到首位。革命的拥护者则把社会民主党人同所有的革命民主派即起义的拥护者订立协议提到首位。如果新《火星报》、帕尔乌斯和普列汉诺夫 
［附注
 ：我们提到普列汉诺夫，是因为他写文章说，《火星报》的策略比《无产者报》的策略好。固然，普列汉诺夫在这里一个字也没谈到新火星派的
 决议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但是这位社会民主主义著作家的躲闪和规避只是加重了而不是减轻了自己的过错。］

 现在
 同解放派（关于解放派建立政党的事情，请看前面的《朋友见面了》 
［见本卷第238—240页。——编者注］

 一文）订立“议会”协议，那我们就要公开宣布，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失去了对现实的任何嗅觉，应当把他们抛弃。那时我们就要同革命民主派在共同鼓动起义、准备和举行起义的基础上订立协议。我们已经通过对新火星派决议的分析（列宁《两种策略》）指出《火星报》把自己降低到自由派地主的水平，而《无产者报》则在提高和激发革命的农民 
［同上，第28—29页。——编者注］

 。


　　“必须使每一个党都组织自己的选举委员会，以便在全国进行选举。必须使这些党达成协议，采取实际措施来扩大选举期间的言论、集会等等的自由。必须使这些党基于共同的政治责任彼此联结在一起〈工人同志们，请注意，注意听！新火星派想把你们同彼特龙凯维奇们联结在一起！打倒彼特龙凯维奇们！打倒新火星派！〉，如果在这样的政党中有一个党的正式代表遭到警察的迫害或法庭的惩办，那么，所有其他的〈！〉党的代表就要对他表示声援，就要共同组织〈！〉人民的〈？？ 〉抗议，如果可能的话〈听吧！〉，组织人民的起义来保卫他。”



　　亲爱的帕尔乌斯，请便吧！去同彼特龙凯维奇们（民主派）和斯塔霍维奇们（自由派）一起组织抗议和起义吧，——我们各走各的路。我们将同革命民主派一起来做 这件事
 。不过，最可敬的“议会协议”英雄们，你们也该修改自己的口号了。不要用“起义是必要的”这个口号，而要说：“起义， 如果可能的话
 ，应当用来补充抗议的不足。”那时所有的解放派都会同意你们的意见了！不要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口号，而要提出这样的口号：“政府应当保证投票，如果可能的话，保证直接、平等、普遍和无记名投票。”先生们，请便吧！我们会耐心地等待帕尔乌斯、彼特龙凯维奇、斯塔霍维奇和马尔托夫“组织人民的抗议，如果可能的话，组织人民的起义”来保卫米留可夫。先生们，在我们这个“准议会制的”时代里，保卫米留可夫先生本来就比保卫千千万万个被逮捕被殴打的工人要切合时宜得多！……帕尔乌斯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根本不可能独立地把自己的代表送进杜马。”然而，他写道：“如果选举委员会不能建立，我们还是要尽一切努力，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帕尔乌斯认为，尽管有资格的限制，“在个别情况下，还是有可能提出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来的”。“一两个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成为全国的政治口号。”

谢谢你至少把问题说得这样明白了。不过，先生们，为什么就到此为止了呢？《 俄罗斯报
 》早已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那就是所有这些经常向杜尔诺沃先生们苦苦求教的斯塔霍维奇们、彼特龙凯维奇们以及其他革命叛徒。《火星报》为什么保持沉默呢？为什么不从言论转向行动呢？为什么不把阿克雪里罗得、斯塔罗韦尔、帕尔乌斯和马尔托夫提出来作为国家杜马的候选人呢？试一试吧，先生们，做一次实验吧，experimentum in corpore vili 
［拿无价值的生物体做实验。——编者注］

 。试一试吧，那时我们立刻就会看出我们当中谁是对的：是你们认为这些候选人会成为“全国的口号”对呢，还是我们认为这些候选人在目前只能扮演小丑的角色对？


　　帕尔乌斯写道：“政府把选举管理全民大事的机关的权利给了一小群人。这就使得那些人为地挑选出来的选举人有责任在运用自己的特殊权利时不要个人”（而要阶级和政党？）“专断，而要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提醒他们负起这个责任，迫使〈！！〉他们履行这个责任，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应当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这种议论自然会引出一个论断，就是（积极）抵制的策略表明不相信“我国的革命力量”（原文如此！），这种议论是根本错误的。这是以温情的资产阶级方式提问题的典型例子，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起来反对。帕尔乌斯的议论是资产阶级的议论，因为他看不到杜马的阶级实质，即资产阶级和专制制度的妥协。帕尔乌斯的议论是温情脉脉的空话，因为他（哪怕只是一刹那间）把解放派所说的愿意“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这种谎言信以为真了。可敬的帕尔乌斯落后了大约三年。当自由派还没有机关刊物，没有秘密组织，而我们两者都有的时候，我们曾经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发展。历史是不会把这笔功劳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中勾销的。但是现在自由派已经从政治上的婴儿变成了政治上的主要生意人，他们在实际上已经表明自己叛变了革命。 现在
 不集中主要注意力来揭露资产阶级“妥协分子”的叛变，而去提醒他们有“责任”管理（ 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
 ）全民的大事，——这就是变成解放派的走狗！只有解放派才会认真地在国家杜马中寻找“我国的革命力量”的表现。社会民主党知道，我们现在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制止和破坏资产阶级的叛变行为。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并不是“我国的革命力量”，帕尔乌斯同志，不知道这一点是很难为情的。现在，在民主革命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同地主作斗争的农民才是革命力量。帕尔乌斯那篇出色文章的妙论中的妙论，就是他关于无产阶级支持解放派的 条件
 的说法。帕尔乌斯写道：“对于想要得到我们支持的反对派候选人，必须要他们承担一定的政治要求。”（这不是俄语，而是从德语译过来的蹩脚译文，但意思还是清楚的。）“这样的要求可以是，例如：（1）在杜马内部要求立即解散杜马，并在普遍……的选举制的基础上召集立宪会议；（2）在这个要求没有实现以前，拒绝给政府以任何军费和财政拨款。”

真是一步不如一步了。谁滑了一脚，跌倒在斜坡上，就会身不由己地滑下去。我们那些站在党内两个部分以外的超人，如帕尔乌斯和普列汉诺夫，大模大样地无视他们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要对之负责的新火星派的决议。这些超人自以为比“多数派”和“少数派”都要高明，其实，他们比两者都 不如
 ，因为他们除了有多数派的一切缺点以外，还兼有少数派的一切缺点 和变节者的一切缺点
 。

拿帕尔乌斯来说吧。他一直是同《火星报》走在一起的，甚至在地方自治运动计划和1月9日事件使他暂时看清《火星报》的机会主义立场的时候，也是如此。然而，帕尔乌斯还希望自己被看作一个“调和派”，这大概是因为他在1月9日以后开始提出临时政府口号的时候，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来纠正他，指出他的口号中的空谈成分。不要沙皇，要工人政府！帕尔乌斯在1月9日事件的影响下这样喊道。不要人民，要自由派的杜马！这就是现在他在8月6日以后提出的“策略”的实质。不，同志，我们制定自己的策略，不会根据一时的情绪，不会屈从于一时的东西！

帕尔乌斯现在为自由派臆造出了“新的” 条件
 。可怜的新火星派，他们为了臆造出同解放派达成协议的“条件”，是多么辛劳呀！斯塔罗韦尔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见他那被第三次代表大会撤销了的决议）臆造出了一些条件，但这些条件很快就无影无踪了，因为无论是在地方自治运动计划中，或是在现在，任何一个新火星派分子在写到同解放派的“协议”时都完全没有提出这些条件。新火星派代表会议在关于对自由派的态度的决议中，提出了另外一些更为严格的条件。新火星派分子帕尔乌斯在道义上要对这个决议负责，——但是超人的著作家们同无产阶级的重要代表参加下制定的某些决议有什么相干呢？超人们对党的决议是满不在乎的！

在新火星派关于对 反对派
 政党的态度的决议中写得清清楚楚，社会民主党“要求一切反对沙皇制度的人”：


　　“（1）坚韧不拔地和毫不含糊地支持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旨在给予沙皇制度以新的打击的一切坚决行动。”



　　帕尔乌斯建议同解放派达成“协议”和答应“支持”解放派，而根本没有提出这种要求。
　　“（2）公开赞成和无条件支持在普遍……的投票的基础上产生全民立宪会议的要求，公开反对一切企图缩小人民权利的党派和团体
 ，不管这些党派和团体用的是限制选举权的办法，还是以恩赐的君主立宪来代替立宪会议的办法。”



　　这些条件的整个第二部分帕尔乌斯是不承认的。他甚至避而不谈解放派在杜马中应当向谁“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问题。当然是向沙皇要求了，不是吗？为什么不自己来召集立宪会议呢？为什么，最可敬的“议会协议”的英雄们？抑或是你们现在已经不反对“ 恩赐
 ”了？
　　“（3）坚决支持工人阶级为争取罢工和结社自由而同政府和资本巨头进行斗争。”



　　帕尔乌斯把解放派从这一“条件”下解放出来，大概是因为要召集杜马和因为“愈坏愈好”的策略有害吧（但是，好象是在嘲弄读者，帕尔乌斯同时又说，如果杜马有了立法权，那就更坏，也就是说，好的一步，即解放派正在争取的一步，就是坏的一步！！ ）。
　　“（4）公开反抗政府和贵族封建主用侵犯农民人身和财产的野蛮手段镇压农民革命运动的种种企图。”



　　好心的帕尔乌斯，你为什么忘记了这个条件呢？难道你不同意现在向彼特龙凯维奇、向斯塔霍维奇、向罗季切夫、向米留可夫、向司徒卢威提出这个极好的要求吗？
　　“（5）不支持任何想在自由的俄国把任何对个别民族权利的限制保留下来和把任何民族压迫的痕迹保留下来的措施；和（6）积极参加人民的自我武装的事业，以便同反动势力作斗争，支持社会民主党组织群众武装斗争的尝试。”





　　好心的帕尔乌斯，你为什么忘记了这些条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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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伊万·福米奇还是福马·伊万内奇泛指任何人，相当于汉语中的“张三还是李四”。——251。



[138] “本来要进这个门，结果却跑进了那个门”这句话源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4场，意为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253。



[139] 这里说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述评（三）》和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这两篇著作中的有关提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4页和第8卷第465页）。——258。









《列宁全集》第11卷


自由派协会和社会民主党[140]


（1905年9月13日〔26日〕）

知识分子的“职业”协会对无产阶级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是不是应当加入这些协会以便进行反对模糊工人阶级意识的斗争呢？

知识分子的“职业”协会和“协会联合会”是政治性组织。实际上这是 自由派的
 协会。总的说来，这些协会是所谓立宪民主党即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的核心。我们现在肩负着一项极其重大的责任，就是尽一切力量对无产阶级进行 党的
 教育，把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团结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一个 完全
 不依赖其他一切政党的完全独立的政党。因此，对于一切可能模糊明确的政党关系的步骤，我们必须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现在拼命阻挠无产阶级建立完全独立的阶级政党，拼命想把 整个
 “解放”运动“统一”和“融合”成为一个民主主义潮流，以掩盖这种民主主义的 资产阶级
 性质。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加入自由派协会，就是犯大错误，就会使自己处于身兼两个不同的敌对政党的党员这样一种极其尴尬的地位。一个人不能敬奉两个上帝。一个人不能做两个党的党员。在没有政治自由的情况下，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很容易混淆政党的界限。资产阶级的利益 要求
 这种混淆。无产阶级的利益则要求把各政党分得一清二楚。现在要找到一种实际的而不只是口头上的保证，保证社会民主党小组在加入知识分子的“职业”协会时仍能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仍然只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而不是任何其他党的党员，并且能向 自己的
 党组织报告自己的每一个行动步骤，——这是办不到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这样的党员无法保持独立性，而只好去“耍花招”，这样做，从结果来说是无益的，从败坏工人刚刚形成的 党的
 意识来说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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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这是列宁审阅瓦·瓦·沃罗夫斯基的一篇文章时加写的一段话。沃罗人斯基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各地提出下列问题要求解答：社会民主党应当怎样对待自由派组织——知识分子的“职业”协会（律师、工程师、教师等协会）以及它们的联合组织“协会联合会”；要不要加入这些组织以便进行反对模糊工人阶级意识的斗争。列宁加写的这段话，回答了这些问题。沃罗夫斯基的文章用《自由派协会和社会民主党》这一标题发表于1905年9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18号。



沃罗夫斯基文章的结尾原来有下面一句结论性的话：社会民主党不应该加入这些自由派协会，因为这会对群众产生涣散士气的影响。在手稿中，列宁对这最后一句话作了如下补充：“在开始公开活动的时代，社会民主党人要特别注意防止可能引起这种涣散士气的任何借口，应当公开明确地直接向工人阶级呼吁，用严格的党的精神教育工人阶级。”（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254页）上述结论性的话和列宁的补充在手稿中被勾掉，没有在《无产者报》上发表。——267。





《列宁全集》第11卷


由防御到进攻

（1905年9月13日〔26日〕）

9月21日（8日），有影响的保守派报纸《时报》的特派记者从彼得堡向该报发出如下电讯：


　　“前天夜里有70人袭击了里加中央监狱，他们割断电话线，架软梯爬进监狱院内，经过一场激烈战斗后，两名看守被击毙，三人受重伤，肇事者放走两名受军事法庭审判并将被判处死刑的政治犯。在追缉肇事者过程中，一名侦探毙命，几名警察受伤，肇事者除两名被捕外，其余全部逃匿。”



　　这样看来，形势毕竟是在向前发展！武装事业尽管遇到难以想象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困难，但是毕竟在前进。个人恐怖活动这种知识分子软弱无能的产物，正在成为过去。人们不再花费几万卢布和动用大批革命力量去刺杀某个谢尔盖[141]（他在使莫斯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未必比许多革命者差），不再去“以人民的名义”搞暗杀，他们已经开始 同人民一起
 采取军事行动。现在武装斗争的先驱者不仅仅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同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无产阶级义勇队和战斗队的首领，用内战的火与剑培育出 数十名人民领袖
 。到了明天，当工人起义的时候，这些人民领袖就会以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英雄行为去帮助成千上万的工人。向革命的里加战斗队的英雄们致敬！愿他们的胜利成为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鼓舞力量和榜样。人民革命军的急先锋万岁！

请看，甚至从纯军事的角度来说，里加人的行动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敌方被击毙3人，击伤大约5—10人。我方的损失不过两人，他们大概是受了伤，才被敌人俘虏。我方的战果是夺回两名被敌人俘虏的革命领袖。这真是辉煌的胜利！这是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搏斗后取得的真正胜利。这已不是采取密谋手段来对付某个可恨的人物，不是报复行动，不是绝望的挣扎，不是简单的“威吓”，——决不是的，这是革命军战斗队经过周密考虑和准备、根据力量对比而采取的初步的行动。这种由25—75人组成的战斗队，在每一个大城市里以及往往在大城市的郊区，都可以发展到几十个。工人将会成百地参加这种战斗队，只是必须立即着手广泛地宣传这一思想，成立这种战斗队，供给它们各式各样的武器，从刀子和左轮手枪到炸弹，并且对它们进行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

谢天谢地，由于没有革命民众而由单枪匹马的革命恐怖分子“制造”革命的时期终于过去了。炸弹已经不再是单枪匹马的“暗杀分子”的武器了。炸弹正在成为 人民武装的不可缺少的东西
 。随着军事技术的变化，街头斗争的方式方法也在发生变化，而且也应当发生变化。我们大家现在都在研究（这样做是很好的）建筑街垒和守卫街垒的艺术。但是不能满足于这种有效的老办法而忘记军事技术的最新进步。使用炸药方面的进步使枪炮学发生了一系列的革新。日本人比俄国人强大的部分原因，就是他们在使用炸药方面比俄国人高明许多倍。广泛使用烈性炸药，是最近一次战争的非常显著的特征之一。现在全世界公认的打仗能手日本人，又进而采用了 手榴弹
 ，他们在攻打旅顺口时就成功地使用过。让我们向日本人学习吧！大规模地运送武器会遇到巨大挫折，但是我们不会因此灰心丧气。谁只要感觉到并且在事实上看到自己是同革命阶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谁只要意识到现在的确是全体人民已经起来争取实现自己的最近斗争目的，谁就不会屈服于任何的挫折。炸弹到处都可以制造。现在在俄国，制造炸弹的规模比我们中间随便哪个人所知道的都要大得多（而每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成员所知道的建立炸弹工厂的例子大概都不止一个）。制造炸弹的规模比警察所知道的要大得多得多（而警察知道的自然比个别组织中的革命者知道的要多）。当革命军战斗队用炸弹武装起来的时候，当它们能在某个夜晚一下子发动几起里加式的袭击的时候，当数十万没有忘记“和平的”1月9日和正在渴望着 武装的
 1月9日的工人能够跟随着战斗队奋起斗争的时候（这是最后的也是最主要的条件），到了那时，就任何力量也抵挡不住革命军战斗队了。

俄国的形势显然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仔细想想合法报纸登载的关于在轮船普通乘客的篮子里搜出炸弹这样一些报道吧。仔细读读关于最近两个月来军警遭到 数百次
 袭击、 数十人
 当场毙命、数十人受重伤这样一些消息吧。甚至叛卖性的资产阶级的《解放》杂志这个专事谴责“疯狂的”和“罪恶的”武装起义宣传的刊物的记者们也承认，悲惨的事件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逼近过。

同志们，着手工作吧！每个人都要坚守自己的岗位。每个工人小组都要记住，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事变就会要求它去以领导者的姿态参加最后的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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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指沙皇专制制度的最反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大公（尼古拉二世的叔父和亚历山大三世的弟弟）于1905年2月4日（17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被恐怖分子、社会革命党人伊·普·卡利亚耶夫暗杀。——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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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1905年9月13日〔26日〕）

在《无产者报》第15号上，指出了斯摩棱斯克杜马的坚决行动 
［注：见本卷第197—198页。——编者注］

 是所谓“革命自治”（《火星报》竟把这种自治同人民起义的口号混为一谈）的典型。斯摩棱斯克杜马认为哥萨克驻扎在城内是非法的，并且停止给他们拨款，组织了城市民兵来保卫居民，号召士兵反对用暴力对付公民。为了再举一个例子来证实这一思想，阐明目前时局的特征，我们把《人道报》登载的刻赤杜马就不久前城内发生的反犹大暴行通过的决议引述如下。

杜马决定：（1）对遭受牺牲（伤亡）和物质损失的犹太居民表示同情；（2）为纪念在骚乱期间被杀害的学生，在当地中学设立两种奖学金；（3）鉴于地方当局无能力保护并不太愿意保护居民的生命财产，立即停止从市政基金中拨发警察补助津贴；（4）拨款1500卢布分发给在骚乱中受害最深的犹太贫民；（5）对地方官吏中唯一以极大的毅力和人道主义精神阻止了大规模屠杀继续扩展的港口长官表示嘉许；（6）向内务大臣报告地方当局在骚乱期间的违法行为，要求参议院进行调查。

刻赤杜马既然擅自超越法律所赋予它的杜马职权范围，参与全国的整个革命生活，它也就走上了真正“革命自治”的道路。但是怎样才能 保证
 这种自治成为“ 人民的
 ”自治呢？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是应当把这“一星半点的革命”当作主要的宣传口号加以强调呢，还是应当宣传不举行起义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完全的彻底的胜利？






	载于1905年9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72—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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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

（1905年9月20日〔10月3日〕）

9月12日（25日）星期一，地方自治和城市活动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讨论并且最后决定了对杜马的态度问题。这次大会也象历次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一样，标志着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发展和政治组织方面又前进了一步。因此，一切觉悟的工人都应当十分注意资产阶级立宪党的诞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两个阶级来说，它们的政治上的发展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从来都是同时并进的。

但是，这次大会不但具有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一般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对杜马的态度这一急需解决的问题，也具有重大意义。资产阶级是同沙皇制度妥协呢，还是更加坚决地同沙皇制度作斗争？——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实质。大家知道，这个问题也引起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上的意见分歧。

首先我们要提一提，地方自治人士在上一次代表大会上，坚决谴责了布里根杜马，并且通过了有名的解放派宪法草案（君主制和两院制）。在抵制杜马的问题上，最初多数人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但是后来又改变主意，决定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下次代表大会应当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后 立即
 召集——甚至说要用电报形式召集。事实上，代表大会召开得很不及时。起初，正如我们在《无产者报》第14号 
［注：见本卷第187页。——编者注］

 上指出的，传闻地方自治人士取消了这次大会。后来又听说戈洛文先生同杜尔诺沃举行谈判，关于这次谈判我们已在《无产者报》前一号 
［注：同上，第238—246页。——编者注］

 上作了描述和评论。谈判的结果是警察局 准许
 召开代表大会。于是，举行代表大会的基础就和前次大会迥然不同了：那一次警察禁止开会，威胁要驱散它，作了记录，并在会后提出要参议院进行调查。这一回地方自治人士和警察局预先就进行了磋商并且 达成了协议
 。

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前后两次大会的这种区别的全部意义，我们提一提《解放》杂志最近一期上的一段话。“独立派”先生（所谓“独立”，也许是指不依赖警察而独立吧？）在第76期上写了一段同该期社论作者的意见完全一致的话：“根本不能谈任何妥协。仍然需要争取自由，而不是乞求自由……最重要不过的是，一分钟也不要放弃以前的斗争方法和已经占领的阵地。如果在这里也有妥协的可能性，那就应当立即坚决地予以排除。过去在组织解放力量方面所做的一切，今后要继续做下去……代表大会、协会、集会的活动应当继续遵循原来的精神和方向。”

说得不能再清楚了。地方自治人士的政党或“立宪民主”党的机关刊物，在8月6日以后坚决地无条件地表示反对 放弃以前的斗争方法
 。但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虚伪立场的实质就在于，它一方面希望自由，另一方面又同样强烈地希望同沙皇政府勾结。所以，它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要想“不放弃以前的斗争方法”，就应当抵制杜马。放弃抵制，在逻辑上就不可避免地要 放弃某些
 “以前的斗争方法”。《解放》杂志开始抨击妥协的时候，正好是戈洛文和杜尔诺沃达成协议的时候。《解放》杂志大声疾呼“一分钟也不放弃”的时候，正好是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放弃自己过去的开会自由的时候。由于“赏赐”了杜马这个所谓的自由的基础，地方自治人士就同意开会少一点自由。

的确如此：（1）代表大会的议程被杜尔诺沃先生即警察局删削了；（2）主席答应代表大会一旦讨论到警察局批准的议程以外的问题就结束代表大会；（3）代表大会同意在警方的即杜尔诺沃的代表（办公厅主任）的参加下举行会议，该代表有全权在戈洛文先生和杜尔诺沃先生的“契约”遭到破坏时结束代表大会；（4）警察局也以结束代表大会相要挟，禁止代表大会发出“叛逆性的叫喊”（保守派报纸《时报》特派记者的电讯，这位记者还说，所有这些条件都得到了 切实的遵守
 ）。

不言而喻，我们的消息来自外国报纸，不能担保这些消息绝对真实和详尽无遗。但是怀疑这些消息的大体上的真实性，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相反，戈洛文先生（当然，他和杜尔诺沃举行谈判不是为了给公众看的！）向警察局许下的关于地方自治人士效忠沙皇的诺言一定更多！

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解放》杂志的言论和解放派的行动根本是背道而驰的。《解放》杂志的著作家们高谈阔论反对警察局，而实干家们却同警察局和和气气地搞交易。地方自治杜马选举运动的开始，正好也是地方自治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妥协的开始。

外国记者异口同声地评论说，地方自治人士的这次代表大会的性质比上次 平和
 。主张抵制杜马的只有一人，另据报道是两人。大多数代表赞成参加杜马（早在关于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前，我们就已经在《无产者报》第12号 
［注：见本卷第160—167页。——编者注］

 上说过，地方自治人士的右翼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经很明确了）。大多数代表认为，不参加选举就是“怯懦的表示”。（我们知道，这种观点得到帕尔乌斯和新《火星报》的完全赞同。）而同警察局妥协倒反而显示了我们的地方自治人士的 勇敢
 ……

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它不是斥责杜马而只是说（这就不知道是怯懦呢，还是勇敢？），“杜马不是名副其实的人民代表机关”。决议呼吁俄国公民在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以前通过的纲领下团结起来，在杜马的基地上进行斗争。关于在杜马以外和撇开杜马进行斗争，决议只字未提——这就是不依赖警察局而“独立的”解放派分子所说的“一分钟也不放弃以前的斗争方法”……地方自治人士抑制住他们旧日的不合时宜的“革命”狂热，而致力于杜马方面的“建设性的”工作。他们详细地拟订了政纲（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个政纲的全文）；他们竭力重复温和立宪主义的基本论点，以此掩饰他们背弃民主的行为；他们详细研究了关于选举运动、关于组织地方和中央选举委员会和关于提出候选人名单等等问题。

这样看来，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的地主商人的自由主义究竟追求的是什么，难道还不明显吗？

战斗性的民主要求，一切能够保障革命人民权利的东西，一切能够发展和扩大争取自由的斗争的东西，开始一个个地抛弃（在决议中不谈撇开杜马进行斗争等等）！一切仅仅使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权力（首先是杜马中的席位）得到保证的民主要求，却开始加强起来！少在人民中进行宣传，多在杜马中做实际工作吧！

专制制度的昨天的崇拜者“自由主义者”威廉·斯特德说得好（见他发表在9月26日《 泰晤士报
 》上的信）：要有外部的和平，就得有内部的和平，就得有8月6日法令所宣布的那种沙皇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和平！地方自治人士以他们的 行动
 证明他们在 谋求和平
 ，当然，他们决不会立刻，也决不会在一切方面订立和约。《时报》记者在9月27日写道：“希波夫的朋友和同事米哈伊尔·斯塔霍维奇先生，指望建立一个既拥护专制制度又拥护咨议性杜马的中派党；他断言各极端党派（！！这对解放派是多大的侮辱啊！—— 《无产者报》编辑部
 ）的许多党员准备加入这个党。”斯塔霍维奇先生的断语不仅在许多合法报纸的言论中得到证实，而且更在地方自治人士先生们的 行动
 中得到证实。据《泰晤士报》记者9月26日报道，米·斯塔霍维奇先生出席了代表大会。“他坚信温和分子一定胜利；的确，除了偶尔〈！！〉谈到高加索惨祸以外， 几乎根本没有出现过
 通常的对政府的猛烈攻击（fiery　denuncia-tions），这似乎证实了（rather　confirms）他的预见（forecact）。”英国保守派报纸的这位记者在电讯中说：“本届代表大会的情绪同七月代表大会的主导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有一大批代表主张抵制杜马。”

难道《火星报》直到现在还不放弃自己的错误看法，依旧认为主张抵制似乎就是想消极回避，而主张参加杜马的斯塔霍维奇们反倒是希望认真地斗争吗？解放派已经明显地开始同杜尔诺沃先生们妥协，难道《火星报》现在还要和帕尔乌斯一起主张同解放派妥协并且支持他们吗？

附言：应当指出，愈来愈多的消息表明俄国新火星派同新《火星报》是不一致的。我们刚刚收到圣彼得堡小组（孟什维克）的一份传单：《国家杜马或者立宪会议》。传单不但批评了杜马，还提出了“打倒杜马！”的口号。它号召工人代表告诉自由派：“他们不应当承认国家杜马”，“他们应当放弃自己的杜马选举权（传单里此处印得不清楚）”，他们应当帮助工人“武装起来以便同黑帮和国家杜马作斗争”。由此可见，彼得堡孟什维克接受了积极抵制的口号。正象在有名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事件中所发生的情形一样，《火星报》同自己的国内拥护者发生了分歧。彼得堡孟什维克只是在下面这一点上同《火星报》接近：他们呼吁工人“象以前选举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144]那样，立即按工厂、作坊、车间”选出“代表”……“让我们的代表聚在一起同国家杜马作斗争，就象以前我们选入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的代表同专制制度的这个狡猾圈套作斗争那样。”这个口号同火星派的“革命自治”口号非常相象，当然，圣彼得堡小组的同志们没有使用这个过分响亮的字眼。我们毫不怀疑，彼得堡的工人一定会懂得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把它和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相提并论是不正确的。那时是工人抵制委员会，现在则是杜马抵制工人。

在沙皇保持政权条件下的革命自治，只能是一星半点的革命（斯摩棱斯克市杜马的决定等等）。把这个口号当作革命无产阶级的主要口号，就是制造混乱，为解放派帮忙。我们在发展、扩大、加强和推广无产阶级和农民的 革命
 力量的组织的时候，不应把这种作战组织、起义组织同 自治
 混为一谈。武装起义组织、革命军队组织，按其使命、产生方式和性质来说，同革命自治组织是 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的。自由派资产者、解放派愈是想方设法地削减、模糊、阉割彻底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我们就应当愈加清楚愈加直接地提出这些口号：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组织武装起义和革命军队来推翻沙皇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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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是根据沙皇1905年1月29日（2月11日）的诏令成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其任务是针对1月9日“流血星期日”以后展开的罢工运动，“迅即查清圣彼得堡市及其郊区工人不满的原因”。委员会主席是参议员兼国务会议成员尼·弗·施德洛夫斯基。参加委员会的除政府官员和官办工厂厂长外，还应有通过二级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布尔什维克就工人代表的选举展开了大规模的解释工作，揭露沙皇政府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真正目的是引诱工人离开革命斗争。当第一级选举产生的复选人向政府提出关于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要求时，施德洛夫斯基于1905年2月18日（3月3日）声称这些要求不能满足。于是，多数复选人拒绝参加选举代表的第二级选举，并号召彼得堡工人用罢工来支持他们。1905年2月20日（3月5日），委员会还没有开始工作就被沙皇政府解散了。——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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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主义的宝贝儿

（1905年9月24日〔10月7日〕以后）

受到《解放》杂志欢迎的斯塔罗韦尔同志继续在新《火星报》上忏悔自己（因不理智）参加旧《火星报》的罪过。斯塔罗韦尔同志很象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宝贝儿》中的女主人公。起初宝贝儿和一个戏院老板同居，她说：我和万尼其卡要上演严肃的戏剧。后来她和一个木材商人同居，她说：我和华西其卡对木材税这样高感到气愤。最后她和一个兽医同居，她说：我和科利其卡要给马匹治病。斯塔罗韦尔同志也是这样。“我和列宁”责骂过马尔丁诺夫。“我和马尔丁诺夫”在责骂列宁。可爱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宝贝儿呀！明天你又将投入谁人的怀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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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农民

（1905年9月26日〔10月9日〕）

俄国现在经历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全体人民的利益同一小撮组成专制政府和维护这个政府的人的利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虽然不同的阶级和居民集团的利益有极大的差别和矛盾，但是这一社会的存在本身，要求消灭专制制度、实现政治自由，要求在国家的机构和管理中，公开而直接地反映出占统治地位的那些阶级的利益。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性的，它不可能不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

但是，这个在目前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似乎是统一的、完整的社会，本身由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鸿沟已经永远地分裂了。反对专制制度的人民不是统一的人民。业主和雇佣工人，少数（“一万个上层分子”）富人和千千万万的无产者和劳动者，他们就象一位有远见的英国人早在19世纪前半期所说的那样，真正是“两个民族”[145]。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整个欧洲已经提上日程。这一斗争也早就扩展到俄国来了。在现代俄国，构成革命内容的不是两种斗争力量，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战争：一种是在目前的专制农奴制度内部发生的，另一种是在未来的、正在我们面前诞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内部发生的。一种是全体人民争取自由（争取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争取民主，即争取人民专制的斗争，另一种则是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

这样，社会主义者就肩负着一个艰巨而困难的任务，他们要同时进行两种战争，这两种战争按其性质、按其目的和按照能坚决参加这个或那个战争的社会力量成分来说，是完全不相同的。社会民主党明确地提出和坚定地解决了这个困难的任务，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整个纲领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因为它作为一支队伍加入了国际社会民主党大军，而国际社会民主党根据欧洲各国多次的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已经检验、证实、解释并且较详细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很早以来就一再指出，俄国的民主主义，从自由主义民粹派所表述的民主主义到“解放派”所表述的民主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它总是指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不彻底性、局限性、狭隘性。它在民主革命时期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提出的任务是：把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摧毁和粉碎专制制度。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只能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是，这个胜利实现得愈迅速愈完全，在完全民主化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的新的矛盾和新的阶级斗争也就开展得愈迅速愈深刻。我们实现民主革命愈完整，我们就愈接近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的斗争也就愈激烈愈尖锐。

对于不是这样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的一切偏向，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加以反对。无视目前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即实质上资产阶级的性质，是荒谬的，所以提出成立革命公社这样的口号也是荒谬的。贬低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并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任务，回避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是荒谬的和反动的。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和条件也是荒谬的，因为这两种革命，我们再说一遍，无论按其性质来说，或者按照参加这两种革命的社会力量的成分来说，都是不相同的。

现在我们打算详细谈谈最后这个错误。人民中间尤其是农民中间的阶级矛盾没有展开，是民主革命时代的必然现象，因为这个革命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真正广泛的发展建立了基础。而这种经济的不发达会使落后形式的社会主义存在下去和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复活，这种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因为它把不超出小资产阶级关系范围的改造理想化。农民群众没有意识到也不可能意识到，最充分的“自由”和甚至全部土地的最“公平的”分配，不但不会消灭资本主义，反而会给资本主义特别广泛和有力的发展创造条件。社会民主党只是从农夫的这种愿望中选出革命民主主义的内容，并且给予支持，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则把农民的不觉悟性推崇为理论，把真正的民主革命和虚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和任务混为一谈或者合而为一。

这种模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确切些说，是纲领草案，“社会革命党人”愈是过早地匆忙宣布成立政党，他们那里党的形式和前提就愈不充分。我们在分析他们的纲领草案（见《前进报》第3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75—181页。——编者注］

 ）的时候，已经指出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的根源是俄国的旧民粹主义。但是，因为俄国的整个经济发展情况，俄国革命的整个进程每日每时都在毫不留情地摧毁纯粹民粹主义的基础，所以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必然成为折中主义的观点。他们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批评”的补钉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破洞，但是这件破衣衫并不因此而结实点。总的来说，他们的纲领是一种毫无生气的、充满内部矛盾的东西，在俄国社会主义历史上它只是表现了从农奴制俄国到资产阶级俄国、“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这个对现代革命思潮的许许多多细流具有典型意义的定义，也适用于发表在《黎明》杂志第6—8期上的波兰社会党的最新土地纲领草案[146]。

草案把土地纲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阐述“社会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实行的改革”；第二部分是“说明第一部分所阐述的土地改革的结局和结果”。第一部分又分为三小部分：（1）劳动保护，这是为农业无产阶级提出的要求；（2）土地改革（狭义的改革，或者可以说，农民的要求）；（3）保护农村居民（自治等等）。

这个纲领想把某种类似最低纲领的东西同最高纲领区分开来，其次，它完全独立地提出了纯粹无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再次，纲领的引言认为“迁就农民群众的私有者的本能”对于社会主义者是根本不能容许的，这一切都是向马克思主义前进了一步。说实在的，假如缜密地思考一下最后这一论点所包含的真理，并且把这个真理贯彻到底，那必然会得出严谨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然而糟糕的是，波兰社会党不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居然很乐意从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这口水井中汲取思想养料。纲领的引言中有这样几句话：“鉴于地产集中的趋势尚未得到证实，要十分真诚地满有把握地维护这种经济，要使农民相信小经济必然要消灭，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无非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回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尽一切力量向小农灌输资本主义同小私有者农民的安居乐业并不矛盾的思想。所以他们用地产集中这一局部问题遮盖了关于商品经济、关于资本的压迫、关于小农经济衰落和每况愈下的普遍问题。他们闭上眼睛不看：在特种商业性农业部门中大生产正在中小地产上发展起来，这种地产由于租佃的发展、抵押的压迫、高利贷的盘剥正在土崩瓦解。他们抹杀农业大经济在技术上的优越性以及农民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生活条件每况愈下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波兰社会党讲的话除了复述现代的大卫们重提的这些资产阶级偏见以外，就没有其他内容了。

理论观点的不稳定也表现在实践纲领中。请看纲领的第一部分，即狭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你们会读到这样的条文：（5）“取消对购买份地的任何限制；（6）取消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和运输差役（劳役）。”这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低要求。波兰社会党提出这些要求（特别是第5条），就比我们那些社会革命党人前进了一步，后者还在同《莫斯科新闻》一起倾心于赫赫有名的“禁止转让份地”的主张。波兰社会党提出这些要求，也就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反农奴制残余的斗争是目前农民运动的基础和内容的思想。波兰社会党虽然接近了这个思想，但是它还远没有完全地和自觉地接受这一思想。

我们所考察的这一最低纲领的主要条文就是：“（1）用没收的办法把皇族的、国家的、僧侣的土地收归国有；（2）把没有直接继承人的大地产收归国有；（3）把森林、河流、湖泊收归国有。”这几条要求反映了纲领的一切缺点，纲领在目前就把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提到了首要地位。在充分的政治自由和人民专制还没有实现，民主共和国还没有建立以前，提出国有化的要求是为时过早的，是不明智的，因为国有化就是转由国家来掌握，而目前的国家是警察的和阶级的国家，明天的国家不管怎样将是阶级的国家。作为促进民主化的口号，这个要求尤其不适用，因为它不是把重心放在农民同地主的关系上（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而是放在地主同国家的关系上。目前农民为了土地正在用革命的方法同地主和地主的国家进行斗争，在这种时候，这样提出问题是根本错误的。为没收土地成立革命农民委员会，作为没收土地的工具，这是符合于目前形势的唯一口号，它将推动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向前发展，把这种斗争同用革命办法粉碎地主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波兰社会党纲领草案的最低土地纲领的其他条文如下：“（4）限制私有权，因为私有权对于任何农业改良（土壤改良）——如果多数有关者认为这些改良是必要的话——都是一种障碍；……（7）粮食防火、防雹和牲畜防疫的保险事业由国家经营；（8）国家从立法方面协助成立农业劳动组合和合作社；（9）农艺学校。”

这些条文的精神是同社会革命党人完全一致的，或者说（这也一样）是同资产阶级改良派完全一致的。这里没有丝毫的革命气息。它们当然是进步的，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这种进步有利于私有者。社会主义者提出这些要求，正好就是迁就私有者的本能。提出这些要求，等于要求国家协助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工业家协会，这些组织的“进步性”并不比农业中的合作社、保险事业等等差一些。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进步。为它操心不是我们的事情，而是老板、企业家的事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同，它让德·罗基尼伯爵们、地主－地方自治人士们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去为大小业主的合作社操心，而自己则以全部精力专门去关心建立 雇佣工人
 的合作社以便 跟业主进行斗争
 。

现在来看看纲领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就是下面这一条：“用没收的办法把大地产收归国有。人民由此得到的耕地和牧场应当划为份地，长期有保障地租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结局”好极了，没有什么可说了！一个标榜为社会主义的政党所提出的“土地改革的结局和结果”，竟然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而是荒谬的小资产阶级空想。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混为一谈、对这两种革命的不同目的一无所知的最明显的例子。土地从地主手中转到农民手中，可以是——在欧洲各地已经是——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阶段，但是只有资产阶级激进派才会把这一点叫作结局或者叫作终点。在这种或那种私有者中间、在这类或那类业主中间重新分配土地，对于争取民主的胜利，对于彻底消灭农奴制痕迹、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等等是有利的和必要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可能需要十分坚决地支持这一类措施，但是“结局和终点”只能是 社会主义
 生产，而不是农民小生产。在保持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保障”小农的租佃不过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的空想罢了。

我们现在看到，波兰社会党的主要错误并不是它自己独有的，并不是个别的和偶然的。它用更清楚更明显的形式（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臭名昭著的“社会化”主张相比，社会革命党人自己也不了解这个主张）表现了俄国整个民粹主义、俄国 整个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甚至包括地方自治人士在莫斯科召开的最近一次（九月）代表大会进行讨论时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在土地问题上的 根本
 错误。

这个根本错误可以表述如下：


波兰社会党的纲领对最近目的的提法不是革命的。这个纲领的最终目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或者换句话说：由于不了解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在民主主义任务中没有表现出它真正革命的一面，而在社会主义任务中又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的模糊性。这样得出的口号对于民主主义者来说是不够革命的，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是极其模糊的。

与此相反，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既支持了真正革命的民主主义，又提出了明确的社会主义目标，满足了这两方面的一切要求。我们认为，目前的农民运动是反对农奴制的斗争，是反对地主和地主国家的斗争。对这一斗争我们要支持到底。支持这种斗争的唯一正确的口号是：通过革命农民委员会没收土地。至于如何处理没收来的土地，这是个次要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将不是我们，而是农民。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农民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要发生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或者把这个问题当作悬案（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计划家所不喜欢的），或者仅仅指出道路的起点，即夺回割地[147]（一些不大动脑筋的人不听社会民主党多次的解释，而把这一点看作运动的障碍）。

要使目前俄国的不可避免的土地改革起到革命民主主义的作用，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不顾地主和官吏的反对，不顾国家的反对，农民发挥自己的革命主动性来完成这一改革，也就是用革命的办法来完成改革。经过了 这样的
 改革，土地的分配情况再坏，也要比现在的好，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这样。我们指出这条途径，是把建立革命农民委员会的要求放在首要地位的。

但是，同时我们又对农村无产阶级说：“你们现在应当竭尽全力帮助农民取得最彻底的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并不能使你们摆脱贫困。要摆脱贫困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全体无产阶级——工业的和农业的——战胜整个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同农民－业主一起反对地主和地主国家，同城市无产阶级一起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所有的农民－业主。这就是觉悟的农村无产阶级的口号。这个口号不会立刻为小业主所接受，甚至根本不会为他们所接受，但是它会成为工人的口号，它一定会被整个革命所证实，它会使我们摆脱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它会明确地向我们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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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两个民族》是英国国务活动家和作家本·迪斯累里于19世纪写的小说《女巫》的副标题。——284。



[146]列宁写《社会主义和农民》一文时，曾把波兰社会党的土地纲领草案作了详细摘录（这个纲领草案发表在1905年《黎明》杂志第6—8期上），并加了批注（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288—290页）。批注中的意见在《社会主义和农民》一文的提纲中也有所反映（见本卷第421—422页）。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



《黎明》杂志（《Рrzedswit》）是波兰政治刊物，由一些波兰社会主义者于1881年创办。1884年起是波兰第一个工人政党“无产阶级”党的机关刊物。1892年起《黎明》杂志被右翼社会党人和民族主义分子所掌握，但偶尔也刊登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1893—1899年该杂志是波兰社会党人国外联合会（波兰社会党的国外组织）的机关刊物，1900—1905年是波兰社会党的理论性和争论性机关刊物。1907年起，该杂志是右派波兰社会党（所谓波兰社会党—“革命派”）的机关刊物；1918—1920年是波兰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20年停刊。1881—1901年《黎明》杂志在国外（日内瓦、利普斯克、伦敦、巴黎）出版，后来在波兰（克拉科夫、华沙、利沃夫）出版。——287。



[147]割地是指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中农民失去的土地。按照改革的法令，如地主农民占有的份地超过当地规定的最高标准，或者在保留现有农民份地的情况下地主占有的土地少于该田庄全部可耕地的1／3（草原地区为1／2），就从1861年2月19日以前地主农民享有的份地中割去多出的部分。份地也可以通过农民与地主间的特别协议而缩减。割地通常是最肥沃和收益最大的地块，或农民最不可缺少的地段（割草场、牧场等），这就迫使农民在受盘剥的条件下向地主租用割地。改革时，对皇族农民和国家农民也实行了割地，但割去的部分要小得多。要求归还割地是农民斗争的口号之一。——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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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饱饱的资产阶级和馋涎欲滴的资产阶级

（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

《时报》是法国保守派资产阶级的最有影响的报刊之一。它拼命攻击社会主义，很难看到有哪一天它不指名道姓地对马克思、倍倍尔、盖得、饶勒斯进行极其恶毒的评论和攻击。一谈到社会主义，《时报》就要狂怒得全身发抖。

该报极其注意俄国的“危机”（用好心的欧洲人的话来说），从不忘记对“友好的有同盟关系的国家”（la　nation　amie　et　alliée）提出有教益的忠告。现在它又就最近一次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发表了一篇社论。它追溯了上次七月代表大会，甚至事情已经过去，它还是忍不住要发泄自己的不满。它写道，这真是一个“思想极度混乱，意图极不明确的场面”：布里根草案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然而代表们仍旧只限于“热烈的发言”，而不能决定是抵制还是参加的问题。法国执政的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甚至气愤地提醒地方自治人士说，他们可没有委托书啊！

但是现在，吃饱了政权的资产者笑得多么开心呀！他多么亲切地赶忙去握住自己同伴的高贵的手！这个同伴虽然还只是馋涎欲滴地望着政权，但是已经证明自己“成熟”了！抵制被否定了，没有委托书的事现在已经不提了。《时报》说，“地方自治人士的决定给自己增了光。这证明俄国人民中最有教养的分子的政治修养在不断提高，他们正在放弃耍政治把戏的模糊计划，勇敢地走上必然进化的道路。”

吃饱了政权并深知人民即工人和农民在革命中取得真正胜利会造成什么结果的资产者，毫不犹豫地宣布自由派地主和商人的九月代表大会是演进对革命的胜利。

他称赞代表大会的“温和”。他喜形于色地指出关于“分散土地”和关于妇女选举权的决议案没有被通过。“这些决定的英明和温和清楚地表明，极端党派的意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没有占上风。他们一致同意的纲领相当民主，足以 解除革命者的武装
 。而由于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希望仅仅通过合法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大会的纲领还能够联合那些不会因为个人争论而同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成员分裂的改良主义者。”

吃得饱饱的资产者用鼓励的态度拍拍馋涎欲滴的资产者的肩膀说：你们提出的纲领“相当民主”，足以迷人眼目， 解除革命者的武装
 ，你们走上合法的道路——用简单明了的俄国话说，就是和特列波夫—罗曼诺夫们讲好价钱，可真是治国的英才。

有眼力的资产者对头脑简单的革命者所抱的希望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的新《火星报》的聪明人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放松了缰绳，向圈套奔去，抢着建议温和的资产者担负起民主责任，而这些资产者现在是满心愿意许下任何诺言，担负任何责任的。不仅在敌对政党之间的斗争中，而且在社会主义政党内部的斗争中（如我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从经验里看清了的），只要稍微触及斗争者的根本利益，一切诺言都会成为泡影。英国的谚语说得好：The　promises　like　pie-crust　are　leaven　to　be　broken。“诺言好比馅饼皮，为了撕皮才做皮。”

火星派在杜马问题上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从思想上和策略上 解除革命者的武装
 。机会主义的《火星报》的聪明人做了这项解除武装的工作，他们痛骂积极抵制的思想，用消极抵制来代替（完全是按照《新时报》[148]的精神，用词也几乎一样）积极抵制，宣传对互相拥抱的米留可夫们和斯塔霍维奇们的信任和轻信，用解放派资产阶级的乌七八糟的东西，如“公民革命自治”，来 代替
 起义这一革命口号。

只有瞎子才会到现在还看不见《火星报》陷入了什么样的泥潭。《火星报》在秘密报刊中是完全孤立的，站在它那边的 只有《解放》
 杂志。连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也不会怀疑崩得会同情“前进派的武器库”，但崩得却坚决主张积极抵制了。在合法报刊中，一切坏蛋和一切温和的自由派都联合起来，反对同情抵制的和对农民最友好的激进资产者。

列宁在《两种策略》 
［注：参看本卷第1—124页。——编者注］

 一书中分析新火星派的决议时说， 《火星报》把自己降低到自由派地主的水平
 ，《无产者报》则竭力提高革命农民的水平，这难道说得不对吗？

我们已经提到了《新时报》。不仅这家御用报纸，而且连《莫斯科新闻》也在拼命反对抵制的思想，这就向一切人表明了杜马的实际政治意义。现在我们举出《新时报》的一个非常典型的鬼把戏作为例子，我们所以特别愿意谈谈这件事，是因为它甚至能把《俄罗斯新闻》那样“可敬的”自由派机关报的资产阶级丑行彻底揭露出来。

《俄罗斯新闻》驻柏林的名记者约洛斯先生在第247号上评论了耶拿代表大会[149]。这个市侩首先赞美的是发现了一个善良正直的自由派资产者富翁阿贝，他捐赠给耶拿市一所民众文化馆，供各党派（甚至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自由集会之用。于是，约洛斯先生就得出自己的教训：“在一定的政党范围之外，也可以给人民带来好处。”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一个著作家在俄国正在进行激烈的政党斗争的时候去赞美非党性，我们该怎样评论这个著作家呢？难道约洛斯先生不懂得，他是在做一件莫大的政治蠢事，是在为新时派效劳吗？但是，约洛斯先生下面这句话却向读者表明了这个市侩喜欢非党性的真正用意是什么：


　　“更不必说，在某些政治条件下，暂时收藏起最终的目的
 而记住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共同的最近任务是有益的。”



　　真是够坦率的！约洛斯先生，真应该感谢你说得这样明白！我们现在应当做的只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场合，在每次向工人讲话的时候，利用这些话来表明俄国自由主义的 资产阶级
 性质，来向工人说明建立一个同资产阶级（即使是最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势不两立的 独立的
 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但是，我们这位“民主派”的这些话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约洛斯先生不只是奉劝无产阶级“暂时收藏起最终的目的”，即放弃社会主义，不，他还奉劝他们不要把目前的政治革命进行到底。约洛斯先生援引了倍倍尔的演说，并且特别着重提出这篇演说中的一段话，在那段话里倍倍尔怀疑我们能够“这样迅速地”把俄国变成文明的国家，同时还说旧的专制制度再也不会回来了，“旧的俄国一去不复返了”。约洛斯先生就这段话写道：


　　“我不认为倍倍尔是俄国问题的权威，但是我应当指出，他演说中的这一部分的看法胜过考茨基及其他一些主张不断革命（Revolution　in　per-manenz）的学理主义者。倍倍尔是聪明人，是政治家，他知道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在人民生活中采取哪些具体的形式，他认为胜利首先是实现文化方面的任务，从他的话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他没有在俄国知识分子和俄国无产阶级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大概更不会在他们之间筑一堵墙，至少在实现起码的人权以前是这样。”



　　第一，这是 对倍倍尔的诬蔑
 ，是纯粹新时报式的诬蔑。倍倍尔历来总是明确地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约洛斯先生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倍倍尔最坚决地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区别开来。硬要俄国读者相信倍倍尔由于为“文化”奋斗而曾经忽略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虚伪和变节以及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目的，这就是对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的极大的诽谤。第二，从倍倍尔的演说中绝对不能得出倍倍尔对俄国革命的看法和考茨基不同的结论。倍倍尔在这方面“胜过”考茨基，那是约洛斯先生的捏造，他从倍倍尔的演说中断章取义地摘出一段话来，加以歪曲，而对倍倍尔完全赞成俄国革命和相信俄国革命会彻底胜利的一系列言论，却绝口不谈。

第三，——这也是《 俄罗斯新闻
 》的立场中最值得注意的特点——约洛斯先生的鬼把戏表明，他恰恰 害怕
 俄国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约洛斯先生把“经常的革命”叫作“经常的无政府状态”。这样说就是把革命叫作叛乱，这样说就是充当 革命的叛徒
 。但愿那些爱说什么他们没有来自左边的敌人的《解放》杂志的外交家们，别对我们说这是《俄罗斯新闻》的偶尔失言吧。这样说是不对的。这是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厂主最深刻的感情和最根本的利益的表现。这也就是那位号召人们起来反对俄国革命走上1789年道路的维诺格拉多夫先生的论调。这也就是那位对沙皇说自己不同情叛乱的特鲁别茨科伊先生的奴才行为。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干的无数可耻行为的唯一真实的文字叙述，他们 厌倦
 “经常的无政府状态”，他们开始渴望 安定和秩序
 ，他们已经对“斗争”感到疲惫（虽然他们从来没有斗争过），他们一看到工人和农民真正起来进行真正的斗争，希望战斗而不愿意只是任人杀戮的时候， 便要退出
 革命。民主派资产者对于特列波夫们的暴戾、对于屠杀手无寸铁的人的罪行，情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害怕的不是这种而是另一种“无政府状态”：那时将不是特列波夫，也不是彼特龙凯维奇和罗季切夫执政，而是工人和农民的起义 取得胜利
 。民主派资产者所以这样乐意参加杜马，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杜马能保证出卖革命，能保证防止革命这种可怕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取得完全的胜利。

我们已正确地指出这种自由派的心理作用，《新时报》就证明了这一点。特列波夫们的这些老练的奴仆一眼便看出《俄罗斯新闻》的全部卑劣货色，赶忙亲热地拥抱自己的伙伴。9月13日（26日）的《新时报》恰恰以赞许的口吻引用了约洛斯先生的倍倍尔“胜过”考茨基这一谬论，并且说：


　　“这样一来，我们的激进派－‘缺席主义者’就不得不认为倍倍尔也不再是自己的同盟者了。”



　　结论是十分自然的。《新时报》的职业叛徒对《俄罗斯新闻》的“失言”的实质和意义估计得很正确。不仅如此，富有政治经验的《新时报》立刻作出了 关于杜马
 的结论。虽然约洛斯先生 只字未提
 倍倍尔对抵制的看法，但是《新时报》正是骂主张抵制的人是“缺席主义者”。《新时报》不仅诬蔑了倍倍尔，而且还诬蔑了“激进派”，但是却表明了这样一种十分正确的看法：指导着“激进派－缺席主义者”的策略的，正是革命完全胜利的思想、不断革命的思想，而支配那些正在奔向杜马的自由派的，则是害怕“经常的无政府状态”的心理。《新时报》说得对。特列波夫的奴仆完全有理由当场把约洛斯先生抓住，并且对他说：既然你不想要“经常的无政府状态”，那你就是我的同盟者，任何的民主高调都改变不了我的这种看法。我们的争吵是一家人之间的小小的争吵，但是反对“学理主义者”，反对“经常的无政府状态”的拥护者，我们将是一致的！难道《火星报》现在还不懂得它责备主张抵制的人是弃权， 即缺席主义
 ，就是和新时报说一样的话吗？难道它还不懂得它的口号同新时报的口号相吻合，就证明了它的立场有某种极为虚假的东西吗？

吃得饱饱的欧洲资产阶级称赞馋涎欲滴地看着政权的俄国资产阶级的温和。特列波夫的奴仆们称赞《俄罗斯新闻》的约洛斯先生责备“经常的无政府状态”的思想。新时派和新火星派讥笑“缺席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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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谈抵制杜马

（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

《解放》杂志第76期刊登了地方自治人士七月代表大会的简短记录。现在，在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的问题引起了普遍注意的时候，谈一谈这个能说明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究竟怎样议论抵制的独特的材料，是极其重要的。当然，谁都不怀疑，在缔结和约以前，在关于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前，他们是比现在革命一些或者是竭力装得比现在革命一些。但是，他们的论据的性质对于检验我们对问题的估计仍然是很有益处的。因为反对党和革命党同时讨论具体政治步骤，这在俄国政治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

自然，促使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抵制问题来的，不是他们的总的斗争纲领，不是一定阶级的利益，而首先是他们因为处于矛盾的、尴尬的境地而感到有些难为情和羞愧。施什科夫先生问道：“怎么好去参与一件被我们狠狠地批评过的事情呢？人民会以为我们是赞成法案的。”可以看到，这个自由派一想到抵制，就联想到人民的问题，他本能地感觉到，参加杜马就是做了一件对人民不大说得过去的事情。他摆脱不掉和人民走在一起的那一丝良好愿望。另一位发言人拉耶夫斯基先生把问题提得更为抽象：“我们过去一直是站在原则立场上，而现在在策略方面走上了妥协的道路。结果是：我们谴责了布里根草案，可是我们又很想当人民代表。我们不走这条不可靠的道路。”这当然是拉耶夫斯基先生的小小的夸大，因为解放派 从来就没有站在
 原则立场上。把问题归结为完全否定妥协也是不正确的，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一定会对这位发言人说，绝对否定现实生活所强加于我们的妥协，那是可笑的，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而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清楚地认识到并且不屈不挠地去追求斗争的目的。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根本不会产生对问题的唯物主义提法的。他的疑惑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各个阶层内部发生深刻分裂的征候而已。

在拉耶夫斯基先生发言以后起来发言的空谈家罗季切夫先生解决问题很简单：“我们曾经反对过新的地方自治条例，但是我们又参加了地方自治机关……如果我们当时有力量实现抵制，就一定宣布抵制了”（最可敬的先生，难道不是因为私有者的利益和坚定不移地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不相容的，和工人农民是相敌对的，所以才“没有力量”吗？）……“兵法的第一条：及时逃跑……”（千真万确，特维尔自由主义的骑士就是这样说的！可是，自由派还讥笑库罗帕特金呢）“这样就是抵制：如果我们在参加杜马以后就作出第一项决定：‘我们退出杜马。这不是真正的代表机关，而没有真正的代表机关你们总是不行的。请把真正的代表机关给我们吧。’这就是真正的‘抵制’”（当然该说“请给”！——对地方自治机关的巴拉莱金[150]说来还能有什么比这更为“真正的”呢？难怪当戈洛文先生告诉他们说他“毫不费力就说服了”莫斯科总督，使总督不再担心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会宣布自己为立宪会议的时候，他们竟这样高兴地笑了起来）。

科柳巴金先生说：“前几位发言人是这样提问题的：‘或者参加布里根杜马，或者什么也不做。’（《火星报》提问题和君主派资产阶级右翼的这“前几位发言人”正好一样）应当面向人民，人民都会反对布里根杜马的……面向人民吧，真正实现言论和集会的自由吧。但是，参加这个毫无用处的机关，你们会毁掉自己。你们在那里将是少数，这个少数在人民面前是会毁掉自己的。”在这篇发言中又可以感觉到抵制思想和诉诸农民的做法是相联系的，抵制思想的内容就是离开沙皇走向人民。对科柳巴金先生的发言了解得非常深刻的舍普金先生赶忙极其坦率地反驳说：“如果在人民面前我们犯了错误，这不要紧，但是，我们要挽救事业”（…… 资产阶级的事业
 ，如果工人出席了这次高贵的会议，他们也许会对这位发言人这样喊的）。“我并不否认，也许我们很快就要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常务局的草案（反对抵制的决议草案）想要避免这一点，因为我们无论就所受教育或者就感情”（阶级的教育，阶级的感情）“来说都不是革命的。”

舍普金先生的议论真是高明！把所有的新火星派分子加在一起，也还不如他那样懂得，这里的问题实质不在于选择手段，而在于目的的不同。应当“挽救”现制度的“事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不应当冒险去走革命的道路，这会使工人和农民得到胜利。

但是饶舌家兼废话家德·罗伯蒂先生发表了同新火星派分子完完全全一样的意见：“如果草案因为毫无用处而成了法律，那怎么办呢？拿起武器来起义吗？”（罗伯蒂先生，您怎么啦，怎么可以“把起义和杜马联在一起呢”！？多可惜啊，您不认识我们的崩得，否则他们会告诉您，不能这样联系。）“我认为，起义将来一定会到来。而现在，抵抗可能是纯消极的，或者是消极的但又随时可以转变成积极的。”（啊，多么可爱的激进派呀！他真该使用新《火星报》的“革命自治”的口号，——那他会唱起多么多么好的咏叹调啊……）“……代表委托书只能给那些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完成变革的人。”看我们的吧！我们说帕尔乌斯正是同这种解放派分子见了面，并且拥抱在一起，我们说新《火星报》上了能说会道的地主的漂亮话的当，难道说得不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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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巴拉莱金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温和谨慎的人们》和《现代牧歌》中的人物，一个包揽词讼、颠倒黑白的律师，自由主义空谈家、冒险家和撒谎家。巴拉莱金这个名字后来成为空谈、撒谎、投机取巧、出卖原则的代名词。——301。





《列宁全集》第11卷


关于党的统一问题[151]


（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


编者按
 ：中央委员会极其明确而肯定地提出了问题，我们这方面只有对此表示欢迎。或者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基础上同党合并，或者是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必须作出最后的抉择。如果它不赞成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的基础上加入党，那就必须立刻为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进行准备和制定条件。为此，第一，双方必须正式地毫不含糊地声明，原则上承认必须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召开两个代表大会；第二，还必须正式规定，党的每个部分的一切组织都要无条件服从自己那部分的代表大会的决定。换句话说，两个代表大会对于各自那一部分的党组织来说，应当起决定问题的作用，而不是咨询的作用；第三，必须预先明确规定，究竟根据什么原则召开代表大会，就是说，由哪些组织选派多少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对于承认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那一部分党组织来说，二、三两项已经在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章里规定了）；第四，应当立即开始磋商召开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关于两个代表大会合并为一的条件和时间，将由两个代表大会直接决定）；第五，极端重要的是，立即着手制订最确切、最详细的合并草案，提交两个代表大会决定。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无论是其他党的经验或者是我们党的经验都清楚地表明，没有一个或几个预先准备好的、公布过的、并全面讨论过的统一草案，代表大会就根本不可能解决这样困难的问题。

所以现在要看组织委员会怎样做了，一切拥护统一的人都迫切地等待它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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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无产者报》第20号以《关于党的统一问题》为标题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和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代表第三次会谈的记录以及中央委员会对这个记录的注释。这里收载的是列宁为发表这些材料而写的编者按语。



中央委员会对记录的注释指出：孟什维克的政策依旧是他们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前所奉行的政策，这种政策会“造成极大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使党真正陷于瓦解。”



中央委员会代表和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代表头两次会谈的综合记录载于1905年7月22日（8月4日）《中央委员会快报》第3号。——304。





《列宁全集》第11卷


生气的回答

（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

我们的《自然发生论》这篇文章（《无产者报》第16号） 
［注：见本卷第232—237页。——编者注］

 引起了崩得的极为生气的回答。崩得甚至连自己的生气字眼都不够用，还向著名的粗野论战的论敌普列汉诺夫去借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崩得为什么生气呢？原来是因为我们一方面说崩得称赞《火星报》可能是一种讽刺，另一方面又讥笑崩得和《火星报》在一系列问题上是一致的。崩得硬说我们是两面派，责骂我们变戏法等等，同时 完全避而不谈
 我们对崩得的那些显然并非讽刺的和同样显然不正确的论据所作的全部分析。崩得为什么避而不谈我们对他们自己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质所作的这种分析呢？因为从这一分析中可以看出 崩得自己的立场的两面性
 ，它一方面反对火星派的“杜马”策略，另一方面又极其严重地重复了火星派的一系列错误。生气的崩得说我们是两面派，实际上是由于 崩得
 在下面这个问题上采取了 两面派立场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应当提出由临时革命政府或沙皇或国家杜马来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呢，还是提出这个立宪会议自然发生的口号。我们已经说明，崩得 在这个问题上弄糊涂了
 。崩得直到现在还没有对它作出直接的回答。既然崩得现在因为我们给了他们一面镜子而谩骂我们，那么我们就用一句谚语来回答他们：“既然……，就不要怪镜子” 
［注：俄罗斯谚语：脸丑不要怪镜子。——编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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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1卷


新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

（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

我们收到了孟什维克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152]的胶印决议。会议的最重要的决议（关于国家杜马的）我们以后还要谈。现在我们只是指出，代表会议从火星派的“杜马”策略的两大要点中抛弃了“为把坚定分子选入国家杜马而施加压力”（符合马尔托夫、切列万宁、帕尔乌斯的精神），但是接受了“组织立宪会议的全民选举”。关于《火星报》编辑部成员的问题通过了三项决议，但是问题仍旧没有解决。一项决议请阿克雪里罗得不要退出编辑部，另一项决议请普列汉诺夫回到编辑部来（而且代表会议——大概没有说俏皮话的意思——对普列汉诺夫的退出表示“困惑不解”），第三项决议向《火星报》致谢，对它表示完全信任等等，但是，关于编辑部成员的问题“将交给全俄成立代表会议最后决定”。大家知道，“第一次全俄代表会议”曾经把问题“交给”地方组织解决。现在地方组织又把它“交给” 成立
 代表会议解决…… 这大概就是所谓消除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吧…… 事情还在研究讨论，《火星报》却继续使用中央机关报的称号，而这样的称号甚至连它的拥护者也并未赋予过它。多便当的立场，这还用说吗！

南俄代表会议的组织章程是从大家都已知道的那个章程[153]中抄来的，但是有几处作了不大的修改；补充了这样一条：“党的最高机关是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尽可能每年召开一次。”我们热烈欢迎这一改进。由于有了“中央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出”这样一个新的很好的条文，由于有了在代表大会上解决（即使是在将来）关于编辑部成员问题的良好愿望，这种改进就证明是向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靠近了一步。我们希望，4个月以后，下一次的“成立”代表会议将把召开代表大会，即党的这些最高机关的程序也定出来…… 遗憾的是，关于统一问题，代表会议转来转去兜圈子，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你们是否愿意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呢？如果不愿意，你们是否准备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召开两个代表大会呢？我们希望，下一次的“成立”代表会议（早一些召开吧，不要等到4个月以后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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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孟什维克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于1905年8月在基辅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孟什维克的各小组和委员会的12名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两个部分的统一、关于国家杜马、关于《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关于组织章程等决议，并成立了南方组织区域委员会。



列宁在《新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两篇文章中（见本卷第308—309页和第356—372页）尖锐地批评了代表会议的决议。谈到代表会议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时，列宁写道：它“将永远是一个把社会民主党任务庸俗化的遗臭万年的历史文献。”（见本卷第368页）对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的决议，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问题》一文中（见本卷第310—312页）说明了问题的事实真相，揭穿了代表会议这一决议的欺骗性。列宁在1905年9月25日（10月8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一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308。



[153] 指1905年4月孟什维克的日内瓦代表会议通过的《组织章程》。——308。









《列宁全集》第11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问题

（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

孟什维克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就这个问题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南俄各组织代表会议从文件中看到，列宁同志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同‘少数派’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154]的代表问题取得协议，而在那里把这个问题变成党的两个部分的斗争对象，把琐碎的派别意见分歧提到首要地位，代表会议对此深表遗憾，同时请普列汉诺夫同志继续代表我们这部分党参加国际局，建议‘多数派’各组织立刻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并委托普列汉诺夫同志为自己的代表，以实现我们力求达到的统一和在其他一切国家的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政党面前维护我们大家都同样珍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威信。”

这个决议迫使笔者对事情真相作如下说明：（1）孟什维克不可能不知道，任何协议都取决于设在国内的中央委员会。他们故意只谈“列宁同志”一个人，他们的话不符合真实情况。（2）在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中央委员会两个在国内的委员就立刻亲自找普列汉诺夫谈，表示希望他既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国际局的代表，又担任学术机关报的编辑。但是普列汉诺夫拒绝了。所谓“没有采取任何步骤等等”的说法是违反真实情况的。（3）普列汉诺夫表示拒绝之后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他 没有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征求意见
 就在报上发表声明（5月29日），说他同意只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个部分，并且通过报纸要求承认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人对此表示同意。（4）《无产者报》编辑部立刻转载了（在6月26日（13日）第5号上）普列汉诺夫的声明，并且补充说，问题已经提交中央解决。（5）在中央委员会没有把问题解决以前，我一直以中央的名义和国际局进行联系，以便向国际局报告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和向中央报告国际局的工作，同时我曾经声明，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国际局的代表问题还没有解决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16页。——编者注］

 。换句话说，在参加国际局的特派代表问题获得解决以前，中央一直是通过自己在国外的代表和国际局进行联系的。（6）我向国际局公开明确地声明过，我和它的联系是暂时性的，我没有提出 任何
 关于“斗争”和“意见分歧”的问题，我只是介绍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尽了我所应尽的责任。（7）普列汉诺夫于 
6月16日

 写信给国际局，在信中他（一）错误地硬说他已经受托担任两派的代表，（二）叙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分裂的历史，其中有许多地方违反真实情况，完全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说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是“擅自行动”，说我们党内的调和派是“ 泥潭派
 ”，说参加代表大会的只有“近似半数的‘享有全权的’组织”，说代表大会是“极端集中主义者和泥潭派的结合体”等等。

（8）我在 1905年7月24日
 致国际局的信中逐条驳斥了普列汉诺夫的这封信（普列汉诺夫的信我只是在他发信1个月以后，当国际局把这封信的抄件寄给我的时候，我才知道的）。关于“泥潭派”我在自己的信中写道：“的确，我们党内有一个‘泥潭派’。它的成员在党内斗争中经常从一方倒向另外一方。第一个这样的倒戈分子就是普列汉诺夫，他在1903年11月从多数派倒向少数派，而在1905年5月29日又脱离了少数派，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我们不赞成这种倒过来倒过去的行为，但是我们认为，不坚定分子即‘泥潭派’分子经过长期的动摇以后愿意追随我们，这不能算是我们的过错。”我在那封信里说，关于分裂以后的状况的问题，国际局必须掌握“代表会议各项决议的完整译文”。我补充说：“如果《火星报》不愿意把这种译文寄给国际局，我们愿意代劳。”

现在让读者来判断一下，能够说普列汉诺夫的行为不偏不倚，而新的代表会议对事情的阐述符合真实情况吗？谁损害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威信呢？谁首先向国际局报告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分裂的历史呢？谁提出了“派别的意见分歧”呢？？


　　尼·列宁


附言：为了满足南俄代表会议想要知道多数派组织的意见的愿望，下面公布1905年8月寄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科斯特罗马委员会的决议[155]。编辑部没有收到有关这一问题的其他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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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的执行和通讯机关，根据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执行主席是埃·王德威尔得，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从1905年10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1914年6月，根据列宁的建议，马·马·李维诺夫被任命为社会党国际局的俄国代表。社会党国际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实际上不再存在。——310。



[155]在列宁提到的决议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科斯特罗马委员会，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反对委派格·瓦·普列汉诺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决议发表于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无产者报》第20号。——312。





《列宁全集》第11卷


同读者谈话摘录[156]


（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


编者按
 ：我们发表一位同志的来信摘要，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委员会的委员。这位同志不但给中央机关报写通讯，而且还谈论 自己
 对策略的理解， 自己
 运用策略的情况。这样做的同志为数不多。没有这种完全不是专门供发表用的谈话，就不能够共同制定统一的党的策略。没有这种同实际工作者的交换意见，国外报纸的编辑部就永远不可能真正代表全党的呼声。所以，我们发表这位只熟悉一小部分最近出版的书刊的同志的意见，是想要鼓励尽可能多的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也来就党的一切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交换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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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这是列宁为《无产者报》发表布尔什维克谢·伊·古谢夫给该报编辑部的信的摘录而写的编者按语。古谢夫在1905年下半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书记。他在信中谈论了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中的策略问题，讲述了在群众中解释这些问题的情况，并批评了孟什维克的日内瓦代表会议的决议。1905年9月7日（20日），列宁在给古谢夫的回信中称赞他做出了实际工作者同中央机关报就这些问题进行谈话的创举，表示编辑部准备把他的信的一部分刊印出来。——313。





《列宁全集》第11卷


莫斯科流血的日子[157]


（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

日内瓦，1905年10月10日（9月27日）

工人起义又爆发了——在莫斯科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和街头斗争。1月9日，首都响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发动的第一声霹雷。这隆隆的雷声响彻了俄国全境，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唤起百万以上的无产者去进行巨大的斗争。继彼得堡而起的是各边疆地区，那里的民族压迫使本来就难以忍受的政治压迫更加严重。里加、波兰、敖德萨和高加索先后成了逐月、逐周都在向深广发展的起义的策源地。现在起义已经蔓延到俄国中部，蔓延到“真正的俄罗斯”地区的中心，本来这些地区的稳定一直是使反动派感到高兴的。俄国中部的这种比较稳定的状态，即这种落后的状态，是由下面一系列情况造成的，这就是：大工业形式比较落后，虽然它包括很多工人群众，但是它只在很小的程度上使工人和土地断绝联系，使无产者集中于文化中心；它距离外国很远；没有民族纠纷。还在1885—1886年就在这个区域出现的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158]，好象是很久地沉寂了，社会民主党人几十次、几百次的努力，都因碰到当地特别困难的工作条件而遭到失败。

可是，中部地区也终于动起来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罢工[159]证明工人的政治成熟性已经达到出人意料的高度。在这次罢工以后，整个中部工业区的不满情绪已经不断地加强和扩大起来。现在这种不满情绪已经爆发出来，正在变成起义。毫无疑问，革命的莫斯科大学生进一步加强了这次爆发，他们刚刚通过了与彼得堡的决议完全相同的决议，痛斥国家杜马，号召为建立共和国，为成立临时革命政府而斗争。“自由派的”教授们刚刚选出鼎鼎大名的十足自由派的特鲁别茨科伊先生当校长，现在又在警察的威胁下将大学关闭了。据他们自己说，他们是怕在大学院内重演梯弗利斯的惨剧[160]。他们这样做，不过是加速了街头的、大学外面的流血惨剧的发生。

我们根据外国报纸所载的简短的电讯来判断，莫斯科事变是按1月9日以后可说是已经成为惯例的“通常”过程发展的。开始是排字工人的罢工，罢工迅速扩大起来。9月24日（10月7日）星期六，各印刷所、电车、烟草工厂都停了工。报纸没有出版。眼看就会发生工厂工人和铁路工人的总罢工。晚上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参加游行的除排字工人外，还有其他行业的工人、大学生等等。哥萨克[161]和宪兵多次驱散示威群众，但是他们又重新集合起来。许多警察受了伤。示威群众抛掷石块，并用左轮手枪射击。指挥宪兵的一个军官受了重伤。一个哥萨克军官和一个宪兵被击毙等等。

星期六，面包师也参加了罢工。

9月25日（10月8日），星期日，事变忽然急转直下。从上午11时起，工人开始聚集在各条街道上——特别是在斯特拉斯特内林荫道上和其他地方。人群唱着马赛曲。几家拒绝罢工的印刷所被捣毁了。哥萨克在击退了极为顽强的反抗之后，才把示威群众驱散。

在总督府附近的菲力波夫商店门前，聚集了大约400人，主要是面包工人。哥萨克向群众攻击。工人退入房屋，爬上屋顶，从那里向哥萨克抛掷石头。哥萨克朝屋顶开枪，但是无法赶走工人，只好采取正规的围攻办法。房屋被包围起来了，一队警察和两个精选连实行包抄，从后面冲进房屋，最后把屋顶占领了。有192个面包工人被捕，被捕者中有8人受伤，两个工人被打死（我们再说一遍，所有这些都是外国报纸电讯中的消息，当然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只能使我们对这次战斗的规模有个大致的概念）。据一家有声望的比利时报纸报道，有许多看门人在努力清洗街道上的血迹，这家报纸说，这个细小的情节比长篇的报告更能证明斗争的严重性。

关于特维尔大街的流血惨剧，彼得堡的报纸大概曾得到准予报道的许可。但是第二天书报检查机关又害怕公之于众了。据9月26日（10月9日）星期一的官方公报说，莫斯科并未发生任何重大的风潮。然而彼得堡各报编辑部从电话中得到的消息却不是这样。原来，群众又聚集在总督府附近。发生了很激烈的冲突。哥萨克不止一次地开枪射击。当他们下马开枪射击时，他们的马踩倒了许多人。傍晚，林荫道上挤满了工人群众，他们高呼革命口号，挥舞着红旗。群众抢劫了面包铺和枪械商店。最后，人群被警察驱散了。有许多人受了伤。中央电报局由一个连的士兵保护。面包工人的罢工发展成了总罢工。大学生中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起来。参加集会的人愈来愈多，会议更加具有革命性质。《 泰晤士报
 》驻彼得堡记者报道说，在彼得堡散发了号召进行斗争的传单，那里的面包工人情绪激昂，那里已决定在10月1日（14日）星期六举行游行示威，人心惶惶。

尽管这些材料很不充分，但是，根据这些材料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说，莫斯科起义的爆发和其他地方比较起来，不能说是运动的更高阶段。这里既没有事先受过训练的和装备精良的革命部队的发动，也没有哪怕是一部分军队转到人民方面来，也没有广泛使用“新式的”民间武器，如炸弹之类（9月26日〔10月9日〕，梯弗利斯人曾用炸弹把哥萨克和士兵们吓得魂不附体）。缺少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便不能指望武装大批工人，也不能指望起义胜利。我们已经说过，莫斯科事变的意义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它表明这个巨大的中心城市接受了战斗的洗礼，一个极大的工业区卷入了严重的斗争。

俄国的起义的发展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平稳地直线上升的。彼得堡1月9日事件的主要特征，是大批群众万众一心地迅速参加运动，他们没有携带武器，没有准备去作斗争，可是他们却在斗争中受到极大的教育。波兰和高加索的运动的特点是斗争非常顽强，民众使用武器和炸弹的情况比较多。敖德萨的斗争的特点是一部分军队转到起义者方面来。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运动始终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是同群众罢工融为一体的。莫斯科运动进展的情形，也和其他许多不大的工业中心城市一样。

现在我们面前自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革命运动将会停留在这个已经达到的、已经成为“通常的”和人们所熟悉的发展阶段上呢，还是会升到更高的阶段？如果我们敢于对俄国革命这种极为复杂和范围广阔的事变作一番估计，那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认为第二种前途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确实，现有的这种可以说是已经学会的斗争形式——游击战争，连续不断的罢工，时而在国内的这个地方，时而在国内的那个地方用街头斗争来袭击敌人，把敌人弄得精疲力竭，——就已经产生了并且仍然在产生极大的效果。这种顽强斗争使工业停顿，使官僚机关和军队的士气完全沮丧，使全国各个居民阶层都对现状产生不满，任何国家都不能长期经受住这种顽强的斗争。俄国专制政府更经受不住这种斗争。我们可以完全相信，甚至单用工人运动已经创造出的这些形式把这个斗争坚持下去，也一定会使沙皇制度崩溃的。

但是，在现代俄国，革命运动绝不可能停留在目前已经达到的阶段上。恰恰相反，所有的材料都非常清楚地说明，这只是斗争的最初阶段之一。祸国殃民的可耻战争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对于人民的影响，还远未充分表现出来。城市中的经济危机和乡村中的饥荒，正在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根据一切消息看来，驻在满洲的军队怀有强烈的革命情绪，所以政府不敢把他们调回来，——可是不把这支军队调回来又不行，因为有可能举行新的、更严重的起义。在俄国工人和农民中间进行的政治鼓动，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广泛，这样井井有条，这样深入。国家杜马的滑稽剧必然会使政府遭到新的失败，使人民更加愤怒。我们亲眼看到起义仅仅在10个月内就已经有了惊人的发展，所以我们得出结论说，起义即将升到新的、更高的阶段，那时一定会有革命者的战斗队或哗变的军队来支援群众，帮助他们获得武器，使“沙皇的”（现在还是沙皇的，但已远非完全是沙皇的）军队发生极大的动摇，那时起义就会取得沙皇制度所无法对付的重大 胜利
 ，——这并不是什么幻想，也不是什么良好愿望，而是直接从群众斗争的事实中得出的必然的结论。

沙皇军队在莫斯科战胜了工人。但是这个胜利并没有削弱失败者的力量，而只是使他们更坚强地团结起来，激起了他们更深的仇恨，使他们更接近于严重斗争的实际任务。这个胜利是一种不能不使胜利者的队伍发生动摇的胜利。军队到现在才开始明白，现在动员他们，完全是为了同“内部的敌人”作斗争，这种认识不仅是根据法律，而且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得来的。对日战争已经结束。[162]但是动员工作仍在继续进行，这是为了 反对革命
 而实行的动员。我们不怕 这种
 动员，我们敢于去欢迎它，因为被动员来同人民进行不断的斗争的士兵人数愈多，这些士兵就会愈迅速地受到政治教育和革命教育。沙皇政府动员一批又一批的部队来与革命作战，以迁延总解决时刻的到来，但是这种迁延对我们最有利，因为在这种持久的游击战争中，无产者将学会作战，而军队将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生活，政治生活的召唤，年轻俄罗斯的战斗呼声，甚至会传进紧闭着的营房，唤醒那些最愚昧、最落后、最受压制的人们。

爆发的起义又一次被镇压下去了。让我们再一次高呼：起义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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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的资产阶级和醒来的资产阶级

文章的提纲

（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

请想想看，少数人同不能容忍的邪恶现象进行斗争，而多数沉睡者却没有觉察到这种邪恶现象，或者对它无动于衷。那斗争者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1）唤醒尽可能多的沉睡者。（2）向他们进行关于他们的斗争任务和斗争条件的教育。（3）把他们组织成为能够取得胜利的力量。（4）教会他们正确利用胜利的果实。自然， 第1条
 应当比第2—4条先做到，离开 第1条
 ，后几条是不可能实现的。

于是这少数人就来 唤醒
 所有的人，推动 每一个人
 。

由于生活本身也在发展，他们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很多人被唤醒了。这时开始发现，其中一部分被唤醒的人 热中
 于维护邪恶现象，他们或者是要自觉地支持它，或者是要保持其中对这批被唤醒的人有利的方面和部分。

这时，战士们、战斗的号召者、启蒙者、革命的鸣钟人就来 反对
 这些被 他们自己
 唤醒的人，这不是很自然吗？ 这时
 战士们就不再花费力量去推醒“每一个人”，而是把重心转到下面这样一些人身上，他们能够（1）醒来，这是第一；（2）接受彻底斗争的思想，这是第二；（3）认真进行斗争并且斗争到底，这是第三；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自由派的关系在1900—1902年（唤醒）、1902—1904年（区分被唤醒的人）和1905年（同醒来的……叛徒作斗争）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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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信[163]


（1905年9月）

同志们！我们想提请你们注意中央机关报和地方出版机关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合作的一个方法。中央机关报时常受到责备，说它脱离运动、不够通俗，等等。当然，这些责备有正确的地方，而且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这热火朝天的时期，我们从远处进行工作是非常不够的。但是，我们脱离运动，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央机关报同地方社会民主党人 群众
 的联系太少和不经常，彼此间合作得不够。我们对你们的帮助不够，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你们对我们的帮助也不够。现在我们想以同志的态度提请你们注意克服这些缺点中的 一个方面
 。

地方工作人员在利用中央机关报进行宣传鼓动方面做得是不够的。中央机关报到得晚，份数少。因此，（1）必须在地方小报上经常转载文章和短评；（2）必须在地方小报上经常用更通俗的语言来改写或转述中央机关报的口号（和文章），并且你们可以作补充、修改和删节等等，因为你们在地方上看得更清楚，而党的一切出版物都是全党的财富；（3）必须在地方小报上经常 摘引
 中央机关报上的东西，好让群众普遍知道中央机关报的名字， 意识
 到中央机关报是自己的固定的报纸，知道它是自己的思想中心，知道能够随时向它求教，等等。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在小报上说明，某个思想正是在《无产者报》的某篇文章中提出来的，或者某个类似的消息曾经在该报的某篇通讯中报道过，诸如此类等等。为了使 群众
 知道我们的中央机关报和扩大我们的整个影响范围，这样做是极其重要的。

地方委员会过去经常挑选一些合乎它们口味的文章来转载。现在特别重要的是 统一口号
 （在对待自由派、解放派以及他们的“妥协论”、他们的宪法草案等等的态度上；在关于革命军队、革命政府的纲领和抵制国家杜马等等问题上）。应当想方设法利用中央机关报进行地方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小报上不但要转载而且要 转述
 中央机关报的思想和口号，并且根据当地条件等等对它们加以 发挥
 或者修改。这对于我们和你们之间在事实上进行合作，交换意见，修改我们的口号，使工人 群众
 知道我们有一个固定的党中央机关报，是极其重要的。

务请在党的一切组织和小组中，直到最基层为止，宣读和讨论这封信。





	
《无产者报》编辑部
载于1905年9月《工人报》第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21—322页

















[163] 这封信发表于1905年9月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通俗报纸《工人报》第2号。《工人报》是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创办的，1905年8—10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4号。——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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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164]


（1905年9月）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早就远远超出了德国工人运动的范围。德国社会民主党按其组织性、按运动的严整性和团结、按马克思主义书刊的数量浩瀚和内容丰富等方面来说，都是走在各国党的前面的。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也就往往具有几乎是国际性的意义。关于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新的机会主义流派（伯恩施坦主义）问题，就曾经是这样。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165]的决定肯定了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久经考验的旧策略，这项决定已为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所接受，而且现在成了全世界一切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决定。现在的情形也是这样。关于群众性的政治罢工问题，耶拿代表大会的这个主要问题，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注意。最近在许多国家里，包括俄国在内，甚至可以说特别是在俄国，事变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到了首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决定无疑将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产生不小的影响，将激励和加强斗争着的工人的革命士气。

但是，我们先扼要谈一谈耶拿代表大会所讨论和解决的其他较为次要的问题。代表大会首先讨论了关于党的组织问题。我们在这里当然不想谈论德国党修改党章的细节。重要的是着重指出这次修改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基本特点，这就是进一步地、更全面更严格地贯彻 集中制
 的倾向，建立更坚固的 组织
 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第一，党章直接规定每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员除特别重大原因无法做到外，都必须从属于一个党的组织。第二，以地方社会民主党组织制度代替受托人制度，以集体的、组织的联系的原则代替个人全权和信任个人的原则。第三，规定一切党组织必须把自己25％的收入上交党的中央会计处。

总的说来，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它的革命性的增强，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加彻底地贯彻集中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进展，对我们俄国人是极有教益的。在我们这里，组织问题不久以前在党的生活的迫切问题中占有大得不相称的地位，从一定程度上说甚至现在也是这样。自从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党内的两种组织倾向就完全形成了：一种倾向是要实行彻底的集中制和坚决扩大党组织内的民主制，这并不是为了蛊惑人心，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要随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自由的扩大切实地加以实现。另一种倾向是鼓吹组织界限模糊，“组织上的含混不清”，关于这种倾向的全部危害性，就连长期替它辩护的普列汉诺夫现在也懂得了（我们希望，事变很快也会使他认识到这种组织上的含混不清和策略上的含混不清的联系）。

请回忆一下关于我们党章第1条的争论吧。新火星派从前曾激烈坚持自己的错误条文的“思想”，而现在，他们的代表会议干脆把整个条文和整个思想统统抛掉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肯定了集中制和 组织
 联系的原则。新火星派马上就试图把关于每个党员从属于一个组织的问题提到一般原则的基础上来。现在我们看到，德国人（机会主义者和革命者都一样）甚至不怀疑这个要求的原则上的合理性。他们把这项要求（每个党员从属于一个党组织）直接写进了党章，他们在说明 这项规定
 要允许有 例外情况
 时，根本没有涉及到原则，而是说……由于在德国 缺乏足够的自由
 ！耶拿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人福尔马尔，在说明这项规定容许有例外情况时指出，象小官吏这样一些人是不可能 公开
 参加社会民主党的。不言而喻，在我们俄国情况却不同：这里没有自由，一切组织都同样是秘密的。在有革命自由的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严格划分党的界限，不容许在这方面存在“界限模糊”的情况。而适当加强组织联系的原则，始终都是不可动摇的。

至于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已经取消了的受托人制度，那完全是为了对付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66]而采取的办法。这个法律愈是成为过去的东西，全党也就愈会自然地和必然地转到组织间的直接联系的制度上来，而不必再通过受托人进行联系。

在耶拿讨论政治罢工问题之前所讨论的另一个问题，对俄国也是极有教益的。这就是关于五一节的问题，确切些说（如果就问题的实质，而不是就议事日程的讨论项目来说），就是关于工会运动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在《无产者报》上已经不止一次地谈到，工会科隆代表大会[167]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而且还不只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这次代表大会最清楚不过地表明，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和影响最深的德国，工会（注意： 社会民主主义的
 工会）中的 反社会主义
 倾向，即英国式的也就是绝对资产阶级式的“纯粹工联主义”的倾向，也正在发展起来。因此，在耶拿代表大会上，关于狭义的五一游行示威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关于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问题，如果针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派别情况来说，那就是关于“经济主义”的问题。

关于五一节问题的报告人费舍明确地指出，工会常常在这些或那些问题上丧失社会主义精神，无视这一事实就会犯极大的错误。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例如粗木工工会的代表布林格曼竟讲出和发表了这样一段话：“五一罢工是人的机体中的异物”，“在当前条件下工会是争取改善工人状况的唯一手段”，等等。费舍说得很对，除了这些“症状”以外，还有一系列其他的“症状”。在德国，也象在俄国或者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狭隘工会主义或“经济主义”是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粗木工工会的报纸曾经大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已经破产了，危机论、灾变论不符合实际情况等等。修正主义者卡尔韦尔号召工人不要不满，不要增加需求，要俭朴，等等。李卜克内西的发言得到代表大会的赞许，他反对工会“中立”的思想，他指出：“诚然，倍倍尔也讲过有利于中立的话，但是我认为，这只是倍倍尔没有得到党内多数人赞同的不多几次情况中的一次。”

倍倍尔本人否认他曾主张工会对社会民主党保持中立。倍倍尔断然认为狭隘工会主义是危险的。他接着说，他还知道这种糊涂的行会观念的更为糟糕的例子：工会的年轻领导者们甚至嘲笑整个党、整个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倍倍尔的这些话在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引起一片愤怒的叫喊声。倍倍尔果断地宣告说：“同志们，你们应当坚守自己的岗位；想一想，你们到底在做什么；你们走的是一条毁灭的道路，它会把你们引向死亡！”大会对这番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可见，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够正视危险，这是值得称赞的。它没有掩盖“经济主义”的极端表现，没有编造拙劣的借口和遁词（而我们的普列汉诺夫，例如，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已经编造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借口和遁词）。它没有这样，而是尖锐地指出了病症，坚决地谴责了有害的倾向，直接地、公开地号召全体党员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这一事件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颇有教益的，因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些人竟因为在工会运动问题上“省悟”而博得了司徒卢威先生的夸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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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一文是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的请求为该联合会的机关报《无产阶级斗争报》写的，大约写于1905年9月10日（23日）以后，文章没有写完。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见注149。——324。



[165]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于1903年9月13—20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代表263人，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帝国国会党团成员、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党报编辑57人，外国来宾12人。大会议程：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关于议会活动的报告；党的策略，包括帝国国会选举、关于担任副议长的问题和关于修正主义的倾向问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党的策略和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大会批评了爱·伯恩施坦、保·格雷、爱·大卫、沃·海涅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并以绝大多数票（288票对11票）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者企图改变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策略的决议。但是代表大会没有把修正主义分子开除出党，他们在大会后继续宣传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



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4年8月）在讨论社会党的策略问题时，同样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的决议，但没有作出必须同修正主义决裂的坚定结论。——324。



[166]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在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326。



[167]德国工会科隆代表大会于1905年5月举行，出席代表208人，来宾24人。大会议程包括：工会对总罢工的态度；工会和五一节；工会联合组织在工会建设中的任务等。中心议题是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德国工会的改良主义首领们在代表大会上执行反社会主义的工联主义的路线，要求工会将自己的活动局限于为工人阶级日常利益而同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反对工会进行政治斗争。他们就政治性群众罢工的问题通过的决议说：“代表大会认为一切通过宣传政治性群众罢工而把某种策略固定下来的企图都是错误的，要求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坚决反对这一类企图。”机会主义领导人还提出一个决议案，建议将五一节纪念活动挪到晚上举行，借口是让工人们都能参加，实际是企图取消五一节的战斗性和国际性。但是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否决了这个决议案。



1905年6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5号刊登的《德国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一文，尖锐地批评了这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机会主义决议。——326。





《列宁全集》第11卷


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168]


给编辑部的信

（1905年9月）

“我们没有力量发动起义……因此就用不着把起义和杜马联系在一起……鼓动口号是立宪会议。”崩得是这样写的。本文作者在第16号上对崩得的回答是不够的。 
［注：见本卷第232—237页。——编者注］



崩得的这番话绝妙地反映了社会民主党内的 市侩精神
 ，所谓市侩精神就是：庸俗、中庸、平凡、陈腐、平庸（崩得向来是这样的，大家知道，他们在1897—1900年、在1901—1903年、在1904年以及目前在1905年，都扮演了思想寄生虫的角色）。

这是流行的看法，通常的观点，是“理智”（即《 
解放

 》杂志所说的“理智的胜利”和“省悟”）。

这是天大的 谎话
 。揭穿这套谎话，对俄国革命，对 必胜的革命的唯一
 可能的缔造者觉悟的无产阶级来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们没有力量发动起义， 所以
 就用不着去联系， 所以
 口号不是武装起义，而是立宪会议。

这就等于说：我们这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孤苦伶仃、受尽折磨的人们，没有力量爬出将把我们活活困死的泥潭，没有力量登上阳光灿烂、空气清新、长满奇花异果的山峰。我们没有梯子，而没有梯子是无法登山的。我们没有力量弄到梯子。所以就用不着把登山的斗争同弄到（或制作）梯子的口号联系起来。所以我们的口号应当是：登上山去，登上山去，山上有幸福和生路，空气和阳光，赞许和支援。


因为
 没有梯子，而没有梯子是登不了山的，所以就用不着提出弄到梯子的口号，用不着制作梯子，所以口号应当是：不知不觉地出现在山峰上，出现在山上吧，山上有幸福等等！

马克思说过，“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5页。——编者注］

 ！

现在是无产阶级软弱还是崩得和新《火星报》的 头脑软弱
 ，所以要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相信没有梯子可以登上山峰？相信没有起义可以产生立宪会议？

疯子才会相信这些。没有武装起义，立宪会议只能是幻象、空话、谎言、法兰克福清谈馆。


解放主义
 作为俄国 第一个
 具有广泛政治形式、群众政治形式和人民形式的 
资产阶级口号

 ，它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就在于鼓励相信奇迹，鼓励撒谎。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 需要
 这种谎言，对它说来这不是谎言，而是最大的真理，是它的阶级利益的真理，是资产阶级自由的真理，是资本主义平等的真理，是生意人交情中神圣而又神圣的东西。

这就是 它的
 （资产阶级的）真理，因为它需要的不是人民胜利，不是群众 登上山峰
 ，而是群众陷入泥潭，是大亨们和财主们骑在老百姓头上，不是战胜敌人，而是同敌人勾结、 妥协
 ，也就是投靠敌人。

这在资产阶级看来并不是“奇迹”，而是现实，是背叛革命的现实，而不是革命胜利的现实。

……我们没有力量弄到梯子……我们没有力量发动起义……先生们，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
 ，那就请你们改变 
整个

 宣传鼓动的内容，对工人和全体人民发表 新的
 、改变了的言论，重新想出的另一种言论。

请你们对人民说：彼得堡、里加、华沙、敖德萨、梯弗利斯等等地方的工人们，我们没有力量发动起义并在起义中取得胜利。所以我们 不用
 去想 全民立宪会议
 ，也用不着去空谈 它
 。请你们不要用卑劣的遁词来玷污崇高的字眼。不要用相信奇迹来掩盖自己的软弱。对所有的人高声说出这种弱点吧，——认识了就等于改正了一半。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也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

工人们！我们软弱得不能发动起义和取得起义的胜利！所以你们要抛弃关于 全民立宪会议
 的议论，赶走空谈全民立宪会议的撒谎家，揭穿 解放派
 、“杜马派”、 立宪民主党人
 以及其他卑鄙分子的叛变行为，因为他们只是 
口头上

 要全民立宪会议，而事实上要的是 反人民的
 立宪会议，这种立宪会议不会确立新东西，只是补缀一下旧东西，不会给你们新衣服、新生活和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新武器，而只是在你们的破旧的衣服上加点装饰，只是幻景和骗局，是玩具而不是武器，是锁链而不是枪支。

工人们！我们软弱得不能举行起义。所以就不要谈论 
革命

 ，同时也不允许解放派卖淫妇、 立宪民主党人
 和杜马派谈论 
革命

 ，不允许这些资产阶级坏蛋用放荡语言来玷污这个伟大的人民的概念。

我们软弱吗？这就是说，我们这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 有革命
 。这不是人民的革命，这是彼特龙凯维奇们和沙皇的那帮自由派奴仆对人民的愚弄。这不是争取自由的斗争，这是解放派为换取一官半职而对人民自由的出卖。这不是新生活的开始，而是往日的饥馑、苦役、苟且偷安、腐化堕落的加强。

工人同志们，我们没有力量发动起义！我们没有力量发动人民起来革命！我们没有力量争得自由……我们只有力量轻轻摇动敌人而不能把他们打垮，只能轻轻摇动敌人，好让彼特龙凯维奇去和他们坐在一起。一切关于革命、自由和人民代表机关的空话都去它的吧，——谁谈论这些东西，而不 在实际上努力制作
 梯子以得到这些东西，不去发动起义以夺取这些东西，谁就是说谎家和轻浮的人，谁就是欺骗你们。

工人同志们，我们是软弱的！拥护我们的只有无产阶级以及千百万已经开始进行分散的、渺茫的、非武装的、盲目的斗争的农民。反对我们的有整个宫廷集团和一切穿军装的工人和农民以及…… 
［注：手稿上这句话没有写完。——俄文版编者注］



最后。我们是软弱的。弱者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这是出自崩得之口、出自《火星报》计划的事实。

但是，先生们，事实到底怎样呢？是全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软弱呢，还是崩得分子和新火星派的头脑软弱？？

请你们说真话：

（1）没有革命。有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沙皇的交易……

（2）没有争取自由的斗争。有对人民自由的出卖。

（3）没有争取人民代表机关的斗争。有 财主
 的代表机关。

我们是软弱的……由此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种种叛变 
革命

 的行为。

如果你们要革命、自由、人民代表机关…… 
你们就应当坚强

 。






	
你们软弱吗？

革命是强者的事情！

我们应当照旧穿破衣服。

你们软弱吗？

只有强者能得到自由。

弱者将
 永远是
 奴隶。全部历史的经验。

你们软弱吗？

你们的代表机关要通过你们的奴隶主、剥削者来实现。

“代表机关”要么是强者的战利品，要么是一纸空文，是骗局，是
遮住弱者眼睛使他弄不清方向的绷带

 ……




	从末尾开始（x）谁是软弱的？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软弱呢，还是火星派、崩得分子的头脑软弱？

（v）想要革命吗？你们就应当
 坚强！

（n）我们应当说真话
 ，因为这是
我们的

 力量所在，而群众
 ，
人民

 、大众
 将在事实上即在斗争后作出究竟有没有力量的解答。

究竟有没有力量呢？

或者我们是软弱的。

（x）谁是软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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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在《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这封给编辑部的信大约写于1905年9月1日（14日）以后，没有写完。《无产者报》也没有刊登。——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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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1905年9月底）



解放派分子同社会民主党人的谈话
 [169]







	条目
	　



	（1）在“波将金号”事件之后起义已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正在变为
 （werden）可能的事。



	（2）过高估计力量。
	——“你又贫穷
［注：从军事技术等观点来看是彻底“贫穷”。但是请看看运动和它的自发发展情况：1月9日——里加，——波兰——150万工人的罢工——敖德萨——高加索——莫斯科。1905年9月。]

 ，你又富饶”。



	（3）卡•考茨基谈临时革命政府。
	——起义同临时革命政府相联系着。政府承认起义＝戒严。



	（4）抵制思想是不明智的：不利用工具。
	——如果你信不过朋友，那就去请教敌人吧。政府害怕抵制。



	（5）起义和“老”工人。工联主义。“阶级的政党”。
	——“非战斗员
 ”。是的，利用他们搞工联主义，这是对的，但是他们将提供后卫
 。



	（6）议会规则：支持邻座，否则你就会帮助《莫斯科新闻》。
	——是的，当面临这种选择的时候，在议会中我们将支持你们反对《莫斯科新闻》，但是现在这不是主要问题。不是在
 议会中
 进行斗争，而是由于
 议会而进行斗争。你们——不是战士。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22—423页

















[169]列宁的这篇对话体短评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策略路线。这些人在《解放》杂志和其他刊物上激烈反对武装起义，坚决拒绝抵制布里根杜马的思想并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



关于卡·考茨基在临时革命政府问题上的立场（第（3）条），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作了批判（见本卷第91—93页）。



关于利用“老”工人的问题（第（5）条），列宁在1905年9月30日（10月13日）给谢·伊·古谢夫的信中说：工人中有一个特殊阶层，如老人、家属等，他们现在在政治斗争中能做的事情少极了，但是在工会斗争中却能做很多事情。应当利用这个阶层，只要在这方面对他们的行动加以指导就行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对待议会的态度问题（第（6）条），列宁在1905年9月28日（10月11日）给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信中作了发挥（同上）。——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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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特鲁别茨科伊之死

（1905年9月30日和10月11日〔10月13日和24日〕之间）

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报》对莫斯科大学生的彻底革命的决议感到非常恼火，这些大学生竟要求不由沙皇、不由国家杜马，甚至（新《火星报》的同志们不要生气！）也不由“人民的民主组织”，而由临时革命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德国的自由派交易所经纪人为此大喊大叫，说大学生“不成熟”等等。现在，该报（10月13日的下午版）在登载特鲁别茨科伊逝世的电讯时说：“也许，他（特鲁别茨科伊）在国民教育部吵架了吧。”

可怜的特鲁别茨科伊！追求人民的自由，却在沙皇大臣的前厅中因“吵架”而死去……我们认为，这种惩罚即使对一个俄国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也是太残酷了。但是先生们，对人民自由的拥护者来说，不同刽子手和暗探的政府发生任何关系不是更好、更体面一些吗？在同这些坏蛋（不消灭他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进行的直接的、正当的、公开的、能够启发和教育人民的街头斗争中死去，比起同特列波夫们及其可鄙的走狗们谈话时因“吵架”而死去，不是更好一些吗？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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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财政

（1905年10月1日〔14日〕以后）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专制政府把自己财政方面的事务（或者说勾当，这也许更确切些）搞得愈来愈乱了。财政必然破产变得愈来愈明显。请看证明这一点的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欧洲金融巨头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伦敦《经济学家》杂志[170]驻柏林记者在公历10月11日报道说：


　　“门德尔森公司的代表本周曾到彼得堡参加俄国政府和法国银行家之间关于俄国发行新公债的谈判。关于这次公债，那里的人们已经谈论很多。从此间得到的来源看来可靠的消息断定，这次公债的发行总额为7500万英镑（约7亿卢布），其中法国将认购约半数，其余的将提供德国、荷兰、英国和合众国认购。消息还断言，所发行的很大一部分债券（of　the　issue）必定是用来偿还国库券的（？？　taking　up　the　Treasury　Notes？），这些国库券是战争期间投放在法国和德国的。目前所有的大金融中心正经受着异乎寻常的压力（are　under　unusual　pressure），俄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at　just　this　juncture）求助于各国货币市场，这被认为是它发生财政困难（straits）的明显证据。有一种说法：上述发行总额中只有不大的一部分马上就要求认购，而其余部分将在以后、大概明年年初才加以推销（will　be　raised）。但这只会更为加深人们对于俄国资金短缺的不良印象。恰恰是现在德国对俄国公债毫无热情，这是显而易见的。除了这里货币市场的情况之外，更重要的是，俄国继续发生政治动乱（tur-moil），政府威信即使不是完全扫地（breakdown）也是明显降低；所有这一切事实在德国都颇受重视（are　being　weighed　in　amanner），这对于将来认购俄国公债，乃是一种不祥之兆。”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34—335页

















[170]《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是英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刊物（周刊），1843年在伦敦创刊。该刊是伦敦西蒂的喉舌。——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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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圣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

（1905年10月3日〔16日〕）

1905年10月16日

亲爱的同志们！收到你们寄来的（1）战斗委员会的报告，（2）关于组织起义的准备工作问题的记录，（3）组织方案，非常感谢。我读了这些文件以后，认为有责任直接写信给战斗委员会，和你们同志式地交换意见。不用说，关于事情的实际安排我是不敢妄加评论的；在国内的困难条件下正在做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从文件来判断，很有可能会变成文牍主义。战斗委员会的所有这些组织方案、所有这些组织计划，给人一种只是纸上谈兵的印象，——请原谅我的坦率，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至于怀疑我想吹毛求疵。在这种事情上，各种方案以及关于战斗委员会的职责和权力的争辩和议论是最没有用处的。这里需要的是猛烈的干劲，更大的干劲。我吃惊地看到，确实是吃惊地看到，谈论炸弹已 半年有余
 ，却连一颗炸弹也没有制造出来！而进行这种谈论的是最有学问的人……先生们，到青年中去吧！这是唯一的万应灵药。不然你们真要误事了（根据一切情况我看是这样），你们虽有“很有学术价值的”记录、计划、图样、方案和宏伟的蓝图，却缺少组织，缺少活生生的行动。到青年中去吧。 马上
 在各个地方，在大学生中、 特别是在工人中
 以及其他人中成立战斗义勇队。让3至10人以至30人等等的战斗队立即组织起来。让他们立即自己武装起来，谁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武装起来，用左轮手枪、用刀、用纵火用的浸了煤油的布片等等武装起来。让这些战斗队马上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并且尽可能同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 联系
 。不要要求任何形式，一定要唾弃一切框框，让一切“职责、权力和特权”通通见鬼去吧。不必要求一定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对武装起义来说是荒谬绝伦的要求。不要放弃同每个小组联系，哪怕它只有3个人，唯一的条件是它能安全地避开警察，并且决心和沙皇军队作战。让那些愿意加入的小组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或者 靠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样非常好；但是我坚决认为 要求
 这样做是错误的。

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的作用应当是： 帮助
 革命大军的这些队伍，充当联络“办事处”等等。任何一个队伍都将乐于接受你们的 帮助
 ，但是，假如你们 在这件事情上
 从方案以及从谈论战斗委员会的“权力”着手，你们就会葬送整个事业，我肯定地对你们说，你们会不可挽回地葬送整个事业。

必须进行广泛的宣传。要派出5—10人在一星期内巡视 几百
 个工人小组和大学生小组，潜入一切可以潜入的地方，并且在各地都提出一个明确的、简短的、直截了当的和简单的计划：马上组织队伍吧，能用什么就用什么武装起来吧，全力进行工作吧，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来帮助你们，但是 你们不要等待我们的帮助
 ，自己干起来吧。

这件事情的关键就在于一大批零散小组的主动精神。它们会做好一切事情。没有它们，你们的整个战斗委员会将是微不足道的。我准备用战斗委员会所联系的战斗队的数目来衡量它的工作效能。假如过一两个月，在彼得堡战斗委员会的周围还没有起码200—300支战斗队，那就是一个僵死的战斗委员会。那就必须把它埋葬掉。在目前这种沸腾状态下还不能集合几百支战斗队，那就是站在现实生活之外。

宣传员应当把一些简要的、最简便的制造炸弹的方法和各种最基本的工作方式告诉每一支战斗队，然后让他们自己去进行一切活动。这些战斗队应当立即行动起来，通过具体行动马上开始军事训练，应当马上开始。一部分战斗队立即去杀暗探，炸毁警察局，一部分去袭击银行，以便没收资金供起义用，一部分保持机动或测绘地形图等等。但是一定要立即开始在实际行动中学习，别害怕作这些试探性的进攻。当然，这种进攻可能走向极端，但这是明天的祸患，而今天的祸患却在于我们的因循保守，在于我们的学理主义，学究似的裹足不前，象老年人一样害怕主动。让每一支战斗队自己去学习，哪怕要以遭到警察杀害为代价：几十个人的牺牲将会由产生几百个有经验的战士而得到超额的补偿，这些战士明天将去带领几十万人前进。

同志们，紧握你们的手，祝你们成功。我决不强求你们接受我的观点，但是，我认为有责任提出自己的 建议
 。






	　　你们的　列宁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36—338页














《列宁全集》第11卷


革命军战斗队的任务

（1905年10月3日〔16日〕以后）

（1）开展独立的军事行动。

（2）领导群众。

战斗队的人数不限，两三个人也行。

战斗队应当自己武装起来，谁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枪、左轮手枪、炸弹、刀、铁拳套、棍棒、纵火用的浸了煤油的布片、绳或绳梯、构筑街垒用的铁锨、炸药盒，有刺铁丝、钉子（对付骑兵用）及其他等等）。无论如何不要等待来自旁处、上面、外部的帮助，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弄到手。

战斗队应当尽可能由住在邻近的人或者能经常按时会面的人组成（最好是两者兼有，因为按时会面可能会因起义而中断）。他们的任务是要做到在最紧急的时刻、在特别意外的情况下都能够集合在一起。因此，每支战斗队都应当预先规定出共同行动的手段和方法：在窗上做记号等等，以便彼此易于找到；约定呼号或哨音，以便在人群中辨认自己的同志；约定在夜间接头时的暗号等等。任何一个坚毅果敢的人再加上两三个同志都能制定出很多这样的规则和方法，应该规定好、记熟并且练习应用这些规则和方法。必须牢牢记住，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会是这样：事变出其不意地到来，因而需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集合在一起。

即使没有武器，战斗队也能起极其重大的作用：（1）领导群众；（2）在有利的场合袭击巡警，袭击偶然掉队的哥萨克（在莫斯科曾发生过）等等，并夺取武器；（3）在警察少的时候去营救被捕的人或受伤的人；（4）爬上屋顶、楼房上层等处，从那里向军队扔石块，泼开水等等。一支有组织的紧密团结的战斗队只要奋发起来，就是巨大的力量。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借口缺少武器而拒绝组织战斗队或者推迟组织战斗队。

各战斗队都应当尽可能预先分配任务，有时候要预先选举领导人，队长。如果陷入委任官职的儿戏，那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决不能忘记，统一的领导、迅速而坚决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果断，进攻迅猛——就是四分之三的胜利。

各战斗队应当一成立就马上着手，即毫不耽搁地着手从各方面进行工作，绝不只是进行理论工作，而且一定还要进行实际工作。我们所说的理论工作，是指研究军事科学、熟悉军事问题、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请军人（军官、军士等等，直到曾经当过兵的工人）参加座谈会；阅读、研究和领会有关巷战的秘密小册子和报上的文章等等。

我们再说一遍，应当马上开始进行实际工作。实际工作可以分为准备工作和军事行动。准备工作包括筹措各种武器和弹药，寻找便于进行巷战的房子（便于居高临下作战，便于存放炸弹、石块等等或者存放用来泼警察的镪水等等，便于设立指挥部，便于收集情报，便于掩藏被追捕的人和收容受伤的人等等）。其次，准备工作还包括各种迅速的刺探侦察工作：弄清监狱、警察局、内阁各部及其他机关的内部布局，弄清政府机关、银行等等内部的工作安排情况和警卫情况，设法和那些能够对工作有好处的人（警察局、银行、法庭、监狱、邮政局、电报局等机关内的职员）建立联系，弄清军火库和市内的一切枪械商店的情况等等。这里的工作很多，而且这些工作又是任何一个人，甚至根本不能参加街头斗争的人，甚至体力很弱的人，如妇女、儿童和老人等等，都能去做而且会带来极大好处的。必须努力立即把所有 愿意
 参加起义的人都无条件地团结到战斗队里来，因为 没有
 而且也不可能有愿意工作而不会带来很大好处的人，即使他没有武器，即使他不能够亲自参加战斗。

其次，革命军战斗队绝不能只做准备工作，而应当尽快转入军事行动，以便：（1）使战斗力量得到锻炼；（2）侦察敌人的弱点；（3）给敌人以局部的打击；（4）救出被俘的人（被捕的人）；（5）弄到武器；（6）弄到供起义用的经费（没收政府的钱财）等等。各战斗队可以并且应当立刻抓住一切有利时机来进行实际工作，决不要把事情拖延到总起义，因为不 在战火中
 锻炼就决不可能获得举行起义的能力。

当然，任何极端都是不好的；一切好的有益的事情，如果走到极端，就可能成为、在超过一定界限时甚至一定会成为坏的有害的事情。无秩序无准备的小的恐怖行动走到极端，只会分散和消耗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然不应当忘记这一点。但是，另一方面，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忘记下面这一点：现在起义的口号 已经发出了
 ，起义已经 开始了
 。在有利的条件下开始攻击，不仅是每一个革命者的权利，而且是他的直接的义务。打死特务、警察、宪兵，炸毁警察局，救出被捕者，夺取政府的钱财以供起义的需要，——一切爆发起义的地方都在采取这种行动，无论在波兰或高加索都是这样，而每支革命军战斗队都应当立刻准备去采取这样的行动。每支战斗队都应当记住，如果今天放过采取这种行动的有利时机，它就犯下了 不可宽恕的无所作为
 和消极被动的过错，而这样的过错是革命者在起义时期的最大罪过，是一切不是空谈自由而是用实际行动争取自由的人的奇耻大辱。

关于这些战斗队的组成可以作如下的说明。队员人数以多少为宜以及如何分配他们的任务，经验会告诉我们。必须自己去摸索创造这种经验，不要等待别人的指示。当然，应当请地方革命组织派遣革命军人来讲课、座谈和提建议，可是如果没有革命军人，战斗队就务必自己去做这些事情。

至于说到党派的划分，那么同一个党的党员，自然是愿意结合在同一个战斗队中。但是不应当绝对阻止其他党的党员加入。正是在这里，我们应当实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与革命民主派的联合和实际上的协作（当然，不应当有任何的党的合并）。谁愿意为自由而战并且以事实来证明其决心，谁就可以算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必须力求与这样的人共同进行准备起义的工作（当然是在对这个人或这个团体完全信任的条件下）。必须把其他一切“民主主义者”当作假民主主义者，当作自由派的空谈家而严格地区分开来，对这些人绝对不能依靠，信任这些人对于革命者来说就是犯罪。

各战斗队互相联合起来，当然很好。规定共同行动的方式和办法，非常有益。但是无论如何不要因此而走极端，去编制复杂的计划和笼统的方案，以及为了学究式的臆想而延误实际工作等等。起义中必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无组织的分子比有组织的分子多几千倍；必然会遇到这样的场合：两个人甚至一个人就得立即就地采取行动，——所以必须准备自己独立负责地行动。迁延、争执、拖拉和犹豫不决，就会使起义事业遭到毁灭。最大的决心，最大的干劲，毫不迟延地运用每一个适当的时机，立即燃起群众的革命热情，指引他们更坚决、最坚决地去行动，这就是革命者的首要责任。

同黑帮分子作斗争，是既能使革命军士兵受到 训练
 和战斗洗礼，又能使革命获得巨大益处的绝好的军事行动。革命军战斗队应当马上进行调查，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组织黑帮，然后不要仅限于宣传（宣传是有益处的，可是单靠宣传还不够），而且也要使用武力，痛击黑帮分子，打死他们，炸毁他们的总部，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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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所谓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

（1905年10月3日〔16日〕）以后）

我们接到中央委员会来信，信中说，“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希望在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代表会议[172]通过的决议上签字。但是中央不同意接受他们的签字，因为中央曾经反对这个同国内缺乏真正联系的纯粹国外组织参加代表会议。我们想很快就在《无产者报》上登载一些更加详细的材料，来说明这个组织的真正性质。现在要指出的是，一切愿意真正帮助高加索亚美尼亚工人的社会民主运动的人，都应当只同那些在高加索而不是在日内瓦出版亚美尼亚文书刊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组织发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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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

（1905年10月4日〔17日〕）

莫斯科的革命事变，是暴风雨来临时的第一道闪电，它照亮了一个新的战场。国家杜马的法令的颁布和和约的签订，标志着俄国革命历史上的新阶段的开始。已经被工人的顽强斗争弄得疲惫不堪、被“不断革命”的怪影搅得心神不定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轻松地喘了一口气，欢欢喜喜地紧紧抓住了抛给它的施舍物。向抵制思想展开了全线进攻，自由派开始明显地向右转。遗憾的是，甚至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有不坚定的人（在新火星派阵营中），他们准备在一定条件下支持这些出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叛徒，准备“认真对待”国家杜马。可以期望，莫斯科事变将会使缺乏信心的人感到惭愧，将会帮助怀疑的人正确估计新战场上的形势。无论是贫血的知识分子关于在专制制度下实行全民选举的梦想，或者是愚钝的自由派关于国家杜马具有重大作用的幻想，在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发动中都立即被粉碎了。

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莫斯科事变的消息，目前（公历10月12日）还很少。只有外国报纸上的一些简短的、往往是互相矛盾的报道，以及公开的报刊上的一些经书报检查机关审查过的关于运动开始的情况的报告。不过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莫斯科工人的斗争在开始的阶段是循着在最近一年的革命当中已成为通常过程的道路进行的。工人运动给整个俄国革命刻下了自己的印记。工人运动以零散的罢工开始，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一方面举行群众性的罢工，另一方面上街游行示威。在1905年已经完全形成的一种运动形式是政治罢工，这种罢工眼看着正在变成起义。俄国整个工人运动用了10年的时间才发展到目前这种程度（当然还远不是最后的），而现在在国内某些地区，运动在几天之内就由普通的罢工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爆发。

据报道，莫斯科排字工人的罢工是由尚未觉悟的工人发动的。但是，运动马上脱出他们之手，变成了广泛的工会运动。其他行业的工人也加入了这个运动。工人们不可避免地走上街头，虽然是为了把罢工的事告知还不知道消息的同志们，但这一行动却转变成了政治示威，他们唱着革命歌曲，发表革命演说。抑制已久的、对“人民”选举国家杜马这场丑恶的滑稽剧不满的怒火爆发出来了。群众性的罢工变成了对争取真正自由的战士的群众性的动员。舞台上出现了激进的大学生，不久以前他们也在莫斯科通过了一项完全和彼得堡决议类似的决议；这个决议用自由公民的语言而不是用趋炎附势的官吏的语言正言厉色地斥责国家杜马是侮辱人民的卑鄙勾当，号召为建立共和国而斗争，为由临时革命政府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而斗争。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先进阶层反对沙皇军队和警察的街头斗争开始了。

莫斯科运动的发展情况就是这样。9月24日（10月7日），星期六，除排字工人外，烟草工厂、电车都停了工；面包师的罢工也开始了。晚上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参加游行示威的除了工人和大学生以外，还有很多“局外”人（在公开的人民群众的发动中，革命的工人和激进的大学生相互之间已不再把对方当作局外人了）。哥萨克和宪兵不停地驱散示威者，但是示威者又不断地重新集合起来。人群向警察和哥萨克还击，响起了左轮手枪射击的声音，有许多警察受了伤。

9月25日（10月8日），星期日，事变忽然急转直下。从上午11时起，工人开始聚集在街上。人群唱着《马赛曲》。纷纷举行革命集会。拒绝罢工的印刷所被捣毁了。人群抢劫了面包铺和枪械商店——工人要面包，为了活下去；要武器，为了争自由（完全和法国革命歌曲中唱的一样）。哥萨克在击退了极为顽强的反抗之后才把示威者驱散。在特维尔大街的总督府附近，发生了一场战斗。在菲力波夫面包铺旁边，聚集了一大群面包工人。正象后来该面包铺管事人所讲的那样，工人是和平地走上街头的，他们是为了声援全体罢工者才停止工作的。一队哥萨克向人群攻击。工人退入房屋，爬上屋顶和阁楼，向士兵抛掷石头。房屋被正规地包围起来。军队向工人开枪。一切交通都断绝了。两个精选连进行包抄，从后面冲进房屋，占领了敌人的阵地。有192个面包工人被捕，其中有8人受伤，两个工人被打死。军警方面也有受伤的，宪兵大尉受了重伤。

当然，这些消息是很不完全的。根据某些外国报纸所引用的私人电报看来，哥萨克和士兵的兽行是令人发指的。菲力波夫面包铺的管事人抗议军队的这种无端的暴行。一家有声望的比利时报纸登载了一则看门人清洗街道上的血迹的消息，这家报纸写道，这个细小的情节比其他长篇的报告更能证明斗争的严重性。《前进报》[173]根据透露给报纸的私人消息报道说，在特维尔大街上有1万个罢工者同一个步兵营进行搏斗。军队进行了几次齐射。救护马车忙得不可开交。据估计被打死的大约不少于50人，受伤的近600人。据说，被捕的人被送到兵营，他们被驱赶着通过士兵的队列，遭到了残酷的、野蛮的毒打。据说，在街上发生战斗时，军官甚至对妇女也是惨无人道的（保守的资产阶级报纸《时报》的特派记者10月10日（9月27日）从彼得堡发出的电讯）。

关于以后几天事变的情况，消息就愈来愈少了。工人怒火冲天，运动在发展着，政府采取一切措施封锁和删节一切消息。国外的报纸公开指出官方通讯社（曾一度被人们相信过）的抚慰人心的消息和由电话传到彼得堡的消息之间的矛盾。加斯东·勒鲁打电报给巴黎报纸《 晨报
 》说，书报检查机关在制止稍微有些令人恐慌的消息的传播方面创造了奇迹。他写道，9月26日（10月9日）星期一，是俄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日子之一。在所有的主要街道上，甚至在总督府附近，都在搏斗。示威者举着红旗。有许多人被打死打伤。

其他报纸的消息都是互相矛盾的。不过罢工在发展，这是无庸置疑的。大多数重工业工厂的工人，甚至轻工业工厂的工人都罢工了。铁路员工也罢工了。罢工正逐渐变为总罢工（10月10日（9月27日），星期二，及星期三）。

情况极为严重。运动已波及彼得堡：圣加利工厂的工人已经停了工。

目前我们的消息就是这些。当然，根据这些消息是谈不上对莫斯科事件作出全面评价的。现在还不能说，这些事件是无产阶级向专制制度实行决定性冲击的总排演，还是已经是这个冲击的开始；——这些事件仅仅是我们上面扼要谈到的“通常的”斗争方法向俄国中部新的地区的扩展，还是注定要成为一个更高的斗争形式和更坚决的起义的开端。

看来，这些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答案。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在我们面前，起义在不断发展，斗争在不断扩大，斗争的形式愈来愈尖锐。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在奋勇地开辟道路，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确定武装起义可以而且一定会向哪个方向发展。目前这个由工人群众运动所造成的斗争形式，确实给了沙皇制度以极沉重的打击。内战采取了极为顽强的和遍布各地的游击战的形式。工人阶级没有给敌人以喘息的时机，他们使工业生产陷于停顿，使整个地方管理机器长期不能工作，造成全国的动荡不安局面，同时动员一批又一批的力量去参加斗争。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长久经受住这种冲击，更不用说这个众叛亲离、腐朽透顶的沙皇政府了。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时而感到斗争过于顽强，他们被内战和国家所处的这种令人恐慌的动荡不安的状态吓住了，但是，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来说，这种状态的延续，斗争的持久却是极其必要的。在资产阶级思想家中开始有人鼓吹和平的合法的进步，以扑灭革命的火焰，他们关心的是如何缓和政治危机，而不是使这种危机更加尖锐化，而觉悟的无产阶级，从来都认为资产阶级爱好自由具有变节本性，它将坚定不移地勇往直前，唤起农民阶级跟着自己前进，并促使沙皇军队内部发生瓦解。工人的顽强斗争、持久罢工、游行示威、局部起义，所有这一切所谓试探性的战斗和搏斗都必然会把军队卷入政治生活，从而也卷入革命问题的漩涡。斗争经验对人们的启发作用就速度和深度来说，要超过在其他条件下进行几年的宣传工作。对外战争结束了，但是政府显然害怕战俘回来，害怕驻在满洲的军队回来。关于满洲的军队怀有革命情绪的消息愈来愈多。打算在西伯利亚替满洲军的官兵建立农业移民区的计划不能不加剧骚动，——即使这种计划还只是个计划。虽然签订了和约，动员并未中止。需要军队完全是并且仅仅是为了 反对革命
 ，这一点是愈来愈清楚了。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革命者一点也不反对动员，我们甚至准备欢迎动员。政府不惜把一批批的军队投入斗争来拖延问题的解决，迫使愈来愈多的军队打内战，但是它并没有消除产生一切危机的根源，反而扩大了危机的基础。它达到了拖延的目的，但是不可避免地扩大了斗争的场地，使斗争更尖锐化。它促使最落后、最愚昧、最闭塞和政治上最不开展的人起来参加斗争，斗争将启发、唤醒和振奋他们。这种内战状态拖得愈久，反革命军队中就愈加不可避免地会分化出大批的中立者和革命战士的核心。

最近几个月俄国革命的整个进程表明，现在已经达到的阶段不是也不可能是最高阶段。运动还要高涨，比1月9日以后所达到的高度还要高。当时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震惊世界的运动，广大工人群众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地起来为政治要求而战。但是这个运动在革命性方面还是极不自觉的，在装备和军事准备方面还是很差的。波兰和高加索已经树立了进行更高形式的斗争的榜样，那里的无产阶级已经部分地武装起来，战争具有持久的形式。敖德萨起义的特点是增添了一个新的而又很重要的胜利条件：一部分军队转到人民这边来了。诚然，还没有马上取得胜利；“海军力量和陆军力量互相配合”这个困难的任务（甚至对于正规军来说，这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这个任务已经提出来了，而且一切迹象表明，敖德萨事变决不是唯一的意外的事变。莫斯科的罢工告诉我们，斗争已扩展到“真正的俄罗斯”地区，这个地区的稳定状态在很长时期内曾使反动派感到高兴。这个地区的革命发动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接受战斗洗礼的是这样的无产阶级群众：他们最缺乏活动力，同时集中在一个比较小的地区内，而在数量方面则居全国第一。运动从彼得堡开始，扩展到了全俄各个边疆地区，动员了里加、波兰、敖德萨、高加索，现在烈火已经蔓延到俄国的“心脏”。

国家杜马的可耻的滑稽剧面对决心进行斗争的真正先进阶级的真正革命发动，就显得更加可鄙了。我们不止一次地谈到的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联合正在成为事实。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都接受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口号的激进的大学生是一切民主力量的先锋队，这些民主力量厌恶那些要进入国家杜马的“立宪民主”改良派的卑鄙行动，他们向往的是同俄国人民的万恶的敌人进行真正的决战，而不是向专制政府施展经纪人的本领。

请看一下自由派教授、大学校长、校长助理以及特鲁别茨科伊和曼努伊洛夫们等等所有这一伙人。要知道，这些人都是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的优秀人物，他们是最有思想、最有教养、最无私、最不受财主的利益和权势直接控制的人。这些优秀人物的所作所为又是怎样的呢？他们是如何利用自己所得到的第一次权力，即管理大学的权力，经过挑选而被授予的权力的呢？他们已经惧怕革命，他们害怕运动的尖锐和扩大，他们已经在扑灭火焰和努力安抚人心，并因此而受到了完全应得的羞辱，即美舍尔斯基公爵们的称赞。

他们这些资产阶级学术界的庸人也被好好地惩罚了一顿。他们关闭了莫斯科大学，害怕大学里发生流血惨剧。他们这样做只是更快地在街头引起了更大得无比的流血惨剧。他们想扑灭大学的革命，结果却燃起了街头的革命。他们和特列波夫们和罗曼诺夫们这些先生一起陷入了妙不可言的进退维谷的境地，现在他们连忙跑去劝说特列波夫们和罗曼诺夫们，说集会自由是必要的，因为关闭大学就是开放街头斗争。开放大学，就是为人民的革命集会开放讲坛，而这种集会将会培养出更多的更坚决的自由战士。

对于评价我国的国家杜马来说，这些自由派教授的例子是有无穷的教益的！从高等学校的经验来看，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也将会为“杜马的命运”担心，就象这些廉价科学的可怜骑士为“大学的命运”担心一样，这在现在难道还不清楚吗？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除了利用杜马更广泛地进行他们的和平合法进步这一臭气冲天的说教外，是不可能把它用于别的用途的，这在现在难道还不清楚吗？希望杜马变成革命的会议的想法是多么可笑，这在现在难道还不清楚吗？只有 一种
 方法能够不单单只是“影响”杜马，也不单单只是“影响”大学，而是“影响”整个旧的专制制度，这就是 莫斯科工人的方法
 ，人民起义的方法，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只有人民起义不仅能迫使曼努伊洛夫们在大学里乞求集会自由，迫使彼特龙凯维奇们在杜马中为人民乞求自由，它还将为人民 争得
 真正的自由。

莫斯科事变表明了社会力量真正的派别划分：自由派从政府那里跑向激进派，劝他们放弃革命斗争。激进派则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进行斗争。我们不要忘记这一教训，它也完全适用于国家杜马。

让彼特龙凯维奇们和其他的立宪民主党人在专制的俄国玩议会游戏吧，工人是要进行争取真正的人民专制的革命斗争的。

不管莫斯科爆发的起义的结局如何，革命运动总是会变得更加强大，它将扩展到更广阔的地区，并且积蓄更多的力量。即使沙皇军队现在在莫斯科庆祝完全的胜利，即使再来几个这样的胜利，沙皇制度的全部崩溃也还是会成为事实。而到那时，就已经是农奴制度、专制制度和黑暗势力的全部遗产的实际的真正的覆灭，而不是自由派资产者为了迷惑自己和别人而对破烂衣衫所进行的软弱的、怯懦的和虚伪的缝补。即使明天邮局送来不幸的消息，说爆发的起义又被镇压下去了。那我们还是要高呼：再来一次，——起义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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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1卷


《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

（1905年10月4日〔17日〕）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火星派在“杜马”运动中的策略是站不住脚的。这种策略有两个基本点站不住脚：一是力图在承担某些革命义务的基础上支持想参加杜马的解放派，一是宣布“公民革命自治”的口号，号召在专制制度下由全民选举立宪会议。现在我们终于看到，孟什维克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的决议试图确切地、正式地表述火星派的策略了。出席这个会议的代表都是俄国新火星派的优秀人物。决议试图认真地阐述向无产阶级提出的纯实践性的意见。正因为如此，认真地分析这个决议，无论从确定某种实践活动来看，还是从评价整个《火星报》的全部策略立场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

现在把决议全文引述如下：


　　南俄组织成立代表会议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
 。代表会议认为，摆脱目前困境的唯一符合全民利益的出路，就是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的基础上召集立宪会议，来废除专制制度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无产阶级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基础和实现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同时，会议还注意到：（1）国家杜马的选举制度，不是使全体人民都能参加选举。而且由于对城市居民规定了严格的财产资格限制，无产阶级完全被剥夺了选举权，至于农民，只有一部分人能参加选举，选举方法是四级选举制，这种选举制度为当局对农民施加压力大开方便之门；

（2）整个俄国依旧没有各种必不可少的公民自由，而没有这些自由就不可能进行竞选鼓动，从而也不可能进行稍微公正的选举，相反，行政当局的暴行目前在各地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广大地区相继宣布戒严；

最后，（3）正在为所有边疆地区制订更加滑稽可笑的代议制度；

代表会议要求所有组织大力展开鼓动工作，揭露这个专制政府想用以欺骗人民的滑稽可笑的代议制。代表会议宣布，不论是谁，只要他想满足于国家杜马，而不给自己提出任务，不在目前决定关头用行动和策略来支持革命人民关于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基础上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那他就是自觉的人民叛徒。

为了尽快地实现上述要求，南俄代表会议建议各党组织采取如下策略：

（1）在工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中大力进行鼓动工作，借以建立广泛的民主组织，把它们联合成一个全俄性的组织，以便积极进行反对国家杜马和争取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斗争，同时立即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要建立这种全俄人民组织，应该先成立由各工厂工人选出的鼓动委员会并且把这些鼓动委员会联合起来；在农民中也建立相应的鼓动委员会；在市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成立各省的委员会，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联系。

（2）如果这个组织有了足够的力量，工人群众的情绪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选举运动一开始就要着手组织立宪会议的全民选举，同时应当看到，以实现这种选举为目的的有组织的人民运动，会自然而然地转变成反对沙皇制度的全民起义，因为在进行选举的时候，必然要遇到沙皇制度的反抗，必然要同沙皇制度发生冲突，这样就会提供推动起义的新因素，而由于事先在人民中间进行了组织工作。起义将会普遍展开，步调一致。

（3）此外，代表会议提议努力争取选举集会的自由，建议积极干预选举运动，使人民干预复选人会议，让复选人在人民中、在广泛的人民集会上讨论被选入国家杜马的代表所应担负的任务，而社会民主党则应该努力争取使有权选举国家杜马的各居民阶层走上革命的道路，而革命的道路可以表现为参加由人民的民主组织领导的起义，在没有起义的情况下也可以表现为努力把正在建立的国家杜马变成革命的会议，以便召集全民立宪会议，或者协助人民的民主组织来召集全民立宪会议。

（4）如果到国家杜马最终召开的时候，人民运动还没有能够推翻专制制度并组织立宪会议，那么就要准备为了上述目的而对国家杜马施加压力。——要准备向国家杜马提出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最后通牒，提出立刻实行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和武装人民。——要准备以政治罢工和其他广泛的人民行动来支持这个最后通牒。

（5）整个这一策略应当由无产阶级和农民在选举运动前和选举运动中所组织的广泛的人民会议通过。





　　我们不去谈这个十分冗长的决议在行文方面的缺陷。现在直接来谈它的主要错误。1.决议一开头谈的是关于摆脱目前境况的唯一出路的问题。在这里，整个重点放在立宪会议这个 概念
 上，而丝毫没有谈到，应当由 谁
 来召集这个会议，以便使这个“出路”不致流于空谈， 而
 成为 实际的
 出路。不提这一点，就等于社会民主党人向解放派屈服。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正是为了君主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利益，解放派才只要求召集全民立宪会议，而 不谈
 由谁来召集它的问题。我们不止一次地指出，正是这个问题已经被蓬勃发展的革命提到首要地位，目前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妥协”）策略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的根本区别正在于此。新火星派的决议现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件证明：这一派人在策略的基本问题上害了不可救药的失明症，因而落到采用解放派的口号的地步。

再往下看，决议把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问题搞得更加混乱了。鼓吹什么在这方面要信赖国家杜马，这简直是一种反动的宣传，至于说由“人民的民主组织”来召集立宪会议，这无异于建议通过住在火星上的人民之友的委员会来召集立宪会议。新火星派在自己的全俄代表会议上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把由革命政府召集全民立宪会议和由一个代表机关召集全民立宪会议这两者 等同起来了
 。现在，新火星派更倒退了，他们闭口不谈临时革命政府。为什么？理由是什么？他们的观点有哪些改变？——这一切现在还是个谜。孟什维克在自己的代表会议上不去阐发策略指示，而仅仅树立了一个忽而向左忽而向右跳跃和动摇的典型。

2.宣布“不论是谁，只要他想满足于……他就是自觉的人民叛徒”等等，这正是那种似乎是向左的跳跃，不过不是跳向真正革命的道路，而是跳向空谈革命的词句。第一，“自觉的”（叛徒）这个尖锐的字眼讲的是什么呢？约翰·雅科比在1847年曾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参加了国家杜马或联合议会，而在1870—1871年战争以后转到了社会民主党人方面，那他是不是自觉的人民叛徒呢？凡是想参加杜马并“想”满足于极其微小的利益的农民都是自觉的叛徒吗？第二，这里把 谁
 想满足于……谁没有给自己提出任务等等作为叛变的标准，是否恰当呢？用什么来证明这种“想法”和“提出任务”呢，是用言论还是用行动？如果是用言论，那就应当要求那些想参加国家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现在解放派自称为“立宪民主党人”）立下字据或承担革命义务（帕尔乌斯、切列万宁、马尔托夫）。果真是这样，那决议就应当清楚地说明这个思想，而不是施放烟幕。如果要用行动来证明“想法”，那为什么决议不公开地直截了当地说明，是 什么样的
 “行动”在它看来可以证明想法呢？这是因为决议反映了新《火星报》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它分不清革命民主派和君主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派的界限。第三，一个进行斗争的政党，只是一般地讲某些人（“不论是谁”），而不具体谈哪些派别或政党，这是否恰当呢？对我们来说，目前特别重要的就是要在无产阶级面前揭穿一个派别，即立宪民主党，这个党已经用自己的“行动”向我们表明它所支持的要求是什么和怎样进行支持。以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名义向工人谈论想参加杜马的人，谈论杜马复选人等等，却丝毫不谈立宪民主党（或称解放派），这是卑鄙地支吾搪塞，玩弄花招（暗地里根据帕尔乌斯或切列万宁的条件同解放派达成支持解放派的协议），或者是毫无理智地向工人散布毒素，不去同立宪民主党人作斗争。

除了同《解放》杂志、解放派、地方自治人士和其他立宪民主党人的活动有关的历史事实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重要材料可以用来评论资产阶级民主派同人民一道进行斗争的“想法”。新火星派对这些材料避而不谈，却一味说空话。普列汉诺夫还尽力要我们相信，《火星报》只有组织观点是模糊的，策略观点则不模糊！

火星派事实上不仅假装看不见立宪民主党人进行叛变的“想法”（从地方自治人士的七月代表大会到九月代表大会期间，他们那种明目张胆的、有目共睹的向右转的行动就是证明），甚至不惜以攻击抵制来 帮助
 这些立宪民主党人！火星派对于假设的解放派（“不论是谁，只要他们”……）用“极其可怕的”字眼进行威吓，而对于现实的解放派却通过自己的策略给以帮助。这同立宪民主党的一位领袖罗季切夫先生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这位先生激昂慷慨地宣称：“我们不从沾满人民鲜血的手中接受自由！”（罗季切夫先生的这句话是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反对威·斯特德时说的，现在所有的国外报纸都在引用它）可他同时又要求通过这样的手来召集全民立宪会议。

3.决议的另一个根本错误表现在“建立广泛的民主组织，把它们联合成一个全俄性的组织”这个口号中。社会民主党人居然提出这样的口号，其轻率态度简直令人吃惊。建立广泛的民主组织，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只能有两种理解，或者是把社会主义者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淹没在民主主义者的组织中（这一点新火星派不会有意识地去做，因为这就等于完全背叛无产阶级），或者是社会民主党人同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派实行暂时的联合，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新火星派想宣传这种联合，他们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公开说出来？为什么要在“建立”这个字眼后面躲躲闪闪呢？为什么不明确指出，他们究竟号召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哪些派别或哪些团体联合起来呢？难道这不是一个不可宽恕的 策略观点模糊
 的新典型吗？策略观点模糊，事实上必然会把工人阶级变成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

决议只有一个地方明确地谈到这种“广泛的民主组织”的性质，这个地方指出，这种组织有两个目的：（1）进行反对国家杜马的斗争，（2）争取召集全民立宪会议。关于第二个目的火星派说得软弱无力，就是说，没有指出应当由谁来召集全民立宪会议，所以立宪民主党人完全赞成这个目的。这不是表明火星派在鼓吹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民主党联合，只是羞于直接讲明吗？？第一个目的讲得非常含混，只有在故意欺骗公众的俄国法律中我们才会经常看到这样含混的措辞。什么叫作反对国家杜马的斗争呢？假定拟订决议的人想毫不含糊地表达自己的意思，那么按字面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抵制杜马
 ，因为反对还不存在的机关，也就是不让这个机关产生。但是我们知道，火星派是反对抵制的，我们从这个决议中看到，他们接下去讲的已经不是进行 反对
 国家杜马的斗争，而是对国家杜马 施加压力
 ，努力把国家杜马变成革命会议，等等。就是说，“进行反对国家杜马的斗争”这句话不应当从字面上来理解，不应当狭义地理解。既然如此，那应当怎样来理解呢？是不是象在讲课时批评国家杜马的马·柯瓦列夫斯基先生那样来理解呢？到底什么叫作 反对
 国家杜马的斗争？？这还是一个谜。我们的这些头脑混乱的人对于这一点没有讲出一句明确的话。我们的新火星派知道，有觉悟的工人的情绪无疑是反对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的策略的，是反对在某些条件下支持杜马的策略的，因此他们就胆怯地选了一条中间道路：一方面，重复受无产阶级欢迎的口号——“进行反对国家杜马的斗争”，另一方面，又抽去这个口号的真正含义，迷人眼目，把反对杜马解释为对杜马施加压力等等。正当解放派向全欧洲拍着胸脯大叫，说他们进入国家杜马只是为了斗争，完全是为了斗争，说他们“想”同政府彻底决裂的时候，火星派的这些最有威望的组织却提出这种可怜的糊涂观点！

我们要问问读者：在社会民主党策略中，有谁在哪里看到过比这更可耻的动摇呢？鼓吹 同解放派一起
 “建立广泛的民主组织”（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同意火星派所说的建立这些组织的目的）但又不直接说出解放派，对社会民主党来说，能够想象出比这更有害的事情来吗？？

普列汉诺夫由于近两年来替火星派的“组织观点模糊”进行辩护，所以在全体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面前丧失了信誉，而现在他又来要我们相信，新火星派的策略是好的！……

4.再往下看，把广泛的（和界限模糊的）民主组织的联合叫作“全俄人民组织”或“人民的民主组织”是极不恰当的。首先在理论上这是错误的。大家知道，“经济派”的过错就在于把党和阶级混为一谈。现在火星派重犯了过去的错误，把各种民主党派或民主组织的总和同人民的组织混为一谈。这种说法是空洞的，骗人的，有害的。说它空洞，是因为它没有任何特定的含义，没有指明是什么民主政党或民主派别。说它骗人，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甚至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也不能建立一个包括整个阶级的政党，更不用说包括全体人民了。说它有害，是因为它用响亮的字眼使人头昏目眩，而没有推进实际工作来解释真正民主党派的真正意义、它们的阶级基础、它们接近无产阶级的程度等等。正是现在，在民主革命，即按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从所有这些立宪民主党人等等直到社会革命党人，都特别热中于宣扬“广泛的民主组织”，总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公开地或隐蔽地鼓励非党性，就是说不严格划分民主派。无产阶级中有觉悟的人应当坚决地无情地同这种倾向作斗争，因为这实质上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倾向。我们应当把正确区别各党派的工作提到第一位，揭穿一切混乱观点，揭露充斥于我国各自由派报纸的所谓统一、团结、广泛的民主主义这类骗人的鬼话。为了完成一定的任务，我们建议同某些民主派联合，但是应当只选择 革命的
 民主派（特别是在目前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指出，“想”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人（目前在革命队伍中的）和“想”同专制制度搞交易的人有什么极明显的不同的特征。

为了更清楚地向火星派说明他们的错误，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纲领谈到了农民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更确切地说明了农民委员会的意义，把它们叫作革命农民委员会（在这方面，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在实质上同第三次代表大会是一致的）。我们提出，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 通过革命的途径
 实现一般的民主改革，包括 直到没收
 地主土地的土地改革。现在，火星派在决议中又提出“在农民中”建立新的“鼓动委员会”。这不象是社会主义工人的建议，而是自由派资产者的建议。这样的“农民鼓动委员会”即使建立起来，也只会对解放派有利，因为这些委员会的革命性质将会被自由主义的性质所代替，我们已经指出，火星派所确定的这些鼓动委员会的鼓动内容（进行“反对”国家杜马和争取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斗争），没有超出解放派纲领的范围。现在新火星派是否清楚，除了革命农民委员会的口号，他们又提出“农民鼓动委员会”的口号，就等于把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变成解放派的口号？

5.最后，我们来谈谈这个“全俄人民组织”的主要任务：组织立宪会议的全民选举。要在保存专制制度的情况下举行全民选举！同专制制度的“冲突”会提供“推动起义的新因素”……这个确实滑稽的选举，倒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

“革命自治”的口号和立宪会议“自然发生”的理论，必然产生这种会成为典型的荒谬论点。在特列波夫之流的统治下，就是说在起义胜利以前，在实际上推翻沙皇政权以前，就谈全民选举，这是一种最大的马尼洛夫精神，这只能使工人的思想受到不堪设想的政治毒害。只有被新《火星报》训练得习惯于到处讲空话的人，才会接受这些一遇到冷静的批判就会烟消云散的口号。只要稍微考虑一下 全民
 选举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只要想到它要求的是鼓动自由，是让全体居民知道情况，是使全体居民承认这个编制全体居民名册并且一无例外地对真正全体居民进行民意测验的中心组织或各地的中心组织，——只要稍微考虑一下这些问题，就可以肯定《火星报》所设计的“全民选举”不过是全民的滑稽剧或全民的骗局。 任何一个
 多少能称得上是“全民选举的”议员，就是说，能得到人民真正自由地和自觉自愿地投给他5—10万张选票的议员，不论在俄国的哪个地方，“选举运动一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是选不出来的。

火星派的决议和无产阶级去 演滑稽剧
 ，不论什么样的保留和遁词都不能改变这个滑稽可笑的决议的本意。他们对我们说，只有“组织有了足够的力量”的时候，只有“由于事先进行了组织工作，它〈起义〉将会普遍展开，步调一致”的时候，才举行选举。我们回答说：力量应当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论来证明。在起义胜利以前，即使谈什么有力量宣布“全民选举”而不遭到讥笑，这也是个笑话，而谈什么举行全民选举，就更是如此了。如果（1）这个组织不是由真正能够举行起义的人组成（而我们知道，决议鼓吹的只是“广泛的”组织，即事实上是解放派的组织，如果爆发起义，这些组织无疑会背叛起义），（2）没有力量取得起义的胜利（为了取得胜利，除了社会舆论、人民福利等等精神力量外，还需要有革命军队的物质力量），那么，这个组织不管怎样遍布各地，不管怎样步调一致，都不能“保证”起义的胜利。把这种精神力量，把这些关于“全民性”的响亮字眼提到首位，而在战斗的号召中 不提
 直接的物质力量，就等于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降低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

滑稽的选举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变成起义，而是 人为地
 转变成起义，这种转变是一小撮知识分子凭空想出来的。制造这种人为转变的做法，同以前纳杰日丁臆造“激发性的”恐怖手段的做法十分相似。新火星派也想人为地“激发”、推动人民起义，这种思想根本是骗人的。要建立真正全民的组织，我们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打算在专制制度下举行选举，这种选举也必然会成为滑稽剧，而利用这类 杜撰的
 理由来发动起义，就等于在人民中还缺乏 真正的
 激昂情绪的时候下令举行起义。只有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的人，只有喜欢使用尖锐字眼的知识分子，才会在1905年的9月杜撰什么“推动起义的新因素”。好象在我们俄国，很少有 真正的
 而不是滑稽的起义的因素，很少有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伪造的群众的 激昂情绪
 ！滑稽的选举永远不会激发群众。但是罢工、游行示威、军队哗变、大学生的重大发动、饥饿、动员、国家杜马中的冲突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件，倒能经常不断每时每刻地真正 激发
 群众。不仅虚构“推动起义的新因素”的想法是极其荒谬的，甚至事先指出只能是某一种因素而不能是其他因素能真正激发群众的想法也是不明智的。凡是稍许自重的人，稍许严肃对待自己言论的人，都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去臆造“推动起义的新因素”。

可敬的马尼洛夫们，缺少的不是“新因素”，而是军事力量，革命人民（不是一般人民）的军事力量。构成这种力量的是：（1）武装的无产阶级和农民，（2）这些阶级的代表组成的有组织的先进部队，（3）愿意转到人民方面来的军队。所有这一切就组成了 革命的军队
 。只讲起义、起义的力量、自然而然地转变成起义等，而不讲革命军队，这是荒谬的、糊涂的，在反革命军队愈是加紧动员的时候，就愈是如此。在高加索和黑海，波兰和里加爆发起义的时期，虚构“推动起义的新因素”，就等于有意闭关自守，逃避运动。我们看到，工人和农民处于群情激荡的状态。我们看到，从1月9日起爆发了一连串的起义，这些起义日益广阔地、有力地、顽强地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谁也不能担保说，这些起义明天不会在任何大城市、任何军营、任何乡村重新爆发。相反，一切材料都证明，这种爆发是可能的，是即将来临的，是不可避免的。这些爆发能否胜利，第一，要看 革命的
 鼓动和组织的成就如何，——这里是指革命的，而不是《火星报》所乐道的“广泛的民主的”，因为在民主主义者中有许多不革命的人。第二，要看革命军队的力量和准备程度。第一个条件早就为大家所公认，而且全体革命者在全国各地，可以说在每一次小组、团体的会议上，在每一次飞行集会、群众集会上，都在实现这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还很少被人所承认。自由派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阶级地位，是不愿意而且也不可能承认它的。在革命者当中，只有死心塌地做君主派资产阶级尾巴的人才避而不谈第二个条件。

起义是个很大的字眼。号召起义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社会制度愈复杂，国家政权组织愈高级，军事技术愈完善，就愈不能允许轻率地提出这种口号。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就为提出这种口号做了准备，但是，只有到革命运动确实开展得非常猛烈，非常深广，问题确实需要彻底解决的时候，我们才提出这个口号作为直接的号召。对待大字眼必须持慎重态度。要把大字眼变成大行动是困难重重的。正因为如此，用讲空话来回避这些困难，用马尼洛夫式的臆造来逃避严重的任务，用所谓“自然而然地转变”到实现这些艰巨任务的美妙空想来蒙住眼睛，是不能宽恕的。

革命军队也是一个很大的字眼。建立革命军队，这是一个艰巨、复杂和长期的过程。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在各地一块块地、一片片地发展起来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没有这种军队就 不可能
 有革命的真正胜利的时候，我们应该提出坚决而明确的口号，宣传这个口号，使它成为当前政治任务的试金石。如果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使变革完全成熟了，革命的阶级就总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变革，那是错误的。不，人类社会的安排对于先进分子来说并不是那样合适和那样“方便”的。变革可能成熟了，但这一变革的革命创造者可能还没有充分的力量来实现这一变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继续腐烂下去，有时能拖延数十年之久。至于民主变革在俄国已经成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革命阶级实现这一变革的力量够不够，这还不知道。这要取决于斗争，如果许许多多直接的和间接的迹象没有使我们产生错觉的话，可以说这个斗争的紧要关头正在飞速地逼近。精神上的优势是肯定无疑的，精神力量已占压倒优势；没有这种力量，当然根本谈不上什么变革。这种力量是个必要的条件，但是这还不够。它会不会变成足以摧毁专制制度的极为顽强的（我们不能闭眼不看这一点）反抗的物质力量，斗争的结局将会告诉我们。起义的口号是用物质力量解决问题的口号，——按现代的欧洲文明来说，这种物质力量只能是军事力量。在变革的一般条件还没有成熟，群众的激昂情绪和采取行动的决心还没有明确地表露出来，外界情况还没有引起明显的危机的时候，这个口号是不能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口号一经提出，如果再从这个口号退回去，再回到精神力量上面，即再回到发展起义基础的条件之一上面，再回到“可能的转变”之一上面等等，那简直是可耻。不，既然已经决定，就应当毫不退缩，就应当明确地公开地向最广大的群众讲清楚，目前胜利实现变革的实际条件是什么样的。




我们还远远没有说完火星派决议的一切错误，在能够思考问题而不是一味“捕捉时机”的人看来，这个决议将永远是一个把社会民主党任务庸俗化的遗臭万年的历史文献。我们觉得，重要的是追究错误的基本根源，而不是列举根本错误的所有的、甚至比较小的表现。因此我们只是附带地指出， 向杜马
 提出“最后通牒”（在缺乏有充分准备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宣扬这个军事用语，是一种庸俗的吹嘘行为）的思想，努力把 这个杜马
 变成革命会议 
［注：如果我们在即将到来的同沙皇政府的决战中表现强大，那么国家杜马必然会向左转（至少它里面那一部分自由派会这样，我们不讲反动派），但是不摧毁沙皇政权而想要对国家杜马发生重大影响，这是十分愚蠢的，就好象日本不摧毁俄国的军事力量便开始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或认为中国的援助有重大意义一样。在1848年3月18日以后，普鲁士国家杜马（联合议会）立刻“匆忙签署”召集立宪会议的文件，而在这以前，革命者的一切“最后通牒”，他们为了影响国家杜马而作的一切“努力”，他们的一切恐吓，对于坐在国家杜马中的彼特龙凯维奇、罗季切夫、米留可夫之流来说，都不过是空话而已。］

 的思想，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现在我们来谈谈“人民的革命自治”这一口号的一般意义。

提出这个口号，更确切些说，把这个口号变成中心口号，这是《火星报》一切动摇行为的根源。《火星报》试着援引“辩证法”来为这个口号辩解，它援引的就是普列汉诺夫的那个辩证法，普列汉诺夫曾依靠这个辩证法对《火星报》的“组织上的含混不清”先是进行辩护，后来又进行揭发！

我们说过，人民的革命自治不是起义的序幕，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变”成起义，而是起义的尾声。没有起义的胜利，就根本谈不上真正的和完全的自治。我们还补充说，把重心放在国家管理上而不放在国家制度上的思想是反动的，把革命自治和革命军队混为一谈是极为荒谬的，革命军队胜利后一定要实行革命自治，而革命自治还不一定包括革命军队。

《火星报》企图用无意识的自发过程的“辩证法”来为自己这个有意识的口号的混乱辩解。它说，生活没有明显的界限。工人职业介绍所现在还存在着（《社会民主党人报》[174]第12号），这就是自治的要素。又说，序幕和尾声在发展的辩证过程中常常是互相交错的。

后面这个说法完全正确。是的，实际发展过程 永远是
 错综复杂的，尾声中的一些片断往往出现在真正的序幕之前。然而，是不是说，有觉悟的政党的领袖因此就可以 搅乱
 斗争的任务，就可以混淆序幕和尾声了呢？是不是就可以用错综复杂的自发过程的辩证法来替有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逻辑中的混乱开脱呢？难道这不是用普列汉诺夫的辩证法来代替马克思的辩证法吗？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们的思想，我们举个例子。假定讲的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危机日益成熟，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日益临近。这时，机会主义者把消费合作社的口号提到了首位，而革命者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口号提到首位。机会主义者争辩道：消费合作社是无产者的现实力量，是争取到的现实的经济阵地，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的一部分；你们革命者不懂得辩证的发展，不懂得资本主义要长入社会主义，不懂得社会主义细胞要渗入资本主义的内部，不懂得用新的社会主义内容来代替资本主义。

革命者回答说：是的，我们同意消费合作社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第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为了消费而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的大消费合作社；第二，没有强大的多方面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而消费合作社必然是这许多方面的一个方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只要政权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消费合作社就是可怜的一小部分，它保证不了任何重大的变动，引不起任何决定性的变化，有时甚至使人脱离争取变革的严重斗争。工人在消费合作社中获得的本领非常有用，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只有政权转入无产阶级手中以后，才能提供出充分发挥这些本领的天地。那时，剩余价值也将由消费合作社体系支配；而现在，由于工资微薄，运用这个有益的机构的范围也很狭窄。那时，将是真正自由的工作人员的消费合作社，而现在，是受资本压榨折磨的雇佣奴隶的合作社。总之，消费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包含着它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但是，社会主义者应当善于区分部分和整体，应当按 整体
 提口号，而不是按部分提口号，应当提出真正变革的根本条件，而反对进行部分的缝缝补补，因为这往往使战士们脱离真正革命的道路。

《火星报》认为在这场争论中谁是正确的呢？

关于民主革命时期“革命自治”的口号也是如此。我们并不反对革命自治，关于这种自治我们早已在我们的最低纲领中的某个地方谈到了一下（见关于广泛的地方自治那一节），我们同意这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这一点《无产者报》第15号 
［注：见本卷第197—198页。——编者注］

 在讲到斯摩棱斯克杜马的时候就曾经指出过。民主革命没有强大的多方面的民主运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许多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争取自治的运动。不过，假如没有革命的学校，民主革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革命学校就象不受警察管辖的工人职业介绍所一样，象僧侣中的风潮一样，象违法的地方自治等等一样，也是沙皇制度真正瓦解的无可怀疑的标志。从这里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火星报》的同志们，请想一想吧！是应当把所有这些起瓦解作用的部分综合为完整的起义口号呢？还是应当歪曲起义的口号，使这个口号只同其中一个部分，即同自治联系起来呢？

勇敢的《火星报》（第109号第2版第1栏）写道：“组织革命自治，或者换一个说法，组织人民起义的力量”。这就等于说，组织革命学校就是组织起义力量，组织僧侣中的风潮就是组织起义力量，组织消费合作社就是组织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不，《火星报》的同志们，你们真是拙劣的辩证家。你们不会辩证地看问题，虽然你们象普列汉诺夫一样，非常善于在你们观点中关于组织上和策略上含混不清的问题上耍花招，兜圈子。你们没有看到，在起义胜利之后，所有这些变革的部分都必然会汇合成起义的完整统一的“尾声”，可是，没有起义的胜利，部分仍然是部分，仍然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只有庸人才感到满足的可怜的部分。

教训：（1）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还是在民主革命的前夕，都有一种总是与伟大过程中的一个小部分纠缠不休的恶习，他们把这个部分当作整体，使整体从属于这个部分，以此歪曲整体，因而就变成不彻底的、懦弱的改良主义者的奴仆。（2）自发过程永远是而且必定是错综复杂的，但不能用这一过程的辩证法来为逻辑结论和政治口号的混乱开脱，尽管逻辑结论和政治口号常常是（但不必定是）混乱的。




附言：当我们接到火星派在国外出版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决议的时候，本文已经拼版了。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同我们前面转载的俄国出版的决议稍微有些不同。但这些不同之处都不是本质的，因而丝毫不影响我们的批判。







	载于1905年10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2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54—372页

















[174]《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п-Демокраг》）是俄国孟什维克的通俗机关报，1904年10月1日（14日）—1905年10月14日（27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号。该报的主编是费·伊·唐恩。——369。









《列宁全集》第11卷


马·波里索夫《关于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文按语[175]


（1905年10月4日〔17日〕）


编者按
 ：我们很高兴发表这篇在国内工作的同志写的文章，因为全面讨论工会问题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只有不断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阐明的全党经验，才能够帮助我们制定出最适合俄国条件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会的形式。同时还应当利用敌人给予我们的教训。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因科隆代表大会的“行会”倾向而欢喜若狂，想要引诱工人离开社会主义而走上“纯粹的”即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在俄国连《莫斯科新闻》现在也学会唱这种调子了。如果资产阶级开始称赞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在“理智的”工会运动方面“头脑清醒”或“勤奋努力”，那么，这就肯定无疑地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缺陷。马·波里索夫同志提出的问题正是要全面地履行我们的社会主义职责，绝不容许出现这类缺陷。





	载于1905年10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2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73页

















[175]这是列宁为《无产者报》第21号发表马·波里索夫的《关于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文而写的编者按语。波里索夫的文章还于1905年11月8日转载于在彼得堡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第7号。



波里索夫的文章说，在工人中间存在着联合为工会的愿望，进行着组织工会的尝试。因此，摆在社会民主党面前的任务就是积极协助组织工会，领导工会的工作，在工会会员中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鼓动，教育工人广泛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任务。



列宁认为党对正在展开的工会运动的领导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几天，列宁于9月30日（10月13日）给谢·伊·古谢夫的信中就曾谈到这个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373。





《列宁全集》第11卷


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人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

（10月8日〔21日〕以后）

对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人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应当指出：

这是火星派所做的 全部
 蠢事——无论是平行的议会或者是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勾结——的典型。

总的来悦，就是在各个方面 玩议会游戏
 ：无论是在人民杜马中，还是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勾结，或者是“援引拉萨尔”（拉萨尔是 在有宪法的情况下
 、在革命争得宪法十多年以后活动的）的例子用议会来解释“工人代表大会”。

笑话连篇：“我们党和自由派组织之间进行认真的谈判和达成协议的”“首要的和主要的基础”（第13页）……是 
行动

 。什么样的行动呢？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晚了三年！难道这是同一个政党

的协议吗？这是效劳，首先是技

术上效劳，这种效劳在三年以前

是足够的。




	　　（1）经费……（2）场所……

（3）武器“运送”

（4）对公共机关的影响

（5）利用官僚和军队关系为

　　公开的政治行动服务。









　　“学校教育学”：即使不能召集 
人民杜马

 和 工人代表大会
 （第12页），——“ 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也不是徒劳无益的
 ”。与起义作比较——在这件事上组织工作会是“ 徒劳无益
 ”的吗？不会。鼓动工作呢？也不会，因为起义在进行，这是现实。而 
人民的杜马

 则是喜剧、幻影、空话。


戏耍工人
 。

第7页：“ 人民的
 立宪会议，也就是真正‘人民的杜马’”。

{根本谈不上什么“ 也就是
 ”，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第7页）人民的杜马的“职责”

Ⅰ°（1）“要求国家杜马召集立宪会议

（2）～″～和宣布？—И？> 
［注：这里“宣布”二字原文为οσοσБЯВЛенЯ（？-И），此外“И”字应为И，所以列宁加了括弧。——编者注］

 自已是不称职的，没有行使职能的权利”


［！！哈哈！那么召集立宪会议的“权利”呢？］

　　Ⅱ°（3）“成为居民中一切民主（第7页）阶层的中心及其意志的代表者，成为这些阶层为反对政府及其同盟者所采取的防御性和进攻性行动的组织者”把这种胡言乱语同作为起义机关的改时革命政府加以对照。






	滔滔不绝的废话和革命的现实。起义的困难＝登上勃朗峰的困难。

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人民杜马”的

困难＝腾云驾雾飞上勃朗峰的

“困难”。









　　指出，我们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传单中说《火星报》的计划纯粹是来自国外的空想，这一意见已得到证实。阿克雪里罗得想要 改变
 自己的一个通讯员的 看法
 ，这个通讯员（α）（第6页）对人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的口号是否能够掌握广大群众表示怀疑；（ｂ）（第14页）论证了“积极抵制”的政策（第15页）（和第14页结尾）。阿克雪里罗得认为积极抵制的政策是“反动的和空想的”

——反动？——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解放》杂志解决了这个问题。同黑帮联合？——害怕《莫斯科新闻》和《新时报》。——空想？两种“空想”： 
武装起义

 和 
玩议会游戏

 。

哪一种 正在实现
 ——全俄的总罢工和街头斗争可以表明。

“ 
同自由主义民主派的中央组织

 ”“勾结”、“妥协”（第7页）的思想，是极其混乱的。

完全不会区别 
革命的

 民主派以及提出同他们达成 政治
 协议的 
具体的

 口号。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只有一些解放派的口号。关于“工人代表大会”。

第三次代表大会：利用公开的活动来建立 
党

 的基地[177]。

　　　　　　　　　　　（清晰而明确。）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什么也弄不清楚。

　　　　　　　　关于全俄工人代表大会未置一词（第3页）

　　　　　　　　　　——或者“ 
空谈

 ”？

　　　　　　　　这算什么？

最好是 
两个代表大会

 （1）“ 全国代表大会
 ”（第4页）

　　　　　　　　　　　　　　　　（2）“ 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由赞成我们纲领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加上我们党组织的代表参加来改造整个党。”第4页）。

［同拉萨尔的活动作比较是荒谬的：（1）当时已经有了 
宪法

 。（2）当时人们 公开地
 向拉萨尔提出问题，他也 公开地
 作答。（3）当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立造成了 恶意利用
 “工人的主动性”来 反对
 社会民主工党的借口。］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24—427页

















[177] 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公开的政治活动问题的决议》。决议由列宁起草并被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47—148页和《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91—92页）。——376。







《列宁全集》第11卷


自由派对杜马的希望

（10月9日〔22日〕以后）

自由派竭力向人们散布对杜马组成的乐观情绪。《法兰克福报》记者于公历10月14日从彼得堡报道说：“从目前正在进行的选举准备会议的结果来看，可以得出结论说，杜马的组成绝不会象当初想象的那么坏。现在已经可以有一定把握地预言，真正的保守分子未必能在杜马中占半数。当选机会最多的是 温和自由派
 和 自由派
 ，而激进派的机会要差得多，尽管同他们在8月间就持有的对未来的悲观看法相比，情况要好一些。激进派在杜马中的力量将不会太弱，这一点恐怕也用不着怀疑。问题只是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自由派和温和自由派跟他们走，因为只有这三种分子团结一致反对保守派核心，立宪会议才有保证。”

所谓激进派无疑就是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彼得堡的候选人是纳波柯夫、克德林、维纳维尔。通讯作者对“温和自由派”没有作出比较明确的说明，但是在候选人名单中提到了费多罗夫（“真正的”保守分子，“但是自由派也会支持他”！）和尼基京（右派的候选人，同时也是温和自由派的候选人）。

可见，立宪会议是在自由派和温和自由派都服从于“激进”解放派的领导的情况下得到“保证”的……请看，自由派的乐观主义者真正是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但是最可笑的是，他们完全看不到，即使国家杜马的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立宪会议，还不等于立宪会议事实上有了“保证”，而只是争取召集立宪会议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有了保证。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是想吃两个娘的奶：既想吃专制制度的奶（合法杜马中的合法反对派），又想吃革命的奶（为立宪会议“我们出了力”）。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74—375页















《列宁全集》第11卷


莫斯科事变的教训[178]


（1905年10月11日〔24日〕）

十分鲜明地表现在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中的莫斯科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平息下来。罢工还在继续。它已经部分地蔓延到彼得堡，那里的排字工人因同情他们的莫斯科同行而举行罢工。现在还不知道，当前的运动将会在下一个汹涌的浪潮到来之前就平息下去呢，还是会长久持续下去。但是，莫斯科事变的某些结果，而且是十分有教益的结果，已经显露出来了。这些结果是值得谈谈的。

整个说来，莫斯科的运动还没有达到革命工人同沙皇制度的力量进行决战的程度。这不过是小规模的前哨战，部分说来也许是国内战争中的军事示威，但不是决定战争结局的战役之一。我们在一星期前所作的两种推测，得到证实的似乎是第一种，即我们面前所发生的不是决定性的冲击，而只是这个冲击的排演。但是排演还是把这出历史剧的全体登场人物都充分展现了出来，从而清楚地说明了这出戏本身的可能的——部分地甚至是必然的——发展。

莫斯科事变是由那些初看起来纯属学院性质的事件引起的。政府赐给大学一部分“自治权”，或者所谓的自治权。教授先生们获得了自治的权利。大学生获得了集会的权利。这样，就在专制农奴制压迫的整个体系上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新的革命激流立即以意想不到的力量奔向这个缺口。微小的让步和微不足道的改良，其目的是缓和政治矛盾和在掠夺者与被掠夺者之间进行“调解”，实际上却大大加剧了斗争，扩大了参加斗争的人数。工人大批涌向大学生的集会。结果这些集会竟成了革命的人民群众大会，在这些大会上占多数的是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政府发怒了。获得教授自治权的“有名望的”自由派慌乱起来，他们离开了革命的大学生而跑向掌握警察和皮鞭的政府。自由派利用自由来背叛自由，利用自由来阻止大学生扩大和加强斗争，利用自由来鼓吹“秩序”——在杀人强盗和黑帮分子、特列波夫先生和罗曼诺夫先生的面前鼓吹“秩序”！自由派利用自治权来管理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工作，利用自治权来关闭大学——这是为打手们所准许的“科学”的纯洁圣地，大学生却玷污了它，竟容许“下贱的庶民”到里面去讨论专制匪帮所“不准许讨论的”问题。获得自治的自由派出卖了人民，背叛了自由，因为他们害怕大学里发生流血惨剧。他们因为卑鄙的怯懦已被好好地惩罚了一顿。他们关闭了革命的大学，却开放了街头的革命。这些可怜的学究，他们本来已经要和格拉佐夫之流的恶棍们争先恐后地欢庆他们扑灭了学校中的火焰。实际上，他们不过是点燃了大工业城市的火焰。这些装腔作势的小人物，他们禁止工人接近大学生；他们这样做不过是把大学生推到革命的工人那里去。他们从自己那个充满了陈旧的官僚习气的鸡窝的角度，来估计一切政治问题；他们央求大学生珍惜这个鸡窝。第一阵清新的微风吹来，即自由的年青的革命自发势力的发动，已经足以使一切人甚至忘掉这个鸡窝，因为风刮得愈来愈大，它已经变成袭击一切官僚习气和一切凌辱俄国人民的现象的主要根源的风暴，即袭击沙皇专制制度的风暴。即使是在现在，当第一次危险已经过去、暴风雨显然已经停息的时候，专制制度的奴仆们仍然一想起在莫斯科流血的日子里在他们面前裂开的深渊就害怕得发抖。“目前这还不算是大火，但是火无疑地是点起来了”，缅施科夫先生在奴仆报纸《新时报》（9月30日）上嘟嘟哝哝地说道，“目前这还不算是革命……但已经是革命的序幕了。”“我〈缅施科夫先生〉在4月曾经证明‘它正在到来’，而从那时候起‘它’已经有了多么可怕的进展！……人民的自发势力已被煽动到深渊的边缘……”

的确，特列波夫们和罗曼诺夫同叛变的自由派资产者一起陷入了妙不可言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开放大学，就是为人民的革命集会提供讲坛，给社会民主党以无法估计的帮助。关闭大学，就是开放街头斗争。我们的皮鞭骑士们咬牙切齿地来回奔走，他们重新开放了莫斯科大学，装出要让大学生在街上游行时自己维持秩序的样子，他们假装没有看见大学生的革命自治，而这些大学生正在分成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等等，在大学生的“议会”中代表相应的政治派别（我们深信，大学生将不局限于革命自治，而会立即认真地去组织和武装革命军的队伍）。跟着特列波夫一起来回奔走的还有自由派的教授们，他们今天去劝大学生们谦恭一些，明天又去劝打手们温和一些。前者和后者的来回奔走使我们十分高兴；这就是说，既然政治上的发号施令者和政治上的倒戈者在上层甲板上跳得这么高，那就说明革命的风吹得很好。

但是，除正当的自豪和正当的高兴外，真正的革命者还应当从莫斯科事变中吸取某些更重要的东西：弄明白在俄国革命中是哪些社会力量在活动和怎样活动，更清楚地了解这些力量的活动方式。想一想莫斯科事变的政治连贯性，你们就可以看到一幅在阶级关系方面非常典型和很有代表性的整个革命的图画。这种政治连贯性就是：在旧制度上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政府用微小的让步、骗人的“改良”等等来修补缺口；结果不但没有平静下来，斗争反而更加尖锐和扩大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摇来摆去，来回奔走，劝革命者不要革命，劝警察不要反动；革命的人民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登上了舞台，公开的斗争造成了新的政治局势；在已经夺得的更高、更广的战场上又在敌人的工事上打开了新的缺口，而运动以同样的方式在日益高涨。我们看到政府在全线退却——不久前《莫斯科新闻》公正地指出了这一点。而一家自由派报纸不算不机智地补充道：这是兼有后卫战斗的退却。[179]柏林自由派报纸《福斯报》驻彼得堡记者于10月3日（16日）发出了关于他同特列波夫的办公室主任谈话的电讯。这个小警棍对记者说道：“不要期待政府实行某种始终一贯的计划，因为每天都会发生无法预料的事变。政府不得不随机应变；用暴力是镇压不了目前的运动的，这个运动可能延续两个月，也可能延续两年。”

的确，政府的策略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这无疑就是随机应变和兼有后卫战斗的退却。从专制制度的利益来看，这是完全正确的策略。革命者如果忘记了政府还可能相当长久地退却但却不失去它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极大的错误和危险的错觉。1848年德国的没有完成的虎头蛇尾的半截革命的例子（我们将在下一号《无产者报》上再来谈这个例子，并且我们将永远不厌其烦地提起这个例子）表明，政府甚至退却到召集立宪 （口头上的）
 会议，也能保存足够的力量在最后的决战中战胜革命。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莫斯科事变这个我国内战许多战役中的最近一次战役时，应当冷静地观察事物的进程，应当以最大的毅力和最顽强的精神准备进行长期的你死我活的战争，应当提防那些爱倒戈的同盟者。只要决定性的东西还一点也没有争取到，只要敌人还有广阔的场地可以进一步实行有利而无危险的退却，只要更重大的战役还在进行，那么轻信这些同盟者，企图同他们订立协议或者在某些条件下干脆支持他们，这不仅是愚蠢，而且甚至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

自由派教授们在莫斯科事变发生之前和事变发生时所采取的行为真的是偶然的吗？这对整个立宪民主党来说是例外还是常规？这种行为表现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某个集团的部分特点呢，还是表现了这整个阶级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有两种意见，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一贯善于实行真正社会主义的策略。

为了更清楚地把问题的实质摆出来，我们让自由派自己来说明自由派的策略吧。他们在俄国的报刊上避免直接说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话，甚至避免直接谈到社会民主党人。但是柏林《福斯报》的有趣的报道无疑是比较坦率地表达了自由派的看法：


　　“尽管已经赐予（确实是很迟才赐予）各大学和各高等学校自治权，但学年一开始，大学生的骚动就来势凶猛地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重新出现了。在莫斯科，这些骚动还是和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同时发生的。这些骚动表明俄国革命运动新阶段的开始。大学生会议的进程和会议通过的决议表明，大学生接受了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下列口号：把大学变成人民集会的场所，从而向广大居民阶层灌输革命。莫斯科的大学生们已经表明他们在如何实现这个口号：他们邀请工人和其他同大学毫无关系的人到大学里来，并且人数非常之多，以至大学生本身倒成了少数。不言而喻，在现有条件下，这种现象是不会长久继续下去的。政府宁愿关闭大学也不容许召开这种会议。这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初看起来使人无法理解社会民主党领袖怎么会提出这种口号。他们十分清楚这会造成什么后果，他们正是竭力要政府关闭大学。这是为了什么呢？无非是因为他们竭力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妨碍自由派的
 运动。他们意识到，他们靠自己本身的力量采取不了巨大的政治行动；所以让自由派和激进派也不敢做什么，因为看来自由派和激进派做的事情只会损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自己去争得自己的权利。俄国社会民主党可以为这个‘刚毅不屈的’（“unbeugsame”——不屈不挠的）策略感到很骄傲，但是任何公正的观察者都必定认为这个策略是极端近视的，它未必会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引向胜利。十分令人不解的是：在继续实行这种策略而必然关闭大学的情况下，俄国社会民主党会得到好处。而且，大学和高等学校继续上课对所有进步的党派都是十分重要的。大学生长期罢课和教授长期罢教，已经给俄国的文化带来严重的危害。恢复大学的工作是极端必要的。自治权使教授有可能自由地进行教学工作。因此，所有大学和高等学校的教授都同意必须积极复课。教授们正在利用自己的一切影响，以便唤醒大学生们，使他们放弃社会民主党的口号。”



　　这样，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斗争就完全描绘出来了。不要妨碍自由派的运动！这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中冠冕堂皇地提出来的口号。这种自由派的运动是什么呢？这 就是后退的运动
 ，因为教授们利用和希望利用大学的自由，不是为了进行革命的宣传，而是为了进行 反对革命的
 宣传，不是为了燃起火焰，而是为了熄灭火焰，不是为了扩大斗争场地，而是为了诱使人们离开坚决的斗争而转向同特列波夫们和平合作。在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自由派的运动”就是（我们实际上看到了这一点）从革命者掉头转向反动派。自由派既然在特列波夫们和罗曼诺夫的其他仆从的队伍中引起了动摇，他们当然给我们带来了某些益处，但是，只有我们坚决同立宪民主党人划清界限，并且无情地痛斥他们的一切不坚定的步骤，这种益处才不会因为他们在我们队伍中引起动摇而被害处所压倒。自由派意识到或者常常感觉到自己在当前经济制度中的统治地位，于是也力图成为革命中的主人，把超出最普通的缝缝补补这样一个界限的革命的继续、扩展和加剧都称作对自由派运动的“ 阻碍
 ”。他们担心特列波夫所准许的大学的所谓自由的命运，所以现在就反对革命的自由。他们担心政府明天会按警察所歪曲的形式给予的合法的“集会自由”，所以将阻止我们为了真正无产阶级的目的而利用这些会议。他们担心国家杜马的命运，所以在九月代表大会上就已表现出而且现在仍在表现出聪明的温和态度，同抵制的思想作战，他们说：不要妨碍我们在国家杜马中进行工作！应当承认，使社会民主党感到羞耻的是党内有机会主义者，这些人由于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僵死的教条而落入了这种圈套！他们议论说，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因此……因此应当随着资产阶级在取得沙皇制度让步方面的胜利而后退。新火星派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国家杜马的现实意义，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后退了，当然也就看不见立宪民主党人的后退的运动。火星派从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时起就已经后退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前，他们没有想到要把和立宪民主党人订立协议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后，他们（帕尔乌斯、切列万宁和马尔托夫）不仅在理论上，而且用直接的实践形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前，他们对民主派提出了相当严格的条件（直到协助武装人民等等）。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后，他们立刻降低了条件，只限于提出把黑帮的或自由派的杜马变成革命的杜马的诺言。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前，他们在自己的正式的决议中对应当由谁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问题回答说：或者是临时革命政府，或者是一个代表机关。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后，他们根本不再提临时革命政府，他们说：或者是“人民的民主〈是立宪民主党人一类的吗？〉组织”（？！），或者……或者是国家杜马。因此，我们实际上看到，火星派是怎样遵循自己的堂而皇之的原则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同志们，当心些，可别让资产阶级退出呀！

莫斯科事变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后第一次表明了立宪民主党人在严重的政治时刻的 真正
 策略，也表明了我们所描述的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尾巴必然要变成资产阶级的普通的走卒。我们刚才说：黑帮的或自由派的国家杜马。这样的话在火星派看来可能是骇人听闻的，因为火星派认为黑帮的国家杜马和自由派的国家杜马有极其重大的区别。但是，正是莫斯科事变揭露了这种在议会制以前的时代不适当地提出来的“议会制”思想的虚伪性。正是莫斯科事变表明了自由派倒戈者事实上扮演了特列波夫的角色。也许昨天会由特列波夫发布的关闭大学的命令，今天由曼努伊洛夫和特鲁别茨科伊两位先生执行了。“杜马的”自由派也将在特列波夫和罗曼诺夫与革命人民之间来回奔走，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对自由派倒戈者的即使是最微小的支持，只有政治上的糊涂虫才干得出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在议会制度中支持自由主义色彩较多的政党而反对自由主义色彩较少的政党常常是必要的。而在争取议会制的革命斗争中支持那些“要”特列波夫和革命“和解”的自由派倒戈者，那就是背叛。

莫斯科事变实际表明了《无产者报》屡次说过的社会力量的派别划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先进队伍 进行了斗争
 。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 进行了谈判
 。工人同志们，你们要学习莫斯科事变的教训，要非常认真地学习。在整个俄国革命中，事情也将是这样，而且一定会是这样。我们应当更紧密地团结成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党，这个党自觉地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自发地跟在群众后面转。我们应当在斗争中只寄希望于革命民主派，只允许同它订立协议，只是在同特列波夫们和罗曼诺夫作战的战场上实现这些协议。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做到，除了发动革命民主派的先进队伍大学生以外，还要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即农民群众，他们的运动不仅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运动（现在任何倒戈者都自称为民主主义者），而且是真正革命的运动。我们应当记住，当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在专制者的队伍中引起动摇的时候，他们也必然会竭力以自己的每一个步骤引起我们队伍中的动摇。只有把一切自由派鸡窝和一切自由派杜马都抛进垃圾堆的公开的革命斗争，才会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决定性的意义。要争分夺秒地准备进行新的和更新的战斗！武装起来，能用什么就用什么武装起来，立即把那些准备奋不顾身地同万恶的专制制度作战的战士编成队伍，要记住，明天或者后天，事变无论如何是一定会号召你们举行起义的，问题就在于你们能够做好准备，团结起来呢，还是惊慌失措，一盘散沙！

莫斯科事变再一次和第一百次驳倒了缺乏信心的人。莫斯科事变表明，我们仍然有低估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倾向。莫斯科事变将会说服那些已经开始动摇、在缔结和约和被赐予杜马以后已经对起义失去信心的人中的许多人。不，正是现在，起义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发展壮大起来。同未来的革命爆发相比，1月9日事件和值得纪念的敖德萨事变只能算是一场游戏，让我们大家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迎接未来的革命爆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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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本卷《附录》里收有这篇文章的提纲（见第428—430页）。——380。



[179] 指发表在1905年9月13日（26日）《俄罗斯报》第218号上的通讯《在报刊上和在社会上》。——383。









《列宁全集》第11卷


《无产阶级斗争报》[180]


（1905年10月11日〔24日〕）

在《答〈社会民主党人报〉》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对于“从外面灌输意识”这一著名问题的绝妙提法。作者把这个问题分成4个独立部分：（1）关于意识对存在的关系的哲学问题：存在决定意识。由于存在着两个阶级，所以也就创造出两种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是适合于无产阶级地位的。（2）“谁能创造和谁在创造这种社会主义意识（科学社会主义）呢？”“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考茨基），也就是说，创造这种意识“是几个具有为此所必需的财力和空闲时间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事”。（3）这种意识怎样深入到无产阶级中去呢？“在这里也就出现了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它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4）社会民主党到无产阶级中去宣传社会主义时在无产阶级那里遇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本能的社会主义 倾向
 。“与无产阶级产生的同时，无产者本身和那些领会无产阶级观点的人中间，必然也会产生社会主义倾向。社会主义倾向的产生，是应当这样解释的。”（考茨基）孟什维克却由此得出一个可笑的结论：“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并不是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的，恰恰相反，它是从无产阶级中间产生出来，然后灌输到那些领会无产阶级观点的人们头脑中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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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这是1905年10月11日（24日）《无产者报》第22号刊登的一篇书评中列宁写的一段，写于10月4日和11日（17日和24日）之间。书评的这一段评论了斯大林写的《答〈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43—154页）。整篇书评是评介高加索联合会机关报《无产阶级斗争报》俄文版第3号（1905年8月15日）的。——389。





《列宁全集》第11卷


国外青年和俄国革命

（1905年10月11日〔24日〕）

偏僻地区的来信（《无产者报》第19号）号召一切人从国外回到俄国去，于是“革命者”同志从伯尔尼写了一封信给《无产者报》编辑部对此作了回答[181]。“革命者”同志坚持认为理论在运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必须认真学习等等。我们在这方面当然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们对偏僻地区的来信所持的保留意见也正是这样的。“革命者”同志建议党在某个地方，比如说在日内瓦开办某种大学，以使青年们能够认真学习。这种计划已经提出过不止一次，但是要实现它，实际困难却太多。





	载于1905年10月11日（24日）《无产者报》第2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88页

















[181]1905年9月20日（10月3日）《无产者报》第19号刊载了一批在喀山、辛比尔斯克和下诺夫哥罗德等省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给国外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谈到俄国地下工作的艰苦条件、党的力量的不足，并号召青年留在俄国工作。《无产者报》编辑部刊登这封信时加了如下的按语：“我们刊登‘偏僻地区的同志’的声明，是为了让他们在中央机关报上表达他们的思想情绪和对党的工作的看法。我们不赞成作者那种认为在国外‘学习’没有用处的过激看法，但是我们认为，多提醒国外同志和全党注意俄国的偏僻地区是必要的。”“革命者”是哪个人的笔名，没有查明。——391。





《列宁全集》第11卷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补充说明的提纲[182]


（1905年6月21日〔7月4日〕以后）

补充一节：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或《革命和专政》

　　　《革命的概念和专政的口号》。

（1）新材料：《解放》第71—72期和《 火星报
 》第102—103号。

（2）自由派的“现实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现实主义。（第102号）

司徒卢威的称赞［大受司徒卢威先生的夸奖］。

　　　　　　　　　　┏━━━━━━┻━━━━━┓

　　　　　　　　　　我们就要出版恩格斯的小册子。[183]

（补2）马尔丁诺夫的遁词是不严肃的……没有攻击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3）“〈列宁〉调换革命和专政的概念”（第102号第3版第2栏）。

（4）司徒卢威在第72期上论 
革命

 （“革命应当变为政府”）。

（5）司徒卢威的落后性：希波夫主义——宪法——革命

　　　　　　　　　　　　　　　　　｛民主专政？？

　　　　　　　　　　　　　　　　　　我们是社会主义专政。｝

（6）马尔丁诺夫总是不明白解放派的口号和我们的口号之间的区别……不会领导革命和 依靠
 （或：按照）专政这一口号把革命引向前进。

（7）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论“ 专政
 ”。革命政府和专政。庸俗的专政概念和马克思。




　　一、自由派的现实主义者为什么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现实主义者”？二、马尔丁诺夫同志又来“加深问题”了。

三、庸俗的专政观和马克思主义的专政观。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91—392页

















[182]列宁写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的准备材料，只有很少几件保存了下来。除了本卷所载的这个文献之外，还有：书名方案、目录方案、《补充说明》第2章的简要提纲和关于某些问题的笔记（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147—150、150、155—157页）。——393。



[183]指《无产者报》的一批撰稿人所准备的恩格斯的小册子《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的俄译本。——393。





《列宁全集》第11卷


《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一文提纲



［注：该序言见本卷第141—150页。——编者注］



（1905年7月）





	A
	┏┃

┃

┃

┫

┃

┃

┃

┗




	
自由派资产阶级和专制政府
1工人的斗争——自由派的交易。

2斗争前进一步——外交追上一步。

31月9日——自由派的变动。

4敖德萨事变——向左走了一小步。


	┓┃

┃

┃

┣

┃

┃

┃

┛




	A



	戈洛文和立宪会议。

B


	┏┃

┃

┃

┫

┃

┃

┃

┗




	5三个代表大会：商业家的，地方自治人士的， 知识界的。6商业家代表大会——可靠。合法。没有提出 抵制问题。

7地方自治人士的代表大会。半合法。自由贸 易派的资产阶级。不清楚。

8知识界的代表大会。激进。秘密。抵制。


	┓┃

┃

┃

┣

┃

┃

┃

┛




	　



	C
	┏┃

┃

┫

┃

┃

┗




	9彼特龙凯维奇的发言。自由派和农民。对农民的背叛。

10面向人民。消极抵抗。


	┓┃

┃

┣

┃

┃

┛




	　



	D
	┏┃

┫

┃

┗




	1211 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时报》）。1112“政府的对策”（ 《泰晤士报》）。

13上面秩序混乱，下面——秩序井然。


	┓┃

┣

┃

┛




	　



	E
	┏┃

┫

┃

┗




	14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对革命的背叛。15起义在发展：我们的指路明灯。


	┓┃

┣

┃

┛




	　



	各革命政党力量薄弱。革命者在狱中——自由派在前台。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93—394页













《列宁全集》第11卷


《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初稿



［注：该序言见本卷第151—157页。——编者注］



（1905年7月）


封面
 ：



工人的呼声和党的分裂

 [184]

[ 
工人论党内分裂

 ] 
［注：方括号内的字在手稿上已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


目录
 ：

一、《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序言。

二、一个敖德萨工人的来信。

三、答一个工人的来信。 阿布拉莫夫
 。

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组织委员会的公开信。





序言

在《无产者报》第8号上，我们已经谈到要发表一个敖德萨工人的来信，我们认为，这个工人反映了相当多的工人的情绪。为了答复这封来信，我们发表两个文件：第一，《无产者报》撰稿人阿布拉莫夫同志的文章《答一个工人的来信》，第二，不久以前在俄国刊印并登载在《无产者报》第10号上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组织委员会的公开信》。

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只想再一次强调指出，统一是必要的。这位工人同志坚持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仅仅坚持是不够的，还必须善于实现统一，必须有力量达到统一。退到一旁，成立第三党或中立集团，这是不困难的。但是这不是加速而是推迟统一的到来，不是澄清而是加深目前的混乱状况。少数派或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的决议没有直接而明确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究竟
 应当 怎样
 达到统一和 怎样
 才能达到统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作了答复，那就是在党章中规定充分保证少数派的权利。如果以为这一回答是毫无错误的、理想的，那是可笑的。但是谁想不只是谈论统一，而要采取实际的措施和建议来真正达到统一，那他就不要一味指责和非难，不要建立第三党来加深分裂，而要对统一的条件和形式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这件事情比起仅仅宣传和平和友爱要困难得多，但是也有益得多。






	　　《无产者报》编辑部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95—396页

















[184]《工人的呼声和党的分裂》是《工人论党内分裂》这本小册子初拟的书名。这里提到的阿布拉莫夫的文章《答一个工人的来信》后来没有收入这本小册子。——397。





《列宁全集》第11卷


《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一文提纲



［注：该序言见本卷第160—167页。——编者注］



（1905年7月和8月之间）


自由派的马尼洛夫精神和革命派的马尼洛夫精神



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



td style=“line-height: 200%”> 　


	一、局势：


	┏┃

┃

┃

┫

┃

┃

┃

┗




	（1）最近可能召开布里根杜马。（2）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主张抵制，右翼反对抵制。

（3）革命民主派——主张起义［特别是社会民主党］

（反对《解放》）。




	┓┃

┃

┃

┣

┃

┃

┃

┛







	二、我们的策略：


	支持抵制的思想并加强起义的鼓动＝支持资产阶级

民主派的左翼并指出它同

无产阶级民主派的对立。




	┏┃

┃

┃

┫

┃

┃

┃

┗




	起义＝革命军队＋革命政府

革命政府的六条纲领

 
［注：见本卷第164页。——编者注］

 。

我们的宪章。




	┓┃

┃

┃

┣

┃

┃

┃

┛







	三、《火星报》［第106号］

上的混乱：




	（1）批评抵制，又没有拿出什么来同它相对抗。
对的
 。？？

（2）指出抵制的缺点。

（3）以起义来同它对抗这一点被掩盖了
 。

（4）“组织人民的革命自治”。
胡说八道



　（不提起义就是胡说八道）







	四、《解放》上批评起义思想＝自由主义

君主派资产阶级的背叛。




	┏┃

┃

┃

┃

┗




	特别是第399页：“政权

的和平过渡”




	　┏　┃

　┃

　┃

　┃

　┃

┓┃

┃┃

┣┫

┃┃

┛┃

　┃

　┃

　┃

　┃

　┗




	　　　马尼洛夫精神

注意：







马尼洛夫式的
 田园诗：

（α）自由派的　　（α）内心深处的思想

（β）社会党人的　（β）轻率

（α）代表真正的利益和倾向

（β）……
［注：该文见本卷第16 0—167页。——编者注］



［由于整个策略立场的错误］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97—398页













《列宁全集》第11卷


《“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一文材料



［注：该文见本卷第172—180页。——编者注］



（1905年8月7日和16日〔20日和29日〕之间）


1

文章的提纲





	（A）　抵制问题：（1）对于社会民主党　　　　　　 （2）对于自由派




	┓┃

┣

┃

┛




	

《俄罗斯报》反对抵制
 。社会民主党人“没有掌握群众
 ”
 ，而自由派





	　
	　
	这里是罗得岛，就在这里跳吧！[185]









（B） 国家杜马和战争。

　对于“民族”战争。

（C） 1905年8月6日和1847年的“联合议会”。

　1847—1848。 （国会）

（D） 起义的时间。（推迟有利。）

（E） 鼓动的中心点。

（F） 选举制度（1905年8月6日法令）：专为大地主和资产阶级。

　　　排斥城市工人。

　　　农民非直接选举。等级制度等等。

（G） 
杜尔诺沃

 ：禁止召开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不要再闲聊了”[186]以及 
沙拉波夫

 在《 
俄国事业报

 》上的言论。

1905年8月7日（20日）逮捕自由派分子。

1．国家杜马和战争。沙皇的策略。

2． 咨议性的
 。

　 非直接的
 。

　 非普遍的
 。

　 
嘲弄

 。

3．杜尔诺沃＋逮捕＋沙拉波夫。 
嘲弄

 。

4．三种理论。

5．自由派的策略和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

　 （1847或1863）

1．布里根杜马和战争问题（B）。

2．布里根杜马的实质（F和C）。

3．反动势力（G）。

4．三种理论（（很简要地））。

5．我们的策略：积极抵制和起义

　　　　　　（E＋D＋A）

2

笔记

α　沙皇和人民协商，

β　沙皇和人民妥协

τ　还是人民专制？

α　——国家杜马。

β　——解放派的草案。

τ　——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α　——人民什么也没有。

　　　　β　——沙皇掌握政权，立宪会议发表意见。

　　　　τ　——人民掌握政权。

α　——沙皇按自己的意愿召开。

β　——沙皇按人民的意愿召开。

τ　——人民按自己的意愿召开。

　　　　α　——完全保存专制制度。

　　　　β　——用宪法限制沙皇权力。

　　　　τ　——民主共和国。

α　——专制制度＝完整的权力。

β　——沙皇分出权力。

τ　——革命政府，人民起义。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99—401页

















[185]“这里是罗得岛，就在这里跳吧！”一语出自伊索寓言中的《说大话的人》。这个说大话的人硬说自己曾在罗得岛跳得很远很远，别人于是用这句话揭穿了他。这句话经常被用来讽刺那些喜欢吹牛撒谎或借故推脱、回避问题的人。——401。



[186]指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德·费·特列波夫关于即将于1905年5月25日（6月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地方自治和城市活动家代表大会的报告上的批语：“望代表大会不要举行，不要再闲聊了。”——402。





《列宁全集》第11卷


《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

和《对最混乱的计划所作的最清楚的说明》两文材料



［注：两文见本卷第188—199页和第200—202页。——编者注］



（1905年8月11日和23日〔8月24日和9月5日〕之间）


1

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

（1）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是首要问题。

（2）《 火星报
 》和《 无产者报
 》的意见分歧应当 弄请
 ，以便使俄国国内地方上的工作尽可能互相接近并统一起来。

（3）《无产者报》第12号 
［注：同上，第160—167页。——编者注］

 ——（1）支持抵制思想；（2） 
积极

 抵制；（3）把“三项”任务的宣传口号[187] 放在前面
 。

　　　在哪方面同《 
火星报

 》意见不一致？ 
革命自治

 。





	┏┃

┫

┃

┗




	《火星报》的渺小、卑劣的手法：缺席主义，袖手旁观，等等，直至造谣中伤说，有人想要参加临时政府。


	┓┃

┣

┃

┛




	代替或者哪怕是排挤







（4）《 火星报
 》越来越混乱：一方面，它完全支持革命自治的口号，而不提出 直接的和明确的
 口号（“三项”任务）。《火星报》第108号，特别是维也纳《工人报》　　　　　　　　另一方面，它开始倒退，开始糊涂起来；抵制是次要的问题（第12号）。组织革命自治也就是准备起义（！）。“采取积极战斗行动”（！）。

（5）同《 火星报
 》的论战是必要的，但［不是］为了“抓住”论敌（渺小）， 而是为了弄清问题
 。政治局势如何？？

　　1．“协商”——专制。镇压造反。

　　2．“妥协分子”＝“ 
叛徒

 ”

　　3．革命无产阶级和能够支持它的农民。

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动摇不定。他们的抵制思想的实质是什么？？参看《 
无产者报

 》第14号上的决议。

（6） 斯·斯
 ·在《解放》第75期上所作的宝贵的说明。问题的“关键”。

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 妥协分子
 和革命者。

沙皇同人民妥协还是人民…… 
［注：手稿上有一个词没有辨认出来。——俄文版编者注］

 专制？？

　　　　　　　“不干预”？——提出“三项”任务？签订“革命的保证”？

（7）我们策略的基本点：痛斥妥协分子，支持抵制思想，团结革命民主派。


切列万宁
 的混乱观点（“排除了把国家杜马变成民主革命的工具的可能性”——胡说八道）。

约翰·雅科比　 
痛斥他们也就是推动他们

 。

　　不——“ 取得革命的保证
 ”！社会党人是石蕊试纸。

　　哪个更容易些：提供“革命的保证”还是为“三项”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进行鼓动？实际上 帮助武装
 等等？

　　“ 逼迫
 ”复选人选举“ 坚决的拥护者
 ”。

（8）“革命自治”的口号没有用处。

（α）革命自治——和人民专制。管理和制度。

　　 革命自治——和革命军队。

（β）1789年7月14日和“市政革命”。

　　 蒙彼利埃。1789年的和1905年的“流亡者”。

　　 ｛10000｝

（r）1905年8月2日的“斯摩棱斯克”。司徒卢威—— 
赞成

 。

我们—— 
这不够

 。

（δ） 
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参看《 
无产者报

 》第12号｝

（9）“灌输”口号。四条（选举权利） 
［注：见本卷第198页。——编者注］

 ——六项（自由）—— 
三项

 最近的革命任务。“运动的理想目的”。

　　　　　　　　　　　　　　　｛比较： 
和解

 ｝

（（明确的目的和明确的途径。））

（10）结论：五点……





	　　（1）利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和杜马选举来加强鼓动。——（2）鼓动口号——“三项”任务：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3）联合革命民主派，即联合承认这三项任务的人来进行鼓动和斗争。——（4）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和它的抵制思想，以便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5）痛斥资产阶级“妥协分子”背叛革命的行为。


	　　　　　五点：　（1）加强鼓动。

　（2）口号：“三项”任务是对“四条”、对“六项”自由（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补充。

　（3）联合革命民主派。

　（4）支持并发展抵制思想，——即把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吸引到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方面来。

　（5）痛斥妥协分子。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02—405页










2

新《火星报》的新计划或当代的吉伦特派[188]



　　空谈革命或新《火星报》的新计划。


　　　　　　　　　　　　　　　　　［注意：鼓动中的明确性］

1．工人组织建立“人民鼓动委员会”？？

2．“人民鼓动委员会”由一切不满意改革的居民来 选举
 。

　 怎么？由工人来选举？“选”进监狱？

　 当选的大多数必然是 
解放派分子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软弱，并不是由于解放派分子有力量，而是由于沙皇政府有力量。

3．这些委员会对选民 施加压力
 。

　　［ 
如何

 施加压力？很明显，通过散发传单，游行示威等等，等等。这很好。但是“人民鼓动委员会”做这项工作会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委员会做得更好吗？］

　　为何施加压力？

（4）——为了选出“ 较坚定的民主分子
 ”。

原来如此！例如，在莫斯科——不是选出预定的哥利岑、穆罗姆采夫、舍普金和古契柯夫——而是选出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米留可夫？？司徒卢威？？

——还有更坚定的？加尔德宁？？他更坚定。

（5）“委员会”建立“非法的代表机关”……

　 可见，（“人民鼓动”）委员会本身并不是“非法的代表机关”，而还要去“ 
建立

 ”这种机关！如何建立？？

　 为什么“非法的代表机关”将比 
现有的

 非法组织更加广泛？？

（6）再往下看。（α）工人组织促使人民鼓动委员会产生。

　　　　　 （β）人民鼓动委员会建立非法的代表机关。

　　　　　 （r）非法的代表机关在一定的时机 作为表达人民意志的临时机关出现！
 ……

　　　　　　　　　　　　　　这意味着什么呢？“临时政府”？？

　　　　　　　　　　　　　　［“由胜利的起义而产生出来的”？］

　　　　　　　　　　　　　　不是作为起义的机关？？？

（7）……无论如何……运动会产生“ 
革命自治组织

 ”……这种组织 将能摧毁
 “沙皇的法律限制”。

　　　　　　　　　　　　　　通过什么去摧毁？通过鼓动？？

　　　　　　　　　　　　　　　　　　　　还是通过起义？？

　　　　　　　　　　　　　　　　拿起武器还是不拿起武器？

　　　　　　　　　　　　　　　　　　　　　不要革命军队？

（8）“革命未来胜利的基础”……

什么时候“摧毁”了，也就奠定了未来胜利的基础！……

但摧毁本身不是胜利吗？“革命自治”不是胜利吗？？为什么 
在

 组织革命自治 
之后

 这个胜利还是 
未来

 的呢？

这个胜利究竟是什么呢？？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0 6—407页









　　3

各省7月14日及其后的情况


（1）1789年7月的例子　　　　　　（在 蒙彼利埃
 决定感谢行政长官服从人民。）

1789年7月14日和1905年8月14日　　流亡的反动派

　　　　　　　　　　　　　　　　流亡的革命家 
［注：同上，第197—198页。——编者注］

 。

（2） 斯摩棱斯克
 的例子 
［注：见本卷第197页。——编者注］

 。

　　｛自治和军队。在一些国家里，存在着自治，但是并没有军队。｝





	反之？
不





	┏┃

┫

┃

┗




	　　如果没有革命军队和革命军队取得完全胜利直至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真正的革命自治是不可能实现的。胜利后，自治是不可避免的。


	┓┃

┣

┃

┛




	A





“灌输”口号：｛四条——民主共和制——教会同国家分离……｝（1）武装起义——（2）革命军队——（3）临时革命政府。





	　　《解放》第75期（注意）


	　
	　（1）专制制度　（2）资产阶级妥协分子

　（3）革命无产阶级









　　管理和制度？革命自治还是人民专制？司徒卢威主义和社会民主党。革命自治同妥协论 不是不
 相容的。人民专制同它是绝对不相容的。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第356—357页














[187] 指布尔什维克在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时提出的三个基本口号：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405。



[188]《新〈火星报〉的新计划或当代的吉伦特派》是列宁对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的《俄国无产阶级和杜马》一文的批注。马尔托夫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05年8月24日维也纳《工人报》上，明显地表露了孟什维克对待布里根杜马的机会主义路线。列宁对它的批判，还见于《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和《对最混乱的计划所作的最清楚的说明》两文（见本卷第188—199页和第200—202页）。——409。









《列宁全集》第11卷


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二版某几页的意见和关于恐怖问题的短评

（不早于1905年2月）


1

对第二版某几页的意见[189]

“第一”和“第三”两个时期[190]的对照：

三个主要革命团体和它们的活跃的气象：

民意党人[191]（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民权党人[192]（自由派）。　　　　《任务》第1页。[193]

提到首位的正是 实践
 任务……　　　　　　　　　　　　　　　　　　　　　　　　　　《任务》第2页。

对非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活动的评语（《任务》第2页）

几乎一字不差地也完全适用于 社会革命党人
 和 自由派
 ——　　　　　　　　　　　　　　《任务》第2页。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任务与民主主义任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要是现在就不这样表述了）。　　《任务》第3页。

《任务》第3页（而特别是第4页的开头）—— “鼓动工作自然成为首要的工作”（迷恋于经济斗争的反映）（任务——“把自己的活动和……结合起来”）。 　　第21页：过渡学说　民权主义

第5—6页。在工厂共当中进行鼓动，是噢醒 整个
 俄国无产阶级的最好的途径。（（正在得到证实。））

第6页。训练其他革命者的条件。注意：现在也适用（比较9—10页：局部的同盟）

第6页（末尾）——“认为是错误”（好象这里指的是另外一些可能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第7页—— 反对
 ：“密切联系”……“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注意：要是现在就不这样说了！））。

第8页。与民主派“是否应当联合起来”？（（当前的问题。））

第12页。“推动激进派去坚决断绝关系”（比较“批评家们”[194]）。

第13页。——“其他一切阶层（知识界）都与俄国官吏有亲属关系”（“批评家们”）。

第19页。——同民意党人意见分歧的“细节”

（（ 注意
 ：时髦得很！））。

2

关于恐怖问题的短评[195]

党认为，目前采用恐怖这种政治斗争手段在策略上是不适当的，因此向革命者的一切委员会、团体和小组建议：全力以赴建立一个坚强的全俄革命者组织。这个组织不仅能在工人阶级中间，而且能在各阶层人民中间始终不渝地继续扩大和加强反对专制政府的鼓动工作。这种鼓动工作可采用口头宣传、散发印刷品、示威、游行和对形形色色的沙皇奴仆进行抵制等等。党把准备反对专制政府的全民武装起义作为自己当前的实践任务。

同时，党认为，在政府空前残酷的迫害下和（这是特别重要的）在它近来采取的各种镇压手段的凌辱下，居民用政治暗杀来回击，是十分自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党因此声明：激起居民使用这种斗争手段的全部责任应由沙皇专制政府来负。在国际无产阶级大军面前，在早已享有政治自由的一切文明民族面前，党痛斥政府竟然在20世纪还使用中世纪的严酷刑讯。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8卷第21—23页















《列宁全集》第11卷


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对待布里根杜马的不同策略问题的要点

（1905年8月）

［（1）利用关于杜马的 法令
 加强鼓动。］ 
［注：方括号中的文字在手稿上已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2）支持主张抵制杜马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

（3）利用选举问题和在选举期间加强反对杜马的鼓动。

（4）鼓动的中心口号：

　 武装起义

　 革命军队

　 临时革命政府

（六点）。




［（1） 同上］ 
［注：方括号中的文字在手稿上已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2）不支持

（3）加强鼓动，主要不是反对杜马，而是争取选举出较坚决的拥护者。

（4）鼓动口号：

　　立宪会议

　　人民鼓动委员会

　　非法的代表机关

　　革命自治。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08页














《列宁全集》第11卷


关于布里根杜马选举问题的笔记

（1905年8月19日〔9月1日〕以后）

（1）参加并且只选举专制制度的拥护者（《莫斯科新闻》）。

（2） 参加并且只选举自由派
 （《欧洲通报》[196]，《俄罗斯报》，《解放》杂志，等等，等等）。

（3）参加并且只选举民主自由代表机关的坚决拥护者（《火星报》）。

（4） 参加并且只选举有限权委托书的人
 （基辅的律师们）。

（5）参加并且只是在取得革命保证的条件下选举（《火星报》上的切列万宁）。

（6）提出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进行积极抵制（崩得）。

（7）提出武装起义、革命军队、革命政府的口号进行积极抵制（《无产者报》）。





	┏┃

┫

┃

┗




	

另外

 ：以自然发生的方式自己单独地选出全民立宪会议。　（《火星报》，在某种程度上
 还有崩得）。




	┓┃

┣

┃

┛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09页

















[196]《欧洲通报》杂志（《Весгник-Еъропы》）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奇、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418。





《列宁全集》第11卷


关于布里根杜马问题的报告提纲

（不晚于9月8日〔21日〕）


报告提纲

1．布里根杜马（国家杜马）和统一。对 书刊上的
 阐述补充几点意见。

2．第109号。[198]

（α）刺激的言词和（β）实际的分歧。


附于
 α）——① 
地方自治运动

 。参看第109号上帕尔乌斯的文章和马里乌波尔小组的决议：

“失败的”。

（α）——②独立的策略还是附和资产阶级民主派。

（α）　　③消极等待起义和敖德萨的工人。




　　（β）实际的分歧。　　　　 ［参看纲领］　　　　　　　　　　　　　　　 农民委员会


β——（1）我们反对革命自治吗？（（“鄙视”？））

　　　　　——不，我们赞成，但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我们反对解放派的一部分要求吗？

　　 （2）一样还是不一样。

比较1871　　　　　　　　　　［自治和革命军队。］

　　 （3）重心——诱导人们离开杜马选举还是把人们吸引到人民方面来。

　　 （4）“母鸡与鸡蛋”。





	　　　　　　　　　 革命自治——　　　　　 　　革命军队。

　　　　　 后面与前面

　　　　　 部分与整体。




	║║║║

║║

║║

║║

║║

║║

║║

║║




	注意





　　 错综复杂的生活的辩证法与摆脱困境的杆菌的逻辑。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12—413页















[198]指1905年8月29日出版的孟什维克《火星报》第109号。这号报纸载有费·伊·唐恩的《论国家杜马问题》一文。文中引用了顿涅茨联合会孟什维克马里乌波尔小组关于对待布里根杜马的态度问题的决议。关于马里乌波尔小组的立场，列宁写道：它同《火星报》不一致，“马里乌波尔小组主张抵制，但是弄糊涂了”（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307页）。——419。







《列宁全集》第11卷


《社会主义和农民》一文提纲



［注：该文见本卷第284—292页。——编者注］



（1905年9月26日〔10月9日〕）


社会主义和农民

主题：当前的农民运动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是民主主义性质的。但是，只要把它进行到底，它就是民主革命 胜利
 的最大保证， 从而
 也是（俄国和欧洲的） 无产阶级
 最充分地利用它来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最大保证。结论：（1）现在口号应当是 革命民主主义的
 口号；（2）为了进行争取 
社会主义

 的斗争，党应当是 严格无产阶级的
 、阶级的政党。

1.革命社会主义思想的混乱是民主革命时代的阶级矛盾不开展的反映。

2.社会革命党人和波兰社会党——“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波兰社会党的新草案在这方面是典型的。

3.它的主要理论错误

（1）集中尚未得到证实

（2）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把农民中的民主主义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混为一谈。

4.草案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　最低纲领？？和第二部分　最高纲领？？？

5.第一部分。向马克思主义前进了几步：自由支配土地（＋劳役）。

6.“国有化”＝不革命的空话或缥渺的迷雾。没有目前革命民主主义的基础的 阶级斗争
 。

7.资产阶级改良派，保险事业等等。不是我们的事情。

8.最高纲领（第二部分）。结局。





	

不是社会主义

 。
	┏┃

┫

┃

┗




	　　在目前非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的）运动中这个纲领不是革命的，它的最终目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

┣

┃

┛









　　9.我们的 土地纲领
 相反。它在理论上是唯一正确的。（1）农奴制；（2）阶级斗争；（3）革命民主委员会；（4）社会主义。明确而坚定的实际口号。革命进程必将证明这一口号是正确的。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416—417页














《列宁全集》第11卷


《莫斯科流血的日子》和《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两文的两个提纲
［注：两文见本卷第314—319、347—355页。——编者注］



（1905年9月27日和29日〔10月10日和12日〕）


1

莫斯科事变

公历1905年10月6日—7日—8日—9日—10日（9月27日）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

排字工人的罢工＋面包工人的罢工＋总罢工的开始。

＋ 
大学生

 。

　　　莫斯科大学生的决议。

　　　《法兰克福报》的卑劣言论。[199]

　　　关闭大学。

自由派的谈判和革命斗争。

[外交和战争。]

国家杜马和人民街头游行示威。同哥萨克的斗争。　　　[哥萨克和警察当中有人被击毙]。

郊区（faubourgs）的炮兵。

“俄国的心脏”——（1）莫斯科的志愿兵殴打大学生（1887）

（2）“街头”援助大学生（1901）

（3）街头 罢工
 开始武装斗争（1905）

一下子爆发的起义和持久的起义。罢工和起义。顽强的斗争——游击斗争。它的意义：没有足够力量进行公开的、直接的武装斗争，即狭义的起义。准备力量。 革命的演习
 。训练、培养人民的革命军队。动摇沙皇的军队。给我们时间作准备。（梯弗利斯的炸弹。）

革命队伍的作用就在这里。参看《 火星报
 》第14号关于武装游行示威，关于如何驱逐官长等等。

现在已经显露出在俄国[目前]最常见的革命斗争形式的一种 
类型

 ：罢工＋零散的武装冲突，使敌人疲于奔命等等。

问题：（1）运动将停留在这个阶段上还是（2）将升到更高的阶段？[军队转过来？参看关于驻在满洲的军队的消息]。[违法动员哥萨克]。

（与第2点有关）我们知道运动是怎样发展起来的：1885——1896——1901——1903——1905。[200]我们现在必须指出 更高的
 阶段。同1905年相比，更高的阶段可能是什么呢？1906年将会怎样呢？更广泛的罢工＋更团结一致的、武装得更好的起义。 没有别的
 。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

如果是（1）——那么关键就在于 延长
 这个斗争。而这个斗争有朝一日定会使沙皇制度不可能存在下去。“经常的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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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





	俄国革命斗争现阶段的 “类型”。


	1．莫斯科事变的“通常”过程……从经济上开始——罢工——起义。





	开始。——


	2．工会运动（是由祖巴托夫分子开始的）——迅速扩大。兽行。关于发展情况的消息。







	继续。——


	3．政治运动和革命运动。总罢工。





	——同大学的联系。


	4．关闭大学和开放街头。关于要求重新开放大学的议论。





	——自由派与革命运动。


	5．自由派先生们和特列波夫先生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安抚人心的传教士：

　比较国家杜马中的情况］







	——运动总的发展情况。


	6．全俄运动发展情况的比较：圣彼得堡。1月9日——波兰＋高加索——莫斯科。





	这是什么？


	7．莫斯科发生了什么事？——总排演还是结局的开始？

——旧形式的结束还是新形式的开始？

“使人感到了另一种情绪”

［缺乏信心的人和……］







	议会制和革命。


	8．在革命火焰的照耀下准议会制十分孱弱。无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反对政府＋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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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事变的教训》一文提纲



［注：该文见本卷第38 0—388页。——编者注］



（1905年10月4日和11日〔17日和24日〕之间）


莫斯科事变的教训

大水冲击堤坝的时候，闸门（上游的闸门）之外的缺口就是决堤的开始，堤坝出现缺口：激流奔腾而出。

1．事实。休战。休战？不。暂停。

　 沈阳附近的沈旦堡。

2．部分地准许集会——危机大大加剧——自由派的背叛——街头的革命。

α　由于部分地准许（在大学里）集会而引起的政治危机大大加剧。

β　自由派教授和激进的大学生。自由主义君主主义民主派和革命共和民主派。

γ　《福斯报》。“不要妨碍自由派”。安抚人心的传教士。

δ　（（工人＋革命民主派通过什么把政府逼入困境？

通过起义（公开的反抗等等，参看《彼得堡报》201，《法兰克福报》10月12日的下午版曾引用过）。

ε　工人＋革命民主派。政府＋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者。政府的退却：开放大学。彼得堡在“担心”。

ζ　同上——利用准许集会的法令，利用工人代表大会等等：扩大缺口。为了将来的进攻而实行军事推进。参看维特的话（10月11日《福斯报》）：等待斗争的结局。

η　在国家杜马中情况也是这样：引起冲突和尖锐化的导火线。人民在 议会外的斗争
 中 解决问题
 。杜马象特鲁别茨科伊一样将会跑去请求 
已经争得的

 集会自由。

　 在战争时期法令不起作用。

θ　特别要指出军事训练已经开始：（1）用左轮手枪抗击小股军队，面临大批军队时实行退却；（2）罗日杰斯特文卡的隐蔽街垒［在人群后面，几个被打落马的哥萨克。］

10月15日星期日的《时报》。在彼得堡出现带有题词的花圈。其中有这样的题词：“献给战死于沙场的自由战士”。



最新消息

 ：


注意


10月12日电讯（载于10月13日各报）报道说：

（1）莫斯科大学重新开放。

（2）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在扩大。

（3）圣彼得堡的大学生在大会上决定利用大学的自由在大学院内组织大型的政治集会。政府陷入困境，不敢禁止这些非法集会。

（4）彼得堡、莫斯科、哈尔科夫、基辅的许多工人组织计划在莫斯科举行工人代表大会。

关于独立的社会主义政策问题。《福斯报》：（大学生和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妨碍自由派”。相反：他们把政府逼入困境。通过什么？通过莫斯科的 
起义

 。

又一次向前“推进”［ 同上
 　代表大会。］

因为有了一点资产阶级的自由——你们在争取无产阶级的自由的斗争中就要谦恭一些（收敛一些）。

不要利用大学的自治权来搞革命自治和宣传革命，扩大革命，而要利用它来诱使人们 
脱离

 革命而转向资产阶级的“科学”。

〈〈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所以你们在自己的活动中要始终考虑到：可别让资产阶级退出呀。〉〉

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前——没有提出要同立宪民主党人订立任何协议。

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后——帕尔乌斯＋切列万宁＋马尔托夫。

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前——或者是革命政府，或者是某一个代表机关的 “决定”。

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后——或者是“人民的民主组织”（立宪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或者是国家杜马。

《解放》杂志一再说谎：即使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后也仍然是老一套的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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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1卷


《列宁全集》第11卷

年表

（1905年7月—10月）


1905年


6月—7月


列宁为了从理论上论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彻底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写《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这一著作中，列宁阐明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论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争取民主共和制的途径和方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问题。


7月—10月


列宁侨居日内瓦，领导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的工作，为争取党的队伍的团结和贯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反对孟什维克的策略路线和分裂行为而进行斗争。


7月1日（14日）


写便条给潘·尼·勒柏辛斯基，请他代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伯尔尼协助小组为庆祝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而举行的晚会上发言。


7月2日（15日）


致函（或致电）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告知格·瓦·普列汉诺夫不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这封信没有找到）。


7月3日（16日）以后


得知格·瓦·普列汉诺夫曾于1905年6月3日（16日）去信给社会党国际局，信中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任命他担任驻这个机构的代表。


7月4日（17日）以前


对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巴黎公社和民主专政的任务》一文的原稿进行编辑加工，并写该文的结尾部分。这一材料发表在《无产者报》第8号上。

对瓦·瓦·沃罗夫斯基的文章《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弗·谢韦尔采夫（弗·弗·菲拉托夫）谈起义的军事教训的文章《塔夫利达的“波将金公爵号”装甲舰》进行编辑加工。这些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8号上。


7月4日和13日（17日和26日）之间


写《革命教导着人们》一文。


7月6日（19日）以后


收到亚·亚·波格丹诺夫1905年7月6日（19日）从彼得堡寄来的信，信中告知给列宁寄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两个月的工作总结报告。


7月7日（20日）以后


读 佩列斯1905年7月7日（20日）从敖德萨寄来的信，信中谈到沙皇政府在镇压“波将金号”装甲舰起义时，破坏了当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情况十分危急。


7月11日（24日）以前


收到社会党国际局1905年6月28日（公历）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寄来的信和附来的奥·倍倍尔的信，以及格·瓦·普列汉诺夫6月3日（16日）给社会党国际局的信的抄件。


7月11日（24日）


致函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揭露孟什维克的分裂行径，驳斥普列汉诺夫6月3日（16日）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情况写给社会党国际局的信；告知已将奥·倍倍尔关于“干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事务的建议信寄给党中央委员会；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刊物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队伍的分裂问题阐述得很片面，很不真实。


7月11日和15日（24日和28日）之间


委托马·尼·利亚多夫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报告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不体面的行为，普列汉诺夫在给社会党国际局的信中声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两派都授权他在社会党国际局内代表他们，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不晚于7月12日（25日）


读从敖德萨寄来的信，信中报告了“波将金号”装甲舰起义期间当地资产阶级的活动。列宁在信上写要求立即付排的批语。这一信件发表在1905年7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9号上。


7月13日（26日）以前


对加·达·莱特伊仁的文章《城市的革命》进行编辑加工。该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9号上。

对一封来自彼得堡的信件进行编辑加工，信中说彼得堡工人的革命情绪在不断高涨。信件发表在1905年7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9号上。

写《色厉内荏》一文。

就新火星派分子在法国《社会主义者报》上登载吹嘘他们在有组织的工人中间的拥护者比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人多得多的统计资料一事，写短评《我们的赫列斯塔科夫们》。


7月13日（26日）


列宁的文章《色厉内荏》和短评《我们的赫列斯塔科夫们》发表在《无产者报》第9号上。


不早于7月13日（26）


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写序言。


7月13日—15日（26日—28日）


写《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初稿。


7月13日（26日）以后


收到亚·亚·波格丹诺夫1905年7月13日（26日）自彼得堡寄来的信。信中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暂时成立党的非正式的出版社，并组织出版合法的报纸。


7月14日（27日）


收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无产者报》上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致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公开信》的说明。这封《公开信》的内容是谈同孟什维克统一的问题。


7月15日（28日）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告知已给社会党国际局去信批驳格 ·瓦·普列汉诺夫在给社会党国际局的信中所阐述的关于党内情况的不正确观点；认为不能任命普列汉诺夫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建议在普列汉诺夫承认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条件下可以让他主办党的一个学术刊物；主张同意社会党国际局关于召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建议，利用这次代表会议准备和制定同孟什维克合并的条件；提醒说这些条件只有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才能批准。


7月15日（28日）以后


写《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的最后定稿。


7月16日和20日（7月29日和8月2日）之间


对《俄国自由派会议》通讯稿进行编辑加工，并为它写了新标题：《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大会》。这篇材料发表在7月20日（8月2日）《无产者报》第10号上。

摘录《泰晤士报》、《法兰克福报》、《福斯报》和《时报》上发表的关于地方自治和城市活动家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的文章，写《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一文时使用了这些材料。


7月18日（31日）


为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写证明信，证明他被任命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日内瓦印刷所经理。

致函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指出暂时不宜委派他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总务委员会。


7月18日（31日）和8月3日（16日）之间


写《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一文：用《自由派的马尼洛夫精神和革命派的马尼洛夫精神》为标题拟订文章提纲，写《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对待布里根杜马的不同策略问题的要点》，并写文章正文。


7月19日（8月1日）以前


交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日内瓦图书馆400余册有关土地问题、农业统计和俄国手工业问题、哲学、法学等方面的书籍。


7月19日（8月1日）


致函在意大利维亚雷焦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说自己打算写《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新言论》一文，以便专门论述格·瓦·普列汉诺夫为恩格斯的小册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的序言；还告知自己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即将出版。


不早于7月19日（8月1日）


收到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来信，信中拒绝根据提出的条件掌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印刷所。邦契—布鲁耶维奇认为，在困难的时候向列宁请教，对于他来说是最重要的。


7月20日（8月2日）以前


为萨拉托夫委员会就如何对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问题作出的一项决议写编者按语。这些材料发表在1905年7月20日（8月2日）《无产者报》第10号上。


7月20日（8月2日）


列宁的《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一文在《无产者报》第10号上发表。

致函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同孟什维克的斗争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指出国内外党的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缺点；强调要竭尽全力为维护党而斗争。


7月20日和27日（8月2日和9日）之间


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代表会议的决议写按语。


7月20日和9月1日（8月2日和9月14日）之间


写《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


7月24日或25日（8月6日或7日）


写信给在彼得堡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


7月25日（8月7日）


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日内瓦出版。


不晚于7月26日（8月8日）


对瓦·瓦·沃罗夫斯基的《资产阶级和君主制度》和《工会运动的开始阶段》两篇文章以及维·阿·卡尔宾斯基的《农民运动》一文进行编辑加工。这些文章发表在1905年7月27日（8月9日）《无产者报》第11号上。


7月30日和8月3日（8月12日和16日）之间


致函托木斯克、里加、萨马拉、喀山和莫斯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委员会。


7月31日（8月13日）以前


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出版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的票数和表决程序的按语。


7月底—8月3日（16日）


对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群众政治罢工。文章之四》和《日本的胜利和社会民主党。文章之二》两篇文章的手稿进行编辑加工。这两篇文章发表在1905年8月3日（16日）《无产者报》第12号上。


7月


写《传单草稿》。

校订马克思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的俄译本。

对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小册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文辑》进行编辑加工。


8月1日（14日）


尼·瓦·多罗申科对他由于在一个背叛了布尔什维克的人所写的《公开信》上签名而被解除党内职务一事提出申诉。列宁就此事致函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说多罗申科是一位好的党的工作者，他在《公开信》上签名是一个错误，但对一个不了解国外习气的人来说，这种错误是可以原谅的。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批评中央委员会委员列·波·克拉辛、亚·亚·波格丹诺夫等人由于1905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举行会议而在同孟什维克统一问题上采取调和主义立场，认为解决同孟什维克统一的问题必须严格遵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合并的条件应由党的下一次代表大会批准的决议；请求告知原定的中央委员的会议是否召开。


不早于8月2日（15日）


读格·瓦·普列汉诺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2期并在上面划重点。


8月2日和6日（15日和19日）之间


鉴于出版了诺·饶尔丹尼亚的小册子《“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以及《火星报》发表了尔·马尔托夫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等孟什维克的文章，列宁写信给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建议写两篇文章来回答这些文章，一篇是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经过的概述，另一篇是对这些文章的剖析。列宁在信中说，他打算写第一个题目，并建议卢那察尔斯基写第二个题目。列宁在信中还说自己近期打算答复普列汉诺夫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2期上的《与友人通信选录》和准备写一本评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任务的通俗小册子《工人阶级和革命》。


8月2日和10日（15日和23日）之间


致函瓦·瓦·沃罗夫斯基，说自己打算答复格·瓦·普列汉诺夫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2期上的《与友人通信选录》。


8月2日（15日）以后


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来信，信中表示同意写文章揭露孟什维克。

为答复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与友人通信选录》，写《普列汉诺夫和新〈火星报〉》一文（或小册子）的三个提纲。后来由于革命形势要求他集中精力领导党的工作，写这本小册子的想法未能实现。


8月3日（16日）


列宁的《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一文和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代表会议的决议加的按语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


8月3日（16日）以后


收到亚·亚·波格丹诺夫从彼得堡寄来的信，信中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同意出席社会党国际局建议召开的同孟什维克和解的代表会议；还告知即将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讨论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的代表会议。这封信是对列宁1905年7月15日（28日）的信的答复。


不早于8月5日（18日）


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来信，信中称赞列宁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不早于8月6日（19日）


对·尼古拉耶夫的小册子《俄国革命》进行编辑加工，编写注释和拟订扉页的措辞。

写《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一文的部分提纲的简要草稿。


不早于8月7日（20日）


写《我国自由派资产者希望的是什么，害怕的是什么？》一文。


8月7日和16日（20日和29日）之间


写《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一文。


8月7日（20日）以后


收到 布勒宁1905年8月7日（20日）寄来的信，信中谈有关从国外得到武器的问题。


8月9日（22日）以前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列宁作序的《工人论党内分裂》小册子。

对瓦·瓦·沃罗夫斯基的文章《欧洲革命和欧洲反动势力》和来自巴库、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下诺夫哥罗德、索尔莫沃的通讯稿进行编辑加工。这些文章和通讯稿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3号上。


8月9日（22日）


列宁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专业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一文按语》和《〈无产者报〉编辑部答“一个工人”同志问》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3号上。


8月9日和16日（22日和29日）之间


写《黑帮分子和组织起义》和《“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已经变卦了吗？》两篇文章。


8月9日（22日）以后


从《日内瓦日报》上摘录一个俄国高级官员反对大赦的言论，后来在《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一文中引用了这一材料。


不晚于8月11日（24日）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列宁回铁锤出版社商谈再版自己的小册子《告农村贫民》。

委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出版自己的著作。


8月11日和23日（8月24日和9月5日）之间


阅读并摘录1905年8月24日（公历）在维也纳出版的《工人报》上刊登的尔·马尔托夫的《俄国无产阶级和杜马》一文。这篇文章是专门阐述新《火星报》提出的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的计划的。列宁在阅读这篇文章时非常激动，认为新《火星报》的计划是完全荒谬的。列宁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革命派（《无产者报》）同机会主义派（新《火星报》）在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写短评《对最混乱的计划所作的最清楚的说明》，尖锐地批判了马尔托夫的错误观点。然后就同一问题，开始写《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一文。


8月12日（25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受列宁委托，告诉在敖德萨的谢·伊·古谢夫，列宁已将自己的著作《土地问题上的“批评家”先生们》交给海燕出版社再版，并为该社校订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的译文。


8月12日和23日（8月25日和9月5日）之间


写《〈俄国的财政和革命〉一文按语》，在按语中引用鲁道夫·马丁的《俄国和日本的未来》一书中所得出的结论：俄国的财政状况，不管是继续战争还是缔结和约，都是免不了要宣告破产的。


8月13日（26日）以后


对1898年莱比锡出版的《四八年革命运动参加者斯特凡·波尔恩回忆录》第三版作摘录和写批语，还从其他材料中摘录关于斯特凡·波尔恩生平的资料。


8月14日和20日（8月27日和9月2日）之间


收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孟什维克的执行机关组织委员会关于双方分配国外各社会党和工人组织支援俄国革命的钱款的协议草案（法文本），对草案进行文字修改。


8月15日（28日）以前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日内瓦协助小组成员作专题报告。


8月15日（28日）


列宁1905年6月2日（公历）给社会党国际局的信和7月24日（公历）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的信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省执行局印成传单发行。


不早于8月15日（28日）


致函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赞同他的小册子《三次革命》的提纲，阐明这一题材的基本思想和这本小册子所应包括的内容。


8月16日（2 9日）以前


为《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受高加索孟什维克的审判》一文写编者后记。

审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市区组织员关于1905年6月7日（20日）至7月4日（17日）期间的报告，为这份报告写编者按语，在按语中提醒所有组织的全体同志，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执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两周交一次报告的决定。这一材料发表在1905年8月16日（29日）《无产者报》第14号上。

对瓦·瓦·沃罗夫斯基的《妥协还是革命？》一文的手稿进行编辑加工并写脚注。这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4号上。

对从敖德萨寄来的关于党的地方组织的工作的通讯稿进行编辑加工。这一稿件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4号上。

读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驻起义的“波将金号”装甲舰的代表 拉扎列夫给《无产者报》编辑部的来信，信中谈到社会民主党的地方组织曾试图领导“波将金号”的起义。


8月16日（29日）


列宁的《“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社论）、《黑帮分子和组织起义》、《“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已经变卦了吗？》、《〈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受高加索孟什维克的审判〉一文编者后记》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4号上。

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的决定，并把该决定寄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日内瓦小组代理书记潘·尼·勒柏辛斯基。列宁在这一文件中指出，消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日内瓦小组与党的发行部之间的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一切无谓争吵和搬弄是非的企图刚一出现的时候，立即毫不留情地加以制止。

就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的决定致函潘·尼·勒柏辛斯基，建议在批评缺点或分析这些缺点时要合乎分寸。


8月16日和23日（8月29日和9月5日）之间


写《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一文。


8月19日和26日（9月1日和8日）之间


致函在瑞士达沃斯的阿·弗·布里特曼（阿·卡扎科夫），赞同他提出的为《无产者报》写一篇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的报告的建议；询问他是否有可能去耶拿。


8月19日（9月1日）以后


写《自然发生论》一文。

写关于布里根杜马选举问题的笔记。

写《论临时革命政府》论文集提纲。


8月20日（9月2日）


给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就国外组织赠给俄国革命的捐款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全文。


不晚于8月22日（9月4日）


写《向国际社会民主党报告我们党内的情况》一文。


8月23日（9月5日）


列宁的《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社论）、《对最混乱的计划所作的最清楚的说明》、《向国际社会民主党报告我们党内的情况》、《〈俄国的财政和革命〉一文按语》以及列宁作过编辑加工的未查明作者的《南方委员会代表会议》一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5号上。


8月23日（9月5日）以后


收到谢·伊·古谢夫从敖德萨寄来的信，信中说他读了列宁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以及其他材料以后，他所关心的全部问题都找到了答案。


不早于8月24日（9月6日）


从1905年9月6日的《泰晤士报》上摘录有关在远东的俄军的材料。


8月25日（9月7日）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中央委员，坚决要求及时向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编辑部通报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情况；批判崩得和孟什维克在对待布里根杜马问题上的立场；从政治上尖锐地批评“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是破坏者和崩得的走卒，建议不要允许他们的代表参加定于1905年9月份召开的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代表会议。


8月30日（9月12日）


在日内瓦作专题报告。


8月底


写《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以答复莫斯科的一位同志的来信。来信中要求解释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对农民运动态度的决议。

对从敖德萨寄来的一篇通讯稿进行编辑加工，该稿件报道了当地孟什维克企图用欺骗方法吸引工人站到他们一边。

对瓦·瓦·沃罗夫斯基的小品文《历史的一页》进行编辑加工，为该文写结尾的一段：“俄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得到完全保证，即无产阶级发动并联合农民群众，将革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工人们为完成这一任务将以十倍的精力去进行斗争，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这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6号上。

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科斯特罗马委员会《公报》第3号进行编辑加工，《公报》中报道了工厂主企图采取同工人中易于让步的（由工厂主选定的）代表进行谈判的办法来欺骗工人。


8月


草拟《工人阶级和革命》小册子的两个提纲。

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三版序言》。

列宁校订的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70—1871）》一书俄文第二版由敖德萨海燕出版社出版。

列宁的《土地问题上的“批评家”先生们》小册子由敖德萨海燕出版社出版（前四章是再版，第一次载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上）。


8月—9月


草拟《普列汉诺夫和新〈火星报〉》小册子的三个提纲（小册子没有写成）。夏天

研究在国外购置武器运往俄国的问题。夏末

写信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表示相信不久会返回俄国。


9月1日（14日）


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我国自由派资产者希望的是什么，害怕的是什么？》和《自然发生论》等文章以及由列宁编辑加工的《积极抵抗的芬兰党》（作者不详）和从塔甘罗格寄来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组织工作情况的通讯稿，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6号上。

致函在彼得格勒的彼·阿·克拉西科夫，认为必须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个地方委员会并把重点放到地方工作上；建议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和《无产者报》编辑部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事务联系；高度评价地下刊物《工人报》第1号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俄国出版的《快报》；建议更广泛地印发快报，很好地开展鼓动工作。


9月1日（14日）以后


摘录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第一节。


9月1日和13日（14日和26日）之间


对瓦·瓦·沃罗夫斯基的《和平与反动势力》和弗·谢韦尔采夫（弗·弗 ·菲拉托夫）的《军队与人民》两篇文章的手稿进行编辑加工。这两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7号上。


9月2日（15日）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祝贺秘密刊物《工人报》第1号出版；建议报纸多谈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把战斗的政治口号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以及同党的策略的总精神更密切地结合起来；提醒中央委员会在一些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上要及时向《无产者报》编辑部通报；阐述党在执行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策略时所面临的任务；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党的统一问题上给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答复中所犯的错误；建议准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不早于9月2日（15日）


写《地主谈抵制杜马》一文。


9月2日和13日（15日和26日）之间


写《朋友见面了》一文。


9月3日（16日）


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同意社会党国际局关于召开代表会议解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分歧的建议，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会议的性质应该只是一次预备会议。


9月5日（18日）


在日内瓦作专题报告。


9月5日和27日（9月18日和10月10日）之间


写《生气的回答》一文。


9月7日（20日）


致函谢·伊·古谢夫，指出俄国国内党的实际工作者就布尔什维克的策略问题以及这一策略的实际贯彻问题向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编辑部提供情况非常重要。


9月7日和13日（20日和26日）之间


写《玩议会游戏》一文。


不晚于9月8日（21日）


草拟关于布尔什维克对待布里根杜马的策略问题的专题报告的提纲。


9月8日（21日）


在日内瓦作关于布尔什维克对待布里根杜马的策略问题的专题报告，记录对这一报告的讨论情况，作总结发言。


9月9日和13日（22日和26日）之间


致函在里加的马·马·李维诺夫，请他告知拉脱维亚革命者武装袭击里加中心监狱的详细情况。

写《由防御到进攻》一文。


9月10日（23日）


收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书记致《无产者报》编辑部的信，信中请求寄去介绍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的文章。


9月10日和13日（23日和26日）之间


写《策略可以争论，但请提出明确的口号！》一文。


9月10日（23日）以后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的要求，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一文（文章没有写完）。


9月12日和17日（25日和30日）之间


列宁草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信》发表在《工人报》第2号上，这封信提出了改进宣传鼓动工作的办法。


9月13日（26日）


列宁的《朋友见面了》（社论）、《策略可以争论，但请提出明确的口号！》、《玩议会游戏》、《由防御到进攻》、《时评》以及在瓦·瓦·沃罗夫斯基的《自由派协会和社会民主党》一文中加的一段话，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8号上。


9月16日（29日）


在日内瓦作专题报告。


9月16日—20日（9月29日—10月3日）


从《时报》、《法兰克福报》、《泰晤士报》和《前进报》等报刊上摘录关于地方自治人士对待国家杜马选举的态度的报道，草拟《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一文的提纲和撰写正文。该文发表在9月20日（10月3日）《无产者报》第19号上。


9月17日（30日）


收到亚·亚·波格丹诺夫1905年9月12日（25日）从彼得堡寄来的信，信中谈到关于积极抵制国家杜马的策略的意见；告知由于财政困难将缩小《工人报》的规模，以及伊·阿·萨美尔和伊·克·拉拉扬茨被增补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告知已将同马蕾赫出版社订立的合同草案寄交中央委员会审批；要求尽快指派代表参加社会党国际局为解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分歧而建议召开的代表会议。


9月18日（10月1日）以后


草拟《社会主义政治的主要任务》一文提纲。


不晚于9月19日（10月2日）


对瓦·瓦·沃罗夫斯基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进行编辑加工。这篇文章发表在1905年9月20日（10月3日）《无产者报》第19号上。


9月19日（10月2日）以后


写《吃得饱饱的资产阶级和馋涎欲滴的资产阶级》一文，文章中利用了《俄罗斯新闻》、《新时报》和《时报》等报纸的资料。

收到 佩列斯的来信，信中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和敖德萨委员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情况。


不晚于9月20日（10月3日）


同刚从西伯利亚流放地来到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伊·阿·泰奥多罗维奇会见并交谈，建议他担任《无产者报》编辑部秘书职务。

委派瓦·瓦·沃罗夫斯基去柏林，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讨论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以及协助向俄国运送书刊和武器等问题。


9月20日（10月3日）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告知已收到1905年6月24日《快报》第2号；指出政治书刊对于领导党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每周出两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简报。

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另一封信中，告知由于《无产者报》编辑人员不在，不能前往芬兰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提出加强各地党组织的任务；主张尽快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坚决反对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部分混淆起来，必须准备真正的统一，增强党的布尔什维克部分的力量。

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小册子第三版在日内瓦出版。

列宁的《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一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9号上。


9月20日—22日（10月3日—5日）


会见从彼得堡来到日内瓦的叶·德·斯塔索娃，听取关于俄国局势、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情况的详细汇报。


9月20日或21日（10月3日或4日）


收到米·安·雷斯涅尔从柏林寄来的信，信中提出同自由派妥协的计划，条件是他们拒绝参加任何杜马选举，并立即同其他政党一起，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组织立宪会议的选举。


不早于9月20日（10月3日）


帮助叶·德·斯塔索娃准备向在日内瓦的俄国侨民作关于俄国局势、关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同自由派斗争情况的报告；主持斯塔索娃的报告会。


9月20日（10月3日）以后


收到马·马·李维诺夫1905年9月20日（10月3日）寄来的信，信中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以及获得武器的困难情况。


9月20日和10月11日（10月3日和24日）之间


写短评《国外青年和俄国革命》，谈青年的政治教育问题以及他们参加俄国国内革命工作问题。


9月21日（10月4日）


在日内瓦作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9月17日至23日（公历）在耶拿举行的代表大会的专题报告。

致函在柏林的米·安·雷斯涅尔，告知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已经于1905年9月7日—9日（20日—22日）在里加举行了代表会议，通过了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策略。


9月22日（10月5日）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表示准备前往参加中央委员的会议，为了安全，建议这次会议不在原定的芬兰而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要求告知会议举行的日期。


9月23日（10月6日）


为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签署介绍信（俄文、德文、法文和英文），请求有关人员协助他办理平民出版社的事务。


9月24日（10月7日）以前


校订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1873年夏天西班牙起义的札记》一文的俄译本。小册子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社于1905年9月24日（10月7日）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


9月24日（10月7日）以后


写短评《社会民主主义的宝贝儿》，回答亚·尼·波特列索夫（斯塔罗韦尔）的小品文《我们的厄运》。


9月25日（10月8日）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说南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指派格·瓦·普列汉诺夫为孟什维克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建议指派瓦·瓦·沃罗夫斯基为布尔什维克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


9月26日（10月9日）


写《社会主义和农民》一文：拟定文章提纲，起草对波兰社会党土地纲领草案的评语，并写文章正文。

写《关于党的统一问题》编者按语，这是为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和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代表第三次会谈记录以及中央委员会对这一记录加的注释而写的。


9月下半月，9月27日（10月10日）以前


写《新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问题》两篇文章。


9月27日（10月10日）以前


为《无产者报》发表布尔什维克谢·伊·古谢夫给该报编辑部的信的摘录而写编者按语，总标题为《同读者谈话摘录》。


9月27日（10月10日）


写《莫斯科流血的日子》一文的提纲和正文。

列宁的《社会主义和农民》（社论）、《吃得饱饱的资产阶级和馋涎欲滴的资产阶级》、《地主谈抵制杜马》、《生气的回答》、《新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问题》、《关于党的统一问题》和《同读者谈话摘录》等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0号上。

致函赫尔松的布尔什维克，告知自己的通信地址，指出与各地方组织进行直接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9月27日和30日（10月10日和13日）之间


写《沉睡的资产阶级和醒来的资产阶级》一文的提纲（文章没有发表）。


9月27日和10月4日（10月10日和17日）之间


写《〈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新因素》一文。


9月27日（10月10日）—10月初


收到玛·伊·乌里扬诺娃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回答列宁提出的关于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联席代表会议通过对待国家杜马态度的决议、关于南方技术局、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采取措施加强对地方党组织的领导等问题。


9月28日（10月11日）


致函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指出他的《议会及其意义》一文很有意义，非常及时，建议把这篇文章改写一下，要更尖锐地揭露孟什维克在革命斗争时代的议会幻想。


9月28日和10月3日（10月11日和16日）之间


担任彼得堡知识出版社编辑委员会委员。


9月29日（10月12日）


写《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一文的提纲和正文。


9月29日和10月3日（10月12日和16日）之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在日内瓦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出版，书中刊载了列宁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发言和讲话以及他所起草的各项决议草案。


9月30日（10月13日）


致函在敖德萨的谢·伊·古谢夫，批判地分析敖德萨委员会关于工会斗争的决议，指出决议存在策略上和理论上的错误，认为必须加强党对工会的领导。


不早于9月30日（10月13日）


草拟《混乱的退却》一文的提纲（这篇文章没有写成）。


9月30日和10月11日（10月13日和24日）之间


写《关于特鲁别茨科伊之死》一文。


9月底


写短评《解放派分子同社会民主党人的谈话》，批判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策略路线。


9月


起草给编辑部的信《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


9月—10月4日（1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托列宁监督1905年9月在日内瓦成立的平民出版社。


9月—10月


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俄国国内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分别翻印。

同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至日内瓦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格罗莫佐娃交谈。


10月初


收到尼·阿·斯克雷普尼克1905年9月30日（10月13日）从彼得堡寄来的信，信中报告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10月1日（14日）以后


写短评《俄国的财政》。


10月2日（15日）


在日内瓦群众集会上作关于莫斯科政治罢工的专题报告。


不晚于10月3日（16日）


对从莫斯科寄来的关于印刷工人举行罢工的通讯稿进行编辑加工并写编者按，说发表这篇通讯是为了说明运动开始阶段的情况，这一运动已经不仅非常迅速地转变为政治运动，而且转变为纯粹的革命运动。

收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寄来的关于起义准备工作的报告、记录和示意图。


10月3日（16日）


就公开出版布尔什维克书刊问题致函彼得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表示同意把自己的小册子《告贫苦农民》转交铁锤出版社出版。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告知收到关于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的文件，建议迅速开展实际活动，克服文牍主义和空谈习气。


10月3日（16日）以后


拟订《怎样准备和组织起义？》一文或一信的提纲，以《革命军战斗队的任务》为标题写该文的正文。

写短评《关于所谓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


不晚于10月4日（17日）


收到孟什维克南俄成立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的小册子。

为《〈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一文写附言。


10月4日（17日）


列宁的《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社论）和《〈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两篇文章以及《马·波里索夫〈关于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文按语》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1号上。

致函在伦敦的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由于平民出版社工作出现问题，建议他迅速返回日内瓦。


10月4日和11日（17日和24日）之间


撰文评论约·维·斯大林的《答〈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

写《莫斯科事变的教训》一文：从俄文和外文报刊上作摘录，拟订文章的提纲、要点，并写文章正文。


10月5日（18日）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告知收到了社会党国际局转来的爱·瓦扬的信。瓦扬在信中阐述了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关于各有关国家的社会党采取第二国际所制定的防止战争发生的措施的建议。


10月7日（20日）


草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总务委员会章程草案。


10月7日和18日（20日和31日）之间


写《革命的里加的最后通牒》一文。

写《俄国局势的尖锐化》一文。


10月8日（21日）以前


对奥·伊·维诺格拉多娃（叫花子）寄给《无产者报》编辑部的手稿进行编辑加工。列宁修改过的手稿最初以《敖德萨事件和“波将金号”》为题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单行本。


10月8日（21日）以后


写对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人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的批评意见，认为这本书是火星派全部蠢事的典型。


10月9日（22日）以前


准备公开出版《告贫苦农民》小册子，对小册子作修改和补充。小册子在1905年底在彼得堡由铁锤出版社出版，标题是《农村需要什么（告贫苦农民）》。


10月9日（22日）以后


写《自由派对杜马的希望》一文。


10月10日（23日）


致函在巴黎的加·达·莱特伊仁，告知已收到关于召开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的通知，建议他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法国社会党沙隆代表大会上致贺词。


10月10日（23日）以后


收到瓦·瓦·沃罗夫斯基从柏林寄来的信，信中报告他同卡·考茨基和罗·卢森堡就对待国家杜马和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问题所进行的谈话的情况。


10月11日（24日）以前


对《律师会议》和《决定性事变的前夕》两篇文章（作者不详）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9月26日（10月9日）印发的关于莫斯科总罢工情况的简报第2号进行编辑加工。文章和简报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2号上。


10月11日（24日）


列宁的《莫斯科事变的教训》和《国外青年和俄国革命》两篇文章以及对约·维·斯大林刊载于《无产阶级斗争报》俄文版第3号的《答〈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的评论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2号上。


10月11日和18日（24日和31日）之间


写《失败者的歇斯底里》一文。

写《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一文。

写《小丑大臣的计划》一文。

收到《火星报》第112号；特别注意报上刊载的《小集团主义的产物》一文，该文反对布尔什维克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的路线。


10月11日和25日（10月24日和11月7日）之间


编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报道莫斯科总罢工进程的第1、2、3、4号公报中的资料。这些资料发表在1905年10月25日（11月7日）《无产者报》第24号上。


10月11日（24日）以后


从1905年10月11日（24日）《俄罗斯报》上摘录有关俄国成立激进党的消息。


10月12日（25日）


在日内瓦作专题报告。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告知已收到中央关于任命他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的决定；建议尽快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请求把1905年9月7日—9日（20日—22日）在里加举行的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代表会议的记录寄来。


10月12日（25日）以后


以《旁观者清》为标题，从10月25日（公历）《福斯报》上摘录有关1905年10月俄国政治形势的报道，并为摘录写了前言和结束语，号召工人联合成社会主义政党，不仅为自由而且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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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卷收载的是列宁在1905年10月至1906年4月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时期的著作。

1905年初开始的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秋天进入了高潮。9月19日从莫斯科开始的政治罢工，到10月便扩大到全国，成了全俄政治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超过两百万。罢工使整个俄国的工业、商业和国家的活动陷入了瘫痪状态。与此同时，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席卷了全国1/3以上的县份。俄罗斯帝国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沙皇军队也发生动摇。到十月中旬，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统治集团惊慌失措。沙皇慑于革命力量的增长，于10月17日签署了关于“赐予”政治自由和召开“有立法权的”杜马的诏书，企图通过立宪让步来分裂革命力量。大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组织了“十月十七日同盟”即十月党人的政党，支持沙皇政府反对革命。10月中旬又出现了资产阶级的第二大政党——立宪民主党，这个党动摇于革命民主派和反革命派之间，力求同沙皇政府妥协和勾结。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在罢工过程中建立了工人苏维埃。这些苏维埃成了整个革命运动的群众性政治组织，起着革命政权的作用，它们用革命的办法实现了言论、集会和出版等民主自由，在企业中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组织起工人自卫队，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维持社会秩序。十月政治罢工风潮预示着人民武装起义即将来临。

编入本卷前一部分的《全俄政治罢工》、《势均力敌》、《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两次会战之间》、《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等文章，是列宁在国外得到俄国政治总罢工的消息以后写的。这些文章分析了十月全俄政治罢工以后的革命形势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动向，提出了俄国无产阶级新的斗争任务。

列宁高度评价了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称它是“人类所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内战、一次争自由的战争”（本卷第1页）。列宁指出，全俄政治罢工促使起义日益临近，加快了革命的胜利。同时列宁还指出，国内形成了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势均力敌的局面：沙皇政府的力量在衰落，已经无力公开反对革命，革命力量在增长，但还无力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沙皇10月17日宣言所作的让步，是革命第一个回合的极其伟大的胜利，但是沙皇还远远没有投降，专制制度仍然存在，它还在集结力量。列宁告诫人民不要相信沙皇在纸上的诺言，还要解决许多极其重大的战斗任务，才能使革命取得真正的完全的胜利。

沙皇十月宣言颁布以后，俄国政治力量的划分更加明朗。列宁认为这种划分最明显地表现在对杜马的看法上：专制政府为了镇压革命，维护杜马以保存专制制度；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了遏止革命，拥护杜马以限制专制制度；无产阶级为了把必胜的革命进行到底，反对杜马以消灭专制制度。列宁指出，在全俄政治罢工结束以后，俄国处于两次会战之间，双方都在积极准备进行下一次战役。沙皇政府还掌握着全部政权，等待向革命进攻的最有利的时机到来。自由派资产阶级领袖同沙皇政府进行谈判和勾结，打算埋葬俄国革命。革命无产阶级应当通过全民武装起义来粉碎沙皇政权的立宪骗局，粉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宪幻想，争取推翻沙皇政权并代之以临时革命政府。

在农民运动高涨的情况下，如何评价和指导农民运动的问题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列宁揭露了社会革命党人歪曲民主革命中的农民运动的性质和意义。社会革命党人从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当前的农民运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列宁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运动恰恰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民主主义运动，因为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只会加速和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只有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才能开展。列宁认为，必须把反对资本主义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农奴制的一般农民的斗争联结起来，但是不要把这两者混淆起来。

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列宁于11月8日从国外回到彼得堡，直接指导布尔什维克广泛而深入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断提高以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主体的民主派的觉悟，从各方面为武装起义作好准备。

收入本卷的《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一文是列宁11月初在回国途中写的。列宁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苏维埃是起义的机关和新的革命政权的萌芽。他认为，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竭力吸收所有工人、职员、仆役、雇农等的代表参加，应当包括所有愿意而且能够为改善劳动人民生活而斗争的人。他写道：“我们不怕成员广泛和成分复杂，而是希望这样，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的合作，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本卷第59—60页）列宁还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和苏维埃之间的正确关系。布尔什维克当时并不是革命运动的唯一领导者，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的政治领导中心。他认为，党应当直接参加苏维埃并扩大自己的影响，不断宣传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他指出了变工人代表苏维埃为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性，认为这个政府的政治纲领应当规定真正实现政治自由，提出召开依靠自由的武装人民、掌握全部政权的立宪会议，以便在俄国建立新制度。

本卷中的《论党的改组》、《无产阶级和农民》、《军队和革命》、《向敌人学习》、《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革命的官样文章和革命事业》、《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垂死的专制政府和新的人民政权机关》、《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社会主义和宗教》，是列宁回国后立即在布尔什维克第一家合法机关报《新生活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分析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动向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指出了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必须进行改组，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革命高潮为党的活动创造了新的条件。群众的革命斗争争得了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在新的条件下，必须改变党的结构和党的组织工作。列宁在《论党的改组》一文中说明了进行这种改组的计划。他认为必须保存党的秘密机关，同时要尽量利用工人阶级争取到的合法机会，成立公开和半公开的党组织以及广泛的外围组织。应当吸收大批新党员，首先要从工人中吸收新党员。党的领导机关只要条件许可，都应当由选举产生；应该成立支部作为党的主要的基层组织，以代替过去处于地下状态的小组。

列宁分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他指出：俄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取决于农民这个革命民主派的觉悟程度，必须耐心说明革命民主派在理解民主主义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方面的错误；俄国的陆海军士兵已经觉醒，应当让军队同武装人民汇合起来，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彻底打倒反动势力；反动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勾结，企图通过消耗无产阶级力量来击溃无产阶级；党要同一切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来对抗专制制度和反动资产阶级的联盟。列宁认为，沙皇政府陷于崩溃时，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成为人民政权机关即临时革命政府，普遍实现人民提出的要求，并且立刻在各地用人民政权机关代替专制制度的旧的政权机关。

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须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鲜明的党性。他指出，资产阶级为了掩饰本阶级的利益和目的，竭力把自己装扮成“全民的”政治代表，宣扬超阶级、超党派的“无党性”思想。这种“无党性”是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列宁强调指出，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严格的党性原则是使阶级斗争成为自觉的、明确的、有原则的斗争的条件之一，因此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是社会主义者的始终不渝和绝对必须履行的义务。列宁希望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参加任何联盟或苏维埃的活动时，都不要忘记他们的更伟大和更重要的目的，不要忘记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列宁还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号召抵制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观和他们的个人主义思想对俄国工人的侵蚀。

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宁分析了党的报刊宣传状况，提出了党的出版物的原则，论述了党的文字宣传工作在党的整个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不同于党的其他工作的特点，阐明了党的宣传机构（报刊、出版社、发行部门等等）同党的关系、为党的出版物撰稿的党员作者和党的同情者同党的关系。列宁精辟地分析了写作活动的特点，指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最不能搞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最来不得公式主义（本卷第94页）。同时，他又着重批评了那种打着“思想创作绝对自由”的旗号，企图摆脱党的领导和监督的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列宁反复强调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并对党的出版物的原则作了阐发。列宁认为，党的文字宣传工作应当成为党的事业的组成部分，党办的报纸、杂志以及其他出版物应当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观点，为党的报刊撰稿的作者，特别是党员作者，应当同党的观点保持一致，绝不容许背离党的观点。为了保证上述原则的实施，列宁要求党员作者一定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党组织对违反这个原则、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应采取组织措施，直至清除出党，报纸、杂志、出版社等宣传机构都必须受党的监督并向党报告工作，并且号召工人党员群众密切关注和监督这方面的工作。

《社会主义和宗教》一文揭示了宗教产生的根源，确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列宁认为，“宗教是一生为他人干活而又深受穷困和孤独之苦的人民群众所普遍遭受的种种精神压迫之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本卷第131页）。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觉悟的先进战士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党应该广泛解释自己建立在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党纲。只有这种世界观才能揭露宗教的真正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列宁强调科学知识的宣传在反对宗教偏见的斗争中的重大作用。

1905年12月7日（20日）开始的莫斯科工人总罢工很快变成武装起义。莫斯科工人同沙皇政府军队展开了街垒战，进行了9天英勇斗争。国内其他许多城市和地区也发生了武装起义，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外高加索、芬兰的武装斗争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但是，所有这些分散的斗争同莫斯科起义一样，都被沙皇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了。所谓“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问题，成了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这个问题在社会民主工党内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怎样对待新的杜马，这是当时采取什么斗争方式和如何选择革命发展道路的问题。本卷中的《要不要抵制国家杜马？》、《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等文章，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对待新的国家杜马的态度，批判了孟什维克的策略。列宁主张积极抵制杜马，争取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以便推翻或者至少从根本上削弱沙皇专制制度。他指出，孟什维克对杜马采取的半抵制的策略，只会在无产阶级队伍中造成混乱，助长立宪幻想，而孟什维克想要建立的“革命的自治机关”，在保留专制政权的情况下，不过是一种空想。列宁进一步指出，杜马策略问题决定于对总的革命形势的估计。对革命形势的不同的估计产生出两条不同的策略路线。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认为，无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无产阶级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应当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工会运动上去，把起义问题从日程上勾销。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力量还远未耗尽，需要更坚决地拿起武器，单靠罢工和其他和平手段不能战胜沙皇制度，只有用武装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收入本卷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揭露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和两面性，总结了俄国无产阶级1905年10—12月的斗争经验，论证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列宁在这本小册子里对革命的意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对立宪民主党的社会发展观进行了批判。他称立宪民主党人是“革命的坟墓中的蛆虫”。他指出，立宪民主党人反对武装起义，他们把杜马看作是制止革命的膏药，想把革命引上和平的立宪道路，因此，他们的策略必然是在专制制度和革命人民之间随风转舵的策略。他警告说，没有什么比立宪幻想更有害和更危险的了，这种幻想就是立宪民主党人报刊向人民头脑灌输的机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毒素。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同这种幻想进行斗争，不断地向工人和农民说明，广大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他还批评了孟什维克实质上是放弃革命斗争的杜马策略。列宁在本小册子中总结了10—12月“革命旋风时期”的经验。他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最后几个月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中的重要的一步。这些斗争证明：“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此它在一切革命中都是先进的阶级。”（本卷第284页）在10—12月的战斗中，工人阶级运用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提出的策略方法，即群众性政治罢工同起义相结合。列宁高度评价了人民在革命中的创造作用：人民不依赖官方而夺取政治自由；人民建立不顾一切法律规定的、破坏沙皇法制的新的革命政权机关；人民用暴力对付压迫人民的暴力者。列宁进一步论述了苏维埃作为武装起义的机关和新政权的萌芽的历史作用。

随着革命的发展，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代表大会的问题又十分迫切地提出来了。党员群众和先进工人要求把党统一起来。1905年12月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成立了统一的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召开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1906年4月10—25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式上的统一。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组织章程，其中第1条采取了列宁的条文。党章中第一次列入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条文。但在策略等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列宁有关这次统一代表大会的文献在本卷中占有很大的篇幅。

列宁认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组织基础上才能实行真正的统一，统一时不能模糊革命问题的原则分歧，收进本卷的《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两文和《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小册子，就是列宁为召开统一代表大会而写的。

列宁的这些著作，特别是《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一文（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对俄国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如革命的前途、武装起义、临时革命政府、工人代表苏维埃、对待资产阶级政党和杜马的态度、工会、党组织的基础等的方针和立场，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当前任务。列宁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归结为：“或者我们应当承认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把起义问题从日程上勾销，走‘立宪的’道路。或者我们承认民主革命还在继续进行，我们要把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宣传并且在实际中运用起义的口号，公开宣布进行国内战争，并且无情地斥责一切立宪幻想。”（本卷第198页）列宁明确指出，布尔什维克坚持后一种行动纲领。不过后来，列宁在分析革命经验的时候，承认在1906年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是错误的，因为实际生活表明，这时革命高潮的最大洪峰已经过去了。

在准备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特别注意土地问题，因为土地问题是俄国民主革命的基础。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小册子中，列宁简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对土地问题的观点的历史发展，指出了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的要点是：没收教会、寺院、皇族、国家、皇室和地主的全部土地；建立农民委员会，以便消除地主权力和地主特权的一切痕迹，实际处置所没收的土地；在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和建立起民主共和制的条件下，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这个纲领的目标是用革命的办法摧毁整个旧的土地所有制。列宁在向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建议中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土地纲领的实质：全力以赴地去争取农民起义的彻底胜利；在夺得土地以后，只有争取政治制度彻底民主化，建立共和制度和真正保证人民专制，才能保住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并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城市和乡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要各自组织起来，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去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发言等文献，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土地纲领、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等问题上的激烈争论。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至今没有找到）和关于这个问题的总结发言，捍卫了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和在一定政治条件下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的要求。他认为土地革命和政治革命是不可分割的。他说道：“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明确地告诉农民：如果你们想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你们就必须把政治革命也进行到底；没有彻底的政治革命，就根本不会有土地革命或者不会有比较巩固的土地革命。”（本卷第329页）他指出，土地国有化象整个农民土地问题一样，只有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不仅能够消灭农奴制残余，而且还会加剧农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促使贫农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加速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批判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揭露了它的错误和对革命运动的危害。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的副报告以及就武装起义问题作的发言，都是和孟什维克的观点针锋相对的。列宁主张揭露资产阶级自由派，同民主力量结成联盟来反对沙皇制度及其支持者的政党。列宁批判了孟什维克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武装起义的否定态度以及他们对国家杜马所采取的态度。列宁号召人们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散布的对杜马的立宪幻想作斗争，消除人们对沙皇政府的诺言的信任，揭露在杜马中占多数的立宪民主党人的两面派手法和动摇性。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在孟什维克占多数的情况下，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更加明显地暴露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歧。代表大会闭幕后，列宁立即写了《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其中指出，布尔什维克将在思想上反对他们认为是错误的决议，同时他们反对任何分裂行为，主张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所收文献增加17篇。其中有：《对维·加里宁〈农民代表大会〉一文作的两处增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上的7次简短发言、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上的6篇较短的文献。《附录》中收载的3篇都是新文献。





《列宁全集》第12卷


全俄政治罢工[1]


10月26日（13日）于日内瓦

晴雨计显示暴风雨即将来临！——今天的一些外国报纸在刊载有关 全俄政治罢工
 迅猛发展情况的电讯时这样说。

不仅晴雨计显示暴风雨即将来临，而且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猛攻象巨大的旋风一样已经把一切的一切都卷走了。革命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各种事件频频发生，假使我们要向读者叙述最近三四天的详细情况，那就得写一整本书。详细的历史还是留待后人去写吧。我们面前是人类所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内战、一次争自由的战争的动人情景，应该赶快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这场战争。

暴风雨来了，自由派和民主派关于杜马的议论、设想、推测和计划，现在显得多么渺小！我们关于杜马的一切争论在几天、几小时之内就已经完全过时了！我们中间有些人曾经怀疑革命无产阶级是否有力量使警察内阁的这出丑剧停演，有些人不敢大胆谈论抵制选举的问题。选举还没有在各地开始，只一挥手这个纸牌搭成的房子就晃动了。这一挥手，不仅迫使自由派和胆小的解放派，而且迫使维特先生这位新的、“自由派的”沙皇政府的首脑也谈论起（诚然，暂时还只是 谈论
 ）进行改良以消除整个布里根把戏中的一切阴谋诡计来了。

这只稍一挥动就使杜马问题发生转变的手，就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手。有一首德国社会主义的歌中唱道：“一切轮子都要停止转动，只要你那强壮的手要它停止。”[2]现在这只强壮的手举起来了。我们曾经指出和预言过，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在武装起义事业中有伟大的意义，这一点已经被光辉地证实了。 全俄政治罢工
 这一次真是席卷全国，它在最受压迫的和最先进的阶级的英勇奋斗中，把万恶的俄罗斯“帝国”的各族人民联合起来了。在这个充满压迫和暴力的帝国中，各族无产者正组织成为一支争取自由、争取社会主义的大军。莫斯科和彼得堡分享了革命的无产阶级首先发难的荣誉。两个首都都罢工了。芬兰也在罢工。由里加带头，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也参加了这一运动。英勇的波兰重新参加了罢工者的行列，这好象是对敌人的无可奈何的愤怒的一种嘲笑，因为敌人幻想用自己的打击粉碎它，结果只是使它的革命力量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克里木（辛菲罗波尔）和南方起来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在构筑街垒，进行流血斗争。伏尔加河流域（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在罢工，中部农业省份（沃罗涅日）和工业中心（雅罗斯拉夫尔）也爆发了罢工。

站在这一多民族的千百万工人大军前列的，是铁路员工工会[3]的小小的代表团。自由派先生们在舞台上演出政治闹剧，对沙皇低声下气，花言巧语，对维特扭扭捏捏，装模作样，工人冲上了这个舞台，向新的、“自由派的”沙皇政府的新首脑维特先生提出了 最后通牒
 。铁路工人代表团不愿等待召集“市民参议会”，不愿等待召集国家杜马。工人代表团甚至不愿花费宝贵的时间来“批评”这出装模作样的闹剧。工人代表团准备首先 用行动
 ——政治罢工—— 来批评
 ，然后向小丑大臣说：只能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在实行普遍和直接选举的基础上召集立宪会议。

小丑大臣说话了，正象铁路工人恰如其分地形容的那样，“他真是官气十足，总是支吾搪塞，不说一句肯定的话”。他答应下令实行出版自由，但是不同意实行普选；根据国外电讯的说法，他说过“现在不可能”召集立宪会议。

于是，工人代表团宣布了总罢工。工人代表团离开这位大臣来到那个有上万人在举行政治集会的大学。无产阶级成功地利用了革命大学生提供的讲台。在俄国所有的城市、学校、工厂和街头上的最初的、群众性的、有秩序的、自由的政治集会上，人们讨论着小丑大臣的回答，谈论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的任务是要使立宪会议的召集成为“可能的”和 必要的
 。外国资产阶级报刊，甚至自由主义色彩最浓的报刊，都在惊恐地议论人民自由集会上的演说者所宣布的“恐怖的和暴乱的”口号，似乎起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不是沙皇政府自己的全部压迫政策引起的。

起义即将爆发，我们眼看着它从全俄政治罢工中成长起来。任命一个硬要工人相信“现在”不可能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小丑大臣，这清楚地表明革命力量在增长，沙皇政府的力量在削弱。专制制度 已经
 没有力量公开反对革命，革命也 还
 没有力量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这两种差不多势均力敌的力量的消长，必然使政府当局惊慌失措，不得不由镇压转向让步，颁布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法令。

前进，向新的、更广泛、更顽强的斗争前进，不要让敌人清醒过来！无产阶级已经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奇迹。全俄政治罢工大大加快了革命的胜利，使敌人感到末日的恐怖。但是我们还远远没有做到为了取得最后胜利而可以做到和应该做到的一切。斗争正在接近真正的结局，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结局。正是现在，工人阶级正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行动起来，动员起来，武装起来。这样，最后，它一定会完全消灭可恨的专制制度，赶走所有的小丑大臣，成立 自己的
 临时革命政府，并且向俄国各族人民表明，正是“现在”“可能”而且必须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





	载于1905年10月18日（31日）《无产者报》第2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4页

















《列宁全集》第12卷


势均力敌[4]


（1905年10月17日〔30日〕）

（1）到目前（10月30日（17日），星期一）为止的结果是势均力敌，这一点我们已经在 《无产者报》
 [5] 第23号
 上指出过。

（2）沙皇政府 已经没有
 力量取胜，——革命 还没有
 力量取胜。

（3）由此产生极大的动荡。革命事件风起云涌（罢工、群众大会、街垒、社会保安委员会、政府陷于完全瘫痪，等等）。

——另一方面，没有进行坚决的镇压。 军队发生了动摇
 。

（4）宫廷犹豫不决（据《泰晤士报》[6]和《每日电讯》[7]报道）：是独裁还是立宪。

宫廷在犹豫并且 伺机而动
 。从他们那方面来说，这是一种正确的策略：势均力敌迫使他们伺机而动， 
因为政权在他们手中

 。

革命已经发展到 不利于反革命进击和进攻
 的时刻。

对于我们，对于无产阶级，对于彻底的革命民主派来说，这还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再上升一步，如果我们不能担负起独立进攻的任务，如果我们不能粉碎沙皇政府的力量，不能摧毁它的实在的权力，那么革命就会半途而废， 资产阶级就会牵着工人的鼻子走
 。

（5）传闻 立宪
 已定。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说，沙皇考虑到了1848年革命和其他革命的教训： 不要
 立宪会议， 在
 立宪会议 之前
 ， 不经过
 立宪会议而 恩赐
 宪法。什么样的呢？最好（对沙皇来说）是立宪民主党人[8]的。

这件事情的意义：实现立宪民主党人的理想，越过革命。这是欺骗人民，因为 仍然不会
 有完全的和实在的选举自由。

革命是不是应当越过这个 恩赐的
 宪法呢？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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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

（1905年10月18日〔31日〕）

我们在上一号刊登的关于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代表会议[9]的报告，使我们有可能就目前的政治派别划分问题作出几点即使是初步的总结。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崩得[10]、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11]、波兰社会民主党[12]和乌克兰革命党[13]）的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积极抵制国家杜马的策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切革命的社会民主派，不分民族差别，现在都认为必须真正加强反对国家杜马的鼓动，必须进行鼓动反对所有主张参加国家杜马的政党，最后，必须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我们《无产者报》从第12号就开始为之辩护、而且辩护了两个半月之久的那个策略的各项原则，现在已经成了几乎所有俄国社会民主派的策略原则，只有一个可悲的例外。

读者知道，这个例外就是《火星报》[14]和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少数派”。“组织委员会”——少数派的实际上的中央——派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这个委员会的代表投了什么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组织委员会拒绝在代表会议的决议上签字却是事实。在新火星派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15]通过了那个非常不恰当的、原则上是机会主义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这个决议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第21号上作了详细的分析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356—372页。——编者注］

 ）以后，这原是意料中的事情。

可见，政治派别的划分已经形成了。如何对待国家杜马的问题可以说还是第一次使得各个反对党和革命党、公开的和秘密的报刊来共同讨论政治策略。这和前一个时期的运动比较起来，是前进了一大步。以前反对派和革命派之间、公开活动和秘密活动之间有一道鸿沟。现在运动仅仅经过10个月的巨大发展，就把这条鸿沟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填平了：革命斗争已经把“公开的”反对派的热情激发到顶点，几乎达到承认革命事实的地步。老实说，以前我们是不可能同公开的反对派的代表就策略和各政党的行动问题进行争论的，因为那时除了革命的、秘密的政党，就没有别的政党，撇开专制政府及其仆从的“活动”，一切“政治活动”就都是“政治犯”的活动。现在国家杜马自然而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成了全体人民群众、各种人物、各党各派的讨论对象。革命斗争已经为公开的报刊、地方自治会议、大学生集会和工人群众大会开展革命的讨论创造了条件。

关于如何对待国家杜马的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由那些同沙皇的施舍最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早在8月6日诏书[16]颁布以前就最了解这种施舍的地方自治人士和激进知识分子首先开始的。后来这个讨论才在俄国的一切政治报刊上展开，即在自由的（即秘密的）报刊和公开的报刊上展开。前者明白说出自己的全部理由和口号，后者则用伊索式的语言表示赞成抵制或自由地反对抵制。

政治派别划分是俄国各民族的政党和阶级的界限日趋分明的先兆，它正是在抵制问题上开始出现的。参加杜马，还是不参加杜马？取消杜马，还是接受杜马？是在杜马中、以杜马为基地进行斗争，还是在杜马外、不经过杜马来反对杜马，——问题就是这样不可避免地摆在一小撮享有特权的选举人和“无权的”人民群众的面前。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当然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方案和种种“特殊意见”，但是从一切报刊的论调和一切政治组织、政治会议、集会等等的全部声明来看，现在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舆论“调查” 总结
 了。

总结如下：

对杜马的三种主要看法是很明显的，而且同当前革命中的三种基本的和主要的社会力量完全符合： 黑帮
 （专制政府）的看法、 自由派
 （资产阶级）的看法和 革命派
 （无产阶级）的看法。黑帮抓住杜马不放，认为它是最好的、唯一可以利用的、甚至是唯一可以设想的维护专制制度的工具。自由派尖锐地批评了杜马，但是接受了杜马，他们被合法的道路和同沙皇的妥协强烈地吸引住了。以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人民则鄙视杜马，宣布积极抵制杜马，并且已经用行动表明他们要把这种积极抵制变成武装起义。

这三种主要的看法值得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谈到黑帮，那么可以预料，这些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将会象我国御用报刊常说的那样，直接或间接地赞同抵制或缺席主义（作这种预料的还有那些想要认真对待杜马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甚至还有火星派）。这些人是想说：就让他们抵制好啦，这样对我们会更好些，杜马中的黑帮成员会更一致，更纯洁。既然俄国有保守的机关报刊，它们能够攻击沙皇大臣的过分的自由主义，能够对“过于软弱的”政府表示不满，那么这种看法就完全可能这样表现出来，甚至可能比立宪派的许多看法表现得还要明显。但是这里也表现出那些认真对待杜马并且开始谈论要以杜马为基地进行斗争、要在杜马中支援斗争等等的人们的错误。这里也立刻可以看出专制制度十分需要合法的杜马反对派，非常害怕抵制。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如果不和哪怕是一部分资产阶级互相勾结，就根本不可能统治国家，这是毫无疑义的。不和资产阶级的右翼互相勾结，就不可能统治国家，不可能弄到金钱，不可能活下去。我国的专制制度虽然带有亚洲式的野蛮习气，带有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原封未动地保存下来的许多原始的野蛮习性，但是我国的专制政府毕竟是一个和欧洲、和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俄国专制制度对整个俄国资产阶级的依赖是最有力的物质依赖，这种依赖可能为许许多多中世纪的附加物所掩盖，也可能为千百万次个人的或集团的宫廷贿买（官衔、职位、特权、赠与、纵容以及其他等等）所削弱，但是一旦到了国民生活的决定关头，这种依赖就一定会以决定性的力量表现出来。

我们现在看到，维特先生跑在自由派的前头，公开的报刊已经报道了他发表的自由主义的言论，他同立宪民主党领袖“盖森先生进行非正式的谈判”（《泰晤士报》驻彼得堡记者的电讯），外国报刊上充满了关于沙皇的自由主义计划的消息，等等，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当然，这里面包含着无数的谎言和阴谋，但是沙皇政府以及一切资产阶级政府要不撒谎，不搞阴谋，它们的政策就一步也推行不了。当然，由于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家代表到彼得堡来就沙皇政府极其需要的5亿卢布的新贷款问题进行谈判，产生了许多极其卑鄙的欺骗行为。不过，政府那样依赖资产阶级，他们在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时必然会产生欺骗行为，因为这种依赖就是靠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来实现的。

专制政府必须同资产阶级“和解”，而且它不得不努力这样做，——自然，它还想 
［注：手稿上在“想”字后面是：“只装装样子，好象它和解了，它想”。——俄文版编者注］

 愚弄欧洲和俄国的舆论。而国家杜马正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的手段。杜马中合法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正是资产阶级所承认的国家制度的外表，这种外表可能还会帮助专制政府摆脱窘境。

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莫斯科新闻》[17]这家保守的反对派的机关报不是幸灾乐祸地，也不是冷嘲热讽地，而是慷慨激昂地，怒不可遏地谈论着抵制杜马。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黑帮的机关报《新时报》[18]要猛烈攻击“缺席主义者”，甚至企图把倍倍尔也拉来同抵制的思想作斗争（《无产者报》第20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98页。——编者注］

 ）。 黑帮害怕抵制
 。现在只有瞎子或极力为自由派辩护的人才能否认下面这一点：如果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代表大会活动家赞成抵制的话，那么抵制的胜利就会得到绝对的保证。

但是问题在于，自由派资产阶级从它整个根本的阶级利益出发而向往君主制、两院制、秩序、适度，热中于同“经常闹革命”的“恐怖现象”以及同法国式革命的“恐怖现象”等等作斗争。自由派资产阶级、解放派[19]和立宪民主党人从激烈谈论抵制转到坚决反对抵制，是整个俄国资产阶级采取的 第一个
 巨大的政治步骤，这个步骤证明了它的背叛本性，证明了它“准备要犯”那种叫作背叛革命的“罪行”。这并不只是准备（也许解放派法学家当中某个爱说俏皮话的人会反驳我们说，这是不受任何法律制裁的），而是犯罪未遂，甚至是已经完成了的犯罪。我们生活在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我们 需要
 唤起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按照不适用于革命的普通年代表来算，那是才过去不久）。甚至我们 需要
 帮助资产阶级组成政治上的反对派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在它们已经觉醒了，它们已经组织起来了，提到日程上来的完全是另外的伟大任务，这项任务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和现实的，只是由于革命一日千里地发展。这就是同沙皇妥协的任务（资本的任务）和使背叛的资本中立化的任务（劳动的任务）。

领导着革命人民的革命无产阶级始终忠实于自己的义务，它已经担负起这项任务：唤起、推动和提高自己的那些反对中世纪制度和农奴制度的“伙伴”，从而使他们从不太革命的伙伴转变为比较革命的伙伴。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革命无产阶级“认真对待”的不是杜马，而是激进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由于轻率、极端幼稚和一时的兴致而脱口说出的关于抵制杜马的言论、许诺和口号。无产阶级已经把抵制杜马的言词变为现实，即直接而公开地举起了武装起义的旗帜，不仅展开了极其广泛的鼓动工作，而且展开了直接的街头斗争（在莫斯科），同广大的、虽然阶级态度还不十分明确但是备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先进部队——激进的青年结成同盟。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是在实际的战斗任务上同觉醒了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各阶层团结一致的，并没有签订任何协定或任何条约。在莫斯科事件的伟大日子里（这次事件之所以伟大，是由于它是一个先兆，而不是由于这一事件本身），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向专制政府进行斗争，而自由派、解放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却同专制政府进行谈判。

政治派别划分的情形是这样的：一派拥护杜马以保存专制制度，一派拥护杜马以限制专制制度，另一派反对杜马以消灭专制制度。换句话说，一派拥护杜马是为了镇压革命，一派拥护杜马是为了遏制革命，另一派反对杜马是为了把胜利的革命进行到底。

以新《火星报》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是一个例外，一个破坏了清楚的阶级营垒划分完整性的可悲的、令人遗憾的例外（象其他一切例外一样，这一例外也证实了常规）。但是在这个例外中，在国外的秘密组织的狭小范围内，却表现出我们已经预言过的那个非常重要非常有教益的规律。我们在上面谈到的那个代表会议，团结了革命的社会民主派。《火星报》仍然 同《解放》杂志
 [20] 联合
 在一起，并不是由于条约的约束，而是由于局势的发展。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在秘密报刊上主张积极进行抵制。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右翼则起来反对抵制。

这样，对新火星派的最重要的策略决议所作的分析（列宁的《两种策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8—29页。——编者注］

 ）就得到了证实，即《火星报》降到自由派地主的水平，《无产者报》则把农民群众提高到自己的水平；《火星报》降到 
［注：手稿上“到”字后面是：“君主派的”。——俄文版编者注］

 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水平，《无产者报》则把革命的 
［注：手稿上“革命的”一词后面是：“和共和派的”。——俄文版编者注］

 小资产阶级提高了。

熟悉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的人都知道《火星报》老早就说过这样的话：布尔什维克和《无产者报》已经摇摆到社会革命党[21]方面去了，摇摆到极端资产阶级民主派方面去了。这句话和各种流行的话一样，有一部分真理。这句话所表露的并不是火星派的单纯的恼恨，而是反映了真实的现象，但它是象凹面镜反映物体那样反映的。这种真实的现象就是这样一件 事实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因为火星派转向了机会主义，所以他们必然得出结论，说布尔什维克（用18世纪的政治划分的语言来说）是“雅各宾派”[22]。这些指责只能 证实
 我们对目前社会民主党的左右两派的看法是正确的。对于机会主义者的这些指责我们 是引以为荣的，正象
 1900年《工人思想报》[23]指责我们有“民意主义”[24]时我们引以为荣 一样
 。现在全俄国的一切政治派别在最重大的策略问题上产生的真正政治派别划分，实际上证明了我们对于火星派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25]以来所采取的整个立场的评价是正确的。

一切社会民主派的代表会议所完成的秘密政党的派别划分，自然也就补充了一切政党在杜马问题上的派别划分。要说火星派是个令人遗憾的例外，那么他们是例外这一事实却再一次使我们相信规则的力量，相信革命的社会民主派一定会胜利，相信俄国革命一定会实现它的一贯的口号。在意气消沉时期，自由派的庸俗行为和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虽然象是一种预兆，表明我国的革命将要象1848年的德国革命一样，成为庸俗的、虎头蛇尾的、半途而废的革命，可是革命的社会民主派的各项原则的生命力赋予我们以振奋精神的信心，而英雄的工人阶级的发动则更加加强了这种信心。革命清楚地划分了各个政治派别的界限，很好地证明了那些错误意见是荒谬的。从目前的国内外形势看，希望俄国革命获得完全胜利是有充分根据的。专制政府已经心慌意乱，自由派已经茫然失措，而引导着农民的无产阶级则革命干劲十足，——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相信：“我国列车的行驶将超过德国的列车。”[26]





	载于1905年10月18日（31日）《无产者报》第2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7—15页

















[9]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代表会议于1905年9月7—9日（20—22日）在里加举行。这次会议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为了制定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而召集的。派代表出席会议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乌克兰革命党。代表会议不顾孟什维克的抗议，表示赞同布尔什维克的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的路线，同时谴责孟什维克主张参加这一杜马的政策，认为参加这一杜马就是背叛自由事业。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必须利用选举运动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最广泛的宣传鼓动，召开群众大会，打入一切选举集会，揭露布里根杜马的真正性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是用来加固被革命运动所震撼的专制政权的。



代表会议的决议刊登在1905年10月11日（24日）《无产者报》第22号上（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08—112页）。列宁在《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和《失败者的歇斯底里》这两篇文章中（见本卷第7—15页和第16—18页）对代表会议的意义作了评价，并对孟什维克在《火星报》上反对代表会议决议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驳。——7。



[10]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7。



[11]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是1904年6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1905年6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1905年该党领导了工人的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7。



[12]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提出与布尔什维克相近的斗争口号，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持不调和的态度。但该党也犯了一些错误。列宁曾批评该党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指出它对波兰革命运动的功绩。1906年4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7。



[13]乌克兰革命党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于1900年初成立。该党支持乌克兰自治这一乌克兰资产阶级的基本口号。1905年12月，乌克兰革命党改名为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通过了一个按联邦制原则和在承认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是乌克兰无产阶级在党内的唯一代表的条件下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拒绝了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提出的立即讨论统一的条件的建议，将这一问题转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去解决。由于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性质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因此，在统一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在崩得的影响下，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在民族纲领中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后来站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革命阵营一边。——7。



[14]指新《火星报》即第52号以后被孟什维克篡夺了的《火星报》。《火星报》第52号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1905年5月《火星报》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1905年10月，《火星报》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关于《火星报》，见注37。——7。



[15]孟什维克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于1905年8月在基辅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孟什维克的各小组和委员会的12名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两个部分的统一、关于国家杜马、关于《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组织章程等决议，并成立了南方组织区域委员会。



列宁在《新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两篇文章中（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308—309页和第356—372页）尖锐地批评了代表会议的决议。谈到代表会议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时，列宁写道：它“将永远是一个把社会民主党任务庸俗化的遗臭万年的历史文献”（同上，第368页）。对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的决议，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问题》一文中（同上，第310—312页）说明了问题的事实真相，揭穿了代表会议这一决议的欺骗性。列宁在1905年9月25日（10月8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一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7。



[16]8月6日诏书是指1905年8月6日（19日）颁布的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沙皇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因为这些文件是受沙皇之托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委员会起草的，所以拟成立的这个国家杜马被人们称作布里根杜马。根据这些文件规定，在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都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



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关于布里根杜马的问题，可参看列宁的《宪法交易》、《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67—71页和第11卷第160—167、172—180、188—189页）等文。——8。



[17]《莫斯科新闻》（《_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从1859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11。



[18]《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11。



[19]解放派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的不合法政治联合组织解放社的成员。解放社由在国外出版的《解放》杂志筹备，于1904年1月在彼得堡成立，领导人是伊·伊·彼特龙凯维奇和尼·费·安年斯基。解放社的纲领包括实行立宪君主制和普选制，保护“劳动群众利益”和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1905年革命开始后，它又要求将一部分地主土地强制转让并分给少地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成立以后，解放社停止活动。解放社的左翼没有加入立宪民主党，另外组成了伯恩施坦主义的无题派。——11。



[20]《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13。



[21]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3。



[22]雅各宾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革命民主派。雅各宾派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雅各宾派领导了1793年5月31日—6月2日的人民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了雅各宾专政。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雅各宾专政被颠覆，雅各宾派的领袖马·罗伯斯比尔、路·安·圣茹斯特等被处死。——14。



[23]《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经济派的报纸，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头几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5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和《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第6卷第1—183页）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14。



[24]民意主义指民意党的学说和主张。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14。



[25]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召开。7月24日（8月6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24次会议。



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定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的中央委员会和国外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有些代表有两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



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整个纲领（有一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有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代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委员。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音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页）——14。



[26]这句话系引自尼·亚·杜勃罗留波夫的诗《在普鲁士的车厢里》。该诗于1862年用“康拉德·李连什瓦格尔”这一笔名发表于《同时代人》杂志的附刊《哨声》第8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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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的歇斯底里

（1905年10月18日〔31日〕）

在我们的《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一文写好以后，我们收到了《火星报》第112号，上面登着一篇神经质的、充满了愤怒、眼泪、大声喊叫和怪腔怪调的文章《小组习气的产物》。这篇文章只能叫作歇斯底里，不能叫作别的。要从歇斯底里的号叫中找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 论据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既然你们自 己自愿出席
 俄国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组织的代表会议，小组习气又从何谈起呢？如果你们还没有完全失掉思考的能力，那就请你们哪怕是稍微想一想吧，哪怕是在你们的歇斯底里发作过后想一想吧！既然你们同意出席代表会议，既然你们的代表参加了代表会议，那就意味着，你们自己承认这个会议是一件严肃的、党的、无产阶级所必需的事情。既然你们自己自愿参加这个会议，这一行动就表明你们承认召开这个会议是严肃的和必要的事情。可是你们在会上遭到失败 以后
 ，却开始骂起人来，你们这样做只能让稍有头脑的工人都瞧不起你们！

你们之所以不满，是不是因为，你们认为，会议对你们的策略的责备太尖锐了，竟把参加杜马叫作背叛自由事业？但是，可爱的《火星报》同志们，你们是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一道参加代表会议的，而这个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无产者报》老早就在小册子和文章中指出你们已经变成君主主义自由派政党的走狗，这一点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这一点你们是很清楚的，如果你们现在气得发昏，老实说，我们实在爱莫能助。要知道，在俄国各民族一切秘密的政党、组织、派别和机关报之中，只有你们还和《解放》杂志搞在一起，这是事实，是无法抹杀和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 事实
 就是对你们的最尖锐的、历史上空前尖锐的谴责，而你们却以为尖锐的根源是“背叛自由事业”这个 字眼
 ！

你们是这样惊慌失措，在会议上遭到失败以后竟大叫大嚷，说崩得和其他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所维护的组织上的联邦制是有害的。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你们这样做很不明智，这只是 更加突出地表明
 你们失败的惨重罢了。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你们好好想一想：事实上是谁两年来维护了而且现在还在维护组织上的涣散和模糊，维护协议和分权制的原则呢？正是你们新火星派。正是崩得、拉脱维亚和波兰社会民主工党中的联邦主义者曾经在报刊上响应你们所有的破坏组织的言论来反对所谓集中制的极端表现等等。上述各个党中的 一切
 联邦主义者都曾经写过和发表过与少数派观点相同的文章，这也是事实，是无法抹杀和无可争辩的事实。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你们看，你们重新提起联邦制是多么不合时宜：你们这样做，只是更加突出地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的崩得、拉脱维亚党和波兰党内昨天同情你们的人忍受不了你们的杜马策略的庸俗，不得不抛弃你们了！不，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如果你们平心静气地稍微想一想，那你们自己也会看到大家都看到的事情：不是“多数派”接受了联邦制，而是崩得、拉脱维亚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 
［注：手稿上是：“……由于确信多数派的策略原则正确而转向了多数派”。——俄文版编者注］

 在革命事变的客观逻辑的影响下转向了“多数派”一贯坚持的观点。

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你们的失败当然是惨重的。但是失败的根源不是“多数派”或者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等等的奸诈，而是在孟什维克全国代表会议[27]的策略决议中就已经表现出来的那种极其严重的思想混乱。只要你们坚持这些决议，你们必然会 同《解放》杂志结成“一对相依为命的朋友”
 来反对一切社会民主党人乃至一切革命民主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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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孟什维克全国代表会议于1905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由于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多（出席会议的只有9个委员会的代表），孟什维克宣布自己的这次会议为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倒退的第三步》（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124页和第151—157页、第10卷第299—308页）等著作中揭露了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决议的机会主义性质，并对这些决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8。







《列宁全集》第12卷


革命的里加的最后通牒

（1905年10月18日〔31日〕）

一向很注意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事态的德国报纸报道了下面这件值得注意的事实。里加综合技术学校的情况和其他一些高等学校的情况一样：学生的集会变成了政治性的群众大会。大学生组成了战斗的革命力量。自由派的要人们皱起眉头在嘟嘟囔囔地埋怨政府软弱。但是在里夫兰，地主老爷的处境是那么困难，以致他们毅然决然地着手组织保卫他们的庄园的武装卫队，不再依靠那个对农民、工人和大学生都束手无策的政府。波罗的海东部沿岸地区的贵族在认真地组织内战：他们公开雇用大批队伍，用精良的连发枪武装他们，并且把他们布置在自己的广阔的庄园里。原来，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一部分德国大学学生会会员加入了这些队伍！当然，拉脱维亚和俄罗斯的大学生不但对这些穿着大学生制服的黑帮分子宣布了抵制，而且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关于大学生参加地主黑帮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派出两名委员到农村去向农民了解情况。政府逮捕了这两名代表，并且把他们送进里加监狱。

于是拉脱维亚和俄罗斯的大学生行动起来了。他们召开大会。通过了一个最坚决的决议。要求应邀参加大会的综合技术学校的校长立即采取措施释放被捕者。决议最后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最后通牒：如三天之内被捕者还没有按时释放，大学生将在里加工人的支援下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使他们获得释放。

当时省长不在里加，他到彼得堡谋取总督的职位去了。代理省长害怕起来，耍了一个手腕就“溜之大吉”。他把校长和两个被捕者叫去（公历10月20日的《福斯报》[28]是这样说的），问两个被捕者是否知道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他们当然回答说，他们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任何违法的地方。于是代理省长，照一家好象是里加的报纸的说法，就竭力告戒他们不要再做这种严重违法的事，然后把两个人都释放了。

钟情于波罗的海东部沿岸地区的贵族的记者忧心忡忡地补充说：“在大学生看来，以及在支持大学生的群众看来，政府在最后通牒的面前屈服了。就是旁观者也不能不得到同样的印象。”





	载于1905年10月18日（31日）《无产者报》第2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9—20页

















［28］《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是德国温和自由派报纸，1704—1934年在柏林出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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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丑大臣的计划

（1905年10月18日〔31日〕）

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的政策，有时不妨回顾一下昨天的政策。请看通常消息灵通的伦敦《泰晤士报》记者10月10日（23日）的彼得堡电讯：


　　“我从可靠方面获悉，政府业已决定赐予改革家所要求的四项自由，但是这是有限制的自由。政府希望这一让步能够把温和派拉过去。维特伯爵昨天就这个问题和沙皇作了长时间的商谈。哥列梅金先生正在起草关于把国有土地分给农民的法案。这个法案将在杜马召开时提出讨论。希望用这个办法争取农民的选票。政府的运动计划简单说来就是这样。这个计划显然排除了在杜马召开以前自愿地赐予宪法的可能性，尽管立宪民主党人对此抱有一些希望。立宪民主党人代表大会在星期三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在杜马开会时或杜马开会以前赐予宪法的情况下立宪民主党怎样行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党应当同意在杜马中工作呢，还是应当坚持通过全民投票来召开立宪会议。

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希望，政府的让步终将在不扩大选举权和不赐予杜马以立法权的情况下终止宪法运动，但是一切迹象表明，情况和这个希望恰恰相反。”





　　是的，政府的“运动计划”是清楚的。同样，对一切眼睛不瞎的人来说，与政府 讨价还价的
 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的“运动”也是清楚的。糟糕的只是，工人阶级正在行动起来，无论维特先生或者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的狡猾计划都是免不了要落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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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局势的尖锐化

1905年10月18日〔31日〕

柏林的自由派报纸《福斯报》用这个标题刊登了下面这个不无意义的消息：


　　“沙皇帝国内的事件正以不可遏止的势头发展着。任何公正的观察家都看得很清楚，无论是政府，无论是哪个反对派或革命党，都不是局势的主宰。逝世过早的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和其他一些高等学府的教授曾徒劳无益地企图劝说俄国的大学生离开那条危险的道路，也就是大学生所走的那条决心要把大学变为人民举行政治集会的场所的道路。大学生情绪激昂地追悼了特鲁别茨科伊，成群结队地把他的遗体送到墓地，使出殡变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性游行示威，然而，他们并不听从死者关于不准闲人进入大学的劝告。在彼得堡大学，在矿业学院，在综合技术学校，都举行了大规模的人民集会。在这些集会上大学生往往只占少数。大会常常从清晨一直开到深夜。人们发表热烈的、煽动性的演说，高唱革命歌曲。此外，还在那里痛骂自由派，特别是痛骂他们的‘不彻底性’，说这种‘不彻底性’并不是俄国的自由主义所偶然具有的，而是由什么永恒的历史规律决定的。这些责难包含了某种深刻的悲剧意味。尽管这些责难有历史上的论据，但是它们实际上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因为俄国的自由派甚至没有机会表现出一点点多少会损害对所有政党都十分重要的解放事业的不彻底性。阻碍自由派的生存道路的，不是他们的事业，而是他们的苦难。政府在这些事件面前一筹莫展
 〈黑体是原有的〉，正如它在工人风潮面前和通常在骚动面前一筹莫展一样。当然，它可能又在策划一次残酷的大屠杀，只是等候运动成熟到可以派哥萨克去袭击的时刻而已。但是，即使如此，掌权者也还是谁都不能断定，这个措施会不会导致不满情绪的更激烈的爆发。就连特列波夫将军也对自己失去信心了。他在自己的朋友面前并不讳言：他认为自己已经走上死路，他并不期望自己的控制会有什么好结果。他说：‘我只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并且履行到底而已。’

既然警察头子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见沙皇的事业一定是不大妙了。事实上也不能不承认，尽管特列波夫竭尽一切努力，尽管数不清的委员会和会议在进行狂热的活动，去年以来的紧张局势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紧张了。不管你往哪里看，局势到处都变得更恶化、更危险了，情况到处都显得更尖锐了。”





　　这个估计有许多正确的地方，但是也有许多是自由派的愚蠢无知。“自由派不可能表现对事业有害的不彻底性。”是这样的吗？这些可怜的自由派究竟有什么理由 可以
 比别的一些党派更公开、更自由地表现自己呢？没有！大学生竭力同立宪民主党人划清界限并且使这些立宪民主党人在人民心目中威信扫地，这是因为指导着大学生的是他们由于同无产阶级交往而保持着的健康的革命本能。明天将给我们带来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争自由的战斗。争自由的战斗也许还要遭受不止一次的失败，但是失败只会更深刻地激励工人和农民，只会更进一步加剧危机，只会更猛烈地促成自由事业最后必然获得胜利。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不让君主派地主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水蛭吸附在这个胜利上，不让这个胜利主要为大资产者老爷们所利用，象在欧洲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的那样。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工人和农民的这个胜利贯彻到底，彻底粉碎一切令人深恶痛绝的专制机关、君主政体、官僚制度、黩武主义和农奴制度。只有这样的胜利才会把真正的武器交到无产阶级手中，——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点燃整个欧洲，使俄国的民主革命成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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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2卷


《不列颠工人运动和工联代表大会》一文的两条注释[29]


（1905年10月18日〔31日〕）


1

这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塔夫河谷铁路公司管理处因罢工给铁路公司造成损失而控告铁路工会。资产阶级法官不顾工人的激烈反对，作出了赔偿资本家损失的判决！判决工会赔偿资本家老爷们因罢工所受到的损失，实际上等于取消罢工的自由。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的法官，在事情涉及劳资斗争的时候，甚至能把宪法保证的自由变为一纸空文。


2

令人遗憾的是，英国工人运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是个可悲的例子，它说明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主义就必然会堕落并带有资产阶级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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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这是列宁给1905年10月18日（31日）《无产者报》第23号刊登的《不列颠工人运动和工联代表大会》一文写的两条注释。第1条注解文内提到的塔夫河谷案件，第2条是注解文章结尾部分。这篇文章译自德文，没有署名，列宁对该文的译稿作了校订。——25。







《列宁全集》第12卷


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11月1日（10月19日）于日内瓦

星期一夜晚，一则电讯给欧洲带来了颁布10月17日沙皇宣言[30]的消息。《 泰晤士报
 》的记者报道说：“人民胜利了。沙皇投降了。专制制度已不复存在。”俄国革命的远方朋友则是另外一种说法，他们从巴尔的摩（北美）给《无产者报》发来的电报说：“祝贺俄国革命的第一个伟大胜利。”

后面这个评价无疑要正确得多。我们完全有权利来庆祝这一胜利。沙皇的让步确实是革命的极其伟大的胜利，但是这一胜利还远远不能决定整个自由事业的命运。沙皇还远远没有投降。专制制度根本没有不复存在。它只不过是把战场留给敌人，从战场上退却了，在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中退却了，但是它还远远没有被击溃，它还在集结自己的力量，革命的人民还要解决许多极其重大的战斗任务，才能使革命取得真正的完全的胜利。

10月17日这一天，在历史上将是俄国革命的一个伟大的日子。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全民罢工发展到了高峰。在俄国各地的团结一致英勇斗争的热潮中站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用自己强有力的手，使整个工业、商业和国家的活动陷入停顿。全国都在暴风雨前愣住了。时而从这个大城市，时而从那个大城市传来一个比一个更使人惊慌的消息。军队在动摇。政府停止进行迫害，革命者没有开始公开的猛烈的进攻，但是起义已在各地自发地爆发起来。

沙皇政府在最后的时刻让步了，因为它已经意识到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到它在任何情况下也绝对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而遭到彻底的失败倒是非常可能的。据说特列波夫说过：“先流血，然后才是宪法。”制定宪法的必要性，即使在当前的起义遭到镇压的情况下也是毫无疑问的了。而且政府也认为最好不要冒挑起重大的普遍的流血事件的危险，因为人民一旦取得胜利，沙皇政权就会被彻底铲除。

政府在10月17日星期一所掌握的、迫使它避开殊死战斗而作出让步的材料，我们所知甚少。地方和中央的政府当局都想方设法封锁或删节关于起义在猛烈发展的消息。但是，即使是欧洲报刊上零星刊载的并且经过删节的一点点材料也无庸置疑地证明，这是使沙皇和沙皇政府的大臣们感到极端恐惧的真正的起义。

一个星期以前，我们根据第一批关于全俄政治罢工的消息曾经说过，沙皇政府和革命力量势均力敌。沙皇政府已经没有力量镇压革命。革命也还没有力量击溃沙皇政府 
［注：见本卷第2—4页。——编者注］

 。但是，在这种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任何的迟延对于沙皇政府来说都是极大的危险，因为迟延必定会使军队发生动摇。

起义扩大了。流血事件已遍及俄国各地。从雷瓦尔到敖德萨，从波兰到西伯利亚，人民都在进行街垒战。军队在一些小冲突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同时却传来了消息，说出现一个从未有过的新情况，它清楚证明专制制度 在军事上
 是软弱无力的，这就是关于沙皇军队和起义的人民 举行谈判
 （在哈尔科夫）的消息，关于军队 撤出
 城市（哈尔科夫和雷瓦尔）——这是恢复平静的 唯一
 手段——的消息。同起义的人民举行谈判，撤走军队，这是结局的开始。这种情况比任何议论都更能证明军事当局已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摇摇欲坠。这表明军队中的不满情绪已达到真正可怕的程度。国外的报刊上也刊载了某些消息和传闻。在基辅逮捕了拒绝开枪的士兵。波兰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敖德萨，把步兵关在兵营里，不敢让他们上街。在彼得堡，海军开始了明显的骚动，而且据报道，近卫军[31]极不可靠。关于黑海舰队，到目前为止还不可能打听到真实的情况。10月17日的电讯就已经说，关于这支舰队发生新的骚动的传闻持续不断，一切电报都被当局截住，当局采用一切手段不让有关事态的消息流传开来。

综合所有这些片断的报道，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从纯军事观点来看，专制政府的状况也是十分不妙的。虽然专制政府镇压了一些局部的暴乱，它的军队有时在这儿，有时在那儿攻下了一些街垒，但是，这些局部的冲突只是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只是加剧了人们的愤怒情绪，只是使更猛烈的全民爆发来得更快，而这一点正是已经不信赖军队的政府所害怕的。

敌人没有采取重大的战斗行动。敌人退却了，把战场留给革命的人民，敌人退到了他认为比较巩固的新阵地，企图在这个阵地上聚集比较可靠的力量，团结他们，激励他们，选择有利时机发动进攻。

欧洲资产阶级报刊的许多比较“公正的”评论可以证实对伟大的10月17日的上述评价是对的。

一方面，欧洲的资产阶级感到放心了。沙皇的宣言答应真正的立宪：杜马具有立法权，任何法律未经人民代表同意都不能生效，赋予大臣以实权，赋予公民以自由，即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于是交易所急忙表示提高对俄国财政的信任。最近几天下跌的俄国证券行市又开始回升。从革命的彼得堡逃走的外国银行家答应两星期后回来。在欧洲资产阶级看来，宪法是“和平的”、小小的让步的保证，这种让步使有产阶级感到十分满意，同时又不让革命的无产阶级得到“太多的”自由。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自由派资产者也不能不看到，沙皇的宣言只是一些空话，一些诺言。现在谁还只是相信诺言呢？当监狱里仍然关满所谓政治犯，书报检查制度还在继续执行的时候，这些关于人身不可侵犯和言论自由的空话难道不是笑话吗？将由什么人去履行沙皇的诺言呢？是那个听说库兹明－卡拉瓦耶夫、科西奇、科尼等人也参加的维特内阁吗？这样的内阁连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内阁也称不上，它只不过仍是一个多次被宫廷反动集团战胜了的自由派 官僚
 的内阁。难道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流血牺牲，是为了让自由派官僚用空话和诺言来敷衍搪塞吗？！

不，沙皇政府还远远没有投降。专制制度还远远没有崩溃。革命无产阶级还要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战斗，而第一个胜利将帮助它团结自己的力量，同时在斗争中赢得新的同盟者。

《泰晤士报》记者在宣言颁布的当天写道：“自由事业胜利的本身只能促使反动分子采取新的行动，而且，只要军队仍然处在旧的长官的控制下，俄国就不可能保证不发生 军事政变
 。”“还有一个问题，政府在革命高潮的时候被迫实行的让步，会不会成为革命力量增强的信号？”资产阶级乐观派说道：“不知道官僚制度是被赶出了自己的城堡，还是仅仅撤离了自己的前沿阵地”，——尽管事实清楚地表明，专制制度的“城堡”依然屹立着。

让步具有被迫的性质，这最使温和派资产者感到不安。法国当权的富翁的机关报《时报》[32]当初对“无政府状态”深表愤慨，辱骂和诽谤全俄政治罢工的组织者和参加者。现在这家报纸（它本身对沙皇的立宪诺言是满意的）不安地指出：“沙皇不是主动行事，只是签署了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委托书’。这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它使随后的一系列改良具有被迫的性质，具有某种不连贯的、突然出现的东西的性质。这种做法使政府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而对暴力则是一种奖励。遗憾的是，情况已经很明显：事情确实太糟糕了，政府没有别的办法来摆脱它被逼入的绝境。这不但是对立宪派、对温和派的投降（当然首先应该听他们的），而且是对罢工的投降，对革命的投降，我们快些忘记这种投降的性质吧。”

不，资产者先生们，工人永远不会忘记沙皇是被迫投降的！工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只是靠力量，靠自己组织的力量、自己齐心协力的力量、自己的群众的英雄主义的力量才赢得沙皇政府在书面宣言上承认的自由，只有靠这种力量才能在将来赢得事实上的自由。

我们在上面说过，敌人把战场留给革命的无产阶级之后退却了。现在我们要加一句：正在退却的敌人继续被紧紧追击着。10月17日，星期一，颁布了沙皇宣言。根据沃尔弗通讯社[33]的报道，18日，星期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34]就在彼得堡大量印发了。宣言声明，无产阶级的斗争丝毫没有因为沙皇宣言的颁布而停止。无产阶级的策略应该是：利用沙皇政府在无产阶级打击的压力下所赐予的权利，组织工人大会解决继续罢工的问题，成立民兵保护革命的 
［注：手稿上此处用的不是“革命的”，而是“赢得的”。——俄文版编者注］

 权利，提出大赦的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在人民集会上发表演说，坚持要求召集立宪会议。据电讯，罢工委员会[35]要求实行大赦和立即在实行普遍和直接选举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

革命的本能立刻使彼得堡的工人提出了正确的口号：坚持不懈地继续斗争，利用新夺取到的阵地继续猛攻，真正消灭专制制度。因而斗争还在继续，集会次数越来越多，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由于取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而产生的欢乐和理所当然的自豪感并没有妨碍进一步组织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革命的成功取决于把人民中更广阔的阶层吸引到自由事业方面来，取决于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工人阶级通过全俄政治罢工证明了自己的力量是巨大的，但是在城市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中，我们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我们正在建立工人民兵（这是革命的唯一可靠的支柱），准备迎接新的更坚决的斗争，坚持我们原来提出的口号，但是同时还应该特别注意军队。沙皇被迫让步必定会在军队中引起极大的波动，因此，现在我们必须吸引士兵参加工人集会，加强兵营中的鼓动工作，扩大同军官的联系，从而在建立工人的革命军队的同时，也在军队中建立有觉悟的革命者的基干队伍，这些军队在昨天还只是沙皇的军队，而现在已经处于向人民军队转变的前夕了。

革命的无产阶级在总罢工的伟大日子里使军队陷于瘫痪，争取到军队保持中立。现在应该力争军队完全转到人民方面来。

革命的无产阶级引导城市的革命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伟大胜利，现在应该扩大和加深革命的基础，把革命扩展到农村去。唤起农民自觉地保卫自由的事业，要求采取有利于农民的重大措施，准备开展农村运动（农村运动如果同先进的城市无产阶级结合起来就一定能粉碎专制制度，争得完全的和真正的自由），——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目前的迫切任务。

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奋起保卫革命和争取完成革命的无产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的人数。革命战争和其他战争的区别，就在于它的主要的后备力量是从敌人昨天的同盟者即沙皇制度昨天的拥护者的阵营中，或者从那些曾经盲目跟随沙皇制度的人的阵营中得来的。而全俄政治罢工的胜利比任何宣言和法令中的含混不清的言词更能打动农民的心，更能启发他们的觉悟。

一年前，政治舞台的整个前台都被自由派资产者占据着，俄国的革命才刚刚开始发展。

1月9日[36]城市工人阶级起来行动的时候，革命已经站稳了脚跟。

在俄国，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地站了起来，并且动摇了使各民族尤其是各民族的劳动阶级吃尽苦头的沙皇宝座的时候，革命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当工人再一次奋起并且引导农民前进的时候，革命就会粉碎敌人，把暴君沙皇的宝座彻底摧毁。

而往后，往后俄国革命还有后备军。各族人民和各国家能够互相隔绝地生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请看：欧洲已经不平静了。欧洲的资产阶级焦虑不安，准备拿出亿万的金钱，只要能够扑灭俄国的火焰。欧洲军事强国的执政者打算给沙皇以军事援助。威廉已经派来几艘巡洋舰和两个雷击舰总队来建立德国丘八和彼得戈夫的直接联系。欧洲的反革命向俄国的反革命伸出了援助之手。

霍亨索伦先生，来较量较量吧！我们俄国革命在欧洲也有后备军。这个后备军就是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即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全世界的工人都带着激动的欢乐的心情庆祝俄国工人的胜利，同时，他们认识到国际社会主义大军的各支队伍必须紧密配合，所以自己也准备投身于伟大的决战中。

全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们，你们不是孤立的！如果你们能够推翻、击溃和消灭农奴主的、警察的、地主的和沙皇俄国的暴君们，你们的胜利就将是全世界反对资本暴政的信号，是劳动人民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完全解放的信号，是人类争取摆脱贫困和实现社会主义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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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埃内斯托维奇·鲍曼

（1905年10月21日〔11月3日〕）

今天，公历11月3日，电报传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兽医尼·埃·鲍曼在莫斯科被沙皇军队杀害的消息。在他的墓前举行了示威活动，他的妻子（也是我们党的党员）对送葬群众讲了话，号召他们举行武装起义。我们现在没有可能给死难的同志写详细的传记，目前只能谈一下他的主要的活动。90年代，他开始在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中进行工作。后来被捕，在彼得保罗要塞坐了22个月的牢，又被流放到维亚特卡省。他从流放地逃往国外并于1900年一开始就参加了创办《火星报》[37]的活动，成为主要的实际领导人之一。他多次秘密回国。1902年2月在沃罗涅日因参加《火星报》的联络工作一案被捕（被一个医生出卖），投入基辅监狱。1902年8月，他和其他10个社会民主党同志一起越狱。他曾经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代表的资格参加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化名索罗金）。他也参加过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38]（化名萨拉夫斯基）。以后他担任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04年6月19日又遭逮捕并被关进塔甘卡监狱。他获释出狱大概才只有几天。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战士永垂不朽！在胜利的革命的头几天中牺牲的革命者永垂不朽！愿起义人民在他的灵前表达的敬意成为起义彻底胜利和该死的沙皇制度彻底灭亡的保证！




尼·埃·鲍曼的被害清楚地表明，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的演讲人把10月17日的宣言称作圈套、把政府在宣言发表以后的行动称作挑衅是多么正确。当政权和武装力量还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时候，所有这些口头上许诺的自由又有什么价值呢？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人被哥萨克枪杀在大街上，这种“大赦”实际上不正是一种圈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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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凯·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都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后的《火星报》为新《火星报》。——34。



[38]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10月13—18日（26—3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大会是在孟什维克再三要求下召开的。他们想以这次代表大会对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反对召开这次国外同盟代表大会。



出席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代表15名（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尼·埃·鲍曼、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马·马·李维诺夫等），共18票（未出席代表大会的同盟成员可以委托他人表决）；少数派代表18名（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列·格·捷依奇、维·伊·查苏利奇、尔·马尔托夫、列·达·托洛茨基等），共22票（从第二次会议起多数派代表为14名，少数派代表为19名）；既不参加多数派也不参加少数派的代表1名（康·米·塔赫塔廖夫），2票。列入大会议程的有下列问题：同盟领导机关的报告；出席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同盟代表的报告；同盟章程；选举同盟领导机关。



大会议程的中心问题是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同盟的代表列宁的报告。列宁在报告中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说明，并揭露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及其在代表大会上的无原则行为。反对派利用他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多数通过决议，让马尔托夫在列宁报告之后作副报告。马尔托夫在副报告中为孟什维克作辩护，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污蔑性责难。为此列宁和多数派代表退出了大会的这次会议。孟什维克就这一项议程通过了三项决议，反对列宁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并号召不断地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



大会通过的国外同盟的章程中有许多条文是违反党章的（如同盟出版全党性书刊、同盟领导机关不通过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同其他组织发生关系等），孟什维克还对中央委员会批准同盟章程的权利提出异议。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弗·威·林格尼克要求修改同盟章程使其符合党章规定。他在反对派拒绝了这个要求之后，宣布这个大会是非法的。林格尼克和多数派代表退出大会。党总委员会随后赞同了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这一行动。



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把同盟变成了反党的据点。——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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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11月4日（10月22日）于日内瓦

在血腥的尼古拉的“立宪”宣言发表以后，紧接着就发生了特列波夫及其手下那帮匪徒所策划的无数次新的谋杀事件。哥萨克肆无忌惮，犹太人惨遭蹂躏，刚刚“被大赦出狱的”政治犯就在街上被枪杀，黑帮在警察的怂恿下到处抢劫，——为了镇压革命斗争，一切手段都使出来了。

沙皇帮了革命者一个大忙，他证实了革命者关于“自由主义的”宣言是假让步，是一出丑恶的闹剧的评价。沙皇自己想要挑起又一次的决战。这样更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工作、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现在都准备用来投入下一次的进攻，消灭沙皇制度这个妖魔；沙皇制度在垂死的时候企图最后一次煽起愚昧的大众的愚昧本能。现在特列波夫愈是疯狂地挣扎，整个特列波夫匪帮和整个罗曼诺夫家族就愈是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彻底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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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39]


（1905年10月25日〔11月7日〕）

在欧洲，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中间，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取得了完全的统治，而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几乎完全是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的斗争。但是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这个完全的统治，并不是一下子就巩固起来的，而只是在同各种落后的学说如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作了长期斗争以后，才巩固起来的。大约30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德国也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当时在德国占优势的，老实说，是介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的、混合的、折中的见解。而在罗马语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在先进工人中最流行的学说是蒲鲁东主义[40]、布朗基主义[41]、无政府主义，这些学说所反映的显然是小资产者的观点而不是无产者的观点。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马克思主义恰恰在最近几十年获得了这个迅速的和完全的胜利呢？现代社会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全部发展，革命运动和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的全部经验，都日益证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小资产阶级的衰落，必定要使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偏见迟早归于灭亡，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则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了最好的宣传。

在俄国，各种落后的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根深蒂固，自然是由于俄国落后的缘故。最近25年来的全部俄国革命思想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社会主义作斗争的历史。如果说，俄国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和惊人成就已经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也得到了胜利，那么，另一方面，无可怀疑的革命的农民运动的发展——特别是1902年著名的小俄罗斯农民起义[42]以后——则使衰落了的民粹主义又稍微活跃起来。用欧洲时髦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主义[43]、对马克思的批判）粉刷一新的陈旧的民粹主义，就是所谓社会革命党人的全部固有的思想行装。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同纯粹的民粹派以及同社会革命党人的争论中，农民问题都占中心地位。

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曾是一种完整的系统的学说。它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统治；否认工厂工人作为整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否认政治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的意义；鼓吹立刻从小农经济的农民村社[44]出发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完整的学说现在只剩下一些残枝败叶了，但是为了自觉地弄清楚现在的争论，为了不使这些争论成为互相谩骂，我们必须时刻注意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之所以迷误的一个总的和根本的民粹主义的 根源
 。

民粹派认为，俄国将来的主人是农夫。这种看法是由迷信村社的社会主义性和不相信资本主义的命运所必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俄国将来的主人是工人，而俄国农业和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愈来愈证实了他们看法的正确性。在俄国，工人运动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了，而关于农民运动，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全部分歧，直到现在为止都表现在他们对这个运动的不同的 看法
 上。在民粹派看来，农民运动正好驳倒了马克思主义；它正好意味着是一种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它恰恰不承认任何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它恰恰不是以大经济，而是以小经济为出发点的。总而言之，在民粹派看来，农民运动就是真正的和直接的社会主义运动。民粹派对农民村社的迷信以及民粹派的无政府主义，完全说明了他们得出这些结论的必然性。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运动恰恰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民主主义运动。农民运动在俄国也象过去在其他国家一样，是民主革命的必然伴侣，而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农民运动绝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不反对商品经济，不反对资本。正好相反，它反对农村中的各种旧的、农奴制的、前资本主义的关系，反对农奴制一切残余的主要支柱——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这种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不会铲除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更广泛的基础，加速和加强纯粹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起义的完全胜利，只能造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支柱，在这个共和国内，无产阶级将第一次开展纯粹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所以，这里就有两种正好相反的看法，凡是想要弄清社会革命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原则分歧的人都应当清楚地了解这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农民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另一种看法认为农民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千百遍地反复说（例如参看《革命俄国报》[45]第75号）什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忽视”（根本不理会）农民问题，这表明他们是多么无知。要反对这种十分无知的说法，只有一个方法：反复讲述一些最浅显的道理，把民粹派旧有的一贯看法说清楚，一百遍一千遍地指出真正的分歧既不在于愿意或者不愿意顾及农民问题，也不在于承认或者忽视农民问题，而是在于对俄国当前的农民运动和当前的农民问题有 不同的估计
 。说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俄国的农民问题的人，首先就是十分无知的，因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切主要的著作，从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这本书在20多年以前就出版了）起，主要就是说明民粹派对俄国农民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第二，谁说马克思主义者“忽视”农民问题，这就证明他企图逃避充分估计真正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当前的农民运动是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这种运动按其客观意义来说是不是反对农奴制的残余？

社会革命党人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因为他们糊涂透顶，分不清旧民粹派对俄国农民问题的看法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农民问题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把社会革命党人叫作抱有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人（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正是因为他们对农民运动的估计不能摆脱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和空想。

因此，我们不得不再来重复最浅显的道理。当前俄国的农民运动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土地和自由。这个运动的完全的胜利将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它获得了自由，就会推翻地主和官吏在管理国家方面的统治。如果它获得了土地，就会把地主的土地转交给农民。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的对地主的剥夺（夺去地主的土地）是否会消灭商品经济呢？不，不会消灭。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的对地主的剥夺，是否会消灭农户在村社土地上或在“社会化的”土地上的个体经营呢？不，不会消灭。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的对地主的剥夺，是否会消除拥有许多牛马的富裕农民和雇农、日工之间，即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呢？不，不会消除。恰恰相反，上层 等级
 （地主）被粉碎和消灭得愈彻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 阶级
 对峙也就愈深刻。农民起义的完全胜利将有怎样的客观意义呢？这个胜利将会彻底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但是决不会消灭资产阶级的经营方式，不会消灭资本主义，不会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划分为富人和穷人、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现象。为什么当前的农民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运动呢？因为它消灭官吏和地主的政权，建立民主的社会制度，并不改变这个民主社会的资产阶级基础，并不消灭资本的统治。觉悟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对于当前的农民运动应当抱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应当支持这个运动，最积极地彻底地帮助农民把官吏和地主的政权完全推翻。但是他们同时应当 
［注：手稿上在“应当”之后还有“不倦地”一词。——俄文版编者注］

 向农民解释，单是推翻官吏和地主的政权还不够。在推翻这个政权的同时，还应当为消灭资本的权力，消灭资产阶级的权力作准备，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立即宣传完全社会主义的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且联合、团结和组织农村无产者去同农民资产阶级以及整个俄国资产阶级作斗争。觉悟的工人能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忘掉民主主义的斗争，或者因为民主主义的斗争而忘掉社会主义的斗争呢？不能，觉悟的工人之所以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们懂得这两种斗争的相互关系。他们知道，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他们为了要达到最终的目的社会主义，就力求完全而彻底地实现民主主义。为什么民主主义斗争的条件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呢？因为在这两种斗争中，工人的同盟者必定是不同的。民主主义斗争是工人同一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小资产阶级一起进行的；而社会主义斗争则是工人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反对官吏和地主的斗争，可以而且应当同全体农民，甚至同富裕农民、中等农民一起进行。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也是反对富裕农民的斗争，却只能同农村无产阶级一起才能可靠地进行。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克思主义这些起码的真理（这些真理是社会革命党人始终不愿去研究的），我们就很容易评价社会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下列“最新的”反驳意见了。

《革命俄国报》（第75号）喊道：“为什么非得先支持全体农民去反对地主，然后（也就是同时）支持无产阶级去反对全体农民，而不是立即支持无产阶级去反对地主，这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相干，只有天晓得。”

这是最原始、最幼稚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以来，人类就有过“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的愿望。但是，在全世界千百万被剥削者联合起来进行彻底的、坚决的、全面的斗争，以争取按照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方向来改变这个社会以前，这样的愿望只是愿望而已。只是当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把改变现状的渴望同一定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愿望才变成了千百万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离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是空话或者幼稚的幻想。而在我们俄国，眼前摆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两种不同的斗争。无产阶级在一切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方（告诉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农民村社内，即他们认为是完全“社会化的”土地上，这种生产关系也是存在的）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作为小土地占有者阶层，即小资产者阶层的农民进行反对一切农奴制残余、反对官吏和地主的斗争。只有完全不懂政治经济学和世界革命史的人，才会看不见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战争。用“立即”这种字眼蒙住眼睛不看这两种战争的区别，就等于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不肯对现实作任何分析。

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失去了旧民粹主义观点的完整性，他们甚至连民粹派本身的学说中的许多东西都忘记了。在同一号的《革命俄国报》上还写道：“列宁先生在帮助农民剥夺地主的同时，不自觉地对小资产阶级经济在多少已经有所发展的资本主义农业形态的废墟上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岂不是后退一步吗？”

先生们，你们该知道点羞耻吧！你们竟然把你们的瓦·沃·先生忘了！查看一下他的《资本主义的命运》、尼古拉·—逊先生的《论文集》以及你们的哲人们的其他著作吧。那时你们就会记起俄国的地主经济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和农奴制的特点。那时你们便会知道还有工役制这种徭役制的直接残余的存在。假使你们再去看看象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那你们就会明白，除非经过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经济，徭役制经济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而且也不能发展和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为了诋毁马克思主义，你们使用的是极其平常的、早已被人揭穿了的方法：你们硬把大资本主义经济可以直接代替大的徭役制经济这种滑稽的简单化的看法强加给马克思主义！你们说，地主的收成比农民的高，所以剥夺地主是后退一步。这种议论只应当出自中学四年级学生之口。先生们！请想一想吧，在农奴制度崩溃的时候，把收成低的农民土地从收成高的地主土地中分开来，岂不是“后退一步”吗？

现代的俄国地主经济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和农奴制的特点。现在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按其客观意义来说，就是农民同农奴制残余的斗争。但是如果企图把一切单个的情况都列举出来，把每一单个的情况都加以衡量，用药房的天平毫厘不差地确定哪里是农奴制的终点，哪里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的起点，这就是把你们自己固有的学究气硬加在马克思主义者身上。我们不可能计算出，从小商人那里买来的用品的价格中，哪一部分是劳动价值构成的，哪一部分是欺诈等等构成的。先生们，这是不是可以说，劳动价值论应当被抛弃呢？

现代的地主经济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和农奴制的特点。只有学究先生才能从这里作出结论说，我们的义务就是把每一单个的情况下的每一个细小的特点都按它的某种社会性质加以衡量、计算并一一记录下来。只有空想家才能从这里作出结论说，我们“用不着”区别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战争。实际上，从这里只能作出唯一的一个结论：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和自己的策略中，应当把反对资本主义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农奴制的一般民主主义的（和一般农民的）斗争联结起来。

在现代的半农奴制地主经济中，资本主义的特点发展得愈明显，立即独立组织农村无产阶级的必要性也就愈加迫切，因为在上述情况下，不管实行什么样的没收，纯粹资本主义的或纯粹无产阶级的对抗性都会愈加迅速地暴露出来。在地主经济中资本主义的特点愈突出，民主主义的没收就愈能迅速地推动真正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发展，也就是说，借助于“社会化”这种字眼把民主革命虚假地理想化就愈加危险。这就是从地主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混在一起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

所以，要把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同一般农民的斗争联结起来，但是不要把这两种斗争混淆起来。要支持一般民主主义的和一般农民的斗争，但是绝不同这种非阶级的斗争合流，绝不用社会化这类虚假的字眼把它理想化，一分钟也不忘记把城市 和农村
 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为完全独立的、阶级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彻底支持最坚决的民主主义，但是它决不受那种想在商品经济下造成“平均制”的反动幻想和尝试所迷惑，从而离开革命的道路。农民同地主的斗争现在是革命的，没收地主的土地在目前经济和政治的演进时期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革命的，我们支持这种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措施。不过，把这种措施称为“社会化”，欺骗自己欺骗人民，说什么在商品经济下有“平均”使用土地的可能，那可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空想，这个美名只好让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去独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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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会战之间

公历11月15日于日内瓦

无产阶级同沙皇制度的一次大的战役结束了。全俄政治罢工看来几乎在各地都停止了。敌人在一个侧翼（芬兰）作了最大的退却，但是在另一个侧翼却得到了加强（在波兰实行戒严）。在中部敌人稍稍退却了一些，但是占据了强大的新阵地，并且准备进行流血更多的更有决定性的战斗。军事冲突在整条战线上不断地发生。双方都在加紧弥补损失，整顿队伍，尽可能好地组织自己和武装自己，以便进行下一次战役。

争自由战场上的目前态势大致就是这样。国内战争自然和其他战争不同，它的作战形式更加多种多样，双方战斗人员的数目和成分最不容易统计，最容易发生变动，打算缔结和约还是仅仅暂时停火，并不取决于战斗人员，而且这种努力同军事行动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扑朔迷离。

军事行动的暂时停止使“调停者”大受鼓舞。维特竭尽全力或直接或通过奴仆报刊，把自己装扮成这种“调停者”，同时极力掩饰他所扮演的沙皇制度的外交奴仆的角色。政府公报承认——这使幼稚的自由派感到高兴——警察参与了黑帮的暴行。讨好政府的报刊（例如《新时报》）装模作样地谴责反动分子的过火行为，当然也谴责革命者的“过火行为”。极端反动分子（波别多诺斯采夫、弗拉基米尔、特列波夫）因不满意小打小闹而退场。部分地是他们由于太愚蠢而不懂得演这种把戏对于保持沙皇政府的最大权力是多么有利；部分地是他们盘算着——盘算得对——对他们更方便的是完全放开手脚参加这场演出，但是扮演另一种角色：为君主强盛而战的“独立”战士，替“俄罗斯人民的被侮辱的（被革命者所侮辱的）民族感情”报仇的“自由的”复仇者，——简单地说，就是扮演黑帮首领的角色。

维特看到自己的惊人狡猾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不禁满意地搓搓手。他保持着自由派的清白，极力表示要给立宪民主党的首领们（据《时报》记者的电讯，其中甚至包括米留可夫）几个大臣职位，还亲自写信邀请司徒卢威先生回国，竭力把自己装扮成对“赤色分子”和“黑色分子”都同样疏远的“白色分子”。他在保持清白的同时获得了一笔小小的资本，因为他仍旧是沙皇政府的首脑，这个政府牢牢掌握着全部政权，只等最有利的时机一到，便转而向革命发动坚决进攻。

我们在《无产者报》上给维特作的鉴定 
［注：见本卷第21—22页。——编者注］

 现在完全证实了。就其手段、“才干”和使命而言，这是一个小丑大臣。就他迄今所拥有的实际势力而言，这是一个自由派官僚的大臣，因为他还没有同自由派资产阶级讲好价钱。不错，这笔买卖毕竟是在慢慢地进行着。买卖双方正喊出自己的最后的价钱，彼此约定，把这笔交易留待日内就要召开的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去作决定。维特竭力收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扩大杜马选举的选举权，提出按教育程度的选举资格，甚至还扔给工人一小块骨头（工人们应当满足于在实行间接选举制的条件下占有“代表工人的”21个席位！！），发誓说，只要召开了杜马，只要杜马、甚至杜马中的少数主张实行普选，那么他维特保证全力支持这个要求。

但是买卖至今还没有做成。买卖双方背着那些真正进行战斗的人而进行自己的谈判，这就不能不抵销我们的“诚实的经纪人”所作的努力。自由派资产阶级本身是乐于接受国家杜马的，——要知道，它甚至接受了“咨议性的”杜马，还在9月它已经不积极抵制了。但是问题的实质就在于，从那时以来的这两个月中，革命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无产阶级发动了一次重大的战役，并且一下子就取得了第一次巨大的胜利。国家杜马这出人民代表机关的卑劣闹剧已经被埋葬了：强大的无产阶级进攻的第一次打击就粉碎了它。革命在几个星期中揭露出那些打算参加布里根杜马或者打算支持他人参加杜马的人是目光短浅的。积极抵制的策略得到了极其光辉的证实，一切政党的策略只有在战斗时刻才能得到如此光辉的证实，这就是：被事实所证实，受到事变进程的检验，昨天在目光短浅的人和怯懦的贪图小利的人看来是过分冒失地“跳入未知世界”的事情，已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和无可争辩的事实了。

工人阶级把“杜马”这出闹剧的演员吓破了胆，吓得他们不敢踏上这座摇摇欲坠、破破烂烂的小桥，甚至不敢去检验一下由国家“工匠”急忙进行的“最新”修理是否牢固。角色发生了小小的变动。昨天是帕尔乌斯、切列万宁和马尔托夫同志想要向那些走这座小桥的人索取革命的诺言，即在杜马里面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今天，内阁首相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伯爵代替了这些社会民主党人，他已经许下了“革命的”诺言：哪怕只有一个杜马代表要求召开立宪会议，他也要支持这个代表。

但是自由派资产者，立宪民主党人，头一回丢尽了脸，已经不愿再重复可悲的经验了。他们，即我们的《解放》杂志和《俄罗斯新闻》[46]的善良的议会主义者，已经安排好“选举运动”，他们已经选出了一个中央委员会来领导这个运动；他们甚至设立了法律咨询处来向居民解答，地方官是否有权直接驱散农民复选人，还是应当事先请示省长。总而言之，他们本来就要躺到赏赐给全俄国的奥勃洛摩夫们[47]的安乐椅上去睡大觉，冷不防……无产阶级毫不客气地抖动了一下肩膀就把杜马和整个“杜马”运动推翻了。无怪乎自由派资产者现在不大愿意相信这位温文尔雅的伯爵的“革命的诺言”了。无怪乎他们现在不大愿意去握这位伯爵向他们伸出的手而更频繁地向左边看，尽管他们在看到那个用新糖花装饰起来的华美的杜马大蛋糕时还是禁不住要垂涎三尺。

维特同自由派资产阶级领袖们的谈判无疑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的，但是这仅仅在于：这种谈判再一次证实了自由主义化的官僚同资本利益的维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血缘关系，再一次表明了究竟怎样 埋葬
 和究竟是谁打算 埋葬
 俄国革命。可是这种谈判和勾结是不会成功的，因为革命还活着。革命不仅活着，——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它还远远没有显示出自己的全部威力，而只是开始把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力量充分发动起来。正因为如此，小丑大臣同资产阶级的谈判和勾结才这样毫无生气：在炽烈斗争的时期，当敌对的力量在两次决定性战役之间彼此虎视眈眈地对峙着的时候，这种谈判和勾结是不会获得重大意义的。

在这种时期，革命无产阶级既然意识到自己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目标，既然不仅力求从政治上而且也从经济上解放劳动者，既然一分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主义任务，它的政策就应当特别坚定、清楚和明确。对于小丑大臣的卑劣的谎言、对于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愚蠢的立宪幻想，革命无产阶级应当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提出自己的通过全民武装起义来推翻沙皇政权的口号与之相对立。革命无产阶级鄙弃任何伪善行为，对一切掩盖事情真相的企图作无情的斗争。而现在关于俄国立宪制度的各种言论，不是空话便是伪善，不是清谈便是老一套的官场谎言，目的在于挽救俄国专制农奴制的种种残余。

有人高谈阔论，大讲其自由、人民代表机关和立宪会议，然而总是忘记，每时每刻地忘记，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都是没有切实保证的空话。而能够成为切实的保证的 只有
 胜利的人民起义， 只有
 武装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对沙皇政权的一切代表人物的完全统治，后者虽然在人民面前后退了一步，但还远远没有服从人民，还远远没有被人民所贬黜。只要 这个
 目的没有达到，就 不可能有
 真正的自由、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有力量在俄国建立新秩序的真正的 立宪
 会议。

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真正承认这些权利的保证在哪里呢？在于人民中那些意识到并且善于争取这些权利的各阶级的 力量
 。我们不会受空话的迷惑——只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饶舌家们才会这样——我们一分钟也不会忘记， 力量只能
 以斗争的胜利来证明，而我们还远远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我们不会相信动听的词句：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一方面，公开的斗争正在进行，一切词句和一切诺言都立刻受到事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有人正在用立宪的词句、宣言、许诺来 愚弄
 人民，竭力削弱人民的力量，瓦解人民的队伍，促使人民解除武装。再没有什么比这一类诺言和词句更虚伪的了，而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成熟了，它不仅能够同野蛮的暴力作斗争，而且能够同自由立宪的伪善作斗争。证据就是国外报纸不久以前报道过的那份铁路员工的传单（可惜我们没有原件）。这份传单说，同志们，收集武器，组织起来，以十倍的毅力不懈地斗争吧。只有武装起来和团结自己的队伍，我们才能保卫住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才能完全实现我们的要求。在时机到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又会象一个人一样起来为完全的自由去进行新的更加顽强的斗争。

这才是我们的唯一的保证！这才是唯一的并非幻影的自由俄国的 宪法
 ！的确，大家看一下10月17日的宣言和俄国的实际情况吧：看看 沙皇
 怎样一方面在纸上 承认
 宪法，另一方面又怎样实行“宪法”，怎样实际运用 沙皇政权
 ，难道还有比这更有教益的吗？沙皇的宣言包含有无条件地实行立宪的诺言。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诺言的价值。宣布了人身不可侵犯。但是那些不合专制制度心意的人仍然在坐牢，仍然在流放，仍然流亡在国外。宣布了集会自由。但是在俄国那些开创真正集会自由的大学却遭到封闭，大学的校门由军警把守着。宣布了出版自由。结果，代表工人利益的机关报《新生活报》[48]因刊登社会民主党纲领而被没收。宣布法制的大臣取代了黑帮大臣的职位。但是黑帮分子在军警的纵容下在大街上“干”得更加起劲了，他们正在自由地和不受惩罚地枪杀、毒打和残害为沙皇政府所不喜欢的自由俄国的公民。

面对现实生活中这些最有教益的教训，现在，除非是瞎子或者被阶级私利蒙住了眼睛的人，才会认为维特是否答应实行普选权，沙皇是否签署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宣言，是至关紧要的大事。即使这些“法令”颁布了，也还是不能决定斗争的结局，不能使选举鼓动有真正的自由，不能保证召开有真正立宪性质的全民代表会议。立宪会议应当从法律方面巩固、从议会方面固定新俄国的生活制度，但是在巩固新对旧的胜利以前，为了固定这一胜利，必须真正取得胜利，必须摧毁旧的机构的力量，消灭这些机构，摧毁旧的建筑物，消除警察及其同伙进行任何比较严重的反抗的可能性。

只有起义完全胜利，只有推翻沙皇政权并代之以临时革命政府，才能保证选举的完全自由、立宪会议的充分权力。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应当是为了这一目的，应该无条件地把组织和准备起义摆在第一位。只有在起义取得胜利和起义的胜利是敌人完全被消灭的情况下，人民代表会议才不会仅仅在纸上是全民的和仅仅在口头上是立宪的。

打倒任何伪善、任何伪装和任何吞吞吐吐！战争已经爆发，战争日益激烈，我们正处在两次战役之间的一个小小的间歇时期。中间道路是不可能有的。“白色分子”的党只是一个骗局。谁不拥护革命，谁就是黑帮分子。这不是我们才这样说。这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说法。这是莫斯科和敖德萨、喀琅施塔得和高加索、波兰和托木斯克的大街上沾满鲜血的石板向一切人述说的。

谁不拥护革命，谁就是黑帮分子。谁不愿忍受俄国的自由成为警察的横行、收买、以酒肉诱惑、袭击手无寸铁的人的自由，谁就应当自己武装起来和立刻准备战斗。我们要争取的不是关于自由的许诺，不是关于自由的一纸空文，而是真正的自由。我们的目标不是使沙皇政权丢脸，不是要它承认人民的权利，而是消灭这个政权，因为沙皇政权是黑帮统治俄国的政权。而这一点也绝不是我们的结论。这是现实生活的结论。这是事变的教训。这是这样一些人的呼声，他们到现在为止同任何革命学说都不相干，他们在大街上、在集会上、在自己家里不敢有一点自由的举动，讲一句自由的话，因而也没有被 沙皇的
 这帮追随者踩碎、撕烂、扯破这种最直接的最可怕的危险。

最后，革命使 这个
 “人民的力量”、沙皇追随者的力量暴露无遗。它使所有的人一目了然，沙皇政权真正依靠的是谁，是谁真正支持这个政权。就是他们，就是这一群野兽般的警察、丧失理智的军人、变野了的神父、野蛮的小店主、资本主义社会中被灌醉了的走卒。正是他们在我们的十分之九的政府机关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协助下 主宰着
 俄国。这就是它——俄国的旺代，它之象法国的旺代，就如同“合法的”君主尼古拉·罗曼诺夫象大骗子拿破仑一样。而我国的旺代也还没有显示出自己的全部威力，——公民们，在这一点上不要想错了。[49]它也只是开始充分地扩展开来。它也是还拥有几世纪的黑暗、无权、农奴制度、警察专权所积累起来的“燃料储存”。它把亚洲式的野蛮同用来对那些最受城市资本主义文明的压抑和折磨、那些被弄得境况连牲畜都不如的人进行剥削和愚弄的巧妙手法中一切极端恶劣的方面结合在一起。这个旺代是不会因沙皇的任何宣言、正教院的任何文告、高级和低级官僚机关中的任何变动而归于消灭的。只有有组织的和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把它摧毁，因为只有本身受到剥削的无产阶级，才能唤起一切比自己更卑微的人，使他们感到自己是人和公民，向他们指出摆脱一切剥削的道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造就一支强大的革命大军的核心，这支军队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纪律、自己的组织、自己在斗争中的英雄气概，这一切是任何旺代都抵挡不住的。

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在各地建立这种革命大军。任何一个不愿意留在黑帮队伍的人都应当参加到这支大军的行列中来。在国内战争中不能有中立者。谁要是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谁就是以自己的消极态度支持趾高气扬的黑帮分子。军队也在分裂为红色的军队和黑色的军队。两个星期以前我们曾经指出，军队是多么迅速地被吸引到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来。 
［注：见本卷第27—28页。——编者注］

 喀琅施塔得事件[50]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尽管维特这个恶棍的政府把喀琅施塔得的暴动镇压下去了，尽管它现在枪杀了几百个再一次举起红旗的水兵，这面旗帜还是会愈飘愈高，因为这是全世界一切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旗帜。尽管《新时报》之类的奴仆报刊叫嚣军队保持中立，这种可鄙的伪善的谎言还是在黑帮分子的每一件新的丰功伟绩面前象烟云一样地消散了。军队不可能是，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是中立的。就是在目前，它在极其迅速地分裂为自由的军队和黑帮的军队。我们要加速这种分裂。我们鄙视一切不坚定分子和动摇分子，鄙视一切对于立刻建立民兵的思想感到害怕的人（根据外国报纸的最新消息，莫斯科杜马否决了建立民兵的草案）。我们要十倍地加强我们在群众中的鼓动工作，十倍地加强我们在成立革命部队方面的组织活动。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大军将和俄国军队中的红色队伍汇合起来，到那时我们倒要看一看，警察黑帮能不能打败整个新的、年轻的、自由的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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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49。



[47]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49。



[48]《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в》）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第一个合法报纸，实际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905年10月27日（11月9日）—12月3日（16日）在彼得堡出版。正式编辑兼出版者是诗人尼·明斯基，出版者是女演员、布尔什维克玛·费·安德列耶娃。从1905年11月第9号起，该报由列宁直接领导。参加编辑部的有：列宁、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彼·彼·鲁勉采夫。马·高尔基参加了《新生活报》的工作，并且在物质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新生活报》发表过列宁的14篇文章。该报遭到沙皇政府当局多次迫害，在28号中有15号被没收。1905年12月2日该报被政府当局封闭。最后一号即第28号是秘密出版的。——51。



[49]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93年3月这里爆发了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革命叛乱。大多数叛乱者是受反革命教士和贵族唆使的当地农民。旺代后来成了反动叛乱和反革命策源地的同义语。——53。



[50]指发生于1905年10月下半月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士兵的武装起义。沙皇10月17日（30日）宣言颁布后，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士兵和工人响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喀琅施塔得委员会的号召，接连举行游行示威。10月23日（11月5日）在喀琅施塔得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大会通过的决议要求改善军人的法律地位和物质条件以及建立民主共和国、实施普选权、消灭等级等。12月26日（11月8日），由于当局逮捕参加游行的士兵，群情激愤的水兵和士兵们自发地举行了起义。26日晚喀琅施塔得实际上被起义者所掌握。政府调来军队以后，于10月28日（11月10日）晨宣布喀琅施塔得戒严，镇压了起义，解除了士兵和水兵武装，逮捕了4000名水兵和近800名士兵。为了保卫这些面临战地法庭审判和死刑威胁的水兵和士兵，彼得堡无产阶级宣布了总罢工。11月5日政府被迫声明，起义参加者将由普通军事法庭审判。12月，法庭判处10名水兵服苦役，另有67人被处以不同期限的监禁。——54。





　





《列宁全集》第12卷


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


[51]





（给编辑部的信）

（1905年11月2—4日〔15—17日〕）

同志们！关于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意义和作用的问题，现在已经提到彼得堡社会民主党和首都全体无产阶级的日程上来了。我要写一封信说明我对这个迫切的问题的一些看法，但是在写这封信以前，我认为十分有必要作一个极其重要的声明。我是作为 局外人
 来发表意见的。我仍然不得不从那该死的远方，从那令人厌烦的侨居的“异邦”写这封信。由于我不在彼得堡，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工人代表苏维埃，又没有在工作中跟同志们交换过意见，就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对这个具体的实际问题提出正确的见解。因此，一个不大了解情况的人写的这封信是不是应该发表，我请编辑部负责决定。我保留在我最终能不仅“从书面材料上”了解问题时修改意见的权利。

现在转入本题吧。我觉得拉金同志是不正确的，他在《新生活报》第5号（我一共只看到5号事实上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提出一个问题：是要工人代表苏维埃，还是要党？我觉得不能这样提出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 无疑
 应该是： 既要
 工人代表苏维埃， 又要
 党。问题（而且是最重要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划分苏维埃的任务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以及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

我觉得，要苏维埃完全归附某一个政党是不妥当的。这个意见也许使读者感到惊奇，因而我要（再特别提醒一下，这是局外人的意见）直截了当地说明一下自己的观点。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从总罢工中产生的，是由于罢工、是为了罢工的目的而产生的。是谁进行了而且胜利地进行了罢工呢？是 整个
 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也有（幸而是少数）非社会民主党人。罢工的目的是什么呢？既有经济目的，又有政治目的。经济目的关系到 整个
 无产阶级、全体工人、部分地甚至关系到全体劳动者，而不仅仅是雇佣工人。政治目的关系到全体人民，确切些说，是关系到俄国各族人民。政治目的在于把俄国各族人民从专制制度、农奴制度、无权状态和警察专横的枷锁下面解放出来。

其次，无产阶级是不是需要继续进行经济斗争呢？当然是需要的，关于这个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两种意见。是不是应当只由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只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这一斗争呢？我认为不是的。我仍然坚持我在《怎么办？》中说过（诚然，那是在完全不同的、已经过时的条件下）的意见：只限于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工会成员，从而成为参加工会斗争即经济斗争的成员，是不妥当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6—121页。——编者注］

 我认为，作为工会组织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 竭力
 把 所有的
 工人、职员、仆役、雇农等等的代表，把 一切
 愿意而且能够为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而共同斗争的人的代表，把 一切
 只要起码在政治上是正直的人的代表，把一切人（只要不是黑帮分子）的代表，都包括进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也要竭力做到：第一，使我们各个党组织的所有（尽可能）成员都参加到一切工会中去；第二，利用和无产者同志们（不论他们的观点如何）的共同斗争，不断地始终不渝地宣传 唯一
 彻底的、唯一的真正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
 。为了进行这种宣传，为了进行这种宣传鼓动工作，我们一定要保持、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完全独立的、坚持原则的、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无产阶级斗争的每一个步骤，都同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有密切的联系，它会使俄国工人阶级 群众
 同社会民主党越来越接近。

但是，经济斗争是问题的一半，这一半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甚至未必会引起特别的意见分歧。关于政治领导，关于政治斗争，即问题的另一半，则是另外一回事。尽管会使读者更感到惊奇，我也必须立即说明，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求工人代表苏维埃接受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并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是不妥当的。我觉得，在目前，为了领导政治斗争无疑 既
 需要苏维埃（ 改变了
 方向的苏维埃，关于这个方向立刻就要谈到）， 又
 需要党。

可能是我错了。但是我（根据我手头上不充分的、仅仅是“书面的”材料）觉得，在政治上必须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 临时革命政府
 的萌芽。我觉得，苏维埃应当尽快地宣布自己是全俄国的临时革命政府，或者（完全是一码事，只不过是形式不同而已）必须 建立
 一个临时革命政府。

现在政治斗争恰好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革命的力量和反革命的力量趋于平衡，沙皇政府 已经
 没有力量镇压革命，而革命 也还
 没有强大到足以彻底消灭整个黑帮政府。沙皇政府已经腐朽透顶。但是，它还在苟延残喘，用它的尸毒来毒害俄国。针对沙皇反革命势力的日益瓦解，目前必须毫不迟延地 把
 革命力量 组织起来
 。近来这项工作进展得非常迅速。这有以下事实为证：革命军队（纠察队等）组建起来了，广大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社会民主党组织迅速发展，革命农民成立了农民委员会，我们的身着海陆军服装的无产者弟兄第一次自由集会，他们正在为自己开辟走向自由和社会主义的艰巨而又正确的光明道路。

现在所缺乏的正是一切真正革命的力量、一切已经进行革命活动的力量的联合。缺乏一个全俄的政治中心，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的、群众绝对信任的、革命毅力无比充沛的、同有组织的革命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有密切联系的全俄政治中心。这样的中心只能由革命的无产阶级来建立，因为革命无产阶级出色地领导了政治罢工，现在正在组织全民武装起义，它已经为俄国赢得了一半自由，而且必将赢得全部自由。

试问，为什么工人代表苏维埃不能是这个中心的萌芽呢？是由于参加苏维埃的不只是社会民主党人吗？这并不是缺点，而是优点。我们经常说，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必须实行战斗联合。我们说过这一点，而工人们则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很出色。我在《新生活报》上看到加入社会革命党的 工人同志们
 的一封信，信中抗议把苏维埃包括在某一个政党内，我不能不认为这些工人同志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正确的。自然，我们同他们在观点上并不一致，自然，根本谈不到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合并，这一点是无需多谈的。我们深信，既同意社会革命党的观点而又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从事斗争的工人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干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事业，而又保持着非无产阶级的观点。我们必须从思想上同这种不彻底性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但是，不能因此而使极其迫切的、轰轰烈烈的、生气勃勃的、大家承认的、团结了所有正直的人的革命事业蒙受损失。我们仍然认为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不是社会主义观点，而是革命民主主义观点。但是，为了战斗的目的，我们必须在保持政党完全独立的条件下一同前进，而苏维埃正是而且也应当是这样的战斗组织。当我们正在进行民主革命的时候，排斥忠诚、正直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是荒谬的和愚蠢的。我们不难纠正他们的不彻底性，因为历史本身和实际生活的每一个步骤都在证实我们的观点正确。如果我们所写的小册子没有使他们懂得社会民主主义，那么我们的革命会使他们懂得社会民主主义的。当然，那些仍然信奉上帝的基督教徒工人以及那些成为神秘论的拥护者（呸！呸！）的知识分子，也是不彻底的，但是我们不仅不把他们赶出苏维埃，甚至也不把他们赶出党。因为我们坚信，实际的斗争，在战斗行列中进行的工作，会使一切有生命力的人都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抛弃所有无生命力的东西。我们丝毫不怀疑自己的力量，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占优势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

在我看来，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革命的政治领导中心，不是一个太广泛的组织，倒是一个太狭隘的组织。苏维埃应当宣布自己是临时革命政府，或者组成这样一个政府，它应当不只是从工人中吸收新的代表，而应当首先从各地起来争自由的水兵和士兵中，其次从革命的农民中，再其次从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吸收新的代表。苏维埃必须选出临时革命政府的坚强核心，吸收一切革命政党的和一切革命的（当然只是革命的，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来充实这个核心。我们不怕成员广泛和成分复杂，而是希望这样，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的合作，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彻底胜利。这是为了完成明确规定的当前实际任务而结成的临时联盟，而捍卫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更重要的根本利益，捍卫它的最终目标，则是独立的、坚持原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坚定立场。

或许有人要问我：在成员广泛和成分复杂的情况下，能不能建立一个十分团结一致的实际领导中心呢？那我也可以反问一句：十月革命 
[52]

 的教训是什么呢？难道罢工委员会 实际上
 不就是公认的中心、真正的政府吗？难道这个委员会不是很想把各个“协会”和“协会联合会” 
[53]

 中真正革命的、真正支持为自由而进行无情斗争的无产阶级的那一部分代表人物吸收到自己的行列里来吗？但是必须使临时革命政府中有一个坚强的纯粹无产阶级的基本核心。譬如说有革命知识分子协会的几十个代表，就必须相应地有工人、水兵、士兵和农民的几百个代表。我认为，无产者很快就能够在实际上确定正确的比例。

或许有人要问：能不能为这个政府提出这样一个纲领，它非常全面，足以保证革命胜利，又非常广泛，足以提供建立毫不隐讳、毫不含糊、毫不缄默、毫不虚伪的战斗联盟的可能性？我的回答是：这个纲领已经被实际生活全部提出来了。这个纲领已经被所有一切阶级和居民阶层中的、乃至正教司祭中的一切觉悟分子在原则上承认了。在这个纲领中占首要地位的应当是真正地彻底实现沙皇虚伪地许诺过的政治自由。必须立即切实地、有保证地真正废除一切限制言论、信仰、集会、出版、结社、罢工的自由的法律，取消一切限制这种自由的机构。在这个纲领中必须提出召开真正的全民立宪会议，这个立宪会议要依靠自由的和武装起来的人民，要掌握全部政权和全部力量，以便在俄国建立新制度。在这个纲领中必须提出武装人民。大家都已经认识到武装人民的必要了。要把各地已经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联合起来。其次，在临时革命政府的纲领中必须提出，立刻给予受凶残的沙皇压迫的各民族以真正的、充分的自由。自由的俄国诞生了。无产阶级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它不容许英雄的波兰再一次遭到镇压。它不只是用和平的罢工投入战斗，而且拿起武器为俄国的和波兰的自由而斗争。在这个纲领中必须坚持工人已经“夺取到的”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其他约束资本家剥削的紧急措施。最后，在这个纲领中必须包括以下几点：把全部土地转交给农民，支持农民为夺取全部土地而采取的一切革命措施（当然，不是支持小农“平均”使用土地的幻想），在各地建立已经开始自发地组成的革命农民委员会。

现在，除了黑帮分子和黑帮政府以外，谁不承认这个纲领是刻不容缓的、实际上迫切需要的呢？甚至资产阶级自由派也打算在口头上承认的呀！我们应当用革命人民的力量真正实现这个纲领，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由无产阶级宣布成立临时革命政府，以便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当然，这个政府的实际支柱只能是武装起义。其实，以上所设想的政府就是这种不断增长和日益成熟的起义的 机关
 。在起义还没有发展到使大家都很清楚，或者说大家都能感觉到的时候，就实际着手建立革命政府，那是不可能的。而现在却需要在政治上联合这个起义，组织这个起义，使它具有明确的纲领，把所有的人数众多而且人数在迅速增加的革命军队变成真正自由的和真正是人民的新政府的支柱和工具。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起义是必然的，决定性的战斗迫在眉睫。是发出直接号召的时候了，是用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政权来对抗腐朽的沙皇制度的时候了，是以先进工人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的名义向全体人民发表宣言的时候了。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从革命人民的内部可以发现能够完成这个伟大事业的人，对革命无限忠诚的人，而且主要是满腔热忱和百折不挠的人。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支持这个事业的革命大军的成分已经具备了，当新政府向垂死的农奴制和警察制的俄国宣布决战的时候，各阶级中的一切正直的、一切有生命力的、一切有觉悟的人都会同沙皇制度彻底决裂。

公民们！——在这个宣战书中，在革命政府的这个宣言中必须这样提——公民们，请选择吧！那边是整个旧俄国，盘据着剥削、压迫、凌辱人的一切黑暗势力。这边是在一切国家大事上有平等权利的自由公民的联盟。那边是剥削者、富豪和警察的联盟。这边是全体劳动者、人民中一切新生力量和一切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联盟。那边是黑帮分子，这边是组织起来的为自由、文明、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

公民们，请选择吧！这就是我们早已向全体人民提出来的纲领。这就是我们据以向黑帮政府宣战的目的。我们不会把我们臆想的任何新东西强加给人民，我们只是负责倡议把大家公认的、俄国继续生存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付诸实现。我们没有脱离革命的人民，我们的每一个步骤、每一项决定都交给他们去审定，我们完全和绝对依靠来自劳动人民群众的自由的倡议。我们联合所有的革命政党，号召一切愿意为自由、为我们提出的保证人民起码权利和要求的纲领而斗争的居民团体的代表参加我们的行列。我们特别要向身穿军装的工人同志和农民弟兄伸出我们的手，为彻底反对地主和官僚的奴役，为争取土地和自由而共同奋斗。

公民们！准备进行决定性的斗争吧。我们决不容许黑帮政府再凌辱俄国。当大批黑帮警察还掌握着杀害、掠夺、欺压人民的大权时，我们决不会由于撤换几名官吏、辞退一些警察而受骗。让自由派资产者卑躬屈膝地向这个黑帮政府恳求去吧。当黑帮分子受到原班沙皇官吏把持的原来那个沙皇法庭的威吓时，他们付之一笑。我们要命令我们的军队逮捕那些以酒肉诱惑和收买愚民的黑帮英雄，我们要把所有象喀琅施塔得警察局长那样的坏蛋，交付公开的、全民的、革命法庭去审判。

公民们！除了黑帮分子以外，所有的人都不理睬沙皇政府了。你们要团结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停止交纳一切捐税，竭尽全力组织和武装自由的民兵。只有当革命的人民战胜黑帮政府的势力时，才能保证俄国有真正的自由。在国内战争中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中立的人。白色分子的党是一个胆怯的虚伪组织。谁回避斗争，谁就是支持黑帮分子专权。谁不赞成革命，谁就是反对革命。谁不是革命者，谁就是黑帮分子。

我们担负着联合和准备人民起义的力量的责任。希望在纪念俄国伟大的1月9日一周年的时候，沙皇政权的机构都能被消灭干净。希望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春天的节日到来的时候，自由的俄国可以自由地召开全民立宪会议！




这就是我对工人代表苏维埃发展成临时革命政府的看法。这就是我想首先向我们各级党组织，向所有的觉悟的工人，向苏维埃本身，向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以及向农民协会 
[54]

 代表大会提出来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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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

（1905年11月3日〔16日〕）

势均力敌，——两星期以前，当全俄政治罢工的头一批消息传来，开始显出政府不敢立刻动用军事力量的时候，我们这样写过 
［注：见本卷第3—4页。——编者注］

 。

势均力敌，——一星期以前，当时“最新的”政治新闻即10月17日宣言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表明沙皇政府不敢轻举妄动并实行退却的时候，我们又这样说过  
［注：同上，第26—27页，——编者注］

 。

但是势均力敌丝毫也不排除斗争，反而使斗争特别尖锐。政府的退却，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只是表明政府选择了新的自认为更加合适的战斗阵地罢了。以所谓10月17日宣言这种一纸空文来宣布“自由”，只是企图准备精神条件来同革命作斗争，——与此同时，特列波夫带领全俄黑帮分子在为这个斗争准备物质条件。

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新的政治形势正以革命时代所特有的惊人速度显示出来。政府口头上作了让步，而实际上立刻开始准备进攻。在颁布宪法的许诺以后随之而来的是最野蛮最丑恶的暴行，好象故意要人民更清楚地看到专制政府的实在权力的全部实在意义。许诺、空话、一纸空文同实际情形之间的矛盾已经一目了然了。事态开始雄辩地证明我们早已反复说过而且今后还要向读者反复说的那个真理：当沙皇政府的实际权力没有被推翻的时候，它的一切让步，就连“立宪”会议，都不过是一种幻象、泡影、转移视线罢了。

彼得堡的革命工人在一期每日公报[55]上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这一点，这种公报我们还没有收到，但是那些被无产阶级的威力所震惊的外国报纸愈来愈经常地报道这些公报的消息了。罢工委员会写道（我们是从英译文转译成俄文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不确切的地方）：“已经给了我们集会自由，但是我们的集会仍然被军队包围着。已经给了我们出版自由，但是书报检查制度继续存在着。已经允许有学术自由，但是大学被军队占据着。已经给了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监狱里关满了囚犯。已经给了维特，但是特列波夫继续存在。已经给了宪法，但是专制制度继续存在。给了我们一切，但是我们一无所有。”[56]

停止执行《宣言》的是特列波夫。阻挠立宪的是特列波夫。解释自由的真正意义的仍是特列波夫。使大赦不能正常实施的还是特列波夫。

这个特列波夫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非凡人物吗？根本不是。他是一个指挥军警去执行专制政府的极平常的工作的最平常的警官。

究竟为什么这个极平常的警官及其极平常的“工作”忽然获得这样无限巨大的意义呢？这是因为革命已经向前迈进了无限巨大的一步，接近了真正总解决的时刻。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在政治上不是逐日而是逐时地成熟起来，也可以说，不是逐年而是逐周地成熟起来。在政治上还没有觉醒的人民看来，特列波夫是一个极平常的警官；在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种政治力量的人民看来，特列波夫已成为体现沙皇制度的野蛮、罪恶和荒唐的坏家伙了。

革命教导着人们。它给俄国各阶级人民和各民族上了一堂最好的 关于宪法实质
 的实物课。革命是这样教导人们的：它最鲜明最具体地提出各项应当解决的当前的政治任务，使人民群众深刻地感觉到这些任务，感到不解决这些任务人民就无法生存下去，用事实揭穿一切掩饰、遁词、诺言、承认都是一钱不值的东西。“给了我们一切，但是我们一无所有。”因为“给予”我们的只是诺言，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权力。我们已经接近自由了，我们已经迫使所有的人，甚至迫使沙皇都承认自由是必要的了。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承认自由，而是实际获得自由。我们需要的不是答应给人民代表以立法权的一纸空文。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人民专制。我们愈是接近人民专制，就愈加感到不实行人民专制是不行的。沙皇的宣言愈是美妙动听，沙皇的政权就愈加不能容忍。

斗争接近总解决的时刻了，接近解决是否让实权仍然留在沙皇政府手中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至于说到承认革命，那么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它了。司徒卢威先生和解放派很早以前就已经承认了，现在维特先生也承认了，尼古拉·罗曼诺夫也承认了。沙皇说，你们要求什么，我都答应你们，不过请你们保留我的权力，让我自己来履行我的诺言吧。沙皇的宣言归根到底就是这个意思，因而这个宣言显然不能不导致你死我活的斗争。沙皇说：除了政权，一切我都给予。革命的人民回答说：除了政权，一切都是幻影。

俄国事态所进入的这种似乎是无意思的局面，其真正意义在于沙皇政府力图用勾结资产阶级的办法来进行欺骗，来避免革命。沙皇许给资产阶级的东西愈来愈多，用以试探各有产阶级到底是不是会普遍转过来支持“秩序”。可是当这个“秩序”体现为特列波夫及其黑帮分子的横暴的时候，沙皇的号召就有成为旷野里的呼声的危险。无论维特还是特列波夫，对沙皇来说都是同样需要的：需要维特是为了引诱一部分人；需要特列波夫是为了抑制另一部分人；需要维特是为了口头许诺，需要特列波夫是为了实际行动；需要维特是为了对付资产阶级，需要特列波夫是为了对付无产阶级。于是在我们面前又展现了——只是在高得无比的发展阶段上——我们在莫斯科罢工开始时见过的情景：自由派进行谈判，工人进行斗争。

特列波夫非常了解自己扮演的角色和自己的真正意义。也许，他只是太操之过急了——在圆滑的维特看来——不过，他是看到革命在迅速前进，而深怕自己来不及。特列波夫甚至是不得不仓猝从事的，因为他感到他所拥有的力量正在减少。

就在专制政府颁布立宪宣言的同时，专制政府防止立宪的活动也开始了。黑帮分子干起了在俄国从未见过的勾当。关于殴打、蹂躏、闻所未闻的兽行的消息，如雪片一般从俄国各地飞来。到处是白色恐怖。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可能，警察就煽动和组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坏蛋去行凶抢劫，以酒肉诱惑市民中的败类，屠杀犹太人，唆使人去殴打“大学生”和所谓暴徒，帮助“教训”地方自治人士。反革命势力异常猖獗。特列波夫“不负众望”。他们用“米特拉约兹”炮轰击人民（敖德萨），挖眼睛（基辅），把人从五层楼上扔到街心，将人突然抓住，就投入急流，强占大批民房，穷凶极恶地掠夺，放火烧房子又不许人救火，枪杀胆敢反抗黑帮分子的人。从波兰到西伯利亚，从芬兰湾沿岸到黑海，到处都是这样。

但是，就在黑帮如此狂暴，专制政权如此猖獗，万恶的沙皇制度如此垂死挣扎的时候，无产阶级不断的新的进攻也正在明显地加强，无产阶级也和以往那样，在每次运动高潮以后，只是在表面上沉静下来，实际上是在聚集力量，准备进行决定性的攻击。警察的专横暴戾，目前在俄国所具有的性质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原因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在哥萨克的复仇行动和特列波夫的“报复行动”大为猖獗的同时，沙皇政权的解体日益加剧。这无论在外省、在芬兰、在彼得堡都可以看得出来，无论在那些人民最闭塞、政治发展最薄弱的地方，在那些居住着异族人的边疆地区，还是在将要爆发最伟大的革命事变的首都，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请大家对照着读一读我们从手边的一份维也纳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57]上引来的两则电讯吧：“ 特维尔电
 ：暴徒当着省长斯列普佐夫的面袭击地方自治机关的房屋。被暴徒包围的房屋后来竟被放火焚毁。消防队拒绝救火。军队虽然近在咫尺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这些暴徒的胡作非为。”（我们当然不能担保这个消息是完全确实可靠的，可是与此类似的和比这更坏百倍的事件到处都在发生，这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喀山电
 ：人民解除了警察的武装，缴来的武器分给了居民。组织了民兵。秩序井然。”

把这两种情景对照一下不是颇有教益吗？一个是：报复，暴行，蹂躏。另一个是：推翻沙皇政权和组织胜利的起义。

在芬兰也发生同样的现象，规模更大得无可比拟。沙皇派去的总督被驱逐了。奴仆式的参议员被人民罢免了。俄国的宪兵被赶跑了。他们试图报复（公历11月4日哈帕兰达电），破坏了铁路交通线。为了逮捕胡作非为的宪兵当即派去了武装的民兵。在托尔尼奥的公民大会上决定输入武器和出版秘密的书报。在城市和乡村中有成千上万的人报名参加芬兰民兵。据说，驻守坚固要塞（斯维亚堡）的俄国卫戍部队同情起义的人民并把要塞交给了民兵。芬兰一片欢腾。沙皇实行让步，准备召集芬兰议会，废除1899年2月15日的非法诏书[58]，批准那些被人民驱逐的参议员“辞职”。与此同时，《新时报》却建议封锁芬兰的一切海港并用武力镇压起义。据外国报纸电讯，在赫尔辛福斯驻扎了很多俄国军队（不知道这支军队对于镇压起义能有多大作用）。俄国军舰似乎已开进了赫尔辛福斯内港。

在彼得堡，特列波夫因为革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迫使沙皇让步的胜利）而实行报复。哥萨克横行霸道。行凶打人的事件变本加厉。警察公开组织黑帮。工人们原来决定要在11月5日（10月23日）星期日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想为那些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同志举行全民悼念活动。政府方面则准备制造一次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它打算把在莫斯科制造的较小规模的流血惨案（屠杀给工人领袖鲍曼送殡的群众）在彼得堡重演。特列波夫想利用还没有把一部分军队派往芬兰因而自己的兵力还没有分散的时机——想利用工人们是准备示威，而不是准备打仗的时机。

彼得堡的工人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取消了游行示威的计划。工人委员会决定不在特列波夫所选的时机来作最后的决战。工人委员会正确地估计到，有许多原因（芬兰的起义就是其中之一）使斗争延期，这不利于特列波夫，而有利于我们。目前正在加紧准备武装。在军队中的宣传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有消息说，第14和第18海军支队有150名水兵被捕；在最近10天里有92个军官被控告同情革命者。号召军队转到人民方面来的传单甚至散发到“保卫”彼得堡的巡逻队里去了。革命无产阶级用自己的强有力的手使特列波夫所许可的出版自由的范围有所扩大。据外国报纸报道，10月22日（11月4日）星期六，在彼得堡只有那些赞成工人的要求不让书报检查机关检查的报纸出版。彼得堡的两种愿意保持“忠诚”（逢迎旨意）的德文报纸没有能够出版。那些“合法的”报纸，从合法的界限不是由特列波夫决定，而是由彼得堡罢工工人联盟决定的时候起，就非常大胆地说话了。《新自由报》10月23日（11月5日）的电讯说：“停止罢工只是暂时的，据称，当给旧制度以最后打击的时机到来时，就会重新举行罢工。对无产阶级来说让步已经不能发生任何影响了。时局非常危急。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工人阶级觉得自己是时局的主宰。那些被即将来临的大祸所吓倒的人已经开始离开此地（彼得堡）。”

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人民起义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实现得意外迅速。让特列波夫在革命的芬兰和革命的彼得堡之间，在革命的边疆地区和革命的外省之间疲于奔命吧。让他去试试给自己选择哪怕是一个可以用来自由施展军事行动的可靠的小据点吧，让沙皇的诏书更广泛地散播吧，让那些关于各个革命中心的事变的消息更多地传布吧，——这会使我们得到新的拥护者，这会使正在缩小的沙皇拥护者的队伍发生新的动摇和瓦解。

全俄政治罢工卓越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它推进了起义，使沙皇制度受到了最严重的创伤，使卑鄙的国家杜马的卑鄙的闹剧不能开演。彩排已经结束。我们显然正处于大戏开演的前夜。维特不停地高谈阔论。特列波夫不停地制造流血事件。沙皇还能许下的诺言已经太少了。特列波夫还能够用来进行最后战斗的黑帮军队也太少了。而革命军的队伍却日益壮大，革命力量在各次战斗中经受着锻炼，红旗在新俄国的上空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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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2卷


对维·加里宁《农民代表大会》一文作的两处增补[59]


（1905年11月3日〔16日〕）


1

因此，我们认为，觉悟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无条件地支持一切农民甚至富裕农民反对官僚和地主的革命斗争，但是觉悟的社会主义者应该直率和明确地指出：农民所希望的“土地平分”[60]还远远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要求把土地和工厂交给按照总计划组织大生产（而不是分散的小生产）的全体劳动者。

农民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是向社会主义迈进了一大步，但是还远远不是社会主义。


2


　　……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其内容之琐碎简直令人吃惊。我们觉得，似乎这里又是农民问题的关心者（自由派）当中的某个人做了点什么“解释”。请看决议：

“农民协会可根据当地条件，或进行公开活动，或进行秘密（地下）活动。协会的全体成员都必须宣传自己的观点，千方百计地实现自己的要求，不要因为地方官、警察局或其他官员的反对而缩手缩脚。特别提倡利用自己的权利在村会、乡会和非正式集会上提出关于改善国家和增进人民福利的公众决议。”





　　这样的决议极难令人满意。它不是发出关于起义的革命号召，而只是提出自由主义的一般性建议。它不是去组织一个革命政党，而只是组织一个自由主义政党的附属机构。运动本身的进程不可避免地必然会使自由派地主同革命农民分道扬镳，而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则将致力于加速这种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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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这是列宁校阅维·阿·卡尔宾斯基的文稿《农民代表大会》时所作的两处增补。第二处增补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一次收入全集。卡尔宾斯基的这篇文章用笔名维·加里宁刊登于1905年11月3日（16日）《无产者报》第25号。——75。



[60]“土地平分”这一口号反映了农民要求普遍重分土地、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愿望。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中指出，在“土地平分”这个要求中，除了要使小农生产永恒化这种反动的空想之外，也有革命的一面，即“希望用农民起义来铲除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10页）。后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有人对我们说，农民不会满足于我们的纲领，他们要往前走，但是我们并不害怕这一点，我们有我们的社会主义纲领，所以我们也不怕重分土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4页）。——75。







《列宁全集》第12卷


论党的改组

[61]




（1905年11月10、15、16日〔23、28、29日〕）


一

我们党的活动的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已经争取到了。当然，这些权利是极不稳固的，如果指靠现有的自由，即使不是犯罪，也是愚蠢的。决定性的斗争还在后面，因此，必须把这个斗争的准备工作提到首要地位。党的秘密机关必须保存。同时绝对必须最广泛地利用现有的比较广泛的自由。除了秘密机关以外，绝对必须建立大批新的、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党的（以及接近党的）组织。不进行上述工作，要使我们的活动适应新的条件以及胜任地解决新的任务，那是不可想象的……

要把组织工作放到新的基础上，就必须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按照党章规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即应在1906年5月召开，但是现在必须提前召开。如果我们不抓紧时机，就要失掉时机，就是说，工人们迫切要求建立组织的心情，将会采取不正常的、危险的形式表现出来，将会使那些“独立党人” 
[62]

 等等得到加强。必须加紧按照新方式建立组织，必须让大家讨论新的办法，必须大胆而果断地确定“新方针”。

我深信，今天报上发表的、由我党中央委员会署名的告全党书所 
[63]

 确定的新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多数派”的拥护者，不止一次地说过，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彻底实行党内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条件下，“选举原则”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实际生活也证实了我们的话。在一些出版物中（见阿克雪里罗得为之作序的署名一工人的小册子，以及一封在《火星报》上发表并收入《工人论党内分裂》小册子中的署名“许多工人中的一工人”的信）从前的一些少数派拥护者也不止一次地指出，事实上过去从未实行过任何认真的民主化和真正的选举。但是，我们布尔什维克一向承认，在新的条件下，在向政治自由过渡的情况下，必须转而采用选举原则。如果需要证明的话，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就特别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 
[64]



总之，任务很明确：暂时保存秘密机关，同时发展新的、公开的机关。如果运用到代表大会问题上，这个任务（具体实现这个任务，当然要善于实际运用和熟悉一切地点和时间的条件）就应该是这样：根据党章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同时立即开始运用选举原则。中央委员会解决了这个任务，即委员会的委员——形式上他们是享有充分权利的组织的代表，实际上是党的继承性的代表——作为有表决权的当然代表出席代表大会。 全体
 党员选出的、因而也是正在加入党的工人群众选出的代表，中央委员会根据自己的权利 邀请
 他们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其次，中央委员会声明，它将立刻向代表大会建议，把这种发言权改成表决权。各委员会的全权代表是不是同意这个建议呢？

中央委员会声明，它认为，他们无疑是会同意的。我个人也深信这一点。不可能不同意这种做法。决不能设想，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大多数领导者不赞成这个提议。我们相信，《新生活报》详细登记的党的工作人员的投票，很快就会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如果还需要为这一步骤（为把发言权改成表决权）进行斗争，那么结果无疑也是这样的。

从另一个角度，即不是从形式上而是从实质上看一看这个问题。实现我们所提议的计划对于社会民主党有没有什么危险呢？

可能有的危险是，非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群众一下子涌进党内来。那时党就会淹没在群众之中，党就不成其为阶级的有觉悟的先进部队，而将沦为群众的尾巴。这无疑是一个可悲的时期。 如果
 我们党有蛊惑人心的倾向，如果党性基础（纲领、策略规定、组织经验）十分缺乏或者薄弱、动摇，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危险 可能是很严重的
 。但是全部问题在于，这个“如果”恰恰是不存在的。在我们布尔什维克中间不仅没有过蛊惑人心的倾向，相反，我们一直在坚决、公开和直接地同那些稍微企图蛊惑人心的现象作斗争，要求那些加入党的人提高觉悟，坚持继承性在党的发展事业中的重大意义，宣传教育 全体
 党员都要在各自所在的党组织中遵守纪律和接受教育。我们有坚定不移的纲领，这个纲领是全体社会民主党人正式承认的，它的根本原理并没有引起任何实质上的批评（对个别条文和措辞的批评，这在任何有生命力的党内都是理所当然的和必要的）。我们有若干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在社会民主党报刊的多年工作中不断地和系统地制定出来的。我们也有一些组织经验和实际组织，这种组织起了教育作用而且无疑已经收到效果，虽然这些效果不能一下子很明显地看出来，但是只有瞎子或者两眼昏花的人才会加以否认。

不，同志们，我们不要夸大这种危险性。社会民主党已经树立了声望，确立了方向，造就了一批工人社会民主党员干部。现在，英勇的无产阶级以事实证明了自己的斗争决心，证明了他们善于为明确的目标而团结一致地、坚忍不拔地进行斗争，善于本着纯粹社会民主主义精神进行斗争，如果这时候还有人不相信正在加入我们党或者将在明天响应中央委员会的号召而加入我们党的工人中百分之九十九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那么，这种怀疑就太可笑了。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而社会民主党十多年来做了不少工作把这种自发性变为自觉性。同志们，不要凭空给自己制造恐惧吧！ 不
 应当忘记，在任何有生命力的和蓬勃发展的政党内都永远会有一些不坚定的动摇分子。但是这些分子正在受到或者将会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定而团结的核心的影响。

过去，我们党处于地下状态而停滞不前。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个代表说得很对，他说，我们党近几年来处在地下状态憋得喘不过气来。如今，地下状态正在被突破。勇敢地前进吧，拿起新的武器，把它分发给新的人，扩大我们的根据地，号召所有的工人社会民主主义者到我们方面来，把他们成百成千地吸收到党组织中来。让他们的代表给我们各个中心的队伍增添新的活力，让他们把年轻的革命的俄国的新气息灌输进来吧。直到现在，革命已经一再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理论原理和社会民主党的一切重要口号是正确的。而且革命也证明了 我们的
 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正确的，证明了我们对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性的期望和信赖是正确的。在进行党的必要的改革时，我们要把任何细枝末节抛到一边，我们要立即走上新的道路。这并不是要取消我们原来的秘密机关（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无疑已经承认和肯定了秘密机关，因为实际生活和革命进程比决议和决定更百倍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会使我们从唯一真正革命和彻底革命的阶级的核心中得到新生力量，这个阶级已经给俄国赢得了一半自由，它将要给俄国赢得全部自由，并将引导俄国经过自由而走向社会主义！


二

《新生活报》第9号发表的我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在党组织内充分实现民主原则的一项决定性步骤。代表大会代表（他们最初只有发言权，但是以后无疑会得到表决权）的选举，必须在一个月内进行完毕。因此，各级党组织应该尽快地讨论关于候选人和代表大会的任务问题。必须估计到，垂死的专制制度可能再一次企图取消所诺许的自由，迫害革命工人，特别是迫害工人领袖。因此，公布代表的真实姓名未必妥当（除特殊情况以外）。在黑帮分子还当权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沿用在政治奴隶时代学会的使用假名的办法。但是这并不妨碍代表候选人的选举，——仍然按照老办法，“以防破坏”。我们不必详细论述这些秘密的预防办法，因为熟悉地方工作条件的同志不难克服在这方面可能发生的一切困难。在专制制度条件下积累了丰富革命工作经验的同志，应当帮助那些在新的“自由的”（暂时还是带引号的自由）条件下开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同志，给他们出主意。不言而喻，我们党委会的委员在这方面要很机智：以前的那些形式上的特权现在必然失掉意义，因而常常必须再“从头”开始，向党内广大的新同志 证明
 坚定的社会民主党纲领、策略和组织是十分重要的。不要忘记，在此以前，我们经常只是同那些从一定社会阶层分化出来的革命者打交道，现在我们将要同典型的群众代表打交道了；这一变化要求我们不仅要改变宣传鼓动方法（必须更通俗化，善于处理问题，善于用最简明的和真正有说服力的方式解释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而且要改变组织方法。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谈一谈新的组织任务的一个方面。中央委员会决定邀请一切党组织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并且号召 一切
 工人社会民主主义者参加这些组织。为了真正实现这个良好的愿望，只是简单地“邀请”工人是不够的，只是简单地增加以前那种组织的数量也是不够的。不，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全体同志共同独立地、创造性地制定 新的
 组织形式。这里不能预先提出任何现成的标准，因为这完全是一项新的工作；这里应当依靠对地方条件的熟悉，更主要的是依靠 全体
 党员的首创精神。新的组织形式，或者确切些说，工人政党的新的基层组织形式，无条件地必须比旧的小组更广泛些。此外，新的支部大概应当是手续不太严格的、比较“自由的”、“松散的”组织。在完全有结社自由和完全保障居民的公民权利的条件下，我们当然应该在各地建立社会民主党的（不仅是工会的，而且是政治的、党的）团体。在目前条件下，必须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方法和手段努力奔向这个目的。

必须立刻发挥全党的工作人员、一切同情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的首创精神。必须马上在各地组织演讲会、座谈会、群众大会、群众集会，传达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消息，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说明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指出代表大会的新的组织形式，号召全体社会民主党人根据新原则共同锤炼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这项工作会提供大量有指导意义的经验，会在两三个星期内（如果积极进行工作的话）从工人队伍中涌现出社会民主党的新生力量，会使更广泛的阶层对我们现在决定同全体工人同志一起重新改建的社会民主党发生兴趣。这样在一切会议上就会立刻提出建立党的团体、组织、小组的问题。每个团体、组织、小组都会立刻选出自己的常务委员会、理事会或管理委员会，总之，就是选出常设领导机构，进行组织工作，同党的地方机构取得联系，领取和散发党的出版物，征收党的工作所需的经费，组织集会、报告会、演讲会，以及筹备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党的委员会当然必须注意帮助每个这样的组织，提供材料使它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的历史以及党在目前的伟大任务。

其次，现在还必须关心建立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工人的所谓地方经济据点，即由党员开设的饭馆、茶馆、酒馆、图书馆、阅览室、蒂尔 
［注：这是一种备有各式枪支的打靶场，凡是想打靶的人花少量的钱就可以用手枪和步枪在这里打靶，我不知道适当的俄文词，因此称为“蒂尔”（这里列宁借用法文tir一词的音译。——编者注）。俄国已经宣布了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公民们有权聚在一起学习射击，这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危险。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大城市中，你们都可以看到在地下室和往往在城郊等地设立的公共的蒂尔。而工人学习射击，学习使用枪支，绝不是多余的事情。自然，只有当结社自由得到保障，能够把那些敢于查封这类机构的警察坏蛋交付法庭惩办的时候，我们才能认真地和广泛地进行这项工作。］

 等等，不要忘记，除了“专制的”警察以外，还有“专制的”老板也会迫害工人社会民主党人。解雇参加宣传鼓动的工人，所以，建立一种尽可能不受工厂主任意摆布的据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般说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想方设法利用现在已经扩大的活动自由，这种自由愈有保障，我们就愈要有力地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现在，工人将要发挥出的巨大首创精神，是我们昨天的地下工作者和“小组活动家”所不敢设想的。现在，社会主义思想正通过或者将要通过往往是我们无法探索到的道路来影响无产阶级群众。根据这些条件，必须注意更适当地配置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党员 
［注：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曾经表示希望在党委会中工人和知识分子大约是八比二（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57页。——编者注）。现在这个想法已经过时了！



现在应当希望在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中，有一个知识分子党员，就必须有几百个工人党员。］ ，不要使他们在运动已经开展起来而且用自身的力量就能应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地方虚度光阴；要使他们深入“下层”，到工作更艰巨、条件更困难、迫切需要有经验和学识的人、思想闭塞、政治生活不活跃的地方去。现在，为了配合连最偏僻角落里的全体居民都参加的选举，同时也为了适应公开的斗争（这点尤为重要），我们必须“到民间去”，以便打掉各个地方的旺代的反动气焰，保证把那些从各大中心城市发出的口号散布到全国，散布到全体无产阶级群众中去。

当然，走任何极端都是有害的；为了尽可能牢靠地和“模范地”安排工作，现在我们常常需要把优秀的力量集中到某一个重要的领导岗位。经验会证明，在这方面应当保持怎样的比例。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与其空想根据新原则建立组织的标准，还不如展开最广泛的和最大胆的工作，以便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总结和概括党的现有经验。


三

我们在前两节已经谈到党内选举原则的一般意义，以及新的基层组织和新的组织形式的必要性。现在我们还要探讨一个极迫切的问题，就是关于党的统一问题。

谁都知道，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绝大多数都极不满意党内分裂而要求统一。谁都知道，党内分裂使得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或准备加入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有些冷淡。

工人们对于党的“上层”能不能自行统一这一点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及今年5月间孟什维克的代表会议，都正式承认了统一的必要性。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半年，可是统一问题几乎没有进展。难怪工人开始不耐烦了。难怪那位在《火星报》上并在“多数派”出版的小册子（1905年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的《工人论党内分裂》）上谈统一问题的作者即“许多工人中的一个”，竟用“下面来的拳头”来威胁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党员。当时，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对这种威胁很不高兴，而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却认为这种威胁是合乎情理的，并且基本上是完全公正的。

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 觉悟的
 工人社会民主党人能够而且必须实现自己的意向（我不说“威胁”，因为这个字眼带有责难和蛊惑群众的意思，我们应当竭力避免这两种情况）的时候了。的确，不是口头上而是真正能够在党组织中实行选举原则（这不是好听的空话，而是真正改善、扩大和巩固党内联系的真正的新原则）的时候，现在已经来到了，或者至少是即将来到。“多数派”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已经直接号召立即运用和实行选举原则。少数派也走着同样的道路。而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在一切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机构、会议和群众大会上等等，都是占压倒优势的多数。

这就是说，现在已经有可能不是仅仅 劝说
 统一，不是仅仅争取 许诺
 统一，而是用两个派别组织中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的简单决议真正地 统一起来
 。这里没有任何“强迫”的意思，因为大家在原则上都承认统一是必要的，而工人需要做的只是实际解决这个在原则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在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和无产阶级（工人）的作用的关系，大概可以用下面的一般公式很确切地加以说明：知识分子善于“在原则上”解决问题，善于绘制蓝图，善于议论必须做……而工人则实地做，把灰色理论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如果现在我说，我们在代表大会以及在代表会议上建立了关于党的统一的“灰色理论”，我这样说，丝毫不是蛊惑群众，绝对不是贬低觉悟性在工人运动中的伟大作用，绝对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巨大意义。工人同志们！请帮助我们把这个灰色理论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吧！你们要大批地加入党组织。你们要把我们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孟什维克的第二次代表会议变成庄严的、盛大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请同我们一起来解决合并这个实际问题，让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例外（这是个证实违反常规的例外！）是一分理论九分实践吧。的确，这个愿望是合理的，从历史的角度说是必然的，从心理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在侨民习气的气氛中，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空谈理论”（往往是徒劳无益的，这也用不着掩饰），现在，真不妨碍现在略微地、稍稍地“走到另一个极端”，稍稍把实践更向前推进一步。由于造成分裂的种种原因，我们曾在统一问题上耗费大量的纸墨，现在对这个问题采取这种措施无疑是适当的。特别是我们侨居国外的人，都渴望做点实际工作。而且我们已经写成一个很好的、全面的关于整个民主革命的纲领。让我们为了这个革命事业而统一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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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2卷


无产阶级和农民[65]


（1905年11月12日〔25日〕）

目前正在莫斯科举行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66]又把社会民主党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这个迫切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对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一向是他们在确定自己的纲领和策略时所考虑的一个迫切问题。1884年“劳动解放社”[67]在国外刊印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第一个纲领草案，就十分重视农民问题了。

从那以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所有阐述一般问题的巨著，社会民主党的所有机关报，都反复说明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口号，并在各种具体场合加以运用。

现在，农民运动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最直接的实践上都是一个迫切的问题。现在必须把我们的一般口号变为革命无产阶级对革命农民的直接号召。现在已经是农民以俄国新生活方式的有觉悟的创造者的姿态出现的时刻了。俄国大革命的进程和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觉悟的提高。

农民向革命要求什么呢？革命能够给农民什么呢？这是每一个政治活动家，特别是每一个觉悟工人（他是最好意义上，即没有被资产阶级政客庸俗化的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家）必须解决的两个问题。

农民要求土地和自由。对于这一点是不可能有两种意见的。所有的觉悟工人都在全力地支持革命农民。所有的觉悟工人都希望并且竭力使农民取得全部土地和充分自由。全部土地，这就是说不满足于任何局部的让步和小恩小惠，这就是说不是打算使农民同地主妥协，而是打算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正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对这一点最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俄国社会民主党在今年5月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直接表明支持农民的革命要求， 直到没收一切
 私有土地。[68]这个决议清楚地表明，觉悟工人的政党支持农民希望得到全部土地的要求。我们党的另一半成员的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其内容在 这一点
 上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完全一致。

“充分自由”，这就是说管理社会和国家大事的官吏和公职人员要由选举产生。“充分自由”，这就是说彻底消灭那种不是完全和绝对依靠人民的、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不是向人民汇报工作的、不能由人民撤换的国家政权。“充分自由”，这就是说不是人民应当服从官吏，而是官吏必须服从人民。

当然，不是所有为土地和自由而斗争的农民都能充分理解这个斗争，以至提出共和制的要求。但是，农民的要求带有民主趋向是无可怀疑的。所以农民的这些要求一定会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农民应当知道，在城市中竖起的红旗不仅是为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当前的、迫切的要求而斗争的旗帜，而且是为千千万万小农的要求而斗争的旗帜。

农奴制遗留下来的各式各样的残余，至今还在残酷地压迫着所有的农民群众，而在红旗下面的无产者已经向这种压迫宣战了。但是红旗不只是意味着无产阶级支持农民的要求，而且还意味着无产阶级有自己的独立的要求。它不仅意味着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而且还意味着反对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斗争，反对人民群众的贫困的斗争，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于是在我们面前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革命能够给农民什么呢？农民的许多知心朋友（例如，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都不重视这个问题，看不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要提出和解决农民要求什么这个问题就够了，只要得出农民要求土地和自由这个答案就够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充分自由，一切官吏直到国家元首完全由选举产生，这并不会消灭资本的统治，并不会消灭少数人富有和大众贫困的现象。彻底消灭土地私有制，同样不会消灭资本的统治和大众的贫困。就是在为全民所有的土地上，也只有拥有资本的人，拥有农具、牲畜、机器、种子储备以及资金等等的人才能够独立经营。那些除了能劳动的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人，甚至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在土地为全民所有的条件下，仍然不免是资本的奴隶。关于无须资本社会化而实行土地“社会化”的思想，关于在资本和商品经济存在的情况下可能平均使用土地的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几乎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中，社会主义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即大多数人都持有这种或者类似的错误思想。各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已经在事实上证明了这种错误的全部危害性，欧美的社会主义无产者现在已经完全摆脱了这种错误。

因此，觉悟工人的红旗首先意味着我们以全力支持农民争取充分自由和全部土地的斗争，其次它意味着我们并不停留在这一点上，还要继续前进。除了争取自由和土地的斗争以外，我们还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是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进行这个斗争的首先是直接和完全依附于资本的雇佣工人。而小业主本身部分地拥有资本，往往剥削工人。所以，不是所有的小农，只有那些坚决和自觉地站到工人方面来反对资本，站到公有制方面来反对私有制的人，才会加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战士的行列。

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同全体农民一起为反对地主和官僚而斗争，除此而外，他们（城市无产者）还同农村无产者一起为反对资本而斗争。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是民主主义斗争。消灭资本统治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斗争。

让我们向同心协力和坚忍不拔地、全心全意和毫不动摇地为充分自由和全部土地而斗争的农民协会致以热烈的敬礼。这些农民是真正的民主派。我们必须耐心地、坚持不懈地向这些由于伟大的共同斗争而同我们联合在一起的同盟者说明他们在理解民主主义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方面的错误。这些农民是真正的革命民主派，我们应当而且一定要同他们一起为目前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我们对于总罢工计划，对于城市工人和全体贫苦农民在下一次同心协力地一起行动的决议，表示十分赞同。所有的觉悟工人要竭尽全力帮助实现这个计划。但是任何联盟，甚至同最正直、最坚决的革命民主派的联盟，也不会迫使无产者忘记他们的更伟大和更重要的目的，忘记争取社会主义、争取彻底消灭资本统治、争取使全体劳动者摆脱任何剥削的斗争。工人和农民们，前进吧，为争取土地和自由而共同斗争！由国际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的无产者们，前进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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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无产阶级和农民》一文作为社论发表于1905年11月12日（25日）《新生活报》第11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梅小组曾将它收入1905年在苏梅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一书的附录部分。——88。



[66]指1905年11月6—10日（19—23日）召开的全俄农民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参看注54。——88。



[67]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88。



[68]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92—93页）。——89。





《列宁全集》第12卷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1905年11月13日〔26日〕）

十月革命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出版物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专制俄国时代的可悲的遗迹，正在开始消失。它还没有灭绝。还远远没有灭绝。我们首席大臣的伪善的政府还在胡作非为，以致《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还在“非法地”出版，但是，政府愚蠢地企图“禁止”它所无法阻止的事情，除了给政府带来耻辱、带来道义上新的打击以外，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当存在着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的时候，党的报刊和非党报刊的问题解决得非常简单而又非常虚假，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它们由各个组织出版，由那些同党的实际工作者团体有某种联系的团体主办。一切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报刊（因为党派属性是不准许有的），但又都“倾向”于这个或那个政党。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虚假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没有成熟到具有党的观点，实际上还不是党的人，他们认识肤浅或者思想畏缩，另一些人想表达党的观点，出于无奈而吞吞吐吐，这两种情况混杂在一起了。

伊索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无产阶级结束了这种使俄国一切有生气的和新鲜的事物都感到窒息的丑恶现象。但是无产阶级暂时为俄国只争得了一半的自由。

革命还没有完成。沙皇制度 已经没有
 力量战胜革命，而革命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候，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和秘密的、隐蔽的、“外交式的”、支吾搪塞的“合法性”之间的这种反常的结合。这种反常的结合也反映在我们的报纸上：不管古契柯夫先生如何嘲讽社会民主党的专横，说它禁止刊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温和报纸，但事实终究是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仍然被摈斥在警察横行的 专制
 俄国的大门之外。

不管怎样，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即着手新的工作安排。出版物现在有十分之九可以成为，甚至可以“合法地”成为党的出版物。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报刊相反，与资产阶级写作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 党的出版物
 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 一部分
 ，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写作事业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会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比喻大叫大嚷，说这样就把自由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创作的自由等等贬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写作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看来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写作事业无论如何必须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从而使“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这个俄国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原则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自然，我们不是说，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了的写作事业的这种改造，一下子就能完成。我们决不是宣传某种划一的体制或者宣传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里是最来不得公式主义的。问题在于使我们全党，使俄国整个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新任务，明确地提出这个新任务，到处着手解决这个新任务。摆脱了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以后，我们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去当写作上的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的俘虏。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最后这一句话似乎是奇谈怪论或是对读者的嘲弄。怎么！也许某个热烈拥护自由的知识分子会叫喊起来。怎么！你们想使创作这样精致的个人事业服从于集体！你们想使工人们用多数票来解决科学、哲学、美学的问题！你们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

安静些，先生们！第一，这里说的是党的出版物和它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但是结社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我应该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为了结社的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成联盟或者分手。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无产阶级经常把某些不十分彻底的、不完全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不十分正确的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但也经常地定期“清洗”自己的党。拥护资产阶级“批评自由”的先生们， 在
 我们党 内
 ，也要这样做，因为现在我们的党立即会成为群众性的党，现在我们处在急剧向公开组织转变的时刻，现在必然有许多不彻底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也许甚至有某些基督教徒，也许甚至有某些神秘主义者会参加我们的党。我们有结实的胃，我们是坚如磐石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消化这些不彻底的人。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作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

第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的小说 
［注：《新生活报》上显然误印为“в　рамках”，按意思应为“в　романах”。——俄文版编者注］

 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摘掉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用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

动手干吧，同志们！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然而是伟大的和容易收到成效的新任务：组织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紧密而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广大的、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写作事业。全部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都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着手改组工作，以便造成这样的局面，使它们都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完全参加到这些或那些党组织中去。只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的”出版物才会名副其实。只有这样，它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它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也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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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于与同盟歇业作斗争的办法的决定[69]


（1905年11月14日〔27日〕）

公民们！彼得堡和其他城市有十多万工人流落在街头。

专制政府向革命无产阶级宣战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同专制政府勾结起来，企图用饥饿迫使工人屈服，从而破坏争取自由的斗争。

工人代表苏维埃声明，这种空前的大批解雇工人的行为是政府的挑衅。政府企图诱使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单独发动；政府企图趁其他城市的工人还没有同彼得堡的工人紧密团结起来的时候，实行各个击破。

工人代表苏维埃声明，自由事业处于危险之中。但是工人不会理睬政府的挑衅；工人不会在政府企图强使他们战斗的不利的条件下应战。我们应该而且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把已经英勇奋起为自由而战的俄国全体无产阶级、革命农民、陆军和海军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有鉴于此，工人代表苏维埃决定：

（1）一切关闭的工厂应当立即开工，所有被解雇的同志要回到原来的岗位。一切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真正珍视自由的各阶层人民都应当支持这个要求。

（2）为了支持这个要求，工人代表苏维埃认为必须号召俄国全体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如果当局拒绝实现这个要求，就号召他们进行政治总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坚决斗争。

（3）为了准备这场发动，工人代表苏维埃责成执行委员会立即派遣代表或采取其他办法，同其他城市的工人，同铁路工会、邮电工会、农民协会和其他协会以及同陆海军取得联系。

（4）在这一准备工作完成以后，执行委员会就立即召集工人代表苏维埃特别会议，以便对罢工作出最后的决定。

（5）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吁请全体工人、各界社会人士和各阶层人民，利用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和政治的手段来援助被解雇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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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905年11月13日（26日），列宁在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议上就与资本家同盟歇业作斗争的办法问题作了发言，并提出了决议案。11月14日（27日）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列宁的决议案为基础通过了关于与同盟歇业作斗争的办法的决定。列宁在《没有得逞的挑衅》一文（见本卷第100—101页）中谈到了这个决定的意义。——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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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得逞的挑衅

（1905年11月15日〔28日〕）

本报今天发表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定 
［注：见本卷第98—99页。——编者注］

 ，标志着革命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政府和资产阶级的联盟企图用消耗无产阶级力量的办法击溃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用“同盟歇业”来对付宣布用革命办法在彼得堡各工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措施。

阴谋已策划出来。他们决定用大批解雇工人的办法来对付罢工。官办工厂跟许多私营工厂一同歇业，让成千上万的工人流落街头。他们想挑动刚刚经历了一场斗争而筋疲力尽的彼得堡无产阶级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新的战斗。

工人代表苏维埃遵循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指示，决定向工人揭穿反革命的阴谋，并且告诫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切勿上当。针对他们各个击破的企图，工人代表苏维埃号召把全俄各地的斗争联合起来，采取紧急措施巩固革命工人同革命农民、同在俄国各地开始起义的那些陆海军部队的联盟。

在这种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用全力来联合全俄国的革命大军，保存力量，利用已经争得的自由百倍地扩大宣传和组织工作，准备进行新的决战。让专制政府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去互相勾结吧！让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在莫斯科举行的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活动家代表大会[70]为代表的）向这个假惺惺地谈论自由，可是对要求保障最起码自由的波兰进行武力镇压的政府投信任票去吧！

我们必须以社会民主党同一切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联盟来对抗专制政府同资产阶级的联盟。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争取自由的农民伸出自己的手，号召他们参加举国一致的总攻击。

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定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此。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必须设法使全党支援工人代表苏维埃。我们不只是争取民主主义的变革。我们要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即为使劳动人民从一切压迫，即不仅从政治压迫，而且从经济压迫下的彻底解放而斗争。我们只把那些承认这个伟大目标而且时刻不忘记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准备力量的人联合到党内来。

但是，我们社会主义者正是为了达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力求坚决地进行民主革命，为了顺利地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力求取得充分的自由。革命民主派不是想同政府搞交易，而是要同它斗争，不是想使革命半途而废，而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我们必须同这些人携手前进，尽管不同他们合并。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人民的联盟万岁！一切反动势力、一切反革命阴谋一定会在他们的总攻击面前全部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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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活动家代表大会于1905年11月6—13日（19—26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共有216名代表。代表大会反对召开全民立宪会议，主张实行立宪君主制，建议从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中任命行政官员，由国家杜马制定宪法，而其草案应经沙皇批准。大会希望国家杜马通过稍微给农民添加一点份地的办法来平息农民风潮。在大会的决议中向政府提出了如下要求：追究发生暴行地区的政府官吏的责任；废除死刑；对10月17日宣言公布前的政治犯和宗教犯实行大赦；取消波兰及其他地方的戒严，取消强化警卫；赐予10月17日宣言中所宣布的公民自由。为了和政府做交易，代表大会选出由立宪民主党人费·费·科科什金、谢·安·穆罗姆采夫和伊·伊·彼特龙凯维奇组成的特别代表团，同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进行谈判。——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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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和革命

（1905年11月15日〔28日〕）

塞瓦斯托波尔的起义[71]日益扩大。事情已临近总的解决了。为自由而斗争的海陆军士兵甩开了长官。秩序井然。政府重演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卑鄙的阴谋[72]未能得逞，未能挑起任何残杀暴行。舰队拒绝开往海面，并且威胁着城市，如果当局企图镇压起义者的话。曾因“大胆”扬言要用武器保卫10月17日宣言所许诺的自由而被撤职的海军中尉施米特，接受了“奥恰科夫号”舰的指挥职务。据《俄罗斯报》[73]报道，今天（15日）是规定海军士兵缴械的期限的最后一天了。

因此，我们正处在决定性关头的前夕。最近几天（也许几小时）就能看出，是起义者获得全胜，还是他们被镇压下去，或者签订某种协定。无论如何，塞瓦斯托波尔事件标志着军队中旧的奴隶制度（即把士兵变成武装机器，把他们变成镇压任何自由意愿的工具的制度）已经完全破产了。

俄国军队（象在1849年那样）到国外去镇压革命[74]的那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军队已经坚决屏弃了专制制度。军队还并不都是革命的。陆海军士兵的政治觉悟还很低。但重要的是他们已经觉醒了，在士兵当中开始了 自己的
 运动，自由精神已经渗入了各地的营房。俄国营房往往比任何监狱还恶劣；任何地方也不会象营房这样压制和压迫个性；任何地方也不会有这种触目皆是的折磨人、毒打人和凌辱人的现象。现在这种营房也变成了革命的策源地。

塞瓦斯托波尔事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不谈海陆军中以往的那些直接起义的企图。我们只拿彼得堡的火星同塞瓦斯托波尔的大火比较一下。我们回想一下现在彼得堡各部队士兵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本报昨天已经登载了）。这一张要求的清单是一个多么出色的文件啊！它是多么清楚地表明，奴隶般的军队在变成革命的军队。现在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这类要求在一切海陆军中扩散呢？

彼得堡的士兵想要改善衣、食、住的条件，增加饷银，缩短服役期限和每日操练时间。但是，在他们的要求中还有大部分是只有作为公民的士兵才能提出的。有权穿着军装“同所有公民一样”参加一切会议；有权在营房中阅读和保存 一切
 报纸；信仰自由；各民族一律平等；完全取消一切在营房以外对上级的敬礼；取消勤务兵；取消军事法庭并且把一切军事法庭的案件交给一般民事法庭；有权提出集体控告；有权在长官稍有打人的意图时就实行自卫。以上就是彼得堡士兵的最主要的要求。

这些要求表明，绝大部分军队同争取自由的塞瓦斯托波尔起义者是一致的。

这些要求表明，专制制度的奴仆们的所谓军队中立，所谓必须使军队不问政治等论调都是虚伪的，是不能指望得到士兵的丝毫同情的。

军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使军队不问政治，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伪善的奴仆们的口号，实际上他们一向都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中，把俄国士兵变成黑帮的奴仆和警察的帮凶。不能置身于争取自由的全民斗争之外。谁对这个斗争漠不关心，谁就是支持警察政府胡作非为，这个政府许诺自由不过是在嘲弄自由罢了。

作为公民的士兵提出的要求，就是社会民主党的要求，是一切革命政党的要求，是觉悟工人的要求。加入自由的支持者的行列，转到人民方面来，这是自由事业获得胜利和士兵要求得以实现的保证。

但是，为了真正彻底地和牢靠地实现这些要求，必须再前进一小步。应当把那些饱受万恶的营房苦役折磨的士兵的一切个别愿望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要求。把这些要求集中起来就是：取消常备军，代之以全民武装。

在各个地方以及一切国家里，常备军与其说是用来对付外部敌人，不如说是用来对付内部敌人的。常备军到处都成了反动势力的工具，成了资本用来反对劳动的奴仆，成了扼杀人民自由的刽子手。在我国伟大的解放革命中，我们不要停留在一些局部要求上。我们要铲除祸根。要根本取消常备军。让军队同武装的人民相结合，让士兵把自己的军事知识带给人民，取消营房而代之以自由的军事学校。如果武装的人民消灭了军阀，把所有的士兵变成公民，把一切能够拿起武器的公民变成士兵，如果俄国自由的砥柱是这样的武装的人民，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敢来侵犯自由的俄国。

西欧的经验已经证明常备军是十分反动的。军事科学已经证明民兵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民兵无论在防御战或者进攻战中都能够胜任地完成军事任务。让假仁假义的或者多情善感的资产阶级去幻想废除武装吧。当世界上还存在着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时候，我们必须争取的不是废除武装，而是全民武装。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充分保障自由。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彻底打倒反动势力。只有在实现这种改革的条件下，千百万劳动者才能真正享有自由，而不是一小撮剥削者独自享受自由。





	载于1905年11月16日《新生活报》第1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11—114页

















《列宁全集》第12卷


天平在摆动

（1905年11月18日〔12月1日〕）

人们常用无政府状态这个词来形容俄国目前的状况。这个不准确的、虚假的说法实际上表明，国内没有任何确定的秩序。自由的新俄国对专制的农奴制的旧俄国的战争，正在全面进行着。专制制度已经无力战胜革命，而革命也还无力战胜沙皇制度。旧秩序已经被打碎，但是还没有被消灭，而自由的新制度也还没有被承认，还处在经常被专制制度的走狗跟踪追击的半隐蔽状态。

这种状态可能还要拖延不少时日。在此期间，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必然会有不稳定和动摇现象；那些仇视自由和为了军事阴谋而冒充自由的朋友的人，必然要浑水摸鱼。但是，这种过渡状态持续的时间愈久，就愈能更可靠地引导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取得彻底的和决定性的胜利。这个被大家谴责的并且也清楚自己受到谴责的专制制度有着漫长的腐朽过程，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使城乡中最愚昧无知的群众得到这么深刻的启发，再没有什么更能使那些最冷漠最消沉的人受到这么深刻的触动的了。

最近的一些政治事件——邮电职员又一次举行大罢工[75]，在军队中甚至警察中骚动不断发生和革命组织日益发展，没有觉悟的并且被纪律约束的军队战胜塞瓦斯托波尔的自由军，国家证券的行情空前下跌，这一切都说明什么呢？这些事件说明，专制制度在作最后的挣扎，在消耗它仅有的后备力量。甚至连那个效忠君主的、象资产阶级那样胆怯的和象资产阶级那样渴望结束革命的交易所，都不相信塞瓦斯托波尔城下的“胜利者”了。这些事件说明，革命人民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成果，唤起新的战士，锻炼自己的力量，改进组织，向胜利前进，象狂涛巨浪那样不可阻挡地前进。政治罢工这种武器在日益完善；现在学习掌握这种武器的是新的劳动者队伍，没有这些新的劳动者队伍，现代的文明社会一天也不能存在。在军队和警察中有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自由的必要性，这就为新的起义基地、新的喀琅施塔得事件以及新的塞瓦斯托波尔事件作准备。

塞瓦斯托波尔城下的胜利者恐怕没有理由欢欣鼓舞。克里木的起义失败了，而俄国的起义是不可战胜的。

让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准备迎接他们负有巨大责任的更伟大的事件吧！

让人们不要忘记，只有紧密团结的社会民主党才能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并肩携手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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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指全俄邮电职工罢工。这次罢工于1905年11月15日（28日）开始，到12月15日（28日）结束。罢工的起因是政府当局下令禁止组织邮电工会并开除参与组织工会的一些邮电部门的职员。11月15日（28日）在莫斯科开幕的全俄邮电工会代表大会决定发电报给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要求恢复被开除者的工作，并限定当天下午6时前答复。由于限期已到而政府没有答复，代表大会遂通电各地，宣布开始罢工。——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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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敌人学习

（1905年11月18日〔12月1日〕）

《我们的生活报》[76]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向“马克思主义和野蛮主义的混合物”展开了进攻。我们特别奉劝一切觉悟的工人仔细看一看激进民主派的见解。

没有什么能象一些现象的敌人（当然，如果这些敌人不是无可救药的笨蛋）所作的评价那样清楚地说明这一些现象的政治实质。

《我们的生活报》不喜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人同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斗争”，或者更确切些，用该报自己的话来说，不喜欢社会民主党人反对“非党的”阶级组织的斗争。我们的激进分子说，无产者应该联合起来。就是说……就是说那些苏维埃活动家“力求把 全体
 无产阶级不分政治信仰地联合起来”的做法是正确的。因此激进分子洋洋得意地说我们违背了自己的“ 阶级斗争
 ”原则。

那些对建立非党工人组织表示同情或者哪怕对这种愿望漠不关心的工人同志，应当向敌人学习！请回想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宣言中说，无产阶级 变成阶级
 ，不仅是由于他们的团结日益加强，也是由于他们的 觉悟
 日益提高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9页。——编者注］

 。请回想一下象英国这样的国家，英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随时随地在进行阶级斗争，然而无产阶级仍然处于分散状态，他们选出的代表被资产阶级收买了，他们的意识被资本的思想家腐蚀了，他们的力量由于工人贵族阶层脱离工人群众而涣散了。工人同志们，你们回想一下这一切，你们就会坚信，只有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是已经意识到自己的 阶级
 任务的无产阶级。打倒非党性！非党性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和口号。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同没有觉悟的无产者，同赞成非无产阶级的学说（“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的无产者走在一起，但是，无论何时何地，我们也不应当削弱我们的严格的党性，无论何时何地也不应当忘记而且不容许忘记，无产阶级中的对社会民主党的敌对情绪是无产阶级中的资产阶级观点的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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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我们的生活报》《Наша　Жизнь》）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1904年11月6日（19日）—1906年7月11日（24日）断断续续地在彼得堡出版。



正文中的“马克思主义和野蛮主义的混合物”一语出自1905年11月17日（30日）《我们的生活报》第336号刊登的鲁·布·《阶级斗争和阶级组织》一文。——108。







《列宁全集》第12卷


革命的官样文章和革命事业

（1905年11月20日〔12月3日〕）

在我国革命运动中自然地和不可避免地要提出立宪会议的问题。为了彻底消灭专制俄国的旧的农奴制机构的残余，为了确定自由的新俄国的制度，除了召开全民立宪会议以外，不可能设想有另外一条完整的和彻底的道路。诚然，实际生活很少能够充分实现完整的和彻底的口号，实际生活往往提出许多使结局错综复杂的、使新旧事物交融的出乎意料的东西。但是，谁诚心诚意地想要推翻旧的东西而且善于为这个目的奋斗，谁就应当明确地估计立宪会议的意义，并且竭尽全力为它的真正彻底实现而奋斗。

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在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中已经提出了立宪会议的要求。我们纲领的最后一节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坚信，只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召开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才能完全、彻底、可靠地实现上述各种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实行劳动保护等等）。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我们党不仅注意到召开立宪会议的形式的条件，而且注意到物质的条件，就是说，有了这些条件才能真正使会议成为全民的立宪会议。然而，把会议叫作“立宪”会议是不够的，把人民的代表（虽然这些代表是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原则，是在真正保证选举自由的条件下选出来的）召集在一起也是不够的。除了这些条件以外，还必须使立宪会议有权力和力量建立新制度。在革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先例，会议虽然叫作立宪会议，其实，真正的力量和权力并不操在它的手中，而是操在旧专制政权的手中。1848年德国革命的时候就是如此，因此当时的“立宪”会议即臭名远扬的法兰克福议会[77]，就有令人蔑视的“清谈馆”的可耻名声，因为这个议会空谈自由，颁布有关自由的法令，可是不采取实际措施撤销那些践踏自由的权力机关。十分自然，可怜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这个可悲的议会就这样不光彩地退出了舞台。

当前，在俄国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在当前一系列政治问题中占首要的地位。现在，正是这个问题的实践方面具有最迫切的意义。重要的不在于是不是召开立宪会议（这一点甚至连大臣兼经纪人维特伯爵也会同意，也许明天就同意召开），而在于这个会议是不是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

实际上，我国革命的经验（虽然革命不过是刚刚开始）已经清楚地表明，利用辞藻和诺言，尤其是利用立宪会议这个口号，可以干些什么样的勾当。请回想一下不久以前在莫斯科举行的地方自治人士和城市自治人士的即“立宪民主党人”的代表大会。请回想一下他们那个有名的公式：有立宪职能的国家杜马起草由君主批准的宪法……连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刊也指出这个公式的内在矛盾和荒谬绝伦。“建立”新的国家制度要由旧政府的元首“批准”，要知道，这意味着使两个政权、两个平等的（在纸面上）最高政权（起义人民的政权和旧专制制度的政权）合法化。显然，这二者之间的平等纯粹是表面的，这二者之间的“妥协”实际上取决于其中一方的 实力
 优势。总之，自由派资产者在其由旧俄国向新俄国过渡的“理想的”计划中，把两个互相斗争的势均力敌的敌对力量的并存合法化，即把永无休止的斗争合法化了。

从普通的形式逻辑的观点来看是无法解释这个矛盾的。但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逻辑却完全可以说明这个矛盾。资产阶级害怕充分自由和充分民主，因为它知道，觉悟的即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会利用自由来反对资本的统治。因此，资产阶级实际上不是想要充分的自由，充分的人民专制，而是想同反动派勾结起来，同专制政府勾结起来。资产阶级想要议会制度而不要官僚制度，为的是保证资本的统治，同时却想要君主政体，常备军，并保留官僚制度的某些特权，这样可以使革命不能进行到底，使无产阶级不能武装起来，——所谓武装既是指用武器直接武装，又是指用充分自由武装。资产阶级介于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阶级地位，必然产生（甚至不以某些个别人物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荒谬绝伦的“妥协”公式。立宪会议的口号变成了空话，为争取自由而起义的无产阶级的伟大要求被贬为可笑的行为，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亵渎了世界上的一切，用做生意的手法代替斗争。

《我们的生活报》的激进派资产者不懂得自由派必然用虚伪的、哗众取宠的手法提出问题，他们煞有介事地描述法尔博尔克先生和查尔诺卢斯基先生以及协会联合会中央常务局所制定的召开立宪会议的“草案”。先生们，写出这种“草案”是令人可笑的！你们走的是叛卖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路。你们忘记了，写在纸上的草案，象一切立宪幻想一样，会腐蚀人民的革命意识和削弱他们的战斗力，因为问题的重心被模糊了，问题的全部提法被歪曲了。不过，你们不是在宣传起码的政治知识，你们是在 实际地
 提出问题，你们发起的“各极端派和温和派的代表”对草案进行讨论的实质，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可敬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你们一方面承认立宪会议拥有“全部”政权这样一种意愿，另一方面又企图使极端派和“温和派”，也就是使希望拥有这种全部政权的派别和不希望拥有这种全部政权的派别联合起来，这是马尼洛夫精神。[78]

让华丽的外衣见鬼去吧！我们已经听够了虚伪的自由派的空话！是划清界限的时候了。右边是专制制度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他们不想把统一的、完全的、不可分割的全部政权转交给立宪会议，这一点实际上使他们团结起来了。左边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或者更广泛些说，整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想使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为了这个目的，他们能够而且必须结成战斗的联盟，当然不是合并。他们需要的不是写在纸上的草案，而是战斗措施，不是作官样文章，而是组织胜利的争取自由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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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法兰克福议会是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正式开幕。法兰克福议会的选举由各邦自行办理，代表中资产阶级自由派占多数。由于自由派的怯懦和动摇以及小资产阶级左派的不坚定和不彻底，法兰克福议会不敢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也没有能建立人民武装来粉碎反革命，以克服德国的分崩离析状态。法兰克福议会从一开始就宣布制定全德宪法为其唯一重要任务。在制宪过程中，代表们竞相发表演说，无休止地空谈和争辩。直至1849年3月27日，议会才通过了帝国宪法，而这时反动势力已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得胜。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宪法尽管很保守，但毕竟主张德国统一，有些自由主义气味，因此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等邦纷纷宣布予以拒绝，并从议会召回自己的代表。留在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不敢领导已经兴起的人民群众保卫宪法的斗争，于1849年5月30日把法兰克福议会迁至持中立立场的符腾堡的斯图加特。6月18日，法兰克福议会被符腾堡军队解散。——111。



[78]马尼洛夫精神意为耽于幻想，无所作为。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113。







《列宁全集》第12卷


垂死的专制政府和新的人民政权机关[79]


（1905年11月23日〔12月6日〕）

起义日益发展。专制的维特政府日益软弱无力、惊慌失措和分崩离析。人民中各集团、阶层和阶级的组织，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组织，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这就是目前的形势。这一形势可以用如下几个字来表示：革命的组织和动员。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海战发生以后，紧接着又发生了沃龙涅日和基辅的陆战。在基辅发生的武装起义显然更前进了一步，即革命军队同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大学生汇合起来了。至少，《俄罗斯报》的报道可以证明这一点。该报声称，基辅工学院在工兵营起义士兵的保护下召开了16000人的群众大会。

十分自然，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一心想同专制政府勾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也有点沉不住气了，他们对“伟大的”杂技演员维特丧失了信心，就向左边张望，想找寻能够把势必发生的变革付诸实现的力量。

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报》的立场是很有启发的。该报清楚地看到，“象在10月17日以前一样，事件开始以排山倒海之势涌来”。因此，一方面，该报向那些同专制政府一样张皇失措、软弱无力和束手无策的地方自治人士发出号召，号召他们“立即”参加“即将来临的事变”，“使这些事变的结局具有不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对国家更为有利的温和的形式”。另一方面，这家《俄罗斯报》又和《言论报》[80]争论说，“谁也不相信，现今的政府在目前情况下能够召集国家杜马”。《俄罗斯报》说：“现在，应当考虑成立能够召集杜马的政府。”

于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压力下，又向左边迈了一步。昨天，自由派资产阶级曾表示打算同维特做交易，并且对他投了有条件的信任票（在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上）。今天，对维特的信任正在消失，资本家要求成立新政府。《俄罗斯报》向所有要求解放的政党建议成立一个特殊的全民代表会，“在政府表现出还〈！！！〉有能力工作的时候”，这个代表会应成为“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强大的工具，而一旦政府显得完全无力和陷于垮台的时候，就成为暂时负起政府责任的现成的人民政权机关”。

由于政府垮台而临时负起政府责任的人民政权机关，用简单明确的俄国话来说，就是临时革命政府。这个政府应该是临时的，因为它的权限到召开全民立宪会议时就告终结。这个政府应该是革命的，因为它是依靠革命来取代那个垮台的政府的。这种取代只能通过革命办法来实现。这个政府应该成为“人民政权机关”，普遍实现人民所提出的要求，并且立刻在各地用人民政权机关（就是说，或者是临时革命政府委任的，或者是在有可能按照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原则进行选举的场合下选举出来的政权机关）代替专制政府的和黑帮分子的旧的“政权机关”。

我们非常高兴，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已经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思想。我们对此表示高兴，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自由派已经转到革命方面来，不是因为我们突然相信了他们的真诚、坚定和彻底。不是的，我们对此表示高兴，是因为这显然是并且无疑是革命力量强大的标志。既然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意识到临时革命政府的出现是必然的，那就是说，革命已经成为一种力量了。

当然，我们不会忘记，与其说自由派并不希望成立这样的政府，不如说他们是想借此威胁专制政府，就象买主为了威胁卖主就扬言要到别的店铺去一样。维特先生，向我们让步吧，不然我们就要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说得“温和些”就叫作“全国代表会”或者“全民代表会”）啦！只有这种一再想做交易的愿望才能说明下面这个仿佛是完全荒谬和毫无意思的说法，即《俄罗斯报》一方面说维特政府不能够召集人民代表，同时马上又认定这个政府可能“表现出自己还有能力工作”。

不，自由派先生们，现在不是狡猾手腕能够得逞、两面手法可能不被揭穿的时候了！人民正在同专制政府进行斗争，它在10月17日许诺过自由却又嘲弄和践踏自由。临时革命政府就是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的机关。争取自由、反对政府践踏自由的斗争（在这个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上）就是当前在俄国全面进行的武装起义。临时革命政府是起义的机关，它联合一切起义者，并且在政治上领导起义。因此，一方面谈论临时革命政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同时又容许勾结应该被取代的旧政府，这种做法不是混淆视听，就是叛卖行为。请《俄罗斯报》评论家先生们认真想一想：难道在拥护革命的人中间真有这样的傻瓜，他们会乐意把那些既承认旧政府有“能力工作”又继续偷偷摸摸地同它做交易的人或者政党的代表吸收到临时革命政府里面吗？请你们想一想：如果俄国军队把满洲的爱国青年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那么它会取得胜利，还是遭到失败呢？想必是要遭到失败的，因为满洲的爱国者会把俄罗斯人出卖给日本人。因此，如果“爱国者”，有君主制思想的富人爱国者（即自由派资产者），把俄国的革命人民出卖给维特专制政府，那么俄国的革命人民一定会遭到失败。

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来说，临时革命政府尽管只是对专制政府的一种威胁。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革命农民以及所有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坚定不移地站到他们方面来的人来说，这却是一个伟大的严重的任务，这个任务愈来愈显得刻不容缓。十月革命以及接连发生的军事起义大大地削弱了专制政府，使新的人民政权机关能在经政治罢工耕耘、自由战士鲜血灌溉的土壤上茁壮地成长起来。这些机关就是革命政党和战斗组织，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实际进行革命斗争的人民群众的战斗组织。这些机关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同革命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现在我们必须扩大和巩固、加强和团结这个战斗联盟，使新的政权机关准备对付即将重演的10月17日事件，使有组织的，坚定的，目标明确的，同一切叛徒、一切动摇分子、一切空谈家划清界限的全俄国争取自由的战士，在那时按照立刻实行政治变革的总纲领行动起来。对我们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来说，即将来临的民主主义变革只不过是走向社会主义变革的伟大目标的第一步。只要牢牢记住这一点，我们就永远不会同那些小资产阶级政党和集团合并，无论他们如何真诚，如何革命和强大。我们确切地知道，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和业主势必不止一次地分手。但是，正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我们现在竭尽全力使民主主义变革更迅速、更充分和更坚决地实现。为此，我们将要而且正在同一切革命民主派缔结临时的战斗联盟，以便达到我们共同的最近的政治目标。为此，我们在严格保持自己的党性特点和独立性的情况下参加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其他的革命联盟。新的人民政权机关万岁！团结一致的、至高无上的和必胜的人民政权机关万岁！

我们要向激进派资产者告别了。先生们，你们在空谈什么人民的政权机关。只有力量才能够成为政权。在现代的社会中，只有武装的人民及其领导者武装的无产阶级才能够成为一种力量。如果空话也可以成为同情自由的证明，那么，连10月17日宣言的作者大概也可以算作自由的拥护者了。如果是用实际行动来证明，那么现在唯一的实际行动就是协助工人武装起来，协助建立和加强真正的革命军队。先生们，请选择吧：是到维特先生的客厅中乞求一点自由，拿自由做交易呢，还是参加“人民的政权机关”或者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全心全意地为争取充分自由而斗争。请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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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垂死的专制政府和新的人民政权机关》一文是1905年11月23日（12月6日）《新生活报》第19号社论，曾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尼古拉耶夫市委员会于1905年12月14日（27日）印成传单，并转载于1905年12月18日（31日）《外贝加尔工人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赤塔委员会的机关报）第2号。——114。



[80]《言论报》（《Слово》）是俄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03—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是右翼地方自治人士的报纸，1905年11月起是十月党的机关报。1906年7月起停刊。1906年11月19日（12月2日）复刊后，是同十月党无实质区别的和平革新党的机关报。——115。





《列宁全集》第12卷


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1905年11月24日〔12月7日〕）

昨天，11月23日，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决定拒绝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关于准许他们的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请求。执行委员会是这样表述它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的：“（1）在全部国际的实践中，各次代表大会和社会党代表会议都没有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参加，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政治斗争是达到自己理想的手段；（2）只有政党才有选派代表的权利，而无政府主义者不是政党。”

我们认为，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是一个具有重大原则意义和实际政治意义的十分正确的步骤。当然，如果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工人的议会或者无产阶级的自治机关，那么拒绝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就不对了。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在我国工人中的影响非常微小（这是值得庆幸的），总还有一些工人无疑是倾向于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不是组成政党、组织、集团或者志同道合者的自由联盟，这是没有重大原则意义的形式问题。最后，既然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斗争，同时又请求参加进行政治斗争的机构，那么这种惊人的不彻底性当然又再一次充分证明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观和策略的动摇性。但是，由于动摇性而被排除在“议会”或者“自治机关”之外，当然是不行的。

我们觉得，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同这个机构的任务、性质和成分丝毫不矛盾。工人代表苏维埃不是工人的议会，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自治机关，根本不是一个自治机关，而是有一定目的的战斗组织。

根据临时的、没有正式缔结的战斗协定，加入这个战斗组织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或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最后，还有许多“非党”的工人。然而他们不是一般的非党工人，而是非党的革命者，因为他们完全赞同革命，他们以忘我的热忱、毅力和牺牲精神为革命的胜利而奋斗。因此，在执行委员会中也将有革命农民的代表是完全自然的事情。

实质上，工人代表苏维埃是社会主义者和革命民主派的没有正式缔结的广泛的战斗联盟，因而，“非党的革命性”自然就掩盖了社会主义者和革命民主派之间的一系列的过渡阶段。为了进行政治罢工，也为了利用其它更积极的斗争形式来争取为大多数居民所公认和赞同的迫切的民主要求，显然有必要缔结这样的联盟。无政府主义者参加这种联盟非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们只能起瓦解作用，他们会削弱总的进攻的力量，他们还“可能否认”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从我国民主革命的观点和利益出发，把无政府主义者排除在从事我国民主革命的战斗联盟之外，可以说是完全必要的。只有为这个战斗联盟的目的而斗争的人，才能参加这个联盟。例如，即使“立宪民主党人”或“法制党”[81]把几百名工人拉到它们的彼得堡组织中来，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也未必会敞开大门接纳这类组织的代表。

执行委员会援引历届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实例来说明自己的决议。我们热烈欢迎这个声明，这表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机关承认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思想领导。俄国革命已经具有国际意义了。俄国革命的敌人正在同威廉二世，同欧洲一切黑暗势力、暴徒、兵痞以及剥削者一起策划阴谋来反对自由的俄国。我们也不会忘记，我国革命的彻底胜利要求俄国革命无产阶级同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

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曾经通过拒绝接纳无政府主义者的决议，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中间横着一条鸿沟，而暗探局的进行煽动的奸细和反动政府的报界奴仆却枉费心机地硬说这条鸿沟并不存在。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的个人主义理论，他们的个人主义理想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他们的观点不是反映那不可遏止地走向劳动社会化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未来，而是反映这个制度的现在，甚至是反映它的过去，即盲目性对分散的个体小生产者的统治的时代。他们那种否认政治斗争的策略，会分裂无产者，实际上把无产者变成消极参加某种资产阶级政治的人，因为对工人来说，完全回避政治是不可能的，也是做不到的。

在当前的俄国革命中，团结无产阶级力量、组织无产阶级以及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和训练的任务急切地被提出来了。黑帮政府愈是横行霸道，政府的进行挑拨的奸细愈是费尽心机地煽动起无知群众的不良的狂热，苟延残喘的专制制度的保护者愈是拼命地企图用抢劫、蹂躏、暗杀以及用酒肉收买贫民等手段来破坏革命威信，那么，首先落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肩上的组织任务就愈加重要了。因此，我们要采用一切思想斗争方法，使无政府主义者对俄国工人的影响象以前那样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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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法制党是俄国颁布后正式成立。该党打着“法制”的幌子，实际上坚决维护沙皇制度，对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表示欢迎，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和黑帮组织“真正俄国人联合会”结成联盟。1907年该党瓦解，一部分成员加入十月党，另一部分成员成为公开的黑帮分子。——120。







《列宁全集》第12卷


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

（1905年11月26日和12月2日〔12月9日和15日〕）


一

俄国的革命运动迅速地波及到愈来愈广泛的居民阶层，因而许多非党组织相继建立。对人们要求联合的呼声的镇压和迫害愈长久，这种要求也就愈强烈。各式各样往往没有固定形式的组织经常产生，它们的性质也是非常独特的，这里的组织不象欧洲的组织那样有明显的范围。工会带有政治性质。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结合在一起（例如罢工），形成了种种临时性的或者比较固定的组织的联合形式。

这种现象有什么意义呢？社会民主党对待这种现象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

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因此，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完全应该随时同非党性作斗争，坚持不懈地为建立一个原则坚定的、紧密团结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而努力。资本主义的发展愈是使全体人民日益深刻地划分成各个阶级，使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这项工作在群众中的成效也就愈大。

俄国目前的革命产生了而且正在产生许多非党组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民主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是要推翻专制农奴制度，把资产阶级制度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从而实现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切阶级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革命是全民革命。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革命不是阶级的革命；当然不是这么说。但是，这个革命的矛头是指向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来看已经过时和就要过时的那些阶级和等级的，因为它们同资产阶级社会格格不入，阻碍这个社会的发展。既然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在它的一切基本特征上已是资产阶级式的，既然绝大多数居民实际上都已经在资产阶级的条件下生活，那么反革命分子自然是区区少数，同“人民”比较起来确实是“一小撮”。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性质必然表现为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阶级同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作斗争的“全民的”、初看起来是非阶级的性质。

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象其他国家的一样，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比较不发展。诚然，现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远远超过了1848年的德国，更不要说1789年的法国了。但是毫无疑问，在我国，“文明”和野蛮、欧洲方式和鞑靼方式、资本主义和农奴制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纯粹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说，首先应该实现的要求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替资本主义清除封建残余，既改善无产阶级的、也改善资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的条件。

其实，如果仔细看一看现在俄国每个工厂、每个办公室、每个团队、每个巡逻队、每个教区、每个学校等等提出的无数要求、委托和申诉，我们就会很容易地看出，其中绝大多数纯粹是“文明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要求。我想指出，这本来不是特殊的阶级要求，而是起码的法律上的要求，这些要求并不破坏资本主义，反而会使资本主义走上欧洲方式的道路，会使资本主义摆脱粗暴、野蛮、贿赂以及其他“俄国”农奴制的残余。实质上，无产阶级的要求在大多数场合下也仅限于这样一些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完全可以实现的改革。俄国无产阶级目前的迫切要求不是破坏资本主义，而是为它扫清道路，促进和加强它的发展。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工人的社会主义倾向、他们同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在运动的最初阶段就自发地表现出来了，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还没有提出来，提到日程上的只是工人在政治上的民主要求以及在经济上属于资本主义范围内的经济要求。甚至可以说，无产阶级是在最低纲领范围内，而不是在最高纲领范围内进行革命的。至于农民这个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广大居民，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最高纲领”、他们的最终目的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在全部土地转交给全体农民和全体人民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会更广泛地更蓬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农民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不管这个说法在我们那些小市民社会主义的温情的骑士的温情的耳朵听来是多么“逆耳”。

当前的革命的上述性质使一些非党组织相继产生，这是十分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运动必然具有表面上非党性的迹象，即非党性的外表，当然只是外表而已。对“人道的”文明生活的要求、对联合的要求、对保护自己的尊严以及人权和公民权的要求，笼罩了一切，联合了一切阶级，大大地超过了任何党性，激励着还远远不能提到党性高度的人们。由于对当前的、必需的起码的权利和改良的迫切需要，对以后的一切事情的想法和考虑都推迟了。对当前的斗争的热中（这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斗争的胜利），使人们把这些当前的起码的目的理想化，把它们描绘得十全十美，甚至有时给它们披上幻想的外衣；普通的民主主义，即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被当作社会主义，被列入社会主义“范畴”。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是“非党的”；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构成一个“解放的”（实际上，是解放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一切的一切，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斗争中的先进作用，都带有轻微的“社会主义”的味道。

在这种条件下，非党性的思想不能不暂时取得某些胜利。非党性不能不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因为时髦就是毫无办法地跟在实际生活后面做尾巴，而最“一般的”政治上的表面现象就是非党的组织，非党的民主主义，非党的罢工主义，非党的革命性。

现在试问，各阶级的拥护者、代表人物应当如何对待非党性这一事实，如何对待非党性这种思想呢？应当不是指主观上，而是指客观上，即不是指必须如何对待这个问题，而是指由于不同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观点，必然形成对待这个事实的某种态度。


二

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非党性是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产物（或者也可以说是：表现）。资产阶级不能不倾向于非党性，因为在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而进行斗争的人们当中，没有政党就意味着没有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新的斗争。谁进行“非党性的”争取自由的斗争，谁就或者是不了解自由的资产阶级性质，或者是把这个资产阶级制度神圣化，或者是把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把“改善”这个制度的工作推迟到希腊的卡连德日[82]。反过来说，谁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制度方面，谁就不能不倾向于非党性的思想。

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非党性就是对各政党的斗争漠不关心。但是，这种漠不关心并不等于保持中立，也不等于拒绝斗争，因为在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拒绝”参加产品或劳动力的交换。而交换必然产生经济斗争，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斗争。因此，对斗争漠不关心，实际上决不是回避斗争，拒绝斗争或者保持中立。漠不关心是默默地支持强者。支持统治者。在十月革命时期，在俄国的专制政府垮台以前，谁对专制政府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专制政府。在现代的欧洲，谁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资产阶级。谁对争取自由的斗争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观点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资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统治地位，支持资产阶级在正在诞生的自由俄国中的统治地位。政治上的冷淡态度就是政治上的满足。饱食者对一小块面包是“冷淡”和“漠不关心”的，饥饿者在一小块面包问题上永远是“有党性的”。对一小块面包“冷淡和漠不关心”，并不是说这个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说这个人从来不愁面包，从未缺少面包，是说他牢牢地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非党性无非是对饱食者政党、统治者政党、剥削者政党采取的态度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

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原理总的来说适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当然，必须善于把这个普遍真理运用于个别的具体问题和具体场合。但是，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都起来反对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时候，忘记这个真理就等于实际上根本拒绝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

俄国革命虽然还处在发展的开始阶段，但是已经提供了不少的材料证明上述的一般看法的正确性。只有社会民主党，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才是一贯坚持严格的党性的。我们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观点的代表，不能够容忍社会主义的党性，不想听到阶级斗争，这只要回想一下不久以前罗季切夫先生的演说就够了，这个人已经上百次地重复国外《解放》杂志和俄国自由派的无数附属机关报所再三重复的东西。最后，俄国各色各样的“激进分子”——从《我们的生活报》、“激进民主派”[83]到“社会革命党人”为止——的观点鲜明地表现了中间阶级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土地问题上，就是说，在“社会化”（无须资本社会化的土地社会化）的口号中最明显地表现出，社会革命党人把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混为一谈了。大家还知道，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能够容忍，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党性思想却不能容忍。

在我们的文章中没有分析俄国各种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纲领和策略是怎样反映出各阶级的利益的。这里我们只是顺便提一提这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我们应当谈一谈关于我党对待非党组织的态度的实际政治结论。

社会主义者可不可以参加非党组织呢？如果可以，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呢？在这种组织中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不能绝对地和原则地回答说：不可以。如果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社会主义者都不能参加非党的（即或多或少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资产阶级的）组织，那是不正确的。在民主革命时代，拒绝参加非党组织，在一定的场合下就等于拒绝参加民主革命。但是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者必须把这些“一定的场合”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他们只有在严格规定的、严格限制的条件下才能够参加。因为，如果非党组织的成立，正象我们所说的，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太发展，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严格的党性则是使阶级斗争成为自觉的、明确的、有原则的斗争的条件之一。

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是社会主义者的始终不渝和绝对必须履行的义务。谁不履行这个义务，谁就实际上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不管他的“社会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信仰是多么真诚。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参加非党组织仅仅作为一种例外才是允许的。而参加非党组织的目的、性质、条件等等都应当完全服从于一个基本任务：准备和组织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自觉地领导社会主义革命。

形势可能迫使我们参加非党组织，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尤其是在无产阶级起杰出作用的这样的民主革命时代。例如，为了向没有明确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听众宣传社会主义，或者为了社会主义者和革命民主派对反革命势力进行共同的斗争，参加非党组织可能是必要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参加非党组织是贯彻自己的观点的一种手段；在第二种情况下，是为了达到一定的革命目的而缔结的战斗协定。在这两种情况下，参加都只能是暂时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只有在充分保证工人政党的独立性的条件下，以及在被派到非党的联合会或委员会中“当代表”的党员和党组接受全党的绝对监督和领导的条件下，才能够参加。

当我们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的时候，实行这种监督和领导是有巨大的、往往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的。现在，当党愈来愈公开进行活动的时候，可能而且应该最广泛地实行这种监督和领导，不仅受党的“上层”的监督和领导，而且要受党的“下层”，受全体加入党的有组织的工人的监督和领导。就社会民主党人在非党的联合会或委员会中的活动提出报告，就这一活动的条件和任务提出报告，一切党组织就这一活动作出决议，这些都应当作为工人政党的日常活动。只有全党 实际
 参加来 指导
 这一活动，才能够切实地使真正社会主义的活动同一般的民主主义的活动明显地区别开来。

我们在非党的联合会中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呢？第一，利用一切可能性进行独立的联系，宣传我们的全部社会主义纲领。第二，从最坚决彻底实现民主革命的观点出发，确定目前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提出民主革命中的政治口号，提出进行斗争的革命民主派（不同于做交易的自由主义民主派）所应当实现的改革的“纲领”。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让我们的党员参加今天由工人建立、明天由农民建立、后天由士兵等等建立的非党的革命组织，并在其中起到良好的作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完成工人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双重任务：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扩充和加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骨干力量，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需要获得自由，以便进行推翻资本统治的无情斗争。





	载于1905年11月26日和12月2日《新生活报》第22号和第2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33—141页

















[82]希腊的卡连德日意为没有限期。古罗马历法把每月初一称为卡连德日（亦译朔日）。罗马人偿还债务、履行契约等都以卡连德日为限期。希腊历法中根本没有卡连德日。因此，延缓到希腊的卡连德日，就等于说无限期地推迟，永无实现之日。——127。



[83]激进民主派是俄国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组织，1905年11月成立。该派采取介乎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之间的立场，曾出版过一号《激进报》。该派提出过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但也容忍内阁对议会负责的立宪君主制。在土地问题上，该派主张无偿没收国家、皇室、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而对私有主土地的没收则给予最低限度的补偿。1906年初激进民主派组织瓦解，其成员加入了半立宪民主党的刊物《无题》周刊和《同志报》。——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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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宗教

（1905年12月3日〔16日〕）

现代社会完全建筑在地主资本家阶级极少数人对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剥削上面。这种社会是奴隶占有者的社会，因为一生为资本做工的“自由”工人“有权”支配的仅仅是生产利润的奴隶赖以活命、从而使资本主义奴役制得以存在和延续的那一点生活资料。

对工人的经济压迫，必然会引起和产生对群众的各种政治压迫和社会屈辱，使他们在精神生活方面变得粗俗和愚昧。工人固然可以多少争得一点政治自由来为自身的经济解放而斗争，但是，在资本的政权未被推翻以前，任何自由都不会使他们摆脱贫困、失业和压迫。宗教是一生为他人干活而又深受穷困和孤独之苦的人民群众所普遍遭受的种种精神压迫之一。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对于辛劳一生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向他们廉价出售进入天国享福的门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坏了自己做人的形象，不再要求多少过一点人样的生活。

但是，奴隶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奴役地位，并且站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他就有一半已经不再是奴隶了。现代的觉悟工人，受到了大工厂工业的教育和城市生活的启发，轻蔑地抛弃了宗教偏见，把天堂生活让给僧侣和资产阶级伪善者去享受，为自己去争取人间的美好生活。现代无产阶级正在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社会主义吸引科学来驱散宗教的迷雾，把工人团结起来为美好的人间生活作真正的斗争，从而使他们摆脱对死后生活的迷信。

应当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句话通常是用来表示社会主义者对待宗教的态度的。但是，这句话的意义必须正确地说明，以免引起任何误解。就国家而言，我们要求宗教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就我们自己的党而言，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国家不应当同宗教发生关系，宗教团体不应当同国家政权发生联系。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就是说，象通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做一个无神论者。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在正式文件里应当根本取消关于公民某种信仰的任何记载。决不应当把国家的钱补贴给国家教会，决不应当把国家的钱补贴给教会团体和宗教团体，这些团体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与政权无关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联合会。只有彻底实现这些要求，才能结束以往那种可耻的、可诅咒的现象：教会农奴般地依赖于国家，而俄国公民又农奴般地依赖于国家教会；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的法律（这种法律至今还列在我国的刑法和刑事法规中）仍然存在，并且仍然有效，这种法律追究人是否有信仰，摧残人的良心，把官位和俸禄同布施某种国家教会劣质酒联系起来。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这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现代国家和现代教会提出的要求。

俄国革命应当实现这个要求，这是政治自由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俄国革命在这方面有着特别有利的条件，因为警察农奴制的专制制度的令人作呕的官僚习气，甚至在僧侣中间也引起了不满、骚动和愤慨。不论俄国的正教僧侣多么闭塞无知，现在，俄国中世纪旧制度崩溃时的巨响也把他们惊醒了。连他们也要求自由，反对官僚习气和官僚专横，反对警察对“上帝的仆人”进行强制的搜查。我们社会主义者应当支持这种运动，使僧侣阶层中那些正直和诚实的人士的要求彻底实现，抓住他们关于自由的言论，要求他们坚决割断宗教和警察之间的任何联系。如果你们是诚意的，那你们就应当主张教会与国家、学校与教会完全分离，彻底地无条件地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如果你们不接受这些彻底的自由要求，那就说明你们仍旧是宗教裁判传统的俘虏，仍旧依赖于官位和俸禄，说明你们不相信你们的武器的精神力量，你们继续接受国家政权的贿赂。这样，全俄国的觉悟工人就要毫不留情地向你们宣战。

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我们的党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觉悟的先进战士的联盟。这样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我们要求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以便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我们建立自己的组织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目的之一，也正是为了要同一切利用宗教愚弄工人的行为进行这样的斗争。对我们来说，思想斗争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党的、全体无产阶级的事情。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党纲中宣布我们是无神论者呢？我们为什么不禁止基督教徒和信奉上帝的人加入我们的党呢？

要答复这个问题，就应当说明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宗教问题的提法上存在非常重要的差别。

我们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因此，要说明我们的党纲，就必须同时说明产生宗教迷雾的真正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我们的宣传也必须包括对无神论的宣传；出版有关的科学书刊（直到现在，这些书刊还遭到农奴制的专制政权的查禁）现在应当成为我们党的工作之一。我们现在必须遵从恩格斯有一次向德国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建议：翻译和大量发行18世纪的法国启蒙著作和无神论著作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3—584页。——编者注］

 。

可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因此而“从理性出发”，离开阶级斗争去抽象地、唯心地来提宗教问题，——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常常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束缚。如果无产阶级本身的反对资本主义黑暗势力的斗争没有启发无产阶级，那么任何书本、任何说教都是无济于事的。在我们看来，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的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对虚幻的天堂的看法上的一致更为重要。

因此，我们在我们的党纲中没有宣布而且也不应当宣布我们的无神论。因此，我们没有禁止而且也不应当禁止那些还保存着某些旧偏见残余的无产者靠近我们党。我们永远要宣传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必须跟某些“基督教徒”的不彻底性进行斗争。但是这决不是说，应当把宗教问题提到它所不应有的首要地位，决不是说，为了反对那些很快就会失去任何政治意义、很快就会被经济发展进程本身抛到垃圾箱里去的次要的意见或呓语，而分散真正革命斗争的、经济斗争的和政治斗争的力量。

各地的反动资产阶级早就打算，而我国资产阶级现在也开始打算煽起宗教仇视，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这方面来，使他们不去关心真正重要的和根本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是在革命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全俄无产阶级目前正在实际解决的问题。这种企图分散无产阶级力量的反动政策，今天主要表现为黑帮对犹太人的屠杀，明天也许有人会想出某些更巧妙的新花样。我们无论如何要沉着地、持久地、耐心地宣传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科学的世界观，以此来抗击这种反动的政策，决不要挑起无关紧要的意见分歧。

就国家而言，革命的无产阶级力求使宗教成为真正的私人事情。在将来已经肃清中世纪霉菌的政治制度中，无产阶级必将为消灭经济奴役，即消灭宗教对人类愚弄的真正根源而进行广泛的，公开的斗争。





	载于1905年12月3日《新生活报》第2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42—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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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墨尔福斯“多数派”代表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84]


（1905年12月12—17日〔25—30日〕）

1.代表会议认为：农民运动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这个运动（它破坏农奴制的残余并且在农村建立自由的资产阶级关系）的革命性质和真正社会经济实质的基本的原则性的观点是正确的；代表会议认为我党的土地纲领需要作如下修改：取消关于割地的条文，增加这样一段话：党支持农民的各项革命措施，直到没收全部国家的、教会的、寺院的、皇族的、皇室的和私有的土地，党认为自己的主要的和经常的任务是，建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的组织，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利益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势不两立的，指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即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和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

2.代表会议希望，从土地纲领中删掉归还赎金和用所归还的赎金建立特别基金的要求。把没收国家、寺院等土地的要求另列一项。





	1905年12月同代表会议的其他决议一起用胶版印成单页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48—149页

















　［84］这是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起草的决议，为会议所通过。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05年12月12—17日（25—30日）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告全党书，布尔什维克原计划于1905年12月10日（23日）提前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以研究全俄十月总罢工所造成的革命形势和基层党组织强烈要求解决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统一的问题。但是，由于铁路罢工以及十二月武装起义已经开始，许多组织不可能派出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到会的代表遂改开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会议的有26个组织的41名代表。列宁当选为会议主席。埃·李·古列维奇（斯米尔诺夫）作为孟什维克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会议的议程是：各地方的报告；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报告；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部分的统一；关于党的改组；土地问题；关于国家杜马。



在代表会议上列宁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代表会议主张恢复党的统一，根据平等原则合并双方负责实际工作的中央机构和中央机关报，合并平行的地方组织。代表会议委托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召开统一代表大会。



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改组的决议，建议广泛实行选举制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认为只有在遇到无法克服的实际障碍时才允许不实行这一原则。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修改土地纲领的决议。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决议，这个决议是由列宁、列·波·克拉辛、斯大林、梅利西托夫、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组成的委员会制定的。



由于莫斯科武装起义已在进行，根据列宁的建议，会议匆促结束工作，以便代表们回到各地参加起义。



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发表于1905年12月29、30、31日（1906年1月11、12、13日）《评论报》第21、22、23号和1906年1月4日（17日）《青年俄罗斯报》第1号，并由中央委员会印成了单页。——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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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政党及其在目前形势下的任务[85]


（1905年12月底）

大学生在俄国解放运动中的一般任务，已经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屡次说明过，因此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就不准备谈了。对于社会民主党学生党员，既没有必要证明工人运动的主要作用和农民运动的巨大意义，也没有必要证明知识分子帮助这两种运动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是仔细考虑过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后才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并且准备把自己锻炼成工人政党的名副其实的党员。

我们打算扼要地谈一谈目前另一个具有很大实践意义的问题。

伟大俄国革命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事态的发展彻底揭穿了10月17日宣言的全部虚幻性。立宪幻想已成泡影。反动势力大肆猖獗。专制制度非但全面恢复，甚至还由于从杜巴索夫起到基层警察为止的这批地方官僚的专横跋扈而“变本加厉”了。

国内战争在激烈进行。政治罢工，作为一种过时的运动形式，开始失去作用，它已经陈旧了。例如，彼得堡的筋疲力尽的工人，不能再进行十二月罢工。另一方面，整个运动目前虽然遭到反动势力的镇压，但是无疑已经发展到更高的阶段。

英勇的莫斯科无产阶级表明了进行积极斗争的可能性，并且吸引了那些至今被认为即使不是反动的也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城市居民阶层的群众参加斗争。莫斯科事件[86]只不过是俄国各地已经决口的“洪流”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而已。新的发动形式所面临的是非常艰巨的、显然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任务。但是全体人民现在已经十分清楚而明确地了解这些任务；运动日益高涨、坚强、经受了锻炼。这一成果是任何力量也不能从革命手中夺去的。

杜巴索夫的大炮使更多的人民群众以空前的规模投入了革命。改头换面、丑态百出的杜马，比旧的布里根杜马更早地遭到了先进战士的极大仇视和资产阶级的无比怀疑。

目前究竟怎样呢？

我们还是正视现实吧。现在摆在面前的新工作，就是掌握和领会新的斗争形式的经验，在运动的主要中心地区准备和组织力量。

要是能象先前那样把无产者分散的发动各个击破，那对政府是最为有利了。因此政府打算立即诱使工人在彼得堡、在对工人最不利的条件下起来战斗。但是，工人并没有上当，他们善于坚持自己的道路，独自准备进行全俄国的新的发动。

进行这样的发动是有力量的：力量的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只有一小部分力量卷入了十二月事件的洪流。运动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是远远不够的。

请读一读资产阶级温和派和黑帮派的报刊。任何人，甚至连《新时报》都不相信政府所吹嘘的把一切尚在萌芽状态的新的积极发动都立刻镇压下去了。任何人也不怀疑，农民这个蕴藏着巨大能量的易燃物，要到春天才会真正爆发起来。任何人都不相信政府真心想召开杜马；而且也不相信它能够在高压手段、因循习气、官样文章、无法无天和黑暗的旧制度之下召开杜马。

不是革命者的狂热（在坚决发动这个问题上狂热是百倍危险的），而是连反对革命的人都承认的那些明显的事实，证明政府在莫斯科取得的“胜利”使它的处境比10月以前更危急了。

农民起义在蓬勃发展。财政即将破产。金本位制就要崩溃。即使欧洲的反动资产阶级愿意帮助专制制度，5亿卢布的赤字也无法弥补。凡是能够用来对付革命的军队统统出动了，然而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的局势依然迟迟不能“平定”。10月17日以后在陆海军中爆发的十分明显的骚乱，当然不会因为在全俄国对争取自由的战士使用暴力而平息下去。遣返俘虏和运回满洲军，意味着这种骚乱更加剧烈。动员新的军队来反对国内敌人，会给专制制度带来新的危险。莫斯科的“胜利”非但没有解决危机，反而扩大和加剧了危机。

摆在工人政党面前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打倒立宪幻想！应当把一切新的、靠近无产阶级的力量聚集起来。应当把11月和12月这两个伟大革命月份的“经验总结起来”。应当针对已经恢复的专制制度重新采取相应的对策，应当善于在必要的地区重新转入地下状态。应当更明确更切实地提出新的积极发动的巨大任务；要更坚定、更有步骤、更顽强地准备发动；要尽可能地保存被罢工斗争弄得疲惫不堪的无产阶级力量。

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外省跟着首都。俄国中心地区跟着边区。城市小资产阶级跟着无产阶级。乡村跟着城市。反动政府想要完成它那野心勃勃的任务是注定要失败的。伟大的俄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结局，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在1906年春季到来以前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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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

（1905年底或1906年初）

（1）工人运动推动无产阶级立即处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之下， 唤醒了
 自由派资产阶级，这是1895年至1901年和1902年的事情。　　

（2）工人运动过渡到公开的政治斗争，并且把政治上觉醒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激进派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 联合起来
 ，这是1901年和1902年至1905年的事情。　　

（3）工人运动发展成直接的 革命
 ，而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结成立宪民主党，想采取同沙皇政府妥协的办法来阻止革命，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 激进
 分子则倾向于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继续进行革命
 ，这是1905年（特别是年底）的事情。　　

（4）工人运动在自由派消极观望而 农民
 积极支持的情况下，在民主革命中正在取得胜利。加上激进派的、共和派的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相应的阶层。农民起义正在取得胜利，地主的政权被摧毁。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5）在第三个时期观望、在第四个时期消极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直接变成反革命势力，并且组织起来想要夺取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在农民中，整个富裕农民阶层和很大一部分中等农民也“聪明起来”，安静下来，转到反革命方面去，以便从无产阶级和同情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手中夺走政权。　　

（6）在第五个时期所形成的关系的基础上，新的危机和新的斗争发展和加剧起来，这时无产阶级已在进行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维护民主主义成果的斗争。 
如果

 没有 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援，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正象1849—1850年的德国革命党或者1871年的法国无产阶级遭到失败一样。　　

因此，在这个阶段里，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加上一部分中等农民）组织反革命。俄国无产阶级 加上
 欧洲无产阶级则组织革命。　　

在这种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取得第二次胜利。事业已经不是没有希望。第二次胜利将是 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
 。　　

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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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抵制国家杜马？

——“多数派”的行动纲领

（1906年1月）

工人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在统一起来。党的两个部分正在进行合并，并且正在筹备已经宣布召开的党的统一代表大会。

然而党的这两个部分在国家杜马问题上还存在着意见分歧。全体党员对这个问题都应该有明确的了解，这样才能自觉地选举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才能按照全体党员的意愿而不是仅仅按照目前的党的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的意愿来谋求争论的解决。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一致认为现在的杜马是人民代表机关的一个可怜的冒牌货，应该反对这种骗局，应该为准备武装起义来召开由全体人民自由选出的立宪会议。

争论的焦点是对待杜马的策略问题。孟什维克说：我们党应该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布尔什维克说：应该积极抵制杜马。我们在这份传单中所要阐述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在最近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26个组织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反对参加选举的决议 
［注：见本卷第149—150页。——编者注］

 。

积极抵制杜马是什么意思呢？所谓抵制就是拒绝参加选举。无论杜马代表的选举，还是复选人或初选人的选举，我们都不参加。所谓积极抵制并不是简单地置身选举之外，而是广泛地利用选举集会来进行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所谓利用这些集会，就是既通过合法的手段（进行选民登记）也通过非法的手段参加这些集会，在会上阐述社会主义者的全部纲领和观点，揭露杜马的全部虚假性，号召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

我们为什么拒绝参加选举呢？

这是因为，如果参加选举，我们就会无意中增强人民对杜马的信任，从而削弱我们反对冒牌人民代表机关的斗争力量。杜马不是议会，而是专制政府的一个诡计，我们应该揭穿这个诡计，拒绝参加任何选举。

这是因为，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参加选举，我们就应该参加到底，一直到选举杜马代表为止。资产阶级民主派，例如《国民经济》[87]的霍茨基，都劝我们为了这个目的而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竞选协议。但是现在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拒绝同他们达成协议，都了解到杜马不是议会，而是警察当局的新骗局。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不能由于参加选举而给党带来好处。没有鼓动的自由。工人阶级的政党受到歧视。它的代表被非法逮捕，它的报纸被查封，它的集会被禁止。党在选举中不能合法地打出自己的旗帜，不能公开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因为不想把他们交给警察局。在这种形势下，革命地利用不进行选举的集会，要比参加进行合法的选举的集会更能够达到我们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目的。

孟什维克拒绝参加杜马代表的选举，可是愿意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这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可以由这些人建立一个人民的杜马，或者建立一个类似全俄工人（和农民）代表苏维埃那样的自由的不合法的代表机关吗？

我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既然需要的是自由选出的代表，那么为什么在选举这些代表的时候还要考虑到什么杜马呢？为什么要让警察局弄到我们的初选人的名单呢？既然原来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还存在（例如在彼得堡），那为什么还要按新的方式来建立新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呢？这样做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这样做会使人们产生不正确的幻想，似乎这些正在衰落和瓦解的苏维埃通过新的选举，而不必通过重新准备起义和扩大起义就可以活跃起来。为了达到起义的目的而规定在合法日期进行合法的选举，这简直太可笑了。

孟什维克把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参加议会、甚至参加最坏的议会当作借口。用这个作借口是不对的。要是议会，那我们也同样参加到底。但孟什维克自己也明知杜马不是议会，他们自己也拒绝参加杜马。有人说，工人群众已经厌倦了，希望趁合法选举的机会喘一口气。然而党不能够也不应该根据某些中心地区工人的暂时的厌倦情绪来确定自己的策略。这样做就是毁灭党，因为厌倦的工人只会使一些损害党的威信的没有党性的人当选。应该顽强地、耐心地进行自己的工作，珍惜无产阶级的力量，同时也不要丧失信心，要相信情绪低落是暂时的，工人一定会比在莫斯科更加坚强、更加勇敢地行动起来，一定会把沙皇杜马扫除掉。让那些思想不开展的和愚昧无知的人去参加杜马吧，党决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同这一帮人联系在一起。党要对他们说：你们亲身的生活经验会证实我们的政治预言是正确的。你们会通过亲身的经验看到这种杜马是怎样的骗局，在你们认清了党的忠告是正确的以后，你们就会回到党这一边来的。

孟什维克的策略是自相矛盾和前后不一致的（参加选举，但是不参加杜马的选举）。这种策略对于一个群众性的党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不是给人们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而是给人们一个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答案。这种策略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如果初选人名单落到警察局手里，党就会遭到严重的损失。最后，这种策略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孟什维克在集会上提出我们的纲领，结果势必变为非法地利用不进行选举的集会，而不是参加合法的选举。由于存在警察的迫害，必然会迫使参加集会的孟什维克从孟什维克的参加选举的策略转向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地利用集会的策略。

打倒杜马！打倒警察当局的新骗局！公民们！用重新准备武装起义来纪念莫斯科殉难的英雄们！自由选举出来的全民立宪会议万岁！

这就是我们的战斗口号。也只有积极抵制的策略才是符合这些口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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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1906年1月）

12月11日法律[88]又把我们对待杜马的策略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参加杜马选举还是不参加杜马选举呢？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刊在热烈地谈论这个问题。不久前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组织的代表会议也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次代表会议是代替中央委员会已经确定和宣布召开的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有26个组织的代表，其中有14名工人代表是由4000多名有组织的党员选出来的。由于铁路罢工、莫斯科起义和全国各地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变，代表大会没有开成。到会的代表举行了“多数派”代表会议，代表会议也讨论了杜马的选举问题，对它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也就是决定不参加选举。下面是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有关这个问题的部分：


　　“专制政府自10月17日以来，一直践踏无产阶级争得的公民的各种基本自由。政府用大炮和机枪屠杀争取自由的工人、农民、士兵和水兵，把全国淹没在血泊中！政府不顾全国人民提出的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企图用12月11日的法律再一次欺骗无产阶级和农民，以延缓自己的最后灭亡。12月11日的法律实际上是排斥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使他们不能参加国家杜马，企图事先用各种欺骗手段并在警察控制下来保证剥削阶级中的黑帮分子在杜马中取得优势。

代表会议相信俄国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一定会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这一次以及其他任何伪造人民代表机关的勾当，来回答新的沙皇法律。

代表会议认为，社会民主党应该努力搞垮这种由警察控制的杜马，拒绝以任何方式参加杜马。”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20—121页。——编者注］







　　接着决议建议所有的党组织广泛地利用选举集会，但是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听从警方摆布，无论什么样的选举都参加，而是为了扩大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鼓动各阶层人民同专制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只有彻底战胜专制制度以后，才能召开真正自由地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的会议。这个决定是否正确？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研究可能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赞成参加杜马的人可能把下述情况当作理由：现在工人已经获得参加杜马选举的某些权利，宣传鼓动的自由比8月6日的法律所允诺的“第一届”布里根杜马时代有所扩大。此外，还考虑到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后，需要有一个重新积聚力量准备力量的暂时的沉寂时期，这样，上述考虑自然使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少数派”一直倾向于参加选举，至少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这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不应该参加国家杜马，应该到选举复选人为止，但是必须利用提供的在工人选民团中选举的机会对无产阶级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组织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

关于这些论点我们首先要指出，从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观和社会民主党策略的一般基本原则得出这些论点是十分自然的。我们“多数派”的代表，应该承认这一点，以免陷入派别争论的极端，从而危害党所绝对需要的统一大业。我们必须重新实事求是地讨论策略问题。尽管事态的发展已经证明我们对待8月6日的杜马的策略是正确的，那一届杜马真的被无产阶级搞垮、抵制并且清除掉了，那也不能因此而贸然得出结论说，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搞垮新的一届杜马。现在的形势同那时不一样，应该仔细权衡赞成参加杜马和反对参加杜马的理由。

我们已经简单扼要地叙述了赞成参加杜马的一些在我们看来是主要的理由。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反对参加杜马的理由。

新的一届杜马无疑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讽刺。我们如果参加选举，就会使人民群众误解我们对杜马的估价。

现在没有宣传鼓动的自由，集会被驱散，代表被逮捕。

如果我们上了杜巴索夫“立宪制度”的圈套，就不可能在群众中树起党的旗帜，就会为了一点小利而削弱党的力量，因为我们的候选人进行“合法”活动就等于向警察局提供现成的逮捕名单。

俄国大部分地区正激烈地进行着国内战争。沉寂时期只能是暂时的。必须一再地重新进行准备。把这种情况同按照12月11日的法律参加选举调和起来，这对我们党是不妥当的，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即使我们愿意“按照法律”参加选举，我们也做不到，因为斗争的形势不允许这样做。个别的例外当然是可能的，然而为了这些例外而引起全俄无产阶级策略上的紊乱和不统一，那是不明智的。

在杜巴索夫和杜尔诺沃的操纵下按照12月11日的法律选举杜马代表，纯粹是一种议会游戏。无产阶级参加这种游戏是不体面的。

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的策略应该是简单明了和直截了当的。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而不参加杜马代表的选举，这种策略会使问题的答案变得模糊不清和模棱两可。一方面承认按照法律进行选举的合法形式，另一方面又使这个法律“不能生效”，因为选举的目的不在于实施这一法律，不在于选派杜马代表。一方面开始选举运动，另一方面又在确定杜马直接成员这个最紧要的（就整个选举过程来说）关头中断选举运动。一方面，工人使自己的选举（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受到荒谬的和反动的12月11日法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工人参加这次选举显然不能充分地和正确地反映无产阶级的先进意图，而又指望工人参加这一选举能担负起不通过杜马（而是采取某种不合法的代表机关，或者不合法的杜马，或者人民杜马等等的形式）来实现这些先进意图的任务。结果会是毫无意义，因为这是根据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选举权来选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议会。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自己选举出来的，他们没有按照警方的“合法形式”进行选举。这些苏维埃的代表被逮捕的事实给工人上了十分重要的一课。这些逮捕向他们指明：轻信伪立宪制度是多么危险，没有革命力量的胜利，“革命自治”是多么脆弱，临时的非党组织是多么单薄，这种组织有时可以补充巩固的、持久的战斗的党组织，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取而代之。两个首都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所以会垮掉，就是因为它们缺少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这样坚强的支柱。如果我们用复选人或初选人会议来代替这些苏维埃，那就是用口头上的支柱来代替战斗的支柱，用影子议会的支柱来代替革命的支柱。这等于画饼充饥。

其次，我们参加选举就会使无产阶级用错误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民主派还会再分化。温和的自由派（立宪民主党）竭力主张参加选举。激进派倾向于抵制。这种分化的阶级背景是很清楚的：资产阶级右翼想通过杜马同反动派妥协，资产阶级左翼想同革命结成联盟，或者至少支持革命（请回忆一下协会联合会附和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府财政危机的宣言一事[89]）。抵制的策略将确立无产阶级对待革命的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鲜明正确的态度。参加选举的策略会造成极大混乱，使无产阶级分不清谁是自己最亲密的同盟者，谁是自己的敌人。

最后，通过抵制至少也可以实现参加选举所要达到的实际目的。衡量无产阶级的力量、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保证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人选民团中的优势，所有这一切通过革命地利用选举集会也完全可以办到，无需参加选举，既不须要选举“初选人”，也不须要选举“复选人”。集中力量去参加滑稽可笑的合法选举，反而不大可能办到这一切，因为连我们自己也不承认选举的目的，而让警察局得知底细对我们是十分不利的。实际结果可能几乎总是革命地利用选举集会，而不是参加选举，因为工人不接受警方的限制，不排斥“外人”（应读作社会民主党人），不遵守选举条例。客观形势即革命形势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在“选举”集会上不是进行选举，而是进行选举以外的，同选举相对立的党的宣传鼓动，也就是进行所谓“积极的抵制”。不管我们对事情怎样看待，不管我们怎样说明我们的观点，不管我们提出怎样的保留条件，只要参加选举就势必会产生用杜马代替立宪会议、通过杜马召开立宪会议等等的思想。一方面指出杜马这个代表机关的欺骗性和虚伪性，要求用革命的方法召开立宪会议，同时又参加杜马，这样的策略在革命时期只会使无产阶级迷失方向，只会给最不觉悟的工人群众和这些工人群众的领袖中的最没有良心、最没有原则的分子撑腰。我们可以声明我们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具有彻底的和最彻底的独立性，可以声明我们参加杜马带有纯洁的和最纯洁的党性，但是政治形势比一切声明都更有力。实际情况不会也不可能同我们的声明一致。在现在条件下参加现在的杜马，结果一定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实际执行的必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也不是党的工人的政策。

“多数派”代表会议提出的策略是唯一正确的策略。

“立宪民主党人”所持的立场就是这个结论的有趣的证明（间接的）。《人民自由报》在“临终前的”一号（12月20日）上，对这个又被提出的是不是参加杜马的问题发表了以下的意见[90]。最近的任务就是召开全民的立宪会议。该报认为这是已经得到证实的论点。由谁召开和怎样召开这个立宪会议呢？《人民自由报》认为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三种答案：（1）合法政府（或者事实上的专制政府）；（2）临时革命政府；（3）国家杜马这样一个“同政权竞争的政权”。不言而喻，“立宪民主党人”是同意第三种“解决办法”的，因此他们才坚持必须参加杜马。由于对政府不再抱任何希望，他们否定了第一种解决办法。在谈到第二种解决办法时，他们向我们提出了下面这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论点：


　　“现在正当起义遭到疯狂的血腥镇压的时候，能不能指望各革命政党至今仍梦寐以求的临时政府真正
 实现呢？坦率地说，绝对不能。这并不是因为不可能进行武装起义，莫斯科就提供了相反的证明；甚至也不是因为起义必定会被军队镇压下去，谁能预知未来的事情呢？不能指望临时政府，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
 ，甚至在起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临时政府也不会十分巩固，也不会有足够的威望把俄国大地的这座‘拆散了的大厦搭起来’。它一定会被来自社会内部的反革命浪潮冲垮。

俄国革命已经拖延了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经过这一段时期，革命已经明确地给自己选择了道路；应该坦率地说，这条道路不是走向武装起义，也不是走向临时政府。我们不要闭着眼睛不看现实。无论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农民或者无产阶级，都是革命的，但是这三种成分不可能
 在武装起义的旗帜下实行革命的合作。我们不去分析谁是谁非的问题，事实总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革命政党的所谓临时政府可能从哪些成分中产生呢？它会是什么样的呢？无产阶级专政吗？然而在今天的俄国谈无产阶级专政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特意把这些话完整地抄录下来，是因为这些话绝妙地、十分透彻地（这在“立宪民主党人”是少有的）道出了自由派资产阶级观点的实质。这些话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只要点一下就行了。既然证实现在举行武装起义是可能的，又不能事先证实起义没有成功的希望，那么“被反革命冲垮”这种反对意见的根据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可笑的借口。不遇到反革命的革命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现在连10月17日宣言也被反革命浪潮冲掉了，难道这就能证明立宪的要求没有生命力吗？问题不在于会不会有反革命，而在于经过长期的、必然有曲折起伏的战斗以后，谁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人民自由报》懂得，要估计各种社会力量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于是它作了估计，它承认无产阶级、农民和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是革命的。但是该报“断然宣布”：他们“不可能在武装起义的旗帜下进行合作”。为什么呢？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用一些毫无根据的空话来支吾搪塞。这个事实总还是事实；无产阶级起来了，农民也起来了，至少有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了他们的行列。该报既然承认武装起义是可能的（这一事实现在不需要任何人的承认），既然承认不能预言今后的所有爆发一定都会失败，那么该报的论断也就失去了任何根据。该报只好用歪曲事实的手法来替自己解围：它否认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社会主义专政的可能性，而我们说的却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一般说来，一定会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情和帮助这些阶级；还有就是关于组织水平和战斗力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重大问题，只有那些显然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才会随随便便否定地回答这个问题。

自由派地主的立场是很清楚的。他们之所以愿意参加杜马，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参加革命斗争。他们之所以希望召开杜马，正是因为他们不希望用革命的手段召开立宪会议。他们之所以喜欢杜马，正是因为他们喜欢妥协。可见，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对待杜马的不同态度，十分清楚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不同的阶级立场。顺便提一下，“立宪民主党的”报纸被查封，自由派的全部合法报刊也是奄奄一息，这清楚地说明，在国内战争激烈进行的时期，迷恋妥协和杜马是没有希望的。这些报刊每天都列举一大堆事实，证明杜马这个代表机关完全是个骗局，证明根本不可能进行比较自由的宣传鼓动，根本不可能进行比较正常的选举。革命和反革命的形势比任何论据都更有力地驳斥了出于斗争的目的而参加杜马的幻想，比任何论据都更有力地证实了积极抵制策略的正确性。

最后还要谈一谈，当前，在两个派别正在合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走向完全统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安排在党内开展积极抵制杜马的宣传工作。

合并是必要的。应该促进合并。要达到合并的目的，就必须以同志式的态度同孟什维克进行策略上的斗争，尽力说服全体党员，在论战中要实事求是地说明赞成和反对的理由，说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它的阶级任务。合并并不是要我们把策略上的分歧掩盖起来，也不是要我们不彻底、不清楚地阐明我们的策略。决不是这样。必须为我们认为正确的策略进行公开的、直接的、坚决的、彻底的（也就是一直进行到党的统一代表大会）思想斗争。在统一的党内，决定党的直接行动的策略应该只有一个。这个统一的策略应该是大多数党员的策略：当多数已经完全形成的时候，少数在自己的政治行动上必须服从多数，同时可以保留在新的一届代表大会上进行批评和为解决问题而进行鼓动的权利。

根据我党目前的形势，两派都同意召开统一代表大会，两派都同意服从代表大会的决定。统一代表大会即将制定党的统一策略。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加速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尽最大的努力使全体党员对于在参加杜马问题上的策略分歧有一个明确的了解，使全体党员充分知道情况，充分考虑双方的理由，再自觉地而不是任意地选出参加统一全党和统一我们的策略的共同代表大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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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2卷


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91]


（1906年2月7日〔20日〕）

俄国社会民主党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戒严，枪杀、死刑，关满了人的监狱，受饥饿折磨的无产阶级，由于许多秘密据点遭到破坏以及缺乏合法据点而加重了的组织上的紊乱，最后，同恢复党的统一这一艰巨工作同时进行的关于策略问题的争论，——所有这一切必然会造成党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的涣散。　　

召开党的统一代表大会是克服这种涣散状态的正式手段，我们深信党的全体工作人员一定会尽一切努力使这次代表大会早日召开。但是在进行召开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造成涣散的更深刻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提出来，让全体党的工作人员进行十分认真的讨论。关于抵制国家杜马的问题，实质上只不过是重新审查党的整个策略这个重大问题中的一小部分。而重新审查党的策略问题也只是俄国目前形势和俄国革命目前历史阶段的意义这个重大问题中的一小部分。　　

由于对目前时局有两种不同的估计，才出现两条不同的策略路线。一部分人（例如，见列宁发表在《青年俄罗斯报》[92]上的文章 
［注：见本卷第137—140页。——编者注］

 ）认为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只不过为新的更坚决的武装斗争打下基础和准备条件。认为这一时期的意义在于打破立宪幻想。认为革命的这两个伟大月份（11月和12月）是和平总罢工发展为全民武装起义的时期。全民武装起义的可能性已经得到了证实，运动已经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广大群众已经积累了争取今后起义胜利所必需的实践经验，和平罢工已经过时了。应该更仔细地收集这方面的经验，让无产阶级聚集一切力量，坚决丢掉任何立宪幻想和放弃参加杜马的任何主张，更顽强、更耐心地准备新的起义，巩固同农民组织的联系，因为他们在春季来到时一定会掀起更加强大的运动。　　

另一部分人对于时局有不同的估计。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他的《日志》[93]第3期、特别是第4期上，极其系统地论述了对时局的另一种估计，可惜他没有在所有问题上都把自己的看法完全说出来。　　

普列汉诺夫同志说：“不合时宜地发动的政治罢工已经引起了莫斯科、罗斯托夫等地的武装起义。看来，无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这种情况是不难预料的。所以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工人运动中的觉悟分子的实际任务是“向无产阶级指出他们的错误，向他们说明这种被称作武装起义的游戏的全部冒险性”。普列汉诺夫并不否认他想阻止这一运动。他提醒人们记住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成立的半年前曾经警告过巴黎的无产阶级不要轻率从事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85—294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说：“实际的生活已经表明我党最近几个月所奉行的策略是没有根据的。现在我们正处在新失败的威胁下面，我们必须掌握新的策略手段。……”“主要的是我们应该立刻加强对工会运动的注意。”——“我们很大一部分同志过分迷恋于武装起义的主张，因而没有能够比较认真地支持工会运动。……”“我们应该珍视非无产阶级反对党的支持，而不应该对反对党采取鲁莽举动，致使它们疏远我们。”普列汉诺夫也表示反对抵制杜马（然而他没有说明他是赞成参加杜马，还是赞成由复选人组成“孟什维克”所欣赏的“革命自治机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农村中进行选举的鼓动会把土地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党内的两派都主张夺取土地，他们的决议“现在已经到了贯彻的时候了”。　　

这就是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我们几乎完全是用《日志》编者本人的原话来叙述的。　　

我们希望读者看了这一番叙述能够确信，关于杜马策略的问题只不过是整个策略问题的一部分，而整个策略问题又从属于对目前总的革命形势的估计。策略分歧的根源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有一些人认为本来是不需要拿起武器的，他们号召大家弄清楚起义的冒险性，要求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会运动上去。他们认为第二次和第三次罢工以及起义是错误的。另一些人认为应该拿起武器，否则运动就不可能提到高级阶段，就不可能创造起义所必要的实际经验，就不可能摆脱单纯依靠和平罢工这种已经过时的斗争手段的局限性。因此，在前一种人看来，起义的问题实际上从日程上勾销了，至少在迫使我们对策略重新审查的新形势到来之前是这样。由此必然会得出要适应“立宪”（参加杜马和加强合法的工会运动中的工作）的结论。相反地，在后一种人看来，根据已经获得的实际经验，现在正是把起义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因为实际经验既证明军队是可以有办法对付的，又提出了更顽强地、更耐心地准备下次发动的直接任务。因此他们的口号是：打倒立宪幻想！把合法的工会运动放在一般地位上，无论如何不能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上。　　

显然，我们不应该从想采取哪一条行动路线的愿望出发，而应该从当前的客观条件和对社会力量的估计出发来探讨这个有争论的问题。我们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是错误的。说莫斯科起义“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样的估计是非常片面的。把起义问题从日程上勾销，实质上就是承认革命的时期已经结束，民主主义变革的“宪政”时期已经开始，打个比方说，也就是等于把俄国十二月起义的被镇压和德国1849年起义的被镇压相提并论。当然这不是说我国革命不可能有这样的结局，从目前反动派气焰十分嚣张的情况看来，甚至可以说这样的结局现在已经来临。如果客观的条件不允许举行起义，那么坚决放弃起义的念头要比浪费力量去作新的毫无结果的尝试更合理些，这也是无可怀疑的。　　

但是这样做就是过早地给目前既成形势下结论，并把这一形势视为整个时期的规律。难道我们没有看见革命每前进一大步，反动派就更加疯狂吗？尽管这样，难道革命运动不是经过一定的暂息时间就又更加猛烈地高涨起来吗？专制制度并没有向整个社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要求让步，相反地，它在开倒车，从而引起了那些曾经庆贺起义被镇压下去的资产阶级的抗议。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远没有耗尽。经济危机和财政混乱与其说在趋于缓和，不如说正在扩大和加深。甚至极端敌视起义的资产阶级“法制派”机关报也承认，现在对第一次起义的镇压还没有结束，新的爆发的可能性就已经存在了。 
［注：例如保守的资产阶级《言论报》（1月25日第364号）写道：“时常听到坚决拥护中派的人说，当然还是羞羞答答地和不大肯定地说，没有革命政党所准备的新的爆发，就不可能实行必要的完整无缺的改革……指望由上面用和平方法实行改革的念头现在几乎已经打消了。”］

 杜马这出闹剧的真面目现在愈来愈清楚了，我党参加选举的企图是枉费心机的，这一点也愈来愈无可怀疑了。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起义的问题从日程上勾销，那就是鼠目寸光，就是随波逐流的奴才习气。你们看看普列汉诺夫是多么自相矛盾，他一方面热情地建议贯彻鼓动农民夺取土地的决议，同时他又抱定宗旨避免对反对党采取鲁莽举动而使他们离开我们，幻想在农村的选举鼓动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土地问题。可以肯定地说，自由派地主会原谅你们的千百万次的“鲁莽举动”，但是决不会原谅夺取土地的号召。难怪连立宪民主党人也说他们赞成用军队镇压农民起义，不过军队要由他们而不是由官僚机构来掌握（见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在《法学》[94]上的文章）。土地问题过去、现在、将来都不是通过杜马，也不是通过警察参与下进行的选举而提出来的，可以肯定地说，在选举鼓动中也同样永远不会“直截了当地”提出土地问题。　　

我们完全拥护夺取土地的口号。但是，如果夺取土地不是意味着武装起义的胜利，那么它就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因为现在反对农民的不仅有军队，而且还有地主雇用的志愿兵。我们鼓动农民夺取土地，也就是号召他们起义。然而，如果我们不把希望寄托在城市工人的起义上，寄托在工人对农民的支援上，难道我们有权这样做吗？除非我们只说革命的空话。如果农民行动起来了，开始夺取土地了，而工人却由于没有战斗组织只能靠受警察保护的工会来给予协助，那真是莫大的讽刺。　　

不，我们没有理由把起义的问题从日程上勾销。我们不应该从目前反动时期的情况出发重新调整党的策略。工人、农民、士兵这三股分散的起义洪流最后一定会汇集成胜利的起义，对此，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失去信心。我们应该为此进行准备，当然我们也不拒绝利用一切“合法”手段来开展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但是我们决不对这些手段抱有幻想，夸大它们的效力和作用。我们应当搜集莫斯科、顿涅茨、罗斯托夫以及其他各地起义的经验，推广这种经验，顽强地耐心地准备新的战斗力量，并使这些力量在一系列的游击性战斗行动中受到训练和锻炼。新的爆发也许在春天还不会到来，但它一定要来的，大概为期不会太远了。我们应当武装起来，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使自己有能力采取坚决进攻的行动，迎接新的爆发。　　

我们在这里稍微离开本题来谈一谈战斗队的游击行动问题。我们认为，把游击行动同过去的恐怖手段相提并论是错误的。恐怖手段是向个人报复。恐怖手段是知识分子集团的密谋活动。恐怖手段同群众的情绪没有任何联系。恐怖手段根本不能培养出群众的战斗指挥员。恐怖手段是不相信起义和缺乏起义条件的产物，也可以说是这两种情况的症状和同伴。　　

游击行动不是报复，而是一种军事行动。游击行动并不是什么冒险，正如侦察队在主要战场沉寂时期骚扰敌军后方不是决斗和谋杀一样。至于社会民主党的两派早就在运动的一些主要中心组成的、以工人为主要成员的战斗队的游击活动，无疑同群众的情绪有最明显的和最直接的联系。战斗队的游击活动直接培养着群众的战斗指挥员。战斗队的游击活动现在不仅不是不相信起义和没有可能起义的结果，正相反，它是正在进行的起义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当然，在任何事情上随时都可能发生一些错误，可能试图在不恰当的时候进行不恰当的发动，也可能由于头脑发热而走向极端；这无疑总是有害的，会使正确的策略本身受到损害。但是事实上我们至今在俄国本土上的大多数运动中心的缺点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是我们战斗队的主动性不够，战斗经验不足，它们的发动不够果断。在这一方面高加索、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也就是说这些运动中心的运动对旧的恐怖手段摆脱得最彻底，起义准备得最充分，无产阶级斗争的群众性表现得最明显和最突出。　　

我们应该赶上这些运动中心。如果我们不只是在口头上表示愿意准备起义，并且承认无产阶级要认真准备起义，那么我们就不应该阻止而应该鼓励战斗队的游击行动。　　

俄国革命是从请求沙皇恩赐自由开始的。枪杀、反动和特列波夫阴谋并没有能够扼杀运动，反而促使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已经完成了第二个步骤。革命以力量迫使沙皇承认了自由。革命以手中的武器来捍卫这种自由。但是还不能一下子捍卫住这一胜利果实。枪杀、反动和杜巴索夫阴谋不会扼杀运动而会促使运动蓬勃发展。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决定革命结局的第三个步骤：革命的人民要为获得真正能够实现自由的政权而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我们不应该指望反对派的民主主义政党的支持，而应该指望革命的民主主义政党的支持。民主－革命的农民将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并肩作战。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艰巨的斗争，争取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争取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现在一切迹象表明，事态的发展使这场斗争临近了。让我们同心协力，务必使俄国无产阶级在新的浪潮到来时已经作好新的战斗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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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2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文献[95]


（1906年2月11日〔24日〕）


1　

在讨论关于郊区组织和维堡区组织

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资格合法性问题时的发言


（1）

　　已经通过的关于郊区组织的决定，把代表会议最初通过的关于普遍审查各代表资格的决定正式推翻了。郊区组织有56张选票值得怀疑，成问题的也只是这一点。委员会和区代表会议检查过选举情况；如果不相信彼得堡委员会关于郊区组织的决定，那么应该坚持同样原则，审查所有各区。
（2）

　　唐恩同志不懂得议会的策略。在西欧各国，常务委员会委员不会被剥夺提出议案的权利。
（3）

　　马尔托夫同志提出的问题涉及到形式方面；如果由于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你们就决定在这里审查一个区，那么对于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的其他各区也应该作出同样的决定。阿基姆同志认为，维堡区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代表会议既然通过了关于郊区组织的决定，那么也应该把这个决定应用到维堡区。
（4）

　　关于程序问题。既然彼得堡委员会已经认为郊区组织是完全合法的，那么马尔托夫同志建议撤销这个组织参加代表会议的资格，就使我感到惊讶了。
（5）

　　现在有两个提案：一是解决56张选票的问题，一是撤销整个郊区组织参加代表会议的资格。我要求进行表决。
（6）

　　我要求对下面这个问题进行表决：能否在这里剥夺部分彼得堡组织的代表权？
（7）

　　马尔托夫同志的提案不能付诸表决，他所提的问题只能由彼得堡委员会决定。
（8）

　　同志们，请想一想有人向你们提出的怪事。在讨论应当由整个彼得堡组织参加决定的重要问题时，竟有人突然向你们提议把构成很大一部分的郊区割掉。请想一想这件事。我认为这种表决是根本不能容许的。我要求表决：大会是否愿意表决马尔托夫同志的提案？
（9）

　　我要求先表决我的提案：大会是否同意表决马尔托夫同志的提案。
（10）

　　处理问题要冷静。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剥夺郊区组织在代表会议上的表决权；既然这个组织的代表资格是合法的，那么不参加现在的表决就是极不合法的；你们承认这个组织的代表资格是合法的，当审查这个组织的代表资格是不是合法时，它却没有参加表决；这个组织应该参加以后的一切问题的表决。
（11）

　　尼古拉同志提出了一个提案，他十分正确地称之为激进的提案；[96]如果提出了一个可以排除其他一切提案的提案，那么这个提案就应首先付诸表决。
（12）

　　会议认为马尔托夫同志所提的问题不应予以讨论，也无须进行表决。
2

　就彼得堡委员会的报告问题作的发言


（1）

关于反对马尔托夫所提的取消彼得堡委员会的报告的提案的发言

　　马尔托夫同志是错误的；他说不许提“又出来讲话”之类的意见，这是不对的。无论在什么会议上，可以提任何意见。至于报告，必须听完。报告总共只占15—20分钟的时间，否则有人会对我们说，在代表会议上，除了道义上的错误以外，还有法律上的错误（除了道义上的过失以外，还有法律上的过失）。报告一定要听完。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批准它，那就予以批准，如果你们认为没有必要，那就不予批准。
（2）

就彼得堡委员会的报告提出的建议

　　我想提出一个建议。阿基姆同志提到的关于批准报告的问题，可以不列入议程；我建议通过如下决议：“大会听取了彼得堡委员会的报告，认为代表会议的代表资格是合法的，认为代表会议是符合规定的，认为代表会议的决议是社会民主党彼得堡组织必须执行的。”
（3）

为建议辩护的发言

　　我同意，必须正式进行表决，但是我认为我的建议是最激进的，其他建议都是调和的。如果你们否决激进的建议，那就要表决调和的建议了。
3

　对抵制策略决议案的意见

如果由于决议案过长而使大会感到疲倦，那我是很抱歉的，但是既然我们想认真地辩论，就必须明确知道我们所批评的是什么。我所提出的决议案综合了早先在辩论时谈过的、而这里没有时间谈的一切问题，大会不能再延长了。如果没有时间讨论决议案，那么可以选出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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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第二次）文献

（1906年2月底）


1　

为抵制策略的决议案辩护的发言


（1）

　　决议案长了点——唐恩同志称之为“连祷文”——这是事实，但是这个缺陷可以由一个优点来弥补，即决议案分析了一切理由，否则就不能全面、正确地说明策略。为群众着想，决议要力求简短，但是这个决议案是对组织而不是对群众提出的。不是所有的条文都经过辩论，但是一切条文都曾经提到过。在政治鼓动中所运用的一切观点都必须加以发挥。根本谈不上什么多数压制少数，虽然失败者的处境确实是不妙的。可以提出以下的分工作为出路：你们去批评杜马，而我们去发展策略。没有任何人想强迫唐恩同志捍卫他所不赞成的条文。至于说这里有派性和论战的成分，这种指摘是毫无根据的。
（2）

　　在短决议案（马尔托夫提的）中是有论战成分的，但是你们为什么建议我们通过它，想使我们受人讥笑呢。在长决议的草案中似乎有一些理由没有经过无产阶级讨论。但是拉斯捷里亚耶夫工厂的工人用稻草人嘲笑了派代表参加杜马的想法[97]，大概他们同时也是考虑到农民的。
2　

对决议草案第2条、第3条和第6条修正案的意见


（1）

　　政府已经在作保证，但是革命会破坏这个保证。它在作保证，但没有保证得了。
（2）

　　你们使决议软弱无力，政府不仅在阻挠选举，而且在安插地方官当代表。
（3）

　　唐恩同志的修正意见是不确切的。“十月十七日同盟”[98]是一个反对党，可是没有遭到迫害。如果立宪民主党人遭到迫害，即使是无缘无故地遭到迫害，我们也应当保护他们。
（4）

　　“祖巴托夫政策”[99]——不仅是警察网罗不可靠分子的形式，它注意工人运动，它也是工人阶级的组织。“祖巴托夫政策”——这是真正俄国的发明。这个发明现在还在使用。杜马——这是警察玩的把戏，杜马中一点立宪的影子也没有。在这里，“祖巴托夫政策”这个词是个一般的比喻，因此这个词作为定义是不完整的。最后，我们说，这是 全俄的、国家的
 “祖巴托夫政策”的“新”形式。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同我们对待“祖巴托夫政策”的一贯策略是一致的。尽管参加祖巴托夫的会议，但我们从来不是它们的成员。
3　

在讨论决议草案第7条和第8条时的发言


（1）

　　唐恩同志关于更正事实的声明，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大新闻。直到现在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没有正式声明过“参加杜马”是可以允许的。[100]直到现在，甚至连帕尔乌斯和普列汉诺夫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再说，如果不考虑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对这个问题抱有这种看法，而不是别的看法，那对我们来说太狭隘了，对此我们是考虑到了，这个事实不是偶然的。我打算提出一个修正意见：把“所有”改为“绝大多数”。
（2）

　　我认为唐恩同志的正式声明特别有价值，这样的声明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它登在报刊上，因为直到现在报刊上还没有过这样的东西。如果有人把这样的意见强加在孟什维克身上，他们总是要提出抗议的。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传单肯定地说，党内两部分人一致认为不能参加杜马。[101]这是一个文件，我们决议案的这一条丝毫没有与文件相抵触的地方。唐恩对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是不正确的。他只是说“我反对抵制”，但是在最紧要的地方就止住不谈了。我们对情况是十分熟悉的，援引波尔塔瓦的例子也不能动摇我们关于无产阶级多数人对参加杜马问题的看法的意见。必须强调团结。
（3）

　　唐恩认为，既然要召开杜马，那就是1849年的重演。不对的。杜马是1847年的联合议会，我们是不参加1847年的联合议会[102]的。我认为必须注意卢那察尔斯基的意见。我认为必须回答三个问题：（1）多数派正确，这是不是事实？——是的；没有人能够反驳我们，人们说的一切是毫无根据的，更不能成为删掉根据事实提出的意见的充分理由；（2）对这个事实应不应该注意？——是应该注意的；（3）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如何看待这条理由所涉及的问题？——我可以肯定地说，编辑部认为参加杜马 是不可能的
 。我不认为这会触犯孟什维克同志们，直到现在，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人说过与唐恩同志相同的话。唐恩同志摇摆不定，我很不喜欢他这种态度。
（4）

　　有人说，以下各条文都充满了论战成分。不对，我们是不会追求这样的目的的。为什么不能参加杜马呢？因为，不管孟什维克同志对人民是怎么想的，人民会以为选举是值得的。我们不是谩骂，我们是分析原因。我们认为只选派稻草人是必要的。
4　

在表决决议草案第8条时的发言

关于对这项表决的原则性看法，我提出如下决议案。（列宁宣读决议案）

代表会议认为必须详尽地说明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关于不宜参加选举的决定的理由，这决不是为了同曾经是孟什维克的同志进行论战，也不是要败坏他们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的名誉，而是为了确切地、正式地阐明这个组织的多数人关于完全抵制的性质和意义的看法。


5　

给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书面声明


关于事实的声明
 。我声明，唐恩同志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我曾多次声明，报刊上没有与唐恩同志的声明相类似的论点，对这些声明他一个也驳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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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指1906年3月1日（14日）《我们的生活报》第382号记载的一件表明工人对杜马持嘲讽态度的事实。这号报纸在一篇题为《“稻草人”事件》的简讯中写道：“几天以前彼得堡机械厂工人扎了一个上面写着‘国家杜马代表’的稻草人，并推着它在工厂里跑。星期六，副检察长到工厂调查（！）此案。这位检察长在工厂待了几个小时，追查这场玩笑是谁开的。一直等到做夜班的上班并讯问了他们，但是看来毫无结果。”——173。



[98]十月十七日同盟即十月党，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俄国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174。



[99]祖巴托夫政策是20世纪初沙皇政府在工人问题上采取的一种政策，因其倡议者莫斯科保安处处长、宪兵上校谢·瓦·祖巴托夫得名。祖巴托夫政策是在俄国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变、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亲政府的合法工人组织，以诱使工人脱离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祖巴托夫分子力图把工人运动引入纯粹经济要求的轨道，并向工人灌输政府准备满足这些要求的想法。祖巴托夫在制定和实行这一政策时利用了伯恩施坦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思想。



1901年5月，保安处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个祖巴托夫组织——机械工人互助协会。同年夏季，祖巴托夫代理人（原为崩得成员）在明斯克和维尔诺建立了犹太独立工党。在1901—1903年间，彼得堡、基辅、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彼尔姆、敖德萨等地都建立了祖巴托夫组织。这些组织开会讨论过必须争取提高工人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等问题，甚至还提出过让工人购买企业的建议。革命报刊因此称祖巴托夫政策为“警察社会主义”。



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揭露祖巴托夫政策的反动性，同时也利用合法工人组织来吸引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在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宣传鼓动的影响下，祖巴托夫组织发起的多次罢工都转变成了反政府的政治行动。1903年爆发的南俄总罢工特别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沙皇政府于是屏弃了祖巴托夫建议的同革命运动斗争的方法。而祖巴托夫政策也为工厂主所反对。1903年夏，祖巴托夫组织被全部撤销。——175。



[100]在1906年2月底—3月初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第二次）上，孟什维克的首领费·伊·唐恩援引波尔塔瓦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立场，第一次公开声明可以参加杜马。而在此以前，孟什维克正式提出的是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选举、但是不参加杜马代表选举这样一个不彻底的口号。——176。



[101]指1906年1月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传单《告全党书》。传单说：“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联席会议……的讨论表明，两派代表对杜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了对抗政府伪造人民代表会议和用杜马顶替立宪会议的做法，必须象以前一样提出用革命办法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和最积极地准备武装起义。而按照这种观点，党参加选举运动的最后阶段即参加杜马代表本身的选举，在当前条件下是不能容许的。意见的分歧只在于党能否参加选举运动的前两阶段，即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176。



[102]联合议会即普鲁士王国各省议会的联席会议。1823年普鲁士王国各省建立了省的等级议会。8个省等级议会各选出一个委员会联合组成联合议会。1847年普鲁士王国遭到财政危机，需要征收新的赋税和发行新的公债，而根据1820年的一条法律，未经人民代表的同意发行公债和增税是不合法的。为解决当前财政困难，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7年4月召集了联合议会，作为尚未建立的人民代表机关的代替品。按照国王意见，联合议会只能同意发行公债和增税。它不能制定法律，而只能在立法方面起咨议作用。它只能在国王认为适当的时候召开，并只能讨论政府规定要讨论的问题。联合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在国王拒绝了他们的最低政治要求后，宣称他们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因此拒绝同意拨款。于是国王于6月解散了联合议会。——177。







《列宁全集》第12卷


告彼得堡市区和郊区全体男女工人书[103]


（1906年2月11日〔24〕以后）

工人同志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整个彼得堡市区和郊区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就国家杜马选举问题通过了党的委员会和各级地方组织都必须执行的最后的决定。尽管警察百般阻挠和施展阴谋诡计，工人们仍然召开了 120个小组会
 ，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参加讨论的有在我们党内形成的两种策略的代表。我们党的 2000多名工人党员
 和知识分子党员参加了这个问题的表决，并以1168票对926票（参加表决的总人数是2094名）的多数不仅 赞成完全抵制
 杜马，而且赞成完全抵制杜马的 一切选举
 。由各区选派代表（按参加表决的党员人数，每30名给1个代表名额）组成的代表会议，再一次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以36票对29票（有表决权的代表共65名）通过了拥护 积极抵制
 策略的 最后的
 决定。

可见，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现在，党组织的一切力量，同情社会民主党并且愿意接受党的决定的先进工人的一切努力，都应当用于向工人阶级和全体居民的最广大群众介绍社会民主党的决定，使群众普遍地正确了解觉悟的无产阶级给自己规定的目标，以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而选择的手段。

为什么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宣布完全抵制杜马、完全拒绝参加一切选举呢？

因为国家杜马是假杜马，是冒牌的人民代表机关。它不是人民的杜马，而是警察和地主的杜马。选举的规定不是一律平等，而是为了使地主和大资本家对工人和农民占有绝对优势。整个工人阶级中四分之三的工人完全被剥夺了选举权，其余的四分之一要经过三道筛选才能选出代表，首先选出初选人，初选人再选出复选人，而复选人（总共24名）必须与地主和资本家（100多名）一起选出杜马代表。

政府对农民的嘲弄更厉害。农民的代表要经过四道筛选：首先，各乡每10户选出1名代表（贫苦农民没有房屋和土地，因而被排除在这些选举之外）；然后由这些代表选出初选人；初选人选出复选人；复选人再选出杜马代表，而农民在省内的复选人总数中多半是占少数。

为什么要经过三四道筛选呢？为的是使工人农民不能把自己真正的代表选入杜马，为的是使支持工人农民的人不能进入杜马，为的是使一小撮依靠警察来掠夺全体劳动人民的黑帮地主和资本家能够冒充人民代表。

工人和农民们！不要相信警察和地主的杜马。那里集会的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人民的敌人，他们集会是为了更好地勾结起来反对工人和农民。请看一看周围的情况：难道工人和农民能够自由地把自己的真正代表选入杜马吗？难道警察政府不是未经法庭和审讯就随便逮捕优秀的工人和优秀的农民吗？全俄各地都在枪杀和处决为人民事业而斗争的农民。整个俄国遭到一伙身穿军装的没落贵族的穷凶极恶的掠夺。政府向我们许下的一切自由的诺言都遭到暴徒的践踏。所有牢狱都关满了争取人民自由的战士。

政府想用召开假杜马来欺骗人民。政府想通过地主的杜马再借一笔款来压迫人民，进行反对本国人民、反对农民和工人的战争。政府想使我们落入警察的圈套，要我们同意参加所谓杜马选举的骗局。

觉悟的工人是不会落入警察的圈套的。我们不参加一切选举，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对政府和全体人民说，我们不参加演出这出闹剧。我们不容许制造骗局。我们要向所有的人揭穿警察的谎言。我们告诫那些尚未识破骗局而指望杜马能给人民好处的工人和农民，如果他们仍然要参加选举，他们将会看到，能进入杜马的不是工人和农民的代表，而是符合警察需要的资本家和地主。我们号召全体工人和全体农民，号召一切正直的人士起来反对警察的骗局。

我们一如既往，还要为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而斗争。这种会议的选举，必须是自由的，一律平等的，不给地主和富人任何特权，不受官员和警察的任何干扰。只有自由选举的全民立宪会议，才能成为真正的杜马而不是假杜马。只有这种会议，才能在俄国建立良好的秩序，才能改善工人的生活，给农民以土地，给全体人民以自由。

10月17日，工人通过自己的斗争迫使政府许下给以自由的诺言。政府背弃了自己的全部诺言。现在工人将要更一致、更顽强地为人民的自由而斗争。工人不会因暂时的失败而灰心失望。工人知道，争取自由的斗争是艰巨的，但是自由的事业是全体人民的事业。自由的事业一定要胜利，斗争一定要更广泛地开展。工人会从所遭受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他们会更一致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政府。他们会积聚起新的力量。他们会向更广大的农民群众说明政府的一切欺骗行为以及同政府斗争的必要性。工人会跟农民一道起来推翻愚弄人民的警察暴徒的政府。

打倒警察和地主的假杜马！

自由选举的全民立宪会议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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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告彼得堡市区和郊区全体男女工人书》是根据1906年2月11日（2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积极抵制国家杜马决定的精神写的，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彼得堡委员会印成单页。——180。







《列宁全集》第12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关于抵制策略的决议[104]


（1906年2月底）

鉴于：

（1）根据8月6日—12月11日的法令召开的国家杜马，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拙劣的冒牌货，由于没有普选权，由于工人和农民的复选人要经过三四道筛选，大多数无产阶级和农民实际上是被排斥在杜马以外了；

（2）政府运用了巧妙的挑选复选人的方法，为富有的地主和大资本家规定了一系列的特权，力图保证不仅是剥削阶级的代表而且正是这些阶级中的黑帮分子在杜马中占绝对优势；

（3）政府用恬不知耻的手段甚至在这种狭隘的有等级限制的选举中弄虚作假，不允许有任何宣传鼓动的自由，到处实行戒严和采用警察蛮横手段，而且违反一切法律，不经过任何法庭，不仅迫害革命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甚至迫害君主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立宪民主党人等）；

（4）政府现在甚至废除了自己颁布的选举在同一时间进行的法律，以便随意在各地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并且迅速地结束选举，使当选的代表与选民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联系；

（5）专制政府指望通过召开杜马来影响俄国舆论，特别是国外舆论，以便拖延自身不可避免的灭亡，重新得到千百万贷款来镇压革命和进一步压迫人民；

（6）[105]2月20日颁布的把国务会议变成参议院的法律[106]，竭力使杜马最终变成依附专制官僚制度的软弱无力的咨议性机构，因而使杜马的地位更加恶化了；

（7）[107]在这种政治情况下参加这类杜马，国内各社会民主政党和各民族组织的绝大多数都会认为是不可能的；

（8）社会民主党人不论参加哪一个阶段的国家杜马的选举，都会助长人民的不正确的观念：似乎捍卫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多少还能进行一点合理的选举；

（9）参加选举会转移无产阶级注意的重心，使他们忽视杜马以外的工人、农民、士兵等的革命运动，而重视假合法的即伪宪制的选举运动，使工人阶级暂时低落的情绪更加低落，从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革命斗争时期已经结束，起义问题已经从日程上勾销，党走上了立宪的道路；

（10）国家杜马选举的前提条件是要党保持合法性和安分守己，因此，要是我们参加这种选举，对于正是要利用选举和召开杜马的时机积极展开反政府活动这一迫切的革命任务就会产生有害的影响；

（11）为了实际教育那些觉悟很低的群众，社会民主党不能同他们一起参加选举，因为这部分觉悟不高的群众希望到杜马去，愿意走合法道路，而党却不屈从于法律，这就自然会引起这部分群众的不信任，也妨碍他们真诚地彻底地从杜马运动中接受教训；

（12）工人中的初选人和复选人，由于他们的选民是用警察手段人为地挑选出来的，由于他们的任期短和职权小，由于上述的选举情况，所以，不可能对工人阶级中广大阶层的真正革命组织有任何帮助；

（13）社会民主党用部分复选人退出省的选举会议的办法，最多只能把这一部分人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却不能搞垮杜马；

（14）俄国最受压迫的各民族的觉悟的无产阶级代表（波兰社会民主党、犹太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坚决反对参加这种选举闹剧，并且全力反对选举的策划人；

（15）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农民的所有战斗组织（农民协会、教师联合会[108]、协会联合会、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党[109]、波兰进步党等）的舆论既反对杜马也反对杜马选举，

考虑到这一切情况，我们这些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工人党员代表会议的人认为必须：

（1）无条件地拒绝参加国家杜马；

（2）无条件地拒绝参加任何阶段的国家杜马的选举；

（3）在人民中开展尽可能广泛的鼓动，阐明杜马的真实本质，揭穿欺骗俄国和欧洲舆论的这一骗局，指出那些指望杜马能办好事的农民的幻想必然要破灭；

（4）千方百计地、合法地和非法地利用一切与选举有关的会议，说明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其中包括对杜马的批判，特别是号召为争取用革命手段召开全民立宪会议而斗争；

（5）在把通过革命手段争取自由的斗争和通过杜马进行的斗争进行对比宣传时，要着重向工人和全体人民介绍十二月起义的经验，这次起义标志着争取人民真正自由的革命斗争的高级阶段的开始；

（6）在进行有关杜马的鼓动时，要特别突出以下事实：财政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反动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日益加剧；城市的失业现象和农村的饥荒日益尖锐化；春季的农民运动日益逼近；军队中的骚乱不断发生。这些情况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引起人民的爆发，这种爆发在人民对国家杜马的希望彻底破灭时，一定会在国家杜马召开以前或者召开之后把国家杜马一扫而光；

（7）利用这种宣传鼓动，痛斥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代表（如立宪民主党人之流）的怯懦，因为他们腐蚀居民的公民意识，在国内战争尖锐的时候鼓吹立宪幻想，宣扬杜马并且参加杜马，他们在一群以政府自命的武装匪徒只是依靠暴力才得以维持其统治的时候，竟拒绝采用暴力来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的自由和权利。





	1906年3月印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统一委员会的单页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204—208页

















《列宁全集》第12卷


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1906年3月20日〔4月2日〕）


一

目前俄国民主革命的形势究竟怎样：革命是失败了呢，还是我们现在只是处于暂时的沉寂时期？十二月起义是革命的顶点，我们现在正急转直下地滑向“希波夫立宪”制度[110]呢，还是整个地说来革命运动并不是趋向衰退，而是在继续高涨，它正在准备新的爆发，在沉寂中聚集新的力量，要在第一次起义失败之后进行胜利的可能性大得多的第二次起义呢？

这些就是目前摆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根本问题。我们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够而且不应当用空泛的词句来回避对客观情况的分析，只有对客观情况的估计最终才能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而社会民主党的全部策略又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至于我们在例如抵制杜马问题上的争论（这种争论已经接近尾声，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大多数组织都赞成抵制），不过是这些重大问题中的小而又小的局部问题。

我们刚才说，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用空泛的词句来回避这些问题是不体面的。即使借口说我们从来没有把革命单单理解为“长矛和钢叉”，说我们在没有直接号召起义的时候是革命者，在议会时期来临的时候仍旧是革命者等等，那也还是这样一些空泛的词句。这些论调是可耻的遁词，是用一些什么也没有说明、只能掩饰自己的贫乏和政治上的惊慌失措的抽象的议论来偷换具体的历史问题。为了证实我们的看法，我们要拿马克思对1848年德国革命的态度作例子。这样的引证可能会有更大的好处，因为现在在我国也有种种迹象表明，俄国的资产阶级正在划分为反动的和革命的两部分，而且划分得更鲜明，这样的划分，比方说，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没有过。老实说，我们上面提出的关于俄国革命形势的根本问题，如果同德国比较起来（当然，这只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在许可作一般的历史类比的限度内），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是1847年呢还是1849年？我们现在是处于（象召开德国国家杜马即所谓联合议会的1847年的德国那样）革命高潮的末期呢，还是处于（象1849年的德国那样）革命完全筋疲力尽的末期和实施残缺不全的宪法的阴暗日子的开始呢？

马克思正是在1850年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解答了这个问题，最终不是用遁词而是用从分析客观情况得出的直截了当的答案解答了这个问题。在1849年，革命被镇压下去了，一系列的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人民实际上争得的自由又被夺走了，反动派穷凶极恶地对付“革命者”[111]。“共产主义者同盟”（实际上是由马克思领导的当时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已经不可能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1850年6月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告盟员书说：“德国全国各地都要求建立强大的 秘密的
 〈黑体都是我们用的〉革命政党组织。”中央委员会从国外派一个代表到德国去，他把“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已经都掌握在同盟的手里”。马克思写到（在1850年3月的《告同盟书》中）新的高涨和新的革命的可能性时，他建议工人独立地组织起来，他特别坚定地认为整个无产阶级应该武装起来，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在必要的时候“对于任何一种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都应该予以武装回击”。马克思要求组织“革命工人政府”，并且谈到无产阶级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的行动。马克思拿1793年的雅各宾法国作为德国民主运动的范例（见《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俄译文第115页及其他各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8—299、359—366页。——编者注］

 。

过了半年，预期的高涨没有来到。同盟的努力未能奏效。1885年恩格斯写道：“而这一点在1850年期间愈来愈不大可能，甚至完全不可能了。” 
［注：同上，第21卷第258页。——编者注］

 1847年的工业危机已经过去。工业繁荣时期已经到来。因此，马克思在研究了客观情况以后，就尖锐而明确地提出了问题。1850年秋天，马克思断然地说：现在，在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欣欣向荣的时期，“ 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
 ” 
［注：同上，第7卷第514页。——编者注］

 。

正如读者看到的，马克思没有回避困难问题。他没有玩弄革命这个字眼，也没有用空洞的抽象概念来偷换当前的政治问题。他没有忘记，革命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在前进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在不断发展，而他直截了当地说不可能有民主革命，是就这个词的直接的狭隘的意义上说的。马克思在解决困难问题时，没有（象那些往往陷入尾巴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把无产阶级中某些阶层的颓丧和厌倦“情绪”作根据。他没有那样做，在他除了看到情绪低落（1850年3月）这一事实，没有掌握别的材料的时候，他就继续号召武装起来，准备起义，没有用怀疑态度和惊慌失措来使工人泄气。直到马克思证明了“真正的革命”“筋疲力尽”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他才改变看法。看法一改变，马克思就直截了当而且公开地要求根本改变策略，完全停止起义的准备工作，因为这样的准备工作在当时只能是一种儿戏。起义的口号直接从日程上勾销了。直截了当地、明确地承认了“运动的形式已经改变”。

在目前的困难关头，我们应当时时刻刻记住马克思的这个例子。我们应当十分严肃地对待关于不久将来的“真正的革命”的可能性、关于基本的“运动形式”、关于起义以及起义的准备工作的问题，但是一个进行斗争的政党必须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解答这个问题，不能支吾搪塞，不能含糊其词。一个不能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的政党，就不配称为政党。


二

那么我们到底有哪些解答这个问题的客观材料呢？有一种意见认为直接革命的“运动形式”已经完全筋疲力尽，不可能举行新的起义，俄国进入了残缺不全的资产阶级的冒牌立宪时期，可以用来替这种意见辩护的有许多所谓明摆着的、有目共睹的事实。毫无疑问，资产阶级内部发生了转变。地主离开了立宪民主党，加入了十月十七日同盟。政府已经恩赐了两院制的“宪法”。依靠戒严令、屠杀和逮捕，制造了召开骗人的杜马的可能性。城市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农民的春季运动可能是孤单无力的。地主在抛售土地，因而资产阶级化的“安分的”农民阶层在日益加强。起义遭到镇压后，的确出现了情绪低落的现象。最后，也不能忘记这一点：预见革命失败总比预见革命高涨要容易和省力，因为政权至今还在反动派手中，而且迄今为止，“大部分”革命都是以……未成功的革命告终的。

有哪些材料是替相反的意见辩护的呢？我们请卡·考茨基就这个问题发表点意见。他头脑清醒，并且能够十分冷静、认真和细心地研究当前非常尖锐的政治问题，这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所公认的。考茨基在莫斯科起义被镇压后不久，就在《俄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12]。这篇文章有俄译本，——当然，不免要受到书报检查机关的篡改（象考茨基的另一篇杰出的著作《俄国土地问题》俄译本受到的篡改一样）。

考茨基没有回避困难问题。他没有试图用革命不可战胜以及无产者阶级永远有和经常有革命性等等空泛的词句来支吾搪塞。他没有这样做，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关于俄国当前民主革命的可能性的具体历史问题。他在文章的开头就开门见山地说，从1906年年初开始，从俄国传来的几乎都是一些不幸的消息，这些消息“ 可能引起这样的看法，认为这次革命已经完全被镇压下去，现在革命正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考茨基说，目前不仅反动分子，就连俄国的自由派分子也在对这一点感到欢欣鼓舞，他说到后一种“库庞式的”[113]英雄们时给了他们理应受到的轻蔑（可见考茨基还没有信奉普列汉诺夫的所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珍视非无产阶级 反对
 党的支持”的理论）。

于是考茨基对那种自然会引起的看法进行详细的分析。从表面上看来，莫斯科工人12月的失败同巴黎工人（1848年）6月的失败无疑是相似的。无论那里或者这里的工人武装起义，都是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充分组织好的时候就在政府的“挑唆下”发生的。无论在莫斯科或者巴黎，尽管工人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反对势力还是胜利了。考茨基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他是不是以普列汉诺夫的学究式的清规戒律为榜样，得出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的结论呢？不是，考茨基没有急急忙忙地发表一篇目光短浅的、没有什么价值的、表现事后聪明的说教。他 在研究
 能够解答下面这个问题的客观材料：俄国革命是不是完全被镇压下去了。

考茨基认为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的失败同1905年莫斯科无产阶级的失败有四个根本不同点。第一，巴黎的失败是整个法国的失败。对于莫斯科的失败就决不能这样说。彼得堡、基辅、敖得萨、华沙和洛兹的工人并没有被打垮。极其艰苦的、拖了整整一年的斗争固然使他们疲惫不堪，但是他们的斗志并没有被摧毁。他们正在聚集力量，以便重新开始争取自由的斗争。

第二，更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1848年法国的农民是站在反动派那一边的，而1905年俄国的农民是站在革命这一边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大批军队忙于镇压农民起义。这些军队给俄国造成的破坏，只有三十年战争[114]给德国带来的破坏可以与之相比拟。军事屠杀暂时吓住了农民，但是这只能加深农民的贫困，使他们走投无路的处境越发严重。军事屠杀必然象三十年战争的破坏一样，逼得愈来愈多的人民群众向现行制度宣战，他们不会让国家得到安宁，一有起义，他们就响应。

第三，特别重要的不同之处是下面这一点。1848年的革命，是1847年的危机和饥荒酿成的，而反动派却从危机的结束和工业的繁荣中得救了。“俄国现行的恐怖制度却相反，必然会使多年来笼罩着全国的经济危机更加尖锐。”1905年的饥荒所引起的全部后果在今后的几个月里还会暴露出来。镇压革命，这是最大的国内战争，是反对全体人民的战争。这种战争的消耗不亚于对外战争，而且它破坏的不是别人的国家而是自己的国家。财政崩溃日益迫近。此外，新的通商条约会使俄国发生特别巨大的震动，甚至可能引起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因此，反动的恐怖制度维持得愈长久，国内的经济状况就愈恶化，人民对万恶制度的愤怒就愈强烈。考茨基说：“这种局势使得一切反对沙皇制度的强大运动都成为不可遏止的。而且这样的运动会有很多。已经为自己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提供了极其有力的证明的俄国无产阶级，一定会关心这种运动。”

考茨基指出的第四个不同点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具有特殊的意义。遗憾的是现在在我们俄国很流行那种对“勃朗宁手枪”和“战斗队”的无关痛痒的、实质上纯系立宪民主党人式的嗤笑。说起义是不可能了，用不着再准备起义了，谁也没有马克思表现出的那种勇敢和坦率的精神。但是我们非常喜欢讥笑革命者的军事行动。我们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不是去分析起义的 军事
 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认为军事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81—83、102—103页；第22卷第600—607页。——编者注］

 ），而宁可把无比宏伟的理论搬出来，声称“本来用不着拿起武器……”考茨基却不是这样做。尽管他对起义的材料掌握得很少，他还是竭力考虑到问题的军事方面。他竭力赞扬作为群众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斗争形式的运动，而不是象我们的革命的库罗帕特金之流那样估计战争，说什么要给就拿，要打就跑，打不过人家本来就不该拿起武器来！


　　考茨基说：“巴黎的6月战斗和莫斯科的12月战斗，都是街垒战。但是前者是大灾难，是旧街垒战术的告终。后者是新街垒战术的开端。因此，我们应当修正恩格斯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所陈述的观点，也就是街垒战的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的观点。事实上过去了的只是旧的
 街垒战术的时代。莫斯科战斗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一战斗中，一小群起义者居然能同拥有新式大炮等各种武器装备的优势兵力对抗两星期之久。”



　　考茨基是这样说的。他没有根据第一次尝试的失败就对起义唱挽歌。他没有抱怨失败，而是 研究
 新的更高的斗争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分析军队中的组织涣散和不满情绪、城市居民给工人的援助、群众性罢工同起义互相结合等方面的意义。他在研究无产阶级怎样 学习
 起义。他修改过时的军事理论，这样来要求全党研究和接受莫斯科的经验。他把整个运动看作是从罢工到起义的转变，并且力求弄明白，为了取得胜利工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考茨基在结束他的文章时写道：“这就是莫斯科的教训。这些教训对未来斗争的形式会有多大的影响，现在在这里〈在德国〉还不可能预见到。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俄国革命的过去的一切表现，都是无组织的群众的自发性的爆发，没有哪一次是事先有计划、有准备的。恐怕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如此。

既然在目前还不能明确地预见到未来的斗争形式，那么一切迹象所表明的都是：我们必须等待未来的战斗，目前阴沉的平静只是暴风雨前的沉寂。十月运动向城乡的群众表明，他们能够发挥出多么巨大的力量。接着，一月反动又把他们推进十分痛苦的深渊。这个深渊中的一切都在促使他们觉醒，激起他们的愤怒，为了摆脱这个深渊，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都在所不惜。群众很快就会重新站起来，他们很快就会更有力地行动起来！让反革命在争取自由的英雄们的尸体上庆祝他们的胜利吧。这种胜利就要完结。朝霞正在上升， 无产阶级革命
 就要到来了。”


三

我们以上扼要叙述的问题，是整个社会民主党策略中的根本问题。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首先应当毫不含糊地、十分明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全体党员和一切觉悟的工人应当立刻集中所有的力量来收集解决这个问题的全面的材料，讨论这个问题，并且选派对自己所担负的重大任务有充分准备的代表来参加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的选举应当在完全弄清楚策略纲领的基础上进行。其实，对提出的问题作出某种彻底的和完整的答案，也就预先解决了社会民主党策略纲领的各个部分。

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

或者我们承认目前“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那么我们就索性公开宣布这一点，免得使我们自己、使无产阶级或者人民误入歧途。我们就应当干脆否认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是无产阶级的 直接
 任务。我们就必须把起义问题从日程上完全勾销，停止一切武装和组织战斗队的工作，因为拿起义当儿戏是与工人政党的名称不相称的。我们就应当承认革命民主派的力量已经耗尽，并且确定自己的直接任务是支持自由主义民主派的某些阶层，把它们当作立宪制度下的真正的反对派力量。我们就应当把国家杜马当作议会，即使是最坏的议会，我们不仅要参加杜马的选举，而且要参加杜马本身。我们就应当把党的合法化提到首要地位，相应地修改党纲，使全部工作合乎“法律的”要求，或者至少要把非法工作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并且使它处于从属地位。我们就可以把组织工会的任务象前一个历史时期的武装起义一样当作党的头等重要任务。我们就应当把农民运动的革命口号（如没收地主土地）也从日程上勾销，因为这种口号实际上就是起义的口号，一方面号召起义，同时又不从军事上认真作好起义的准备，不相信起义，那就是随便玩弄起义。我们不仅应当从此闭口不谈临时革命政府，而且应当不再发表所谓“革命自治”的议论，因为经验已经证明，这种机构（且不管这里的术语用得是不是正确）实际上势必要变成起义的机关，变成革命政府的萌芽。

或者我们承认，关于真正的革命，现在可以谈而且应当谈。我们承认，新的更高的直接革命的斗争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至少是很有可能的。那么无产阶级的主要政治任务，无产阶级一切工作的纲，无产阶级的整个有组织的 阶级
 活动的灵魂，就应当是 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回避这一任务的任何遁词，都不过是要把阶级斗争这一概念贬低到布伦坦诺主义[115]关于阶级斗争的空谈；都不过是要把无产阶级变成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党的最迫切的和中心的政治任务就是准备力量和组织无产阶级进行武装起义，即采取运动所达到的最高的斗争形式。就必须为了最直接的实践目的而批判地研究十二月起义的全部经验。就应当拿出十倍的干劲来组织战斗队，武装战斗队。也应当通过游击性战斗行动来准备起义，因为只靠报名和登记来进行“准备”是可笑的。就应当承认国内战争已经宣告开始而且正在继续进行，因而党的 全部
 工作都应当服从这一原则：“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训练无产阶级的干部学会 进攻的
 战斗行动就是绝对必要的。把革命的口号灌输到农民群众中去就是合乎逻辑的、前后一贯的。同革命的而且仅仅同革命的民主派达成战斗协议的任务，就要提到首要地位，因为起义问题正是划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根据。什么人拥护起义，无产阶级就同什么人“合击”，即使“分进”也行；什么人反对起义，我们就同什么人进行无情的斗争，或者把他们当作卑鄙的伪君子和伪善者（立宪民主党人）一脚踢开。在整个鼓动工作中，我们就要把根据公开的国内战争观点来批判和揭露立宪幻想放在首要地位，就要指出不断地酝酿着自发的革命爆发的情况和局势。我们就要承认杜马不是议会，而是警察局的办公室，我们就要拒绝以任何形式参加这种腐蚀和瓦解无产阶级的虚伪选举。那么我们就要提出（如马克思在1849年那样）把“强有力的秘密组织”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基础，这个秘密组织应当有进行“公开活动”的特殊机关，应当把特殊的触角伸进从工会组织到合法报刊的一切合法团体和机构中去。

简单地说：或者我们应当承认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把起义问题从日程上勾销，走“立宪的”道路。或者我们承认民主革命还在继续进行，我们要把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宣传并且在实际中运用起义的口号，公开宣布进行国内战争，并且无情地斥责一切立宪幻想。

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向读者声明，我们是坚决拥护对我们党所面临的问题的 后一种
 解答的。这个策略纲领只是把我们将要在代表大会上和在进行代表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期间所遵循的观点扼要地、系统地阐明一下。不要把这个纲领当作完善的东西，它只是阐明策略问题的提纲，是我们将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坚持的各项决议和决定的初稿。这个纲领曾经在原“布尔什维克”中的志同道合的人们（其中包括《无产者报》的编辑和撰稿人）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上讨论过，它是集体劳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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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希波夫立宪”制度是指温和自由派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右翼领袖德·尼·希波夫制定的国家制度方案。希波夫力图既限制革命规模，又从沙皇政府方面取得某些有利于地方自治机关的让步，因而建议建立附属于沙皇的咨议性代表机关。温和自由派想通过这笔交易蒙骗人民群众，保存君主制度，并使自己获得某些政治权利。——188。



[111]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并对章程第1条作了修改，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公布的《共产党宣言》。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除伦敦外，巴黎、布鲁塞尔、瑞士、德国也有同盟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不久就投入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这次革命的实践完全证实了《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同盟的观点的正确性。1850年9月15日，同盟中央委员会因策略分歧而分裂，中央多数决定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由伦敦改为科隆。在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判决后，同盟于1852年11月17日宣布解散。同盟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的许多盟员后来积极参加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189。



[112]卡·考茨基的《俄国革命的前途》一文载于1906年1月28日《前进报》第23号，署名卡·考·。俄译本于1906年3月由论坛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俄国解放运动的前途》。书报检查机关对译文作了篡改。列宁是依据《前进报》的原文摘引和论述这篇文章的。——192。



[113]库庞（俄文Купон的音译，意为息票）是19世纪80—90年代俄国文学作品中用来表示资本和资本家的借喻语。这个词是俄国作家格·伊·乌斯宾斯基在随笔《罪孽深重》中使用开的。——192。



[114]三十年战争是1618—1648年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欧洲国际性战争。这场战争起因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矛盾以及欧洲各国的政治冲突和领土争夺。参加战争的一方是哈布斯堡同盟，包括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它们得到教皇和波兰的支持。另一方是反哈布斯堡联盟，包括德意志新教诸侯、法国、瑞典、丹麦，它们得到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持。战争从捷克起义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开始，几经反复，以哈布斯堡同盟失败告终。根据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瑞典、法国等得到了德意志大片土地和巨额赔款。经过这场战争，德意志遭到严重破坏，在政治上更加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193。



[115]布伦坦诺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鼓吹通过工厂立法和组织工会就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列宁称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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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

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

[116]




（1906年3月20日〔4月2日〕）

介绍给读者的11份决议案，是由原《无产者报》的编辑和撰稿人中一部分志同道合的人和一些实际工作者起草的。这不是一份完善的草案，而是初稿，它应该尽可能把党内一部分同志的全部策略观点完整地表达出来，以便于现在我党各小组和各组织根据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邀请而展开的讨论能够有系统地进行。

这些策略决议案是按照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份传单 
[117]

 中提出的代表大会议程制定的。然而，党员决不应该受到这个议程的限制。为了充分说明全部策略观点，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补充两个没有列入统一的中央委员会议程的问题，即“民主革命的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目前时期的阶级任务”。不弄清这两个问题，就不能讨论有关策略的更具体的问题。因此，我们建议代表大会把“民主革命的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这个总问题列入议程。

至于土地纲领和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必须专门写一个小册子。 
［注：见本卷第215—241页。——编者注］

 此外，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已责成专门委员会就这一问题给代表大会起草一个报告。 
[118]



我们公布这些决议的初稿，邀请全体党员参加讨论、修改和补充。如果有书面报告和方案，可以通过我们党的组织送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委员会，以便转给决议草案起草小组。


民主革命的目前形势

鉴于：

（1）由于生产力遭受的巨大破坏以及人民的空前贫困，俄国目前的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日益扩大和尖锐化，城市失业严重，农村在闹饥荒；

（2）尽管大资本家和地主阶级认为人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威胁着他们的特权和掠夺利益，他们对此感到惶惶不安，于是从反政府立场急速转向同专制制度妥协，以镇压革命，但是要求真正实现政治自由和社会经济改革的呼声却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新的阶层中日益普遍和强烈；

（3）现在的反动政府事实上竭力维护旧的专制制度，践踏它所宣布的一切自由，只给有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发言权，粗暴地伪造人民代表机关，在全国实行军事迫害、野蛮屠杀和大批处决，警察和当局的专横变本加厉，因而在资产阶级广大阶层中引起了愤怒和不满，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中引起了怨恨和骚乱，这就为新的更广泛和更尖锐的政治危机准备了温床；

（4）1905年年底的事件进程——城市的群众性罢工，农村的骚动，为捍卫曾被人民争得、后来又被政府夺走的自由而举行的十二月武装起义，以及解放运动遭到的残酷的军事镇压——都表明了立宪幻想的破灭，使广大人民群众清楚看到，当争取自由的斗争达到势必爆发公开的国内战争的时候，立宪幻想是十分有害的，

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

（1）俄国民主革命不仅没有走向低潮，反而正在走向新的高潮，目前的相对平静时期不应该看成是革命力量的失败，而应该看成是聚集革命力量，吸取前几个阶段的政治经验，争取人民中新的阶层参加运动，从而准备新的更强大的革命进攻的时期，

（2）目前解放运动的主要形式不是在伪宪法的基础上进行合法斗争，而是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掀起直接的革命运动，去摧毁警察农奴制的法律，创造革命的权利，用暴力摧毁压迫人民的机关；

（3）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同立宪幻想进行无情的斗争，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其中包括立宪民主党）散布这种幻想，是为了掩盖他们的狭隘的阶级利益，这种幻想在国内战争时期对人民的政治觉悟起着极大的毒害作用。


武装起义

鉴于：

（1）俄国当前民主革命的全部历史向我们表明，总的来看，不断高涨的运动日益采取席卷全国的、向专制制度实行坚决进攻的、群众性的斗争形式；

（2）十月政治罢工屏弃了布里根杜马，迫使专制政府宣布政治自由原则，从而证明，尽管阶级组织还有很多缺点，但是无产阶级的力量是巨大的，举行全俄的一致行动是可能的；

（3）在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形势下，和平的总罢工已经显得不够了，举行局部的罢工非但不会达到目的，反而会分散无产阶级的力量；

（4）整个革命运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发展成十二月武装起义，不仅无产阶级，而且城市贫民和农民中的新生力量都拿起武器，捍卫人民赢得的自由不受反动政府的侵犯；

（5）十二月起义提出了新的街垒战术，从总的方面证明了人民甚至可以同现代的军队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

（6）由于政府悍然违背立宪诺言而实行军事警察专政，人民群众已经觉悟到必须为取得实在的权力而斗争，只有同专制势力进行公开的斗争，革命的人民才能够掌握这种权力；

（7）专制政府由于用自己的军队武力镇压居民（军队就是居民的一部分），不实行军队中一切正直人士普遍要求的、极为迫切的军事改革，不采取措施改善后备队的困难状况，只用加强警察－营房式的严厉高压手段对付陆海军士兵的要求，这就削弱了自己的军队的力量，涣散了军心，

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

（1）武装起义目前不仅是争取自由的必要手段，而且是运动已经实际上达到的阶段，由于新的政治危机日益增长和尖锐化，从武装斗争的防御形式正在向进攻形式过渡；

（2）在目前运动中，不应该把政治总罢工看作独立的斗争手段，而应该看作起义的辅助手段，因此，选择罢工时机，选择罢工地区和应当包括的劳动部门，最好要服从武装起义这一主要斗争形式的时机和条件；

（3）在党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中，应该重视研究十二月起义的实际经验，着重从军事角度对它进行分析批判，从中吸取直接的教训，供今后参考；

（4）应该大力扩充战斗队，改善其组织并提供各种武器。同时经验证明，不但应当组织党的战斗队，而且应当组织靠近党的和完全非党的战斗队；

（5）必须加强军队工作，就是说，为了使运动取得胜利，只靠军队的哗变是不够的，必须同军队中已经组织起来的革命民主分子直接达成协议，以便对政府采取最坚决的进攻行动；

（6）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在最近的将来可能爆发为全面的起义，因此，最好是努力把工人和农民的行动统一起来，以便尽可能采取协同一致的战斗行动。


游击性战斗行动

鉴于：

（1）十二月起义以后，俄国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完全停止了战斗，现在这种战斗表现为革命人民对敌人实行分散的游击进攻；

（2）在同时有两个敌对武装力量以及暂时占上风的军事镇压更加疯狂的条件下势必发生的游击行动，既可以瓦解敌人，又为今后公开的群众性的武装行动准备条件；

（3）这种游击行动也是我们战斗队进行军事教育和战斗训练的必要方式，在十二月起义的时候，很多地区的战斗队实际上没有准备好就迎接了对它们来说是新的任务，

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

（1）党应该承认，目前党的或靠近党的战斗队的游击性战斗行动原则上是容许的并且是适宜的；

（2）按其性质来说，游击性战斗行动应该是同培养起义时期工人群众的领导干部、取得实行进攻和采取突然军事行动的经验的任务相适合的；

（3）这种行动的直接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破坏政府机构、警察机构和军事机构，同那些用暴力镇压人民和恫吓人民的极端反动的黑帮组织进行无情的斗争；

（4）为了夺取敌人（即专制政府）的金钱作为起义之用而采取袭击行动也是可以允许的，然而必须特别注意，要尽量不侵犯群众的利益；

（5）游击性战斗行动应该置于党的监督之下，以免白白消耗无产阶级的力量，同时要考虑到当地工人运动的条件和广大群众的情绪。


临时革命政府和革命政权的地方机关

鉴于：

（1）反对专制政府的革命运动在转变为武装斗争的过程中，直到现在采取的都是分散的地方起义的形式；

（2）在这场公开的斗争中，坚决反对旧政权的地方积极分子（几乎完全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先进阶层）认为必须建立实际上已经是新的革命政权萌芽的组织：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符拉迪沃斯托克 
［注：即海参崴。——编者注］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地的士兵代表苏维埃，西伯利亚和南方的铁路工人委员会，萨拉托夫省的农民委员会，新罗西斯克和其他城市的城市革命委员会以及高加索和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经过选举成立的农村机关；

（3）由于起义带有原始的萌芽形式，这些起义机关也是分散的，偶然的，行动不坚决，缺乏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力量作为后盾，因此势必经不起反革命军队的进攻，一打就垮；

（4）只有作为胜利起义的机关的临时革命政府才能摧毁反动势力的任何反抗，保证有进行竞选鼓动的充分自由，保证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真正能够实行人民专制和实现无产阶级的最低的社会经济要求的立宪会议，

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

（1）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现在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同革命民主派一起，促使起义联合进行，并且建立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临时革命政府；

（2）顺利完成革命政府任务的一个条件，就是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在参加起义的各城市和各村社建立地方革命自治机关；

（3）根据力量对比，我党的全权代表可以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但是参加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全权代表应该受党的正式监督，应该在实质上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的利益，坚定不移地保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致力于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变革，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采取毫不调和的敌视态度；

（4）不管社会民主党能不能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都必须在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中宣传这样一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为了保持、巩固和扩大革命成果，必须经常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工人代表苏维埃

鉴于：

（1）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在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的广大工人群众的非党组织；

（2）这些工人代表苏维埃在斗争进程中必然要发生变化，就其成分来说，将有小资产阶级最革命的分子参加，就其活动内容来说，将由纯粹的罢工组织变成整个革命斗争的机关；

（3）这些苏维埃是革命政权的萌芽，所以它们的力量和影响完全取决于起义的力量和成就，

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该参加非党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在每个苏维埃内部必须建立尽可能强有力的党组，使这些党组的活动与党的整个活动保持紧密的联系；

（2）为了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和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进程和结局的影响而建立这样的组织，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是我们党的各地方组织的任务；

（3）应该吸收尽可能广泛的工人阶层和革命民主派的代表，特别是农民、士兵和水兵的代表参加非党的工人代表苏维埃；

（4）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活动和影响范围扩大的情况下，必须指出，这些机关如果不依靠革命军队，如果不推翻现政权（即不把它变成临时革命政府），必定会遭受失败；因此，武装人民和巩固无产阶级的军事组织，应该看成这些机关在任何革命阶段中的主要任务之一。


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

鉴于：

（1）社会民主党一向认为，必须支持一切旨在反对俄国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政治运动和革命运动；

（2）现在，当革命引起各阶级公开活动，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形成各政党的时期，社会民主党当前的迫切任务是确定这些政党的阶级内容，考虑各阶级在当前的相互关系，从而确定对待各政党的态度；

（3）工人阶级在目前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因此，社会民主党在确定它对待其他政党动态度时，应该特别注意这个或那个政党在实现这一目的方面能起多少积极促进作用；

（4）从这个角度来看，俄国所有非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反动的政党不包括在内）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自由主义君主派和革命民主派政党，

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

（1）自由主义君主派的右翼（十月十七日同盟、法制党、工商党 
[119]

 等等）是地主和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明显的反革命阶级组织，但是还没有同专制官僚机构最后达成瓜分政权的协议。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要利用它们之间的这一尚未结束的矛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应该同这些政党进行最无情的斗争；

（2）自由主义君主派的左翼（民主改革党 
[120]

 、立宪民主党等）是一些态度暧昧、经常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大资产阶级反革命派之间摇摆不定的阶级组织，它们一方面想依靠人民，另一方面又害怕人民的革命的自主活动，因此他们所追求的只限于建立一个走上正轨的、并受到君主制和两院制保护而免遭无产阶级侵犯的资产阶级社会；社会民主党应该利用这些政党的活动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拿它们的虚假的民主谎言同无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相比较，无情地揭穿它们所散布的立宪幻想；

（3）革命民主派的政党和组织（社会革命党、农民协会、一部分半工会和半政治性的协会等）比较最能反映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观点，坚决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力求彻底实行民主，使自己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具有朦胧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外衣；社会民主党认为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这些政党达成战斗协议，同时坚定不移地揭穿它们的假社会主义的性质，同它们那种企图掩盖无产阶级和小业主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倾向作斗争；

（4）社会民主党同革命民主派达成的这种临时的战斗协议的最近的政治目的是，用革命手段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召开拥有全部权力的全民立宪会议；

（5）在目前，只同那些承认武装起义是斗争手段并且积极协助起义的分子达成临时的战斗协议，是可能的和适宜的。


对待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

鉴于：

（1）俄国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通过共同的斗争日益团结起来；

（2）这一共同的斗争使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更加接近了；

（3）很多城市已经成立了当地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混合委员会，来代替过去的联邦委员会；

（4）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中的大多数，现在已经不坚持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曾经公正地否决了的联邦制原则了，

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

（1）必须采取最有力的措施尽早实现所有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合并，组成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2）各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完全合并应当是统一的基础；

（3）党应该切实保证满足党的全部利益和各该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需要，同时要照顾到各该民族在文化上和生活上的特点；要保证做到这一点，应该召开各该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专门代表会议，在党的地方的、省的和中央的机关中应该有少数民族代表，成立文艺、出版和鼓动等专门小组。

附注：党中央委员会中少数民族代表可以这样产生：全党代表大会从全国那些目前有独立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存在的地区的省代表大会所指定的候选人中选出一定数量的人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工　会

鉴于：

（1）社会民主党一向认为经济斗争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2）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广泛的工会是工人阶级进行经济斗争的最适当的组织；

（3）目前俄国的工人群众普遍要求结成工会；

（4）只有把经济斗争同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经济斗争才能可靠地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巩固他们的真正的阶级组织，

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

（1）各级党组织应该协助成立非党的工会，鼓励从事某一项职业的所有党员参加工会；

（2）党应该用一切办法教育参加工会的工人，使他们广泛了解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任务，以便通过自己的活动取得在这些工会中的实际领导作用，从而使这些工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直接靠拢党，但是决不许排斥非党员。


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

鉴于：

（1）国家杜马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的冒牌货，因为：

（一）选举是不普遍、不平等、多级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实际上被排斥在国家杜马之外，各居民层的复选人的比例是按警察局的意图排定的；

（二）杜马就其权限和对国务会议的关系来讲，是专制官僚机构的毫无作用的附庸；

（三）由于没有鼓动自由，由于军事迫害、大批处决、逮捕、警察和行政当局的专横，选举根本不可能让人民真正表达自己的意志；

（四）召开这样的国家杜马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便于政府欺骗人民，巩固专制制度，便于政府在财政上进行新骗局以及同在国家杜马中占优势的剥削阶级中的反动分子进行勾结；

（2）参加国家杜马的选举，丝毫无助于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性，丝毫无助于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和战斗准备，反而会瓦解和腐蚀无产阶级，因为：

（一）社会民主党参加选举势必会助长人民中的立宪幻想，使他们相信选举多少会正确表达人民的意志，使他们觉得党似乎走上了假立宪的道路；

（二）工人的初选人和复选人由于人数少、任期短及其职能的专业性，所以对于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起不了什么作用；

（三）参加选举将会使无产阶级的主要视线，从杜马外的革命运动转移到政府导演的闹剧上，使广泛的鼓动工作的重心从面向广大群众转移到复选人小组上；

（四）我们参加选举，无助于对那些想要完全按合法途径参加杜马的最无知的阶层进行社会民主主义教育，这种完全合法的途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目前所不能采取的；

（五）一部分复选人退出省的选举集会，既不能搞垮杜马，也不能掀起广泛的人民运动；

（3）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参加选举，只能使社会民主党人或者被迫靠边站，对运动毫无裨益，或者实际上堕落为立宪民主党的无声无息的帮手，

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该坚决拒绝参加国家杜马；

（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该坚决拒绝参加任何阶段的国家杜马选举；

（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该积极主动地利用一切与选举有关的集会来阐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观点，其中包括对国家杜马作无情的批判，要特别号召为通过革命方式召开全民立宪会议而斗争；

（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应该利用有关杜马的宣传鼓动，使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了解党对于目前整个革命形势和由此产生的一切任务所持的全部策略观点。


党的组织原则

鉴于：

（1）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

（2）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实行民主集中制固然有困难，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以实行的；

（3）把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和公开机关混同起来，对于党是非常危险的，将会使党容易受到政府的破坏，

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

（1）党组织的选举原则应该自下而上地贯彻执行；

（2）只有在无法克服的警察阻挠和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放弃这一原则，实行二级选举或者对选出的机构进行增补等等；

（3）迫切需要保持和加强党组织的秘密核心；

（4）为了举行各种公开的活动（出版、集会、结社、特别是工会等），应该成立专门行动组，但是这些部门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危害秘密支部的完整性；

（5）党的中央机关应该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党的全体代表大会应该选出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指定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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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

[121]




（1906年3月下半月）





	· 一　俄国社会民主党对土地问题的观点的历史发展的简述
· 二　社会民主党内部在土地纲领问题上的四种派别


· 三　马斯洛夫同志的主要错误


· 四　我们的土地纲领的任务


· 五　土地纲领草案










现在大家都承认，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必须修改。“多数派”最近召开的代表会议（1905年12月）正式提出了这个已经成熟的问题，它现在已被列入统一代表大会的议程。

我们打算先简要地谈一谈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对土地问题的提法，然后评论一下如今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各种纲领草案，最后提出我们所主张的草案初稿。





一　俄国社会民主党对土地问题的观点的历史发展的简述

俄国社会民主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认为俄国的土地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具有极大的意义，并且在自己的一切纲领性文献中都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分析。

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经常散布与此相反的意见，产生这种意见是由于极端无知或者故意歪曲事实。

1884年“动解放社”所公布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第一个纲领草案，就已经要求“用激进手段改变土地关系”和消灭农村中一切农奴制关系（我们手头没有当初在国外刊印的社会民主党出版物，引文只好全凭记忆，只能保证大意正确，不能保证一字不差）。

后来，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 
[122]

 上（80年代末）以及《全俄经济破产》和《俄国社会党人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1891—1892年）这两个小册子中，又反复地 极其肯定地
 强调了俄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甚至还指出：在行将来临的民主革命中也可能实行“土地平分”，社会民主党决不害怕也决不回避这种前途。“土地平分”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它会大大地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内市场的扩大、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村社的解体，农村中阶级矛盾的发展和旧的农奴式奴役制的俄国一切遗迹的消灭。

普列汉诺夫的“土地乎分”的观点，对我们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清楚地说明，社会民主党人一开始就提出了他们至今还一贯坚持的关于俄国土地问题在理论上的提法。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党的诞生之日起直到现在，始终捍卫着以下三个论点。 第一
 ，土地革命必将是俄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使农村从农奴式奴役制下解脱出来，将是这个革命的内容。 第二
 ，行将来临的土地革命，就其社会经济意义来说，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阶级矛盾的发展。 第三
 ，社命民主党有充分根据用坚决的方式支持这个革命，并且规定一些当前的任务，但它决不束缚自己的手脚，甚至对“土地平分”也决不拒绝给以支持。

谁不了解这三个论点，谁从社会民主党关于俄国土地问题的全部出版物中没有看出这些论点，那他不是对这个问题无知，就是回避问题的实质（社会革命党人向来如此）。

在回顾社会民主党对农民问题的观点的发展过程时，还可以指出90年代末的出版物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897年）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编者注］

 一文，这篇文章坚决驳斥了所谓社会民主党人对农民持“冷淡”态度的意见，并重申了社会民主党人的一般观点。其次还应指出《 火星报
 》。在 1901年春天

 （3月和4月）出版的，即在俄语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 前一年
 出版的《火星报》第3号中，刊载了一篇题为《工人政党和农民》的编辑部文章 
［注：同上，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

 ，其中再次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除其他要求外，还提出了收回割地的要求。

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由《火星报》和《曙光》 
[123]

 编辑部于1902年夏发表的并在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8月）上成为党的正式纲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土地纲领的初稿。

在这个纲领中，对专制制度的 全部
 斗争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制度反对农奴制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极其明确地表述在土地部分的基本论点中：“为了消灭使农民直接遭受沉重压迫的农奴制残余，为了使农村阶级斗争能够自由发展，党要求……”

批评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人差不多都以沉默态度来 回避
 这个基本论点：他们居然看不见大象。

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纲领的个别条文中，除了无可争辩的要求（废除等级赋税，减租，自由支配土地）外，还包含有归还赎金和成立农民委员会以收回割地 
[124]

 和消灭农奴制关系残余这样的要求。

最后一项条文，即关于割地的条文，在社会民主党人中受到的批评最多。批评这一条的有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社 
[125]

 ，它主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剥夺全部地主土地，还有伊克斯同志（他的批评和我的答复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03—217页。——编者注］

 于1903年夏季即第二次代表大会前不久在日内瓦一起出过单行本，到代表大会举行时，代表们都有了这本小册子）。伊克斯同志建议把割地和归还赎金改为：（1）没收教会、寺院和皇族的土地，转归“民主的国家所有”，（2）“对大土地占有者的地租课以累进税，使这种收入转交给民主国家掌握，用以满足人民的需要”，（3）“把一部分私有土地（大地产），可能时则把全部土地转交给各个自治的大社会组织（地方自治机关 
[126]

 ）掌握”。

我批评了这个纲领，称它是“糟糕透顶的和自相矛盾的要求土地国有化的条文”，并强调指出了：农民委员会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发动被压迫阶层的战斗口号；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束缚自己的手脚，例如拒绝“拍卖”被没收的土地；收回割地绝对 不是限制
 社会民主党的 意向
 ，而只是限制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提出共同任务的可能性。我曾强调指出：“既然要求全部土地就是要求土地国有化或者要求把土地转交给当代的善于经营的农民，那么我们就要从无产阶级利益的角度来评价这个要求， 要考虑到各种情况
 〈黑体是我们用的〉；例如我们不能预先说出，当革命唤醒我们的善于经营的农民来参加政治生活的时候，他们是以民主的革命党的身分出现呢，还是以秩序党的身分出现”（上述小册子第35—36页 
［注：同上，第211页。——编者注］

 ）。

如果农民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割地既不能限制它的规模，也不能限制我们对它的支持，我在《告贫苦农民书》（写于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前）中也发挥了这种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割地”不是被叫作“一堵墙”，而是被叫作“一道门”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64—166页。——编者注］

 ，同时指出，把 全部土地
 转交给农民的思想绝对不是被屏弃，而是在一定的政治局势下甚至会受到欢迎的。

关于土地平分，我在1902年8月（《曙光》杂志第4期第176页）维护土地纲领草案时写道：


　　“在土地平分这个要求中，把小农生产普遍化和永久化的空想是反动的，但是，这个要求（除了似乎“农民”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体现者这种空想以外）也有革命的一面，即希望用农民起义来铲除农奴制的一切残余。”
［注：同上，第6卷第310页。——编者注］





　　总之，1902—1903年的文献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收回割地的要求无论何时也没有被这一条的起草者理解为限制农民运动的规模和限制我们对这个运动的支持。然而，事变的进程表明，纲领的这一条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农民运动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迅速地发展起来，而我们的纲领在广大群众当中引起了误解，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考虑到广大群众，而决不能单靠作注解，用一些不是全党所必须接受的理由来解说大家都必须遵守的纲领。必须修改土地纲领的条件逐渐成熟。1905年初，在“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报纸《前进报》（周报，1905年1—5月在日内瓦出版） 
[127]

 的一号中，曾叙述了土地纲领的修改草案，其中取消了关于割地的条文，而代之以“支持农民的要求直到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为止” 
［注：同上，第9卷第328页。——编者注］

 。

但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5月）上和在同时召开的“少数派”“代表会议”上，都没有提出修改纲领本身的问题。当时只是制定了 策略
 方面的决议。但是党的这两个部分在支持农民运动 直到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为止
 这一点上，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老实说，这些决议预先解决了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土地纲领的问题。“多数派”最近一次代表会议（1905年12月）采纳了我的这个建议：希望取消关于割地的条文和关于归还赎金的条文，代之以支持农民运动直到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为止的提法 
［注：该决议曾在《俄罗斯报》、《我们的生活报》和《真理》杂志
[128]

 上发表。（见本卷第136页。——编者注）］

 。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土地问题的观点的历史发展简述，我们就谈到这里。





二　社会民主党内部在土地纲领问题上的四种派别

关于这个问题，除了上述“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那个决议外，我们现在有马斯洛夫同志与罗日柯夫同志的两个现成的土地纲领草案，还有芬同志、普列汉诺夫同志和考茨基同志的一些不完善的即没有形成为现成纲领草案的意见和见解。

我们现在把这几方面的观点简略地叙述一下。

马斯洛夫同志所提出的草案，是稍加改动的伊克斯同志的草案，也就是说他从伊克斯的草案中删去了对地租课以累进税的条文，并修正了把私有土地转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掌握的要求。马斯洛夫的修正在于：第一，他删去了伊克斯的“可能时则把全部土地”（即把全部土地转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掌握）这几个字；第二，马斯洛夫完全删去了伊克斯所有提到“地方自治机关”的地方，把“大社会组织——地方自治机关”改为“大地区组织”。马斯洛夫的整个相应的条文如下：

“把私有土地（大地产），转交给各个自治的大地区组织掌握。应转让地段的最低限额由地区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可见，马斯洛夫坚决拒绝伊克斯有条件地允许的那种完全国有，而要求“地方公有”，或确切些说，要求“省有”。马斯洛夫提出三种论据来反对国有：（1）国有会对民族自决构成侵犯；（2）农民，特别是独户农民 
[129]

 ，是不会同意让自己的土地国有化的；（3）国有会加强在阶级国家中即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所不可避免的官僚政治。

马斯洛夫把分配地主土地（“分割”）仅仅当作社会革命党人的一种假社会主义的空想来批评，没有同“国有”相比较来评价这一措施。

至于罗日柯夫，他既不想分地，也不想国有，只要求删去关于割地的条文，而代之以下面这样一种条文：“把所有那些作为在经济上盘剥农民的工具的土地，无偿地转交给农民。”（见《目前形势》文集 
[130]

 第6页，罗日柯夫同志的文章）罗日柯夫同志要求没收教会的和其他的土地，没有指出“把这些土地转交给民主国家掌握”（如马斯洛夫同志所希望的那样）。

其次，芬同志在他的没有完成的文章（1906年《世间》杂志 
[131]

 ）中反对国有，看来是倾向于把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作为他们的私产。

普列汉诺夫同志在《日志》第5期中，关于我们的土地纲领要作某些修改的问题，同样只字未提。他批评马斯洛夫时，只是一般地主张“灵活的政策”，他（引用《曙光》杂志的旧论据来）反对“国有”，好象倾向于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最后，卡·考茨基在自己的卓越的著作《俄国土地问题》中阐明了社会民主党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的一般原理，他表示自己完全同意分配地主的土地，似乎在一定条件下也赞成国有，但不管是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旧土地纲领，还是对这个纲领的修改草案，都根本只字未提。

我们把我们党内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土地纲领问题的意见综合在一起，可以归纳出以下四大类意见：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既不应当要求把地主的土地实行国有，也不应当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持这种意见的有拥护现行纲领或拥护象罗日柯夫同志对这个纲领所作的不大的修改的人）；

（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应当要求没收地主土地，但不应当要求任何形式的土地国有（持这种意见的大概有芬同志，可能还有普列汉诺夫同志，虽然他的意见不明确）；

（3）转让地主的土地，同时实行一种特殊的和有限的土地国有（伊克斯即马斯洛夫、格罗曼和其他人的“地方自治机关有”和“省有”）；

（4）没收地主土地， 并在一定政治条件下
 实行土地国有（我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所委任的专门委员会的大多数人所建议的纲领；笔者是拥护这个纲领的，它刊印在本文末尾） 
［注：见本卷第240—241页。——编者注］

 。

我们来考察一下所有这些意见。

拥护现行纲领或拥护类似罗日柯夫同志所建议的纲领的人所依据的观点，或者是认为从社会民主党观点来看根本就不能拥护没收大地产而把它划分为小地产；或者是认为在纲领中决不能提没收，只能在策略性决议中提及。

先说第一种见解。有些人这样对我们说，大地产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类型。没收这种地产，分割这种地产，是一种反动的措施，是退向小经济的步骤。社会民主党人是不能赞成这种措施的。

这种见解在我看来是不正确的。

我们应当考虑到当代农民运动的总的和最终的结果，而不应当把农民运动淹没在一些具体情况和细节之中。整个说来，俄国现今的地主经济主要是靠农奴式奴役制，而不是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维持。谁否认这点，谁就不能解释俄国现在的广泛而深刻的革命的农民运动。从前我们在提出归还割地要求时所犯的错误，就在于对农民中这个民主主义的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运动的广度和深度估计不足。现在革命已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再来坚持这种错误就是不明智了。对发展资本主义来说，没收全部地主土地所能提供的益处，要比分割资本主义大经济所带来的害处大得不可计量。分割土地消灭不了资本主义，也不会把它拉向后退，而会极大地为它的（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扫净、平整、扩大和巩固基地。我们一向认为，限制农民运动的规模决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干的事，而现在，拒绝没收全部地主土地的要求，就会成为对已经形成了的社会运动的规模的明显的限制。

所以，那些现在反对没收全部地主土地要求的同志们是错误的，这正象英国那些工作日少于8小时的煤矿工人错误地反对以立法手段在全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样。

另一些同志们向“时代精神”让步。他们说，纲领要求收回割地或转让用来进行盘剥的土地。策略性决议要求没收。据他们说，纲领和策略不应当混为一谈。

我们对这点的回答是：企图在纲领和策略之间划一条绝对的界限，只能导致烦琐哲学和学究气。纲领确定工人阶级对其他阶级的一般的、基本的态度。策略确定局部的和暂时的态度。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不要忘记，我们跟农村中农奴制残余的全部斗争，同无产阶级的总的社会主义任务相比较，也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任务。如果合乎希波夫口味的“立宪制度”在俄国保持10—15年，那么这些残余是一定会消逝的，虽然它们在消逝过程中会给人民带来难以估计的苦难，但总归是要消逝的，要自行死亡的。要是那样，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强大的民主主义的农民运动，也就无从捍卫什么“为了消灭农奴制残余”的土地纲领。这就是说，纲领和策略之间的差别只是相对的。但如果在纲领中提出局部的、有限的和狭窄的要求，而在策略决议中提出一般的、广泛的和无所不包的要求，那么对于一个现在刚刚能公开活动的群众性政党来说，不利之处是非常大的。无论是在杜巴索夫—希波夫式的“宪制”巩固起来的情况下，还是在农民和工人的起义获得胜利的情况下，反正我党的土地纲领很快又得重新修改。这就是说，急于建成一座永久性的大厦是办不到的。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类见解。没收地主土地，分配地主土地，这是可以的，但决不应当实行国有，——有些人对我们这样说。他们引证考茨基的话来为分配土地辩护，重复着一切反对国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旧论据（参看《曙光》杂志第4期）。在目前来分配地主土地，无论就经济意义来说，还是就政治意义来说，都是绝对进步的措施，我们完全地和无条件地同意这种看法。其次，我们也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小私有主阶级 在一定条件下
 ，“在存在着阶级的警察国家，即使是立宪制的国家里，同依赖这个国家的租地者阶级相比，往往可能是民主制的更加可靠得多的支柱”（ 列宁
 《答伊克斯》第27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04页。——编者注］

 ）。

但是我们认为，在俄国民主革命的现阶段， 局限于
 这些见解，局限于坚持1902年的旧立场，就是根本不考虑社会阶级形势和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曙光》杂志在1902年8月（第4期第36页，普列汉诺夫的文章）曾指出我们的《莫斯科新闻》拥护国有，并且表述了这样一种无可辩驳的正确思想，即土地国有的要求远不是随时随地都是革命的。后面这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普列汉诺夫的同一篇文章（第37页）又指出：“ 在革命时代
 ”（黑体是普列汉诺夫用的）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在我们这里可能是必要的，并且在一定情况下，剥夺的问题也一定会提出来。

毫无疑问，同1902年比较，现在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革命在1905年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了，现在它正准备着各种力量去迎接新的高涨。因此，现在由《莫斯科新闻》来谈（哪怕是稍微认真地谈谈）拥护土地国有，那是根本不可能了。相反，捍卫土地私有制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已变成尼古拉二世的演说和格林格穆特及其同伙的号叫的基调了。农民起义已震动了农奴制的俄罗斯，垂死的专制制度现在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同被农民运动吓得魂不附体的地主阶级的勾结上。不仅《莫斯科新闻》，就是希波夫派的机关报《言论报》也在攻击维特，攻击库特列尔的“社会主义”方案，虽然这个方案建议的并不是土地国有，而仅是必须 赎买
 部分土地。政府对“农民协会”的疯狂摧残和对骚动农民的疯狂“围剿”再明显不过地表明，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

这个运动，象一切深刻的人民运动一样，已经激发了并且继续激发着农民的巨大革命热情和革命干劲。农民在其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通过自己的先进代表，必然要提出并且已经提出了废除全部土地私有制的要求。 
［注：见《1905年8月1日和11月6日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决定》（1905年圣彼得堡版）第6页和《全俄农民协会成立大会记录》（1905年圣彼得堡版）各处。］

 。

农民中现在极其广泛地流行着土地全民所有制的思想，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而且，尽管农民愚昧无知，尽管他们的愿望含有许多反动空想成分，但整个来说，这种思想带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这也同样是没有疑问的。 
［注：普列汉诺夫同志在《日志》第5期中警告俄国不要重蹈王安石的覆辙（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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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力图证明，农民的土地国有思想，按其根源来说是反动的。这种论据的牵强是一目了然的。真所谓qui　prouve　trop，ne　prouve　rien（谁过多地证明，谁就什么也没有证明）。如果20世纪的俄国可以同11世纪的中国相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同普列汉诺夫大概既不必谈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也不必谈俄国的资本主义了。至于说到农民的土地国有思想的根源（或性质）是反动的，那就要知道，就是在土地平分的思想中，也不仅肯定无疑地有反动根源的特征，而且现在还有反动性质的特征。在整个农民运动中和农民的全部思想体系中都带有反动因素，但是这丝毫没有否定整个农民运动的一般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所以说普列汉诺夫提出这种十分牵强的论据非但丝毫不能证明自己的论点（即社会民主党人不可能在一定政治条件下提出土地国有要求），甚至还因此而大大削弱了自己的论点。］



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清除对这种思想所作的反动的和庸俗社会主义的歪曲——关于这一点是没有什么争论的。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完全抛弃这个要求，而不能从中抽出革命民主主义的东西，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我们应当开诚布公地和坚决地向农民说，土地国有是资产阶级的措施，这种措施 只有
 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下才是有益的，但是我们社会主义者如果在农民群众面前 干脆
 否定这项措施，那就是政治上的近视了。这不仅是政治上的近视，而且也是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因为马克思主义十分肯定地证明，土地国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也是可能的、可以设想的，它不会阻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是土地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 最高限度
 。

难道有谁可以说我们 现在
 就是不应该向农民提出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最高限度的要求吗？难道直到现在还看不见农民土地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的激进倾向和农民政治要求（共和制度等）的激进倾向之间的联系吗？

不，在现阶段，当问题在于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在土地问题上只能采取下面一种立场：在一般存在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反对地主所有制，而拥护农民所有制。 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下
 ，反对土地私有制，而拥护土地国有。

现在我们来谈第三类见解：伊克斯，即马斯洛夫等人的“地方自治机关有”或“省有”。1903年，我曾经反驳过伊克斯，说他提出了一个“糟糕透顶的和自相矛盾的要求土地国有化的条文”（ 列宁
 （答伊克斯》第42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16页。——编者注］

 。为了反驳马斯洛夫，有必要部分地重复一下我在当时所讲的话。我在那里写道，“土地（一般说来）最好转交给民主国家，而不要转交给 小的
 社会团体（如现在的或将来的地方自治机关）。”

马斯洛夫所建议的是什么呢？他建议的是一种混合体，即国有 加上
 地方自治机关有， 再加上
 土地私有，而 根本没有指明
 在什么样的政治条件下这种或那种土地制度对无产阶级（比较）有利。的确，马斯洛夫在他的草案第3条中要求“没收”教会的土地和其他的土地，“把这些土地转交给民主国家掌握”。这是纯粹的国有形式。试问：为什么没有附带说明使国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致贻害的政治条件呢？为什么 这里
 提出的是国有而不是地方自治机关有？为什么选择了这种同拍卖被没收的土地 相排斥
 的说法？ 
［注：见列宁
 《答伊克斯》一文第27页：“如果说社会民主党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反对拍卖，那是不正确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04页。——编者注）预先声明土地私有制是不可废除的和土地是不许拍卖的，那就既不合逻辑，也不明智。］

 马斯洛夫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提供答案。

马斯洛夫建议把教会、寺院和皇族的土地收归国有，同时又反对普遍实行国有，这样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他反对国有的论据有一部分是不充分和不正确的，有一部分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第一个论据：国有会侵犯民族自决。彼得堡不应当支配外高加索的土地。——这不是论据，而完全是误会。第一，我们的纲领是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因此外高加索是“有权”脱离彼得堡而实行自治的。马斯洛夫是不是要根据“外高加索”可能不同意而反对四原则选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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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第二，我们的纲领 一般
 是承认地方和地区的广泛自治的，因此，说“彼得堡的官僚会支配山民的土地”（马斯洛夫著作第22页），这简直是可笑！第三，对 外高加索的
 土地实行“地方自治机关所有”的法令，反正须要 彼得堡
 的立宪会议来颁布，因为马斯洛夫并不想使任何一个边区有权自由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这就是说，马斯洛夫的这一论据整个倒了。

第二个论据：“土地国有的前提是把 全部
 土地转交给国家掌握。但是农民，特别是独户农民，会自愿同意把自己的土地交给随便什么人吗？”（马斯洛夫著作第20页）

第一，马斯洛夫在玩弄辞藻，或者在混淆概念。国有意味着转交土地所有权，即收取地租的权利，而决不是土地本身。国有绝对不是说全体农民非自愿地把土地交给别人。我们举一个例子来向马斯洛夫说明这一点。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看不仅把土地所有权，而且把作为经营对象的土地本身也交给全社会掌握。这是不是说，社会主义者想违反小农的意志而从他们手中夺取他们的土地呢？不是的，从来没有哪一个有理智的社会主义者建议做这种蠢事。

是否有人认为在讲到用土地公有制取代土地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纲领中必须特别说明这一点呢？不，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也不作这种附带声明。而我们这里更没有理由去捏造有关国有的种种惨象。国有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农民大半是没有什么地租可收的。这就是说，在实行国有的时候他们什么也用不着交纳，而农民的民主国家（即马斯洛夫在提出他的地方自治机关所有的时候所默然假定的但又解释得不明确的民主国家）还要实行累进所得税，并对小业主实行减税。国有将促进土地的利用，但它丝毫也不意味着违反小农的意志而剥夺他们的土地。

第二，如果以独户农民是否“自愿同意”作为反对国有的论据，那么我们要问马斯洛夫：自耕农是否会“自愿同意”让以农民为主力的“民主国家”把好地，即地主、教会和皇族的土地 仅仅出租给
 他们呢？要知道这意味着：坏地（份地）——归你私有，而好地（地主土地）——你来租吧。黑面包你可以白吃，而白面包你要拿钱来买。这种做法，农民是永远也不会同意的。马斯洛夫同志，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经济关系产生保留私有制的必要性，并且这种私有制是有利的，——那就应当讲分配地主的土地或一般实行没收；或者把全部土地实行国有是可能的并且是有利的，——那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对农民格外照顾。把国有和省有结合在一起，以及把省有和私有制结合在一起，那简直是胡闹。可以担保， 在民主革命取得最彻底的胜利的时候
 ，这种措施也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三　马斯洛夫同志的主要错误

这里还必须谈一下由上面所产生的、但是需要比较详细地考察的一种见解。我们刚才讲过，可以担保，马斯洛夫的纲领甚至在民主革命取得最彻底的胜利的时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一般说来，一个纲领的某些要求之“不能实现”（从它们在目前情况下或在最近的将来不一定能实现这种意义上讲），是不能当作反对这些要求的论据的。考茨基在他的就波兰独立问题反对卢森堡的文章 
［注：我在《曙光》杂志第4期上发表的关于土地纲领草案的文章中有这篇文章的摘录。（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94—295页。——编者注）］

 中曾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点。卢森堡说这种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考茨基反驳说，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可能实现”（照上面解释的那种意义来讲），而在于某种要求是否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或整个文明世界中总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相适应。考茨基说：就拿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中关于一切官员民选的要求来看吧。从德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要求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这个要求是完全正确和完全必要的，因为它是彻底的民主革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实现这种革命又是整个社会目前的发展趋势，是社会民主党力求达到的目标，因为这种革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和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我们在讲马斯洛夫纲领不可能实现的时候，还强调说：是在民主革命取得最彻底的胜利的时候。我们完全不是说，从目前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条件来看，马斯洛夫的纲领是不可能实现的。不是的。我们断言，正是在完全的和彻底的民主革命下，正是在离目前情形最远并且对根本性的土地改革最有利的政治条件下，马斯洛夫的纲领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不是因为他的纲领太大了，而是因为从上述条件看来太小了。换句话说，如果民主革命达不到彻底的胜利，那么不管是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或者是没收皇族土地及其他土地，或者是地方公有等等，都将是根本谈不上的。相反，如果民主革命得到彻底的胜利，那么革命就 不能
 局限于仅对部分土地实行地方公有。那将是消灭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的革命（马斯洛夫和所有主张分配或没收地主田庄的人所设想的正是这种革命），——这种革命要求有空前的革命毅力和革命气魄。如果认为不没收地主的地产（马斯洛夫在自己的纲领草案中讲的只是“转让”，而不是没收），不在“人民”中最广泛地宣传全部土地国有的思想，不创立政治上最先进的民主制形式，就能实现这种革命，那就是想入非非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是彼此密切联系着的，并且归根到底全部服从于生产关系。如果不根本改变国家形式（在目前经济改革的情形下，这种改变只有按民主的方针来进行才是可能的），如果“人民”或农民想要消灭最巨大的一种土地私有制的时候不想反对整个土地私有制，那么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根本措施就是不可思议的。换句话说，象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这样彻底的革命，其本身就必然会大大地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一个社会主义者如果把这种革命的问题提到日程上，他就必须考虑到由这种革命所产生的新问题，就不仅要从这种革命的过去而且要从它的将来来考察这种革命。

正是从这方面来看，马斯洛夫同志的草案是特别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这个草案不正确地表述了那些主张现在就应当立刻点燃、加强、扩展和“组织”土地革命的口号。唯一能够作为这样的口号的就是没收全部地主土地并为此坚决成立农民委员会，作为接近人民的强有力的地方革命政权机关的唯一适宜的形式。第二，这个草案不正确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确切指出具体的政治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地方公有”措施对于无产阶级和农民，就不仅不一定有益，甚至还可能有害，——就是说，草案没有对“民主国家”这个词的概念提供任何确切明晰的定义。第三，这个草案的最重大的而又最不容易看出来的缺点之一，就是这个草案没有从土地革命的未来的角度来考察目前的土地革命，没有指出由这个革命所直接产生的任务，草案的毛病在于它赖以确立的经济前提和政治前提二者是不相适应的。

真的，请你们仔细考察一下可以用来替马斯洛夫的草案辩护的一个最有力的（第三个）论据吧。这个论据说：国有会加强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而这种国家的市政机关以及一般地方机关往往是比较民主的，它们不负担军费，不直接执行用警察压迫无产阶级的任务等等。不难看出，这个论据是假定会有一个 民主还不充分
 的国家，即这样一种国家，它的最重要的机关中央政权，恰好基本上保持着最接近于旧的军事官僚制度的那一套，而它们居于次要和从属地位的地方机关，则比中央机关好些，民主些。也就是说这个论据是假定 民主革命不会进行到底
 。这个论据是 默然
 假定会有介乎亚历山大三世时代的俄国和“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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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的法国之间的某种东西。在亚历山大三世时代的俄国，地方自治机关比中央机关好些；在“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时代的法国，被无产阶级的强大吓破了胆的 反动
 资产阶级，建立了一个具有比地方机关要坏得多，不民主得多，黩武主义、官僚主义、警察统治的味道要强烈得多的中央机关的反民主的“君主共和国”。其实，马斯洛夫草案是默然假定我们最低政治纲领的要求不会充分实现，人民专制不会得到保障，常备军不会取消，官员民选制度不会实行等等，——换句话说，就是假定我们的民主革命，也象欧洲大多数民主革命一样不会进行到底，也象所有这些革命一样被弄得残缺不全，受到歪曲，“被拖向后退”。马斯洛夫的草案是专门给半途而废的、不彻底的、不完全的或者被反动派弄得残缺不全和“不致为害的”那种民主革命设计的。 
［注：马斯洛夫援引了考茨基的话，其实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特地作了这样的保留：国有在梅克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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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条件下是荒谬的，如果是在民主的英国或澳大利亚则另当别论。］



正是这种情况把马斯洛夫的草案变成了生编硬造的、机械的、不可能实现的（从这个词的前面解释过的那种意义上来讲）、内容自相矛盾的、动摇的以及片面的东西（因为照他的设想，从民主革命只能过渡到反民主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而不能过渡到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尖锐斗争）。


默然
 假定民主革命不会进行到底，假定我们的最低政治纲领的根本要求不会实现，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对这种东西决不能默不作声，而必须十分明确地指出来。如果马斯洛夫想忠于自己，如果他不愿意自己草案中有丝毫的含糊和言不由衷，那么他就应当说：既然我们现在的革命将要产生的国家“大概”会是民主很少的，那么最好不要用国有来加强它的权力，而应当局限于地方自治机关有，因为“ 应该料想到
 ”地方自治机关会比中央国家机关好些，民主些。马斯洛夫的草案所默然假定的就是如此，也仅仅是如此。所以，当他在自己的草案中运用“民主国家”（第3条）这个字眼而不作任何说明时，他就是在撒弥天大谎，把自己也把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引入迷途，因为事实上，他正是在使自己的草案“适应”不民主的国家、反动的国家，这种国家是由没有贯彻到底的或被反动派“夺过去的”民主制度产生的。

既然如此——而且必定如此——马斯洛夫草案是生编硬造的和“杜撰出来的”就很清楚了。的确，如果假定这个国家中央政权比地方政权更反动，象没有共和派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那样，那么认为在这种国家里有可能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或者哪怕是还能保持一点在革命的逼攻下所达到的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成果，就简直是可笑的了。任何一个 这样的
 国家在被称为欧洲的那个大陆上，在名为20世纪的这个世纪中，由于阶级斗争的客观逻辑，一定是 一开始
 就要 保护
 地主土地占有制，或者是 恢复
 这种占有制，如果它已经部分地遭到破坏的话。要知道，任何这种半民主的、实际上是反动的国家的全部客观含义无非就是：牺牲一些最无关紧要的特权，以保住地主资产阶级的和官僚的政权的 根基
 。要知道，在这种国家中反动的中央政权同比较“民主的”地方机关如地方自治机关、地方管理机关等能够并存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些地方机关所从事的是对 资产阶级国家没有害处的
 “脸盆镀锡” 
[136]

 、供水、电车等等不会破坏所谓“现行社会制度”的 基础
 的事情。如果把观察地方自治机关在水电供应方面的活动所得的印象扩大到认为它们可能进行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活动”，那就太天真幼稚了。这正象假定法国的某一个波舍霍尼耶 
[137]

 选出了一个完全由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市议会，就想让这个市议会把全法国私人房屋的土地的私有权实行“地方公有”一样。问题就在于，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措施，就其性质来说同改善水电供应和清除垃圾等的措施稍有不同。问题就在于，前一种“ 措施
 ”要极其大胆地“触犯” 整个
 “现存社会制度”的根基，大力动摇和破坏这个根基，使无产阶级能更容易地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来对整个资产阶级制度进行攻击。是的，任何资产阶级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关心和最为关心的，必定是怎样设法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只要一触犯到地主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利益，那么，脸盆镀锡自治的一切权利和特权，马上就被取缔，全部地方公有立刻完蛋，地方机关中民主制度的一切痕迹也将受到“讨伐”而化为乌有。天真地假定能在反动的中央政权下实行地方民主自治并进而假定这种“自治”能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那就是为我们树立了想入非非或极端政治天真的绝妙典型。





四　我们的土地纲领的任务

如果我们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时代应当向无产阶级和农民提供的一些简单明了的建议的形式来阐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那么就能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明白了。

第一个建议必将是这样的：全力以赴地去争取农民起义的彻底胜利。没有这种胜利，无论从地主那里“夺取土地”，还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都是根本谈不上的。而号召农民起义的口号只能是：没收全部地主土地（决不是那种为赎买问题打掩护的一般转让或一般剥夺），并且一定要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由农民委员会加以没收。

任何别的建议（包括马斯洛夫所建议的“转让”的口号和他的全部地方公有在内），都是号召不用农民起义的办法，而用同地主勾结、同反动中央政权勾结的办法来解决问题，都是号召不用革命的方法，而用官僚主义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因为，最民主的地区组织和地方自治组织，要是同革命的农民委员会相比，都不能不是官僚主义的组织；革命的农民委员会对于地主必然就地立即处置，并夺取应由全民立宪会议批准的权利。

第二个建议必将是这样的：如果政治制度不彻底民主化，如果共和制度不建立，如果人民专制得不到切实的保障，那就根本不能指望保持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更不用想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措施。我们应当把我们向工人和农民提出的这个建议特别明晰准确地表述出来，以免产生任何怀疑、任何意思含混、任何曲解以及任何对在反动中央政权下有可能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这种荒谬见解的默许。所以，当尽快提出我们的政治建议时，我们应当向农民说：夺得土地后，你应当前进，否则你必然要被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打败和击退。没有新的政治胜利，不给整个土地私有制以新的更加坚决的打击，就不能夺取土地并把它保持住。在政治上，也象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一样，不前进，就要倒退。或者是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后壮大起来（民主革命当然会使资产阶级壮大），把工人和农民群众的胜利果实全部夺去，——或者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给自己打通前进的道路。这就是说要有共和制度和彻底的人民专制。这就是说要把在赢得共和制度的条件下实行全部土地国有，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作为取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胜利后开始进行真正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一个当然的和必要的步骤。

第三个即最后一个建议：城市和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你们要单独组织起来。不要信赖任何业主，哪怕是小业主，是“劳动的”业主。只要商品生产继续存在，就不要被小经济迷惑。农民起义的胜利时刻愈近，农民业主转而反对无产阶级的时刻也就愈近，建立无产阶级独立组织的需要也就愈加迫切，我们也就应当愈加努力地、坚定不移地和大声疾呼地号召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支持农民运动，但是我们应当记住，这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而 不是那个
 能够实现并且定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所以，对于作为经营对象的土地该如何分配的问题，我们把它放在一边，——这个问题，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只有大、小业主能够解决并且他们会来解决。而我们所关心的完全是（而在农民起义胜利后可以说只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农村无产阶级将怎么办？我们现在和将来所研究的主要是这个问题，让小资产者的思想家们去想出土地平均使用制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吧。我们对这个问题，对新俄国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俄国的根本问题要回答说：农村无产阶级应当同城市无产阶级一起独立地组织起来，为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因而，我们的土地纲领应当包含三个主要部分：第一，表述对革命农民的最坚决的号召，号召他们向地主土地占有制发起进攻；第二，确切指明为了巩固农民的胜利果实，为了从民主主义的胜利过渡到无产阶级直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运动能够采取并且应当采取的下一个步骤；第三，指明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农民起义的胜利愈临近，这些任务也就愈急迫地压到我们头上，愈坚决地要求我们把它们明确地提出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现在必须解决的那些基本任务，马斯洛夫的纲领连一个也没有解决：这个纲领没有提出在目前存在最反民主的国家的时代能够立即引导农民运动走向胜利的口号；这个纲领没有确切指出为完成和巩固土地改革所必需的政治改革；它没有指出在最充分最彻底的民主制度下实行土地改革所必需的办法；它没有说明我们党对全部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所持的无产阶级立场。这个纲领既没有规定“第一个步骤”的条件，也没有规定“第二个步骤”的任务，而是把一切混在一起，开始是把皇族土地转交给不存在的“民主国家”掌握，继而是担心中央政权不民主而把地主土地转交给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掌握！这个纲领，目前按其实际意义来讲，不是革命的，它是建筑在与半反动的中央政权进行完全凭空设想的和完全不可思议的勾结这种假定上面的，在俄国民主革命采取任何一种可能的和可以设想的发展道路时，它都不能作为工人政党的指南。

综上所述，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在民主革命条件下，唯一正确的纲领将是这样的：我们应该立刻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设立农民委员会 
［注：象伊克斯一样，马斯洛夫“认为我们既要求消灭等级，又要求设立农民委员会即等级委员会，这是矛盾的。其实这里的矛盾只是表面现象：为了消灭等级，就需要实行卑微等级即受压迫等级的‘专政’，正象为了消灭包括无产者阶级在内的一切阶级，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样。我们的整个土地纲领，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土地关系方面的农奴制传统和等级制传统，而要消灭这些传统，只能依靠卑微等级，即依靠受这些农奴制残余压迫的人”。列宁
 《答伊克斯》第29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05页。——编者注）］

 ，并且对这个要求不提出任何限制性的保留条件。这种要求在任何（哪怕是最坏的）条件下，无论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或农民的观点来看，都是革命的和有益的。这种要求必然会导致警察国家的破产和民主制度的加强。

但是不能局限于没收。在民主革命和农民起义时代，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绝对地屏弃土地国有。对这个要求只是必须附上一个条件，就是要十分确切地指出一定的政治制度，没有这种制度，土地国有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可能是有害的。

这样的纲领会是完备而严整的。它将提出的无疑是在任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情况下一般可能设想的最高的目标。它不会束缚社会民主党的手脚，它允许根据不同的政治形势或实行平分，或实行国有。它绝不会引起争取民主主义的战士——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纠纷。 
［注：为了消除一切认为工人政党想不顾农民意志、不顾农民内部自主的运动而强迫农民接受什么改革方案的想法起见，纲领草案附有Ａ方案
 ，其中没有直接要求国有，而首先是说党支持革命农民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的愿望。］

 在目前，在警察专制的政治制度下，它会提出绝对革命的和使这些制度革命化的口号，同时在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条件下，即在民主革命的完成展示出新的前景和新的任务的条件下，还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在纲领中明确指出我们在整个民主土地革命中的独特的无产阶级立场是绝对必要的。不必以为这一点应当放在策略决议中，或以为这是重复纲领的总则而觉得不好意思。

为了明确表述我们的立场并向群众阐明这种立场，放弃把问题分成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的严整公式是值得的。

现在我们把“土地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委任起草新土地纲领草案）的多数委员所拟订的相应的土地纲领草案附在下面。





五　土地纲领草案

为了肃清沉重地直接压在农民身上的农奴制残余，为了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党要求：

（1）没收教会、寺院、皇族、国家、皇室和地主的全部土地；

（2）成立农民委员会，以便立即消除地主权力和地主特权的一切痕迹，实际处置所没收的土地，直到全民立宪会议规定新的土地机构时为止；

（3）取消农民这个纳税等级 
[138]

 现在所负担的一切赋税和义务；

（4）取消一切束缚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令；

（5）授权选举产生的人民法院减低过高的地租和宣布盘剥性契约无效。

如果俄国现在的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能完全保证人民专制，即建立起共和制度和充分民主的国家制度，那么党将 
［注：Ａ方案：



……那么党将支持革命农民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的愿望，并力求做到把全部土地转变为国家财产。］ 力求做到废除土地私有制，并且把全部土地转变为全民公有财产。

同时，在实行民主土地改革的一切场合下和任何情况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都是：始终不渝地争取成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的利益同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警告他们不要被小经济制度所迷惑，因为它在商品生产存在的情况下永远不能消灭群众的贫困，最后，向他们指出必须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消灭一切贫困和剥削的唯一手段。





	1906年4月初由“我们的思想”出版社在圣彼得堡印成单行本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239—270页

















[121]

 《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这本小册子是在1906年3月下半月写成的，1906年4月初在彼得堡出版。1906年9月，小册子遭到沙皇政府的查禁。



小册子包含的思想，列宁后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土地问题报告中作了阐明。——215。





[122]

 《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劳动解放社的文集，1888年在日内瓦出版，只出了一集。——216。





[123]

 《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评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曾刊登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217。





[124]

 割地指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中农民失去的土地。按照改革的法令，如地主农民占有的份地超过当地规定的最高标准，或者在保留现有农民份地的情况下地主占有的土地少于该田庄全部可耕地的1/3（草原地区为1/2），就从1861年2月19日以前地主农民享有的份地中割去多出的部分。份地也可通过农民与地主间的特别协议而缩减。割地通常是最肥沃和收益最大的地块，或农民最不可缺少的地段（割草场、牧场等），这就迫使农民在受盘剥的条件下向地主租用割地。改革时，对皇族农民和国家农民也实行了割地，但割去的部分要小得多。要求归还割地是农民斗争的口号之一，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曾把它列入党纲。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以代替这一要求。——217。





[125]

 斗争社是达·波·梁赞诺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和埃·李·古列维奇于1900年夏在巴黎成立的一个团体，1901年5月取此名称。该社试图调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矛盾，建议统一社会民主党各国外组织。



1901年秋，斗争社成为一个独立的著作家团体。它在自己的出版物（《制定党纲的材料》第1—3辑、1902年《快报》第1号等）中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列宁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由于它背充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策略，进行瓦解组织的活动，并且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没有联系，因此未被允许参加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斗争社被解散。



列宁在这里指的是斗争社在1903年出版的《制定党纲的材料》第2辑和第3辑。——217。





[126]

 地方自治机关是沙皇政府为使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于1864年颁布条例逐步设立的。按照这个条例，县地方自治会议议员由县地主、城市选民、村社代表三个选民团分别选举，以保证地主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占优势。省地方自治会议的议员由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由贵族代表担任。地方自治局由地方自治会议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地方自治机关在内务大臣和省长监督之下进行活动，他们有权停止它的任何一项决议的执行。沙皇政府只授权地方自治局管理当地经济事务。地方自治局的经费来源于对土地、房屋及工商企业征收的不动产税。从19世纪90年代起，由于供职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自由派、民粹派以至社会民主党人）影响增大，地方自治局的活动趋于活跃。地方自治局在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地方自治局的经济措施——举办农业展览、设立农事试验站、发展农业信贷等，有利于地主和富农经济的巩固，对贫苦农民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地方自治局所组织的统计工作对研究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到19世纪70年代，设立地方自治机关的行政单位有欧俄34个省和顿河军屯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则有欧俄43省。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扩大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并在乡一级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在地方上的支柱。十月革命后，地方自治机关被撤销。——218。





[127]

 《前进报》（《Вперёд》）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机关报（周报），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1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8号。列宁是该报的领导者，《前进报》这一名称也是他提出的。该报编辑部的成员是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秘书，负责全部通信工作。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一文中写道：“《前进报》的方针就是旧《火星报》的方针。《前进报》为了捍卫旧《火星报》，正在同新《火星报》进行坚决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17页）《前进报》发表过列宁的40多篇文章。而评论1905年1月9日事件和俄国革命开始的第4和第5号报纸几乎完全是列宁编写的。《前进报》创刊后，很快就博得了各地方党委会的同情，被承认为它们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反对孟什维克、创建新型政党、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名为《无产者报》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因此停办。——219。





[128]

 《真理》杂志（《Правда》）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杂志（月刊），主要登载艺术、文学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文章，1904年1月—1906年4月在莫斯科出版。正式的编辑兼出版者为Ｂ.Ａ.科热夫尼科夫，他也是这个杂志的创办人。——220。





[129]

 独户农民即不是村社成员的农民。——221。





[130]

 《目前形势》文集是1906年初在莫斯科出版的。文集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写作演讲组编辑，基本上反映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该文集出版后不久就被没收了。——221。





[131]

 《世间》杂志（《Мир　Божий》）是俄国的文学和科学普及刊物（月刊），1892—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先后担任编辑的是维·彼·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和费·德·巴秋什科夫，实际领导人是安·伊·波格丹诺维奇，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帕·尼·米留可夫、马·高尔基等。90年代中期，曾站在合法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同民粹主义作斗争，在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颇受欢迎。1898年刊载过列宁对亚·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简明教程》一书的评论。1906—1918年以《现代世界》为刊名继续出版。——221。





[132]

 这里说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5期上发表的《论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年俄文版第15卷第19—40页）。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里反对土地国有化，认为这是企图在俄国恢复那种“土地和农民都是国家的财产”的旧制度，而“这种制度无非是一切东方大专制国家所依托的经济制度的莫斯科版”。普列汉诺夫从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埃·雷克吕的地理学著作中摘引关于王安石的材料说：“1069年，当时的中国皇帝宋神宗的朋友和顾问王安石颁布了一道废除私有制的法令。由于这道命令，国家成了唯一的所有者，并负责分配所有的产品，产品的生产则应在国家官员的管理下进行。这一措施引起了一些官员和从前的大封建地主的极强烈的反对，然而王安石——埃·雷克吕说，——还是保持了自己的国家共产主义制度达15年之久。”普列汉诺夫指出，雷克吕书中的这个中国11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故事是从俄国汉学家伊·伊·扎哈罗夫那里“不加任何批判地”搬来的。他认为雷克吕所说的王安石的“尝试”还扩展到动产方面，是“十分可疑的”；王安石所进行的革命很可能是属于“在我们这里的皇族土地上有时由长官实行的使农民大为不满的公有耕地那一类事情”，“只不过是在大得多的规模上进行罢了”；“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种‘尝试’里很少有吸引人的东西”。普列汉诺夫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主张土地国有的人同王安石相提并论，说除了不幸之外，不能“从俄国的王安石们”那里期待别的什么。——226。





[133]

 四原则选举制是包括有四项要求的民主选举制的简称，这四项要求是，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的选举权。——228。





[134]

 “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是指1870年建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由保皇派掌握实权，它的头两任总统——阿·梯也尔和帕·莫·麦克马洪都是保皇派分子。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他的特写集《在国外》里把它称作“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233。





[135]

 梅克伦堡是德国的一个地区，位于波罗的海与易北河之间。在历史上，这个地区的特点是大土地占有制占优势和农村无产者人数众多。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提到过这个地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7页）。——233。





[136]

 脸盆镀锡一词见于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给婶母的信》。他在这里嘲讽地方自治机关不敢破坏现存制度的基础，而只能解决关于脸盆镀锡之类的小问题。——235。





[137]

 波舍霍尼耶原为俄国北部一个偏僻的县城。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小说《波舍霍尼耶遗风》问世后，波舍霍尼耶即成为闭塞落后的穷乡僻壤的同义语。——235。





[138]

 纳税等级原指俄国交纳人头税的居民，包括农民、小市民、手艺人等。在废除人头税以后，由于他们同其他居民在社会地位上还有另外的差别，所以这个称呼仍然存在。属于纳税等级的人，不能免除体罚，要服劳役，并且没有迁徙自由。——240。







《列宁全集》第12卷


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

（1906年3月24—28日〔4月6—10日〕）





	· 一　我们参加杜马选举有什么客观意义？
· 二　初次选举的社会政治意义


· 三　什么是人民自由党


· 四　立宪民主党杜马的作用和意义


· 五　立宪民主党的自负的典型


· 题外话　同立宪民主党的政论家和博学的教授们的通俗谈话


· 六　结　论












一　我们参加杜马选举有什么客观意义？

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冲昏了我国自由派报刊的头脑。立宪民主党人在选举运动中把所有或者几乎所有的自由派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了。一向不属于立宪民主党的一些报纸，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了这个党的机关报。自由派报刊欣喜若狂。到处都能听到胜利的欢呼声和对政府的恫吓声。在这些呼叫声中经常搀杂着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有时是幸灾乐祸有时是妄自尊大的狂妄态度，这是一种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情况。

——瞧，你们拒绝参加选举，犯了多大的错误！现在你们明白了吧？你们承认错误了吧？现在你们该知道英明而有远见的普列汉诺夫的忠告的价值了吧？——常常可以从得意忘形的自由派报刊的字里行间听到这样一些言论。关于普列汉诺夫，斯捷潘诺夫同志说得很对（见《目前形势》文集中的《远方来信》一文），他说普列汉诺夫同伯恩施坦一样走运。正象当年德国自由派对伯恩施坦爱不释手以及所有“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把他捧上天一样，现在，俄国没有一家自由派报纸，甚而可以说没有一篇自由派报纸上的文章（连《 言论报
 》，一点不假，连十月党人的《 言论报
 》也在内！）没有拥抱亲吻和爱抚过这位英明的、有远见的、通情达理的，头脑清醒的、敢于起来反对抵制的普列汉诺夫。

我们就来看看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证明了什么。他们揭露了谁的错误？暴露了什么样的策略是毫无用处的？

普列汉诺夫、司徒卢威及其同伙硬要我们相信，抵制是一种错误。为什么立宪民主党人有这种看法，这是十分清楚的。他们提议给莫斯科工人一个杜马席位（见3月23日《我们的生活报》），这说明立宪民主党人善于重视工人的帮助，他们为了取得圆满成功和巩固自己的胜利，力求同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如果他们同非党工人达成了这种协议，也就等于同社会民主党达成了协议。立宪民主党人仇视抵制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为抵制就是拒绝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左派”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

普列汉诺夫和倾向于他的（一部分是自觉地，一部分是不自觉地）孟什维克或者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反抵制派要求的是什么呢？唉，真可惜！普列汉诺夫这位他们中间最有胆识，最彻底、最坦率、最明确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的人物——居然在他的第5期《日志》 
［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5期。］

 里一遍又一遍告诉我们， 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要求什么
 。他大声疾呼：应当参加选举。为了什么？为了建立孟什维克所鼓吹的革命自治呢，还是为了参加杜马？

普列汉诺夫总是吞吞吐吐、躲躲闪闪，拐弯抹角地用诡辩来回避这些简单明了的问题。当孟什维克还在《火星报》上宣扬革命自治的时候（ 也是他本人毫不隐讳地表示赞同孟什维克的策略的时候
 ），普列汉诺夫接连好多个月时间保持沉默，现在却突然抛出一些最轻蔑的词句来攻击孟什维克的“赫赫有名的革命自治”了。普列汉诺夫同志，“革命自治”为什么赫赫有名，又怎么会有名呢？是不是普列汉诺夫现在要进攻的那些早就指出这个口号有缺陷、不明确和不彻底的布尔什维克使它更加“有名”了呢？

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答复。普列汉诺夫没有作任何解释。他只是讲了几句先知式的名言就搪塞过去了。在这里，先知和普列汉诺夫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先知是预卜事件的未来，而普列汉诺夫只是在事件过后才说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吃完了饭才把芥末端上来。当孟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前，在十二月起义之前，也就是在革命高潮到来之前谈到“革命自治”的时候，普列汉诺夫默不作声，然而他是完全赞同孟什维克的策略的，他默不作声，看来是在观望和犹豫，不敢拿出一个多少肯定的意见。当革命浪潮低落的时候，当“自由的日子”和起义的日子过去的时候，当工人、士兵、铁路工人等等各种代表苏维埃（即孟什维克认为是革命自治机关而布尔什维克认为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分散的自发的因而也是软弱无力的革命政权机关的苏维埃）退出舞台的时候，——总之，当问题已经失去尖锐性的时候，当饭已经吃完的时候，普列汉诺夫才把芥末端上来，才表现出司徒卢威之流的先生们所喜欢的……对往事的英明和远见。

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什么不满意革命自治，这一点还没有弄清楚。普列汉诺夫现在跟布尔什维克有同样的看法，认为革命自治会把许多人“弄糊涂”（《日志》第5期），但是从各方面看来，普列汉诺夫是觉得这个口号太大了，而布尔什维克则认为这个口号太小了。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个口号走得太远了，而我们则认为这个口号走得还不够远。普列汉诺夫一心想把孟什维克从“革命自治”往后拖，使他们在杜马中进行冷静的实际的工作。我们则一心想——不仅一心想，而且有意识地明确地号召——从革命自治再前进一步，承认建立完整的、有计划的、能采取攻势的起义机关即革命政权机关的必要性。普列汉诺夫实际上要把起义的口号从日程上撤销（虽然他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他否定革命自治的口号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没有起义和起义的环境，革命自治就不过是一种可笑的和有害的儿戏。普列汉诺夫比他的志同道合的孟什维克稍微彻底一些。

那么，普列汉诺夫同志，参加选举究竟是为了什么，怎样参加选举呢？不是为了只把人“弄糊涂”的革命自治。那就是说，为了参加杜马吗？但是在这里普列汉诺夫表现得特别胆怯。他不愿意回答，然而由于俄国有ｎ＋1个同志不仅希望“只管去读”这位“只管去写的”作家的日志，而且希望在工人群众中进行一点明确的活动，由于这ｎ＋1个纠缠不休的记者要求他作出确切的回答，普列汉诺夫开始生气了。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要求选举者知道选举什么和为什么选举，是一种书呆子气和公式主义等等。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他这种怒气冲冲的声明更无济于事、更滑稽可笑的了。得了吧，普列汉诺夫同志！要知道你的朋友们立宪民主党人以及我们工人都会笑话你的，要是你真的当着群众的面鼓吹你那绝妙的纲领：参加选举吧，进行选举吧，但是不必过问选举什么和为什么选举。你们按照关于杜马选举的法令选举好了，但是不许你们去想（这是书呆子气和公式主义）这是在选举杜马代表。

为什么以前写文章条理很清楚而且对问题总是给予明确答复的普列汉诺夫同志现在竟糊涂到这种地步呢？这是因为他对十二月起义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从而对目前政治形势得出了一个根本错误的看法。他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害怕把自己的想法彻底弄清，害怕正视现实。

目前，“杜马运动”这一赤裸裸的现实已经能看得很清楚了。现在不管参加选举的本人的意志、意识、言论和诺言怎样，事实已经回答了选举和参加选举具有什么客观意义的问题。孟什维克中最坚决的普列汉诺夫同志之所以害怕公开主张参加杜马，是因为参加本身已经决定了参加的性质。 参加选举，要么意味着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并同他们串通一气，要么意味着玩弄选举。
 生活本身已经证明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普列汉诺夫在《日志》第5期中不得不承认这句话的后半句是正确的，不得不承认“革命自治”这一口号是模糊不清的。如果普列汉诺夫不逃避对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那么他在《日志》第6期中将不得不承认前半句话也是对的。

政治现实彻底摧毁了孟什维克的策略，就是他们在自己的“纲领”（1905年底或1906年初在圣彼得堡发行、提到马尔托夫和唐恩的名字的胶印本）和他们自己的铅印声明（附有说明两个策略的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传单和一本小册子 
[139]

 中所刊载的唐恩的一篇文章）中所鼓吹的策略，这就是，不是为了选举杜马代表而参加选举的策略。再说一遍，任何一个稍有名气的孟什维克都不敢在报刊上提到参加杜马的主张。实际生活就这样彻底摧毁了孟什维克的这个“纯洁的”策略。至于为了“革命自治”、为了退出省选举大会等等而参加选举，现在连认真地谈也未必会谈了。事件最清楚地表明，这种选举的游戏，这种议会制的游戏，除了使社会民主党威信扫地、蒙受耻辱，不会给它带来任何东西。

如果上面的话还需要加以证明的话，那么我们党的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已经提供了一个最明显的证明。这是一个多数派和少数派混合的组织。它所采取的策略也是“混合的”，即至少有一半是孟什维克的：参加初选人的选举，以加强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选民团中的影响，然后破坏选举，拒绝选举复选人。这种做法是再一次使用对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 
[140]

 所用过的策略。这正是本着普列汉诺夫同志所推荐的办法作出的“第一步”：先参加选举，其他到时候再详细研究。

莫斯科郊区委员会所采取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的策略，果然不出所料地彻底破产了。初选人选出了。社会民主党人，甚至一部分组织的委员当选了。正好在这个时候颁布了反抵制的法令 
[141]

 。初选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为鼓动抵制而坐牢，要么选举复选人。郊区委员会的鼓动和我们党的所有组织的鼓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它无力应付它所推动的力量。 初选人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撕毁了自己的必须绝对执行的委托书，并…… 选举了复选人
 。在这些复选人中间也有一部分是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是组织的委员。

我出席了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会议，看到了这个极端困难的场面，当时社会民主党领导组织正在讨论该怎么办和如何处置这个已经破产了的（普列汉诺夫的）策略的问题。策略的破产是十分明显的，以致委员会的孟什维克成员也 没有一个人
 发表赞成复选人参加省选举大会，或者赞成革命自治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主张。另一方面，也下不了决心处罚那些不按照必须绝对执行的委托书的工人初选人。委员会只得不了了之，默认自己有错误。

参加选举，但是不好好考虑（甚至不愿好好考虑，根本不愿考虑，见《日志》第5期）选举什么和为什么选举的普列汉诺夫策略，其后果就是这样。孟什维克的“策略”一接触现实就完全破产了，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种“策略”（不是为了选举而参加选举）只是一些动听的空话和美好的愿望。但愿望终归是愿望，空话终归是空话，实际出现的总是客观政治形势的不可改变的逻辑所决定的结果：或者是为了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而选举，或者是玩弄选举。可见事件完全证实了我在《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这一短文中所说的话：“我们可以声明我们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具有彻底的和最彻底的独立性，可以声明我们参加杜马带有纯洁的和最纯洁的党性，但是 政治形势比一切声明都更有力
 。实际情况不会也不可能同我们的声明一致。在现在的条件下参加现在的杜马，结果一定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实际执行的必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也不是党的工人的政策。”（第5页） 
［注：见本卷第153—154页。——编者注］



不妨让孟什维克或者普列汉诺夫分子来驳倒这个结论吧，不过不要讲空话，而要摆事实。要知道，现在我们党的每个地方组织在自己的策略上都是自搞一套。为什么孟什维克在俄国任何地方都搞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策略呢？为什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小组，即没有和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合并的孟什维克小组，没有准备开展一个“普列汉诺夫式的”或者自己的选举运动来应付后天，即3月26日这个星期天，就要在莫斯科举行的选举呢？当然，这并不是由于不愿意，而且我相信，也不是由于没有能力。而是由于，客观政治形势已决定，要么抵制，要么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现在，莫斯科省的复选人当中有社会民主党人。选举已成定局。省选举大会为期尚远。普列汉诺夫同志，时间还来得及！孟什维克同志们，时间还来得及！告诉那些复选人该怎么办吧！ 
［注：当我在3月24日《言语报》
[142]

 第30号上看到莫斯科通讯的时候，本文已经脱稿。莫斯科通讯中说：“就现在可以确定的材料来看，在当前省选举的角逐中，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政党的机会几乎相等：十月党人11票，加上工商业者26票和极右派政党13票，总共有50张完全确定的选票；另一方面，立宪民主党人22票，再加上无党派进步人士11票和工人17票，总共也是50张选票。因此，胜利属谁，要看9个态度还不明朗的复选人究竟靠拢哪个政党。”



假如这9个是自由派，而17个工人是社会民主党的初选人（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是多么希望这样），结果将是：立宪民主党人42票，右派50票，社会民主党人17票。社会民主党人除了同立宪民主党人缔结瓜分杜马代表席位的协定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务必在事前告诉他们，哪怕只此一次也好，让他们知道你们自己的策略。这些复选人是不是应当干脆退出省选举大会？还是退出大会去成立革命自治机关？还是交上空白的选票？或者最后，还是选举杜马代表？如果是，那又选谁？选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去演这出徒劳无益的毫无希望的幕布后面的戏吗？最后，还有一个你们孟什维克同志们和普列汉诺夫同志必须回答的主要问题：要是这些复选人的选票将决定立宪民主党人当选或者十月党人当选，他们该怎么办？比方说，如果立宪民主党人的复选人Ａ—1个，十月党人是Ａ个，而社会民主党的复选人是两个，那怎么办？弃权 
［注：大概不必再加上这么一句，说如果这两个人选举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那实际上就是给黑帮分子帮忙
 。社会民主党人的选举就等于弃权，也就是等于消极地撤出战斗，让黑帮分子击败立宪民主党人。



附言：正文中有一处错误，说省选举大会为期尚远。省选举大会现在已经开过。黑帮分子取得了胜利，因为农民没有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顺便说一下，使我们获得这条消息的3月28日《我们的生活报》第405号还这样报道：“《道路报》根据可靠方面消息报道：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昨天（在莫斯科）积极参加了选举，按照《人民自由报》上发表的名单投了票。”这是真的吗？］ 就等于帮助十月党人击败立宪民主党人！是不是只好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并且 请求他们为了这一功劳而赏个杜马席位
 ？

这决不是我们臆想出来的结论。这决不是对孟什维克的无端攻击。这个结论就是现实本身。工人参加选举，社会民主党参加选举， 实际上
 就导致这种结局，而且只能导致这种结局。立宪民主党人正确地估计了彼得堡的经验：当时非党的工人房客为了不让十月党人取得胜利而投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票。立宪民主党人估计了这一经验，就直截了当地向莫斯科工人提出：只要支持我们，我们就把你们的一位复选人选入杜马。立宪民主党人要比普列汉诺夫本人更正确地了解普列汉诺夫策略的实际意义。他们的建议表明，他们已经预料到选举所必然产生的政治结果。如果复选人不是非党工人，而是加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他们也会陷入那样进退两难的境地：或者置身事外，这就是帮助黑帮分子，或者同立宪民主党人直接或间接地，彼此默契或通过协定勾结起来。

的确，立宪民主党人现在亲吻普列汉诺夫决不是 无缘无故的
 ！这一亲吻的代价是很明显的。拉丁语里有个谚语说得好：Do　ut　des（我给你是为了你给我）。我吻你是要你用自己的劝说多给我拉几张选票。的确，也许你根本不想这样做；你甚至羞于当众承认曾经接受我们的吻。你想用各种真话和假话（特别是用假话！）来回避答复那些毫不客气、过于直率地触及我们暧昧关系的本质的问题。但是要知道，问题完全不在于你的心愿，你的心意，你的善良的（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来看是善良的）愿望。问题在于 结局
 ，而这种结局对我们是有利的。

立宪民主党人对普列汉诺夫的策略的了解是符合实际的。因此他们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结局：取得了工人的选票，和工人达成协议， 使工人对立宪民主党的杜马
 、对立宪民主党的政策 负连带
 （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 责任
 。

普列汉诺夫对自己所提出的策略的了解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普列汉诺夫的善良的愿望只能铺成地狱。社会民主党在选举问题上对 群众
 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组织 群众
 的工作、动员 群众
 团结在社会民主党周围的工作等等（见普列汉诺夫的同伙唐恩在他的小册子中发出的豪言壮语）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尽管我们中间有人非常希望做到这一点，但是客观条件却阻碍着这种愿望的实现。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不能在群众面前高高举起（回想一下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例子），秘密组织不可能变成合法的组织，船帆从不带主要装备就投入伪议会急流的无能掌舵人手中掉下来了。 实际执行的既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也不是党的工人的政策
 ，而是立宪民主党的工人政策。

要知道你们的抵制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和软弱无力的办法！立宪民主党人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这样喊叫。那些企图用抵制的办法使杜马和我们立宪民主党人出丑的工人，那些把稻草人选到杜马中去的工人显然是错了！杜马决不会是稻草人的杜马，而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

够了，先生们！你们太天真了，或者是假装天真。如果杜马将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那么形势就会不同，可是杜马终究将是一个稻草人。当工人们用选举稻草人这个绝妙的实例来象征未来的杜马，警告轻信的人们并且声明自己不对稻草人的把戏负责的时候，是有一种异常敏锐的阶级本能在指使他们的。

你们不了解这一点吗？让我们给你们解释解释吧。





二　初次选举的社会政治意义

俄国的初次政治选举具有非常巨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但是，陶醉于自己的胜利和完全沉溺于立宪幻想的立宪民主党人却根本不能了解这次选举的实际意义。

首先我们看一看，聚集在立宪民主党人周围的是哪些阶级的分子。在这个问题上，这次选举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宝贵材料，但还远远不够完备。然而，有些东西已经可以看出并且值得特别予以注意。下面就是我们根据《俄罗斯新闻》上关于到3月18日为止（即到彼得堡选举以前）选出的复选人的材料总结出来的数字：





	　　　　　　　　　　代表大会选出的复选人人数政治倾向　　城市选民　　土地占有者　　总计

左派………………268　　　　128　　　　296

右派………………118　　　　172　　　　290

无党无派…………101　　　　178　　　　279

——————————————————————

总计………………487　　　　478　　　　965











［注：我们把社会民主党（2人）、立宪民主党（304人）、民主改革党（4人）、进步派（59人）、混和的自由派分子（17人）、犹太平等联盟
[143]

 （3人）和波兰民族主义者
[144]

 （7人）划为左派。把十月党人（124人）、工商党（51人）、立宪君主党（7人）、法制党（5人）、右派
[145]

 （49人）和君主派
[146]

 （54人）划为右派。］



尽管这份材料还很不完备，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彼得堡的选举只是更肯定了这个结论），俄国的一般解放运动，特别是立宪民主党，正经历着某种社会变动。这个运动的重心正逐渐移向城市。运动正在走向民主化。城市居民中的“小人物”正在日益显露头角。

在土地占有者中间是右派占优势（假定无党无派中左派和右派各占一半——这个假定与其说是太乐观，还不如说是太悲观了）。而在城市选民中间，左派却占大得多的优势。

地主脱离了立宪民主党，参加了十月十七日同盟以及诸如此类的政党。可是，小资产阶级，至少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还没有关于农村小资产阶级的材料，在杜马召开以前要弄到这方面的材料也确实比较困难），显然正在走上政治舞台，显然正在转向民主派。在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资产阶级解放（和“解放派的”）运动中地主曾占主导地位，现在农民起义和十月革命已经把大部分地主完全抛到反革命方面去了。立宪民主党仍然是两重性的政党，其中既有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有自由派地主，但是现在自由派地主显然只占该党的少数。占多数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因此，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几乎万无一失地作出下面两个结论：第一，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正在成熟，并且明确地表现出对政府的反对态度；第二，立宪民主党正在变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议会”政党。

这两个结论并不象初看起来那样是彼此一致的。第二个结论要比第一个结论狭隘得多，因为立宪民主党并不包括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而且它仅仅是一个“议会的”（ 自然
 也是 伪议会的，傀儡议会的
 ）政党。例如，关于彼得堡选举的意义，最初有狂热的激进的《俄罗斯报》谈过，接着有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和杜马候选人纳波柯夫先生谈过，最后有《新时报》谈过，他们的供词十分相似，都认为这次选举与其说是投票 赞成
 立宪民主党人，倒不如说是投票 反对政府
 。立宪民主党人能够取得胜利，在很大的程度上是 由于他们成了
 （这是杜尔诺沃之流的功劳） 最左的政党
 。真正的左派政党已经被暴力、逮捕、屠杀和选举法等排除在外了。一切不满的、气愤的、愤慨的、动摇的革命分子由于大势所趋和选举斗争的逻辑，不得不纠集在立宪民主党的周围。 
［注：3月22日《评论报》
[147]

 说：“人们并不期望这个杜马作出创造性的工作，很多不同意立宪民主党纲领的人把立宪民主党人选到杜马中去，只不过是把神圣的事业加在他们身上，要他们付出巨大的劳动来清除我们的奥吉亚斯的牛圈
[148]

 ，即政府中多年堆积起来的垃圾，这对任何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在前面的图表中，我们把一切进步的复选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计算在一起，实际情形也正是这样的。实际上是两支巨大的力量在斗争：一支是拥护政府的力量（反革命地主、资本家和暴虐的官僚），另一支是反对政府的力量（自由派地主、小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不坚定分子）。至于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左的分子投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票，这从彼得堡选举 
［注：在彼得堡选举中立宪民主党共得了160个席位，这只是特别明显地揭示了其他许多地区的整个选举已经出现的和正在出现的情形。彼得堡选举的全部意义就在这里。］

 的总的情况来看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许多见证人的坦率的供认也证明了这一点（“庶民”投票赞成“自由”等等），而且从比立宪民主党的报纸稍左一些的民主派的报纸普遍地转向立宪民主党阵营这个事实也可以间接地看到这一点。因此，如果说目前组成立宪民主党核心的无疑地多半是些除了进行傀儡议会的清谈以外什么好事也干不出来的人，那么对于投立宪民主党人票的小资产阶级选民群众就决不能这样说了。一位立宪民主党人向立宪民主党的 （或半立宪民主党的）《我们的生活报》的记者说（3月23日第401号）：“我们的情况实际上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时的情况一模一样。很多人投他们的票，是因为他们的政党是最反对政府的政党。”

这话说得很对。不过还要作一个小小的补充：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富有战斗性的和真正先进的社会主义的政党，它把许多比较落后的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俄国立宪民主党却是一个真正落后的政党，不是一个富有战斗性的民主政党，由于真正民主的政党被迫离开了战场，所以它吸引了许多先进的善于斗争的民主派分子。换句话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吸引了落在他们后面的人；而俄国立宪民主党人自己落在民主革命的后面，他们能吸引许多先进分子，只是因为走在他们前面的人大部分都被监禁或者长眠了…… 
［注：值得指出的是：《俄罗斯报》认为立宪民主党人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允许“左派”参加自己的会议。谢·阿—奇先生在3月22日《评论报》第18号上写道：“这个党〈立宪民主党〉赢得选民的信任，还由于它允许一些极左派政党的代表参加自己的群众大会，在同他们进行辩论时取得了胜利。”就让阿—奇先生认为立宪民主党人在同我们的争论中取得胜利吧。我们却对社会民主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于1906年3月在彼得堡集会上争论的结果感到十分满意。总有一天，参加过这些大会的公正人士会说明这场争论的胜利者是谁。］

 这只是顺便提一下，好让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别太妄自尊大，竟拿自己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相提并论。

由于先进的民主派分子退出了傀儡议会的斗争舞台，立宪民主党人在这段时期自然就有可能控制这个所谓俄国国家杜马的傀儡议会了。如果看一看上面所引用的数字，注意一下立宪民主党在彼得堡和后来在其他地方取得的胜利，大约估计一下农村复选人超过城市复选人的巨大优势，把农民的复选人同土地占有者的复选人并在一起，那么总的说来，应当承认完全有可能，甚至完全可以预料，杜马将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





三　什么是人民自由党

立宪民主党的杜马能够而且应当起什么样的作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比较详细地分析一下立宪民主党本身。

我们已经指出了这个党的阶级结构的基本特征。这个党和资产阶级社会中某一个确定的阶级并没有联系，但是从它的成分、性质和理想来看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动摇在民主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分子之间。这个党的社会支柱，一方面是大量的城市居民，也就是在著名的十二月起义的日子里在莫斯科积极修筑街垒的城市居民；另一方面是自由派地主，他们一心想通过亲自由派官员同专制政府取得妥协，使人民同一切受命于天的压迫人民的人“不伤和气地”分享政权。立宪民主党的这个非常广泛、不固定，而且内部有矛盾的阶级支柱（从上面提供的立宪民主党的复选人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它的纲领和策略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的纲领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纲领，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任何别的社会制度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们的最大胆的要求也不会越出资本主义的范围。在政治方面，他们的纲领把民主制即“人民的自由”同反革命即专制制度压迫人民的自由混为一谈，同纯粹小资产阶级的和教授学究式的谨小慎微混为一谈。立宪民主党人的理想是这样的：国家权力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权力归专制政府。君主制仍然保留。君主仍然有和人民代表机关同等的权力，有关颁布法令事宜，人民代表机关要和君主“协商”，要把自己制定的 法令草案
 呈请君主 批准。
 另一部分权力归地主和大资本家。他们掌握参议院，二级选举制和居住期限的限制必然会把“庶民”分子赶出参议院。最后，第三部分权力归人民，他们得到以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的投票为基础的众议院。干吗要斗争呀，干吗要内讧呢？犹杜什卡式的立宪民主党人时而举目望天、时而用责备的眼光看看革命的人民，又看看反革命的政府，说道：弟兄们！彼此相亲相爱吧！既要狼吃饱，又要羊完好，让君主制和参议院既不受侵犯，“人民自由”又得到保障吧。

立宪民主党的这种原则立场的虚伪性是一目了然的，它用来替自己辩护的“科学”（教授式科学）论据的伪善也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如果用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和立宪民主党人的个人品质来解释这种虚伪性和伪善，那显然是根本错误的。我们的敌人常常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庸俗的解释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不，在立宪民主党人中间无疑是有一些最虔诚的人，他们相信他们的党是“人民自由”的党。但是，他们党的两重性的和摇摆不定的阶级基础必不可免地要产生他们的两面政策，产生他们的伪善和虚伪。

这些可爱的特点在立宪民主党的策略中或许要比在它的纲领中表现得更明显。《北极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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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卢威先生曾经在这家杂志上十分热心、十分成功地使立宪民主党思想接近《新时报》思想）对立宪民主党的策略作了卓越的、绝妙的、无可摹拟的描绘。莫斯科的枪声停息了，军警专政正在纵饮欢庆，拷打和大屠杀遍及俄国各地，正在这个时候，《北极星》杂志发出了反对左派使用暴力、反对各革命政党成立的罢工委员会的言论。靠杜巴索夫之流养活的、拿学术做交易的立宪民主党教授们（如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杜马的候选人基泽韦捷尔先生），竟把“专政”译成“强化的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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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界人士”为了贬低革命斗争的意义，竟不惜歪曲自己在中学里学的拉丁文。专政就是（请基泽韦捷尔、司徒卢威、伊兹哥耶夫之流的先生们永远记住）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任何获得胜利的政权都只能是一种专政。但是问题在于，有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一小撮警察对人民的专政，也有绝大多数人民对一小撮暴徒、强盗和人民政权篡夺者的专政。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在右派无法无天地横行肆虐、卑鄙无耻地使用暴力的时代，庸俗地歪曲专政这个科学概念，哭哭啼啼地反对左派使用暴力，这就非常明显地表明了“妥协主义者”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站的是什么立场。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妥协主义者”都胆战心惊地躲了起来。在革命人民胜利的时候（10月17日），“妥协主义者”都从洞里钻出来，装模作样，大唱高调，狂叫：那真是“光荣的”政治罢工。当反革命占了上风，妥协主义者就对战败者假惺惺地大加劝导和教诲。胜利的罢工是“光荣的”。失败的罢工是罪恶的、野蛮的、无意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失败的起义是丧失理智，是自发势力的胡闹，是野蛮行为，是荒唐举动。总而言之，“妥协主义者”的政治品德和政治才华就在于：曲意奉迎目前的强者，打乱斗争者的阵脚，忽而妨碍这一方，忽而妨碍那一方，磨掉斗争的锋芒，麻痹为自由而作殊死斗争的人民的革命意识。

农民正在进行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斗争。当前，这场斗争即将进入最高潮，其尖锐激烈之程度，可以说已经到了摊牌的时刻：地主想用机枪来对付农民打算夺取贵族霸占了几百年的土地的任何一点念头。农民则想夺取全部土地。就在这个时候，《北极星》杂志一面说些又酸又甜的遁词，一面派考夫曼先生之流投入战斗，这班先生们要去证明，地主没有多少土地，问题其实不在土地上，一切都可以友好协商解决。

立宪民主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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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的策略决议充分说明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政客手腕。十二月起义以后，任何人都十分清楚地看出和平罢工已经过时，已经失去任何威力，不宜再作为独立的斗争手段了，这时突然冒出了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一个决议（好象是维纳维尔先生提出来的），说 和平的
 政治罢工是一种斗争手段。

立宪民主党先生们，好极了，妙极了！你们对资产阶级政客手腕的精神和实质运用自如，得心应手。必须争取人民的支持，否则资产阶级决不能取得政权，而且从来也没有取得政权。但同时又必须制止人民的革命冲击，使工人和农民不致取得（上帝保佑）完全的、彻底的民主，不致取得真正的而不是君主制的、“两院制的”人民自由。为此，每当革命正要胜利的时候，就必然出来阻挡革命的车轮前进，而且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比如说利用“教授们”对拉丁文进行“科学的”歪曲来使人民丧失必胜的信念，或者仅仅承认当时 已经
 过时的革命斗争手段！这样既无害，又有利。说它无害，是因为磨钝了的武器显然不能使人民取得胜利，不能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取得政权，顶多只能稍微摇撼一下专制制度，帮助立宪民主党人替资产阶级争得一点点“权利”。说它有利，是因为这样可以伪装“革命”，可以伪装同情人民的斗争，可以骗取大批真心实意希望革命取得胜利的人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同情。

动摇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的实质，必然使立宪民主党在政治上具有动摇性和两面性，使它鼓吹臭名远扬的妥协论（“人民有权利，但是批准这些权利则是君主的权利”），使这个党成为抱立宪幻想的党。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不可能了解“立宪的实质”。小资产者总是惯于把纸上的空谈当成事情的本质。他们如不依附一个战斗的阶级就几乎没有能力独立地组织起来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他们远离当前最尖锐的经济斗争，当问题涉及到真正争取宪法和在实际上保障真正的宪法的时候，他们在政治上也宁愿把首要地位让给其他阶级。让无产阶级去为立宪基础而斗争吧，让玩偶小人在这个立宪基础（它是靠起义中牺牲的工人的尸体支撑着的）上去玩弄议会制吧，——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内在趋向。立宪民主党是整个资产阶级意图的纯洁的、高尚的、升华的、甜美的、理想化的体现者，它始终一贯地执行上述方针。

你们把自己称为人民自由党吗？真是信口雌黄！你们是象市侩那样用人民自由招摇撞骗的政党，是象市侩那样幻想人民自由的政党。你们是自由的政党，因为你们想使自由受君主以及地主的参议院的支配。你们是人民的政党，因为你们害怕人民的胜利，也就是说害怕农民起义的彻底胜利，害怕工人为争取工人的事业而斗争的充分自由。你们是斗争的政党，因为每当反对专制制度的真正的公开的直接的革命斗争激烈起来的时候，你们就躲到教授式的又酸又甜的遁词后面去了。你们是光说不做的政党，你们是许下诺言而不兑现的政党，你们是抱立宪幻想而不认真地为争取真正的（不是纸上的）宪法而进行斗争的政党。

当激烈斗争之后的沉寂来临的时候，当上面的撑破肚皮的野兽，“困倦的胜利者在休息”，下面的人“在磨剑” 
［注：斯基塔列茨
 的诗《四周静悄悄》：“琴弦断了！现在歌声也该停止了！我们在战斗前把话都说完了。这条恶龙，奄奄一息的野兽又复活了，于是剑声代替了琴声……四周静悄悄：在这恐怖的夜晚，没有半点往日生活的声音。下面是战败者在磨剑，上面是困倦的胜利者。撑破肚皮的野兽衰老憔悴了，它又看到下面有动静，那扇古老的门摇晃起来，勇士打碎了枷锁。”（见《1906年知识出版公司文集》圣彼得堡版第9辑第320页。——编者注）］

 ，在重振旗鼓的时候，当人民群众中又开始有些骚乱和沸腾的时候，当新的政治危机和新的伟大战斗刚开始酝酿的时候，象市侩那样幻想人民自由的政党正处在自己发展的最高峰，正沉醉于自己的胜利之中。撑破肚皮的野兽懒得再振作起来，去认真地进攻自由派的清谈家（来得及！慌什么！）。在工人阶级的和农民的战士们看来，新的高涨时期还没有到来。现在，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既要抓紧时机，又要把一切不满分子（如今有谁会满意呢？）的选票拉到手，又要象夜莺一般地歌唱。

立宪民主党人是革命的坟墓中的蛆虫。革命被葬送了。蛆虫正在蛀蚀革命。然而，革命具有一个特点，它能在良好的土壤中很快地复活并且蓬勃地发展起来。土壤已经由十月的自由日子和十二月起义准备得很好很好了。我们决不想否定蛆虫在革命被葬送的时期所做的有益的工作。因为这些肥壮的蛆虫给这块土壤很好地施了肥……

杜马中的农民将是立宪民主党人！司徒卢威先生曾经在《北极星》杂志上这样叫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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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似乎很有道理。大多数农民当然是赞成人民自由的。农民听到这些娓娓动听的至理名言，他们看到换上“十月党人的”各式制服的巡官、把人颧骨击碎的区警察局长和农奴主－地主。他们多半会站在人民自由这一边，他们会追求装饰得十分美丽的招牌，他们不会立刻识破市侩的骗局，他们是会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他们将始终是立宪民主党人，直到事变的进程告诉他们：人民自由 还
 必须争取，真正的争取人民自由的斗争是 在
 杜马 外面
 进行。到事变的进程告诉他们的时候……这时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就会分裂：小部分在经济上强有力的富农将坚决地站在反革命方面，一部分将主张同君主制和地主实行“妥协”、“和解”，友好地勾结起来，另外一部分将转到革命方面。

城市居民曾经在12月伟大斗争的时候修筑过街垒。他们曾经反抗过政府，在起义被镇压以后，在3月里投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可是当目前的立宪幻想破灭的时候，城市居民一定会又抛弃立宪民主党人而转向革命。至于哪一部分城市居民将抛弃立宪民主党人的空谈而投入革命斗争，哪一部分农民将同他们联合起来，以及无产阶级在新的进攻中的劲头有多大，组织得好不好，进行得是不是顺利，这要由革命的进程来决定。

立宪民主党是一个短命的、死气沉沉的政党。当立宪民主党人在选举中取得辉煌的胜利，并且将在杜马中取得更加辉煌的“议会”胜利的时候，作出这样的论断表面上看来可能是十分荒谬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从发展中观察一切现象，不要只满足于作表面的东西，不要相信漂亮的招牌，要分析各个政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要研究预先决定这些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意义和结局的客观政治环境。如果用这种方法观察立宪民主党人，你们就会看到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立宪民主党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种征兆。它不是一种政治力量，而是力量大体相等的斗争双方互相冲击后产生的一种泡沫。实际上他们是天鹅、虾和狗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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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集在一起，既有夸夸其谈、目空一切、孤芳自赏、鼠目寸光、贪生怕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企图以最低的代价向革命赎身的反革命地主，还有坚强、精明、节俭、吝啬的小资产者。这个党不想也不可能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里取得比较稳固的统治地位，不想也不可能沿着某种明确的道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宪民主党人不愿意取得统治地位，而宁愿在君主政府和参议院中“供职”。他们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主人，大资本和大财产的代表，形形色色的希波夫和古契柯夫之流是站在这个党的外面的。立宪民主党是幻想建立一个洁白无瑕的、秩序井然的、“理想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政党。古契柯夫和希波夫之流是代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肮脏的货真价实的资本的政党。立宪民主党人不可能把革命推向前进，因为他们没有团结一致的真正革命的阶级作后盾。他们害怕革命。他们只是在立宪幻想的基础上，只是通过憎恨撑破肚皮的野兽即专制政府这种消极的联系把所有的人，把全体“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立宪民主党人在这种“合法”的基础上反对专制政府，现在表现得比 任何人都要左
 。

立宪民主党人的历史作用是过渡的、转瞬即逝的。他们将随着立宪幻想的必然的和即将到来的破灭而一起完蛋，正象同我国立宪民主党人十分相似的、就其性质而言也是小资产阶级的40年代末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完蛋一样。立宪民主党人的完蛋是给土壤施肥……或者使希波夫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继续得势，革命长期被葬送，出现“象样的”资产阶级立宪制度；或者促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四　立宪民主党杜马的作用和意义

自由派的报纸对我们说：总之，国家杜马将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我们已经指出，这种设想是十分可能的。我们只是补充一点：立宪民主党人尽管取得了眼前的胜利，如果他们在杜马中还是占少数，那么这种情况未必能使目前在俄国又在酝酿着的政治危机的进程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改变。这个革命危机的因素具有异常深刻的根源，决非改变杜马的人员构成所能扭转。广大的居民群众对待政府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政府对待整个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的态度也是再明确不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革命自然要不断向前发展。只有黑帮分子在第一届杜马中占优势，才会使俄国政治发展的某些方面发生某种程度的延缓。就是说，如果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处于少数地位，那么立宪民主党本身及其迷惑群众的手法的破产就会得到延缓。从目前来看，处于少数地位，保持反对派的地位，对他们是十分有利的。这样，公众就会把黑帮分子占优势的原因，归之于政府对选举使用了高压手段。立宪民主党人意识到自己的反对派地位是“无害”的，所以，发表显示反对派身分的演说不妨慷慨激昂。当立宪民主党人的“言论”比现在更加响亮，他们的“行动”又因遭十月党人的多数否决而始终暧昧不清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在那些政治上不开展的广大居民群众中的威信还可能蒸蒸日上。就是到了那时，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仍会有增无减，新的革命高涨仍会在继续酝酿，但是立宪民主党的空架子可能被揭穿得迟一些。

现在我们看一看另一个假设，如果相信现在立宪民主党报纸上作出的保证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更有可能性的假设。就假定立宪民主党人将在杜马中占多数，当然，这时立宪民主党人也象在现在的选举中一样，把各种非党的、“小党派的”以及其他的自由派分子联合在一起。那么，立宪民主党的杜马的意义和作用将是怎样的呢？

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对这一问题提供了十分明确的答案。他们的声明、他们的诺言以及他们那响亮的口号都是十分强硬坚决的。因此，对我们工人政党的党员来说，最重要的是细心地收集所有这些声明，好好地记住它们，广泛地向群众介绍，必须使这些政治教育课程（立宪民主党人给人民上的）收到效果，使工人和农民真正知道，立宪民主党人 许下了哪些诺言，他们又是怎样履行自己的诺言的
 。

这本小册子不过是一个被杜尔诺沃之流下令免去新闻工作职务的、正在各地流浪的社会民主党政论家匆忙写成的评论，绝对不可能设想把参加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所有的、即使是最重要的声明和诺言都收集在这里。我只能根据偶然落到我手里的一些文章指出几点。

请看12月创刊、很快就被政府查封的《人民自由报》。该报是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担任该报主编的是象米留可夫和盖森先生这样的立宪民主党的台柱。整个的立宪民主党要对该报的内容负责，这一点是丝毫不容怀疑的。

12月20日的《人民自由报》要读者相信：必须参加杜马。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究竟是怎样论证这一点的呢？《人民自由报》并不打算否认俄国当前的政治任务是召开立宪会议。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要知道这里的问题只是在于：由谁召开立宪会议。可能有三种答案：（1）现在的即事实上的专制政府；（2）临时革命政府；（3）作为“ 同政府竞争的政权
 ”的国家杜马。可是，立宪民主党人不同意前两种办法，他们既不指望专制政府，也不相信起义能获得胜利。立宪民主党人接受第三种办法。正因为这是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最好的、最可靠的、最……的办法，所以他们发出参加杜马的号召。

请好好地记住这个结论，先生们！立宪民主党，即“人民自由”党 向人民许下诺言
 ，说要利用“同政府竞争的政权”，利用自己在国家杜马中的优势（如果人民帮助立宪民主党取得这种优势的话） 来召开全民立宪会议
 。

这是历史事实。这是重要的诺言。这是对带引号的“人民自由”党将怎样效忠于不带引号的人民自由的第一次考验。

近来在立宪民主党的报纸上（再说一遍， 事实上
 几乎自由派所有的机关报，其中包括《俄罗斯报》、《我们的生活报》等等都向这个党靠拢了），已经看不到这种诺言了。现在光是讲杜马的“立宪职能”，已不再提由杜马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事了。在诺言必须用实际行动兑现的时刻愈来愈近的时候，却 后退了一步
 ，替自己准备了 一条后路
 。

或许，这都是因为眼下禁令森严，不便公开谈论立宪会议吧？先生们，是不是这样呢？要知道你们的代表在杜马中将 依法
 享有言论自由，你们可以再理直气壮地发表意见，你们可以要求召开……嗳，我说到哪儿去了？……你们一定会 召开
 全民立宪会议，是吧？

好吧，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可是我们不会忘记，立宪民主党人答应过要利用杜马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现在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满版都是这样的话：他们立宪民主党人将主持“政府”，他们将掌握“政权”等等。祝你们成功，先生们！你们在杜马中愈快地取得多数地位，你们的支票兑现的日子就会愈快地到来。请看立宪民主党的《俄罗斯报》吧，为了祝贺“人民自由”党在彼得堡的胜利，这家报纸在3月22日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文章《同人民站在一起还是反对人民？》这里就根本没有谈到由杜马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问题。可是，尽管立宪民主党人从自己许下的诺言后退了一步，他们还有不少美妙的憧憬：


　　“目前召开的杜马和参加杜马的人民自由党的主要使命是：挥舞人民愤怒的皮鞭。它只须采取紧急措施，把犯罪的政府成员轰下台并交付审判，然后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召开真正的杜马即全民的代表机关”（也就是召开立宪会议吗？）。

“这就是杜马的责无旁贷的任务，也就是当前人民亲自托付给杜马的任务。”





　　原来如此。把政府轰下台。把政府交付审判。召开真正的杜马。《俄罗斯报》写得多么漂亮。立宪民主党人说得多么动听，简直说得天花乱堕。糟糕的是，他们的报纸因为说了这些漂亮话正在遭到封闭……

先生们，我们要记住你们在彼得堡选举后的第二天许下的新的诺言，我们要好好地记住。立宪民主党人参加杜马，是为了把政府轰下台，是为了把政府交付审判，是为了召开真正的杜马。

现在我们撇开立宪民主党的关于杜马的诺言，谈谈政府对立宪民主党杜马的“看法”。当然，谁也无法确切知道政府的“看法”，但是对此能作出判断的材料还是有一些的，即使在最乐观的立宪民主党的报纸上也有。例如，报道向法国借款问题的消息愈来愈肯定地说：这次借款在杜马召开以前就已谈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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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今后就更不用依赖杜马了。

其次，关于维特—杜尔诺沃内阁的前途，同一个《俄罗斯报》（或者《评论报》）在上面引用过的那篇文章里建议政府：“同人民站在一起，也就是同杜马站在一起。”由此可见，所谓“把犯罪的政府成员轰下台”，其实只能理解为调换某些人员。如何调换，可从该报的下面一段话里看出来：

“现在，象德·尼·希波夫这样一位人物的内阁，甚至对反动势力本身也是最有利的。只有它能防止政府和社会在杜马中的最后冲突。”但是，这家报纸指出，我们要作“最坏的打算”，预计会成立清一色的官僚内阁。《评论报》说：“如果政府不打算使杜马失去作用，那它就应当而且必须立即撤销杜尔诺沃、维特和阿基莫夫的职务，这一点已经用不着证明，人人都很清楚。同样清楚的是，如果现在不这样做，将来也不这样做，那就只能表明，‘控制和取缔’的宪兵政策就要用来对付人民代表，用来反对国家杜马了。做这件事，最合适的当然是那些本来就沾满人民鲜血的人了。十分明显，如果杜马持反对态度而杜尔诺沃先生仍然留在任上，那么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解散杜马。别的用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这一点人人心里都很明白。交易所和国外也都清楚。”“反对”杜马，就等于“把国家这艘大船开入漩涡”等等。

最后，为了全面地说明情况，我们再援引3月21日立宪民主党的《我们的生活报》关于“官场”消息的一段报道，该报力求把这方面的消息向读者报道得特别详细：


　　“立宪民主党取得的日益增长的成就引起了官场的注意。最初，这一成就曾经使他们感到有些不安，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放心了。星期日曾就这一问题召开了政府最高代表的非正式会议，在会上弄清楚了这方面的情形，此外，还制定了一个所谓策略，同时发表了十分有代表性的意见。某些人认为，立宪民主党的胜利直接对政府有利，因为，如果右派分子被选入杜马，那只会对极端派有利，他们就有可能利用杜马的人员构成情况进行反杜马的宣传，指责杜马是由反动分子勉强拼凑起来的；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的代表愈多，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就愈尊敬杜马。至于对待杜马的策略，正如一位与会者公开所说的那样，大多数人坚持认为，担心‘按照现在这样的格局圈定的杜马’会发生什么‘意外’是没有根据的。因此，大多数人主张，绝对不要妨碍未来的杜马代表，‘即使他们开始批评政府的个别人员’。很多人都预料到这一点，官场人士在这个问题上的共同看法归纳起来就是：‘让他们去说’；‘让他们要求向法院起诉；也许他们会真的打官司等等，以后他们自己也会感到厌烦的；这场官司结果如何，那还得走着瞧，到了杜马代表要去研究国内问题的时候，一切还会照旧。如果这些代表居然想不信任政府，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大臣们到底不是由杜马任命的。’据说这番道理甚至使最初对立宪民主党的成就感到不安的杜尔诺沃和维特也大为放心了。”



　　总之，这就是热心地直接参与“国事”的人的见解、观点和意图。一方面是斗争的前途。立宪民主党人答应把政府轰下台，召集新的杜马。政府则打算解散杜马，——于是出现了“漩涡”。就是说，现在的问题是：谁轰走谁，或者谁解散谁。另一方面是妥协的前途。立宪民主党人认为，希波夫的内阁可以防止政府和社会的冲突。政府认为，让他们去说，甚至也可以把某某人交付审判，可是要知道，大臣们并不是由杜马任命的。我们特意专门摘录这些投机事业参加者本人的意见，而且是原话照引，我们没有添加自己的任何看法，否则会削弱这些证人的供词给人的印象。这些供词把立宪民主党杜马的实质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了。或者是斗争，那么进行斗争的将不是杜马，而是革命的人民。杜马指望夺取胜利的果实。或者是妥协，那么受骗的一定是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真正讲求实际的人是不会过早地谈论妥协的条件的，只有性急的“激进分子”有时会因为多嘴而泄密，比如说：要是以“诚实的资产者”希波夫的内阁来代替官僚内阁，那就可以使双方都不吃亏地谈妥……于是，立宪民主党的理想很快就会实现：放在第一位的是君主制；放在第二位的是地主和厂主的参议院以及执行参议院方针的希波夫内阁；放在第三位的是“人民的”杜马。

不言而喻，这种二者择一的办法正象对社会和政治的前途作种种推测一样，只能指出主要的和基本的发展路线。在实际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错综复杂的解决办法和路线，——斗争中有妥协，妥协中又有斗争。例如米留可夫先生在3月24日（星期五）的《言语报》上是这样，正是这样谈论立宪民主党已经可以断定的胜利的前途的。据他说，把我们当作革命家并宣布我们是革命家，那都是无济于事的。先生们，一切都要看实际情况（我们“可爱的辩证论者”是可以教训一下有产者的政权的），要知道，希波夫在10月17日以前也是“革命家”。如果你们愿意公平地、友好地同我们妥协，那就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如果你们不愿意，那就不得不对你们用一点来自下面的压力，小小地利用一下革命，吓唬吓唬你们，用革命人民的一些打击来削弱你们，那你们就会变得老实些，——可是很可能，妥协将对我们更有利。

可见这个问题包含以下几个因素。政府掌握政权，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显然不信任它，工人和觉悟的农民憎恨它。政府手中有大量的武力。唯一的弱点就是缺少金钱。可是很难说，也许在杜马召开以前又会弄到借款。按照我们的假设，立宪民主党的杜马是反对政府的。它希望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它要的“谎价”就是立宪民主党的党纲：君主制和参议院以及民主的众议院。它的实价是什么呢？这就不得而知了。想来无非是希波夫内阁之类的要求吧，难道不是吗……不错，希波夫是反对直接选举权的，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总还是一个诚实的人……也许可以谈得拢。杜马的斗争手段是拒绝给钱。这样的手段是靠不住的，因为第一，没有杜马，钱照样可以弄到；第二，根据法律规定，杜马对财政的监督权小得可怜。另一种手段就是：“他们要开枪啦”，——你们总还记得卡特柯夫所描绘的自由派对政府的态度吧：让步吧，否则“他们”要开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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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卡特柯夫时期，“他们”只是一小撮英雄，除了刺杀个别人物以外，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而现在，“他们”是整个无产阶级群众，他们在10月表现出有能力组织全国范围惊人地步调一致的发动，在12月又表现出有能力进行顽强的武装斗争。现在，“他们”还包括农民群众，农民群众也表现出有能力进行革命斗争，虽然他们的斗争暂时还是分散的、不自觉的而且步调也不一致，但是农民群众中的觉悟分子愈来愈多，只要条件适宜，自由之风（现在防备穿堂风可太难了！）轻轻一吹，他们就能够带领千百万群众起事。“他们”所能做到的已经不是刺杀大臣。“他们”能够把君主制、任何拟议中的参议院、地主土地占有制乃至常备军都一扫而光。“他们”不仅能够做到这一切，而且一定要做到这一切，如果旧制度的最后的避难所——军事专政的压迫减轻了的话（这里说最后的，不是根据理论上的估计，而是根据已经获得的实际经验）。

这个问题的各个因素就是这样。至于如何解决，还不能预先作出绝对准确的估计。至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 希望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一切觉悟的工人和觉悟的农民 将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答案无疑是：争取农民起义的彻底胜利，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面临这个任务的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 将是
 怎样的，这种策略 应当是
 怎样的，这并不取决于个别人的意志和意识，而是由处于争取解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客观生活条件决定的。

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必然是这样的：在专制制度和革命人民的胜利之间随机应变，不让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完全彻底地摧毁另一方。如果专制制度完全彻底地摧毁了革命，那么立宪民主党人就会变得软弱无力，因为他们的力量来源于革命。如果革命的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反对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农民完全彻底地摧毁了专制制度，从而把君主制及其一切附属物也一起消灭掉，那么立宪民主党人也会变得软弱无力，因为一切富有生命力的力量都会立刻离开他们而投到革命方面或者反革命方面去，在他们的党内只会剩下一两个为“专政”叹息、在拉丁文词典里寻找对应的拉丁词词义的基泽韦捷尔。简单说来，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 务使革命人民支持立宪民主党
 。所谓“支持”，就是要革命人民这样行动：第一，完全服从立宪民主党的利益，服从它的指示等等；第二，不能太坚决，不能具有进攻的性质，而更重要的是不能太激烈。革命人民不可自行其是，此其一；不要彻底战胜、粉碎自己的敌人，此其二。总而言之，整个立宪民主党以及任何的立宪民主党杜马将来必然要执行这个策略，同时，自然也要用包括“科学的”研究 
［注：象发现专政在拉丁文中就是强化警卫之意的基泽韦捷尔先生那样的研究。］

 、“哲学上的”糊涂观念、政治上的（或政客的）卑鄙行为以及“书刊批评的”哀鸣（按别尔嘉耶夫方式）等等思想意识方面的大批货色，来论证、维护和证实这个策略。

相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目前决不能以支持立宪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杜马这一点来确定自己的策略。这样的策略是错误的，毫无用处的。

当然，有人会反驳我们：怎么？你们要否认你们的党纲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所承认的东西？你们要否认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应该支持革命的、反对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要知道这是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骚乱主义、毫无意义的革命主义。

先生们，别忙。首先我们要提醒你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关于支持一般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样一个一般的、抽象的问题，而正是关于支持立宪民主党、支持立宪民主党杜马这样一个具体问题。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例如普列汉诺夫，他不止一次地提出并且特别强调“反动派力图孤立我们，我们也应当努力孤立反动派”的策略时，他就忘记了这一点。他说的原则是正确的，但是太一般化了：不论对1870年的俄国，还是1906年的俄国，或者任何时候的俄国，以及对非洲、美国、中国、印度都笼统运用这一原则，那就十分可笑了。这样的原则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明，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因为整个问题在于确定：什么是反动派，为了孤立反动派应当同谁联合，应当怎样联合（或者不是联合，而是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普列汉诺夫不敢作具体的说明，事实上，在实践上，他的策略正象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就是要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达成选举协议，要社会民主党支持立宪民主党人。

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反动派吗？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我已经引用过的3月22日《评论报》第18号。立宪民主党人要把政府轰下台。好极了，这正是反对反动派。立宪民主党人要在组织希波夫内阁的条件下同专制政府讲和 
［注：也许有人会对我说：这是谎话，这不过是信口开河的《评论报》的胡说。请原谅，据我看，这是真的。信口开河的《评论报》无意中说出了真话，——当然是大致的真话，不是一字不差的十分准确的真话。谁来解决我们的争论呢？引证立宪民主党人的声明吗？但是对于政治，我不相信空口无凭的言论。根据立宪民主党人的行动吗？不错，这个标准我是相信的。谁要是全面地研究一下立宪民主党人的一切政治行为，谁就应当承认《评论报》上所说的基本上是真话。］

 。这太卑鄙了。这是最恶劣的一种反动行为。先生们，你们看，你们大谈抽象的原则、大发关于反动派的空洞议论，你们还是不能前进一步。

立宪民主党人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吗？一点也不错。但是要知道，那些要求全部没收地主土地的农民群众，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立宪民主党人却不希望这样做，可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两部分从事的政治活动无论就形式还是就内容都是大相径庭的。就目前而论，对我们来说，究竟支持哪一部分更重要呢？ 一般说来
 ，我们能不能在民主革命时期支持前者呢？这样会不会等于背叛后者呢？或者，你们也许要否认：在政治上准备容忍希波夫的立宪民主党人在土地问题上也能容忍考夫曼？先生们，你们看，你们大谈抽象的原则，大发关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空洞议论，你们还是不能前进一步。

——可是，立宪民主党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富有生命力的、议会的政党呀！

不对。立宪民主党不是统一的、不是强大的、不是富有生命力的、不是议会的政党。它不是统一的，因为有许多能够把斗争进行到底的而不是只会妥协的人也投了它的票。它不是统一的，因为在它的社会支柱（从民主派的小资产阶级到反革命的地主）内部矛盾重重。它不是强大的，因为它作为一个政党，不愿意也不可能参加1905年底在俄国爆发过、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更加炽烈起来的、更加尖锐的、公开的国内战争。它不是富有生命力的，因为即使它的理想得以实现，在按照它的理想建立起来的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力量也决不会是他们，而是“地道的”资产阶级的希波夫和古契柯夫之流。它不是议会的政党，因为我国没有议会。我国没有宪法，只有立宪的专制，只有立宪的幻想，那种在激烈的国内战争时期特别有害而立宪民主党人十分卖力地散布的立宪幻想。

我们在这里已经接触到问题的核心。俄国革命的目前形势的特点正是这样：客观条件把坚决的、议会外面的争取议会制的斗争推到舞台的最前面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再没有什么比立宪幻想和议会儿戏更有害、更危险的了。在这种情况下，“议会的”反对派政党，可能比公开的、彻头彻尾反动的政党更危险，更有害。只有根本不会辩证地思考问题的人才会认为这个说法是奇谈怪论。的确是这样，既然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议会制的要求已经完全成熟，既然这个要求也是以全国社会经济的长期演变为依据的，既然政治发展已经把认真实现这个要求提上日程，那还能有什么比假装实现这个要求更危险、更有害的呢？公开的反对议会制的主张并不危险。它注定要完蛋，它已经完蛋。想使它复活的企图，只会使居民中最落后的阶层革命化，在这种意义上，这种企图倒是起了最好的作用。于是实行“立宪专制”，制造和散布立宪幻想，就成了维护专制制度的唯一可能的办法。从专制政府来说，这是唯一正确的、唯一明智的政策。

因此我肯定地说，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对专制政府的这个明智政策的帮助，比《莫斯科新闻》还要大。例如在俄国有没有立宪君主制这个问题上，《莫斯科新闻》和自由派报刊进行过争论。《莫斯科新闻》说：没有。立宪民主党的报纸异口同声地说：有。在这一争论中，《莫斯科新闻》是进步的，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是反动的，因为《莫斯科新闻》说的是实话，揭露了幻想，有什么，说什么，而立宪民主党人说的是谎话，即使是心地善良的、好心好意的、真心诚意的、漂亮的、严正的、科学地整理过的、按基泽韦捷尔的方式粉饰过的、符合社交礼节的谎话，但毕竟是谎话。在目前的斗争时刻（由于这个时刻的客观条件），再没有什么比这种谎话更危险、更有害了。

现在我要稍微离开一下本题。不久前我在一位很有学问、十分友善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寓所里作过一次政治问题讲话。我们发生了争论。主人说：请你这样设想一下，我们面前有一只猛兽，一只狮子，而我们两个是送给它吞食的奴隶。我们进行争论是时候吗？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最英明、最有远见的社会民主党人格·瓦·普列汉诺夫说得好，他把这叫作“孤立反动派”，我们不就应当这样做吗？我回答道：例子举得很好，我也借用这个例子。但是，如果有一个奴隶主张找武器来向狮子进攻，而另一个奴隶在斗争正进行的时候，望着挂在狮子胸前的上面写着“宪法”两个字的围嘴，大声喊道：“我反对暴力，无论是从左面或者从右面来的”，“我是议会党党员，我站在宪法的立场上”。在这种情形下，一头泄露了大狮子的真实目的的小狮子，在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方面，要比那个被狮子吞食、散布对狮子围嘴儿上写的宪法的信仰的奴隶更有用，难道不是这样吗？

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人们在发表社会民主党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流行的议论时，往往由于一般的抽象的原则，而忘记了具体时期的特点，即：一方面争取议会制的坚决斗争正在酝酿成熟，另一方面，专制政府在玩弄议会制，而且把它变成反对议会制的一种斗争工具。当议会外面的最后的搏斗即将来临的时候，工人政党如果把支持搞议会妥协的政党、支持抱立宪幻想的政党作为自己的任务，那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是对无产阶级犯罪。

假定我们俄国现在已经确立了议会制。那就是说，议会已经成了统治阶级和统治势力的主要统治形式，成了社会政治利益的主要斗争场所。不存在真正的革命运动，经济条件及其他条件在我们假设的这个时期没有引起革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任何革命高调都不能“引起”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拒绝议会斗争，对社会民主党说来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工人政党应当十分认真地进行议会斗争，参加“杜马”的选举和参加“杜马”本身，应当使自己的全部策略服从于成立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和顺利地发挥它的职能的条件。这样，在议会中支持立宪民主党反对一切更右的党派就无疑成了我们的义务。这样，在共同选举中，如在省选举大会上（在间接选举时）就决不能反对同立宪民主党达成选举协议。不仅如此，甚至连社会民主党人在议会里支持希波夫之流而反对真正的无法无天的反动分子也成了我们的义务。那时我们就会说：反动派力图孤立我们，我们也应当努力孤立反动派。

在现在的俄国还谈不上已经确立了公认的、真正的议会制度。现在俄国的统治阶级和社会势力的主要统治形式显然不是议会的形式，社会政治利益的主要斗争场所显然不是议会。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政党支持搞议会妥协的政党，就等于自杀；相反，应当把对于进行非议会式的活动，哪怕是自发地、分散地、不自觉地进行活动（如农民运动的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支持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真正重要的任务，其他一切都应当服从这个任务……在这种社会政治条件下，起义是有现实意义的；议会制只是一种玩具，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斗争场所，——与其说这是真正的让步，不如说这是一种钓饵。这就是说，问题根本不在于我们否认或者轻视议会制，泛泛地空谈议会制丝毫也不能动摇我们的立场。问题在于现阶段的民主革命的具体条件，现在，资产阶级妥协派以及自由主义的君主派自己并不否认杜尔诺沃有可能干脆解散杜马，或者颁布一道法令使杜马名存实亡，然而同时他们又公开宣称争取议会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而起义，正象一切基泽韦捷尔、米留可夫、司徒卢威、伊兹哥耶夫之流以及其他小市民英雄所说的，是空想，是无政府主义，是骚乱主义，是软弱无力的革命主义。

假定社会民主党通过了参加杜马选举的决定，选出了一定数量的社会民主党的复选人。为了不让黑帮分子获胜，就不得不（既然已经参加了这一出荒唐的选举闹剧）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就要同立宪民主党达成选举协议。有一定数量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立宪民主党的协助下被选入杜马。试问：值不值得这样做？在这里我们会占到便宜还是会吃亏呢？首先，我们不能根据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广泛地向群众说明我们同立宪民主党达成的选举协议的条件和性质。千百万份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散布资产阶级的谎话，谈论经资产阶级歪曲过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我们的传单以及我们在各个声明中的保留条件，会成为沧海一粟。 实际上
 我们会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不敢作声的附庸。其次，我们达成协议，就一定要默默地或者公开地正式地（反正都是一样）在无产阶级面前替立宪民主党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即承队立宪民主党人比其他一切分子都要好，承认立宪民主党杜马对人民有帮助，而且还要替立宪民主党的整个政策承担一定的责任。我们能不能用此后的“ 声明
 ”来推卸我们对立宪民主党的某些措施所承担的责任，这还是一个问题，而且声明毕竟是声明，选举协定却已经成了 事实
 。难道我们有理由（哪怕一点点，哪怕是间接的）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面前替立宪民主党人承担责任吗？立宪民主党人不是已经向我们提供了无数个证据，说明他们自己正是同德国立宪民主党的教授，正是同“法兰克福的空谈家”一模一样吗？这些人不仅能使杜马，甚至能使国民立宪会议从发展革命的工具变成瓦解革命的工具，变成了窒息（从精神上）革命的工具。社会民主党如果支持立宪民主党，那就是犯了错误，而我们的党做得很好，它抵制了杜马的选举。

支持立宪民主党现在也决不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我们不能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妥协分子和变节分子在战争期间甚至比敌人还要危险。希波夫至少没有自命为“民主党人”，向往“人民自由”的“庄稼人”也不会跟着他走。如果“人民自由”党先签订一个关于立宪民主党同社会民主党互相支持的条约，之后又同专制政府签订一个用那个希波夫的内阁来代替立宪会议的协定，或者把自己的“活动”缩小到发表一些响亮的演说和夸大的决议，我们就会处于难堪的地位了。

把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作为工人政党的当前任务，这就等于说：蒸汽的任务不是推动轮船的蒸汽机，而是帮助轮船能够鸣放汽笛。锅炉里有蒸汽，汽笛就要鸣放。革命有力量，立宪民主党人就要鸣放汽笛。汽笛是可以假放的，在 争取
 议会制的斗争史上，出卖人民自由的资产阶级分子曾经多次假放汽笛，愚弄那些对任何“首届代表会议”都天真地寄予信任的人。

我们的任务不是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杜马，而是利用这届杜马内部的以及与这届杜马有关的冲突，来选择最有利的时机进攻敌人，举行反对专制制度的起义。我们应当根据杜马内部及其周围的政治危机的发展，采取对策。对于估计社会情绪，对于更正确、更确切地判断“沸腾的时刻”，整个杜马运动应当对我们有重大作用，但只是起显示征候的作用，而不是起实际的斗争场所的作用。我们要支持的不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我们不应当重视立宪民主党，而应当重视城市小资产阶级中间、特别是农民中间那些投票拥护立宪民主党人的分子，因为他们必然会对立宪民主党人感到失望，从而产生战斗情绪，——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取得的胜利愈彻底，这种情形就来得愈快。我们的任务就是：利用反对派的杜马给我们的这种延缓的机会（这对我们十分有利，因为无产阶级要很好地聚集力量）来组织工人，揭穿立宪幻想，进行军事进攻的准备。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杜马闹剧又引起新的、巨大的政治危机的时候，坚守自己的岗位，我们的目的决不是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将来顶多不过是革命人民的不大响亮的传声筒），而是推翻专制政府，把政权转交给革命的人民。要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在起义中取得了胜利，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就会马上发表文告，响应革命政府关于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宣言。要是起义遭到镇压，——那么，在这场斗争中元气大伤的胜利者，也许只好同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平分政权，尝到甜头的立宪民主党杜马就会通过决议，对在真正的立宪制度那么可能那么接近的时候诉诸武装起义的“蠢举”，表示遗憾……只要有尸体，就总能找得到蛆虫。





五　立宪民主党的自负的典型

分析俄国革命的前一个时期同当前时期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估计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以及工人政党的任务，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从已经公布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策略决议草案中可以看出，由于估计方法的不同，产生了两条路线、两种思潮。除了请读者自己去参看这两个决议外，我们想在这里谈一下立宪民主党的《我们的生活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针对孟什维克的第一个决议而写的，它提供了许多材料，可以用来检查、补充和阐明我们在上面所表述的关于立宪民主党杜马的论点。因此，我们现在把这篇文章全文援引如下（ 鲁·布兰克
 《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当前问题》，1906年3月23日《我们的生活报》第401号）：


　　“最近公布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是一份很宝贵的文件。这一决议表明，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的严重教训，对
 一部分最关心
 实际要求和最遵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决不是毫无影响的。决议所阐述的新策略力求
 把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引上以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首的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
 。我说‘新策略
 ’，这并不十分确切，因为这一策略在很多方面都恢复了原来的原则，即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在建党时所制定的，此后，即在俄国革命刚开始时，又为几乎是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一致公认的党的理论家和政论家多次发挥过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被遗忘了。革命的旋风把我们的整个社会民主党象一片鸿毛那样刮了起来，并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打旋；于是经过25年苦心孤诣地研究出来的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和思想，就象一层薄薄的浮土一样，一下子都消失了；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基石本身从根本上动摇了，甚至整个被挖掉了。但是，旋风在原地盘旋，在原地平息了，而社会民主党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出发点。关于旋风的威力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就象帕尔乌斯自己所承认的，旋风甚至把他也卷起来了；凡是了解帕尔乌斯，知道发动他是多么困难的人，都会明白这说明了什么……帕尔乌斯在他的著名的小册子里说：‘革命的洪流卷着我们身不由已地朝前猛冲。’他在这本小册子的另一个地方指出：‘我们不过是革命的风暴所弹奏的竖琴上的琴弦。’这一句话也十分正确地、充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当时社会民主党的音乐不大象贝多芬、巴赫或马克思的交响乐。当基本力量的自发势力以排山倒海之势登上舞台的时候，一切理论、原则、甚至思想本身和普通的理智都退到次要地位，差不多完全隐蔽在幕后了。

但是，现在思想和理智的时代又来临了，又可以恢复
 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活动了。显然，这时首要的任务应当是采取措施来防止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即‘狂飙突进时期’的重演，即防止革命洪流和暴风雨的破坏作用。在这一方面唯一的有效办法只能是扩大和加强组织；因此，‘孟什维克’派把这一任务提到首要地位并且对这一任务作了广泛的说明是十分自然的，这一派把经济组织也列入了自己的纲领，并且承认必须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这个决议既没有以浪漫主义的态度藐视‘合法性’，也没有以贵族老爷式的态度鄙薄‘经济学’。

在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决议也同样表现了十分清醒的看法，认为必须互相支持，承认无产阶级单独同武装的反动派进行决一胜负的较量是危险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决议对待武装起义问题的态度，认为‘当无产阶级在武装斗争中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情况下’，必须‘避免一切可以导致无产阶级同政府发生武装冲突的行为’。

只有这样，才不致使俄国重蹈1848年巴黎六月事件的覆辙，才可能有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步调一致的，甚至是联合起来的斗争，否则运动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据马克思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任何先进的革命中’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在俄国革命中的意义也不会小些。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使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自己公开的同盟者，那也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它推到对立的阵营中去，推到反动派、反革命方面去。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不应当而且没有权利这样做，为了解放事业，为了社会民主党本身，必须
 采取一切办法避免这样做。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目前反对武装起义，那就不可能而且不应当谈论武装起义。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即使这时资产阶级完全处在只有它才有的萎靡、软弱、怯懦这些特性支配之下，也必须考虑到这种事实；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吗：

‘In der Gewalt sind sie uns stets über！’——他们，即反动派，‘在暴力方面始终是超过我们的！’

断言‘始终’也许是不正确的，但是对于‘现在’，李卜克内西以及同他一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意见无论如何不是怯懦的人甚至仅仅‘萎靡不振的人’的意见……‘孟什维克’的决议显然是抱着这样的观点，或者至少是接近这样的观点；决议在其他方面也同样贯穿了这样一种政治现实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构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特征，并且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就。

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会不会赞同‘孟什维克’的这个决议呢？我国革命运动有许多东西取决于这一点，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有更多的东西取决于这一点，也许这个运动的许多年的命运也要取决于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在俄国也象过去在其他国家一样，只有当它深入到民主群众中去的时候，才能生根，才能巩固。如果它只耕耘民主派的上层，虽然是土壤最肥沃的上层，那么新的风暴也会轻而易举地把它从俄国土地上连根拔掉，就象1848年法国社会民主党或者40年代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即著名的‘宪章运动’的遭遇一样。”





　　以上就是布兰克先生的文章。仔细读过司徒卢威先生的《解放》杂志和立宪民主党的最近的合法报刊的人都很熟悉“立宪民主党人”的最典型的论断和这种论断的一切出发点。在这里这种论断是这样拼凑起来的：估计目前的政治策略，应该以对俄国革命的前一个时期的估计为基础。现在我们先来谈谈对 前一个时期的估计
 ，谈谈这个估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布兰克先生对比了俄国革命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致是1905年10—12月。这是革命旋风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现在这个时期，当然，这个时期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立宪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得胜的时期，或者，如果不怕过早地下断语的话，可以把它叫作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时期。

关于这个时期，布兰克先生说，思想和理性的时代又来临了，又可以恢复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活动了。相反，布兰克先生说第一个时期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时期。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原则和思想都消失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创立者一向鼓吹的策略被遗忘了，甚至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基石本身也整个被挖掉了。

布兰克先生的这个基本论断，完全是一个涉及到事实的论断。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同革命旋风时期的“实践”脱节了。

真是这样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块主要的“基石”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此它在一切革命中都是先进的阶级。试问革命旋风把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这块“基石”整个挖掉了吗？恰恰相反，这革命旋风十分出色地证实了它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正是这个时期主要的、在开始时几乎是唯一的 战士
 。纯属无产阶级斗争工具的群众性政治罢工，几乎是破天荒第一次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极为广泛的运用，这甚至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空前未有的。当司徒卢威之流和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的时候，当立宪民主党的教授们号召大学生埋头读书的时候，无产阶级起来进行了直接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用自己无产阶级的斗争工具，为俄国争得了全部“宪制”（如果可以叫作“宪制”的话），后来这个“宪制”一直遭到破坏、弄得残缺不全和面目全非了。1905年10月，无产阶级采用了 半年前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尔什维克
 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谈到的那种斗争策略手段，这个决议特别注意群众性政治罢工同起义相结合的重要性，而 整个
 “革命旋风”时期，即1905年最后三个月的特点，也就是实行了这种结合。可见，我们的这位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最无耻地、最可恶地歪曲了现实。他没有提出一个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革命旋风”的实践经验脱节的 事实
 ；他企图抹杀这个旋风的基本特点，即出色地证实了“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原则和思想”、“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全部基石”是正确的。





题外话　

同立宪民主党的政论家和博学的教授们的通俗谈话

然而，布兰克先生所以产生这种错得离奇的见解，好象“旋风”时期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思想都已经消失，其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研究一下这个情况是很有意义的，这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把小市民的真正政治本质向我们暴露出来。

从政治活动的各种方式来看，从人民创造历史的各种方法来看，“革命旋风”时期和现在“立宪民主党”时期的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首先而且主要在于，“旋风”时期采用了其他政治生活时期没有采用的某些创造历史的特殊方法。其中最根本的就是：（1） 人民“夺取”政治自由
 ——不要任何法律，也不受任何限制来实现这种自由（集会自由，至少是大学里的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开代表大会的自由等等）；（2）建立新的 革命政权
 机关——工人、士兵、铁路工人、农民代表苏维埃，新的城乡政权等等。这些机关纯粹是由居民中的 革命
 阶层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不顾一切法律、准则，完全用革命方法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人民独有的创造力的产物，是已经摆脱或正在摆脱旧警察羁绊的人民的主动性的表现。最后，它们确实是 政权
 机关，虽然它们还处于萌芽状态，还带有自发性，还没有定型，成分和职能还不明确。它们象政权一样行动，例如它们夺取了印刷所（在彼得堡），逮捕了阻碍革命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利的警官（这样的例子同样可以在彼得堡找到，当时那里的新政权机关很弱而旧政权则很强）。它们象政权一样行动，号召全体人民不要交钱给旧政府。它们没收了旧政府的钱（如南方铁路罢工委员会），转给新的人民政府使用，当然，这无疑是新的人民政府的萌芽，或者也可以说是革命政府的萌芽。按这些组织的社会政治性质来说，这是萌芽状态的人民革命分子的专政。你们觉得奇怪吗，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在这里没有看到资产者认为和专政同义的“强化的警卫”吧？我们已经对你们说过，你们对专政这个科学概念一窍不通。我们马上就要向你们解释清楚这个概念，不过我们先要指出“革命旋风”时代的 第三种
 行动“方法”： 人民用暴力对付压迫人民的暴力者
 。

我们在上面描述的政权机关是萌芽状态的专政，因为这个政权不承认 任何
 其他的政权，不承认任何人制定的 任何
 法律和 任何
 准则。不受限制、不顾法律、依靠强力（就这个词的最直接的意义讲）的政权，这就是专政。但是这个新政权所依靠的和力图依靠的强力，不是一小撮军人所掌握的刺刀的力量，不是“警察局”的力量，不是金钱的力量，不是任何以前建立起来的机构的力量。根本不是这些。新政权的新机关既没有武器，又没有金钱，也没有旧机构。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能想到吗？这些新机关的力量同旧的强力工具丝毫没有共同之点，如果指的不是保护人民的强化的警卫，使他们不受旧政权的警察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压迫，那么同“强化的警卫”也没有丝毫共同之点。

这个力量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是人民群众。这就是这个新政权同过去一切旧政权的旧机关的 基本
 区别。后者是少数人压迫人民、压迫工农群众的政权机关。前者则是人民即工人和农民压迫少数人，压迫一小撮警察暴力者，压迫一小撮享有特权的贵族和官吏的政权机关。这就是 压迫
 人民的专政同革命 人民
 的专政的区别，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请好好记住这一点！旧政权是少数人的专政，它只有靠警察的手腕，只有靠排斥和排挤人民群众，不让他们参加政权，不让他们监督政权，才能维持下去。旧政权一贯不信任群众，害怕光明，靠欺骗来维持。新政权是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是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任何限制、最广泛、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丝毫没有什么隐私和秘密，根本不拘什么条条和形式。你是工人吗？你愿意为俄国摆脱一小撮警察暴力者而奋斗吗？那你就是我们的同志。请你马上选出自己的代表；你认为怎样方便就怎样选举好了，我们会很乐意很高兴接受他做我们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士兵代表苏维埃等等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成员。这个政权对大家都是公开的，它办理一切事情都不回避群众，群众很容易接近它；它直接来自群众，是直接代表人民群众及其意志的机关。这就是新政权，或者确切些说，是新政权的萌芽，因为旧政权的胜利过早地摧折了这棵新生的幼苗。

布兰克先生或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也许会问，这里为什么要“专政”，为什么要“暴力”？难道广大群众对付一小撮人还必须使用暴力吗？难道几千万、几万万人能够做压迫几千、几万人的专政者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往往是那些第一次见到别人在他们感到新奇的意义上使用专政这个术语的人。他们看惯了的只有警察的政权，只有警察的专政。他们觉得很奇怪，居然可以有根本没有警察的政权，居然可以有非警察的专政。你们说千百万人不需要用暴力来对付几千人吗？你们错了，错就错在你们不从现象的发展中去观察现象。你们忘记了新政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同旧政权并存、同旧政权对立、同旧政权斗争的条件下产生出来、成长起来的。不用暴力来对付拥有政权工具和政权机关的暴力者，就不能使人民摆脱暴力者的蹂躏。

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现在给你们举一个最简单的小例子，以便你们能领悟这个立宪民主党人的智力所不能及的、使立宪民主党人“头昏目眩的”奥妙道理。假设阿夫拉莫夫要毒刑拷打斯皮里多诺娃。假定站在斯皮里多诺娃一边的有几十、几百个手无寸铁的人，站在阿夫拉莫夫那一边的有几个哥萨克。如果拷打斯皮里多诺娃的地点不是在刑讯室里，众人会怎么办呢？他们一定会用暴力来对付阿夫拉莫夫和他的喽罗。他们也许会遭到阿夫拉莫夫枪杀而牺牲几个搏斗者，但是他们终究会用强力解除阿夫拉莫夫和哥萨克的武装，并且很可能当场杀死他们几个人（如果可以把他们叫作人的话），而把剩下的人关进监牢，使他们不能再猖狂，并受到人民法庭的审判。

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看，当阿夫拉莫夫率领哥萨克拷打斯皮里多诺娃的时候，这就是压迫人民的军警专政。当革命的人民（他们不是只会劝导、训诫、叹惜、责难、哭诉、埋怨，而是会同暴力者作斗争，他们没有小市民的狭隘性，而是有革命的精神）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和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时候，这就是革命人民的专政。这就是 专政
 ，这是人民对阿夫拉莫夫实行压迫的政权，这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小市民也许会反对用强力把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手里夺过来，他们会说，这是不合“法”的！我们有一条允许打死阿夫拉莫夫的“法律”吗？小市民的某些思想家不是创造出了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吗 
［注：别尔嘉耶夫先生！《北极星》杂志或《自由和文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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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编者先生们！你们又有题目大喊大叫了，又可以……大作文章反对革命者的“无赖行为”了。说什么把托尔斯泰叫作小市民！！——就象一位通体漂亮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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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那样：啊，这太可怕了。］

 ？）。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专政”这个概念 无非就是这个意思
 ，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好好地记住吧。其次，我们从上述例子看到的，正是 人民
 的专政；因为人民即无组织的、“偶然”聚集在该地的居民群众，亲自登上舞台，亲自执行审判和惩处，行使权力，创造新的革命的法律。最后，这就是 革命
 人民的专政。为什么说它仅仅是革命人民的专政，而不是全体人民的专政呢？因为全体人民经常由于阿夫拉莫夫之流的业绩而遭到极残酷的折磨，有的人肉体上受了摧残，饱受惊吓；有的人精神上受了毒害，例如受了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的毒害，或者不是受理论毒害而只是受偏见、习俗、陈规的毒害；有的人对一切都漠不关心，那就是所谓庸人、小市民，他们最会逃避激烈的斗争，对它不闻不问，或者甚至躲藏起来（可别卷进这场搏斗挨了揍！）。这就是为什么说实现专政的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革命的人民；可是革命的人民决不害怕全体人民，他们把自己行动的原因和行动的细节告诉全体人民，非常愿意吸收 全体
 人民不仅来参加国家“管理”，而且来参加政权，吸收他们参加国家本身的建设。

可见，我们举出的这个简单的例子，包含着“革命人民专政”这个科学概念以及“军警专政”这个概念的 一切要素
 。关于这个连博学的立宪民主党教授也能领会的简单例子就谈到这里，下面来谈谈社会生活中更复杂的现象。

就革命这个词的狭隘的原意说，革命正是人民生活中的这样一个时期，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对阿夫拉莫夫之流的业绩的仇恨，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 行动
 迸发出来了，而且不是通过个别人物的行动而是通过 千百万人民群众的
 行动迸发出来了。人民正在觉醒，奋起挣脱阿夫拉莫夫之流的压迫。人民把俄国生活中无数的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之流的魔掌中拯救出来，使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之流，夺取用来压迫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政权。这个过程自然不会象我们为基泽韦捷尔教授先生所举的简化了的例子那样简单，那样“迅速”，人民同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斗争（就斗争这个词的狭隘的原意说），人民摆脱阿夫拉莫夫之流的过程，是一种长达若干月若干年的“革命旋风”。人民摆脱阿夫拉莫夫之流的过程，也正是所谓俄国大革命的实际内容。从创造历史的方法来看，这个过程是以我们刚才谈到革命旋风时所描述的那些形式进行的。这些形式就是：人民夺取政治自由，即夺取阿夫拉莫夫之流阻挠实现的那种自由；人民建立新的革命政权，压迫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政权，压迫旧警察系统的暴力者的政权；人民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之流，以便消灭一切阿夫拉莫夫、杜尔诺沃、杜巴索夫、米恩等等之流这样的恶狗，解除他们的武装，使他们不能再为非作歹。

人民采用这些非法的、越轨的、没有计划和没有系统的斗争手段，如夺取自由，建立没有人正式承认的新的革命政权，使用暴力对付人民的压迫者——这样做好不好呢？好，非常好。这是人民为自由而斗争的最高表现。这是俄国历来最优秀的人物对自由的幻想正在变成 实践
 ，变成人民群众自己的而不是个别英雄人物的实践的伟大时代。这同我们例子中的群众把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手中拯救出来，用暴力解除阿夫拉莫夫的武装，使他不能再为非作歹是一样的好。

正是在这里，我们触到了立宪民主党人的隐情和焦虑的中心问题。立宪民主党人所以是小市民的思想家，就因为他们把庸人的观点用到政治上、用到全民解放的问题和革命的问题上来了。这种庸人要是遇上我们举例说到的阿夫拉莫夫拷打斯皮里多诺娃这种事，就会出来阻止群众，劝他们不要违犯法律，不要急于把受害者从代表合法政权行事的刽子手手中拯救出来。当然，从我们的例子来看，这样的庸人简直是道德上的畸形儿，但是就整个社会生活来说，小市民的道德上的畸形——我再说一遍——决不是个人的品性，而是一种社会的品性，它也许是由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庸俗法学的偏见造成的。

为什么布兰克先生说在“旋风”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都被遗忘了，甚至认为这用不着证明呢？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布伦坦诺主义，认为人民夺取自由、建立革命政权、使用暴力这些“原则”都不算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见解在布兰克先生的文章中是贯彻始终的，而且具有这种见解的不止布兰克一个人，还有所有立宪民主党人，自由派和激进派营垒中所有那些现时因普列汉诺夫爱慕立宪民主党人而对他大加颂扬的作家，包括《无题》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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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伯恩施坦主义者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库斯柯娃女士之流。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种见解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一定会产生。

这种见解直接来自西欧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施坦主义的观点，或者说得广一点，来自这些党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这些已被西欧“正统派”系统地全面地揭穿过的错误观点，现在又改头换面，另打旗号，“悄悄地”转运到俄国来了。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 除外
 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只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以及其他颂扬普列汉诺夫的自由派人士现在转运到俄国来的，正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卑鄙的、小市民式的歪曲。他们对这种歪曲已经习以为常，所以说在革命旋风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和思想都被遗忘了，甚至认为这已用不着证明了。

为什么必然产生这种见解呢？因为这种见解完全符合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家，承认社会民主党的 一切
 斗争方法时，是把 “旋风”时期革命人民所采用的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所赞许并且帮助人民采用的 那些方法除外的
 。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无产阶级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参加倒是可以参加，但不能让无产阶级和农民变成领导者，不能把旧的专制农奴制的警察的政权机关完全撤销。资产阶级想保存这些机关，它只求把这些机关置于它的直接监督之下，资产阶级要用这些机关来 对付无产阶级
 ，而完全消灭这些机关只能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非常有利。因此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要求既有君主制，又有参议院，要求不允许革命人民实行专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说，去同专制制度斗争吧，但是不要触动旧的政权机关，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机关。进行“议会”斗争吧，就是说，不要越出根据我们同君主政府取得的协议给你们划定的框框。通过组织进行斗争吧，不过不要通过罢工委员会、工兵代表苏维埃之类的组织，而要通过我们同君主政府商定颁布的法律所承认、所限定的、不危及资本的组织。

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一谈起“旋风”时期，就轻蔑地嗤之以鼻，咬牙切齿 
［注：例如，试比较1906年《俄罗斯新闻》第1号上对农民协会的活动的评论，——这是向杜巴索夫告发革命民主派，说它怀着普加乔夫式的意图，赞同夺取土地，建立新政权等等。连《无题》杂志（第10期）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也数落《俄罗斯新闻》不该发表那样的评论，而且公正地把它同《莫斯科新闻》等同起来。遗憾的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在责备《俄罗斯新闻》的时候好象是在替自己开脱。《无题》杂志维护农民协会，可是并不谴责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我不知道，用这种不太公正的方法同《俄罗斯新闻》论战是由于“畏惧当局”呢，还是由于布兰克先生是这个机关刊物的撰稿人。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终究是立宪民主党人。］

 ，而一谈起杜巴索夫所保卫的立宪制度的时期，就眉飞色舞，兴高采烈，表现出小市民对……反动时期的无限迷恋。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始终不变的品性：想依靠人民，又害怕人民的革命主动性。

同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怕“旋风”的再起比怕火还要厉害，为什么它要无视和抹杀新的革命危机的因素，为什么它要在人民中支持和散布立宪的幻想。

现在我们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布兰克先生和他那一流的人要说在“旋风”时期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思想都被遗忘了。布兰克先生同一切小市民一样，承认马克思主义而 撇开
 它的革命的一面，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手段而 撇开
 最革命的和直接革命的手段。

布兰克先生对“旋风”时期的态度最典型不过地表明，资产阶级不了解无产阶级运动，资产阶级害怕尖锐的决定性的斗争，资产阶级憎恶在解决社会历史问题时采用任何摧毁旧制度的、严厉的、革命的（按该词的原意说）方法。布兰克先生露出了马脚，一下子暴露了自己的全部资产阶级局限性。他听到和读到了社会民主党人在旋风时期犯了“错误”，就急忙自负地、武断地、毫无根据地作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他对这些原则本来就一窍不通！）都被遗忘了。谈到这些“错误”，我们要指出：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在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中，难道有过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时期吗？难道有过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或右或左的偏向的时期吗？难道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斗争时期（全世界一切带着局限性的资产者都认为这个时期是不可逾越的极限！）的历史不也充斥着这一类错误吗？如果布兰克先生对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不是一窍不通，他就会很容易地想起米尔柏格、杜林、航运补助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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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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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恩施坦主义，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对布兰克先生来说重要的不是研究社会民主党发展的实际进程，他需要的只是贬低无产阶级的斗争气魄，借此褒扬自己的立宪民主党所表现的资产阶级的浅薄。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社会民主党偏离它的通常的、“正规的”道路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在这方面，社会民主党内在“革命旋风”时期所表现的团结和思想上的一致，也比过去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旋风”时代的策略，没有使社会民主党的两翼疏远，而是使它们接近了。在武装起义问题上的意见一致代替了以往的分歧。两派社会民主党人都在革命政权的萌芽——工人代表苏维埃这种独特的机关中工作，都在吸引士兵、农民参加苏维埃，都同各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一起印发了革命宣言。实际问题上的协调一致，代替了以往的革命前的争执。革命浪潮的高涨，使分歧退到一旁，战斗的策略得到承认，杜马问题消除了，起义问题提上了日程，社会民主党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当前紧迫的工作中接近了。在《北方呼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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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号召举行罢工和起义，号召工人不争得政权就不停止斗争。革命形势本身提示了实际行动口号。引起争论的只是对事变估计的一些细节：例如，《开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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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革命的自治机关，《新生活报》则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联合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革命政权机关的萌芽。

《开端报》倾向无产阶级专政。《新生活报》则主张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然而社会民主党这样的或类似的分歧，在欧洲任何一个社会党发展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不也都存在过吗？

不，布兰克先生所以颠倒是非，荒谬地歪曲昨天的历史，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他是自负的资产阶级庸人的典型；在他看来，革命旋风时期就是丧失理智（“一切原则都被遗忘了”、“思想本身以及普通理性差不多完全消失了”），而镇压革命和小市民式“进步”（受杜巴索夫之流保护的“进步”）的时期，则是有理性的、自觉的、有计划的活动时代。布兰克先生的全篇论文很明显地贯串着这种对于两个时期（“旋风”时期和立宪民主党时期）的对比评价。当人类历史以火车头的速度向前飞驰的时候，这就是“旋风”，“洪水”，一切“原则和思想”的“消失”。当历史以牛车的速度前进的时候，这才是理性，才是计划性。当人民群众怀着十分纯朴的心情，略嫌鲁莽地下决心自己开始创造历史，毫不犹豫地去直接实现“原则和理论”的时候，资产者就感到恐怖，哀叹“理性退到后面去了”（小市民英雄们，事情不是正好相反吗？群众的理性而不是个别人物的理性不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历史上吗？群众的理智不正是在这个时候变成了生动的、实在的、而不是空洞的力量吗？）。当群众的直接运动因遭到枪杀、拷打、鞭笞、失业、饥饿而被压制下去的时候，当杜巴索夫出钱养活的教育界的臭虫从壁缝中爬出来，开始 用群众的名义替
 人民行事，也就是把群众的利益出卖给少数特权者的时候，——在小市民骑士们看来，是平安宁静的进步时代来到了，“思想和理智又复苏了”。资产者随时随地都忠于自己。无论拿《北极星》杂志或《我们的生活报》来看，无论拿司徒卢威或布兰克的作品来读，到处都是一样，到处都可以遇到对革命的时期和改良主义的时期的这样一种带有局限性的、迂腐教授的、僵死官僚的评价：前者是丧失理智的时期（tolle　Jahre），思想和理智消失的时期，后者则是“自觉的、有系统的”活动的时期。

可别误解我的话，别以为我讲的是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偏爱这个或那个时期。问题完全不在于偏爱，历史时期的更替是不以我们的主观偏爱为转移的。问题在于：布兰克之流先生们在 分析
 两个时期的 特点
 （它完全不以我们的偏爱或同情为转移）的时候，无耻地 歪曲了真相
 。问题在于，正是革命的时期比小市民的、立宪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的进步的时期，规模更广，更丰富，更自觉，更有计划，更有系统，更勇敢和更鲜明地创造着历史。可是布兰克之流先生们正好颠倒了黑白！他们硬把贫乏说成是历史创造活动丰富。他们把被压迫被束缚的群众的无所作为看作官吏和资产者“有系统的”活动的胜利。他们看到各种官场小吏和自由主义的卖文为生的下流作家（penny-a-liner）糟蹋法律草案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平民”开始直接从事政治活动，开始不迟疑地、不留情地直接破坏压迫人民的机关，夺取政权，夺回过去被认为是属于各种人民掠夺者的东西的时候，一句话，他们看到千百万受压榨的人们的思想和理性开始觉醒的时候（他们觉醒起来不是去读死书，而是去行动，去从事人类的活的事业，从事历史的创造），就大嚷大叫，说什么思想和理性消失了。

请看，这位立宪民主党骑士多么庄严地断定：“旋风 在原地
 盘旋， 在原地
 平息了。”自由派的市侩们之所以能活到今天，杜巴索夫之流之所以还没有把他们吞吃掉， 恰恰是因有这阵旋风的缘故
 。你说“在原地”？是说1906年的春天俄国还处在1905年9月的原地吗？

在整个“立宪民主党”时期，杜巴索夫和杜尔诺沃之流都在“自觉地、有计划地、有系统地”拖俄国倒退， 将来
 也要 拖俄国
 倒退，使它回到1905年9月的局面， 但是他们的力量不够
 ，因为在旋风时期，无产者、铁路工人、农民和哗变的士兵以火车头的速度推动整个俄国前进了。

如果这个没有理智的旋风真的平息了，那么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就只好去研究脸盆镀锡的问题了。

但是，布兰克先生没有料想到，旋风是否平息了的问题是一个独立的、纯科学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能预先解决策略中的一系列问题，相反，不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比较清楚地了解当前策略中的许多问题。布兰克先生没有根据对一些材料和见解进行一定的分析就得出结论，说目前没有产生旋风式运动的条件（假如这个结论是有根据的，那么它在确定策略的时候就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再说一遍，因为确定策略是不允许只是以对某种道路的“偏爱”为根据的），——不，他只不过是发表他那种高深的（高深到无远见的）信念，说别的结论是没有的。老实说，布兰克先生对“旋风”的看法完全同维特和杜尔诺沃先生之流的看法一样，同毕洛夫先生之流以及早就把1848年说成是“没有理智的一年”的其他德国官僚的看法一样。布兰克先生关于旋风平息了的说法，不是科学的信念，而是庸人的胡言乱语，在他们看来，任何旋风和一切旋风都是“思想和理智的消失”。

布兰克先生硬要我们相信：“社会民主党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孟什维克的新策略正在把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引上整个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所走的道路。

你们瞧，布兰克先生不知为什么把议会道路说成是“出发点”了（虽然议会道路不可能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出发点）。据布兰克先生说，议会道路是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正常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道路。布兰克先生没有料想到，他在这一方面完全是重复充斥于德国自由派报刊上的、一个时期曾被伯恩施坦派仿效的资产阶级歪曲社会民主主义的论调。自由派资产者把斗争的某一种方式看成是唯一的方式。这些充分说明他是象布伦坦诺那样来理解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只有在客观条件从历史日程上撤销了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议会制真正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形式和社会斗争的主要场所的时候，欧洲社会民主党才走上了而且才可能走上议会道路，这一点也是布兰克先生料想不到的。他甚至也不想一想俄国有没有议会和议会制，就武断地说：社会民主党 回到了
 自己的出发点。资产阶级的心里 只有
 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因为资产阶级的 利益
 要求不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的理性躲避一切非议会的斗争方式，躲避一切公开的群众发动，躲避一切真正的革命。资产者出于本能，总是迫不及待地把任何伪造的议会制公开宣布为真正的议会制而加以接受，以便制止“令人头晕的旋风”（这种旋风不仅对于许多容易发昏的资产者的脑袋是危险的，而且对于他们的腰包也是危险的）。难怪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对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科学问题——可不可以认为俄国的议会斗争方式具有重大意义、认为“旋风”式的运动已经消失的问题——也一窍不通哪。这种一窍不通的物质的、阶级的基础是十分明显的：可以采取和平的罢工或者其他的行动来支持立宪民主党杜马，但是不要考虑进行认真的、彻底的、毁灭性的斗争，也不要考虑举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君主制的起义。

谈到杜巴索夫胜利的时期，布兰克先生兴高采烈地说：“现在，思想和理智的时代又来临了。”布兰克先生，你知道吗？俄国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够象亚历山大三世的时代那样适用“思想和理智的时代已经来临”这句话。这是事实。正是在这一时期，旧的俄国民粹主义已经不再单纯是一种对未来充满幻想的看法，它已经对俄国的经济现实作了许多研究，为俄国思想界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正是在这一时期，俄国革命的思想发展得最快，奠定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是的，我们革命者决不想否认反动时期的革命作用。我们知道，社会运动的形式是会改变的，历史上人民群众的直接政治创造时期会变成这样的时期：表面上四处平静，被苦役和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的群众默不作声或者在沉睡（看上去是在沉睡），生产方式特别迅速地革命化，人类理智的先进代表的思想在总结过去并且建立新的体系和新的研究方法。例如在欧洲，1848年的革命被镇压以后的时期的特点是空前未有的经济进步和思想探索，后者至少产生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总而言之，“思想和理智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的来临，有时就象一位政治活动家被投入监狱能促进他的科学研究工作一样。

我们的这位资产阶级庸夫俗子的不幸就在于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说法带有所谓牢狱的或者杜巴索夫的性质。他不谈根本问题：俄国革命是被镇压下去了还是在走向新的高涨？社会运动是不是从革命的形式转变到迁就杜巴索夫主义的形式了？形成“旋风”的力量消失了没有？资产阶级的理性是不会提出这些问题的，因为它认为革命都是无理智的旋风，而改良才是思想和理智的来临。

请看一看他的关于组织问题的颇有教益的议论。他郑重地对我们说：思想和理性的“首要任务应当是采取措施来防止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即俄国革命的狂飙突进时期发生的事情的重演，即防止革命洪流和暴风雨的破坏作用。在这一方面唯一的有效办法只能是扩大和加强组织”。

你们看，立宪民主党人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暴风雨时期破坏了组织和组织性（请看司徒卢威在《新时报》上，对不起，是在《北极星》杂志上所写的反对革命中的无政府状态、自发势力、混乱状态等等的文章），而杜巴索夫所保护的思想和理性的时期则是建立组织的时期。革命是坏事，它起破坏作用，这是暴风雨，是令人头晕的旋风。而反动是好事，它起建设作用，这是顺风，是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活动时期。

立宪民主党的这位哲学家再次诽谤革命，并暴露出他对资产阶级的有局限性的形式和条件的无限迷恋。暴风雨破坏了组织！这是何等荒谬！在俄国革命旋风时期，即革命的诽谤者认为一切原则和观念都被遗忘，理智和思想都已消失的6个星期中，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许多自由而自主的组织，你们说，在俄国史或世界史中，有哪6个月或6年能与之相比！全俄总罢工是什么呢？你们认为这不是组织？这种组织没有向警察局登记，它不是经常性的组织，你们不愿把它计算在内。再拿政治组织来说。工人、普通群众从来没有这样乐意地加入政治组织，没有这样大量地扩大政治协会的人数，也没有建立过象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样独特的半政治性的组织，这一点你们不知道吗？但是，你们有些害怕无产阶级的政治性的组织。你们是真正的布伦坦诺主义者，认为工会是对资产阶级最没有危险的（因此是最体面、最正经的）组织。我们就来看看工会组织吧，我们会看到，同一切庸夫俗子所谓在革命时期工会组织遭到轻视的胡说八道相反，俄国从来没有象这一时期建立了这样大量的工会组织。无论《新生活报》或者《开端报》这些社会主义的、正是社会主义的报纸都登满了一批批新工会组织成立的消息。象家庭仆役那样一些在“有计划的、有系统的”小市民进步时期的几十年内几乎毫无行动的无产阶级落后阶层，也表现了组织起来的强烈愿望和非凡的组织才能。再拿农民协会来说。现在极端鄙视农民协会的立宪民主党人到处都有，他会说什么这是一种半虚构的组织！这样的组织现在已经无影无踪了！是的，先生们，我倒想看看，要是立宪民主党人不得同讨伐队，同农村中的无数卢热诺夫斯基、里曼、菲洛诺夫、阿夫拉莫夫、日丹诺夫之流进行斗争，你们立宪民主党的组织会留下多少踪影。农民协会在革命旋风时期以飞快的速度增长着。这是真正人民的群众性的组织，它当然会接受农民的一些偏见，迁就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幻想（正象我国社会革命党人一样），但是它无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实在的群众组织，从根本上说无疑是革命的组织，它能够采取真正革命的斗争方法，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农民的政治创造的范围，它把那些憎恨官僚和地主的农民推上舞台，而不是把那些往往喜欢制定各种使革命农民同自由派地主妥协的计划的半知识分子推上舞台。通常对农民协会的轻视态度，最明显地表现出立宪民主党人的庸俗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的革命主动性并且害怕这种主动性。农民协会在自由的日子里曾经是最强大的实体之一，可以肯定地预言：如果卢热诺夫斯基和里曼之流不再杀害成千上万先进的农民青年，如果又吹来一阵自由的微风，那么这种协会就会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它将是这样一种组织，现在的立宪民主党的委员会与之相较不过是一粒尘土。 
［注：农民协会作为一个非阶级的组织当然也含有瓦解的因素。农民起义愈接近胜利，这一胜利愈彻底，离农民协会瓦解的日子也就愈近。但是在农民起义胜利以前，并且为了取得这个胜利，农民协会是一个强大的、有生命力的组织。这一组织的作用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才会发挥完毕，而无产阶级组织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时候，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显得特别重要，特别富有生命力，立宪民主党组织的作用则是阻碍资产阶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在这一革命的准备时期，在崩溃、停滞、杜巴索夫统治时期大放异彩。换句话说，农民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取得胜利，但从此也就最后耗尽了农民自己的革命性。无产阶级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取得胜利，从此才将发挥自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性。当立宪幻想破灭时，立宪民主党小资产阶级也就会立即失去自己的反对派的作用。］



概括说来，人民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的以及农民的组织者的创造性，在革命旋风时期要比在所谓的安定宁静的（牛车似的）历史进步时期强烈、丰富、有效千百万倍。布兰克先生之流的反对意见是资产阶级官僚对历史的歪曲。在善良的资产者和清白的官僚看来，“真正的”组织只能是那些老老实实地向警察局登记并且规规矩矩地遵守一切“暂行条例”的组织。他不能想象在没有暂行条例的条件下可以有什么计划性、系统性。因此，当立宪民主党人讲到对合法性采取浪漫主义的藐视态度以及对经济学采取贵族老爷式的卑视态度的时候，我们不要为这些响亮词句所蒙蔽而忽略其真正用意。这句话的真正用意只能是：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对人民的革命主动性的恐惧。

最后，我们来看看布兰克先生的立宪民主党“理论”的最后一点：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布兰克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议论特别值得社会民主党注意，因为这是引证马克思的词句来歪曲马克思的一个典型例子。正象布伦坦诺、桑巴特、伯恩施坦之流一样，利用马克思的术语，引证马克思的个别论点，伪造马克思主义，从而用布伦坦诺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也是这样，正在关于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的问题上进行着伪造马克思的“细致工作”。

没有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步调一致的行动，就不可能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布兰克和伊兹哥耶夫之流的先生们，你们以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在“旋风”时期忘记这一点了吗？你们错了，或者是你们有意地拿一般资产阶级民主派（其中既包括君主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也包括机会主义资产阶级，甚至主要是君主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概念来代替 革命的资产阶级
 民主派的概念。看看《新生活报》吧，你们就可以发现， 几乎每一号上
 都谈到工人民主派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采取一致行动、达成战斗协议的问题。该报是用最有力的词句来谈论农民协会和农民运动的作用的。立宪民主党编造谎言，说马克思主义者排斥不同意见，是狭隘的教条主义者，与这些谎言相反，他们却完全承认 非党的
 协会和组织的作用 
［注：见我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见本卷第123—130页。——编者注）］

 ，但仅仅是非党的 革命
 组织的作用。被我们的政治上的布伦坦诺主义者巧妙地掩盖起来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究竟
 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 哪些
 分子能够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底，是那些接受君主主义自由派纲领，完全陷入立宪幻想，对革命时期、对历史创造的革命方法表示庸俗的愤怒、指责和遗憾的分子呢？还是那些接受把农民起义进行到彻底胜利的纲领（不是农民同地主妥协），接受使民主派得到彻底胜利的纲领（不是民主的众议院同参议院以及君主制妥协）的分子呢？布兰克和伊兹哥耶夫之流的先生们，你们什么时候考虑过这个问题吗？目前我们应当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 妥协分子
 “合击”呢，还是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 革命分子
 “合击”？

喜欢引用和歪曲马克思的可敬的先生们，你们听说过马克思在1848年怎样无情地抨击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妥协分子吗？ 
[163]

 要知道，他们不是可怜的国家杜马中的而是国民议会中的妥协分子，他们是比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坚决”（在口头上）得多的民主主义者。

过了15年左右，在普鲁士“宪法冲突” 
[164]

 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建议工人政党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步分子，可是后者一点也不比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好些。 
[165]

 你们是不是认为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相矛盾和首尾不一？你们是不是认为这就证明了他们在“革命旋风”时期也几乎失去了“思想和理智”（大多数伯恩施坦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人都有这种看法）呢？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马克思是在革命斗争时期最严厉地抨击了立宪幻想和立宪妥协分子。当革命“旋风”的全部力量已经用尽，当德国立宪民主党人已经毫无疑问地完全出卖了革命，当起义已经肯定无疑地被镇压下去，经济繁荣已经使再一次举行起义成为没有希望的行动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而且 只有在这个时候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次失败以后并没有表现出胆小怕事和对起义失去信心！），他们才认为议会斗争是斗争的主要形式。你们既然已经进入议会，那就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在一定的条件下支持变节分子伊兹哥耶夫去反对希波夫，支持希波夫去反对杜尔诺沃。在 争取
 真正议会制的斗争中，再没有什么比立宪民主党的“妥协分子”更加危险的了。

先生们，既然你们要引证马克思的话，那你们就不妨证明一下我们的杜马已经是自由俄国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而不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你们会说，只要经过一些小小的改革，遮羞布就可以转变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而立宪民主党的选举正是这种转变，甚至不是小小的而是巨大的“转变”。

好极了。但是，不过，你们只是回避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试问，现在的杜马在目前已经越出自己的范围而转变成政权机关了吗？你们中间那些这样想的人，竭力要人民也这样想的人，你们中间那些直接散布最有害的立宪幻想的人，简直就是反革命分子。而那些设想“杜尔诺沃留任是为了解散杜马” 
［注：《俄罗斯报》和《评论报》。］

 ，或者懂得没有“议会”外面的、革命的压力就什么也得不到保障 
［注：帕·米留可夫在《言语报》第30号（3月24日）上发表的《冲突的因素》，这是妥协者的极有趣的“信条”。］

 的人，是自己暴露出自己立场的动摇性。他们自己的供认清楚地表明，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是 暂时的政策
 ，而不是真正维护革命的 长远的
 和根本的利益的政策。这些供认表明，目前日益成熟的 新的革命危机
 一旦爆发，大批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就会离开立宪民主党人，杜尔诺沃之流的先生们对杜马的嘲笑将促使他们去构筑街垒。就是说，全部区别只是在于：你们打算用支持立宪民主党杜马这个任务来 限制
 、束缚、 缩小
 这一不可避免的新的战斗，而我们要用一切计谋、一切努力、我们整个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来扩大这一战斗的范围，使战斗越出立宪民主党的纲领，把它扩大到彻底推翻专制制度，取得农民起义的彻底胜利，用革命的方法召开全民立宪会议。

你们认为我们俄国根本没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唯一的、或者至少是主要的力量。你们有这样的看法，只是因为你们目光短浅，你们满足于对政治现象作表面的观察，你们看不到，也不了解“立宪的实质”。你们这班只顾眼前的政客是最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因为你们只看到民主派的暂时利益，而看不到它的更深远、更根本的利益；你们只看到暂时的任务，而忘记了明天的更重大的任务；你们只看到外表，而看不到内容。只要有同城市贫民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革命农民，俄国就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且不可能没有。 只是
 由于里曼和卢热诺夫斯基之流的活动，这个民主派隐藏起来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幻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揭穿的。或者是镇压制度照旧存在，里曼和卢热诺夫斯基之流照常“干他们的勾当”，立宪民主党杜马仍然胡说八道，那么广大公众就会马上看清楚这个杜马和这个统治杜马的党是多么渺小可怜。一定会发生剧烈的爆发，参加这一次爆发的当然不会是作为政党的立宪民主党人，而是人民中的那些构成革命民主派的分子。或者是镇压制度被削弱，政府作某些让步，立宪民主党杜马自然就会因为政府实行初次的让步而开始心肠发软，会容忍比希波夫更坏的东西。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的本性（在“旋风”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而在他们的出版物中也经常流露出来）就暴露无遗了。但是， 第一次
 吹来自由的微风，镇压的第一次削弱， 必然
 又会使成千上万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的组织、协会、团体、小组和机构相继出现。而这种现象会同样必然地使“旋风”再一次出现，使10月和12月的斗争重演，不过规模会更加广泛得多。那时，现在神气十足的立宪民主党人又会惶惶不安了。为什么呢？因为蛆虫总是寄生在尸体上而不会寄生在活人身上的。

换句话说，立宪民主党人终究会让人民，用杜尔诺沃的话来说，“尝尝”“人民自由”的滋味，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进行真正的斗争，去争取真正的人民自由，也就是不带引号的、不同专制制度妥协的自由。这一斗争必然还要进行下去，但是进行这一斗争的是别的政党，是别的社会成分，而不是立宪民主党人。由此可以了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决不羡慕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而是继续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即将来临的真正的而不是有名无实的斗争上。

布兰克先生引证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高作用的话。为了阐明马克思的真正见解，应当补充一句：还有 最高的叛卖作用
 。马克思在他的各种著作中的各种不同地方曾经无数次地讲到这一点。在当前政策上倾向布伦坦诺主义的普列汉诺夫同志，忘记了马克思的这些指示。普列汉诺夫同志甚至想不出，自由主义民主派会出卖 什么
 。普列汉诺夫同志，答案十分简单：“人民自由”党已经出卖了而且将来还会出卖人民自由。

布兰克先生告诫我们不要把资产阶级民主派推到“反动派、反革命方面”去。我们要问这位英明的立宪民主党人：你指的是思想、理论、纲领、策略路线方面呢？还是指的是阶级的物质利益方面呢？我们两者都指。是谁在什么时候把你的朋友司徒卢威先生推到反革命方面去的呢？司徒卢威先生早在1894年就成为反革命分子了，他当时在自己的《评述》中就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布伦坦诺主义的保留意见。尽管我们有几位同志力图把司徒卢威先生从布伦坦诺主义“推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但他还是终于跑到布伦坦诺主义方面去了。此后在《解放》杂志， 非法的
 《解放》杂志上从来没有停止过 反革命的
 调子。试问，这是偶然的吗？恰恰是“旋风”时期，恰恰是人民的革命主动性，激起了司徒卢威先生创办一个发表反动怨言的典型机关刊物《北极星》杂志，这是偶然的吗？

究竟是谁把商品经济的一般小生产者推到反动派和反革命方面去的呢？是小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介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地位。小资产者在世界各国，在任何政治局势中，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他希望摆脱资本的压迫并且巩固自己作为小私有者的地位。这一任务实际上没有解决，从现代社会的本身结构来看，小资产者的动摇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此，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才会认为：可以 设想
 工人或者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的起义农民表现出的革命主动性， 不会
 把某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 推到
 反动派方面去。只有小市民的骑士们才会对这一点感到惋惜。

难道布兰克和伊兹哥耶夫之流的先生们（或者普列汉诺夫同志）是这样设想的，例如认为，农民起义取得了 彻底的
 胜利，彻底实现了从地主手中无偿地“ 夺回土地
 ”（普列汉诺夫的口号），而又可能不把五分之三的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推到反革命方面去吗？这样我们不是应该同立宪民主党人在“合理的”农民纲领上讨价还价了吗？普列汉诺夫同志，你是怎么想的？布兰克和伊兹哥耶夫之流的先生们，你们是怎样看的呢？

现在且看我们的这位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治议论的尾声吧： 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目前反对武装起义，那就不可能而且不应当谈论武装起义
 。

这句话表明了立宪民主党政策的全部实质和用意：要无产阶级服从立宪民主党人，要在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上影响他们。不要看不到这一点。布兰克先生很善于转移人们的视线，他不是谈立宪民主党人，而是谈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他是谈“目前”，而不是谈整个的起义。但是，只有小孩子才会看不出，这正是转移视线，布兰克的结论的真正用意正是我们上面所指出的。我们已经举出了许多例子，说明布兰克先生（以及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一贯轻视比立宪民主党更左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说明他从自己的立宪幻想的维护者的立场出发，把立宪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混为一谈，轻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只须指出：立宪民主党人根本反对武装起义，而不是仅仅反对不恰当地选择“时机”（令人惊奇的是，这两者常常混为一谈，这种混淆对立宪民主党人倒特别有利，使他们能以关于起义时机的议论来掩饰对起义所采取的否定态度）。要证明这一点是最容易不过的，只要看一看 非法的
 《解放》杂志就行了，司徒卢威先生在1905年春天和夏天，在1月9日以后和10月9日以前，在该杂志上反对武装起义，证明鼓吹起义是“ 发疯
 ，是 犯罪
 ”。事变有力地把这个反革命分子驳倒了。事变表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者预见到的、作为口号提出的 把总罢工同武装起义结合起来
 ，才能为俄国争得对自由和立宪制度萌芽的承认。只有那些完全孤立的、在俄国没有支持者的社会民主党人（象普列汉诺夫）才灰心丧气地谈论十二月起义，说什么“本来用不着拿起武器”。相反，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同意起义是对剥夺自由的人的一种必要的反击，起义已经把整个运动提到更高的阶段，并且证明同军队斗争是可能的。象考茨基那样公正的、没有入迷的、谨慎小心的见证人也是承认后一种情况的。

现在就来看看布兰克之流先生们的说教的真正用意：如果立宪民主党（它从来不是革命的政党）不同情起义（它不论在目前或 在其他任何
 时候都是反对起义的），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应当考虑起义。不对，布兰克先生！无产阶级不论在整个起义问题上，还是在起义时机的问题上都一定要重视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过恰好 不是
 重视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而是
 重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重视自由主义君主主义的党派，而是重视革命共和主义的党派，不是重视满足于伪议会的空谈家，而是重视以不同于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对待起义的农民群众（他们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

“立宪民主党人反对起义”。是的，他们从来就没有而且永远不会赞成起义。他们害怕起义。他们想得很天真，以为起义问题是由他们的愿望 决定
 的，是由他们这些避开最尖锐、最直接的斗争的中间分子的愿望决定的。多么荒唐啊！专制政府在准备国内战争，目前就在特别有系统地准备国内战争。由于有了杜马，广泛得多、深刻得多的新政治危机正在酝酿着。无伦在农民群众或者无产阶级中间还有大批有斗志的人，他们坚决要求的是人民自由，而不是妥协，不是打了折扣的人民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举行起义还是不举行起义难道能由某个政党的意志决定吗？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西欧的小市民幻想缓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号召后者不要把前者的代表推到反动派方面去，主张社会和平，带着极深的精神上的不满情感驳斥非科学的、狭隘的、阴谋家的、无政府主义等等的大变动思想。俄国的小市民也是这样，他们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半途上幻想缓和专制制度和人民自由之间的矛盾，号召革命者即一切坚决彻底地维护人民自由的人不要把自由派资产阶级推到反动派方面去，主张走立宪的道路，带着真正的、被哲学唯心主义加强的不满情感驳斥非科学的、狭隘的、阴谋家的、无政府主义等等的起义思想。觉悟的工人对西欧的小市民说：大变动的问题不是由中间分子而是由两极对立的尖锐化决定的。觉悟的工人对俄国小市民（立宪民主党人是政治上的典型小市民）说：起义不是由自由派的意志而是由专制政府的行动以及革命的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觉悟的提高和愤怒情绪的增长决定的。西欧的小市民们对无产阶级说：不要排斥小农和整个有教养的、社会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不要孤立自己，只有反动派企图孤立你们。无产者回答说：为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远远地离开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妥协分子，因为这些妥协分子劝我们解除武装，因为他们宣传妥协和矛盾缓和等等，这对被压迫阶级的意识会立即在实践中起到极其有害的影响。但是我们不会远远地离开广大的小资产者群众，劳动群众，因为他们能够采取无产阶级的观点，不幻想妥协，不迷恋于小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巩固，不放弃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斗争。

在另一种情况下，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夜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甚至不是前夜而是中途），在俄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小市民对无产者说：反动派要孤立你们，你们也应当孤立反动派，不要排斥有教养的、政治上是自由主义的、希望实行改良的立宪民主党人。无产者回答说：为了争取真正自由的真正斗争的利益，我们应当远远地离开要人民代表机关同专制制度妥协的妥协分子，因为这些妥协分子劝我们解除武装，因为他们宣传“政治和平”和立宪幻想，这样来模糊人民的公民意识。而这些妥协分子，所有这些立宪民主党人，这些屈服于暂时的情绪和暂时的印象的人，现在叫喊无产阶级有被孤立的危险的人，决不是人民，决不是群众，决不是力量。真正的群众是革命的农民，是真正的城市贫民。我们不会远远地离开这些群众，我们要号召他们抛弃立宪幻想，号召他们进行真正的斗争，号召他们举行起义。在决定起义时机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十分认真地考虑到这些群众（决不是立宪民主党的妥协分子）的情绪和觉悟提高的过程，但是有鉴于立宪民主党的暂时得势，有鉴于立宪民主党议会制（或者更确切地说杜巴索夫的议会制）的虚假声势，我们一定要时刻不忘，迅速增长着的、大概不久就一定会到来的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

不久前在欧洲有一个时期，社会自由主义者，小资产者妥协分子声势赫赫，喧嚣一时，硬要无产阶级接受他们的联盟和协议。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集团上了圈套，被暂时的政治所迷惑，创立了臭名昭彰的伯恩施坦主义等等。过了一两年，“社会和平”的乌云终于完全消散，而社会民主党内坚持无产阶级观点的革命派的立场之正确也十分清楚了。

目前在我们俄国，所有人都被立宪民主党的得势和未来的立宪民主党杜马弄得头昏目眩。危险的是，我们党的知识分子集团也会被这种华丽的外表弄得眼花缭乱，一味地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选举联盟，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对立宪民主党人采取“灵活态度”的政策，而不愿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明确地指出这个党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指出它的立宪幻想的危害性以及它的“妥协”策略的巨大危险性。过些时候，可能不要几年，也许只过几个月，乌云就会消散，现实一定会证实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是正确的，在立宪民主党的报刊上，将不再连篇累牍地发表激怒无产阶级的、证明社会民主党内部有某种弊病的、称赞某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词句了。





六　结　论

我们在谈论立宪民主党政策的最典型的表达者布兰克先生的观点的时候，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孟什维克同志们的观点。但是，从上述一切可以自然地得出关于他们的立场的结论。立宪民主党人对他们过分热心的赞扬，已经表明他们正在犯某些错误。如果目前几乎占俄国全部政治报刊的十分之九的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如果这种资产阶级报刊全都开始经常不断地今天称赞普列汉诺夫，明天称赞波特列索夫（《我们的生活报》），后天又称赞全体孟什维克的决议，这本身就是一种虽然是间接的却是可靠的标志，说明孟什维克同志正在犯或者准备犯某些错误。要整个资产阶级报刊的舆论截然违反能够十分敏锐地辨别风向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再重复一遍，这只是间接的标志。本文前面也直接说明了孟什维克决议草案中出现的那些错误。这里不便详细地分析这些决议，我们只能简略地谈一谈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一问题有关的最主要的东西。

孟什维克的错误在于：他们完全没有说明，甚至显然完全忘记了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当前的主要政治任务是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是严守阶级观点的，是坚定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估计时局的，是仇视一切小资产阶级的诡辩和欺骗的，所以在俄国目前所处的这个时期，是不会忽视这个任务的。如果忽视这个任务，他们就不再是争取完整的人民自由的先进战士了，就不再是超越资产阶级民主局限性的战士了。如果忽视这个任务，他们就会无可奈何地跟在事变后面跑，而这些事变现在正是使立宪幻想成为资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的工具，正象不久前欧洲的“社会和平”理论成为资产阶级引诱工人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主要工具一样。

立宪幻想，这是 第一次
 武装起义（继第一次之后还会有第二次）被镇压和立宪民主党获得选举胜利以后必然来到的俄国革命的整个时期的标志。立宪幻想，这是现在立宪民主党的数百万份报纸趁社会主义报纸被迫沉默的时机，向人民头脑中灌输的政治机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毒素。在我们面前有到“民间”去特别是到工人阶级中间去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同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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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报第1号为立宪民主党唱起了赞美歌：“它〈立宪民主党〉在自己的纲领中保证〈……嘻！嘻！保……证！〉……捍卫农民〈象考夫曼那样？〉和工人〈那当然罗！〉的利益，捍卫俄国全体公民的政治权利。如果它在国家杜马中获得多数票，那个为害人民的现政府必定下台，将由新人〈用穆拉维约夫之流来代替维特？〉管理国家，而这些新人 将倾听人民的呼声
 。”是的，是的……倾听人民的呼声！……立宪民主党人说得多么动听啊！

我们相信，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对这种恬不知耻的资产阶级谎话无不表示愤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无不主张必须最坚决最有力地反对这种资产阶级腐蚀工人阶级的论调。这种论调特别有害，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拥有无数的报纸，而我们呢，虽然一再尝试创办一个最温和、最谨慎、最稳重的社会主义报纸，但是连一份报纸也没有办成。

其次，不能不认为，这种资产阶级谎话，这样模糊人民的革命觉悟，其性质决不是偶然的举动，而是不折不扣的进攻。此外，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如果杜马将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可以说是立宪幻想的活生生的化身，是立宪幻想的发源地，是政治生活中最引人瞩目的那许多方面（照小资产者的肤浅的、唯心的观点看来，这些方面也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实质，或者至少是主要现象）的集中点。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有竭力影响无产阶级的全部资产阶级报刊和全部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连续不断的进攻，而且有享有第一届（请允许我这样说）“议会”的全部荣誉和负责把工人阶级完全变成立宪民主党的附庸的全俄代表机关。请回忆一下上面援引的“官场”意见：如果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赢得了社会人士对杜马的信任，并且使整个社会把希望寄托在杜马身上，那就好了。杜马应当成为防治革命的膏药，——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同杜尔诺沃和杜巴索夫之流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事实。《北极星》杂志特别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布兰克之流说，与其是使思想和理智都消失了的革命旋风，不如是有计划的和有系统的改革。杜尔诺沃和杜巴索夫之流说，与其用不可靠的军队对付工人和农民，不如在杜马中同立宪民主党人讨价还价。真是：智者所见略同（Les beaux esprits se rencontrent）。

大家在谈到我们的时候，都说我们在诽谤自由派。远在我们在《曙光》杂志和旧《火星报》上“痛击”《解放》杂志最初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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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人们就称我们为诽谤者了。所谓诽谤，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已经完全被现实所证实了。因此，如果现在人们责备我们诽谤“人民自由”党，我们既不惊奇，也不难受。

每一个政治时期都向社会民主党这个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的代表提出独特的任务，这个任务已被提上日程，而且总是被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会主义阶层弄得含糊不清，他们用各种办法使这个任务退居次要地位。现在，这个当前的独特的政治任务就是同立宪幻想进行斗争，这个任务只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才能完成，如果这个党不愿意背叛无产阶级的长远的、根本的、主要的利益的话，它必须完成这个任务。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总是满足于新鲜事物的暂时光辉，满足于一时的“进步”，我们应当看得更远更深一些，应当立即指出这种进步中哪些方面是 倒退
 的基础和保证，是表现了已取得的成就中片面的、狭隘的和不巩固的东西，因此必须 在其他形式下、在其他条件下继续进行斗争
 。

立宪民主党人和反对派在选举中的胜利愈彻底，立宪民主党杜马愈有可能和愈临近，立宪幻想就愈危险，照旧掌握全部政权的专制政府原封不动的甚至变本加厉的反动政策同“人民”代表机关之间的矛盾就愈尖锐。这种矛盾十分迅速地引起新的革命危机，而且比以前的一切革命危机广泛得多、深刻得多、明确得多、尖锐得多。我们在1906年确实经历着——用一位社会民主党人的恰当说法——革命的 翻版
 。1905年的历史似乎在重演，又首先从独揽大权的专制制度开始，接着是社会上的激昂情绪和席卷全国的、空前强大的反政府运动，最后是……谁知道最后是什么？可能是夏季（1905年）自由派的代表团去晋见沙皇的“翻版”，而带的是立宪民主党杜马的呈词或决议；也可能是1905年秋季高涨的“翻版”。企图预测革命未来步骤的确切形式和日期是可笑的。重要的是注意到运动无比广大的规模和全体人民的无比丰富的政治经验。重要的是不应忘记，即将到来的恰恰是 革命
 危机，而决不是议会危机。杜马中的“议会”斗争是不大的阶段，这实际上是一个小火车站，从立宪到革命的铁路上的“立宪民主党站”。由于现阶段社会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杜马中的斗争 决不能
 决定人民自由的命运，它不能成为斗争的 主要
 形式，因为这个“议会”显然是交战双方所不承认的，无论杜尔诺沃和杜巴索夫之流，或者无产阶级和农民都不承认。

因此，社会民主党应当估计到目前历史阶段的所有具体特点，坚决承认并且经常向工人和觉悟的农民的头脑灌输这样的思想：现代俄国社会运动的主要形式依旧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革命运动，它要废除旧法律，摧毁压迫人民的机关，夺取政权，创立新法制。杜巴索夫和杜尔诺沃之流召集的并得到那些可敬的人士捍卫的杜马，将在运动中起巨大的作用，但是它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运动的主要形式。立宪民主党人现在已经提出并且广泛散布的相反意见，是对人民的欺骗，是小资产阶级庸人的空想。

同这一点有联系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对它的支持的问题。在这方面，孟什维克的决议也有一部分不够全面，有一部分是错误的。立宪民主党人竭尽全力把自己的党同整个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混为一谈，竭力把自己的党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这是弥天大谎。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在确定“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概念时有丝毫的含糊，那就是在帮着圆谎。我们必须根据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内部的各党各派作出的十分明确的估计，来决定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具体政治任务。在这方面的当前基本任务，正在于把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自由主义－君主主义的、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区别开来。前者虽然在政治上不是完全有觉悟的，并且抱有许多偏见等等，但是能坚决地和始终不渝地反对农奴制俄国的一切残余，后者则会同反动派进行各种各样的妥协，在每一个危急关头提出自己的反革命意图。毫无疑问，在俄国是有非常广大的革命民主派阶层的，它们的非组织性、它们的非党性和它们所受的目前高压政策的压制，只能把最不细心的和最不善思考的观察家引入迷途。现在，为了把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应当同这种民主派，并且只应当同这种民主派“分进合击”，最无情地揭露现在“居于首位的”立宪民主党的不可靠性。

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抱定宗旨要把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那就应当不仅善于随时揭露各种各样的立宪幻想，不仅把能够进行斗争的分子从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划分出来，而且应当确切地、直接地断定这个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的条件，并向群众清楚地指出这些条件，应当在自己的全部宣传鼓动中向群众指出并且阐明这个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究竟应该表现在哪里。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孟什维克同志们在自己决议中就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所说的“把革命进行到底”就是彻头彻尾的空谈。

布兰克先生在自己文章中提到1848—1849年的法国“社会民主党”。这位最可敬的立宪民主党人不懂得，这是在自我讽刺。要知道，现在正是立宪民主党人在重犯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错误，而法国“社会民主党人”实质上根本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他们浸透了立宪幻想和对“议会”斗争方法的迷信，认为在一切条件下，甚至在革命的条件下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正因为如此，他们虽然获得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纯粹是“立宪民主党式的”议会成就，却遭到了被马克思嘲笑过的那种可耻的惨败。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125页。——编者注］



如果我们的党轻率地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各种各样的选举联盟，达成协议和妥协，如果我们的党忽视反对立宪幻想的任务，如果我们的党在主张接近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时候，把他们的机会主义的一翼即立宪民主党人当作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果我们的党忘记了在象我们所处的这种时代必须认真地准备好运用议会以外的斗争方法，那么我们的党也就很有可能遭到同1848—1849年法国小资产阶级的伪社会民主党一样的悲惨命运。

我们没有理由羡慕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在人民中，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对杜马的迷信还十分强烈。必须把它们铲除掉。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的胜利愈彻底，它们被铲除的日子就来得愈快。我们祝贺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吉伦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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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胜利！一定有愈来愈广大的人民群众跟随他们，一定有干劲更大的革命阶层涌现出来，这些阶层将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把我们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完全的胜利，开辟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1906年3月28日1906年4月由“我们的思想”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271—352页

















[139]

 指1906年2月由无产阶级事业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小册子收了列宁的《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费·伊·唐恩的《国家杜马和无产阶级》这两篇文章。——246。





[140]

 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是根据沙皇1905年1月29日（2月11日）的诏令成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其任务是针对1月9日“流血星期日”以后展开的罢工运动“迅即查清圣彼得堡市及其郊区工人不满的原因”。委员会主席是参议员兼国务会议成员尼·弗·施德洛夫斯基。参加委员会的除政府官员和官办工厂厂长外，还应有通过二级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布尔什维克就工人代表的选举展开了大规模的解释工作，揭露沙皇政府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真正目的是引诱工人离开革命斗争。当第一级选举产生的复选人向政府提出关于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要求时，施德洛夫斯基于1905年2月18日（3月3日）声称这些要求不能予以满足。于是，多数复选人拒绝参加选举代表的第二级选举，并号召彼得堡工人用罢工来支持他们。1905年2月20日（3月5日），委员会还没有开始工作就被沙皇政府解散了。——247。





[141]

 指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期间于1906年3月11日（24日）颁布的沙皇3月8日（21日）诏令。这个专门对付抵制策略的法律规定：凡煽动抵制国务会议或国家杜马的选举或煽动群众拒绝参加以上选举者，判处4—8个月监禁。——247。





[142]

 《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249。





[143]

 犹太平等联盟即争取犹太人充分权利协会，是根据一批犹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倡议于1905年3月在维尔纳成立的。联盟的纲领提出了联合所有俄国犹太人为争取充分权利而积极斗争的任务。联盟加入了协会联合会，参加了1905年5月举行的协会联合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国家杜马选举问题上，联盟采取了和协会联合会不同的立场，主张参加杜马选举运动，在杜马中坚持要求解决犹太人的问题。1907年5月联盟停止活动。——252。





[144]

 波兰民族主义者是指波兰几个资产阶级党派的复选人。——252。





[145]

 右派是指参加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的许多黑帮组织。这些组织中最大的是1905年10月成立的俄罗斯人民同盟。——252。





[146]

 君主派是指1905年秋成立的俄国君主党。该党坚决维护沙皇专制制度、等级制度以及正教和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地位，它的社会成分是贵族以及最大的官吏和地主。君主派后来并入了1906年成立的贵族联合会。——252。





[147]

 《评论报》是《俄罗斯报》被查封后使用的一个名称，见注73。——254。





[148]

 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254。





[149]

 《北极星》杂志（《Полярная　Звезда》）是俄国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刊物（周刊），1905年12月15日（28日）—1906年3月19日（4月1日）在彼得堡出版，总共出了14期。主编为彼·伯·司徒卢威。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尼·亚·别尔嘉耶夫、亚·索·伊兹哥耶夫等。1906年4月改称《自由和文化》杂志。——257。





[150]

 从1906年1月开始，立宪民主党在莫斯科积极进行国家杜马预选运动。2月8日（21日）该党阿尔巴特分部召开大会，讨论尼·尼·舍普金关于党纲的报告。参加会议的社会民主党人尖锐批评了立宪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亚·亚·基泽韦捷尔在回答社会民主党人时声称：“不管他们怎样极力使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个词变得温和，他们也是不可能得逞的。专政是一个拉丁词，用俄语说，意思就是‘非常警卫’，要说随便什么地方能被它诱惑，唯独莫斯科却不会。”



非常警卫和正文里说的强化警卫都是沙皇俄国政府镇压革命运动的特别措施。在宣布实施强化警卫或非常警卫的地方，行政长官有特别权力颁布强制执行的决定，禁止集会（包括私人集会），查封报刊，不按法律程序进行逮捕、监禁、审判等等。1906年，俄国曾有27个省、州处于非常警卫状态之中。——258。





[151]

 指立宪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1906年1月5—11日（18—24日）在彼得堡举行。关于党的策略问题，代表大会决定把马·莫·维纳维尔在1906年1月11日（24日）的会议上宣读的报告作为党的宣言予以通过。这个宣言的基本论点是：承认政治罢工是同政府进行和平斗争的手段。宣言说，党认为“有组织的代表会议”即国家杜马是自己的主要活动舞台。代表大会实际上站到了同政府勾结的立场上。——259。





[152]

 指彼·伯·司徒卢威的《政论家的短评。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大会和召集国家杜马》一文（载于1906年2月18日（3月3日）《北极星》杂志第10期）中下面一段话：“所有将要进入国家杜马的真正农民，不论他们是在什么旗帜下被选进国家杜马的，在杜马中都将成为立宪民主党即人民自由党的真正党员，因为在俄国这个党是坚定和一致地坚持有利于农民的根本的土地改革的唯一的议会大党。”——261。





[153]

 天鹅、虾和狗鱼是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一则寓言。寓言说，天鹅、狗鱼和虾拉一辆大车，天鹅向天上飞、狗鱼向水里拉、虾则向后退。结果大车原地不动，无法前进。——262。





[154]

 1906年春，沙皇政府的财政状况陷于危急境地。为了镇压革命运动，也为了在对杜马的关系上保持行动自由，沙皇政府千方百计企图在召集杜马以前借到一笔外债，为此在1905年底派遣前财政大臣弗·尼·科科夫佐夫赴巴黎进行活动。1906年4月中，沙皇政府同法国签订了借款的条约，款数为84300万卢布，合225000万法郎。——268。





[155]

 指反动政论家米·尼·卡特柯夫的文章《对与3月1日事件有关情况的剖析》。该文载于1881年3月6日（18日）《莫斯科新闻》第65号。3月1日事件即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271。





[156]

 《自由和文化》杂志（《Свобода　и　Кульура》）是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刊物（周刊），1906年4月1日（14日）作为《北极星》杂志的续刊在彼得保开始出版。该刊编辑是谢·路·弗兰克，积极参加该刊工作的有彼·伯·司徒卢威。该刊共出了8期，由于印数急剧下降，于1906年5月31日（6月13日）停刊。——289。





[157]

 通体漂亮的太太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一个以制造流言、搬弄是非为能事的女人，见该书第1部第9章。——289。





[158]

 《无题》周刊（《Без　Заглавия》）是俄国政治性刊物，1906年1月24日（2月6日）—5月14日（27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期。该杂志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刊物。参加编辑部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主编）、叶·德·库斯柯娃（出版者）、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无题派宣称自己是西欧的“批判社会主义”的思想上的拥护者，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幕后，《无题》周刊停刊，出版该杂志的一批人加入了左翼立宪民主党的报纸《同志报》。——291。





[159]

 航运补助金问题是指德意志帝国国会社会民主党党团内部在航运补助金问题上发生的分歧。1884年底，德国首相奥·俾斯麦为推行殖民掠夺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发给轮船公司补助金，以便开辟通往亚洲东部、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线。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左翼反对发放航运补助金，而以伊·奥尔、约·亨·威·狄茨等为首的党团的右翼多数，在帝国国会就这个问题正式辩论以前，就主张向轮船公司发放补助金。1885年3月，在帝国国会讨论这个问题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投票赞成开辟通往亚洲东部和澳洲的航线，同时以政府接受它的一些要求，包括新的船只在德国造船厂建造，作为它同意俾斯麦提案的条件。只是在帝国国会否决了这一要求后，整个党团才投票反对政府的提案。党团多数的行为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强烈反对。争论极为激烈，几乎造成党的分裂。恩格斯给了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以坚决批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8—259、259—260、265、289、291、314—315、321页）。——294。





[160]

 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产生于1890年。核心成员是一些大学生和年轻的著作家。主要领导人有麦克斯·席佩尔、布鲁诺·维勒、保尔·康普夫麦尔、保尔·恩斯特等。青年派奉行“左”倾机会主义，否定议会斗争和改良性的立法活动，反对党的集中制领导，反对党同其他阶级和政党在一定条件下结成联盟。恩格斯同青年派进行了斗争。当青年派机关报《萨克森工人报》企图宣布恩格斯和反对派意见一致的时候，恩格斯给了他们有力回击，指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从此结束了青年派在党内的活动。——294。





[161]

 《北方呼声报》（《Северный　Голо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公开出版的统一的机关报（日报）。该报是在《新生活报》和《开端报》被沙皇政府查封后在彼得堡出版的，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组成的编辑部编辑。该报于1905年12月6日（19日）创刊，12月8日（21日）出版第3号时被政府查封。接替《北方呼声报》的是1905年12月18日（31日）出版的《我们的呼声报》。《我们的呼声报》只出了1号，第2号被警察在印刷厂拆了版，没有出成。——295。





[162]

 《开端报》《Нача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3日（26日）—12月2日（15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号。该报由达·马·赫尔岑施坦和Ｃ.Ｈ.萨尔蒂科夫担任编辑兼出版者。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列·格·捷依奇、尼·伊·约尔丹斯基等。——295。





[163]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恩格斯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第7章《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6月1日—11月7日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7—26页、第8卷第46—50页和第5卷第13—543页）。——304。





[164]

 指19世纪60年代由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普鲁士邦议会同普鲁士王国政府之间发生的预算冲突或所谓的宪法冲突。从1860年到1862年，邦议会多次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扩大军费开支以加强和改组军队的预算方案。这是由于资产阶级担心这一改革会加强王室和容克贵族的力量。1862年9月，普鲁士国王把奥·俾斯麦召来任首相。俾斯麦干脆不要议会同意国家预算，径自拨款实行军队的改组。自由派资产阶级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这样，军队问题的争执便演变成为宪法的争执。1866年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以后，普普士邦议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自宪法冲突以来俾斯麦政府的一切支出，普鲁士资产阶级终于同反动的贵族官僚政府完全和解，所谓的宪法冲突随之烟消云散。——304。





[165]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恩格斯的《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恩格斯的《关于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简介》，马克思的《评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的《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87、88、89、93—94、95—98页）。——304。





[166]

 《同志报》（《Товарищ》）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年3月15日（28日）—1907年12月30日（1908年1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314。





[167]

 列宁在《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中批判了后来集结在《解放》杂志周围的一批资产阶级自由派及其最著名的代表彼·伯·司徒卢威。列宁的这篇文章是针对司徒卢威作序和注释的《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1899年）》一书而写的，载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解放》杂志最初几期受到载于《火星报》上的列宁下列文章的批评：《新罢工法草案》、《政治斗争和政治手腕》、《司徒卢威先生被自己的同事揭穿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93—401页，第7卷第20—28、179—186页）。——316。





[168]

 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集团，代表共和派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主要是外省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取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的领袖是雅·让·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后变成了反革命力量。——319。







《列宁全集》第12卷


为卡·考茨基《再没有社会民主运动！》小册子俄文版写的序言[169]


（1906年3月）

要向读者介绍的这本译成俄文的小册子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最杰出的一位代表写的。小册子的作者所谈到的东西，比他所用的题目使人联想到的要多得多。他不是单纯地批驳工厂主的无耻走卒毕尔格尔先生的谬论，而是对德国以及全世界工人运动中最根本的问题作了极其明确和通俗的论述。小生产衰落和人民生活贫困的现象到处可见。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客和学者，同毕尔格尔先生一样，都在竭力掩饰这些现象。因此，系统地分析一下这些先生惯用的论据，是很有意义的。　　

小册子的作者引用的几乎全部是德国的材料。如果能在某些问题上再补充一些俄国的有关材料，那就更理想了。一旦这本十分值得传播的小册子得到广泛的传播，小册子的出版人肯定是会作这样的尝试的。不过必须指出，同德国相比，俄国的工农业统计很不象样。德国有可能把两种在不同时期在全国调查的工农业材料作比较。在俄国连一种这样的调查材料也没有。除了那种按照欧洲的办法调查了国民经济很少几个部门的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以外，剩下的就都是各个“主管部门”的弄虚作假的、敷衍塞责的、坐在办公室里胡编乱造的统计，这种统计只配称作警察局的官样文章。　　

俄国的官僚不让俄国人民了解俄国人民的全部真实情况。可是，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俄国读者都能很容易地想起我们论述农民经济状况、手工业状况以及工厂生活的出版物中的成百上千的例子，这些例子能够极有力地证实小册子的作者所得出的结论。任何一个俄国工人和农民都能很容易地看出，俄国人民的贫困，比起小册子中描述的人民的贫困，范围更加广阔，情况更加严重，形式更加粗野。　　






	　　尼·列宁
1906年3月

载于1906年3—4月出版的小册子（圣彼得堡）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353—354页

















[169]卡·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是受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而写的，原书名是：《通过德国企业家中央联合会的科学家来消灭社会民主主义》，1903年在柏林出版。小册子是对1900年出版、以后又数次再版的Ｈ.毕尔格尔《社会现实和社会民主党的学说。为独立思考的人们特别是为独立思考的工人们而作》一书的答复。毕尔格尔力图证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中表述的基本经济规律已被生活推翻。考茨基的小册子由Ｍ.拉宾和德·列先科译成俄文，书名是：《再没有社会民主运动！》——320。









《列宁全集》第12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

[170]




（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


1

关于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的决议案

代表大会责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作出报告，从中应该可以看出党组织在选举代表大会代表时所根据的理由是什么，确定党员资格时所采用的标准是什么。


2

在第二次会议上就提交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书面声明

进行记名投票一事所作的发言
[171]




（1）

　　我同意施米特同志的提案，并建议所有愿意支持这一提案的人都签上自己的名字。
（2）

　　拉林同志的提案无非是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对少数派的最粗暴的嘲弄……我再说一遍，这是对代表大会上少数派的权利的粗暴的嘲弄，是企图把议事规程上对少数派的权利所作的保证一笔勾销。


3

在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列宁反对唐恩的意见 
[172]

 ，并主张必须就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进行讨论，主张把民族问题列入议程。


4

关于议程草案第8条条文的建议

第8条：“对于为波兰召开特别立宪会议的态度”要加上如下的字样：“根据党纲中的民族问题”。


5

关于土地问题的总结发言

[173]




我提出两个基本论点：（1）农民永远不会要地方公有；（2）如果没有民主共和制度，没有十分巩固的人民专制制度，没有官员民选制度，地方公有是有害的。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两个基本论点，我要先谈几个比较主要的反对国有化的意见。毫无疑问，普列汉诺夫同志提出的也是这种最主要的反对国有化的意见。我把普列沃诺夫同志的话一字不差地记下来了，他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拥护国有化。”这是错误的。我敢断定，如果我国真正实行了农民革命，如果随着这个革命而来的政治变革最终导致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普列汉诺夫同志就会承认拥护国有化是可能的了；如果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我们俄国真正实现了民主共和制度，那么不仅整个俄国的，而且整个国际的运动的形势都会推动我们实行国有化的。如果这个条件不能实现，那么地方公有也是空谈；那时地方公有实行起来恐怕只能成为新式的赎买。约翰同志用的术语是转让，而不是没收，从他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选择这个术语不是偶然的。其实这个术语就是立宪民主党的，它怎么解释都行，它同立宪民主党人所筹划的赎买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再往下谈。普列汉诺夫同志问：防止复辟的保证在哪里呢？我不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同我们所分析的纲领有什么密不可分的联系，不过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那就应当给它一个十分明确、毫不含糊的答复。如果说的是防止复辟的真正的、完全切合实际的经济保证，即能够创造防止复辟的经济条件的保证，那么应该说：防止复辟的唯一的保证是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保证。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无论怎样解决问题（地方公有、分配土地等），复辟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简直是不可避免的。我想这样来表述这个论点：俄国革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胜利，但是它绝对不可能单靠自己的一双手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步；没有这个条件，无论实行地方公有也好，国有也好，分配土地也好，复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业主在任何占有和所有制的形式下面都是复辟的支柱。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以后，小业主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和小业主的一切共同的敌人如资本家、地主、金融资产阶级等被推翻得愈快，他们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情形也就来得愈快。我们的民主共和国除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任何后备军。在这方面不应该忽视，欧洲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即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决不是在俄国革命所处的那种国际环境下发生的。18世纪末叶的法国是处在封建和半封建国家的包围之中。然而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20世纪的俄国的周围，则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本国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已经全副武装起来就要同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搏斗。既然象沙皇10月17日在俄国许诺自由这种区区小事，都能大大推动西欧无产阶级的运动，既然一听到彼得堡发出的关于臭名昭著的立宪宣言的电讯，就能使奥地利的工人立刻走上街头，使奥地利许多大工业城市发生多起游行示威和武装冲突，那就可以想象，如果从俄国传去的消息不是口头上的自由许诺，而是自由的真正实现，是革命农民的彻底胜利，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如果防止复辟的保证问题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的，也就是说，如果指的是防止复辟的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保证，那就应该这样说：只有尽可能坚决地进行革命，由革命的阶级直接进行革命，尽量少让中间分子、妥协分子和各种调和分子插手，使革命真正进行到底，才是防止复辟的有条件的和相对的保证；而我的草案可以最大限度地提供防止复辟的保证。

在我的草案里，农民委员会是作为直接推动农民革命运动的杠杆，作为农民革命运动最理想的形式提出来的。农民委员会，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号召农民自己立刻直接地用最坚决的手段来对付官僚和地主。农民委员会，这就是号召受农奴制残余和警察制度压迫的人民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用平民方式”来对付这些残余 
[174]

 。实行官员民选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前提，这种提法使普列汉诺夫同志想起了令他本人、当然也令我们大家很不愉快的无政府主义。但是官员民选会使人联想起无政府主义，这是十分奇怪的；在目前这个时期，官员民选问题会引起或者已经引起随便哪一位社会民主党人（恐怕只有伯恩施坦例外）的嘲笑，也是十分奇怪的。我们现在经历的正是官员民选这个口号具有最直接的、重大的实际意义的时期。我们在农民群众中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宣传和鼓动，在很大程度上正在于宣传、传播和阐明这个口号。宣传农民革命，比较认真地谈论土地革命，而不同时说到必须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也就是不附带地说到实行官员民选，那是十分矛盾的。根据这一点就谴责别人犯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只能使我想到德国的那些伯恩施坦分子，他们在不久以前同考茨基争论时，就谴责他犯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

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明确地告诉农民：如果你们想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你们就必须把政治革命也进行到底；没有彻底的政治革命，就根本不会有土地革命或者不会有比较巩固的土地革命。如果没有彻底的民主革命，如果不实行官员民选，那么我国不是会发生农民骚乱，就是会实行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良。在我国不会有值得普列汉诺夫用“农民革命”这样有分量的字眼称呼的东西。我们再往下谈。普列汉诺夫说，地方公有会给阶级斗争提供广阔的场所；我尽量用他的原话把他的这个论断表达出来，不过我必须明确地表明，这个论断是根本 错误的
 ；它无论在政治上或者在经济上都是错误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地方自治机关以及土地的地方公有提供的阶级斗争场所，无疑要比全国、比土地国有化提供的要狭小。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土地国有化会无条件地为阶级斗争提供最广阔的场所，提供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唯一想象得到的最广阔的场所。国有化意味着消灭绝对地租，降低粮食价格，保证资本有最大限度的竞争的自由和渗入农业的自由。地方公有则相反，它缩小全国的阶级斗争，不肃清一切农业生产关系中的绝对地租，用局部的要求来取代我们的总的要求；地方公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掩盖阶级斗争的。从这个观点看来，普列汉诺夫提出的问题只能在一个方面得到解决。从这个观点看来，地方公有是绝对经不起批评的。实行地方公有就是缩小和掩盖阶级斗争。

普列汉诺夫的另一个反对意见涉及夺取政权的问题。普列汉诺夫在我的土地纲领草案中看出有夺取政权的思想，我应该说，在我的土地纲领草案中的确有由革命农民夺取政权的思想 
［注：见本卷第240—241页。——编者注］

 ，不过把这种思想归结为民意党的夺取政权的思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民意党人传播夺取政权的思想的时候，他们是一群知识分子，当时事实上也没有较为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当时，夺取政权是一小撮知识分子的愿望和空谈，而不是已经兴起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必然步骤。现在，在经过了1905年10月、11月、12月以后，在广大的工人阶级、半无产阶级分子和农民群众向世界展示了早已看不到的革命运动形式以后，在革命人民夺取政权的斗争已经在莫斯科、南方、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爆发以后，再把革命人民夺取政权的思想归结为民意主义，就等于落后了整整25年，就等于从俄国历史中勾销了一个完整的重大时期。普列汉诺夫说：不要害怕土地革命。但是害怕革命农民夺取政权，也正是害怕土地革命。如果土地革命的胜利不是以革命人民夺取政权为前提，土地革命就是空谈。如果没有革命人民夺取政权这个条件，那就不是土地革命，而是农民骚乱或者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良。为了结束关于这一条的探讨，我只提醒大家一件事，就连刊载在《党内消息报》 
[175]

 第2号上的少数派同志的决议也说过，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从政府手中争取政权。

“人民的创造性”这个说法在我们的决议草案中好象是没有的，但是普列汉诺夫同志记得我在自己的发言中有过这样的说法，这使他想起了民意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中的老相识。我觉得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回忆又落后了25年。请回想一下1905年最后一个季度俄国所发生的一切吧：罢工，工人代表苏维埃、起义、农民委员会、铁路委员会等等，这一切正好说明人民的运动已经转向起义的形式，这一切都显示出革命政权机关的明显的萌芽，我的关于人民的创造性的说法是有十分明确具体的内容的。它所指的正是俄国革命的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它所描述的正是这种不仅反对旧政权而且利用革命政权来进行斗争的斗争方法，是俄国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在轰轰烈烈的10月和12月的日子里初次使用的方法。如果我们的革命被葬送了，那么农民和工人的革命政权的萌芽形式也就被葬送了；如果你们所说的农民革命不是空谈，如果我国将要有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土地革命，那么毫无疑问，我们一定会看到10月和12月事变以空前壮阔的规模重演。这种不是知识分子的，不是密谋家集团的，而是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政权，在俄国已经有过了，在我国革命进程中实际上已经存在过了。然而由于反动派得势，这个革命政权被摧毁了，但是只要我们有确实的根据坚信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到来，那么我们也必然会期望新的、更坚决的、同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联系更紧密的革命政权机关的高潮、发展和胜利的到来。可见，普列汉诺夫运用“民意主义”这个陈腐、可笑的吓唬人的字眼，无非是为了回避对10月和12月的运动形式进行分析而已。

最后，我们还要来研究一下我的纲领的灵活性和稳妥性的问题。我认为，我的土地纲领在这方面同其他的纲领比较起来是最令人满意的。如果革命事业进行得不顺利，那么怎么办？如果我的草案中所提出的一切“如果”都不能实现，因此谈不上把我国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那该怎么办？那时毫无疑问，是应该考虑到现有的农民经济和农民的土地使用制的条件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把象租佃这样一种最重要的现象当作论据。要知道，既然谈到革命事业可能进行得不顺利，革命可能半途而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要考虑到这种现象的现实性和不可排除性。我的纲领考虑到这种不顺利的情况，考虑到各种据说是空想的“如果”不能成立的情况，因此这个纲领要比马斯洛夫同志的纲领更全面地、更准确地、更冷静得多地规定了党的任务。因此，我的纲领既提出了适合目前农民经济和农民土地使用制条件的口号，也提出了适合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最好远景的口号。约翰同志想说点俏皮话，他说我的纲领里的纲领太多了，说我的纲领里既有没收，又有租佃，这是互相矛盾的；这句话一点都不俏皮，因为没收地主土地并不排斥农民的土地也有租佃的情况。因此，普列汉诺夫同志提出他的十分精彩的论据来反对我，也是根本错误的。他说，如果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起草一个纲领是并不困难的，说这样的纲领任何人都写得出来。你现在写一个正好是不会有最好条件情况下的纲领吧。为了回答这个论据，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谈论没收地主土地、谈论象租佃这样的问题的纲领，正是考虑到了我国革命可能有的最坏的进程和结局，因此我的纲领是十分清醒的，非常周密的，至于约翰同志，他的草案根本没有提到这些最坏的条件，也就是没有提到缺乏真正实行政治民主制度的条件，他向我们提出的只是地方公有，要知道，如果不实行官员民选制度，如果不取消常备军等等，地方公有也象国有一样是危险的，甚至是更加危险的。因此，我坚持提出那些受到普列汉诺夫无理指责的“如果”。

总之，农民不会接受地方公有。卡尔特韦洛夫同志说，高加索的农民是完全同意社会革命党人的意见的，不过同时他们还问：他们是不是有权出卖自己分到的或者由于实行社会化而得到的土地。卡尔特韦洛夫同志，你说得很对！你的观察是完全符合一般农民的利益的，是同农民对自己利益的理解一致的，正因为农民是从他们是不是有权出卖他们所分得的土地这个角度来看待一切土地改革的，所以农民一定会无条件地反对地方公有，反对地方自治机关所有。直到现在，农民还是把地方自治机关和地方官混为一谈，理由十分深刻，比嘲笑农民愚昧无知的高贵的立宪民主党的法学教授们所想象的还要深刻得多。因此，在谈到地方公有以前，必须、绝对必须谈到官员民选制度。目前，在这个民主要求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只一般地提没收或者分配土地是恰当的。因此，为了简化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我采取了如下做法：既然波里索夫同志的纲领同我的纲领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而且它是以分配土地而不是以国有化为基础的，那我就撤销我的纲领，并请代表大会就分配土地或者地方公有的问题发表意见。如果你们否决分配土地，或者确切些说，“当”你们否决分配土地的“时候”，我当然要完全撤销我的草案，因为它根本没有希望通过；如果你们通过分配土地，那么我就要提出我的整个的纲领，作为对波里索夫同志的草案的修正案。有人说似乎我强迫农民接受国有化，为了回答这种指责，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在我的纲领的“ Ａ方案
 ”中，专门提到要避免强迫农民去做任何违反他们意愿的事情的思想。因此，在最初表决的时候，以波里索夫的草案代替我的草案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只会帮助我们更容易弄清楚代表大会的真正的意志。依我看，地方公有既是错误的又是有害的；分配土地虽然错误，但无害处。

我简单地谈一谈这种差别。“分配派”正确地说明了事实，但是他们忘记了马克思关于旧唯物主义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编者注］

 农民说：“土地是上帝的，土地是人民的，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分配派”向我们解释说，农民这样说是不自觉的，他们说的是一回事，想的是另一回事。“分配派”说，农民真正的愿望完全和仅仅在于增加自己的土地，扩大小农经济，除此之外别无他求。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同“分配派”的分歧在这里并没有结束，而仅仅是开始。不管农民这些说法在经济上怎样没有根据，或者空洞，我们还是应当抓住这些说法来进行宣传。你是说土地应该由大家使用吗？你愿意把土地交给人民吗？好极了，但是把土地交给人民意味着什么呢？谁来掌管人民的财产和人民的产业呢？官吏，特列波夫之流。你愿意把土地交给特列波夫和官吏吗？不，任何一个农民都会说，他不愿意把土地交给他们。你愿意把土地交给将来可能钻到地方自治机关里去的彼特龙凯维奇和罗季切夫之流吗？不，农民一定不愿意把土地交给这班老爷。因此，我们就要向农民说明，为了在有利于农民的条件下把土地交给全体人民，必须实行一切官员统统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制度。因此，我提出的以实现完全的民主共和制为前提的国有化草案，正好给我们的宣传员和鼓动员提供一条正确的行动路线，它明确而具体地向他们说明，对农民的土地要求的分析应当成为政治宣传、特别是关于实行共和制的宣传的基础。例如，农民米申，被斯塔夫罗波尔的农民选为杜马代表，他带来了复选人的委托书，委托书的全文已经刊载在《俄罗斯国家报》上。 
[176]

 这个委托书要求撤销地方自治机关的官吏，修建粮仓，把全部土地交给公家。把全部土地交给公家的要求，毫无疑问是一种反动的偏见，因为今天的俄国和明天的立宪的俄国的公家是警察和军人专制的公家，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个要求当作有害的偏见简单地抛弃了事，我们应该“抓住”它，向米申这类人士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应该告诉米申这类人士，把土地交给公家的要求虽然很糟糕，却反映了一种十分重要而且对农民有利的思想。只有国家成了完全民主的共和国，只有彻底实行了官员民选制度、取消了常备军等等，把土地交给公家才可能对农民很有利，并且一定会很有利。我正是根据这一切理由才认为：如果你们否决国有化，那么势必会使我们的实际工作人员、宣传员和鼓动员重犯1903年我们错误的归还割地的纲领引起的那些错误。当时人们对我们关于割地的理解比这个条文的作者所理解的还要狭窄，现在否定国有化而用分配土地代替这个要求（更不用说荒唐透顶的地方公有了），同样势必会使我们的实际工作人员、宣传员和鼓动员去犯那么多的错误，以致我们很快就要后悔我们通过了一个实行“分配土地”或者地方公有的纲领。

我再重复一遍我的两个基本论点来结束我的发言：第一，农民永远不会要地方公有；第二，如果没有民主共和制度，没有官员民选制度，地方公有是有害的。


6

关于记录须由代表大会批准的声明

全部记录必须由代表大会批准。因此秘书整理的记录才是正式的记录。速记只记录个别的发言。


7

在第十五次会议上的书面声明

我们的决议案第1页就谈到：“在 资产阶级革命
 中的阶级利益” 
[177]

 ，正数第27行，


8

关于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问题的总结发言

我尽量指出最本质的东西。普季岑同志使我想起了一句谚语：寻找的东西有时也会自己送上门来。他问：布尔什维克凭什么认为现在斗争的主要形式是破坏法律等等呢？普季岑同志，请摘掉你的立宪民主党人的眼镜吧！你认为主要的斗争形式是议会斗争。请看看失业工人的运动、军队中的运动、农民运动。运动的主要形式不在杜马里面，杜马只能起间接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同志说，如果黑格尔听到我引用了他的话，躺在棺材里也会翻两次身的。但是，普列汉诺夫同志说这话是在普季岑同志之前，他的话现在也是针对普季岑同志的。普季岑同志崇拜暂时的东西，他仅仅指出一些表面现象，并没有指出内部所发生的事情。他没有在这些现象的发展过程中研究这些现象。在普季岑同志看来，关于首脑和尾巴、无产阶级的先进作用或者尾巴作用的发言只是咬文嚼字。孟什维克的基本错误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孟什维克没有看到，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是自觉地趋向妥协。他们拿雅各宾派分子为例，说这些人原是天真的君主派 
[178]

 ，后来却成了共和派。但是立宪民主党人不是天真的君主派，而是自觉的君主派。孟什维克把这一点忘记了。

严厉的列昂诺夫同志说：请看“布尔什维克”在大谈革命的人民。然而“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中也大谈这个问题。列昂诺夫同志引用了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一句话：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高政治形式。列昂诺夫同志本来应该继续往下引用的。如果这样，他就会看到：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在目前形势的强迫下接受的，分裂成两派（正统派和奥尔良派 
[179]

 ）的资产阶级的确是违反了自己的意志才容忍共和国的。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88—89页。——编者注］



唐恩说“布尔什维克”忽视政治组织的作用。这说得不对。不过一般地谈组织的作用倒会成为陈词滥调。问题在于现在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形式。应当指出我们要把政治组织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孟什维克”从革命高潮的前提出发，然而他们所建议的行动方式却不是与革命高潮相适应，而是与革命低潮相适应。这样，他们就帮助了对10—12月时期大肆诽谤的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谈到了爆发。请你们把这个名词加进决议里。既然如此，当前运动的形式如国家杜马选举等，就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运动形式。

唐恩同志说：“少数派”的口号已经证实是正确的，他用革命自治，用工人代表苏维埃来证明。不过请看一看普列汉诺夫的《日志》杂志第5期吧。他在这期杂志里写道，革命自治“把人弄得糊里糊涂”。不过，这个口号是在什么时候，把什么人弄得糊里糊涂呢？我们从来没有否定过这个口号。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口号是有缺陷的。这个口号是不彻底的，这个口号不是有把握取得革命胜利的口号。用工人代表苏维埃作论据不合适。关于工人代表苏维埃我们还没有谈到。

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在于他对10月里出现过的各种运动形式完全没有进行分析。他说工人代表苏维埃是最好的、必要的。但是他不用心分析一下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什么。它是什么呢？是革命自治机关还是萌芽的政权机关呢？我肯定地说这是通过革命政权来进行的斗争，这个论点是驳不倒的。这才是，也只有这才是10—12月的斗争形式不同于目前斗争形式的特点；我们不能强制地采取这种或那种斗争形式。

普列汉诺夫说，伯恩施坦受到称赞是由于他的理论，因为他放弃了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我受到称赞是由于我的策略。情况并不象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样。瓦尔沙夫斯基同志对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说法作了公正的回答，他说伯恩施坦受到称赞是由于策略，因为他象立宪民主党人那样拼命缓和矛盾。伯恩施坦曾经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缓和社会矛盾。普列汉诺夫现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炽烈的时候缓和政治矛盾。立宪民主党人就是为了这个才称赞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的。

普列汉诺夫同志说，我们不反对夺取政权，但是我们所拥护的是象在国民公会 
[180]

 时那样夺取政权，而不是密谋家夺取政权。“孟什维克”同志们，请把这一点也写到你们的决议里吧。反对列宁主义，咒骂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阴谋家吧，你们不论干什么都行，我毫不在乎，只要你们提出象国民公会那样夺取政权的条文，我们就用双手在这个决议上签字。不过普列汉诺夫同志要记住，如果你真的把这一条写进去，请相信我吧，立宪民主党人就不会再称赞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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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决议草案

[181]




鉴于：

（1）12月11日的选举法和选举的实际条件使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无法参加选举，无法提出和独立地选出真正有党性的候选人；

（2）经验表明，由于这个原因，工人参加选举的实际作用势必产生、而且实际上已经产生这样的后果：由于同立宪民主党人或其他资产阶级集团达成协议而使无产阶级严格的阶级立场变得模糊不清；

（3）只有采取完全的、彻底的抵制，社会民主党才有可能坚持“用革命的方式召开立宪会议”这个口号，使立宪民主党对国家杜马负全部责任，防止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派或革命民主派受到立宪幻想的沾染；

（4）现在已经看得出，（主要）由立宪民主党人组成的国家杜马无论如何不能负起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的使命，只能间接地促进更广泛更深刻的新的革命危机的发展，

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

（1）抵制国家杜马和国家杜马选举的各个党组织是做得正确的；

（2）在目前政治条件下，在杜马中不存在真正有党性的和能代表党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条件下，成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企图不可能取得重大效果，反而会降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威信，让党替处于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十分有害的那些议员负责；

（3）由于上述一切，目前过不具备可以使我党走上议会道路的条件；

（4）社会民主党应该利用国家杜马，利用杜马同政府之间的冲突或者杜马内部的冲突，同杜马中的反动分子作斗争，无情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特别关注农民革命民主派分子，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使他们反对立宪民主党人，支持他们那些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言行，准备在革命总危机十分尖锐的时候（这可能是由杜马危机引起的），号召无产阶级向专制制度进行坚决的进攻；

（5）鉴于政府可能解散国家杜马并且召集由新成员组成的国家杜马，代表大会决定：在新的选举运动期间，不允许与立宪民主党以及类似的非革命分子成立联盟和达成协议；至于我们党是不是有可能参加新的选举运动的问题，将由俄国社会民主党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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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的副报告

同志们！我不准备把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念给你们听了，因为这个决议你们大家一定都知道了。（由于到会代表的要求，报告人还是把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原文又念了一遍。）如果把这个决议同孟什维克的决议比较一下，我们就会看出有以下四个主要不同点，或者说孟什维克的决议有四个主要缺点。

（1）孟什维克的决议没有对选举作出估计，没有对我们在这方面的政治经验的客观效果作出估计。

（2）这个决议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国家杜马的轻率的或者说（如果说得委婉些）乐观的态度。

（3）决议没有根据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内部各个派别或政党的策略把它们明显地区别开来。

（4）你们的决议决定成立议会党团，而你们的这一措施却是在对无产阶级政党根本不会有任何利益的时候和条件下采取的。

如果认真地分析一下我们之间的真正的分歧，而不是咬文嚼字或者吹毛求疵，那么真正的分歧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四点。

如果我们不是笼统地根据关于议会斗争的一般言论，而是根据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关系作出自己的结论，那么对选举方面的经验的估计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的确，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提出过一个十分肯定的论断：参加选举实际上意味着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参加选举而不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是不可能的。你们是不是认真分析过这个论断呢？你们是不是根据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实际材料分析过真实情况呢？绝对没有。阿克雪里罗得对问题的前半部分根本避而不谈，对后半部分却提出了两个相互矛盾的论断。他起先用十分鄙视的语调批评了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的一般联盟。他后来又说对这样的联盟并不反对，不过，这里所说的联盟当然不是过去那种“私下勾结”和暗地达成协议，而是整个无产阶级有目共睹的光明磊落的措施。阿克雪里罗得的后面这个“论断”是“立宪民主党人的”空想，即由立宪幻想而产生的真正“天真的愿望”的绝妙典型。我国实际上没有宪法，没有我们公开发表言论的基础，只有杜巴索夫的“立宪制度”。阿克雪里罗得的幻想始终是空虚的幻想，而立宪民主党人却一定会从默许的或签字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协议中得到实际的好处。

当人们谈论我们从选举中“自我排斥”的时候，总是忘记，实际上正是政治条件而不是我们的意志排斥了我们党，排斥了我们党创办报纸和参加集会，排斥了优秀的党员被提名为候选人。如果没有上述一切条件，议会制度与其说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工具，倒不如说是空洞可怜的玩具；因为这是天真地谈论“纯洁的”、“理想的”议会制度，而不是实际情况下的议会制度。

当人们谈论选举的时候，常常忘记，在杜巴索夫立宪制度的基础上实际展开斗争的是两个力量强大的“政党”，即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立宪民主党人说得对，他们对选举人说，任何分散选票、任何提出“第三种”候选人的做法都只会使黑帮分子获胜。以莫斯科为例：假定古契柯夫能得到900张选票，立宪民主党人能得到1300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人只要能得到401张选票，黑帮分子就会获得胜利了。可见立宪民主党人对社会民主党参加选举的了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立宪民主党人为了争取工人参加选举，给了莫斯科的工人一个国家杜马的议席），而你们孟什维克的了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空洞的、无谓的幻想。要么干脆不接受议会制，也不发表空泛的议论，要么就认真对待。否则就是一种糟糕透顶的立场。

第二点。阿克雪里罗得在自己的发言中特别举出了一些我已指出过的决议的缺点。在决议中谈到要把杜马变成革命的工具。你们只从政府对我们施加压力、政府压制革命的角度考察杜马。我们认为国家杜马是一定的阶级的代表机关，是由一定的党派组成的机关。你们的意见是根本不正确的、不完全的、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你们没有从立宪民主党的阶级成分来考虑杜马的内部结构。你们说政府要扼杀革命，你们忘记了再补充一句，立宪民主党人也暴露出十分渴望扑灭革命的意图。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不可能不反映出立宪民主党的特性。法兰克福议会就是一个例子，当时这个代表机关在革命时代曾经明显地暴露出渴望扑灭革命的意图（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目光短浅和法兰克福空谈家的怯懦），这个事例你们完全忽略了。

在社会民主党的决议中，援引“沙皇承认和法律确认的政权”的说法，是根本不妥当的。杜马实际上不是政权。援引法律不能肯定，只会削弱你们的全部论据和来自这个决议的你们的全部鼓动口号。维特最喜欢援引“法律”和“沙皇的意志”，目的是使杜马安于给它划定的那点可笑的职权范围，丝毫不敢超越。援引沙皇和法律作依据，这种做法的受益者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俄罗斯国家报》。

现在来谈第三点。决议的根本错误，在于没有明确地说明立宪民主党人的特点，没有揭露他们的全部策略，没有把立宪民主党人同农民民主派和革命民主派区别开来。这个错误也同上述一切错误有密切的联系。要知道，正是立宪民主党人才是左右本届杜马的人。这些立宪民主党人已经不止一次地暴露出对“人民自由”的背叛。善良的空谈家沃多沃佐夫想表现得比立宪民主党人左一点，他在选举之后提醒立宪民主党人要信守自己许下的召开立宪会议等等的诺言，然而在这个时候，《言语报》以一种“霸道的”腔调粗暴地、下流而又粗暴地回答了沃多沃佐夫，说它不用别人多嘴出主意。

在关于有人企图削弱革命的问题上，你们的决议也是极其错误的。正象我已经说过的，不仅政府有削弱革命的意图，而且目前正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出头露面大喊大叫的小资产阶级妥协分子也有削弱革命的意图。

你们的决议说，杜马希望依靠人民。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因此也不能算是正确的。什么是国家杜马呢？我们能只限于泛泛地谈论这种机关，而不对那些真正决定这个机关的内容和意义的那些阶级和政党进行分析吗？希望依靠人民的是什么样的杜马？不是十月党人的杜马，因为十月党人根本不希望依靠人民。也不是农民的杜马，因为农民代表已经是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用不着“希望依靠人民”。可见， 希望
 依靠人民的恰恰是 立宪民主党人的
 杜马的特点。但是希望依靠人民和 害怕
 人民的革命独立性都同样是立宪民主党人固有的特点。你们的决议指出问题的一个方面，避而不谈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样就是散布不仅错误而且十分有害的观念。避而不谈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关于对待其他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是强调这一方面的），就其客观作用来说，就是撒谎。

不行，规定我们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策略，而不谈立宪民主党人，放弃对他们进行尖锐的批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只从农民民主派和革命民主派身上寻找支持，而不应当从那些企图缓和目前政治矛盾的人身上寻找支持。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成立议会党团的建议。社会民主党使用新武器即“议会制”，必须十分慎重，这一点连孟什维克也不敢否认。他们完全准备“在原则上”承认这一点。但是现在问题根本不在于原则上的承认，问题在于对具体条件进行正确的估计。如果实际条件使“原则上的”承认必须慎重变成了天真的空洞的幻想，那么这种承认也就毫无意义了。例如，高加索人关于独立选举、关于纯粹是党的候选人、关于他们否定同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问题讲得很好听。但是同时就有一个高加索人对我说，在梯弗利斯，在孟什维克的高加索的这个中心，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阿尔古京斯基也许会当选，也许不免要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下当选，那么这些好听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将来还象现在这样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党内消息报》对付无数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那么我们的广泛地、公开地向群众发表谈话的愿望又有什么意义呢？

再请你们注意，有些最乐观的社会民主党人指望只经过农民选民团选出自己的候选人。也就是说，他们想在工人政党的实践中，恰恰不是同工人选民团，而是同小资产阶级的半社会革命党人的选民团一起“开始议会斗争”。请你们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最有可能产生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策，还是非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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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七次会议上的书面声明

[182]




我没有说过梯弗利斯人决定选派阿尔古京斯基。我说过有人认为阿尔古京斯基大概会获胜，而且，也许不免要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

对 鲁登科
 的发言提出事实更正。我没有说过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将扑灭革命。我说过，立宪民主党人按其阶级本质来说将力图压制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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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穆拉托夫（莫罗佐夫）

关于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问题的修正案作的发言

[183]




穆拉托夫同志要我最后讲几句话。有人认为穆拉托夫同志在敲敞开的大门，这个说法完全错了。相反，正是他打开了大门。穆拉托夫同志的修正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代表大会承认了与很多地方的工人所支持的策略不同的另一种策略；如果要组织杜马党团，必须不发生尖锐的冲突，必须问问工人们，他们愿意不愿意在杜马里面有不是经他们选举出来的人当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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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议会党团的组成问题的个人意见


（1）

　　在否决斯托多林的修正案的时候，我发现有人甚至离开了议会斗争的各项原则，因此我要就这个问题提出我个人的意见。
（2）

　　根据已经提出的声明，我再谈一谈我对斯托多林的修正案问题的个人意见。斯托多林同志在他的修正案中建议：只允许这样的党员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的议会小组：他不仅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不仅服从全党和他所在的党组织，而且是由他所在的党组织（即有关的党组织）提名为候选人的。

由此可见，斯托多林同志希望我们社会民主党在议会斗争方面一开始就只受有关党组织的直接委托和以它们的名义进行工作。议会小组的成员仅仅是党的一个组织的党员，是不够的。在俄国的条件下，这还不能排除发生最不好的冒险行为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的党组织不能对自己的党员实行公开的、人人都能看到的监督。因此，我们在议会斗争方面一开始就采取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根据经验规定的种种预防措施，是十分重要的。西欧的党，特别是它们的左派，甚至坚决要求由地方党组织提出并经党中央同意才能推荐议会的候选人。欧洲的革命社会民主党有十分充足的理由，要求对议会议员进行 三方面的
 监督：第一，全党对所有党员的监督；第二，那些应当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议会候选人的地方组织的特别监督；第三，全党中央的专门监督，党中央不受地方影响和地方特点的限制，应当注意到只提出能满足全党的要求和一般政治要求的人为议会候选人。

代表大会否决了斯托多林同志的修正案，否决了只有党组织直接提名为议会候选人的人才能参加议会党团的要求，这就暴露出它在议会策略上远不及西欧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慎重。其实未必会有人怀疑，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公开发动的条件十分困难，我们现在必须采取比西欧革命社会民主党据据经验规定的更要慎重得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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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书面声明

我们声明，把在重要问题上采取记名投票的做法称为“损害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威信的宣传鼓动材料”——这就是不了解代表大会的作用，或者是狭隘的派性表现。


15

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的发言

不久前有一个同志指出，我们在收集反对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宣传鼓动材料。我当时就回答说，把记名投票说成是收集反对代表大会的宣传鼓动材料，是十分荒谬的。任何一个不满意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人总会进行鼓动来反对这些决议的。 
[184]

 沃罗比约夫同志说，“孟什维克”不能同我们“布尔什维克”在一个党内工作。我很高兴，正是沃罗比约夫同志是第一个谈到这个问题的人。如果说他的发言是“宣传鼓动材料”，我是深信不疑的。不过，更重要的当然是关于原则问题的宣传鼓动材料。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会有比你们反对武装起义的决议更好的反对本届代表大会的宣传鼓动材料。 
[185]



普列汉诺夫说，必须冷静地讨论如此重要的问题。这句话是万分正确的。不过，冷静的讨论并不表现为在代表大会之前和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争论，而表现为应该讨论的决议具有真正冷静的切合实际的内容。正是从这方面比较两个决议，是特别有好处的。我们不喜欢的不是“孟什维克”的决议中的争论（普列汉诺夫对文特尔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理解得十分不正确），我们不喜欢的不是争论，而是贯穿在“孟什维克”的决议中的对细枝末节的争论。就拿对过去经验的估计，拿无产阶级运动的有觉悟的表达者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批评问题来说吧。在这里批评和“争论”是必要的，不过批评必须是公开的、直接的、明显的和清楚的，而不是吹毛求疵、恶意中伤或咬文嚼字的讽刺挖苦。所以我们的决议在科学地总结最近一年的工作的同时，作了直截了当的批评：认为和平罢工是“浪费力量”，和平罢工过时了。现在的主要斗争形式是起义，罢工是斗争的辅助形式，再拿“孟什维克”的决议来说吧。大家看到的不是进行冷静的讨论，不是总结经验，不是研究罢工和起义的相互关系，而是悄悄地、一点一点悄悄地否定十二月起义。普列汉诺夫的“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的观点，完全贯穿在你们的整个决议中（尽管大多数俄国的“孟什维克”声明不同意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切列万宁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绝妙地暴露了自己，他要维护“孟什维克”的决议，就必定要把十二月起义看成是“绝望”的表现，是证明武装斗争根本不可能的一场起义。

正象大家都知道的，考茨基发表了另外一种意见。他认为俄国的十二月起义迫使我们“修改”恩格斯的关于没有可能进行街垒战的观点，认为十二月起义是新的战术的 开端
 。不言而喻，卡·考茨基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孟什维克”可能是比较正确的。但是，既然我们要重视“冷静的”讨论和严肃的而不是纠缠于细节的批评，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决议中把“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的意见直接地、明白地表达出来，在决议中偷偷地塞进这种观点，不把它公开写出来，是不能允许的。对过去的经验不作任何批评，就一点一点悄悄地否定十二月起义，这就是你们决议的一大基本缺点。你们决议的这个缺点为反对那个实质上倾向于阿基莫夫同志观点，但只不过是把其中过于露骨的地方掩盖起来的决议提供了重要的宣传鼓动材料。 
[186]



你们决议的第1条也有同样的缺点。这一条一开始就说些 空话
 ，因为“死顽固”是一切反动政府的特点，但是仅仅从这一点还决不能得出起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结论。“争取政权”也就是“夺取政权”，可笑的是反对第二种提法的人采取了第一种提法。这样他们就暴露了他们反对民意党思想等等的言论是空洞的。普列汉诺夫建议不提“争取政权”，而提“争取自己的权利”，这是尤其不妥当，因为这已经是纯粹立宪民主党人的条文了。我再重复一遍，重要的是你们的决议不是在研究和估计过去的经验和说明运动发展情形的实际材料的基础上，而是在过去和现在根本不能证实的笼统词句的基础上，解决“争取政权”和武装起义的问题。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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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188]




我要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向它的新成员表示祝贺，并且希望这次统一成为今后顺利进行斗争的最好保证，我认为，我以此表达了整个代表大会的意愿。


17

在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书面声明


（1）

　　说我“支持”沃罗比约夫同志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不能在一个党内共同工作的论断，这与事实不符。我决没有“支持过”这种论断， 我决没有同意过这种观点
 。我是说：“我很高兴，沃罗比约夫同志是 第一个
 谈到这个问题的人”。这句话的用意纯粹是讽刺，因为在代表大会上占多数的胜利者第一个谈到分裂，只不过暴露了自己的软弱而已。 
［注：见本卷第356页。——编者注］


（2）

　　我建议在同崩得合并的章程中加上如下的说明：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在崩得批准这个章程之后立即实行。





	载于1907年在莫斯科出版的《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记录》一书；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决议草案载于1906年5月9日《浪潮报》第1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355—394页

















[170]

 这是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62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还有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和崩得的代表各3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1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1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参加大会的共有157人。



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1905年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导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了两派分别制定的纲领，并按300名党员产生1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织遭摧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112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则拥有62票，而且拥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　　代表大会的议程是：修改土地纲领；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关于对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和对杜马本身的策略问题；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临时革命政府和革命自治；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态度；工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对各种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党派和组织的态度；根据党纲中的民族问题对召开特别的波兰立宪会议的要求的态度；党的组织；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崩得）的统一；工作报告；选举。大会只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党的章程这几个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



大会是在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种纲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对这一纲领作了一些修改。大会还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和武装起义的决议，大会未经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区各民族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局面。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名孟什维克（Ｂ.Ｈ.罗扎诺夫、列·伊·戈尔德曼、柳·尼·拉德琴柯、列·米·欣丘克、维·尼·克罗赫马尔、В.Ａ.巴赫梅季耶夫、帕·尼·科洛科尔尼科夫）和3名布尔什维克（瓦·阿·杰斯尼茨基、列·波·克拉辛、阿·伊·李可夫）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5名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彼·巴·马斯洛夫、费·伊·唐恩、亚·尼·波特列索夫）组成的清一色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中央委员中的李可夫后来换成了亚·亚·波格丹诺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民族社会民主党后来分别派代表参加了中央委员会。



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这本小册子中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322。





[17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草案讨论和通过了代表大会的议事规程。随后，部分代表向主席团提交了关于停开秘密的派别会议的问题的声明。在是否立即讨论这些声明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大会表决结果，40票赞成立即讨论，54票反对。10名布尔什维克代表要求就是否立即讨论这些声明问题进行记名投票表决。会议主持人费·伊·唐恩认为这种要求只能在表决以前提出。列宁则认为在表决以后也可提出这种要求。这就涉及到对议事规程的解释。布尔什维克彼·彼·鲁勉采夫（施米特）提出了列宁发言中所说的提案：“代表大会决定就代表大会自身应否就议事规程上关于记名投票表决的一般问题的修改和补充进行表决的问题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孟什维克米·亚·卢里叶（尤·拉林）提出了列宁称之为嘲弄代表大会少数派权利的提案：“代表大会认为存在着对已经解决了的、被54票对40票的多数否决了的问题继续拖延辩论的企图，而又不能与之斗争，因而决定进行记名投票表决。”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否决了卢里叶的提案，通过了鲁勉采夫的提案。——323。





[17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讨论了代表大会议程问题。孟什维克费·伊·唐恩反对把对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列入议程。——324。





[173]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土地问题报告没有收入代表大会的记录，并且至今没有找到。在这本主要由孟什维克编辑的代表大会记录中，也没有收入列宁关于目前形势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总结发言。——326。





[174]

 指1848年12月15日《新莱茵报》第169号登载的马克思文章中的一段话：“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5页）。——328。





[175]

 《党内消息报》（《Партийные　Известия》）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于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彼得堡出版。该报编辑部是由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和孟什维克机关报（新《火星报》）的同等数量的编辑人员组成的。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编辑部的是弗·亚·巴扎罗夫、瓦·瓦·沃罗夫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代表孟什维克参加的是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报共出了两号。第1号于1906年2月7日（20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第2号于1906年3月20日（4月2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这一号上还刊登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自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党内消息报》遂停刊。——330。





[176]

 斯塔夫罗波尔省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扎·斯·米申带来的委托书刊载于1906年3月28日（4月10日）《俄罗斯国家报》第47号。



《俄罗斯国家报》（《Рус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是俄国政府机关报，1906年2月1日（14日）—5月15日（28日）在彼得堡出版。——334。





[177]

 这里说的是布尔什维克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目前时期的阶级任务》中的第2条：“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利益要求造成为反对有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进行最顺利斗争的条件。”（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27页）——337。





[178]

 这里说的是1789年雅各宾俱乐部初建时的情况。当时，该俱乐部联合了所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人，但立宪君主派即温和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代表在俱乐部里占优势。——338。





[179]

 正统派是法国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



奥尔良派是法国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即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年），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联合起来，组成“秩序党”。——339。





[180]

 国民公会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于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建立。国民公会的代表由年满21岁的全体男性公民普遍选举产生。——340。





[181]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原先都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提交过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案。但是这两个决议案是在杜马选举之前草拟的，在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已经过时了。于是两派又分别提出新的决议案。这里收载的是列宁起草的布尔什维克的新的决议案。



为了制定出关于国家杜马的共同的决议案，在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宁、费·伊·唐恩、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费多罗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沃伊诺夫）和奥·阿·叶尔曼斯基（鲁登科）等7人。该委员会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因此，提交给代表大会的是两个决议案：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唐恩提出的孟什维克的决议案和列宁、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提出的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的新决议案在第十六次会议上由主席唐恩宣读过。在第十七次会议上，列宁作关于杜马问题的副报告时自己也宣读了这个草案。决议案在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公布于1906年5月9日《浪潮报》第12号，并附有列宁的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发表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草案时加的按语》）。——341。





[182]

 列宁的这个书面声明是由于孟什维克诺·尼·饶尔丹尼亚（科斯特罗夫）和Ｈ.Г.契契纳泽（卡尔特韦洛夫）对他在代表大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发言作了不正确的说明而提出的。孟什维克把列宁的原话“在梯弗利斯，在孟什维克的高加索的这个中心，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阿尔古京斯基也许会当选……”（见本卷第347页）转述成了：梯弗利斯社会民主党组织决定把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阿尔古京斯基选入杜马。——348。





[183]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米·弗·莫罗佐夫（穆拉托夫——撒马尔罕组织的代表）和Ａ.ф.拉平（特罗菲莫夫——莫斯科组织的代表）就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问题提出了如下修正案：“鉴于……社会民主党没有参加选举，代表大会认为，关于组织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问题只有在弄清楚被选入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成分的情况下和他们得到进行选举的地区的所有工人组织的承认以后，才可能解决。”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多数否决了这个修正案。——349。





[184]

 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讨论孟什维克关于成立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决议案的最后一段时发生的事情。在孟什维克以47票对23票否决了尼·尼·纳科里亚科夫（斯托多林）的修正案后，有10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其中包括列宁，要求就这个修正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哈尔科夫组织的孟什维克代表阿列克先科为此谴责布尔什维克收集“损害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威信的宣传鼓动材料，阻碍了代表大会工作的进行”。列宁和瓦·阿·杰斯尼茨基（索斯诺夫斯基）用书面声明回答了阿列克先科。这个书面声明是在同一次会议上宣读的（见本卷第352页）。——353。





[185]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提出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草案。布尔什维克把孟什维克的决议案评定为“反对武装起义”的决议案。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了这一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353。





[186]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弗·彼·阿基莫夫（马赫诺韦茨）作了《关于武装起义》的报告，公开反对武装起义。他说，随着武装起义而来的必然是“粗暴的无情的反动”。因此，“不论政府向杜马投降与否都无须触动它，它自己会灭亡、会垮台的。普列汉诺夫告诉我们，政府只是坐在刺刀上，因此要摇动、撼动这些刺刀，即专制制度的唯一支柱。而我则说，对！政府是坐在刺刀上，那就让它坐吧！……要知道在刺刀上是坐不长久的……”——354。





[187]

 格·瓦·普列汉诺夫是在起草武装起义决议的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个建议的。



代表大会第十七次会议选出了起草武装起义决议的委员会，其成员是：普列汉诺夫、涅·切列万宁（费·安·利普金）、伊·伊·拉米什维里（别利耶夫）、列·波·克拉辛（文特尔）、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沃伊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奥尔洛夫斯基）和弗·彼·阿基莫夫（马赫诺韦茨）。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普列汉诺夫建议把孟什维克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草案第1条中的“争取国家政权”改成“向政府争取自己的权利”，并提出了自己的草案第1条条文：“鉴于：（1）俄国政府的顽固不化，使人民必须向政府争取自己的权利……”阿基莫夫对普列汉诺夫条文中的“必须”一词表示反对。为了同他达成协议，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这一条文的另一方案，而阿基莫夫仍不满意。普列汉诺夫于是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修正案。可是，在向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提出决议案时，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代表连布尔什维克方面的报告人都未通知，就修改了决议案，换上了普列汉诺夫的第1条条文。这种做法激起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强烈反对。为了表示抗议，委员会成员、布尔什维克的报告人克拉辛拒绝继续作报告。经过会议上的争论，在表决之前，普列汉诺夫撤回了自己的修正案。——355。





[18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解决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问题。——356。







《列宁全集》第12卷


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189]


（1906年4月25—26日〔5月8—9日〕）

同志们！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已经开过了。分裂现象已不复存在。不仅从前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在组织上已完全合并，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也统一起来了，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也签订了统一协议，并且也预先决定同犹太社会民主党即“崩得”实行统一。这些事实的政治意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重大的，从目前所处的历史时期来看，它的意义的确显得更为重大。

伟大的俄国革命的整个命运，看来将在最近期间决定。领导城乡广大贫苦群众的无产阶级，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走在革命的前头。由于声势浩大的人民斗争的决定性事变即将到来，俄国全境即俄国各民族的觉悟的无产阶级采取统一的实际行动，就显得更重要了。在目前所处的这样的革命时代，党在理论上的任何错误和策略上的任何偏差，都要受到实际生活本身的最无情的批评，而实际生活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启发和教育工人阶级。在这样的时期内，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就是力求使党内关于理论和策略问题的思想斗争尽可能公开、广泛和自由地进行，但是，决不能使这种思想斗争破坏和妨碍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统一。

伟大的俄国革命正处在转变关头的前夜。资产阶级俄国的所有阶级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已经争取到纸上的宪法。一部分资产阶级对此感到心满意足，并且离开了革命。另一部分资产阶级虽然愿意继续前进，但是他们希望走上“立宪”斗争的道路，并用这种希望来欺骗自己，硬要把动摇的、虚伪的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的选举胜利看成人民自由的重大胜利。

广大农民群众奋不顾身地反对老朽的农奴制俄国，反对官僚专权和地主奴役，他们始终站在革命方面，但是还远远不是十分自觉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革命民主派的觉悟也很低。只有在10月为争取自由而英勇战斗的、在12月为捍卫自由而拿起武器的无产阶级，才是始终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它正在聚集新的力量，自觉地准备投入新的、更大的战斗。

沙皇政府厚颜无耻地公开玩弄立宪把戏。它维护自己的旧政权；继续并且加紧迫害争取自由的战士；它显然是想把杜马变成清谈馆——遮掩专制制度的屏风，欺骗人民的工具。这个策略能不能成功，将在最近期间决定，将由目前日益成熟的新的革命爆发的结局来决定。

如果全俄国的无产阶级能够紧密地团结起来，如果无产阶级善于把一切真正革命的、能够进行斗争而不搞妥协的人民阶层发动起来，如果它能够很好地进行战斗准备，正确地选择为争取自由而进行决战的时机，那么，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那么，沙皇就玩弄不成他那套嘲弄人的立宪把戏；资产阶级和专制制度就勾结不起来；俄国革命就不会象西欧19世纪的革命那样，成为没有完成的、半途而废的、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没有多大好处的革命。这才是真正伟大的革命，人民起义的彻底胜利一定会把资产阶级俄国从一切旧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并且可能开辟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

社会民主党要想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就应当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估计到新的革命爆发的必然性。我们应当毫不留情地揭露由政府和以自由主义政党即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所支持的立宪幻想；我们应当号召革命的农民团结起来，争取农民起义的彻底胜利；我们应当向广大群众说明第一次十二月起义的伟大意义和新的起义的必然性，因为只有新的起义才能真正夺取沙皇专制政府的政权，真正把政权转交给人民。以上就是在当前历史时期内我们策略的基本任务。

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当隐讳如下一件事实，就是说，我们深信，党的统一代表大会对于这些任务了解得并不完全正确。代表大会的三项重要决议就明显地暴露了在代表大会上占多数的前“孟什维克”派的错误观点。

代表大会在土地纲领中原则上通过了“地方公有”。所谓地方公有，就是份地为农民所有，转交给地方自治机关的地主土地由农民租佃。实质上，就是介乎真正的土地革命和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良之间的折中办法。农民是不会接受这样的纲领的。农民的要求是：或者直接分配土地，或者把全部土地转归人民所有。只有在实行彻底的民主革命的情况下，在实行官员民选制的共和制度下，地方公有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改革。我们曾向代表大会建议，至少应当把地方公有同以上这些条件结合起来，可是代表大会拒绝了我们的建议。没有这些条件的地方公有，只不过是自由派官僚的改良而已，它给农民的完全不是农民所需要的；同时使地方自治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分子得到新的力量和新的权势，实际上使全部土地分配权操在他们手中。我们应当向广大工农群众说明这个问题。

代表大会在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中认为，在这届杜马中成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是适宜的。代表大会不愿意考虑如下事实：俄国十分之九的觉悟工人（其中包括波兰、拉脱维亚、犹太的一切社会民主主义无产者）都主张抵制这届杜马。代表大会拒绝了以在群众中进行真正广泛的宣传鼓动作为参加选举的先决条件的建议。代表大会拒绝了关于只有由工人组织提名为国家杜马候选人的人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成员的建议。由此可见，代表大会甚至不拿欧洲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所创造的种种保障来捍卫党，就走上了议会斗争的道路。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当然认为利用议会制度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原则上是必要的；但是，全部问题在于：在目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可不可以参加象我国杜马这样的“议会”？如果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不是由工人组织选出的，那么可不可以成立议会党团？我们认为是不可以的。

代表大会拒绝了把反对立宪把戏、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当作党的任务之一的建议。代表大会没有说明在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的“立宪民主”党的两重性，“立宪民主”党急切地想同专制制度妥协，想削弱革命和制止革命。那个在专制制度和人民自由之间搞妥协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暂时的和表面的胜利给代表大会的印象太深了。

代表大会在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中同样没有提到必须提出的东西，例如直接批评无产阶级的错误，明确估计1905年10—12月的经验，哪怕试图研究一下罢工与起义的关系也好；在决议中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闪烁其词地回避武装起义。代表大会并没有公开地、明确地向工人阶级说明十二月起义是一个错误，而是隐晦地指责了十二月起义。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只会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更加模糊，而不是更加明确。

我们认为代表大会的这些决议是错误的，我们应当而且一定要在思想上同这些决议作斗争。同时，我们向全党声明：我们反对任何分裂行为。我们主张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反对抵制中央委员会，并且珍惜合作；我们同意选派与我们思想一致的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即使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里只占极少数。我们深信，工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应当是统一的，但是，在这些统一的组织里，应当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

在组织问题上，我们只是对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权限问题有分歧意见。我们坚持中央委员会有权任命和撤换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190]。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方面，在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的反对派的权利方面，在每个党组织的自治权方面，在承认党的一切负责人员必须由选举产生、必须报告工作并且可以撤换等方面，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切实遵守这些组织原则，诚恳地和始终如一地贯彻这些组织原则，就能保证党不发生分裂，保证党内思想斗争能够而且应当同严格的组织上的统一，同大家服从共同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完全一致。

我们号召一切同我们思想一致的人，都能做到这种服从，并且进行这种思想斗争。我们请全体党员慎重地评价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革命教导我们，我们也深信，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斗争的实际统一，使我们党在即将到来的政治危机总解决的时刻不致犯严重的错误。在战斗的关头，事件本身将会向工人群众指出正确的策略。我们要竭尽全力，使我们对这种策略所作的估计能促进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实现，使工人政党不致因追求虚幻的胜利而离开无产阶级坚定的道路，从而使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能把自己为自由而斗争的先进战士的伟大作用贯彻到底！





	印成单页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395—400页

















[189]《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是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闭幕后立即写成的，在斯德哥尔摩民众文化馆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讨论并通过。在《告全党书》上署名的有出席代表大会的26名布尔什维克，他们代表彼得堡、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下诺夫哥罗德－索尔莫沃、巴库、哈尔科夫、乌法等地的党组织。——358。



[190]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讨论党的组织章程第7条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孟什维克坚持在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并且在中央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时给予他们以表决权。布尔什维克则坚持由中央委员会任命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并且中央委员会有权加以撤换。代表大会上的孟什维克多数使自己的建议得到了通过。



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修改了党章中的这一条，采用了布尔什维克的条文（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16页）。——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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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全俄政治罢工》一文笔记

（1905年10月13日〔26日〕）





［注：《全俄政治罢工》一文见本卷第1—4页。——编者注］







全俄政治罢工


“晴雨计显示暴风雨即将来临”

　　　　　　（《法兰克福报》[191]）

《日内瓦日报》[192]——革命处于高潮。

铁路工人的罢工日益扩大

　　莫斯科　　　里加

　　圣彼得堡　　波兰

　　哈尔科夫　　萨拉托夫

　　布良斯克

“ Alle Rader stehen still，wenn dein starker Arm es will ” ．

“ 一切轮子都要停止转动， 只要你那强壮的手要它停止。 ”

　　　　　　　　　　　　　　　　公开的革命集会：

　　　　　　　　　　　　　　　　 
莫斯科、哈尔科夫

 。

维特内阁。

[同 立宪民主党人
 谈判。]

要求召集 
立宪会议

 。

粉碎杜马？

粉碎了杜马！！

10月26日的《时报》报道：维特接见了铁路工人代表团。

10月26日的《 日内瓦日报
 》报道：在彼得堡的一所大学里举行了15000人的群众大会。号召举行武装起义。

铁路工人的要求：全民立宪会议——普选权。

罢工：辛比尔斯克　　　　　　圣彼得堡　　失业的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　　　莫斯科　　　群众

　　　沃罗涅日

　　　萨拉托夫　　　　　　　 波尔塔瓦


　　　哈尔科夫



巴拉绍夫



　　　辛菲罗波尔　　　　华沙

　　　雅罗斯拉夫尔　　　罗兹

　　　下诺夫哥罗德　　　里加

　　　　　　　　　　　　芬兰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街垒。


俄国通讯社
 ：

圣彼得堡10月25日讯。　　　　　　　　已签署命令

　　　　　　　　　　　　维特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

　　　　　　　　　　　　　　“ 自由派内阁 ” ……


莫斯科的工程师们
 （工程师协会代表大会）参加了（星期三开始的）罢工。[193]

彼得堡——韦尔日博洛沃

彼得堡——维尔诺

彼得堡——里加

彼得堡——雷瓦尔

米塔瓦——文达瓦

莫斯科在闹饥荒。没有水。学校里、工厂里、大街上到处都有革命的群众集会。警察消极。






圣彼得堡
 　　　　　　　 南方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　　　 莫斯科

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
 　　 
克里木

 （辛菲罗波尔）　　　　　 芬兰


（里加、雷瓦尔）　　　 伏尔加河流域
 （萨拉托夫、　　　 中部黑土地区




波兰

 　　　　　　　　　下诺夫哥罗德、辛比尔斯克），　　　　　（沃罗涅日）。

　　　　　　　　　　 中部工业区


　　　　　　　　　（雅罗斯拉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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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365。



[192]《日内瓦日报》（《Journal　de　Genève》）是瑞士自由派的报纸，1826年创刊，用法文出版。——365。



[193]各专业工程师和技术员协会莫斯科分会全体会议于1905年10月12日（25日）通过了关于参加政治总罢工的决议。——367。









《列宁全集》第12卷


《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一文笔记

（1905年10月17日和19日〔10月30日和11月1日〕之间）



［注：《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一文见本卷第26—33页。——编者注］




新的革命和新的战争

胜利的不彻底性，斗争的长期性，斗争者的顽强性。　　

10月17日（30日）的胜利是不完全的胜利，不是色当，而是辽阳。[194]

总罢工获得了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敌人退出了战场。《泰晤士报》的电文说：“人民胜利了。沙皇投降了。专制制度已不复存在。”这是关于投降的拙劣的欺骗。　　

根本就没有投降，过去也没有过。敌人根本没有被击溃。不是色当，而是辽阳。敌人遭到了局部的失败 而退却了
 。“有掩护的退却”。　　

杜马被粉碎了吗？还没有，但是 受了点伤
 。　　



积极抵制的策略获得了胜利

 。　　

维特的报告[195]的意思是清楚的：“同社会的明智分子在道义上结合起来”反对“公开威胁社会和国家的行为”。应读作：同自由派资产阶级一起反对革命工人和革命农民，反对各族革命人民。　　

从维特的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

　　　　　　（1）赐予了公民的种种自由（？有 种种限制
 ）。

　　　　　　（2）杜马 保留下来
 （？）

　　　　　　（3）国务会议是选举产生的……

　　　　　　（4）国家杜马获得立法权？（不要违反其决议）。

　　　　　　（5）“象在文明世界一样”，实行改革。　　　　　　　　




　　10月30日《比利时独立报》[196]罗兰·德·马雷先生的文章《赤色的俄国》。“特列波夫将军昨天表示希望，罢工者将不会获胜，因为整个社会生活一时陷于停顿必然会使他们丧失消极的群众的同情。在总罢工破坏人民正常生活的其他一切地方，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但是对于俄国来说，这种说法就不对了，因为那里的生活早就不正常了，消极的群众耐心地忍受着这一巨大的考验，希望革命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并推翻应对所经受的一切苦难负责的政府。”　　




现在
 ：加紧利用新的目标、半自由……

宣传“全俄政治罢工”的教训。以后也是这样。

扩大了的斗争领域：到目前为止，在开展 
政治

 攻势方面还很少触动农民，说得确切一些，还完全没有触动。只要我们行动正确，春季到来以前农民也会发动起来。

为争取工人享有 真正的
 充分权利，即普选权而斗争。

从沙皇政府和自由派的观点看宪法的意义： 
逃避立宪会议

 。他们吸取了1789年（不是国民代表会议，不是临时人民代表会议）的教训和1789年（不是立宪会议）的教训。他们从1847年（2月3日：国家杜马）直接跳到1849—1850年（镇压1849年起义之后的宪法）。这种跳跃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 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相勾结
 。大概他们（维特和盖森）已经讲好价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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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色当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1870年9月1—2日，在这里进行了普法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交战。交战以法国帕·莫·麦克马洪元帅指挥的沙隆集团军被击溃和投降、随军督战的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被俘而结束。这次交战决定了普法战争的结局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命运。　　



辽阳是日俄战争中双方主力进行会战地点之一。辽阳会战发生于1904年8月28日—9月4日，以俄军撤出辽阳、退守沈阳告终。——368。　　



[195]指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的谢·尤·维特给尼古拉二世的报告。这个报告于1905年10月17日（30日）在彼得戈夫被沙皇批准，公布于1905年10月18日（31日）《政府通报》第222号。报告包含了10月17日（30日）宣言的要点。——368。　　



[196]《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是比利时资产阶级报纸，自由派的机关报（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1940年停刊。——369。





《列宁全集》第12卷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一文提纲

（1905年10月25日〔11月7日〕）



［注：该文见本卷第37—45页。——编者注］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在欧洲， 马克思主义
 在理论上占绝对优势和 工人运动
 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占绝对优势。

并非一向如此。二者都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战胜“含混不清”的种种谬误而锻炼出来的。

在欧洲，民主革命时代的特点是形形色色的 
小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米尔柏格、杜林，等等）占统治地位。

在俄国也是这样。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同时也是旧的，即“俄国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历史。

这一斗争的中心点＝对正在发生的革命的 
真正

 性质无知，对农民运动的 实际内容
 无知。

这种无知的杰作＝《 革命俄国报
 》第75号上的《 为什么不立即？
 》。





	　　为什么支持农民反对地主， 而不是 “ 立即 ” ？　





　　这小小一句引文 ＝ 无数的 民粹派
 糊涂观念。历史时刻 ＝ 资本主义代替农奴制。对地主经济的估计。





	地主经济 ＝ 资本主义。





（地主的收成比较高。 ）对农民经济内部结构的估计。





	“ 十分之九的劳动农民 ＝ 小资产阶级因素。 ”





一切地主经济 高于
 农民经济。满足农民的要求就会 阻碍
 农民的无产阶级化。

没收是社会主义的初阶。




	
	　　没收是地占有者的民主
 阶层反对反动
 阶层的现实
 斗争。社会化是小资产阶级荒谬的反动空想。









两种社会战争
 。《为什么不立即》。无产阶级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它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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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2卷

年表

（1905年10月—1906年4月）


1905年


10月13日（26日）


写《全俄政治罢工》一文：先从外文报纸工作摘录，拟提纲，作笔记，然后写正文。

复函在彼得堡的玛·莫·埃森，表示不同意她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意见，说自己想很快从国外回到俄国去，希望在俄国出版中央机关报和宣传刊物，强调刊物宣传在革命时期的作用，建议加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不晚于10月14日（27日）


收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05年10月3日（16日）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说中央委员会同意社会党国际局的建议，由社会党国际局作为中间人安排与孟什维克的组织委员会的谈判，讨论同孟什维克统一的问题。信中还说指派列宁、弗·威·林格尼克和彼·彼·鲁勉采夫作为谈判代表。


10月14日（27日）


致函在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同意接受奥·倍倍尔1905年6月15日（28日）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发生分歧而提出召开代表会议的建议，并派列宁、弗·威·林格尼克和彼·彼·鲁勉采夫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请求尽快确定并告知会议召开的日期。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请求授权给他邀请格·瓦·普列汉诺夫参加《新生活报》编辑委员会。


不早于10月14日（27日）


就发表在1905年10月27—29日（公历）英国《泰晤士报》、法国《时报》和德国《福斯报》上的有关俄国革命事变的社论和特约稿的内容作简记。


10月17日（30日）


草拟《势均力敌》提纲。该提纲是为撰写《无产者报》第24社论而拟的。


10月17日和19日（10月30日和11月1日）之间


由于得到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的消息，列宁随后更换了《无产者报》第24号的内容。


不早于10月17日（30日）


摘录报纸上关于1905年10月17日（30日）在莫斯科、里加等地的革命事变的报道。


10月17日和25日（10月30日和11月7日）之间


对《无产者报》编辑部工作人员写的关于10月17日沙皇宣言颁布前后的俄国革命事变进程的综合报道进行编辑加工。这一材料发表在1905年10月25日《无产者报》第24号上。


10月18日（31日）以前


对由图拉寄来的关于该市中学生罢课的通讯稿进行编辑加工。这一材料发在1905年10月18日（31日）《无产者报》第23号上。

为瓦·瓦·沃罗夫斯基的《历史的又一页》一文改写新的标题《资产阶级妥协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文章进行修改。这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3号上。

对《不列颠工人运动和工联代表大会》一文（作者不详）进行编辑工并加注释，这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3号上。


10月18日（31日）


列宁的文章《全俄政治罢工》（社论）、《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失败者的歇斯底里》、《革命的里加的最后通牒》、《小丑大臣的计划》和《俄国局势的尖锐化》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3号上。


10月18日（31日）以后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组织（多数派）成员伊·伊·别洛波尔斯基和罗·萨·哈尔贝施塔特，告知已收到他们的《给同志们的信》，指出他们在信中所阐述的关于党的统一问题的观点的错误和消除党的分裂的途径。


10月19日（11月1日）


写《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一文。


不早于10月19日（11月1日）


从1905年11月1日（公历）维也纳出版的《工人报》上摘录对俄国政治罢工胜利的反应和关于号召为争取奥地利普选权而斗争的材料。

从1905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公历）柏林出版的《前进报》和伦敦出版的《泰晤士报》上摘录对10月17日沙皇宣言的反应和有关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发表的号召书以及彼得堡游行示威的材料。


10月20日（11月2日）


在日内瓦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集会上作关于俄国最近政治事件的专题报告。


10月21日（11月3日）


收到尼·埃·鲍曼被杀害的电报后，撰写讣告《尼古拉·埃内斯托维奇·鲍曼》。讣告载于10月25日（11月7日）《无产者报》第24号。


不早于10月21日（11月3日）


拜访叶·德·斯塔索娃，告诉她已经知道鲍曼被害的消息，并询问她同鲍曼一起在莫斯科进行革命工作以及有关鲍曼的其他情况。


10月22日（11月4日）


写短评《最新消息》（这篇短评没有发表）。

致函在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告知自己被委派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


不早于10月22日（11月4日）


阅读《新自由报》和《新时报》上有关俄国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沙皇政府企图阻止革命的报道。列宁在以后写的《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一文中利用了这些材料。


不早于10月24日（11月6日）


摘录《柏林每日小报和商业日报》上的有关全俄政治罢工的材料。


10月25日（11月7日）以前


为撰写《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一文，摘录《革命俄国报》第75号社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农民问题》，并拟订文章提纲。

对关于哈尔科夫大学学生决议的通讯稿进行编辑加工，该决议要求在普遍、直接和不记名投票选举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这一稿件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4号上。


10月25日（11月7日）


列宁的文章《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社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尼古拉·埃内斯托维奇·鲍曼》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4号上。

在日内瓦作报告。


10月26日或27日（11月8日或9日）


写《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一文。


10月28日和11月2日（11月10日和15日）之间


摘录《时报》上有关10月17日沙皇宣言颁布以后维特内阁在策略方面的材料。


不早于10月29日（11月11日）


写短评《可贵的招供》（没有写完）。


10月底


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民主党统一的问题已经成熟，邀请他参加《新生活报》编委会，并希望同他会见。

致函加·达·莱特伊仁，建议他为《无产者报》和《新生活报》写一篇文章，把他同茹·盖得、拉法格、白拉克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政府问题的谈话介绍出来。


11月初


摘录11月13日《时报》上有关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援助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镇压革命的材料。


11月1日（14日）


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告知由于自己没有可能真正地承担起在社会党国际局的职务，所以暂时将这一职务交给瓦·瓦·沃罗夫斯基。


11月2日（15日）


写《两次会战之间》一文，文中利用了自己从《时报》上摘录的有关10月17日宣言颁布以后维特内阁的策略的材料。


11月2日—4日（15—17日）


写《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给编辑部的信）》。


11月2日和5日（15日和18日）之间


自日内瓦启程，经斯德哥尔摩回国。

在斯德哥尔摩等候领取证件，以便秘密返回俄国；同《无产者报》编辑部保持通信联系。


11月3（16日）


列宁的《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社论）一文在《无产者报》第25号上发表。

对维·加里宁（维·阿·卡尔宾斯基）的《农民代表大会》一文作的两处增补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5号上。


11月5日（18日）


自斯德哥尔摩抵达赫尔辛福斯。

夜晚，会见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战斗技术组成员Ｈ.Ｅ.布勒宁和弗·米·斯米尔诺夫。


11月5日和7日（18日和20日）之间


致函在日内瓦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让她回国时走他走的路线，并告知秘密接头地点。


11月6日（19日）


拜访弗·米·斯米尔诺夫，并同他一起会见尤·西罗拉以及其他芬兰工人运动领导人。


11月8日（21日）


回到彼得堡。在车站受到Ｈ.Ｅ.布勒宁的迎接。布勒宁临时将列宁安排到自己的姐姐Ｂ.Ｅ.伊万诺娃家里。

在Ｈ.Ｅ.布勒宁的姐姐家会见了中央委员列·波·克拉辛及其他党的工作人员。

列宁在当天又搬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彼·彼·鲁勉采夫家，后来就是在他家里回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见的面，她是在列宁到达十天以后从日内瓦来到这里的。

拜谒彼得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墓地的“流血星期日”殉难者墓。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党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态度问题发言。


11月8日（21日）以后


致电在佛罗伦萨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请他速来彼得堡参加《新生活报》编辑部的工作。


11月9日（22日）


主持《新生活报》编辑部布尔什维克编辑人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议确定了编辑部的成员，并制定了该报最近的计划。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告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书》。


11月9日和12月3日（11月22日和12月16日）之间


主持《新生活报》编辑部工作（《新生活报》实际上成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在编辑部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会见党的工作者。


不晚于11月10日（23日）


写《无产阶级和农民》一文。


11月10日（23日）


列宁的《论党的改组》一文的第1节发表在《新生活报》第9号上。


11月12日（25日）


出席在自由经济学会会址召开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议，记录代表的发言。

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新生活报》第11号上。

列宁的《两次会战之间》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6号上。


11月12日（25日）以后


两次同党的莫斯科委员会书记维·列·尚采尔及莫斯科委员会委员马·尼·利亚多夫谈话，解释自己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一文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口号，详细询问莫斯科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并委托利亚多夫出国商谈关于卡·考茨基、罗·卢森堡、卡·李卜克内西等人参加《新生活报》工作的问题。


11月13日（26日）


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在《新生活报》第12号上发表。

在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议上，就与资本家同盟歇业作斗争的办法问题发言，并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案。


11月14日（27日）


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批准列宁起草的关于与同盟歇业作斗争的办法的决定。


11月15日（28日）


列宁的《没有得逞的挑衅》一文和《论党的改组》的第2节发表在《新生活报》第13号上。

写《军队和革命》一文。


11月15日（28日）以后


列宁起草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于与同盟歇业作斗争的办法的决定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联合委员会印成传单发行。


11月中


在同孟什维克辩论土地问题的辩论会上发言。

在工人集会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讲演。


11月16日（29日）


列宁的《论党的改组》一文的第3节和《军队和革命》一文发表在《新生活报》第14号上。

在自由经济学会会址召开的彼得堡的党的工作者会议上作题为《社会革命党土地纲领批判》的报告。会议由警察的干涉而中断。


11月18日（12月1日）


列宁的文章《天平在摆动》和《向敌人学习》发表在《新生活报》第16号上。


11月20日（12月3日）


列宁专门论述立宪会议问题的文章《革命的官样文章和革命事业》发表在《新生活报》第18号上。


11月23日（12月6日）


列宁的《垂死的专制政府和新的人民政权机关》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新生活报》第19号上。

在维特梅尔中学召开的彼得堡党的工作者会议上，继续作题为《社会革命党土地纲领批判》报告。


11月24日（12月7日）


写《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文。该文发表在《新生活报》第21号上。


11月26日（12月9日）


列宁的《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的前半部分发表在《新生活报》第22号上。

晚上，出席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同镇压苏维埃和其他工人组织的沙皇政府进行斗争的策略问题。


11月27日（12月10日）


在《新生活报》编辑部会见阿·马·高尔基。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准备武装起义、进一步加强《新生活报》编辑部组织以及在莫斯科出版布尔什维克报纸《斗争报》等问题。


11月下半月


同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工会理事会委员谈话，研讨工人代表苏维埃将来的工作问题。

在店员工会召集的会议上作关于与同盟歇业作斗争问题的报告。


11月底


列宁领导由他组建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小组的研究活动。

同马·尼·利亚多夫谈话，利亚多夫汇报自己出国的结果，列宁就莫斯科的党的工作问题向利亚多夫作指示。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研究在彼得堡筹建合法的布尔什维克印刷所的问题。


11月


在党的会议上作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的报告。

在党的一个秘密接头地点同柳·尼·斯塔尔就俄国革命事件、党的工作、工人情绪等问题进行交谈。


11月或12月初


在工人布尔什维克全市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的报告。


11月—12月3日（16日）


领导参加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小组的工作。


11月—12月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几次会议。

多次会见《新生活报》国际部主任瓦·瓦·沃罗夫斯基，处理编辑部事务和党内事务。


12月初


在彼得堡工程师协会理事会发表讲话，谈民主派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

视察地下炸弹制造厂。


12月2日（15日）


列宁的《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的后半部分发表在《新生活报》第27号上。


12月3日（16日）


列宁的《社会主义和宗教》一文发表在《新生活报》第28号上。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和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会议讨论针对查封《新生活报》所采取的对策问题。会议还讨论了武装起义问题。


12月4日（17日）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发现警察局的监视之后，转入秘密状态。


12月10日（23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战斗组织的领导人和统一军事组织的领导人的联席会议。会议讨论支援莫斯科武装起义的措施问题。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启程前往塔墨尔福斯（芬兰）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


12月12日—17日（25日—30日）


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工作；在代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和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

参加对待国家杜马态度的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代表会议通过了由委员会起草的关于积极抵制第一届杜马的决议。

出席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在代表会议闭幕这一天组织的晚会。


12月17日（30日）以后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听取了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委员马·尼·利亚多夫所作的关于莫斯科武装起义过程的报告。


12月22日（1906年1月4日）


在彼得堡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布尔什维克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代表的联席会议，作关于布尔什维克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纲领的报告。


12月下半月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由阿·马·高尔基领导的知识出版社出版社会民主主义丛书问题。


12月底


写《工人政党及其在目前形势下的任务》一文。


1905年12月—1906年1月


多次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会议，以及党的各种会议。

1905年底或1906年初

拟订《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提纲。


1906年


1906年初—3月中


参加土地委员会的工作，这一委员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中央委员会为起草提交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土地纲领而建立的。


1月4日（17日）


列宁的《工人政党及其在目前形势下的任务》一文发表在《青年俄罗斯报》第1号上。


1月上半月


从彼得堡秘密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了解十二月武装起义后的形势，参观进行街垒战的地方，会见参加武装斗争的莫斯科工人，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写作讲演组会议。

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讨论积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策略。


1月中


由莫斯科返回彼得堡。


1月


写《要不要抵制国家杜马？（“多数派”的行动纲领》一文。该文于1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多次印成传单发行。

写《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一文。


1月或2月


在彼得堡宣传员会议上作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


1月—2月


在第一届国家杜马竞选期间，列宁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党组织的活动，以鼓动员的身份发表演说。


1月以后


读《论土地问题》文集。在彼·马斯洛夫的《代序》和《答纳扎罗夫同志》以及尼·瓦连廷诺夫的《再论土地纲领》等文章上作批注和划着重号。


2月4日（17日）以前


在彼得堡莫斯科关卡区社会民主党组织会议上作《关于国家杜马选举》的报告。


2月7日和3月20日（2月20日和4月2日）之间


参加《党内消息报》第1号和第2号的工作。


2月7日（20日）


列宁的《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一文在《党内消息报》第1号上发表。


2月11日（24日）以前


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人员会议上作关于积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策略的报告。


2月11日（24日）


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工作。会议讨论对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列宁在讨论关于郊区组织和维堡区组织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资格合法性问题时发言，还就程序问题、彼得堡委员会的报告等问题发言，并提出自己起草的关于抵制杜马的策略的决议案。代表会议多数赞成抵制杜马。


不晚于2月11日（24日）


写短信给美国社会党人莫·希尔奎特，委托阿·马·高尔基转交此信。高尔基是受布尔什维克委派，去美国募集支援俄国革命运动的捐款的。


2月11日（24日）以后


写《告彼得堡市区和郊区全体男女工人书》，号召积极抵制国家杜马。告工人书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统一委员会印成单页出版。


2月底


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工作。会议继续讨论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列宁发言为自己提出的抵制策略的决议案进行辩护。列宁还就费·伊·唐恩等人对决议草案第2、3、6、7、8条的修正案多次发言，并向代表会议主席团提交书面声明。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关于抵制策略的决议。

在党的工作者会议上作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


2月底—3月初


在芬兰库奥卡拉“瓦萨”别墅起草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纲领——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


2月底—4月初


不止一次地从库奥卡拉去彼得堡直接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工作，并出席会议。


2月


同从巴库来的阿·萨·叶努基泽谈话。

出席关于组织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合法印刷所的会议。

列宁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书的第5—9章在《教育》杂志第2期上发表。


2月—3月


多次在彼得堡工人大会上作关于积极抵制杜马的策略的报告。


3月初


从库奥卡拉到彼得堡出席孟什维克组织的土地问题讨论会，在讨论过程中发言驳斥费·伊·唐恩，批判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


3月上半月


列宁赴莫斯科组织讨论他起草的策略纲领——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

两次或三次拜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写作讲演组成员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同他谈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以及莫斯科无产阶级的情绪。

多次拜访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成员谢·伊·米茨凯维奇，同他谈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以后布尔什维克的策略问题，以及整顿党的工作的问题。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河南岸区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态度的决议时发言指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加入非党的群众组织，并在其中开展全面的工作，宣传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口号；苏维埃是新政权——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萌芽，这一政权应该在武装起义过程中建立起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郊区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莫斯科组织参加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问题。列宁向郊区委员会指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错误的。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莫斯科郊区组织代表、鼓动宣传员组代表、写作组代表、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局代表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布尔什维克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列宁作报告，阐述党代表大会应该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并论述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纲领。

自莫斯科抵达彼得堡。


3月中


领导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小组的一些会议。这些会议是为讨论布尔什维克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而召开的。列宁被选入审订纲领的专门委员会。


3月20日（4月2日）


列宁的《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和他起草的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发表在《党内消息报》第2号上。

在彼得堡作政治问题讲话，题为《武装起义和无产阶级》。


3月24日—28日（4月6日—10日）


撰写小册子《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


3月26日（4月8日）


当选为彼得堡组织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


3月28日（4月10日）以后


从自己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小册子中，就有关苏维埃问题作摘录。


3月30日（4月12日）以后


参加布尔什维克合法的学术、文艺、政治杂志《生活通报》的工作，为该杂志写了两篇文章。列宁在杂志编辑部会见了参加该杂志工作的米·斯·奥里明斯基、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以及其他党的工作者。


3月底


领导在前进出版社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部分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听取地方的报告，作简短发言，同代表谈话。


3月下半月


写《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小册子。


3月


为卡·考茨基的《再没有社会民主运动！》小册子俄文版写序言。

列宁起草的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统一委员会印成单页发行。


3月—4月初


列宁在赫尔辛福斯准备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


4月初


列宁的《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小册子在彼得堡出版。


4月10日（23日）以前


在赫尔辛福斯同前往国外购买武器的格鲁吉亚党的工作者，就外高加索的革命运动、党内状况、即将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问题进行交谈。

抵达斯德哥尔摩，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工作。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单独召开的会议上发言，谈代表大会的力量配置问题。

会见前来斯德哥尔摩出席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


4月10日—25日（4月23日—5月8日）


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工作，被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一系列会议，起草各种决议，作报告，同代表们谈话。

在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关于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的决议案。决议案被代表大会通过。

列宁和费·伊·唐恩签署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名义给瑞典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卡·亚·布兰亭的信，向瑞典社会民主党表示敬意，并邀请布兰亭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在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参加讨论关于停止派别会议的声明；支持十名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就立即讨论声明问题进行记名表决的要求；同意布尔什维克施米特（彼·彼·鲁勉采夫）就修改程序问题进行记名表决的建议；反对尤·拉林关于指责布尔什维克有步骤地拖延代表大会的决议案。

主持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宣布代表大会议程，坚决主张必须把估计当前形势问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民族组织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列宁的建议被代表大会通过）。

主持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宣读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关于请求准许该党代表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信件；建议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作出决定；欢迎第一次到会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提议委托土地委员会准备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并指定报告人（提议被代表大会通过）。

在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发展了《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小册子里阐述的观点。

主持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被选入国家杜马问题共同决议起草委员会。

主持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会议继续讨论土地问题。

主持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作关于土地问题的总结发言。

主持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建议所有的记录必须经代表大会正式批准；在讨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时两次发言。

主持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建议表决是否需要一个土地纲领的问题。在讨论彼·彼·鲁勉采夫提出的关于重新表决没有取得多数票的马斯洛夫的孟什维克草案的建议时，参加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投票赞成鲁勉采夫的土地纲领草案，反对马斯洛夫的土地纲领草案。

主持代表大会第十二次会议。

参加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巴库委托书等问题。

在代表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参加记名投票，反对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和策略决议；作《关于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的报告（报告没有找到）。

在代表大会第十四次会议宣读第六次会议记录时，提出修正意见；坚持对每一修正意见进行表决。

主持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就布尔什维克提交大会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目前时期的阶级任务》的决议草案提出书面声明。

在代表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问题的总结发言。

在代表大会第十七次会议上作关于对待国家杜马态度问题的副报告，并宣读布尔什维克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就孟什维克歪曲他的关于杜马问题的讲话，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交书面声明。

主持代表大会第十八次会议；主张让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在讨论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时发言。

在代表大会第十九次会议上作关于对待国家杜马态度问题的总结发言。会议表决列宁、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共同提出的、由列宁起草的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决议案。

主持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提出关于对待国家杜马态度的孟什维克决议案的修正案的讨论办法；驳斥费·伊·唐恩，唐恩指责列宁利用大会主席的职权对修正案作批判；参加关于穆拉托夫（莫罗佐夫）修正案问题的讨论，发言维护穆拉托夫提出的关于成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条文的修正案；同乌汉诺夫和索斯诺夫斯基（瓦·阿·杰斯尼茨基）等布尔什维克就斯特卢米林和科斯特罗夫的修正案问题签署说明事实的声明；同索斯诺夫斯基提出书面声明。

在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讨论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和宣读孟什维克制定的决议草案第一条时，发言反对格·瓦·普列汉诺夫提出的机会主义修正案（把“争取政权”改成“用强力争取权利”）；支持列·波·克拉辛对各项修正案所作的反驳；作关于武装起义的发言。

主持代表大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参加关于同各民族组织合并问题的讨论；将专门委员会关于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合并问题的报告和决议的批准问题提付表决；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对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表示欢迎。

在代表大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参加关于同崩得实行合并的协议草案的记名表决。

主持代表大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议会党团的组成问题提出个人意见；不同意孟什维克沃罗比约夫（维·比·洛姆塔季泽）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不能在一个党内工作的观点。

出席布尔什维克派会议。会议讨论参加党的中央机关问题；会议决定不参加中央机关报。

代表大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列宁提出的党章第一条条文。列宁在会上发言反对孟什维克Ｋ.Г.戈古阿（达维多夫）对党章第四条提出的修正案，认为这一修正案为批准新组织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在代表大会工作期间，同米·瓦·伏龙芝和米·伊·加里宁等布尔什维克代表就党的地方组织状况、罢工斗争和武装起义等问题进行交谈。

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出席布尔什维克派总结会议。会议总结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列宁在发言中强调，必须继续同孟什维克进行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必须组织群众准备参加武装起义。


4月25日—26日（5月8日—9日）


写《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26个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告全党书上签字。告全党书印成单页出版。


4月26日和5月4日（5月9日和17日）之间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工作结束之后，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启程，取道芬兰返回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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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的是列宁在1906年5月至9月所写的著作。

1906年春夏两季，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成了各政党和各派别进行激烈斗争的中心问题。布尔什维克采取的抵制第一届杜马选举的方针没有成功，因为当时革命的最大洪峰已经过去。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幕。沙皇政府根本不打算把政权交给杜马。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组成了人数最多的党团，准备靠牺牲人民的利益而同专制政府勾结。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劳动派成为杜马的第二大党团，他们常常倾向于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时又反映了农民群众的自发性反抗。在杜马外面，工人、农民和士兵掀起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1906年第二季度，罢工斗争有显著的增长，参加罢工的人数约48万人。这一年夏季，农民运动重新发展起来，农民骚动蔓延了215个县，占俄国欧洲部分总县数的一半。军队中的革命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在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革命的重大问题上继续坚持各自的观点和纲领。孟什维克通过它控制的党中央委员会推行其机会主义的策略路线，布尔什维克同这一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本卷的第一篇文献《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是列宁在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刚一结束时写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详细报告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及其决议，深刻论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土地问题、对革命局势和无产阶级任务的估计、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以及武装起义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和观点。

列宁着重批驳了孟什维克维护土地地方公有的论点，指出了主张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分配派”的错误，论证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无偿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立即把它们交给农民革命委员会、在一定政治条件下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的土地纲领。列宁在本文中第一次说明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利用议会的问题。列宁写道，社会民主党人主张利用议会斗争形式，但是他们应当揭露把议会斗争奉为唯一的或主要的政治斗争形式的议会迷。列宁批评孟什维克帮助立宪民主党人传播立宪幻想，过高估计了立宪民主党人的作用，过低估计了革命民主派的作用。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的和革命的民主派，而不是摇摆不定的立宪民主党人。

列宁对代表大会作了简短总结并说明了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列宁指出，代表大会的巨大的实际成就是实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列宁写道：“现在留下的是一项重大的、严肃的和非常重要的任务：在党组织中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进行顽强不懈的努力，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而不是在口头上成为党的基本组织细胞，使所有的高级机关都成为真正选举产生的、要汇报工作的、可以撤换的机关”（本卷第59页）列宁认为，代表大会的巨大的思想成就是更明确地划清了社会民主党右翼和左翼的界限。列宁希望统一的党内的思想斗争不应该破坏无产阶级行动的一致，应当争取做到“讨论自由，行动一致”。

载入本卷的《新的高潮》、《关于目前的政治局势》、《军队和人民》、《暴风雨之前》等文章，分析了政治局势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这个阶段的任务，竭力使当时俄国开始出现的局部的革命新高潮带有尽可能多的自觉性和组织性，阻止群众的过早发动。列宁在《新的高潮》一文中指出，不应当加速事变的进程，现在促进爆发没有好处，应当使无产阶级和农民更有准备地迎接新的决定性的斗争。列宁在《暴风雨之前》一文中写道，俄国革命正走着一条艰苦的道路，“在每一次高潮之后，在每一次局部胜利之后，接着便是失败、流血和专制政府对自由战士的残暴迫害。但是，在每一次‘失败’之后，运动愈来愈壮阔，斗争愈来愈深入，各个阶级和集团的群众愈来愈多地卷入和参加到斗争中来”（本卷第328页）。

收进本卷的《杜马和人民》、《立宪民主党人阻碍杜马面向人民》、《连讨价还价也不肯！》、《救济饥民和杜马的策略》、《立宪民主党杜马把钱交给了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大胆的攻击和胆怯的防御》等文章，揭露了杜马这个虚假议会的软弱无力，揭露了立宪民主党人的两面派手法和怯懦行为，强调了议会外的斗争的策略。列宁指出，立宪民主党杜马的利益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对立的，杜马代表的是同沙皇政府的利益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能够解决土地和自由问题的，只有劳动者的革命斗争，而不是杜马。列宁1906年5月9日（21日）在彼得堡帕宁娜伯爵夫人民众文化馆召开的讨论杜马活动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申明布尔什维克对待杜马和参加杜马的各个党派的态度，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力图同专制政府勾结。与会者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决议指出，专制政府的行为以及农民和全体人民的需要完全得不到满足的事实，已经使杜马外的、人民争取掌握全部政权的决战成为不可避免。

孟什维克号召人民群众支持整个杜马，他们迎合立宪民主党人，把杜马看作革命力量的“团结中心”。在《糟糕的建议》、《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谁赞成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立宪民主党的应声虫》等文章中，列宁揭露孟什维克充当立宪民主党的奴仆的作用，批判孟什维克无视杜马的阶级实质，把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当成全体人民的代表机关，鼓吹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追随立宪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而出卖革命的领导权。列宁要求区别对待各资产阶级党派：应当支持革命民主派，因为只有农民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必须反对妥协的资产阶级，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力图保持旧政权，同专制政府分享政权。他指出，孟什维克的策略使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妨碍群众认清立宪民主党的真正本质。

1906年5月13日（26日），沙皇大臣会议主席哥列梅金拒绝立宪民主党杜马为答复沙皇演说而提出的所有要求。杜马通过了一项表示不信任内阁并要求更换内阁的决议。孟什维克控制的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以杜马任命的内阁代替现有内阁”的口号，表示支持杜马关于用杜马任命的责任内阁即立宪民主党内阁取代哥列梅金内阁的要求。载入本卷的《关于杜马组阁的口号》、《无产阶级的策略和目前的任务》、《让工人来决定》、《为政权而斗争和为小恩小惠而“斗争”》、《关于内阁的谈判》、《再论杜马内阁》等文章，坚决反对组成“杜马责任内阁”这个立宪民主党的口号，揭露自由派资产阶级同专制政府关于瓜分政权的幕后谈判，批判中央委员会的机会主义错误。列宁指出：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则窃取政权；组织杜马内阁或立宪民主党内阁不过是用虚伪的宪法粉饰专制政府，只可能是让专制政府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反对革命的工人和农民；支持组织杜马内阁，就会腐蚀人民的革命意识，模糊革命斗争的根本任务，削弱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战斗力。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和关于杜马组阁问题的决议，成了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在对待杜马的态度问题上进行辩论的纲领。这两个决议明确表示，不能支持杜马组成内阁的要求，应该建立由杜马中的革命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以便在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中统一行动。

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是支持孟什维克的。列宁密切注视他们的活动。在收入本卷的《国家杜马中的工人团》、《社会民主党人在梯弗利斯选举中的胜利》、《关于工人代表的呼吁》、《团结起来！》、《关于我们杜马党团的宣言》、《资产阶级的谴责和无产阶级的号召》、《杜马内的政党和人民》等文章中，列宁称赞并支持俄国最早参加议会活动的工人代表的每一个正确的行动，同志式地批评他们的失算和错误。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代表在杜马中的工作是困难的，错误在开始时也是难免的。所有党员有责任指出他们在杜马中的成就，实事求是地批评他们的错误，帮助他们完成艰巨的任务。列宁欢迎工人代表的第一个重大的独立行动，即发表《告俄国全体工人书》，同时又警告他们不要轻信自由派资产阶级。列宁指出，工人代表应当支持的不是整个杜马，而仅仅是劳动派。列宁建议工人代表推动劳动派完全独立地行动，真正捍卫革命农民的利益。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党团1906年6月16日（29日）在杜马宣读的宣言是一个严重错误。这个宣言是以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所赞同的宣言草案为基础的。它避而不谈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和无产阶级对待杜马内各个党派的态度，竟说杜马会成为反对警察专制的全民运动的中心。布尔什维克发表了社会民主党党团拒绝采纳的列宁拟订的宣言草案。列宁在把发生的意见分歧交给群众评判时指出，社会民主党党团脱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向右转了。尽管社会民主党党团存在不彻底性，由于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影响，他们在杜马讨论的许多问题上基本上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

土地问题在俄国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1906年6月，杜马内开始了土地问题的辩论。劳动派反映了农民群众要求立即解决土地问题的愿望。布尔什维克的杜马策略是要使劳动派脱离立宪民主党人的影响，建立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力量的联盟。编入本卷的《农民团或“劳动”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杜马中的土地问题》、《既不给土地，也不给自由》、《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立宪民主党、劳动派和工人政党》等文章，批判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指出劳动派的不彻底性和解决土地问题的正确途径。在杜马中，对于土地问题主要有两种解决办法——立宪民主党的办法和劳动团即农民代表的办法。立宪民主党提出的土地法案（《42人法案》）规定保存地主占有制，只是准许用赎买的办法转让那些农民用自己的农具耕种或租佃的地主土地。列宁指出，这是维护地主的利益，而对农民只作一些不得已的让步。赎买土地的结果是牺牲贫苦农民的利益而加强富农，从而分裂农民，削弱争取自由和全部土地的斗争。农民代表提出的土地改革法案（《104人法案》）要求强制转让地主、官家、皇室、皇族、寺院、教会的土地，根据劳动定额平均使用土地。列宁指出，这个法案中的土地普遍平均使用制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他解释说，在现存制度下，土地问题不能解决，因为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基础，即使是最公平地分配土地，还会重新产生剥削和不平等。他把立宪民主党的和劳动团的土地纲领作了比较以后指出，劳动团在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反对一般土地私有制的斗争方面更为坚决，工人政党应当支持劳动团反对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却认为立宪民主党的纲领更进步一些。列宁写道，孟什维克的错误是不善于把革命民主派从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区分出来，他们由于害怕接近社会革命党而过分地靠近了立宪民主党。列宁认为，农民实际上要求的不是土地改革，而是土地革命，应当让劳动团懂得，土地问题将不是在杜马内得到解决，而是要靠人民和旧政权的斗争来解决。

1906年6月20日（7月3日），沙皇政府发出通报，宣布不得侵犯地主占有制，不准强制转让土地。列宁在《大胆的攻击和胆怯的防御》和《杜马内的政党和人民》这两篇文章中指出，这是反动的专制政府对人民的真正宣战。他批评社会民主党党团没有独立地发表告人民书和争取反政府斗争的主动权，没有把革命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争取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

沙皇政府对农民运动的发展和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感到惊慌。它在7月8日解散了杜马，以此显示它不容许地主占有制遭受任何损害的意志。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面对杜马的解散完全陷于惊慌失措。它不号召群众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却号召群众对解散杜马进行局部的抗议活动。列宁在《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和《政治危机和机会主义策略的破产》这两篇文章中，评论了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解散这一政治事件，指出即将到来的斗争不是争取建立人民代表机关，而是争取创造不能驱散或解散人民代表机关的条件，即要推翻专制政府。为此，要把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结合起来，起义的目的不只是消灭一切地方政权，而且还要夺取地主的土地。关于起义的组织问题，列宁提议在各地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和类似的机关，并且要广泛宣传同时举行起义的必要性，要立即准备起义的力量，组织群众的自由结合的战斗队。列宁严厉批判了孟什维克在杜马解散以后的策略路线。他指出，事件的客观进程向无产阶级和农民提出的斗争任务不是争取召集没有权力的杜马，而是争取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真正有权力的人民代表机构即立宪会议。时机正是要求利用杜马的解散作为理由来大张旗鼓地进行鼓动，号召举行全民的起义。

1906年7月在斯维亚堡、喀琅施塔得和雷瓦尔（现塔林）先后过早举行的海军起义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了。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阶级、革命农民和军队中的先进部分吸取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准备向专制制度进攻。本卷中的《莫斯科起义的教训》和《滚开吧！》这两篇文章，总结了1905年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历史经验，论述了武装起义的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在《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一文中，列宁分析了1905年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的各个具体事件，从中总结了罢工转向起义的客观条件、进行起义的方式、军队转到人民方面来的条件、起义的战术、起义力量的组织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列宁着重论述了把总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的问题。他把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斗争由罢工发展成起义的转变称为俄国革命在1905年十二月事件中取得的最伟大的历史成果。他针对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的言论写道：“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富于进攻精神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不能单靠和平罢工，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本卷第367页）他批判了孟什维克鼓吹的消极等待军队转向革命的观点。他认为，应该积极、大胆、机智、主动地争取军队转到革命方面来。列宁肯定了莫斯科起义创造的新的街垒战术和新型的战斗组织，即游击战争的战术和相应建立的一些机动的人数很少的队伍。列宁在《谈最近的事件》、《滚开吧！》和《关于波兰社会党的游击行动》三篇文章中斥责了攻击和败坏游击战术的言行。

在革命低落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需要根据新的形势改变自己的策略，其中包括重新考虑是否抵制杜马的问题。列宁在1906年8月写的《论抵制》一文中，作出了从抵制杜马的策略转向利用杜马讲坛揭露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必要性的结论。他写道：“第二届杜马一旦（或者说：“如果”）召集起来，我们就不拒绝参加第二届杜马。我们不会拒绝利用这个斗争舞台，但决不夸大它那有限的意义，恰恰相反，我们将根据历史的经验，使它完全服从于另一种斗争，即采取罢工、起义等形式的斗争。”（本卷第340页）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3篇《报刊评论》。另外，1906年6月28日（7月11日）发表的一篇《报刊评论》的前一部分是第1版未曾收入的。





《列宁全集》第13卷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

（给彼得堡工人的信）[1]

（1906年5月上半月）

同志们！我被你们选为代表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2]。现在我不能亲自到彼得堡来，因此请允许我提出一个关于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并且顺便谈一谈对代表大会的一些看法。

在谈正题以前，应当先作一个重要的说明。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120人或者还多一点，开了将近30次会议，要把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丝毫不差地记住，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是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主席之一，此外还参加了其他几个委员会的工作，因此我在代表大会期间不可能记笔记。没有笔记，光靠记忆是不行的。由于忙于委员会的工作，或者由于一些偶然的原因和个人的事，有些会议我没有出席，因此代表大会上的许多个别情节和个别代表的发言我根本没有听到。代表人数比较少的前两次（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3]的经验告诉我，即使注意力高度集中，也完全不可能把代表大会的情况都确切地记在脑子里。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印出后，我阅读了这些记录，虽然我亲自参加了代表大会，但是却象读一些新书一样，因为这些记录确实使我知道了不少新的事情，纠正了我对代表大会的许多不确切或不完整的印象。因此，我恳切地提醒你们，这封信只是一个粗略的报告，是一定要根据代表大会的记录加以订正的。



一　代表大会的成员


先谈一下代表大会成员的一般情况。大家知道，有表决权的代表是按每300个党员选举一名代表的规定选举出来的。有表决权的代表一共有110名左右，在代表大会开始时好象要少一些（没有到齐）；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大概有11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中有5名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少数派”3名，“多数派”2名，因为我已经得到了你们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委托书）和5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其次有发言权的还有各组织的没有表决权的代表和某些代表大会特邀代表（“土地委员会”[4]委员2名，还有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以及阿基莫夫同志和其他一些人）。有发言权的还有工人人数在900名以上的大的组织（彼得堡、莫斯科和南方区域组织）的几位代表。最后，有发言权的还有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波兰社会民主党[5]3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6]和犹太组织（崩得）[7]各3人，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名称好象是在乌克兰革命党[8]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通过的）1人。有发言权的一共有30人，或者还要多一些。就是说，总共不是120人，而是140多人。

有表决权的代表如果按照在策略纲领上的“倾向”，或者不妨说按照派别立场划分，情形大致是这样：孟什维克62名，布尔什维克46名。在代表大会的多次“派别性的”表决中，至少这个数字我是记得最清楚的。当然有一部分代表是不坚定的，或者说在某些问题上是动摇的，用议会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所谓“中派”或者“泥潭派”。虽然根据投票情形被我划为孟什维克的一些同志也自命为“调和派”或“中派”，但代表大会上“中派”的力量还是很弱。在代表大会的比较重大的几次表决中，我记得只有一次（关于崩得同党合并的问题的表决）这些“孟什维克调和派”是真正没有表现派别倾向地投了票。这一次表决，我记得是以59票的多数战胜了派别倾向十足的孟什维克，详细情况下面再谈。

总的来说是62比46。代表大会是孟什维克的代表大会。孟什维克拥有巩固的和稳定的优势，这就使他们甚至能够事先进行协商，从而预先确定代表大会的决议。既然有一个固定的紧密结合的多数，在派别会议上私下进行协商实际上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所以当某些代表，特别是所谓的中派的代表抱怨这一点时，我在同代表们的谈话中把这种抱怨叫作“中派对自己力量薄弱的抱怨”。有人曾经试图把派别会议问题提到代表大会上来讨论，但是这个问题被撤销了，因为事实表明，反正派别已经结成，派别会议已经也可以让局外人参加，这些会议已经可以成为“公开”的会议。[9]例如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问题（象下面就会看到的）实际上不是通过代表大会的选举，而是通过派别的简单“协商”解决的。现在我不想评论这种现象。在我看来，为这种现象而难过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在旧的派别划分没有消除以前，这种现象是完全无法避免的。

至于派别内部的分歧，我要指出，这种分歧只是在土地问题（一部分孟什维克反对地方公有，布尔什维克则分为主张实行分配土地的“罗日柯夫派”和主张没收土地、在共和制条件下实行国有化的一派）以及同崩得联合的问题上明显地出现过。其次，令人注意的是孟什维克中的那个在《开端报》[10]上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党内同志习惯于把它同帕尔乌斯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名字联在一起的派别完全不见了。的确，在孟什维克中间可能有“帕尔乌斯派”和“托洛茨基派”（例如有人肯定地对我说，他们大概有8个人），但是，由于取消了临时革命政府这个问题，他们没有能够有所表现。然而更有可能的是，由于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本来同普列汉诺夫的《日志》[11]不一致的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普遍地转到了普列汉诺夫方面，于是“帕尔乌斯派”也向右走了那么一步。我只记得一件事情，也许就是孟什维克中的“帕尔乌斯派”迫使全体孟什维克稍微改变了一下态度。这就是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的事件。委员会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修改了孟什维克原来的决议，把“争取政权”（决议的这个地方谈到运动的任务）改成了“用强力争取权利”（或者“夺取权利”——我记不太清了）。这个修正案的机会主义是这么明显，以致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最激烈的反对。我们有力地抨击了这个修正案。孟什维克的队伍发生了动摇。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召开了派别会议，在派别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告诉我有10个倾向于“帕尔乌斯主义”的孟什维克声明他们坚决不同意修正案，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确实。事实是：在代表大会上发生争论以后，普列汉诺夫不肯把这个问题提付表决，自己撤销了修正案，他的借口（在外交手腕上也许是巧妙的，但也是令人可笑的）是在“修辞”上不值得大肆争论。

最后，在结束代表大会成员问题的时候，我还想谈一谈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代表大会成员审查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有过两个，因为代表大会选出的第一个委员会全体辞了职。[12]这是前几次代表大会上从来没有见过的非常突出的事情，这件事至少证明在代表大会成员的审查工作中有极端不正常的地方。我记得第一个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位调和派，最初他也博得了我们这一派的信任。既然他没有能把自己的委员会统一成一个整体，既然他和整个第一个委员会都被迫辞职，可见这位调和派已经没有能力调和了。代表大会上因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而引起的斗争的详细情况我简直没有注意到。当时一再发生很激烈的斗争，有几位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资格被取消了，人们的情绪非常激动，在第一个委员会辞职的时候几乎发展到爆发的地步，而当时我正好不在场。我还记得一件也同确定代表大会成员有关的显然相当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梯弗利斯工人（大概有200人）曾经对梯弗利斯代表团的代表资格提出抗议，这个代表团几乎全都是孟什维克，其人数也非同一般，大概有11人之多。这个抗议书在代表大会上宣读了，因此想必已经记录在案。[13]

只要这两个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是比较仔细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认真地起草关于代表资格审查和各地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情形的报告的，那么委员会的工作也必定已经记录在案。是不是这样做了，记录中是不是有这个报告，我不知道。如果没有，那么毫无疑问，委员会没有仔细认真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如果有，上面我所说的话可能有很多地方就要加以订正，因为在这样一个非原则性的十分具体的事务性问题上，凭一般印象是特别容易出错的，所以特别须要仔细研究文件。

为了把一切形式上的问题作一结束而尽快转到更有意义的原则性问题上去，我要顺便再谈一谈记录问题。我担心我们代表大会在这方面的工作也会比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差一些。这两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全部是经代表大会批准的。统一代表大会的各位秘书破天荒地这样失职，代表大会破天荒地这样匆匆忙忙结束（尽管已经从代表大会的议程中撤销了许多极重要的问题），以致没有能够把全部记录拿到代表大会上批准。记录委员会（孟什维克2名，布尔什维克2名）在代表大会结束后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广泛而模糊不清的大权：批准没有完成的记录。如果发生意见分歧，委员会就得请代表大会在彼得堡的各位代表解决。所有这一切都令人十分忧虑。我担心我们会得不到象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那样好的记录。诚然，我们有两位速记员，有些发言差不多会全文记录下来，而不象从前那样只是记录一些摘要，但是代表大会上所有争论的完备的速记记录是根本谈不到的，因为正象两位速记员再三向代表大会声明的那样，他们两个人是根本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的。我是主席，所以我竭力坚持秘书至少要提供好的摘要，哪怕十分简短；我说，可以把个别发言的速记记录作为对记录的额外的补充；但是，必须有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说，不是要有个别的发言，而是要有所有一切争论的发言，即使是摘要也好。[14]



二　常务委员会的选举。代表大会的议程


现在我按会议的程序来谈一谈代表大会的工作。选举常务委员会的表决是第一次表决，实际上这次表决预先决定了代表大会一切最重要的问题的表决（不管局外人觉得这是多么奇怪）。有将近60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58票）选了普列汉诺夫和唐恩，不少选票上没有填第三个候选人而留下了空白。有40多票或者将近40票选了我。后来“中派”有所表现了，他们忽而给这个候选人忽而给那个候选人增加10票或15票。结果好象普列汉诺夫以69（或者71？）票，唐恩以67票，我以60票当选。

关于代表大会议程问题的争论有两次是很有意义的，这两次争论很清楚地说明了代表大会的成分和性质。第一个争论是要不要把同各民族社会民主党合并的问题列为第一项议程。各民族党当然希望这样做。我们也赞成。孟什维克却否决了这一点，他们的理由是：应当先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自决，然后再同别人合并，应当先让“我们”自己决定“我们”怎样，然后再同“他们”合并。对于这个理由（这个理由从心理学上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孟什维克的派别观点上看也是正确的），我们反驳说：否认各民族党有权同我们一起自决难道不奇怪吗？既然“他们”同“我们”合并，那么“我们”就要一起而且应该一起（包括他们在内）来决定“我们”怎样。还必须指出，关于波兰社会民主党的问题，早在代表大会开幕前，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就已经达成了关于完全合并的协议。尽管如此，把这个问题列入第一项议程的提议还是被否决了。波兰代表团团员瓦尔沙夫斯基同志公开地反对这一点，甚至冲着孟什维克大声喊叫起来，使整个会场都发笑了，他对孟什维克说：你们想首先“吃掉”或者“咬死”布尔什维克，然后再同我们合并！这当然是开玩笑，而且我是最不喜欢在诸如“吃掉”这样一些“可怕的字眼”上挑剔的，但是这个玩笑对当时那种独特的政治形势却是一种突出的、非常中肯的评价。

第二个有意义的争论，是要不要把我国革命的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的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根据我们在《党内消息报》[15]第2号上的声明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00页。——编者注］

 ，我们布尔什维克当然是赞成的。从原则上来看，下面这个根本问题无论如何是回避不了的：革命是不是真正在走向高涨，在当前的客观条件下，现在革命运动的哪些形式是主要的，由此产生了无产阶级的哪些任务。孟什维克根本反对把这个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因而陷入了很难令人羡慕的境地。他们借口说什么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用决议来束缚党等等，这种任意杜撰和编造的做法实在令人吃惊。大概是唐恩，他竭力反对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当时大会上另一位发言人反驳唐恩的发言，拿出了《党内消息报》第2号，心平气和地读了孟什维克策略纲领中的几个“致命的字眼”：“我们”（正是我们，孟什维克），“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结果引起了哄堂大笑。这位发言人问道：同志们，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昨天“我们建议代表大会承认”，而今天“我们建议代表大会”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列入了代表大会议程，但是孟什维克后来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关于这一点，下面我们还要谈到。



三　土地问题


代表大会首先提出的是土地问题，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土地纲领问题。争论是很大的。提出了许多非常有意义的原则问题。一共有5个报告人：我维护土地委员会的草案（刊印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这本小册子上）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0—241页。——编者注］

 ，反对马斯洛夫的地方公有。约翰同志维护地方公有。第三个报告人普列汉诺夫维护马斯洛夫，并且企图使代表大会相信，列宁的国有化是社会革命党[16]和民意党[17]的思想。第四个报告人施米特维护按“A方案”（这个方案见前面提到的小册子 
［注：同上，第240页。——编者注］

 ）精神修改的土地委员会的草案。第五个报告人波里索夫维护分配。他的纲领在结构上很独特，但在实质上同我们的纲领最相近，只是要把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而不是实行以建立共和制为前提的国有化。

不言而喻，在这个报告中要详细说明涉及十分广泛的辩论的一切情形，我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我尽量只谈主要的东西，也就是说只谈“地方公有”的实质和那些反对以建立共和制等为前提的国有化的理由。同时我要指出，普列汉诺夫对问题的提法是整个争论的焦点，因为这种提法带有强烈的论战性，这对于分清各种不同的基本思想倾向往往是有益的，是理想的。

“地方公有”的实质是什么呢？“地方公有”就是把地主的土地（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大私有者的全部土地）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或任何地方自治机构。农民的份地和小私有者的土地应该仍归他们所有。大地产则“转让”，交给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地方自治机构。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土地仍归农民所有，而地主的土地农民可以向地方自治机关租佃，不过是向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租佃。

我是第一个报告人，我坚决地反对这个草案。这个草案不是革命的。农民不会拥护这个草案。如果没有十分彻底的民主国家制度直到实行共和制，如果不实行人民选举官吏，如果不取消常备军等等，这个草案是有害的。这是我的三个主要理由。

我认为这个草案不是革命的草案。第一，因为这个草案中说的是一般的转让而不是没收（不付赎金的转让）；第二（这也是主要的），因为这个草案中没有号召以革命的方式实行土地改革。在立宪民主党人[18]这些要人民同专制制度妥协的伪善的妥协分子也自称为民主派的时候，侈谈所谓民主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如果不提出口号，号召农民自己立即就地即通过各地革命农民委员会夺取土地，并由农民自己处置所夺取的 
［注：在我的草案中用的是“所没收的”。波里索夫同志正确地指出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应该说：“所夺取的”。没收是法律认可的、法律批准的夺取。我们应该提出没收的口号。为了实现这个口号，我们应该号召农民夺取。农民的这种夺取应该由全民立宪会议加以认可，使之合法化，全民立宪会议作为人民专制的最高机关，将根据自己颁布的法律把夺取变成没收。］

 土地直到全民立宪会议的召开，那么任何土地改革都只能是自由派官吏的改良，立宪民主党人的改良，而不是农民革命。如果不提出这样的口号，那么我们的纲领将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或半立宪民主党人的土地改革纲领，而不是农民革命的纲领。

其次，农民不会拥护地方公有。实行地方公有，就是份地由农民无偿地占有，而地主的土地则要向地方自治机关租佃。革命的农民不会同意这一点。他们或者会说：我们要分配全部土地，或者会说：我们要把全部土地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地方公有的口号永远不会成为革命农民的口号。如果革命胜利了，那么革命无论如何不会停留在地方公有上。如果革命没有胜利，那么“地方公有”只会成为一种象1861年改革[19]一样的对农民的新的欺骗。

现在谈一谈我的第三个主要理由。如果以一般的“民主制”为前提，而不是以特定的共和制和人民选举官吏为前提，那么地方公有是有害的。地方公有就是把土地交给地方政权机关，交给地方自治机构。如果中央政权不是彻底的民主的（共和制等等），那么地方政权只能在琐碎的事情上实行“自治”，只能在脸盆镀锡[20]的问题上独立自主，只能实行亚历山大三世时代我国地方自治机关曾经有过的那么多的“民主”[21]。而在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地主土地占有制这种根本性的问题上，地方政权的民主制对不民主的中央政权来说简直是玩具。如果没有共和制和人民选举官吏这个前提，地方公有就意味着把地主的土地交给选举出来的地方当局，尽管中央政权还是掌握在特列波夫和杜巴索夫手里。这样的改革简直是开玩笑，而且是有害的玩笑，因为特列波夫和杜巴索夫之流会把修建自来水和电车等权利交给选举出来的地方当局，而永远不会把从地主那里夺来的土地交给它们。特列波夫和杜巴索夫之流一定会把这些土地从归地方自治机关“管辖”转到归内务部“管辖”，农民一定会受三倍的欺骗。因此必须号召大家打倒特列波夫和杜巴索夫之流，由人民选举一切官吏，不要不这么做或者在这么做之前去设计一套自由派的地方改良的玩具式的模型。

普列汉诺夫维护地方公有的理由有哪些呢？他在他的两次发言中最突出地提出的是防止复辟的保证问题。他的这个独到的理由可以概述如下。土地国有化曾经是彼得一世以前的莫斯科罗斯[22]的经济基础。我们目前的革命和其他任何革命一样，都没有防止复辟的保证。因此，为了防止复辟（即为了防止革命前的旧制度复活），正是在国有化问题上要特别小心从事。

孟什维克觉得普列汉诺夫的这个理由非常有说服力，因此他们兴高采烈地给普列汉诺夫鼓掌，特别是为他的攻击国有化的“骂人字眼”（社会革命党思想等等）鼓掌。但是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相信这个理由纯粹是诡辩。

现在首先来看一看“彼得一世以前莫斯科罗斯的国有化”吧。我们且不说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点实际上是进一步夸大了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对莫斯科罗斯的看法。我们只要翻一翻克柳切夫斯基、叶菲缅科等人的著作就可以知道，谈论彼得一世以前的俄国土地国有化是不严肃的。不过，我们还是先撇开这些历史考查工作吧。我们暂且假设，在彼得一世以前的莫斯科罗斯，在17世纪，真正实现了土地国有化。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按照普列汉诺夫的逻辑得出的结论是，实行国有化就会使莫斯科罗斯易于复辟。但是，这样的逻辑恰恰是诡辩，而不是什么逻辑，或者说这是文字游戏，而对现象的经济基础或概念的经济内容根本不加分析。即使莫斯科罗斯实行过（或者：如果说莫斯科罗斯实行过）土地国有化，这个土地国有化的经济基础也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但是在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就确立起来了，到了20世纪已经占了绝对的优势。这样，普列汉诺夫的这个理由还剩下什么呢？他把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国有化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国有化混为一谈了。他只看到字眼相同，而忽略了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上的根本差别。他立论于莫斯科罗斯的复辟（即想象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而实际上谈的却是象波旁王朝复辟（他曾谈到这次复辟）这样的政治复辟，也就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反共和制统治形式的复辟。

在代表大会上有没有人向普列汉诺夫指出他把事情弄混了呢？有的。有一位在代表大会上叫杰米扬的同志在发言中说，普列汉诺夫企图用“复辟”来恐吓我们，但是这是毫无用处的。从他的论证的前提得出的是莫斯科罗斯的复辟，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即在资本主义时代纯粹不可思议的东西。而从他的结论和他所举的例子得出的则是由拿破仑实行的帝国复辟，或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波旁王朝的复辟。但是这样的复辟和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没有任何关系。这是第一。第二，这样的复辟恰巧不是土地国有化的结果，而是出卖地主土地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采取极端资产阶级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措施，采取绝对加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措施的结果。这就是说，普列汉诺夫拉扯上的不管哪一种复辟，无论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莫斯科罗斯的复辟），还是19世纪法国的复辟，都同国有化问题绝对无关。

普列汉诺夫同志对杰米扬同志的这些完全无法辩驳的理由是怎样回答的呢？他回答得非常巧妙。他大声说，列宁是社会革命党人，而杰米扬同志给我喝了一种可以说是杰米扬的鱼汤[23]。

孟什维克兴高采烈。他们听到普列汉诺夫的这句出色的俏皮话笑得要死。雷鸣般的掌声震动了整个会场。而关于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复辟能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却被孟什维克的代表大会完全取消了。

当然我丝毫不想否认，普列汉诺夫的精采回答不仅是一句出色的俏皮话，如果您高兴的话，甚至可以说是出自马克思主义者的深思熟虑。但是我仍然认为，普列汉诺夫同志完全被莫斯科罗斯的复辟和19世纪法国的复辟搞糊涂了。我想“杰米扬鱼汤”一定会成为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说法”，不过不是用在杰米扬同志身上（象因普列汉诺夫的出色的俏皮话而欣喜若狂的孟什维克所想象的那样），而是用在普列汉诺夫同志身上。至少在统一代表大会上就有一些代表在谈论普列汉诺夫的发言时提到了“莫斯科的三鲜汤”[24]和“香肠的俏皮话”，因为普列汉诺夫同志谈到在目前俄国革命中夺取政权的问题时，为了让他的那些孟什维克开心，曾经讲过一个关于法国某个外省小城市里一位公社战士在“夺取政权”失败后吃香肠的笑话。

前面我已经说过，在代表大会上我是第一个作关于土地问题报告的人。作总结发言时，我也不是最后一个，而是5个报告人中的第一个。所以我发言是在杰米扬同志以后，普列汉诺夫同志以前。因此，我不可能预先知道普列汉诺夫反对杰米扬的理由的那种天才的雄辩。我只简单地重复了这些理由，发言的重点不是指出作为地方公有的论据的复辟论的十分空洞，而是分析复辟问题的实质。我问普列汉诺夫同志：你所指的是什么样的防止复辟的保证呢？是指消灭产生复辟的经济基础的绝对保证呢？还是指相对的和暂时的保证，也就是创造一种不是消灭复辟的可能性，而只是减少复辟的可能性，只是增加复辟的困难的政治条件呢？如果是前者，那么我要回答：只有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为防止在俄国（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发生复辟的充分保证。其他的保证没有，也不可能有。因此从这一方面说来，问题在于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怎样和究竟用什么方法才能促进或加速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可以设想的答案只有一个：既然区区的10月17日宣言[25]就引起了欧洲工人运动的高涨，那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多半不可避免地（或者至少有很大的可能）会引起欧洲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大大推动社会主义革命。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第二种”也就是相对的防止复辟的保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的复辟，即不是滑稽可笑的“莫斯科罗斯的复辟”，而是19世纪初法国式的复辟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是小商品生产者在一切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小商品生产者动摇于劳动和资本之间。他们同工人阶级一起反对农奴制度和警察专制制度。但是同时他们又总想巩固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私有者的地位，因此，只要这个社会的发展情况稍微顺利一些（例如工业繁荣，土地改革以后国内市场扩大等等），小商品生产者必然掉过头来反对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者。我说，因此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商品生产和小农所有制为基础的复辟在俄国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俄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接着我又说，如果从复辟角度来看，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说明俄国革命的形势：俄国革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持胜利的果实。俄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无产阶级同革命的农民一起能够组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俄国革命不能保持住胜利的果实，是因为在一个小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包括农民在内）在无产者从争取自由走向争取社会主义的时候，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者。要保持住胜利的果实，要防止复辟，俄国革命必须有非俄国的后备军，必须有外来的帮助。世界上有这样的后备军吗？有的，这就是西欧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谁要是在谈论复辟的时候忘记了这一点，那就表明他对俄国革命的看法是极端狭隘的。他忘记了18世纪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法国是被落后得多的半封建的国家包围着，这些国家是复辟的后备军，而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俄国是被先进得多的国家包围着，在这些先进的国家里有能够成为革命后备军的社会力量。

总之，普列汉诺夫由于提出了防止复辟的保证问题而涉及许多极有意义的题目，但是他丝毫没有就事情的本质加以说明，却避开了（引导孟什维克听众避开了）地方公有问题。的确，如果说小商品生产者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资本主义复辟（为了简便起见，我们这样称呼不是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复辟）的支柱，那么这同地方公有又有什么关系呢？地方公有是土地占有的一种形式，但是，阶级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特点并不因土地占有形式不同而有所改变，难道这还不清楚吗？无论是把土地实行国有、地方公有还是实行分配，小资产者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是反对无产者的复辟支柱。如果说在这方面可以在各种土地占有形式之间划一条鲜明的界限的话，恐怕也只能赞成分配土地，因为分配土地使小业主和土地有更紧密的联系，——更紧密的，因此也是更难割断的联系 
［注：我们说“恐怕也只能”，是因为小业主同自己的“小块土地”有更紧密的联系是否正是波拿巴主义[26]的最好的支柱，这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这里还不适于详细地谈论这个具体问题。］

 。所以用复辟作论据来为地方公有辩护，简直是可笑的。

在代表大会上讨论的时候，在我后面作总结发言的约翰和普列汉诺夫同志试图再一次悄悄地从这个关于复辟的拙劣的论据跳到另一个表面上相似而内容完全不同的论据上去。他们不再从共和制建立后防止君主制复辟的保证这个角度来替地方公有辩护了，也就是说，不是把它当作保障共和制的手段，不是作为永久性的制度，而是在反对君主制争取共和制的斗争过程中把它当作基础，当作有助于进一步取得成就的手段，作为暂时的和过渡的制度。普列汉诺夫在这里竟把实行土地地方公有的大的地方自治机构称为地方“共和制”，并说它们将成为反对君主制的支柱。

关于这个论据，应该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马斯洛夫的最初纲领和代表大会通过的约翰—普列汉诺夫—科斯特罗夫的纲领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地方公有是革命进程中的暂时的、过渡的手段，是争取进一步的成就的斗争工具。因此这种解释是一种“随意的捏造”，纲领中的原话不是证实了而是驳倒了这种解释。例如我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革命农民委员会是革命的工具，是争取进一步的成就的斗争的基础，我在纲领中还直截了当地说：党建议农民委员会夺取土地并处置这些土地直到立宪会议的召开。马斯洛夫—约翰—普列汉诺夫—科斯特罗夫的纲领不仅没有谈到这一点 
［注：正因为普列汉诺夫的纲领没有谈到这一点，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完全有权拿地方公有的新解释来同孟什维克的“革命自治”比较。正是普列汉诺夫，在布尔什维克对问题作了长时间的解释以后不得不承认，“革命自治”这个口号没有对任何人说明任何东西，而且把许多人弄糊涂了（见《日志》第5期）。布尔什维克早在《前进报》[27]和《无产者报》[28]上就说过，“革命自治”这个口号是不充分、不完全的，它没有表达革命彻底胜利的条件。要取得这种胜利，所需要的不是革命自治，而是革命政权，不仅需要地方革命政权，而且需要中央革命政权。（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60—167、188—199、356—372页。——编者注）］

 ，反而肯定无疑地提出了一个长期安排土地使用的计划。

第二，反对这个论据的主要的和根本的理由是，普列汉诺夫的纲领在防止复辟或防止反动的保证这个幌子下得出的是同反动派搞交易的结论。请你们想想吧，难道我们没有为我们所要领导的广大群众写下纲领，特别是土地（农民）纲领吗？可是结果怎样呢？个别党员，甚至党的领袖也会说，实行土地地方公有的地方自治机关将成为同中央君主制相对抗的共和制。而在纲领中，土地改革直接地、明确地同地方管理机关的民主制相联系，但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同中央管理机关和国家制度的彻底民主制有联系！我要问你们：大批党的工作人员在日常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应该以什么为指导呢，是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同中央君主制相对抗的地方“共和制”的言论呢？还是我们新的党纲条文呢？在党纲中，为农民提出的土地要求明确地仅仅同地方管理机关的民主制相联系，而根本没有同中央政权和国家制度的民主制联系起来。普列汉诺夫的言论本身就混乱不清，因而必然会同那个“赫赫有名的”（普列汉诺夫认为是“赫赫有名的”）“革命自治”的口号一样，起着“把人弄糊涂”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党的纲领成了同反动派搞交易的纲领。如果我们根据这个纲领在现代俄国的实际政治意义，而不是根据我们的几位发言人所说的那些理由来看，这个纲领不是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而是立宪民主党的纲领。他们的理由是十分美妙的，他们的意图也完全是社会民主党的，而纲领实际上却成了立宪民主党的纲领，其中贯穿着“搞交易”的思想，而不是“农民革命”的思想（顺便说说，普列汉诺夫说，过去我们害怕农民革命，现在应该把这种害怕心理抛掉）。

以上我分析了“防止复辟的保证”这个论据的学术意义。我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个论据在杜巴索夫宪制和立宪民主党国家杜马时期[29]的政治意义。它的学术意义等于零或者负一。从政治上来讲，它则是立宪民主党武库中的武器，是给立宪民主党人帮忙的。你们可以环顾一下你们的周围，究竟哪一个政治派别把指出复辟危险变成了几乎是自己的一种垄断呢？是立宪民主党这个派别。我们党的一些同志曾经指出立宪民主党人的“民主制”和他们的维护君主制等等的纲领之间存在着矛盾，立宪民主党人在无数次回答这些同志时是怎么说的呢？他们说，触犯君主制就会引起复辟的危险。许许多多立宪民主党人向社会民主党人喊道：不要触犯君主制，因为你们没有防止复辟的保证。与其招致复辟的危险，反动的危险，倒不如同反动派搞交易，——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治智慧的全部实质，这就是他们的全部纲领和全部策略，这一切正是由于站在小资产者的阶级立场上，由于担心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会给资产阶级带来危险而必然产生的。

现在我只举两个例子来证实我所说的话。米留可夫和盖森的机关报《人民自由报》[30]在1905年12月写道，莫斯科证明了武装起义是可能的，然而起义还是注定了要失败，这并不是因为起义没有希望，而是因为起义的成果总归要被反动势力清除的（见我写的《社会民主党和国家杜马》这本小册子中的引文[31]）。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早在1905年，我曾经在《无产者报》上引用了《俄罗斯新闻》[32]上维诺格拉多夫的文章中的几句话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26—230页。——编者注］

 。维诺格拉多夫希望俄国的革命不要按照1789—1793年的方式，而按照1848—1849年的方式，也就是说，他希望我国不要有胜利的起义，希望我国的革命不要进行到底，希望革命早一点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和他们同君主制的妥协而中断。维诺格拉多夫用普鲁士警官的复辟吓唬我们，当然，他根本没有谈到象德国无产阶级这样的“革命的保证”。

借口没有防止复辟的保证，这纯粹是立宪民主党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武器。资产阶级的利益驱使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同革命的农民一起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这一场斗争中，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政治家必然要抓住一些历史的论据和过去的例子。在过去，工人总是被欺骗，甚至在革命胜利以后也会复辟，因此，我国也不能例外，——资产阶级说，他们这样说自然是想削弱俄国无产阶级对自己力量和对欧洲社会主义力量的信心。资产者教训工人说，政治矛盾和政治斗争的尖锐化会导致反动，因此应当缓和这些矛盾，与其在胜利以后冒反动的危险，倒不如不去争取胜利，而去同反动派搞交易。

普列汉诺夫抓起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是偶然的吗？不是的。既然普列汉诺夫对十二月起义作了错误的评价（“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33]）并且采用隐晦的手法在《日志》上鼓吹工人政党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他这样做就是必然的了。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另一项议程时曾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发生了资产阶级为什么称赞普列汉诺夫的争论。关于这一次争论我以后还要谈到，在这里我只要指出，当时在代表大会上我并没有把我的上述理由加以发挥，只是大略地谈了一下。当时我说，我们的“防止复辟的保证”是把革命进行到底，而不是同反动派搞交易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28页。——编者注］

 。我的土地纲领所谈的就是这一点，它完完全全是农民起义和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例如，“农民革命委员会”是农民起义所能走的唯一的道路（同时我完全没有把农民委员会同革命政权对立起来，象孟什维克把革命自治同革命政权对立起来那样；我把农民委员会当作一种革命政权机关，一种需要其他中央机关、临时革命政府、全民立宪会议来补充的机关）。只有这样表述的土地纲领，才能排除资产阶级官僚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才能排除彼特龙凯维奇、罗季切夫、考夫曼、库特列尔之流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

普列汉诺夫不可能不注意到我的纲领的这一基本点。他注意到了而且在代表大会上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他表达他的承认的时候又采用了（可谓秉性难移）杰米扬的鱼汤或者说普列汉诺夫垃圾的方式。是的，在列宁的纲领里有夺取政权的思想。列宁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糟就糟在这里。这是民意主义。列宁在恢复民意主义。同志们，应该反对恢复民意主义。列宁甚至说什么“人民的创造性”。这还不是民意主义吗？等等，等等。

我们，布尔什维克，我和沃伊诺夫，都对于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论断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些论据对我们只有好处，因而也是我们所欢迎的。同志们，请你们稍微考虑一下这个论断吧：“因为列宁的纲领中有夺取政权的思想，所以列宁是民意党人。”这里说的是什么纲领呢？土地纲领。在这个纲领中是要谁夺取政权呢？革命的农民。列宁是否把无产阶级同这些农民混为一谈了呢？不仅没有混为一谈，而且在他的纲领的第三部分中专门把他们区别开了，孟什维克的代表大会还把这一部分（第三部分）全部照抄到自己的策略决议中！

这不是很好吗？普列汉诺夫本人说过，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应该害怕农民革命的。但同时他又好象觉得革命的农民夺取政权是民意主义！！革命的农民不夺取政权，又怎么可能有胜利的农民革命呢？？普列汉诺夫的话简直到了荒谬的地步。既然坐到了斜坡上，就会止不住一个劲儿地往下滑。起先他否认在当前的革命中无产阶级有夺取政权的可能。现在他又否认在当前的革命中革命的农民有夺取政权的可能。既然无论无产阶级，无论革命的农民都不可能夺取政权，那就是说政权应该仍旧由沙皇和杜巴索夫掌握。或者说应该由立宪民主党人夺取政权？但是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又不愿意夺取政权，他们要保留君主制、常备军、参议院和其他各种美妙的东西。

我在代表大会上说，普列汉诺夫害怕夺取政权就是害怕农民革命，难道说得不对吗？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30页。——编者注］

 沃伊诺夫说，普列汉诺夫年轻的时候被民意党人吓坏了，以致当他自己承认农民革命的必然性的时候，当社会民主党人中已经没有任何人还抱农民社会主义幻想的时候，他还总是仿佛看到民意党人的幻影，这难道说得不对吗？沃伊诺夫在代表大会上讽刺孟什维克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该决议第一条一开始就承认任务是“向专制政府争取政权”），说“夺取政权”是民意主义，而“争取政权”才是真正的、深思熟虑的马克思主义，这难道说得不对吗？而实际上的结果正是这样：为了反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民意主义，孟什维克赐给了我们党一个“争取政权”的纲领——由立宪民主党人来争取。

关于民意主义的叫嚷当然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惊奇。我记得非常清楚，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一向就是（从1898—1900年时就开始）拿这个稻草人来吓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34]阿基莫夫同志在我们的统一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为阿克雪里罗得和立宪民主党人辩护的精采演说，他恰巧使人回想起了这一点。我希望以后能在著作中再来谈这个问题。

关于“人民的创造性”的问题我要谈几句话。我在代表大会上是从什么意义上谈到“人民的创造性”的呢？ 
［注：同上，第330—331页。——编者注］

 这同我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 
［注：同上，第285—313页。——编者注］

 （该小册子已经分发给代表大会的代表了）中谈到这个问题时一样。我把1905年10—12月同现在立宪民主党时期作了对比，并指出在革命时期人民（革命的农民加上无产者）的创造性比在立宪民主党时期更丰富、更有效果。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是民意主义。我认为从学术的观点来看，普列汉诺夫这样说是回避如何估价1905年10—12月时期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普列汉诺夫根本没有想到要在《日志》中分析这一时期的运动形式，而一味在那里说教！）。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不过是一个新的证据，证明普列汉诺夫在策略上同布兰克先生以及所有立宪民主党人非常接近。

为了结束土地问题，我再谈一谈最后一个重要的论据。普列汉诺夫说，列宁是一个幻想家，他幻想由人民选举官吏等等。给这么好的结局写一个纲领并不困难。不，请你给坏的结局写一个吧。你应当使你的纲领“考虑得非常周密”。

毫无疑问，在这个论据中有一个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十分重视的意见。的确，一个只考虑到好结局的纲领是不合适的。我在代表大会上回答普列汉诺夫说，正是在这一方面我的纲领显然要比马斯洛夫的高明。要相信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租佃制的存在就够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什么？在一切地方租佃制得到发展。这一条是不是适用于俄国呢？是适用的，而且是在很大规模上。约翰同志反驳我，说什么我的纲领中有一种荒谬的思想：在没收地主土地以后还存在租佃制。但是他错了。约翰同志在这一点上有三个错误：第一，我的纲领的整个第一部分都是讲农民革命的最初步骤（夺取土地直到全民立宪会议的召开），也就是说在我的纲领中“不是”在没收“以后”“还存在”租佃制，而是承认事实，因为租佃是事实；第二，没收是使土地所有权转移到另一些人的手里，所有权转移本身丝毫没有触动租佃制；第三，大家都知道，农民的土地和份地也有租佃制。

你们看一看，在“考虑得非常周密”方面，在不仅要注意到好的情况而且要注意到坏的情况方面，我们做得怎样。马斯洛夫大模大样地把租佃制一笔勾销。他一下子就直接假设一个能够消灭租佃制的改革。正象我已经指出的一样，从“坏的实际情况”和必须重视这种情况看来，这种假设是十分荒谬的。正相反，我的纲领的整个第一部分完全是建立在革命农民所反对的“坏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的。因此在我的纲领里租佃制并没有完全消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灭租佃制，至少同取消常备军等等一样，按普列汉诺夫的“健全头脑”来看是一种“幻想的”改革）。由此可见我注意“坏的实际情况”，要比马斯洛夫认真得多，同时，我向农民宣传的好的实际情况，也并不是以立宪民主党人的交易（地方共和制同中央君主制相对抗）为出发点，而是以革命的彻底胜利和争得真正的民主共和制为出发点。

在代表大会上，我特别强调了土地纲领中这方面的政治宣传的特殊重要意义，可能我还需要在著作中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有人反驳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我们已经有一个政治纲领，那才是谈共和制的地方。这种反驳意见证明他们对问题考虑得很不周到。不错，我们有一个总的原则纲领（党纲的第一部分），也有几个专门性的纲领，如政治纲领，工人纲领，农民纲领。谁也没有建议在纲领的关于工人的部分（八小时工作制等等）中特别地、专门地谈到这种改革或者那种改革的政治条件。为什么呢？因为八小时工作制以及这一类的改革在任何政治条件下都必然会成为使运动前进的工具。在农民纲领中应不应该特别地、专门地谈到政治条件呢？应该的，因为在特列波夫和杜巴索夫之流的统治下，最好的重新分配土地的办法也可能成为使运动倒退的工具。我们就拿马斯洛夫的纲领来看吧：纲领中谈到把土地交给民主的国家和民主的地方自治机构，也就是说，虽然有了党的政治纲领，他的纲领中还是特别地、专门地谈到了目前土地改革的政治条件。这就是说，必须预先说明实现土地要求的特殊政治条件是无可争辩的。全部问题在于，从学术的观点和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的观点来看，能不能允许不把根本性的土地改革同人民选举官吏、同共和制联系起来，而把它同任何一种“民主”联系起来，因而也就是同立宪民主党的民主联系起来，——这种民主，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现在是报刊上和“社会”中主要的和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假民主主义。我认为是不能允许的。我可以预言，实践不久就一定会纠正我们的土地纲领的错误，也就是说，政治形势将迫使我们的宣传员和鼓动员在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中不是强调立宪民主党人的民主，而是强调人民选举官吏和共和制。

至于谈到分配土地的纲领，我在代表大会上是用下面这几句话来说明我对它的态度的：地方公有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分配作为一种纲领是错误的，但并不是有害的。因此，我当然比较倾向于分配，并且准备投票拥护波里索夫而反对马斯洛夫。分配不会有害，因为农民都同意这个办法，这是第一点；它用不着以彻底改组国家作为条件，这是第二点。为什么说分配是错误的呢？因为这个办法片面地看待农民运动，只考虑到过去和现在，没有注意到将来。“分配派”在反驳国有化的时候对我说，当你听到农民谈国有化的时候，他所说的并不是他想要的。不要只听言论，而要注意问题的实质。农民想要的是私有权，是出卖土地的权利，而关于“上帝的土地”等等言论不过是夺取地主土地的愿望的思想外衣而已。

我回答“分配派”说：这一切都是对的；但是，正是在你们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地方，我们同你们的意见分歧才刚刚开始。你们在重复旧唯物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曾经说过：旧唯物主义者会解释世界，而我们应该改变世界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编者注］

 。分配论者也正是这样，他们正确地理解了农民的关于国有化的言论，正确地解释了这些言论，但是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他们不善于把这种正确的解释变成改变世界的杠杆，变成进一步推动运动前进的工具。这并不是说硬要农民抛弃分配而接受国有化（如果真有什么人产生这种愚蠢的想法，我的纲领的第一种方案也会完全打消这种想法），而是说社会主义者在无情地揭露农民关于“上帝的土地”这种小资产阶级幻想的时候，应该善于向农民指出前进的道路。我在代表大会上已经向普列汉诺夫说过，我还要千百次地重复说：实际工作者将会把现在的纲领庸俗化，就象过去把割地问题庸俗化那样，他们将会把小错铸成大错。他们会向那些高喊土地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上帝、属于国家财产的农民群众证明分配的优越性，他们这样就会玷辱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我们不应该向农民说这些。我们应该向农民说：这些所谓土地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上帝、属于国家财产的言论中包含着深刻的真理，但是应该很好地分析这个真理。如果土地属于国家财产，而国家财产又由特列波夫掌握，这就等于说这些土地将属于特列波夫，你们愿意这样吗？如果罗季切夫们和彼特龙凯维奇们如愿以偿地掌握了政权，因而也掌握了国家财产，你们愿意不愿意这些土地落到他们手里呢？农民自然会回答说：不，我们不愿意。我们决不把从地主手中夺来的土地交给特列波夫们，也决不交给罗季切夫们。既然这样，就必须由人民选举所有的官吏，取消常备军，建立共和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把土地转为“国家财产”，把土地转交给“人民”的措施才会是有益无害的。根据严格的学术观点，根据一般的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观点，如果我们不愿意背离《资本论》第3卷，我们无疑应该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土地国有化是可能的，它会有助于经济发展，促进竞争，使资本更好地流入农业，使粮食价格降低等等。因此，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条件下的真正农民革命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干脆整个地否定国有化。这是一种狭隘、片面、草率和近视的表现。我们要做的只是向农民说明国有化这一有益的措施所必须具备的政治前提，然后还应该指出国有化的资产阶级性质（我的纲领的第三部分就这么做了，它已经包括在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里面）。

在结束我对代表大会上土地问题争论情况的介绍时，我还要讲讲对马斯洛夫的纲领草案作了哪些修正。在表决采用哪一个纲领草案作为基础的时候，起初赞成马斯洛夫的一共有52票，即不到半数，赞成分配的有将近40票（为了不致分散反对地方公有的票数，我附和了“分配派”）。直到重新投票时，马斯洛夫的草案才得到60多票，因为所有的动摇分子，唯恐党会根本没有土地纲领，都投了赞成票。

在几个修正案中，孟什维克否决的是一个要求比较确切地规定“民主制国家”这个概念的修正案。我们建议用这样的措辞：“充分保证人民专制的民主共和国”。这个修正案所依据的是上面明确讲到过的思想：如果没有充分民主的中央国家政权，那么地方公有就是完全有害的，而且可能蜕化成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革。修正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我恰巧不在会场。现在我还记得，当我穿过邻室回来时，“议会休息厅”的喧嚣声和戏谑的喊叫声——“约翰同志宣布共和制了！”“在他的纲领里找不到防止复辟的保证。”“普列汉诺夫同志复辟了君主制。”——真使我大吃一惊。

后来人们告诉我，情况是这样。一向动不动就要抱委屈的孟什维克，看到这个修正案又感到受了委屈，他们认为这个修正案的用意是要揭露机会主义，是要说孟什维克反对共和制。于是他们怒气冲冲，大嚷大叫。布尔什维克自然也激动起来。人们要求进行记名投票。这时激动的情绪达到了顶点。约翰同志很不安，他不愿意引起争执，当然他一点没有“反对共和制”的意思，他站起来声明他撤销自己的提法，同意修正案。布尔什维克对“宣布共和制”报之以掌声。但是普列汉诺夫同志或者另一位孟什维克插进来进行争论，要求重新表决，于是——据别人告诉我——总共以38票对34票（显然有很多人不在会场或者弃权了），“君主制又复活了”。

在被通过的修正案中，必须指出的是“转让”一词改成了“没收”。其次，“地方公有派”终于不得不向“分配派”让了步，科斯特罗夫同志提出了一个在一定条件下也同意分配的修正案。这已经不是马斯洛夫最初提出的纲领，而成了在大会上人们打趣地说的“被阉割的”纲领。实质上这是一个混杂的纲领，既有国有化（一部分土地变成全民财产），也有地方公有（一部分土地由大的地方自治机构支配），又有分配。同时，在纲领中和策略决议中都没有十分明确地规定，什么时候实行地方公有，什么时候实行分配。结果得出的不是一个考虑得非常周密的纲领，而是一个漏洞百出的纲领 
［注：一个主张部分地实行分配的孟什维克同志（斯特卢米林）在代表大会上对这个“被阉割的”马斯洛夫纲领进行了最猛烈的批评。他宣读了书面声明，非常中肯地和无情地指出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斥责了）这一纲领中的内在矛盾。可惜我没有把他宣读的话摘记下来。］

 。



四　对革命时局和无产阶级阶级任务的估计


标题上的这个问题被列为代表大会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报告人是马尔丁诺夫和我。马尔丁诺夫同志在报告中并没有替刊载在《党内消息报》第2号上的孟什维克决议草案本身辩护。他选择了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一个“概括的叙述”，并对孟什维克所说的布尔什维克观点进行了概括性的批评。

他谈到了杜马这个政治中心，谈到了夺取政权思想的危害性，谈到了革命时期宪政建设的重要性。他批评十二月起义，号召公开承认我们的失败，指责我们的决议是“技术性地”提出了罢工和起义的问题。他说：“立宪民主党人虽然是反对革命的，却在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作准备。”（我们问，为什么在你们的决议中没有谈这一点呢？）他说：“我们正处在革命爆发的前夜。” 
［注：放在引号里的是我记在笔记中的话。］

 （我们又问，为什么在你们的决议中没有这一点呢？）他又说：“客观上立宪民主党人要比社会革命党人起的作用更大。”把夺取政权同特卡乔夫思想相提并论，把杜马当作“宪政建设”的起点和“代议制度”的基石而放在首要地位，这就是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报告的基本思想。象所有的孟什维克一样，他使我们的策略消极地迁就事变进程中的最微小的曲折，使它服从当前的利益、暂时的需要（或者说似是而非的需要），不自觉地降低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先进战士的主要的、根本的任务。

我的报告是在精确地比较了向代表大会提出的两个决议的基础上拟定的。我说，两个决议都承认革命正趋向新的高涨，都承认我们的任务是努力把这一革命进行到底，都承认只有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农民一起才能完成这一任务。有了这三条前提，策略路线似乎应该完全一致了。然而我们且看看，哪一个决议更彻底地贯彻了这个基本观点？哪一个决议更正确地论证了这个观点和更确切地指明了从这个观点得出的结论？

接下去我指出，孟什维克的决议所作的论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完全是空话而不是论证（“斗争不允许政府有其他的选择。”[35]这就是一句典型的空话！这正是应该加以证明的，而且话也不能这么说。孟什维克是从没有被证明的和不能被证明的前提出发的）。我说，谁真正承认革命的高涨是不可避免的，谁就应该作出关于运动主要形式的相应结论。这正是我们在学术上和政治上应该解决的根本问题，而孟什维克却回避这个问题，他们说：有杜马的时候，我们就支持杜马，有罢工和起义的时候，我们就支持罢工和起义，至于这种还是那种运动形式是必然的，他们是不愿意或者不会考虑的。他们不敢对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说，哪种运动形式是主要的。既然这样，那么关于革命高涨和把革命进行到底（孟什维克说了一句非常不妥当的话：从逻辑上进行到底）的言论就都是十足的空话。这就是说，不是把无产阶级提高到革命的先进领袖的地位，使他们能更深更广地认识革命的意义，根据民主的总的和根本的利益来理解自己的策略，而是把无产阶级降低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消极参加者和卑微的“粗工”。

我说，孟什维克只用了黑格尔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东西都是现实的”这个有名的原理的前一半。杜马是现实的，因此杜马是合理的。他们经常这样说，而且满足于这种说法。我们回答说，杜马外面的斗争是“合理的”。这个斗争是由于当前的整个形势而客观地、必然地产生的。也就是说这一斗争是“现实的”，尽管它在目前遭到了镇压。我们不应该盲目地适应时局，这将是机会主义。我们应该周密考虑事变的更深的原因和我们的策略的更远的后果。

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中承认，革命正趋向高涨，承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一起应该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是，谁要是认真地这样想，谁就应该会作出结论。既然说和农民一起，那就是说你们认为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等等）是不可靠的。那么，为什么你们不象我们的决议那样说明这一点呢？为什么你们一字不提必须同立宪幻想即相信旧专制政府的诺言和法律进行斗争呢？立宪民主党人惯于忘记这一斗争；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就在散布立宪幻想。而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在革命时期忘记反对立宪幻想的任务，那就是在政治上把自己同立宪民主党人等同起来。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不以实际行动揭露人民中存在的立宪幻想，那么所有关于“革命高涨”、关于“把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新的革命爆发”的言论又有什么价值呢？

关于立宪幻想的问题，现在恰恰是一个能够最容易、最可靠地把机会主义者和主张进一步发展革命的人区别开来的问题。机会主义者避而不揭露这些幻想，主张革命的人无情地指出这些幻想的虚假性。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竟闭口不谈这样一个问题！

孟什维克不敢公开地、直截了当地说10—12月的斗争形式是不适用的和不妥当的，而是用最坏的、隐蔽的、间接的、转弯抹角的方式说出这个意思。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非常不体面的。

这就是我的报告的基本论点。

在就这些报告进行的辩论中，应该提到以下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有一位在代表大会上叫作波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的同志使我在我的总结发言中不能不惊呼：寻找的东西有时也会自己送上门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38页。——编者注］

 。他的言论可以说是汇集了孟什维主义的“精华”，在这一方面很难找到比他做得更突出的了。他说，“可笑”的是，布尔什维克认为“运动的主要形式”不是合法的和立宪的形式，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这是“可笑的”，因为这种运动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杜马是实际存在的。关于无产阶级作为“首领”或者“领袖”的作用，关于无产阶级可能成为“尾巴”等等这些话，都是“形而上学”，是“漂亮的空话”。

我对这位彻底的孟什维克回答说，摘下你的立宪民主党人的眼镜吧！这样你就会看到俄国的农民运动，看到军队中的动荡，看到失业者的运动，你就会看到现在“隐藏起来”的、但是连温和的资产者也不敢否认的那些斗争形式。他们直截了当地说，这些斗争形式是有害的或者说是不必要的。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则对这些斗争形式加以嘲笑。这就是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区别。这同过去的伯恩施坦，即德国的孟什维克，德国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情况一模一样。资产阶级曾经认为并且公开宣布19世纪末叶德国的革命斗争形式是有害的。伯恩施坦则对它们加以嘲笑。

由于在代表大会上提到了伯恩施坦问题，自然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资产阶级为什么称赞普列汉诺夫？俄国大量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报纸和出版物，甚至包括十月党人的《言论报》[36]在内，都对普列汉诺夫赞扬备至，这是事实，代表大会不能不注意到这个事实。

普列汉诺夫决定应战。他说，资产阶级称赞伯恩施坦同称赞我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他们称赞伯恩施坦是因为他向资产阶级交出了我们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他们称赞我是因为我的策略。情况不一样。

对于这一点，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和我向普列汉诺夫作了回答。我们两个人都指出普列汉诺夫说的不对。资产阶级称赞伯恩施坦不仅是因为理论，甚至完全不是因为理论。资产阶级唾弃任何理论。资产阶级称赞德国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是因为他们主张另一种策略。称赞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策略。是因为他们和革命策略不同的改良主义者的策略。是因为他们把合法的、议会的、改良主义的斗争看作是主要的或者几乎是唯一的斗争。是因为他们力图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搞民主的社会改良的党。就是因为这些伯恩施坦才受到称赞。资产者称赞伯恩施坦是因为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缓和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称赞普列汉诺夫是因为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缓和革命人民和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他们称赞普列汉诺夫是因为他把“议会”斗争看作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是因为他指责10—12月斗争，特别是指责武装起义。他们称赞普列汉诺夫是因为他在当前的策略问题上已经成了社会民主党右翼的领袖。

我忘记了补充说明，孟什维克在讨论立宪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怎样表现的。他们没有什么稳定的立场。其中一些人说反对立宪幻想是社会民主党的经常任务，根本不是当前的特别任务。另外一些人（例如普列汉诺夫）声称反对立宪幻想是无政府主义。孟什维克在立宪幻想问题上的这两种各走极端、针锋相对的意见，非常突出地暴露了他们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到了立宪制度已经确立，立宪斗争在一定时期成为阶级斗争和一切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的时候，揭露立宪幻想就不是社会民主党的特别任务、当前任务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立宪国家中的一切事情就是完全按照议会的决定去处理的。立宪幻想是对宪法的一种虚幻的信仰。立宪幻想在宪法貌似存在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时候，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一切事情并不按照议会的决定去处理的时候，才会占据首要地位。当实际政治生活同议会斗争中所反映的政治生活不一致的时候，这时，只有这时，反对立宪幻想才是先进的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自由派资产者害怕议会外面的斗争，在议会还软弱无力的时候就散布立宪幻想。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参加议会。社会民主党人则主张利用议会斗争，主张参加议会斗争，但是他们又无情地揭露“议会迷”，即把议会斗争奉为唯一的或者说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的政治斗争形式。

俄国的政治现实是不是同杜马的决议和演说一致呢？我们国家的事情是不是按杜马的决定去处理的呢？“杜马”的政党是不是多少真实地反映了当前革命时期的实际政治力量呢？提出这些问题就足以了解孟什维克在立宪幻想问题上是多么茫然失措了。

这种茫然失措在代表大会上最突出的表现是，孟什维克尽管占多数，却不敢把自己关于对时局的估计的决议提付表决。他们收回了自己的决议！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曾大大地嘲笑这一件事。胜利者收回了自己的胜利的决议，——人们是这样议论孟什维克所采取的这种在历届代表大会的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异常举动的。人们要求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记名投票，而且确实进行了记名投票，尽管孟什维克对这一点非常生气，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了书面声明，说“列宁在收集反对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鼓动材料”。似乎这种收集材料的权利不是任何反对派的权利和义务！似乎我们的胜利者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懊丧而突出地暴露了他们由于收回自己的决议而陷入十分难堪的处境！战败者坚决要求胜利者通过他们自己的胜利的决议。我们实在不能希望得到比这更明显的道义上的胜利了。

当然，孟什维克说，他们不想把我们不同意的东西强加于我们，不想使用暴力等等。人们对这一类的遁词理所当然地报以嘲笑，并且再一次要求进行记名投票。要知道孟什维克在他们深信自己是正确的那些问题上，已经毫不客气地把他们的意见“强加于”我们，毫不客气地使用了“暴力”（为什么要用这个可怕的字眼呢？）等等。关于对时局的估计的决议并没有号召党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没有它，党就不可能了解代表大会的全部策略的原则根据和理由。

所以，在这方面收回决议是实践上的机会主义的最高表现。我们的任务是在有杜马存在的时候就参加杜马。至于任何一般的议论，任何一般的估计，任何深思熟虑的策略，我们可不想操这份儿心。这就是孟什维克通过收回决议的行动告诉无产阶级的。

毫无疑问，孟什维克深知他们的决议是不中用的，是不正确的。深信自己的观点正确却不肯直截了当地、明确地把这些观点讲出来，这种事是不会有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孟什维克对他们自己的决议甚至不能作任何修正。因此，在对时局的估计和对无产阶级整个阶级任务的估计方面，在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上，他们都没有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只能一致作出一个消极的决定：根本收回决议。孟什维克模糊地感觉到，如果通过自己的原则决议，他们就会破坏自己的那些实践决议。可是他们这样做也无济于事。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对时局估计的决议可以而且应当由全党，由所有党组织加以讨论和对比。这个问题还悬而未决，应该加以解决。把这两个决议同政治生活的实际经验加以对照，例如同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教训加以对照，就会很明显地证明布尔什维克对俄国革命时局的看法和对无产阶级阶级任务的看法是正确的。



五　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


在代表大会上占优势的派别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报告人，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的长篇发言也没有把两个决议（委员会提出了两个决议，因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没有达成协议）进行比较，作出评价，没有确切说明少数派对这一问题的全部观点，而是“概括的叙述”议会制的意义。报告人高谈阔论，大讲其历史，描述了什么是议会制，它的意义，它在发展无产阶级组织、进行鼓动和唤醒无产阶级觉悟方面的作用等等。报告人一再含沙射影地说到“无政府主义密谋分子的”观点，他完全翱翔于抽象的领域之中，高飞在九霄云外，抛出一连串的陈词滥调和美妙的历史见解，这些东西对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历史时期全都适用，但由于这些东西本身的抽象性，唯独对于掌握我们面临的具体问题的具体特点没有用处。关于阿克雪里罗得这样极其抽象地、空洞地、泛泛地谈论问题的做法，我还记得下面这样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在发言中两次（我作了记录）提到社会民主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搞交易或者说取得协议的问题。有一次他顺便谈到这个问题，他以不屑一谈的口吻，三言两语地表示反对取得任何协议。另一次他谈得比较详细，他说：一般地讲，取得协议是可以允许的，但是不能在某个委员会里偷偷摸摸地干，而必须是公开地、让全体工人群众都知道和都清楚的情况下取得协议，它们应当成为重大的政治步骤或行动。这种协议会提高作为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的作用，更清楚更明显地向他们显示政治结构的情况，显示各个阶级的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利益。它们会把无产阶级卷入一定的政治关系，教会他们辨认出敌人和怀敌意者，等等。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大“报告”就正是用这一类的议论拼凑成的，——这些议论无法重述，只能举出个别例子来加以说明。

我在答复的报告中首先声明，阿克雪里罗得描绘了一幅十分美丽的、可以说是绝妙的图画。他热情地、熟练地画了这幅画，涂了鲜明的颜色，画了细致的线条。只可惜这幅图画不真实。画是一幅好画，没有说的，只是图画的主题是幻想的。这是一幅以一般议会制的意义为题的美妙的习作，一篇谈论代表机关的作用的生动的通俗演讲。只可惜关于现存的俄国“议会”（如果可以用这样一个词的话）的具体历史条件一点没有谈到，在这方面什么也没有说明。我说，阿克雪里罗得关于同立宪民主党人取得协议的议论充分暴露了自己。他承认，这种在真正的议会制存在的情况下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协议，其意义取决于能否公开地诉诸群众，取决于能否排除旧的“偷偷摸摸”的方式，代之以在群众中进行鼓动，由群众自己作主，诉诸群众。

毫无疑问，这些东西都是很美妙的。可是，在俄国“议会”制度下可不可能有这些东西呢？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根据我国现实（而不是图画上的）情况的客观条件，俄国的真正群众性的行动是以这种形式进行的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你们所希望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诉诸群众只能是通过秘密传单，而立宪民主党人却拥有发行千百万份的报纸，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吗？不要毫无用处地叙述议会制的美妙之处了（谁也不否认它们），描绘一下社会民主党的报纸、集会、俱乐部、工会的现实情况岂不更好吗？其实您关于议会制的一般议论是默认要以报纸、集会、俱乐部、工会这一切为前提的，因为这一切都是议会制度的一部分，这一点难道还要我来向你这位欧洲人证明吗？

为什么阿克雪里罗得在他的报告中只限于一些陈词滥调和抽象的原理呢？因为他要掩盖俄国1906年2—4月这一时期的政治上的具体的实际情况。这一实际情况表明专制制度同受压迫的愤怒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非常尖锐。为了用一般议会制的图画吸引听众，就必须把这些矛盾说得不那么尖锐，缓和这些矛盾，描绘一幅同立宪民主党人取得理想的公开的协议的“理想的”蓝图，而最主要的是必须把这些尖锐的矛盾抽象化，忘掉这些矛盾，避而不谈这些矛盾。

为了对实际的意见分歧作出估计而不致陷入漫无边际的空谈，我在报告中比较了并且详细地分析了这两个决议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43—347页。——编者注］

 。经过比较和分析，我认为孟什维克关于杜马的决议和布尔什维克关于杜马的决议之间有四个基本差别。

第一，孟什维克对于选举没有作出任何评价。在代表大会进行期间，俄国9/10的地区的选举已经结束。无疑，这些选举提供了大量的政治材料，这些材料把实际情形而不是我们幻想的那种情形描绘出来了。我们直接地、确切地估计了这些材料，我们认为，这些材料证明：在俄国绝大多数地方，参加选举就等于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这实际上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孟什维克关于这一点一声不吭。他们不敢这样在具体的基础上提出问题。他们不敢正视实际情形，不敢根据处在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之间的这种地位作出必要的结论。他们没有对实际的选举作出评价，没有对整个选举的结果作出评价，因为这种评价是对他们不利的。

第二，孟什维克的整个决议只把杜马当作或者看成是一个法律机关，而没有看作是表明一定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意志（或者说意志薄弱）的机关，是为一定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利益服务的机关。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里一般地谈论杜马，说杜马是一种“设制”，是一种“纯粹的”人民代表机关。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谈论问题的方法，而是纯粹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方法；这不是唯物主义方法，而是最坏的意义上的唯心主义方法；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小市民的含糊不清的方法。

我在代表大会上说，就拿孟什维克决议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段话来看看吧：“……（4）这些冲突〈同反动派的冲突〉迫使国家杜马在广大群众中寻找支持……”（我引自孟什维克向代表大会提出的草案）。说杜马能够而且一定会在广大群众中寻找支持，这话说得对吗？什么样的杜马？是十月党人的杜马吗？大概不是。是工人和农民代表的杜马吗？它不必寻找支持，因为它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得到支持。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吗？是的，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也只有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这话才说对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确实需要在广大群众中寻找支持。但是，只要你给孟什维克的抽象的、唯心主义的、一般的说法注入具体的阶级内容，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说法是不完全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立宪民主党人希望依靠人民。这是事实。我们（布尔什维克）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正是这样谈到立宪民主党人的。但是我们的决议还补充说：立宪民主党人摇摆不定，一方面希望依靠人民，另一方面又害怕人民的革命自主精神。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敢否认这里加着重标记的话是正确的。那么，在大家都已经清楚杜马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的时候，为什么孟什维克在关于杜马的决议中只谈出一半真理呢？为什么他们只指出立宪民主党人光明的一面，而闭口不谈另一面呢？

我们的杜马并不是人民代表机关这个“纯粹的观念”的体现者。只有立宪民主党教授中的资产阶级庸人才会这样想。呆在我们的杜马里的一定阶级和一定政党的代表决定着杜马的性质。我们的杜马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如果我们只说杜马希望依靠人民，而不补充说它害怕人民的革命主动精神，那我们就是公然撒谎，就是把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引入迷途，就是最不可饶恕地迁就一时的情绪，就是被摇摆于自由和君主制之间的政党的胜利所迷惑，就是不善于估价这个政党的真正实质。对于你们的这种沉默，立宪民主党人当然会加以称赞，可是觉悟的工人会称赞你们吗？

再举一个例子。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中写道：“沙皇政府力求遏止革命的高涨。”这是对的。但是，是不是只有沙皇政府想这样做呢？立宪民主党人不是无数次地证明了，他们既希望依靠人民，又力求遏止人民革命的高涨吗？社会民主党人这样给立宪民主党人涂脂抹粉是不是合适呢？

于是我作出下面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决议说，杜马可以间接地促进革命。只有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在革命和反动之间摇摆不定。我们的决议在谈到杜马的时候直接、明确地说，必须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在关于杜马的决议中对这一点闭口不谈，就意味着陷入了资产阶级的“纯粹的人民代表机关”的理想。

实际经验已经开始推翻孟什维克的幻想。你们已经可以在《涅瓦报》[37]上找到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指出（遗憾的是不够系统）：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的所作所为是不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允许“米留可夫之流的先生们同旧制度搞交易”。孟什维克这样说，就完全证实了我在代表大会上对他们决议的批评是正确的。孟什维克这样说，就是在跟上革命发展的浪潮，尽管这种发展还比较软弱，但是已经开始暴露立宪民主党人的本性，已经开始表明布尔什维克对问题的提法是正确的。

第三，我说，孟什维克的决议没有根据无产阶级策略的观点把资产阶级民主派清楚地加以区分。无产阶级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前进，或者说“分进合击”[38]。可是在目前杜马的时代，无产阶级究竟应该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哪一部分“合击”呢？孟什维克同志们，你们自己也明白，杜马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可是你们却回避这个问题。而我们直接地、明确地说：同农民的或者说革命的民主派一起，要通过我们同他们的团结一致使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起不了作用。

孟什维克（特别是普列汉诺夫，我再说一遍，他是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的真正的思想领袖）企图通过把自己的立场“深刻化”来回答这种批评。他们喊道：不错，你们要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可是我们是在揭露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请看一看我们决议的最后一段吧：“向群众揭露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彻底性”等等。于是普列汉诺夫傲慢地补充说，只有资产阶级激进派才专门强调立宪民主党人，而我们社会党人要揭露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

在似乎是把问题“深刻化”的后面隐藏着的这样一种诡辩，在代表大会上多次被使用，现在也经常被使用，因此值得谈一谈。

我们所说的这个决议要谈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是谈社会党人要揭露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呢，还是要确定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哪个阶层现在能够帮助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革命推向前进呢？

很明显，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既然这一点很明显，那就没有理由用前者来代替后者。布尔什维克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清楚地说明，社会党人要揭露所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其中也包括革命的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然而，关于无产阶级当前策略的问题要谈的，不是社会党人的批评，而是政治上的互相支援。

资产阶级革命愈向前发展，无产阶级就愈要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翼中寻找自己的同盟者，愈要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上层深入到它的下层中去。有一个时期，贵族代表和提出（在1901年）希波夫式的“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口号[39]的司徒卢威先生，也能够支持革命。后来革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上层开始脱离革命。下层开始觉醒。无产阶级开始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下层中（为资产阶级革命）寻找同盟者。现在无产阶级在这一方面的策略的唯一正确的规定应该是：同农民的（要知道农民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同志们，请不要忘记这一点！）和革命的民主派在一起，使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起不了作用。

再说一次。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最初一些步骤证明哪一个路线是正确的呢？实际生活已经走在我们的争论前面。实际生活迫使《涅瓦报》也把农民团（“劳动团”[40]）划分出来，选择了劳动团而不要立宪民主党人，同劳动团接近，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实际生活已经使人们懂得了我们的口号：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的和革命的民主派。

第四，我批评了孟什维克决议的最后一条，也就是关于杜马中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那一条。我指出，大批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没有参加选举。在这种条件下，把党的正式代表强加给这些工人群众是不是合适呢？党能不能担保这些候选人真正是党所要选择的呢？社会民主党的第一批杜马候选人预料将来自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选民团，这会不会造成某种危险和反常情况呢？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批杜马候选人竟不是由工人组织选出，不受工人组织的监督……纳扎尔同志要求社会民主党杜马候选人由地方工人组织提名，他的这个修正案被孟什维克否决了。我们要求进行记名投票，并且把我们的不同意见记录在案。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50—351页。——编者注］



我们投票赞成高加索人的修正案（在一些还没有举行选举的地方参加选举，但是不同其他党派结成联盟），因为禁止同其他党派结成联盟和取得协议，对党无疑有巨大的政治意义。

我还要指出，代表大会否决了叶尔曼斯基同志（自认为是个调和派的孟什维克）的修正案，他要求只有在能够对群众进行鼓动和广泛地组织群众的条件下，才准许参加选举。

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包括波兰人，崩得，记得还有拉脱维亚人，都在这个问题上发了言，他们坚决主张抵制，同时强调要考虑地方的具体条件，反对根据抽象的考虑决定这样的问题。

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问题上，代表大会也通过了一个给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这一指示（可惜它没有收入中央委员会出版的代表大会决议里面）委托中央委员会通知所有的党组织：（1）谁，（2）在什么时候，（3）在什么条件下被中央委员会指定为党的议会党团的代表了。其次要定期通报关于这些党代表的活动的报告。该决议委托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所属的地方工人组织监督自己的这些在杜马中的“全权代表”。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68页。——编者注］

 这里我要附带指出，这个重要决议由于表明了社会民主党人不象资产阶级政客那样看待议会制，而遭到了司徒卢威先生的《杜马报》[41]和《新时报》[42]一致的不满和嘲笑。

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讨论情形就要讲完了，最后我还要谈两个插曲。第一个，是阿基莫夫同志的发言，他是被邀请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我要对不熟悉我党历史的同志们说，阿基莫夫同志自90年代末起就是党内最彻底的机会主义者，或者说是最彻底的机会主义者之一。甚至新《火星报》[43]也得承认这一点。阿基莫夫在1899年及以后的年代里是一个“经济派”[44]，并且始终如一。司徒卢威先生在《解放》杂志[45]上一再称赞过他的“现实主义”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识。阿基莫夫同志与《无题》周刊[46]中的伯恩施坦派（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等）很难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社会民主党右翼同左翼展开斗争的情况下，这样一个同志的出席当然不能不在代表大会上引起重视。

阿基莫夫同志是紧接在几位报告人之后第一个就国家杜马问题发言的人。他声明，他有很多地方不同意孟什维克的意见，但是他完全同意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意见。他不仅赞成参加杜马，而且还主张支持立宪民主党人。阿基莫夫同志公开地维护立宪民主党人（而不是用隐蔽的形式，例如说什么立宪民主党人比社会革命党人重要等等），在这一方面他是唯一的一位彻底的孟什维克。他公开地反对我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对立宪民主党人的评价。用他的话说，立宪民主党“确实是争取人民自由的党，但是比较温和”。立宪民主党人是“孤苦伶仃的民主派”——我们这位孤苦伶仃的社会民主党人说。“孟什维克必须人为地设置障碍，以免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帮手。”

正象读者所看到的，阿基莫夫同志的发言又一次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孟什维克同志们倒向哪一边。

第二个插曲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一点。事情是这样的。委员会提出的孟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最初决议草案的第五条（关于军队问题）有这样的话：“……在俄国土地上将第一次看到由沙皇亲自促成的、为法律所承认的、从民族内部产生的新政权”等等。在批评孟什维克决议对国家杜马的不慎重和乐观的（说得温和一些）态度时，我也批评了加了着重标记的这些词句，我开玩笑地说：也许还要加上“上帝恩赐的”（政权？）。委员会的委员普列汉诺夫同志对于我开这个玩笑非常生气。他发言时喊道：怎么！说我有“机会主义的嫌疑”（这是我记下来的他的原话）吗？我是军人，我知道军人怎样对待政权，也知道沙皇承认的政权在军人眼中有什么意义等等。普列汉诺夫同志生气，正暴露了他的弱点，更明显地表明他做得“过火”了。我在自己的总结发言中回答说，问题根本不在于“嫌疑”，说这些抱怨的话是可笑的。谁也不会责备普列汉诺夫信仰沙皇。但是决议不是为普列汉诺夫写的，而是为人民写的。对人民说这些只有维特之流的先生们才能说出的模棱两可的道理是不适当的。这些道理会转过来反对我们，因为如果强调国家杜马是“政权”（？？这个词就足以表明我们的孟什维克太乐观了），而且是沙皇促成的政权，从这里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合法的政权应该合法地进行活动，应该听从“促成”它的人的话。

孟什维克自己也看出普列汉诺夫做得过火了。根据他们自己人的建议，这些加着重标记的词句从决议中删掉了。



六　武装起义


代表大会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土地问题和国家杜马问题这两个主要问题上以及对时局估计的讨论上。我们在这些问题上花费了多少天，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很多出席会议的代表都疲倦了，不仅是疲倦，他们好象还希望撤销议程上的一些问题。大会通过了一个加速大会工作的建议，因此，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的报告人的报告时间减少为15分钟（前面一些问题的报告人曾经不止一次地超过规定的半小时）。这样就开始把一些问题匆忙地加以结束。

在代表大会上占优势的“少数派”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的报告人切列万宁同志，果然不出所料，正象布尔什维克屡次预言的那样，“滚到普列汉诺夫那一边去了”，也就是说，实质上站到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很多孟什维克所不同意的《日志》的观点上去了。我的笔记本里记下了他的这样一些话：“十二月起义只不过是绝望的产物”；“十二月起义的失败在最初几天就已经注定了”。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句话象一根红线贯穿在他的叙述中，同时照例搀杂着一些对于“密谋分子”、对于“夸大技术问题”的攻击。

我们的报告人文特尔同志枉然地试图用简短的发言促使代表大会对这两个决议的原文加以评价。有一次他甚至不得不拒绝继续报告下去。这是在他发言的中途，在他宣读孟什维克决议的第一条“斗争提出了从专制政府手中争取政权的直接任务”的时候发生的。原来，我们的报告人虽然是武装起义决议起草委员会的一员，但不知道该委员会在最后时刻在提交代表大会的胶版印的决议草案中作了新的修改。该委员会中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建议，以“用强力争取权利”的字样来代替“争取政权”的字样。

修改提交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不通知报告人，起草委员会的委员，这种做法粗暴地破坏了代表大会工作的一切惯例，使我们的报告人非常气愤，他拒绝继续报告下去。只是在孟什维克作了很久的“解释”之后，他才同意说几句话作为结束。

这样的修改的确是令人吃惊的。关于起义的决议中竟不谈争取政权，而谈争取权利！请想想看，这种机会主义的说法会在群众的思想中引起多么大的混乱，这种用伟大手段（起义）达到渺小目的（争取权利，也就是说从旧政权手中争取权利，要它让步，而不是推翻它）的极不相称的做法会是多么荒唐。

当然，布尔什维克对这个修正进行了最有力的抨击。孟什维克的队伍动摇了。看来，他们感到：普列汉诺夫又一次做得过火了；对起义的任务作如此温和谨慎[47]的估计，在实际工作中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普列汉诺夫只好打退堂鼓。他收回了他的修正案，并说他认为没有什么重大差别，其实不过是“修辞”上的问题。这当然是把苦药丸包上一层糖衣。大家都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修辞上的问题。

普列汉诺夫的修正明显地暴露了孟什维克在起义问题上的基本意图：想出一些借口来反对起义，否定十二月起义，劝止再次起义，使起义的任务化为乌有，或者把这些任务确定得根本不再需要通过起义来完成。但是孟什维克不敢直接而果断地、公开而明确地说出来。他们的态度是十分虚伪的，他们用一种隐蔽的形式和半暗示的手法来表达他们的内心思想。无产阶级的代表可以而且应该公开地批评无产阶级的错误，而采用隐蔽的、模棱两可的、含糊不清的形式，则是和社会民主党完全不相称的。孟什维克的决议正是不自觉地反映了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找一些借口来反对起义，同时又说什么“人民”承认起义。

谈论技术问题和密谋活动，这是十分明显地转移人们的视线，是十分粗暴地掩盖在对起义的政治估价上的分歧。为了避免作这种估价，为了避免直接说出十二月起义是不是一个前进的步骤和运动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就需要转变话题，撇开政治问题而谈论技术问题，撇开对1905年12月事件的具体估价而一般地谈论密谋活动。把莫斯科十二月斗争这样的人民运动说成是密谋活动，说出这种话实在是社会民主党的莫大的耻辱！

我们对孟什维克同志们说，你们想展开争论，你们想“刺一下”布尔什维克，你们关于起义的决议满篇都是对看法和你们不一致的人的攻击。那就尽情地争论吧。这是你们的权利，也是你们的义务。但是不要把估价这段历史性事件的大问题变成琐碎无聊的争论。不要损害党的尊严，让它在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十二月斗争这个问题上，除了对另一派别挖苦中伤以外，别的什么话也不会说。请你们再稍微提高一步，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可以专门草拟一个反驳布尔什维克的论战性的决议，但是对于起义问题，你们要给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一个直接明了的而不是口是心非的答案。

你们大叫什么夸大技术问题和密谋活动。可是，请你们看看这两个决议草案吧。你们会看到，写在我们的决议中的恰巧不是技术性的材料，而是历史性的和政治性的材料。你们会看到，我们的根据恰巧不是来自毫无内容和无法检验的陈词滥调（“争取政权的斗争任务”），而是来自运动的历史，来自1905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政治经验。你们是在委过于人，因为正是你们的决议非常缺乏历史性的和政治性的材料。你们的决议是谈起义的，可是却没有一句话谈到罢工同起义的关系，没有一句话谈到10月以后的斗争怎样必不可免地导致起义，没有一句话直接明了地谈到十二月事件。正是在我们的决议里，起义不是被当作密谋家的号召，不是被当作技术问题，而是当作由十月罢工、关于自由的许诺、取消自由的企图以及维护自由的斗争所造成的十分具体的历史情况的政治结果。

关于技术问题和关于密谋活动的词句，不过是你们回避起义问题的遁词罢了。

孟什维克关于起义问题的决议，在代表大会上就被称为“反对武装起义的决议”。任何人，只要稍微仔细地阅读过提交代表大会的两个决议，恐怕都不敢否认这种说法的正确性。 
［注：为了帮助读者以自觉的批判的态度分析代表大会上的争论，我把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最初的决议草案以及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都收在附录里。只有对这些文本进行仔细研究和比较，才能在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问题上独立地作出判断。］



我们的论点只有一部分对孟什维克产生了影响。谁要是把他们的决议草案同他们最后通过的决议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去掉了不少实在琐碎的攻击和观点。但是总的精神当然还是依然如故。孟什维克的代表大会在俄国第一次武装起义以后表现出茫然失措，避开直接回答问题，不敢直接向无产阶级说明这次起义是个错误还是前进一步，需要不需要第二次起义，第二次起义同第一次起义在历史上的联系是怎样的，这是历史事实。

孟什维克想从议程上撤销起义问题，他们很想这样做，但是又不敢承认这一点，这种支吾搪塞的做法使这个问题实际上悬而未决。十二月起义还需要党作出评价，所有的组织也都应该严肃地注意这个问题。

起义的实践问题也悬而未决。以代表大会的名义确认了运动的直接（请注意这一点！）任务是“争取政权”。要知道这可以说是最最布尔什维克的说法，可是人们责备我们说，正是这种说法使问题流于空谈。但是既然代表大会这样说了，我们就应该以此为准绳，我们就应该根据这一点对那些可能忘记了这一直接任务的党的地方和中央的机关和组织进行最坚决的批评。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一定的政治时期把这一直接任务放到首位。谁也没有权利阻止我们这样做，这样做完全符合代表大会的指示，因为我们已经删去了“争取权利”的字样，已经迫使代表大会承认“争取政权的直接任务”。

我们劝各个党组织不要忘记这一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声名狼藉的杜马挨了专制政府的耳光的时候。

沃伊诺夫同志在讨论武装起义的时候非常中肯地指出了孟什维克已经陷入了怎样的窘境。说“争取权利”，这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的说法。说“争取政权”，那就等于丢掉自己手中的一切攻击布尔什维克的武器。沃伊诺夫讽刺说，现在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密谋分子的邪说。“争取政权”是正统，“夺取政权”是密谋活动……

这位演讲人还描述了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般特征。他说孟什维克是印象派，是情绪不定的人，是见异思迁的人。在涨潮的时候，在1905年10—11月，你看吧，《开端报》拼命地疾驰狂奔，它表现得甚至比布尔什维克更布尔什维克。它已经从民主专政跳到社会主义专政去了。退潮了，情绪低落了，立宪民主党人行时了，孟什维克又赶忙适应这种低落的情绪，跑跑颠颠地跟在立宪民主党人屁股后面，对10—12月的斗争形式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气。

孟什维克拉林在代表大会上的书面声明非常有趣地证实了上述情况。他把这份声明交给了常务委员会，因此，声明一定全部记录在案了。拉林在声明中说，孟什维克在10—12月间犯了错误，因为他们采取了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我在代表大会上听到一些孟什维克口头上对这一“宝贵的招供”表示了个人的异议，但这种异议是否在发言或者声明中吐露过，这一点我不能肯定。

普列汉诺夫的发言也是大有教益的。他谈到了夺取政权（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不过他在这里非常奇怪地说漏了嘴。他喊道：我反对象密谋分子那样夺取政权，但是我完全赞成象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48]那样夺取政权。

普列汉诺夫的这句话被我们抓住了。我对他说，妙极了，普列汉诺夫同志，把你说过的话写到决议中去吧。随便你们怎样激烈地谴责密谋活动，我们布尔什维克还是会完全一致地投票赞成这样一项认可并且向无产阶级建议按照国民公会的方式夺取政权的决议。你们可以谴责密谋活动，不过要在决议中认可国民公会式的专政，那样，我们就会完全地、无条件地同意你们的。不仅如此，我还向你们担保，在你们签署这个决议以后，立宪民主党人就不会再称赞你们了！

沃伊诺夫同志也指出普列汉诺夫由于无意中“说漏了嘴”，讲到国民公会，从而陷入极大的矛盾。国民公会就是下层的专政，即城市和农村最下层的贫民的专政。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国民公会就是不由大资产阶级或者中等资产阶级而由普通人、贫民即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其中完全独占统治地位的权力机关。肯定国民公会而又反对夺取政权，这等于玩弄词句。肯定国民公会而又竭力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等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布尔什维克一向都是讲由人民群众，由无产阶级和农民夺取政权，而绝不是由什么“觉悟的少数”夺取政权。所谓密谋活动和布朗基主义[49]云云，不过是一种天真无邪的装腔作势，一提到国民公会，它们就碰得粉碎了。



七　代表大会的结束


武装起义问题是在代表大会上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和原则性的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其他问题都草草结束，或者没有经过讨论就作了决定。

关于游击性战斗行动的决议是作为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的附加部分通过的。当时我不在会场，也没有从同志们那里听到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比较有意义的讨论。而且，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

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在这些决议的起草委员会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了协议。我要指出，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对立宪民主党作了十分正确的估计，同时承认了起义是争取自由的“唯一手段”。在我们日常的鼓动工作中，应该经常地注意到这两点。

同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统一的问题占用了比较多的时间。同波兰人合并的问题一致通过了。同拉脱维亚人合并的问题，我记得也一致通过了，至少没有发生多大的争论。在同崩得合并的问题上发生了一场激战。我记得结果是以54票或者将近54票通过了合并。布尔什维克（几乎全部）、中派和派别情绪最少的孟什维克都投了赞成票。大家都同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方领导委员会应当是统一的委员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要根据共同的原则选举。通过了一项承认必须为实现集中的组织原则而奋斗的决议（我们提出了措辞不同但是意思完全一致的另一个决议，其中强调了我们向崩得所作的让步的实际意义，肯定了必须为无产阶级力量的新的更紧密的团结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

在同崩得合并的问题上，有一些孟什维克勃然大怒，他们指责我们违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原则。对照一下《党内消息报》第2号，就是对这种指责的最好的回答。早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很久布尔什维克就在那里发表了一个决议草案，其中建议向所有的民族社会民主党作一系列进一步的让步，直到“在党的地方的、省的和中央的机关中有按一定比例选出的代表” 
［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10—211页。——编者注］

 。孟什维克也在《党内消息报》第2号上提出了自己的反决议作为对我们决议的答复，然而他们的决议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不同意我们的进一步向崩得及其他民族社会民主党让步的方案。

我觉得，这个事实对究竟是布尔什维克由于派性而投票赞成崩得，还是孟什维克由于派性而投票反对崩得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

党章很快就通过了。我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孟什维克曾想把召开紧急代表大会所必需的党员人数增加到全体党员的2/3。当时我同我们布尔什维克同人断然声明：削减一派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党章所承认的反对派的最低限度的自治权和各种权利的任何微小尝试，必然会造成分裂。孟什维克同志们，问题取决于你们：如果你们愿意抱忠实的态度，尊重少数派的一切权利，尊重反对派的一切权利 
［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我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就在我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和国家杜马》（其中附有唐恩的文章）中指出，必须保证处于少数地位的派别有批评代表大会决议的自由和鼓动召开新的代表大会的自由（第8页）。[50]］

 ，那么我们服从，我们将选派自己的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我们将谴责分裂。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样做，那么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孟什维克同意把2/3降低为1/2。党章一致通过了，包括第1条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只有两点引起了意见分歧。

第一，我们建议给第1条加一个附注，规定改变住址的党员有权参加当地的党组织。

这个附注的目的在于防止小的争吵和纠纷，防止把持不同见解者排挤出组织，防止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互相排斥。党日益壮大。它正在成为一个大党。应该结束争夺地盘的斗争。党的所有机关是选举产生的。而党的基层组织对全体党员来说则应该是完全开放的。只有这样，思想斗争才不致被组织上的无原则纠纷所玷污。

尽管我们一再坚持，孟什维克还是否决了这个附注。但是为了证明自己忠实的意图，他们同意通过一个决议：“代表大会否决这个附注，只不过是因为这个附注是多余的，是不言而喻的。”（我在这里是凭记忆引证的，因为在我的记事本里没有这一决议的原文。）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争论和组织纠纷的情况下，考虑一下这个决议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分歧涉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关系。孟什维克通过了在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以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作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参加解决政治问题的条文（这个含混不清的条文势必会引起误解）。布尔什维克根据俄国党内和德国党内 
［注：指不久前发生的一次“事件”：《前进报》[51]的6位编辑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把他们免职而掀起了一场争吵。[52]］

 打笔仗的可悲的经验，主张由中央委员会任命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主张中央委员会有权撤换编辑部成员。我认为，孟什维克的决定无疑地表明，在我党右翼中，著作家和实际政治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正常。

我还要当作一个大笑话指出来的，是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确认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53]。把这个决定载入我们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历史真要成为一个大笑话。难道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所有的决定不是所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必须遵守的吗？挑出这样一个决定加以确认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看到过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只谈所有国家共同适用的对待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而不解决以什么态度对待本国这一个或那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呢？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准备了关于在俄国在基督降生后第1906年对待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草案。如果代表大会没有时间研究这个问题，那就应该干脆把它搁下。选择这样的“中间”道路，即不研究俄国政党的问题，而确认国际的关于一般问题的决定，这只是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茫然失措。这等于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用自己的头脑来解决关于俄国各政党的问题，所以我们只好重复一下国际的决定！这是把问题留作悬案的一种最拙劣的、只能引起人们嘲笑的方式。

然而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读者将会在附录中找到多数派和少数派的相应决议的草案。我们建议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实际工作者、鼓动员、宣传员，哪有不关心这个问题的呢？）随时拿这些草案同“革命的教训”对照，也就是同各个政党的生活中的政治事实对照，目前俄国实际生活正提供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实。谁愿意这样做，谁就会发现，革命愈来愈证实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两个主要派别，即自由主义君主派（主要是立宪民主党人）和革命民主派的估计是正确的。

孟什维克的决议则明显地表现出束手无策和茫然失措，以致在代表大会上只好采取确认国际的决定这样一种可笑的做法。孟什维克的决议只是些泛泛的空谈，并没有试图解决（或者大致指出如何解决）俄国政治现实中的具体问题。这个茫然失措的决议写道，应该批评所有的政党，应该揭露它们，应该承认没有十分彻底的民主政党。但究竟应该怎样“批评和揭露”俄国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政党或者这些各种各样类型的政党，这一点决议却不知道。决议说应该“批评”，但是它又不会批评，因为对资产阶级政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是要对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同的阶级基础进行具体的分析。决议束手无策地说什么没有十分彻底的民主政党，而不善于判明俄国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在彻底性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我国革命进程中已经表现出来而且在继续表现出来。在孟什维克决议的空洞词句和老生常谈后面，甚至我国三种基本类型的资产阶级政党——十月党[54]、立宪民主党、革命民主派之间的界限也消失了。我们的这些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估计俄国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倾向方面完全束手无策，已经到了令人可笑的地步，他们竟还指责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犯了“真正的社会主义”[55]的错误，即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历史上的具体作用！这简直是又一次委过于人。

我稍微离开了我要谈的本题。但是我在我的这本小册子的开头就预先说过，我打算在报告代表大会情况的时候，同时谈一谈我对代表大会的一些看法。我认为党员要对代表大会作出有见识的评价，就应该不仅考虑到代表大会完成的工作，还要考虑到代表大会应该完成而没有完成的工作。每一个有头脑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对俄国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代表大会上的选举只用了几分钟。事实上一切在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举行以前就安排好了。中央机关报由孟什维克安排了五个清一色的孟什维克组成；我们同意了派三个人参加中央委员会，而孟什维克有七个。这三个人作为一种监督者和反对派权利的捍卫者，今后的处境如何，将来才会见分晓。



八　代表大会的总结


整个地看一下代表大会的工作和代表大会的工作所造成的我们党的形势，我们得出下面一些主要的结论。

代表大会的一个重大的实际成果就是确定了（部分已经实现了）同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的合并。这次合并巩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它将有助于消灭小组习气的最后痕迹。它将给党的工作带来新的生气。它将大大加强俄国所有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力量。

少数派和多数派的合并也是一个重大的实际成果。分裂中止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应该是团结一致的。组织上的意见分歧几乎完全消除了。现在留下的是一项重大的、严肃的和非常重要的任务：在党组织中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进行顽强不懈的努力，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而不是在口头上成为党的基本组织细胞，使所有的高级机关都成为真正选举产生的、要汇报工作的、可以撤换的机关。要进行顽强不懈的努力来建立一个包括全体觉悟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组织。应该实现直到现在还多半是在纸上承认的所有党组织的自治权。应该彻底消除争地盘的斗争、畏惧其他“派别”的心理。但愿我们能真正有团结一致的党组织，而在这些组织内部，各个不同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派别之间只能进行纯粹的思想斗争。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们也不可能马上做到。但是道路已经确定，原则已经宣布，我们现在应该力求完全地、彻底地实现这个组织上的理想。

我们认为代表大会的一个重大的思想成果是更明确地划清了社会民主党右翼和左翼的界限。欧洲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都有这两派，我们党内也早就形成了这两派。更清楚地划分他们的界限，更明确地判明争论的起因，这是促进党的健康发展、加强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制止一切使社会民主党严重脱离正确道路的倾向所必要的。

统一代表大会提供了大量实际的文件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十分确切地、无可争辩地判明，在哪些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一致，在哪些问题上我们的意见有分歧，分歧究竟有多大。应该研究这些文件材料，应该了解确切地表明了分歧的内容和程度的那些事实，应该抛弃旧的小组习气：一味地大叫大嚷，危言耸听，咄咄逼人，而不对某个某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某点某点分歧进行实际的分析。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本小册子的附录中，必须包括尽可能完整的有关统一代表大会的文件材料，使党员能够真正独立地研究分歧，而不是重复那些不假思索地接受来的老调子。这些文件材料当然是枯燥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阅读那些决议草案，拿草案和通过的决议比较，考虑每一条每一句的不同的措辞的意义。但是不做这种严肃认真的工作，就不可能自觉地对待代表大会的决议。

这样，把我上面所谈的代表大会的争论归纳起来，把代表大会没有研究的（或者说搁下来的）决议草案的不同倾向归纳起来，我得出的结论是：代表大会大大帮助了我们更清楚地划分社会民主党右翼和左翼的界限。

我们的右翼不相信俄国目前的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会取得完全胜利，害怕这个胜利，没有坚决地、明确地向人民提出争取这个胜利的口号。它一直纠缠在一个根本错误的、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思想上：似乎资产阶级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独立地“干”，或者说资产阶级革命应该仅仅由资产阶级进行。对于无产阶级作为争取资产阶级革命的完全彻底胜利的先进战士的作用，社会民主党右翼是不清楚的。

例如他们提出（至少是代表大会的右翼发言人有几位在发言中提出）农民革命的口号，但是并没有把这个口号贯彻到底。他们没有在纲领中规定明确的革命路线（由革命农民委员会夺取土地，直到召开全民立宪会议），以便在人民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他们不敢在农民革命的纲领中表达由革命农民夺取政权的思想。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恰巧没有“从逻辑上”把农业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进行到底，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逻辑上”（和从经济上）把这种改革进行到底，那就只有实行消灭绝对地租的土地国有化。他们杜撰出一条十分勉强的中间路线，主张由各地区各自分散地实行土地国有化，在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下维持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他们用复辟的幽灵来吓唬无产阶级，而没有注意到他们是抓起了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武器，他们是在给君主派资产阶级帮忙。

我们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整个策略路线过高地估计动摇不定的君主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等等）的意义和作用，而过低地估计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农民协会”[56]，杜马中的“劳动团”，社会革命党人，人数众多的半政治性半工会性的组织等等）的意义。这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过高估计和对革命民主派“下层”的过低估计，同上面指出的对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正确看法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立宪民主党人的表面成就，他们的轰动一时的“议会”胜利，他们的装腔作势的“立宪”演说，把我们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弄得眼花缭乱。这些人迷恋于权宜之计，而忘记了民主派的更根本的和更重要的利益，忘记了那些力量，那些很少在特列波夫和杜巴索夫之流所允许的“立宪制度”的表面上“喧嚷”，却在革命民主派的下层进行着更深刻的尽管不太显眼的工作，酝酿着一些不完全是议会性质的冲突的力量。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对起义持怀疑的（说得温和一点）态度，他们力图丢掉10月和12月的经验和当时所制定的斗争形式。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中，在这个在任何真正革命时期都处于首要地位的斗争中，表现了动摇和消极。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抵制杜马的历史作用毫不理解，竭力想用“无政府主义”这种尖刻的字眼来回避对一定时期的运动的具体条件作出估计 
［注：我刚刚收到卡尔·考茨基的新的小册子《国家杜马》。他对抵制问题的提法同孟什维克的提法有天壤之别。我们的可怜的社会民主党人，例如《涅瓦报》的涅哥列夫，胡说什么抵制是无政府主义！考茨基却不然，他对具体条件进行分析之后写道：“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大多数俄国同志认为用这种方法召集的杜马只不过是令人极端愤慨的伪造的人民代表机关，并且决定对它进行抵制，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的大多数俄国同志认为，与其参加选举运动然后进入杜马，不如进行斗争以便搞垮这届杜马、争取召集立宪会议更为恰当，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我们多么希望阿克雪里罗得的关于议会制的好处和无政府主义的害处的空洞词句能够尽快公之于世，好跟考茨基的这种历史的具体评价作一番对照！

顺便说一说。考茨基在他这本小册子里是这样谈到革命的胜利的：“农民和无产阶级将愈来愈坚决地和不客气地迫使杜马的代表向左转〈用《涅瓦报》的轻蔑的说法，是“赤裸裸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战胜自己的对手以前……日益削弱和钳制自己的对手。”总之，农民和无产阶级将战胜“他们”，也就是把政府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全都战胜。可怜的考茨基！他不懂得，资产阶级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进行。他陷入了“布朗基主义”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胜利（“专政”）的邪说。］ ，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参加假立宪机关，过高估计这个机关的积极作用。

我们应该同我们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些倾向进行最坚决的、公开的、无情的思想斗争。应该努力做到对代表大会的决定进行最广泛的讨论，应该要求全体党员以十分自觉的、批判的态度对待这些决定。应该使所有的工人组织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说明自己赞成哪些决定，不赞成哪些决定。如果我们是真正地、严肃地决定在我们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如果我们决定吸引工人群众自觉地解决党的问题，那就应该在报刊、集会、小组和团体中进行这样的讨论。

但是，在统一的党内进行的这种思想斗争，不应该分裂组织，不应该破坏无产阶级行动的一致。这在我们党的实践上还是一个新的原则，因此，要正确地加以贯彻还要做很多工作。

讨论自由，行动一致，这就是我们应该努力做到的。在这一方面，统一代表大会的决定给全体社会民主党人留下了足够的活动余地。现在还远远谈不上按“地方公有”的精神采取实际行动，而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空想，这却是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同意的。因此我们应该讨论地方公有，谴责地方公有，不要担心这样会破坏无产阶级的行动的一致。

关于杜马的问题，情形有些不同。在进行选举的时候行动必须完全一致。代表大会决定，在所有将要举行选举的地方我们都参加选举。在选举期间，不得对参加选举进行任何批评。无产阶级的行动应该是一致的。将来只要有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我们都将随时承认它是我们党的党团。

但是，除了行动的一致之外，还必须最广泛地、自由地讨论和谴责我们认为有害的措施、决定和倾向。只有这样进行讨论，通过决议，提出异议，才能形成我们党的真正的公众舆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会成为一个善于随时表明自己的意见，用正确的方法把已经确定的意见变成下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的真正的党。

现在我们看一看引起意见分歧的第三项决议，即关于起义的决议。在这里，在进行斗争期间这个问题上行动一致是绝对必要的。在进行这样激烈的斗争期间，全力以赴的无产阶级大军的内部不允许进行任何批评。而在还没有号召采取行动的时候，可以对决议及其根据和各条规定进行最广泛的、自由的讨论和评价。

因此，活动范围是很广阔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提供了很多的余地。不管怎样迷恋于假立宪制度，不管有人怎样夸大杜马的“积极”作用，不管社会民主党的极右派怎样号召温和谨慎，我们手中有对付这一切的最有力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代表大会关于起义的决议的第一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确认运动的直接任务是从专制政府手中争取政权。谁忘记了这个直接任务，谁把它放在次要地位，谁就是违背代表大会的意志，我们就要同这些违背代表大会意志的人进行最尖锐的斗争。

我再说一遍：余地是很多的，从议会党团到争取政权的直接任务。在这样广阔的范围内进行思想斗争，可以也应该不致引起分裂，不致影响无产阶级行动的一致。

因此我们号召所有不愿让我们党过于右倾的社会民主党人进行这样的思想斗争。



附录

评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工作的参考资料


为了使读者能够在代表大会记录印出以前根据文件研究代表大会讨论过的问题，我们把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草案以及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刊印在这里。正象本小册子正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只有研究了这些材料，才可能对代表大会上的思想斗争的真正意义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们把《党内消息报》第2号刊登的未经代表大会研究的和没有提交代表大会的一些重要决议案也刊印在这里，因为代表大会所有的代表在争论中都考虑到了这些决议案，有时还引用了这些决议案，如果不了解这些决议案，就不可能彻底弄清楚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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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这本小册子起初交由彼得堡事业印刷所刊印。1906年6月3日（16日），这家印刷所遭到沙皇警察的搜查，已印出的小册子被抄走。从这时起，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部门和司法部门对这本小册子出版一事进行了整整6年的追查，最终根据圣彼得堡高等法院1912年6月25日（7月8日）的决定于1913年1月30日（2月12日）将小册子销毁。但是，沙皇政府要查禁这本小册子的企图并未得逞：早在1906年6月，小册子就已顺利地转移到莫斯科出版了。



这本小册子的《附录》中收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其他材料。《附录》部分有列宁写的简短序言（见本卷第64—65页）。——1。



[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62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还有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和崩得的代表各3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各1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1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参加大会的共有157人。 



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1905年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导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了两派分别制定的纲领，并按300名党员产生1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织遭摧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112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则拥有62票，而且拥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



代表大会的议程是：修改土地纲领；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关于对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和对杜马本身的策略问题；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临时革命政府和革命自治；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态度；工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对各种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党派和组织的态度；根据党纲中的民族问题对召开特别的波兰立宪会议的要求的态度；党的组织；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崩得）的统一；工作报告；选举。大会只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党的章程这几个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



大会是在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种纲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对这一纲领作了一些修改。大会还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和武装起义的决议。大会未经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区各民族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局面。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名孟什维克（B．H．罗扎诺夫、列·伊·戈尔德曼、柳·尼·拉德琴柯、列·米·欣丘克、维·尼·克罗赫马尔、Б．A．巴赫梅季耶夫、帕·尼·科洛科尔尼科夫）和3名布尔什维克（瓦·阿·杰斯尼茨基、列·波·克拉辛、阿·伊·李可夫）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5名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彼·巴·马斯洛夫、费·伊·唐恩、亚·尼·波特列索夫）组成的清一色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中央委员中的李可夫后来换成了亚·亚·波格丹诺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民族社会民主党后来分别派代表参加了中央委员会。——1。



[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召开。7月24日（8月6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24次会议。



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定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的中央委员会和国外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有些代表有两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



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整个纲领（有一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有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代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委员。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音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27日（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的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8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21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组织委员会的报告；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党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对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对自由派的态度；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宣传和鼓动；中央委员会的和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工作报告等等。列宁就大会讨论的一切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作了发言。



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的领袖和领导者，为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



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1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代表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为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1。



[4]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为处理党内在土地问题上的尖锐分歧而成立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列宁、彼·巴·马斯洛夫、彼·彼·鲁勉采夫、谢·亚·苏沃洛夫、伊·阿·泰奥多罗维奇、格·瓦·普列汉诺夫、诺·尼·饶尔丹尼亚和亚·尤·芬－叶诺塔耶夫斯基。委员会把党内在土地问题上的观点归纳成四种基本类型的草案，即：列宁的草案、尼·亚·罗日柯夫的草案、马斯洛夫的草案和芬－叶诺塔耶夫斯基的草案（委员会所列的第5种类型是斗争社的草案），并把它们一并提交代表大会。委员会中多数人赞成列宁的草案，因此该草案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土地委员会的多数的草案提交代表大会。这个草案曾由列宁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15—241页）中加以论证，并同策略纲领一起在1906年3月布尔什维克会议上被批准。——2。



[5]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提出与布尔什维克相近的斗争口号，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持不调和的态度。但该党也犯了一些错误。列宁曾批评该党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指出它对波兰革命运动的功绩。1906年4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2。



[6]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是1904年6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1905年6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1905年该党领导了工人的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2。



[7]“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2。



[8]乌克兰革命党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于1900年初成立。该党支持乌克兰自治这一乌克兰资产阶级的基本口号。1905年12月，乌克兰革命党改名为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通过了一个按联邦制原则和在承认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是乌克兰无产阶级在党内的唯一代表的条件下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拒绝了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提出的立即讨论统一的条件的建议，将这一问题转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去解决。由于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性质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因此，在统一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在崩得的影响下，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在民族纲领中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后来站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革命阵营一边。——2。



[9]关于停止召开派别会议的问题是在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会上宣读了常务委员会收到的两份要求停开派别会议的声明：一份由9名工人代表签名；另一份由托木斯克和鄂木斯克组织的代表Ｈ．Ｍ．多布罗霍多夫（亚历山大罗夫）签名。会议作出了停止召开派别会议的决定，但是这项决定并没有执行。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派别会议仍继续召开。——3。



[10]《开端报》（《Нача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3日（26日）—12月2日（15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号。该报由达·马·赫尔岑施坦和Ｃ．Ｈ．萨尔蒂科夫担任编辑兼出版者。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列·格·捷依奇、尼·伊·约尔丹斯基等。——4。



[11]指《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期。1916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1期。在第1—8期（1905—1906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谴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9—16期（1909—1912年）中，普列汉诺夫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1916年该杂志出版的第1期里则明显地表达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4。



[12]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是在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选出的，其成员有：两名布尔什维克——瓦·阿·杰斯尼茨基（索斯诺夫斯基）和斯·格·邵武勉（苏列宁），两名孟什维克——诺·尼·饶尔丹尼亚（科斯特罗夫）和列·伊·戈尔德曼（阿基姆斯基），一名“中立分子”——马·伊·美列涅夫斯基（萨莫伊洛维奇）（此人任委员会主席，实际上采取孟什维克的立场）。第一次会议还批准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规程，并通过了列宁提出的下述决议：“代表大会责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工作报告，在报告中要能看出某一组织在选举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时所依据的理由，以及确定党员资格时所采用的标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对于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的讨论，是在派别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进行的。在第四、第五次会议讨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第一个报告及其关于否认布尔什维克亚·亚·加佩耶夫（莫洛坚科夫，彼得堡大学生组织的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建议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就发生了冲突。在第六次会议上，由于委员会建议宣布布尔什维克费·安·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会议记录中是阿尔塔蒙诺夫；哈尔科夫组织的代表）的代表证书无效，两派的关系更加紧张。杰斯尼茨基声明退出委员会，其他委员除美列涅夫斯基外也相继退出。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由孟什维克和调和派组成的新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其成员为奥·阿·叶尔曼斯基（鲁登科）、莫列夫、M．N．布罗伊多（马尔柯夫）、Б．N．索洛韦奇克（普季岑）和美列涅夫斯基。以后的事实说明，新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仍然不能令人满意。——5。



[13]由200人签名的梯弗利斯工人反对梯弗利斯孟什维克代表团的代表权的抗议书是在代表大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宣读的。抗议书说，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为了增加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的票数，在编制党员名册时把一些不符合党员资格的人列入。结果，按孟什维克的“统计”，梯弗利斯有3000多名党员，而依照每300名党员选举1名代表的比例，梯弗利斯就应有11名代表。抗议书揭穿了这种欺骗手法，认为梯弗利斯不应当有这样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5。



[14]1907年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没有编入代表大会上的某些报告和发言，其中包括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关于当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的报告以及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总结发言。——6。



[15]《党内消息报》（《Партийные　Известия》）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于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彼得堡出版。该报编辑部是由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和孟什维克机关报（新《火星报》）各出同等数量的编辑人员组成的。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编辑部的是弗·亚·巴扎罗夫、瓦·瓦·沃罗夫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代表孟什维克参加的是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报共出了两号，第1号于1906年2月7日（20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第2号于1906年3月20日（4月2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这一号上还刊登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自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党内消息报》遂停刊。——8。



[16]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劳动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9。



[17]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9。



[18]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0。



[19]1861年改革是指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颁布了改革的法令。这次改革共“解放了”2250万地主农民，但是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保存下来。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粗略统计，在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7150万俄亩，农民则只有3370万俄亩。改革中地主把农民土地割去了1/5，甚至2/5。



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赎买土地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5亿多卢布。这就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象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0。



[20]脸盆镀锡一词见于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给婶母的信》。作者在这里嘲讽地方自治机关不敢破坏现存制度的基础，而只能解决关于脸盆镀锡之类的小问题。——11。



[21]亚历山大三世是俄国皇帝，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刺死后继位。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被称为“反改革”的反动改革。其中涉及地方自治机关的主要有两项。一项是1890年6月12日颁布地方自治条例，在地方自治机关选举中实行等级制的选民团制度，增加贵族的代表权，并由省长从农民选出的候选人中任命地方自治机关中的农民议员来代替农民选民团的选举。另一项是建立新的机关来加强对地方自治机关的监护，这种机关从1892年起称为省城市和地方自治事务会议。——11。



[22]莫斯科罗斯是指15世纪末—17世纪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即有些史书中所说的莫斯科国。——11。



[23]杰米扬的鱼汤原意是过分殷勤的款待，也泛指把自己主观上认为合适的东西强加于人，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一篇寓言。寓言说，一个叫杰米扬的人请客时拼命劝客人进餐，端上一盘又一盘的鱼汤，直到客人喝不下了仍不罢休。客人最后只得逃走，再也不敢进杰米扬的家门。——13。



[24]“莫斯科的三鲜汤”一词出自格·阿·阿列克辛斯基（阿列克谢耶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上的发言。鉴于代表大会通过了对孟什维克土地地方公有纲领的一项修正案——备移民使用的土地归国家所有，阿列克辛斯基在发言中说：决议的起草者们“一直反来复去地向我们谈国有化的害处，他们自己却把它部分地采用于决议之中，试问逻辑何在？……如果说普列汉诺夫同志如他自己承认的不喜欢杰米扬的鱼汤，那么，是不是他和土地问题决议的其他作者们更喜欢他们已把我们的土地纲领变成的那种‘莫斯科的三鲜汤’呢？”——14。



[25]10月17日宣言是指1905年10月17日（3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迫于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而颁布的《关于完善国家制度》的宣言。宣言是由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的谢·尤·维特起草的，其主要内容是许诺“赐予”居民以“公民自由的坚实基础”，即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视可能”吸收被剥夺选举权的阶层的居民（主要是工人和城市知识分子）参加国家杜马选举；承认国家杜马是立法机关，任何法律不经它的同意不能生效。宣言颁布后，沙皇政府又相应采取以下措施：实行最高执行权力集中化；将德·费·特列波夫免职，由彼·尼·杜尔诺沃代替亚·格·布里根任内务大臣；宣布大赦政治犯；废除对报刊的预先检查；制定新的选举法。在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以后，沙皇政府很快就背弃了自己在宣言中宣布的诺言。——14。



[26]波拿巴主义原来是指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第一）于1799年在法国建立的军事专政和法国1848年革命失败后于1851年掌握政权的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第三）的专政，后来则泛指依靠军阀和具有反动情绪的落后的农民阶层、在阶级力量均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在相互斗争的各阶级间随机应变的大资产阶级反革命专政。俄国彼·阿·斯托雷平的统治就含有波拿巴主义的性质。——16。



[27]《前进报》（《Вперёд》）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机关报（周报），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1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8号。列宁是该报的领导者，《前进报》这一名称也是他提出的。该报编辑部的成员是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秘书，负责全部通信工作。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一文中写道：“《前进报》的方针就是旧《火星报》的方针。《前进报》为了捍卫旧《火星报》，正在同新《火星报》进行坚决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17页）《前进报》发表过列宁的40多篇文章，而评论1905年1月9日事件和俄国革命开始的第4号和第5号报纸几乎完全是列宁编写的。《前进报》创刊后，很快就博得了各地方党委会的同情，被承认为它们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反对孟什维克、创建新型政党、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名为《无产者报》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因此停办。——17。



[28]《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周报）。1905年5月14日（27日）—11月12日（25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6号。根据1905年4月27日（5月10日）党的中央全会的决定，列宁被任命为《无产者报》的责任编辑，编委会的委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维·米·韦利奇金娜、维·阿·卡尔宾斯基、尼·费·纳西莫维奇、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莉·亚·福季耶娃等。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谢·伊·古谢夫和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负责为编辑部收集地方通讯稿。克鲁普斯卡娅和福季耶娃负责编辑部同地方组织和读者的通信联系。《无产者报》发表了大约90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印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该报的发行量达1万份。1905年11月初列宁回俄国后不久停刊，报纸的最后两号是沃罗夫斯基编辑的。——17。



[29]指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



第一届国家杜马（维特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在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1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和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之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就分得的复选人数额来说，各选民团的权利不是平等的。地主的1票相当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工人选民团的复选人只占国家杜马全部复选人的4％。选举不是普遍的，全体妇女、不满25岁的青年、游牧民族、军人、学生、小企业（50人以下的企业）的工人、短工、小手工业者、没有土地的农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也不是直接的。一般是二级选举制，而为工人规定了三级选举制，为农民规定了四级选举制。



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的权力。1906年2月20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案的权力。1906年4月23日（5月6日）又颁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1906年2—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终究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被选入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代表共478人，其中立宪民主党179人，自治派63人（包括波兰、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的成员），十月党16人，无党派人士105人，劳动派97人，社会民主党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



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题，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占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参看注212），它要求建立全民土地资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均使用土地。



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政府的愿望。1906年7月9日（22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18。



[30]《人民自由报》（《Народная　Свобода》）是俄国的政治文学报纸，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1905年12月15日（28日）—1905年12月21日（1906年1月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6号。编辑为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人民自由报》的前身是1905年12月在彼得堡出版的《自由人民报》。——19。



[31]指收入《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这本小册子（1906年2月）的列宁的《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一文中的引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9—157页）。——19。



[32]《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19。



[33]这句话出自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再论我们的处境（给X．同志的信）》一文（载于1905年12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4期）。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里说：“不合时宜地发动起来的政治罢工导致了莫斯科、索尔莫沃、巴赫穆特等地的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我们的无产阶级表现得强大、勇敢和具有献身精神。但是他们的力量总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这种情况本来是不难预见到的。因此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年俄文版第15卷第12页）——20。



[34]这个问题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已经说到过。他在那里写道：“笔者非常清楚地知道，彼得堡的‘经济派’早就责备过《工人报》是民意主义（把《工人报》同《工人思想报》比较一下，就会知道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火星报》创刊不久，当一个同志对我们说某城的社会民主党人称《火星报》为‘民意主义’机关报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感到奇怪。”（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27—128页）——22。



[35]引自孟什维克《关于目前革命形势和无产阶级任务的决议草案》。原话是：“在10月17日以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不允许政府和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寄生分子有其他的选择：他们或者完全彻底地实行民主自由，或者返回到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绝对不相容的专制国家制度那里去。”——30。



[36]《言论报》（《Слово》）是俄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03—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是右翼地方自治人士的报纸，1905年11月起是十月党的机关报。1906年7月起停刊。1906年11月19日（12月2日）复刊后，是同十月党无实质区别的和平革新党的机关报。——33。



[37]《涅瓦报》（《Невск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机关报（日报），1906年5月2—13日（15—26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0号。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维·伊·查苏利奇、尔·马尔托夫、格·瓦·普列汉诺夫等。——41。



[38]分进合击是军事术语，是普鲁士和德国统帅、军事理论家老毛奇的一条重要军事思想。他对这一思想的具体表述是：“从各个方向向一点运动，协同一致，出其不意围歼敌人。”此处是把这个军事术语应用于政治方面。——41。



[39]彼·伯·司徒卢威是在给他自己出版的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写的序言中提出“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这一希波夫式的口号的。他在那里说：“即使彼得堡的官僚们为人民建造起维特先生答应建造的最好的、甚至是镀金的营房，伟大的人民仍然不堪忍受这种营房中的生活。他们需要的是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全俄地方自治机关。”列宁在《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中批评了这个口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43。



[40]劳动团（劳动派）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容许赎买土地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43。



[41]《杜马报》（《Дума》）是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报（每天出版的晚报），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6月13日（26日）在彼得堡出版。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参加者有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弗·伊·维尔纳茨基、谢·安·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帕·伊·诺夫哥罗德采夫、伊·伊·彼特龙凯维奇、费·伊·罗季切夫、列·尼·雅斯诺波尔斯基等。——44。



[42]《新时报》（《Hoboe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44。



[43]指第52号以后被孟什维克篡夺了的《火星报》。《火星报》第52号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1905年5月《火星报》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1905年10月，《火星报》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关于《火星报》，见注192。——45。



[44]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主义的拥护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的主要报刊是《工人思想报》（1897—1902年）和《工人事业》杂志（1899—1902年）。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45。



[45]《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45。



[46]《无题》周刊（《Без　Заглавия》）是俄国政治性刊物，1906年1月24日（2月6日）—5月14日（27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期。该杂志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刊物。参加编辑部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主编）、叶·德·库斯柯娃（出版者）、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45。



[47]温和谨慎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是该剧主人公莫尔恰林自诩的长处。莫尔恰林热中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48。



[48]国民公会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于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建立。国民公会的代表由年满21岁的全体男性公民普遍选举产生。——52。



[49]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列宁对布朗基主义的评论，见本卷第75—76页。——53。



[50]指列宁的《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9—157页）。这篇文章和费·伊·唐恩的《国家杜马和无产阶级》一文一起载于1906年2月在彼得堡出版的小册子《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55。



[51]《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56。



[52]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6名编辑（包括主编库·艾斯纳）辞职的事件。《前进报》编辑部倾向机会主义，引起了党内的不满。1905年6月17日，该党柏林组织的积极分子、出版事务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合召开会议讨论《前进报》问题。奥·倍倍尔在会上作报告指责该报的立场，要求该报改变路线。10月22日，该报6名编辑提出了辞呈。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接受了他们的辞呈，并于10月23日发出了改组《前进报》编辑部的通告（载于1905年10月24日《前进报》第249号），任命了新的编辑。这些被免职的编辑于10月26日在《前进报》上发表宣言，把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路线说成是“对党报自由和独立的威胁，甚至是毁灭”。机会主义者还企图发动一场为这些编辑辩护的运动。——56。



[53]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即1904年8月14—20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各国社会党代表476人。大会讨论了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党的统一、总罢工、殖民政策等问题。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是在《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这一决议中说明的。决议禁止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谴责掩盖现存的阶级矛盾从而促成同资产阶级政党接近的任何尝试。——56。



[54]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该党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俄国自由派的右翼。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57。



[55]“真正的社会主义”亦称“德国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代表人物有莫·赫斯、卡·格律恩、奥·吕宁、赫·克利盖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德国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他们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一些范畴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进行唯心主义的改造，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实现真正的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他们还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拒绝进行政治活动，从小市民的利益出发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反对在德国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用超阶级的“博爱”和“人性”等道德说教来代替革命的阶级斗争。——58。



[56]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根据协会成立大会和1905年11月6—10日（19—23日）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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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自由的斗争和争取政权的斗争

（1906年5月4日〔17日〕）

《新时报》在揭露。这家为实际上仍旧保持专制的政府服务的报纸，对我们的报纸[57]进行了一连串严厉的谴责，并且提醒立宪民主党人注意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的危险性。在《新时报》的话里面，除了通常的向当局告密之外，有些地方很有现实意义，值得引起公众的注意。


　　《新时报》写道：“立宪民主党人把社会革命派〈指《浪潮报》〉说成是‘争取政治自由的先进战士’不觉得可耻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不是在争自由，而是在争政权，他们要用他们自己的专制——无产阶级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



　　《新时报》忠心耿耿地为专制政府效劳。奴仆为了主子的利益，煞费苦心地用社会主义革命的幽灵恐吓资产阶级。这是第一项任务。第二项任务是把当前正在进行的革命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把“人民专制”和“无产阶级专制”混同起来。专制制度的奴仆为了要把上面两项任务办好，只好求助于捣鬼和捏造。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旧专制政权的奴仆总是要求助于这种“捏造”，他们不仅在报刊文章中，而且在自己的全部政策中都竭力这样做。

因此，分析一下《新时报》的骗术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首先，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惊人的”发现：“他们”不是在争自由，而是在争政权。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意思。人民的自由，只有在人民真正能够毫无阻碍地结社、集会、办报、亲自颁布法律、亲自选举和撤换一切负责执行法律并根据法律进行管理的国家公职人员的时候，才能得到保障。这就是说，人民的自由，只有在国家的全部政权完全地和真正地属于人民的时候，才能完全地和真正地得到保障。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只有象《新时报》这类政府的奴仆才故意要模糊人民的意识。工人政党的纲领也肯定了这个明显的道理。在这个纲领所列举的可以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即在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现的政治要求中，第一项就是人民专制。谁为人民的自由而斗争，而不为人民在国家中掌握全部政权而斗争，那他不是自相矛盾，就是别有用心。

单从我们推论的逻辑来说，争取自由的斗争和争取政权的斗争的关系就是这样。在争自由的斗争的历史上，情况一向如此：争自由的人民，在其斗争初期可以得到旧政权关于保障自由的诺言。不依靠人民的、高踞人民头上的旧的国家政权，由于害怕革命，向人民许诺保障自由。但是，只要还存在着人民不能加以撤换的政权，诺言就只是诺言，诺言就根本不能兑现。因此，在历次革命的历史中，在革命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由于现实生活的教训，广大人民群众就会理解我们以上推论的明显的逻辑。

在俄国，这样的时刻也正在到来。1905年10月的斗争，按其历史意义来说，就是要旧政权许诺保障自由的斗争。除了诺言，人民直到现在还没有争到丝毫更多的东西。但是，为了争取这更多的东西而遭到的多次失败，并不是毫无作用的。这些失败使人民作好了迎接更严重的斗争的准备。许诺自由而没有自由，旧政权有无限权力，“主宰一切”，而杜马中的“人民代表”只能空发议论，毫无实权，这种矛盾，特别是在当前，在有了杜马的经验之后，人民群众已经愈来愈强烈地、愈来愈深刻地、愈来愈尖锐地感觉到了。为确保人民有充分自由而进行的争取人民掌握全部政权的斗争，正非常迅速地到来，它的到来不是仅仅由于我们的推论的主观逻辑，而是由于政治事件的客观逻辑。因此，短短几天的杜马会议，已经令人感到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杜马是进行揭露的最好的武器，它也确实在非常出色地揭穿某些骗人的鬼话，使人们看清了这种杜马有什么力量，诺言有什么意义，恩赐的宪法或者说旧的政权和新的自由二者缔结的契约有什么好处。正因为如此，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新的实际进展的征兆，正十分迅速地开始显露出来。立宪民主党人在选举中的胜利曾一度冲昏了所有的人的头脑。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的行为已开始败坏立宪民主党人的名誉。随着为保障人民有真正的自由而进行的争取人民掌握全部政权的斗争的到来，主张旧的政权同新的自由妥协的分子在人民的心目中正在失去而且将来必然会继续失去自己的光采。





	载于1906年5月5日《浪潮报》第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67—69页


















[57]指《浪潮报》。



《浪潮报》（《Волна》）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06年4月26日（5月9日）—5月24日（6月6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5号。该报从第9号起实际上由列宁领导。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撰稿人有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等。该报刊登过27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其中有不少是作为社论发表的。《浪潮报》屡遭沙皇政府的迫害，最终被查封。从1906年5月26日（6月8日）起，布尔什维克出版了合法日报《前进报》以代替《浪潮报》。——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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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高潮[58]


（1906年5月6日〔19日〕）

杜马会议开始之日，也就是黑帮大暴行开始之时。立宪民主党人和一切政治庸人为之欢欣鼓舞的“和平议会”道路开始之日，也就是国内战争最粗暴、最露骨、最直接的表现开始之时。采取“法制”方式，即通过选票和统计票数来解决国家大事开始之日，也就是依靠根除思想不同的人，消灭（的确是：用火与剑来消灭）政敌来解决国家大事的最野蛮的暴行 
［注：沃洛格达民众文化馆被警察唆使的一群人烧毁，辛比尔斯克的游行示威者横遭殴打，——这就是近来最突出的几次大暴行。］

 开始之时。

这是不是偶然的巧合呢？当然不是。如果解释说，警察组织大暴行是为了挑拨，为了破坏杜马的威信，那是不够的。自然，警察直接参与其事，那是毫无疑问的。自然，警察是在组织、煽动和挑拨。这一切都是事实。在官僚制度进行的殊死战争中，官僚制度的奴仆和维护者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可是为什么他们偏要在现在大规模地采取这样的斗争方式呢？这个问题值得仔细考虑一下，这样才不会把革命发展的整个整个时期都看成是交战者用心特别恶毒、特别残忍、特别野蛮的结果。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社会运动高潮的开端。无论是失业者的运动、五一节的行动，或者是农民和军队中日益增长的骚动，无论是群众大会或者是报刊和工会，——这一切都极其肯定地说明新的高潮已经到来。广阔的人民运动的高潮在几天之内就已经超过了立宪民主党人和一切“左派”在选举获胜时所表现出的那个高潮。立宪民主党人已经落后了。立宪民主党杜马已经黯然失色，没有来得及开花就凋谢了。我国小资产阶级不结果的花的这种凋谢，立宪民主党人的这种张皇失措，其最显著的表现之一，就是德·普罗托波波夫先生（立宪民主党人，国家杜马代表）昨天在《杜马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普罗托波波夫先生哭诉说：“全国都期待国家杜马能火速从根本上解决若干最复杂的问题，而且主要是能同样火速地在实际上实现大家期望的改革。”这位立宪民主党人恳求说，同胞们，发发慈悲吧。要知道，我们既没有“魔杖”，也没有“全部政权”（这位立宪民主党人忘了补充一句：在立宪民主党人的纲领中，即在他们的政治理想中，人民也是没有全部政权的）。要知道，国家杜马不是国民公会。这位立宪民主党人脱口说出了惊慌失措的庸人的一段绝妙的、几乎是动人的供词：“只有那种国民公会式的杜马才能满足我国社会大部分人的要求。”对的总是对的。大概“大部分人”，甚至农民和工人群众，都要求有一个国民公会，而得到的却是……立宪民主党杜马。可怜的、可怜的立宪民主党人啊！他们可曾预料到高潮竟会如此迅速而一往直前地超过他们吗？

于是，这个巨大的高潮就成了下面这些现象的物质基础：斗争异常尖锐化；“和平的议会活动”黯然失色，退居次要地位；用暴力直接解决国家大事的方式代替了立宪的把戏。结果，十月的高潮重新出现了，不过它的基础更广得多，规模更大得多，农民和工人阶级群众的觉悟更高，他们的政治经验（由于经历了10—12月这个时期）也大大丰富了。在10月，斗争的双方势均力敌。旧的专制制度已经没有力量统治国家了。人民也还没有力量取得能保障完全自由的全部政权。10月17日宣言是这种均势的法律表现。但是，这种均势虽然使旧政权作了让步，使它不得不在纸上承认自由，却只意味着斗争的短暂的停歇，决不是斗争的终止。在10月和11月里有人说，我们的政府在“罢工”，“窥伺”革命，屏息不动，等待时机一到，立即投入殊死的战斗，结果取得了胜利。一向目光短浅的政治庸人，带着他们所固有的怯懦心理和脆弱的虚伪的“理想”，对政府的这种“罢工”、这种窥伺革命的“不道德行为”表示不满、抱怨和愤慨。在这里不满是毫无用处的。“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在任何战争中，交战者双方在势均力敌的时候，总要停顿一段时间，养精蓄锐，吸取已有的经验，进行准备，然后投入新的战斗。库罗帕特金和大山岩的军队交战时就是这样。任何大的国内战争，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永远会是这样。“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

但是，国内战争和普通战争是有区别的：交战双方的成员极其复杂，不固定，而且也无法固定，因为经常有人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有时是十月党人跑到政府方面，有时是一部分军队转到人民方面），还因为无法在“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也就是说，无法在可以算作交战者和不能算作交战者之间划一条界限。当政府“罢工”，警察屏息不动在“窥伺”的时候，战争并没有终止，因为这个战争是国内战争，在居民内部有同旧政权利害相关的旧政权的维护者，也有自由的维护者。正因为如此，目前使双方势均力敌的高潮，一方面必然还是会削弱政府的力量，使它“罢工”，使它再来“窥伺革命”；另一方面，必然会使10月、11月和12月的斗争形式重新出现。任何人，只要他想自觉地对待我们面临的伟大事件，想从革命中学习，他就应当充分理解这些斗争形势的必然性，应当好好考虑这些斗争形式赋予我们的任务。

立宪民主党人因选举获胜而得意洋洋，不惜纸墨地大肆宣扬俄国已走上议会制的道路。我们党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也在津津乐道。他们在党的统一代表大会上俨然是胜利者，不顾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抗议，竟撤销了关于革命高潮、关于当前运动的主要形式、关于无产阶级的任务等决议。他们在这方面颇象米留可夫先生，米留可夫先生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59]本来提出了人民是不是比杜马更革命以及狭义的革命斗争是不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可是马上又怯懦地收回了这个问题，不让别人讨论。这位立宪民主党人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奇怪的。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做就不体面了。实际生活已经惩罚了这种做法。实际生活已经以不可抗拒之势提出了一些斗争形式，这些斗争形式使杜马退居次要地位，而使新的十月和新的十二月事件日益临近，根本不管我们的愿望如何。

在代表大会上曾经有一个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嘲笑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决议，这个决议公开坦率地承认“运动的主要形式”不是傀儡的立宪形式，而是10月和12月的形式，即广大群众起来直接摧毁旧法律、旧政权机关，利用在斗争中建立的新政权作为争取自由的武器。社会民主党右翼的这个发言人叫嚷道，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些斗争形式。这不是真实情况，而是我们的左派，这些幻想家，这些骚乱派，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臆造。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回答这位同志说，摘下你的立宪民主党的眼镜吧！那样，你看到的就不仅是表面现象。你会看到，杜马的斗争恰恰不是主要的形式。你会懂得，客观条件正在使杜马外的运动形式成为必然的形式，成为主要的、重要的、根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形式。

在代表大会的这些争论以后过了一两个星期，革命不仅打掉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宪民主党的眼镜，而且也打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宪民主党的眼镜。杜马已经黯然失色，立宪幻想已经破灭。目光短浅的和随波逐流的人昨天还不愿意正视的10月和12月的斗争形式已经在迫近。社会民主党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些斗争形式必然会成长和发展起来，如果不向群众充分说明实际生活已经或很快就要向他们提出的任务，那么它对无产阶级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社会民主党如果用我们党右翼经常使用的所谓骚乱主义和民意主义这种轻蔑的字眼来拒绝研究和估计这些形式，那么它就辜负了它所代表的阶级。自发的浪潮正在高涨，我们必须立刻全力以赴，使这一高潮比10月和12月时具有更高的自觉性和更强的组织性。

我们不应当加速事变的进程。现在促进爆发对我们没有好处。这是无可怀疑的。我们应该从1905年年底的经验中吸取这一教训。但这只是任务的一小部分，这只是从消极方面来决定我们的策略。谁仅仅看到问题的这一面，谁把这个消极方面的任务当作某种积极方面的东西，谁就无法遏制地要堕落成使人民自由和专制制度妥协的资产阶级妥协派。

工人阶级政党面临着极重要的、迫切的基本任务。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全部思想、全部力量、整个宣传、鼓动、组织和直接的实际工作用于使无产阶级和农民更有准备地迎接新的决定性的斗争。选择这一斗争的形式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俄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以铁的必然性决定了这些形式。我们已经知道，根据经验知道，政府的“窥伺”是什么意思，群众由于政治总危机迅速成熟而日益激奋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十月斗争曾以多么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又怎样必然地转变成为十二月斗争。所以大家都要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没有人能够预言总解决的时刻，没有人知道12月和10月的运动形式最终将按什么方式和如何结合起来发展。但是运动的这些形式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了。它们的机构已经出现了。伟大革命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部）要取决于先进阶级的团结、觉悟、坚定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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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新的高潮》一文是1906年5月6日《浪潮报》第10号的社论。沙皇政府的彼得堡出版委员会认为这篇文章“有犯刑法典第129条第1款所列罪行之征象”，决定对《浪潮报》编辑、出版者以及对刊载这篇文章负有责任的其他人追究刑事责任，并没收第10号报纸。1906年5月12日（25日），彼得堡高等法院批准了出版委员会的这一决定。——69。



[59]指立宪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立宪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第一届国家杜马召开前夕于1906年4月21—25日（5月4—8日）在彼得堡举行的。主要讨论了立宪民主党在杜马中的策略问题。帕·尼·米留可夫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提出了党的杜马活动的计划，声言必须顾及沙皇政府现行法令。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党在国家杜马中的策略的决议》中，立宪民主党宣称它打算“通过提出相应的法案并在杜马中加以讨论”来争得民主自由。代表大会还讨论了立宪民主党土地委员会制定的《土地改革基本条例草案》，这个文件经过一些修改，于1906年5月8日在国家杜马提出，通称《42人法案》。——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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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代表大会的总结

（1906年5月6日〔19日〕）

今天《言语报》[60]写道：“种种迹象表明，反对党的辉煌胜利使那些看来已被埋葬的旧幻想复苏了，革命运动有回到布朗基主义道路的危险；在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党明智的‘少数派’曾经积极设法使革命运动离开这条道路。”

这是值得俄国工人深思的一段宝贵的供词。为什么资产阶级要侮辱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拍着他们的肩膀称赞他们明智呢？因为他们曾积极设法使运动离开布朗基主义道路，离开“12月的”道路。十二月斗争真的是布朗基主义吗？不，不是的。布朗基主义是否定阶级斗争的理论。布朗基主义不是想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想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活动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在十二月斗争中有这种密谋活动或者与此相类似的行动吗？丝毫没有类似密谋的活动。这是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运动。无产阶级采用了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武器——罢工，团结了过去从来没有在俄国政治舞台上露过面的半无产者群众（铁路员工、邮电职工等），农民群众（南方、高加索、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以及城市小资产者（莫斯科）。资产阶级想用“布朗基主义”这个吓人的字眼来贬低、侮辱和诽谤人民争取政权的斗争。如果无产者和农民只是为从旧政权取得让步而斗争，那对资产阶级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搬出“布朗基主义”，不过是想在论战中哗众取宠。资产阶级把这个字眼变成了反对无产阶级的武器，他们说：“工人们，放明智一点！要为扩大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权利而斗争，要替资产阶级火中取栗，而不要搞争取人民全部政权这种蠢事，这种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

自由派资产者说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曾经积极设法使运动离开10月和12月的道路和方式，这是不是事实呢？很可惜，这是事实。并不是所有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都认识到他们的策略的这种作用，但是他们策略的实际作用却正是如此。坚持参加杜马选举，实质上就是支持那些埋葬了革命而把革命斗争称为“旧幻想”的立宪民主党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不顾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激烈反对而通过的统一代表大会的全部三项最重要的原则性决议——土地纲领、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以及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都带有“一部分明智的社会民主党人”力图使革命运动离开10月和12月的道路的明显痕迹。拿有名的“地方公有”来说。固然，在我们的压力下，马斯洛夫提出的地方公有草案初稿无疑是向左转了。把“转让”改为“没收”，容许进行土地分配，增添了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到实行没收”等等的字样。但是尽管经过了阉割，地方公有终究还是地方公有。地方公有就是把地主的土地交给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革命的农民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只要这种地方的民主制还和不民主的中央政权并存，他们现在和将来就都有理由不信任地方自治机关（即使是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只要全部政权——不折不扣的全部政权——还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不是向人民汇报工作，并且可以由人民撤换的，他们就有理由拒绝把土地交给地方的和中央的政权机关。代表大会不顾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否决了这个条件。代表大会不同意在全部国家政权机关由人民选举时把土地交给人民，而决定把土地交给选举出来的地方政权机关！代表大会的理由是什么呢？据说是在纲领中不需要有夺取政权的思想；需要的是防止复辟的保证。但是，害怕革命农民夺取政权，纯粹是立宪民主党人害怕农民革命的心理。

至于防止复辟的保证，那么真正的保证只有一个，就是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除了这个条件，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我们防止不民主的中央政权复辟，因为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和总是摇摆不定的小商品生产者。因此，我们不应当徒劳地幻想什么防止复辟的相对保证，而应考虑如何把我国革命进行到底。在代表大会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倒是找到了防止复辟的保证，就是通过了一个类似与复辟势力妥协的纲领：只要我们在土地纲领中不提使不民主的中央政权实行完全民主制的必要性，我们就有了防止这个政权复辟的保证……

拿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来说。代表大会是在立宪民主党人的选举胜利已成为事实的时候通过这项决议的。代表大会不顾我们的抗议，泛泛空谈人民代表的杜马，而不谈实际存在的立宪民主党杜马。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不愿意指出这个杜马伪善的本性，不提醒工人注意立宪民主党杜马力图起反革命的作用，不同意直接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工人必须同农民的和革命的民主派一道反对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希望成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而不好好想一想，我国有没有议会，我国有没有社会民主党议员。

拿上述决议中的第三个决议来说。这个决议开头用了一些非常革命的词句，可是对10—12月的斗争却充满了怀疑，甚至持否定的态度。这个决议根本未讲到要总结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人民在1905年年底取得的历史经验。这个决议不承认由于历史的必然性所曾经出现过、而现在又重新出现的完全确定的斗争形式。我们只是简单地概括地指出了在代表大会上引起争论的几个决议的主要缺点。我们将来还要反复讨论这里提到的一些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根据立宪民主党杜马和新高潮迅速发展的局面所提出的新材料认真地讨论和重新考虑这些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学会用严格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代表所通过的决议。资产阶级报刊异口同声地称赞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明智的乖孩子们，这明显地向无产阶级指出了党内存在着某种疾病。

我们应该治好而且一定能治好这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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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和人民

（1906年5月9日〔22日〕）

杜马同人民的关系的问题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了。所有的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在杜马中占支配地位的立宪民主党人更是特别积极地讨论着这个问题。下面是经常反映比较好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观点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我们的生活报》[61]所发表的一段极有意思的评论。


　　“自然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杜马同人民保持一致的界限在哪里呢？越过什么样的界限杜马就会或者成为受人民热情驱使的玩物，或者相反地脱离人民和政党呢？如果群众自发地行动，他们对待杜马的态度将是很危险的。一旦发生什么重大事件，自发产生的不满就会爆发出来，立刻影响到杜马，杜马就很难保持住独立的有组织地进行活动的人民意志代表机关的地位。历史——就还拿法国革命的历史来说吧——不止一次地提供了人民代表成为受群氓驱使的玩物的例子。但是也可能相反，——抱十分冷淡的态度。我们能不能确有把握地说，当杜马被解散的时候，它真正会受到人民支持呢？甚至那些要求杜马现在就作出特别激进的决定的人，会不会也带着怀疑的微笑站到一边冷眼旁观呢？他们会不会说‘我们早就预言过杜马是软弱无力的’呢？但他们将做出什么事情以及在什么时候做这些事情呢？”



　　评论者号召成立各种俱乐部和举行各种集会，使杜马同人民建立起生动活泼的联系。“善意地批评杜马和积极地支持杜马，这就是当前的崇高任务。”这位具有崇高想法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这些善意的言论，多么突出地反映了立宪民主党以及受它支配的杜马的软弱无力！俱乐部，集会，同人民的生动活泼的联系……为什么要这么郑重其事地来谈这些很平常的东西呢？难道还用得着证明俱乐部和集会的好处吗？在我们所处的革命高涨形势下刮起来的第一股自由的微风，确实刮出了许多群众大会、俱乐部以及日益发展的报刊事业。只要没有外来的阻挠，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但是这一切只涉及到所谓的技术问题：俱乐部、集会、报刊、请愿（这是我们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推崇的），这一切能帮助杜马了解人民的意见，也帮助人民了解杜马。这一切当然是绝对必要的。这一切无疑是能起组织作用和互相通气的作用的。这一切有助于建立“联系”，不过要请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联系呢？这是纯技术性的联系。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组织应该密切注视立宪民主党杜马。这是不容争辩的。但是即使通气通得再好，即使组织得再好，它们的“联系”也不会是利益的联系，也不会是任务的统一，也不会是政治行动的一致。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我们这位崇高的激进派只注意联系的方法问题，而忽略了联系的内容，忽略了阶级利益的差别，政治任务的不同。

他为什么忽略了这些东西呢？这是因为，作为立宪民主党人，他没有能力觉察到，或者说他害怕承认，立宪民主党杜马已经落后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杜马不是领导觉悟的农民群众为土地和自由而斗争，而是落在农民的后面，缩小农民斗争的规模。杜马落在无产阶级后面有多远就用不着说了。立宪民主党杜马不是农民群众和工人阶级的领袖，而是幻想既能同右派联合又能得到左派同情的“崇高的”中间人。立宪民主党杜马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用杜马制造出来的东西。这个“人民自由”党是动摇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大资产阶级之间的、既想依靠人民又害怕人民的革命主动精神的资产阶级政党。人民同旧政权之间的斗争愈尖锐，中间人的地位就愈难保持，动摇者就愈软弱无力。因此，从上面那段评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每次讲话中都可以听到沮丧的调子。因此，他们对自己的软弱发出痛苦的怨声。因此，他们总是试图把自己的软弱、犹豫、动摇归罪于人民。

这位“崇高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担心杜马会成为受人民热情驱使的玩物，会成为受群氓驱使的玩物，请大家好好地想一想这种担心有什么意义！这些可怜虫觉察到他们不可能成为人民热情的表达者，人民的领袖，就把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落后归罪于人民，轻蔑地把人民称之为群氓，傲慢地拒绝充当“玩物”。可是，俄国现在仅存的一点自由正是由这些“群氓”，由人民争取来的，他们奋不顾身地走上街头，在斗争中付出了无数的牺牲，用自己的行动支持了“不自由，毋宁死”这个伟大的口号。人民的所有这些行动正是“群氓”的行动。俄国的整个新纪元正是靠人民的热情赢得并且支持下来的。

而你们这个标榜“人民自由”的党，却害怕人民的热情，害怕“群氓”。你们还好意思指责“群氓”抱冷淡态度！你们是天生的怀疑论者，你们的整个纲领，你们的整个不彻底的策略，都表明了你们自己是怀疑论者，而你们却把人民不相信你们的空话说成是人民抱有“怀疑主义”！你们的政治视野始终超越不出“人民是否支持杜马？”这个问题的范围。

我们再从另一方面考察一下这个问题。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是支持人民呢，还是在人民后面走？如果人民为了自由“要做”一些已经做过的事情，这些怀疑论者是支持他们呢，还是阻挠他们，给他们泼冷水，指责他们是无政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指责他们的荒谬行为的自发性和自发行为的荒谬性？

但是农民群众和工人阶级一定会轻蔑地把这种意志薄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可怜的恐惧和怀疑抛到一边，径直去完成自己的事业。他们不会支持杜马，他们支持自己所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立宪民主党杜马反映得很不完全很不充分。

立宪民主党人自以为是世界中心。他们幻想和平的议会制。他们把幻想当作现实。请看，他们在斗争，对他们应该支持。先生们，事实不是恰恰相反吗？难道不正是你们自己经常提起“杜马一定会被解散”这句话吗（在实行真正的议会制的国家里，任何人都根本不会想到这句话）？谁要是认真地考虑一下这句话的意义，考虑一下不得不讲这句话的形势，那就会懂得，我们将要看到的，不是虚伪词句粉饰下的一片荒凉，就是群氓的新事业，伟大的人民热情所完成的新事业。

我们不能指望立宪民主党人会对这一事业有所帮助。可以料想到，杜马中的少数派即“劳动团”和“工人团”一定不会象立宪民主党人那样提出问题。他们将不会请求人民支持，也不会宣布自己是现在这个傀儡议会中的力量，而会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自己的全部工作用来至少在某些方面支持这项未来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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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我们的生活报》（《Наша　Жизнь》）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日报），1904年11月6日（19日）—1906年7月11日（24日）断断续续地在彼得堡出版。——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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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评论[62]


（1906年5月9日〔22日〕）

在《涅瓦报》第6号《自由派的称赞》一文中，尔·马·同志想证明，资产阶级称赞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而责骂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说，资产阶级特别怕无政府主义，认为这是粗暴的斗争方式，是炸弹等等。

这种看法简直是对事实的嘲弄。

难道尔·马·同志不知道，资产阶级正是因为德国的伯恩施坦派[63]和法国的米勒兰派[64]实行机会主义，正是因为他们使尖锐斗争中的矛盾缓和下来，才称赞过他们吗？难道尔·马·竟“聪明”到愿意把伯恩施坦派和米勒兰派认作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吗？

或者·尔·马·同志不妨想一想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过去对待民意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行为的态度，以及现在对待十二月斗争形式的态度。要知道，在恐怖手段针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所憎恨的专制制度时，自由派资产阶级对社会革命党人的称赞曾多于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称赞。尔·马·同志，不是这样吗？如果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抛弃他们现在的立场而主张实行纯粹的议会制，尔·马·同志，您是不是认为自由派资产阶级会称赞他们呢？那时候，尔·马·同志，您是不是会说，自由派资产阶级根本不了解，社会民主党人主张的纯粹议会制在目前比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现在的立场对自由派资产阶级要有害得多，而对无产阶级要有利得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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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报刊评论》是1906年春夏出版的几种布尔什维克合法报纸——《浪潮报》、《前进报》和《回声报》的一个专栏。列宁为它写过不少文章。这个专栏里的文章不另加标题。——83。



[63]伯恩施坦派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派别，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派思想体系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派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派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派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83。



[64]米勒兰派是法国社会党中的机会主义思潮米勒兰主义的拥护者。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了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并支持其反人民的政策，米勒兰主义即由此得名。列宁认为米勒兰主义是修正主义和叛卖行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必定会充当资本家的傀儡，成为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83。







《列宁全集》第13卷


发表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草案时加的按语[65]


（1906年5月9日〔22日〕）

我们把这个决议草案刊印出来，建议公正的人士断定一下：这个草案会不会给人一种口实，说是在玩弄“无政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等词句？此外，现实生活证明了哪一个决议案是正确的，是代表大会通过的那个决议案，还是这个决议案？只能间接地利用杜马，这一点现在难道还不清楚吗？这两个决议案中，哪一个更直接地符合真正革命的民主派的要求，更正确地评价了“立宪民主主义”在杜马中、在实践中的表现，这一点现在难道还不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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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这是列宁为1906年5月9日《浪潮报》第12号发表他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决议草案写的按语，印在文件后面。决议草案的全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41—342页。——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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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宁娜伯爵夫人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的演说[66]


（1906年5月9日〔22日〕）


1

《涅瓦报》的简要报道

卡尔波夫同志认为，杜马是不会真的被解散的，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正在竭力设法使它不被解散。从他们在杜马的活动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人力图把旧政权和人民自由协调起来。讲演人接着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策略。他认为，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对杜马的态度的决议是“极不全面、极不正确的。我们应当执行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定，但是我们将在我们的活动中充实它的决定”。

讲演人认为抵制不是错误。无产阶级曾经对他们说，它一定要打倒这个杜马。这件事没有成功，但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当然，人民只会从杜马得到益处。行动始终如一的农民代表和工人代表也会带来许多益处。但是对杜马施加压力是没有用的。在政府同人民作对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只有斗争的双方才能解决冲突。

我们要对农民说：农民同志们，你们要学习，以便到时候你们也有充分准备去支援革命运动。（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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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浪潮报》的简要报道

他和米雅柯金公民都受到了卡尔波夫同志的反驳。卡尔波夫向米雅柯金公民解释说，交易是谈判的实际结果，谈判则是搞交易的准备，因此米雅柯金公民对立宪民主党的态度是十分错误的。讲演人完全赞成全党必须执行统一代表大会的决定，同时也指出代表大会的某些决定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也是巴尔坚耶夫同志[67]对立宪民主党所采取的错误态度的根源。讲演人说，揭露立宪民主党，不是简单的谩骂，而是一种必要的、最有效的手段，通过它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力图同旧政权搞交易的不彻底的怯懦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而靠拢决心为政权进行坚决斗争的革命民主派资产阶级。使立宪民主党这样的政党丧失威信，就能有力地促进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开展。至于冲突时刻何时到来，当然不取决于我们的意志，而取决于政府的行动，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程度和情绪。我们的任务是，竭尽全力使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在当前的新的高潮中和未来的不可避免的决战中，都能够成为所向无敌的革命大军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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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帕宁娜伯爵夫人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是在国家杜马提出对沙皇演说的答词之后召开的。约有3000人出席大会，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列宁化名卡尔波夫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国内群众大会上公开讲话。列宁在演说中揭露了立宪民主党靠牺牲人民利益同专制政府搞交易的政策，批驳了企图为立宪民主党开脱它同沙皇政府秘密勾结的罪责的立宪民主党发言人尼·瓦·沃多沃佐夫和H．A．奥戈罗德尼科夫，也批驳了为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进行辩护的人民社会党人韦·亚·米雅柯金和孟什维克费·伊·唐恩（别尔先涅夫）。据出席大会的亚·格·施利希特尔回忆，列宁在演说中说：“据奥戈罗得尼科夫讲，没有协议，而只有谈判。但是什么是谈判呢？就是协议的开始，而什么是协议呢？就是谈判的结束。”列宁把争论的实质如此简单明了地表述出来，使全体听众为之折服。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这次大会后，政府因《浪潮报》和《号召报》刊登了关于大会的报导和大会通过的决议而对他们的编辑进行追究，宣布要对5月9日大会的参加者起诉，并且禁止再举行群众大会。——86。



[67]《浪潮报》此处排印有错误，应当是“别尔先涅夫”（费·伊·唐恩的化名）。——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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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宁娜伯爵夫人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通过的决议

（1906年5月9日〔22日〕）

大会要求全体公民注意，专制政府通过制造大暴行，以及不断地加紧进行军警的迫害，公然嘲弄人民代表机关，并准备用暴力来回答全体人民对自由的要求和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大会声明，“人民自由”党（立宪民主党）只是怯懦地、不全面地表达了人民的要求，它没有履行自己宣布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诺言。我们提醒人民要防备这个动摇于人民自由和压迫人民的旧专制政权之间的政党。

大会号召国家杜马中的农民团（“劳动团”）和工人团要完全摆脱立宪民主党人的影响，坚决地提出各自的独立的要求，并且把人民的要求全部提出来。

大会要求一切珍重自由事业的人注意，专制政府的行为以及农民和全体人民的需要完全得不到满足的事实，已经使杜马外的决战成为不可避免，这是一场使人民争取掌握全部政权的决战，只有它能保障人民的自由和需要。

大会深信，无产阶级将一如既往地站在人民中一切革命分子的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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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杜马中的工人团

（1906年5月9日〔22日〕）

在国家杜马中有一个由15人组成的工人团。这些代表是怎样进入杜马的呢？工人组织并没有提他们做候选人。党并没有委托他们在杜马中代表党的利益。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组织作出关于选派自己的党员进入国家杜马的决定（尽管可以作出这种决定）。

工人代表是通过非党的途径进入杜马的。几乎所有的代表甚至全部代表都是通过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直接的或者间接的、默认的或者公认的协议进入杜马的。有很多人进入杜马甚至分不清他们是以立宪民主党人还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身分当选的。这是事实，而且是政治上非常重要的事实。避而不谈这个事实，象现在很多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是不能原谅的，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说不能原谅，是因为这是暗中戏弄一般选民，特别是戏弄工人政党。所以说没有用，是因为这一事实在事变进程中必然要暴露出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没有考虑这个事实，而认为成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是件好事，这是一个错误。从昨天我们刊载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决议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41—342页。——编者注］

 可以看出，已经向代表大会指出过这个事实。但是要公正地指出，由于左翼的坚决要求，代表大会曾经通过了一个给党中央委员会的很重要的指示。中央委员会的刊物不公布这一决议是一个重大的缺点，我们发表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正是转载自这个刊物的。关于议会党团的决议责成中央委员会明确通知所有的党组织：（1）谁，（2）在什么时候，（3）在什么条件下已经被中央委员会承认为国家杜马中党的代表。其次，决议责成中央委员会向党定期汇报议会党团的活动，最后，要求社会民主党的国家杜马代表所在的工人组织负责对这些代表特别加以监督。

在指出这个非常重要的决议以后，我们再进一步研究杜马中的工人团的问题。工人团的领袖米哈伊利琴科在被选入杜马的时候，声明他是社会民主党人。以米哈伊利琴科为代表的工人团明显地表示了要同立宪民主党人划清界限和成为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团的愿望。

这种愿望是值得充分同情的。在代表大会上我们曾经反对成立正式的议会党团。我们的理由在昨天刊出的我们的决议中已经确切地、详细地作了说明。当然，尽管我们认为成立正式的议会党团是不恰当的，这一点也不妨碍我们支持任何工人代表脱离立宪民主党而向社会民主党靠拢的任何愿望。

但是从愿望到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仅仅声明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人是不够的。应该真正执行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人政策。当然，我们完全懂得这些议员新手的困难处境。我们很清楚，对于那些开始从立宪民主党转向社会民主党的人所犯的错误应该抱谅解的态度。但是，如果他们决心彻底转变，那就只有对这些错误进行公开的和直接的批判。假装没有看见这些错误，就是对社会民主党和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可宽恕的罪过。

现在就必须指出工人团在杜马中所犯的一个错误。在对沙皇演说的答词进行投票以后过了几天，工人团的几位代表在报上声明，他们“在投票的时候弃权了，同时，只是不愿意使自己的弃权成为一种反对的表示，以免同葛伊甸伯爵集团[68]混淆起来”。立宪民主党是在革命和反动之间摇摆不定的政党。葛伊甸之流一向是而且将来也总会从右边反对这个党，社会民主党人则从左边反对这个党。不作反对的表示，是工人团的一个错误。工人团应该撇开立宪民主党人，直接地、大声地向全体人民说：“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你们采取了虚伪的态度。你们的答词带有交易的味道。丢掉这一套外交辞令吧。请你们大声宣布，农民要求全部土地，农民应该无偿地取得全部土地。请你们宣布人民要求充分的自由，为了保证真正的而不仅仅是纸上的自由，人民要把全部政权拿过来。不要相信纸上写的‘宪法’，只相信进行斗争的人民的力量！我们投票反对你们的答词。”

如果工人团这样说了，它就是真正执行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人政策。这样它就不仅代表了工人的利益，而且也代表了为自由奋斗的全体革命人民的利益。那样，它在谈到这次被拒绝召见时就可以说：“瞧，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你们得到了很好的教训。由于你们的答词的虚伪态度，你们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如果你们还继续持这种态度，那么不久就会有这么一天，人民会‘用被欺骗了的儿子对那荒唐胡为的父亲的痛苦的讥笑’[69]来谈论你们”。

为了避免恶意地歪曲我们的话，我们再说一遍：我们批评工人团的行为并不是指责工人团的成员，而是为了促进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政治上的开展。

我们应该再从这个角度指出《涅瓦报》的严重错误。该报写道：“我们不能够把草拟答词的事件当作中止杜马活动的借口……”“我们不认为现在就有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的理由。”（第6号）这是虚伪的态度。社会民主党人硬装成是能够替杜马负责的人是有失体面的。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占多数，那么杜马就不成其为杜马了，或者社会民主党人就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人了。让立宪民主党人替杜马负完全责任吧。让人们从他们的亲身体验而不是从我们的亲身体验学会摆脱立宪幻想吧。

同志们，你们自己说过：“无产阶级不让米留可夫之流有同旧制度搞交易的自由。”这句话很漂亮。但是立宪民主党人搞交易的实质是什么呢？当然不是个人的变节行为。这种粗俗的看法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搞交易的实质在于也仅仅在于立宪民主党人没有离开也不愿离开让旧制度保持政权的立场，由旧制度发号施令的立场。只要立宪民主党人还是立宪民主党人，他们下面的话就说得很对：离开这个立场就意味着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意味着为中止杜马活动提供借口。

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发一些可能被人们认为是替立宪民主党人辩护的议论，那是不体面的。我们不应该替他们的伪善言论辩护，他们说什么全部问题都在于杜马“有礼貌”和特列波夫“不礼貌”（司徒卢威在《杜马报》上的话）。我们应该揭露这种伪善，把立宪民主党人得到的“第一次教训”同他们的整个立场和他们的整个答词的固有的虚伪性联系起来。我们不应该从杜马内部的角度来估价国内的革命形势。正相反，我们应该从国内革命形势的角度来估价杜马内部的问题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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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葛伊甸伯爵集团是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里的十月党党团的左翼，首领是彼·亚·葛伊甸和米·亚·斯塔霍维奇。参加这一集团的有某些右翼立宪民主党人（尼·尼·李沃夫等）。在1906年5月4日（17日）国家杜马会议讨论立宪民主党人起草的对沙皇尼古拉二世1906年4月27日在国家杜马开幕会议上发表的演说的答词时，葛伊甸集团认为该答词过分激进，因而拒绝投票，并退出会场。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以后，该集团组成了靠近十月党的和平革新党。列宁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对葛伊甸和葛伊甸集团作了政治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93。



[69]出自俄国诗人米·尤·莱蒙托夫1838年写的短诗《咏怀》（见《莱蒙托夫作品集》（六卷本）1954年版第2卷第114页）的最末一节，全节是：“子孙们将要带着法官与公民的严峻，用轻蔑的诗句，用被欺骗了的儿子对那荒唐胡为的父亲的痛苦的讥笑来侮辱我们的那些冰冷无言的死尸。”——93。







《列宁全集》第13卷


谈谈组织问题[70]


（1906年5月10日〔23日〕）

布尔什维克曾在代表大会党章起草委员会上直率地声明，任何试图削减一派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规定的地方组织自治权和反对派的权利的做法，都必不可免地会引起分裂。因此，布尔什维克坚持不得削减召集下一届代表大会的权利等等。布尔什维克建议在党章中增加一条，规定党员更换住址后有权参加当地的党组织。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一条规定，但通过了一项决议，说它否决这一条规定，完全是因为这是多余的和不言而喻的。

这样，孟什维克就承诺了要保持忠诚，不搞“排挤”别人的小动作。希望全党都来严密监督这一诺言的实践，——党的监督是消除分裂的可能性的唯一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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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这是列宁为列·波·加米涅夫的《谈谈组织问题》一文（署名：尤里）写的编辑部后记。加米涅夫的文章评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地方党组织中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相互关系问题。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即最后一次会议上，瓦·阿·杰斯尼茨基（索斯诺夫斯基）代表党章起草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委员建议为党章第1条增加一个附注：“改变住址的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参加当地的党组织。”代表大会以微弱多数否决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通过了6名孟什维克提出的决议案：“代表大会否决了党章第1条的附注，认为这个附注是多余的和不言而喻的。”（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43、166页和本卷第55页）——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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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团或“劳动”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06年5月10日〔23日〕）

昨天我们考察了社会民主党对杜马中的工人团的态度 
［注：见本卷第91—94页。——编者注］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劳动团的问题。

大家知道，这个名称是指杜马中已经开始摆脱立宪民主党并结成一个独立政党的130—140名农民代表。虽然这个摆脱的过程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了。哥列梅金用自己的一句名言绝妙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杜马中三分之一的成员（劳动团和工人团合在一起恰好接近这个数字）在自投绞架。[71]

这句名言清楚地说明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非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差别。农民团的革命性表现在哪里呢？与其说是表现在它的远未得到充分表达的政治要求上，还不如说是表现在它的土地要求上。农民要求土地，并且是全部土地。农民要求在真正能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就是在完全不付赎金或者付极少的赎金的条件下获得土地。换句话说，实际上农民要求的不是土地改革，而是土地革命。他们要求的这种革命丝毫不触犯货币权力，不触犯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但是能十分彻底地破坏旧农奴制度的经济基础，破坏整个农奴制的（既是地主的，又是官吏的）俄国的经济基础。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全心全意地竭力帮助农民彻底实现他们的要求。如果农民不彻底战胜旧制度遗留下来的骑在他们头上的一切压迫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就不可能彻底胜利。而这种胜利是全体人民所需要的，也是无产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伟大斗争所需要的。

但是，无产阶级在支持革命农民的同时，一刻也不应忘记自己的阶级独立性，自己的特殊的阶级任务。农民运动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斗争，而是小业主的斗争；这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斗争，而是替资本主义的基础清除农奴制一切残余的斗争。农民群众醉心于自己的伟大斗争，他们必然认为，夺得全部土地，就等于解决了土地问题。他们幻想平分土地，幻想把土地交给全体劳动者，但是忘记了资本的权力，忘记了货币的力量，忘记了即使分配得十分“公平”，商品经济也必然会重新产生不平等和剥削。他们醉心于反对农奴制的斗争，看不到进一步的更伟大更艰苦的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和争取彻底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工人阶级将始终如一地进行这个斗争，并且为此而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资本主义的残酷教训也必然会愈来愈迅速地使小业主觉醒过来，使他们确信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是正确的而终于靠拢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

无产阶级现在常常听到资产阶级说：你们应当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行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派，无产阶级就不能完成革命。这是对的。但是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现在可以而且应当同哪个民主派一起行动，同立宪民主党这个民主派呢，还是同农民民主派，同革命民主派呢？答案只能有一个：不是同立宪民主党民主派，而是同革命民主派；不是同自由派，而是同农民群众。

我们在牢记这个答案的同时，也不应当忽略这样一点：农民愈是迅速地觉醒起来，他们愈是公开地进行政治活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切革命分子也就愈倾向于农民，自然，同时也倾向于小市民。细小的差别变得无关紧要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被提到了首位：这些或那些政党、派别、组织是否都能跟革命农民一起走到底。可以愈来愈清楚地看到，社会革命党人、某些独立的社会主义者、最左的激进派和许多农民组织正在政治上结合成一个革命民主派。

由此可见，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代表大会上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他们（马尔丁诺夫和普列汉诺夫）叫喊道：“立宪民主党这个政党，比社会革命党更重要。”社会革命党人就其本身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作为农民自发趋向的代表者，社会革命党人正是广泛而强大的革命民主派的一部分，没有这个革命民主派，无产阶级就根本不要想取得我们革命的彻底胜利。杜马中的农民团或“劳动”团和社会革命党人接近不是偶然的。自然，一部分农民能够理解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彻底的观点，但是另外一部分农民无疑会把“平均”使用土地看作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

劳动团无论在杜马里面或者在杜马外面（这更重要）无疑都起很大的作用。觉悟的工人应当竭尽全力加强在农民中的鼓动工作，使劳动团摆脱立宪民主党，使它能提出完整的和彻底的政治要求。让劳动团更紧密、更独立地组织起来，让它扩大自己在杜马外面的联系，让它牢记：土地这个大问题在杜马里面是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要靠人民和旧政权的斗争来解决，而不能靠杜马中的投票来解决。

目前，对取得革命的胜利来说，再没有比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种团结、教育和政治上的训练更重要的事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无情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的同时，将全力支持这一伟大的事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这方面不会陷入任何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它将始终坚持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的严格的阶级斗争的立场。

无产阶级要高呼：农民对他们的一切压迫者的彻底胜利万岁！这一胜利是我们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得到成功的最可靠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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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这里说的是大臣会议主席伊·洛·哥列梅金同内务大臣亚·阿·斯托雷平就大赦问题进行的一次谈话。在谈话中斯托雷平认为关于大赦问题应考虑人民代表的意见。哥列梅金回答说，他认为没有必要，“因为国家杜马中三分之一的成员在自投绞架”。1906年5月3日（16日）《呼声报》第5号新闻栏的一篇短评《哥列梅金谈“优秀分子”》转述了谈话的内容。——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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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中的土地问题

（1906年5月12日〔25日〕）

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草拟对沙皇演说的答词。他们草拟的是怯懦的请求，而不是要求。第二个“行动”，就是当接受他们的代表团呈递答词的请求遭到拒绝时，就悄悄地转到当前的事务上去。他们表现得更加怯懦。目前他们正在采取第三个行动，探讨提到杜马议事日程上来的土地问题。

全体工人应当特别仔细地注意这个问题。土地问题是最使农民群众激动的问题。而农民现在已经成为工人在革命中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同盟者。在土地问题上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自称为人民自由党的立宪民主党是不是真正忠于人民的自由。

人民，首先是农民，希望什么？农民希望得到土地。这是谁都知道的。农民要求国内的全部土地属于农民。农民希望摆脱地主和官吏的压迫。从地主那里夺回土地，使地主不能强迫他们服工役（实质上等于从前的徭役）；从官吏那里夺回权力，使他们不能任意欺压平民，这就是农民所希望的。因此工人既要帮助农民进行争取土地的斗争，又要帮助他们直接地、明确地和十分肯定地提出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特别容易被搞得混淆不清。很容易把事情设想成这样：农民当然应该得到份地，但是土地分配本身附带着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会使农民从土地分配中所得到的好处化为乌有。如果土地还是由官吏来分配，如果各种“调停人”还是由自由派地主来充当，如果由旧专制政权来确定赎金的“微薄的数量”，那么，结果就不会给农民带来好处，而是象1861年那样，对农民又是一场欺骗，在农民的脖子上又套上一条新的绞索。因此，觉悟的工人应当竭力说服农民，要他们在土地问题上特别小心谨慎，不可持轻信态度。土地的赎金问题和将来由哪个政权“分配”土地的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赎金问题上可以立即准确无误地断定，谁支持农民，谁支持地主，以及谁企图从一方投到另一方去。俄国农民知道——知道得多么清楚啊！——赎金究竟是怎么回事。在这个问题上，农民的利益和地主的利益界限是十分明显的。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把土地纲领草案初稿中的“转让”改为“没收”（即不付赎金的转让），是做得完全正确的。

在由哪个政权分配土地的问题上，农民和官吏的利益也同在赎金问题上农民和地主的利益一样是大不相同的。所以社会主义的工人应当特别耐心地向农民说明，重要的是不能让旧政权来解决土地问题。要让农民知道，如果这件事抓在旧政权手里，那么任何土地改革都不会有什么好处。幸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也已经在实质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因为代表大会的决议毫无保留地承认应当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诚然，在我们看来，代表大会没有明确指出，土地改革只能交给完全民主的国家政权，只能交给由人民选出、向人民报告工作并且可以由人民撤换的公职人员去进行，这是犯了一个错误。关于这一点我们打算下一次再详细地谈。

在杜马中，将提出两个主要的土地纲领。在杜马中居统治地位的立宪民主党人是想既要地主吃饱，又要农民完好。他们同意强制转让大部分的地主土地，但是第一，他们要以交付赎金为前提；第二，他们主张由自由派官吏而不是由革命农民来解决实行土地改革的手段和方法问题。立宪民主党人在自己的土地纲领上，也同往常一样，象游蛇似地蜿蜒扭动于地主和农民之间，旧政权和人民自由之间。

劳动团或者说农民团，还没有完全确定自己的土地纲领。他们只提出全部土地应当属于劳动人民，至于赎金问题，以及旧政权问题，暂时还没有谈起。等这个纲领明确规定以后，我们还会不止一次地谈到它。

自然，官吏政府甚至对于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革也听都不愿意听。以那些最富有的、每人往往占有几万俄亩土地的地主官吏为首的官吏政府，“宁愿改信伊斯兰教”（象一位富于诙谐才能的作家所说的那样），也不容许强制转让地主的土地。这就是说，杜马不可能真正“解决”土地问题，只不过是发表宣言、宣布要求而已。从立宪民主党人那里我们只会再一次听到怯懦的请求，而不是人民代表所应该提出的自豪而大胆的、正当而公开的要求。我们希望劳动团至少在这一次能够完全摆脱立宪民主党而独立自主。

社会主义的工人现在则担负着一项特别重大的任务。他们应当用一切方法、一切力量来扩大整个组织，特别是扩大同农民的联系。应当尽量广泛、明确、详尽、透彻地向农民说明赎金问题和能不能容忍由旧政权来掌握土地改革问题的全部意义。应当竭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同革命农民的联盟，以迎接当前政治危机的不可避免的高潮的到来。这个联盟，也只有这个联盟，是胜利解决农民获得“全部土地”、人民获得充分自由和全部政权问题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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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和革命

（1906年5月13日〔26日〕）

昨天的《我们的生活报》的社论，今天的《言语报》、《杜马报》、《我们的生活报》、《国家报》[72]和《言论报》的社论，总之，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无一例外，对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群起而攻之。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不久前立宪民主党人还丝毫不把“抵制派”放在眼里，这些“胜利者”的骄傲气焰现在到哪儿去了呢？立宪民主党人称霸的黄金时代，这些先生因可怜无产阶级犯了错误而教训无产阶级学习真正的治国之道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司徒卢威先生在5月11日的《杜马报》社论中回答说，革命精神正在复活。他说得很对。人们对杜马的希望每时每刻都在消失。对于如何赢得人民自由这一点，随着滥用人民自由名义的党的真正面目的暴露而愈来愈清楚了，这个党在选举期间曾经利用了人民的某种程度的厌倦情绪，也利用了竭力阻挠选出真正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的维特—杜尔诺沃的政策。一个明显地表现出反革命性质的组织的活动，使人非常清楚地看到，新的斗争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是的，资产阶级在选举期间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以为它窃取工农的斗争成果的好时机已经来临。但它自己欺骗了自己。它把暂时的沉寂看作革命力量的枯竭，看作革命的终止。它刚刚在杜马的安乐椅上坐稳，刚开始和颜悦色地同旧政权谈判，准备牺牲工农的利益来做一笔友好的交易，突然发现工农要干预这个把戏，要破坏这种交易。

在帕宁娜夫人民众文化馆举行的群众大会尤其使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感到愤怒。社会民主党人在大会上的演说使这个臭泥潭翻腾起来了。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叫喊说：哎呀！你们批评我们党，就是在帮助政府。这是老一套的说法。每当社会民主党人出来向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解释当前事变的真正意义，驱散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工人中散布的迷雾，提醒工人防备资产阶级出卖人民的自由，向工人指出他们在革命中的真正地位的时候，自由派先生们就要叫喊，说这样做会削弱革命的力量。每当社会民主党人说，工人不应该站在资产阶级的旗帜下，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旗帜，有社会民主党的旗帜的时候，自由派就开始大叫大嚷，说这样做就是给政府帮忙。不对。革命的力量就在于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就在于农民政治觉悟的提高。当社会民主党人批评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的时候，他们是在提高这种觉悟，在加强革命的力量。当立宪民主党人用自己的宣传蒙蔽人民的时候，他们是在模糊这种觉悟，在削弱革命的力量。应当对立宪民主党人说：我们不信任你们，因为你们不是很全面很坚决地把人民的要求提出来，因为你们愿意同政府做买卖，而不愿同它作斗争，——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说，因为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就忘记了政府。

这只是向人民指出真正斗争和真正胜利的道路。一旦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认清了这条道路，立宪民主党人就找不到对象做买卖了，因为旧政权一定会被摧毁的。

立宪民主党人叫喊说，你们在驱使无产阶级公开行动。别着急，先生们！你们根本没有资格谈什么行动，你们这些靠工农的鲜血在政治上发迹的人，用不着象犹大那样谈什么“无谓的牺牲”。

在同一个群众大会上，有人十分正确地讲到用不着“鞭策”无产阶级，这些话完全反映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信念。任何人都可以在《浪潮报》上读到用不着加速事变的进程 
［注：见本卷第73页。——编者注］

 这样的话。但加速是一回事，创造条件使一部伟大戏剧的下一幕能够演出是另一回事。我们号召无产阶级和农民作好准备以迎接这个时刻的来临。它的来临不单单取决于我们，还取决于其他情况，例如也取决于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将背叛自由事业的程度。阐明斗争的条件，指出可能采取的斗争形式，向无产阶级指出它在未来斗争中的地位，积极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启发无产阶级的觉悟——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而在目前这主要就是要不断揭露立宪民主党人，提醒大家防备立宪民主党。我们现在这样做，将来也要这样做。如果立宪民主党人因此而激动和发火，这就说明我们的工作干得不坏。如果立宪民主党人因此而叫喊和抱怨革命力量被削弱，这就说明他们清楚地预感到，真正的革命，工农的革命，很快就要冲垮立宪民主党杜马了。立宪民主党人唯恐革命超越资产阶级所规定的对它有利的界限。工人阶级和农民应当记住，他们的利益是超出这些界限的，他们的任务就是把革命进行到底。

这正是群众大会的决议所说的，这个决议竟使立宪民主党人普罗托波波夫不得不思念起区警察局局长来。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写东西要谨慎一些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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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国家报》（《Страна》）是俄国民主改革党的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19日（3月4日）至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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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给土地，也不给自由

（1906年5月13日〔26日〕）

大臣会议主席已把一份对杜马答词的复文“声明”转交国家杜马。

这一声明是大家都一直焦急地盼望着的。这个声明应当提出政府的纲领。

政府的“纲领”也确实提得十分明确。现在我们把声明中两段重要的话全部摘引如下：


　　“关于采用国家杜马提出的办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即动用皇族、皇室、寺院、教会的土地以及强制转让的私有土地（包括农民私有者购置的土地），大臣会议认为有责任声明，根据国家杜马设想的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是绝对不许可的。当局不能在承认一些人的土地所有权的同时，剥夺另一些人的这种权利。当局也不能单单否认土地私有权，而不同时否认其他一切财产的所有权。在世界任何地方和社会生活发展的一切阶段，所有权不可剥夺和不可侵犯的原则都是民族昌盛和社会发达的基石、国家的根基，没有这种根基，国家就根本无法存在。现在设想的办法也不是由现实的要求产生的。国家拥有丰富的、远未耗尽的资源，如果再广泛采用所有的合法手段，土地问题无疑会顺利地得到解决，而不致破坏我们国家的根基，损伤我们祖国的元气。国家杜马答词中提出的其余的立法性措施，基本精神就是要确立得到杜马多数信任的大臣对人民代表机关负责的制度，撤销国务会议，取消特别法令规定的对国家杜马立法活动的限制。对这些设想大臣会议认为自己无权研究；它们牵涉到彻底改变国家的一些根本法律的问题，而这些法律国家杜马是无权要求加以修改的。”





　　总之，在土地问题上是“绝对不许可”。在自由问题上，即在人民代表机关的实际权利问题上，“杜马无权要求加以修改”。在土地问题上，农民完全得指靠地主的自愿，完全得指靠地主的同意。强制转让是绝对不许可的。一丝一毫认真改善农民生活的做法也是绝对不许可的。

在自由问题上，人民完全得指靠官吏。未经官吏同意，人民代表无权决定任何事情。大臣会议甚至认为自己无权研究杜马要求扩大人民代表机关权利的愿望。人民代表对权利问题连想也不能想。他们的任务就是请求。而官吏的任务就是审查这些请求，象上述声明审查杜马的“请求”那样。

既不给土地，也不给自由。

我们现在无法再进一步分析声明的实质了。

我们要看一看，杜马的代表能不能从这个声明中学到什么东西。立宪民主党人大概什么也不会学到的。现在劳动团和工人团应该表明，他们是否已经能够比较独立自主，不受立宪民主党人的影响，他们是否已经懂得必须停止请求，他们是否能用直接而明白的语言同人民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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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人在梯弗利斯选举中的胜利

（1906年5月14日〔27日〕）

据电讯报道，社会民主党人在梯弗利斯的选举中获得了全胜。81名复选人中，有72名社会民主党人，只有9名立宪民主党人。[73]库塔伊西选出的4名代表，全是社会民主党人。诺伊·饶尔丹尼亚被选为梯弗利斯的杜马候选人，他是当地最有声望的一位社会民主党人。[74]

我们祝贺我们高加索同志们的胜利。在我们党的统一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之后，工人政党在不同其他政党结成联盟即达成任何协议的条件下参加选举，已经成为必尽的义务。[75]如果高加索的同志能完全独立自主地使自己的候选人当选（可以想象梯弗利斯的情况就是如此），那么他们就可以避免阿尔马维尔的同志们所犯的错误了。[76]那样，就完全遵守了代表大会的决定；那样，被选入杜马的就会是富有党性的社会民主党人，而且是严格遵照党的路线选出来的；那样，我们很快就可以听到中央委员会任命我们党在杜马中的正式代表的消息。

我们的读者知道，我们当初是主张抵制杜马的。我们曾经在代表大会上投票反对成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其理由在《浪潮报》第12号上刊载的决议中已经确切地阐述过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41—342页。——编者注］

 。这并不是出于原则的考虑，而是为了慎重和出于对当前实际条件的考虑。不言而喻，如果现在真正有党性的社会民主党人真正按党的路线被选进了杜马，我们大家作为统一的党的党员，都会尽力帮助他们完成他们艰巨的任务。

我们不要过分夸大梯弗利斯胜利的意义。只有真正形成了哪怕是稍微“象样的”议会制，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才会也才可能使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俄国还没有这样的议会制。俄国目前的形势要求社会民主党担负起西欧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都没有担负过的伟大任务。我们距离社会主义革命，要比西方的同志远得多，但是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无产阶级起领袖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农民革命。目前形势的这些特点，使迅速成熟起来的政治危机根本不可能在杜马里面得到解决。

在俄国目前所处的这个时期，社会民主党人参加选举，决不意味着群众在选举运动的过程中真正变得坚强起来。在不能自由办报，不能召集群众开会，不能广泛进行宣传鼓动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人当选往往不是表明无产阶级的而且完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的团结，而仅仅表明人民的强烈抗议。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的小资产阶级阶层有时会投任何一个反政府的候选人的票。如果单单根据梯弗利斯的选举结果来确定对整个俄国的整个抵制策略的评价，那就未免太轻率，考虑得太不周到了。

还没有人知道，总的说来，归根到底立宪民主党杜马将起什么作用。立宪民主党人是杜马的主人，这是事实。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的行为表明他们是很糟糕的民主派，是人民自由的怯懦的、不彻底的、摇摆不定的拥护者，这是所有社会民主党人一致公认的。立宪民主党人现在掌握着杜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起劲地在人民中散布立宪幻想，以此来模糊工农的政治觉悟。

我们需要等着看一看实践经验向我们表明什么情况，然后再来判断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也从杜马内部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这些反动意图。我们希望我们那些被选为杜马代表的高加索的同志，能够第一次在这个新的讲坛上理直气壮地发言，丝毫不要缩小痛苦的真象，要无情地打破对空话、诺言、文件的信仰，填补我们的报刊由于直言不讳而被删削文字、追究责任所造成的空白，号召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清楚明确地提出问题，在杜马外面进行即将来临的争取自由的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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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列宁这里引用的彼得堡通讯社关于梯弗利斯选举的报道不够确切。梯弗利斯选出了80名复选人（不是81名），其中社会民主党71人，立宪民主党9人。——109。



[74]这里说的是库塔伊西复选人的选举，杜马代表的选举是稍后一些举行的。库塔伊西省选进第一届国家杜马的3名代表——伊·格·哥马尔捷利、C．Д．贾帕里泽和伊·伊·拉米什维里——都是孟什维克。此外，孟什维克诺·尼·饶尔丹尼亚和C．H．策列铁里分别当选为梯弗利斯市和梯弗利斯省的国家杜马代表。——109。



[75]列宁指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决议中写道：“在所有还将举行选举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能够不同其他政党结成联盟提出自己候选人的地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该力求把自己的候选人选入杜马去。”决议的这一项是根据诺·尼·饶尔丹尼亚（科斯特罗夫）和斯·古·斯特卢米林在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建议通过的。有17名布尔什维克，包括列宁在内，对这一建议投赞成票，并声明：“我们投票赞成斯特卢米林和科斯特罗夫的修正案，只是因为我们认为以党的名义谴责同其他政党结成联盟是有益和重要的；我们并不认为至今尚未举行的杜马选举的问题还有实际意义，因而决不支持这种选举。”（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358页）——109。



[76]指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阿尔马维尔委员会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所犯的错误。该委员会违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关于禁止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的决定，向选民发出如下号召：“请投票选举劳动的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在万不得已时请投票选举不右于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的候选人。”



费·伊·唐恩在1906年5月11日（24日）彼得堡市莫斯科区工人社会民主党党员会议上承认阿尔马维尔组织犯了错误（见1906年5月12日（25日）《浪潮报》第15号）。——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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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杜马和人民

（1906年5月17日〔30日〕）

杜马和政府发生了争执。它对内阁表示不信任，要求内阁下台。内阁把杜马的声明当作耳边风，而且更加公开地奚落杜马，建议杜马研究尤里耶夫市机关守卫人员的洗衣房的问题。

杜马同政府之间的这场争执、这场冲突的实质是什么呢？广大的农民群众、一般小市民群众以及一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家（立宪民主党人），都认为或者试图使自己和别人相信，发生这场冲突是由于政府不了解它的任务和它的地位。不了解的东西说明白了，人们对新鲜的东西即对立宪制度习惯了，对国家大事必须由公民投票来解决而不是由旧政权的命令来解决也习惯了，那时一切都会走上正轨。根据这种看法，在我们面前的是“立宪冲突”，即在一个实际上除了承认旧政权，也承认人民代表政权的立宪国家中，各种不同的机关之间的冲突。习惯成自然，——小市民这样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这样议论。小市民这样想是由于单纯和没有政治经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这样想是由于这种思想符合他们的阶级利益。

例如，立宪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言语报》说：“我们的大臣们在立宪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经验还不及我们大多数代表。”[77]你们看，问题在于我们的大臣没有经验，没有跟柯瓦列夫斯基教授和米留可夫教授学过国家学。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好吧，过去没有从书本学过，现在就从杜马中的演说学吧。习惯成自然。于是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用德国资产阶级作例子。德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也同政府发生过争执（说得温和一些）。他们也曾为人民力争或者想为人民力争全部政权和充分自由。在人民斗争遭到德国政府镇压以后，资产阶级被允许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代表们讲，旧政权干。代表们向大臣们讲解他们“不了解”的东西，给他们讲授“立宪制度”，讲了大约15年，从40年代末一直讲到60年代初。在60年代，俾斯麦同资产阶级的“人民代表”公开地吵了一架，但这是家庭争吵的最后一次爆发。资产阶级被德国军队的胜利迷住了，他们有了在完全保留贵族官吏政府的政权的情况下的普选权，也就完全和好了。

这就是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特别欣赏的、俾斯麦同“人民”代表的最后一次重大争吵的例子。德国资产阶级（在革命被彻底镇压下去以后15年）向俾斯麦让步了。而我们俄国的资产阶级却想立刻得到哥列梅金的让步。而且立宪民主党人事先就欢呼起来：在我们这里哥列梅金势必比当时的俾斯麦要作更大的让步。

我们完全同意，哥列梅金远不如俾斯麦。但是我们认为对工人阶级来讲，现在特别重要的是了解资产阶级同各式各样的俾斯麦之间的交易的实质，至于日后让步的程度问题，那是以后的事情。俾斯麦们只是在革命被彻底镇压下去的时候，“人民的自由”被资产阶级彻底出卖掉的时候，资产阶级同保护地主反对农民，特别是保护资本家反对工人的旧的贵族官吏政权亲密无间地和睦共处的时候，才同资产阶级和解的。

这就是俾斯麦同德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即同普鲁士的进步党人[78]所达到的和解的真正基础。这就是德国的柯瓦列夫斯基们和米留可夫们在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的15年里一直给俾斯麦们讲授的那种“立宪制度”的重要背景。我们的教授们也许不知道这一点，因为教授只知道书本，不知道生活，但是工人应该知道这一点。

我们俄国现在所进行的这一场严肃斗争，根本不是为了解决哥列梅金们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究竟在怎样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够彼此靠拢的问题。现在进行的斗争是在旧的制度下无法生活下去的人民群众同在真正的立宪制度下无法存在下去的农奴制官吏的旧政权之间的斗争。这一场斗争并不是为了解决应该怎样正确运用立宪制度的教训的问题，而是为了解决立宪制度到底能不能存在的问题。

这不是议会冲突，杜马本身也根本不是议会，根本不是在确立了宪法的情况下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机关。杜马只是在它外面或者说撇开它而发展起来的人民运动的标志和它的非常软弱的表现。

杜马同政府的冲突只是间接地表明农民群众和工人阶级的一切基本的迫切的愿望同旧政权的绝对完整和绝对不可侵犯之间的冲突。这些迫切的愿望往往用两个简单的字眼来表达：土地和自由。这些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拥护这些要求的力量还远远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充分显示这些力量的条件刚刚在成熟起来。

我们现在不应该让人民去注意柯瓦列夫斯基们给哥列梅金们讲的立宪制度课。我们现在不应该老是重提俾斯麦们同资产阶级上层的小小的争吵。工人阶级和农民决不允许立宪民主党人把杜马变成进行这种争吵和妥协的机关。表明立宪民主党人向这一方面动摇的任何一个步骤都应该加以揭露。杜马中的劳动团和工人团要了解，只有同立宪民主党人划清界限，只有使自己的水平超出立宪制度的学校课程，只有理直气壮地提出人民的一切要求和一切需要，只有说出全部痛苦的真相，他们才能够对争取真正自由的斗争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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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人阻碍杜马面向人民

（1906年5月18日〔31日〕）

我们刚才得到一个消息说，在今天的杜马会议上发生了下面这样一件事情。会议讨论了废除死刑的法律草案问题。劳动团成员阿拉季因比过去任何人更坚决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引自《交易所新闻》[79]晚上版的号外）：“我们必须同行政当局斗争。我们一些人想用各种质问折磨各位大臣，但是他们一定会对这些质问置之不理，难道这还不明显吗？不，我们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继续玩质问的游戏，或者把人民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阿拉季因提议，不要把问题拖延一个月，不要把法律草案交给委员会，而要立即解决问题。他用下面的话结束自己的演说：“如果我们不能让人民了解全部真相，如果我们不明确地对人民说，掌握大炮和机枪的人是有罪的，我们就该遭殃了。”

波亚尔科夫神父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他说：“政府在嘲弄国家杜马。我们不应当请求而应当要求：在今天或者明天就废除死刑，否则我提议大家都回家去，因为我认为，在死刑废除以前，在这儿开会，领薪水，是不光彩的。”

这就是说，劳动团提出了建议，内容很清楚：要面向人民，要提出要求而不是请求，不要理会官方的那些规定，不要拖延问题，不要把问题交给委员会。

立宪民主党人阻碍杜马面向人民。在波亚尔科夫之后发言的立宪民主党人纳波柯夫号召“按合法的途径办事”。他坚持把法律草案交给委员会。

在讨论结束时，杜马主席（立宪民主党人多尔戈鲁科夫）宣布：“我们有四个提案：其中有两个提案我不能提出来表决，因为这两个提案不符合议会办事的常规。这两个提案就是：面向人民和面向君主。”

在其余的两个提案中——（1）交给委员会，（2）立即讨论——第一个提案得到一致通过，因为第二个提案已经撤销。

劳动团显然又一次在立宪民主党人坚持和威胁之下让步了，没有坚持住它原来采取的坚决立场。

自觉地对待争取自由的斗争的人民，必须抗议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的行为，必须号召劳动团坚定不移地宣布并且力争实现面向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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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交易所新闻》（《Биржевые　Ведомости》）别称《交易所小报》，是俄国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报纸，1880年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每周出两次，后来出四次，从1885年起改为日刊，1902年11月起每天出两次。这个报纸的特点是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没有原则。1905年该报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曾改用《自由人民报》和《人民自由报》的名称。从1906年起，它表面上是无党派的报纸，实际上继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1917年二月革命后，它恶毒攻击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1917年10月底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被查封。——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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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人代表的呼吁

（1906年5月18日〔31日〕）

我们热烈欢迎在信念上跟我们最接近的杜马代表工人团的宣言，这是代表们第一次不是向政府而是直接向人民发出的呼吁。我们认为，杜马中的劳动团，或者说农民团，也应当仿效工人代表的榜样。

工人代表的呼吁中讲了许多正确的话，但是我们认为其中也有一些缺点。

工人同志们想“竭力使杜马准备召集立宪会议”。在这一点上，他们恐怕难以指望得到整个杜马哪怕是杜马中的多数的支持。在杜马中占优势的自由派曾经不止一次地许诺人民召开立宪会议，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实践这个诺言，而且甚至没有在杜马中大胆地、坚决地提出这个要求。在这方面，工人代表只能比较有把握地指靠劳动团，指靠农民代表。因此，工人阶级不能把支持整个杜马当作自己的任务，因为俄国自由派太不可靠了，工人最好是全力支持农民代表，鼓励他们完全独立地讲话，以革命农民的真正代表的姿态进行活动。

无产阶级已经证明自己是有斗争能力的。现时它正在聚集力量以便发动新的坚决的斗争，但只能是同农民一道发动。所以工人代表号召无产阶级不要理睬任何挑衅，不要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同敌人发生分散的冲突，这是正确的。无产阶级的血是极其宝贵的，没有必要和没有胜利的把握决不要流血。

只有认识到本届杜马的软弱和缺陷的农民群众，能够成为确保工人胜利的坚强支柱。虽然工人大会的决定和决议在组织工人阶级进行斗争方面很有益处，但是不能把它们当作有效的支柱，来对抗已经准备用最残酷的暴力来回答人民要求的敌人。相反，工人阶级还应当向农民群众说明，如果他们天真地把希望寄托在恳求、决定书、请愿和告状上面，那他们就错了。

目前俄国的整个发展表明，关于人民的命运即土地和自由问题的重大争论，是不可能用言论和表决的办法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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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这是列宁为国家杜马工人代表的宣言《告俄国全体工人书》写的编辑部后记。宣言和后记一起载于1906年5月19日《浪潮报》第21号。——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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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讨价还价也不肯！

（1906年5月19日〔6月1日〕）

司徒卢威的高贵的情感受到了伤害。原来政府比他所想象的更愚蠢，同它打交道简直无利可图。司徒卢威先生把政治想象得非常简单：杜马，即在杜马中占多数的立宪民主党人，用最文明的商界中惯用的礼貌语言索要高价；政府作微小的让步，杜马再降一些价，这样，人民自由就会降临俄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什么都做到了！可是，突然，政府竟这样不明事理，竟这样缺乏做买卖的机智！

司徒卢威先生感到愤慨：

它（政府）本来还可以避开杜马的某些要求和建议，接受其余的要求和建议并且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它本来可以在政治方面作些大的让步，而尽力在经济方面杀价。它本来可以采取相反的做法。但是，只有毫无政治头脑的人，才会否决所有争论中的一切重要的东西，拒绝实行以强制转让私有土地为基础的土地改革，无视人民的需要和人民的权利意识。

总之，杜马在对沙皇演说的答词中提出的要求都属于可以争论的问题；这不是什么要用一切手段去赢得和立刻进一步加以扩大的必要的东西，这只是用来讨价还价的。

大赦，普选权，自由和强制转让土地，这都是可以争论的，这都可以讨价还价，并且……作出让步，只要政府也拿出某种东西作为交换。

必须记住这一点。司徒卢威先生是在非常愤慨的时候，才无意中说出了社会民主党人一向对人民指出的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

甚至在对沙皇演说的答词中提出的那些打了折扣的、被立宪民主党人歪曲了的人民的要求，对立宪民主党来说也不是必要的起码的条件，而是事先就准备降低的最高价格。使司徒卢威先生扫兴的是，买卖没有做成……因为政府缺乏“政治头脑”。司徒卢威先生证明，政府毫无政治头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特列波夫、哥列梅金和斯季申斯基之流的先生们，根本不肯同立宪民主党人就人民权利问题讨价还价，而是一口拒绝了他们。

而所谓富有“政治头脑”，显然就是明目张胆地贩卖人民自由。

工人和农民们，要记住这些！在哥列梅金的杜马演说发表的前夕，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认为，“政治头脑”就是就缩减在对沙皇演说的答词中提出的人民要求同特列波夫做成一笔买卖。

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真是太不幸了，买卖没有做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实际利益同旧政权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实际利益之间的冲突，无法纳入外交买卖的范畴。俄国革命不能遵循立宪民主党的轨道，原因也并不在于司徒卢威先生或特列波夫先生的“政治头脑”如何。互相冲突的利益的性质本身推动俄国革命走上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进行公开斗争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贩卖人民自由的先生们，革命中的经纪人先生们，战时的外交家先生们是注定要永远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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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

（1906年5月19日〔6月1日〕）

杜马正在讨论土地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两种主要的解决办法：立宪民主党的办法和“劳动派”即农民代表的办法。

对于这两种解决办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中讲得十分正确：“各资产阶级政党力图利用和操纵农民运动——一些人（社会革命党人）是为了空想的小市民社会主义，另一些人（立宪民主党人）则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保存大土地私有制，同时用部分让步来满足农民的私有者的本能，以削弱革命运动。”

我们且来研究一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意义。立宪民主党是半地主的政党。在这个党里有很多自由派地主。他们竭力捍卫地主的利益，而对农民只准备作一些不得已的让步。立宪民主党人力图尽一切可能保护大土地私有制，不同意完全转让地主的所有土地，把它们交给农民。立宪民主党人主张由农民赎买土地，即由农民通过国家赎买地主的土地，从而把农民上层分子变成“秩序党”。事实上，不管怎样安排赎买，不管规定怎样的“合理”价格，赎买对于殷实农民是轻松的，对于贫苦农民则是沉重的负担。不管纸上写着什么关于村社赎买等等的条例，实际上土地必然落到那些赎买得起的人的手中。正因为如此，赎买土地的结果是加强富裕农民的力量而牺牲贫苦农民的利益，是分裂农民，并以此来削弱他们争取充分自由和全部土地的斗争。赎买的结果是较殷实的农民从自由事业方面被引诱到旧政权方面去。赎买土地就等于赎买争取自由的斗争，赎买就是用金钱把一部分争取自由的战士吸引到自由的敌人方面去。赎买自己土地的殷实农民会变成小地主，他们会特别容易而且牢靠地转到旧的地主官吏政权方面去。

因此，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说得十分正确：立宪民主党（这个半地主的政党）是在维护削弱革命运动，即削弱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措施。

现在我们研究一下杜马中的“劳动派”或者说农民代表是怎样解决土地问题的。他们还没有充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们站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灰色派”（社会民粹派政党）之间，站在赎买部分土地（立宪民主党人）和没收所有土地（社会革命党人）之间，但是他们愈来愈离开立宪民主党人，而愈来愈接近“灰色派”。

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说“灰色派”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它的目的就是空想的小市民社会主义的目的，这样说是不是正确呢？

我们看一看“灰色派”所提出的、昨天登在他们的报纸《人民通报》[81]（第9号）上面的最近的土地改革草案[82]。这是一个主张消灭一切土地私有制和“普遍平均使用土地”的法案。为什么“灰色派”希望平均使用土地呢？因为他们希望消灭贫富之间的差别。这是社会主义的愿望。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希望做到这一点。但是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世界上甚至有僧侣社会主义，有小市民社会主义，也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小市民社会主义是小业主希望消灭贫富之间的差别的幻想。小市民社会主义认为可以把所有的人变成“平均化的”业主，没有贫富之分。小市民社会主义起草种种主张普遍平均使用土地的法案。而事实上，按小业主所希望的那样做是消灭不了贫困和贫穷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货币权力和资本权力，就不可能平均使用土地。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揭露小市民社会主义希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小经济“平均制”是毫无根据的，甚至保持小经济也不可能。

觉悟的无产阶级全力支持农民争取全部土地和充分自由的斗争，但是他们提醒农民不要存任何幻想。农民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能够推翻地主的整个统治，能够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地主官吏的国家。农民甚至能够消灭一切土地私有制。所有这些做法，给农民、工人阶级以及全体人民都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最齐心协力地支持农民的斗争。但是，就是最彻底地推翻地主和官吏政权，也丝毫不会破坏资本的权力。只有在没有地主和官吏政权的社会中，才能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的伟大斗争，即争取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

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背叛性的纲领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提醒农民对“平均制”不要抱幻想。为了在目前这场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农民应当摆脱立宪民主党人而完全独立地行动。农民不应当热中于研究土地制度的各种草案。只要政权仍然掌握在旧的专制的地主官吏政府手里，所有这些关于“劳动份额”、“平均制”等等草案，都是一些空洞无聊的东西。草案中一大堆规章条例只能削弱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因为旧政权不是把它们抛到九霄云外，就是把它们变成欺骗农民的新方式。“土地制度草案”不能帮助农民了解如何获得土地，反而使农民更难于正确地了解问题。这些草案用琐碎的毫无意义的文牍主义谎言解释官吏政府的旧政权问题。这些草案用对善良的长官的幻想在人们的头脑中制造混乱，而实际上却是旧的残暴的长官仍然横行无忌。先生们，抛弃那种纸上空谈的“土地制度草案”的把戏吧，——一旦没有旧政权的障碍，农民是会很容易处理土地问题的，——最好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农民为争取彻底消除所有这些障碍的斗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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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列梅金派、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

（1906年5月19日〔6月1日〕）

昨天我们谈了立宪民主党人在国家杜马中取得的对劳动派的新的不光彩的胜利 
［注：见本卷第116—117页。——编者注］

 。立宪民主党人迫使劳动派撤回了他们的建议，劳动派要求面向人民和不按照把杜马变成官僚机构的软弱无力的附属品的手续讨论废除死刑的法律草案。

今天《新时报》的哥列梅金派[83]和《言论报》的十月党人完全证实了这种认为立宪民主党人取得了对劳动派的胜利的说法。《新时报》写道：“劳动团提出了某种……违反杜马组织条例的东西。也就是说，它要求国家杜马讨论法律草案的实质，接着就进行表决，不遵守等待一个月的规定，也就是不让司法大臣有发表自己意见的可能。俄国人往往为了表示宽大而损害法制，可是任何一点这样的意图，都必然引导杜马进行显然违法的活动，并带来‘不经官方许可’这种不稳妥办法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新时报》继续写道，立宪民主党的发言人“激烈地反对了劳动派提出的违法措施”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说到劳动派撤回自己的建议时，《新时报》指出：“最后，一切得到圆满解决，法制取得巨大胜利。”哥列梅金派由于这种法制取得胜利而欢欣鼓舞，这是很自然的，任何人都不会期待他们有什么别的表现。遗憾的是，还有太多的人对立宪民主党人抱有希望。《新时报》最后说：“任何代表如果仿效阿拉季因先生，他的不可饶恕的轻举妄动一定会受到指责。”

在十月党人的《言论报》上，伊波利特·霍夫施泰特尔先生申斥了立宪民主党人，象父亲似地教训他们：“空气中开始闻到了真正革命的气息。”立宪民主党人不希望革命，因此应该明智一些。“只要现行法律还多少允许取得进一步的完全合法的法律、政治和社会成果，国家杜马中的觉悟的先进代表的神圣职责就是在合乎法律的原则下做坚定的反对派，而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地挑起冲突。”

哥列梅金派和十月党人的立场已经很清楚了。现在是更清楚地更冷静地估计同他们相近的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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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哥列梅金派是指以当时的大臣会议主席伊·洛·哥列梅金为首的沙皇俄国政府反动官僚的代表，其机关报是黑帮报纸《新时报》。——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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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84]


（1906年5月20日〔6月2日〕）

编辑部收到一张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签署的传单：


　　“鉴于某些党组织提出了关于批评党代表大会的决定的自由的限度问题，中央委员会注意到，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总是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策略上达到高度一致，我们党的各部分在政治行动上的这种一致现在比任何时候更为必要，因此认为：（1）任何人都享有在党的刊物和党的会议上发表个人的意见和维护自己特有的观点的充分自由；

（2）党员不得在广大群众性的政治集会上进行违反代表大会决定的鼓动；

（3）在这种集会上任何党员都不得号召进行违反代表大会的决定的活动，也不得提出与代表大会的决定不一致的决议案。”（黑体都是我们用的）





　　在实质上研究一下这个决议，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决议中的一些荒唐说法。决议说，享有“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个人的意见和提出批评的“充分自由”（第1条），而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第2条）“任何党员都不得号召进行违反代表大会的决定的活动”。请看结果就是：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权号召进行违反代表大会的决定的活动，——而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不“享有”“发表个人的意见”的充分自由！！决议的起草人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党内的批评自由同党的行动一致的相互关系。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不妨回忆一下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85]），不仅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都是如此。禁止这种批评或这种“鼓动”（因为批评和鼓动是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党的政治行动必须一致。不论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不论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发出任何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一致的“号召”都是不能容许的。

可见，中央委员会对批评自由规定得不确切，规定得太狭窄了，而对行动一致也规定得不确切，规定得太宽了。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代表大会决定了参加杜马选举。参加选举是完全确定了的行动。在选举的时候（例如目前在巴库），党员在任何地方提出任何不参加选举的号召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在这个时候“批评”参加选举的决定也是不能容许的，因为这样做就会在事实上破坏选举鼓动的成就。相反，如果选举的日期还没有确定，在这种时候，党员在任何地方批评参加选举的决定都是容许的。当然，在实践中运用这个原则有时也会引起争执和误会，但是只有根据这个原则党才能很好地解决一切争执和一切误会。可是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却提出了某种无法实现的规定。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实质上是错误的，也是违反党章的。民主集中制和地方机关自治的原则所表明的正是充分的普遍的批评自由，只要不因此而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的一致，——它也表明不容许有任何破坏或者妨害党既定行动的一致的批评。

我们认为，中央委员会没有经过党的刊物和各个党组织事先的任何讨论就公布了有关这个重要问题的决议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事先的讨论本来是可以帮助它避免上述的这些错误的。

我们号召所有党组织现在来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且明确表示自己对这个决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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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906年5月11日（24日），彼得堡市莫斯科区的工人社会民主党党员集会，讨论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总结。出席会议的约300人。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费·伊·唐恩代表孟什维克在会上作了报告。大会将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就是否允许在报刊上和群众集会上批评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孟什维克力图限制围绕代表大会决议所展开的思想斗争，认为只有在党的会议上才允许批评，并根据这种精神提出了决议案。列宁对决议案提出修正，指出不仅应当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应当在“社会民主党报纸上和群众集会上”讨论代表大会的全部决议。经列宁修改过的决议案获绝大多数的赞同而通过（只有39票反对）。对此，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列宁在本文中所批评的决议。几乎彼得堡的所有党组织都反对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决议。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得到其他许多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支持。——128。



[85]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普列汉诺夫在党的纲领通过时说：“我们党的党员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当然这并不是说纲领一旦通过就不能批评。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承认批评自由。但是谁愿意始终是党员，他就应当甚至在进行批评时也始终站在纲领的基础上。”（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258页）——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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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建议[86]


（1906年5月20日〔6月2日〕）

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信使报》[87]上发表了一封给工人的信。他给工人提出一些应该怎样行动的建议。他是这样说的。政府不阻止对杜马进行最尖锐的批评。它这样做是想削弱人民对杜马的支持。政府想在工人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向工人挑战。工人应当打乱政府的计划。他们不必因为资产阶级政党控制着杜马而感到不安。在杜马中占优势的资产阶级在为全体人民要求自由，为农民要求土地。因此全体人民应当支持杜马。

在这一番议论中混杂着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现在我们来平静而详细地分析一下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思想和建议。

普列汉诺夫同志的第一个思想。政府不阻止对杜马进行最尖锐的批评，目的是想削弱人民对杜马的支持。

这话对吗？让我们看看，近来都在什么地方对杜马进行了最尖锐的批评呢？在《涅瓦报》、《人民事业报》[88]、《浪潮报》这样一些报纸上，再就是在一些群众大会上。自由派资产阶级，即在杜马中占多数的立宪民主党人，对这种批评，特别是对彼得堡的群众大会，恨得咬牙切齿。立宪民主党人甚至对区警察局局长不注意社会党人的群众大会而感到惊奇。

政府是怎样行动的？它封闭了《人民事业报》和《涅瓦报》，三次对《浪潮报》起诉。它禁止举行群众大会，它宣布要由法院追究5月9日在帕宁娜夫人民众文化馆举行的群众大会。

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普列汉诺夫同志是不对的。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现在我们来看看普列汉诺夫同志的第二个思想。政府想在工人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向工人挑战。接受挑战是不明智的，号召现在就拿起武器是不明智的。

这是正确的思想。但是普列汉诺夫同志把这个思想叙述得很不全面，以致引起一些极有害的误解。也就是说，首先，他忘记补充一句：政府的一切行动和它对杜马的整个态度使得在杜马外面进行新的斗争成为不可避免。其次，他没有指出工人应当同农民一起进行这个斗争，不要理睬动摇变节的自由派资产阶级。

普列汉诺夫把这个正确的思想叙述得很不全面，他没有意识到他是在替那些争取禁止社会党人的群众大会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帮忙。资产阶级极力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社会党人指出立宪民主党人的无用以及必须进行杜马外面的斗争的任何言论，都是有害地号召工人立刻进行搏斗。资产阶级是有意识地诬蔑社会党人，普列汉诺夫由于对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而助长了这种诬蔑。

就拿被资产阶级谩骂和诽谤得最厉害的《浪潮报》来说吧。《浪潮报》是不是号召过立刻进行搏斗呢？没有，没有号召过。资产阶级对《浪潮报》进行了诬蔑。两个星期以前《浪潮报》就说过（第10号）：“我们不应当加速〈即人为地加快、催促、促进〉事变的进程。现在促进爆发对我们没有好处。这是无可怀疑的。” 
［注：见本卷第73页。——编者注］

 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为什么资产阶级要诬蔑和诽谤社会党人呢？因为他们说出了真理，他们说杜马外面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说无产阶级和农民要进行斗争，而不理睬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变节行为。

再拿在帕宁娜夫人民众文化馆通过的决议来说（这一决议刊登在《浪潮报》第14号上和其他许多报纸上 
［注：见本卷第89—90页。——编者注］

 ）。这个决议号召立刻进行搏斗了吗？没有，没有号召。为什么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全体立宪民主党人对这个决议恨得发狂呢？因为它说出了真理，首先它揭发了政府（“嘲弄人民的代表机关”，“准备用暴力来回答”），接着又揭发了自由派（“怯懦地、不全面地表达了人民的要求”，“动摇于自由和旧政权之间”）；因为这个决议号召劳动派即农民的代表坚决地行动，完全摆脱立宪民主党人；最后，因为这个决议公开地说杜马外面的坚决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歪曲这个决议的含义，是要把社会党人说成是一些不明智地号召立刻进行搏斗的人，是要使人们不去注意那些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指责。资产阶级这样做，是正确地理解了自己的利益的。普列汉诺夫同志附和资产阶级是错误的，因为他不正确地估计了无产阶级对政府和对资产阶级的真正态度。

再看普列汉诺夫同志的第三个思想。“杜马中的资产阶级在为全体人民要求自由，为农民要求土地。”这话对吗？不对，这里只有一半的真理，或者说只有四分之一的真理。资产阶级向旧政权不是要求，而是请求。资产阶级禁止在杜马中谈“要求”。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要求的是这样的“自由”（比如说出版“自由”），就是可以把发表社会党人言论的人关进教养院或者送去服苦役 
［注：见《浪潮报》第22号上的《新的苦役法案》一文。］

 。[89]资产阶级不是要求把土地给农民，而是要求把一部分土地卖给农民（因为赎买也是一种买卖）。关于这种不彻底性，关于资产阶级草案的这种怯懦性，关于立宪民主党人的这种动摇不定，普列汉诺夫同志都只字不提，他这样做对吗？不对，他完全做错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个错误会起什么作用呢？这个错误对无产阶级，对争取自由的斗争的胜利是非常危险的。一切社会党人都同意这样的看法：这个斗争将在杜马外面解决，甚至不管我们愿意与否，这个斗争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爆发。在这个斗争中，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当同农民同心协力，而不相信动摇不定、出卖变节、朝三暮四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在斗争中再没有什么比相信朝三暮四的人更危险的了。在转向新的斗争的前夕，我们如果闭口不谈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怯懦、动摇和变节，就会危害无产阶级和自由的事业。

现在来看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最后一个思想或者建议。“全体人民应当一致支持杜马。”工人不必因为资产阶级政党控制着杜马而感到不安。

说得不错，工人不必因此而“感到不安”。他们也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安。他们准备在反对政府的斗争中支持资产阶级。不过问题在于：支持什么样的资产阶级，在什么斗争中支持和怎样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是惯于不谈这些会暴露他们的动摇性的问题的。作为社会民主党人的普列汉诺夫同志不谈这些问题可就不体面了。

支持整个的“杜马”就是支持立宪民主党杜马，因为控制杜马的是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笼统地把杜马视为“人民的”代表机关。他必须分析究竟哪些阶级在以这个杜马的名义说话。

可以不可以支持整个的立宪民主党杜马呢？不，不可以，因为无产阶级应当揭穿和痛斥杜马的每一个动摇的和不坚定的步骤。《信使报》的同志们在刊登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文章的同一版上写道：“杜马中的左翼〈即劳动团和工人团〉驯服地忍受着穆罗姆采夫先生和多尔戈鲁科夫先生〈杜马的主席，两个都是立宪民主党人〉的侮辱性的、反动的监护。”这才是实际情形。这才真正是社会党人的言论。“人民”或者无产阶级可以一致支持这个成为自由派对劳动派进行反动的监护的工具的“杜马”吗？不，不可以支持，也决不会支持。

在杜马中有两个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前者是妥协的、变节的、分明准备同专制政府搞交易的、分明不能进行坚决斗争的资产阶级。后者是从事劳动的、备受压迫的、梦想平分土地的，能进行最坚决的奋不顾身的斗争的、被事变的整个进程和政府的全部行为推向这个斗争的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应当“立刻”支持什么样的资产阶级呢？支持后一种资产阶级，同时要“人民”提防前一种资产阶级的动摇。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而且必将支持劳动派反对立宪民主党，揭发立宪民主党对劳动派实行的“反动的监护”，号召劳动派摆脱这种监护。

现在来谈最后一个问题：在什么斗争中支持和怎样支持？在杜马里面支持谁就是投票赞成谁。大家知道，工人团已经拒绝投票赞成立宪民主党人（整个“杜马”）对沙皇演说的答词。工人代表拒绝一致“支持”“杜马”。那么，是不是工人在这里也犯了“错误”呢？如果普列汉诺夫同志是这样想的，那就请他直截了当说出来，这样的事情应该毫不含糊地说清楚。

严肃的支持，真正的支持，在杜马外面会有的。这不决定于我们，而是决定于事变的整个进程，决定于目前斗争的本质，因为这不是杜马同内阁的斗争，而是人民同旧政权的斗争。把这种“对杜马的支持”仅仅称为“支持”是奇怪的，不正确的。这将是杜马外面的坚决的斗争；无产阶级应当仅仅同农民一起开始这个斗争；不管立宪民主党的、“杜马的”、自由派的资产阶级怎样动摇不定，怎样出卖变节，怎样同反动派勾勾搭搭，无产阶级和农民一定能在斗争中取得胜利。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同志对工人阶级提出的建议是多么糟糕。我们社会民主党的统一代表大会已经犯了一些错误，使党向右移了一点，对于一心想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这种危险性估计不足。普列汉诺夫同志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向右走得太远了，居然号召无产阶级完完全全无条件地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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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糟糕的建议》一文作为社论载于1906年5月21日《浪潮报》第23号。由于刊登了这篇文章，《浪潮报》这一号被没收，该报编辑也被追究刑事责任。——131。



[87]《信使报》（《Курьер》）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机关报（日报），1906年5月17日（30日）—6月13日（26日）在彼得堡出版，代替在这之前出版的《涅瓦报》。《信使报》共出25号，继该报之后出版的是《劳动呼声报》。——131。



[88]《人民事业报》（《Дело　Народа》）是社会革命党的合法报纸（日报），1906年5月3—12日（16—25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9号。——131。



[89]1906年5月17日和18日（30日和31日）《言语报》第75号和第76号刊载了《人民自由党提交国家杜马的出版法草案》。该草案规定，“以出版手段犯罪者”处8年以下苦役。——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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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解散国家杜马的传闻和谣言

（1906年5月20日〔6月2日〕）

各报都提到了《政府通报》[90]上关于准备在6月15日解散国家杜马以便歇夏的短讯！现在通讯社电讯又否认这条消息，但正象《言语报》所正确指出的，这种否认是含糊其词的，谁也不会相信。

过几个星期解散杜马“歇夏”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信使报》提出的杜马是否会散伙的问题很值得注意。《信使报》引用了罗季切夫先生在国家杜马的发言：“在我们没有完成把我们派进杜马时要我们完成的任务以前，我们决不散伙。”该报还引用了另一个立宪民主党人格列杰斯库尔先生的话：“杜马在这个斗争〈同政府的斗争〉中还有一张王牌——立法权，杜马只有在打出这张王牌之后才能退位并且向人民宣布自己无能。”

《信使报》希望罗季切夫先生“郑重地”向国家杜马建议：即使政府解散杜马，也不要散伙。因此《信使报》坚决支持罗季切夫而反对格列杰斯库尔。同时，《信使报》以一种理直气壮的轻蔑口吻谈到如下的前景：“搞一大堆法律”（我们可以插一句：一部分是罚苦役的法律，一部分是不果断、不坚决的法律），“只是为了向全体人民证明自己的无能和为了退位”。

我们非常高兴，因为《信使报》的同志们承认：如果杜马将只是“搞一大堆法律”，“表明自己无能”，那么杜马所起的作用就是可笑的和可鄙的。我们也非常高兴，因为《信使报》的同志们认为，只有杜马拒绝散伙的前途，才可以把杜马看成是“聚集人民力量的中心，是围绕着它来组织人民力量和统一运动的核心”。我们可以假定：杜马如果拒绝受合法范围的限制，那它会比现在为运动做更多的事情。但是直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当劳动派胆怯地试图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立宪民主党杜马只是从中阻挠。我们并不“希望”罗季切夫先生说得“郑重”。此外，我们认为，如果罗季切夫先生们能够在什么时候走出合法范围，采取象拒绝散伙这一类的步骤，那么这样的时机不应该让政府来选择。拒绝散伙就是选择政府指定的进行决定性冲突的时机，因为解散杜马的命令将由政府颁布。但是，那些想要选择最有利的冲突时机的人（即劳动派，因为我们没有权利指望立宪民主党人），应该做到自己来选择这个时机，而不要让政府选择。因为，照《信使报》中肯而尖刻的说法，政府很可能不会去妨碍立宪民主党人“搞一大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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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政府通报》（《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是沙皇政府内务部的机关报（日报），1869年1月1日（13日）—1917年2月26日（3月11日）在彼得堡出版，它的前身是《北方邮报》。通报登载政府命令和公告、大臣会议和国务会议开会的综合报道、国内外消息、各种文章和书评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政府通报》为《临时政府通报》所代替。——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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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茨基论国家杜马[91]


（1906年5月23日〔6月5日〕）

卡·考茨基新写的小册子《国家杜马》（1906年圣彼得堡阿米兰出版社版，定价3戈比）已经出版了。作者针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争论的问题发表的一些看法，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关于抵制杜马的问题。读者当然很清楚，我们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一向用不大值钱的手法回避这个问题。他们的论点很简单：参加议会斗争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不参加就是无政府主义。这就是说抵制是错误的，布尔什维克是无政府主义者。例如，可怜的社会民主党人涅哥列夫同志就是这样议论的，他的一群伙伴也是这样议论的。

考茨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的论点不同。他认为，必须研究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不要重复欧洲人的那些老生常谈。

考茨基在扼要地叙述了杜巴索夫制度以后写道：“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大多数俄国同志认为用这种方法召集的杜马只不过是令人极端愤慨的伪造的人民代表机关，并且决定对它进行抵制和不参加选举运动，这是毫不奇怪的。”

考茨基认为这种“布朗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策略丝毫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普列汉诺夫同志和所有的孟什维克考虑一下这一点不是很有教益的吗？

考茨基接下去写道：“我们的大多数俄国同志认为，与其参加选举运动然后进入杜马，不如进行斗争以便搞垮这届杜马、争取召集立宪会议更为恰当，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结论是很清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解决具体历史问题时，应该以仔细分析当前的一切政治条件为根据，而不是以空谈布朗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这样的对立面为根据。

正当跟在立宪民主党人后面重复说抵制是一个错误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成为一种时髦风尚的时候，考茨基却完全公正地分析了问题，在他的见解中根本没有与此相类似的结论。尽管他是在“阻挠杜马召集”的尝试业已失败的时候写这本小册子的，但是他并没有急忙在杜马召集的事实面前卑躬屈膝。考茨基不象有些人那样，在每一次失败以后（例如在十二月起义失败以后）赶紧忏悔和承认“错误”。考茨基知道，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失败决不总是意味着无产阶级的“错误”。

考茨基在小册子的另一个重要地方谈到的问题是：在目前俄国革命中，是谁，也就是说，是社会上哪些阶级或者哪些集团，将取得胜利。考茨基写道：“农民和无产阶级将愈来愈坚决地和不客气地〈《涅瓦报》的一些曾经赞扬立宪民主党“英明”的同志们，请记住这一点！〉迫使杜马的代表向左转，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战胜自己的对手以前，将日益加强杜马中的左翼，日益削弱和钳制自己的对手。”（第8页）

由此可见，考茨基预料农民和无产阶级将在目前的俄国革命中取得胜利。孟什维克同志们是不是可以向我们说明一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他们的胜利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是不是因为考茨基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能取得胜利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就责备他主张布朗基主义和民意主义呢？

谁愿意考虑一下这个问题，那他很快就会了解孟什维克的根本错误，——他们总是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只能谈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因此总是害怕农民和无产阶级获得政权（而革命的胜利就是获得政权）的思想。

考茨基的第三个重要的宝贵的思想是关于杜马的作用，他认为杜马是一个新的中心，是组织运动的重大步骤。考茨基说：“不管杜马朝哪个方向走，它今后对革命的直接和间接的，有意或无意的推动，将在全俄国同时发生作用，也会在各地同时引起反作用。”

这种说法是十分正确的。现在有人强加在布尔什维克身上这样一种思想：似乎布尔什维克建议“避开”杜马，甚至赶走杜马，似乎他们忽视杜马。这是谎话。布尔什维克在统一代表大会上就曾提出一项决议，其中写道：


　　“社会民主党应该利用国家杜马，利用杜马同政府之间的冲突或者杜马内部的冲突，同杜马中的反动分子作斗争，无情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特别关注农民革命民主派分子，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使他们反对立宪民主党人，支持他们那些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言行”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42页。——编者注］

 ，等等。



　　谁愿意根据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而不是根据涅哥列夫们的胡言乱语来评论布尔什维克，那他就会看到，考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在国家杜马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中完全没有谈到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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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考茨基论国家杜马》一文发表于1906年《生活通报》杂志第6期。《生活通报》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刊物，1906年3月30日（4月12日）—1907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0期。——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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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劳动派和工人政党

（1906年5月24日〔6月6日〕）

无论国家杜马中的人民代表制怎样由于选举法和选举情况而受到歪曲，它毕竟还是提供了不少可以用来研究俄国各阶级的政策的材料。它也有助于纠正对这个问题的错误的或者狭隘的看法。

布尔什维克在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中坚决主张把资产阶级政党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08—210页。——编者注］

 ，现在日益证明这种划分是正确的。这三种主要类型就是：十月党、立宪民主党和革命民主派或农民民主派。当然，不能期待每一类型中的各党派是完全和彻底团结一致的，因为，俄国社会各阶级公开出现在稍微自由的政治舞台上还为时不久。

十月党是彻头彻尾的地主和大资本家的阶级组织。这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反对革命）性质十分明显。它是站在政府一边的，尽管在分享政权上同政府继续争执。葛伊甸们及其同伙，在对旧政权持反对派立场方面有时甚至同立宪民主党人合流，但是就连那些对任何“反对派”都心驰神往的人也不会因此忘记十月党的真实本质。

立宪民主党是第二种类型的主要政党。这个政党不是专门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哪一个阶级相联系，但它却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它的理想是实现清除农奴制的、有秩序的资产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为了防止无产阶级的侵犯，应当有诸如……参议院、常备军、不经选举的官吏以及关于出版的苦役法等等作为保护。立宪民主党是半地主的政党。它梦想收买革命。它渴望同旧政权搞交易。它害怕人民的革命主动精神。随着这个政党的公开政治活动，特别是在国家杜马里的活动的发展，它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因此，那些无远见的、被暂时的成绩弄得眼花缭乱的人要求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呼声，在工人阶级中永远也得不到广泛的响应。

第三种类型的资产阶级政党是劳动派，即最近提出自己的纲领的、国家杜马的农民代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很久以来已在密切注视着这一类型政党在俄国的出现。农民协会是这个政党的基本组织之一，贫穷知识分子的各种激进的团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这个政党，社会革命党人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越出了知识分子的狭隘圈子。这一派别中众多的种类和小派别，是完全符合于俄国“劳动的”小资产阶级种类繁杂和人数众多这一情况的。农民是这一派别、这些党派的主要支柱。客观条件迫使农民坚决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反对地主的权力以及同这种权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全部旧的国家政权。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得不变得带有革命性，而自由派，如立宪民主党等等，则代表那些因其生存条件而不得不寻求与旧政权搞交易的资产阶级。其次，农民的要求自然带有空想的形式，是实现不了的愿望，例如在保持资本统治的条件下平均使用土地。

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与革命的民主派的利益不同，需要组成完全独立的阶级政党。但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决不会由于需要批判空想而忘记自己的积极的任务：全力支持革命民主派同旧政权和旧制度的斗争，提醒人民预防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不坚定性，同革命的农民达成战斗协议以减少这种不坚定性的危害。

这应当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目前的一切策略、一切政治行动的基础。为了跟农民共同行动，无产阶级必须竭力启发、发动和引导农民参加斗争，坚决地使他们抛弃对“请愿”、“决定书”以及对国家杜马这个全俄请愿机关的信任。“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杜马完全无用”（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任务。为了跟农民共同行动，无产阶级应当严格禁止单独的、不合时宜的爆发。而为了同样的目的，即在不可避免的即将到来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最无情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最明确地提出“杜马完全无用”的问题，最坚决地反对抹杀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之间的差别的企图。

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就应当从这样的观点来评价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之间的关系。试以土地改革问题为例。立宪民主党主张赎买。劳动派主张只给土地报酬，也许，可以采取救济金或者在救济院安排一个免费床位的形式。《浪潮报》已经说明了赎买和在救济院安排一个床位之间的重大区别。工人政党要求没收，就是既不交赎金也不给报酬的转让，当然工人政党并不拒绝在救济院里救济贫穷的地主。显然，工人政党应当支持劳动派反对立宪民主党。土地赎买曾一度在俄国起了非常有害的作用，曾经使农民破产，使地主发财，加强了旧的国家政权。目前在俄国，主张赎买的只能是一些半拥护政府的人。

试以政治纲领为例。立宪民主党要求设立参议院和实行不完备的民权制度。劳动派坚决主张在以普遍的……投票方式选出的议会之上不应当再有“任何上层建筑和类似国务会议、贵族院和众议院等等的障碍物”[92]。劳动团几乎完全同意包括八小时工作制等等在内的工人最低纲领。显然，工人政党在这方面也应当支持劳动派反对立宪民主党。

我们试拿如何处理土地的问题为例。立宪民主党主张把一部分土地留给农民和地主所有，一部分交给国家。劳动派主张把全部土地交给国家（尽管不是马上交），并且主张实行平均使用土地。显然，劳动派在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以及整个土地私有制的斗争方面走得远些。工人政党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也支持劳动派反对立宪民主党，就大错特错了。尽管双方都有错误，但这决不能成为工人政党不去支持真正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理由。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都犯了错误，他们认为至少可以把一部分土地交给远不是完全民主的国家。把土地分掉比把土地交给这样的国家要好些。遗憾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也犯了这样的错误，它允许把一部分土地交给“民主的”国家，而没有确切规定这种民主制的程度及其完备性。通过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的纲领的对比，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错误。

其次，劳动派的错误还在于，它认为在保持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可以“平均”使用土地。工人政党应当坚决地揭露和反驳这种小资产阶级空想。

但是，如果因为反对小业主的无谓的幻想而忘记这个阶级在当前革命中的真正革命的行动，那是愚蠢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这样做的。例如，《信使报》（第5号）就犯了上述的错误，它说：“劳动团的法案在主要之点上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对！〉，而且不应当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这就不对了！〉”。

工人政党应当在保持完全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在这里也支持劳动派反对立宪民主党。在揭露双方的错误时，不能忘记劳动派比立宪民主党走得远些，同立宪民主党的错误相比，劳动派的错误在革命发展的更高阶段上才会有实际意义。人民正在通过立宪民主党清除关于有可能把人民自由同旧政权相结合的幻想。人民将通过劳动派清除关于有可能把“平均”使用土地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幻想。人民正在通过立宪民主党清除最初的资产阶级幻想；人民将通过劳动派清除自己最后的资产阶级幻想。立宪民主党的幻想阻碍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劳动派的错误将阻碍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这样的迅速胜利并不是工人凭空幻想出来的）。由此可以清楚看到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之间的重大差别，工人政党必须严格考虑到这个差别。

不这样做，我们就会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由革命的先锋队，由农民的更有觉悟的参谋变成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不自觉的帮凶。





	载于1906年5月24日《浪潮报》第2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143—147页


















[92]这是劳动团纲领里的话。纲领是在1906年4月26日（5月9日）130名农民杜马代表的会议上通过的（载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我们的生活报》第430号）。——146。







《列宁全集》第13卷


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93]


（1906年5月26日〔6月8日〕）

最近两号《信使报》刊登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第一封信《论策略和不策略》。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刊已经十分正确地指出，普列汉诺夫同志比《信使报》要右得多。所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刊都对普列汉诺夫同志大加赞赏，把他同整个社会民主党对立起来。

让我们比较冷静地看一看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论点吧。

普列汉诺夫同志和社会民主党的波尔塔瓦《钟声报》[94]展开了论战。他援引了该报的这样一段话：


　　《钟声报》写道：“只接受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还不能使个别人甚至一整批人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完全接受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原则。社会民主党不同于其他政党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除了它的纲领以外，还有它对待一切其他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不调和的阶级立场。”





　　普列汉诺夫同志对上面一段话竟严厉地“挥舞起拳头”。第一，他要求把“立场”一词改为“反对立场”。我们觉得，这种修改不但丝毫没有把原文改好，反而改坏了。第二，普列汉诺夫同志自告奋勇地当起了校对员。原文中“其他的”一词的后面没有逗号。没有私心的校对员通常是默不作声地改正这样的错误。自命不凡的校对员却要就这一点写上将近半栏的小品文！现在谈本题吧。普列汉诺夫同志实质上是反对什么呢？他说：“作者把一切其他的 
［注：普列汉诺夫同志也忘记在这里加一个逗号或者把“其他的”一词删去，也就是说，他本人也重复了他严厉地加以责备的这个同志所犯的笔误！］

 资产阶级政党看成只是反动的一帮。”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上面引的那一段话根本没有这样的说法。而在普列汉诺夫援引的接下去的另一段话里，作者是把两类资产阶级政党截然区别开来的：（1）“立宪民主党反对派的”，（2）“右翼的”。普列汉诺夫同志企图把“只是反动的一帮”的说法强加在作者头上，这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简直为真正想进行辩论的社会主义者所不取。

普列汉诺夫同志说：“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涂上了不同的色彩。”我们已经指出，《钟声报》上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完全同意这种正确的见解的，这位作者就是把立宪民主党反对派的“色彩”与右翼的“色彩”区别开来的。因此，和吹毛求疵的可是却不高明的批评家的意见相反，作者并没有违反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原则”。但是，对确定俄国社会民主党在革命时期的策略来说，仅仅把资产阶级政党的这两种“色彩”区别开来还是不够的。这是《钟声报》的见解或表述上的一个真正的缺陷，而普列汉诺夫同志并没有看到这个缺陷。他捏造了种种不存在的缺陷，却忽略了这个实际上存在的缺陷。

如果普列汉诺夫同志真想和布尔什维克进行辩论 
［注：我们并不了解《钟声报》的那篇文章的作者，也不了解这个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部和它的倾向。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普列汉诺夫的“批评”的总的思想，而不单单谈他和《钟声报》的论战。］

 ，而不是为了讨好和取悦于立宪民主党的报刊，那么他就不能避而不谈下面这个事实：正是布尔什维克早就坚持必须把资产阶级政党至少区分为三种主要的“色彩”。这正是两种策略的根本区别之一。普列汉诺夫同志希望用庸俗的小市民对于所谓“不策略”的叹息来掩饰这种政治策略上的区别，是徒劳的。

一年以前，在国外出版了后来又在俄国再版的布尔什维克的小册子《两种策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124页。——编者注］

 。这本小册子证明，整个孟什维主义的主要错误，就在于不了解哪些资产阶级分子能够同无产阶级一道把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直到现在，孟什维克始终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整个资产阶级，不分“色彩”！）自己去进行，无产阶级则应该加以协助。因此，孟什维克（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从来不能多少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确定，从各阶级在政治上重新组合的角度来看“当前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究竟是什么，虽然他们也愿意谈论决定性的胜利，甚至在各种决议中反复谈论。布尔什维克说决定性的胜利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孟什维克不喜欢这个说法，可是他们既无法驳倒这种说法，也无法修正或者改变这种说法。

布尔什维克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只有农民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强可靠的同盟军（直到这个革命胜利为止）。农民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它的“色彩”却与立宪民主党人或十月党人完全不同。不管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自己是否愿意，历史向它提出了在对待俄国“旧制度”方面真正革命的目标。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被迫进行斗争来反对地主权力以及与它相联系的旧的国家政权的基础本身。客观条件没有“强迫”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用全力去保存旧政权，用同旧政权搞交易的办法去完成革命。因此，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按其被迫行动的倾向来看，是革命的民主派。所以，布尔什维克确定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策略是：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农民（不是同他们融合）反对旧政权和旧制度，使在人民自由和旧政权之间摇摆不定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和动摇性起不了作用。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目前时期的这些策略原则，正是孟什维克所不了解的。普列汉诺夫同志也不了解这些原则。他力图用笔误、排印错误这类议论，以及生拉硬扯的引文等等来回避、抹杀和掩盖关于我们策略的这一具体问题。

请大家自己判断吧。普列汉诺夫在第5号的《信使报》上硬说布尔什维克有这样的思想：“无产阶级不能和资产阶级一道前进……这样做是机会主义。”

普列汉诺夫同志，我们还没有死！把我们当作死人，往我们身上栽赃，那只会使自己出丑。任何一个人只要稍微读过《前进报》、《无产者报》、《两种策略》、《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其他小册子，都会马上看出普列汉诺夫是在胡说。

一年半以来，布尔什维克已经一再地说，孟什维克的错误是不会把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从现在正在迅速丧失其革命性的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划分出来。一年半以来，布尔什维克已经一再地说，孟什维克由于可笑地害怕“接近”社会革命党人，而过分地接近立宪民主党人，对有革命色彩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估计不足。布尔什维克一再地说，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就在于他们为了自由派的暂时胜利而忘记主派的根本利益，从而也就是忘记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没有民主派的胜利，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真正的胜利；还在于他们盲目地崇拜地方自治派或者说立宪民主党人的表面的胜利。

普列汉诺夫同志，这就是您的机会主义！

普列汉诺夫叫喊说：马克思教导我们，“不要问资产者想要什么，而要问他们被迫去做什么。”

正是这样，普列汉诺夫同志。正是您忘记了马克思的这个教导，正象旨在破坏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施坦徒劳无益地援引马克思的话一样，您也在徒劳无益地援引马克思的话。您忘记了立宪民主党人“被迫”同旧政权搞交易，而农民民主派或者说革命民主派却“被迫”同旧政权进行坚决的斗争，或者说，至少是立宪民主党人只会搞交易，而农民还会进行严肃的斗争。普列汉诺夫同志用整个“资产者”被迫做些什么的泛泛空话，来掩盖立宪民主党人色彩的“资产者”和革命民主派色彩的资产者被迫做什么这样一个具体问题。

现在可以判断，是谁实际上不会区分当前俄国资产阶级的各种色彩？是谁用烦琐哲学、迂腐思想和“真理的木乃伊”去款待工人，而不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派内部在当前特别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别？

密切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不应当根据偶然的印象，而要靠认真研究社会民主党的文献和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请看一看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并把它同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41—342页。——编者注］

 比较一下吧。你们可以看到，正是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的）决议不会明确地区别农民民主派和立宪民主派。相反，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正是强调了这种区别。代表大会的决议仅限于建议揭露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彻底性，我们的决议案则指出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指出必须把农民民主派团结起来，使他们和立宪民主党人相对立。在这方面，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一切国家的社会党人在一切时候都必须揭露一切资产阶级政党；谁仅限于这样做，他就是象小学生一样重复背得烂熟的马克思主义词句，而不能领会这些话并把它运用到俄国来。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谈“揭露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甚至是说假话，因为只有随着这些或那些资产阶级政党历史地登上前台以后，才谈得上真正地切实地揭露它们。相反，我们的决议案恰恰把那些目前具有政治意义的不同“色彩”区分开来了。因此，国家杜马的活动一开始就正好证实了我们的决议案的正确性，使大家都清楚地看到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和“劳动派”的比较革命的实质。

再举一个例子。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孟什维克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泛泛的空谈。关于这一点，可以看一看他们的决议草案。而布尔什维克呢？他们把资产阶级反对派分成三类：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革命民主派（见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08—210页。——编者注］

 。代表大会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孟什维克不敢提出自己的决议案，而重申了阿姆斯特丹决议！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除了重复欧洲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一百年以后所说的话以外，对于俄国各种不同色彩的资产阶级竟谈不出任何自己的看法！！

可敬的普列汉诺夫在委过于人，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就拿普列汉诺夫同志关于40年代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议论来说吧。这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呢？一是不理解阶级斗争和政治自由的意义。再就是不会区分资产阶级这一或那一阶层在当时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同志企图以此来责难我们，这实在是太可笑了，因为正是他作为孟什维克的首领掩盖了在目前情况下具有根本意义的、立宪民主党反对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

总之，这种责难布尔什维克类似“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说法，令人只能置之一笑。请想想看吧：有些人总是异口同声地责备我们太刻板、太僵化、太顽固。而同时我们的论敌却把我们叫作“布朗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是密谋家（他们从来不赞成总罢工），他们夸大革命政权的作用。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否定任何政权，不管是革命政权还是其他政权，用完全的散漫无羁来反对布朗基主义的严密组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有点象是温和的拉甫罗夫分子，是半文化派，是非革命者，是奇谈怪论和抽象说教的英雄。孟什维克臆造出这种自相矛盾的责难布尔什维克的话，最好不过地打了他们自己。我们只须指出孟什维克的这种思想混乱，就足以驳倒他们的责难了。

相反，我们一向认为，孟什维克是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他们倾向于机会主义，也就是说，倾向于为了暂时的利益，为了似是而非的条件去“迁就”暂时的情绪、局势和关系，而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长远的、主要的、根本的利益。

普列汉诺夫同志目前的整个策略归纳起来是什么呢？就是向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卑躬屈膝，忘记了他们现在的行为的重大消极方面，掩盖了立宪民主党人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分子相比的反动性，模糊了那些往往相信“请愿”和傀儡议会的工人和农民的意识。

立宪民主党人竭尽全力把自己装扮成一般资产阶级民主派，掩盖自己同劳动团的分歧，掩饰自己同农民民主派的不一致，竭力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不可靠的右翼。不管普列汉诺夫同志原来希望得到什么结果，实际得到的结果只能是：他事实上支持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这些反动意图。正因为这个缘故，立宪民主党人才对他大加赞扬。

普列汉诺夫同志说：早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我就反对当时党内的右翼（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等人），坚持必须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反对派运动。马克思在1847年曾经持同样的看法。普列汉诺夫想使读者相信，布尔什维克忘记了这个真理。

普列汉诺夫同志错了。当人们解决在某个时期是否支持反对派的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这样一个具体问题时，他们并不否定支持反对派运动这个一般原理。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在于，他以抽象的说法偷换了具体的历史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普列汉诺夫同志的错误在于，他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采取了完全非历史的观点。普列汉诺夫忘记了，随着革命的进展，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各个阶层的地位是要发生变化的。革命愈高涨，资产阶级中最不革命的阶层就愈加迅速地脱离革命。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无法对一般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的任何事物作出解释。

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马克思在1847年支持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最怯懦的反对党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07—222页。——编者注］

 。他在1848年却无情地严厉地斥责了十分激进的、比我国立宪民主党人左得多的德国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法兰克福议会[95]中进行了“根本性的工作”，并要全世界相信这种根本性的工作具有极大的鼓动作用，而不了解为实际的政权而斗争的必然性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4—18、25—27、44—48、71、114—115、371—431页和第21卷第22—23页。——编者注］

 。马克思是不是自相矛盾呢？是不是采取了另一种观点呢？是不是陷入了布朗基主义呢（伯恩施坦派以及德国的自由派教授就是这样认为的）？绝对不是。革命向前发展了。不仅1847年的德国的“希波夫派”，而且1848年的德国的“立宪民主党人”都落后于革命了。马克思作为先进阶级利益的忠实的捍卫者，无情地斥责了在落后者当中影响最大的那些人的落后现象。

普列汉诺夫在援引马克思的话时，歪曲了他的话。

第二个例子。

在1903年，甚至更早一些，在1901—1902年间，旧《火星报》曾支持“希波夫派”[96]，即当时同司徒卢威先生一道提出“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口号的怯懦的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派。革命向前发展了，社会民主党人就从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反对党的上层转向其革命的下层。随着整个民主运动的发展、扩大和深入，他们“攻击”希波夫派，说他们没有明确地要求立宪；“攻击”立宪派，说他们忽视了普遍的……选举权；“攻击”那些承认普选权的人，说他们不承认革命等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01—1902年期间曾支持持反对党立场的“希波夫派”，而在1905—1906年期间转而支持革命的农民，他们是不是自相矛盾呢？绝对不是。他们是始终如一的。

自相矛盾的倒是普列汉诺夫同志，他只看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暂时的胜利，而没有看到实际生活已经提出的更高的民主主义任务。

再往下谈吧。关于普列汉诺夫对立宪民主党杜马持完全不批判的态度，这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

普列汉诺夫同志摘引了《钟声报》的下面一段话：


　　“我们把这些一般性的原理运用于议会的工人团时，可以说，只有当工人团在杜马的活动中贯彻了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策略原则时，它才能反映俄国无产阶级的最有战斗力、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的真正的意向，换句话说，才能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团。不陷入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反对派的大泥潭，不做在杜马中占多数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尾巴，而与这个多数针锋相对，揭露他们的意图的局限性及其同‘右翼’政党、同政府妥协的倾向——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唯一应有的、同时也是真正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向国家杜马中的工人代表推荐这个策略。任何其他策略都会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工人团的成员是自命为无产阶级在杜马中的代表的），使他们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庸，变成反对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总进程中实现自己独立的任务的工具。”





7 　　对于这段话普列汉诺夫作了如下的评论：
　　“如果我们这位波尔塔瓦的同志把自己的一般性原理运用于法国的社会党，那么他不必把自己的文章的结尾几行作任何重大修改，只要更动几个字眼就行了：把‘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的’改为‘激进派，激进派的’，把‘杜马’改为‘众议院’，再把‘俄国革命’改为‘社会历史运动’。这确实是再方便不过了。”



　　我们请读者再读一下《钟声报》的这段话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评语。这段评语异常明显地向我们揭示了普列汉诺夫所以转向伯恩施坦的一个根源。真难设想：《钟声报》只要把文章的结尾几行更动几个字眼就行了：把“立宪民主党”改为“激进派”，把“杜马”改为“众议院”。

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种论断彻底地暴露了他自己。他明显地表明，他丝毫不了解什么是立宪幻想，从而也丝毫不了解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目前形势。

俄国立宪民主党人和俄国杜马之间，法国激进派[97]和法国议院之间，在各自的相互关系上有着根本的差别，而普列汉诺夫却没有注意到这种差别。普列汉诺夫忽略了《钟声报》这篇文章中的一个短语，它虽然很短，却非常值得注意，非常重要。这就是：“同政府妥协”。

普列汉诺夫同志，请想一想吧：在法国能够谈得上众议院同政府“妥协”吗？不，不能。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政府在一切最重大的问题上都是听命于议院的。议院中的多数本身就是实在的政府，可以任命合乎自己心意的人当部长。激进派在议院中取得了多数，从而就成为政府。在一定时期内，议会中的对比关系，无论同人民内部现实的力量对比关系还是同国家政权与人民的对比关系，都是或多或少地相适应的。这一时期的成文的宪法同现实的、实际的宪法，同力量的对比也没有很大的差距。

在俄国，可以而且应当说，杜马的多数是和政府妥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国的实际权力，无论按法律还是按实际情况来看，都完全不属于杜马，而属于旧的专制政府。杜马不是象议院那样的国家政权机关，而只是一部分人向旧政权请愿、请求、提出要求的机关。因此，杜马的多数能够同政府“实行妥协”，而这在法国却是荒谬绝伦的。议会中的对比关系，不论同国内现实的力量的对比关系，还是同国家政权与人民的对比关系，都是完全不相适应的。

在法国，实际的阶级斗争正是在议院中有代表的一些力量之间进行的，甚至这些力量的代表人数在一定时期也是或多或少地同这些力量的“战斗作用”对比情形相适应的。

在俄国，实际的斗争完全不是在杜马中有代表的那些力量之间进行的，这些力量在杜马中的代表人数正是现在和这些力量的“战斗作用”的对比情形有着特别突出的根本的差距。俄国的现实的政府在杜马中几乎根本没有代表，它有另外的“机关”，无产阶级也几乎没有代表，农民代表的人数也少得可怜。

普列汉诺夫同志企图拿俄国同法国比较，这表明他完全陷入了立宪幻想的泥沼。他把词句（议会、议院）当作本质，把招牌当作内容。因此，他完全忽略了俄国目前一切最重要的特点，即在杜马中有极少数代表的“人民”和旧政权之间的斗争日益成熟，“妥协派”、变节者在这个斗争中的作用在变得特别重要和特别危险。

伯恩施坦在1899年曾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妥协派”（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调和的社会自由派）当作握有实际权力的资产阶级本身，因而给德国无产阶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同样，普列汉诺夫在1906年也把半反动的资产阶级“妥协派”（搞人民自由和旧政权调和的立宪民主党人）当作国家中独立的政治力量，当作可以而且应该支持的权力，也给俄国无产阶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伯恩施坦号召对社会自由派要“讲策略”，要支持他们，不要把他们推到反动派方面去，这实际上是号召支持一种不存在的东西。他迷恋于社会和平这个幻影，而忘记了争取政权的根本任务。

晋列汉诺夫号召对立宪民主党人要“讲策略”，要支持他们，不要把他们推到反动派方面去，这实际上是号召支持一种不存在的东西。他迷恋于议会制（在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这个幻影，而忘记了争取政权的根本任务。

社会自由派资产阶级和立宪民主派资产阶级对伯恩施坦和普列汉诺夫都宠爱备至，把他们捧上了天，替他们大肆吹嘘，翻印他们的著作，因为他们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中给资产阶级帮了忙。

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上当。所谓社会民主党要“讲策略”，要“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等等这些字眼，在现实的政治中是有自己的意义的，这种意义不取决于普列汉诺夫的善良愿望，而取决于实际的力量对比关系。普列汉诺夫可能自己认为并且要别人相信，他并没有打算削弱或者缓和各阶级之间以及人民同旧政权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对抗。可是普列汉诺夫的话在目前政治形势下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这不取决于他的意志。

伯恩施坦所希望的不是社会和平（至少他要人相信他不是这样希望的），但是资产阶级很正确地了解到他的话的真实含义正是如此。请看看我们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吧。这些报刊称赞普列汉诺夫，而且不管他是否同意，从他的话里得出自己的结论。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先生昨天在《杜马报》（第22号）上论证说，任何“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都是妨碍民族解放事业的。他直截了当地把《浪潮报》的斗争同盖得派[98]反对饶勒斯派[99]的斗争、费里反对屠拉梯的斗争、考茨基反对伯恩施坦的斗争加以对比；他担心象“我们俄国现在进行的这种阶级仇恨的说教，将损害政治上共同行动所十分必要的各社会集团的团结，从而根本破坏〈请注意！〉一切合理的人民代表机关的行动的基础”。“它〈阶级仇恨〉会不会使立宪制度的精神也遭到破坏呢？”

司徒卢威先生今天在《自由和文化》杂志[100]（第7期）上哭泣说，社会民主党人“把自由交给阶级纷争的泼妇去折磨”，说他们“片面地、发疯似地热中于阶级斗争的思想”（第458页），说“政治和平”（请回忆一下欧洲资产者所说的“社会和平”！）“向我们提出了崭新的要求”（第514页）。资产阶级透彻地知道，普列汉诺夫散布的正是关于“政治和平”的谎言，实际上是在冲淡一切阶级纷争，一切阶级斗争。一爪落网，全“身”被缚。在对待目前政治的态度上，普列汉诺夫同志完全落入司徒卢威先生的笼中。

普列汉诺夫同志写道，“辱骂不是批评”。“批评确实能提高认识，相反，辱骂只会模糊认识。就拿背叛这个辱骂性字眼来说。我们如此频繁地叫喊资产阶级背叛，以至于当他们真的‘背叛’，也就是说，当他们同官僚制度和解的时候，当我们真的需要大声疾呼，叫喊资产阶级背叛的时候，我们的叫喊已经产生不了应有的效果，结果我们就会遭到和那个在狼还没有来时大喊‘狼来了！狼来了！’的小孩子同样的命运。”

普列汉诺夫的这一小段议论，真可以称得上是俄国伯恩施坦主义的绝妙范例！

首先，请看普列汉诺夫同志多么没有固定的见解。在1905年11月，他在《日志》第3期上写道：“……最近我们总是叫喊资产阶级的什么〈！〉背叛。可是，资产阶级究竟能背叛什么呢？无论如何不是背叛革命，因为它从来没有为革命思想效过力。”

请看，普列汉诺夫同志在1905年11月甚至完全不明白资产阶级能背叛什么。现在他明白这一点了。他不仅认为资产阶级可能背叛什么，而且已经发现它真的会背叛。半年之内，普列汉诺夫同志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起初说资产阶级根本没有什么可背叛的，现在却说它真的会背叛，就是说，会同官僚制度和解。

如果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其他方面的看法不是同样摇摆不定，我们对他的这个进步是很高兴的。他说，背叛是个辱骂性的字眼。这个观点不是新的。这是一切自由派资产者的观点。立宪民主党的报刊用数以千计的文章向俄国公众灌输这样一种思想：所谓资产阶级“背叛”的说法只不过是“疯狂的”布尔什维克惯用的辱骂性字眼。现在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找到了新的同盟者。普列汉诺夫同志也深信，“背叛”是个“辱骂性的字眼”。

正如过去有个时候为了反对伯恩施坦，不得不反复说明和详尽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一样，现在，为了反对普列汉诺夫，也不得不这样做。他是大错特错了。“背叛”不是“辱骂性字眼”，从科学的和政治的观点来看，是对确切的事实和资产阶级确切的意图的唯一正确的说明。“背叛”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和“搞交易”一样的。普列汉诺夫本人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因为他把背叛和与官僚制度和解看成同一个东西。现在请看“疯狂的”《浪潮报》关于“搞交易”这个概念是怎样说的。

第13号的《浪潮报》上写道：“立宪民主党人搞交易的实质是什么呢？当然不是个人的变节行为。这种粗俗的看法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搞交易的实质在于也仅仅在于立宪民主党人没有离开也不愿离开让旧制度保持政权的立场，由旧制度发号施令的立场。” 
［注：见本卷第94页。——编者注］



可见，背叛或者搞交易的实质完全不在于个人的变节行为。背叛或者搞交易的实质仅仅在于，自称维护“人民的”（应读作：资产阶级的）自由的党力图让旧的专制政府保持政权，力求由自己和专制政府分享政权。

“人民自由”党在背叛人民自由，这正是因为它把相当大的一份人民的权利和人民的政权拱手让给旧政权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同志不愿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实在太奇怪了。他把情况描述成我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背叛，只是在将来才会背叛。

这是对背叛和搞交易的实质一窍不通。

资产阶级和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千百次地背叛了自由，并且和官僚制度实行和解。立宪民主党的纲领是怎样的呢？它是不是资产阶级的某种政治步骤呢？无疑是的。这个纲领也正是背叛的纲领，搞交易的纲领！立宪民主党人的每一个政治步骤都是在这样或那样地贯彻和实现这个纲领。特鲁别茨科伊1905年夏季的讲话，在四原则选举制[101]问题上转弯抹角的态度，出版自由的苦役法案，所有这些，正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实现其背叛纲领的步骤。

照普列汉诺夫同志看来，如果资产阶级不再采取什么特殊的步骤，就不会发生任何资产阶级背叛问题。这是不对的。如果资产阶级，更确切地说，立宪民主党人，继续他们从前的做法，那么他们的全部行动就会构成一幅彻底背叛的图画。当前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实质就在于不了解这一点。

如果立宪民主党人的小市民幻想实现了，如果杜马和“社会舆论”的“和平压力”迫使政府作了微小的让步，如果国务会议[102]准备按照国务会议成员霍米亚科夫先生的处方（立宪民主党的《杜马报》昨天报道了他的方案）稍稍作些迁就，如果旧政权改组内阁，给右翼立宪民主党人几个舒适安逸的职位等等，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终的结局肯定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官僚制度的“和解”。普列汉诺夫的全部错误就在于，似乎“背叛”的道路现在是或者将要是我国资产阶级的“新”道路，而实际上这无非是资产阶级旧道路的继续，它提供了——如果用法律语言来说——背叛的全部“要素”。

普列汉诺夫说，当资产阶级“真的”背叛时，人家也不会相信我们的叫喊了，因为大家对背叛这个词已经习以为常。

这是多么绝顶的政治上的幼稚无知啊！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政策就是要照亮人民群众应当走的道路。我们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火炬，用各个阶级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用每一个政治事件和经济事件表明，实际生活证实了我们的学说。资本主义愈发展，政治斗争愈尖锐，就有更多的人相信我们的话，相信我们的话被实际生活（或者说被历史）所证实。譬如现在在俄国，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相信我们对立宪民主党人的评价是正确的。在革命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或者在革命急剧转变，立宪民主党人同专制制度进行某种重大的交易的情况下，相信我们的评价是正确的将会是成百万甚至成千万人。

因此，说我们现在过于频繁地叫喊背叛，将来人家就会不相信我们，这是极端荒谬的。普列汉诺夫同志企图用类似老处女、女训导员等等向女子中学学生训话时常说的那些东西来遮盖这种荒谬说法，那是徒劳无益的。他以教训的口吻说，“批评应当有根有据”。

真是新鲜而又高明的见解。普列汉诺夫同志，您的批评也应当有根有据才是。可是请看，您没有举出一个实际的稍微重要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对立宪民主党人进行了没有根据的批评，而您的泛泛的议论在读者头脑中却散布了许多没有根据的意见！单是把“背叛”说成辱骂性的字眼就够荒唐的了！

“在我们的队伍中，对这种对立〈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的认识可以说已经成了固定的偏见”，这句话就够荒唐的。普列汉诺夫同志，这个“在我们的队伍中”何所指呢？是在日内瓦的俄国庸人的队伍中吗？是笼统地在我们党员队伍中吗？是不是还应该想到人民群众的广大队伍呢？

一位工人在《号召报》[103]上说普列汉诺夫是“从远处”考虑问题，这话很对。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既不了解整个这种对立，也不了解立宪民主党人的资产阶级性质。而现在立宪民主党的报刊超过了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大约10倍。立宪民主党人还通过立宪民主党杜马以及自由派的一切机关加紧腐蚀人民。只有完全丧失现实感的人，才会设想我们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和背叛行为是超越了事变的进程和群众的要求。恰好相反，我们在这方面是落后于事变的进程和群众的要求了！普列汉诺夫同志，您最好对立宪民主党人写一些通俗的、“有根有据的”批评，这会更有益些。

现在看一看普列汉诺夫关于杜马的结论。


　　他写道：“我们的政府已经犯了许多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些错误已经使它处于深渊的边缘；但是这些错误还没有把它推下去。一旦解散杜马，政府就要跌入深渊……杜马甚至在唤醒沉睡的人；它甚至把最落后的人推向前进；它打破了群众中历史遗留下的最后的政治幻想……杜马的根本性的工作将有极大的鼓动作用。”



　　请仔细研究一下这些论断吧。一旦解散杜马，政府就要跌入深渊。就假定是这样吧。可是，如果杜马仅限于进行根本性的工作，哪里说得上要解散它呢？什么是根本性的工作？就是杜马按照法律进行的工作。杜马把法律草案提交国务会议，向各部大臣提出质问。国务会议和大臣们把问题拖延下去，尽力缓和所发生的一切冲突。俄国政府的机关报《俄罗斯国家报》[104]早就说过，让杜马去成为反对派的杜马吧，只要不成为革命的就行。换句话说，你们可以进行根本性的工作，但是不能再多走一步。何必为根本性的工作解散杜马呢？？如果杜马不采取革命的步骤，不采取完全非根本性的步骤，或者在杜马外面没有掀起使立宪民主党杜马也会成为政府的障碍的运动，那就永远不会解散杜马。我们以为这种推测比“解散杜马”这种毫无根据的空谈更可靠得多。

政府不仅在解散杜马的情况下会垮台。它在其他情况下也会垮台，因为杜马根本不是运动的主要因素，也不是运动的最可靠的标志。它不会自行垮台，只有在……一种第三者（既不是政府，也不是杜马）的积极行动下才会垮台。讲清这种行动的必然性，讲清它多半会采取的形式，它的性质，以及能够采取这种“行动”的人们的阶级成分，讲清这种行动获得成功的条件，以及其他等等，这一切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而立宪民主党人恰恰最无情地反对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做。所以破坏立宪民主党人的威信正是进行这项工作的条件之一，也是吸引群众支持这项工作的一个保证。

既说政府“跌入”深渊，同时又说批评和谴责立宪民主党人的背叛不合时宜，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跌入“深渊”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如果我要模仿普列汉诺夫的做法，我就要说，这是句革命的空话。政权将落到谁的手中呢？工人和农民会允许政权落到立宪民主党人手中，听任他们马上去和旧的专制政府分享政权吗？正是从这个观点来看，让人民对立宪民主党人提高戒心不是特别必要吗？

我们认为，是的。我们认为，普列汉诺夫的机会主义妨碍和危害了教育群众认清立宪民主党人这一必要的工作，他毫无根据地反对揭露立宪民主党的真正本质的策略。

普列汉诺夫说杜马的根本性的工作有极大的鼓动作用，这正暴露了他对问题的极端片面的看法。正象我们在《浪潮报》上已经指出的，在这里孟什维克自己纠正了普列汉诺夫，他们完全公正地嘲笑了“杜马的”前途是“搞一大堆法律” 
［注：见本卷第137—138页。——编者注］

 。直到现在，俄国还是一个拥有最多的纸上的警察式法律的国家。如果杜马将来总是进行“根本性的”工作，那么俄国很快就会成为一个拥有最多的纸上的激进法律的国家。如果以为这些法律或法案的鼓动作用是和它们篇幅长短以及数量多少成正比例，那就太迂腐了。要这样想，就只有忘掉法兰克福议会的例子，它勤勤恳恳地做了自己的“根本性的工作”，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它以为正是这些根本性的工作具有最大的鼓动作用。要这样想，就只有闭眼不看俄国所发生的事情，闭眼不看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的无休止的演说怎样使公众疲劳不堪的迹象，闭眼不看立宪民主党人的“苦役”法案以及他们为这些法案辩护的可怜的空谈所造成的印象，闭眼不看立宪民主党人对日益逼近的新浪潮，对不可避免的新斗争，对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跌入深渊”表现出的这种极端令人厌恶的小市民的恐惧心理。普列汉诺夫同志，揭露立宪民主党人，这就是使广大人民群众作好思想准备去迎接政府的跌入深渊，去积极促其实现，在政府跌入深渊时不让立宪民主党人“捞到油水”，为政府跌入深渊而英勇果敢地作好准备。

有人对我们说，杜马在唤醒人们，杜马在揭露最后的幻想。不错。但是只有在我们揭露了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怯懦性和动摇性的情况下，只有在我们讲清了与杜马有关的、表明幻想已经破灭的事实的情况下，“杜马”才这样做。立宪民主党人并没有这样做。立宪民主党人是反对这样做的。立宪民主党人在散布立宪幻想。祖巴托夫政策[105]也曾经唤醒了工人，也曾经揭露了幻想，但是，这也是在我们对祖巴托夫政策腐蚀人民进行了斗争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不要试图以杜马不是祖巴托夫式的组织为理由来反驳这种论据。比拟并不是等同。恐怕谁也无法给我找出一份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或者他们的一篇重要的政治言论，其中（报纸或言论）不包含腐蚀人民政治觉悟的成分。

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同志所忘记了的东西。他庄严地和郑重其事地宣称：“整个哲学的意义就是：凡是有助于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的东西都是好的，凡是有碍于这一工作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其他一切都是偏见，都是烦琐哲学。

对，对，社会民主党人的一翼确实陷入了不可救药的烦琐哲学。不过，是哪一翼呢？是右翼还是左翼呢？能否设想还有什么东西比这种把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的策略归结为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的任务更迂腐，更没有生气，是更道地的烦琐哲学呢？如果是那样的话，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斗争和庸俗的资产阶级文化派[106]的斗争之间还有什么界限呢？革命在高涨，各阶级纷纷出场，群众在从事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相继形成，复杂的政治危机日益加剧，在空前丰富的种种事变和1905年经验所奠定的基础上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切统统被归结为一点：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真是我们的女训导员的天才发现。这真是解决一切具体政治问题的一把优良的“万能钥匙”，并且这把钥匙是任何一个立宪民主党人，甚至民主改革党，甚至葛伊甸都可以完全接受，奉为至宝的。对，对，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宽大的”标准，正是这种使各阶级集合起来并团结一致，而不是散播仇恨和纠纷的东西。这些善良的人都会说：正是这样！普列汉诺夫，好！要知道，这种“解决办法”必然会模糊或者推开资产阶级内心十分畏惧的关于新的“丧失理智的时代”、新的“旋风”的问题。没有什么旋风，没有什么灾难，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了前后一致，应该说：也没有什么深渊。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就是我们的旗帜，这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

普列汉诺夫同志就这样完完全全把自己和法兰克福议会里普通的德国立宪民主党人置于同等的地位。唉，这些空谈家关于人民的政治觉悟真不知讲了多少娓娓动听的话！他们为了这个目的真不知制定了多少冠冕堂皇的“根本性的”法律！当他们在彻底被人民厌弃、丧尽革命作用以后而被解散的时候，他们又多么高贵地提出抗议。

人们对我们说：俄国革命更加深入了，它正在高涨，立宪民主党杜马，立宪民主党人的空话，立宪民主党人的怯懦，立宪民主党人的苦役法案这种堤坝是阻挡不住它的。是的，先生们，正是这样：俄国革命更广泛、更强大和更深入了。它正在高涨。它越过立宪民主党人在前进。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正是这个更加深入的运动的代表，我们正在竭力向工人和农民说明这个崇高的任务，我们正尽力帮助他们超越立宪民主党的这种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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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一文最初发表于1906年5月26日（6月8日）《前进报》第1号，同年稍晚一些，出版了单行本。《前进报》第1号和文章的单行本都受到了沙皇政府书报检查部门和司法部门的查处。——148。



[94]《钟声报》（《Колокол》）是社会民主党合法报纸（日报），1906年1月18日（31日）—6月8日（21日）在波尔塔瓦出版。参加该报工作的多为孟什维克。——148。



[95]法兰克福议会是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正式开幕。法兰克福议会的选举由各邦自行办理，代表中资产阶级自由派占多数。由于自由派的怯懦和动摇以及小资产阶级左派的不坚定和不彻底，法兰克福议会不敢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也没有能建立人民武装来粉碎反革命，以克服德国的分崩离析状态。法兰克福议会从一开始就宣布制定全德宪法为其唯一重要任务。在制宪过程中，代表们竞相发表演说，无休止地空谈和争辩。直至1849年3月27日，议会才通过了帝国宪法，而这时反动势力已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得胜。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宪法尽管很保守，但毕竟主张德国统一，有些自由主义气味，因此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等邦纷纷宣布予以拒绝，并从议会召回自己的代表。留在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不敢领导已经兴起的人民群众保卫宪法的斗争，于1849年5月30日把法兰克福议会迁至持中立立场的符腾堡的斯图加特。6月18日，法兰克福议会被符腾堡军队解散。——156。



[96]希波夫派是指以俄国地方自治人士右翼领袖德·尼·希波夫为首的一批温和自由派分子。希波夫力图既限制革命规模，又从沙皇政府方面取得某些有利于地方自治机关的让步，因而建议建立附属于沙皇的咨议性代表机关。温和自由派想通过这笔交易欺骗人民群众，保存君主制度，并使自己获得某些政治权利。——156。



[97]指法国最老的资产阶级政党激进社会党（全称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该党于1901年6月成立，作为派别则于1869年形成。该党宗旨是一方面保卫议会制共和国免受教权派和保皇派反动势力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它基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党内大资产阶级影响加强了。党的领袖曾多次出任法国政府总理。——158。



[98]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该派于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犯有片面性和教条主义的错误。——160。



[99]饶勒斯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主义者。饶勒斯派以要求“批评自由”为借口，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160。



[100]《自由和文化》杂志（《Свобода　и　Культура》）是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刊物（周刊），1906年4月1日（14日）作为《北极星》杂志的续刊在彼得堡开始出版。该刊编辑是谢·路·弗兰克，积极参加该刊工作的有彼·伯·司徒卢威。该刊共出了8期，由于印数急剧下降，于1906年5月31日（6月13日）停刊。——161。



[101]四原则选举制是包括有四项要求的民主选举制的简称，这四项要求是：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权。——163。



[102]国务会议是俄罗斯帝国的最高咨议机关，于1810年设立，1917年二月革命后废除。国务会议审议各部大臣提出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它本身不具有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的主席和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官员中任命。在沙皇亲自出席国务会议时，由沙皇担任主席。国家杜马成立以后，国务会议获得了除改变国家根本法律以外的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成员半数改由正教、各省地方自治会议、各省和各州贵族组织、科学院院士和大学教授、工商业主组织、芬兰议会分别选举产生。国务会议讨论业经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



列宁在这里说的是1906年5月23日（6月5日）《杜马报》第22号上登载的国务会议成员尼·阿·霍米亚科夫的谈话。霍米亚科夫谈到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的相互关系问题时说：“中间派的国务会议成员大多数反对使用立法提案权，他们的考虑是，尽管法律给了国务会议这种权利……但是国务会议使用这种权利仍会是对杜马权利的侵犯。”“只要杜马开始向国务会议提出法律草案，国务会议就会开始紧张工作，并且竭尽努力不使事情发展到同杜马冲突的地步。”——163。



[103]《号召报》（《Призыв》）是俄国通俗日报，1906年1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从3月底起，布尔什维克尼·瓦·克雷连柯等参加了该报的工作。同年6月15日（28日）根据彼得堡高等法院决定被查封。——165。



[104]《俄罗斯国家报》（《Рус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是俄国政府机关报，1906年2月1日（14日）—5月15日（28日）在彼得堡出版。——166。



[105]祖巴托夫政策是20世纪初沙皇政府在工人问题上采取的一种政策，因其倡议者莫斯科保安处处长、宪兵上校谢·瓦·祖巴托夫得名。祖巴托夫政策是在俄国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变、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亲政府的合法工人组织，以诱使工人脱离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祖巴托夫分子力图把工人运动引入纯粹经济要求的轨道，并向工人灌输政府准备满足这些要求的想法。祖巴托夫在制定和实行这一政策时利用了伯恩施坦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思想。



1901年5月，保安处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个祖巴托夫组织——机械工人互助协会。同年夏季，祖巴托夫代理人（原为崩得成员）在明斯克和维尔诺建立了犹太独立工党。在1901—1903年间，彼得堡、基辅、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彼尔姆、敖德萨等地都建立了祖巴托夫组织。这些组织开会讨论过必须争取提高工人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等问题，甚至还提出过让工人购买企业的建议。革命报刊因此称祖巴托夫政策为“警察社会主义”。



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揭露祖巴托夫政策的反动性，同时也利用合法工人组织来吸引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在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宣传鼓动的影响下，祖巴托夫组织发起的多次罢工都转变成了反政府的政治行动。1903年爆发的南俄总罢工特别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沙皇政府于是屏弃了祖巴托夫建议的同革命运动斗争的方法，而祖巴托夫政策也为工厂主所反对。1903年夏，祖巴托夫组织被全部撤销。——168。



[106]文化派是革命前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派别，这一派别力图用单纯的教育活动来代替为人民利益进行的实际斗争。列宁关于文化派的论述，见《革命青年的任务》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322—335页）。——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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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107]


（1906年5月27日〔6月9日〕）

专制政府极其粗暴地嘲笑和侮辱俄国人民选进国家杜马的代表。政府把杜马所有的稍许反映了一点人民的需要和要求的声明都批驳回去，坚持继续执行屠杀和暴力政策。

杜马软弱无力。它之所以软弱无力，不仅因为它手里没有政府拥有的刺刀和机关枪，而且因为它就整体来说是不革命的，不能够进行坚决的斗争。杜马内的自由派政党只是很不充分地、很怯懦地支持人民的意愿，它们对缓和和削弱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比对消灭人民的敌人更要关心。除工人代表外，只有劳动团表现出愿意公开而大胆地陈述人民的要求，但是，即使是劳动团，目前在这方面也还受着这些自由派政党的影响，在对待自由派政党方面缺乏独立性。

我们呼吁劳动团实行更坚决更彻底的政策。我们建议劳动团要求杜马直接地公开地面向人民，如果杜马的多数拒绝独立地面向人民，劳动团就应当向人民说明真实情况：杜马软弱无力，不能指望从杜马那里得到土地和自由，显然人民必须自己去取得这一切，发展的趋势是要在杜马外面进行决定性的斗争。

劳动团应当声明，只有工人和农民共同采取战斗行动才能推翻旧政权，而在革命行动的决定性时刻到来以前，应该作好这种行动的准备，做好组织工作。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必须积蓄和珍惜人民的力量，不要分散人民的力量去进行徒劳的零散的斗争，不要去理睬政府的挑衅。

如果劳动团能做到这一切，它就对人民尽了自己的义务，只有那时，它才能够同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一道领导伟大的人民运动，打碎那些束缚社会发展的旧锁链。





	1906年5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印成单页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170—171页

















[107]沙皇政府在1906年5月13日（26日）宣读的宣言中否决了立宪民主党杜马在对沙皇演说的答词中提出的要求。杜马为此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不信任伊·洛·哥列梅金内阁，并要求成立得到杜马信任的内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分发给各级党组织一份决议，建议支持杜马关于成立杜马内阁即立宪民主党内阁的要求。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委员会反对这个决议。在1906年5月24日（6月6日）的会议上，彼得堡委员会以13票对8票的多数否决了中央委员会的孟什维克决议而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彼得堡委员会中的9名孟什维克要求在中央或彼得堡市区际代表会议解决这个问题以前停止执行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孟什维克的这一要求也被彼得堡委员会拒绝。同时，彼得堡委员会决定召开区际代表会议，还决定把这次会议的记录和文件通报各区，并在报刊上公布列宁起草的决议和9名孟什维克的声明，作为代表会议召开前进行争论的材料。5月27日（6月9日），列宁起草的决议和9名孟什维克的声明在《前进报》第2号上发表。关于这次代表会议，见注14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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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杜马组阁的口号

（1906年5月27日〔6月9日〕）

上面刊登的文件表明了党的圣彼得堡委员会中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争论。这个争论的重要性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从形式上来说，凡是自治的党组织都有权独立自主地通过决议而不单单是签署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同统一代表大会的任何一项决定都不抵触，这是很清楚的。而且地方组织也有责任在代表大会决议的范围内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决定。

第二，从实质上来说，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并且同代表大会的决议相抵触。这个决议根本没有揭穿“杜马的不中用”，也没有使杜马中的冲突扩大和尖锐化。这个决议提出的口号（“以杜马任命的内阁代替现有内阁”）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引伸出来的。这个口号含糊不清，它模糊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是以要求杜马组阁作为烟幕，来掩盖他们同专制政府搞交易、削弱革命、阻挠召集立宪会议的意图。

对决议的更详细的分析，我们将留到另一篇文章中去作 
［注：见本卷第189—193页。——编者注］

 ，现在我们吁请所有的党员都来密切注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委员会中的这场极其重要的争论。





	载于1906年5月27日《前进报》第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172—173页

















[108]《关于杜马组阁的口号》一文载于1906年5月27日《前进报》第2号，是列宁为该报刊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中央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以及彼得堡委员会9名孟什维克委员的声明而写的编辑部后记。——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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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前的政治局势

（1906年5月27日〔6月9日〕）

政治局势如此迅速地明朗起来，我们感到十分兴奋。生活在人民群众开始投入政治生活的时代里是愉快的。当今俄国的一切主要社会集团，都已经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走上进行公开的和群众性的政治活动的道路。公开的活动把各种利益的根本差别无情地暴露了出来。各党派正在显露自己的真面目。事变把不同阶级的拥护者截然分开，迫使人们决定联合谁和反对谁。

在国家杜马里，这种产生政治分野的阶级利益的根本差别，表现得远不如下层人民生活中那样清楚和明朗，因为杜马内有一个特别的党——立宪民主党，它在千方百计地抹去明显的界限，缓和尖锐的矛盾，扑灭在这里那里爆发的斗争。然而，在“下层”，人心动荡不已。无产者、农民、士兵、铁路员工又开始大规模地活跃起来。罢工运动日益增长，新的罢工形式不断创造出来（一个产业接一个产业的“轮番罢工”——我们以后还要来谈这种轮番罢工），农民直接争取土地的斗争日益加剧，蒙昧无知的士兵和水兵觉醒起来的事例时有所闻，铁路员工开始“恢复元气”。一种充满生气的新的东西到处在翻滚，在喧嚣，在撞击，在激荡。新的幼芽正从废墟下不可遏止地破土而出。

尽管立宪民主党人竭力关紧塔夫利达宫[109]的百叶窗，但是实际生活不可阻挡，清新的风还是向那里吹去。阶级划分和政治立场明朗化的过程那里也在进行。立宪民主党人还支配着劳动派。他们今天还在欢庆昨天的胜利，欢庆他们否决了劳动派提出的立即通过有关死刑的法律的提案，欢庆他们迫使劳动派撤回了关于立即成立土地委员会即地方上自由选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委员会的提案。

但是，立宪民主党人不得不日益频繁地为保持在杜马中的统治地位而斗争这个事实本身，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同劳动派之间的深刻的区别。这种冲突愈频繁，愈激烈，自由派地主、工厂主、律师、教授们同农夫之间的区别在人民群众面前也就暴露得愈清楚。农夫一心寻求人民自由，正因为如此，农夫同“人民自由”党不能和平相处。农夫力求获得土地和自由，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著名的“人民自由”党所标榜的著名的爱民主张破绽百出了。

立宪民主党人仍然能战胜劳动派，但是他们的胜利不是正好使他们的党丢丑，就是把他们的整个“原形”暴露无遗，从而使无产阶级拍手称快。

第一件事情发生在立宪民主党人关于出版自由的苦役法案上。他们为自己辩解，极力推卸责任。但是这些可怜的遁词只能使他们更加陷入窘境。他们虽然承认这是“差错”，是刊印了“草稿”，但是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能够公开地纠正差错，也拿不出他们的定稿本来。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地方土地委员会问题上。[110]公开的政治斗争使一切“左派”即劳动派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急速地团结起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也同意布尔什维克的看法，即立宪民主党人的真正意图是出卖革命，是用“官僚主义的”空洞计划，用官吏同自由派联合起来反对农夫的办法来扼杀革命。问题已经很清楚：是官吏和自由派地主应当服从几千万农民呢，还是几千万农民应当服从一小撮官吏和自由派整个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代表，象一个人一样地起来支持农民，反对官吏和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则把脸丢尽了。我们迫使他们公开地承认，他们不愿意给农民充分的自由和全部土地，他们在求助于官吏来反对农民。一些人说：农民应当在地方土地委员会里占压倒多数，因为农民有几千万人，官吏和地主只不过几十万人。另外一些人回答说：地主和农民应当有同等数量的代表，而官吏也要参加进来实行“监督”。

无产阶级和觉悟的农民为一方，官吏和立宪民主党人为另一方。这就是实际生活在当前的即将来临的斗争中所划分的阵线。

赞美你们，立宪民主党大政治家们！赞美你们，《言语报》和《杜马报》的著作家们，你们再好不过地帮助了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向人民说明未加粉饰的政治现实！你们用自己的理论和自己的行动帮助了我们。

你们还应当在自己的理论方面继续前进。今天，你们把问题说得太精辟了：事情就在于“观点上的原则分歧”（《言语报》第84号）。“一种观点认为，杜马只不过是‘革命的阶段’ 
［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决议称之为“革命的工具”。］

 之一，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杜马是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巩固立宪制度的途径。”

好极了，妙极了，《言语报》的著作家先生们！一点不错：在我们面前有两种带根本性的原则的观点。或者杜马是革命的一个阶段，或者杜马是官吏和立宪民主党人协商反对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工具。你们不满意这种复述吗？你们要抗议吗？你们是在开玩笑！难道你们在地方土地委员会问题上还没有彻底暴露自己吗？现在还有哪个傻瓜不了解，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下掩盖的就是要在哥列梅金之流的老爷或其他官吏的参加和有权进行监督的情况下，让农夫和自由派尽可能有同等数量的代表。

如果现在还有谁不能清楚地了解立宪民主党人的一切言论、演说、声明和理论的话，那么明天立宪民主党人的行动一定会叫他明白过来。这个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我们要对“人民自由”党说的只有一句：你所做的快做吧！[111]

而“人民自由”党究竟要干什么，这还需要谈几点。

各报正在热烈讨论我国政府在政策上的转变。法国银行家们不给钱，拒绝付给下一批贷款。法国资本家的最有影响的报纸《时报》[112]用强硬的口气劝告俄国政府向立宪民主党人让步。维特和杜尔诺沃曾到国外去游说法国银行家。没有成功。人家不信任。于是特列波夫就加紧地讨论组织新内阁的问题。科科夫佐夫或一位别的官员预定担任首席大臣。几个右翼立宪民主党人预定担任内阁的大臣。

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这都是报纸上的传闻。可能是传闻。但是，其中也可能有点滴的事实。无火不生烟。《新时报》早就以随风倒出名了。几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该报善于看风使舵和逢迎上司。该报最近又明显地改变了态度。我们看到，它不再是对立宪民主党人一味地责骂，而是非常迫切地呼吁政府向立宪民主党人让步，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可是，立宪民主党人也许对《新时报》的谎言很气愤吧？一点也不。《言语报》已经两次（第82号和第84号）引用了《新时报》有关这个问题的言论，不但没有说一句反对的话，反而明显地表示同意，只是对《新时报》上反映出来的过去的余波有时还表示一下遗憾。

由此看来，现在可能处于成立以科科夫佐夫之类的人物为首的立宪民主党内阁的前夕。各种晚报今天甚至报道说，哥列梅金内阁已于昨天提出辞呈[113]。因此我们要对“人民自由”党再说一遍：你所做的快做吧！再没有什么会象最高当局任命立宪民主党内阁那样充分地、最充分地使目前的政治局势明朗化了。正是到那个时候，对立宪民主党人寄予的目光短浅的希望才会最后被打消；正是到那个时候，一切“左派”才会在实际的政治行动中最终地团结起来；正是到那个时候，一切关于支持杜马和杜马任命的内阁的争论才会平息；正是到那个时候，目前初具轮廓的政治分野才会成为实在的事实和新“阶段”的基础。

不过，这个“阶段”也会在没有立宪民主党内阁的情形下来到。我们已经“考虑得非常周密”了，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





	载于1906年5月28日《前进报》第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174—178页

















[109]塔夫利达宫在彼得堡，是俄国国家杜马所在地。——174。



[110]1906年5月24日（6月6日），在国家杜马第十四次会议上，劳动派提出了有35名代表签名的关于立即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建议。按照这个建议，土地委员会应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权基础上选举产生，应当完成土地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参加讨论提交杜马的土地问题的草案。地方土地委员会问题涉及是由地主还是由农民来实施土地改革的问题，因而是土地问题的关键所在。立宪民主党在杜马内和报刊上对劳动派的建议进行尖锐批评，说这些委员会可能使问题的解决偏左。布尔什维克则支持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主张，认为它们是组织群众进一步开展革命斗争的形式之一。——175。



[111]这里是借用圣经里的一个故事：耶稣已经知道犹大要出卖他，就蘸了一点饼给他吃。犹大吃了以后，魔鬼撒旦入了犹大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3章）——177。



[112]《时报》（《Le　Temp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61—1942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映法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是法国外交部的机关报。——177。



[113]关于哥列梅金内阁辞职的消息刊登于1906年5月27日（6月9日）《交易所新闻》（晚上版），5月28日（6月10日）被官方所否认。——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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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的策略和目前的任务

（1906年5月30日〔6月12日〕）

官方否认我们前天报道的关于哥列梅金内阁辞职的消息。但是，一些能够从“可靠人士”那里打听到情况的报纸是不相信这种否认的。《新时报》为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而进行的宣传活动现在更谨慎了，但是并没有停止。《新时报》透露了一位日本外交官员的看法，说“立宪民主党是想担负治国的重任”；该报甚至通过罗扎诺夫先生之口向读者担保，说“立宪民主党人即使为了革命也不会放弃文化事业”，说“这是目前可能做到的一切”。《言语报》则认为：“哥列梅金内阁的辞职可以说已成定局，现在的问题是谁会做它的继承人。”总而言之，立宪民主党组阁的问题仍然是日程上的问题。

立宪民主党人已经感到了这一点，甚至可能还不止这一点。他们屏息不动地“窥伺着”。他们拼命地抓住来自左面的可能有助于实现他们的计划的哪怕是一点点的支持。难怪立宪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言语报》在最近一篇社论里大谈起社会民主党人对立宪民主党组阁的态度问题。我们把这篇社论全文转载在下面，因为它是大有教益的时代标志。[114]

这篇社论的主要思想由作者们表达在下面这句话里：为“解放运动”奠定“一个完全一致的、撇开不同色彩的共同基础”。实际上这就是立宪民主党全部政策的主要目标。不仅如此。广而言之，这也是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政策的主要目标。消除解放运动中的“不同色彩”，就等于消除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民主要求的差别。这就是要“完全一致”地承认自由派资产阶级是整个解放运动的意向的代表和向导。这就是把无产阶级变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盲目的工具。而既然大家知道，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最高政治理想（和它的最根本的阶级利益）是同旧政权搞交易，所以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来表达我们在上面说的最后那个论点。我们可以说，资产阶级的《言语报》想把无产阶级变成自由派同旧政权搞交易的盲目的帮凶。而这种交易的目的主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其次当然也反对革命农民。

立宪民主党内阁的真正作用就是如此。不久以前国家杜马中在地方土地委员会问题上发生的冲突，非常清楚地暴露了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土地委员会应当是地方政权，内阁应当是中央政权，但是立宪民主党的政策的实质不论何时何地都是一样的。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地方委员会实行普选，主张“在旧政权的参加和监督下，让地主和农民有同等数量的代表”。立宪民主党人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主张，这是违反他们的心愿的，因为他们长期施放烟幕掩盖真相，硬说他们“根本”就是全力拥护地方土地委员会和普选权的。同样，立宪民主党人也反对召集立宪会议，主张由最高当局任命立宪民主党内阁。作为中央政权机关，这样的内阁将和那些按照著名的同等数量代表等等的原则组成的地方委员会属于同样的货色。

在立宪民主党实行这种政策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是很清楚的。无产阶级应该无情地揭露这种政策的实质，决不能有半点含糊，决不能模糊工人和农民的政治意识。无产阶级应该精心地利用“掌握政权者”和“平分政权者”在实行政策中的一切动摇，来发展和加强自己的阶级组织，加强自己同革命农民这个唯一能够冲决立宪民主党的“堤坝”、打破立宪民主党同旧政权的妥协、把解放运动进行下去的阶级之间的联系。

但是，无产阶级是否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提出的由最高当局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的要求呢？无产阶级是否因为立宪民主党内阁能使无产阶级更容易争取自由和社会主义就应当这样做呢？

不，这样做会犯最严重的错误，会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样做就等于追求一时的成效而牺牲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根本利益。这样做就等于醉心于幻想，等于在无产阶级最缺乏实际条件以保证自己确实能够更容易地进行斗争的时候，劝它“解除武装”。这会是一种最坏的机会主义。

由最高当局来任命立宪民主党内阁，这丝毫不能动摇旧政权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的力量对比未必会发生有利于真正的革命阶级的变化。人民同旧政权的斗争决不会因实施这一类的“改革”而自行取消。革命历史上有许多例子都说明，由旧政权任命的自由派内阁（如在1848年的德国），纯粹是掩盖专制制度的幌子，比其他的官僚主义的内阁更便于扑灭革命。

俄国的无产阶级没有理由害怕立宪民主党内阁，因为这个内阁无论如何会帮助人民认清立宪民主党人的本质，但是无产阶级绝不应当支持这种办法，因为这种办法实质上是最靠不住的，最不可信赖的，最背信弃义的。

既然没有能够扫除杜马，立宪民主党人在选举中占多数就会对无产阶级有利。立宪民主党人占多数时会比占少数时更快地“蚀光”自己的资本。但是，无产阶级在选举中曾拒绝给立宪民主党人以任何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也批准了这个决定，禁止同其他党派建立联盟（协议、同盟）。所谓立宪民主党内阁对无产阶级有利，是说立宪民主党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更快地“蚀光”自己的资本，“耗尽自己的家当”，会更快地“耗尽元气”，现出原形。但是无产阶级永远也不会支持资产阶级同特列波夫搞瓜分人民自由的交易。

对解放运动的真正的“支持”以及解放运动本身的真正的发展，必然能使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发展起来，使无产阶级同革命农民之间的联系得到巩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削弱旧政权，才能为它的垮台作好准备。立宪民主党人搞的交易则是一种含糊暧昧的把戏，如果支持它，从争取真正巩固的革命成果的角度看来是没有益处的，从提高革命阶级的觉悟、团结精神和组织性的角度看来则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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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对立宪民主党人的评论

（1906年5月31日〔6月13日〕）

整个俄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刊都在极力说服自己的读者，要他们相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同国际社会民主党毫无共同之处。说什么这都是些无政府主义者、骚乱派、密谋分子；说什么他们应当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学习；应当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把“议会斗争的”方法当作主要的方法。这种言论以及诸如此类的言论不断地从立宪民主党人的几十种报纸上发表出来。

对俄国公众来说，公开的政治斗争还是一种新鲜事情。俄国公众还不了解，这是各国资产阶级惯施的伎俩，他们总是要人们相信，本国的社会党人是歹徒、骚乱分子等等，而邻国的社会党人则是“通情达理的”人。法国资产阶级责骂饶勒斯，赞扬倍倍尔。德国资产阶级责骂倍倍尔，赞扬饶勒斯。俄国资产阶级则责骂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赞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这是一套老而又老的伎俩！

大家来看看事实吧。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由于俄国的警察式检查机关“克尽职责”，我们很少弄到这份报纸）不久以前登载了以《杜马和立宪民主党人》为题的两篇文章。编辑部不仅把这两篇《俄国来信》当作社论发表，而且加上了按语，认为它们是“对立宪民主党人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的中肯的评价”。

我们来看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究竟把什么样的评价看作是对立宪民主党人的中肯的评价。请读者不要埋怨我们摘录得太长，因为应当彻底教训一下俄国自由派的办报人，让他们以后不敢再捏造俄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分歧。

《杜马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文说：“不久以前，人们还一点没有听到关于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枪炮轰鸣、血流成河的地方没有他们。投身英勇的革命斗争、决心高举无产阶级自由的旗帜作殊死战的人民群众牺牲生命的地方没有他们。这些讲实际的政治家都是一些善于运筹帷幄、深谋远虑的大才，所以决不能让自己卷入由‘恶徒’和空想家、革命‘狂热者’领导的群众运动。他们这些冷静的哲人，说空话的英雄，华而不实的假自由主义的骑士，都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的炉火旁边。他们痛苦地摇着头，忧心忡忡，唯恐革命跑得太远，唯恐革命动摇了资产阶级的生活、财产、政治品德和秩序的自古以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石。

立宪民主党人早就表现了善于‘效劳’的多方面的才能。早在布里根杜马时期，他们已经幻想在当时还很‘纯洁的’维特和公开同外国交易所调情的自由主义之间架起一座小桥。交易所，一般地说来，是我国的‘人民自由’党的弱点。刚刚几天以前，立宪民主党人愤怒地反驳别人的责难，辩解说他们没有进行‘叛卖性的’鼓动来反对取得数以十亿计的新借款。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在警察肆无忌惮地逞凶期间，他们试图把这说成是民主派的行为引起的后果。在奸党对群众制造烧杀的暴行期间，他们竭诚保护王座和祭坛 
［注：“王座和祭坛”一语，在《前进报》上按书报检查机关的意见被删去。——俄文版编者注］

 免受那些否认一切、否定一切、破坏一切的社会党人的攻击。

著名的抵制时期到来了，伟大的十月罢工、民众起义、国内战争、陆海军暴动的流血时期到来了。立宪民主党人被惊涛骇浪冲得无影无踪。

那时再也听不到关于立宪民主党人的消息了。恪守中庸之道的骑士们躲藏起来了。他们充其量大声地抗议一下，大声地抱怨几句，但是在革命风暴的呼啸声中，他们的声音就听不到了。

反动势力给立宪民主党人帮了大忙。当牢狱又发生人满之患，埋葬俄国战士的流放地又热闹起来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的时机来到了。从左面来反对他们的人不得不沉默下去。立宪民主党人终于掌握了报纸，反革命的迫害很少触及他们。派遣讨伐队不是对付他们，被烧毁的不是他们的房屋，哥萨克蹂躏的不是他们的子女，维特－杜尔诺沃老爷们的‘绥靖’措施不是以他们为对象，大炮、机关枪、炮兵、步兵、舰队和哥萨克攻击的不是他们。因此，立宪民主党人又出现在前台。舌战开始了。论战代替了革命，在这个战场上，立宪民主党是无与伦比的行家和能手。首先，他们猛烈攻击革命和革命者，咒骂社会党人，毁谤工人政党。他们同堵住了嘴的对手辩论。他们责骂那些既不能反驳也不能替自己辩护的人。但是，俄国的自由派还不满足于这一点。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个最著名的领袖宣布，说整个英勇的俄国解放运动是他们的事业，说专制制度的败落是他们的功劳。在无产者为之流血奋斗的事业上，立宪民主党人厚颜无耻地贪人之功，他们披着一小片被撕碎了的红旗，宣布自由派是解放斗争的灵魂，是从暴君手中拯救祖国的救星。虽然牢狱仍然有人满之患，绞刑架继续不断地竖起，立宪民主党人还是在吹嘘自己，而责骂那些不安分的、胆大妄为的、不知悔改的革命者。”

作者接着描述了我国杜马在法律上的地位，描述了国务会议法和立宪民主党人在选举中的作用。


　　“可爱的立宪民主党人渴望以进化代替革命，以法制代替混乱的革命状态和内战。”但是，人民在选举中却交给他们革命的任务，这是完全不合立宪民主党人的心愿的。“他们这些天生的外交家和坐收渔利的调停人，自我陶醉地幻想能平息革命，活跃交易所，冲淡专制制度，调解一切矛盾，消除所有冲突。他们鼓吹和平，但现实带来的却是另一回事。他们在选民面前本来是以‘立宪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出现的，人们选举他们也是把他们当作了真正的反对党，当作了唯一的或主要的反对党。他们追求的是妥协，而人们交给他们的却是革命的任务。他们夸夸其谈，而人们却要他们去斗争，他们被迫发誓，同时人们也答应给他们各种支援，直到武装斗争。

在选举运动期间陶醉于胜利、高谈革命词句、经常处在革命的选民中间的立宪民主党人，超出了自己的心愿，走得过了头。他们没有觉察到，新的力量已经在他们背后崛起，已经在推动他们去斗争。

立宪民主党人很晚才明白，是谁把他们送进了议会，是谁交给了他们这样一项带有绝对强制性的使命，是谁强迫他们担负这样一种他们最害怕的和力求摆脱的角色。是俄国革命把他们送进了议会，希望他们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铺平道路。是俄国人民把他们送进了议会，把他们当作破城槌，要利用他们在专制制度城墙上打开一个新缺口，然后再由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由立宪民主党人）来夺取专制制度的主要堡垒。”





　　立宪民主党人看见杜马中有革命的农民代表感到不满，因为他们的把戏有被拆穿的危险。他们幻想有“完全一致的立宪民主党杜马”。“那时就能设法推脱革命任务，把一切真正的行动都淹没在滔滔不绝的漂亮的讲话中……就能以通过一些决议和草拟计划代替一切，达到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的最高目的，巩固立宪君主制，借助于一些小小的让步来扼杀革命，把各种改革无止境地拖延下去，最终达到实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议会制的目的……的确，如果杜马中没有农民，这一切都是可以做到的！”接下去，文章的作者描写了——有时简直是用惊喜的语句来描写——杜马中农民代表的革命性。“革命不仅仅把立宪民主党人抬进了杜马，而且缔造了决不妥协的‘山岳派’，‘山岳党’。在杜马中也有代表革命的力量。”“可怜的立宪民主党人，可怜的俄国吉伦特派！他们已经处在铁锤和铁砧之间，处在政府的刺刀和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之间。

难怪立宪民主党人现在开始这样无耻地把自己的红色外衣收藏起来。难怪他们抛弃了自己那些响亮的口号。难怪他们现在开始谈论起自己如何地尊重旧政权的各种特权。情况严重了。政府不是闹着玩的，赤手空拳休想从它那里争得什么东西。但是，把立宪民主党人送进了杜马的革命也不是闹着玩的，它不会原谅立宪民主党人的背叛行为。它不会宽恕那些担负了革命的角色然而丧失了勇气的胆小鬼。

一边是专制制度，一边是革命。立宪民主党人何去何从？”

这就是这篇文章的结束语，对于这篇文章，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表示同意。这些“通情达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简直使“布尔什维克”无地自容，对吗？在对立宪民主党人的看法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同我们有极大的分歧，对吗？在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革命这个口号上，他们同我们有极大的距离，对吗？

请读者也考虑一下，在对立宪民主党内阁的评价上，我们同这些人有没有分歧呢？

没有，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对专制制度的看法，对自由派资产者的看法，现在也象往常一样，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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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评论

（1906年5月31日〔6月13日〕）

帕·米留可夫先生在《言语报》第86号上对“杜马头一个月的工作”作了总结。

这位可敬的作者写道：总的说来，


　　“我们为了证明杜马在其存在的仅有的一个月中取得的巨大的工作成就而在这里列举的一切材料，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但是，在“杜马头一个月的工作”之后得到的成绩毕竟还是完全“可以估量”的……至少是有希望做到这一点。
　　“当国外的《时报》和彼得堡的《新时报》要求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时，任何人都懂得，这是什么意思。”



　　说“任何人都懂得”，也许有点言过其实，米留可夫先生。但是，有许许多多的人现在确实已经懂得“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毫无疑问的。人们不得不一再对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提出同一个请求：你所做的快做吧！然后，米留可夫先生，大家就确实会很快地懂得“这是什么意思”。



	载于1906年5月31日《前进报》第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188页















《列宁全集》第13卷


让工人来决定

（1906年5月31日〔6月13日〕）

俄国的，特别是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面临着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即在国家杜马的问题上如何进行当前的政治运动。不言而喻，对统一的社会民主党来说，这个关于当前的运动的问题，只是在统一代表大会决议的范围内提出的。

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面前有两个进行运动的计划：一个是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另一个是在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 
［注：见本卷第170—171页。——编者注］

 中。我们在第2号的《前进报》[115]上已经刊登了这两个决议，现在打算谈谈这两个决议内容上的重要差别。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要点是：“我们要支持杜马的旨在推翻现内阁而代之以杜马任命的内阁的一切措施，认为用杜马任命的内阁代替现内阁是促成召集立宪会议的条件。”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丝毫没有谈到要支持这样的要求，它主要注意的是政府的愚弄手段，杜马的软弱无力，劳动团必须面向人民，工人和农民必然会又一次共同进行斗争。

可见，主要的争论点在于：应不应当支持杜马的旨在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的措施。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所谓“杜马任命的内阁”的说法是不明确的。可是大家都知道，并且一切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都强调指出，实际上这里说的就是由最高当局任命一个符合杜马心愿的内阁，即立宪民主党内阁。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只能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是否可以支持由最高当局任命立宪民主党内阁的要求呢？不，不可以。由立宪民主党组阁，只可能是专制制度同自由派资产阶级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工人和革命的农民而搞交易。当然，社会民主党人会加倍努力地利用这种交易所造成的新的形势；只要这种交易能够哪怕是暂时有利于争取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社会民主党人都将慎重地斟酌自己的策略。我们要竭力把这种旨在反对革命的交易也变得有利于革命。但我们不能支持资产者同官吏背着人民进行的交易。号召人民或无产阶级支持这种交易，就是败坏他们的意识，就是对人民隐瞒这种交易的实质，隐瞒这种交易的危险性，隐瞒资产阶级和官吏以此阻挠召集立宪会议的意图。

我们应当号召工人农民不是支持交易，而是进行斗争。只有认真准备斗争，才能真正削弱专制制度，只有斗争，才能保证使专制制度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行动真正有利于革命。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不正确的。觉悟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不能接受向他们推荐的这个决议。

现在来谈第二个问题。为了纪律，为了服从代表大会，是否必须接受这个决议呢？看一看统一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就可以看到，从决议中不可能得出结论说必须支持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的要求，在决议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支持”杜马。这里请大家看一看代表大会决议中规定对杜马本身的态度的那一部分的全文：“社会民主党必须：（1）有计划地利用政府和杜马之间以及杜马内部发生的一切冲突，以便扩大并加深革命运动，为此就要：一、努力使这些冲突扩大和尖锐化，直到我们有可能把这些冲突变成以推翻现存政治制度为目的的广大群众运动的起点；二、努力在每个具体场合把运动的政治任务和工农群众的社会经济要求联系起来；三、广泛鼓动人民群众向国家杜马提出革命的要求，以便从外面造成对杜马的压力，使国家杜马革命化。（2）在进行自己的这种干预的时候，要做到使这些不断尖锐化的冲突：一、向群众揭露在杜马中以表达人民意志为己任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彻底性，二、启发广大群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小市民群众）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杜马是毫不中用的代表机关，必须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等等。

从上面我们用黑体字的地方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央委员会关于支持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的要求的决议不仅不符合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且直接同代表大会的决议抵触。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这是一种不革命的要求。它削弱和模糊同杜马的冲突以及杜马内部的冲突，对杜马的不中用以及其他等等根本不予注意。我们还要补充一句，代表大会的决议里从来也没有谈到要“支持”杜马，只谈到要造成“压力”，谈到“利用”和“干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目了然的。中央委员会根本没有权利要求各个党组织接受它关于支持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的要求的决议。全体党员必须完全独立地和批判地对待这个问题，并且公开表示赞成他们认为在统一代表大会的决定范围内更正确地解决任务的那个决议。彼得堡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知道，现在整个党组织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这就是说，全体党员选举负责人即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问题，全体党员确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

我们深信，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也会这样对待所争论的问题，全面地、切实地、认真地讨论所争论的问题，作出独立的决定：是否要支持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的要求？

任何诡辩，即任何显然谬误的理由，都不可能使彼得堡工人放弃自己的这种权利，放弃自己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党的义务。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些诡辩。尔·马尔托夫在《信使报》（第13号）上说：为了纪律，请不要破坏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运动。这是诡辩。任何纪律也不能要求党员盲目地在中央委员会起草的一切决议草案上签字。世界上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都不曾有过哪一种规定，要求党组织放弃自己发表意见的权利而变成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单纯的签字人。尔·马尔托夫说：孟什维克服从了关于抵制的决定，现在该你们服从了。这是诡辩。我们全都服从代表大会的决定。我们当中没有哪一个人曾号召反对杜马选举，反对成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我们服从了决定，我们根据代表大会的意志放弃了抵制。但是我们有权利和有义务在代表大会的决定的范围内反对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因为代表大会根本没有规定要支持这样的内阁。尔·马尔托夫一味用吓人的字眼和诬蔑别人是破坏分子的办法回避问题的实质。他只字不提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是否同代表大会的决定抵触。他只字不提反对派的权利，即一切党组织可以在符合代表大会意志的范围内对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提出异议和纠正中央委员会的偏向和错误的权利。因此，我们要心平气和地回答马尔托夫说：谁侵犯党组织的合法权利，谁才是进行破坏活动。

我们要心平气和地指出，甚至孟什维克（见该报同一号上弗拉索夫同志给编辑部的信）也不同意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甚至里扬舍夫同志在第13号《信使报》上也号召“工人团和劳动团”“全力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关于集会自由的法案，也就是说，提出了反对支持由这些立宪民主党人组成的内阁的纯粹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

维堡区委员会提议召集全市代表会议，而选举代表时“不问派别，即不经过任何讨论”——不讨论所争论的问题！！——对此，彼得堡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当然只能付之一笑。觉悟的工人永远不会不经过讨论就决定重要问题的。不论怎样抱怨讨论过程中有这种或那种“尖刻的措辞”，不论尔·马尔托夫怎样哭叫说这种或那种尖刻的措辞使他受了委屈，不论这同一位尔·马尔托夫或任何别的人怎样以分裂相威胁，都不能迫使工人不独立自主地决定问题。以分裂相威胁，挑动分裂——这是一种只会使资产阶级高兴的不光彩的手法（见《杜马报》第29号）。工人们将根据多数的意见来决定是否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的问题，并且竭力使任何人甚至中央委员会，都不敢破坏他们根据统一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自由地、完全独立地、完全合理地作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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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向上看，而要向下看

（1906年6月1日〔14日〕）

这是伊·日尔金先生今天在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我们的生活报》上说的话。他忧伤地谈到立宪民主党人脸上“洋溢着的自满情绪”。米留可夫先生洋洋得意地说的话——“立宪民主党人同极左派分家了”，激起了他的抗议。他嘲笑立宪民主党人的“非凡的政治上的智慧”，说他们既承认目前情况“没有出路”，又夸耀国家之舟正沿着航线勇敢地破浪前进……

我们就来谈谈这些看法，因为它们涉及当前政治局势中最根本的问题。在我们看来，特别重要的是要着重指出，事变的发展正强迫那些甚至完全不赞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并且不遗余力地反对我们的人对这种局势作出正确的估计。

俄国反动派的巴黎俱乐部在传说，“彼得戈夫的一切动荡已经终止。哥列梅金获得了充分的行动自由”116]，也就是说，获得了制裁杜马的自由。同喜欢把一切涂上灰暗色彩的布尔什维克格格不入的《我们的生活报》也说：“我们有充分根据对这种传说深信不疑……”这家报纸的社论最后说道：“斗争正日益尖锐……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而伊·日尔金先生写道：“在俄国是否有很多人相信议会工作会有和平的胜利的结果呢？只有幻想家、空想家、理想主义者，才会沉醉于这种玫瑰色的幻想。”在同一张报纸上，瓦·希日尼亚科夫先生也说：“我们无法逃避革命的风暴，——这是必须承认的。杜马无力使运动转上和平道路，因为它没有改善人民生活的权力，而没有这种权力，除了革命道路以外，不可能有别的道路可走。现在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不满情绪在不断增长，对杜马无所不能的信念日益消失，悲观失望的情绪也愈来愈厉害。〈不信杜马也如同不信上帝一样，算不上是“悲观失望”〉大气中的含电量正在逐渐增加，有时已可以听到隆隆的沉闷的雷声，狂风暴雨的到来大概已为时不远了。”

以上这些话，对我们来说特别宝贵，因为这些人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是一向怀有成见和敌意的。事变使这些人不得不重复我们所一贯坚持的论点，而过去自由派资产阶级因为我们坚持这些论点总是攻击、谩骂、诽谤我们，制造一大堆流言蜚语，诬蔑“布尔什维克”。

“不要向上看，而要向下看。”这就是说，由于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条件，议会斗争不可能成为目前俄国解放运动的主要形式。这并不是说要“否定”议会斗争，拒绝利用议会斗争，——这是不用多说的，——而是说，由于整个事变的进程，主要的决定性的斗争已转移到另一个舞台。自由派资产阶级无数次地诬蔑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我们“轻率地怂恿人们采取极端手段”（《言语报》第88号）。先生们，请看，难道日尔金、希日尼亚科夫和《我们的生活报》的社论撰稿人都是受了我们的“怂恿”吗？难道库尔斯克和波尔塔瓦的士兵以及基辅和萨拉托夫等地的农民都是受了我们的“怂恿”吗？

我们“怂恿”和唤醒了那些总是满脸“洋溢着自满情绪”的人。我们说，选择这种或那种解放斗争形式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须清醒地严酷地正视现实，看到甚至《我们的生活报》现在也承认行不通的那条“道路”在现实中没有存在的基础。我们说，社会党人不能也不应该为了一时的成就而牺牲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他们有责任在群众面前揭示这样一个令人痛苦的真理：立宪民主党人不可靠，杜马软弱无力，革命风暴必不可避免。如果说今天群众还听信立宪民主党人在竞选会上的花言巧语而不了解我们，如果说明天群众还会迷恋于俄国第一个议会的最初的活动而不了解我们，那么后天，他们一定会相信我们是正确的。事变迫使他们认识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是不迷恋于表面胜利的政党，它坚定不移地号召人们聚精会神地去“看”必将爆发的斗争，这场斗争将决定真正的（而不是立宪民主党人的）人民自由的命运。

我国革命之所以是伟大的俄国革命，正是因为它发动了极广大的人民群众投身于历史的创造。人民群众内部的阶级矛盾还远没有发展到十分激烈的地步。各政党还只是在形成。因此，我们没有力量比较有效地引导群众或抑制群众。但是我们在研究了各阶级的实际情况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之后，能够预见它们的历史活动的必然趋势如何，它们的运动必然具有什么样的主要形式。我们应当在群众中尽可能广泛地传播我们的这些社会主义知识，不因真理往往令人很痛苦，而且在各种时髦的政治招牌或虚有其表的政治设施的迷惑下不能一下子看清楚而却步不前，不沉醉于美妙的幻想。如果我们用一切办法启发群众，使群众作好采用各种运动形式的准备——这些形式是从表面现象观察问题的人看不见的，然而它们必然要从我国的整个经济政治状况中产生出来——我们也就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如果我们的全部目光都“向上”，而忽视下面正在进行的、发展的、日益迫近的、正在到来的一切，我们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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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出自1906年6月1日（14日）《交易所新闻》（上午版）上的一篇短文《相信吗？》。该文说：“《俄罗斯言论报》驻巴黎记者来电称，在法国首都有一个类似反动的俄国俱乐部的东西……据该记者说，5月30日这个俱乐部里香槟酒流成了河。这种狂欢是因为彼得堡的一封来电引起的……‘全胜。彼得戈夫的一切动荡已经终止。哥列梅金获得了充分的行动自由。’”——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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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派开始了武装斗争

（1906年6月3日〔16日〕）

社会民主党的报刊早就提出了赫赫有名的俄国“立宪主义”是脆弱的，没有根基的。只要旧政权还维持着统治，掌握着整个庞大的国家管理机器，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人民代表机关的作用，谈不上满足千百万人民的迫切需要的可能性。国家杜马会议开幕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滔滔不绝地大谈其和平的立宪道路。政府的爪牙们则开始对和平的游行者大打出手，放火焚毁人民集会的房屋，最后甚至组织蹂躏群众的大暴行，而且愈演愈烈。

而同时，农民运动日益发展。工人的罢工愈来愈激烈，次数愈来愈多，范围愈来愈广。在最落后的部队——地方的步兵中间，以及哥萨克中间，也都在酝酿着骚乱。

在俄国的生活中积蓄的易燃物是太多了。史无前例的迫害、虐待、折磨、掠夺和剥削在许多世纪的过程中所酿成的斗争，是太伟大、太尖锐了。决不能够把人民对旧政权的这种斗争局限在杜马争取这种或那种内阁的斗争范围内。决不能够阻止最闭塞和最愚昧的“庶民”提出做觉悟的人和觉醒的公民的要求。决不能够靠呼吁遵守法制来抑制旧政权，因为它自己随时都能够制定法律，它在采取最后的手段，采取最残暴、最野蛮、最疯狂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存在。

比亚韦斯托克的大暴行，是政府开始采取武装行动反对人民的最触目惊心的实例。俄国的大暴行是一个老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故事[117]，在人民胜利以前，在旧政权被彻底扫除以前，它是万古常新的！下面请看比亚韦斯托克公民复选人齐林的电报摘录：“事先筹划好的反犹大暴行开始了。”“尽管有种种传说，但是一整天都没有从内阁得到任何命令。”“这次大暴行的宣传准备已经积极地进行了两个星期；街头上，特别是傍晚，有人在散发传单，不仅号召残害犹太人，而且号召残害知识分子；警察当局对这种情形竟装着没有看见。”

这是大家都熟悉的老一套的情景了！警察当局事先就筹划好了大暴行。警察当局进行了煽动；政府的印刷所印制了鼓动残害犹太人的传单。警察在大暴行开始时坐视不动。军队默然看着黑帮逞凶。随后，随后同样是这些警察又演出了对暴徒进行审判和侦查的闹剧。由旧政权的官吏进行的这种审判和侦查，结果全是一样：案件拖而不决，大暴行制造者逍遥法外，有时甚至把挨打和受伤的犹太人和知识分子拖到法院，过几个月，这个老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故事就渐渐被人们遗忘，一直到下一次的大暴行开始。卑鄙地进行煽动，收买和用酒灌醉我们那该死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败类，武装的歹徒毒打赤手空拳的人，肇事者本身装腔作势地进行审判和侦查。而有一些人在看到俄国生活中的这些现象时，竟还认为或者还说，似乎这是有什么人“轻率”地号召人民采取“极端手段”！面对着沃洛格达民众文化馆被焚毁（在国家杜马开幕的时候）或比亚韦斯托克的大暴行（在杜马会议开了一个月的时候）这类事件而说出这样的话，那倒真是不仅需要轻率，而且需要卑劣的灵魂，需要政治上的堕落。一次上述那样的事件对人民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千百万次号召。责备所谓“轻率”的号召，那就象谴责从沃洛格达和比亚韦斯托克战场上传来的复仇狂喊一样，是无可救药的迂腐，是丧尽了公民的良心。

国家杜马这次做得很好，它立即把谴责比亚韦斯托克大暴行的质问书提到杜马会议上讨论，并且派出了几名国家杜马代表去比亚韦斯托克就地调查。但是，当你们读这个质问书的时候，当你们把国家杜马代表的发言和众所周知的大暴行的真相拿来同这个质问书对比的时候，你们就会对质问书中那些怯声怯气的用语感到极大的不满和愤慨。

请大家自己判断一下吧。质问书的起草人只说：“居民担心地方当局和恶意的煽动者会试图把受害者反而说成是应当对他们自己所遭到的灾难负有罪责”……“在这方面流传着捏造的消息。”一点也不错，饱受蹂躏和折磨的犹太居民确实担心这一点，而且有充分的根据担心这一点。这是实话。但是，这并不是全部实话，诸位杜马代表先生和质问书的起草人！你们这些还没有受到蹂躏和折磨的人民代表很清楚，这不是全部实话。你们知道饱受蹂躏的居民是不敢指出大暴行的真正肇事者的姓名的。你们应当指出他们的姓名，因为你们是人民的代表，因为你们在国家杜马里享有（甚至根据俄国的法律）充分的言论自由。当武装的反动派折磨、蹂躏和残害赤手空拳的人民的时候，你们决不能站在反动派和人民之间。你们要公开地完全地站在人民方面。你们不能只限于转达居民的担心，——担心大暴行的卑鄙的肇事者会把被杀害的人说成是肇事者。你们要对这些肇事者公开提出控诉，这是你们对人民的无可推卸的责任。你们不必问政府是否要采取措施保护犹太人，防止大暴行再度发生，你们要问政府，它是否还要把那些在政府中任职的真正祸首长期窝藏下去。你们要问，政府是否认为人民还会长期认不清这些真正的祸首。你们要公开地、大声疾呼地控诉政府，号召人民组织民兵和自卫队，以此作为抵御大暴行的唯一手段。

你们会说，这是不符合“议会惯例”的。直到现在你们还提出这样的理由，不觉得可耻吗？如果你们直到这样的时刻还不抛弃议会的把戏，不敢直接地、公开地、大声地说出你们实际上所知道的和心里所想的事情，人民是会谴责你们的，这种道理难道你们不明白吗？

你们是知道大暴行的真相的，从杜马代表的发言中就可以看出来。立宪民主党人纳波柯夫说：“我们知道，行政当局在好多方面绝对推脱不了嫌疑，即各处的大暴行所以会同时发生，或者是因为黑帮组织在采取行动之前同地方当局打了招呼，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因为地方当局一贯地袖手旁观。”

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既然你们知道事情的真相，你们就应当在质问书中把真相说出来。你们本来应该这样写：我们知道某某某某事情，我们要就此提出询问。既然你们知道“最好的”情况，那么对最坏的情况，即对警察当局按照彼得堡的命令直接组织大暴行这一点默不作声，那就太不体面了。

列文说得很对：“比亚韦斯托克事件并不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你们要反对的制度所产生的后果之一。”说得对，列文公民！但是，如果我们在报纸上只能够说“制度”，那么你们在杜马里就应当说得更直率些，更尖锐些。


　　“大暴行，这是一套完整的办法。在10月的那些日子里……政府……没有找到另外的方法来对付解放运动……你们知道这一章历史是怎样结束的。现在同样的事情又在重演……这一套办法经过了阴险的筹划，当前同样阴险地在执行。许多次我们都很清楚，是谁筹划了这种大暴行，我们也很清楚，传单是宪兵局散发的。”



　　再说一遍：说得对，列文公民！所以质问书中应当这样说：内阁是否以为杜马不知道宪警散发传单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呢？雷日科夫代表直截了当地说，用种族仇视来解释大暴行是扯谎，用当局的无能来解释大暴行是恶毒的捏造。雷日科夫代表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警察、暴徒和哥萨克在怎样“合作”。他说：“我住在大工业区，我知道，卢甘斯克的大暴行没有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完全是因为〈先生们，请你们注意听：完全是因为〉没有武器的工人冒着被警察击毙的危险，赤手空拳地赶跑了暴徒。”

《言语报》给杜马辩论这一栏加上了《控诉政府》的标题。加得很好。但是这个标题不应当加到报纸上，而应当加在杜马的质问书上。或者把这些质问写成在人民面前对政府的强烈的控诉，或者在用冷冰冰的官腔写成的质问中对骇人听闻的事实采取极不相称的官僚主义的回避态度，从而引起尖刻的责难和嘲笑。杜马只有采取第一种办法，才能使反动派不敢再嘲笑它。而事实上反动派在肆无忌惮地公开地取笑它。请看看今天的《新时报》吧。这些大暴行制造者的爪牙们在哈哈大笑，他们得意地说：“看见杜马向大臣质问比亚韦斯托克的反犹大暴行时的那种慌忙样子，不能不感到特别开心〈！！〉。”你们都看见，大暴行制造者感到特别高兴——爪牙们道破了真情。反动派对比亚韦斯托克的大暴行和现在能够辱骂杜马是“犹太”杜马，感到很满意。反动派挖苦说：“如果象有些人今天在国家杜马里所说的，对俄国各省农民破坏财产的大暴行都应当宽恕，那么对西部边疆区破坏犹太人财产的大暴行也同样应当宽恕。”

杜马代表先生们，你们都看见，反动派比你们说得更干脆。反动派的语言比你们在杜马里的语言更有力量。反动派是不怕战争的。反动派不怕把杜马同农民争取自由的斗争联在一起。所以你们也不要怕把反动政权同大暴行制造者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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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这里是借用德国诗人亨·海涅的诗句：“它是一个老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故事。”（见《抒情插曲（1822—1823年）》）——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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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杜马组阁问题的决议[118]


（1906年6月6日〔19日〕）

鉴于：

（1）在目前要求指定国家杜马中的多数派组成责任内阁是不正确的和含混不清的，因为

（一）指定这样的内阁并不能使政权真正从专制政府手中转到人民代表机关手中，

（二）实质上这将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牺牲人民利益，背着人民同专制政府进行的交易，

（三）无产阶级没有任何保障，使这种交易在当前实际政治力量对比的情况下会给无产阶级提供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条件（无论如何不会重要到能够补偿在革命高涨时期由于积极支持资产阶级的交易而对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发展所造成的重大损害）；

（2）由于上述原因，指定杜马组成责任内阁的要求只会加强立宪幻想，腐蚀人民的革命意识，使人产生政权会和平地转到人民手中的希望，模糊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根本任务，——有鉴于此，会议决定：

（1）无产阶级在目前不能支持指定杜马组阁的要求；

（2）无产阶级支持由杜马中的革命分子组成一个执行委员会的主张，以便通过该委员会把各地人民自由组织的行动统一起来。





	载于1906年6月6日《前进报》第1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204—205页

















[118]这个决议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在对待国家杜马态度的问题上发生的冲突有关。它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见本卷第170—171页）一起构成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纲领。党内的争论和彼得堡组织区际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都是以这个策略纲领为基础进行的。



《前进报》刊载这一决议时加了如下按语：“《前进报》编辑部完全赞同这一决议的基本论点并建议同志们在工人集会和工人的群众大会上提出这一决议。”——204。







《列宁全集》第13卷


前夜[1



（1906年6月8日〔21日〕）



政局以惊人的速度明朗起来了。

几个月以前还没有把握说，国家杜马是否会召集得起来，它会是个什么样子。几个星期以前还看不出，至少广大的人民群众还看不出，下一阶段的争取自由的斗争将在什么范围内和以怎样的形式展开。纯朴的农民相信过杜马，他们想象不到所有的人民请愿代表的强烈请求和申请会毫无结果；资产阶级自由派相信过杜马，他们试图促使政府“自愿地”作出让步。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亲眼看到，这种信任，人民群众的信任，他们以自己的全部利益培植和巩固过的这种信任几天之内就被摧毁了。他们过去所以相信，是因为他们愿意相信；他们过去所以相信，是因为最近将来的政局当时还模糊不清；他们过去所以相信，是因为当时政治上的朦胧状态给各种模棱两可的看法、各种动摇心理和各种消极情绪留下了活动的余地。

现在一切又明朗起来了。那些在杜马选举时期或在杜马开会初期看来有些古怪的悲观主义者的预见被证实了。在杜马开了五六个星期的会之后，那些一心想要在杜马内和杜马周围策划和开展活动的人，已经坦白地老老实实地承认了这个重大的事实：“人民已经等得厌倦了。”

人民等了几十年都没有厌倦，但是现在等了几个星期就厌倦了；他们过去没有等得厌倦，是因为当时他们还沉睡未醒或者还糊里糊涂地过日子，他们的外部生活环境中还没有那种能迅速地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情绪、意识、意志的条件；他们等了几个星期就厌倦了，是因为他们内心以难于置信的速度产生了行动的渴望，连那些最雄辩、最讨人喜欢的言词，哪怕是从杜马那样崇高的讲坛上发出来的，在他们听来也觉得毫无内容、枯燥乏味了；工人等得厌倦了，——罢工浪潮日益高涨；农民等得厌倦了，任何比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中的刑讯更残酷的迫害和折磨也阻挡不住他们去为土地和自由而斗争；咯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的水兵，库尔斯克、波尔塔瓦、图拉、莫斯科的步兵，红谢洛的近卫军，都等得厌倦了，甚至哥萨克也等得厌倦了。现在大家都看到，一场新的伟大的斗争正在什么地方和以什么方式激烈展开，现在大家都认识到这场斗争不可避免，都感到无产阶级和农民在行动上必须沉着、坚定、有准备，必须步调一致和互相配合。大家都感到为此必须等待……我们正处在一场伟大的历史事变的前夜，我们正处在俄国革命第二个大阶段的前夜。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自觉的代表，将象一个人似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彻底履行自己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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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前夜》一文是列宁为准备在基辅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合法日报《工作者报》写的，用电报发给了该报编辑部，刊载于1906年6月8日（21日）《工作者报》第1号。《工作者报》只出了两号就被沙皇政府查封了。——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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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动摇和下面的坚定

（1906年6月8日〔21日〕）

十分明显，我们正处在一个最重要的革命关头。反对旧制度的广泛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早已形成了。现在这个高潮差不多已经发展到了顶峰。杜马选举以及反对派的杜马的第一周会议和工作起了“最便宜的小蜡烛”[120]的作用，这枝小蜡烛在全国燃起了熊熊大火。易燃物是这样多，空气是这样“炽热”，以致任何预防措施都无济于事了。

现在大家都已看得清清楚楚，大火确实已经蔓延全国。无产阶级中——甚至包括在半年以前还产生出黑帮分子的那一部分无产阶级——特别是农民中，又有一些完全新的阶层起来了。甚至同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有联系、被人为地挑选出来去清除、摧毁和扼杀一切新生事物的军队，也几乎全部炽烈地燃烧起来了。军队发生“暴动”和爆发的消息，象大火中的火花一样从四面八方飞来。

与官僚有某种联系的报纸记者报道，陆军大臣警告说不要解散杜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想依靠军队是不可能的了。[121]

难怪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要动摇了。确实，政府虽然在动摇，但它还是在准备毫不含糊地对革命进行血腥的镇压。挑衅行为更加猖獗了。对自由的报刊宣布了你死我活的决战。“不顾一切法律地查封了”左派报纸。喀琅施塔得驻满了特派部队。比亚韦斯托克的大暴行是反革命行动而且是武装的反革命行动的直接开端。政府在动摇，从政府的人员中传出了警告的声音，传出了同立宪民主党人妥协的呼声。但是，政府一分钟也没有因为这种动摇，因为这种“考虑”而忘记它原来惯用的、行之有效的直接使用暴力的政策。

拉萨尔说过，反动派是讲究实际的人。[122]我国的反动派证实了这句话。他们在考虑、斟酌、犹豫不决，不知是否应当立即按新路线转入总进攻（即是否应当解散杜马）。但是他们正在准备进攻，一分钟也没有脱离这个“实际”。从那些脖子上已经套上了不断收紧的绞索的强盗们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考虑是正确的。是向答应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123]的立宪民主党人让步呢，还是采用火与剑的暴力手段？今天他们决定：我们暂且不走第一条路，暂且不走，是因为这条路明天走还来得及，而第二条路是无论如何要准备走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无疑还这样考虑：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适当的时机，先试一试第二条路；等到最后完全肯定大规模的流血已经不能挽回一切的时候，再向立宪民主党人让步也还不迟！

对强盗来说，这种考虑是完全正确的。不经过残酷无情的斗争，他们自然是不会投降的。当然，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也在准备退却，在司徒卢威先生如此及时地向他们提示的那个“强有力的政权”的纲领的基础上同立宪民主党人妥协，同他们结成联盟。反动派在准备进行一场真正的决战，而把同立宪民主党人妥协作为战斗失利时的副产品。

无产阶级必须冷静地正视革命的任务。在“以讲究实际的精神”对待重大问题方面，他们不会逊于反动派。他们要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全部心血和全部精力都放在明天或后天必然爆发的决战上，而把政府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妥协作为可能到来的革命阶段之一的副产品。无产阶级用不着害怕这种妥协，无论是特列波夫们还是温和的自由派，在这方面都会遭到失败。无产阶级无论如何都不应当直接或间接支持这种妥协，支持由杜马中的多数组成责任内阁的要求。我们现在不必破坏这种妥协，将来也不要支持这种妥协。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始终是先进阶级的政党，这个阶级决不会向群众提出任何一个暧昧不明的口号，它决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卷入资产阶级的任何一件肮脏勾当，它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斗争的结局如何，都能捍卫革命的利益。

政府和杜马妥协作为革命的一个个别的插曲不是不可能的。社会民主党目前不应当宣传这种妥协，支持这种妥协，也不应当“破坏”这种妥协。它要使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主要的和重大的问题上，而不是集中在从属的和次要的问题上。它要尽量利用资产阶级同旧政权的各种各样的妥协，利用一切上面的动摇。但是它要不断警告工人阶级和农民提防立宪民主党人的“友善”。它应当用下面的绝对坚定对抗上面的动摇，不要上挑衅的当，要坚定不移地集聚自己的力量来迎接决定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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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最便宜的小蜡烛直译是“一戈比的小蜡烛”。俄国谚语说：“一戈比的小蜡烛可以烧毁一座莫斯科城。”据历史记载，1493、1737年莫斯科的两次大火均由一枝小蜡烛引起。——208。



[121]1906年6月8日（21日）《我们的生活报》登了一条简讯：“6月7日风传，陆军大臣给皇上呈上一封奏折，其中说到军队中的风潮时，表示对镇压骚乱能否成功有所担心，因此解散杜马也就不无危险。”这条简讯当天被《交易所新闻》（晚上版）转载。——208。



[122]出自斐·拉萨尔1862年4月16日在柏林区市民协会举办的集会上发表的演说《论宪法的实质》。演说中说：“国王的仆人不是人民的仆人中常有的那种花言巧语之徒，而是认真办事的讲究实际的人，他们靠某种本能总是抓住问题的本质。”——209。



[123]指1906年6月7日（20日）《杜马报》第34号刊载的彼·伯·司徒卢威的《皇冠和国家杜马》一文中的话：“俄国需要强有力的政权——这一点我早在1905年夏天，在对马战役以前，就在国外，在《解放》杂志上写过，我那时还说，只有那种具备道义权威的政府才能成为这样的政权，而这种道义权威只能产生于人民对政权的真诚信任。”——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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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起来！

（1906年6月9日〔22日〕）

我们正处在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采取行动的前夜。不容置疑，这个党团现在能够通过自己坚决的彻底的行动，通过坚定不移地提出彻底民主主义的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要求和口号，给工人运动和革命事业带来很大的好处。现在，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行动的问题已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上解决以后，这一点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已经没有不同的意见了。因此我们认为，我们高加索的同志们在著名的所谓国家杜马代表《庄严的誓词》[124]上签字，同时在报上就此作了众所周知的声明——我们签字是“为了获得机会来完成人民委托我们的事业，我们强调我们只对人民负一切政治责任”，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党的国家杜马代表的行动对党愈是重要，就愈有必要尽量仔细地斟酌当前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原则。应当承认，过去几星期内发展异常迅速的政治事变进程，使昨天还模糊不清的问题大大明朗化，使我们能够更明确地确定立场，使我们党的右翼和左翼之间的许多分歧意见得以消失。

在这方面，我们要特别满意地着重指出过去的孟什维克同志们在今天的《信使报》上发表的议论。诚然，《杜马的“法律”》这篇社论开头，多少有些暧昧地反对把制定杜马法律称为无聊的空谈。而问题原来在于，这些同志把“法律”一词放在引号内是有用意的。他们主张（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万分正确的）制定这样一种法律，这种法律不应当是通常的法律，而应当是“宣言”，是“人民自由权的宣言”，是“消除旧障碍的宣言”。

这样的“法律”也许最好不叫作法律，而叫作告人民书。但是，如果实质上意见一致的话，坚持字句上的分歧是不明智的。而在实质上意见确实是完全一致的。《信使报》写道：“把制定得详尽周密的包括几十个几百个章节和注解等等的法律草案提交杜马，是十分荒谬的和有害的。”（黑体都是我们用的）的确如此。按规定的用词法称为“根本性的”工作的这类工作，确实是有害的。其所以有害，是“因为这类法律草案不是作任何人都可以理解的鲜明的对比，而是用深奥的条文和章节使人民的思想乱得一塌胡涂。”

完全正确。深奥的、“根本性的”、制定法律草案的空洞计划确实使人民的思想乱得一塌胡涂。这种制定空洞计划的工作模糊、麻痹和腐蚀人们的思想，因为“这些法律是永远不会实现的。要实现这些法律，先得从现在的执政者手中争取政权。而争取政权只有这样一种人民运动才能做到，它将提供一个根本不必理会杜马所制定的‘法律’的、更有权力更民主得多的机构来代替杜马”。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绝对必须争取政权，引导到建立一个不用理会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法律的“更有权力得多的”机构，这是极其正确地估计到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和当前的需要。

《信使报》的同志们在同一篇文章中十分有力地痛斥了立宪民主党人不懂得这些任务。立宪民主党人“象一个真正的立法者似地”在拟定自己的法律草案，“却忘记了立法权实际上他们一点也没有”。“立宪民主党人那样认真地拟定他们的‘法律草案’，仿佛明天法庭就得按立宪民主党的新法律审理公民的案件似的。”

《信使报》教导立宪民主党人说，这样看问题是可耻的。从这个十分正确的教导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不能够而且不应该支持任命杜马中的多数组成责任内阁的要求！要知道这样的内阁只会是立宪民主党内阁，它实际上明天就会对滥用自由进行惩罚。现在，当政权还没有从明星院[125]那里争取过来的时候，这样的内阁只能成为一个掩蔽旧政权的自由派幌子。这样的内阁现在只能成为暂时遮盖那些大暴行制造者的新装！当然，我们会揭开这种掩盖物，而且会很快。当这种新形势形成的时候，当不仅仅旧政权而且还有立宪民主党人同它一起裹着新装并被浪潮卷起来的时候，我们会想尽办法来利用这种新形势。但是我们不应当直接地或间接地、公开地或默不作声地使自己，使无产阶级政党对旧政权的这种乔装改扮负丝毫责任。我们不应当向群众发出口号说我们支持由杜马中的多数组成责任内阁的要求。不管我们的本意如何，由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客观条件，这种口号必然是等于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对这种乔装改扮，对资产阶级同旧政权的这种交易负一部分责任。这种口号也就是间接赞同那个受到《信使报》严正批评的立宪民主党的“法律草案”，因为事实上决不能否认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一方面，立宪民主党人在策划对滥用自由进行惩罚，另一方面，他们在策划通过组成内阁取得一小部分政权来实行这种惩罚——通过同旧政权搞交易从旧政权那里取得一小部分政权，以巩固旧政权，并以这部分政权作为抵挡人民对旧政权的攻击的挡箭牌。

对于工人政党来说，这种口号是根本不需要的。工人政党如果不要这种口号，而用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指令”、“宣言”、通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同它一起行动的劳动派）发表的告人民书，以及用“要求居民建立唯一能保卫他们的生活和荣誉的民兵的号召”，即我们在《前进报》第9号上建议过 
［注：见本卷第200—201页。——编者注］

 、崩得机关报《人民报》[126]介绍过并且《信使报》也十分正确地赞成的那些号召，来对抗大暴行制造者的无耻行为和立宪民主党的“法律草案”，它就能更好地、更完善地、更有步骤地、更勇敢地在群众中进行自己的一切宣传鼓动和建立广泛的组织的工作。

同志们，团结起来！在整个革命气氛的压力下，无产阶级政治行动上的团结一致正在形成，势不可当。我们不要给我们的策略加上一些不必要的和引起争论的口号来阻碍这种团结。在这个看来是伟大的俄国革命的最紧要关头，我们要利用现有的机会，使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达到完全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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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庄严的誓词》是《国家杜马条例》第13条规定的所有杜马代表都须签署的誓词，文如下：“我们，在下面列名的人，在全能的上帝面前，保证竭尽全部智慧和力量完成交给我们的国家杜马代表的职责，忠于全俄皇帝和君主陛下，牢记俄国的幸福和利益，特此亲笔签名以昭信守。”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的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在誓词上签了字，并在1906年6月8日（21日）《信使报》第20号上发表了列宁所引用的声明。——211。



[125]明星院是英国中世纪一个机构的名称，被人们借用来称呼由一小撮高官显贵组成的俄国宫廷集团。这一集团代表上层农奴主、地主和官僚的利益，疯狂反对革命和维护他们的一切特权，在1905—1907年革命时期以及随后的反动年代对尼古拉二世幕后施加巨大的影响。



英国的明星院存在于15—17世纪，起初是有司法职能的御前会议，因在天花板有星饰的厅里开会而得名，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拥有特权的特别法院，曾是压迫议会和迫害清教徒的象征。——213。



[126]《人民报》（《Volkszeitung》）是崩得的合法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19日（3月4日）—1907年8月19日（9月1日）在维尔诺用依地文出版。——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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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和人民

（1906年6月10日〔23日〕）

社会民主党的国家杜马代表拉米什维里同志的演说中有一些非常正确的意见，这些意见正确地确定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演讲人不仅以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的魄力痛斥了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不仅把政府的代表称为“人民的敌人”（立宪民主党杜马的主席限制言论自由的新尝试引起了极左派正当的抗议[127]），而且在演说结束时还提出了杜马与人民的关系这个总的问题。

请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说的：


　　“最后我要指出，人民是拥护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是某种和我们在这个大厅里所做的不同的事情。那里完全是另一种气氛，而这里气氛要缓和得多，这里情绪比较温和。也许再过一个月我们就将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实际生活说得比我们在这里说得响亮得多。我是说，我们处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杜马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向左转或向右转，就意味着同某人和解或同某人决裂……但是不应当忘记，人民自己会做到杜马因动摇和不坚定而不能做到的事情。我是说，人民的情绪与我们这里的情绪不同……”



　　我们用黑体把这篇演说中特别重要的地方标出来了。演说中正确地指出，实际生活比杜马说得响亮得多，实际生活中没有这样“温和”，“人民的情绪不同”。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而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些说人民支持杜马的人是不正确的。人民现在已经走在杜马前面，说得更响亮，表现得不那么温和，斗争得更有力。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只有这样确定自己的任务才是正确的，即要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说明，杜马只是怯懦地、半吞半吐地表达人民的要求。只有这样提出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问题，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不对立宪民主党的动摇负责。只有这样提问题，同时充分估计农民群众的觉悟和决心的发展程度以及准备程度，才能胜任当前的伟大任务，关于当前这个时刻，经选举产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直截了当地说：“也许再过一个月我们就将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而为了能够决定自己的事情，现在就必须完全屏弃求得“温和的”结局的各种骗人的或轻率的尝试。拉米什维里同志从高高的杜马讲坛上指出：“杜马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这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杜马表现出“动摇和不坚定”。而在这样的时刻，即也许再过一个月人民就将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的时刻，表现出动摇和不坚定，那简直是犯罪。在这样的时刻，谁表现出这些品质，不管他的心意如何真诚，都必然会陷入最虚伪的境地。在这样的时刻，由于我们所处的一切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人民同旧政权的决斗必然会发展起来，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这个日益迫近的斗争面前动摇不定的人，的确都不得不“同某人和解或同某人决裂”。立宪民主党人正处在这样的地位。自由派资产阶级正在收割它多年来播种的东西，即由它表里不一和动摇不定的政策以及从革命投向反革命的行为导致的结果。同旧政权和解就是同进行斗争的人民决裂。同旧政权决裂则是同进行斗争的人民和解所必需的。

杜马中的多数过去和现在都尽了一切力量来确定自己在这次不可避免的抉择中的立场。这个立宪民主党（就某一部分来说甚至比立宪民主党更坏）的多数的政策中的每一步骤，都是在准备同进行斗争的人民决裂，同旧政权和解。有人会反驳我们说，这些步骤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要回答说，但这是实际政策中的一些实际步骤。这些步骤符合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一切根本的阶级利益。立宪民主党提出的由旧政权任命杜马内阁的要求，无疑也正是具有这种“温和的”性质。

我们要不厌其烦地反复说明：工人政党支持这种要求是荒谬的和有害的。其所以荒谬，是因为只有走在怯懦的杜马前面的人民的斗争，才能真正削弱旧政权。其所以有害，是因为它会欺骗和搞乱人心。昨天我们曾经指出，《信使报》的同志们说立宪民主党的法律草案是荒谬的和有害的，这是完全正确的 
［注：见本卷第211—214页。——编者注］

 。但是今天我们要对这些同志表示惋惜，因为他们竟主张支持杜马内阁，即支持实施这些荒谬而有害的法律草案的内阁！

下一次我们也许还可以更详细地谈谈《信使报》的这些动摇。现在只指出这些动摇就够了，因为在这样重要的时刻表现动摇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动摇者的立场太不坚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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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这里说的是1906年6月9日（22日）国家杜马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一个插曲。司法大臣和内务大臣在前一天回答了杜马关于沃洛格达、卡利亚津和察里津大暴行的质询。社会民主党代表伊·伊·拉米什维里就这件事发言说：“人民的代表和人民的敌人昨天在这里面对面地相遇了……”杜马主席谢·安·穆罗姆采夫当即打断发言，声称“须要放弃‘人民的敌人’这种用语，这是一个过于厉害的用语”。杜马主席的这一做法引起了极左派席位上一片喊声：“讲下去，请不要打断发言！”——215。







《列宁全集》第13卷


为政权而斗争和为小恩小惠而“斗争”

（1906年6月14日〔27日〕）

大家都知道，社会民主党早在自己的纲领中就已表示坚决地相信，为了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必须建立完备的民权制度。如果人民群众不能掌握全部国家政权，如果在国家中保留某种不是由人民选出的、人民不能更换的、人民完全不能做主的政权，那就不可能真正满足大家都感到的迫切需要。

社会民主党一向全力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中传播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真正的即群众性的争取自由的斗争，经历了并且今后还会不断经历各种不同的、往往是出乎意料的阶段，其所以必然如此，是由于斗争的艰巨、斗争任务的复杂和参加斗争的成员的变动。作为工人阶级意向的自觉的表达者的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斗争的任何发展阶段上和任何环境下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时，都必须经常注意这整个斗争的整体的和基本的利益。社会民主党教导大家不要因工人阶级的局部利益而忘记整体利益，不要因个别斗争阶段的特殊性而忘记整个斗争的根本任务。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一向正是这样理解自己在当前俄国革命中的任务的。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无产阶级这个先进阶级的地位和任务。相反，自由派资产阶级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总是根据自己的特殊的阶级利益给自己提出完全不同的任务。资产阶级需要政治自由，但是它害怕完备的民权制度，因为成熟的并在斗争中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会运用这种民权制度来反对资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在争取政治自由的同时，总想保留不少旧政权的残余（常备军、非选举产生的官吏等等）。

无产阶级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革命的，因为这种斗争力求争得完备的民权制度。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是机会主义的，因为这种斗争追求小恩小惠，追求专制政府同有产阶级瓜分政权。

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斗争之间的这一主要区别，象一根红线贯穿着我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则在偷偷地扑向政权。无产阶级用斗争来摧毁专制制度，资产阶级则捞取日益衰落的专制制度赏赐给他们的一点小恩小惠。无产阶级在全体人民面前高举斗争的旗帜，资产阶级的旗帜则是小小的让步、搞交易和讨价还价。

无产阶级利用政权的一切缺口和对政权的任何削弱，利用一切让步和小恩小惠来进行更广泛、更有群众性、更坚决和更尖锐的斗争，资产阶级则利用这一切来逐步缓和、平息和削弱斗争，削减斗争的任务，和缓斗争的形式。

请回忆一下我们为自由而斗争的几个阶段。资产阶级为争取政府对地方自治机关的信任（“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对人民的信任而“斗争”（当前这个十年的开头几年）。无产阶级则举起为消灭专制制度而斗争的旗帜。政府宣布进入“信任”时期[128]（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资产阶级在宴会上高谈阔论，无产阶级则于1月9日[129]在街头流血牺牲，展开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在压迫者的堡垒上打开新的缺口。

1905年夏天，资产阶级派代表团去恳求自由。秋天，钦赐布里根杜马[130]。资产阶级大受感动，一致高叫：参加杜马去。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动摇了。无产阶级继续进行斗争。他们举行了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全国性大罢工去扫除杜马。无产阶级夺取自由，并用鲜血保卫自由，使之不受反动派的侵犯。

在第一个战役中无产阶级被击败了。资产阶级一面往战败者身上泼脏水，一面奴颜婢膝地抓住杜马不放。无产阶级则聚集力量准备新的攻击。他们依旧自豪地举着为完备的民权制度而斗争的旗帜。在杜马召开前，攻击没有能够顺利进行。资产阶级又曲意逢迎起来，抛弃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恶毒地反对“行动”，鼓吹和解、妥协，要求最高当局任命立宪民主党内阁。

无产阶级象在1904年和1905年10月17日利用“信任”那样利用了新的形势。它尽了自己的革命职责，尽一切可能象扫除布里根杜马那样来直接扫除维特杜马。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叛变，由于没有充分地组织和发动工人阶级和农民，这一次没有成功。无产阶级继续进行斗争，利用“杜马内的”和杜马周围的一切冲突，使之成为更广泛、更坚决的群众运动的起点。

新的斗争发展起来了。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无产者、农民、城市贫民、士兵等等广大群众比以前更积极地行动起来。谁也不能否认这将是杜马外的斗争。由于当前的客观条件，这将是直接破坏旧政权的斗争。谁也不能预言这个斗争会把旧政权破坏到什么程度。但是，作为先进阶级的无产阶级，将更加坚决地争取这个斗争的完全胜利，争取旧政权的彻底消灭。

同时无产阶级仍将始终不渝地反对资产阶级的那些把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弄糊涂了的机会主义口号。说任命立宪民主党内阁就是从宫廷奸党那里“争取政权”，那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实际上在当前任命这样的内阁只能是用新的自由派的幌子来掩饰宫廷奸党。说任命立宪民主党内阁就能把假想的宪法变成真实的宪法，那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实际上这样的内阁不过是专制政府用来乔装打扮的一件假立宪的新装。说让立宪民主党组阁的要求正在成为全民的要求，那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实际上这只是立宪民主党杜马的要求。实际上一些非立宪民主党人重复这个要求只是出于误解，他们对它的意义理解得要大得多。实际上全民的要求比立宪民主党杜马的要求要进步得多。最后，说用决议或委托书等等来“支持”让立宪民主党组阁的要求（或者说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实际上就是同旧政权作斗争，那也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在无产阶级看来，这种“支持”就是放弃斗争，就是把争取自由的事业交给动摇的自由派。

无产阶级不论现在或将来都将为摧毁旧政权而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将积极开展宣传、鼓动、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工作。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做到彻底摧毁，也要利用局部的破坏。但是无产阶级决不鼓吹局部的破坏，渲染局部的破坏，号召人民支持局部的破坏。对于真正的斗争的真正支持要给予那些力求做大事情的人（在失利时做小事情），而不是那些在斗争前就机会主义地削减斗争任务的人。

谁不被花言巧语所迷惑，谁就不难看到，人民实际上决不会为立宪民主党内阁而斗争，而会为消灭旧政权而斗争。官僚的利益要求缩小这个斗争的规模。无产阶级的利益则要求扩展这个斗争的规模并使斗争尖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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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信任”时期（政府对社会人士“信任”的时期）的到来是内务大臣彼·丹·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在1904年秋宣布的。为了应付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沙皇政府当时作了一些次要的让步，如略微放宽书报检查的尺度，实行局部的大赦，允许召开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等等，指望以此欺骗人民并把自由派资产阶级拉到自己方面来。自由派欢迎政府的这种“新”方针，在他们的宴会上大谈其宪法和他们与政权接近的必要性。孟什维克也寄希望于这种“宴会运动”，提出了影响自由派资产阶级以便让自由派代表人民向沙皇政府提出政治要求的计划。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孟什维克的计划，指出寄希望于自由派资产阶级就是充当资产阶级运动的尾巴，并且揭露了关于“信任”时期的吹嘘的虚伪性。1904年12月12日（25日），尼古拉二世签署诏令，强调“帝国根本法律不可动摇”，要求严惩“一切狂妄行动”。尽管诏令中也包含一些扩大地方自治机关权利的含糊的许诺，但却完全回避了俄国宪法问题。这个诏令表明，沙皇政府已决定结束所谓“信任”时期。——219。



[129]指1905年1月9日。这一天，彼得堡工人按照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的建议，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沙皇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1000多人被打死，2000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月9日成了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起点。——219。



[130]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建立国家杜马的诏书》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因为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的，所以拟成立的国家杜马被人们称作布里根杜马。根据这些文件规定，在布里根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都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



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关于布里根杜马的问题，可参看列宁的《宪法交易》、《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67—71页；第11卷第160—167，172—180，188—189页）等文。——220。







《列宁全集》第13卷


关于我们杜马党团的宣言[131]


（1906年6月22日〔7月5日〕）

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现在都不会怀疑，我们党的成员在杜马中的活动在目前情况下会给无产阶级事业和全体人民的事业带来不少的好处。

我们祝贺高加索同志们在选举中获得的胜利 
［注：见本卷第109—111页。——编者注］

 。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指出他们在杜马中的成就，实事求是地批评他们的错误。

我们认为拉米什维里同志指出杜马的“危险性”和它的“温和”情绪的演说是成功的，他的关于比亚韦斯托克大暴行的决议案[132]是成功的，他对立宪民主党关于集会的法律草案的极出色的批评和对立宪民主党总是爱作空洞计划的问题的正确提法是成功的。关于这些成就我们希望以后还能同读者们更详细地谈谈。

我们认为，当阿拉季因忍气吞声地“咽下”纳波柯夫对粮食问题的决议案的歪曲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默不作声是错误的[133]。社会民主党人应当表示异议并提出自己的决议案。哥马尔捷利同志在答复伪君子费多罗夫斯基时所说的那番话是错误的，因为这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人承认让军队卷入政治是不好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但这还是一个可以纠正的错误。最后，我们还认为我们党团所通过的宣言是错误的。这是无法纠正的错误。我们现在应当来谈谈这个错误，这不是为了吹毛求疵（同志们在杜马中的工作是困难的，错误在开始时也是不可避免的），而是为了在政治上教育全党和整个无产阶级。

前布尔什维克的营垒曾向我们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代表提出过另外一个宣言草案[134]。现在请看这个作了某些……删节的草案（在我们这里，在报纸上讲话是没有代表在杜马中讲话那样自由的）：


　　“我国各民族的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通过我们党团在国家杜马讲坛上向全体人民发表如下宣言。我们党是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国际大军中的一支部队。全世界有组织的、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已经起来进行斗争了。它反抗资本的压迫。它争取全体劳动者从无权、贫困、压迫和失业的桎梏下完全解放出来。它力求建立消灭一切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分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号召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参加它的队伍，不仅号召雇佣工人参加，而且也号召小业主参加这个队伍，只要他们认识到自己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只要他们不是在巩固个体小经济方面去找出路，而是在和工人阶级一起为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进行的共同斗争中去找出路。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一定会通过它同心协力的、坚持不懈的斗争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在我们俄国，现在进行的还不是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而是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伟大的俄国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专制制度的压迫使国家不能得到任何发展。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官吏的横行霸道，地主对农民群众的野蛮剥削，激起了全体人民的愤慨。无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了斗争。它以英勇的十月罢工迫使敌人承认自由。它以英勇的十二月起义消除了任何进一步拖延召集人民代表机关的可能性。而且，尽管专制政府伪造选举法，尽管它折磨、残杀为自由而斗争的优秀战士，尽管它在监狱中折磨他们，国家杜马毕竟是反对了专制政府。

现在人民正处在新的伟大的斗争的前夜。专制政府正在愚弄人民的代表机关，嘲笑它的要求。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愤慨日益增长。伟大的俄国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社会各个不同阶级的行动。

在国家杜马中以特别有势力的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必然要在俄国目前进行的民主变革中尽量削减穷人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权利，从而限制他们为争取全面的而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解放所进行的斗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这种意图也必然使它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不彻底和不坚定，使它动摇不定，又想依靠人民，又害怕人民的革命的主动精神。为了自由，为了社会主义，我们要对这些动摇进行最无情的斗争。想掩盖人民利益和旧制度之间、无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之间不可调和的敌对性的企图（不管谁企图这样做），必将遭到我们最坚决的反击。用纸上让步的骗局，用反动的强盗们同革命的也就是唯一真正彻底的民主派和解的谎言来阻止人民运动的意图，也必将遭到我们全力的反对。检验这种彻底性的试金石，特别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有志向有决心组织自由的、真正全民的群众性的、警察的任何阻挠都限制不住的运动，以便在杜马外开展广泛的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解放的斗争。

我们认为，在无产阶级完成争取自由的事业的可能的同盟者中间，农民是主要的同盟者。我们全心全意、始终不渝地支持农民反对地主的半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制和俄国亚洲式的政治制度的斗争。我们不同意那种认为在资本主义下有可能平均使用土地的空想，不允许对无产者利益和小业主利益之间的差别作任何微小的掩盖，同时我们将坚持没收所有皇族、教会、寺院和所有地主的土地。我们要反对赎买，因为这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套在贫苦农民脖子上的一条绞索。只要还没有取得革命的胜利，只要还没有完全赢得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我们就要提醒农民不要把土地交给警察资产阶级政权机关，无论是地方政权机关或中央政权机关。在民主的国家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要坚持把所有的土地转交给地方的自治机构。我们要坚决提醒农民不要把土地问题交给非民主的地方委员会如立宪民主党所提出的官吏和地主的委员会去解决。

我们要在整个革命进程中坚定不移地支持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争取增加工资、争取取消罚款的斗争，总之，我们要支持为实现我们党的最低纲领的一切要求而进行的斗争。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同广大的城乡贫民群众结成联盟，是革命取得新的胜利的保证。国家杜马在实现和巩固这一胜利方面是一个不中用的机关。只有用革命的方法召开的、由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宗教信仰和民族、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选出的、拥有全部国家权力的全民立宪会议，才能实现完全的自由。只有这个会议才能在俄国建立……才能用普遍的人民武装来代替常备军，才能消灭非选举的不向人民负责的官吏机构，才能实现完全的不受限制的政治自由。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争取在这次革命中达到这个目的。国家杜马也必须为这个目的服务。它必须帮助人民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完全彻底地了解推翻……政权的必要性。它必须向人民说明‘人民代表机关’多么无能，说明这个机关扮演着一种多么可怜的旧专制政府的新挡箭牌的角色。它不应当去制定空洞的政治计划，不应当去拟定毫无用处的‘法律草案’，而应当求助于人民，向人民无情地揭露全部真相，在人民面前无情地揭发称为俄国政府的……那一帮人的全部罪行，号召人民进行斗争，进行坚韧不拔的、顽强的、协调一致的斗争。如果整个国家杜马不能或者不敢去完成这个任务，那么我们就要联合杜马中真正革命的集团或代表去完成。

人民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自由的事业掌握在可靠的人的手中。无产阶级正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积聚力量，自豪地抛开那些竭力使它孤军作战的可鄙的煽动者，把千百万终生劳苦不得温饱的被压迫被剥削者联合和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不管在国家杜马中我们党团的力量多么薄弱，人数多么少，但是我们知道，拥有千百万人的无产阶级——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先进部队在支持它，在和它一起进行斗争。无产阶级一定会在自己的斗争中获得胜利。无产阶级一定会把蹂躏俄国的专制制度的魔窟彻底摧毁。”





　　我们在杜马中的代表同志们拒绝这个草案是否正确呢？从形式上来看是正确的。按照党章他们应该尊重的是中央委员会，而不是“局外人”。

从派别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这另一个草案是从“外人”（按过去的派别来说）营垒中提出来的。

可是，从党的角度来看呢？拒绝接受必须更明白地表述党的社会主义目的及其国际性质的指示是否正确？拒绝接受在杜马外开展运动的指示是否正确？拒绝接受必须在人民面前明确地划分杜马内各个政党的界限的指示是否正确？拒绝接受必须准确地区别无产阶级学说和小资产阶级学说的指示是否正确？拒绝接受由工人政党保护农民以防立宪民主党人侵害的重要性的指示是否正确？拒绝接受更明确更全面地阐述我们的最近要求的指示是否正确？

我们的一些同志，或者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在宣言中不提代表大会已确定的公式——使杜马成为革命的工具，却说“使杜马成为全民运动的机关”，这样做是否正确？

他们在上述各点上都脱离我党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决定，明显地向右跨了一步，这样做是否正确？

让我们党的所有组织和所有党员都好好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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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906年6月16日（29日），第一届国家杜马第二十八次会议讨论关于集会自由的法案时，C．Д，贾帕里泽宣读了社会民主党党团宣言。这个宣言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起草的，得到了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赞同。——222。



[132]指1906年6月9日（22日）第一届国家杜马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沃洛格达、卡利亚津、察里津等地的蹂躏犹太人的大暴行和警察的胡作非为时伊·伊·拉米什维里代表13名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所提的决议案。拉米什维里在自己的讲话中也谈到了比亚韦斯托克大暴行，指出这次大屠杀是内务大臣和整个当局制造的。在所提的决议案中，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要求将最高行政当局全体成员交法庭审判。



后来，1906年6月29日（7月12日），在杜马第三十五次会议上，C．Д．贾帕里泽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专门就比亚韦斯托克大暴行提出了决议案。——222。



[133]1906年6月12日（25日），在第一届国家杜马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内务大臣被·阿·斯托雷平在答复有关救灾措施的质询时请求杜马拨款给政府来赈济饥民。在讨论中，劳动派分子阿·费·阿拉季因发言，号召“不给内阁一个戈比”，以便由杜马把赈济饥民的工作掌握起来。但是立宪民主党人弗·德·纳波柯夫却把这个问题篡改成为对使用拨款的监督问题，从而得以用自己的名义和阿拉季因的名义提出一个由杜马监督赈济饥民的拨款的提案，而为会议的多数通过。对此，社会民主党代表没有立即表示抗议，也没有提出自己的决议案。列宁在《救济饥民和杜马的策略》一文中指出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这一错误（见本卷第234—238页）。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后来采取了正确的立场。1906年6月23日（7月6日），在杜马第三十二次会议上，它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建议不要把钱交给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而在杜马下设粮食委员会以赈济饥民，该委员会的委员应到地方上去，在饥民中间组织地方的委员会。列宁在《立宪民主党杜马把钱交给了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一文中谈到了这件事（见本卷第251—254页）。——222。



[134]这个宣言草案是列宁写的。——223。







《列宁全集》第13卷


“你所做的快做吧！”

（1906年6月22日〔7月5日〕）

今天有两家报纸（不是爱登载荒诞无稽的消息的那类街头小报），《我们的生活报》和《思想报》[135]，报道了哥列梅金内阁最后决定辞职的重要消息。新内阁的人选拟定如下：叶尔莫洛夫——首席大臣；乌鲁索夫——内务大臣；赫尔岑施坦——财政大臣；季米里亚捷夫——商业大臣；斯塔霍维奇——农业大臣；库兹明—卡拉瓦耶夫——司法大臣；纳波柯夫——外交大臣；国民教育预定由葛伊甸“接管”，而交通部则由现任大臣或尼古拉铁路局局长舒赫坦担任。

这样，旧官僚就同十月党人和右翼立宪民主党人，主要是同他们当中的官吏，即昨天的官僚（乌鲁索夫是前副内务大臣，库兹明－卡拉瓦耶夫和纳波柯夫是将军和宫廷侍从）联合起来了。

上述两家报纸还报道说，国务会议内的“中间派”（即作为黑帮分子和法制党人[136]两者之间的中性混合物的一帮官吏）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最近进行了热烈的谈判。

让我们假定这一切都是真的。只要没有什么能够证明情况相反，我们就应当假定这是真的，因为消息的来源比较可靠，而这件事情也是过去种种事件的必然结果。

那么，这样的内阁人选，或者说立宪民主党人同大暴行制造者的这种谈判，究竟证实了谁的看法正确呢？请回忆一下，在帕宁娜夫人民众文化馆举行的群众大会（5月9日）上人民社会党人米雅柯金先生是怎样反驳社会民主党人的，他说指责立宪民主党人同大暴行制造者搞交易是不公正的。请回忆一下，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我们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叫喊的，他们说关于叛变和搞交易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是为时过早的。

当时社会民主党人反驳米雅柯金先生说，谈判就是交易的开始，交易则是谈判的结果 
［注：见本卷第88页。——编者注］

 。现在，谈判的事已经被证实了。交易则在顺利进行之中。

可是，实行全面大赦，保障自由，取消国务会议，这些都丢到哪里去了呢？立宪民主党人同大暴行制造者进行谈判时谈到过这些没有？报纸对这一点保持缄默。但是我们都知道，“人民自由”的骑士们从来没有断然坚持必须首先保证实现这些措施，然后再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他们恰恰是把不重要的事、背着人民干的事、获取官职和肥缺的事提到了首位，而把对人民来说重要的事丢到一边去了。参加内阁的立宪民主党人将为大赦和自由而“斗争”——现在他们会用这样的回答来堵住那些在人民中宣扬支持“责任”内阁这一口号的天真的头脑简单的人的嘴巴。这个内阁仍将要对制造大暴行的旧法律负责，并且对任命他们的明星院或宫廷奸党负责。而为大赦和自由而“斗争”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就是进行谈判，就是罗季切夫们同纳波柯夫们，纳波柯夫们同乌鲁索夫们，乌鲁索夫们同哥列梅金们，哥列梅金们同特列波夫们进行谈判；昨天他们是这样理解的，明天他们还会这样理解。

但是，也会因祸得福。大暴行制造者、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内阁将迅速地推动事物前进，这就是说，使立宪民主党人在政治上破产，使人民又摆脱一种有害的幻想，使政治事变的进程走向革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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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思想报》（《Мысль》）是俄国的一种政治、文学日报，社会革命党的合法机关报，1906年6月20日（7月3日）接替被查封的《呼声报》在彼得堡开始出版，同年7月6日（19日）被查封，共出了15号。——228。



[136]法制党人是俄国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地主和上层官僚的政党法制党的成员。该党于1905年秋组成，10月17日宣言颁布后正式成立。该党打着“法制”的幌子，实际上坚决维护沙皇制度，对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表示欢迎，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和黑帮组织“真正俄国人联合会”结成联盟。1907年该党瓦解，一部分成员加入十月党，另一部分成员成为公开的黑帮分子。——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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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的辩论

（1906年6月22日〔7月5日〕）

哥列梅金政府发表了一份关于《改善农民生活的措施》的冗长通报，这份通报用一半以上的篇幅同农民的观点和民间的言论（按照哥列梅金们的轻蔑说法是“谣言”）辩论。这种辩论是非常有益的。哥列梅金政府同“俄国农民”争论，说农民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并向农民证明，农民的要求和计划“首先是同农民本身的利益相违背的”。

哥列梅金先生们，你们试图采用说服的方法，这太值得赞扬了！早就该这样做了。的确，你们用道理来说服农民，要比用树条、皮鞭、子弹和枪托来对付农民强得多。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将转载政府的通报，神父、地方官、乡长和巡官也都将向农民宣读这个通报。农民将仔细考虑这个通报。农民将向政府请教应当怎样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经过一番考虑和向政府请教以后，农民就会按自己多数人的意见来断定真理是在哪一方。如果能够这样，那就好了。但是，哥列梅金们和他们的仆从一只手痛打农民，摧残和屠杀农民，另一只手又用有关正确理解农民利益的“通报”来堵住农民的嘴巴，这就很不好了。农民的报纸被查封，农民的请愿代表和农民协会的会员被关在监狱里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农村中驻满了军队，好象是在敌国的领土上，而哥列梅金政府却塞给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农民一份通报，说鞭打他们是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

多么有益的通报啊！它将对农民起非常奇妙的作用。政府担负了杜马中的劳动团或农民团的一小部分工作。劳动团本来应当向人民说明杜马中的农民代表为农民争取土地的要求，说明政府对这些要求的答复。可是，劳动团还没有准备好做这个工作，政府却来帮它做了。我们的政府是很聪明的。它自己向全体人民印发了通报，并且说明了农民的要求。

现在，甚至在最偏僻的农村中，甚至在没有听说过农民协会和杜马农民代表的地方（如果有这样的农村的话，——其实，一定会有的，因为我们的国家非常不开化），都将有神父或乡长来宣读政府的通报。农民将集合起来洗耳恭听，然后散开。之后，他们会避开长官单独集合起来，开始谈论。他们将讨论政府的保证：官吏和政府不维护地主的利益。他们将嘲笑一阵，然后说：谁干了什么谁清楚！他们还要讨论讨论，地主自愿转让土地（而且还通过官吏的帮助）要比强制转让土地（可能还不付赎金）对农民更有利的说法。他们将嘲笑一阵，然后说：我们怎么这样傻，直到今天还不知道，听从地主和官吏的话要比我们自己决定一切问题有利？

可是，也许农民不只是嘲笑一阵呢？也许农民还会考虑到什么别的问题，而且不只是取笑，并且还愤怒呢？也许他们不仅仅会得出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的结论，而且还会得出怎样求得真理的结论呢？……

我们的政府是很聪明的！

不过，立宪民主党的国家杜马主席穆罗姆采夫先生不许用“政府”这个字眼。你们看，用这个字眼是不对的。杜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应当说：内阁。于是就完全可以“象高尚的先生们那样”得出结论：杜马立法，内阁执行；杜马是政府的一部分。[137]

可爱的穆罗姆采夫先生！可爱的立宪民主党人！他们把德国的国家法教科书背诵得真是滚瓜烂熟。他们比哥列梅金懂行得多，哥列梅金在通报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杜马，而老是说政府。谁正确？是哥列梅金呢，还是穆罗姆采夫？应当怎样说？是内阁呢，还是政府？

哥列梅金是正确的。他由于自己固有的素质……哪！嗯！由于自己固有的聪明睿智……无意中说出了真话。穆罗姆采夫们则由于自己固有的教授般的渊博知识，说出了彬彬有礼的谎言。

农民们将向哥列梅金请教，而不向穆罗姆采夫请教。他们不愿同内阁算账，而愿同政府算账。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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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906年5月24日（6月6日），在第一届国家杜马第十四次会议上，当乌法省代表、立宪民主党人沙·沙·瑟尔特拉诺夫发言讲到“杜马曾建议政府辞职……”时，主持会议的谢·安·穆罗姆采夫打断他的发言，声称：“我认为，是建议内阁辞职，而不是建议政府辞职。国家杜马本身就是政府的一部分。政府是体现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的总和。”——233。







《列宁全集》第13卷


救济饥民和杜马的策略

（1906年6月22日〔7月5日〕）

今天各报报道，6月21日（星期三）国家杜马的预算和粮食委员会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内务大臣和财政大臣关于拨款5000万救济饥民的提案。“委员会决定建议国家杜马从本年度开支中拨1500万卢布供当前的需要，并建议内阁就从本年度预算开支中压缩出这笔款项的问题提出意见。内阁的关于发行5000万卢布公债的提案被否决。”（6月22日《言语报》）

拨款救济饥民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每一个觉悟的公民都应当毫不松懈地注视这个问题的各个发展阶段。

首先，我们提醒一下，最初在国家杜马中发生的问题是：是应当把钱交给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还是应当由杜马自己掌握救济饥民的一切事务呢？代表阿拉季因最初赞成正确的意见，即第二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提议选出一些杜马委员会，派杜马代表到发生饥荒的地区去，求助于“自由机关”，让这些机关集中掌管钱款和救济饥民的一切事务。阿拉季因说：一个戈比也不要给古尔柯先生和杜尔诺沃先生！这时，杜马中的左派鼓掌并喊道：对呀。大家知道，阿拉季因并没有能坚持正确的立场。他飞得很高，但是落到立宪民主党的鸡窝里去了。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犯了错误，他们并没有为这个问题大声疾呼。杜马通过了立宪民主党提出的转入讨论下面各项动议案。

这个基本的、原则性的问题就这样按照立宪民主党、地主和自由派的意旨解决了。在这件事上，杜马拒绝充当革命的工具。杜马害怕人民，害怕求助于人民。杜马在原则上同意把救济饥民的事情交给古尔柯先生和制造大暴行的大臣先生们。这就表明立宪民主党杜马想要干的，不是同人民一起反对大暴行制造者，而只是在人民的帮助下对大暴行制造者施加一些压力，只是稍微约束一下大暴行制造者，而不是根本排除他们。

问题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现在立宪民主党要怎样对大暴行制造者施加压力呢？杜马委员会和大臣们之间的交易开始了。内务大臣和财政大臣出席了6月21日的委员会会议。杜马不愿意同人民和“自由机关”打交道，不愿意同他们商谈，却同这些大臣们进行谈判了。“一个戈比也不要给大臣先生们”——这始终不过是一句漂亮的空话。同大臣先生们谈判已经成为事实。大臣们要求允许发行公债，杜马委员会拒绝了。杜马委员会要求从本年度的预算中拿出钱来，即缩减一些有害的开支，这样来筹集一笔救济饥民的款子。杜马要用这种策略手段，用这种迂回运动来夺取一小部分监督国家预算的权力。预算的批准一向是不通过人民代表的，而现在杜马力图用间接的办法来审查预算，以便缩减有害的开支，把取得的钱用到有益的开支上去。

这就是问题的第二个阶段。立宪民主党，即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资产者的政党想监督旧政权的机关，想使它们处于自己的影响之下，想把它们梳洗、打扮起来，想用纳波柯夫们去代替斯托雷平们，但是不想用人民的自由机关，用全民自由选出的公职人员去代替旧的、警察的、农奴制的政权的所有这些机关和机构。怎样弄到钱去救济饥民呢？委托谁去使用这几千万卢布的钱呢？当前的三种主要政治势力对这些问题作出了三种主要的答案。警察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回答说：为了不触动我们警察大暴行制造者的预算，应当发行新公债来取得钱；应当由我们警察和大暴行制造者来使用钱。工人阶级和所有觉悟的农民回答说：应当由人民自己来筹集钱，应当由人民自己通过真正全民选出的、确实与肮脏的警察没有联系的“自由机关”来使用钱；要利用这种自由机关来进行广泛的群众运动，使全部国家政权和整个“国库”转到人民手中。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资产者（“立宪民主党人”）回答说：我们不要“自由机关”，我们害怕它们；那样人民会走得“太”远；最好还是同原来的大暴行制造者在一起，只要给他们稍微整一整仪容就行了；缩减有害的开支，从他们的预算中拿出钱来；委托这个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来使用这些钱，但是要尽力把它置于我们自由派地主的监督之下。

答案都是明确的。政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立场都是明确的。只是农民会跟谁走呢？

自由派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动摇不定。动摇者的态度暧昧不明。缩减有害的开支，从本年度预算中拿出钱来，这句话说说是很容易的！但是，钱立刻就需要，而要那样做还必须得到国务会议和国家首脑的同意。这就是说，立宪民主党指望得到高级官吏和宫廷奸党的自愿的同意。立宪民主党的指望建筑在什么基础上呢？建筑在就未来内阁的人选问题可能进行的交易上。

必须正视现实。用不着弄虚作假。用不着玩捉迷藏的游戏。拨款救济饥民一事，成了立宪民主党同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立宪民主党同宫廷奸党进行交易的由头。大暴行制造者先生们，向我们让步吧，任命穆罗姆采夫为首席大臣来代替叶尔莫洛夫吧；我们也会向你们让步，我们会把救济饥民的1500万，甚至全部5000万都交给你们，而不必“冒险地”（无论对你们大暴行制造者来说或对我们地主来说都是冒险）求助于人民的“自由机关”。

这就是目前在杜马内发生的事件的意义。这就是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今天登载的叶辛先生的文章的意义。《言语报》社论特别赞扬了这篇文章，仅提了一些小小的保留意见。这篇文章论证杜马应当把钱交给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但“要用杜马所能提出的一切条件来限制这笔拨款”。

政治形势是很清楚的。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面临着极重要的任务。第一，在杜马中讨论预算和粮食委员会的报告时，他们应当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决战。他们应当要求向人民的“自由机关”求助，应当向农民揭露为什么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当中有那么多的地主）害怕要求得到全部土地而不付任何赎金以及要求得到全部自由的人民。他们应当要求表决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案，以便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得到全体劳动群众的支持，以便公开而明确地向所有的人揭露自由派地主的极端的动摇性和怯懦心理。

第二，当立宪民主党人否决关于向自由机关求助的提案时，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在我们的下面的防线上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第二次战斗。应当要求解释委员会（预算和粮食委员会）究竟为什么不公布它同最可敬的内务大臣先生和财政大臣先生进行谈判的一切细节。应当充分作好准备，比委员会中的立宪民主党人更详细、更坚决地批评整个预算。那样，从杜马讲坛上就会听到人们无情地揭露立宪民主党的两面手法，揭露俄国警察大暴行制造者的预算的全部“秘密”，——在这种预算中有几千万甚至几万万用来帮助地主和资本家，用在军事冒险上，用来“救济”间谍和宪兵，用来奖赏造成满洲惨剧的所有那些身居高位的英雄们，用来供养无数掠夺和压迫人民的官吏。从杜马讲坛上就会听到有人算出有害的开支不止1500万，甚至也不止5000万。

立宪民主党人只想稍微责备一下政府。而在社会民主党面前，首先是大暴行制造者将会受到清算，再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自己，他们由于竭力掩盖宫廷奸党和人民之间深刻的敌对关系也将受到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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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阁的谈判

（1906年6月22日〔7月5日〕）

昨天我们报道了报上发表的关于预定由叶尔莫洛夫、乌鲁索夫、纳波柯夫、葛伊甸等人组阁的消息 
［注：见本卷第228—230页。——编者注］

 。今天的《言语报》针对这个名单写道：“拟定这个名单的人把立宪民主党党员包括到名单中去，显然只是一种设想；实际上立宪民主党是不会参加这样的性质的内阁的。”

好得很，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但是，《言语报》从哪里知道立宪民主党不会参加这样的内阁呢？

读者要问，怎么说“从那里”知道呢？《言语报》不是立宪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吗？说得对。但是，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要人们注意：象立宪民主党这样一个合法地召开代表大会、在国家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的政党，这样一个有钱的、“有教养的”、自由派的政党，玩捉迷藏的游戏是不体面的，极端不体面的。现在还不到说明《言语报》是立宪民主党的正式的主要的机关报的时候吗？现在还不到发表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时候吗？先生们，两者必居其一：要么你们的党没有正式讨论过它“将参加”什么样的内阁的问题。那就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出来。那《言语报》就不应当代表立宪民主党说话，而应当以它自己的名义说话，应当说：“我们深信，立宪民主党是不会参加的”等等。

要么你们的党正式讨论过这个问题。那就应当公布这次讨论的记录，因为你们的沉默将证明你们背着人民进行秘密的谈判。

《言语报》还写道，“今天已经在谈论更加清一色的名单”。《言语报》只列举了叶尔莫洛夫、季米里亚捷夫、葛伊甸、斯塔霍维奇的名字，也就是说，只是一些官吏和十月党人的名字，而没有立宪民主党人的名字。可见，谈判已经进行过了。人们曾问立宪民主党人（可能是通过国务会议中的“中间派”）：你们参加这样的内阁吗？立宪民主党回答说：不，我们不参加这样的内阁。

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是这样吗？究竟进行过谈判没有？你们谈过你们的条件是什么没有？这些条件只包括任命一定的人去当大臣呢，或者还包括实行全面的大赦、保障自由、取消国务会议、同意实行普选制？

在立宪民主党对这些问题没有正式作出全面而十分确切的答复以前，我们将不厌其烦地向人民重复说：公民们，要当心啊！“人民自由”党的党员正背着人民进行廉价出卖人民自由的“非正式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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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评论

（1906年6月22日〔7月5日〕）

恩·拉赫美托夫同志在《劳动呼声报》[138]上谈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这篇文章用了四栏的篇幅来证明：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在俄国进行活动的阶级，对杜马不加过问是绝对没有好处的，因为这等于把自己从生气勃勃的政治力量的名单中勾销，这只会使无产阶级远不能尽其可能地充分利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



　　恩·拉赫美托夫声称：“只要这样提出问题，就会看到对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两种回答。”完全正确，拉赫美托夫同志，但是全部不幸在于这不是“提出问题”，而只是陈腐的老生常谈。确实，从来也没有这样提出过“问题”。其实，拉赫美托夫同志很清楚过去和现在究竟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因为他从上述冗长的话中非常突然地作出如下的结论：


　　“无产阶级无论对自身来说，还是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有责任在杜马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不仅不保持消极的中立，而且还要在这个斗争中勇敢而坚决地站到杜马方面去反对政府。”



　　“问题”就产生在这里。拉赫美托夫同志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因为他预见到：
　　“《火炬报》
［注：现在已被政府查封的莫斯科社会民主党机关[139]。］

 大概会很怀疑这种策略。这家报纸写道：‘“通过杜马进行革命”这个无可指摘的辩证的方案，其缺陷只是忘记了一个寻常的平淡无奇的事实：现在的杜马大部分是由害怕革命因而敌视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机关。’这类议论可以充分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议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知道，无产阶级的政策不是由其他社会集团的情绪决定的，而是由迫使这些集团去进行一定的活动的客观历史进程决定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知道和估计到，他不得不与之发生关系的那些阶级一定要做些什么。如果这样提出问题，他就会认识到：无产阶级表示愿意以革命精神支持杜马去反对沙皇制度，从而就能迫使杜马发挥更高的革命积极性。只有政治上极不成熟的人，才不懂得这个简单的‘真理’。”



　　多么奇怪的议论！在拉赫美托夫同志看来，即使我国资产阶级思想上反对革命，也可以迫使它变为革命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据说需要“造成一层革命压力的火力圈来包围杜马”。那时杜马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要么被烧尽，要么同总的火焰汇合在一起”，即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

我们非常替拉赫美托夫同志担心；对于他形而上学地“提问题”，不能辩证地提出极重要的政治问题，恐怕普列汉诺夫同志要大大挖苦他一番。要知道，过去的孟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同志是常常反对在政治问题上用“要么……要么”这类词句的。为什么一定是“要么被烧尽，要么同总的火焰汇合在一起”呢？难道拉赫美托夫同志认为赫尔岑施坦之流和纳波柯夫之流的先生们的集团没有第三条出路了吗？例如，为什么他们不能同更“体面的”官僚结成联盟，来试图突破这个“革命压力的火力圈”呢？

例如，我们认为，如果胜利地增长着的革命浪潮将迫使立宪民主党的领导者选择什么道路的话，那么要选择的将正是这个第三条出路，也就是直接同官僚搞交易。

至于说目前的“人民自由党”会在这种事业中“被烧尽”，那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象拉赫美托夫这样的同志们才会最后明白：关于人民自由的全部喧嚷，在立宪民主党来说不过是通向大臣职位的阶梯，而绝对不是通向拉赫美托夫这些同志们徒劳无益地硬要他们进行的“同沙皇制度斗争”的阶梯。总之，杜马的主人现在还是立宪民主党这个中间派；你们想“造成一层革命压力的火力圈来包围”这个杜马。这很好，这当然很重要，很必要。但是，在这里，难道不应当不厌其烦地向“施加压力者”提醒一下：他们的压力必然……会把现在的杜马主人压到官僚的怀抱里去吗？拉赫美托夫同志，难道不应当提醒他们吗？





	载于1906年6月23日《回声报》第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241—243页

















[138]《劳动呼声报》（《Голос　Труда》）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日报，1906年6月21日（7月4日）接替《信使报》在彼得堡开始出版，同年7月7日（20日）停刊，共出了16号。——241。



[139]《火炬报》（《Светоч》）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合法机关报（日报），1906年5月11日（24日）起在莫斯科出版。参加报纸编辑工作的有：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尼·亚·罗日柯夫等。该报先后出了17号，于1906年5月31日（6月13日）被莫斯科高等法院勒令停刊。1906年6月1日（14日）起《自由言论报》接替《火炬报》出版，一共出了4号。——241。







《列宁全集》第13卷


谁赞成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

（1906年6月23日〔7月6日〕）

有时候有这样的情况：老练而谨慎的政治活动家很了解对实施任何一项比较重要的政治措施负有重大的责任，因而派一些年轻而冒失的武夫去出头，好象让他们去侦察一下。这样的活动家暗自说：“那里不需要聪明人”[140]；他们故意让年轻人去说漏一些不该说的东西，借以进行试探。

恩·拉赫美托夫同志在《劳动呼声报》上给人的印象，就是执行交给他的这种使命的年轻人。正因为如此，从某一方面看来，象拉赫美托夫同志的这篇极不严肃的文章（昨天我们已经嘲笑过这篇文章 
［注：见本卷第241—243页。——编者注］

 ）无疑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劳动呼声报》这样有影响的、我们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机关报，竟登载了（没有编辑部的任何附带声明）号召社会民主党去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文章，这就表明在我们党内有严重的疾病。不管谨慎的、老练的、机警的人们怎样掩饰这种疾病的征状，它还是要显露出来。而隐讳这种疾病，是一种极大的罪过。

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们不懂得什么叫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我们俄国的机会主义者象所有的机会主义者一样，也轻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作为先锋队的作用，他们总是错误地认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当然的“主人”。他们根本不懂得比如象法国大革命时期体现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些社会下层专政的国民公会的历史作用。他们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彻底胜利的唯一可能的社会支柱这一思想。

机会主义的实质是牺牲无产阶级永久的长远的利益来获得无产阶级表面的一时的利益。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常常忘记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革命的一翼的作用，盲目地崇拜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中不革命的一翼的成就。机会主义者忽视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民主改革党[141]等等）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的重大差别。我们已经成百上千次地向我们右翼的同志指出了这种差别。布尔什维克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08—210页。——编者注］

 明明白白地指出：自由派资产阶级力图同旧政权搞交易，在革命和反动之间动摇不定，害怕人民，害怕人民的活动自由而全面地展开，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它的根本利益决定的。我们说，必须利用这个资产阶级的民主的词句，利用它所采取的怯懦的步骤，同时一分钟也不要忘记它的“妥协的”和叛变的意向。相反，农民民主派虽然还没有很高的觉悟，但是由于农民群众所处的客观条件，他们不得不采取革命的行动。在目前，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根本利益不会推动它去同旧政权搞交易，而会迫使它去坚决反对旧政权。为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不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必须把自由派的或“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农民的或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严格地区别开来。

这正是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所不愿意理解的。但是，种种事件已经非常有力地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我们的划分是正确的。就是在杜马中也可以把不得不靠拢革命和竭力想从立宪民主党的束缚下挣脱出来的农民民主派划分出来。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对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这就是在建立选举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问题上和立宪民主党“压制”集会自由的问题上已经形成的派别划分。

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同志们对这些事实置若罔闻。他们被眼前的形势迷惑住了，竟想把这个在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的党即立宪民主党同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混为一谈。恩·拉赫美托夫在特别幼稚地重犯孟什维克的这个老错误。但是，当“老麻雀”巧妙地回避从错误的前提中得出不愉快的结论时，小麻雀却出来叽叽喳喳地泄露了秘密。如果立宪民主党真正是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而不仅仅是最坏的和狭隘的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那么，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战斗联盟，自然就应当是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无产阶级能够成为而且应当成为争取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先进战士，同时又严格保持自己的阶级独立性。但是，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派参加，它就不能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底。可是，究竟同谁“分进合击”呢？同自由主义民主派呢，还是同农民民主派？

拉赫美托夫叽叽喳喳地说，同自由派，同立宪民主党。这还用考虑吗？立宪民主党地位高，它引人注目，它声名显赫！同立宪民主党，当然同立宪民主党！拉赫美托夫声称：“当一味对他们采取敌视态度时，他们是容易动摇的，当希望同他们结成政治联盟时，他们就大不一样了……对立宪民主党施加舆论压力（向杜马递交决议、委托书、请愿书和书面要求，组织抗议大会，安排工人团和立宪民主党进行谈判），比欠考虑的因而也是无目的的吵闹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黑体是我们用的）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结论。为此拉赫美托夫完全应该获得一张题有“深表谢意的布尔什维克赠”的奖状。同立宪民主党结成政治联盟，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民主党进行谈判——这是一个多么明确、多么清楚的口号！我们剩下要做的只是在工人政党中间更广泛地传播孟什维克的这个口号，并且向工人提出一个问题：谁赞成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任何一个对无产阶级稍微有些了解的人，都不会怀疑答案将是什么。

在同一号《劳动呼声报》上登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反对社会民主党同劳动派合并的警告，这个警告实质上是正确的。但是，《劳动呼声报》象熊那样为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帮忙[142]，把中央委员会的警告变成了鼓吹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掩盖物！把反对社会民主党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并的声明（我们再说一遍：这实质上是正确的）与鼓吹社会民主党同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结合起来，——没有什么比这种行径更严重地糟蹋社会民主党的声誉了！

我们的孟什维克是选择在什么时刻鼓吹这种联盟的呢？是在革命的资产阶级同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联盟，劳动派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破裂的时刻。的确，我们善良的恩·拉赫美托夫是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时机来发动进攻的。恰巧是在劳动派（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帮助）开始离开立宪民主党、摆脱立宪民主党的束缚、投票反对立宪民主党、团结起来反对立宪民主党同十月党的“联盟”的时刻。拉赫美托夫这样的人还居然大言不惭地谈论什么杜马的革命化，他们实际上是在竭力按立宪民主党的要求把这个杜马庸俗化！

先生们，请记住：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同它进行谈判，是对它施加压力的最糟糕的方法。实际上这不是社会民主党对它施加压力，而是削弱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斗争。使杜马革命化和对立宪民主党“施加压力”的，只能是那些无情地揭露它的每一错误步骤的人。拒绝支持这种错误步骤，对立宪民主党杜马的压力要比同立宪民主党进行谈判来支持它大得多。工人团拒绝投票赞成对沙皇演说的答词，因为立宪民主党已经把答词的锋芒削弱了。工人团拒绝支持立宪民主党。它以此贬低了立宪民主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在精神上把人民注意的中心从立宪民主党身上转移到杜马的“左派”核心上去了。我们无情地谴责立宪民主党杜马的不彻底性，以此使杜马革命化，也使——这是更重要的——信赖杜马的人民革命化。我们以此来号召大家挣脱立宪民主党的束缚，号召大家更勇敢、更坚决、更彻底地行动起来。我们以此来分化立宪民主党，使立宪民主党的队伍在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的共同攻击下发生动摇。

我们执行的是作为革命中的先进战士的无产阶级的政策，而不是作为最怯懦、最可鄙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上层的仆从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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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那里不需要聪明人”出自俄国作家列·尼·托尔斯泰写的讽刺歌曲《1855年8月4日黑河战役之歌》，全句是：“那里不需要聪明人，你们派列阿德去就行，让我看看再说。”列阿德是沙皇军队的一位有勇无谋的将军，在克里木战争中守卫塞瓦斯托波尔。老奸巨猾的利普兰吉将军在反攻时怕担风险，建议总指挥高尔查科夫公爵派列阿德去冲锋陷阵，结果俄军遭到惨败。这首歌曾在俄国士兵中广为流传。——244。



[141]民主改革党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由立宪民主党内的一批认为党的纲领过“左”的分子在1906年1月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时建立。该党领导人是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米·马·斯塔秀列维奇、伊·伊·伊万纽科夫、弗·德·库兹明－卡拉瓦耶夫和康·康·阿尔先耶夫。1906年1月18日，该党公布了自己的纲领，其主要内容是：坚持走和平革新俄国的道路，同时保持世袭的立宪君主制；主张俄国统一（只有波兰和芬兰可以实行自治）；保存大、小土地占有制，允许通过赎买转让超过最高限额的土地。该党出版的刊物有《国家报》和《欧洲通报》杂志。1907年底，该党并入和平革新党。——247。



[142]象熊那样帮忙意为帮倒忙，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寓言说，一个隐士和熊做朋友，熊热心地抱起一块大石头为酣睡的隐士驱赶鼻子上的一只苍蝇，结果把他的脑袋砸成了两半。——249。





《列宁全集》第13卷


立宪民主党杜马把钱交给了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

（1906年6月24日〔7月7日〕）

这样的事本来就是一定会发生，现在果然发生了。从昨天起，大暴行制造者的专制政府的预算中就有一小部分是经过所谓“人民的”代表批准的了。法国有一句谚语：最难走的是头一步。换成俄国的谚语是：头杯酒难以下咽，二杯酒有些苦口，再往后就一饮而尽。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同专制制度的代表人物一起喝干了头一杯酒。

让我们再仔细回忆一下这个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内务大臣和财政大臣请求杜马拨款5000万卢布救济饥民。“按照法律”，没有杜马的决定，大臣们就不能得到这笔钱，就不能把粮食工作掌握在自己手里。关于由谁主持这个工作的问题，大臣们并没有问杜马，因为“按照法律”，这当然应当由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掌管。关于从哪里弄到钱的问题，大臣们在自己的提案中也没有谈到，只是提出“让财政大臣去筹措”。大臣们只是在委员会中才提出以发行公债作为筹钱的方法。而在昨天的杜马会议上，财政大臣直截了当地声明：“国家杜马的职权在于授权寻找财源，至于寻找的方法〈引自《言语报》，我们不负文字上的责任〉则由最高当局确定。”这样，大臣们要从杜马得到的就是一个同意拨款的总的决定，财源问题他们是不大关心的。

我们在前天已经指出，在杜马中立即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主要办法 
［注：见本卷第234—238页。——编者注］

 。立宪民主党主张拨出1500万卢布，其条件是要对开支情况作出报告，并且必须从1906年预算的“预期节余”中拨出这笔款子。全部主张就是这样。财政大臣非常冷静地回答立宪民主党说：“如果国家杜马作出拨款1500万卢布的决定，那么财政部将如数拨付，但不是从节余中拨出，而是从其他有保证的开支项目中划出来。”在拨出这项开支时，这位大臣“一定会到国家杜马中去说：你们强迫我们拨出这项开支，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余款可作这项开支了”。

看来，事情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大臣简直是在当面侮辱立宪民主党杜马：你们允许拨款1500万卢布的决定我们要利用，至于你们关于“节余”的决定，那不过是一句空话。大臣不客气地宣称，节余是不会有的。大臣不客气地声明，按照杜马的拨款单去取得钱他完全同意，但对杜马关于“节余”的主意他只能嗤之以鼻。

立宪民主党杜马实际上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扮演了证人的角色，这个证人被警察局叫来对它在花费从人民身上掠夺来的钱财方面的行为表示赞同。“按照法律”，拨款要有证人签字。警察局提出了要求。立宪民主党杜马签了字。警察局需要的就是这个。至于证人还要多少吵闹一番，那它是毫不在意的。

扮演警察局的证人角色的正是立宪民主党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采取的完全是另一种态度，正确的态度。他们的主张和我们前天指出的一样。拉米什维里同志说得非常好：“我说，先生们，我们即使拨给政府一文钱，这一文钱也永远到不了人民手里。”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决议（昨天我们已经发表）中说得非常正确：不能容许把钱交给专制政府，国家杜马应当成立自己的粮食委员会，派自己的成员到发生饥荒的地区去，吸引一些“自由的社会组织”参加工作。社会民主党把自己的决议当作一篇革命的告人民书，痛斥政府是窃取人民的钱财并用来同人民作战的“制造饥荒的真正罪人”。社会民主党要求取消用在宪兵、政治警察、警备人员等等上的开支，要求缩减身居高位的寄生虫们的俸禄和年金，要求检查国库的现金和帐目。它也十分正确地要求把皇室的、皇族的、教会的、寺院的地产收入用来救济饥民。社会民主党公开谴责了整个旧政权及其一切机关，还批评了整个国家预算。

表决的结果怎样呢？当然，立宪民主党取得了胜利。根据许多报纸一致的记载，劳动派投票赞成社会民主党（遗憾的是没有进行记名投票）。政治派别的划分愈来愈明确了。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主张同旧政权搞交易。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一致行动不仅吸引了农民，而且甚至使立宪民主党人发生了某种分裂：不仅左派加列茨基羞于扮演警察局的证人的角色，而且右派库兹明－卡拉瓦耶夫也为此感到羞耻。立宪民主党人，只是立宪民主党人以“人民代表”的名义，恬不知耻地签字同意拨款给大暴行制造者。

立宪民主党杜马的这种签字的原则意义是很大的。幼稚的人们和近视的政治家常常说：责备立宪民主党叛变，责备它同官僚搞交易是没有根据的，是为时过早的。但是，拨款给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正是在进行这种交易（严格说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请君立宪民主党是用什么样的可鄙的遁词来为自己辩解的。《我们的生活报》喊道，这是妥协，但这种妥协是迫于暂时的情况。当然啰，先生们，资产阶级同警察专制政府的种种妥协总是拿暂时的情况来解释的。

但是，必须立即救济农民！是不是农民代表背叛了农民呢？立宪民主党先生们，是这样吗？要知道，农民代表投反对票，是因为他们比你们更清楚地了解通过警察局的手钱会到哪里去。而国家杜马本身为什么不能把这项工作担当起来呢？

葛伊甸们，科科夫佐夫们，米留可夫们，甚至《我们的生活报》的伯恩施坦派都异口同声地叫道：这是空想，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现有的组织没有依法改组以前，必须同它打交道。是的，先生们，资产阶级总是认为取消旧政权的一切机关是空想，因为资产阶级需要这些机关来反对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农民。在警察统治的阶级国家里，总是会有无数“迫切的”开支：要供养一旦被雇佣的官吏，要按定货单付款，如此等等。也总是会有“现有的组织”（即警察官吏的组织），这种组织不经国务会议同意就“不能”一下子改组，如此等等。

这样的遁词总是会有的。世界各地的自由派资产者都是用这样的遁词来哄骗轻信的人民的。这样的遁词是资产阶级背叛人民自由事业的一种自然的掩盖物。

无产阶级始终会反对所有这些骗人的把戏。它将号召人民进行反对旧政权的所有机构和机关的斗争，号召人民通过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民的自由组织来进行这种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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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评论

（1906年6月24日〔7月7日〕）

《言语报》大为恼火，因为左派报刊就有关半立宪民主党、半官僚的内阁的传闻，谈起了立宪民主党人同宫廷奸党之间的讨价还价的交易，谈起了在这种交易中不可避免的叛卖行径。

《言语报》愤愤地说：“这些论断的虚伪和无聊是否还需要加以证明呢？”

看来是需要的，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而且甚至是极其需要的，因为就在这篇文章（《饥饿与政策》）中我们可以读到：


　　“但是，这场（杜马同本届内阁的）缓慢而又艰苦的斗争已使得关于责任内阁的问题从抽象想法的范围转到了具体现实的基础上，已被当作一种现实的可能在进行讨论。”



　　很好。那么，取消国务会议的问题、大赦问题、普遍的……选举权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是否也已经是“现实的可能”呢？无疑都不是，对吧？关于这些，暂时确实连任何传闻也没有。既然是这样，那就毫无办法：“只好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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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的应声虫

（1906年6月27日〔7月10日〕）

昨天我们登载了波兰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43]的主要决议。现在已经加入我们党的波兰同志（25000—30000个党员），坚决反对中央委员会关于国家杜马的策略。他们斥责这一整个策略，甚至认为不需要谈论由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这一类众所周知的错误的策略所产生的一些个别错误。自然，——出席波兰代表大会的人也都很清楚这一点——波兰社会民主党是绝对反对这种“支持”的。全体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会议也坚决拒绝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社会民主党莫斯科中部地区区域代表会议同样反对这种支持。[144]

出席彼得堡代表会议的代表约代表4000个党员，出席莫斯科区域代表会议的代表约代表14000个党员。因此，大约有2万个党员，即一半以上的党员（上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约代表了31000—33000个党员）谴责了中央委员会在支持杜马内阁问题上的策略。大多数党员反对支持。我们党内的内阁，即我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体现党的意志，它目前的起码的政治责任是尽快召开紧急代表大会。否则，它就会沦为一个不顾实质上已经表达出来的党的意志、而用形式上的借口和拖延手段死抓住党的权力不放的小集团。无论如何，党现在已经有能力做到召开代表大会。

孟什维克仍然坚持受到大多数党员谴责的支持杜马内阁即立宪民主党内阁的策略（虽然如彼得堡的争论所表明的，一部分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已经采取独立的态度，抛弃机会主义）。对于社会民主党右翼常常提出的理由，我们再来进行一次分析。

他们向我们说，争取到任命一个杜马内阁，就意味着“从宫廷奸党手中争取政权”，“使行政机关向人民代表机关负责”；这就是“从假想的立宪制度向真正的立宪过渡”（《劳动呼声报》第5号）。

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杜马内阁即立宪民主党内阁恰恰将由宫廷奸党来任命（如果立宪民主党的要求得到满足的话）。但是能不能说由宫廷奸党任命自由派大臣就是争取政权呢？宫廷奸党按照自己的意志任命大臣，也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因为它并没有交出政权，而只是假装分出一部分政权，以试探自由派奴仆是否能使它满意。宫廷奸党中的聪明人，例如波别多诺斯采夫和特列波夫，就坦率地在这样盘算（据某些报纸的报道[145]）：对于我们来说，任命自由派大臣是最合算的事。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安慰立宪民主党人（即杜马中的多数），而且可以安慰立宪民主党人化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付不称心的大臣至少比对付杜马要容易得多。我们要赢得时间，把牌洗乱，使杜马中的右派即半数以上的人都为了大臣的职位而乱成一团，互不信任，吵闹不休。我们要把水搅浑，我们要牵着立宪民主党人的鼻子走，就象在救济饥民问题上那样。我们曾迫使他们在救济饥民问题上“自愿”扮演警察局证人的角色，我们也同样要迫使他们在大臣职位问题上扮演警察仆从的角色。

谁稍微了解一些俄国立宪民主党和其他国家的“立宪民主党”的历史，谁就知道，宫廷奸党总是能够牵着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者的鼻子走的。要防止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提高无产者和革命农民的独立的政治意识。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恰恰使这种意识模糊和混乱。正是为了使革命阶级保持非常鲜明的政治意识和斗争的完全独立性，我们社会民主党必须只让立宪民主党一个党为了争夺大臣的职位而围着宫廷奸党的脚打转转。让无产阶级牵扯到这件事上去，那就是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

如果宫廷奸党任命立宪民主党人为大臣，它就是使“行政机关向人民代表机关负责”（《劳动呼声报》〉。

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当立宪民主党教授们这样说的时候，上帝是会宽恕他们的。而当社会民主党重复这种话的时候，那就不可饶恕了。可敬的应声虫们，行政机关不是向“人民代表机关”负责，而是向立法机关负责的。请记住这一点。现在我们再往下向你们说明。俄国的立法权现在属于谁呢？属于（1）最高当局；（2）国务会议；（3）国家杜马。

现在你们是否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失策？立宪民主党大臣既要向杜马负责，也要向国务会议负责，又要向宫廷奸党负责。把事情说成他们仅仅向杜马负责，这是对人民撒谎。

再往下说。向各种不同的机构负责的大臣的处境将是怎样的呢？处境将是尴尬的。在上述所有三个立法机关没有变更现有法律以前，大臣们必须遵守和维护一切现有的法律。难怪象罗季切夫一类的立宪民主党雄辩家现在已经在杜马中卖力地说并叫喊：他们是王朝的挡箭牌。立宪民主党是洞悉内情的。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则人云亦云，对真相却一无所知。

为什么组阁一事现在成了立宪民主党鼓动的重点呢？为什么他们不同样热心地、经常地、响亮地叫喊：取消国务会议，废除妨碍人民代表机关成为立法机关的那些法律呢？为什么他们为实行全面的大赦、实现完全的自由和实施普选制而进行的鼓动，要比为大臣职位而进行的鼓动软弱得多呢？你们考虑过这些没有？没有，你们没有考虑过。立宪民主党人首先敲的是后门，因为他们不想实现完全的自由（请回忆一下他们关于集会的法律草案），不想完全取消国务会议（请回忆一下他们纲领中关于参议院的条文），他们也将和向杜马负责一样地向国务会议负责，等等。立宪民主党不想要求先实行全面的大赦，先取消国务会议，先实现完全的自由，先实施普遍的……选举权，然后任命他们当大臣。为什么立宪民主党不想这样做呢？因为他们洞悉内情，而立宪民主党的应声虫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立宪民主党人说：当我们当上了大臣的时候，我们就会争取所有的这些自由！但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而应声虫们就表示相信并且竭力……

立宪民主党懂得，大臣仍旧要向旧的、警察制的俄国法律负责，向杜马、向宫廷奸党、向国务会议负责。所以从大臣身上什么都得不到，大臣会说：我很高兴，我真诚地愿意，但是“那里”不同意，国务会议还有点固执。先生们，耐心一点吧，因为没有人能够比我（立宪民主党人）更好地使宫廷奸党和国务会议良心发现了。

应声虫，请记住：为了反对立宪民主党的这种叛变策略，不应当对他们随声附和，而应当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即警告无产阶级和农民不要信任立宪民主党，不要重复立宪民主党的口号。而你们却以自己的策略在妨碍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民的独立斗争。你们为了立宪民主党改良主义的一碗红豆汤而在出卖革命的长子权。[146]

对于第三个谎言，即所谓宫廷奸党任命立宪民主党人为大臣就是“彻底的转变”，就是向“真正的立宪”过渡，我们就不需要这样详细地来谈了。现在读者自己可以看到，在特列波夫任命罗季切夫为大臣后，连成文的宪法都没有改变。说由于这样的任命就可以转变为真正的立宪，那应当说是十足的胡说了。

下一次我们将分析另一个常常提出的理由：“不管怎么说，立宪民主党内阁还是比较好一些。没有什么别的好选择的了。应当支持比较好一些的。”我们将看到，这个理由是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它有什么价值。





	载于1906年6月27日《回声报》第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256—260页

















[143]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6年6月18—24日在加里西亚的扎科帕内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5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1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列·伊·戈尔德曼、Ｏ．Ｈ．奥谢姆和布尔什维克《前进报》编辑部代表瓦·瓦·沃罗夫斯基参加了代表大会。费·埃·捷尔任斯基（弗兰科夫斯基）作了总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弗·列德尔作了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代表大会总结了革命一年来该党的活动，指出在这一期间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已从1904年的1000人增至1906年夏的30000人。大会完全批准了总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总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党章草案。代表大会赞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机会主义策略，并批评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的决议。代表大会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把杜马视为发展革命的重心是错误的。”代表大会选出由捷尔任斯基、阿·瓦尔斯基、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亚·马·马列茨基、列德尔和雅·斯·加涅茨基组成的总执行委员会，并选举罗·卢森堡为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发表于1906年6月25日和28日《回声报》第4号和第6号。——256。



[144]这里说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区际代表会议和莫斯科区域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区际代表会议是根据彼得堡委员会1906年5月24日（6月6日）的决定，为制定彼得堡无产阶级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而召开的（参看注107）。代表会议于1906年6月11—12日（24—25日）举行，最初在彼得堡，后来从保密考虑迁至芬兰捷里奥基。



在代表会议代表选举前，各个党组织围绕两种策略纲领——中央委员会关于支持立宪民主党杜马内阁的孟什维克的决议和彼得堡委员会《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关于杜马组阁问题》这两个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两个决议都是列宁写的，见本卷第170—171、204—205页）——开展了争论。争论结果，1760票赞成布尔什维克的决议，952票赞成孟什维克的决议。



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约80名代表，代表4000名党员。伊·伊·拉米什维里作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代表出席了会议。列宁被选为代表会议主席并领导会议工作。他在会上代表彼得堡委员会作了关于党对国家杜马的策略的报告。代表孟什维克作报告的是费·伊·唐恩。会议以多数票通过决议，赞同彼得堡委员会的策略。代表会议接着讨论党的统一问题。列宁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只反映党内少数派的意见。决议要求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彼得堡党组织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之间建立牢固联系的决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代表会议（北方各委员会代表会议）于1906年6月上半月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莫斯科、莫斯科郊区、沃洛格达、雅罗斯拉夫尔、基涅什马、科斯特罗马、弗拉基米尔郊区、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博里索格列勃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奥廖尔、科兹洛夫等委员会和舒亚市社会民主党小组的代表，共代表14000名有组织的工人。



代表会议谴责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支持成立杜马内阁的要求的策略，认为它不符合党代表大会的指示。代表会议还建议杜马内的极左派发表告人民书，揭露杜马的软弱性，指出它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号召人民准备独立地采取行动。——256。



[145]据1906年6月25日（7月8日）的《交易所新闻》和《新时报》报道，德·费·特列波夫在同路透社记者谈话时说：他认为“成立杜马中间派的内阁是解决当前危机的上策，因为立宪民主党是最强的杜马政党”。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也持这样的观点，他在6月初给尼古拉二世的奏折里认为必须成立自由派内阁，因为“更换内阁比解散杜马要容易得多”。——257。



[146]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长子权”出典于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故事说，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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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杜马内阁

（1906年6月28日〔7月11日〕）

“必须选择”——机会主义者不论过去或现在总是用这种议论来证明自己正确。大事情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必须争取做小的、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怎样确定某件事情可以做到呢？这要根据大多数政党或最“有威信的”政治家的同意。同意作某种微小的改善的政治活动家愈多，这种改善也就愈容易做到，它也就愈容易获得成功。不要成为一个光想做大事情的空想主义者。要做一个善于支持细小的要求的讲求实际的政治家，这种小事情有助于争取做大事情。我们认为做小事情是争取做大事情的最可靠的阶段。

所有的机会主义者，所有的改良主义者都是这样议论的，这正是他们不同于革命者的地方。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正是这样议论杜马内阁的。召开立宪会议，这是一个大要求。这不是立刻就能做到的。这个要求现在还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自觉地赞成的 
［注：赞成这个要求的只是杜马中的一小部分人。］

 。而整个国家杜马，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政治活动家，也就是说，“全体人民”，都赞成杜马内阁。必须选择，在现有的祸害和对这种祸害作极微小的纠正之间进行选择，因为不满意现有祸害的人绝大多数都赞成作“极微小的”纠正。做到了小事情，我们就易于争取做大事情了。

我们再说一遍，这是全世界所有的机会主义者主要的、典型的议论。这种议论必然会引伸出什么结论呢？必然会引伸出这样的结论：不需要任何革命纲领、革命政党和革命策略。只需要改良就够了。不需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只需要一个实行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改良的党。确实，世界上总是会有一些人对现有的东西不满，这不是很明显吗？当然，总是会这样的。表示不满的人极大多数总是会赞成对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作极微小的纠正，这不是也很明显吗？当然，总是会这样的。这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先进的和“觉悟的”人们的工作，就是始终要支持关于纠正祸害的极微小的要求。这是最可靠、最实际的工作，而一切关于所谓“根本的”要求等等的议论，只是“空想主义者”的滥调，只是“革命的空话”。必须选择，而且始终要在现有的祸害和纠正这种祸害的常见方案中最微不足道的方案之间进行选择。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他们说，有一种社会自由派要求取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要求缩短工作日和举办疾病保险等等。资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人赞成这些要求。不要用不讲策略的行为把他们从自己身边推开，要向他们伸出手来，支持他们，那样，你们就会成为讲求实际的政治家，你们就会给工人阶级带来虽然微小但是很实际的好处，你们的策略只会给“革命”的空话带来害处。革命现在反正是搞不起来。必须在反动和改良之间，在俾斯麦的政策和“社会帝国”的政策之间进行选择。

法国内阁中的社会党人也是象伯恩施坦派这样议论的。他们说：必须在反动派和答应作一些实际上可以实现的改良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之间进行选择。必须支持这些激进派，支持他们的内阁，而关于社会革命的词句，只是“布朗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空想主义者”的空话，等等。

所有这些机会主义的议论的基本错误在哪里呢？在于它们实际上是用资产阶级的“团结一致的”“社会的”进步的理论来代替以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唯一的实际动力的社会主义理论。根据社会主义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关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在是不值得认真谈的），历史的真正动力是各阶级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所以说它是副产品，是因为它反映了那种想削弱和缓和这种斗争等等的失败的尝试。根据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学说，前进的动力是社会上所有认识到某些制度“不完善”的分子的团结精神。前一种学说是唯物主义的，后一种学说是唯心主义的。前一种学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学说是改良主义的。前一种学说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策略的基础，后一种学说则奠定了资产阶级的策略的基础。

从后一种学说中产生出资产阶级庸俗的进步派的策略：随时随地支持“比较好一些的”；在反动派和同这种反动派对立的势力中的极右派之间进行选择。从前一种学说中产生出先进阶级的独立的革命策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的任务降低为支持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最流行的口号。我们要执行独立的政策，只提出确实对革命斗争有利，确实能提高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自觉性和战斗力的改良口号。只有执行这种策略，我们才能够使来自上面的总是不彻底的、总是虚伪的、总是包含着资产阶级的或警察的圈套的改良不能为害。

不仅如此。只有执行这种策略，我们才能把真正的改良事业真正推向前进。这似乎是奇谈怪论，但是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全部历史证实了这一点，证实了改良主义者的策略最不能保证改良的实施和改良的真实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策略才最能使两者都得到保证。实际上，改良正是迫于革命的阶级斗争，迫于这种斗争的独立性、群众力量和顽强精神。这种斗争愈是强大有力，改良也才能愈是真实，因为改良从来是骗人的、表里不一的、充满祖巴托夫精神的。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口号同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口号混淆起来，那就会削弱革命事业，从而也就会削弱改良事业，因为我们那样做会削弱革命阶级的独立性、坚定性和实力。

有的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要重复阐明这种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的起码知识呢？这是因为《劳动呼声报》和许多孟什维克同志都忘记了这一点。

组织杜马内阁或立宪民主党内阁，正是这种骗人的、表里不一的、祖巴托夫式的改良。忘记这种改良的实际意义是立宪民主党试图同专制政府进行交易，那就等于用自由派资产阶级关于进步的哲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支持这种改良，把它列为自己的口号，那就会模糊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削弱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战斗能力。如果我们完全坚持自己原有的革命口号，那就能加强真正的斗争，从而也就能增加改良的可能性，增加使改良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反动势力的可能性。我们要把这种改良中所有骗人的虚伪的东西丢给立宪民主党，把其中所有可能有益的内容自己利用起来。只有实行这种策略，我们才能利用特列波夫先生们和纳波柯夫先生们之间的互相扭打，使这两位可敬的杂技演员跌到坑里去。只有实行这种策略，历史才会象俾斯麦评价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地评价我们：“没有社会民主党，就不会有社会改良。”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就不会有10月17日。没有十二月事件，一切拒绝召集杜马的打算就不会中止。今后还会有另一个决定革命命运的十二月事件……

后记：当我们读到《劳动呼声报》第6号的社论时，这篇文章已经写成。同志们正在改正自己的错误。他们希望杜马内阁在上台以前，就要求并力争做到在各地取消戒严和所有的警卫队，实行全面的大赦和恢复一切自由。同志们，好得很！请要求中央委员会把这些条件列入它的关于杜马组阁的决议中吧。请你们自己试着做做看，那时你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支持杜马内阁或立宪民主党内阁以前，就必须要求并力争做到使杜马或立宪民主党走上革命的道路。在支持立宪民主党以前，就必须要求并力争做到使立宪民主党不再是立宪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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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言语报》还是认为，将军为自己庇护立宪民主党内阁而要价太高，它声称，立宪民主党人决不为了任何内阁的职位而放弃把土地强制转让给农民的原则和全面的大赦。我们以为，将军作为一个实干的国务活动家，没有理由因为一些原则而中断这笔交易。要知道，按照立宪民主党人的计划，要强制转让的远非全部土地，而只是需要划给农民的以便使他们能勉强负担起国家赋役的那么一些土地；其次，被转让的土地的原所有者“按照公平的估价”可以因转让土地而得到一笔现钱，而在现时，现钱比土地要好使得多，因为土地已由于农民坚决不愿替别人耕种而不再带来收入。至于大赦，须知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对国家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将人民希望看到囚犯和被流放者恢复自由的一致愿望禀告了最高当局；而且，为了不损害君主在这件事情上的不可剥夺的特权，决定否决劳动团准备提交国家杜马的有关大赦的法案。特列波夫将军还要什么呢？将军，别再讨价还价了，“不要忧心忡忡，不要有那不祥的思虑，不要毫无根据和不着边际地怀疑”，把缰绳交给新的马车夫吧：一旦遭到挫折，还不是依然得由您来采取“极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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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拼凑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官吏的内阁失败以后，政府曾试图用独裁来吓唬立宪民主党人。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则用革命来吓唬政府。《言语报》写道：


　　“大火愈燃愈烈——这就是我们从来自俄国各地的电讯中得出的印象……正在燃烧的已经不是革命的知识分子，甚至也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在燃烧，军队在燃烧。说得正确些，也就是整个俄国在燃烧……农民们动辄聚集起成千上万的人群，自行对当局、对土地占有者、对领地和庄园进行惩治。”



　　格列杰斯库尔教授就这场“大火”赶忙出来表示自己对历史事变的深刻理解：
　　“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决定性事件的前夜。或者政府在最近几天就改变主意，把权力交给杜马内阁，或者它就会把我们引向一场灭顶之灾。”



　　总之，要么是革命，要么是立宪民主党内阁。立宪民主党人利用一切，尤其是利用人民的革命主动性来证明必须有立宪民主党内阁，这是毫不足怪的。不过他们并没有什么可以自我陶醉的，因为立宪民主党的巫医们现在针对革命开出的立宪民主党内阁这副解毒剂，用来解革命主动性之毒，用来对付《言语报》自己所确认的群众要求实现其集会自由的权利（不是立宪民主党所说的集会自由，而是完全的自由）和拥有全部土地的权利的强烈愿望，是不会灵验的。努力吧，先生们，革命既然对付得了维特—杜尔诺沃体制，它也一定能对付立宪民主党的各种解毒剂。


※　　　　　※　　　　　※

　　《言语报》说：要么是革命，要么是立宪民主党内阁；它还补充说：革命嘛，不妨奉告一声，我们倒并不害怕，而对你们却更为不妙。但是，一切在战斗时刻善于坚持战斗立场的人都知道这类言语的价值。大暴行制造者和帮凶的机关报《新时报》也十分清楚，格列杰斯库尔一类先生们之所以提到革命，只是由于他们害怕革命比害怕火还要厉害。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新时报》在作如下声明时，更加充分地暴露出准备搞交易的心理状态和政治实质。它说：“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我们和你们一样害怕革命，但是我们同革命进行斗争的各种办法几乎都已用尽，而你们却还有那么一些，因此，请你们试一试吧，可别拖延误事。”情况正是如此。立宪民主党人说：我们还可以等一等；而新时报派先生们却催促说：快点行动吧，不然革命就要取胜了。最近一号的《新时报》是这样写的：


　　“……即将发生爆炸，对此不仅现任内阁要负责，而且立宪民主党也要负责。这个党的罪过在于：它因怯懦而不愿在极左派面前丧失自己的一部分声誉，把国家杜马引上了不可避免的旷日持久的冲突的道路，并且由于它坚持要立即强行实现政治纲领——这是需要有很长很长时间的——而犯下了违反和平演进律的罪行。”



　　事情正是这样进行的：讨价还价，彼此恫吓，然后成交：事业相同——目的也相同。
※　　　　　※　　　　　※

　　昨天我们指出 
［注：见本卷第266页。——编者注］

 ，既然立宪民主党因转让土地而从农民那里“按照公平的估价”取得一笔很可观的钱，那么特列波夫就没有理由只是为了原则上不容许把土地强制转让给农民而同立宪民主党分手。今天的《言论报》写道：
　　“关于由杜马中的多数组织新内阁的各种传说都认为土地改革是关键。我们听到的来自其他方面的传说认为，在组织杜马内阁问题上能够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的，是发行新公债。发行公债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解决迫切的土地问题。撇开强制转让土地这个不能接受的主意不谈，据估计，解决这个问题需要20亿卢布。公债的另一半应当拨给陆军部和海军部独立支配，以加强陆海军的战斗准备。”





　　这样，可以拍板成交了：只要用20亿卢布赔偿被剥夺的地主等等，再拨出20亿给陆军部和海军部独立支配，特列波夫就不再考虑什么原则，而同意让立宪民主党人执政。要价并不高，是不是，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
※　　　　　※　　　　　※

　　《我们的生活报》因我党打算召开新的代表大会这种想法而感到不安。它竭力把这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说成是一种灾难，是党得了不治之症的一种征候。“又是代表大会！”——它对此感到惊恐不安。是的，又是代表大会——当中央委员会和它的指示同全党的意见发生矛盾的时候，召开代表大会是摆脱党内既成局面的必然出路。党现在是按民主原则改组过的，因此我们要问一问《我们的生活报》中的民主主义者：不通过代表大会，民主政党的有组织的意见又怎样能表达出来。这些先生在自己的报纸上引用了《回声报》[147]关于反对中央委员会政策的组织的数目和票数的报道，可是他们又对召开代表大会感到惊恐不安。不，召开新的代表大会的想法不是一种灾难。这是党的活力的标志，是党内舆论力量的标志，是党从各种情况造成的困境中简单容易地找到出路的标志。所以我们深信，对于党内任何人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责任内阁——中央委员会来说，召开代表大会不会是一种灾难。召开代表大会，现在对于党来说是一种需要，对于中央委员会来说是一种责任，对于立宪民主党及其应声虫们来说则可能是一种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知道，在代表大会上不论谁取得胜利，对资产阶级来说都是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　　　　　※　　　　　※

　　在《劳动呼声报》（第7号）上有这样一段话：
　　“编辑部按：我们收到了康·波—夫同志关于恩·拉赫美托夫同志的文章的信。我们认为必须声明，我们不完全同意拉赫美托夫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完全不同意他的关于同立宪民主党结成‘政治联盟’的意见。我们给了拉赫美托夫同志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我们自己是站在阿姆斯特丹决议的立场上的，并且从立宪民主党登上政治生活舞台的第一天起，我们在论述目前政治形势的各种问题的一些指导性的文章中，就已经相当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不知道康·波—夫同志究竟给《劳动呼声报》编辑部写了些什么，但是使我们不禁感到疑惑的是：难道编辑部只有收到这封信以后才“理解”恩·拉赫美托夫的文章？如果编辑部没有收到康·波—夫同志的信也理解它不同意思·拉赫美托夫的意见，那么怎么能够发表有原则指导意义的文章而不附带说明编辑部不同意这些文章的见解呢？此外，这篇实质上只是因文笔尖刻及结论和口号很“极端”而令人注意的冗长文章，迷惑了不少读者，使他们以为文章的作者是接近党的领导层的。但是，在我们的疑惑的感觉中也还掺杂了一些满意的感觉：尽管《劳动呼声报》用了一星期的时间才否定了恩·拉赫美托夫的文章，但是，不管怎么说，迟做总比不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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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3卷


报刊评论

（1906年6月29日〔7月12日〕）

《思想报》刊载了雅罗斯拉夫尔行政当局的一份耐人寻味的“政治犯名单”。名单上有数十人（雅罗斯拉夫尔市56人，雷宾斯克市17人）被注明为“思想危险分子”，并在秘密报告中呈请警察司作出“适当的处理”。《思想报》就此写道：


　　“大家都来想一想吧。有耳可听的人都可以听见，有理智的人都可以判断。现在警察司已经预谋好了一场大规模的行动，企图对那些被怀疑同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农民协会和铁路工会有关系的人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搜捕’，通过这种办法，坚决‘彻底’地一举‘消灭’整个俄国土地上的一大批组织。为了这一目的，警察司要求各地提出可疑分子的全部名单。这些集中起来的‘政治犯名单’中目前已有将近一万人的名字，这些人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总之，政府正在酝酿一个新的阴谋。反人民的军事准备，解散杜马的“措施”，要逮捕的万人名单！如象在10—12月那样，政府正在对革命“虎视眈眈”，它正在利用某种程度的自由，以便再次诱骗和屠杀成千上万的自由战士。让所有的人都坚守自己的岗位。政府已作好了准备，所以革命人民也应当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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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党”抵制派的错误议论　

（1906年7月1日〔14日〕）

《思想报》最近在一篇社论中试图证明，国家杜马中的劳动团不应当因成立党团而陷于“分裂”[148]。它说，对杜马的抵制注定了极端的党派在杜马中将没有自己的党团。而劳动团正是作为非党的组织，将同它在各地的非党“协助小组”相结合而带来最大的好处。

这种议论是根本错误的。非党的革命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一种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这一点。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而阶级对立不发展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非党的革命民主派必然会发展和扩大。

作为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不能够发誓不参加各种非党革命团体。例如，这样的团体有：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协会、一部分教师联合会[149]、铁路工会[150]等等。我们应当把参加这种团体看作是社会民主党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的临时战斗联盟。只有这样看，才能不损害无产阶级的切身的和根本的利益，才能不妨碍维护马克思主义者的绝对独立的社会主义观点和利用任何一点机会成立独立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

把成立这种独立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看作是“分裂”非党革命组织，这表明：第一，这是纯粹的资产阶级观点；第二，没有真心去维护或没有很好考虑如何去维护非党性。只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才会把社会主义者单独组成政党指责为“分裂”。只有不真诚的，即为自己的隐匿的党性暗中担忧的或者不仔细考虑问题的人，才会认为成立党的组织就是“分裂”非党组织。先生们，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要知道，非党性就是对于各种不同的（在共同的革命民主主义目的的范围内）政党保持中立。用“分裂”这个字眼来指责党性，已经是放弃中立和非党性，已经是具有鲜明的党性了。先生们，你们或者是口是心非，或者是考虑不周。实质上，你们是用反对分裂和维护非党性的叫喊来掩饰你们对于自己的党性的担忧。一个真正非党的、拥护比如说立宪会议的人，是不会把自己的一部分志同道合者在完全接受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前提下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看作是分裂的。

总之，让非党的革命者尽量去发展非党的革命组织吧。祝他们成功！但是希望他们少喊一些反对党的革命者“分裂”非党革命组织的话。

现在来谈抵制。我们深信，抵制并不是错误。在1906年初的具体历史形势下，抵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在布里根杜马被粉碎以后以及在12月以后，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同样高地举起为召集立宪会议而斗争的旗帜，应该同样竭尽全力来粉碎维特杜马。我们履行了自己的革命职责。尽管有各种诽谤和过迟的忏悔，抵制还是为在工人中保持革命精神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它的最好的评价是：（1）工人下层群众赞助抵制；（2）在特别受压迫的边区，抵制进行得很顺利；（3）政府颁布了一项对付抵制的特别法[151]。

那种认为抵制是一个错误、抵制没有好处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近视的。抵制不仅带来了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好处，而且还带来了最实际的直接的好处。它使政府的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力量转移到同抵制派的斗争上。它把政府弄到了可笑的、愚蠢的和对我们有利的地步——为召集杜马而斗争，从而大大削弱了政府对杜马成分的注意。如果允许用军事上的情况作比喻的话，抵制就是正面攻击或正面佯攻；不进行这样的攻击，就不能从背后包抄敌人。情况正是这样：我们革命者作了正面的佯攻，政府对这种攻击害怕得要死，颁布了一项极端愚蠢的法律。自由资产者和非党革命者则利用了这种正面攻击和敌人力量在中心地区的集中，作了迂回的运动。他们从背后包抄了敌人，悄悄地钻进了杜马，化了装打入了敌人阵营。

各干各的。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资产阶级悄悄地钻进去。

现在，我们要完全使立宪民主党为宫廷奸党召开的、对宫廷奸党百依百顺的、同宫廷奸党进行交易的杜马担负政治上的责任。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杜马的成分和杜马活动的全部性质都带有两重性，有些东西我们必须支持，有些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只有资产阶级政治家才会忘记这种两重性或者不愿意看到这种两重性。只有资产阶级政治家才会顽固地忽视杜马作为专制政府同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进行反革命交易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机关的作用。这种交易是否会成功，哪怕是暂时成功，它的后果如何，这一切还不得而知。这归根到底取决于杜马外的人民运动的力量、组织程度和自觉程度。但是，在杜马中占优势的是能够进行这种交易的阶级的代表，现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谈判，正在作准备和试探，这是事实。立宪民主党的任何“反驳”，孟什维克的任何隐瞒手法，都掩盖不了这个事实。

既然是这样（毫无疑问是这样），那就很明显，当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绝对要求无产阶级保持政治上的完全独立。无产阶级当然不能象自由派资产阶级那样兴高采烈地随时准备捡起扔给他们的一根骨头。它不能不尽一切努力来警告人民不要落入宫廷奸党设下的圈套。它不能不尽一切力量阻止召集立宪民主党的伪“人民代表机关”。抵制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一切。

所以，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议论是极端轻率和非常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们现在为博得资产阶级的欢心而否定抵制，咒骂自己昨天的行为。因为，要知道，孟什维克也曾是抵制派，他们只是愿意在另一个阶段抵制杜马。只要回忆一下两个历史事实就够了；多多少少珍视自己的过去的社会民主党人忘记这两个事实，那是不可饶恕的。第一个事实是：在由一半布尔什维克和一半孟什维克组成的我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文告[152]中，曾经直截了当地声明双方同意抵制的主张，只是在哪一个阶段实行抵制比较合适的问题上有分歧。第二个事实是：没有任何一个孟什维克在他们的任何书刊上号召参加杜马，甚至“很坚决的”普列汉诺夫同志都不敢这样做。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否定抵制就等于是歪曲党的昨天的历史。

但是，实行抵制是否就一定要放弃在杜马中成立自己的党团呢？完全不是。这样想的抵制派，象《思想报》那样，是错误的。我们当时应当尽一切力量而且确实尽了一切力量来阻止召集伪代表机关。事实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说，尽管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伪代表机关还是召集了，那么我们就不能放弃利用它这个任务。只有不珍视革命斗争、不珍视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才会认为这是不合逻辑的。应当提醒大家回忆一下李卜克内西的例子。李卜克内西在1869年痛斥、抨击和反对德意志帝国国会，而在1870年后却参加了国会。李卜克内西能够正确评价为争取成立革命的、而不是资产阶级叛卖性的人民代表机关的革命斗争的意义。李卜克内西并没有怯懦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他完全有根据地说：我尽了一切力量来反对这种国会，争取最好的结果。而结果是最坏的。然而我仍旧能够利用它，而不破坏自己的革命传统。

所以，决不能因为抵制而放弃利用杜马和放弃在杜马中成立党团。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必须加倍留神（任何一个读过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41—342页。——编者注］

 的人都知道，布尔什维克在统一代表大会上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应当考虑的是，现在是否能够通过在杜马内工作的方式来利用杜马，是否有适于做这项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和适当的外部条件？

我们认为是有的。我们曾经指出我们的杜马代表的部分的错误行为，但是整个说来，他们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在杜马内出现了真正与革命形势相适应的派别划分：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站在右面，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或者确切些说，劳动派中的优秀分子）站在左面。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利用这种派别划分来提醒人民警惕立宪民主党杜马具有危险的一面，来开展不受杜马、杜马的策略、杜马的目的等框框所限制的革命运动，在这种派别划分的情况下，我们（如果能正确进行工作）也将利用非党的革命民主派，同时将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十分明确和坚决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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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谴责和无产阶级的号召

（1906年7月1日〔14日〕）

国家杜马对比亚韦斯托克大暴行的报告的讨论已近尾声。政府的罪行已经被十分确切地，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在细节上也很确切地揭露出来了。在斥责地方和中央行政当局的极端卑鄙行为时，国家杜马中的意见似乎是完全一致的。爱说什么杜马会“使各阶级的斗争融为一体”[153]的人，可以为这种意见的完全一致而额手称庆。

但是，问题一涉及关于同那帮大暴行制造者极端卑鄙的罪行作斗争的必要措施的实际结论，这种虚有其表的、表面的完全一致就立即烟消云散了。事实立即表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管怎样“使各阶级的斗争融为一体”）在各自的解放斗争中追求的是根本不同的目的。资产阶级要对政府“谴责”一下，以便自己动手来平息革命。无产阶级则要号召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这个区别在就比亚韦斯托克大暴行提出的两个决议案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决议案：（1）抨击政府；（2）要求内阁辞职；（3）强调“政府意识到自己没有力量同革命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希望有一个能同革命进行斗争的强有力的政府。

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决议案则不同：它（1）抨击政府——政治上头脑简单的人通常只注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的“完全一致”；（2）声明“能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的唯一方法，是人民自己武装起来”；（3）“号召民众自己起来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并“对民族迫害予以反击”。

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不同，在这两个不同的决议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资产阶级要扑灭革命，无产阶级要把革命力量武装起来。资产阶级留恋官吏法庭，无产阶级向人民法庭控诉（我们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决议案中写道：“人民法庭不会放过这些罪犯和他们的庇护人”）。资产阶级只是向大臣们呼吁，呼吁他们让步。无产阶级则向民众呼吁，呼吁他们武装起来并进行反击。

我们在杜马中的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希望他们今后也能这样明确、鲜明、不可调和地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声明来对抗毫无原则的资产阶级的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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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和人民

（1906年7月2日〔15日〕）

各报仍在继续发表关于军队中的运动的各种各样的消息。现在已经很难计算，在杜马“进行工作”的两个月内，有多少团队或部队发生过骚动，爆发过起义。天真的（但也不总是天真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臆想出来的所谓和平议会活动，在军事方面也引出了完全不是和平的、完全不是议会式的斗争方法和运动形式。

我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发表关于军队中的运动的事实和消息，通常只是为了利用这些材料来吓唬一下政府。立宪民主党的报纸通常这样议论：看啊，火烧起来了，大臣先生们，请留神，现在让位给我们还不迟。而大臣们也以恐吓来回答立宪民主党人（通过《新时报》和其他仆从报纸）：看啊，先生们，火烧起来了，现在同我们达成协议还不迟。无论是立宪民主党还是政府，都认为军队中的运动证明了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扑灭革命。他们的这种同自身的私利密切联系的近视观点，使他们看不到这个运动正是我国革命的真正性质、它的真正意向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无论是立宪民主党还是政府，在军队问题上都是追求私利的。大暴行制造者需要军队作为屠杀的工具。自由派资产者需要军队来保护资产阶级君主制，防止农民特别是工人的“过分的”侵犯和要求。“军队应当站在政治之外”，——这种庸俗的、虚伪的、骗人的说教特别便于掩饰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真正意图。

但是，请看一看军队骚动的性质和士兵的要求吧。请看一看那些冒着因“不服从”而被枪决的危险的士兵吧。他们是有自己的利益的活生生的人，是人民的一部分，是我们社会中某些阶级的迫切要求的表达者。你们可以看到，士兵最接近于政治上最不开展的农民，他们被长官野蛮的打骂、管教和训练弄得呆头呆脑，你们可以看到，士兵这些“无辜畜生”提出的要求，比立宪民主党的纲领不知要进步多少！

立宪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杜马喜欢把自己装作全民要求的表达者。许多头脑简单的人也相信这一点。但是只要看一看事实，看一看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要求和实际斗争，你们就会明白，立宪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杜马是在阉割公众的要求，歪曲这些要求。

请看一看事实。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士兵曾经提出要求：支持劳动团为争取土地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请注意，不是支持杜马，而是支持劳动团，即支持因提出消灭土地私有制的33人土地法案而被立宪民主党斥责为“粗暴地侮辱”国家杜马的那个劳动团！事情很明显，士兵比立宪民主党进步，“灰色畜生”比有教养的资产阶级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彼得堡的一个步兵团的要求是：“……应当把维护我们士兵需要的士兵代表选到国家杜马中去。”士兵不愿意站在政治之外。士兵不赞同立宪民主党人。士兵提出的要求，其目标显然是要取消等级制的、脱离人民的军队，而代之以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的军队。而这也就是要取消常备军，武装人民。

华沙军区的士兵要求召开立宪会议。他们要求士兵有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不必得到军官的许可，也不要军官参加”。他们要求允许士兵“在家乡服兵役”，要求有权在不执行勤务时穿着便服，要求有权选举士兵代表来管理士兵的给养，来组织法庭审理士兵的过失。

这是什么要求？是象立宪民主党所理解的那种军事改革吗？或者这已经是完全接近于要求建立全民的和完全民主的民兵制？

士兵们比有教养的资产者老爷们更好地表达了真正人民的、为绝大多数人民所赞同的要求。军队中的运动的性质和基本特性，比立宪民主党的策略更准确地表达了在目前条件下解放斗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形式的实质。工人和农民的运动更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任务不是用立宪民主党的贫乏的政策的狭隘框框去压缩这个运动，不是为了要适应立宪民主党的贫乏的口号而降低这个运动，而是要以真正彻底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精神去支持、扩大和发展这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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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评论

（1906年7月2日〔15日〕）

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仍然很天真地表示“弄不明白”。其中最顽固地仍然表示“弄不明白”的，恐怕要算是伊兹哥耶夫先生了。他用无辜被辱者的腔调对“布尔什维克先生们”攻击立宪民主党表示愤怒。


　　“‘人民自由’党不会欺骗任何人。任何人都无权向它要求比在各届党代表大会赞同的纲领和策略中所规定的更多的东西。无论武装起义，无论推翻君主制，在这个纲领和策略中都没有谈到。布尔什维克应当尊重实际上存在的党。布尔什维克对那些向他们谈了真相而不愿意按照他们的指示行事的人生气，未免有些奇怪。”



　　正是这样，伊兹哥耶夫先生；我们恰恰是“尊重实际上存在的党”。你仍然“弄不明白”吗？其实问题很简单：对于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来说，“人民自由党”的纲领是很不坏的。请注意，我们是很严肃地说这个话的。在那里（在纲领中，伊兹哥耶夫先生！），比如说，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有许多好东西。但是，这并不妨碍立宪民主党人去制定既反对言论自由，也反对集会自由和反对其他好东西的苦役法案。

至于谈到策略……

确实，各届党代表大会非常赞同“要么成功，要么成仁”、“要么光荣牺牲，要么含羞而死”这样的策略。但是，和代表大会上的策略不同，立宪民主党实际执行的策略却散发着一种别的气味。你们反对武装起义吗？先生们，你们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但是，你们不是赞成采取坚定的不调和的反对派立场吗？你们不是主张在君主坐皇位而不掌权的条件下把政权转交给人民吗？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要在大臣职位问题上讨价还价呢？所以，伊兹哥耶夫先生，我们恰恰是“尊重实际上存在的党”，而不是纸上的党。如果你们真正象“各届党代表大会赞同的”你们的纲领和策略给你们规定的那样进行斗争，那么我们同你们就会谈别的了。

在伊兹哥耶夫先生的文章中还有许多别的有趣的东西。但是一般说来，那些已经属于阿·卢—基同志的写作范围。[154]我们不想侵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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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1906年6月29日（7月12日），《言语报》刊登了亚·索·伊兹哥耶夫的文章《专制制度的回声》，反对列宁的《立宪民主党的应声虫》一文（见本卷第256—260页）。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在1906年6月30日（7月13日）《回声报》第8号上发表了《先决条件》一文（署名：阿·卢—基），回答了伊兹哥耶夫的文章。针对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伊兹哥耶夫又写了列宁在这篇短评中分析的《非常聪明的人》一文。这里说批评此文是“阿·卢—基同志的写作范围”，就是由于这个缘故。——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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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组织群众和选择斗争时机[155]


（1906年7月4日〔17日〕）

我们今天登载了赫鲁斯塔廖夫同志论述当前应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问题的文章。不用说，文章作者的名字就足以证明他非常熟悉这个问题。彼得堡的所有工人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也知道，正是在目前，对于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问题，首都无产阶级极为关注。

在这样的情况下，赫鲁斯塔廖夫同志对我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的批驳就具有突出的意义。

我们不能同意赫鲁斯塔廖夫同志的意见。他似乎是针对彼得堡委员会而出来维护整个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思想以及工人代表苏维埃在1905年年底的历史作用，这是徒劳的。他拒绝把十二月起义算在苏维埃的账上，这也是徒劳的。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但是我们当然不会把十二月起义记在“借”方，而会把它记在“贷”方。我们认为，工人代表苏维埃最伟大的、还远没有得到充分估计的功绩正是它的战斗作用。

但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一种独特的战斗组织，所以泛泛议论组织的好处，丝毫无助于说明这个独特的组织在目前时期的好处问题。赫鲁斯塔廖夫同志写道：“苏维埃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议会。”这说得对。苏维埃的特点正是具有这种作用，而不是什么技术性的战斗作用。苏维埃作为工会的组织者、作为调查工作的倡议者和作为调解机构等等的作用，只是非常次要的、附带的。完全可以设想，即使没有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些任务也是可以完成的。但是，没有非党的群众性的罢工委员会，要举行总罢工是难以想象的。苏维埃是从直接的群众斗争的需要中产生的，是这种斗争的机关。这是事实。只有这个事实才能向我们说明苏维埃的独特作用和真正意义。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中用的“战斗的”这个词，指的正是这个事实。

谁也不会为了进行调查，为了发展工会等等而想起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建立苏维埃，就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直接的群众斗争机关。这样的机关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建立的，而工会和政党却是永远和绝对需要的，是可以而且应当在任何条件下建立的。因此，用一般组织的作用作为理由来反驳彼得堡委员会，是完全错误的。因此，以全体社会民主党人都支持建立农民土地规划委员会的主张作为理由，也是错误的，因为建立这些委员会的想法恰恰是由于普遍讨论土地改革、由于土地运动已经发展起来而产生的。

赫鲁斯塔廖夫同志讽刺说：但是，这些委员会也可能导致“过早的”行动！问题恰恰在于，农民的行动和工人的行动在目前具有重大的差别。广泛的农民行动在目前不可能是“过早的”，而广泛的工人行动却很可能过早。原因很清楚：工人阶级在政治发展上超过了农民，而农民在准备全俄革命行动方面还没有赶上工人阶级。在十二月起义以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十二月起义，农民一直在追赶工人阶级（不管那些常爱低估十二月起义的意义甚至完全否定十二月起义的胆怯的学究怎样说）。农民在地方土地委员会的帮助下将更快地追赶工人阶级。催促在上一次战斗中没有来得及帮助先锋的后卫往前赶一赶，无疑是有好处的，而且这样做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致冒险。催促在上一次战斗中没有能得到后卫的及时帮助的先锋再往前赶，就无疑是冒险，因此必须慎之又慎，三思而行。

在我们看来，赫鲁斯塔廖夫同志正是没有估计到这种独特的政治形势。他对一般苏维埃的功绩和意义的估计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他对目前局势以及对工人和农民的行动之间的关系的估计是错误的。看来，他忘记了彼得堡委员会在另一个决议中提出的另一个建议：支持由杜马中的左派组成一个执行委员会的主张，以便把各人民自发组织的行动统一起来 
［注：见本卷第204—205页。——编者注］

 。这个委员会可以把全体农民的准备程度和坚决程度更准确地调查清楚，这样也就可以使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工作建立在切实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彼得堡委员会现在要做的更多，它不单单要争取建立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而且还要争取使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同农民的战斗组织等等配合和协调起来。彼得堡委员会目前推迟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不是因为它没有估计到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巨大意义，而是因为它还要考虑另一个新的、现在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成功条件，即革命农民和工人的一致行动。因此，彼得堡委员会丝毫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一点也没有预先决定明天的策略。彼得堡委员会此刻劝告先锋说：不要投入战斗，先派些代表到后卫那里去；明天后卫会更靠近一些，攻击会更齐心一些，明天我们能够提出更适合时宜的行动口号。

最后来总结一下。一般说来，赫鲁斯塔廖夫同志提出了赞成成立苏维埃的一些很有说服力的理由。他很正确地估计了苏维埃的一般意义。他主要是反对贬低苏维埃的作用，反对贬低一般革命行动的意义，赫鲁斯塔廖夫同志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在我们这里，这样的“贬低者”是不少的，而且不单是在立宪民主党人中间有。但是，由于刽子手和大暴行制造者的罪过而同无产阶级断绝了经常的密切的交往的赫鲁斯塔廖夫同志，没有能够充分估计目前局势和目前革命力量的“战斗部署”。今天，先锋不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直接的行动上，而要放在巩固和扩大同后卫以及所有其他队伍的密切的联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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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评论

（1906年7月4日〔17日〕）

我们在《回声报》第9号上发表的关于评价抵制的历史作用和非党革命组织的意义的意见 
［注：见本卷第273—277页。——编者注］

 ，引起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极右翼和极左翼的很有代表性的反应。

果然不出所料，《思想报》抱怨我们用“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字眼，并且气愤地回避问题的实质。它写道：


　　“《回声报》甚至认为在‘工人代表苏维埃’这种纯粹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中也有‘资产阶级民主派’……这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激进派先生们请记住，工人代表苏维埃大部分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常常吸收一些士兵、水兵、职员和农民的代表作为自己的成员。直截了当地说出你们为什么不喜欢“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概念，岂不是比用吹毛求疵来回避意见分歧更好吗？《言语报》完全失去了常态。立宪民主党人在一篇反对我们的短评的开头还带着白手套，他表示“不愿意讲任何伤害人的话”。多么高尚的绅士！但是在短评的末尾，立宪民主党人就象……就象警察头子那样破口大骂起来。他们把我们对抵制的评价称之为“小丑行为或冥顽不灵”。哦，这就是立宪民主党的绅士风度！

《言语报》写道：


　　“无论如何，我们要记录下来：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以争取召集杜马为目标。至于捶胸顿足地喊叫必须进行抵制，其目的是要把政府引入歧途。”



　　够了，绅士先生们！你们非常清楚，我们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抵制的目的是要象破坏布里根杜马那样破坏维特杜马。抵制虽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直接的目的，但是带来了间接的好处，其中一点就是转移了政府的注意力。革命策略在这里也象平常一样，最能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和战斗力，并且在不能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间接地保证了不彻底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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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的攻击和胆怯的防御

（1906年7月5日〔18日〕）

大家早就知道，反动派是好汉，而自由派是懦夫。

立宪民主党就土地问题而写的国家杜马告人民书草案，又给这个老的真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很遗憾，劳动派的草案也不比立宪民主党的好，这一次劳动派完全束手无策地做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尾巴。但是在杜马中有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不会出来搭救吗？

请回忆一下，关于这篇国家杜马告人民书的整个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国家杜马在对沙皇演说的答词中表示赞成有利于农民的强制转让私有土地。哥列梅金内阁简短、明确、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准”。

但是，内阁并不满足于作这种粗暴的警察式的拒绝。不，革命已教会了大臣们一些东西。大臣们不想把自己的职责局限于对杜马的形式上的询问作出形式上的答复。反动派不是形式主义者，而是讲究实际的人。他们知道，真正的力量不在杜马中，而在人民中。他们要在人民中进行鼓动。他们抓紧宝贵时间，毫不迟缓地拟就了告人民书。这份政府通报（6月20日）引起了拟定杜马告人民书的想法。政府指了路。杜马跟在政府的后面，而不能先走上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应走的道路。

政府通报究竟写得怎样呢？这是一篇反动的君主主义政党的真正战斗宣言。啊，反动派一点不客气！他们懂得怎样用战斗的语言来写。他们在自己的“通报”中直截了当地以政府的名义说话。确实，这里有什么好客气的呢？这些自由派教授们硬要人们相信，我们在立宪制度下生活，杜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让这些教授们去胡言乱语吧！让他们用立宪游戏去麻醉人民吧！我们反动派是讲究实际的人。我们知道，政府实际上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这样说的，而对这些自由派学究的吹毛求疵和形式主义我们只能嗤之以鼻。我们直截了当地公开说：农民们，你们不明白什么对自己有好处。强制转让对你们没有好处，而且我们政府也不准这样做。农民中所有关于土地的谈论都是谣言和欺骗。最关心农民的是政府。政府就是现在也还愿意作些施舍。而农民们应当知道，他们不应当“靠骚动和暴力”来求得改善，而应当靠“和平的劳动”（应当补充说：为地主劳动），靠我们专制政府对农民的不断关怀。

这就是政府通报的要点。这是对革命的真正宣战。这是反动的专制制度对人民的真正宣言：不容许！要毁坏！

现在立宪民主党和这次完全被立宪民主党俘虏的劳动派准备回答政府的挑战。今天发表了立宪民主党的草案和劳动派的草案。这两个草案给人造成一种多么可怜而又可鄙的印象啊！

反动的宫廷奸党肆无忌惮地撕毁法律，把形式上只是政府的一小部分宣布为真正的和整个的政府。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就象谢德林笔下的绝顶聪明的鮈鱼那样躲在法律的牛蒡下面[156]。这些“人民”代表——请原谅我这样说——哭诉说，有人以违法来攻击我们，而我们则用法律维护自己！杜马是按照法律行动的，它表示赞成强制转让土地。按照法律，没有得到杜马的同意，“政府的任何计划都不能生效”。按照法律，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委员会，由99人组成……[157]这个委员会要制定出“经过周密考虑、正确编写的法律”……愿人民“安安静静地等待最后颁布这种法律”（劳动派删掉了末尾这种满脸无耻的奴才相的语句！良心受到了谴责。但是，他们加进了一段成立“地方土地机关”的话，同时却又狡猾地避而不谈以下事实：杜马，即杜马中占多数的立宪民主党人，显然要使这些机关成为地主官吏的组织）。

人民代表先生们，这真是太不光彩，太可耻了！现在连最偏僻的地方的俄国农夫也懂得：在俄国，纸上的法律同实际的生活大相径庭，用所谓立宪的、严格奉公守法的活动这种和平方法事实上不可能使全部土地转归农民所有并为全体人民争得完全的自由。对于这些，你们都假装不懂，这是不光彩的。如果你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决心这样果断地写出并这样公开地说出自己的革命真理以回答宫廷奸党的反动真理，那就用不着去答复内阁。有关杜马的法律并没有规定一定要求助于人民，因此绝顶聪明的恪守法律者们，你们还是老实地守住自己的那些“质问”，不要插足你们既没有勇气，没有直爽精神，也没有本领同反动派这些讲究实际、会斗争的人作较量的那个领域吧！

如果要写告人民书，那就应当把真相，把全部真相都写出来，把最痛苦的、毫不掩饰的真相都写出来。必须对人民说：

农民们！内阁向你们发布了文告。大臣们既不打算给你们土地，也不打算给你们自由。大臣们毫不客气地代表整个政府说话，反对杜马，虽然在纸面上杜马被认为是政府的一部分。

农民们！大臣们实际上就是俄国的专制政府。他们不拿你们在杜马中的人民代表当一回事，他们嘲弄这些代表，用警察式法律的刁难来拖延一切。他们戏弄人民的要求，若无其事地继续推行残杀、暴力、掠夺和制造大暴行的旧政策。

农民们！要知道，杜马是没有能力给你们土地和自由的。杜马的手脚被警察政府的法律牢牢捆住。必须使人民代表掌握全部权力，掌握全部国家政权。你们要土地和自由吗？那你们就要争取召开全民立宪会议，争取在全国各地完全扫除旧政权，争取选举的完全自由！

农民们！要知道，如果你们不自己解放自己，那么谁也不能解放你们。工人们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用自己的斗争取得了10月17日的让步。你们也应当懂得这一点。只有这样，你们才会成为革命的人民，即懂得要为什么目标而斗争的人民，善于斗争的人民，善于战胜压迫者的人民。要利用你们在杜马中的代表，利用你们派到杜马中去的代理人，要在全俄各地更紧密更齐心地团结起来，准备迎接伟大的斗争。不进行斗争就不会有土地和自由。不进行斗争，别人就会用暴力强迫你们接受招致破产的赎买，就会强迫你们接受地主和官吏的土地委员会，这些地主和官吏就会象1861年那样再哄骗和掠夺你们。

农民们！我们在杜马中为你们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可是，如果你们确实希望在俄国不再有象目前在杜马建立以后还存在的制度，那你们就得自己去完成自己的事业。


※　　　　　※　　　　　※

　　但是，在杜马中提出这样的告人民书是可笑的。确实是这样吗？然而，用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让他们感到羞愧吧）所用的那种固守陋习的俄国辩护士的刻板语言来写“告人民书”难道不可笑吗？人民为杜马呢，还是杜马为人民？自由为杜马呢，还是杜马为自由？


※　　　　　※　　　　　※

　　让人们在任何一次农民大会上宣读立宪民主党的告人民书、劳动派的告人民书和我们的告人民书吧！看看农民对真理在哪一边这个问题会怎样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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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绝顶聪明的.鮈鱼出典于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同名讽刺故事。故事说，一条.鮈鱼因为感到处处有丧生的危险，便常常东躲西藏，提心吊胆地度日，而却自以为绝顶聪明。——292。



[157]这里说的是为制定土地问题法案而成立的第一届国家杜马土地委员会。1906年6月6日（19日）杜马第二十二次会议选出了91名委员（其中立宪民主党人占多数，共41名），后来根据通过的决议增补8名委员（高加索3名，西伯利亚3名，中亚细亚2名）。土地委员会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阿·阿·穆哈诺夫。——293。







《列宁全集》第13卷


杜马内的政党和人民

（1906年7月5日〔18日〕）

昨天杜马内关于告人民书问题的讨论，为广大群众的政治教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

告人民书问题与实际生活这样密切，以致各个政党的实质都再清楚不过地暴露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杜马受到了反动的专制政府（《政府通报》）和革命的人民的夹攻。革命人民在杜马外的斗争可以说已经透过了塔夫利达官的每一个孔隙和裂缝。讨论一开始，问题就不可遏止地从形式和细节方面转到了实质方面。

为什么需要告人民书呢？这个问题有力地在杜马面前提出来了。它反映在全部讨论中。它把整个讨论引向我们在昨天的社论中 
［注：见本卷第291—295页。——编者注］

 提出这个问题时的那个方面：是否要用杜马的战斗声明来回答内阁的战斗声明？或者根本不作回答？或者设法消除意见分歧，缓和由现实生活本身所产生的问题的尖锐性？

这场争执是由杜马中的右派挑起的。右翼立宪民主党人彼得拉日茨基试图推迟问题的讨论。自然，右翼立宪民主党人得到了十月党人的支持。很明显，反革命害怕杜马的告人民书。

反动派以自己明确的行动促使杜马内的整个左派团结起来。推迟讨论问题的提案被否决了。从讨论中极其明显地表明了杜马内存在三个主要派别。“右派”（十月党人和一部分立宪民主党人）主张“安抚”农民运动，因此反对任何一种告人民书。“中间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可能是多数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也主张“安抚”农民运动，因此主张发表安抚性的告人民书。“左”派（劳动派，显然只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以及社会民主党人）主张向人民说明：不能“安安稳稳地等待”，因此主张革命的而不是“安抚性的”告人民书。

劳动派日尔金、波兰代表列德尼茨基和社会民主党人拉米什维里最突出地表达了左派的观点。日尔金说：“民众抓住最后的几乎可以说是幼稚的希望。”“我不是谈和平、平静和安宁，我是谈同旧政权进行有组织的斗争……难道国家杜马是由于和平和安宁才有的吗？”而在谈到十月斗争时，发言人在左派的一片鼓掌声中高声喊道：“我们能够在这里，正应当归功于这种‘混乱状态’。”发言人很正确地说：“在这种一般的意义上说来，委员会向我们提出的告人民书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只不过应当加上一句：没有包含日尔金发言中的那些思想和论点的劳动派草案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必须强调并且在最后必须说明：不是和平和安宁，而是在好的和伟大的意义上的混乱状态才能组织群众……”

列德尼茨基甚至用了我们昨天用过的一个最尖锐的字眼，他说提出来的告人民书是“可悲的”。拉米什维里也“反对要求大家安安静静地等待问题的解决”，他宣称：“只有革命的道路才是真正的道路。”（引自《我们的生活报》的报道）他还宣称，必须说明要无偿地转交土地。

大多数立宪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赞成“安抚性的”告人民书，谴责革命措施（见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反驳列德尼茨基的发言），证明告人民书“从土地占有者的观点来看”是有好处的（立宪民主党人雅库什金）。

黑帮分子沃尔康斯基同斯基尔蒙特和右翼立宪民主党人彼得拉日茨基一起，论证了告人民书的“危险性”，说它有可能燃起革命火焰，他还指出，按照法律，土地法案还必须在杜马中通过，然后提交国务会议等等，等等，等等。

派别已经分得十分清楚。情况又一次表明，立宪民主党在反动派和革命派之间、在旧政权和人民之间动摇不定。事件又一次表明，“支持立宪民主党”的策略，是多么近视和荒谬，这种策略只会削弱社会民主党和革命民主派在杜马中的革命立场。事件又一次表明，社会民主党独立行动既能争取一部分劳动派分子，甚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立宪民主党分裂。

政治形势本身势必要决定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管社会民主党右翼怎样拼命努力，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对立宪民主党的任何支持，却幸运地出现了受到一部分农民代表支持的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结果没有出现机会主义者所虚构和臆造的划分：右派与立宪民主党、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三者相对立。结果出现的是革命的划分：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与右派相对立，立宪民主党处于完全动摇的状态。

很遗憾，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并没有充分利用极为有利的形势。他们本来必须在共同讨论时提出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告人民书草案。只有那样，他们的政策才是革命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的代表的完全彻底独立的政策。只有那样，拉米什维里、日尔金和列德尼茨基的正确见解才不致消失在争论中，而会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坚决而明确的纲领中集中起来，固定下来。

现在只希望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吸取日益频繁地发生的杜马中的派别划分的教训，希望它更坚决地采取完全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能在逐条讨论告人民书草案时，使情况有哪怕是局部的改善，即加入一些独立的彻底革命的提法。

社会民主党的告人民书草案，即使只是一个在杜马中宣读过的草案，也会对革命斗争的团结和发展起极为有益的作用，并且会把革命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争取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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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派的阴谋和大暴行制造者的威胁

（1906年7月6日〔19日〕）

《俄国报》[158]因维护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的观点而得到这个政府的津贴。

这家政府报纸在谈杜马告人民书草案问题时的口气，带有很大的威胁性。它吓唬杜马，指明杜马所设想的措施既不合法，也“不合理”，而且“带有革命性”，等等。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今天已经完全调转了方向，表示反对告人民书，显然它已经被这家对政府奴颜婢膝的报纸的威胁吓坏了。

于是威胁接踵而来。《俄国报》今天就立宪民主党内阁问题写道：“如果有人建议明亮的太阳弗拉基米尔委托夜莺大盗来治理罗斯作为建立秩序的办法，弗拉基米尔大概会提出更简单的办法——借伊里亚·姆罗梅茨的帮助来干掉夜莺大盗[159]。大家知道，这样做收到了成效。”

准备“干掉”俄国革命的这个“伊里亚·姆罗梅茨”，原来就是国际反革命大军。这家政府的报纸在《外国列强和俄国的局势》（《俄国报》第170号）一文中，不厌其详地说明让外国列强积极干涉俄国内政的问题，这不是由于幼稚，其目的还是为了进行威胁。

这家政府报纸所作的说明是大有教益和极有好处的。国际反革命密切注视着俄国，正在聚集和准备反对俄国的力量，“以防万一”。《俄国报》写道：“德意志帝国政府对于这种局势〈即：“俄国目前的局势首先是受国外的革命分子的影响的结果”〉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它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这些措施将不失时机地达到合乎愿望的结果。”

这些措施就是：如果自由事业取得胜利或将要取得胜利，德国军队就准备同奥地利一起侵入俄国。柏林政府已经就这个问题同奥地利政府进行协商。德奥两国政府认为，“为了镇压或限制这个运动〈即革命运动〉，在一定条件下积极干涉俄国内政可能是合乎愿望的和有益的”。同时还认定，为了进行干涉，需要俄国政府直接而明确地表示这样的愿望。

在奥地利，在加里西亚，在与俄国接壤的边境地带，为防止俄国式的土地运动也可能扩展开来，在那里集结了三个军的兵力。加里西亚总督，同时也是俄国的地主，6月26日甚至对民众发布了一项文告，文告中警告说，一切骚动都将遭到最严厉的镇压。

总之，国际反革命正在策划阴谋，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俄国政府为了对付俄国人民而请求外国派兵援助。这方面的谈判一直都在进行，而且已经签订了相当明确的条约。

所以要让工人和农民知道，政府为了保证一伙大暴行制造者的统治而在出卖祖国。过去一直是这样，将来也总是这样。历史教导我们，统治阶级为了镇压被压迫阶级的革命运动，总是不惜牺牲一切，所有的一切——不管是宗教信仰，自由，还是祖国。毫无疑问，俄国执政的大暴行制造者也会干出同样的事情来，他们已经准备好这样做了。

但是，工人和农民用不着害怕这种做法。俄国政府有国际后备军：德国、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反动政府。然而，我们也有强大的国际革命后备军：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他们在德国组成了拥有300万党员的政党，在欧洲各国也都组成了强大的政党。我们欢迎我国政府向反动的国际后备军发出的呼吁，因为这种呼吁，第一，能够使俄国最愚昧的人睁开眼睛，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摧毁人们对君主制的信仰；第二，能够最有助于扩大俄国革命活动的基地和地盘，使我国革命变为世界革命。

特列波夫之流先生们，祝你们成功！请开火吧！请把奥地利和德国的部队招来对付俄国的农民和工人吧！我们赞成扩大斗争，我们赞成国际革命！


※　　　　　※　　　　　※

　　但是，在估计国际阴谋的一般意义的时候，也不能忽略俄国大暴行制造者的细小的局部目的。我们已经指出，《俄国报》的文章不是由于幼稚造成的。《思想报》这样想就错了。这不是“幼稚”，不是“无礼”，也不是“信口开河”。这是故意威胁立宪民主党人。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害怕杜马的告人民书，因而威胁立宪民主党人说：“决不允许！否则我就驱散杜马，把奥地利和德国军队叫来！我已经准备好了。”正如今天的《言语报》所证明的，立宪民主党人这些笨蛋已经胆怯了，可耻地向后转了。立宪民主党人是可以吓唬住的，他们决心向后转了……

无产阶级是不会被大暴行制造者政府的可鄙的威胁吓倒的。无产阶级会保持自己独立的战斗立场，不让被吓得失魂落魄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幽灵来惊扰自己。

再说一遍：特列波夫之流先生们，请开火吧！请扩大革命的斗争地盘吧！国际无产阶级是不会拦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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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俄国报》（《Россия》）是一份反动的黑帮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914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从1906年起成为内务部的机关报。该报接受由内务大臣掌握的政府秘密基金的资助。——300。



[159]伊里亚·姆罗梅茨是俄国古代民间故事里的一个勇士，曾制服善学夜莺啼叫的夜莺大盗。——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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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60]


（1906年7月中）

杜马的解散[161]向工人政党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来指出其中最主要的几个：（1）对我国革命进程中的这一政治事件的总的评价；（2）确定今后斗争的内容和斗争时必须遵循的口号；（3）确定今后这个斗争的形式；（4）选择斗争的时机，或者确切些说，估计可能有助于正确选择时机的各种情况。

下面我们简单地谈一谈这些问题。


一

杜马的解散最清楚最鲜明地证实了一些人的看法，这些人曾经警告说，不要为杜马的“立宪”外貌所迷惑，不要为1906年第二季度俄国政治中的立宪外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所迷惑。现在，实际生活已经说明，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和亲立宪民主党的人）在杜马面前说的那一大堆关于杜马和涉及杜马的“大话”，全然是十足的空谈。

请注意一个有趣的事实：杜马是在严格遵守宪法的基础上被解散的。根本不是“驱散”，根本没有违背法律。相反，也象在任何“立宪君主国”里一样，是严格遵守法律的。最高当局根据“宪法”解散了议院。根据某某条款，这个“议院”被解散了，并且在同一道命令中（恪守法律者，你们欢呼吧！）指定了新的选举或召集新的杜马的日期。

但是，这一切立刻就暴露出了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在1906年整个上半年不断指出的俄国宪法的徒有其名，本国议会制的子虚乌有。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狭隘的狂热的”“布尔什维克”，而是最温和的合法的自由派也承认了并且是用自己的行为承认了俄国宪法的这种独特的性质。立宪民主党人以下述的方式承认了这一点：他们以大批“逃亡国外”，逃往维堡，以违法的宣言[162]来回答杜马的解散，以最温和的《言语报》上的文章来回答并且继续回答杜马的解散。《言语报》不得不承认这实际上是恢复了专制制度，不得不承认苏沃林在写他未必能活到新杜马出现这句话时无意中泄露了真情。于是立宪民主党人的一切期望就一下子从“立宪”转到了革命方面，——这仅仅是最高当局严格遵守立宪制的行为的结果。而立宪民主党人昨天还在杜马中吹嘘说，他们是“王朝的挡箭牌”，是严格的立宪制的拥护者。

实际生活的逻辑比宪法教科书的逻辑更有力量。革命正在教导着人们。

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关于立宪民主党的胜利所写的一切（参看尼·列宁的小册子《立宪民主党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2—319页。——编者注］

 ，已经被十分清楚地证实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极端片面性和目光短浅已经一目了然。过去布尔什维克经常不断地就立宪幻想提出警告，这已成为人们辨认不屈不挠的布尔什维克的标志。现在，所有的人都已经认识到这确实是一种幻想，一种幻影，一种幻梦。

杜马没有了！——《莫斯科新闻》[163]和《公民》[164]欣喜若狂地大叫道。宪法没有了！——立宪民主党人，那些曾经非常巧妙地引证我们的宪法、津津有味地咀嚼宪法条文的精明的宪法行家，没精打采地随声附和道。社会民主党人既不会欢呼雀跃（我们从杜马那里也取得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也不会垂头丧气。他们会说，人民是有所收获的，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个幻想。

是的，全体俄国人民在通过立宪民主党这个实例学习，不是从书本上学习，而是从自己的、他们自己正在创造的革命中学习。有一次我们说过，人民正在通过立宪民主党清除自己最初的资产阶级解放的幻想，他们将通过劳动派清除最后的资产阶级解放的幻想 
［注：见本卷第147页。——编者注］

 。立宪民主党人曾经幻想不推翻旧政权而从农奴制、专横暴虐、亚洲式的野蛮状态和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立宪民主党人的这些狭隘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劳动派幻想不消灭商品经济而把群众从贫困和人剥削人的现象中解放出来。他们的幻想也会破灭，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破灭，——如果我国革命发展到我国的革命农民取得完全胜利的话。

立宪民主党很快地兴盛起来，他们在选举中获得冲昏头脑的胜利，他们在立宪民主党杜马中高唱凯歌，他们在“敬爱的君主”的御笔一挥之下突然破产（他可以说是在向他表示爱戴的罗季切夫的脸上啐了一口），——所有这一切都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它们标志着人民的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人民，广大民众，直到1906年大多数还没有成长到具有自觉的革命性。大家已普遍感到专制制度令人不能容忍，感到官吏政府不中用，感到人民代表机关必须建立。但是，人民还没有能够意识到和感觉到旧政权同有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之间是不能调和的。事实说明，人民在这方面还需要有特别的经验，立宪民主党杜马的经验。

立宪民主党杜马在自己短短的存在期间很清楚地向人民表明了没有权力的和有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之间的全部差别。我们的口号——召集立宪会议（即建立有充分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是万分正确的，但是，实际生活即革命走向这个口号所经过的路程比我们所能预见的要长一些，曲折一些。

只要对伟大的俄国革命的主要阶段作一总的观察，你们就会看到人民是怎样根据经验一级一级地接近召集立宪会议的口号的。请看1904年年底的所谓“信任”时期。当时自由派兴高采烈。他们占据了整个前台。不很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甚至说当时的两个主要力量是自由派和政府。然而，人民满怀着“信任”，人民在1月9日“抱着信任的态度”走向冬宫。“信任”时期使第三种势力即无产阶级显露头角，并为人民极端不信任专制政府打下了基础。“信任”时期是以人民拒绝相信政府的那些关于“信任”的言论而结束的。

下一个阶段。许诺召集布里根杜马。信任被事实证实了。人民代表受到召唤。自由派兴高采烈，号召参加选举。自由派教授们不愧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奴仆，他们号召大学生专心读书，不要从事革命。不很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屈服于自由派的论点。人民登上了舞台。无产阶级用十月罢工[165]扫除了布里根杜马，夺取了自由，争得了宣言，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完全立宪的宣言。人民根据经验认识到，获得自由的诺言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夺取自由的力量。

接着，政府在12月剥夺了自由。无产阶级举行起义。第一次起义被击溃了。但是，莫斯科大街上进行的顽强而激烈的武装斗争，使得召集杜马成为必不可免的了。无产阶级的抵制没有成功。事实说明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倒维特杜马。杜马中坐满了立宪民主党人。人民代表机关已成为既成事实。立宪民主党人兴高采烈。他们欣喜若狂，欢呼不已。无产阶级抱着怀疑的态度等着瞧。

杜马开始工作了。这一点点扩大了的自由人民利用得要比立宪民主党人充分得多。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情绪和坚决性一眨眼就落在人民的后面了。立宪民主党杜马时期（1906年5月和6月）是一些比立宪民主党左的政党取得极大成就的时期：劳动派在杜马中超过了立宪民主党，在人民大会上斥责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怯懦，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刊迅速发展起来，农民革命运动和军队中的风潮加剧了，在十二月起义后精疲力竭的无产阶级又活跃起来了。结果，立宪民主党的立宪主义时期，既没有成为立宪民主党运动的时期，也没有成为立宪运动的时期，反而成了革命运动的时期。

这个运动迫使政府解散杜马。经验证明，立宪民主党只不过是些“泡沫”。他们的力量是从革命力量中派生出来的。政府用解散杜马这种实质上是革命的（虽然形式上是立宪的）手段来回答革命。

人民根据经验认识到，如果人民代表机关没有充分的权力，如果它是由旧政权召集的，如果同它并存的旧政权还是完整无损的，那么人民代表机关就等于零。事变的客观进程提到日程上来的，已经不是这样或那样地来修订法律或宪法的问题，而是政权问题，实际的权力问题。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代表都等于零。这就是立宪民主党杜马教给人民的东西。让我们唱一曲永远悼念死者的挽歌，并好好地记取它的教训吧！


二

这样，下面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即将到来的斗争的客观的、由历史决定的内容以及我们应当提出的斗争口号。

不很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即孟什维克在这里也表现出了动摇。他们的第一个口号是：争取恢复杜马例会，以便召集立宪会议。彼得堡委员会声明反对。这个口号显然太荒谬了。这甚至算不上机会主义，简直是胡言乱语。中央委员会前进了一步。它的口号是：反对政府，维护杜马，以争取召集立宪会议。这当然好一些。这已经离下面的口号不远了：推翻专制政府，以争取通过革命的道路召集立宪会议。杜马的解散无疑成为争取建立有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的全民斗争的导火线；在这个意义上，“维护杜马”的口号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是问题在于，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口号已经包括在我们认为杜马的解散是斗争的导火线这个意思中了。而如果不在这种（即刚才所说的）意义上专门加以解释，“维护杜马”这个提法就会含糊不清，就会造成误解，就会回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过时的陈旧的东西上去，回到立宪民主党杜马上去，一句话，这种提法会使人产生许多不正确的和有害的“倒退”思想。至于这种提法中的正确的东西则已经毫无遗留地包括在我们关于斗争的决定的理由中，包括在对于为什么杜马的解散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导火线这一问题的解释中。

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不应当忘记，一个马上就要到来的斗争的口号，是不能简单地直接地从某一个纲领的一般口号中得出来的。只根据我们的纲领（见纲领的最后一段：推翻专制制度和召集立宪会议等等）来决定眼前即1906年夏天或秋天马上就要到来的斗争的口号，是不够的。为此必须估计具体的历史形势，研究革命的全部发展和整个过程，不是从纲领原则中，而是从运动已往的步骤和阶段中得出我们的任务。只有这样的分析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所应当作的真正的历史分析。

而正是这种分析向我们表明，客观政治形势现在提出的不是有没有人民代表机关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民代表机关有没有权力的问题。

立宪民主党杜马灭亡的客观原因，不是它不能表达人民的需要，而是它不能完成为政权而进行斗争的革命任务。立宪民主党杜马曾经自认为是立宪机关，但它实际上是革命的机关（立宪民主党人责骂我们把杜马看作革命的一个阶段或工具，但是实际生活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立宪民主党杜马曾经自认为是为反对内阁而斗争的机关，但它实际上是为推翻整个旧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实际上就是这样，因为当时的经济状况要求这样。然而，要进行这种斗争，象立宪民主党杜马这样的机关是“不中用的”。

现在，最愚昧的农夫也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人民没有政权，杜马是没有用的，任何杜马都是没有用的。但是怎样才能取得政权呢？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的、人民的、自由的、选举出来的政权。要么推翻旧政权，要么承认革命任务在农民和无产阶级提出的那种范围内是不能实现的。

实际生活本身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906年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立宪民主党杜马的解散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当然，我们不能担保，革命能够一下子解决这个问题，斗争会轻而易举，胜利绝对有保证。在斗争开始以前，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作这类担保。口号不是轻而易举取得胜利的保证。口号只是指出为实现一定的任务所必须达到的目标。过去，这种直接面临的任务是建立（或召集）一般人民代表机关。现在，这种任务则是保证政权归人民代表机关。而这就是说，要消灭、破坏和推翻旧政权，推翻专制政府。

如果这个任务不能全部完成，那么人民代表机关也就不能成为有充分权力的机关，从而也就不能充分保证这个新的人民代表机关不会遭到同立宪民主党杜马一样的命运。

现在客观形势提出的当务之急，不是争取建立人民代表机关，而是争取创造不能驱散或解放人民代表机关、也不能把它变成一出闹剧（特列波夫之流就把立宪民主党杜马变成了一出闹剧）的条件。


三

今后斗争的可能出现的形式部分地决定于斗争的内容，部分地决定于过去的人民革命斗争和专制政府的反革命斗争的形式。

关于斗争的内容，我们已经说明，经过两年的革命，目前斗争内容已集中在推翻旧政权上。要完全实现这一目的，只有举行全民武装起义才有可能。

关于过去的斗争形式，在这方面俄国的群众性的和全民的运动的“最高表现”是总罢工和起义。1905年最后三个月，在无产阶级、农民、军队的觉悟分子和各种知识分子职业团体的民主分子的意识和情绪中，不能不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因此，在杜马被解散以后，能够进行斗争的广大群众最先想到的就是总罢工，这是非常自然的。似乎谁也没有怀疑过，对解散杜马的回答必然是全俄罢工。

这种意见的普遍被接受，带来了一定的好处。革命组织几乎到处都能有意识、有计划地阻止工人搞自发的局部的爆发。从俄国各地都传来这方面的消息。10—12月的经验无疑有助于使所有的人的注意力都比过去更多得多地集中在总的和同时的行动上。此外，还应当指出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情况：根据工人运动的一些大的中心城市的材料，例如彼得堡的材料来判断，工人不仅很容易和很快地领会了必须采取总的和同时的行动的思想，而且还坚定地主张采取战斗的坚决的行动。因杜马的解散而举行（一天或三天）示威性罢工这一不恰当的主意——这是某些彼得堡的孟什维克想出来的主意——遭到了工人们最坚决的反对。作过多次严重斗争的人们的可靠的阶级本能和经验立刻提示他们，现在的问题已经完全不是示威了。工人们说，我们不打算去示威。我们准备在总的行动的时刻到来时去作殊死的坚决的斗争。根据所有消息来看，这是彼得堡工人的共同意见。他们已经懂得，在俄国经历了1901年（广泛示威运动开始的一年）以来的一切事变以后，采取局部行动，特别是举行示威，是可笑的；政治危机的尖锐化排除了再“从头做起”的可能；对于在12月里愉快地“尝过鲜血滋味”的政府来说，和平示威只会有极大的好处。和平示威会无谓地消耗无产阶级的精力，会为警察和士兵演习追捕和枪杀手无寸铁的人们提供机会。和平示威只会在某种程度上证实斯托雷平的吹嘘：他战胜了革命，因为他解散了杜马，同时并没有使反政府的运动因此而尖锐起来。现在大家都把这种吹嘘看作毫无根据的吹嘘，大家都知道和感觉到斗争还在前面。相反，“示威”却会被说成就是斗争，被弄成（毫无希望的）斗争，而示威的停止就会被当作新的失败向全世界宣扬开去。

只有立宪民主党中的我国的赖德律－洛兰们，才想得出示威性罢工这种主意，他们正象1849年赖德律－洛兰一样目光短浅，过高估计了议会制度的作用。无产阶级毫不迟疑地抛弃了这个主意，他们抛弃这个主意是做得非常好的。时时面临革命斗争的工人，比某些知识分子更正确地估计了敌人的战斗准备和采取坚决的战斗行动的必要性。

遗憾的是，在我们党内，由于社会民主党右翼目前在国内占优势，关于采取战斗行动的问题还无人重视。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代表大会被立宪民主党的胜利所迷惑，未能估计当前局势的革命意义，回避了从10—12月的经验中作出一切结论的任务。然而对于党来说，利用这一经验的必要性比许多议会制的崇拜者所设想的要迫切得多，紧急得多。我党中央机关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张皇失措的样子，就是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

整个形势重新要求把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同武装起义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把罢工作为独立的斗争手段，其缺点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了。大家都知道，政治罢工成功的一个极重要条件就是它的突然性，是能使政府措手不及。而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政府在12月里已经学会怎样对付罢工，并且目前已经在这方面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大家都谈到铁路在总罢工中是极端重要的。铁路一中断，罢工就很有可能成为总罢工。做不到使铁路完全中断，罢工就很难成为总罢工。然而铁路员工罢工特别困难：讨伐列车随时可以出动；军队遍布全线各个车站，有时甚至就在列车上。在这样的条件下，罢工就可能是——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必然是——同武装力量发生面对面的直接冲突。司机、报务员、扳道工往往要立即作出抉择：要么当场被枪杀（戈卢特维诺、柳别尔齐和俄国铁路网中的其他一些车站已经在全国获得革命的声望不是没有原因的），要么去工作而破坏罢工。

当然，我们有权期待曾以行动证明自己忠于自由事业的无数铁路员工会表现出伟大的英雄气概。当然，我们决不否定铁路罢工的可能性和取得成功的机会。但是，我们也无权讳言这一任务的实际上的困难，讳言这种困难是最坏的策略。如果能正视现实，如果不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那就会很清楚地看出，罢工必然会而且立即会发展成武装起义。铁路罢工就是起义，这在12月以后已经是不容争辩的了。没有铁路罢工，铁路线上的电报局就不会停止工作，铁路线上的邮递工作就不会中断，大规模的邮电业罢工也就不可能举行。

由此可见，罢工对起义的从属意义是从1905年12月以后所造成的形势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不管我们的意志如何，不管有什么“指示”，尖锐化了的革命形势都将变示威为罢工，变抗议为斗争，变罢工为起义。当然，只有在某一部分军队积极参加之下，起义这种群众性的武装斗争才会轰轰烈烈地展开。所以，军队的罢工，他们拒绝向人民开枪，在某些情况下无疑会使纯粹和平的罢工也取得胜利。但是，恐怕谁都清楚：这种情况只是特别顺利的起义中的个别事件；要使这种情况更多地发生，要使这种情况尽快地发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有效地准备起义，最初的起义行动要果断有力，通过非常勇敢的进攻或使很大一部分军队哗变来瓦解军队的士气，等等。

总之，在目前杜马解散造成的形势下，毫无疑问，积极的斗争会直接导致起义。形势也许会发生变化，那时必须重新研究这一结论，但是现在这个结论是绝对不容争辩的。所以，号召全俄罢工而不号召起义，不说明罢工和起义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那是近乎犯罪的极端轻率行为。所以必须竭尽全力在鼓动工作中说明这两种斗争形式之间的联系，必须竭尽全力准备条件使工人的爆发、农民的起义和军队的“哗变”这三条斗争支流汇合成一条巨流。还在很早以前，从去年夏天有名的“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起义[166]时起，真正人民的，即群众性的、积极的、绝非密谋的运动，推翻专制制度的起义的这三种形式，都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现出来了。全俄起义的胜利，也许主要就要靠这三股起义的汇合。毫无疑问，象杜马被解散这样的斗争导火线，大大有助于这种汇合，因为农民（从而还有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我国军队）中最落后的部分曾对杜马寄予很大的希望。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要加紧利用杜马的解散作为理由来大张旗鼓地进行鼓动，号召举行全民的起义。要说明政治罢工和起义的联系。要竭尽全力使工人、农民、水兵和士兵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积极的武装斗争。

最后，在谈到运动的形式时，还必须特别提到农民的斗争。在这里罢耕和起义的联系是特别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这里起义的目的应当不只是彻底破坏或消灭所有一切地方政权，代之以新的人民的政权（这是任何起义的共同目的，无论在城市、农村和军队等等都一样），而且还要驱逐地主和夺取地主的土地。农民无疑应当在全民立宪会议作出决定之前就竭力在事实上消灭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关于这一点用不着多讲，因为任何人大概都不会设想一种不惩罚地主、不夺取土地的农民起义。显然，这种起义愈有自觉性，愈有组织性，毁坏建筑物、财物、牲畜等等的事情就会愈少。从军事观点来看，为了达到某种军事目标而进行破坏，例如烧毁房屋，有时也烧毁财物，这种措施是完全正当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只有书呆子（或人民的叛徒）才会因农民经常采取这种手段而感到特别伤心。但是不容讳言，摧毁财物往往只是因为没有组织性，因为不善于把敌人的财物夺取过来自己占有，只好去毁坏它，或者是因为战斗的一方力量薄弱，无力消灭敌人或粉碎敌人而对敌人进行的报复。当然，我们一方面应当在进行鼓动时尽量向农民说明，同敌人作无情的斗争直到摧毁其财物是完全正当和必要的，另一方面还应当指出，组织程度可以决定能不能取得更合理得多更有益得多的结局，即歼灭敌人（地主和官吏，特别是警察），而把所有一切财物毫无损坏（或尽少损坏）地转交给人民或农民所有。


四

同斗争的形式问题有密切联系的是斗争的组织问题。

在这方面，1905年10—12月的伟大历史经验也对当前的革命运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及同它类似的机关（农民委员会、铁路委员会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等等）享有很高的完全应有的威信。现在几乎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或其他党派的革命者都会赞成建立这类组织，特别是在目前主张建立这类组织。

在这一点上，看来是没有意见分歧的，至少没有严重的意见分歧。因此这个问题本身没有什么可谈的。

但是，有一个方面需要特别有细地谈一谈，因为这方面经常被人忽视。这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为了说起来简便起见，我们就以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所有这类组织的典型）在伟大的十月和十二月事件里所起的作用，使这些机关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以致人们有时几乎把它们当作偶像来崇拜。人们以为，对于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来说，这些机关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必要的和足够的”。因此，他们对于选择建立这种机关的时机问题，以及要有怎样的实际条件才能使它们的活动成功的问题，就抱着一种不加批判的态度。

10—12月的经验在这方面提供了最有教益的启示。工人代表苏维埃是群众直接斗争的机关。它们最初是作为罢工斗争的机关出现的。后来客观的需要迫使它们很快就成了同政府进行总的革命斗争的机关。由于事件的发展和罢工转变成起义，它们不可遏止地变成了起义机关。许多“苏维埃”和“委员会”在12月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这是完全不容争辩的事实。而且事件极其明显极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些机关在战斗时的力量和作用完全取决于起义的力量和成就。

当时，不是什么理论，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号召，不是某个人臆想出来的策略，不是党的学说，而是客观事物的力量使这些非党的群众机关认识到必须进行起义，并使这些机关成为起义机关。

同样，在目前，建立这样的机关也等于成立起义机关，号召建立这样的机关就等于号召起义。忘记这一点，或对广大人民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是最不可饶恕的近视和最坏的政策。

既然如此，——无疑是如此——也就可以从这里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要组织起义，单靠“苏维埃”和类似的群众机关还是不够的。为了团结群众，为了达到战斗的统一，为了传达党的（或经过各党协议提出的）政治领导口号，为了引起群众的关心，为了唤醒和吸引群众，这些机关是必需的。但是要组织直接的战斗力量，要组织最狭义的起义，光有这些机关是不够的。

可以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议会。但是没有一个工人会同意召集自己的议会是为了把它交给警察。大家都认为，必须立即组织力量，组织武装工人队这样的军事组织来保卫自己的“议会”。

现在，政府根据经验已经充分认识到“苏维埃”将导致什么结果，苏维埃是什么样的机关，政府已经从头到脚武装起来，等待这些机关成立，以便袭击敌人、不让敌人有考虑问题和开展自己活动的时间，——现在我们特别应当在进行鼓动时说明，必须冷静地观察事物，必须在组织苏维埃的同时建立军事组织，以便保卫苏维埃和举行起义，否则任何苏维埃和任何由群众选出的代表都将是软弱无力的。

我们所说的这种“军事组织”（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应当力求不是通过选出的代表来吸收群众，而是直接吸收亲身参加巷战和国内战争的群众。这些组织应当以一些很小的、由十人或五人甚至也可以是三人组成的自由结合的小组作为自己的基层组织。必须大力宣传战斗就要到来，每一个诚实的公民都应当在这场战斗中不惜牺牲自己为反对人民的压迫者而战。在组织中要少讲究形式，少因循拖延，多简化手续，这些组织应当具有高度的能动性和灵活性。所有愿意站在自由方面的人，都应当立即联合成战斗的“五人小组”，——这是由同一行业、同一工厂的人们组成的自由结合的小组，或者是有同志关系或党的关系甚至纯粹邻里关系（住在同一村庄、城市中的同一座房屋或同一栋住宅）的人们组成的自由结合的小组。这些小组应当既有党的，也有非党的，它们是由同一项直接的革命任务——举行反政府的起义联系起来的。这些小组应当最广泛地建立起来，而且在取得武器以前就要建立，不必管能不能得到武器。

任何一个党组织都不可能把群众“武装起来”。相反，把群众组织在小巧灵活的战斗小组内，会大大有助于在行动时获得武器。

自由结合的战斗小组，“战斗队员”小组（如果可以用这个在莫斯科伟大的十二月事件里获得莫大荣誉的称号来称呼它的话）会在爆发的时刻带来极大的好处。会射击的战斗队就能解除警察的武装，突然袭击巡逻队，把武器夺到自己手中。不会射击的或没有获得武器的战斗队，则可以协助修筑街垒，进行侦察，组织联络，伏击敌人，焚烧敌人盘踞的房屋，占据可以作为起义者据点的住宅。总之，这些由决心进行殊死战斗、熟悉地形并且同民众关系最密切的人组成的自由结合的小组，可以执行多种各式各样的职能。

要在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工会和每一个农村中号召组织这样的自由结合的战斗队。彼此熟悉的人们可以预先组织起来。如果成立这种小组的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且真正为群众所接受，那么彼此不熟悉的人也会在战斗的日子里或战斗的前夜，在战斗的地方建立起五人小组和十人小组。

现在，当杜马的解散惊动了愈来愈多的阶层的时候，你们常常可以从组织程度最差、表面上似乎最“黑帮化的”普通市民中听到最革命的反应和声明。我们要力求使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先进的工人和农民决定很快就要掀起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使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必须成立战斗队，使他们所有的人都深信起义是不可避免的，起义是具有人民性的。那时我们就能做到——这完全不是空想——在每一个大城市中有成千上万个战斗队员，而不象在莫斯科十二月起义时那样只有几百个战斗队员。那时就任何机关枪都阻挡不住，——莫斯科公众在指出当地战斗队的性质和成分不够群众化和不够接近人民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

总之：要在一切地方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和类似的机关，同时最广泛地宣传和鼓动要同时举行起义，立即准备起义的力量和组织群众性的自由结合的“战斗队”。


※　　　　　※　　　　　※

　　附言：在这一节已经写成时，我们听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口号有了新的“转变”，即改变为：拥护杜马作为立宪会议的召集机关。因此，在组织问题方面就需要再提出一个组织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因为真正能够召集立宪会议的实际上就是临时革命政府这样的机关。只是不要象我们的亲立宪民主党的人喜欢做的那样，忘记了临时政府首先就是起义机关。已死去的杜马愿意成为起义机关吗？立宪民主党愿意成为起义机关吗？先生们，欢迎之至！我们在斗争中看到从资产阶级民主派方面来的任何同盟者都是很高兴的。即使和你们结成的同盟对于我们就象和法国结成的同盟对于俄国一样（即意味着财源）——请原谅我这样说——我们也会很高兴，先生们，我们是现实的政治家。但是如果你们的立宪民主党参加起义不过是空洞的孟什维克的梦想，那我们只能说：孟什维克同志们，你们的梦想是多么卑微而渺茫啊。但愿你们不要毁于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没有指望的爱情”，立宪民主党人是不能对你们的热情给以报偿的……

关于临时政府的问题，已经不止一次地从理论方面阐明过了。社会民主党可以参加这个政府是已经说明了的。但是现在更值得注意的是，由10月—12月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实践方面。要知道，工人代表苏维埃等等事实上曾经是临时政府的萌芽；在起义胜利时政权必然会转到它们手中。现在恰恰应当把重心转到研究这些历史地形成的新政权的萌芽机关上来，转到研究它们的工作条件和它们成功的条件上来。这在目前比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一般”猜想更迫切，更有意义。


五

最后我们来考察行动的时间问题。对立宪民主党杜马的脉脉温情使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产生了立即行动的要求。这种想法已经彻底破产。工人阶级和所有城市居民群众的态度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或感觉到局势的严重。当然，将要到来的斗争实际上决不是为了捍卫杜马，而是为了推翻旧政权。推迟行动是由于普遍希望作好进行真正坚决的殊死的斗争的准备并求得行动的一致。

可能，也许很可能，由于革命情绪的增长和一次不可避免的爆发，新的斗争会象以前的一些斗争一样自发地出乎意外地炽烈起来。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如果这种发展进程不可避免，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再去解决行动的时间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按照上述一切方针大力加强鼓动和组织工作。

但是，也可能形势要求我们这些领导者确定行动的时间。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建议把全俄行动，把罢工和起义的时间定在夏末或秋初，定在8月中旬或8月底。重要的是要利用城市中建筑施工季节和夏天农忙结束的时期。如果在行动的时间方面能够得到一切有影响的革命组织和团体的同意，那就很可能在规定时间内付诸实现。全俄在同一时间开始斗争是会有很大好处的。即使政府探听到罢工的日期，这恐怕也不会造成多大危害；因为罢工不是什么密谋，也不是军事攻击，并不要求突然行动。如果全俄各地的军队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因担心斗争不可避免而惊恐不安，如果他们老是这样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所有的组织又能和大批的“非党”革命者一起日益协调地进行鼓动工作，这些军队的士气就会极度沮丧。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中有威信的杜马代表也会帮助这种同时行动获得成功。

如果整个革命的俄国都相信这场伟大的总决斗不可避免，某些孤立的、完全无益的爆发，如士兵的“暴动”和没有希望的农民起义，也许就能得到控制。

但是要重说一遍：这只有在一切有影响的组织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做到。否则就仍旧会走让革命情绪自发增长的老路。


六

我们来作一个简短的总结。

杜马的解散就是完全转向专制制度。全俄同时行动的可能性正在增长。一切局部起义汇合起来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广大居民阶层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为政权而进行的斗争——政治罢工和起义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的工作就是为全俄起义进行最广泛的鼓动，说明起义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竭尽全力使大家都认识到起义不可避免，使大家都看到举行总攻击的可能性，从而不再去进行“暴动”，举行“示威”，不再去发动简单的罢工和进行破坏，而去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进行以推翻政府为目的的斗争。

整个形势有利于这一任务的完成。无产阶级准备去领导斗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面临着严重的、艰巨的、然而是伟大的、容易收效的任务：帮助工人阶级这支全俄起义的先进部队。

这个起义将推翻专制制度而建立起真正有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立宪会议。

附言：本文是在斯维亚堡起义[167]开始以前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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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由新浪潮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这本小册子出版后不久，就遭到沙皇政府的查禁，但仍在莫斯科、彼得堡以及外地各省广泛流传。——304。



[161]1906年6月20日（7月3日），正当杜马就土地问题进行热烈辩论的时刻，沙皇政府颁布了一项通告，断然宣布现行土地关系制度不得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杜马乃着手讨论《告人民书》，企图诉诸人民。在《告人民书》即将进行最终讨论时，政府于1906年7月8日（21日）深夜封闭了塔夫利达宫，并于次日公布了秒皇1906年7月8日（21日）签署的《关于解散国家杜马和规定新选出的杜马的召集时间的诏令》。诏令说：“兹根据国家根本法（1906年版）第105条发布诏令，解散国家杜马，并定于1907年2月20日召集新杜马。”解散杜马的具体理由是杜马代表进入了“不属于他们的领域”。——304。



[162]指原第一届国家杜马成员的号召书《人民代表致人民书》。号召书是由一部分国家杜马代表于1906年7月9—10日（22—23日）在维堡市召开的会议通过的，通称《维堡宣言》。参加这次会议的杜马代表约有200人，其中多数是立宪民主党人。号召书是帕·尼·米留可夫起草的，通过前曾经会议选出的一个六人委员会（立宪民主党人费·费·科科什金和马·莫·维纳维尔，孟什维克诺·尼·饶尔丹尼亚和C．Д．贾帕里泽，劳动派伊·瓦·日尔金和C．N．邦达列夫）修订。号召书的主要内容是号召人民对沙皇政府进行“消极抵抗”，在召集新杜马以前不纳税，不出壮丁，不承认未经杜马批准而签订的债款。立宪民主党想用这些办法把群众革命运动纳入和平的轨道。到1906年9月，立宪民主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立宪民主党人就已公开反对实行“消极抵抗”，背弃了维堡宣言的号召（见注199）。



1906年7月16日（29日）沙皇政府对号召书签名者起诉。1907年12月12—18日（25—31日）圣彼得堡高等法院特别法庭审理此案，分别判处167名签名者以3个月监禁。——305。



[163]《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306。



[164]《公民》（《Гражданин》）是俄国文学政治刊物，1872—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创办人是弗·彼·美舍尔斯基公爵。原为每周出版一次或两次，1887年后改为每日出版。19世纪80年代起是靠沙皇政府供给经费的极端君主派刊物，发行份数不多，但对政府官员有影响。——306。



[165]指俄国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十月总罢工是1905—1907年革命的最重要阶段之一。莫斯科九月罢工是十月全俄总罢工的前奏，而铁路员工的罢工在促成全俄总罢工方面则起了重要作用。1905年10月6日（19日），在一些铁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决定共同举行罢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号召莫斯科铁路枢纽各线从10月7日（20日）正午起举行总罢工，全俄铁路工会中央常务局支持这一罢工。到10月17日（30日），铁路罢工已发展成为总罢工。10月11日（24日）莫斯科全市进入总罢工，彼得堡及其他工业城市也相继开始总罢工。在全俄总罢工中，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00万以上。在各大城市，工厂、交通运输部门、发电厂、邮电系统、机关、商店、学校都停止了工作。十月罢工的口号是：推翻专制制度，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召集立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十月罢工扫除了布里根杜马，迫使沙皇于10月17日（30日）颁布了允许给予“公民自由”和召开“立法”杜马的宣言。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声势，推动了农村和军队中革命斗争的展开。在十月罢工中，彼得堡及其他一些城市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总罢工持续了十多天。莫斯科的罢工于10月22日（11月4日）结束，国内其他大多数地区和铁路罢工到10月25日（11月7日）停止。十月罢工是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序幕。关于十月罢工，参看列宁《全俄政治罢工》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页）。——307。



[166]“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起义是在1905年6月14日（27日）爆发的。黑海舰队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央委员会原准备在1905年秋天发动舰队所有舰只同时起义，但是“波将金号”在单独出航进行射击演习期间过早地自发举行了起义。起义的导火线是该舰指挥官下令将带头拒绝吃用臭肉做的菜汤的水兵枪决。在起义中，水兵们杀死了最可恨的军官，但起义领导人、布尔什维克格·尼·瓦库连丘克在搏斗中牺牲。水兵们选出了以阿·尼·马秋申科为首的军舰委员会。6月14日晚，“波将金号”悬挂红旗驶到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但是敖德萨社会民主党组织联络委员会未能说服“波将金号”的船员们登岸来武装工人并与工人共同行动。该舰船员们只在6月15日（23日）向市当局和军队所在地区开了两炮。6月17日（30日），沙皇政府派来两支舰队，企图迫使“波将金号”投降，或将其击沉，但是这些军舰不肯向“波将金号”开火，而且其中的“常胜者乔治号”还转到革命方面来。6月18日（7月1日），“常胜者乔治号”上的一些军士级技术员叛变，将该舰交给了政府当局。当晚，士气沮丧的“波将金号”离开敖德萨驶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6月20日（7月3日），“波将金号”军舰委员会在那里发表了《告文明世界书》和《告欧洲各国书》，表明他们反对沙皇制度的决心。6月22日（7月5日），“波将金号”曾驶到费奥多西亚。由于始终得不到煤和食品的补给，水兵们被迫于6月25日（7月8日）在康斯坦察把军舰交给了罗马尼亚当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非常重视“波将金号”的起义。列宁曾委托米·伊·瓦西里耶夫－尤任前往领导起义，但是他没有及时赶到。——315。



[167]斯维亚堡起义于1906年7月17日（30日）深夜开始。这次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革命党人的挑动而过早地自发爆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获悉斯维亚堡可能爆发武装起义的消息后，曾于7月16日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定，试图说服群众推迟行动（见本卷第324—327页）。布尔什维克在确信自发行动已不能制止之后，便领导了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组织的两名布尔什维克阿·彼·叶梅利亚诺天少尉和叶·李·科汉斯基少尉担任起义的领导人。积极参加起义的有7个炮兵连（共有10个连）。起义者提出了推翻专制政府、给人民以自由、把土地交给农民等口号。芬兰工人曾举行罢工支持起义。起义坚持了三天，因为准备不足在7月20日（8月2日）被镇压了下去。起义参加者被交付法庭审判，43人被判处死刑，数百人被送去服苦役或被监禁。——323。







《列宁全集》第13卷


关于派代表团到斯维亚堡去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决议

（1906年7月16日〔29日〕）

根据从斯维亚堡城 
［注：为了保密起见，列宁手稿中的城名（斯维亚堡）是用代号写的。——俄文版编者注］

 得到的关于该城形势极端紧张并且可能立即爆发起义的紧急情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决议如下：

（1）立即派由某某某某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到斯维亚堡去；

（2）责成该代表团采取一切措施就地对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

（3）责成代表团说服当地的党员、革命者和民众推迟行动，但是只有在民众不至因政府逮捕已经内定的人而遭受巨大牺牲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

（4）责成该代表团在完全不能制止爆发起义的情况下最积极地领导运动，即帮助奋起斗争的群众独立地组织起来，解除反动派的武装，歼灭反动派，在经过适当的准备之后采取坚决的进攻行动，提出正确的、真正革命的、能够团结全体人民的口号。





	载于1930年联共（布）中央列宁研究院《向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328页












《列宁全集》第13卷


暴风雨之前[168]


（1906年8月21日〔9月3日〕）

自国家杜马解散以来已经有一个月了。军事起义和试图声援起义者的罢工的第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在某些地方，长官为保卫政府而采取“强化警卫”和“非常警卫”[169]以压制人民的劲头已经开始减弱。过去的这个革命阶段的意义变得日益明显。新的浪潮正在日益迫近。

俄国革命走着一条艰苦而困难的道路。在每一次高潮之后，在每一次局部胜利之后，接着便是失败、流血和专制政府对自由战士的残暴迫害。但是，在每一次“失败”之后，运动愈来愈壮阔，斗争愈来愈深入，各个阶级和集团的群众愈来愈多地卷入和参加到斗争中来。在每一次革命进攻之后，在组织战斗的民主派的事业每前进一步之后，接着便是反动派展开极端疯狂的进攻，在组织人民中的黑帮分子方面也前进一步，为生存而拼命挣扎的反革命势力更加横行无忌。但是，尽管反动派作了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力量还是在不断衰落。昨天还抱冷淡态度甚至有黑帮情绪的工人、农民和士兵，现在愈来愈多地站到革命方面来。那些曾使俄国人民轻信、忍耐、老实、顺从、容忍一切和宽恕一切的幻想和偏见，都一个接着一个地破灭和消失了。

专制制度已经千疮百孔，但是它还没有死亡。专制制度全身缠满了绷带，但是它还在勉强支撑着，还在苟延残喘，甚至血流得愈多愈残暴。以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阶级，则在利用每一次沉寂时机来积聚新的力量，以便不断给敌人新的打击，以便最后根除毒害俄国的亚洲式野蛮状态和农奴制这个万恶的脓疮。

要想克服一切怯懦，驳倒对我国革命前途所持的一切狭隘的、片面的和浅薄胆怯的观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对我国革命的过去作一总的回顾。俄国革命的历史还很短，但是它已经充分向我们证明和表明，革命阶级的力量和它们的历史创造力比沉寂时期表现出来的要大得多。革命的每一次高潮都表明，人民一直在比较隐蔽地和不声不响地积聚力量，以完成新的更高的任务，面对政治口号所作的近视的和胆怯的估计，每一次都被这些积聚起来的力量的爆发所否定。

我国革命的三个主要阶段已经很清楚地显示出来了。第一个阶段是“信任”时期，是纷纷呈交各种请求书、请愿书和申请书，诉说立宪的必要性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公布立宪宣言、法令和法律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开始实现立宪主义的时期，即国家杜马时期。起初人们恳求沙皇颁布宪法。后来人们用强力迫使沙皇郑重地承认了宪法。而现在……现在在杜马解散以后，人们根据经验确信，沙皇所赐予的、沙皇法律所承认的、沙皇官吏所实行的这个宪法，是一钱不值的。

在上述的每一个时期中，我们都看到，最初在前台出现的总是好吵闹、爱吹牛、带着小市民的狭隘性和小市民的自满、过早相信自己的“继承权”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它傲慢地教诲“小兄弟”要进行和平的斗争，要采取忠顺的反对派立场，要使人民的自由同沙皇的政权协调。而这个自由派资产阶级每次都能迷惑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右翼），使他们服从它的政治口号和政治领导。但事实上，在自由派玩弄政客手腕的喧嚣声中，革命力量却在下层壮大和成熟起来。事实上完成历史提到日程上的政治任务的，每一次都是无产者，他们引导先进的农民，走上街头，抛掉一切旧的法律和旧的限制，向世界提供直接革命斗争的新形式、新方法以及各种手段的互相配合。

请回忆一下1月9日吧。工人们是怎样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地用自己的英勇行动结束了沙皇对人民和人民对沙皇的“信任”时期！他们又怎样一下子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新的更高的阶段！但是从表面看来，1月9日是完全失败的。几千个无产者被屠杀，开始进行猖狂镇压，特列波夫暴政的乌云笼罩了俄国。

自由派又占据了前台。他们举行了盛大的代表大会，组织了相当壮观的代表团去觐见沙皇。他们双手抓住沙皇扔给他们的施舍物——布里根杜马。他们已经象见到一块肥肉的狗那样开始向革命狂吠起来，并且号召大学生们专心读书，不要过问政治。革命拥护者中的懦夫也开始说：我们到杜马中去吧，在“波将金号”装甲舰事件以后武装起义已经没有希望了，在和议达成以后群众性的战斗行动已经不可能了。

能真正完成以后的历史任务的，又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了。许诺立宪的宣言是被全俄十月罢工逼出来的。农民和士兵重新活跃起来，他们跟在工人后面追求自由和光明。短短几周的自由来到了，接着便是几周的大暴行、黑帮肆虐、极端尖锐的斗争，以及对一切拿起武器保卫从沙皇那里夺得的自由的人的空前的血腥镇压。

运动又被提到了更高的阶段，但是从表面看来又是无产阶级的完全失败。又是疯狂的镇压，监狱有人满之患，无止境的屠杀，背叛起义和革命的自由派的无耻叫嚣。

忠顺的自由派小市民们又占据了前台。他们从信任沙皇的农民的最后偏见中为自己积蓄资本。他们硬要人相信，要是民主派在选举中取得胜利，耶利哥城的城墙就要倒塌[170]。他们在杜马中居于统治地位，又开始象一群吃饱了的看家狗对待“乞丐”那样来对待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

杜马的解散是阻碍和压制革命的自由派领导权的垮台。农民从杜马学到的东西比其他一切人都多。现在农民的收获就是丢掉了那些最有害的幻想。全体人民在有了杜马的经验以后，已经与以往不同了。人们对即将面临的任务理解得更具体了，这是从大家寄以厚望的代表机关的失败中饱受痛苦的结果。杜马帮助人们更准确地估计各种力量，它至少把人民运动中的某些人集中起来了，它用事实说明了不同政党的表现，它在愈来愈多的群众面前把自由派资产者和农民的党派面貌极其鲜明地描绘出来了。

立宪民主党人被揭穿，劳动派分子团结起来——这就是杜马时期的一些最重要的收获。立宪民主党的假民主主义在杜马内部就曾经数十次地遭到痛斥，而且是遭到那些本来准备信任立宪民主党的人的痛斥。愚昧的俄国农夫已经不再是政治上的斯芬克斯了。尽管选举自由遭到种种歪曲，他们还是表现了自己，并且塑造了劳动派这个新的政治类型。从此，在革命的宣言[171]上签名的除了已经成立了数十年之久的组织和党派以外，还增加了一个只成立几周的劳动团。革命民主派因增加了这个新的组织而充实起来，这个组织当然还抱有小生产者所固有的不少幻想，但是它在目前革命中无疑表现出要同亚洲式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地主土地占有制进行无情的和群众性的斗争的倾向。

革命阶级取得了杜马的经验以后更加团结了，彼此更加接近了，更加有能力去进行总攻击了。专制制度又一次受了伤。它更加孤立了。它在它根本无力完成的任务面前更是一筹莫展了。而饥饿和失业现象却愈来愈严重。农民起义愈来愈频繁。

斯维亚堡事件和喀琅施塔得事件[172]表明了军队的情绪。一些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起义还存在着，还在不断扩大和发展着。许多黑帮分子也参加了声援起义者的罢工。先进工人们停止了这次罢工，他们是正确的，因为罢工变成了示威，而事实上摆在面前的任务是进行伟大的决斗。

先进工人们正确地估计了时局。他们迅速地改变了错误的战略行动，为未来的战斗保存了力量。他们很敏锐地理解到：与起义相联系的罢工是不可避免的，而示威性的罢工是有害的。

根据种种迹象来看，革命情绪在增长。爆发必不可免，而且有一触即发之势。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的处决，对农民的惩治和对劳动派的杜马代表的迫害，这一切只能使人们燃起仇恨之火，进一步下定决心进行战斗和聚精会神地准备战斗。同志们，鼓起更大的勇气吧，更加信任用新的经验把自己充实起来的革命阶级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吧，更多地发挥独创精神吧！根据种种迹象来看，我们正处在伟大的斗争的前夜。应当竭尽一切力量使这一斗争能够同时地、集中地进行，使这一斗争充满在伟大的俄国革命的一切伟大的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群众的英勇精神。让自由派只是为了威胁政府而胆怯地向它暗示这个未来的斗争吧，让这些目光短浅的小市民把全部“理智和感情”的力量都放在对新选举的期待上吧，——无产阶级在准备斗争，他们在同心协力、精神焕发地迎接暴风雨的到来，准备投入最激烈的战斗。胆小的立宪民主党人，这些“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藏到了悬岩下面”的“蠢笨的企鹅”的领导，已经使我们忍无可忍了。

“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173]





	载于1906年8月21日《无产者报》第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331—338页

















[168]《暴风雨之前》一文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作为社论发表于布尔什维克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第1号。——328。



[169]强化警卫和非常警卫都是沙皇俄国政府镇压革命运动的特别措施。在宣布实施强化警卫或非常警卫的地方，行政长官有特别权力颁布强制执行的决定，禁止集会（包括私人集会），查封报刊，不按法律程序进行逮捕、监禁、审判等等。1906年，俄国曾有27个省、州处于非常警卫状态之中。——328。



[170]耶利哥城的城墙就要倒塌意思是出现奇迹。据基督教圣经传说，以色列人从埃及逃归家乡迦南的途中，为耶利哥城（今埃里哈）所阻。领袖约书亚按耶和华指示的方法，命7个祭司吹着羊角绕城墙行进。到第7天，耶利哥城的城墙便在一片号角声和呐喊声中倒塌了。（《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6章）——331。



[171]指一些党派团体在1906年7月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发表的几个号召书：以国家杜马劳动团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名义发出的《告陆海军书》；由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委员会、劳动团委员会、全俄农民协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和全俄教师联合会签署的《告全国农民书》；由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委员会、劳动团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签署的《告全体人民书》。这些号召书都强调武装起义的必要性。——331。



[172]指1906年7月19日（8月1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士兵的起义。1906年春天和夏天，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一直在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1906年7月9日（2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和工人组织大部分成员被捕，使武装起义的准备受到影响，但是准备工作并未停止。7月18日（31日），斯维亚堡起义的消息传来，在喀琅施塔得积极活动的社会革命党人主张立即起义，布尔什维克鉴于起义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而表示反对。可是在劝阻群众推迟行动已不可能时，布尔什维克当即根据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把领导士兵和水兵的起义的任务担当起来。1906年7月19日（8月1日）夜24时左右，按照规定的信号，地雷连、工兵连、电雷连的士兵（1000余人）与海军第1和第2总队的水兵（约6000人）几乎同时展开了斗争。部分武装的工人（约400人）也参加了起义。但是政府通过奸细已侦知起义的日期并预先作好了镇压起义的准备，社会革命党的瓦解组织的活动也阻碍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到7月20日（8月2日）晨，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起义参加者有3000多人被捕（其中有80名非军人）。根据战地法庭判决，36人被枪决，130人服苦役，1251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于7月20日（8月2日）通过了关于举行政治总罢工来支持喀琅施塔得、斯维亚堡起义的决定。在得知起义已被镇压下去的消息后，取消了这一决定。——332。



[173]这是马·高尔基的诗《海燕之歌》（1901年）的最后一句。“蠢笨的企鹅”这一形象也出自高尔基的这首诗。——335。





《列宁全集》第13卷


论抵制

（1906年8月21日〔9月3日〕）

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把抵制国家杜马的问题重新研究一下。应该记着，我们一向是依据一定的政治形势具体提出这个问题的。例如，我们在《无产者报》（在日内瓦出版的）上就曾经写道，如果布里根杜马真能诞生，那么“甚至对布里根杜马发誓拒绝利用也是可笑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62页。——编者注］

 。至于维特杜马，在《社会民主党和国家杜马》一书（尼·列宁和费·唐恩的论文集）中尼·列宁的文章里面是这样说的：“我们必须重新实事求是地讨论策略问题。……现在的形势同那时不一样”，与布里根杜马时期不同了（见该书第2页） 
［注：同上，第12卷第150—151页。——编者注］

 。

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和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在抵制问题上的主要区别如下。机会主义者对于一切情况，都局限于运用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特殊时期搬来的一般的死板公式。我们应当利用代表机关；杜马是代表机关；所以抵制就是无政府主义，我们必须参加杜马。我们的孟什维克，特别是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见解，都总是限于这样一个幼稚简单的三段论法。孟什维克关于代表机关在革命时代的意义的决议（见《党内消息报》第2号），非常突出地表明他们的见解的这种刻板的、反历史的性质。

相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问题的核心是要仔细地估计具体的政治形势。不能片面地抄袭德国最近一个时期的死板公式来概括俄国革命时代的任务，而忘记1847—1848年的教训。光是把“无政府主义”的抵制同社会民主党参加选举二者对立起来，丝毫不能了解我国革命的进程。先生们，请学习一下俄国革命的历史吧！

这个历史证明了，抵制布里根杜马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策略，这已为后来的事变完全证实了。谁忘记这一点，谁谈论抵制而回避布里根杜马的教训（孟什维克就总是这样），谁就完全证明自己思想贫乏，没有能力说明和估计俄国革命中最重要、事变最多的一个时期。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策略既正确地估计到了革命无产阶级的情绪，又正确地估计到了那些使总爆发必然迅速到来的客观时局的特点。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二个历史教训，谈谈立宪民主党的维特杜马。现在常常可以听到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抵制这届杜马表示后悔。他们认为，单是维特杜马召集成功并且无疑间接帮助了革命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我们后悔莫及地承认抵制维特杜马是错误的。

但是这种看法是极端片面和近视的。这种看法没有考虑到维特杜马以前的时期以及在杜马存在期间和解散之后的一系列重大的事实。请回忆一下，这届杜马选举法是在12月11日，即在争取召集立宪会议的起义者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颁布的。请回忆一下，当时甚至孟什维克的《开端报》也写道：“无产阶级也会象扫除布里根杜马那样扫除维特杜马。”在这样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是不可能而且不应当不经过斗争就让沙皇去召集俄国第一届代表机关的。无产阶级当时应当进行斗争，反对拿维特杜马作担保取得借款来巩固专制制度。无产阶级当时应当进行斗争，反对立宪幻想，1906年春天立宪民主党的选举运动和农民中间的选举就是完全建筑在这种立宪幻想基础上的。当人们过分夸大杜马的意义的时候，进行上述的斗争只能采用抵制的手段。立宪幻想的流行同1906年春天人们参加选举运动和参加选举的联系紧密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从我们的孟什维克的例子中看得最清楚了。只要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怎样不顾布尔什维克的警告，竟把杜马叫作“政权”这一点就够了！另外一个例子：普列汉诺夫毫不犹豫地写道：“一旦解散杜马，政府就要跌入深渊。”当时我们反驳了普列汉诺夫，我们说，要准备把敌人推入深渊，而不要象立宪民主党人那样希望敌人自行“跌入”深渊 
［注：见本卷第148—169页。——编者注］

 。这些话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当时无产阶级应当竭尽全力来坚持自己在我国革命中的独立策略，即同觉悟的农民一起反对动摇的和叛变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而这个策略，在参加维特杜马选举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当时许多主客观条件，使参加选举的行动对于俄国绝大多数地方来说等于工人政党心照不宣地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无产阶级当时不可能而且不应当采取不彻底的、勉强臆造出来的、出于“计谋”和慌乱而制定的策略，即不知为着什么目的而参加选举的策略，不是为杜马而选举杜马的策略。当时孟什维克中间的任何一个人，甚至普列汉诺夫，也不能在报刊上号召参加杜马，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不管孟什维克怎样隐讳，怎样回避，怎样诡辩，都推翻不了这个事实。当时在报刊上没有发出过任何一个参加杜马的号召，这是事实。当时孟什维克自己也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通报上对抵制正式加以认可，而认为所争论的只是应该在那一个阶段上实行抵制，这是事实。孟什维克认为重点并不是选举杜马，而是选举本身，甚至只是选举过程，即作为为了起义、为了扫除杜马而组织力量的手段的选举过程，这是事实。然而，事变却证明在选举时进行群众性鼓动是不可能的，而只有从杜马内部才有某种可能向群众进行鼓动。

谁只要真正考虑和估计到所有这些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复杂事实，谁就会知道高加索的情形只是一种证实了常规的例外，谁就会知道，那些表示后悔的话以及用“年少气盛”来解释抵制，是对事变所作的一种最狭隘、最肤浅和最近视的估计。

现在，杜马被解散的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在1906年春天的条件下，抵制整个说来无疑是正确的策略，而且带来了益处。在当时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只有采用抵制手段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即就沙皇立宪问题向人民提出必要的警告，对立宪民主党人在选举中的招摇撞骗行为提出必要的批评，而这种警告和批评已经由杜马被解散的事实清楚地证实了。

现在举一个小的例子来说明上述的话。半立宪民主党人兼半孟什维克沃多沃佐夫先生，在1906年春天竭力主张参加选举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昨天（8月11日）他在《同志报》[174]上写道，立宪民主党人“想在没有议会的国家中做一个议会党，想在没有宪法的国家中做一个立宪党”，“激进的纲领和完全不激进的策略之间的根本矛盾，决定了立宪民主党的全部性质”。

一位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或右派普列汉诺夫分子能承认这点，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个莫大的胜利。

但是，我们虽然无条件地斥责那种胆怯而近视的表示后悔的话，斥责那种用“年少气盛”来解释抵制的愚蠢说法，我们却丝毫不想否认立宪民主党杜马所提供的一些新的教训。只有抱残守缺的学究，才会害怕公开承认和考虑这些新的教训。历史已经表明：当杜马召集起来的时候，就有可能在它内部和在它周围进行有益的鼓动；就有可能在杜马内部实行同革命农民接近而反对立宪民主党的策略。这看起来好象是奇谈怪论，但是历史的讽刺恰恰就在这里：正是立宪民主党杜马特别清楚地向群众证明，这个“反立宪民主党的”（为着简明起见，我们这样说）策略是正确的。历史毫不留情地否定了一切立宪幻想和全部“对杜马的信任”，但是历史无疑也证明了，这个机关作为进行鼓动和揭露各政党的真正“内脏”等等的讲坛，对革命是有某些益处的（尽管不是太大）。

由此就应得出如下的结论：闭眼不看现实是可笑的。现在恰恰到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不再成为抵制派的时候了。第二届杜马一旦（或者说：“如果”）召集起来，我们就不拒绝参加第二届杜马。我们不会拒绝利用这个斗争舞台，但决不夸大它那有限的意义，恰恰相反，我们将根据历史的经验，使它完全服从于另一种斗争，即采取罢工、起义等形式的斗争。我们将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我们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决定：一旦举行选举，就必须同劳动派达成几个星期的选举协议（不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就不能同心协力地进行选举运动，而“同其他政党结成”任何“联盟”也是为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绝对禁止的）。那时我们就能彻底击溃立宪民主党人。

但是这个结论还远远没有概括我们面临的任务的极端复杂性。我们故意强调“一旦举行选举”等等。我们还不知道，第二届杜马是否会召集，选举将在什么时候举行，选举法将是怎样的，那时的形势将会怎样。因此，我们结论的不足就在于它过于一般化。为了总结过去，为了估计过去的教训，为了正确提出未来的策略问题，这个结论是需要的，但是用来完成最近将来策略方面的具体任务，这个结论还非常不够。

现在只有立宪民主党人和所有“类似立宪民主党人的人”才会满足于这种结论，才会把对新杜马的渴望变成“口号”，才会向政府证明火速召开杜马是合乎愿望的等等。现在，只有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背叛革命的人，才会竭尽全力把不可避免的革命情绪和激奋心情的新高涨引到选举上来，而不引到通过总罢工和起义进行的斗争上来。

这样，我们就谈到了社会民主党现时策略问题的关键。现在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一般地讲是否参加选举。这里无论说“是”或“不”都一点没有涉及当前的根本任务。1906年8月的政治局势，从表面上看来很象1905年8月的局势，但是在这一时期内已经前进了一大步：无论是战斗双方的力量，无论是斗争的形式，无论是为实现某种战略运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所必需的某种期限，都已经明确得多了。

政府的计划是很明显的。它确定杜马召开日期，但又违法地不确定选举日期，它的盘算是完全正确的。政府不愿束缚自己的手脚，不愿摊牌。第一，它想赢得时间来考虑修改选举法。第二，——这是主要的——它暂不指定选举日期以等待时机，直到将来能够完全判明新高涨的性质及其力量的时候。政府想把新的选举正好指定在这样一个日期（也许还指定这样一种方式，即举行这样或那样一种选举），以便能够分裂和削弱正在开始的起义。政府的打算是正确的：如果今后平静无事，也许我们可以根本不召集杜马，或者也可以恢复布里根法律。但如果发生强大的运动，那就得设法分裂这个运动，那时可以临时指定选举日期，可以借这种选举诱骗某些懦夫或头脑简单的人离开直接的革命斗争。

自由派笨蛋们（见《同志报》和《言语报》）对形势全然无知，竟自行往政府所布下的罗网中钻。他们拼命“证明”必须召集杜马，最好把高涨引到选举的轨道上来。但是甚至他们也不能否认，关于最近的斗争要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还悬而未决。今天的《言语报》（8月12日）承认，“农民在秋天将说些什么……现在还不知道”。“在9—10月以前，即在农民情绪还没有完全明确地显露出来以前，很难作出什么一般的预断。”

自由派资产者的本性始终没有改变。他们不愿意也不能够积极帮助选择斗争形式，按一定的方向影响农民的情绪。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要求推翻旧政权，而只要求削弱旧政权，任命自由派内阁。

无产阶级的利益则要求完全推翻沙皇旧政权，召集有充分权力的立宪会议。它的利益要求最积极地参预影响农民的情绪，选择最坚决的斗争形式和最适当的斗争时机。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取消或模糊用革命手段即通过临时革命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的口号。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来阐明起义的条件，即把起义和罢工斗争结合起来，并为此目的而团结和准备一切革命力量等等。我们应当十分坚决地走上一切革命组织（包括劳动团在内）的“联盟”所签署的有名的号召书即《告陆海军书》和《告全体农民书》上所指示的道路。最后，我们特别应当注意使政府在任何情况下不能用指定选举日期的办法来分裂、阻止或削弱正在开始的起义。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接受立宪民主党杜马所提供的教训，即杜马选举运动是从属的次要的斗争形式，而主要的斗争形式，由于时局的客观条件，仍旧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革命运动。

自然，这样使杜马选举运动服从于主要的斗争，把它放在第二位以应付战斗失利，或者把战斗拖延到第二届杜马召集起来，——这个策略也许可以叫作旧的抵制策略。这样的名称在形式上是可以赞成的，因为所谓“准备选举”，除了始终必需的鼓动和宣传工作以外，无非是一些最琐碎的技术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很少能在选举以前老早就完成的。我们不愿意去争论字句，但实质上这是旧策略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而不是旧策略的重复；这是从过去的抵制中得出的结论，而不是过去的抵制。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应当考虑到立宪民主党杜马的经验，并使它的教训在群众中间传播。应当证明：杜马“不中用”，必须召集立宪会议，立宪民主党人动摇不定；应当要求劳动派摆脱立宪民主党人的束缚，应当支持前者反对后者。应当立即承认社会民主党必须和劳动派达成选举协议以参加将来可能举行的新的选举。要全力阻止政府实现它用指定选举日期的手段来分裂起义的计划。社会民主党必须更加坚决地维护自己那些经过考验的革命口号，应当竭尽全力使一切革命的分子和阶级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使最近将来可能出现的高潮变成反对沙皇政府的全民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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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同志报》（《Товарищ》）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年3月15日（28日）—1907年12月30日（1908年1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339。







《列宁全集》第13卷


政治危机和机会主义策略的破产

（1906年8月21日〔9月3日〕）



一


杜马的解散无疑标志了俄国革命进程中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次危机也象任何一次危机一样，一下子大大地激化了所有的政治矛盾，揭开了许多现象的内在原因，明确地向人民提出了现在刚出现的、广大群众还没有深刻认识到的任务。杜马的解散也象对过去的一整个发展时期作出总结的任何一次危机一样，不可避免地起了考验和检验这种或那种策略观点的试金石的作用。一方面，危机结束了一定的发展周期，从而使得有可能明确地断定对这种发展所作的一般评价是否正确。另一方面，危机迫使人们对一系列迫切问题作出答复，而且由于事态的迅速发展，这些答复常常可以说是当场就受到检验。

杜马的解散正是这种检验早已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出现的“两种策略”的“试金石”。在“杜马时期”，我们能够比较心平气和地在这两种策略上争论，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并不要求立即采取重大的政治步骤。杜马的解散立即提出了这种要求。“两种策略”都被提到政治危机面前接受考验。对于这种考验的结果，我们必须仔细认真地加以研究。



二


我党中央委员会掌握在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手中。现在他们必须对新的策略问题作出迅速、准确和明确的答复。他们的答复究竟是怎样的呢？

中央委员会在答复即将到来的斗争的一般性质这个基本问题时，提出这样的口号：首先“争取恢复杜马例会”。立宪民主党人响应这个口号（见《言语报》以及在《眼睛报》[175]上发表的克德林先生对记者的谈话）。社会民主党反对这个口号。中央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委员表示反对，党的圣彼得堡委员会也表示反对。于是中央委员会放弃了第一个口号，提出了第二个口号：“为了召集立宪会议，保卫杜马反对宫廷奸党。”后来，第二个口号又演变为最后一个即第三个口号：“支持杜马作为召集立宪会议的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不顾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坚持了这个口号。中央委员会在口号问题上表现出完全不知所措。

另一个问题是：建议采取哪一种斗争形式？中央委员会首先倾向于罢工示威。它希望号召立即罢工，但是在所有的革命政党和组织中只有它一个想这样做。于是中央委员会签署了起义号召书（《告陆海军书》和《告全国农民书》）。但是，中央委员会从罢工示威向罢工起义前进了一步以后，又急忙倒退一步，号召进行“局部的群众性的抗议”。

第三个根本问题是：同谁一起进行斗争？指望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哪些阶层或主要重视哪些阶层？同哪些政党或组织接近？我们看到，中央委员会是要使自己的口号和自己建议的斗争形式适合于“整个杜马”的水平，适合于立宪民主党的水平。但是，“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176]中央委员会被迫只有同革命组织一起，只有同劳动派（在杜马废墟上留下的）一起签署告军队书、告农民书和《告全体人民书》。中央委员会也象所有的孟什维克一样，在自己关于策略的论述中在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他们”是右派，“我们”（“我们”和立宪民主党人）是左派。中央委员会在要人们行动起来的策略性号召中，在自己的战斗号召书中，又在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立宪民主党人在斗争中要么退到右派，要么退到中间派的地位。“我们”——这里原来是指“我们”和劳动派，不包括立宪民主党人。“我们”——这里原来是指所有革命组织的情报协作组织，包括“劳动团委员会”，但不包括立宪民主党人。结果是：“事与愿违”。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本来满腔热情地想同立宪民主党人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但是事与愿违，因为立宪民主党人背弃了由事件发展进程所决定的战斗协议。

基本说来，杜马解散以后孟什维克策略的实际历史就是这样。这段历史已载入一些文件中。请读一读中央委员会给各党组织的“信”（第4封和第5封）以及《告陆海军书》（社会民主党党团和劳动团委员会）、《告全国农民书》（劳动团委员会、社会民主党党团、全俄农民协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全俄教师联合会）和《告全体人民书》（上述组织减去全俄农民协会、全俄铁路工会和全俄教师联合会，加上波兰社会党[177]和崩得），最后，请读一读三个中央委员的抗议书[178]（“仅供党员阅读”），这样，你们就了解了有关杜马解散后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策略的全部材料。

对孟什维克策略方针的这段实际的、人人可以看得见的历史能作出什么样的总结呢？这个总结是很清楚的，就是在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动摇不定。中央委员会在口号问题上动摇不定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什么呢？可以归结为：在确认合法立宪道路是唯一可走的道路（口号是“恢复杜马例会”）和承认或容许革命道路（口号是“召集立宪会议”；但这个口号被一定要同杜马结合的提法削弱了）之间动摇不定。这是在立宪民主党人（他们现在完全同意而且已经同意“恢复杜马例会”）和革命的农民（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一起签字号召大家为召集立宪会议而起义的劳动派、社会革命党、农民协会、铁路工会和教师联合会）之间动摇不定。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或者说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者比立宪民主党人稍微左一些，但比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却要右得多。这就是根据中央委员会在口号问题上、在斗争形式问题上以及在政党派别划分问题上的动摇所作出的总结。

在整个杜马时期，社会民主党右翼和左翼之间的策略分歧日益明显，并且日益归结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内部的分界线这个基本问题，或者说同谁一起走的问题。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竭力要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走（支持整个杜马，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相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是：使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脱离立宪民主党，使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从立宪民主党的束缚下挣脱出来，使他们为战斗的目的而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杜马的解散对杜马时期作了总结。结果是怎样的呢？结果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离开立宪民主党而向革命的民主派靠拢。只有他们的口号的某些装饰品还是立宪民主党式的。实际生活迫使他们正是在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一向指出的地方划出一条分界线来。中央委员会的口号的不彻底性和“毫无用处”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



三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央委员会的论述。这些论述在第4封《给各党组织的信》中表达得最完全（这封信没有注明日期和编号，但接着在后面发出的一封信注明是第5封信）。这封信是机会主义思想的真正出色的范例：它值得一印再印，值得编入社会主义读本和教科书，可以作为一个实例，用来说明社会民主党人不该怎样论述策略问题。

这封信的中心点是分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用写信人自己的话来表述就是：“现在政权可能转到谁的手中？”


　　信中接着写道：“目前在14000万人民的心目中，谁是或者可能是从沙皇政府手中争取过来的国家政权的当然继承者？……因为夺取国家政权的全民运动展开以后，全体人民的思想中也必然会有这样的观念：谁来取代被推翻了的政府……在运动的每一个具体时期，都必然会有某一个团体或组织在全体人民的思想中扮演这样的角色。”



　　我们着重指出了上面论述中立即可以看出完全站不住脚的地方。在夺取政权的问题上，中央委员会立即采取了小市民的唯心主义观点，而没有采取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观点。它从最广泛流行的“思想”中（在人民的“心目”中），而不是从实际的斗争条件中得出政权的“当然继承者”。它不理解：“当然继承者”不是在随便哪些人的“思想”中“扮演这样的角色”的人，而是确实能够推翻政府、确实能够夺取政权、确实能够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人。斗争的结局不取决于“全体人民的思想”，而取决于社会上的某些阶级和某些人的力量。所以说，中央委员会一下子就完全离开了问题。中央委员会不去考察实际斗争的条件，不去考察斗争在过去和现在是怎样进行的，却开始以最坏的、唯心主义的方式来投机取巧，提出关于谁“来取代被推翻了的政府”，而不是谁来推翻而且必将推翻政府的“思想”和“观念”。为了得出机会主义的结论，只好抛弃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要求研究下列问题：哪些阶级的哪些利益要求推翻政府，哪些阶级的哪些利益要求限制政府权力；哪些物质条件产生革命的斗争（“推翻”政府），哪些物质条件形成被推翻的政府同进行推翻的人在宪法基础上共存的局面。如果中央委员会没有忘记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那么它至少会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来考察一下：运动的进程本身迫使我国哪些阶级（往往不以它们的“思想”为转移，而且甚至违背它们的君主主义思想）推翻挡住它们前进道路的政权机关。20世纪俄国工农运动的历史给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提供的局部和地方推翻政权机关的例子已经够多了，它应该能够根据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根据赖德律－洛兰主义来判断完全彻底推翻中央政权的问题。

走上了错误道路的中央委员会，后来在论述这个题目时愈来愈混乱了。它开始在各种可能的“临时革命政府”组成方案中逐一进行挑拣。

中央委员会宣布，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及由劳动团和社会民主党党团组成的执行委员会都是不中用的。前者不会得到“亿万农民”的支持，后者也不会得到“很大一部分小市民、中等资产阶级、士兵、哥萨克、军官等等的支持。但是，如果认为新的国家政权可以违反所有这些人的意旨而建立起来，那将是一种最危险的错误”。

我们建议读者把这种论述的第一部分同布尔什维克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草案（见1906年3月20日《党内消息报》第2号，转载于列宁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第92页）[179]对照一下。这个草案明确列举了在十二月起义中确实起过革命政权机关的作用的组织。这个草案除了提到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外，自然还提到士兵委员会、铁路委员会、农民委员会以及高加索和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选举产生的农村机关。所以说，历史已经回答了中央委员会现在正这样无能为力地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历史已经表明，哪些阶级和哪些居民阶层能够参加起义和建立起义机关。但是，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不仅忘记了（或者是不能理解）革命的过去，而且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临时革命政府。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看到这种政府就是起义机关（而不仅仅是起义的结果，象孟什维克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草案中所错误地设想的那样；见同一个《报告》第91页或《党内消息报》第2号）。

其次，上面论述的第二部分更加错误。这一部分是运用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方法编造的：证明最温和的口号所以更为合理，是因为这个口号可以团结更多的社会成员。伯恩施坦说过：赞成社会革命的只有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而赞成社会改革的却有很多社会自由派分子；不要错误地以为违反这些人的意旨也可以建立起社会主义！成为一个主张民主社会改革的党会更好一些！孟什维克则说：主张争取我国革命真正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部分（首先是农民），而主张对旧的君主制实行自由主义的限制的却有“中等资产阶级和军官等等”。因此，让我们把自由派同沙皇的交易叫作革命的胜利，让我们用杜马来取代作为起义机关的真正革命的政府吧！

不，同志们。政治算术的计算方法要比把所有“反对派”分子简单地加在一起稍微复杂一点。把动摇的随时可能叛变的反对派加到真正进行斗争的革命分子上去，并不总能得出正数，倒是常常得出负数。本身利益迫使自己去限制君主制同时又害怕君主制垮台的那些人，永远不可能建立起强有力的和果敢的起义机关。企图用这些立宪民主党人的尺码来预先裁剪出未来的起义机关，那就象用某位瑙曼或克列孟梭的尺码来裁剪欧洲的社会革命一样。

我们的机会主义者使自己陷入多么滑稽可笑的矛盾境地！他们想同中等资产阶级和军官结成联盟，一句话，想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但是，那样就必须完全抛弃召集立宪会议的口号，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抛弃了这个口号！提出中等资产阶级和军官不能接受的召集立宪会议的口号，同时又企图把最革命的作用（推翻政府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强加在温和而忠顺的杜马身上，以此来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军官，——你们看，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弄到了多么荒谬的地步。

而说到荒谬，在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荒谬的怪论还不止这些。请看：“如果除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外，现在确实不能提出其他机构作为政权的体现者，那就可以预言：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对政府的胜利（而这种胜利必然是以军队参加这一斗争为前提的），只会导致转到‘人民方面’来的军队的军事专政。”（黑体是原有的）

请玩味一下这段荒唐的宏论吧：如果工人代表苏维埃在一部分军队帮助之下战胜了政府，那么军队这样转到“人民方面” 
［注：引号想必是表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讽刺！］

 就会导致军队的军事专政！！我不知道，甚至在立宪民主党的书刊中是否能找到这种用胜利的斗争结局来进行恫吓的例子？我不知道，甚至司徒卢威先生1905年夏天在《解放》杂志和1906年春天在《北极星》杂志[180]上猛烈攻击武装起义的思想，说这种思想似乎接近于军事专政思想时，是否说出过这样一些东西？中央委员会哪怕只是调查一下最近一年来士兵和水兵在无数次“暴动”中提出的一般要求，那它也会看到，这种要求实际上是要把等级制的军队变为人民的军队，即变为民兵。士兵和水兵不总是能够甚至常常不能够归纳自己的要求，但是难道有谁会不明白：在集会自由等等条件下，在家乡服兵役不正是等于建立民兵制吗？难道中央委员会竟这样地丧失了最起码的革命本能，以致不明白十二月党人的贵族革命性（民意党军官[181]的平民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和20世纪俄国士兵和水兵的极为民主的、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革命性之间的区别？难道中央委员会从来没有清楚地看到军官在民意党时代，在士兵群众几乎对一切麻木不仁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革命性和他们在目前，在这些普普通通的士兵群众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运动时所表现出的反动性这两者之间根本的区别吗？认为目前的俄国士兵或水兵在同政府进行的斗争中转到工人代表苏维埃方面来就可能是转向军事专政，认为防止军事专政的办法就是用“拥护杜马”这个温和的口号去争取军官——这样考虑不是丧失了辨别现实的任何能力，就是比司徒卢威先生之流向右走得更远！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想通过争取军官的办法来防止俄国士兵追求军事专政，——请看机会主义者把我们引到了什么地步。

中央委员会试图用以下的理由来继续为自己的不可救药的立场辩护：不必硬找一个新政府来，因为杜马还在，或者说杜马遗留下来的人还在，他们“可以宣布自己是国家杜马”，而“搞不清楚成文宪法的各种微妙含义的民众的头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国家杜马就是权力机关……如果说拒绝服从沙皇政府的军队能够为一个新政府服务的话，那么这个新政府就是国家杜马”。

妙极了！如果明天“民众的头脑”认为另一个合法机关是“政权”，那么我们也就有义务传播这种偏见，——这可真是对革命政党的任务的一种非常好的理解。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毕竟应当懂得：政权必须用强力，用斗争，用起义来夺取。立宪民主党人准备这样做吗？如果准备这样做，我们欢迎之至，在斗争中我们不拒绝任何同盟者。但是，如果不准备这样做，如果立宪民主党人甚至害怕直接号召起义（只要号召者有诚意，这种号召毕竟是行动的第一步，在整个杜马中只有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做到了这一步），那么所有关于杜马是“能够召集立宪会议的权力机关”的议论只能是一种有害的马尼洛夫精神[182]，只能是对人民的一种欺骗。

中央委员会为那些甚至害怕维堡宣言的立宪民主党人辩护说，如果是在另一种气氛下，杜马遗留下来的人的活动也会不同。是的，的确如此，他们的活动也会不同。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那就是我们应当竭力创造另一种气氛。怎样竭力创造呢？那就要使能够进行斗争的人具有革命意识，使他们的意识高于立宪民主党的水平，高于立宪民主党的口号。而你们以没有革命气氛为理由来为立宪民主党的怯懦辩护，同时又用立宪民主党的口号代替革命的口号，以此来损害这种气氛！


四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著名的第4封信中得出的实际结论是：“必须立刻在各地组织局部的群众性抗议。”其目的，我们一字不差地引述如下：“创造准备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斗的气氛……”不是准备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斗，而是创造准备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斗的气氛！……

我们党已经以不常有的一致意见斥责和否决了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口号。中央委员会为“局部的群众性抗议”而开展的运动已经失败了。在内战空前紧张的情势下进行示威和组织抗议，其荒谬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本报这一号上发表的许多党委会和党代表会议的决议[183]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口号及其在杜马解散后的全部政策引起了多么大的愤慨。因此，我们不想多费口舌来驳斥已被实际生活所驳倒并被党所否决的中央委员会的口号。只需要指出两点：第一，中央委员会的错误的原则意义；第二，中央委员会在第5封信中企图摆脱它所陷入的那种非常难堪的境地的笨拙做法。

从原则上来说，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在于它完全不理解罢工示威和罢工起义之间的区别。在十二月起义以后还这样不理解是完全不能原谅的。只有注意到中央委员会在任何一封信中从来没有直接提到过武装起义这一点，才能说明它为什么不理解。回避直接提出起义问题——这就是我们的机会主义者从他们的整个立场中必然产生的、长期以来一贯的意图。这种意图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中央委员会只是顽固地谈论罢工示威，而绝口不谈罢工起义。

中央委员会采取这样的立场，就不能不落在所有其他革命政党和组织的后面。可以说，除了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以外，所有的人都认识到提出起义问题的必然性。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全俄铁路工会就对这个问题特别注意（见我们今天在本报上发表的全俄铁路工会的决议及其常务局的报告）[184]。从某些革命组织签署的一系列号召书（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号召书：《告陆海军书》、《告全国农民书》等等）中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看来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违背自己的信念签署这些号召书的！

其实，在这些号召书上签字而没有看出罢工示威和罢工起义之间的区别，简直是不可能的。中央委员会的矛盾的行为及其随风转舵的表现是一目了然的：它在自己写的东西（第4封信和第5封信）中没有一句话提到起义。但它同其他革命组织在一起时，又签字号召起义！当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不可避免地歪到立宪民主党的立场上去，花费全部力量去构想立宪民主党人能够接受或看来能够接受的口号。当同其他革命组织并肩行进的时候，它就“振作起来”，羞于提出它那些立宪民主党式的口号，表现得很体面。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落到这种不光彩的境地。所有的人都看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这样被人牵着鼻子走，它第一次落在后面。我们的责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的责任，就是无论如何要尽快地使这种情况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不能理解七月（最近的）罢工失败的原因，也完全应当归咎于上述那个原则错误。任何人都可能在确定斗争时机时犯错误。我们完全不想为此责备中央委员会。但是，在行动的性质上犯错误，不顾同中央委员会一起签署起义号召的许多组织的警告而犯错误，这是不能原谅的。

中央委员会在第5封信中对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无谓的批驳（仅仅证明劳动派的代表比社会革命党人说得更彻底，——可是，这一切有什么意思，谁又会对这些发生兴趣呢？），并且对于偏偏是觉悟的先进工人不响应七月罢工的号召感到大惑不解。落后工人响应了号召，而先进工人却不响应！因此中央委员会感到愤慨，气愤，几乎要破口大骂了。

然而，如果中央委员会不是采取了根本错误的立场，不是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原则上发生分歧，那么它就很容易理解问题的所在。落后工人可能还不了解罢工示威和罢工起义之间的区别，但是先进工人却非常了解这种区别。当有希望能够支持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的起义时（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宣布全民罢工是合乎道理的。但是，这当然会是（而且确实是）不以抗议解散杜马为目的（象中央委员会所设想的那样），而以声援起义者，以扩大起义为目的的罢工。

可是，一两天以后就完全清楚了：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的起义这一次已被镇压下去了。为声援起义者而举行罢工已经不适当了，而先进工人始终不愿意举行罢工抗议，罢工示威。先进工人始终非常明确而坚决地说（只有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居然能够不知道这一点或不理解这一点），他们将投入一场总决战，但绝对不举行示威性的罢工。

所以，七月罢工的失败，可以说已经使得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的策略不再为害。罢工示威的思想完完全全破产了。“局部的群众性抗议”的口号也完完全全破产了。

但是，凡是稍微了解一些俄国大的中心城市的工人情绪的人，仔细考察现在农民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都非常清楚：罢工起义的思想，准备起义的口号，不仅没有失去意义，不仅没有逊色，反而在各地成熟起来，加强起来。



五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对孟什维克在杜马解散后的关键时刻的策略所作的简略分析。

在杜马时期，孟什维克始终宣传支持整个杜马，支持立宪民主党（以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为借口）。布尔什维克竭力使劳动派离开立宪民主党，支持成立“杜马左派集团执行委员会”的主张。

现在，在杜马解散以后，究竟谁的策略被证实是正确的呢？同立宪民主党人在一起只做到了发表一篇怯懦的维堡宣言。立宪民主党作为党并不支持这个宣言，它既不参与在党内宣传这个宣言，也不参与继续进行这类工作。连我们的孟什维克也立即承认了这个宣言有不足之处。在怯懦的维堡宣言发表以后，紧接着发表了其他比较明确、比较大胆的号召书。在一些前杜马代表个人进行联合以后，两个杜马集团的一些“委员会”紧接着也联合起来了，这两个集团签署过许多号召书，参加过许多次革命会议和加入过革命军事委员会。

这两个集团，作为集团，作为集体，在杜马垮台以后还完整无恙，在失去脚下的“立宪”基础以后并没有丧失自持力；这究竟是哪两个集团呢？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布尔什维克支持成立“左派集团执行委员会”的主张，并为此进行宣传，结果这个委员会成立了。劳动团组成了一个同农民有新的联系的新的革命组织，而立宪民主党却在政治上已经死亡——恰恰象布尔什维克预言的那样，他们曾经强调指出：“蛆虫总是寄生在尸体上而不会寄生在活人身上。”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07页。——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同劳动派、社会革命党等等达成战斗协议已经成为事实，上面列举的文告已经证明了这个事实。当然，我们失去了许多东西，那只是因为我们从事这项工作已经晚了，没有较早考虑这一点，没有象布尔什维克早在向统一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中就建议过的那样去逐步准备基础。

Volentem　ducunt　fata，nolentem　trahunt，——用俄国话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是：觉悟的政治家走在事变的前面，不觉悟的被事变拖着走。布尔什维克几个月以来（甚至一年以来）一直坚决认为，同革命的民主派达成战斗协议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同先进农民在战斗中紧密联系极为重要。杜马的解散迫使我们走上这条道路。而孟什维克，正如我们在分析中央委员会策略的所有细节时所指出的那样，是没有准备的，他们是在违反他们的意愿和意识的情况下被事变的“突然”转变“牵着走的”。

就拿起义问题来说吧。孟什维克尽力“托词拒绝”起义。他们甚至在统一代表大会上通过一项反对武装起义的决议。他们现在在第4封和第5封“信”中又绝口不谈起义。这两封信是中央委员会自己写的，其他革命组织并没有指点。但是，当中央委员会同这些组织一起，按照他们的指点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了直接而坚决的起义号召。这时口号也是革命的。这时不仅只字不提恢复杜马例会，甚至连通过杜马召开立宪会议也不提了。相反，这时我们读到了这样的话（《告全体人民书》）：“不要没有权力的杜马，而要以……选举制为基础的有充分权力的立宪会议，这就是人民必须提出的目标。不应当让沙皇的大臣们，而应当让依靠革命人民的政权来召开这个会议。”（黑体是我们用的）当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同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如劳动团委员会和波兰社会党一起时，它说的话多么有力！

最后，谈一谈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一年半以来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我们的孟什维克一直在说明，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革命者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不能容许的，提出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是布朗基主义，雅各宾主义，是罪大恶极。

结果怎样呢？杜马被解散，中央委员会恰恰不得不提出这个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由谁组成这个政府的问题。它对这个问题的毫无准备一下子就显露出来了，因为它甚至不懂得临时革命政府就是起义机关。中央委员会建议宣布杜马遗留下来的人——社会民主党人、劳动派和一部分立宪民主党人为临时革命政府。但是，同志们请看一看，这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事实上是你们在建议社会党人同资产阶级革命者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而你们这样做却没有考虑社会民主党人在劳动派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中间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唉，真遗憾！关于不容许社会民主党人同资产阶级革命者一起参加临时政府的学究式的空谈，一接触到实际就被完全粉碎了。中央委员会企图用牵强附会的方法歪曲引用马克思的话来为这个错误的决定辩护，但是所有这些牵强附会的说法象烟一样消失了。不仅如此，除了资产阶级革命者（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波兰社会党人以及农民协会、铁路工会和教师联合会中的一部分人）以外，我们的“严格的”冒牌马克思主义者还千方百计地把资产阶级妥协分子（立宪民主党人）拉进未来的临时政府！

的确，很难设想机会主义策略的破产有比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在杜马解散后所遭到的更彻底的了。趁现在还不迟，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党从这个泥潭中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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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3卷


谈最近的事件

（1906年8月21日〔9月3日〕）

华沙和波兰其他城市的“流血日”[185]，谋刺斯托雷平事件，刺杀米恩事件[186]，——这一切引起了对“游击行动”（我们用了这个在党内已经通用并被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所确认了的用语）问题的普遍关注。

编辑部打算在最近发表一篇或几篇文章，来详细地尽量全面地分析一下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1—12页。——编者注］

 。为了使我们的读者不致对我们的看法毫无所知，我们暂时只作以下一些简短的说明，这些看法，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详细地加以发挥，并更准确地加以论述。

第一个意见。极端手段一点没有好处，任何一个社会党人丝毫不应当怀疑在组织游击行动时必须考虑广大群众的情绪。因此，我们认为非常需要考虑熟悉华沙工作条件和那里群众情绪的崩得（似乎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也是一致的）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波兰社会党“做得太过分了”。波兰社会党是否做得太过分，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我们没有资格来解答这个问题。做得太过分，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应该的，但是，根据个别一些“做得太过分的”事件就下结论说某种斗争形式不好，那也是不对的。

总的说来，我们认为杜马解散以后，俄国的游击斗争加强起来是好事。我们觉得，同政府的暴虐者进行歼灭性的和无情的游击斗争是及时的、适当的。

第二个意见。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在第4封“信”（给各党组织的信）的附注中声明：“不言而喻，所谓的‘游击’战斗行动仍旧是党所反对的。”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的，是非常错误的。

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但是无论如何不服从违反代表大会决议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谁愿意认真地读一读以《关于游击活动》为标题的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他就很容易看到，我们党反对某一种游击活动，但承认另一种游击活动，并且建议采取第三种游击活动。

党完全反对剥夺私有财产。党不反对剥夺官家财产，但是对此规定了特别严格的条件（“在当地已成立革命政权机关的情况下”等等）。

其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承认不剥夺财产的游击活动，即承认“恐怖手段”，承认以杀死敌人为目的的游击活动。这一点在决议结论部分一开头已经说得很清楚，很明确：


　　“代表大会决定：（1）除了〈黑体都是我们用的〉为未来的起义准备革命力量（主要是组织工人群众）以外，代表大会认为针对政府的恐怖手段和黑帮分子的暴行进行积极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必须……”（下面是禁止盗窃，禁止夺取私有财产等等）



　　我们摘录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是非常明确的。“除了”在群众中进行工作以外，还承认要同暴虐者进行“积极斗争”，也就是说，无疑要通过“游击活动”来杀死他们。决议对这第二种游击活动（杀死暴虐者）只作了如下的限制：“避免侵犯和平公民的私有财产，但下列情况例外〈请注意！〉，即这种侵犯是在同政府作斗争时无意中造成的，或者是出于紧急斗争的需要（例如修筑街垒）。”

因此，当紧急斗争要求这样做时，也容许侵犯私有财产，例如夺取马车等等来修筑街垒。代表大会指出，当不存在紧急斗争时，那就要避免侵犯“和平”公民的人身安全，但是代表大会又立即指出一种例外，即如果侵犯人身安全是在同政府作斗争时“无意中”造成的，代表大会不归罪于游击活动的参加者。

最后，代表大会明确建议党采取另一种游击活动，它不附加任何条件和限制地作出如下决定：“利用一切可能出现的机会夺取属于政府的武器和弹药。”

例如：巡警握有属于政府的武器。这就“可能出现机会……”

第三个意见。我们建议我们党所有的大量的战斗小组不再无所作为，要采取一系列的游击活动，要严格遵照代表大会的决定，即不对财产进行任何剥夺，尽量少“侵犯”和平公民的“人身安全”，而尽量多侵犯密探、积极活动的黑帮分子以及警察、军队、海军的长官等等的人身安全，“利用一切可能出现的机会夺取属于政府的武器和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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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指1906年8月2日（15日）在波兰华沙、罗兹、拉多姆、普沃茨克和其他城市发生的袭击警察局的事件。这些事件是波兰社会党在举行起义的必要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策划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坚决反对波兰社会党的这种策略。关于这一天波兰发生的事件的报导载于1906年9月8日《无产者报》第3号。这一号报纸还刊登了列宁写的编辑部短评《关于波兰社会党的游击行动》（见本卷第388页）。——361。



[186]谋刺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一事是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06年8月12日（25日）干的。他们用炸弹炸毁了斯托雷平的别墅，炸死炸伤数人，但斯托雷平本人未被炸着。



领导镇压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的格·亚·米恩将军于1906年8月13日（26日）被社会革命党人季·瓦·科诺普良尼科娃刺死。——361。







《列宁全集》第13卷


关于“工人代表大会”

（1906年8月21日〔9月3日〕）

《同志报》登载了一篇短评，说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鼓动召开“工人代表大会”[187]。我们也得到消息说，孟什维克确实在进行这样的鼓动。我们认为，党有责任要求公开讨论这类问题。难道一些最出名的孟什维克应当瞒着党来鼓动召开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吗？如果阿克雪里罗得没有机会发表和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们可以让他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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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1905年夏首次提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召开各种工人组织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专门就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实质上要导致以长期性的非党工人组织代替社会民主党，而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党的瓦解，并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8页）。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有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对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思想的批判，见《革命界的小市民习气》、《孟什维主义的危机》、《知识分子斗士反对知识分子的统治》、《气得晕头转向（关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等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14、15卷）。——364。





《列宁全集》第13卷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1906年8月29日〔9月11日〕）

《1905年12月的莫斯科》（1906年莫斯科版）一书[188]的问世，是再及时不过了。吸取十二月起义的经验，是工人政党的迫切任务。可惜的是，就象一桶蜜里掺了一勺焦油，这本书材料十分令人感兴趣（尽管不完备），但是结论却作得非常草率，非常庸俗。关于这些结论，我们以后专门来讲 
［注：见本卷第383—387页。——编者注］

 ，现在只谈一谈目前最迫切的政治问题，谈谈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莫斯科十二月运动的主要斗争形式是和平的罢工和示威。绝大多数工人群众积极参加的只是这两种形式的斗争。然而，正是莫斯科十二月行动清楚地表明，总罢工作为独立的和主要的斗争形式已经过时，运动正以不可遏止的自发力量冲破这种狭隘的框子，产生起义这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一切革命政党，莫斯科的一切工会，在宣布罢工时就已经意识到，甚至感觉到，罢工必然会变成起义。12月6日，工人代表苏维埃曾作出决定，“要努力使罢工变成武装起义”。但是，事实上一切组织对这件事都没有准备好，甚至战斗队联合委员会[189]谈到（12月9日！）起义时也好象是在谈什么遥远的事情，因此巷战发生时它当然毫无所知，没有参加。各个组织都没有能够跟上运动的发展和规模。

罢工发展为起义，首先是由10月以后形成的客观条件促成的。举行总罢工已经不能使政府措手不及了，政府已经把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反革命势力组织起来了。无论10月以后的俄国革命的总的进程或莫斯科12月期间一系列事件的发展，都惊人地证实了马克思的一个深刻原理：革命向前进展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也就是说，革命迫使敌人采取愈来愈极端的防御手段，因而它自己也在掌握愈来愈强有力的进攻手段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1页。——编者注］

 。

12月7日和8日这两天，群众举行了和平罢工、和平示威。8日晚上，阿克瓦留姆花园被包围[190]。9日白天，龙骑兵在斯特拉斯特纳亚广场屠杀群众，晚上菲德列尔学校被捣毁[191]。民情鼎沸。街上无组织的人群完全是自发地但又犹犹豫豫地在构筑第一批街垒。

10日，开始向街垒和街上的人群进行炮击。构筑街垒已经不再犹豫不决了，已经不是个别的情况，而是大批地在构筑。全城的民众都涌上街头；全城的主要中心地区都布满了街垒。战斗队员同军队进行了好几天顽强的游击战，这种游击战使军队疲惫不堪，杜巴索夫不得不乞求援兵。直到12月15日，政府军队才完全占优势，17日谢苗诺夫团才把普列斯尼亚区这个最后的起义据点攻破。

由罢工和示威进而构筑个别街垒。由构筑个别街垒进而构筑大批街垒并同军队进行巷战。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斗争走到了各种组织的前面，由罢工发展成了起义。这是俄国革命在1905年12月取得的最伟大的历史成果，这个成果也同从前的一切成果一样，是用极大的牺牲作代价换来的。运动从政治总罢工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它迫使反动派采取极端的抵抗手段，因而使革命也采取极端的进攻手段的时机大大提前到来。反动派炮击街垒、房屋和街上的人群以后，已经再也无路可走了。革命则除了组织莫斯科的战斗队以外，还有别的道路可走，无论在广度或深度方面都有很多很多的道路可走。革命从十二月事件以后又大大前进了。革命危机的基础已经更加广阔得多，这时刀锋必须磨得更加锐利了。

无产阶级比他们的领导者更快地感觉到了要求由罢工转为起义的客观斗争条件的变化。这时也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实践走到了理论的前面。和平的罢工和示威很快就不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了，工人们问道：下一步怎么办？他们要求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构筑街垒的指示下达到各区很迟，当时中心地区已经在构筑街垒了。工人成群结队地在干这件事，但是他们对此还不满足，他们又问道：下一步又怎么办？他们要求积极行动。我们这些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在十二月事件中，很象一个这样的将领，他把自己的兵力部署得非常荒谬，以致他指挥的大部分队伍都没有能积极参加战斗。工人群众曾经想方设法要得到关于采取积极的群众性行动的指示，可是没有得到。

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的那个得到一切机会主义者支持的观点是再近视不过的了。他认为，本来就用不着举行那次不合时宜的罢工，“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富于进攻精神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不能单靠和平罢工，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因此现在我们也就应当公开地大声承认举行政治罢工是不够的了，应当在最广大的群众中鼓动武装起义，而不要用任何“预备阶段”来掩盖这个问题，一点也不要模糊这个问题。向群众隐瞒必须进行你死我活的流血的歼灭性的战争这个未来行动的直接任务，就是既欺骗自己，又欺骗人民。

十二月事件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如此。另一个教训是关于起义的性质、起义的方式、军队转变到人民方面来的条件。在我们党的右翼中，对这种转变有一种很流行的极其片面的看法。说什么同现代军队进行斗争是不行的，需要使军队成为革命的军队。当然，假使革命不成为群众性的，假使革命没有波及军队，那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严重的斗争。当然，对军队进行工作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军队的这种转变设想成一种什么简单的、一蹴而就的事，它是说服和自觉的结果。莫斯科起义清楚地向我们指出了这种看法的呆板和僵化。其实，在一切真正的人民运动中，军队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一到革命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就会引起真正的争夺军队的斗争。莫斯科起义向我们表明的正是反动派和革命力量之间为争取军队而进行的最激烈最残酷的斗争。杜巴索夫自己说过，在莫斯科15000人的军队中，只有5000人是可靠的。政府为了控制动摇分子而无所不用其极：说服他们，诱惑他们，用发给表和钱等等收买他们，用伏特加灌醉他们，欺骗他们，威吓他们，把他们禁闭在营房里，解除他们的武装，通过告密和暴力把那些被认为最不可靠的士兵从他们里面抓出来。所以，我们应该有勇气直截了当地公开承认，我们在这方面落在政府的后面了。我们未能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力量，来积极、大胆、机智、主动地争取动摇的军队，而政府却这样做了，并且取得了成效。我们已经着手在思想上“影响”军队，而且今后还要更加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在起义的时刻还需要进行实际具体的斗争来争取军队，那我们就会成为可怜的书呆子。

莫斯科的无产阶级在十二月的日子里给了我们从思想上“影响”军队的卓越教训。例如，12月8日在斯特拉斯特纳亚广场上，有一大群人把哥萨克军队团团围住，同军队混合在一起，同他们联欢，结果使他们撤回去了。还有一个例子，10日那天在普列斯尼亚区，在上万人的人群中，有两个青年女工打着红旗向哥萨克军队迎面走去，她们大声喊道：“打死我们吧！我们宁死也不交出旗帜！”这时哥萨克军队不知所措，只好在人群高呼“哥萨克万岁！”声中疾驰而去。这些英勇无畏的范例，应该永远铭记在无产阶级的心里。

但是，请看看我们落后于杜巴索夫的例子吧。12月9日，有些士兵唱着马赛曲沿着谢尔普霍夫街行进，去同起义者会合。工人们派代表去会见他们。这时马拉霍夫也亲自骑马拼命向他们那里疾驰。工人们来迟了，而马拉霍夫却及时赶到了。他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把那些士兵说得动摇了，随后又用龙骑兵包围了他们，把他们送回营房禁闭起来。马拉霍夫及时赶到了，而我们却没有及时赶到，虽然在两天之内已经有15万人响应了我们的号召，他们本来能够并且应当在街道上组织巡逻的。马拉霍夫用龙骑兵包围了士兵，而我们却没有用掷弹队包围马拉霍夫们。我们当时能够而且应当做到这一点，何况社会民主党的报刊早已（旧《火星报》[192]）指出，在起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毫不留情地消灭民政长官和军事长官。显然，在涅斯维日兵营前，在克鲁季茨基兵营前，在无产阶级试图让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团“撤走”时，在派代表到亚历山德罗夫工兵队去时，在派往莫斯科的罗斯托夫炮兵中途撤回去时，在解除科洛姆纳工兵的武装时，等等，都曾大致重复过谢尔普霍夫街发生的情况。我们在起义的时刻，没有能够很好地完成争取动摇的军队的任务。

十二月事件还明显地证实了马克思的另一个深刻的、被机会主义者遗忘了的原理。马克思写道，起义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的主要准则就是要万分勇敢，一往直前地坚决进攻。[193]我们没有充分领会这一真理。我们自己没有充分学习这种艺术，学习这个无论如何都要实行进攻的准则，也没有把它教给群众。现在，我们应当竭力弥补我们的缺陷。仅仅根据人们对政治口号的态度来划分派别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人们对武装起义的态度来划分派别。谁反对武装起义，谁不为武装起义作准备，就应该毫不留情地把他从革命队伍中驱逐出去，驱逐到革命敌人那里去，驱逐到叛徒或懦夫那里去，因为事态发展的力量和斗争局势将迫使我们按照这一标志来分清敌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们应该鼓吹的不是消极情绪，不是单纯的“等待”军队“倒戈”；不，我们应当大声疾呼：必须拿起武器，大胆地进攻和出击，同时必须消灭敌方的长官，为争取动摇的军队进行最果敢的斗争。

莫斯科起义给我们的第三个伟大教训，是关于起义的战术和起义力量的组织。战术是由军事技术水平决定的，——这个真理，恩格斯曾反复向马克思主义者作过通俗而详尽的解释[194]。现在，军事技术已经不是19世纪中叶那样的了。用人群抵挡大炮，用左轮手枪防守街垒，是愚蠢的。考茨基说得对，他说，在莫斯科起义以后，应该重新审查一下恩格斯的结论了，因为莫斯科起义推出了“新的街垒战术”[195]。这个战术就是游击战争的战术。这种战术所要求的组织，是一些机动的、人数很少的队伍，可以由十人、三人甚至两人组成。现在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一听到什么五人小组或三人小组，就嘻嘻一笑。但是，这种嘻嘻一笑，不过是回避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巷战所提出的战术和组织的新问题的一种最廉价的办法。先生们，你们仔细读一读关于莫斯科起义的记述，就会明白“五人小组”和“新的街垒战术”问题有什么联系了。

莫斯科起义推出了这个新战术，但是远没有加以发展，远没有在多少广泛一些的、真正群众性的范围内加以运用。当时战斗队员太少，工人群众没有接到大胆出击的口号，也没有实行这个口号，游击队的性质还过于千篇一律，它们的武器和它们的活动方法还不够多，它们领导群众的本领几乎没有发挥出来。我们应当弥补这一切缺陷，而且只要我们学习莫斯科的经验，把这一经验推广到群众中去，鼓励群众自己发挥创造精神，去进一步发展这个经验，我们就一定能够弥补这一切缺陷。而俄国各地在十二月事件以后几乎不断发生的游击战争和群众性的恐怖行动，一定会有助于教会群众在起义时采取正确的战术。社会民主党应当承认并且在自己的战术中采取这种群众性的恐怖行动，当然要加以组织，加以监督，使它服从工人运动和总的革命斗争的利益和条件，要毫不留情地消灭和铲除败坏这种游击战争的“游民”行为。莫斯科人在起义的日子里，拉脱维亚人在著名的拉脱维亚共和国的日子里就曾非常高明地、无情地惩罚过这种行为[196]。

最近时期军事技术又有了新的进步。在对日战争中出现了手榴弹。兵工厂已制造自动步枪出售了。这两种武器都已开始成功地在俄国革命中采用，但还远远没有被广泛采用。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利用日益完善的技术，教会工人队大批制造炸弹，帮助工人队和我们的战斗队储存炸药、导火管和自动步枪。如果工人群众参加城市起义，如果向敌人大规模出击，如果进行坚决巧妙的斗争来争取那些自从杜马解散以后，自从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事件以后愈发动摇的军队，如果保证农村参加总的斗争，在下次全俄武装起义中胜利就一定会属于我们！

让我们吸取俄国革命伟大事件中的教训，更广泛地开展我们的工作，更勇敢地提出我们的任务吧！我们的工作是以正确估计当前各阶级的利益和全民发展的需要为基础的。围绕推翻沙皇政权、由革命政府召集立宪会议这一口号，我们正在团结并将继续团结愈来愈多的无产阶级群众、农民和军队。提高群众的觉悟，现在也同过去任何时候一样，仍然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和主要内容。然而不要忘记，除了这个一般的、经常的、基本的任务以外，俄国当前所处的局势还加上了一些特殊的专门的任务。我们不要作书呆子和庸人，我们不要用一些关于我们在任何条件下和任何时候都有永远不变的责任的空洞借口，来推脱当前的这些特殊任务，推脱当前这种斗争形式的专门任务。

我们要记住，伟大的群众性的斗争就要到来了。这将是武装起义。它应当尽可能同时发动。群众应当知道，他们是在投入一场武装的、流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应当在群众中发扬视死如归的精神，以确保斗争的胜利。向敌人进攻应当是最果敢的；应当成为群众口号的是出击，而不是防守，他们的任务就是毫不留情地消灭敌人；进行斗争的组织应当是机动的灵活的；要把军队中的动摇分子卷到积极的斗争中来。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履行它在这一伟大斗争中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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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上的动摇

（1906年8月29日〔9月11日〕）

普列汉诺夫的《日志》第6期，我们已经收到了。它一共有12页，是在日内瓦出版的。使我们感到惊喜的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这回竟例外地没有赞扬普列汉诺夫。当我们在自由派的报纸上读到关于《日志》第6期出版的消息，而没有看到通常那些赞许的引文时，我们想也许是杜马的被驱散把普列汉诺夫同志的乐观主义也驱散了吧。

果然，普列汉诺夫同志在《日志》第6期上，抛弃了他（和拉赫美托夫同志一起）在杜马时期所采取的孟什维克极右翼的立场。他仍然根本反对孟什维克用加上“通过杜马”、“拥护杜马”等等字样来削弱“争取召集立宪会议”这个革命口号的意图。普列汉诺夫正确地指出，口号只能是召集立宪会议，并且正确地批评了维堡宣言没有提出这个口号。普列汉诺夫也仍然根本反对孟什维克一定要把“行动”同杜马联系起来的意图，即使是局部的而不是总的行动，即使是刻不容缓和没有准备的而不是比较迟缓的和比较成熟的行动。最后，普列汉诺夫这回不但没有拿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来迁就立宪民主党的口号，不但没有把立宪民主党同一般资产阶级民主派等同看待，反而直接地公开地批评了立宪民主党人的不彻底性（怪不得立宪民主党的报纸闭口不谈普列汉诺夫了！），并且极其坚决地拿“劳动”农民同他们对立起来。

这一切都使我们非常高兴。但令人失望的是，普列汉诺夫在策略上有许多地方还讲得不透彻，在策略上还有一些动摇。

普列汉诺夫正确地谴责了维堡宣言的起草人“只限于”号召人民拒绝纳税和服兵役，谴责他们竭力保持合法性的做法。他说：应该说，“准备吧，时候就要到了”。应该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口号。

但是，拒绝纳税等等是一种斗争手段。召集立宪会议是斗争的最近目的。在谴责立宪民主党人力图只限于一种手段时，应该指出其他手段，分析使用这些手段的条件、它们的意义等等。象普列汉诺夫那样，借口“每天的麻烦事已经够操心的了”来回避这个问题，是不正确的。社会民主党不仅应该领导无产阶级提出正确的口号，而且应该领导无产阶级选择最果断最适当的斗争手段。俄国革命的经验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材料，向我们说明随着斗争任务的扩展，随着参加斗争的人数的增加，斗争的手段、方式和方法也在改变，变得更果断，更富有进攻性了。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对于象政治罢工、武装起义等等各种斗争手段的问题，不应该避而不谈，而应当特别仔细地加以研究。这是当务之急，先进工人要求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是完全正当的。

普列汉诺夫在剖析各个阶级对于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利害关系问题时，对三个阶级之间的区别作了分析。（1）关于无产阶级，他确认它的阶级利益是同全民的利益完全一致的。（2）关于“劳动农民”，他指出他们的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同全民利益不一致，但是他强调指出“他们的阶级利益”要求召集立宪会议。（3）关于“立宪民主党所代表的那些阶层”，普列汉诺夫承认：它们的“阶级利益”将迫使它们对召集立宪会议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它们对于斯托雷平先生们的行动的“容忍”、对于失掉地主土地而得不到任何补偿的担心等等将会证明这一点。所以普列汉诺夫声明，“他不想预言”是立宪民主党人的阶级利益会胜过全民利益，还是相反。

预言说的是将来的事情，而立宪民主党人拒绝召集立宪会议的口号，拒绝用革命斗争来争取召集立宪会议，这却是当前的现实。回避这一点，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如果不想回避这一点，那显然必须承认：“无产阶级应当同觉悟的劳动农民一起反对不可靠的、动摇的立宪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已经紧紧靠近了这个从他现在对问题的提法必然得出的策略方针。

他写道：“参加这次运动〈争取召集立宪会议〉的一切党派，应当立即达成协议，以便在这件事情上互相协助。”说得对！但这都是些什么政党呢？是一些比立宪民主党左的、应当叫作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因为召集立宪会议这个口号是革命口号，它不同于立宪民主党的“尽速成立新杜马”这个“忠顺的”反对党口号）。所以，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同革命民主派的政党达成战斗协议。

这正是我们一贯主张的。现在只是希望普列汉诺夫今后能够彻底贯彻这个观点。要想彻底贯彻这个观点，就必须承认达成这种战斗协议的条件，就是不仅要承认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召集立宪会议），而且要承认我们的运动已经发展到可以采用而且在争取召集立宪会议的斗争中必将采用的革命斗争手段，也就是说，要承认全民起义。其次，为了真正说明争取召集立宪会议的口号，而不只是重复这个口号，必须提出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普列汉诺夫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而就没有能正确地分清“劳动”农民的利益同“立宪民主党所代表的那些阶层”的阶级利益。普列汉诺夫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而就给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留下一个大漏洞，因为每个鼓动者都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按照工人政党的意见，究竟是由谁来召集立宪会议呢？

关于起义的问题，我们已经指出，普列汉诺夫也象对一般斗争方式的问题一样，完全毫无道理地回避了。他写道：“在目前，起义可能只是人民愤怒的一种爆发，只是一种可以被当局不费气力就镇压下去的骚动；但是我们并不需要骚动，爆发；我们需要的是胜利的革命。”

这就好象是乃木在1905年8月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攻击旅顺口，而是占领旅顺口”一样。可以把不适时的攻击同适时的攻击对比，把没有准备的攻击同有准备的攻击对比，但是绝不可以把攻击要塞同“占领”要塞对比。这样做是错误的。这样做就是回避关于占领要塞的方式的问题。而普列汉诺夫同志所犯的正是这样的错误。

他不是没有讲透彻，就是他自己还没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罢工示威同罢工起义之间的区别是很清楚的。“局部的群众性抗议”同全国总行动之间的区别是很清楚的。局部的和地方的起义同得到一切革命党派和革命分子支持的全国总起义之间的区别也是很清楚的。如果你把示威、局部抗议、局部起义叫作“爆发”，那么你的思想也是很清楚的，因而你反对“爆发主义”也是合乎道理的。

但是说什么“我们需要的不是爆发，而是胜利的革命”，这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甚至更糟，因为这种说法尽管空洞无物，听起来却似乎意味深长。这是用漂亮的空话来蒙蔽读者。要找到两个精神没有失常的革命者，对所谓我们需要的“不是爆发而是胜利的革命”这一点见解不一致，这是很困难的。可是，要想找到两个头脑健全的革命者，他们对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斗争手段才不是“爆发”而是走向胜利的革命的有效步骤这一点见解相一致，这也不大容易。普列汉诺夫一本正经地一再重复任何人都不怀疑的东西，却回避了问题的真正困难的所在，他并没有前进多少。

最后不能不指出，普列汉诺夫自然是竭力想顺便“刺激一下”布尔什维克，说什么他们是布朗基主义者，因为他们抵制杜马；说什么他们“轻举妄动”，因为他们仿佛不知道（在得到普列汉诺夫同志在《日志》第6期里的教诲以前）必须加强对军队的工作。这些刺激的话只要指出来就够了，不值一驳。如果普列汉诺夫同志认为，他是在用他现在所采取的策略立场来加强我们党内的孟什维克，削弱布尔什维克，那我们并不反对让他留在这种惬意的迷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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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政策和未来的斗争

（1906年9月8日〔21日〕）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出版的一家幽默报纸，一年半以前曾登过一幅讽刺尼古拉二世的漫画。[197]沙皇穿着军服，面带笑容。他正在用一块面包逗弄一个头发蓬乱的农夫，一会儿把这块面包塞到他的嘴边，一会儿又把面包拿回去。那个头发蓬乱的农夫的脸上一会儿露出满意的微笑，一会儿又显出怨恨的愁容，因为就要到口的一块面包又被拿回去了。这块面包上写着“宪法”两个字。最后一个“场面”画的是那个农夫用尽一切力气要把那块面包咬下一块来，结果连尼古拉·罗曼诺夫的脑袋也咬下来了。

这幅漫画画得很妙。的确，专制政府用宪法“逗弄”俄国人民已经有好几年了。眼看就要把这个宪法“差不多全部”给人民了，可是马上又变本加厉地把从前的一切专横、警察的暴虐和不法行为拿了出来。我们曾经有了简直是世界上最民主的“议会”，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吗？所有报刊曾经把立宪民主党内阁这个问题作为最近的和现实的一种可能进行了讨论，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吗？很难令人相信，这只是两三个月以前的事情。颁发了两三道命令、宣言、指示，旧的专制制度就重又支配一切，一小撮被大家斥责和被公众唾弃的可耻的盗窃国家财产者、刽子手、大暴行制造者又重新肆意欺压人民，重新摧残、掠夺和殴打人民，不让人民讲话，用不堪忍受的农奴制的臭味毒化空气。

从全民革命斗争发展的角度来看，短短的“几天自由”所以会这样迅速地为长达数月的疯狂的反动统治所代替，是由于斗争的双方从去年秋天起已经势均力敌。专制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再支配人民了，而人民也还没有力量真正推翻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现在斗争双方互相对峙，象两支敌对的军队一样，时而休战，积蓄力量，时而对可恨的敌人展开新的战斗。

立宪民主党报刊和新时报派报刊的政论家从道义上评价这种摆动时，他们的意见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责备政府动摇、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并为此哀叹不已，要政府“坚决”一些，——一些人要政府坚决镇压，另一些人要政府坚决实行它已经答应过的宪法。但是这两种人都不理解阶级斗争正在改变社会力量的实际对比。

然而，在这个斗争的进程中，革命队伍中和反动队伍中的自觉性和团结都必然日益增强，斗争的形式也必然会愈来愈尖锐，愈来愈残酷。“几天自由”迅速地转变为“几个月枪杀”，这最能使消极者和抱冷淡态度者减少，使愈来愈广泛的阶层和个人投入斗争，使广大群众通过全国的各种实例特别清楚地看到专制政府的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从而提高他们的认识。这个转变过程愈快愈猛，那种必然由争取自由的社会力量的优势来决定的最后结局也就来得愈快。

所以，觉悟的工人可以完全沉着地看待专制政府在采取镇压措施方面迅速得惊人的“进步”。罗曼诺夫、特列波夫、伊格纳季耶夫、斯托雷平之流先生们，请继续这样干下去吧！你们愈这样热心地干，你们也就会愈快地把自己最后一点预备力量消耗净尽。你们不是以实行军事专政和全国戒严相威胁吗？但是，这种戒严对革命无疑是最有利的。要实行军事专政和戒严，就必须再动员大批的军队。可是现在这样一再动员最“可靠的”军队，哥萨克军队，已经使破产的哥萨克村镇的骚动大为增加，加深了这支军队的“不可靠”。实行戒严是要花钱的，而专制政府的财政现在已经陷入绝境。戒严会使士兵中的鼓动工作加强，使民众不再畏惧最“可怕的”镇压形式；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情况，就最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说，反动派以军事专政“相威胁”。严格地讲，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今天在各省份以及“边疆区”，也就是说，在帝国的87个省份中已经有82个省份设立了战地法庭[198]之后，再谈什么将来要实行军事专政，那是可笑的。这已经成为现实了，至于换一个名称，使用一个更加“可怕的”字眼（用“专政”代替“非常警卫”），任命一个独裁者，这对于大批的逮捕、不经审讯的流放、围剿讨伐、街头搜查、以及根据军官判决实行枪杀等等，并不能增加任何东西。俄国现在已经被军警专政所统治。现在镇压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即从普列韦时代起就习惯于这种“待遇”的革命者所遭受的镇压已经大为减少，而全部苦难却压到了“和平”居民身上，斯托雷平之流先生们在对他们进行“鼓动”方面确实做出了值得赞许的成绩。

继真正的革命起义之后，曾是冬季的镇压。这次起义虽然没有得到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支持，但是这次镇压却造就了一个整个反对派的杜马，而由此得益最大的是革命分子。继合法的“立宪运动”时期之后，便是秋季的镇压。这次镇压也不会仅仅造就一个成分更左的杜马。

这帮大暴行制造者现在已经感到镇压无效了，于是便到处奔走，寻求援助。一方面，同十月党人谈判的尝试没有成功；另一方面，波别多诺斯采夫及其同伙正在准备完全废除一切“宪法”。一方面，大学在复课，被收买的报刊大喊什么必须实行坚定的自由主义；另一方面，甚至连立宪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也不让召开[199]（斯托雷平之流是多么帮助这些立宪民主党人啊！），报刊受到了比杜尔诺沃时期更厉害的迫害。一方面，设立战地法庭；另一方面，广泛谋划同农村资产阶级勾结[200]。

政府觉得，它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村社内部加强由农夫构成的农村资产阶级，依靠他们来对付农民群众。但是，这个目标，古契柯夫之流本来会小心机智地去达到，立宪民主党人正在巧妙灵活地悄悄地去接近，而警察局的杰尔席莫尔达[201]们在走向这个目标时却十分粗暴、愚蠢、笨拙，因此他们的整个“运动”多半要遭到失败。农民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为数不多，但是他们在农村中在经济上很有力量。要是按照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革方案来赎买地主土地和其他土地，就能空口哄骗全体农民，就能很好地达到专制政府象狗熊那样笨拙地“扑过去”的目标，即大大加强农民资产阶级，使它成为现存“制度”的支柱。

但是，罗曼诺夫、特列波夫、伊格纳季耶夫及斯托雷平之流太愚蠢了，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他们在杜马中粗暴地拒绝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现在却通过官吏来出卖皇族和官家的土地。这样一来，农村资产阶级中有势力的阶层能不能真正转到现在的政府这边来，还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伙官吏也会象罗曼诺夫家族及其狐群狗党经常做的那样，百般拖延，趁火打劫，索取贿赂。至于农民群众会因赎买皇族和官家的土地的消息更加“激动”起来，这是毫无疑问的。出卖这些土地，在大多数场合下都将意味着增加农民的费用，因为地租变成了赎金。而增加农民对土地的费用，这是政府能想出的有利于我们进行反对政府的鼓动的最好办法。这是使农民更加愤慨、使他们拥护我们的口号的一个最好手段。我们的口号就是：完全拒绝支付任何土地费用，革命胜利后土地全部归农民。

政府所以这样笨拙地讨好农民资产阶级，一方面是由于一切警察政府所固有的愚蠢，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极需要钱花。现在的财政情况相当不妙，大有破产的危险。国外借不到钱，国内又不能发行公债。不得不强制地和偷偷地拿储蓄银行里的存款作为公债，所以要偷偷地，是因为储蓄银行的存户现在最不愿意购买国家的无期公债。专制制度的奴仆们已经开始感觉到金本位制必然要破产、非转而再次采取滥发纸币的手段不可了。

斯托雷平先生们，请继续这样干下去吧！你们替我们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比我们更能把居民激发起来。你们进行了彻底的镇压，这样就使所有的人都清楚地认识到采取彻底的战斗的革命行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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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这幅漫画载于1905年8月8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讽刺图画月刊《实话》第497期。——378。



[198]战地法庭是沙皇政府为镇压革命运动而设立的非常法庭。沙皇俄国大臣会议于1906年8月19日（9月1日）制定了战地法庭条例。该条例规定，在宣布戒严或处于非常警卫状态的地方设立战地法庭。设立战地法庭之权属于总督、在实施非常警卫时被授予全部行政权力的“长官”或具有同等权力的人员，由他们确定设立战地法庭的地点，并向警备司令、驻军司令或港口司令提出相应的要求。战地法庭由主席1人（将校级军官）和成员4人（陆军或海军军官）组成。开庭时禁止旁听，被告人不得委托他人辩护，也不得上诉。战地法庭的判决一般是死刑，宣判后立即生效，并且必须在一昼夜内执行。——380。



[199]指被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禁止的立宪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1906年9月24—28日（10月7—11日）在尚未实施会议法的芬兰赫尔辛福斯举行的。大会主要讨论了立宪民主党的策略路线，对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党团的活动表示赞同。大会以89票对53票通过了反对实行维堡宣言的决议。——381。



[200]指斯托雷平政府的两个命令：1906年8月12日（25日）关于把部分皇族土地出售给农民的命令和1906年8月27日（9月9日）关于把部分官地出售给农民的命令。出售土地的手续必须通过农民银行办理。——381。



[201]杰尔席莫尔达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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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开吧！

（1906年9月8日〔21日〕）

《1905年12月的莫斯科》一书所写的事件，在俄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根据莫斯科起义得出的正确结论，我们在前一天的报纸上已经扼要地叙述过了 
［注：见本卷第365—372页。——编者注］

 。在这篇短评中，我们谈一谈这一重要的但写得不好的著作同莫斯科的社会民主党人有特别密切关系的几个方面。

该书“编者”在序言中声明，他们使用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资料，但是这些组织本身“跟这个著作没有任何关系”。不言而喻，社会民主党组织这样把资料供给对它们不负责任的人，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由于对它们的资料进行了粗制滥造的加工，由于用一些庸俗的东西加以“点缀”，现在工人政党的组织无疑已经陷于窘境。我们认为，莫斯科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组织，首先当然是它们的领导机构莫斯科委员会，必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使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不再发生。

下面就是许多例证中的一个，它说明该书匿名编者对于社会民主党组织给他们提供的资料是怎样“加工”的。这里谈到革命组织在莫斯科事件中的作用，其中还谈到12月11日《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202]第5号登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所属的战斗组织的宣言。编者并没有对这家《消息报》的内容和性质作任何完整的叙述，只是通过以下的评论来表达自己的深刻见解。他们引用了第5号上的一段话：“战斗进行得极其激烈。在莫斯科的街头，起义的人民同沙皇军队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血战。”接着编者“评论”说：“我们知道，在莫斯科的街头只是发生了军队同为数不多的战斗队的小规模武装冲突。”于是他们装出一付激昂慷慨的样子，大喊反对这样“用极少数武装人员的斗争代替〈原文如此！〉群众斗争”，并且感叹地说：“群众究竟在哪里呢，他们的积极性能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如此等等。

这是什么话？？难道用这类“评论”方法拼命表现自己的深刻见解，能算作科学的分析吗？？真令人难以设想：在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中，在专门谈革命组织的作用的一章中，作者们极尽挑剔之能事，说什么在12月11日，即危机爆发之前的几天，在刚刚开始采用新的斗争方法时，工人代表苏维埃竟敢说什么“起义的人民”！大概它应该谨慎谦逊地说是“为数不多的战斗队”，而不要号召人民和群众去支持已经展开的战斗吧？既然这些“编者”自己在书中许多地方都谈到全体人民，谈到“全体民众”走上街头，那么他们这种拼命在理论上“卖弄聪明”的做法，这种文字上的挑剔，又怎能不叫人说是一钱不值呢？你们这些可怜虫应该懂得，如果12月11日在莫斯科，身在革命组织中而闭口不谈起义的人民，那么这样的人只能是一个黑帮分子，或者是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向星星》[203]中的波尔拉克那种完全没有灵魂的书呆子！

我们继续谈下去。编者对《消息报》第5号登载的那篇战斗组织的宣言嘲笑说：“在宣言的起草人看来，一些由三四个人组成的战斗队就可以赐给〈！〉人民一个摆脱世世代代暴力者统治的首都！”“战斗组织断定，群众无须行动起来。”

我们就来谈谈这篇宣言。编者登的宣言并不是全文，只是一些摘录。但是就在这些“研究家”所选的摘录中，也可以看到战斗组织的公开号召：“要使这些战斗队尽可能多些。”可见，“赐给”人民什么东西、“群众无须行动起来”等等看法，是硬加给那些在武装斗争的第一天就号召“尽可能多”的工人参加战斗队的人们身上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著作的草率呢，还是轻率的著作？

编者根本不想剖析一下军事组织同军事技术的联系问题，直接的武装斗争和辅助斗争的相互关系的作用问题。他们不想回顾一下过去，忘记了俄国的总罢工和示威游行在开始时只有微不足道的、很少的人（从现在的标准来看）参加。这里连一点点进行严肃历史研究的影子也没有，只是一些简直令人厌恶的攻击而已。在第145页上，他们只摘引了战斗组织的宣言的一些片断，这是为了歪曲这个宣言的意思；只是在进一步叙述时，才顺便谈到宣言“提议爱惜步兵”（第154页），即公开表示重视群众的心理，公开把黑帮的军队和动摇的军队划分开。可是，同研究莫斯科起义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十月党人的宣言却全文加以转载了！

社会民主党组织把材料信任地交给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刊载了十月党人的宣言全文，却从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战斗组织的宣言中抽出片言只语，这是庸俗地卖弄庸俗的小聪明……

我们再来看看诸位编者先生的结论。“无产阶级作为群众并没有行动起来。”（第245页）“莫斯科的无产阶级无论是在12月9—10日……还是在这以后几天，都没有行动起来。这使他们的自觉性和组织性获得了荣誉。”（第244页）

工人同志们，请听一听：现在有人认为群众斗争得不够是你们的“荣誉”！！请看，工人群众没有充分参加积极的、进攻的斗争，竟被说成了优点。而工人群众走在领导者的前头，大量构筑街垒，一直要求领导者号召采取更坚决的行动，这想必就是缺点了……


　　编者写道：“莫斯科事件表明，在军国主义有了巨大发展的当前历史时期，起义人民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有相当一部分军队积极转到起义人民这方面来，或者广大士兵断然拒绝用武器来对付人民……”



　　我们的这些聪明人没有看到要为争取动摇的军队而进行斗争，也不理解这一斗争。大概，他们认为不同黑帮军队作斗争，革命的人民不积极进行斗争来使军队陷于混乱状态，起义也可以进行。他们采取了立宪民主党人立场，而立宪民主党人虽然准备欢迎军队的“转变”，但是却把武装起义和宣传武装起义说成是“愚蠢的和罪恶的”……
　　“……但是，军队的这种行动只有在革命而且是带有全民性质的革命的末期〈原文如此！〉才是可能的。仅仅得到资产阶级居民群众消极〈？〉同情的无产阶级十二月起义，无产阶级这次为实现自己的口号而采取的行动〈黑体是我们用的〉没有能〈！〉得到军队的支持，所以‘把总罢工变成武装起义的意图’也就没有能获得成功，它应该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莫斯科的工人们，这就是给你们的教训！不要“为实现自己的口号”而行动呀！……很难设想，这些人怎么会迂腐到这般地步，他们怎么会跟立宪民主党人一样思想这么贫乏，竟从极其严肃的历史资料中得出这样庸俗的结论。莫斯科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对该书的作者表示愤慨，应当号召全体党员和一切拥护革命的人重新收集资料，对十二月起义作出应有的叙述和严肃的评论。要无情地揭露这次起义的一切错误和缺点，以教育战斗的无产阶级，但是对立宪民主党人和这帮轻浮的著作家，无产阶级政党要说：滚开吧！





	载于1906年9月8日《无产者报》第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388—392页

















[202]指《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



《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Совета　Рабочих　Депутатов》）于1905年12月7日（20日）—12日（25日）出版，是一份动员群众参加武装斗争的战斗机关报。该报刊载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定和反映十二月武装起义进程的其他材料。报纸由工人在合法的印刷厂里自行排印，发行5000—10000份。该报共出了6号。——384。



[203]《向星星》是俄国作家列·尼·安德列耶夫1906年写的一个剧本。——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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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波兰社会党的游击行动

（1906年9月8日〔21日〕）

我们的统一代表大会已经毫无疑问地坚决否决了任何一种“剥夺”办法[205]，因此在这方面，波兰社会党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当借口，是绝对没有根据的。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波兰社会党在组织8月2日（15日）的“行动”时，对这次行动的合理性、广大群众的情绪以及工人运动的条件，都没有加以考虑。考虑所有这些情况显然是必要的，而且在布尔什维克关于游击行动的决议草案中，还专门有一条着重指出了这种必要性。但是，在我们看来，应该受到谴责的是波兰社会党对游击行动策略的歪曲，而不是这个“策略”本身。象去年彼得堡工人捣毁黑帮的“特维尔”[206]这样的游击行动，我们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大概是会赞同的。





	载于1906年9月8日《无产者报》第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393页

















[204]这是列宁为1906年9月8日《无产者报》第3号上发表的《波兰通讯》一文写的编辑部按语。关于波兰社会党的游击行动，参看注185。——388。



[205]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游击行动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6—158页）。——388。



[206]“特维尔”是彼得堡涅瓦关卡的一家茶馆，是黑帮分子的集会地点，1906年1月27日（2月9日）被革命工人炸毁。——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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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得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联合

（1906年9月上半月）

不久以前，崩得这个俄国犹太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组织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根据这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崩得已有257个组织，党员总数达33000名。大会代表是按民主原则推举出来的，每300个党员中产生1名代表。参加选举的约有23000个党员，他们派了68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大会。

大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崩得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问题。大家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已经表示赞成统一，并且确定了统一的条件。现在崩得第七次代表大会已经接受了这些条件。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行统一的问题，以48票对20票获得通过。这样一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终于成了真正全俄的、统一的政党。我们党的党员人数现在已超过100000人：推选代表参加了统一代表大会的31000人，以及波兰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约26000人，拉脱维亚的党员约14000人，犹太的党员33000人。

崩得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工作，就是在各个地方怎样把崩得的组织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统一起来。

崩得代表大会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目前政治形势问题。在一项由绝大多数代表通过的详细决议中，崩得第七次代表大会承认召集立宪会议为策略口号，否决了一切削弱这个口号的附带条件，如“通过杜马”等等。对杜马的抵制被否决，但这是附有条件的，即在无产阶级政党能够独立进行选举运动的情况下，承认有必要参加选举。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游击行动”（不分“剥夺”行动和恐怖行动）的问题。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反对游击行动的议案。

最后一个问题是崩得的组织问题。通过了组织章程。

对于崩得第七次代表大会，我们暂作如上的简单介绍，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再比较详细地向读者介绍大会的各项决议。





	载于193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394—395页













《列宁全集》第13卷


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

（1906年9月19日〔10月2日〕）

社会民主党人早在1905年初就曾指出，社会革命党的纲领草案表明它显然正在经历“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75—181页。——编者注］

 的转变。实行这样的转变的党，内部必然发生分裂是显而易见的。

现在社会革命党这种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裂已经表现出来了。今年在巴黎用单行本发行的《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清楚地勾画出了这次分裂的整个轮廓。“最高纲领派”[207]和新近产生的“劳动人民社会党”[208]的代表最近写的一些政治著作，彻底地暴露了这次分裂的全部情况。

社会民主党内部曾经发生过两次大的分裂：一次是1900—1903年“经济派”和旧火星派之间的分裂，一次是1903—1906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分裂。这两次分裂都是由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所固有的两个派别，即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尖锐斗争引起的。这两个派别在俄国革命的不同时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形态。而社会革命党则是在第一次试图公开行动一下，证明一下自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党在行动的时候，便分裂成了三派：（1）左派——“最高纲领派”；（2）中派——旧式的社会革命党人；（3）右派——机会主义者（或者叫“合法主义者”、“劳动人民社会党人”等等）。最后这个派别就是我们要在本文中加以分析的。从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209]的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三个派别的轮廓。从“中派”分离出来（或者正在分离出来？）的两个派别现在都有了明确的文字表现。最高纲领派出版了《直接向目标前进》和塔格—因先生的详细的纲领性小册子《劳动论原理》。社会革命党的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在彼舍霍诺夫先生这些人的著作中已经表达得可以说是非常彻底了。“中派”的代表切尔诺夫先生在《思想报》（也可能是《呼声报》[210]或《人民事业报》等）上十分有根据地称最高纲领派是“庸俗社会主义者”，但是，关于社会革命党的机会主义者，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他在报刊上到现在为止却一直闭口不谈。看来，社会革命党的“泥潭派”同社会革命党的“极右派”在上面提到的这些报纸上的姘居并不是没有效果的。

“劳动原则”的拥护者，拉甫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的崇拜者分成三派，这在俄国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现象。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极其重视这个现象，因为它也间接地说明了觉醒的俄国农民的思想在朝什么政治方向发展。

在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摆来摆去，是社会革命党整个纲领立场的基本矛盾。马克思主义要求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清楚地划分开。最高纲领就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不可能不消灭商品生产。最低纲领就是在商品生产范围内可以实行的改造。把这两种改造混淆起来，必然会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造成种种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或无政府主义的歪曲，必然会使无产阶级通过夺取政权来实现的社会革命的任务模糊起来。

按照俄国旧民粹主义的观点，按照拉甫罗夫、瓦·沃·和米海洛夫斯基等这些人的原则，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划分开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民粹主义的理论否认商品生产的规律和范畴也适用于俄国农民经济。比较一贯拥护拉甫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还有瓦·沃·和尼古拉—逊，绝对不应该忘记他们，因为现代民粹派的经济思想没有什么别的来源）的人，必然要反对把纲领分成最高和最低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法。社会革命党人从小组习气向政党过渡的第一次尝试就表现出了这种反对的力量和方向。拥护民粹主义革命倾向的人问道：为什么只要求把土地社会化呢？我们也同样要求把工厂社会化！打倒最低纲领！我们是最高纲领派！打倒商品生产的理论！

实际上这个最高纲领派正象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差不多已经同无政府主义融为一体了。

民粹派内拥护机会主义倾向的人，即80年代的民粹派分子大声喊道：为什么要这种满篇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纲领呢？社会主义是遥远的前景！为什么要用群众害怕的“社会革命党人”这个称呼呢？为什么要求实行“共和制”呢？为什么要有不合法的政党呢？打倒这一切！打倒最高纲领！消灭最低纲领中的“危险”字眼！让我们用公开的、合法的、非共和主义的“劳动人民社会党”的“政纲”来代替一切纲领吧！ 
［注：请着重参看彼舍霍诺夫先生在《俄国财富》杂志[211]7月和8月两期上的文章，以及报刊上关于“劳动人民社会党”的成立和这个党的组织委员会或彼得堡委员会会议的报道，等等。］



社会革命党的中派，原先的社会革命党人，只有求助于商品生产规律，只有实质上采取马克思主义观点，才能使自己不受这两派的影响。因此，在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既有人从左面也有人从右面对中派进行指责，说他们遵循马克思主义，说他们想同社会民主党比美，以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作为依据，这些指责是理所当然的。关于这个中派向社会民主党方面转变的问题，现在只是时间问题。革命政党完全公开存在的时代来得愈快，这个时间也就会愈快到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任何偏见都抗拒不了事态发展的铁的逻辑。

立宪民主党杜马的短暂的存在，这是农民群众的代表初次登上全国政治舞台的时代。社会革命党人不得不设法同这些代表接近，并尝试从政治上把他们组织在自己的纲领周围。这时社会民主党人比较迅速地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党团。相反，社会革命党人始终只能背着劳动派进行活动。小生产者在政治上的团结能力，立刻显出比工人阶级差得远。不仅如此，即使背着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也没有能力进行统一的政治运动。在农民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的机会主义派和中派之间的分裂迅速地暴露出来了。前者在“议会”活动的舞台上在群众代表中间取得了胜利。他们收罗了劳动派104人赞成机会主义的土地法案[212]，而只有33人（在这104人之中）赞成接近于社会革命党纲领的土地法案。

在全体人民面前在公开进行政治活动时产生的这种分裂，必然会使引起这种分裂的各种意见分歧系统化。社会革命党机会主义者的领袖之一彼舍霍诺夫先生，在这种系统化方面比谁都走得更远。下面就是他的观点，就是他叙述的“政纲”，即……农民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纲的轮廓和范围”：

“革命的要求应该同革命的力量相一致，相适应。”（《俄国财富》杂志第8期第194页）因此“土地和自由的路线”不能“伸得太远”。小资产者需要的不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这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而是“只为近期，不为直到社会主义的长时期制定的运动计划”这样一个单一的“政纲”。达到最终目的的其余一段路程，都是“遥远的前景”（第196页）。因此，必须从“政纲”中取消共和制。“我们应该考虑心理因素……君主制的观念在人民的意识中已经根深蒂固”……“千百年并不是白白过去的”……“必须考虑广大群众的这种心理”……“关于共和制的问题，必须极端慎重。”（第198页）民族问题也是如此。“我们也必须考虑人民在千百年历史中养成的心理”……“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向群众提出的，不是民族独立的口号”（也不是民族自决的口号——作者在另一个地方谈到），“而是实际生活提出的要求，即民族自治的要求”。总之，彼舍霍诺夫先生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可不可以获得全部自由？”这个问题，并且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不可以。

他接着提出“可不可以获得全部土地？”这个问题，回答仍然是：不可以。先生们，慎重、慎重、再慎重！杜马里的农民代表对彼舍霍诺夫先生说：“派我们来是要获得土地，而不是交出土地。”农民现在既不要土地社会化（均分），也不要土地国有化。他们害怕这样做。他们只是要增加土地。“因此不彻底实行政纲中的‘土地’路线是比较适宜的。”（第206页）“我认为在目前提出普遍均分问题甚至是危险的。”（第205页）根据104人法案，“应该把劳动份额限度内的份地和私有土地留给现在的所有者”，至于把全部土地转归全民所有，这应该搁一搁，这显然也是一种“遥远的前景”。

无论在斗争手段上，还是在组织方式上，都需要小心、温和谨慎。举行武装起义吗？“我〈彼舍霍诺夫〉一再反复地说：这个灾难可别落到我们头上！……要是谁不仅认为起义不幸有可能发生，而且注定必然要发生，那就太令人伤心了”……“轻率地利用起义……是危险的……整个运动都可能遭到挫折。”（第7期第177—178页）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人民的力量”。“我不大相信我国现有的两个社会主义政党能够多少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个任务。现在应该认识到，秘密组织不能把群众吸收进来。立宪民主党也曾经声明它在这方面无能为力。显然，这件事应该由别的人来做，而我认为要做这件事，就需要有一个公开的社会主义政党。”（第7期第179—180页）

读者看得很清楚，彼舍霍诺夫先生的观点不能不说是周密、严谨、十分完备的。在这位君主制的维护者，这位借口压迫有悠久历史而为之辩护的政客这里，社会革命党的正式纲领已经所剩无几了。而“真正的”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 
［注：他们尽唱革命高调。］

 居然能够在整个杜马期间巧妙地掩盖这样的分歧，他们为了掩盖这些分歧居然能够在同一些报纸上合作共事，这只能向我们说明他们在政治上虚伪到了什么地步。

社会革命党的机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即阶级基础何在呢？就在于彼舍霍诺夫先生们及其伙伴们力图迎合善于经营的农夫的利益，按照他们的利益伪造社会主义。

就拿土地这个主要问题来说吧。彼舍霍诺夫先生两次重复和玩味农民劳动派那句使他格外感到兴趣的名言：“派我们来是要获得土地，而不是交出土地。”这的确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但是，这句话完全驳倒了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幻想，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切原理。这句话清楚地说明，中等农夫的私有者的本能已经流露出来了。只有那些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欧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不懂得，政治自由和民权制度愈扩大，这种本能就会愈增强，愈发展。

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句空话的人，应该从聪明的、“群众”选出来的善于经营的农夫讲的这句话里得出什么结论呢？显然，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小业主这样的阶级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体现者；社会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支持小业主阶级去同地主作斗争，只是因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斗争，是争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成果的斗争；社会主义者不应该掩饰而要暴露全体工人群众和这些小业主在利益上的矛盾，这些小业主要求加强和巩固自己的业主地位，他们将敌视一切要把土地或其他什么东西“交给”广大无产业者、穷人和赤贫者的思想。“我们要获得土地，而不是交出土地！”还有什么比这种说法能更突出地说明小资产阶级私有者的本能和渴望呢？

社会民主党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支持这些小业主去同地主和专制制度作斗争，因为这个斗争具有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全体人民的状况随着他们的胜利会有所好转，但是，这是在改善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方面的好转。因此，我们不应该迁就这个阶级的私有者的或小业主的本能，相反，应当立即向这种本能展开斗争，并且向无产阶级说明这种本能的作用，提醒无产阶级注意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组织成独立的政党。我们的土地纲领是：帮助小业主用革命方法打倒农奴主，给他们指出实现土地国有化的条件，指出土地国有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实行的最好的一种土地制度，并且说明无产者和小业主利益之间的根本差别。

小店主的社会主义得出的是另一种结论：应当“考虑”“群众”（小业主群众，而不是无产业者群众）的心理，应当俯首帖耳地顺从小业主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但不是把土地“交给”无产者的愿望，为了迎合小业主，应当把社会主义推迟到渺茫的“未来”，应当承认小业主巩固自己业主地位的愿望。总之，应当把顺从小业主的狭隘私利和屈从他们的偏见叫作“社会主义”。

对君主制的留恋是一种偏见。也许，你们以为社会党人的任务就是同偏见作斗争吧？你们错了，“劳动社会主义”应当迁就偏见。

也许，你们以为这种君主制的偏见由来已久而且“根深蒂固”（？？），因此必须同这种偏见作特别残酷的斗争吧？你们错了，“劳动社会主义”从由来已久的压迫中只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必须“极端慎重地”对待压迫。

是的，同立宪民主党人作战——或者说作出作战的样子——的彼舍霍诺夫先生，重复的完全是立宪民主党人维护君主制的言论。但是这有什么不得了呢？资产阶级激进派同资产阶级自由派作战，仅仅是为了占据后者的位置，而决不是为了用本质上不同的纲领来代替后者的纲领，这一点难道你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吗？法国的劳动派社会主义者……不，应当称为激进社会党人，他们当年同法国的立宪民主党人“作战”，就是为了当上部长以后能够完全象法国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行事，这段历史难道你们忘记了吗？彼舍霍诺夫先生同司徒卢威先生的差别，丝毫没有超过博勃钦斯基同多勃钦斯基[213]的差别，这一点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吗？

彼舍霍诺夫先生也许明白“要获得土地，而不是交出土地”的愿望和君主制之间有某种物质联系。要想“不交出”，就须要保护。而君主制就是一种雇佣的警卫，以保护那些想“不交出”的人，使他们不受那些能够夺取的人的侵犯。 
［注：私有者的另一种警卫工具，叫作常备军。因此彼舍霍诺夫先生写道：“民主共和制的含意……也许就是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第8期第197页）拉甫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的崇拜者先生们，你们能不能坦率地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出色的“也许”是什么意思呢？］

 立宪民主党人需要君主制来保护大资产阶级。“劳动社会党人”需要君主制来保护善于经营的农夫。

不言而喻，从“劳动社会党人”的这种世界观必然会对起义产生迂腐和庸俗的态度（“不幸有可能发生”；不妨把司徒卢威先生1905年夏天在《解放》杂志上发表的那些关于“丧失理智的罪恶的起义说教”的文章拿来对照一下）。由此也就产生了对“秘密组织”的极端蔑视，在1906年8月表示渴望建立“公开的社会主义政党”。至于有些客观历史条件，正在使起义变得不可避免，正在打破无知群众的一切偏见而迫使他们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去同君主制作斗争，正在把对于建立“公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马尼洛夫式的渴望变成替乌沙科夫先生们帮忙，对于这一切客观历史条件彼舍霍诺夫先生们却不加以考虑。拉甫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的崇拜者们所考虑的只是受压迫的群众的心理，而不是那些正在改造着进行斗争的群众的心理的客观条件。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现在知道做一个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是什么意思了。劳动就是曲意迎合那些想要“获得而不交出”的小业主的利益。人民就是曲意迎合人民的君主制的偏见，迎合那种害怕某些民族脱离俄国的沙文主义恐惧心理。社会党人就是宣布社会主义是一种遥远的前景，用广泛的、自由的、灵活的、机动的、轻飘飘的、披着薄薄外衣的、甚至是赤裸裸的“政纲”，来代替狭隘的、空谈的、使政客们感到非常麻烦的纲领。“劳动人民社会党人”万岁！

彼舍霍诺夫先生们是在俄国农民中展开反动的社会活动的先驱。上帝把彼舍霍诺夫之流派到人间来，就是为了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小生产者都有两面性这个原理。农民有理性也有偏见，有被剥削者的革命能力也有想要“获得而不交出”的小业主的反动渴望。彼舍霍诺夫先生们就是农民小业主反动方面的思想的表现者。彼舍霍诺夫先生们是只看俄国农夫“后背”的观察家。彼舍霍诺夫先生们现在在思想方面所做的工作，正是古尔柯和斯季申斯基先生们赤裸裸的在物质方面所做的工作，即用出卖皇族和官家土地的办法来收买农民资产者。

但是，用诸如此类的打补丁的办法，能不能大大缓和群众同他们的剥削者在尖锐斗争中必然发生的冲突，还是一个大问题。农民那些传统的并且又经各种机会主义者粉饰一新的偏见，能不能战胜贫苦农民在革命烈火中日益觉醒的理性，还是一个大问题。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如何也要履行他们提高和纯洁农民的革命觉悟的责任。

但愿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能以彼舍霍诺夫先生们为戒。在批评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时，我们有时也可以对社会民主党内某些孟什维克说：mutato　nomine　de　te　fabula　narratur（这里指的就是你，只是改了一下名字）。我们这里也有人渴望成立公开的政党，准备用政纲代替纲领，准备降低到群众的水平。我们的那位普列汉诺夫就曾对十二月起义作了一个有名的评价：“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我们的那位《现代评论》杂志[214]的撰稿人马利舍夫斯基就偷偷地试图（诚然，不是在《现代评论》杂志上）把共和制从纲领中删掉。这些人如果好好地端详一下彼舍霍诺夫先生们的整个“天然之美”，那是会获益非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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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3卷


《列宁全集》第13卷

年表

（1906年5月—9月下半月）


1906年


5月初—8月初


列宁住在彼得堡。为避免沙皇保安机关的追踪，生活在秘密状态中，经常更换住所。


5月4日（17日）


写《争取自由的斗争和争取政权的斗争》一文。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5月5日（18日）《浪潮报》第9号上。


5月6日（19日）


在彼得堡大学内举行的彼得堡市党的工作者会议上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关于这次报告的简要报道刊登在1906年5月7日（20日）《号召报》上。

写《关于代表大会的总结》一文。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5月7日（20日）《浪潮报》第11号上。

列宁的《新的高潮》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浪潮报》第10号上。


5月6日和10日（19日和23日）之间


在维堡区织造分区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作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报告。会上通过的决议发表在1906年5月10日（23日）《浪潮报》第13号上。该决议尖锐地批判了国家杜马致沙皇的请求书和立宪民主党人向沙皇专制制度伸出和解之手的政策。


5月9日（22日）


去彼得堡办事员和会计工会，同工会理事会成员谈工会的工作。

用卡尔波夫这个假名在帕宁娜伯爵夫人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阐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

写《国家杜马中的工人团》一文。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5月10日（23日）《浪潮报》第13号上。

列宁的《杜马和人民》（社论）、《报刊评论》和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草案的按语发表在《浪潮报》第12号上。


5月10日（23日）


为列·波·加米涅夫的《谈谈组织问题》一文写的编辑部后记发表在《浪潮报》第13号上。

写《农民团或“劳动”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文。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5月11日（24日）《浪潮报》第14号上。


5月11日（24日）


在彼得堡市莫斯科区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对会议决议提出修改意见，认为有必要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和群众集会上对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展开讨论。列宁的修改意见被会议通过。

在彼得堡市弗兰科－俄罗斯分区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总结的报告。

列宁在帕宁娜伯爵夫人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演说的简要报道发表在《涅瓦报》第8号和《浪潮报》第14号上。

列宁提出的在帕宁娜伯爵夫人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发表在《浪潮报》第14号上。


5月12日（25日）


列宁的《杜马中的土地问题》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浪潮报》第15号上。


5月13日（26日）


写《既不给土地，也不给自由》一文。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5月14日（27日）《浪潮报》第17号上。

列宁的《决议和革命》一文发表在《浪潮报》第16号上。


5月14日（27日）


列宁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梯弗利斯选举中的胜利》一文发表在《浪潮报》第17号上。


5月上半月


写小册子《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


5月17日（30日）


写《政府、杜马和人民》一文。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5月18日（31日）《浪潮报》第20号上。


5月18日（31日）


写《立宪民主党人阻碍杜马面向人民》一文和为国家杜马工人代表的宣言《告俄国全体工人书》写编辑部后记《关于工人代表的呼吁》。文章和后记发表在5月19日（6月1日）《浪潮报》第21号上。


5月19日（6月1日）


列宁的《连讨价还价也不肯！》一文发表在《浪潮报》第21号上。

写《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哥列梅金派、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发表在《浪潮报》第22号上。


5月20日（6月2日）


列宁的《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一文发表在《浪潮报》第22号上。

写《糟糕的建议》和《关于解散国家杜马的传闻和谣言》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发表在5月21日（6月3日）《浪潮报》第23号上。


5月21日（6月3日）


在彼得堡纳尔瓦区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


5月23日（6月5日）


在彼得堡圣加尔斯克分区工人大会上作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报告以后，还应工人的请求谈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对待国家杜马态度问题上的分歧。

列宁的《考茨基论国家杜马》一文发表在《生活通报》杂志第6期上。


5月24日（6月6日）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劳动派和工人政党》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浪潮报》第25号上。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以多数票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决议号召作好工人和农民共同采取战斗行动的准备。彼得堡工人热烈支持这一决议。许多群众大会和工厂集会都支持这一决议，反对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散发的关于要求杜马组阁即立宪民主党组阁的决议。


5月26日（6月8日）


列宁签署波波娃出版社再版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版权协议书。

列宁的《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一文发表在《前进报》第1号上。这篇文章在1906年由彼得堡前进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5月27日（6月9日）


写《关于目前的政治局势》一文。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5月28日（6月10日）《前进报》第3号上。

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对待杜马的态度的决议》和《关于杜马组阁的口号》发表在《前进报》第2号上。


5月30日（6月12日）


列宁的《无产阶级的策略和目前的任务》一文发表在《前进报》第4号上。


5月31日（6月13日）


写《让工人来决定》一文。该文发表在《前进报》第6号上。

列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对立宪民主党人的评论》和《报刊评论》发表在《前进报》第5号上。


5月


列宁的小册子《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出版。

多次会见布尔什维克报刊的撰稿人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以及其他党的工作者。


5月—7月7日（20日）


编辑在彼得堡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合法报纸《浪潮报》、《前进报》、《回声报》。


6月1日（14日）


写《“不要向上看，而要向下看”》一文。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6月2日（15日）《前进报》第7号上。


6月3日（16日）


写《反动派开始了武装斗争》一文。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前进报》第9号上。


6月6日（19日）


用卡尔波夫这个假名在彼得堡给全俄国民教师代表大会部分代表作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和总结发言。

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杜马组阁问题的决议》发表在《前进报》第10号上。


6月8日（21日）


写《上面的动摇和下面的坚定》一文。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前进报》第13号上。

列宁的《前夜》一文发表在基辅布尔什维克报纸《工作者报》第1号上。


6月9日（22日）


写《团结起来！》一文。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6月10日（23日）《前进报》第14号上。


6月10日（23日）


写《杜马和人民》一文。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6月11日（24日）《前进报》第15号上。


6月11日（24日）以前


在彼得堡波罗的海工厂社会民主党组织会议上发言，批判孟什维克支持立宪民主党“杜马组成责任内阁”的口号。


6月11日—12日（24日—25日）


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区际代表会议的工作。在会议上代表彼得堡委员会作《关于党对国家杜马的策略》和《关于党的统一》的报告。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和关于杜马组阁问题的决议成为布尔什维克在这次大讨论中的策略纲领。

在代表会议上多次就会议日程问题发言驳斥费·伊·唐恩，坚持把关于对国家杜马的策略问题作为第一项议题。


6月11日和15日（24日和28日）之间


拟订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宣言草案。列宁在《关于我们杜马党团的宣言》一文中引用了这一草案。


6月14日（27日）


列宁的《为政权而斗争和为小恩小惠而“斗争”》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前进报》第17号上。


6月上半月


会见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代表弗·列德尔，同他就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就即将举行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及布尔什维克派代表作为来宾出席代表大会的问题进行交谈。


6月18日（7月1日）以前


委派瓦·瓦·沃罗夫斯基作为布尔什维克《前进报》编辑部代表出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6月18日（7月1日）


《生活通报》杂志第8期刊登前进出版社出版列宁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和《论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两本个册子的广告。


6月21日（7月4日）


写《“你所做的快做吧！”》一文。该文发表在6月22日（7月5日）《回声报》第1号上。


6月22日（7月5日）


写《救济饥民和杜马的策略》、《关于内阁的谈判》两篇文章以及《回声报》的《报刊评论》栏的短评。文章和短评发表在6月23日（7月6日）《回声报》第2号上。

列宁的《关于我们杜马党团的宣言》和《有益的辩论》两篇文章发表在《回声报》第1号上。


6月23日（7月6日）


写《谁赞成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一文。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回声报》第2号上。

列宁起草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宣言草案刊登在《北半球报》第1号上。


6月24日（7月7日）


为《回声报》撰写社论《立宪民主党杜马把钱交给了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并为《报刊评论》栏写短评。文章和短评发表在6月25日（7月8日）《回声报》第4号上。


6月25日（7月8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区委员会组织的工人大会上作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分析了立宪民主党人、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土地纲领，详细谈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主张土地国有和土地地方公有的两派。


6月27日（7月10日）


为《回声报》的《报刊评论》栏写短评。短评发表在6月28日（7月11日）《回声报》第6号上。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的应声虫》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回声报》第5号上。


6月28日（7月11日）


主持彼得堡纳尔瓦区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作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决议，同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区际代表会议所作的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问题、关于党的统一问题以及关于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举行会议问题的决议。

列宁的《再论杜马内阁》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回声报》第6号上。

为《回声报》的《报刊评论》栏写短评。这篇短评发表在6月29日（7月12日）《回声报》第7号上。

列宁的小册子《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被查封。


6月29日（7月12日）


为《回声报》的《报刊评论》栏写短评。这篇短评发表在6月30日（7月13日）《回声报》第8号上。


6月以后


阅读波·拉金（波·米·克努尼扬茨）的小册子《1905年10月13日—12月3日第一届工人代表苏维埃》，在书上作批注、画着重号。


7月1日（14日）


列宁的《“非党”抵制派的错误议论》和《资产阶级的谴责和无产阶级的号召》两篇文章发表在《回声报》第9号上。


7月2日（15日）


列宁的文章《军队和人民》（社论）和短评《报刊评论》发表在《回声报》第10号上。


7月4日（17日）


列宁的文章《论组织群众和选择斗争时机》（社论）和短评《报刊评论》发表在《回声报》第11号上。


7月5日（18日）以前


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彼·伊·斯图契卡就即将召开的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问题进行交谈，并答应出席代表大会。


7月5日（18日）


写《杜马内的政党和人民》一文。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7月6日（19日）《回声报》第13号上。

列宁的《大胆的攻击和胆怯的防御》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回声报》第12号上。


7月6（19日）


写《反动派的阴谋和大暴行制造者的威胁》一文。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7月7日（20日）《回声报》第14号上。


7月7日（20日）


用卡尔波夫这个假名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党的工作者会议上作关于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的策略问题的报告。


7月8日—10日（21日—23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家里（在彼得堡郊区萨布林诺）休息。当7月10日（23日）早晨得知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的消息后，立即离开萨布林诺，以便同党内的同志们讨论出现的新形势，并制定布尔什维克在新形势下的策略。


7月10日（23日）


在芬兰库奥卡拉同来自彼得堡的党的工作者举行会议，讨论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后的党的任务问题，批判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制定的号召进行总罢工反对解散杜马的计划，指示应利用解散杜马这个机会，进行集中的宣传鼓动，号召全民同时举行起义。


7月10日（23日）以后


在帕宁娜伯爵夫人民众文化馆举行的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作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

会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卢甘斯克组织代表，同他就布尔什维克在国家杜马解散后的策略问题进行谈话，询问党组织同部队的联系，战斗队的数目和武装情况以及铁路工人的情绪等问题，指示卢甘斯克委员会不要单独提前行动，而应等候举行起义的统一信号。


7月13日和17日（26日和30日）之间


写小册子《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7月16日（29日）


得知斯维亚堡的士兵和水兵可能立即举行起义的消息后，起草决定：立即派代表团前往该地了解情况并建议推迟举行起义的日期，在不可能推迟的情况下，责成代表团参加这次起义的领导工作。该决定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所通过。


7月17日（30日）


委派柳·鲁·明仁斯卡娅前往芬兰会见军事组织成员亚·格·施利希特尔，向他传达立即赴斯维亚堡领导起义的指示。


7月20日（8月2日）


根据列宁的建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决定举行政治总罢工支援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的起义。


7月20日和28日（8月2日和10日）之间


出席彼得堡党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会议。会议讨论党的策略问题。列宁在会上会见从华沙来的罗·卢森堡。


7月


在彼得堡一卷烟厂女工大会上发表演说，支持工人发动罢工抗议厂方拒绝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的倡议。


8月6日和21日（19日和9月3日）之间


在维堡期间领导筹备出版《无产者报》第1号的工作。


8月12日（25日）以前


列宁的小册子《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莫斯科由新浪潮出版社出版。


8月12日（25日）


写《论抵制》一文。


8月20日（9月2日）以前


就俄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及其夫人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交谈。


8月20日（9月2日）


住进芬兰库奥卡拉“瓦萨”别墅，在此地一直侨居到1907年11月20日（12月30日）。


8月20日（9月2日）以后


在库奥卡拉同玛·莫·埃森谈话。埃森是受莫斯科委员会的委派前来听取列宁关于党的策略问题的指示的。


8月21日（9月3日）


列宁的文章《暴风雨之前》（社论）、《论抵制》、《政治危机和机会主义策略的破产》、《谈最近的事件》及短评《关于“工人代表大会”》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号上。


8月27日（9月9日）


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召开的党的会议；发表讲话，尖锐地批评孟什维克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口号，认为这是对党的纲领的背弃，坚决主张必须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一致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


8月29日（9月11日）


列宁的《莫斯科起义的教训》（社论）和《策略上的动摇》两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号上。


8月底


在芬兰库奥卡拉“瓦萨”别墅会见罗·卢森堡，同她讨论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前途问题。


8月下半月


开始编辑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这一工作一直进行到1909年11月。


8月—9月


经常会见当时住在彼得堡的费·埃·捷尔任斯基。


夏天


同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谈话，讨论他提出的是否可以出版列宁选集的建议。

委派布尔什维克费·安·谢尔盖耶夫前往乌拉尔，向乌拉尔各党组织介绍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的策略。

在前进出版社所在地召开的党的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建议加强农村工作。

就彼得堡工艺学院学生被捕问题同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进行交谈。

读亚·亚·波格丹诺夫赠给的《经验一元论》（第3卷）一书，并给波格丹诺夫写了一封关于哲学问题的长达三个笔记本的信，信中批判作者的立场，认为他走的是一条极端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列宁曾想以《一个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见解》为题把这一著作发表出来，但没能实现。这一著作直到现在没有找到。


9月1日（14日）


从库奥卡拉致函在日内瓦的格·阿·库克林，请他把留在日内瓦的一袋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包括列宁的哥哥在狱中临刑前应妹妹玛丽亚的请求拍的照片）寄往彼得堡。


9月8日（21日）


列宁的两篇文章《政府的政策和未来的斗争》（社论）和《滚开吧！》以及编辑部短评《关于波兰社会党的游击行动》发表在《无产者报》第3号上。


9月上半月


写短评《崩得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联合》。


9月19日（10月2日）


列宁的《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一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4号上。


9月30日（10月13日）以前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尔姆委员会的来信上写批语。信中援引了党的市委会和几个区委会关于不信任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信中还提出了关于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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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在1906年9月至1907年2月即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业已过去，革命形势继续低落时期的著作。

1906年7月，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镇压了发生在斯维亚堡、喀琅施塔得和雷瓦尔等地的水兵和士兵的起义。沙皇政府、地主和资本家向工人和农民发动猖狂进攻。在这一时期中，尽管革命运动有局部活跃，但总的说来却是走向低潮。在1906年的第四季度，无论是工人的斗争或农民的斗争，其规模都比以前小多了。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复杂形势下，在沙皇政府进行残酷迫害的情况下，继续顽强进行斗争。它总结了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经验，改变自己的策略，决定参加1907年2月召开的第二届国家杜马。

本卷的第一篇文章《游击战争》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俄国革命的斗争形式，特别是游击活动的问题。列宁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在考虑斗争形式问题时应当遵循的两个原则：第一，反对一切抽象公式和学理主义方法，不使革命运动局限于某一种斗争形式，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群众觉悟的提高以及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愈来愈多的新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第二，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因为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会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孟什维克把游击战争说成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旧时的恐怖手段、脱离群众的个人行动，认为这会瓦解运动、危害革命。列宁驳斥这种观点说，不把游击战争同武装起义的环境联系起来的分析方法，是完全不正确的。他指出：游击战争这种新的斗争形式是同1905年12月发生过而且后来又在酝酿的起义有联系的，它在12月以后才开展起来，这不仅同经济危机尖锐化有联系，而且同政治危机尖锐化有联系。列宁进一步指出：革命运动受到破坏，并不是由于游击活动，而是由于党软弱无力，不善于掌握这种活动；使风纪败坏的，不是游击战争，而是游击行动缺乏组织性，缺乏秩序，缺乏党性。列宁认为，在阶级斗争已经尖锐到发生国内战争这个时代，社会民主党不仅应当参加这场国内战争，而且应当在这场国内战争中起领导作用。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应当尽量帮助大家从理论上正确估计实际生活所提出的新的斗争形式，应该毫不留情地反对各种死板公式和偏见。

俄国的许多政党都是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产生的，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无论在公开的革命斗争中还是在新的杜马选举运动中都必须确定自己对不同政党的态度。本卷收载的《俄国政党分类尝试》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阐明了俄国的不同政党的形成过程，并对它们进行阶级分析。列宁把它们分成五种基本类型：一、社会民主党，它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二、劳动派，它是非常庞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包括劳动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本身以及最高纲领派，它的极右翼（劳动人民社会党）同立宪民主党差别很小，它的极左翼（最高纲领派）同无政府主义者差别也不多，典型的劳动派是一些有觉悟的农民，他们有同君主制搞交易的愿望，有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安居乐业的愿望，但是当时他们的主要力量是用来同地主争土地、同农奴制国家争民主，他们的理想是消灭剥削，但并不是反对一切剥削，而只是反对地主和大金融资本的剥削；三、立宪民主党，它的成员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甚至是自由派地主，其右翼为民主改革党，其左翼为自由思想派、激进派等等，他们的主要愿望是同君主制搞交易、制止革命，他们的理想是通过有秩序的、文明的、议会的形式使资产阶级的剥削永世长存；四、十月党，它的成员是大资产者，他们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家，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主人，他们最关心资本主义剥削，他们把立宪民主党人对“民主制”的一切要求统统加以抛弃，想用少数人物或巨头和宫廷恶徒达成协议的办法同君主制搞交易，以便使昏愦的亚洲式俄国赃官直接服从当权的资产阶级；五、黑帮，它连沙皇的“10月17日宪法”都不要，而要保持和正式恢复专制制度。列宁在本文之后写的《告选民书草案》是把对政党的分类、对政党的阶级分析运用于杜马选举中的宣传鼓动，而传单《把谁选入国家杜马？》则以简明的表格形式对杜马选举中互相斗争的各个政党作出评定，说明它们分别维护谁的利益、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它们想要给人民什么样的自由等。

本卷中的大部分文献都是直接有关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中的策略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在说明社会民主党对议会斗争的态度时指出：社会民主党认为议会制度（参加代表会议）是启发、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建立独立的阶级政党的手段之一，是争取工人解放的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社会民主党使自己的全部议会活动服从工人运动的总利益和无产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特殊任务；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运动的性质完全不同于其他政党，它根本不承认这个运动具有任何独立自在的甚至主导的意义，它要使这个运动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它在这个运动中提出的口号不是为进行议会改良而实行议会制度，而是为召开立宪会议进行革命斗争。小册子还指出，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不是追求席位，而是极其坚决地彻底地捍卫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观点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利益；社会民主党应当利用选举运动来组织革命，即组织无产阶级和真正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小册子在论证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整个杜马选举运动中保持阶级独立性的问题时说：保持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完全独立性，应当是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总策略的出发点；阐明社会主义的学说和社会民主党在当前革命中的独立口号，将是选举运动和局部协议的政治思想内容。小册子认为，在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即自由问题和土地问题上，既应当强调纯社会主义的宣传，分清小业主的观点和无产阶级的观点，又应当强调为影响人民而斗争的各政党的区别。小册子由土地问题谈到在革命中对待农民的态度时说：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得到一部分最先进最觉悟的农民群众的支持下才能取得胜利；在确定杜马选举结果方面具有政治上的决定意义的是农民；因此，在整个选举时期，社会民主党都必须同农民民主派达成协议。以上这些思想在本卷的许多文献里都作了阐述。

在杜马选举运动中，1906年11月3—7日（16—20日）在塔墨尔福斯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载入本卷的列宁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文献共有5件，其中列宁以14名代表的名义提出的《特别意见》（即《以波兰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边疆区、圣彼得堡、莫斯科、中部工业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代表名义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提出的特别意见》），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在杜马选举运动中的纲领。列宁说，社会民主党应当在杜马外和杜马内进行斗争，以便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便向全体人民进一步揭露立宪幻想并发展革命，因此，它全力以赴地参与当前的杜马运动。列宁提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选举运动中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向人民说明：只要实权还掌握在沙皇政府手里，要想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政治自由是办不到的；必须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时期实行“左派联盟”的策略思想，除见于上述《特别意见》外，还见于列宁在此以前写的《马尔托夫和切列万宁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的言论》以及已经提到的《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等一系列文献。所谓“左派联盟”指社会民主党在选举时和在杜马中同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党派达成临时协议，因为当时怀有革命情绪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是跟着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走的，布尔什维克只有实行“左派联盟”，才能使农村和城市的民主分子摆脱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影响，也才能使自己成为群众性人民运动的领导者。而关于在杜马选举的过程中如何实行“左派联盟”的策略，列宁认为：在选举的第一阶段，同任何其他政党结成任何联盟和达成任何协议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社会民主党应当独立地在群众中进行活动；在选举的第二阶段（即在初选人大会和复选人大会上），在分配代表席位时才允许仅仅同那些承认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并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政党达成协议。

在本卷中，列宁猛烈抨击孟什维克关于在选举运动中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的代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以占多数的优势，把他们的一项容许同立宪民主党联盟的决议强加给了代表会议。列宁的上述《特别意见》就是对抗孟什维克的这项决议的。此外，载入本卷的列宁在代表会议以后写的《论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谈谈崩得机关报上的一篇文章》、《政府伪造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协议！〉的俄译本序言》、《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政党是怎样对待杜马选举的？》等许多文章都谈到这个问题。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的实质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应当跟在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后面呢，还是应当走在革命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前面。孟什维克以黑帮的危险在增加为借口、主张在选举运动中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列宁说：同反动派作斗争首先要使群众从思想上脱离反动派，而反动派对群众的思想影响，决不在于黑帮，而恰恰在于立宪民主党；不消除立宪民主党的言论和思想对天真的庄稼汉和小市民的影响，就不能使他们确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斗争；谁要是说应当同反动派作斗争，而不是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谁就是不懂得斗争的思想任务；要想真正打倒反动派，就必须使群众摆脱立宪民主党的思想影响，因为立宪民主党虚假地向这些群众说明同反动派斗争的任务和实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为解决是否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问题而于1907年1月6日（19日）召开了代表会议。列宁在代表会议上作了《就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达成选举协议问题的报告》，本卷收载了这个报告的简要报道。孟什维克的代表由于自己的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策略遭到拒绝而退出了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在讨论了列宁的报告之后，批准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特别意见》，通过向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建议在选举期间签订协议的决议，条件是他们要拒绝同立宪民主党的任何联合。本卷中的《彼得堡工人政党的选举运动》、《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31个孟什维克的抗议书》、《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彼得堡的选举和机会主义的危机》等文献详尽阐述了这次会议的工作。列宁在揭露孟什维克的分裂行动对指出，孟什维克想方设法要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为此，企图用分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认为孟什维克是工人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部分，他们动摇不定，从一方投向另一方，宁肯同立宪民主党勾结，而不进行原则的斗争。

本卷中的《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彼得堡选举的意义》、《彼得堡选举的总结》等文对1906—1907年彼得堡的选举运动进行了总结。在这次选举运动中，布尔什维克排除立宪民主党人的影响，争取了较多的选民；只是由于孟什维克的工贼行为，才使得彼得堡的“左派联盟”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列宁高度评价这次选举运动，认为它是“俄国革命史上一个重大的独立的阶段”（见本卷第367页）。列宁指出，革命在彼得堡竞选运动中取得的不可磨灭的成果，首先在于弄清楚了各个政党的相互关系和各个阶级的情绪（从而也弄清楚了各个阶级的利益和整个政治形势），其次，在重大的公开的群众性事件中，对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策略问题的各种答案作了实际的检验。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是正确的，它的具体表现是：左派联盟成了事实，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成了事实，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了所有的劳动派和大部分孟什维克，甚至领导了知识分子；在彼得堡的选举中已经树起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旗帜，这面旗帜将在杜马斗争以及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其他一切形式的斗争中迎风飘扬。列宁在总结彼得堡的竞选运动时还指出，在工人选民团的选举中，在最大的一些工厂中，在孟什维克所控制的地区中，由于孟什维克投靠立宪民主党而遭到工人的摈弃，工人宁愿选社会革命党人，也不选孟什维克。上述《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一文，还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在圣彼得堡工人选民团选举中的斗争》、《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总结》等文都对这一事实作了评述。列宁说，社会革命党人战胜的并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社会民主党中的孟什维克，是把社会民主党庸俗化的机会主义者。列宁在《第二届杜马和第二次革命浪潮》一文中回顾整个杜马运动时指出：从1905年1月9日以来，经历了一届杜马和两次选举，这些选举最终形成了党派的划分，使得不久前对政党还没有任何概念的居民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划分；结果产生了新的更左的杜马，发展下去就是新的更剧烈更明显的革命危机。列宁说：“我们面临的恰恰是革命危机，而不是立宪危机。这是毫无疑问的。”（见本卷第385页）

孟什维克在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同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之间有必然联系。列宁揭露孟什维克提出的为建立广泛的“非党的党”而召开有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所谓“工人代表大会”的打算，以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和党的队伍的统一。散见于本卷前后的一些文献，如《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革命界的小市民习气》、《孟什维主义的危机》、《工人代表大会和同社会革命党的合并》等文都涉及这一问题。列宁认为工人代表大会的实质就是想修改党纲，使党从“保守的”秘密活动、革命性、地下状态转向“进步的”宪法规定的合法性，使党只用合法手段进行斗争。他指出，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模糊了无产者和小资产者的观点的差别，想把无产阶级政党溶化到小资产阶级中去；这样做会使无产阶级从执行独立的革命政策的先进战士变成最引人注目、最想代表“全民族”意愿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品。列宁说：“我们的口号是：扩大社会民主工党，反对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的党！”（见本卷第165页）

列宁推荐卡·考茨基的《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也是为了批判孟什维克关于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策略。本卷中的《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和《卡·考茨基的小册子〈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的俄译本序言》两文都以此为内容。考茨基的这本书回答了格·普列汉诺夫所提的三个问题：一、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二、关于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三、关于社会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对各反对派政党的支持。列宁认为，考茨基出色地探讨了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整个策略的基础，论证了俄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一翼即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的正确；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论证的宝贵之处在于他撇开具体的实际的问题，集中全力系统地说明俄国革命中社会主义策略的一般原理。后一文献还专门谈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权威”的观点，列宁认为“不要任何权威”的说法不对。他说，工人阶级为了在全世界进行艰巨而顽强的斗争以取得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的；又说，社会民主党为了阐明自己的纲领和策略，也需要全世界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理论权威。列宁称赞当时的考茨基是工人阶级的著作家，不仅善于论证和阐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并且善于用这一学说来阐明错综复杂的俄国革命问题。同样，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曾经是理论权威。列宁说，普列汉诺夫的主要是批判民粹派和机会主义者的理论著作仍然是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牢固成果；但是，他作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袖，作为一个策略家，却不值一评；他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机会主义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带来的危害，要比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给德国工人带来的危害大百倍。

本卷载有《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在这篇序言中说，俄国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马克思在相当动荡的19世纪60年代所采取的政策，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民主党人在目前俄国革命中采取的政策的直接榜样。列宁认为，必须向马克思这位无产者的理论家和领袖学习对革命的信心，学习号召工人阶级把自己的直接的革命任务坚持到底的本领，学习那种决不因革命暂时失利而灰心丧气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列宁着重介绍了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评价，认为这是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书信中的精华。列宁指出，如果拿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来和孟什维克对俄国1905年革命的态度对照一下，是特别有益的。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成立半年以前曾直接警告过法国工人，说实行起义是蠢举，而当他看见人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态度，对这个标志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的伟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而普列汉诺夫这位孟什维克的领袖人物在1905年11月，即第一次俄国革命高潮的一个月以前，不但没有坚决警告过无产阶级，反而公开说必须学会掌握武器、必须武装起来，而一个月以后，当斗争已经爆发的时候，却又毫不分析这次斗争的意义、分析这次斗争在整个事变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同以前斗争形式的联系，就马上扮作一个悔罪的知识分子说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列宁说，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6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俄代表会议）的5篇文献中，有4篇为新文献。





《列宁全集》第14卷


游击战争

（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游击活动问题引起我们党和工人群众的极大兴趣。我们已经不止一次顺便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打算把我们的观点作一次比较完整的叙述，这是我们曾经说过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61页。——编者注］




一

让我们从头说起吧。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考察斗争形式问题，应当提出些什么基本要求呢？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固定的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并且不是“臆造”这些形式，而只是对运动进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形式加以概括、组织，并使其带有自觉性。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抽象公式、任何学理主义方法是绝对不相容的，它要求细心对待进行中的群众斗争，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愈来愈新和愈来愈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决不局限于只是在当前可能的和已有的斗争形式，它认为，随着当前社会局势的变化，必然会出现新的、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向群众的实践学习的，决不奢望用书斋里的“分类学家”臆造的斗争形式来教导群众。例如，考茨基在考察社会革命的形式时说：我们知道，即将到来的危机会给我们带来我们现在还预见不到的新的斗争形式。

第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首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这就是我们应当遵守的两个基本理论原理。在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无数证实上述原理的例证。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议会制度和工会运动是目前主要的斗争形式，但是，他们同俄国立宪民主党人[1]和无题派[2]之类的自由派资产者的意见相反，过去承认过起义，并且在将来局势发生变化的时候，还是完全准备承认起义的。70年代，社会民主党不承认总罢工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应灵丹，不承认它是通过非政治途径能立即推翻资产阶级的手段，但是，社会民主党现在完全承认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特别是有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后）是一种在一定条件下必要的斗争手段。社会民主党承认过19世纪40年代的街垒斗争，以后又根据19世纪末的一定情况把它否定了，而在有了莫斯科的经验以后，又表示完全愿意修改这种否定街垒斗争的观点，承认这种斗争是适当的，因为莫斯科的经验，用考茨基的话来说，提供了新的街垒战术。


二

我们既已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现在就来考察一下俄国革命。我们先回忆一下俄国革命所提出的各种斗争形式的历史发展。起初是工人的经济罢工（1896—1900年），接着是工人和学生的政治示威（1901—1902年），农民骚乱（1902年），以各种形式同游行示威结合在一起的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兴起（1902年罗斯托夫的罢工，1903年夏季罢工，1905年1月9日事件）。全俄政治罢工连同局部的街垒斗争（1905年10月），群众性的街垒斗争和武装起义（1905年12月），和平的议会斗争（1906年4—6月），军队的局部起义（1905年6月—1906年7月），农民的局部起义（1905年秋—1906年秋）。

从一般斗争形式来看，截至1906年秋天为止，情况就是这样。专制制度采取的“报复”斗争形式，就是从1903年春天的基什尼奥夫事件起到1906年秋天的谢德尔采事件[3]止的黑帮大暴行。在这整个时期，策划黑帮大暴行和屠杀犹太人、大学生、革命者以及觉悟工人的办法变本加厉，日益精巧，除了收买无知之徒施行暴力而外，还动用了黑帮军队，甚至在农村和城镇使用大炮，派遣讨伐队和讨伐列车等等。

这就是情况的基本背景。在这个背景上也就呈现出本文所要研究和评价的那一现象，当然这是一种局部的、次要的、附带的现象。这一现象究竟是什么呢？它具有哪些形式？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扩展到了什么程度？它在革命总进程中有什么意义？它同社会民主党所组织所领导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关系怎样？这就是现在我们勾画了这种情况的一般背景以后所要分析的一些问题。

我们所关心的这一现象是一种武装斗争。这个斗争是由个别人和一小群人进行的。其中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组织，一部分人（在俄国某些地方是大部分人）没有参加任何革命组织。武装斗争有两种不同的、必须加以严格区分的目的：第一，这种斗争的目的，是要刺杀个别人物，军警长官和他们的下属；第二，是要没收政府的和私人的钱财。没收来的钱财一部分交给党，一部分专门购置武器和准备起义，还有一部分用来维持进行上述斗争的人的生活。剥夺来的大笔款项（高加索20多万卢布，莫斯科875000，卢布）[4]首先交给革命政党；剥夺来的小笔款项，首先，有时甚至完全用来维持“剥夺者”的生活。这种斗争形式，显然只是在1906年，即十二月起义以后，才广泛地发展和流行起来。尖锐到发生武装斗争程度的政治危机，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贫困、饥饿和失业的加剧，是引起这种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无业游民、流氓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集团，把这种斗争形式看作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社会斗争形式。专制制度采取的“报复”斗争形式，就是宣布戒严状态，动员新的部队，施行黑帮大暴行（谢德尔采事件），设立战地法庭[5]。


三

通常对这种斗争的评价可以归结如下：这是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6]、旧时的恐怖手段，是脱离群众的个人行动，这种行动会使工人风纪败坏，使广大居民同工人疏远，瓦解运动，危害革命。人们可以从报纸上每天报道的事件中随便找出一些例子，来证实这种评价。

但是这些例子有说服力吗？为了检验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这种斗争形式最发展的地方，即拉脱维亚边疆区。请看，《新时报》[7]（9月9日和12日）对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是怎样发泄不满的吧。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8]（它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所办的报纸[9]，通常发行3万份。在通告栏内，公布了每个正直的人都有责任加以消灭的奸细的名单。帮助警察局的人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应当处以死刑，并没收其财产。居民向社会民主党捐款必须索取盖有印章的收条。党的最近账目中载明，在全年48000卢布收入中，有5600卢布是利巴瓦支部用剥夺手段得来购置武器的。《新时报》自然暴跳如雷，反对这种“革命立法”，反对这个“可怕的政府”。

谁也不敢贸然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这种活动，说成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恐怖主义。为什么不敢呢？因为这里显然可以看出，新的斗争形式是同12月发生过而且现在又在酝酿的起义有联系的。就整个俄国来说，这种联系还不十分明显，但是这种联系是存在的。至于“游击”斗争是在12月以后才开展起来，这种斗争不仅同经济危机尖锐化有联系，而且同政治危机尖锐化有联系，这些都是没有疑问的。旧时的俄国恐怖主义是知识分子密谋家所干的事情；现在的游击斗争通常是由工人战斗队员或者就是失业工人进行的。布朗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那些喜欢死板公式的人容易想到的，但是在象拉脱维亚边疆区这样明显的起义环境里，这种用滥了的标签显然是不适用的。

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例子显然可以看出，在我国如此常用的、不把游击战争同起义环境联系起来的分析方法，是完全不正确的、非科学的、非历史的。应该注意到这个环境，考虑到两次大规模起义行动之间的间隔时期的种种特点，应当了解这时必然会产生怎样的斗争形式，而不是用立宪民主党人和新时报派惯用的无政府主义、抢掠、游民行为等这套字眼来敷衍了事！

有人说，游击活动会破坏我们的工作。我们不妨把这种议论拿来同1905年12月以后的环境，同黑帮大暴行和戒严状态的时代对照一下。在这样的时代，究竟是什么最能破坏运动呢？是不抵抗，还是进行有组织的游击斗争？我们可以把俄国中部同俄国西部边区即波兰和拉脱维亚边疆区比较一下。毫无疑问，游击斗争在西部边区开展得更广泛，发展得更迅速。同样毫无疑问，革命运动，特别是社会民主运动，在俄国中部要比俄国西部边区一带受到的破坏更大。当然，我们决不想由此得出结论说，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运动所受到的破坏较小是因为进行了游击战争。不是的。由此只应得出结论说，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人运动受到破坏的事实不能归咎于游击战争。

人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往往以民族条件的特点为借口，但是这种借口特别明显地暴露了目前流行的论据的不足。既然问题在于民族条件，那就是说，问题不在于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恐怖主义这些全俄范围和甚至专门是俄罗斯范围的过失，而在于某种别的缘故。先生们，请你们具体地分析一下这个某种别的缘故吧！那时你们就会知道，民族压迫或民族对抗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因为这在西部边区一带始终都是存在的，而游击斗争只是当前历史时期的产物。有许多地方，虽有民族压迫和民族对抗，但是没有游击斗争，而游击斗争有时是在没有任何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只要具体分析问题，就会知道问题不在于民族压迫，而在于起义的条件。游击斗争是群众运动事实上已经达到起义地步，以及国内战争中两“大战役”间的一段较长的间隔时期内不可避免的一种斗争形式。

运动受到破坏，并不是由于游击活动，而是由于党软弱无力，不善于掌握这种活动。所以我们俄罗斯人通常一方面咒骂游击行动，一方面又去进行确实使党受到破坏的那种秘密的偶然的没有组织的游击活动。我们不能了解产生这种斗争的历史条件，也就不能消除它的不好的方面。然而斗争却在进行着。这种斗争是由强大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引起的。我们不能排除这些原因，也就不能排除这种斗争。我们埋怨游击斗争，其实就是埋怨我们党在起义方面的软弱无力。

以上我们关于运动受到破坏的问题所谈的一切，也适用于风纪败坏的问题。使风纪败坏的，不是游击战争，而是游击行动缺乏组织性，缺乏秩序，缺乏党性。对游击行动的斥责和诅咒，丝毫也不能使我们摆脱这种极明显的风纪败坏，因为这种斥责和诅咒绝对不能阻止深刻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所引起的现象。有人会反驳说，我们不能阻止反常的、会败坏风纪的现象，但这也不能成为党应该采取反常的、会败坏风纪的斗争手段的理由。但是这种反驳纯属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说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把国内战争，或者作为国内战争形式之一的游击战争，笼统地看成反常的、会败坏风纪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阶级斗争的，而不是主张社会和平的。在尖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一定时期，阶级斗争就会径直发展成为国内战争，即两部分人之间的武装斗争。在这样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持国内战争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对国内战争作任何道义上的谴责，都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在国内战争时代，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就是要成为战斗的党。这是绝对无疑的。我们完全可以假定，就国内战争而言，可以证明而且也可能证明国内战争的某种形式在某个时候是不适当的。我们完全承认可以根据军事上的适当与否来批评国内战争的各种不同形式，而且我们绝对同意在这种问题上的最后发言权属于各个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可是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绝对主张不要用一些什么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老生常谈来回避对国内战争条件的分析，绝对主张在讨论社会民主党应否参加游击战争问题时，不要拿某个波兰社会党组织在某个时候采用过的毫无意义的游击活动方式来吓唬人[10]。

对于所谓游击战争会使运动受到破坏的借口，我们应该批判地对待。采用任何一种新的斗争形式，都会遇到新的危险，遭到新的牺牲，因而不免会使对这种新的斗争形式准备不足的组织受到“破坏”。我们以前的宣传员小组曾因转向鼓动而受到破坏。后来，我们的委员会也因转向游行示威而受到破坏。任何战争中的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都会使作战队伍受到某种破坏。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当作战。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学会作战。如此而已。

某些社会民主党人骄傲自满地说，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是小偷，不是土匪，我们高于这一切，我们反对游击战争。当我听到这类话的时候，我便自问道：这些人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吗？现在黑帮政府正在全国各地同居民展开武装冲突和搏斗。这种现象在目前的革命发展阶段上，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居民自发地、无组织地——因此也就往往采取不能奏效的坏形式——同样用武装冲突和袭击来对付这种现象。我明白，由于我们组织的软弱无力和准备不足，在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我们可能放弃党对这种自发斗争的领导。我明白，这个问题应当由当地的实际工作者来解决，改造软弱无力的和准备不足的组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可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或政论家不但不对这种准备不足感到痛心，反而用一种骄傲自满的态度、纳尔苏修斯[11]式的得意神情重复他在少年时代背诵的那些关于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词句。当我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就不禁要为世界上最革命的学说遭到诋毁而难过。

有人说，游击战争会使觉悟的无产阶级堕落到不可救药的无赖流氓的地步。这是对的。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把游击战争当作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斗争手段；这种手段应当服从于其他的斗争手段，应当配合主要的斗争手段；应当经过社会主义的教育影响和组织影响变成一种高尚的手段。没有后面这个条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进行斗争的一切手段，确实是一切手段，都会把无产阶级弄到那些高于或低于它的非无产者阶层的地步，如果听其自然发展下去，那就会散漫放荡，腐化堕落。听其自然发展的罢工，往往会堕落为工人同厂主相妥协以对付消费者的“同盟”。议会会堕落为妓院，由一伙资产阶级政客拿“人民自由”、“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反教权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其他种种畅销货来做批发和零售的交易。报纸会堕落为廉价的皮条客，堕落为腐蚀群众、无耻迎合群氓卑鄙本能的工具，等等，等等。社会民主党不知道有什么万能的斗争手段，不知道有什么能用万里长城把无产阶级同稍高于或稍低于它的各个阶层隔绝起来的手段。社会民主党在不同的时代采用不同的手段，并且始终为采用这种手段规定了严格确定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条件。 
［注：有人往往责备社会民主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对游击行动持轻浮偏颇的态度。因此，在这里不妨指出，在关于游击活动的决议草案（见《党内消息报》[12]第2号和列宁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13]）里，拥护游击活动的那部分布尔什维克曾经提出他们承认游击活动的如下条件：决不容许“剥夺”私有财产；不提倡“剥夺”官家财产，而只在受党监督并把款项用于起义需要的条件下，才容许这样做。对政府暴吏和积极的黑帮提倡用恐怖式的游击活动，然而必须遵守下列条件：（1）要顾及到广大群众的情绪；（2）要注意到当地工人运动的条件；（3）要设法使无产阶级不要无谓地耗费力量。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这个草案实际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容许“剥夺”官家财产。］




四

俄国革命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相比，特点是斗争形式繁多。考茨基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这一点，他在1902年说过，将来的革命（他补充说，也许俄国例外），与其说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斗争，不如说是两部分人之间的斗争。我们看到，在俄国，这第二种斗争显然要比在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发展得更广。我国革命的敌人在人民中间为数不多，但是随着斗争的尖锐化，他们日益组织起来，并且得到了资产阶级中反动阶层的支持。因此，在这样的时代，在发生全民政治罢工的时代，起义也就不能采取那种只适用于间隔时期很短和地区很小的单独行动的旧形式，这是十分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起义采取遍及全国的长期的国内战争这种更高的更复杂的形式，即采取两部分人之间的武装斗争形式，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战争，只能是连续发生的几次间隔时期较长的大战役和大量的、在这些间隔时期内发生的小冲突。既然这样——而这是确定无疑的——社会民主党也就绝对应该提出自己的任务：建立能够在这些大战役中也能够尽量在这些小冲突中最大限度地领导群众的组织。在阶级斗争已经尖锐到发生国内战争这个时代，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不仅应当参加这场国内战争，而且应当在这场国内战争中起领导作用。社会民主党应当培养和训练自己的组织，使它们能够真正成为交战的一方，不错过任何一个打击敌人力量的机会。

不用说，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它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正如在国内战争进程中全体人民都在斗争中重新受到教育和进行学习一样，我们的各级组织也应当受到教育，应当根据实际经验进行改造，以适应这个任务。

我们一点也不想硬要实际工作者接受什么杜撰的斗争形式，甚至也不想在书斋里解决某种游击战争形式在俄国国内战争的总进程中的作用问题。我们决不想把具体估计某种游击行动的问题，看作是社会民主党的方针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尽量帮助大家从理论上正确估计实际生活所提出的新的斗争形式，就是毫不留情地反对各种死板公式和偏见，因为它们妨碍觉悟工人正确地提出这一新的困难问题并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





	载于1906年9月30日《无产者报》第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12页

















[1]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官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2。



[2]无题派是指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无题》周刊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维·韦·波尔土加洛夫、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人。无题派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西欧批判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支持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列宁称无题派为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化的孟什维克。无题派后来集结在左派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周围。——2。



[3]基什尼奥夫事件是指1903年4月在基什尼奥夫发生的大规模蹂躏犹太人的血腥事件。这一暴行是由沙皇政府内务大臣、宪兵司令维·康·普列韦策划的，其目的是诱使群众离开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在这一事件中死伤者有几百人，被抢劫和捣毁的住房和店铺上千座。



谢德尔采事件是指1906年8月底发生在谢德尔采市的反犹太人大暴行。在这一事件中，该市遭到枪炮轰击，死伤者达数百人。——3。



[4]这里说的是发生在高加索和莫斯科的两次较大的剥夺事件。高加索剥夺事件发生在梯弗利斯省的杜舍季市。1906年4月12日（25日）夜，身着士兵服装的6名武装人员，冒充卫兵进入该市地方国库，夺取了315000卢布。莫斯科剥夺事件是社会革命党人干的，发生于1906年3月7日（20日）。这一天，大约有20名武装人员解除了莫斯科商人互贷协会银行守卫队的武装，夺取了875000卢布。——4。



[5]战地法庭是沙皇政府为镇压革命运动而设立的非常法庭。沙皇俄国大臣会议于1906年8月19日（9月1日）制定了战地法庭条例。该条例规定，在宣布戒严或处于非常警卫状态的地方设立战地法庭。设立战地法庭之权属于总督、在实施非常警卫时被授予全部行政权力的“长官”或其他有同等权力的人员，由他们确定设立战地法庭的地点，并向警备司令、驻军司令或港口司令提出相应的要求。战地法庭由主席1人（将校级军官）和成员4人（陆军或海军军官）组成。开庭时禁止旁听，被告人不得委托他人辩护，也不得上诉。战地法庭的判决一般是死刑，宣判后立即生效，并且必须在一昼夜内执行。——4。



[6]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者期待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5。



[7]《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5。



[8]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是1904年6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1905年6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1905年该党领导了工人的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5。



[9]指《斗争报》。



《斗争报》（《Zihna》、《Cīna》）是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的中央机关报，1904年3月创刊。1909年8月以前在里加出版（经常中断），以后在国外出版。该报刊登过列宁1910年为该报出版100号而写的祝贺文章以及列宁起草的一些党的文件。该报撰稿人中有拉脱维亚共产党的组织者彼·伊·斯图契卡、拉脱维亚人民诗人扬·莱尼斯等。1917年4月起，《斗争报》成为合法报纸，先后在彼得堡、里加和其他城市出版。1919年8月起，因反革命在拉脱维亚暂时得势而再次在里加秘密出版。1940年6月，苏维埃政权在拉脱维亚取得胜利后，该报成为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机关报。——5。



[10]关于波兰社会党某个组织在某个时候采用过的毫无意义的游击行动方式，可参看《关于波兰社会党的游击行动》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88页）。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名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8。



[11]纳尔苏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9。



[12]《党内消息报》（《Партийные　Иэвестия》）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彼得堡出版。该报编辑部是由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和孟什维克机关报（新《火星报》）的同等数量的编辑人员组成的。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编辑部的是弗·亚·巴扎罗夫、瓦·瓦·沃罗夫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代表孟什维克参加的是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报共出了两号。第1号于1906年2月7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第2号于1906年3月20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这一号上还刊登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自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党内消息报》遂停刊。——10。



[13]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65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62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还有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和崩得的代表各3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1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1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参加大会的共有157人。



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1905年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导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两派分别制定的纲领，并按300名党员产生1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织遭摧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112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则拥有62票，而且拥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



代表大会的议程是：修改土地纲领；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关于对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和对杜马本身的策略问题；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临时革命政府和革命自治；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态度；工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对各种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党派和组织的态度；根据党纲中的民族问题对召开特别的波兰立宪会议的要求的态度；党的组织；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崩得）的统一；工作报告；选举。大会只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党的章程这几个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



大会是在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种纲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对这一纲领作了一些修改。大会还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和武装起义的决议。大会未经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区各民族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局面。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名孟什维克（B．H．罗扎诺夫、列·伊·戈尔德曼、柳·尼·拉德琴柯、列·米·欣丘克、维·尼·克罗赫马尔、Б．А．赫梅季耶夫、帕·尼·科洛科尔尼科夫）和3名布尔什维克（瓦·阿·杰斯尼茨基、列·波·克拉辛、阿·伊·李可夫）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5名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彼·巴·马斯洛夫、费·伊·唐恩、亚·尼·波特列索夫）组成的清一色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中央委员中的李可夫后来换成了亚·亚·波格丹诺夫。——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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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政变在酝酿中！

（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古契柯夫给特鲁别茨科伊的信[14]，我国政治报刊——如果御用报纸和少数幸存的自由派报纸可以叫作政治报刊的话——已经议论得很久了，而且有一部分报刊还在继续议论。这封信的确有一定的意义。它标志着反革命倾向在俄国大资产阶级的广泛阶层中间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对这些阶层来说，十月政治罢工[15]就已经起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的作用。在10月17日[16]以后，大资产者立刻说：“够了！”因此，俄国革命的一个非常突出而且是非常典型的特点表现在，那些在沙皇政府着手使新宪法适用于专制制度的时候站到政府方面去的大资产阶级分子，用立宪宣言公布的日子为党命名。10月，是俄国革命至今唯一取得部分胜利的日子。叫作十月党[17]的，却是我国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俄国革命的阶级矛盾突出体现在这种矛盾的对照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俄国的当前革命，这种矛盾的对照就能得到解释。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不管怎么说都是在为资本主义更加广泛而迅速的发展清扫基地。把革命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的完全胜利看作是“劳动原则”的胜利，看作是向“社会化”过渡，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但是，不可避免地为资本主义清扫基地，可以沿着两大路线进行。既可以在保证农民和无产阶级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够得到最大福利的条件下把农奴制的俄国改造成资产阶级的俄国，也可以在首先保证地主和资本家这两个有产阶级利益的条件下实行这种改造。我国革命至今走的还是后一条道路。如果我国革命不能再赢得一次比较大的胜利，那么，反革命资产者十月党人无疑将成为俄国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正象容克俾斯麦成为不彻底的德国1848年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一样。

古契柯夫先生不是大傻瓜。他已经在预先享受革命彻底失败以后执掌政权的乐趣了，在预先享受既推行讲求实惠、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又用军警残酷镇压心怀不满的“下层群众”的乐趣了。古契柯夫先生虽然是一个讲求实惠、思想贫乏的资产阶级市侩，但是他比我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许多哲学家和空谈家更好地领会了实际政治形势。（L’ignorance est moinséloignée de la vérité que le préjugé！——无知比偏见离真理还近一些。）古契柯夫先生要把立宪民主党人的资产阶级理想付诸实现。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信中下面这段没有引起我国奴仆报刊重视的话：

古契柯夫给特鲁别茨科伊写道：“现在，革命的胜利或者即使是革命危机的重新尖锐化，无疑会把我国新兴的政治自由和我们所余无几的文化和福利统统葬送掉。”

从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来看，这是对当前政治形势的一种非常准确和非常中肯的估价。古契柯夫先生抓住了要害。当前政治形势的整个关键的确在于革命危机会不会重新尖锐化。古契柯夫先生，我们感谢您的坦率！我们完全知道，《言语报》[18]的资产阶级教授们和外交家们是不喜欢您的果断、直率、迅速和勇猛的，是不喜欢您的——请原谅我用一个粗俗的字眼——“捅漏子”的本领的，但是我们社会党人却非常赞赏您这种本领。它对我们有利。

总之，谁想认真提出当前政治形势问题，谁就应当十分明确地确定自己对待革命危机重新尖锐化的态度。古契柯夫先生就是这样做的。他那整封信都在声明：“我持反对态度。”我把一切都服从于同这种尖锐化作斗争的利益，服从于压制一切导致这种尖锐化的因素的利益。原因很清楚。革命危机的重新尖锐化有可能使革命获胜，而革命获胜又会使古契柯夫之流、罗曼诺夫之流、斯托雷平之流先生们以及其他一帮大暴行制造者的地主们“所余无几”的田产……受到威胁，会使能够防备无产阶级进一步斗争的资产阶级“所余无几”的特权受到威胁，一句话，会使“我们的〈古契柯夫之流、罗曼诺夫之流、斯托雷平之流的〉所余无几的福利”受到威胁。

古契柯夫先生说得很正确，比现在拼命反对他的立宪民主党人要正确得多，彻底得多。这些以形形色色的维诺格拉多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伊兹哥耶夫之流、别尔嘉耶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为代表的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千百次地为“自由和文化”在“疯狂的自发势力”的胜利下行将寿终正寝而痛哭流涕。

革命者也不妨向反动派学习学习应该怎样彻底地提出当前政治形势的问题，即“革命危机重新尖锐化”的问题。这种尖锐化必将意味着为俄国大革命的伟大一年的经验所丰富了的群众发动会比以前更多。而这一年的经验，从十月罢工开始，经过十二月起义[19]，经过和平杜马和解散杜马[20]，正在导向以罢工作为斗争的从属辅助手段的进攻性的全俄武装起义。

政府已经使它的全部政策适应这种大家所预期的革命危机的重新尖锐化。它故意不规定选举新杜马的日期，这无疑是想使自己腾出手来，在全民斗争大大尖锐化的情况下，用突然规定选举日期的办法来粉碎这个斗争。现在政府正在专心致志地研究是否要召开新杜马和是否要保留旧选举法这个问题，无疑也是从同一观点出发的。因此，社会民主党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是最没有道理的。

政府现在势必二者择一：或者是在加紧迫害、对选举施加压力、组织黑帮的条件下，根据现行选举法再召开一次杜马；或者是在第二届杜马召开前修改选举法，以确保有一个“有工作能力的”，即黑帮的杜马。地主阶级中反动势力的抬头、黑帮地主在地方自治机关中的胜利、人民不满情绪的显著增长，——所有这些都直接提示政府要立即废除现行选举法，要用从维特杜马回到布里根杜马[21]的办法来限制选举权，要不然就采取更糟的办法，或者干脆把地方自治机关选出的代表召集到第二届杜马里来。我国报刊的御用记者已经无意中泄露了“上层人士”即宫廷党羽的这种计划，并且正在找根据来证明专制政府“有权”越过杜马颁布新的选举法。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政府政策的这些“方针”，哪一种是可能被采取的。从立宪的“合法性”、政治上的谨慎和忠诚来说应保留12月11日选举法[22]。很明显，这都是些“理想的”理由，而这些理由罗曼诺夫之流和波别多诺斯采夫之流一向没有把它们放在眼里。如果认为，那些在最后的、绝望的斗争中保护自己农奴占有权的、从头到脚沾满了血污的人会考虑这类理由，实在是太可笑了。如果认为，沙皇匪帮会因“合法性”感到为难，那是可笑的，因为这伙匪帮既没有因颁布12月11日法令、2月20日法令[23]等等而感到为难，也没有因现在“法令”一味遭到嘲弄而感到为难。不，所有这些理由都是不足信的！

欧洲的意见呢？需要取得借款吗？这个需要倒是最迫切的。可是欧洲资本只有在“秩序”有了保障的时候才肯出钱。至于这是什么样的“秩序”，资本是无所谓的，即使是墓地的秩序，它也是喜欢的。可是要知道，第二届立宪民主党的杜马（老天保佑别来一个左的杜马！）是准备在财政上作出新的揭发，搞成新的“无秩序”状态的呀！不，正是着眼于得到欧洲借款，政府才竭力打算废除现行选举法，以便保证成立黑帮杜马，保证杜马接受各种借款。

当然，决不能忘记，专制政府同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之间达成协议之所以必要，其实是有极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的。通过第一届杜马谋求协议的第一次尝试失败，还绝对证明不了也不可能证明所有这类尝试都会失败，而今后这类尝试还会很多很多。但是，现在决不能认为（专制政府也不会认为），恰恰通过立宪民主党的杜马达成协议的可能就特别大。

革命者学习革命经验，而专制政府也学习这种经验，而且学习得很用心。根据现行选举法组成更右的杜马的希望渺茫，这一点大家都看到了。第二届杜马召开的时间正值冬末，广大人民群众的饥饿、失业和贫困等现象在冬末通常会达到异常尖锐的程度。那些比立宪民主党左的政党，现在无疑比以前更不愿意听命于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它们将更能进行独立的、坚决的和积极的政治活动。不！我们不应当抱有幻想，不应当把敌人想象得全都是那么愚蠢，那么迟钝，那么轻率。我们不应当怀疑，黑帮政府的“思想和行动的勇士们”现在正在竭尽全力使立宪民主党杜马的经验不致重复。

解散杜马向政府表明，广泛的、全民的起义没有立即发生。“上层人士”对偷偷摸摸搞起的政变（coup d’état）很中意。他们觉得对革命的袭击是成功的和大胆的，这给他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们现在不会不打算预先再来一次这样的袭击，以防止“革命危机的重新尖锐化”。沙皇的廷臣都是军人。转入攻势，掌握军事行动的主动权，这种策略的好处他们是很清楚的。害怕起义吗？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工人的罢工、军人和农民的起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第二届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将给人民造成更有利的起义形势，因为“战地法庭自由派”的政策已经彻底破产，居民已经被整得疲惫不堪，等等，等等。既然“革命危机重新尖锐化”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就应该先发制人，——伊格纳季耶夫是这么想的，他十之八九会这么想。他一定会先发动，——沙皇将在选举前夕废除12月11日选举法，并且将颁布新法令，以保证杜马的黑帮成分。

我们无意于当先知，也不想估计当前很复杂的政治形势的种种可能的结局。但是，社会民主党必须慎重权衡一切在政治中起作用的力量的倾向，以便合理地调整自己的策略。这种权衡将会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工人们！你们要准备对付政府在选举前制定黑帮选举法！农民们！知道吧，政府正在想方设法修改选举制，使农民代表，使劳动派不能进入杜马！

我们不应当让政府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我们应当向群众进行最有力的鼓动，向他们说明日益逼近的危险。我们应当打消人们天真的信念，使他们不再相信选举法这一“立宪”制度会永久不变。我们应当打破人们的立宪幻想。我们应当提醒人们注意欧洲革命及其时常更改选举法的例子。我们应当全力提高人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现在日益尖锐的危机不是议会危机，也不是立宪危机，而是革命危机，这个危机只有靠实力来解决，只有靠胜利的武装起义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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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指刊载于1906年9月10日（23日）《俄罗斯新闻》第224号的亚·伊·古契柯夫的信《答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公爵》。



1906年8月24日（9月6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设立战地法庭的通告，并且公然宣布自己的纲领是取消在1905年10—12月的革命高潮时期被迫作出的所有让步。十月党首领古契柯夫在一篇刊登在《新时报》上的谈话中对设立战地法庭和政府的全部反革命纲领都表示赞成，这引起了资产阶级某些代表人物的不满。和平革新党的组织者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给古契柯夫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属于“和平革新”党还是“战争革新”党。在列宁提到的这封复信中，古契柯夫重申自己同意政府的政策，并且赞成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13。



[15]指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十月总罢工是1905—1907年革命的最重要阶段之一。莫斯科九月罢工是十月全俄总罢工的前奏，而铁路员工的罢工在促成全俄总罢工方面则起了重要作用。1905年10月6日（19日），在一些铁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决定共同举行罢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号召莫斯科铁路枢纽各线从10月7日（20日）正午起实行总罢工，全俄铁路工会中央常务局支持这一罢工。到10月17日（30日），铁路罢工已发展成为总罢工。10月11日（24日）莫斯科全市进入总罢工，彼得堡及其他工业城市也相继开始总罢工。在全俄总罢工中，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00万以上。在各大城市，工厂、交通运输部门、发电厂、邮电系统、机关、商店、学校都停止了工作。十月罢工的口号是：推翻专制制度、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召集立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十月罢工扫除了布里根杜马，迫使沙皇于10月17日（30日）颁布了许诺给予“公民自由”和召开“立法”杜马的宣言。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声势，推动了农村和军队中革命斗争的展开。在十月罢工中，彼得格勒及其他一些城市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总罢工持续了十多天。莫斯科的罢工于10月22日（11月4日）结束，国内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罢工和铁路罢工到10月25日（11月7日）停止。十月罢工是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序幕。关于十月罢工，参看列宁《全俄政治罢工》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页）。——13。



[16]1905年10月17日（3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迫于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颁布了《关于完善国家制度的宣言》。宣言是由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的谢·尤·维特起草的，其主要内容是许诺“赐予”居民以“公民自由的坚实基础”，即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等自由；“视可能”吸收被剥夺选举权的阶层的居民（主要是工人和城市知识分子）参加国家杜马选举；承认国家杜马是立法机关，任何法律不经它的同意不能生效。宣言颁布后，沙皇政府又相应采取以下措施：实行最高执行权力集中化；将德·费·特列波夫免职，由彼·尼·杜尔诺沃代替亚·格·布里根为内务大臣；宣布大赦政治犯；废除对报刊的预先检查；制定新的选举法。在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以后，沙皇政府很快就背弃了自己在宣言中宣布的诺言。——13。



[17]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该党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俄国自由派的右翼。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13。



[18]《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十月革命后，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后终被查封。——14。



[19]指1905年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1905年12月5日（18日），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代表会议表达工人的意志，决定宣布总罢工并随即开始武装斗争。次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会议通过了同样的决议。12月7日（20日），政治总罢工开始。在最初两天，莫斯科有15万人参加罢工。工厂纷纷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街上出现了游行示威。政府当局赶忙动员力量转入进攻，武装袭击群众集会。无产阶级以构筑街垒回答当局的挑衅。12月10日（23日）罢工转为武装起义。起义的中心是普列斯尼亚区、莫斯科河南岸区、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和喀山铁路区。普列斯尼亚成为起义的主要堡垒，这里集中了最优秀的莫斯科工人战斗队。武装斗争持续了9天。莫斯科工人奋不顾身地进行战斗。但是，起义者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武器不足，同军队的联系也不够。12月初，莫斯科卫戍部队发生了动摇，但沙皇政府还是把它拉了过去。政府还掌握着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的铁路。整个说来，起义的领导落后于自发增长的群众运动。起义之初，12月7日（20日），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维·列·尚采尔、米·伊·瓦西里耶夫－尤任等被逮捕，全市性的起义遂变成了各个区的起义。起义采取的是防御策略，而不是进攻策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阻挠战斗行动的开展，要求停止武装斗争，也起了消极的影响。在沙皇政府从彼得堡、特维尔、西部边疆区调军队到莫斯科后，12月17日（30日）政府军队开始向普列斯尼亚冲击，使它淹没在血泊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和准备下一步的斗争，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和苏维埃决定从1905年12月19日（1906年1月1日）起停止武装抵抗。继莫斯科之后，在1905年12月和1906年1月期间，下诺夫哥罗德、顿河畔罗斯托夫、新罗西斯克、顿巴斯、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彼尔姆（莫托维利哈）、乌法、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赤塔等城市都发生了起义，外高加索、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芬兰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但是所有这些零星分散的起义也都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十二月起义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最高点。关于十二月武装起义，参看列宁《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65—372页）。——15。



[20]这里说的是第一届国家杜马。



第一届国家杜马（维特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



在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1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和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之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选举不是平等的、普遍的和直接的，并且事实上也不是秘密的。



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的权力。1906年2月20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案的权力。1906年4月23日（5月6日）又颁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1906年2—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终究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被选入第一届国家杜马共478人，其中立宪民主党179人，自治派63人（包括波兰、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的成员），十月党16人，无党派人士105人，劳动派97人，社会民主党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



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题，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占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它要求建立全民土地资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均使用土地。



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政府的愿望。1906年7月9日（22日），沙皇政府解放了第一届国家杜马。——15。



[21]布里根杜马即沙皇政府宣布要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的。根据这些文件，在布里根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都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16。



[22]1905年12月11日（24日）选举法是指沙皇政府在莫斯科武装起义高潮中作为对工人的某种让步而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法。与1905年8月6日颁布的关于“咨议性”布里根杜马的条例不同，这个法令规定成立“立法”杜马。除原定的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和农民选民团外，增添了工人选民团，并在维持城市选民团复选人总数不变的情况下稍许扩大了城市选民的组成。按照这个选举法，选举不是普遍的，有大量男性工人（200多万）、无地农民、游牧民族、军人、不满25岁的青年以及妇女没有选举权。选举不是平等的，土地占有者选民团每2000名选民摊到1名复选人，城市选民团每7000名选民摊到1名复选人，农民选民团每3万名选民摊到1名复选人，工人选民团每9万名选民才摊到1名复选人，这就是说地主的1票等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工人选民团产生的复选人只占国家杜马复选人总数的4％。在工人选民团中，50人以上的企业的工人才允许参加选举。选举不是直接的，而是多级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是二级选举，工人是三级选举，农民则是四级选举。选举事实上也不是秘密的。——16。



[23]1906年2月20日（3月5日）法令即《关于修改国务会议章程和修订国家杜马章程的诏书》。同时颁布的还有《关于重订国务会议章程》和《国家杜马章程》这两个诏令。这些法令把国务会议从咨议机关变成立法机关。国务会议的成员一半由沙皇任命，另一半改由黑帮贵族阶层、地方自治机关、僧侣上层和大资本家组织选举产生。国务会议讨论业经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有权批准或否决杜马的任何决议。——16。







《列宁全集》第14卷


关于游击战争的问题[24]


（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我们认为这个决议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并且注意到这个决议同我们在《游击战争》这篇文章中所发挥的原理是一致的。对决议正文，我们只建议作一些不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决议中说明理由部分的第3点，我们拟改为：“革命虽然在目前没有力量成为……”决议的结论部分，我们拟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加上否定“剥夺”这一点，然后指出，游击行动必须同广大群众的情绪和工人运动的条件相适应。其实很明显，莫斯科的同志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





	载于1906年9月30日《无产者报》第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20页

















[24]这是列宁为《无产者报》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1906年9月通过的关于游击战争的决议所写的编者按语。列宁提到的决议中说明理由部分的第3点里说：“……革命虽然没有力量成为一次粉碎政权的人民起义，但是，革命是强有力的，它不会是消极的，而会自发地转变为对敌人的游击进攻，特别在招募新兵的农村中，这种游击进攻是意料中事。”——20。





《列宁全集》第14卷


俄国政党分类尝试

（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大家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回避了对俄国各政党进行阶级分析并确定无产阶级对待这些政党的态度这个任务。笼统地承认阿姆斯特丹决议[25]，无非是回避的一种形式。然而，革命却要求我们愈来愈坚定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明各政党既深刻又耐人寻味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俄国比在别的任何国家都要更加迅速，更加突出。

当然，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完结，也还没有得出任何十分稳定的结果。但是要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个过程任何时候也不会完结，而它的结果，只有在急剧摧毁全部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革命处于停滞状态时才可能是“稳定的”。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对各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分析的任务再搁置起来了，何况十月自由时期，第一届杜马时期，无疑已从两个方面提供了不能不加以考虑的重大结果。无论是罢工、起义等等形式的公开革命斗争，还是新的选举运动，都要求我们党清楚明晰地确定自己对待各种政党的态度，而这只有根据对它们所作的科学分析，即阶级分析才能做到。

我们先按照自“右”到“左”的顺序把一些比较重要的政党（或者说是政党的类型 
［注：我们所以说政党的类型，是因为第一，不可能把一切细小的划分都一一罗列，而且这些细小的划分也是无关紧要的（例如，某某进步工业党[26]或立宪民主同盟[27]同法制党[28]的差别就微乎其微）；第二，只算正式出现的政党，而忽视业已形成的政治派别，是错误的。只要政治气氛稍有变化，这些派别不出几个星期就会具备政党的形式。］

 ）罗列出来。（1）俄罗斯人民同盟[29]，君主派[30]等等。（2）法制党。（3）十月党。（4）和平革新党[31]。（5）民主改革党[32]。（6）立宪民主党。（7）自由思想派[33]，激进派[34]，无题派等等。（8）劳动人民社会党[35]。（9）社会革命党[36]。（10）最高纲领派[37]。（11）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我们没有算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把他们（也许还有最高纲领派）叫作政党就太冒失了。

从这一串五花八门的政党中，可以清楚地分出我国政党的五种基本类型：（1）黑帮；（2）十月党；（3）立宪民主党；（4）劳动派和（5）社会民主党。根据对这个或那个政党的阶级性质的分析来看，这样的划分证明是正确的。

把社会民主党划为单独一类的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这是全欧型的政党。在俄国这是唯一的工人政党，无论按它的成分或它一贯严格坚持的无产阶级观点来说，它都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其次，把劳动派划为单独一类的必要性，也是同样显而易见的。这里包括“劳动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本身以及最高纲领派。它们都坚持“劳动原则”这个根本观点。它们都竭力想把无产者同小生产者团结和融合在一个“劳动团”内。它们企图依靠的主要是农民。国家杜马把大部分农民代表划入劳动团，从而实际证明了上述这些派别确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为农民的政治组织奠定了基础。

诚然，同社会民主党相比，这类政党还很不定型，还没有最后形成。最高纲领派这样一个政党在名义上并不存在，虽然它同社会革命党的分裂是既成事实，并且已经由他们独立的报刊言论和恐怖行动所证明。社会革命党在国家杜马中没有组成自己的党团，只是凭借一部分劳动派在背后进行活动。“劳动人民社会党”也只是准备出笼，虽然它在报刊上已经不只是同纯粹的社会革命党人联合行动，而且也完全独立行动；杜马中的劳动人民社会党的首领们也部分地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行动，部分地独立行动。《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1906年巴黎版）也表明这些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是作为一个不受社会革命党所左右的单独“集团”行动的。总之，在这个阵营里我们看到有：（1）秘密政党（社会革命党），它完全无力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和比较具有群众性的组织，——既不能在国家杜马中，也不能在自由时期的书刊上打出自己的旗帜独立活动；（2）即将出笼的合法政党（劳动人民社会党），它是作为一个集团参加了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大会（1905年12月）的，直到现在它甚至还未能开始组成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因而在报刊上和国家杜马中大都是同社会革命党联合行动的。

经过两个相对自由的时期（“十月”时期和“杜马”时期），劳动派在政治上仍然没有定型，这当然不能说是偶然的事情。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村的小资产阶级）的组织能力比无产阶级差。毫无疑问，劳动派的思想涣散也反映出小生产者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极不稳定：劳动派的极右翼（以彼舍霍诺夫之流的先生们为首的“劳动人民社会党”）同立宪民主党差别很小，因为他们的纲领中取消了共和制和对全部土地的要求；劳动派的极左翼即最高纲领派同无政府主义者差别也不多。

这两个极端的派别可以说标志着劳动小资产阶级政治动摇的幅度。从经济上完全可以解释，恰恰是小资产阶级才能表现出这种不稳定性。无疑地，俄国革命在最近的将来，不会削弱而会加强这种不稳定性。但是，在断定和说明这种不稳定性时，我们当然不应当忘记劳动派这类政党的重大政治影响。真正的政治自由最能加强的正是这类政党，因为在缺乏政治自由的条件下，它们的组织能力要比资产阶级差，也比无产阶级差。另一方面，在象俄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占优势的国家里，形成思想上动摇、政治上不稳定、但非常庞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或“劳动派”政党，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在象俄国这样的国家里，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局首先取决于小生产者的政治态度。至于大资产阶级将会叛变，这是无疑的（它已经三分之二叛变了）。至于无产阶级将是最忠诚的战士，这一点在10月和12月以后，对俄国工人甚至无须证明。而小资产阶级正是那个足以决定结局的变数。因此，社会民主党应当特别注意观察小资产阶级目前在立宪民主党的区区忠心和大胆无情的革命斗争两者之间的政治动摇。当然，不仅要观察这个过程，而且还要用无产阶级的精神尽力影响这个过程。

其次，把立宪民主党划为单独一类的必要性也是没有疑问的。民主改革党是它的右翼，自由思想派、激进派等等是它的左翼，它们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分支而已。在当前的政治时代，立宪民主党是一个独立的政治类型。它同劳动派的区别是清楚的。典型的劳动派是一些觉悟农民。他们不是没有同君主制搞交易的愿望，不是没有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安居乐业的愿望，但是现在他们的主要力量是用来同地主争土地、同农奴制国家争民主。他们的理想是消灭剥削；不过他们是按照小资产阶级方式来理解消灭剥削的，因此从这种愿望出发，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反对一切剥削，而只是反对地主和大金融资本的剥削。立宪民主党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甚至是自由派地主。同君主制搞交易，制止革命，是立宪民主党的基本愿望。根本没有斗争能力的立宪民主党人，是十足的掮客。他们的理想是通过有秩序的、文明的、议会的形式使资产阶级剥削永世长存。他们的政治力量在于广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联合，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当然，他们绝对不能对这个社会制度的真正改变产生稍微重大的影响。

典型的十月党人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大资产者。他们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家，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主人。他们最直接关心资本主义剥削，而鄙视一切理论，嫌弃知识分子，把立宪民主党人对“民主制”的一切要求统统加以抛弃。他们是资产者市侩。他们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也很想同君主制搞交易，但是他们所理解的这种交易不是搞某种政治制度，不是搞议会制度，而是少数人物或巨头同宫廷恶徒达成协议，以便使昏愦的亚洲式俄国赃官直接服从当权的资产阶级。十月党人就是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理论付诸实践的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就是在掠夺工农之余一心向往理想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十月党人。十月党人只须学会一点议会手腕和玩弄民主制的政治伪善。立宪民主党人只须学会一点资产阶级老练的钻营术，他们就会合流，而且不可避免地必定会合流，不管现在这个时候和现在这个“和平革新党”能不能办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不来谈将来。我们的任务是学会了解现在。在一伙宫廷恶徒把持大权的条件下，立宪民主党人发表一些民主言论，采取“议会”反对立场，这实际上已经非常有利于那些比他们站得左的人，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而同这些人直接敌对的十月党人气急败坏地推开立宪民主党人，而去支持（在选举第一届杜马时）当权的黑帮，这也是自然的事情。

我国政党中最后的一类是黑帮。黑帮和古契柯夫九流先生们一样，不要“10月17日宪法”，而要保持和正式恢复专制制度。在受人崇拜的君主的无限权力时代极其盛行的种种卑鄙行径、愚昧无知和贪赃枉法，都是对黑帮有利的。为保持宫廷奸党的特权，为能够照旧掠夺、压迫并封住全俄国的嘴巴而进行的疯狂挣扎，把黑帮纠合起来了。无论如何也要维护住沙皇现政府，这一意图往往把黑帮同十月党纠合在一起，因此，在谈到某些法制党人的时候，就很难区别他们是黑帮，还是十月党人。

由此可见，俄国革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把那些同俄国社会各主要阶级相适应的大型政党勾画出来了。我国有：觉悟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激进的或激进化的小资产阶级的、首先是农村小资产阶级即农民的政党，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反动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构成同经济划分即阶级划分不相称之处，仅仅在于同后两个集团相对应的不是两类政党，而是三类政党，即立宪民主党，十月党和黑帮。但是，这种不相称完全是由当前形势的暂时特点造成的，因为现在革命斗争已经非常尖锐化了，实际上极难把保卫专制制度同无论如何要保卫君主制区别开来，依照经济特征的划分（赞成进步的资本主义和赞成反动的资本主义）自然同政治划分（赞成现政府和反对现政府）相互交错。但是，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血缘关系是太明显了，未必会有人怀疑一个“老练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大政党形成的不可避免性。

结论：俄国各政党的形成过程最为光辉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附言：本文于“十月十七日同盟”分裂[38]之前写成。现在希波夫已退出同盟，温和自由主义政党即将形成（左派十月党人，和平革新党人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完全可以使人把俄国的所有政党归并为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的四种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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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指1904年8月14—20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这个决议。决议禁止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谴责掩盖现存的阶级矛盾从而促成同资产阶级政党接近的任何尝试。——21。



[26]进步工业党于1905年10月在莫斯科成立，领导人有Ｂ．Ｂ．茹柯夫斯基、阿·阿·沃尔斯基、米·巴·费多罗夫等。该党联合工商业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持政治观点与十月党相近。该党完全支持沙皇政府的政策，只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争取扩大杜马的预算权和更加广泛的经济立法，并争取在教育和司法方面作某些改革。在土地问题方面，该党维护斯托雷平土地政策，这就是通过培植农村资产阶级即富农来建立沙皇专制制度的支柱。进步工业党后来同十月党合并。——22。



[27]立宪民主同盟是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发表后不久在彼得堡成立的，其成员为大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保守阶层和高级官僚的代表人物。立宪民主同盟的纲领同十月党的纲领差别不大。它认为立宪君主制是最适合俄国国情的国家制度形式。在土地问题上，它提出用赎买对土地占有者没有经济意义的土地的办法来增加农民使用土地的面积。1905年底，立宪民主同盟加入了十月党。——22。



[28]法制党是俄国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地主和上层官僚的政党，1905年秋组成，10月17日宣言颁布后正式成立。该党打着“法制”的幌子，实际上坚决维护沙皇制度。它对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表示欢迎，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和黑帮组织“真正俄国人联合会”结成联盟。1907年该党瓦解，一部分成员加入十月党，另一部分成员成为公开的黑帮分子。——22。



[29]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俄国群众性的黑帮组织，于1905年10月在彼得堡成立。该组织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代表、地主、部分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城市无业游民、一部分富农以及某些不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创始人为亚·伊·杜勃洛文、弗·安·格林格穆特、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1905年12月23日（1906年1月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同盟的代表团，接受了同盟成员的称号和徽章。同盟纲领以维护俄国的统一和不可分、保持专制制度、沙皇和人民通过咨议性的国民代表会议取得一致、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等为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一些蛊惑性的条文，如批评官僚制、保持村社土地所有制、各等级权利平等、国家对工人实行保险等。同盟的中央机构是由12人组成的总委员会，设在彼得堡。全国各城市、村镇所设的同盟分部在1905—1907年间达900个。同盟的主要机关报是《俄国旗帜报》。同盟通过宣传鼓动几次掀起俄国反犹太人大暴行的浪潮，同时也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它刺杀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米·雅·赫尔岑施坦、格·波·约洛斯，并两次对谢·尤·维特行刺。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同盟于1908—1910年分裂为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俄罗斯人民同盟、彼得堡全俄杜勃洛文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几个互相敌对的组织。1917年二月革命后同其他黑帮组织一起被取缔。——22。



[30]君主派是指俄国君主党。该党于1905年秋在莫斯科最终形成，参加者是一些大土地占有者、沙皇政府的大臣和高级僧侣，首领是反动政论家弗·安·格林格穆特、大司祭и．沃斯托尔戈夫、公爵д．н．多尔戈鲁科夫、男爵г．г．罗森等。该党的机关刊物是《莫斯科新闻》和《俄罗斯通报》。该党奉行与俄罗斯人民同盟相近的方针，维护沙皇专制制度、等级制度以及正教和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1911年该党改名为“俄罗斯君主主义同盟”。——22。



[31]和平革新党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君主立宪主义组织，由左派十月党人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和平革新派”基础上组成，1906年7月成立。该党持介乎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主要是在策略上与它们有所不同，而其纲领则十分接近于十月党。和平革新党维护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地主的利益，列宁曾称之为“和平掠夺党”。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和平革新党同民主改革党联合组成“进步派”，该派是1912年成立的进步党的核心。和平革新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是《言论报》和《莫斯科周刊》。——22。



[32]民主改革党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由立宪民主党内的一些认为该党纲领过“左”的分子在1906年1月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时建立。该党领导人是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米·马·斯塔秀列维奇、伊·伊·伊万纽科夫、弗·德·库兹明－卡拉瓦耶夫和康·康·阿尔先耶夫。1906年1月18日，该党公布了自己的纲领，其内容主要是：坚持走和平革新俄国的道路，同时保持世袭的立宪君主制；主张俄国统一（只有波兰和芬兰可以实行自治）；保留大小土地占有制，允许通过赎买转让超过最高限额的土地。1907年底，该党并入和平革新党。——22。



[33]自由思想派是俄国自由思想党的成员。该党是一个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于1905年11月成立。该党以提高俄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文化水平为其主要任务。它的纲领与立宪民主党的纲领相近，要求建立立宪君主制，在土地问题上主张私有主的土地在给予补偿的原则下转让，补偿额由地方自治会议选出的特别委员会确定。在杜马选举期间，该党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后，自由思想党不复存在。——22。



[34]激进派（激进民主派）是俄国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组织，1905年11月成立。该派采取介乎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之间的立场，曾出版过一号《激进报》。该派提出过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但也容忍内阁对议会负责的立宪君主制。在土地问题上，该派主张无偿没收官家、皇室、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而对私有主土地的没收则给予最低限度的补偿。1906年初激进派组织瓦解，其成员加入了半立宪民主党的刊物《无题》周刊和《同志报》。——22。



[35]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民社会党）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劳动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劳动人民社会党人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列宁称他们是动摇于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社会立宪民主党人”、“市侩机会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并且强调指出他们“同立宪民主党差别很小，因为他们的纲领中取消了共和制和对全部土地的要求”（见本卷第23页）。1907年六三政变后，劳动人民社会党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1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该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22。



[36]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劳动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22。



[37]最高纲领派是1904年在社会革命党内部形成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恐怖集团，1906年10月在芬兰奥布市召开成立大会，组成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最高纲领派无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阶段，坚持立即实行社会革命党的最高纲领，即在实行土地社会化的同时实行工厂社会化。最高纲领派认为劳动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同时声明，在革命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有主动精神的少数人”，而斗争的主要手段是个人恐怖。1907年，在恐怖行动接连失败和大批人员遭到逮捕以后，最高纲领派的组织开始瓦解。



1917年10月，最高纲领派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恢复了自己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最高纲领派参加了苏维埃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但该派不久即告分裂，一些人走上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另一些人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于1920年4月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加入俄国共产党（布）的决议。——22。



[38]十月十七日同盟的分裂发生在1906年秋季。1906年8月24日（9月6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设立战地法庭的通告并宣布要取消它在革命高潮期间作出的所有让步。十月十七日同盟的首领亚·伊·古契柯夫当即表示无保留地同意政府的政策（参看注14）。古契柯夫的这一表态，遭到了同盟内一部分成员的反对，他们担心政府的政策会把资产阶级中的动摇分子推向革命阵营。同盟创始人之一、同盟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的代表德·尼·希波夫以及若干情绪偏左的同盟成员（米·亚·斯塔霍维奇等）退出了同盟。——27。







《列宁全集》第14卷


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

（1906年10月初）

我们刚刚收到的《社会民主党人报》[39]（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刊物）的第1号，其中《游击行动》一文，再好不过地证实了我们在《无产者报》[40]第5号上说过的话：在这个问题上流行的一些庸俗议论都是陈腐的和非历史的 
［注：见本卷第1—12页。——编者注］

 。作者攻击了掠夺行为、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特卡乔夫主义[41]、拦路抢劫（从德文蹩脚地译为“拦路强盗”）。这种攻击和自由派的做法一模一样。自由派一贯借口“无政府状态”而拒绝同政府进行任何武装斗争。社会民主党人，口头上虽不否认武装斗争，但事实上却不用这一观点来分析问题，所以实际上是站到自由派的立场上去了。请看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既然革命政党自己要庇护无政府状态，它们就会引起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自己的痛限，从而也就帮助了反动派。”这样说来，要么庇护无政府主义的武装斗争，要么完全放弃武装斗争！在作者看来，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他排除了有组织、有计划、有思想性、起政治教育作用的武装斗争。他的选择是多么可怜啊！

“革命者游击行动的形式之一就是剥夺私有财产和官家财产，这已经被实际生活埋葬了。”同志，这简直是胡说！你不可能不知道，有一些孟什维克的组织在统一代表大会以后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对官家财产的剥夺，对战利品的“利用”等等。社会民主党人竟然言行不一，这就很不好了，这会变成虚伪。这或者是出于居心不良（我们排除这种解释），或者是由于理论上考虑不周和自相矛盾。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对我们在《无产者报》第1号上发表的短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64页。——编者注］

 ，作了愤怒的回答。他在用小号字排的一栏半的篇幅中，对我们说他“瞒着”党鼓动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一事，表示困惑和惊讶，对我们又作保证，又进行责备。阿克雪里罗得根本不可能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同时，他自己却说：“我在不久的将来要利用它（我所能有的机会）把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提到政治论坛上去讨论。”（黑体是我们用的）早就该这样！本来开头就应当“把问题提到政治论坛上去讨论”，而不是在小圈子里窃窃私语。这样，你们的鼓动在党内就会是正当的，公开的，无愧于革命阶级的。这样，资产阶级报刊就不可能对这种在小圈子的窃窃私语发表耸人听闻的评论，就不会弄出许许多多的误会，从而使社会民主党陷于混乱并败坏自己的声誉。最令人痛心的是，阿克雪里罗得甚至现在在他那封不及时的，非常冗长的《给编辑部的信》中，还在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字不谈他提议召开的是什么样的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召开，按照什么原则召开，由谁召开，目的何在。阿克雪里罗得用空话来搪塞，说什么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能否使社会民主党活跃起来，“正是要看这一工作将有多少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内容，也就是说，在进行这一工作时，要看小集团利益和派别打算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与工人阶级切身利益关系最密切的社会政治问题和任务排挤掉”。

算了吧，同志！这全是冠冕堂皇的空话。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能否使社会民主党活跃起来，要看这一工作有多少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多新鲜，多聪明。“派别打算”要被社会政治问题和任务排挤掉，可正是对这些问题和任务的不同理解才把党划分为派别的啊！真是重复这没有个完的故事。

普列汉诺夫则在一边拙劣地庸俗地诋毁为召开党代表大会而进行的斗争动机，同时又同样拙劣地赞扬阿克雪里罗得提出“尽快”召开工人代表大会[42]是“好主意”。是的，是的……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会使社会民主党活跃起来，实际上怎么会有比这更好的主意呢？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社论写道：“现在，正象第二次代表大会[43]以后那样，两个派别（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大概在人数方面力量相等。”稍后又提到：“现在，正象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那样，两个派别在党内的影响相等。”作者的想法很清楚。这种想法发表在正式的“中央委员会刊物”的社论里，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了。工人阶级的党应当确切地知道，党内的“派别”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它们的力量有多大。认为两派势均力敌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呢？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作者指的只是俄国部分（加上高加索）的党，或者他还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和崩得分子[44]都包括在内了。如果是第一种解释，那就是说，作者承认在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以后，“多数派”的力量大增，而“少数派”的力量锐减，因为出席那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大约代表着13000个布尔什维克和18000个孟什维克。但是，这种解释不足信，因为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已经全部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了。这就是说，应当是第二种解释。那么，显然作者是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拉脱维业社会民主党人划归布尔什维克，而把崩得分子划归孟什维克。根据各民族社会民主党最近的代表大会的资料，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约有4万人，崩得分子约有33000人。这样，两个派别就真的大致相等了。

但是，把崩得分子算作孟什维克对吗？当然，如果中央委员会确认这一点，我们就应当相信它。但是搞清楚这种划分的意义是必要的。在策略方面，这种划分没有被崩得最近所有的决议所证实。因此必须在崩得的组织立场上去找解释。显然，中央委员会的刊物注意到崩得并不要求召开紧急代表大会是确凿的事实。谁想真正改变整个党的政策，即改变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谁就应当要求召开代表大会；谁不要求召开代表大会，谁就不想认真地改变整个党的政策，——这就是作者的想法的实质。

这个论据是驳不倒的，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促使我们党的所有组织都来弄清和正确评价这一论据。的确，在民主组织中保持中立几乎是不可能的，弃权往往等于行动。这种“行动”的效果已经表现出来。中央委员会的刊物宣传有关“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各种极为糊涂的思想，在策略上明确而彻底地采取了孟什维克的立场。中央委员会在杜马时期和解散杜马以后提出的“口号”就足以证明，这种做法会使全党在选举运动中或者在提出新的发动号召时遭到什么后果。崩得现在“弃权”，就真的使自己成为中央委员会的孟什维主义策略和政策的同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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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06年9月17日（30日）—11月18日（12月1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7号。该报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选出的清一色的孟什维克编辑部（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彼·巴·马斯洛夫、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实际上是孟什维克的派别机关报。——28。



[40]《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20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但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21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21—40号在日内瓦、第41—50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20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发表了列宁的100多篇文章和短评。《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上发表了1909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28。



[41]特卡乔夫主义是俄国民粹主义中的一个接近布朗基主义的派别，以革命民粹派思想家彼·尼·特卡乔夫为代表。特卡乔夫主义认为革命的主要前提是变革的自觉成分联合成为秘密的集中的雅各宾型政党。这一政党采取密谋、政变等反对旧政权的坚决行动，能为人民的革命破坏工作创造条件；而依靠这种破坏工作，革命少数就能使统治阶级的反抗瘫痪。与巴枯宁主义不同，特卡乔夫左义主张革命胜利后必须利用国家。它认为人民不能进行独立的革命创造，只有自觉的少数能够借助于集中化的国家彻底地和逐步地改革整个制度，实现社会革命的理想。



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一文中批判了特卡乔夫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93—623页）。——28。



[42]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1905年夏首次提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召开各种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专门就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实质上要导致以长期性的非党工人组织代替社会民主党，而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党的瓦解，并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8页）。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有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列宁对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思想的批判，见《革命界的小市民习气》、《孟什维主义的危机》、《知识分子斗士反对知识分子的统治》、《气得晕头转向（关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见本卷第43—53、147—171页和《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等文。——30。



[4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召开。7月24日（8月6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24次会议。



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定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的中央委员会和国外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有些代表有两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



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整个纲领（有一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有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音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列宁说：“布尔什维主只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页）——30。







《列宁全集》第14卷


事后聪明的俄国激进派！

（1906年10月18日〔31日〕）

9月20日的《同志报》[45]登载了一位立宪民主党人同某个较左的政治家（劳动派？）的意味深长的“谈话”。这位政治家代表的是该报撰稿人瓦·瓦·希—科夫先生的观点。请看这位激进派是怎样斥责立宪民主党人的：

他责问这位大谈其只有确信自己的权利才能产生力量的立宪民主党人：“难道不是相反吗？”“不是有了力量才能确信权利的不可侵犯吗？”“我认为你们党的活动……是政治上的唐·吉诃德精神……你们强调了虚幻的东西……”“就怪你们的立宪幻想……你们说的话以及说话的方式使人太相信杜马万能了。而这并无助于聚集社会力量……当我听到你们在杜马以内和杜马以外的言论时，我总是希望你们不要再把杜马当作立宪机关，而只把它当作一种社会意志反对另一种意志的机关……当务之急，是把自　　己的力量组织起来……杜马应当竭尽全力自行建立法律不曾给　　予它的机构……你们暴露了自己的阿基里斯之踵——立宪幻想　　……我一向认为，立宪的虚构在你们党内是多么根深蒂固……我骂你们〈立宪民主党人〉，因为你们不再感到自己是斗争的一方，倒有点象斗争的取消派。其实你们提出的东西，在其他国家已经由于各方面的斗争而出现了。”

这不是发人深思的话吗？我们这位神气活现的伯恩施坦派[46]“搬出”一个十分愚蠢的立宪民主党人，以便在“谈话”中压倒他，这不过是枉费心机。比他聪明的人毕竟还是有的。密切注视着孟什维克的书刊，特别是注视着普列汉诺夫的大作的人，是有的。这样的立宪民主党人自然会用另外的方式来回答自己的对话人。

他会说，可爱的激进派啊！谁过多地证明，谁就什么也没有证明（Qui prouve trop，ne　prouve rien）。显然您从您自己的立场上证明得过多了。您不是在杜马选举中支持过我们而反对过抵制派吗？要知道，选举是要承担义务的。这种选举完全是在您现在称之为“立宪幻想”的标志下进行的（呸！呸！您大概读了不少布尔什维克的著作吧？）。最可爱的激进派，我可以从您自己的《同志报》上指出这样的话（不止一处！），您（不一定是您本人，而是您的同道者）硬要轻信的俄国小市民相信，如果“人民自由”党在选举中取胜，坏大臣们就不得不辞职。怎么？我可爱的激进派，您忘记这点了吗？可我们是记得这点的，而且记得很清楚。最尊敬的先生，要是不许愿表示忠诚，不发誓只采用立宪的斗争方法，就无从进行选举。而我们，我们人民自由党，我们许了愿只是为了而且仅仅是为了还愿啊！

您不是说我们太相信杜马万能，说这无助于聚集“本身的”力量吗？看在上帝份上，请读一读无疑是你们心目中的权威作家普列汉诺夫写的文章吧。正是您和您的同道者们，而绝不是立宪民主党人，喜欢在谈私房话时说自己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如果社会民主党完全拥护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你们也会说自己是这样的人。不正是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上说过，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会叫嚷立宪幻想吗？不正是普列汉诺夫提出过一个决议案，不仅称杜马为政权（社会民主党统一代表大会竟确认了这个名称！！），而且称它为“沙皇亲自促成的、为法律所承认的”政权吗？[47]不正是普列汉诺夫在受人尊敬的孟什维克机关报上写过文章（而你们，《我们的生活报》[48]的先生们，总是夸奖孟什维克的这种倾向！），说杜马的根本性工作具有莫大的鼓动意义吗？你们曾经对普列汉诺夫鼓掌，你们在报刊上赞赏他同“布朗基主义”作斗争的“英勇精神”（是的！是的！这正是你们的用语！）。从那时起，简直连一双鞋子还没有穿破[49]，你们自己就重蹈复辙，走上了可悲的布朗基主义迷途！！

如果立宪民主党人这样起来自卫，他的自卫就会成为进攻，激进派就会被彻底击溃……

这位激进派用现在这种游击行动来反对立宪幻想，就象民间故事里的那个人物看到人家送葬竟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50]一样。真的，请想一想，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究竟在什么时候才是重要的和迫切需要的呢？显然是在立宪幻想甚嚣尘上、能够带来而且实际上已经带来流传甚广的危害，并且把各种各样的“小人物”都迷惑住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在广大群众能够而必然感到似乎有宪法存在，而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宪法的时候。第一届杜马选举期间和杜马会议期间，即1906年3—6月，就正是这样的时候。正是在那时候，立宪幻想带来了流传甚广的危害。但是，当时只有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逆流而进，不断同立宪幻想作斗争。当时，希—科夫之流先生们和《我们的生活报》的其他著作家却都支持这种幻想，他们同布尔什维克“作战”，并骂布尔什维克不该尖锐地批评立宪民主党人。

现在，杜马被解散了，立宪民主党完蛋了，谁也不会认为有宪法存在了。现在，甚至连不那么高贵的动物都可以踢他立宪民主党人几脚了[51]（“我骂他们”——见“谈话”），并且每说上四五句话就要骂一声立宪幻想。唉，激进派先生们！说话贵在适时啊！……

希—科夫先生及其同伙的例子是很有教益的，它说明：有些人自以为是有教养的政治家，甚至是自由思想派或激进派，却束手无策、毫无思想、优柔寡断、软弱无力、随波逐流。他们在1906年3—6月支持立宪幻想，把杜马称为政权，甘当立宪民主党人的尾巴，对这个风行一时的政党受到无情的批评则嗤之以鼻。1906年9月，他们却“骂”立宪民主党人，并且同立宪幻想“作战”，岂不知自己又落后了，现在这样做已经不够了，而需要直接号召进行一定的（由过去的历史发展决定的）形式的革命斗争。

如果产生出大批这类无骨气的人的俄国知识界，能够从这些先生的实例中意识到机会主义的全部危害，那就好了。我们往往把机会主义当作“只是一个骂人的词儿”而不去深思它的意义，这是不对的。机会主义者不出卖自己的党，不背叛自己的党，不脱离自己的党。机会主义者诚心诚意，积极努力地继续为党服务。但是，机会主义者的典型特征就是：迁就一时的情绪，没有反时髦的能力，政治上近视和无骨气。机会主义就只顾党的短暂的、一时的、次要的利益而牺牲党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工业稍有高涨，商业略呈繁荣，资产阶级自由派稍见活跃，机会主义者就大叫大嚷：不要吓住资产阶级，不要回避资产阶级，抛弃社会革命的“空谈”吧！杜马一召开，吹来一阵警察立宪的“春风”，机会主义者就把杜马称为政权，赶紧咒骂“有害的”抵制，急忙提出支持成立杜马内阁即立宪民主党内阁要求的口号。浪潮一退，机会主义者又同样真诚地、同样莫名其妙地开始“骂”立宪民主党人和谴责立宪幻想。

当这种知识分子情绪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无愧于真正革命阶级的，经过一切微小偏差和动摇之后顽强地准备坚决勇敢、奋不顾身地同敌人决战的任何坚定的政策，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如此，觉悟的无产阶级应当善于批判地对待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知识分子，应当学会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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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同志报》（《Товарищ》）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年3月15日（28日）—1907年12月30日（1908年1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33。



[46]这里是指瓦·瓦·希日尼亚科夫。他是无题派的成员，而该派自命为西欧的“批判社会主义”即伯恩施坦主义的拥护者，所以列宁称他为伯恩施坦派。



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34。



[47]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就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分别提出了决议案。两个决议案均交给代表大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讨论。孟什维克的决议案是格·瓦·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它的第5条谈到国家杜马对军队的革命化影响时说：“……在俄国土地上将第一次看到由沙皇亲自促成的、为法律所承认的、从民族内部产生的新政权……”等等。这一条引起了委员会中布尔什维克委员的强烈反对，于是孟什维克删去了“由沙皇亲自促成的、为法律所承认的”这几个字。孟什维克的这一决议案后来为代表大会批准。这件事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曾提到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45—46页）。——35。



[48]《我们的生活报》（《Наще Жиэнь》）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1904年11月6日（19日）—1906年7月11日（24日）断断续续地在彼得堡出版。——35。



[49]一双鞋子还没有穿破出自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丹麦王后在国王死去一个月后就嫁给了国王的弟弟。王子哈姆莱特在独白中责备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就改了嫁（见该删第1幕第2场）。——35。



[50]“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这句话出自俄罗斯民间故事《十足的傻瓜》。傻瓜伊万努什卡看到农民在脱粒，叫喊道：“你们脱三天，只能脱三粒！”为此他挨了一顿打。傻瓜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告诉他：“你应该说，但愿你们打也打不完，运也运不完，拉也拉不完！”第二天，傻瓜看到人家送葬，就叫喊道：“但愿你们运也运不完，拉也拉不完！”结果又挨了一顿打。——35。



[51]此处引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和驴子》：一只平素对狮子诚惶诚恐的驴子，有一天对狐狸洋洋得意地说，它把一只病得奄奄一息的狮子踢了个痛快，让它也晓得驴蹄的厉害。——36。







《列宁全集》第14卷


谈谈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结果

（1906年10月29日〔11月11日〕）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阐明，专制制度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进行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也会波及自由主义反对派。一旦无产阶级沉默了，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当然也不会放过掐死立宪民主党的机会。它现在掐住了和平革新党的脖子。它现在甚至对待十月党也不会特别仁慈。如果说由于实行战地法庭审判，甚至连勃朗宁手枪的啪啪声和炸弹的爆炸声都会暂时平静下来，“举起手来！”这种传统的喊声再也听不见了，——那么，这当然丝毫也保证不了立宪民主党和和平革新党终究会获得渴望已久的、进行合法的立宪斗争的宁静。

本来可以认为，疯狂的反动派会把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领导集团远远地抛到左边去。解散杜马彻底打破了立宪幻想。没有一个《同志报》或《首都邮报》[52]的撰稿人现在不了解这一点。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地方全部，首都大部）被查禁，代表大会被取缔，党的合法化被拒绝，所有在维堡宣言[53]上签名的人都被送交法庭受审，看来，这一切一定会迫使立宪民主党打消组织社会舆论的主张，而最终采取组织社会力量的主张。其次可以认为，如果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们不毅然决然地转入地下，那么地方的队伍就会立刻离开这些领袖。

立宪民主党的代表大会[54]表明，以上估计是错误的，起码现在是这样。代表大会批准了，诚然是不很乐意地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原地踏步”的政策，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寸步不前”的政策。代表大会通过了组织社会力量的决议，然而是一项非常空洞的决议。这项决议决不会使任何人承担任何义务，甚至根本没有指出为了什么事业并通过什么事业这些力量能够而且应当组织起来。代表大会通过了，诚然只是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著名的策略决议第4条，这一条提出，党要对人民基层中自发增长的、由维堡宣言号召的消极抵抗进行消极抵抗。代表大会是作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人民自由党”的代表大会而结束的。

无疑地，情况本来就应当如此。立宪民主党分裂的时刻还未到来。如果说阶级矛盾已经无可挽回地使大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挤进了公开反革命的圈子，那么这些阶级矛盾还没有来得及分化在选举时投票拥护立宪民主党的中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目前还没有客观迹象表明，小市民的外省到处已经笼罩着古契柯夫型的“刽子手人道主义者”所无法摆脱的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心理。

这种分化正在飞速发展。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们当然自己也不能肯定，他们建立的庞杂的“人民自由”联盟能经受得住日益尖锐的社会政治斗争的考验。

毫无疑问，俄国革命会有一个注定的极限，超越极限，这个联盟的分裂就绝对不可避免。当无产阶级－农民起义的漩涡把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城市中等资产阶级的最广大阶层彻底卷进来的时候，这个极限就会达到而且会被超越。那时，也只有那时，庞大的立宪民主党联盟中真正剩下的就只是有产的中等资产阶级了，毫无疑问，这些中等资产阶级最终注定要同古契柯夫先生一样产生资产阶级恐惧心理的。那时，民族革命的幽灵就会消逝，这个幽灵现在还相当强大，它妨碍很多人对俄国革命中阶级矛盾的真正巨大的创造性作用作出应有的评价。到达这一极限时，建立在组织社会舆论基础上的庞大的政党就会变成早就过时的不合时宜的东西，而所有真正参加群众运动的人，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会把那种不仅是破坏性的、而且是巨大的创造性的作用归结为一种力量，一种赤裸裸的物质力量。没有这种巨大的作用，要真正完成革命当然是不可设想的。但是，在物质力量占绝对优势的地方，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我们斗争的整个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不是预言家也可以正确无误地预言，待到我们经历新的革命高潮时，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立宪民主党人是分享革命果实的“法定”参与者，仅此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说一些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在客观上是正确的，他们后来认为维堡宣言是头脑发热而犯的错误，因为这个宣言直接号召采取消极抵抗策略。因为在目前斗争激烈的情况下，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种不直接转化为积极进攻的群众性的消极抵抗。司徒卢威先生说，这种文明的斗争方法（请看，同纯粹革命的进攻的方法完全相反）只能用来对付文明的立宪政府，这话他到说得很对。只要群众性的抗税和群众性的拒绝当兵的迹象一露头，斯托雷平党徒就会出动自己的讨伐队，这一点谁也不会有丝毫的怀疑。而那时，居民拿起武器转入自卫，转入积极进攻，谁又能阴止得了呢？

维堡宣言即使按照在它签字时的纯粹立宪民主党的解释，最多也不过是用转入进攻来威胁一下政府，根本不是什么实际行动口号。外省的立宪民主党人竟把这个宣言当作实际行动口号，米留可夫之流和司徒卢威之流先生们在这个问题上对这些人政治上的幼稚是无须负责的。宣言在外省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被吓倒的报刊对于这种遭遇谈得很少、很含糊，但是我们觉得，报刊所谈的情况表明，“人民自由”党作为一个政党，正在加紧运用这个宣言所宣布的消极抵抗的原则来反对宣言本身。既然如此，代表大会就只能巩固立宪民主党的这种立场。代表大会中少数反对这样做的人叫嚷一阵子之后终于也屈服了并且留在党内。

然而，从我国各地每天都传来消息，说消极抵抗的主张已经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响应。抗税、拒绝当兵、抵制当局等开始成为真正实际行动口号了。谁也不会闭眼不看这个运动发展过程中在组织上存在着大漏洞。谁也不会否认运动中产生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混乱将建立起秩序——革命秩序，而革命秩序是混乱的、自发的人民爆发的最高阶段。现在，在战地法庭宪制的高压之下，人民群众的满腔仇恨不会不爆发出来，而且确实此起彼伏地以公开的武装斗争形式爆发出来了。我们没有材料据以正确无误地预言，在招兵和征税时会爆发全民起义，哪怕是采取纯粹消极抵抗的形式，不过出现这种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而立宪民主党人及时地躲到一边去了。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借他们党中央委员梯尔柯娃女士之口宣称：“良心不允许作这种危险的实验。”

但是，拿良心作借口当然改变不了事情的本质。即使日益迫近的事变以数学般的精确性表明人民革命胜利在望，立宪民主党的领导集团也不会用另外的态度来对待这一问题。立宪民主党过去的一切都证明了这一点。而同大暴行制造者谈判大臣职位，则是立宪民主党历史上登峰造极的行为；这种谈判对立宪民主党来说，客观上要比维堡宣言典型得多。他们党的最权威的代表人物之一格列杰斯库尔教授最明确地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言语报》第180号），他说：“我们曾同我国人民在一起，我们参与了他们的疾风暴雨的行动。”但那是“蓬勃、热情的少年”时期，现在则是“顽强、坚毅的成熟”时期了。这个成熟时期的支柱就是选举运动，就是杜马用政纲形式提出来的对沙皇演说的答词。

立宪民主党从来没有参与过而且也不可能参与人民的“疾风暴雨的行动”，尊敬的教授不过是信口开河，哗众取宠。但是，立宪民主党就其代表大会来说，还没有向右转。它原地未动。只是在革命危机有可能变成纯议会危机的情况下，它才仍旧打算参与目前的革命危机。

我们只能欢迎代表大会的决议在这方面表现的那种清楚明确的态度。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当然只能使那些认为维堡宣言是立宪民主党“向左转的开始”，是俄国革命具有全民族性质的明显标志的人大失所望了。

代表大会宣称，它认为革命仅仅是议会斗争，这就在广大民主派面前直截了当地提出公开争取政权的问题。俄国革命的全部进程表明，民主派将不会象立宪民主党人那样回答这个问题。社会民主党应当准备着一旦作出回答，就要使城市贫民和农村贫苦农民恰恰是把它，把社会民主党看作自己在革命时期中的当然领导者。





	载于1906年10月29日《无产者报》第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7—42页

















[52]《首都邮报》（《Столичная Почта》）是俄国的一家日报，1906年10月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1907年2月起成为劳动团的论坛。1908年2月被沙皇政府查封。——38。



[53]《维堡宣言》即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在杜马被解散后发表的号召书《人民代表致人民书》。号召书是由一部分国家杜马代表于1906年7月9—10日（22—23日）在维堡市召开的会议通过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杜马代表约有200人，其中多数是立宪民主党人。号召书是帕·尼·米留可夫起草的，通过前曾经会议选出的一个六人委员会（立宪民主党人费·费·科科什金和马·莫·维纳维尔，孟什维克诺·尼·饶尔丹尼亚和Ｃ．д．贾帕里泽，劳动派伊·瓦·日尔金和Ｃ．и．邦达列夫）修订。号召书的主要内容是号召人民对沙皇政府进行“消极抵抗”，在召集新杜马以前不纳税，不出壮丁，不承认未经杜马批准而签订的债款。立宪民主党想用这些办法把群众革命运动纳入和平的轨道。但是到1906年9月，立宪民主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立宪民主党人就已公开反对实行“消极抵抗”，背弃了《维堡宣言》的号召。



1906年7月16日（20日）沙皇政府对号召书签名者起诉。1907年12月12—18日（25—31日）圣彼得堡高等法院特别法庭审理此案，分别判处167名签名者以3个月监禁。——38。



[54]指立宪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1906年9月24—28日（10月7—11日）在芬兰赫尔辛福斯举行的。大会主要讨论了立宪民主党的策略路线，对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党团的活动表示赞同。大会以89票对53票通过了反对实行《维堡宣言》的决议。——39。





《列宁全集》第14卷


革命界的小市民习气

（1906年10月29日〔11月11日〕）

反革命时期的标志之一，就是反革命思想的扩散，不仅通过粗鲁的和直接的形式，而且通过比较巧妙的形式，即通过小市民情绪在革命政党中的滋长来扩散这种思想。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新著《俄国的政党》这一小册子中，就在革命政党这个名称下面，把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混在一起了。他以孟什维主义书刊中不常有的坦率明确态度批评了立宪民主党人，但同时又对我国各政党作了完全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分类，并且把十月党这种类型的政党列为“中派”党，从而暴露了孟什维主义的基本错误。我们希望另找机会来谈马尔托夫这本独出心裁的小册子。

不过这一点只是顺便提一下。目前，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书刊中另外一些新作品。我们想指出反革命情绪在这两个党内的最突出的表现，更确切些说，最突出的反映。十二月起义失败以后，反革命情绪在民主派中间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转向，他们抛弃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并且在《北极星》杂志[55]等等的刊物上百般诽谤和诬蔑武装起义的参加者和倡导者。在解散杜马和七月人民运动[56]失败以后，某些反革命情绪在民主派中间的新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党右翼从社会革命党中彻底分离出来，成立了半立宪民主党的“人民社会”党。在第一次高潮即大高潮以后，也就是在10—12月以后，立宪民主党人脱离了富有战斗性和斗争性的民主派。在第二次高潮即小高潮以后，也就是在5—6月以后，人民社会党人也开始脱离富有战斗性和斗争性的民主派。

我们在《无产者报》第4号上描述过这些人民社会党人的思想政治面目的基本特征。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91—401页。——编者注］

 从那时起，他们就完全正式出头露面，公布了“劳动（人民社会）”党的纲领，即把社会革命党的纲领从革命的纲领改变成机会主义的、小市民的合法的纲领，公布了新党的组织委员会的委员名单。诚然，在这个组织委员会的17名委员（安年斯基、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米雅柯金、彼舍霍诺夫等先生们）当中，只有一位“劳动团”的前杜马代表——实科中学教员兼政论作家克留柯夫先生。真正“劳动派”中的任何一位多少有些名望的人物，都没有进入新的劳动派政党创始人之列！怪不得有人把人民社会党人称为自封的劳动派。怪不得报纸上已经出现了关于其他一些劳动派政党的消息。《同志报》报道说，在杜马活动方面比无名之辈克留柯夫先生自然出众得多、知名得多的“劳动派”谢杰尔尼科夫先生建立了人民劳动党。在《同志报》谈到的那次人数众多的会议上，谢杰尔尼科夫先生坦率地为自己的思想辩护，他不奢求社会主义者的称号，而抛出了“民主君主制”的旗帜。同一篇报道说，这个来自人民的劳动派的坦率，引起了新闻界的一个劳动派、坚持人民社会党人观点进行反驳的米雅柯金先生的极大愤慨。

对这种家庭争吵的细节我们不感兴趣。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指出昨天的社会革命党人和某些“劳动派”中间机会主义倾向的各种表现。彼舍霍诺夫先生在这方面（社会革命党人中比我们党内有大胆得多的“进步革新家”）比谁都“进步”。在《俄国财富》杂志[57]9月这一期上，他沿着自己从革命者变成立宪民主党人的道路愈走愈远了。他竭力抹杀革命的“夺取”和立宪民主党的“取得”之间的差别。他在8月里“证明”全部自由和全部土地是不能夺取的，现在他又“证明”“自由”是不能“从下面来夺取的”。Ce n’estque le premier pas qui coute 
［注：直译是：最难走的是头一步。——编者注］

 ，或者照俄国的说法是：头杯酒难以下咽，二杯酒有些苦口，再往后就一饮而尽。新立宪民主党的[政论家]在合法刊物上大骂武装起义的思想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思想时，自然不会直言不讳，不会全文引证他们所“驳斥的”革命政党的宣言，而是把那些在秘密报刊上维护起义的思想、维护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思想的人的见解任意加以歪曲和简单化。其实，人民社会党人先生们使自己的党合法化是有所为的！当然，他们使自己的党合法化，不是为了维护起义的思想，而是为了驳斥它！

在社会民主党的书刊中，反映反革命情绪方面的突出的新表现，就是在莫斯科出版了《我们的事业》[58]这个周刊。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喋喋不休地在大谈孟什维克的这个新的大“进步”，——大家知道，他们是从革命者进步到立宪民主党人那儿去了。《言语报》刊登了一篇专门的祝词，《同志报》兴高采烈地重述了《我们的事业》杂志的主要思想，《言语报》又重复了《同志报》的反应，《同志报》则又引证《言语报》的话来证实自己的观点，——一句话，俄国革命的那批文明而有教养的叛徒们简直欢欣若狂，忘乎所以了。《言语报》甚至不知从谁那儿打听到，领导《我们的事业》杂志的是马斯洛夫、切列万宁、格罗曼、瓦连廷诺夫这几位大名鼎鼎的孟什维克先生。

我们不知道《言语报》的这些消息是否属实，虽然它通常总是以熟悉孟什维克的一切内幕而自居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事业》杂志第1期的社论是切列万宁写的。现在不妨引证几处使立宪民主党人高兴的话：

“正象有些人建议的那样，无产阶级要想和农民一起投入既反对政府又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争取召开有全权的全民立宪会议，那是荒诞不经的。”（第4页）“必须坚持使新杜马得以召开。”内阁应由杜马中的多数组成。“在目前农民毫无组织而且极其愚昧的情况下，很难作更多的指望。”（第6页）你们看，这真是坦白到了……赤诚相见的地步。留在革命政党内的切列万宁同志，比建立了新的“合法政党”的彼舍霍诺夫先生向右走得更远了，后者还没有放弃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并且至今还在批评要求组织杜马内阁这一点是不够的。

为了不使我们的读者感到厌烦，我们就不去驳斥切列万宁的立场了。他本来已经成为不分派别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话柄”了。但是，我们请读者最认真地考虑一下，一个有名的、负责的孟什维克如此轻易地变成了一个自由派，其原因究竟何在。谴责和摈斥机会主义的引人注目的“极端做法”、“过火行为”并不困难。更重要的倒是揭示出使社会民主党人感到羞愧的错误根源。我们请读者考虑一下，切列万宁和我们中央之间的差别，真比谢杰尔尼科夫和彼舍霍诺夫之间的差别大吗？

这“四方面”各有倾向，背景却是一样的。小市民、小资产阶级之类的人已经厌倦革命。微不足道、平平淡淡、残缺不全但平安无事的合法性，比革命热潮和反革命狂暴的急剧交替好。在革命政党内部这种倾向表现为希望改造这些政党。让小市民作党的基本核心吧：“党应当是群众性的。”打倒秘密活动，打倒妨碍立宪“进步”的秘密工作！必须使旧的革命政党合法化。为此就得从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基本方面来根本改变它们的纲领。必须抛弃建立共和国和没收土地的要求，抛弃对社会主义目标所作的清楚明白、不折不扣、相当具体的阐述，必须把社会主义看作“遥远的远景”，就象彼舍霍诺夫先生无比文雅地描述的那样。

我们上面提到的“四方面”的代表人物根据不同的理由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正是这些倾向。谢杰尔尼科夫的民主君主制；“人民社会”党从劳动派向立宪民主党人的“进步”；切列万宁取消争取召开立宪会议的革命斗争；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的工人代表大会，我们中央的“拥护杜马”的口号；我们中央委员会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上关于秘密工作和地下工作的保守性、关于过渡到“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性的议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共同的基本倾向的表现，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革命政党中日益抬头的一股小市民习气的洪流[59]。

切列万宁从使党合法化、“接近”群众、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接近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把争取召开立宪会议的斗争宣布为“荒诞不经”，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我们在《无产者报》第1号上就已经指出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44—360页。——编者注］

 ：我们的中央自相矛盾得惊人，它在自己的著名的《给各党组织的信》（第4封和第5封）中，一方面宣扬同中等资产阶级、军官等等结成联盟，另一方面又提出他们不能接受的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切列万宁在这方面比彼舍霍诺夫之流的先生们或我们的中央更彻底，他的议论也更正确，或者说更真诚，更坦率。中央委员会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不是耍滑头，就是表现出惊人的轻率，它一方面攻击“引导无产阶级远离全民族运动”、“使无产阶级陷于政治孤立的路线”，另一方面又支持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并且说：“应当准备起义。”

就拿工人代表大会来说吧。不久以前（10月6日），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同志报》终于泄漏了这次代表大会的秘密。这家报纸报道说，“曾经提出工人代表大会问题的社会民主党的最老的领袖之一”，在他前几天所作的报告中说：“他们〈“工人代表大会”的成员〉能够接受社会民主党的或许稍加修改的整个纲领，那时，党就能从地下组织状态中走出来。”事情非常明显。最老的领袖们不便直说他们想修改党纲，以便使党转入合法状态。比如说，放弃成立共和国，放弃召开立宪会议，不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而补充以党只用合法手段进行斗争（象非常法颁布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中所主张的那样[60]）等等。“最老的领袖们”幻想：“那时，党就能从地下组织状态中走出来”，那时就能从“保守的”秘密活动、革命性、地下状态转向“进步的”宪法规定的合法性。这就是工人代表大会的有难言之隐的实质。工人代表大会就是最老的领袖们给“保守的”社会民主党人开的一剂哥罗仿，以便给社会民主党施行一次无痛手术，就象彼舍霍诺夫之流先生们曾经给社会革命党施行过的那样。所不同的，只是彼舍霍诺夫之流先生们精明干练，知道往哪儿走，而关于我们最老的领袖们就不好这么说了。他们不懂得，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不过是一句空话；一旦这种形势发生变化，革命高潮到来，工人代表大会所带来的决不是小市民的、可以苟且偷安的合法性的胜利，即使这个时候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扩大不会使工人代表大会成为多余的；而如果目前形势发生变化，反动派取得完全和巩固的胜利，那么工人代表大会就会把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删节到连阿克雪里罗得也会感到吃惊的地步。

至于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全力支持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想法，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直感地嗅出了这种计谋的小市民的，机会主义的倾向。难怪波尔土加洛夫先生这位以非党社会主义者自居的立宪民主党人对阿克雪里罗得的“英明立场”欣喜若狂，对他蔑视党是“小组组织”（是一个拥有10—15万党员的“小组”，也就是说，就欧洲比例来说，它在选举中有100—150万张选票！）的言论随声附和，并且煞有介事地问道：“是阶级为了党呢，还是党为了阶级？”[61]我们对这个睿智的问题，想反问一下资产阶级著作家：是脑袋为了肚子呢，还是肚子为了脑袋？

最后，让我们看看中央委员会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议论吧。同一位波尔土加洛夫先生准确地抓住了这些声明的实质，引证了一段话，其著名的程度不亚于切列万宁的议论。“它〈孟什维克派〉竭力欢迎那种依靠无产阶级先进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地下革命斗争向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转变。”波尔土加洛夫先生评论说：“还在不久以前，这些威胁〈？排错了？该是这些思想？〉总是被宣布为来自‘资产阶级民主的’异端。现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对这些意见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

波尔土加洛夫先生说得对。无论是在不久以前，还是现在，或者将来，《社会民主党人报》社论作者的议论永远都要被宣布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产物。请切实考虑一下这种议论吧！地下斗争可以变成公开斗争；知识分子的斗争可以变成人民的或群众的斗争；一个阶级的先进阶层的斗争可以变成整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说地下革命斗争可以变成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简直是莫名其妙。这种议论的实际意义就是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偷换无产阶级的观点。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社论作者写道：“两年的国内战争在我国形成了全民族的革命。这是事实……”这不是事实，而是空话。严格说来，俄国的国内战争还不到两年。1904年9月未曾发生任何国内战争。过分夸大国内战争的概念，只会有利于那些忽视工人政党在真正国内战争时期的特殊任务的人。俄国革命在1905年10月17日以前要比现在更具有全民族性。只要指出地主转到反动派方面去就够了。只要回忆一下“十月党”这类反革命政党的建立，回忆一下1906年夏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特性比1905年夏解放派的反革命特性无疑更为增强就够了。一年前，解放派没有说也不会说中止革命的话，司徒卢威还站到革命方面。而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则直言不讳，他们的目的是中止革命。

这样一来，这种把地下革命斗争转变为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会有什么结果呢？这会使人们忽视或者模糊俄国革命进程已经揭示出来的阶级矛盾，会使无产阶级从执行独立的革命政策的先进战士变成最引人注目、最想代表“全民族”意愿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品。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什么要说：我们对这一点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我们完全同意，我们所主张的正是把无产阶级斗争变为全民族的斗争。变为全民族的斗争（或者说变为全民族的革命，反正都一样），就意味着抓住立宪民主党和其他较左的政党的共同的东西，并承认这种共同的东西是必要的；而所有其余的东西都要当作“使无产阶级陷于政治孤立的”东西统统抛掉。换句话说，就是附和立宪民主党的要求，因为任何其他的要求都将不是“全民族的”。自然，由此便得出不彻底的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口号：“拥护作为召开立宪会议的权力机关的杜马”，或者拥护作为“争取立宪会议的杠杆的杜马”（《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由此也产生出彻底的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口号：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是荒诞不经的，因为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必定会使无产阶级陷于政治孤立”，超出“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等等。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有另外的见解。我们不应当谈论太一般的太容易遭到资产阶级歪曲的关于“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言论，而应当分析一定的阶级和政党在各个不同的革命时期的具体地位。在1900年和1901年，旧《火星报》[62]和《曙光》杂志[63]完全有权说社会民主党是全民族的解放思想的体现者，是把所有的人乃至自由派贵族代表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先进战士。那时这样说是正确的，因为在政府的政策中还没有，绝对没有一点点能够满足要求极低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东西。十月全俄罢工证明了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那时无产阶级斗争成了吸引形形色色资产阶级自由派，包括要求极低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中心。

10月17日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且必定发生变化。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马尔托夫同志把它称为“自由主义民主派”[64]资产阶级是没有道理的）必定起来保护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有的直接起来保护（十月党人），有的间接起来保护（立宪民主党人），因为革命的进一步胜利严重地和直接地威胁着这些可爱的制度。随着革命的进展，随着革命任务的增加，能够参加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的阶级和人的成分也在发生变化，谁忘记这一点，谁就要犯大错误。无产阶级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应当唤起和吸引人民中愈来愈多的革命阶层参加革命斗争。在1901年，无产阶级唤起了地方自治自由派。现在，由于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唤醒、教育和吸引革命农民参加斗争，千方百计把他们不仅从纯粹立宪民主党人而且从彼舍霍诺夫这类劳动派的思想和政治监护下解放出来。如果革命能够取得胜利，那仅仅是由于无产阶级同真正革命的农民，而不是同机会主义的农民结成了联盟。因此，如果我们真谈我们主张革命（而不仅是主张立宪），真谈“新的革命高潮”，那么，我们就必须同完全抛弃召开立宪会议这个口号或削弱这个口号的种种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用务必参加杜马（作为召开立宪会议的权力机关的杜马，或者是作为争取立宪会议的杠杆的杜马等等）的办法，用将无产阶级的任务降低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或所谓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的办法来实现这种种企图。在农民群众中，只有富裕农民和中等农民才必定能成为机会主义的乃至反动的农民。但这是农民中的少数。贫苦农民和无产阶级合在一起占人民、民族的绝大多数。这个多数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能够取得胜利而且必定会取得胜利，也就是说能够夺取全部自由和全部土地，实现工人和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可能取得的最大限度的福利。如果想把民族的大多数人的这种革命称为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未尝不可，不过谁都明白，这几个字通常的意思完全是另一种意思，在目前这几个字的真正意思则是立宪民主党人所说的意思。

我们主张旧的革命策略，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是“保守的”社会民主党人。“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两种策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83页。——编者注］

 这是在1905年夏天写的。现在斗争的要求更大，任务更艰巨，战斗将更尖锐。应当麻痹任何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其中包括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和农民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应当把能够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的贫苦农民群众联合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不是我们凭愿望，而是客观条件将在“新的革命高潮”面前提出的正是这些崇高的任务。觉悟的无产阶级应当彻底履行自己的义务。

附言：我们在《同志报》上读到马尔托夫同志的信时，这篇文章已经付印了。尔·马尔托夫在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上抛弃了切列万宁的观点。这很好。但是令人惊讶和万分惋惜的是，尔·马尔托夫没有抛弃切列万宁的“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是荒诞不经的”那个发现，虽然从他引证的《同志报》第73号上的话来看，他不会不知道这一发现。莫非马尔托夫也进步到切列万宁的地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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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4卷


马尔托夫和切列万宁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的言论[65]


谈谈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怎样利用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报纸，如《同志报》，并且通过《同志报》和《新路报》，散布关于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谣言。——驳斥。——评价。——结论

（1906年10月）





	· 尔·马尔托夫通过资产阶级报刊散布谎言
· 马尔托夫和切列万宁


· 社会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发表言论












尔·马尔托夫通过资产阶级报刊散布谎言

在10月12日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报纸《同志报》（第85号）上，毫无保留地转载了另一家立宪民主党报纸《新路报》[66]的一段话：“我们〈《新路报》〉不能不承认，他们〈布尔什维克〉由于坚持同极左派结成固定联盟（关于这一点，我们是从马尔托夫先生的信中获悉的），所以他们比马尔托夫先生更彻底。”

总之，《新路报》直接援引了尔·马尔托夫的话来证实它关于布尔什维克的虚假的报道。

必须还事实以本来面目。

在“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第1号《论抵制》一文中说道（第3版）：“我们将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我们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决定：一旦举行选举，就必须同劳动派达成几个星期的选举协议（不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就不能同心协力地进行选举运动，而“同其他政党结成”任何“联盟”也是为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绝对禁止的）。那时我们就能彻底击溃立宪民主党人。”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40页。——编者注］



这就是在我们目前所知道的社会民主党的书刊中关于布尔什维克对待选举协议的态度的全部言论。显然，《新路报》被尔·马尔托夫引入迷途。布尔什维克不仅从来没有坚持，而且甚至没有提到过“同极左派结成固定联盟”。这是一。其次：对于无论结成什么样的“联盟”，布尔什维克都要求在新的代表大会上重新审议上届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那些害怕召开社会民主工党新的代表大会的人对此默不作声是枉费心机的。某些资产阶级报纸对此默不作声，给自己的读者提供虚假的报道或者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社会民主党没有正式禁止任何联盟，这也是枉费心机的。

再次，在资产阶级报纸上舞文弄墨的尔·马尔托夫存心，或者是出于疏忽，或者是由于无知，通过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给读者灌输这样一种看法，似乎布尔什维克认为也可以在初级选举阶段，也就是说，在向群众进行鼓动时达成协议，而他尔·马尔托夫本人认为只有“在我们多级选举制的高级阶段达成局部协议”才是适宜的。

尔·马尔托夫拿不出任何材料来证明这一点。尔·马尔托夫是在通过资产阶级报刊散布谎言，因为布尔什维克建议只是在高级阶段达成协议，而且只是同劳动派，只是在几个星期内，只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认可以后。

为了散布这种谎言，尔·马尔托夫竟“采用删节的办法”来转述《无产者报》的观点。大家知道，立宪民主党的报纸倾向于同情孟什维克并且经常同情地转载孟什维克任意诽谤布尔什维克的一切言论，在这种情况下，谎言可以轻而易举地传播到群众中去。尽管《无产者报》的所有这些观点完全包含在上面完整地引过的五行文字中，然而，尔·马尔托夫仍然认为必须加以删节，而且还要用自己的话来转述一番。因此读者可以看出，尔·马尔托夫的经过删节的转述，无异于完全歪曲。

在《无产者报》的五行文字中，这个问题是顺便涉及的。那里既没有专门提到初级选举阶段，也没有专门提到高级选举阶段。可能有人会因此反驳我，说我也拿不出任何材料来肯定这五行文字不是谈的第一级选举时达成协议呀？但是，只有喜欢在文字上吹毛求疵和歪曲别人言论的明确含义的人才会这样来反驳。

毫无疑问，用五行文字说明一个问题，是会有许多漏洞的，但是文章的总的精神和它的全部内容是否允许从引伸的意义上（对待协议的态度），而不是从有限的意义上来解释没有讲到的东西呢？

就是从上段引文的“文字”来看（如果不经过尔·马尔托夫那样“删节”的话）也绝对不能从引伸的意义来解释，因为任何一个稍微熟悉选举情况的人都懂得，在第一级选举时达成的协议，不能仅仅是“几个星期”的，而是要几个月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只须指出以下的事实：在彼得堡，现在就有一些政党愿意在选举中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现在就有人在立宪民主党人和这些政党之间大致分配彼得堡市的代表席位。据说，选举预定在12月17日举行。两个月来，那些真正愿意在初级选举阶段达成协议的人已经开始直接地或者通过中间人在进行协商了。其次，再要考虑到选举本身占用的时间，再加上党决定问题的时间，把党的指示从中央传达到全俄的时间，那么你们就会看到，各政党之间在初级选举阶段达成的协议是要几个月的时间，而“几个星期”的协议恰恰只能在高级阶段达成，也就是说，竞选以后根据选民直接投票所表明的力量的估计来分配席位。

最后，既然有人逼我在刊物上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我认为不说明我的个人意见是不适宜的。在目前政治形势下，我将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坚持以下意见：在初级选举阶段，同任何其他政党结成任何联盟和达成任何协议，对社会民主党来说，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在选举中我们在群众面前开展活动应当是绝对独立的。在高级阶段，允许同劳动派仅就按比例分配代表席位达成协议，同时我们应当“使”非党的劳动派“成为”有党派的，使他们中间的机会主义者和半立宪民主党人（人民社会党人，“人民社会党”等等）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对立起来。





马尔托夫和切列万宁

尔·马尔托夫在《同志报》上驳斥了谈及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切列万宁。现在切列万宁也在同一个《同志报》上解释“误会”。从他的解释中可以得出结论说，在《我们的事业》第1期上，切列万宁本来就没有完全肯定他是主张在初级阶段还是在高级阶段可以达成协议。其实，他是主张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的初级阶段都可以达成协议的。切列万宁认为可以同哪些政党达成协议，这一点他倒没有说。在他看来（大概，马尔托夫的看法也一样），革命资产阶级同机会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社会革命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杜马“33人”[67]之类的劳动派同“人民社会党人”之类的劳动派之间等等并不存在差别。切列万宁甚至认为即使没有协议也可以在初级阶段投资产阶级候选人的票！

这样，切列万宁的立场就完全清楚了。这位不仅有名（象资产阶级报刊所推举的那样）而且领导《我们的事业》周刊的身负重任的孟什维克竟赞成任何联盟，甚至赞成社会民主党人投资产阶级候选人的票。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说，孟什维克在把工人阶级变成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把社会民主党降低到充当立宪民主党的应声虫的角色，这是完全和绝对正确的。

但愿现在谁也不要再对孟什维克提出的拥护作为革命的机关或杠杆或工具等等的杜马这个口号的真正意义发生误解了。为了支持革命，孟什维克支持整个“杜马”。而为了支持整个杜马，他们准备即使没有协议也要投一心想中止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候选人的票！

请回忆一下米勒兰、维维安尼、白里安之类的法国社会党人吧，他们现在在克列孟梭的领导下得心应手地控制着极端资产阶级化的法国，派军队去镇压罢工等等。为了支持社会主义，他们号召人们支持共和制，支持他们那样的共和制。为了支持共和制，他们不管有没有协议都投票拥护庸俗的资产阶级政客，拥护机会主义者。于是他们就这样逐步地、不断地连自己也完全变成同样庸俗的拥护资产阶级压迫的人了。

切列万宁和他的同伙走上康庄大道了！

而马尔托夫呢？他反对在初级阶段达成协议。他驳斥了切列万宁。这很令人高兴。不过……不过请看他是怎样驳斥的吧。任何一个明智的政治家总是使自己的选举策略服从自己总的政治策略。多亏立宪民主党报纸效劳，切列万宁的策略现在已经尽人皆知了：“无产阶级要想（象有些人建议的那样）和农民一起投入既反对政府又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争取召开有全权的全民立宪会议，那是荒诞不经的。”切列万宁的这个著名论点，也在尔·马尔托夫“作了答复”的那一号《同志报》上被引用了。可是尔·马尔托夫在驳斥切列万宁的选举策略时，对切列万宁的整个政治策略的这个基本论点却不置一词。

他们两个谁更彻底呢？谁的脚跟站得更稳呢？是拥护杜马呢，还是拥护革命？拥护整个杜马，也就是拥护立宪民主党人，也就是反对召开立宪会议。拥护革命，也就是只在一定条件下拥护部分杜马，也就是反对立宪民主党人，也就是认为现在抛弃或者即使削弱召开立宪会议这个口号都是荒诞不经的。





社会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发表言论

是否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纸的工作呢？

不允许。无论从理论考虑，还是从政治上是否得体或者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来看，都应该反对这样做。大家知道，在不久以前召开的一次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68]上，这个问题曾经提出来讨论过。大家知道，我们的德国同志严厉谴责了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工作的做法，坚决主张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就是在这方面也不允许结成任何联盟或达成任何协议，而应当保持独立性，坚决主张工人政党的著作家在实际上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是有组织性的，是服从监督的，一句话，是有严格党性的。

在我们俄国，我们有没有权利违背这些准则呢？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准则总有例外。这是无可争辩的。不该谴责向任何一家报纸投稿的流放者。有时也很难谴责为了挣点钱在资产阶级报纸的某个次要栏目写点东西的社会民主党人。刊登一下紧急的事务性的反驳文章等等，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看看我们这里的情况吧。尔·马尔托夫借口驳斥社会民主党的《我们的事业》所引起的“误会”，在立宪民主党的报纸上写了差不多两大栏，他泰然自若地阐述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同另外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论战，歪曲不合他心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丝毫不考虑他在写作上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会使无产阶级的一切敌人感到高兴。立宪民主党的报纸赞赏尔·马尔托夫在立宪民主党报刊上写的这篇文章，大肆宣扬，对他所散布的关于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谣言添油加醋，拍着马尔托夫的肩膀表示赞许（如《言语报》），等等。切列万宁也动心了。既然马尔托夫在《同志报》上驳斥了切列万宁的“误会”，同时还说了许多别的事和别的话，那么，切列万宁为什么不能也在《同志报》上驳斥一下尔·马尔托夫的“误会”呢？而又为什么不能顺便利用这个机会，在立宪民主党的报刊上（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毕竟不太体面！）着手讨论社会党人该不该即使没有协议也投资产阶级候选人的票这个问题呢？ 
［注：费·唐恩在《同志报》上露面了，他倒不是为了驳斥“误会”，而干脆是合伙凑热闹。］



于是，在立宪民主党的报纸上便辟了一个专栏，登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的内部通信。既然通信的主题是准许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甚至准许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那么，立宪民主党人也就乐于给那些背弃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保守”准则而无处安身的“进步”社会民主党人腾出篇幅来。

孟什维克的文坛上的将军找到两处安身之地。他们明的一面和高尚的先生们谈论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顺便还讲些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轶事。他们暗的一面又在某家工人报纸或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或什么小报上给工人端出“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并开导他们要认识到争取召开立宪会议的斗争是荒诞不经的。工人们先稍微等待一下和忍耐一下吧：等社会民主党人关于社会党人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争论在立宪民主党的报纸《同志报》上结束以后，工人们也就可以看出一些眉目来了……而我们的工人代表大会的拥护者们正按照屠格涅夫笔下的一个人物的处世之道[69]，一封接一封地写信给《同志报》，并唠叨着：我们的党是知识分子的党……

难道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不该进行干预来结束这件丑事？难道我党全体党员可以对此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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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马尔托夫和切列万宁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的言论》这本小册子于1906年10月在彼得堡出版。1912年6月沙皇当局发现了它，决定予以没收和销毁，但小册子早就全部散发出去了。——54。



[66]《新路报》（《Новый Путь）是左派立宪民主党的日报，于1906年8月15日（28日）—11月3日（16日）在莫斯科出版。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叶·德·库斯柯娃、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坦（弗·格·博哥拉兹）等人。——54。



[67]指在《土地基本法草案》上签名的33名国家杜马代表（主要是劳动派）。这个草案是在社会革命党人直接参加下制定的，代表了他们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草案提出的主要要求是：立即完全废除土地私有制，没收地主土地，宣布所有公民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实行村社使用土地的原则，按照消费份额和劳动份额重分土地。



《33人法案》于1906年6月8日（21日）提交第一届国家杜马审议。法案遭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甚至不同意把它作为材料转交给杜马土地委员会。在杜马会议上，该法案以78票对140票被否决。——58。



[68]指1903年9月13—20日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有条件地允许党员为资产阶级报刊撰稿的决议。——59。



[69]《处世之道》是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1878年写的一首散文诗。在散文诗里，一个老奸巨猾之徒如此阐发自己的处世哲学：如果你想加害对方，那你就“斥责对方具有你感到自己身上存在的那种缺点或恶行。你要显得义愤填膺……并且痛加斥责！”——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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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

（1906年11月10日〔23日〕）

中央委员会出版的两号《社会民主党人报》，刊载了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的两篇反对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文章。文章的调子如此激动和恶毒，通篇都是恼恨、烦躁、对人的影射和猜疑，一下子就恢复了流亡者无谓争吵的不幸时代的气氛。我党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刊物上刊载了这两篇，而且仅仅是这两篇谈论代表大会的文章，这简直有失体面。请好好想一想，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工人政党的责任内阁，竟在有关鼓动召开新的代表大会这个问题上完全失去了理智，丧失了自制力！同志们，这简直太不成体统了。正是由于你们对主张重新审查你们的代表资格和你们的策略一事大发雷霆和肆意谩骂，你们就对自己作出了最严厉的判决。从幸灾乐祸的观点来看，一个赞成召开代表大会的人的最大希望，莫过于转载并广泛传布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的文章了！

试问，为什么以中央的名义出来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人，只能用委屈的几乎是抽泣的声调说话呢？因为有两个非常清楚而简单的基本事实，使鼓动召开新的代表大会成了不可避免的事。一个事实就是党的构成，另一个事实就是党的策略。

在统一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党按其构成来说，有13000个布尔什维克和18000个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尤其是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代表18000个孟什维克的意志。现在党内增加了14000个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26000个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33000个崩得分子。 
［注：10月11日的《同志报》根据似乎是中央委员会的材料提出了新的数字，但是这些数字并没有改变基本的比例。根据这些数字，我党现有党员约15万人。其中约有布尔什维克33000人，孟什维克43000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13000人，波兰社会民主党人28000人，崩得分子33000人。］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的社论两次断然承认，现在党内两派人数大致相等。这种看法的根据，显然是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归作布尔什维克，而把崩得分子归作孟什维克。我们就算把崩得分子列为孟什维克是正确的。即使如此，孟什维克中央代表我们全党也是一种极其明显的反常现象（中央委员会中有七个孟什维克，三个布尔什维克，一个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两个崩得分子；一个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被承认具有中央机关报编委的权利；在讨论一切政治问题时，还有五个有表决权的孟什维克即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参加）。

至于说到策略，党在代表大会闭幕后的5—6个月内经历了我国革命的两大时期：杜马时期和“解放杜马后的内阁”时期。我党中央委员会的杜马策略归结起来，就是支持整个（立宪民主党的）杜马。这个策略的最高表现就是支持要求任命杜马（即立宪民主党）内阁的口号。党内大多数都不承认这个策略和这个口号，这是事实。在杜马时期，社会民主党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策略作了斗争。现在无须多谈这一事实，也无须说明它的意义了。

其次，解散杜马以后，中央委员会曾经赞成组织局部的群众性抗议。总的策略口号就是：拥护杜马作为召开立宪会议的权力机关。党内绝大多数党员既没有接受自己中央委员会的具体口号，也没有接受它的总的策略，这也是一个无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可是谁仔细读一下《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一2号，谁就不会不看到，这个总的策略在这两号报纸上得到了维护、辩护和论证（拥护作为召开立宪会议的杠杆的杜马；立宪民主党人是比农民进步的城市资产阶级，等等）。

由此可见，党在新的杜马运动中又要同中央委员会的杜马口号进行斗争；而在最近的革命发动中，由于中央委员会并不代表党内大多数人的意志而会分散力量，瓦解斗争。这就是说，对于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的任何拖延，现在不仅直接破坏党的民主组织的全部精神和全部意义，而且对无产阶级最近要进行的杜马斗争和总的革命斗争说来，也是最危险的障碍。

附言：这篇短评写好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5号又出版了，这三号报纸更加证实了上述的一切。孟什维克在选举协议问题上完全分裂了，他们的中央委员会从马尔托夫那儿动摇到切列万宁那儿去了。马尔托夫公开驳斥了切列万宁。普列汉诺夫为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撰稿支持切列万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号社论表明，中央委员会违反党的意志，又准备重新提出自己的支持整个杜马和支持要求任命杜马内阁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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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怎样写的……

（1906年11月10日〔23日〕）

抵制国家杜马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了。关于这段历史，一位孟什维克同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上（《是形势还是立场？》一文）是这样写的：


　　“当历史向我们捧出布里根杜马方案的时候，我们从我们总的原则立场出发，曾经建议组织平行的自己发起的人民杜马的选举，以同我们无法参加的布里根杜马相对抗。在十二月起义以后，当我们……”



　　且慢，尊敬的历史学家！您越过了很多事实，从布里根方案径直跳到了十二月起义，——这倒还无所谓，这只是时间上的跳跃。但是您跳过了自己的策略和“原则立场”，——这就不同了，这至少是……玩弄手腕的跳跃。你们建议的只是“自己发起的选举”吗？你们对待布里根杜马的态度只是由于“无法参加”那个杜马吗？就是说，你们是为了自己的人民杜马才准备抵制布里根杜马，或者藐视布里根杜马吗？难道你们当时没有反对过某些抵制派吗？难道你们没有主张积极参加预期的“布里根”的选举运动吗？难道没有要求党在选举时支持左派自由派等等吗？你们怎么把这一切都忘记了呢？“在十二月起义以后，当我们……”且慢，您还漏了一件小事。全俄都抵制了布里根杜马，可是人民杜马至今也没有出现……怎么，你们承认过你们当时的策略是错误的吗？没有，你们回答抵制派说，你们对付布里根杜马的策略是好的，只是革命妨碍了它放出全部光辉……现在，您想起了这一切之后，继续写您的历史吧。


　　“在十二月起义以后，当我们面临着召开新的、维特杜马的事实的时候，我们主张参加第一级选举，因为考虑到有两种可能：或者是我们参加选举这一事实本身就会掀起革命的高潮，从而扫除维特杜马……”



　　且慢，尊敬的历史学家，您这是怎么了？“我们参加选举这一事实本身就会掀起革命高潮……”不，您想必是开了个玩笑！你们一向责备布尔什维克天真地夸大我们的力量，而你们却认真地在说什么“由于我们参加选举这一事实”可能掀起革命高潮，而且“从而扫除……”等等。不，这当然很不认真。
　　总之：“……或者是我们参加选举这一事实本身就会掀起革命高潮，从而扫除维特杜马，并会产生对我们较有利的代表机关；或者是革命高潮还不会直接到来，那时我们不仅有可能，而且迫于情势，我们将不得不参加杜马，就象莫斯科列福尔托沃区发生的情况一样。”



　　对不起，关于这第二个“或者是”，记得你们当时不是什么也没有谈吗？我们的历史学家回答说：是的，没有谈。


　　“诚然，我们在联合编辑部出版的小册子中声明，我们不主张直接参加杜马选举。但是，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事先束缚住自己的手脚，那只是为了妥协，希望同抵制派达成某种协议，借以制定统一的策略。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这是‘机会主义’，也就是说，有意迁就抵制派同志们的落后而近视的见解，而这正是我们所真心忏悔的。”



　　原来如此！你们说的是一套，而想的是另一套。你们是在无产阶级和全体革命人民面前说了的……你们竟在这一点上“忏悔”了！你们可知道这样一句格言：“撒了一次谎，谁还相信你？”你们这次“忏悔”如果也是出于“迁就”什么人的“落后的”或“近视的”见解可怎么办？你们的“机会主义”，你们的“妥协”，可有个完吗？既然你们亲自声称，你们在一个极重要的策略问题上的口号不是诚心诚意提出来的，那你们该让人怎样对待你们提出的任何一个口号呢？要知道，现在别人也许会认为，你们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党人，也只是为了“迁就”革命无产阶级的“落后的和近视的见解”。不，我应当为你们鸣不平。你们在激烈的论战中把自己狠狠地诋毁了一通。你们在第三级选举时确是忠诚的抵制派，正象我们在各级选举时都是忠诚的抵制派一样。但是我们都曾是抵制派。既然同罪，就得同样被绞（Nebst gefangen，nebst gehangen）。现在，你们想借口我们是抵制派而“绞死”我们。可是这样一来，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也得绞死自己，因为你们也犯了同样的罪。你们声明：“但是我们忏悔了！”这倒确实可以减轻你们的罪过。不过这并不能宣告你们无罪和免于惩罚。好吧，就算不绞死你们，那也得比如说拷打一顿。你们希望的是这个吗？

至于我们，并没有表示忏悔。我们说过，现在还是这样说：抵制不抵制，这不是原则问题，而是是否适宜的问题。抵制第一届杜马是适宜的。抵制以生动的具体的形式向人民群众作出了对杜马的无产阶级评价，认为杜马是无力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的机关。现在杜马被解散以及以后发生的一切都证实了这种评价；人民群众清楚地看到：就是在这方面无产阶级也是他们在革命中的当然领袖，因为无产阶级事先就警告他们，抱立宪幻想是无益的。抵制分散了政府的注意和力量，从而帮助了资产阶级反对派在选举中取得胜利。抵制把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在革命反抗的统一行动中团结了起来。它的鼓动意义和组织意义是巨大的。

抵制完成了一件大事，但是它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对杜马作了评价，对杜马幻想给了致命的打击，因此没有必要再这样做了。现在，抵制不会分散政府的精力了，政府当然吸取了以往选举的教训。在参加选举的情况下进行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见得会比在抵制的情况下来得差，只要选举法还不致大大变坏。而一旦选举法变坏了，也许还要再进行抵制。如果大的革命搏斗又重新开始，那也就完全可能无暇顾及杜马选举了。

由此可见，对我们说来，抵制今后仍然是一个是否适宜的问题。只是我们暂时还看不到实行抵制的足够根据。

谁感到自己有罪，谁就可以去忏悔！但愿他把灰撒在自己的头上，扯碎自己的衣裳[70]，可别牵连到旁人。在忏悔的冲动下歪曲历史和进行诋毁，即使是诋毁自己，也是决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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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古代西亚、南欧一带国家流行一种习俗，在自己极度悲伤或哀悼亲人时，就将灰撒在自己头上，扯碎自己的衣裳。这种习俗在基督教圣经、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以及古罗马诗人奥维狄乌斯《变形记》中都有所反映。——68。





《列宁全集》第14卷


《社会民主党和选举运动》一文附言[71]


（1906年11月10日〔23日〕）

《同志报》上发表格·瓦·普列汉诺夫《给觉悟工人的一封公开信》的时候，本文已经写好。在这封信中，普列汉诺夫“周旋于”资产阶级的左翼和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之间，彻底背离了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和党的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党代表大会正式禁止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任何联盟。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者在自己党的各种会议上把同资产阶级结成任何联盟都称之为“背叛无产阶级事业”；尔·马尔托夫在《同志报》上发表的文章和给各级党组织的信中同意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即彻底革命的观点，坚决反对在第一级选举时结成任何联盟。马尔托夫写道：“在第一个问题上〈在选举过程中结成“联盟”或达成协议〉，我建议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我们参加第一级选举时，即在我们向群众开展活动时，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这样提问题表明了对“不妥协的误解”。普列汉诺夫写道：“在我们没有把握使我们的候选人获胜的地方，我们应该跟其他愿意同我国旧制度作斗争的政党达成协议。” 
［注：黑体是普列汉诺夫用的。］

 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一方面违反代表大会的决议，允许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政治英明”预见到我们不需要达成协议的情况。他写道：“在我们肯定能够选出自己候选人的地方 
［注：黑体是普列汉诺夫用的。］

 ，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不顾其他政党而独立行动。”真是了不得的“政治英明”！在我们有把握自己选出自己的候选人的地方，我们就自己选。在我们没有把握的地方，我们就求助于“……愿意同旧制度作斗争的政党”，或者帮助这些“愿意”作斗争的政党选出自己的候选人。可是在那些“愿意作斗争的”政党有把握自己选出自己候选人的地方，立宪民主党报纸的撰稿人普列汉诺夫，你以为他们会来同我们达成协议吗？要知道，谈到协议，那么，任何一个即使是政治上很幼稚的人也都明白，只有在党没有把握用自己的力量选出自己候选人的情况下，才需要协议。但是，我们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反对任何协议。而活象一个真正的自由骑士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却在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上敲起警钟，并且召集所有“愿意作斗争的”政党……请响应吧，一切“愿意作斗争的”政党！无产阶级正在作斗争，而你们是“愿意”作斗争的！妙极了……如果无产者对这还嫌不够，那他当然是“自由的敌人”了。

这位最得立宪民主党人欢心的孟什维克领袖，就这样渐渐地、逐步地堕落成为……切列万宁了……把自己在杜马被解散之后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普列汉诺夫以他所特有的“快速度、冲击力和目测力”奔向我党右翼中的最右翼。马尔托夫已经远远落在后头了；《社会民主党人报》也不遗余力地紧跟自己的思想领袖。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对我们选举运动的阶级性作了一番冗长的议论以后，还向我们提出了一整套复杂的协议，搭了一个梯子，社会民主党顺着这个梯子就一定能滑向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人报》先是建议在我们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地方，开展独立的即阶级的活动；在没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地方，则争取同“和我们一起希望召开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要是这些政党不愿召开立宪会议——那就更糟——（这是最后的、反阶级的、反民主的第三级）——我们也应该同它们联合。至于代表大会选出来贯彻代表大会决议的中央委员会如何行事来破坏这些决议，这是它的秘密。事实是，现在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最丢人的景象：在同一个指导性的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里“虾向后退”……而“天鹅冲云端”[72]；在选举策略这样一个对我们如此重要的问题上，不仅在党内，甚至在“领导”集团内，既没有统一的思想，也没有统一的行动。有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除了最机会主义的）能容许这样的政治腐化呢？妙就妙在正是这些虾、狗鱼和天鹅，这些正在厮打着的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正是他们在拼死地发起运动，来反对召开我们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的党的紧急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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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这是列宁为1906年11月10日（23日）《无产者报》第7号上发表的无署名文章《社会民主党和选举运动》写的附言。《社会民主党和选举运动》一文作者是谁尚未查明。



《附言》引用了尔·马尔托夫关于准备选举运动问题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该信的主要内容和列宁在信上作的批注，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378—379页。——69。



[72]这里说的是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一则寓言：天鹅、狗鱼和虾共拉一辆大车，天鹅向天上飞，狗鱼向水里游，虾则向后倒退。结果大车原地不动，无法前进。——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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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73]


（1906年11月）

第二届杜马选举运动的问题，现在已引起工人政党的巨大兴趣。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同其他政党结成“联盟”，即达成长期性和临时性的选举协议的问题，尤其受到重视。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的报刊——无论是《言语报》、《同志报》、《新路报》、《眼睛报》[74]，或者是其他什么报，都在千方百计地说服工人，要他们相信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达成选举协议）是必要的。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中有一部分赞成这种联盟（切列万宁在《我们的事业》杂志和《同志报》上），一部分反对这种联盟（马尔托夫在《同志报》上）。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反对这种联盟，只容许在选举运动的高级阶段，根据革命政党和反对派政党在选民初选中的力量，就席位的分配达成局部协议。

我们想对这后一种观点的根据作一简短说明。


一

社会民主党认为议会制度（参加代表会议）是启发、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建立独立的阶级政党的手段之一，是争取工人解放的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一方面把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民主派根本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把它同无政府主义根本区别开来。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认为议会制度是管理整个国家事务的“自然的”和唯一正常的、唯一合法的方式，他们否认阶级斗争，否认现代议会制度的阶级性。资产阶级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寻找种种借口给工人戴上眼罩，使他们看不出议会制度是怎样成了资产阶级压迫的工具，使他们认识不到议会制度有限的历史意义。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善于从议会制度一定的历史意义来对它作出评价，根本拒绝采用这一斗争手段。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既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又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在议会的基础上同旧政权相勾结来尽快结束革命的意图。社会民主党使自己的全部议会活动无保留无条件地服从工人运动的总利益和无产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特殊任务。

由此首先得出的结论是，社会民主党参加杜马运动，其性质完全不同于其他政党。我们不同于它们的是，我们根本不承认这个运动具有任何独立自在的甚至主导的意义。我们不同于它们的是，要使这个运动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不同于它们的是，我们在这个运动中提出的口号不是为进行议会改良而实行议会制度，而是为召开立宪会议进行革命斗争，同时还要进行从近几年来斗争形式的历史发展中产生出来的高级形式的斗争。 
［注：我们在这里没有涉及抵制问题，因为这不是这本小册子的主题。我们只是指出，不能撇开具体的历史环境来评价抵制。抵制布里根杜马是成功的。抵制维特杜马是必要的和正确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应当第一个站在最坚决、最直接的斗争道路上，应当最后一个采取较为迂回的斗争方式。有了第一届杜马的经验，再用旧形式来抵制斯托雷平杜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确的。］




二

从上述对待选举协议的情况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是：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发展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引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领袖。因此，在整个选举运动和整个杜马运动中，保持阶级的独立性是我们最重要的总任务。这并不否定其他的局部任务，但是其他的局部任务始终应当服从这个总任务，适应这个总任务。这个总前提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证实，也为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全部经验所证实，无疑应当成为我们的出发点。

乍看起来，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特殊任务可能一下子打乱了这个总前提。也就是说，以十月党人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了革命，或者大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抱定了用立宪来阻止革命的目的；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得到一部分最先进最觉悟的农民群众的支持下才能取得胜利，这一部分农民群众的客观地位推动他们去进行斗争，而不是去进行交易，推动他们去完成革命，而不是去削弱革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在整个选举时期，社会民主党都必须同农民民主派达成协议。

但是，我国革命的完全胜利，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从这个完全正确的前提出发，是无论如何得不出上面那个结论的。除非能够证明：从当前的党派关系（现在在我国代表农民民主派的政党，已经不是一个，而是不同的几个）和当前的选举制度来看，在整个选举时期同农民民主派结成联盟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利的。除非能够证明：我们通过同这个或那个政党结成联盟，要比我们党在批评某些农民民主派政党时、在使农民民主派的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时保持完全的独立性，能够更好地表达和捍卫真正革命农民的利益。在目前的革命中，无产阶级同革命农民最接近，从这个前提中无疑可以引伸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总“路线”，即同农民民主派一起反对背叛的大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宪民主党）。但是，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现在要同人民社会党人或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选举联盟呢？在没有弄清这些政党彼此之间的差别以及它们同立宪民主党的差别时，在没有弄清现在的多级选举制时，还不能这样说。由此可以直接和肯定地得出的结论无疑只有一个：在我们的选举运动中，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只空洞地抽象地把无产阶级同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对立起来。相反，我们应当集中全部注意力根据我国革命的历史情况准确地弄清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差别，如果具体些说，就是应当集中全部注意力弄清立宪民主党、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之间的差别。只有根据这种差别，我们才能最正确地确定出自己最亲近的“同盟者”。同时我们不该忘记，第一，社会民主党应当象监视敌人那样监视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任何同盟者；第二，我们还要专门分析一下什么对我们更有利：是同某些人民社会党人（举例说）结成共同联盟来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呢，还是保持完全的独立性，以便在决定性关头随时有可能把非党的“劳动派”分裂成机会主义者（人民社会党人）和革命者（社会革命党人），使后者反对前者等等。

因此，关于我国革命具有无产阶级－农民性质的看法，还不能使人有理由作出结论说，第二届杜马选举的这一或那一阶段同这一或那一农民民主主义政党达成协议是必要的。这个看法甚至不足以作为限制无产阶级在整个选举中保持阶级独立性的理由，更不用说作为否定这种独立性的理由了。


三

为了进一步解决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第一，考察一下第二届杜马选举时的主要政党分类；第二，研究一下目前选举制度的特点。

政党之间往往会达成选举协议。在选举中将要进行斗争的是哪些主要类型的政党呢？黑帮无疑要比在选举第一届杜马时团结得更紧。十月党和和平革新党或者依附黑帮，或者依附立宪民主党，或者（最可能）摇摆于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之间。把十月党算作“中派党”（象尔·马尔托夫在他新写的《俄国的政党》这本小册子中所作的那样），那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在最终决定我国革命结局的实际斗争中，中派是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党是一个有组织的党，它独立自主地进行选举，并且由于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取得成功而沾沾自喜。但是，这个党纪律不严格，团结不牢固。左派立宪民主党人不甘心于赫尔辛福斯的失败[75]，很生气。他们中间一部分人（不久前，莫斯科的阿列克辛斯基先生）投靠了人民社会党。在第一届杜马中有几个“很少有的”立宪民主党人甚至在关于废除任何土地私有制的33人法案上签了名（巴达姆申、祖勃琴科、洛日金）。这就是说，使这个“中派”里的哪怕是极少一部分人分裂出去，转向左派，并不是没有希望的。立宪民主党感到自己在人民群众中间没有力量（不久前，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了这一点[76]），所以愿意同左派结成联盟。难怪立宪民主党的报纸那么热心地乐于给社会民主党人马尔托夫和切列万宁腾出几栏篇幅来讨论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当然，我们决不会忘记并且要在选举运动中向群众说明：立宪民主党人没有履行自己在第一届杜马中许下的诺言，他们干扰了劳动派，玩弄立宪把戏等等以及对四原则选举制[77]保持沉默和提出苦役法案，等等。

其次是“劳动派”。这一类型即小资产阶级的、主要是农民的政党划分为非党的“劳动团”（不久前召开过自己的代表大会）、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党”等等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社会革命党）。只有社会革命党人是多少彻底而坚决的革命者和共和派。人民社会党人是比我们的孟什维克更坏的机会主义者。严格说来，他们是半立宪民主党人。非党的“劳动团”在农民群众中的威信也许比上述两派要高些，但是要确定劳动团的民主主义的坚决程度是困难的，虽然他们无疑要比立宪民主党左得多，看来，他们属于革命民主派。

社会民主党是唯一在选举中纪律严明的党（尽管它内部有纠纷），是唯一有非常肯定的和严格的阶级基础的党，是唯一把俄国各民族的所有社会民主党都统一起来了的党。

但是，在劳动派具有上述构成的情况下，怎样去同这种类型的政党结成共同联盟呢？非党的劳动派的保证在哪里呢？党同非党的派别可能结成联盟吗？我们怎么知道阿列克辛斯基之流的先生们明天不会从人民社会党那里又回到立宪民主党那里去呢？

显然，同劳动派达成真正政党间的协议是不可能的。显然，我们决不能帮助人民社会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同社会革命党中的革命者联合起来，而应当使他们分裂并对立起来。显然，在存在非党的劳动团的条件下，我们在各方面保持完全的独立性，用无疑是革命的精神影响他们，比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和掩盖君主派和共和派之间的差别等等更有利。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掩盖这种差别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单凭这一点，既然现有的政党划分能够把非党的劳动派、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联合在一起，那就无疑应当屏弃这种联盟。

它们确实能够联合起来和正在联合吗？毫无疑问，它们是能够联合的，因为它们有同一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其实在第一届杜马中，在十月时期的报纸上，在杜马时期的报纸上，在大学生的投票选举中（si licet parva componere magnis——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它们就联合过。确实，这是一个小的，但是一个别具特色的征兆，当时在“自治的”大学生的投票选举中常常有三个名单相遇即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劳动派、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和波兰社会党联盟的名单，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从无产阶级观点来看，各政党明确的阶级划分是最重要的，而保持党对非党的（或者说正在从人民社会党动摇到社会革命党那里去的）劳动派的独立影响，显然要比党试图同非党的劳动派达成协议有利。根据各政党的材料，不由得令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初级阶段，在向群众进行鼓动时，无疑不应达成任何协议；在高级阶段，应当竭力在席位的分配上通过社会民主党同劳动派达成的局部协议来击败立宪民主党；通过社会民主党同社会革命党达成的局部协议来击败人民社会党。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当你们这些不可救药的布尔什维克空想家妄想击败立宪民主党的时候，你们都会被黑帮击败，因为你们分散了选票！社会民主党、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联合起来，就一定能够彻底击溃黑帮，如果各行其是，你们就会使共同的敌人轻而易举地取胜。假定100张选票中，黑帮占26票，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各占25票，社会民主党占24票，那么，如果社会民主党、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不结成联盟，黑帮就会当选。

这种意见往往被认为很重要，因此应当认真加以探讨。要探讨这个意见，就必须研究俄国现行的这一选举制度。


四

我们的杜马选举不是直接选举而是多级选举。在多级选举的情况下，只有在初级阶段才有选票分散的危险。只有在初选选民进行选举的时候，我们才不知道选票会怎样分散；只有在向群众进行鼓动的阶段，我们是“盲目”行动的。在高级阶段，在当选人选举时，决战已经结束，剩下的只是各个政党在知道自己的候选人和选票的确切数目的情况下，根据达成的局部协议来分配席位。

初级选举阶段，就是在城市选举复选人，在农村选举十户代表，在工人选民团选举初选人。

在城市，我们在每个选举单位（选举区等）面对着的是大批选民群众。选票分散的危险无疑是存在的。无疑在城市里，只是由于没有“左派联盟”，只是由于比如说，社会民主党拉走立宪民主党的部分选票，黑帮复选人才可能在某些地方当选。记得在莫斯科，古契柯夫得了将近900票，立宪民主党得了将近1400票。当时只要社会民主党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走501票，古契柯夫就会成为胜利者。毫无疑问，小市民公众会考虑到这种并不费解的手段，害怕选票分散，为此他们将宁愿投最温和的反对派的票。结果将会产生英国的所谓“三角”选举的情况，当时城市小资产阶级怕投社会党人的票，因为这会夺走自由党人的票，从而使保守党人当选。

用什么办法才能防止这种危险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在初级阶段达成协议，即提出复选人的共同名单，名单上各政党候选人根据各政党竞选前的协议所确定的数目来选定。这样，达成协议的所有政党就号召所有选民群众都来投这个共同名单的票。

我们来探讨一下赞成和反对使用这种办法的论据。

赞成的论据是：这样可以进行严格的党的鼓动工作。社会民主党在群众面前尽可以批评立宪民主党，但也还须补充一句：立宪民主党终究比黑帮好些，所以我们同意提出共同名单。

反对的论据是：提出共同名单，将公然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整个独立的阶级政策。我们向群众推荐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共同名单，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把明确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划分彻底搞乱，我们就会为了自由派赢得杜马席位而损害我们选举运动的原则意义和整个革命意义！我们就会使阶级政策服从议会制度，而不是使议会制度服从阶级政策。我们就会使自己丧失估计自己力量的可能性。我们就会失去在历次选举中长期坚持的东西：提高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加强他们的团结。我们得到的就会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和不可靠的东西：立宪民主党对十月党的优势。

我们为什么要使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遭到危险呢？是怕黑帮候选人的危险吗？但是，在524个杜马代表席位中，俄国全部城市总共只占35席（圣彼得堡6席，莫斯科4席，华沙和塔什干各2席，其余21个城市各1席）。这就是说，城市本身是决不能使杜马的面貌发生什么重大变化的。其次，也不能只从形式上来考虑选票在数目上分散的可能性。必须分析这在政治上有多大可能。分析表明：黑帮即使在第一届杜马选举时也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象上面指出的“古契柯夫的”情况是个例外。根据《立宪民主党通报》[78]的材料（1906年4月19日第7期），在产生28个杜马代表的20个城市中，1761个复选人中有1468个立宪民主党人，32个进步党人和25个非党人士；有128个十月党人，32个工商党人和76个右派，就是说总共有236个右派，占复选人的15％弱。有10个城市右派复选人连一个都没有当选，有3个城市（共80个复选人）右派复选人当选的各不超过10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过分害怕黑帮而放弃为争取自己阶级的候选人的斗争，这是否明智呢？这种政策除原则上不坚定以外，即使是从狭隘的实用观点出发，是否会犯近视的毛病呢？

有人会反问我们，那么，同劳动派结成联盟反对立宪民主党怎样？但是，我们已经指出了劳动派中的党派关系的特点，由于这些特点，结成这样的联盟是不需要的，也是不适当的。在工人人口最集中的城市里，如果没有极端必要，我们决不应当放弃社会民主党的完全独立的候选人。现在没有这种极端必要。立宪民主党或劳动派（特别是人民社会党型的劳动派！）少一点或多一点，这没有什么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杜马本身最多只能起附属的次要的作用。在确定杜马选举结果方面具有政治上的决定意义的是农民，是省复选人大会，而不是城市。 
［注：当然，小城市也能通过城市代表大会来影响省选举大会的组成。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党人也在这里占了完全优势：例如，在城市代表大会的571个复选人中，有424个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党人，147个右派（1906年3月28日《立宪民主党通报》第5期）。就各城市来看，波动幅度当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绝大多数场合大概都能对立宪民主党独立作战，不怕分散选票的偶然性，不使自己依赖任何一个非社会民主党。工人选民团中大概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会认真地谈在初级选举阶段结成联盟的问题。在工人群众中，社会民主党人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尤其必要。］

 在省复选人大会上，我们在毫不违反严格的原则性下，同劳动派结成共同政治联盟来对付立宪民主党，这要比在农村的初级选举阶段结成联盟好得多，正确得多。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农村的选举。


五

大家知道，在大城市里，政党的组织性在某些地方排除了一个选举阶段。根据法律，选举是二级的。而实际上选举有时成了直接的或者几乎是直接的，因为选民清楚地知道各个竞选政党的性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知道某个党打算把哪些人选进杜马。相反，在农村中，选举分很多级，选民很分散，党公开开展活动的障碍很大，因而第一届杜马的选举进行得非常“隐蔽”，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也会如此。换句话说，在农村党的鼓动工作常常是，甚至在大多数场合下都只能笼统地提党，故意不提个人，因为畏惧警察。激进的和革命的农民（而且不仅仅是一些农民）故意以非党为名把自己掩护起来。十户代表的选举取决于对人的了解，取决于对某某个人的信任和对他的社会民主党言论的同情。我们在农村里，有当地党组织为后盾的社会民主党人寥寥无几。但是，能吸引当地农村居民同情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可能比根据我党基层组织的材料所能设想的要多得多。

象人民社会党人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一心想在现行制度下建立公开的社会主义政党，他们不懂得，一个秘密政党如果具有坚定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同时它的组织（它远不是仅仅通过党员对群众产生影响的）又具有隐蔽性，那它就能得到更大的信任和同情。真正革命的、久经战火锻炼的秘密政党，在国内战争时期可能比其他的合法政党对群众发生更广泛的影响。因为秘密政党对普列韦之流先生们已经习以为常，并且不会因为斯托雷平之流先生们的任何严厉措施而无所适从，而合法政党只能“黄口小儿般幼稚地”走上“严格的立宪道路”。

已经入党的和没有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选举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时，将有很多取胜的机会。同劳动派结成联盟或提出共同名单，对于能否在农村这些选举阶段获胜，根本无关紧要。一方面，这里的选举单位太小，另一方面，真正入党的或多少接近党的劳动派将为数很少。社会民主党人有严格的党性，他们绝对服从党，这个党能够年复一年地在秘密状态下坚持下来，并且发展到拥有各个民族党员10—15万人，它是在第一届杜马中派出党团的最左政党之一。在所有那些不是害怕进行坚决斗争，而是一心想进行坚决斗争、但又不完全相信自己本身的力量、害怕承担发起的责任、害怕公开开展活动的人的心目中，这种党性将是一种有力的说明和保证。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利用这种严格的、“秘密的”党性的有利方面，我们根本不打算用任何一种固定的联盟来哪怕是削弱它一点点。在这里，我们唯一的、也是党的、而且也是坚决无情地革命的竞争者，只能是社会革命党。但是，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可以在真正保持党性的基础上在农村第一级选举时同他们结成联盟，因为只要实际地和具体地考虑一下农村的选举条件，就足以相信这一点。 
［注：社会革命党在第一届杜马中完全不能作为一个政党开展活动，他们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杜马里的社会革命党人也和大学里的社会革命党人一样，认为假托非党的劳动派，或同他们联合起来较为有利。］

 既然非党的革命农民将无意于只同一个政党联合行动，那对我们从各方面来说，还是以我们所希望的保持严格党性的方针去影响他们较为有利。联盟的非党性和鼓动工作的非党性不会束缚有党性的社会民主党人，因为革命的农民从来不会排除他们，而统一代表大会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专门决议又容许他们参加非党的革命联盟。由此可见，我们既能保持自己的党性，彻底坚持党性，并从党性中吸取全部巨大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益处，同时又能完全适应在非党的革命农民中进行工作，在非党的革命团体、小组、会议中进行工作，借助于非党的革命联系进行工作等等。如果不同在组织上只包括很少很少一部分革命农民的社会革命党结成一种会限制和束缚我们严格的党性的联盟，我们就能更广泛更自由地既利用我们党的立场，又利用在非党的“劳动派”中进行工作的一切好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农村选举运动的初级阶段，即在选举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时（有时初选人的选举实际上大抵等于第一级选举），我们没有达成任何选举协议的必要。政治立场明确的、适于当十户代表和初选人的候选人，其百分比是很小的，因此得到农民信任和尊敬的（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任何真正的候选资格都是不能想象的）社会民主党人几乎人人都有希望当选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根本不需要同其他政党达成任何协议。

而在初选人大会上，就已经可以根据初步的并能预先决定选举全局的确切战果来行动了。这时，可能而且必须缔结的……当然不是联盟，不是紧密的固定的协议，而是分配席位的局部协议。这时，尤其在选举杜马代表的复选人大会上，我们应当联合劳动派打垮立宪民主党，联合社会革命党打垮人民社会党，等等。


六

总之，对现行选举制度所作的研究表明，在城市，在初级选举阶段结成联盟尤其不合适，而且也没有必要。在农村，在初级阶段（即在选举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时）结成联盟也既不合适，也完全没有必要。县初选人大会和省复选人大会则具有决定性的政治意义。这时，也就是说，在高级阶段，达成局部协议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这并不会造成我们所不希望的违反党性，因为争取群众的斗争已经结束，无需再为此在人民面前直接或间接地维护（或者哪怕是容许）非党性，不会因此而使无产阶级的严格的阶级独立政策有丝毫模糊的危险。 
［注：值得指出的是，在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实践中，也有区别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协议的经验。法国的参议员选举是二级的：先由选民选举省复选人，再由复选人选举参议员。革命的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盖得派[79]从来不容许在初级阶段达成任何协议和提出任何共同名单，只容许在高级阶段，即在省复选人大会上分配席位时达成局部协议。机会主义者饶勒斯派[80]则主张在初级阶段也达成协议。］



现在我们先从形式方面，即所谓数目字方面来看一看在高级阶段的这些局部选举协议将是怎样一种协议。

我们就拿大略的百分比来说，即各政党在每100个复选人中能分配到多少复选人（和初选人，——在以后的叙述中也都意味着包括初选人）。要在复选人大会上当选，一个候选人必须在100票中至少得到51票。因此，社会民主党复选人的策略总规则是：必须竭力把这个数目的最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或最受拥护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复选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以便同他们一起战胜其他复选人，从而使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复选人和一部分优秀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复选人当选。 
［注：为了简便起见，我们谈的纯粹是各政党的而且仅仅是各政党的复选人的分配情况。实际上当然还会有许多非党复选人。因此，社会民主党复选人的任务就是要尽量弄清一切复选人，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复选人的政治面目，并且要善于团结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多数”和社会民主党最满意的资产阶级候选人。关于区分各政党倾向性的基本标志，我们将在下面来谈。］



我们用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规则。假定100个复选人中，黑帮占49人，立宪民主党占40人，社会民主党占11人。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为了全部通过杜马代表的共同名单，就必须达成局部协议。共同名单当然要根据复选人数目按比例分配杜马席位（也就是说，在这个例子中，社会民主党可能取得全省杜马代表名额的1/5，即10个名额中取得2个；立宪民主党可能取得4/5，即10个名额取得8个）。假定在复选人中，立宪民主党占49人，劳动派占40人，社会民主党占11人，那么我们就应当竭力同劳动派达成协议，以便打垮立宪民主党，使自己争得五分之一的代表名额，使劳动派争得五分之四的代表名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有可能检验劳动派的民主主义的彻底性和坚决性：他们是同意同立宪民主党完全断绝关系，并且同工人政党的复选人一起打垮立宪民主党，还是想“挽救”某个立宪民主党人，甚至还可能不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而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这样我们就能够并且应当用实际例子向全体人民证明和表明，某些小资产者倾向于君主派资产阶级或倾向于革命无产阶级的程度如何了。

在后一个例子中，对劳动派来说，有明显好处的是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而不是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因为那样他们就能取得代表名额总数的4/5，而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只能取得代表名额总数的4/9。因此，更有趣的是相反的情况：立宪民主党占11人，劳动派占40人，社会民主党占49人。在这种情况下，明显的好处会推动劳动派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因为那时他们就会说：“我们”将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杜马席位。要在原则上忠实于民主主义，忠实于真正劳动群众的利益，就无疑应当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哪怕牺牲几个杜马席位也在所不惜。无产阶级的代表应当精心考虑诸如此类的一切情况，向复选人和全体人民（必须公布初选人大会和复选人大会的协议结果，使大家都能知道）说明这些选举算术的原则意义。

其次，在后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明显的好处和原则上的考虑，都促使社会民主党去分化劳动派。假定劳动派中有两个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革命党人，那我们就应当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而以51票打垮所有立宪民主党人和所有其他革命性较差的劳动派。假定劳动派中有2个社会革命党人和38个人民社会党人，那我们就有可能检验社会革命党人对民主主义的利益和劳动群众的利益忠实到什么程度，我们会提出：拥护共和主义民主派，反对容许君主制的人民社会党人；拥护没收地主土地，反对容许赎买的人民社会党人；拥护主张全民武装的人，反对容许常备军的人民社会党人。然后我们就能看出社会革命党人选择谁：是选择社会立宪民主党人 
［注：这是《觉悟的俄罗斯》文集[81]对人民社会党人的称呼。顺便说说，《觉悟的俄罗斯》文集的第1集和第2集使我们非常满意。切尔诺夫、瓦季莫夫等先生出色地既打垮了彼舍霍诺夫又打垮了塔格—因。特别好的是，以商品生产经过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理论驳斥了塔格—因。］

 呢，还是选择社会民主党人。

这样我们便触及到这种选举算术的原则政策方面和意义。在这里，我们的责任不是追求席位，而是极其坚决地彻底地捍卫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观点，捍卫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利益。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初选人和复选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论以什么借口，都不应当回避我们的社会主义目的，我们严格的阶级立场，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目的和立场。但是，要证明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的先锋作用，一味重复“阶级的”这个词是不够的。要证明无产阶级的先进作用，单只阐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是不够的。为此还必须善于在分析当前革命的迫切问题时能够实际证明：工人政党的党员比其他一切人更彻底、更正确、更坚决、更巧妙地维护这个革命的利益，维护这个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利益。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因此，为完成这个任务做好准备，是每一个参加选举运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的主要的义务。

在初选人大会和复选人大会上把各政党和各政党的细小差别区别开来（在整个选举运动中也这样做，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但并不是不无益处的实际工作。在这件工作上，生活也将检验社会民主工党所关心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社会民主工党的右翼，从《我们的事业》杂志的极端机会主义者起，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温和机会主义者止，异口同声地抹杀和歪曲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的差别，看来，他们没有觉察到一个新的极为重要的现象：劳动派分为人民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倾向于这派或那派的人。当然，第一届杜马和第一届杜马被解散的历史已经提供了一些文献资料，无疑要求人们把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区别开来，并且证明后者的民主主义是比较彻底比较坚决的。第二届杜马的选举运动必定会更明显、更精确、更充分、更广泛地证明和表明这一点。正如我们力图举例说明的那样，选举运动本身一定能教会社会民主党人正确区别这些或那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并且将用事实驳倒，或者更确切些说，排除那种认为立宪民主党是我国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或者至少是它的重要代表的极端错误的见解。

还应当指出，在整个选举运动中以及在高级阶段达成选举协议时，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坚决抛弃难懂的术语，外来语，背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等一系列重炮。在解释社会主义问题和当前俄国革命问题时，要善于运用掌握的事实和数字，不要讲空话，不要讲大话。

同时，当前俄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自由问题和土地问题就自然而然地会被提出来。在这两个为全体群众所关心的根本问题上，我们既应当强调纯社会主义的宣传，分清小业主的观点和无产阶级的观点，又应当强调为影响人民而斗争的各政党的区别。黑帮，包括十月党人，反对自由，反对把土地交给人民。他们想用暴力、贿赂和欺骗来制止革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即立宪民主党人，也竭力想通过一系列让步来制止革命。它既不想给人民全部自由，也不想给人民全部土地。它想通过赎买和不根据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以保持地主土地占有制。劳动派，即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村小资产阶级，想取得全部土地和全部自由，但是他们在走向这一目的时不坚决，不自觉，缺乏信心，他们常常在社会立宪民主党人（人民社会党人）的机会主义（他们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辩护，并把这种领导权上升为理论）和那种似乎能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实行平均化的空想主义之间动摇不定。社会民主党应当彻底坚持无产阶级的观点，从农民的革命自觉中清除掉人民社会党人的机会主义，清除掉那种抹杀当代革命真正迫切的任务的空想主义。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一样，只有取得革命的完全胜利，才能真正地、迅速地、大胆地、自由地、普遍地着手解决整个文明人类的基本任务：把劳动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

所以在选举运动中，在政党之间达成局部协议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斗争手段的问题。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立宪会议，为什么立宪民主党人害怕立宪会议。我们要问自由派资产者立宪民主党人，他们打算坚持并独立实行哪些措施，以便使任何人都不能象“对待”“第一届”代表那样对待人民代表。我们要提醒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对去年10月和12月的斗争形式采取了卑鄙的背叛态度，并且要向尽量广泛的群众说明这一点。我们要问所有一切的候选人：他们是不是打算使自己的全部杜马活动完全服从杜马外的斗争的利益，完全服从争取土地和争取自由的广泛的人民运动的利益。我们应当利用选举运动来组织革命，即组织无产阶级和真正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这就是应当设法纳入整个选举运动，包括纳入同其他政党达成局部协议的工作的积极内容。


七

我们来总结一下。

保持革命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的完全独立性，应当是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总策略的出发点。

只有在极端必要和专门限定的条件下，才可以不按照这个总原则行事。

俄国选举制度的特点和绝大多数居民群众即农民中的政治划分的特点，不会在选举运动的初级阶段，即大城市选举复选人，农村选举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时产生这种极端必要性。在大城市里没有这种必要，因为这里的选举重要的完全不是杜马代表的数目，而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最广泛、最集中和按自己整个地位“最社会民主主义化的”居民阶层面前开展的活动。

在农村，群众在政治上的不开展，在政治上的不定型，居民的分散和稀少以及选举的外部条件，都使得非党的（和非党的革命的）组织、团体、小组、会议、观点和倾向得到特别的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在初级阶段结成联盟是完全不需要的。最正确最合适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各方面都能保持严格的党性。

所以，无产阶级必须同革命农民结成联盟的这个总原则，要求我们承认只能在选举的高级阶段，即在初选人大会和复选人大会上达成局部协议（如同劳动派达成协议以对付立宪民主党）。劳动派内部的政治划分的特点也要求这样处理问题。

在达成所有这些局部协议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严格根据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的民主主义的彻底性和坚决性的程度来区别它们，弄清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

阐明社会主义的学说和社会民主党在当前革命中的任务方面，以及在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和手段问题上的独立口号，将是选举运动和局部协议的思想政治内容。

这本小册子写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号出版之前。在这号报纸以前，我们党有充分理由期待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绝不会赞同在第一级选举时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社会党人所不能容许的协议。我们应当这样考虑，因为象尔·马尔托夫同志这样有威信的孟什维克都坚决反对在第一级选举时达成任何协议，他不但在《同志报》上表示反对，而且在中央委员会就准备选举运动问题给各级组织的信（马尔托夫的信）中也表示反对。

现在看来，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转到切列万宁那边去了，或者至少是动摇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号的社论容许在第一级选举时结成联盟，而且没有说清究竟可以同哪些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今天（10月31日），为了维护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而转到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上去的普列汉诺夫写的一封信向大家表明，中央委员会是受了谁的影响而动摇了的。普列汉诺夫照例以先知的姿态来一番预言，放一通陈词滥调，完全回避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大概是出于向庇护了他的资产阶级报纸讨好吧），他甚至不想触及一下具体的资料和论据。

难道来自日内瓦的这一声“吆喝”就足以使中央委员会从马尔托夫那边滚到……切列万宁那边去吗？

难道统一代表大会关于禁止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任何协议的决定将要遭到它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破坏吗？

社会民主党的同心协力的选举运动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在第一级选举时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协议，会瓦解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和损害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正在受到这种威胁。

愿一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团结起来，向机会主义的混乱和动摇无情地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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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4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82]


（1906年11月）

1

　　关于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报告

（11月4日〔17日〕）

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决议案[83]

1．只是由于背叛的资产阶级的罪过，我们才不得不在杜马范围内进行斗争。

2．应当把革命的斗争同“和平的”斗争的对比作为选举运动的基础，应当指出，让立宪民主党人掌握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是多么危险。由此产生一个问题：是否能够容许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在第一级选举时达成协议）。

3．在第一级选举时社会民主党应当独立开展活动，这是总的规则；作为例外，在第一级选举时可以同承认立宪会议、武装起义等的各个政党达成协议。第二级选举时则是技术性的，只是为了按比例分配代表名额。最危险的事莫过于对群众说：和我们一起来投妥协分子的票吧。克鲁舍万的危险不是因为他坐在杜马的席位上，而是因为他在拼凑一个小小的支持政府的黑帮组织。你们为了一些个别的、微不足道的例外就拥护立宪民主党的领导权并破坏我们的整个原则立场（高加索、莫斯科、彼得堡、波兰不愿达成协议）。如果黑帮当选，那么杜马就只会更加轮廓分明。有人说，在选票分散的情况下当选的将是黑帮而不是立宪民主党，这要怪社会民主党，你们为什么相信这种说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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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11月4日〔17日〕）

选举协议——这就是一种联盟（你们对群众说，我给你是为了你给我）。我们说：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我们有时可以走在一起，同机会主义的和背叛的资产阶级则从来不会走在一起。选举运动将在两个范围之间进行：在400名立宪民主党人＋100名社会民主党人（通过协议）和200名黑帮＋250名立宪民主党人＋20名或50名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协议）之间进行。既搬出掮客，又搬出战士，这意味着打乱自己的阵脚。在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黑帮将被击败，但社会民主党人也将被击败（在道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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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讨论孟什维克选举纲领时的发言

（11月6日〔19日〕）　

我只是说过，纲领中有革命的方法同和平的方法的对比，仅此而已，其余的东西不能令人满意。没有象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宣言[84]中那样，指出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劳动人民”团体（社会革命党）有什么区别。没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庸俗社会主义加以对比。

没有说应当区别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小业主的立场。纲领没有维护联盟，但这个纲领就是一个联盟，因为小资产者也可以在这个纲领上签字。我们不能在纲领中避而不谈其他政党，而这里却什么也没有谈，只是含含糊糊地提到：“比较坚决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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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波兰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边疆区、圣彼得堡、莫斯科、中部工业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代表名义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提出的特别意见

（11月6日〔19日〕）　

崩得代表向代表会议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这项决议案几乎全部重复了崩得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85]，并对抵制杜马作了历史评价。下面署了名的代表会议的代表在表决这项决议案时弃了权，原因如下。把我们为什么要参加杜马的问题同我们怎样参加杜马的问题割裂开来，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的。承认抵制是正确的，这说明，我们整个策略的基本性质在当前参加选举时依然同在抵制第一届杜马时一模一样。承认立宪民主党在第一届杜马中占多数妨碍了革命分子的活动，同时又赞同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在第一级选举时达成协议，这就以自己的实际政策破坏了自己的总前提。以提出共同名单来承认并支持立宪民主党在向群众进行鼓动中的领导权，然后又在特别补充决议中谴责这种领导权，这就大大败坏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整个策略和全部原则的声誉。根据以上理由，我们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党提出以下特别意见。

“抵制国家杜马的策略，有助于人民群众对这个机关的无权和不起独立作用作出正确的评价。国家杜马立法活动的滑稽剧和国家杜马的被解散充分证实了这个策略的正确性。

但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为和俄国自由派的妥协策略，妨碍了抵制取得直接的成效，并迫使无产阶级也得在杜马运动的范围内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

社会民主党应当在杜马外和杜马内进行这一斗争，以便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便向全体人民进一步揭露立宪幻想，并发展革命。

鉴于这种情况，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当全力以赴地参与当前的杜马运动。

社会民主党在杜马选举运动中的基本任务是：第一，要向人民说明，杜马完全不适于作实现无产阶级和革命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要求的工具；第二，要向人民说明，只要实权还掌握在沙皇政府手里，要想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政治自由是办不到的；要说明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并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必要性；第三，批评第一届杜马，阐明俄国自由派的破产，特别是阐明，如果让自由主义君主派政党立宪民主党在解放运动中起首要的领导作用，那对革命事业有何等的致命危险。

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应当在整个杜马选举运动中保持绝对的独立性，这里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的口号、自己的策略同任何其他反对派政党或革命政党的口号和策略混淆起来。

因此，在选举运动的第一阶段，即在群众面前开展活动时，社会民主党应当按照总的规则绝对独立行动，只提出党的候选人。

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作为例外不按照这个规则行事，而且也只能同那些完全接受我们进行直接政治斗争的基本口号的政党，即承认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并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政党达成协议。同时，这种协议只能限于提出共同的候选人名单，决不能限制社会民主党在政治鼓动方面的独立性。

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选民团中要绝对独立行动，不同任何其他政党达成协议。

在高级选举阶段，也就是在城市的复选人大会、农村的初选人和复选人大会上，可以专就缔结了协议的政党所得票数按比例分配席位达成局部协议。同时，社会民主党应就民主的彻底性和坚决性把下列各基本类型的资产阶级政党区别开来：（1）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党以及类似它们的共和主义政党 
［注：锡安社会党[86]可能也属于这一类。］

 ；（2）人民社会党和同一类型的劳动派 
［注：某些犹太民主主义者也可能属于这一类。不听取犹太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我们是没有资格判断这类问题的。］

 ；（3）立宪民主党。”





	载于1906年11月23日《无产者报》第8号译自《列宁全集》《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03—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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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

（11月7日〔20日〕）


（1）

列宁坚持，“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应加以讨论！


（2）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了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等人的信件，还指出，比如说，科斯特罗夫没有把要求建立立宪民主党内阁的提案（由中央委员会提出）递交杜马党团，从而违反了党的纪律，然而他这样做是好的。有人用鼓动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来干扰我们党的活动。我们有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但没有中央机关报，为什么呢？钱是有的，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按期出版，但是没有组织起来，因此也就没有中央机关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02页















《列宁全集》第14卷


告选民书草案

（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俄国的工人同志和全体公民们！选举国家杜马的日子临近了。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号召你们大家都来参加选举，帮助把能够真正为自由而斗争的力量团结起来。

在我国革命中，人民群众正在为反对官吏和警察、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而首先是为反对专制的沙皇政府而斗争。群众为土地和自由而斗争，为打倒那伙用贿赂、欺骗、残酷暴力、监狱和战地法庭来答复千百万人的要求的大暴行制造者和刽子手而斗争。

全国工人1905年的十月罢工，迫使沙皇许下自由和赋予杜马立法权的诺言。沙皇政府背弃了诺言。选举法削减了农民和工人的权利，而增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权利。杜马本身的权利几乎化为乌有。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一切自由和权利不过是一纸空文，因为实权和实力依然全部掌握在沙皇政府手里。只要实权还掌握在扼杀自由的大暴行制造者和刽子手的手里，任何杜马都不可能而且也不会给人民土地和自由。

正因为如此，革命工人同人民其他阶层中争取自由的大多数有觉悟的战士一起抵制过杜马。抵制杜马是一次想把召集人民代表这件事从大暴行制造者手里夺过来的尝试。抵制杜马就是警告人民不要相信空文，就是号召人民夺取真正的权力。抵制没有成功，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背叛了自由事业。“人民”自由党即立宪民主党这个自由派地主和“有教养的”资产阶级清谈家的政党，背离了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骂农民和一部分优秀部队举行的起义是蠢举，并参加了大暴行制造者安排的选举。由于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背叛，全国人民对大暴行制造者所安排的、大暴行制造者所炮制的、大暴行制造者用来愚弄人民的法令和选举，眼下必须加以考虑。

然而，我们现在参加选举，能够而且应该使人民看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看清立宪民主党人玩弄立宪把戏是枉费心机。全国公民们！请好好想一想第一届杜马给我们的教训吧！

争取自由和为农民争取土地的战士被残杀，被流放，被投入监狱。在杜马中占多数的是立宪民主党人。这些自由派资产者害怕斗争，害怕人民，他们只会发表演说和请愿书，他们号召耐心等待，力图同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达成协议，进行交易。沙皇看到面对他的不是战士，而是摇尾乞怜的资产者，就借口言论失当把他们赶跑了。

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动者！别忘了这个重大教训！要记住1905年秋天，领导人民斗争的是革命工人，农民和觉悟的士兵的起义同工人的罢工、工人的起义汇合在一起，结果政府作了让步。而1906年春天和夏天，领导人民的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即立宪民主党这个摇摆于人民政权和大暴行制造者政权之间的政党，结果代表们得到的不是让步，而是警察的拳打脚踢和杜马被解散。

杜马被解散向所有的人表明，立宪民主党人的请愿是多么枉费心机和没有成效，支持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多么必要。工人阶级用十月罢工争得了对自由的许诺。现在工人阶级正在积聚力量，以便通过全民起义真正把自由从敌人手里夺过来，以便推翻沙皇政府，建立共和国，建立国家的一切政权的选举制度，并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通过临时革命政府召开全民立宪会议。

工人阶级争取自由，为的是使自由为全体人民服务，而不是仅仅为达官显贵效劳。工人需要自由，为的是展开广泛的斗争，使劳动彻底摆脱资本的压迫，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只要存在着资本的统治，任何平等，即使是小业主即农民使用全民土地的平等，都不会使人民摆脱贫困、失业和压迫。只有全体工人团结起来，在劳动者群众的支持下，才能打碎压迫各国工人的资本的枷锁。在社会主义社会，自由和平等不会是骗人的了；劳动者不会因小规模的单独经营而分散；共同劳动积累起来的财富将造福人民群众，而不是压迫人民群众；劳动者的统治将消灭任何民族、宗教或性别之间的任何压迫。

俄国的工人同志和全体公民们！利用选举来加强为自由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真正战士的力量，使所有的人都能看清各政党的真正目的和它们的真正性质吧！

除了社会民主党以外，参加选举的政党，其主要类别有三：黑帮、立宪民主党、劳动派。

黑帮，这是一些支持政府的政党。它们拥护专制君主制，拥护警察政权，拥护保留地主的全部土地。它们是君主派政党，俄罗斯人民同盟，法制党，工商党，十月十七日同盟，和平革新党。所有这些都是人民的直接敌人，都是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解散杜马的政府、战地法庭的政府的直接保护者。

立宪民主党（或称“人民自由党”）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自由派资产者摇摆于人民和大暴行制造者之间。口头上，他们反对政府；实际上，他们最怕人民的斗争；实际上，他们想跟君主制即跟大暴行制造者勾结起来，反对人民。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曾提出对付出版和对付集会的苦役法。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曾反对将土地问题提交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出来的地方委员会。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自由派地主，他们担心农民本身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凡是不希望人民代表可能被警察政权驱散的人，凡是不希望农民被迫接受1861年那种招致破产的赎买[87]的人，都要想想办法不要使第二届杜马再成为立宪民主党的杜马。

劳动派，这是代表小业主，主要是小农的利益和观点的政党和集团。这些政党中最胆小怕事的是“劳动人民社会党”，它比立宪民主党好不了多少。其次是杜马的“劳动团”，它的优秀成员如奥尼普科在杜马被解散以后曾经帮助过起义的人民。劳动派政党中最革命的是“社会革命党”。劳动派倾向于在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中坚决（有时甚至主张起义）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还远不是能够始终摆脱自由派资产者的影响和资产阶级的观点的。在劳动同资本所进行的世界性大斗争中小业主正站在十字路口上：是要象资产阶级那样“出人头地”，自己当老板，还是要帮助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还犹豫不定。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利用选举，告诉农民群众和农民的所有朋友：只有当农民不是去请愿，而是起来斗争的时候，只有当他们不是相信沙皇，不是相信自由派资产者的诺言，而是相信跟工人阶级手携手协同斗争的力量的时候，他们才能争得土地和自由。

社会民主党是觉悟的、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它不相信资产阶级的任何诺言，它不是用巩固小经济的办法，而是用全体劳动者争取社会主义的团结斗争，来寻求摆脱饥饿和贫困的道路。

工人同志们和你们所有受雇于资本的职员！你们大家都看到，当政府扼杀了自由的萌芽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开始夺回工人取得的一切成果，又开始延长工作日，减少工资，增加罚款，加紧种种压迫，压制或开除觉悟的工人。工人和职员们只有争得自由，才能保证自己享有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的成果，才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才能取得较好的报酬和勉强过得去的生活条件。工人阶级只有领导全体劳动群众进行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和忘我无畏的斗争，才能给全体人民争得真正的自由。

俄国的工人同志和全体公民们！请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候选人的票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为充分的自由、为建立共和国、为建立人民选举官吏的制度而斗争。它为反对种种民族压迫而斗争。它为农民不经任何赎买取得全部土地而斗争。它支持觉悟的水兵和士兵们的一切要求，争取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

俄国的工人同志和全体公民们！请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候选人的票吧！





	载于1906年11月23日《无产者报》第8号















[87]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和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颁布了改革的法令。这次改革共“解放了”2250万地主农民，但是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保存下来。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粗略统计，在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7150万俄亩，农民则只有3370万俄亩。改革中地主把农民土地割去了1/5，甚至2/5。



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赎买土地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5亿多卢布。这就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象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05。





《列宁全集》第14卷


论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

（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孟什维克在崩得分子的帮助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容许同立宪民主党联盟的决定。立宪民主党的报刊欢欣若狂，把这个好消息传遍世界各地，把孟什维克又向下轻轻推了一级，又向右推了一步。读者在别处可以找到代表会议的决定，找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特别意见和他们的告选民书草案 
［注：见本卷第98—100、102—106页。——编者注］

 。而在这里我们想描绘一下同立宪民主党联盟的一般的和基本的政治意义。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6号，特别是编辑部文章《极左派的联盟》，为这种描绘提供了好素材。我们就从这篇文章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段话谈起。

《社会民主党人报》写道：有人对我们说，“以推动整个杜马走上革命道路为己任的孟什维克，在杜马被解散以后，却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同那些革命的政党和集团结成了联盟，这个联盟表现在：第一，发表了两个共同宣言，即告军队书和告农民书；第二，为了在即将举行的罢工中配合行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种援引先例的做法是由莫大的误会造成的。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党同其他革命的政党和集团缔结的不是政治联盟，而是战斗协议，这种协议我们一向认为是适宜的和必要的”。

黑体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用的。

……不是政治联盟，而是战斗协议……你们也不难为情，孟什维克同志们！要知道，这不仅有点荒谬，而且简直文理不通。二者必居其一：你们要么把联盟理解为仅仅是议会协议，要么就不仅仅是议会协议。如果是前者，那么联盟就是为了议会战斗而达成的战斗协议。如果是后者，那么战斗协议也就是政治联盟，因为没有政治意义的“战斗”，就不是战斗，只不过是打架。

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你们对自己的编辑要看得紧一点，真的，要看得紧一点，否则会使社会民主党丢丑的。

——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上奉献给读者的那些胡言乱语，只是由于单纯的失言吗？只是由于用词不当吗？

——完全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错误并不是由于它闹了笑话，恰恰相反，它所以闹笑话，是由于它的一切议论和它的整个立场的基础都是根本错误的。把“不是政治联盟，而是战斗协议” 
［注：看来真有这样的怪事：孟什维克总是责备我们把“战斗”和“政治”对立起来，而他们自己却恰恰把自己的全部议论建立在这种荒谬的对立上面！］

 这样的字眼荒谬地凑在一起，这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从孟什维主义那种根本的“荒谬性”中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结果。这种荒谬性就在于不懂得现在俄国的议会战斗完全服从，而且是最直接地服从议会外的战斗的条件和性质。换句话说，个别逻辑上的漏洞表明孟什维克对杜马在当前革命环境中的全部作用和全部意义一无所知。

当然，我们不会仿效孟什维克和他们的领袖普列汉诺夫在关于“战斗”和关于“政治”的问题上同我们进行论战的手法。我们不会责备他们这些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领袖能够去达成非政治的战斗协议。

我们注意的是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在解散杜马以后我们的孟什维克就只能同革命的政党和集团结成联盟呢？这当然不是因为有那么一个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者列宁早就鼓吹过（仅仅出于对孟什维克的憎恨）这一点。是客观条件迫使孟什维克违背他们的全部理论，去结成正是这样的一个革命的、反立宪民主党的联盟。是客观条件，不管孟什维克的意愿如何，不管孟什维克是否意识到，导致了这种结果：第一届杜马里的和平的议会战斗的辩证发展，在几天之内就把这一战斗变成了完全非和平的、非议会的战斗。孟什维克没有意识到的（由于立宪民主党用眼罩捂住了他们的眼睛）、没有正式结成的政治联盟，表现在愿望和最近政治倾向的一致性上，表现在为最近政治目标而采用的斗争手段的一致性上，——这个没有意识到的“政治联盟”势所必然地变成了“战斗协议”。而就们的那些聪明人一遇到普列汉诺夫在第一届杜马时期所写的书信[88]中没有料到的这种意外就张皇失措，以至大叫：“这不是政治联盟，而是战斗协议！”

可爱的同志们，你们的政策所以毫不中用，正是因为你们要为这种不切实际的、虚构的、毫无决定意义的“战斗”达成协议，却忽略了进行这种“战斗”的条件。这种战斗已经由俄国革命的全部进程以不可遏止的力量推上了舞台，这种战斗甚至是由乍看起来最和平不过的、议会的、立宪的条件产生的，甚至是由杜马中的罗季切夫之流在关于受人崇敬的和无可指责的君主的演说中赞不绝口的那些条件产生的。

你们恰恰是犯了你们平白无故指责布尔什维克所犯的那种错误。你们的政策不是战斗的政策。你们的战斗不是真正的政治战斗，而是儿戏式的立宪战斗，是议会迷。对于明天的条件可能要求进行的“战斗”，你们采取一条协议路线，对于“政治”，你们采取另一条协议路线。因此，你们既不适于进行“战斗”，也不适于搞“政治”，只适于充当立宪民主党应声虫的角色。

现在我们党内对“联盟”这个词的意义争论很多。一个说，联盟就是共同名单；另一个说，不，联盟就是共同纲领。所有这些争论都是愚蠢的、烦琐的。你们把比较紧密的协议或者把不大紧密的协议叫作联盟，问题的实质丝毫不会因此而改变。争论的实质根本不在于是容许达成紧密的协议，还是不紧密的协议。谁这样想，谁就陷在细小琐碎的议会技术中，而忘记这种技术的政治内容。争论的实质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达成一般说来是不可避免的协议时，应当按照什么路线。布尔什维克彼此之间可以在例如选举时是否需要同这个或那个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政党达成协议这样局部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然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争论的实质根本不在这上面。争论的实质仍然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应当跟在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后面呢，还是应当走在革命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前面。

《极左派的联盟》一文提供了许多典型例子，说明孟什维克的思想是怎样迷失了方向，不去注意意见分歧的政治实质，而去注意无谓的琐事。文章作者自己把共同纲领和共同名单都称之为联盟的策略（见第2版第3栏）。同时，他还硬说我们拥护的是同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结成“联盟”，而孟什维克拥护的不是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只是同他们达成“局部协议”。可爱的同志们，这可是儿戏，而不是论证！

你们可以拿全俄代表会议通过的孟什维克的决议同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比较一下。后者对于同社会革命党达成协议，比前者对于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提出更严谨的条件。这是无可争辩的，因为第一，布尔什维克只是容许同为建立共和国而斗争并且承认武装起义的必要性的政党达成协议，而孟什维克则容许同一般“持反对派立场的民主主义政党”达成协议。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以明确的政治标志对革命资产阶级这个概念下了定义，而孟什维克则不下政治定义，只提出一个技术性的议会字眼。共和国和武装起义是明确的政治范畴。反对派只是议会术语。这个术语十分含混，它既可以包括十月党人，也可以包括和平革新党人，又可以包括一切对政府不满的人。不错，有一个附加语：“民主主义的”这个字眼具有政治因素，但并不明确。可以把它理解成立宪民主党人。但这恰恰是不对的。一个政党，它容许设立参议院，它提出对付集会和出版的苦役法，它把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从答词中删掉，它反对全民选举的土地委员会，把这样一个君主主义的政党称为“民主主义的”政党，这是欺骗人民。这个说法很尖锐，但却是公正的。孟什维克大谈立宪民主党的民主主义，就是欺骗人民。

第二，布尔什维克容许同资产阶级共和派达成协议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孟什维克不要求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只是一种例外。

第三，布尔什维克绝对禁止在工人选民团中（“同任何其他政党”）达成任何协议。孟什维克容许在工人选民团中也可以结成联盟，因为在这里只是禁止同“不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上”的集团和政党达成协议。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出席代表会议的有一些是具有无产阶级阶级嗅觉的孟什维克，他们驳斥了这种荒谬提法，但是被大多数孟什维克击败了。于是出现了一种完全不肯定的模糊提法，这给各种冒险主义留下了充分的余地。此外，也得出了一种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糟透了的看法，似乎在社会民主党之外，还有别的政党也可以被认为是“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上”的政党。

既然如此，那么，想证明布尔什维克所认可的同共和派资产阶级即社会革命党的联盟，要比孟什维克所认可的同君主派资产阶级即立宪民主党的联盟更为紧密，这种企图不是至少应当称之为儿戏吗？？

完全虚假地议论什么比较紧密和不大紧密的联盟，只会掩盖容许同谁联盟和为什么要联盟这个政治问题。就拿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6号上的《选举纲领草案》来说吧。这个文件是证明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存在着思想联盟的许多反映孟什维克政策的文件之一。代表会议关于这个选举纲领草案有必要加以“修改”的决议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75页。——编者注］

 只要想一想：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会议竟不得不提醒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在秘密的出版物中不能放弃建立共和国的口号，不能只使用请愿和斗争之类的笼统的含糊不清的词句，必须从无产阶级观点来准确称呼和鉴别不同的政党；应当指出起义的必要性，强调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性质！不得不提醒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的第一个选举宣言上必须强调党的阶级性质，——这只有在中央委员会的观点极其反常、根本错误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这样提醒它。

我们是否会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实际协议，这种协议的范围有多广，都还不得而知。然而思想上的协议，思想上的联盟已经有了，因为在选举纲领草案里，无产阶级的观点同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观点的区别被掩盖起来了。 
［注：孟什维克犯这个错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有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宣言里，他们犯过同样的错误。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有社会革命党的思想，而他们自己却抹煞了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同劳动派的观点的区别，因此杜马时代的社会革命党报纸把社会民主党杜马宣言称为社会革命党思想的翻版！相反，在我们关于杜马宣言[89]的反草案里，则把我们同小资产者的区别说得清清楚楚。］

 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在布尔什维克的告选民书草案中不仅指出了这种区别，而且指出了无产阶级的观点同小业主阶级的观点的区别。

在选举联盟的问题上，应当提到首位的正是这个原则的、思想的方面。孟什维克企图辩解，说什么我们在整个选举鼓动中将是独立的，我们决不削弱这种鼓动，只是到了最后一分钟才把自己的候选人列入立宪民主党的名单，——所有这些辩解都是枉费心机的！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我们确信，孟什维克当中的优秀分子是真心愿意这样做的。但是问题不在于他们的愿望，而在于当前政治斗争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使孟什维克在他们选举运动中的每个步骤都已沾染上了立宪民主主义，都已带有模糊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的特色。这一点我们已经以选举纲领草案为例作了说明，我们现在再举出一系列其他文件和议论来加以说明。

孟什维克的一个主要论据，就是黑帮危险。这个论据的第一个基本的虚伪之处，就在于黑帮危险决不能用立宪民主党的策略和立宪民主党的政策来防止。立宪民主党政策的实质就是同沙皇制度妥协，即同黑帮危险妥协。第一届杜马充分表明，立宪民主党人没有同黑帮危险作斗争，只是无耻地大放厥词，说什么君主这个人所共知的黑帮头子没有罪过，没有责任。因此，孟什维克把立宪民主党人选入杜马，就不仅不是同黑帮危险作斗争，反而是捂住人民的眼睛，掩盖黑帮危险的真相。靠把立宪民主党人选进杜马的办法来同黑帮危险作斗争，无异于用“认为君主应对大暴行负责就是冒犯天威”这句奴才罗季切夫说的话[90]来同大暴行作斗争。

这个流行的论据的第二个毛病就在于社会民主党人不声不响地把民主斗争的领导权让给了立宪民主党人。在选票分散，会导致黑帮取胜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不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将是一种过错，而立宪民主党人不投我们的票却不算过错呢？

浸透了基督教驯顺精神的孟什维克回答说，我们占少数，立宪民主党人比我们多。况且立宪民主党人不可能宣布自己是革命者。

对呀！但是这并不能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宣布自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理由。在资产阶级革命半途而废的结局下，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党人比资产阶级民主派占多数的情形。而且，在任何地方，在一切国家，社会民主党在选举运动中初次独立活动，都遇到了自由派的大叫大嚷，责骂社会党人是黑帮的帮凶。

因此，我们对孟什维克惯常地叫嚣什么布尔什维克在使黑帮当选，是处之泰然的。一切自由派都对一切社会党人这样叫嚣过。你们拒绝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就是要把那些能够跟着社会民主党走的广大无产阶级分子和半无产阶级分子置于立宪民主党的思想影响之下。 
［注：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开始承认，在选举时威胁他们的是从左面来的危险（这是《言语报》在关于彼得堡省的报道中的原话）[91]。立宪民主党人用黑帮危险的叫喊来愚弄孟什维克，以便摆脱从左面来的危险！！］

 今天或者明天，只要你们还是社会党人，那你们就得不顾黑帮危险去进行独立的战斗。而今天采取正确步骤比明天更容易更需要。在第三届杜马（如果它在第二届杜马以后还召集的话）中，你们废除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会更难些，你们陷入对革命背叛者的那种反常关系之中会更深些。然而真正的黑帮危险，我们再说一遍，根本不是杜马中的黑帮代表名额，而是大暴行和战地法庭。你们既然用立宪民主党的眼罩捂住人民的眼睛，那你们就妨碍了人民同这个真正的危险作斗争。

这个流行的论据的第三个虚伪之处就在于对杜马和它的作用作了不正确的评价。在《极左派的联盟》这篇妙不可言的文章中，孟什维克一反自己的惯常说法，不得不承认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技术上的协议，而恰恰在于两个策略的根本政治区别。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读到这样一段话：


　　“‘联盟’的策略，不管自觉不自觉，都指望在未来的杜马中形成一个抹去了社会民主党色彩的团结一致的革命少数派，跟杜马的多数派连续不断地作战，就象跟政府作战一样，并且在一定的时机推翻杜马，宣布自己为临时政府。采取局部协议的策略，是为了尽可能利用整个杜马，也就是说，利用杜马里的多数，来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并在杜马中一直保持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极端立场。”



　　说到“抹去了色彩”，我们已经指出，孟什维克错就错在这一点，错在工人选民团中的选举，错在比较随便地容许结成联盟，也错在思想上用立宪民主主义来偷换社会民主主义。说到“宣布”临时政府，孟什维克的这一说法，也同样是可笑的，他们忘了问题不在于宣布，而在于起义的整个进程和起义的成功。如果临时政府不是起义机关，那这就是说空话或者是无谓的冒险。但是，按问题的实质来说，孟什维克在上段引文里无意中道出了神圣的真理。的确，一切正在于：我们是否应该为了“全盘的”自由派杜马（“整个杜马”）而牺牲社会民主党在选举运动中的独立性？的确，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更重要的是在选举运动中保持完全的独立性，保持我们政策和我们党团的完全的（不是半立宪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而在孟什维克看来，更重要的是搞一个全盘的立宪民主党杜马，其中包括一大批作为半立宪民主党人当选的社会民主党人。有两种类型的杜马，一种是200个黑帮，280个立宪民主党人，20个社会民主党人；另一种是400个立宪民主党人和100个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宁肯要第一种类型的杜马，我们认为把从杜马中清除黑帮当作消除黑帮危险，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

对我们说来，在任何场合，无论在选举的战斗中，或者在杜马的战斗和街头的战斗中，路线只有一条，就是拿起武器。无论在任何场合，社会民主党都要同革命资产阶级一起，反对立宪民主党叛徒。而孟什维克则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进行“杜马的”战斗（支持整个杜马和立宪民主党内阁），而一碰到起义，他们就要改变政策，缔结“不是政治联盟，而是战斗协议”。因此，一位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会议上说得对：崩得分子支持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这就偷运了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的私货。

我们摘录的那一段引文最清楚不过地证明：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怎样使孟什维克关于选举运动口号的决议中的一些动听的词句变成了空话，如：“在杜马内把革命力量组织起来”（这岂不成为把立宪民主党的附庸组织起来，瓦解真正的革命力量吗？）；“暴露杜马的无能”（这岂不成为向群众掩盖立宪民主党的无能吗？）；“向群众讲清楚希望斗争和平结束是一种幻想”（这岂不成为在群众中加强那个散布幻想的立宪民主党的影响吗？）。

立宪民主党的报刊也出色地估计到了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联盟的政治意义。我们前面讲过，或者是跟在自由派的后面，或者是走在革命者的前面。我们可以引用我国的政治报刊来证明这一点。

你们能找到多少有份量的、足以证明布尔什维克是跟在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后面，以他们为转移的大量材料吗？这一点连说起来也是可笑的。俄国的一切报刊都清楚地表明，连革命者的一切敌人也都承认，正是布尔什维克执行着独立的政治路线，并把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某些集团和优秀分子争取过来。

那么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呢？他们的报刊比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报刊加起来还要多十倍。正是他们执行着一条独立的政治路线，把孟什维克和人民社会党人变成纯粹的应声虫。

立宪民主党的全部报刊都只引用了孟什维克的决议中关于联盟的部分，而把“杜马的无能”、“在杜马内组织革命力量”等等一类的话略去了。立宪民主党人则不但把这类话略去了，而且直接斥责这类话，一会儿说这是“空话”，一会儿说这是孟什维克的“不彻底性”，一会儿说这是“孟什维主义口号的不坚定性”，一会儿又说这是“布尔什维克对孟什维克的恶劣影响”。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与孟什维克中的优秀分子的愿望相反，政治生活所吸收的是孟什维克的立宪民主党事业，所抛弃的是他们的革命词句。

立宪民主党人把孟什维克的效劳装进自己的腰包，拍着普列汉诺夫的肩膀，赞赏他鼓吹联盟，同时却轻蔑地、粗暴地象一个商人大捞一把之后大声叫道：孟什维克先生们，这还不够！还需要在思想上接近！（请看《同志报》上评论普列汉诺夫的信的文章[92]）孟什维克先生们，这还不够，还得停止论战或者至少改变一下调子（请看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世纪报》关于我们代表会议的决议的社论[93]）！至于《言语报》，就更不用说了，它干脆打断那些一心思念立宪民主党人的孟什维克的话，宣称：“我们是到杜马去立法的”，而不是去干革命的！[94]

可怜的孟什维克，可怜的普列汉诺夫呀！他们写给立宪民主党人的情书读是满意地读过了，但是，还是不准他们越过前厅一步。

请你们读读普列汉诺夫在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上的言论吧！普列汉诺夫的言论受到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库斯柯娃女士兴高彩烈的欢迎，而恰恰就是他们在1900年因企图用资产阶级观点来腐蚀社会民主党而被普列汉诺夫赶出了党。现在，普列汉诺夫接受了普罗柯波维奇和库斯柯娃的著名《信条》[95]的策略，而这些伯恩施坦派竟厚颜无耻地给他频送飞吻，并叫嚷说：我们资产阶级民主派一向就是这样说的！

普列汉诺夫为了走进立宪民主党的前厅，只得在全体人民面前放弃自己昨天的声明。

请看下面的事实。

1906年7月，杜马被解散以后，普列汉诺夫在《日志》[96]第6期上写道，参加运动的政党应当取得谅解。为了合击，就得事先有个商量。“敌视我国旧制度的政党应当……就这种宣传的基本思想彼此达成协议。在解散杜马之后，这种基本思想只能是召集立宪会议的思想……”

“……只能是”召集立宪会议的思想。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在1906年7月提出的政治联盟和战斗协议的计划。

五个月之后，到1906年11月，普列汉诺夫改变了协议的路线。为什么呢？难道在这期间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政党和不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改变了吗？

大家都承认，立宪民主党在这期间向右走得更远了。而普列汉诺夫却走进立宪民主党的报刊，闭口不谈立宪会议，因为这在自由派的前厅里是禁止谈论的。

这位社会民主党人滑倒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还不止于此。普列汉诺夫在《日志》第6期上，还直接谈到立宪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那时（这是那么久以前的事啊！）说明了立宪民主党对召集立宪会议的思想持不信任态度的自私的阶级性质。那时普列汉诺夫谈到立宪民主党的原话如下：


　　“谁用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来拒绝宣传这一思想〈召集立宪会议的思想〉，谁就明白表示：他实质上并不打算对斯托雷平先生及其同伙的行动作出应有的回答，他尽管心里惴惴不安，也要同这些行动妥协；他起来反对这些行动，但仅仅是在口头上，仅仅是装装样子。”（黑体是我们用的）



　　普列汉诺夫现在走进了立宪民主党的报纸，从实现思想联盟开始，鼓吹起选举联盟来了。在立宪民主党的报纸上，普列汉诺夫不愿告诉人民：立宪民主党人同斯托雷平匪帮妥协了，他们起来反对仅仅是装装样子。为什么普列汉诺夫在1906年11月不愿意把他在1906年7月说过的话再重说一遍呢？

瞧！这就是同立宪民主党结成“技术性”联盟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同容许结成这种联盟的社会民主党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你们高兴得太早了吧？在高加索和乌拉尔，在波兰和拉脱维亚边疆区，在莫斯科中部地区，也许还在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中将不结成联盟。

不同立宪民主党结成任何联盟！不同那些跟斯托雷平匪帮妥协的人作任何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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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4卷


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

（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容许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彻底暴露了孟什维克是工人政党中机会主义一翼的面目。为了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我们正在开展而且必定要开展最广泛、最无情的思想斗争。这个斗争将会最好地教育和团结革命的无产阶级群众，他们在我们独立的（不只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即不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选举运动中将会获得提高自己阶级自觉的新材料。

于是产生一个问题：怎样把这种无情的思想斗争同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结合起来。这个问题应当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并且立即透彻地加以阐明，才不致在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政策中产生任何误解和任何动摇。

我们先研究这个问题的原则方面，然后再研究大家直接关心的实际方面。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从原则上明确地谈了我们对工人政党的纪律的意义和纪律的概念的看法。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就是实际活动一致。当然，任何行动和任何活动，只有它们是在前进而不是在后退，是从思想上团结无产阶级，提高无产阶级，而不是降低、腐蚀、削弱无产阶级，它们才是有价值的。没有思想的组织性是毫无意义的，它实际上会把工人变成掌权的资产阶级的可怜仆从。因此，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承认行动的一致。因此，觉悟工人始终不应当忘记，对原则的严重违反必定会使一切组织关系遭到破坏。

为了避免某些不求甚解的文人曲解我的话，我将立即从一般地提出问题转为具体地提出问题。社会民主党人容许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这是不是要求组织关系的完全破坏，即实行分裂呢？我们认为不是的，而且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也都认为不是的。第一，孟什维克才刚刚成批走上实际机会主义的道路，并不坚定，也不坚决。马尔托夫写的与容许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切列万宁脱离关系的声明的墨迹未干，——这是在日内瓦尚未发出立宪民主党口令[97]时写的。第二，这是重要得多的原因，俄国无产阶级当前斗争的客观环境以不可阻挡之势迫使人们采取明确的断然措施。不管革命是大高涨（象我们想的那样）还是大低落（象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想的那样，不过他们怕说出来），——在这两种情况下，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策略都不可避免地会遭到破产，而且为时也不会太久。因此，我们不能象知识分子那样神经质，我们现在一定要依靠革命无产阶级的坚毅精神，依靠无产阶级健全的阶级本能来维护党的统一。最后，第三，在目前的选举运动中，孟什维克和中央委员会主张结成联盟的决定，实际上束缚不了地方组织，也不能强制我们全党推行这种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可耻策略。

现在就来具体地提出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究竟有多大约束力？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有多大约束力？党的地方组织能有多大的自治权？

这些问题如果代表会议本身没解决，无疑会在我们党内引起无休止的争论。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都同意代表会议的决定是没有约束力的，是谁也约束不了的，因为代表会议是咨议性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代表会议的代表不是民主选举的，而是由中央委员会按自己指定的数目从自己指定的组织中选派的。因此，布尔什维克、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代表会议上没有花费时间去修饰孟什维克关于联盟的决议，没有制定妥协办法（比如，既承认抵制是正确的，又容许同君主派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而是针锋相对地直接提出了选举运动中的自己的纲领、自己的口号、自己的策略。在咨议性的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的这种行动正是绝对必要的。代表会议不应该代替代表大会，而应该为代表大会作准备，不应该解决问题，而应该更清楚明确地提出问题，不应该掩盖和抹煞党内斗争，而应该指导斗争，使斗争更严谨，更有思想性。

其次，代表会议的决定成了（经过某些修改）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是对全党有约束力的。在这一问题上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在什么范围内有约束力呢？

不言而喻，在代表大会的决定的范围内和在代表大会所承认的地方党组织自治权的范围内有约束力。如果代表会议没有通过一项得到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中央委员一致同意的伸缩性最小的决议，那么，关于这些范围的争论又可能是无休止的和无法解决的（因为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禁止在选举运动中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任何联盟）。在表决这个决议时不分派别，这是工人政党的统一和有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之一。

这个决议的原文如下：


　　“代表会议确认，在同一个组织范围内，该组织的全体成员必须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的指示范围内执行地方组织的主管机关所通过的一切有关选举运动的决定，同时，中央委员会可以禁止地方组织提出非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的名单，但是不应当一定要地方组织提出非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的名单。”[98]



　　我们加上了着重标记的字可以消除无休止的争论，而且可以消除非我们所愿的危险冲突。中央委员会的总的指示不能超出容许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范围。同时，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不分派别都宣布了：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毕竟是一桩不太体面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曾要求中央委员会禁止这种联盟，而没有要求它下令结成这种联盟。结论是清楚的。摆在党面前的有两个纲领。一个是代表会议的18个代表即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的纲领。另一个是14个代表即布尔什维克、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地方组织的主管机关可以随意挑选、修改、补充乃至用新的纲领来代替这两个纲领。主管机关作出决定以后，我们全体党员就要万众一心地行动起来。一个敖德萨的布尔什维克，要把写有立宪民主党人名字的选票投进票箱，哪怕这会使他感到厌恶。一个莫斯科的孟什维克，要把只写有社会民主党人名字的选票投进票箱，哪怕他一心思念的是立宪民主党人。

但是，选举还不是明天就要举行。让所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展开最广泛最无情的思想斗争，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阻碍革命、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腐蚀群众的公民意识的联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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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指载于1906年10月31日（11月13日）《同志报》第101号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给觉悟工人的一封公开信》。列宁对这封信的评论，见《〈社会民主党和选举运动〉一文附言》（本卷第69—71页）。——122。



[98]这个决议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各地的选举运动的统一的决议》。文中用黑体排印的字句是列宁对孟什维克原决议案提出的修正。——124。





《列宁全集》第14卷


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进行选举运动的？

（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在选举第一届杜马时，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曾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99]。《浪潮报》[100]当时曾就此事发表文章，严厉谴责了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我党中央委员会当时也就此事去信阿尔马维尔，严正指出当地的同志违背了统一代表大会的指示。

现在，阿尔马维尔的同志想必有了实际经验，懂得了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意味着什么。至少，他们在最近的党的刊物上不仅没有鼓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反而把立宪民主党的全部真实情况直接端出来了。我们不想挑剔阿尔马维尔刊物的文章形式，否则就是小题大作。我们只引用突出地表明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的几段话。

我们手头有一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阿尔马维尔委员会的刊物《阿尔马维尔无产者报》[101]第1号，1906年10月出版，发行5000份。

在该号的社论中我们看到：


　　“让立宪民主党人、商人、官吏、地主、自由派去跟着政府的笛声跳舞吧，无产阶级是不会屈服和妥协的。”



　　随后的一篇专门号召准备选举的文章写道：
　　“团结起来吧，投票吧，把杜马拿过来！立宪民主党老爷们在塔夫利达宫的天鹅绒安乐椅上已经坐够了。该是工人长满老茧的双手把这些空谈家和寄生虫扔出去的时候了！”“赶快把无产阶级自己在杜马中的席位拿过来，以便使杜马从立宪民主党的清谈馆变成同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同万恶的专制制度进行搏斗的革命战场。”





　　在1906年11月印发了3000份的《告选民书》传单中，阿尔马维尔委员会写道：
　　“人民懂得了，只有用暴力和权力才能取得垂死的专制制度不情愿给他们的东西，才能取得无权的立宪民主党杜马没有给他们的东西……让我们通过它、通过这个杜马来进行我们的革命，让我们通过自己的代表把人民的威力带进塔夫利达宫，让我们用自己的代表的双手在新杜马中点燃革命的篝火，并且刮起整个无产阶级的和革命俄国的风暴，使它愈烧愈旺。到新杜马中去吧，到新杜马中去吧！！……同志们，公民们！我们未来的杜马不会是黑帮的，也不会是立宪民主党的，它将是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将是我们的全权的杜马。”





　　我们再说一遍，挑剔这种呼吁书的形式或细节，就是小题大作。重要的是呼吁书的精神。重要的是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的独立的政策，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走过同清谈家和寄生虫结成联盟的涤罪所[102]了。

《言语报》和《同志报》的先生们，《世纪报》和《俄罗斯新闻》[103]的先生们，这就是你们对社会民主党人所抱的希望！这就是《言语报》最近吐露的你们所说的“从左面来的危险”！

全体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起来斗争吧！为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而斗争吧！孟什维克同志们会象阿尔马维尔的同志一样，走过同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结成联盟的涤罪所，回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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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阿尔马维尔委员会违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关于禁止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的决定，向选民发出如下号召：“请投票选举劳动的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在万不得已时请投票选举不右于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的候选人。”——126。



[100]《浪潮报》（《Волна》）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06年4月26日（5月9日）—5月24日（6月6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5号。该报从第9号起实际上由列宁领导。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撰稿人有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等。该报刊登过27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其中有不少是作为社论发表的。《浪潮报》屡遭沙皇政府的迫害，最终被查封。从1906年5月26日（6月8日）起，布尔什维克出版了合法日报《前进报》以代替《浪潮报》。——126。



[101]《阿尔马维尔无产者报》（《Армавирский Пролетарий》）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阿尔马维尔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06—1907年出版。——126。



[102]涤罪所亦译炼狱，按天主教教义，是生前有一般罪愆的灵魂在升入天堂以前接受惩戒、洗刷罪过的地方。走过涤罪所是经历艰苦磨难的譬喻。——127。



[103]《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127。





《列宁全集》第14卷


把谁选入国家杜马？

（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公民们！你们要力求使全体人民清楚了解到，有哪几个主要政党在圣彼得堡选举中进行斗争，每个政党又力求得到什么！


有哪三个主要政党？

黑帮——这就是俄罗斯人民同盟，君主派，法制党，十月十七日同盟，工商党[105]，和平革新党。

立宪民主党——这就是“人民”自由党或立宪“民主”党（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君主派政党），“民主”改革党，激进派等等。

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是俄国各民族即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犹太人、小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鞑靼人等等中的觉悟工人的政党。


三个主要政党维护谁的利益？

黑帮维护现在的沙皇政府，拥护地主、官吏、警察权力、战地法庭，赞成大暴行。

立宪民主党维护自由派资产者、自由派地主、商人和资本家的利益。立宪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律师、报人、教授等等的政党。

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它维护全体被剥削的劳动者的利益。


三个主要政党力求得到什么？

黑帮力求保存旧的专制制度，人民的无权地位，以及地主、官吏、警察对人民的全面统治。

立宪民主党力求使政权转到自由派资产阶级手中。君主制保存警察和军队的权力，要维护资本家掠夺工农的权利。

社会民主党力求把全部政权转到人民手中，即建立民主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人需要充分自由，以便为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劳动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斗争。


三个主要政党想要给人民什么样的自由？

黑帮不给人民任何自由、任何权力。全部权力归沙皇政府。人民的权利就是：纳税，为富人干活，坐牢。

立宪民主党所希望的“人民自由”，首先应当服从参议院，即服从地主和资本家；其次应当服从君主制，即服从拥有不承担责任的警察和军事力量的沙皇。三分之一的权力归人民，三分之一归资本家，另外三分之一归沙皇。

社会民主党想要把充分自由和全部权力都交给人民，全部官吏都要实行选举制，把士兵从兵营苦役中解放出来并建立自由的民兵制。


三个主要政党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土地要求的？

黑帮维护地主－农奴主的利益。不给农民任何土地。只准富人根据自愿协议向地主购买土地。

立宪民主党想用让步的办法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他们建议农民实行1861年曾经一度使农民遭到破产的赎买。立宪民主党不同意土地问题由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出来的地方委员会解决。

社会民主党想要消灭我国的地主土地占有制。全部土地应当立即不经赎买交给农民。土地问题应由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出来的地方委员会解决。


三个主要政党在自己的全部斗争获得胜利时能够争取到什么？

黑帮采取各种斗争手段，能够争取到：人民彻底破产，整个俄国由于战地法庭和大暴行而彻底野蛮化。

立宪民主党只采取“和平的”斗争手段，能够争取到：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用小小的让步收买大资产阶级和农村富人，而自由派清谈家将被赶走，因为他们对受人崇敬的、不承担责任的、不可侵犯的、立宪的君主说了些不够奴颜婢膝的话。

社会民主党采取各种斗争手段，直至起义，能够在觉悟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帮助下争取到：充分自由并把全部土地交给农民。而在获得自由以及全欧觉悟工人帮助的情况下，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能够以快速的步伐走向社会主义。


公民们！选举时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候选人的票吧！

　　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政党

公民们！谁想自觉地参加国家杜马的选举，谁就应当首先弄清楚三个主要政党的基本区别。黑帮支持沙皇政府的大暴行和暴力。立宪民主党人维护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资本家的利益。社会民主党人维护工人阶级和全体被剥削的劳动者的利益。

谁想自觉地捍卫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谁就应当知道，哪一个政党确实能够最彻底最坚决地维护这种利益。


哪些政党决心维护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

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坚持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观点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劳动派政党，即坚持小业主观点的政党：

社会革命党。

劳动派政党（人民社会党）和非党劳动派。


这些政党实际上维护谁的利益？

无产者的利益。无产者的生活条件使他们想变成老板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从而促使他们力求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一切基础。

小业主的利益。小业主反对资本压迫，但是由于本身的生活条件，他们竭力想当老板，巩固自己的小经济，靠做买卖和雇用工人的办法来发财致富。


这些政党在劳动和资本的世界性大斗争中坚定程度如何？

社会民主党不能容许劳动和资本之间有任何妥协。它组织雇佣工人同资本进行无情的斗争，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劳动派政党梦想消灭资本的统治，但是由于小业主的生活条件，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动摇不定：一方面同雇佣工人一起反对资本，另一方面力求使全体劳动者成为平均分得土地或保证取得贷款等等的小业主，从而使工人和资本家妥协。


这些政党在彻底实现自己的最终目的时能够争取到什么？

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变为公有的、社会主义的大生产。

在小业主、小农之间平均分配全部土地，而在他们当中又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斗争，会分化为富人和穷人，工人和资本家。


这些政党在当前革命中为人民争取哪些自由？

为人民争取充分自由和全部权力，即建立民主共和国，选举官吏，以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

为人民争取充分自由和全部权力，即建立民主共和国，选举官吏，以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

把民主即人民的全部权力同君主制即沙皇、警察和官吏的权力结合起来。这种愿望是荒谬的，这种政策是背叛性的，就象自由派地主即立宪民主党人的愿望和政策一样。


这些政党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土地要求的？

社会民主党要求把地主的全部土地不经赎买交给农民。

社会革命党要求把地主的全部土地不经赎买交给农民。

劳动派要求把地主的全部土地交给农民，但是容许赎买。容许赎买将使农民破产。这是背叛性的政策，就象自由派地主即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一样。


公民们！选举时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候选人的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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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04]《把谁选入国家杜马？》这张传单是在第二届杜马选举前写的，最初由《无产者报》编辑部作为该报第8号的附刊在维堡印发，1906年在彼得堡印了三次（一次是全文，两次有删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科斯特罗马委员会、哈尔科夫委员会、鄂毕小组以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都印发过这个传单的删节本。——129。



[105]工商党是俄国大工商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的反革命政党，1905年11月由格·亚·克列斯托夫尼科夫、亚·伊·柯诺瓦诺夫、弗·巴·里亚布申斯基等在莫斯科建立。1906年2月5—6日该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当选为党的主席。该党拥护10月17日宣言，要求建立强有力的政权来镇压革命运动，反对召集立宪会议，反对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罢工自由，主张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在选举第一届国家杜马时，工商党和十月党人结成联盟。1906年底，工商党瓦解，多数成员加入了十月党。——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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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参议院说明

（1906年12月7日〔20日〕）

在稍微公开的政治斗争环境中，生活会非常迅速非常鲜明地检验任何一个策略步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大概还没有来得及全部回到自己的岗位并向党组织汇报，而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就得到完全新的阐释了。这个问题现在已成为当前所有政治问题的中心。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上，无论哪一个代表，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社会民主党人可以稍微削弱或者甚至根本改变自己在选举运动中的独立的策略口号。由党中央提出并以18票对14票（布尔什维克、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通过的决议，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和口号的完全独立性正式放到了首位。在任何“削弱”我党纲领的基础上同其他政党结成任何比较固定的联盟都是绝对不容许的。社会民主党右翼和左翼之间的争论完全在于：社会民主党右翼实际上是否坚持这种原则立场？他们容许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是否同这种立场相矛盾？他们对“技术性的”协议和思想性的协议的区分，是否是做作的，虚伪的，仅限于口头上的区分？

但是……在我们党内，即在党的实际“结构”内，想必也有参议院这类机构，也可能会通过参议院说明[106]把党的“法律”即党的正式机关的决定变成截然相反的东西。果然不出所料，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定所作的新的参议院说明从日内瓦传来了。这个说明是用格·普列汉诺夫对《同志报》的一个“自称既不是资产者，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读者的《公开答复》[107]（和拉萨尔的做法完全一样！）的方式，在这个报上发表的。我们党的这位准拉萨尔赶忙去帮助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叛徒们的机关报的读者。

《同志报》的这位读者问格·普列汉诺夫，“在他看来，左的和极左的政党的共同选举纲领可能是怎样的”。格·普列汉诺夫回答说：“除了全权杜马这几个字以外，对这个问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答案。”

“……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答案。”我们的准拉萨尔的这句话看来注定要成为一句“故事性的”话，至少是在果戈理使用这个字眼的含义上。格·普列汉诺夫曾经赏脸听取了这样的报告：有那么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这个党正在召开一个什么全俄代表会议，这个中央委员会和这次代表会议，各自都在对那些不仅使格·普列汉诺夫的现在的同事库斯柯娃女士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感兴趣、而且使俄国的社会主义工人感兴趣的问题作出答案。格·普列汉诺夫丝毫没有为此感到不安，他宣称：“除了我的答案以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答案。”立宪民主党报纸发表这句极其宽厚的话时，恰恰是在俄国所有的读者都已经知道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区域级机关和中央机关的全体代表作出了另一种答案的时候。

这“故事”的确和诺兹德列夫[108]不止一次地充当主人公的故事如出一辙。

不过还是谈谈我们无与伦比的格·普列汉诺夫的这个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答案的实质吧。

首先我们看到，他甚至不能想象：没有共同的选举纲领也可以在第一级选举时达成协议。我们布尔什维克却同意这个看法。格·普列汉诺夫承认了这一点，从而象熊那样给孟什维克帮了忙。[109]在代表会议上，在同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争论时，以及在《无产者报》第8号上 
［注：见本卷第112—114页。——编者注］

 ，我们不断指出过：在第一级选举时达成协议不能不影响我们党向群众开展活动，因此这种协议必然会违反我们的愿望和计划，带上某种思想上相互接近的色彩，会在一定程度上模糊、削弱和松懈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独立性。格·普列汉诺夫由于他工于心计和掌握了党的灵活性，支持了我们对孟什维克的进攻。他公开承认的东西甚至超出了我们所坚持的东西，他承认共同纲领，即承认同立宪民主党结成直接的思想联盟。

看来，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参议院说明正在使那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炮制说明的人名誉扫地。

其次，读者可以仔细考虑一下普列汉诺夫的“全权杜马”这个“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口号的直接含义，不管不同政党对这个口号的态度如何。“全权杜马”的含义就是要求给杜马以全权。给什么样的杜马呢？显然是给俄国公民们根据12月11日的法令和参议院说明即将选出代表去参加的那个杜马。格·普列汉诺夫为这个杜马要求全权。看来，他确信这个杜马不会是黑帮杜马，因为他不会为黑帮杜马要求全权的。在提出“全权杜马”这一口号的同时，又叫喊黑帮杜马的严重危险，这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等于证实布尔什维克的看法：黑帮杜马的严重危险实际上并不存在，立宪民主党在某些场合捏造或夸大这种危险是有其自私目的的，也就是为了动摇工人和整个革命民主派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为了使立宪民主党摆脱真正威胁着它的“从左面来的危险”。《言语报》这个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在立宪民主党关于彼得堡省选举运动情况的总结报告中自己也承认了这一危险。

现在来谈谈普列汉诺夫的口号的实际政治内容。口号制定人为提出这个口号而得意忘形。他写道：“这个代数式的总公式非常确切地表述了左派和极左派当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它可以使自己的其他一切要求统统保留下来，不作任何削减。“立宪民主党不能象社会民主党应当理解的那样来理解全权杜马。但是，它们两者都需要全权杜马，所以两者都必须为它而斗争。”

普列汉诺夫的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他自己也意识到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对这个口号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的理解。口号只有一个，是“共同的”，但是立宪民主党不能象社会民主党那样来“理解”这个口号的含义。

那么试问，为什么还要提出共同的口号呢？为什么还要向群众提出口号和纲领呢？

是否为了保持一个漂亮的外表？为了掩盖某种无须向群众挑明的事情？为了背着人民玩弄标榜种种好处的议会把戏？或者是为了提高群众的阶级自觉和切实地向群众阐明他们当前的政治任务？

任何人都知道，资产阶级政客总是到处向人民提出种种口号、纲领和政纲来欺骗人民。资产阶级政客总是（特别是在选举前）自命为自由派呀，进步派呀，民主派呀，甚至“激进社会党人”呀，这仅仅是为了捞取选票和欺骗人民。这无疑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资产阶级代表时甚至说，die das Volkvertreten und zertreten——他们代表人民并且用自己的代表资格镇压人民。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0页。——编者注］



可是现在“资格最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却为第一次全党参加的选举运动提出了一个纲领，而这个纲领显然会被立宪民主党解释成一个意思，又会被社会民主党解释成另一个意思！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这样做？

要知道，既然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对全权杜马的理解不可能一致，那么广大人民群众对这种杜马的理解也不可能一致，因为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都代表着这些或那些阶级的某种利益、某种意愿或偏见。显然，普列汉诺夫认为立宪民主党对全权杜马的理解是错误的，而对政治任务的任何错误理解对人民都是有害的。因此，普列汉诺夫提出这样一种口号，显然会给人民带来害处，使某种错误的理解无法澄清并被掩盖起来。说得直截了当一些，这就是为了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表面上的统一而欺骗工人和全体人民。

立宪民主党对全权杜马的理解错在哪里呢？普列汉诺夫对此保持沉默。这种沉默首先证明：普列汉诺夫利用选举运动（提出选举纲领就是参加选举运动的一个步骤）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意识，而是为了模糊人民的意识。其次，这种沉默使普列汉诺夫关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都需要全权杜马”的结论失去了任何意义。说两个不同的政党需要同一个东西，而对同一个东西的理解又各不相同，这简直是用空洞的遁词来掩盖的谬论！也就是说，并不是同一个东西。随便哪一个人都能抓住普列汉诺夫的逻辑失误。也许可以把专制君主国和民主共和国都叫作字母“α”，然后说，不同的政党可以随意用不同的数值代入这个代数公式。这纯粹是普列汉诺夫的逻辑，或者确切些说，是普列汉诺夫的诡辩术。

其实，普列汉诺夫简直是胡扯，照他说来，似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都需要全权杜马，或者更进一步，都需要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象他在文章后半部一再提到的那样。全权人民代表机关就是立宪会议，而且不是同君主并存的立宪会议，而是推翻沙皇政府以后的立宪会议。如果普列汉诺夫忘记了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们建议他读一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特别是纲领的最后一段，这一段恰恰谈到了这个问题。

立宪民主党不需要这种真正的全权人民代表机关，这种代表机关对他们是危险的，对他们所代表的利益是有害的。这种代表机关要废除他们心爱的、对资产阶级钱包来说非常珍贵的君主制。这种代表机关会使立宪民主党争取赎买地主土地的希望落空。这是如此正确，甚至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日志》第6期上也谈到了立宪民主党对召集立宪会议的思想持不信任态度的自私的阶级性质，谈到了立宪民主党由于害怕立宪会议而同斯托雷平匪帮和解了。

我们在《无产者报》第8号上已经引用了普列汉诺夫在《日志》第6期上的这些话 
［注：见本卷第118—120页。——编者注］

 ，并且指出普列汉诺夫现在应当否定自己昨天的声明。他所说的“立宪民主党也需要全权杜马”这句话，正是对自己讲过的话的否定。

普列汉诺夫的这个在基本问题上的胡扯从逻辑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其他胡扯。“全权人民代表机关本身就是实现一切先进政党的所有其他……要求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个代表机关，这些要求一个也实现不了”，左派和极左派的斗争将在“有了它〈全权人民代表机关〉”的时候才开始，这些说法都是胡扯。全权人民代表机关是完成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结果，是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结果。而立宪民主党却想中止革命，想用一些小小的让步来制止革命，并且公然说出这一点。普列汉诺夫却要工人和全体人民相信立宪民主党能够为革命的完全胜利而斗争，这是再三地欺骗人民群众。

普列汉诺夫写道：“现在我们有的只是一个全权的斯托雷平先生。”我们不知道这是失言，还是模仿立宪民主党的话（“全权杜马＝由沙皇从杜马的多数中任命大臣的沙皇杜马”），或者是为了躲避书报检查？斯托雷平不仅没有全权，而且简直是沙皇和沙皇宫廷黑帮的小奴才。如果杜马对大暴行的揭发还不能使普列汉诺夫相信这一点，那就请他读一读报道“俄罗斯人民同盟”的全能影响的自由派报纸吧。

普列汉诺夫说：“现在，左的和极左的政党应当一起反对那些不要全权人民代表机关、也许根本不要任何人民代表机关的人。”

因此，应当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因为他们不想要全权人民代表机关。

普列沃诺夫打着反对学理主义的幌子，却向我们表明他就是一个最恶劣、最狡猾的学理主义的典型，他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就派别观点来说，布尔什维克可能会对普列汉诺夫的言论感到高兴，因为不能设想还有什么会比这更有力地打击孟什维克的策略了。可是作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我们为格·普列汉诺夫的言论感到羞耻。

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言语报》对普列汉诺夫所作的回答，使得最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大概也会丢掉自己的机会主义幻想了。《言语报》的第一个回答，即第226号（11月25日）的社论，完全是对伸出手来的普列汉诺夫的嘲弄，而且这是来自自由派的嘲弄，因为自由派没有忘记普列汉诺夫及其《火星报》同事们对自由派的机会主义所进行的攻击。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嘲笑普列汉诺夫：“在这种情况下，普列汉诺夫先生作了值得一切人尊敬和赞赏的努力，以便使自己的同志从他们最右的立场再向右移动一下。”但是……但是我们还得表示反对。

立宪民主党表示的反对，就象是厂主对一个离开了工人同志而向厂主提出请求的工人所作的典型答复，而工人同志们共同提出的要求是以罢工作后盾的。你有请求吗？很好。但是，你的不明智的同伴们不照你的意思去做，你对我有什么用处呢？你不把话说透，你对我有什么用处呢？建立一个全权杜马吗？那怎么行！这样我在循规蹈矩的人的心目中岂不信誉扫地了。你应该说，由杜马的多数组成内阁。那样，我们就同意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提出共同纲领！

《言语报》回答的内容就是这样。这个回答既巧妙地嘲笑了普列汉诺夫的幼稚的“代数学”，也嘲笑了普列汉诺夫在1904年11月曾是拒绝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著名的巴黎协议”[110]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集团的成员（普列汉诺夫当时是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和最高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言语报》讽刺说，当时恰恰有个“代数符号”，这就是“民主制度”。我们把这个符号理解成立宪君主制。签订协议的社会革命党人却理解为民主共和制。格·瓦·普列汉诺夫，你当时是拒绝了协议的呀！你现在聪明起来了吗？我们立宪民主党人称赞你，但是为了事业，你还得向右走一走。

《言语报》也公开承认：提出“召开立宪会议”口号的立宪民主党人也是在愚弄人民。我们立宪民主党人希望召开的是“保存君主特权〈即权利〉的”立宪会议，而不是共和制的立宪会议。用这种欺骗来赢得群众的同情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现在，对我们更重要的是赢得沙皇匪帮的同情。因此要打倒“全权杜马”这个“危险的”、“含糊的”、“无望的”、“迎合有害的革命幻想的”口号。我们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他们原来的、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支持由杜马的多数组成内阁的口号以及由这一口号产生的“后果”。这些后果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原文如此！）立宪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多数。

下一号《言语报》的编辑部文章专门向沙皇黑帮解释（用向普列汉诺夫解释问题作幌子）说，立宪民主党不需要“全权”杜马。宣布杜马是全权的，就等于政变。立宪民主党决不会这样做。“我们立宪民主党人丝毫不企求，而且也不应当企求全权杜马。”“难道普列汉诺夫先生竟违反自己通常的洞察力，没有从事件的进程中吸取”这样的教训吗？

立宪民主党对普列汉诺夫的通常的洞察力的嘲笑，正击中了要害。从俄国革命事件的整个进程中，普列汉诺夫并没有学会了解立宪民主党。他罪有应得，活该让立宪民主党人鄙视地推开了一个离开自己的党和违反党的意志而独立行动的社会民主党人伸出来的手。

《言语报》对普列汉诺夫的回答同样具有普遍的政治意义。立宪民主党人不是逐日而是逐时地向右转。他们恬不知耻地说，他们将勾结黑帮君主制来粉碎“有害的革命幻想”。

我们深信，全俄工人会从这次教训中得益不少。他们不会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而会进行独立的选举运动，会把革命的资产阶级争取过来，并且会把那帮用“人民自由”这句空话欺骗人民的资产阶级政客最终投入政治叛徒的牢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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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参议院（执政参议院）是俄国最高国家机关，从属于皇帝。参议员由沙皇任命。参议院是根据彼得一世的诏令于1711年开始设立的，当时是管辖立法和国家管理事务的最高机关。从19世纪上半叶起，随着政府各部的成立，参议院成为最高司法机关，并执行对国家机关和官吏的活动进行监察的职能。根据1864年的法院章程，参议院是最高上诉审级。参议院还负责颁布法令并有解释法律之权。它对法律的解释（即所谓参议院说明）和法律本身具有同样的强制性。十月革命后，1917年11月22日（12月5日），参议院被苏维埃政权撤销。——137。



[107]指载于1906年11月24日（12月7日）《同志报》第122号上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信《关于选举协议问题。给〈同志报〉一个读者的公开答复》。斐·拉萨尔1863年写过一本题为《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的小册子。因此列宁把普列汉诺夫同拉萨尔讽刺地相比拟，称他为“准拉萨尔”。——138。



[108]诺兹德列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他到处招摇撞骗，惹是生非。果戈理称他为“故事性的”人物，因为他每到一处，都要闹出点“故事”来。——138。



[109]象熊那样帮忙意为帮倒忙，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寓言说，一个隐士和熊做朋友，熊热心地抱起一块大石头为酣睡的隐士驱赶鼻子上的一只苍蝇，结果把他的脑袋砸成了两半。——139。



[110]“著名的巴黎协议”是1904年11月在巴黎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的协议。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有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党、格鲁吉亚社会联邦党、亚美尼亚革命联盟、波兰民族同盟、芬兰积极抵抗党、解放社等的代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召开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各民族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认为同动摇不定的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签订协议是不可能的，决定拒绝参加巴黎代表会议。——144。





《列宁全集》第14卷


孟什维主义的危机

（1906年12月7日〔20日〕）

宣扬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以及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无疑标志着孟什维克在策略上的某种危机。我们作为他们全部策略的原则上的反对者，当然自己解决不了这个危机就所谓外部表现来看究竟成熟到了什么程度的问题。尤·拉林同志新近写的《广泛的工人政党和工人代表大会》（1906年莫斯科版，新世界出版社经销书店）这本极有教益的小册子，却帮助了我们。

尤·拉林同志常常是以多数孟什维克的名义说话的。他自称是孟什维主义的负责代表，他这样称呼自己是当之无愧的。他在南方工作过，也在彼得堡，在“孟什维克的”维堡区工作过。他是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他经常既给《劳动呼声报》[111]又给《现代评论》杂志[112]写稿。所有这些事实对于评价这本小册子极为重要，因为这本小册子的意义在于作者的真实，而不在于他的逻辑；在于他的报道，而不在于他的议论。


一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把对革命客观进程的估计作为谈论策略的基础。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在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案[113]中曾试图这样做。孟什维克自己撤回了他们关于这方面的决议案。看来，拉林同志觉得抹掉这些问题是不行的，于是就试图分析一下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

他是分两个时期谈的。第一个时期，包括整个1905年，是公开的群众运动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06年起，是为“自由事业实际胜利”、“人民意愿得以实现”而进行缓慢不堪的准备时期。在这个准备时期中，农村起着根本的作用，没有农村的帮助，“分离的城市会被摧毁”。我们正经历着“内在的、表面上看来是消极的革命发展时期”。

“被称为土地运动的东西，——没有变成积极进攻的普遍尝试的经常骚动，同地方官吏、地主进行的小规模斗争，拖交税款，讨伐，——所有这一切，从经济观点来说（如果不是从值得怀疑的经济力量来说，而是从经济后果来说），是一条对农村最有利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会把农村彻底榨干，一般说来，会使农村的负担有较大的减轻，而不致破产，它将大大瓦解旧政权的支柱，从而创造条件来使旧政权一旦受到严重考验，就必定投降或垮台。”作者还指出，在两三年内，警察和军队的人员构成将要发生变化，将由不满的农民来补充；正如一个农民告诉作者说，“我们的子弟要去当兵了”。

拉林同志的结论有两个方面：（1）我们的“农村不会平静下来。奥地利的1848年不会在我国重现”；（2）“俄国革命不会象北美革命或波兰革命那样，走名副其实的全民武装起义的道路”。

我们就来谈谈这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作者的论证太杂文式了，而且提法太不确切。但是从实质上说，作者谈的却接近真情。我们革命的结局确实首先取决于千百万农民群众在斗争中的坚定性。我国大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甚于害怕反动派。无产阶级单靠自己是不能取胜的。城市贫民同无产阶级和农民比较起来，既不代表独立的利益，也不代表力量的独立因素。农村的决定作用，不是指领导斗争（这一点根本谈不上），而是指保证胜利。

如果拉林同志仔细考虑一下他的结论，并且把这个结论同社会民主党关于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发展的整个进程联系起来，那么他就会接触到他所憎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原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实际上，拉林得出的正是这样的看法。只是他本人所痛斥的那种思想上犹豫不定和谨小慎微的孟什维克品质，妨碍他公开承认这一点。只要把拉林和中央委员会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对上述问题的见解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确信拉林在这个问题上是接近布尔什维克的。要知道，《社会民主党人报》甚至说，立宪民主党人是城市的无等级的资产阶级，是进步的，而劳动派是农村的有等级的资产阶级，是不进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没有看到立宪民主党人中间有地主和反革命资产者，没有看到劳动派中间有无等级的城市民主派（城市贫民的下层）！

其次，拉林说，农村不会平静下来。他证明了这一点吗？没有。他根本没有考虑到不断被政府收买的农民资产阶级的作用。他也没有深入考虑到，农民所得到的“负担减轻”（减租，“减少”地主和警察等等）正在加剧农村向反革命财主和大量贫苦农民这两方面的分化。不应该根据这么少的材料就作出这么大的概括，这有死搬公式的味道。

但是一般说来，“农村不会平静下来”这一论点是否可以得到证明呢？又可以又不可以。说可以，是指对可能发生的后果作出有充分根据的分析。说不可以，是指这些后果对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说来是完全不容怀疑的。至于农村中日益发展的、错综复杂的新的反革命力量和新的革命力量是否势均力敌，用药房的天平是衡量不出来的。只有经验才会彻底揭示出这一点。狭义的革命就是指尖锐的斗争，只有在斗争本身，在斗争结局中，各种利益、各种意愿和各种素质的实际力量才能表现出来并为人充分看清。

先进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就是认准斗争的方向和充分利用取得胜利的一切可能和一切机会。这个阶级应当第一个走上直接革命的道路，而在要走其他的更“日常的”、更“迂回的”道路时，它应当最后一个离开直接革命的道路。拉林同志根本不懂得这个真理，尽管他对自发的暴动和有计划的行动谈得很多（如下面我们将看到的），也谈得很不聪明。

我们再谈第二个结论——关于武装起义。这里拉林思想上谨小慎微的错误就更加严重了。他的思想奴隶式地遵循北美起义和波兰起义这些旧模式。除此以外，他不想了解还能有什么“名副其实的”起义。他甚至说，我国革命不走“形式上的”（！）和“定型的”（！！）武装起义的道路。

真滑稽，一个以反形式主义的骑士自居的孟什维克居然说起形式上的武装起义来了！拉林同志，如果你的思想竟这样被形式上的和定型的东西束缚住了，那只好怪你自己了。布尔什维克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这样看问题的。早在起义以前，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即在1905年春天，布尔什维克就在一项专门决议中强调指出群众罢工同起义的关系[114]。孟什维克爱用沉默来回避这一点。这是徒劳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是我们以最大可能的近似程度预见到1905年年底人民斗争特点的明证。然而我们所想象的起义完全不是北美“式”或波兰“式”的起义，因为在北美或波兰根本不曾有过群众罢工。

在12月以后，我们指出了（见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115]）罢工同起义关系的变化、农民和军队的作用、军事爆发的缺少以及同军队中革命民主分子达成协议的必要性。

杜马时期发生的事件，再一次证实了起义在俄国解放斗争中的不可避免性。

拉林关于形式上的起义的说法，是对目前革命的历史的无知或者是对这段历史及其起义的特殊形式的忽视，这对社会民主党人说来是最不体面的事情。拉林的“俄国革命不走起义的道路”的论点，是对事实的嘲笑，因为俄国的两个自由时期（十月时期和杜马时期）表明的正是起义的“道路”，当然，不是美国的起义，也不是波兰的起义，而是20世纪这一时期的俄国的起义。拉林“泛泛”谈论历史上的在农村因素或城市因素占优势的国家里起义的例子，谈论美国和波兰，而根本不想研究或者哪怕指出俄国起义的特点，因而他就重犯了孟什维主义的思想上“犹豫不定和谨小慎微的”根本性错误。

深思一下他的“消极”革命的论调吧。无疑，新高潮、新攻击或新运动形式的准备时期完全可能是漫长的。但是，先生们，不要当学理主义者，请看一看，与农村的“经常骚动”同时发生的还有“小规模斗争”、“讨伐”以及警察和军队人员构成的变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您自己也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您所描绘的情况，无非是一种持久的游击战争，这个战争被一系列日益广泛、日益团结起来的士兵起义的爆发所打断。您对“游击队员”、“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布朗基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等等反复说了些骂人的气话，同时自己却在描绘一幅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图景！军队的人员构成在变化，由“不满的农民”取代，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身穿水兵服和士兵装的农民的这种“不满”竟会不表现出来吗？难道当国内在士兵感到亲切的乡村发生“经常骚动”，当国内一方面进行“小规模斗争”，另一方面进行“讨伐”时，这种不满竟会不表现出来吗？在黑帮大暴行、政府镇压、警察横行的时代，能想象出士兵的这种不满除了搞军队起义之外，还有别的表现形式吗？

您既重弹立宪民主党的老调（“我国革命不走起义的道路”这句话正是立宪民主党人在1905年年底的口头禅；见米留可夫的《人民自由报》[116]），同时自己又描绘出一幅新的起义不可避免的图景：“政权一旦受到严重考验就垮台。”您是否认为，在广泛的、错综复杂的人民运动中，没有一系列先前的并不严重的局部考验，就能给政权以严重考验呢？没有一系列局部罢工，就能有总罢工呢？没有一系列零星的、小规模的、分散的起义，就能有总起义呢？

如果军队中不满的农民日益增多，如果整个革命日益向前推进，那就是说，起义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同黑帮军队进行最残酷的斗争形式（因为黑帮也在组织起来和进行训练，请别忘记这一点！请别忘记，怀有自觉的黑帮意识的社会人士是有的！），要采取既有人民又有部分军队参加的斗争形式。这就是说，应当做好准备，训练群众，训练自己去进行更有计划的、同心协力的进攻性的起义，这就是从拉林的前提，从他那种立宪民主党的消极（？？）革命的神话中得出的结论。拉林承认，孟什维克“把自身的忧虑和颓丧都推到俄国革命的进程上面了”（第58页）。正是这样！消极，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品性，而不是革命的品性。消极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承认不满的农民补充军队，承认经常骚动和小规模斗争不可避免，同时又怀着伊万·费多罗维奇·施邦卡[117]的好心肠安慰工人政党说：“俄国革命不走起义的道路。”

“小规模斗争”又是什么意思呢？可敬的拉林，您认为它是“从后果来说对农村最有利的道路”吗？虽然有讨伐，您仍支持这种见解，甚至把讨伐也归在最有利的道路里吗？而您是否多少想过，小规模斗争和游击战争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可敬的拉林同志，没有什么区别。

你只看到美国和波兰的糟糕例子，却看不到俄国起义所产生的特殊斗争形式，俄国的起义比旧式的起义更持久、更顽强，它在大的战役之间有更长的间歇时期。

拉林同志完全搞糊涂了，不能自圆其说了。如果革命在农村中有根基，如果革命日益扩大并吸取新生力量，如果不满的农民补充军队，如果经常骚动和小规模斗争在农村中进行并持续下去，那么这就是说，为反对回避起义问题而进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我们根本不是宣传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实行起义。但是我们要求，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不要犹豫不定和谨小慎微。既然你承认起义的条件，那就得承认起义本身，承认由于起义而产生的党的特殊任务。

既然把小规模斗争称作“最有利的道路”，即在我国革命的特殊时期人民的最有利的斗争形式，同时又不承认在这个“最有利的道路”的基础上先进阶级政党的积极的任务，那就是不善于思考或者思考得不对头。


二

拉林的这种关于“消极”革命足以使“旧政权一旦受到严重考验就垮台”的论断，可以称之为“消极论”。而这种作为思想上谨小慎微的必然产物的“消极论”，在我们这位忏悔的孟什维克的整个小册子中都打上了印记。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党的思想影响大，而组织上却这样弱呢？拉林回答说，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党是知识分子的党。孟什维克的这种旧的“公式化的”（拉林语）解释是讲不通的。因为在目前时代，客观上不需要另外一个党，也没有成立另外一个党的客观条件。因为对“自发爆发的政策”即无产阶级在革命初期的政策来说，本不需要党。需要的只是一个“为自发势力”和“自发情绪”“服务”的、在两次爆发之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技术机关”。这不是欧洲型的党，而是“一个青年工人秘密工作者的狭小团体（900万人中有12万人）”；成家的工人很少；大多数都是准备在党外从事社会活动的工人。

目前，自发爆发的时刻即将过去。深谋远虑将代替单纯的感情用事。“有计划的行动的政策”将代替“自发爆发的政策”。需要“一个欧洲型的党”，“一个采取符合客观的、有计划的政治行动的党”。需要的不是“作为机关的党”，而是“作为先锋队的党”，“这个党要把工人阶级自身所能提供的有利于积极的政治生活的一切东西都汇集起来”。这就是向“经过深谋远虑再来采取行动的欧洲型的党”过渡。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健康的现实主义”来代替“实践上不彻底、不果断、意志消沉、不了解自己地位的正式的孟什维主义”。“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说实在的，他们是我们“野蛮”人中间仅有的欧洲人）两人十分响亮地喊出健康的现实主义的声音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以欧洲方式代替野蛮自然可以保证以成功代替失败。“哪里自发性成风，那里估计形势就必然错误，实践上就必然失败。”“哪里有自发势力，那里就有空想主义；哪里有空想主义，那里就会遭到失败。”

在拉林的这些议论中，又使人一眼就能看出，虽不算新颖却还正确的思想的小内核同彻头彻尾的反动谬论的大外壳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不协调。蜂蜜只一小勺，焦油却一大桶。

毫无疑问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各国的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或几次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的积累）正在成长、发展、学习、受到教育并且组织起来。换句话说，工人阶级正在从自发性走向计划性，从仅仅领导各阶级的情绪走向领导各阶级的客观地位，从爆发走向持久斗争。这一切就是这样。这一切就象世界一样古老，早就这样。这一切适用于20世纪的俄国，就象适用于17世纪的英国、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和19世纪末的德国一样。

但是拉林的不幸就在于，他根本不能消化我国革命给社会民主党人提供的那些材料。把俄国野蛮的爆发和欧洲的计划性对立起来，使他完全入迷了，就象一张新画片使小孩子入迷了一样。他说了些一般涉及一切时代的老生常谈，却不懂得他把这种老生常谈天真地运用到直接革命斗争的时代，就变成了对革命的叛变。要是拉林的真诚使人不能消除任何怀疑，说他是无意识地附和革命的叛徒，那就令人啼笑皆非了。

野蛮人的自发爆发，欧洲人的有计划行动……这纯粹是立宪民主党的公式，是立宪民主党的思想，是那些象穆罗姆采夫或奴才罗季切夫一样对“宪制”欣喜若狂的俄国革命叛徒的思想，穆罗姆采夫声称“杜马是政府的一部分”，罗季切夫高喊：“认为君主应对大暴行负责就是冒犯天威。”立宪民主党炮制了咒骂自发势力的疯狂行为即咒骂革命的那些叛徒（伊兹哥耶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普罗柯波维奇之流、波尔土加洛夫之流及其同伙）的一大批书刊。自由派资产者，象大家熟悉的寓言中的动物一样，眼睛不能往上看[118]，也不能了解，只是由于人民的“爆发”才在我们这里保留了这么一点点自由。

而拉林天真地不加批判地紧跟着自由派。拉林不懂得，他所涉及的问题有两个方面：（1）自发的斗争和同样规模、同样形式的有计划的斗争的对比；（2）革命（狭义的革命）的时代和反革命的或“仅仅是宪制的”时代的对比。拉林的逻辑糟透了。他不是把自发的政治罢工同有计划的政治罢工对比，而是同有计划地参加比方说布里根杜马对比。不是把自发的起义同有计划的起义对比，而是同有计划的工会斗争对比。因此，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就变成了小市民对反革命的庸俗吹捧。

拉林得意地嘟囔说，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是“采取符合客观的、有计划的政治行动的党”。多么孩子气！他没有注意到，他特别赞赏的是欧洲人在没有直接革命斗争的时代只能不得不采取的狭隘的“行动”。他没有注意到，他赞赏的是合法斗争的计划性，他咒骂的是为决定“合法的”范围的实力和政权而斗争的自发性。他不是把俄国人1905年12月的自发起义同德国人1849年的“有计划的”起义[119]和法国人1871年的“有计划的”起义[120]相比，而是同德国工会发展的计划性相比。他不是把俄国人1905年12月的自发的和失败了的总罢工同比利时人1902年的“有计划的”和失败了的总罢工[121]相比，而是同倍倍尔或王德威尔得在帝国国会里有计划的演说相比。

因此，1905年10月的罢工和1905年12月的起义所标志的无产阶级群众斗争中那种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拉林是不理解的。他把表现在必须进行合法的准备行动（工会、选举等等）上的俄国革命的那种退步（按照他本人的看法，是一时的退步），看作是从自发性进步到计划性，从感情用事进步到深谋远虑等等。

因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道德（不要自发的政治罢工，而要有计划的政治罢工；不要自发的起义，而要有计划的起义），就被叛徒立宪民主党人的道德（不要罢工、起义这种“自发势力的疯狂行为”，而要有计划地服从斯托雷平的法律和有计划地同黑帮君主制搞交易）代替了。

不，拉林同志，要是你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而不只是记住一些词句，那你就会了解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客观的”历史学家的机会主义之间的差别了。请回忆一下马克思谈论蒲鲁东的话[122]吧。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禁忌合法斗争、和平的议会活动、“有计划地”服从俾斯麦之流和本尼格森之流、斯托雷平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所规定的历史工作范围。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利用任何基础甚至反动的基础来为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都不会堕落到吹捧反动派的地步，都不会忘记为争取最好的可能的活动基础而斗争。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总是第一个预见到革命时代的到来，还在那些庸人做着甘当顺民的奴才梦时，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唤醒人民，敲响警钟。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总是第一个走上直接革命斗争的道路，走向直接的搏斗，揭露社会上和政治上形形色色的中间分子的调和幻想。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直接革命斗争的道路，只有当一切可能的办法都已用尽，当没有一点希望走比较短的道路，当发出准备群众罢工和起义等号召都显然失去基础的时候，才离开这条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对那些无数的革命叛徒是鄙视的，这些叛徒竟对马克思主义者叫喊说：我们比你们“进步”，我们早就不干革命了！我们早就“服从”君主立宪制了！

二者必居其一，拉林同志。你是否认为，起义和狭义的革命的基础已经完全没有了呢？那么你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并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用经济分析，用对各阶级政治倾向的估计和对各种思潮作用的分析向我们作出证明吧。证明了吗？如果证明了，我们就宣布关于起义的话是空谈。我们就说：我们这里发生的不是大革命，而只是把大拳头揣在兜里。工人们！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包括农民在内）背叛和离开了你们。但是我们还要在他们创造出的（尽管不是按照我们努力的方向）基础上顽强地、耐心地、坚定地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不会象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半途而废，残缺不全，空话连篇，缺乏创造性！

或者是你当真相信你所说的话，拉林同志？你相信革命正在发展，小规模的斗争和暗中骚动再过那么两三年就会酝酿出一支心怀不满的新军队和新的“严重考验”吗？你相信“农村不会平静下来”吗？那么你就应当承认，“爆发”所表现的是全民愤慨的力量，而不是落后野蛮的力量，我们的责任就是使自发的起义转变成为有计划的起义，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坚定而顽强地促成这种转变，而不是象形形色色的犹大所干的那样，放弃起义。

拉林同志，你现在的境况恰好是“忧虑和颓丧”，思想上“犹豫不定和谨小慎微”，把自己的消极情绪归咎于我们的革命。

你得意地把抵制说成是错误正意味着这一点，也仅仅意味着这一点。这是近视的庸俗的得意。如果说放弃抵制是“进步的”，那么，那些反对抵制布里根杜马、号召大学生“要读书，而不是闹事”的《俄罗斯新闻》的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就比谁都进步了。我们并不羡慕叛徒们的这种进步性。我们认为，把抵制维特杜马（谁也不相信杜马会在这么三四个月内召开）说成是“错误”，而对于那些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的人的错误则闭口不谈，这就是用拜倒在反动派面前的教授的“客观主义”来代替革命战士的唯物主义。我们认为，那些在直接斗争的道路上真正试用了一切办法，而最后一个参加杜马，走上迂回道路的人的情况，要比那些在扫除了布里根杜马的人民起义前夜就第一个号召参加这届杜马的人的情况好一些。

就拉林来说，这种硬说抵制是错误的立宪民主党的论调是尤其不能容忍的，因为拉林真实地谈到，孟什维克“想出了种种高明而又狡猾的把戏，从选举原则和地方自治运动开始，直到为抵制杜马而用参加选举的办法来聚集政党为止”（第57页）。孟什维克号召工人参加杜马选举，自己却不相信可以参加杜马。有些人由于不相信这一点就抵制杜马；他们宣布称呼杜马为“政权”（孟什维克在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给予杜马这样的称呼要早于穆罗姆采夫）是欺骗人民；他们只有当资产阶级最终地背叛抵制的径直道路而迫使我们走迂回道路的时候，才参加杜马，但是其目的和方法都同立宪民主党人不一样，这些人的策略不是更正确些吗？


三

拉林把作为机关的党和作为先锋队的党加以对比，或者说把同警察作斗争的战士的党和自觉的政治战士的党加以对比，看来好象深刻而充满“纯粹无产阶级的”精神。其实，这完全是那种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如同1899—1901年工人思想派和阿基莫夫派[123]所作的相应对比一样。

一方面，当群众举行直接革命进攻的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为自发势力服务”就是党的最高政治任务。把这种革命工作同“政治”加以对比，就是把政治降低到要政客手腕。这就是过分颂扬杜马斗争的政治，把它凌驾于群众在10月和12月的政治之上，也就是说，正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滑到了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观点。

任何斗争形式都要求相应的技术和相应的机关。当议会斗争由于客观条件而成为主要斗争形式时，议会斗争机关的特点必然会在党内得到加强。相反，当客观条件引起了群众性政治罢工和起义形式的群众斗争时，无产阶级政党就应当拥有正是为这些斗争形式“服务”的“机关”，不言而喻，这应当是不同于议会机关的特殊“机关”。一个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承认人民起义的条件已经具备，而对建立相应的机关却漠不关心，那就是知识分子空谈家的政党；工人就会离开它而走向无政府主义，走向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等等。

另一方面，每一个阶级（其中包括无产阶级）的担任政治领导的先锋队的构成，同样既取决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取决于它的主要斗争形式。拉林抱怨我们党内青年工人占优势，成家的工人少，并且正在离开党。俄国机会主义者的这种抱怨使我想起了恩格斯的一段话（好象是在《住宅问题》——《Zur Wohnungs frage》一书中说的）。恩格斯在反驳一位庸俗的资产阶级教授、德国的立宪民主党人时写道：在我们革命政党中青年占优势，这难道不自然吗？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我们是革新者的党，而总是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我们是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党，而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

不，还是让立宪民主党去收容社会民主党那些年届30就“厌倦了的”老人、“变聪明了的”革命家和叛徒吧。我们将永远是先进阶级的青年人的党！

拉林本人常常直率地承认，他为什么那么怜悯厌倦斗争的成了家的人。何不把这些厌倦了的人尽量吸收到党内来，那样，党就会“比较难以发动，从而破坏政治冒险的基础”（第18页）。

这才好啊，好心的拉林！何必耍手腕欺骗自己。你需要的不是作为先锋队的党，而是作为后卫队的党，使它比较难以发动。话应当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破坏政治冒险的基础……”革命在欧洲也有过失败，有过1848年的六月事件和1871年的五月事件，但是从来没有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把群众在革命中的发动说成是“冒险”。要是这样，就得把那些毫无骨气的、胆小怕事的、每当事件转向反动就丧失自信而灰心丧气的竟然称为“知识分子”的俄国小市民，也算作（但愿是为时不久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破坏冒险的基础”！但是，如果这样，那么头号冒险家该是拉林本人，因为他把“小规模斗争”说成是革命最有利的道路，因为他让群众相信革命在发展，相信两三年后不满的农民就会补充军队，相信“旧政权一旦受到严重考验”就会“垮台”！

而且从另一个更糟糕更狭隘的意义来讲，拉林也是一个冒险家。他是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的党”（他的原话！）的捍卫者。不要社会民主党，而要“全俄工人的党”，所以说是“工人的”，因为这个党里应该包括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社会革命党人、波兰社会党人、白俄罗斯格罗马达[124]等等。

拉林是阿克雪里罗得的崇拜者。但是拉林象熊那样给他帮了忙。拉林如此竭力颂扬他在争取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斗争中的“青春活力”和他的“真正的党的勇敢精神”，拉林如此热烈地拥抱他，以至……抱得他透不过气来！阿克雪里罗得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含糊“思想”，被他这位天真无邪的实践家彻底粉碎了，他把为了有效地宣传工人代表大会而必须掩饰的东西一下子和盘托出了。工人代表大会就是“摘掉招牌”（见拉林的小册子第20页，他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只是一块招牌），就是同社会革命党以及同工会合并。

拉林同志，你说得对！多谢你的诚实！工人代表大会确实就是这样。工人代表大会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甚至是违反大会召集人的意志。正因为如此，工人代表大会现在成了机会主义的卑微的冒险。说它卑微，是因为这里面没有任何高大的思想，只有知识分子对进行保卫马克思主义的顽强斗争表示的厌倦。说它机会主义，也是同一个原因，还因为数以千计的远没有最后定型的小资产者会涌进工人政党。说它冒险，是因为在现实条件下这种尝试带来的不会是和平，不会是积极的工作，不会是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合作（拉林殷勤地拉他们充当“广泛的政党内的宣传团体”（第40页）的角色），而只会是斗争、纠纷、分裂、思想混乱和实际工作中的涣散现象的无限扩大。

预言社会革命党的“中派”由于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的脱离而一定会接近社会民主党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93—394页。——编者注］

 ，这是一回事。上树去采刚刚成熟但还没有熟透的苹果，则是另一回事。最尊敬的先生，你要么就摔断脖子，要么就吃生果子伤了你的胃。

拉林拿“比利时”作论据，这同1899年尔·姆·（《工人思想报》编辑）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当时他正在经历着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自发爆发”，还没有“聪明到”去当一个“有计划行动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说法一模一样。拉林的小册子认真地附有比利时工人党章程的认真的译文！好心的拉林却忘记把比利时的工业条件和历史搬到俄国来。在几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在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的假社会主义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以后，在工业资本主义大规模的、几乎是世界上最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比利时的工人代表大会和工人党才从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过渡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俄国，正当必然会产生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热火朝天的时候，在与农民和无产阶级相接近的阶层中存在着日益发展的“劳动派”思潮的情况下，在约有10年历史的社会民主工党存在的情况下，工人代表大会是一个糟糕的臆想，同社会革命党（拉林天真地说：谁知道？也许他们有3万人，也许有6万人）合并，是知识分子的妄想。

是啊，历史是善于运用讽刺的！孟什维克年复一年地叫嚷布尔什维克接近社会革命党的思想了。而布尔什维克所以屏弃工人代表大会，却正是因为工人代表大会模糊了无产者和小业主的观点的差别（见《无产者报》第3号上刊登的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125]）。而孟什维克现在却赞成同社会革命党合并，以捍卫工人代表大会。这真是妙不可言。

拉林辩解说：“我不想把党融化在阶级中，我只想把先锋队，把900万中间的90万人联合起来。”（第17页和第49页）

让我们看一看1903年官方的工厂统计数字吧。工厂工人总共1640406人。其中500人以上的工厂的工人有797997人；100人以上的工厂的工人有1261363人。最大型工厂中的工人（80万人）比拉林主张的跟社会革命党合并的工人政党的人数稍微低一些！

可见，拉林就是不相信，我们在俄国，在现在已经拥有15—17万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情况下，能够在最大型工厂的80万工人中，在大型矿山企业中（未包括在这个总数之内），在商业、农业、运输业等等的大量纯粹无产阶级分子中，很快为社会民主党争取到90万无产者做党员？？这是奇闻，但这是事实。

然而，拉林的不相信只不过是知识分子思想上的谨小慎微。

我们完全相信这个任务是可以实现的。同“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的党”的冒险行为相反，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把我们社会民主党扩大到五倍乃至十倍，但这主要是，而且几乎仅仅是靠吸收纯粹无产阶级分子，仅仅是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下进行扩大。 
［注：拉林建议把工会吸收到党内来，这是不合理的。这样做就会缩小工人运动和它的基地。为了同业主作斗争，我们经常要团结比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作斗争时多得多的工人。因此（同拉林所说的布尔什维克反对非党的工会这种错误的论断相反）我们是赞成非党的工会的，就象早在1902年“雅各宾式的”（机会主义者认为是雅各宾式的）小册子《怎么办？》的作者就已经赞成它一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6—107页。——编者注）］



现在，在大革命经过一年以后，在各个政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形成为独立政党的速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杜马的选举将有助于这一点（当然，要不跟立宪民主党结成机会主义联盟）。资产阶级的背叛，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人民社会党人）的背叛，将加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我们一定能够达到拉林的“理想”（90万党员），我们甚至还要在原有的道路上用顽强的工作，而不是用冒险行为来超越这个理想。现在确实必须用无产阶级分子来扩大党了。在彼得堡只有6000个党员（圣彼得堡省，在500人以上的工厂中有工人81000人；工人总数是15万人）；在中部工业区只有2万党员（在500人以上的工厂中有工人377000人；工人总数是562000人），这是不正常的。在这些中心区应当善于把工人五倍、十倍地吸收 
［注：我们说“善于吸收”，是因为在这些中心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数量无疑比党员的数量多好几倍。我们有一种保守思想，应当跟这种思想作斗争。应当在可能的地方善于利用松散的组织——更自由、更广泛、更易于参加的无产阶级组织。我们的口号是：扩大社会民主工党，反对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的党！］

 到党内来。拉林在这一点上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不应当陷入知识分子的畏首畏尾和知识分子的神经过敏。我们将通过我们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不是通过冒险行为来达到这个目的。


四

拉林同志的小册子中，唯一“可喜的现象”就是他激烈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读者在我们这一号报纸的另一篇文章中，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详细的引证，这是在对孟什维主义在这一重要问题上的各种动摇现象进行评述时引证的。

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孟什维克拉林这样一位“权威”见证人对孟什维主义所作的总的评述。正是在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上，拉林反对“简单化的具有官场习气的孟什维主义”。他写道，“具有官场习气的孟什维主义”可望“跟资产阶级营垒中的社会民主党的对手搞自杀性的联合”。我们不知道，拉林在坚持自己的反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时，能否表现出比马尔托夫更有骨气。但是，拉林反对“正式的”和“具有官场习气的”孟什维主义，不仅仅在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上。例如，拉林在谈到孟什维主义时说，“一切衰败的东西都带有官场习气的印记”（第65页）！！孟什维主义日趋衰败，正在让位给“欧洲式的现实主义”。“由此产生了孟什维主义的无穷忧虑、不彻底性和犹豫不定。”（第62页）在谈到有关工人代表大会的议论时，他写道：“所有这些议论给人的印象总是有点吞吞吐吐，思想上谨小慎微，也许连内部已经成熟的东西都不敢大声说出来”（第6页）等等。

我们已经看出孟什维主义这一危机的底蕴，看出它蜕变为官场习气的底蕴 
［注：又是历史的讽刺！孟什维克从1903年起就叫嚷布尔什维克沾染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从那时起，全党的“官僚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特权一直掌握在他们手里。而现在，有个孟什维克确认孟什维主义蜕变为具有官场习气了。布尔什维克不能希望更好地给自己恢复名誉了。拉林没有在孟什维主义的官场习气真正扎根的地方去寻找它。官场习气的根源，就是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借口欧洲方式而灌输给孟什维克的那种机会主义。在瑞士小市民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体系和习惯中没有一点欧洲方式的痕迹。小市民的瑞士是现时欧洲，即富有革命传统和充满广大群众尖锐阶级斗争的欧洲的奴仆。而官场习气即使在普列汉诺夫关于工人代表大会（反对党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大会）这一问题的提法上（这一点也是拉林激烈地真心地反对的）也获得充分的表现。］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进一步革命斗争的可能性毫无信心，害怕承认革命已告结束，害怕承认反动派终于胜利。拉林说：“孟什维主义只是对党的一种本能的半自发的怀念。”我们则说，孟什维主义是知识分子对残缺不全的宪法以及和平的法制的一种自发的怀念。孟什维主义，似乎是一种来自革命界的对反动派的客观辩护。

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还在日内瓦出版的《前进报》[126]（1905年1—3月）上，还在《两种策略》这本小册子（1905年7月）中，就对问题有了完全不同的提法。他们对资产阶级革命中各阶级的利益和任务的矛盾一点没有看错，他们那时就公开声明：也许俄国的革命将以立宪流产结束。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0页。——编者注］

 作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拥护者和思想家，我们要负责到底：我们不顾自由派的一切变节和卑劣行为，不顾小资产者的一切动摇，不顾他们的一切谨小慎微和犹豫不定，坚持我们的革命口号；我们要真正用尽一切革命可能性；我们将引以自豪的是，我们第一个走上了起义的道路，直到这条道路实在走不通的时候，才最后一个离开它。而在目前，我们还远远不承认一切革命的可能性和前景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直截了当地公开宣传起义，宣传进行顽强的、坚定的、长期的起义准备。

当我们承认革命已告结束时，我们就会直截了当地公开说出这一点。我们会在全国人民面前取消我们纲领中的一切直接革命的口号（如召开立宪会议）。我们不会用狡猾的诡辩（如普列汉诺夫提出的立宪民主党的“全权杜马” 
［注：见本卷第138页。——编者注］

 ）来自欺欺人。我们不会替反动派辩护，把反动的立宪主义称为健康的现实主义的基础。我们要告诉无产阶级并向他们证明，资产阶级的变节和小业主的动摇葬送了资产阶级革命，而现在无产阶级自己将准备并进行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革命低潮，即资产阶级完全变节的基础上，我们无论如何不仅不同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甚至也不同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任何联盟，因为革命低潮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主义变为空谈了。

正因为如此，当拉林叫嚷布尔什维主义面临危机，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完蛋，我们总是跟在孟什维克后头转等等的时候，我们丝毫也没有因为他对我们如此多次地口出恶言而感到不安。所有这些刺一下和拧一下的尝试只能引起我们轻蔑的一笑。

个别的人已经脱离和将会脱离布尔什维克，但是我们在方针上不会发生危机。因为我们从一开始（见《进一步，退两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97—425页。——编者注］

 ）就声明：我们并不打算创立什么特别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我们随时随地只是坚持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在社会民主党内，一直到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机会主义的一翼和革命的一翼。

只要翻翻“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就足以确信这一点了。

1903—1904年。孟什维克宣传组织上的民主制。布尔什维克认为，这在政党公开活动以前是知识分子的空谈。孟什维克—工人在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127]（1905年）中承认，实际上孟什维克未曾有过任何民主制。孟什维克拉林承认，他们“关于选举原则的议论”是一种“臆想”，是企图“欺骗历史”，实际上在孟什维克的“圣彼得堡选举团里，到1905年秋天也还没有选举原则”（第62页）。而在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立即率先在《新生活报》[128]上宣布实际上向党内民主制过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77—87页。——编者注］



1904年年底。地方自治运动。孟什维克紧跟自由派。布尔什维克不否定（不顾甚嚣尘上的流言蜚语）在地方自治人士面前的“漂亮示威”，但驳斥“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 
［注：日内瓦出版的《前进报》第1号（1905年1月）上刊登了一篇批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的小品文，标题是：《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17—122页。——编者注）］

 ，这些知识分子说什么在斗争舞台上有两支力量（沙皇和自由派），在地方自治人士面前的发动是最高类型的示威。现在，孟什维克拉林自己承认，当时的地方自治运动是一种“臆想”（第62页），是“一种高明而狡猾的把戏”（第57页）。

1905年年初。布尔什维克公开地直接地提出了起义和准备起义的问题。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他们预言到罢工和起义的结合。孟什维克则躲躲闪闪，不担当起义的任务，空谈用自我武装的迫切要求来武装群众。

1905年8—9月。孟什维克（帕尔乌斯在新《火星报》[129]上）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布尔什维克则号召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号召直接宣传起义。

1905年10—12月。表现为罢工和起义的人民斗争扫除了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拉林在统一代表大会上的书面声明中承认，孟什维克在革命最高涨的时代是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行事的。[130]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同革命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了临时政府的萌芽机关。

1906年年初。孟什维克处在苦恼中。既不相信杜马，也不相信革命。他们号召为了抵制杜马而参加杜马的选举（拉林的书，第57页）。布尔什维克则履行自己革命者的义务，尽一切可能来抵制革命界中没有一个人信任的第二个杜马。

1906年5—6月。杜马运动。由于资产阶级的变节，抵制没有成功。布尔什维克就在新的、虽则变糟了的基础上进行革命工作。在杜马时期，全体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出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同机会主义的区别：批判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为劳动派摆脱立宪民主党的影响而斗争，批判杜马幻想，宣传杜马中左派团体按革命原则彼此靠拢。

1906年7月。杜马被解散。孟什维克急得团团转，主张立即举行罢工－示威并且主张局部发动。布尔什维克表示反对。拉林在谈到这一点时，避而不谈为党员印发的三个中央委员的抗议书。关于这一事件，拉林说得不实在。布尔什维克指出举行游行示威是荒谬的，主张过一些时候再举行起义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21—322页。——编者注］

 。孟什维克却签发了同革命资产阶级一起举行起义的号召书。

1906年年底。布尔什维克承认，资产阶级的变节迫使我们走上迂回的道路，参加杜马。打倒各种联盟！特别要打倒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孟什维克却赞成联盟。

不，拉林同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一翼和机会主义的一翼的这一斗争进程，我们无须为此感到羞耻！





	载于1906年12月7日《无产者报》第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49—172页

















[111]《劳动呼声报》（《Голос Труда》）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日报，1906年6月21日（7月4日）接替《信使报》在彼得堡开始出版，同年7月7日（20日）停刊，共出了16号。——147。



[112]《现代评论》杂志（《Откл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杂志，1906年3—6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5期。——147。



[113]指布尔什维克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民主革命的目前形势》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01—202页）。——148。



[114]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13—114页）。——150。



[115]指布尔什维克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武装起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02—204页）。——151。



[116]指1905年12月20日（1906年1月2日）《人民自由报》第5号的一篇文章。该文说：“俄国革命不是持续几个月，而是会持续若干年。它在这个时间内来得及明确地勾画出自己的道路。须要直言不讳地说，这条道路既不会通向武装起义，也不会通向临时政府。我们不要闭眼不看现实。”



《人民自由报》（《Народная Свобода》）是俄国的政治文学报纸，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1905年12月15日（28日）—1905年12月21日（1906年1月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6号。编辑为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人民自由报》的前身是1905年12月在彼得堡出版的《自由人民报》。——152。



[117]伊万·费多罗维奇·施邦卡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中篇小说《伊万·费多罗维奇·施邦卡和他的姨妈》中的主人公，一个庸俗懦弱的小地主。——153。



[118]指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橡树下的猪》。寓言说，一只肥猪吃饱了橡实睡足了觉，用鼻子来拱橡树的根。它不会抬头往上看，不知道橡实是橡树上长的，却说，让橡树枯死好了，我要的是橡实。——156。



[119]指1849年5月在德国德累斯顿、莱茵普鲁士、普法尔茨、巴登等地爆发的人民起义。这场革命民主运动是在保卫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帝国宪法的口号下进行的。起义于1849年7月被普鲁士军队镇压下去。参看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7、18、19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00—115页）。——156。



[120]指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武装起义。起义结果是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巴黎公社。——156。



[121]1902年4月，比利时工人宣布总罢工，以支持工人党、自由党和民主党的代表在议会提出的普选权要求。参加罢工的有30多万工人，工人游行示威遍及全国。可是在议会否决了选举改革法案、军队开枪镇压示威者之后，工人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埃·王德威尔得等人投降了，并且在自己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盟友”的压力下取消了总罢工。——157。



[122]列宁指的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第2章第1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8—158页）。——157。



[123]工人思想派是俄国的经济派团体，于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工人思想报》。工人思想派宣传露骨的机会主义观点，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把工人阶级的任务局限于经济性质的改良。工人思想派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它贬低革命理论的意义，硬说社会主义意识可以从自发运动中产生。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和《怎么办？》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第6卷第1—183页）中，以及在《火星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派的观点。



阿基莫夫派是俄国经济主义的代表人物、极端机会主义者弗·彼·阿基莫夫（马赫诺韦茨）的拥护者。——160。



[124]白俄罗斯格罗马达（白俄罗斯社会主义格罗马达）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1902年成立，1903年12月在维尔诺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最终形成。该党借用波兰社会党的纲领作为自己的纲领，要求让白俄罗斯边疆区实行自治并在维尔诺设立地方议会，把地主、皇族和寺院的土地转归地方公有，允许西北边疆地区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白俄罗斯格罗马达的多数成员代表白俄罗斯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也有一些成员代表劳动农民的利益。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时期，白俄罗斯格罗马达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策略。随着这次革命的失败，该党滑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1907年初，该党正式宣布解散，它的成员们开始进行合法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活动，出版了合法报纸《我们的田地报》（1906—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留在德军占领区的格罗马达分子鼓吹在德国的保护下“复兴”白俄罗斯。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白俄罗斯格罗马达恢复组织，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策。1917年7月，该党右翼领袖参加了白俄罗斯拉达。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白俄罗斯格罗马达分裂，它的一部分成员进行反革命活动，一部分成员转向苏维埃政权方面。——162。



[125]指1906年9月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召集的彼得堡各区工人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载于1906年9月8日《无产者报》第3号）。这个决议的第2条指出：争取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鼓动“实际上对抹杀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之间差别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劳动团”、“劳动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等等）以及无产阶级的真正敌人（“乌沙科夫派”以及诸如此类的分子）最有利”。——164。



[126]《前进报》（《Вперёд》）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机关报（周报），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1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8号。列宁是该报的领导者，《前进报》这一名称也是他提出的。该报编辑部的成员是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秘书，负责全部通信工作。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一文中写道：“《前进报》的方针就是旧《火星报》的方针。《前进报》为了捍卫旧《火星报》，正在同新《火星报》进行坚决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17页）《前进报》发表过列宁的40多篇文章。而评论1905年1月9日事件和俄国革命开始的第4、5两号报纸几乎完全是列宁编写的。《前进报》创刊后，很快就博得了各地方党委会的同情，被承认为它们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反对孟什维克、创建新型政党、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名为《无产者报》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因此停办。——167。



[127]指1904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我们组织内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署名：“一工人”。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它写了序言。小册子反对列宁的建党组织计划，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孟什维克的“民主制”实质上是为了争夺党内的领导地位。列宁在《寓言喂不了夜莺》一文里详细地评述了这本小册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43—149页）。——169。



[128]《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энъ》）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第一个合法报纸，实际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905年10月27日（11月9日）—12月3日（16日）在彼得堡出版。正式编辑兼出版者是诗人尼·明斯基，出版者是女演员、布尔什维克玛·费·安德列耶娃。从1905年11月第9号起，该报由列宁直接领导。参加编辑部的有：列宁、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彼·彼·鲁勉采夫。马·高尔基参加了《新生活报》的工作，并且在物质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新生活报》发表过列宁的14篇文章。该报遭到沙皇政府当局多次迫害，在28号中有15号被没收。1905年12月2日该报被政府当局封闭。最后一号即第28号是秘密出版的。——169。



[129]指第52号以后被孟什维克篡夺了的《火星报》。《火星报》第52号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该报原来的编辑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1905年5月《火星报》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1905年10月，《火星报》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关于《火星报》，见注62。——169。



[130]指尤·拉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书面声明。拉林写道：“在12月里，发生了社会民主党屈服于无产阶级自发情绪的情形，而这种情绪的传播者就是布尔什维克同志们。因此，当时整个少数派，我也在内，并不是接孟什维克的方式行事的，并不是象遵循自觉的政治考虑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的那样行事的。”（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235页）——170。







《列宁全集》第14卷


工人代表大会和同社会革命党的合并

（1906年12月20日〔1907年1月2日〕）

我们的读者从《无产者报》第9号上已经得知[131]，孟什维克尤·拉林在他的小册子里赞成召开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赞成社会民主党同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党以及同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合并。同时，尤·拉林自己也指出，社会革命党的党员人数无从知道。照他的说法，社会革命党人认为他们党有五六万党员。尤·拉林说，这个数字即使有夸大，也不能认为社会革命党党员会少于三万人。

我们不知道，拉林是从哪里搞来五六万这个数字的。他没有说明出处。在社会革命党的书刊中，我们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资料”。仅有的全文发表的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记录（1905年12月）中并没有任何关于该党党员人数的资料。这种资料本来也不可能有，因为在俄国，除社会民主党外，其他任何政党从来没有由全体党员并按照党员的一定人数比例进行过党的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只有社会民主党1905年11月在《新生活报》上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宣布了这一原则[132]，而且，1905年12月举行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全俄代表会议[133]的代表，就是按每300名党员选出1名代表的比例产生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在全党采用了按上述原则选举代表的办法，而且，筹备召开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互相斗争的派别按对等的人数组成的，这是一种（在某种程度上）起监督作用的因素。

总之，拉林从哪里搞来了五六万这个最高数字，仍然是无从知道的。而他通过这个数字（约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数字的三分之一）想使读者相信两党合并后能够确保社会民主党人对社会革命党人的优势。《无产者报》第9号的那篇小品文就已经提到拉林的错误，而且指出，这种合并实际上并不能导致“和平和有效的工作”，而只会扩大纠纷，更不用说合并在原则上是不容许的了。莱昂·雷米发表在1906年12月17日（公历）法国社会党的《人道报》[134]上的一篇文章，是对我们当时所说的话的有力证明。据社会革命党正式的国外机关报《俄国论坛报》[135]报道：莱昂·雷米写道，社会革命党“总委员会”“认为社会革命党有大约15万加入组织的党员，如果按照某些区域委员会解释章程时对党员资格这个概念所作的更为广义的解释，则有20万人”。

为了使读者能够判断这个可笑的数字是怎样得来的，我们将雷米文章中关于各地区的全部数字列举如下。西北——21000人；伏尔加河流域——14000人（“如果把所有承认党纲的人都计算在内，那就几乎要增加一倍”）；北高加索——21000人；外高加索——17900人；中部地区——26000人（其中莫斯科5000人。奇怪的是，这5000人，直到现在我们莫斯科的同志连用放大镜也没能看见）；北部——20000人。

我们请读者解一道题：谁显得更轻率——（1）社会革命党人，（2）拉林，还是（3）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

即使后面这两个人在同社会革命党合并的问题上把自己的热心崇拜者尤·拉林遗弃了，情况也并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善。只要考虑一下把“全俄代表”同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同雇工或日工以及同农民、同手艺人或手工业者以及同工人等等区分开来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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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

（1906年12月20日〔1907年1月2日〕）

卡·考茨基给自己发表在最近几期《新时代》[136]上的《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文[137]的最后一章加上了这个标题。象考茨基的其他著作一样，这篇文章无疑很快也会译成俄文。读一读这篇文章，对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是绝对必要的，这倒不是因为可以期望从德国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得到对于我们策略中的迫切问题的答案（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期望从远方得到这样的答案，那他们就糟了），而是因为考茨基出色地合乎逻辑地探讨了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整个策略的基础。所有那些忙于日常的细小工作、被无原则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下流文人的陈词滥调弄得晕头转向的我们党的党员和觉悟工人，读一读这些出自善于思考、有学识有经验的社会民主党人之手的著作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些著作可使他们放眼日常事务之外，使他们钻研无产阶级策略的根本问题，使他们更加认清社会民主党内不同派别的原则倾向及其思想方法。

考茨基的新作在这方面特别重要，因为它使人有可能把普列汉诺夫向考茨基（他是被问及的其他外国社会党人之一）提出的问题的性质同考茨基对其中某些问题的答复的方法作一番比较。

被立宪民主党人梅利古诺夫今天（12月10日）在《同志报》上中肯地称之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前领袖和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问考茨基：（1）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2）社会民主党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是怎样的？（3）社会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的策略是怎样的？

俄国机会主义者的领袖想诱使考茨基说出赞成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话。德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识破了提问人暗示他回答在问题中没有直说的东西，因此就用平心静气的、周详的、宣传家的笔调回答了普列汉诺夫，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应当怎样提出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问题。让我们来仔细地探讨一下考茨基的这个说明。

如果把俄国革命看作是旨在推翻专制制度的运动，那就肤浅了。应当把俄国革命看作是广大人民群众觉醒起来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这就是考茨基的基本前提。

而这就是说，如果对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分析只限于指出争取政治自由（推翻专制制度），指出各个不同阶级对于这一任务的“共同性”，那就肤浅了。应当探讨一下群众的地位、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他们内部的阶级差别、他们真正力争的自由的实际内容。不应当从泛泛的词句得出利益一致的结论，不应当从一般的争取“政治自由”得出各个不同阶级共同斗争的结论，相反，应当从确切分析各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来得出结论，看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他们对自由的向往究竟一致和吻合（还是不吻合？）到什么程度，表现在哪里。发表议论，不应当象立宪民主党人那样，不应当象自由派那样，不应当象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那样，而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

其次，如果出发点是群众利益，那么俄国革命的关键就是土地问题。判断革命的成败，不应当根据政府的暴力和“反动派”（它吸引了许多立宪民主党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全部注意力）的表现，而应当根据对群众在争取土地斗争中的地位的估计。

农业是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凋敝了，农民破产了。这一点，连自由派（考茨基引用了立宪民主党人彼特龙凯维奇和曼努伊洛夫的话）也意识到了。但是，考茨基在指出自由派和社会党人这个观点的共同性时并不就此为止。他没有从这里得出立宪民主党的如下结论：“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他立即转而分析阶级利益，并指出自由派在土地问题上的不彻底性是不可避免的。自由派一般承认农业凋敝，但是不懂得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恰恰是阻碍资本主义演进而不是其他什么演进的特殊原因的问题。

考茨基接着详细分析了这些特殊原因中的一个原因，即俄国资本的不足。外国资本在我国起着特别突出的作用，这种情况阻碍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考茨基的结论是：“农业的凋敝以及工业无产阶级力量的成长，是当代俄国革命的主要原因。”

大家可以看到，考茨基仔细而谨慎地研究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质，而不是回避这些特点，象立宪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式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只教条式地谈论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性质”。

考茨基接着分析了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在这里也不满意自由派说的立宪民主党杜马也主张给农民以土地（见普列汉诺夫的大作[138]）这种陈词滥调。不。他指出，只增加份地，而不大力资助农民，是无济于事的。专制制度不可能真正帮助农民。那么自由派呢？自由派要求实行购买。而赎买又不能不使农民破产。“只有没收大地产”（黑体是考茨基用的）才能既大大增加农民的份地，又不致增加农民新的负担。然而自由派反对没收土地最坚决。

考茨基的这个见解值得谈一谈。谁比较详细地了解俄国革命界各党派的色彩，谁就知道，两个革命政党的机会主义者，恰恰在赎买问题上不仅沾染了自由派的观点，而且还歪曲了考茨基的话。在统一代表大会上和在彼得堡许多次集会上（例如，唐恩在夏天向彼得堡工人作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汇报），我们的孟什维克都曾指出土地纲领中那一条在布尔什维克帮助下通过的条款是错误的，布尔什维克曾要求在那一条里必须把“转让”改为没收（参看马斯洛夫的草案初稿[139]）。我们的孟什维克说，这是不对的，只有庸俗的革命派才主张没收，将来是否实行赎买，对于社会变革是无关紧要的。他们说这话时还拿考茨基的小册子《社会革命》[140]作依据，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说明赎买对于一般社会主义革命是容许的。此外，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半立宪民主党的人民社会党，也对自己在赎买问题上转向自由派的行为进行了同样的辩护（在《人民社会党评论》文集的一个分册[141]上）；并且也拿考茨基的话作依据。

考茨基大概不知道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也不知道人民社会党及其集团的政策的意义。但是他对俄国革命中赎买问题的提法，又一次很好地教训了我国一切机会主义者，让他们知道不应当怎样发议论。不应当根据不同革命中或者一般社会主义革命中赎买和没收的相互关系的一般前提，就给1905—1906年的俄国的赎买下结论。应当相反。应当分析一下我们俄国哪些阶级决定了我们在赎买问题上的特殊提法，根据这些阶级的利益推断出这个问题在当前革命中的政治意义，从而评价各政党的观点是否正确。

不言而喻，考茨基采取了这样的方法，他不是掩饰自由派和革命派在赎买问题上的区别（普列汉诺夫分子和人民社会党人却总是这样做），而是揭示这一区别的深度。普列汉诺夫向考茨基提出自己的问题时，用回避具体问题的手法来掩盖“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区别。考茨基揭下了普列汉诺夫的这些遮盖物，把赎买这个重要问题摆到光天化日之下，并向普列汉诺夫表明，“按照自己的方式”反对农民革命运动的不仅有黑帮，而且有自由派。

考茨基写道：“如果不取消常备军，不停止建造军舰，不没收皇族和寺院的全部财产，不使国家破产，不没收还掌握在私人手中的大垄断企业如铁路、油井、矿山、铁工厂等等，就不可能得到俄国农业所必需的一大笔钱，使它摆脱严重的困境。”

请回想一下孟什维克常说的布尔什维克充满空想和幻想的言论吧，例如，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针对有人要求把政治激进主义（取消常备军，由人民选举官吏等等）同土地要求的激进主义结合起来的问题所作的发言。普列汉诺夫竟对取消常备军和人民选举官吏嘲笑了一通！普列汉诺夫的《现代生活》[142]赞同《我们的事业》杂志的方针，把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称为“政治上的唯物主义”（？？），同时把它同“革命浪漫主义”对立起来。

可见，小心谨慎的考茨基比最极端的布尔什维克走得还要远，他在土地问题上提出了更富有“空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从机会主义者的观点来看）的要求！

考茨基要求不仅没收地主土地，不仅取消常备军，而且没收资本主义大垄断企业！

考茨基紧接上面那段话又马上十分透彻地指出：“显然，自由派被如此巨大的任务，被现存财产关系方面如此决定性的变化吓坏了。实质上，他们愿意继续奉行现行政策，而不触犯外国资本剥削俄国的基础。他们坚决维护常备军，在他们心目中只有这支军队能够保障秩序并由军队保护他们的财产……”

普列汉诺夫抗议说，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问考茨基的，只是在杜马选举中能否支持反对派政党，但是给他的回答却文不对题！问的是杜马选举，答的是取消常备军！幻想家多么奇妙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多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取代了机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政治上的唯物主义”！

可是考茨基在回答杜马选举的问题时，继续在“不得体地”批判自由派。他责备他们想要照旧从俄国人民身上榨取数十亿卢布来支付军费和偿付借款。“他们〈自由派〉以为，只要成立杜马，就会奇迹般地从地底下弄到几十个亿。”“在这一点上〈在满足俄国农民的要求上〉，自由派同沙皇制度一样无能为力。”考茨基专门写了一章来揭示自由派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他指出，俄国没有旧模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城市小资产阶级占首要地位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俄国和西方不同，城市小资产阶级“永远成不了革命政党的可靠支柱”。

“俄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牢固的骨架。”考茨基作出这个结论的根据，就是他既分析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地位，又估计到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在俄国的发展程度，要比在“旧模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强烈得多。这个结论，意义重大。考茨基对普列汉诺夫的问题提法所作的全部“修正”（等于根本改变的修正）的核心也就在这里。

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问题中采用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旧模式，如此而已。他用了陈腐的字眼，完全忘记根据俄国的材料来确定现在俄国以资产阶级民主派身分出现的各阶层的民主主义程度如何，其稳固性如何等等。考茨基的功绩在于，他察觉了普列汉诺夫的这个基本错误，并且实际地向他说明了要真正了解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必须采用的方法。经过考茨基的巧妙分析，从陈腐的旧模式中呈现出俄国活跃的社会力量的轮廓：城市小市民；在值一戈比的事上采取自由派的行动，在值一卢布的事上则支持黑帮反革命的地主阶级；害怕无产阶级甚于害怕火的资本家；最后，还有农民。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是19世纪40年代法国式的吗？）的态度这个迷雾般的问题消失了。迷雾消散了。要知道，我们的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库斯柯娃之流、伊兹哥耶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以及其他自由派，正是用这种迷雾遮蔽了人民的眼睛，而普列汉诺夫却在帮这些人的忙。与迷雾般的旧模式不同，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向我们指出了俄国资产阶级各阶层和分子在民主运动中的完全特殊的相互关系。

考茨基用这种分析阐明了俄国自由主义和农民革命性之间被立宪民主党人故意掩盖的和许多社会民主党人由于盲目无知而看不出来的特殊关系！“农民愈革命，大土地占有者就愈反动，他们就愈加不象从前那样是自由派的台柱，自由派政党也就愈不稳定，城市里的自由派教授和律师也就愈加向右转，以便不失去同自己以前的支柱的最后联系。”这个过程“只会加速自由主义的破产”。

考茨基在揭示了当前俄国革命中这种自由主义破产的根源以后，才转而直接回答普列汉诺夫的问题。在回答要不要支持“反对派”这个问题以前，应当懂得（考茨基解释说），这个“反对派”（或者说俄国的自由派）的阶级支柱和阶级实质是怎样的，革命和革命阶级的发展同自由派的地位和利益有什么关系。考茨基首先揭示了这一点，他先谈了自由主义的破产，而后就向读者阐述了普列汉诺夫所关心的问题：在杜马选举中要不要支持反对派？怪不得普列汉诺夫向考茨基提出的问题有2/3根本不必回答了……

考茨基的回答虽然不能满足普列汉诺夫，却能够帮助广大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正确考虑问题。

（1）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考茨基说，不能这样提问题。这是旧模式。俄国革命当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无产阶级的“独裁统治”）。但是，这个革命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不是现代俄国革命运动的动力”。“只要无产阶级开展独立活动的地方，资产阶级就不再是革命的阶级了。”

考茨基以比布尔什维克通常“不得体地”反对自由派时还要高的热情宣称，我国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甚于害怕反动派，它痛恨专制制度是因为专制制度产生了革命，它要得到政治自由是为了制止革命！（而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问题中，把反对派同旧制度的斗争与反对政府蓄谋镇压革命运动的斗争天真地混为一谈了！）

考茨基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最为光辉地证实了布尔什维主义策略的整个根本基础。从日内瓦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到《两种策略》一书表明，俄国布尔什维克一向认为，自己同孟什维主义作斗争的基础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歪曲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我们说过几百次并且拿孟什维克的无数声明为例来证明，如果把“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范畴理解为承认资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首要地位和领导作用，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要不顾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要用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的办法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布尔什维克表述的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基本任务。

考茨基的分析使我们极为满意。考茨基完全证明了我们的主张，即捍卫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而反对机会主义，决不是制订什么“独特的”布尔什维克方针。考茨基的这种证明之所以更宝贵，是由于它是通过阐明问题的实质提出来的，并不是单纯以将军的口吻“赞同”这一派别或那一派别。

（2）考茨基不仅认为“在革命进程中社会民主党取得胜利”“是非常可能的”，而且他还表示社会民主党人有责任“使自己的拥护者满怀胜利信心，因为尚未斗争就先抛弃胜利的信念，斗争是不可能获胜的。”

考茨基的这个结论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策略的第二个光辉的证明。谁对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书刊稍有接触，谁就应当知道，孟什维克竭力否认社会民主党在当前俄国革命中取得胜利是可能的和适宜的。1905年春天，孟什维克就在自己的代表会议（有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参加）上通过一个决议，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去夺取政权。从那时起，社会民主党不能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争取自己的胜利这一思想，就象一根红（还是黑？）线贯穿着孟什维主义的全部书刊和整个政策。

这种政策就是机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在当前俄国革命中取得胜利是非常可能的。我们有责任使工人政党的所有拥护者对这一胜利满怀信心。如果在斗争以前就没有取胜的信念，斗争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些被普列汉诺夫的诡辩术和烦琐哲学弄模糊了的简单明了的真理，我们全党都应当仔细考虑和领会。

（3）如果以为，“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阶级和政党，只须采取一致行动，就能获得政治自由”，那就是“只考虑到事态发展的政治上的表面现象”。

这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第三个证明。不能仅仅借口立宪民主党人是“按自己的方式为自由而斗争”，就得出应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的结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只是暂时被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以及他们的崇拜者弄模糊了。

（4）哪一个阶级能够帮助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取得胜利，能够支持无产阶级确定立刻实行的变革的界限呢？考茨基认为这个阶级就是农民。只有农民“在整个革命时期”才有“经济利益的牢固的共同性”。“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力量和它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就在于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有共同性，而这种共同性又确定这一胜利能被利用的界限。”

这就是说，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考茨基用另一种说法表述了既不同于机会主义者又不同于“着迷了的人”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早已提出的整个策略的基本前提。马克思说过，革命的任何真正的完全的胜利只能是专政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5页。——编者注］

 ，马克思指的当然是群众对一小撮人的专政（即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而不是相反。但是，不言而喻，对于我们重要的不是布尔什维克这样或那样表述他们的策略，而是被考茨基完全证实了的这个策略的实质。

谁要想根据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根据立宪民主主义考虑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考虑无产阶级的可能的和必然的“同盟者”，谁就应当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以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作为无产阶级策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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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4卷


谈谈崩得机关报上的一篇文章

（1906年12月20日〔1907年1月2日〕）

我们的报纸是在秘密活动条件下创办的，不可能很正常地掌握那些不用俄文而用其他文字在俄国出版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情况。可是，没有俄国各民族社会民主党人密切的和经常的交往，我们党就不可能成为真正全俄国的党。

因此，我们恳切地请求所有懂得拉脱维亚文、芬兰文、波兰文、依地文、亚美尼亚文、格鲁吉亚文和其他文字的同志，能收到用这些文字出版的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的同志，帮助我们使俄罗斯读者了解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情况和非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观点。可以把社会民主党书刊上对某个问题的讨论情况的评述（如《无产者报》刊载的关于波兰社会民主党同波兰社会党的论战和关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对游击斗争的看法等文章[143]）送来，也可以把某些文章或某篇文章最突出的地方译出寄来。

不久前，一位同志给我们寄来了刊载在崩得机关报《人民报》[144]第208号（11月16日）上署名麦·的《选举运动的纲领》一文的译文。我们没有材料可以判断这篇文章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整个编辑部的观点，但是它至少反映了犹太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某种思潮。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惯于把问题的提法看作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就是孟什维克的，因此他们有必要了解这些思潮。下面就是这篇文章的译文：


　　“我党在选举中能否扩大力量和影响，首先要看我们的立场和口号是否明确。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重要的国家问题和社会问题，我们的任务是提出这些问题要十分明确，使得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一个，并且恰恰就是我们的答案。如果我们的立场不够明确，那么任何完善的组织机关都是无能为力的。选举运动的纲领的意义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立场是否明确。崩得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体上确定了我们的策略。这就是：解散杜马向广大居民阶层清楚地表明，用和平方法根本不可能取得土地和自由，唯一的出路是武装起义。这决不是说，参加新杜马的选举是把革命策略变成和平立宪的策略了，因为这一选举是在认识到革命策略的必要性的情况下进行的；选民会要求他们的代表把杜马变成人民群众的革命机关。我们在选举中的任务就是要向选民讲清这种形势，说明形势要求把选举本身变成动员革命的人民群众的斗争舞台。

在杜马开会期间，尤其是解散杜马以后，全国人民在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方面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因此各革命政党在选举中可望获胜。在第一次选举时，小资产阶级的选民投了立宪民主党的票，以此表示对政府暴行的强烈抗议。这些选民仍然没有丢掉立宪幻想，相信立宪民主党会为他们争得土地和自由。杜马的策略粉碎了这种幻想，并使他们相信只有进行斗争才能获得土地和自由，用和平方法是根本不行的。于是在这些选民面前产生了怎样进行斗争和谁能够进行这种斗争的问题，是立宪民主党用他们的外交议会主义，顶多用他们的‘消极抵抗’的武器来进行斗争呢，还是革命政党用它们的斗争策略来进行斗争。显然，当怎样才能获得真正自由的问题提到这些选民面前时，他们会承认能够进行这种斗争的是革命的政党，而决不是立宪的政党。

立宪民主党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拼命地要把生活给予他们的教训扔掉；他们竭力想使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降低到第一次选举前夕的程度。他们叫喊说：‘一步也不要前进！要忘掉历史给予你们的教训。’他们写道：新的选举任务在于要创造第一届杜马进行工作时的那些政治条件。人民应该把以前的杜马多数派到杜马去，从而在全国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唯一的出路是建立杜马多数的责任内阁（《言语报》第189号）。《言语报》第196号写道：‘如果俄国需要真正的宪法和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那么人民一定会把这样一些代表派到杜马去，这些代表要能够重复第一届杜马在对沙皇演说的答词中所说的话，并能够把不让第一届杜马做的事情承担起来。’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也不‘让’第二届杜马做第一届杜马要做的事情，那又该怎样呢？立宪民主党回答这个问题说，‘政府不得不对选民和平地、合法地表达出来的坚强意志让步’（《言语报》第195号）。立宪民主党很清楚，他们的力量是以立宪幻想为基础的，所以他们将用全力给选民灌输第一次选举前夕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使他们相信‘选民和平地、合法地表达出来的坚强意志’具有万能的力量。革命政党的力量不在于选民相信‘选民和平地、合法地表达出来的坚强意志具有万能的力量’，恰恰相反，在于他们不相信这种力量，在于他们清楚了解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因此，我们对选民的任务就是要最坚决地向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希望下届杜马的多数仍象过去那样执行什么也得不到的灵活的策略，希望下届杜马仅仅‘重复’第一届杜马所说的话呢，还是希望它不要只是限于空谈，而要采取更实际的斗争手段。新的杜马是应该‘造成’6—7月间那种毫无结果的‘政治局面’呢，还是应该在人民的真正胜利的道路上前进一步。

这个问题应该成为我们选举斗争的纲领。必须在立宪民主党的周围造成一种完全不相信他们能够获得土地和自由的气氛；必须坚决无情地批判他们在赫尔辛福斯臆想出来的那种消极抵抗的斗争方法，并且在人民面前揭露他们的斗争方法的全部软弱性、全部不坚定性。

只有具备了这个必要条件，第二届杜马时期才会比第一届杜马时期前进一步。”





　　仔细读过这篇文章以后，我们看到这篇文章相当准确地反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近这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崩得代表团的观点。大家知道，这个代表团一方面同孟什维克一起投票赞成容许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而另一方面又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赞成从根本上修改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纲领草案”（把建立共和国、指出起义、正确地评价各政党等口号补充进去，修正案要求更明确地阐述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本质等等。见《无产者报》第8号刊载的代表会议关于纲领“修正案”的决议[145]）。我们上面引用的麦·同志的文章所以看起来很象布尔什维克的文章，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只看到了崩得的一只左手，而右手则藏在那些为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辩护的文章里面了。

不管怎么说，崩得分子对于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看法还是跟孟什维克不同的。他们的例子特别突出地证实了一句名言：Ｓｉ ｄｕｏ ｆａｃｉｕｎｔ ｉｄｅｍ，ｎｏｎ ｅｓｔ ｉｄｅｍ——“既然是两人做同一件事，那就不是同一件事了”。两者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而这种区别不能不表现在他们做同一件事的方式、方法以及他们“做同一件事”的效果上，等等。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崩得分子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这不是一回事。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是同他们的总策略完全一致的，崩得分子则不然。因此上面所引的那类文章就特别清楚地暴露了崩得分子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他们昨天实行抵制，今天既为抵制维特杜马作辩护，同时却认为可以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是自然地、非强制地作为思想联盟表现出来的。崩得分子的这种联盟预定只起“技术性”联盟的作用。

但是政策有自己的客观逻辑，并不以某些个人或某些政党的预先决定为转移。崩得分子设想联盟只是技术性的，而就全国的政治力量而言联盟将成为思想性的。既然代表会议的孟什维克的决议已经引起了立宪民主党的狂欢，既然《同志报》上发表了普列汉诺夫那封谈论“全权杜马”的赫罗斯特拉特[146]式的著名信件，那就未必有必要再来证明这一点了。

请好好想想文章作者的这段话：“立宪民主党很清楚，他们的力量是以立宪幻想为基础的，所以他们将用全力给选民灌输”这种幻想。

“立宪民主党的力量是以立宪幻想为基础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这种说法本身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不对，如果说立宪民主党的力量的基础在于他们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卓越代表，那么正确的就是孟什维主义即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总的策略路线了。如果说对，如果说立宪民主党的力量不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力量为基础，而是以人民的幻想的力量为基础，那么正确的就是布尔什维主义即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总的策略路线了。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民主党人决不能不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及其同伙的基本论点；从这一论点也就直截了当地得出支持立宪民主党的结论。但我们要说，这个前提是对的，结论却根本不对，因为还必须分析一下哪些政党或派别在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真正能够进行斗争的力量。从马克思主义的即从唯一科学的分析的观点来看，无论立宪民主党，无论劳动派，无论社会革命党，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宪民主党的“力量”并不是资产阶级人民群众（农民、城市小市民）的战斗力量，也不是地主阶级（黑帮）和资本家阶级（十月党人）的经济力量和金钱力量，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经济阶级，因而不代表任何独立的政治力量。就是说，这是一种被篡了权的、以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其他阶级的影响为转移的“力量”，因为这些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明确而独立的政治思想体系，因为它们还服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领导；这首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人民群众中传播和培植的关于民主的实质和争取民主的方法的错误见解的“力量”。

否认这一点就等于象天真的孩子那样受“人民自由党”这几个响亮字眼的迷惑，就等于闭眼不看下面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拥护立宪民主党的既不是群众，也不是地主和资本家中起决定作用的大人物。

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承认工人政党的当前任务是同立宪民主党对人民的影响作斗争，承认这个斗争决不是因为我们幻想不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硬加在我们身上的谬论），而是因为立宪民主党妨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真正力量的扩展和表现。

参加立宪民主党的有俄国少数地主（多数地主是黑帮）和少数资本家（多数资本家是十月党人）。只有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了这个党。因此立宪民主党有诱惑力的政策对于政治上的黄口小儿和政治上衰退的老糊涂才有诱惑力，他们有一点小成绩就大叫大嚷，高奏凯歌，他们在自由派报刊和资产阶级学术方面占据统治地位，等等。因此这个党专爱弄虚作假，它用同君主制达成协议的叛变性宣传来腐蚀人民，但实际上又毫无力量达成任何协议。

立宪民主党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资产阶级背叛民主的体现者，——正象法国激进社会党人或德国社会自由派一样，不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而是知识分子背叛社会主义的体现者。因此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要求揭露立宪民主党的假民主的全部虚假性。

因此，普列汉诺夫分子就给革命和工人阶级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他们不断地向我们叫喊：应当同反动派作斗争，而不是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的轻率就在于你们不懂得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的意义。这个斗争的关键和实质何在呢？在于立宪民主党人是资产者吗？当然不是。在于立宪民主党人是民主的空谈家，是战斗的民主派的叛徒。

再说立宪民主党对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民主派人民群众是否有影响呢？当然有影响，而且有极广泛的影响，他们通过大量报纸等等扩散影响。那么请想一想，可不可以号召资产阶级民主派人民群众去同反动派作斗争，而不揭露他们那些危害资产阶级民主派事业的现在的思想领袖呢？决不可以，亲爱的同志们。

同反动派作斗争首先要使群众从思想上脱离反动派。然而“反动派”对群众的思想影响的力量和生命力决不在于黑帮的影响，而恰恰在于立宪民主党的影响。这并不是奇谈怪论。黑帮是公开的和粗暴的敌人，他们可以烧杀和破坏，但是他们连一个粗俗的庄稼汉也说服不了。而立宪民主党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说服他们相信什么呢？相信君主无可指责，相信可以用和平方法（即保留君主制的政权）取得自由，相信地主策划的赎买对农民说来是把土地交给他们的最有利的办法，等等。

因此，不消除立宪民主党的言论和立宪民主党的思想对天真的庄稼汉和天真的小市民的影响，就不能使他们确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斗争。谁要是说“应当同反动派作斗争，而不是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谁就是不懂得斗争的思想任务，谁就是把斗争的实质不是归结为说服群众，而是归结为强力行动，谁就是把斗争庸俗地理解为：对反动派“打”好了，而对立宪民主党人则不必“打”。

当然，我们拿起武器要打的现在还不是立宪民主党人，甚至也不是十月党人，而只是政府及其直接仆从。当我们真正打倒了他们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就会为了金钱替共和主义民主派辩护，正象他们现在（为了教授的20号[147]或律师的酬金）替君主主义民主派辩护一样。但是，要想真正打倒反动派，就必须使群众摆脱立宪民主党的思想影响，因为他们虚假地向这些群众说明同反动派斗争的任务和实质。

再回过来谈一下崩得分子。难道他们现在会看不到他们所容许的同立宪民主党的“技术性”联盟，实际上已经成了加强人民群众对立宪民主党的信任（而不是制造不信任的气氛）的强有力的工具吗？只有瞎子才会看不到这一点。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孟什维克，包括崩得分子在内，同立宪民主党的思想联盟是事实，而象麦·同志的这类文章，不过是一个美好的但也是天真的、柏拉图式的幻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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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指发表在1906年9月8日（21日）《无产者报》第3号上的《波兰通讯》和发表在10月29日（11月11日）、11月10日（23日）《无产者报》第6号、第7号上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论游击斗争》等文。——186。



[144]《人民报》（《Volkszeitung》）是崩得的合法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19日（3月4日）—1907年8月19日（9月1日）在维尔诺用依地文出版。——186。



[145]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对中央委员会提出的选举纲领草案的修正案》（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75页）。——188。



[146]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189。



[147]20号是薪俸的代称。旧俄官吏每月20日领取薪金。——192。





《列宁全集》第14卷


政府伪造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1906年12月20日〔1907年1月2日〕）

沙皇政府坚持不懈地在“进行”伪造杜马的“工作”。为了警告那些轻信的俄国小市民不要迷恋于立宪制，我们早在这种伪造开始以前（1906年9月30日《无产者报》第5号）就写道，正在酝酿新的政变，即准备在第二届杜马召开以前修改1905年12月11日的选举法。当时我们写道，“无疑，现在政府正在专心致志地研究”“是否要保留旧选举法”的问题 
［注：见本卷第16页。——编者注］

 。

是的，沙皇政府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甚至可能已经研究好了。它过去采用通过参议院的说明的办法来修改选举法[148]。现在它在限制鼓动自由（如果说俄国的自由还可以再加限制的话）和伪造选举等方面则采取了新步骤。最近颁发了条例[149]，禁止发选票给未合法化的政党。封闭报纸愈来愈频繁地采用战地法庭查封办法。逮捕更加紧了。搜查和围捕正在进行，其目的是一目了然的，就是要把复选人和有影响的选民的名单弄到手，以便“收拾”他们。一句话，选举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俄罗斯人俏皮地说。

政府用战地法庭的办法伪造杜马究竟会到什么程度，这谁也无从知晓。为什么不在选举当天或选举以后逮捕复选人呢？法令——俄国现在还保留着这个愚蠢的字眼！——规定杜马代表不受侵犯，但是没有规定复选人不受侵犯。我们的报刊早在第一届杜马选举时就指出了这一情况。沙皇黑帮认为当时是“维特错过了机会”，但实际上在十二月起义以后，政府要想占领革命的下一道防线，力量还太单薄。现在反革命聚集了力量，并且开始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完全正确的行动，即破坏宪法（只有天真的立宪民主党人才会相信这个宪法）。反动派同自由派的巴拉莱金[150]不一样。他们是讲究实际的人。他们看到而且根据经验知道，只要俄国有一点点自由，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革命高涨。所以他们不得不倒退再倒退，把十月宪法破坏再破坏，用各种挡板把刚刚打开一点的政治阀门堵了再堵。

只有那些愚蠢透顶的俄国立宪民主党人或非党的进步知识分子，才会因此叫喊政府丧失理智，并说服政府走立宪道路。但是政府只要想维护沙皇政权和地主土地，使之不受来自下面的隐蔽的、被压制的、但没有被消灭的压力，它就不可能有别的做法。而我们将对政府说：好吧！你们就挡上挡板，堵住稍稍打开的阀门吧。不过在阀门稍稍打开一点的时候，新鲜空气已经使锅炉增温了。如果你们堵上阀门，那就会发生我们最希望的爆炸。我们要做的事正是在人民群众面前更广泛地利用斯托雷平的绝妙的鼓动，利用斯托雷平对“宪法实质”的绝妙的说明。

从这里正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策略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是截然不同的。社会民主党鼓吹斗争，用各种各样的历史教训向人民说明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准备进行斗争，用强化革命鼓动来回答反动势力的强化。自由派不可能鼓吹斗争，因为他们害怕斗争。他们用腐蚀人民意识的立宪哀号和强化自己的机会主义来回答反动势力的强化。自由派的所作所为，正如劳动派谢杰尔尼科夫在5月9日帕宁娜伯爵夫人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151]上惟妙惟肖、活龙活现地描述的那样。当自由派挨骂时，他会说，感谢上帝，我还没有挨揍。当他挨揍时，他会感谢上帝，说他还没有被揍死。当他被揍死时，他就会深深地感谢上帝，他的不朽的灵魂从易朽的世俗躯壳中拯救出来了。

当斯托雷平黑帮向立宪民主党人厉声叱喝，并对他们的革命性展开围攻时，立宪民主党人号叫说：不，我们不是革命者，我们是好心人！打倒维堡宣言，打倒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盟，打倒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最右的普列汉诺夫的“全权杜马”口号，打倒有害的革命幻想！我们要参加杜马去立法。当黑帮宣布不给立宪民主党这个未合法化的政党选票时，立宪民主党人又号叫说：这是“在改变关于协议这个问题的提法”（12月13日《言语报》社论）！这是“在强化唯一登记过的反对派政党即和平革新党的作用”。“在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必须重视这一点！”而当一个偶然爬上了和平革新党候选人名单的立宪民主党复选人被抓进区警察局时，立宪民主党人就要深深感谢上帝，说宪法在我国毕竟还没有被完全取消。到那时，我国的法律骑士们会说，唯一完全保险的党就是十月党，难道我们不总是说我们坚持10月17日宣言的立场吗？

孟什维克同志们对这一点是怎样想的呢？是不是要赶紧召开新的党代表会议，宣布容许同和平革新党或者甚至同十月党达成协议呢？要知道，他们也是想要“半自由”的，正象忸怩作态的普列汉诺夫今天（12月14日）在前社会民主党报纸上论证的那样！[152]

立宪民主党人那里冒出了个和平革新党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这个问题早在关于选票的条例颁布以前就提出来了。就连《同志报》的左翼立宪民主党人（有些爱开玩笑的人把他们称为“准社会党人”）也早已在该报12月5日那一号上把和平革新党算在进步的政党之列，认为进步的政党共有六个（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民主改革党以及和平革新党）。前社会民主党人在同一号《同志报》上对《无产者报》第8号附刊上登载的关于三个主要政党的简介 
［注：见本卷第129—136页。——编者注］

 十分气愤，大肆攻击。普列汉诺夫的朋友们叫嚷说，把葛伊甸归入黑帮，这是“政治上无诚意”！

我们很高兴，社会民主党的叛徒们不得不来替前十月党人辩护了，这个十月党人在杜马被解散后曾抗议维堡宣言并同斯托雷平商谈过内阁问题。

普列汉诺夫的同伙先生们，你们替一个十月党人辩护，应该更巧妙一些啊！在第一次选举时，十月党人（包括葛伊甸和希波夫在内）曾经同黑帮结成联盟，这是尽人皆知的。你们是不是因为更改一下党的名称就准备忘掉这件事呢？但是我们在12月5日《同志报》的同一版（第4版）上读到，在“十月十七日同盟”中有一个派别赞成同“和平革新”党达成协议，而且这个派别甚至在该同盟彼得堡分部中占优势。而稍稍往下一点有一条消息说，“俄国人民联合总会”[153]要同十月党结成联盟，所以《同志报》也就拒绝承认十月党人是立宪派。

这岂不是妙极了吗？我们拒绝把十月党人称作立宪派，因为黑帮要同他们结成联盟。但我们要把和平革新党人称作进步派，尽管十月党人要同他们结成联盟。

这些臭名昭彰的进步“知识界”中的绝顶聪明的鮈鱼啊[154]！

知识分子激进派替和平革新党人辩护，立宪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在关于选票的条例颁布以后立即转向和平革新，——这些就是自由派策略的典型例子。政府向右走一步，我们则向右走两步！这样一来，我们就又是既守法又和气，既灵活又忠诚，就是不给选票我们也干，我们一直要同流合污下去！

自由派资产阶级认为这就是现实的政策。他们就是以这种爬行的现实主义（根据某社会民主党人的绝妙说法）而自豪，认为这是他们政治上灵活、策略上机智的高度表现。其实这不仅是最愚蠢最卑鄙的策略，也是最无效果的策略。由于实行这种策略，德国立宪民主党人，从法兰克福的空谈家[155]到向俾斯麦摇尾乞怜的民族自由党[156]，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巩固了掌握在容克（在俄国说来，就是多列尔、布拉采尔、普利什凯维奇这些黑帮地主）手中和“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的军事专制”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页。——编者注］

 手中的政权。

我们那些迷恋于立宪民主党的这种政策并且正在照搬这种政策的孟什维克现在也该明白了，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才是唯一从好的意义而不是从庸俗的意义来理解的现实政策。要对付反动派的狡诈善变，那就不是顺着向右转，而是要在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深入而广泛的革命宣传，发扬革命的阶级斗争精神和发展革命的阶级组织。这样，也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在反动派施展种种狡诈善变的伎俩时，加强唯一反对反动派的战士的力量。如果你们用向右转的策略来顺应政府的黑帮勾当，那你们就是分散和削弱唯一能够进行斗争的力量即各革命阶级的力量，就是用使人眼花缭乱的政客“手腕”来模糊这些阶级的革命自觉。

孟什维克最初曾反对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马尔托夫曾斥责过这种协议。尤·拉林曾愤慨地反对过这种协议。甚至尼古·约—斯基也不赞成这种协议。由于参议院（我们在日内瓦和彼得堡的反动的参议院）的说明的影响，马尔托夫及其一伙顺着向右转了。他们表示赞成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但绝不同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人结成联盟！只同“持反对派立场的民主主义”政党结成联盟（全俄代表会议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以18票对14票通过的决议），不能再右了！

但是，现在立宪民主党要转而联合和平革新党了。孟什维克同志们，你们也要这样做吗？是不是为了回答参议院的说明而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为了回答取消选票而同和平革新党结成联盟呢？可是为了回答复选人的被捕，你们又将如何以对呢？？

你们拒绝在群众中进行真正革命的宣传，这已经是事实。你们已经不同走和平道路的幻想以及同这种幻想的体现者立宪民主党作斗争了。你们一味操心的只是黑帮危险。而你们同立宪民主党提出共同名单的“巧妙手腕”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你们削弱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工作的实际内容，但是靠这种政客手腕得到便宜的不是你们，甚至可能也不是立宪民主党人，甚至可能也不是和平革新党人，而是十月党人！你们用伪造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来回答伪造杜马的行为，这样做既改善不了杜马，也加强不了社会主义，也推动不了革命。

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政策是最不实际的政策。

要回答伪造杜马的行为，工人阶级应当不是松懈而是强化自己的革命鼓动，在自己的选举运动中同可耻的立宪民主党叛徒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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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形势和工人阶级的任务

（1906年12月24日〔1907年1月6日〕）

解散杜马以后，政府只能用军事恐怖来遏止全国的愤怒。强化警卫和非常警卫措施[157]、无休止的逮捕、战地法庭、讨伐队——所有这一切，只能叫作军事恐怖。

政府在对解放运动实行军事镇压中检验了自己的力量。力量足够的话，就根本不必召开杜马，可以立刻满足俄罗斯人民同盟和与之类似的“道地的俄国”黑帮政党的愿望。力量不足就再召开一次杜马，修改一下选举法，保证黑帮杜马或者控制立宪民主党杜马。政府就是这样考虑的。

到目前为止，残酷镇压的军事力量只足以做到：靠参议院的说明，不顾法令规定，剥夺成千上万工人、无产农民和铁路员工的选举权。政府的财政困难非常严重。借款还没有弄到手。崩溃的危险迫在眉睫。在国内，政府没有一个政党可以依靠，在一伙流氓（道地的俄国人）和十月党人之间动摇不定。它甚至同十月党人也不能完全协调一致。

第二届杜马的选举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小市民被吓倒了。他们被战地法庭搞得苦恼不堪。在政府吹嘘的影响下，他们认为杜马将是很听话的。他们感情用事，准备原谅立宪民主党的一切错误，准备抛弃第一届杜马给予他们的一切教训，准备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只要黑帮不当选就行。

小市民的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小市民从来不依据坚定的世界观和完整的党的策略原则行事。他们总是随波逐流，任凭感情支配。他们除了把最温和的反对派政党同黑帮加以对比之外，就不能作出其他判断。他们不能独立思考第一届杜马的经验。

但是，对小市民说来是自然的事情，对在党派的人就是不可原谅的，而对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很不体面的了。的确，请听一听那些社会民主党人号召工人社会主义者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的理由吧（无论是在社会民主党根本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的情况下只投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的票，还是在有共同名单的情况下投同社会民主党合作的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反正都一样）。你们听到的不是什么理由，只是旧调重弹，只是恐惧和绝望的号叫：可别让黑帮当选！大家都来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吧！同立宪民主党人提出共同名单吧！

作为工人政党党员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能把自己降低到这种小市民的水平。他应当清楚地知道，进行斗争的是哪些真正的社会力量，整个杜马，特别是在第一届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的立宪民主党起了哪些实际作用。谁不思考所有这些问题，就谈论无产阶级的当前政策，谁就永远不会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俄国现在进行的斗争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自由，也就是为了在国家中争取人民代表掌权，而不是旧政府掌权。是为了给农民土地。政府在竭尽全力反对这些意图，保护自己的政权和自己的土地（因为最富有的地主都是国家中最显贵的身居要职的人物）。反对政府的有工人和贫苦农民群众，当然还有城市贫民。关于城市贫民用不着单独来谈，因为他们没有跟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基本利益不同的特殊利益。

地主和资产阶级这样的上层阶级是怎样对待斗争的呢？最初，在10月17日以前，他们大部分是自由派，也就是说，同情自由，甚至用某种方式帮助过工人斗争。资产阶级对管理国家的专制制度是不满意的，并且要求参与国家事务。资产阶级自封为民主派，也就是说，表示拥护人民自由，以取得人民对自己的意图的支持。但是在10月17日以后，资产阶级满足于已经得到的东西，就是说，地主和资本家参与了国家事务，原封不动的旧政权也答应给以自由。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的独立斗争吓坏了，于是宣布：革命够了！

10月17日以前，有一个地方自治人士的广泛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他们召开过著名的半合法的代表大会，并在国外出版了《解放》杂志[158]。10月17日以后，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分裂了：商人资本家和较大的地主或按照农奴制方式经营的地主参加了十月党，即直接转到政府方面去了；另一部分人，特别是律师、教授和其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组成了立宪民主党。这个党也转过来反对革命了，也害怕工人的斗争了，也宣布：够了！但是，这个党过去和现在都想用比较巧妙的手段来制止斗争，如向人民作小小的让步，让农民赎买等等。立宪民主党向人民许诺，如果人民把立宪民主党人选入杜马，他们就给人民以自由和给农民以土地。社会民主党人懂得，这是欺骗人民，所以他们抵制了杜马。但是愚昧的农民和吓倒了的小市民还是把立宪民主党人选入了杜马。立宪民主党人并没有为自由而斗争，他们在杜马中号召人民安静下来，而自己却去争取当沙皇的大臣。由于言论失当，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和较有勇气的代表从杜马讲台上向人民呼吁，号召他们起来斗争，于是杜马被解敢了。

现在，就连最愚昧无知的人也都会懂得立宪民主党是个什么货色。这不是人民战士的党，而是资产阶级掮客的党，是中间商的党。只有当群众不再信任立宪民主党，并且懂得必须开展独立斗争的时候，工人和觉悟农民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以及鼓吹这样做，就等于降低群众的觉悟，削弱群众的团结和斗争决心。

现在，觉悟工人面临的是完全另一种任务。为了抗衡小市民的惶惑情绪和无思想性，觉悟工人应当在选举运动中进行彻底、坚定、严整的社会主义宣传。

觉悟工人的当前任务就是向全体无产阶级群众和全体先进的农民代表说明，真正的斗争是怎样的，各阶级在这一斗争中的实际地位是怎样的。

在我国革命期间，工人走在其他一切阶级的前头。现在大多数工人都倾向于社会民主党。当然，这里还必须进行更强有力的、更广泛的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已经走上平坦的道路。最重要和最困难的是在农民中进行工作。农民是一个小业主阶级。这个阶级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条件要比工人差得多。农民没有被大企业联在一起，而是被个体的小规模的经营所分散。农民不象工人，他们看不到一个象资本家那样公开的、明显的、单一的敌人。农民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业主和私有者，因此农民总是追随资产阶级，愿意仿效资产阶装，梦想发展和巩固自己的小私有财产，而不想同工人阶级共同反对资本家阶级。

这就是为什么一切国家中的所有贫苦农民群众在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总不如工人那样坚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俄国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即劳动派，尽管有立宪民主党叛变的种种教训，还是不能摆脱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影响，摆脱他们的观点，摆脱他们的偏见，摆脱他们的政治手段，——这种政治手段似乎很老练，是在要漂亮的巧妙“手腕”，其实对任何一个真正的战士来说，这只是一些愚蠢的、无聊的、可耻的手段。

觉悟工人们！利用选举运动彻底打开人民的眼界吧！一些好心的、但是软弱而不坚定的人，号召你们同立宪民主党人提出共同名单，号召你们同立宪民主党人提出共同口号以模糊群众的认识，不要相信这些人。要批判地对待流行的关于黑帮危险的叫嚣、哀号和恐惧。俄国革命的真正的根本的危险是农民群众不开展，他们在斗争中不坚定，他们不了解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全部空虚性和全部叛变性。向这种危险进行斗争吧，把全部真相公开地彻底地告诉全体人民群众吧。这样，你们将把人民群众从夸夸其谈的立宪民主党人那里引开而把他们吸引过来支持社会民主党。这样，也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消除真正的黑帮危险。任何参议院的说明，任何刑罚，任何逮捕，都阻挡不住我们在人民中进行这样的工作：提高群众的公民意识和阶级意识，组织群众去完成独立的斗争任务，而不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斗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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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强化警卫和非常警卫都是沙皇俄国政府采取的镇压革命运动的特别措施。在宣布实施强化警卫或非常警卫的地方，行政长官有特别权力颁布强制执行的决定，禁止集会（包括私人集会），查封报刊，不按法律程序进行逮捕、监禁、审判等等。1906年，俄国曾有27个省、州处于非常警卫状态之中。——201。



[158]《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205。





《列宁全集》第14卷


工人政党的任务和农民[159]


（1906年12月28日〔1907年1月10日〕）

伏尔加河流域是农民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在伏尔加河流域，工人政党面临着一项极其迫切的任务：实行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政策，并经常向农民群众说明，只有同那些他们通常当作自己领袖的自由派地主立宪民主党人决裂，只有靠拢革命无产阶级，他们才能获得土地和自由。

工人政党的选举运动正应当完全服从于这个任务。正因为如此，在伏尔加河流域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是特别有害的，从社会民主党这个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政党的整个原则立场来看，这样的联盟是根本不能容许的。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以第一届杜马中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个农民代表做例子。这个代表是萨拉托夫省选出来的劳动派伊·日尔金先生。

劳动派日尔金现在常给彼得堡立宪民主党的报纸《同志报》写稿并替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辩护。请看他是怎样替这种联盟辩护的。他在12月17日的《同志报》上叙述了萨拉托夫省第一届杜马的选举情况。农民选举了自己的人，他们本能地即从被剥削的劳动者的准确无误的本能上不相信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律师。在该省，当所有复选人聚集起来选举杜马代表时，农民差不多占复选人总数的2/5。

（让我们提醒一下，萨拉托夫省的复选人总数是150人，其中农民64人，土地占有者51人，市民35人。日尔金先生提供的复选人数字是152人，大概是把工人选民团算在内了。）

农民的复选人在省里和一些“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例如“同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有牵连的”尼·尼·李沃夫先生遭遇了。在县城的复选人中出现了比立宪民主党左的人。于是很快地几乎是自然地形成了左派联盟“劳动者同盟”，即杜马中未来的劳动团的雏形。

于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争夺杜马席位的交易开始了。立宪民主党人要求2/3的席位，“劳动者”也要求同样数目的席位。双方争执不下。立宪民主党人不相信劳动者同盟的力量和团结性。但是，最后一次竞选大会表明，同盟的候选人在152票中得了78—89票。“立宪民主党人的主要候选人得了50—67票。”

这时立宪民主党认输了。他们同意他们的党在杜马中占少数。日尔金先生写道：“劳动者同盟委员会同意选两名打立宪民主党旗号的候选人：尼·尼·李沃夫和谢·安·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刚刚分别得了59票和67票的候选人，在选举投票时却得了111票。”

是的，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可惜的只是劳动派日尔金不懂得他所报道的事实的意义。

只要想一想：在152票中拥有78—89票，即占多数的左派劳动者同盟，把尼·尼·李沃夫选进了杜马。因此，劳动派日尔金先生就维护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

工人和农民们，你们知道尼·尼·李沃夫是怎样一个人吗？他是个地主，是“解放社”[160]的创始人之一，也就是说，是立宪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当过七年贵族代表。在杜马中，他属于极右翼立宪民主党人。换句话说，他不仅反对过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代表，不仅反对过劳动派，他甚至认为整个立宪民主党向左走得太远了！他认为，立宪民主党提出的对付集会和出版的苦役法太自由主义化了。他认为，立宪民主党地主向农民提出的会使他们破产的赎买办法，是对农民过于慷慨的一项改革。立宪民主党人想把土地按公道价格卖给农民，但是这个公道价格，需要由农民代表、同等数目的地主代表、外加政府代表一起来评定。一个农民、一个地主、一个警官，——立宪民主党不是挺公道吗？在地主李沃夫先生眼里，这太自由主义化了。看来，这位地主先生大概想让地方土地委员会中有更多的警官。

因此，李沃夫先生在杜马中发表了反对农民土地要求的言论。在杜马开会期间，李沃夫先生同当权者进行幕后交易，为自由派地主搞内阁席位，条件是“控制”杜马中的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人。被劳动派选进杜马的自由派地主李沃夫就是这样一个人。解散杜马以后，地主李沃夫还同斯托雷平商谈过入阁的事！！

为了能够更无约束地同斯托雷平商谈，李沃夫退出立宪民主党而组织了和平掠夺党[161]。现在立宪民主党同这个党结成了联盟。日尔金先生常投稿的那个《同志报》，把这个党称为进步的党，而不是黑帮的党！

但是，对我们重要的是，当李沃夫进入杜马时，他是一个立宪民主党人。重要的是，这个立宪民主党地主最卑鄙地背叛了农民，在杜马中反对农民的要求，甚至在解散杜马以后还同那些大批屠杀和殴打农民的人搞内阁席位的交易。

劳动派竟把这样的立宪民主党地主选进了杜马！

假定日尔金先生和其他劳动派当时并不知道李沃夫是何许人。假定日尔金先生和他的一伙弄错了。弄错了是不该责怪的。

就算这样。那么现在呢，日尔金先生能不知道象李沃夫这样的立宪民主党地主从“人民自由”方面投向斯托雷平的战地法庭内阁方面去了吗？日尔金先生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仍然向劳动派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建议同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律师的政党，即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

李沃夫是典型的立宪民主党叛徒，是自由派地主政党的典型代表。

日尔金是典型的不自觉和不坚定的劳动派，他当了“自由派”地主的尾巴，不善于打开农民的眼界，甚至在占多数的时候也不善于取胜，不善于号召农民进行独立的斗争。

让伏尔加河流域的所有的觉悟工人、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以李沃夫和日尔金的例子来教育人民吧。

工人们！地主李沃夫之流的立宪民主党人，今天高唱人民自由而明天就投向斯托雷平方面去了，你们愿意帮忙把这些人选进杜马吗？

如果你们不愿意，那就拒绝同立宪民主党，同这个“自由派”地主政党结成任何联盟，号召农民支持工人的社会民主党，而不要支持立宪民主党。

农民们！立宪民主党人李沃夫之流的“自由派”地主在进入杜马以前答应你们过天堂般的生活，而在杜马里面则建议由地主政府任命的官吏来评定地主土地的公道价格，你们愿意再一次把这些人选进杜马吗？你们愿意信托自由派地主或资产阶级律师来捍卫农民的要求吗？

如果你们不愿意，那就投社会民主党人即投工人政党的票吧。社会民主工党在世界任何地方从未背叛过破产的、贫困的、被剥削的劳动农民的利益。自由派资产阶级在世界各地都欺骗争取土地和自由的农民，就象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李沃夫之流欺骗农民一样。

除了坚强的、自觉的，不违背阶级观点的工人政党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办法来反对劳动派的不坚定性。农民只有同觉悟工人携手并进，才能获得土地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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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工人政党的任务和农民》一文是应萨马拉布尔什维克的请求为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萨马拉河湾报》写的。列宁在手稿的标题前写了附言：“授予编辑部以改写文章和更改标题的权利。如发表，请寄我几份。”文章由列宁从彼得堡寄往《萨马拉河湾报》编辑部，但在寄送途中被宪兵截获。直到1927年12月，手稿才在萨马拉省宪兵局的档案材料里发现。——208。



[160]解放社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的不合法政治联合组织，由在国外出版的《解放》杂志筹备，于1904年1月在彼得堡成立，领导人是伊·伊·彼特龙凯维奇和尼·费·安年斯基。解放社的纲领包括实行立宪君主制和普选制，保护“劳动群众利益”和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1905年革命开始后，它又要求将一部分地主土地强制转让并分给少地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成立以后，解放社停止活动。解放社的左翼没有加入立宪民主党，另外组成了伯恩施坦主义的无题派。——209。



[161]指和平革新党，见注31。——210。





《列宁全集》第14卷


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协议！》的俄译本序言

（1906年12月）

现在，在第二届杜马选举前夕，当选举协议问题既为工人政党又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社会舆论深表关切的时候，把李卜克内西这本小册子的译本介绍给俄国读者，是有特殊意义的。

我们不想在这里谈李卜克内西这本小册子的一般意义。读者必须阅读弗·梅林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著作以及我们德国同志的一系列其他作品，才能弄清这本小册子的一般意义，并且正确了解书中的个别地方，因为如果引用这些地方而不顾及这是在什么时候谈的和怎样谈的，那就会造成曲解。

在这里，重要的是指出李卜克内西谈问题的方法。重要的是指出李卜克内西怎样对待协议问题，以便帮助俄国读者独立地解决我们所关心的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

李卜克内西丝毫不否认，从争取“议员名额”的观点，或者从争取“同盟者”（表面上的同盟者）去反对其同敌人即反动派的观点来看，同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党达成协议“是有益的”。不过这位德国社会党的老战士的真正政治才智和久经考验的社会民主主义修养却表现在他不局限于这些见解。他分析了这样一些问题：这些“同盟者”是不是暗藏的敌人（把这些人放进自己队伍里是特别危险的）？这些同盟者是不是真正同共同敌人进行斗争以及怎样进行斗争？在考虑为了增加议员名额而达成协议的好处时，是否考虑到了这会有损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较长期和较深远的任务？

让我们就上面指出的这三个问题，来看看例如象普列汉诺夫这样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人，是否懂得这几个问题的意义。我们会看到普列汉诺夫把协议问题提得非常狭窄。立宪民主党既然愿意同反动派进行斗争，那就……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进一步，普列汉诺夫就不想谈了，在他看来，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分析就是学理主义。怪不得把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要求忘得一干二净的这位社会民主党人，竟同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先生们以及《同志报》其他政论家这伙社会民主党的叛徒接近并合作了。怪不得连这位社会民主党人的原则上的同道者孟什维克，他们不是窘得默不作声，不敢大声说出他们对普列汉诺夫的看法，在工人大会上避免同普列汉诺夫接触，就是象《人民报》和《我们的论坛》周刊的崩得分子那样干脆对他进行嘲笑[162]。

李卜克内西教导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善于在每一个资产阶级同盟者身上发现他的危险方面，而不要加以掩饰。可是我们的孟什维克却叫嚷，不该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而应当同黑帮危险作斗争！对于这种人，仔细考虑一下李卜克内西下面的话是大有益处的：“警察政客的愚蠢而残酷的暴行，反社会党人法（苦役法，反对政党宣传革命的法律）的迫害，只会使我们产生一种鄙薄的感觉。但是，对那些为了选举协议而向我们伸出手、装作朋友和兄弟钻进我们队伍里来的敌人，对这样的人，而且仅仅对这样的人，我们是应当害怕的。”

大家看到，李卜克内西也指出了警察暴行和黑帮法律。然而他却大胆地告诉工人：应当害怕的不是这种敌人，而是同假朋友达成选举协议。为什么李卜克内西有这种想法呢？因为他一向认为，只有当战士的力量是觉悟工人群众的力量时，这种力量才构成真正的力量。暴力和苦役法腐蚀不了群众的意识，而工人的假朋友即自由派资产者却能腐蚀群众的意识，因为他们空喊斗争而使群众脱离真正的斗争。我们的孟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不懂得，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就是为了使工人群众的意识摆脱立宪民主党的所谓把人民自由同旧政权结合起来的虚伪见解和偏见而斗争。

李卜克内西非常尖锐地强调指出，假朋友比公开的敌人更危险，他说：“实行新的反社会党人法，其危害要小于为了达成选举协议而模糊阶级对立和党的界限。”

如果把李卜克内西的这句话译成1906年年底的俄国政治用语，就是：“黑帮杜马的危害要小于为了同立宪民主党达成选举协议而模糊阶级对立和党的界限。”从社会主义投到自由派那里去的《同志报》以及这类报刊的作家们，听到李卜克内西的这句话，会发出多么粗野的号叫啊！我们常常在工人大会上听到并且在孟什维克的刊物上看到，布尔什维克的这类意见受到“斥责”，就象李卜克内西所受到的斥责一样（该小册子第54页）。但是，布尔什维克并不害怕这些号叫和斥责，就象李卜克内西并不害怕这些东西一样。出卖人民自由的自由派叛徒通过选举协议向工人群众靠拢，给工人群众带来了危害，只有蹩脚的社会民主党人才会轻视这种危害。

顺便谈一谈自由派的这种叛变行为。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叫嚷道：我们现在来谈自由派的叛变行为是不策略的。普列汉诺夫甚至写了一本小册子来教导不策略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对待立宪民主党人要客气点。普列汉诺夫的见解并不新奇，普列汉诺夫的话早已被德国自由派资产者重复得令人乏味，这在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中讲得最清楚不过了。原来，普列汉诺夫用来对付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王牌”，就是那个狼和牧童的童话。这个童话德国机会主义者也曾经试图用来吓唬李卜克内西，他们说，你老是对大家叫喊“狼来了！狼来了！”，等到狼真的来了，就没有人信你的话了。李卜克内西一针见血地回答了现在的普列汉诺夫的众多的德国同道者：“谨慎的人捍卫党的利益无论如何总不会比爱说风凉话的人差。”

现在再看一看我们指出的第二个问题：我们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即立宪民主党是不是真正同黑帮危险进行斗争以及怎样进行斗争？普列汉诺夫既不会提出这个问题，也不会通过仔细分析立宪民主党在革命俄国的政策来解答这个问题。普列汉诺夫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从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概念”推断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对待立宪民主党的具体态度；而不是从研究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特点来推断出现代俄国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相互关系的一般概念。

李卜克内西教导我们用另一种方法判断问题。当有人跟他谈到自由派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进行斗争时，他就分析自由派资产阶级是怎样进行斗争的。他指出（在这本小册子和其他许多文章中），德国自由派（完全跟我国立宪民主党一样）“出卖自由”，他们同“容克〈地主〉和僧侣”亲近，他们不能成为革命时代的革命者。

李卜克内西说：“自从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与资产阶级截然分立并在利益上同资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出现以后，资产阶级就不再是民主的了。”

可是我们的机会主义者象是在嘲弄真理，竟把立宪民主党人称作民主派（甚至见之于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尽管立宪民主党人在自己的纲领中否认民主制，承认参议院等等，尽管他们在国家杜马中提出对付集会的苦役法，并且反对不经当局许可就根据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原则来组成地方土地委员会！！

李卜克内西十分公正地斥责把革命一词当作空话来玩弄。李卜克内西谈论革命时，他确实是相信革命的，确实是不仅从眼前利益而且从整个革命的根本利益来分析一切策略问题和一切策略步骤。李卜克内西同俄国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一样，都经历过从直接革命斗争转到残缺不全的、卑鄙无耻的黑帮宪法的艰苦过渡时期。李卜克内西善于适应这种艰苦的过渡时期，善于在任何处境中，甚至在最恶劣的处境中为无产阶级工作。但是，李卜克内西并没有因为从反对卑鄙的宪法转到利用这种宪法来进行工作而兴高采烈，也没有因为一些人竭力不使这种“宪法”出现而嘲笑他们。李卜克内西认为，“谨慎”并不等于赶快踢开低落下去的（虽然是暂时低落下去的）革命，赶快去适应残缺不全的宪法。不，这位革命的老战士认为，无产阶级领袖的“谨慎”，就是要比所有灰心丧气、胆小怯懦的资产者更迟一些去“适应”革命暂时失败后形成的状况。李卜克内西说：“实际政治迫使我们去适应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的制度；但是，我们在适应现代社会制度的道路上每迈出新的一步，都要花费力气，并且只有十分谨慎才行。这就引起了各方面的不少嘲笑。但是，怕踏上这个斜坡的人，同那些嘲笑我们谨慎的人相比，总是更可信赖的同志。”

曾经抵制过维特杜马的工人同志们，记住这金玉良言吧。当可怜的书呆子嘲笑你们抵制杜马，而忘记在抵制布里根杜马的旗帜下第一次（目前还只是唯一的一次，但是我们深信不会是最后的一次）掀起反对这类制度的人民运动时，你们要时刻记住这些话。让叛徒立宪民主党人引以为荣吧：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早地心甘情愿地匍匐在反革命的法律之下。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引以为荣的是，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持久地高举大旗，投入公开的战斗。他们将引以为荣的是，他们只是在战斗的沉重打击下摔了一跤，而比任何人都更持久地尝试重整旗鼓并号召人民再一次奋起冲击，扼杀敌人。

最后谈一谈我们指出的第三个即最后一个问题。选举协议会不会损害我们特别珍贵的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纯洁性”？唉！俄国的政治现实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答复，已经用使觉悟的工人感到脸红的事实作了答复。

孟什维克在决议中断言并且在大会上赌咒发誓，说他们只是缔结技术性协议，说他们继续同立宪民主党进行思想斗争，说他们丝毫也不让出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阵地，丝毫也不放弃自己的纯无产阶级口号。

结果怎样呢？不是别人，正是普列汉诺夫跑到了立宪民主党报馆的前厅，向人民提出了一个既不是立宪民主党的也不是社会民主党的，使人人满意但又不得罪任何人的“折中”口号：“全权杜马”。不用说，这个口号简直就是欺骗人民，蒙蔽人民，——只是要同自由派地主达成协议而已！但是，立宪民主党人轻蔑地赶走了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有的惊慌不安，有的愤愤不满地离开了普列汉诺夫。现在，普列汉诺夫只落得个孤家寡人，他发泄了一通私愤，大骂布尔什维克是“布朗基主义者”，大骂《同志报》的政论家“不谦虚”，孟什维克不机智，他除了自己，把所有的人都骂遍了！可怜的普列汉诺夫，李卜克内西关于达成协议在原则上是有害的这种公开而又明确、严肃而又尖锐的话在他身上完全应验了！

而瓦西里耶夫“同志”（也是从瑞士的厨房里瞅革命的人）就直接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话，在《同志报》（12月17日）上建议干脆解散社会民主党并且暂时（仅仅是暂时！）同自由派合并。怪不得李卜克内西说，他们党里也未必有人愿意脱离“党的原则”。问题不在于是否愿意，而在于由于采取了错误步骤，势必给党带来什么后果。普列汉诺夫的愿望倒也是蛮好的：和和气气、亲亲密密地同立宪民主党一道对付黑帮危险。结果却弄得社会民主党丢人现眼。

工人同志们，请你们仔细地读一读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这本小册子，较慎重地考察一下那些劝你们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对无产阶级和自由事业都有莫大危害的协议的人吧！






	
尼·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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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1907年由新杜马出版社在彼得堡出版的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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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指1906年12月18日（31日）《人民报》第235号刊登的《从莫斯科经特维尔到彼得堡》一文以及1906年12月13日（26日）和1906年12月27日（1907年1月9日）《我们的论坛》周刊第1期和第3期刊登的《论策略问题》、《不受欢迎的调解。关于〈同志报〉怎样把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起来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的纪事》、《谈谈协议问题》等文。在这些文章里，崩得分子批评了格·瓦·普列汉诺夫采取的容许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立场。



《我们的论坛》周刊（《Наще Трибуна》）是崩得的刊物，1906年12月—1907年3月在维尔诺出版。共出了12期。——214。





《列宁全集》第14卷


卡·考茨基的小册子《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的俄译本序言

（1906年12月）

俄国的先进工人早就知道，卡·考茨基是他们自己的作家，他不仅善于论证和阐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并且善于以熟悉事物、认真分析实际情况的才能运用这一学说来阐明错综复杂的俄国革命问题。所以现在，当自由派的彼特鲁什卡[163]之流以及他们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应声虫掀起的毫无思想内容的吵闹，有时几乎完全吸引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注意力时，当“议会的”技术细节在许多人面前遮盖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原则问题时，当消沉情绪甚至往往支配着循规蹈矩的人，从而降低着他们的才智和政治能力时，对俄国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仔细地听一听考茨基对俄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意见就倍加重要了。其实，与其说是听一听考茨基的意见，倒不如说是深深思考一下他对问题的提法。因为考茨基不会轻率到空谈他不太熟悉的俄国策略的具体问题，不会对俄国事务幼稚无知到用老生常谈或不加批判地重复最时髦的口号来支吾搪塞。

考茨基就普列汉诺夫向许多外国社会党人请教的一些问题作了回答。在回答问题时，确切些说，是从这些提得不够聪明的问题中选择为了事业的利益可以在各国社会党人中间进行讨论的若干问题时，考茨基一开始就谦逊地声明：“谈到俄国事务，我同俄国同志相比，感到自己是一个小学生。”这种谦逊，不是社会民主党中那位“将军”的假谦逊，他开始表现为小市民的装模作样，最后则表现为波旁家族的蛮横无理。不是的，考茨基实际上只回答了那些他一经阐明就能帮助有头脑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独立分析具体任务和当前口号的问题。考茨基拒绝以一个将军的姿态发号施令：向右转或向左转！他宁愿保持站得远远的、但却深思熟虑的同志地位，指出我们应当以怎样的途径自己寻求答案。

普列汉诺夫询问考茨基：第一，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二，社会民主党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第三，社会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对各反对派政党的支持。

乍看起来，这些问题选得很“细致”。可是常言说得好：“细的地方容易断。”其实，稍有见识而又细心的人一下子就能识破这些问题是细致的……捏造。说是捏造，首先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样板，尽管普列汉诺夫爱夸夸其谈地大反形而上学，但是他在自己具体地历史地论述问题时却不能摆脱这种形而上学。其次是因为他成心把被问者圈在一个窄而又窄的小框框里。只有在政治问题上天真纯朴的人才觉察不到普列汉诺夫是故意地从远处谈起，不露声色地引导被问者为……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辩护！

驱使心地纯朴的对话者为同某一政党结成联盟辩护，却不点这个政党的名；谈论革命运动，却不把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反对派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区分开来；暗示资产阶级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就是说，用与无产阶级不同的方式“进行斗争”，却不直截了当地说清楚方式不同之所在；用阿姆斯特丹决议作诱饵把对话者当作一只小鸟来捉弄，而这个决议却是要对外国人掩盖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争论的问题的真实内容；从泛泛的空谈中推断关于在一定的情况下实行一定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各政党的态度，关于革命“一般性质”等具体原理，却不从精确地分析俄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利益和地位的具体材料中得出这个“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的结论。——难道这不是捏造吗？难道这不是公然嘲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吗？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164]要么是资产阶级革命，要么是社会主义革命，其余的事都可以用简单的三段论法从基本的“判断”中“得出结论”！

考茨基的巨大功绩在于，他回答这类问题时一下子就看出事情的实质和问题提法中就已包含了的错误的实质。考茨基回答了普列汉诺夫的问题，实际上却抛弃了普列汉诺夫对问题的提法！考茨基是用纠正普列汉诺夫对问题的提法来回答普列汉诺夫的。考茨基批判了普列汉诺夫对问题的提法，他在纠正提问人的错误时愈婉转愈慎重，这种批判就愈能击中要害。考茨基写道：“如果我们能理解到，我们面临的是任何一个旧模式都套不上去的完全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那可就太好了。”

这正击中了普列汉诺夫提出的“我国革命就其一般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的要害。考茨基说，这是旧模式。不能这样提问题，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俄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不是俄国目前革命运动的动力。俄国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决不能导致无产阶级实行唯一的统治或专政。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能够取得胜利，它应当努力去争取胜利。但是当前革命的胜利不可能只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而没有其他阶级的帮助。那么，在当前革命的客观条件下，究竟哪个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呢？是农民，因为“在整个革命斗争时期，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才存在着利益的牢固的共同性”。

考茨基的所有这些论点最为光辉地论证了俄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一翼的策略即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正确的。考茨基的论证尤其宝贵的是，他撇开具体的实际的问题，集中全力系统地说明我国革命中社会主义策略的一般原理。他指出，普列汉诺夫的所谓“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应当支持资产阶级”的陈旧说法，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认为，这就是我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即孟什维主义的基本错误。对这种错误布尔什维克早在1905年初就进行了斗争。

其次，考茨基不是从一般词句出发而是从分析一定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出发，证实了我国立宪民主党的应声虫们认为是“不策略的”如下结论：资产阶级害怕俄国革命甚于害怕反动派，它敌视专制制度是由于专制制度产生了革命，它要求政治自由是为了制止革命。请你们把这一点同我们的普列汉诺夫信任立宪民主党人的天真想法对照一下吧，普列汉诺夫在他提出的问题中把反对派对旧制度的斗争同反对政府蓄意镇压革命运动的斗争悄悄地混为一谈了！与孟什维克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死板的看法不同，考茨基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的因素和不革命的因素，指出了自由主义的破产，指出了农民变得愈独立愈自觉，自由派就势必向右转得愈快。无产阶级和农民将不顾资产阶级的不坚定性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根本论点被考茨基完全证实了。

考茨基指出，在革命的进程中，胜利完全可能属于社会民主党，因此这个党应当使自己的支持者怀有必胜的信念。孟什维克对社会民主党在当前革命中能否取胜的担心，又一次被考茨基的结论彻底驳倒了。普列汉诺夫竭力想把“阿姆斯特丹决议”作为我国革命的任务的“依据”。这种可笑的做法，与考茨基的“如果在斗争之前就放弃必胜的信念，斗争决不会取胜”这一简单明了的论点加以对比，就显得特别滑稽了。

考茨基说，如果以为，“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阶级和政党，只须采取一致行动，就能获得政治自由”，那就是“只考虑到事态发展的政治上的表面现象”。我们读了这段话，就可以看出，考茨基的方法和目前我国机会主义者的领袖普列汉诺夫的方法的根本分歧呈现得更为突出了。这段话听起来就好象考茨基是直接指投靠自由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波尔土加洛夫之流、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库斯柯娃之流、鲍古查尔斯基之流、伊兹哥耶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那伙先生们的，这伙人恰好犯了考茨基所指出的错误（并且有普列汉诺夫步他们的后尘）。考茨基并没有读过这些先生的大作，因而这就更加深了他的理论结论的意义。

不用说，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农民运动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关于农民的小生产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等基本论点，考茨基是完全同意的。那些喜欢声称他们“也同意马克思”的社会革命党人考虑一下考茨基的这些话，倒是大有教益的。

最后，说几句关于“权威”的话。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站在知识分子激进派的似乎是革命的抽象的通常观点上：“不要任何权威”。

不。工人阶级为了在全世界进行艰巨而顽强的斗争以取得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的。但是，不言而喻，这只是意味着青年工人需要那些进行反压迫反剥削斗争的老战士的经验，需要那些进行过多次罢工、参加过一系列革命活动、有革命传统和远大政治眼光的精明能干的战士的经验，每一个国家的无产者都需要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权威。为了阐明我们党的纲领和策略，我们需要全世界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理论权威。但是这种权威当然同资产阶级科学和警察政治的御用权威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权威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大军中进行更多方面的斗争的权威。正因为这种权威对扩大战士的眼界非常重要，所以在工人政党中决不容许妄图从旁边，在远处解决当前政治中的实际而具体的问题。每个国家进行直接斗争的先进的觉悟工人的集体经验，永远是解决所有上述问题的最高权威。

这就是我们对考茨基的意见和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具有多大权威性的看法。普列汉诺夫的主要是批判民粹派和机会主义者的理论著作，仍然是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牢固成果，任何“派别活动”都迷惑不了一个哪怕稍微有点“智力”的人，使他忘记或者否定这些成果的重要性。但是作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袖，作为一个策略家，普列汉诺夫却不值一评。他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机会主义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带来的危害，要比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给德国工人带来的危害大百倍。我们应当同普列汉诺夫这种立宪民主党式的政策进行最无情的斗　　争，因为他投入1899—1900年被他从社会民主党中赶出去的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先生们的怀抱里去了。

至于说普列汉诺夫的这种策略上的机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原理的全盘否定，只要读一下推荐给读者的考茨基的这篇论文的推论过程，就能得到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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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彼特鲁什卡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主角乞乞科夫的跟丁。他爱看书，但不想了解书的内容，只对字母总会拼出字来感兴趣。——220。



[164]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一语出自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是耶稣在传道时告诫门徒的话。恩格斯也曾在《反杜林论》第1章《概论》里用它来比喻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4页）。——222。





《列宁全集》第14卷


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政党是怎样对待杜马选举的？

（1906年12月31日〔1907年1月13日〕）

报纸登满了准备选举的消息。几乎每一天我们都能听到，一会儿是政府作出新的“说明”，把一类又一类不忠实可靠的公民从选民名单中除名，一会儿是进行新的迫害，查禁集会，封闭报纸，逮捕被提名的复选人和候选人。黑帮趾高气扬，吵嚷喧闹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厚颜无耻。

不合政府心意的政党也在准备选举。这些政党深信，而且十分正确地深信，选民群众会不顾一切诡计、挑剔以及对他们施加的大大小小的迫害而把自己的话说出来，通过选举表达出自己的真正信念。这种信心的根据是：最残酷的迫害，最难忍的挑剔，就整个俄国而言，最多只能剥夺掉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甚至数以万计的选民的权利。然而，群众的情绪和他们对政府的态度，将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就拿彼得堡来说，可以把1—2万人从选民名单中除名，但首都的15万名选民群众只不过因此受到抑制，陷入沉思，隐蔽起来，暂时不吱声，而他们并没有销声匿迹，他们的情绪也没有改变。如果说有所改变，那当然是改变得不利于政府。所以，只要选举法没有根本改变，只要残留的选举合法性没有遭到彻底践踏（还可能用不断逮捕复选人的方式来践踏，因为从斯托雷平那里只能期待最糟糕的东西！），群众情绪无疑将决定选举结果，而这当然又是不利于政府及其黑帮的。

所有不是站在政府方面的人都对选民群众抱着希望。但是，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对群众抱的希望本身是什么内容，这些或那些政党对群众的态度怎样，那么你就会看出资产阶级政党同无产阶级政党是截然不同的。

立宪民主党是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的头头。立宪民主党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无耻地背叛了斗争事业，拒绝抵制，自己顺从地参加了选举，并且带动了不开展的群众。现在，立宪民主党希望这些群众因循守旧，希望对左派政党的鼓动和选举运动加以限制。立宪民主党对群众的希望就是希望群众不开展和受压制，说什么群众弄不清楚我们的纲领和策略，除了和平的和合法的、最和平的和最怯懦的抗议以外，他们迈不出任何一步——这一步不是他们不想迈，而是别人不让他们迈。他们将投票拥护我们，因为左派既没有报纸，也不能集会，既没有小报，也不能保证不受任意的逮捕和迫害——这就是立宪民主党的想法。于是立宪民主党得意忘形地举目望天：感谢上帝，我不象任何一个“极端派”！我不是革命者，我善于适应，善于最顺从、最恭顺地适应任何措施，我甚至可以从和平革新党那里搞到选票 
［注：见本卷第195—197页。——编者注］

 。

因此，立宪民主党在整个竞选运动中都旨在用黑帮危险来吓唬群众，用来自极左派政党的危险来吓唬群众，他们适应小市民习气、适应小市民的怯懦心理和消沉情绪，使小市民相信立宪民主党是最安全、最谦虚、最温和、最谨慎的党。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每天都向读者发问，小市民呵，你害怕了吗？那就信赖我们吧！我们是不会吓唬你的，我们反对暴力，我们顺从政府，就只信赖我们吧，我们将“尽可能”为你安排一切！于是立宪民主党就背着被吓倒了的小市民耍尽花招，使政府相信他们是忠诚的，使左派相信他们是爱好自由的，使和平革新党相信他们是赞同和平革新党及该党的选举名单的。

不启发群众的觉悟，不进行发动群众的鼓动，不阐明彻底的民主口号，而背着被吓倒了的小市民去做代表名额的交易，——这就是所有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从无党派人士（《同志报》中的）直到民主改革党的竞选运动。

工人政党对待群众的态度截然相反。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通过交易以求自己在杜马中占有一个席位。相反，这种席位本身之所以重要，是能利用它来提高群众的觉悟，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和组织群众，不是为了小市民的平安，不是为了“安宁”、“秩序”以及“和平的〈资产阶级的〉幸福”，而是为了斗争，为了把劳动从任何剥削和任何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的斗争。对于我们来说，杜马席位和整个选举运动之所以重要正在于此，而且仅在于此。工人政党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群众身上，但不是被吓倒了的、不是消极服从的、不是驯服地带着枷锁的群众，而是觉悟的、要求严格的、进行斗争的群众。工人政党应当鄙视自由派的惯技：用黑帮危险的幽灵吓唬小市民。社会民主党的全部任务是要使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认识到真正的危险何在，认识到那些不是在杜马中汲取源泉，不是在杜马的讨论中获得充分体现，不是在杜马中求得解决有关俄国未来问题的力量的真正斗争任务何在。

因此，工人政党警告群众要防范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幕后选举勾当，要防范他们模糊人们意识的叫嚣：把同黑帮危险作斗争的事情委托给我们这些律师、教授和开明地主吧！

工人政党则对群众说，只应当相信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和自己的社会主义组织。把斗争中的主导地位和斗争的领导权交给自由派资产者，就等于出卖自由事业，而换来鼓噪一时的空话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时髦的、华而不实的招牌。杜马中的任何黑帮危险都不会带来腐蚀群众意识的危害，使群众盲目地跟着自由派资产阶级走，拥护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口号、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候选人名单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

工人政党所关心的那些群众中，数量最多的是农民和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他们比立宪民主党坚决、诚实、有千倍的勇气进行斗争，但是在政治上他们经常受立宪民主党空谈家的摆布。他们现在还在斗争的无产阶级和妥协的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

鼓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人不仅损害无产阶级和整个自由事业，而且妨碍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提高觉悟。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直接义务：把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脱出来。请看一看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吧。他们动摇不定，并且也着重于研究同立宪民主党勾结的方案。劳动派的领袖没能建立自己的党，他们号召群众投立宪民主党的票（阿尼金通过报纸的记者号召，日尔金在《同志报》上号召，等等）[165]，从而大大加深了自己在杜马中的错误。这是直接背叛农民的斗争事业，直接把庄稼汉出卖给自由派地主。自由派地主正在按“公道”价格用赎买办法掠夺农民，就象他们的先辈在1861年掠夺庄稼汉一样。“人民社会党人”又怎样呢？甚至立宪民主党都嘲笑他们是“第二次征召的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在《言语报》上的话）[166]。他们的领袖（安年斯基等人）也号召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他们的区区小党（根据对他们垂青的《同志报》的报道，这个党甚至比和平掠夺党还要小，在全国只有2000来个党员！）简直是立宪民主党的附属品。社会革命党的态度同样模棱两可：他们在十月时期和第一届杜马时期都掩盖自己同人民社会党人的分裂，同他们走一条路，一起办报。现在，社会革命党不进行任何公开的独立的斗争，不足够广泛、公开和尖锐地反对“第二次征召的立宪民主党人”，不向群众提供任何详尽的材料来批评这个党，不对整个选举运动和所有选举协议作出任何原则性的评价。

工人政党的一个伟大历史义务就是要促成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鼓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人是在危害这个事业。

另一个伟大义务就是要把大量破产的、贫困的、濒临绝境的小市民和农民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偏见影响下解救出来。鼓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人也同样在危害这个事业。他们不是使庄稼汉同自由派决裂，反而加强这种反常的联系，这种联系是自由事业和无产阶级事业的致命伤。他们不是让农民群众防范自由派的幕后政治（或者更确切些说，是瓜分杜马席位的政客手腕），反而自己也参与这一活动，从而使它神圣化。

打倒任何联盟！工人政党在选举运动中应当保持实际上的独立，而不只是口头上的独立。工人政党应当给全体人民，特别是给全体无产阶级群众树立起富有思想性的、坚毅的、大胆的批判的范例。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吸引群众真正参加争取自由的斗争，而不使他们倒向背叛自由的立宪民主党所玩弄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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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指1906年12月14日（27日）、15日（28日）和17日（30日）《同志报》第139、140、142号上发表的伊·瓦·日尔金的文章《谈谈选举》。



1906年12月13日（26日）《同志报》第138号还登载了劳动派首领之一斯·瓦·阿尼金同记者谈话的摘要。阿尼金认为“在选举之前，各明显的反对派集团和政党必须最广泛地团结起来”。他把立宪民主党也算作这样的政党。——230。



[166]指帕·尼·米留可夫在1906年11月11日（24日）《言语报》第214号上发表的署名米·的文章《批评者还是竞争者？》。这篇文章是因人民社会党组织者之一韦·亚·米雅柯金在1906年10月的《俄国财富》杂志上著文批评立宪民主党而写的。——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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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就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达成选举协议问题的报告[167]


（1907年1月6日〔19日〕）

简要报道

报告人指出彼得堡没有黑帮危险。关于黑帮危险的神话，是立宪民主党人为了招引选民投他们的票而散布的。当地社会民主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首都居民群众摆脱立宪民主党人的思想控制。城市贫民即半无产阶级成分的广大阶层，还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摇摆不定。立宪民主党人用杜马席位收买他们，以便巩固自己对他们的影响。也许，正因为如此，为了共同消除立宪民主党的影响，同各革命民主主义政党和团体达成协议是适宜的。报告人认为，达成协议的实际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协议的形式，应由地方组织的做实际工作的人员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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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这是《无产者报》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全市和省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的报道。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全市和省代表会议于1907年1月6日（19日）在泰里约基（芬兰）召开。出席代表会议的有7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布尔什维克42名，孟什维克28名）和一些有发言权的代表（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代表4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代表各1名以及其他代表）。彼得堡委员会曾决定，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必须在党员讨论了是否应当与立宪民主党人签订协议的问题之后进行。在审查代表资格时发现有些分区违反了这一决定（这些分区选出的主要是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宣布这些人的代表资格无效。代表会议还以多数票否决了中央委员会代表提出的按现有的选区把代表会议分为两部分（市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的提案，因为这个提案是要制造孟什维克在代表会议上的优势。孟什维克随后退出了代表会议，从而在选举前夕分裂了彼得堡党组织。



留下来的代表决定继续开会。在代表会议上列宁作了关于在杜马选举中的选举协议问题的报告。代表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确认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的《特别意见》是正确的（见本卷第98—100页）。代表会议拒绝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而通过了向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建议在选举期间签订协议的决议，条件是他们要拒绝同立宪民主党的任何联合。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社会民主党政论家札）》这两本小册子中和《彼得堡工人政党的选举运动》、《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31个孟什维克的抗议》等文中（见本卷第248—268、272—290、241—247、291—299、305—309页）对彼得堡代表会议的工作作了详细的阐述。——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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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和瓦西里耶夫

（1907年1月7日〔20日〕）

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报刊对待普列汉诺夫发表在《同志报》上尽人皆知的赫罗斯特拉特式的言论的态度，应当引起工人阶级政党全党的注意。这位被所有自由派报纸公开而经常称为孟什维克派的最杰出的代表、孟什维克的领袖，公开建议提出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的共同纲领。

孟什维克却保持沉默！

他们似乎没有报纸，没有文集，没有小报，没有机构，没有委员会，也没有一个党组织。他们的领袖在向全俄国谈论他们的政策，这似乎同他们毫无关系……

但是，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孟什维克既有组织——甚至有中央委员会这样有影响的组织——也有各种各样的机关报。因此，他们的沉默只能再一次证明他们的立场是十分虚伪的。只有崩得分子在孟什维克一伙人里独树一帜。他们在自己的、可惜几乎不为俄罗斯人所知的报纸《人民报》上反对“全权杜马”这个口号。他们还在他们用俄文出版的《我们的论坛》周刊上嘲笑普列汉诺夫。他们这样做至少证明，他们敢于有自己的意见，敢于在实际上而不仅仅在口头上承认自己的党组织有责任对一切政治问题公开而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有责任把自己对无产阶级的政治职责看得高于私人情谊、亲戚关系和个人崇敬…… 
［注：我们刚收到12月8日梯弗利斯孟什维克的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的摘录[168]。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坚决驳斥了普列汉诺夫，说普列汉诺夫为了为“全权杜马”这个口号辩护而提出的理由是错误的，说社会民主党人不可能在这个口号下接受立宪会议。他们写道：“全权杜马”的口号“是阉割我们的纲领”。其次，他们论证说立宪民主党也不能接受这个口号，因而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的共同纲领就根本谈不上了。共同纲领“就是剪掉我们党的独立之翼，就是抹杀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在观点上的差别”。



说得对，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同志们！我们很满意地确认，不管中央委员会和俄国多数孟什维克的意见如何，崩得分子和高加索人没有回避自己的职责，公开地指出普列沃诺夫的意见和他的全都言论是错误的。］

这种现象在工人政党内是多么不体面啊！在党内占优势并掌握着中央委员会的派别，竟不敢涉及自己的一个成员所犯的错误。在一切会议上，在工人面前进行争论时，在同布尔什维克进行辩论时，孟什维克都赌咒发誓地说，他们不赞同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可是在报刊上他们却保持沉默，竟没有一个党支部发表过一篇正式声明。这是什么意思呢？偷偷地表示反对，而用正式的沉默表示确认？在……老爷背后大骂一通，而在老爷面前却保持沉默。只有……才会这样做，尊敬的先生们，你们自己猜一猜，谁才会这样做。

我们要告诉工人和全党：不要相信那些在不管来自何方的骑兵袭击时就同自己的所有同事临阵脱逃的政治领袖们。不要相信他们。所有这些“领袖”在紧要关头都不会象他们所说的那样去做，而会象某个第三者代他们说的那样去做。

顺便说一下，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在这一事件上的所作所为，对于流行的关于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性质的说法是一个很好的图解。是的，在我们这里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太大了，这是事实。要不然，无产阶级政党难道能对普列汉诺夫的行径和孟什维克对他的态度容忍哪怕一个星期吗？这里关于非党工人代表大会的说法的真正性质暴露得多么明显。如果象拉林、《我们的事业》杂志和《现代生活》杂志的政论家们希望的那样，以合法的工人政党（只是工人政党，不是社会民主党）取代我们的党，那么象普列汉诺夫的这类言论就可以通行无阻了。给任何报纸写文章吧，随便同什么人结成任何写作联盟或一般政治联盟吧，不必考虑什么党组织而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自己的口号吧！在非党工人群众完全不定型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天性有充分的自由。难道这不是旧的普罗柯波维奇的《信条》（我和普列汉诺夫曾为此在1899—1900年猛烈抨击过普罗柯波维奇，并把他和他的追随者都赶出了社会民主党）的理想吗？《信条》这个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精华，宣传结成非政治的、非党的工人联盟去搞经济斗争，搞自由派的政治斗争。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召开非党工人代表大会——这不过是1899年的《信条》在1906—1907年的再版。

普列汉诺夫在《同志报》上的言论无非是把拉林的建议付诸实现：以非党工人组织为背景成立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所谓的社会主义者）的自由宣传协会。其实，普列汉诺夫在《同志报》上的言论不象一个党员，不象一个党组织的成员的言论。这是事实，任何诡辩都抹杀不了这个事实，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任何“沉默”都不能使我党某一派别摆脱这个事实。其实，普列双诺夫正是按照拉林的方式发表言论的，就象一个党外社会主义者在党外“社会主义”机关报中提出党外的、非社会主义的、甚至是反社会主义的建议一样。

瓦西里耶夫踩着普列汉诺夫的脚印走。瑞士由于受不到俄国革命无产阶级传统的影响，给我们提供了愈来愈多的“先进的”机会主义者。

瓦西里耶夫是著名的孟什维克。他同孟什维克一起工作过，并且不是同某一个偏僻地方的随便什么孟什维克，而是同最著名的、最负责的孟什维克在一起工作过。所以，孟什维克没有权利轻视瓦西里耶夫。

瓦西里耶夫直接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话。不但如此，他还直接拿普列汉诺夫做靠山。他把普列汉诺夫在立宪民主党报刊上发表的、建议同立宪民主党提出共同纲领这种使社会民主党丢脸的言论，称之为“勇敢的呼声”。他“感到遗憾”的是，“其他政党里找不到普列汉诺夫式的人物”。

瓦西里耶夫是热情有余而智力不足。瓦西里耶夫想赞扬普列汉诺夫，但在赞扬时却脱口说出“遗憾的是，其他政党里找不到普列汉诺夫式的人物”。这太妙了！好心的瓦西里耶夫是第一个把“普列汉诺夫式的人物”当作普通名词来使用，即当作撇开自己的党而单独行动的政治家的含义来使用。今后大概会有人说：“在瓦西里耶夫所说意义上的普列汉诺夫式的人物……”

瓦西里耶夫之流拍着“普列汉诺夫式的人物”的肩膀，作出了结论。1899年的《信条》的作者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曾经谈论过不要革命细菌的纯工人运动。瓦西里耶夫之流现在则谈论应当分娩“宪法”的革命，然而却不要任何产婆，不要革命家。不要产婆，不要革命家，不要革命的人民——这就是瓦西里耶夫的口号。

谢德林有一次非常精彩地嘲笑了枪杀巴黎公社社员的法国，在俄国暴君前卑躬屈膝的银行家的法国是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169]现在该是新的谢德林诞生的时候了，好来嘲笑那些用“不要”革命家、“不要”革命的口号拥护革命的瓦西里耶夫和孟什维克。

对瓦西里耶夫的“言论”我们有没有权利作这样的解释呢？我们有没有权利把他同孟什维克相提并论呢？

当然有！瓦西里耶夫的整篇文章、全部思想和所有建议统统都渗透着用扼杀革命的办法来给宪法催生的“计划”。“暂时丢掉”所有的纲领，把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等等同立宪民主党合并成一个自由主义政党，在争取“政治宪法”而“不要同时解决经济纲领”的斗争中联合所有的人（信中就是这样写的：不要解决纲领。俄国无产阶级的瑞士谋士们并不是总会用俄文正确表达的），——难道这不是希望通过放弃革命来拯救宪法吗？

不“解决经济纲领”，就不可能想象有真正的、认真的革命。只有被深刻的经济需要推动的群众，才能够干革命。俄国专制制度的覆灭，真正的覆灭，必然会是经济上的变革。只有对社会主义十分幼稚无知的人才会不懂得这一点。撇开经济纲领就等于撇开革命的基本的经济原因，就等于撇开那些推动被压抑的、被吓坏了的、愚昧无知的人民群众去进行伟大的、空前英勇的斗争的经济利益。这就等于撇开群众，留下一伙知识分子空谈家，用自由派的空谈代替社会主义的政策。

“杜马提出了农民问题，而它的被解散主要也是由于土地问题，这对农民有什么好处呢？”难道凭这种议论不值得在瓦西里耶夫活着的时候就给他竖一座纪念碑，以表彰他那举世无双的社会主义机会主义吗？

难道这（我们现在来谈上面提出的两个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不是孟什维克的议论吗？

普列汉诺夫说，和立宪民主党人乘同一节车厢到特维尔去，彼此互不妨碍。孟什维克说，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到杜马去，为了革命目的，同不革命的政党联合起来（瓦西里耶夫为孟什维克补充说，暂时地：“短期地”！）。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前不久说，一起到立宪民主党内阁去。

瓦西里耶夫随声附和说，去就去吧，但是“不要互相推搡，不要互相吓唬”。“现在就去，目前就去，它〈阶级和集团间的斗争〉是致命的和有罪的。”

阶级斗争是有罪的，用革命要求（例如全权杜马，立宪会议等等）来损害宪法是有罪的。孟什维克不管怎样同瓦西里耶夫决裂（假定，直到目前孟什维克还没有同瓦西里耶夫决裂），也决抹杀不掉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这种思想构成了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支持建立杜马内阁、以及大家一起到特维尔去等等的基础。

瓦西里耶夫简直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要知道，自然界的独一无二的现象也只能在一定的环境中存在，只能在一定的情况下产生。瓦西里耶夫当然是机会主义的勃朗峰[170]。但是要知道，在草原之上是不会有勃朗峰的，只是在阿尔卑斯群峰之中才会有勃朗峰。瓦西里耶夫之流只有同“普列汉诺夫式的人物”、切列万宁之流及其同伙直到普罗柯波维奇一起才能出现在世界上。

由于有“在瓦西里耶夫所说意义上的普列汉诺夫式的人物”，司徒卢威先生才有可能在12月27日的盐区会议上（见12月28日的《同志报》）说：“所有现在反对立宪民主党的人，在不久的将来都将变成立宪民主党人。人们已经把《同志报》叫作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把人民社会党人称为社会立宪民主党人，把孟什维克称为半立宪民主党人。许多人都认为格·瓦·普列汉诺夫是立宪民主党人。的确，普列汉诺夫现在所说的话，有许多是立宪民主党人所欢迎的。只可惜在立宪民主党人孤立无援的时候，他没有说这些话。不可救药的只能是布尔什维克，所以他们的命运就是进历史博物馆。”

谢谢你的恭维，不高明的司徒卢威先生！是的，我们是要进历史博物馆的，然而博物馆的名称却是：“俄国革命史”博物馆。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布尔什维克对布里根杜马的抵制、布尔什维克发动群众罢工和起义的号召（还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同俄国十月革命永远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在漫长的（在最坏的情况下）岁月里，或者在几十年的反动时期内，我们都要利用博物馆中的这个位置，利用它来教育无产阶级仇视背叛的十月党－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教育无产阶级鄙视知识分子的空谈和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我们要利用博物馆中的这个位置，在任何条件下，甚至在最坏的政治条件下，向工人宣传不调和的阶级斗争，教导他们准备新的革命，——这个革命会更加摆脱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和脆弱性的影响，会更加接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最尊敬的司徒卢威先生，你们在博物馆中的位置却是反革命得逞时狂欢雀跃的和空话连篇的人的位置。在这样的时刻，你们永远有狂欢的理由，因为革命者在斗争中倒下了，舞台属于自由派了，这些自由派自愿地倒下，趴在敌人面前，卑躬屈膝地“同流合污”。

如果出乎我们预料，革命不一定再一次爆发，不一定能从沙皇匪帮手中夺得政权，那么你们将长时期地成为反革命英雄，而我们将继续占“博物馆中的”一个“位置”，然而这是一个好位置：十月的人民斗争的位置。如果象我们深信的那样，革命再一次爆发了，那么可怜的立宪民主党人在一星期内就会销声匿迹，无产阶级和破产农民群众又将在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下进行斗争。在立宪民主党领导下，革命只能遭到失败。只有在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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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工人政党的选举运动[171]


（1907年1月14日〔2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彼得堡组织第三次（最近一年里）代表会议开过了。1906年2月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解决了维特杜马的选举问题；1906年6月召开的第二次代表会议解决了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问题；1907年1月召开的第三次代表会议解决了第二届杜马选举运动的问题。

资产阶级政党偶尔也通过幕后给人民开各种政治处方的党的某级“机关”作出简单决定的办法来解决重大政治问题。只有社会民主工党才不顾一切巨大困难，甚至不顾重大牺牲，在组织中真正实行民主制（对一个秘密政党来说，这样做是有巨大困难并可能遭受重大牺牲的）。只有社会民主工党才在采取每一个重大政治步骤之前权衡这个步骤的原则意义，不追求一时的成功，而使自己的实际政策服从于把劳动从任何剥削下彻底解放出来的最终目的。只有工人政党才在投入战斗时，要求自己的全体党员深思熟虑地、直接明确地回答要不要采取某个步骤和怎样采取这个步骤的问题。

彼得堡组织的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也是在全体党员的民主代表制的基础上举行的。同时，代表的选举，是在征求所有选举人如何看待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对迫切的策略问题作出自觉的答复，代表会议的选举民主制就会成为有损于无产阶级的空洞把戏。

下面就是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

鉴于（1）在没有特殊的例外的一切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绝对应当在选举运动中保持独立性；（2）直到现在，以彼得堡委员会为首的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完全独立的选举运动，并对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观点的以及还没有完全领会这种观点的所有劳动居民阶层产生了影响；（3）目前，在选举前的两个星期，已经表明右派政党在圣彼得堡成功的希望不大，而立宪民主党成功的希望很大（主要是由于传统的关系）；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临的特别迫切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努力来破坏立宪民主党在全俄瞩目的中心的领导权；（4）还没有接受无产阶级观点而能影响城市选民团选举结果的广大城市劳动贫民阶层，正动摇于两种倾向之间：一种倾向是想投比立宪民主党左一些的政党的票，就是说想摆脱背叛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领导，另一种倾向是想通过同立宪民主党联盟保证自己在杜马中取得即使少数劳动派代表的席位；（5）在动摇的劳动派政党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认为在取得首都的六个席位中的一个席位或顶多不超过两个席位的条件下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是正确的，理由是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同意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城市贫民阶层达成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协议，代表会议决定：（1）立即通知社会革命党圣彼得堡委员会和劳动团委员会，只要它们不同立宪民主党达成任何协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就准备同它们达成协议；（2）协议的条件是，达成协议的各政党在口号、纲领和策略方面是完全独立的；杜马六个席位分配如下：工人选民团二席，社会民主党二席，社会革命党一席，劳动派一席；（3）代表会议委托自己的执行机关进行谈判；（4）在省内，根据同样的原则考虑，容许各地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达成协议。

附注：关于人民社会党（劳动党或人民社会党）决定如下：由于该党对杜马外的斗争的基本问题的态度模棱两可，代表会议认为，只有在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不同人民社会党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才容许同它们达成协议。

研究了这个决议以后，可以提出三个基本点。第一，断然拒绝同立宪民主党达成任何协议；第二，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条件下都一贯坚决地提出单独名单；第三，容许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达成协议。

拒绝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是工人政党的直接任务。彼得堡的竞选大会刚一开始，大家就即刻看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对的，他们说，我国的自由派叫嚣黑帮危险是为了迷惑头脑简单和没有原则性的人，以便避开真正威胁他们的来自左面的危险。政府的卑鄙警察勾当，用参议院的说明欺骗贫苦的选民，这一切都不能改变选民群众的情绪（无论是10万选民，12万选民，还是15万选民，反正都一样）。而群众的这种情绪在大会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种情绪比立宪民主党要左。

当然，黑帮危险可以不在于选民群众投黑帮的票，而在于黑帮警察逮捕左派选民和复选人。有人说，而且坚持不懈地说，现在竞选大会比较“自由”（容许喘口气——在俄国就已经叫作自由了！），是企图逮捕著名演说人和复选人的政府设下的圈套。但是不难了解，对付这种黑帮危险所需要的完全不是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而是准备群众去进行不受所谓议会制度框框限制的斗争。

第二，果然如预料的那样，代表会议决定社会民主党无论如何要在首都进行独立的选举运动。社会民主党可以建议同其他政党达成这样或那样的协议，但是我们以前和现在都决心保持完全的独立性。从整个选举运动来看，在这种条件下达成协议实际上是一种例外，保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则是一个常规。

第三，代表会议建议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达成协议，条件是它们同立宪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化的人民社会党分离；另一个条件是把两个席位给工人选民团，其余四个席位平分。

这个建议的基础，就是根据某些政党对待明天就可能列入日程的杜马外的斗争的态度对它们所作的原则划分。社会民主党提出自己同其他政党达成协议的原则性条件，也就提供了可以用于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时说明各个政党的真正性质的材料。社会民主党考虑到彼得堡形成的局面的特点，即立宪民主党领导着怀有“劳动派”情绪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能忽视的任务是，破坏立宪民主党的这种领导权，帮助劳动人民迈出一步（当然是不大的一步，但无疑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一步），使他们的斗争更坚决，政治思想更明确，阶级自觉更坚定。

我们将通过自己的鼓动和我们对选举运动的整个安排来达到这种结果，不管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对我们的建议答复如何，我们都将达到这种结果。我们不必多作这样或那样的考虑来确定它们的答复可能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我们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对我们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的、在各种局部的可能的情况下始终不变的政策，即我们明确地分析事变的进程所提出的杜马外的斗争任务，以对抗和平斗争和立宪把戏这种虚假的幻想。我们对城乡劳动人民的小资产阶级阶层说，只有一种手段能够制止小业主的不稳定性和动摇性。这种手段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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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172]


（1907年1月13—14日〔26—27日〕）


社会民主党和彼得堡的选举

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会议通过决议，不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而向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建议达成协议。孟什维克根据形式上的理由提出了一系列抗议，并因处于少数地位而退出了代表会议。

自由派报纸对这一事件已经大肆喧嚣了。他们预言社会民主党要分裂，并急忙作出一系列政治结论。因此，极为重要的是，使任何一个觉悟工人都充分了解社会民主党彼得堡组织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应当怎样对待发生的事情。

因此，我们打算考察一下与这一事件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这就是：（1）代表会议的组成；（2）孟什维克退出代表会议的直接原因——中央委员会企图把代表会议分成市的和省的两个部分；（3）整个事件的意义，特别要考虑到彼得堡正在进行选举运动。


一

　　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召开条件和会议的组成

彼得堡组织的代表会议应当就当前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即在杜马第一级选举时是否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问题作出最后决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这就是说，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成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彼得堡组织的事务由选举产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来处理。由于不可能使所有党员（约有6000人）都聚集在一起，所以彼得堡组织的最高机关是该组织的代表举行的代表会议。该组织的全体党员都有权派遣代表出席这个代表会议：按一定的党员人数选派1名代表，例如，最近这次代表会议的比例是，每50个党员选出1名代表。这些代表应当由全体党员选出，代表们作出的决定，就整个地方组织说来，是对问题的最高的和最后的决定。

但是，还不仅如此。要真正民主地决定问题，只召集该组织选出的代表开会还是不够的。必须让该组织的全体党员在选举代表的同时就整个组织所关心的有争议的问题都能人人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党和联合会，不能在原则上拒绝这种向全体党员征求意见的方式，至少在极重要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涉及群众独立发动政治行动的时候，例如罢工、选举、抵制某个大的地方机构等等。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只选派代表是不够的呢？为什么需要征询全体党员的意见，或者需要所谓“全体投票”呢？因为要使群众行动获得成功，就必须让每一个工人都自觉自愿地参加进去。如果不是每一个工人都完全自觉自愿地自己决定要不要罢工、要不要投立宪民主党的票这样一些问题，那么，罢工就不可能步调一致，选举就不可能自觉地进行。一切政治问题都用征询全体党员意见的方式来决定是不可能的；这将是永无休止的、劳神费力的、毫无成效的表决。但是，为了贯彻民主制，极重要的问题以及那些同群众本身的一定行动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不仅必须用选派代表的方式，而且必须用向全体党员征求意见的方式来决定。

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堡委员会决定必须在党员讨论了是否应当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问题之后，必须在全体党员对这一问题进行表决之后，再选举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选举是群众直接参加的事情。社会党人把群众的自觉性看作是主要的力量。就是说，每个党员都应当自觉地决定在选举中是否要投立宪民主党的票的问题。只有在到会的全体党员公开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后，才有可能使每个党员作出自觉而果断的决定。只有以这种决定为依据，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才不会成为按亲戚关系、朋友关系或习惯办事的举动（说什么“我们要选自家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或伊万·伊万诺维奇[173]啦！”），而是“下层”（即全体党员）自己自觉地确定本身的政治行为的举动。 
［注：有人说，即使不由选举人就实质问题进行表决，也可以在了解代表的观点的基础上选出代表。但是，这只有在涉及代表的整套观点而不涉及某一个与群众本身的行动有关的特殊问题时才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对纲领（赞成还是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进行表决，就等于说选举人的观点不明确，态度不坚决，同自己的代表不完全一致。］



杜马的选举，即对初选人或复选人的最初的基本的投票，将不是通过代表，而是由每一个选民分别进行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在实际上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成为真正民主的工人政党中的社会党人，那我们就应当力求使每一个工人都明确是否要投立宪民主党的票的问题。把代表权交给熟人伊万·伊万内奇或大好人西多尔·西多雷奇，这是不够的，必须使“下层”自觉地从实质上认清争论的问题。只有这个时候，民主的决定才会是群众自觉的民主的决定，而不仅仅是“以熟人关系”选派的代表的决定。

彼得堡委员会是彼得堡和圣彼得堡省的整个社会民主党组织选举出来的领导者。为了在杜马选举这样的事情上领导群众，彼得堡委员会必须（如果不只是在口头上承认民主制的话）力求使全体群众都自觉地参加选举。要使全体群众自觉而一致地参加选举，就必须不仅使党的代表，而且使每一个党员都对自己的彼得堡委员会作出明确的回答：他是否赞成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

这就是在选举代表以前对最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即讨论的意义。在每一次党员大会上，在选举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前，必须先讨论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必须听取彼得堡委员会即地方领导组织的报告人的报告，还要让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发言。讨论以后，全体党员要对他们是否赞成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问题进行表决。表决工作由监察委员会的委员来检查。监察委员会中要有两派的代表（如果在该组织中对这一问题分为两派的话）。只有遵守这些条件，彼得堡委员会才能真正了解全体党员群众自觉提出的意见，从而才能不是盲目地，而是在群众充分理解问题的基础上进行领导。

我们所以必须作这样的说明，是因为代表会议上对于全体党员进行“辩论”和征求意见的问题发生了争论。

党员非常清楚这些争论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中央委员会在11月10日关于地方组织决定这一问题（要不要达成协议）的信中，直接建议全体党员“预先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看一看代表会议的组成本身。最初，各组织选出的代表都被允许出席代表会议，而对选举情况没有进行审查（就是说，对“代表名额”或代表资格没有进行审查）。各组织选出的代表共71人，其中布尔什维克40人，孟什维克31人。这个数字在各区的分配如下：






	　
	布尔什维克
	孟什维克
	总计



	瓦西里耶夫岛区…………………
	7
	6
	13



	维堡区……………………………
	2
	5
	7



	戈罗德区…………………………
	5
	7
	12



	铁路区……………………………
	1
	2
	3



	拉脱维亚区………………………
	2
	—
	2



	莫斯科区…………………………
	4
	5
	9



	纳尔瓦区…………………………
	—
	—
	—



	涅瓦区……………………………
	2
	1
	3



	环城区……………………………
	9
	2
	11



	手工业者区（店员区）…………
	4
	1
	5



	彼得堡区…………………………
	3
	2
	5



	爱沙尼亚区………………………
	—
	—
	—



	军事组织…………………………
	1
	—
	1



	总　计……………
	40
	31
	71







爱沙尼亚区的两个代表（两个都是布尔什维克）和拉脱维亚区的一个代表（孟什维克）没有出席会议。如果把他们计算在内，则布尔什维克为42人，孟什维克为32人。

由此可见，就是在最初，在没有对代表资格进行任何审查以前，布尔什维克就占优势。因此，所谓布尔什维克的优势是“人为的”种种谣言就不攻自破了。现在孟什维克居然跑到资产阶级报刊上抱怨布尔什维克没有确认所有的代表资格。他们只是忘记告诉这些报刊说，就是在审查代表名额以前，即在对代表资格进行任何审查以前，布尔什维克一直是占多数的！

为了更清楚地而且彻底地解决这个谁在代表会议上占优势的问题，我们可以不拿代表名额（代表资格）的数目做例子，而看一看党员投票的总数。

那么情况如下：






	　
	拥护布尔什维克的
	拥护孟什维克的



	无异议的票数……………………………
	1848
	787



	有异议的票数……………………………
	300①
	946



	总票数…………………………
	2148
	1733








［注①：这里包括代表会议认定完全合乎规定的185票。除去此数，无异议的票数将是1663票。］

可见，党员投票总数约为4000票（3881人）。布尔什维克多得了400多张票。

因此，毫无疑问，即使认定全部有异议的票数都合乎规定，布尔什维克仍占很大优势。这就是说，关于某一部分票数是否合乎规定的争论，根本不涉及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问题；所争论的是如何充分贯彻民主代表制的原则。

那么，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还是取消了一部分人的代表资格（代表名额）呢？因为有异议的代表名额不能认为是合乎规定的。不能把不合乎规定的代表名额同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的、合乎规定的代表名额同等看待。

哪些代表名额是有异议的呢？就是那些取得手续不合乎规定的代表名额，例如没有监察委员的监督，投票以前没有经过辩论（讨论），没有“按照纲领”进行投票（即没有向全体投票者征求意见，问他们赞成还是反对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不合乎规定的代表名额不能认作是民主地取得的。

现在要问，当时是怎样处理有异议的代表名额的呢？分别研究每一个名额是不可能的。这样做要多花一天时间，而代表会议的会期紧迫：勉强赶上了规定工人选举初选人的日期（1月7日）。

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对全部有异议的代表名额提高“选举代表的票数比例”，就是说，对于有异议的代表名额不是按每50票选出1人计算，而是按每75票选出1人计算。采取这种办法的理由有三：（1）采取这种办法，在评价个别有异议的代表名额时消除了任意决定和互相争吵的现象；（2）这种办法使各方有异议的代表名额处于同等的条件；（3）这种办法是以代表会议前很久通过的彼得堡委员会的决定为依据的，当时彼得堡委员会决定：当代表会议的民主选举不可能完全实现时（例如，在警察迫害的条件下不能召开会议时），可以容许有不是完全民主地选出的代表，但是这时就得提高选举代表的票数比例，即不是由每50票，而是由每75票、每100票等等选出代表1人。

现在我们看一看有异议的和无异议的票数。无异议的票数，以每50票选代表1人计算，则可选出37名布尔什维克和16名孟什维克。有异议的票数，以每75票选代表1人计算，则可以选出4名布尔什维克和12名孟什维克。总共是41名布尔什维克（加上1名军事组织的代表，因为军事组织中是不可能进行民主选举的）和28名孟什维克。

最后确认的70个代表名额按各区的分配情况如下：






	　
	布尔什维克
	孟什维克
	总计



	瓦西里耶夫岛区…………………
	7
	6
	13



	维堡区……………………………
	2
	4
	6



	戈罗德区…………………………
	5
	7
	12



	铁路区……………………………
	1
	2
	3



	拉脱维亚区………………………
	2
	1
	3



	莫斯科区…………………………
	4
	4
	8



	纳尔瓦区…………………………
	—
	—
	—



	涅瓦区……………………………
	2
	1
	3



	环城区……………………………
	9
	1
	10



	手工业者区（店员区）…………
	4
	—
	4



	彼得堡区…………………………
	3
	2
	5



	爱沙尼亚区………………………
	2
	—
	2



	军事组织……………………
	1
	—
	1



	总计…………………
	42
	28
	70







由此可见，抱怨代表会议的组成是毫无根据的。当然，如果当着不明真相的公众的面叫嚷某个代表名额取消了、某人的代表资格没有得到认可，那么，要是公众对问题不深入地想一想，那倒可能造成一时的影响。但是要知道，那就不是争论，而是无谓的对骂了。

只要了解一下代表会议的组成的全部资料，立刻就会明白：对一切有异议的选票提高选举代表的票数比例，根本谈不上是任意裁定。要知道，没有争论的、任何人都无异议的选票有2635张，而有异议的选票只有1246张，这并不是偶然的！不能煞有介事地硬说，大量有异议的选票都是没有任何根据地偶然产生争议的！

例如，可以想一想，孟什维克常常进行的“没有纲领”的投票（只是因为这一点，孟什维克就收集到差不多上千张有异议的选票）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没有征询全体党员他们赞成还是反对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代表的选举是在没有征求意见或者没有纲领的情况下进行的。意味着代表会议不能确切地知道党员本身的意见！意味着对有争议的问题（涉及群众的行动的问题）没有征求群众本身的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能够避免不合乎规定的现象吗？

一个真心赞成在组织中实行民主制的人难道能够拥护这样的投票吗？民主制并不是说群众可以根据熟人关系信任某几个自己的代表，而是说全体群众自己对实质上极为重要的问题自觉地投上一票。

最后，所以必须认定抱怨代表会议的组成是毫无根据的，还因为近来在彼得堡召开了一系列类似的代表会议。一年前召开过关于抵制问题的代表会议，占优势的是布尔什维克。在第一届杜马时期，召开过关于支持要求建立杜马（即立宪民主党）内阁的问题的代表会议，占优势的仍是布尔什维克。

现在硬说在选举中应否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占的优势可能是偶然的，这听起来不是令人发笑吗？


二

　　关于把代表会议分为两部分的问题

主要由孟什维克组成的党中央委员会，曾向彼得堡代表会议提出要求，把代表会议分为市的和省的两部分。孟什维克试图以这个要求没有被接受为自己退出代表会议开脱。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要求是否符合党章的规定，代表会议是否一定要接受这个要求，这个要求是否办得到。

我们的党章十分明确地规定党是民主的组织。整个组织是自下而上在选举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按照党章规定，地方组织在当地的活动中是独立的（自治的）。按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统筹并指导党的全部工作。由此可见，中央委员会无权干预地方组织的组成。既然组织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那么自上而下干涉该组织的组成，就完全违反了民主制，完全违反了党章。假定一个组织由于某种原因而把不同的部分联合在一起，例如把市和省联合在一起。按照民主制度，就不能自上而下地用一纸命令阻止（或者硬性规定）这种联合。就是说，只有根据自下而上的愿望才能够实行分离：市可以同省分开，任何人都不能禁止市这样做；省也可以同市分开，任何人也不能禁止省这样做。如果下面的组织中没有一个较大、较独立的部分要求分开，那就是说中央委员会就不能劝说组织中任何一个有影响的部分必须分离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企图自上而下强行分开，那就是嘲弄民主制，嘲弄党章。那就简直是企图滥用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即不是为了党的统一，而是为了党内一部分人（孟什维克）的利益行事，就是利用权力来歪曲地方工作人员的意志和决定。

中央委员会感到自己的要求站不住脚，所以在一般的书面决定中说得很谨慎。中央委员会的一般的决定建议所有党组织要“尽可能地”（原话如此！）使组织的范围符合选区的范围。这一建议不可能有约束力，它也确实没有约束力。中央委员会对彼得堡是抱有某种特殊目的的，这可以从中央委员会并没有要求俄国任何一个其他城市把代表会议分开看出来。例如，在维尔纳，参加市代表会议的就有位于市区外的，即另一个选区的单位派来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中央委员会根本没有想提出把维尔纳代表会议分开的问题！

在敖德萨也开了一个共同的代表会议，尽管那里有一部分单位是在市警察管辖区以外的。难道能够举出一个大城市，它的组织范围是同城市的和省的一部分警察管辖区相符合的吗？能够一本正经地说，在大城市中，即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的中心，可以把郊区分出去，可以把往往是最大的工厂，即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城郊区”分出去吗？这是对常识的粗暴嘲弄，只有毫不择手段地寻找分裂借口的人才会抓住这样的论据。

看一看彼得堡各区的情况，就可以深信把代表会议分开的要求是办不到的。要把一般的组织或者特别是代表会议分成市的和省的，要么就必须知道每一个党员的地址、住所，要么就必须有已经组成的支部、分部和根据地区原则划分的区，即根据党员的住所或某某区警察局管辖区的工厂所在地划分的区。

可是我们看到，在圣彼得堡（俄国大多数城市大概也是这样），区、分区和基层支部不仅是根据地区（地段）原则组织起来的，而且是根据职业原则（根据工人和一般居民的某一行业和职业）和民族原则（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组织起来的。

例如，圣彼得堡有个铁路区，它就是根据职业原则组成的。把铁路区分成市的和省的两部分，这是怎么个分法呢？根据每个员工的住所（彼得堡、科尔皮诺或其他车站）来分呢？还是根据列车的所在地来分？可是对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来说，遗憾的是这些列车经常要从彼得堡“市”开到彼得堡“省”，甚至开到其他不同的省份去。

再试试把拉脱维亚区分一分吧！接着还有爱沙尼亚区和军事组织呢。

甚至按地区原则建立的区也是不好分的。代表会议上，工人们就指出过这一点。莫斯科区的一个工人站起来说：我就知道我们区有一些离市区不远的工厂。一下工，马上可以看到一部分工人往“市”里走，另一部分“往省里”走。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怎样分呢？工人们直接嘲笑了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只有十分天真的人才发觉不了整个事件的破绽。只有十分天真的人才会说，还是应该“大体上”、“尽可能地”试着分一分。

如果说大体上分一分，那就必然会发生一些武断做法，因为把拉脱维亚区、铁路区以及其他区精确地分开是不可能的。而任何武断做法又会引起新的无休止的抗议、抱怨和中央委员会的新决定，会产生无数新的分裂借口。看一看各区一览表（前面列出的）就能看出，有人会认为只有瓦西里耶夫岛区、戈罗德区、维堡区、彼得堡区这四个区是纯粹的市区，是毫无疑问的市区。为什么只有这几个区呢？因为，这几个区里占优势的是孟什维克。怎样才能替这种武断做法辩护呢？

中央委员会连想都没有想把维尔纳代表会议分开，而只要求把圣彼得堡代表会议分开，它怎样替这种武断做法辩护呢？如果你对这种武断做法提出异议，那么谁来最后解决你们的争执呢？还不是那个中央委员会……

连最天真的人现在都能明白，抱怨代表会议的组成，抱怨代表会议拒绝分开，纯粹是转移视线。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孟什维克决心不服从彼得堡组织的多数，并在选举前制造分裂，从而脱离工人社会党人，向立宪民主党人靠拢。


三

　　孟什维克退出代表会议意味着什么？

在有的读者看来，我们作的结论可能太尖锐了。但是我们认为，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掩饰和抹杀真相，是社会党人不该做的事情。应当直言不讳。应当揭露一切支吾搪塞和转移视线的手法，使工人群众十分清楚地了解问题的实质。只有资产阶级政党才把选举当作幕后把戏和分赃。而工人政党首先应当力求使人民正确了解各政党之间的关系，正确了解自己的利益和斗争任务，正确了解幕后活动的实质。

我们已经谈到，抱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的组成，抱怨代表会议不愿意省市分开，都不过是无谓的遁词。我们知道，问题的实质很简单。孟什维克想方设法要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孟什维克知道，彼得堡组织的多数党员不同意这种观点。孟什维克曾经在全俄代表会议上决定，在每一个地方要服从当地组织的决定。现在，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企图用分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31个退出代表会议的孟什维克今天（1月13日）已经在彼得堡的报纸上宣布，他们既向立宪民主党，也向所有的劳动派政党，即不仅向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代表会议曾经向它们建议达成协议），而且也向“人民社会党”建议结成联盟。

可见，问题非常清楚。觉悟的无产阶级决定进行独立的选举运动。小资产阶级（包括劳动派在内）动摇不定，从一方投向另一方，宁肯同立宪民主党勾结，而不进行原则的斗争。孟什维克是工人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部分。他们在最后一瞬间，找了一点小岔子，就离开革命的无产阶级，转到立宪民主党方面去。

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最好不过地证实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要知道，现在无论谁也不会怀疑立宪民主党会同情彼得堡的即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

请看一看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言语报》吧。大家都知道，《言语报》伙同《同志报》经常唆使孟什维克搞分裂，千方百计吹捧他们，处心积虑地把他们同布尔什维克划分开。《言语报》一听说孟什维克退出了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立刻（1月11日）就刊登了一篇题为《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和协议》的编辑部文章。这篇文章直言不讳地欢迎孟什维克的“坚决态度”，欢迎孟什维克着手搞分裂。这篇文章直言不讳地宣布，孟什维克和人民社会党（小资产阶级劳动派政党中最温和的半立宪民主党）处于“狭义的革命政党联盟之外”（即处于彼得堡社会民主党和他们提议与之达成协议的那些人，即社会革命党和劳动团委员会之外）。

立宪民主党人还直言不讳地宣称，他们准备“恢复”同这“两个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谈判。他们直言不讳地宣称：“各社会主义政党中间发生的分化〈分离〉，在某种程度上会使温和的社会党人对杜马策略的看法同我们本身的〈即立宪民主党的〉看法相接近。”

立宪民主党的主要报纸的这些言论是极其重要的。立宪民主党不只是对孟什维克转变的实际结果作了评价。立宪民主党清楚地看到，孟什维克制造的分裂具有原则的意义，就是说，这种分裂实际上改变了孟什维克对政治斗争、对工人阶级的任务的基本观点的态度。立宪民主党清楚地了解到，孟什维克不仅转到实际上容许达成协议，而且转到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方面去了，他们远离了无产阶级的政策，接近了资产阶级的政策。《言语报》直言不讳地说，温和的社会党人（即孟什维克）正在接近立宪民主党的策略，实际上承认立宪民主党的领先地位和领导权。立宪民主党还不知道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会不会接受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就已经估计了各政治力量十分明确的相互关系：自由派资产阶级领导着温和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部分；革命无产阶级是独立前进的，它在最好的情况下（对我们是最好的情况，对立宪民主党则是最坏的情况）也只能使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跟着自己走。

立宪民主党正是这样描绘形势的。不能不承认立宪民主党在这方面是完全正确的。象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一样，小小的彼得堡事件反映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自由派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策的经常的、必然固有的一种相互关系。自由派资产阶级随时随地都力图用小恩小惠收买不开展的群众，使他们不受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立宪民主党开始在俄国采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斗争的“英国”方式，即不用暴力，而用收买、逢迎、离间、拉拢“温和派”，安排他们当大臣、当代表、当复选人等等斗争方式。

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所谓“恢复”谈判的话也是非常清楚的。当社会民主党是统一的时候，当社会民主党内革命者占优势的时候，谈判就中断了。现在，当“两个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离开革命的时候，立宪民主党就宣称“谈判可以恢复了”。

如果读者还不完全了解这些话的实际含义，我们就向读者说明一下。立宪民主党给过左派2个席位（一共6个席位），一个席位给工人选民团，另一个席位给一般社会党人。谈判中断了。现在，立宪民主党又向“温和的社会党人”打招呼：回来吧，顾客，我们可以讲好价钱的！我们现在可以拿出一个席位给孟什维克，另一个席位给“人民社会党人”，或者甚至可以慷慨拿出3个席位。

立宪民主党所谓“恢复”谈判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曾对左派让过步，但是我们要对左派中的温和派让步！

天真的或没有政治经验的人可以随便怎样摇头表示怀疑，表示惋惜等等，但问题不会因此有所改变。要知道，究竟怎样取得了某种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本身（就是说，这对立宪民主党并不重要，而对希望自觉地对待政治的工人群众却非常重要）。

我们不知道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的谈判究竟是怎样进行的，是书面的呢，还是口头的，或者甚至只是暗示一下。很可能是著名的温和的孟什维克只是对立宪民主党首领们暗示一下社会民主党内可能分裂，暗示一下容许在各区达成协议。当然，立宪民主党对这种暗示立刻心领神会了：“他们”会分裂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的，我们得把“他们”列入区的名单！“他们”帮我们，我们也帮“他们”。当然“他们”也可以直接找到库特列尔、米留可夫或纳波柯夫并且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给你们分裂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你们也得通过某个区的名单使我们当选，但是这种暗示难道不是同样实际的、同样真正的、同样牢靠的交易吗？

所有立宪国家中的自由派资产者和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的政策都是这样的，这是事实。如果俄国工人不愿轻易受人愚弄，就应当学会理解这种政策。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说过，谁怕弄脏自己的手，谁就不要搞政治活动。谁参加选举，谁在挖掘资产阶级政客活动中的脏东西时又怕弄脏自己的手，那就让他走开吧。天真的不肯弄脏手的人害怕正视问题的本质，只会在政治上造成损失。

资产阶级报刊上的另一种反应也完全证实了我们对分裂的评价，这就是库斯柯娃女士在《同志报》（1月10日）上的反应。她同样欢迎孟什维克，唆使孟什维克搞彻底分裂，劝他们不要同布尔什维克“妥协”，答应以“工人事业派”的名义协助他们。

要弄懂库斯柯娃女士的这篇文章，就应当知道她是何许人。我们要谈一谈有关情况，因为多数工人还不知道这一点。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在1898年建立的。1899年，库斯柯娃女士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都是党员，是这个党的国外组织的党员，当时国外组织的领导人是普列汉诺夫，那时普列汉诺夫还是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库斯柯娃女士和现在一样，那时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她维护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支持伯恩施坦主义，也就是说，最终要使工人阶级服从自由派的政策。库斯柯娃女士在著名的《Ｃｒｅｄｏ》（读作“克勒多”，意思是信条、纲领、世界观）中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她的观点。在这篇《信条》中写道：工人应当进行经济斗争，而自由派则进行政治斗争。“工人事业派”（当时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的称呼）实质上就是倾向于这种观点的。普列汉诺夫同这种观点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帮助了他），因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国外组织分裂了。针对机会主义者，特别是针对库斯柯娃女士，普列汉诺夫出版了一本题为《Ｖａｄｅｍｅｃｕｍ》（工人事业派的《指南》）的小册子。

那时，库斯柯娃女士被驱逐出了社会民主党。她就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一起投靠了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后来她又退出立宪民主党，成为“非党的”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的“非党”作家。

库斯柯娃女士不是一个单干户。她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她把机会主义带进工人政党，并从社会民主党转到立宪民主党，又从立宪民主党转到孟什维克等等。

就是这样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呼万岁，欢迎孟什维克在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中制造分裂。

就是这样一些人，跟着孟什维克走的工人把无产阶级事业交给了他们。


四

　　各政党和彼得堡的当前选举

彼得堡现在的选举情况怎样呢？

现在已经清楚，选举中将有三个主要的候选人名单：黑帮的名单，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十月党将参加第一个名单，孟什维克和人民社会党大概将参加第二个名单，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可能参加第三个名单，虽然这些动摇不定的政党迄今还没有作出最后的答案，但是也完全可能跟着立宪民主党走（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社会民主党内的分裂）。

在彼得堡是否有黑帮危险，就是说，是否有黑帮在选举中取胜的危险呢？现在从社会党转向立宪民主党的孟什维克说，有。

他们撒了弥天大谎。

甚至在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上，甚至在这份谨慎的、善于耍花招的、维护自由派的每一点利益的《言语报》上，我们都读到了韦尔格日斯基先生这样的话：十月党人在选举大会上备受轻视，选民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动摇不定。

一切有关竞选大会的资料，一切有关利德瓦尔案件[174]、有关审判暗杀赫尔岑施坦的凶手[175]、揭露黑帮行径等等所造成的印象的资料，都清楚地表明，右派政党在选民中受不到任何尊敬。

谁现在还谈论选举中的黑帮危险，谁就是欺骗自己，也欺骗工人群众。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出，叫嚷黑帮危险是立宪民主党企图把觉悟不高的群众诱骗到自己这边来。

黑帮危险不在于黑帮当选的危险，而在于政府可能使用暴力，在于复选人可能被逮捕等等。对付这种危险的办法，应当不是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而是提高群众的革命意识和加强他们的革命决心。正是立宪民主党人比任何人都更加卖力地阻碍提高这种意识和加强这种决心。

彼得堡的真正严重的斗争是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进行的。各劳动派政党跟着最温和的半立宪民主党的“人民社会”党跑，根本没有表现出什么独立性和坚决性，这就证明它们是软弱无力的。

如果不是孟什维克在选举前夕背叛了社会党人，那么毫无疑问，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是会接受我们的条件的。毫无疑问，彼得堡的贫民选民群众和各处的贫民选民群众一样，会拥护社会党人和劳动派，而不会拥护立宪民主党人。那时彼得堡的选举就会具有一场严重战斗的意义，这场战斗将以明确的方式向全俄国提出未来俄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注：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前几天召开的科洛姆纳选民大会。“劳动派”沃多沃佐夫（他成为劳动派显然只是为了拉劳动派去当立宪民主党的尾巴）赞成并拥护通过以下决议：左派共同联盟的六个席位中给立宪民主党两个席位。噢，多么天真呀！沃多沃佐夫先生，要想拿出这一小部分席位，首先应当战胜立宪民主党，而不是当它的尾巴！甚至有这样的领唱者参加的这样的大会，也在投票中表明，群众的情绪比立宪民主党左。我们应当让这样的群众作出抉择：是拥护自由派资产阶级，还是拥护革命的无产阶级？］



孟什维克的背叛给我们的选举工作带来了困难，但是，社会民主党的独立运动的原则意义就更加重要了。无产阶级除了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加强群众的团结、用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育群众以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来制止小资产阶级的动摇。

乘劳动派动摇不定，孟什维克搞交易的时候，我们应当全力以赴地进行独立的鼓动。让所有的人都知道，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名单。让所有选民的贫民阶层都知道，他们面临着要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作出抉择。

对这一抉择，选民是应予考虑的。不管怎样，这样的考虑对于提高群众的意识会产生重大的效果，这比使某某或某某从立宪民主党那里获得席位更为重要。如果城市贫民群众再次听信立宪民主党的诺言，再次迷恋于古尔柯之流和库特列尔—米留可夫之流老爷们叫嚣的“和平”进步、“和平”立法等自由派空话和自由派许诺，那么事件很快就会揭穿上面这些幻想。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应当把全部真相告诉群众，应当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谁珍惜无产阶级斗争取得的俄国革命的实际成果，谁具有被剥削的劳动者的本能，谁就会跟着无产阶级政党走。随着俄国革命发展的每一阶段，这个政党的观点的正确性将愈来愈清楚地为群众所了解。

跋

《言语报》1月14日的社论再次证实了我们前面所谈的孟什维克从社会党人转向资产阶级的意义。《言语报》兴高采烈，庆幸它关于孟什维克在彼得堡搞分裂并将建立自己单独的组织的预言得到证实。该报援引它以前的几号报纸说：“果然不出所料，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支持我们的建议，虽然他们并不是最有影响的一部分人，然而却是最倾向于议会活动的。”

是的，这是实话。孟什维克迎合了自由派资产者要想拉走工人政党中的机会主义部分、使它服从立宪民主党的领导的愿望。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言语报》已经把孟什维克和人民社会党人同革命政党分开，称他们为“温和的社会党人”。现在，《言语报》又进了一步。该报说，社会人民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大概宁愿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该报说：“孟什维克坚决支持建立共同的反对派联盟。”“应当承认，在布尔什维克拒绝以后，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社会人民党结成反对派联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可见，立宪民主党自己现在承认在选举中有三个联盟，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三个基本政治力量：政府联盟、反对派联盟、革命联盟。这样的划分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注意到，事物本身的力量促使立宪民主党承认我们以前一贯指出的情况。我们还注意到，革命“联盟”中，现在最坚定的只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其他分子，包括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还在动摇不定。

孟什维克转到立宪民主党一边的原则意义愈来愈清楚了。孟什维克的选举纲领和原则决议（例如，俄国社会民主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中有动听的词句，说什么他们将揭露对和平道路的幻想，他们将劝告大家不要把掮客选进杜马，而要把战士选进去，如此等等，所有这些词句都不过是一些空话。事实上孟什维克的行动是让立宪民主党牵着他们走，跟着自己的政策走。事实上孟什维克是参加了“反对派联盟”，就是说，成了立宪民主党的纯粹附属品。

不仅如此。《言语报》1月14日的社论还透露了立宪民主党为了使孟什维克支持立宪民主党并加入反对派联盟打算给孟什维克多少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从工人选民团那里夺来的一个杜马席位。请听：

“既然与此同时〈即与组织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人民社会党的反对派联盟的同时〉，杜马席位竞争者减少了，那么，也许在新的组合下，有可能接受人民自由党的建议，只从六个席位中让出两个。当然，这个建议现在大概要有一些改变。预定给工人选民团选出的人的一个席位，在代表会议作出决定以后，显然已不能给工人布尔什维克了。现在联盟有了新的构成，孟什维克就可以把这个席位当作自己的合法所有物。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自由党让出的两个席位中的另一个席位，将仍旧留给人民社会主义联盟。”

多好的交易！祝贺立宪民主党买到了便宜货！只用那两个“让出来的”席位就把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以及工人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部分搞到手，而且是靠牺牲工人搞到的！

由于孟什维克背弃了社会民主党而成了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言语报》的评语），加入了反对派联盟，工人就要丧失从工人选民团中选出自己的代表的权利。彼得堡的工人所以丧失立宪民主党给他们的支配自己席位的权利，是因为孟什维克不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走，而跟立宪民主党走了。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做“交易”而获得的“让步”，不是靠牺牲立宪民主党，而是靠牺牲工人……这是资产阶级对“人民”让步的多么出色的样板！只要“人民”的捍卫者转向资产阶级方面，那么资产阶级就会酬劳他们一个席位……

工人选民团的初选人和复选人现在大概将能看到，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不仅是原则上的好处，而且是实际上的好处。立宪民主党给过（不是在给而是给过）工人选民团一个席位，是出于他们真心同情真正人民的真正自由的利益，而根本不是为了把愚昧的贫困的群众拉到资产阶级一边，这不是很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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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这本小册子于1907年1月在彼得堡由新杜马出版社交合法的布尔什维克事业印刷所印刷，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分发，印数4300册。小册子于1912年被沙皇政府查禁。——248。



[173]这里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下面的伊万·伊万内奇、西多尔·西多雷奇等都是虚拟的人名，相当于汉语中的张三、李四。——250。



[174]利德瓦尔案件是指1906年瑞典大奸商埃·莱·利德瓦尔和沙皇俄国副内务大臣弗·约·古尔柯利用饥荒盗窃公款的案件。利德瓦尔在古尔柯帮助下，同政府签订了一项合同，规定在1906年10—12月为俄国南方饥荒省份提供1000万普特黑麦。利德瓦尔从古尔柯那里支取了巨额的国家预付款，然后向古尔柯及其他官员行贿。结果，直到12月中旬，运达铁路线的粮食还不及总量的1/10。这一盗窃国库和利用饥荒进行投机的罪行被揭露后，沙皇政府不得不把案件提交法庭审理。但是古尔柯除被撤职外，未受其他处分。这一案件有助于揭露沙皇政府的反人民政策，因而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对右派政党不利。——266。



[175]指沙皇政府策划的一出审判滑稽剧。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立宪民主党人米·雅·赫尔岑施坦于1906年7月18日（31日）被黑帮暗杀。沙皇政府采取一切措施包庇凶手。侦查被有意拖延，以致多次延期开庭。1907年4月3日（16日），案件被终止。——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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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1907年1月15日

（社会民主党政论家札记）[176]


1907年1月15日于彼得堡

资产阶级报刊对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决定议论纷纷。从迂腐的御用《言语报》到街头小报《今日报》[177]，组成了一个自由派大合唱，欢呼孟什维克制造的分裂，庆祝这些“社会”浪子回到“反对派联盟”的怀抱，庆祝他们摆脱了“革命幻想”的影响。

真正站在革命无产阶级方面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妨提一个问题：

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178]

让我们拿1月15日的《祖国土地报》[179]这个几乎是最好的评判者为例。这家报纸的倾向显然比立宪民主党左。根据一切资料来看，可以把它的倾向叫作劳动派倾向。只要指出这家报纸的撰稿人里有坦先生，这就足以确凿地证实这一政治评价了。坦先生的大名已经列入了“劳动（人民社会）党”公布的组织委员会委员名单。

可见，评判者是劳动派。

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并且同立宪民主党一样，赞成孟什维克的计划。不同于立宪民主党的是，他们只打算在所有的左派政党共同联盟中最多给立宪民主党两三个席位。

这是他们的判决。请看理由。


　　“争论的中心无疑是彼得堡是否存在黑帮危险的问题。”



　　不对。如果你们要在政治报纸的社论中评判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你们就应当知道你们要评判的是什么。你们自己在同一篇社论中说：“目前围绕着〈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展开的激烈争论，无疑会引起社会的关心。”谁表示愿意公开参与大家所关心的争论，而又马上显出不明争论的“中心”，谁就要担当接受不光彩的称号的风险……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已经在自己多次的政治声明中反复说明和强调指出，不能认为选举期间的争论“中心”是所谓的黑帮危险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工人政党的选举期间策略只应当是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策略的一般原则运用于个别情况。选举只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为自由和为消灭一切剥削而进行斗争的一个舞台，而且远不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尤其在革命时代）舞台。除了用选票进行斗争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斗争，这一斗争在革命时代不可避免地会激化起来。那些自以为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偏爱忘记这一斗争，他们对于自由的同情只停留在舌头尖上。小业主偏爱忘记这一斗争，他们对于同资本及其仆从进行极其尖锐的日常斗争是袖手旁观的。但是无产者却忘不了这一斗争。

因此，在觉悟的无产者看来，选举期间的策略只能是他们的一般策略对于特殊斗争，即选举斗争的适应，而决不是他们策略原则的改变，不是这个策略“中心”的转移。

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策略原则是，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走在人民革命的前头（目前俄国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人民获得全部自由和全部土地，根本不能使我们摆脱资产阶级的统治；很明显，革命的这种社会经济性质并不妨碍它是人民革命）。因此，先进阶级应当向全体群众坚决揭露，一般地希望同旧政权进行谈判和达成协议，特别是希望地主和农民在土地问题上达成协议的任何想法，都是虚幻的。先进阶级应当独立地奉行坚决斗争的路线，只支持那些真正斗争的人，也只是根据他们斗争的程度给以支持。

这就是社会主义策略的原则，这些原则通常规定工人政党必须保持阶级独立性，而只同革命资产阶级合作和达成协议，并且只是作为一种例外。

自由派不懂得社会民主党的这些策略原则。他们同阶级斗争的思想格格不入，他们不承认协议和谈判是同人民革命背道而驰的。但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布尔什维克，甚至孟什维克，原则上都承认这种策略原则。那些负责出版政治机关报的劳动派先生们，即使不了解目前的社会主义策略问题的起码常识，至少也能在社会民主党的选举纲领中，即在中央委员会占优势的孟什维克的选举纲领中读到这一点。


　　纲领写道：“公民们，应当把不仅希望俄国得到自由而且努力帮助人民革命争得这种自由的人选入杜马……‘人民自由党’领导的第一届杜马多数派希望通过同政府和平谈判的途径取得自由和土地……公民们，请选举革命战士吧，他们将同你们共同继续进行去年〈1905年〉1月、10月和12月开始的伟大事业。”



　　我们的劳动派根本不了解，“争论的中心”在于是否容许从上述角度出发在原则上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继全国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4个代表之后，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答复。同跟旧政权勾结和谈判的政党达成协议是不能容许的。立宪民主党在“人民革命”中不可能成为同盟者。把他们归入“革命战士”之列，不能加强，只能削弱革命战士的力量，因为他们在阻挠这些战士的工作，他们现在公然反对斗争，反对任何革命口号。我们的评判者没有看出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对立宪民主党的这种原则态度，居然看不见“大象”。

这些劳动派完全处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之下。在他们看来，选举高于一切，选举结果高于在选举运动中教育群众的工作。他们不懂得，选举鼓动清楚、肯定、明确，对忠实于自己的原则的社会民主党人具有重大意义。即使有人用得到杜马席位的前景来引诱他们，即使有人用在首都得不到一个杜马代表名额的前景来吓唬他们，他们仍然忠实于自己的革命立场。劳动派则忘记了一切原则，忘记了革命的一切基本任务，而热中于自由派的争吵，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出来，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不关心，而只念叨着“一个席位，两个席位，三个席位”！


　　“……问题的中心……彼得堡是否存在黑帮危险……”



　　可见，你们把黑帮危险归结为在政府伪造的选举中黑帮有取胜的危险！先生们，你们可明白，你们这样提问题，就是承认政府已经最终取胜，而你们空谈的自由事业已经最终失败了！你们自己没有看出来而且也不让人民群众看到那个实际的黑帮危险，这种危险不表现在投票上，而表现在规定投票的条件上（参议院的说明和12月11日选举法的即将废除），表现在取消投票的结果上（如解散杜马）。你们完全站在庸俗的自由派观点上，使自己的打算以及被你们弄得迷失方向的人民群众的打算仅限于在已经伪造的和正在伪造的法律范围内来进行斗争。你们没有看到黑帮危险表现为全体复选人可能被捕。取决于你们而且完全取决于你们的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提供牢固的和重大的革命成果的东西，即用坚定不移的鼓动来提高群众的革命意识，你们丢失了。而你们想追求的东西，则取决于斯托雷平的诡计，取决于参议院的新说明，取决于警察对选举法再一次的破坏。可见，你们同“黑帮危险”进行的斗争，与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同君主制危险进行的斗争如出一辙，就是用在共和制中加强君主机构和君主立宪的办法来进行斗争。因为，你们在人民中散布一种看法，认为黑帮危险就是黑帮当选的危险，这就使得最不开展的群众对黑帮危险的真正根源和真正性质更加无法了解。不过，我们往下谈吧。假定以后参议院对选举和复选人不再作什么说明。我们谈谈在当前选举制度下哪些政党将在彼得堡的投票中取胜的问题。

劳动派不能否认：右派政党已经威信扫地，十月十七日同盟遭到一次比一次可耻的失败，“十月党人近来受到左面来的沉重打击而一声不吭了”，“社会向左转了”。

但是……谢德林早就把自由派使用的这个俄国字眼“但是”译成了人人都懂的语言——耳朵不会高过额头[180]，不会的！——但是“技术上的困难”，“不给寄书刊”，“不发给选票”，“警察的迫害”……

这就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口头上是勇敢的激进派，实际上是卑鄙的小官僚。

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一定有助于免受警察的迫害！可是为什么不同既“希望”有宪法又能保证不受“迫害”的十月党结成联盟呢？真的，俄国的政治逻辑是：选举协议是反对不邮寄书刊、反对不发选票等等的手段……先生们，你们是反对什么呢？

——反对使警察据以横行霸道并宣布某些政党“非法”因而得不到选票的那些“法律”。那么你们是怎样反对的呢？

——办法当然是同某一个政党达成协议，这个政党或者会从和平革新党那里得到选票，或者在杜马召开以前就同斯托雷平勾结起来，或者自己也得不到选票！

俄国的官吏（20岁时是激进派，30岁时是自由派，40岁时是不折不扣的官僚）惯于关着门大谈自由主义和把拳头揣在兜里。他把选举运动也看成是把拳头揣在兜里。是否需要影响群众呢？废话，邮局不投递我们的书刊啊。

不通过“邮局”和类似机构，是不是可以发行和散发书刊呢？

——废话！这是陈旧的革命幻想，不符合“广泛的”立宪活动。广泛的立宪活动在于可以欺骗当局，因为“他们”要在社会民主党或社会革命党当中找我，而我却躲在立宪民主党的名单里，让他们找不着！政府把我当作革命者来寻找，而我既骗了政府，又骗了革命者，我要投靠“反对派联盟”。瞧我多机灵！

——啊，尊敬的政治活动家，这样一来，你不是也欺骗了群众，使他们不再把你同卑躬屈膝的自由派的“反对派”加以区分了吗？

——废话！谈什么群众……我们给工人选民团一个席位就是了……而且从一定的角度来说我们大家都在争取自由……革命已成为全民族的了……立宪民主党也准备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斗争……

试问，我们的劳动派除了警察方面的理由以外，是否还有政治方面的理由呢？有。这些理由就是，应当迁就的不是积极的和活跃的选民，而是去迁就关在家里的、闭塞的或朦胧欲睡的选民。请听一听“左派”报纸是怎样谈论的：


　　“根据群众大会的情绪还不能判断全体选民群众的情绪……参加群众大会的不超过选民总数的1/10，这当然又是最积极、最有朝气的活跃分子。”



　　真的，甘当最不积极、最死气沉沉的不活跃的立宪民主党选民的尾巴是理由十足的！俄国激进派的悲剧就在于：几十年来他们一直盼群众大会，盼自由，狂热地（口头上）向往自由，可是一遇到群众大会，一看到比他们自己的情绪更左的情绪，就犯愁了，说什么“难以判断”、“不超过1/10”、“先生们，要慎重些！”这正象屠格涅夫小说中的逃避阿霞的狂热主人公，车尔尼雪夫斯基称这个主人公是“赴约会的俄国人”。[181]哎，你们这些自封的劳动群众拥护者啊！你们要同革命到哪儿去约会呢，——还是呆在家里吧！这确实会安全一些，再不要同这些危险的“最积极、最有朝气的活跃分子”打交道了。你们真可以同不活跃的小市民比美了！

也许，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你们现在会弄明白因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引起的“争论的中心”究竟何在了？

最尊敬的先生，就在于我们想使小市民振作起来，成为公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迫使他们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么赞成奴颜婢膝地跪在“宪法”面前（呸！呸！）的立宪民主党的小市民政策，要么赞成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

“一切左派政党的联盟”就是把“1/10最积极、最有朝气的活跃分子”淹没在大批漠不关心的、无动于衷的、朦胧欲睡的人群之中，就是使愿意斗争（并且能够在决定性关头引导群众）的人服从于愿意象第一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那样卑鄙地表示效忠的人，愿意象立宪民主党人李沃夫那样同斯托雷平搞交易并且可耻地投到他那一边的人。

反动派在向你们进攻，它已经夺走了十月的足足三分之一的成果，剩下的三分之二也有被夺走的危险。可是你们却装作安分守己的人，用小市民心理来解嘲，说没有任何进攻，没有任何革命，我们到杜马去立法，我们只防守，我们奉公守法！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懂得，只防守就等于已经承认自己在道义上破产了呢？其实你们就是在道义上破了产的人。你们只配把自己的选票投给立宪民主党人。

我们说：“要迫使小市民作出选择。”就是要迫使。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要使群众摆脱以小市民心理为基础的自由派或激进派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不能不受到一些震动，不遭到一些反抗，不冒一下初试的风险，看看谁真正在捍卫自由，是立宪民主党呢，还是我们？

如果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那么小市民就没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了。激进派空谈家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者中的政客已经替他们考虑过这个问题了，在同立宪民主党的约会中考虑过了。小市民向左转了（不怪我们，也不是由于我们党的宣传，而是由于斯托雷平的热心），小市民向左转了——对我们来说这就够了。向左转，就是说拥护“一切左派的联盟”！这样做的将是所有的小市民群众，而不只是什么1/10不安分守己的……（对不起）活跃的……分子。必须使各种会议或全部政策都去适应胆怯的小市民，这就是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实质。

而我们说过，不仅在传单和纲领中，不仅在决议和演说中，而且在全部政策和选举运动中都必须把坚定的战士同胆怯的小市民截然分开。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把立宪民主党的和社会民主党的两个不同的名单加以对比。首都的报刊行销全国，首都有各个政党的中央，首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领导全国，所以在首都万分重要的不是树立小市民的泰然自若的政策的榜样，而是树立无愧于已经赢得一点自由的十月战士的政策的榜样，即无愧于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榜样。

如果我们自己不采取进一步措施来反对小市民的奥勃洛摩夫[182]思想，即“一切左派政党的联盟”，那么我们所说的必须意识到“爱好和平的”立宪民主党杜马的错误，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等等，就都会流于空谈。如果我们自己、“领导者”、“领袖”，在首都、在俄国各族人民面前原地踏步，即同那些立宪民主党人握手言欢，“和和睦睦”分配席位，亲密无间，步调一致，共同追求一个目标，共同争取自由，那么我们提出的前进号召就是虚伪的，就不能激励人民战士的心……那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如果有个孟什维克伊万·伊万内奇过去骂了一声立宪民主党人伊万·尼基佛雷奇是公鹅[183]，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参加群众大会的不超过选民总数的1/10……”好吧，激进派先生。我们破例相信你的话，我们对你让这一步是因为……是因为你的论据太不高明了。

十分之一的选民，在全彼得堡13万选民中就是13000人。这13000个最积极、最有朝气的活跃的选民，情绪要比立宪民主党人左。试问，如果头脑健全、神志清醒，能不能硬说，参加群众大会的积极的选民不会带动一定数量的不大积极的呆在家里的选民呢？任何人都懂得，决不能这样说，在一个拥有150万人口的城市里，即使撇开报纸和集会不谈，也还有千百种不同的途径和渠道可以把先进分子的情绪渗透到广大群众中去。任何人都懂得，而且所有国家的一切选举都证明，参加群众大会的每一个积极的选民，都不是带动一个，而是带动几个呆在家里的选民。

在上次选举中，15万彼得堡选民投票6万张。在整个彼得堡，其中约4万张票拥护立宪民主党，约2万张票拥护右派。我们从我们这位不愿当“乐观主义者”的激进派先生本人那里听说过……（天哪！我们的激进派愿意……象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激进派那样当“稳健的”人）……我们从他那里听说过，十月党人完全销声匿迹了，我们也从他们彻底失败的事实中知道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听说有13000名积极的选民，情绪要比立宪民主党人左。请想一想，这些数字的比例在各选区变化很大。请想一想，通常属于参加群众大会的选民的选票有多少。

你们会明白，把彼得堡的黑帮当选危险说成是由于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选票分散而有使右派进入杜马的危险，那是骗人的鬼话。要知道，在彼得堡，要使右派进入杜马，就必须在多数选区内不仅使选票一般地分散，而且要分散得既使立宪民主党人，又使社会党人各自的得票数少于黑帮名单的得票数。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所以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如果黑帮危险不是表现在“宪法”以外的方面（而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的不同策略的重心就在对这个方面的估计上），那么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选票分散是不会使右派在彼得堡取胜的。

说黑帮有取得彼得堡选举成果的危险，这是立宪民主党人、“激进派”和一切机会主义者对人民布下的骗局，而这种骗局有利于政治上的小市民习气。关于这种黑帮危险的鬼话，实际上有利于立宪民主党，因为这种鬼话有助于他们防止从左面来的危险，这种鬼话能麻痹群众，使他们在投票时不再把“进行立法活动的”立宪民主党资产者同引导人民进行斗争的社会党人加以区别。

所以，当自由派、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对我们同声嚷嚷：你们孤立了！我们这时却泰然自若地回答说，我们不搞欺骗，这样的孤立，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不搞卑鄙的勾当，这样的孤立，我们感到很高兴。因为在1905年1月9日以后，在1905年10月以后，在彼得堡13万选民群众面前把库特列尔之流、纳波柯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及其同伙选进杜马，确实是卑鄙的勾当。

我们要预先告诫那些由于立宪民主党要把他们而不是把布尔什维克拉进杜马，因而高兴得太早了的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我们要预先告诫他们，如果第二届杜马成了立宪民主党杜马，那么他们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将因把立宪民主党人选进杜马而感到羞耻。那时他们将直接对此负责。而立宪民主党在第二届杜马中一定会向右转（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最近一年来的所作所为和全部政治书刊中看出来），甚至连极端的机会主义者也不得不揭露他们。在第一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李沃夫曾转向和平革新党，并为黑帮解散杜马开脱。在第二届杜马中（除非历史给我们来一次急剧的变革，使同立宪民主党的种种卑鄙勾结和所有立宪民主党人统统完蛋），立宪民主党的李沃夫之流的大显身手，将不是在第二届杜马结束之时，而是在它召开之初。

先生们，接受立宪民主党送给你们的杜马席位吧！我们是不羡慕你们的。我们要告诉工人群众和首都小资产阶级群众提高警惕。我们不仅要通过演说，而且要通过选举本身来提高他们的认识，使他们了解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有一条鸿沟。

各干各的吧，而“很多人爱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我们可不是这样的人” 
［注：列宁引自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编者注］

 。

《祖国土地报》的社论作者在谈论布尔什维克时说：“他们现在要比过去更孤单，因为原先的抵制派即社会革命党现在不但参加选举，而且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

真新鲜，真有趣。我们有一次曾经指出过，社会革命党在达成选举协议的整个问题上的表现不象一个政党，倒象一个知识分子集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组织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公开的政治主张。现在，如果坦先生为之撰稿的这家报纸不是在公开撒谎，不是在重复道听途说的流言，那么我们可以作出进一步的结论，即社会革命党在达成选举协议问题上的表现是政治上不老实，或者至少也是一种同政治危险分不开的动摇。

尽人皆知，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会议拒绝了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并向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建议达成选举协议来反对立宪民主党。我们的这个决议曾披露在所有的报纸上。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同社会革命党、劳动团委员会的相应机关已经谈判过了。分歧在于我们要排除人民社会党以及席位问题。但是，既然社会革命党在我们声明决心在彼得堡同立宪民主党进行决战以后开始同我们谈判，同时又开始或者继续同立宪民主党进行有关联盟的谈判，那么很明显，社会革命党的所作所为是政治上不老实。

我们公开说：我们要同立宪民主党战斗。谁支持我们？

而社会革命党既同我们谈判，又同立宪民主党谈判！

再说一遍：《祖国土地报》的社论作者说的是否属实，我们不知道。但是对人民社会党组织委员会委员坦先生为之撰稿的这家报纸的武断言论，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关于社会革命党同人民社会党结成联盟的问题，我们从报纸上，也从社会革命党同我们的谈判中知道了（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联盟的条件和真正性质，看来，这里也是在搞什么幕后把戏）。

因此，我们的义务是把问题当众公开提出，让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个政党的所作所为。在此以前，政党的相互关系，我们只根据纲领和文献来判断，——可是这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一些文字而已。第一届杜马时根据某些政党的活动勾画出了它们的面貌。现在我们也一定要利用而且正在利用选举来充分教育群众，使他们认清各政党的真正性质。

至于社会革命党掩盖他们同人民社会党的某种关系，这在目前是政治事实。社会革命党实际上作了分裂出去的机会主义政党的尾巴，这也是事实。其实，这就是说，社会革命党的所谓革命独立性和坚决性要比他们的表现差得远。如果他们一定要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况且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民社会党谋取席位），那我们就会得到最好的鼓动材料，来向彼得堡工人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小资产阶级的（即使是革命的）政党具有十足的动摇性和骗人的外形。

我们认为，把自己“孤立”于这些政党之外，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不仅是光荣的事情，而且是唯一慎重的政策。只不过我们在考虑时，不是从杜马席位出发，而是从整个工人运动出发，从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出发。

让我们回过来看看《祖国土地报》。这家报纸多么轻率，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一般说来，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所作的决定，看来是仓促的，考虑不周的。劳动派比人民社会党究竟好在哪里呢？”



　　这“究竟”二字真妙极了。作者在政治上如此无知，他甚至没有察觉自己是光着身子在行走，完全象个澳洲野人。而这竟是有教养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家！那么，该怎么办呢，我们只好承担起政论家的“晦气的义务”，不厌其烦地宣讲一下起码常识。

劳动派即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曾谈到的劳动团委员会和人民社会党是从第一届杜马的劳动团中产生的。这个劳动团曾分为两翼，机会主义的一翼和革命的一翼。两者的区别最明显地表现在劳动团的两个不同的土地法案上：一个是104人法案，另一个是33人法案。

这两个法案的共同点是：（1）都主张把土地从地主手中转交给农民；（2）都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即小业主（即使在某一方面）在商品生产社会中的“平均化”空想。

这两个法案的不同点是：第一个法案充满了小私有者的恐惧，害怕进行过分急剧的变革，害怕吸引太广泛太穷困的人民群众参加运动。彼舍霍诺夫先生是这个法案的起草人之一，也是人民社会党的首领之一，他绝妙地表述了104人法案的这种“精神”，他引用了杜马中“善于经营的农夫”的声明：“派我们来是获得土地，而不是交出土地。”这就是说，劳动团的这一翼除了小资产阶级的平均化空想外，还明显地反映出较富裕的那部分农民的自私利益，他们害怕搞不好自己也得“交出”（在普遍“平均化”的情况下，小资产者是这样理解社会主义的）。从地主手里拿过来，但是不要交给无产者，这就是善于经营的农夫的政党的口号。

而33人法案提议立即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这个法案中也有“平均化”空想，而且其规模也相同，但是他们不害怕“交出”。这不是机会主义小资产者的空想，而是革命小资产者的空想，不是善于经营的农夫的空想，而是破产的农夫的空想，不是打算摆脱地主而靠无产者发财的梦想，而是用平均办法让大家，也包括无产者在内都得到好处的梦想。这不是害怕吸引最广泛和最穷困的群众参加运动，而是希望吸引他们投入斗争（希望而已，但不善于也不懂得如何处理问题） 
［注：如同一位无政府主义诗人对我们说的那样，我们可以对这些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说：“破坏，我们将在一起；建设，却不。”（见瓦·雅·布留索夫的诗《献给亲近的人》最后一行。——编者注）］

 。

杜马被解散以后，劳动团中两派由于这种差别，成立了两个不同的政治组织：劳动团委员会和人民社会党。前一个组织由于发表了七月呼吁书[184]而在俄国革命史上占了光荣的地位。直到现在，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个组织还没有败坏自己这个美名，还从来没有背弃呼吁书，也没有参加无病呻吟者、萎靡不振者和叛徒的大合唱。

后一个组织则利用杜马被解散的时期，在斯托雷平制度下取得合法地位，在合法刊物上——就是说，躲避来自左面的批评——“大骂”上述呼吁书，劝人民“暂时”不要触动旧政权的某些机关，等等。因此，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对待这个党还未免太温和了，说什么“它对杜马外的斗争的基本问题的态度模棱两可”。

总之，直到现在的政治事实就是，小资产阶级政党，或者劳动派政党显然已分化成革命小资产者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劳动团委员会）和机会主义小资产者的政党（人民社会党）。在社会民主党看来，既然选举运动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一种手段，那么在这里我们把前两个劳动派政党同第三个劳动派政党区别开来，就使小市民不得不考虑这种划分的原因。一旦小市民考虑和认清了问题的根由，就会作出自觉的选择。

最后不能不指出，《祖国土地报》的幼稚无知的社论作者还用可笑的诡辩替自己的立场辩护。分析一下这种看上去正合庸人胃口的诡辩不是没有益处的：


　　“即使没有黑帮危险，布尔什维克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结成联盟，而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完全独立地活动，会大大有利于自己阶级内容的纯洁性。”



　　这个激进派分子以为，瞧，我们多么了不起，我们连阶级内容的纯洁性都能够判断！是的，现代的报纸作者“能够”判断一切，但是他并不了解问题，他没有知识。如果认为要维护阶级立场的纯洁性似乎就必须排除任何协议，那是错误的。这样想等于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推向荒谬绝伦的地步，把它搞得面目全非。如果认为没有黑帮危险似乎就没有必要同社会革命党结成联盟，这同样也是错误的。

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运动中保持完全的独立性，这是总的准则。但是，任何一个生气勃勃的群众性的政党都可以容许有例外，不过这只能在合理的和严加限制的范围之内。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曾容许同革命的资产阶级达成政治协议，那时他们在工人、农民、士兵、铁路工人等代表苏维埃中协同工作，那时他们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著名宣言（1905年12月）[185]或七月呼吁书（1906年7月）上签了名。《祖国土地报》的社论作者显然不知道有关各个政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的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拒绝无原则的协议，拒绝有害的和不必要的协议，但是它并不想在任何情况下都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否则就太幼稚了。社会民主党全俄代表会议的14个代表提出的纲领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 
［注：见本卷第98—100页。——编者注］



其次，说什么有立宪民主党危险，所以“必须”在彼得堡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达成协议。假如《祖国土地报》社论作者了解他所谈的主题，他就会明白，甚至在主张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有很有影响的组织（例如崩得）认为，即使没有黑帮危险，那么有了立宪民主党危险，也就必须同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假如社会民主党中的孟什维克没有变节，假如所有革命的劳动派分子都同所有社会党人行动一致，那么在彼得堡不仅可能本着对群众进行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教育的精神（这一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如何都要做到）进行选举运动，而且可能战胜立宪民主党人。既然我们在进行选举运动，只要在原则上不违反社会主义策略，我们就无权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取胜的机会。

在彼得堡，严重的斗争只是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进行，这一点已被竞选大会证明了（莫斯科也是这样，还可以补充一点：例如《世纪报》或店员“团结和力量”工会所作的一切局部调查的结果也证实了这种情况）[186]。

至于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就等于让立宪民主党对他们的同盟者行使思想政治上的领导权，所有的政治报刊和各种谈判的整个性质都证明了这一点。立宪民主党把条件强加于人。立宪民主党公然规定协议的意义（请回想一下他们对孟什维克和人民社会党的评语：“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反对派联盟”）。要求立宪民主党平等分配席位，这就等于要他们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了。

社会民主党同革命民主主义政党达成协议，无疑也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对小资产阶级行使领导权。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公开地、明确地和全面地阐明了自己的全部观点，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团委员会对协议问题根本没有独立发表过意见。基调是社会民主党人定的。要削弱他们的社会主义见解和他们的阶级观点，那是不行的，而且是根本办不到的。在席位分配上，谁也休想给他们小的份额。他们在工人选民团中的活动无疑是独立的，并且表明他们已占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害怕率领革命小资产阶级同盟者去同立宪民主党战斗，就简直太可笑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事业需要，我们甚至可以引导人民社会党前进。我们党的原则性并不会因此受到丝毫损害，因为路线仍然不变，我们对自由派资产者－妥协派的首要政党进行的斗争不会稍懈。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不会说，我们跟着人民社会党走了（连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团委员会在内，总共给他们六个席位中的两个）。恰恰相反，这会表明事实上是社会民主党在进行独立活动，并夺去了立宪民主党的一个附属品。如果半立宪民主党人加入我们的名单，那么动员他们反对立宪民主党，不但不会同反对立宪民主党的斗争任务相矛盾，反而会直接服务于这个任务，这难道不明显吗？

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做得对，它公开地当众表明自己对人民社会党持否定态度。我们有责任提醒革命的劳动派对这种所谓的劳动派政党保持警惕。如果革命的劳动派想依赖形式上完全独立的人民社会党，那就当众说出这一点吧。我们很有必要把这个事实摆到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看清它，在向工人，向全体人民进行广泛的鼓动时从这个事实中作出全部结论。

其次的问题是，在彼得堡同立宪民主党进行斗争中，我们得到的同盟者是什么样的劳动派，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去解决。原则路线我们确定了。不管怎样我们都要独立地投入战斗。我们对于最不可靠的劳动派已经公开声明不承担责任，把这个责任交给了别人。

布尔什维克还在11月就声明说，在彼得堡进行斗争的有三个主要政党——黑帮、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当时《同志报》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曾想看看他们的笑话。

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Rira bien qui rira le dernier）。

我们的预见应验了。

彼得堡将有三个杜马候选人名单，即黑帮的名单、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公民们，作出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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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社会民主党政论家札记）》这本小册子是1907年1月在彼得堡由新杜马出版社交合法的布尔什维克事业印刷所印刷的。1912年小册子被沙皇政府查禁。



小册子的标题引自俄国诗人亚·谢·普希金的十四行诗《致诗人》。诗中说：“诗人呵！……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和冷漠的群俗的嘲笑，但你要坚定、镇静而沉毅。”——272。



[177]《今日报》（《Сегодня》）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每天出版的晚报），1906年8月—1908年1月在彼得堡出版。列宁称它是低级趣味的报纸。——272。



[178]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是剧中主角——具有先进自由思想的贵族青年恰茨基的一句台词（见该剧第2幕第5场）。当反动官僚法穆索夫指责他不识时务、不肯谋求功名利禄时，他用这句话作了有力的反诘。后来人们常引用这句话来反驳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批评。——272。



[179]《祖国土地报》（《Родная Эемля》）是俄国的一家周报，持与劳动派相近的立场，1907年1月8日（20日）—4月16日（29日）在彼得堡出版，立宪民主党人为该报撰稿。该报共出了15号，后被沙皇政府查禁。——272。



[180]见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随笔《在国外》。其中写道，1876年春他在法国听到一些法国自由派人士热烈地谈论大赦巴黎公社战士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大赦是公正而有益的措施，但在结束这个话题时，不约而同地都把食指伸到鼻子前，说了一声“ｍａｉｓ”（即“但是”），就再也不说了。于是谢德林恍然大悟：原来法国人所说的“但是”就等于俄国谚语“耳朵不会高过额头”，意思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276。



[181]这里说的是伊·谢·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阿霞》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赴约会的俄国人》。



小说《阿霞》写的是德国少女阿霞和俄国贵族恩·恩·恋爱的故事。阿霞爱上了恩·恩·，恩·恩·心里也爱阿霞。但当阿霞公开主动地向他表露爱情时，他却犹豫起来，拒绝了阿霞。事后他悔恨不已。等到第二天他上门求婚时，阿霞已离去。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赴约会的俄国人》一文中指出恩·恩·这个形象是“多余的人”，徒有幻想，并不准备付诸实行。——278。



[182]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280。



[183]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伊万内奇）和伊万·尼基佛罗维奇（伊万·尼基佛雷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佛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这两个地主本是莫逆之交，竟为一枝猎枪的争端而反目。伊万·尼基佛罗维奇骂伊万·伊万诺维奇是“一只真正的公鹅”（“公鹅”在俄语中喻狂妄自大的蠢人）。伊万·伊万诺维奇则捣毁了伊万·尼基佛罗维奇的鹅舍。为此，两人打了十几年的官司。——280。



[184]指一些党派团体在1906年7月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发表的几个号召书：以国家杜马劳动团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名义发出的《告陆海军书》；由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委员会、劳动团委员会、全俄农民协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和全俄教师联合会签署的《告全国农民书》；由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委员会、劳动团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签署的《告全体人民书》。这些号召书都强调武装起义的必要性。——286。



[185]指1905年12月6日（19日）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第四次全体会议根据布尔什维克的提议通过的《告全体工人、士兵和公民书》。这个呼吁书号召举行政治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签署这个呼吁书的有：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小组和莫斯科郊区组织、社会革命党莫斯科委员会。——288。



[186]指俄国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报纸《世纪报》编辑部和工商业职员“团结就是力量”工会为弄清选民对各政党的态度而作的调查。



《世纪报》编辑部在1907年1月6日（19日）该报第4号上刊载了一份印有参加选举的政党名单的调查表。读者可在表上标出他打算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哪个政党的票，然后把调查表剪下寄回编辑部。1907年1月9日（22日）《世纪报》第5号以《我们的调查》为题发表了这次征求意见的结果：1523人中有765人支持立宪民主党人，407人支持社会民主党人，127人支持社会革命党人，支持其他政党和团体的为数不多。



1906年11月，“团结就是力量”工会在自己的会员中散发了15000张类似的征求意见表。截至1906年12月9日（22日）收到的1907份答复中，有996人支持立宪民主党人，633人支持社会民主党人，95人支持社会革命党人，剩下的不多票数为其他政党获得。



工商业职员“团结就是力量”工会是1905年10月未经官方许可在莫斯科建立的。1906年7月，该工会取消了章程中关于罢工的条款始被允许注册，它的活动才合法化。由于沙皇政府不断地进行镇压，该工会会员人数由1905年10月的3000人减少到1906年10月的900人。1906年12月，该工会被沙皇政府解散。———289。







《列宁全集》第14卷


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

1907年1月18日于彼得堡

彼得堡的选举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决定性的关头临近了：第一，各政党在选举中究竟怎样组合，谁联合谁，谁反对谁，近几天就将见分晓。第二，选举本身也马上就要开始了。

首都选举的意义是重大的。现在全国都注视着彼得堡。这里有最活跃的政治生活，政府的势力在这里最强大。这里有各个政党的中央，有各种派别和各种色彩的最出色的机关报，有竞选大会上最出色的演说家。

现在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彼得堡已经起了应起的作用。彼得堡的选举运动已经提供并且每天还在继续提供异常丰富的政治教育材料。要反复地研究这些材料。要系统汇集这些材料，要用这些材料尽可能突出地阐明各个不同政党的阶级基础，而且，要把这种大家都感兴趣的、激动人心的、直接的、活的知识传播到最广大的工人群众中去，传播到最偏僻的农村中去。

我们试着开始汇集这种材料，——当然是采取简明扼要的形式。让读者回顾一下，想一想圣彼得堡选举运动的全部进程，以便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在思想上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以免为每天发生的小事和政客们千变万化的喧嚣所困扰。

第一阶段。社会民主党为选举作理论上的准备。右翼和左翼最知名的代表人物纷纷发表意见。孟什维克一开始就动摇不定：（1）切列万宁主张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2）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兴高采烈，并把这个消息传遍俄国各个角落；（3）马尔托夫在《同志报》上抗议，主张提出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名单，他甚至因布尔什维克一般认可同劳动派达成协议以反对立宪民主党而斥责他们（《无产者报》第1号）；（4）布尔什维克主张提出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名单，但不排除同革命民主派达成协议；（5）普列汉诺夫在资产阶级报刊上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6）孟什维克内部十分动摇：拉林怒斥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认为这是社会民主党的耻辱。尼古·约—斯基认为可以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不过同劳动派结成联盟反对立宪民主党更好；（7）马尔托夫和所有的孟什维克转了个180度的弯，都转到普列汉诺夫方面去了。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形成了两派：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布尔什维克、波兰代表和拉脱维亚代表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可以同革命民主派达成协议。

第二阶段。报刊上宣扬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主张。普列汉诺夫竟然谈到了“全权杜马”。这样，他就可以把孟什维主义发展到荒谬的地步。他原想使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接近，结果（由于对政治形势完全无知）事与愿违，竟使孟什维克远离了立宪民主党。一方面，立宪民主党正式地郑重其事地拒绝了“全权杜马”这种革命幻想，并且嘲笑了普列汉诺夫。很清楚，立宪民主党所希望所要求的是思想上的联盟，是使各左派服从立宪民主党的领导，服从立宪民主党的妥协的、反革命的策略。另一方面，普列汉诺夫的过分热心搅乱了孟什维克的队伍：崩得分子和高加索的孟什维克都在报刊上公开指责普列汉诺夫的言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中央委员会则默不作声，很尴尬，不知所措。普列汉诺夫陷入孤立，也一声不响了。

第三阶段。群众性发动的开始。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竞选大会。外界的一股新鲜空气冲入知识分子政客们的恶浊气氛。关于黑帮危险的无稽之谈立即澄清了，外界证实了布尔什维克的看法：立宪民主党人愚弄机会主义者，他们叫嚷黑帮危险，是想借此摆脱来自左面的危险。两个首都竞选大会上的斗争，实际上是立宪民主党同社会民主党，主要是同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立宪民主党想把所有的人，——市井小民、老百姓、群众拖向右边，他们反对革命的要求，在“和平的议会道路”的幌子下宣扬同反动派达成协议。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号召群众向左边走，揭穿了所谓和平道路的奇谈的全部虚伪性，及其全部自私自利的阶级性质。孟什维克退缩了（对孟什维克无限好感的立宪民主党报刊这样承认）；他们不象社会党人而象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那样畏畏缩缩地批评立宪民主党，同样畏畏缩缩地谈论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必要性。

第四阶段。召开社会民主党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的代表是由社会民主党全体党员在辩论的基础上，即在征询全体党员赞成还是反对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基础上选出的，布尔什维克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占了绝对优势，——无论是把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有异议的选票计算在内，还是一概不计算，还是按特殊的比例计算都一样。孟什维克退出代表会议，开始搞分裂活动。他们表面上用一些既可笑又可怜的组织上的无端指摘来掩饰自己（他们说布尔什维克确定代表资格的办法不正确，——实际上不管怎样折算，布尔什维克都占优势；他们说代表会议拒绝分成市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实际上根据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提出这种要求，它对维尔纳、敖德萨和其他城市都没有提出这种要求）。

实际上孟什维克制造分裂的原因大家都很清楚：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离开无产阶级而投靠自由派资产阶级，离开工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而投靠未定型的非党的选民团体。

代表会议对孟什维克的退出根本不予理会，它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当中也发生过争论：所谓的纯布尔什维克主张不同其他任何政党达成任何协议。所谓的异端派则主张同革命民主派，同劳动派达成协议，以便在俄国的首都摧毁立宪民主党人对不开展的劳动群众的领导权。“纯”布尔什维克和“异端派”之间的争论，在个别场合显得很激烈，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十分了解，这种分歧并没有从根本上分裂他们，而只是帮助他们全面地实事求是地探讨选举的各种可能和各种前景。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不能拒绝非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跟着自己走，以便使他们摆脱立宪民主党的影响。代表会议在详细讨论以后，决定向社会革命党和劳动团委员会提出在下述基础上达成协议，即工人选民团、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各占两个杜马席位。

这在彼得堡是唯一正确和唯一可行的决定，因为决不能忽视击败立宪民主党的任务；如果有两个左派名单，就不会发生黑帮危险，但是如果左派发生分裂，这一危险就可能发生，也就不可能争取到选民群众。代表会议的建议使社会民主党保持了绝对优势；社会民主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权，在它的原则完整无损的情况下得到了巩固。

关于人民社会党，代表会议决定排斥它，因为它是半立宪民主党，它在杜马外的斗争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态度模棱两可。大家知道，解散杜马之后，这个党便离开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并且开始在合法刊物上宣扬谨慎和温和。

显然，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必须要求社会革命党对这样的政党采取明确的态度，要么坚决予以排斥（如果孟什维克在关键时刻没有从社会党方面转到立宪民主党方面去，这大概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要么至少使自己对这样的“劳动派”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五阶段。孟什维克制造的分裂给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带来了希望。立宪民主党的报刊都欢呼起来，欢呼它们所仇恨的布尔什维克“遭到孤立”，欢呼孟什维克由革命“勇敢地”转入“反对派联盟”。提出“反对派联盟”一词的《言语报》已经直言不讳地把孟什维克和人民社会党称作“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确实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立宪民主党就要把所有的小资产阶级（即包括社会革命党在内的全体劳动派）和工人政党内的整个小资产阶级部分即孟什维克都拉走了。

布尔什维克泰然自若地继续从事自己的独立的工作。他们说，我们不搞卑鄙勾当，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变节和动摇无关，这样的孤立我们感到高兴。我们不能使自己的策略服从于追求席位。我们宣布，无论如何彼得堡将有三个名单：黑帮的名单、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第六阶段。工人选民团的选举和对劳动派两面手法的彻底揭露。

在工人选民团里社会民主党获得了胜利，但是，社会革命党所占的比重要比我们预料的大得多。显然，社会革命党在工人选民团里所击败的主要是孟什维克。有消息说，在维堡区这个孟什维主义的堡垒里，当选的社会革命党人多于社会民主党人！

由此看来，在其他国家早已出现过的现象也在我们国内出现了。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使该党严重地脱离工人群众，以至工人群众转向革命的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孟什维克的极不坚定和十分动摇的政策大大地削弱了社会民主党，在城市选民团里帮助了立宪民主党，在工人选民团里帮助了社会革命党。

只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能够满足无产阶级群众的需要，并且使他们坚决同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划清界限。

但是另一方面，事变也彻底揭露了劳动派的两面手法。在工人选民团里，他们（社会革命党）猛烈打击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孟什维克，以此来攻击我们。同时他们又在选举运动中玩弄毫无原则的手法。他们不以党的名义发表任何声明，不独立公布任何组织决定，不公开讨论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他们就象一些想在黑暗中做坏事的人，故意吹灭一切灯火。

有人说，社会革命党同人民社会党结成了联盟。谁也不知道结成联盟的条件和这个联盟的性质。活动是暗中进行的。有人说（见1月15日《祖国土地报》，为该报撰稿的有坦先生），社会革命党赞成同立宪民主党联盟。谁也不明真相。活动是暗中进行的。竞选大会上也表现出各行其是：一个社会革命党人跟人民社会党人一起呼吁同立宪民主党联盟，另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则要通过决议，反对同立宪民主党联盟，赞成一切左派联盟反对立宪民主党。

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甚至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不坚定性和两面性明显地暴露在群众面前。如果我们社会民主党内没有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部分，我们就会有很好的机会来向全体工人群众说明：为什么只有社会民主党能够忠诚而一贯地捍卫他们的利益。

布尔什维克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鼓动的。布尔什维克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路线：彼得堡要有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我们的决定不以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为转移，如果小资产阶级愿意响应我们的号召，跟随无产阶级反对自由派，那对它就再好没有了；如果它不愿意这样做，那对它只有更坏，而我们是无论如何要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的。

第七阶段。分裂。立宪民主党陷在同黑帮谈判的泥坑中。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陷在同立宪民主党谈判的泥坑中。布尔什维克则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路线。

报纸消息说：（1）米留可夫先生晋谒了斯托雷平先生；（2）国外报纸报道，政府准备让立宪民主党合法化，条件是该党不同左派联盟。

自由派叛徒们的政党的幕后勾当暴露了。立宪民主党不敢拒绝黑帮的建议，因为黑帮用解散杜马来威胁他们。

立宪民主党在关于协议的问题上忽然变得“坚如磐石”，而使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大吃一惊，其真正原因就在这里。

立宪民主党固执起来了。所有的左派，只给两个席位，一个也不多给！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一号接着一号用十分清晰的语调和教训的口吻说，它同意带领温和的社会党人（六个席位中分两个席位）同“革命的幻想”作斗争，同革命作斗争。但是，永远不同革命一道前进！

机会主义者陷于悲观绝望的境地。《同志报》上针对《言语报》的文章发出了简直是歇斯底里的声调。社会民主党的叛徒鲍古查尔斯基先生拐弯抹角、闪烁其词地责备《言语报》，请求它——和《同志报》的其他作者一起——回心转意，等等。无聊的争吵和对骂取代了不久前《言语报》和《同志报》为布尔什维克遭到孤立和温和的社会党人顺从了自由派而一致发出的欢呼。彼得堡于1月7日获悉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决定。今天是1月18日。直到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和机会主义者没有作出任何明确决定！今天《言语报》反对《同志报》的调子特别不可调和；今天《同志报》在一篇反对《言语报》的短评中的调子，也特别尖锐，而且不知所云。

布尔什维克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路线。彼得堡将有三个名单。小资产者将把自己列入哪个名单，这是他们的事情，而革命的无产阶级无论如何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第八阶段会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归根到底，这要取决于立宪民主党和黑帮政府之间的谈判，取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在立宪民主党立即合法化方面或其他方面“和解”，小资产者就会陷于孤立。如果立宪民主党和黑帮眼下发生意见分歧，立宪民主党也可能给小资产者三个席位。社会民主党决不根据这些来决定自己的政策。

彼得堡选举运动中的事变进程给我们提供了一幅不大的但很好的图画，描绘出黑帮、立宪民主党和革命无产阶级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事变的进程极好地证实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久经考验的和毫不妥协的老策略。

方针明确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原则明确的政策是最实际的政策。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真正地牢固地赢得群众对社会民主党的同情和信任。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使工人政党免于对斯托雷平同米留可夫的谈判，以及米留可夫同安年斯基、唐恩或切尔诺夫的谈判负责。

而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政党”的机会主义者今后却要永远对此负责。 

动摇的孟什维克已经玩起伪善的手法以图挽救自己，这是不无原因的。退出代表会议的社会民主党人声称：我们不是赞成同黑帮危险作斗争，就是赞成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名单（如果相信今天的报纸报道）。可笑的遁词，只有天真透顶的人才会相信！事实证明，在圣彼得堡有两个左派名单的情况下，并没有黑帮危险，然而有三个名单，会怎么样呢？孟什维克不想这样试一试吗？！不，他们纯粹是想抓住一根稻草来救命，因为事变进程逼得他们走投无路：或者承认立宪民主党全面的思想政治领导而跑到立宪民主党方面去；或者跟着布尔什维克走，赞成包括劳动派在内的社会民主党名单。

这样的名单在彼得堡一定会战胜黑帮又战胜立宪民主党。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正确的路线，将坚定不移地遵循这条路线（不怕一旦小资产者投靠自由派而会遭到暂时的失利），从机会主义的犹豫和动摇当中吸取新的力量和决心。

圣彼得堡要有三个名单：黑帮的名单、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公民们，你们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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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下降

（1907年1月19日〔2月1日〕）

彼得堡的选举，对于实际研究各个不同政党的性质及其政策的阶级倾向或阶级意义，提供了非常有教益的材料。

在这方面最引人注意的有两件事：一件是立宪民主党同黑帮政府首领斯托雷平的谈判，另一件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同自由派地主即立宪民主党人的谈判。

关于立宪民主党人同黑帮的谈判，我们现在知道的还不多，只知道米留可夫晋谒斯托雷平，——企图以拒绝同左派联盟的代价来使立宪民主党合法化。这种谈判完全是秘密进行的，所以还有待于将来揭发。

另一种谈判差不多是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的。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在这里所起的作用特别明显。

他们为什么要从彼得堡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去呢？

是为了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

但是，立宪民主党人却不愿只同孟什维克达成协议。

因此，孟什维克就同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即同社会革命党、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结成联盟。

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去的机会主义者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结成联盟的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共同去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把六个杜马席位中的三个给左派联盟。

我们知道，孟什维克同小资产阶级政党签订了书面协定，——至少是一个共同的决议。看来，新的同盟者们不愿意或者不急于把这个决议公之于众。

我们也知道，唐恩同志参与了建立这个联盟的谈判，然而，无论是分裂出去的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31人）集团，还是任何其他的党组织，都没有授权他这样做。

我们没有想到，政治事变的进程会这样确凿地证实了我们一直坚持的一个看法——孟什维克是工人政党里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部分，也象所有小资产阶级一样，它的特点是无原则和摇摆不定。

请大家认真地想一想孟什维克的所作所为吧！不正是他们，曾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说他们在维护社会民主党的阶级纯洁性，不让似乎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的布尔什维克所玷污。

现在事变却揭露了他们。布尔什维克公开号召小资产阶级跟着无产阶级一起去反对自由派资产者。

孟什维克拒绝了，并且秘密地（因为他们这一联盟的条件，谁也不知道，而且谁也没有授权唐恩同志）同所有的、甚至最右的小资产者（人民社会党人）给成联盟，以便共同把受他们影响的工人交由自由派资产阶级去领导！

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包括孟什维克在内（难怪《言语报》把他们列入脱离革命的“反对派联盟”，并且把人民社会党和孟什维克称为“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宁肯同自由派搞交易，也不愿同无产阶级一起进行斗争。

希望彼得堡的一切觉悟的工人好好地想一想，孟什维克在把工人政党引向何处！

试问：小资产者同自由派进行的这些谈判，会有什么结果呢？

我们现在只是从今天（1月19日）的报纸上得知，社会革命党、劳动团、人民社会党和孟什维克的代表（即整个新的小资产阶级联盟）同立宪民主党人昨天在彼得堡举行了会议。据报道，立宪民主党人坚决拒绝给“左派联盟”三个席位，而“左派”联盟则拒绝接受两个席位。

《言语报》就这一事件指出：“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是的，我们不愿意同小资产者一起把工人政党出卖给自由派！

以后究竟会怎样呢？不知道。看来，小资产阶级联盟同立宪民主党的交易还要继续搞下去。

但是，传说社会革命党内有一个坚决谴责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工人委员会。这个消息的真实程度如何，我们不了解，因为社会革命党人故意向公众隐瞒自己同人民社会党结成联盟的条件（甚至谁也不知道，这个联盟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订立的！），同时还隐瞒他们自己党内在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这一问题上的各种派别。

《言语报》今天（1月19日）报道了社会革命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决议证实了社会革命党的工人部分不赞成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传说。下面是《言语报》的报道：


　　“社会革命党彼得堡委员会在同劳动团和人民社会党这两个集团达成协议〈什么协议？何时达成的？条件怎样？〉的同时，决定向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建议达成建立各个社会主义〈？〉集团的协议，以便最适当地进行投票前〈？〉的选举运动，——而如果不能同这两派都达成协议，那么，就同布尔什维克派达成协议。在达成共同的社会主义协议以后，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应当坚持〈？！？〉不允许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坚持达成协议的社会主义集团可以独立行动。但是，如果多数集团〈？〉认为，比较适当的不是独立行动，而是在技术上〈！？〉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那么，社会革命党彼得堡委员会可以服从〈！〉多数〈其他党派的多数！〉的决定，同时认为达成这种协议的必要条件是：把社会主义集团应得的全部席位都给工人选民团。”





　　谁能看懂这些莫名其妙的话，可以奖给他100万卢布！既坚持不允许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又预先同完全拥护立宪民主党的人民社会党结成联盟！既要把向立宪民主党要求的三个席位都给工人选民团，同时又与没有提出这一条件的人民社会党和劳动派一起同立宪民主党举行“代表会议”！既吹嘘自己是有别于各个“集团”的政党，有自己的独立性，同时又可以服从“多数”，即服从三个集团（劳动派、人民社会党和孟什维克）！聪明的俄狄浦斯[187]，你来解答吧！社会革命党（莫斯科区）的工人初选人居然也赞同这些掩饰向自由派出卖他们利益的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但这些工人又“对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派对其他社会主义集团和党派采取捣乱态度表示极端不满”。

啊，天真的社会革命党的无产者！

既然你们对孟什维克表示不满，为什么你们不对社会革命党彼得堡委员会表示不满呢？他们两家都同样在拉你们到自由派的卵翼之下。

小资产阶级联盟内部的这些纠纷的内因是很明显的。有同立宪民主党决裂的危险。看来，人民社会党和孟什维克想从立宪民主党手里给自己弄到两个席位，并出卖其他小资产阶级，就象孟什维克出卖了无产阶级一样！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步步下降。先出卖工人政党而参加小资产阶级联盟，又出卖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而投靠立宪民主党！那就请便吧！

米留可夫在晋谒斯托雷平时说：“阁下，请看，我已经分裂了革命，使温和派离开了革命！请您老人家开赏吧……”斯托雷平说：“好吧，我要设法让你们合法化。帕维尔·尼古拉伊奇，你知道，你是用软的一手来分裂这帮工人坏蛋的，而我要用大棒。咱们就从两面夹攻……帕维尔·尼古拉伊奇，一言为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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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个孟什维克的抗议书

（1907年1月19日或20日〔2月1日或2日〕）

我们刚才接到一份印刷品：《为什么我们要退出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31个代表致中央委员会的声明）》。

孟什维克在这里对于事情的原则方面只字未提！从工人政党转入小资产阶级联盟（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又从后者转向立宪民主党，——看来，这一切对无产阶级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抗议者们不愿意从本质上说明问题，而只是从形式方面来谈问题。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形式方面的论据吧。论据有三：（1）彼得堡委员会的历史以及它的组成不民主。（2）代表会议确定代表资格的办法不正确。（3）代表会议拒绝分成市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

关于第一个论据，我们要问：这同彼得堡委员会有什么相干？代表会议的代表难道不是由专门的选举产生的吗？

孟什维克对彼得堡委员会历史的说明和所谓彼得堡委员会的组成不民主的说法，实质上是惊人的谎言。只要指出一个事实，就能看出这种说法滑稽可笑，例如：拉脱维亚区早在统一代表大会以前就已经合并进来（孟什维克对于这个区的合并表示不满），当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彼得堡委员会里的人数是相等的。这就是说，在半年多以前，孟什维克自己就自动地承认了把拉脱维亚人合并进来是正确的！此外，孟什维克对彼得堡委员会增补一定数量的委员表示不满。但是他们忘了补充一句话：同意增补的正是孟什维克自己！大家可以根据这些例子来判断一下对彼得堡委员会的组成所作的事后批评是否公正。

第二个论据。瞧，代表会议确定代表资格的办法不正确。孟什维克不愿意承认店员的选票，并且提出自己认为唯一正确的选票分配办法：布尔什维克1560票，加上拥护革命联盟纲领的180票，共计1740票；孟什维克1589票。或者按四舍五入的方法折算代表名额，布尔什维克是35人，孟什维克是32人（见孟什维克印刷品第8页）。

我们只须着重指出一点：即使按照我们严厉的批评家的意见，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会议上也占有而且本来应当占有优势！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异端派”（革命联盟纲领派）也是布尔什维克。既然你们自己承认，即使在孟什维克确定代表资格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还有35人，而孟什维克只有32人，那又何必吵吵嚷嚷呢？

你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是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

但是，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孟什维克是怎样批评代表会议对代表资格的审查的。

他们根本不愿意承认店员的选票。为什么呢？印刷品上说：“店员领导机构借口不能召集会议，用征求店员意见的方式只得到了将近100张选票，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彼得堡委员会却允许它按每60人选代表1人的比例在全部313名有组织的店员中选了5名代表……”（第4页）

召开店员大会的困难是大家都知道的。根据什么把这一点叫作“借口”呢？根据什么把313个有组织的店员（即党员）排除在外呢？你们不是自己承认已经征求了意见，即店员领导机构已经设法使全体党员发表了意见吗？

彼得堡委员会把产生代表名额的比例由50人选举1人提高为60人选举1人，就是承认代表名额的产生并不十分民主。

莫斯科区。孟什维克认为在有异议的选票中有185票是布尔什维克的。同时，印刷品的作者自己在“对选举提出异议的原因”项下这样写道：“提出异议是有条件的，这是在布尔什维克不承认其他区的这种选举的情况下才提出的。”

你看这不是很妙吗？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资格提出异议是有条件的，是要看情况的！！他们自己在总结时说，布尔什维克的“确实不能承认的选票”不是300张，而是115张，这就是说，他们自己承认，有185票是应当承认的！

总之，对确实应当承认的选票“有条件地”提出异议，——这就是孟什维克的手法！

而这些人竟然还敢说代表会议产生代表名额的办法不正确……

在无异议的选票中孟什维克自己认为布尔什维克有1376票，孟什维克有795票。可爱的同志们，这就是说，即使使用“有条件地提出异议”这一种空前未有的新奇手法，你们也不能用异议搞掉布尔什维克占压倒多数的选票！ 

在布尔什维克提出异议的（据印刷品的统计）789张孟什维克的选票中，维堡区的234张显得特别突出。“提出异议的原因”这一项写道：“虽然经过讨论，但选举未按纲领进行。”讨论丝毫不能证明投票者本人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因此，代表会议拒绝把没有直截了当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那些选票算到拥护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人那一类里去，这样做是正确的。代表会议把这234票产生代表名额的比例提高了。

其次，布尔什维克对弗兰科－俄罗斯分区（戈罗德区）的370张选票提出了异议。“提出异议的原因”这一项写道：“未按纲领投票的有100票，其余部分（270票）虽然经过讨论，但是采用了二级选举。”

大家看到：尽管店员的选票是“用征求意见的方式”产生的，却不能算数。尽管孟什维克的选票是通过二级选举得到的，同店员选派代表的方法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却仍然必须承认！不，孟什维克同志们，你们为孟什维克代表资格辩护的手法太恶劣了！

关于把代表会议分开的问题，孟什维克说得极其简短：“虽然这种建议是非常合理的……”，代表会议却把它否决了（第5页）。可是在下一页却不小心地暴露了这种“合理性”的秘密：“在本市范围内，绝对多数〈？！〉是属于孟什维克的。”（如果按照孟什维克的方法来计算选票的话，就是说，把所有店员的选票排除在外，而把弗兰科－俄罗斯分区和维堡区的所有选票加进来！）

问题就在这里！为了假造孟什维克的优势，就把代表会议分开说成是合理的。拙劣的把戏。同志们，你们为什么忘了谈谈例如怎样把铁路区“合理地”分开呢？或者中央委员会为什么不提出合理的建议把维尔纳、敖德萨等地的代表会议也都分开呢？？

孟什维克就形式方面提出的抗议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轻率的指摘。他们决定投靠立宪民主党倒是慎重的。这一点，31个抗议者却完全闭口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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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4卷


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188]


（1907年1月20日〔2月2日〕）

《同志报》今天（1月20日）刊载了圣彼得堡选举前夕从社会党组织分裂出去的31个孟什维克的宣言的详细摘要。

我们先扼要地回忆一下事实经过，看看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在退出代表会议之后干了些什么。

（1）他们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当中分裂出去之后，同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人）结成了联盟，以便共同去跟立宪民主党人进行席位交易。关于分裂出去的社会民主党人加入小资产阶级联盟的书面协定，他们向工人和公众隐瞒了。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协定终究会公布，秘密一定会公开。

（2）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作为小资产阶级联盟（报上称为“左派联盟”是不正确的）的一个组成部分，同立宪民主党人搞交易，要求从六个席位中让三个给这个联盟。立宪民主党人给了两个席位。交易没有搞成。小资产阶级“代表会议”（这个叫法不是我们的，是从报上借来的）同立宪民主党人举行的一次会议是1月18日开的。《言语报》和《同志报》都发了消息。《言语报》今天宣称没有达成协议（当然，我们应当估计到他们仍在幕后进行谈判）。

孟什维克现在还没有在报刊上报道关于自己把工人选票出卖给立宪民主党的“行动”。

他们大概会向小资产阶级联盟提出报告，而不会向工人政党提出报告，因为在谈判期间，他们是小资产阶级联盟的一部分！

他们大概不愿意说明为什么唐恩同志既没有受31人集团委托，也没有受任何其他党组织委托，却参加了谈判。

31个孟什维克的行为就是如此。

他们的言论如何呢？

他们第一个论断是，布尔什维克既然否定了圣彼得堡有黑帮危险，就无权主张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达成协议，提出这样的主张，就违背了全俄代表会议要求社会民主党在没有黑帮危险的情况下独立进行活动的决定。

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说。

31个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在欺骗读者。党的任何机关从来没有发布过什么正式的禁令，说在没有黑帮危险的情况下，不得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达成协议。这样的协议是存在的，例如在莫斯科就有，而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对此表示异议。

不仅如此，31个孟什维克在引证社会民主党全俄代表会议的决定时，对真相歪曲到了何种程度，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出。大家知道，这次（咨议性的）代表会议的决定是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在布尔什维克、波兰代表和拉脱维亚代表反对的情况下通过的。而正是这些崩得分子，在通过了社会民主党全俄代表会议的决定之后，自己又正式承认在没有黑帮危险但存在着立宪民主党危险的情况下，可以同社会革命党以及整个革命民主派结成联盟。这一点，崩得中央委员会曾作过决定，而且没有人表示异议。这一点，崩得在俄国国内的机关刊物《我们的论坛》周刊上也曾经谈过，而且所有识字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31个孟什维克在欺骗工人和所有的读者。 

我们还解释过：社会民主党全俄代表会议曾授权中央委员会在各地把非社会民主党人从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名单中排除出去，就是说，要求社会民主党绝对独立地进行活动。中央委员会还没有在任何地方使用过这种权利，实际上承认崩得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有其他组织的自治权。

其次，31个孟什维克不满意代表会议把人民社会党人（人民社会党人或社会人民党人）从劳动派联盟中排除出去。31个孟什维克写道：“大家知道，这三个政党〈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和劳动派，后者没有组成什么政党〉在圣彼得堡早就结成了紧密的联盟，而且正在一致行动。”

这又是胡说。第一，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正式宣布过，说这个联盟已经结成，说它的条件确实能使它成为一个“紧密的”联盟。只是在报上发表过非常含糊的短评，既然各政党有正式的往来，在重大事情上就不能以这种短评为依据。第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团委员会接受了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意见，在开始同它谈判的时候没有人民社会党参加，这一点证明三个劳动派的政党和集团的联盟并不是特别“紧密的”联盟。如果联盟中一部分联盟者可以撇开另一部分联盟者而独立地进行谈判，就不能叫作紧密的联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社会革命党的任何正式答复，要求我们也同人民社会党达成协议。第三，在《同志报》转载31个孟什维克的声明的同一版上，刊登了“1月16日社会革命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在这个决议的说明中写道：“人民社会党集团退出协议〈即退出社会革命党、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达成的协议〉并不会瓦解协议。而其他社会主义集团或政党退出协议就会瓦解协议。”

因此，事实证明：31个孟什维克把劳动派的联盟称为紧密的联盟，这是胡说。

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把人民社会党划分出去，这样做是正确的。首先，代表会议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因为无庸怀疑，人民社会党是最右的、最不可靠的、最接近立宪民主党的劳动派政党。其次，代表会议在政治实践方面是正确的，因为代表会议正确地指出了在政治运动进程中必然显露出来的各个劳动派政党之间的分界线。现在每个人都很清楚，如果劳动派硬要我们接受人民社会党人（当然，为了战胜彼得堡的立宪民主党人，害怕人民社会党人参加劳动派联盟是可笑的），那么，对不可靠的劳动派负全部责任的是社会革命党人，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工人政党所关心的是使全体工人和全体公民知道较可靠的劳动派和不太可靠的劳动派之间的真正差别，所关心的是要社会革命党人，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对糟糕的劳动派负责。

从人民社会党的这场风波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结论是：孟什维克办事无原则，不作什么分析就加入了小资产阶级联盟，不善于做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运动中应该做的事情，即教导群众严格地和正确地区别各种政党。孟什维克太急于同人民社会党人即半立宪民主党集团结成一个小资产阶级联盟了！

布尔什维克办事在原则上是坚定的。他们一开始就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机关在各地公开发表的决议向所有的人揭露人民社会党这个政党是不可靠的。现在布尔什维克已经做到使最革命的劳动派（即社会革命党）自己宣布，人民社会党可以退出劳动派联盟，而不致瓦解这个联盟！

布尔什维克已经做到把革命的劳动派和机会主义的劳动派区分开来。孟什维克自己却一头钻进了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联盟。

布尔什维克大声疾呼地公开号召劳动派跟随自己去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现在已经取得了无可怀疑的政治效果，尽管他们没有同谁结成什么联盟。孟什维克为了同立宪民主党搞交易，背着工人无原则地钻进了小资产阶级联盟。

工人们可以根据这一点来判断一下，孟什维克到底要把他们引向何处。

31个孟什维克的第三个即最后一个论断是：社会民主党在彼得堡同劳动派达成协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黑帮危险。这种论断如此荒谬，如此伪善，以至我们不得不把孟什维克的论据全部举出来：


　　“社会民主党和民粹派的共同名单得人心的程度将足以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走许多选票，但是，这个名单还不足以在整个彼得堡取胜。如果在广大选民看来，所有的革命政党和反对派政党未能达成协议应归罪于社会民主党及其同盟者，那么，这个名单就尤其不足了。而在这种情况下，拼命夺取立宪民主党的选票就完全有利于已经联合起来的黑帮。使他们既能打败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又能打败左派的名单。”



　　这是十足的伪善，其目的是要掩饰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的席位交易。的确是这样，只消想一想孟什维克说了些什么吧：社会民主党同劳动派的协议增加了黑帮危险，因为它夺走了立宪民主党许多选票！太妙了，最可爱的同志们！那么，照你们看来，什么时候黑帮胜利的危险更大呢？是在所有的非黑帮的选票分投给两个名单的时候呢，还是在分投给三个名单的时候？假定说，黑帮有1000张选票，其余各政党有2100张选票。什么时候黑帮胜利的危险更大呢？是把2100张选票分投给两个名单的时候呢，还是把它们分投给三个名单的时候？

为了解答这个令人绞脑汁的习题，31个孟什维克可以去请教一下中学一年级的学生。

让我们继续谈下去。31个孟什维克不仅仅是胡说八道，不仅仅是假装不懂得社会民主党同劳动派在彼得堡达成协议一共只会有两个反黑帮的名单，而没有这个协议就会有三个反黑帮的名单。不仅仅如此。

除此以外，31个孟什维克对第一次选举的历史居然还如此无知，竟不知道在第一届杜马选举时彼得堡黑帮的选票和立宪民主党的选票的对比。我们刚才举出黑帮有1000票，其余各政党有2100票的例子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例子对于第一届杜马选举时彼得堡12个选区中的9个选区来说，是典型的！

在160名复选人中共占114名的9个选区里，立宪民主党获得的最少票数比黑帮或所谓右派联盟获得的最多票数多出一倍以上。

这一点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如果在彼得堡有两个“左派的”（即非黑帮的）名单，那么，在两个左派之间随便怎样分选票都不会使黑帮取胜。

既然31个孟什维克看来连初小的算术都没有学好，那就让我们来给他们指点一下吧：请他们试把2100张选票分成两部分，使1000张黑帮选票既压倒这两部分中的这一部分，又压倒那一部分。

让孟什维克在这个习题上绞一绞脑汁吧，就象他们在提出三个名单代替两个名单是增加黑帮危险还是减少黑帮危险的问题上绞脑汁一样。

认为黑帮在今年彼得堡的选举中会比去年更得势，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政治家都不敢这样断言。人们都看到，在利德瓦尔案件被揭发和发生赫尔岑施坦被杀事件等等之后，黑帮已经完全败坏了自己的声誉。人们都知道，左派在选举中获胜的消息现在正从俄国各个角落传来。

在这种情况下叫喊黑帮危险，不是完全无知，就是伪善。而伪善是那些隐瞒自己的真正目的和偷偷摸摸地进行活动的人所需要的。孟什维克叫喊黑帮危险，是为了使工人不去注意他们正在干的或者昨天已经干过的勾当：参加小资产阶级联盟并且同立宪民主党搞交易。

如果黑帮的选票不会比上次选举时增多（一切迹象说明黑帮的选票只会减少，不会增多），那么在有两个左派名单的情况下，随便怎样分选票，都不可能使黑帮在彼得堡取胜。

这就是说，孟什维克加入小资产阶级联盟并且同立宪民主党搞交易，完全不是为了防止黑帮危险，——这是幼稚的谎话，它只能欺骗极其愚昧或极其蠢笨的人。

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搞交易，是为了在立宪民主党的帮助下，违背工人的意志而把自己的人塞进杜马，这就是他们从社会民主党跑到小资产阶级联盟，又从小资产阶级联盟跑到立宪民主党那里的简单原因。

只有十分天真的人才看不到孟什维克在叫喊黑帮危险的掩饰下所进行的活动的这个内幕。

因此加入了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孟什维克一再坚持三个杜马席位，是为了给自己确保一个席位。如果立宪民主党只给两个席位，孟什维克就可能一个也得不到。一个席位立宪民主党直接给了民粹派（人民社会党），另一个席位立宪民主党还不敢从工人选民团那里夺过来，在工人选民团中，还不知道谁会取胜。

正因为如此，孟什维克才向公众隐瞒了下列问题：唐恩同志是根据哪一项授权进行活动的？孟什维克加入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条件是什么？在小资产阶级联盟与立宪民主党举行的“代表会议”上到底争论了些什么？如此等等。由于孟什维克的这种行为，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他们遭到立宪民主党拒绝后将要往何处去。是不是人民社会党会同孟什维克联合起来，用牺牲工人选民团的办法向立宪民主党乞求两个席位呢（《言语报》的一篇社论曾经谈到这样解决是可能的）？或者孟什维克将独立提出社会民主党的名单，也就是说在彼得堡将要提出三个左派的名单，而不是两个名单？或者他们在小资产者的客厅和立宪民主党的前厅里一无所获地兜了一圈之后又会回到社会民主工党那里，接受它的决定？

如果孟什维克真正担忧黑帮危险，而不是热中于向立宪民主党要一个杜马席位，难道他们会由于席位的数量问题而同立宪民主党闹翻吗？

社会党人要是真正相信有黑帮危险而且真心要防止这种危险，他们就会不经过交易而把自己的选票投给自由派，不会因为只给他们两个席位不给他们三个席位而中断谈判。例如，在欧洲举行复选时，如果自由派已经得到比如说8000票，黑帮或者说反动分子10000票，而社会党人3000票，那么黑帮危险就是存在的。如果社会党人相信黑帮危险对于工人阶级说来是实在的危险，那么他们就会把票投给自由派。我们俄国没有复选，但是在第二级选举时可能有类似复选的情形。假定174个复选人中有86个黑帮，84个立宪民主党人和4个社会党人，那么社会党人就应该把自己的票投给立宪民主党候选人，这样的做法，在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表示过反对。

可是孟什维克硬说，他们担忧圣彼得堡的黑帮危险，同时他们却为了是两个还是三个席位的问题同立宪民主党闹翻了！

这显然是伪善，其目的是要掩盖工人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部分为了向立宪民主党乞讨一个杜马席位而进行的交易。

目前孟什维克谈论什么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撇开劳动派而独立竞选，也完全是这样的伪善。例如，据《同志报》报道，列维茨基先生——孟什维克——1月19日在涅梅季剧院说道：“社会民主党放弃独立竞选，只是为了防止黑帮危险。既然这一点没有做到，那么社会民主党至少应该大力开展广泛的鼓动，所以，本人主张社会民主党独立进行活动。”

试问，如果这个列维茨基头脑健全、神志清醒，他这不是伪善者的表现吗？既然包括立宪民主党在内的所有左派制定一个共同的名单来“防止黑帮危险”没有成功，——因此，列维茨基才希望三个左派名单，即立宪民主党的名单、社会民主党的名单和劳动派的名单！

这无非是一个完全丧失了立足点的机会主义者摇摆不定的表现！他想迫使我们忘记，孟什维克前天还在小资产阶级联盟里开会，而昨天又去同立宪民主党搞交易！

孟什维克背叛了工人，投靠了立宪民主党，现在，这种卑劣的诡计不能得逞了，就想用社会民主党应该进行独立活动的空话来洗刷自己！这种空话只不过是为了转移视线，因为在有三个左派名单的情况下，仅仅由于左派分散，黑帮就真会在圣彼得堡当选，而孟什维克自己却加强了小资产阶级联盟的阵地，因为他们离开无产阶级政党，加入这个联盟，去共同和立宪民主党搞交易。

孟什维克现在的确有东西要“洗刷”，——因为他们在圣彼得堡选举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把他们的声誉败坏到了这种地步。孟什维克现在的确一无所有，剩下的只是一些响亮的空话，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会真的相信现在彼得堡有可能提出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名单。

至于布尔什维克，我们正在尽一切力量警告他们不要相信这些响亮而虚伪的空话。

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要“洗刷”的，他们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们的政治路线，从一开始就受到首都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的讥笑，现在已为事变的整个进程出色而有力地证实了。现在愈来愈清楚，所谓黑帮危险不过是一种无稽的谎话。现在愈来愈明显，立宪民主党危险倒是存在的。立宪民主党的一位领袖现在正去晋谒（或者已经晋谒了？）斯托雷平，他们的政策开始露出马脚了。

布尔什维克没有背着工人政党偷偷摸摸地加入小资产阶级联盟。他们没有准许劳动派当中的人民社会党这个半立宪民主党参加而使这个联盟得到加强。他们没有做过一件事或说过一句话可以被小资产阶级政党解释为社会民主党放弃独立活动。

当米留可夫在斯托雷平跟前纠缠的时候，当孟什维克和各色各样的劳动派在米留可夫跟前纠缠的时候，——只有布尔什维克立场非常坚定，一分钟也没有停止去做列维茨基同志及其同伙现在由于生立宪民主党的气才想起来的事情。

因此，我们决不应该在现在去做那些惊慌失措的和伪善的孟什维克所津津乐道的蠢事，决不应该拒绝革命联盟，拒绝由小资产阶级支持社会党人去反对立宪民主党。

正因为布尔什维克一下子就采取了正确的路线，不左右摇摆，所以使所有的人现在从事实中看清了劳动派的动摇性和工人政党（它的机会主义渣滓当然除外）的坚定性。事实已经很明显，正是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独立地走着自己的路，引导所有其他的力量去反对黑帮和反对自由派，使一切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派别摆脱立宪民主党的思想影响和政治影响，使所有的人看清劳动派中革命集团和机会主义集团的可靠程度和有用程度。

而现在，当所有的劳动派都已尝过了立宪民主党的好心肠的苦头并决心同立宪民主党斗争的时候，如果不敢去领导他们，那就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幼稚和政治上无骨气的表现。

陷入了同立宪民主党搞交易的泥坑的31个孟什维克，自己也不得不违心地承认：“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的共同名单得人心的程度将足以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走许多选票！”……是啊，正是这样！也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任务，即粉碎立宪民主党在全俄瞩目的首都所拥有的领导权。

只要我们在几个选区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的选票达到半数加一票，我们就胜利了，因为我们可以利用黑帮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妥协派资产阶级之间分选票的一切有利条件（这里没有危险，因为在九个选区里立宪民主党的选票都比黑帮多一倍以上）。

一天比一天清楚，孟什维克叫喊黑帮危险，是采取了错误的政治方针。事实表明，初选人和复选人中的左派名额比去年多了。我们不做自由派地主的可笑而可耻的帮凶（借口有黑帮危险是不行的，因为这种危险并不存在），我们要发挥有益的和重大的作用：在反对把不开展的群众置于自由派领导之下的斗争中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

第一届杜马选举是立宪民主党胜利了，这些自由派资产者竭力想使自己建立在群众愚昧无知和没有独立主张、独立政见基础上的领导权固定下来，并使之永久化。

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尽一切努力在彼得堡把所有能够同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的人都集合到自己周围，来实现人民革命的任务，来发挥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主动性。

我们将做到这一点，我们丝毫不会牺牲自己的社会民主党鼓动工作在思想上的充分独立性，丝毫不会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对这些目的作充分的阐述，一分钟也不停止揭露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动摇和叛变行为。

唯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坚定不移地站在为自由而斗争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不可动摇的牢固立场上。





	1907年1月由新杜马出版社在彼得堡印成单行本















[188]《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这本小册子写于1907年1月20日（2月2日），由新杜马出版社在彼得堡刊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分发，印数3000册。因为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党的法庭来审判列宁。这一决定引起了一些党组织的强烈反对。1907年2月上半月召开的彼得堡组织234名布尔什维克会议和此后不久召开的彼得堡（市区和郊区）党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一致支持列宁。3月底，党的法庭第一次开庭，列宁在法庭上宣读了辩护词，揭露了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和机会主义政策，把对自己的审判变成了对孟什维克的审判（见《就彼得堡的分裂以及因此设立党的法庭问题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于《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中央委员会不得不认输而停止审判。——310。





《列宁全集》第14卷


在彼得堡选举中如何投票？

（1906年12月）

在彼得堡市，国家杜马的选举很快就要举行了。将近13万名的城市选民应当在全市选举160名复选人。这160名复选人再同工人选出的14名复选人一起选举6名杜马代表。

谁应该选进杜马呢？

在彼得堡选举中，竞选的有三个主要的政党：黑帮（右派各政党）、立宪民主党（所谓人民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

小党派（劳动派、无党派人士、人民社会党、激进派等等）可能有一部分参加立宪民主党的名单，有一部分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名单。这一点还没有最后确定。

肯定无疑的是，彼得堡将有三个候选人名单：黑帮的名单、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因此，全体选民都应当明白，自己要把谁选进杜马：

选黑帮吗？他们是支持设立战地法庭的政府，支持残杀和大暴行的右派政党。

选立宪民主党人吗？他们是到杜马里去立法，也就是去同既有立法权又有权解散不称心的杜马的古尔柯之流的先生们妥协的自由派资产者。

选社会民主党人吗？他们是领导全体人民为争取完全的自由和社会主义，为全体劳动者摆脱剥削和压迫而斗争的工人阶级的政党。

要让每个选民都知道，必须从三个政党中作出抉择。必须决定自己选谁：是选那些维护警察的横行霸道行为的人，还是选那些通过库特列尔之流的先生们而同古尔柯之流的先生们搞交易的自由派资本家，或者选维护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利益的人？

选民公民们！有人对你们说，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可以达成协议，可以拟定一个共同名单。

这不对。你们都知道，在彼得堡无论如何都会有三个名单，黑帮的名单、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有人对你们说，如果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提出两个不同的名单，他们就会分散选票，这样自己就会帮助黑帮取胜。

这不对。我们马上就向你们证明，即使在选票分散得最糟糕的情况下，也就是即使在彼得堡所有选区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平分选票的情况下，黑帮在彼得堡选举中取胜也是不可能的。

大家知道，在彼得堡，第一届杜马选举中有两个主要的候选人名单，一个是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另一个是黑帮（或所谓右派政党联盟或同盟）的名单。立宪民主党在彼得堡的所有选区都取胜了。

现在将有三个名单：黑帮的名单、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打算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一部分选票，并且争取那些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没有投票的人。

有人对你们说，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这样分选票会使黑帮取胜，因为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在一起，力量会比黑帮强些，而一分开，力量就会显得弱些，也就是说会被击败。

为了弄清是否有这种可能，我们就拿彼得堡所有选区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的票数做例子。我们来看一看在各个不同的选区，立宪民主党和黑帮之间选票是怎样分的。同时我们还要拿各个选区最糟糕的情况，即立宪民主党所得的最少票数（因为不同的候选人得到不同的票数）和黑帮所得的最多票数做例子。

其次，我们再把立宪民主党所得的最少票数分成两半，假定社会民主党正好夺取到一半（这对我们来说，是最糟糕的情况，对黑帮来说，是最好的情况）。

现在，我们把各个选区立宪民主党所得的最少票数的这一半同黑帮所得的最多票数比较一下，就会得出这样的数字：





彼得堡第一届杜马选举的投票情况选区



	选区
	立宪民主党名单所得的最少票数


	该票数的一半
	右派政党的名单所得的最多票数


	复选人数目



	海军部区………………
	1395
	697
	668
	5



	亚历山大－涅阿区……
	2929
	1464
	1214
	16



	喀山区…………………
	2135
	1067
	985
	9



	纳尔瓦区………………
	3186
	1743
	1486
	18



	维堡区…………………
	1853
	926
	652
	6



	彼得堡区………………
	4788
	2394
	1729
	16



	科洛姆纳区……………
	2141
	1070
	969
	9



	莫斯科区………………
	4937
	2468
	2174
	20



	斯帕斯区………………
	4873
	2436
	2320
	15



	利季约区………………
	3414
	1707
	2097
	15



	罗日杰斯特沃区………
	3241
	1620
	2066
	14



	瓦西里耶夫岛区………
	3540
	1770
	2250
	17







从这些数字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即使立宪民主党的选票按最糟糕的方案分成两部分，黑帮在1906年的选举中，也只能在12个选区中的3个选区取胜。他们在174名复选人（全市160名加上工人中的14名）中只占46名。这就是说，即使在所有的选区，立宪民主党的选票在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之间平分，黑帮在第一届选举中也不可能进入杜马。

因此，谁恐吓选民说在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分选票，黑帮将可能取胜，谁就是欺骗人民。

黑帮不可能因为在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分选票而取胜。

立宪民主党故意散布“黑帮危险”之类的谣言，是要引诱选民不投社会党人的票。

选民公民们！不要相信所谓由于在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分选票，黑帮可能取胜的鬼话。请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而果断地投票吧：选黑帮还是选自由派资产者，或者选社会党人。

但是，通过《言语报》、《同志报》、《今日报》、《祖国土地报》、《俄罗斯报》[189]、《国家报》[190]以及其他报纸散布“黑帮危险”这种谣言的立宪民主党人，也许还会提出其他的论据、其他的遁词来吧？

让我们来看一看一切可能的论据。

也许不是在两个名单，而是在三个名单之间分立宪民主党的选票？这样黑帮岂不就会在所有选区取胜而进入杜马吗？

不会的。不会在三个名单之间分立宪民主党的选票，因为在彼得堡总共只会有三个名单。除了黑帮、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以外，没有一个有点份量的政党能够提出自己的独立名单。

俄国现有的所有政党在彼得堡都有自己的代表。所有政党和所有派别对于选举都已经发表了意见。除了上述三个主要政党以外，没有一个政党、一个集团想独立竞选。除了三个主要政党以外，所有小政党、所有派别都只是在这三个名单之间摇摆。所有进步的、向往自由的政党和集团只是在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摇摆。

任何一个“劳动派”政党，社会革命党也好，劳动团委员会也好，人民社会党也好，都没有表示要提出独立名单的愿望。相反，所有这些劳动派政党都在就参加立宪民主党的名单，或者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名单进行谈判。

因此，谁说可能在三个名单之间分立宪民主党的选票，谁就是在欺骗人民。在彼得堡总共只会有三大名单：黑帮的名单、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第二个可能的论据。有人说，参议院的说明已经使选民的人数，特别是贫民选民的人数减少了，因此，立宪民主党可能得不到第一届杜马选举中所得的票数。

这不对。在第一届杜马选举的时候，彼得堡的全部选民将近15万，而现在将近13万。去年参加投票的人数总共约有6—7万。这就是说，担心广大选民的情绪和观点发生变化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毫无疑问，在彼得堡13万选民当中，大多数都是属于财产不多的居民阶层，他们只是由于误解，由于缺乏知识，由于偏见才会认为资本家比工人好。如果所有的社会党人都尽到向市民群众进行鼓动和教育的职责，那么，他们在13万选民当中可以指望的大概不只是一万人，而是几万人。

第三个可能的论据。有人说，黑帮在今年的选举中可能得到加强，不能根据去年的数字来推断。

这不对。从所有报纸的报道中，从各个会议的全部进程中，从有关各政党情况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黑帮在彼得堡的势力同去年比较起来，不是更加强大了，而是大大削弱了。人民已经更加觉悟了，十月党人现在在每次会议上都遭到失败，而解散杜马和政府的暴力政策、古尔柯—利德瓦尔的政策正在使选民最终厌弃政府。在第一届选举中，黑帮还不甘示弱，而现在刚要开始投票，他们就已经无声无息了。

第四个可能的论据。有人说：政府不发给左派政党选票，不允许他们集会和出版报纸等等；因此，一切左派同立宪民主党联合提名是比较可靠和比较保险的。

这不对。如果政府诉诸暴力，破坏法律，侵犯选举自由，那就会使选民群众的情绪更加坚定。在选民心目中，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会议上，从警察经常因我们发表演说而禁止开会的做法上不是有所失而是有所得。至于要同政府破坏法律的行为作斗争，那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对此能有什么帮助呢？这样的协议是无益而有害的，因为立宪民主党是最胆怯最喜欢叛变的反对派政党。难道同这个有维特和杜尔诺沃昨天的同僚、前大臣库特列尔参加的政党在一起，能够真正同大臣们破坏法律的行为作斗争吗？？相反，正因为库特列尔之流的先生们同杜尔诺沃之流和斯托雷平之流的先生们比同工人和店员群众亲近得多，正因为如此，我们为了争取自由应当不依赖库特列尔之流的先生们的政党，即不依赖立宪民主党。

假如政府决定逮捕左派复选人，难道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对事情就有所帮助吗？或者，社会党人真的应该指望立宪民主党人库特列尔在他昨天的同僚斯托雷平大臣和古尔柯大臣面前为革命者斡旋吗？

不久前报纸报道，立宪民主党的领袖米留可夫先生晋谒斯托雷平，就立宪民主党的合法化问题进行了谈判。 
［注：1月22日沃多沃佐夫先生在捷尼舍夫学校的竞选大会上说：米留可夫先生晋谒过斯托雷平并且同他达成协议；人民自由党对自己的领袖是负责的。格列杰斯库尔先生没有否认这个事实，他声明说，如果米留可夫先生晋谒过斯托雷平，这是为了国家和党的利益。］

 社会党人是不是应当指望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为劳动派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谋求”合法化呢？

一个知羞耻和有良心的社会党人，永远不会同库特列尔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一起出现在共同名单之中。

社会民主党在彼得堡选举中能不能取胜呢？

立宪民主党的报纸利用政府禁止社会民主党出版报纸的机会，喋喋不休地向读者宣扬：没有立宪民主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取胜。

这不对。社会民主党在彼得堡击败黑帮和立宪民主党是完全可能的。

立宪民主党假装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故意忘掉：选票分散可以使任何政党取胜，而决不仅仅是黑帮。在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平分选票的情况下，黑帮有可能在12个选区中的3个选区取胜。

如果在立宪民主党和黑帮之间分选票，社会民主党可能在12个选区都取胜。

只要看一看前面列举的数字，就足以相信这一点。这些数字表明，在每个选区只要比立宪民主党所得票数的一半（在上次的选举中）多一票，就可以在整个彼得堡取胜。

要做到这一点，在彼得堡9个“有把握的”选区（不算黑帮可能取胜的3个选区）应不少于14274张票。

难道社会民主党人在彼得堡获得15000—20000张选票是不可能的吗？

在彼得堡，单单享有选举权的店员和事务员就有3万名至5万名。店员的工会报纸《店员呼声报》[191]是根据社会民主党的精神进行宣传的。如果所有的社会党人都在店员中间同心协力地进行鼓动，同时也不拒绝劳动派参加自己的名单，那么，单是这些工商业职员就可以使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的共同名单取胜。

要知道，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穷房客，他们完全能够领会：社会党人比自由派房产主－地主、富有的律师和官员彼特龙凯维奇之流、罗季切夫之流、维纳维尔之流和库特列尔之流能够更好地维护他们的利益。

看一看彼得堡的竞选大会吧。甚至那些为了立宪民主党的利益对这些会议的报道大肆歪曲的立宪民主党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严重的斗争是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进行，而决不是在右派和左派之间进行。彼得堡的竞选大会无可争辩地证明：在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同劳动派联合起来以后，力量比立宪民主党人大。

有多少选民能参加竞选大会呢？稳重的人们估计，超不出全体选民人数的1/10。即使根据这个最小的数字，仍然有13000选民。其次，大概可以预料：每个参加大会的选民至少可以带动两个没有参加大会的选民去投票。根据一切材料和观察来判断，这39000选民中将有20000选民拥护同劳动派联合的社会民主党人。

这样，根据这些数字也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党人在彼得堡击败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是完全可能的。

要让彼得堡的全体选民都知道：是立宪民主党人取胜还是社会民主党人取胜，这完全取决于他们。

社会党人在彼得堡从事竞选运动，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为了教育和团结群众。社会党人要使群众自己完全弄清目前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所面临的任务。而自由派并不关心怎样让选民自己有明确的认识，它操心的只是杜马席位。

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人以及跟着他们走的动摇分子，往往在竞选大会上举行表决，并且在某些会议上以压倒多数通过决定，要求一切左派必须达成协议，同意让立宪民主党从六个席位中得到两个席位。

无论是提出这种决定的人还是在表决时赞成这种决定的人，对彼得堡的选举都是没有什么认识的。彼得堡不会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一切左派”的协议。彼得堡将有三个名单：黑帮的名单、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其次，可笑的是，甚至举行表决让立宪民主党从六个席位中得到两个席位。谁真正想取得这样的结果，谁就应当懂得：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决不能取得这样的结果。只有投票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取得这样的结果。

其实，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在彼得堡取得的胜利是局部的，那时，而且只有那时，才能获得某些人所期望的结果（左派六个席位，其中立宪民主党占两个）。例如，假设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在斯帕斯区、莫斯科区、彼得堡区和维堡区这4个区取胜，这时社会民主党人有60名复选人，而同工人选民团加在一起就有74名复选人。黑帮有（拿很少很少有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情况来说）46名复选人（利季约区、罗日杰斯特沃区和瓦西里耶夫岛区）。其余54名复选人则是立宪民主党人。这就是真正能够使彼得堡选出的左派代表参加杜马并且让比立宪民主党更左的人占优势的办法。靠那些没有头脑的动摇不定的人同立宪民主党人搞交易，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点的。

让我们简短地重复一下我们的结论。

在彼得堡，参加竞选的只有三个主要的政党，向选民提出的将有三个候选人名单：黑帮的名单、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黑帮在彼得堡取胜的危险，是荒唐的和骗人的鬼话。

即使立宪民主党的选票按最糟糕的方案分给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黑帮取胜也是不可能的。

立宪民主党人故意在彼得堡宣扬“黑帮危险”的鬼话，是为了摆脱真正威胁他们的社会党人取胜的危险。

劳动派、社会革命党和某些小集团尚未决定是跟立宪民主党人走还是跟社会民主党人走。

社会民主党人在彼得堡既把黑帮又把立宪民主党人彻底击败是完全可能的。

选民们应当按照自己的信念和同情，而不是出于对臆造的黑帮危险的担心来投票。

是拥护政府，拥护自由派资产者呢，还是拥护社会民主党人？

公民们，你们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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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俄罗斯报》（《Русь》）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日报，1903年12月在彼得堡创刊。该报的编辑兼出版者是阿·阿·苏沃林。在1905年革命时期，《俄罗斯报》接近立宪民主党，但是采取更加温和的立场。1905年12月2日（15日）被查封，以后曾用《俄罗斯报》、《评论报》、《二十世纪报》、《眼睛报》、《新俄罗斯报》等名称断断续续地出版。——327。



[190]《国家报》（《Страна》）是俄国民主改革党的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19日（3月4日）—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327。



[191]《店员呼声报》（《Голос Прикаэчика》是俄国店员工会的报纸（周报），1906年4—10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4号，其中第3、6、12号被没收。该报把团结工商业职员的力量、争取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作为自己的任务，号召职员支持工人反对企业主的斗争，对立宪民主党持批评态度。1906年11月彼得堡高等法院判决该报停刊。——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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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的选举和机会主义的危机

（1907年1月25日〔2月7日〕）

1月6日召开了彼得堡全市代表会议。代表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是：在首都是不是要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

尽管普列汉诺夫在《同志报》上向“工人同志们”发出呼吁，尽管叶·库斯柯娃女士发表了歇斯底里的文章，尽管普列汉诺夫向工人们进行威胁说，要是他们想坚持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就要把他们列为“自由之敌”，尽管立宪民主党提出了多少有点诱惑力的诺言，但是，彼得堡的有组织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却在政治上表现得十分成熟，通过讨论和投票可以看到，大多数都表示反对同立宪民主党达成任何协议。很明显，由有组织的工人选派代表出席的代表会议，经过讨论和按纲领进行投票 
［注：孟什维克的维堡区和弗兰科－俄罗斯分区例外，这两个区不是按纲领进行投票的。］

 ，也会表示同样的态度。

在《无产者报》上我们没有篇幅来详细报道代表会议的开会经过，而且，不少报刊已经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但是，在这里重要的是指出一点：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在推行自己的资产阶级妥协政策方面走得太远了，以至连代表会议的决定他们也接受不了。从代表会议一开幕就很清楚，在中央委员会支持下的彼得堡孟什维克，是不会服从代表会议的决定的。立宪民主党的朋友们只不过是在寻找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决裂的借口。不管是什么样的借口，但借口必须找到。孟什维克利用代表资格问题退出代表会议没有得逞，他们就拿中央委员会关于由直接有关的选举单位决定选举策略问题的建议做文章，借口应当把代表会议分成两部分，即分成市区代表会议和郊区代表会议，以达到退出代表会议的目的。这是用警察的行政管区代替党的区划。如果照孟什维克的意见去做，那就不仅要把郊区分出去单独召开代表会议，而且要把一向是统一的区，如涅瓦区、莫斯科区、纳尔瓦区都分成两部分，按照行政当局的需要，而不是按照党的需要来把党加以改组。

同样很清楚，不管把代表会议分开的问题怎样解决，大多数人还是会反对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孟什维克为了同资产阶级君主主义政党（“人民自由党”）达成协议，退出了代表会议，决定在彼得堡单独竞选，决定同自己党内的同志进行斗争，分裂彼得堡的无产阶级。他们的这种行为使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大为高兴。

资产阶级报刊哪能不高兴！低级趣味的报纸《今日报》在一篇专门的社论中郑重宣布，孟什维克的这一决定拯救了俄国。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言语报》为了犒赏孟什维克，答应把工人选民团中的席位给“孟什维克”，而无论如何也不给“布尔什维克”。

孟什维克采取单独行动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资产阶级开始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工人选民团。

但是，在孟什维克退出后继续开会的代表会议，鉴于彼得堡并不存在黑帮危险，同时为了打破立宪民主党的领导权，使民主的小资产阶级摆脱立宪民主党的影响，决定以一定的席位分配办法（工人选民团两席、社会民主党两席、社会革命党一席、劳动派一席）为条件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达成协议。

资产阶级报刊高兴了，因为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同人民社会党结成了联盟，这个联盟是亲立宪民主党的；孟什维克分离出来了——布尔什维克孤立了！革命的策略受到谴责，“和平的手段”欢庆胜利。同君主制妥协万岁！打倒群众性人民斗争的道路！

立宪民主党在分裂了社会民主党，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九头蛇之后，就无拘无束地去同斯托雷平先生达成……协议了。报载米留可夫日内将晋谒首席大臣，首席大臣将提出立宪民主党合法化的条件——不同左派结成任何联盟。立宪民主党从彼得堡六个代表席位中仅仅拿出两个席位给整个“左派”——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劳动派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为了向“最贱楼座观众”让步，准备扔给这个纠缠不休的小资产阶级联盟两个席位。立宪民主党确信左派联盟不会同意，所以同黑帮首脑斯托雷平进行谈判。

情况在不断变化。选举运动开始了。到处在举行竞选大会。孟什维克很少很少在竞选大会上发言，他们只是羞羞答答嘟囔着要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布尔什维克在所有的竞选大会上发言，号召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参加统一的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号召一切革命派和民主派选民参加反对黑帮和立宪民主党的统一的革命联盟。群众不让立宪民主党人讲话，他们向布尔什维克鼓掌欢呼。城市民主派（工人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向左转了，他们正在摆脱立宪民主党套在他们身上的桎梏。

情况在不断变化。“妥协派”暴跳如雷。他们一提起布尔什维克就怒火万丈。打倒布尔什维克！《新时报》和《同志报》，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沃多沃佐夫之流和格罗曼之流，都情投意合地联合起来，开始对布尔什维主义这个赤色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如果布尔什维主义什么时候需要证明它的革命的阶级策略是正确的，那么，它可以从所有资产阶级报刊都向它进行疯狂攻击这一事实中得到这种证明。如果真正愿意实现自己的口号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需要一个实际的教训，那么，它可以从大中资产阶级对它采取蔑视态度，从立宪民主党背着人民实行妥协（同政府妥协）政策这些事实中找到这种教训。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对全体民主派的城乡贫民说：只有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只有摆脱立宪民主党的监护，只有同专制制度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你们才能拯救自己。如果你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你们就会跟着无产阶级走。如果你们还认识不到这一点，你们就会继续受立宪民主党的监护；而无产阶级，不论选举运动的结局怎样，也不论你们之间的席位交易的结局怎样，现在和将来都要走自己特定的、阶级的、革命的道路。

孟什维主义正在经受严重的考验。选举运动成了它的机会主义策略的基石。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拜倒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权威之下。资产阶级思想家薄情地鄙视孟什维克，称他们是永远可以指望的“温和的社会党人”（《言语报》语）。他们右面的朋友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而只是……指望他们忠实地为立宪民主党服务。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竟堕落到这样可耻的地步：自由派资产阶级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驯服工具，而具有革命情绪的无产阶级则宁可选社会革命党人（在孟什维主义的堡垒——维堡区选举初选人时就是这样），也不愿选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

机会主义的危机正在到来。同“妥协派”的妥协使孟什维主义遭到决定性的打击。瓦西里耶夫之流、马科舍夫斯基之流和拉林之流铺平了走向……坟墓的道路。孟什维克队伍里一片混乱，自相倾轧。马尔托夫正在把瓦西里耶夫之流和马利舍夫斯基之流驱逐出党。让工人们把孟什维主义的阴魂也驱逐出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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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192]


（1907年1月30日〔2月12日〕）

工人初选人的选举，是俄国政治生活中和我国工人运动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还远未得到正确评价的事件。

所有多少得到无产阶级支持的政党，第一次不是向工人群众提出总的纲领或口号，而是提出一个明确的实际问题：工人群众委托哪一个党的候选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大家知道，工人选民团的选举制度离真正的民主代表制度还很远很远。但工人群众毕竟在选举中登台了。于是政党之间，亦即已经定型的各个政党之间的斗争，第一次在俄国广大工人群众面前展开了。

工人初选人的选举，在俄国许多地方已经进行过了。但是，有关各政党在这些选举中的斗争情况的稍微充分和精确的资料，现在还没有。报上登的只是最一般的、而且是大概的、“凭印象”作出的结论。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先进工人本身，如果不做一些必要的和非常重要的工作，研究工人选民团的选举进程和结果，那么，大概可以说，我们就会失去进一步开展党的工作和党的鼓动所必需的非常珍贵的材料。

所有报刊对俄国工人选民团选举的总印象是一致的，就是：极左派，首先是社会民主党，其次是社会革命党，大获全胜。

选举出色地证实了社会民主党的基本论点：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群众按其愿望和倾向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是俄国各个阶级中最革命的阶级。

所谓社会民主党在俄国不是工人政党的说法，事实上已被选举驳倒了。只有蓄意撒谎的自由派或者信口开河的机会主义者，才会到现在还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群众性质、无产阶级性质表示怀疑。

如果要从这个总的结论进而作出比较具体的结论，那么首先必须声明，稍微充分一些的材料还没有。但是，我们认为作出一系列更进一步的结论不仅是容许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这决不是为了强求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把极端重要的问题提交全体同志讨论，为了交换意见，收集材料，等等。

根据最早的报纸消息，一眼就能看出俄国本土同工业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发达得多的波兰之间的差别。在俄国，至少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得到无产阶级哪怕是一点点支持的十足的资产阶级政党，是没有的。占绝对优势的是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派即自称为社会主义政党的社会革命党的影响要小得多。立宪民主党在工人当中没有党员，就是有也为数极少。

在波兰有一个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十足的资产阶级政党民族党（民族民主党）[193]，而且这个党在选举中引人注目。要说这种情况是警察的迫害和武力迫害造成的，那是讲不通的。波兰资产阶级老练地利用全体波兰人所受的民族压迫和全体天主教徒所受的宗教压迫来投机，在群众中寻找并且找到了某种支持。至于波兰农民，那就用不着说了。

但是不言而喻，如果根据这种差别得出结论，说俄国的落后具有独特的优越性，那就非常荒谬了。不是的，问题要更简单一些，问题在于历史的和经济的差别，而不在于民族的差别。在俄国的下层社会、农村和土地制度中，农奴制残余要多得多，因此在农民以及同农民有密切联系的工人阶级中间，原始的、直接的革命精神也更多些。无疑，在这种革命精神中，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性较少，而一般民主主义的（这就是说，在内容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反抗性较多。其次，俄国资产阶级较不发达，自觉程度较差，在政治斗争方面不够老练。资产阶级忽视了在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并不是因为不可能从我们这里夺去任何一部分无产阶级，而是因为资产阶级根本没有这种依靠人民的需要（如象欧洲和波兰那样）；资产阶级在目前只要依靠特权、收买和暴力就够了。不过将来我们也会有一个时期，各种各样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要把民族主义、某种有基督教色彩的民主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各种类似的卑鄙龌龊的东西带到工人群众中来！

现在我们来看看俄国本土的情况。首先彼得堡和莫斯科就有很大的差别。在莫斯科，社会民主党最彻底地战胜了社会革命党。根据某些报道（诚然尚未充分核实），莫斯科选出了约200名社会民主党人为初选人，而社会革命党人却只有区区20名！

彼得堡适得其反：社会革命党初选人出乎意料地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使大家都感到惊奇。社会民主党固然也占优势，但是没有绝对地压倒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占了33％左右，甚至（虽然未必准确）40％左右。在收集到详细的资料以前，我们无论根据哪一个数字，都可以理解，为什么彼得堡的普通社会民主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好象在工人选民团中“我们被击败了”。如果拿我们在国内其他地方看到的情形来比较一下，如果拿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正常的和必需的结果来比较一下，那么即使社会革命党拥有三分之一的初选人，也确实已经等于社会民主党在首都失败了。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在彼得堡，社会党人在工人选民团的压倒优势被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派挤掉了！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要给予这种现象最大的注意。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应当认真研究这种现象，并且正确解释这种现象。

对1月7日和14日的选举感到惊讶的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总印象，可以归纳为下列两点：（1）正是在最大的工厂里，在这些最有觉悟的、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先进中心，“社会革命党人”使社会民主党人遭到了最明显的失败；（2）“社会革命党人”战胜的大半是而且主要是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在社会革命党候选人同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候选人进行竞选的情况下，获得胜利的常常是、甚至多半是社会民主党。

显而易见，这两个结论的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们务必使它们真正成为从精确的、经过核实的、不容许有两种解释的材料中得出的结论，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印象。当然，圣彼得堡各个区的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的共同的意见大概很少有可能、甚至几乎不可能是错误的。当然，要求目前正担负着极繁忙的选举工作的革命者作出精确的统计，那是可笑的书呆子气，但是基本的材料、主要的数字和资料毕竟是可以而且应当收集的，因为从我们社会民主党在圣彼得堡的全部工作来看，这在将来很长一个时期都是必需的。

下面我们还要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见《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在圣彼得堡工人选民团选举中的斗争》一文） 
［注：见本卷第348—353页。——编者注］

 。这里只评价一下社会民主党在圣彼得堡工人选民团选举中这一相对的失败的政治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社会民主党在初选人数量上所占的优势，清楚地表明有社会民主党基层组织的企业在数量上也占着优势。比较详细的资料大概可以证实社会民主党在自由的十月的日子里就曾作过的观察：社会革命党在无产阶级中间没有进行什么扎实的、长期的、认真的组织工作，而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搞突击，在群众大会上趁群情高涨的时候“骗取”决议，抓住任何一个群情激动的时机，用响亮而动听的“革命”词句来“骗取”代表资格。

社会革命党取胜的这种因素，大概一切善良的考察者在刚刚举行的圣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中也能看得出来。归根结底，这里的问题在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没有能力在无产阶级中间踏实地、持久地进行工作，只要群众的情绪稍有变化，它就在郊外各工人区完全销声匿迹了。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它才得以利用群众在政治上缺少经验，而通过似乎是广泛地（实际上是含糊地、知识分子夸夸其谈地）提问题的办法来“迷惑”群众，利用阶级意识的不开展来投机，在同农村的联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利用传统的“对土地的眷恋”来笼络人心，等等，等等。

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自然会使得一批批激进的、真心革命的资产阶级青年经常“光临”工人区，这些青年根本没有什么阶级依靠，而是一有革命新高涨、新浪潮的迹象，就本能地靠拢无产阶级，靠拢这些唯一能够为争取自由而进行坚决斗争的群众。社会革命党的发言人在工人群众大会上出现，就象海燕的出现一样表明无产阶级的情绪正在高涨，无产阶级已经稍稍歇息过来，已经在过去的失败之后又积聚了力量，现在正开始广泛而深刻地重新酝酿同旧制度作又一次搏斗。

把十月时期和“杜马”时期同现在的选举对照一下，把社会革命党的巩固的基层组织作一个简单统计，毫无疑问就能证实这种解释。

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这一解释，而忽视了社会革命党正是在最大的、最有觉悟的和经住了斗争考验的工厂中战胜了社会民主党这一事实，那当然是太轻率了。不过很幸运，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事实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派战胜的并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把社会民主党庸俗化的机会主义者。

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面前甘拜下风，它实际上只能战胜那些尾随不革命的资产者的人，即那些赞成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人。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关于社会革命党言论性质的证词以及说明社会革命党“战胜”孟什维克的情况的材料都十分肯定地证明了这一点。

彼得堡的选举是在1月7日和14日举行的。就在1月7日，工人的彼得堡得悉31个孟什维克为了同立宪民主党进行瓜分杜马席位的交易而退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会议。之后，整整一个星期，圣彼得堡所有资产阶级报刊欢欣若狂，吵吵嚷嚷，他们称赞孟什维克，让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人平起平坐，鼓励孟什维克背弃革命转而参加“反对派联盟”，变成“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等等，等等。

孟什维克在大工厂中被击败，是无产阶级群众给予动摇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的第一次警告！

孟什维克投靠了立宪民主党，于是彼得堡无产阶级屏弃了孟什维克。

社会革命党利用了社会民主党内发生分裂这一点，利用了工人对类似立宪民主党人的孟什维克的义愤，而且是敏捷地、毫不客气地加以利用的。在郊区，他们以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为由抨击了社会民主党（但只字未提布尔什维克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而在市内，他们自己却同立宪民主党搞交易！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他们过去和现在那样竭力地对公众隐瞒自己的观点，隐瞒自己所作的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决定，隐瞒自己同人民社会党结成联盟的行为，等等，等等。 
［注：他们在工人选民团选举之后才公布自己的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

 他们暗中干着孟什维主义的一切罪恶勾当，而当着工人的面却臭骂孟什维主义，以此骗取同情，骗取代表资格！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谢米扬尼科夫分区联合机构组织员（我们下面要用他的工作报告）在他关于规模宏大的谢米扬尼科夫工厂的选举情况的工作报告中写道：孟什维克不顾布尔什维克的抗议，提出Ｘ．同志为候选人。“在工厂竞选大会上，一位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起来发言，他无情地批评了Ｘ．同志赞成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孟什维主义的论据，于是，这位Ｘ．同志，正如工人们所说的，陷入窘境了。”孟什维克在群众面前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在这个报告里还写道：“当群众知道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赞成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而这些候选人就是孟什维克时，这里〈工厂里〉马上就公开表示：一定不投孟什维克的票。”

由此完全可以明白，为什么孟什维克在选举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代表时反对按纲领进行投票，即反对群众自己就是否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直接投票。


　　“……在工厂分区的涅瓦硬脂工厂中，孟什维克有一个预定为初选人的工人Ｈ．Ｍ．，他坦率地声明：‘我已经听说社会民主党主张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现在我要投奔社会革命党了。’他真的投奔了社会革命党，而且被选为初选人！！”



　　请看，这些可怜的机会主义者为了同立宪民主党进行瓜分席位的交易，居然在选举前夕脱离工人政党，把社会民主党弄到了何等可耻的地步！任何一个珍惜无产阶级政党的荣誉和光荣称号的社会民主党人，从这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必须无情地同彼得堡的孟什维主义作战。我们应当让工人擦亮眼睛，认清这些人的面目，认清这些人是用立宪民主党式的政策迫使工人们放弃社会主义而投向革命的资产阶级的。

社会革命党从孟什维克手里夺走了一些最大的工厂。我们应当从社会革命党手里再把它们夺回来。我们应当把新的鼓动力量、新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书刊恰恰是送到最大的工厂里去，向工人们说明，他们是怎样从亲立宪民主党的孟什维克手里落到亲立宪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的手里的！

彼得堡选举运动的整个进程，关于孟什维克不断动摇和他们竭力参加（在脱离了工人政党之后）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联盟，以及他们怎样和社会革命党一起同立宪民主党进行瓜分席位的交易的种种情况，给我们提供了在彼得堡大工厂中既同孟什维克又同社会革命党进行斗争的极其丰富的材料。

大工厂应当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坚固堡垒，这个堡垒无论机会主义者，还是革命的小资产者，都是打不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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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一文最初载于1907年1月25日（2月7日）《无产者报》第12号，后又发表于1907年1月30日（2月12日）《通俗言语周报》第3号。两个文本不尽相同，而以后者较完整。《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0卷按《通俗言语周报》刊印了这篇文章，同时在脚注中注明了一个文本的差异。——340。



[193]民族民主党是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于1897年，首领是罗·德莫夫斯基、济·巴利茨基、弗·格拉布斯基等。该党提出“阶级和谐”、“民族利益”的口号，力图使人民群众屈服于它的影响，并把人民群众拖进其反动政策的轨道。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该党争取波兰王国自治，支持沙皇政府，反对革命。该党在波兰不择手段地打击革命无产阶级，直到告密、实行同盟歇业和进行暗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曾通过一个专门决议，强调必须揭露民族民主党人的反革命黑帮面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党无条件支持协约国，期望波兰王国同德、奥两国占领的波兰领土合并，在俄罗斯帝国的范围内实现自治。1919年该党参加了波兰联合政府，主张波兰同西方列强结盟，反对苏维埃俄国。——341。







《列宁全集》第14卷


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在圣彼得堡工人选民团选举中的斗争

（1907年1月30日〔2月12日〕）

社会革命党在工人选民用选举中大奏成效，这使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都泄气了。然而这一事实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它表明社会民主党人犯了严重错误，因而也要求我们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不用泄气，不用悲伤，而要研究刚刚结束的选举，以便弄清选举相对失败的原因，保证正确安排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间下一步的工作。

对上面所说的研究工人初选人的选举情况来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1906年11月15日—1907年1月15日的《涅瓦区谢米扬尼科夫分区联合机构的工作报告》，是一份好材料。

我们不全部引用这个《报告》，只从中举出在彼得堡最大的（也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郊外工人区的23家工厂中，有关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竞选初选人的精确数字。

为了使每一个内行的工作人员能够核对和校正我们的资料，我们把这些数字按工厂——分别列出，同时把工厂分为提名布尔什维克为候选人和提名孟什维克为候选人两类。凡是最大的工厂，即产生多于一名初选人的大工厂，都用黑体标出：






	　
	选出的初选人人数



	提名布尔什维克为候选人的工厂：
	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同情分子
	社会革命党



	俄美机械厂…………………………
	1
	—
	—



	钢筋工厂……………………………
	1
	—
	—



	奥芬巴赫尔工厂……………………
	1
	—
	—



	乌佩内克工厂………………………
	1
	—
	—



	枕木防腐厂…………………………
	1
	—
	—



	前奥努弗里耶夫工厂………………
	1
	—
	—



	椽木工厂……………………………
	—
	1
	—



	帕尔工厂……………………………
	2
	—
	1



	维也纳工厂…………………………
	1
	—
	—



	阿特拉斯工厂………………………
	1
	—
	—



	亚历山德罗夫车辆制造厂…………
	1
	—
	—



	炼铁厂………………………………
	—
	—
	1



	









	
12个工厂共计…………

	11
	1
	2



	提名孟什维克为候选人的工厂：
	　
	　
	　



	谢米扬尼科夫工厂…………………
	—
	—
	5



	马克斯韦尔工厂……………………
	1
	—
	1



	托伦顿工厂…………………………
	1
	—
	—



	格罗莫夫工厂………………………
	1
	—
	—



	瑙曼工厂……………………………
	1
	—
	—



	格拉普工厂…………………………
	1
	—
	—



	阿列克谢耶夫工厂…………………
	1
	—
	—



	涅瓦硬脂工厂………………………
	—
	—
	1



	瓦尔古宁工厂………………………
	—
	—
	1







从这些数字中首先可以看出，总的说来，社会民主党战胜了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有18名初选人（把1名社会民主党同情分子算作社会民主党人），而社会革命党只有14名。

其次，从这些数字中可以明显地看出：（1）在几个最大的工厂中，总的说来，社会革命党完全取胜了；（2）社会革命党总的说来战胜了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3）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总的说来战胜了社会革命党。

事实上，从4个最大的工厂，即从产生1名以上初选人的工厂来看，结果是：4个厂共选出初选人14名（即代表14000名工人），其中社会革命党人11名，社会民主党人3名。在其余18个较小的工厂中，共选出社会民主党人15名，社会革命党人3名。这些工厂的工人总数我们不知道，可能在18000以上，因为不满2000名工人的产生初选人1名，但也可能不到18000，因为凡有50名以上工人的企业，也能产生初选人1名。

因此，关于在涅瓦区社会民主党战胜了社会革命党这个总的结论应当改为：在几个最大的工厂中，社会革命党战胜了社会民主党！根据初选人的数字还不足以得出确切的结论，必须有每个工厂的数字，此外，还必须有每个工厂工人人数以及每个工厂参加投票人数的资料。

其次，从引用的资料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社会革命党的胜利完全要归咎于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整整送掉了12个席位，即18个席位中的12个送给了社会革命党，而布尔什维克总共送掉了2个（14个中的2个）。

在布尔什维克的工厂（所谓布尔什维克的工厂，不是指一般有布尔什维克在其中工作的工厂，而是指提名布尔什维克为候选人来同社会革命党人竞选的工厂）中，社会革命党肯定地被击败了，其中包括最大的帕尔工厂，在这个厂的3名初选人中布尔什维克就占了2名。我们没有关于社会革命党提候选人的全部资料，而很有可能，社会革命党在俄美机械厂、亚历山德罗夫车辆制造厂和“阿特拉斯”工厂等单位都失败了，要是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总的说来，布尔什维克战胜了社会革命党。

相反，在孟什维克的工厂中，社会民主党被击败了：社会革命党获得了12个席位，而社会民主党只有6个。毫无疑问，总的说来，社会革命党在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战胜了孟什维克。

从涅瓦区的资料中得出的结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用于整个彼得堡，我们不能确切知道。但是，在“整个社会民主党的彼得堡”都说社会革命党在各大工厂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初选人的总数看来仍然大大超过社会革命党初选人的总数，根据这一点就可以设想，涅瓦区的资料是相当典型的。据报道，在瓦西里耶夫岛，在波罗的海工厂这个孟什维主义的中心，社会革命党以极大多数票战胜了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获得将近1600票，而孟什维克还不到100票。可是在规模宏大的制管工厂却相反，社会革命党也搜罗了将近1600票，但布尔什维克获得了1500票左右，而且布尔什维克对选举提出了异议，声明选举是不合法的，因为有一个票箱被捣毁了，因此要求宣布选举无效。再看另一个报道：在弗兰科－俄罗斯工厂，十分放肆的孟什维克知识分子，曾从这个工厂“拉到了”370张全部是选举孟什维克当社会民主党彼得堡代表会议代表的选票，可是在这里当选为初选人的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和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在维堡区这个孟什维主义的堡垒，社会革命党战胜了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等等，等等。

为了核实这些报道，为了得到精确的资料，无疑必须在对选举的印象尚未消失时就立即搜集所有选举初选人的工厂的资料。本市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人员把每个厂的数字分别搜集和记载下来并不费事。而总结这些数字，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却很需要，因为这样可以对选举完全做到心中有数，可以不畏首畏尾地掩盖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而按照党的原则来批评这些错误和缺点，并用全力来克服这些缺点。

如果不密切注意工人群众投票选举无论哪一个政党的候选人的进程，我们就无法在圣彼得堡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对于资产阶级政党来说，要紧的只是得到多少多少代表名额，而对于我们来说，要紧的却是要让群众自己认清社会民主党的学说和策略同一切小资产阶级政党（即使它们自称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政党）的区别。因此我们必须搞到有关圣彼得堡工人选民团投票和选举的精确而充分的统计资料。

因此我们恳切要求圣彼得堡本市各区和各分区的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大致按照下列提纲提供一份精确的统计资料：（1）区；（2）工厂名称；（3）工人人数；（4）投票者人数；（5）参加竞选的候选人的党派：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其他党派；（6）每个候选人的得票数。汇总这些统计资料，对于评价社会民主党各方面的工作，对于判断我们下次选举的成败，就有了稳妥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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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4卷


在彼得堡选举中如何投票？

（关于黑帮危险的鬼话对谁有利？）

（1907年2月4日〔17日〕）

革命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已指出：关于黑帮危险的鬼话，是那些想摆脱从左面来的危险的立宪民主党人无中生有地散布出来的。

人们没有听社会民主党人的话。自由派的报刊过去和现在都齐声叫喊黑帮危险。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即民粹派，天真地附和了自由派。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也跟着自由派跑，有时（例如在彼得堡）竟堕落到公然用工贼行径来对待无产阶级。

请看一看吧，选举究竟说明了什么？

现在大家都看出，选民的情绪已经向左转了。黑帮在选举中遭到的失败比去年惨重得多。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正确的。所谓投票中的黑帮危险，是那些背着人民同斯托雷平搞交易的立宪民主党人制造的鬼话。大家知道，去年在彼得堡投立宪民主党的票的沃多沃佐夫先生现在已经抛弃了他们，公开揭露了米留可夫晋谒斯托雷平的行径！米留可夫本来应当承认这个事实，可是他一直向人民隐瞒斯托雷平向他提出的立宪民主党合法化的条件！

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在他们的报纸上拼命向斯托雷平表白他们的温和、谦虚、忠诚，表白他们不依赖“左派”并且有决心同“左派”作斗争。

你看，这岂不是一种既有利又方便的政策吗？在诱骗斯托雷平和他的伙伴即黑帮的时候，就唾弃“左派”，在报刊上、会议上和选举中反对左派。而在诱骗左派的时候，确切些说，在诱骗左派中头脑简单的人和左派中的工贼的时候，就叫嚷黑帮危险，说什么为了不分散选票，请投立宪民主党的票！

立宪民主党人在莫斯科执行的也正是这种政策。原杜马代表、最出名的立宪民主党人之一的科科什金先生选举那天在《俄罗斯新闻》上写道：


　　“每个人都知道：左派联盟不能争取那些在‘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动摇不定的无党派人士的选票；它不能夺取‘十月十七日同盟’任何一张选票。但是，它能夺取人民自由党的选票，从而促使反动派取得胜利。它的活动一旦成功，只会得到这样的实际结果。”



　　在选举当天的早上，科科什金先生就是这样写的。而选举已经证明，科科什金先生撒了弥天大谎。左派联盟活动的结果表明：不管我们夺取立宪民主党多少选票，右派在莫斯科取胜都是不可能的！莫斯科的选举证明，黑帮危险这种鬼话是立宪民主党造的谣，今后只有左派中那些甘心充当工贼的人才会随声附和。

看看各选区的选票数字吧。我们把全部数字都列入了下面的一篇短评《关于莫斯科选举的初步材料》。这些数字表明，在16个选区 
［注：莫斯科共有17个选区。但是第17选区即皮亚特尼察区的材料不充分。在这个选区里，立宪民主党至少获得1488票，十月党人大概获得600票；左派联盟大概获得250票。］

 中的14个选区，十月党人所得的票数还不到立宪民主党和左派的总票数的一半。这就是说，在14个选区内，左派的单独竞选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促使反动派取胜”。

科科什金先生撒了慌，竟诬蔑左派联盟是反动派的帮凶！

科科什金先生用黑帮危险这种假话来吓唬选民，要选民不投左派联盟的票。

科科什金先生也象彼得堡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甚至在财产合格的选民面前不敢提出实质性问题：选民在原则上是同情斯托雷平的对话人的政党还是同情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科科什金之流的先生们也象彼得堡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他们利用的不是选民的觉悟，而是被自由派的仆从报刊关于黑帮危险的叫嚣所蒙蔽的小市民的胆怯。

莫斯科的选举，的确是被吓倒了的小市民的选举。这一点可以从已被公认为不同情“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上得到证明。

1月29日《交易所新闻》[194]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报道《莫斯科选举复选人》的情况的来信。这位记者是这样写的：


　　“选民们投完了票，远远地走开，开始交谈观感。——喂，怎么样，大概投了格林格穆特的票吧？——一个承包人问他的工长。

——哪儿的话，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我们投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票。——身子又矮又胖活象一只圆桶的工长回答说。

——为什么不投左派联盟？——承包人追问一句。

——危险，选票会分散。——工长回答说。”





　　这就是莫斯科大批小市民投立宪民主党的票的原因！小市民不投左派的票，并不是因为对他们反感，而是因为“危险，选票会分散”，也就是因为小市民相信了立宪民主党的谣言，造谣者利用他们垄断的每天出版的自由派报纸来愚弄小市民。莫斯科1月28日的选举表明：在提出四个名单的情况下，选票不会分散到造成黑帮胜利的危险。

立宪民主党人在莫斯科愚弄了被吓倒了的小市民。应该让彼得堡的选民了解这一点，要他们不再落入那些同斯托雷平搞交易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圈套！

我们还请读者注意一下1906年和1907年的材料（莫斯科的9个选区的材料。可惜，我们手头没有更充分的材料）的对比。大家知道，所谓立宪民主党的应声虫和左派中的工贼都在叫嚷参议院说明。据他们说，参议院的说明证明：1906年的材料不能作为依据；1907年的选举一定会碰到糟糕的情况；现在有黑帮危险。

莫斯科的情况究竟说明了什么呢？1906年在9个选区内选立宪民主党人的有13220票，选右派的有5669票（十月党人）加690票（君主派），共6359票（或许还稍多一些，因为从我们列举的数字中可以看出，关于君主派在这9个选区中的某些选区获得的票数，一点材料也没有）。

1907年在这9个选区内不选黑帮的有14133票（其中11451票选立宪民主党人，2682票选左派），而选黑帮的有5902票（其中4412票选十月党人，1490票选君主派）。

总之，尽管有参议院的说明，1907年投票的人数比1906年还稍多一些（20025比19579）。不选黑帮的票数多于1906年（14133比13220）；选黑帮的票数少于1906年（5902比6359）。

莫斯科的经验实际证明：1906年的材料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因为1907年的材料表明好转了一步。

而1906年彼得堡的选票数字说明什么呢？这些数字说明：在产生114名复选人的9个选区内，黑帮在1906年获得的最多票数不到立宪民主党获得的最少票数的一半。 
［注：《观察周报》[195]第1号全部发表了这些数字（见本卷第326页。——编者注）。为了让彼得堡的全体选民知道这些数字，我们在下面再转载一次。］



这就是说，即使把不选黑帮的票数分给立宪民主党和左派，右派在彼得堡取胜也是不可能的。

甚至1月29日彼得堡全县的城市选民选举复选人的情况也表明，黑帮危险是立宪民主党用来骗人的鬼话。甚至在这些见到名单和参加投票都非常困难的选民当中，黑帮获得的票数也寥寥无几，因而不管怎样分散选票，他们都不可能取胜。当时选立宪民主党人的最少有1099票，选社会民主党人的有603票，选十月党人的有652票，选“俄罗斯人民同盟”的有20票。不管我们当时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多少选票，右派都不会当选！

因此，我们现在十分坚决地声明：凡是以黑帮危险为名，要求不分散选票而在彼得堡号召选举立宪民主党人的人，都是存心撒谎和欺骗选民。凡是以黑帮危险为名，放弃在彼得堡竞选，哪怕是放弃在一个选区竞选的人，都是存心撒谎和欺骗选民，掩饰自己对左派联盟的工贼行径。

彼得堡也象莫斯科一样，没有黑帮危险，而有立宪民主党危险。危险在于：愚昧无知的被吓倒了的小市民会去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左派联盟反感，对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反感，而是因为撒谎的立宪民主党报刊给他们灌输了担心选票分散的心理。

凡是希望选民在彼得堡按照自己的认识去投票的人，都应当竭力防止这种“危险”。

彼得堡没有黑帮危险，有立宪民主党危险。因此，在分散选票可能使黑帮取胜（根据1906年的材料推测）的3个选区（瓦西里耶夫岛区、罗日杰斯特沃区和利季约区）弃权，就是对左派的不可饶恕的工贼行径。在174名复选人总数（全市160名加上工人选民团14名）中，这3个选区产生46名。就是说，这些选区不可能影响选举的结果，却很可能影响左派或立宪民主党的胜利。假定说，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在斯帕斯区、莫斯科区、彼得堡区和维堡区这4个选区取胜（随便举例），那时左派就会有74名复选人（60名由城市选出，14名由工人选出）。如果立宪民主党在其余所有选区取胜，他们就会拥有100名复选人，就会把他们的全部代表都搞到杜马里去！如果黑帮在上面所说的3个选区内当选（有46名复选人），立宪民主党就会只有54名复选人，因此立宪民主党要从六个杜马席位中弄到两个席位，就势必同左派联合。

这就是说，谁在彼得堡的3个“黑帮”选区弃权，谁就是在暗中为立宪民主党效劳，谁就是破坏左派联盟的工贼！

选民公民们！不要相信那些向你们宣扬在彼得堡分散选票有危险的骗子。不要相信在彼得堡有黑帮危险这种谎话。

在彼得堡没有黑帮危险。右派在彼得堡不可能因为在立宪民主党和左派之间分选票而取胜。

投票时不要担心那些暗中同斯托雷平进行幕后交易的造谣家立宪民主党人杜撰出来的“危险”。凭良知和信念投票吧。

选举那些要农民倾家荡产付出赎金、把农民的事业出卖给自由派地主、暗中同斯托雷平搞交易、同黑帮进行谈判的自由派资产者呢？

还是选举社会民主工党，选举得到所有劳动派政党支持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公民们，投左派联盟的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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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交易所新闻》（《Виржевы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报纸，1880年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每周出两次，后来出四次，从1885年起改为日刊，1902年11月起每天出两次。这个报纸的特点是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没有原则。1905年该报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曾改用《自由人民报》和《人民自由报》的名称。从1906年起，它表面上是无党派的报纸，实际上继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1917年二月革命后，它恶毒攻击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1917年10月底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被查封。——356。



[195]《观察周报》（《Эрение》）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07年在俄国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时期于彼得堡出版。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列宁和瓦·瓦·沃罗夫斯基。该报总共出了两号：1月25日（2月7日）出第1号，印数11000份；2月4日（17日）出第2号，印数25000份。两号共刊登了列宁的四篇文章。根据彼得堡出版委员会的命令，两号报纸均被没收。彼得堡高等法院勒令该报停刊。——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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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莫斯科选举的初步材料

（1907年2月4日〔17日〕）

自由派的报纸和为自由派效劳的报纸仍然在叫嚷莫斯科和彼得堡的黑帮危险。

为了说明这些叫嚷和论调虚伪到什么程度，我们下面列表举出彼得堡的报纸上现在已公布的有关莫斯科选举的全部材料。

为了对比，我们同时还引用了1906年3月28日《我们的生活报》上关于1906年莫斯科市选举的材料。

这些材料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关于“黑帮危险”的神话完全是无稽之谈。关于这些材料的意义，我们在另外的地方再谈。

1907年莫斯科市选举中的得票数字是：






	莫斯科市的选区
	立宪民主党
	十月党
	君主派
	左派联盟



	阿尔巴特区………………
	1348
	514
	154
	214



	巴斯曼区…………………
	934
	462
	113
	155



	戈罗德区…………………
	943
	266
	107
	61



	列福尔托沃区……………
	938
	631
	244
	190



	米亚斯尼茨区……………
	1331
	551
	191
	191



	普列奇斯坚卡区…………
	1183
	538
	161
	175



	普列斯尼亚区……………
	1196
	550
	187
	458



	罗戈日区…………………
	1565
	963
	267
	286



	谢尔普霍夫区……………
	469
	189
	69
	101



	斯列坚卡区………………
	1239
	403
	106
	303



	苏谢沃区…………………
	2061
	700
	398
	841



	哈莫夫尼基区……………
	1011
	647
	197
	297



	亚基曼卡区………………
	1153
	552
	171
	241



	特维尔区…………………
	1730
	680
	189
	313



	亚乌扎区…………………
	1117
	299
	75
	162



	梅先区……………………
	1839
	838
	262
	689



	
16个选区总计
 ……
	19757
	8783
	2891
	4677












	莫斯科市的选区
	立宪民主党
	十月党
	君主派
	左派联盟



	1906年
	　
	　
	　
	　



	阿尔巴特区………………
	1269
	700
	？
	—



	苏谢沃区…………………
	2867
	930
	193
	—



	普列斯尼亚区……………
	1662
	646
	150
	—



	普列奇斯坚卡区…………
	1810
	734
	？
	—



	特维尔区…………………
	1810
	850
	174
	—



	戈罗德区…………………
	571
	362
	50
	—



	斯列坚卡区………………
	1368
	640
	40
	—



	亚乌扎区…………………
	600
	300
	？
	—



	巴斯曼区…………………
	1263
	507
	83
	—



	
9个选区总计

	13200
	5669
	690
	—



	
1907年这9个选区总计

	11451
	4412
	1490
	2682







可见，莫斯科的选举证明关于黑帮危险的鬼话是无稽之谈。再提醒一下，1906年彼得堡的选举材料也同样证明如此：

彼得堡第一届杜马选举的投票情况：






	选区
	立宪民主党名单所得的最少票数


	该票数的一半
	右派政党的名单所得的最多票数


	复选人数目[196]



	海军部区………………
	1395
	697
	668
	－5



	亚历山大－涅阿区……
	2929
	1464
	1214
	－16



	喀山区…………………
	2135
	1067
	985
	－9



	纳尔瓦区………………
	3186
	1743
	1486
	－18



	维堡区…………………
	1853
	926
	652
	－6



	彼得堡区………………
	4788
	2394
	1729
	－16



	科洛姆纳区……………
	2141
	1070
	969
	－9



	莫斯科区………………
	4937
	2468
	2174
	－20



	斯帕斯区………………
	4873
	2436
	2320
	－15



	利季约区………………
	3414
	1707
	2097
	＋15



	罗日杰斯特沃区………
	3241
	1620
	2066
	＋14



	瓦西里耶夫岛区………
	3540
	1770
	225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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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本栏中的“－”号表示在立宪民主党所得票数与左派联盟对半分的情况下，黑帮也不能得到的复选人名额，本栏中的“＋”号则表示在同样情况下有可能被黑帮夺得的复选人名额。——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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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利德瓦尔事件

（1907年2月4日〔17日〕）

据《电讯报》[197]报道（1月26日），1月24日在土木工程师大厅里召开的会议上发生了下面一件事情。


　　“瓦·瓦·沃多沃佐夫走上讲台，提请会议注意涅梅季剧院事件。‘我当时在那里问，米留可夫背着选民同斯托雷平进行谈判是不是真的。回答我的是一片喊声：“胡说！诬蔑！”而格列杰斯库尔教授答复说，米留可夫是一位党可以绝对信任的正直的人。我决不怀疑米留可夫的为人正直，但是，这种谈判确实进行过。这一点连米留可夫也不否认。今天他在《言语报》上写道，他就人民自由党的合法化同斯托雷平谈判过，而斯托雷平向他提出了不能接受的建议。但是，米留可夫隐瞒了这些建议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如果这些建议是卑鄙的，就应当公布出来，让全民把它们钉上……耻辱柱！’警察局长宣布：‘现在散会！’

听众吵吵嚷嚷吹着口哨拥向门口。会议主办人严厉地责备沃多沃佐夫，警察局长则派了两名巡警守在讲台旁边，以防意外。”





　　沃多沃佐夫先生企图揭露米留可夫同斯托雷平的谈判，不应当受到严厉责备，而应当受到赞赏。只有不了解公民义务的小市民，或者想向人民隐瞒立宪民主党的勾当的人，才会责备政治活动家的这种行动。我们不知道，由立宪民主党人纳波柯夫作报告的这次会议的主办人属于这两类人中的哪一类。米留可夫同斯托雷平谈判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有意忽视和回避这个问题，声称这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丑闻的人，是极端错误的。谁怕提这件丑闻，谁就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公民有责任揭露政治上的利德瓦尔事件。

米留可夫同斯托雷平的谈判正是政治上的利德瓦尔事件的一小部分。不过，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应当受刑事处分的贪污和舞弊，而是一个盗用“人民自由”这一伟大字眼的政党所搞的政治上无耻的罪恶交易。

我们在《劳动报》[198]上已经指出：米留可夫向人民隐瞒了斯托雷平提出的“条件”，隐瞒了他晋谒的次数和时间。他还隐瞒了是斯托雷平召见他，还是他米留可夫自己求见的。最后，他还隐瞒了立宪民主党彼得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对这件事是否有决议，中央是否给省里发过通知。

不难看出，要对立宪民主党的祖巴托夫行为作出全面的评价，有待于这些材料的公布。向人民隐瞒的都是些坏事情。沃多沃佐夫先生说得对，应当把它们公布出来。如果沃多沃佐夫先生希望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们把他看成是一位正直、刚毅和坚定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专门追求奇闻的新闻记者，他就应该继续进行揭露。如果问题牵涉到全民事业中的丑行，公民就有责任迫使隐瞒者说话。

无论是谁，只要稍微了解这些丑行并且愿意履行公民的责任，他就应该迫使米留可夫之流到法庭去控告他犯了诬蔑罪，然后他应该在法庭上揭露立宪民主党的领袖，揭露他们在人民同旧制度进行激烈的选举战的时候，却背着人民同旧制度的领袖进行幕后交易！

现在我们向米留可夫先生和立宪民主党公开提几个问题：

1、米留可夫(还有他的伙伴？)晋谒斯托雷平先生是在什么时候或者各次晋谒究竟是在什么时候？

2、是斯托雷平自己邀请米留可夫的吗？米留可夫一点也不知道斯托雷平想同他谈的那些“卑鄙的”(沃多沃佐夫先生语)条件吗？

3、立宪民主党彼得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讨论斯托雷平的建议而举行的会议(或两个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召开的？会上没有决定为响应这些建议采取某些步骤吗？关于这件事情没有给省里下达什么指示吗？

4、米留可夫晋谒斯托雷平以及这两位要人为了互相迎合而采取的其他某些步骤，同立宪民主党1月18日在与小资产阶级联盟举行的“代表会议”上的行为的性质有什么联系？

我们将来还要(大概不止一次)揭露立宪民主党人“晋谒”黑帮的问题。我们还要拿出易于使局外人了解的各种文献来证明：正是在立宪民主党同黑帮的这些谈判中，包含着“左派”同立宪民主党不能建立共同联盟的原因，这种联盟是许多人希望建立而我们始终反对的。

现在我们只是指出：

希望米留可夫先生和立宪民主党知道：不只是沃多沃佐夫一个人，而且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会来全力揭露这个政治上的利德瓦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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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电讯报》（《Телеграф》）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07年1月20日（2月2日）—2月18日（3月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6号——364。



[198]《劳动报》（《Труд》）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周报），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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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选举的意义

（1907年2月4日[17日]）

彼得堡的竞选运动即将结束。离选举只有三天了，当读者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彼得堡的投票结果已经揭晓了。

在彼得堡选举揭晓以前，似乎不好谈论这次选举的意义。其实并非如此。彼得堡的竞选运动经历的时间这样长，这次运动提供的非常有教益的政治材料这样多，因此它的意义已经完全明确了。不论选举的结果怎样，1906—1907年彼得堡的运动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俄国革命史上一个重大的独立阶段。

革命在彼得堡竞选运动中所取得的不可磨灭的成果，首先在于弄清楚了各个政党的相互关系和各个阶级的情绪（从而也弄清楚了各个阶级的利益和整个政治形势），其次，在重大的公开的群众性事件中，对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基本策略问题的各种答案作了实际的检验。

彼得堡竞选运动中的主要事件是以旋风般的速度发生的。在这一阵旋风中，人们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于是各个政党和派别的真正性质和实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显露出来了。在这一阵旋风中，任何表面上的联系、任何党的传统都保持不住了，——组织分裂了，诺言背弃了，决议和立场改变了，每天都有极重大的新闻。不同政党和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异乎寻常地尖锐，平时就很激烈的论战，这时转为格斗。而这种情况之产生，并不是由于俄国人不能自制，不是由于地下状态养成的怪癖，也不是由于我们没有教养，——只有庸人才会这样来解释问题。

不，尖锐冲突和激烈斗争的原因在于阶级差别的深刻性，在于社会倾向和政治倾向的对抗性；这些倾向在事变的影响下出乎意料地迅速地显现出来了，要求每个人立即采取“步骤”，使所有的人转入冲突，迫使他们用斗争来维护自己目前的地位、自己真正的路线。

彼得堡是各个政党的中央所在地。它是俄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这里的报刊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所以结果必然是：彼得堡各个政党的竞选斗争，就是俄国革命今后发生的许多议会的或非议会的斗争和事件的最重要的征兆、标志和榜样。

最初提出来的似乎是一个小的、次要的“技术性”问题，即关于一切反对派政党和革命政党为防止黑帮危险而达成协议的问题。其实，在这个“简单的”问题的掩盖下，隐藏着主要的政治问题：（1）关于政府对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的态度；（2）关于立宪民主党的真正倾向；（3）关于立宪民主党在俄国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4）关于劳动派即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倾向；（5）关于温和的人民社会党人和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的阶级共性和政治上的亲密关系；（6）关于社会民主工党的小资产阶级部分或机会主义部分；（7）关于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8）关于俄国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看得见的即公开的和看不见的即隐蔽的分子和“潜在力量”的作用。

所有这许多政治问题都是由生活本身，即选举运动的进程本身提出的和解决的。这些问题的提出违背了许多政党的意志，并且不管它们是否意识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强制性”的，甚至会破坏一切传统——而最终的结果对于参加运动的一大批政治家来说，也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小市民们一谈到所有这些意外事件，便摇着头说：布尔什维克总有办法。他们真走运！

这些话使我想起了不久以前发表的恩格斯致左尔格的那些信中的一段话。1884年3月7日恩格斯在致左尔格的信中写道：


　　“两个星期以前，我的侄子从巴门来看我。他是一个自由保守党人，我对他说：‘现在我们在德国已经处于这样的地位，我们简直可以坐享其成，而迫使我们的敌人为我们工作。不管你们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或者把它延期，不管你们把它修改得更残酷些或者稍微温和些，——反正都一样。无论你们做什么，总是对我们有利。’他答道：‘是啊，一切情况都对你们非常有利。’我说：‘当然罗，要是40年前我们没有正确地判断情况，没有根据这个正确的判断来进行自己的活动的话，那么情况就不会对我们有利了。’侄子什么也没有回答。”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25—126页。——编者注］





　　布尔什维克当然可以不去引证40年前的情况——我们在这里是把不大的事情同很大的事情相比较——但是可以引证布尔什维克确定了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以后的几个月和几年的情况。在彼得堡竞选运动的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时期，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坐享其成了，——情况对我们有利。我们的一切敌人，从残酷无情的大敌斯托雷平开始，到挥舞纸剑的“敌人”修正主义者为止，都在为我们工作。在彼得堡选举运动初期，一切反对派、一切左派都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它们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一切想象得出的办法来反对我们。而结果正合我们的心意。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早以前（从1905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两种策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124页。——编者注］

 一书起）就非常正确地估计到了政府对自由派的态度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什么原因使立宪民主党同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的一切“左派”几乎结成的联盟破裂了呢？是米留可夫同斯托雷平的谈判。斯托雷平一招手，立宪民主党人就背弃了人民，象狗崽子一样爬到黑帮主子那里去了。

这是偶然的吗？不，这是必然的，因为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要求这个阶级在每个决定性关头都不同人民在一起进行革命斗争，而同反动派妥协。

什么原因使一切小资产阶级政党（民粹主义政党和劳动派政党）和工人政党的小资产阶级部分——孟什维克成为极不坚定的和无骨气的人呢？为什么他们动摇不定、反复无常、左右摇摆，为什么他们追随立宪民主党人并把立宪民主党人奉若神明呢？

不是由于某个西多尔或卡尔普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由于小资产者必然步自由派的后尘，当自由派的尾巴，小资产者不相信自己，不能忍受暂时的“孤立”，不能沉着而坚定地对待资产阶级走狗的叫嚣，他们不相信群众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独立的革命斗争，拒绝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者的作用，放弃自己的口号，而去迎合和巴结米留可夫之流……

而米留可夫之流正在巴结斯托雷平！

布尔什维克独立地确定了自己的路线，并且早就在人民面前树起了自己的旗帜，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旗帜。

揭穿关于黑帮危险、关于通过晋谒斯托雷平之流的方法进行“斗争”的骗人的鬼话！谁愿意真正使人民得到自由，谁愿意真正使革命取得胜利，——就跟着我们走吧，既反对黑帮匪徒，也反对立宪民主党商贩。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自己投入战斗。我们不怕使自己“孤立”，我们不参与你们的卑鄙下流的诡计和勾当。

和无产阶级一道搞革命，还是和自由派一道去同斯托雷平谈判，选民们，请你们选择吧！民粹派先生们，请你们选择吧！孟什维克同志们，请你们选择吧！

我们确定了自己的路线以后，便坐享其成了。我们等着瞧这场已经开始的格斗的结局。1月6日我们的代表会议树起了我们的旗帜。1月18日以前，米留可夫在斯托雷平跟前纠缠，而孟什维克、民粹派和无党派人士则在米留可夫跟前纠缠。

所有的人都纠缠在一起了。所有的人都玩弄手腕，所有的人都互相责骂，互相攻击，所以他们不可能走到一起。

我们没有玩弄手腕，而是为了维护我们所明确和公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原则而痛斥过所有这些人。

一切能够投入斗争的人都跟我们走了。左派联盟成了事实。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成了事实。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了所有的劳动派和大部分孟什维克，甚至领导了知识分子。

在彼得堡的选举中已经树起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旗帜。不管这回有所有政党参加的俄国第一次重要选举的结果如何，独立的、执行自己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旗帜已经树立起来了。这面旗帜将在杜马斗争以及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其他一切形式的斗争中迎风飘扬。

通过自己的独立的、坚定的和不屈不挠的行动把被压迫被奴役的农民群众，把动摇不定的、反复无常的和意志薄弱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使他们同背叛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断绝关系，从而箝制这个资产阶级，领导人民的群众运动去推翻万恶的专制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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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该党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俄国自由派的右翼。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13。





《列宁全集》第14卷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1907年2月5日〔18日〕）

现在我们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新时代》周刊上发表的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全部汇集成册出版，目的是想使俄国读者更好地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通信中对他自己的私事谈得很多，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写传记的人来说，这些材料都是异常宝贵的。但是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对于俄国工人阶级来说，这些书信内包含着理论和政治材料的那些地方，却更加重要得多。正是在我国，在目前的革命时代，细心研究马克思对工人运动和世界政治的各种问题的直接评论材料，是特别富有教益的。《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说得完全对：“认识那些在大变革时代形成其思想和意志的人物的面貌，就能提高我们自己。”在1907年，俄国社会党人更是加倍需要有这种认识，因为他们从这种认识中间可以得到许多极宝贵的指示，从而了解他们在本国所经历的一切革命中的直接任务。俄国现在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马克思在相当动荡的19世纪60年代所采取的政策，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民主党人在目前俄国革命中采取的政策的直接榜样。

因此，我们现在只是简单地提一下马克思书信中理论上特别重要的地方，而比较详细地谈谈他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所采取的革命政策。

从更全面和更深刻地弄懂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868年7月11日写的一封信（第42页及以下各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40—542页。——编者注］

 。马克思在这封信里通过反驳庸俗经济学家的方式，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自己对所谓“劳动”价值论的见解。马克思把素养较差的《资本论》读者会很自然产生、因而被庸俗的“教授式的”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人物百般利用的那些反对马克思价值论的意见，作了一个简单扼要而又异常透彻的分析。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他怎样说明和应当怎样说明价值规律。他以最通常的反对意见为例，说明了他自己所运用的方法。他阐明了价值论这样一个（似乎是）纯粹抽象的理论问题同那些要求“把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的“统治阶级利益”之间的联系。我希望，凡是开始研究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的人，在钻研《资本论》最难懂的头几章的时候，能把我们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反复地读一读。

书信中另外一些在理论上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马克思对于各个作家的评论。马克思的这些评论写得非常生动，充满热情，可以看到他对一切重大思潮都全神贯注地进行考察分析。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象是在亲自聆听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除了那些顺便谈到的对于狄慈根的评论以外，特别值得读者注意的是他对蒲鲁东派[199]的评论（第17页）。只是轻轻几笔就把那些在社会大动荡时期投靠“无产阶级”，但不能领会工人阶级的观点，不能刻苦认真地在无产阶级组织“行列中间”进行工作的资产阶级的“优秀的”知识青年描绘得惟妙惟肖。 
［注：同上，第31卷第530—534页。——编者注］



对杜林的评论（第35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25—526页。——编者注］

 好象是预示了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在9年以后所写的有名的《反杜林论》一书的内容。这本书有策杰尔包姆的俄译本，可惜这个译本翻译得很糟，不仅有许多遗漏，而且有不少错误。信里还有对杜能的一段评论，其中也牵涉到李嘉图的地租论。 
［注：同上。——编者注］

 马克思早在1868年就坚决驳斥了“李嘉图的错误”，而在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中则已把这些错误彻底驳倒了。但是，直到现在，从我国十足资产阶级的、甚至是“黑帮”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起，直到“准正统派”马斯洛夫，所有这些修正主义者都仍然在重复这些错误。

还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毕希纳的评论，其中谈到他的庸俗唯物主义和从朗格著作（“教授式的”资产阶级哲学的正常的依据！）中抄来的“肤浅的废话”（第48页） 
［注：同上，第567页。——编者注］

 。

现在我们来谈谈马克思的革命政策。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居然流行着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市侩观念，以为具有特殊斗争方式和无产阶级的特殊任务的革命时期是变态，而“宪制”和“极端反对派”却是常规。当今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象俄国那样发生这样深刻的革命危机，同时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对革命采取这样怀疑和庸俗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降低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我们这里的人总是从革命内容是资产阶级的这一事实得出肤浅的结论，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而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则负担次要的、附属的任务，认为无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革命！

马克思在他给库格曼的书信中是多么有力地揭穿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肤浅看法呀！拿1866年4月6日写的一封信来说吧。马克思当时已经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在他写这封信的14年前，他已经最后作出了对于德国1848年革命的估价。[200]1850年，他自己否定了自己在1848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幻想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2—514页。——编者注］

 。在1866年，他刚开始看见新的政治危机在日益增长的时候，便写道：


　　“我们的庸人〈指德国自由派资产者〉终究会了解到，如果没有一次推翻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朝的革命，结果又会引起一场三十年战争……”（第13—14页）
［注：同上，第31卷第518页。——编者注］





　　这里丝毫也没有幻想即将到来的革命（这次革命是从上面发生的，而不是象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从下面发生的）会推翻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个革命只是推翻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君主制度。而他对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多么大的信心啊！这位了解资产阶级革命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巨大作用的无产阶级战士充满着多么强烈的革命热情啊！过了三年，在拿破仑帝国崩溃的前夜，马克思指出法国发生了“非常有趣的”社会运动，他非常高兴地说道，“巴黎人为了准备去从事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斗争，又在细心研究他们不久前的革命历史经验了”。马克思描写了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揭示出来的阶级斗争以后，得出结论说（第56页）：“整个历史的魔女之锅就沸腾起来了！什么时候我们那里〈德国〉也会这样呢！” 
［注：同上，第32卷第584—585页。——编者注］



这正是俄国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向马克思学习的地方。他们因怀疑论而软弱无能，因书呆子气而麻木不仁，他们惯于念忏悔词，很快就厌倦革命，象盼望节日似的盼望葬送革命，渴望用宪法条文来代替革命。他们应该向无产者的这位理论家和领袖学习对革命的信心，学习号召工人阶级把自己的直接的革命任务坚持到底的本领，学习那种决不因革命暂时失利而灰心丧气的坚韧不拔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学究们以为这全是伦理的空谈，全是浪漫主义，缺乏现实主义！不，先生们，这是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策的结合，不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就会变成布伦坦诺主义[201]、司徒卢威主义[202]和桑巴特主义[203]。马克思的学说把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谁把冷静地肯定客观情况的理论曲解为替现状辩护，以至于尽快地使自己去适应每次革命的暂时低潮，尽快地抛弃“革命幻想”而去从事“现实主义的”小事，那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就是在那些仿佛最平静的、如他所形容的“田园诗般的”时期，或如《新时代》杂志编者所说的“死水一潭的沉闷”时期，也能够觉察到革命即将临近，而启发无产阶级去认识他们所担负的先进的革命任务。而我们俄国那些把马克思庸俗化的知识分子，却在最革命的时期教导无产阶级采取消极的政策，采取“随波逐流”、悄悄支持时髦的自由主义政党的最不稳定分子的政策！

马克思对公社的评价是他给库格曼的书信中的精华。拿这种评价来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所采用的手段对照一下，是特别有益的。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以后，灰心丧气地喊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204]他居然还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说马克思在1870年也曾阻止过革命。

是的，马克思也曾阻止过革命。但请看看，普列汉诺夫所作的这种比拟，正好表明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有天渊之别。

在1905年11月，即第一次俄国革命高潮的一个月以前，普列汉诺夫不但没有坚决警告过无产阶级，反而公开说必须学会掌握武器，必须武装起来。[205]而一个月以后，当斗争已经爆发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却又毫不分析这次斗争的意义、分析这次斗争在整个事变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同以前斗争形式的联系，就马上扮作一个悔罪的知识分子说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1870年9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马克思已在有名的国际宣言[206]中直接警告过法国工人，说实行起义是蠢举。他事前就揭露了以为1792年的运动可能再现的民族主义幻想。他不是事后，而是好几个月以前就说过“用不着拿起武器”。

当他自己在九月声明中认为毫无希望的这件事情在1871年3月开始实现的时候，他又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马克思是否利用这一点（象普列汉诺夫利用十二月事件那样）来专门“挖苦”自己的对手，即那些领导了公社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呢？他是否象一位女训导员那样唠叨说，我曾经讲过，我曾经警告过你们，而现在你们看，你们的浪漫主义，你们的革命狂想，搞出了什么名堂呢？他是否也象普列汉诺夫教训十二月起义的战士那样，用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类自鸣得意的庸人的说教来教训公社活动家呢？

不。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208页。——编者注］

 ，我们希望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个识字的俄国工人都把这封信当作座右铭。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说成是蠢举，但到了1871年4月，当他看见人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态度，对这个标志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的伟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

他当时说，这是要打破官僚军事机器的尝试，而不是简简单单把这个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他讴歌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所领导的巴黎“英勇的”工人。他当时写道：“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第88页）……“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一方面是半年前就预见到失败的一位深思熟虑的思想家竭力推崇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另一方面是毫无生气的麻木不仁的迂腐说法：“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岂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

马克思当时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却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对待这一群众斗争，并且作为这一斗争的参加者来批评那些“奋不顾身的”、“冲天的”巴黎人所采取的直接步骤。

现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那些在1906—1907年大骂革命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聪明才子们，在当时不知会怎样讥笑马克思！他们看到这位唯物主义者和经济学家，这位空想的敌人赞扬冲天的“尝试”时，不知会怎样嘲笑他呢！那些套中人[207]看到这种所谓暴动意图和空想主义等等，看到对冲天的运动所作的这种估价时，不知会怎样掉泪、冷笑或表示怜悯！

而马克思丝毫没有象绝顶聪明的鲍鱼那样害怕讨论革命斗争最高形式的技术问题。他讨论的正是起义的技术问题。是防御，还是进攻呢？——他写道。好象军事行动就在伦敦附近发生似的。接着他自己解答说：一定要进攻，“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

这是在1871年4月，在伟大的流血的五月的几个星期前写的……

一个是当起义者开始了冲天的“蠢举”（这话是1870年9月说的）时说，“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

另一个是当在1905年12月必须用武力来抵抗敌人夺取我们已经赢得的自由的初次侵犯时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是啊，难怪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

马克思继续从技术上提出批评说：“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请注意，这是军事指挥机关，是指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

马克思善于警告领导者不要举行尚未成熟的起义。但他对待冲天的无产阶级，却是以实际的顾问，以群众斗争的参加者的姿态出现的，因为群众不管布朗基和蒲鲁东的荒谬理论和错误怎样，终究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

他当时写道：“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

马克思没有向无产阶级隐讳公社所犯的任何一个错误，他为这一业绩而写的一部著作，至今还是“冲天的”斗争的最好的指南，同时也是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瘟猪”最害怕的东西。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31—389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为十二月事件写的一部“著作”，却几乎成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福音书。

是啊，难怪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

库格曼在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大概是表示怀疑，认为事情没有希望，说必须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而不要采取浪漫主义态度，——至少他是拿公社，即拿起义同巴黎1849年6月13日的和平示威相比较。

马克思立刻（1871年4月17日）对库格曼作了严厉的驳斥。

他写道：“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叫作蠢举。但一旦群众举行了起义，马克思就愿意同他们一起前进，同他们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习，而不是打官腔，教训他们。他懂得，谁想事先绝对确切地估计成功的机会，谁就是有意欺骗，或者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气。他最重视的是工人阶级英勇地奋不顾身地积极地创造世界历史。马克思观察世界历史，是从正在创造历史，但无法事先绝对准确地估计成功机会的那些人们的观点出发的，而不是从瞎说“本来容易预见到……本来就用不着拿起……”等等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观点出发的。

同时，马克思能够理解到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即群众进行殊死的斗争甚至是为了一件没有胜利希望的事业，但对于进一步教育这些群众，对于训练这些群众去作下一次斗争却是必需的。

我们现在那些冒牌马克思主义者喜欢滥引马克思的话，只愿仿效他估计已往而不愿仿效他创造未来，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甚至根本反对问题的这种提法。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后开始“阻止……”时，根本就没有想到问题的这种提法。

而马克思正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同时丝毫也没有忘记自己在1870年9月认为起义是蠢举这一事实。

他写道：“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页。——编者注］



我们对于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教给我们的真正无产阶级政策的教训的简短介绍就到此结束。

俄国工人阶级已一度证明，并且还将不断证明，它有“冲天的”本领。






	　　1907年2月5日载于1907年由新杜马出版社在彼得堡出版的小册子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71—379页

















《列宁全集》第14卷


第二届杜马和第二次革命浪潮

1907年2月7日于彼得堡

事变以不能不称之为十足革命的速度发展着。四天以前，我们就彼得堡的选举运动 
［注：见本卷第367—372页。——编者注］

 写道：政治划分已经明朗，只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单独断然地、自豪地举起了坚决反对反动派的暴力、反对自由派的伪善的旗帜。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包括工人政党内的小资产阶级部分）则动摇不定，时而转向自由派，时而转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今天彼得堡进行选举。选举的结果不会改变我们已经指出的社会力量的对比。昨天的杜马选举已经选出了524名代表中的217名，也就是已经选出了2/5强，它清楚地勾画出第二届杜马的成分，清楚地勾画出目前形成的政治形势。

根据《言语报》（它是倾向于立宪民主党的，当然把事情渲染得有利于立宪民主党）的资料[208]，已经选出的205名杜马代表分配如下：右派37名，民族自治派[209]24名，立宪民主党48名，进步人士和无党派人士16名，非党左派40名，民粹派20名（其中劳动派13名，社会革命党6名，人民社会党1名），社会民主党20名。

毫无疑问，我们面前的这届杜马比上届杜马更左。如果下一步的选举还是这样的结果，那么我们在500名杜马代表中将得出如下的粗略数字：右派90名，民族主义者50名，立宪民主党125名，进步人士35名，非党左派100名，民粹派和社会民主党各50名。当然，这只是为了说明问题而作的大体计算，但是现在未必可以怀疑大体的统计数字是正确的。

右派占1/5，温和的自由派（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者，包括民族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如果不是全体也是部分进步人士）占2/5，左派占2/5（其中无党派人士占1/5，民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数相等，共占1/5）。——这就是根据初步的统计资料描绘出来的第二届杜马的成分。

这表明什么呢？

这表明全欧洲最反动的黑帮政府所实行的暴政最野蛮最无耻；它所实行的选举法在全欧洲最反动；而最落后国家的人民代表机关的成员却是欧洲最革命的！

这种异常明显的矛盾极其清楚地反映出整个现代俄国生活的基本矛盾，反映出我们当前时期的全部革命性。

从1905年伟大的1月9日以来，革命已经过去两年了。我们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反动势力猖狂的时期。我们经历了短暂的自由的“光明间歇”。我们经历了罢工斗争和武装斗争两次伟大的人民爆发。我们经历了一届杜马和两次雷同的选举，这些选举最终形成了党派的划分，使得不久前对政党还没有任何概念的居民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划分。

两年来，我们消除了一部分人由于幼稚，一部分人由于极端自私而产生的认为解放运动是统一的信念，消除了对和平的立宪道路所抱的一系列幻想，取得了群众斗争形式的经验，甚至采用了最激烈、最极端、最尖锐的斗争手段，即一部分居民反对另一部分居民的武装斗争。资产阶级和地主凶狠残暴。小市民精疲力竭。俄国知识分子灰心丧气。自由派空谈家和自由派叛卖者的政党立宪民主党趾高气扬，利用厌倦革命的情绪进行投机，把自己从事法穆索夫[210]式卑鄙勾当的本事冒充为自己的领导才干。

而在下层，在无产阶级群众和破产的饥饿的农民群众的最底层，革命在前进，在不声不响地挖掘旧制度的基石，用国内战争的惊雷唤醒沉睡的人们，促使形势瞬息万变，“自由”和凶残的暴力、沉寂和议会活动（选举、群众大会、热火朝天地搞“联盟”）迅速交替，使最不爱动的人们也动了起来。

结果产生了新的更左的杜马，发展下去就是新的更剧烈更明显的革命危机。

现在连瞎子也应该看到，我们面临的恰恰是革命危机，而不是立宪危机。这是毫无疑问的。俄国立宪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新的搏斗肯定逼近了：或者是革命的人民取得胜利，或者是第二届杜马象第一届一样不光彩地夭折，随后是选举法被取消，黑帮专制制度卷土重来，如此而已。

我们不久前的“理论”争论，在现在正在升起的革命太阳的灿烂光芒的照耀下，突然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可怜的、恐慌的、胆怯的知识分子发出的在选举中有黑帮危险的哀鸣不是很可笑吗？我们在11月（《无产者报》第8号）发表的“立宪民主党人用黑帮危险的叫喊来愚弄孟什维克，以便摆脱从左面来的危险” 
［注：见本卷第114—115页。——编者注］

 这个精辟的见解不是得到证实了吗？

革命教育人。革命强迫那些由于意志薄弱或者智能低下而经常走入歧途的人回到革命的轨道。孟什维克希望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希望“反对派”团结一致，希望能够“利用整个杜马”。他们尽一切可能（甚至不择手段，象在彼得堡那样分裂党），来建立一个完全自由派的杜马。

希望落空了。革命比缺乏信心的机会主义者们想象的要强大。在立宪民主党掌握领导权时，革命只能被葬送，只有在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掌握领导权时，革命才能胜利。

杜马的情况正象我们在《无产者报》第8号（1906年11月）上同孟什维克争论时所描绘的那样。这是一个两极分明的杜马，是温和谨慎的中间派被革命洪流冲没的杜马，是克鲁舍万之流同革命人民对峙的杜马。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将在这个杜马中高举自己的旗帜，并且象在彼得堡选举中那样，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群众说：请选择吧，是跟着立宪民主党去同斯托雷平之流搞交易，还是到人民群众的队伍里来进行共同的斗争！我们全俄国无产阶级正在进行这种斗争。凡是希望让人民得到自由、让农民得到土地的人都跟着我们走吧！

立宪民主党已经嗅出风向变了，政治晴雨计迅速下降了。难怪形形色色的米留可夫之流都神经紧张了，以至赤膊上阵，公开叫骂起“红抹布”来（在斯托雷平之流的办公室里，这些家伙总是暗地里骂“红抹布”！）。难怪今天的《言论报》（2月7日）大谈其政治晴雨计的“突变”，大谈其政府的动摇——一会儿“内阁要辞职，一会儿要实行某种军事政变，搞黑帮的军事大暴行，日期已经定在14日”。于是俄国自由派丧魂落魄地哭泣起来，伤心地说，难道“自发反应的政治……”又来了。

是的，可怜的不幸时代的可怜的英雄们！革命又来了。我们兴高采烈地迎接日益临近的人民的自发怒潮。但是我们将全力以赴，使这次新的斗争尽量少一些自发性，尽量多一些自觉性、坚定性、持久性。

政府早已开动了自己机器的所有轮子：镇压、暴行、残杀、欺骗和愚弄。但是现在所有这些轮子运转失灵了，什么手段都已试过，包括在乡村和城市动用大炮在内。可是，人民的力量不仅没有耗尽，现在反而愈来愈广泛、强大、公开和勇敢了。一面是黑帮专制制度，一面是左派的杜马。这毫无疑问是革命的形势。最尖锐的斗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正因为斗争不可避免，我们才用不着推进它、加快它、催促它。这件事让克鲁舍万之流和斯托雷平之流去关心吧。我们所关心的是如何明确地、直接地、无情地、公开地向无产阶级和农民揭露真相，使他们看清即将来临的风暴的意义，帮助他们组织起来，象视死如归的勇士那样沉着迎敌，象伏在战壕里的士兵那样等枪声一响就马上去冲锋陷阵。

恩格斯在1894年针对德国资本说：“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211]现在我们要说：“克鲁舍万之流和斯托雷平之流的老爷们，奥尔洛夫之流和罗曼诺夫之流的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我们的任务就是，当黑帮专制制度自己扑向我们的时候，便帮助工人阶级和农民摧毁它。

因此，不需要任何过早的起义号召！不需要任何对人民的庄严宣言。不需要任何军事政变，不需要任何“宣告”。暴风雨自己会到我们这里来的。不需要炫耀武器。

应当准备武器。这句话既有直接的意思也有间接的意思。应当准备的首先是和主要是一支由于自己的觉悟和决心而团结一致和坚强无比的无产阶级军队。应当十倍地加强我们在农民中间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就是这些农民正在乡村中忍饥挨饿，就是他们在去年秋天把自己的经历过伟大革命的一年的儿子送去当兵。应当消除各种掩盖和抹煞革命的思想障碍，应当克服各种怀疑和动摇。应当简单地、平心静气地、用人民最易了解的朴实方式最清晰响亮地说：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一定会应战。无产阶级一定会贡献出一切，会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入这次争取自由的战斗。让破产的农民知道，让士兵和水兵们知道，现在是决定俄国自由的命运的时候了。





	载于1907年2月11日《无产者报》第1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80—385页

















[208]指1907年2月7日（20日）《言语报》第31号刊登的短评《第二届国家杜马》。——383。



[209]民族自治派是指俄国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波兰代表。——383。



[210]法穆索夫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人物，是一个位居要津的贵族官僚，极端仇视进步思想，为人专横暴虐而又卑感无耻。——385。



[211]引自恩格斯1891年写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2页）。恩格斯在1895年给马克思的《1843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再次提出了这一论点（同上，第610—611页）。——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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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选举的总结

1907年2月9日于彼得堡

立宪民主党在彼得堡选举中取胜了。他们在11个区里当选复选人的有151人。左派联盟只在1个区，即维堡区取胜，160名复选人中只有9人。

彼得堡选举的基本特点是各个区投票者的百分比几乎都增加了，其次是右派削弱了。立宪民主党占第一位，得28798票（按他们候选人获得的最多票数计算）。左派联盟占第二位，得16703票。占第三位的是十月党人，16613票。占第四位的是君主派，5270票。

因此，同莫斯科相比，是进了一大步。赢得了一个区。左派在许多名单中从第三位跃居到第二位。在莫斯科，左派联盟只获得13％的选票。在彼得堡，几乎多了一倍，即获得25％。

当然，在这里，鼓动工作开展得比较广泛，普遍的杜马选举选出的左派代表大大超过预料所造成的政治影响，也起了作用。莫斯科没有一张日报登载过左派联盟复选人的名单。而彼得堡却有几家报纸登载过，据说，《同志报》在“左倾”后甚至大大提高了发行量。莫斯科没有设立左派名单问事处和填写处，彼得堡却有。莫斯科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居民还相信立宪民主党关于黑帮危险的鬼话。可是在彼得堡，已经明显地看出，小资产者和机会主义者已经不那么相信了。

下面是各选区的统计资料，按各区各个名单上候选人的最多票数计算（根据《言语报》的数字）：






	彼得堡市各选区
	各党派获得的最多票数
	立宪民主党和左派之间选票的差数


	我们要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多少选票

才能取得胜利？





	立宪民主党
	左派联盟
	十月党人
	君主派



	斯帕斯区………………
	3397
	1644
	1514
	624
	－1753
	877



	纳尔瓦区………………
	2377
	1643
	1326
	307
	－734
	368



	利季约区………………
	2776
	919
	2153
	667
	－1857
	929



	科洛姆纳区……………
	1318
	1122
	1068
	236
	－196
	99



	瓦西里耶夫岛区………
	2313
	1949
	2102
	418
	－364
	183



	罗日杰斯特沃区………
	2784
	1325
	1195
	537
	－1459
	730



	喀山区…………………
	1749
	589
	998
	201
	－1160
	581



	海军部区………………
	955
	246
	725
	196
	－709
	355



	莫斯科区………………
	4100
	1702
	2233
	706
	－2398
	1200



	亚历山大－涅瓦区……
	2735
	1421
	799
	588
	－1314
	658



	彼得堡区………………
	3282
	2754
	1851
	541
	－528
	265



	维堡区…………………
	1012
	1389
	649
	249
	＋377
	—



	
共计
 ………
	28798
	16703
	16613
	5270
	　
	5个有希望的选区共1573票







从这些统计资料中可以得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

首先，关于“黑帮危险”。选举证明，这种危险并不存在。我们的屡次声明以及全体布尔什维克，包括《艰苦劳动》周刊[212]和《观察周报》一再提出的警告，已经完全得到了证实。

不管在立宪民主党和左派之间怎样分选票，黑帮在彼得堡都不可能当选！

不仅如此，即使十月党人和君主派勾结起来（特别在彼得堡，这是不可能的，彼得堡的德意志人十月党人在瓦西里耶夫岛甚至差点儿同“十月十七日同盟”吵起来），黑帮在彼得堡也不可能取胜！任何人只要化点功夫计算一下上面那些并不复杂的数字，他就能看出这一点。立宪民主党和左派的选票总数（45500票）比十月党人和君主派的选票总数（22000票）多一倍以上。不管在这四个名单中间怎样分选票，不管右派采取什么“措施”，黑帮危险都不存在。

小资产者，即民粹派和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跟着立宪民主党叫喊黑帮危险，他们欺骗了人民。这一点我们在选举前就说过。选举证明我们说对了。

彼得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无骨气和政治上的近视事实上已经暴露无遗。虽然彼得堡选举远不象莫斯科那样，但它毕竟是被立宪民主党吓倒了的和愚弄的小市民的选举。在彼得堡选举以前，所有的报刊，从《言语报》起到无可奈何地捍卫左派联盟（证明自己同情左派？）的《同志报》止，都发表过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证明，立宪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的应声虫是怎样用他们所捏造的黑帮当选危险这个怪影来吓唬小市民的。

立宪民主党叫喊黑帮当选危险，是想借此摆脱从左面来的危险，而他们自己在这个时候却去晋谒斯托雷平，向他保证一定更聪明、更忠诚，一定与左派划清界限。根据《同志报》今天（2月9日）的报道，斯托雷平自己承认，他知道一点关于立宪民主党这种向右转的事情！

其次，彼得堡选举的结果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这次选举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我们直接的反立宪民主党的宣传能否唤醒一批新的、以前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选民并吸引他们参加政治生活呢？我们从自由派那里争取过来多少跟自由派跑的小资产者并且把他们拉到了无产阶级一边呢？

为了对此作出判断，我们首先把1906年和1907年立宪民主党和左派的选票（仍然是按最多票数）作一个比较。





投票数（最多的）



	彼得堡市选区
	1906年
	1907年　
	第一栏和第二栏的差数



	立宪民主党人
	立宪民主党人
	左派
	一共



	斯帕斯区………………
	5009
	3397
	1644
	5041
	＋32



	纳尔瓦区………………
	3578
	2377
	1643
	4020
	＋442



	利季约区………………
	3767
	2776
	939
	3695
	－72



	科洛姆纳区……………
	2243
	1318
	1122
	2440
	＋197



	瓦西里耶夫岛区………
	3777
	2313
	1949
	4262
	＋485



	罗日杰斯特沃区………
	3393
	2784
	1325
	4109
	＋716



	喀山区…………………
	2242
	1749
	589
	2338
	＋96



	海军部区………………
	1553
	955
	246
	1201
	－352



	莫斯科区………………
	5124
	4100
	1702
	5802
	＋678



	亚历山大－涅瓦区……
	2991
	2735
	1421
	4156
	＋1165



	彼得堡区………………
	4946
	3282
	2754
	6036
	＋1090



	维堡区…………………
	1988
	1012
	1389
	2401
	＋413



	
总计
 ………
	40611
	28798
	16703
	45501
	＋4890







从这些统计资料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1906年和1907年选反对派和选革命派的票数的对比情形。我们得到的17000票（按整数计算）中，近12000票是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来的，近5000票是从以前对选举漠不关心的（一部分是抵制选举的）群众那里争取来的。

同时，这里可以立即看出“没有希望的”区和有希望的区之间的差别。所谓“没有希望的”区就是我们竭尽全力显然也不可能在1907年取胜的那些区。“没有希望的”区主要有海军部区和利季约区。立宪民主党的选票超过我们很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很清楚。前一个区居民的成分是官吏，后一个区是大资产阶级（《艰苦劳动》周刊在选举以前就指出了这一点[213]）。在没有工商业无产阶级而官吏占多数的地方，劳动派所支持的社会民主党不可能取胜。这些地方甚至投票的人数也减少了，因为不感兴趣！在这些地方，我们只为左派联盟夺取了1/4左右的立宪民主党选票。

另一种情况是有希望的区，在这些区里，劳动派所支持的社会民主党唤醒了大批新的分子，把城市贫民从冷漠和沉睡中唤起参加政治生活。亚历山大－涅瓦区和彼得堡区就是这样。这些地方反黑帮的票数增多了，在每一个区里，立宪民主党和左派的选票合在一起增加了1000多票。这些地方左派的选票大部分不是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来的，而是新的。斗争的声音，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的声音唤醒了立宪民主党的甜蜜歌喉所不能唤醒的人们。

在彼得堡区，我们一共只要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265票，就能取胜。2754票加上265票，很明显，胜利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样很明显，这里远非无产阶级型的城市贫民——店员、车夫、小房客都拥护左派。很明显，得到劳动派支持的社会民主党的号召没有落空，这里比立宪民主党进步，比立宪民主党更左一些的居民人数是十分可观的。

在亚历山大－涅瓦区，斗争要困难得多。要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658票，才能取胜。1421票要加上658票，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是增加的数字仍旧不到原票数的一半。我们没有理由把那些只要使我们的选票增加一半就能取胜的区当作没有希望的区。

我们要在科洛姆纳区取胜是轻而易举的，我们只要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99票就行了。在瓦西里耶夫岛区，立宪民主党、十月党和左派的三大名单的得票数几乎相等，只要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183票，我们就能取胜。在纳尔瓦区，我们要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368票才能取胜。

总之，左派联盟在彼得堡无疑吸引了店员和城市小资产者，发动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第一次参加政治生活，把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从立宪民主党那里争取过来了。

有人认为在劳动派支持社会党人的过渡阶段，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对于工商业职员来说是接受不了的，这种悲观失望的观点已经被彼得堡的选举彻底驳倒了。只要我们有愿望，并且有办法，我们就可以把首都每个区的数以千百计的城市贫民发动起来参加政治斗争，我们可以把每个区的数以百计的店员、办事员等等从那个同斯托雷平搞交易的自由派资产者政党那里争取过来。只要我们在这方面进行坚持不懈的工作，立宪民主党叛徒对城市贫民的领导权就一定会被摧毁。立宪民主党在彼得堡再同左派联盟打一场选举战，就一定支撑不住！在现行选举法的条件下，如果“斯托雷平的”鼓动和米留可夫的交易再搞上几个月后，立宪民主党再来作一次较量，他们就会被彻底击溃！

其实很容易看出，在这次选举中，左派联盟差一点就能取胜。没有希望的区只是海军部区、利季约区、斯帕斯区、罗日杰斯特沃区、喀山区和莫斯科区。在所有这6个区里，我们得把自己的选票增加一半以上，但是，即使我们尽力进行选举鼓动和散发书刊等等，这也未必可能办到（确切些说，可能办到，不过不是在斯托雷平战地法庭所允许的选举自由下！）。在这几个区中，前2个区由于社会成分方面的原因，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不可能争取到。后4个区有可能争取到，可是我们在这些区的工商业职员中间的工作还非常非常薄弱。

在其余6个区中，有1个区我们在左派联盟一开始竞选时就取胜了。有4个区我们不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99—368票就不能取胜。有1个区要夺取658票。在这5个区，左派联盟一共要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取1573票才能取胜，才能赢得整个彼得堡！

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同心协力，如果同立宪民主党搞交易的机会主义分子不把订立左派联盟的时间拖得很久，如果分裂出去的那部分孟什维克对左派联盟不扮演工贼的角色，那么，未必有谁敢说，社会民主党不能在5个区内夺到1573票。

什么叫工贼呢？工贼就是同战斗的无产阶级有联系但在共同斗争的时刻却绊它腿的人。

这些特征是否适合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呢？当然适合，因为孟什维克破坏了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统一，造成了战斗队伍的涣散，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投靠了立宪民主党，最后，甚至在左派联盟订立后还直接扰乱我们。请回想一下，左派联盟是在1月25日订立的，而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1月28日竟在《同志报》上号召在5个区内弃权！2月1日这些孟什维克（在《言语报》上）又发表了宣言，以黑帮危险吓唬小市民！

不仅如此，在今天的《言语报》第3版上，我们在一篇关于彼得堡区选举的报道里看到，有一张选票上写着：“我弃权。一个孟什维克。”

请读者好好想一想这个例子的意义吧！

1月28日孟什维克在《同志报》上公布了分裂出去的那部分人的执行机关的决定。在这个决定的第6条中，彼得堡区是干脆排除在那些有黑帮危险的区之外的。

第6条直截了当地声明说，在彼得堡区同左派达成协议是合适的。第3条直接了当地写道，就是不能同左派达成协议，孟什维克也号召在没有“明显的”黑帮危险的地方投左派的票。可是，“孟什维克”仍然在彼得堡区弃权！！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在其他各选区又是怎样行事的呢？

既然如此，那怎么可以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完全没有黑帮危险的情况下，正是一部分孟什维克的工贼行径破坏了左派联盟在彼得堡的选举胜利？

让无产阶级从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叛变中吸取教训吧。我们将永远坚定而勇敢地比别人更早地树起自己的旗帜。我们始终要号召小资产者离开自由派的庇护而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这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策略，采取这种策略，只要群众性政治斗争一活跃，我们就能取胜。

萨拉托夫，下诺夫哥罗德——这是第一个胜利[214]，莫斯科，彼得堡——这是第一次冲击。够了，立宪民主党老爷们！该结束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律师对城市贫民的欺骗了。让斯托雷平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一起去咒骂“红抹布”吧。社会民主党将在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面前高举红旗，坚守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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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艰苦劳动》周刊（《Тернии Тру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刊物，1906年12月24日（1907年1月6日）—1907年1月6日（19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3期。头两期刊载了列宁的《政治形势和工人阶级的任务》和《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政党是怎样对待杜马选举的？》两篇文章（见本卷第201—207页和第227—231页）。根据彼得堡高等法院的决定，该刊被禁止出版。——390。



[213]指载于1907年1月6日（19日）《艰苦劳动》周刊第3期的《彼得堡存在着黑帮危险吗？》一文。该文对各选区的居民成分作了详细的分析。——393。



[214]萨拉托夫和下诺夫哥罗德是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第一阶段中左派联盟获得胜利的两个地方。萨拉托夫选出的80名复选人中，左派65人，立宪民主党15人；下诺夫哥罗德选出的80名复选人中，左派39人，立宪民主党38人，十月党3人。——396。





《列宁全集》第14卷


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总结

（1907年2月11日〔24日〕）

尽管关于工人选民团选举进程的精确材料收集迟缓（布尔什维克已经印发了调查表），但是，选举的概貌还是清楚了。

毫无疑问，社会革命党的力量增大得出乎我们的意料。甚至孟什维克也承认了这一点（《我们的世界》杂志[215]第1期）。在省工人选民团里，社会革命党从10名复选人中取得4名。在市工人选民团里，他们被社会民主党击败了，社会民主党把14名复选人全部争取到手。但是，社会革命党的候选人获得的票数也相当可观（在269名投票者当中，有110—135票拥护社会革命党，有145—159票拥护社会民主党）。

其次，社会革命党特别是在一些最大的工厂里战胜了我们，这个事实同样谁也否认不了。

孟什维克否认下面一个说明我们失败原因的最重要的事实：社会革命党主要是战胜了孟什维克。

在《我们的世界》杂志第1期刊载的一篇关于工人选民团选举的专论中，孟什维克闭口不谈这个问题，假惺惺地说什么派别斗争削弱了社会民主党，并且掩饰正是孟什维克把这个派别斗争弄到分裂，弄到甚至在他们自己的策略中实行遭到先进工人唾弃的“立宪民主主义”。

但是，就是现在已收集到的资料也愈来愈证明我们最初的（《无产者报》第12号上的）结论即社会革命党人战胜了孟什维克是正确的 
［注：见本卷第342—343页。——编者注］

 。

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刊登的各个工厂的资料已经证明了涅瓦区的这种情况。《我们的世界》第1期上发表的颠倒是非的、无中生有的声明简直是笑话。

今天刊登的通讯[216]证明，莫斯科区的情况也是如此。

关于维堡区的情况，孟什维克自己（《我们的世界》杂志第1期）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在市区里（孟什维克）有17名社会民主党人，12名社会革命党人和2名未指明身分的人。在只有布尔什维克进行工作的省区里，有7名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一个也没有。

这些数字还不十分精确。但是，一般说来，这些数字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结论：被社会革命党击败的正是孟什维克。《我们的世界》杂志提出，在维堡区的省区部分，社会革命党根本没有进行活动，“因此，没有发生任何竞争”。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第一，为什么社会革命党恰好在圣彼得堡的这一郊区不进行活动，而在其他地方进行活动呢？社会革命党的“竞争”被这里事前进行的各种工作所排除，这种情况难道不是起了作用吗？第二，孟什维克没有提供究竟谁是候选人的精确资料。他们也没有提供各工厂的资料。第三，我们从报纸上知道，正是在维堡区，社会革命党利用孟什维克的“立宪民主主义”在会议上击败了他们。

例如，1月24日的《言语报》报道了1月21日在诺贝尔文化馆（纽斯塔德街11号）召开的会议。据《言语报》报道，社会民主党人古尔维奇发了言，他责备极左的政党抵制杜马（《言语报》用黑体标出了在左派会议上给予立宪民主党的这种援助！）。古尔维奇责备民粹派搞的“小交易”，破坏了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民粹派比克尔曼在回答古尔维奇的时候指出，“前一位发言人说什么搞小交易，这是诬蔑”。民粹派斯米尔诺夫证明，孟什维克古尔维奇“同立宪民主党人没有任何区别”。斯米尔诺夫的根据是，立宪民主党人格列杰斯库尔曾公开“赞扬”古尔维奇。

这就是《言语报》的报道。从这个报道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社会革命党所以在工人面前击败了孟什维克，就是因为孟什维克对立宪民主党的态度。

社会革命党在涅瓦区、莫斯科区和维堡区的胜利，特别引起大家的注意。现在正是从这几个区可以看出，他们获胜的原因，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在先进的无产阶级面前败坏了社会民主党的威信。

但是，如果说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使我们不得不在省工人选民团的10个席位中付出失掉4个席位的代价，那么，我们在市工人选民团里就已经扭转了这种局面。

从后面可以看出，我们扭转这种局面的办法，就是在全体初选人面前采取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而不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全市的工人初选人共有272名。其中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的同情分子有147名，即占半数以上。其余的人一部分是坚定的社会革命党人（54名），一部分是不坚定的社会革命党人（55名），还有无党派人士（6名），右派1名，劳动派即“左派”9名（其中2名立宪民主党人），等等。

彼得堡委员会在初选人当中大力展开了工作。让大家来讨论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即圣彼得堡选举的策略问题：究竟是联合立宪民主党，还是反对立宪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向初选人阐明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孟什维克则维护他们自己的策略。

1月28日，各党派的初选人举行了一次决定性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200—250人。以多数票对10—12票通过了完全拥护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的决议，要求支持左派联盟，坚决反对孟什维克，反对“暗中”支持立宪民主党。

下面就是这个决议的全文：


　　“鉴于：（1）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已提出的、同黑帮和立宪民主党的名单相抗衡的左派名单，在市选民团里获胜，具有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

（2）要获得这样的胜利，只有一切左派政党都同心协力地支持左派名单，

各厂工人的初选人会议建议一切左派政党支持共同提出的左派名单，在彼得堡市的任何一个区，都不要单独提出名单，而且即使在暗中也不得支持立宪民主党。

初选人会议根据群众的意见，希望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同志们参加左派的协议，促使左派名单在彼得堡选举中获胜。”





　　总之，全体无产阶级的代表在彼得堡全市（孟什维克想把彼得堡市同省分开）谴责了孟什维克的策略！同情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觉悟工人在彼得堡占优势的事实，在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上就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初选人的这个决定又彻底证明了这一点。

1月28日，工人群众的代表向孟什维克发出了最后的呼吁，要他们放弃“暗中”支持立宪民主党的策略，放弃用工贼行径来对待左派联盟的策略。

但是，直到现在孟什维克也没有服从无产阶级的意志。2月1日，《言语报》登载了孟什维克干扰左派联盟的宣言摘要。当左派联盟的全体代表向进步人士阐明了不能接受孟什维克的条件（复选人的“行动自由”，即投靠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以后，1月29日深夜，科洛姆纳区的非党进步人士便撕毁了他们同孟什维克缔结的书面协定。

1月30日，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和同情这个政党的工人初选人举行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占这些初选人中的多数——98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沃·同志建议讨论关于社会民主党将来的复选人在选举国家杜马代表时必须服从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的问题。他指出，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或分歧，因为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对于彼得堡组织的每一个成员来说，当然都是必须服从的。但是，现在有很大一部分组织，即大多数孟什维克，已经分裂出去，并且声明孟什维克复选人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指出，如果工人复选人服从非法的、分裂出去的部分组织的这个指示，就等于完成了孟什维克开始的分裂，就违背了在初选人大会上由压倒多数通过的在选举运动中支持左派联盟的决议。彼得堡委员会的孟什维克委员姆·同志和阿·同志反对这一点，他们坚持，工人复选人只应当考虑初选人的意见。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以彼得堡委员会的名义提出的有如下内容的决议：“会议认为，复选人在选举的时候必须服从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

孟什维克曾经用尽一切力量来反对这一决议。一些最有名的和最负责的孟什维克甚至在选举前夕这样的时刻也放肆地反对彼得堡委员会。他们提出了一个“修正案”：把彼得堡委员会改为“彼得堡组织”。

但是，工人们已经懂得了孟什维克的分裂政策是对立宪民主党人有利的。他们向孟什维克的演说家喊道：“够了！”。会议以压倒多数否决了暗中为分裂活动作辩护的修正案。

接着又讨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复选人的候选人人选问题。彼得堡委员会提请会议讨论它提出的14位候选人的名单，这14位候选人是从各区的初选人会议上推举的21位候选人中挑选出来的。当时提出以这个名单作为基础进行讨论，尽管孟什维克表示反对，说这里面有“当权者的压力”，但这个提议还是由压倒多数通过了；当时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沃·同志解释说：这里没有任何当权者的压力；彼得堡委员会之所以有权威，只是由于得到有组织的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信任，彼得堡委员会提出推荐名单，不过是执行它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核心所担负的义务而已。所有的候选人都经过了讨论，同时，根据彼得堡委员会一位代表的建议，在候选人当中还更换了一个人，然后才举行投票表决，结果，以绝大多数票数通过了彼得堡委员会的整个名单。

在选举前夕，各报都刊载了彼得堡委员会的名单。

选举（2月1日）使团结一致的社会民主党取胜了。彼得堡委员会的名单全部当选。14名复选人全都是社会民主党人！

在这14名复选人当中，有8名布尔什维克，4名孟什维克（其实，1名是工团主义者，不是孟什维克），和2名拥护左派联盟的无派别社会民主党人。

在市工人选民团中，布尔什维克弥补了社会民主党在省工人选民团中所受的损失。

现在，让《言语报》（见2月3日出版的一号）随便怎样去大发雷霆吧，让它去说布尔什维克连一定比例的少数都没有留给社会革命党吧！

我们从来没有答应过社会革命党有什么比例，也没有人证明过现在究竟是按什么比例，因为没有关于选票数字的资料。只有我们首先开始收集这些资料。

我们保留在工人选民团里有反对一切政党的完全自由。

由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在彼得堡和彼得堡省全部工人复选人当中，只有4名社会革命党人，而有20名社会民主党人。

在下一届选举中，我们要为社会民主党争取到全部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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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我们的世界》杂志（《Наш Мир》）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周刊，1907年1—2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4期。——397。



[216]指1907年2月11日（24日）《无产者报》第13号刊登的彼得堡市莫斯科区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的总结报告。报告说：莫斯科区工人选民团初选人选举结果是：在22个工厂中选出了10名社会革命党人，3名社会民主党人，5名社会民主党的同情者，3名无党派人士，另有1名派别不详。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失败并不出乎意料，因为社会民主党在莫斯科区的工作基础较差，而社会革命党则认为该区是它的堡垒之一。“但是，社会民主党在某些工厂的失败，只能归咎于孟什维克关于要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鼓动。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在孟什维克影响特别大的列奇金工厂落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些工人回答该厂社会民主党人为什么没有当选这个问题时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所以选社会革命党人，是因为不愿意选‘立宪民主党人’。尽管据孟什维克计算，这个工厂除同情者外，单是党员就有250名左右，但是孟什维克总共只得了94票（包括没有提出自己候选人的布尔什维克的10票），而社会革命党候选人却得了500票。”——398。





《列宁全集》第14卷


谈谈彼得堡市莫斯科区第二届杜马选举的总结

（1907年2月11日〔24日〕）

我们请读者注意，关于圣彼得堡工人选举初选人的资料愈来愈清楚地揭露出孟什维克是怎样为自己拼凑参加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选票的。例如，他们从弗兰科－俄罗斯分区“拉到了”370张选举孟什维克当代表会议代表的选票。布尔什维克认为这些选票没有一张是真正的党的选票。事实究竟怎样呢？弗兰科－俄罗斯工厂选出的初选人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他现在已被选为复选人了！

这就把孟什维克从这方面出乎意料地揭穿了。

其次，孟什维克的周刊《我们的世界》（1月28日第1期）竟有……勇气这样叙述莫斯科区的情况：“在布尔什维克的涅瓦区和莫斯科区，当选为初选人的全是社会革命党人。”（第14页）这里所说的涅瓦区的情况，是彻头彻尾的谎话，在涅瓦区，社会革命党击败的正是孟什维克，这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已经证明过了。

我们再看一看莫斯科区。孟什维克要推卸失败的责任，他们现在就宣布莫斯科区是布尔什维克的区！但孟什维克不应当忘记，这一次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查对的。我们可以看看31个孟什维克关于退出代表会议的原因致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声明（印刷品。我们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已经对它作了分析 
［注：见本卷第305—309页。——编者注］

 ）。在31人的签名中就有“莫斯科区代表5人”。

而代表会议确定的莫斯科区的代表名额是布尔什维克4人和孟什维克4人。

这不是很值得玩味吗？

当需要拼凑参加代表会议的孟什维克的选票时，孟什维克就宣布孟什维克有5人，布尔什维克只有3人或4人，这时孟什维克是希望占多数的！

而当需要推卸政治责任时，莫斯科区就被宣布为“布尔什维克的区”……

布尔什维克宣布自己在莫斯科区的选票是185票，而且孟什维克自己在他们的印刷品上也承认说，他们只是“有条件地”对这些选票提出异议，而这些选票事实上应当承认（该印刷品第7页）。

孟什维克宣布自己在莫斯科区的选票是48加98加97，总共是243票。其中195票是有异议的，但当时孟什维克自己坚持说（他们的印刷品第7页），所有243票都应当承认！

这就是说，孟什维克宣布自己在莫斯科区占压倒的优势：243票对185票。……可惜，《我们的世界》杂志说话太不慎重了，从它的话里应当得出结论说，孟什维克在代表会议上的行为是不正派的。

最后，我们提醒一下把莫斯科区的总结寄给我们的同志，希望他能按每一个工厂分别搜集关于初选人选举和各候选人所得选票数字的充分资料，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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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4卷


关于南俄工人选民团选举的一些资料

（1907年2月11日〔24日〕）

我们曾经号召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组织搜集有关工人选民团选举的精确资料，这个号召不是没有效果的。我们发给彼得堡同志们的表格已有93份填好送来。这93份表格按区来分是：彼得堡区7份，瓦西里耶夫岛区22份，维堡区18份，莫斯科区18份，戈罗德区28份。希望同志们赶快把其余的表格送来，使有关材料、特别是各大工厂的材料能够凑齐。那时我们再印出资料的总结。

外省给我们送来的有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6个工厂的材料。我们把这些材料列成表格[表格见407页。——编者注］，使同志们可以看出，哪些资料是党感兴趣的，哪些结论是我们应当从工人选民团对各个政党候选人进行初选的经验中得出的。






	工厂名称
	工人人数


	初选人人数


	初选人
	参加投票的工人人数


	各党派获得的票数



	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


	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


	社会革命党人


	无党派人士


	右派政党





	埃藻工厂
	350
	1
	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
	130
	—
	112
	15
	—
	3



	机车制造厂
	2700
	2
	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
	800
	—
	650
	—
	　
	　



	机车库
	700
	1
	社会民主党
	230
	230
	—
	—
	—



	钉子工厂
	700
	1
	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
	250
	250
	—
	—
	—
	—



	轧管厂
	850
	1
	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
	200
	—
	195
	—
	—
	5



	布良斯克轧制铁轨工厂
	4350
	4
	社会革命党人
	1100
	—
	300
	800
	—
	—



	
6个工厂总计

	9650
	10
	6个社会民主党人4个社会革命党人


	　
	2710
	250
	1257
	　
	　



	　
	　
	　
	　
	　
	　
	2301737


	　
	　







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些资料有多少典型性，从这些资料中得出的结论有多少可以运用到整个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去。应当搜集充分的资料来作出最后的结论。

目前只能指出两种情况。工人参加投票的百分比并不高。看来，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还不够深入，对群众做工作的面还不够广。大体看来，参加选举的还不到工人总数1/3。轧管厂参加选举的百分比最低：850名工人中只有200名参加，不到1/4。百分比最高的是埃藻工厂：350名工人中有130名参加，占1/3强。

社会革命党在埃藻工厂和布良斯克工厂参加了竞选。在布良斯克工厂社会革命党战胜了孟什维克！在这个最大的工厂里，当选为初选人的是4名社会革命党人。

因此，关于南方的初步的（确实是非常局部的）资料证实了北方的结论：社会革命党击败了孟什维克——这正是给机会主义者的一个教训！正是给那些以不可饶恕的轻率态度离开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追随自由主义君主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人们的一个教训！

社会革命党占初选人总数（10人）的40％，即2/5。但社会革命党获得的选票总数却不到1/3，即2710票中占815票。值得指出，社会革命党尽管在最大的工厂里取胜了，但他们获得的选票比例却小于他们获得的初选人名额的比例。这说明，彼得堡社会革命党深信他们获得选票的比例会大于他们获得初选人名额的比例的这种自命不凡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没有关于各工厂投票数字的确凿的统计材料，是不能下这样的断语的。

希望全俄同志按照上述式样继续搜集材料，以便全党能够清楚而准确地了解自己活动的结果并学会弄清自己相对失败的原因。





	载于1907年2月11日《无产者报》第1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395—397页












《列宁全集》第14卷


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关于杜马运动和杜马策略问题的报告[217]


（1907年3月4日〔17日〕）

简要报道

报告人指出，关于杜马策略的问题无疑是当前政治中的中心问题，因而也是代表大会运动将要反复讨论的要点。中央委员会在其代表大会议程草案（大家在报上已经看到）中拟订的两个问题也提到了首位，这就是：关于“当前政治任务”的问题和关于国家杜马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提法很不明确。可能孟什维克的意思是指对立宪民主党内阁的支持，但不愿直说出来。无论如何，他们显然希望象在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那样，又回避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问题。然而，现在经验已经表明，回避这些问题只会使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坚定的党的策略。不妨回忆一下：中央委员会在支持杜马内阁，即立宪民主党内阁（1906年6月）问题上的策略，不仅没有得到全党的支持，而且没有得到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支持。解散杜马以后，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局部性群众抗议”的著名建议也遭到同样的下场。目前在选举中，党内对待立宪民主党的态度十分游移不定，一些最有影响、最负责的孟什维克，如切列万宁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一月全国代表会议以前和普列汉诺夫（瓦西里耶夫就更不用说了）在代表会议以后的态度尤其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绝对必须利用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出席的时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将第一次有波兰代表、拉脱维亚代表和崩得分子出席），提出关于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问题。如果不搞清楚无产阶级在我国整个革命中的任务，不搞清楚是否有使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客观条件，不搞清楚当前各个阶级和各个政党的划分，特别是立宪民主党的阶级性质等基本问题，谈论“当前政治任务”就不会有什么用处。不搞清楚这些问题，就无法从原则上理智地解决关于立宪民主党内阁和解散第二届杜马时的策略等等问题，而第一届杜马的经验和第二届杜马选举的经验很丰富，有助于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因此，报告人对他提出的问题作了简要的说明。毫无疑问，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证明，革命的基本任务还没有解决；发动直接的群众运动的客观基础是存在的。这一点在政治上的反映是：同黑帮地主组织日益接近的专制制度不仅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而且同农村贫苦农民（当然，除去工人选民团，农民选民团选出的左派复选人的比重量大！）和城市贫民（毫无疑问，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立宪民主党对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权受到严重打击）群众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由此可见，正在发展和逼近的不是立宪危机，而是革命危机；由于客观条件，杜马斗争又一次在向杜马外的斗争过渡，而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杜马内的活动开展得愈顺利，这一过渡就愈临近。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袖，它的任务是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坚定他们的决心，加强他们的组织性，把小资产阶级从自由派的领导下夺取过来。对于似乎是向杜马负责，而实际上是听命于沙皇黑帮的自由派内阁，根本谈不上支持二字。至于是否有可能利用这种内阁（如果这种内阁能成为事实，而不是用来作为欺骗立宪民主党的空洞诺言，象1907年1月斯托雷平为了引诱立宪民主党脱离左派联盟，而答应让他们合法化那样），这完全取决于革命阶级的力量、觉悟和团结。

至于说到各个政党的阶级内容，那么应该承认，在最近一年内，总的现象是上层阶级向右转，下层阶级向左转。中间力量，即中派削弱了，它受到了滚滚向前的革命巨流的冲刷。黑帮的力量加强了，并且组织起来了，他们同旧俄最大的一支经济力量和阶级力量，即农奴主－地主勾结起来了。十月党仍然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来了一个向右大转弯。人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立宪民主党的社会支柱是自由派（中等）地主，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宪民主党靠传统关系使城市贫民跟着自己走，用“人民自由”这种空话欺骗他们。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一下子就表明，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左派一冲击，就使城市民主派的“下层”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向右转了，转向十月党了。城市的，尤其是农村的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空前壮大，并向左转了。报告人提示说，在1906年春天，这个小资产阶级在进行公开的政党组织方面还没有任何广泛的政治经验。而现在，从劳动派参加第一届杜马开始，到数量惊人的“左派”和“劳动派”选入第二届杜马为止，这种经验已经很多了。

布尔什维克认为，完成俄国革命的不可能是自由派，而只能是无产阶级，如果它能把农民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的话。这种观点已由1906—1907年的经验出色地证实了。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杜马策略就完全是根据上述论据制定的。社会民主党应当把杜马看作是革命的工具之一，坚决地、公开地、鲜明地在群众面前举起自己彻底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旗帜，为发展革命而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向群众说明在杜马外面爆发一场新的伟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立宪民主党说什么“爆破杜马”，这是自由派同斯托雷平幕后密谋出来的卑鄙挑拨。所谓不要“爆破”杜马，不要让杜马被解散，也就是说不要做任何会使斯托雷平及其同伙深感不快的事。社会民主党必须指出立宪民主党的这种警察式的口号的挑拨性，必须证明早在第一届杜马里，社会民主党（无论是孟什维克或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就已排除了任何人为的革命“道路”和“号召”等等。立宪民主党是知道这一点的，而他们却纯粹按《新时报》的方式，偷偷地把发展群众性的人民革命的策略换成“爆破”策略。

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必须象我们在彼得堡选举中那样行事：举起自己的革命旗帜；迫使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在我们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进行选择；在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刻，有时不要拒绝同那些拥护我们而反对黑帮和立宪民主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局部性协议。于是报告人就杜马中运用“左派联盟”的意义和条件作了说明，并特别警告说，不要把这种联盟看作是一种永久性的、使社会民主党受到某些约束的协议，不要把它看作是预先签订的多少带点长期性的协定。如果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同那些与孟什维克一起向立宪民主党出卖民主的民粹派（包括“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内）达成永久性的协议，或者哪怕是初步的协定，从而束缚了自己，那么左派联盟在彼得堡的选举中就不会取胜！只有实行独立的、坚定的政策，而不是耍外交手腕，不是搞卑鄙勾当，社会民主党才能保证在必要的时刻得到那些真正有战斗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的支持。


结束语

报告人在结束语中反对这样做[218]。一方面，即使在战斗关头，社会民主党应当始终是一个有自己组织的单独的独立政党，甚至在“共同的”工农代表苏维埃等内部也应当这样。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不应当重犯孟什维克的错误，把“政治联盟”同“战斗协议”对立起来，因为一切协议只容许在一定的政治路线范围之内订立。当然，如果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在某个问题上反对立宪民主党，而左派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支持社会民主党，或者为了在议会中战胜立宪民主党（例如，修改法案，取消宣言、声明和决议中的某些肮脏的条文，等等）而必须同左派达成协议，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拒绝达成这种协议。但是，如果无论同谁订立多少带点永久性的，对社会民主党多少有点限制的协议，从而束缚住自己的手脚，那就是不明智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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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这是《无产者报》关于列宁在彼得堡（市区和郊区）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和总结发言的报道。



彼得堡（市区和郊区）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于1907年2月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全是布尔什维克，其中有表决权的27人，有发言权的14人。代表会议的议程是：即将举行的彼得堡市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和工人选民团；杜马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杜马策略；代表大会运动，即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彼得堡组织的改组；尼·列宁案的审判（指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就列宁发表自己的小册子《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一事对他追究责任）；对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的态度；彼得堡的书刊鼓动工作。



代表会议在讨论了第一个问题以后，指定了两名国家杜马代表候选人，并且选出了负责起草给工人初选人、复选人和代表的委托书的委员会。



列宁就第二个问题作了报告，代表会议同意了列宁的报告。代表会议还批准了彼得堡委员会草拟的彼得堡组织的组织结构基本原则。



关于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审判列宁的问题，代表会议完全支持列宁，认为孟什维克应对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前夕的分裂负责，谴责了中央委员孟什维克费·伊·唐恩的分裂活动。代表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监督党的刊物的委员会，并且派遣彼得堡组织的代表参加《无产者报》和《前进报》编辑部。会上还选出了出席一些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会议的代表，这个会议将制定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纲领。——409。



[218]在讨论列宁的报告的过程中，曾涉及到下述问题：社会民主党是否应当只在战斗关头（起义和罢工）同革命民主派达成协议，“在这种时候是否需要建立共同的统一的革命组织”。——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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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1906年9月—1907年2月）


1906年


1906年9月—1907年2月


列宁侨居在芬兰库奥卡拉“瓦萨”别墅，领导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经常会见布尔什维克的各机关刊物编辑部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的代表。

编辑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审阅各地寄来的文章和通讯稿，并为发表这些稿件作准备工作。

领导群众性的工人报纸《前进报》的工作，这份报纸由《无产者报》编辑部在维堡秘密出版。


9月30日（10月13日）


列宁的文章《新的政变在酝酿中！》（社论）、《游击战争》、《俄国政党分类尝试》和短评《关于游击战争的问题》发表在《无产者报》第5号上。


9月30日（10月13日）以后


阅读劳动团成员向国家杜马提出的土地改革法案。


9月30日（10月13日）—12月初


在库奥卡拉“瓦萨”别墅同扬·安·别尔津－季耶美利斯相识。在同他谈话时，向他了解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和游击斗争的情况；请他翻译《斗争报》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其他刊物上的文章。


9月—1907年3月1日（14日）


阅读尼·安·鲍罗廷的小册子《从数字看国家杜马》，在《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一文中引用了这本小册子中的材料。


10月初


写《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一文。


10月11日和28日（10月24日和11月10日）之间


写《关于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一文。


10月13日（28日）以后


写小册子《马尔托夫和切列万宁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的言论》。


10月14日（2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库尔斯克委员会通过决议，支持列宁关于召开下一届党的代表大会的建议，反对格·瓦·普列汉诺夫关于召开非党工人代表大会的建议。


10月18日（31日）


列宁的《事后聪明的俄国激进派！》一文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杂志《生活通报》第12期上。


10月18日（31日）以后


在萨·谢·扎克的《农民和土地国有化》一书上作批注。


10月29日（11月11日）


列宁的《谈谈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结果》（社论）和《革命界的小市民习气》两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6号上。


10月底


写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


10月


列宁的小册子《马尔托夫和切列万宁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的言论》在彼得堡由无产阶级事业出版社出版。


11月2日（15日）


出席在塔墨尔福斯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预备会议，商定代表会议的工作程序。


11月3日（16日）以前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选举纲领草案》的传单上作批注。该草案刊登在11月3日（1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6号上。


11月3日（16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被选入主席团；就代表会议的日程问题发言；支持费·埃·捷尔任斯基关于讨论在地方党组织中如何同崩得合并的问题的建议。列宁指出，实际上地方组织并没有进行合并，所有这一切给地方组织的工作带来了损害，对党不应隐瞒已经出现的情况。


11月3日—7日（16日—20日）


在代表会议体会期间主持布尔什维克派会议；同布尔什维克代表座谈各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在同伏尔加河流域代表、《萨马拉河湾报》编辑部撰稿人Ａ．波格丹诺夫（Ａ．伏尔加斯基）谈话时，了解布尔什维克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情况。


11月4日（17日）


在代表会议上作关于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问题的报告和总结发言。


11月6日（19日）


在代表会议上批判孟什维克提出的认为可以同立宪民主党结成选举联盟的选举纲领草案；不同意代表会议通过的孟什维克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运动中的策略》决议案，以波兰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边疆区、圣彼得堡、莫斯科、中部工业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14名代表的名义，向代表会议提出特别意见——布尔什维克的选举纲领。列宁强调，党应当在选举运动中保持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只有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同那些承认武装起义、为建立共和国而进行斗争的政党达成协议。

在代表会议上辩论时发言，主张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批判崩得分子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和支持孟什维克策略的错误立场。


11月7日（20日）


就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问题发言。

对《关于各地的选举运动的统一的决议》提出修正案，代表会议通过了这一修正案。


11月10日（23日）以前


读尔·马尔托夫的《关于准备选举运动问题》一信，并作批注；在《〈社会民主党和选举运动〉一文附言》中引用了马尔托夫的信。


11月10日（23日）


列宁的《关于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历史是怎样写的……》和《〈社会民主党和选举运动〉一文附言》发表在《无产者报》第7号上。


11月15日（28日）和1907年1月15日（28日）之间


以《在西方和我国的选举协议》为题，向彼得堡涅瓦区谢米扬尼科夫分区的工人作演讲。


11月16日（29日）以前


分别同前来库奥卡拉看望他的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和伊·克·拉拉扬茨谈话，他们参加了将在塔墨尔福斯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军事和战斗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列宁在同他们谈话中赞扬了召开代表会议的想法，同他们讨论军事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并指示他们：在采取任何比较重大的措施时都必须让布尔什维克中央知道。

在布尔什维克军事和战斗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的筹备会议上说，军事战斗工作中存在某些脱离全党工作的倾向，建议组织局邀请党内较大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同军事和战斗组织的代表一起参加第一次代表会议。

收到召开军事和战斗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的组织局的信，信中邀请列宁参加代表会议的工作。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军事和战斗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的组织者，感谢他们的邀请，说明自己对会议的肯定态度，认为代表会议非常重要，赞成代表会议的议事日程，同时提醒要避免通过背离布尔什维克基本路线的决议。


11月22日（12月5日）


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和战斗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参加者马·尼·利亚多夫和伊·阿·萨美尔（柳比奇）谈代表会议的总结问题。


11月22日（12月5日）以后


委派马·尼·利亚多夫去乌拉尔，领导布尔什维克参加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工作以及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11月23日（12月6日）


列宁的《告选民书草案》（社论）、《论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进行选举运动的？》等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8号上。

列宁写的传单《把谁选入国家杜马？》作为《无产者报》第8号的附刊在维堡印发。


11月23日（12月6日）以后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以传单形式用拉脱维亚文出版列宁的《告选民书草案》，题为《我们的选举纲领》。


11月29日（12月12日）


一些鼓动员向彼得堡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成员提出成立鼓动员委员会的建议，并希望委托列宁领导这一委员会。


11月30日（12月13日）以前


参加编辑莫斯科枢纽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铁路局机关报《铁路员工报》第1号，该报在芬兰由《无产者报》印刷厂印出。第1号报纸刊登了列宁撰写的《以波兰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边疆区、圣彼得堡、莫斯科、中部工业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代表名义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提出的特别意见》。


11月30日（12月13日）以后


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铁路区委员会委员л．г．哈宁交谈，了解党在莫斯科铁路工人中间的工作情况。


11月底—12月初


校阅卡·考茨基的《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小册子的俄译本，并为小册子写序言。小册子的俄译本于1906年12月底在莫斯科出版。


11月


列宁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在彼得堡由前进出版社出版。


11月以后


阅读米·斯·奥里明斯基写的关于一些民意党人的回忆录。同作者谈话时，向他提出许多批评意见。


秋天


建议将阿·伊·斯维杰尔斯基派到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去工作，以便同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一建议被布尔什维克中央所接受。

在库奥卡拉“瓦萨”别墅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劳动派分子季·伊·谢杰尔尼科夫就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运动问题进行谈话。

阅读1906年8月出版的马·尼·利亚多夫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第1册并给予肯定的评价。


1906年秋天—1907年上半年


在“瓦萨”别墅居住期间，经常会见工人布尔什维克Ｃ．Ｂ．马尔柯夫，马尔柯夫受彼得堡委员会的委派，把报纸和必要的材料带给列宁，并把列宁的文章和信件带回彼得堡。


12月7日（20日）


列宁的《新的参议院说明》（社论）和《孟什维主义的危机》两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9号上。


12月10日（23日）


写《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一文。


12月14日（27日）


写《政府伪造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文。


12月17日和31日（12月30日和1907年1月13日）之间


写《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政党是怎样对待杜马选举的？》一文。


12月20日（1907年1月2日）


列宁的《政府伪造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社论）、《谈谈崩得机关报上的一篇文章》、《工人代表大会和同社会革命党的合并》（短评）、《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等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0号上。


12月24日（1907年1月6日）


列宁的《政治形势和工人阶级的任务》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艰苦劳动》周刊第1期上。


12月24日—1907年1月6日（1月6日—19日）


在彼得堡参加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刊物《艰苦劳动》周刊的出版工作。该刊共出版3期，均被警察没收。


12月27日（1907年1月9日）以后


列宁为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协议！》的俄译本写序言。该译本于1907年上半年在彼得堡出版。


12月28日（1907年1月10日）


列宁应萨马拉布尔什维克的请求，写《工人政党的任务和农民》一文，并将该文由彼得堡寄往萨马拉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萨马拉河湾报》编辑部。


12月31日（1907年1月13日）


列宁的《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政党是怎样对待杜马选举的？》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艰苦劳动》周刊第2期上。


12月底


列宁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到库奥卡拉列宁这里度新年。


12月下半月—1907年初


列宁同列·波·克拉辛和亚·亚·波格丹诺夫一起签署1906年度党的经费收支情况的初步报告。


1906年底


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扬·安·别尔津－季耶美利斯交谈，询问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革命运动和里加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工作。


1906年


读马克思的小册子《论犹太人问题》，并在关于国家摆脱宗教和关于信仰自由等文字下面划标线。

读马克思的小册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重点标出下列各处：关于无产阶级在19世纪革命中的作用、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关于资产阶级自由的局限性、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读卡·考茨基的小册子《爱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民主党》，重点标出下列各处：关于很难确定一个民族是否要进行进攻或防御战的问题、关于个人和民族必须服从无产阶级国际解放斗争的任务、关于只有在国家利益同无产阶级利益相一致的情况下保卫祖国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义务。

校阅恩格斯的小册子《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的俄译本。


不早于1906年


读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文章，重点标出下列各处：关于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文献的高度评价、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俄国村社的意义，等等。

读亚·伊·丘普罗夫教授的小册子《论土地改革问题》并作批注。

读卡·考茨基的《天主教会和社会民主党》一书并作批注。

读罗莎·卢森堡的《总罢工、政党和工会》一书并作批注。


1906年—1907年上半年


对在国外购买武器的布尔什维克马·马·李维诺夫和亚·西·沙波瓦洛夫作指示。


1907年


年初


同来自彼得堡的扬·安·别尔津－季耶美利斯交谈，询问彼得堡市代表会议的筹备情况和彼得堡地下工作的条件。


1月6日（19日）


作为莫斯科区环形分区和萨波日内分区选出的代表，参加在维堡省泰里约基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

被选入代表会议主席团；在辩论关于批准委托书问题时，就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达成选举协议问题作报告。代表会议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并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决议：在选举期间向社会革命党人和劳动派建议订立协议，条件是他们拒绝同立宪民主党实行任何形式的联合。


1月6日和14日（19日和27日）之间


写《彼得堡工人政党的选举运动》一文。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1907年1月14日（27日）布尔什维克的《通俗言语周报》第1号上。


1月7日（20日）


列宁的《普列汉诺夫和瓦西里耶夫》一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1号上。


1月13日—14日（26日—27日）


写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这一小册子于1907年1月在彼得堡由新杜马出版社出版。


1月15日（28日）


写小册子《“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社会民主党政论家札记）》。


1月16日（29日）


警察司通知彼得堡保安处说，在库奥卡拉列宁的寓所经常举行有很多人参加的会议。


1月18日（31日）


写《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一文。


1月19日（2月1日）以前


在孟什维克的传单《为什么我们要退出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31个代表致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上作批注，并统计数字。


1月19日（2月1日）


写《步步下降》一文。


1月19日或20日（2月1日或2日）


写《31个孟什维克的抗议书》一文。


1月20日（2月2日）


写小册子《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


1月20日和2月15日（2月2日和28日）之间


在库奥卡拉“瓦萨”别墅会见来自高加索的谢·阿·捷尔－彼得罗相（卡莫）。


1月21日（2月3日）


列宁的《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一文发表在《通俗言语周报》第2号上。


1月23日和28日（2月5日和10日）之间


列宁的小册子《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在彼得堡由新杜马出版社出版。

由于列宁发表了小册子《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向党的法庭对列宁提出控告。孟什维克通过这种手段，千方百计破坏布尔什维克的威信，妄想将列宁开除出党。但是，2月上半月召开的、有234名布尔什维克参加的彼得堡组织会议完全支持列宁，并确认，彼得堡组织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前夕出现分裂应归咎于孟什维克。


1月25日（2月7日）


列宁的《在彼得堡选举中如何投票？（彼得堡的选举是否有黑帮胜利的危险？）》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观察周报》第1号上。

列宁的《彼得堡的选举和机会主义的危机》（社论）、《步步下降》和《31个孟什维克的抗议书》等三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


1月30日（2月12日）


列宁的《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和《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在圣彼得堡工人选民团选举中的斗争》两篇文章发表在《通俗言语周报》第3号上。


1月底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全市代表会议分裂部分（31个孟什维克）的执行机关签署的号召书《致全体工人和社会民主党选民书》上作批注。


1月下半月—2月上半月


同曾经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沃罗涅日委员会工作过的и．В．绍罗夫就筹备即将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问题和武装起义问题进行交谈。


1月


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和《“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社会民主党政论家札记）》两本小册子在彼得堡由新杜马出版社出版。

在“瓦萨”别墅同帕·格·达乌盖谈话，同意他用俄文出版约·狄慈根著作的计划。


1月—2月


在尼·亚·罗日柯夫的《俄国革命的命运》（1907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作批注，指出作者对于社会民主党历史无知。


2月初


起草在孟什维克策划的所谓党的法庭上的辩护词，揭露孟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中的分裂活动。这一辩护词得到有234名布尔什维克参加的彼得堡组织会议、彼得堡（市区和郊区）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以及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的许多区的和工厂的会议的支持。


2月1日和11日（14日和24日）之间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印发的载有第二届国家杜马复选人候选名单的传单上写批语，在人名旁边加注“孟”和“布”字样，表明候选人所属的派别。列宁在《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总结》一文中使用了这一材料。


2月4日（17日）以前


写关于立宪民主党人同彼·阿·斯托雷平进行谈判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劳动报》上（载有该文的报纸没有找到）。


2月4日（17日）


列宁的《在彼得堡选举中如何投票？（关于黑帮危险的鬼话对谁有利？）》、《关于莫斯科选举的初步材料》和《政治上的利德瓦尔事件》等文章发表在《观察周报》第2号上。

写《彼得堡选举的意义》一文。该文发表在1907年2月11日（24日）《无产者报》第13号上。


2月5日（18日）


写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这本小册子经列宁校订后于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


2月7日（20日）


写《第二届杜马和第二次革命浪潮》一文。


2月9日（22日）


写《彼得堡选举的总结》一文。

当选为彼得堡市莫斯科区左翼党派联盟参加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选举的复选人。


2月11日（24日）


列宁的《第二届杜马和第二次革命浪潮》（社论）、《彼得堡选举的意义》、《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总结》、《关于南俄工人选民团选举的一些资料》和《谈谈彼得堡市莫斯科区第二届杜马选举的总结》等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3号上。


2月13日（26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孟什维克执行局的声明。声明中说，彼得堡委员会的孟什维克委员们认为，在对列宁进行审判之前，他们不能参加委员会的会议，因为彼得堡委员会宣布拥护列宁。为了回答这一声明，彼得堡委员会通过如下决议：“彼得堡委员会在听取了31个孟什维克的声明以后，提请中央委员会注意孟什维克进行的破坏活动，并认为中央委员会必须阻止这种破坏活动。如果中央委员会不采取措施，这将意味着它准许分裂。”


2月14日（27日）以前


在彼得堡（市区和郊区）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上，作关于杜马运动和社会民主党杜马策略问题的报告和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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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后记

· 为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党人的决议加的按语
 （1907年3月25日〔4月7日〕）


· 勾结的基础
 （1907年3月21日）


· 口蜜腹剑
 （1907年3月25日〔4月7日〕）


· 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稿
 （1907年3月21日和26日〔4月3日和8日〕之间）


· 杜马和批准预算
 （1907年3月27日［4月9日］）


· 杜鹃恭维公鸡……
 （1907年3月28日〔4月10日〕）


· 知识分子斗士反对知识分子的统治
 （1907年3月30日〔4月12日〕）


· 土地问题和革命力量
 （1907年4月1日〔14日〕）


· 贫血的杜马或贫血的小资产阶级
 （1907年4月2日〔15日〕）


· 怡然自得的庸俗言论或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革命党人
 （1907年4月3日〔16日〕）


· 社会民主党党团和杜马中的4月3日这一天
 （1907年4月4日〔17日〕）


· 俄国革命的长处和弱点
 （1907年4月5日和7日〔18日和20日〕）


· 《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
 （1907年4月6日〔19日〕）


· 杜马和俄国自由派
 （1907年4月10日）


· 孟什维克的策略纲领
 （1907年4月15日〔28日〕以前）


· 拉林和赫鲁斯塔廖夫
 （1907年4月15日〔28日〕）


· 气得晕头转向——（关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
 （1907年4月21日〔5月4日〕以前）


· 弗·梅林论第二届杜马
 （1907年4月21日〔5月4日〕以前）


· 就彼得堡的分裂以及因此设立党的法庭问题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1907年4月）


· 彼得堡的改组和分裂的消灭
 （1907年5月2日〔15日〕）


· 谈谈全民革命的问题
 （1907年5月2日〔15日〕）


·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一月军事和战斗代表会议的记录
 （1907年5月2日〔15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
 （1907年5月）


· 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阶段的任务
 （1907年5月24日〔6月6日〕）


· 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
 （1907年5月19日和6月2日〔6月1日和15日〕之间）


· 列宁全集第15卷年表（1907年2月—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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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07年2月至6月，即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末期的著作。

1905年十二月起义失败后，俄国革命运动时起时伏，逐渐低落。工人和农民在艰难的形势下一边斗争，一边退却。1907年春，罢工斗争和农民运动一度有所高涨，但总的来说，革命正进入低潮时期。沙皇专制政府在加强对革命的镇压的同时，力图以伪宪制引诱人民离开革命斗争。1906年7月政府解散了不合心意的第一届国家杜马，1907年2月又召开第二届杜马，谋求与自由派资产阶级妥协，共同对付革命。新杜马选举的结果与政府的打算相反，杜马代表的政治构成比第一届杜马更左。在革命低落的形势下，杜马问题成为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力量较量的焦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对待杜马的策略问题和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上进行着尖锐的斗争。这是1905年革命之初就开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两条路线两种策略斗争的延续。在1907年4—5月举行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取得了胜利。鉴于杜马中左派力量的壮大，而且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已无力调和地主和农民的利益，沙皇政府于6月3日又解散第二届杜马，逮捕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搜捕列宁，迫害布尔什维克，破坏工人组织。“六三”政变标志着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束和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开始。

本卷文献反映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召开前夕至“六三”政变这段时间俄国政治舞台上的阶级斗争和社会民主工党内的路线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是贯串本卷的一根主线。围绕着这个问题，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透彻分析并反复阐明了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变化，各个阶级和政党的不同经济利益以及对革命的不同态度，无产阶级政党的路线、策略和任务等一系列问题。

《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是本卷中重要的纲领性文献。这些文献精练、集中地表述了布尔什维克对这一时期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弄清这些基本观点，就大致把握了全卷的主要内容。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一项特别迫切的任务，就是确定各个非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内容，估计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确定自己对其他政党的态度。他在《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草案中把资产阶级政党分为四大类：（1）各黑帮政党，（2）十月十七日同盟、工商党等等，（3）以立宪民主党为主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政党，（4）民粹派或劳动派政党。列宁分别确定了它们的阶级性质和无产阶级对它们应采取的态度。关于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杜马中的策略问题，列宁在决议草案中着重指出，杜马不是实现人民群众革命要求的工具，党在杜马外和杜马内的斗争都必须有利于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加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组织，有利于革命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应当是绝对独立自主的政党，应当成立自己的党团，不论在党的口号还是策略方面都绝对不能同其他任何反对派政党或革命政党融为一体。在《关于非党工人组织和无产阶级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潮》决议草案中，列宁针对孟什维克掀起的主张取消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非党政治组织的思潮，提出了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分裂活动的任务，确定了党对非党工人组织的态度。

从发表决议草案至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这两个多月时间里，列宁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进一步阐发和论证了布尔什维克决议草案的基本观点，批判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路线。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文对布尔什维克《关于民主革命的现阶段》决议草案作了详细的论证，批评孟什维克关于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只应讨论“当前的政治任务”，即不谈对形势的分析而只谈具体问题的错误主张。列宁强调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对形势进行分析的重要性。他指出，不解决对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基本任务”的统一认识问题，就不可能制定坚定的政策，就不能正确解决当前的具体任务，就会在革命发生转折时束手无策，不知所措。《不应当怎样写决议》、《孟什维克的策略纲领》、《知识分子斗士反对知识分子的统治》和《气得晕头转向》等文章剖析和批判了孟什维克准备提交代表大会的几个决议草案。孟什维克在决议草案中把争取政权的斗争任务归结为“为维护人民代表制而斗争”，把杜马组阁说成是争取召开立宪会议的斗争中一个必要阶段，主张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他们对立宪民主党不作阶级分析，不讲“自由派资产阶级”，而用所谓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说法来为它粉饰门面。列宁指出，孟什维克实际上是表达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思想，放弃革命斗争，主张合法斗争，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只能把改良当作革命斗争的副产品来利用，决不能把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口号变成自己的口号。改良的唯一可靠支柱是无产阶级进行独立的革命斗争。关于召开所谓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列宁认为，孟什维克提出这个决议草案，表明了他们对革命已感到厌倦，要使党合法化，把什么共和制、无产阶级专政统统抛掉，而把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捷径。列宁批评孟什维克的决议草案内容空洞，逻辑混乱。指出逻辑上的不明确反映了政治思想上的不明确，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孟什维克害怕直截了当地说出真话。列宁对孟什维克决议草案的有力批驳，对于保证布尔什维克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获得胜利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第二届国家杜马的开幕》、《第二届杜马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杜马即将解散和策略问题》、《口蜜腹剑》、《勾结的基础》、《杜马和批准预算》、《杜鹃恭维公鸡……》和《杜马和俄国自由派》等文章中，列宁分析了第一届杜马以来各个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重新组合和第二届杜马的性质，揭露了沙皇专制政府和黑帮政党的反革命政策以及立宪民主党在杜马内同黑帮狼狈为奸扼杀革命的背叛行为。列宁认为，第一届杜马是指望走和平道路的杜马，第二届杜马是黑帮沙皇政府同群众的代表进行尖锐斗争的杜马。在第二届杜马中，上层右倾了，下层则左倾了。政府和立宪民主党更加靠拢，准备联合起来扼杀革命。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正在明显地离开立宪民主党，只是因为传统和习惯或受骗上当才跟它走。列宁指出，政府解散杜马是势所必然，因为沙皇政府不采用暴力就无法摆脱革命危机。他告诫各小资产阶级政党不要受骗，而要制止立宪民主党同政府的肮脏交易。

《布尔什维克和小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杜马选举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俄国革命的长处和弱点》等文章对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阶级性作了透彻的分析，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对他们的不同态度，批驳了孟什维克为实行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所作的辩解。对立宪民主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如何评断，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意见分歧的一个根本点。孟什维克认为立宪民主党是进步的城市资产阶级，劳动派是落后的农村资产阶级，因此应当支持立宪民主党。列宁在驳斥这种论调时，再次强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明俄国各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列宁把立宪民主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土地问题和政治民主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作了比较。他指出：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实质上是地主的政策，其经济意义就在于延缓生产力的发展；由于俄国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农奴制残余，农民处于绝望境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得不竭力使革命进一步发展，要求政治关系民主化，要求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农民民主派的完全胜利，就意味着生产力能够以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向前发展。因此，农民为土地而斗争的问题是俄国当前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经济问题，只有当无产阶级领导民主派农民既反对旧制度又反对自由派时，俄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列宁说，这个论点决定着布尔什维克整个策略的各项原则，其正确性已为斗争的实践所证实。孟什维克为自己的错误策略辩护的又一借口是：农民虽然比自由派更革命，更民主，但却充满了反动的社会空想，力图在经济方面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列宁批评了这种拿农民关于平等的社会主义的空想同自由派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政策的反动性相比的做法，指出这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经济史上看都是重大的错误。

《小资产阶级的策略》、《贫血的杜马或贫血的小资产阶级》和《怡然自得的庸俗言论或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革命党人》等文章尖锐地批评了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软弱和动摇。在第二届杜马选举和杜马活动中，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左派联盟”策略取得了成效。无产阶级政党和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政党为了反对黑帮和立宪民主党，必须采取共同的行动。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对俄国革命的阶级基础根本不理解，他们在关于杜马策略的决议中笼统地既大谈无产者和小生产者之间的一致，又大谈左派同立宪民主党人在反黑帮上的一致。列宁在上列文章中揭露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的自由主义实质和小资产阶级根源。他指出，社会革命党人以同黑帮斗争为借口，跟着立宪民主党走，他们同无产阶级不可能行动一致。只要小资产者还动摇不定，还跟立宪民主党走，无产阶级就得同小资产者进行无情的斗争。只有当他们愿意既反对黑帮，又反对立宪民主党时，社会民主党人才会在民主主义的行动中同他们一起作战。列宁认为，完全不理解立宪民主党的阶级性质，看不到自由派正在秘密地把自由和民主拍卖给斯托雷平之流，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孟什维克所以实行机会主义策略的根本原因。破除自由派对民主派的领导，把小资产阶级群众从立宪民主党的卵翼下解放出来，应该是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

布尔什维克参加第二届国家杜马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议会活动的初次尝试。列宁为党的杜马活动制定了与西欧议会迷的活动根本不同的方针。他要求党的杜马党团执行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以革命手段来利用杜马，把它作为宣传人民革命要求、揭露敌对阶级的反动政策的讲坛。然而第二届杜马中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采取了错误策略，使党成为自由派的附庸。列宁在《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步》、《孟什维克是否有权实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和《社会民主党党团和杜马中的4月3日这一天》等文章中批评了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软弱无力、优柔寡断的妥协政策，要求党团中的布尔什维克坚定地执行党的革命策略。列宁还对布尔什维克的杜马代表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亲自为他们起草了在杜马上宣读的《关于斯托雷平的宣言》和《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稿》。

本卷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运动时期的策略》、《分裂制造者谈未来的分裂》、《彼得堡的改组和分裂的消灭》和《就彼得堡的分裂以及因此设立党的法庭问题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等文献揭露了孟什维克在杜马选举期间制造彼得堡党组织分裂的真实情况，就孟什维克对列宁的无理指控提出反诉。列宁指出，孟什维克为讨好立宪民主党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做法，过去受到而且将来也要受到无情的批判，“我们非常珍视党的团结。但是我们更珍视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纯洁性”（本卷第43页）。

列宁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前夕写的《谈谈全民革命的问题》一文，批评了机会主义者把“全民”革命的概念当作一般公式、模式和策略准则来运用的反马克思主义错误。列宁认为，要使革命胜利，必须使大多数人民团结起来，自觉地参加斗争，“全民革命”只在这个意义上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用“全民革命”这一概念来模糊或掩盖对某一革命过程中的阶级斗争的分析。应当看到，尽管几个不同的阶级在某些有局限性的共同任务上有一致的地方，但还必须正确分析这些阶级的各种不同的利益。

本卷收载的《〈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是一篇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文献。列宁指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书信中可以得出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具有特殊价值的教训。列宁在这篇序言中正是竭力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这些从俄国工人政党面临的任务来看特别重要的地方。这就是如何科学地对待、如何正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美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给予不同的指导为例，说明两位世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精通唯物主义辩证法，“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加以强调的本领”；指出他们是“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给战斗的无产阶级确定任务的典范”（本卷第197—198页）。对于工人政党尚未巩固、理论上很弱、而工人运动却气势磅礴的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教导社会党人要打破狭隘的宗派圈子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反对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变成刻板的正统思想，而不是当作行动的指南。对于被“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的军事专制”统治着、无产阶级早已参加政治生活的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怕的则是用议会活动来限制和缩小工人运动的任务和规模，他们始终不渝地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总是教导人们不要陷入庸俗习气、“议会迷”和市侩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泥坑。列宁批评孟什维克引证恩格斯评论美国工人运动的话来为他们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辩护的明显错误，反对不顾具体条件而生搬硬套的做法。列宁认为，值得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注意并提到首位加以强调的倒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告诫，俄国一切社会党人在同自由派资产阶级鼓吹德国合法的议会活动以愚化群众的行为作斗争中，应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当作必不可少的武器。列宁强调指出，应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中汲取的教益不是其中个别词句，而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国际经验所作的批评的全部精神和全部内容。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社会民主党内两条路线、两种策略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1907年4月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开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是1905年以来党内斗争的总结。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关于国家杜马，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关于“工人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等问题，代表大会都通过了以布尔什维克的草案为基础的决议。布尔什维克的基本策略路线成为全党的路线。

列宁在关于大会议程问题的发言中，特别强调理论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好几年来，我们一直是在解决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我国革命的问题。好几年来，我们一直是在用我国革命的经验来检验我们的理论观点和总的策略决定。”（本卷第309页）回避理论问题，不弄清重大问题，就会使党犯无数不必要的实际错误。他指出，代表大会应当把党的全部工作提到从理论上阐明工人政党的任务的高度。

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是代表大会争论的中心问题。列宁在就这个问题所作的报告和总结发言以及代表大会后写的《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文章中，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战略策略等根本问题上的斗争历史，分析和批判了孟什维克的决议草案。列宁指出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第一个主要错误是没有对各非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社会主义的批评，孟什维克实际上离开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立场；第二个主要错误是实际上不承认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应当采取独立的政策，不给无产阶级规定明确的策略。列宁认为，孟什维克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不置一词，不指出哪些阶级的利益，哪些当前的主要利益决定着各政党的本质和它们的政策的本质，这就表明他们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关于农民民主派，孟什维克主张与农民的空想主义作斗争，实际上是不懂得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推动农民取得彻底胜利的任务。列宁指出，农民的平均制思想，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是反动的和空想的，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角度来看则是革命的。列宁在论证这个问题时，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得愈不充分和愈不彻底，那么愈长久和愈沉重地压在无产阶级肩上的就不是社会主义任务，不是纯属本阶级的即无产阶级的任务，而是一般的民主任务。至于农民和农民民主派政党的动摇，列宁认为这是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社会民主党不要怕同这种动摇划清界限，每当劳动派表现出畏缩和追随自由派时，就应该坚决地反对劳动派，揭露和谴责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

列宁在总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场争论时写道：1904年底—1905年底为争论问题作了历史准备，并对这些问题作了概括，1905年底—1907年上半年在实际政策方面实地检验了这些争论问题。“这次检验用事实表明，支持自由派的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这次检验使人们承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唯一革命的政策是：联合民主派农民，反对背叛成性的自由派，争取把革命进行到底。”（本卷第384—385页）列宁认为，伦敦代表大会是消除社会民主党朝着自由派一边动摇的一个重要开端。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了8篇：《孟什维克是否有权实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答尔·马尔托夫》、《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阶段的任务》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中的1、3、4、12、17等五个发言。





《列宁全集》第15卷


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1]


（1907年2月15—18日〔2月28日—3月3日〕）


1．关于民主革命的现阶段


鉴于：

（1）俄国目前所经历的经济危机看不出有近期消除的迹象，在危机延续的时间里，还要照旧产生大量的城市失业现象和农村饥饿现象，

（2）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地主和农民之间以及被政府收买的农民资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起来，

（3）过去一年（从第一届杜马［2］起到最近的选举止）的俄国政治历史表明，各阶级的觉悟程度迅速提高了，这表现在：两极政党的力量大大加强，立宪幻想趋于破灭，“中间派”即努力用黑帮地主和专制政府能够接受的让步来阻止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3］日益削弱，

（4）立宪民主党实行阻止革命的政策只会得到如下结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解放得极不彻底，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完全得不到满足，这些群众必然经常遭到暴力镇压，

会议认为：

（一）目前正在发展着的政治危机不是立宪危机，而是革命危机，这一危机正在导致无产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直接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

（二）因此，只能把即将到来的杜马选举运动当作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一个环节来看待和利用；

（三）社会民主党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它现在决不能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具体说就是支持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社会民主党应当竭尽全力在群众面前揭露这一政策的背叛性质；向群众解释他们所面临的革命任务；向他们证明，只有在群众觉悟很高和组织性很强的情况下，才能把专制政府可能作出的让步从欺骗和腐蚀群众的工具变成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工具。



2．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


鉴于：

（1）现时社会民主党面临的一项特别迫切的任务，就是要确定各个非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内容，估计各阶级现时的相互关系，据此确定自己对其他政党的态度，

（2）社会民主党一贯认为必须支持一切旨在反对俄国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

（3）社会民主党肩负着竭力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领袖作用的责任，

会议认为：

（一）各黑帮政党（俄罗斯人民同盟［4］、君主派［5］、贵族联合会［6］等等）愈来愈彻底、愈来愈明确地成为农奴主－地主的阶级组织，它们愈来愈蛮横地从人民手中夺取革命的成果，因而不可避免地使革命斗争尖锐起来；社会民主党应当揭穿这些政党同沙皇政府的极其密切的联系以及同农奴制大地产如何利害攸关，并且阐明必须为彻底消灭这些野蛮势力残余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二）十月十七日同盟［7］、工商党［8］，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和平革新党［9］，等等，是一部分地主特别是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它们虽然还没有在某种规定资格限制的、极端反民主的宪法的基础上同专制的官僚就分掌政权问题最后做成交易，但已经完全站在反革命方面，公开支持政府［注：少数人提出的决议案是：“……阶级组织，它们已经完全站在反革命方面，公开支持政府，抱定宗旨要实现规定资格限制的、极端反民主的宪法。”］；社会民主党［在利用这些政党同黑帮专制政府的冲突以利革命发展的同时］应该对这些政党进行最无情的斗争；

（三）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各政党以及其中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现在已经明确地背弃了革命，并且力求同反革命勾结起来阻止革命；这些政党的经济基础是一部分中等地主和中等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一部分城乡民主派小资产阶级还跟着这些政党走（纯粹是由于习惯和直接受自由派的欺骗）；这些政党的理想不外是一个受到君主制、警察、两院制、常备军等等的保护以防无产阶级侵犯的正规的资产阶级社会；社会民主党应当利用这些政党的活动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用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反衬来揭露这些政党的伪善的民主词句，揭穿这些政党散布的立宪幻想，无情地反对它们对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

（四）民粹派即劳动派的政党（人民社会党［10］、劳动团［11］、社会革命党［12］）多少还能代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观点，它们在接受自由派的领导权和坚决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反对农奴制国家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这些政党用迷雾般的社会主义思想来粉饰它们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断揭穿这些政党的假社会主义性质，反对它们力图抹杀无产者和小业主之间的阶级对立，另一方面则应当用一切力量使这些政党摆脱自由派的影响和领导，促使它们在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和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之间作出抉择，从而迫使它们站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反对黑帮和立宪民主党；

（五）由此而产生的共同行动决不应当违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而只服务于同时向反动势力和背叛成性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进行总攻击的目的。

附注：方括号中是少数人删掉的话，他们提出了上述修改方案。



3．关于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杜马中的策略


（一）抵制国家杜马的策略曾经帮助人民群众正确地看到这个机关没有权力，不能起独立作用。第一届国家杜马立法活动的丑剧，以及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被解散，证明这个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二）但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动和俄国自由派的妥协主义策略阻碍了抵制直接取得胜利，并且迫使无产阶级也要在杜马选举运动基础上同地主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作斗争；

（三）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外和杜马内进行这一斗争，必须有利于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加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组织、进一步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立宪幻想，必须有利于革命的发展；

（四）社会民主党在即将开展的杜马选举运动中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是：第一，向人民说明，把杜马当作实现无产阶级和革命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要求的工具，是完全不合适的，第二，向人民说明，只要实权还操在沙皇政府手中就无法通过议会来实现政治自由，说明必须进行武装起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

（五）为了完成自己那些基本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和直接的政治任务，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应当是一个绝对独立自主的政党，应当在杜马中成立社会民主党党团，不论在党的口号还是党的策略方面都绝对不能同其他任何反对派政党或革命政党融为一体；

（六）特别是关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活动，必须说明目前由政治生活的整个发展进程所提出的下列几个问题：

（1）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是我们党的一个组织，应当把它的批评、宣传、鼓动和组织的作用提到首位。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所提出的法案应当为这些目的服务，而不应当为直接“立法的”目的服务，特别是在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保障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自由、推翻农村中农奴主－地主的压迫、救援饥饿的农民、消除失业现象、解脱水兵和士兵的兵营苦役等等问题上提出的法案，更应当如此；

（2）在革命的人民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前，沙皇政府肯定不会让出自己的阵地，因而不论杜马采取什么策略，杜马和政府之间的冲突都不可避免，除非杜马把人民的利益出卖给黑帮，——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党团和社会民主党要格外注意杜马外由于客观条件正在发展的革命危机的进程，既不要在不适当的时机引起冲突，也不要用降低自己口号的办法来人为地防止或延缓冲突，因为降低口号只能使社会民主党在群众心目中威信扫地，使社会民主党脱离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3）社会民主党一方面应当揭穿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的资产阶级实质，提出自己的法案来反对他们的一切法案等，另一方面还应当始终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迫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立宪民主党的伪善的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之间作出抉择。



4．关于群众的经济贫困的加剧和经济斗争的尖锐化


鉴于：

（1）许多事实证明，无产阶级的经济贫困严重加剧，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极端尖锐化（波兰发生同盟歇业［13］；彼得堡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展开反对生活用品价格上涨的运动；莫斯科工业区展开广泛的罢工运动；工会机关紧急号召为尖锐的斗争作准备，等等），

（2）根据各种迹象来看，这些不同表现的经济斗争这样集中，使人有理由预期会发生一次遍及各地的、能把无产阶级中比从前广泛得多的阶层吸引进来的群众性经济斗争，

（3）俄国革命的全部历史表明，革命运动的一切巨大高潮只能在这样的群众性经济运动的基础上产生，

会议认为：

（一）各级党组织必须极其认真地注意这种现象；必须收集更充分的材料并把这方面的问题列入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议程；

（二）必须尽可能集中更多的党的力量到群众中去进行经济鼓动；

（三）必须重视这种经济运动，因为它是俄国正在发展着的整个革命危机的根本源泉和最重要的基础。



5．关于非党工人组织和无产阶级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潮


鉴于：

（1）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由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鼓吹召开非党工人代表大会［14］，已出现了一种主张取消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无产阶级的非党政治组织的思潮（拉林、舍格洛、艾尔、伊万诺夫斯基、米罗夫、敖德萨出版的《劳动解放》［15］），

（2）与此同时，在党外，正在无产阶级中进行直接反对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宣传，并同样提出了召开非党工人代表大会和成立非党组织的口号（莫斯科的《联合事业》［16］和联合事业派，敖德萨的无政府主义出版物等），

（3）尽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十一月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决议［17］，我们党内还是发现了一些企图成立非党组织的分裂活动，

（4）另一方面，在革命有某种程度的高涨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来不拒绝利用某些类似工人代表苏维埃那样的非党组织，来加强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和巩固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见彼得堡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九月决议［18］，载于《无产者报》［19］第3号和第4号上），

（5）在革命开始高涨的基础上，为了发展社会民主党，有可能建立或者利用类似工人代表苏维埃、工人全权代表苏维埃等这样一些非党的工人阶级代表机关，但是社会民主党组织应当看到，如果社会民主党在无产阶级群众中能正确、持久和广泛地进行工作，那么类似的机关实际上就成为多余的了，

会议认为：

（一）必须同无产阶级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以及社会民主党内的阿克雪里罗得思想和拉林思想进行最坚决的原则的斗争；

（二）必须最坚决地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和蛊惑活动，不允许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削弱党的组织或利用党的组织来达到以无产阶级的非党政治组织代替社会民主党的目的；

（三）社会民主党组织在必要时可以参加跨党派的工人全权代表苏维埃、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工人代表大会，而且为了发展和巩固社会民主工党，在党严格地组织这一工作的条件下，也可以自己建立这样的机构；

（四）为了扩大和加强社会民主党对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一方面，必须加紧组织工会并在工会中进行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另一方面，必须愈来愈广泛地把工人吸收到党的各种组织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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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发表于1907年3月4日（17日）布尔什维克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第14号，该报编辑部加的前言说：“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莫斯科郊区委员会、中部工业区区域局和《无产者报》编辑部的代表举行的会议于1907年2月15—18日制定了以下代表大会决议草案，作为就某些最重要的策略问题进行党内讨论和筹备代表大会之用的材料。”



《决议草案》还刊载于1907年2月25日和27日（3月10日和12日）的布尔什维克合法报纸《新光线报》第6号和第7号（非全文）以及1907年4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文集《策略问题》第2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也翻印过《决议草案》（非全文，文字上有若干修改）。——1。



［2］指第一届国家杜马。



第一届国家杜马（维特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



在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1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和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之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选举不是平等的、普遍的和直接的，并且事实上也不是秘密的。



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的权力。1906年2月20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案的权力。1906年4月23日（5月6日）又颁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1906年2—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终究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被选入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共478人，其中立宪民主党179人，自治派63人（包括波兰、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的成员），十月党16人，无党派人士105人，劳动派97人，社会民主党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



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题，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占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它要求建立全民土地资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均使用土地。



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政府的愿望。1906年7月9日（22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1。



［3］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官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1917年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



［4］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俄国群众性的黑帮组织，于1905年10月在彼得堡成立。该组织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代表、地主、部分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城市无业游民、一部分富农以及某些不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创始人为亚·伊·杜勃洛文、弗·安·格林格穆特、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1905年12月23日（1906年1月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同盟的代表团，接受了同盟成员的称号和徽章。同盟纲领以维护俄国的统一和不可分、保持专制制度、沙皇和人民通过咨议性的国民代表会议取得一致、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等为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一些蛊惑性的条文，如批评官僚制、保持村社土地所有制、各等级权利平等、国家对工人实行保险等。同盟的中央机构是由12人组成的总委员会，设在彼得堡。全国各城市、村镇所设的同盟分部在1905—1907年间达900个。同盟的主要机关报是《俄国旗帜报》。同盟通过宣传鼓动几次掀起俄国反犹太人大暴行的浪潮，同时也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它刺杀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米·雅·赫尔岑施坦和格·波·约洛斯，并两次对谢·尤·维特行刺。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同盟于1908—1910年分裂为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俄罗斯人民同盟、彼得堡全俄杜勃洛文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几个互相敌对的组织。1917年二月革命后同其他黑帮组织一起被取缔。——3。



［5］君主派是指俄国君主党。该党于1905年秋在莫斯科最终形成，参加者是一些大土地占有者、沙皇政府的大臣和高级僧侣，首领是反动政论家弗·安·格林格穆特、大司祭И．沃斯托尔戈夫、Д．Н．多尔戈鲁科夫公爵、Г．Г．罗森男爵等。该党的机关刊物是《莫斯科新闻》和《俄罗斯通报》。该党奉行与俄罗斯人民同盟相近的方针，维护沙皇专制制度、等级制度以及正教和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1911年该党改名为“俄罗斯君主主义同盟”。——3。



［6］贵族联合会是农奴主－地主的反革命组织，于1906年5月在各省贵族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存在到1917年10月。成立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贵族联合会的领导人是阿·亚·鲍勃凌斯基伯爵、Ｈ．Ф．卡萨特金－罗斯托夫斯基公爵，Д．Ａ．奥尔苏菲耶夫伯爵、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人。列宁称贵族联合会为“农奴主联合会”。贵族联合会的许多成员都参加了国务会议和黑帮组织的领导中心。——3。



［7］十月十七日同盟即十月党，是代表和维护俄国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的政党，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3。



［8］工商党是俄国大工商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的反革命政党，1905年11月由格·亚·克列斯托夫尼科夫、亚·伊·柯诺瓦诺夫、弗·巴·里亚布申斯基等在莫斯科建立。1906年2月5—6日，该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当选为党的主席。该党拥护10月17日宣言，要求建立强有力的政权来镇压革命运动，反对召集立宪会议，反对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罢工自由，主张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在选举第一届国家杜马时，工商党和十月党人结成联盟，1906年底，工商党瓦解，多数成员加入了十月党。——3。



［9］和平革新党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君主立宪主义组织，由左派十月党人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和平革新派”基础上组建，1906年7月成立。该党持介乎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主要是在策略上与它们有所不同，而其纲领则十分接近于十月党。和平革新党维护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地主的利益，列宁曾称之为“和平掠夺党”。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和平革新党同民主改革党联合组成“进步派”，该派是1912年成立的进步党的核心。和平革新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是《言论报》和《莫斯科周刊》。——3。



［10］人民社会党（劳动人民社会党）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人民社会党人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列宁称他们是动摇于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社会立宪民主党人”、“市侩机会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并且强调指出他们“同立宪民主党差别很小，因为他们的纲领中取消了共和制和对全部土地的要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3页）。1907年六三政变后，人民社会党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1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该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4。



［11］劳动团（劳动派）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团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团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团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团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团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团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团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劳动团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4。



［12］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于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4。



［13］指1906年12月—1907年3月波兰罗兹市无产阶级反对同盟歇业的英勇斗争。这次同盟歇业是罗兹市厂主联合会为夺回工人们在革命斗争中争取到的成果而宣布的。最初，罗兹市有一家工厂发生了工潮。工人们坚决拒绝向厂主说出谁是“破坏秩序”的人，厂主们便威胁说要从每五名工人中开除一人。在工人们不怕恫吓并宣布罢工之后，厂主联合会便关闭了罗兹市七家最大的工厂，接着又关闭了其余的工厂。随后，华沙和维尔诺的纺织厂主们也宣布同盟歇业。罗兹市的厂主还和中部工业区的纺织厂主们进行共同对付工人的谈判，并把部分订货转给了他们。



这场斗争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参加的工人达3万人，最后在饥饿的压力和敌人的镇压下被迫停止。华沙、彼得堡、莫斯科等城市的工人曾进行募捐支持罗兹市工人，并发表了声援罢工者的宣言书。1907年3月25日《无产者报》写道：“罗兹的同盟歇业不仅有地方意义，它是整个波兰资产阶级同波兰无产阶级的斗争，因而大大促进了波兰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6。



［14］召开非党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1905年夏首次提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要召开各种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专门就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实质上要导致以长期性的非党工人组织代替社会民主党，而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党的瓦解，并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8页）。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有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对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思想的批判，见《革命界的小市民习气》、《孟什维主义的危机》、《知识分子斗士反对知识分子的统治》、《气得晕头转向（关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43—53页和第147—171页，本卷第165—168页和第243—256页）等文。——7。



［15］指敖德萨劳动解放出版社于1907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劳动解放》的工人问题论文集。文集的《论工人代表大会问题》一文支持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鼓动。——7。



［16］《联合事业》（《СоюэноеДело》）是一本工会运动和合作社问题文集，1907年在莫斯科出版。该文集进行工团主义宣传，企图诱使工人阶级脱离政治斗争，削弱社会民主党在工会里的影响。——8。



［17］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鼓动范围问题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分册第176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06年11月3—7日（16—20日）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出席会议的有3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孟什维克11名，崩得7名，布尔什维克6名，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5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3名。孟什维克在代表会议上占了多数。中央委员和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成员出席了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的议程是：选举运动；党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同黑帮和大暴行作斗争；游击行动。



关于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问题，代表会议听取了4个报告。列宁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阿·瓦尔斯基的报告维护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尔·马尔托夫和崩得分子拉·阿布拉莫维奇的报告维护孟什维克的策略，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经过两天讨论，代表会议以18票（孟什维克和崩得）对14票（布尔什维克、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运动中的策略》决议案。与这一机会主义的决议相对立，列宁以14名代表的名义作为《特别意见》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选举运动纲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98—100页）。列宁还在会上批评了中央委员会提交代表会议批准的孟什维克的选举纲领草案，对它提出了许多修正意见。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对选举纲领草案的修正案的决议。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孟什维克提出的、吸收了列宁修正意见的《关于各地的选举运动的统一的决议》（同上，第124页）。关于召开党代表大会的问题，列宁坚持必须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不迟于1907年3月15日（28日）召开例行代表大会的决议。代表会议不顾布尔什维克的要求，没有讨论“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而通过一个《关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鼓动范围问题的决议》。议程上的其他问题因时间关系均未讨论。



列宁在《论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同上，第107—120页和第121—125页）等文中对这次代表会议作了分析和评论。——8。



［18］1906年9月，彼得堡各区工人举行会议，讨论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会议以74票赞成，11票反对通过了一项谴责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的决议。决议指出，鼓吹召开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将模糊政党和阶级的区别，使社会民主党人的觉悟降低到无产阶级不够开展的阶层的水平”，因而“只能给无产阶级事业带来害处”。这一决议刊登于1906年9月8日《无产者报》第3号。



同年9月召开了俄国中部地区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第二次例行代表会议。莫斯科、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科斯特罗马、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布良斯克、下诺夫哥罗德、特维尔、索尔莫沃、斯摩棱斯克、雅罗斯拉夫尔、奥廖尔、叶列茨、特维尔郊区组织、沃洛格达、坦波夫的代表以及中央委员会和《无产者报》编辑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无产者报》编辑部的代表作了报告。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鼓吹召开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是一种诱使有觉悟的工人离开团结和巩固自己的社会民主党这一任务的有害的煽动。决议也指出，社会民主党决不拒绝在适当时机参加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大会以及追求一定实际目的的其他类似的代表大会，而且社会民主党应永远作为统一的有觉悟的整体出现。这一决议刊登于1906年9月19日《无产者报》第4号。——8。



［19］《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20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但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21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21—40号在日内瓦、第41—50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20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发表了列宁的100多篇文章和短评。《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上发表了1909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8。





《列宁全集》第15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运动时期的策略[20]


（1907年2月17日〔3月2日〕）

1906年4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最近一次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21］决定，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同资产阶级政党订立任何选举协议。这个原则在西伯利亚和高加索的第一届杜马的选举中立即被实行。这个原则是否同样适用于第二届杜马呢？布尔什维克说，适用；孟什维克说，不适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布尔什维克要求召开非常代表大会。11月初，只举行了代表会议，所有党组织都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孟什维克会同崩得［22］支持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建议。而布尔什维克会同拉脱维亚代表［23］和波兰代表［24］谴责这种协议。前一项建议获得18票，后一项建议获得14票。代表会议决定，各级地方组织应独立自主地对这个问题表态。布尔什维克故意对孟什维克说：“让彼得堡也和其他地方一样自己决定吧。”

必须知道两件事情：一方面，孟什维克同它的名称相反，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占多数，换句话说，孟什维克掌握着党的总的政策；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省委员会中占多数。遭到两个首都的反对，这使中央委员会处于一种难堪和不休面的境地。这就是中央委员会不惜任何代价想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推行孟什维克政策的由来。为了彼得堡的选举，中央委员会竟冒破坏地方自治的危险，一找到借口，就制造分裂。［25］

彼得堡组织还没有召开十一月全国代表会议规定要召开的省代表会议。自由派报纸早就在热烈地讨论选举策略的问题了。他们担心社会党人会不管他们而单独行动，会撇开他们并违反他们的意愿而把群众组织在革命旗帜的周围。他们攻击布尔什维克，一直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是“宗派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等等”，但是他们希望同其他革命政党一起进行选举运动，共同提出选举名单。他们掌握了彼得堡几家最大的报纸，因此容易让别人听到自己的意见。而布尔什维克手里只有秘密的机关报《无产者报》，而且在国外出版，每月只出两号。

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通过暗中的联系秘密地告诉立宪民主党人，说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取决于中央委员会，而不取决于布尔什维克的省委员会。在1月初举行的有立宪民主党、人民社会党、劳动派、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的情况通报会议［26］上，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当时大家都赞成共同提出名单。只有省委员会的代表除外，他在会后声明说，委员会要过几天才能作出决定。于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就出来干涉，他说：“最好协议不由整个组织订立，而由各个区〈这样的区在彼得堡有12个〉单独订立。”省委员会的代表答道：“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建议！这是中央委员会的方案吗？”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回答说：“不是，这是我的主张。”

聪明人不用明言。立宪民主党人已经明白了。《言语报》［27］（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同志报》［28］（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类似米勒兰派社会党人［29］的机关报）、《国家报》［30］（民主改革党［31］的机关报）都声称，孟什维克是社会民主党内明智的、模范的、体面的部分。布尔什维克则是野蛮势力的代表，他们阻碍社会主义成为文明的和议会制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当着立宪民主党的领袖米留可夫的面告诉他们：布尔什维克将撇开他们单独行动。

负责解决选举策略问题的彼得堡代表会议于1月6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39个布尔什维克和31个孟什维克。孟什维克起初对代表名额的分配问题提出异议；他们毕竟还不敢要求占多数；但这成了他们退出会议的借口。第二个借口是：为了解决选举的策略问题，他们根据中央委员会1月4日的建议要求把组织分成两部分，即召开单独的彼得堡市代表会议和单独的彼得堡省代表会议。社会民主党彼得堡组织一部分是按照居住原则建立的，一部分是按照民族原则建立的（如拉脱维亚支部、爱沙尼亚支部），或者是按照职业原则建立的（如军事支部，铁路员工支部）。凡是了解这种情况的人都明白，上述建议不仅破坏了党组织的自治原则，而且从某方面来说简直是没有常识。因此，代表会议反对这个建议，何况向代表会议提出的这个建议完全是命令式的，根本不符合代表会议的原则。

31个代表退出了会场，于是中央委员会宣称，少数不必服从多数的决议。这不仅是挑战，而且简直是由中央委员会宣布分裂。

31个代表单独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委员会，并且参加了立宪民主党人同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左派联盟的谈判，但是一个新角色的出台破坏了这场交易。1月4日《新时报》［32］发表了大臣的弟弟、十月党人斯托雷平的一篇文章。他写道：“如果立宪民主党人能够毅然同革命集团彻底断绝关系，完全拥护宪制，那么他们的党就可以取得合法地位。”过了几天（1月15日），米留可夫晋谒了斯托雷平大臣，晋谒后的第二天，所有立宪民主党的报纸都发表了消息，说立宪民主党已经中断了同左派的谈判。但是这出把戏没有给立宪民主党带来什么好处，他们只是白白地大丢其脸。他们不能够接受斯托雷平的条件。

至于孟什维克，他们同样白白地大丢其脸。开始的时候，尽管米留可夫晋谒了斯托雷平，他们还是继续同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集团谈判。只是在1月18日才举行了那次发生破裂、未能就代表席位分配问题达成协议的代表会议［33］。接着，就在这段时间，《言语报》写道：为了排除布尔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把答应给工人选民团的一个席位让给孟什维克，而孟什维克一点也不反对这种绝无仅有的拿工人选票做交易的办法。不仅如此！中央委员会还继续同立宪民主党人做交易，这意味着同意立宪民主党人的条件。就是这件事引起了工人们的愤慨！就是这同一件事使我不得不写《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这本小册子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310—321页。——编者注］

 ，也就是因为这本小册子，孟什维克要把我送到党的法庭上受审判。

在发生分裂的1月6日代表会议后，布尔什维克说：“如果左派，包括孟什维克在内，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我们就单独进行斗争。如果他们的谈判垮台，我们就向他们提出订立协议的条件，而接受这些条件，对于他们来说，也就是接受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原则。

左派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谈判垮台了（1月18日的代表会议）；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第一个胜利。我们提出不能同立宪民主党缔结协定，把它作为建立左派联盟的条件。1月25日，除孟什维克外，全体左派都接受了这项条件。这是第二个胜利。我们提出彼得堡的六个席位这样分配：两个给工人选民团，两个给社会民主党人，两个给其他党派。很明显，工人选民团选出的一定是两个社会民主党人。离开选举日期还有15天，这时发生了一件立宪民主党人完全没有料到的事：除了黑帮的名单、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名单外，还出现了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的左派联盟的名单。

在上几次有左派政党参加的代表会议上，立宪民主党人提出给左派两个席位，而左派要求三个。现在立宪民主党人看到我们成立左派联盟来对付他们，他们害怕了，于是在他们的名单中，只提出三个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他们建议其余三个席位这样分配：一个给柯瓦列夫斯基教授（民主改革党），第二个给彼得罗夫神父（基督教民主派，是一个很有名的蛊惑家），第三个给工人。他们最后作这样的让步，只不过是为了阻挡人民的怒潮。

立宪民主党人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但应当着重指出，左派联盟在彼得堡获得了全部选票的25％，而且在维堡区取得了胜利。立宪民主党人在许多选区只是以微弱的多数取得胜利。有5个选区只要再争取到1600票，左派联盟就能获得胜利；在科洛姆纳区只差99票。可见，阻碍左派政党在彼得堡取得胜利的是孟什维克；不过总的来说，革命左派在新的杜马中比过去大大加强了。

我们作了一次极有教益的试验。首先，我们看到，彼得堡工人都是一些坚决捍卫党组织的自治原则而反对中央委员会干涉的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其次，现在我们知道，应当怎样来看待黑帮危险的问题。黑帮危险是硬搬出来替第一级选举中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作辩护的论据。这无非是编造出来欺骗社会主义政党并帮助立宪民主党防范左派危险的东西，因为，正如《言语报》有一次不得不承认的：“对于立宪民主党来说，真正的危险来自左面。”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接连几个星期对我们说：“谁投左派的票，就是让右派有当选的机会。”他们用这一口号来迷惑不坚定的分子。他们通过这种无耻的活动使左派联盟在莫斯科得的选票（13％）比在彼得堡得的少，因为我们在莫斯科没有掌握什么报纸。但是他们不能阻碍揭露一个无庸置疑的真理：黑帮危险是假的，是一种借口。莫斯科和彼得堡一样，也有四个名单；不论在莫斯科还是彼得堡，黑帮和十月党人的联盟都没有给右派带来胜利。我们手头有数字，需要时我们可以引证。

总之，孟什维克甘愿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为他们效劳。我们是不会跟他们跑的。人民是不会跟他们跑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所作所为使群众日益左倾了。如果米留可夫以为，把我们的政策说成是“冒险政策”，把我们的旗帜说成是“红抹布”，就可以使我们失去拥护者，那么我们只能请他继续发表这样的谬论，因为这样的谬论对我们有好处。立宪民主党化的孟什维克最好考虑一下这样的事实：在彼得堡，在那些工人原先是布尔什维克的工厂里，现在选出来的还是布尔什维克，而在那些工人原先是孟什维克而且主要是孟什维克在进行宣传活动的工厂里，现在……选出来的却是社会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人自己一定很惊奇，他们怎么得了这样多的选票。他们一定非常感激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结局只能使我们确信：同过去任何时候相比，今天我们的职责和胜利的保证更加是同民主派农民一起行动，共同反对愈来愈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卑鄙行径和背叛行为，而不是同要取消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一起行动。最好的政策还是而且永远是不加掩饰的革命政策，即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进行激烈的、完全独立的斗争，逐步把无数的民主派农民群众同无产者工人一起聚集在我们的周围。





	载于1907年4月4日《人道报》第108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第12—18页


















［20］这是列宁同《人道报》编辑艾·阿韦纳尔的谈话，由阿韦纳尔署名发表于1907年4月4日《人道报》。在《列宁全集》俄文版中，这个谈话是根据《人道报》从法文译成俄文刊印的。阿韦纳尔就同样问题也向孟什维克领袖费·伊·唐恩提出了采访请求。



《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塞尔·加香领导后，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10。



［21］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62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还有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和崩得的代表各3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1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1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参加大会的共有157人。



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1905年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导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两派分别制定的政纲，并按300名党员产生1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织遭摧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112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则拥有62票，而且拥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



代表大会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党的章程这几个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



大会是在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种纲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对这一纲领作了一些修改。大会还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案和武装起义的决议案。大会根据孟什维克的提议，没有就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问题通过决议，而在对资产阶级政党态度问题上也只限于重申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决议（孟什维克撤销了他们原来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的决议案）。大会未经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区各民族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局面。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名孟什维克和3名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清一色5名孟什维克组成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这本小册子中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65页）。——10。



［22］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10。



［23］指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原称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于1904年6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1905年6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1905年该党领导了工人的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在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10。



［24］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提出与布尔什维克相近的斗争口号，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持不调和的态度。但该党也犯了一些错误。列宁曾批评该党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指出它对波兰革命运动的功绩。1906年4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10。



［25］指孟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全市和省代表会议上制造的分裂。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全市和省代表会议于1907车1月6日（19日）在泰里约基召开。出席代表会议的有7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布尔什维克42名，孟什维克28名）和一些有发言权的代表（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代表4名，俄国社会民主党彼得堡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代表各1名以及其他代表）。彼得堡委员会曾决定，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必须在党员讨论了是否应当与立宪民主党人签订协议的问题之后进行。在审查代表资格时发现有些分区违反了这一决定（这些分区选出的主要是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宣布这些人的代表资格无效。代表会议还以多数票否决了中央委员会代表提出的按现有的选区把代表会议分为两部分（市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的提案，因为这个提案是要制造孟什维克在代表会议上的优势。孟什维克随后退出了代表会议，从而在选举前夕分裂了彼得堡党组织。



留下来的代表决定继续开会。在代表会议上列宁作了关于在杜马选举中的选举协议问题的报告。代表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确认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的《特别意见》是正确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98—100页）。代表会议拒绝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而通过了向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建议在选举期同签订协议的决议，条件是他们要拒绝同立宪民主党的任何联合。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社会民主党政论家札记）》这两本小册子中和《彼得堡工人政党的选举运动》、《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31个孟什维克的抗议》等文中（同上，第248—268、272—290、241—247、291—299、305—309页）对彼得堡代表会议的工作作了详细的阐述。——11。



［26］指1906年12月底（1907年1月初）在彼得堡举行的关于选举协议问题的情况通报会议。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是孟什维克费·伊·唐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为了了解资产阶级政党关于选举协议的建议，也派了两名代表出席会议。——11。



［27］《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11。



［28］《同志报》（《Товарищ》）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年3月15日（28日）—1907年12月30日（1908年1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11。



［29］米勒兰派社会党人是指法国右翼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的追随者。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任商业部长，并支持其反人民的政策。——11。



［30］《国家报》（《Страна》）是民主改革党的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19日（3月4日）—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11。



［31］民主改革党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由立宪民主党内的一批认为该党纲领过“左”的分子在1906年1月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时建立。该党领导人是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米·马·斯塔秀列维奇、伊·伊·伊万纽科夫、弗·德·库兹明－卡拉瓦耶夫和康·康·阿尔先耶夫。1906年1月18日，该党公布了自己的纲领，其内容主要是：坚持走和平革新俄国的道路，同时保持世袭的立宪君主制；主张俄国统一（只有波兰和芬兰可以实行自治）；保留大小土地占有制，允许通过赎买转让超过最高限额的土地。1907年底，该党并入和平革新党。——12。



［32］《新时报》（《Новое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12。



［33］指社会革命党人、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代表同立宪民主党人举行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于1907年1月18日（31日）在彼得堡举行。会议没有就杜马席位的分配问题达成协议，孟什维克要求将六个杜马席位中的三个给小资产阶级联盟，而立宪民主党人只答应给两个。列宁对这次会议的评价，见《步步下降》和《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300—304页和第310—321页）两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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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国家杜马的开幕

1907年2月20日于圣彼得堡

第二届杜马［34］今天开幕了。召开这届杜马的条件，选举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杜马进行工作的条件，所有这一切，同第一届杜马比较起来都有所不同。设想事件会出现简单的重复，显然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尽管过去这个多事的政治年度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特点，这个特点表明运动总的说来已发展到一个较高阶段，道路虽然曲折，但始终在不断地前进。

这个基本特点可以简单说明如下：上层右倾了，下层左倾了，政治上的两极加强了。不仅是政治上的两极加强了，而且首先是社会经济上的两极加强了。最近在第二届杜马召开前发生的事件特别说明，虽然政治生活表面看起来很平静，但是群众（不论是工人阶级群众还是农民广大阶层的群众）觉悟的提高却不知不觉地、不声不响地然而又是扎扎实实地在起作用。

由战地法庭［35］肆虐的宪制在过去一年中变化很小，但各阶级在政治上的变动却很大。拿黑帮来说吧。起初他们主要是一小撮警棍，还有很小一部分非常无知的、被愚弄的、有时简直是酩酊大醉的平民跟着他们跑。而现在黑帮政党由贵族联合会领导。农奴主－地主在革命中团结起来了，彻底“觉悟了”。黑帮政党逐渐成了必须为保住自己那些受当前革命威胁最大的好处（农奴制时代的残余——大地产，最高等级的特权以及勾结宫廷奸党操纵国事的有利条件等等）而拼死抗争的人们的阶级组织。

再拿立宪民主党来说。在那些明显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中间，它过去无疑算得上是最“进步的”一个政党了。可是它已经向右走得很远了！现在再也不象去年那样在反动势力和人民斗争之间摇摆了，而是干脆仇视人民斗争，直截了当地、恬不知耻地扬言要阻止革命，要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要同反动势力勾结，要开始营造一个让资本主义式的地主和厂主感到舒服的“小窝”——狭隘的、为阶级私利服务的、对一切人民群众严酷无情的君主立宪制。

过去人们说立宪民主党比中间派要左，说崇尚自由的政党和主张反动的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在立宪民主党的右边。这种许多人过去常犯的错误现在再也不能重复了。立宪民主党是中间派，而这个中间派愈来愈露骨地同右派进行勾结。各个阶级在政治上的重新组合表现在：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地主和广大的资产阶级阶层已经成为立宪民主党的支柱；而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正在明显地离开立宪民主党，只是因为传统和习惯，有时完全是因为受了欺骗，才跟着它走。

在农村中，当前的革命的主要斗争即反对农奴制、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斗争，愈来愈尖锐和明显了。农民对立宪民主党不是民主派政党这一点比城市小资产者看得更清楚。农民更坚决地屏弃了立宪民主党。可以说，主要是农民复选人在省的选举大会上压倒了立宪民主党人。

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对抗，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来说是一种最深刻和最典型的、人民自由和农奴制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在城市中并不占首要地位。在城市中，无产者已经意识到了另一种更深刻得多的利益的对立，这种对立产生了社会主义运动。从全国整个来看，工人选民团选出的绝大多数是社会民主党人，少数是社会革命党人，其他党派的成员微不足道。毫无疑问，就是在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下层也离开立宪民主党向左转了。根据《言语报》发表的立宪民主党统计学家斯米尔诺夫先生所作的统计，22个城市153000个选民就四个名单进行选举的结果是：君主派得17000票，十月党人得34000票，左派联盟得41000票，立宪民主党人得74000票。在第一次选举战中，尽管立宪民主党的日报和立宪民主党的合法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尽管立宪民主党关于黑帮有当选危险的谎言发挥了很大作用，尽管左派还处在地下状态，立宪民主党人还是失掉了这样多的选票，这就明显地说明店员、小职员、下级官吏和贫穷的房客有了转变。如果再有一次这样的选举战，立宪民主党人就会垮台。城市民主派已经离开他们而靠近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人了。

整个无产阶级已经动员起来，广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正在动员起来，反对黑帮贵族联合会，反对吓破了胆而背弃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

各个阶级在政治上的重新组合是这样深刻、这样广泛、这样有力，战地法庭的任何迫害，参议院的任何说明［36］，反动派的任何诡计，以及立宪民主党不停地用来充斥日报全部版面的各种谎言，无论是什么，都不能够阻碍这种重新组合在杜马中得到反映。第二届杜马显示出，各个阶级的深刻的、广泛的、组织严密的、自觉的斗争尖锐起来了。

当前的任务是：认清这一基本事实，善于把杜马中的各个不同部分同下层的这种强大支持更密切地联系起来。眼睛不要看着上层，不要看着政府，而要看着下层，看着人民。注意力不要放在没有多大意义的杜马工作程序上。一个民主派不应当象立宪民主党人那样庸俗地想着怎样退缩一下，不要作声，不要让杜马被解散，不要激怒斯托雷平之流。一个民主派的全部注意力和全部精力都应当用来加固把下面已经开始有力地转动起来的大轮子同上面的小轮子连接起来的传动带。”

作为先进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应当率先挺起胸膛，独立自主地、坚决勇敢地起来说话。为了无产阶级那些社会主义的和纯属本阶级的任务，它应当表明自己是一切民主派的先锋队。我们应当同小资产阶级的各阶层划清界限，但这不是为了使自己陷于一种仿佛很光荣的孤立（这样做实际上是帮助自由派资产者，做他们的尾巴），而是为了毫不动摇、毫不含糊地领导民主派农民前进。

把还在自由派领导下的那一部分民主派争取过来，带领他们前进；教会他们依靠人民，团结下层群众；在整个工人阶级面前、在所有破产的和饥饿的农民群众面前更高地举起自己的旗帜；——这就是社会民主党进入第二届杜马后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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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间的界限比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各民族代表76名，无党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主党65名。



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一样，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法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法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除土地问题外，第二届国家杜马还讨论了预算、对饥民和失业工人的救济、大赦等问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沙皇政府在弄清革命力量不强之后，便决定解散杜马。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杜马，同时颁布了保证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能在国家杜马中占绝对多数的新选举法。这一政变标志着俄国历史上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开始。——17。



［35］战地法庭是沙皇政府为镇压革命运动而设立的非常法庭。沙皇俄国大臣会议于1906年8月19日（9月1日）制定了战地法庭条例。该条例规定，在宣布戒严或处于非常警卫状态的地方设立战地法庭。设立战地法庭之权属于总督、在实施非常警卫时被授于全部行政权力的“长官”或具有同等权力的人员，由他们确定设立战地法庭的地点，并向警备司令、驻军司令或港口司令提出相应的要求。战地法庭由主席1人（将校级军官）和成员4人（陆军或海军军官）组成。开庭时禁止旁听，被告人不得委托他人辩护，也不得上诉。战地法庭的判决一般是死刑，宣判后立即生效，并且必须在一昼夜内执行。——17。



［36］参议院的说明是指俄国执政参议院在第二届杜马选举前颁布的对1905年12月11日（24日）国家杜马选举法的解释。通过这些解释，参议院在这个选举法的规定之外，又剥夺了数万名工人、农民的选举权。列宁称这种解释是“斯托雷平对‘宪法实质’的绝妙的说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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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杜马和无产阶级的任务[37]


（1907年2月20日〔3月5日〕）

工人同志们！

第二届国家杜马召开的日子已经来到了。觉悟的无产阶级从来不相信，派人向指挥一伙黑帮暴力者的沙皇请愿，就可以使人民得到自由，使农民得到土地。觉悟的无产阶级为了唤醒愚昧的、轻信杜马的农民群众，曾经抵制过杜马。第一届杜马的经历，政府对杜马提案的嘲弄和杜马的被解散，说明觉悟的无产阶级是正确的，说明通过和平道路、依靠由沙皇颁布并为黑帮所维护的法律是不能获得自由的。

社会民主党一再劝告人民不要把请愿者而要把战士派到第二届杜马中去。人民对和平道路的信念已经破灭了。这一点，从鼓吹和平道路的自由派政党立宪民主党在选举中遭到惨败就可以看出。这个企图把黑帮专制制度同人民的自由调和起来的、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律师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中的地位削弱了。黑帮增强了，他们获得了几十个代表席位。但是比过去大大增强的是左派，也就是那些比较坚决和彻底地主张革命斗争而不主张和平道路的人。

第二届杜马比第一届杜马左。在第二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人比过去多得多，革命的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劳动派）也比过去多。第一届杜马是指望走和平道路的杜马。第二届杜马是黑帮沙皇政府同群众的代表，即同为了争取社会主义而自觉地争取自由的无产者群众和自发地起来反对农奴主－地主的农民群众的代表进行尖锐斗争的杜马。

新杜马的选举表明，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迫害和禁令，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还是在不断提高和巩固。一股新的革命浪潮，亦即人民争取自由的新的革命战斗日益临近了。

这场战斗将不是在杜马中进行。这场战斗将由无产阶级、农民和一部分觉悟的军队的起义来解决。这场战斗正随着事变的整个进程，随着杜马左派同政府以及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冲突的整个进程日益逼近。

工人们，准备好迎接重大的事变吧。不要白白浪费自己的力量。我们不要加速事变进程，让沙皇和他的黑帮奴仆先进攻吧。他们为了摆脱新的杜马，将不得不向人民进攻，解散杜马，废除选举法，开始一系列暴行。

让暴力者们开始进攻吧。无产阶级应当顽强地、坚定地、沉着地进行工作，使人民群众中有愈来愈多的人作好准备去迎接伟大的、殊死的争自由的战斗。工人同志们！我们经历了革命的头几次伟大搏斗：1905年1月9日事件［38］、十月罢工［39］、十二月起义［40］。我们要重新积聚新的力量，准备进行新的、更加严酷的、更有决定意义的战斗，使左派杜马点起的篝火燃成烧遍全国的烈火。必须积聚和集中一切力量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决战。

同志们，要记住，第二届杜马必然会导致斗争，导致起义。不要在小事上耗费自己的精力。

争自由的全民起义万岁！

革命万岁！

革命的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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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斯托雷平的宣言[41]


声明草案

（1907年2月20日和28日〔3月5日和13日〕之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国家杜马代表向人民发表并建议杜马向人民发表声明如下：

政府通过它的首席大臣斯托雷平先生向人民代表宣称，政府打算继续执行解散第一届杜马以后所实行的政策。政府不想考虑人民代表的意愿。它要求人民代表接受它的政策，帮助政府发展、完善它的政策，更准确、更全面地推行这个政策。

政府的政策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政策意味着维护一小撮大地主和朝臣显贵的利益，维护他们剥削和压迫人民的权利。既不给土地，也不给自由！——这就是政府通过斯托雷平向人民作的宣告。

农民从政府那里什么也盼不到，政府只会保护地主而残酷无情地压制农民，不容许农民追求光明，追求自由，追求生活的改善，追求土地转归农民，追求摆脱沉重的盘剥、苦役式的生活和慢慢饿死的命运。农民所能盼到的是政府继续使用暴力，这种暴力已经夺去农民成千上万个优秀儿女，使他们遭到囚禁、流放和杀害，因为他们对官吏的专横和地主的压迫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用小恩小惠收买极少数的农村吸血鬼和富农，帮助他们洗劫已彻底破产的农村，以奖赏他们为专制政府效劳，这就是斯托雷平和他的内阁想要实行的政策。

工人从这个政府那里除了暴力和压迫什么也盼不到。政府仍将束缚工人的双手，不许他们为改善自己的境遇而斗争，仍将查封工人团体，摧残工人报纸。大工厂主为压迫工人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仍将得到政府的帮助和支持。工人从政府那里所能盼到的不是对失业造成的极度贫困进行救济，而是使这种贫困进一步加深和加剧。由厂主和警官开会制定的法律，这就是政府对工人阶级的帮助。俄国工人早就领教过政府这种“关怀”工人阶级的政策了。

士兵和水兵在政府为了一小撮朝臣的贪得无厌而同日本进行的战争中流血牺牲；在国内，他们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摆脱兵营苦役，为了使自己感到是人而不是牲畜，也在流血牺牲。但是，士兵和水兵从政府那里什么也盼不到，政府对他们只会象过去那样使用暴力和进行压迫，象过去那样给予粗暴待遇和一块硬面包，以奖赏他们镇压和征服自己的兄弟——为获得自由，为使农民得到土地而斗争的工人和农民。

政府的宣言清楚地表明，它不要和平，而要同人民进行战争。宣言中有一点没有公开说出来，受人民委派并忠于人民利益的杜马代表要把这一点告诉人民。政府没有公开说出的是：政府的宣言表示政府决心（这是不可避免的）解散第二届杜马，根本不让它有可能表达人民的意志，表达农民、工人、士兵的疾苦，表达一切劳动人民的疾苦，表达人民在选举代表进杜马时在委托书中委托他们表达的一切。

社会民主工党一向总是对人民说，杜马无力给人民自由和土地。捍卫工农两个阶级利益的杜马代表决心尽一切力量为两个阶级的利益服务，通过在杜马中宣布事实真相的办法帮助人民：向俄国全境的千百万人民说明，政府实行的是怎样一种有害的反人民的政策，它给人民设置了什么样的圈套，它对人民拒绝实行的是哪些法令和措施。

杜马代表和整个杜马是能够帮助人民的，但他们没有人民便一事无成。如果说俄国在一个短时期内争取到了自由（尽管只有一点点），如果说俄国争取到了一个人民代表机关（尽管为时短暂），那么这一切全都是人民斗争的成果，全都是工人阶级、农民、士兵和水兵为自由而忘我斗争的成果。

政府又一次向人民宣战了。它已经走上一条会导致解散第二届杜马、废除现有选举制和恢复旧时俄国专制制度的旧秩序的道路。

工人阶级的代表谨将这些情况通报给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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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关于斯托雷平的宣言》是列宁为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拟的答复政府宣言的声明草案。这一政府宣言是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在1907年3月6日（19日）第二届国家杜马第五次会议上宣读的。



社会民主党党团第十次会议上通过了如何回答政府宣言的决议。关于这件事，1907年2月27日布尔什维克《新光线报》第7号作了如下报道：“2月26日会议讨论了社会民主党党团就斯托雷平的宣言表态的问题。会议决定在斯托雷平发表宣言之后采取独立的行动而不预先决定采取什么方式。如党团的建议未被通过，则支持革命政党和反对派政党的一般民主建议。”



列宁起草的这个声明草案在1907年2月28日（3月13日）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会议上进行了讨论，被党团中的孟什维克多数否决。在答复斯托雷平的宣言时，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领袖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宣读了党团中孟什维克多数通过的声明。这个声明是按半自由派的调子写成的，甚至比第一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声明还后退了一步。声明闭口不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目标，没有包括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并且用“解决土地问题”这种连农奴主也能接受的提法来代替没收全部地主土地的要求。——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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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步1907年2月21日

1907年2月21日于圣彼得堡

昨天我们表示希望：孟什维克既然在《俄国生活报》［42］上讲了社会民主党要保持独立的漂亮话，那他们一定能执行正确的政策。

前天晚上召开的立宪民主党会议使这一切希望破灭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月19日下午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召开了会议。有人建议去参加立宪民主党人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一部分代表坚决反对。他们说，工人阶级的代表到和斯托雷平搞交易的自由派资产者那里去是可耻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执行无产阶级的政策，不应当执行立宪民主党的政策，不应当把农民领到自由派老爷那里去，不应当帮助建立立宪民主党的“左派”联盟。孟什维克却设法通过了自己的决定。

2月19日晚上，在多尔戈鲁科夫的住宅里举行了有将近300个“反对派”杜马代表参加的会议，其中有立宪民主党人、民族民主党人［43］（波兰的黑帮民族主义资产者），所有的左派：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代表没有到立宪民主党人那里去。

在立宪民主党人的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在立宪民主党人的会议上，所有的左派，所有的民主派，即小资产者（民粹派、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所有的立宪民主党式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在立宪民主党的建议书上签了字。据《同志报》报道，孟什维克作了正式声明，说他们的决定不是最后的决定，他们还要征求杜马党团的意见。而据《言语报》（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报道，没有任何人作过任何声明。

这就是说，那些充当自由派忠实奴仆的社会民主党人接受了自由派的整个方案，把主席团的多数席位（三个席位中的两个）献给了立宪民主党人，同意劳动派取得第三个席位，从而让劳动派依附于立宪民主党人，同意不向人民说明主席团的选举有什么政治意义，为什么每一个有觉悟的公民一定要按照党的态度而不能按照非正式的幕后的协定来解决这个问题。

能不能用害怕杜马会选出一个黑帮主席团来替这种行为辩护呢？不能。我们在昨天普·奥尔洛夫斯基同志写的文章中已经指出，不管在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之间怎样分选票，黑帮都不会得到胜利。

实际上决定孟什维克的政策的不是黑帮胜利的危险，而是要为自由派效劳的愿望。

社会民主党人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

或者是不介入，作为社会党人，不同那些出卖自由和剥削人民的自由派站在一起；或者是领导能够进行斗争的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去反对黑帮和自由派。

当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在争取民主问题上的本质区别已经消失的时候，社会党人必须采取第一种政策。欧洲的情形常常是这样。那里没有革命。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失去了为民主进行斗争的能力，仅仅在为业主或小业主的微小的私利进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就单独来维护民主的利益，同时不断向群众阐明自己的社会主义观点。

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还具备的时候，当除了工人阶级以外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也能够为无产阶级所必需的民主进行斗争的时候，必须采取第二种政策。

在俄国，目前必须采取第二种政策。社会民主党在时刻不忘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和把无产者组织成一个阶级的同时，有时候还必须同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一起走，打击黑帮和自由派。

因为自由派（立宪民主党、民族民主党（？）、民主改革党等等，等等）已经坚决背弃革命，并同专制政府勾结起来反对他们经常虚伪地挂在嘴上的人民自由。现在甚至查明，立宪民主党人去年曾帮助政府从法国取得20亿借款用来设置战地法庭和进行枪杀，因为克列孟梭曾直截了当地向立宪民主党人声明：如果立宪民主党正式出来反对借款的话，就不给借款。立宪民主党人由于害怕失去明天的执政党地位，竟没有出来反对借款！可见，向俄国开枪射击的不仅有特列波夫的机关枪，而且有立宪民主党和法国的亿万金钱。

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领导权是不能容许的。但是他们仅仅反对参加2月19日的立宪民主党会议还不够。他们应当断然地、坚决地要求杜马党团同立宪民主党式的政策决裂，在杜马中直接而公开地执行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政策。

在主席团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人本来应当说：我们不要自己的主席团。我们赞成全部由左派即劳动派组成的名单而反对由立宪民主党人组成的名单，也就是说，我们赞成所有三个主席团候选人都不是立宪民主党的人选，如果劳动派不听我们的警告而甘愿做立宪民主党人的尾巴，我们就弃权。无论如何必须提左派为候选人，即使他们没有当选的可能；只要一投票，赞成他们的票数就会表明，社会民主党人在同立宪民主党人斗争时能够指靠哪些力量。如果投票结果他们的选票比立宪民主党人多（即使少于当选所必需的绝对多数），这次投票也会清楚地告诉人民，杜马不是立宪民主党一家的，在杜马里立宪民主党并不就是一切。

主席团的选举不是一件小事。这是第一步，迈出之后就得走下去。大局已定：

或者是采取立宪民主党式的政策，这样社会民主党人事实上就变成了自由派的附庸。

或者是采取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这样我们一开始就不向立宪民主党人卑躬屈膝，而是公开竖起自己的旗帜。这样我们就不到立宪民主党人那里去。这样我们就要号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农民民主派去同黑帮和自由派进行斗争。





	载于1907年2月21日《新光线报》第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第30—33页

















《列宁全集》第15卷


孟什维克是否有权实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

（1907年2月22日〔3月7日〕）

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取决于什么？

从实质上说，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从形式上说，取决于党代表大会的决定。

我们有些什么决定呢？第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的决定；第二，中央委员会所批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一月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给我们规定了什么呢？


　　“……〈第1条第1点〉努力使这些冲突〈即政府和杜马之间的以及杜马内部的冲突〉扩大和尖锐化，直到有可能把这些冲突变成以……为目的的广大群众运动的起点”，等等。



　　孟什维克是在执行代表大会的这一规定吗？在主席团问题上，他们是在使杜马中的左翼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冲突扩大和尖锐化吗？没有，孟什维克在破坏代表大会的决定。

代表大会在这个决议中还规定：“……在进行自己的这种干预活动的时候，要做到使这些日益尖锐的冲突：（一）向群众揭露在杜马中承担人民意志表达者使命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彻底性；（二）启发广大群众（无产阶级群众、农民群众和市民群众），使他们认识到杜马是毫不中用的”，等等。

可见，根本不必冒任何风险，甚至无须离开最合法的立足点，孟什维克就能够（而且应该）向群众揭露即在杜马中公开揭露立宪民主党的主席团是背弃了革命的政党的主席团。

经中央委员会批准并为18个孟什维克代表所接受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一月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给党规定了什么呢？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政党，它在选举运动中要达到的目的是：……（2）向群众解释指望夺取政权的斗争能和平结束的任何想法都是一种幻想。……（4）提高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在杜马内外组织革命力量，为把杜马变成革命的据点创造条件……”





　　从1906年11月起，孟什维克已经右倾到随即破坏自己的决定的地步。他们的第一步就是通过增强群众对和平结束斗争的指望来瓦解杜马内部的“革命力量”，因为，立宪民主党的主席团被整个杜马选举出来，没有遭到左派反对，就等于社会民主党正式向全体人民承认自己认为是“幻想”的那些想法是正确的。立宪民主党人已公开地、完全地背弃了革命。“革命力量”，这就是左派，即劳动派、社会革命党（革命的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为了有助于组织而不是瓦解“革命力量”，我们应该告诉群众：社会民主党支持左派即劳动派的主席团而反对立宪民主党的主席团。如果劳动派的主席团当选后辜负了民主派的希望，那我们就借此向群众揭露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并进一步使群众相信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彻底民主的阶级。

中央委员会在开始进行选举运动的时候向全党和全体人民说过什么呢？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的选举纲领中是这样说的：


　　“……公民们，应当把这样一些人选入杜马，这些人不仅希望俄国得到自由，而且努力帮助人民革命争得这个自由……第一届杜马没有做到这一点。‘人民自由党’领导的第一届杜马的多数派希望通过同政府和平谈判的途径得到自由和土地……因此，应当选入杜马的不是那些温顺的请愿者……公民们，请选举革命战士吧，他们将同你们一起继续进行去年1月、10月和12月开始的伟大事业。”



　　这是多么美好、多么崇高、多么具有无产阶级气派的语言！可是很遗憾，对于孟什维克来说，这些都是空话。在党的选举纲领中谴责第一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多数派和杜马所推行的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而现在却在左派杜马中人为地帮助立宪民主党恢复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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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的策略

（1907年2月22日〔3月7日〕）

2月21日的《同志报》刊登了最近召开的社会革命党紧急代表大会［44］所通过的决定的摘要。决定谈的是杜马策略问题。

关于这些决定，可以而且应当有很多话说。但是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评述社会革命党的这些决定（以及它的所有决定）的根本错误——缺少对各政党的阶级分析。不作这种分析，一个配称为策略的策略是无法制定出来的。将来我们把社会革命党的决定和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即2月15—18日举行的几个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会议提出的决议案 
［注：今天（2月22日）的《现代言语报》［45］第3版上确切地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成分，并且转载了已经通过的6个决议案中的一个决议案的一部分。读者应当注意，即使在这种部分的转载中也有错误。］

 ，这些决议案日内即将发表） 
［注：见本卷第1—9页。——编者注］

 加以对比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不少机会再把话题转到这个问题上来。

我们也不来评论社会革命党怎样有点过分地强调一个起码的道理，即革命者根本无意“制造表面的〈？〉非本质的冲突”，“加速杜马的解散”，等等。这是个细节问题。

从当前的迫切任务来看，下面这一段决定是社会革命党的策略的核心：


　　“4．代表大会认为，杜马内部鲜明的党派组合，在每个集团孤立地行动和存在着尖锐的派别斗争的情况下，会使占多数的反对派的活动完全瘫痪，从而使实行人民代表制的主张在劳动阶级的心目中威信扫地。因此，代表大会认为：必须让党的代表尽一切力量来组织所有的社会主义派别和极左的派别尽可能经常地和一致地行动；特别在为争取自由和人民的政治权利而同杜马中的右派及政府进行斗争的问题上，必须努力使杜马中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部分同反对派部分采取某些尽可能一致的行动，同时，所有这些一致的行动，不管是长期的或者是局部的，在采取时都应当丝毫不违背党的纲领和策略的基本原则。”



　　这真是对小资产阶级策略的根本原则的出色的阐述！真是对小资产阶级策略的全部动摇性的绝妙的揭露！“长期的〈！〉和局部的一致的行动”，“……尽可能经常地〈！〉和一致地行动”。既然根本不打算说明这种种“一致”建立在哪些阶级的哪些共同利益之上，这些话就空洞之极！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和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政党为了反对黑帮和反对奉行叛卖性的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党立宪民主党，必须采取共同的行动。社会革命党人对俄国革命的这种阶级基础根本不理解，所以他们一方面笼统地大谈社会主义派别和极左派别的一致，也就是要抹杀无产者和小生产者之间的矛盾；而另一方面又大谈杜马中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部分和反对派部分在反对黑帮上的一致。

不对，先生们，现在我们和你们既谈不上长期协议，也谈不上笼统的行动一致。你们首先必须同我们一致采取既反对黑帮又反对立宪民主党的策略，而且要在实际上同我们一致，——这就是我们的最后通牒。这就是我们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路线。无论在彼得堡的选举中，或者在当前革命的任何一个问题上，我们都要说：无产阶级应毫不动摇地既同黑帮也同立宪民主党战斗。只要小资产者还动摇不定，只要他们还跟立宪民主党人走，就得同小资产者进行无情的斗争。你们把你们的立宪民主党人抛弃了吗？你们愿意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吗？只有当情况确实如此，当你们不是说空话而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的时候，那时，也只有那时，社会民主党人才会在民主主义的行动中和你们一起作战。

不过最精彩的地方看来还是上面引证的决议的第一部分。“杜马内部鲜明的党派组合”、“派别之间的尖锐斗争” 
［注：2月22日的《言语报》在社论下面发了一篇评论社会革命党决议的专文。自由派资产者的机关报摘引了正好是谈到“鲜明的党派组合”如何有害的那个地方，并且写道：“这样看来，新策略的出发点是确定得完全正确的。”一点不错！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利益特别是从它同反动派的勾结考虑，社会革命党的策略是正确的！］

 会“使实行人民代表制的主张在劳动阶级的心目中威信扫地”。这真是难以设想！社会革命党人简直成了在“瓦西里耶夫”所说意义上的“普列汉诺夫式的人物”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36、238页。——编者注］

 ！

不对，先生们。阶级斗争的原则是社会民主党全部学说和全部政策的基础。无产者、农民和小市民不是小孩子，决不会因为各个阶级争论尖锐和斗争激烈，实行人民代表制的主张就在他们心目中失去光辉。我们不应当对他们过分温存，相反，我们应当利用杜马讲坛教会他们清楚地辨别各个政党，认清被狡猾的资产者弄得模糊不清的各个政党的阶级基础。

孟什维克在杜马中的政策的全部罪过也正在于他们不愿意或不善于利用杜马讲坛把全部真相告诉人民，说明各个政党的阶级性质、米留可夫之流同斯托雷平之流的秘密交易［46］、农民和自由派在追求民主主义目的方面以及农民和无产者在追求社会主义目的方面的根本区别。

但是，孟什维克那种一开始就默默按照立宪民主党人旨意行事的政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出路。

完全不理解作为“反对派的”自由派的阶级基础，看不到自由派正在秘密地把自由和民主拍卖给斯托雷平之流，这就是小资产者（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工人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孟什维克所以实行机会主义策略的根本原因。

同黑帮作斗争乃是转移视线的手段和漂亮的借口。实际上这种小资产阶级策略是在黑帮完全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实行的，例如彼得堡的选举和杜马主席的选举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表面上独立自主，实际上和劳动派连在一起，只不过是劳动派的左翼，过去彼得堡的选举和目前第二届杜马中各个政党的组合都证明了这一点）和孟什维克都拥护立宪民主党的领导权，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策略的实质。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各国，自由派在很长时期中都领导着民主派小资产阶级，这种小资产阶级由于非常散漫、落后、不坚定而很难独立自主，由于业主思想非常浓厚而很难跟无产阶级走。小资产阶级政策的阿基里斯之踵［47］，就是既无本领也无力量摆脱自由派资产者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小资产者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尾巴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由每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特点决定的。因此，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这个任务孟什维克根本不能理解），就是要坚持不懈地破除自由派对民主派的领导，坚持不懈地把小资产阶级群众从立宪民主党的卵翼下解放出来，使他们受社会民主党的感化和影响。

“经常地和一致地行动”，这是劳动派向我们提出的建议。真是不胜感激！是为了同那些象酒鬼爱酒杯一样地爱立宪民主党人的人拴在一起吗？是为了同那些在彼得堡的选举中一连几个月要求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人、同那些象驯服的绵羊一样去参加立宪民主党2月19日的会议并投票支持出卖民主派的立宪民主党的人 
［注：见本卷第29—32页。——编者注］

 拴在一起吗？真是不胜感激！





	载于1907年2月23日《新光线报》第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第49—53页

















［44］指1907年2月12—15日（25—28日）在芬兰塔墨尔福斯召开的社会革命党第二次（紧急）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讨论了社会革命党在国家杜马活动期间的总策略、组织问题、对各民族社会革命党的态度、对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和立宪民主党的态度、社会革命党参加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等问题。大会认为社会革命党在国家杜马中应作为单独的党团或派别出面活动，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应与极左派集团达成长期协议，而在一般政治问题上应与整个杜马中的反对派即也与立宪民主党达成长期协议。由于参加了杜马，代表大会认为该党有必要暂时减少恐怖活动。代表大会还通过了该党章程。——36。



［45］《现代言语报》（《СовременнаяРечь》）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日报），1907年1月21日（2月3日）—5月20日（6月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它的编辑兼出版者是Ｍ．戈罗杰茨基。



1907年2月22日《现代言语报》第28号《党的生活》栏登载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杜马中的策略的决议的一部分，但有不少遗漏和错误。——36。



［46］这里说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和沙皇专制政府的秘密谈判。谈判内情是在1911年彼·阿·斯托雷平遇刺身死以后暴露出来的。它证实了挂着“人民自由”招牌的立宪民主党其实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政党。



谢·尤·维特同“社会活动家们”的谈判是在1905年10月17日宣言颁布后立即开始的。参加谈判的“社会活动家”有亚·伊·古契柯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米·亚·斯塔霍维奇、德·尼·希波夫和谢·德·乌鲁索夫公爵，其中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和斯塔霍维奇是立宪民主党人。谈判的主题是“社会活动家”入阁问题。这次谈判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害怕他们入了阁在人民革命的巨大冲击下会站不住脚。



在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前夕，政府通过斯托雷平和德·费·特列波夫将军建议立宪民主党的首领帕·尼·米留可夫主持“责任内阁”。这次谈判仍旧没有成功，因为沙皇政府以解散杜马为立宪民主党人入阁的条件，而这却意味着立宪民主党人要失去曾把他们选进杜马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支持。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之后，政府又一次向这些“社会活动家”伸出手来，希望借助于他们彻底镇压革命。1月15日（28日）米留可夫晋谒了斯托雷平。但是专制政府在确信资产阶级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之后便停止了谈判。



列宁对立宪民主党和专制政府的谈判的评论，见《斯托雷平和革命》、《对立宪民主党和大臣们的谈判的揭露的开始》（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和第21卷）等文。——38。



［47］阿基里斯之踵意为致命弱点，出典于希腊神话。阿基里斯是希腊英雄珀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所生的儿子。他的母亲为了使他和神一样永生不死，在他出生后曾捏着他的踵部即脚跟把他放进冥河的圣水里浸过。他的脚跟因为没有沾上圣水就成了他唯一可能受到伤害的部位。后来阿基里斯果然被暗箭射中脚跟而死。——39。





《列宁全集》第15卷


分裂制造者谈未来的分裂

（1907年2月23日〔3月8日〕）

《俄国生活报》就《新光线报》［48］对待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态度发出了可笑的号叫（第45号《甚至在这儿！》一文）。

说可笑，是因为《俄国生活报》绕着道儿走，根本没有打算就我们对党团的行为的批评多少作一点实质性的回答。

我们说，我党党团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投票赞成立宪民主党的主席候选人。

我们说，我们的党团，作为一个党团来说，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到立宪民主党人和民族民主党人那里去参加非正式会议。

最后我们说，党团的行为可能导致分裂，因为这种行为所遵循的路线违反斯德哥尔摩党代表大会那些决定的精神和字句。

最后我们号召我党党团中的布尔什维克对党团中多数人的机会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在党团中始终不渝地维护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费了不少笔墨，我们针对党团在主席团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各个方面来阐明这个问题。

而《俄国生活报》没有发表过任何实质性的反对意见；对于实际上控制着杜马党团的孟什维克所奉行的策略路线没有作过一次替它辩护的认真尝试。

我们有权等待而且也的确等待过，以为《俄国生活报》会设法证明它的策略路线完全符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那些决定，证明它的这条路线正是那条一定会使我党杜马党团在整个杜马左派中取得领导地位的路线。

但是，这样的证明我们一点也没有等到。相反，我们却听到一大堆抱怨的话和可笑的号叫，说什么《新光线报》恶意攻击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新光线报》鼓动党团中的布尔什维克马上搞分裂。

不是作出实质性的回答，而是提出了虚伪的挑战：“《新光线报》应当把话说得明确点。它应当把该说的都说出来。它应当记住福音书上的话：‘你所做的快做吧’。”

同志们！你们放肆得真够可以。你们号叫布尔什维克制造分裂也真诚老实得出奇。

目前唯一存在着分裂而且分裂情况极为严重的党组织就是彼得堡党组织。是谁分裂了这个党组织呢？是孟什维克分裂了它。是孟什维克借口有黑帮危险（而这种危险在彼得堡并不曾有过），违背有组织的工人的意志分裂了它，以此讨好立宪民主党。而且直到现在，尽管并不存在黑帮危险，孟什维克仍然顽固地不愿意恢复彼得堡组织的完整，仍然顽固地力图扩大和加深这种分裂。

布尔什维克曾经全力反对允许在选举中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但是11月举行的党代表会议允许达成协议。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会议上作了保证要服从地方组织的决议，并且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地方组织认为需要同立宪民主党达成选举协议，布尔什维克都“虔诚而坚决地”履行了自己对党的义务。孟什维克也承担了同样的义务，但是当他们看到彼得堡有组织的工人不同意跟着他们听命于立宪民主党的时候，就分裂了组织。

而现在他们却号叫出现了分裂！至于《俄国生活报》向我们提出的挑战，我们回答起来一点也不为难。我们本来就已经把该说的话全都说出来了，这是每一个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的。

我们非常珍视党的团结。但是我们更珍视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纯洁性。我们过去和现在一贯服从斯德哥尔摩党代表大会多数人的意志。我们认为必须执行它的全部决定。但是我们也要求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执行这些决定。所以，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的动摇，他们为讨好立宪民主党而背离代表大会所确定的路线的一切做法，过去都受到而且将来也要受到我们无情的批评和坚决的反击。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们永远不会放弃这个权利，也永远不会不履行这个义务。如果将来发生分裂，那只意味着孟什维克自己践踏了他们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亲自通过的决定。别的分裂是不可能有也不会有的。而将来的这个分裂只有一种含义：孟什维克彻底变成了立宪民主党的附庸。

前天我们写道：“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手中的无产阶级红旗已经摇颤了。”立宪民主党人要求这面红旗在他们面前垂下来。孟什维克甘心承受这种难以想象的耻辱之日，也就是分裂到来之时，因为到了那一天，孟什维克就不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了。





	载于1907年2月24日《新光线报》第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第54—56页

















［48］《新光线报》（《НовыйЛуч》）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政治文学报纸（日报），由列宁编辑，1907年2月20—27日（3月5—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几乎每一号都载有列宁的文章。



参加该报工作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马·高尔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马·尼·利亚多夫、米·斯·奥里明斯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亚·格·施利希特尔等。该报出版第7号后被沙皇政府查封，出版者被起诉。——41。





《列宁全集》第15卷


论机会主义的策略

（1907年2月23日〔3月8日〕）

普列汉诺夫打破了本身的沉默。自从提出把“全权杜马”作为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的共同口号这个著名主张以后，对于他来说，沉默是唯一明智的策略。现在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生活报》上又企图把我们党同立宪民主党拉到一起，想迫使我们党接受早在第一届杜马时期就已为党屏弃的支持“责任内阁”的口号。［49］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普列汉诺夫的见解。

首先必须指出，普列汉诺夫在起劲地攻击布尔什维克时，先把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弄得面目全非。他肆无忌惮地硬说我们想“不顾一切往前冲”，硬说我们一心想“马上”应战。

为了向读者说明普列汉诺夫的谬误达到何等程度，我们援引布尔什维克2月11日出版的一个正式刊物上的一段话：“……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斗争不可避免，我们才用不着推进它、加快它、催促它。这件事让克鲁舍万之流和斯托雷平之流去关心吧。我们所关心的是如何明确地、直接地、无情地、公开地向无产阶级和农民揭露真相，使他们看清即将来临的风暴的意义，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沉着迎敌……恩格斯在1894年对德国资本家说：‘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现在我们要说：‘克鲁舍万之流……的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因此，不需要任何过早的号召。”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387页。——编者注］



请看，可敬的普列汉诺夫是在多么轻而易举地执行“批评家”的任务啊！布尔什维克组织在杜马召开前一个半星期声明不需要任何过早的号召。而普列汉诺夫在2月23日发表的文章中硬说布尔什维克要“马上”应战，要“不顾一切往前冲”。

用这种方法骂倒布尔什维克当然是最简单、最省事、最容易的了：先把荒谬的思想加在布尔什维克头上，然后大事喧嚷，大骂一通（“冲昏头脑”、“糊涂”、“比背叛还坏”，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是普列汉诺夫不应该忘记，布尔什维克不是可以胡乱定罪的死人，布尔什维克只要查对一下正式文献，就能向所有的人证明普列汉诺夫的话是多么不真实。到头来普列汉诺夫就会无地自容。那时他就会开始懂得：使用迄今只有《新时报》惯于用来辱骂革命者的那种语言来辱骂布尔什维克而不吃苦头，是办不到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要工人政党支持“责任内阁”的口号这一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是这样为这个口号辩护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迅速增长的革命力量现在已经超过政府力量，那么，组织责任内阁的要求就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与反动派进行决战的信号。或者革命力量还没有超过政府的反抗力量，那么进行决战还不合适；不过即使如此，这个要求仍然应该受到支持，因为它是提高人民的政治认识，帮助人民为未来的胜利战斗作准备的最好的教育手段。因而无论在那一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都不能不把上述要求变成自己的要求。”





　　这种见解使人获益不浅。先看第一种情况吧。我们就依普列汉诺夫所说，假定革命力量超过了政府的力量。如果真的这样，那么组织责任内阁的要求，第一，是不必要的，第二，是有害的，第三，自由派不会支持。（1）这个要求所以不必要，是因为这种“进行决战的信号”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间接的信号，而不是直接的信号。这个“信号”并不能明确地表示要同反动派进行真正的决战，相反，它在表示一种反动派本身也会自动作出让步的思想。一般说来，我们并不否认在特殊条件下允许发出一种不是决战而是小小的预备战的信号，甚至是假装要进行战斗的佯攻的信号。然而这是另一个问题。至于在普列汉诺夫设置的那些前提（革命力量已经超过等等）下，间接信号显而易见是不必要的。

（2）“革命力量已经超过反动力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否包括革命力量的自觉性呢？普列汉诺夫看来是同意包括的。人民如果意识不到革命要解决的任务，就不会有足够的力量在决战中战胜反动派。现在再来看看，我们所考察的这个要求是否正确地表达了革命在同反动派斗争中的任务呢？没有，它没有表达，因为第一，组织责任内阁决不是政权转归人民，甚至也不是政权转归自由派；实质上这是反动派同自由派的勾结或勾结的尝试。第二，即使政权真正转归自由派，限于客观条件，也无法实现革命的基本要求。普列汉诺夫从《第一文集》的一篇文章［50］中引证的那个地方明白地表示了这个思想，可是普列汉诺夫根本不敢认真碰它一下。

那么试问：一个没有正确表达革命（它的力量已经超过——普列汉诺夫的条件！——政府力量）要求的口号，对于同反动派的决战（普列汉诺夫的条件）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显然，这种要求是绝对有害的。这个口号会使那些正去进行决战的群众的认识变得模糊。提出这种口号等于叫你进行决战时给你指出一个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战斗目标，是叫你瞄准乌鸦射黄牛。

在战斗之前，要十分准确地判断两方中哪一方的力量“已经超过”对方是永远办不到的。只有书呆子才会作这种幻想。“力量超过对方”这个概念里包含着战斗者对任务的明确认识。普列汉诺夫在假定战斗是“决战”时却模糊这种认识，他简直是在损害革命。可敬的批评家，这才真比“背叛还坏”呢！“力量”已足以战胜反动派了，“统帅”却号召军队争取同反动派勾结……普列汉诺夫说了一个笑话，把自己比作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以惩其过早进行战斗的罗马统帅。笑话是俏皮的。可是，假如我是“儿子”，那么在“革命力量已经超过政府力量”的决战关头，我会毫不犹豫地一枪打死（或者象罗马人那样一剑刺死）提出同反动派勾结的口号的“爸爸”，并且心安理得地让后世的蒙森们来评断我的行为是杀死叛徒、处决叛徒呢，还是大逆不道。

（3）当我们在第一届杜马中反对“责任内阁”这个口号的时候，我们只用了以上两个论据。现在应当加上第三个论据，即组织责任内阁的要求如果能够直接或间接成为“革命”同反动派进行决战的信号，那么自由派自己就会取消这个要求。

为什么现在应当加上这个论据呢？因为自由派（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在第一届杜马之后已经极度地向右转，坚决反对革命了。因为高唱自由主义而受到某些恶劣的社会民主党人支持的戈洛文的首次发言就不是自由主义性质的，不是立宪民主党性质的，而是十月党性质的。

如果普列汉诺夫对俄国情况很生疏，竟至对此一无所知，那么他的文章当然还情有可愿。但是撇开他的具体错误不谈，从实质上来看，他的论据仍然是根本错误的。

现在来谈第二种情况。革命力量还没有超过反动力量，进行决战还不合适。在这种情况下，普列汉诺夫说，口号的意义在于它对提高人民的政治认识能产生影响。这说得对。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普列汉诺夫也大错特错，因为这样的口号不是启发人民的认识，而是败坏人民的认识；不是使人民的认识革命化，而是使人民的认识模糊；不是使人受教育，而是使人泄气。这一点非常清楚，不必再加以阐明，至少在下次同最可敬的普列汉诺夫商榷以前是不必了。

结果是：怎样说都没有道理。不管革命力量是否已经成长，普列汉诺夫的口号无论如何都不能看作已经“成长”到能使无产阶级产生社会民主主义认识的程度。这个口号为了自由派那种暂时的、偶然的、次要的和含混不清的口号、任务和利益而牺牲民主派和我国整个革命的根本利益——教育群众认识人民为实际的政权而进行实际斗争的任务。

机会主义策略的实质也正在于为了自由派那种不彻底的、含混不清的任务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

末了再讲几句。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文章中试图对我们曾经主张抵制进行讽刺。关于这点，我们等普列汉诺夫愿意从进行讽刺转到进行实质性的辩论时再同他细谈。现在只指出一点。普列汉诺夫挖苦说：罗马统帅的儿子在过早的战斗中毕竟赢得了胜利，而布尔什维克的账上至今只有失败的记录。

普列汉诺夫同志，您的记性太差了。回忆一下布里根杜马［51］吧。回忆一下帕尔乌斯和您所支持的新《火星报》［52］当时是怎样反对抵制的吧，而布尔什维克是主张抵制的。

革命的发展使布尔什维主义得到了完全的胜利；到了10—11月间，孟什维克区别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地方就只剩下托洛茨基的偏激了。

最可敬的普列汉诺夫同志，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当革命低落的时候，那些事后来扮演“罗马统帅”的书呆子便走到前台来抱怨一通。当革命高涨的时候，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期望却成了事实，不管人们怎样把他们比作“毛躁的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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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和小资产阶级

（1907年2月24日〔3月9日〕）

《新力报》［53］用这个标题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说明某些问题的好机会。

这家报纸不满意我们把资产阶级分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陈腐”做法。这个劳动派的机关报重弹孟什维克的老调说，毫无疑问有许多小资产者投了立宪民主党的票。

不错，有许多小资产者投了立宪民主党的票。这是事实。但是，判断一个政党的阶级性质，不能只看眼下投它票的人是哪些哪些成分。毫无疑问，德国社会民主党拥有许多小资产者的选票，德国的“中派”拥有许多工人的选票。但是，不能因此就断定把劳动阶级分为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陈腐”做法不正确，这一点《新力报》大概是懂得的。

立宪民主党的全部历史特别是最近这次选举清楚地表明，这个党的阶级基础是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地主、中等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民大众，即广大的城市小市民和农民，跟这个党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这个党害怕群众的任何主动性，反对这种主动性，主张赎买，反对根据“四原则选举制”［54］建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等等。正因为这样，在最近这次选举中，小资产阶级才以如此惊人的速度离开立宪民主党。大家知道，农民已经完全抛弃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党在各省选举大会上遭到失败，农民在其中起的作用最大。至于城市小市民，正如我们在《新光线报》第1号上指出的那样 
［注：见本卷第19页。——编者注］

 ，他们使城市里的左派联盟所得的选票一下子就达到41000票（立宪民主党是74000票），虽然左派还没有日报等工具。

立宪民主党是自由派资产者的政党。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使它害怕农民的胜利和工人的团结。所以，立宪民主党向右转去跟反动派勾结的倾向决非偶然，而属必然，而且人民群众向左转得愈快，它就向右转得愈快。杜马被解散以后，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贫民急剧地向左转，日趋革命化，而立宪民主党则急剧地向右转，这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经济上的必然。只有市侩和政治上的庸人才会对此感到遗憾，企图改变或阻止这一进程。

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则不同，我们的任务是加速群众摆脱立宪民主党的领导权的进程。今天使这种领导权得以继续保持的是传统、旧的联系和自由派的影响，是自由派对小资产者的经济领导权以及自由派当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官吏所起的作用等等。因此，群众对自己的利益认识愈清楚，他们也就愈快地懂得自由派仇视群众运动的道理，他们也就愈快地在政治上脱离自由派而组成这些或那些民主的、革命的组织、团体和政党。尤其是占整个俄国小资产阶级十分之八九的农民，他们首先是为土地而斗争。自由派地主（俄国还有这样的地主，在最近这次选举中，土地占有者选民团选出的立宪民主党人和较左的人即占24．4％）在这场斗争中是反对农民的，而自由派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自由派地主的关系极为密切。这正是农民远比城市小资产阶级更坚决更迅速地摆脱立宪民主党的影响的原因。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获得胜利，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真正的经济基础。自由派（包括立宪民主党）反对农民获得胜利；他们主张赎买，即把农民的一部分变为大农，一部分变为普鲁士式地主雇佣的雇农。正因为如此，不使农民摆脱自由派的政治领导，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农民的胜利能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并使生产力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自由派的胜利则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只不过稍微抹掉一点农奴制的特征，它使资本主义发展得最不迅速、最不自由，即发展所谓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

《新力报》不理解俄国革命的这种经济的、阶级的基础，它说：小资产阶级从社会经济要求说同自由派接近，从政治要求说同无产者接近，而“革命的重心”正向“政治”方面转移。《新力报》这种议论简直混乱不堪。包括农民在内的小资产者，同自由派当然比同无产者更接近，之所以更接近，是因为他们是业主，是小生产者。所以，如果要把小资产者和无产者融合在一个政党内（社会革命党人的想法正是这样），不仅在政治上是不可思议的，而且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简直是反动的。但是在俄国当前的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斗争的起因决不是业主和工人的对立（这要到将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而是农民和地主的对立。现在“革命的重心”正偏于这种斗争即经济斗争方面，而决不是“政治”斗争方面。

我国革命从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应起领导作用，资产阶级是这个革命的动力。这样一种在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口中经常可以听到的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弄得面目全非。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可以是自由派地主加上厂主、商人和律师等等，也可以是无产阶级加上农民大众。在两种情况下革命都保持着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可是革命的范围，革命对无产阶级有利的程度，对社会主义（也就是首先对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有利的程度，在前后两种情况下却完全不同。

因此，布尔什维克认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基本策略是：领导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小资产阶级，使他们脱离自由派，麻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开展以完全消灭包括地主土地占有制在内的一切农奴制残余为目的的群众斗争。

关于杜马主席团的问题，是社会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革命总策略中的一个具体问题。社会民主党人既然要把劳动派从立宪民主党人那里争夺过来，那就或者是投票赞成劳动派的候选人，或者是示威式地弃权，并且说明弃权的理由。《新力报》现在已经承认跟立宪民主党人协商是左派的错误。这是一个宝贵的自供。但是《新力报》又认为“这是实际工作考虑上的错误而不是原则上的错误”，这就大错而特错了。产生这种看法的根本原因，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在于不理解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原则和策略。

只有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解答那些使《新力报》伤脑筋的具体问题。

怎样“才能保证被《新光线报》认作同盟者的小资产者不会背弃左派而投奔立宪民主党人营垒呢”？正因为无法保证，我们才反对同劳动派达成任何长期协议。我们的路线是：“分开走，一起打”，既打黑帮，也打立宪民主党人。在圣彼得堡的选举中我们正是这样做的，今后我们将永远这样做。

《新力报》反驳说：有可能使一部分小资产者同立宪民主党疏远。是的，有这种可能，正如我们在圣彼得堡选举中把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中的一部分人分化出来一样。［55］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革命的道路，不去理睬立宪民主党的玛丽亚·阿列克谢夫娜会说些什么［56］。

立法工作“一定要交给立宪民主党人”。没有的事。立宪民主党人作为杜马内自由主义“中间派”的领袖，没有我们的支持也比黑帮的人数多。因此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法案，即社会民主党的而不是自由派或小资产阶级的、使用革命语言的而不是使用官场滥调的法案，并将它们提付表决。让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来否决吧，那时我们就转过来无情地批判立宪民主党的法案，不断地提出修正，等修改完毕，我们就在表决立宪民主党的整个法案时弃权，让立宪民主党把黑帮打败，而我们自己在人民面前又不致为立宪民主党贫乏庸俗的假民主主义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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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新力报》（《НовыеСилы》）是劳动派的日报，1907年2月16日（3月1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9号，2月27日（3月12日）被查封。



1907年2月23日（3月8日）《新力报》第7号发表了列宁在这里提到的文章，标题是《布尔什维克和“小资产阶级”》，无署名。——50。



［54］四原则选举制是包括有四项要求的民主选举制的简称，这四项要求是：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的选举权。——50。



［55］指《同志报》编辑部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与谁结成联盟的问题上发生的分裂。编辑部中一部分人赞成支持左派联盟，另一部分人则赞成同立宪民主党人结盟，这部分人在彼得堡复选人选举前暂时被解除了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2月2日（15日）该报报道了这件事。——54。



［56］马丽亚·阿列克谢夫娜会说些什么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马丽亚·阿列克谢夫娜是一位有势力的公爵夫人，喜欢说长道短，搬弄是非。全剧结尾，剧中主要反面人物法穆索夫在为其女儿的恋爱纠纷苦恼，生怕家丑外扬，影响自己的名誉地位时，道出了下面一句台词：“唉，我的天！公爵夫人马丽亚·阿列克谢夫娜不知道又要说些什么啦！”——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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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尔·马尔托夫[57]


（1907年2月27日〔3月12日〕）

在同一号《俄国生活报》上刊登了尔·马尔托夫同志的一篇小品文。在这篇小品文中他重新提起本报第2号上的社论 
［注：见本卷第29—32页。——编者注］

 ，而且全然不顾党团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说明，自己加以判决和执行。

马尔托夫同志采取这一奇怪的做法居心何在呢？如果他想挑动我们在这方面同他争斗，即进行人身攻击和猜疑，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是不会跟他走的。我们之间实质性的分歧太多了，我们将要在党团中、在报刊上、在党内就这些分歧展开原则性的斗争，不允许把自己推上从事个人争吵和计较个人恩怨的邪路。同志，祝您一路平安，您一个人去走这条路吧，我们跟您不同道。我们乐意让您独享把事情做绝的荣誉，让您把事情做到真是“无以复加”的地步。





	载于1907年2月27日《新光线报》第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第68页

















［57］《答尔·马尔托夫》这篇短评载于1907年2月27日《新光线报》第7号《报刊评论》栏，是对1907年2月25日（3月10日）《俄国生活报》第48号上尔·马尔托夫的小品文《无以复加》的回答。——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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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即将解散和策略问题

1907年2月27日于彼得堡

报纸上充满了关于杜马即将解散的消息、传闻和猜测。

这事有可能吗？如果看一看客观情况，就不能不作出结论：非常可能。政府召开杜马本来是迫不得已。当时，它需要在采取各种各样的高压手段的同时再作一次召集人民代表机关的尝试，以谋求和资产阶级妥协。试验显然失败了。战地法庭和斯托雷平宪制的其他一切美妙花招大大帮助了在一直没有受到触动的群众中的革命鼓动工作，使一个左派杜马从农民群众中产生了出来。俄国革命中的中间派政党立宪民主党的力量比第一届杜马时削弱了。立宪民主党毫无疑问已向右转，但在目前存在着这样的杜马的条件下，政府根本无法同它勾结。立宪民主党人本来可以同十月党人合流，他们也一直在作这种努力，这里提一下司徒卢威先生和戈洛文先生二人就够了。不过当前形势的特点是：立宪民主党人加十月党人在杜马中并不占多数。整个“中间派”由于两极（右面的君主派和杜马中的左派）之间的激烈斗争而陷于一蹶不振的境地。左派代表占2／5。他们在杜马中起着很大作用。他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非常大。任何治标办法都不能打断他们和人民群众日益扩大的联系。政府解散杜马是势所必然，因为它不采用暴力就无法摆脱目前的状况。这种状况的“合法性”只是使危机更加深重，因为这个危机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真正力量无论如何都要大于这个危机的“合法”表现，即透过警察的层层阻挠而表现出来的东西。

杜马非常可能解散。解散之所以必不可免，是因为从实质上说目前我们所经历的根本不是立宪危机，而是革命危机。因此，如果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企图回避当前政局的必然后果，企图用空话使清楚的变模糊、尖锐的变委婉、显而易见的变含混不清，就是实行一种极其有害、可笑而又可怜的政策。

立宪民主党实行的正是这样一种政策。伊兹哥耶夫先生今天在《言语报》上写道：“保全杜马几乎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这话说得几乎正确。“再过三四个月，等杜马通过它的立法工作在国内获得了威望，情况就可能两样了。”这不仅正确，而且显而易见。不过显而易见的事情政府也看得见。

但是，伊兹哥耶夫先生害怕未加粉饰的真情实况，开始犹豫起来：“不过杜马会不会有这三四个月的时间供它支配呢？现在是进了没有出路的迷魂阵。出路不在于‘有组织地’或‘无组织地’上街；只有当充满爱国热忱的人执政时，才会有出路……”

当然啦！自己用空话迷住自己，自己把自己推进甜言蜜语的死胡同，现在又来哀哭、埋怨、发愁……真是一个六神无主、擦鼻涕抹眼泪的软弱庸人的典型！

请读者不要认为伊兹哥耶夫的这些话是一个偶然出现的立宪民主党作家偶然说出来的。不是的。这是一个让自己的人当选为杜马主席而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立宪民主党正式制定的政策的概述。在同一号《言语报》上我们还看到：“关于对政府宣言的态度问题，人民自由党议会党团在2月25日下午的会上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决定：对宣言不声不响，既不表示信任，也不表示不信任，而转入对当前问题的审议。如果右派政党抱着挑衅目的提出对内阁表示信任的议案，决定投反对票。如果极左派（社会民主党）提议表示不信任，人民自由党决定提出转入讨论当前事务的议案。不过，所有的反对党还有希望就此问题取得初步协议，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和劳动派已经同意这样做了。”这里补充一句：我们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按《俄国生活报》的说法，已决定“完全独立地采取行动”。对这项决定，我们表示热烈欢迎。

立宪民主党的政策的确算得上盖世无双。说“表示不信任”未免不谨慎。应该保全杜马。说“不表示信任”还可以。可是这难道不是政治上的“套中人”［58］吗？这些庸人看到一场不可避免的风暴正在来临，就把自己的睡帽拉下来盖住眼睛，口中还念念有词：我们要谨慎……我们要保全……你们要保全的不过是自己那顶庸人的帽子，如此而已，可敬的“人民自由”的骑士们！

把右派对内阁表示信任的议案叫作“挑衅”，真是太可笑了！这是每一个杜马代表的最合法的权利，这是人民代表对内阁提的问题——我们的纲领就是这样，杜马愿不愿意本着这种精神同我们共事呢？——所作的十分自然的答复。立宪民主党人竟写出了这样荒唐的话，只能说明他们已经完全慌了手脚。不，先生们，睡帽挡不住反革命。根据可怜的自由派如此愚蠢地赞美的、如此阴险地要人民信以为真的宪制，解散杜马的权利是极其“合法的”权利。内阁询问杜马是否愿意执行如此这般的纲领，这是不能避而不答的。“不表示信任”的回答，对于解散杜马来说，不管怎样都是一个很好的、十分充足的“符合宪制的”理由。即使不请柯瓦列夫斯基之流帮忙，也可以找出几十个“行宪的先例”来说明，议会为了在次要得多的事情上拒绝政府的要求，就曾经被解散过，更不用说……更不用说在战地法庭和讨伐队这样的事情上了。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就是：没有宪制而又玩弄宪制的把戏，是愚蠢的。无视俄国现在的“半截子宪制”即将完蛋，无视废除选举法和恢复彻底的专制制度的结局已不可避免，对于这样的事实默不作声，是愚蠢的。

怎么办呢？Aussprechen　?as　ist——有什么，说什么。政府不得不解散杜马已成定局。对政府最有利的是：杜马不声不响地散伙了事，它乖乖地把这一出立宪滑稽剧演好，不要让人民醒悟到国家政变不可避免。而胆小的立宪民主党人却提出“要不声不响”，要说“不表示信任”而不要说“表示不信任”，这种盖世无双、无与伦比、“有历史意义的”议案只能帮助政府不声不响地实行国家政变。

真正维护自由的人、真正代表人民的人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应该懂得，杜马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决不取决于彬彬有礼、小心谨慎、机灵委婉、遇事不作声等等莫尔恰林式的道德［59］。他们应该利用杜马讲坛大声疾呼，老老实实地、直截了当地把全部真相告诉人民，特别要说明为什么杜马的解散、国家政变的实行和彻底的专制制度的恢复不可避免。政府需要对这些情况默不作声。人民则需要知道这些情况。人民代表——趁着现在还是人民代表！——应当利用杜马讲坛把这些情况说出来。

情况已经十分清楚，没有别的选择：或是保持可耻的莫尔恰林习气，乖乖地俯首听命；或是镇静然而坚定地告诉人民，黑帮搞国家政变的头一幕正在进行中。

只有人民的斗争才能制止事态的发展。因此人民应当知道全部真相。

我们希望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人能把真相告诉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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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此人对一切变动担惊害怕，忧心忡忡，一天到晚总想用一个套子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起来。——58。



［59］莫尔恰林式的道德意为阿谀逢迎，奴颜婢膝。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中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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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60]


（1907年3月1日〔14日〕）

德·柯尔佐夫同志在第49号《俄国生活报》上又重弹孟什维克的老调，为实行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辩护。不过，他这次做得这样率直和幼稚，把错误理论弄到荒谬的地步，我们真是只有表示感谢。

柯尔佐夫在《立宪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文中问道：“城市民主派和农村民主派哪一个同社会民主党具有更多的共同点呢？社会民主党在同文化、宗教和民族等问题上的偏见作斗争时更能期待谁的支持呢？谁更愿意支持促使生产力获得自由发展的一切措施呢？只要把社会民主党政策中的这些根本问题提出来，答案也就不言自明。《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所说的一切，在20世纪仍然象在19世纪那样正确，在俄国仍然象当年在英国……等国那样正确。至于农村民主派，虽然他们也迈开了革命的步子，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都将坚持陈腐过时的生产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布尔什维克谈到立宪民主党时总是忘掉它后面的城市民主派，相反，他们眼中的整个农民阶级只是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的议会党团。这等于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议会代表，不见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利益。”

我们衷心欢迎孟什维克的这种转变，欢迎他们阐明我们之间策略分歧的基本点。早就应该这样做了。

总之，立宪民主党是进步的城市资产阶级，劳动派是落后的农村资产阶级。这就是你们的“马克思主义”。

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公开地直截了当地向全党这样说呢？你们为什么在提交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中不用十分明确的语言声明，根据《共产党宣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须支持立宪民主党而反对劳动派呢？

我们很希望看到你们作出这样的声明。很久以前，早在统一代表大会之前，我们就已要求你们这样做，当时我们在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草案中说明了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阶级内容，并请你们作出自己的说明。

你们对这个挑战是怎样答复的呢？

你们规避了这个挑战。在你们向统一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里，根本无意指明立宪民主党人是进步的城市民主派而劳动派（农民协会［61］、社会革命党等等）是落后的农村民主派。在你们拟定的统一代表大会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中，我们只看到你们由于慌张而可笑地重申了阿姆斯特丹的决议［62］。

现在我们重申自己的挑战。我们重新提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俄国各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的问题。我们已经印发了有关的决议草案。

我们确信你们这一次又不会应战。我们确信你们不敢在正式的孟什维克决议草案中写明：立宪民主党人是进步的城市资产阶级，他们比劳动派更支持使生产力能自由发展的政策，如此等等。

问题就是这样。

农民为土地而斗争的问题是俄国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经济问题。这一斗争是农民处于绝望境地、俄国农村中存在着大量农奴制残余等等情况的必然结果。这一斗争也促使农民大众要把政治关系彻底民主化（因为没有民主的国家制度，农民不可能打败农奴主－地主），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纲领里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原因。在社会民主党内，只有极端的机会主义者才不赞成这个纲领，主张把“没收”一词换成“转让”。然而他们又害怕公开提出这样的草案。

立宪民主党是自由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如果德·柯尔佐夫怀疑立宪民主党带有地主色彩，我们可以向他指出两个事实：（1）第一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党团的成分。柯尔佐夫同志，你请教一下鲍罗廷，就会看到那里有多少地主。［63］（2）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法案实质上是一种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地主的方案。无论是赎买土地也好，把农民变为雇农也好，设立由政府委派主席而让地主和农民各占一半的地方土地委员会也好，这一切都清楚不过地说明，立宪民主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政策是在抹掉一点农奴制特征的情况下，在用赎买逼使农民破产、使他们受官吏奴役的情况下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政策。因此，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的经济意义就在于延缓生产力的发展。

反之，没收地主土地和农民民主派的完全胜利，则意味着生产力能够以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向前发展。

在我们提交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中，对于立宪民主党政策的经济意义就直截了当地作了这样的评价。再说一遍：德·柯尔佐夫同志，请你也这样直截了当地说一说你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吧！

比较一下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的土地法案以及这两个党派对待政治民主问题的态度（第一届杜马中关于集会法的讨论、对待设立地方农业委员会的各种方案的态度、第一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和劳动团的纲领以及其他等等），就可看出，立宪民主党是自由派的政党，它竭力设法而且不得不竭力设法把自由事业同旧政权调和起来（使自由事业受损），把农民同地主调和起来（使农民受损），用这种方法来阻止革命。而劳动派政党（人民社会党、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是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农村（即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们不得不竭力设法使革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只有当无产阶级领导民主派农民既反对旧制度又反对自由派的时候，俄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这个论点决定着布尔什维克整个策略的各项原则，第一届杜马和杜马以后时期的全部经验都再清楚不过地证实了这个论点。我们只有把争论归结到这些原则上来，才能使争论由谩骂转变为解决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

因此，我们欢迎柯尔佐夫同志的坦白直率态度，同时重申我们的挑战：希望孟什维克明确对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的这些看法，把它们明白而毫不含糊地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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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立宪民主党与劳动派》一文刊载于1907年3月1日布尔什维克合法报纸《工人评论报》第1号。该报在彼得堡出版，只出了一号就被沙皇政府查禁了。——61。



［61］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成立大会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日—14日）在莫斯科举行。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根据该协会成立大会和1905年11月6—10日（19—23日）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予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1917年二月革命后，农民协会曾恢复活动。十月革命后不再存在。——62。



［62］阿姆斯特丹的决议是指1904年8月14—20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这个决议。决议禁止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谴责掩盖现存的阶级矛盾从而促成同资产阶级政党接近的任何尝试。——62。



［63］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统计学家尼·安·鲍罗廷著有《从数字看国家杜马》一书。据该书资料，第一届国家杜马立宪民主党代表中有92人是贵族，其中有5000—10000俄亩土地者3人，有2000—5000俄亩土地者8人，有1000—2000俄亩土地者8人，有500—1000俄亩土地者30人。——63。





《列宁全集》第15卷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1907年3月4日和25日〔3月17日和4月7日〕）


一

大家知道，党的代表大会过几个星期就要举行了。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准备这次代表大会，来讨论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应当解决的基本策略问题。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拟定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并且已经在报上公布。在这个议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1）“当前的政治任务”；（2）“国家杜马”。关于第二个问题，讨论它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不会引起争论。第一个问题，按照我们的意见，也是必要的，但是在提法上应当略加修改，或者确切些说，在内容上应当略加改变。

为了立即就代表大会的任务和代表大会应当解决的策略问题展开全党的讨论，我们党的两个首都组织的代表和《无产者报》编辑委员会的代表举行了联席会议，在第二届杜马召开前夕拟定了下面刊载的决议草案 
［注：见本卷第1—9页。——编者注］

 。我们打算概括地说明一下联席会议是怎样理解自己的任务的，为什么它要首先就这样一些问题提出决议草案，它在这些决议案里提出了哪些基本思想。

第一个问题：“当前的政治任务”。

按照我们的看法，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时期不能这样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提出问题。目前时期是革命的时期。所有社会民主党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派别，对这一点都是同意的。只要看看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在1906年1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决议的原则部分，就可以相信我们的论点是正确的。

而在革命时期，就不能仅限于规定当前的政治任务，所以不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在这样的时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基本任务被提到首位，需要对它们进行详尽的分析，这是不同于从事“和平的”、零星的宪制建设的时期的。第二，在这样的时期，规定当前的政治任务是不可能的，因为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可能而且必然会发生突然的转折、急速的转变、意外的情况和剧烈的爆发。只要指出有解散左派杜马和按照黑帮的心意去修改选举法的可能性就可以懂得这一点。

例如，对奥地利人来说，规定自己“当前的”任务——为普选权而斗争——是适宜的，因为一切征象表明他们那里仍然是一个多少是和平的、持续不断的宪制发展的时期。而在我国，不是连孟什维克也在上面提到的决议中说和平道路已经行不通，必须把战士而不是把请愿者选进杜马吗？不是他们也主张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吗？即使在一个宪制已经确立并且已经巩固了一个时期的欧洲国家里，也还有可能提出“立宪会议”这个口号，在杜马中也还有可能要“战士”而不要“请愿者”，设想一下这种情况就会懂得，在这样的条件下，要象现在西欧那样来规定“当前的”任务是不行的。社会民主党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杜马工作愈有成效，非杜马的斗争的爆发就愈有可能，那时我们就会直接面临特殊的当前任务。

不，我们应当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讨论的，主要不是当前的任务，而是无产阶级在目前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基本任务。否则，我们在发生任何转折时就会束手无策，不知所措（1906年就不止一次出现过这种情况）。“当前的”任务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规定，就象谁也无法预言第二届杜马和1905年12月11日的选举法［64］究竟能维持一个星期、一个月还是半年一样。另一方面，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基本任务，我们全党还没有统一的认识。而没有这种统一的认识，要制定任何贯彻始终的、带根本性的政策都是不可能的，任何规定“当前的”任务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统一代表大会没有通过关于对形势的估计和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的决议，尽管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派别都曾经提出有关这两个问题的决议草案，尽管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曾经列入议程并在代表大会上进行了讨论。这就是说，大家都承认这两个问题重要，但是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认为这两个问题在当时还弄得不够清楚。必须重新分析这两个问题。我们应当研究一下：第一，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我们目前所处的革命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第二，目前俄国各个阶级（和各个政党）在政治上是怎样组合的；第三，在这样的时期，在各种社会力量在政治上这样组合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工党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当然，我们不会看不到，某些孟什维克（可能还有中央委员会）把当前的政治任务问题简单地理解为支持杜马组阁即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这一要求的问题。

普列汉诺夫已经以他所特有的——当然也是十分值得称赞的——那种推着孟什维克向右转的果断精神，在《俄国生活报》（2月23日）上表示拥护这种要求。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但是次一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撇开对我国革命目前形势的估计，撇开对立宪民主党的阶级内容和它在今天的整个政治作用的估计，单独提出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一种纯粹抽象的政治观念，归结为一般立宪制度下内阁对议院负责的“原则”，那就等于完全抛弃阶级斗争的观点而采取自由派的观点。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联席会议把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的问题和对革命目前形势的估计联系起来。

在相应的决议案中，我们在论据部分首先从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当作基本问题的一个问题谈起，即从经济危机和群众的经济状况这个问题谈起。会议采用的说法是：危机“看不出有迅速消除的迹象”。这个说法也许过于谨慎。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重要的当然是肯定无可争辩的事实，指出基本的特点，而把对问题进行科学分析的工作放到党的报刊上去进行。

我们确认（论据部分的第2条），在存在危机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了（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这种尖锐化的表现是人所共知的），农村中的社会斗争也尖锐化了。农村中没有象同盟歇业那样明显、触目的事件，但是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如十一月土地法［65］（“收买农民资产阶级”）之类，证明斗争正在尖锐化，证明地主为了减弱全体农民的冲击不得不尽一切力量来分化农民。

这些努力究竟会得到怎样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一切“未完成的”（马克思的说法）资产阶级革命都是以富裕农民转到现存秩序方面而“告终”的。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尽一切力量来提高广大农民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当前农村中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

其次，第3条肯定了一年来俄国政治历史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上层阶级“向右转”，下层阶级“向左转”。我们认为，特别是在革命时期，社会民主党应当在它的代表大会上对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进行总结，在总结中运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教育其他阶级在回顾过去、在对待各种政治事件时都要从原则上考虑，而不是象资产阶级那样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和暂时的成绩，——说实在的，资产阶级是蔑视任何理论和害怕对当前的事件作任何阶级分析的。

两极力量的加强就是中间派的削弱。所谓中间派，这并不象某些社会民主党人（包括马尔托夫在内）所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是十月党，而是立宪民主党。这个党的客观历史任务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愿意始终不渝地忠于自己的学说，就应当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决议案回答说：“用黑帮地主和专制政府能够接受的让步〈因为立宪民主党是主张自愿协商的〉来阻止革命。”在卡·考茨基的《社会革命》这部名著中曾经清楚地说明，改良不同于革命的地方就是让压迫阶级仍旧保持政权，让压迫者用他们自己能够接受的、并不消灭他们政权的让步来平服被压迫者的反抗。

自由派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客观任务正是用“合理的”让步作为代价来保存君主制和地主阶级。

这个任务能不能实现呢？要看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认为这个任务是绝对不能实现的。但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这种结局意味着：（1）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只能得到极小的发展自由（如果用革命手段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俄国经济的进步将比按立宪民主党的方案改造地主土地占有制快得多）；（2）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3）人员群众必然遭到暴力镇压。如果不用暴力镇压群众，立宪民主党的“和平的”宪制发展就不能实现。我们应当牢牢记住这一点，并且让群众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立宪民主党的“社会和平”是地主和厂主的和平，是农民和工人的反抗被平服的“和平”。

斯托雷平的战地法庭的镇压和立宪民主党的“改良”，这是同一个压迫者的两只手。


二

从我们以同一题目写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以来到现在过了8天，而政治生活中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证实了当时我们提出在看法，并通过一个“已经完成的（或正在完成的？）事实”使当时谈到的一些迫切问题明朗化了。

在杜马中已经明显地看到，立宪民主党人向右转了。罗季切夫之流鼓吹温和、谨慎、合法、镇静、不要煽动人民，以此来支持斯托雷平，斯托雷平也出色地、“全力”地支持罗季切夫，这已经是事实。［66］

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我们在第二届杜马开幕以前在2月15—18日拟定的决议草案中对目前政治局势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没有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去讨论“当前的政治任务”，我们指出这样的建议在革命时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用关于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主义政策的基本原则问题取代了这个关于眼前的政策问题。

一个星期来革命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我们的预见。

上一次我们分析了我们决议草案中的论据部分。这一部分的中心内容就是肯定被削弱了的“中间派”政党即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在努力用黑帮地主和专制政府能够接受的让步来阻止革命。

可以说，仅仅在昨天，普列汉诺夫及其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右翼中的同道者们还把我们在整个1906年间（甚至还要早些，从1905年《两种策略》一书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出版时起）极力坚持的这种布尔什维主义思想叫作由于用造反的眼光去看资产阶级的作用而产生的近于荒诞的臆测，或者至少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告诫，等等。

今天大家都看到，我们是正确的。立宪民主党的“努力”正在开始实现，甚至象《同志报》这样的报纸（它对布尔什维克无情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恐怕比谁都恨得厉害），在看到《言语报》就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政府谈判一事辟谣 
［注：在本文写成之后，我们在3月13日《言语报》的社论中看到了这样的话：“只要把人们都在谈论的、关于去年6月立宪民主党和政府举行的谈判的确切材料公布出来，全国就会看到，如果立宪民主党‘背着人民’进行这种谈判有什么可以责备的话，那大概就是《俄国报》所说的那种不退让的态度了。”是的，问题就在于“只要公布出来”！而现在立宪民主党不顾人们的要求，既不公布关于1906年6月谈判的“确切材料”，也不公布关于1907年1月谈判（1月15日米留可夫晋谒斯托雷平）和1907年3月谈判的“确切的材料”。然而，背着人民进行谈判的事实始终是事实。］

 时也说道：“无火不生烟。”

对于《同志报》这种重新开展“布尔什维克周”的做法，我们只能表示欢迎。我们只须指出，历史证实了我们提出的一切警告和口号，历史说明那些根本不考虑我们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批评的“民主派”——很遗憾，甚至还得加上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是过于轻率了（至少是轻率）。

是谁在第一届杜马期间指出立宪民主党人在偷偷地同政府搞交易呢？是布尔什维克。而后来发现，象特列波夫这样的人也赞成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

是谁用了最大的力量来掀起一个运动，揭露1月15日即正当所谓的人民自由党在选举上同政府的斗争（所谓的斗争）白热化的时候米留可夫晋谒斯托雷平的事件呢？是布尔什维克。

是谁在彼得堡的竞选大会上和第二届杜马开幕后的头几天提醒人们注意（见《新光线报》），1906年给予杜巴索夫之流20亿法郎借款的事实际上是在立宪民主党人的间接帮助下进行的（克列孟梭曾经正式建议他们用党的名义公开反对这项借款，而他们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呢？是布尔什维克。

是谁在第二届杜马开幕前夕把揭穿“立宪民主党政策的背叛性质”看作实行彻底的（即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政策的首要任务呢？是布尔什维克。

一股轻轻的微风象吹散绒毛一样，把关于支持杜马组阁即组织责任内阁的要求、支持让行政权服从立法权的要求等等议论全给吹散了。事实证明，普列汉诺夫的要把这个口号变成进行决战的信号或教育群众的手段的幻想，只不过是一种好心肠的庸人的幻想。现在大概已经没有一个人再敢认真地支持这样的口号了。现实生活已经表明，或者确切些说，现实生活已经开始表明，实际上这里谈的根本不是什么更完备更彻底地实行“宪制”这个“原则”，而是立宪民主党如何同反动派勾结。现实生活已经表明这样一些人是正确的：他们识破并且指出，由所谓进步的一般的原则这种自由主义外表掩盖着的，是被吓倒的自由派的狭隘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过是把卑鄙龌龊的东西加上一些好听的名称罢了。

由此可见，我们第一个决议案所作出的几个结论的正确性已被证实，证实得比我们所预料的要快得多，而且要好得多，因为它不是被逻辑证实，而是被历史证实，不是被词句证实，而是被事实证实，不是被社会民主党人的决定证实，而是被革命的事变证实。

第一个结论是：“目前正在发展着的政治危机不是立宪危机，而是革命危机，这一危机正在导致无产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直接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

从第一个结论中直接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因此，只能把即将到来的杜马选举运动当作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一个环节来看待和利用。”

立宪危机和革命危机之间的差别的实质是什么呢？实质是：前者可以在保存现有的根本法和国家制度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后者则要求破坏根本法和农奴制度。到现在为止，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包括所有的派别在内，都是同意我们的结论所表达的思想的。

不过在最近，在孟什维克中间，明显地表现出了一种倾向，要求采取完全相反的观点，主张抛弃进行革命斗争的想法，维持目前的“宪制”，在“宪制”的基础上进行活动。例如“由唐恩、柯尔佐夫、马尔丁诺夫、马尔托夫、涅哥列夫等同志在一批实际工作者参加下”拟定的、发表在《俄国生活报》第47号 
［注：1907年2月24日］

 上（并且印成了单张）的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草案中，就有两条值得注意：


　　“……（2）抬到俄国革命中心地位的直接为政权而斗争的任务，在当前的社会力量对比〈？〉下，主要归结为〈？〉为维护〈？〉人民代表制而斗争的问题〈？〉；……（3）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使很多彻底的〈？〉革命拥护者当选，表明人民群众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为政权而斗争的必要性……”





　　尽管这些话颠三倒四，自相矛盾，但其倾向是很明显的：放弃无产阶级和农民为政权进行的革命斗争，把工人政党的任务归结为维护目前的人民代表制的或在它的基础上进行的自由派的斗争。现在或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是否真的所有的孟什维克都同意这种说法，我们将拭目以待。不管怎样，立宪民主党的向右转和斯托雷平对它的“全力”支持，将很快迫使我们党的右翼直截了当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继续奉行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而毫无返顾地走上机会主义的邪路呢，还是完全中止对立宪民主党的支持，而采取保持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立性并竭力促使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摆脱立宪民主党的影响和领导的政策。

我们的决议案的第三个结论写道：“社会民主党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它现在决不能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具体说就是支持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社会民主党应当竭尽全力在群众面前揭露这一政策的背叛性质；向群众解释他们所面临的革命任务；向他们证明，只有在群众觉悟很高和组织性很强的情况下，才能把专制政府可能作出的让步从欺骗和腐蚀群众的工具变成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工具。”

我们并不完全否认局部让步的可能性和绝对拒绝利用这些让步。在这方面，决议案的提法是不会引起任何疑问的。“专制政府的让步”这个范畴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也包括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但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一方面不拒绝接受“分期偿付的债款”（恩格斯语）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16页。——编者注］

 ，同时决不应当忘记事情的另一方面，即特别重要而又经常被自由派和机会主义者忽略的一方面，这就是“让步”是欺骗和腐蚀群众的工具。

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愿意变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就不能忘记这一方面。孟什维克不可饶恕地忘记了这一方面，他们在上述决议案中写道：“……社会民主党将支持杜马为控制行政权所作的一切努力……”国家杜马所作的努力，也就是杜马多数派所作的努力。而杜马的多数派，经验已经证明，可能由右派和立宪民主党人而不是由左派组成。这种多数派所作的“努力”可能控制“行政权”来达到这样的目的：促使人民的状况更加恶化，或者公然欺骗人民。

但愿孟什维克在这里只是迷了心窍，他们将不会支持现在的杜马多数派在上述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但是孟什维主义的卓越领袖们竟会采用这样的说法，这当然很值得注意。

立宪民主党的向右转，实际上正在迫使社会民主党人不分派别都采取拒绝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采取揭露它的叛变行为的政策，采取独立的和彻底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政策。





	载于1907年3月4日和25日《无产者报》第14号和第1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第78—88页

















《列宁全集》第15卷


杜马选举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67]


（1907年3月14日〔27日〕）

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了各个阶级的情况和它们的力量。

选举权在俄国是非直接的和不平等的。例如，农民首先选出十户代表；十户代表又选出农民初选人；初选人选出农民复选人；最后，农民复选人才同其他各等级的复选人一起选出杜马代表。土地占有者选民团、城市选民团和工人选民团也实行相应的选举办法，每一个选民团应选出多少复选人都由法律规定，这些规定只是使上层阶级即地主和资产阶级得到好处。除此以外，不但革命政党，而且反对派政党，都遭到最野蛮最非法的警察迫害；其次就是完全没有出版和集会自由，当局任意进行逮捕和流放，在俄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着战地法庭和随之而来的戒严状态。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新选出的杜马怎么能够远比第一届杜马更具有反对派性质和革命性质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当联系第二届杜马代表的党派成分和政治成分来考察一下复选人在各政党之间的分布情况。我们所根据的是立宪民主党机关报《言语报》所发表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了欧俄部分（波兰、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等地区除外）十分之九左右的复选人。我们拿五个主要的政治集团来看，因为关于复选人的政治面貌没有更详细的材料。第一个集团是右派。这一派包括所谓的“黑帮”（君主派和俄罗斯人民同盟等等），他们主张恢复彻底的专制制度，要求肆意采取军事恐怖手段对付革命者和进行暗杀活动（象杀害杜马代表赫尔岑施坦一样），制造反犹太人的“大暴行”等等。右派还包括所谓“十月党”（俄国大工业家政党的名称），他们在1905年10月17日沙皇颁布宣言［68］之后立即加入了反革命派，现时正极力支持政府。该党在选举中常与君主派结成联盟。

第二个集团是无党派人士。我们在下面会看到，在复选人和杜马代表中（特别是在农民的复选人和代表中），有许多人以这个名称作为掩护，以免因自己主张革命而受到迫害。

第三个集团是自由派。在各自由派政党中，为首的是立宪民主党，或称“人民自由”党。这是俄国革命中的中间派政党；它站在地主和农民之间。资产阶级企图使这两个阶级调和起来。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如何估价，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派意见分歧的一个焦点。

在杜马中站在俄国自由派方面的还有波兰“黑帮”，即“民族民主”党，该党采取这种立场不是出于政治信念，而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在波兰，他们不择手段地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直到告密、实行同盟歇业和进行暗杀。

第四个集团是进步人士。这不是一个党派名称，而是一种没有什么意义的习惯叫法，象“无党派人士”那样，主要目的是隐蔽自己，避免警察迫害。

最后，第五个集团是左派。这一派包括社会民主党以及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大致相当于法国激进社会党［69］）和所谓“劳动派”这个完全没有定型的农民民主派组织 
［注：在德国的报刊上，这个党派常被称为“工人团”，好象要表示它同工人阶级有血缘关系。其实在俄国，二者之间甚至在字面上也看不出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劳动派”一词最好采用原字，不必另译，用这个词来表示它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农民民主派。］

 。劳动派、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按阶级性质来说都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农民民主派。在选举运动中，某些革命集团的复选人为了更可靠地避免警察迫害，有时也尽量用“左派”这个总名称来隐蔽自己。

《言语报》的数字马上就会证明我们关于各党派社会成分的结论的正确性。





复选人人数



	党派
	欧俄的51个省
	大城市



	土地占有者选民团
	城市选民团
	农民选民团
	工人选民团
	总计



	复人选人数


	百分比
	复人选人数


	百分比
	复人选人数


	百分比
	复人选人数


	百分比
	复人选人数


	百分比
	复人选人数


	百分比



	右派
	1224
	70.9
	182
	13.9
	764
	33.8
	－
	－
	2170
	40.0
	346
	20.7



	无党派人士
	81
	4.7
	27
	2.1
	248
	11.0
	2
	1.4
	358
	6.6
	－
	－



	自由派
	154
	8.9
	504
	38.7
	103
	4.6
	－
	－
	761
	14.0
	940
	56.4



	进步人士
	185
	10.7
	280
	21.5
	561
	24.9
	3
	2.1
	1029
	18.9
	55
	3.3



	左派
	82
	4.8
	311
	23.8
	582
	25.7
	140
	96.5
	1115
	20.5
	327
	19.6



	
总计

	1726
	100.0
	1304
	100.0
	2258
	100.0
	145
	100.0
	5433
	100.0
	1668
	100.0











杜马代表人物



	党派
	欧俄的51个省
	波兰
	高加索
	西伯利亚和东部各省


	俄罗斯帝国全国





	省
	　
	农民选民团
	　
	大城市
	　



	代表人数


	百分比
	代表人数


	百分比
	代表人数


	百分比
	代表人数


	百分比
	代表人数


	百分比
	代表人数


	百分比
	代表人数


	百分比



	右派
	85
	25.7
	4
	7.5
	5
	18.5
	1
	2.7
	2
	7.1
	－
	－
	97
	19.8



	无党派人士
	18
	5.4
	3
	5.7
	－
	－
	－
	－
	－
	－
	1
	7.1
	22
	4.5



	自由派
	82
	24.8
	10
	18.9
	17
	63.0
	32
	86.5
	9
	32.2
	6
	42.9
	156
	31.8



	进步人士
	20
	6.0
	10
	18.9
	－
	－
	3
	8.1
	2
	7.1
	－
	－
	35
	7.1



	左派
	126
	38.1
	26
	49.0
	5
	18.5
	1
	2.7
	15
	53.6
	7
	50.0
	180
	36.8



	
总计

	331
	100.0
	53
	100.0
	27
	100.0
	37
	100.0
	28
	100.0
	14
	100.0
	490
	100.0







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到大城市单独构成一类，其中彼得堡选出代表6人，莫斯科4人，华沙和塔什干各2人，其余城市各1人，17个城市共选出代表27人。其余的杜马代表是所有4个选民团在省复选人大会上一块选出的；此外每省的农民复选人还从农民选民团中选出1个代表。所以一共就是三类代表：省选举大会选出的代表、农民选民团选出的代表和大城市选出的代表。

大约有十二三个属于进步同盟或左派联盟的复选人只有在计算了名额的分配之后才能确定他们属哪个党派；不过总的来说，这些数字所提供的材料对于了解俄国各党派的阶级成分在目前来说是最完全最可靠的了。

工人选民团选出的人甚至在省里（首先当然是在大城市里）几乎全是左派，达96．5％。工人选民团的140个左派复选人中有84个社会民主党人、52个没有明确特征的左派（大部分也都是社会民主党人）和4个社会革命党人。可见不管自由派怎样撒谎，想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党终究是真正的工人政党。在彼得堡市和彼得堡省工人选民团选出的24个复选人中，有20人是社会民主党人，4人是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选出的35人全是社会民主党人，别的地方也大致如此。

在农民选民团中一眼就可看出一种非常不成比例的情况：在农民复选人中右派占33．8％，而在这些农民选民团复选人所选出的杜马代表中，右派只占7．5％。显然，某些农民复选人把自己称作右派只是为了避免政府迫害。俄国报纸曾不止一百次地指出确有这种现象，现在选举统计数字也最后证实了这一点。

所以，对于农民选民团不能根据复选人把自己称作什么来下判断，判断的唯一根据只能是复选人选出的代表属于哪个政党。现在我们看到，农民选民团组成了仅次于工人选民团的最左的集团。在农民选出的代表中右派仅占7．5％，而67．95％都是比自由派更左的代表！俄国农民大部分都有革命的情绪——这就是第二届杜马选举的教训。这个事实十分重要，因为它证实俄国革命还远远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只要农民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只要农民起码还没有安定下来，革命就一定要继续下去。当然，农民的革命情绪同社会民主党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农民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而是为了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

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是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识在政党上和政治上的集中表现。在农民选民团选出的53名杜马代表中，这样的农民民主派有24人（左派10人，劳动派10人，社会革命党4人）；其次，在农民选出的10个进步人士和3个无党派人士中，毫无疑问大多数是劳动派。我们说毫无疑问，是因为在第一届杜马以后劳动派受到残酷的迫害，农民出于高度谨慎，不把自己叫作劳动派，而事实上他们在杜马中投票时是跟劳动派在一起的。例如，劳动派在第一届杜马中提出的最重要的法案，是以“104人法案”［70］这一名称而闻名的土地法案（法案主要内容是主张把地主土地立即国有化，将来再把农民的份地国有化；此外还主张平均使用土地）。这个法案是农民群众在农民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上的政治思想的杰出产物。而在法案上签名的“劳动派”只有70人，还有25个农民自称无党派人士或根本不提自己有没有党派！

由此可见，俄国的“劳动”团毫无疑问是农村的农民民主派的政党。这是一些革命的政党，但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在城市选民团方面，必须分清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在小城市里，各阶级的政治矛盾表现得不怎么尖锐，没有单独组成工人选民团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这里右派较少。而在大城市里，根本没有无党派复选人，身分不明的“进步人士”也少得可怜；可是右派较多，左派较少。原因很简单：大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单独组成了工人选民团（它没有列入复选人人数表内 
［注：这方面没有材料，所以表中没有工人选民团复选人的数字。我们只掌握37个工人复选人的确切材料。他们无例外地全是左派。欧俄的工人复选人总数按法律规定是208人。其中的145人我们有比较确切的材料，加上以上所说的大城市工人选民团的37个复选人，共为182人，即占工人复选人总数的9／10。］

 ）。这里小资产阶级也比小城市少得多。占优势的是大工业，代表大工业的一部分是右派，一部分是自由派。

关于复选人成分的材料清楚地证明，自由派政党（主要是立宪民主党）的基础是城市资产阶级，首先是大工业资产阶级。如果把大城市和小城市对比一下，就可以格外清楚地看出大工业资产阶级由于害怕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力量而向右转了。在小城市里，城市（即资产阶级）选民团中左倾分子的人数比大城市多得多。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主要分歧同这个问题有密切关系。一派（即所谓“孟什维克”）认为立宪民主党和自由派同落后的农村小资产阶级（劳动派）比较起来是进步的城市资产阶级。因此他们把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动力，并宣布实行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另一派（即所谓“布尔什维克”）认为：自由派是大工业的代表，他们因为害怕无产阶级便力图尽快结束革命，主张同反动派妥协。这一派认为劳动派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认为他们在对农民极为重要的土地问题上倾向于采取激进立场，即主张没收大地产。由此便产生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布尔什维克反对支持背叛成性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即立宪民主党，努力使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摆脱自由派的影响；他们要使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离开自由派，跟随先锋队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斗争。俄国革命按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革命的动力却不是自由派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和民主派农民。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革命才能赢得胜利。

如果想确切了解自由派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否牢固，那么大城市里各党派联盟所得票数的统计数字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根据统计学家斯米尔诺夫的材料，在22个大城市中，君主派得17000票，十月党得34500票，立宪民主党得74000票，左派联盟得41000票 
［注：“左派联盟”指社会民主党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结成的选举联盟（首先是同“劳动派”结成的联盟，同时，“劳动派”一词应从广义上理解，要把社会革命党算作这一派的左翼）。这一联盟是既反对右派又反对自由派的。］

 。

在第二届杜马选举期间，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派别即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还是不同立宪民主党而同劳动派结成联盟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这一派力量较强，那里组成了左派联盟，孟什维克也加入了这个联盟。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力量也较强，那里在选举期间也组成了左派联盟，但是孟什维克没有参加，并且退出了组织。于是发生了分裂，并持续至今。孟什维克所持的理由是存在着黑帮的危险，也就是说，他们担心左派同自由派彼此分散选票会使黑帮在选举中取得胜利。布尔什维克说这种危险是自由派编造出来的，编造的唯一目的就是诱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民主派接受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监护。选票数字证明，左派和立宪民主党的总票数超 过十月党和君主派总票数一倍以上 
［注：根据同一位斯米尔诺夫先生的统计，在有72000人参加选举、提出了2个（或3个）而不是4个选举名单的16个城市里，反对党得票58．7％，右派则得票21％。在这里，反对党的票数同样超过右派一倍多。在这里，黑帮危险同样是自由派用以唬人的法宝。自由派大谈来自右面的危险，实际上是害怕“左的危险”（这个说法是我们从立宪民主党机关报《言语报》上借用来的）。］

 。可见，反对党票数的分散并不能帮助右派获得胜利。

这一选票数字（它代表着20万以上的城市选民）以及关于第二届杜马的成分的材料都证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联盟的真正政治含义决不是消除“黑帮”危险（这种意见即使完全出于真诚，也是根本错误的），而是取消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策，要工人阶级接受自由派的领导权。

俄国社会民主党两派争论的实质就是要确定，是承认自由派的领导权呢，还是力争实现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

在22个城市中，在社会民主党同劳动派初次达成反对立宪民主党的协议而鼓动工作处于空前困难的情况下，左派还得了41000票，就是说，超过了十月党，达到自由派票数的一半以上。这一情况向布尔什维克证明，城市的民主派小资产阶级跟着立宪民主党走，与其说是由于这些阶层敌视革命，不如说是由于习惯和中了自由派的诡计。

现在我们来谈谈最后一个选民团即土地占有者选民团。这里我们看到，右派占有明显的优势，70．9％的复选人是右派。大土地占有者对革命抱反感和他们在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影响下站到反革命派方面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们现在把省选举大会上各选举集团的成分同杜马的成分即同这些大会上选出的杜马代表的政治面貌对比一下，那就可以看到，进步人士多半仅仅是左派用来隐蔽自己的名称。例如，在复选人中20．5％是左派，18．9％是进步人士，而在杜马代表中左派竟达38％！右派拥有25．7％的杜马代表，然而却拥有40％的复选人；如果除去农民选出的右派复选人（我们曾经证明，只有俄国政府的密探为了谎报选举情况才把他们算作右派），则得2170－764＝1406个右派复选人，即占25．8％。可见，两个结果完全一致。至于自由派的复选人，显然一部分佯称“无党派人士”，一部分佯称“进步人士”，而农民甚至佯称“右派”。

如果同俄国的非俄罗斯部分即波兰和高加索对比一下，就可以再次证明资产阶级不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真正动力。在波兰，根本不存在农民革命运动，没有任何城市资产阶级反对派，几乎没有自由派。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结成反动联盟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所以在那里民族民主党取得了胜利。高加索的农民革命运动非常强大，自由派的力量跟俄国相差无几，但是在高加索左派却是力量最大的政党，高加索左派杜马代表的百分比（53．6％）和农民选民团选出的杜马代表的百分比（49％）大致相同。所以只有工人和革命民主派农民才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先进的波兰不存在俄国这样的土地问题，根本不存在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的革命斗争。因此在波兰，革命离开无产阶级便没有牢固的支撑点。那里的阶级矛盾近似于西欧类型。高加索的情况则与此相反。

这里再指出一点。根据《言语报》的计算，180个左派杜马代表在各党派中分布如下：68个左派，9个人民社会党人（劳动派的右翼），28个社会革命党人，46个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已达65人。自由派尽量缩小社会民主党人的人数。

从阶级成分看，这些集团可归纳为两个阶层：一个是城市的特别是农村的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有代表134人；一个是无产阶级，有代表46人。

总之我们看到，俄国各党派的阶级成分非常清楚。大土地占有者属于黑帮、君主派和十月党。大工业的代表是十月党和自由派。俄国的地主按经营方式分成两类：一类地主仍采取半封建方式，利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受地主奴役）；另一类地主已采取现代资本主义的经营形式。在后一类地主中自由派为数不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自由派和劳动派。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劳动派，特别是它的左翼，即社会革命党。无产阶级则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明显落后的情况下，党派划分同社会的阶级结构这样鲜明地一致，唯一的原因就是俄国处于革命情绪蓬勃高涨的时期，这样的时期同停滞时期或所谓和平进步时期相比，政党的形成要迅速得多，阶级自觉的发展和形成也无比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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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杜马选举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一文写于1907年2月21日（3月6日）—3月初期间，最初发表于1907年3月27日《新时代》杂志第26期，署名阿·李尼奇。在俄国，此文最早从德文译成格鲁吉亚文发表于1907年4月7日和8日的布尔什维克报纸《时报》第24号和第25号。俄译文最初发表于192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8卷。——77。



［68］1905年10月17日宣言是指1905年10月17日（3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迫于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而颁布的《关于完善国家制度的宣言》。宣言是由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的谢·尤·维特起草的，其主要内容是许诺“赐予”居民以“公民自由的坚实基础”，即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等自由；“视可能”吸收被剥夺选举权的阶层的居民（主要是工人和城市知识分子）参加国家杜马选举；承认国家杜马是立法机关，任何法律不经它的同意不能生效。宣言颁布后，沙皇政府又相应采取以下措施：实行最高执行权力集中化；将德·费·特列波夫免职，由彼·尼·杜尔诺沃代替亚·格·布里根为内务大臣；宣布大赦政治犯；废除对报刊的预先检查；制定新的选举法。在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以后，沙皇政府很快就背弃了自己在宣言中宣布的诺言。——78。



［69］激进社会党（全称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是法国最老的资产阶级政党，于1901年6月成立，作为派别则于1869年形成。该党宗旨是一方面保卫议会制共和国免受教权派和保皇派反动势力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它基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党内大资产阶级影响加强了。党的领袖曾多次出任法国政府总理。——78。



［70］“104人”法案即劳动派1906年5月23日（6月5日）在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第十三次会议上提出的有104位杜马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法案提出的土地立法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部土地及地下矿藏和水流属于全体人民、农业用地只给自力耕种者使用的制度。法案要求建立全民地产。全部官地和皇室土地、皇族土地、寺院土地、教会土地都应归入全民地产，占有面积超过当地规定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也强制转归全民地产，对私有土地的转让给予某种补偿。法案规定，份地和小块私有土地暂时保留在其所有者手里，将来也逐步转为全民财产。土地改革由经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的地方委员会实施。这个法案虽然不彻底，并带有空想性质，但却是争取把备受盘剥的农民中的一部分殷实户变成自由农场主的纲领。——81。





《列宁全集》第15卷


不应当怎样写决议[71]


（1907年3月19日〔4月1日〕）

孟什维克同志们在《俄国生活报》第47号（2月24日）上公布了第一个决议草案（由唐恩、柯尔佐夫、马尔丁诺夫、马尔托夫、涅哥列夫等同志在一批实际工作者参加下拟定），对此我们不能不表示感谢。（草案还印成了单页。）为了认真准备党的代表大会，预先公布决议草案并详细地加以研究，是很必要的。

这个决议案谈的是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

第1条：


　　“在经历了七个月最横暴的独裁统治而没有遭到被吓倒的人民群众有组织的反抗以后，现在，国家杜马的活动引起了人民群众对我国政治生活的关注，这种活动能够而且一定会促使他们动员起来和提高他们的政治积极性。”



　　这些话想说明什么问题呢？是不是说有杜马比没有杜马好呢？或者，这是想说明需要“保全杜马”吧？看来，决议案起草人的想法正是这样，但没有说出来，只是作了暗示。可是，决议案是不应当用暗示的口吻来写的。第2条：


　　“抬到〈可能印错了，应是“提到”〉俄国革命中心地位的直接为政权而斗争的任务，在当前的社会力量对比下，主要归结为为维护人民代表制而斗争的问题。”



　　这一条博得《言语报》的赞扬（该报2月27日的社论说：“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这是一大进步”……“是政治觉悟的胜利”），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一条确实是荒唐透了。怎么能把这个为政权而斗争的任务归结为“为维护代表制而斗争”的问题呢？！“为维护人民代表制而斗争”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当前的社会力量对比”是怎样的呢？？上一条只说“七个月最横暴的独裁统治没有遭到被吓倒的人民群众有组织的反抗”。既然群众在七个月结束时的选举中表现了明显和强烈的左倾，难道七个月中群众没有进行有组织的反抗能够说明什么“社会力量对比”吗？？

这种政治观点上的混乱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在最近半年中，社会力量的对比起了明显的变化，这表现在：“中间派”即自由派削弱了；两极即黑帮和“左派”壮大和加强了。第二届杜马的选举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社会力量的对比由于政治矛盾（也由于经济矛盾——同盟歇业、绝食抗议等等）尖锐化而更加革命化了。究竟是什么怪事使我们的孟什维克得出相反的结论，竟然要缩小革命的任务（“为政权而斗争”），把革命的任务降低为自由派的任务（“为维护人民代表制而斗争”）呢？

显然，从“横暴的独裁”和左派的杜马只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在人民代表制的基础上进行斗争或者为保存人民代表制而斗争这种自由派的任务，是小市民的空想，因为，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下，这个任务离开“直接为政权而斗争”是不能完成的。

孟什维克的政治观点象虾那样前进。

从第2条得出的结论是：孟什维克从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歪到自由派的立场上去了。第2条最后那个“含糊的”措辞（“为维护人民代表制而斗争”）实际上表达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派资产阶级把自己被革命“吓倒”说成是“人民群众被吓倒”，并以此为借口赶忙放弃革命斗争（“直接为政权而斗争”），要进行所谓合法斗争（“为维护人民代表制而斗争”）。斯托雷平大概很快就将教会孟什维克懂得“在当前的社会力量对比下”“为维护人民代表制而斗争”是什么含义！

第3条：


　　“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使很多彻底的革命拥护者当选，表明人民群众愈来愈清楚这种为政权而斗争的必要性。”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该怎样理解呢？第2条从当前的社会力量对比中得出结论说，要以为维护代表制而斗争来代替为政权而斗争，而现在从选举的结果又得出结论说，群众愈来愈清楚“这种”为政权而斗争的必要性！同志们，这是一团混乱。应当大致改成这样：第2条：“第二届杜马的选举表明，人民群众愈来愈清楚直接为政权而斗争的必要性。”第3条：“所以，自由派资产阶级企图把自己的政治活动限定为在当前人民代表制基础上进行斗争，就是表明我们的自由派在思想上无比愚蠢，而在实际上是企图通过同反动派的勾结来阻止革命（这种企图在目前是实现不了的）。”除了这些修改之外，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在第1条中尽可能具体指出，是哪些经济原因使得居民中间政治上两极的划分加剧，那么前后还能有一点联系。

其次，“彻底的革命拥护者”是指什么人呢？？显然，这里是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主要是指农民民主派，即劳动派（广义的，包括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因为这正是第二届杜马不同于第一届杜马的地方。但是，第一，这又是暗示，而决议案是不应当用暗示的口吻来写的。第二，同志们，这样说是不正确的！对于你们把劳动派称为“彻底的革命拥护者”，我们应当严正地加以谴责，指出这是社会革命党人式的胡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拥护者，因为小生产者阶级即小业主阶级必然会在业主的倾向和革命的倾向之间摇摆不定，例如社会革命党在彼得堡选举中就在投靠立宪民主党还是反对立宪民主党这两种倾向之间摇摆不定。

因此，同志们，你们大概会同意我们这样一个意见：应当把话说得慎重一些——大致就象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见2月27日《新光线报》）的写法那样：


　　“……劳动派的政党……多少还能代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观点，它们在接受自由派的领导权〈例如彼得堡的选举和选举立宪民主党人为杜马主席〉和坚决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反对农奴制国家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
［注：见本卷第4页。——编者注］





　　同时不能不指出，在这个决议案中，柯尔佐夫同志（以及其他的孟什维克）把劳动派算作彻底的革命拥护者，而在《俄国生活报》第49号上，同一个柯尔佐夫又把劳动派算作农村民主派，说农村民主派不同于城市民主派（即立宪民主党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将坚持陈腐过时的生产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同志们，这是自相矛盾！第4条：


　　“在杜马代表中有这样一些彻底的革命拥护者，就能增加和加强人民群众对这个机构的信任，使它有可能成为争取自由和政权的全民斗争的真正中心。”



　　这自然是一个“吸引人”的结论，但逻辑上又是有缺陷的。孟什维克用这一条结束了决议案的论据部分。在决议案中他们再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个问题。因此，这个结论是有缺陷的。如果“彻底的革命拥护者”在杜马中不是多数，而只是“很多”（第3条是这样说的，而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那么显而易见，还有反对革命的人和不彻底的革命拥护者。就是说，整个杜马也有“可能”“成为”不彻底的民主主义政策的“真正中心”，而根本不是“争取自由和政权的全民斗争的真正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无非有两种结果：（1）或者人民群众对这个机构的信任不是增加和加强，而是减少和削弱；（2）或者人民群众把不彻底的革命拥护者的政策当作彻底的民主主义政策，从而降低了自己的政治觉悟。

因此，十分明显，从孟什维克提出的前提中，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不知为什么被他们丢掉了）：作为彻底的革命拥护者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坚持不懈地努力争取不十分彻底的革命拥护者（例如劳动派）跟工人阶级走，而不跟不彻底的革命拥护者走，特别是不跟公然主张阻止革命的人（例如立宪民主党人）走。

孟什维克缺少这个结论，结果就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结果成为：由于在杜马中有很多“彻底的革命拥护者”，应当把票……投给公然主张阻止革命的人！

同志们，这听起来太不象话了！

下面是决议案的结论部分（我们逐条来看）：


　　“社会民主党在揭穿把国家杜马当作真正立法机关的幻想的同时，一方面要向人民群众说明杜马的真正性质，说明它实际上是一个讨论法案的机关，另一方面还要说明有可能也有必要利用这个机关（不管它多么不完善）来进一步为民权制度而斗争，并根据下列原则参加杜马的立法工作：……”



　　这是在软弱无力地表达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决议中更有力地表达出来的如下思想：要把杜马“变成”“革命的工具”，要使群众认识到“杜马是毫不中用的”，等等。
　　“……一、（1）社会民主党从城乡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彻底民主主义的观点出发，批评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提案和法案，并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提案。它在这个工作中要把当前的政治任务同无产阶级群众的社会经济需要、同一切形式的工人运动的要求结合起来。附注。必要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应当把其他政党的法案中的这样一些法案作为较小的危害给予支持：这些法案一旦实现，就能成为人民群众用来进行革命斗争以争取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工具……”





　　这个附注的意思是说，社会民主党必须参加杜马中的资产阶级改良工作。同志们，这个结论不是下得太早了吗？你们自己不是也说，把杜马当作真正的立法机关是一种幻想吗？可是你们却要支持那些一旦实现就能给今后的斗争带来好处的资产阶级法案。想想这个条件吧：“一旦实现”。你们支持的目的是帮助实现“较小的危害”。但是实现者不是杜马，而是杜马加国务会议［72］再加最高当局！就是说，你们想通过自己的支持来帮助实现“较小的危害”是毫无保障的。而支持“较小的危害”，投票赞成它，你们无疑就使自己，使无产阶级政党，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良，即为实质上是做戏的（你们自己也承认它是做戏的！）杜马立法工作负一部分责任！

究竟为什么要作这种冒险的“支持”呢？要知道这种支持冒了直接降低群众的革命觉悟的危险（而群众的革命觉悟，也是你们自己所指望的），而它的实际好处却是“虚幻的”！

你们所写的决议案不是谈一般的改良工作（如果是，那只须指出，社会民主党并不根本拒绝这种工作），而是谈第二届杜马。你们已经指出，在这届杜马中有很多“彻底的革命拥护者”。就是说，在你们心目中杜马代表的党派成分已经明确。这是事实。你们知道，在这届杜马中不仅有“彻底的 
［注：请读者时刻记住我在上面对这个词所作的必要的修正。］

 革命拥护者”，而且有“不彻底的改良拥护者”，不仅有左派和劳动派，而且有立宪民主党人，而后者本身就比右派强大（立宪民主党人和他们的追随者，包括民族民主党人在内，约有150席，而右派只有100席）。杜马中的情况既然是这样，那么你们为了实现“较小的危害”，就不需要支持它，只要在反动派同“不彻底的改良拥护者”作斗争时弃权就行了。实际结果（即通过法案）反正是一样的，而在思想和政治方面，你们无疑还可以保持自己作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的立场的完整性、纯洁性、彻底性和坚定性。

难道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能够无视这一点吗？

孟什维克只注意上层而不注意下层。他们过于注意通过“不彻底的改良拥护者”同反动派的勾结来实现“较小的危害”（因为通过法案的实际意义就是如此）的可能性，而不大注意提高“彻底的革命拥护者”（用他们的话说，这些人在杜马中是“很多”的）的觉悟和战斗力。孟什维克自己注意并且要人民也习惯于注意立宪民主党人同专制政府的妥协（实现“较小的危害”，即改良），而不注意使比较“彻底的革命拥护者”面向群众。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自由派的政策。这就等于口头上宣布杜马的立法权是虚幻的，实际上却要人民更多地相信通过杜马进行的立法改良，而更少地相信革命斗争。

孟什维克同志们，你们应当彻底一些和诚实一些！如果你们确信革命已经结束，如果你们由于这个（也许是用科学方法获得的？）看法而失去了对革命的信念，那就用不着谈什么革命了，那就应当把自己的直接任务归结为为争取改良而斗争。

如果你们相信自己所说的那些话，如果你们真的认为第二届杜马的“很多”代表是“彻底的革命拥护者”，那么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就不应当是支持（这种支持在实践上是无益的，在思想上是有害的）改良，而应当是提高这些拥护者的革命觉悟，通过无产阶级的压力来加强他们的革命组织性和革命决心。

不然的话，你们就是自相矛盾，混乱不堪，因为，为了发展革命，一个工人政党竟然只字不提自己应当怎样对待比较“彻底的革命拥护者”，却专门写了一个附注，提出要支持“较小的危害”，支持不彻底的改良拥护者！

应当把“附注”大致改成这样：“鉴于杜马中有很多比较彻底的革命拥护者，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讨论不彻底的改良拥护者想通过的法案时，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批评这些法案的不彻底性和不可靠性，指出法案中所包含的自由派同反动派的妥协，向比较彻底的革命拥护者阐明坚决无情地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在就那些危害较小的法案进行表决时，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弃权，让自由派自己去在纸上‘战胜’反动派，自己为在专制制度下实现‘自由派’的改良向人民负责。”


　　“……（2）社会民主党要利用讨论各种不同的法案和国家预算的机会来进行揭露，不仅揭露现存制度的弊病，而且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阶级矛盾……”



　　目标很好。而为了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就应当指出党同阶级的联系。必须同那种喜欢标榜杜马中“非党的”“统一的”“反对派”的习气作斗争，无情地揭露象立宪民主党人这样一些人的阶级狭隘性，指出他们最想用所谓“人民自由”这个名称来掩盖“阶级矛盾”。希望孟什维克不是仅仅口头上说要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而“不仅”是专制制度的丑恶），而且要见诸行动……


　　“……（3）社会民主党在预算问题上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不给不负责任的政府一文钱’……”



　　这个原则很好，如果能把“不负责任的”改成别的词，不是表明政府对杜马负责（这在当前的“宪制”条件下是一种虚构），而是表明政府对最高当局“负责”（这不是虚构，而是现实，因为实际权力不掌握在人民手里，就连孟什维克自己也说“为政权而斗争”已不可避免），那这个原则就完美无缺了。应当这样说：“只要全部政权还不在人民手中，就不给政府一文钱。”


　　“二、社会民主党利用质询权向人民揭露现政府的真正性质，指出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是完全违反人民利益的，说明城乡工人阶级的状况及其为改善自己的政治经济状况而斗争的条件，阐明政府和政府的代表以及有产阶级和代表有产阶级的政党在对待工人阶级方面所起的作用……”



　　这一条很好。遗憾的只是直到现在（3月19日）我们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人还很少利用这种质询权。
　　“……三、社会民主党在进行这种活动时同工人群众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在自己的立法活动中努力成为他们的有组织的运动的代表，帮助组织工人群众和全体人民群众来支持杜马同旧制度作斗争和创造能使杜马的活动不受根本法约束的条件……”



　　第一，不应当说社会民主党人的“立法”活动。应当说：“杜马的活动”。第二，“支持杜马同旧制度作斗争”的口号同决议案的前提完全不符合，所以实际上是不正确的。

在决议案的论据部分谈到为政权进行革命斗争，谈到在杜马中有“很多彻底的革命拥护者”。

为什么这里把“为政权而斗争”这个非常明确的革命概念偷换成“同旧制度作斗争”这样一个直接包含着改良斗争的暧昧说法呢？是不是要修改论据部分，抬出“为改良而斗争的任务”来代替“虚幻的”为政权而斗争呢？

为什么这里所说的是群众对“杜马”的支持，而不是对“彻底的革命拥护者”的支持呢？这样一来，孟什维克岂不是叫群众去支持不彻底的改良拥护者！！同志们，这听起来太不象话了。

最后，支持“杜马”同旧制度作斗争的说法实际上造成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支持“杜马”就是支持杜马的多数。而杜马的多数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加劳动派。这就是说，你们implicite（即拐弯抹角地）对立宪民主党人下了一个评语：他们在“同旧制度作斗争”。

这个评语是不正确的和不全面的。谈论这样的事情不能吞吞吐吐，而应当直截了当，毫不含糊。立宪民主党人不是在“同旧制度作斗争”，而是力图改良和革新这个最陈旧的制度，而且现在已经在明目张胆地追求同旧政权妥协了。

决议案中不提这一点，讳言这一点，就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滑到自由派的观点上去。


　　“……四、社会民主党将以自己的这种活动来推动以争取召集立宪会议为目的的人民运动，并把国家杜马控制行政权的一切努力看作这一人民斗争的一个阶段而加以支持，从而为全部政权转入人民手中打下基础……”



　　这是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它包含着“杜马”组阁即组织“责任”内阁这个臭名远扬的口号。应当先从提法上，然后再从实质上对这一条加以分析。这一条的提法非常奇怪。孟什维克不会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其次，他们不会不知道，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过去在第一届杜马时期曾经一度提出过这个口号，而当时党没有接受这个口号。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甚至第一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大家知道，这个党团全部由孟什维克组成，它的领袖是饶尔丹尼亚同志这样一位著名的孟什维克）也没有接受“责任内阁”的口号，他们不论在杜马的哪一次演说中都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个口号！

看来，对于认真对待问题的人来说，事情是太清楚了。可是我们看到，在决议案中却写出了这么一条拟得非常草率、根本没有经过郑重考虑的条文。

为什么要用一个新的含糊得多的提法来代替“责任内阁”（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生活报》上提出的）或“杜马多数组阁”（第一届杜马时期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提出的）这样明确的口号呢？这仅仅是“责任内阁”的翻版还是一种新东西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问题。

杜马怎样才能控制行政权呢？或者采取合法手段，即在现行的（或者说稍加改变的）君主立宪制基础上进行活动；或者采取非法手段，即“不受根本法约束”，推翻旧政权，使自己变成革命的国民公会，变成临时政府，等等。第一种可能性就是通常所说的“杜马”组阁即组织“责任”内阁。第二种可能性就是“杜马”（即杜马的多数）积极参加为政权进行的直接革命斗争。再没有别的办法能使杜马“控制”行政权了。至于不同的办法可能怎样交错在一起这样一个局部问题，这里是不必加以研究的，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般可能出现怎样的形势这样一个学术问题，而是社会民主党应当支持什么和不应当支持什么这样一个实际政治问题。

由此得出什么结论是很清楚的。新的提法好象是故意想出来掩饰有争论的问题的实质，掩饰代表大会的真正意志，而决议案却是应该表达这种意志的。“责任内阁”的口号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过去和现在都引起激烈的争论。而支持杜马的革命行动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过去和现在都不仅没有引起激烈的意见分歧，而且没有引起任何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一项决议案，用一个笼统的含糊不清的说法把有争论的和没有争论的东西混在一起，以此来掩饰意见分歧，——对于这种人，应当给他们下个什么评语呢？有人提议，在写代表大会的决定时，使用一种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说法，这种说法被一些人理解为杜马的革命行动，理解为“不受约束”等等，而被另一些人理解为米留可夫同斯托雷平在立宪民主党人参加内阁问题上的勾结，——对于这种人，应当给他们下个什么评语呢？

对于这种人，最客气的评语是：他们在倒退，把那本来很明确的、本来意思很清楚的支持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的纲领弄得含糊不清。

因此，下面我们不再谈这个把问题弄得混乱不堪的混乱的提法。我们将只谈问题的实质，即支持组织“责任”内阁（或者说立宪民主党内阁，反正一样）的要求这个问题。

决议案用什么理由来说明支持杜马组阁即组织责任内阁的要求的必要性呢？理由是：这是“争取召开立宪会议的人民斗争的一个阶段”，这是“全部政权转入人民手中的基础”。这就是全部理由。为了驳斥这些理由，我们简要地说说我们反对社会民主党支持杜马组阁这一要求的几个论据。

（1）仅仅抽象地从法律上把“责任”内阁同“不负责任的”内阁、把“杜马”组织的内阁同专制内阁等等对立起来（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生活报》上就是这样做的，孟什维克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也经常是这样做的），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完全不能容许的。这是自由派的唯心主义的论断，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论断。

应当分析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措施的阶级意义。谁这样做了，他就会明白，这个措施的内容就是专制政府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勾结起来或者试图勾结起来阻止革命。杜马组阁的客观经济意义就是如此。所以布尔什维克有充分的权利和理由说：杜马组织的内阁或责任内阁实际上就是立宪民主党内阁。孟什维克大动肝火，叫喊什么这是偷梁换柱，故意歪曲，等等。他们之所以大动肝火，是因为他们不想了解布尔什维克的论据怎样把法律上的虚构（杜马组织的内阁对皇上将比对杜马更“负责”，对自由派地主将比对人民更“负责”！）归结到阶级基础上去。不论马尔托夫同志怎样大动肝火，怎样叫喊什么甚至现在杜马也不是立宪民主党的，他也丝毫不能动摇这个无可争辩的结论：从实质看，这里说的正是立宪民主党内阁，因为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这个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杜马组织的可能是混合内阁（立宪民主党人加十月党人加“无党派人士”甚至再加上一个差劲的“劳动派”或一个所谓的“左派”，等等），但这丝毫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象孟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那样回避问题的实质，也就是回避马克思主义。

支持杜马组阁即组织“责任”内阁的要求，实质上就是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具体说就是支持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在布尔什维克向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第一项决议草案中就是这样说的）。谁害怕承认这一点，谁就是承认自己的立场有弱点，承认要求社会民主党支持立宪民主党的那些论据有弱点。

我们历来主张而且现在仍然主张社会民主党不能支持专制政府同自由派资产阶级为了阻止革命而进行的勾结。

（2）孟什维克总是把杜马组阁看成是好转的一步，看成是有助于今后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因素，上述决议案明显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但是孟什维克在这里犯了错误，犯了片面性的毛病。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担保俄国目前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会获得彻底的胜利，那样做就是陷入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我们的任务是力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忘记，过去有过而现在还会有未完成的、半途而废的资产阶级革命。

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案中把杜马组阁说成是争取召集立宪会议的斗争中一个必要的阶段等等。这是完全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权利只从这个方面来看杜马组阁，而忽视俄国经济发展的两种形式的客观可能性。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变革可能采取保存地主经济和使地主经济逐渐转化成容克－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斯托雷平的和自由派的土地改革），也可能采取消灭地主经济而把土地转交给农民的形式（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所支持的农民革命）。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只从一方面，而应当从两方面来看立宪民主党内阁：它可能是争取召集立宪会议的斗争的一个阶段，也可能是消灭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阶段。根据立宪民主党和斯托雷平的意愿，杜马组阁应当起第二种作用；而根据客观的情况，它既可能起第二种作用，也可能起第一种作用 
［注：我们作了对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最有利的假定：立宪民主党将提出杜马组阁这一要求。很可能，它根本不提出这个要求。那么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主张“支持”自由派根本没有提出的口号，就将成为笑柄，就象他以前主张“全权杜马”成为笑柄一样。］

 。

孟什维克忘了自由派限制和阻止资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滑到美化君主制、赎买、两院制、阻止革命等自由派的观点上去了。

（3）现在我们把问题从经济和阶级方面转到国家和法律方面来。应当指出，孟什维克把杜马组阁看成是走向议会制的一个步骤，看成是可以完善宪制并帮助无产阶级利用宪制来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改良。但是，这又是只看到“可喜现象”的片面观点。从杜马的多数中任命大臣（这正是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努力争取的）并不是任何重大的改良征兆，并不是在法律上承认对宪制作了某种根本的变动。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孤立的行为，甚至是关于个别人员的行为。它通过幕后的交易、谈判和协商来进行。无怪乎《言语报》现在（1907年3月！）承认，立宪民主党1906年6月同政府举行过谈判，但其内容还不能（！）公布。甚至立宪民主党的应声虫《同志报》也认为这种躲躲闪闪的做法是不能容许的。无怪乎波别多诺斯采夫（据报载）会提出这样的办法：先任命一些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人当大臣，然后解散杜马和撤换内阁！这不是取消改良，改变法律，这是皇上的完全合法的、“合乎宪制的行为”。孟什维克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关于杜马组阁的要求，实际上（不管他们的意愿和认识如何）就是支持背着人民进行秘密的谈判和勾结。

而孟什维克从立宪民主党人方面却得不到而且也不可能得到任何“保证”。孟什维克对立宪主党人赠送和预付自己的支持，也就是模糊和降低工人阶级的觉悟。

（4）我们对孟什维克可以再作一个让步。我们假定可能出现最好的情况，即杜马大臣的任命并不仅仅是关于个别人员的事情，并不仅仅是对人民的欺骗和装装样子，而是真能改善无产阶级斗争条件的真正的宪制改良的第一步。

即使这样，也决不能证明社会民主党应当提出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这一口号。

你们不是说这是好转的一个阶段，是今后进行斗争的基础吗？就算是这样吧。那么普遍而非直接的选举权想必也是好转的一个阶段了？为什么不宣布，社会民主党支持普遍而非直接的选举权这一要求，认为它是争取实现“四原则选举制口号”的斗争的一个“阶段”，是向这个口号“转的基础”呢？在这一点上，不仅立宪民主党人，而且民主改革党和一部分十月党人，都会站在我们一边的！社会民主党支持普遍而非直接和非无记名的投票，这可以称为争取召集立宪会议的人民斗争的“全民性”阶段了！

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和支持普遍而非直接和非无记名的投票的要求绝对没有任何原则的区别。

为了证明应当提出“责任内阁”的口号，就说它是好转的一个阶段等等，这就等于不了解社会民主党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问题上的基本原则。

任何改良之所以为改良（而不是反动的或保守的措施），完全是因为它是好转的一步、一个“阶段”。但是任何改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有两重性。改良是统治阶级的让步，其目的是阻止、削弱或扑灭革命斗争，分散革命阶级的力量和精力，模糊他们的觉悟，等等。

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一方面决不拒绝利用改良来发展革命的阶级斗争（恩格斯说：“我们当作分期偿付的债款来接受”（wir　nehmen　auch　Abschlagszahlung） 
［注：见《马克思恩格全集》第22卷第516页。——编者注］

 ），另一方面决不能把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口号“变成自己的” 
［注：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生活报》上说：“……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不能不把上述要求〈组织“责任内阁”〉变成自己的要求……”］

 口号。

那样做，就是完全照着伯恩施坦的样子干（普列汉诺夫为了替自己现在的政策辩护，将不得不为伯恩施坦恢复名誉！伯恩施坦的机关报《社会主义月刊》［73］一定会对普列汉诺夫赞不绝口，这是毫不奇怪的！），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民主社会改良党”（这是伯恩施坦的名著《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中的名言）。

社会民主党把改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来看待和利用。

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我们用来反对上述那个口号的最后一个论据了。

（5）社会民主党怎样做才能在实际上加速实现各种改良，其中包括俄国的宪制改良，尤其是杜马组阁及其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后果呢？是社会民主党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口号“变成自己的”口号呢，还是坚决拒绝把这样的口号“变成自己的”口号，坚持自己完整的不打折扣的口号而始终不渝地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

我们如果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那种总是不彻底的、总是打折扣的、总是虚伪的口号“变成自己的”口号，这在实际上就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实现改良的或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因为实现改良的实际力量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是它在斗争中的自觉性、团结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决心的力量。

我们如果在群众中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口号，那就会使群众运动的上述特性减弱甚至丧失。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资产阶级诡辩：在自己的革命要求和革命口号上作一些让步（例如提出“杜马组阁”来代替“人民专制”和立宪会议，把它当作一个“阶段”，如此等等），我们就能使这种削弱了的措施更有可能实现，因为无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都将支持这种措施。

革命的国际社会民主党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诡辩。相反，我们这样做只会使改良更少可能实现，因为我们一味想博得资产阶级的同情（而他们是永远不会自愿让步的），结果就会削弱群众的革命意识，降低和模糊他们的革命意识。我们迎合资产阶级，任凭他们同沙皇政府勾结，只会妨害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倒头来往往适得其反：实行这种策略的结果，改良不是化为乌有，就是完全成为骗局。实现改良的唯一可靠的支柱，唯一使改良不致落空而能用来造福人民的切实的保证，就是无产阶级在不降低自己口号的情况下进行独立的革命斗争。

孟什维克从1906年6月起，就在群众中宣传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这个口号。这样他们就削弱和模糊了群众的革命意识，缩小了鼓动工作的范围，减少了实现这种改良和利用这种改良的可能性。

应当在群众中加强革命鼓动，更广泛地传播、更清楚地阐明我们完整的不打折扣的口号。这样，我们在最好的情况下就能促使革命的彻底胜利早日到来，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争取到一些不彻底的让步（如杜马组阁、普遍而非直接的选举权等等），并保证自己有可能把这些让步变成革命的工具。改良——这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把取得副产品变成“自己的”任务，那就是陷入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决议案的最后一条：


　　“五、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把杜马中的活动看成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它保持完全的独立，但在每个特定场合，有时为了采取侵略行动而同那些其任务在当前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致的政党和集团达成协议，有时为了采取旨在保护人民代表制本身及其权利的防御行动而同那些能从反对旧制度、争取实现政治自由的斗争中得到好处的政党达成协议。”



　　这一条的前一部分（“但在每个特定场合”这一句以前）很好，而后一部分却很糟，简直是荒谬透顶。怎么会这样可笑地把行动分成“侵略”行动和“防御”行动呢？我们的孟什维克是不是想起上一世纪90年代《俄罗斯新闻》［74］的话了？当时自由派证明说，俄国的自由派是在“维护”，而反动派是在“侵略”。真是不可思议：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按“旧的”划分把政治行动分成革命的和改良主义的、革命的和反革命的、议会的和议会外的，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分类法——“防御”行动在“维护”现状，“侵略”行动则更进一步！快别作孽了，孟什维克同志们！对革命阶级斗争的嗅觉要丧失到何种程度，才会闻不出“防御”和“侵略”这种划分的庸俗气味啊！

这个荒谬的提法象凹面镜反映物体一样十分可笑地反映出了孟什维克所不愿公开承认的那个痛苦的（对孟什维克来说）真相！孟什维克习惯于泛泛地谈论政党而不敢具体地点明这些政党和明确地把它们区别开来，习惯于把立宪民主党和左派都统称为“反对派－民主派政党”而遮住它们的真面目。现在他们感到情况在变化。他们感到，自由派现在实际上只能维护（通过屈辱的方式，如《俄罗斯新闻》在80年代“维护”地方自治机关那样！）现在的杜马和我们现在的——请原谅我用这个词——“宪制”了。孟什维克感到，自由派资产者已不能也不想更进一步（采取“侵略“行动，——居然想出这么一个可鄙的字眼！）。孟什维克把对真相的这种模糊认识反映在上面这个可笑的和混乱透顶的提法中，从这个提法的字面上可以得出结论说，社会民主党人有时为了采取行动可以达成一些“其任务”同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不一致的协议！

孟什维克决议案的这个结尾，这种害怕直截了当地说明真相（真相就是：自由派资产者即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完全停止帮助革命）的可笑的恐惧心理，很好地表达了我们所分析的整个决议案的全部精神。

代后记

在本文写成之后，我收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沙尼亚边疆区联盟”二月（1907年）代表会议［75］的决议。

两位孟什维克同志——马·和阿·（想必是代表中央委员会）出席了这次代表会议。在讨论国家杜马问题的时候，看来他们提出了我在前面作过分析的那个决议案。看一看爱沙尼亚的社会民主党人同志们对该决议案作了些什么修改，是很有教益的。现在我把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全文引出来：



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

“国家杜马没有任何权力和力量来满足人民的要求，因为全部政权依旧在人民的敌人（沙皇专制政府、官僚和一小撮地主）手中。因此，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丢掉对现在的国家杜马的立法力量的幻想，并向人民说明，只有在消灭沙皇专制制度以后由人民自己自由选举出来的全权的全民立宪会议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

为了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教育，发展和组织革命力量，社会民主党对这个软弱无力的国家杜马也应当加以利用。因此，社会民主党根据以下原则参加国家杜马的活动：

一、社会民主党根据城乡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彻底的民主主义原则，对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一切提案和法案以及国家预算进行批评，并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法案，同时经常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出发，通过自己的这种活动来揭露现行制度的不中用和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

二、社会民主党利用质询权来揭露现政府的实质和本质，向人民指出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是直接违反人民利益的，并说明工人阶级的无权地位，阐明政府、统治阶级和依靠统治阶级的政党在对待工人阶级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时，社会民主党应当同立宪民主党这个实行妥协的和背叛成性的政党作斗争，揭露他们的不彻底性和虚伪的民主主义，从而使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摆脱他们的领导和影响，跟无产阶级走。

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杜马中应当始终保持独立。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同国家杜马中其他革命政党和反对派政党订立约束社会民主党行动自由的任何长期协议或协定。在个别场合，当其他政党的任务和步骤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和步骤一致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可以也应当同其他政党就这些步骤进行协商。

四、人民不可能同现在的农奴制政府达成任何协议，只有全权的立宪会议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和需要，因此，代表会议认为，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为组织对现在这个软弱无力的杜马负责的内阁而斗争。无产阶级不应当为责任内阁而应当为立宪会议而斗争。

五、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在进行这样的斗争的同时，应当同杜马外的无产阶级群众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极密切的联系，帮助这些群众组织起来，建立一支能够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大军。”





　　用不着做什么注解了。我在自己的文章中试图以所分析的决议案为例说明不应当怎样写决议。爱沙尼亚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则以自己的决议表明应当怎样修改不能用的决议。



	载于1907年4月圣彼得堡出版的《策略问题》文集第2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第89—112页

















《列宁全集》第15卷


为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党人的决议加的按语[76]


（1907年3月25日〔4月7日〕）

我们的通讯员还给我们寄来了代表会议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沙尼亚边疆区联盟”的章程。由于篇幅不够，我们没有把它登载出来。

请读者注意关于杜马的决议。从这个决议中可以清楚看到，它是以《俄国生活报》第47号上发表的孟什维克的决议案作为基础的。孟什维克马·和阿·的影响就表现在这一点上，也仅仅在这一点上。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个决议案中所有重要的地方都按照鲜明的布尔什维克精神作了修改（特别是谈到立宪民主党和“责任内阁”的地方）。这是对孟什维克决议案进行“修改”的良好范例！





	载于1907年3月25日《无产者报》第1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第113页


















［76］这是列宁为《无产者报》第15号发表《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这份材料加的编者按语。——109。





《列宁全集》第15卷


勾结的基础

1907年3月21日于彼得堡

自从三个星期以前《无产者报》第14号上的社论 
［注：见本卷第56—60页。——编者注］

 发表之后，情况有了重大的变化。政府和立宪民主党人，即黑帮专制政府和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彼此更靠拢了一步。他们准备联合起来，共同扼杀革命，不给人民土地和自由，而只给一点可怜的施舍，使人民永远处在半饥饿半奴隶的状态。现在我们来仔细地分析一下目前的情况。

有两个问题象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黑帮专制政府的心上，这就是预算和土地问题。如果杜马不批准预算，就得不到贷款。如果不设法哪怕是暂时地掩盖一下土地问题这个烂穿了的脓疮，就休想得到片刻的安宁。在预算和土地法未经杜马通过以前，政府是不敢解散杜马的。它怕解散杜马，同时又叫嚷要解散杜马，它把俄罗斯人民同盟这个黑帮组织全部发动起来，吓唬那些胆小的人和促使那些动摇的人让步。它想试图强迫杜马让步，用解散作为威胁来封杜马的嘴。以后就可以看到，它将怎样对付那个受尽侮辱的、遭到唾弃和蹂躏的“最高”会议。因此，它才要求批准预算，并保证说财政大臣根本无意向国家杜马提出批准借款这个问题。因此，瓦西里契柯夫先生才作了多次彬彬有礼的讲话，说政府将“保护各个人、各集团、各阶层三者利益之间的界限不受侵犯”，但同时“也意识到，只在这些界限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时，自己才有责任给予保护。这些界限如果不符合根本利益，就应当加以变动”。这些话，特别是我们使用黑体的地方，无疑是隐约地向立宪民主党打招呼，微妙地暗示立宪民主党提出的“强制转让”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行的。

立宪民主党人怎样回答所有这些难以捉摸的好感呢？嗬！他们竭力把捉摸不透的话变成可以捉摸的话，把暗示和隐喻背后的意思公开说出来，把它说穿。因此，他们也向政府表示了极大的好感，倾吐了自己的衷肠，虽然出于他们特有的谨慎，暂时还只是半推半就地、羞羞答答地伸出手来，去接斯托雷平先生宽宏大量地伸给他们的食指。立宪民主党的御用机关报《言语报》在3月18日向全世界宣布：人民自由党即将完成新土地法案的制定工作，这将使该党“获得最好的武装去切实地讨论土地问题”，并且“新的提法充分注意到了通常所谓现实的力量对比这个因素”。第二天，在杜马的会议上库特列尔代表真的作了“切实的”发言，从而揭开了一点（虽然还远没有完全揭开）立宪民主党羞答答地用来遮丑的面纱，使人窥见了一点立宪民主党立法工作新成果的“现实主义”和“切实性质”。根据我们的理解，这里所说的切实的现实主义就是：第一，在很多地方，农民得到的土地不是“消费份额”，而是少得多，如库特列尔先生极含混地说的“是多少就是多少”。显然结果是这样的：几百万俄亩的地主土地即使在“强制转让”的情况下也可以仍然不转让。用瓦西里契柯夫先生的说法，只等于略微“变动一下界限”。对于表明新法案的“现实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库特列尔先生作了如下的说明：“拨给农民的土地”应当“永远归农民所有”，因此“这些土地将来在任何条件下也不予以剥夺”，这些土地将“交给农民永久使用而不是暂时使用”，同时必须“仅仅限制转让权和抵押权”。这又很接近于通过瓦西里契柯夫先生之口所作的宣告：政府“打算把根据所有权原则应享受的优惠也扩展到农民占有的但迄今还没有享受到这种优惠的大片土地上去”。最后，立宪民主党新土地法案的第三个“切实”之处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原先设想赎买土地用公款，而现在是“实行土地改革所需的相当一部分费用（约占半数）应当由农民自己偿还”。那么，这同政府规定在1906年农民要交一半赎金又有什么区别呢？因此，十分清楚，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法案同政府的“决定”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的是：立宪民主党的强制转让土地是假的，因为在立宪民主党的土地委员会中，农民占一半，地主占一半，并且由官员来“调和”他们的利益，这样，委员会中谁去实行“强制”呢？真是巧妙的勾结。难怪《言语报》的杜马评论员在3月20日的报上就瓦西里契柯夫先生的讲话指出：“他这样提问题，说明他采取了切实的态度。”这是目前立宪民主党人所能够说的最大的恭维话！

至于预算问题，立宪民主党对黑帮专制政府采取的调和立场，在3月20日同一号《言语报》的社论中表现得极其明显。社论把“人民自由党提议否决整个预算”的传闻称为“明显的捏造”。社论确信，“人民代表们在作某些修改之后，大概会批准1907年的预算”。最后——先生们，请注意！——社论断言：“如果杜马得到证明，财政大臣先生愿意协助杜马扩大权力〈当然是在“根本法”范围内扩大权力——见同一社论〉，杜马代表就可能对政府产生更大的信任”，而“如果杜马有理由信任财政大臣先生，它就会同意那种等于是允许借贷而且是需要多少就借多少的方案”（黑体是我们用的）。这真是一段妙论，它为这一长串可耻的让步，一长串以零售方式出卖人民自由的行为（这种零售所以需要，是为了最终整个地出卖人民的自由）出色地收了场。

谁有耐心考察一下黑帮和自由派资产者进行可耻交易的全部详情，考察一下目前所能知道的这些详情，他就会确信，反革命势力正在组织起来，准备给伟大的解放运动以最终的致命的打击，准备制服坚强果敢的战士而欺骗和排挤幼稚、胆小和动摇的人。右派、波兰代表联盟［77］、立宪民主党正抱成一团，准备进行这次打击。政府自己唆使黑帮提出解散杜马和取缔“龌龊的宪法”的要求，然后又利用黑帮的叫嚣来吓唬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立宪民主党也拿这种叫嚣和所谓斯托雷平打算立即解散杜马的假话来吓唬劳动派。黑帮专制政府和自由派资产阶级需要进行这些威胁和恐吓，是为了更巧妙地背着人民进行勾结，是为了和和气气地分赃和掠夺人民。各种各样的劳动派，你们不要受骗！要保卫人民的利益！要制止立宪民主党同政府的肮脏勾结！社会民主党人同志们，我们相信，你们会认清局势，你们会走在杜马的所有革命分子的最前列，你们会帮助劳动派看清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可耻的背叛行为。我们相信，你们会从杜马讲坛上严正地有力地向全体人民揭露这种背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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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波兰代表联盟是俄国国家杜马中波兰代表的联合组织。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中，这个联合组织的领导核心是波兰地主资产阶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党员。波兰代表联盟在杜马策略的一切主要问题上都支持十月党。——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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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蜜腹剑

（1907年3月25日〔4月7日〕）

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的辩论是大有教益的。必须详细谈谈各个政党领袖的发言，仔细研究一下这些发言的内容。

毫无疑问，土地问题的主要之点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态度。农民为了获得土地，正在进行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各个政党对这一斗争采取了什么态度呢？

社会民主党人直接地公开地提出了不经赎买地转让土地的要求。社会民主党代表策列铁里在他的发言中有力地证明了保卫地主财产“权”的谬误，说明这种财产是掠夺来的，指出认为私有财产不可剥夺的言论是十足的伪善，驳斥了首席大臣不把人民的利益而把一小撮同国家政权血肉相联的地主的利益视为“国家利益”的看法。

如果再加上策列铁里同志在他发言的末尾提出的建议——把问题交给各个地方土地委员会（当然，是经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的）审议，那就可以对无产阶级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得到一个完整明确的概念了。否定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明确地规定改革的方法是一切通过地方委员会，——这就是说农民的利益应压倒地主的利益。不经赎买地转让，——这就是说，彻底捍卫农民的利益，同地主的阶级私利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现在来谈劳动派。卡拉瓦耶夫没有十分明确地提出“不经赎买地转让”这个原则。这位农民代表在提出人民对地主的要求时不如工人代表那样坚决。没有明确地提出把问题交给各个地方委员会的要求，对于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想撇开人民、把一个尖锐问题交给专门委员会去讨论而不拿出来公开讨论、不让人自由批评的阴谋没有表示反对。尽管这位劳动派的发言同社会民主党人的发言比起来还有这些缺点，我们还是应当承认他是捍卫农民的事业而反对地主的。这位劳动派使人民看清了农民怎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反驳了叶尔莫洛夫及地主阶级的其他维护者否认必须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的结论。他确定了农民至少需要7000万俄亩土地，并且说明地主、皇族和其他方面可以用来满足农民需要的土地在7000万俄亩以上。再说一遍，尽管有我们着重指出的那些缺点，他的发言的总的精神还是诉诸人民，一心帮助人民擦亮眼睛……

我们看看立宪民主党人库特列尔的发言。那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他的发言使我们感到，刚才是一个十分彻底地维护农民（社会民主党人）或是不够坚决地维护农民（劳动派）来反对地主的人们的阵营，而现在是一个地主的阵营，这里的人知道“让步”不可避免，但是在竭力设法少让一些。

库特列尔说他“同意”劳动派，“同情”劳动派，这完全是为了把他所谓的必须对劳动派的法案马上进行限制和删减这颗苦药丸包上一层糖衣。库特列尔的整篇发言充满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和反对劳动派的各式各样的论据。

为了说话有根据，我们一步一步地来分析库特列尔的发言。

一开头是先向劳动派行屈膝礼。立宪民主党人同意基本思想，他热烈地同情……但是……但是……劳动团的法案“不限于实现帮助农民解决缺少土地的问题这个简单明了的任务，而是更进一步，力求根本改造现存的全部土地法律关系”（引文都是根据《同志报》的报道）。

总之，口头上“同情”庄稼汉，实际上限制庄稼汉的要求。口头上支持庄稼汉，实际上支持地主。

而且，库特列尔还要杜马相信，劳动派不限于实现一个简单明了的任务！读者想想吧：劳动派直截了当提出了7000万俄亩土地。应当把这些土地从地主手里转交给农民。这还不“明了”，还不“简单”啊！！

为了“明了”起见，就得谈谈劳动土地份额、消费土地份额以及1861年的份地份额。于是库特列尔先生谈呀，谈呀，谈个没完。他在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滔滔不绝地把废话塞满听众的耳朵，为的是得出一个结论：要使农民的份地达到1861年的土地份额，“照我看来……还差3000万俄亩”，而即使达到了，也还是比消费土地份额低。如此而已。这就是他在需要多少和满足多少这个问题上所谈的一切。

可是，这难道是对7000万俄亩的要求的回答吗？可敬的“人民自由”的骑士，你不过是在支吾，你不过是在搪塞！到底应不应当把7000万俄亩土地交给农民呢？应当还是不应当呢？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些遁词的本质，我们用最新的土地统计材料的总计数字来证实劳动派提出的数字。根据1905年的调查，私人的土地共有10170万俄亩。其中村团和协作社共有1580万俄亩；不满20俄亩的占有者拥有320万俄亩；20—50俄亩的占有者拥有330万俄亩；50俄亩以上的占有者拥有7940万俄亩。最后一种占有者的人数总共是133898人。也就是说，他们每人平均拥有594俄亩土地。假定我们给这些老爷每人留下50俄亩。总共是690万俄亩。从7940万俄亩中减去690万俄亩，就能有7250万俄亩地主土地空出来，这还没有把皇族、官家、教会、寺院等方面的土地计算在内。

我们看到，劳动派所确定的农民能够而且应当获得的土地数量还不十分准确，尽管总数（7000万俄亩）接近于实际。

总之，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劳你们驾给一个简单明了的回答：应不应当让地主给农民7000万俄亩土地？应当还是不应当？

我们的前任大臣、现在的自由派伪君子不直接回答问题，而是象晨祷前的魔鬼那样着忙，发急地叫喊：


　　“这种权利（即劳动团法案所说的土地权）不是等于挤进已经住满了人的屋子的权利吗？”



　　真妙，不是吗？关于7000万俄亩的问题被躲过去了。这位自由派老爷给农民的回答就是：屋子住满了。库特列尔跳过这个令人不快的7000万俄亩（这些庄稼汉真不懂礼貌！总纠缠什么7000万！）的问题以后，就开始反驳劳动派，大谈土地国有化“实际上能否实现”的问题。

这一切都是蓄意搪塞，因为既然把7000万俄亩留给地主，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国有化了！但是库特列尔先生为了掩盖自己的意图就是要这样谈。

他是怎样反对土地国有化的呢？


　　“我认为，可以设想出使土地国有化法案能够获得法律效力的那些政治条件，但是我不能设想在最近的将来是些什么政治条件能使这一法律真正实现。”



　　真是又有分量又有说服力。这位一生之中都是“优美地躬背哈腰”［78］的自由派官吏不能设想是什么样的政治条件能使人民的代表掌握立法权。我们这位亲爱的自由派是在暗示，按照通常的情况，都是统治人民的一小撮地主掌权。是的，通常的情况是这样。俄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这里谈的是争取人民自由的问题。这里讨论的正是如何改变地主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的问题。而你进行反驳的理由却是，现在是地主掌权，因此应当把腰弯得更低一些：


　　“把帮助农民这个简单的、肯定有益的任务复杂化，是没有道理的，不正确的……”



　　耳朵不会高过额头，不会的！于是库特列尔先生就长篇大论地谈起来，说不需要搞“不能实现的”国有化，而只需要“扩大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当问题涉及用7000万俄亩地主土地来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而不是土地使用权，最可敬的先生！）的时候，库特列尔扯到“国有化”问题上去。而当涉及“国有化”问题的时候，又回到“扩大”……的问题上来。也许这一下人们就想不起7000万俄亩了吧！

库特列尔先生公开维护私有地产，声称消灭私有地产是“最大的不公平”。


　　“既然没有人主张彻底消灭私有财产，那就必须完全承认私有地产可以存在。”



　　既然不能一下子前进两步，“那就必须”一步也不前进！这就是这位自由派的逻辑。这就是维护地主利益的逻辑。库特列尔先生承认强制转让私有土地，乍看起来，这可以算是他的发言中唯一涉及到保护农民利益而不是保护地主利益的一点了。

但是，谁要是相信这些漂亮话，他就大错特错了。如果地主真的会被强制把大量土地让给农民，并且要价很低，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强制转让地主土地才会对农民有利。而如果地主强制农民用高价购买极少量的土地呢？

没有防止地主欺骗农民的真正保障，“强制转让”就是一句空话。

库特列尔先生不仅连一个这样的保障没有提出来，反而用他的全篇发言，用他整个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排除了这些保障。立宪民主党人不愿意进行杜马以外的工作。他们公开主张地方委员会按反民主的原则组成，即地主的代表和农民的代表各占一半，政府的代表任主席！这完全等于让地主来强制农民。

如果再考虑到地价也是由同样的一些地主委员会去评定，考虑到立宪民主党人现在已经要农民支付（见库特列尔发言的末尾）地价的半数（另外一半也是由农民支付，只不过是采取多交捐税的形式！），那就可以看出，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是口蜜腹剑了。

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在杜马中替农民说话。右派和立宪民主党人替地主说话。这是事实，任何遁词和空话都掩盖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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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优美地躬背哈腰”这一诗句出自俄国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讽刺诗《摇篮曲》。这首诗通过一个官僚的太太在摇篮旁唱歌催儿子入睡的形式，对俄国官僚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列宁借用上述诗句讽刺自由派官吏仪表堂堂而灵魂卑污。——118。





《列宁全集》第15卷


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稿[79]


（1907年3月21日和26日〔4月3日和8日〕之间）

先生们！在杜马里已经有许多人发言，阐述了各个政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该作出几点结论的时候了。现在应该明确地回答：争论的实质是什么？解决土地问题的困难在哪里？所有主要政党的代表们在杜马里所作发言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各个政党在土地问题上截然分歧的意见是什么？

四个主要的政党或者说党派在杜马里就土地问题阐述了四种主要观点。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阐述了“右派”（包括十月党、君主派等等）的观点。库特列尔代表阐述了立宪民主党即所谓的“人民自由党”的观点。卡拉瓦耶夫代表阐述了劳动派的观点。在实质上同意卡拉瓦耶夫观点的季明、科洛科尔尼科夫、巴斯金、提赫文斯基等代表，给他作了补充。最后，我的同志策列铁里阐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观点。政府代表瓦西里契柯夫大臣阐述了政府的观点，这些观点（我在后面将要指出）归结起来就是要调和“右派”和“立宪民主党”的观点。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四个政治派别在土地问题上的主要观点是什么。我按代表们在杜马里发言的次序来谈，也就是从右派谈起。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的基本观点，就是一切所谓的“君主派”政党和十月党的观点，就是大多数俄国地主的观点。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非常精彩地用如下一句话表达了这一观点：“因此，先生们，放弃增加农民占有的土地面积的念头吧，除非是遇到土地实在太少的特殊情况。”（我引用《同志报》的报道，这是一份最完全的报道，因为速记记录还没有发表）

这句话讲得好：直截了当，明确，简单。放弃增加农民土地的念头吧——这就是所有右派政党，从俄罗斯人民同盟到十月党的真实观点。我们很清楚，俄罗斯地主和俄国境内其他民族的地主的看法也正是这样。

为什么地主们劝告农民放弃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的念头呢？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解释道：因为地主的农场比农民的田庄组织得好，比农民田庄“文明”。据他说，农民“粗野、愚昧、无知”。请看吧，农民没有地主的领导就不行。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说得很俏皮：“有什么样的牧师，就有什么样的教民。”很明显，他坚信地主永远是牧人 
［注：俄语поп一词既有“牧师”之意，又有“牧人”之意。——编者注］

 ，而农民永远是被放牧的羊群，永远要任人宰割。

永远吗，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永远吗，地主老爷们？你们没有弄错吧？农民迄今一直是“被放牧的羊群”，不是因为他们过于“愚昧和无知”吗？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看到，农民正在变成有觉悟的人。杜马中的农民代表现在不是转向“右派”，而是转向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人。象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这样的发言将会帮助最愚昧的农民弄清楚：真理在哪里？能不能真的去支持那些劝告农民放弃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这种念头的政党？

因此，我对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的发言，以及所有坐在右边席位上的、将要就这个问题发言的人的发言表示衷心的欢迎。先生们！请继续按这个调子讲下去吧！你们大大帮助我们擦亮了甚至最愚昧的农民的眼睛！

有人说：地主农场比农民田庄文明……农民没有地主的领导就不行！

可是我要告诉诸位：俄国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地主经济的整个历史以及关于现在的地主经济的所有材料都表明，地主的“领导”过去和现在始终意味着对农民施加穷凶极恶的暴力、对男女农民人格肆意进行侮辱，意味着对农民劳动进行世所未见的最残暴、最无耻的剥削（用俄国话说就是掠夺）。俄国农民这种备受压抑和一贫如洗的情况，不仅在西欧找不到，就是在土耳其也找不到。

我的同志策列铁里已经谈到，一块块地产连居民一起如何分赐给了宫廷“世界”的奸佞和宠臣。我希望你们特别注意谈到臭名昭彰的地主“文明”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所触及的经济制度问题。

这位代表知不知道农民把什么叫作工役制或徭役制，经济学把什么叫作工役经济呢？

地主工役经济就是地主农奴制经济、徭役经济的直接遗物，直接残余。农奴制经济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农民从地主那里得到份地来养活自己一家，为此农民就必须在地主土地上劳动三天（有时还要多）。对劳动者付酬不是用货币，象现在各个城市里的做法那样，而是用土地。农民靠从地主那里得来的份地只能勉强糊口。而为了勉强糊口，农民本人和他全家必须用自己的马匹、工具即“农具”去为地主耕种土地。这就是农奴制经济的实质：用少得可怜的份地代替对劳动的报酬，用农民的劳动和农民的农具耕种地主的土地，用地主的棍棒强制农民劳动。在这种经济制度下，农民本身必须成为农奴，因为不用强力实行强制，任何一个靠份地生活的人也不会去给地主干活。这种农奴制对农民来说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农民自己非常明白，记得非常清楚。

农奴制算是废除了。但实际上地主至今还握有很大的权力（依靠他们抢来的土地），现在仍能通过工役制使农民处于农奴的依附地位。工役制，这也就是现代的农奴制。我的同志策列铁里在他关于政府宣言的发言中说，地主土地占有制和现在整个俄国国家政权都具有农奴制的性质。可是一家向政府献媚的报纸（它的名字叫《新时报》）却叫嚷策列铁里代表说的不符合事实。不，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说的是事实。只有那些完全无知的人或卖身求荣的文痞才能否认工役制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否认我国的地主经济靠工役制来维持。

工役制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地主的土地不是用地主的农具来耕种，不是雇工人来耕种，而是由受地主奴役的邻近的农民用自己的农具来耕种。庄稼汉不得不受奴役，是因为地主把好地都割归自己，把庄稼汉安置在“一小块沙地”上，驱使他们去种少得可怜的份地。地主霸占了很多土地，以致农民不仅没有可耕之地，甚至“连放鸡的地方也没有”。

1861年省地主委员会和地主——调停官［80］（他们被叫作调停官，想必是因为他们纵 
［注：俄语“мировой（调停官）”一词和“мироволить（纵容）”一词字形相近。——编者注］

 容地主）——在解放农民的时候，把农民土地的1／5割给地主了！他们在解放农民的时候，强迫庄稼汉为这次掠夺后留在农民手里的份地付高价！任何人都知道，1861年进行“赎买”的时候，强迫庄稼汉付出了比地价高得多的代价。任何人都知道，当时迫使庄稼汉赎买的不仅有农民的土地，而且有农民的自由。任何人都知道，政府赎买的“善行”，使国库从农民那里勒索来的地价（以赎买的形式）比它付给地主的要多！这是地主和“自由派”官吏为了掠夺庄稼汉而结成的兄弟联盟。如果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忘记了这一切，那么农民大概没有忘记这一点。如果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不知道这一点，那他可以看一看扬松教授还在30年前在《关于农民份地和付款统计调查的试验》一书中是怎样写的，看一看从那时以来所有的经济统计文献重复了千百次的东西。

1861年对农民的“解放”［81］使得农民一下子就落入了地主的圈套。农民由于土地被地主夺去而走投无路，以致不是饿死，就是接受奴役。

20世纪“自由的”俄国农民仍然不得不接受邻近地主的奴役，完全和11世纪“庄稼人”（《罗斯法典》［82］这样称呼农民）受地主奴役、被“登记”为地主财产一样！

说法改变了，法律制定了又消失了，几百年过去了，可是问题的实质依然如故。工役制，这就是要农民处于受奴役的依附地位，使农民不得不用自己的农具去耕种邻近地主的土地。工役经济，这就是巧加粉饰和改头换面但实质未变的农奴制经济。

现在我从关于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的著作中俯拾即是的大量例子里举出一个来说明我的意思。农业司有一部在90年代初出版的卷帙浩繁的著作，这部著作是根据业主提供的有关俄国地主经济制度的材料编的（《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1892年圣彼得堡农业司版第5册）。整理这些材料的是谢·亚·柯罗连科先生。不要把他同弗·加·柯罗连科混淆了。他不是一位进步作家，而是一个反动官僚。谢·亚·柯罗连科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在他编辑的这本书的第118页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


　　“在叶列茨县南部（奥廖尔省），在地主的大农场里，除有年工从事耕作外，一大部分土地由农民耕种，以租给他们的土地作为报酬。过去的农奴〈请注意，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继续向他们原来的地主租地，并为此而替地主种地。这样的村庄仍然〈注意这一点！〉叫作某某地主的‘徭役’村。”



　　这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臭名昭彰的农民“解放”实现了30年以后写的。1861年以后过了30年，还是同样的“徭役”，还是用农民的农具去耕种原来的地主的土地！可能有人会反驳我，说这是个别情况。然而，凡是熟悉俄国中部黑土地区地主经济制度的人，凡是稍稍翻阅过俄国经济文献的人，都得承认这不是例外，而是通例。在俄罗斯本土的各个省份，恰好是在真正的俄罗斯地主占优势的地方（怪不得这些省份对于所有坐在右边席位上的真正的俄罗斯人来说是那样珍贵了！）直到今天都是工役经济占优势。

作为例子，我来引证一下由许多学者编纂的《收成和粮价的影响》这样一部有名的学术性著作。这本书是在1897年出版的。书中证明地主的工役经济占优势的有下列这些省份：乌法、辛比尔斯克、萨马拉、坦波夫、奔萨、奥廖尔、库尔斯克、梁赞、图拉、喀山、下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科斯特罗马、特维尔、弗拉基米尔和切尔尼戈夫，即17个俄罗斯省份。

工役经济占优势……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地主的土地还是用农民的农具，用破产的、贫穷的、受奴役的农民的劳动来耕种的。这就是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和所有维护地主利益的人所说的“文明”。地主的牲口当然好，它们在阔绰的厩房里比在茅屋里的庄稼汉生活得还好。地主的收成当然好，因为还在1861年地主委员会就设法把农民的好地割给地主了。但是俄国地主经济的“文明”只能作为玩笑来谈。在大量的领地上并没有任何地主经济，而只有同一种农民经济：土地是用农民瘦弱无力的马匹来耕作的，是用破旧不堪的农具来耕作的。除了俄国，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到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这种在大块和最大块土地上依靠受奴役的农民来维持的农奴制经济。

地主的“文明”就是保存地主农奴制。地主的文明就是向贫困的农民放高利贷，把农民抢劫一空，使农民为了一俄亩地、为了牧场、为了饮水场、为了树林、为了一普特面粉（冬季以极高的利息贷给饥饿的庄稼汉的）、为了一个卢布（农民家庭恳求来的）……而沦为奴隶。

可是坐在右边席位上的这些老爷却侈谈什么犹太人对农民的剥削，犹太人的利率！然而千万个犹太商人也做不到真正俄罗斯的信仰正教的地主那样，把俄罗斯的庄稼汉抢劫一空！最坏的高利贷者的利息无论怎样高也不能和真正俄罗斯的地主所拿的利息相比，这些地主冬天就雇下庄稼汉去干夏天的活，或者租给庄稼汉一俄亩地就迫使他付钱、干活、送鸡蛋、送鸡，天晓得还有些什么东西！

这好象是笑话，可是这种辛酸的笑话却与真理毫无差别。这里给你们举个实例来说明农民租一俄亩地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例子是从卡雷舍夫关于农民租佃的一本名著里找来的）：农民租一俄亩地要给地主种一俄亩半地，交10个鸡蛋1只鸡，还加一个妇女干一天活（见卡雷舍夫原书第348页）。

这是什么呢？是“文明”还是最无耻的农奴制剥削呢？

有人用无耻谎言诬蔑农民，他们中伤农民，妄想使俄国和欧洲都认为我国农民是在为反对文明而斗争。这是谎言！俄国农民是在为争取自由、为反对农奴制剥削而斗争。农民运动声势最大最猛的地方，农民反地主的斗争最激烈的地方，恰好是那些真正俄罗斯的省份，在这些省份里，牢牢地保持着、根深蒂固地保持着真正俄罗斯的农奴制、真正俄罗斯的工役制以及对贫穷负债的农民的奴役和侮辱！

工役制并不是靠法律（根据法律，农民有饿死的“自由”！）而是靠农民在经济上的依附地位来维持的。任何法律、任何禁令、任何“监督”、任何“监护”，对工役制和奴役制都完全无能为力。要从俄国人民的躯体上剜掉这个脓疮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因为到目前为止这种所有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农奴制所有制，都是农奴制剥削的根源和支柱。

既然回避是否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那么地主和官吏惯用的那些“帮助”农民、“改善”农民状况、“协助”农民得到土地这样的词句以及诸如此类的词句，就不过是无谓的借口和遁词。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特别要提醒农民和农民代表们：决不容许回避问题的这个实质。地主的地产到底是仍归地主所有还是转交给农民——在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尚未弄清楚以前，不要相信任何诺言，不要相信任何漂亮的言词。如果仍归地主所有，那么工役制和奴役制就仍会保留下来。千百万农民就仍会受穷和经常挨饿。忍受逐渐死于饥饿的痛苦，——对农民来说，这就是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含义。

为了让大家清楚地看到土地问题的这一实质是什么，必须提一提有关俄国地产分配的主要数字。今天所能看到的关于俄国地产的最新统计材料是1905年的。这些材料是中央统计委员会根据特别调查搜集来的，调查的全部结果还没有公布，但是主要结果已经在报纸上公布了。欧俄共有近4亿俄亩土地。在39550万俄亩中（初步统计），属于官家、皇族、教会和机关的有15500万俄亩，属于私人的有10200万俄亩，农民的份地有13850万俄亩。

乍一看来，会以为官家的土地最多，因而问题完全不在于地主的土地。

这是一个经常发生但应当彻底加以消除的错误。诚然，官家拥有13800万俄亩土地，但这些土地几乎全部都在北部的省份——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格达省、奥洛涅茨省，并且都是在那些不能进行耕作的地方。根据统计学家（作为例子，我要提到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及其《从数字看土地问题》一书）的精确计算，能够分给农民的官地连政府自己也拼凑不出700多万俄亩。

可见，官地不能当一回事。关于农民移居西伯利亚的事也不值一提。这一点劳动派的发言人在杜马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地主老爷们当真相信移居西伯利亚的好处，那就让他们自己移居到西伯利亚去吧！关于这一点，大概农民是会同意的……至于靠西伯利亚来医治农民的贫困的建议，恐怕只能遭到他们的嘲笑。

对于俄罗斯各省，特别是对于农民最贫困的中部黑土地区的省份来说，问题正是出在地主的土地上，而不是出在任何其他的土地上。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说什么“土地太少是特殊情况”，这是枉费心机。

俄罗斯中部地少，这不是特殊情况，而是通例。农民地太少，正是因为地主老爷们占的地面太大太宽了。“农民地太少”，意味着地主强占了大量土地。

“农民地太少”，意味着地主地太多。

先生们，给你们举几个简单而明确的数字吧。农民的份地共有13850万俄亩。私有土地共有10200万俄亩。在私有土地中，属于大土地占有者的有多少呢？

每人占有土地在50俄亩以上的土地占有者，共有7950万俄亩土地。

而这么多的土地又归多少人所有呢？还不到135000人（准确的数字是133898人）。

请你们仔细想一想这些数字吧：在欧俄的一亿多居民当中，135000人占有的土地就几乎有8000万俄亩！！

而1225万（！）户份地农民却只占有13850万俄亩土地。

每一个大土地占有者，每一个（以下简称）地主，平均有594俄亩土地。

每一农户平均有1／3俄亩土地。

这就是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及其同道者们所谓的“土地实在太少的特殊情况”！一小撮（135000）富人每人占有600俄亩土地而千百万农民每户只占有11俄亩土地，农民怎么能不普遍“土地太少”呢？地主的地多已到了如此可观以至过量的地步，农民怎么能不“地少”呢？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劝告我们“放弃”增加农民占有的土地的“念头”。不，工人阶级决不会放弃这个念头。农民决不会放弃这个念头。数百万数千万人不可能放弃这个念头，不可能停止争取实现自己目的的斗争。

我所举出的数字清楚地表明了人们为什么而斗争。平均每户有600俄亩土地的地主为自己的财富、收入（大概每年在5亿卢布以上）而斗争。而最大的地主往往同时又是最大的官吏。正如我的同志策列铁里所公正地指出的，我们的国家所捍卫的是一小撮地主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无怪乎大多数地主和整个政府都激烈地反对农民的要求。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的事例：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会自愿放弃自己统治的权利、压迫的权利以及从被奴役的农民和工人身上榨取成千上万收入的权利。

农民则是为摆脱奴役制、工役制和农奴制剥削而斗争。农民斗争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多少象人一样地生活。工人阶级全力支持农民反对地主。他们的支持符合工人本身的利益，因为工人也同样受着地主的压迫；他们的支持符合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因为地主政权的压迫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

先生们，为了向你们表明农民通过自己的斗争能够得到什么和应该得到什么，我现在给你们引证一个小小的统计。

农业大臣瓦西里契柯夫先生说：“现在已经到了与其用雄辩的言词，还不如用数字、事实和现状来阐明这一问题的时候了。”我完完全全同意大臣先生的话。一点不错，先生们，正是应该这样：多举一些数字，多举一些关于地主有多少地产和农民有多少份地的数字。我已经给你们引证了地主有多少“多余”土地的数字。现在我再来引证关于农民需要多少土地的数字。我已经说过，每一农户平均占有11+（1／3）俄亩份地。但是这个平均数掩盖着农民缺地的情况，因为大多数农民拥有的份地都低于平均数，而极少数农民的份地高于平均数。

在1225万农户中，有286万户（取整数）每户拥有的份地不到5俄亩。332万户有5至8俄亩。481万户有8至20俄亩。110万户有20至50俄亩。只有25万户才在50俄亩以上（最后这部分农户大约平均每户不超过75俄亩）。

假定用7950万俄亩地主的土地来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假定农民——按照农民协会的拥护者提赫文斯基神父的说法——不愿意让地主受穷，而给每个地主留下50俄亩地。这个数字对于象我们的地主这样一些“文明的”先生来说，恐怕是太大了，但作为例子我们暂时还是可以取这个数字。除去135000个地主每人留下50俄亩以外，就给农民腾出来7200万（七千二百万）俄亩土地。从这个数字中除去森林（象某些作家例如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做法那样。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数字我曾不止一次引用过）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森林也有收入，而把这笔收入留在一小撮地主手中是没有道理的。

除这7200万俄亩外再加上可耕的官地（不到730万俄亩），以及全部皇族土地（790万俄亩）、教会和寺院的土地（270万俄亩），就可以得到将近9000万俄亩的土地 
［注：详细的计算（以备查对）见第3本笔记结尾部分。［83］］

 。这个数字足够使所有贫困农户的地产平均每户都增加到不少于16俄亩。

先生们，你们懂得这是什么含义吗？

这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会使几百万农民摆脱挨饿状况，会使几千万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会使他们能够稍微象人一样地生活，象一个“文明”国家的比较文明的公民那样生活，而不是象现在濒临灭绝的俄国农民这样生活。当然这还不能使全体劳动者摆脱一切贫困和压迫（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能为他们实现这一目的的斗争创造极有利的条件。我已经说过，有600万以上的农户即一半以上的农民每户平均有地不到8俄亩。这样一来，他们的地产就可以增加一倍多，几乎增加两倍。

这就意味着，半数农民，半数终年挨饿受穷的、使城市工人即工厂工人的劳动力贬值的农民，将会感到自己是一个人了！

千百万工人和农民要想摆脱忍无可忍的绝望的处境，这是一种完全可行而且容易做到的办法，难道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或他的同道者们当真能够劝说这些工人农民放弃这样做的念头吗？

然而，即使大半数贫苦农户靠分配我们那些土地过多的地主老爷的土地而能够使自己的地产几乎增加两倍，这也还不够。除了这600万贫苦农户以外，还有将近500万（准确数字是480万）农户每户只有8至20俄亩土地。在这500万户当中，至少有300万户无疑也是靠自己贫瘠的份地艰苦度日的。这300万农户也可以把自己的地产增加到每户16俄亩，就是说增加50％，而有些户甚至增加一倍。

总起来说是这样：在1225万农户总数中，有900万户可以靠分配那些土地过多和过分习惯于农奴制经济的地主老爷的土地来大大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工人的状况，因为这些农户将不再使工人贬值了！）！

这就是用来对比大的地主地产和数量不足的农民地产的数字所说明的问题。我很担心，数字和事实的爱好者、农业大臣瓦西里契柯夫先生并不喜欢这些数字和事实，因为，他在自己的发言中谈到希望引用数字之后紧接着就说：


　　“……然而不能不表示担心，有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实现这类改革〈即广泛的土地改革〉上，可是同数字一对比，这种希望就不会有完全实现的可能了……”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农业大臣先生！农民摆脱工役制和农奴制剥削的希望，只要同数字一对比，就一定有完全实现的可能！！无论农业大臣瓦西里契柯夫先生或者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及其他地主们怎样不喜欢这些数字，然而要驳倒这些数字却是不可能的！现在我来谈一谈那些可能用来反对农民要求的意见。不论乍一听来多么奇怪，我在分析反对农民要求的意见时仍不得不着重于分析所谓的“人民自由”党的代表库特列尔先生的论据。

所以必须这样做，决不是因为我愿意和库特列尔先生争论。决不是这么回事。如果赞成农民为土地而斗争的人们只需要同“右派”争论，那我是很高兴的。然而库特列尔先生在自己的整个发言中实际上是在反对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所提出的农民的要求，既直接反对（例如，反对我的同志策列铁里代表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提出的建议），又间接反对（向劳动派证明必须限制和缩减他们的要求）。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实际上并不想说服任何人，更没有想到要去说服农民。他不是说服，而是表明自己的意志，确切些说，是表明大多数地主的意志。决不增加农民占有的土地面积，——简单明白地说，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的“发言”的精神就是如此。

相反，库特列尔代表却一直在说服别人，主要是说服农民，说服他们放弃那些他声言劳动派法案中不能实现的或过分的东西以及我们社会民主党法案中不仅不能实现而且是“最大的不公平”（他在谈到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提案时所采用的说法）的东西。

现在我就来分析库特列尔代表的反对意见和所谓的“人民自由”党在维护土地问题上的观点和土地改革的法案时所持的主要依据。

先从库特列尔代表在反对我们党的同志时称作“最大的不公平”的东西谈起。立宪民主党的代表说道：“我认为，当其他各种私有财产、各种动产和不动产都存在的时候，光消灭私有地产是最大的不公平！……”接着又说：“……既然没有人主张彻底消灭私有财产，那就必须完全承认私有地产可以存在。”

库特列尔代表的推论就是这样，他“反驳”社会民主党人策列铁里的借口是：“其他的私有财产〈除私有地产以外〉是用或许更不值得赞扬的办法获得的。”我愈琢磨库特列尔代表的这种推论，就愈发觉这种推论（怎样才能说得更委婉一些呢？）令人奇怪。“……不消灭其他各种私有财产而光消灭私有地产，就是不公平……”

但是且慢，先生们，请回想一下你们自己的前提、自己的说法和自己的法案吧！你们自己的出发点就是认为某些种类的地主财产“不公平”，而且这种不公平已经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需要制定一条专门的法律来规定消灭这种财产的方法和途径。

实际上这是什么含义呢？消灭一种不公平而不消灭其他各种不公平，就是“最大的不公平”吗？？库特列尔先生的话就是这样的含义。我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自由派，而且是这样一个稳健、冷静、在官场中磨练出来的自由派来宣告“全是或全非”的原则！这是因为，库特列尔先生的推论就是完全建立在“全是或全非”的原则上的。我作为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坚决起来反对这种推论方法……

先生们，请你们设想一下，我需要从院子里运出两堆垃圾，而我只有一辆小车，并且一辆小车只能运出一堆垃圾。我该怎么办呢？既然不能一下子运出两堆垃圾，那么根据只运出一堆垃圾就是最大的不公平这个理由，我是不是应该完全不去清扫自己的院子呢？

我倒是认为，谁真正想彻底清扫院子，谁真心诚意地渴望清洁而不是渴望肮脏，渴望光明而不是渴望黑暗，那他就会有另一种推论方法。如果确实不能一下子运出两堆垃圾，那就先运能够一下子弄到车上的那一堆，然后把车上的垃圾倒空，回家再运第二堆。就是这样，库特列尔先生！就是这样！

俄国人民首先应当用自己的车子运出那一堆叫作农奴制所有制即地主所有制的垃圾，然后推着空车回到比较干净的院子里，开始装运第二堆，开始清除资本主义剥削这堆垃圾。

库特列尔先生，如果您真的反对一切垃圾的话，那就让我们这样约定，好吗？那就让我们把您自己的话写进国家杜马的决议：“国家杜马和库特列尔代表共同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并不比农奴制地主所有制更值得赞扬，现决定先从俄国清除后一种所有制，然后再着手清除前一种所有制。”

如果库特列尔先生不支持我的这个提案，那么我将无法消除这样的推测，即“人民自由”党把我们从农奴制所有制引到资本主义所有制，不过是象一般所说的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84］，或者说得简单些，这是寻找遁词，竭力逃避明确提出问题。关于“人民自由”党愿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这一点，我们从未听说过（因为同资本主义所有制斗争，也就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但是关于这个党愿意为自由、为人民的权利而斗争这一点，我们倒听说过无数……无数无数遍了。而现在，当提到日程上来的恰好不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立即实现自由、摆脱农奴制而取得自由这个问题的时候，库特列尔先生却突然把我们引到社会主义问题上去！库特列尔先生声称消灭以工役制和奴役制为基础的地主所有制是“最大的不公平”，其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他想起了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不公平的……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但听起来总有点奇怪。

在此以前，我只认为库特列尔先生不是社会主义者。而现在我深信，他根本不是民主主义者，根本不拥护人民自由——真正的而不是带引号的人民自由，因为，对于这些在为自由而斗争的时代把消灭摧残自由、压制和扼杀自由的东西说成是“最大的不公平”的人，世界上还没有哪个人同意把他们称作和算作民主主义者……

库特列尔先生的另一条反对意见不是针对社会民主党人而是针对劳动派的。库特列尔先生说：“我认为，可以设想出使土地国有化法案〈这里说的是劳动团的法案，库特列尔先生把它说得不正确，但是现在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能够获得法律效力的那些政治条件，但是我不能设想在最近的将来是些什么政治条件能使这一法律真正实现。”

又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推论。说它奇怪，决不是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奇怪（根本不是！），甚至也不是从“土地权”观点或其他“劳动”原则的观点看来奇怪，不是的，而是从库特列尔先生的党说过无数次的“人民自由”这个观点看来奇怪。

库特列尔先生一直都在说服劳动派，要他们相信他们的法案是“不能实现的”，他们想要“根本改革现存土地关系”是枉费心机，等等，等等。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库特列尔先生认为“不能实现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正是目前和最近将来的政治条件！！

对不起，先生们，这明明是一种烟幕，是一种不可饶恕的混淆概念的手法。要知道，我们在这里所以把自己称为人民的代表，所以被看作立法机关的成员，是因为我们正在讨论和正在建议把坏的条件改变成好的条件。然而当我们正在讨论如何改变一种最坏的条件的时候，忽然有人出来反对我们说：“无论现在……无论最近的将来……政治条件……都不能实现。”

二者必居其一，库特列尔先生：或者杜马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条件，这时，一个民主主义者如果不管其他“政治条件”给自己造成什么样的限制也要去适应，去迎合，那就是可耻的。或者杜马不是“政治条件”，而只是一个根据上面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办事的机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必把自己硬装扮成人民的代表。

如果我们是人民的代表，我们就应该表达人民的意愿和人民的要求，而不是看上面或者别的什么“政治条件”喜欢什么才说什么。如果我们是官吏，那我就愿意接受这个道理：“上司”暗示我们不喜欢什么，我们就事先宣布什么“不能实现”。

“……政治条件！……”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战地法庭、强化警卫、专横霸道和无法无天以及国务会议和俄罗斯帝国其他一些极可爱的……机……构。库特列尔先生是想让自己的土地法草案去适应那些在战地法庭、强化警卫和国务会议肆虐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实现的条件吧！如果库特列尔先生因此而获得奖励……不是人民的同情，不是的，而是……溜须勋章，那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库特列尔先生可以设想使土地国有化法案获得法律效力的政治条件……当然可能！这位自称为民主主义者的人，却不能设想民主的政治条件……但是要知道，一个算作人民代表的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不仅仅在于“自己设想”各种好的或者坏的东西，而且还在于向人民提供真正人民的法案、声明和说明。

库特列尔先生休想拿我作借口，说我在杜马中提议抛开法律或者违反法律……完全没有这回事！还没有哪一项法律禁止在杜马中谈论民主和提出真正民主的土地法案。我的同事策列铁里提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宣言，谈到“不经赎买地转让土地”和民主国家的问题，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库特列尔先生的推论完全可以归结如下：我们的国家既然不是民主的，那我们就不应该提出民主的土地法案！无论你们怎样琢磨库特列尔先生的推论，都悟不出半点其他的意思、其他的内容。我们的国家既然是为地主的利益服务的，那我们（人……民的代表！）在土地法案中就不应该写上地主所不喜欢的东西……不对，不对，库特列尔先生，这不是民主主义，这不是人民自由，这是一种跟自由相去十万八千里而跟奴才本性相差无几的东西。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库特列尔先生对他们党的土地法案究竟发表了些什么意见。

库特列尔先生在谈到土地问题时，首先就“消费土地份额”和土地够不够的问题驳斥了劳动派。库特列尔先生以“1861年的土地份额”为例，说这个份额比消费土地份额还低，并说，“根据他的大致的计算”（关于这个计算，杜马一个字也没有听说过，对它毫无所知！），要达到这个份额甚至还差3000万俄亩。

先生们，我提醒诸位注意，库特列尔代表的发言在劳动团的代表卡拉瓦耶夫之后，是专门驳斥他的。可是卡拉瓦耶夫代表在杜马中公开明确地指出，并且在《同志报》（3月21日）上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向公众重申，为了把农民占有的土地提高到消费土地份额的水平，需要将近7000万俄亩土地。他还说，官家的、皇族的、教会的和私有的土地加起来恰好就是这个数字。

卡拉瓦耶夫代表没有指出自己数字的来源，没有向杜马介绍得出这个数字的方法。我根据我明确提到过的、并且是官方的和最新的材料，即中央统计委员会的一个材料，算出的数字是7000万俄亩以上。仅仅从私有的土地中，就能给农民腾出7200万俄亩；此外还有皇族、官家、教会等方面的土地1000多万至2000万俄亩。

无论如何，事实总归是事实。库特列尔代表反驳卡拉瓦耶夫代表时力图证明没有足够的土地支援农民，但是他并不能证明这一点，因为他用的是一些毫无根据的而且象我所指明的是不正确的数字。

先生们，我应当告诫诸位不要滥用“劳动土地份额”、“消费土地份额”这些概念。我们社会民主工党不提这些“土地份额”要正确得多。这些“土地份额”给生气勃勃的、战斗性的政治问题增添了某些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气味。这些“土地份额”把人弄得糊里糊涂，使问题的实质模糊不清。现在把争论集中到这些“土地份额”上，或者即使是一般地谈论这些份额，实际上等于是还没有把熊打死就要分熊皮；而且是这样一些人聚在一起口头上分熊皮，这些人即使等我们把熊打死也并不会真的去分。

放心吧，先生们！土地到了农民手里，他们自己会分配的。农民能够顺利地进行分配，只是必须弄到土地。农民不会向任何人请教怎样分配土地。农民也不会允许任何人干预他们如何分配土地。

谈论如何分配土地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这里不是测地办公室，也不是土地规划委员会，而是一个政治机关。我们应该帮助人民解决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帮助农民同地主这个依靠农奴制剥削为生的阶级进行斗争。而关于“土地份额”的空谈却模糊了这一尖锐的迫切的任务。

为什么模糊了呢？因为这是避而不谈真正的问题，即应不应该拿出7200万俄亩地主土地给农民的问题，却去讨论不相干的、归根结底完全不重要的“土地份额”问题。这样做便于规避问题，对问题的本质避不作答。关于劳动土地份额、消费土地份额以及其他什么土地份额的争论，模糊了问题的真正本质——应不应该把7200万俄亩地主土地分给农民？

有人想证明现有土地对达到这一或那一土地份额是否够用。

先生们，干吗要这样做呢？干吗要空谈，要把水搅浑让人便于摸鱼呢？真要没有那也只好没有，但是农民所要求的并不是臆想的土地，而是他们熟知的邻近的地主的土地，这难道不清楚吗？应该谈论的不是“土地份额”，而是地主的土地，不是够不够达到各种各样的土地份额，而是地主有多少土地。其他一切都不过是推托、借口，甚至是企图蒙蔽农民的眼睛。

例如，库特列尔代表就是这样回避问题的真正实质的。不管怎样，劳动派卡拉瓦耶夫直接提出了7000万俄亩。库特列尔代表对这一点回答了什么呢？对这一点没有作出任何回答。他用“土地份额”把问题搅乱，也就是干脆不回答他和他的党是否同意把地主的全部土地交给农民这个问题。

库特列尔代表利用卡拉瓦耶夫代表没有非常明确和尖锐地提出问题这个错误而回避了问题的实质。然而，先生们，问题的全部关键正好在这里。谁不同意真正把地主的全部土地交给农民（提醒一下，我已经说好给每个地主留下50俄亩地，以便谁都不受穷！），谁就是不支持农民，谁就是不愿意真正帮助农民，因为如果你们模糊了或回避了地主全部土地的问题，那么整个事情就都成了问题。试问，那时谁来决定分出多大一份地主的土地给农民呢？

谁来决定呢？7900万俄亩中的900万俄亩是“一份”，7000万俄亩也是“一份”。如果我们不决定，如果国家杜马不明确而坚决地发表意见，那么谁来决定呢？

库特列尔代表避而不谈这个问题是不无原因的。库特列尔代表是在玩弄“强制转让”这个字眼。

先生们，别醉心于辞藻吧！别迷恋于漂亮的字句吧！要正视问题的实质！

当有人对我说“强制转让”的时候，我就要问自己：谁强制谁？如果是千百万农民强制一小撮地主服从人民的利益，那就好得很。如果是一小撮地主强制千百万农民使自己的生活服从这一小撮人的贪欲，那就糟得很。

然而就是这么个小问题，库特列尔代表竟然完全回避了！他说什么“不能实现”啦，什么“政治条件”啦，实际上是要人民甘心服从一小撮地主。

库特列尔代表是紧接着我的同志策列铁里发言的。策列铁里在我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宣言中提出了两点非常明确的声明，这两点声明正好明确地解决了这个根本的主要的问题。第一点声明是要求把土地转交给民主的国家。民主的意思是说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代表一小撮特权分子的利益。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和明确地向人民指出，没有民主的国家，没有政治自由，没有握有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任何土地改革都不可能对农民有利。

第二点声明是，必须预先在同样民主的地方委员会里讨论土地问题。

库特列尔代表是怎样回答这一点的呢？只字不提。这种回答不好，库特列尔先生。你所回避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是农民强制地主对人民的利益让步，还是地主强制农民把又一次招来破产的赎买这条新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对这样的问题避而不答是不能容许的。

先生们，关于地方委员会的问题，除社会民主党人外，人民社会党人（巴斯金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科洛科尔尼科夫代表）都在杜马中谈到过。关于地方委员会的问题，报刊上早已提到过，第一届杜马也谈到过。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先生们。我们必须使自己和人民弄清楚为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谈论得这么多，它的真实意义是什么。

第一届国家杜马在1906年5月26日召集的第十五次会议上讨论了地方土地委员会问题。问题是由劳动团的代表提出的。他们提出了一项有35名杜马代表（其中有2名社会民主党人：伊·萨韦利耶夫和伊·舒瓦洛夫）签名的书面声明。该项声明在1906年5月24日杜马第十四次会议上初次宣读（见第一届国家杜马会议《速记记录》第589页）；然后过了一天便印出来并进行了讨论。现将这项声明的主要之点全部引录如下：


　　“……必须立即在各地成立根据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选举制选出的委员会，以便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例如：制定适合当地情况的土地使用消费份额和劳动份额；确定可耕地的面积，以及其中租来的土地所占的比例，用自己的农具和别人的农具进行耕种的土地分别所占的比例……等等。鉴于必须使土地法尽量适应各地不同的情况，让这些委员会积极参加向杜马提出的各项法案中所谈到的土地改革基本原则的一般讨论是适当的……”因此，劳动派提议立即选举委员会，并马上制定相应的法案。各个不同的政党是如何对待这个提案的呢？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中表示一致支持这一提案。所谓的“人民自由”党于1906年5月25日（即在杜马初次宣读劳动派的法案的第二天）在自己的主要机关报《言语报》上断然表示反对劳动派的法案。《言语报》坦率地表示了这样的担心，即这种土地委员会可能“使土地问题的解决偏左”
［注：见1906年5月26日《前进报》［85］第1号由格·阿列—斯基署名的社论《立宪民主党人出卖农民》。］

 。





　　《言语报》写道：
　　“我们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使地方土地事务委员会保持它那办公和专门处理事务的性质。根据同样的原因，我们认为，通过普选来成立这种委员会就意味着不是要让它们和平解决当地的土地问题，而是为了某种完全不同的目的。对于改革的总方针的领导，仍应由国家掌握，因此，地方委员会中应该有国家政权的代表，其目的即使不是解决问题，至少也是监督地方机关解决问题。其次——仍然是在改革的一般原则所允许的范围内——在地方委员会里，那些利益互相冲突的有关方面应该尽可能有同等数量的代表参加。这样，既能使他们取得和解，又不致违背正在着手的改革系由国家推行的主旨，不致使改革变成由单方面行使暴力的行动而使整个事情彻底失败。”



　　话是说得非常明确的了。“人民自由”党从本质上对提出的措施作了评价，并表示反对它。这个党所要的不是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地方委员会，而是一小撮地主和千千万万农民都有同等数量的代表参加的那种委员会。为了“监督”，还必须有国家政权的代表参加。

让农民的代表们仔细想想这个问题吧。让他们弄清问题的实质，然后向全体农民去解释吧。

先生们，请你们自己也想想这是个什么问题吧。在地方委员会里，地主和农民的代表人数相等，而政府派代表是为了监督，为了“和解”。这就是说：地主有1／3的票数，农民有1／3的票数，国家代表有1／3的票数。而国家的高级官吏即所有的国家事务主持人本身就是最富的地主！结果就是：地主既“监督”农民，又“监督”地主！地主来让农民同地主“和解”！

毫无疑问，这一定会变成“强制转让”，就是强制把农民的钱和农民的劳动转让给地主；同1861年省地主委员会割去了农民1／5的土地并向他们索取了加倍的地价完全一样！

这样的土地改革无非是地主把他们不要的和最坏的土地以高价出售给农民，以便更厉害地奴役农民。这样的“强制转让”远比农民同地主自愿达成协议坏得多，因为在自愿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农民有一半票数，地主有一半票数。而按照立宪民主党的强制转让，农民只有1／3的票数，地主却有2／3的票数——1／3由于他们是地主，另外1／3由于他们又是官吏！！

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俄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之一、备受政府的刽子手折磨的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对1861年的农民“解放”和该诅咒的“赎买”曾经这样写道：农民同地主自愿达成协议，比这种通过省地主委员会实行的“通过赎买的解放”还要好些 
［注：能找到准确的原话就好了，好象是出自《没有地址的信》一书或者其他什么著作。［86］］

 。如果是自愿达成购买土地的协议，农民受到的勒索就不会象由政府强使农民同地主“和解”那样厉害。

这位伟大的俄国社会主义者说得对。现在，在臭名昭彰的“通过赎买的解放”实现了46年之后，我们看清了办理赎地手续的结果。农民得到的土地的销售价格是64800万卢布，却强迫农民交付了86700万卢布，比土地价值多出了21900万卢布。半世纪以来，正是由于要支付这些赎金，由于政府使农民同地主“和解”，农民才在这些份地上苦撑苦熬，忍饥挨饿，弄得奄奄一息，直到全体农民都陷于目前这种忍无可忍的境地。

俄国的自由派想使农民同地主的这种“和解”重演。当心啊，农民们！社会民主工党告诫你们：如果你们同意作这种“和解”，你们就将使人民再受几十年的苦难、饥饿、奴役、欺凌和侮辱。

地方委员会问题和赎买问题，——这就是土地问题的真正关键。因此必须特别注意防止在这个问题上有含糊不清、暧昧不明、拐弯抹角和支吾搪塞的地方。

而1906年5月26日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这个问题时，发言反对劳动派的立宪民主党人科科什金和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就完全是用拐弯抹角和支吾搪塞的办法来应付的。他们强调杜马不能立刻颁布一道法令来成立这样的委员会，虽然谁也没有提出要颁布任何一道这样的法令！他们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改革选举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也就是把成立协助杜马解决土地问题的地方委员会这项迫切而又简单的工作拖延下去。他们还说什么“颠倒了立法工作的程序”，什么有成立“80或90个地方杜马”的危险，什么“成立象地方委员会这样的机关实际上毫无必要”，等等，等等。

先生们，这一切说法纯属支吾搪塞，纯粹是在回避杜马应该明确加以解决的问题：土地问题应该由民主的国家来解决还是由现在的国家来解决？在地方土地委员会中应该是农民（即大多数居民）占多数还是地主占多数？应该是一小撮地主服从千百万人民还是千百万劳动者服从一小撮地主？

请不要向我谈论什么杜马软弱、无能和无权了。这一点我非常非常清楚。我十分同意在杜马的随便哪一个决议、声明或宣言中重申和强调这一点。但是当前说的不是杜马的权利，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提出违反杜马权利法的任何微小提案。这里谈的是杜马应该明确地表达而主要是正确地表达人民的真正利益，在土地问题的解决上说实话，使农民群众看清什么是阻碍解决土地问题的绊脚石。

当然，杜马的意志还不就是法律，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是要想限制杜马的意志，堵住杜马的嘴的，不管是谁都行，只是不能是杜马本身！当然，杜马的决议一定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抵抗，但是这决不能用来论证事先就应该曲意逢迎，低声下气，苦苦哀求，卑躬屈膝，去迎合别人的意愿，让人民代表的决议去适应随便什么人的意愿。

当然，土地问题不是杜马最终所能解决的，农民争取土地的最后一战也不会在杜马中演出。但是，通过说明问题、明确提出问题、充分阐明真理、彻底清除各种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的提法来帮助人民，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而且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只要我们愿意真正成为人民的代表而不是自由派的官吏，只要我们愿意真正为人民的利益和自由服务的话。

为了真正帮助人民，必须在杜马的决议中极其明确地阐明土地方面的三个基本问题，即我在发言中已经阐明而库特列尔代表避而不谈并把它们搅乱的那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7900万俄亩地主土地和至少必须把其中的7000万俄亩分给农民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赎买问题。只有在农民不经赎买而得到土地的情况下，土地改革才能给农民带来一点真正的好处。赎买将是套在农民脖子上的新绞索，将是俄国整个未来的发展无法承受的沉重贡赋。

第三个问题——关于实现土地改革所必需的民主的国家制度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按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原则选出地方土地委员会的问题。没有这个条件，土地改革就会变成强制农民群众接受地主的奴役，而不是强制一小撮地主满足全体人民的迫切要求。

我在发言一开头就说过，农业大臣瓦西里契柯夫先生是在调和“右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现在，当我阐明了关于7000万俄亩地主土地、关于赎买以及关于（主要是关于）地方土地委员会的组成这三个问题的意义以后，我只要举出大臣先生讲话中的一个地方就够了。

大臣先生说：“……我们采取这种立场〈指地主所有制“界限不可侵犯”，只有在“有利于国家”的情况下才“变动”这些界限〉，只在某些情况下允许强制变动界限，也就是认为我们不能动摇……所有制的基本原则……”

先生们，你们仔细考虑过大臣先生的这几句意味深长的话吗？这几句话值得考虑……应该考虑……库特列尔先生已经完全说服大臣先生，使他相信：“强制”这个词没有任何对地主不好的含义……为什么呢？？因为实行强制的将是地主老爷们自己！！

先生们，我想我已经向你们说明了我们社会民主党在土地问题上对“右派”政党和自由主义中间派（立宪民主党）的态度。现在我必须谈一谈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同广义上的劳动派（即所有拥护“劳动原则”的政党：人民社会党、狭义上的“劳动派”以及社会革命党）的观点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

从我上面所谈的一切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工党完全支持农民群众为得到土地和摆脱农奴制剥削而同地主展开的斗争。农民在这一斗争中除了为争取俄国的自由和光明而作出了最大牺牲的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更可靠的同盟者。农民除了同觉悟的、在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红旗下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办法来实现自己的正义要求。自由派政党在欧洲各国都背叛了农民，把农民的利益出卖给地主；而在我们俄国，正象我对自由派纲领即立宪民主党纲领的分析所表明的，也是同样的情形。

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土地问题上的观点的差别，我在我的发言的前面几部分已经不只一次地谈到。现在必须分析一下劳动团的一个基本观点。

为了进行这种分析，我想谈一谈提赫文斯基神父的发言。先生们！社会民主党人不同意基督教的观点。我们认为，基督教的真正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意义和内容，在叶夫洛吉主教这样的宗教界人士的观点和愿望中比在提赫文斯基神父这类人的观点和愿望中表达得更为确切。正由于这个原因，还由于我们具有绝无任何偏见的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由于我们负有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的基本任务，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对基督教学说采取否定的态度。但是在声明这一点的同时，我认为有责任就在这里坦率而公开地指出，社会民主党为信仰的完全自由而斗争，它完全尊重一切真诚的宗教信仰，只要这种信仰不是靠暴力或欺骗来进行传播的。我认为应该着重指出这一点，还因为我要谈的是我同提赫文斯基神父在观点上的分歧，至于这位农民代表无限忠于农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勇敢而坚决地维护这些利益，则应该受到充分的尊重。

提赫文斯基代表支持劳动团以平均使用土地为基础的土地法案。提赫文斯基代表在维护这一法案时说：


　　“农民是这样看待土地的，劳动人民是这样看待土地的：土地是上帝的，因而劳动农民有权使用它，如同我们每个人有权用水和呼吸空气一样。如果有人买卖水和空气或者用水和空气做生意，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同样，如果有人用土地做生意，买卖土地，我们听来也很奇怪。农民协会和劳动团希望实现‘全部土地归劳动人民’的原则。至于通过什么办法来实现，是通过赎买的办法还是通过不经赎买而直接转让的办法来实现，劳动农民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



　　提赫文斯基代表就是这样代表农民协会和劳动团发言的。劳动派的错误、严重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关心赎买问题和实行土地改革的方法问题；然而农民能否摆脱地主的压迫，却正好取决于这个问题。他们关心土地的买卖问题和所有的人有平等的土地权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对于农民实际摆脱地主压迫的斗争却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

提赫文斯基代表维护的观点是：土地不能买卖，全体劳动者有平等的土地权。

我完全理解，持这种观点是出于最崇高的动机，出于对垄断、对依赖他人生存的富人的特权、对人剥削人的现象的强烈抗议，出于想使全体劳动人民摆脱一切压迫和剥削的热望。

社会民主工党正是为了这个理想、社会主义的理想而进行斗争的。但是采取提赫文斯基代表及其同道者所幻想的小业主平均使用土地的办法，是不能实现这个理想的。

提赫文斯基代表愿意真诚地、坚决地为打倒地主权力而斗争，并且我相信他会斗争到底。但是他忘记了另外一个对当代劳动人民统治更严、压迫更重的权力，忘记了资本的权力，货币的权力。

提赫文斯基代表说，农民觉得出卖土地、水或空气是很奇怪的事。我了解，那些一辈子或几乎一辈子都生活在农村的人是必然会有这种看法的。但是请看看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看看大城市、铁路、矿井、矿山以及大小工厂吧。你们会看到富人怎样霸占了空气、水和土地。你们会看到千百万工人被注定呼吸不到新鲜空气，被注定在地下工作，在地下室生活、饮用遭到邻近工厂污染的水。你们会看到，城市里的地价怎样飞涨，工人怎样不仅受厂主的剥削，而且还受房产主的剥削。大家知道，房产主从工人的住房、小屋，房间的一角以及贫民窟赚的钱远比从豪华寓所赚的钱要多得多。既然整个现代社会都是靠买卖劳动力，也就是靠奴役千百万人的雇佣奴隶制来维持，买卖水、空气和土地还用得着说吗？

请你们想一想，当存在着这种货币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时候，还谈得上什么平等地占有土地和禁止买卖土地呢？如果一方面承认每个公民有占有同量土地的平等权利，一方面一小撮人又腰缠万贯，而大多数人一贫如洗，那么俄国人民能不能摆脱压迫和剥削呢？不能，先生们，只要存在资本权力，就不可能有土地占有者之间的任何平等，谁想禁止买卖土地都是做不到的，荒诞可笑的。只要存在资本权力，所有的东西——不仅是土地，甚至人的劳动、人的自身，以及良心、爱情和科学，都必然成为可以出卖的东西。

我谈这些，决不是想削弱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贬低这一斗争的意义以及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决不是这样。我已经说过，并且现在重申：这一斗争是正义的和必要的；农民无论为了本身的利益，或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都必须挣脱农奴主－地主的压迫。

觉悟的工人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社会主义者不是想阻止这一斗争，而是想进一步发展这一斗争，为此，他们力求摆脱各种天真的想法，不相信在存在着交换、货币和资本权力的条件下能够实现小业主之间的平等或禁止土地的买卖。

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支持农民反对地主。但是小经济（即使是平均的小经济）不能使人类摆脱贫困，摆脱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现象。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为消灭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大生产而斗争。现在，世界各国千百万觉悟的工人即社会民主党人正在进行这一斗争。而农民只有加入这一斗争，才能推翻自己的第一个敌人——农奴主－地主，然后再顺利地打倒第二个更厉害的敌人——资本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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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和批准预算

（1907年3月27日［4月9日］）

由杜马批准预算的问题具有极重大的政治意义。从法律的规定本身来看，杜马的权力是微不足道的，政府采取行动可以完全不用取得杜马同意。但在实际上，政府还是受着一定程度的牵制：预算得由杜马批准。这一点大家都公认，自由派资产者即立宪民主党人更是特别强调；他们喜欢把这种牵制说得天花乱坠，而不具体说明这种微小的牵制的微小的界限。政府需要钱，必须借债。但是不取得杜马直接或间接的同意，外债就借不成，即使借成了，也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接受了很苛刻的条件，从而会使自己的状况大大恶化。

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杜马讨论和表决预算，具有双重的政治意义。第一，杜马应当帮助人民看清俄国所谓的“国家经济”的各种治理办法，即一小撮地主、官吏和各种寄生虫有组织地掠夺和不断地、明目张胆地抢劫人民财产的各种办法。在杜马讲坛上阐明这一点，就是帮助人民去争取俄国自由派的巴拉莱金［87］之流经常挂在口上的“人民自由”。无论杜马今后的命运怎样，无论政府当前的步骤和“打算”怎样，——无论怎样，只有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和组织性能最后决定争取自由的斗争的结局。谁不了解这一点，那他就是徒具民主派的虚名。

第二，对预算进行无情的、公开的批评并根据彻底的民主原则对预算进行表决，会影响到欧洲和欧洲的资本以至欧洲中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是否贷款给斯托雷平老爷们的俄国政府。无论银行家或国际资本的其他巨头贷款给斯托雷平之流老爷们，都是为了得到一切其他高利贷者“冒险”追求的那种利润。如果不相信贷款能保证偿还，并正常地取得利息，那么无论怎样爱好“秩序”（对于被无产阶级吓得魂不附体的欧洲资产阶级，“俄国”那种墓地般平静的秩序是最理想的了），都不会使所有这些路特希尔德家族和门德尔森家族慷慨解囊。欧洲货币资本的巨头对“斯托雷平公司”的可靠程度和支付能力的信念会加强还是会减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杜马。如果欧洲广大的资产阶级分子不信任俄国政府，即使银行家们也没有能力给予几十亿贷款。被银行家和俄国政府所收买的全世界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报纸一贯欺骗这些分子。收买欧洲发行量极大的报纸来支持给俄国贷款，已经成为“正常的”现象。甚至有人向饶勒斯提出，如果他不进行反对给俄国贷款的运动，他就可以得到20万法郎。这说明我国政府甚至对法国小资产阶级当中那些同情社会主义的阶层的“舆论”也是极其重视的。

欧洲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极少有可能来检查俄国财政的实际状况，即俄国政府的实际支付能力，确切些说，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办法来弄清真相。从这一点说，杜马的声音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杜马的争论和决定欧洲全体公众很快就会知道。在制止欧洲给斯托雷平一伙以财政援助方面，再也没有谁能比杜马更有作为了。

因此，作为“反对派”的杜马理所当然就负有义务。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履行了这个义务。据半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承认，正是社会民主党人通过阿列克辛斯基代表就预算问题所作的发言，比谁都更尖锐地提出了问题。跟半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的意见相反，社会民主党人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发表了清楚的、率直的和明确的宣言，说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同意批准象俄国现在这样的预算。不够的地方仅仅是宣言中没有阐明社会党人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的预算的看法。

跟着社会民主党人走的只有民粹派极左派，即社会革命党人。农民民主派中的大多数——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人，象往常一样动摇于自由派政党和无产阶级之间，因为尽管农奴制和赋税的难以忍受的“压榨”把小业主推向战斗的工人阶级，小业主还是向资产阶级靠。

暂时还得到劳动派支持的自由派继续控制着杜马。他们听到社会党人说立宪民主党人在预算问题上起了背叛作用，就对社会党人报以……低劣的戏谑，讲些只有《新时报》的缅施科夫才讲得出的讽刺话，象司徒卢威那样叫喊什么社会民主党人装腔作势，如此等等。

但是无论戏谑也好，敷衍也好，讽刺也好，他们都回避不了一个事实，就是资产阶级自由派践踏了我们在上面指出的民主派的两个任务。

我们不止一次说过，自由派背叛革命不是由于个人的勾结，不是由于个人的叛变，而是由于为了私利而和反动派调和的阶级政策，即直接和间接支持反动派的阶级政策。立宪民主党人在预算问题上执行的正是这种政策。他们不是向人民阐明真相，而是故意挑选库特列尔这种经办文牍的套中人出来讲话，用这种办法来麻痹人民的注意力。他们不是向欧洲阐明真相，而是批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拒绝在欧洲公众面前证实“斯托雷平公司”的破产，用这种办法来巩固政府的地位。

在以前，立宪民主党人就暗中执行过这种胆怯的和庸俗的政策。在彼得堡第二届杜马选举运动期间，社会民主党曾经在民众大会上说明，立宪民主党人在1906年春天帮助政府借了20亿法郎，用来杀人，用来成立战地法庭和讨伐队。克列孟梭当时向立宪民主党人说，如果立宪民主党正式表示俄国人民不能接受这笔贷款，那他可以发动一个反对贷款给俄国的运动。立宪民主党人没有这样做，从而帮助政府取得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贷款。这桩勾当他们是根本不提的。但是现在在杜马中秘密公开了。他们在杜马中正在公开干着同一桩极端卑鄙的勾当。

是时候了，应该在杜马讲坛上详尽地揭露这种勾当并向人民说明全部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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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恭维公鸡……[88]


（1907年3月28日〔4月10日〕）

立宪民主党人恭维新时报派，新时报派也恭维立宪民主党人。“人民自由”党对大臣先生关于预算的总结发言表示满意。一向对所有的大臣都表示满意的党，对杜马，中间派”的领袖立宪民主党人同意批准那个主张解散杜马的内阁所提出的预算也表示满意。

《言语报》（3月28日）的社论作者庄重地说道：“如果需要证明国家杜马中关于预算的一般辩论并非一无所获的话，那么财政大臣先生的总结发言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这种有力的证明究竟是什么呢？

是大臣先生“丝毫没有用”过去那种“高傲地教训人和气忿地讽刺人的口吻”……大臣先生的答复在形式上是得体的，在内容上则表现了“对杜马批评的力量给予应有的尊重”。大臣先生安慰杜马，说它的权限比想象中的要大；并且对人民自由党说了些恭维话，“而杜马的大多数则用自己后来的投票〈他们同意把预算提交委员会讨论〉表明他们对这些恭维话受之无愧”。

真是一点也不错，这就是立宪民主党对杜马工作“并非一无所获”的有力证明。杜马工作的收获不在于实际情况有改善的指望，哪怕是一点点实实在在的指望。也不在于人民群众学会了一点东西和认清了某些被立宪的浮华辞藻掩盖起来的任务。完全不在这里。收获在于，大臣变得更有礼和更客气了——对那些同意以“人民代表机关”的名义实行任何妥协的人更客气了。

自由派同意出卖人民代表机关来加固黑帮统治的基础。斯托雷平一伙的政府以此为条件同意不解散（暂时……）杜马。双方是皆大欢喜，互相都受感动。

今天的《新时报》一面利用各种机会责骂立宪民主党让“犹太人”组成宗教委员会，一面发表它的杜马采访记者关于解散杜马为什么不利的长篇议论。“甚至极右分子也认为，现在解散杜马是极不恰当和极其有害的。”不实行政变就无法修改选举法，而如果根据现在的选举法选举新的杜马，那就会“失去第二届国家杜马里现在的中间派”。用新时报派的话来说，这个中间派“从十月党人起，中经和平革新党人、无党派人士、波兰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直到劳动派”。“毫无疑问，现在的中间派主张纯粹的君主立宪制，它一直都在努力从事根本性的工作。不管怎样我们将要失去这个中间派〈如果解散第二届杜马〉。就是说，我们将要失去杜马所批准的预算，因为我敢肯定，内阁提出的预算——经过某些微小的〈请注意！〉修改——将被第二届杜马通过。”

《新时报》就是这样写的。它的论断非常明确。它对那些立场极右而现在又希望保全杜马的人的观点作了精辟的阐述。

在上层那些当权的显贵中有两派在进行斗争：是解散杜马还是暂时保全杜马。《新时报》早就在发挥、阐述和维护第一种政策，而且现在有时——确切些说是每时每刻！——还在继续维护第一种政策。但是当权的显贵们还有另外一种政策，我们不忙于解散。如果杜马批准预算，也许就比较容易得到贷款。就是说，等待一下更为有利。解散的威胁还拿在手上，“我们”可以不断地用这种威胁对立宪民主党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向右转。

毫无疑问，从维护反动地主利益的观点来看，第二种政策比较机智和比较有利。第一种政策是愚蠢的、拙劣的和过于性急的。第二种政策考虑更周到，因为既有解散这张牌“备用”，又可使自由派为政府所利用。杜马批准预算，这和同意改签期票即同意帮破产者的忙差不多。既得到改签的、期限推迟的期票，然后又解散杜马，这比不设法延长期票期限而立刻解散杜马更为有利。

除了批准预算以外，还可以有其他类似的期票。举例来说，立宪民主党人已经按地主的观点改进了自己的土地法案。但愿这个法案得到杜马的通过，但愿它随后得到国务会议的审核和进一步的改进。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解散杜马，我们就会有两张而不是一张改签的期票。也许“我们”就有可能从欧洲得到不是10亿，而是20亿。10亿是由于杜马批准预算，即依靠“经过严格的立宪检验的国家经济”而取得的。另外10亿是由于“在人民代表机关真正立宪的创造性活动中经过了检验的伟大土地改革”而取得的。

国务会议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土地法案将只是略加修改。这个法案直到现在还满篇都是非常含糊的、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的词句。实际上，一切都取决于地方土地规划委员会如何组成。立宪民主党人反对采取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方式来选举这种委员会。立宪民主党人主张地主和农民代表名额均等，政府实行监督。政府和地主接受自由派的出色的法案的这种基本思想不会有任何危险，因为在国务会议、在斯托雷平一伙的好意协助下，这种委员会必然会把“强制转让”地主土地变成强制庄稼汉遭受奴役，即让庄稼汉通过新的导致破产的赎买而得到分配给他们的沙地、沼泽地和树墩地。

这就是政府的政策和立宪民主党的政策的真正含义。自由派用自己的背叛行为帮助地主耍花招。如果农民（“劳动派”）不听社会民主党的告诫，继续跟自由派走，那么地主必然会靠自由派律师的帮助来愚弄庄稼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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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杜鹃恭维公鸡意思是互相捧场，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杜鹃和公鸡》。寓言说，公鸡和杜鹃互相吹捧对方的歌喉如何美妙；杜鹃为什么厚着脸皮夸奖公鸡，就因为公鸡夸奖了它。——161。





《列宁全集》第15卷


知识分子斗士反对知识分子的统治

（1907年3月30日〔4月12日〕）

《人民杜马报》［89］第13号上刊载了一个关于群众性工人组织和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极其冗长的决议案，这是一批孟什维克著作家和实际工作者草拟的，准备提交本次代表大会。和孟什维克的其他决议案（关于国家杜马和“策略纲领”的决议案）不同，这个决议案没有著作家的署名。这一疏忽是偶然的，还是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又冒出了一批孟什维克，现在还不得而知。我们提醒一下，象艾尔这样一位虔诚的孟什维克和工人代表大会的拥护者都说过：“只是一部分孟什维克对工人代表大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示支持。”（《论全俄工人代表大会。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本次代表大会》文集第82页）

现在我们来看看决议案的内容。这个决议案分为A和B两部分。第一部分的论据部分尽是一些关于组织和联合工人群众的好处的老生常谈。就象巴扎罗夫所说的“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90］，这里甚至不说组织，而说自我组织。虽然这个词实际上不说明任何问题，没有任何明确的意思，但却得到了工人代表大会拥护者的宠爱！不用说，“自我组织”这个词不过是知识分子的矫揉造作，是要用来掩饰他们真正的组织思想的贫乏，工人是绝对想不出“自我组织”来的……

论据部分批评了社会民主党，说“在党内，不是无产阶级分子而是知识分子起统治作用和决定作用”。这个批评很有意思。我们暂且不来分析这个批评的实际社会历史意义，因为这会离题太远。我们只是问一下：“孟什维克著作家和实际工作者”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先从自己做起呢？为什么医生不先治一治自己的病呢？要知道，你们决议案中的每一句话都体现着被你们称为“知识分子的统治作用和决定作用”的东西啊！为什么你们的“知识分子”不首先推辞一下，让“无产阶级分子”来拟定决议案呢？有什么可以保证在你们“少数派著作家和实际工作者”所设计的“自我组织”中不会再出现同一种现象呢？？

拉林、艾尔和其他许多拥护工人代表大会的人“谴责”社会民主党强迫别人接受决议。可是，著作家们为了进行这种批评，又“强迫别人接受”关于“自我组织”的极其乏味而冗长的新的词句……多么有意思的情景啊！

决议案同时指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党（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吗？还是这里故意选择了一个更加广泛的词，好把普罗柯波维奇、库斯柯娃、波谢等先生也包括进去呢？）“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对无产阶级先进阶层的“影响”，并表示希望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同有政治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联合起来”（A，第6条）。

同志们，你们试试把你们话里的用词仔细考虑一下吧！“有政治觉悟的”无产阶级能否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如果说不能不是，那你们的话就是无谓的同义反复，就是故弄玄虚、矫揉造作的空话。那就应该要求扩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便把现在还没有加入党的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吸收进来。

如果说能够不是，那你们就把社会革命党人无产者也算成觉悟的无产者了。不承认他们有“政治觉悟”是可笑的！这就是说，你们实际上是在阶级政党的“自我组织”和“自主精神”这种响亮词句的掩饰下，鼓吹吸收非无产阶级思想家，鼓吹把真正的自主精神（社会民主党的）同非自主精神即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依赖性（社会革命党的）混淆起来，从而瓦解无产阶级。

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91］……

这和过去1895—1901年的“经济派”［92］知识分子一模一样，他们就曾在“自我组织”、“纯工人的”运动等幌子下，把自己的狭隘、犹豫、怯懦和慌张强加到工人身上！

A部分的结论是：“代表大会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和工人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团结一致〈就是说也和社会革命党人工人团结一致，而不是反对他们？〉，努力把他们团结到独立自主的组织中来，尽管这种组织由于时间和地点的条件而有时具有或应当具有政治上单纯的特性。”

这里有什么肯定的、具体的、超出知识分子感叹的东西呢？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天晓得。

就拿消费合作社来说吧。毫无疑问，它是把工人团结起来了。它的特性从政治上说是够单纯的了。这是否就是“独立自主的”组织呢？？这要看从什么观点来看。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只有充满社会民主主义精神，而且不只是充满“精神”，还要通过加入或靠近社会民主党而在策略上、政策上同社会民主党保持一致，这样的工人社团才是真正独立自主的。

在工团主义者、“无题派”［93］、波谢派、社会革命党人、“无党派〈资产阶级的〉进步人士”看来却恰恰相反，只有那些不加入社会民主党、不靠近社会民主党、在实际政策和策略上恰好不同而且唯独不同社会民主党保持一致的工人社团，才是独立自主的。

这两种观点的差别不是我们捏造出来的。谁都承认，的确存在着这样两种观点，它们相互排斥，而且不论在哪里，只要工人由于什么原因“团结起来”，都有这两种观点在明争暗斗。这两种观点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标榜“非党”（在策略上，在一切政策上）不过是一种要工人从属于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隐蔽的因而也是非常有害的手法。

总结：这个决议案在结论中没有说出任何带实质性的东西。它的结论往好说是空话。而往坏说是有害的话，因为它会迷惑无产阶级，模糊起码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为欧洲各国长期严重危害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一切丧失阶级特性的资产者大开方便之门。

应当怎样修改这个决议案呢？

空话应该删掉。应当简单明了地说：社会民主党必须帮助组织各种工人社团，例如消费合作社，并且经常注意使各种工人社团成为只是进行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基地。

这才会真的是“政治上单纯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社会民主党的决议案。而你们这些反对“知识分子起统治作用和决定作用”的知识分子斗士先生们，并不是在从事无产阶级的事业，而是在高谈知识分子的空话。

关于决议案的第二部分（B），下次再谈 
［注：见本卷第243—256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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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人民杜马报》（《НароднаяДума》）是俄国孟什维克的报纸（日报），1907年3月7日（20日）—4月4日（17日）代替被查封的《俄国生活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1号。——165。



［90］“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出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小说主人公——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巴扎罗夫痛恨贵族的风尚和习俗。他戳穿了贵族富孀阿金佐娃夫人的虚伪做作，指出她对她所根本瞧不起的贵族姨妈——一个地位很高的贵族老处女——礼数周到，殷勤备至，只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显示自己了不起。——165。



［91］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4场，意为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167。



［92］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经济主义的拥护者，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的主要报刊是《工人思想报》（1897—1902年）和《工人事业》杂志（1899—1902年）。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167。



［93］无题派是指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无题》周刊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维·韦·波尔土加洛夫、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人。无题派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西欧批判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支持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列宁称无题派为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化的孟什维克。无题派后来集结在左派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周围。——167。





《列宁全集》第15卷


土地问题和革命力量

（1907年4月1日〔14日〕）

劳动派和农民协会会员的机关报《劳动人民报》［94］算出了杜马中在土地问题上即对农民“生死攸关的问题”上的力量对比。


　　“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能够在土地问题上采取一致步调的有劳动派（100人）、人民社会党（14人）和社会革命党（34人）一共是148人。假定社会民主党（64人）在土地问题的许多方面也和他们一致，那么总共就有212人。而在土地问题上反对他们所有这些人的，将是立宪民主党（91人）、波兰代表联盟（46人）、无党派人士（52人）、十月党和温和派（32人），——一共是221人。

反对者居多。我们没有把穆斯林（30人）和哥萨克（17人）计算在内；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当中可能有一半人归附左派，有一半人归附右派。不管怎样，对劳动派的土地法，反对者比拥护者多。”





　　在这个统计中还漏掉了君主派（22人），但是，把这些人加进去，不过是更加证实了劳动派的结论。这个结论从两方面来看值得注意：第一，它阐明了俄国当前革命中社会力量对比这个基本问题；第二，它有助于弄清杜马和杜马斗争在解放运动中的意义。

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深信，我们的革命，按正在进行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内容来讲，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说，变革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变革的结果必然正是这种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简单地说：即使取得了最充分的自由，即使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获得了最彻底的胜利，整个社会经济仍然要受市场和货币的支配。争取土地的斗争，争取自由的斗争，就是争取资产阶级社会生存条件的斗争，因为即使实行最民主的共和制，不管通过什么形式把“全部土地交给人民”，资本的统治仍然保持着。

不熟悉马克思学说的人，可能觉得这种观点很奇怪。但是，要相信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并不困难，只要回忆一下法国大革命和它的结果，以及美国的“自由土地”的历史等等就行了。

社会民主党人把当前的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绝对不是想轻视它的任务和贬低它的意义。恰恰相反。在无产阶级的更老的历史敌人还没有被推翻以前，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是不可能充分广泛地展开和最后获得胜利的。

因此，无产阶级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争取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地消灭地主（农奴主）土地占有制。只有通过这项工作，按彻底民主主义的原则对旧的、半农奴制的社会加以破坏，无产阶级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完全壮大起来，才能从“全体无权人民”共同的民主任务中完全划出自己的特殊的任务，即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保证使自己有最优越的条件来为社会主义进行最自由、最广泛和最紧张的斗争。如果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没有完成，没有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就不得不把自己绝大部分力量用来实现一般的民主任务即资产阶级民主任务，而不是用来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即社会主义任务。

但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能独立完成和作为领导力量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吗？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岂不是意味着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完成这场革命？

孟什维克常常倾向于这种观点。但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弄得面目全非。按社会经济内容来讲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解放运动，按动力来讲并不是资产阶级性的。这一运动的动力可能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什么可能这样呢？因为无产阶级和农民比资产阶级更为农奴制残余所苦，更需要自由，更需要消灭地主的压迫。相反，彻底的胜利对资产阶级则具有危险性，因为无产阶级会运用充分的自由来反对资产阶级，而且自由愈充分，地主权力消灭得愈彻底，运用起来也就愈方便。

因此，资产阶级期望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局是半途而废，是半自由，是同旧政权和地主勾结。这种期望植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这在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因而共产党人马克思当时把无产阶级政策的重心完全放在同“妥协的”（马克思语）自由派资产阶级作斗争上面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8—133页。——编者注］

 。

在我们俄国，资产阶级更加怯懦，而无产阶级则远比1848年德国无产阶级觉悟得多，而且组织得更好。只有撇开“妥协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只有民主派农民群众在争取充分自由和争取全部土地的斗争中跟着无产阶级走，我们才有可能获得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完全胜利。

第二届杜马更加明显地证实了这个估计。现在甚至农民也懂得，必须把自由派资产者即立宪民主党人算作右派，而把农民和工人算作左派。诚然，“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经常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而实际上往往在政治上充当自由派的尾巴。（如投票赞成戈洛文、采取“沉默策略”、同意把预算提交委员会讨论［95］等等。）这种动摇不是偶然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为什么在土地问题这个迫切问题上必须把立宪民主党算作右派呢？因为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实质上是地主的政策。立宪民主党的“强制转让”实际上是地主强制农民用破产的办法赎买，因为赎买金额和税额实际上都由地主决定：在地方上，地主加官吏将在土地委员会中占优势（在第一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曾反对土地委员会由普选产生），而在全俄的中央立法方面，地主将通过国务会议等等来进行操纵。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律师的自由主义，因为资产阶级律师要农民同地主和解，而且是按照有利于地主的条件和解 
［注：《言语报》说，立宪民主党人的地主性质只能在群众大会上讲。对这句话我们再补充如下一点：根据《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代表》这部名著（1907年圣彼得堡版）我们算了一下，有79个明确无误的立宪民主党人，其中有20名是地主。能叫出名字的有：图奇科夫、博古斯拉夫斯基、比格洛夫、巴枯宁、罗季切夫、波格丹诺夫、萨拉兹金、塔塔里诺夫、斯塔霍维奇、伊孔尼科夫、萨韦利耶夫、多尔戈鲁科夫、切尔诺科夫、戈洛文、两个佩列列申、沃洛茨科伊、约尔丹斯基、切尔诺斯维托夫。使用黑体的是贵族代表、地方官［96］和地方自治局主席。］

 。

现在谈谈第二个问题。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在杜马中占多数。《劳动人民报》问道：“如何摆脱这种局面呢？”答复很简单：要“摆脱这种局面”，就必须比纯粹是杜马的争辩提高一步。

即使左派在杜马中占了多数，这也是必要的，因为杜马毫无权力，而国务会议为了地主的利益会来“改进”任何一项杜马法案。这在目前也是必要的，——不是从党的主观意图来说是必要，而是从客观历史来说是必要，因为不这样做，土地问题就只能按照有利于地主的条件来解决。





	载于1907年4月1日《我们的回声报》第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第204—207页

















［94］《劳动人民报》（《ТрудовойНарод》）是劳动派和全俄农民协会会员的机关报（日报），于1907年3月15日（28日）—4月4日（17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8号。该报编辑是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B．A．别拉耶夫。参加该报工作的有第二届国家杜马劳动派代表米·叶·别列津、安·安·布拉特和全俄农民协会会员A．E．基姆里亚科夫、E．И．索罗金等。——169。



［95］投票赞成戈洛文是指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选举国家杜马主席时投票赞成立宪民主党候选人H费·亚·戈洛文一事。1907年2月19日（3月4日），在立宪民主党人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公爵住所的集会上，就此事进行了串通，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中的孟什维克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见本卷第29—32页）。2月20日（3月5日）在国家杜马选举主席时，戈洛文以356票对右翼代表的102票当选。



“沉默策略”是指立宪民主党对于彼·阿·斯托雷平1907年3月6日（19日）宣读的政府宣言的策略。在立宪民主党人召集的所有反对派的联席会议上，立宪民主党人鼓吹要从“保全杜马”出发而用沉默来回答政府宣言，说什么对政府宣言致答词必然导致杜马被解散，因此应当以转入议程上的问题来回答政府宣言。赞同立宪民主党人的社会革命党人、劳动派、农民协会、穆斯林议会集团、人民社会党人，波兰代表联盟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后来社会民主党人对斯托雷平宣言表了态（见注41），杜马中极右翼的代表——弗·阿·鲍勃凌斯基、弗·米·普利什凯维奇、普拉东主教、П．Ｈ．克鲁平斯基、瓦·维·舒利金等也对斯托雷平宣言作了答复。



同意把预算提交委员会讨论实际上意味着通过预算。这是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讨论预算问题时提出的建议。劳动派对此投票赞成（见本卷第155—157页）。——172。



［96］地方官是沙皇俄国农村中管理行政和司法的公职人员，其职权是监督农民社会管理机关的活动和农民案件的初审。按照1889年7月12日的法令，地方官由省长从拥有不动产的世袭贵族中任命，并由内务大臣批准。实行地方官制度是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反动措施之一，目的在于加强领地贵族在废除农奴制后的农村中的作用。——172。





《列宁全集》第15卷


贫血的杜马或贫血的小资产阶级

（1907年4月2日〔15日〕）

比立宪民主党左的机关报（日刊）的数量少许有了增加。介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杜马左派的呼声可以听得更清楚了。

“人民社会党人”的日报是一种新的出版物。他们的《公共事业报》［97］（4月1日，星期日）一开始就发出了一种非常典型而值得注意的抱怨、惋惜和追悔的声调。

他们抱怨什么呢？抱怨杜马“贫血”。

他们惋惜什么呢？惋惜“保全杜马”这个口号流行的时间太久。

他们追悔什么呢？追悔自己支持了立宪民主党的策略。

当然，这种追悔远远不是彻底的、真正的和诚恳的追悔，不是象一句名言所说的等于改正了一半错误的那种追悔。“人民社会党人”的追悔很不诚恳，以至他们在自己表示忏悔的第一号报纸上就对我们进行了恶意攻击，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解决意见分歧的办法就是把对手称为无知的人和可怜虫”等等，说我们把“走上妥协道路”的罪名加给对手的做法“实际上是不正确的”。

关于民粹派的追悔有无诚意的问题，如果不是因为它密切关系到和直接关系到对评价整个第二届杜马以至评价整个俄国革命都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当然不会提请读者予以注意。

民粹派在杜马中有三派，它们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看法一致，实行比较一致的共同的政策，并通过各种方式反映出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观点。

在这部分代表中间，农民的人数最多；而且不能否认，广大农民群众正是通过这部分（而不是其他部分）杜马代表最确切地表达了自己的要求（以及自己的偏见）。因此，民粹派在杜马中的政策问题同农民群众的政策问题是连在一起的，而没有农民群众的参加，就谈不上解放运动的胜利。

人民社会党人大撒其谎，硬说社会民主党人用谩骂来解决意见分歧，说他们荒谬地把妥协的罪名加给劳动派（即民粹派）。先生们，这是撒谎，因为从第二届杜马的活动一开始，社会民主党人就已经在跟民粹派和同民粹派的斗争完全无关的情况下表明了对“保全杜马”这个臭名远扬的口号的看法，即你们现在正一瘸一拐地向其靠近的那种看法。

我们的同事尼·罗·于2月21日写道：“‘保全杜马！’——这就是资产阶级选民经常发出并得到资产阶级报纸（不仅有立宪民主党的报纸，而且有《同志报》这样的“左派”报纸）响应的呼声……保全杜马的秘密早就被黑帮十月党人的报纸和政府揭开了。只要杜马‘能尽职守’，‘奉公守法’，就是说，只要杜马能对政府俯首听命，除了诚惶诚恐地递送呈文和卑躬屈膝地提出申请以外不轻举妄动，它就很容易保全下来。只要杜马背叛全民解放事业，让这个事业遭受黑帮集团摧残，它就很容易保全下来。只有政权仍然操在旧的统治者手里才能保存杜马。所有的人都应当清楚这一点，决不能忘记这一点。但是难道能用背叛来保存杜马吗？社会民主党对这个问题作了响亮而明确的回答：决不能！无产阶级和农民不需要背叛的杜马。无怪乎莫斯科的农民在给自己的代表的委托书中声称：‘尽可以让他们把你们解散，也决不能背叛人民的意志。’如果杜马主要关心的是不刺激政府，那它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它就履行不了它所肩负的任务：竭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以便战胜反动派，使解放运动取得胜利……只有强者才使人害怕。也只有强者才受人尊敬。歇斯底里地叫嚷‘保全杜马’，是自由的人民和他们选出的代表所不齿的。”

这是第二届杜马开幕的第二天写的。看来是写得够明确的了！

在自己的出版物上、在一般的政策中以及在杜马中代表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城市小业主，特别是农村小业主即农民）各个阶层利益的民粹派，现在已开始明白社会民主党人说的是真话。事实证实了我们的政策。

但是，为了“不错过时机”，为了不成为“事后聪明”的政治家，光向事变学习是不够的。必须了解事变的进程，了解决定各个政党的政策和整个杜马的政策的各个阶级之间基本的相互关系。

“保全杜马”是立宪民主党的口号，它反映了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呢？是同反动派妥协而反对人民的要求。这种妥协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服从反动派所规定的制度和活动范围。表现在把自由的要求和人民的要求变成局限在这种范围之内的无意义的、内容贫乏的和骗人的“改良”。为什么社会民主党把自由派的这种政策称为背叛呢？因为一切不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遭到失败，向来都是由于自由派同反动派妥协，就是说，由于自由派实际上背弃人民的自由而走向反动。自由派在革命中实行改良主义，就是对人民自由的背叛。这种改良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害怕人民、特别是害怕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地主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保全杜马”这个口号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鲜明地反映了这种背叛政策的根本路线。这种政策表现在如下各个方面：对宣言采取沉默策略，限制粮食工作委员会和失业工作委员会的任务，限制杜马中的发言，把杜马拆成几个委员会，把预算提交委员会讨论等等。

民粹派即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过去和现在一直支持立宪民主党的这种政策。民粹派投票赞成戈洛文而不是弃权。民粹派也采取了可怜的“沉默策略”，无论人民社会党还是社会革命党都有份。民粹派只是在社会民主党人一再影响下才开始同立宪民主党分手。但即使现在，无论劳动派或者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它们的全部政策都是动摇不定的，它们不懂得为何要执行同立宪民主党斗争、利用杜马讲坛揭露它这一任务。

这种动摇是小资产者贫血的产物。

半是厌倦革命、半是由于（社会）本性而动摇不定的小资产者，他们的“贫血”是“杜马贫血”的基本原因。我们要正告民粹派：脸丑不要怪镜子。

你们不要实行贫血的政策了，你们要和立宪民主党断绝关系，要坚决跟无产阶级走，让自由派去保全杜马吧，而你们自己要公开地、勇敢地和坚定地保卫解放运动的利益和传统，——只有这样，你们的追悔才真正是“改正了一半错误”的追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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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公共事业报》《ОбщественноеДело》）是人民社会党的机关报（日报），1907年4月1—8日（14—21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7号。参加该报的有人民社会党领导人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和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格·伊·巴斯金、Ｂ．Ｂ．卡拉切夫斯基－沃尔克等。——174。





《列宁全集》第15卷


怡然自得的庸俗言论或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革命党人

（1907年4月3日〔16日〕）

昨天我们指出，在杜马成立一个月以后，民粹派似乎才醒悟过来，并且开始……——我不说认识到，而说至少是感觉到“保全杜马”这个臭名昭彰的立宪民主党口号的无比卑鄙。我们在那篇文章中指出，立宪民主党的口号不是偶然提出的，而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根本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政策的反映。 
［注：见本卷第174—177页。——编者注］



今天，立宪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言语报》（4月3日）就这一问题发表了社论。立宪民主党的社论作者写道：“近日来左派报纸激烈反对‘保全杜马’的策略，是一种令人十分不安的征兆。”

的确是这样。我们很高兴，立宪民主党也注意到了民粹派对“保全杜马”的追悔。这就是说，我们昨天的观察没有错。这就是说，在小资产阶级当中确实出现了一股离开自由派地主而转向工人阶级的潮流。祝他们一帆风顺！

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用以颂扬“保全杜马”策略的言论，应该作为庸俗言论的精华永世保存。请听一听吧：“要知道，只要杜马存在，这就是你们〈反对党〉所作的努力自觉取得的成果。这就是你们的意志干预事变的第一个明显结果。这种缺乏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你们对你们拟定和你们通过的计划的执行。”

可惜，谢德林没有活到“伟大的”俄国革命时期。不然，他大概会给《戈洛夫廖夫老爷们》添上新的一章，会这样描写犹杜什卡［98］：他安慰被鞭挞的、被殴打的、饥饿的、受奴役的庄稼汉说：你等待改善吗？你为那个建立在人民挨饿、遭枪杀、受鞭笞和抽打的基础上的制度没有改变而感到失望吗？你抱怨“缺乏事实”吗？真是忘恩负义！要知道，这种缺乏事实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实！要知道，你的意志进行干预自觉取得的结果就是：利德瓦尔们照样主宰着一切，庄稼汉们心平气和地任人鞭打，而不再沉湎于关于“斗争诗境”的有害幻想。

对黑帮很难憎恨得起来，因为这方面的感情已经麻木了，就象人们所说的在战争当中由于进行一连串的战斗，由于长期对人开枪射击和长期生活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和子弹的呼啸声中感情渐渐麻木了一样。战争就是战争，而和黑帮进行的是公开的、随处可见的、习以为常的战争。

但是，立宪民主党的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能够激起对他最强烈的憎恨和鄙弃的情感。这是因为人们，甚至农民，都听信这个“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律师的谗言。这是因为他确实在蒙蔽人民的视听，确实在糊弄人民！……

同克鲁舍万们作斗争不能用口诛笔伐，必须采用另一种方式。对反革命进行口诛笔伐，就要求首先和主要是揭露那些丑恶的伪君子，因为他们假借“人民自由”的名义，假借“民主”的名义来歌颂政治上的停滞、人民的沉默，歌颂变成庸人的公民的备受压抑以及歌颂“缺乏事实”。应当跟这些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律师进行斗争，这些人得意得很，因为人民在沉默，而他们能够为所欲为地、无所顾忌地充作“国家要人”，对那些对反革命的统治“不知深浅地”表示愤懑的人洒下圣油以示安抚。

难道能够平心静气地听着下面这种言论而不给以严厉的抨击吗：


　　“当塔夫利达宫的辩论就象白天吃饭晚上看戏一样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的时候，当议程不再使所有的人感到兴趣而只是为某些人特别〈！！〉关心的时候，当辩论一般政策成了罕见的事而演练口才由于没有听众实际上已不可能的时候，那一天，就可以作为代议政治在俄国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天来庆祝了。”



　　你这个犹杜什卡！当生活在皮鞭底下的人们失去知觉，不再“辩论”而一声不吭的时候，当地主们象自由派的犹杜什卡们白天吃饭晚上看戏那样有保障地享有旧日的地主权力（这种权力由于实行“自由主义的”改革而得到巩固）的时候，那一天就将是“人民自由”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天。反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天，就将是宪制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天……过去如此——在欧洲资产阶级每次叛变的时候。将来还会如此……俄国将来也会如此吗，先生们？

犹杜什卡们力图洗清自己，他们证明说，在左派政党中过去和现在也都有拥护“保全”的人。幸而这次受了犹杜什卡们迷惑的人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引用了某个社会革命党人在塔墨尔福斯演说中的几处，说这个社会革命党人号召同立宪民主党人“合作”，否定同他们进行斗争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我们不知道这个演说，也不知道《言语报》的引证是否可靠。

我们知道的是社会革命党人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不是个别的演说，——这个决议确实反映出小资产者已经被自由派的犹杜什卡搅昏了头脑。

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99］（1907年3月8日第6号）刊载了这个决议，证明过去的即2月份各报发表的决议摘录是准确的。那里面的确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代表大会〈社会革命党的〉认为，杜马内部鲜明的党派组合，在每个集团孤立地行动和存在着尖锐的派别斗争的情况下，会使占多数的反对派的活动完全瘫痪，从而使实行人民代表制的主张在劳动阶级的心目中威信扫地。”当时（2月22日）《言语报》就曾给这种庸俗言论喝采。当时（2月23日）我们就对这种庸俗言论作了揭露，指出了这样一种代表大会决议的小资产阶级根源和自由主义的叛变实质。 
［注：见本卷第36—40页。——编者注］



犹杜什卡之吻会不会从政治上杀害社会革命党的某个领袖，这一点我们不感兴趣。但是，对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的立宪民主党式的决议，却应当在工人面前千百次地予以揭露，以便告诫不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以便使无产阶级同看来似乎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坚决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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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谢德林笔下的犹杜什卡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179。



［99］指《党内消息》杂志。



《党内消息》杂志（《ПартийныеИэвестия》）是社会革命党的机关刊物，1906年10月22日（11月4日）—1907年5月24日（6月6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0期。



该杂志第6期在《关于社会革命党第二次（紧急）代表大会的通知》中正式公布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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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党团和杜马中的4月3日这一天

（1907年4月4日〔17日〕）

现在不得不回过来谈一谈由于质询里加监狱杀害和拷打犯人的事以及74人被送交战地法庭的事而在国家杜马中引起的一场风波。我们说不得不谈一谈，是因为《人民杜马报》不知为什么要模糊事件的真正意义，从而只是加深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所造成的非常不好的印象。

固然，《人民杜马报》谈到杜马第一天的质询时说：“万事开头难”；固然，《人民杜马报》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一些杜马党团还不大适应议会的活动”，但是，关键不在这里。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党团在这里表现出来的，不是缺乏议会斗争经验，而纯粹是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糟糕的不是社会民主党党团有时陷入某种“追求形式的圈套”（《人民杜马报》的用语），而是它有时白白放弃自己的阵地，在条件完全具备的时候不把已经很好地开始了的斗争进行到底，不把胜利巩固起来。

在回答政府宣言时就是这样，当时社会民主党党团把自己整整一半的胜利白白让给了……斯托雷平先生；4月3日在质询里加惨案问题时情况也是这样。

立宪民主党人反对提出紧急质询；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提出紧急质询，特别是就政府用战地法庭这种战时手段来迫害人民这样的问题提出紧急质询，往往带有“示威行动”的成分，即对大臣们施加压力的成分。就这样的问题提出紧急质询，无疑是杜马方面所作的、跟习以为常的“白天吃饭”或“晚上看戏”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一桩“事情”，一种“行为”。只有奴颜婢膝的《言语报》才极力想把杜马本身跟吃饭看戏划等号。但是，难道立宪民主党用来败坏人的这种毒素也能影响到杜马中的左派，甚至影响到社会民主党党团吗？！我们不能这样设想，然而……

罗季切夫先生在讲坛上奴颜婢膝地说：“不要提出紧急质询，紧急质询在目前情况下可能触犯大臣们的自尊心。”

在杜马中热中于给“一小撮饶舌者”当代表的立宪民主党的米拉波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社会民主党代表贾帕里泽出色地回答了罗季切夫，他提醒这些奴颜婢膝的立宪民主党人说：“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刽子手向受害者举起屠刀的时候说话。”

这时库兹明－卡拉瓦耶夫走上讲台，宣读了他收到的由里加总督美列尔－扎科梅尔斯基（就是西伯利亚的母亲们至今还拿他的名字吓唬自己的孩子的那个美列尔－扎科梅尔斯基）从里加发来的电报。电文写得无耻之极，满篇都是极其粗鄙的嘲讽：“……无论74个人也好，70个人也好，4个人也好，里加没有理由把他们送交法庭；目前没有一个人需要搭救。”

为了反驳这份电报，阿列克辛斯基代表宣读了一份里加进步的复选人拍来的电报，说正在准备送交战地法庭。

在阿列克辛斯基代表理直气壮地坚持要求提出紧急质询以后，劳动团和社会革命党人集团也同意提出紧急质询的要求。

于是，立宪民主党人开始退却。佩尔加缅特甚至没有陈述理由，径直请求杜马左派不要坚持紧急质询，并代表质询委员会建议通过委员会在24小时内提出质询，说无论如何不要进行紧急质询！

殷勤得莫名其妙的布尔加柯夫接着发言。还是为了不要进行紧急质询，他请求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不要带上党派情绪。布尔加柯夫先生本来首先应该向自己的党内同志说明，这类问题不比别的什么问题，最不能容许奴颜婢膝，要是采取奴颜婢膝的态度，总会很自然地使党派情绪发作到谁都不希望的地步。

在布尔加柯夫之后，基泽韦捷尔又向左派靠近了一步，又作了一个小小的让步。基泽韦捷尔建议把质询交给委员会去进行，让委员会“尽快”完成自己的任务。

杰拉罗夫代表人民社会党赞成进行紧急质询。

换句话说，全部左派以杜马中少有的一致反对立宪民主党人。事实愈来愈清楚地表明：问题成了政治性问题，已经开始的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奴颜婢膝的斗争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到底。请看一看4月4日《新时报》上登载的亚·斯托雷平的《札记》吧。他是怎样地称赞立宪民主党啊！同时，为了使自己的同盟者即“右派”最终地懂得，在这种场合不应该发表如此尖刻的意见，不应该把立宪民主党人从他们目前所走的那条妥协的路上吓跑，他又是怎样地抨击自己的同盟者啊！斯托雷平先生从这一天“立宪民主党人的发言”中听到了——请注意——“真诚和严肃的语调”！

然而，就在社会民主党党团已经稳操胜券的时候，策列铁里却起来声明说，党团撤销自己进行紧急质询的建议。为什么？根据什么理由？要说提交委员会去质询会比进行紧急质询更为有效，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肯定谁也不敢这样断定。

策列铁里的声明没有任何根据。这完全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4月3日这一天对社会民主党党团来说决不是一个光彩的日子。这里的问题，我再说一遍，不在于缺乏议会斗争经验。这里的问题在于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政治上软弱无力和优柔寡断，这种缺点已经不止一次地表现出来，它极有碍于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马中担任整个杜马左派的真正领袖。这种情况不可忽视，必须努力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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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的长处和弱点

（1907年4月5日和7日〔18日和20日〕）


一

昨天《人民杜马报》用这一标题登载的文章，是冷静地、明确地、质朴地叙述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真正原则性分歧的一个典型。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争论是愉快而有益的，相反，回答《敬礼》或《回声》［100］的歇斯底里狂叫却是不愉快的难题。

现在来谈正题。分歧是由对立宪民主党和民粹派的估计引起的。《人民杜马报》说得完全正确，在立宪民主党问题上的分歧应归结为他们代表谁这样一个问题。《人民杜马报》回答说：他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说：“这些政党的经济基础是一部分中等地主和中等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一部分城乡民主派小资产阶级还跟着这些政党走（纯粹是由于习惯和直接受自由派的欺骗）。” 
［注：见本卷第3页。——编者注］



显然，孟什维克对立宪民主党的估计比我们乐观。他们掩饰或否认立宪民主党同地主阶级的联系，我们则强调这种联系。他们强调立宪民主党同城市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联系，我们却认为这种联系很少。

关于地主的问题，我们曾在《我们的回声报》［101］第7号中指出，在现在的而不是过去的（这一点《人民杜马报》弄错了）立宪民主党杜马党团里有20个地主 
［注：见本卷第172页。——编者注］

 ，《人民杜马报》宣称我们这种论断是幼稚无知，并讽刺我们说，就是在社会民主党里也还有百万富翁和大官。

多么廉价的讽刺啊！谁都明白，辛格尔、阿龙斯、纳利夫金这样的人只是表现了个人从资产阶级转向无产阶级而已。但是先生们，难道你们真的会认为，20个地主（在立宪民主党党团的79个成员中占1/4）是作为个人跟着60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而不是相反吗？？你们会认为，是地主奉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策，而不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奉行地主的政策吗？？你们用辛格尔和纳利夫金同志的例子开玩笑，不过是为了掩饰你们不可救药的立场而开的一个俏皮的玩笑而已。

当然，立宪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成分并不是主要的证明，它只是一种象征。主要的证明是：第一，俄国地主自由派的历史（这一点连《人民杜马报》也承认）：第二（这是主要的），对立宪民主党目前的政策的分析。“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实质上〈请注意〉是地主的政策。”（《我们的回声报》第7号）“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律师的自由主义，因为资产阶级律师要农民同地主和解，而且是按照有利于地主的条件和解。”（同上） 
［注：同上。——编者注］



《人民杜马报》对这个论据无话可说。

其次。他们用什么东西来证明立宪民主党同城市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联系呢？用关于选举的统计。城市选出的立宪民主党人最多。事实的确如此，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第一，我国的选举制度并不特别优待城市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各阶层。大家知道，民众大会能够更确切地反映“城市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情绪。第二，同小城市的城市选民团比较起来，大城市的城市选民团里立宪民主党的势力较强，而左派势力较弱。关于复选人的统计就是证明。由此可见，立宪民主党代表的不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而是自由派中等资产阶级。城市愈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就愈尖锐，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里的立宪民主党势力就愈是比左派强。第三，在22个有左派联盟的大城市里，右派得17000票，十月党人得34000票，立宪民主党人得74000票，左派得41000票。立宪民主党的票数所以一下子就减少这么多，正是因为立宪民主党不是民主派。自由派的律师在任何地方都欺骗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但总是被社会党人所揭穿。

《人民杜马报》问道：“说我国中小资产阶级为了摧毁直接威胁着他们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已经热中于镇压革命——这样说对吗？”接着回答说：“完全不对。”

这里把我们的观点表达得完全不对。亲爱的同志们，这已经不是有原则的争辩了……你们自己很清楚：我们是把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性和十月党的反革命性区别开来的；我们也根本没有把反革命的罪名加到小资产阶级的头上；我们认为立宪民主党的地主们不只是害怕工人，而且也害怕农民。你们那样说，就不是反驳，而是歪曲。

《人民杜马报》如下的论据倒是一个反驳意见：立宪民主党变得更温和、更反动，不是在革命高涨时，而是在革命低落时，就是说，不是由于自己的反革命性，而是由于自己的软弱性。《人民杜马报》用黑体字强调指出：立宪民主党的策略“不是强大的反革命派的策略，这是软弱的革命派的策略”。

于是，立宪民主党也成了革命派，只不过是软弱的革命派。真是不可思议的结论。所以走到这样荒谬绝伦的地步，是因为论证的出发点就是根本错误的。这一错误就在于否认立宪民主党的地主性质（在俄国，地主的反革命性或者以黑帮和十月党人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者以立宪民主党人的方式表现出来），否认立宪民主党里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纠正了这两个错误，我们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立宪民主党的策略是反革命地主和较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策略。地主是强大的反革命派。大资产者也是强大的反革命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官吏是他们的怯懦的奴仆，他们用“民主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为反革命效劳的行为。

认为立宪民主党只是在革命低落时而不是在革命高涨时“右倾”，这是不正确的。《人民杜马报》的同志们，请回忆一下《开端报》［102］吧。请回忆一下《维特——交易所的代理人，司徒卢威——维特的代理人》那样一些文章吧。那都是一些好文章！那个时节是好时节……那时我们同孟什维克在对立宪民主党的估计上没有分歧……要正确阐述立宪民主党在革命高涨时或者说在历次革命高涨时的态度，就应当这样说：革命在街头露面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就在大臣的前厅露面。

1905年11月司徒卢威谒见了维特，1906年6月某个立宪民主党人谒见了某个黑帮，1907年1月15日米留可夫谒见了斯托雷平。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

《人民杜马报》在从经济上论证自己对立宪民主党的看法时最后说：


　　“由于俄国城市不发达，而城市工业中又以大工业的影响占绝对优势，我国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对我国整个经济生活的影响就微不足道，因而他们不能象过去英法资产阶级那样，感觉到自己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太好了，非常正确。只是这与立宪民主党没有关系。其次，这里已经完全看不到把“进步的城市大”资产阶级和“落后的农村小”资产阶级对立起来这种曾不止一次地被用来为孟什维克的策略辩护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了……“资产阶级不能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工具，因为无产阶级已经在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斗争了……”一点不错！……“这就是它在反专制农奴制的斗争中摇摆不定和犹豫不决的根源……”同样一点不错，不过这不是讲立宪民主党，而是讲那些不仅依靠农村小资产阶级，而且也依靠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劳动派政党和集团！“……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只要一向左转，他们立即就会丧失城市这个立脚点，而陷入农民民粹主义的泥潭。这也是由于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比较软弱的缘故。”





　　正确！千真万确！《人民杜马报》竟为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作了如此完整的论证，这是我们根本不敢想象的。“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只要一向左转，他们就成为民粹派。”一点不错：左派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是民粹派。而立宪民主党不过是冒充的民主派，实际上根本不是民主派。因此，当无产阶级不得不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时，它必须结成广义的政治“联盟”，这里不仅是指达成选举协议和议会协议，而且还指同左派也就是同民粹派小资产阶级在反对黑帮和立宪民主党方面无需任何协议就采取共同的行动！Quod　erat　demonstrandum——这正是我们所需要证明的。

下一次我们将同《人民杜马报》专门谈一谈民粹派的问题。


二


［注：由于政府查封《人民杜马报》，我们尽量不同它直接争论，而只谈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怎样估计民粹派。］


既然承认“民粹派是立宪民主党的左邻’，承认他们“经常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那就必然要承认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迫使民粹派站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反对黑帮和反对立宪民主党。

孟什维克力图削弱或回避从他们承认的东西中必然得出的这个结论，他们的借口是：农民虽然比自由派“革命，民主”，但是却“充满了反动的社会空想”，并力图“在经济方面使历史的车轮倒转”。

这种在我国社会民主主义著作中经常见到的议论，无论从逻辑上看还是从经济史上看都有重大的错误。拿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方面的反动性同自由派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政策的反动性作对比，就等于拿尺与斗作对比。

如果说农民在对待社会主义任务的态度问题上无疑赞成反动的空想，那么自由派资产者在对待这一任务的态度问题上则赞成象1848年6月或1871年5月那样实行反动的镇压［103］。

如果农民及其思想家民粹派在目前的革命中即资产阶级革命中同自由派比较起来是在奉行反动的政策，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就永远不会承认民粹派比自由派更左、更革命、更民主。

显然，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请把自由派和民粹派的土地政策比较一下吧。目前其中有没有经济上反动的观点呢？这两个党都具有限制地产转移的反动倾向。但是，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具有官僚性质（地主和官僚的土地委员会），所以它的反动性在当前在实践上要危险得多。就是说，从这一点看，如果要比较，决不可能对自由派有利。

“平均”使用土地……小生产者的这种平等思想是反动的，因为它不是向前寻找而是向后寻找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办法。无产阶级提出的不是小业主的平等社会主义，而是公有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然而那种平等思想却最完全、最彻底和最坚决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我奉劝那些忘了这一点的马克思主义者去看一看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平等思想最完整不过地反映了同一切农奴制残余作斗争的要求，反映了争取最广泛、最彻底地发展商品生产的要求。

我们有些人在谈到民粹派的“平均制”土地法案的反动性时，常常忘记了这一点。

平等不仅是最完全地实现自由资本主义和商品生产所必需的条件的思想表现，而且，对于从农奴制中成长起来的农业所具有的经济关系来说，小生产者的平等还是最广泛、最完全，最自由和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物质条件。

这种发展过程在俄国很早就开始了。革命加快了这个过程。全部问题就在于，这种发展是采取所谓普鲁士的方式（保留地主经济和对雇农的奴役，让雇农为了一块养不活人的份地“按公平的价格”纳租）还是采取美国的方式（消灭地主经济，把全部土地转交给农民）。

这是我国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关系这个革命成败的问题。

社会民主党人要求把全部土地不经赎买转交给农民，也就是说，坚决争取有利于人民的第二种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式。在农民同农奴主－地主进行斗争时，平等思想是为土地而斗争的最强有力的思想动力。而在小生产者之间建立平等，能最彻底地消灭所有一切的农奴制残余。因此，说平等思想是农民运动中最革命的思想，这不仅仅因为它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推动力，而且因为它是从经济上清除农业中的农奴制残余的推动力。

民粹派幻想平等能够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幻想这种平等能够成为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因素，就这一点说，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反动的。这一点，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当知道，应当记住。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忘记了这种平等思想本身和各式各样的平均制方案最完全地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反映了同地主和官僚制度作斗争的任务而不是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任务，他就背叛了自己的职责——历史地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殊任务。

或者是普鲁士式的演进：农奴主－地主变为容克；地主政权在这个国家里获得10年的巩固，实行君主制；实行“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的军事专制”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页。——编者注］

 而不是实行民主制度；在农村居民及其他居民中存在着最大的不平等。或者是美国式的演进：消灭地主经济；农民变成自由的农场主；实行民权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农村居民间存在着最大的平等——这是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的起点和条件。

通过立宪民主党（他们引导我国走第一条路）的伪善态度和民粹派（引导我国走第二条路）的反动社会空想主义表现出来的历史性抉择实际上就是这样。

显然，无产阶级应当全力支持第二条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使劳动阶级尽快摆脱最后的资产阶级幻想，因为平等社会主义是小业主最后的资产阶级幻想。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从实际经验中而不是从书本中受到教育，在最短时间内切实地体会到所有一切平均制方案的软弱无力，在反对资本权力时的软弱无力。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尽快清除掉自己身上的“劳动派”传统即小市民传统，摆脱现在必然落在它肩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而一心一意去完成自己的、真正是本阶级的任务，即社会主义的任务。

正是由于不了解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的相互关系，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才会害怕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政策。

正是由于不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和实质，才会发出下面这样的议论：“它〈我国革命〉归根到底不是出于农民的需要而发生的，而是〈？？〉出于发展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而发生的”，或者说“这个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不能在农民的旗帜下进行，不能由农民领导”（4月4日《人民杜马报》第21号）。这就是说，俄国的农民经济不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别的什么基础上！农民群众的需要，这也就是最完全、最迅速和最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按“美国方式”而不是按“普鲁士方式”发展的需要。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农民的领导”下进行（确切些说：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因为农民虽然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但总的说来还是拥护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只可能是不彻底的革命（严格地说这不是革命，而是改良）。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领导下，它才可能是真正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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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敬礼》杂志（《Привет》）是孟什维克的周刊，1907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两期。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亚·尼·波特列索夫等曾为该杂志撰稿。



《回声》文集（《Отголоски》）是孟什维克的刊物，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文集中刊载有尔·马尔托夫、德·柯尔佐夫、叶·查尔斯基、费·伊·唐恩等人的文章。——186。



［101］《我们的回声报》（《НашеЭхо》）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07年3月25日—4月10日（4月7日—23日）接替于1907年2月27日（3月12日）被查封的《新光线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由列宁编辑，几乎每一号都有列宁的文章。参加报纸工作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等人。该报共出了14号。1907年4月9日（22日），彼得堡市长根据非常警卫条例下令禁止该报出版。最后一号即第14号是在发布禁令后出版的。——187。



［102］《开端报》（《Нача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3日（26日）—12月2日（15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号。该报由达·马·赫尔岑施坦和C．H．萨尔蒂科夫担任编辑兼出版者。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列·格·捷依奇、尼·伊·约尔丹斯基等。——189。



［103］指法国反革命资产阶级1848年6月对巴黎起义工人的镇压和1871年5月对巴黎公社的镇压。——192。





《列宁全集》第15卷


《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1907年4月6日〔19日〕）

现在介绍给俄国读者的这一部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贝克尔以及19世纪国际工人运动其他领袖的书信集，对我国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

我们不打算详谈这些书信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史以及对于全面阐明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的重要意义，因为这是无须说明的。我们只想指出一点，这就是，要了解这些书信，就必须熟悉论述国际史的基本著作（见耶克的《国际》俄译本，知识出版社出版），熟悉论述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史的基本著作（见弗·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莫里斯·希尔奎特的《美国社会主义史》）等等。

我们也不打算对这部书信集的内容作概括的叙述，以及对这些书信所涉及的各个历史时期加以评论。这一点梅林在他的《与左尔格通信集》（《新时代》［104］第25年卷第1册和第2册）一文中已经出色地做到了，出版者大概会把它附在本书后面，或者以俄文单行本形式发行。［105］

在我们所处的革命时代，对俄国社会党人具有特殊价值的东西，乃是战斗的无产阶级从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近30年（1867—1895年）的私人交往的活动中应当得出的那些教训。因此，我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献最初尝试向读者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左尔格书信的时候，也正是俄国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方面的“迫切”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普列汉诺夫的《现代生活》［106］，孟什维克的《评论》［107］），这是毫不奇怪的。现在我们要请读者注意的，也就是对本书信集中那些从俄国工人政党目前任务来看特别重要的地方所作的评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中谈得最多的是英美两国和德国工人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德国人，当时住在英国，而且又是同他们那位住在美国的同志通信。对于法国工人运动的问题，特别是巴黎公社的问题，马克思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库格曼的信［注：见《马克思致库格曼医生书信集》，俄译本由尼·列宁编辑并作序。1907年圣彼得堡版（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373—382页。——编者注）。］中谈得最多，也最详细。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比较一下，是大有教益的。如果注意到在德国和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各该国家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那么这种比较的意义就更大了。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实际的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给战斗的无产阶级确定任务的典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英美社会主义运动时，特别尖锐地批评它脱离了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评论英国“社会民主联盟”［108］（Social－Democratic　Federation）和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大量言论中，始终贯穿着的是责备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变成了“刻板的（starre）正统思想”，责备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6页。——编者注］

 ，责备他们不善于适应在他们周围发生的、理论上虽然很弱但生命力很旺盛、气势很磅礴的群众性工人运动。恩格斯在1887年1月27日的信里感慨地说：“如果我们在1864—1873年间坚持只和那些公开承认我们纲领的人合作，那么我们现在会处于什么境地呢？” 
［注：同上，第585页。——编者注］

 在这封信以前的一封信里（1886年12月28日），恩格斯谈到亨利·乔治思想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影响问题时写道：


　　“一两百万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拥护真正的（“bona　fide”）工人政党，在目前来说，要比十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理论上十全十美的纲领更有价值得多。”
［注：同上，第576页。——编者注］





　　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段话。我们这里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急忙引用这段话来为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或建立拉林的“广泛的工人党”一类的主张辩护。我们要问问这些急于“引用”恩格斯的话的人，你们为什么不用这一段话为“左派联盟”辩护呢？这几封被引证的信是在美国工人投票选举亨利·乔治的那个时期写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一位嫁给俄国人的美国人，翻译过恩格斯的著作——当时请求恩格斯（这可以从恩格斯给她的回信中看出）把亨·乔治狠狠批评一顿。恩格斯回信说（1886年12月28日），这样做的时机还没有来到，最好是让工人政党根据不完全纯正的纲领开始形成起来。然后，工人自己就会明白问题在哪里，就会“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而妨害“工人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巩固起来（不管根据什么样的纲领）的举动，我都认为是巨大的错误”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75、577页。——编者注］

 。至于亨·乔治的思想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是完全荒谬的反动的这一点，恩格斯自然非常清楚，而且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在给左尔格的书信中，马克思1881年6月20日的一封信很值得注意，在这封信里，他对亨利·乔治作了评价，说他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马克思当时写道：“亨·乔治在理论方面是非常落后的（tota larrière）。” 
［注：同上，第35卷第191页。——编者注］

 但恩格斯并不怕同这位货真价实的反动社会主义者一起去参加选举，只是要有人善于事先向群众说明“他们自己的错误会造成什么后果”（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的信） 
［注：同上，第36卷第567页。——编者注］

 。

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谈到当时美国工人的一个组织“劳动骑士”［109］（Knights　of　Labor）时说：“‘劳动骑士’的最大的弱点〈直译是：腐败的地方，faulste〉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中立态度……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始终是把工人组织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怎样组织起来，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就行。” 
［注：同上，第566页。——编者注］



显然，这里一点也找不到可以替从社会民主党跳到非党工人代表大会等等主张作辩护的东西。而任何一个不愿意被恩格斯指责为把马克思主义贬低成“教条”、“正统思想”和“宗派主义”等等的人，则应当从这里认识到有时候必须同激进的“反动社会主义者”一起搞选举运动。

但是最重要的，当然不是谈论美俄两国的这些对比（我们提到这些，只是为了回答论敌），而是要分析英美工人运动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就是：无产阶级没有比较重大的全国性的民主任务；无产阶级还完全受资产阶级政治的支配；一小撮社会主义者由于宗派主义立场而脱离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丝毫不受工人群众欢迎等等。谁要是忘记了这些基本条件而从“美俄两国的对比”中得出一些广泛的结论，那就暴露出他自己极其肤浅。

恩格斯所以强调在这种条件下要成立工人的经济组织，是因为当时已经非常稳固地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向无产阶级提出了纯粹社会主义的任务。

恩格斯所以强调成立一个即令是纲领欠妥的独立工人政党的重要性，是因为当时所说的那两个国家中的工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独立性，他们在政治上过去和现在多半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

如果企图把从这种论述中得出的结论应用到如下的国家或历史时期，在这些国家或历史时期中，无产阶级比自由派资产者更早成立了自己的党，无产阶级根本没有投票选举资产阶级政客的传统，直接摆在面前的不是社会主义任务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如果企图这样做，那就是对马克思历史方法的嘲弄。

如果我们把恩格斯对英美两国运动的评论和对德国运动的评论对照一下，读者就会更加明了我们的意思。

对德国运动的评论在本书信集中也很多，并且非常值得注意。所有这些评论贯穿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思想：要谨防工人政党中的“右翼”，要向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无情地（有时是猛烈地，如马克思在1877—1879年间所做的那样）开战。

我们先从书信中引证一些论述来证实这一点，然后再来作出评价。

这里首先必须指出卡·马克思对赫希柏格之流的评论。弗·梅林在他的《与左尔格通信集》一文中竭力缓和马克思以及后来恩格斯对机会主义者的抨击，而且做得我们认为有点过分。例如，在谈到赫希柏格之流的时候，梅林固执己见，认为马克思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110］的评价不正确。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这里我们认为重要的，并不是从历史上来评价马克思对于某些社会主义者的抨击是否正确或者是否过分，而是马克思对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某些派别所作的原则性的评价。

马克思抱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国拉萨尔派和杜林妥协（1877年10月19日的信），同时也指责“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德语“博士”是相当于我国“副博士”和“大学优等毕业生”的一种学位〉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fr aternité）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111］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资’入党，——就算他怀有‘最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可悲、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第70封信）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1页。——编者注］

 。

在过了将近两年以后（1879年9月19日）写的另一封信里，马克思驳斥了那种说他和恩格斯支持约·莫斯特的谣言，并向左尔格详细说明了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未来》杂志是赫希柏格、施拉姆、爱·伯恩施坦三人主办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拒绝参加这种刊物的工作，可是当谈到由同一个赫希柏格参加并提供经费创办一种新的党的机关刊物问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要求接受他们所指定的主笔希尔施去监督这个“由博士、大学生和讲坛社会主义者拼成的大杂烩”，然后又直接向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们发出一个通知，警告他们说：如果赫希柏格、施拉姆、伯恩施坦不改变自己的路线，那他们就要公开反对“这种糟蹋〈Verluderung——这个词的意思在德语中还要厉害些〉党和理论的行为”。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88、390页。——编者注］



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处于象梅林在他的《党史》中所说的《混乱的一年》（《Ein　Jahr　der　Verwirrung》）。在“非常法”颁布以后，党并没有立刻找到正确的道路，最初还迷恋于莫斯特的无政府主义和赫希柏格之流的机会主义。马克思当时在谈到赫希柏格时写道：“这些家伙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在实践上毫不中用，他们想把社会主义（他们是按照大学的处方来炮制社会主义的），主要是想把社会民主党弄得温和一些，把工人开导一下，或者象他们所说的，向工人注入‘启蒙因素’，可是他们自己只有一些一知半解的糊涂观念。他们首先想提高党在小市民心目中的声望。这不过是些可怜的反革命空谈家。” 
［注：同上，第389页。——编者注］



马克思所进行的“猛烈的”进攻，使机会主义者退却以至……销声匿迹了。马克思在1879年11月19日的一封信里通知说，赫希柏格已被排除于编辑委员会之外，而党的所有有名望的领袖如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都已屏弃了他的那种思想。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00页。文中提到的信的日期应为1879年11月14日。——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112］已经由当时站在党的革命派方面的福尔马尔担任编辑。又过了一年（1880年11月5日），马克思说，他和恩格斯经常同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可悲的”（miserabel）办报方针进行斗争，并且往往斗争得很激烈（“wobei’soft　scharf　hergeht”）。李卜克内西1880年曾到过马克思那 里，并保证一切方面都将“改善”。 
［注：同上，第449页。——编者注］



和平恢复了，战争还没有一点迹象。赫希柏格隐退了，伯恩施坦成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至少是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的时候止。

1882年6月20日，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说这一斗争已成往事：“一般说来，德国的情况非常好。虽然，党内著作家先生们曾经企图使党发生反动的转变，但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社会主义的工人处处受到的侮辱，使他们普遍地比三年前更加革命了。……这班先生〈党内著作家〉当时极力想用温良恭顺、卑躬屈膝的办法，乞求取消反社会党人法［113］，因为这项法令剥夺了他们的稿费收入。只要这个法令一旦被取消，就一定会发生公开的分裂，而菲勒克、赫希柏格……之流就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右翼；在他们还没有最后垮台以前，可以间或同他们进行谈判。这种意见我们在反社会党人法刚一颁布时就说过了，当时赫希柏格和施拉姆在《年鉴》［114］上发表了一篇可耻到了极点的文章，评论过去党的活动，并要求党采取比较文雅礼让〈原文是“jebilde tes”，不是gebildetes。恩格斯这里是指德国著作家的柏林口音〉的做法。”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27—328页。——编者注］



1882年对伯恩施坦派［115］所作的这种预言，在1898年以及后来的年代已被光辉地证实了。

从那时起，特别是从马克思逝世以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在“过分地矫正”被德国机会主义者所歪曲的路线。

1884年底。恩格斯斥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议员投票拥护航运补助金［116］（Dampfersub vention”，见梅林的《党史》）时所表现的那种“市侩偏见”。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说，他不得不为此写很多信（见1884年12月31日的信）。

1885年。恩格斯在评述航运补助金案全部经过时写道（6月3日）：“事情几乎弄到分裂的地步。”社会民主党议员的“小市民欲望”是“多么巨大”。恩格斯说：“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是不可避免的。” 
［注：同上，第36卷第321页。——编者注］



1887年。左尔格写信给恩格斯说，党选举菲勒克之类的人（赫希柏格式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国会议员，只会使自己丢脸。恩格斯在回信中辩解说，没有别的办法，工人政党无法找到参加国会的理想人选。“右翼的先生们知道，他们之所以被容忍，只是因为有反社会党人法；一旦党重新获得行动自由，他们就会立即被驱逐出去。”并且一般说来，最好是“党比自己的议会英雄们好，而不要与此相反”（1887年3月3日）。恩格斯抱怨说，李卜克内西是一个调和分子，他总是用空话来掩盖分歧。但是事情一旦弄到分裂的地步，在决定关头，他是会同我们站在一起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08—609页。——编者注］



1889年。在巴黎举行了两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117］。机会主义者（以法国的可能派［118］为首）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分裂了，恩格斯（他当时已经68岁）象一个少年一样投入战斗。有许多书信（从1889年1月12日至同年7月20日）都是谈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的。当时不仅机会主义者受到了抨击，而且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德国人也因为他们的调和态度而受到了抨击。

恩格斯在1889年1月12日写道：可能派已经卖身投靠政府。他还揭露了英国“社会民主联盟”（S．D．F．）成员同可能派的联盟。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28—129页。——编者注］

 “为了这个该死的代表大会，我东奔西走，写许多信，没有功夫做别的事。”（1889年5月11日）恩格斯气忿地说，可能派奔走张罗，而我们的人却在睡大觉。现在连奥尔和席佩尔都要求我们去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但是这“终于”使李卜克内西睁开了眼睛。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93页。——编者注］

 恩格斯和伯恩施坦共同写了反对机会主义者的小册子（由伯恩施坦署名，但是恩格斯称它们为“我们的小册子”）。

“除社会民主联盟外，可能派在整个欧洲没有得到一个社会主义组织的拥护〈1889年6月8日〉。所以他们只得回到非社会主义的工联方面去。”（请我国崇拜广泛的工人党和工人代表大会等等的人们注意！〉“从美国来参加他们大会的只有一个劳动骑士的代表。”对手还是在同巴枯宁派作斗争中遇到的那个。“只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已经换成了可能派的旗帜：同样是向资产阶级出卖原则，以换取小小的让步，主要是为几个领导人谋取一些肥缺（市参议员、劳动介绍所的领导人员等等）。”布鲁斯（可能派的领袖）和海德门（同可能派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联盟的领袖）正在攻击“权威的马克思主义”，企图组成一个“新国际的核心”。

“你简直想象不到德国人幼稚到何等地步。我连向倍倍尔说明问题所在，也花了很大力气”（1889年6月8日）。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22页和第223页。——编者注］

 当两个代表大会已经开过，当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在数量上超过可能派（可能派当时同工联主义者、社会民主联盟以及部分奥地利人等等联合起来了）的时候，恩格斯简直高兴极了。（1889年7月17日）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41—243页。——编者注］

 他高兴的是李卜克内西等人的调和主义方案和提案都宣告失败了。（1889年7月20日）“我们那些多愁善感的调和主义者极力主张友爱和睦，结果遭到屁股上挨了一脚的报应。也许这会把他们的病医好一些时候。”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45页。——编者注］



……梅林说得对（《与左尔格通信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爱讲什么“客气”：“他们每次打人从不怎么犹豫，但每次挨打也从不叫苦。”恩格斯有一次写道：“如果以为他们的那些小针头能够刺穿我这一层又老又厚的硬皮，那他们就错了。” 
［注：同上，第57页。——编者注］

 梅林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时写道：他们希望别人也养成他们那种不为情感所动的性格。

1893年。把“费边派”［119］鞭打了一顿，这是……谴责伯恩施坦派的时候自然要做的事（要知道，伯恩施坦在英国“费边派”那里“培养”他的机会主义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多半是‘有教养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不应当归国家所有，而应当归公社所有，至少是在开头应该这样做。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策略：不是把自由党人当作敌人来坚决地进行斗争，而是推动他们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就是哄骗他们，‘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主义’，不是拿社会主义候选人去同自由党人相对抗，而是要把他们塞给自由党人……也就是用欺骗手段使他们当选。他们这样做不是使自己受欺骗和受愚弄，就是欺骗社会主义，这当然是他们所不了解的。

费边派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尽力出版了一些好的宣传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当他们一回到他们的特殊策略——抹煞阶级斗争时，那就糟糕了。他们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主张阶级斗争。

费边派当然有许多资产阶级信徒，所以‘也有钱’。……”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8—9页。——编者注］



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

1894年。农民问题。恩格斯在1894年11月10日写道：“在大陆上，随着运动的日益发展，渴望获得更大成就的心理也在加强，而名副其实的猎取农民的活动就风行起来了。起初，法国人通过拉法格在南特不仅声明说：直接加速小农的破产，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这一点资本主义会替我们操心；而且还说：必须直接保护小农，使他们不受国库、高利贷者和大地主剥削。但是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赞同的，因为第一，这是愚蠢的；第二，这也是不可能的。接着，福尔马尔又在法兰克福发表演说，他打算收买全体农民，但是他在上巴伐利亚要收买的农民，不是莱茵河流域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小农，而是中农，甚至是剥削雇农和大批地买卖牲口和粮食的大农。除非我们放弃一切原则，否则是不能同意这一点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95页。——编者注］



1894年12月4日：“……巴伐利亚人变得非常机会主义的了，并且几乎成了普通的人民政党（我指的是大多数领袖和许多新入党的人）；在巴伐利亚邦议会中，他们投票赞成整个预算，特别是福尔马尔在农民中间进行鼓动，其目的不是为了吸引雇农，而是为了吸引上巴伐利亚的大农，这些人占有土地25—80英亩（10—30公顷），就是说非使用雇工不可。……” 
［注：同上，第318页。——编者注］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批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庸俗习气和市侩习气。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事实。一般人都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被看作实行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策和策略的模范，但是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怎样经常不断地同该党“右翼”（恩格斯的说法）作斗争。恩格斯逝世不久，这种斗争就从秘密转向公开了，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数十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恩格斯（以及马克思）所作的劝告、指示、纠正、威胁和教导中，贯穿着两条路线。对于英美社会主义者，他们总是坚持不懈地号召同工人运动打成一片，铲除自己组织中的狭隘的顽固的宗派主义精神。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总是坚持不懈地教导不要陷入庸俗习气、“议会迷”（马克思在1879年9月19日信里使用的说法）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91页。——编者注］

 和市侩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泥坑。

我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长舌妇喋喋不休地谈论前一种劝告，而闭口不谈后一种劝告，这难道不值得玩味吗？在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时所表现的这种片面性，难道不是我们俄国某些社会民主党人的……“片面性”的明证吗？　

现在，当国际工人运动出现严重动荡和动摇的征兆的时候，当机会主义、“议会迷”和庸俗改良主义的极端表现引起完全相反的革命工团主义的极端表现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纠正”英美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时所采取的总路线就获得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工党、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议会、不论在选举中或报刊上都根本看不到一贯的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国家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教导社会党人无论如何要打破狭隘的宗派圈子，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以便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振作起来，因为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里，无产阶级不论在英国或美国都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独立性。这两个国家的政治舞台——在几乎完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历史任务的条件下——完全被趾高气扬的资产阶级占据着，被这个在欺骗、腐蚀和收买工人的手腕上举世无双的资产阶级占据着。

如果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美工人运动的劝告可以简单地直接地应用到俄国来，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为了弄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为了研究各特定国家工人运动的具体历史特点，而是为了打知识分子的、派别组织的小算盘。

相反，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过去和现在都被“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的军事专制”（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使用的说法）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页。——编者注］

 统治着、无产阶级早已参加政治生活并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怕的是用议会活动来限制和用庸人观点来缩小工人运动的任务和规模。

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我们尤其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加以强调，提到首位，因为我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广大的、“出色的”、富有的报刊正用各种办法向无产阶级鼓吹邻邦德国工人运动“模范的”忠顺态度和合法的议会活动，鼓吹它如何温文尔雅。

背叛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制造这种别有用心的谎言，并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由于立宪民主党营垒中某些过去的大臣或未来的大臣品德败坏。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俄国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资产者的根本的经济利益。俄国一切社会党人在同这种谎话、这种“愚化群众”（“Massenverdummung”——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信中使用的说法）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7页。——编者注］

 的行为作斗争中，都应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当作必不可少的武器。

自由派资产者制造的别有用心的谎言，要人民相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举止如何“文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则告诉我们说：


　　“法国人的革命言论和行动，使菲勒克分子及其同伙〈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分子〉的哀鸣显得更加丑恶了〈这里是指法国众议院里工人政党的形成和德卡泽维尔工人罢工［120］迫使法国激进党人离开法国无产阶级一事〉。在最近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中，就只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发了言，他们两人都讲得很好。有了这样的辩论，我们又能在上流社会出头露面了，而这种情况在过去是不常有的。特别是在德国人派了这么多庸人参加帝国国会（不过这也难免）以后，有人出来同他们争夺一下领导权，一般说来是件好事。德国在平静时期一切都变得庸俗了。在这种时候，法国竞争的刺激是绝对必要的……”（1886年4月29日的信）
［注：同上，第471页。——编者注］





　　这就是深受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影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当好好吸取的教训。给予我们这种教训的，并不是19世纪两位最伟大人物的书信中的个别词句，而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国际经验所作的批评的全部精神和全部内容，这种批评是同志式的、坦率的，绝无外交辞令，决不使用心计。

至于这种精神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书信中究竟贯穿到什么程度，还可以从下面一些虽属较为局部性的但是极能说明问题的言论中看出来。［121］

1889年，英国开始了由没有受过训练的不熟练的普通工人（煤气工人、码头工人等）进行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充满新的革命精神的运动。恩格斯对这件事特别高兴。马克思的女儿“杜西”（Tussy）当时在这些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恩格斯对她极为夸奖。1889年12月7日他从伦敦写信说：“这里最可恶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社会分成大家公认的许多等级，其中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自尊心但同时还有一种生来就对比自己‘更好’、‘更高’的等级表示尊敬的心理；这种东西已经存在这样久和这样根深蒂固，以致资产者要搞欺骗还相当容易。例如，我绝不相信约翰·白恩士（Burns）在本阶级中享有的声望会比他在曼宁红衣主教、市长和一般资产者那里的声望更使他感到自豪。秦平（Champion）（退伍的中尉）在多年以前就同资产阶级分子、主要是保守派分子串通一气，而他在教会的教士会议上却鼓吹社会主义等等。连我认为是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物汤姆·曼（Mann）也喜欢谈他将同市长大人共进早餐。只要把他们同法国人比较一下，你就会知道革命有多么良好的影响。”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16页。——编者注］



这段话是用不着解释的。

再举一个例子。1891年，欧洲出现了战争危险。恩格斯当时常常同倍倍尔通信讨论这件事，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德国受到俄国侵犯，德国社会党人就要同俄国人及其同盟者进行殊死的战斗，不管这些同盟者是谁。“德国如被扼杀，我们也会和它一起同归于尽。若是发生有利的转变，斗争就会异常激烈，那时德国只有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站住脚，因而我们很可能不得不掌握政权，演一次1793年。”（1891年10月24日）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81页。——编者注］



请那些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说俄国工人政党在1905年所设想的“雅各宾式的”远景不合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们听听吧！恩格斯直截了当地向倍倍尔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不得不参加临时政府。

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然对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有这样的看法，他们对俄国革命及其伟大的世界意义充满了极其乐观的信心，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从这本书信集中，可以看出他们将近二十年来始终这样热情地期待着俄国的革命。

拿马克思1877年9月27日的一封信来看。东方的危机［122］使马克思非常高兴。“俄国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由于土耳其好汉……打击了……变革的爆发将提前许多年。按照一般规则（“secundum　artem”），变革将从立宪的把戏开始，接着就会有一场绝妙的热闹事（il　y　aura　un　beautapage）。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 
［注：同上，第34卷第275页。——编者注］

 （马克思当时59岁）

老天没有让而且看来也不可能让马克思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但是“立宪的把戏”被他说中了，他的话就象是昨天针对俄国第一、二两届杜马说的。要知道，告诫人民防止“立宪的把戏”，正是自由派和机会主义者非常痛恨的那个抵制策略的“灵魂”……

再看看马克思1880年11月5日的一封信。由于《资本论》在俄国大受欢迎［123］，他感到十分高兴，并站在民意党人一边反对当时刚刚产生的土地平分派［124］。马克思准确地看出了土地平分派观点中的无政府主义成分（他当时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民粹派－土地平分派后来会变成社会民主党人），并且用尖刻的讥讽词句猛烈地抨击了土地平分派：


　　“这些先生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俄国应当一个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为翻这种筋斗作准备，而这种学理主义的所谓原则，是由已故的巴枯宁首创而流行起来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53页。——编者注］





　　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会怎样估计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革命行动”对于1905年和以后年代的俄国的重要意义了 
［注：顺便谈一下，我记得是普列汉诺夫还是维·伊·查苏利奇1900—1903年期间对我说过，恩格斯曾给普列汉诺夫写过一封信，谈到了《我们的意见分歧》和俄国当前革命的性质。我们很想知道是否确实有过这样一封信，它是否还保存着，现在是否应该把它公布出来。［125］］

 。再看看恩格斯1887年4月6日的一封信。“而俄国看来会发生危机。最近的几次谋刺［126］使一切都陷入混乱……”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22—623页。——编者注］

 1887年4月9日的信上也这样说：“军队中充满了心怀不满的从事密谋活动的军官〈恩格斯当时对民意党人的革命斗争印象很深，他把希望寄　　托在军官身上，还看不到俄国士兵和水兵在18年后极其光辉地表现出来的革命性〉。……我不认为这种局面能拖到年底……只要俄国一干起来（“losgeht”），那就太好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24—625页。——编者注］



1887年4月23日的一封信说：“在德国，一个迫害接着一个迫害〈迫害社会党人〉。看样子，俾斯麦想准备好一切，以便俄国一旦爆发革命（现在看来，这也许只是几个月内的事），德国也会立即干起来（“losg eschlagen　werden”）。” 
［注：同上，第629页。——编者注］



事实证明，这几个月很长很长。毫无疑问，肯定会有一些庸人要皱眉蹙额，严厉指责恩格斯的“革命主义”，或者取宽容态度，对这位亡命国外的老革命家的陈旧的空想一笑置之。

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为共和国捐躯”，——恩格斯回忆他1848—1849年期间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情绪时这样称呼那个时代［127］），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他们在1871年也犯了错误——当时他们一心一意想“把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他们〈贝克尔写的是“我们”，这是指他自己和他的亲密朋友，见1871年7月21日的第14封信〉为此而牺牲了一个人所能牺牲的一切，冒了一个人所能冒的一切危险……”在同一封信里还说：“如果我们能在三四月间多筹集一些钱，我们也许就能把整个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使巴黎公社得到挽救。”（第29页）但是两位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在努力提高（并且确实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摆脱日常的琐碎的任务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官气十足的自由派在宣扬、喊叫和诉说他们的谬论（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是徒劳，反革命的“立宪”幻想妙不可言）时所表现的平庸智慧比较起来，要千倍地高尚，千倍地伟大，千倍地有历史价值，千倍地正确……

俄国工人阶级一定能用他们充满错误的革命行动来争得自由，推动欧洲前进。让那些在革命方面没有行动的庸人以没有错误而自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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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196。



［105］弗·梅林的《与左尔格通信集》一文没有收进本书的这一版。——196。



［106］《现代生活》杂志（《СовременнаяЖиэнь》）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刊物，1906年4月—1907年3月在莫斯科出版。为杂志撰稿的除格·瓦·普列汉诺夫外还有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等人。——197。



［107］《评论》文集（《Отклики》）是孟什维克的刊物，1906—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3集。第1集以《评论》为书名，另外两集以《〈评论〉社刊》为书名。为文集撰稿的有尔·马尔托夫、费·唐恩、德·柯尔佐夫等。——197。



［108］英国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一组织是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于1884年8月成立的。参加联盟的除改良主义者（亨·迈·海德门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外，还有一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哈·奎尔奇、汤·曼·、爱·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等），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联盟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脱离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忽视这一运动的特点。1907年，英国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英国社会民主党。1911年，英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工党的左派一起组成了英国社会党。1920年，社会党的大部分党员参加了创立英国共产党的工作。——198。



［109］劳动骑士即高尚的劳动骑士团，是美国的群众性工人组织，在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该团是缝衣工人尤·斯蒂芬斯等人于1869年在费拉德尔菲亚建立的，起初是一个秘密团体。该团最早试图把美国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它联合不分民族的各工种工人，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另外也吸收了一些非无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分子。该团的纲领带有浓厚的拉萨尔主义色彩，曾提出以建立合作社组织、推行合作的工业体系来代替工资制度，并要求实行土地改革。该团于1878年转入公开活动，以后逐步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工人组织。1874年仅有成员1万人，1886年已有成员70万人以上。在此期间，该团组织过几次成功的罢工。1886年以后，该团领导人走上否定阶级斗争的道路，该团的影响急剧降低，1893年成员减少到7万人。19世纪末，该团实际上已不存在。——199。



［110］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定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派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201。



［111］《未来》杂志（《Die　Zukunft》）是一些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办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杂志，1877年10月—1878年11月在柏林出版。社会慈善家卡·赫希柏格是该杂志的出版者。卡·施拉姆和爱·伯恩施坦是该杂志的撰稿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该杂志的方向。——201。



［112］《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是反社会党人法施行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周报）。它的主要领导人是威·李卜克内西。1879年9月—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1890年9月在伦敦出版。1879年9月—1880年1月格·亨·福尔马尔任编辑，1881—1889年爱·伯恩施运任编辑。该报虽然在初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在恩格斯持续不断的指导和帮助下，坚持了革命策略，在聚集和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起了卓越作用。恩格斯曾称赞它是德国党的旗帜。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203。



［113］反社会党人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203。



［114］《年鉴》即《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Jahrь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ozialpolitik》）是社会改良派的杂志，1879—1881年由卡·赫希柏格（用笔名路·李希特尔）在苏黎世出版。共出了3卷。这里谈到的文章题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批判性的格言）》，刊登于《年鉴》第1卷。——203。



［115］伯恩施坦派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派别，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派思想体系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派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方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派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派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204。



［116］1884年底，德国首相奥·俾斯麦为推行殖民掠夺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发给轮船公司补助金，以便开辟通往亚洲东部、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线。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左翼反对发放航运补助金，而以伊·奥尔、约·亨·威·狄茨等为首的党团的右翼多数，在帝国国会就这个问题正式辩论以前，就主张向轮船公司发放补助金。1885年3月，在帝国国会讨论这个问题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投票赞成开辟通往亚洲东部和澳洲的航线，同时以政府接受它的一些要求，包括新的船只在德国造船厂建造，作为它同意俾斯麦提案的条件。只是在帝国国会否决了这一要求后，整个党团才投票反对政府的提案。党团多数的行为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强烈反对。争论极为激烈，几乎造成党的分裂。恩格斯给了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以坚决批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8—259、259—260、265、289、291、314—315、321页）。——204。



［117］两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是指1889年7月14—20日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法国可能派与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同时在那里召开的代表大会。



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根据法国社会党人的倡议，任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党人支持下召开的。以法国可能派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企图把筹备和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抓到自己手里，从而使自己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恩格斯坚决反对他们的这种企图，并积极地参加了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恩格斯在揭露机会主义者的阴谋时，尖锐地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对待可能派的调和主义态度，同时也批评了法国社会党人在策略上的错误。这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国际工人立法问题。在就该问题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工人们不仅要进行经济斗争，还要进行政治斗争，他们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把党的工作和工会的工作结合起来。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和每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决议。代表大会没有通过建立第二国际的正式决议，但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代表大会。



可能派及其拥护者召开的代表大会实际上没有取得什么成果。——205。



［118］可能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保·布鲁斯等人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该派起初是法国工人党中改良主义的一翼，1882年法国工人党分裂后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1883年改称法国劳动社会联盟。该派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模糊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因此有“可能派”之称。1902年，可能派同其他一些改良主义派别一起组成了以让·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社会党。—205。



［119］费边派是1884年成立的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命名。费边派虽然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并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4章第7节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和第26卷）。——206。



［120］德卡泽维尔工人罢工是指法国阿韦龙省德卡泽维尔市2000名矿工的自发罢工，从1886年1月开始到6月结束，持续了5个月。罢工是由于劳动条件不堪忍受和阿韦龙矿业公司的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引起的。罢工开始时，工人打死了拒绝听取工人要求的矿长瓦特兰。政府把军队开进德卡泽维尔，这在法国引起了更大的风潮。在巴黎和各省举行了许多抗议集会。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在巴黎的集会上发言抗议政府和企业主的行为。社会党报纸《人民呼声报强硬派报》和《》开展了支持罢工者的签名运动。在法国众议院讨论德卡泽维尔罢工问题时，资产阶级议员，其中包括激进派，支持政府镇压罢工工人。原来参加激进派的工人议员因此脱离了激进派，在众议院中组成了独立的工人党团。恩格斯密切地注视看法国这一事态的发展，认为“法国无产阶级在议院中的这第一次勇敢的独立行动”具有重要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38页）。——211。



［121］本文的最后部分，从“1889年，英国开始了……”这句话起，曾载于1907年4月8日布尔什维克报纸《我们的回声报》第13号。——212。



［122］指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俄国在这次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战后，原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正式独立，保加利亚获得自治。土耳其把巴统、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割让给俄国，把塞浦路斯岛割让给英国。奥匈帝国暂时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土耳其并向俄国赔款8亿法郎。——213。



［123］指1872年由格·亚·洛帕廷和尼·弗·丹尼尔逊合译的第一个《资本论》俄译本的出版。这也是《资本论》第一次被译成外文。随着《资本论》的出版，70年代在《祖国纪事》、《欧洲通报》等俄国合法杂志上展开了关于《资本论》的广泛辩论。俄国著名的政论家和学者都参加了这场辩论。70年代的革命青年秘密小组和秘密报刊也对《资本论》表现了极大的兴趣。——214。



［124］民意党人是俄国革命民粹派组织，民意党的成员。民意党是1879年8月在土地和自由社分裂以后成立的。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



土地平分派是指1879年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成立的土地平分社的成员。他们坚持原土地和自由社的纲领和策略，即全部土地归“农村劳动等级”并加以“平均”分配、村社完全自治、发动农民起义来反对沙皇政府等等。主要代表人物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米·罗·波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雅·瓦·斯特凡诺维奇、维·伊·查苏利奇、奥·瓦·阿普捷克曼、瓦·尼·伊格纳托夫、阿·彼·布拉诺夫等。土地平分派出版了《土地平分》杂志和《种子报》。土地平分社的一部分成员——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捷依奇和伊格纳托夫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于1883年成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另一部分成员则加入了民意党。到1881年底，土地平分社作为组织不再存在。——214。



［125］恩格斯在1885年4月23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谈到了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和俄国将发生的革命的性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300—305页）。这封信第一次发表于1925年出版的《劳动解放社》文集第3集。——214。



［126］最近的几次谋刺是指1887年3月以列宁的哥哥亚·伊·乌里扬诺夫为首的一批民意党人在彼得堡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事件以及当时流传甚广的关于在加契纳将发生新的谋刺事件的传闻。——214。



［127］恩格斯写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的一章题为《为共和国捐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90—235页）。——215。





《列宁全集》第15卷


杜马和俄国自由派

4月10日于圣彼得堡

俄国所谓的“社会人士”情绪十分消沉、惊恐、慌张。星期日（4月8日）《同志报》刊登的费·马洛韦尔先生（他的这个笔名取得非常恰当 
［注：俄语“马洛韦尔”意为丧失信心的人。——编者注］

 ）的文章所以大有教益，有代表性，正是因为它确切地反映了这种情绪。

马洛韦尔先生文章的题目叫作《杜马和社会人士》。所谓社会人士，按俄语词的旧的用法，在这里是指一小撮自由派官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闲得发愁的食利者，以及其他一些自命为民族精华、以“知识分子”的美名自傲、炮制着“社会舆论”、架子十足、自命不凡、饱食终日的人。

马洛韦尔先生认为，“左派报刊最近对杜马口诛笔伐是极端冒险的举动”。这就是他的文章的中心思想。马洛韦尔先生提出的论据就是他所说的社会人士的情绪。据他说，社会人士已经厌倦了，他们“回避”政治，对种种丑恶现象不表示抗议，只是到图书馆看书，到书店买“轻松的”小说。“周围都是松松垮垮……”“只有全国重新振作起来，杜马才能振作起来”。“当然，杜马如果要英勇殉难，目前随时都能做到，但是根据传闻，这仅仅有利于并非有意要取代它的继承者。而人民除了新选举法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我们所以引这些话，是因为它们是大多数俄国自由派和所有自由主义后院中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写照。

请注意，在最后一句话里没有说“社会人士”，而突然冒出个“人民”！马洛韦尔先生掩耳盗铃（所有丧失信心的知识分子一向都是这样），捏造了一套论据，硬说声名狼藉的“社会人士”真正决定着“外来的支持”或群众的态度。但是不管捏造得多么巧妙，仍然露出了马脚：不得不舍弃“社会人士”而求助“人民”。与街道严密隔绝而保护起来的、闷人的、发霉的“社会人士”书斋一旦把通向“街道”的房门打开一点，里面积下的灰尘便滚滚而出。以“有知识”、“有教养”自命的干鱼［128］的诡辩术也就大白于天下了。

命题：左派对杜马口诛笔伐是冒险的举动。

证明：社会人士已经厌倦，回避政治，只愿看轻松的小说。

结论：杜马英勇殉难并不能使人民得到任何好处。

政治口号：“看来现在谁都不会怀疑，在最近的将来，政治斗争所争取的目标只能是巩固和扩大杜马的权利，因为它是暂时还由人民〈！〉掌握的同政府进行斗争的唯一〈！〉工具。”

这就是那些披着怀疑一切和与世无争的清高外衣的反革命伪君子的无与伦比的逻辑！

命题：我们“社会人士”坐在污泥里。你们左派想清除污泥吗？别碰！污泥并不妨事。

证明：我们对于打扫污泥的多次尝试（不是我们作的尝试）已经厌倦，我们对打扫污泥没有兴致。

结论：碰这堆污泥是冒险的举动。

马洛韦尔之流先生们的推论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再说一遍，这种推论确切地反映了归根到底是由于俄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而产生的情绪。资产阶级厌倦了，他们喜欢看“轻松的”小说，——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居民的党派划分——这是革命运动在第二届杜马选举时所获得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教训和极为重要的政治成果——已经通过全国性的事实清楚地表明地主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向右转了。而“社会人士”和“知识分子”不过是这一万个上层分子的渺小的、可怜的、卑怯的仆从而已。

大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同这些回避政治的人物相依为命，赖以为生。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加入工人政党的宣传员小组，他们都切身体会到人民群众“如饥似渴”地需要政治书报和社会主义知识。当然，这些知识分子即使没有英勇殉难，也是过着一种英勇的苦役般的生活，在党的队伍里做一名待遇菲薄、食不果腹、终日劳累不堪、紧张得要命的“小兵”。这样的知识分子所得的报偿就是：他们跳出了“社会人士”的臭粪堆，他们的宣传对象根本不会对社会政治问题抱冷淡态度。要知道，那种给自己找不到对这些问题不抱冷淡态度的宣传对象的“知识分子”之象“民主派”和正面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如同为了金钱而把自己卖给合法丈夫的女人之象钟情的妻子一样。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过是官冕堂皇和完全合法的卖身的不同形式而已。

左派政党要真正成为左派并无愧于左派的称号，它们所代表和所反映的就必须是下层人民——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心理状态，而不是“社会人士”、不是一小撮形形色色怨天尤人的知识分子坏蛋的利益和心理状态。左派政党是这样的政党：它们的宣传对象对于社会政治问题从来不抱冷淡态度，就象饥饿的人对于一块面包的问题从来不抱冷淡态度一样。这些左派政党“对杜马的口诛笔伐”，是下层人民的某种倾向的反映，是群众对于那些（该怎么说呢？）自命不凡、钟爱自己周围的臭粪堆的纳尔苏修斯［129］所表示的某种愤怒的回声。

作为这些纳尔苏修斯中间的一个的费·马洛韦尔先生写道：“人民群众的心理状态怎样，在当前时期是一个绝对的未知数，谁也不能担保，群众对解散第二届杜马的反应会跟解散第一届杜马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说这种话的人的心理状态，同资产阶级社会中有一种“正派妇女”的心理状态有什么不同呢？这种“正派妇女”说：“谁也不能担保我不会出于爱情去同为我出价最高的人结婚。”

可是，太太，您本身的感情就一点也不能给任何人作担保吗？马洛韦尔之流先生们，你们没有感到自己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没有感到自己是参加者（不只是旁观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普遍情绪的体现者之一，是促进者之一吗？

资产阶级“不能担保”无产阶级能从失败走向胜利。而无产阶级可以担保资产阶级在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无论失败还是胜利的情况下都会同样卑鄙无耻。

那些喜欢动摇喜欢犹豫的社会民主党人最好通过马洛韦尔之流先生们的实例学习学习，以便认清，不仅把社会民主党对自由派采取的态度说成“片面的敌对的”态度，而且把革命说成“全民族的”革命（以马洛韦尔之流为领导！？），今天都是极其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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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寓言故事《风干鲤鱼》。作者借用一条干鱼刻画了一个怯懦、虚伪的自由派的形象。——218。



［129］纳尔苏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后来人们常用纳尔苏修斯来比喻高傲自大的人。——220。







《列宁全集》第15卷


孟什维克的策略纲领

（1907年4月15日〔28日〕以前）

《策略纲领（由马尔托夫、唐恩、斯塔罗韦尔、马尔丁诺夫等人在一批孟什维克实际工作者参加下拟定，准备提交本次代表大会）》印成单页发表了。

这个纲领与《俄国生活报》第47号上登载的、由同一些孟什维主义领袖拟定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案是什么关系，现在还不清楚。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单页里，根本没有提到是否打算以决议草案的形式来比较详细地探讨这里所阐述的策略观点，并具体说明将探讨哪些问题，等等。对这种不明确的态度，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因为《策略纲领》本身在一些提法上极其含糊，很不明确。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把纲领中最后三项阐明“社会民主党在最近时期的迫切任务”的条文全部引出来。现在先从第3条谈起：


　　“……（3）要在工人群众保卫自己这个雇佣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工人群众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的独立活动。党的小组要在满足无产阶级在职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当前要求的基础上，在努力保持和扩大无产阶级广大阶层从旧制度方面争得的让步的基础上，帮助无产阶级广大阶层开展组织建设工作。”



　　还能想象得出比这更含混、模糊和空洞的东西吗？这是提交1907年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呢，还是一般地论述工人阶级任务的通俗文章的摘要？大家知道，已经提到代表大会议程上的有工会问题，工人代表大会问题，全权代表苏维埃问题，——这些都是目前时期即工人运动发展的当前阶段的具体问题。而他们却用“独立活动”这种老生常谈和空话来款待我们，好象是存心要隐瞒自己对于实际生活提出的和党所提出的问题的看法！同志们，这不是纲领，而是官样文章。在有些问题例如工人代表大会这样的问题上，已经写出了一大批党的文献（从党的正式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130］上的文章起，到许多小册子止）。写这个纲领，就应当从实质上回答问题，而不应当回避问题。


　　“……（2）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来反对一切想限制无产阶级阶级独立性的尝试，反对向无产阶级灌输反动的市侩幻想，反对一切会导致以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手段和阴谋家的冒险活动来代替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倾向。”



　　真是声色俱厉。看来，起草人想“发泄一通”。当然，这是他们的权利，而我们也不是那种对激烈论战喜欢抱怨的人。你们愿意怎样激烈都可以，只是要把你们的意图讲明白。可是你们的第2条讲得一点也不明确。可以猜想，它是“瞄准”布尔什维克的，但由于提法含糊而没有打中目标。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当然都会举双手赞成谴责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手段、“阴谋家的冒险活动”、“反动的市侩幻想”和“限制阶级独立性的尝试”。我们给孟什维克同志们出个好主意。如果你们想和布尔什维克进行激烈论战，狠狠地“刺”他们，就要把决议案写得让我们无法接受。应当把所有的问题都摆出来，而不要给早就提出的问题蒙上一层新的面纱！看看我们是怎样做的吧：我们的关于非党政治组织的决议草案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反对阿克雪里罗得的哪些哪些思想，反对在某些党员的某些著作里反映出来的某种某种思潮。人们可以任意指责我们这个决议草案，但是要说我们意思含混或回避争论的实质恐怕是办不到的。


　　“……（1）要通过组织无产阶级群众有计划地干预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来激发他们政治上的主动性。社会民主党在执行这一任务时，一方面号召无产阶级支持所有的进步阶级联合起来同反动派作斗争，同时又反对同非无产阶级的阶级的任何一个部分实行任何永久的联合，每当这些阶级的各个派别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都要支持符合于社会发展利益的行动。社会民主党要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意图和小市民土地社会主义的空想的反动的偏见同样地进行革命的批判。”





　　我们故意把这一条放在最后，因为只有这一条比较有内容，就是说，它触及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不同策略的原则基础。但仍然只是“触及”，仍然是水分太多而具体材料太少！头两句是老生常谈，在1894—1895年的报刊上这样谈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在1907年这样谈就很不恰当了。而且它们在措辞上颇欠斟酌，例如，社会民主党反对和其他各个阶级进行任何“联合”，决不仅仅是反对“永久的联合”。只有第三句才涉及到策略的基础。只有在这里，面纱才稍微撩起了一些，使人能看到我们时代的一些具体现象的轮廓。

在这里，与社会民主党对立的是：（1）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意图；（2）小市民土地社会主义的空想的反动的偏见。向党提出的指示是对两者同样地进行批判。

我们来分析一下与党对立的这两个部分以及这种指示的意义。

同志们所说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意图”指的是什么，这一点不大清楚。笼统地说自由派资产阶级而不作进一步说明，这在1897年是可以的，但在1907年就绝对不行了。孟什维克同志们真是落后得惊人啊！俄国现在的各种政党在第一届杜马内，部分地已经在第二届杜马内显了身手。如果到现在还没有注意到俄国这些已经完全形成的政党，那还算得上什么“策略纲领”呢？

很难设想自由派资产阶级是指十月党。显然，同志们是指立宪民主党类型的政党（民主改革党，也许还有和平革新党，都是同一类型的政党）。“意图”一词也使人这样看，因为我们看到，十月党不只是意图是反革命的，而是全部政策都已经是反革命的了。

可见，这里是指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意图”，也就是说，是指立宪民主党已经开始执行反革命性质的具体政策了。

这个事实无疑是确实的。公开而明确地承认这个事实无疑会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目前互相敌对的派别接近起来。必须对这种意图进行“革命的批判”，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其次，纲领把反动的“小市民土地社会主义的偏见”同自由派的反动意图相提并论。

我们不能理解，怎么能把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同学说（社会主义）、把具体政策（意图）同观点（偏见）加以比较和对照呢？？这是非常不合逻辑的。要在策略纲领里能自圆其说，就必须这样做：（1）把一个阶级同另一个阶级加以对比，例如把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民主派（或反动的？）农民加以对比；（2）把一种政策同另一种政策加以对比，例如把反革命政策同革命政策加以对比；（3）把一些学说、观点和偏见同另一些学说、观点和偏见加以对比。这个问题非常明显，非常简单，因此使人不禁要问：孟什维克说得这样不合逻辑是偶然的吗？逻辑上的不明确是不是反映了政治思想上的不明确呢？

社会革命党、劳动派、人民社会党的“社会主义”充满了空想的反动的偏见，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评价这些政党的时候，当然应该指出这一点，就象布尔什维克在他们提交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里所做的那样。孟什维克在不合逻辑的语句中重复这种毫无疑问的看法，显然是随便抓住一条理由来为自己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辩护。事实上，在这个纲领里他们已经不能不为这种政策举出理由加以辩护了。现在孟什维克已经触及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对比了。这当然是一大进步。在已经有了第一届杜马的经验和第二届杜马的部分经验以后，已经不可能单单用“黑帮危险”这种臭名昭著的谎言来替自己同立宪民主党订立选举协议、投票选举立宪民主党人当主席、支持立宪民主党的口号等等行为作辩护了。他们不得不提出布尔什维克早在《两种策略》（1905年7月）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这本小册子里就已提出的一个原则问题，即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农民对俄国革命的态度问题。现在孟什维克实际上是怎样说明这个问题的呢？


　　“在俄国，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掌管整个国民经济，因此不能独立地发挥革命主动性，象在以前几个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中那样；而构成生产者大多数的农民还刚刚开始摆脱资产阶级以前那种生产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因此更不能起独立领导革命的作用。”



　　这是用经济分析来论证孟什维克对自由派和对农民的政策的唯一的尝试！“农民比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更不能……”——所谓“更不能”，就包含着为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辩护的意思。为什么说“更不能”呢？因为农民“还刚刚开始摆脱资产阶级以前那种生产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这种理由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如果说农民“刚刚开始摆脱”，那么阻碍它摆脱的是“直接沉重地压迫着农民的农奴制残余”。我们党的土地纲领的头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由于农奴制残余直接沉重地压迫着农民，在农民中间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比在自由派资产阶级中间更加深刻、广泛、猛烈的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这里根本谈不上自由派资产者或农民是否能起领导革命的作用 
［注：总的说来，我们对孟什维克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问题表示热烈欢迎。最好能在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个问题并通过决议。孟什维克论证农民不能起领导作用的理由是不充分的。问题不在于农民“刚刚开始摆脱”农奴制，而在于小生产（在农业和工业中）的基本条件迫使小生产者动摇不定：是维护“旧制度”和“私有制”呢，还是反对旧制度。至于自由派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同样忽略了它不可靠的主要原因，即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中所说的：害怕无产阶级，必然要依靠旧制度的政权工具来保护自己“不受无产阶级的侵犯”。］

 ；至于自由派和农民谁更能“独立地发挥革命主动性”，或者确切些说，作为独立的参加者来进一步发展革命这个问题，孟什维克的估计也是完全错误的。

孟什维克对农民的政治作用的看法，正好与全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包括在内）一致同意的、我们的土地纲领的基本论点相抵触。

第一，我们已经指出，“农奴制残余直接沉重地压迫着农民”。因此，在俄国目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农民不能不比自由派资产阶级更具有革命性，因为革命运动的力量的大小、生命力的强弱、持久和剧烈的程度都是以已经过时的旧制度的压迫的轻重为转移的。

第二，在我们的土地纲领里，我们要求“没收私有土地”。我们根本不要求自由派资产者提出这类非常激进的经济措施，甚至与此稍微近似的措施。为什么呢？因为不存在能激起自由派资产阶级为没收很大一部分被旧制度视为“合法的”私有财产而斗争的客观条件。而在农民中间，我们大家都认为存在着这种客观条件，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要求没收，并不是由于偏爱极端革命的措施，而是由于认识到农民群众处于极端困苦的境地。农民的极其强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就是从我们土地纲领所承认的这种前提中必然产生出来的。

第三，我们的土地纲领谈到“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到没收地主土地”。这里公开承认必须对农民的直接革命斗争、对席卷国内广大地区和很大一部分居民的群众性“行动”持肯定态度。城市资产阶级根本不会有这样的革命行动，不仅“自由派”资产阶级即中等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不会有，而且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不会有。社会民主工党从来没有答应而且也不可能答应给城市资产阶级的任何“没收”方案以任何“支持”。由此可以看出，孟什维克所谓“城市”资产阶级“进步”而“农村”资产阶级“落后”这种常见的论断（在这个纲领里也暗示了这种看法）是多么的错误。他们所以作出这种论断，是由于他们不理解我们整个纲领在同农奴制残余作斗争（这种斗争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内容）的问题上的基本思想。

第四，俄国一年来的政治事件，特别是第一届杜马和选举第二届杜马，清楚地表明，农民尽管十分落后、十分涣散等等，却能一下子促成比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包括立宪民主党在内）无疑更具民主精神的政治党派（如“劳动团”等）的形成。只要把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法案和“104人”法案比较一下，或者把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对集会自由和地方土地委员会的组成问题所抱的态度比较一下，或者把立宪民主党以空洞的立宪词句来安慰人民和平息革命运动的刊物同劳动派以民主主义精神促使城乡小资产阶级更多的阶层革命化的刊物（如《农民代表消息报》［131］等）比较一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

总之，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都不能不承认，孟什维克在把自由派和劳动派加以对比时所作的估计是根本错误的。

这种错误的根源是他们不理解俄国农业中发生的资产阶级变革。这种变革只能采取两种形式：或者是稍微去掉一点地主土地占有制中的农奴制特征，减轻一点对雇农的奴役，这样来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或者是没收地主的地产，把土地转交给农民（例如采取国有化、分配、“地方公有”等等形式） 
［注：我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一点，就是我故意不涉及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中引起争论的问题（分配、国有化、地方公有），而只提到这样一个论点，这个论点不仅从形式上说是党代表大会通过的，而且从实质上说没有在社会民主党内引起争论或派别之分。］

 ，这样来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

俄国农业中的资产阶级变革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即使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变革也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变革（与民粹派的学说相反）。但是变革究竟采取第一种形式还是采取第二种形式，要看民主革命是取得胜利还是半途而废，要看决定革命进程和结局的是农民群众还是自由派地主和厂主。

斯托雷平也好，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也好，他们实行资产阶级变革都是为了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斯托雷平采取了最粗暴的亚细亚的形式，这种形式会在农村挑起斗争并加剧革命。自由派害怕这种情况，不愿意冒失掉一切的危险而主张让步，但这种让步仍然会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只要回忆一下赎买以及（这是最主要的）地方土地委员会如何组成就足以了解这一点了！在地方土地委员会中，地主代表和农民代表人数均等，并由政府代表担任主席，这样组成地方土地委员会就是让地主保持优势。赎买则是加强农民资产阶级实力和奴役农民无产阶级的一种办法。斯托雷平和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革的这种根本的经济上的一致性，正是孟什维克所不理解的。

斯托雷平和立宪民主党在让步的规模和实行改革的方式（粗暴地还是巧妙些）上有分歧。但是，斯托雷平也好，立宪民主党也好，都主张改良，也就是说，都主张用向农民让步的办法来保持地主的优势。

无产阶级和农民则主张革命，主张不仅消灭地主的优势，而且消灭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

斯托雷平说，我们可以用地主的一点点让步来终止革命。

自由派（包括立宪民主党）说，我们只有用地主的较大的让步才能终止革命。

农民和工人说，我们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从而把革命进行到底。

否定几种土地纲领的这种对比，就是否定我们自己的土地纲领，否定纲领里所说的“没收私有土地”、“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到没收地主土地”。

承认这种对比，就是承认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路线，即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民主派农民去反对专制制度和自由派。

因此，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全部策略上发生动摇并不是偶然的；只要他们还承认这个土地纲领，他们就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动摇。他们中间的某些人一心想以“转让”来代替纲领中的“没收”一词，从而十分彻底地表明了下一步还会搞机会主义，因为他们感到必须使他们那种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同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提法一致起来。

但是他们还没有这样做。一些有威望的孟什维主义领袖甚至还不敢公开地、直接地预先提出这个建议。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动摇就不可避免了。

他们要实行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同时又不敢公开讲明！无论是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或者以根本不存在的黑帮危险为借口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或者是投票赞成立宪民主党人当杜马主席，这一切都不过是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使无产阶级接受自由派领导权的政策的具体表现。

但是孟什维克不敢公开维护这种政策。由于他们采取这种口是心非的态度，他们就不由自主地去“臆造”一些假理由，说什么在选举中存在着“黑帮危险”，说什么“杜马组阁”不是为黑帮奸党同立宪民主党勾结打掩护的骗人的半截子改革，说什么自己的60—70票如果不投戈洛文（投票赞成他的共有356票，反对他的有102票），就有使立宪民主党遭到失败的“危险”，如此等等。

这种口是心非的态度迫使他们去美化立宪民主党。他们避免直接说明这个党的阶级成分和它的阶级支柱。他们在代表大会上避而不对俄国各资产阶级政党作出评价。他们不说“自由派资产阶级”，而说“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

他们用一种初看起来很有道理的论据来为他们对立宪民主党所作的这种根本错误的评语 
［注：我们所分析的这个纲领没有直接指出立宪民主党是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但是整个纲领和全部结论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孟什维克报刊也是这样“解释”的。纲领讲得吞吞吐吐，不过是反复提醒我们，向代表大会提出关于各个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内容问题和我们对这些政党的态度问题确实大有必要。不这样做，就不可能制订坚定的策略。］

 辩解，说什么选举的统计材料表明正是大城市选出的立宪民主党复选人最多。这种论据是站不住脚的：第一，在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中，根据《言语报》的材料，在22个有左派联盟的大城市中，立宪民主党获得了74000票，而左派获得了41000票。这就是说，尽管左派在进行合法宣传方面力量非常薄弱（根本没有日报，根本没有公开的办事机构等），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还是一下子就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得了1/3以上的选票！因此，立宪民主党代表的是城市资产阶级的上层，也就是自由派资产阶级，而根本不是城市“民主派”。第二，在所有的国家里，自由派资产阶级虽然长期领导人数众多的城乡小资产阶级下层分子，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民主派政党，群众的党。社会党人和自由派争夺对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贫民的民主主义领导权的斗争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斗争。一开始就宣布立宪民主党是“城市民主派”就等于放弃这种斗争，放弃无产阶级的事业而把它交给自由派。第三，否认自由派地主仍然是立宪民主党的阶级支柱之一，就等于无视那些人所共知的政治事实和经济事实，无视立宪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成分，特别是无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律师等同地主的紧密联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依赖。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就是自由派地主的政策。自由派在地主中间愈是占少数，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就会愈快地变成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现“社会和平”的善良愿望。立宪民主党并不会因为继续幻想使十月党人地主和劳动派农民和解并订立亲善协定 
［注：大家知道，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包括司徒卢威先生在内，提议选十月党人卡普斯京和劳动派分子别列津为第二届杜马副主席。我倒愿意把这个方案叫作自由派的……“机智”的“天才”表现。的确，客观情况也正是这样：立宪民主党的历史使命就是使十月党人－地主同劳动派－农民和解。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由于害怕左派而不愿公开暴露这一点。然而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由于客观条件的作用，通过使十月党人－地主同劳动派－农民和解以阻止革命，成了立宪民主党的历史任务。反过来也就是说：只要十月党人－地主和劳动派－农民双方的基本经济利益都能得到“满足”，俄国革命就不会彻底完成，不会进行到底。］

 而具有“民主精神”。

在说明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时的根本错误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孟什维克的整个“策略纲领”。他们在下面这段话里再次表达了这种错误思想：


　　“无产阶级处于完全依靠自己的境地，得不到城市民主派的充分支持〈！！〉，便转而〈在10—12月这个时期以后〉贬低城市民主派在当前革命中应起的进步作用，并相应地对它采取了片面的敌对的态度……无产阶级由于不正确地理解城市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开始把自己对革命所抱的全部希望片面地寄托在正在登上历史舞台的农民的运动上。”



　　这一段妙论应当载入史册，作为一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907年“忘记自我”的写照。这简直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在自由派面前发表的一整篇地地道道的忏悔词！真是难以设想：在第二届杜马时期，在黑帮和杜马左派的政治对立已经明显地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危机已是客观存在、谁也不敢否认它已成熟的时候，在实力削弱了的自由主义“中间派”（立宪民主党）显然已向右转的时候，在自由派在选举中遭到了民主派农民排挤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居然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公开向自由派忏悔，承认对他们采取了“片面的敌对的态度”，贬低了他们的进步作用！这到底算什么呢？是社会民主工党一些最杰出的领袖在代表大会之前经过反复考虑和斟酌而提出的策略纲领呢，还是那些在无产阶级中间感到格格不入而郁郁寡欢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号泣？

“无产阶级对城市民主派采取了片面的敌对的态度……”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让我们逐个回忆一下去年的政治事件吧。是表现在抵制上吗？可是，第一，这件事发生在统一代表大会以前，而纲领的起草人评论的是这次大会以后的事件。第二，这与“城市民主派”又有什么相干呢？不，显然不是指抵制。看来是指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以及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这里的确表现出无产阶级对立宪民主党的敌对态度，但决不是对城市民主派的敌对态度。

那时在党内是谁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这种敌对态度呢？是布尔什维克……

纲领起草人无意之间说出了一个重大事实，即布尔什维克在反对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和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斗争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政策。说得对。至于一心想缓和对自由派的敌对态度的，那只是工人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无产阶级“得不到城市民主派的充分支持”……

首先，这里特别明显的错误是把自由派（立宪民主党）和城市民主派混为一谈。根据《言语报》的材料，在22个城市内有“左派联盟”（其中也包括孟什维克的各个组织）参加竞选。在这些城市中，同立宪民主党人相比，无产阶级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城市民主派的支持（左派联盟获得41000票，立宪民主党人获得74000票）。由此得出一个完全不利于孟什维克的结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把城市（和农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以对付自由派资产阶级。

其次，既然孟什维克说自由派没有充分支持无产阶级，那么他们是否懂得自由派支持无产阶级的意义呢？要知道，他们的纲领是在1907年写的，不管他们怎样设法使纲领尽可能不具体、尽可能空洞，纲领也决不是脱离时间和空间的。在1902—1904年，甚至在1905年10月以前，司徒卢威先生以至整个自由派都不止一次地声明他们支持无产阶级，而且确实支持了无产阶级去攻击专制制度。

可是在1905年10月以后呢？孟什维克不会不知道自由派在12月和12月以后已经背弃无产阶级，不再给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以任何支持了。

请问，究竟是谁对谁采取了片面的敌对的态度呢？

是无产阶级对自由派吗？

还是自由派对无产阶级和革命呢？

抑或是孟什维克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呢？

孟什维克讲出了“片面的敌对的态度”这种话，就把对1905年10月以后的俄国革命的两种看法对比得再鲜明不过了。自由派的看法即德国特赖奇克们（他们把1848年说成是“疯狂的一年”）的俄国拥护者的看法是：无产阶级对自由主义、对立宪制度下的合法活动、对君主立宪制、对赎买等等采取了片面的敌对的态度。

无产阶级的看法（和欧洲所有的社会党人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一样）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对革命、对自由、对民主等等采取了片面的敌对的态度。

孟什维克竭力想使工人政党放弃第二种看法而采取第一种看法。

只要孟什维克这样做，工人政党就将竭力促使孟什维克离开工人政党，让他们去投靠自由派。

我们决不是想说，孟什维克就是想把工人政党变为自由派的附庸。工人政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不同于工人政党外的自由派的地方就在于，前者真诚地继续为自己的党服务，但是采取了不正确的、不坚定的策略立场，其结果是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从属于自由派。

这种不正确立场的“可悲”之处在于，孟什维克本想攻击布尔什维克，却攻击了整个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革命的态度。每当孟什维克的攻击牵涉到真正的原则问题，也就是牵涉到两种不同策略的起因问题时，情况都是这样。其他的攻击都是非原则性的；只要简单地提一下，就可以让读者看到：我们面前是一个纲领呢，还是一篇自由派的论战文章。

例如，“纲领”中说：“无产阶级群众〈原文如此！〉转而相信将会出现政治奇迹，即不受〈！！〉无产阶级本身内在运动发展规律的制约而突然爆发〈！！〉起义，一举〈！！〉推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劳动阶级的政治统治。”

到目前为止，只有自由派的报纸才利用这种形式把这种东西硬加在“无产阶级群众”身上。什么原因驱使孟什维克在这里笼统地提到起义，我们不清楚。但是，在策略纲领里，除了我们所引用的这句话以外，一个字也没有谈到起义，因此，策略纲领那样谈论起义，不能不令人产生一个问题：今后是不是应当把这个“孟什维克纲领”叫作“自由派纲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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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06年9月17日（30日）—11月18日（12月1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7号。该报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选出的清一色的孟什维克编辑部（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彼·巴·马斯洛夫、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实际上是孟什维克的派别机关报。——222。



［131］《农民代表消息报》（《ИэвестияКрсстьянскихДепутатов》）是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劳动派的机关报（日报）。1906年5月17—31日（5月30日—6月1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1号。该报编辑是国家杜马代表C．И．邦达列夫，参加报纸工作的还有劳动派杜马代表И．Е．索洛姆科、П．Ф．采洛乌索夫、伊·瓦·日尔金等。——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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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林和赫鲁斯塔廖夫[132]


（1907年4月15日〔28日〕）

格·赫鲁斯塔廖夫同志在孟什维克的《人民报》［133］第1号（4月10日）上发表了一篇战斗性的、非常有趣和非常出色的（从布尔什维克派的观点看）谈论工人代表大会的小品文。我们认为这篇小品文出色，是因为孟什维克赫鲁斯塔廖夫的文章同孟什维克拉林一样地甚至是更大地帮了我们的忙。为了对他们两人表示同样的感谢，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他们思想的实质，把两者作个鲜明的对比。

请回忆一下尤·拉林在他的小册子《广泛的工人党和工人代表大会》里所提出的主张吧。照拉林的想法，广泛的工人党大致应当包括整个俄国900万无产阶级当中的90万人。“招牌”应当撤掉，就是说，这个党不应当是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应当合并。新的党实际上应当是“非党的党”（拉林本人的用语）。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应当成为“在广泛的党内管宣传的团体”。

任何人都看得出来，拉林的方案非常明确，他的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中根本没有阿克雪里罗得经常使用的那种吞吞吐吐、含糊不清的说法，因为拉林同志的思想这样明确，我们布尔什维克夸奖他的诚实，认为他在这一点上跟“具有官场习气的孟什维主义”（拉林语）的含糊其词恰成对照。但同时，我们认为拉林的方案是机会主义的冒险，因为跟社会革命党合并以及“非党的党”只会模糊工人的认识，使社会民主党组织陷于困难境地。

现在请读者认真研究一下赫鲁斯塔廖夫同志的方案。他直截了当地写道：“党不应该管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发起召开代表大会的应当是工会和负责召开代表大会的专门委员会。”

这种委员会应该怎样组成呢？

赫鲁斯塔廖夫同志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下面几句话虽然是间接地但却相当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按照设想，代表大会的成员是些什么人呢？要不要规定某种资格限制呢？”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接着作了回答：“既然我们极力想扩大组织，我们也就反对任何限制。在代表大会上，所有当选的工人代表都应该有席位。工会、消费合作社、工人储金会、工人互助会、工厂委员会、专门为召开代表大会成立的委员会以及没有工厂委员会的工厂所选出的代表，在全俄工人代表大会上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这就是代表大会的成员。”

话是说得十分明确的了。“反对任何限制”——工人通过任何方式选出的人全都可以参加。至于怎样把“工人”跟各种职员（商业、邮电、铁路等方面的）以及跟加入我们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加入“消费合作社”的农民区别开来，作者没有谈到。这肯定是件技术性的小事，因为按照他的看法，既然“反对任何限制”，为什么还要限制小资产阶级分子呢？

再往下看。关于代表大会的成员，赫鲁斯塔廖夫同志作了明确的规定。关于代表大会的任务，他也谈得很明确。他写道：“不管怎样，各个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和地方上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将同时存在。”


　　“……基层组织是工厂委员会。由群众选出并向群众报告工作的工厂委员会参与工厂各方面的生活（从调停劳资冲突，有计划地领导经济罢工，寻找工作等等起，直到建立储金会、俱乐部，组织报告会和建立图书馆），就能把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纳入自己照管的范围。一个城市或工业中心的所有工厂委员会组成一个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它的责任是领导、加强和扩大工会运动和合作社运动，组织失业救济，对举办公益事业的城市自治机关施加影响，进行反对食品涨价的宣传，同杜马的失业工人救济组织打交道，在各地讨论一切有关工人阶级利益的法案〈黑体是作者用的〉；在改革地方自治机关时领导选举运动等等。

工人代表大会将仅仅是整个运动的领导机关和指导机关。这就是大致的方案。当然，现实生活还会提出一些修改。”





　　话是说得十分明确的了。非党的工厂委员会。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赫鲁斯塔廖夫同志说：“通过这些委员会和在这些委员会的帮助下，党就会得到一个影响整个工人阶级的强有力的杠杆。”试问，这和拉林有什么区别呢？？它和那个方案完全是一个货色，只是词句稍有不同而已。实际上，这完全是把社会民主党变成“在广泛的党内管宣传的团体”，因为事实上赫鲁斯塔廖夫同志的“方案”没有给社会民主党保留任何其他任务。他和拉林完全一样，也是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交给“非党的工人党”去管，因为“讨论一切法案”、“领导选举运动等等”，这也就是工人阶级的全部政治活动。

拉林只是比赫鲁斯塔廖夫诚实一些，直爽一些，实际上他们两人都主张和要求“取消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无产阶级的非党政治组织”。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关于非党工人组织的决议案的第1条所揭示的东西，赫鲁斯塔廖夫同志还曾为这个决议大动肝火，骂我们是检察官，等等。

赫鲁斯塔廖夫同志所以恼火，是因为他感到必须回避我们决议中直接提出的问题：谁应该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民主党，还是“无产阶级的非党政治组织”？在对城市自治机关施加影响、同杜马委员会打交道（赫鲁斯塔廖夫同志根本不提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这是出于偶然，还是一个人由于模糊地感到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无论同社会民主党人打交道还是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劳动派打交道都是一样而“不能不这样做”呢？）、讨论法案、领导选举运动等等活动当中，谁应该是“领导机关和指导机关”呢？

当这个问题摆在面前的时候，赫鲁斯塔廖夫同志除了气恼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应当由非党的“委员会”来领导是不大合适的。他怒气冲冲地问道：“究竟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和现在进行过鼓动，主张召开反党的代表大会呢？对方连一个名字也提不出来。”赫鲁斯塔廖夫同志，请不要动肝火，我们决议案的第1条就提出了一连串名字，现在还可以添上格·赫鲁斯塔廖夫同志的名字。实际上，赫鲁斯塔廖夫同志和拉林一样在鼓动建立广泛的劳动党。 
［注：这是加·林多夫同志的用语。他在《策略问题》文集的《工人代表大会》一文中精辟地论证了这个词的正确性。］

 我们用“劳动”而不用工人，是因为：（1）不论是拉林，还是赫鲁斯塔廖夫，都不反对劳动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参加非党的政治组织（例如工人代表大会有“消费合作社”的代表参加，又如“反对任何限制”的口号）；（2）工人政治组织的非党性质必然意味着社会民主党观点同劳动派观点的相互掺杂。

赫鲁斯塔廖夫同志写道：“祖巴托夫和加邦所建立的组织很快就去掉了警察的气味，而执行了纯阶级的政策。”它们去掉了警察的气味，是由于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有意识地参与了这件事，因为社会民主党从来不同意把无产者的政治活动的领导权交给非党的组织。看来，赫鲁斯塔廖夫同志认为“纯阶级的”政策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有区别！我们很希望他能开诚布公地阐明自己的思想。

赫鲁斯塔廖夫同志下命令说：“工人代表大会一定要召开，社会民主党人一定要参加这个大会。”当然，只要召开，我们一定参加。过去为了争取社会民主主义，我们参加过祖巴托夫和加邦的工人运动。今后为了反对劳动派思想和劳动派的非党思想，捍卫社会民主主义，我们还要参加劳动派的工人代表大会。这既不是肯定旧的加邦主义，也不是肯定新的非党精神。

赫鲁斯塔廖夫同志诉诸“布尔什维克工人”，竭力离间他们同那些曾进行鼓动反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的关系。我们不准备理睬这种花招，我们只来援引一下非派别的托洛茨基的著作。请赫鲁斯塔廖夫同志看一下他的《保卫党》这本书，翻开第82页一篇用同一标题写的文章的第2节《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居心叵测的公正》。赫鲁斯塔廖夫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就会因为自己用召开非派别的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来掩饰拉帮结派的花招而感到羞愧的。

对于有觉悟的工人，我们只需要简单地指出一点，让非党的委员会在无产阶级政治活动（选举运动等等）中起领导作用，这纯粹是知识分子的怪论，只能引起十倍的争吵和无谓纠纷，而最后还得“回到社会民主党上来”。

最后，我们要再次感谢赫鲁斯塔廖夫同志，感谢他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宣传工人代表大会。拉林和赫鲁斯塔廖夫是布尔什维克反对阿克雪里罗得的最好的同盟者。





	载于1907年4月15日《劳动报》第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第254—258页

















［132］《拉林和赫鲁斯塔廖夫》一文发表于1907年4月15日（28日）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周报《劳动报》第1号。这张报纸只出了这一号就被彼得堡市长查禁了。——237。



［133］《人民报》（《НародднаяГаэета》）是孟什维克报纸（日报），1907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两号。——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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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得晕头转向

（关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

（1907年4月21日〔5月4日〕以前）

我们分析的这个决议案 
［注：见《我们的回声报》第5号上刊载的对第一部分的分析（见本卷第165—168页。——编者注）。］

 的第二部分（B）是关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的。

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谈得和写得已经很多了，他们当然可以提出一个决议案来切实地加以总结，以消除在阐明这个思想时出现的争执和分歧，作出党的明确的指示。我们现在只须指出一点，就是在俄国最近出版的论述工人代表大会的著述中（如前面提到的小册子《论全俄工人代表大会》），按孟什维克观点来阐述这个问题的书刊已达15种之多。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场“争论”的结果。

论据部分的第1条说：


　　“仅仅出于职业的、地方的〈？〉以至各种〈？〉集团的（？？〉需要而产生和形成的群众性工人组织，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或组织对它们的影响，就会产生一种只看到无产阶级个别阶层或集团的职业利益、局部利益和日常需要而缩小工人群众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眼界的自然倾向。”



　　什么样的群众性组织会是出于集团的需要而形成的呢？天晓得。所谓集团，向来都是指与群众性决不相容的小圈子。决议案的起草人只是把一些词拼凑在一起，而不考虑这些词的具体和确定的内容。其次，出于地方的需要而产生的群众性组织，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究竟指的是哪一种类型的组织呢？又是不清楚。如果指的是消费合作社、合作社一类的组织，那么它们的特点根本不在于地方性。孟什维克喜欢泛泛而谈，不对问题作具体说明，这完全是知识分子的特点。这从根本上说是同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从无产阶级观点来看是有害的。

从字面上来理解，“出于地方的需要而产生的群众性工人组织”是包括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这是俄国革命时期人所共知的一种群众性工人组织。无疑可以说，很少有哪一篇论述工人代表大会和群众性工人组织的文章会不谈到这种组织的。这个决议案好象是对确切而具体地阐明某种思想和口号这种要求的嘲笑，竟一个字没有提到工人代表苏维埃，一个字没有提到工人全权代表苏维埃，等等。

总之，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对某种地方的群众性组织吞吞吐吐地提出了一些批评，而根本没有谈到这些组织的积极作用、它们进行活动的条件等问题。

其次，不管你对这个拙劣到极点的论据部分第1条怎样逐点加以修补，总是存在着一个总的、根本的错误。“没有无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影响”，不但职业的、地方的、集团的组织，就是非地方的群众性政治组织，“也会产生一种缩小工人眼界的倾向”。

根据决议案起草人的本意，论据部分第1条应该说明召开“全俄工人代表大会”的必要性；因为他们说，地方的、职业的以及其他的组织会缩小工人眼界，而如果召开了全俄工人代表大会，就会如何如何……但逻辑却完全违背了最可尊敬的“著作家和实际工作者”的心愿，因为在两种场合下，社会民主党都可能发生影响或不发生影响！对比没有成功，反而造成混乱……

论据部分的第2条：


　　“召开全俄工人代表大会以便由此开始实现俄国工人在政治上的统一这个思想，得到了工人群众的支持，它一定会给工人群众的组织建设带来能实现统一的因素，并在工人群众面前把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它在目前俄国革命中的任务提到首位。”



　　第一，这个出名的“思想”真的得到了工人群众的支持吗？这个决议案的论据部分第5条说：“工人本身对召开它〈工人代表大会〉的要求还没有表现为为筹备大会而采取的某些重大实际步骤。”这里无意中说了实话。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知识分子已经写了一大堆文章，但工人本身还没有采取任何重大的实际步骤。企图把知识分子的臆想强加到工人头上的做法失败了。

其次，工人代表大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目的是“开始实现俄国工人在政治上的统一”。

如此说来，无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是1902年罗斯托夫的游行示威［134］，或是1903年的夏季罢工［135］、1905年的1月9日事件以及1905年的十月罢工，都还不是这样的开端！迄今为止一直存在着的历史，现在都一笔勾销了！只是因为阿克雪里罗得之流想出了一个工人代表大会……才算有了一个开端。这真是千古绝唱。

工人“在政治上的”统一，这是什么意思呢？假如这不是起草人专门为这个决议案发明的新名词，那么这个名词的意思就是指围绕一定的政治纲领和策略实现的统一。什么样的纲领和策略呢？？难道我们的知识分子不知道，在全世界现在就有而且过去也有过工人在资产阶级政治旗帜下实现的政治上的统一吗？也许神圣的俄罗斯是例外？也许在神圣的俄罗斯，工人的任何一种政治上的统一就都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统一？

可怜的决议案起草人所以在思想上搞得如此混乱不堪，是因为他们不敢把工人代表大会所包含的、早就被更为真诚的或者更为年轻热情的工人代表大会拥护者所道破的真谛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这个真谛就是，工人代表大会应该是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的确，要是党的工人代表大会，那还值得大谈特谈吗？？

但是我们的孟什维克害怕直截了当地说出真话：“工人的政治上的统一是非党的”……

这一条的结尾是：召开代表大会这个思想“一定会给工人群众的组织建设带来能实现统一的因素，并在工人群众面前把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它……的任务提到首位”。先是组织建设，然后才是任务，即纲领和策略！“著作家和实际工作者”同志们，难道不应该倒过来说吗？请想一想：对阶级利益和任务的理解没有统一起来，能够把组织建设统一起来吗？你们想一想就会相信，这是不可能的。

不同的党对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它在目前革命中的任务的理解是不同的。对这些任务的理解，就是在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在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布尔什维克之间，也是各不相同的。同志们，请你们想一下：这些分歧在工人代表大会上能不反映出来吗？在代表大会上能不冒出来吗？能不由于同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劳动派等的分歧而复杂化吗？“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这个思想”或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本身能够消除这些分歧吗？

可见，决议案起草人所谓“召开代表大会这个思想一定会……带来能实现统一的因素等等”的诺言，或者是非常年轻的、醉心于最近读过的一本著作的知识分子的天真幻想，或者是蛊惑宣传，即用不可能实现的诺言迷惑群众。

不，同志们。能够实现统一的是实际斗争。能够实现统一的是政党的发展，政党在议会内外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以及总罢工等等。召开非党代表大会的尝试不会带来真正的统一，不会建立起对“利益和任务”的统一的理解。

当然可以说：各个政党在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会使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场所更加广阔，会使他们取得胜利。如果你们这样看工人代表大会，那你们就直截了当地讲，而不要许诺“能实现统一的因素”这种人间天堂。你们不直截了当地说明这一点，就有这样一种危险：受了你们的诺言欺骗和迷惑的工人为了政治上的统一来参加代表大会，但实际上他们看到的却是政治上存在着重大的不可调和的分歧，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等等不可能马上统一起来，这样他们就会失望地离去，就会诅咒那些使他们上当的知识分子，诅咒整个“政治”、整个社会主义。这种失望的必然结果就是高呼：打倒政治！打倒社会主义！这不是统一工人，而是分化工人！这就会使纯粹的工联主义或幼稚的工团主义在某种原始形式下泛滥开来。

当然，社会民主党最终会战胜一切，会经住一切考验，会把所有工人团结起来。但难道这能作为采取冒险政策的根据吗？

论据部分的第3条：


　　“为召开广泛的工人代表大会〈已经不是全俄的，而是广泛的！那究竟是跨党派的还是非党的？同志，不要害怕，说啊！〉而进行的宣传鼓动，一方面给无产阶级中积极关心社会生活〈这样说是“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的群众的分散的组织活动指出了一个能实现统一的具体目标——召开广泛的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又会大大促进这些阶层建立自我组织〈就是说，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不然就不是自我组织了，对吧？〉的要求，提高他们在这方面的积极性。”



　　这叫从本丢推给彼拉多。第2条是：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将带来能实现统一的因素。第3条是：围绕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这个具体目标来实现的统一将促进自我组织的建立。建立自我组织为了什么呢？为了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为了什么呢？为了建立自我组织。著作家写反知识分子统治的决议为了什么呢？为了让知识分子自己满意。第4条：


　　“由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在工人中间日益流行，各党〈？？印错了吧？是社会民主党吧？〉对贯彻这一思想的尝试采取消极态度，特别是采取敌视态度，会使无原则的冒险主义者有充分可能把工人引上错误道路，使他们投入各种煽动家的怀抱。”



　　真是气极了。这一条的内容就是气得晕头转向。要骂谁，自己都没有弄清楚，于是就对自己人开起火来。就拿《回声》最近一集（第5集）来说吧。叶·查尔斯基反对尤·拉林说：尤·拉林“忽然发现了一个组织方面的万应灵药……”“这是一种意外的处方……”“是一团混乱……”“尤·拉林没有发现，他是提议用‘自觉的’行动来加强与工人群众的阶级团结事业直接对立的革命自发倾向。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不管怎样，我们面前是一块对各种‘土地煽动’都极其有利的土壤……这就是拉林同志的混乱思想的结局”。

看来已经够了吧？连孟什维克都在谴责拉林搞煽动宣传和冒险主义，因为处方、万应灵药和其他恭维话指的正是冒险主义。

这就是说，瞄准了一个，却打中了另一个！真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请再注意一点：如果在决议案起草人看来拉林都是冒险主义者、煽动家，那么艾尔之流就更不象话了。艾尔公然说（《论全俄工人代表大会》1907年莫斯科版）：在工人代表大会问题上有两派；而他们，即莫斯科的孟什维克，既不同意“彼得堡派”（第10页），也不同意拉林。他说“彼得堡派”只想召开工人先锋队的代表大会，而这不过是“变相的党代表大会”（第10—11页）。拉林“在彼得堡被看作异教徒和纵容者”（第10页）。拉林打算成立“全俄工人党”。莫斯科派打算成立全俄工人联合会。

试问，既然拉林都遭到《回声》这样“痛骂”，那么艾尔、阿赫梅特·察·、阿尔汉格尔斯基、索洛敏之流又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置呢？可见，不论是拉林还是莫斯科派，都在充满火气的第4条的谴责之列！

但是，可爱的同志们，既然你们很恼火，在自己的决议案中谴责“错误的道路”，你们至少就该说明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不然，象你们这样气得晕头转向，就太可笑了。要知道，你们在否定“全俄工人联合会”和“全俄工人党”的时候，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你们想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具体目的究竟是什么！

煽动家和冒险家会利用工人代表大会来达到错误的目的。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就应该支持工人代表大会而不向工人代表大会指出任何目的……天啊，孟什维克的决议案真是集一切谬论之大成。

第5条：


　　“另一方面，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任务及筹备工人代表大会的方式和方法的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还没有怎么弄清楚〈应该说已经非常清楚了，因为无论拉林还是莫斯科派都把代表大会的任务、方式和方法明确地指出来了！“彼得堡派”同志们，用不着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阿克雪里罗得孵出来的小鸭并不会因此从水塘跑到陆地上来！〉，而工人本身对召开它的要求还没有表现为为筹备大会而采取的某些重大实际步骤，只有工人在党的有力的有计划的支持下，通过自己有组织地发挥自主精神来进行筹备，代表大会才会真正地而不是虚假地体现无产阶级觉悟阶层的集体意志，才会有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统一。”



　　这叫作开头致贺词，末了唱挽歌。拉林和年轻的莫斯科派刚刚表现了“自主精神”，彼得堡派就向他们高喊：且慢，你还没有体现集体的意志！你还没有怎么弄清楚！（非党的）代表大会还没有在党的有力支持下来筹备！可怜的艾尔、阿赫梅特·察·等同志啊！他们本来非常高兴，以非常可爱的年轻人的热情大干了一场，出版了整整两本有关工人代表大会的文集，对问题从各个方面作了探讨，说明了大会的“一般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意义以及对杜马、对党、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态度，——忽然却在阿克雪里罗得的帮助下来了一个大转弯！

我们很担心，从前是拉林一个人“闹事”（请记住：“异教徒和纵容者”），反对具有官场习气的孟什维主义，现在闹事要变成起义了……过去阿克雪里罗得答应发挥自主精神和召开真正的工人代表大会来反对知识分子的统治，而现在“彼得堡派”著作家却作出决定并解释说，应该在同一个遭到辱骂的“知识分子”党的许可下……理解这种自主精神！

从这些论据得出如下一些非常可笑的结论是不足为怪的：


　　“根据这些理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建议工人和知识分子同志们〈是这样的吗？反对知识分子“统治”的斗士们的口气有多亲切啊！〉对工人代表大会的纲领和任务，对为筹备大会而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以及对大会召开的方式方法等问题，进行〈但不是用拉林和阿赫梅特的方法！〉一次全面的讨论。同时，党代表大会认为各级党机关必须大力支持为筹备工人代表大会而在宣传鼓动方面和组织方面进行的活动；敌视这种活动的鼓动是根本不容许的，因为这种鼓动是为了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已经过时的制度，这种制度无论同聚集在党内和党周围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目前发展水平和他们的需要还是同革命的需要都已经不相容了。”





　　你看，这怎能不说是气得晕头转向呢？这种决议案怎能不叫人发笑呢？党代表大会决不容许维护由它自己批准的党内已经过时的制度！

党代表大会对这个已经过时的制度没有提出任何改革，它甚至把出名的“工人代表大会”（为了实现不可思议的“政治上的统一”而召开的）都推迟了，同时却要求支持……“活动”！

这真是知识分子的无可奈何的哀鸣：我不满意目前党内已经过时的制度，我不想保持和巩固这种制度！——好极了。不想保持，那就提出明确的修改意见吧，我们会乐意讨论的。请费心告诉我们，你喜欢什么样的工人代表大会？这还没有怎么弄清楚……要求还没有表现出来……大会的召开还没有进行筹备。应该进行讨论。——好极了。亲爱的同志们，为了“进行讨论”，实在是用不着写决议的，因为没有决议，我们就已经讨论很久了。但要知道工人的政党不是知识分子进行“讨论”的俱乐部，而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组织。讨论归讨论，而我们需要的是实践和行动。在什么样的党组织中可以实践和行动呢？在过去的党组织中吗？决不容许维护从前的已经过时的组织，决不容许保持和巩固这样的组织！——好极了。

真是絮絮叨叨没有个完。知识分子为自己的犹豫不决，为自己被弄得晕头转向发火了，生气了。

这就是“具有官场习气的孟什维主义”的最后一招。

孟什维克著作家们用兜圈子的办法巧妙地回避了现实生活中和著作界中已经成熟和已经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要独立的社会民主工党，还是代之以（另一种说法是：使之从属于）无产阶级的非党政治组织？

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公开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里，回避是没有好处的，不管这种回避是由于晕头转向还是由于善意的“调和”都是一样。回避是没有好处的，因为，已经提出要代替了，而且为了实行这种代替已经在进行活动了。孟什维主义的知识分子母鸡已经孵出小鸭来了。小鸭已经开始游水了。母鸡应当进行选择：让它们在水里，还是到陆地上来。他们的答复（这个答复可以这样来确切地表达：既不在水里，也不到陆地上来，而是在泥塘里）不是答复，而是支吾搪塞。

阿克雪里罗得控制不了拉林。拉林控制不了艾尔、阿赫梅特·察·之流。后面这一伙人控制不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

诸位先生，在水里还是在陆地上呢？

我们是愿意在陆地上的。我们预先告诉你们，你们愈是努力地坚决地往泥塘里钻，就会愈快地回到陆地上来。

“为了扩大和加强社会民主党对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我们不是提议用非党的“工人党”来代替社会民主党、建立凌驾于党之上的“全俄工人联合会”、召开目的不明的工人代表大会，而是提出一个简单的、平凡的、绝无空洞之嫌的建议：“一方面，必须加紧组织工会并在工会中进行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另一方面，必须愈来愈广泛地把工人吸收到党的各种组织中来”（布尔什维克决议案的最后一条）。

厌倦一切的知识分子们会觉得这太“过时”了，太枯燥了。那就让他们去制定空洞计划吧！我们也会跟工人一起去参加“工人代表大会”（假如能够开成的话），去用事实证明我们的预言的正确，并且……并且将同失望的（确切些说，是对一些知识分子领袖感到失望的）工人一起回到工会和党的各种组织的“过时的”工作上来。

我们党内为什么会产生“工人代表大会”思潮呢？这里只简单地谈一下我们认为很主要的三个原因：（1）知识分子庸人对革命感到厌倦；（2）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具有自己的特点，它在历史上就是顺着使“纯工人”的运动受资产阶级影响这个方向发展的；（3）没有消化好俄国10月革命的传统。

关于（1）：一部分工人代表大会派明显地表现出对革命已感到厌倦，希望无论如何都要使党合法化，把什么共和制、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一律抛掉。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捷径。因此（部分地也由于第二个原因）人民社会党人、“无题派”－伯恩施坦派（《同志报》等的）和立宪民主党人都对这个代表大会表示支持。

关于（2）：拿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在历史上的第一种形式来说。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一开始（上一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就产生了“经济主义”和司徒卢威主义［136］这样的机会主义。对于这两种主义之间的联系，当时不论是普列汉诺夫还是阿克雪里罗得或是全体旧火星派分子［137］都不止一次地作过说明。普罗柯波维奇和库斯柯娃的有名的《信条》［138］（1899—1900年）很鲜明地表达了这一联系：让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去搞政治斗争，而工人去搞经济斗争。政治性的工人党是革命知识分子的臆想。

这一经典式的《信条》明显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纯工人”的运动的迷恋所包含的历史意义和阶级意义。这就是要工人阶级（为了“纯工人”的任务）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知识分子的这种“迷恋”反映了要不觉悟的工人从属于自由派的资本主义倾向。

现在，我们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看到了同样的情形。就象在《信条》中自由主义和纯工人运动是互相联系的一样，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和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跟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也是互相联系的，它们是同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实际上，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反映了同一种资本主义倾向：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而让它从属于资产阶级。这一倾向在以非党工人组织来代替社会民主党或要后者从属于前者这两种方案中表现得非常鲜明。

因此，人民社会党人、“无题派”、社会革命党人等等都支持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

关于（3）：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创造了独特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它们不同于在欧洲常见的那些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工会、社会民主党等）。这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

把这类机关简单地发展成为一种制度（象托洛茨基所做的那样）或笼统地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表示支持，醉心于“革命工团主义”的“时髦”词句（象莫斯科某些工人代表大会派那样），这就很容易（不是用机会主义的方式而是用革命的方式）得出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

但这是以非批判的态度对待伟大的光荣的革命传统。

实际上，工人代表苏维埃和类似的机关是起义的机关。它们的力量和成就完全决定于起义的力量和成就。只有到起义成熟的时候，它们的出现才会不是滑稽剧，而是无产阶级的功绩。在斗争达到新的高潮的条件下，在斗争进入这个阶段的情况下，这样的机关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和切合需要的。但它们的历史发展不应该是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简单地变成全俄工人代表大会，而应该是萌芽状态的革命政权机关（工人代表苏维埃正是这样的机关）变成取得胜利的革命政权的中央机关，变成革命临时政府。工人代表苏维埃及其联合对于起义的胜利是必需的。而起义取得胜利后，一定会建立起另外的机关。

俄国社会民主党当然不应当拒绝参加工人代表大会，因为革命的发展是极其迂回曲折的，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和非常特殊的情况。但仔细地研究革命时而高涨时而低落这些不同的情况并尽力加以利用，这是一回事，而制定混乱的或者说反社会民主主义的空洞计划，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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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梅林论第二届杜马

（1907年4月21日〔5月4日〕以前）

最近一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杂志《新时代》 
［注：1907年3月6日第23期（第25年卷第1册）。］

 刊登了一篇附有该刊常任“社论作者”弗兰茨·梅林这一常用标志的社论。作者指出，社会民主党人辛格尔和大卫在例行的预算辩论中利用发言的机会表明，在最近的选举中似乎遭到失败的社会民主党［139］是如何坚决地捍卫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而德国自由派则恰恰相反，他们在选举中同政府勾结起来，反对教权主义“中间派”和社会民主党，结果落到做反动派卑贱的同盟者的可耻下场。梅林说：“自由派资产阶级为了得到一星半点的施舍而给易北河东部的容克充当恭顺的奴婢〈德语“Dirne”的原意是“卖淫妇”〉。”

我们一字不差地引出这句尖刻的话，是为了让读者清楚地看到，社会民主党对德国自由派问题的提法和现在俄国立宪民主党报纸上常见的那种提法在语调上和内容上是多么不同。大家知道，俄国这些报纸对德国选举的结果完全唱着另一种调子，它们说社会民主党犯了错误，说它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对资产阶级民主派采取了“片面的敌对的态度”，如此等等。

不过这只是顺便谈谈。这篇文章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倒不是梅林对德国自由派的评价，而是他对俄国杜马和俄国自由派的评价，因为他对俄国自由派的口号（“保全杜马”，进行“有益的工作”）作了十分中肯和透彻的分析。

现在我们把梅林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的译文全部引出来。



德国自由派和俄国杜马

……要想了解这次辩论
［注：这里指的是帝国国会就预算问题进行的辩论。］

 是多么无聊，回顾一下60年前的柏林联合议会是不无益处的，那时资产阶级还是第一次披挂上阵参加议会斗争。当时的资产阶级很少有什么英勇举动。请看马克思对他们的描绘：“它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害怕世界大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大风暴来谋私利；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象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衰颓不堪。”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7页。——编者注］



尽管如此，当时的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权利得到保证以前，也仍然善于扣住每一个铜板，并限制国王和容克的收入；它宁肯失掉国王的宠爱，也不愿牺牲自己的长子继承权来帮助国王免除破产的命运。

当时，联合议会里的自由派无论如何也比现在的自由思想者精明。他们愿意唾弃关于“有益的工作”的空谈，他们宁肯停办当时象建筑东方铁路这样的对国家富强十分重要的工程，也不甘心放弃自己的制宪权利。

在帝国国会结束预算辩论的同时，俄国召开了第二届杜马，这更容易勾起人们对过去的回忆。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俄国革命时期议会的情形与其说象1789年的法国革命时期的议会，还不如说更象1848年普鲁士革命时期的议会；俄国第一届杜马的情形在某些方面同过去在柏林剧院召开的臭名远扬的“妥协者议会”非常相似，甚至连某些细节也几乎一样，如议会被解散后立宪民主党多数都曾发表过没有结果的拒绝纳税的号召。而普鲁士政府召集的第二届议会也同本届俄国杜马一样，带有更鲜明的反对派色彩，可是一个月之后就又被强迫解散了。现在有不少人已经预言，新的俄国杜马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但是那些绝顶聪明的自由派却冠冕堂皇地劝告人们：要保全杜马，要以多做“有益的工作”来取得人民的信任。这一点的含义如果是象自由派所解释的那样，那么它就是对新杜马的所有的劝告中最愚蠢的一个。

历史不会重演。新杜马是革命的产物，它同过去的第二届普鲁士议会完全不一样。它是在选举遭到极端卑鄙无耻的压制下选举出来的，这种对选举的压制，连德国“帝国撒谎同盟”的所作所为同它比起来都大为逊色。在这一届杜马的左派中，立宪民主党已经不再占统治地位；现在的左派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党团的影响下已经是一支受过锻炼的队伍。要想迅速地解散杜马并不那样简单。如果杜马的解散与否完全取决于沙皇政府的意志，它就不会花费精力制订一套既可憎又可恶的程序来压制选举了。沙皇政府需要一个人民代表机关来应付债权国，以挽回它破产的命运，同时它已经没有任何可能——即使它的情况没有困难到那样的程度——来制造更卑劣的选举制度，更粗暴地压制选举。

在这一方面1849年的普鲁士反动派还有一张最大的王牌：取消普选权，实行三级选举，这样选出来的所谓人民代表机关就不会对它进行任何严重的反抗，而它对国家债权人来说毕竟是一种保证。

新杜马的选举恰恰表明了俄国革命的规模比过去的德国革命要大得多。另外，革命选举出新杜马无疑也不是偶然的，因为革命打算利用杜马。然而，如果革命听从德国自由派的英明劝告，努力去做自由派所谓的“有益的工作”来争取人民的信任，那它就背叛了自己；如果它这样做，它就会走上德国自由派已走了60年的那条卑鄙可耻的老路。这位奇妙的英雄所指的“有益的工作”只会使新杜马去帮助沙皇政府摆脱财政困境，从而得到一点可怜的施舍，即只有斯托雷平之类的内阁才能处心积虑地制造出来的“改良”。

现在让我们引一个史例来说明“有益的工作”的含义。1789年夏天，当国民议会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法国农民的解放的时候，天才的卖身求荣的冒险家米拉波，这位立宪民主党的最伟大的英雄曾经把这一事件比作“可恶的狂饮节”。但是在我们看来，这却是“有益的工作”。与此相反，普鲁士农民的解放却象乌龟爬行一样，从1807年到1865年几乎拖了60年，并且无数农民被残暴地夺去了生命，我国自由派认为这是“有益的工作”而大肆宣扬。在我们看来，这却是“可恶的狂饮节”。

总之，如果新杜马愿意执行自己的历史任务，毫无疑问应当从事“有益的工作”。可喜的是关于这一点意见完全一致。问题只在于，这项“有益的工作”应当是什么样的工作。从我们方面来看，我们希望并预祝杜马成为生育它的俄国革命的工具。

梅林这篇文章自然而然地使人联想到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当前存在的流派。

首先不能不注意到，作者在比较1905年及以后几年的俄国革命和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时，把第一届杜马比作有名的“妥协者议会”。妥协者这个名词是马克思创造的。马克思在他办的《新莱茵报》［140］上就这样称呼当时的德国自由派。这个绰号已经作为无产阶级思想在评价资产阶级革命方面的一项永恒的财富载入史册。

马克思所以把革命时期的德国自由派叫作“妥协者”，是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当时以“妥协论”作为自己政治策略的基础，要求人民同王权妥协，要求革命力量同旧政权妥协。这种策略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利益：资产阶级害怕把革命进行到底，害怕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害怕农民完全战胜他们中世纪的剥削者，即在经营上当时仍然保留着不少农奴制特点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促使它同反动派勾结起来（“妥协”）反对革命，而自由派知识分子则创造出一种“妥协论”来掩饰自己对革命的背叛。

梅林引用的那一段精彩的论述使人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革命时代怎样鞭笞了这种实行妥协的资产阶级。凡是熟悉梅林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代的著作，尤其是他们在《新莱茵报》上所写的论文的人，一定都了解这样的论述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

让那些同普列汉诺夫一样，企图引用马克思的话来为社会民主党右翼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辩护的人考虑考虑这一点吧！这些人依靠不恰当地摘录一些东西来作为自己的论据：抓住关于支持大资产阶级反对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一般原理，不加鉴别就把它用于俄国的立宪民主党和俄国革命。





※　　　　　※　　　　　※

　　梅林给这些人上了很好的一课。凡是愿意就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问题向马克思求教的人，都必须掌握马克思针对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作的论断。难怪我国孟什维克如此胆战心惊地回避这些论断了！因为这些论断正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同实行妥协的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无情斗争最完整最鲜明的写照。马克思认为，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就是把革命进行到底，夺取领导权，揭露“实行妥协的”资产阶级的叛变行为，使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 
［注：1848年马克思在评论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时说：德国资产阶级出卖了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农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31页。——编者注）。］

 摆脱这种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是历史事实，只有那些徒具马克思主义者虚名的人才会隐瞒和回避这一事实。

梅林作出“有益的工作”和“可恶的狂饮节”的评价，是同这一点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梅林的这个对比对俄国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他们正在第二届杜马里设法批准依靠战地法庭的专制政府的预算）真是击中了要害，要想给这些话再作什么补充，那只会削弱它们的力量。

我们现在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提法同梅林的提法对比一下。读者当然都知道，梅林以及整个《新时代》编辑委员会采取的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伯恩施坦派则站在相反的机会主义立场上。伯恩施坦派的主要机关刊物是《社会主义月刊》。在这个杂志的最近一期（1907年4月）上，我们看到一位罗曼·斯特列尔佐夫先生写的一篇题为《第二届俄国议会》的文章。这篇文章充满了恶毒攻击布尔什维克的言词，作者看来是出于恶意，把布尔什维克叫作“列宁分子”。这位作者把列宁在彼得堡选举时期写的小册子中措辞最激烈的几段话摘引出来，而对孟什维克阴险地制造分裂并因而引起一场斗争的事实却只字不提，仅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位射手 
［注：这里是指斯特列尔佐夫。在俄语中，斯特列尔佐夫（Стрельцов）和射手（Стрелец）一词词根相同。——编者注］

 向德国公众报道时态度是多么诚实了！

但这还是次要的。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位伯恩施坦派对问题的原则提法。作者赞扬孟什维克，尤其是普列汉诺夫，说他们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现实主义派。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141］只因为说了一句“人民派到第二届杜马里去的不是请愿者（Fürsprecher），而是战士（Vork?mpfer）”，结果就遭到这位“现实主义者”的斥责：“看来《前进报》也同列宁分子一样，把俄国目前的局势看得太乐观了”（上述杂志最近一期第295页） 
［注：顺便说一句。也许作以下补充是必要的：由于斯特列尔佐夫先生竭力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面前污辱布尔什维克，我们不能不对他表示深深的衷心的感谢。斯特列尔佐夫先生干这一行干得如此……出色，我们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盟友替我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里宣传布尔什维主义了。加油干吧，加油干吧，斯特列尔佐夫先生！］

 。作者的结论非常明确。他在文章结尾时写道：“总之，所有一切反对党当前的目标就是保全杜马（Erhaltung　der　Duma）。”其次，社会党人不应该“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同立宪民主党进行毫无益处的斗争上”（同上，第296页）。

请读者自己把梅林谈论“可恶的狂饮节”的思路和斯特列尔佐夫之流先生们谈论“保全杜马”的口号的思路加以比较并从中得出结论吧。

这种比较完全能够代替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本届杜马中的政策的评论，代替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草案的评论。





	载于1907年4月圣彼得堡出版的《策略问题》文集第2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第259—266页

















［139］在1907年1月德国帝国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失去了36个席位，从79席减少到43席。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德国首相伯·毕洛在支持德国积极的殖民政策的口号下，成功地团结了保守党人、民族自由党人和“自由思想派”，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和中间派。——257。



［140］《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261。



［141］《前进报》（《Vorw？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263。





《列宁全集》第15卷


就彼得堡的分裂以及因此设立党的法庭问题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42]


（1907年4月）

大家从资产阶级报纸（《同志报》等等）上面知道，我们党中央设立了一个党的法庭，来审查我的行为，即审查在第二届杜马选举期间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发生分裂时出版的我的小册子《圣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310—321页。——编者注］

 。

法庭由我这方面的代表3人、31个孟什维克方面的代表3人以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崩得的中央委员会指定的3名主席团委员组成。我在这个法庭上对31个孟什维克和唐恩同志（他是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因此也是中央委员）的不可容忍的行为提出了反诉。这个反诉一方面得到了234个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党员所举行的会议的支持（他们的决议和概述整个事件的报告载于《无产者报》第13号），另一方面也得到了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除了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以外）的支持。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载于《无产者报》第14号。［143］

法庭是中央委员会设立的机构，它不认为自己有权作主对31个孟什维克和唐恩同志起诉，因此请同一个中央委员会规定一下它在反诉问题上的职权范围。中央委员会在一次专门会议上重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确定：这个法庭是专为审理列宁的案件而设立的，至于是否再让它审理其他的人，完全要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委员会当然认为自己有责任把任何被这个法庭控告有不能容忍的行为的人提交一个法庭审理。而这个新的法庭的成员也完全要由同一个中央委员会决定。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极其荒诞和极其矛盾的现象。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既是向法庭提出控诉的机关，又是决定法庭成员和法庭职权的机关。我的反诉是针对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委员的领袖的。可是这些人既是任命法庭的人，又是检察长，又是决定如何处理对他们提出反诉这个问题的人！

不言而喻，这种做法是不能树立党的威信的。只有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这种错综复杂的荒诞现象。因此我向代表大会提出请求：直接由代表大会授予法庭以全部审判权；使法庭不受显然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中央委员会（它的孟什维克委员）的任何约束；使法庭有权不受任何限制地全面审理案件，可以对一切党员和党的一切机关（包括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委员在内）提出控诉，等等。

为了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明案情，现在提出下列材料：（1）我在法庭第一次开庭时宣读的我的辩护词（亦即对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委员的起诉书）全文。（法庭一共开庭两次，在几十个证人当中询问了三人。法庭的审判因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停止）（2）对彼得堡分裂的实际经过的简述。


一 列宁在党的法庭上的辩护词（亦即对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委员的起诉书）

审判员同志们！

中央委员会控告我（在报刊上）发表了对党员来说不能容许的言论。中央委员会关于设立党的法庭的决定就是这样说的。现在我直接从事件的实质说起，也就是先把中央委员会“提交法庭审理”的“声明”全文念一下：


　　“……中央委员会认为，列宁同志署名的小册子《圣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对圣彼得堡组织的31个党员提出指责，公然说他们同立宪民主党进行谈判‘是为了把工人选票出卖给立宪民主党’，说‘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搞交易，是为了在立宪民主党的帮助下，违背工人的意志而把自己的人塞进杜马’。中央委员会认为，把这样的指责登在报刊上，特别是在选举前夕，必然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造成混乱，使党员政治上的诚实受到怀疑，并且会被无产阶级的敌人利用来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

中央委员会鉴于这种言论对党员来说是不能容许的，决定提请党的法庭审理列宁同志的行为。”





　　这就是控告书的全文。首先我要指出，控告同事实有很大出入，我要求法庭根据我被控告的那本小册子的原文加以更正。这就是：那本小册子明确指出，我所指责的不只是31个孟什维克，而且还有唐恩同志，即中央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中央委员会在草拟自己的决定时不会不知道唐恩同志是中央委员（也许他还曾参加问题的讨论或者参加草拟因我指控唐恩而对我提出控诉的决定？），不会不知道我所指责的不只是31人，而且还有唐恩。这就是说，中央委员会故意把自己的一名委员从被我指责的人员中抽掉了。这不仅同事实不符，而且是一种恶劣的、不能容许的行为，我在后面将详细地评论事情的这一方面，并尽力用庭审的全部材料来加以说明。

现在我来谈控诉的实质。

中央委员会从我的小册子中引了两段话，因此对两段话中的每一段我都应当尽量详细地加以分析。当然，我了解，问题牵涉到整个小册子，而不仅仅是这两段话。但是我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做法，把这两段话当作基本的主要的依据。

第一段话是从小册子的开头引来的。让我把那一页整个念一下，好让大家清楚这段话的上下文：


　　“《同志报》今天（1月20日）刊载了〈提醒一下，这事发生在圣彼得堡组成左派联盟的5天之前，在圣彼得堡市举行国家杜马选举的16天之前〉圣彼得堡选举前夕从社会党组织分裂出去的31个孟什维克的宣言的详细摘要。”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310页。——编者注］





　　我要强调指出，小册子的第一句话把圣彼得堡在选举前夕发生分裂这一基本事实摆在首要地位。我所以要强调这一事实，是因为以后我还要再三指出它的意义。下面接着念：


　　“……我们先扼要地回忆一下事实经过，看看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在退出代表会议之后干了些什么……”关于这次退出及其意义，我曾经在出版这本小册子几天以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和圣彼得堡的选举》和另一本小册子《“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社会民主党政论家札记）》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48—271、272—290页。——编者注］

 。后一本小册子几乎全被警察没收，只有几份保全下来，我提起这本小册子，是为了使法庭能够弄清当时情况的全貌，而不只是一些片断。“……（1）他们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当中分裂出去之后，同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人）结成了联盟，以便共同去跟立宪民主党人进行席位交易。关于分裂出去的社会民主党人加入小资产阶级联盟的书面协定，他们向工人和公众隐瞒了。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协定终究会公布，秘密一定会公开。”





　　请法庭注意，在我指责唐恩和31个孟什维克的小册子中，一开头着重指出了对工人隐瞒书面协定这件事。再往下：
　　“（2）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作为小资产阶级联盟（报上称为“左派联盟”是不正确的）的一个组成部分，同立宪民主党人搞交易，要求从六个席位中让三个给这个联盟。立宪民主党人给了两个席位。交易没有搞成。小资产阶级‘代表会议’（这个叫法不是我们的，是从报上借来的）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举行的一次会议是1月18日开的。《言语报》和《同志报》都发了消息。《言语报》今天宣称没有达成协议（当然，我们应当估计到他们仍在幕后进行谈判）。孟什维克现在还没有在报刊上报道关于自己把工人选票出卖给立宪民主党的‘行动’。”





　　这就是第一段话的上下文。这些话是在我第一次从报上知道孟什维克和民粹派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反对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多数派的计划没有成功的当天写的，同时我也把话说在前头，说不能认为协定已完全无望，说应当作坏的估计，即谈判可能仍在“幕后”进行。为什么我当时认为（现在我也仍然认为我当时的看法是正确的）应当作这种坏的估计呢？因为对公众隐瞒孟什维克同小资产阶级联盟的书面协定是不正确的、有辱社会党人身分的行为，必然要招致最坏的猜疑。这里所谓把工人选票“出卖给”立宪民主党是指怎样一种情况呢？有些爱开玩笑的人对我说，他们理解为我说的是为了金钱而出卖。当然，这个玩笑开得很俏皮。然而凡是能够识字并且认真看完全书而不是看只言片语的人，自然会从前后文、从整个上下文中一眼看出，这里所说的出卖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杜马席位。这里的“交易”和“买卖”自然是指政治等价物的交换而不是经济等价物的交换，是席位和选票的交换而不是金钱和选票的交换。

有人会问，对于这样一目了然的事情还值得谈吗？

我肯定地认为是值得谈的，因为根据这一点，我们马上就可以弄清中央委员会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即在报刊上公开讲究竟是可以容许的还是不可容许的。

如果小册子在这个地方说，31个人为了金钱而把工人的选票出卖给立宪民主党，这就是捏造对方有可耻的、罪恶的行为。谁这样说，就该把谁送交法庭审判，显然，这决不是因为他“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造成混乱”，而是因为他进行诽谤。这是显而易见的。

相反，如果小册子在这个地方说，31个人以社会民主党获得杜马席位为条件，把工人的选票加到立宪民主党的选票上，那么这是以抱有诚意的、无懈可击的、对党员来说可以容许的方式进行论战的范例。

我选择的说法和上面这种说法区别何在呢？区别在于构成整个音乐的声调。正是我的说法指望使读者仇恨、憎恶和轻视有这种行为的人。这种说法不是指望说服这些人，而是指望粉碎他们的队伍，不是指望纠正对方的错误，而是指望把对方的组织消灭干净。这种说法确实会使人对对方产生最坏的想法和最坏的猜疑，它确实同劝说性和纠正性的说法不同，能“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造成混乱”。

人们会问我：这就是说，你承认这种说法是不能容许的？我要回答说，是的，是这样的，不过要作一点小小的补充：是对统一的党的党员来说不能容许的。这个补充是问题的全部关键。中央委员会对我提出的控告之所以根本不正确，说得重些，之所以非常不老实，就是因为中央委员会没有提到：在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在小册子所代表的（不是形式上，而是实质上）并为其目的服务的组织中，没有统一的党。在党发生了分裂的此时此刻控告什么“在报刊上发表了对党员来说不能容许的言论”，这不是老实的态度。

分裂就是割断一切组织联系，把观点上的斗争从在组织内部进行转到在组织外部进行，从纠正和说服同志转到消灭他们的组织，转到激起工人群众（以及一般人民群众）反对分裂出去的组织。

在统一的党的党员之间不能容许的事，在已经分裂的党的各个部分之间是可以容许的而且是必需的。对于一个党的同志，如果他们的思想跟你不一致，不能写文章在工人群众中间不断散布对他们的仇恨、憎恶和蔑视。而对于分裂出去的组织却完全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做。

为什么说应当呢？因为既然发生了分裂，就必须把群众从分裂出去的人的领导下争取过来。人们对我说：你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制造混乱。我回答说：我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在彼得堡无产阶级的一部分队伍中间即跟着在选举前夕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走的那一部分人中间制造混乱的，而且只要有分裂，我就永远要这样做。

我在圣彼得堡选举前夕对孟什维克进行了激烈的带污辱性的攻击，这确实使无产阶级中间相信他们并追随他们的那部分队伍发生了震动。这是我的目的。这是我作为进行左派联盟选举运动的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一员应尽的责任。这是因为在分裂以后，为了进行这一运动，就必须粉碎引导无产阶级去拥护立宪民主党的孟什维克的队伍，必须在他们的队伍中造成混乱，必须激起群众仇恨、憎恶、蔑视这些人，认清他们已不是统一的党的党员，而成了阻挠我们社会民主党组织进行选举运动的政治敌人。我当时向这样的政治敌人作了歼灭性的斗争。而且只要是再发生分裂或者分裂再发展下去，我永远都要进行这种斗争。

如果孟什维克在圣彼得堡制造分裂之后，我们不在孟什维克所领导的那部分无产阶级队伍中造成混乱，我们就无法进行我们左派联盟的选举运动。遗憾的只是，当时我不在彼得堡［144］，对于争取群众摆脱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的影响这件事出力不够，如果能更努力更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左派联盟是可以在圣彼得堡取得胜利的。关于选举结果的统计数字证明了这一点。

控告在逻辑上的（当然不只是逻辑上的）根本错误正在于狡黠地避开了分裂问题，只字不提分裂的事实，企图把从统一的党的角度看来是正确的要求用到没有统一、没有统一的党的条件上来，而且（我在后面将证明这点）之所以没有这种统一，正应归咎于造成分裂并掩盖分裂的中央委员会这个控告人自己！

如果有人用衡量党内所允许的斗争的尺度来衡量分裂情况下的斗争，来衡量从外部来反对党或者（在一个地方发生分裂时）反对某一党组织的斗争，那么这样的人不是象小孩子那样天真，就是伪善。从组织的角度来看，分裂就是割断一切组织联系，也就是从说服一个组织内的同志的斗争转到摧毁敌对组织、消灭它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的斗争。从心理的角度来看，很明显，同志间一切组织联系的中断，已经意味着相互间的怨恨和敌视达到了极点，变成了仇恨。

而在彼得堡的分裂中，还有两个特别因素使斗争变得十分尖锐和无情。

第一个因素是党中央委员会扮演的角色。“根据党章”，中央委员会应当实现统一，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地方性分裂都不应当引导地方去采取分裂情况下才采取的斗争方式，而应当引导地方向中央委员会申诉，或者具体些说，应当引导地方请求中央委员会协助恢复统一。而事实上，中央委员会却是圣彼得堡在选举前夕的分裂的主谋和参加者。正是这种情况，这种在说明代表会议为何决定提出反诉的理由时曾详细地有根有据地加以阐明的情况，使我们不得不认为彼得堡的分裂是不诚实的分裂。我在后面要专门讲到这一点，并将坚持由法庭审理被告对原告的这种控诉的法律性质所产生的一些问题。

第二个因素是分裂正遇上彼得堡的选举运动。如果党没有迫不及待的公开的群众性的政治行动或者其他任何一种政治行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分裂有时并不意味着需要马上进行无情的歼灭战。但是既然有象选举这样的群众性行动，既然无论如何必须立即干预选举，进行选举，那么发生分裂，就意味着要无条件地立刻进行歼灭战，用战争来决定由谁进行选举：是社会民主党的地方组织，还是从这个组织分裂出去的集团。在发生这种分裂时，一分钟也不能拖延这样的任务：从分裂出去的那些人的影响下争取群众，粉碎他们的组织，在政治上消灭它们。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在孟什维克1月6日分裂出去之后对孟什维克作了毫不留情的进攻，才使得首都的选举运动进行得比较和谐，多少象是党的选举运动，至少象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选举运动。

有人说：斗争吧，只是不要使用有毒的武器。毫无疑问，话说得很漂亮，很动听。但这或者是一句漂亮的空话，或者是含糊其词地表达了我在一开始就发挥过的那个看法：在群众中散布对对方的仇恨、憎恶、蔑视，这种斗争方式在统一的党内是不可容许的，而在分裂的情况下由于分裂的性质本身却是必然的和必要的。上面这句话或者说这个隐喻，无论你怎样琢磨也悟不出丝毫别的实在的内容，而只能理解为要你把如下两种斗争方式区别开来：一种是在一个组织内部进行说服这种抱有诚意而无懈可击的斗争方式，另一种是搞分裂的斗争方式，也就是摧毁敌对组织，激起群众对敌对组织的仇恨、憎恶和蔑视的斗争方式。所谓有毒的武器，就是不诚实的分裂，而不是由于分裂已成事实而进行的歼灭战。

在分裂情况下容许进行的斗争有没有界限呢？这样的斗争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从党来说是容许的界限的，因为分裂就意味着党已经不存在了。以为可以通过党、通过党的决定等等来反对由于党已分裂而采用的斗争方式，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可笑的。在分裂情况下的斗争界限，不是党的界限，而仅仅是一般政治的界限，或者确切些说，是一般民事的界限，刑法的界限。如果你同我分裂了，你对我的要求，就不能比对立宪民主党人或社会革命党人或大街上任何一个人的要求更高。

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最近一号《无产者报》登载了一篇关于科夫诺市选举的地方通讯［145］。记者极不满意崩得同争取派结成反对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盟，并对崩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对于统一的党的党员来说，可以容许进行什么样的批评呢？大致应当是这样表示不满：崩得分子同犹太资产者结成联盟去反对另一个民族的社会党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这种行为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如此等等。只要我们同崩得还在一个统一的党内，就绝对不容许在选举前夕在群众中散发反对崩得、把崩得分子鄙薄为无产阶级叛徒的小册子。但是，假如1903年的历史重演（历史一般是不会重演的，我只是举一个假想的例子），崩得又从党内分裂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崩得派工人群众中间散发小册子，指出他们的领袖是改头换面的资产者、被犹太资产阶级所收买并通过犹太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人塞到杜马中去等等，以激起他们对自己领袖的仇恨、憎恶和蔑视，那么，有谁会认真地提出这是不能容许的吗？谁要是提出这样的申诉，人们就只会当面嘲笑他说：不要制造分裂，不要使用分裂这种“有毒的武器”，否则以后就不要抱怨，凡动毒刀的，必死在毒刀下！

上面这一切说过以后，第二段话就没有详细谈的必要了。这段话是说：“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搞交易，是为了在立宪民主党的帮助下，违背工人的意志而把自己的人塞进杜马，这就是他们从社会民主党跑到小资产阶级联盟，又从小资产阶级联盟跑到立宪民主党那里的简单原因。”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316页。——编者注］

 要是从统一的党的角度出发，从形式上表面上分析这段话，你当然可以说：对党员不应当说“搞交易”，而应当说“进行谈判”；不应当说“塞进”，而应当说“选进”；不应当说“自己的人”，而应当说“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等等。但是象这样“分析”引文，或者“评论”用词，除了只能使人付之一笑而外还能得到什么结果呢？使用最侮辱人的、最鄙视人的、把一切都往坏处说而不往好处说的措辞，就是在分裂情况下进行斗争，以便消灭那些对当地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进行破坏的组织，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因这种用词含有侮辱人和鄙视人的意味而提出申诉，就象一个工贼因人们对他态度凶狠而提出申诉一样。而用这样的观点来审查申诉和控告，就等于没有真正弄清楚究竟这个人的行为是不是工贼的行为，便判定不容许使用“工贼”这样的字眼。

有各种各样的分裂。我已经不止一次地用过“不诚实的”分裂这种说法。现在就来说明问题的这一方面。中央委员会在控告中说我怀疑某些党员政治上的诚实。这说得太轻了，并且用在上面引用的两段话上也不对。我不只是“怀疑”31个人和唐恩的“政治上的诚实”。我的“有关选举的小册子”的全部内容都是指责他们制造政治上不诚实的分裂即对党不诚实的分裂。而我现在仍然坚持这种指责。任何想把这种指责的重心从制造分裂这个基本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上转到任何细小的、局部的和派生的问题上去的尝试都是徒劳的。

任何一种分裂都是极大的反党罪行，因为它毁灭党，割断党内的联系。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分裂，我屡次使用的“不诚实的分裂”这种说法，不能用到一切分裂上去。我举例来说明这一点。

假定党内早就有两派在相互斗争，一派主张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另一派反对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后来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加剧了立宪民主主义的倾向，加速了立宪民主党同反动派的勾结。主张支持立宪民主党的一派和反对支持的一派发生了破裂。这种分裂象任何分裂一样，必然会引起最尖锐、最激烈的斗争，加剧仇恨心理，如此等等。但是还不能认为这种分裂就是不诚实的分裂，因为除了原则的分歧尖锐化以外，在分裂的背后并没有隐藏任何别的东西。

还可以想象出另外一种分裂。假定党内两个派别彼此同意允许在不同的地方采取不同的策略。如果有一个地方破坏这个共同协议，而且是暗地里破坏，背地里破坏，用出卖同志的方式破坏，那么，大家都一定会同意这种分裂是不诚实的分裂。

在彼得堡选举前夕，孟什维克制造的正是这种不诚实的分裂。第一，在全俄代表会议上党内两个派别都曾郑重保证在选举中服从地方组织的地方策略。全俄国只有彼得堡孟什维克违背了这一保证。这是不诚实。这是对党背信弃义。

第二，中央委员会不但不促成党的统一，反而竭力实行派别政策，直接帮助孟什维克制造分裂，而中央委员唐恩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活动。这是不诚实。这是利用党给的权力来反对党。这是口头上维护党的统一，而实际上在暗处从背后用毒刀伤人。

这就是使我不得不鄙视31个人和唐恩，认为他们是政治上不诚实的人的两件主要事实。我的整个小册子正是充满了这种对他们的鄙视。

因此我在法庭上坚持这一指责。我已经尽一切力量利用庭审使审判员了解彼得堡分裂的全部情况，使他们能有充分的把握确定：这是不是诚实的分裂？使用“有毒武器”的是制造这种分裂的人还是同分裂制造者进行最无情的歼灭战的人？

把这个问题彻底弄清，并且是由第一次真正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来弄清，直到掌握最隐秘的内情和底蕴，对于在我们党内建立真正党的关系来代替半遮半掩的分裂状态，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次审讯从它的内容说，不是一个形式问题，不是一个狭隘的法律问题。事实上关键并不在于，在统一的党内应当怎样措辞，是说搞交易呢还是说进行谈判，说选进呢还是说塞进，说为了席位出卖选票呢还是说以获得席位为条件把选票合在一起，等等。这样理解问题，当然只能使人付之一笑。

关键在于，我们是真正珍惜我们党的统一，还是容忍分裂，作一番敷衍而避开分裂问题，避开这个毒疮。审判员同志们，彼得堡的分裂是已经过去的全党分裂时期的最后的、确实是最后的尾声呢，还是……还是新的分裂的开始，即用有毒武器在各地进行的新的斗争的开始，这要取决于——也许要在不小的程度上取决于——你们法庭的判决。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不稳定的统一是将得到巩固还是受到削弱，这要取决于你们的判决。


二 对彼得堡分裂的实际经过的简述

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一月代表会议一致决定，在选举问题上一律服从社会民主党各地方组织的决定。

列宁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宣称：“希望维堡区也不要违反彼得堡委员会的决定！”（见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孟什维克派的报告）这就好象是事先提醒互相都要承担义务。

在《无产者报》第8号（1906年11月）的一篇专论中提出，布尔什维克的任务是严厉批评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但要服从地方组织。

就在1906年11月，中央委员唐恩同志“纯粹以私人的身分”（根据他在法庭上的声明）参加了费多罗维奇工程师召集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米留可夫和纳波柯夫（这两人是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领袖），有社会革命党的一个领袖和彼舍霍诺夫（人民社会党的领袖）。他们谈论了选举问题，但不是谈的彼得堡的选举（唐恩同志的话）。唐恩同志认为没有必要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向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汇报。

1906年12月，唐恩同志出席了关于选举问题的情况通报会，参加会议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以及立宪民主党、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唐恩声明他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但他发表了“个人的看法”，认为圣彼得堡最好按区达成协议。

1907年1月4日，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决定，以最后通牒方式要求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分成市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马克西莫夫、季明、斯特罗耶夫）投票反对这个实际上等于由中央委员会分裂彼得堡组织的步骤。

1907年1月6日，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举行代表会议解决选举问题。参加会议的有39个布尔什维克和31个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根据两个形式上的理由退出了代表会议：（1）他们认为代表名额分配不合理；（2）代表会议拒绝根据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分成市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

在分析这两个理由时，我们举了三件事实：（1）经1月6日代表会议确认的代表名额是42个布尔什维克和28个孟什维克。孟什维克在他们自己刊印的传单中说，布尔什维克应当算作35个，孟什维克应当算作32个，也就是承认布尔什维克占多数。（2）由于分裂，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下次代表会议是在中央委员会特设的一个委员会的特别监督下选举出来的，那次选出参加3月25日代表会议的代表是92个布尔什维克和41个孟什维克。新的选举证实布尔什维克更占多数。（3）无伦在俄国的哪一个城市，无论是在维尔纳、敖德萨或是巴库，中央委员会都没有要求把代表会议分开。因此这个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不仅是不合法的，而且显然是从派别考虑出发专门为了对付彼得堡才提出来的。

孟什维克退出代表会议以后，选举了自己的执行机关，印发自己的传单（有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参加，包括唐恩同志在内），进行独立的选举运动。他们撇开布尔什维克，单独同各民粹派政党（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劳动派）达成协议，以便共同去和立宪民主党订立协议。

彼得堡的资产阶级报刊（《言语报》、《国家报》、《同志报》等等）热烈欢迎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称他们是“温和的社会党”，号召他们同布尔什维克进行英勇的斗争，欢呼“布朗基主义者”遭到孤立，等等。布尔什维克除了1月6日向民粹派建议结成反对立宪民主党的联盟之外，没有参加任何谈判。

1月14日《言语报》在社论中答应，如果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联盟缔结成功，就可以把工人选民团的一个席位让给孟什维克。

孟什维克在1月17日的会议上决定：他们将把他们得到的一切席位都交由工人选民团分配。1月19日《同志报》刊载了这一消息。

1月15日，米留可夫谒见了斯托雷平，此后立宪民主党明显地向右转了。

1月18日召开了孟什维克、民粹派和立宪民主党的代表会议。立宪民主党给他们两个席位，而他们要求三个，结果同立宪民主党决裂。

1月20日《同志报》登载了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和破坏布尔什维克选举运动的传单摘要。我在同一天写了小册子《圣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这本小册子在三天后出版。

1月25日彼得堡成立了左派联盟。28日召开了圣彼得堡市工人选民团选出的（1月7日和14日选出的）各工厂的初选人大会。271人中有200—250人出席了大会。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支持左派联盟的决议（只有10至12票反对）。决议特别号召孟什维克“不要支持（即使是暗中支持）立宪民主党”。

在1月17日曾答应把“自己的”席位交给工人选民团的孟什维克，这次不但不听全体初选人大会的呼声，反而公然宣称这是“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的巫婆神汉聚会”。

1月30日举行了社会民主党初选人的会议。由彼得堡委员会指定了复选人的候选人。

1月29日左派联盟号召科洛姆纳区的非党进步选民废除他们同孟什维克的书面协定，因为在这个协定中（以及在孟什维克的铅印传单中）附有这样一个条件：“孟什维克复选人不受民粹派和布尔什维克联盟提出的有关分配代表席位的条件的约束”（第2条第3项）。规定这个条件，显然是打算在第二级选举中能够同立宪民主党一道来投票反对左派联盟。

2月7日彼得堡进行选举。黑帮危险被彻底驳倒了。立宪民主党得到28798票，左派联盟得16703票，十月党得16613票，君主派得5270票。左派联盟只要在5个选区从立宪民主党手里夺到1573票，就可以在全彼得堡取得胜利。在科洛姆纳区左派联盟获得的票数总共只比立宪民主党少196票。

这就是事情的简短经过。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实质上圣彼得堡的选举运动是被孟什维克破坏的。实质上分裂的阴谋早在11月就已开始，而且是由中央委员唐恩开始的。实质上正是唐恩和孟什维克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其他委员在圣彼得堡实行分裂来反对一个地方组织的多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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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5卷


彼得堡的改组和分裂的消灭

（1907年5月2日〔15日〕）

读者从合法日报上已经看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终于完成了该组织大多数党员早已确定的改组工作。这个地方组织的全体党员特别选出的代表会议［146］已经在1907年3月25日召开，会议讨论了彼得堡委员会的改组方案（载《无产者报》第15号）和孟什维克的反方案（载《俄国生活报》第51号），并且没有改动多少就通过了彼得堡委员会的改组方案。

这一组织章程的精神实质就是彻底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领导整个组织的是代表会议，代表会议由全体党员用直接选举的办法（只在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时才用二级选举的办法），按照一定比例（第一次代表会议的代表是每50个党员选1个）选出。这个代表会议是常设机关，每月至少召集两次，它是彼得堡组织的最高机关，每半年改选一次。

代表会议选出彼得堡委员会，其委员从全体党员中产生，而不是仅仅从在这个地方组织的某个区工作的党员中产生。

这种类型的组织消除了各区在代表名额分配上的一切不平等现象，而主要的是：废除了臃肿的、多级的和不民主的由各区代表组成彼得堡委员会的制度，造成了直接由代表会议这个统一的领导机关团结起来的全体党员的真正统一。这个代表会议的组织方法，保证了大多数优秀工人能够参加而且必然参加对地方组织的一切工作的领导。

代表会议已经实现了这一新型的组织，宣布自己是常设机关，选出了由19位同志组成的新的彼得堡委员会，举行了两次常会（确切些说是一次常会的两次会议）来解决一切日常问题。

为了说明被代表会议否决的孟什维克的改组方案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只指出一个最重要的情况。孟什维克的方案也规定彼得堡组织的领导机关是这样的代表会议（他们称之为总委员会）。可是，按照这个方案，代表会议的执行机关彼得堡委员会完全被取消了！孟什维克的方案规定：“市总委员会划分为一系列专门委员会（宣传、鼓动、文化、工会、财务等）以进行日常工作。”总委员会选出的由5人组成的“主席团负责代表彼得堡组织同其他政党打交道并负责同我党中央机关联系”。

由一些专门委员会进行日常工作，而这些委员会零星分散，没有由代表会议的一个执行机关把它们统一起来，这种组织的工作能力如何是可以想象的！民主集中制在这里变成了空中楼阁。实质上这是实行著名的拉林计划——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一个在尽量不形成统一组织的工人中进行宣传的团体——的一个步骤。不用说，孟什维克的这个方案立即遭到了否决，现在可以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请方案的制订者给我们介绍一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孟什维克的委员会或组织根据这些原则进行工作的经验了。

其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彼得堡组织的新的代表会议结束了彼得堡的分裂。大家知道，在第二届杜马选举时，孟什维克在彼得堡制造了分裂，根据某些形式上的所谓原因退出了1907年1月6日的代表会议，即解决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彼得堡选举运动问题的代表会议。后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专门设立的特别委员会（其中包括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委员）的直接监督下，又进行了新的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这个代表会议已于3月25日首次举行。因此，3月25日的代表会议（现在它仍在继续工作，因为如我们上面所说，它宣告自己是常设机关）便成为彼得堡最近一年来第一个组织得在代表资格、在代表的合法性和代表的人数等等方面没有丝毫争议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

对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斗争得最为激烈的彼得堡组织来说，这还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无论是在讨论抵制问题的代表会议（1906年2月）［147］上还是在讨论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问题的代表会议（1906年6月）［148］上，布尔什维克虽然都获得了胜利，但是，每次会议开头总要发生代表名额的分配是否合理的争论。

因此，利用这种没有争议（第一次没有争议）的、显示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两派力量的材料来说明刚刚过去的在彼得堡选举前夕发生的分裂的真正原因和真正意义，那是非常有教益的。大家知道，孟什维克曾用两个形式上的理由来为这一分裂辩护：（1）1月6日代表会议的代表名额分配不合理（他们责难布尔什维克虚报票数、特别是虚报店员的票数，责难布尔什维克非法宣布孟什维克的代表资格无效）；（2）代表会议拒绝执行中央委员会关于将代表会议分为市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的要求。

第二个“理由”实际上就是由中央委员会（即中央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委员）参与制造彼得堡的分裂，关于这一点，最近几号的《无产者报》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这一点其他城市的所有党员也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他们都清楚，中央委员会无论在什么地区都没有要求过而且也不可能要求把全市代表会议分成市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在彼得堡所以要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这个要求，是为了分裂圣彼得堡组织，然后再去帮助那些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开始（或继续）同立宪民主党进行谈判。

但是，分裂的第一个“理由”，除了彼得堡的党员以外，全党党员都还根本不清楚，而且还有争论。他们无法判断1月6日代表会议代表名额的分配是否合理，无法判断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实际的力量对比。要用文件来证明这一点，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报刊是一项难以胜任的任务，因为只有特别委员会才有可能收集和研究这些文件。但是，由于3月25日代表会议代表名额的分配数字是经过审查的，没有异议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能够向全党说明孟什维克为选举前夕彼得堡的分裂所作的辩护究竟有多少理由。为了说明这一点，只要把选举1月6日和3月25日两次代表会议代表时各区选布尔什维克和选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人数的材料作一比较就行了。

关于3月25日代表会议代表选举时投票情况的材料是没有争议的：这些材料经过中央的一个委员会的审查，并且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双方的承认。

为了使有关1月6日代表会议代表选举时投票人数的材料不致引起争议，我们引用孟什维克的数字。31个孟什维克在退出1月6日代表会议时曾经发表一项特别声明——一份印刷品，标题是：《为什么我们要退出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31个代表致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我们已经分析过这份印刷品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305—309页。——编者注］

 。现在我们来引用一些刊登在这份印刷品的第7、8两页上的“关于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1月6日的代表会议〉代表选举人情况的数字”。这里一一列举了11个区中布尔什维克所得的票数 
［注：这些数字又分为布尔什维克的票和异端派（“革命联盟纲领派”）的票。这两者都是布尔什维克，不过两者之间在是结成左派联盟还是提出纯粹社会民主党的名单问题上有争论。］

 和孟什维克所得的票数，同时所有的选票又分为无争议的和有异议的两种，有异议的选票又分为布尔什维克有异议的和孟什维克有异议的两种。

在这里没有必要照搬这些详细的划分。后面我们将专门提一下孟什维克所作的一切更正。现在为了进行比较，我们引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所得票数”的总和，就是说，把无争议的和有争议的票数放在一起，以便每个党员能够自己通过这些数字和选举3月25日代表会议代表的票数的对比，看出1月6日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这些不合理的地方出在哪一方。

在31人的印刷品里，没有关于彼得堡组织第12区即店员区的表格材料，他们说（原文第4页），由于选举不民主，彼得堡委员会只允许313个加入组织的店员选出5名代表，即60人选1名代表，而不是50人选1名代表（一般比例）。孟什维克根据这个理由就完全不承认店员的选票。既然5个代表当中有1个孟什维克和4个布尔什维克，我们就把赞成孟什维克的票算作63票，把赞成布尔什维克的票算作250票。

现在，我们把社会民主党彼得堡组织的所有12个区分为6个无争议的和6个有争议的。列入有争议的区的，是那些或者孟什维克或者布尔什维克对1月6日代表会议代表选举中对方所得的过半选票有异议的区。这些区是：维堡区（在孟什维克所得的256票当中，对234票布尔什维克有异议，认为它们不尽合理），戈罗德区（在孟什维克所得的459票当中，对370票布尔什维克有异议），莫斯科区（在孟什维克所得的248票当中，对97票布尔什维克有异议，有107票孟什维克有异议；对布尔什维克所得的185票孟什维克全都有异议 
［注：凡被另一方认为不尽合理、未经审查、数字夸大但还不是全属虚报的选票，一概叫作有异议选票。在1月6日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决定将全部有异议选票产生代表的比例提高，规定它们每75票出1名代表，而不是每50票出1名代表。］

 ），铁路区（在布尔什维克所得的21票当中，有异议的是5票；在孟什维克所得的154票当中，有异议的是107票），爱沙尼亚区（对布尔什维克所得的全部100票孟什维克都有异议），店员区（孟什维克对所有的313票完全不承认，宣布这些选票——仅仅是这些选票——全部作废；声称进行选举的是组织的上层，而不是组织的全体成员）。

属于无争议的区有：瓦西里耶夫岛区、纳尔瓦区、环城区、拉脱维亚区（对这4个区的所有票数都没有争议），还有涅瓦区（在布尔什维克所得的150票当中，有异议的是15票；在孟什维克所得的40票中，有异议的是4票）和彼得堡区（在孟什维克所得的120票当中，有异议的是22票）。

各区票数有如下表［该表见第289页。——编者注］：

从上述统计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彼得堡社会民主党工人对圣彼得堡组织的改革（3月25日的代表会议的目的）所表示的关注，大大超过了对城市选民团的杜马选举（1月6日的代表会议的目的）的关注。

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党员的人数在两个半月当中是不会发生很大变化的。3月份举行集会和统计选票时警察的迫害并没有减轻，甚至更厉害了（大学里不能集会，对工人的迫害加剧）。

社会民主党组织中投票人数增加了半倍多，在2/3以上（由3900人增加到6772人）。

（2）布尔什维克在投票人数较多情况下对孟什维克的优势，大大超过在投票人数较少情况下所占的优势。1月6日孟什维克在3900选票当中得了1795票，即46％，而3月25日他们在6772选票当中得了2156票，即32％。

（3）在无争议的区（前6个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所得的票数都增加了（而布尔什维克所得的票数是大大增加）。在有争议的区（后6个区），布尔什维克所得的票数增加了，而孟什维克所得的票数减少了。

布尔什维克所得的票数由873增加到1666。孟什维克所得的票数则由1180减少到1063。在有争议的几个区里并不存在孟什维克的优势。

这一事实解答了哪一方面应对造成分裂负责的问题。

得到监督的并由中央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审查过的选举表明：在有争议的几个区里，布尔什维克的票数少于实际的票数，而孟什维克的票数多于实际的票数！！

孟什维克口诛笔伐，说布尔什维克在有争议的几个区虚报了票数。布尔什维克也这样谴责孟什维克。得到监督的选举使布尔什维克的票数增加了，使孟什维克的票数减少了。这难道不是再确凿不过、再肯定不过地证明布尔什维克有理吗？

无论是借口有些区的材料可能带偶然性，或是借口我们把1月6日的有争议的票和无争议的票放在一起，都不能成为反驳这一结论的理由。我们说第一个借口不成其为借口，因为我们之所以故意不单举个别的区，而是把各区分成两类，拿6个区同6个区对比，正是为了消除任何认为带偶然性的借口。如果单举个别区的材料（如莫斯科区！！），那对我们会有利得多。

第二个借口也不成其为借口，因为我们故意用孟什维克的数字作为根据，对这些数字他们自己只作了无足轻重的订正。按照31个孟什维克用书面方式在他们的传单里发表的意见（第7页），“实际上不应承认的”只是以下的票：涅瓦区布尔什维克150票当中的15票和爱沙尼亚区布尔什维克的全部票数，莫斯科区孟什维克248票当中的107票和铁路区孟什维克154票当中的41票——就是说，一共只有115张布尔什维克的票和143张孟什维克的票。店员区的选票（全部313票）孟什维克是全部否认的。显而易见，这些订正根本动摇不了我们所得出的总的结论。

3月25日的代表会议（它的代表的选举经过中央的一个委员会的特别审查并且被大家公认没有争议）已经证明：在1月6日代表会议代表名额问题上的争论中，真理完全在布尔什维克方面，布尔什维克占有很大优势；而孟什维克的优势已被彻底驳倒。当然，可能还会有人反对我们的论证，他们可能会说，3月25日的代表会议是在选举运动后举行的，因而它反映出社会民主党工人是在1907年1月6日以后才在这个问题上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但是，这种反对意见并不能削弱，反而更能说明（尽管是用稍微不同的方式说明）在选举问题上造成分裂的责任恰恰应当由孟什维克承担。

彼得堡组织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出现分裂，责任应当完全由孟什维克承担。我们一直坚持这一点，并且有责任向党证明这一点。

现在我们已经彻底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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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指1907年3月25日（4月7日）在芬兰泰里约基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会议有133名代表（92名布尔什维克，41名孟什维克）出席，其中工人代表在100名以上。选举会议代表的工作持续了一个多月，并且是在中央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的。彼得堡组织的绝大部分党员都参加了这一选举。列宁主持了代表会议，并就彼得堡组织改组问题和彼得堡委员会的组织工作问题发了言。



代表会议讨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的改组问题、彼得堡组织在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内的代表权问题、社会民主党人不得参加资产阶级报刊工作问题以及五一节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问题。代表会议以压倒多数的票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制定的改组方案。这一方案的基本点是：代表会议被承认为地方组织的常设的、定期召集的立法机构。彼得堡委员会作为代表会议的执行机构由代表会议选出，并在其指示范围内进行工作。新选出的彼得堡委员会由19人组成。代表会议选举列宁代表彼得堡组织同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联系。代表会议严厉谴责了社会民主党人以任何方式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的行为。



代表会议结束了彼得堡组织1907年1月会议以来的分裂状态。



代表会议的第二次会议于1907年4月8日（21日）仍在泰里约基召开。这次会议决定举行一天的总罢工和召开群众大会来庆祝五一节，并决定组织彼得堡和彼得堡省初选人委员会。代表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出席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问题和第二届杜马代表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报告，并就组织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



列宁在讨论阿列克辛斯基的报告时发了言，并建议彼得堡代表团向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关于邀请战斗队代表出席大会的问题。——283。



［147］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为了解决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于1906年2月11日（24日）召开的党的彼得堡市代表会议。列宁领导了这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65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是在各党组织讨论和表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策略纲领以后进行的，每30名有表决权的党员选出1名代表。在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大多数。孟什维克要求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郊区组织（几乎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的票为无效。在讨论郊区组织问题时，列宁作了发言和插话。代表会议确认了郊区组织的代表资格。会议随后听取了彼得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认为代表会议的代表资格是合法的，代表会议是有效的，其决定是必须执行的。接着列宁作了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的报告。在报告结尾，列宁宣读了对国家杜马采取积极抵制策略的决议案。孟什维克的决议案由尔·马尔托夫宣读。代表会议以35票对29票表示赞成积极抵制的策略，但是对积极抵制策略作了详细说明的决议案未来得及通过。



为了讨论和最后批准关于积极抵制策略的决议案，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于1906年2月底—3月初再次召开。出席会议的有62名代表。代表会议讨论了列宁的、马尔托夫的以及孟什维克额外提出的奥赫塔区的决议案。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列宁的决议案以35票赞成、24票反对、1票弃权被基本通过。为了对代表会议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作最后修订，代表会议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孟什维克拒绝参加该委员会，并退出了代表会议。——285。



［148］指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1906年5月24日（6月6日）的决定，为制定彼得堡无产阶级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而召开的彼得堡组织区际代表会议。代表会议于1906年6月11—12日（24—25日）举行，最初在彼得堡，后来从保密考虑迁至泰里约基（芬兰）。



在代表会议代表选举前，各个党组织围绕两种策略纲领——中央委员会关于支持立宪民主党杜马内阁的孟什维克的决议案和彼得堡委员会《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关于杜马组阁问题》这两个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两个决议案都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70—171页和第204—205页）——开展了争论。争论结果，1760票赞成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952票赞成孟什维克的决议案。



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约80名代表，代表4000名党员。伊·伊·拉米什维里作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代表出席了会议。列宁被选为代表会议主席并领导会议工作。他在会上代表彼得堡委员会作了关于党对国家杜马的策略的报告。代表孟什维克作报告的是费·伊·唐恩。会议以多数票通过决议，赞同彼得堡委员会的策略。代表会议接着讨论党的统一问题。列宁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只反映党内少数派的意见。决议要求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彼得堡党组织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之间建立牢固联系的决议。——285。





《列宁全集》第15卷


谈谈全民革命的问题

（1907年5月2日〔15日〕）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全民的革命才能够是胜利的革命。这种说法在下面这种意义上是对的，即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把大多数居民团结起来，为实现这一革命的要求而斗争。这大多数居民或者完全由一个阶级组成，或者由具有某些共同任务的几个不同阶级组成。对目前的俄国革命来说当然也是这样：说俄国革命只有在它成为全民革命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是说俄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使大多数居民自觉地参加斗争。

然而，通常所说的“全民”革命的正确含义也只限于此。老实说，除了这种老生常谈（只有大多数人才能战胜有组织的少数统治者）之外，再不能从这一概念得出其他什么结论了。因此，如果把这一概念当作一般公式、模式和策略准则来运用，那是根本不对的，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从“全民革命”这一概念中看到，尽管几个不同的阶级在某些有局限性的共同任务上有一致的地方，但还必须正确分析这些阶级的各种不同的利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用这一概念来模糊和掩盖对某一革命过程中的阶级斗争的分析。如果这样运用“全民革命”的概念，就是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就是倒退去玩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或小资产阶级社会党人的庸俗词句。

我们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常常忘记这一真理。他们还常常忘记，革命中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是随着革命的进步而变化的。革命的任何真正进步都要吸引更广大的群众参加运动，因而就要求更清楚地认识阶级利益，因而就要求更明确地划分各种政治类别即政党类别和更确切地描绘各个不同政党的阶级面貌，因而就要求更要以具体的、明确的、各个阶级的不同的政治经济要求来代替笼统的、抽象的、模糊不清的要求。

例如，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象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一样，不可避免地是在“政治自由”、“人民利益”这种笼统的口号下开始的，而只有在斗争过程中，只有在实际上实现这一“自由”并以一定的内容去充实“民主”这一空洞字眼的时候，群众和各个阶级才会明白这些口号的具体含义。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在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之时，所有的人都为民主而斗争：既有无产阶级，也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还有自由派资产者和自由派地主。只有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只有当革命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以后，才能看出各个阶级对这个“民主”的不同理解。同时，还能看出，不同的阶级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需要它们为了实现同一个“民主”而采取不同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

只有在斗争过程中，只有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才可以看清楚：某一个要求“民主”的阶级或阶层不愿意或不能够象另一个阶级走得那么远，因而在实现“共同的”（所谓共同的）任务的时候，为了确定实现这些任务的方式，例如为了确定自由和民权制度实现的深度、广度和彻底程度，为了确定用什么方式把土地转交给农民等等，各个阶级会展开激烈的斗争。

我们不得不提起这些被人遗忘的真理，是为了向读者说明不久以前两家报纸进行的争论。这两家报纸就是《人民报》和《我们的回声报》，下面就是前者反对后者的一段话：


　　“《我们的回声报》写道：‘居民按党派划分，是革命在第二届杜马选举时期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政治教训和最重要的政治成果，这种划分根据全国范围的事实清楚地表明，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向右转了。’完全正确；但是，各地的‘左派’代表——社会革命党人、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人——的情绪和代表当选证书也‘清楚地表明，在全国范围内’：目前‘群众’在不小程度上都充满着立宪民主党式的‘立宪幻想’；‘群众’对杜马的独立活动都寄予厚望：他们极为关心‘保全’杜马的问题。《我们的回声报》的著作家们却没有注意到这种最重要的现象。他们只注意群众派谁参加杜马，而不注意为什么群众派这些人参加杜马。既然如此，《我们的回声报》是否同意，它让无产阶级忽视‘全民的’任务，也就是让无产阶级不仅同资产阶级‘社会’隔绝，而且同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呢？”



　　这一段话极有教益，意味深长，它暴露了机会主义的三大错误：第一，把代表的情绪同选举的结果对立起来，这就是以代表的情绪来暗中代替人民的情绪，这就是撇开更深刻、更广泛、更带根本性的东西，而看重更渺小、更狭隘、更带随意性的东西 
［注：至于“代表当选证书”，我们完全不同意这个理由。谁会去注意革命的和机会主义的委托书和代表当选证书呢？谁不知道有多少报纸由于发表革命的委托书而被查封呢？］

 。第二，用估计这种或那种“情绪”的问题来代替无产阶级坚定不移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的问题。第三（这也是最主要的），为了“全民革命”这个庸俗民主派的偶像而用同“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的危险来吓唬无产阶级。对于前两个错误，我们尽量谈得简单些。选举触动了群众，它不仅表明了群众的暂时的情绪，而且表明了他们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应该撇开阶级利益（通过选举中的党派组合表现出来的阶级利益）而去看重暂时的情绪。代表的情绪也许是沮丧的，但是群众的经济利益却能激起群众性的斗争。因此，如果估计“情绪”有必要，那是为了确定采取某种行动、步骤或提出某种号召的时机，而决不是为了确定无产阶级的策略。否则就是以看“情绪”行事的无原则做法来代替坚定的无产阶级策略。这里谈的始终是路线问题，而决不是“时机”问题。无产阶级目前恢复了元气还是没有恢复元气（象《人民报》所想象的那样），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对估计行动的“时机”来说的，而不是对确定工人阶级行动的策略路线来说的。

第三个错误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错误：害怕社会民主党或者（也就是）无产阶级会同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这种害怕实在太不应该了。

既然社会革命党、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实际上在追随立宪民主党（这是过去和现在常有的事，从投票选举戈洛文起，直至采取死一般沉默的著名策略等等），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同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因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摇摆反映小资产者的动摇本性，表明革命的发展很艰难，但并不意味着革命已经结束和革命力量已经耗尽（这是我们的看法）。这时，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把自己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任何动摇隔绝开来，也就是教育这些小资产阶级群众走向斗争，帮助他们作好斗争的准备，提高他们的觉悟，加强他们的决心和坚定性等等。或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动摇意味着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完全结束（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虽然社会民主党中的极右分子倾向于这一观点，但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直接而公开地维护这种观点，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时，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也必须把自己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或叛变行为）隔绝开来，以便培养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帮助他们作好更有计划、更加坚定和更加坚决地参加下一次革命的准备。

在这两种情况下，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都绝对必须同充满立宪民主党式的幻想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当执行真正革命阶级的坚定不移的政策，不能因听到关于全民任务、全民革命的任何反动的或庸俗的胡说而不知所措。

可能，在某种力量组合下，在各种不利条件的某种凑合下，绝大多数资产阶级阶层和小资产阶级阶层会暂时变得奴颜婢膝或胆怯。这会是一种“全民性的”胆怯，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一定要把自己同这种习性隔绝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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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5卷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一月军事和战斗代表会议的记录[149]


（1907年5月2日〔15日〕）

《人民杜马报》第20号（今年4月3日）登载了如下一个文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各级党组织一封信：‘最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标题是《军事和战斗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记录》 
［注：中央委员会把标题简化了，原来的标题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代表会议……（1906年11月）》（1907年圣彼得堡版，定价60戈比，序言Ⅳ页＋正文168页）。］

 。为了消除可能发生的各种误解，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就这件事作如下说明：（1）某些军事和战斗组织的代表召开这次代表会议，不但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同意，甚至置中央委员会的坚决反对于不顾，因为中央委员会认为战斗组织搞任何形式的联合都是不能允许的。（2）中央委员会技术组并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关于参加“代表会议”的许可，该组的一个成员却背着中央委员会擅自参加了代表会议，因而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严厉谴责。此外，还应当补充一点：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军事组织也不顾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边疆区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参加了代表会议。’”

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非常气愤，急不可待地在全党面前诽谤这次代表会议，列举一些形式上的缺点来掩盖事情的实质。

我们建议全体党员都来看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和战斗组织的会议记录》这本极有意思的小册子，这样他们自己就会相信中央委员会的气愤和不满是可笑的。至于我们，那么我们认为谈谈——哪怕是简单谈谈——这本书（以及由它引起的“冲突”）还是必要的。

先简单说说中央委员会充满火气的声明中涉及的形式方面的问题。代表会议是不顾中央委员会的反对而召开的，因为中央委员会认为“战斗组织搞任何形式的联合都是不能允许的”。火气不小，只是完全不合逻辑。如果它根本不把代表会议包括在“各种形式的联合”之内，那它就是无的放矢。如果战斗队员的会议（“代表会议”）这样一种“形式的联合”也是不能允许的，那我们就疑惑不解了：既然一些组织是党的组织，既然它们并没有被党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解散，那怎么能禁止这些党组织的代表开会呢？？显然，中央委员会不敢直言不讳地说出它的真正想法（最好完全解散一切战斗组织），因此它的气愤是可笑的。实际上，要做得合乎情理，它就应该从实质上反对代表会议的某些措施或决议，而不是叫嚷“不许召开会议”。这就不由得使人怀疑：是不是他们想用这种叫嚷来阻碍从实质上提出问题呢？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和战斗组织代表会议召开的前后经过。去年秋季，在这个问题上彼得堡军事组织和中央委员会发生了冲突。前者根据“党章规定地方组织有召开代表会议的权利”，筹划召集军事和战斗组织的代表会议 
［注：见中央委员会刊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军队中进行工作的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记录简短摘要》，这是由中央委员会印刷所刊印的13页的通报。］

 。中央委员会反对彼得堡军事组织的主动精神，并且不允许战斗组织参加。结果召开了两个代表会议：（1）只有军事组织参加的十月代表会议，有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参加；（2）既有军事组织又有战斗组织参加的十一月代表会议，没有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参加（虽然中央委员会指派了一个委员参加这次代表会议）。参加十月代表会议的有8个军事组织的代表。参加十一月代表会议的有11个军事组织和8个战斗组织的代表。在这两个代表会议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和其他的党工作人员有发言权。

十月代表会议的决议由中央委员会印成了上述的通报（《简短摘要》），十一月代表会议的决议载《无产者报》第9号，现在又印成了《记录》单行本。我们在文章开头指出中央委员会反对代表会议，就是指十一月代表会议。

当然，召开两个代表会议这一点应当受到指责。在统一的党内这无疑不是一件好事。现在我们撇开形式方面不谈，而提出产生两个代表会议的冲突的实质问题：战斗组织参加代表会议是有利还是有害？十月代表会议的决议写道：“……专门召开军事组织的代表会议来讨论怎样组织军队去参加人民武装斗争的问题，是党的迫切需要。战斗队的代表来参加代表会议，不会给会议的工作成就带来任何好处。”（中央委员会的通报第4页）完了。这就是全部理由。

这些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就算一切最坏的事情战斗队员都有份，但他们参加过以往的一些起义总是事实。单单因为这一点，同他们一起开会就是有利的和必要的。向党揭发他们的有害倾向，在他们出席的代表会议上指明他们的活动具有怎样怎样的性质，是有好处的。无论中央委员会还是参加会议的任何一个代表都可以而且有责任这样做。代表会议的决议无论在哪方面都不能约束任何人，无论对中央委员会还是对地方委员会来说，这些决议都不是绝对必须遵守的。在这种情况下，害怕一起开会简直是可笑。

如果中央委员会现在公开指责代表会议有战斗队员参加而不同样公开地指责这个代表会议的任何一项决议，那就是说，这种代表会议已经推翻了中央委员会的看法！

为了能尽快把话题转到这个代表会议的决议上来，我们拿代表会议关于战斗组织的任务的决议作例子。这项决议写道：“军事和战斗组织代表会议认为，战斗组织的主要任务是：（1）宣传对武装起义思想的正确看法，说明在哪些具体条件下武装起义才能够发生、继续进行和胜利完成，因为甚至在党的工作人员中间，对武装起义也存在着极其模糊和不正确的看法；（2）为顺利地举行武装起义准备一切必要的技术条件；（3）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周围有觉悟的工人骨干组织起来，以便进行积极的行动；（4）为了进行战斗，帮助居民中的革命民主阶层组织起来，同时加强社会民主党对他们的战斗领导。”

这样，战斗组织的主要任务首先是宣传对武装起义的正确看法。关于军事和战斗组织在武装起义中的作用的决议更加鲜明地重申了这个意思：“战斗组织的作用是：在人民群众中宣传对武装起义的正确看法……”

难道我们的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连这样的会议都认为是“不能允许的”？？或者，它之所以急急忙忙拿出一块挡箭牌，打官腔说“任何集体行动甚至集体的会议都是不能允许的”，是为了逃避一个不愉快的责任：在党面前明确说出它认为战斗组织的哪些任务是正确的，哪些任务是不正确的？？

问题就在这里，在孟什维克中间对于战斗组织普遍抱着一种极端伪善的态度：他们不反对利用非党战斗组织的活动的某种“成果”，但对于党的战斗组织，他们却象长舌妇那样散布流言蜚语，以便完全避开如何在群众中宣传对武装起义的正确看法等问题。

在这些流言蜚语中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战斗队员（跟着布尔什维克）过分看重起义的技术。

好极了，先生们！你们责备我们过分看重“技术”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的真相，那你们是否可以看一看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军事代表会议（十月）的决议和布尔什维克军事代表会议（十一月）的决议呢？

关于在军官中的工作问题。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十月）的决议写道：


　　“代表会议认为，在军官中进行革命宣传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不仅因为在和平时期，社会民主党军事革命组织在军官中进行工作，在许多情况下都有助于我们军队中的工作，而且因为在武装起义时期，革命的军官能够成为起义的技术领导者。因此代表会议建议各军事革命组织重视在军官中进行的工作，努力设法使他们变成社会民主党的自觉的支持者。”（中央委员会的通报第13页）



　　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十一月）的决议写道：
　　“鉴于（1）军官的社会阶级成分和军官作为一帮职业军人的利益，迫使他们竭力要保持常备军和保持人民的无权地位，（2）因此，在目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整个军官阶层起着反动的作用，（3）目前一些有反政府情绪的军官集团并没有起积极的作用，（4）然而，个别的军官有可能转到我们党这方面来，这些军官在军队起义和军队转到人民方面的时候，以及在为武装起义进行技术准备的时候，都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专门的军事素养作出很大的贡献，——军事和战斗组织代表会议认为：（一）军事组织不可能在军官中建立独立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二）必须利用目前一些有反政府情绪的军官集团来做情报工作，并吸收个别成员到我们党的军事和战斗组织中来担任指导员和实际领导者。”（《记录》第132页）



　　在孟什维克的决议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军官的阶级成分及其在整个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而在布尔什维克的决议里，首先提出了对这两方面的估计。这是第一点。孟什维克提的是单纯技术，因为证明在军官中工作的“重要性”的全部理由只是：在军官中的工作“能够帮助”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提供房子？给以合法的掩护？），以及能提供技术领导。布尔什维克则把技术放在从属的地位，认为这是“个别军官”的贡献，而首先提出的证明是，工人政党不可能在军官中建立“独立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这是第二点。孟什维克抱着市侩的看法，不敢指出军官和资产阶级的阶级联系，就补充了一个胆怯的结论：“设法使军官变成社会民主党的自觉的支持者”。而布尔什维克公开作出了整个阶层是反动的这一无产阶级的估计，因而得出了果断的结论：利用有反政府情绪的军官“做情报工作”，吸收“个别成员”到我们党的军事和战斗组织中来。这是第三点。试问，既然情况是这样，怎能不把孟什维克所谓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战斗队员过分看重“技术”的说法叫作长舌妇的流言蜚语呢？我们看到，实际上这种说法一方面是用来掩盖孟什维克对军官的看法只重技术的狭隘性，另一方面是用来掩盖纯粹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心理：不敢作出军官具有资产阶级阶级成分的估计；不敢在进行军队工作时承认阶级差别，承认占多数的“士兵”出身于农民和工人，而占极少数的是贵族子弟或通过服兵役而混迹于贵族行列的资产者。

不单是参加小小的十月代表会议的孟什维克分子暴露出对军官抱有这种“单纯技术的”和市侩机会主义的看法。我们看到，我们的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只要回想一下中央委员会著名的致各级组织的第四封信（解散杜马时期）就清楚了。在这封信里，所以坚持“支持杜马”（作为召集立宪会议的权力机关）这个口号，是因为要竭力迎合“中等资产阶级和军官”的利益和觉悟水平。在这封信里，中央委员会甚至谈到，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的胜利只会导致转到人民方面来的军队的军事专政！请看，没有“自由派”的军官，士兵即使同工人代表苏维埃一道也不能建立什么别的东西，而只能建立军事专政！［150］

我们还看到，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普列汉诺夫也对军官持这种市侩看法。在整个1906年，我们看到他拼命指责布尔什维克过分看重起义的技术性任务。而可敬的普列汉诺夫同志本人在这个时期的文章中论述了起义的哪一个方面呢？论述了起义的群众根源吗？论述了农民和无产阶级分子在起义中的作用吗？根本没有。在这个时期，普列汉诺夫同志只是在《日志》［151］第7期（1906年8月）上论述了一个自由派军官的一封信，客气而又客气地“纠正”了这个军官对“士兵”和维特内阁时期的“安定”性等等所持的资产阶级观点。普列汉诺夫同志写道：“我甚至想，只有〈注意这个“只有”！〉军官参加军事组织才能结束〈士兵和水兵的〉暴动，这种暴动只是毫无计划地徒劳无益地消耗革命所需要的力量。”请看，好大的能耐：只有军官参加才能结束暴动！！没有军官就只能“毫无计划地”浪费大老粗的力量。而当布尔什维克战斗队员举行会议，想向社会民主党提个小小的建议，建议把战斗组织的主要任务规定为教群众学军事知识，让他们懂得起义的过程，懂得有计划地进行起义的条件的时候，具有官场习气的孟什维克伪君子们就大喊大叫：这完全是用狭隘的单纯技术的观点来理解“计划性”！战斗队员违反中央委员会的意图举行会议是完全“不能允许的”！

关于这些伪君子谈得不少了。现在回过来谈记录。我们看到那里有一处不是向社会民主党提出“小小的建议”，而是提出一种狂妄的荒谬的空洞计划。这就是伊扎罗夫同志关于党在武装起义中的作用的报告里的一个地方。伊扎罗夫同志在这里的确走到了荒谬的地步，他竟把所有的党组织划分成三大类：军事组织、战斗组织和无产阶级组织！！他甚至“计划”由这三类组织出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军事战斗苏维埃”，等等（见第95页）。显然，我们布尔什维克永远都要同这种“战斗主义”坚决划清界限。无产阶级组织应占绝对统治地位和拥有决定权，所有的军事和战斗组织要完全服从它，这些战斗组织必须完全由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充任骨干（或许甚至要用党员民兵队代替战斗组织），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不容置疑的事情。

如果有人为了派别的目的要把伊扎罗夫同志的狂想奉献给我们，那我们就请这样的“批评家”不要忘记：布尔什维克军事和战斗代表会议并没有跟着伊扎罗夫走极端！对于诽谤我们战斗队员的那些人的最好的驳斥，就是战斗队员自己在代表会议上抛开了伊扎罗夫的空洞计划。为了使他们就社会民主党在武装起义中的作用问题所作的决定不至于被认为是狂妄的规定或命令，他们自己把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代表会议变成了非正式会议（见《无产者报》第9号和《记录》第116页）。就是在非正式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决议中，也根本没有伊扎罗夫那样的空洞计划，而只是说“要保证使无产阶级组织、军事组织和战斗组织取得最紧密的联系和配合”。同时在关于军事组织的任务的决议中特别着重提出“全部工作要服从”“无产阶级组织的政治领导”（《无产者报》第9号和《记录》第137页）。既然布尔什维克战斗队员自己就能够纠正伊扎罗夫的谬论，那就可想而知，中央委员会害怕全党的军事和战斗组织共同举行代表会议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由于篇幅关系，我们不可能同样详细地谈论代表会议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应当指出，这一大本书几乎用了一半篇幅来登载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第10—49页）和关于过去的武装起义的报告（第53—59、64—79页）。这些材料非常宝贵，全体有觉悟的社会民主党工人都会对军事和战斗代表会议率先收集和整理这些材料表示感谢的。还应当提到瓦林同志《关于过去的武装起义》这个报告。这个报告特别着重研究武装起义，认为武装起义是特殊形式的群众运动，是特殊形式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报告特别强调某些阶级之间的斗争极端尖锐化的历史时期是起义的条件。报告研究了各个阶级所起的作用、军队中的运动取决于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起义的政治方面同战斗方面不可分割、“人民群众广泛的民主组织”是革命临时政府的前提等等问题。当然，研究这类问题，比用“无产阶级群众相信突然爆发起义的奇迹”这种立宪民主党人式的说法来写“策略纲领”（见马尔托夫等人的《策略纲领》）要困难些。

最后应当提到关于目前时局的辩论和伊利扬同志的精彩发言。伊利扬同志在1906年11月军事战斗代表会议上说明了对第二届杜马的看法，他的看法为后来的事件光辉地证实了。他说：“容我谈谈杜马。这次杜马的组成情况将完全不同于上一届。革命力量和反动势力双方都会动员起来。农民特别是由于自己的希望没有实现，将会委派比上一次更革命的分子进杜马。无产阶级无疑也会这样做……糟糕的是，有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力图让自由派的某些中间人物充斥杜马。”（《记录》第84页）

在1906年11月，战斗代表会议比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对政治问题作了更正确的估计！

当然，要在一篇报纸论文中把《记录》的内容都介绍出来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热诚地劝告大家研究这份记录，特别是劝告那些能够不用自由派的嘲笑口吻谈论起义问题的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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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152]


（1907年5月）


1

为反对关于中止大会议程问题的辩论的提案而作的发言［153］

（5月1日〔14日〕）

我坚决反对中止辩论。不能用简单的表决来硬性解决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2

在辩论大会议程问题时的发言

（5月2日〔15日〕）

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辩论十分清楚地表明，社会民主党内不同的派别在策略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真难以设想，在这种情况下，竟会有人向我们建议从大会议程上取消所有的具有总原则性质的问题！而且这些人在会上要求取消原则问题的时候，竟荒唐地进行诡辩，说什么他们讲求实际，主张务实！

我提醒大家一下，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问题早就提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面前了。还在1905年初，在革命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即布尔什维克派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54］和同时召开的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155］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孟什维克自己把具有总原则性质的问题列入了他们代表大会的议程。

当时他们自己就讨论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原则，并且就这个问题通过了经过论证的决议。如果现在有人建议取消这类问题，这只能是情绪低落的结果，对于这种情绪应当斗争，而不应当屈服！

他们谈到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说这些党的代表大会都是“务实的”。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德国人在他们的代表大会上不止一次地讨论过比评价我国当前的革命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更抽象、更具有理论性的问题。吸收其他政党的经验，不应当使我们降低到某个过着因循守旧的平庸生活的时期的水平，而应当使我们提高到能提出总的问题和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任务。我们应当学习的是好榜样，而不是坏典型。

有人说：“决不能靠几十票的多数来解决重大的策略问题。”这难道不是诡辩吗？这难道不是从有原则转到无原则的不值一驳的遁词吗？

我们从来不靠表决解决问题。好几年来，我们一直是在解决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我国革命的问题。好几年来，我们一直是在用我国革命的经验来检验我们的理论观点和总的策略决定。而现在竟然有人对我们说，还不到总结党的这项工作的时候！原来，不应当确定策略原则，而应当做事变的尾巴，碰到什么解决什么……

请回想一下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吧。在代表大会上得到胜利的孟什维克撤销了他们关于对时局的估计的决议案，撤销了他们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态度的决议案。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中央委员会没有提出任何原则根据来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结果是中央委员会没有任何政策，瞎撞了一整年，今天拥护立宪会议，明天又拼命鼓吹杜马组阁，后天又提出“支持杜马作为召集立宪会议的权力机关”，后来又宣传全权杜马，后来又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如此等等……你们能把这叫作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吗？（中间派座上和布尔什维克座上发出掌声〉

有人说：“为了党内和平……为了实际工作，我们应该回避总的问题。”这是诡辩。这些问题不能回避，回避这些问题的结果不会是和平，而只能是更盲目的因而是更凶狠更无成效的党内斗争。决不能回避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贯穿在各方面的。大家还记得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吧。他说，既然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那就应当尽快在资产阶级当中找到同盟者。我敢说，这种推论的根据是错误的。我敢说，不弄清楚这些根据，就会使党犯无数不必要的实际错误。

普列汉诺夫在这次讲话中还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是软弱无力的。也许是的，如果认为普列汉诺夫本人的作品是软弱无力的话！（布尔什维克座上发出掌声。）我倒是认为，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恰恰表现在，从第一次真正的全党代表大会进行讨论时起，他们就想取消关于我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原则的总的问题。我们应当做的不是取消理论问题，而是把我们党的全部工作提到从理论上阐明工人政党的任务的高度。（布尔什维克鼓掌）


3

赞成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的发言［156］

（5月2日〔15日〕）

我和拉脱维亚代表团的一位代表坚持保留那种至今一直采用的投票表决的方式。这种表决最民主，节省时间，明确。根本无法舞弊。提议唱名表决的人想的只是拖延记名表决的时间，从而使记名表决无法采用。


4

以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身分所作的发言

（5月3日〔16日〕）（1）



我建议向为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提供方便的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代表们表示感谢。（鼓掌）

（2）

我建议讨论如何安排下列各项议题的程序：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杜马党团工作报告；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

关于其他一些问题，所有派别的代表一致决定作如下安排：

（5）工人代表大会；（6）工会和党；（7）游击行动；（8）失业、危机和同盟歇业；（9）组织问题；（10）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1）军队中的工作；（12）其他。


5

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发言

（5月4日〔17日〕）

我本想专门谈谈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但是听了上面阿布拉莫维奇同志的发言，我不得不简略地谈一下他的意见。当阿布拉莫维奇同志说到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遭到围攻”的时候，我心里想：“可怜的孟什维克呀！他们又受围攻了。不仅在他们处于少数的时候，而且在他们处于多数的时候，他们都‘遭到围攻’！”

有没有由孟什维克政策的性质本身产生的内在原因使得孟什维克总是抱怨无产阶级政党围攻他们呢？

说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遭到围攻，阿布拉莫维奇同志举出了哪些事实呢？三件事实：为召开紧急代表大会而进行的宣传鼓动，军事和战斗组织的代表会议，最后，象阿布拉莫维奇同志所说的，“其他组织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这三件事实。

要求召开紧急代表大会的宣传鼓动，是在已经看清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完全违背党内多数人的意志的情况下广泛展开的。我提醒一下，这是在中央委员会提出支持责任内阁的口号以后。这时候，崩得还没有参加我们的党，但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都已参加了。而他们都是坚决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政策的。这就是说，事实十分明显，当时中央委员会同党内大多数已发生了分歧。究竟是谁围攻谁：是要求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作报告的党内多数人围攻党的中央委员会呢？还是走上反党道路的中央委员会围攻党？请你们回想一下，普列汉诺夫当时猖狂到了什么地步。中央委员会正式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转载了他的一封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信。在这封信中，普列汉诺夫谈到召开代表大会的呼吁时，竟猜疑宣传鼓动的动机，并斥责是浪费工人的钱财！请大家想一想：普列汉诺夫竟敢拿这些玩意来反对要求举行代表大会的党内多数，他这样做对吗？

我只想指出一点：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一月全国代表会议作了决定之后，要求召开紧急代表大会的宣传鼓动就停止了。

第二件事实：军事和战斗组织的代表会议。代表会议有两个，这当然是令人痛心的事；但是认为这就是对中央委员会的“围攻”，那就令人奇怪了。如果说明一下未经中央委员会同意而召开的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有哪些地方不好，是不是比只抱怨遭到围攻更好呢？请大家注意，在这两个代表会议上，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都有代表参加，这就是说，党内任何一个派别都没有让自己这一派别只和某一个代表会议发生关系。而1906年11月发表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和战斗组织代表会议的决议直到现在都没有遭到严重的批评。

第三件事实：“其他组织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这种问题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是指在选举期间孟什维克在中央委员会的帮助下制造的彼得堡组织的分裂吗？但是在这一点上要说中央委员会遭到围攻，那简直太可笑了。

现在来谈谈问题的政治方面。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考察中央委员会如何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如何运用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策略。

中央委员会给党规定的第一个口号是支持“杜马”组阁即组织“责任”内阁的要求。马尔托夫同志在这里对我们说，这个口号是为了扩大和加深杜马同政府之间的冲突而提出来的。

是这样吗？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做才是扩大和加深这个冲突呢？当然是应该指出引起冲突的那些斗争和摩擦的真正场所，即指出阶级斗争的场所，而在目前情况下就是指出人民同旧政权之间斗争的场所。为了扩大和加深杜马内的冲突，必须自己弄明白并且向人民说清楚，杜马内的冲突只是很不充分地而且是歪曲地反映了人民同旧政权的冲突，杜马内的斗争是杜马外的革命斗争的微弱的反映。为了扩大和加深冲突，必须提高政治认识和政治要求，不是围绕杜马提出口号，而是围绕总的革命斗争提出口号。而中央委员会的做法恰好相反，它把推进革命斗争的口号缓和和缩小成杜马组阁这一口号。它不号召人民为政权而斗争（虽然由于事变的整个客观发展，这个斗争已经产生了），而号召人民为自由派同政权勾结而斗争。当议会外的革命斗争事实上由于客观条件已经在进行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却有意无意地号召党采取走“和平的”议会道路的口号。实际上，过去根本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比较重大的要求组织“责任内阁”的社会运动。连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杜马（第一届杜马）党团也没有接受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口号。（马尔托夫说：“不对！”）不，对的，马尔托夫同志，只要查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第一届杜马的速记记录，就可以看到我的话是对的。

不管中央委员会的愿望和动机怎样，中央委员会的口号实际上迁就了自由派的政策。而这种迁就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因为自由派的政策反映的不是当时实际的社会运动，而是阻止革命的幻想（虽然革命根本没有被阻止住）。事件的进程表明，要求支持组织“责任内阁”这件事情本身，不过是一种手法拙劣的阴谋而已。

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个口号是七月罢工［157］时期提出的。那次行动遭到失败不能怪中央委员会。不但不能怪，而且应该表扬这个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因为它当时总还是愿意革命的。中央委员会呆在彼得堡，不知道全俄国无产阶级的情绪，这不是中央委员会的过错。我们当时相信起义并且期待着起义，这也不能说是错误。起义实际上是发生了，而我们给起义预先提出的口号、预先规定的政策，才是决定这次起义成败的因素之一。

我认为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在于：它力图把已经发展成起义的革命斗争限制在非革命的或半革命的口号的框子里。这一点表现在中央委员会的“局部性的群众行动”这个口号上，尤其表现在“支持杜马作为召集立宪会议的权力机关”这个口号上。提出这种没有生命力的口号，意味着让无产阶级的政策去迁就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然而事件又一次表明，这种尝试完全是枉费心机，根本办不到。我们这里常常有人埋怨诉苦，说工人政党软弱无力。而我要说，正由于你们缓和自己的口号，你们才是软弱无力的！（布尔什维克席上鼓掌）

现在接着讲下去。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在第二届杜马选举时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马尔托夫在他宣读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回避了这个问题，满不在乎地打着官腔说，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认为结成联盟是可以容许的，只要严格地按照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去做，结成联盟是可以容许的！（笑声）如果中央委员会在政治工作报告中不是讲决议在形式上怎样合法，而是讲实际生活怎样从实质上检验这种政策的正确性，这总还是应该的吧。我们布尔什维克始终认为：臭名昭彰的黑帮危险实际上不过是自由派用来防范从左边来的危险的盾牌；如果我们的政策把害怕黑帮危险作为出发点，那实际上就上了自由派的圈套。选举的结果证明我们是对的。在许多城市中，选票的统计数字驳倒了自由派和孟什维克的谎言。（喊声：“那基辅、波兰、维尔纳呢？”）我没有时间来谈个别的地方，我要说的是总的政治结果。统计学家斯米尔诺夫根据22个城市的情况计算，左派联盟得41000票，立宪民主党得74000票，十月党得34500票，君主派得17000票。而根据另外16个城市的情况来看，在72000张选票中，反对党得到的票数占58．7％，反动派得到的票数占21％。选举揭示出黑帮危险是虚构的，而以所谓例外为借口“容许”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政策原来是一种使无产阶级依赖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

因此，我要向大家指出，不要忽视理论上的争论，不要把意见分歧看成是哪个派别制造出来的东西而加以鄙弃。我们的一些旧的争论，我们在理论上特别是在策略上的分歧，在革命进程中常常变成最直接的实际问题上的分歧。不解决那些老问题，不解决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以及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的相互关系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在实际政策中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实际生活不是抹杀分歧，反而使分歧更尖锐，更厉害。象普列汉诺夫这样著名的一些孟什维克在同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政策上搞到如此荒谬的地步，并不是偶然的。普列汉诺夫提出臭名远扬的“全权杜马”的主张，也就是鼓吹既适合于无产阶级又适合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共同口号。普列汉诺夫只是比别人更突出更露骨地反映了整个孟什维克政策的实质和基本倾向：以迁就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来代替工人阶级的独立的路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破产，首先而且主要就是这种机会主义政策的破产。（一部分中间派和布尔什维克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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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杜马党团工作报告的发言

（5月8日〔21日〕）

我想把辩论重新转到如何从原则上评价杜马党团的政策这个问题上来。策列铁里同志说：“我们有过错误，但是不曾有过动摇。”我想，责备年轻的、刚开始活动的杜马党团犯了错误，那是完全不正确的。但问题的实质正在于，党团在政策上无疑有过动摇。为了教育整个无产阶级政党而不是为了责备几个人，我们应当坦率地承认这种动摇，并给自己提出克服这种动摇的任务。

策列铁里同志引证欧洲的历史。他说，1848年不仅教我们懂得争取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而且教我们懂得，不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某种联盟，就无法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策列铁里同志的这个结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恰恰相反，无论1848年的革命还是以后的历史经验教给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恰恰是另一种东西，即资产阶级民主派愈来愈反对无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把争取自由的斗争进行到底。1848年教导我们的不是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而是必须使人民群众中最落后的阶层摆脱根本不能为民主而斗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策列铁里同志用伯恩施坦主义的精神来引证1848年的经验，正好暴露出修正主义并不象普列汉诺夫毫无根据地所说的那样在我们党内是软弱无力的。

策列铁里同志关于粮食工作委员会的声明，也很能说明他的根本立场的动摇。策列铁里说，我们没有充分强调我们关于就地调查的建议的合法性。我们满足于一般的讨论，错过了机会，没有把我们方案的合法性作为论据来说服别人。下一次我们要改正这个错误。

这样提问题，就非常明显地反映出我们党团的立场完全是动摇的。真是难以设想，有人居然为他们没有充分论证合法性而感到痛心！问题根本不在于说明理由和强调合法性，不在于“说服”立宪民主党人或其他什么人，这难道他们不知道吗？政府实质上不可能允许而且也不会允许就地调查，认为（而且是正确地认为）这样做就是诉诸群众，这难道他们不明白吗？

无论你怎样强调合法性，问题的本质并不会因此而改变。策列铁里不朝下看，不去开导人民群众，向他们说明真相，而是朝上看，希望说服自由派，用合法性来争取……这是地道的资产阶级议会主义。而这种渺小的、可怜的、贫乏的政客伎俩不会得到什么结果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很清楚，无论孟什维克或立宪民主党怎样利用议会玩弄诡计，都不可能使斯托雷平放弃他的政策。抛开了群众，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企图通过以合法方式说服斯托雷平之流和立宪民主党人而得到好处，那是无聊的知识分子的无聊幻想。

我认为，同民族民主党人谈判也是同样无聊的机会主义做法。引证倍倍尔的话来为这种做法辩护是无济于事的。他说，倍倍尔说过：如果工作需要，即使是魔鬼的老祖母，也要同她打交道。同志们，倍倍尔说得对，如果工作需要，当然也可以同魔鬼的老祖母打交道。但是，哪一项工作需要你们同民族民主党人打交道呢？没有哪一项工作有这个需要。这样做一点好处也没有。可见，倍倍尔的话说得很好，而你们的理解却很糟。［158］

投靠民族民主党人也好，投戈洛文的票也好，企图抛弃没收的主张也好，这一切都是同一条错误路线的几个部分，这一切都不是没有经验的表现，而正是政治上动摇的表现。从这个观点来看，邀请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也不是一件小事情。在这里，有人对我们说，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没有出席，他没有出席是不能对他加入党一事进行谴责的。这就好象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在彼得堡代表会议上他们对我们说，等到开代表大会再谈吧，不开代表大会问题弄不清楚。而现在在代表大会上他们又说，没有普罗柯波维奇出席不行，等以后把问题转给彼得堡组织吧。这是诡辩。

普罗柯波维奇是个著作家，他的作品是众所周知的。普罗柯波维奇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抱着某种机会主义的目的钻到我们党内来的。他加入铁路区党组织显然是对我们的嘲弄。这是用来掩护杜马工作的幌子。而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过错就在于让他利用了这种幌子。我们的杜马党团的过错就在于，它帮助了那些不在党内工作、从根本上敌视党、为《同志报》撰稿的自由派著作家踏着杜马的阶梯进入我们党里来。

切列万宁在这里为杜马党团的政策辩护，他说，就算立宪民主党人现在落后了，现在反动了。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要把问题看死了。立宪民主党人在革命低潮时期表现不好，他们在高潮时期可能还有用处，那时他们会迅速地向左转。

这是孟什维克惯用的说法，只不过说得格外露骨罢了。因此这种说法是骗人也就更加明显。就拿革命的两大路标即1905年10月这个最大的高潮和1907年春天这个最大的低潮来说吧。立宪民主党人在1905年配当民主派吗？不配。孟什维克自己在《开端报》上都承认这一点。维特是交易所的代理人，司徒卢威是维特的代理人，孟什维克当时就是这样写的，而且也写得对。那时，孟什维克同意我们的意见，认为我们不应当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而应当揭露他们，使他们在民主派中间威信扫地。

现在，1907年春天，你们也开始同意我们的意见，认为立宪民主党人是不中用的民主派。可见，不论在高潮时期或低潮时期，立宪民主党人都没有可取之处。而在这两个时期之间的那个时期，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会称之为动摇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发生动摇，转而采取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们妄想“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结果只是给工人政党带来了害处，终于看到自己错了。

简单地谈谈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代表“中间派”说话，他反映了崩得的观点。他攻击我们提出了“难以接受”的决议案。他公然用分裂，用杜马党团要退出大会来威胁我们，说什么我们的决议案使杜马党团受到了侮辱。我特别强调这几句话。我吁请你们把我们的决议案仔细再看一遍。

要求冷静地承认错误，还没有加以任何严厉的指责，就认为是一种侮辱，就谈到要分裂，这岂不是怪事？？这岂不是表明我们党有害怕承认错误、害怕批评杜马党团的毛病？

居然能够这样提出问题，单是这一点就说明我们党内有某种非党的东西存在。这种非党的东西就表现在杜马党团同党的关系上。杜马党团应当有更强的党性，应当同党有更密切的联系，应当更加服从整个无产阶级的工作。如果能够这样做，就不会叫喊受了侮辱和以分裂来威胁了。

当托洛茨基说什么我们的难以接受的决议案有碍于我们的正确思想的贯彻的时候，我曾对他叫道：“拿出您的决议案来吧！”托洛茨基回答说：不，你们先得撤销自己的决议案。

你看，采取“中间派”的立场很不坏吧！那样做，可以为我们的（托洛茨基所认为的）错误（“不灵活”）而处罚全党，不让党“灵活地”叙述同一些原则！地方上的同志们会质问我们：为什么你们没有贯彻自己的决议案？因为中间派生这个决议案的气，而一生气，他们就不肯说明自己的原则！！（布尔什维克和一部分中间派鼓掌）这不是有原则的立场，而是中间派无原则的表现。

我们是带着全党早就知道的两条策略路线来参加代表大会的。对于工人政党来说，掩饰分歧和隐瞒分歧是不明智的，不体面的。我们要把两种观点更清楚地加以对比。我们要表明这两种观点在我们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上是怎样应用的。我们要对党的经验作出明确的总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到我们的责任，结束无产阶级政策上的动摇。（布尔什维克和一部分中间派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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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事实的说明

（5月10日〔23日〕）

马尔托夫同志引证我同《人道报》编辑的谈话（编辑的署名是艾蒂安·阿韦纳尔） 
［注：见本卷第10—16页。——编者注］

 ，有些地方讲得不对。

在谈话中我提到，中央委员会（当然是中央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委员）同立宪民主党人暗中秘密串通。现在，我的这番谈话已经由代表大会上的辩论证实了。在代表大会上已经弄清楚，早在1906年11月，唐恩就私下同米留可夫、纳波柯夫以及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的首领举行“茶话会”。这件事，唐恩认为既没有必要报告中央委员会，也没有必要报告彼得堡委员会。

同立宪民主党人会见，既不呈报中央委员会，也不呈报彼得堡委员会，这就是同立宪民主党人暗中秘密串通。

在谈话中还指出，孟什维克并没有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卑鄙建议：把工人的席位交给孟什维克来换取孟什维克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帮助。马尔托夫同志证明说，孟什维克在口头上反对过这个建议。我根据事实声明，孟什维克的行动与他们口头上的反对有矛盾：（1）在口头上，孟什维克答应把全部席位都交给工人选民团。实际上，当全体工人初选人通过自己的集会号召孟什维克（以220—230票对10—20票的多数）不要“暗中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时，孟什维克却拒绝服从；（2）在1月25日以后，即在左派联盟成立以后，孟什维克在报刊上提出了支持左派联盟的条件：让孟什维克复选人在第二级选举中有行动的自由。这个条件在客观上只能有一个意思，就是在第二级选举中决心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人。


　　尼·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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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159］

（5月11日〔24日〕）

主席团说明，撤销昨天的决定是不可以的，——这样说是正确的。（喊声：“当然！”）要撤销这个决定，得由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一项决定，允许把这项建议提付表决。在目前情况下，谁也没有建议撤销昨天的决定。这个决定仍然有效。是否可以以后再讨论呢？阿布拉莫维奇忽略了一个最本质的因素，即关于以后再讨论的问题是由于昨天表决了指示问题后产生的新情况（拉脱维亚代表提出的理由）引起的。这个新理由是阿布拉莫维奇没有估计到的。因此，维尔涅尔的建议是合乎会议规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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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报告

（5月12日〔25日〕）

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是早已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分成两个阵营的那些原则分歧的中心点。还在革命刚取得一些巨大成就以前，甚至在革命以前（如果可以把1905年上半年说成革命以前的话），对这个问题就已经有两种定型的看法。争论关系到对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内的两派都同意。但它们对这一范畴的理解以及对由这一范畴得出的具体政治结论在看法上是有分歧的。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这一派对这个概念的解释是这样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是这一革命的主要动力，而无产阶级只能处于“极端反对派”的地位。无产阶级不能担负独立进行这场革命的任务，不能领导这场革命。1905年进行的关于临时政府的争论（确切些说，关于社会民主党是否参加临时政府的争论），特别鲜明地反映了这些分歧。孟什维克之所以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可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首先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动力或领袖。在得到新《火星报》赞许的高加索孟什维克的决议（1905年）［160］中，这种观点表现得十分露骨。这个决议公然指出，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政府，会吓跑资产阶级，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这里显然是认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能够也不应当比资产阶级走得更远。

布尔什维克持相反的观点。他们坚决认为，我国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看，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说，俄国目前发生的这场变革的任务没有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即使目前的革命取得了最彻底的胜利，即建立了最民主的共和国，由农民没收了地主的全部土地，也丝毫没有触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或土地私人经营制，不管谁是法律上的土地占有者）和商品经济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其中的主要矛盾——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愈来愈尖锐和深刻，发展得愈来愈广泛和单纯了。

这一切对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当是完全没有争论的。但是，决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动力或领袖。得出这种结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就是不懂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问题在于，我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单独的阶级并且联合成一个独立的阶级组织的时候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利用一切民主成果，利用各种各样的自由，以便加强自己的阶级组织来对付资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必然力图磨平革命的锐角，不让革命进行到底，不让无产阶级能够充分自由地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迫使资产阶级力求保存旧政权的某些工具和机构，以便用这些工具来对付无产阶级。

因此，在最好的情况下，即在革命达到最大的高潮的时期，资产阶级也仍然是动摇于革命和反动之间的成分（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由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决定的）。可见，资产阶级不可能是我国革命的领袖。

这场革命最大的特点是：土地问题非常突出。土地问题在俄国比在相应条件下的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尖锐得多。1861年实行的所谓农民改革是极不彻底和极不民主的，并没有动摇农奴主－地主统治的庞大基础。所以，土地问题，即农民争取土地反对地主的斗争，是目前这场革命的一块试金石。这种争取土地的斗争必然推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民主革命，因为只有民主制才能给他们土地，才能使他们成为国家的主人。彻底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是农民取得胜利的条件。

从社会力量的这种对比中必然得出一个结论：资产阶级既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也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使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但是，也只有在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大部分农民进行斗争的条件下，才能取得这样的胜利。俄国当前的革命要能取得胜利，只有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早在1905年初，我指的是1905年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提法，它已经被俄国革命的各个重大阶段上的事件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理论结论在实践中、在革命斗争的进程中得到了证实。在1905年10月革命达到最大的高潮的时期，无产阶级走在最前列，资产阶级动摇犹豫，农民则捣毁了地主的庄园。参加萌芽状态的革命政权机关（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等等）的主要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其次是起义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在第一届杜马时期，农民中很快就产生了比自由派（立宪民主党）更左倾即更革命的民主的“劳动团”。在选举第二届杜马时，农民直接打败了自由派。无产阶级走在前面，农民比较坚决地跟随无产阶级前进，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动摇的自由派。

现在来谈谈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我所说的观点上的差异充分表现在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和孟什维克的决议案的对立上。布尔什维克草案的基点是说明几大类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内容。我们早在提交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就是这样做的。当时我们已经指出资产阶级政党有三大类，即十月党、自由派和农民民主派（当时这个派别还没有完全形成，“劳动派”这个名词在俄国政治词汇中还不存在）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08—210页。——编者注］

 。我们现在的决议案保存了这个特点。这个决议案不过是变相的斯德哥尔摩决议案。事件的进程充分证明斯德哥尔摩决议案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因此，只要根据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经验稍稍变动一下就可以了。

孟什维克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既没有分析政党的类型，也没有分析各个政党的阶级内容。决议案软弱无力地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在俄国还只是刚刚形成，因此还没有具备稳定政党的性质”，“在俄国目前的历史阶段，还没有哪一个政党现在就已经同时兼有彻底的民主主义和革命性”。难道这不是软弱无力的言论吗？难道这不是回避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吗？离开了无产阶级，永远不可能有政党的充分的稳定性，正象永远不可能有“彻底的”民主主义一样。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揭示登上历史舞台的各个政党的阶级根源。我们的决议案表明，这个工作是可以完成的。我已经根据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例子说明，决议案指出的政党的三种类型在整整一年的革命过程中是相当“稳定的”。

孟什维克的观点是不稳定的。他们现在的决议案甚至比他们去年的草案又倒退了一大步。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人民杜马报》第12号（1907年3月24日）登载的这个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的论据部分指出：第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有“一系列共同的任务”；第二，无产阶级必须“把自己的行动同其他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行动配合起来”；第三，在农民占多数而城市民主派软弱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运动来推动”“本国的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第四，“在资产阶级政党目前这样的组合情况下，国家的民主运动还没有得到完备的表现”，在一极上它反映了城市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和不准备进行斗争，而在另一极上则反映了农民的“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和土地空想这两种幻想”。论据部分就是这样。现在再看看结论。第一个结论是，无产阶级在实行独立政策的时候，既应当同一些人的机会主义和立宪幻想作斗争，也应当同另一些人的革命幻想和反动的经济方案作斗争。第二个结论是，必须“把自己的行动同这些政党的行动配合起来”。

凡是希望确定工人政党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给自己提出的问题，这个决议案连一个也没有回答。这些共同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首先必须确定各个政党的阶级性质。然后应该弄清楚各个阶级在目前革命中基本的相互关系，就是说，这些阶级同革命的继续或发展有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其次，应该从一般地分析阶级进而分析各个政党或各个政党集团现在所起的作用。最后，应该具体指出工人政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

孟什维克的决议案根本没有说明这些问题。这是一种敷衍态度，它笼统地说什么无产阶级政策应该同资产阶级政策“配合”。究竟怎样“配合”，同哪些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配合，这方面却一字不提。这是一个关于政党但又不谈政党的决议案。这是一个又要确定我们对各个不同的政党的态度，又丝毫没有确定我们的态度的决议案。决不能遵照这样的决议案行事，因为这个决议案有极大的伸缩性，可以随便用什么方式和拿什么东西去“配合”。这样的决议案谁也约束不了；它是名副其实的“自由派的”决议案。对它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但是它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气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这里被遗忘得干干净净，以至任何一个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都可以在这个决议案上签字。请看这个决议案的一些要点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共同任务”……难道所有的自由派报刊不也在这样叫喊吗？……必须“配合”——这正是立宪民主党人所要求的……既同右面的机会主义又同左面的革命主义作斗争，——这正是想要置身于劳动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最喜欢用的说法！这不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独立而自主的工人政党的立场，这是希望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占据“中间派”地位的自由派的立场！

请大家从实质上来考察一下孟什维克的论点：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运动来“推动”“本国的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这对不对呢？完全不对。请大家回想一下我国革命的一些重大事件吧。大家可以看看布里根杜马。沙皇号召人民走合法的道路，号召接受他的（沙皇的）筹组第一届人民代表机关的条件。无产阶级的回答是坚决拒绝。无产阶级号召人民扫除这种机关，不让它成立。无产阶级号召一切革命阶级为争取最好的筹组人民代表机关的条件而斗争。这丝毫不是预先确定不去利用最坏的机关，如果不管我们怎样努力，这种机关实际上还是产生的话。这是反对实现最坏的筹组人民代表机关的条件的斗争。有些人在评价抵制的时候，总是犯逻辑错误和历史性错误，把在某种机关范围内进行的斗争同反对这种机关的实现的斗争混为一谈。

自由派资产阶级怎样回答无产阶级的号召呢？他们异口同声地大叫反对抵制。他们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自由派教授们叫学生好好学习，不要罢课。资产阶级就是以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来回答无产阶级关于进行斗争的号召的。这两个阶级甚至在民主革命中的对抗，那时就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现出来了。资产阶级想缩小无产阶级斗争的规模，不让无产阶级越出成立布里根杜马这个范围。

自由派的科学泰斗维诺格拉多夫教授那时就这样写道：如果我国革命走1848—1849年的道路，那会是俄国的幸事，如果我国革命走1789—1793年革命的道路，那会是俄国的不幸。这位“民主派”竟把革命夭折、起义失败称为幸事！如果我国革命象1793年法国革命那样无情地镇压自己的敌人，那么，照“自由派”的意见，就得叫普鲁士的骑兵来恢复秩序了。孟什维克说，我国资产阶级“不准备进行斗争”。而事实上资产阶级那时就已经准备进行斗争，他们准备进行的正是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反对革命取得“过大的”胜利的斗争。

我们再往下看。就拿1905年10—12月来说吧。在我国革命达到最大的高潮的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曾表明它“准备进行斗争”来反对无产阶级，这是用不着证明的。这一点是当时的孟什维克报刊完全承认的。资产阶级，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拼命给革命抹黑，把革命说成是盲目的疯狂的无政府行动。资产阶级不仅不支持人民建立的起义机关——所有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等等，反而害怕这些机关，反对这些机关。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司徒卢威当时怎样把这些机关称为下流场所。资产阶级认为这些机关的建立表明革命走得太远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想把人民的革命斗争劲头引到警察控制的立宪反动制度的狭窄轨道上去。

关于自由派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所作所为，就不必多讲了。孟什维克也承认，在第一届杜马内，立宪民主党人干扰社会民主党人和一部分劳动派分子实行的革命政策，阻挠他们的活动。而在第二届杜马内，立宪民主党人公然附和黑帮，公然支持政府。

现在说什么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运动来“推动本国的整个资产阶级民派”，这等于是嘲弄事实。现在对我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不置一词，就是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完全忘记了阶级斗争的观点。

孟什维克在他们的决议案中谈到城市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他们使用这个奇怪的术语却违背他们的本意而泄露了天机。我们在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常常可以看到现实主义这个词的特殊含义。例如，普列汉诺夫的《现代生活》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现实主义”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浪漫主义”对立起来。孟什维克决议案中提到的现实主义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原来，这个决议案是在赞扬资产阶级温和谨慎！

孟什维克关于资产阶级讲“现实主义”、关于资产阶级“不准备”进行斗争的论断，加上他们的策略纲领上关于社会民主党对自由派采取“片面的敌对的态度”的公开声明，只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一切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就是用依赖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偷换工人政党的独立政策。孟什维主义的这种实质不是我们臆造出来的，不是单纯从他们的理论见解中引伸出来的，这种实质表现在一年来他们为贯彻自己的政策而采取的一切重大措施上。请看看“责任内阁”、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投戈洛文的票等等例子吧，实际上这正是一种依赖自由派的政策。

关于农民民主派，孟什维克说了什么呢？决议案把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和农民的“土地空想”相提并论，把它们看作具有同等意义的东西或者至少是完全同类的东西。孟什维克说，必须同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作斗争，同样也必须同农民的空想主义、“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作斗争。这是典型的孟什维主义论调。有必要来谈谈这种论调，因为它是根本错误的。根据这种论调，在实际政策中必然会得出一系列错误的结论。这里表面上看来是批评农民的空想，而实际上是不懂得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推动农民取得彻底胜利的任务。

的确，大家可以仔细研究一下农民的土地空想在目前革命中的意义。农民的主要空想是什么呢？无疑是平均制思想，是他们相信消灭土地私有制和平均分配土地（或使用土地）就能够消除贫困、失业和剥削的根源。

毫无疑问，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空想，这是小资产者的空想。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反动的偏见，因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不是小业主的平等，而是公有化的大生产。但是请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评价的不是农民的理想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意义，而是农民的理想在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意义。在目前革命中，把全部土地从地主那里夺过来，分给或平均分给农民，难道这是空想，是反动？！不！这不仅不是反动，恰恰相反，它最坚决最彻底地表达了完全消灭整个旧制度和全部农奴制残余的愿望。如果认为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可以保持住“平均制”，甚至认为“平均制”可以成为半社会主义的开端，这种想法才是空想。而农民希望立即把土地从地主那里夺过来，加以平分，这不是空想，而是革命，而且是从革命这个词的最严格最科学的含义上说的。夺取土地并分配土地，会给资本主义最迅速、最广泛、最自由的发展奠定基础。

从客观上看，即不是从我们的愿望出发，而是从俄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恰恰在于，革命要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农民对地主的彻底胜利呢，还是通过地主对农民的胜利。俄国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民主变革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力量可以阻挡它。但是这种变革可能有两种形式：要么是普鲁士式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要么是美国式的。这就是说，地主可能取得胜利，强迫农民赎买或接受其他微不足道的让步，同一小撮富人勾结起来，使群众彻底破产，把自己的经济变为容克式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变革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变革，但对农民是最不利的，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来看是最不利的。相反，农民起义取得彻底胜利，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把土地平分给农民，就意味着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变革时对农民最有利的一种形式。

而且这不单单对农民更为有利，就是对无产阶级也是更为有利的。觉悟的无产阶级知道，除了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变革，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另外的道路通向社会主义。

这就是说，这场变革进行得愈不充分和愈不彻底，那么愈长久和愈沉重地压在无产阶级肩上的就不是社会主义任务，不是纯属本阶级的即无产阶级的任务，而是一般的民主任务。农民的胜利愈彻底，那么无产阶级就会愈迅速地最终作为一个阶级分离出来，就会愈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纯粹社会主义的任务和目的。

从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农民的平均制思想，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是反动的和空想的，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角度来看则是革命的。因此，把自由派在目前革命中的反动性和农民在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时的反动空想主义相提并论，那就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逻辑错误和历史错误。自由派力图把目前的革命加以阉割，把它变成赎买、立宪君主制、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等等，农民则企图把他们立即打垮地主、夺取全部土地、分配全部土地的愿望反动地用空想加以理想化。如果把这两者混为一谈，那就不仅完全背弃了无产阶级的观点，而且甚至背弃了彻底的革命民主派的观点。如果决议案中写什么要在目前革命中同自由派的机会主义和农民的革命主义作斗争，这个决议案就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决议案。写这个决议案的人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阵营中处于自由派和农民之间的知识分子。

我在这里不能十分详细地评论孟什维克的著名策略纲领及其臭名远扬的反对“无产阶级对自由主义采取片面的敌对的态度”的口号。这种口号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和非无产阶级性质是一目了然的。

最后，我要谈一谈一种常见的对我们提出的所谓异议。有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劳动派常常同立宪民主党一起来反对我们。确实是这样。但是这不是对我们的观点和我们的决议案提出的异议，因为我们是十分肯定和十分坚决地承认这一点的。

劳动派显然不是十分彻底的民主派。劳动派（包括社会革命党在内）显然动摇于自由派和革命无产阶级之间。我们指出了这一点，也应当指出这一点。这种动摇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这种动摇是由于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的实质而必然产生的。一方面，小生产者受压迫，受剥削，他不由自主地要反对这种状况，争取民主，赞成消灭剥削的主张。另一方面，他是小业主。农民身上存在着业主（如果不是今天的业主，那也是明天的业主）的本能。这种业主的私有者的本能促使农民脱离无产阶级，使农民幻想和渴望出人头地，自己成为资产者，固守着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固守着自己的一堆粪便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12页。——编者注］

 （如马克思愤慨地说过的）而和整个社会对立。

农民和农民民主派政党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社会民主党一点也不要为难，不要怕同这种动摇划清界限。每当劳动派表现出畏缩和追随自由派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毫无顾忌地、十分坚决地反对劳动派，揭露和谴责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

我国革命正处在困难时期，需要有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政党那种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才能顶住怀疑、消极、冷淡和不愿意斗争的情绪。小资产阶级往往而且必然最容易受这种情绪的影响，最容易表现出没有气节，最容易背弃革命道路，最容易叫苦和后悔。凡是遇到这种情况，工人政党都要同动摇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划清界限。凡是遇到这种情况，都应当善于利用哪怕是杜马讲坛来公开揭露不坚定的民主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在杜马中发言：“农民们！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代表背叛了你们，当了自由派地主的尾巴。你们的杜马代表把农民事业出卖给自由派的空谈家和辩护士了。”要让农民知道，我们也应该用事实向他们证明，不仅在捍卫社会主义的利益方面，而且在捍卫民主的利益方面，不仅在捍卫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方面，而且在捍卫反对农奴制剥削的全体农民群众的利益方面，都只有工人政党才是真正可靠的，始终如一的。

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实行这种政策，我们就可以从我国革命中给无产阶级的阶级发展事业发掘出大量的财富，——不管命运会怎样摆布我们，不管革命会遭到怎样的挫折（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不管怎样，我们都将发掘出这样的财富。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一定会向整个工人阶级提供极丰富的思想、极明确的认识和极坚定的斗争性，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从社会民主党那里夺走这一切。即使革命遭到了失败，无产阶级也可以首先学会了解自由派政党和民主派政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其次学会仇恨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蔑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

有着这样丰富的知识和这样的思想素养的无产阶级，将来一定会更加齐心、更加勇敢地去进行新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和中间派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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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报告所作的总结发言

（5月14日〔27日〕）

我从这里触及到的波兰代表团的立场问题谈起。人们（特别是崩得分子）责备波兰同志，说他们前后不一致，居然同意了我们的决议案，而他们在委员会里亲口说过我们的决议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人们能够这样责难是由于玩弄了一个很简单的手法：回避了代表大会面临的有关这项议程的那些问题的实质。凡是不想回避问题的这种实质的人都很容易看出，我们布尔什维克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上，过去和现在都始终是同波兰同志们的意见一致的。第一，我们一致认为，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任务，无产阶级在同其他一切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党（不管它们的革命性如何，不管它们保卫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共和国）发生关系时，绝对必须保持阶级独立性。第二，我们一致承认，工人政党有权利和有义务领导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包括农民政党在内）不仅同专制制度作斗争，而且同背叛成性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作斗争。

在波兰同志提交代表大会的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报告的决议案中，这些思想或者说论点都表达得非常明确。那里直接谈到对一切政党（直到社会革命党）都要保持阶级独立性。那里直接谈到社会民主党同劳动派集团共同反对自由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就是我们俄国所谓的左派联盟或左派联盟政策。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基本点上的真正的一致把我们和波兰同志联合起来了。否认这一点，说什么波兰同志的行为前后矛盾，那就是回避直截了当地提出原则分歧。

无产阶级因抱有社会主义的目的而不同于一切政党，哪怕是最革命最共和的政党，此外，无产阶级在目前革命中领导着整个革命民主派的斗争。在波兰同志的决议案和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中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这难道还能否认吗？

关于托洛茨基，我想谈几句话。我现在没有工夫谈我们同他的意见分歧。我只想指出，托洛茨基在《保卫党》这本小册子中公开表示他同意考茨基的看法，即在俄国当前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在经济上是一致的。托洛茨基承认成立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是可以允许的，是适宜的。在我看来，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托洛茨基是接近我们的观点的。撇开“不断革命”的问题不谈，这里在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基本点上是一致的。

李伯尔同志拼命责备我，说我甚至把劳动派也从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排除出去了。李伯尔在这里又是只注意词句，而不注意争论的实质。我说的不是要取消我们同劳动派的共同行动，而是必须同劳动派的动摇保持距离。当劳动派出现追随立宪民主党人的倾向的时候，就应当不怕同他们“划清界限”。当劳动派不是采取彻底的革命民主派观点的时候，就应当无情地揭露他们。李伯尔同志，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工人政党实行真正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那时，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同一部分资产阶级采取共同行动，就是这部分资产阶级必须接受我们的政策，而不是相反；要么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独立性就是一句空话。

除李伯尔外，普列汉诺夫也回避争论的实质，只不过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普列汉诺夫谈到罗莎·卢森堡，把她形容为云端圣母［161］。没说的！争辩得多优雅，多委婉，多动人……但是我仍然要问普列汉诺夫：圣母归圣母，而你对问题的实质有什么看法呢？（中间派和布尔什维克鼓掌）如果把圣母抬出来是为了回避从实质上分析问题，这可是不好。圣母归圣母，但我们对“全权杜马”该怎么办呢？这是什么玩意儿呢？这同马克思主义或同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李伯尔和普列汉诺夫用不同的口吻对我们说：“有时候可以达成协议。”说这种话很方便，但是毫无原则，毫无内容。同志们，我们本来也只是有时候，仅仅是有时候，才容许在一定情况下同劳动派达成协议。我们很乐意把这些话写进我们的决议案。

然而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共同行动有时候是可以容许的？同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这些重大的问题被普列汉诺夫用委婉的俏皮话和李伯尔用慷慨激昂的空话掩盖了。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活生生的实践问题。根据经验我们知道孟什维克所说的有时候可以达成的所谓的协议、所谓的“技术性”协议是什么意思！这种协议无非是一种使工人阶级依附自由派的政策。“有时候”只不过是掩饰这种机会主义政策的不高明的遁词而已。

普列汉诺夫引用了马克思著作中关于必须支持资产阶级的言论。可惜他没有引用《新莱茵报》上的言论，可惜他忘记了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时期马克思是怎样“支持”自由派的。其实，要证明这样做是无可争辩的，也无须扯得这么远。旧《火星报》就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社会民主工党必须支持自由派，甚至支持贵族代表。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期，当社会民主党还应当唤醒人民参加政治生活的时候，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现在，各种各样的阶级都已经登上舞台，一方面，农民革命运动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自由派的背叛已经成为事实，——在这种时候，根本谈不到我们要支持自由派。我们大家都同意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应当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而自由派是怎样对待这个要求的呢？

普列汉诺夫说：一切多少还算进步的阶级都应当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工具。我不怀疑，普列汉诺夫的愿望是这样的。但我认为，事实上孟什维克的政策所要求的却不是这样，而是相反。事实上在去年一年内，即在所谓孟什维克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时期，正是孟什维克每次都做了立宪民主党的工具。无论在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的时候，还是在同立宪民主党结成选举联盟的时候，都是这样。经验表明，在这些场合，同普列汉诺夫和其他孟什维克的“愿望”相反，成了工具的恰恰是无产阶级。至于“全权杜马”的问题，至于投戈洛文的票的事，那就更不用说了。

必须十分明确地承认，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我们必须同它作斗争。只有这样，工人政党的政策才会是独立的政策，才不仅仅在口头上是革命的政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影响动摇于自由主义和革命斗争之间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

他们毫无理由地在这里抱怨我们，说我们提出的自由派在欺骗小资产阶级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不仅我国革命而且其他国家的经验都表明，自由派正是靠着欺骗来影响许多居民阶层的。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努力使这些阶层摆脱自由派的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十年来不断破坏而且终于摧毁了（例如在柏林）自由派对广大居民群众的影响。我们能够做到而且应该做到这一点，使立宪民主党失去他们的民主派拥护者。

现在我举例说明，孟什维克实行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会导致什么结果。在孟什维克的《俄国生活报》1907年2月22日这一号（第45号）上有一篇不署名的即编辑部的文章，谈到了选戈洛文的事和戈洛文的演说，该文说：“国家杜马主席担当了伟大的重要的任务，——他说的话应该是凝聚着14000万人民的主要要求和需要……可是戈洛文先生一刻也没有超出立宪民主党党员的地位来表达整个杜马的意志。”请看，这话听起来多么有教益啊！孟什维克仅仅为了要投票支持，就说自由派负有重要的任务——代表“人民”说话。这就是把思想政治领导权直接转交给自由派。这就是完全抛弃了阶级观点。我可以说，如果在左派联盟中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异想天开说什么劳动派分子负有重要的任务，反映“劳动者”的需要，那我会完全同意坚决谴责这个社会民主党人。这是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结成思想联盟，而我们是不应当同任何人，甚至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任何类似的联盟的。

顺便提一下，马尔丁诺夫说，当我们提出关于全部土地和全部自由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落到了结成这种联盟的地步。这是不对的。我请你们注意一下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这家报纸上登载的中央委员会拟定的选举纲领草案中，我们看到的同样也是这种要求土地和自由的口号！马尔丁诺夫的话不过是吹毛求疵而已。

最后，我想对波兰同志们说几句话。也许，对于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来说，似乎不需要确切地说明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特点。也许是因为波兰的阶级斗争比较尖锐，这样做没有必要。但是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样做是必要的。明确地指出劳动派政党的阶级性质，对于指导整个宣传鼓动工作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只有根据对政党的阶级分析，才能十分明确地向整个工人阶级提出我们的策略任务：保持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阶级独立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既反对专制制度，也反对背叛成性的资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和中间派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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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波兰代表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决议草案所作的发言

（5月15日〔28日〕）

从上一个发言中你们可以看出，波波夫同志说目前的争论徒劳无益是说得非常正确的。你们也亲眼看到了李伯尔的发言毫无原则。我只是提醒你们一点，在我们这个没有搞出什么结果来的委员会中，投票反对我们和拉脱维亚同志们而主张以波兰草案［162］作为基础的有4名孟什维克，1名崩得分子，2名波兰代表。

总之，在委员会中主张以波兰草案作为基础的是那些在原则上与波兰代表距离最远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用孟什维克的观点修改草案，是为了使决议案成为它的起草人所不能接受的东西！李伯尔在这种情况下亲自和孟什维克一起投票赞成（李伯尔说：“不对！”），在表决是否可以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时也是如此。在这以后，他的慷慨激昂的关于原则的发言简直是可笑的。

我完全明白波兰代表为什么竭力要以自己的草案作为决议的基础。他们认为我们的决议案写得那样详细是不必要的。他们只想说明真正把我们同他们联合起来的两大原则：（1）无产阶级在一切与社会主义有关的问题上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都要划清界限而保持阶级独立性；（2）社会民主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背叛成性的自由派。这两种思想也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布尔什维克的草案中。然而，波兰草案写得那样简短，就给孟什维克留下了过多的钻空子的机会。孟什维克拿自己的修正案迫使草案起草人投票反对自己的整个草案。但是，孟什维克也好，崩得分子也好，他们自己又不敢坚持经过他们那样“修改的”波兰草案。于是整个委员会的工作就彻底破产了。

现在对我们大家说来，特别是对波兰同志说来，只有一条路可走：力求把布尔什维克的草案当作基础。如果对布尔什维克的草案也要作一些无法接受的修改，那就不得不承认代表大会无能了。但是以这个对几大类政党都作了正确分析的草案为基础，通过一项具有十分明确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精神的决定，还是可行的。

反对我们的草案的人说，这个草案对政党的说明太琐碎了。他们说，政党可能分裂，可能改组，这样一来，整个决议就不适用了。

这种反对意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们所说明的并不是小派别，甚至不是个别政党，而是几大类政党。由于是很大的几类政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很少有可能发生象革命高潮完全代替革命低潮或者革命低潮完全代替革命高潮那样迅速的变化。大家可以把这几类拿来仔细研究一下。反动的资产阶级和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种不变的类型。除了这两种不变的类型以外，我们仅仅增加了两种类型：十月党（介乎黑帮和自由派之间）和劳动派集团。这两种类型是否可能迅速变化呢？不可能，除非我国革命发生根本的转变，使得我们无论如何不仅要根本修改我们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且甚至要根本修改我们的纲领。

大家可以想想我们提出的没收全部地主土地这一纲领性要求。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里，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也不可能支持小资产阶级的没收欲望。这在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会是一种骗术。而在我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这是一种必然。可以担保，在评价劳动派政党时产生的一些基本问题，不会比我们的没收土地的纲领性要求更早得到修改。

我还要指出一点，为了避免对左派联盟的任何误会和曲解，我们明确地说明了劳动派政党的斗争内容。事实上这些政党并不反对一般的剥削（正象他们自己所感到的），更不反对资本主义剥削（正象他们的思想家所说的），而只是反对农奴制国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明确地指出这个真实的斗争内容，马上就可以消除任何关于工人政党和农民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有可能共同行动的错误思想。

此外，我们在自己的决议案中还明确地指出劳动派政党的“假社会主义性质”，我们号召大家坚决反对掩盖小业主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矛盾。我们号召大家揭露小资产者的迷雾般的社会主义思想。在谈到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时候，一定要指出这几点。但是必须指出的也就是这几点。孟什维克还加上了要同农民在目前革命中的革命主义和空想主义作斗争，这是极其错误的。他们的决议案的意思正是这样。而这种思想在客观上就是号召人们反对没收地主土地。其所以这样，是因为自由派中那些影响最大、分布最广的政治思想流派正是把没收说成是革命主义、空想主义等等。孟什维克一年来偏离这些原则而在实践中拒绝捍卫没收的主张，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你们不应当这么做，同志们！唐恩在他的一次发言中俏皮地说：我们的批评家如果老是批评我们干了我们没有干过的事情，那是很糟糕的。我们只是想拒绝没收，但没有真的拒绝！

我要回答说：假如你们真的拒绝了，那我们就已经不会有统一的党了。我们不应当采取这种拒绝的态度。假如我们想采取这种政策，哪怕只是有一点点这种想法，我们就会动摇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进行独立的阶级斗争的一切革命基础。（布尔什维克、波兰代表和拉脱维亚代表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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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李伯尔提出的对代表大会通过的布尔什维克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案的修正意见［163］

（5月15日〔28日〕）

李伯尔是错误的。从这里你们就可以看到李伯尔的这些修正意见的性质。他的声明充满学生气，这是他缺乏原则性的典型表现。


13

反对托洛茨基提出的对代表大会通过的布尔什维克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案的修正意见［164］

（5月15日和16日〔28日和29日〕）（1）



这里有两点很重要，不能把它们删去。第一点是指出经济上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阶层。这是很重要的。更加重要的是提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政党中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数日益增多，他们企图使农奴主－地主和劳动农民和解，主张保存专制制度的一切残余。


（2）

说托洛茨基的修正意见不是孟什维克的意见，说这个意见表达了“同一个”思想，即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同意。但托洛茨基未必把这个思想表达得更好。我们说“同时”，指的是当前政策的基本性质。毫无疑问，这种基本性质是这样的：环境迫使我们同时做到既反对斯托雷平，又反对立宪民主党。对于立宪民主党的背叛政策也是如此。托洛茨基增补的文句是多余的，因为我们在决议案中不是要捕捉个别的怪事，而是要确定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基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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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马尔托夫提出的对布尔什维克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案的修正意见

（5月16日〔29日〕）（1）



大家都明白，马尔托夫的修正意见［165］关系非常重大。“技术性协议”是一个伸缩性极大的概念。原来，他们认为“全权杜马”也算“技术”问题。如果马尔托夫以为我们所说的同劳动派的协议不是技术性的，那他就错了。我们的决议案并没有说同自由派资产阶级达成技术性协议是不允许的。一项决议案不应当规定允许做什么或禁止做什么，而应当指出政治思想路线。如果你们不满意决议案没有禁止做什么的规定，而要加上你们“允许做什么”的注释，那么，这样就会破坏我们决议案的整个精神和主旨。如果这样的修正意见获得通过，那我们只好收回自己的决议案。


（2）

马尔托夫说我们拒绝在自己的决议案中提到我们同革命民粹派之间存在着对抗，这明明是用不能容忍的谎言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同时也表明他的修正意见［166］是凭空想出来的。事实不是这样，不是我们拒绝同民粹派的假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你们孟什维克同志们拒绝支持革命民主派，偏爱自由派（立宪民主党）。民粹派的大多数派别（人民社会党人和劳动派）不但没有特意附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主义，相反，它们都有容易受自由派影响的毛病。全体民粹派的真正革命性，就是力求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只有自由派才认为这样做是“冒险主义和空想”。实际上马尔托夫是在给自由派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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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马尔丁诺夫提出的对布尔什维克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案的修正意见［167］

（5月16日〔29日〕）（1）



马尔丁诺夫的修正意见又一次企图提出孟什维克的观点，认为农民在当前革命中比立宪民主党更反动（或者可能更反动），因为孟什维克对立宪民主党的反动性只字未提。马尔丁诺夫的论据颠三倒四。农民的两重性不在于他们摇摆于革命和反动之间，而在于他们摇摆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为了证实马尔丁诺夫所说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孟什维克不可避免地、必然地会搬出他们很喜爱的一个思想，即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是反动的，而赎买是进步的。所谓农民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这是自由派地主的说法。至于什么我们会使无产阶级运动服从于农民运动，这种说法是可笑的，因为我们已经几十次地作过否定的声明，并在各项决议案中说明过这一点。


（2）

如果我们接受了马尔丁诺夫的修正意见，那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无疑是可笑的。关于对农奴制国家要进行坚决斗争这一点，我们在决议案的开头就已经说明了。现在应该从这一社会经济命题中作出政治结论。我们的任务是使被自己的经济状况推向斗争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即农民）摆脱那些不能对农奴制国家进行坚决斗争的资产者的影响（摆脱自由派地主即立宪民主党人的影响）。马尔丁诺夫建议把开头说过的话在结尾再说一遍，目的是要模糊明确的政治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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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杜马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的报告［168］

（5月18日〔31日〕）

我们的委员会没有达成协议。布尔什维克的草案6票赞成，6票反对。孟什维克的草案5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现在我要为我们布尔什维克的草案简短地向大家作一申辩。这个草案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都是同意的。

我们认为，关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决议已经谈过的东西，在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里都应该删掉，因为杜马斗争只是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政党和专制制度的整个斗争的一部分，而且不是主要的一部分。

在本决议案中，我们只谈到我们在杜马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至于说明我们是怎样参加杜马的，我们根据下面的理由把决议案的这一部分——关于抵制这一条——删掉了。我个人和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一样认为，鉴于一切自由派报刊所采取的态度，本来应该对我们是怎样参加杜马的这一点作出说明。不管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看法如何，工人政党必须声明：正是由于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我们才不得不暂时同这种畸形的机关打交道。可是拉脱维亚同志们反对这一条，为了不妨碍工作迅速结束（我们必须赶紧工作，使得代表大会能在明天如期闭幕），我们取消了这一条。反正代表大会的意志是明确的，而由于时间不够，也不能进行原则性的辩论。

现在我谈一谈我们决议案的基本思想。实质上这完全是重申我们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的内容。第1条着重指出杜马本身是毫不中用的。提出这个看法是必要的，因为直到现在农民的广大阶层和一般的小资产阶级仍然对杜马极其天真地寄予厚望。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揭穿自由派为了他们自私的阶级目的而支持的这一天真的幻想。

第1条第2部分提到议会道路的不中用，提到要说明群众公开斗争的不可避免。这一部分阐明了我们对于摆脱目前状况的办法的积极看法。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并且明确地重申我们的革命口号，因为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也常常有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动摇。应该让大家都知道，社会民主党仍然坚持自己原来的革命道路。

第2条专门阐明杜马内的直接“立法”工作与鼓动、批评、宣传、组织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工人政党对于杜马内工作和杜马外工作的关系的看法与自由派资产阶级截然不同。两种观点的这一根本区别必须着重指出。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政客，他们陶醉于背着人民玩弄议会把戏。另一方面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一支队伍，他们被派到敌人的阵营，密切配合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来进行工作。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工人运动，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使阶级斗争的一切个别的局部的形式，包括议会的形式，完全服从于这一斗争。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在杜马外的斗争起着决定的作用。如果只说我们重视群众的经济利益和经济需要等等，那是很不够的。这一类说法（象旧的孟什维克的决议案所说的那样）意思含混，任何一个自由派都可以同意。任何一个自由派都可以泛泛地谈论人民的经济需要。但是没有一个自由派会使杜马的活动服从于阶级斗争，而正是这个观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十分明确地说出来。事实上，使我们区别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恰恰就是这个原则。

人们（特别是崩得分子，据说他们是调和派）有时指出，必须倒过来说，即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外的斗争应配合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工作。我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它只能散播极其有害的议会幻想。局部必须配合整体，而不是相反。杜马可能暂时成为整个阶级斗争的场所之一，但前提必须是这一整体不被忽视，阶级斗争的革命任务不被抹杀。

我们的决议案的第3条是针对自由派的杜马政策而写的。这一政策的口号是“保全杜马”，它只是替自由派与黑帮的勾结打掩护。必须把这一点向人民公开指出来和说清楚。自由派的口号一贯地败坏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阶级意识。我们的职责是无情地揭露自由派施放的这种烟幕。撕下自由派的假面具，指出他们口头上标榜民主而实际上与黑帮一起投票，——这样做可以使余下的民主派脱离出卖自由的资产阶级。

我们在确定自己的杜马政策的时候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呢？我们的决议案没有任何为冲突而制造冲突的想法，它从正面说明了社会民主党所理解的“适时行动”的含义，即必须顾及杜马外面由于客观条件而发展起来的革命危机。

最后一条是针对声名狼藉的“责任内阁”而写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提出这一口号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是要利用沉寂时刻来削弱群众的革命意识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口号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都得到了孟什维克的支持，而普列汉诺夫在第二届杜马时期在孟什维克的报纸上公然写道：社会民主党应该使这个要求“成为自己的”要求。由此可见，这一口号在我国革命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工人政党必须确定自己对待这一口号的态度。不能拿现在自由派没有提出这一口号作为根据，因为自由派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暂时取消这一口号的，而实质上他们想同沙皇政府勾结的欲望是更加强烈了。“杜马组阁”的口号最明显地反映出自由派要进行勾结的这种内在的倾向。

我们不否认而且也不能否认：杜马组阁可能成为革命的一个阶段，客观情况可能迫使我们利用杜马组织的内阁。问题不在这里。社会民主党利用改良，是把它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看待的，可是号召人民去进行局部的、不经过革命斗争就无法实现的改良，就不是我们的事情了。社会民主党应该指出，即使从纯粹民主主义的观点着眼，这种口号也是非常不彻底的。社会民主党应该向无产阶级说明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条件，而不应该因为胜利可能不彻底、因为可能遭到局部失败就事先限制自己的政策——而实现（能否实现还不得而知）“杜马组阁”的条件正是这样的。

自由派尽可以拿民主去兑换几文钱，尽可以为了实现庸俗的、渺小的、可怜的幻想——幻想得到一点可怜的施舍而抛开整体。社会民主党应该唤醒人民，使他们认识到完整的民主任务，并且引导无产阶级去实现已经明确认识到的革命目的。我们应该启发工人群众的觉悟，增强他们的斗志，而不要缓和矛盾，模糊斗争任务，麻痹群众的意识。（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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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代表大会名称问题的发言［169］

（5月19日〔6月1日〕）

我感到惊奇，孟什维克竟然害怕把这次代表大会叫作第五次代表大会。难道我们的历史对谁来说是个秘密吗？


18

在辩论对中央委员当选人进行复选问题时发表的意见［170］

（5月19日〔6月1日〕）（1）



应该进行复选。李伯尔不对。他的全部论断都是一种可笑的诡辩。即使要进行抽签，可是谁来决定呢？是我们！我们是参加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的代表。协商解决是不行的。因为这是代表大会，不是各个派别组织的会议。你们说，我们受权解决的只是技术性的和形式上的问题，而我们刚才就通过了关于国债的政治性决议［171］。


（2）

有人想用夺取权力这种可怕的字眼吓唬你们。但是我们正是受权在这次会议上挑选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场内哗然）同志们，安静些，你们的叫喊无论如何压不倒我！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想利用那一票。我认为，这样做是可以的，也是应当的。我们在这里解决的是政治问题，原则问题。用碰运气的办法即抽签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等于是进行赌博。决不能让党冒一年赌博的风险。我预先警告你们，如果——在票数相等的情况下——我们党用抽签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那么责任由你们负。因此，这次会议应该进行复选。





	载于1909年巴黎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1907年召开的）。会议记录全文汇编》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第309—365页

















［152］这是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于1907年4月30日—5月19日（5月13日—6月1日）举行。代表大会原来打算在哥本哈根或马尔默（瑞典）、布鲁塞尔召开。由于沙皇政府施加压力，丹麦、瑞典、比利时都禁止在其国土上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因此已汇集在哥本哈根的大会代表只得转移到马尔默，又从那里动身前往伦敦。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推行机会主义政策，受到工业中心大多数最大的党组织的谴责。1906年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必须立即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决议。至9月底，这一决议得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俄国大多数党组织以及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1906年9月底，赞成召开代表大会的一些党组织通过了《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书》，要求立即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1906年11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作出了不迟于1907年3月15日（28日）召开党的例行代表大会的决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他们各自都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即《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1—9页）。



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342名，代表约15万名党员，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30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39名。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布尔什维克89名，孟什维克88名，崩得代表55名，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45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26名。大工业中心的代表多数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作为卡马河上游地区（乌拉尔）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并被选入了主席团。马·高尔基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议程的讨论几乎占用了四次会议。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崩得分子就是否把主要的具有原则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展开辩论。布尔什维克在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下，使一个最重要的具有总原则性质的问题即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列入了议程。大会通过的全部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组织；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国家杜马；“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工会和党；游击行动；失业、经济危机和同盟歇业；组织问题；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五一节，军国主义）；军队中的工作；其他。由于时间和经费的关系，关于国家杜马、关于工会和党、关于游击行动的问题及组织问题只讨论了以各派名义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提案和决议案。关于失业、关于经济危机和同盟歇业、关于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等问题没有来得及讨论。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用革命的纲领团结了他们，因而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取得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胜利。在一切基本问题上，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被确定为全党的统一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态度的问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规定了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各项任务，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的活动应该服从杜马外的活动，应该首先把杜马作为揭露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妥协政策以及宣传党的革命纲领的讲坛。代表大会就“工人代表大会”问题通过的决议是以列宁为代表大会写的决议草案《关于非党工人组织和无产阶级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别》为基础写成的。在《工会和党》这一决议中，代表大会批驳了工会“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认为必须做到党对工会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按照修改过的党章，在代表大会上只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任命，并在中央委员会监督下工作。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的会议来讨论党内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布尔什维克5人（约·彼·戈尔登贝格、尼·亚·罗日柯夫、约·费·杜勃洛文斯基、伊·阿·泰奥多罗维奇、维·巴·诺根）、孟什维克4人（亚·马尔丁诺夫、诺·尼·饶尔丹尼亚、尼基福尔、约·安·伊苏夫）、波兰社会民主党2人（阿·瓦尔斯基、费·埃·捷尔任斯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1人（卡·尤·克·达尼舍夫斯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另外3名中央委员由崩得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后选派）。代表大会还批准24名中央候补委员，其中有列宁。鉴于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分不一，中央的领导不可靠，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无产者报》编辑部也加入布尔什维克中央。——307。



［153］这是列宁在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会议通过了头两项议程（即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组织）后，接着讨论是否把具有理论性的原则问题（即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代表大会议程草案第3、4、5项——关于经济斗争的尖锐化和当前形势、关于无产阶级在目前时期的阶级任务、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这三个问题）列入议程。崩得分子Б．Ｈ．格罗谢尔（泽利策尔）建议取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执行主席、崩得分子弗·达·麦迭姆（维尼兹基）建议不讨论这个问题，而就中止辩论进行表决。列宁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发言的。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继续就是否把具有理论性的问题列入议程的问题进行辩论。在5月2日（15日）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问题被列入了议程。——307。



［15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27日（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的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8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21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组织委员会的报告；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党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对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对自由派的态度；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宣传和鼓动；中央委员会的和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工作报告等等。列宁就大会讨论的一切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作了发言。



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的领袖和领导者，为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



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1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代表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为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308。



［155］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于1905年4月举行。由于参加的人数很少（只有9个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孟什维克宣布自己的这次会议为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就武装起义、农民中的工作、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对其他革命党派和反对派的态度等问题通过了决议。列宁在《倒退的第三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第11卷第1—124页和第151—157页）等著作中揭露了日内瓦代表会议决议的机会主义性质，并对这些决议作了非常有力的批判。——308。



［156］代表大会通过的议事规程第4点规定：记名表决只在不少于20名代表要求的情况下举行；记名表决用投票方式进行。有人向大会主席团建议用唱名方式而不用投票方式进行记名表决。大会主席团以3票对2票的多数赞成这一意见。但是由于有分歧，问题被提到代表大会上讨论。结果代表大会多数（144票）赞成仍用投票方式进行记名表决。——311。



［157］七月罢工是指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1906年7月21日（8月3日）的决议为支持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士兵和水兵的武装起义而举行的罢工。



关于1906年的七月罢工，可参看《暴风雨之前》和《政治危机和机会主义策略的破产》（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28—335页和第344—360页）两文。—316。



［158］这里说的是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反对派的会议。参加这种会议的除民粹派外还有立宪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对这种会议持否定态度。当听说民族民主党人也出席会议时，布尔什维克曾建议党团通过一项决议，声明“社会民主党人不知道民族民主党的代表出席会议，这个党不惜用黑帮手段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而伊·格·策列铁里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却引用奥·倍倍尔的话，并且说：“人们仅仅以有一个在道义方面使我们不满意的党出席会议为由而建议我们退出这种会议。对此我们没有同意。”（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记录》1963年俄文版第194页）——321。



［159］这是列宁在代表大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关于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报告的决议时发表的声明。



代表大会委托一个十人委员会（每个派别派两名代表参加）来起草这个决议。委员会接到了四个草案：布尔什维克的草案、孟什维克的草案、波兰社会民主党的草案和崩得的草案。委员会没有采纳其中任何一个草案，也没有审查任何一个草案的全文，而讨论了以下问题：（1）决议中是否应当包括对党团的政策性指示，（2）是否要列举党团的全部错误，（3）对党团的信任问题。讨论后，委员会起草了自己的决议草案，但没有获得委员会内多数的赞同。因此5月10日（23日）代表大会第十九次会议还是讨论上面那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在决议中应包括对党团的指示的建议被否决，因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投票反对。第二天，在代表大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泰·彼·卡尔宁（维尔涅尔）提议将关于杜马党团的决议推迟到讨论关于资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杜马的问题以后再来讨论，理由是一部分拉脱维亚代表在第十九次会议上之所以反对在决议中包括对党团的指示，是因为在讨论关于资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杜马的问题之前，他们对这些指示是不明确的。



代表大会主席团把这个问题提交代表大会，并认为卡尔宁的建议不会撤销前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指示的决议。列宁支持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崩得代表不仅反对卡尔宁的建议，也反对提出这一问题。经过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记名表决，卡尔宁的建议以149票赞成、144票反对、3票弃权被通过。——326。



［160］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第12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82—93页）中详细分析了高加索孟什维克的决议。——327。



［161］“云端圣母”一语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在5月12日（25日）代表大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讽刺罗·卢森堡的话，当时她支持布尔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说：“李伯尔同志问罗莎·卢森堡同志，她坐在什么样的椅子上。真是天真的问题！罗莎·卢森堡同志什么样的椅子也不坐。她象拉斐尔画中的圣母那样站在快乐幻想的云彩上面”。（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记录》1963年俄文版第422页）——342。



［162］指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草案（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记录》1963年俄文版第645页）。这个草案是在该代表民关于杜马党团报告的决议草案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列宁对此提了许多意见。（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381—383页）——346。



［163］李伯尔的修正意见是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崩得机会主义分子对已被通过作为基础的布尔什维克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案进行攻击的第一炮。李伯尔建议删去这个理论性决议案的第一部分：“现时社会民主党面临的一项特别迫切的任务，就是要确定各个非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内容，估计各阶级现时的相互关系，据此确定自己对其他政党的态度。”李伯尔的修正意见被代表大会否决。关于对这一决议的各项修正意见参看本卷第378—383页。——350。



［164］列·达·托洛茨基的第一条修正意见是：建议删去决议案第3条中下述词句：“这些政党（即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各政党。——编者）的社会基础是经济上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一部分城乡小资产阶级还跟着这些政党走（纯粹是由于习惯和直接受自由派的欺骗）”。代表大会否决了托洛茨基的修正意见。托洛茨基的第二条修正意见是：建议把决议案第5条中的“同时反对反动势力和背叛成性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改为“既反对反动势力，又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背叛政策”。这条修正意见为代表大会通过。——351。



［165］尔·马尔托夫的修正意见是：建议在决议案第3条里用附注形式增添允许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技术性协议的字句。在列宁发言后，代表们以记名投票否决了这一修正意见。——353。



［166］尔·马尔托夫的这个修正意见是：建议在决议案第4条里不要讲民粹主义的假社会主义的性质，而要讲民粹派革命主义的“冒险性”和“空想性”。在列宁发言之后，这一修正意见被代表大会否决。——354。



［167］亚·马尔丁诺夫的第一条修正意见是：建议删去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案第4条中的一句话：“这些政党（指民粹派政党。——编者）用迷雾般的社会主义思想来粉饰它们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而添上：“这些政党把革命的民主的企求同反动的社会和政治倾向及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的农民和小市民所特有的偏见结合起来”。这条修正意见被代表大会否决。



马尔丁诺夫的第二条修正意见是：把决议案第4条中的“从而迫使它们站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反对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改为“从而迫使它们参加反对农奴制国家的无情斗争”。这一条修正意见也被代表大会否决。——355。



［168］关于国家杜马问题，代表大会没有听取报告而讨论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别提出的两个决议草案。列宁代表起草委员会在代表大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作报告，维护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在表决以哪个决议草案为基础时，布尔什维克决议草案得144票，孟什维克决议草案得131票。布尔什维克决议草案被通过。经过在第三十四次会议上逐条讨论，整个决议以157票赞成、110票反对、11票弃权被通过。——357。



［169］列宁的这个发言是回答费·伊·唐恩的。唐恩反对布尔什维克关于把这次代表大会定名为“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建议，说他不愿意在代表大会名称中把派别纠纷固定下来。而实际上，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一直对党的第三次（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采取不理会的态度。代表大会最后通过了崩得分子列·格·沙皮罗（M．沙宁）的建议，把代表大会定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361。



［170］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12人在代表大会上选出，其余3人由各民族组织在大会后选派。在代表大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进行了选举。鉴于代表大会会场必须腾出，代表大会决定在社会主义俱乐部继续开第三十五次会议，以计算选票和解决其他的技术性问题，但只能每四名代表推选一人参加，因此继续出席会议的共有75人，其中有22名布尔什维克、21名孟什维克、14名崩得分子、11名波兰代表和7名拉脱维亚代表。中央委员选举计票结果是：9人获得多数票，另外5人得票数相等。因此必须从这5人中选举3人。布尔什维克建议进行复选，孟什维克则提议在这5人中抽签。会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关于中央候补委员的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参加拟定的布尔什维克的建议，内容如下：



“中央候补委员由五派分别提名，名额为该派中央委员人数的两倍。



中央候补委员须经代表大会批准。



某个中央委员出缺时即由本派的候补委员递补，而无须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候补委员补缺的专门决定。”——362。



［171］这个决议是针对拟议中的英俄贷款协定而作出的。决议指出，西方国家给予俄国政府道义上和财政上的支持，实际成了俄国政府在镇压俄国各族人民方面的同盟者。决议呼吁英国民主派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阻止它对俄国解放运动犯下这一罪行。——362。





《列宁全集》第15卷


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阶段的任务[172]


（1907年5月24日〔6月6日〕）

鉴于：

（1）在俄国目前经历着慢性经济危机的基础上，由于政府变本加厉地实行反动政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已大大加剧，农民反对旧制度的斗争正在不断深入和扩大，

（2）革命在去年一年表现为各阶级的觉悟迅速提高，两极政党力量加强，立宪幻想趋于破灭，“中间派”即努力用黑帮地主和专制政府能够接受的让步来阻止革命的自由派政党日益削弱，

（3）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利益要求创造条件使反对有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能够充分展开，

（4）创造这些条件的唯一方法，就是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完全的人民政权和实现无产阶级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社会经济要求（八小时工作制以及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中的其他要求），

（5）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即作为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无产阶级要能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的无情斗争，

代表大会认为：

（一）无产阶级在目前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把俄国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二）任何贬低这个任务的做法，都必然会使工人阶级从领导民主派农民群众的人民革命领袖变为跟着自由派资产阶级跑的、消极的革命参加者；

（三）在全力支持实现这一任务的同时，社会民主党一刻也不应该忘记无产阶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的目的。





	载于1907年7月7日《斗争报》第7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第366—367页

















［172］1907年5月24日（6月6日），列宁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阶段的任务的报告，并在报告结束时宣读了这里收载的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未经讨论即列入代表大会的记录，并发表于1907年7月7日该党中央机关报《斗争报》第78号。代表大会记录没有保存下来。《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所刊载的决议草案是根据《斗争报》从拉脱维亚文译出的。



拉脱维亚边缰区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结束后随即于1907年5月21—25日（6月3—7日）在伦敦召开的。到代表大会召开时，该党共有13000名有组织的党员。出席会议的有26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0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会议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各地方组织的报告；危机、同盟歇业和失业；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现阶段的任务；关于军队中的鼓动工作；关于工会；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组织问题等等。土地问题没有列入议程，这反映了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错误立场。



在代表大会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与机会主义者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同追随他们的调和派分子一起形成了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大会对1906—1907年间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策略问题上以及在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问题上的斗争作了总结。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问题、失业问题、民主组织和军事组织问题等决议反映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代表大会选出了基本由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新中央委员会。——364。





《列宁全集》第15卷


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173]


（1907年5月19日和6月2日〔6月1日和15日〕之间）

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属于所谓“总的”问题或“理论性”问题，即同当前党所面临的各项既定实际任务没有直接联系的问题。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竭力反对把这类问题列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议程，而且很遗憾，他们还得到了超派别的托洛茨基的支持。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也象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一样，主张代表大会的议程要“务实”，要“实际”。他们回避“总的、大的”问题。他们忘记了，归根到底，只有具有大原则性质的政策才是真正实际的政策。他们忘记了，如果不先解决总的问题就去着手解决局部性问题，那么随时随地都必然会不自觉地“碰上”这些总的问题。而在每一具体场合不由自主地碰上这些问题，就必然会使自己的政策陷于动摇不定和不讲原则的糟糕境地。

本来坚持把一系列“总的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布尔什维克，在波兰代表和拉脱维亚代表的帮助下，仅仅争取到使一个问题，即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列入议程。这个问题不仅是代表大会的一切原则性问题当中最主要的问题，而且是一切工作当中最主要的问题。所以这样而且必然会这样，是因为在我们对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上存在的各种不同看法，是俄国革命中涉及无产阶级实际政策的那些问题上所产生的几乎一切甚至不折不扣的一切根本意见分歧的真正根源。从俄国革命一开始，对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问题，社会民主党中就出现了两种基本观点。谁要是撇开这两种基本观点的差别去分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各种策略问题上的分歧，谁就会被许多琐事和细节弄得糊里糊涂而一无所获。


一

早在1905年初，在对我国革命和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的看法问题上，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就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个派别；而到1905年春，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与此同时在日内瓦召开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上，这两个派别已获得了充分的确切的表现，并得到了一定的组织的正式承认。当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自都提出讨论并通过了决议。那些忘记了自己党的甚至派别的历史或企图回避说明各种原则分歧的真正根源的人，现在总是喜欢轻视这些决议。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担负着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充当这一革命的领袖的积极的任务。无产阶级只有领导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群众特别是农民同沙皇专制制度和背叛成性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还在主要的自由派政党即立宪民主党公开出来活动以前，布尔什维克就得出自由派资产阶级必然叛变的结论 
［注：布尔什维克说，只有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革命才可能获得完全的胜利。］

 ，这是根据害怕无产阶级运动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得出的结论。

孟什维克的看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革命的动力和革命规模的决定者应该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不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它只应当起极端反对派的作用，而不要企求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孟什维克是坚决反对的。

当时，在1905年5月（正好是两年以前），意见分歧还是纯理论性的、抽象的，因为当时我们党还没有碰到任何直接的实际的任务。因此考察一下这种分歧在后来的实践中究竟如何表现是意味深长的，这对那些喜欢从代表大会议程上删去抽象的问题而换上“务实的”、实际的问题的人很有教益。

布尔什维克断言，按照孟什维克的观点行事，实际上就会把革命无产阶级的口号降低为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口号和策略。孟什维克在1905年竭力证明说，只有他们才是在捍卫真正无产阶级的政策，而布尔什维克却使工人运动融化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孟什维克在实行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方面曾经有过最真诚的愿望，这从1905年5月孟什维克代表会议通过的一个决议中下面这段非常有教益的话可以看出来。这个决议写道：“社会民主党仍然要反对人民的伪善的朋友；反对一切打着自由派和民主派旗帜而拒绝真正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政党。”尽管孟什维克有这些良好的愿望，但是事实上他们的错误的策略理论却为了迎合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而牺牲了无产阶级的独立性。

我们回想一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革命的这两年中在哪些实际政策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对1905年秋的布里根杜马，布尔什维克主张抵制，孟什维克主张参加。对维特杜马也是一样。在第一届杜马（1906年夏）中，孟什维克的政策是赞成责任内阁的口号；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反对这个口号，主张成立左派的即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的执行委员会。杜马被解散时（1906年7月），孟什维克提出了“支持杜马作为召集立宪会议的权力机关”的口号，布尔什维克反对这种对革命口号的自由主义歪曲。第二届杜乌选举时（1906年底和1907年初），孟什维克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技术性联盟”（而普列汉诺夫主张建立以“全权杜马”为纲领的政治联盟）。布尔什维克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主张进行独立的选举运动，但可以建立左派联盟。把这两年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历史上所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和上面谈到的那些基本的、原则性的分歧对照一下，你们立刻就可以看出，两年的革命证明了布尔什维克所作的基本的理论分析是正确的。社会民主党当时必须反对背叛成性的自由派，必须同劳动派和民粹派“一起打”，它通过第二届杜马大多数场合的投票完全确立了这种优势。而孟什维克想揭露一切拒绝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人是人民的伪善朋友的善良愿望，却铺成了同自由派结成政治联盟，直到采用他们的口号这样一座地狱。

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就曾根据理论分析预言，自由派的背叛和农民的民主本能这个问题是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策略上的关键问题。后来在工人政党的政策问题方面发生的一切实际分歧，都是围绕着这个关键问题产生的。从孟什维克策略的错误原则出发，确实是历史地产生出了依赖自由派的政策。

在1906年的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召开前夜，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发表了两个根本不同的关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通篇贯穿着自由派背叛成性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基本思想，只不过是用十月时期后的许多事实和事件（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的分裂；农民协会和各种激进的知识分子协会的建立，等等）给这一思想提供新的例证。布尔什维克分析了几大类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内容，可以说是把具体材料加到了自己原来的抽象公式中。孟什维克则借口各政党的性质不够“稳定”而拒绝在提交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对各政党的阶级内容进行分析。实际上，这是逃避回答本质问题。而这种态度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获得胜利的孟什维克自己撤销了自己关于对俄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案。1905年春，孟什维克在决议中提出要揭露一切拒绝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自由派和民主派是人民的伪善的朋友。1906年春，不是孟什维克，而是布尔什维克在决议案中指出了某个自由派政党即立宪民主党的伪善，孟什维克却宁愿使问题悬而不决。1907年春，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更加暴露了自己，完全抛弃了原来的要自由派和民主派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要求。孟什维克的决议案（见1907年《人民杜马报》第12号上的决议草案——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直接而公开地鼓吹无产阶级和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行动“配合起来”，用俄国话来说，即协调一致！！

真是每况愈下。1905年，社会党人的愿望很好，理论很糟。1906年，既没有任何理论，也没有任何愿望。1907年，没有任何理论，并且公开执行机会主义的政策。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协调一致”，这就是孟什维主义的最新杰作。既然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投票赞成戈洛文，同立宪民主党人举行非正式会议，力图从我们提出的必须实现的要求中取消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以及实行孟什维克的其他宝贵的政策，结果也就只能是这样。

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的对待自由派的政策遭到了最彻底的破产。孟什维克根本没有敢把刊登在《人民杜马报》（第12号）上的自己的第一个决议案提出来。他们收回了这个决议案，甚至在由大会的所有5个派别的15名代表（4个布尔什维克、4个孟什维克、2个波兰代表、2个拉脱维亚代表、3个崩得分子）组成的委员会上也没有把它提出来。使社会党的政策和自由派的政策“配合起来”即协调一致这一口号大概不仅引起了崩得分子的反感，而且甚至引起了许多孟什维克的反感。孟什维克来到委员会上已经“经过了一番修饰”：他们重新写了一份决议案，完全取消了“配合起来”的说法，不说“配合起来”，而说无产阶级利用其他政党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是建立共和制，等等。然而，这完全无济于事。大家都非常清楚，披上这件故意涂抹得五颜六色的华丽外衣，是为了掩盖同一个“配合起来”的政策。从这个决议案中得出的仍然是过去那个实际结论：“在个别的特定的情况下和这些政党〈既和自由派，也和民粹派〉达成协议。”在委员会的15个成员中，赞成以这样的决议案为基础的只有4个人，也就是说，只有孟什维克！孟什维克的政策遭到了再惨不过的失败。代表大会决定以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作为基础，并在作了一些非本质的修改后整个予以通过，票数是：158—163票对100零几票（有一次是106票），10—20票弃权。但是，在着手分析这一决议案的基本思想和孟什维克所提出的修正意见的意义之前，还要谈一下在委员会讨论这一决议案时一段颇有意思的插曲。

提交委员会的决议草案不是两个，而是三个：布尔什维克的、孟什维克的和波兰代表的。波兰代表和布尔什维克在基本思想上是一致的，但是，波兰代表反对我们决议案的那种对每一类政党进行分析的写法。他们认为这是玩弄辞藻，认为我们的决议案繁琐。他们提出的草案主要是简短地说明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的两个基本原则：（1）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任务，必须保持自己的阶级独立性而同其余一切政党划清界限，不管这些政党怎样革命，甚至怎样坚决主张共和制；（2）联合各劳动派政党，既反对专制制度，又反对背叛成性的自由派。

毫无疑问，波兰代表决议案中的这两个极重要的思想，很好地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给俄国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提供一个简单明确的指示而不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几类不同的政党，这种构想也是很吸引人的。然而经验表明，如果以波兰代表的决议案为基础，这次代表大会就不能全面地、清楚地、明确地解决问题。为了否定孟什维主义，必须十分详细地从正面说明社会民主党对各种政党的观点，不然就会给含混的解释留下余地。

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在委员会里立刻抓住了波兰代表的决议案，正是为了利用这个余地。委员会以7票（孟什维克4票、波兰代表2票、崩得分子1票）对7票（布尔什维克4票、拉脱维亚代表2票、崩得分子1票；委员会的15名委员中有1名弃权或缺席）决定以波兰代表的决议草案作为基础。接着，委员会对波兰代表的草案作了一番“修正”，结果把草案改得面目全非。甚至作了这样的修正：允许和自由派达成“技术性”协议。这样一来，波兰代表自然就收回了被孟什维克歪曲了的草案。结果，不仅波兰代表，而且无论是崩得分子还是孟什维克，都不同意把这样的草案提交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全部工作都白费了，代表大会只好直接表决是否以布尔什维克的草案作为基础。

现在请问，代表大会决定以这一草案作为基础，有什么原则性的意义呢？代表大会究竟因为无产阶级策略的哪些基本点才在这一草案上取得一致，而否定了孟什维克的草案呢？

细心研究一下这两个草案，就可以很容易看出这样两个基本点。第一，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实际上对非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批评。第二，这个决议案正确地规定了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的策略，用十分明确而具体的内容充实了革命“领袖”这一概念，指出可以而且应当同谁“一起打”，打谁，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打。

孟什维克决议案的主要错误在于，它没有包括上述两点中的任何一点，由于它没有内容，因而为机会主义敞开了大门，归根到底，也就是为把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偷换成自由派的政策敞开了大门。实际上，看一看孟什维克对非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批评就知道了。这种批评归结起来是这样一条：“实现这一〈即我国的〉革命的那些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情况，阻碍着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展，在一极上产生了斗争的不坚定性和想用立宪的和平的方法消灭旧制度的幻想，而在另一极上又产生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和土地空想这两种幻想。”

第一，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关于政党但又不指明是哪些政党的决议案。第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决议案并没有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同的两“极”的阶级内容进行分析。第三，在这个决议案里没有确定各阶级对“我国革命”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把这一切缺点综合起来，应当说，在这个决议案中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不见了。

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的阶级的根本利益产生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政党，——不是由于阶级利益而在一些人身上产生和平幻想或“调和倾向”，在另一些人身上产生“革命主义”。不是这样。而是某些令人莫解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情况阻碍着整个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展。这就是说，资本家的调和性和庄稼汉的革命主义的产生，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和农民在摆脱了农奴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而是由于整个“我国革命”的某些条件和某些情况。决议案的下面一条甚至还说，“这些阻碍革命发展的不良倾向”，“在当前暂时沉寂的时刻”特别清楚地“暴露出来了”。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撇开各个阶级的利益去寻找不同社会倾向的根源的自由派的理论。这不是社会党的决议，而是左派立宪民主党的决议；指责两极的极端表现，指责立宪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和民粹派的革命主义，这实际上就是赞扬介于它们之间的东西。这使人不由得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在我们面前的是不是一些在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之间寻求中庸之道的人民社会党人？

假如我们的孟什维克不是背离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就会明白，资产阶级和农民在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政党：一类是自由派政党，一类是民粹派政党。在俄国革命当中所产生的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政党、派别以及政治组织，经常地和必然地（反动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除外）倾向于这两类政党，这是无容置疑的和无需证明的。如果我们只限于指出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两极”，那不过是重弹一些陈词滥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指出有两种“极端表现”，有两极。在任何一个稍微广泛一些的社会运动里，必然存在这样的两“极”和比较“中庸”的部分。这样来说明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成一种不说明任何问题的空话，而不是运用这一原理来分析俄国各类政党的阶级根源。孟什维克对资产阶级政党并没有进行社会主义的批评，因为把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反对党称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还决不是进行社会主义的批评。如果你们没有指出哪些阶级的利益，哪些在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利益决定着各政党的本质和这些政党的政策的本质，那么事实上你们就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你们就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词就不过是你们用来表示对马克思主义的尊敬的一句抽象的口头禅，因为你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并没有指出某种类型的自由派或民主派代表着资产阶级的一定阶层的某种私利。无怪乎我们的自由派，从民主改革党和立宪民主党起到《同志报》的非党的无题派止，看到孟什维克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兴高采烈地支持所谓民主派中的机会主义和革命主义这两种极端表现会带来危害这种“思想”……因为这不是思想，而是庸俗的陈词滥调。事实上自由派并不害怕“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词！他们害怕的是，在人民面前揭露他们的自由主义的纲领和言论代表着哪些有产阶级的哪些物质利益。关键就在于此，而不在于“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词。运用阶级斗争学说的，并不是那些经常把“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词当作护身符的人，而是那些真正指出某个政党的资产阶级性究竟表现在哪里的人。

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一概念只是要求指责机会主义和革命主义这两种极端表现，那么这一概念就把马克思主义学说降低到庸俗的自由主义空谈的地步。自由派分子并不害怕这样使用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再说一遍，他害怕的不是词句，而是行动。要让自由派分子接受使他感到不愉快的、“散发着马克思主义气味”的术语，他是能够同意的。但是，要说他这个立宪民主党人代表着以某种某种方式出卖革命的资产者的利益，这个观点，无论是自由派分子或是《同志报》的具有伯恩施坦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不会接受。正因为孟什维克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把它降低为不说明任何问题的、没有任何要求的空话，正是因为这样，无题派如普罗柯波维奇、库斯柯娃之流以及立宪民主党人等等，才竭力主张支持孟什维主义。孟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是按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个标准修改过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孟什维克立场的第一个主要错误就是，孟什维主义实际上没有对各非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社会主义的批评。它实际上离开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立场。伦敦代表大会消除了这种歪曲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理论的错误。第二个主要错误是，孟什维主义实际上不承认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应当采取独立的政策，不给无产阶级规定明确的策略。避开机会主义和革命主义这两种极端表现，——这是从他们的决议案中得出的第一个孟什维主义准则。有时候可以同自由派和民主派达成协议，——这是第二个准则。要使自己的政策同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政策配合起来（协调一致），——这是《人民杜马报》和孟什维克当时的决议案所提出的第三个准则。你们可以把其中提到第三个准则的地方随便删去多少处，可以添上“无产阶级的政策必须是独立的”这种愿望和要求，添上共和制的要求（象孟什维克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所做的那样），——即或是这样，你们也丝毫不能消除孟什维主义的第二个主要错误。无产阶级政策的独立性并不取决于在适当的地方写上“独立的”字样，也不取决于提到了共和制这一点，它完全取决于正确地指出实现真正独立的道路。而孟什维克恰恰没有这样做。

事实上，由于各个阶级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客观对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种倾向的斗争：自由派力图阻止革命，无产阶级则力图把革命进行到底。如果无产阶级这时认识不到自由派的这种倾向，认识不到自己的任务是直接同他们进行斗争，不去努力使民主派农民摆脱自由派的影响，那么事实上无产阶级的政策就不是独立的。孟什维克正好把这个事实上并不独立的政策合法化了，因为，允许有时候达成协议而不规定协议的路线，不规定区别我国革命中两种策略的主要分界线，这种做法正是意味着这一点。“有时候可以达成协议”这一公式实际上是替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替“全权杜马”、替责任内阁打掩护，也就是替那使工人政党实际上依赖自由派的整个政策打掩护。如果工人政党不给自己提出如下的直接任务，即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不仅反对专制制度，而且反对自由派，努力同自由派争夺对民主派农民的影响，——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在当前的历史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工人政党的独立的政策。20世纪初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情况是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实行任何其他政策，事实上都是屈从于自由派的政策。

伦敦代表大会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案，这一事实意味着工人政党坚决屏弃一切背离阶级斗争的倾向，意味着大会实际上已经承认对非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批评，承认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的各项独立的革命任务。

大会否决了孟什维克对决议案提出的修正意见，这一事实更加有力地说明了上面一点。


二

当代表大会决定以布尔什维克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草案作为基础的时候，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对草案提出了一大堆修正意见。从提交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一些反对意见看，提出的修正意见一共有70多条。我不打算在这里叙述为了制止这种捣乱行为而进行的曲折斗争，尽管这种捣乱行为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名的22条阿基莫夫的修正意见［174］；我也不打算把大量毫无内容、琐琐碎碎的修正意见一一列举出来。我只举出5条确实非常重要的、具有原则意义的修正意见。现在把这些修正意见按照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顺序介绍一下。

我们决议案的论据部分第3条直截了当地指出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领袖作用”。孟什维克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见：把“领袖”这个词换成“先锋队”、“先进部队”或“主要的动力”。所有这些意见都被否决了。可以重复多少遍，说要保持无产阶级完整的阶级独立性，布尔什维克都不会反对。但是，不完全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袖作用，就等于为机会主义敞开大门。无产阶级可能成为地主的打了折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的动力”。如果无产阶级不善于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它就可能成为帮助其他阶级取得胜利的主要动力。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如果不背叛自己，它就不应当以此为限。它应当帮助无产阶级从消极地充当主要动力提高到积极地充当领袖，从为打了折扣的自由而奋斗的从属地位提高到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充分的自由而斗争这种最独立的地位。这可以说是区分社会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机会主义策略和革命策略的关键所在。前一种策略甘愿让无产阶级充当主要动力，后一种策略则力求使无产阶级充当领袖，而绝不只是充当“动力”。

“先进部队”这种说法也是不完全承认无产阶级的任务是领导其他民主阶级，或者说，至少会使人作这样的解释。

第2条修正意见是，删掉决议案结论部分的第3条（对自由派政党的评述）中指出自由派欺骗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地方。孟什维克说，为了马克思主义，删去或修改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唯物主义者不应当用“欺骗”这样的字眼来说明党的社会成分。这种论断的诡辩性太明显了，所以代表大会不会上这样的圈套。为了马克思主义而否认资产阶级政策有欺骗作用，这和为了“经济因素”而否认一切暴力完全一样。只有大卫、福尔马尔之流和其他机会主义骨干才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而否认立宪民主党在当前政策中对俄国农民和小市民的欺骗作用，或者企图把这种作用说得小一些，这也就是替自由派进行粉饰，把事实歪曲得有利于自由派。这是因为立宪民主党对他们的农民选民和小市民选民赤裸裸地进行欺骗是十分确凿的事实。在一个阶级的利益引起了某些理论上的幻想即引起了虚幻的观念的时候（例如，在农民的利益引起了虚幻的想靠剥夺地主土地而获得一切财富的期望的时候），说党欺骗了自己的选民，那是不恰当的。在人民的某些阶层的议会代表把这些阶层的直接利益奉献给剥削它们的人们的时候（例如把农民出卖给地主等等），公开地、大声疾呼地指出这些阶层受了它们的议会代表的欺骗，则是必要的。马克思在1848年写道，德国资产阶级出卖了农民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31页。——编者注］

 。如果我们在1907年的俄国不敢指出我们的资产阶级和我们的立宪民主党的这种行为，不能向人民群众证明这一点，那我们就会玷污社会民主党人这一伟大的称号。

第3条修正意见是，在决议案结论部分的第3条中增加一点：承认可以同立宪民主党达成“技术性协议”。这条意见被代表大会用记名投票否决了。我们当时声明说，如果接受这条修正意见，我们就不得不撤回整个决议案，因为，当修正意见歪曲了决议案的基本思想时，我们是有权这样做的。我们声明说，我们根本没有谈到要专门禁止同立宪民主党达成任何协议。这里不涉及禁止或允许特殊情况，而是在讲总的政治路线。谁要是诚心想执行代表大会的这个决议，他就不会去同立宪民主党达成选举协议，或者同它提出共同的口号，虽然并不排除在杜马中可能出现共同投票的“特殊情况”。而对于那些不诚心执行代表大会决议的人，你要想根据某个说法“抓住”他们总是徒劳的。我们的孟什维克所谓和自由派达成“技术性协议”意味着什么，我们全党在实践中对这一点是太清楚了。

第4条修正意见是，应当在决议案的第4条中加上一点，说明同民粹派的土地空想主义和革命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孟什维克曾数次提出这条意见，并且经常更改其中的个别字句或决议案中插入这条意见的地方。这条修正意见被代表大会整个否决了。毫无疑问，对这条修正意见进行讨论，是有原则意义的。孟什维克在这里又企图以马克思主义作幌子，塞进某种同马克思主义完全敌对的东西。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既反对民粹派的土地空想，也反对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的手段。孟什维克推论说，既然如此，那就请在这里，在你们的决议案里说明这一点。我们回答他们说，请原谅，亲爱的同志们，这一切我们在这里都已经很好地说明了。不管你们的愿望和认识怎样，你们的补充是一种反对没收地主土地的花招。要知道，我们并没有忘记，把没收地主土地说成是“空想主义”和“革命主义”的，不仅有一切自由派，而且还有许多非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诸如普罗柯波维奇、库斯柯娃之流的先生们，以及某些（幸而不多）曾建议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和党中央委员会不要断然坚持没收的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决议要写得使人能够看懂。决议应当考虑实际政治中存在的一切政治倾向，而不应当考虑某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良好愿望（就算他们的愿望往往都是最好的愿望）。我们在自己的决议案里坦率地、明确地指出民粹派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我们把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径直称作纯粹的“迷雾”。社会民主党不可推委的责任就是同他们掩饰无产者和小业主之间的阶级对立的行为作斗争。这样也就说明了问题，这样也就谴责了民粹主义所包含的真正的空想成分，这样也就谴责了小资产阶级的“超阶级的”革命主义。此外，在我们的决议案里，不单单是指责和否定这些政党，而且指出了它们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这就是我们所指出的这种积极因素。谁要是由于反对小市民社会主义的“迷雾”而忘记了这一因素，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当前的革命中，这一现实的因素同民粹派对未来的虚幻的空想比起来要重要得多。目前，由于这一现实的斗争，自由派的政策和无产阶级的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分歧。自由派的政策认为彻底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是空想和空调的革命主义，因为摧毁这些东西对资产阶级是不利的，是危险的。在现时的实际政策里，对民粹派的空想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攻击所反映出来的正是资产阶级的这种阶级私利。而无产阶级的政策恰恰相反，它把空想主义、革命主义以至把非阶级的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平均制”幻想这种迷雾，同坚决与地主和农奴主作斗争这种现实性东西区别开来。彻底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对自由派来说是有害的空想，而对我们来说是无产阶级当前最迫切的利益所在。现在我们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同自由派进行最无情的、非常实际的斗争，使民主派农民摆脱自由派的影响。

我们谈到的孟什维克的这种修正意见，反映了孟什维主义的一种最流行的错误，这就是把资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的反动性（即在同地主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中的反动性）和农民的反动性（这种反动性并不是表现在反对地主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而是表现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也就是说，不表现在解决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时候，而表现在解决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的时候）等量齐观。孟什维克的这一根本错误遭到了代表大会的驳斥。但这一错误对实践具有很大影响，因为它掩盖了允许无产阶级跟自由派和农民民主派都同样采取一致行动的政策。

孟什维克的最后一条修正意见即引起普遍注意的修正意见，也是关于第4条即第4条最后一句的。孟什维克提议从中删掉指出要同立宪民主党进行斗争的地方（“……站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反对黑帮和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为了使这个为代表大会所绝对不能接受的修正意见变得在表面上多少可以被接受，提议用争取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说法来代替那种使他们不愉快的说法。这是一种独特的手法，他们企图“把苦药丸包上一层糖衣”，企图在最能为布尔什维克接受的口号的掩饰下贯彻为布尔什维克所不能接受的政策（不去直接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招牌是你们的，而货色是我们的，——这就是孟什维克这些地道的机会主义政客通过自己的提案所道出的本意。

当然孟什维克这种天真的军事诡计立刻就被布尔什维克的那些长板凳上（我们在伦敦教堂里的确是坐在长板凳上，所以这里并不是转意）［175］发出的哄笑声给揭穿了。当一位波兰代表在孟什维克的修正意见遭到失败而提出另一个修正意见，即在决议案里保留指出同立宪民主党进行斗争的地方，同时加上承认要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点的时候，仍然是从那些长板凳上发出了简直是经久不息的哈哈大笑和雷鸣般的讽刺的掌声。当然，代表大会接受了这个修正意见。由于尔·马尔托夫曾经在《回声》（第5集）上说我们主张把革命进行到底是所谓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思想并对我们大发雷霆，孟什维克投票赞成波兰代表的提案（“为形势所迫”！）就特别应该得到讽刺的掌声。

孟什维克的不成功的诡计竟非常成功地为我们效劳了，因为，由于这条修正意见，代表大会承认了我们未向大会提出的另一个决议案即关于无产阶级阶级任务的决议案的极其重要的思想。


三

一位著名的孟什维克（好象是马尔丁诺夫）在代表大会上说，不应该把现在对待立宪民主党的态度固定下来，他希望孟什维克不是逃跑，而是秩序井然地退却。现在立宪民主党人是没用处了，就算是这样吧。但是不要把这一点固定下来，因为他们还可能有用处。

这几句话不成功地表述了孟什维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分析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结尾时是值得谈一谈的。说表述得不成功，是因为给现在这个反革命政策指明了阶级根源的决议案丝毫也不排除还有可能利用一切能够“有用处”的东西。孟什维克那个重要的思想是：如果说现在立宪民主党辜负了孟什维克的信任，那么曾经有一个时候他们并没有辜负孟什维克的信任。

这种思想是错误的。立宪民主党从来都是辜负孟什维克对他们的信任的。只要看看1905年10—12月我国革命最高潮时期，并把这一时期同当前时期即差不多是最低潮的时期对照一下，就足以确信这一点了。无论是在最高潮时期还是在最低潮时期，立宪民主党人都辜负了孟什维克的信任，没有证明孟什维克的策略正确，而是以自己的行为破坏了他们的策略。在高潮时期，孟什维克自己都积极地同自由派进行斗争（请回忆一下《开端报》），而现在，把第二届杜马中历次的投票总和起来，就能再清楚不过地使人看到“左派联盟”的政策正确，而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不正确。

俄国社会民主党未来的历史学家应当把我国革命的这个最高潮和最低潮之间的时期称作动摇的时期。孟什维克所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时期朝着自由派一边动摇。一年的争论（1904年底一1905年底）为争论问题作了历史准备，并对这些问题作了概括。一年半的革命（1905年底—1907年上半年）在实际政策方面实地检验了这些争论问题。这次检验用事实表明，支持自由派的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这次检验使人们承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唯一革命的政策是：联合民主派农民，反对背叛成性的自由派，争取把革命进行到底。

要说伦敦代表大会结束了社会民主党朝着自由派一边动摇的这段时期，那是过了头。不过不管怎样，这是消除动摇的一个重要开端。

附言：资产阶级报刊正在加紧利用社会民主党的被迫沉默和伦敦代表大会的“半合法性”，象诬蔑死人那样诬蔑布尔什维克。当然，没有日报，我们休想同无党派的《同志报》较量，在该报上，一个过去的社会民主党人阿·布拉姆，还有尤里·佩列亚斯拉夫斯基先生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大跳其康康舞［176］。好在没有记录，可以为所欲为地胡说八道。在阿·布拉姆、佩列亚斯拉夫斯基之流的这些文章里，除了无党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常的怨恨之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所以只要点出这些文章也就足以使他们受到应得的蔑视了。由《交易所小报》［177］转发的同司徒卢威先生的谈话，则是另一回事。这个谈话好象直到现在还没有遭到驳斥。除了蔑视之外，还应该分析一下这个……样品。他倾向十月党人，仇恨左派；这是自由派内在倾向的真正典型的反映。司徒卢威先生承认那些说他使十月党人被选进主席团（杜马的）以及他同十月党人进行了谈判和协商的旧的传闻。他主张同十月党人联合！谢谢您，司徒卢威先生，您真是出色地证实了还在去年秋天《无产者报》（第5号：《俄国政党分类的尝试》）就已作出的对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评论！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1—27页。——编者注］

 司徒卢威先生觉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无力，想使自由派的重心靠近有产阶级。如果立宪民主党式的自由派同王权不能达成协议，就叫立宪民主党人滚蛋，就让哪怕是十月党人式的“自由派”去同王权达成协议。这是始终一贯的做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这会使情况明朗化和明确起来。新杜马是地主的杜马。新的选举法出色地、非常明确地把可靠的地主、资产阶级权贵同不可靠的农民、城市小市民和工人区别开来。自由派当中产生了新的派别；司徒卢威先生同“左派的冒险政策”开战，反对他们“利用落后农民群众的愚昧无知的社会本能”！！（“社会本能”——这是文理不通，而由于文理不通，它的荒谬性就更加明显，司徒卢威先生愈是靠近已经离他不远的俄罗斯人民同盟，他所写的东西显然就会愈加文理不通，荒谬性就会愈加明显）

的确，这不是偶然的。作为知识分子政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是软弱无力的。如果它不同革命的（“愚昧无知的社会本能”）农民进行斗争，它就会软弱无力。如果它不同财主即同地主、厂主……十月党人结成紧密的联盟，它就会软弱无力。的确如此。我们早就向立宪民主党说过：“你所做的快做吧。”［178］谁要是主张同王权达成协议，那就去找十月党人，去找斯托雷平们，去找俄罗斯人民同盟。

谁要是支持人民，那就跟社会民主党走，只有社会民主党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为反对自由派对劳动派的影响而进行无情的斗争。

有些人认为，正是孟什维克的政策能使立宪民主党发生分裂。真是天真的想法！不论过去还是将来，只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左派联盟的政策才会使立宪民主党发生分裂。只有这种政策才会加速不可避免的分裂，使资产阶级自由派走向十月党人，使资产阶级民主派走向劳动派。社会民主党今后仍将象过去一样，要促使劳动派在无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进行选择。

司徒卢威之流的政治家们，勇敢地前进吧！





	载于1907年圣彼得堡出版的文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总结》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第368—388页

















［173］《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一文发表于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文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总结》。收入这一文集的还有德·伊·列先科、尼·亚·罗日柯夫、诺沃谢洛夫、格·叶·季诺维也夫和马·尼·利亚多夫的文章。——366。



［174］指经济派分子阿基莫夫（弗·彼·马赫诺韦茨）在讨论《火星报》制定的党纲草案时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委员会的修正意见（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258页）。——378。



［175］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在伦敦南盖特路兄弟会教堂举行的。俄语скамья本义是长板凳，转义是议席。——383。



［176］康康舞是法国的一种下流舞蹈，19世纪30年代出现在巴黎的大众舞会上，后来流行于咖啡馆舞台。——385。



［177］《交易所小报》（《Биржевка》）是俄国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报纸《交易所新闻》的别称。该报于1880年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每周出两次，后来出四次，从1885年起改为日刊，1902年11月起每天出两次。这个报纸的特点是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没有原则。1905年该报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曾改用《自由人民报》和《人民自由报》的名称。从1906年起，它表面上是无党派的报纸，实际上继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1917年二月革命后，它恶毒攻击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1917年10月底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被查封。——385。



［178］这里是借用圣经里的一个故事：耶稣已经知道犹大要出卖他，就蘸了一点饼给他吃。犹大吃了以后，魔鬼撒旦入了犹大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3章）——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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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5卷

年表

（1907年2月—6月）


1907年


2月—6月


列宁侨居在芬兰库奥卡拉“瓦萨”别墅。


2月15日—18日（2月28日—3月3日）


拟订《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

在库奥卡拉主持召开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莫斯科郊区委员会、中部工业区区域局和《无产者报》编辑部的代表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列宁拟订的《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


2月17日（3月2日）


同法国《人道报》编辑艾蒂安·阿韦纳尔谈话，阐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运动时期的策略。


2月18日（3月3日）


同在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幕前夕到达库奥卡拉的一批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谈话。列宁在谈话中谈到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当前工作、社会民主党人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以及孟什维克对杜马的态度，指出孟什维克已经背叛了工人阶级。


2月19日（3月4日）


彼得堡出版委员会决定查禁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


2月20日（3月5日）


写《第二届国家杜马的开幕》一文。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新光线报》第1号上。

写《第二届杜马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


2月20日或21日（3月5日或6日）


写《孟什维克是否有权实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一文。


2月20日和28日（3月5日和13日）之间


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起草答复政府宣言的声明草案《关于斯托雷平的宣言》。


2月21日（3月6日）


写《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步》一文。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新光线报》第2号上。


2月21日（3月6日）—3月初


写《杜马选举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一文。


2月22日（3月7日）


列宁的《孟什维克是否有权实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一文发表在《新光线报》第3号上。

写《小资产阶级的策略》一文。该文发表在2月23日《新光线报》第4号上。

莫斯科出版委员会决定查禁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


2月23日（3月8日）


写《分裂制造者谈未来的分裂》、《论机会主义的策略》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发表在2月24日《新光线报》第5号上。

列宁的《第二届杜马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以号召书的形式发表在《工人报》第2号上。


2月23日和3月4日（3月8日和17日）之间


写《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文的第一部分。


2月24日（3月9日）


写《布尔什维克和小资产阶级》一文。该文于2月25日作为社论发表在《新光线报》第6号上。


2月25日或26日（3月10日或11日）


写短评，回答尔·马尔托夫在《俄国生活报》第48号上发表的小品文《无以复加》。


2月下半月，27日（3月12日）以前


参加《新光线报》的编辑工作。


2月27日（3月12日）


写《杜马即将解散和策略问题》一文。

列宁的短评《答尔·马尔托夫》发表在《新光线报》第7号上。


2月27日或28日（3月12日或13日）


写《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一文。


2月28日（3月13日）


晚上，在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第十二次常会上，讨论列宁起草的声明草案《关于斯托雷平的宣言》。


2月底—3月1日（14日）


审阅1907年2月17日（3月2日）同法国《人道报》编辑艾·阿韦纳尔的谈话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运动时期的策略》。


2月—3月


出席彼得堡委员会召集的布尔什维克宣传员会议，并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


3月1日（14日）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一文发表在《工人评论报》第1号上。

用法文致函《人道报》编辑艾·阿韦纳尔，指出他错误地表达了列宁在同他谈话中所阐述的关于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和关于无产阶级同盟军的观点。列宁提出要修改谈话稿。


3月1日（14日）以后


读孟什维克的传单《策略纲领（由马尔托夫、唐恩、斯塔罗韦尔、马尔丁诺夫等人在一批孟什维克实际工作者参加下拟订，准备提交本次代表大会）》，注明文章出处，划重点和作记号。


3月1日和4月15日（3月14日和4月28日）之间


写《孟什维克的策略纲领》一文。


3月4日（17日）


列宁的《杜马即将解散和策略问题》一文（社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文的第一部分和《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4号上。

列宁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杜马运动和杜马策略的报告（简要报道）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4号上。


3月12日（25日）


写《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文的第二部分。


3月14日（27日）


列宁的《杜马选举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一文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新时代》杂志第26期上。


3月19日（4月1日）


写《不应当怎样写决议》一文，评述孟什维克的关于对国家杜马态度的决议草案。


3月19日和25日（4月1日和7日）之间


写《不应当怎样写决议》一文的后记。

为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对国家杜马态度的决议写按语。


3月20日和25日（4月2日和7日）之间


写《口蜜腹剑》一文。


3月21日（4月3日）


写《勾结的基础》一文。


3月21日和26日（4月3日和8日）之间


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格·阿·阿列克辛斯基起草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稿。


3月22日（4月4日）


《人道报》刊登列宁对该报编辑艾·阿韦纳尔发表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运动时期的策略的谈话。


3月24日和27日（4月6日和9日）之间


写《杜马和批准预算》一文。


3月25日（4月7日）


在泰里约基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在讨论彼得堡委员会的改组草案和彼得堡委员会的组织工作问题时发言。列宁被选为彼得堡组织负责同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进行联系的代表。

列宁的《勾结的基础》（社论）一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文的第二部分和列宁为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对待国家杜马态度的决议加的按语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5号上。

列宁的《口蜜腹剑》一文发表在《我们的回声报》第1号上。


3月25日和30日（4月7日和12日）之间


写《知识分子斗士反对知识分子的统治》一文。


3月27日（4月9日）


列宁的《杜马和批准预算》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我们的回声报》第2号上。


3月28日（4月10日）


写《杜鹃恭维公鸡……》一文。该文在第二天作为社论发表在《我们的回声报》第4号上。


3月30日（4月12日）


列宁的《知识分子斗士反对知识分子的统治》一文发表在《我们的回声报》第5号上。


3月30日—31日（4月12日—13日）


写《土地问题和革命力量》一文。


3月底


在孟什维克策划的所谓党的法庭第一次开庭时宣读辩护词，揭露孟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中的分裂活动。


3月下半月—4月10日（23日）以前


参加《我们的回声报》的编辑工作。


3月


即将分赴各地去进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布尔什维克举行会议，讨论确定方针的问题。会上，列宁作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


3月—4月21日（5月4日）以前


委派扬·安·别尔津－季耶美利斯去里加了解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情况。

多次写信给帕·格·达乌盖。在其中的一封信中，谈达乌盖为美国社会党人恩斯特·温特尔曼的小册子《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和约瑟夫·狄慈根。历史唯物主义和一元论唯物主义比较尝试》所写的序言。


4月1日（14日）


列宁的《土地问题和革命力量》一文发表在《我们的回声报》第7号上。


4月2日（15日）


写《贫血的杜马或贫血的小资产阶级》一文。该文第二天作为社论发表在《我们的回声报》第8号上。


4月3日（16日）


写《怡然自得的庸俗言论或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革命党人》一文。该文第二天作为社论发表在《我们的回声报》第9号上。


4月3日和21日（4月16日和5月4日）之间


写《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一月军事和战斗代表会议的记录》一文。


4月4日（17日）


写《社会民主党党团和杜马中的4月3日这一天》一文。该文第二天发表在《我们的回声报》第10号上。


4月5日（18日）


写《俄国革命的长处和弱点》一文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于当天作为社论发表在《我们的回声报》第10号上。


4月5日—6日（18日—19日）


写《俄国革命的长处和弱点》一文的第二部分。


4月6日（19日）以前


在《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一书上作记号，划重点和写批注。


4月6日（19日）


为《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的俄译本写序言。


4月7日（20日）


列宁的《俄国革命的长处和弱点》一文的第二部分发表在《我们的回声报》第12号上。


4月7日和8日（20日和21日）


列宁的《杜马选举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一文刊登在梯弗利斯出版的格鲁吉亚文版布尔什维克报纸《时报》第24号和第25号上。


4月8日（21日）


列宁为《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写的序言的一部分发表在《我们的回声报》第13号上，标题为《马克思恩格斯论俄国》。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在讨论社会民主党党团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活动的报告时发言，并建议彼得堡代表团向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关于邀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战斗队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问题。


4月8日和21日（4月21日和5月4日）之间


写《彼得堡的改组和分裂的消灭》一文，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进行总结。


4月10日（23日）


写《杜马和俄国自由派》一文。该文当天作为社论发表在《我们的回声报》第14号上。


4月10日和15日（23日和28日）之间


写《拉林和赫鲁斯塔廖夫》一文。


4月11日（24日）以前


列宁被选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4月11日和21日（4月24日和5月4日）之间


写《谈谈全民革命的问题》一文。


4月15日（28日）以前


列宁的《孟什维克的策略纲领》一文发表在《策略问题》文集第1卷上。


4月15日（28日）


列宁的《拉林和赫鲁斯塔廖夫》一文发表在《劳动报》第1号上。


4月21日（5月4日）以前


读1907年彼得堡出版的《回声》文集并作批注。

写《气得晕头转向（关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一文。

写《弗·梅林论第二届杜马》一文。

准备出版小册子《就彼得堡的分裂以及因此设立党的法庭问题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写该小册子的开头部分和第二节《对彼得堡分裂的实际经过的简述》。

列宁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卡马河上游地区（乌拉尔）组织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同雅·斯·加涅茨基谈话，论证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的立场。列宁在论述孟什维克的立场时，指出他们给革命带来的危害。

在泰里约基（芬兰）出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有关问题。列宁发言反对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关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建议。


4月下半月，21日（5月4日）以前


动身前往丹麦哥本哈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曾准备在这里召开。


4月21日和28日（5月4日和11日）之间


在哥本哈根出席布尔什维克派代表会议，并就战斗队问题发言。

致电在奥斯陆的挪威工党主席奥斯卡尔·尼森，询问是否可以在挪威境内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尼森向挪威外交部长提出申请，挪威政府予以回绝。


4月24日和28日（5月7日和11日）之间


前往伦敦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途中，在柏林停留数日；会见阿·马·高尔基、罗·卢森堡和卡·考茨基；参观柏林名胜。

阅读阿·马·高尔基的小说《母亲》的手稿，同高尔基就这部小说进行交谈，并同他一起前往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4月24日和30日（5月7日和13日）之间


抵达伦敦后，参加安置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工作；主持布尔什维克派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哥本哈根开始的会议的继续；在会上发言。会议选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执行委员会。

在布尔什维克会议上，列宁宣布阿·马·高尔基将参加代表大会。由于孟什维克只打算以“来宾”身分邀请高尔基参加代表大会，所以布尔什维克根据列宁的提议一致通过决议，坚持以有发言权的代表资格邀请高尔基参加大会。

关心阿·马·高尔基在伦敦的住处，对他下榻的旅馆房间不够干燥表示不安。


4月30日—5月19日（5月13日—6月1日）


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出席布尔什维克派的各次会议，并在会上就各种问题发言；参加代表大会所设立的各个委员会；参加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各次会议；主持代表大会的会议；同代表大会的代表交谈。

在休会期间，同高尔基以及其他代表参观英国博物馆，去剧院看剧。

收到阿·马·高尔基赠送的小说《母亲》。


4月30日（5月13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开幕。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

在第一次会议上回答了约·彼·戈尔登贝格提出的关于宣读彼得堡孟什维克声明的问题。

出席布尔什维克派会议。会议讨论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力量对比问题。


4月


列宁的《气得晕头转向（关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不应当怎样写决议》、《弗·梅林论第二届杜马》等文章和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发表在《策略问题》文集（1907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上。

列宁的小册子《就彼得堡的分裂以及因此设立党的法庭问题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出版。


5月1日（14日）


在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在讨论议事规程草案时两次发言。

在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言，坚决反对中止关于议程问题的辩论。


5月2日（15日）


列宁的《谈谈全民革命的问题》（社论）、《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一月军事和战斗代表会议的记录》和《彼得堡的改组和分裂的消灭》等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6号上。

在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言，赞成把关于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原则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

在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发言，赞成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5月3日（16日）


主持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以会议主席的身分就议事日程问题5次发言；提议向为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提供方便的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代表们表示感谢；就已经通过的各项议程的讨论顺序问题发言。

主持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以会议主席的身分就议事日程问题发言；向代表们宣布英国社会民主联盟代表哈·奎尔奇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罗·卢森堡出席代表大会，并以代表大会名义对他们表示欢迎。


5月4日（17日）


在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时发言，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活动。

为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简报写自己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发言提要。


5月5日（18日）


在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就6万卢布党费的开支问题发言；提议只听取伊·格·策列铁里关于杜马党团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


5月8日（21日）


主持代表大会第十四次会议，以会议主席的身分就议事日程5次发言；宣读波兰社会民主党关于民族民主党的决议草案；在列·达·托洛茨基就杜马党团工作报告发言时插话。

主持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会议主席的身分就议事日程3次发言；宣读尔·马尔托夫关于杜马党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在讨论杜马党团工作报告时，发言批评杜马党团的政治错误；在乌拉尔地区代表就费·伊·唐恩在讨论杜马党团工作报告时的发言所作的声明上签字。


5月9日（22日）


在代表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上，被选入杜马党团工作报告决议起草委员会。


5月9日一10日（22日—23日）


参加杜马党团工作报告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5月10日（23日）


代表大会第十八次会议宣读列宁关于尔·马尔托夫歪曲他同《人道报》编辑谈话的声明。

在代表大会第十九次（秘密）会议上，提议委托总务委员会去商定代表大会结束的日期。


5月11日（24日）


在代表大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就通过杜马党团工作报告决议的程序问题发言。

在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建议由杜马党团章程起草委员会讨论布尔什维克的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瓦·马·谢罗夫提出的章程草案。


5月12日（25日）


在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作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报告。


5月12日—16日（25日—29日）


参加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5月13日（26日）


同阿·马·高尔基、格·瓦·普列汉诺夫以及其他代表一起拜访英国艺术家费利克斯·莫舍莱斯，为代表大会募集经费。


5月14日（27日）


在代表大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作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主持代表大会第二十五次（秘密）会议。会议讨论代表大会继续进行的经费问题。列宁在会上报告了拜访英国艺术家费·莫舍莱斯的情况。


5月15日（28日）


在代表大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在讨论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案时发言；在决定以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作为基础以后，发言反对米·伊·李伯尔和列·达·托洛茨基提出的对这一决议案的修正意见。

主持代表大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会议主席的身分就程序问题两次发言，还发言反对崩得代表和列·达·托洛茨基提出的对布尔什维克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案的修正意见。


5月16日（29日）


在代表大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发言反对尔·马尔托夫提出的对布尔什维克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案的修正意见。

在代表大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就程序问题两次提出建议；发言反对列·达·托洛茨基、尔·马尔托夫和亚·马尔丁诺夫提出的对布尔什维克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案的修正意见。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

在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言评论费·伊·唐恩由于列宁在代表大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宣布转入下一项议程而提出的抗议，并就会议程序问题提出建议。


5月16日和18日（29日和31日）之间


在伦敦的一些自由派后动家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举行的宴会上发表讲话。


5月17日（30日）


出席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就代表大会会议进行的程序问题发言；在主席团会议记录上签字。

同代表大会其他代表一起，在归还借款的保证书上签字，这笔款项是为支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费用而向约·费尔兹借的。

出席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派的会议。


5月17日—18日（30日—31日）


修改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草案初稿，参加国家杜马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并在该委员会会议讨论过程中作笔记。


5月18日（31日）


在代表大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代表国家杜马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作报告；记录代表大会在通过布尔什维克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时的表决结果；统计表决以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案作为基础的投票结果（该决议案在代表大会的下一次会议上被通过）。


5月19日（6月1日）


主持代表大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会议主席的身分就程序问题多次发言。

主持代表大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会议主席的身分就各种程序问题16次发言。

主持代表大会第三十五次（小范围）会议，以会议主席的身分15次发言；提议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问题交由新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列宁的提案被代表大会所通过）；在关于代表大会名称问题上，反对孟什维克想把这次代表大会称为“统一的党的伦敦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建议，主张称这次代表大会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讨论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问题时，提出关于提名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程序的建议；在辩论对中央委员当选人进行复选问题时发言，主张在票数相等的情况下要进行复选，反对用抽签的办法即碰运气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代表大会选举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5月19日和6月2日（6月1日和15日）之间


写《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一文。


不早于5月20日（6月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出席布尔什维克派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代表大会的工作总结，拟订同孟什维克斗争的计划。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刚从俄国到来的约·费·杜勃洛文斯基为会议主席。会议选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来领导布尔什维克今后的工作。


5月20日—24日（6月2日—6日）


校阅自己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速记稿；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进行工作。


5月21日（6月3日）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邀请列宁出席代表大会的建议。


5月21日和24日（6月3日和6日）之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尤·彼·加文和扬·安·别尔津－季耶美利斯拜访列宁，并邀请列宁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列宁答应了代表提出的要求，并同代表就拉脱维亚革命者在1905—1907年革命中的活动进行交谈。

出席在伦敦召开的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5月24日（6月6日）


晚上，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上，作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阶段的任务的报告，并提出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


5月25日和6月2日（6月7日和15日）之间


代表大会结束后由伦敦返回库奥卡拉。


6月2日（15日）晚—3日（16日）晨


“六三”政变前夕，同前来库奥卡拉会见列宁的第二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们举行会议。列宁同代表们讨论当时的形势，建议代表们到彼得堡的工厂去向工人们说明发生的事件。


6月15日（28日）以前


同列·波·克拉辛谈技术发展的前景问题。

在泰里约基（芬兰）向来自彼得堡的工人发表演说，介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情况。

为了保密和为了恢复自己的健康，离开库奥卡拉，迁居尼·米·克尼波维奇的别墅（在斯季尔苏坚灯塔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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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07年6月至1908年3月即俄国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初期的著作。

第一次俄国革命持续了将近两年半，到1907年年中，沙皇政府控制了局势并转入进攻。1907年6月2日，沙皇政府逮捕了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翌日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同时颁布了新的选举法，进一步限制工农的权利，保证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对第三届杜马的绝对控制。六三政变标志着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结束和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开始。以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为首的专制政府对工人和农民进行残酷的镇压。成千上万的革命参加者或惨遭杀害，或被捕入狱，或被放逐服苦役。反动政府破坏各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查封工会组织，迫害布尔什维克。列宁为了躲避沙皇暗探的追捕，于6月匿居芬兰，12月再度出国，侨居日内瓦。鉴于完全恢复革命前的秩序已不可能，沙皇政府开始实行以六三体制和新土地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政策。

六三体制就是把全部政权交给农奴主－地主，使资产阶级享有种种特权，其目的是建立农奴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同盟，以保持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第三届杜马就是要体现这个体制。修改后的选举法规定，地主和大资产阶级选民团推选出的复选人占总数的3／4以上，而工人和农民推选出的复选人却不到总数的1／4。许多非俄罗斯民族被剥夺选举权。社会革命党人和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抵制第三届杜马的选举。本卷第1篇文章《反对抵制》以及《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提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文献，批驳了抵制派的论据，阐述了社会民主党应当采取的策略。列宁指出，对某一机构是否采取抵制手段，不应以其反动程度为依据，而应以采取抵制的斗争条件是否存在为依据。抵制杜马是向旧政权的直接攻击，目的是使它不能建立这种机关。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说，只有在革命进入高潮并能转入武装起义的情况下，抵制杜马才是正确的策略。他认为，在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不具备抵制杜马的客观条件，社会民主党应当参加第三届杜马选举，争取有代表进入这个反动机构，以便利用它来同沙皇政府和立宪民主党进行斗争。他在批评主张抵制的人时写道，马克思主义“要求革命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分析采用旧的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某些口号”。（见本卷第23页）

新杜马的选举达到了沙皇政府预期的结果。442名代表中，黑帮分子、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占409个，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人占19个，代表农民的劳动派占14个。本卷中的《第三届杜马》、《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提出的决议、《“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等文献，分析了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成分及其反人民的活动，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杜马斗争策略。列宁指出，在第三届杜马中将会有两个多数：黑帮—十月党人的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前者是反革命的，占杜马代表的2／3强，他们主张加紧镇压和保护农奴主－地主的利益，甚至企图完全恢复专制政体。后者也是反革命的，没有超过杜马代表的半数，他们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依靠同政府的勾结，并且用徒有其名的改革来掩盖他们反对革命的斗争。这两个多数都屈从沙皇政府。沙皇政府为了保持自身的平衡，可以轮流依靠它们。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利用这个杜马宣传党的政治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广泛地开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鼓动工作。他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既要揭露黑帮地主和专制政府的暴虐，也要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本质。

斯托雷平的新土地政策企图按照地主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以适应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制止农民革命的再爆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需要根据俄国第一次革命的经验修改自己的土地纲领。列宁在1907年11—12月撰写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部重要著作依据1905—1907年土地运动的丰富历史经验，批判了地主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土地纲领以及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从理论上深刻论证了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这部著作占本卷将近一半的篇幅。

列宁认为，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必须依据俄国土地占有情况的新材料。他说明土地问题在沙皇俄国之所以十分尖锐，是因为大部分土地掌握在一小撮贵族和地主手里，千百万农民因缺少土地而陷入困境。在俄国欧洲地区，3万个贵族和地主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每户平均有500俄亩以上，其中农奴制大地产占有者每户平均有2333俄亩，而1050万农户共拥有7500万俄亩土地，每户平均仅有7俄亩。这种情况造成耕作技术落后，农民群众愚昧无知，农奴徭役制剥削形式繁多。这是农民展开土地斗争的根本原因。土地变革的实质就是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和俄国农业制度中的一切农奴制残余。

列宁指出，俄国的土地变革可以通过两条道路来实现：一条是改良的道路即普鲁士式的道路，另一条是革命的道路即美国式的道路。第一条道路就是农奴制地主经济逐渐转变为资产阶级经济，大批农民变成贫农和雇工，同时分化出少数富农。这条道路仍然保存地主经济和大地产，使生产力发展速度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度缓慢，使广大农民群众在很长时期内遭受农奴制的剥削和奴役。第二条道路就是用暴力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消灭农奴制大地产，使土地完全转归农民，宗法式的农民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主。这条道路使俄国资本主义更自由更迅速地发展，能尽快地发展生产力，能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农民群众的利益。列宁指出，在1861—1905年期间，在俄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的两种方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是要决定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哪条道路。各阶级在俄国革命中提出的两种土地纲领，其基础就是这两种可能的资本主义农业演进方式。列宁在分析各政党和各阶级的土地纲领以及两届杜马中围绕土地问题的斗争之后指出，所有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党（从黑帮地主到立宪民主党人）都主张改良的地主式的发展道路，而无产阶级代表和农民代表则主张革命的农民式的发展道路。农民代表和民粹派提出土地国有化和平均分配土地的要求。列宁揭示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错误，同时肯定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平等思想在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是最革命的思想。

列宁用主要的篇幅论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种土地纲领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所受到的检验。他指出，过去所有土地纲领的基本错误在于没有很具体地设想到俄国资本主义农业演进可能是哪一种方式。他批判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指出这个纲领不是要消灭农奴制关系的残余，不是为了给资本主义彻底扫清道路，而是要巩固份地所有制，仅仅要求把非份地收归地方公有。列宁写道，在俄国，不仅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世纪的所有制，而且农民份地所有制也是中世纪的所有制。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主张在极大限度地保持农民利益的条件下消灭村社和中世纪的份地所有制，即废除土地所有制，将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俄国第一次革命用事实否定了孟什维克的全部论据。农民群众没有接受孟什维克的纲领，而是主张土地国有化。列宁指出，激进农民的口号是：无论是地主土地占有制还是份地占有制都不应该存在，应该存在的只是新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这个口号最真实、最彻底、最坚决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的要求，表现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尽量发展土地生产力的要求。列宁论述了土地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他指出，土地国有化的科学概念同地租理论有密切联系。级差地租同有没有土地私有制完全无关。土地国有化并不消灭级差地租，而是把它交给国家。土地私有制产生绝对地租，妨碍对农业自由投资。土地国有化消灭土地私有制，从而也消灭绝对地租。它废除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垄断。列宁强调指出，布尔什维克肯定土地国有化才是彻底消灭农业中一切中世纪制度的最正确的方式，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孟什维克否认绝对地租理论，就是根本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私有制的经济意义，结果必然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土地国有化的观点。

列宁探讨了农民资产阶级革命和它的动力问题，探讨了土地国有化和政治变革的关系。他指出，俄国革命的经验证明，“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见本卷第392页）因此，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党的纲领只能主张土地国有化。列宁说，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应该彼此适应，经济变革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推翻沙皇制度并建立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土地国有化有助于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列宁指出，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表现出孟什维克不懂得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才能保证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懂得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不推翻专制制度的农民土地革命，——这就是孟什维克极其反动的主张。”（见本卷第298页）

列宁把他的论述概括为三点：“第一，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俄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同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结局联结在一起；第二，马克思主义应该估计到俄国农业可能有两种方式的资本主义演进，并且向人民明确说明每一种可能性的条件和意义；第三，马克思主义应该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在俄国没有激进的政治变革也可能实现激进的土地变革的观点。”（见本卷第311页）列宁在1917年9月为这本书写的跋中指出，在新的时期，当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把社会主义革命提上日程的时候，土地国有化就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新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

列宁很重视研究布尔什维克同各种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进行不调和斗争的经验。本卷的《〈十二年来〉文集序言》是列宁为当时准备出版的列宁著作三卷集《〈十二年来〉文集》写的。这篇序言简明地叙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和革命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两派在1895年至1907年间围绕党的纲领问题、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进行的斗争，阐明了列宁在各个时期如何用不可调和的革命精神解决这些问题。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是同一历史趋势的不同表现形式，同他们进行的思想斗争“表明了理论上不调和的论战在实践上和政治上的价值”。（见本卷第89页）列宁根据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同各种机会主义者的斗争经验指出，特别是在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工人政党内必然存在产生机会主义的条件，“了解一下这种倾向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不同发展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对于巩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解放斗争中得到锻炼，是十分必要的”。（见本卷第105页）

列宁利用群众行动暂时沉寂的时期，研究俄国第一次革命中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经验，并把这种经验交给群众作为未来斗争的指南。列宁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初步总结了1905—1907年革命。他指出，第三届杜马的召开结束了相信专制政府和人民代表机关可以和平共处的时期，开辟了革命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个时期，把俄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革命进攻时期（1905年）同反革命玩弄立宪时期（1906年和1907年）进行对照，才能决定当前的政治路线。列宁说，革命斗争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关于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理论。无产阶级实际上一直在领导革命。俄国解放运动所获得的一切，完全是无产阶级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结果。在群众运动的低潮时期，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地位被操纵两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所取代。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运动证明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和它对沙皇制度的卑躬屈节。两届杜马的反革命时期使农民群众认清资产阶级不能成为他们的领袖和同盟者。1905年革命进攻时期证明，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进行反对农奴主－地主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列宁坚信，新的全民的政治危机必将到来，那时又将使无产阶级担当起全民运动的领导者的使命。

《政论家札记》、《政治短评》、《新土地政策》等文章，阐明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指出了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和革命斗争的前景。革命的失败使孟什维克丧失了信心。他们放弃了革命的斗争方法，主张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参加杜马的立法工作。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十月党操纵着第三届杜马，立宪民主党已成为十月党的奴仆。列宁揭露说，按专制政府的意图，新杜马的使命是：“通过旧政权同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在微小的立宪改革的基础上的直接勾结来结束革命”。（见本卷第54页）资产阶级公然背叛革命，同旧政权紧密勾结，小资产阶级软弱动摇。列宁说，无论俄国革命今后如何发展，无论无产阶级会经历怎样的艰难困苦，对资产阶级的憎恨和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蔑视必将团结无产阶级的队伍，锻炼无产阶级，使他们将来能给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以毁灭性的打击。列宁进一步揭露了沙皇政府的新土地政策。他指出，沙皇大臣斯托雷平、黑帮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懂得，不破坏旧的土地制度，就不能保证俄国经济的发展，就不能建立新的阶级支柱以保持自己的政权，就不能摆脱构成俄国革命最深刻原因的矛盾即：“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见本卷第400页）新土地政策就是按照地主的办法破坏旧的土地制度，用暴力手段破坏村社，使大批农民更快地破产。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应当更加坚决地向群众提出农民同无产阶级一起举行起义的口号，只有举行这样的起义，才能阻止斯托雷平的改革。在反动年代的黑暗日子里，列宁发出了充满信心的声音：“我们善于在革命以前长期进行工作。人们说我们坚如磐石，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社会民主党人已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决不会因第一次军事进攻遭到失败而心灰意懒，决不会张皇失措，决不会热中于冒险行动。”（见本卷第403—404页）

本卷收载的一部分著作是有关第二国际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1907年8月间，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并作为社会党国际局的成员参加了大会主席团，还参加了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的决议起草委员会。这是列宁第一次出席国际的会议，他在会上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进行了直接的斗争。两篇题为《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文章全面介绍了大会的情况。《克·蔡特金〈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注释》对一些事实作了说明，《“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一文揭露了社会革命党人对大会情况的歪曲。列宁认为，这次大会在确定社会主义政党的策略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他写道：“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一系列最重大问题上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作了鲜明的对比，并且本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解决了这些问题。”（见本卷第85页）

殖民地问题是大会上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荷兰代表万－科尔提出的决议草案，根本不谈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殖民政策的斗争，竟宣称：“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任何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在委员会的讨论中，支持这个提案的机会主义者形成了多数。列宁认为，这个论点实际上等于直接向资产阶级政策倒退，向替殖民战争和野蛮行为辩护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倒退。在大会讨论中，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大卫代表德国代表团的多数人，发言肯定“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攻击左派不了解改良的意义。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透顶的。经过尖锐的斗争，大会通过了比以往更尖锐地谴责殖民政策的决议。列宁说，殖民地问题的讨论暴露了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的真面目，表明欧洲一些国家里形成了使无产阶级沾染上殖民沙文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列宁希望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认识到殖民沙文主义的害处及其产生的原因，以便团结各国无产阶级去同这种机会主义进行斗争。

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是大会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机会主义者反对工会接受党的领导。法国社会党多数派提交大会的决议草案，主张党和工会建立自由合作的关系，彼此不相从属。德国代表中有一半是工会代表，他们支持这个草案。普列汉诺夫坚决主张工会中立。布尔什维克和各国党的左派反对工会中立的观点。大会通过的决议否决了中立思想，肯定工会和社会党必须有密切的联系。列宁认为，这个决议对俄国人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会加速俄国社会民主党同俄国自由派赞赏的中立思想彻底决裂。他指出，鼓吹工会中立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有利，事实上已经给德国带来了恶果，使德国的工会极明显地倾向机会主义。收入本卷的《沃伊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和《工会的中立》一文进一步批判了工会中立论，强调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进行工会活动时，应该使工会同党接近，启发工人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大会讨论的最重要的也是斗争最激烈的问题是反对军国主义的问题。提交大会讨论的决议草案共有四个，一个是倍倍尔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其他三个是法国社会党的代表爱尔威、盖德、饶勒斯和瓦扬分别提出的。列宁着重分析了爱尔威和倍倍尔的决议草案。爱尔威的草案要求用罢工和起义来反对任何战争。列宁指出，爱尔威的观点是半无政府主义观点。爱尔威的错误在于：不懂得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不能拒绝参加革命战争；不懂得能否用罢工和起义反对战争，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客观条件；为了反对军国主义而忘记社会主义。列宁说，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仅仅防止战争的爆发，而在于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列宁还批判了福尔马尔等人提出的以议会斗争方式反对战争的主张。倍倍尔的草案的缺点是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积极任务。罗·卢森堡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对倍倍尔的决议提出的修正案强调指出：“必须在青年中进行鼓动工作；必须利用战争所引起的危机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必须注意到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必然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见本卷第73页）经过修正的这个决议案在大会上被一致通过。列宁认为，这项决议既对军国主义问题作了唯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又向各国工人政党介绍了一些最坚决最革命的斗争措施。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13篇。其中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反对抵制的发言、《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的注释》、《克·蔡特金〈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注释》、《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和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的记录稿和总结发言、《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附录》中的文献都是新增加的。




《列宁全集》第16卷


反对抵制

（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札记）[1]

（1907年6月26日〔7月9日〕）

不久以前举行了教师代表大会[2]，与会的大多数人都是受社会革命党人[3]影响的，大会在社会革命党的一位知名代表的直接参与下，通过了关于抵制第三届杜马[4]的决议。社会民主党人教师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5]一起在表决时弃权，因为他们认为这类问题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来决定，而不应该由非党的政治性的职业联合会来决定。

抵制第三届杜马的问题，就这样作为当前的革命策略问题而出现了。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社会革命党的正式决定，也没有看到社会革命党的文件，但是从该党代表在上述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来看，社会革命党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决定。在社会民主党内，这个问题已经提出并且正在讨论。

社会革命党究竟用什么理由来为自己的决定辩解呢？教师代表大会的决议实际上讲到了第三届杜马毫不中用，搞六三政变[6]的政府是反动的和反革命的，新的选举法是地主性质的，等等，等等 
［注：下面是这个决议的原文：“鉴于：（1）作为召集第三届国家杜马的依据的新选举法剥夺了劳动群众在此以前所享有的、花了很大代价才取得的一点起码的选举权；（2）该选举法为了居民中最反动的特权阶层的利益竟公然粗暴地强奸民意；（3）第三届杜马，按其选举的方法和组成来说，是反动政变的结果；（4）政府是要利用人民群众参加杜马选举这一点来说明人民承认政变，——全俄教师和国民教育活动家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1）拒绝同第三届杜马及其各个机构建立任何联系；（2）不以组织名义直接或间接地参加选举；（3）以组织名义广泛宣传本决议中所表明的对第三届国家杜马及杜马选举的看法。”］

 。他们的论据是这样提的：由于第三届杜马极端反动，采取抵制这样的斗争手段或口号自然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看得很清楚，这样的论断是不足取的，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对可以实行抵制的历史条件作分析。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实行抵制不取决于某一机关的反动程度如何，而是如俄国革命经验现在也已经表明的那样，取决于实行称作抵制的这一特殊手段的特殊斗争条件是否存在。谁如果不考虑我国革命两年来的经验，不仔细研究这种经验就来谈论抵制，那就只好说这种人是太健忘了，而且什么也没有学到。现在我们就是试图从分析这个经验来着手研究一下抵制问题。


一

抵制布里根杜马[7]无疑是我国革命在实行抵制方面最重要的经验。况且这次抵制还获得了最完全、最直接的成功。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历史条件。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首先会看到两点。第一，抵制布里根杜马是一场反对我国革命转上（即使是暂时地转上）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第二，这次抵制是在最广泛、最普遍、最强大、最急剧的革命高潮的形势下进行的。

我们来谈谈第一点。对某一机关的任何抵制都不是在该机关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该机关的产生，或者说得广一点，是反对该机关变为现实的斗争。所以，谁要象普列汉诺夫及其他许多孟什维克那样，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利用代表机关这种空泛的论断来反对抵制，那就只能暴露出他们的可笑的学理主义。这样来谈论问题，无异于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真理以回避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利用代表机关，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能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只能赞成在某个机关的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不能赞成反对建立这个机关的斗争呢？不，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这种空泛的论断只有在不可能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的情况下才适用。所以在抵制问题上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有没有可能来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普列汉诺夫之流自己提出的那些反对抵制的论据，暴露了他们并不懂得问题之所在。

其次，如果说对某一机关的任何抵制都不是在该机关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建立该机关的斗争，那么抵制布里根杜马同时也是反对建立整套君主立宪类型的机关的斗争。1905年清楚地表明，存在着进行总罢工（1月9日[8]以后的罢工浪潮）和军队起义（“波将金号”）[9]这种直接的群众斗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是事实。另一方面，企图把运动从革命（就最直接最狭窄的意义而言）道路引上君主立宪道路的8月6日10的法令[10]也是事实。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道路和君主立宪道路之间的斗争，在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当时需要对革命下一步发展的道路作出选择，并且决定这个选择的当然不是这些或那些集团的意志，而是各革命阶级和各反革命阶级的力量。而力量又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衡量和考验。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口号也就是坚持直接的革命斗争道路反对立宪君主制道路的斗争口号。当然，在立宪君主制道路上也可能有斗争，不但可能有，而且还不可避免有斗争。在君主立宪的范围内也可能继续进行革命并酝酿新的革命高潮；在君主立宪的范围内，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也可能进行斗争，而且一定要进行斗争——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曾经非常热心但非常不合时宜地论证过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现在仍然不失为真理。可是当时历史提出的并不是这个问题，阿克雪里罗得或普列汉诺夫的议论都是“文不对题”，换句话说，他们是用从新版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教科书中找出的问题来代替历史提出的让斗争着的各种力量解决的问题。当时，出现一场选择下一步斗争道路的斗争是历史的必然。是由旧政权召集俄国第一个代表机关，从而在一定的时间内（时间也许很短，也许较长）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呢，还是由人民以直接的冲击去扫除（或者至少动摇）旧政权，使它不能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从而保证（也是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的道路？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当时没有察觉到的问题，而1905年秋天，历史却把这个问题向俄国各革命阶级提了出来。社会民主党对积极抵制的宣传，就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觉地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提出一个为选择斗争道路而斗争的口号。

宣传积极抵制的布尔什维克正确地理解了历史客观地提出的问题。1905年10—12月斗争实际上是一场选择斗争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起伏很大：起初革命人民占了上风，使旧政权不可能立即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扫除了警察自由派类型的代表机关，建立了纯革命类型的代表机关，即工人代表苏维埃，等等。10—12月时期是群众最自由、主动精神最充分、工人运动发展得最广泛最迅速的时期，因为当时人民的冲击清除了君主立宪的机关、法律和种种障碍，因为出现了一个“政权空白时期”——旧政权已被削弱，而人民的革命新政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等）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完全代替旧政权。十二月斗争的结果却相反：旧政权胜利了，击退了人民的冲击，保住了自己的阵地。但是不言而喻，当时还没有理由认为这个胜利是决定性的胜利。1905年十二月起义得到了继续，表现为1906年夏天爆发了一连串分散的、局部的军队起义和罢工。抵制维特杜马[11]的口号是为把这些起义集中和联合起来而斗争的口号。

所以，研究俄国革命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经验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抵制的客观根据是一场由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决定下一步发展道路形式的斗争，是一场决定由旧政权还是由新的自发的人民政权来召开俄国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斗争，是一场决定走直接的革命道路还是（在一定时间内）走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

因此，过去在书刊中常常出现而在讨论本题时又一再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抵制口号简单、明了和“走直线”的问题，以及是选择直接发展道路还是曲折发展道路的问题。直接推翻或者至少削弱旧政权，由人民直接建立新的政权机关，这无疑是一条最直接的道路，它对人民最有利，但是也需要为之付出极大的力量。在力量占压倒优势时，用直接的正面攻击也能取得胜利。在力量不足时，就可能需要走迂回的道路，需要等待时机、曲折行进、实行退却等等。当然，君主立宪的道路一点也不排斥革命，这条道路也在间接地酝酿并发展革命的因素，不过这条道路要漫长一些，曲折一些。

在所有孟什维克的书刊中，尤其是1905年（10月以前）的书刊中，都贯穿着对布尔什维克的责难和劝导，责难他们“走直线”，劝导他们必须重视历史发展的曲折道路。孟什维克书刊的这个特征也是一种空谈的例证，他们好象在说什么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12]，用这种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事实的办法来混淆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历史通常都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重视历史的极其复杂奇特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当历史本身提出是选择直接道路还是曲折道路这个问题让斗争着的各种力量去解决的时候，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东西就丝毫无助于解决马克思主义者该怎么办的问题。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刻或时期，用空谈历史通常的曲折性的办法来支吾搪塞，那就等于变成套中人[13]，一门心思地去琢磨马吃燕麦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事情。而革命时期正好多半是这样的历史时期，即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解决国家在一个相对说来很长的时期内是走直接发展道路还是走曲折发展道路的问题。重视曲折的道路是必要的，但这绝不排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群众的历史的决定关头善于向群众解释走直接道路的好处，应该善于帮助群众为选择直接的道路而斗争，善于提出这种斗争的口号等等。所以只有不可救药的庸人和非常愚蠢的学究才会在否定直接道路而确定曲折道路的决定性的历史性战斗结束以后，讥笑那些为直接道路斗争到底的人。这正象特赖奇克之流的德国警察的御用历史学家讥笑1848年马克思提出的革命口号和所走的革命直线一样。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实际上同它对妥协的态度是一样的。历史的任何曲折转变都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并不拒绝妥协，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利用妥协，但这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活跃的经常起作用的历史力量去全力进行反对妥协的斗争。谁弄不明白这个似乎矛盾的道理，那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

恩格斯有一次在一篇论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的宣言 
［注：这篇论文编入德文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Internationales　aus　dem《Volksstaat》》）。俄译本：《〈人民国家报〉论文集》知识出版社版。］

 （1874年）的文章中非常清楚生动、简明扼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妥协的态度。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在他们的宣言中写道，他们不容许任何妥协。恩格斯嘲笑这个宣言，他说，问题不在于拒绝利用形势注定我们实行的妥协（或者是：形势强迫我们实行的妥协——因为无法查对原文，只能凭记忆引用，谨向读者致歉），问题在于明确地意识到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目的，善于在各种形势下通过曲折道路和妥协来追求这些目的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4—586页。——编者注］

 。

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对向群众提出的抵制口号的简单、直接和明了的特点加以评价。这个口号的上述一切特点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这些特点本身好，而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所适应的客观形势中存在着为选择直接发展道路或曲折发展道路而斗争的条件。在布里根杜马时期，这个口号之所以是工人政党的正确的和唯一革命的口号，并不是因为它是最简单、最直接和最明了的口号，而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向工人政党提出了参加争取简单的直接的革命道路、反对曲折的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这样一个任务。

试问，究竟根据什么标准，说当时存在着这些特殊的历史条件呢？究竟根据什么主要的标志，说客观形势的特点使简单、直接、明了的口号没有成为空话，而成了唯一适合实际斗争的口号呢？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个问题。


二

在回顾一场已经结束的斗争（至少直接形式的斗争已经结束）时，根据那个时期各种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标志和征兆，得出一个总的结论，自然是最容易不过了。斗争的结局一举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并且轻而易举地消除了一切怀疑。但是我们现在必须确定各种有助于弄清斗争前的局势的标志，因为我们想把历史的经验教训运用到第三届杜马的问题上。上面我们已经指出，最广泛、最普遍、最强大、最急剧的革命高潮是1905年抵制得到成功的条件。现在应该研究，第一，特别强大的斗争高潮同抵制有什么关系；第二，特别强大的高潮有些什么特征和显著的标志。

我们已经指出，对某一机关的抵制并不是在该机关的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该机关产生的斗争。任何这样的机关只能从已经存在的即旧的政权中产生。这就是说，抵制是一种斗争手段，用来直接推翻旧政权，或者在冲击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旧政权时至少用来削弱这个政权，使它不能创立这个机关，不能利用这个机关 
［注：本文所说的都是积极抵制，即不是简单地不参加旧政权设置的各种机关，而是向旧政权进行冲击。应该向没有读过抵制布里根杜马时期社会民主党的书刊的读者提一提：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公开讲积极的抵制，坚决提倡积极抵制，反对消极抵制，甚至坚决把积极抵制同武装起义结合起来。］

 。所以，抵制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同旧政权进行直接的斗争，需要举行反对旧政权的起义，需要在许多场合下让群众起来抗拒当局的命令（这种群众的抗拒是发动起义的条件之一）。抵制就是拒绝承认旧政权，当然不是口头上拒绝，而是行动上拒绝，也就是说，不是只表现在各组织的呼吁或口号上，而是表现在人民群众的某些运动上，如不断违反旧政权的法律，不断建立新的、非法的、但实际上存在的机关，等等，等等。这样，抵制同广泛的革命高潮之间的关系就很明显了：抵制是最坚决的斗争手段，它要否定的并不是某个机关的组织形式，而是该机关的存在本身。抵制是向旧政权的直接宣战，是向旧政权的直接攻击。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没有到处越出旧的合法范围的群众骚动，就根本谈不上抵制的成功。

在谈到1905年秋季高潮的特征和标志时，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情况是革命展开不间断的群众性的进攻，不断攻击敌人并迫使敌人退却。镇压不但没有使运动削弱，反而使它更加扩大了。1月9日以后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罗兹的街垒战[14]、“波将金号”的起义。在出版、结社、教育等方面，旧政权所规定的合法范围到处都在不断地被冲破，冲破这种范围的绝不只是“革命者”，而且还有普通人，因为旧政权确实已被削弱，确实已经老朽得失去了控制能力。高潮力量的特别显著和准确无误的（从革命组织的角度来看）标志，就是革命者提出的口号不仅不是毫无反响，而是完全落后于生活了。不论是1月9日的事件，还是以后的群众性罢工和“波将金号”的起义，都走到了革命者直接号召的前头。在1905年，群众对革命者发出的任何一个号召从来没有持消极态度，没有默不作声，没有拒绝参加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抵制是对一触即发的气氛的自然的补充。当时这个口号根本不是什么“凭空虚构”，它只是准确而忠实地表达了勇往直前、走向直接冲击的高潮。恰恰相反，搞“凭空虚构”的却是我们的那些孟什维克，他们回避革命高潮，迷恋于沙皇在宣言上或8月6日的法令上许下的空洞诺言，对转上立宪君主制轨道的诺言信以为真。孟什维克（和帕尔乌斯）当初制定自己的策略时所根据的不是最广泛、最强大和最急剧的革命高潮这一事实，而是沙皇的向立宪君主制转变的诺言！难怪这类策略成了既可笑又可怜的机会主义。难怪孟什维克凡是谈到抵制时，总是竭力不去分析抵制布里根杜马这一革命中最重大的抵制经验。但是光承认孟什维克在革命策略上的这个也许是最大的错误是不够的。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产生这个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使革命高潮成为现实而使向立宪君主制转变成为空洞的警察式诺言的那种客观情况。孟什维克所以犯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待问题主观上没有革命情绪，而是因为这些可怜的革命者思想上落后于客观革命形势。孟什维克犯错误的这两个原因是很容易混淆的，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混淆这些原因就是不能容许的了。


三

抵制同俄国革命某一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关系，还应从另一方面加以研究。1905年秋季和1906年春季社会民主党的抵制运动的政治内容是什么呢？这个运动的内容，当然不是重复抵制这个字眼或者号召不要参加选举。号召不顾专制制度所要求的迂回曲折的道路而进行直接的冲击，也还不是抵制运动的全部内容。上述问题甚至不能和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等量齐观，后者才是整个抵制鼓动工作的中心。这一斗争真正是抵制的活的灵魂。想一想抵制派的讲话和他们的全部鼓动工作，看一看抵制派的最重要的决议，那你就会深信这样的论点是多么正确。

孟什维克从来不懂得抵制的这个方面。他们总是觉得，在立宪刚开始的时期就同立宪幻想作斗争是荒唐的、无意义的，是“无政府主义”。孟什维克的这种观点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15]上的一些发言中，我记得特别是在普列汉诺夫的发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至于孟什维克的书刊就更不用说了。

乍一看，孟什维克就象一个人洋洋得意地教训他人说马吃燕麦一样，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确实似乎是无懈可击的。在立宪刚开始的时期就宣布同立宪幻想作斗争！难道这不是无政府主义吗？难道这不是荒唐之极吗？

他们在发这些议论时堂而皇之地提到一些简单的常识，从而把问题庸俗化了，这是由于他们绝口不谈俄国革命的特殊时期，将抵制布里根杜马置诸脑后，泛泛地把我国过去和将来的整个革命看作产生立宪的革命，而不去研究我国革命所经过的道路的具体阶段。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之类的人大谈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而又违反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一个例证。

是的，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整个说来，也象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建立立宪制度的过程，如此而已。这是公认的道理。这个公认的道理可以用来揭露某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理论、策略等等的冒牌社会主义的步调。可是在这样一些问题上，例如：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工人政党应该把国家引向怎样的立宪制度；在革命的某些时期，工人政党到底应当怎样为争取特定的（即共和制的）立宪制度而斗争——在这些问题上，你能够从这个公认的道理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吗？不能。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所特别喜爱的这个公认的道理在这些问题上很难给你什么启发，正如马吃燕麦这个信念在你选择合适的马和学会骑马这个问题上很难给你启发一样。

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和1906年初曾经说过，同立宪幻想作斗争应该成为当时的口号，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客观形势提出了一个让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去解决的问题：在下一步将要取得胜利的是直接的道路，即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和革命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直接建立代表机关的道路呢，还是迂回曲折的道路，即君主立宪和“杜马”类型的警察式“立宪”（带引号的！）机关的道路。

这个问题确实是客观形势提出来的呢，还是布尔什维克瞎扯理论、“凭空虚构”的？对这个问题，俄国革命的历史现在已经作出了回答。

1905年的十月斗争就是反对革命转上君主立宪制轨道的斗争。10—12月时期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的、广泛的、勇敢的、自由的立宪的时期，这种立宪真正表现了人民的意志，而与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立宪制时期的假立宪迥然不同。开展争取真正民主的（即存在于完全肃清旧政权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丑恶东西的基础上的）立宪的革命斗争，就要求最坚决地反对用警察式君主立宪制来诱惑人民。而社会民主党内反对抵制的人却怎么也弄不懂这个并不复杂的道理。

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俄国革命发展的两个时期。高潮时期（1905年）和低潮时期（1906—1907年）。在第一个时期，人民的主动精神发挥得最充分，居民中所有阶级的自由而广泛的组织都得到最大的发展，出版有最充分的自由，人民最不理会旧政权，最无视它的机关和命令——当时这一切都是在没有那种得到官僚承认的、用正式规章或条例体现出来的立宪的情况下实现的。接着，在第二个时期，人民的主动精神、组织性、出版自由等等都很不发达并不断低落，——这时存在着由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炮制、为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承认并由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来维护的天知道的“立宪制”。

现在，过去的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一目了然，大概没有哪个学究敢于否认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反对事态转上立宪君主制轨道的革命斗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否认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了。

现在恐怕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历史学家都会把1905年到1907年秋天的俄国革命过程划分为这样两个时期：“反立宪的”（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高潮时期和“立宪的”低潮时期，即人民抛开警察式（君主）立宪去争取和实现自由的时期和君主“立宪制”压制人民自由的时期。

现在，立宪幻想的时期，即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16]时期，我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弄清当时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的意义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可是在当时，即在1905年和1906年初，无论资产阶级阵营中的自由派还是无产阶级阵营中的孟什维克，都不明白这一点。

而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从一切意义上来说，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立宪幻想的时期。这一时期没有违反过“任何法律非经国家杜马承认均不得生效”这个庄严的诺言。就是说，立宪制存在于纸面上，并且不断使所有俄国立宪民主党[17]奴才的心灵深受感动。在这个时期，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都实验了、检验了、试行了俄国的立宪制，竭力使它适应于旧的专制制度。杜巴索夫先生和斯托雷平先生似乎是这个时期最强有力的人物，他们千方百计地努力使“幻想”成为现实。幻想终究是幻想。历史完全证实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正确的。然而，不仅是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试图实现“立宪制”，不仅是立宪民主党奴才们颂扬立宪制，奴颜婢膝地大费唇舌（类似第一届杜马中的罗季切夫先生），证明说君主是没有责任的，说如果认为君主应对大暴行负责，那就是大逆不道。不，不仅他们这些人是这样，而且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这个时期中无疑也在不同程度上相信“立宪制”，相信杜马，而不听社会民主党的警告。

可以说，俄国革命中的立宪幻想时期是全国迷恋于资产阶级偶像的时期，就象西欧一些国家有时迷恋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沙文主义等偶像一样。社会民主党的功劳在于：只有它没有受资产阶级的愚弄，只有它在立宪幻想时期始终举着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的旗帜。

那么试问，到底为什么抵制是反对立宪幻想的特殊的斗争手段呢？

抵制有一个特点，使得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乍一看到这个特点都会立即不由自主地对抵制产生反感。抵制选举就是放弃议会活动，这就不免使人觉得是一种消极的拒绝、放弃和回避。专门仿效德国的帕尔乌斯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1905年秋天气势汹汹然而一无所得地咆哮了一番，企图证明积极的抵制终究是个坏东西，因为它毕竟还是抵制……至今从革命中什么也没有学到而且愈来愈向自由派演化的马尔托夫也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同志报》[18]上的一篇近作，证明他甚至不会象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做的那样来提问题。

但是抵制的这个可说最使马克思主义者反感的特点，是完全可以用产生抵制这种斗争手段的时代所具有的特点来说明的。第一届君主杜马，即布里根杜马，是诱使人民脱离革命的诱饵。这种诱饵是一个穿着立宪外衣的假人。人人都不免要上当。有的是出于阶级的私利，有的是由于考虑不周，结果都上了布里根杜马的当，后来又上了维特杜马的当。所有的人都着了迷，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参加选举并不是平常地简单地履行普通的公民义务。参加选举就是为君主立宪上台举行庆典。参加选举就是从直接革命道路向君主立宪道路转变。

社会民主党在这样的时候不得不全力以赴、大张旗鼓地发出抗议和警告。这也就意味着拒绝参加选举，不仅自己不参加而且号召人民也不参加，发出向旧政权冲击的呐喊，而不是在旧政权建立的机关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全民对“立宪”君主制这一资产阶级警察偶像的迷恋，要求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向全民“表明”自己反对和揭露这个偶像的观点，全力开展斗争以反对建立成为这种偶像的化身的机关。

这一切都说明，不仅是获得直接成功的对布里根杜马的抵制，而且连看来已经失败的对维特杜马的抵制，在历史上都有充分的根据。现在可以看出，为什么说这只是表面上的失败，为什么社会民主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我国革命向立宪君主制转变。这一转变实际上就是转向绝路。君主立宪的幻想原来不过是一种前奏或幌子，一种点缀，一种用来转移视线、好让旧政权为废除这种“立宪制”作准备的东西……

我们已经说过，社会民主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用“立宪制”来压制自由。“始终不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坚持到社会民主党所反对的机关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志而成为事实时为止，坚持到俄国革命向君主立宪的转变这一革命低潮、革命失败的必然标志（在一定时间内）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志而成为事实时为止。立宪幻想的时期是妥协的一次尝试。我们曾经竭尽全力同妥协进行斗争，我们不得不进行这场斗争。但既然形势违反我们的意志，无视我们的努力，使我们的斗争以失败告终，从而把妥协强加于我们，那我们就只好参加第二届杜马，只好考虑妥协。至于要妥协多久，那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综上所述，对抵制第三届杜马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也许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立宪幻想时期开始时必须实行的抵制，在这个时期结束时也是必要的？这是“类比社会学”式的“卖弄聪明”，而不是严肃的结论。抵制在俄国革命开始时所具有的那种内容，现在已经不可能有了。现在既不能警告人民防止立宪幻想，也不能开展反对革命转上立宪君主制绝路的斗争。抵制中原来的那种活的灵魂不可能再有了。即使要实行抵制，它无论如何只能具有另一种意义，无论如何只会具有另一种政治内容。

此外，我们所研究的抵制的历史特点，还提供了一个反对抵制第三届杜马的理由。在向立宪转变的初期，全国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集中到杜马上去了。我们曾以抵制来反对，而且也不得不以抵制来反对把注意力集中到绝路上去，反对这种由于愚昧无知、觉悟不高、软弱无力或出于反革命私利而产生的迷恋。现在，对任何杜马或者对第三届杜马不仅没有什么全国性的迷恋，甚至连稍微广泛一点的迷恋也没有。从这方面来说实行抵制就没有必要了。


四

所以，实行抵制的条件无疑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中去找。从这个观点出发来把1907年秋季和1905年秋季的形势作一比较，就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现在宣布抵制是没有根据的。无论从直接的革命道路和“曲折”的立宪君主制道路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无论从群众性的高潮来看，无论从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的特殊任务来看，目前的形势都和两年以前截然不同。

当时历史向君主立宪的转变不过是警察的许诺。而现在这个转变已经成为事实。不愿坦率承认这个事实，是一种可笑的害怕真理的表现。但是，如果从承认这一事实得出俄国革命已经结束的结论，那就错了。不，现在还没有根据作这个结论。当客观形势决定要为直接的革命发展道路而斗争时，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进行这种斗争，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考虑实际上已经确定下来的曲折的转变了。从这一方面来说，俄国革命的进程已经完全确定下来了。在革命初期，出现了短暂的、然而非常广泛又极其迅速的高潮；后来，从1905年十二月起义开始，则是极其缓慢又持续不断的低潮。开始是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的时期，后来是向君主立宪转变的时期。

这是不是说后来的这次转变就是最终的转变呢？是不是说革命已经结束而“立宪”时期已经来到了呢？是不是说等待新高潮、为新高潮作准备没有根据了呢？是不是说应该抛弃我们纲领的共和性质了呢？

绝对不是。只有那些自由派庸人，例如我国那些一味以随手拈来的论据为奴颜婢膝的行为辩解的立宪民主党人，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这样说。这只是说，为了全面维护我们的整个纲领和我们的全部革命观点，我们应该使直接的号召适合当前的客观形势。我们要宣传革命的必然性，经常不断并始终不渝地在各方面积聚燃料，为了这些目的而小心爱护和扶持我国革命最好时期的革命传统，肃清这个传统中的自由派寄生虫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要放弃在向君主立宪日常转变过程中进行日常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些。我们应该为掀起新的广泛的高潮作准备，但是不问情况硬要提出抵制的口号，就没有任何根据了。

我们已经说过，抵制只有作为积极的抵制在当前的俄国才有一定的意义。这就是说，不是消极地拒绝参加选举，而是为了直接冲击的任务不去理睬选举。从这个意义上说，抵制就必然等于号召实行最有力、最坚决的进攻。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这样的号召就没有意义，可是目前有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呢？当然没有。

说到“号召”，那么现在的形势和1905年秋天的形势在这方面的差别是特别明显的。我们已经指出，当时在整整一年中，对于号召，群众从来没有默不作声。群众的攻势跑到组织的号召的前头去了。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的停顿时期，许多号召始终得不到群众的响应。例如，1906年初扫除维特杜马的号召，1906年夏季第一届杜马解散后举行起义的号召，为抗议第二届杜马的解散及1907年六三政变而进行斗争的号召，都是这样。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关于最近这些行动的通报[19]来说吧。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通报中公开号召用各地条件所允许的形式进行斗争（游行示威、罢工、同专制制度的武装力量作公开的斗争）。这是口头的号召。1907年6月基辅和黑海舰队的武装起义[20]是用行动发出的号召。无论哪一种号召都没有得到群众性的响应。既然反动势力对革命最露骨和最直接的冲击——解散两届杜马和发动政变——在当时都没有引起高潮，那么现在有什么根据要以宣布抵制的形式立即再次发出号召呢？现在的客观形势使“宣布”抵制有成为空喊的危险，这不是很清楚吗？当斗争风起云涌，席卷各地的时候，“宣布”抵制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发出战斗的号召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责任。但是这样的斗争既不是可以凭空虚构的，也不是单凭一声呐喊就能触发的。既然我们根据较直接的原因试着提出来的许多战斗号召都没有什么结果，我们自然就应该为“宣布”口号寻找有力的根据，因为如果没有实现战斗号召的条件，宣布这种口号是没有意义的。

谁要想使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深信抵制口号是正确的，他就不应该只迷恋于一些曾经起过伟大而光荣的革命作用的铿锵的话语，而应该仔细想想可以采用这类口号的客观条件，并且应该懂得，提出这种口号，就意味着已经间接假定存在着出现广泛的、普遍的、强大的、急剧的革命高潮的条件。但是在我们当前这样的时期，在革命暂时停顿的时期，无论如何也不能间接假定有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和整个工人阶级都必须直接而明确地认识并弄清条件。否则，就有可能成为爱唱高调的人，这样唱高调或者是由于不明白这些高调的真正含义，或者是由于不敢如实说出真相。


五

抵制是俄国革命中事变迭起的英勇时期的优良革命传统之一。前面我们说过，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小心爱护这些传统，扶持这些传统，肃清其中自由派（和机会主义）寄生虫的影响。我们必须对这个任务稍加分析，以便正确地确定任务的内容并消除很可能产生的曲解和误解。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从马克思的全部历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长期以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而且，马克思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并不认为这样的时期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是“社会病态”的表现，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他们从这一中心点出发来判定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成败。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判定各个不同阶级的内在本性及其倾向也总是回过来研究这一中心点。他们总是从当年的革命时期出发来评价后来出现的较小的政治派别、政治组织、政治任务和政治冲突。象桑巴特这样的自由派思想领袖对马克思的活动和著作的这一特点恨之入骨，把它说成是“流亡者怨气的表现”，决不是没有缘故的。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大学中的学蠹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革命世界观的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归结为他们的流亡生活中的个人怨气和个人困苦的表现，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马克思在一封好象是给库格曼的信中，曾经附带提出了一个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来看很能说明问题、特别有意思的见解。他指出，德国的反动派成功地把对1848年革命时期的回忆和这一时期的传统从人民的意识中几乎完全抹掉。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84页。——编者注］

 这里，反动派和无产阶级政党在对待本国的革命传统的问题上各自所担负的任务恰成鲜明的对照。反动派的任务是抹掉这些传统，把革命说成是“丧失理智的自发势力”（这是司徒卢威对德文“das　tolle　Jahr”的译法，德文本意为“丧失理智的一年”，是德国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们以至德国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们形容1848年的用语）。反动派的任务是迫使人民忘掉革命时期所产生的丰富多采的斗争方式、组织形式、思想和口号。愚蠢地赞美英国小市民的维伯夫妇力图把宪章运动[21]这个英国工人运动的革命时期说成不过是傻呵呵的幼稚，是“幼年的罪孽”[22]，是不值一提的天真，是偶然的反常的越轨。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是这样藐视德国的1848年。反动派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也是如此。这场大革命至今还遭到强烈的敌视，这证明它对人类至今还具有深远而有力的影响。我国的反革命的英雄们，尤其是象司徒卢威、米留可夫、基泽韦捷尔以及诸如此类的昨天的“民主主义者”，在卑鄙地诬蔑俄国革命的革命传统时也是这样争先恐后。自从无产阶级的直接的群众斗争赢得了为旧政权的自由派奴才们赞不绝口的一点点自由到现在还不到两年，而在我国的政论界，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称为自由主义的（！！）大流派，它在立宪民主党的报刊的扶持下，专门把我国的革命、革命斗争方法、革命口号、革命传统说成是某种低级的、原始的、幼稚的、自发的、疯狂的……甚至罪恶的东西……在这方面，从米留可夫到卡梅尚斯基，中间可说是只有一步之差！而反动派的业绩，即起初把人民从工农代表苏维埃赶到杜巴索夫—斯托雷平杜马中去，现在又把他们赶到十月党人[23]杜马中去的业绩，反过来却被俄国自由派英雄们当成是“俄国立宪意识成长的过程”。

俄国社会民主党无疑有责任极其仔细而全面地研究我国的革命，普遍向群众介绍革命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等等，应巩固人民中的革命传统，使群众深信唯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多少得到一点重大而持久的改善，应始终如一地彻底揭发那些沾沾自喜的自由派的卑鄙行径，因为这些人用“立宪的”卑躬屈膝、背叛变节行为和莫尔恰林习气[24]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在争取自由的历史上，十月罢工或十二月起义中的一天，比起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奴颜婢膝地高谈没有责任的君主、高谈君主立宪制度的几个月来，其意义始终要大上一百倍。我们必须注意——除了我们谁也不会注意——使人民对于这些充满生气、内容丰富、意义伟大和果实丰硕的日子的了解，比对于令人窒息的“立宪”以及巴拉莱金[25]和莫尔恰林们崭露头角的那几个月的了解要仔细得多，详尽得多，具体得多，因为在斯托雷平及其书报检查机关的宪兵们的蓄意纵容下，我国自由派政党的机关报和无党派的“民主主义的”（呸！呸！）报刊正在卖力地大肆渲染那几个月。

毫无疑问，许多人之所以同情抵制，正是因为革命家令人钦佩地努力维护以往的优良的革命传统，用勇敢、公开、坚决的斗争的火花使现时沉闷的日常生活的一潭死水重现生机。可是正因为我们珍视这种爱护革命传统的态度，我们才应该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以为采用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口号，就能促使这个时期的基本条件重新出现。维护革命的传统，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来进行经常的宣传鼓动，来向群众介绍对旧社会直接采取攻势应该具备的条件——这是一回事；把一个口号从过去使它产生并获得成功的全部条件中抽出来加以重复，并在根本不同的条件下去运用——则是另一回事。

马克思高度重视革命的传统，严厉抨击对革命传统的叛卖和庸俗的态度，而同时要求革命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分析采用旧的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某些口号。1792年法国的“民族”传统也许永远是某些革命斗争手段的典范，然而马克思却于1870年在著名的第一国际《宣言》中，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错误地在另一时期的条件下搬用这些传统。[26]

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应该研究实行抵制的条件，我们应该向群众灌输这样的思想：在革命高潮时期抵制是完全合理的、有时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不管那些枉费心机地滥用马克思名字的学究说些什么）。但是现在是否存在这个高潮，是否存在宣布抵制的这个基本条件，这个问题应当善于独立地提出来，并且在认真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加以解决。我们的责任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这样的高潮的到来作准备，并在适当的时机不拒绝实行抵制，可是，如果认为总可以用抵制的口号来对付任何糟糕的或非常糟糕的代表机关，那就是绝对错误的了。

只要看一看那些为在“自由日子”里实行抵制进行辩解和论证的理由，你就会立即知道，在现在的形势下简单地搬用这些论据是不行的。

1905年和1906年初，我们在主张抵制时曾经说过，参加选举会挫伤士气，会把阵地让给敌人，会把革命的人民引入歧途，会使沙皇政府容易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等等。这些论据的基本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前提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明白地说出来的，但任何时候都能意会到，在当时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前提就是不经过任何“立宪的”渠道而寻求直接表现并且已经直接表现出来的群众的充沛的革命毅力。这个前提就是革命势力不断地向反动势力进攻。敌人为了削弱对他们的全面冲击会故意交出阵地，如果我们因占领和防守这些阵地而削弱对他们的进攻，那我们就是犯罪。如果没有这种基本前提而硬搬这些论据，你就会立即感到你的整个“音乐”走了调，基调不对头。

企图借口第二届杜马和第三届杜马不同来为抵制辩护，这也是徒然的。认为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第二届杜马中把人民完全出卖给了黑帮分子）同十月党人有重大的和根本的区别，认为被六三政变所中断的臭名远扬的“立宪制”多少有些现实意义——所有这一切与其说符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倒不如说更符合庸俗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立宪制”不过是海市蜃楼，立宪民主党人的空谈不过是转移人们的视线，以掩盖他们的十月党人的本质，杜马这种机构根本不是能满足无产阶级和农民要求的手段。对我们来说，1907年六三政变是1905年十二月失败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对“杜马”立宪制的好处“入迷”，我们也不会因为涂脂抹粉的、用罗季切夫的空话加以美化的反动变为露骨的、公开的、粗暴的反动而感到特别的失望。这后一种反动倒可能是一个好得多的手段，它能使一切鲁莽的自由派傻瓜以及被他们引入歧途的各类居民清醒过来……

只要把孟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斯德哥尔摩决议同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伦敦决议[27]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前一个决议舞文弄墨，言之无物，尽唱些有关杜马意义的高调，因肩负杜马工作重任而趾高气扬。后一个决议则简单扼要，严谨朴实。前一个决议充满着小市民由于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来自人民的新政权”以及诸如此类的官方炮制的谎言）相结合而洋洋得意的情绪。后一个决议则可以大致转述如下：既然万恶的反革命势力把我们赶入这个万恶的畜栏，我们在那里也要为革命的利益工作，不叫苦，也不吹嘘。

还在直接的革命斗争时期，孟什维克就拥护杜马，反对抵制，他们可以说曾经向人民许过愿，说杜马将是一种革命的工具。可是他们许的这个愿是完全落空了。而我们布尔什维克，如果说曾许过什么愿的话，那么我们只是作了这样的保证：杜马是反革命的产物，不能指望它会办出什么真正的好事。迄今为止，我们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可以担保说，这种观点还将从以后的事件中得到证明。不根据新的材料来“修改”和沿用10—12月的战略，俄国就决不会有自由。

因此，如果有人对我说，第三届杜马不能象第二届杜马那样加以利用，也不能向群众说清参加这届杜马的必要性，那我就要回答说，要是“利用”指的是孟什维克侈谈的所谓杜马是革命的工具等等，那当然是不能利用的。可是连前两届杜马事实上也都不过是通往十月党人杜马的阶梯，而我们还是利用过这两届杜马来达到简单而微不足道的 
［注：参看1905年《无产者报》（日内瓦出版）[28]关于抵制布里根杜马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60—167页。——编者注），该文指出：我们并不笼统地拒绝利用杜马，但是现在我们要解决我们当前的另外一个课题——为争取直接的革命道路而斗争。还可参看1906年《无产者报》[29]（俄国出版）第1号上的文章《论抵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36—343页。）——编者注），这篇文章强调，杜马工作所带来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

 目的（宣传和鼓动，批判和向群众阐明当前发生的事情），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总是会利用那些坏透了的代表机关的。在杜马中发表演说绝不会引起“革命”，利用杜马进行宣传绝没有什么特殊，但社会民主党从这两方面得到的好处，并不比从书刊上发表的文章或在其他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得到的好处少，而有时还要多些。

我们也应该同样简单明了地向群众说明我们参加十月党人杜马的原因。由于1905年12月的失败，由于1906—1907年“挽回”这次失败的尝试没有成功，反动派必然要，而且以后还要不断地把我们赶进愈来愈糟的冒牌立宪机关。我们要随时随地坚持我们的信念，宣传我们的观点，并且总是反复地说，只要旧政权还存在，只要它还没有连根拔掉，我们就不能指望它办什么好事。我们要为新的高潮创造条件，而在这个高潮到来以前，同时也为了这个高潮的到来，我们必须更顽强地工作，不要提出只是在高潮的条件下才有意义的口号。

如果把抵制看作是使无产阶级和一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自由派和反动派对立起来的一种策略方针，那也是错误的。抵制并不是一种策略方针，而是适用于特殊条件的一种特殊的斗争手段。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混为一谈，正如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战斗主义”混为一谈一样，都是错误的。1905年春在伦敦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在日内瓦召开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分别通过的两个具有原则区别的决议，已经充分说明并体现了孟什维克策略方针和布尔什维克策略方针的区别。当时没有谈到、而且也不可能谈到抵制或“战斗主义”。无论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当时我们不是抵制派），还是在第二届杜马中，我们的策略方针都与孟什维克的策略方针截然不同，这是人所共知的。这两种策略方针在一切斗争的方法和手段上，在每一个斗争场合都有分歧，但是绝没有形成任何特殊的、为某种策略方针所特有的斗争方法。因此，如果用革命对第一届或第二届杜马的期望的破灭，即“合法的”、“强有力的”、“持久的”和“真正的”立宪制的破产，来证明抵制第三届杜马是正确的，或者由此提出这种抵制，那么这就是一种糟透了的孟什维主义。


六

我们把主张抵制的最有力的和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据放在最后来研究。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积极的抵制就没有意义。就算是这样吧。可是广泛的高潮是从不广泛的高潮发展而来的。现在已经有某种高潮的标志。我们应该提出抵制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能保持、发展并扩大正在开始的高潮。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多少能够清楚地说明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为什么有赞成抵制的倾向的基本论据。同时，那些最接近直接的无产阶级工作的同志，看问题不是从按一定的类型“确定的”论据出发，而是从他们同工人群众的接触中所得到的印象的总和出发的。

我国革命发展长期停顿的原因问题，似乎是社会民主党两派至今还没有发生过分歧的不多几个问题之一。“无产阶级没有恢复元气”，这就是原因。的确，10—12月的斗争几乎完全是由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承担的。只有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经常地、有组织地、不间断地在为全民族而奋斗。在无产阶级占人口比例最小（与欧洲各国相比）的国家中，无产阶级会因进行这样的斗争而弄得精疲力竭，这是不足为怪的。况且，在12月以后，正是无产阶级受到了反动的政府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猛烈攻击，而且此后不断地受到这种猛烈攻击。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警察的迫害和处决使无产阶级人数锐减，而一连串的同盟歇业——从“惩罚性地”关闭官办工厂到资本家以阴谋对付工人——使工人群众的贫困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而现在，有些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者说，在群众中已经出现了情绪高涨和无产阶级积蓄力量的标志。对这个不十分明确、不易完全捉摸到的印象作补充的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论据：在某些工业部门中确实出现了复苏。对工人的需求的增长，必然会加强罢工运动。工人必将设法弥补他们在受迫害和同盟歇业时期所遭到的巨大损失，至少也得弥补一部分。最后，第三个论据也是最有力的论据，就是现在指出的并不是没有把握的、仅仅预期可能发生的罢工运动，而是各工人组织已经决定举行的一次最大的罢工。1万纺织工人的代表们早在1907年初就曾讨论过自己的处境，并拟订了加强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会的措施。第二次来开会的，已经是2万纺织工人的代表了，他们决定在1907年7月举行纺织工人的总罢工。直接卷入这次运动的工人会有40万。这次运动是从莫斯科地区，即俄国最大的工人运动中心和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开始的。正是在莫斯科，而且也只有在莫斯科，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才最有希望成为具有决定性政治意义的广泛的人民运动。而纺织工人是所有工人群众中报酬最低、思想最落后、参加前几次工人运动最少、同农民的联系最密切的部分。这些工人的主动精神可以说明，卷入这次运动的无产阶级阶层将比过去广泛得多。而罢工运动同群众革命高潮之间是有联系的，这在俄国革命史上，已经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证明。

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责任就是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推进这一运动。这方面的工作同十月党人杜马的选举比较起来，无疑具有首要的意义。应该使群众确信，必须把这一罢工运动变成对专制制度的全面和广泛的冲击。抵制的口号就意味着把注意力从杜马转移到直接的群众斗争上来。抵制的口号就意味着使新的运动充满政治的和革命的内容。

某些确信必须抵制第三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思路大致就是如此。这是赞成抵制的论据，它无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而同一味重复脱离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口号毫无共同之处。

然而，不管这个论据多么有力，在我看来，它终究还不足以使我们立即接受抵制的口号。这个论据所强调的东西，对曾经思考过我国革命教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说来本来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我们不能拒绝实行抵制，我们应该准备在适当时机提出这个口号，我们对抵制这个问题的提法，同自由主义的、庸俗空虚的、没有任何革命内容的提法——规避还是不规避 
［注：见前社会民主党刊物的撰稿人、现自由派报纸撰稿人尔·马尔托夫在《同志报》上提出的典型的自由主义论断。］

 ？——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姑且把社会民主党内拥护抵制的人所说的工人情绪的变化、工业的复苏和纺织工人的七月罢工，全都当作是已经得到证实和完全符合事实的吧。

从这一切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看到某种具有革命意义的局部的高潮正开始出现。 
［注：有人认为，纺织工人的罢工是一种使工会运动脱离革命运动的新式的运动。但是对这种观点我们可以不去理睬，因为第一，从悲观方面去解释一切复杂的现象的征兆，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方法，常常会把许多没有完全“在马鞍上坐稳的”社会民主党人引上歧途；其次，如果纺织工人的罢工具有这些特点，那么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疑应该竭力为消除这些特点而斗争。一旦我们斗争成功，问题必将会象我们所提的那样。］

 我们应不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并发展这个高潮，竭力使它成为普遍的革命高潮，然后再变成一种进攻性的运动呢？当然应该。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也许只有为《同志报》撰稿的人除外）对此是不会有分歧意见的。但是在目前，在局部的高潮刚刚开始，在它还没有最后成为普遍的高潮以前，为了使运动向前发展，是否需要提出抵制的口号呢？这个口号是否能够促进当前运动的发展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只能作否定的回答。

要把局部的高潮发展成为普遍的高潮，可以而且应该提出直接的论据和口号，而不必涉及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12月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社会民主党人对君主立宪的作用、对直接斗争的必要性的看法。我们要说，公民们，要是你们不愿意俄国的民主事业象1905年12月以后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把持民主运动时期那样每况愈下、一落千丈的话，那就请你们来支持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的高潮，支持直接的群众斗争吧。离开直接的群众斗争，俄国的自由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保证。

这样的鼓动无疑将是完全彻底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鼓动。是否一定还要补充说：公民们，你们不要相信第三届杜马，要学习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用抵制杜马来表示我们的抗议！

在当前情况下，作这样的补充不仅没有必要，甚至可以说是荒唐可笑的。其实本来就没有人相信第三届杜马，也就是说，那些能够促进民主运动的居民阶层，过去无疑普遍地迷恋于第一届杜马，热中于在俄国建立立宪机关（只要是立宪的，不管什么样的都行）的最初的尝试，现在却不迷恋于、也不可能迷恋于第三届杜马这个立宪机关了。

1905年和1906年初广大居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第一个代表机关上，即使它是建立在君主立宪的基础上的。这是事实。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必须反对这种代表机关，而且要用最明确的态度表示反对。

现在情况不同了，当前的特征不是迷恋于第一个“议会”，不是相信杜马，而是对高潮缺乏信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早提出抵制的口号，丝毫不能加强运动，不能消除运动中的实际障碍。不仅如此，这样做甚至还有削弱我们的鼓动力量的危险，因为抵制是一个与已经形成的高潮同时出现的口号，而现在最糟糕的是广大的居民对高潮缺乏信心，看不见高潮的力量。

首先应该注意使这个高潮的力量在实际上得到证实，过后我们什么时候都来得及提出间接反映这种力量的口号。不过也还有一个问题：为了开展进攻性的革命运动，是否需要提出特别的口号来转移对……第三届杜马的注意。也许没有必要。为了不去注意某个重要的和确实能够使没有经验的、还没有见过议会的群众迷恋的东西，也许有必要抵制这个不应该去注意的东西。但是为了不去注意完全不能使当今民主主义或半民主主义群众迷恋的机关，就不一定要宣布实行抵制。现在关键不在于抵制，而在于直接努力把局部的高潮变为普遍的高潮，把工会运动变为革命的运动，把对同盟歇业的防御变为对反动派的进攻。


七

我们来简要地归纳一下。抵制的口号是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产物。1905年和1906年初的客观形势提出了一个让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来解决的问题，即选择下一步发展道路的问题：走直接革命的道路还是向君主立宪转变。在抵制方面进行鼓动的内容主要是同立宪幻想作斗争。广泛的、普遍的、急剧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潮是抵制成功的条件。

从所有这几个方面来看，1907年秋季以前的形势说明完全不必提出这样的口号，也没有理由提出这样的口号。

我们在继续进行准备选举的日常工作、不事先拒绝参加最反动的代表机关的同时，应该把全部宣传鼓动都用来向人民说明十二月失败同接踵而来的对自由的摧残和对立宪制的亵渎之间的联系。我们应该使群众坚信，不进行直接的群众斗争，这样的亵渎势必继续下去并且会变本加厉。

在出现高潮、迫切需要提出抵制的口号时，我们决不拒绝采用这个口号，目前我们则应竭尽全力，通过直接的影响，把工人运动的一些局部的高潮发展成为普遍的、广泛的、革命的和对整个反动派、对反动派基石进攻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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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对抵制》一文载于1907年7月底出版的小册子《论抵制第三届杜马》。小册子刊载的另一篇文章是当时持相反观点的列·波·加米涅夫写的《赞成抵制》，该文所署时间是1907年6月28日（7月11日）。



这本小册子是社会民主党的彼得堡秘密印刷厂印刷的，但伪装成为合法的印刷品，封面上印的出版地点是莫斯科，印刷单位是虚构的哥里宗托夫印刷厂。1907年9月，小册子被沙皇当局没收。——1。



[2]指1907年6月19—24日（7月2—7日）在芬兰举行的全俄教师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社会革命党人50名、社会民主党人23名、无党派人士18名，他们代表了大约2000名有组织的俄国教师。代表大会通过了联合会的章程，并讨论了关于第三届杜马的选举、关于同其他职业性联合会的关系、关于对当前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关于教师职业保障和互助等问题。会议期间，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



全俄教师联合会成立于1905年4月，当时称全俄教师和国民教育活动家联合会。联合会章程第1条规定，它除了为改善教师物质生活状况进行斗争外，还为争取学校自由而斗争。它既是教师工会，同时又是为争取学校自由而斗争的政治团体。因此列宁称它为政治性的职业联合会。——1。



[3]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



[4]第三届杜马（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据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在当年秋天选举、当年11月1日（14日）召开的，存在到1912年6月9日（22日）。这届杜马共有代表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1910年3月起）和米·弗·罗将柯（1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代表联盟11名，进步派28名，穆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派14名，社会民主党人19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的大国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用改良的办法诱使群众脱离革命。



第三届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政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政策。它拨巨款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并通过了一个大大扩大了军队员额的兵役法案。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在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个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3年，直到1911年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保险条件比1903年法案的规定还要苛刻。1912年3月5日（18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法案，甚至不许把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第三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于1910年批准了以1906年11月9日（22日）法令为基础的土地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一切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通过一连串的法律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它主张沙皇政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在初期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1。



[5]出席全俄教师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是尼·亚·罗日柯夫。——1。



[6]六三政变是俄国沙皇政府在1907年6月3日（16日）发动的反动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6月2日（15日）晚逮捕了他们。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农民复选人由占总数44％减到22％，工人复选人由4％减到2％），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复选人共占总数65％，其中地主复选人占49．4％），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新的选举条例还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某些省份的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29席减为10席，波兰王国由37席减为14席）。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1。



[7]布里根杜马是指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因为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的，所以这个拟成立的国家杜马被人们称作布里根杜马。根据这些文件规定，在布里根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包括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主张在杜马选举中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布里根杜马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选举，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就迫使沙皇颁布了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抵制策略获得了成功。关于布里根杜马的问题，可参看列宁的《宪法交易》、《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67—71页，第11卷第160—167、172—180、188—199页）等文。——2。



[8]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怀着挑衅的目的，建议彼得堡工人于1905年1月9日（22日）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在请愿那天沙皇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1000多人被打死，2000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月9日屠杀工人的事件，激起了全国工人抗议罢工，仅1月份就有44万人参加罢工。1月9日成了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起点。——3。



[9]指1905年6—7月间黑海舰队“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起义。黑海舰队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央委员会原准备在1905年秋天发动舰队所有舰只同时起义，但是“波将金号”在单独出航进行射击演习期间于1905年6月14日（27日）过早地自发举行了起义。起义的导火线是该舰指挥官下令将带头拒绝吃用臭肉做的菜汤的水兵枪决。在起义中，水兵们杀死了最可恨的军官，但起义领导人、布尔什维克格·尼·瓦库连丘克在搏斗中牺牲。水兵们选出了以阿·尼·马秋申科为首的军舰委员会。6月14日晚，“波将金号”悬挂红旗驶到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但是敖德萨社会民主党组织联络委员会未能说服“波将金号”的船员们登岸来武装工人并与工人共同行动。该舰船员们只在6月15日（28日）向市当局和军队所在地区开了两炮。6月17日（30日），沙皇政府派来两支舰队，企图迫使“波将金号”投降，或将其击沉，但是这些军舰不肯向“波将金号”开火，而且其中的“常胜者乔治号”还转到革命方面来。6月18日（7月1日），“常胜者乔治号”上的一些军士级技术员叛变，将该舰交给了政府当局。当晚，士气沮丧的“波将金号”偕同所属的第267号雷击舰离开敖德萨驶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6月20日（7月3日），“波将金号”军舰委员会在那里发表了《告文明世界书》和《告欧洲各国书》，表明他们反对沙皇制度的决心。6月22日（7月5日），“波将金号”曾驶到费奥多西亚。由于始终得不到煤和食品的补给，水兵们被迫于6月25日（7月8日）在康斯坦察把军舰交给了罗马尼亚当局。与此同时，“普鲁特号”教练舰于6月19日（7月2日）为支持“波将金号”举行起义，选出了以布尔什维克A．M．彼得罗夫为首的军舰委员会。该舰立即开往敖德萨，但由于“波将金号”已经离开那里而未能与它会合。6月20日（7月3日），没有武器装备的“普鲁特号”被沙皇政府两艘雷击舰扣押。起义的水兵们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非常重视“波将金号”的起义。列宁曾委托米·伊·瓦西里耶夫－尤任前往领导起义，但是他没有及时赶到。——3。



[10]8月6日的法令是指沙皇政府1905年8月6日（19日）颁布的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参看注7。——3。



[11]维特杜马即第一届国家杜马。因为第一届国家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故有此称。



在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1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和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之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就分得的复选人数额来说，各选民团的权利不是平等的：地主的1票相当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选举不是普遍的，全体妇女、不满25岁的青年、游牧民族、军人、学生、小企业（50人以下的企业）的工人、短工、小手工业者、没有土地的农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也不是直接的。一般是两级选举制，而为工人规定了三级选举制，为农民规定了四级选举制。



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的权力。1906年2月20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案的权力。1906年4月23日（5月6日）又颁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1906年2—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最终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被选入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代表共478人，其中立宪民主党179人，自治派63人（包括波兰、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的成员），十月党16人，无党派人士105人，劳动派97人，社会民主党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



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题，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参看注144），它要求建立全民地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均使用土地。



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政府的愿望。1906年7月9日（22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5。



[12]“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一语出自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文学教师》。小说描写一个名叫伊波利特·伊波利特奇的史地教师，他平时沉默寡言，而一开口总是说些诸如“人不吃东西就不能生存”之类的人所共知的“大道理”。“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是他临终时说的一句话，后来常被人们引用来譬喻空话、废话和老生常谈。——6。



[13]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改革的典型。——6。



[14]罗兹的街垒战是指1905年6月9—11日（22—24日）波兰罗兹市工人的起义。1905年5—6月，在素称工人波兰心脏的罗兹市出现了罢工浪潮。6月8日（21日），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遭枪杀。6月9日（22日），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罗兹委员会号召下，全市举行了政治总罢工。工人们自发地同军警发生武装冲突，全市修筑了约50处街垒。经过三天激烈战斗，起义终于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起义者死伤约1200人。——9。



[15]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即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62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还有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和崩得的代表各3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1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1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共有157人参加大会。



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1905年底布尔利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导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两派分别制定的纲领，并按300名党员产生1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织遭摧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112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则拥有62票，而且拥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



代表大会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党的章程等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



大会是在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种纲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对这一纲领作了一些修改。大会还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案和武装起义的决议案，大会未经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区各民族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局面。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名孟什维克和3名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5名孟什维克组成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这本小册子中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65页）。——11。



[16]第二届杜马（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间的界限比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各民族代表76名，无党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主党65名。



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一样，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法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法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除土地问题外，第二届国家杜马还讨论了预算、对饥民和失业工人的救济、大赦等问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沙皇政府在弄清革命力量不强之后，便决定驱散杜马。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杜马。——13。



[17]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3。



[18]《同志报》（《Товарищ》）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年3月15日—1907年12月30日（1906年3月28日一1908年1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15。



[19]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就六三政变问题发出的第一封《给各党组织的信》。信中说：“无产阶级和代表它的利益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对政府的横暴行为不能不予以回答和抗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没有宣布立即采取行动，而是号召各党组织“支持正在掀起的群众运动，使之进行到底；在有把握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而坚决的支持的地方，要立即发起运动，并把情况报告中央委员会”。——18。



[20]这里说的基辅起义是指沙皇军队第41谢连金步兵团和第21工兵营1907年6月4日夜在基辅举行的武装起义。当时社会革命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这些部队里都有较强的力量。第二届国家杜马被解散的消息传来后，社会革命党军事组织召开会议决定举行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军事组织委员会不赞成起义，但在起义已不可能制止时也决定参加。这一起义很快就被扑灭了。



这里说的黑海舰队起义可能是指1907年5月底黑海舰队实习分舰队水兵起义未果一事。1907年5月22日，实习分舰队由塞瓦斯托波尔港起锚驶往坚德拉湾。在发现水兵有发动起义迹象后，分舰队奉命立即返航，于5月28日回到塞瓦斯托波尔港。随后有数十名水兵以鼓动起义的罪名被逮捕并交付军事法庭审判。——19。



[21]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恩格斯说，宪章运动是整个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政权进攻的自觉斗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6页）。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1838年5月在伦敦公布。宪章提出了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议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21。



[22]“幼年的罪孽”一语出自《旧约全书·约伯记》，意指年轻时由于幼稚而犯的错误和过失。——21。



[23]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支持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行动。——22。



[24]莫尔恰林习气意思是阿谀逢迎，奴颜婢膝。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中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22。



[25]巴拉莱金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温和谨慎的人们》和《现代牧歌》中的人物，一个包揽词讼、颠倒黑白的律师，自由主义空谈家、冒险家和撒谎家。巴拉莱金这个名字后来成为空谈、撒谎、投机取巧、出卖原则的代名词。——22。



[26]指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对法国工人的下述忠告：“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1792年的民族回忆所迷惑，就象法国农民曾经为第一帝国的民族回忆所欺骗那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92页）——23。



[27]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和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前者是根据孟什维克提出的草案通过的，后者则是根据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草案通过的（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3—155、209—210页）。——25。



[28]《无产者报》（《Пролегарий》）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1905年5月14日（27日）—11月12日（25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6号。根据1905年4月27日（5月10日）党的中央全会的决定，列宁被任命为《无产者报》的责任编辑，编委会的委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维·米·韦利奇金娜、维·阿·卡尔宾斯基、尼·费·纳西莫维奇、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莉·亚·福季耶娃等。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谢·伊·古谢夫、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负责为编辑部收集地方通讯稿。克鲁普斯卡娅和福季耶娃负责编辑部同地方组织和读者的通信联系。《无产者报》发表了大约90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印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该报的发行量达1万份。1905年11月初列宁回俄国后不久停刊，报纸的最后两号是沃罗夫斯基编辑的。——26。



[29]《无产者报》（《Пролегари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20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但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21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21—40号在日内瓦、第41—50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20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发表了100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上发表了1909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26。





《列宁全集》第16卷


纪念葛伊甸伯爵

（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教导人民什么？）[30]


（1907年6月）

“彼·亚·葛伊甸伯爵的逝世使俄国遭到重大的损失，所有的进步报刊都对此表示深切的哀悼。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卓越的形象，感召着不分党派的一切正人君子。如此幸运实属罕见！！！”接下来是从右翼立宪民主党的《俄罗斯新闻》[31]上摘来的一大段引文。在引文中，对这位“完人”的毕生业绩深表感动的，是多尔戈鲁科夫家族的一员——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公爵，而多尔戈鲁科夫家族的代表已经直截了当地承认他们的民主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宁可同农民和平解决，也不要等他们自己动手夺取土地……“凡是习惯于尊重人的人，不管他以哪个党派的面目出现，对于葛伊甸伯爵的逝世无不感到悲痛，我们也深有同感。而已故的葛伊甸首先正是一个人。”

1907年6月19日星期二的《同志报》第296号就是这样说的。

《同志报》的政论家们不仅是我国合法报刊中最热忱的民主主义者，他们还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当然是批判的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一些准社会民主党人。在这家用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库斯柯娃女士、波尔土加洛夫先生和其他的“前马克思主义者”的署名来点缀版面的《同志报》上，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斯米尔诺夫、佩列亚斯拉夫斯基、唐恩等孟什维克都备受青睐。总之，《同志报》的政论家们是我国“有学识的”、绝对不搞狭隘的地下活动的、“民主主义的”以及如此等等的社会中的最“左翼”代表，这是丝毫不用怀疑的。

当在报上看到上面引的那几行文字时，禁不住要对这些先生大声喊道：我们布尔什维克显然不属于《同志报》这伙正人君子之列，该是多么幸运啊！

俄国有学识的民主派的“正人君子”先生们！你们在愚弄俄国人民，使他们染上卑躬屈节和奴颜婢膝的恶习，在这方面你们要胜过普利什凯维奇、克鲁舍万、杜勃洛文这些臭名远扬的黑帮分子百倍，而你们却在进行一场反对这些黑帮分子的如此热心、如此自由主义、如此廉价、对你们如此有利又如此保险的战争。你们听到如此“荒谬的奇谈怪论”，会耸耸肩膀，和你们社会里的所有“正人君子”一起报以轻蔑的讥笑吧？是的，不错，我们很清楚，世界上无论什么也改变不了你们庸俗的自由派的自满自足。我们之所以感到很高兴，是因为我们的全部活动象一道铜墙铁壁，使我们能同俄国有教养的社会的这伙正人君子划清界线。

能不能找出几个说明黑帮分子使比较广大一点的居民阶层受到腐蚀并走入歧途的例子呢？找不出来。

无论是他们的报刊、他们的社团、他们的会议、第一届或第二届杜马的选举，都不能提供这样的例子。黑帮分子制造有警察和军队参加的暴行和兽行，激起了人们的愤怒。黑帮分子施展欺骗、捣鬼和收买的手段，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憎恨和蔑视。黑帮分子用政府的经费，组织了一帮听从警察驱使的酒徒。所有这一切，丝毫也不会对广大一点的居民阶层产生什么危险的思想影响。

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国合法的、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报刊却产生了这样的影响。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各种会议、各种社团、教学事务等无不证明这一点。而《同志报》在葛伊甸逝世问题上的言论，清楚地表明了这是一种怎样的思想影响。

“……重大的损失……卓越的形象……幸运……首先是一个人。”

地主葛伊甸伯爵在十月革命[32]以前高尚地充当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人民取得了第一次胜利以后，即在1905年10月17日以后，他毫不犹豫地立刻投靠反革命阵营，投靠十月党，投靠这个痛恨农民、痛恨民主派的地主和大资本家的政党。这位贵族在第一届杜马时拥护政府，在第一届杜马解散后为参加内阁进行过谈判（但没有谈妥）。这就是这位典型的反革命地主的生涯中几个最主要的阶段。

于是一批衣冠楚楚、有学识有教养的先生出场了，他们高谈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口口声声同情自由事业，同情农民争取土地、反对地主的斗争，实际上这些先生在报刊上，在各种社团中、在各种会议和选举中垄断了合法反对派的地位，就是这些人举目望天，向人民说教：“如此幸运实属罕见！……已故的伯爵首先是一个人。”

不错，葛伊甸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既善于理解本阶级的共同利益、又善于非常聪明地维护这些利益的公民。而你们这些有学识的民主派先生，不过是可怜的傻瓜，你们在用装疯卖傻的自由派行径掩盖自己的无能，你们只会替地主阶级充当文化奴仆，此外便别无所长。

地主对人民的影响并不可怕。他们要使比较广大一点的工人群众甚至农民群众在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内受他们的欺骗，那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是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不直接参加剥削，练就了搬弄空泛词句和概念的本领，热中于种种“谆谆”教诲，有时还出于真诚的愚蠢把自己所处的跨阶级地位奉为超阶级政党和超阶级政策的原则——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影响是危险的。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才是能带来真正恶果的对广大群众的毒害，需要社会主义运动全力以赴来同这种毒害作斗争。

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无耻之徒，自命超越任何“党派”，持“全人类”的观点，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葛伊甸是一个有教养、有文化、讲人道和能宽容的人。”

可敬的先生们，你们错了。这不是全人类的观点，而是全体奴才的观点。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忍气吞声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对奴隶生活的种种好处津津乐道并对和善的好主人赞赏不已以至垂涎欲滴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同志报》的诸位先生，你们正是这样的无耻之徒。你们以极其恶劣的宽容态度为之感动的是：那位支持反革命政府的反革命地主竟是一个有教养、讲人道的人。你们不明白，你们不是在把奴隶变成革命者，而是在把奴隶变成奴才。你们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言论，只不过是故弄玄虚的高论，是陈词滥调，是时髦的空话或欺人之谈。这是一块粉饰得并不高明的招牌。而你们自己就是粉饰的坟墓[33]。你们的灵魂是卑劣透顶的，你们的文化和学识统统不过是一种熟练的变相卖淫。这是因为你们在出卖自己的灵魂，不过你们出卖灵魂不仅是出于生活需要，而且是出于“对艺术的爱好”！

你们感动地说：“葛伊甸是一个坚定的立宪主义者。”你们这是在撒谎，要么就是已经完全被葛伊甸之流所蒙蔽。在人民面前公开地把一个建立政党来支持维特、杜巴索夫、哥列梅金和斯托雷平政府的人说成是坚定的立宪主义者，这无异于把某个红衣主教说成是反对教皇的坚定战士。你们这些民主主义者不去教导人民正确理解立宪制，却在自己的著作中把立宪制说成是姜汁鲟鱼[34]。毫无疑问，对反革命的地主说来，立宪制正是姜汁鲟鱼，是尽力改进掠夺和制服庄稼汉以至全体人民群众的各种手段的一种方式。如果说葛伊甸是一个坚定的立宪主义者，那么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也是坚定的立宪主义者了，因为他们的政策实际上也得到了葛伊甸的支持。要是没有十月党人其中也包括葛伊甸的支持，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就不成其为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也推行不了他们的政策。请问“正人君子”中英明之至的民主主义者，到底应该根据什么来判断一个人的政治面貌（“立宪主义者”）呢？是根据他的言论，根据他的捶胸顿足，根据他的鳄鱼的眼泪呢，还是根据他在社会舞台上的实际活动？

在葛伊甸的政治活动中，什么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呢？是第一届杜马解散后他未能就参加内阁的问题同斯托雷平达成协议呢，还是在这一事件之后他前去同斯托雷平进行谈判？是他从前某个时候发表过某种自由派言论呢，还是在10月17日以后他马上成了十月党人（＝反革命者）？你们在把葛伊甸称作坚定的立宪主义者时，教导人民说，前者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这就是说，你们连民主主义的起码知识也不懂，却在那儿毫无意义地跟着重复民主主义口号的片言只字。

正派社会中的正人君子们，你们要记住，所谓民主就意味着同反革命地主对国家的统治作斗争，而葛伊甸先生所支持的以及他的整个政治生涯所体现的，却正是这样的统治。

“葛伊甸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我们的沙龙民主主义者感动地说。是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承认了，而且也乐意承认，他比民主主义者们更有教养，更有头脑（这倒不一定同受教育有关），因为他对本阶级的利益和他那反革命社会活动的利益的理解，比你们这些《同志报》的先生对解放运动的利益的理解要高明。这位有教养的反革命地主善于巧妙而狡猾地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熟练地用冠冕堂皇的词句和表面上的绅士风度来掩饰农奴主的追逐私利的意图和贪得无厌的野心，他坚持（在斯托雷平之流面前）用阶级统治的最文明的方式来保护这一利益。葛伊甸之流把自己的“教养”全都用来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在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俄国激进派沙龙中的“正派的”无耻之徒看来，这倒可以作为政论家用以表现现代社会中将教养用于卖淫勾当的极好题材。

“民主主义者”一谈到有教养时，总想使读者联想到丰富的知识、开阔的视野、高尚的智慧和心灵。对葛伊甸这班先生说来，教养就是薄薄的一层脂粉，就是训练有素的本领，就是“练就”一套以绅士风度来从事最粗暴、最肮脏的政治投机的功夫。这是因为葛伊甸的十月主义，他的“和平革新派[35]思想”，以及他在第一届杜马解散后同斯托雷平的各次谈判，其本质统统无非是从事最粗暴、最肮脏的勾当，无非是设法以更稳妥、更狡猾、更巧妙、更隐蔽、更不外露的手法来维护高贵的俄国贵族榨取千百万“乡巴佬”血汗的权利。这些乡巴佬无论在1861年以前还是在1861年，无论在1861年以后还是在1905年以后，都始终不断地遭受这些葛伊甸的掠夺。

从前，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就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主－地主有教养这种傅粉施朱的外表，认清其掠夺的需要，教导人们憎恨这等人的虚伪和冷酷。然而，那些以民主主义遗产的保护者自诩、参加立宪民主党 
［注：立宪民主党人在评价葛伊甸时所表现的奴才相，较之《同志报》的先生们更甚百倍。我们把《同志报》的先生们看作俄国“社会”中“正人君子”的“民主主义”典范。］

 或者成为立宪民主党应声虫的现代俄国知识分子，却教导人民要奴颜婢膝，并以自己作为非党民主主义者能不偏不倚而扬扬得意。这种表演怕是比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的业绩更加令人生厌吧……

沙龙民主主义者得意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葛伊甸是‘人’。葛伊甸是讲人道的。”

葛伊甸的人道精神所引起的这种感动，使我们不仅想起了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而且也想起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在我们的面前，是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地主，他举止文雅，待人和蔼，有西欧风度。地主请客人饮酒，高谈阔论。他问仆役说：“为什么酒没有温热？”仆役没有作声，脸色变得苍白。地主按了一下铃，轻声地对进来的仆人说：“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36]

请看，这就是葛伊甸式的“人道精神”或葛伊甸之流的人道精神的典范。屠格涅夫笔下的地主，比起萨尔特奇哈来……也是“讲人道”的人，他是如此人道，以致没有亲自到马厩去看看鞭挞费多尔的事是否很好地处理了。他是如此人道，以致没有去过问鞭挞费多尔的树条是否在盐水里浸泡过。他这个地主自己对仆役不打不骂，他这个有教养的人，只是站得远远地“处理”，温文尔雅又充满人道精神，不吵不嚷又不“公开出面”……

葛伊甸的人道精神也正是如此。他自己没有同卢热诺夫斯基和菲洛诺夫之流一起参与拷打和折磨农民。他也没有同连年坎普夫和美列尔－扎科梅尔斯基之流一起去进行讨伐。他没有同杜巴索夫一起去血洗莫斯科。他是如此人道，以致没有去建立这类业绩，而让全俄“马厩”中的这类英雄去“处理”，自己却坐在宁静雅致的书斋里领导着支持杜巴索夫之流的政府的政党——这个政党的领袖们为征服莫斯科的杜巴索夫举杯祝贺……“费多尔的事”派杜巴索夫之流去“处理”，自己不到马厩去，难道这不是确确实实的人道精神吗？在主持我国自由派和民主派报刊政治栏的老懦夫们看来，这是人道精神的典范……“他是个连苍蝇也不肯伤害的大好人！”支持杜巴索夫之流，坐享杜巴索夫之流镇压的成果，而又不必替杜巴索夫之流承担责任，“如此幸运实属罕见”。

沙龙民主主义者认为，抱怨一通葛伊甸之流为什么没有来治理我们，就算是登峰造极的民主主义（因为这位沙龙笨伯根本想不到这是葛伊甸和杜巴索夫之流之间的“自然”分工）。请听：


　　“……真可惜，现在正是他〈葛伊甸〉最有用的时候，他却去世了。否则他现在会同极右分子进行斗争，发挥他最好的精神素质，以他所固有的毅力和机智捍卫立宪原则。”（6月22日星期五《同志报》第299号刊登的普斯科夫省通讯《纪念葛伊甸伯爵》）



　　真可惜，有教养、讲人道的和平革新党人葛伊甸，竟未能以他关于立宪的漂亮空话来掩盖第三届杜马即十月党人杜马的真相，来掩盖破坏杜马的专制制度的真相！“民主主义者”政论家的任务不是去撕破虚伪的外衣，把压迫人民的敌人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面前，而是为失去了美化十月党人的老奸巨滑的伪君子感到惋惜……什么是庸人？一根空肠子，充满恐惧和希望，乞求上帝发慈悲！[37]（Was　ist　der　Philister？Ein　hohler　Darm，voll　Furcht　und　Hoffnung，dass　Gott　erbarm！）什么是立宪民主党阵营的或接近立宪民主党阵营的俄国自由派和民主派庸人？一根空肠子，充满恐惧和希望，乞求反革命地主发慈悲！




	　　1907年6月载于1907年9月初圣彼得堡出版的《生活之声》文集第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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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载于1907年9月初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生活之声》文集，并附有文集编辑部的如下按语：“这篇文章早在6月间《同志报》发表悼词之后随即写成，但由于某种与作者‘无关的’原因而未发表。现在把这篇文章编入本文集，编辑部认为，虽然文章的写作缘由目前已失去意义，但它的内容还是完全有价值的。”文章没有署名，但文集目录中标明作者是尼·列·。



所谓“与作者‘无关的’原因”一般是指警察当局与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而此处也指当时布尔什维克文集成了唯一可以发表列宁文章的出版物这一客观情况。——34。



[31]《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34。



[32]指1905年10月的全俄政治罢工。——36。



[33]粉饰的坟墓意思是虚有其表或表里不一，典出于圣经《新约全书》。传说耶稣指责言行不一的犹太教律法师和法利赛派是伪善者，说他们象粉饰的坟墓一样，外表富丽堂皇，而里面充满尸骨和污秽之物（见《马太福音》第23章）。——37。



[34]这里是借用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话。姜汁鲟鱼是俄国上层社会享用的名贵菜肴。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文明人》等作品中曾用它来嘲讽俄国自由派人士，说他们不知要宪法好，还是要姜汁鲟鱼好。他们意在巧取豪夺。他们要宪法是为了便于巧取豪夺，就象用姜汁鲟鱼来满足他们的口腹之欲那样。——38。



[35]和平革新派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君主立宪主义组织和平革新党的成员。和平革新党于1906年6月成立，是左派十月党人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和平革新派”基础上组织的。该党持介乎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主要是在策略上与它们有所不同，而其纲领则十分接近于十月党。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和平革新党同民主改革党联合组成“进步派”，该派是1912年成立的进步党的核心。和平革新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是《言论报》和《莫斯科周刊》。——39。



[36]“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出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的一个短篇小说《总管》。小说主人公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宾诺奇金是一个道貌岸然、举止文雅、不露声色地处罚下人的“文明”地主。有一天招待客人，他发现仆人费多尔没有把酒烫热，就镇静自若地按铃叫来另一个仆人，低声吩咐：“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意即把费多尔拖进马厩鞭笞一顿。——40。



[37]出自德国诗人约·沃·歌德格言诗集《酬唱集》中的《悭吝》一诗。在这首诗里，歌德劝诫年轻人不要犹豫不决，不要成为灵魂空虚的怯懦的庸人。——41。





《列宁全集》第16卷


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提纲[38]


（在7月8日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上宣读）

1．俄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如果抵制杜马的确是积极的抵制，也就是说，如果它所代表的是广泛的、普遍的革命高潮直接转入对旧政权进行直接冲击（即武装起义）的力量，那么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抵制杜马才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唯一正确的决定。如果抵制的内容是，无产阶级警告全体人民不要象小资产阶级那样盲目迷恋于立宪幻想和旧政权恩赐的、最初建立的所谓立宪机关，那么抵制就是在完成伟大的历史任务。

2．如果认为没有广泛的、普遍的、强大的、急剧的革命高潮这个条件，没有旨在推翻旧政权的全民的直接冲击这个条件，脱离同人民对恩赐的立宪制的迷恋作斗争这一任务，抵制手段本身就能起作用，那就是感情用事，而不是理智地行动。

3．因此，如果根据有利于十月党人的选举法取代了有利于立宪民主党人的选举法这一事实，根据公开的十月党人的杜马正在代替第二届杜马（第二届杜马说的是立宪民主党人的话，做的是十月党人的事，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了，对革命事业也不无益处）这一事实，根据这些便宣布抵制杜马，那不仅是以革命的冲动来代替坚韧不拔的革命工作，而且也暴露出社会民主党人自己对立宪民主党杜马和立宪民主党的立宪活动还普遍抱有糟透了的幻想。

4．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整个鼓动工作的焦点，应该是向人民说明，1907年六三政变是1905年十二月起义失败的直接的和绝对不可避免的结果。俄国革命的第二个时期的教训，即1906年和1907年的教训就是：在人们普遍相信立宪制、普遍采用所谓立宪斗争手段的情况下，在无产阶级遭到失败，还没有积聚力量、恢复元气、更加广泛得多地投入旨在推翻沙皇政权的更坚决更有力的革命冲击以前，在这一整个时期内，反动派的不断进攻、革命的不断退却都是势所必然的。

5．目前罢工运动在莫斯科工业区如火如荼，并开始波及俄国其他地区，我们应该把这种形势看作是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的革命高潮的最有力的保证。因此，社会民主党不仅应该竭尽全力支持并发展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而且应该竭尽全力把这一目前还只是工会性质的运动变成广泛的革命高潮，变成工人群众同沙皇政府武装力量的直接斗争。只有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努力获得成功，只有在采取攻势的革命运动已经发生的基础上，与对群众的直接号召（号召他们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权，代之以临时革命政府，以便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密切结合起来的抵制口号，才具有重大的意义。





	1907年7月印成单页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6—48页

















[38]这份提纲在1907年7月8日（21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上宣读后，于当月印成了单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于1907年7月8日和14日（21日和27日）在泰里约基（芬兰）举行。出席7月8日第一次会议的有6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8月14日第二次会议的只有5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6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没有保存下来。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参加第三届杜马选举问题和同彼得堡一些党组织中的抵制情绪作斗争的问题。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对第三届杜马选举的态度问题的报告。代表会议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赞同列宁在提纲和报告中坚持的反对抵制第三届杜马的路线。——43。





《列宁全集》第16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39]


（1907年7月）


1

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


（7月14日和23日〔7月29日和8月5日〕之间）

鉴于：

（1）俄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广泛、普遍、急剧的革命高潮发展成为武装起义的形势下，只有同在旧政权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情况下产生的立宪幻想作斗争这一思想任务联系起来，积极的抵制才是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策略；

（2）没有上述这些条件，即使革命时代的一切条件均已具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策略也要求象第二届杜马时期一样参加杜马选举；

（3）社会民主党一向指出立宪民主党在实质上就是十月党，指出立宪民主党的选举法（1905年12月11日颁布的）在专制制度下是靠不住的，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理由因十月党的选举法取代了立宪民主党的选举法便改变自己的策略；[40]

（4）目前在俄国中部工业区日益发展的罢工运动是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的革命高潮的最有力的保证，它同时要求进行不屈不挠的工作，把目前还只是工会性质的运动发展成为政治运动和势必发动武装起义的直接的革命运动，

代表会议决定：

（一）第三届杜马的选举也要参加；

（二）向群众说明1907年六三政变同1905年十二月起义的失败、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叛变的关系，同时论证单靠工会斗争是不够的，要努力把工会罢工运动变成政治运动和群众通过起义推翻沙皇政府的直接革命斗争；

（三）向群众说明，对杜马的抵制本身不能把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抵制的策略只有在我们使工会运动的高潮变成革命冲击的努力获得成功的条件下才是恰当的。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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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初稿


（7月21日和23日〔8月3日和5日〕之间）

代表会议认为：全体党员有义务努力贯彻伦敦代表大会[41]关于工会的决议；在建立各工会同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上的联系或者在工会承认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时，要考虑各地的各种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首先注意使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是一味消极地迁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派别（立宪民主党人、非党进步派[42]、社会革命党人等）最喜欢的“中立”立场，而是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观点，始终不渝地促使工会承认社会民主党在思想上的领导，并且同工会建立经常的实际的组织上的联系。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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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对抵制的发言


（7月21日和23日〔8月3日和5日〕之间）报道

列宁在反对抵制时，主要强调两点理由，这就是：只有当群众运动广泛兴起，武装起义提上日程的时候，实行抵制才是恰当的。这时，抵制才是破除立宪幻想的斗争手段。那种认为抵制本身仿佛能够激发群众斗志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抵制的策略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已经兴起的群众运动的唯一体现而已。社会民主党抵制布里根杜马也好，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也好，都不过是从属于人民群众反对旧制度的积极斗争的一个现象。在社会民主党的手中，抵制只是防止群众沉溺于立宪幻想并促使他们去进行直接斗争的一种手段。可是现在既没有群众的积极斗争，也没有立宪幻想，因此，抵制的策略就失掉了任何根据。





	载于1907年8月12日《斗争报》（拉脱维亚）第82号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8卷第23—24页

















[39]这是一组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文献。有关这次代表会议的其他列宁文献见本卷《附录》和《列宁文稿》第12卷第386—394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07年7月21—23日（8月3—5日）在芬兰的科特卡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6人，其中布尔什维克代表9人，孟什维克代表5人，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5人，崩得代表5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2人。列宁作为北方区的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也出席了代表会议。



这次代表会议是在六三政变后的政治形势下紧急召开的。列入会议议程的有以下问题：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同其他政党达成选举协议问题；选举纲领问题；全俄工会代表大会问题。



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代表会议听取了3个报告：报告人分别是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列宁（反对抵制）和亚·亚·波格丹诺夫（赞成抵制）以及代表孟什维克的费·伊·唐恩。在表决中，布尔什维克抵制派的决议草案有9票赞成，15票反对；孟什维克的反抵制决议草案有11票赞成，15票反对。布尔什维克中的抵制派在其决议草案被否决以后投票赞成列宁的决议草案，结果列宁的决议草案有15票赞成，11票反对。会议最后通过了以列宁的草案为基础的决议，这一决议号召党参加选举运动，不仅同右派政党而且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争（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19—220页）。



关于同其他政党达成选举协议的问题，代表会议作了如下决定：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的第一阶段不同其他政党达成任何选举协议；在重新投票时，允许同一切比立宪民主党左的政党达成协议；在选举的第二阶段和以后各阶段，允许同一切革命政党和反对党达成协议以反对右派政党；在工人选民团里，除了同未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某些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党达成协议外，不得同其他政党达成协议。



会议还就选举纲领问题通过了如下的决议：“代表会议建议中央委员会根据代表会议就参加选举和参加国家杜马问题所通过的决议来制定选举纲领。”（同上，第224页）



会议关于全俄工会代表大会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变成了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同工会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代表会议决定把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四个决议草案都作为资料转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的草案即第3个草案是以列宁提出的草案为基础拟订的。



这次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制定了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条件下的策略原则。会议的决议由中央委员会以《关于1907年7月21日、22日和23日党的代表会议的通告》形式公布。——45。



[40]这里说的立宪民主党的选举法是指1905年12月11日（24日）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法，十月党的选举法是指1907年6月3日（16日）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法，分别见注11和注6。——46。



[41]伦敦代表大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4月30日—5月19日（5月13日—6月1日）在伦敦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342名，代表约15万名党员，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30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39名。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布尔什维克89名，孟什维克88名，崩得代表55名，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45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26名。列宁作为卡马河上游地区（乌拉尔）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并被选入了主席团。马·高尔基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用革命的纲领团结了他们，因而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取得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胜利。在一切基本问题上，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被确定为全党的统一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态度的问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这一决议对所有非无产阶级政党都作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并规定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对它们的策略。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规定了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各项任务，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的活动应该服从杜马外的活动，应该首先把杜马作为揭露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妥协政策以及宣传党的革命纲领的讲坛。代表大会就“工人代表大会”问题通过的决议是以列宁为代表大会写的决议草案《关于非党工人组织和无产阶级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别》为基础写成的。在《工会和党》决议中，代表大会批驳了工会“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认为必须做到党对工会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按照修改过的党章，在代表大会上只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任命，并在中央委员会监督下工作。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的会议来讨论党内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布尔什维克5人、孟什维克4人、波兰社会民主党2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另外3名中央委员由崩得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后选派）。鉴于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分不一，中央的领导不可靠，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无产者报》编辑部也加入布尔什维克中央。——47。



[42]非党进步派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集团。这一集团在国家杜马选举中以及在杜马中，试图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地主政党和派别的成员在“非党”的旗号下联合起来。



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进步派组成了一个有和平革新党和民主改革党代表参加的集团。出于害怕爆发新的革命的动机，进步派批评沙皇政府的“极端行为”，认为政府不肯让步造成了左派革命力量活动的条件。在1912年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进步派同立宪民主党结成了联盟。进步派杜马代表在第三届杜马初期是28名，末期增加到37名，到了第四届杜马又进一步增至48名。



进步派于1912年11月11—13日在彼得堡召开代表大会，组成独立政党——进步党。该党纲领的要点是：制定温和的宪法，实行细微的改革，建立责任内阁即对杜马负责的政府，镇压革命运动。列宁称这个纲领为民族主义自由派纲领，认为进步党人按其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是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该党将成为德国也有的那种“真正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党（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民族主义自由派》和《选举总结》第3节）。进步派的首领中有著名的大工厂主亚·伊·柯诺瓦洛夫、帕·巴·里亚布申斯基、弗·巴·里亚布申斯基，大地主和地方自治人士伊·尼·叶弗列莫夫、格·叶·李沃夫、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德·尼·希波夫、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进步派在不同时期出版的报刊有《莫斯科周刊》、《言论报》、《俄国评论报》和《俄国晨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步党人支持沙皇政府，倡议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1915年夏，进步党同其他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成“进步同盟”，后于1916年退出。1917年二月革命后，进步党的一些首领加入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后又加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这时进步党本身实际上已经瓦解。十月革命胜利后，原进步党首领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47。





《列宁全集》第16卷


政论家札记

（1907年8月22日〔9月4日〕）

第二届杜马解散以后，消沉、悔过、变节成了政论界的显著特点。从司徒卢威先生开始，到《同志报》，直到许多接近社会民主党的作家，都抛弃了革命，抛弃了革命的传统，抛弃了革命的斗争方法，想方设法向右转。为了说明现在某些社会民主党人都发表了一些什么言论，我们随手举出最近报刊上发表的他们的两篇著作：《教育》杂志[43]第7期上涅韦多姆斯基先生的文章和《同志报》第348号上弗·哥尔恩先生的文章。

米·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在文章的一开始就对第二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进行了最尖锐的批评，为社会民主党左派联盟的策略和行动作了最坚决的辩护。他的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


　　“用陈述式来说，我觉得，有一点是任何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很清楚的：在我们所处的政治演进阶段，社会党的活动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为资产阶级政党开辟道路，为它们暂时的胜利作准备。由此得出这样的命令式：不论这个‘善变的’（“忽而是黑头发的，忽而是淡黄头发的”）立宪民主党是什么样的，只要它是唯一的反对党，就得使社会党的活动与它的活动协调起来。这是节约力量的原理所决定的……总之，可以一点不含讥讽地说〈米·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必须预先作这样的声明，因为他写起文章来总是离不开矫揉造作、转弯抹角，把读者和作者自己都搞得晕头转向〉，米留可夫的这句话完全正确地确定了政党之间相互关系的本质特点……〈这里指的是米留可夫下面这句话：“要用人民的干涉来威胁，就必须先作好进行干涉的准备，因此，凡是觉得杜马本身的权力不足以完成其巨大任务的人，都应该致力于这种准备工作”；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正确的，他说：让左派去准备和发起运动吧，“而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和杜马对此是会考虑的”〉……这句话出自对此考虑的政党的代表之口，也许未免有点恬不知耻，但是当普列汉诺夫这样的人这样来提出问题，那就不过是正确地、现实主义地规定了社会民主党的行动方针和它利用自由主义反对派力量的方法。”





　　我们可以设想，当这班先生亲切地拍拍普列汉诺夫的肩膀时，普列汉诺夫一定会感到——说得温和点——有些难为情。但是普列汉诺夫自己提出了诸如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民主党纲领一致、维护杜马之类的立宪民主党式的口号，别人当然就有权这样利用他的话了。现在请听听弗拉·哥尔恩先生是怎么说的吧。


　　“显然，要战胜它〈即土地占有者和大资产者根据六三选举法结成的反民主同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所有的民主阶层，包括无产阶级在内，必须协调一致，结成一个同盟来和这一个同盟相对抗；第二，进行斗争不是靠想出一些最坚决的口号，以便排除不够革命的分子和加快分明是少数的革命者参加的运动〈黑体是哥尔恩先生用的〉，而是靠能够吸引群众的同反民主同盟的具体措施进行的现实的、具体的斗争。要建立民主的同盟，并不需要合并，所必需的只是在斗争的途径和斗争的直接目标上达成协议。只要群众自觉的代表者（各个政党）站在争取实际改变社会生存条件的立场上，而不是仅仅出于鼓动观点，那么在这些方面达成协议是完全可能的。”



　　从这两段摘录中难道还不能清楚地看出，我们这两位满口都是立宪民主党时髦话的英雄所说的其实都是一回事吗？只是哥尔恩先生稍微坦率一点，稍微赤裸裸一点而已，但是他同涅韦多姆斯基先生的差别，并不比司徒卢威先生同纳波柯夫先生或马克拉柯夫先生的差别大。政治有它内在的逻辑。有人多次指出过，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派之间达成技术上的协议是可能的，但这丝毫也不会导致一切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在这里所指的不是非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不是玩弄两面手法、在党内说一套、在“自由的”非党报纸上另说一套的人）所一贯抵制的政治联盟。但是现实生活总不断粉碎这些美妙的理论和善良的愿望，因为在达成“技术上的”协议的掩盖下，建立政治联盟的思想就会不断冒出来。在小资产阶级国家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工人政党内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很多的情况下，这种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服从自由派的倾向有着最现实的根源。而这种植根于客观形势的倾向，就是冒牌社会主义者在同立宪民主党人建立同盟这个问题上玩弄的一切政治手腕的实际内容。哥尔恩先生这个知识分子，只会说些社会民主主义的词句，而他的意愿、他的思想实质、他的“内心”却全都纯粹是自由主义的或小市民气的，他天真地鼓吹的恰好就是政治联盟，即“民主的同盟”。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哥尔恩先生不得不加上一句：“并不需要合并！”他加的这一句，只是暴露了他残存的一点玷污了的社会主义良心。这是因为他说“并不需要合并，而只要达成协议”，就等于对这种“协议”作了一番描述，给“协议”的内容下了一个定义，而这番描述和这个定义就淋漓尽致地暴露出他背叛了社会民主主义。问题并不在于字眼，并不在于把它说成是“合并”还是“达成协议”。问题在于这种“结合”的实际内容是什么。问题在于你把社会民主工党送给自由派做姘妇时要价多少。

价钱定得很清楚。

（1）放弃鼓动观点。

（2）不要去“想出”一些坚决的口号。

（3）不要排除不够革命的分子。

（4）不要“加快”分明是少数的革命者参加的运动。

谁能为这种无以复加的、最卑鄙的背叛行为制定出一个更明白、更确切的纲领，我就给他发奖。哥尔恩先生与司徒卢威先生不同的地方只是司徒卢威先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道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决定自己的行动。而哥尔恩先生则完全被养育他的立宪民主党牵着鼻子走。

“放弃鼓动观点”，第二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一直就是这样教导人民的。这就是说，不要提高工人群众和农民的觉悟，也不要使他们有更高的要求，而要降低、抑制、扑灭这种觉悟和要求，鼓吹社会和平。

“不要去想出一些坚决的口号”，这就是说，要我们象立宪民主党人那样，不去宣传社会民主党人早在革命以前很久就提出的口号。

“不要排除不够革命的分子”，这就是说，不要在群众面前对立宪民主党的伪善，谎言和反动作任何批评，要同司徒卢威先生亲热拥抱。

“不要加快分明是少数的革命者参加的运动”，这实质上就是说，要我们放弃革命的斗争方法，因为完全不容置辩的是，自始至终参加了1905年的革命行动的，分明是少数的革命者。正因为参加斗争的虽然也有群众，但毕竟是只占少数的群众，所以他们在斗争中就没有取得完全成功。然而俄国解放运动的一切胜利，这个解放运动的一切成就，完完全全、毫无例外地就是靠只占少数的群众进行的这一斗争取得的。这是第一点。其次，自由派及其应声虫所谓的“加快了的运动”，是唯一由群众（可惜是第一次，而且只占少数）独立地而不是通过代理人参加的运动，是唯一不害怕人民、表达了群众的利益、得到没有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广大群众的同情（这点已由第一届、特别是第二届杜马的选举证明了）的运动。

哥尔恩先生的“加快分明是少数的革命者参加的运动”这种说法，是一种最流行的、纯粹布勒宁式的对事实的歪曲。布勒宁的报纸[44]在第二届杜马时期同阿列克辛斯基争论时，总是把事情说成这样：它敌视阿列克辛斯基不是由于阿列克辛斯基进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而是由于阿列克辛斯基要求有……砸玻璃、爬路灯杆等等的自由。现在《同志报》的这位政论家也正是在学黑帮分子的这种故技。他力图把事情说成这样：妨碍社会党人同自由派达成协议的，根本不是社会党人一向主张而且永远主张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积极性，而只是社会党人在加快，也就是在支持、在人为地激化运动，在煽动分明是没有希望的运动。

对这些胡说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一切社会主义的报刊，不论孟什维克的还是布尔什维克的，都斥责任何“加快”运动的做法……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向社会民主党人开火，不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加快了运动，而是因为他们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觉悟，使他们有更高的要求，揭露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反动性，揭露了立宪幻想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些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绝不是在报上耍弄一套把戏就回避得了的。至于说到哥尔恩先生发表意见的方式，在我们这个“有教养的社会”放弃革命，沉湎于色情作品的时代，是很有代表性的。以社会民主党人自居的人物，为了要在广大的公众面前发表关于工人政党在“加快”“分明是”少数人参加的运动这一类新时报式的言论，竟然投到非党报纸方面去了！在我国，背叛情绪也造成了背叛风气。

现在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研究一下。得到那些假社会民主党人宣扬的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和哥尔恩先生之流的观点令人十分反感，这些观点无疑是我国广大资产阶级知识界、自由主义化“社会”、愤愤不平的官吏等的极其典型的和自然而然的观点。把这些观点仅仅看作是政治上没有主见、萎靡不振、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的表现是不够的。还应该从我国革命发展的当前形势的角度来加以说明。

为什么正是现在，在第三届杜马召开的前夕，某些小市民会产生这样一些观点呢？因为这些人随着政府政策的每个转折都乖乖地改变自己的信念，他们相信十月党人杜马，也就是说，认为十月党人杜马的使命是可以完成的，于是便急急忙忙去适应“十月党人的改革”，急急忙忙寻找理论上的根据来证明自己迎合十月党言行的做法是正确的。

按政府的意图，十月党人杜马的使命是：通过旧政权同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在微小的立宪改革的基础上的直接勾结来结束革命。抽象地说，这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在西欧，许多资产阶级革命都以确立“十月党式的”立宪制度而告结束。问题只在于，能够阻止革命的十月党人的“改革”在当前的俄国是否行得通？由于我国革命的深刻，十月党人的“改革”是否也注定会象立宪民主党人的“改革”那样遭到破产呢？十月党人杜马会不会也象立宪民主党人杜马那样，成为恢复黑帮分子和专制政府的统治的过程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呢？

我们经历了群众直接革命斗争的时期（1905年），获得了一些自由的成果。后来我们又经历了这一斗争陷于停顿的时期（1906年和1907年的半年）。在这一时期，反动派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革命却从未取胜过，而且还丧失了第一个时期所获得的成果。第二个时期是立宪民主党时期，是立宪幻想时期。群众对专制制度下的“议会活动”多少还有些相信，而专制政府也懂得清一色黑帮分子的统治是危险的，于是企图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它进行了试验，试了各种式样的立宪外套，看看改革到什么程度是俄国的“主人”即大地主老爷们所能接受的。虽然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完全是按十月党人方式行事的，他们不仅没有抨击政府，没有挑动群众反对政府，而且还不断地安抚群众，同“左派”，即同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政党进行斗争，公开坚决支持现政府（预算等），他们那个党的立宪试验还是以失败告终了。总而言之，立宪民主党的立宪试验之所以没有成功，并不是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或政府没有善良的愿望，而是因为俄国革命的客观矛盾太深了。这些矛盾原来如此之深，以至立宪民主党的小桥无法跨越这一深渊。试验表明，甚至在群众斗争暂时被完全镇压下去、旧政权可以在选举中恣意舞弊等等的情况下，农民群众（资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农民）依然提出了一些重大的要求，作为调停人的立宪民主党纵然用尽一切外交手腕也无法使这些要求迎合特权地主的统治。现在司徒卢威先生对劳动派[45]（对社会民主党人就不用说了）抱有敌意，《言语报》[46]对他们大张挞伐，这并不是偶然的，也不单纯是资产阶级辩护士因为庄稼汉拒绝他们的效劳而产生的一种怨恨。这是立宪民主党人演进过程中必然采取的一个政治步骤。无法使地主同劳动派和解，那就是说（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来说，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应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来反对地主，而应该降低劳动派的要求，向地主作更多的让步，象司徒卢威和《言语报》所说的那样，“丢掉革命的空想”，或者象立宪民主党人的新奴仆哥尔恩先生所说的那样，不要去想出一些坚决的口号，不要去加快运动。

政府为了迎合地主，就把选举完全交给他们主持，实际上剥夺了农民的选举权。立宪民主党人为了迎合地主，就攻击劳动派的革命精神和不肯让步的态度。象《同志报》的撰稿人、特别是哥尔恩先生这样的非党的政客们，为了迎合地主，就号召无产阶级和农民使自己的政策同立宪民主党的政策“保持一致”（照涅韦多姆斯基先生的说法是“协调起来”），同立宪民主党人建立“民主的同盟”，放弃“坚决的口号”，等等，等等。

政府干得很有步骤。它一步一步地把“加快了的运动”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在这一运动沉寂下去后没有得到保护的东西都夺去了。它一步一步地摸索，看地主老爷可能赞同什么样的“改革”。立宪民主党人没能办到这一点吗？是由于左派的干扰，立宪民主党人尽管真诚希望、拼命努力也没能办到吗？那就是说，必须削减“左派”的选举权，把决定权交给十月党人，只有在连这个试验也失败了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完全屈从于“贵族联合会”[47]。

政府的行动是有用意、有步骤、有逻辑的。这是地主的阶级利益的逻辑。要捍卫这些利益，不管怎么说也要保护俄国资产阶级的发展。

为了实现政府的这些计划，必须用暴力压制群众的利益和群众的运动，剥夺他们的选举权，把他们交给13万人[48]去摆布。这些计划能不能实现，这个问题现在谁也解答不了。这个问题只有斗争才能解答。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是用自己的斗争来解答这个问题的。立宪民主党人则是用反左派的……斗争来解答这个问题的。立宪民主党人争取由政府解答这个问题，他们在第二届杜马的议会讲坛上有步骤地这样做了。现在他们还在有步骤地通过反社会民主党人和反劳动派的思想斗争来这样做。

当然，在俄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以及任何有点教养的小市民听来，这是奇谈怪论；自命为民主主义者、满口自由主义词句的立宪民主党人，竟在争取由政府解答这个问题！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既然是民主主义者，那就该统统都归到“民主的同盟”中去！对政治上头脑简单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明白的结论，甚至两年的俄国革命也没有使这些人学会在各阶级的斗争中去寻找政府的措施和自由派的空话的真正的实质。我国知识分子的阵营中，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者”，信仰的是阶级斗争原则，而实际上在谈到立宪民主党人、谈到杜马的作用、谈到抵制时，却完全象是自由派！究竟还要经过多少次立宪民主党的预算表决，这些政治上的傻瓜才能弄明白一个在欧洲早已为人熟知的现象：自由派发表演说时反对政府，而在每个重大问题上却是支持政府的。

第三届杜马代替第二届杜马，就是由靠立宪民主党人帮助的十月党人来代替象十月党人那样行事的立宪民主党人。操纵第二届杜马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这些知识分子以民主主义者自居时利用人民，支持政府时则依靠资产阶级。操纵第三届杜马的必定是地主和大资产者的政党，他们雇用一批表面上当反对派、实际上为他们效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简单的道理已经被立宪民主党的全部政治行动、特别是第二届杜马所证实。这个简单的道理现在连普通人也开始懂得了：日尔金先生就是一个例证，如果怀疑他同情布尔什维主义或者怀疑他对立宪民主党人怀着刻骨仇恨，那就太可笑了。

日尔金先生在今天的《同志报》第351号上，转述了一个“精神抖擞的”（原文如此！日尔金先生对“精神抖擞”的理解同哥尔恩或涅韦多姆斯基的理解大致相同）乡巴佬的印象：


　　“同我谈话的那些十月党人中的地主这样讲：‘可以选举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好在哪里呢？好在肯让步。在第一届杜马里，他们提出很多要求。在第二届杜马里，他们就让步了。甚至连纲领也作了删减。在第三届杜马里他们一定会作更多的让步。看着吧，他们还会达成什么交易的。况且，说老实话，十月党人中还没有哪一个我们能保证他一定当选。……就让立宪民主党人当选吧。我们之间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在第三届杜马中会更加向右转……我们同十月党人友好相处是出于需要……他们的演说家或大人物在哪里呢？’”





　　谁要是只按政党的名称、纲领、诺言和演说来判断政党，或者谁要是只满足于拙劣的、伯恩施坦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一味重复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老生常谈，他才会对左派同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结成民主的同盟抱有希望。但是谁要是还有一点点革命嗅觉，对我国革命的教训还抱有一点点慎重的态度，谁要是确实能遵循阶级斗争的原则，能按政党的阶级性质来判断政党，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只配给大资产者政党当奴仆这一点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哥尔恩先生和涅韦多姆斯基先生之流居然认为立宪民主党人同民主派的分歧是例外，而他们同十月党人的分歧则是常规。情形恰好相反。立宪民主党人按阶级本性来说是十月党人真正的本家。立宪民主党的民主主义是一种装璜，是对群众的民主主义的一种暂时的反映，或者说是一场公开的骗局，俄国的伯恩施坦分子和小市民，特别是《同志报》的那些人，却上了它的当。所以，如果你从这方面来看看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如果你明白了立宪民主党人这些帮助地主用少得可怜的改革来满足庄稼汉要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真正的历史作用，那你就会看出哥尔恩先生和涅韦多姆斯基先生之流劝无产阶级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致行动的高深学问！十月党给我们许下的“改革”一清二楚。地主叫庄稼汉感到“满意”，叫他们如此满意，以致不用讨伐队，不鞭笞农民，不枪杀工人，就不能迫使居民接受改革。立宪民主党的教授充当反对派：他从现代法学的观点论证讨伐队条例必须得到宪法的确认并谴责警察的过分热心。立宪民主党的律师充当反对派：他论证根据法律应当鞭打60下而不是200下，论证应当拨款给政府购买笞杖，条件是应当恪守法律。立宪民主党的医生准备数一数受笞刑者的脉搏，并写出一份关于必须把鞭打数目的最高限额减少一半的调查书。

第二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反对派难道不是这样做的吗？十月党人地主为了有这样的反对派，不仅要把立宪民主党人选入杜马，而且还同意付给立宪民主党人以教授的薪俸或者别的什么薪俸，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社会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在第二届杜马后或在第三届杜马时建立的民主的同盟，由于客观形势，实际上就是把工人政党变成自由派的盲从而可怜的附属品，就是社会党人对无产阶级利益和革命利益的彻底背叛。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和哥尔恩先生之流很可能并不明白自己干的是什么。这些人的信念往往只限于在嘴上说说而已。实质上他们力求同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同社会民主党断绝往来。懂得自己的任务的社会民主党应当同这些先生断绝往来。遗憾的是，我们有些人至今还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范畴理解得太片面。例如，我们有些人忽略了：这个革命应该向无产阶级表明，而且也只有这个革命才能第一次向无产阶级表明，本国的资产阶级事实上究竟怎么样，在各该国家的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特点是什么。只有当本国的历史向无产阶级揭示了作为一个阶级、作为一个政治整体的资产阶级的整个面貌，揭示了作为一个阶层、作为在某些公开的广泛政治活动中有所表现的一定的思想和政治力量的小市民的整个面貌，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地、最终地、广泛地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同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相抗衡。我们应该不倦地向无产阶级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实质这些理论上的道理。但是真正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要深刻领会这些道理，只有使他们看到并体会到某些阶级政党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除了对这些政党的阶级本性有清楚的认识，还要对资产阶级政党的全部面貌有直接的感受。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会象我国的资产阶级这样反动野蛮，同旧政权这样紧密勾结，对文明、对进步、对维护人类的尊严这样“超脱”，连一点点哪怕近似于真诚的同情也没有——愿我国无产阶级通过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将倍加憎恨资产阶级，将倍加坚决地同它作斗争。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从“人民社会党人”[49]和劳动派直到钻进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在斗争中会这样怯懦，这样没有气节，背叛情绪会这样可耻地泛滥，对崇拜资产阶级风尚的英雄或反动暴力的英雄会这样刻意逢迎——愿我国无产阶级通过我国资产阶级革命将倍加蔑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动摇。无论我国革命今后如何发展，无论无产阶级有时还会经历怎样艰苦的时期，这种憎恨和蔑视必将团结无产阶级的队伍，必将使无产阶级摆脱出身于其他阶级的坏人，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锻炼无产阶级，使他们将来能给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以毁灭性的打击。





	载于1907年9月初圣彼得堡出版的《生活之声》文集第1集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54—66页

















《列宁全集》第16卷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的注释[50]


（1907年8月下半月）


　　因此，代表大会认为工人阶级的责任，特别是工人阶级在议会中的代表的责任，是注意到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性质，全力以赴地反对各国的侵略政策，拒绝这方面的拨款，并用社会主义精神和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的思想教育工人阶级的青年*。



　　……*俄国的修正案中原来还有一个论点：“使统治阶级不敢利用他们（青年）作为巩固其阶级统治、反对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工具。”这句话被委员会删去了，并不是因为有人在原则上不同意，而是因为德国人认为这些话不合法、会给解散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提供口实。决议有关条文的基本思想并没有因这一删节而改变。

……


　　在遇到战争危险时，各有关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有责任依靠国际局的支持，竭尽所能，采用他们认为合理的一切手段阻止宣战，至于采用哪一种手段，这将取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程度和总的政治形势*。



　　……*在俄国的修正案中说，这些手段（阻止战争的手段）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程度等而改变和加强（sich　?ndern　und　steigern）。委员会删去了“加强”，只留下“改变”二字。[51]





	载于1907年9月初圣彼得堡出版的《生活之声》文集第1集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75—76页

















[50]这是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在1907年9月初彼得堡出版的《生活之声》文集第1集上发表时列宁为它加的注释。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8月18—24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886名社会党和工会的代表，其中英国123名，奥地利75名，匈牙利25名，波希米亚41名，意大利13名，波兰23名，法国78名，美国20名，德国289名，俄国65名。德国代表团中工会代表占多数。



俄国代表团包括社会民主党人37名、社会革命党人21名和工会代表7名。俄国代表团共有20张表决票，分配情形是：社会民主党人10票（布尔什维克4/2票，孟什维克2/2票，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和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各1票），社会革命党人7票，工会代表3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有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波·米·克努尼扬茨、马·马·李维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尼·亚·谢马什柯、米·格·茨哈卡雅等人。列宁是第一次出席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



大会审议了下列问题：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殖民地问题；工人的侨居；妇女选举权。



在代表大会期间，列宁为团结国际社会党的左派力量做了大量工作，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的主要工作是在起草代表大会决议的各委员会中进行的。列宁参加了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个委员会讨论奥·倍倍尔提出的决议案时，列宁同罗·卢森堡和尔·马尔托夫一起对它提出了许多原则性的修改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决议案的最后一段的修改意见（见注51）。修改意见末尾提出的著名论点还为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所重申并写进了1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列宁在1916年12月写的一篇关于对倍倍尔这一决议案的修改的短文中谈到了这一修改意见提出的经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



列宁在两篇题为《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文章中对这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起草和通过过程中的主要争论以及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作了扼要的介绍和评述（见本卷第66—75、79—85页）。——62。



[51]这里说的就是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最后一段修改的情况。根据1907年柏林前进出版社出的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这一段在奥·倍倍尔的原决议案中是：“一旦有爆发战争的危险，各有关国家的工人和他们的议会代表的责任就是全力以赴，利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来阻止战争的爆发，而如果战争仍然爆发了’则迅速结束战争。”



列宁等人对这一段的修改意见是：“只要存在战争的威胁，各有关国家的工人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有责任各尽所能，以便利用相应的手段来阻止战争的爆发。这些手段自然是根据阶级斗争和一般政治形势的尖锐化程度的不同而改变和加强。如果战争仍然爆发了的话，他们的责任是迅速结束战争，并竭尽全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唤醒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在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决议中，这条修改意见除了个别文字改动外被完全采纳。正式通过的决议中这一段文字是：“只要存在着战争的威胁，各有关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有责任在国际局的促进团结的活动的支持下，各尽所能，以便利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来阻止战争的爆发，这些手段自然是根据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程度和一般政治形势的尖锐化程度的不同而改变。如果战争仍然爆发了的话，他们的责任就是全力以赴迅速结束战争，并尽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醒人民，从而加速资本主义的统治的崩溃。”



正文中引用的《生活之声》文集第1集发表的这部分决议的译文同上述决议的原文略有出入，可能是由于翻译造成的。——63。





《列宁全集》第16卷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52]


（1907年8月和10月之间）

不久以前闭幕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国际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头五次代表大会是在第一国际时期（1866—1872年）召开的，马克思领导了第一国际，他试图（照倍倍尔的恰当说法）自上而下地确立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各国社会党没有团结起来、巩固起来以前，这种尝试是不会成功的，但是第一国际的活动对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国际是在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的。以后在布鲁塞尔（1891年）、苏黎世（1893年）、伦敦（1896年）、巴黎（1900年）和阿姆斯特丹（1904年）举行的历次代表大会上，这个新的国际依靠各国坚强的党，完全巩固下来了。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代表共884人，他们来自欧洲、亚洲（日本，部分来自印度）、美洲、澳洲、非洲（来自南部非洲的代表1人）的25个民族。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标志着第二国际已经完全巩固，标志着国际代表大会已经变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会议，对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和方向正在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在形式上对各国并没有约束力，但在道义上却意义重大，以至不遵守决定的情况实际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恐怕比各国党不遵守本党代表大会决定的情况还要罕见。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使法国社会党人联合了起来，大会反对内阁主义的决议[53]真正体现了全世界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意志，确定了各国工人政党的政策。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这方面又迈进了一大步，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成了确定社会主义运动政治路线的最高机关。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比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更加坚定地确定了这条反对机会主义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关于这一点，克拉拉·蔡特金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女工的刊物《平等》（《Die　Gleichheit》）杂志[54]说得对：“在所有问题上，某些社会党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由于各国社会党人的合作已经得到了纠正，这些党已开始采取革命的路线。”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令人痛心的现象，就是一向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次却动摇不定或者说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证实了恩格斯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一个深刻的见解。1886年4月29日，恩格斯在给第一国际老战士左尔格的信中写道：“特别是在德国人派了这么多庸人参加帝国国会（不过这也难免）以后，有人出来同他们争夺一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一般说来是件好事。德国在平静时期一切都变得庸俗了。在这种时候，法国竞争的刺激是绝对必要的，而这种刺激是不会没有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71页。——编者注］



在斯图加特，并不缺乏法国竞争的刺激，而且这种刺激确实必要，因为德国人当时表现得很庸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国的自由派（而且不仅是自由派）正在拼命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说成值得仿效的榜样。德国社会民主党最有头脑最杰出的思想领袖们自己看到了这一点并且丝毫不顾面子，坚决地指出来，引以为戒。克拉拉·蔡特金的刊物写道：“在阿姆斯特丹，德累斯顿的决议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议会上一切争论的革命主旨，而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在军国主义问题委员会上的发言、佩普洛夫在侨居问题委员会上的发言和大卫〈我们还要加上伯恩施坦〉在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上的发言，都是些刺耳的机会主义的不协和音。这一次德国代表在大多数委员会内，在大多数问题上都成了机会主义的首领。”卡·考茨基在评价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时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中一向所起的实际上的领导作用，这次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现在来探讨一下代表大会上讨论过的一些问题。关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内未能消除意见分歧。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争论是由大会自己解决的：127票赞成，108票反对，10票弃权，革命派获得多数。我们顺便指出一个可喜的现象，俄国社会党人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一致本着革命的精神投了票。（俄国共有20票，其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0票，波兰代表除外；社会革命党人7票；工会代表3票。其次，波兰共有10票：波兰社会民主党4票，波兰社会党和波兰非俄属部分6票。最后，芬兰两个代表共有8票。）

在讨论殖民地问题的时候，委员会内形成了机会主义多数派，在决议草案中出现了这样的离奇古怪的句子：“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任何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这个论点实际上等于直接向资产阶级政策倒退，向替殖民战争及野蛮行为辩护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倒退。有一位美国代表说，这是倒退到罗斯福那里去了。用“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和在殖民地进行切实的改良工作之类的任务来替这种倒退辩护的尝试是十分不妥当的。社会主义从来不反对在殖民地也要进行改良，但是这同削弱我们反对对其他民族征服、奴役、施加暴力和进行掠夺的“殖民政策”这一原则立场，没有也不应有丝毫共同之处。一切社会党的最低纲领既适用于宗主国，也适用于殖民地。“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极其混乱的。大会从决议中删去了这句话，而且比过去的决议更尖锐地谴责了殖民政策，这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社会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对我们俄国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个问题在我国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赞成非党的工会，即肯定了我国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一批人主张工会中立的立场。伦敦代表大会在主张党的工会，反对工会中立方面前进了一步。大家知道，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一部分工会中，特别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刊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不满。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实际上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工会应该中立呢还是应该同党更加接近？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表示赞成工会同党更加接近，对这点读者只要读一下大会的决议就会相信的。决议根本没有谈到工会应当中立，也根本没有谈到工会应当是非党的。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坚持工会同党接近，反对倍倍尔的中立主张，所以他向莱比锡工人作关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时（1907年《前进报》[55]第209号附刊），完全有权利宣布：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把我们要谈的一切都谈到了。它永远否定了工会中立的主张。”克拉拉·蔡特金写道：“已经没有人〈在斯图加特〉在原则上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历史趋势，即把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把各种组织尽量紧密地团结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力量。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同志〈应当说是孟什维克的代表，是他们派普列汉诺夫到委员会里去为“工会中立”辩护的〉和法国代表团多数成员借口他们国家的特点，企图用一些根本不能成立的理由证明对这个原则作某些限制是正确的。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一致行动这一坚决的政策……”　　

应该指出，普列汉诺夫这个不能成立的（蔡特金说得对）论据，就这样发表在俄国各家合法报纸上。普列汉诺夫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上借口说，“俄国有11个革命政党”；“工会到底应当同其中哪一个政党一致行动呢？”（引自《前进报》第196号附刊1）。普列汉诺夫这个借口，无论在事实上或在原则上都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俄国的每一个民族中，争取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施加影响的都只有两个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党[56]，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和拉脱维亚社会革命党（即所谓“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57]，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和达什纳克楚纯[58]等等。出席斯图加特大会的俄国代表团也立即一分为二了。11这个数目字完全是随便编造的，是在蒙蔽工人。在原则上普列汉诺夫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在俄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在任何地方，包括工会内部，都是不可避免的。例如，英国人虽然也有两个互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联盟（S．D．F．）[59]和“独立工党”（I．L．P．）[60]，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要反对决议。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遭到屏弃的中立思想已经给工人运动带来了不小的危害，这点从德国的例子中可以看得特别清楚。中立思想在德国传播最广，运用得也最多。结果，德国工会的机会主义倾向十分明显，以致象考茨基这样在这个问题上非常谨慎的人也公开承认了这种倾向。他向莱比锡工人作报告时直截了当地说：德国代表团在斯图加特所表现的“保守性”，“只要看一下代表团的构成就清楚了。其中有一半是工会的代表，这样，我们党‘右翼’的力量，就显得比他们在党内的实际力量要大了”。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无疑会加速俄国社会民主党同我国自由派如此钟爱的中立思想彻底决裂。我们在保持必要的小心谨慎和循序渐进的态度、决不轻举妄动的同时，必须在工会中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使工会与社会民主党日益接近。　　

其次，关于侨居问题，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中非常明显地暴露了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分歧。机会主义派鼓吹限制落后的没有觉醒的工人（特别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迁徙权。狭隘的、行会式的闭关自守精神和工联主义的排他精神使这些机会主义者意识不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启发和组织无产阶级中那些还没有参加工人运动的阶层。大会拒绝了一切这类企图。甚至在委员会中，主张限制迁徙自由的人也寥寥无几，贯穿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是所有国家的工人在阶级斗争中要团结一致的思想。　　

关于妇女选举权问题的决议也是一致通过的。只有来自半资产阶级的“费边社”[61]的一个英国妇女，主张可以不争取完全的妇女选举权，只要争取有限制的、有产妇女的选举权就行了。代表大会坚决否决了这种意见，主张女工在进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时，不要同资产阶级中主张男女平权的妇女联合，而要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联合。大会认为，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中，必须完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坚持男女平权，不要贪图任何方便而歪曲这些原则。　　

在委员会内，在这方面发生了很有趣的意见分歧。奥地利人（维克多·阿德勒、阿德尔海德·波普）为自己在争取男子的普选权的斗争中的策略辩解，他们认为，为了取得这个权利，方便的做法是，在鼓动时不把妇女也有选举权的要求提到首要地位。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蔡特金，早在奥地利人开展争取普选权的运动时就反对这种主张。蔡特金在报刊上写道：无视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应该的；奥地利人为了贪图方便，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牺牲了原则；如果他们也能同样坚决捍卫妇女选举权，他们就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鼓动的规模和加强人民运动的力量。在委员会里完全赞成蔡特金的，还有一位卓越的德国女社会民主党人齐茨。阿德勒间接为奥地利人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修正案（在这个修正案中只谈到要进行不断的斗争来争取全体公民确实都有选举权，而没有谈到在进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的同时必须始终坚持男女平权的要求）以12票对9票遭到否决。上面提到的齐茨在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同时在斯图加特举行）上的发言，最确切地表达了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观点，她说：“我们在原则上应当要求我们认为正确的一切，只有在斗争力量不足时，我们才接受可以得到的东西。这是社会民主党一贯的策略。我们的要求愈低，政府的让步也就愈小……”读者从奥、德两国女社会民主党人的这次争论中可以看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稍微背离坚定的原则性的革命策略的言行，态度是多么严厉。　　

大会的最后一天，讨论了大家最关心的军国主义问题。声名狼藉的爱尔威为他的完全站不住脚的论点辩护，他不善于把战争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不善于把反军国主义的鼓动同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个工作联系起来。爱尔威的草案——用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任何战争——表明他完全不懂得，采取某一种斗争手段并不取决于革命者事先的决定，而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客观条件。　　

爱尔威固然轻率、浅薄，热中于华丽的词句，但如果只是教条式地讲些社会主义的空泛道理去反驳他，那目光也就太短浅了。这个错误以福尔马尔犯得最重（倍倍尔和盖得也没有完全避免）。他这个人非常自满，醉心于老一套的议会活动，他大骂爱尔威，却不知道正是他自己的狭隘刻板的机会主义迫使人们承认，尽管爱尔威本人对问题的提法在理论上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在其思想中有一线有生命力的东西。在运动处于新的转折时，理论上的荒谬往往掩盖着某种实际的真理。问题的这一方面，正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罗莎·卢森堡在发言中所强调指出的，他们号召人们不要只重视议会斗争方式，号召根据未来战争和未来危机的新情况来行动。罗莎·卢森堡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列宁和马尔托夫，他们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一起对倍倍尔的决议案提出修正案，在修正案中强调指出：必须在青年中进行鼓动工作；必须利用战争所引起的危机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必须注意到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必然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这样一改，倍倍尔原来那个教条主义的、片面的、僵化的、可以作福尔马尔式的解释的决议案终于面目为之一新。决议案重申了一切理论上的道理，以教训那些为了反军国主义而忘记社会主义的爱尔威分子。但是这些道理并不是要我们去为议会迷辩护，去一味推崇和平手段，歌颂当前相对和平与平静的局势，而是要承认一切斗争手段，要估计到俄国革命的经验，要发扬运动中有积极作用的和创造性的方面。　　

我们不止一次提到的蔡特金的刊物，正是十分正确地抓住了大会反军国主义的决议中这一个最出色最重要的特征。蔡特金在谈到反军国主义的决议时写道：“这里，工人阶级的革命毅力（TatKraft）和工人阶级对自己斗争能力的坚强信心终于一方面战胜了无能的悲观主义的说教和力图局限于旧的、单纯议会斗争方式的僵化思想，另一方面也战胜了法国半无政府主义者爱尔威之流的愚蠢的反军国主义的狂热。由委员会和各国将近900名代表最后一致通过的决议，用热烈的词句表述了从上次国际代表大会以来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巨大高涨；决议作为一个原则，提出无产阶级的策略要有灵活性，要能够发展，能随着条件的成熟而更加锐利（Zuspitzung）。”　　

爱尔威思想被驳倒了，但是这并不说明机会主义是对的，而且也不是从教条主义和消极的观点来反驳的。迫切要求采取更坚决的和更新的斗争方法，这是国际无产阶级所完全承认的，同时也是与经济矛盾的日益尖锐、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危机的全部情况密切相关的。　　

不是进行空洞的爱尔威式的威胁，而是明确地意识到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坚定不移地决心斗争到底，准备采取最革命的斗争手段，——这就是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问题的决议的意义。　　

无产阶级大军在所有国家中正在日益坚强起来。他们的觉悟、团结和决心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资本主义搞得自己危机四伏，有增无已，而这支大军必将利用这些危机来摧毁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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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本文是列宁应种子出版社之约，为《1908年大众历书》撰写的。　　



《1908年大众历书》的编印是种子出版社利用合法形式刊印不合法材料的一次尝试。《历书》阐述了俄国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第二届国家杜马的活动、对外政策问题、工会活动、罢工运动以及农民状况，介绍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提供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俄国革命斗争的大事记。为《历书》撰稿的除列宁外，还有米·斯·奥里明斯基、尼·亚·罗日柯夫、尼·尼·巴图林等人。《历书》印了6万册，只有几十册被警方没收，因而在工厂和军队中流传很广。——64。　　



[53]指1904年8月14—20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这个决议。决议禁止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谴责掩盖现存的阶级矛盾从而促成同资产阶级政党接近的任何尝试。——67。　　



[54]《平等》杂志（《Die　Gleichh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双周刊，德国女工运动的机关刊物，后来也是国际妇女运动的机关刊物，1890—192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2—1917年克·蔡特金任该刊主编。——67。　　



[55]《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69。　　



[56]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全称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提出与布尔什维克相近的斗争口号，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持不调和的态度。但该党也犯了一些错误。列宁曾批评该党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指出它对波兰革命运动的功绩。1906年4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70。　　



[57]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即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是1904年6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1905年6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1905年该党领导了工人的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为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　　



拉脱维亚社会革命党即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是1900年秋天在国外建立的。这个组织就其提出的要求来说接近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并具有相当程度的民族主义倾向。1905年在部分农民中暂时有些影响，但很快被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排挤，以后再未起什么明显的作用。——70。　　



[58]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是指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特殊派”）。这个组织是亚美尼亚民族联邦主义分子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建立的。它象崩得一样要求实行联邦制的建党原则，并宣布自己是亚美尼亚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它借口“每个民族都有特殊的条件”来为自己的民族主义辩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与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实行统一的决议。　　



达什纳克楚纯即亚美尼亚革命联盟，是亚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于1890年在梯弗利斯成立。党员中，除资产阶级外，民族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占重要地位，此外，还有受骗的农民和工人。在1905—1907年革命时期，该党同社会革命党接近。1907年，该党正式通过了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纲领，并加入了第二国际。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他们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木沙瓦特党人结成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联盟，组织了外高加索议会。1918—1920年间，该党曾领导亚美尼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1920年11月，亚美尼亚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和红军的支持下，推翻了达什纳克党人的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1年2月，达什纳克楚纯发动叛乱，被粉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该党在外高加索的组织陆续被清除。——70。　　



[59]社会民主联盟（S．D．F．）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一组织是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于1884年8月成立的。参加联盟的除改良主义者（亨·迈·海德门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外，还有一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哈·奎尔奇、汤·曼、爱·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等），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联盟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脱离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忽视这一运动的特点。1907年，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英国社会民主党。1911年，英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一起组成了英国社会党。1920年，社会党的大部分党员参加了创立英国共产党的工作。——70。　　



[60]独立工党（I．L．P．）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于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70。　　



[61]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1884年成立。费边社的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命名。费边派虽然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并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4章第7节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见本卷第322—327页和《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78—284页）。——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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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蔡特金《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注释[62]


（1907年8月和10月之间）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

*本文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双周刊《平等》（《Die　Gleichheit》）杂志一篇社论的译文，该刊由克拉拉·蔡特金主编，是德国女工运动的机关刊物。文中对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评价很正确、很有见地，用简短鲜明的论点概括了代表大会的辩论和决议的丰富的思想内容。我们对这篇文章加几条注释，目的是告诉俄国读者一些从西欧社会主义报刊中得知的事实，这些事实大部分都被就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讲了不少谎话的、我国立宪民主党人和半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如《同志报》）所歪曲。

……


　　关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关系问题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各国觉悟的无产者的同心同德。已经没有人在原则上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历史趋势，即把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尽量紧密地结合起来，并把各种组织尽量紧密地团结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力量。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和法国代表团多数成员借口他们国家的特殊条件，竭力用一些根本不能成立的理由*证明对这个原则作某些限制是正确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出席斯图加特大会的代表团为了委派代表参加委员会，事先讨论过问题的实质。在工会同社会党关系问题委员会中，普列汉诺夫所代表的不是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而是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到委员会去是为“工会中立”这一原则辩护的。布尔什维克委派沃伊诺夫参加委员会，他捍卫了党的观点，即捍卫了符合伦敦代表大会精神的反对工会中立、主张工会同党密切接近的决议。因此，克·蔡特金认为“不能成立的”，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的理由，而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孟什维克反对派代表的理由。

……


　　这里，工人阶级的革命毅力和工人阶级对自己斗争能力的坚强信心终于一方面战胜了认为自己无能的悲观主义的说教和坚持局限于旧的、单纯议会斗争方式的保守主张，另一方面也战胜了法国半无政府主义者爱尔威之流的愚蠢的反军国主义的狂热。*



……*文章的作者在对比遭到代表大会屏弃的两种背离社会主义的倾向，即爱尔威的半无政府主义和主张“单纯议会”斗争形式的机会主义时，没有提到这一机会主义的任何一个代表的名字。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中，王德威尔得在反驳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的发言时，就军国主义问题也作了同样的对比。王德威尔得说：福尔马尔暗示要开除爱尔威，我反对这种做法，并且警告福尔马尔，因为开除极左派就会引起开除极右派的念头（福尔马尔是德国最“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之一）。

……


　　最后，在妇女选举权问题上，具有鲜明原则性的阶级观点也战胜了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观点，前一种观点把妇女选举权只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权利和阶级事业的有机部分，而后一种观点则指望通过讨价还价为妇女从统治阶级那里争得残缺不全的有限制的选举权*。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只有Fabian　Society（“费边社”——坚持极端机会主义观点的英国知识分子的冒牌社会主义组织）的一个英国妇女为这种资产阶级观点辩护。

……


　　与此同时，代表大会在这方面确认国际妇女代表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并明确声明，各国社会党在自己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应该提出并且坚持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原则要求，不要有任何“贪图方便的考虑”*。



　　……*这是暗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而言的。在国际社会党妇女代表会议上和代表大会的妇女问题委员会中，德奥两国的女社会民主党人曾进行过论战。克·蔡特金早已在报刊上指责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指责他们在争取选举权的鼓动中把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要求推后了。奥地利人为自己所作的辩护很不成功，在这个问题上小心翼翼地推行“奥地利的机会主义”的维克多·阿德勒的修正案，在委员会中以12票对9票遭到否决。





	载于1907年10月圣彼得堡出版的《闪电》文集第1集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90—92页

















[62]这是克·蔡特金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在1907年10月圣彼得堡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闪电》文集第1集上发表时列宁为它加的注释。列宁是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和蔡特金第一次会面并相识的。蔡特金这篇文章的俄译文经列宁校订过。



《闪电》文集和当时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其他文集曾是唯一可以刊登列宁著作的出版物。这是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内的孟什维克在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崩得代表的支持下阻挠成立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以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出版未能安排就绪，而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无产者报》也因召开伦敦代表大会而中断出版。直到1907年10月，在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尝试失败以后，《无产者报》才恢复出版。——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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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1907年9月和10月之间）

今年8月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其特点是出席的人非常多，代表性很广泛。世界五大洲都派了代表，代表总数为886人。代表大会不但大规模展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国际团结，而且在确定各国社会党的策略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大会就许多至今一直由各国社会党自行解决的问题作出了共同的决议。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团结成一支国际力量，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为需要各国在原则上一致解决的问题数量在增多。

现在把斯图加特各项决议的全文刊登于后。[63]我们先来简略地谈一谈每一项决议，以便指出代表大会上有争议的主要各点和辩论的性质。

殖民地问题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讨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此之前，历次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一直是把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作为掠夺和暴力的政策而坚决加以谴责的。这一次，在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中，以荷兰人万科尔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在人数上占了上风。决议草案中塞进了这样的话：大会并不在原则上都谴责任何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委员会中的少数（德国的累德堡、波兰和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其他许多人）坚决反对这种看法。问题提到了代表大会上，两派力量不相上下，于是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辩论。

机会主义者一致拥护万科尔。伯恩施坦和大卫代表德国代表团多数人发言，肯定“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并且猛烈地攻击激进派，说他们否定也没有用，说他们不懂得改良的意义，说他们没有一个切实的殖民纲领，等等。不过他们受到考茨基的反对，考茨基不得不敦促代表大会表示反对德国代表团的多数人。他正确地指出：根本不存在否定争取改良的斗争的问题，因为在决议的其他没有引起任何争论的部分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确。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当向资产阶级现行的掠夺和暴力的制度让步。目前的殖民政策，应当在代表大会上加以讨论，而这一政策是以直接奴役未开化的民族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在殖民地实行奴隶制度，使当地人遭受闻所未闻的侮辱和压迫，用提倡酗酒、传播梅毒来向当地人“传播文明”。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人居然会含糊其词地说什么可以在原则上肯定殖民政策！这就是公开转向资产阶级的观点。这就是在使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思想、服从目前特别嚣张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方面跨出的坚决的一步。

委员会的提案在代表大会上以128票对108票（10票弃权（瑞士））遭到否决。应当指出，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进行表决时，各国第一次拥有不同的表决票数：由20票（各大国，包括俄国在内）到2票（卢森堡）。没有推行殖民政策或深受殖民政策之苦的小国的总数，超过了那些使无产阶级也沾染上一些侵略狂的国家。

这次就殖民地问题进行的表决，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一，经不起资产阶级诱惑的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在这里特别明显地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第二，这里暴露出欧洲工人运动的一个缺点，这个缺点会给无产阶级事业带来不少危害，因此值得高度重视。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西斯蒙第的一句意义重大的名言：古代的无产者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靠无产者过活。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6页。——编者注］



非有产者（然而是不劳动者）阶级是不能推翻剥削者的。只有养活全社会的无产者阶级才能够进行社会革命。而推行广泛的殖民政策的结果，使欧洲无产者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这样的境地：全社会不是靠他们的劳动、而是靠几乎沦为奴隶的殖民地人民的劳动来养活的。例如，英国资产阶级从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亿万人民身上榨取来的收入，比从英国工人身上榨取来的收入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在某些国家里便形成了使一国的无产阶级沾染上殖民沙文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当然，这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但是，必须明确地意识到它的害处，了解它产生的原因，以便团结各国无产阶级去同这种机会主义进行斗争。这一斗争必然会取得胜利，因为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特权”国家愈来愈少了。

关于妇女选举权问题，在代表大会上几乎没有引起争论。只有英国极端机会主义的“费边社”中的一位英国妇女，主张社会党人可以只争取有限制的妇女选举权（即不是普遍选举权，而是有资格限制的选举权）。这位女费边派分子是完全孤立的。她的观点的实质很简单，就是英国资产阶级的太太们只希望自己得到选举权，而不希望把选举权扩大到无产阶级妇女身上。

在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在斯图加特的同一座房子里召开了国际社会党妇女第一次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委员会在讨论决议案时，德奥两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争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争取普遍选举权的时候，把男女平等的要求往后放：他们从实际主义出发，强调的不是普遍选举权的要求，而是男子选举权的要求。蔡特金和德国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在发言中都向奥地利人正确地指出，他们做得不对，他们不大力提出男女均应享有选举权的要求，就是削弱群众运动的力量。斯图加特决议最后一句话（“必须同时提出男子和妇女都享有普遍选举权的要求”），无疑是针对奥地利工人运动史上这个过分“实际主义”的插曲的。

关于社会党同工会的关系的决议对我们俄国人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主张非党的工会，从而采取了工会中立的立场。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坦派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一贯坚持这个立场。与此相反，伦敦代表大会提出了另一个原则：使工会同党接近，直到承认工会（在一定条件下）是党的工会。在斯图加特，俄国小组社会民主党人分组（各国社会党人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均组成独立的小组）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发生了分裂（在其他问题上没有分裂）。普列汉诺夫原则上主张工会中立，而布尔什维克沃伊诺夫捍卫伦敦代表大会和比利时决议（决议同德·布鲁凯尔的报告一起随代表大会文件印发；这个报告很快将用俄文发表）的反对工会中立的观点。克拉拉·蔡特金在她的《平等》杂志上正确指出，普列汉诺夫主张工会中立的论据，同法国人的论据一样，是不能成立的。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正如考茨基所正确指出的和每一个仔细读过这个决议的人所确信的那样，否定了对“工会中立”的原则承认。决议只字未提工会的中立性或非党性。相反，倒是极其肯定地承认了工会同社会党保持密切联系和巩固这种联系的必要性。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现在有了斯图加特决议这个坚实的原则基础。斯图加特决议规定所有国家的工会都必须同社会党保持牢固的和密切的联系；伦敦决议指出，对于俄国来说，这种联系的形式在对此有利的条件下应当是使工会具有党性，党员应当为此而努力。

我们要指出，工会中立原则的害处在斯图加特暴露出来了：德国代表团中占半数的工会代表最固执地坚持机会主义观点。所以，例如在埃森，德国人是反对万科尔的（在埃森召开的只是党的代表大会，而不是工会的代表大会），而在斯图加特却拥护起万科尔来了。鼓吹工会中立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有利，事实上已经给德国带来了恶果。这个事实今后所有国家都不能不考虑，俄国尤其要重视，因为在俄国，为无产阶级出主意、建议无产阶级保持工会运动“中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实在太多了。

关于侨居问题的决议我们只谈几句。在这个问题上，委员会中也有人企图维护狭隘的行会观点和通过禁止落后国家工人（来自中国等国的苦力）入境的决议。这也是某些“文明”国家的无产者中的贵族作风的表现，他们从自己的特权地位中得到了某些好处，所以便常常忘记了国际阶级团结的要求。代表大会上没有人出来为这种行会的和小市民的狭隘观点辩护。决议完全符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要求。

现在我们来谈谈代表大会的最后一项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决议：关于反军国主义问题的决议。轰动了法国和欧洲的声名狼藉的爱尔威在这个问题上维护半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天真地提议以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任何战争。他不懂得，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不能拒绝参加革命战争，因为这样的战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可能发生的，而且也曾经发生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不懂得，能不能“回答”战争，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危机的性质。根据这些条件才能选择斗争手段，同时这一斗争的目的不应当是（这是爱尔威思想的第三个误解或考虑欠周的地方）单纯以和平来代替战争，而应当是以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仅仅防止战争的爆发，而在于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但是，在爱尔威思想中尽管充斥半无政府主义谬论，却也包含了一个实际上正确的内容：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这是指不要仅仅局限于议会斗争手段，要使群众进一步意识到在战争必然引起危机的时候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方式，最后，要使群众比较深切地意识到工人的国际团结，意识到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虚伪性。

由德国人提出的、在一切根本问题上同盖得决议案相一致的倍倍尔的决议案，其缺点恰恰在于它根本没有指出无产阶级的积极任务。这就使人们有可能戴着机会主义眼镜来看倍倍尔的正统的论点。福尔马尔立刻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

所以，罗莎·卢森堡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对倍倍尔的决议案提出了修正。这些修正是：（1）说明军国主义是阶级压迫的主要工具；（2）指出在青年中进行鼓动工作的任务；（3）强调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仅是防止战争的爆发或尽快结束已经爆发的战争，而且还要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来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

所有这些修正，分委员会（由反军国主义问题委员会选举产生的）都已经吸收到倍倍尔的决议案中去了。此外，饶勒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案：不指出斗争手段（罢工、起义），而指出无产阶级反战斗争的历史范例，从欧洲的游行示威直到俄国的革命。经过这一番修改，决议固然太长，然而思想确实是丰富了，而且确切地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任务。这项决议既严密地作了正统的即唯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又向各国工人政党介绍了一些最坚决最革命的斗争措施。这项决议，用福尔马尔的方式读不下去，用天真的爱尔威思想的小框框也装不进去。

总的说来，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一系列最重大的问题上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作了鲜明的对比，并且本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解决了这些问题。经过这次大会辩论而得到了阐明的大会的各项决议，应当成为每一个宣传员和鼓动员的必备手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所做的工作必将有力地促进各国无产者策略的统一和革命斗争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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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登载列宁这篇文章的《无产者报》第17号发表了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79。





《列宁全集》第16卷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64]


（1907年9月）

推荐给读者的这本文集，收集了1895—1905年这一时期的文章和小册子。这些著作都是论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问题、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在同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右翼所作的斗争中，这些问题经常不断地被提出来进行研究。

起初，这场斗争是在纯理论领域中进行的，针对的是我国90年代合法马克思主义[65]的主要代表司徒卢威先生。1894年底和1895年初是我国合法的政论界发生急剧转变的时期。当时马克思主义首次在我国政论文章中出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不仅有在国外的“劳动解放社”[66]活动家，而且有在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著作界的活跃景象和马克思主义者同当时几乎完全主宰着进步著作界的民粹派老首领（如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所进行的激烈论战，是俄国大规模工人运动高涨的先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写作活动是无产阶级奋起斗争，即1896年举行的有名的彼得堡罢工[67]的直接序幕。这些罢工为我们整个革命中最强大的因素即后来持续高涨的工人运动开辟了新纪元。

当时的写作条件迫使社会民主党人使用伊索式的语言，而且只限于谈那些同实践和政治相距很远的最一般的原理。这种情况使得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特别容易结成联盟。进行这一斗争的除了国外的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人，还有司徒卢威先生、布尔加柯夫先生、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别尔嘉耶夫先生等人。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同民粹派决裂，就是从小市民社会主义（或者说农民社会主义）转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不是象我们那样转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现在，俄国革命的历史，其中包括立宪民主党的历史，尤其是司徒卢威先生的演变（几乎演变成十月党），使这个道理不言自明了，使它成了政论界人人皆知的普通常识。但在当时，即1894—1895年期间，还只能根据某个著作家稍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来证明这个道理，那时这个常识还刚开始被了解。因此，现在把我本人反驳司徒卢威先生的文章（《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7—465页。——编者注］

 ，该文署名克·土林，载于被书报检查机关烧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文集》1895年圣彼得堡版）重新全文发表，有三个目的。第一，由于读者已经读过司徒卢威先生的著作和民粹派在1894—1895年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所以对司徒卢威先生的观点进行批评就是有意义的。第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和司徒卢威先生共同反对民粹派的同时就向他提出的警告，对于回答那些一再指责我们同这些先生结成联盟的人，对于评价司徒卢威先生的引人注目的政治生涯，也都是有意义的。第三，过去同司徒卢威进行的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的论战，可以作为大有教益的借鉴。这个借鉴表明了理论上不调和的论战在实践上和政治上的价值。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无数次受到指责，他们被说成过分热中于同“经济派”[68]、伯恩施坦派[69]、孟什维克进行这样的论战。现在这些指责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的“调和派”和党外的半社会主义“同情者”中间很有市场。我们这里有人非常喜欢这样说：俄国人，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布尔什维克，过分热中于论战和分裂。我们这里有人还喜欢忘掉这样一点：人们过分热中从社会主义跳到自由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其中包括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尤其是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和活动条件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十年以前的情况，看看在理论上同“司徒卢威主义”当时已有哪些分歧，以及哪些不大（初看起来不大）的分歧造成了各政党在政治上的彻底分野，引起了在议会中、在许多报刊上和民众集会等场合的无情斗争，是很有好处的。

谈到反驳司徒卢威先生的这篇文章，我还应当指出，这篇文章的基础就是1894年秋天我在一个人数不多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小组里所作的报告。在当时彼得堡进行工作的一批社会民主党人（一年后他们建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70]）中，参加这个小组的有斯塔·拉·和我。当时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著作家参加这个小组的有彼·伯·司徒卢威、亚·尼·波特列索夫和克·。在这个小组里，我作了一次报告，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从题目可以看出，这次同司徒卢威的论战，比1895年春发表的那篇文章尖锐得多和明确得多（就社会民主主义的结论来说）。那篇文章里讲得比较温和，一方面是考虑到书报检查制度，另一方面是为了要同合法马克思主义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民粹主义。当时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把司徒卢威先生“往左推”的做法，并不是毫无效果的，司徒卢威先生发表在被烧毁的文集（1895年）中的文章和发表在《新言论》杂志[71]（1897年）上的某些文章，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在读1895年反驳司徒卢威先生的文章时必须注意到，这篇文章在很多方面是后来的经济著作（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纲要。末了，我要提请读者注意这篇文章的最后几页，在这几页中，着重指出了民粹派作为一个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国家里的革命民主派别的积极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特征和方面。这里从理论上对一些论点作了阐述，这些论点在过了十二三年以后的第二届杜马选举时的“左派联盟”和“左派联盟”的策略中，都在实践上和政治上得到了反映。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思想并坚持绝对不容许建立左派联盟的那部分孟什维克，在这方面背叛了《曙光》杂志[72]和旧《火星报》[73]所竭力维护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极其重要的老传统。不言而喻，有条件有限制地允许实行“左派联盟”的策略，必然还是以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对于民粹主义的那些基本看法为依据的。

紧接着反驳司徒卢威的文章（1894—1895年）之后，是1897年底根据社会民主党人1895年在彼得堡的工作经验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编者注］

 。那些在本文集所收的其他文章和小册子中以同社会民主党右翼论战的方式阐述的观点，在这本小册子中则是以正面方式阐述的。这里重印了《任务》一文的几篇序言，以便指明这篇文章同我们党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的联系（例如，阿克雪里罗得写的序言着重指出这本小册子同反对“经济主义”斗争的联系，而1902年的序言则着重指出民意党人和民权党人的演变）。

《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编者注］

 一文于1901年发表在国外出版的《曙光》杂志上。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勾销了社会民主党人同司徒卢威这个政治家的联系。1895年人们就警告过他，并谨慎地同他这样一个盟友保持距离。1901年又向他这个连纯民主的要求都不能比较彻底地加以坚持的自由派分子宣战。

1895年，即西欧出现“伯恩施坦主义”、而俄国许多“进步”著作家同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的前几年，我就指出司徒卢威先生是一个不可靠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同他划清界限。1901年，即立宪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出现和该党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政治上遭到惨败的前几年，我就指出了那些后来在1905—1907年间的群众政治活动和政治行动中表现出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特征。《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批评的是一个自由派分子的错误论调，这个批评对于今天我国革命中最大的自由派政党的政策也几乎完全适用。有些人总以为我们布尔什维克在1905—1907年间同立宪幻想和立宪民主党进行无情斗争违背了社会民主党人对自由派的老政策，《自由主义的汉尼拔》这篇文章可以给这些人指明他们的错误。布尔什维克仍然忠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并未受资产阶级狂热的影响，这种狂热在“立宪的曲折道路”时代受到自由派的支持，并且一度模糊了我们党右翼的意识。

接下来是《怎么办？》 
［注：同上，第6卷第1—183页。——编者注］

 ，这本小册子是1902年初在国外出版的。书中所批评的已经不是著作界的右翼，而是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右翼了。1898年召开了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74]，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75]，其中也包括“劳动解放社”，成了党的国外组织。但是党的中央机关被警察所摧毁，没能恢复。党的统一实际上并不存在，那只不过是一种想法，一项指示。由于对罢工运动和经济斗争的迷恋，当时便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的特殊形式，即所谓“经济主义”。当《火星报》小组1900年底开始在国外进行活动时，由此产生的分裂就已经成为事实。1900年春，普列汉诺夫退出在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单独成立了一个组织——“社会民主党人”[76]。

《火星报》开始工作时，表面上同这两个派别无关，实际上是同普列汉诺夫派一起反对“联合会”。合并的尝试（1901年6月在苏黎世举行的“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没有成功[77]。《怎么办？》这本小册子系统地阐述了意见分歧的原因和《火星报》的策略及组织活动的性质。

《怎么办？》这本小册子经常被布尔什维克目前的论敌孟什维克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阵营中的著作家（立宪民主党人、《同志报》中的“无题派”[78]等）提到。所以，我重印这本小册子时，只是将它稍加删节，省去一些有关组织问题的细节或论战中的零碎意见。关于这本小册子内容的实质，必须提请现在的读者注意以下几点。

目前同《怎么办？》这本小册子进行论战的人所犯的主要错误，就在于他们把这一著作同一定的历史背景、同那个在我们党的发展中早已成为过去的一定时期完全割裂开来了。例如，帕尔乌斯就明显地犯了这个错误（更不用说为数众多的孟什维克了），他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多年以后写文章说，这本小册子中关于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是不正确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

今天，这种意见简直让人觉得可笑，因为人们似乎想把我们党的发展中的整整一个时期一笔抹杀，想把当时必须为之斗争、而现在早已巩固下来并且业已完成使命的成果一笔抹杀。

今天来说《火星报》夸大了（在1901年和1902年！）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这等于是在日俄战争以后责难日本人，说他们夸大了俄国的兵力，说他们在战前对同这支兵力作战过于操心。当时日本人为了取得胜利，必须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俄国可能动员的最大数量的兵力。遗憾的是，现在有许多人是站在一旁评论我们的党，他们不了解情况，看不到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现在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但是当时如果不把这一思想提到首要地位，不“夸大其词地”向妨碍实现这一思想的人讲清楚这一思想，那么这一胜利是不可能取得的。

《怎么办？》一书是1901年和1902年火星派的策略、火星派的组织政策的总结。确切地说，是一份地地道道的“总结”。谁要是费神去读一读1901年和1902年的《火星报》，他肯定会确信这一点 
［注：本书第3卷[79]将转载《火星报》在这几年中刊载过的最重要的文章。］

 。谁要是评论这部总结却又不知道火星派同当时占优势的“经济主义”的斗争，不理解这场斗争，那他就是信口开河。《火星报》为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进行了斗争，在1901年和1902年斗争得特别坚决，打败了当时占优势的“经济主义”，在1903年最终建立起这个组织，虽然后来火星派发生了分裂，虽然在狂飙突进时期遭到过种种风浪，但是《火星报》还是保持住了这个组织，在整个俄国革命期间保持住了这个组织，从1901—1902年到1907年，始终保存了这个组织。

现在，争取建立这个组织的斗争早已结束，种子播下了，谷物成熟了，收割完毕了，这时有人居然出来宣称：“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被夸大了！”这不是很可笑吗？

只要把整个革命前的时期和革命这最初的两年半（1905—1907年）作一个总的回顾，只要把我们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时期所表现的团结性、组织性和政策的继承性同其他政党比较一下，那你一定会承认，在这方面我们党比其他所有的政党，比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等等优越，这是毫无疑义的。社会民主党在革命前就制定了为全体党员正式承认的社会民主党纲领，在对纲领进行修改时并没有因为纲领而发生分裂。社会民主党尽管后来发生了分裂，但是它在1903—1907年（正式是在1905—1906年）仍然为公众提供了关于党内情况的最充分的资料（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80]、布尔什维克的第三次代表大会[81]、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即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记录）。社会民主党尽管后来发生了分裂，但它还是比其他各政党更早地利用了昙花一现的自由时期，来建立一个公开组织的理想的民主制度：实行选举制和按有组织的党员人数选举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无论社会革命党还是立宪民主党至今都还没有做到的，虽然立宪民主党是一个几乎合法的、组织得最好的资产阶级政党，它的经费比我们多得多，利用报刊的自由和公开存在的可能性也比我们大得多。有各个政党参加的第二届杜马的选举，难道不是很明显地证明了我们党和我们杜马党团在组织上的团结要比其他任何政党都强吗？

试问，我们党的这种高度的团结、巩固、稳定是由谁来实现，谁来实施的呢？是由主要在《火星报》参加下建立起来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实现的。凡是清楚我们党的历史、亲身参加过党的建设的人，只要看一看我党任何一个派别的代表组成，例如出席伦敦代表大会的各派别的代表组成，他就会相信这一点，并且会马上看出其中有一批比其他党员更尽心竭力地培育了我们党的老骨干。当然，取得这一成就的基本条件是：由于客观的经济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阶级中，工人阶级（它的优秀分子建立了社会民主党）最有组织能力。没有这一条件，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就是一种儿戏，就是冒险行为，就是一个空招牌，所以《怎么办？》这本小册子再三强调：它所主张建立的组织只有同“真正革命的和自发地起来斗争的阶级”相结合才是有意义的。但是无产阶级联合成为阶级这一客观上极强的能力，是通过活生生的人来实现的，是只有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的。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在1900—1905年的俄国，除火星派组织外，其他任何组织都不能建立象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社会民主工党。职业革命家完成了他们在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使命。任何力量现在都破坏不了这个早已突破1902—1905年“小组”这种小框框的事业。有人埋怨那些当初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保证正确完成战斗任务的人夸大了战斗任务，任何这样的事后埋怨都抹杀不了既得成果的意义。

我刚才提到了旧《火星报》（从1903年底第51号起，《火星报》转向孟什维主义，并且宣称：“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有一道鸿沟，”——这是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编辑部所赞许的托洛茨基的小册子中说的一句话）的小组这种小框框的问题。关于这种小组习气，必须向现在的读者解释一下。无论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还是在随后的《进一步，退两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97—425页。——编者注］

 这本小册子中，读者都会看到国外小组之间所进行的激烈的、有时是狂暴而残酷的斗争。毫无疑问，这一斗争有许多令人不快的地方。毫无疑问，这场小组斗争是在这个国家的工人运动还很年轻、还不成熟时才有可能出现的现象。毫无疑问，俄国当代工人运动的当代活动家，必须同小组习气的种种传统断绝关系，必须忘掉和抛弃小组生活与小组纠纷的许多琐事，以便加紧完成社会民主党当前的任务。只有吸收无产阶级分子来扩大党，并且同公开的群众活动结合起来，才能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不适合当前任务的小组习气的痕迹。布尔什维克曾在1905年11月的《新生活报》[82]上宣布，一旦有了公开活动的条件就立即向工人政党的民主组织过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77—87页。——编者注］

 ，这个过渡实质上就是同旧日小组习气中的过时的东西断然决裂……

是的，正是“同过时的东西决裂”，因为一味责难小组习气是不够的，还必须善于了解它在过去那个时期的独特条件下所起的作用。当时小组是必不可少的，它们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一个专制制度的国家里，特别是在俄国革命运动的整个历史所造成的那种条件下，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只能由小组发展而来。小组这种狭窄的、封闭的、几乎总是建立在个人友谊基础上的极少数人的结合，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发展中必经的阶段。随着这一运动的发展，才出现了把这些小组联合起来、建立小组之间的牢固联系和保持继承性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就不能不在专制制度“所能顾及的范围以外”，也就是在国外建立稳固的作战基地。国外小组就是这样出于需要而产生的。各国外小组之间还没有联系，俄国党对它们还没有权威，因此，它们在对当前运动的基本任务的理解上，也就虽在对究竟应当如何建立一个作战基地、从哪一方面来促进全党的建设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必然会发生分歧。在这种条件下，这些小组之间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现在我们回顾过去，可以清楚地看到，究竟哪一个小组确实可以起到作战基地的作用。但是当时各个小组刚刚开始活动，这点谁也说不清，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争论。记得后来帕尔乌斯曾经指责旧《火星报》进行残酷的小组斗争，他在事后鼓吹调和主义的政策。不过事后这样说说容易，而这样说，也正暴露了他对当时情况的无知。首先，当时没有任何标准来衡量这个或那个小组的力量和重要性。许多小组徒有虚名，现在已被人忘掉，但当时它们却想通过斗争来证明自己有存在的权利。其次，各小组之间的分歧，是在于如何进行在当时还是新的工作。我当时就指出（在《怎么办？》里），分歧看来似乎很小，但实际上却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在新的工作开始的时候，在社会民主运动开始的时候，确定这一工作和这一运动的总的性质，对于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后来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一切争论所涉及的，都是工人政党在某一情况下应该怎样进行政治活动的问题。而当时所涉及的，是确定任何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最一般的原则和最根本的任务。

小组活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现在当然已经过时了。但是小组活动所以过时，正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小组斗争以最尖锐的方式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主要问题，并且以不可调和的革命精神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而为广泛的党的工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著作界曾就《怎么办？》一书提出一些枝节问题，我现在只谈以下两个问题。1904年，在《进一步，退两步》小册子刚出版不久，普列汉诺夫曾经在《火星报》上声明他在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上同我有原则分歧。我既没有对他的这个声明作答（如果不算日内瓦的《前进报》上的一个附注[83]的话），也没有对孟什维克书刊上出现的许多重复这一内容的文章作答，我没有作答，是因为普列汉诺夫的批评显然是在吹毛求疵，断章取义，抓住我个别的表述得不完全恰当或不完全确切的说法，完全无视小册子的总的内容和整个精神。《怎么办？》是在1902年3月出版的。党纲草案（由普列汉诺夫起草并经《火星报》编辑部修改过）是在1902年6月或7月发表的。这个草案中关于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关系的表述，是得到《火星报》编辑部的一致同意的（普列汉诺夫同我在纲领问题上的争论是在编辑部内部进行的，但是争论的正好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关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以及对无产阶级以至劳动阶级的观点要作区分的问题，在前一个问题上，我要求表述得出普列汉诺夫更明确些，在后一个问题上，我主张给党的纯无产阶级性质下一个更严格的定义）。

因此，根本谈不到纲领草案和《怎么办？》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原则区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1903年8月），当时的“经济派”马尔丁诺夫曾反驳我们在纲领中所表述的对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看法。如我在《进一步，退两步》这本小册子中强调指出的那样，所有火星派分子都反对马尔丁诺夫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19—221页。——编者注］

 。由此可见，意见分歧实际上是发生在火星派和经济派之间，而经济派所攻击的正是《怎么办？》和纲领草案中共同的东西。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也没有特意想把我在《怎么办？》中所作的表述当作一种构成特殊原则的“纲领性的”东西。相反，我使用的是后来常常被引用的矫枉过正的说法。我说在《怎么办？》中我是把经济派弄弯了的棍子直过来（见1904年日内瓦版《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正因为我们使劲把弯的直过来，我们的“棍子”将永远是最直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53页。——编者注］

 。

这些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怎么办？》是用论战方式来纠正“经济主义”，因此离开小册子的这个任务来看它的内容是不对的。这里要指出：普列汉诺夫反驳《怎么办？》的文章并没有收入新《火星报》的文集（《两年》），所以我现在不去谈普列汉诺夫的论据，只是向现在的读者说明一下问题的实质，因为他们会发现孟什维克的许多著作都提到过这个问题。

其次要指出的是关于经济斗争和工会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常常被著作界曲解。因此必须强调指出，《怎么办？》中有许多篇幅是用来阐述经济斗争和工会的重大意义的。比如说，我当时曾经主张工会中立。同我的论敌的种种断言相反，从那时起，无论在小册子中或在报纸文章中，我都没有改过口。只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和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才使我得出结论：在原则上坚持工会中立的主张是不行的。工会要同党密切接近——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竭力使工会同党接近并且同党联系在一起——这应该是我们的政策，而且必须在我们的一切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中坚决地加以贯彻，既不追求我们的政策得到别人简单的“承认”，也不把思想不一致的人逐出工会。


※　　　　　※　　　　　※

《进一步，退两步》这本小册子是1904年夏天在日内瓦出版的。它叙述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8月）上开始出现的分裂的第一阶段。我把这个小册子删去了将近一半，因为关于组织问题斗争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党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的斗争细节，现在的读者绝对不会感兴趣，实际上也是应予忘记的。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对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关策略观点和其他观点的斗争的分析以及反对孟什维克组织观点的那场论战。要了解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这两个对工人政党在我国革命中的全部活动产生深刻影响的派别，就必须弄清这两点。

在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许多争论中，我要指出的是关于土地纲领的争论。事实清楚地证明，我们当时的纲领（归还割地[84]）是过分狭窄了，低估了革命民主主义农民运动的力量——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本书第2卷 
［注：见本卷第221—223页。——编者注］

 中去详谈。这里重要的是要强调指出：就连这样一个过分狭窄的土地纲领，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也觉得太广泛了。马尔丁诺夫和其他“经济派分子”反对这个纲领，理由是它似乎走得太远了！由此可见，旧《火星报》反对“经济主义”的整个斗争，即反对缩小和贬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整个性质的斗争，具有多么重大的实际意义。

当时（1904年上半年）同孟什维克的意见分歧只限于组织问题。我曾把孟什维克的立场说成“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反对这个说法，他在给考茨基的信里写道：“我智力低下，不能理解‘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它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跟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没有有机联系的东西提出来的。”（1904年6月6日给考茨基的信，收入新《火星报》的《两年》文集第2卷第149页）

组织观点上的机会主义同策略观点上的机会主义之间有什么有机的联系，孟什维主义在1905—1907年的全部历史已经作了充分的说明。至于说到“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个“不可理解的东西”，那么实际生活已经非常出色地证实了我的评价，这是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只要提一下孟什维克切列万宁的例子就够了，连他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见他关于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小册子）阿克雪里罗得的组织计划（臭名远扬的“工人代表大会”[85]等等）只会造成危害无产阶级事业的分裂。不仅如此，这个孟什维克切列万宁在小册子中还说普列汉诺夫在伦敦曾经不得不在孟什维克派内部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所以，既然切列万宁和普列汉诺夫在1907年都不得不承认有影响的孟什维克有“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那么我在1904年反对“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就不是徒劳之举了。

孟什维克从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发展到了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59—78页。——编者注］

 这本小册子（1904年底，大概是11月或12月在日内瓦出版）就指出了他们在这条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在现在的书刊中往往可以遇到这样一种看法，说在地方自治运动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由于布尔什维克认为向地方自治人士示威不会有任何好处而引起的。读者可以看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意见分歧的产生，是因为孟什维克当时大谈什么不要引起自由派的恐慌，尤其是因为1902年罗斯托夫罢工[86]、1903年夏季罢工和街垒战[87]发生之后，也就是在1905年1月9日的前夕，孟什维克把向地方自治人士的示威吹捧成了示威运动的最高形式。我们对孟什维克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的这个评价，已经由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第1号（1905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上的一篇评论这个问题的小品文的标题表达出来了，那个标题是：《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17—122页。——编者注。］

 。

收入本文集的最后一本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注：同上，第11卷第1—124页。——编者注］

 ，是1905年夏天在日内瓦出版的。该小册子系统地叙述了同孟什维克的基本策略分歧。春天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和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的代表会议的决议把这些分歧完全固定下来了，并且使它们变成了从无产阶级的任务着眼对我国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所作的估计上的根本分歧。布尔什维克向无产阶级指出，应在民主革命中担任领袖。孟什维克则把无产阶级的作用归结为担当“极端反对派”的任务。布尔什维克从正面肯定了革命的阶级性质和阶级意义，说胜利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孟什维克总是把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解释得极不正确，以至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要安于充当从属和依附于资产阶级的角色。

谁都知道这些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是怎样反映到实践活动上来的。布尔什维克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动摇不定。布尔什维克抵制维特杜马，孟什维克也动摇不定，他们号召参加选举，但不参加选举杜马代表[88]。孟什维克在第一届杜马中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和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而布尔什维克则坚决地揭露立宪幻想和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性，同时宣传建立“左派执行委员会”的主张[89]。再往后，在选举第二届杜马时布尔什维克主张建立左派联盟，而孟什维克则号召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如此等等。

现在，俄国革命中的“立宪民主党时期”（这是1906年3月出版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的说法）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2—319页。——编者注］

 看来已经结束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性已被完全揭穿。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开始承认他们一直是反对革命的，司徒卢威先生也坦率地倾吐了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衷肠。觉悟的无产阶级现在愈是仔细地回顾这整个立宪民主党时期，回顾这整个“立宪的曲折道路”，就会愈加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克事先对这个时期和对立宪民主党的实质所作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孟什维克确实执行了错误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客观作用就是用使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支配的政策来代替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


※　　　　　※　　　　　※

如果对12年以来（1895—1907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派的斗争作一个总的回顾，那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是同一个历史趋势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司徒卢威先生之流的“合法马克思主义”（1894年）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经济主义”作为1897年和随后几年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特殊派别，实际上实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信条”：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孟什维主义不仅是著作界的一个流派，不仅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别，而且是一个派别组织，它在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1905—1907年）所执行的，实际上是使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支配的特殊政策 
［注：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各种派别和流派之间斗争的分析（见1904年出版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无可争辩地证明了1897年和随后几年的“经济主义”同“孟什维主义”有直接的联系。关于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主义”同1895—1897年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司徒卢威主义”有联系这一点，我在《怎么办？》（1902年）一书中已经指出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不仅有思想上的联系，而且有直接的历史继承关系。］

 。

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必然通过许多过渡环节同它的右邻——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在一切工人政党中，必然要形成明显程度不同的右翼，这个右翼在观点、策略和组织“路线”上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倾向。在俄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年轻的社会民主工党成立的初期，这些倾向不能不比欧洲的任何地方表现得突出得多、明确得多和鲜明得多。了解一下这种倾向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不同发展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对于巩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解放斗争中得到锻炼，是十分必要的。






	　　1907年9月载于1907年11月圣彼得堡种子出版社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95—113页

















[64]这是列宁为种子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十二年来》文集写的序言。按种子出版社的计划，《十二年来》文集应出3卷，但实际上只出了第1卷和第2卷第1分册。



《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于1907年11月中旬出版（封面上印的是1908年）。这一卷不久即被没收，但有很大一部分被抢救出来，并继续秘密流传。第1卷包括下列著作：《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以及《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预定编入第2卷的是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鉴于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第2卷改称《土地问题》文集而不再用《十二年来》文集这一书名。第2卷分两册出版，第1分册于1908年初问世，收有《评经济浪漫主义》，《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以及《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第1—11章）。第2分册是列宁刚刚写成而尚未发表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一分册未能问世，在印刷厂就被警方没收并销毁了。



第3卷也因当局的查禁未能出版。按计划，编入该卷的将是列宁在《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等布尔什维克机关报上发表过的一批纲领性和论战性文章。——86。



[65]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是彼·伯·司徒卢威。合法马克思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合法马克思主义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锐敏地看出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88。



[66]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放。——86。



[67]指1896年5—6月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的起因是工厂主拒绝向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并波及机器、橡胶、造纸、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3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会散发了传单和宣言，号召工人起1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10/2小时，提高计件单价，按时发放工资等。这次罢工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1897年6月2日（14日）颁布了将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缩短为11/2小时的法令。——86。



[68]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主义的拥护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的主要报刊是《工人思想报》（1897—1902年）和《工人事业》杂志（1899—1902年）。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89。



[69]伯恩施坦派是国际工人运动中以爱·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派别，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派思想体系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派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派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派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89。



[70]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1895年11月创立的，由彼得堡的约20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1895年12月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1895年和1896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印发了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人事业报》。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好几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它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全市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从1898年下半年起，协会为经济派（由原来协会中的“青年派”演变而成）所掌握。——90。



[71]《新言论》杂志（《Новое　Слово》）是俄国的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4—1897年在彼得堡出版。最初是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7年春起在亚·米·卡尔梅柯娃的参加下，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等出版。撰稿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和马·高尔基等。杂志刊载过恩格斯对《资本论》第3卷的增补和列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1897年12月被查封。——90。



[72]《曙光》杂志（《Э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91。



[73]旧《火星报》是指第52号以前的《火星报》。



《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91。



[74]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1—3日（13—15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倡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早在1895年12月列宁就在狱中草拟了党纲草案，并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由于彼得堡等地的组织遭到警察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基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担任。出席代表大会的有6个组织的9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1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2名，崩得的代表3名。大会通过了把各地斗争协会和崩得合并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在民族问题上，大会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决权。大会选出了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代表斯·伊·拉德琴柯、基辅《工人报》代表波·李·埃杰尔曼和崩得代表亚·约·克列梅尔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在会后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把争取政治自由列为首要任务，并把它和将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被宣布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而且大会闭幕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遭逮捕，所以统一的党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92。



[75]指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并于5月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93。



[76]“社会民主党人”这个革命组织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分裂以后由劳动解放社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于1900年5月成立的。该组织在号召书里宣布它的宗旨是扶持俄国无产阶级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并同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作斗争。该组织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的俄译本以及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几本小册子。1901年10月，根据列宁的倡议，“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国外组织合并成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93。



[77]指1901年9月21—22日（10月4—5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的6名成员（列宁（化名弗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尔·马尔托夫等）、“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8名成员（包括劳动解放社的3名成员：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16名成员（包括崩得国外委员会的5名成员）和斗争社的3名成员，共33人。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1901年春天和夏天，由斗争社倡议和从中斡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进行了关于协议和统一的谈判。为了筹备实行统一的代表大会，1901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了由上述各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即六月代表会议或日内瓦代表会议），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认为必须在《火星报》的革命原则基础上团结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和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在代表会议以后却加紧宣扬机会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1901年9月《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刊登的波·尼·克里切夫斯基的《原则、策略和斗争》和亚·马尔丁诺夫的《揭露性的刊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两篇文章以及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的修正上。因此，在代表大会开幕以前就可看出，火星派同工人事业派的统一已不可能。在代表大会宣布了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所作的修正和补充之后，《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组织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代表便宣读了一项特别声明，指出代表大会的机会主义多数不能保证政治坚定性，随即退出了代表大会。——93。



[78]无题派是指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无题》周刊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维·韦·波尔土加洛夫、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人。无题派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西欧批判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支持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列宁称无题派为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化的孟什维克。无题派后来集结在左派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周围。——93。



[79]指《十二年来》文集第3卷。出版这一卷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94。



[80]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召开。7月24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24次会议。



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订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国外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有些代表有两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



列宁被选入了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整个纲领（有1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了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面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的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代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委，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委员。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的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的音译）。——95。



[81]布尔什维克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指1905年4月12—27日（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的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8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21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列宁就大会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发了言。



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领袖和领导者，为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



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1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代表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动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95。



[82]《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в》）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合法报纸，实际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905年10月27日（11月9日）—12月3日（16日）在彼得堡出版。从1905年11月第9号起，该报由列宁直接领导。参加编辑部的有：列宁、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彼·彼·鲁勉采夫。马·高尔基参加了《新生活报》的工作，并且在物质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新生活报》发表过列宁的14篇文章。该报遭到沙皇政府当局多次迫害，在28号中有15号被没收。1905年12月2日该报被政府当局封闭。最后一号即第28号是秘密出版的。——97。



[83]指列宁为1905年3月10日（23日）《前进报》第11号上的瓦·瓦·沃罗夫斯基的文章《蛊惑宣传的产物》加的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38页）。



《前进报》（《Вперед》）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机关报（周报），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1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8号。列宁是该报的领导者，《前进报》这一名称也是他提出的。该报编辑部的成员是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秘书，负责全部通信工作。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一文中写道：“《前进报》的方针就是旧《火星报》的方针。《前进报》为了捍卫旧《火星报》正在同新《火星报》进行坚决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17页）《前进报》发表过列宁的40多篇文章，而评论1905年1月9日事件和俄国革命开始的第4、5两号报纸几乎完全是列宁编写的。《前进报》创刊后，很快就博得了各地方党委会的同情，被承认为它们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反对孟什维克、创建新型政党、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名为《无产者报》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因此停办。——99。



[84]割地是指俄国1861年改革中农民失去的土地。按照改革的法令，如果地主农民占有的份地超过当地规定的最高标准，或者在保留现有农民份地的情况下地主占有的土地少于该田庄全部可耕地的1／3（草原地区为1／2），就从1861年2月19日以前地主农民享有的份地中割去多出的部分。份地也可以通过农民与地主间的特别协议而缩减。割地通常是最肥沃和收益最大的地块，或农民最不可缺少的地段（割草场、牧场等），这就迫使农民在受盘剥的条件下向地主租用割地。改革时，对皇族农民和国家农民也实行了割地，但割去的部分要小得多。要求归还割地是农民斗争的口号之一，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曾把它列入党纲。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以代替这一要求。——101。



[85]指非党工人代表大会。召开非党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1905年夏首次提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召开各种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专门就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实质上要导致以长期性的非党工人组织代替社会民主党，而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党的瓦解，并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8页）。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有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对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思想的批判，见《革命界的庸俗习气》、《孟什维主义的危机》、《知识分子斗士反对知识分子的统治》、《气得晕头转向（关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43—53页和第147—171页，第15卷第165—168页和第243—256页）等文。——102。



[86]1902年11月2日（15日），罗斯托夫市铁路工厂锅炉车间为抗议厂方尅扣工资开始罢工。11月4日（1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发出传单，号召全体铁路工厂工人参加罢工，并提出了实行九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取消罚款、开除最令人痛恨的工长等要求。11月6—7日（19—20日）罢工扩展到了全市，并发展成为政治罢工。工人们在市外的一个小山谷里连续举行群众大会。11月11日（24日），警察和哥萨克袭击了集会的罢工工人，死6人，伤17人。罢工工人群众大会仍继续开了两个星期。罢工坚持到11月26日（12月9日）始被迫停止，同一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印发了传单《告全俄公民书》。这次罢工震动了全俄国，在西欧各国也引起了反响。——102。



[87]指1903年夏天外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政治总罢工。这次罢工由巴库开始。7月1日（14日），比比—埃巴特石油公司和巴库公司的机械厂工人率先罢工。到7月6日（19日）罢工发展成总罢工。工人向企业主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允许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开除的工人上工、开除工人所憎恨的管理人员和工长、提高工资、废除加班和计件工资制等要求。工人们表现得很有组织，十分坚定，甚至在企业主答应作出部分让步时也没有停止罢工。企业主依靠军队镇压了罢工。7月9日（22日），工人们被迫复工。



梯弗利斯的印刷工人、屠宰工人和面包工人在得到巴库罢工的消息后，于7月12日（25日）开始罢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的号召，7月14日（27日）所有的工厂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都停止了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同各工厂的工人代表协商后制定了罢工工人的共同要求。军队开进了梯弗利斯，工人与哥萨克发生了冲突。到7月21日，政府使用军队摧毁了罢工。



7月17日（30日），巴统所有工厂的工人停止了工作。铁路工人和港口装卸工人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这次罢工持续到7月23日（8月5日）。在游行示威时工人同警察、哥萨克发生了冲突。



外高加索的总罢工在乌克兰几个大城市得到了响应。7月4日（17日）敖德萨大火车站和铁路工厂工人开始罢工，以抗议锅炉车间的一名工人被非法开除。当地的港口工人、采石场工人、水泥厂工人、软木厂工人、麻纺厂工人和其他一些工厂企业的工人很快都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城市运输、发电厂、煤气厂、面包房和商业企业的工人也都停止了工作。这次罢工一直持续到7月23日（8月5日）。



伊丽莎白格勒、刻赤、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等城市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来声援巴库、梯弗利斯、敖德萨以及其他城市的罢工工人。



发生在俄国南部的这场政治罢工是在各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多万。这场罢工对提高俄国工人的阶级意识起了重大的作用，是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前兆。——102。



[88]指孟什维克在第一届国家杜马（即维特杜马）选举中提出的半抵制策略。孟什维克不同意布尔什维克的坚决抵制选举的策略，而提出社会民主党除不参加最后阶段选举外其余各个阶段选举都参加的口号，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而不参加杜马代表的选举。——103。



[89]布尔什维克提出建立“杜马左派集团执行委员会”的口号，其目的是要在杜马中保证贯彻工人代表的独立的阶级路线、对农民代表的活动进行领导和使之不受立宪民主党的影响。孟什维克反对这个口号，而提出建立“全国反对派”即工人代表和农民代表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口号。孟什维克把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劳动派相提并论，全都算作左派。



1906年7月第一届杜马解散以后，“左派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以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为中心已经组织起来。在“左派执行委员会”倡议下发表了下面3个文件：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委员会和劳动团委员会签署的《告陆海军书》，全俄农民协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和全俄教师联合会签署的《告全国农民书》，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党、崩得签署的《告全体人民书》。这三个文件号召人民进行反政府的革命斗争，并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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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和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

（1907年10月8日〔21日〕）

众所周知，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讨论了军国主义问题，同时，与之相联系也讨论了反军国主义的宣传问题。在通过的有关决议中有一处提到，代表大会认为劳动阶级的责任是“促使工人青年受到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和社会主义精神的教育，促使他们具有充分的阶级自觉”。代表大会认为，这是使军队不再成为统治阶级手中可以任意支配的、随时能用来反对人民的盲目工具的保证。

在现役士兵中进行宣传是极为困难的，有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军营生活、严密监视、很少外出，这一切使士兵和外界交往极端困难；军事纪律、令人不可思议的残暴的机械式训练，使士兵感到畏惧；军事长官竭力要把“灰色畜生”头脑中的活的思想和人的感情统统打掉，向他们灌输盲目服从的心理以及对“外部的”和“内部的”敌人毫无理性的疯狂的仇恨情绪……士兵们与世隔绝，孤独、愚昧而又胆怯，头脑里塞满了对周围事物极其荒谬的看法，接近他们要比接近役龄青年困难得多，后者生活在亲友中，共同的利益把他们与亲友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工人青年中进行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到处都取得良好的效果。这具有巨大的意义。作为自觉的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军队的工人，对当权者来说是靠不住的。

欧洲各国全都有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在有些国家，如比利时、奥地利、瑞典，这些团体都是担负着党的重要工作的庞大组织。当然，青年团体的主要宗旨是自学，是树立明确严整的社会主义世界观。不过与此同时，青年团体也在进行实际工作。他们在为改善学徒的生活状况而斗争，努力保护学徒不受老板贪得无厌的剥削。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把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用于反军国主义的宣传。

为了这个目的，青年团体努力与青年士兵建立密切的联系。做法是这样的：一个青年工人还没有当兵的时候，他参加青年团体，交纳会费；当兵以后，青年团体继续和他保持经常的联系，定期给予少量的资助（这在法国叫作“士兵小捐”），这种资助尽管本身数目很小，对他却有重要意义。而从士兵这一方面来说，则有义务定期向青年团体报告他所在军营内发生的一切，谈他自己的感受。这样，士兵在入伍以后，也不会同他原来所在的那个组织失去联系。

士兵总是被尽量赶到离家乡远一些的地方去服役。这样做的用意是要使士兵和当地居民没有任何共同的利益，使他感到自己和当地居民漠不相关。这样就较为容易强迫他服从命令——向群众开枪。工人青年团体努力消除士兵和当地居民之间的这种隔膜。各青年团体之间是互有联系的。原是自己家乡青年团体成员的士兵一到新的城市，当地的青年团体就把他当成期待已久的客人来欢迎，使他很快和当地居民休戚相关，青年团体对他尽量帮助。他不再是异乡人，外来人。他还知道，如果他发生了什么不幸，肯定会得到帮助和支持。他意识到这一点，就勇气倍增，他在军营里就敢作敢为，敢于捍卫自己的权利和人格。

和青年士兵的密切联系，使青年团体有可能在士兵中进行广泛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这种宣传主要是借助反军国主义的书刊来进行的。青年团体大量出版和发行这种书刊，特别是在法国、比利时以及瑞士、瑞典等国。书刊的内容多种多样：印有反军国主义图画的明信片，士兵反军国主义的歌曲集（其中有许多歌曲在士兵中颇为流行），《士兵手册》（在法国发行量达10万份以上），各种各样的小册子、号召书、传单；为士兵出版的周报、周刊、双周报、双周刊和月报、月刊，其中有的还附有插图。《军营报》、《新兵》、《青年士兵报》、《皮尤皮尤》（青年新兵的亲昵外号）、《前进报》都发行很广。例如在比利时，《新兵》和《军营报》的发行量均达6万份。在招募新兵时，杂志出版得特别多。士兵报纸的专号分别按所有新兵的住址寄给他们。反军国主义的书刊给士兵送进军营，在街上递给他们，士兵在咖啡馆、小饭馆，凡是他们所到之处，都能得到这种书刊。

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特别关心新兵。为他们隆重地送行。招募新兵的时候，要在城里组织游行。例如在奥地利，穿着丧服的新兵在送葬乐曲的伴奏下穿过全城。一辆用红布装饰起来的车子行驶在他们前面。墙上到处贴满红色标语，上面印着大字：“你们决不向人民开枪！”还举行欢送新兵的晚会，会上发表激烈的反军国主义的演说。总之，用一切办法唤起新兵的觉悟，预防他们受到军营里不择手段地灌输给他们的那些思想感情的毒害。

社会主义青年的工作没有白做。在比利时，士兵中已经有近15个士兵团体，这些团体大多靠拢社会民主工党，并且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些团2／3的士兵组织起来了。在法国，反军国主义的情绪十分普遍。在敦基尔欣、克勒佐、隆维、蒙索莱米讷发生罢工期间，调去镇压罢工工人的士兵声明，他们同罢工工人站在一起……

军队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日益增多，军队愈来愈不可靠。一旦资产阶级不得不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面对面进行较量，军队将站在哪一边呢？社会主义工人青年正全力以赴，怀着青年所特有的满腔热情，努力争取做到使军队站在人民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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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反革命

（1907年10月20日〔11月2日〕）

1905年10月，俄国处于革命的最高潮。无产阶级把布里根杜马从前进的道路上一脚踢开，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向专制制度作直接斗争。1907年10月，我们则处于看来是公开的群众斗争的最低潮。不过，1905年十二月失败以后开始的低潮时期，不仅使立宪幻想风靡一时，而且也使这种幻想完全破灭。在两届杜马被解散和六三政变以后召开的第三届杜马，明显地结束了相信专制政府同人民代表机关可以和平共处的时期，开辟了革命发展的新时代。

在当前这个时期，人们不由得会把俄国的革命同反革命、把革命冲击的时期（1905年）同反革命玩弄立宪的时期（1906年和1907年）进行比较。要确定当前的政治路线，就免不了要作这种比较。把“革命的错误”或“革命幻想”同“有益的立宪工作”进行对比，这便是当前政治书刊的基调。立宪民主党人在竞选大会上叫嚷的是这个。自由派的报刊唱的、喊的、唠叨的也是这个。这里还有一位司徒卢威先生，他因为“妥协”的希望彻底破灭而穷凶极恶地拿革命者出气。这里还有一个米留可夫，尽管他一贯装模作样，狡诈善变，但事态的发展终于迫使他得出一个清楚的、准确的和——这是主要的——与事实相符的结论：“敌人在左边”。这里还有一些和《同志报》气味相投的政论家，如库斯柯娃、斯米尔诺夫、普列汉诺夫、哥尔恩、约尔丹斯基、切列万宁等等，他们谴责10—12月斗争是轻举妄动，并不同程度地公开鼓吹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民主的”同盟。这股浊流中的真正的立宪民主党分子代表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利益，表现了知识分子小市民的无以复加的奴才相。那些还没有完全堕落到司徒卢威这一地步的人，主要的特点就是不懂得俄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联系，不能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看成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发展的完整的社会运动。

革命冲击时期从实际上表明了俄国居民的阶级构成和各个不同的阶级对旧专制政府的态度。事态使所有的人，甚至使那些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人现在都学会了把1905年1月9日，把属于一个特定阶级的群众的第一次自觉的政治运动，作为革命纪元的开始。社会民主党通过对俄国的经济现实进行分析，得出了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掌握领导权的结论，这样的说法在当时似乎是理论家死啃书本的结果。革命证实了我们的理论，因为它是唯一真正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实际上始终在领导革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先进部队。群众斗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发展异常迅速，超过了许多革命家的预料。在一年的时间内，群众斗争就发展到了历史上革命冲击的最坚决的形式，发展到了群众性的罢工和武装起义。就在斗争的进程中，无产阶级群众的组织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发展。紧跟在无产阶级之后，组成革命人民战斗骨干的其他居民阶层也开始组织起来。各种职员这些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起来了，接着农民民主派，职业知识分子等也都组织起来了。无产阶级的胜利时期是群众的组织性加强的时期，这种加强在俄国是空前的，即使以欧洲的标准来看也是巨大的。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劳动条件上争得了许多改善。而农民群众争得的，是地主的专横“收敛”了，地租和地价降低了。整个俄国争得了相当程度的集会、言论和结社自由，使专制政府公开放弃了老一套做法，承认了立宪。

俄国解放运动迄今所获得的一切，完全是、纯粹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革命斗争的结果。

斗争发展中的转折，是从十二月起义失败之后开始的。随着群众斗争的逐渐削弱，反革命步步转入进攻。第一届杜马时期群众斗争还显示出非常强大的威力：农民运动在加强，农奴主－地主的巢穴大批被捣毁，士兵不断起义。当时反动派进攻得很慢，不敢立即发动政变。直到1906年7月斯维亚堡起义和喀琅施塔得起义[90]被镇压下去以后，反动派才胆子大了起来，建立了战地法庭[91]制度，开始一点一点地剥夺选举权（参议院的说明[92]），最后终于用警察包围了第二届杜马，把臭名远扬的立宪全部推翻。当时一切自行发起的、自由的群众组织都没有了，只有在杜巴索夫之流和斯托雷平之流所解释的警察立宪范围内的“合法斗争”。原来起领导作用的是社会民主党人，这时起领导作用的则是操纵两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群众运动的低潮时期是立宪民主党的全盛时期。立宪民主党利用这个低潮，以立宪“斗士”的面目出现。它竭力使人民保持对这一立宪的信赖，并鼓吹必须以“议会”斗争为限。

“立宪民主党的立宪”的破产就是立宪民主党的策略和立宪民主党在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的破产。只要把革命的这两个时期作一番比较，我国自由派关于“革命幻想”和“革命的错误”的种种议论的自私的阶级性质就昭然若揭了。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给全体人民带来的，是斗争的成果，而自由派对运动的领导，却只带来了失败。无产阶级的革命冲击不断提高群众的觉悟和他们的组织性，不断向他们提出更高的任务，促使他们日益独立地参加政治生活，教导他们怎样进行斗争。自由派在两届杜马时期的领导却降低了群众的觉悟，瓦解了他们的革命组织性，模糊了他们对民主主义任务的认识。

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自由派领袖们向人民精彩地表演了卑躬屈节的合法“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专制的农奴主大笔一挥抹去了自由派空谈家的立宪天堂，并且还肆意讥笑那些在大臣前厅里等待求见的人精明的外交手腕。在俄国的整个革命时期中，自由派毫无成果和成绩可言，也没有做过一点民主主义的工作来组织人民的力量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

在1905年10月以前，自由派对群众的革命斗争有时还采取同情的中立态度，但即使在当时他们也已经开始反对群众的革命斗争了，他们派遣代表团向沙皇无耻地进谗言，他们支持布里根杜马并不是由于考虑不周，而是出于对革命的毫不掩饰的仇恨。1905年10月以后，自由派的全部作为，就是无耻地出卖人民自由的事业。

1905年11月，他们暗中派司徒卢威先生去同维特先生密谈。1906年春，他们破坏革命的抵制，拒绝公开向欧洲表示反对借外债，从而帮助政府弄得数以十亿卢布计的金钱来征服俄国。1906年夏，他们私下同特列波夫就大臣职位问题讨价还价，并且在第一届杜马中同“左派”也就是同革命派进行斗争。1907年1月，他们又去向警察政权献殷勤（米留可夫晋谒斯托雷平）。1907年春，他们在第二届杜马中支持政府。革命派很快揭露了自由派，并且用事实表明了他们的反革命本质。

从这方面来说，抱立宪希望的时期对人民远远不是没有好处的。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经验，不仅使人懂得了自由派在我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不仅如此，这个经验也在实际上打消了由那个只有政治上幼稚无知或者老朽昏聩的人才会认为是真正实行立宪“民主”的党领导民主运动的企图。

1905年和1906年初，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阶级成分还不是人人都清楚的。当时希望把专制政府同真正能够代表比较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代表机关结合起来的，不仅是穷乡僻壤的愚昧无知、备受压制的居民，就连专制政府的统治集团，也不是没有抱着这种希望的。为什么布里根杜马和维特杜马的选举法都给农民相当多的代表名额呢？[93]因为当时还相信农村存在拥护君主制的情绪。“乡巴佬会来搭救的”——1906年春政府报纸发出的这种感叹，表达了政府对农民群众的保守性寄予的希望。当时立宪民主党人不仅没有意识到农民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对抗，而且唯恐农民落后，他们唯一希望的，就是杜马将有助于把思想保守的或无动于衷的农民变成自由主义者。1906年春，司徒卢威先生表示了大胆的愿望，他写道：“农民在杜马中将成为立宪民主党人”。1907年夏，同是这位司徒卢威先生，却举起了同劳动派政党或左派政党作斗争的旗帜，把这些政党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同专制政府进行勾结的主要障碍。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自由派的口号从为争取在政治上给农民启蒙而斗争，变成了为反对农民在政治上启蒙“过头”和要求“过高”而斗争！

口号的这一改变，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自由主义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彻底破产。民主主义的农村居民群众同农奴主－地主之间阶级对抗之深刻，远远超出了胆小糊涂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想象。因此，他们指望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掌握领导权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了，再也无法挽回。因此，他们想使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人民群众同十月党人地主、黑帮地主和解的整个“路线”也遭到了破产。两届杜马的反革命时期一个很大的、尽管是消极的成果，就是变节的“人民自由”的“斗士”遭到破产。在下层进行的阶级斗争抛弃了这些大臣前厅里的英雄，使他们从觊觎领导权的人变成稍稍涂了一层立宪油彩的十月主义的普通奴仆。

自由派已经破产，已经实际考验了自己是否适合做一个民主斗士，或者至少做一个民主队伍中的斗士，如果有人直到现在还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等于一点也不了解两届杜马的政治历史。这些人从毫无意义地重复早已背熟了的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一公式，转而开始发出反革命的长吁短叹。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对立宪幻想的破灭毫不惋惜。他们应该讲一讲，马克思在谈到德国的反革命时是怎么说的，马克思说：人民赢得的就是他们丢掉了幻想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62页。——编者注］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赢得的就是他们丢掉了不称职的领袖和没出息的同盟者。这样更有利于这个民主派在政治上的发展。

无产阶级的政党所要做的是设法使广大群众更深入地思索和更切实地领会我国革命和反革命的丰富的政治教训。向专制制度冲击的时期，使无产阶级展示了自己的力量，使它学会了革命策略的基本原理，并使它看清了唯一能争得切实改善的直接的群众斗争得以成功的条件。由于在长时期内对无产阶级的力量进行培养、教育和组织，数十万工人才奋起斗争，给了俄国的旧专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由于进行了长期的、不显眼的工作（领导无产阶级进行了形形色色的阶级斗争），建立了巩固的坚定的政党，才爆发了真正的群众斗争，这种爆发才有条件变成革命。现在，无产阶级作为人民的先进战士，必须加强自身的组织，清除自己身上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种种霉斑，团结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同样坚定的顽强的工作。历史的进程和广大群众的客观处境向俄国革命提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新的、全民的政治危机的因素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为加深和增多了。这个危机的到来又将使无产阶级担当起全民运动的领导者的使命。工人的社会民主党应当准备担当这个重任。在以1905年和随后几年的事态作肥料的土壤里播下种子，将获得高出十倍的好收成。1905年底，我们的党只有几千个自觉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却发动了上百万的无产者起来斗争；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拥有好几万经过革命考验而且在斗争中更加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就一定能够带领上千万人去把敌人打垮。

在许多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俄国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任务和民主主义任务都显得无比突出、极其迫切了。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正上升到更高的阶段。资本家结成了一个个全俄的联合组织，同政府勾结得更紧，更频繁地采取最极端的经济斗争手段，直到举行大规模的同盟歇业，以便“制服”无产阶级。但是迫害只能吓倒那些垂死的阶级；资本家老爷们成功得愈快，无产阶级的人数就愈多，团结就愈紧。无产阶级的不可战胜是以俄国和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来作保证的。资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第一次开始形成为一个阶级，形成为一支统一的和自觉的政治力量。这样，全俄国的工人也将更加顺利地组成为一个统一的阶级。资本世界和劳动世界之间的鸿沟将更为加深，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将更为明确。在无产阶级中进行的社会主义鼓动，从革命的种种试验中得到充实之后，将变得更加明确。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是促进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最后形成的最好的推动力。

这个政党争取民主的任务，今后只会在准备倒向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同情者”中间引起争论。对于工人群众来说，在革命的烈火中，这些任务已经变得非常明确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作为俄国的一种历史力量，它的基础、唯一的基础是农民群众，这一点无产阶级是根据经验知道的。无产阶级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担负了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反对农奴主－地主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使命，现在没有任何力量能使工人政党离开这条正确的道路。立宪民主党人打着民主主义的旗帜，把农民置于十月主义的卵翼之下，他们已经起到了自由派政党的作用，而社会民主党不理睬那些孤独的怨天尤人的人，它将继续向群众说明自由派的这种破产，说明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果不彻底摆脱同十月主义奴仆的同盟，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事业。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今后的命运如何，现在谁也说不上来。也许立宪民主党人的破产会导致成立一个农民的民主主义的政党，即真正的群众性的政党，而不是象社会革命党那样的恐怖分子的组织。也许小资产阶级政治团结上的客观困难会使这样的政党不能成立，并使农民民主派长期处于目前这种松散的、不定形的、软弱无力的劳动派群众的状态。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我们的路线只有一条，即通过对一切动摇行为的严厉批评和不屈不挠的反对民主派同反革命本性暴露无遗的自由派合流的斗争来锻炼民主力量。

反动派走得愈远，黑帮地主就愈猖狂；黑帮地主把持专制政府愈厉害，俄国的经济发展和摆脱农奴制残余的过程也就愈缓慢。这就是说：在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中，自觉的和战斗的民主主义将得到更加有力、更加广泛的发展。十月党人强加在农民身上的饥饿、暴力和凌辱所引起的群众性反抗将更为剧烈。社会民主党将设法使号称立宪民主党的这一伙自由派野心家在必然到来的民主主义斗争的高潮中，不能再次在民主派队伍中制造分裂和混乱。或者同人民一起，或者反对人民——二者必居其一，这是社会民主党早就向任何妄图在革命中担当“民主派”领袖的人提出的问题。迄今为止，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善于始终不渝地坚持这条路线；有些人自己就轻信了自由派的诺言，有些人对这些自由派同反革命的勾勾搭搭假装看不见。现在，最初两届杜马的经验已经使我们受到了教育。

革命使无产阶级学会了群众斗争。革命证明了无产阶级能率领农民群众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革命把小资产阶级分子从纯粹无产阶级政党中清除出去，使党团结得更加紧密。反革命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放弃了从自由派中寻找领袖和同盟者的企图，因为自由派害怕群众斗争比害怕火还要厉害。我们依靠事变中取得的这些教训，可以大胆地向黑帮地主的政府说：你们就这样干下去吧，斯托雷平先生们！你们播下种子，我们将收获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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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斯维亚堡起义是指1906年7月17日（30日）深夜开始的赫尔辛福斯附近的斯维亚堡要塞的起义。这次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革命党人的挑动而过早地自发爆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获悉斯维亚堡可能爆发武装起义的消息后，曾于7月16日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定，试图说服群众推迟行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24—327页）。布尔什维克在确信自发行动已不能制止之后，便领导了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组织的两名布尔什维克阿·彼·叶梅利亚诺夫少尉和叶·李·科汉斯基少尉担任起义的领导人。积极参加起义的有7个炮兵连（共有10个）。起义者提出了推翻专制政府、给人民以自由、把土地交给农民等口号。芬兰工人曾举行罢工支持起义。起义坚持了三天，终于因为准备不足，在7月20日（8月2日）被镇压了下去。起义参加者被交付法庭审判。43人被判处死刑，数百人被送去服苦役或被监禁。



喀琅施塔得起义是指1906年7月19日（8月1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士兵的起义。1906年春天和夏天，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一直在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1906年7月9日（2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和工人组织大部分成员被捕，使武装起义的准备受到影响，但是准备工作并未停止。7月18日（31日），斯维亚堡起义的消息传来，在喀琅施塔得积极活动的社会革命党人主张立即起义，布尔什维克鉴于起义的准备尚未完成而表示反对。可是在劝阻群众推迟行动已不可能时，布尔什维克根据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把领导士兵和水兵的起义的任务担当起来。1906年7月19日（8月1日）夜24时左右，按照规定的信号，地雷连、工兵连、电雷连的士兵（1000余人）与海军第1和第2总队的水兵（约6000人）几乎同时展开了斗争。部分武装的工人（约400人）也参加了起义。但是政府通过奸细已侦知起义的日期并预先做好了镇压起义的准备，社会革命党的瓦解组织的活动也阻碍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到7月20日（8月2日）晨，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起义参加者有3000多人被捕（其中有80名非军人）。根据战地法庭判决，36人被枪决，130人服苦役，1251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于7月20日（8月2日）通过了关于举行政治总罢工来支持喀琅施塔得、斯维亚堡起义的决定。在得知起义已被镇压下去的消息后，取消了这一决定。——112。



[91]战地法庭是沙皇政府为镇压革命运动而设立的非常法庭。沙皇俄国大臣会议于1906年8月19日（9月1日）制定了战地法庭条例。该条例规定，在宣布戒严或处于非常警卫状态的地方设立战地法庭。设立战地法庭之权属于总督、在实施非常警卫时被授于全部行政权力的“长官”或具有同等权力的人员，由他们确定设立战地法庭的地点，并向警备司令、驻军司令或港口司令提出相应的要求。战地法庭由主席1人（将校级军官）和成员4人（陆军或海军军官）组成。开庭时禁止旁听，被告人不得委托他人辩护，也不得上诉。战地法庭的判决一般是死刑，宣判后立即生效，并且必须在一昼夜内执行。——112。



[92]参议院的说明是指俄国执政参议院在第二届杜马选举前颁布的对1905年12月11日（24日）国家杜马选举法的解释。通过这些解释，参议院在这个选举法的规定之外，又剥夺了数万名工人、农民的选举权。列宁称这种解释是“斯托雷平对‘宪法实质’的绝妙的说明”。——112。



[93]根据1905年8月6日（19日）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条例以及12月11日（24日）对这个条例的修改，农民选民团分配到的复选人数额在总额中占40％以上。这个选举条例还规定，在各个省的选举大会上，农民选民团的复选人先从自身中单独选出杜马代表1名，然后各选民团的复选人再一起选举本省其余的杜马代表。



1907年6月3日（16日）的选举条例大大削减了农民选民团的复选人数额（约一半），并且把各省农民选民团的复选人自选1名杜马代表的做法改为由省选举大会全体复选人先从农民选民团以及其他选民团的复选人中选杜马代表各1名，然后再选举本省其余的杜马代表。对于工人选民团，这种保证可以选出1名杜马代表的做法只限于6个工人比较集中的省，即彼得堡、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科斯特罗马和哈尔科夫。——114。





《列宁全集》第16卷


“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

（1907年10月20日〔11月2日〕）

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旗帜》[94]第5号有一篇关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社论，其中充满了社会革命党人惯用的连篇累牍的空话和漫无节制的吹嘘。在转载的电文中，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向欧洲宣布：“革命斗争要求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坚守岗位。”声称该中央委员会对社会革命党代表在国际局里的“不懈努力”十分满意。《劳动旗帜》断言：“社会党国际作出决议赞同我们一贯采取的对工会运动的观点。”代表大会不顾教条主义者考茨基的反对，在制定最低工资法问题上“站到了我们这一边”。三年来，“我们俄国社会党人”“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国际也公开地、怀着敬意地（！！！）承认了这一点”。

总之，为了向社会革命党人表示敬意，欧洲派出过3万名信使[95]。

然而可恶的社会民主党人却在俄国小组里耍弄“小阴谋”：他们反对社会革命党人所提出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表决的票数应该相等的要求。社会民主党人要求给自己11票，给社会革命党6票，给工会3票。国际局决定给社会民主党10票，给社会革命党7票，给工会3票。“阿德勒和倍倍尔在投票反对我们的要求时声明，他们绝不愿意贬低社会革命党的作用，他们承认该党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的重要因素。但是他们想主持公道，并且想要确定大体的力量对比关系。”（《劳动旗帜》）

轻率啊，我们的赫列斯塔科夫[96]们真是太轻率了！无论是社会革命党的作用也好，“重要因素”也好，国际局都没有谈到，也不可能谈到。一个党既然已获准参加代表大会和国际局，那么国际局及其成员就不会再对该党的作用和重要性进行估量了。国际局只会对各个党的力量进行估量，以便分配票数。倍倍尔和阿德勒同意我们社会民主党在国际局里的代表提出的论据，即：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力量是不相等的。他们既然同意这一论据，自然注意到，他们不是在评论原则和方针，不是来解决社会民主党纲领和社会革命党纲领之间的争论，而仅仅是对力量进行估量，以便分配票数。把这种不言而喻的附带说明当成承认社会革命党人是“重要因素”，这是赫列斯塔科夫式的行径。

社会革命党人尤其轻率的是，他们在单凭记忆、不准确地转述倍倍尔和阿德勒的附带说明的意思时，对问题的实质性论据避而不谈。他们在讲倍倍尔的附带说明时夸大其词，而对我们实际的争论情况却闭口不谈。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的代表在国际局里是这样争论的。社会民主党代表提到了第二届杜马代表的人数，认为这是衡量各党力量最准确的标准，并且说明，选举法对农民比对工人更有利。社会革命党代表反驳说，在杜马中除了社会革命党党团以外，还有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这些准社会革命党人。他说，应该把他们的这一部分力量算到社会革命党人中去！此外，人民社会党人还拥有——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原话——“第一流的作家”（“écrivains　de　premierordre”，鲁巴诺维奇语）。

社会民主党代表对此回答说：不错，人民社会党拥有“第一流的作家”，就象法国激进社会党和激进党[97]拥有克列孟梭一类作家（也是“第一流的作家”！）一样。可是，借用别的政党来证实自己有力量，对于一个独立的政党来说，这样做体面吗？既然连人民社会党的“第一流的作家”本人都不想请求准许他们参加代表大会，这样做体面吗？

我们再补充一句，在俄国把自己装扮成超级革命者，而在欧洲却死乞白赖地拉人民社会党人来帮忙，这样做体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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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劳动旗帜》（《Знамя　Ту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1907年7月10日（23日）—1914年4月出版，不定期。起初在俄国秘密出版，从1908年8月起在巴黎出版，共出了53号。参加该报编辑工作的有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格·安·格尔舒尼、维·米·切尔诺夫等。——119。



[95]3万名信使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人公赫列斯塔科夫说的吹牛话。他说，有个局长级的职位出了缺，许多将军争相担任此职，但都干不好，最后只好求他去干，为此派来的联络信使络绎不绝，足有35000人之多。——119。



[96]赫列斯塔科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他是一个恬不知耻、肆无忌惮地吹牛撒谎的骗子手。——120。



[97]指法国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



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是法国最老的资产阶级政党，成立于1901年6月，作为派别则形成于1869年。该党宗旨是一方面保卫议会制共和国免受教权派和保皇派反动势力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它基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党内大资产阶级影响加强了。该党的领袖曾多次出任法国政府总理。——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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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文献[98]


（1907年10月27日〔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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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的报告

报道

报告人首先说明了第三届杜马的构成情况。政府简单地凭借经验拼凑了六三选举法，其结果是杜马中出现了两个可能形成的多数：十月党人—黑帮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二者无疑都是反革命的。政府在推行反动政策时，将交替依靠其中的一个。同时，政府将侈谈纸上的“改革”，以此来掩饰其专制农奴制的行径。立宪民主党人在行动上将执行反革命的叛卖政策，而在口头上却把自己说成是真正民主主义的反对党。

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同十月党人勾结起来，这是必然的，他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报告人用从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党报上摘录下的许多引文、用这两个党活动的一系列事实以及立宪民主党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报道证明了这一点。立宪民主党同旧制度相勾结的政策，在第三届杜马中表现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这一政策的真正性质，现在谁也不会再有什么怀疑了。

但是，无论前一个杜马多数还是后一个杜马多数，客观上都不能满足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民主派中较为广大的群众的迫切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同以往一样，代表人民中这些阶层的需要的，将首先是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的构成和活动会给社会民主党提供丰富的和极好的宣传材料，这些材料应当用来反对黑帮政府、公开的农奴主－地主、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仍然是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在普遍的……选举权的基础上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主张。因此，根本谈不上在杜马中支持“左派”十月党人或者立宪民主党人的问题。不管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的席位多么少，它也应当利用杜马讲坛和质询权等等来贯彻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和彻底民主主义的路线。只许同左派代表的集团达成某些协议（特别是由于必须有30人署名才能提出质询），而且只能以不违反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为限。为此，必须组织一个情报局，它对任何人不具有约束力，而只是为社会民主党提供影响左派代表的机会。

报告人接着说，社会民主党中已经有人在叫嚷要支持“左派”十月党人（例如在选举主席团时）、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组织情报局以及所谓“保护”我们的杜马党团。孟什维克关于支持十月党人的种种言论，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孟什维克策略的彻底破产。当杜马为立宪民主党人所把持时，孟什维克叫嚷要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斯托雷平刚一修改选举法、使之有利于十月党人，孟什维克又准备支持十月党人了。孟什维克沿着这条道路究竟要走到哪里去呢？

报告人认为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成立情报局是不能容许的，因为这就等于给公开的敌人提供情报。

报告人在谈到“保护”党团问题时说：党团确实应当保护。但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只能是为了使党团在杜马中高高举起社会民主党的旗帜，只能是为了使党团在杜马中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从参加同盟的人直到立宪民主党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但绝对不是让党团去支持“左派”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党团的存在如果是以支持这些集团即支持同斯托雷平专制政府相勾结为前提的话，那还不如干脆体面地停止自己的活动，党团假如因此而被驱逐出杜马的话，那就要向全体人民讲清它被驱逐的原因。

列宁在结束报告时主要谈了孟什维主义的基本错误——“全国反对派”的思想。俄国资产阶级本身从来就不是革命的。原因很明显：这是由俄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地位和它在革命中的作用所决定的。列宁逐一分析了孟什维克其余的论点，提出了载于《无产者报》第19号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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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决议

鉴于第三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必须遵循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以及关于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认为有必要提出如下几点，以进一步阐明这些决议：

1．在第三届杜马中已经形成了两个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前者是反革命的，他们坚决主张加紧镇压、主张保护地主特权，甚至力图完全恢复专制制度。后者无疑也是反革命的，但是他们喜欢用某些徒有虚名的、官僚式的“改革”来掩盖他们反对革命的斗争。

2．杜马中的这种情况特别有利于政府和立宪民主党人玩弄两面的政治把戏。政府想在加紧镇压并继续用武力来“征服”俄国的同时，把自己装扮成立宪改革的拥护者。立宪民主党人投票时实际上同反革命的十月党人保持一致，却想把自己不仅装扮成反对派，而且还装扮成民主派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就肩负着特别艰巨的任务：无情地向人民揭露这种把戏，既揭露黑帮地主和政府的暴力行为，也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本质。社会民主党人对立宪民主党人直接或间接的支持（无论是投票支持右派立宪民主党人或“左派”十月党人参加主席团，还是组织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情报局以及同他们的政策协调行动等等），目前都会直接损害对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教育的事业和革命事业。

3．社会民主党在不折不扣地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并从这一立场出发批判所有的、甚至最民主的、“劳动派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同时，在自己的鼓动工作中应当首先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第三届杜马完全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应当]首先广泛地大力宣传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

4．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露政府和自由派各项提案的阶级实质，同时要特别注意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的问题（工人问题、土地问题、预算问题等等），何况第三届杜马的构成会给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提供极为丰富的材料。

5．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尤其必须利用质询权，为此必须在丝毫不违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不缔结任何联盟的情况下，同比立宪民主党人左的其他集团协同行动。

为了避免再犯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届杜马中所犯的错误，社会民主党党团应当立即建议杜马中的左派——只能是左派，即能够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争的人——代表成立情报局，这个情报局对参加者没有任何约束力，但是能为工人代表提供经常以社会民主党政策的精神来影响民主派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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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报刊问题的报告

报道

列宁同志的第二个报告讲的是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的问题。报告人叙述了国际社会民主党两翼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统派和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正统派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99]上同意允许参加不敌视社会民主党的报刊这一提法，理由是，这实际上等于完全不许参加，因为在目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敌视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报刊是没有的。

报告人坚持绝对不允许在政治上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所谓非党报刊的观点。例如《同志报》这样的报刊，它们以隐蔽的伪善手法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给社会民主党带来的害处远远超过公开敌视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报纸。在这方面，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哥尔恩、科甘等在《同志报》上所发表的言论就是最好的例证。所有这些言论都是反对党的；实际上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利用了资产阶级的《同志报》，而是这家报纸利用了上面这些同志来反对它所仇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迄今为止，《同志报》没有发表过一篇不合它的编辑部口味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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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这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文献载于1907年11月5日和19日的《无产者报》第19号和第20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于1907年10月27日（11月9日）在泰里约基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57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列入会议议程的问题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第三届杜马选举运动的总结报告；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活动的报告；全国代表会议：第二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被法庭审讯的问题；失业问题；改选全市代表会议问题以及其他组织问题。



彼得堡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警察局在第三届杜马选举中残暴镇压工人选民，使社会民主党完全无法进行选举前的鼓动。报告还指出，在彼得堡有一个背着党而完全独立存在的以法俄工厂委员会为首的孟什维克组织。



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指出，中央委员会工作不得力是因为它没有一个稳定的多数。许多重要问题，如中央机关报的出版、工会问题决议的审批、杜马党团头几步活动的商讨等等，都由于孟什维克的干扰而未能作出任何决定。



列宁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作了有关筹备全国代表会议的两个报告：关于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的策略的报告和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策略问题的决议案。孟什维克反对这个决议案，提议在第三届杜马中支持“左派”十月党人，并在选举杜马主席团时投“左派”十月党人的票。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不容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的提案。在讨论第二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被法庭审讯的问题时，列宁向大会通报说，他已把党团被审讯一事报告社会党国际局，社会党国际局将通过国际议员同盟向英国、德国和比利时议会提出质询，以引起国际工人阶级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代表会议决定在审讯开始之日发动彼得堡市和彼得堡省的工人罢工一天。代表会议选出两名布尔什维克为出席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122。



[99]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03年9月13—20日在德累斯顿举行的代表大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党的策略和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大会批评了爱·伯恩施坦、保·格雷、爱·大卫、沃·海涅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并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者企图改变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策略的决议。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任编辑和撰稿人的决议，这些条件是：所参加的资产阶级报刊不是敌视或恶意批评社会民主党的；参加这种报刊的党员不被强迫去写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文章和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攻击；对参加这种报刊的党员不能委以党的机要职位。——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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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杜马

（1907年10月29日〔11月11日〕）

政府正在利用它6月3日所犯下的反人民的无耻罪行的后果：一部不仅完全歪曲了人民的意志、甚至也歪曲了那些享有选举权的少数人的意志的，迎合一小撮地主和资本家的畸形的选举法，给沙皇政府带来了梦寐以求的果实。杜马应选442名代表，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选出了432名，还有10名尚待选举，这样，总的选举结果已经相当清楚了。根据比较准确的统计，社会民主党人占18席[100]，其他左派占13席，立宪民主党人占46席，同立宪民主党相近的党派占55席，十月党人占92席，同十月党人的主张近似的党派占21席，各种右派占171席（其中包括俄罗斯人民同盟[101]的32席），无党派人士占16席。

可见，除去少数无党派人士，其余的所有代表可以分成四派：极左派占全体代表的7％强，中派左翼（立宪民主党）占23％，中派右翼（十月党）占25．1％，右派占40％；无党派人士不到4％。

这四派中的任何一派单独都构不成绝对多数。这样的结果是否完全符合新选举法的鼓吹者和炮制者的愿望和期待呢？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按照支持专制沙皇制度的统治集团的观点，俄国的新“议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双议院 
［注：无双议院是1815年路易十八对法国黑帮众议院[102]的称呼。］

 。

问题在于我国象任何一个专制或半专制的国家一样，实际上存在两个政府：一个是正式的政府——内阁，另一个是幕后的政府——宫廷奸党。宫廷奸党随时随地都依靠最反动的社会阶层即封建贵族（我国叫作黑帮贵族），封建贵族的经济力量来源于大地产以及与之有关的半农奴制经济。这个娇生惯养、腐化堕落的社会集团是最无耻的寄生虫的鲜明典型。他们堕落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可以由柏林毛奇—哈尔登诉讼案[103]这场闹剧来说明，这一诉讼案揭露了半专制的德皇威廉二世的宫廷中权贵奸党是多么卑鄙龌龊。在我们俄国，这类人的类似的卑鄙行径也并非绝无仅有，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第三届杜马中的大量“右派”——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其中的绝大多数——所要维护的，正是黑暗的过去所遗留给我们的这些社会渣滓和“粉饰的坟墓”的利益。对于这些老顽固（因为“死硬派”这个称号对于他们是过于光荣了）来说，保存农奴制经济、贵族特权和专制贵族制度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老顽固们通常利用自己那种廷臣的无限权力，竭力把正式的政府即内阁也完完全全控制起来。而内阁的相当一部分成员通常也就是他们的傀儡。但是，内阁的大多数就其成分而言往往不完全适合奸党的要求。农奴制时代的老朽的吸血鬼在这儿遇到了原始积累时期的吸血鬼的竞争，后者同样是野蛮的、贪婪的、寄生性的，不过是披上了一点文明的外衣，而主要的是，同样也希望通过保证金、津贴、租让和保护税率等方式来捞一把。原始积累时期的典型的农业和工业资产阶级这一阶层，在十月党和追随十月党的派别中得到了体现。他们有很多利益干脆同黑帮是一致的：经济上的寄生性、特权和克瓦斯爱国主义[104]，无论从十月党人的观点还是从黑帮的观点来看都是必需的。

这样，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就形成了一个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在432席中他们占了284席，这个可观的数字占全体代表的65．7％，即2／3强。

这个多数是一个堡垒，它保证政府能通过土地政策帮助破产的地主变卖自己的土地来赚钱，把少地农民榨取一空，保证政府能把劳工法变为资本最野蛮地剥削无产阶级的工具，通过财政政策使捐税的主要负担仍然落到人民大众的身上。这个多数是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堡垒。十月党人—黑帮多数的反革命性质是谁都不会否认的。

但是问题在于这并不是第三届杜马中唯一的多数。还有另外一个多数。

黑帮是十月党人的可靠同盟者，正如宫廷奸党在维护沙皇制度的问题上是内阁的可靠同盟者一样。但是，宫廷奸党表现出的本能的欲望，与其说是要同内阁联合，倒不如说是要控制内阁，同样，黑帮也渴望对十月党人实行专政，为所欲为，企图踩在他们的头上。

资本主义虽然也极其贪婪并且是寄生性的，但是它的利益不能允许农奴主土地占有制处于独占统治地位。这两个彼此有着血缘关系的社会集团都力图多捞到一点好处，因此它们在地方自治和中央国家政权组织的问题上也必然要发生分歧。黑帮在地方自治机关和市杜马内已别无他求，而在中央需要的就是“打倒万恶的立宪制”。十月党人无论在地方自治机关和在杜马内都需要扩大自己的影响，而在中央则需要“立宪制”，哪怕这个立宪制对群众来说是支离破碎的冒牌货。

这就难怪《俄国旗帜报》[105]要大骂“十月党”，而《莫斯科呼声报》[106]则认为第三届杜马中的右派过多了。

于是，客观形势逼迫十月党人去寻找这方面的同盟者。本来早就可以找到中派左翼（立宪民主党）这个同盟者，中派左翼早就宣布对立宪制是赤胆忠心的，但是问题在于立宪民主党现在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积累时期的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保留了一些很不体面的旧朋友和一些令人讨厌的旧传统。不过政治方面的传统倒是容易放弃的：立宪民主党人早在第一届杜马以前就宣布自己是君主派；在第二届杜马中他们也曾默默地放弃过责任内阁；立宪民主党关于各种“自由”的草案，本身就设下了对付这些自由的重重障碍和陷阱，所以完全可以指望他们在这些方面会有长足的进步。对于起义和罢工，立宪民主党人本来就是加以指责的，起初是温和的指责，后来是沮丧的指责，到了1905年12月以后，这种指责一半变成了蔑视，而在第一届杜马解散以后，就变成毫不客气的否定和斥责。玩弄手腕、互相勾结、同当权者讨价还价——这就是立宪民主党策略的基础。至于那些不体面的朋友，很早以前立宪民主党人就把他们只是称作“邻居”，而不久以前已经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了。

所以，达成协议是可能的，于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同样是反革命的多数——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这个多数固然暂且不到半数——在已选出的代表432人中占214人——但是，第一，无党派人士中即使不是全体，至少也有一部分肯定会去归附他们，第二，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多数在今后的选举中人数一定会增加，因为还没有进行选举的城市和大部分省选举会议将要选出的人当中，绝大多数不是十月党人就是立宪民主党人。

政府认为自己能够左右局势。看样子自由派资产阶级也承认这是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进行的交易一定比任何时候都更带有最下流最具叛卖性的妥协的烙印，说得确切些，就是放弃一切哪怕带有一点民主主义的自由派阵地。很明显，不通过新的群众运动而采用这种搞交易的办法，多少民主一点的地方管理机关和中央立法机关是建立不起来的。这是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所办不到的。那么，能够指望黑帮—十月党人多数，指望同资本家吸血鬼结盟的野蛮的地主会多少解决一点土地问题和改善一些工人的生活状况吗？对这个问题只能报以苦笑。

情况很明显，我们的无双议院就连最马虎地完成客观存在的革命任务也办不到。它一点都不能治好旧制度给俄国留下的开裂的伤口，它只能用一些微不足道的、无可奈何的、虚假的改革来遮盖这些伤口。

选举的结果再一次证实了我们的坚定信念：俄国不可能通过和平的道路摆脱它目前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十分明确的。社会民主党以社会主义的胜利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深信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政治自由，同时注意到在目前情况下不通过公开的群众行动而通过和平道路是不能实现这种自由的，社会民主党现在仍然必须首先提出民主的和革命的任务，当然，一刻也不放弃宣传社会主义，不放弃维护狭义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社会民主党作为现代社会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实际证明了它有能力担当群众斗争的领袖），必须千方百计地使无产阶级在这个即将到来的革命斗争的新阶段中，在这个与以往相比自觉性远远多于自发性的革命阶段中，仍然起领袖的作用。为了这个目的，社会民主党必须全力以赴地争取对民主主义群众的领导权，使这些群众的革命毅力得到发挥。

这种努力会使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的阶级政治组织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政治组织出于他们所代表的集团的利益，憎恶和害怕民主主义革命，这不仅是由于害怕革命本身，而主要的是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这就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危险。

杜马中的两个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斯托雷平政府打算轮流地依靠它们以保持平衡）——将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在不同的问题上充当反革命的多数，这是非常明显的，不容怀疑的。这两个多数中的任何一个，甚至其中的任何一些个人，都根本不可能去同内阁进行斗争，去进行稍微有系统或者有计划的斗争。可能发生的只是个别的和暂时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可能在第一个多数中的黑帮分子和政府之间发生。但是不要忘记，这些冲突不可能深刻，政府可以根本不改变它的反革命立场，依靠第二个多数便能轻而易举地在这些冲突中取胜。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以及第三届杜马中其他一切倾向革命的分子尽管非常愿意利用这些冲突来促进革命，但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利用这些冲突达到纯粹的鼓动目的；这里根本谈不上对冲突的任何一方加以“支持”，因为这种支持本身就是反革命的行为。

也许第二个多数中的各个部分之间，例如以立宪民主党人为一方、十月党人和政府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能更多、更好地加以利用。然而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不仅由于主观的情绪和意愿，而且也由于客观条件，这些冲突也将是不深刻的、暂时的，这些冲突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使政治贩子更容易按照表面上冠冕堂皇而实质上违反民主利益的条件去搞交易。所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拒绝利用这些冲突，即使这些冲突并不深刻，并不经常发生；应当不仅同政府、黑帮、十月党人，而且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以实现民主的和革命的任务。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应当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给自己提出的基本目标。十分明显，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第二届杜马中给自己提出的那些目标。这些目标在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决议的第一项中已经表述得十分清楚。这一项说：“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是：（一）向人民说明，把杜马当作实现无产阶级和革命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要求的工具，是完全不合适的；（二）向人民说明，只要实权还操在沙皇政府手中就无法通过议会来实现政治自由，说明人民群众必不可免地要同专制制度的武装力量进行公开的斗争，因为它能保证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政权转交到人民群众手中，并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2页。——编者注］



这个决议，特别是结尾几句话，也阐明了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活动中的极重要的特殊的任务，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应当完成这一任务，以彻底揭露六三政变罪行的卑鄙龌龊。他们在揭露这个罪行时，当然不应当从自由派的立场出发说这是公然违反宪法的，而应当说明这是放肆地粗暴地违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露骨的、令人气愤的强奸民意。因此就需要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第三届杜马是完全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因而，要广泛地、有力地宣传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全权立宪会议的主张。

这个伦敦决议还在下面一段话里非常清楚地确定了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杜马中的工作性质：“应当把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批评、宣传、鼓动和组织的作用提到首位”；“杜马斗争的总的性质应当服从于无产阶级在杜马外进行的整个斗争，同时，特别重要的是要利用群众的经济斗争，并且为这一斗争的利益服务”。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2—203页。——编者注］

 十分清楚，杜马工作的这种性质同如上所述的社会民主党目前在杜马中应该给自己提出的那些目标，有着多么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有极大可能发生群众运动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里进行和平的立法工作，不仅不适宜，不仅是可笑的唐·吉诃德精神，而且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直接背叛。和平的立法工作必然会使社会民主党“降低它的口号，而这样做只能使社会民主党在群众心目中威信扫地，使社会民主党脱离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2—203页。——编者注］

 无产阶级在杜马中的代表不可能犯比这更大的罪行了。

社会民主党应当大张旗鼓地极其尖锐地开展批判，尤其是因为在第三届杜马中可供批判的材料将是非常丰富的。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彻底揭露杜马将要通过的政府或者自由派提出的措施和提案的阶级实质，而且必须完全按照代表大会的决议的精神，特别注意那些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的措施和提案；其中包括工人问题、土地问题和预算问题等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应当针对政府和自由派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要求，这些问题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同时也是政府和杜马中两个多数所依靠的那些社会集团的最大痛处。

所有这些鼓动任务、宣传任务和组织任务，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人除了通过在杜马讲坛上发表演说，还要通过提出法案和向政府提出质询来加以实现。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提出法案或者提出质询时至少要有30名代表署名。

第三届杜马里没有也不会有30名社会民主党人。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说，单独一个社会民主党，没有其他集团的协助，是既不能提出法案，也不能提出质询的。这无疑会使问题变得非常困难，非常复杂。

当然，这里说的是彻底民主主义性质的法案和质询。社会民主党能在这方面指望立宪民主党协助吗？当然不能。立宪民主党现在已经完全准备赤裸裸地公开妥协了，连那些原来就被各种附带条件和例外弄得支离破碎、降到最低限度的纲领要求也一点不会提出来——难道这样的立宪民主党会用民主主义的质询去触怒政府吗？我们都记得，早在第二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的演说家在质询时所作的发言已经毫无生气，他们有时象小孩子那样嘟嘟囔囔，有时是客客气气、毕恭毕敬提出问题。杜马正在把对付人民的罗网编织得更牢固更可靠，使之变成锁链，它在这方面的“工作能力”现在已经成为话柄，大臣老爷阁下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立宪民主党是难得打扰他们的（当然啦，不是还要立法么！），即使要打扰一下，那也会是非常彬彬有礼的。米留可夫在竞选大会上保证“保住火种”，并不是无缘无故的。难道只是米留可夫一个人吗？唐恩坚决反对“打倒杜马”的口号是什么意思呢？不也是“保住火种”吗？普列汉诺夫在谈到“支持”把卑躬屈节当成“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时，不也正是劝社会民主党人要如此这般地“彬彬有礼”吗？

所以立宪民主党人根本不会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立法提案附议，因为这些法案将具有鲜明的鼓动性质，将充分地体现出彻底民主主义的要求，立宪民主党人当然会因此怒火中烧，他们的怒火一点也不会亚于十月党人，甚至不会亚于黑帮分子。

总之，在这方面也不应当把立宪民主党考虑在内。在提出质询和法案的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只能指望得到比立宪民主党左的集团的协助。看来，这些集团同社会民主党人加起来可以达到30人，所以也就具备了提出这方面动议的完备的合乎手续的条件。自然，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什么同盟，而是一些“共同行动”，这种共同行动，正如伦敦代表大会决议所说的，“决不应当违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而只服务于同时向反动势力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叛卖性的策略进行总攻击的目的”。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0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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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6卷


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文章[107]


（1907年10月29日〔11月11日〕）

普列汉诺夫在10月20日《同志报》上的一篇文章中继续造谣，并对社会民主党的纪律加以嘲弄。例如，普列汉诺夫在反驳有人指责他成了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库斯科娃女士之流的经常撰稿人时，竟造谣说：“大家都知道，《同志报》是左派联盟的机关报。”这是造谣。第一，《同志报》从来就不是左派联盟的机关报。左派联盟不可能有共同的机关报。第二，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在《同志报》上进行过任何政治活动，从来没有在这样的报纸上反对过社会民主党内的同志。第三，布尔什维克建立了左派联盟，就使《同志报》发生了分裂，赶走了（诚然只赶走了一个星期）其中拥护立宪民主党的分子。[108]而普列汉诺夫却拉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去向立宪民主党人摇尾乞怜。布尔什维克没有参加《同志报》，推动它向左转。普列汉诺夫参加了《同志报》，却拖着它向右转。不用说，他提左派联盟真是提得太妙了！

可见，普列汉诺夫避开了别人让他为资产阶级报纸写资产阶级所喜爱的东西这个问题，而以嘲弄工人政党的纪律来博得自由派更大的欢心。他大声叫嚷说：“如果要我背叛原则，那我就不一定服从了！”

阁下，这是一句无政府主义的庸俗话，因为党的原则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是由中央委员会来维护和解释的。如果中央委员会违背了代表大会的意志，违背了党的章程等等，你有权利拒绝服从。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试图断言中央委员会关于选举的指示是违背了代表大会的意志的。可见，普列汉诺夫不过是用“背叛原则”这样的话来掩饰自己背叛党的行为。

最后，普列汉诺夫想挖苦圣彼得堡委员会，说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它自己就没有服从中央委员会。我们的回答是：第一，圣彼得堡委员会曾拒绝履行使组织分裂的要求，也就是反对干涉党章所保证的、它应有的自治权。第二，孟什维克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分裂了组织，关于当时冲突的这一面，普列汉诺夫在资产阶级报纸上绝口不谈！普列汉诺夫的那些论据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孟什维克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分裂了党的彼得堡组织，所以我现在就有权利分裂整个党了！！这就是普列汉诺夫的逻辑，这就是普列汉诺夫的所作所为。大家都好好记住吧：普列汉诺夫在制造分裂。他所怕的只是直言不讳。





	载于1907年10月29日《无产者报》第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150—151页

















[107]这篇短评是列宁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名义为约·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的《也是“论战”》一文写的编后记。



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出了一本题为《我们和他们》的小册子，其中收入了他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并附有长篇序言。他攻击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策略，特别是攻击布尔什维克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不妥协态度。戈尔登贝格的文章是对普列汉诺夫的上述攻击的回答。



在第三届杜马选举运动期间，普列汉诺夫维护孟什维克的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策略，同时在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同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参加第三届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号召党不要执行这个决议。中央委员会谴责了他的错误行为。彼得堡委员会就此通过了支持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决议。普列汉诺夫于1907年10月20日（11月2日）又在《同志报》第402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好的就是好的》的文章，对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作了回答。列宁针对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写了这篇短评。——139。



[108]《同志报》编辑部由于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与谁结成联盟的问题上有分歧而发生了分裂。编辑部中一部分人赞成支持左派联盟，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选举中把这部分人争取了过来。另一部分人则赞成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他们在彼得堡复选人选举前暂时被解除了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2月2日（15日）该报报道了这件事。——139。







《列宁全集》第16卷


“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

（1907年11月5日〔18日〕）

著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弗兰茨·梅林，在评述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二届杜马中的任务和俄国自由派的动向时，曾经写道：德国自由派在“有益的工作”这个口号的掩饰下，已经在可怜而可耻的道路上走了60年。1789年夏天，当国民议会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法国农民的解放[109]的时候，天才的卖身求荣的冒险家米拉波，这位立宪民主派的最伟大的英雄曾经把这一事件比作“可恶的狂饮节”。但是在我们看来（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看来），这却是有益的工作。与此相反，普鲁士农民的解放，却象乌龟爬行一样，从1807年到1865年几乎拖了60年，并且无数的农民被残暴地夺去了生命，我国自由派认为这是“有益的工作”，而加以大肆宣扬。在我们看来，这却是“可恶的狂饮节”。

梅林就是这样说的。[110]现在，第三届杜马即将召开，十月党人想一本正经地开始这个可恶的狂饮节，立宪民主党人准备象奴才一样卖力地参与其事，社会民主党内也有（这真叫我们丢脸）一批普列汉诺夫分子打算替狂饮节出一把力。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不回想起梅林的这番话来。让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些准备工作吧。

第三届杜马召开前夕，各政党都纷纷加紧开会讨论自己在杜马中的策略问题。十月党人在莫斯科会议上制定了十月十七日同盟议会党团的纲领草案，他们的发言人普列瓦科先生在莫斯科的一次宴会上打出了“俄国自由主义立宪党的旗帜”。立宪民主党用三四天的工夫开完了他们的所谓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彻底垮台，被完全赶出了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由完全操纵“党”的38人组成）。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得到了完全的行动自由，即按照《关于第三届杜马中策略问题的报告》，按照这个替“可恶的狂饮节”作辩解的出色的“历史性的”辩护词的精神去行动的自由。社会民主党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开始讨论第三届杜马中的策略问题。

十月党的议会纲领的特点，就是公开赞同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实际上也在执行的、只不过用了各种漂亮空话和托词来加以掩饰的反革命政策。例如，十月党人公开宣称，修改根本法和选举法是“不合时宜的”，因为首先需要实行“一系列刻不容缓的改革”，以便“安抚人心，消除各种由贪欲和阶级利益引起的斗争”。立宪民主党人嘴上没有这么说，然而他们在第二届杜马中恰恰就是这么做的。又如，十月党人主张“吸引尽可能广泛的人士参加自治”，同时又主张要“保证”贵族有“适当的代表权”。这种露骨的反革命主张比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诚实：立宪民主党口头上答应实行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但是实际上它无论在第一届杜马或第二届杜马中，都拼命反对地方土地委员会按这种方式选举产生，并建议在这样的委员会中农民和地主各占一半，这同样也就是要“保证贵族的代表权”。再如，十月党人公开拒绝强制转让地主的土地。立宪民主党则表示“赞同”，但他们是这样来赞同的：当第二届杜马就是否要作出一项承认强制转让的一般规定以结束土地问题辩论进行表决时，立宪民主党便同右派站在一起投票反对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

十月党人以巩固反革命的“胜利”为条件，准备答应进行任何自由主义的改革。这里包括什么“扩大杜马预算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扩大杜马对政权行动的合法性的监督权”，保障法院的独立性，“不再限制成立工人经济组织和举行经济罢工”（指“不危及国家和社会利益的罢工”），“巩固正当的公民自由的原则”，等等，等等。代表政府的“十月”党就象斯托雷平先生的政府本身一样，慷慨地说了一大堆“自由主义的”空话。

立宪民主党人在他们的代表大会上对关于对待十月党人的态度问题是怎么提的呢？为数很少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原来都是些空谈家，他们连有条有理地提出问题都不会。而为数众多的改头换面的十月主义的右派骑士，则紧紧地纠集在一起，以便最卑鄙无耻地掩盖真相。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软弱无能，最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决议草案中：草案第1条建议立宪民主党“采取极端反对派的立场，不要接近同它（立宪民主党）的精神和纲领都格格不入的十月党”。第2条则号召“不要拒绝支持可以引导国家走向解放和民主改革的法案，不管这些法案来自何方”。这真是笑话，因为在第三届杜马中可以获得多数支持的法案除了来自十月党，不可能来自其他方面！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遭到失败完全是活该，因为他们是可怜的胆小鬼或傻瓜，他们不会明明白白、直截了当地指出，企图在这样一个杜马中行使立法权是有失体面的，同十月党人投一样的票就是支持反革命。看来，左派立宪民主党人中间有个别人是明白事理的，但是作为沙龙民主主义者，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畏首畏尾。至少日尔金先生曾经在《同志报》上透露过立宪民主党人萨福诺夫的如下一段私下的谈话：“我认为，立宪民主党党团目前应当采取第一届杜马中的劳动团的立场。采取反对派立场，讲一些激烈的话，如此而已。而他们却打算行使立法权。怎么行使呢？靠同十月党人的交情和联盟吗？多么奇怪的右倾。全国都左，我们却在向右转。”（《同志报》第407号）看来，萨福诺夫先生也有感到羞愧、良心发现的时候……不过只是在私下里表露出来！

而米留可夫先生及其一伙却充分表现了他们恬不知耻、丧尽天良的野心家的一贯本色。他们通过的决议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为的是去欺骗广大的公众，在议会中出卖灵魂的自由派英雄们一直就是这样欺骗人民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提纲”）对十月党人只字未提！！这是难于置信的，然而却是事实。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就是立宪民主党人要不要同十月党人投一样的票。全部争论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但是资产阶级政客的全部本领，就是欺骗群众，掩盖自己在议会中的勾当。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10月26日通过的《关于策略的提纲》是一份经典性文件，它表明：第一，立宪民主党人怎样同十月党人勾结在一起；第二，自由派用来欺骗群众的决议究竟是怎样写成的。应当把这份文件同“十月十七日同盟”的“议会纲领”比较一下，也应当把它同米留可夫在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策略问题的报告》（《言语报》第255号）对照一下。下面就是这个报告中最重要的几处：

“党虽然处于反对派的地位，但是〈正是“但是”！〉它决不会起不负责任的少数派的作用，所谓不负责任的少数派的作用，也就是党所形容的极左派在杜马中的那种行为。〈如果把这种议会腔调的话改成通俗易懂、直截了当的话，就是：十月党人先生们，行行好，给我们一席之地吧，我们实在只是挂名的反对派啊！〉党不会把杜马当作准备开展杜马外的活动的工具，而是把它当作具有法律明文规定的那部分最高权力的最高国家机关。〈十月党人直截了当地宣称，修改根本法是不合时宜的，这不是更诚实吗？〉党在第三届杜马中也和在前两届杜马中一样，决心积极参加杜马的立法工作。党始终认为这种活动是党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活动，以这一活动来同左派的鼓动目的和右派的秘密活动相抗衡。”得啦，先生们，说到“秘密活动”，你们又在撒谎，因为在上两届杜马中，正是你们同大臣们或大臣的仆从们在搞秘密活动！而放弃鼓动就是彻底地永远地放弃民主。

要在第三届杜马中行使立法权，就必须以某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同十月党人纠集在一起，完全站到反革命的和维护反革命胜利的立场上去。立宪民主党力图避而不谈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他们在报告的另一个地方却说漏了嘴：“要行使立法提案权，应该事先弄清楚党的提案是否真正通得过。”而能不能通过，取决于十月党人。弄清楚是否通得过，就是说要在暗地里求助于十月党人。行使动议权要预先弄清楚提案是否通得过，就是说要阉割自己的提案以讨好十月党人，就是说要使自己的政策受“十月党”支配。

先生们，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要么做一个采取真正反对派立场的党，那样一来就是做不负责任的少数派。要么做一个积极参与反革命立法的党，那样一来就是在十月党人面前卑躬屈节。立宪民主党选择了后一条道路。据说，黑帮杜马因此把右派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拉柯夫选进主席团，以资奖励！马克拉柯夫对此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主张支持立宪民主党呢？这类社会民主党人是知识分子市侩习气和整个俄国生活的市侩习气的产物。这类社会民主党人是由普列汉诺夫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熏陶出来的。在社会民主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已经可以看出，孟什维克追随右派杜马，继续向右转。他们准备支持十月党，也就是支持代表政府的党！社会民主党人为什么不投比鲍勃凌斯基强的霍米亚科夫的票呢？这是一个是否恰当的问题！既然只能在鲍勃凌斯基和普利什凯维奇之间选择一个，那么为什么不投前者的票呢？既然马克思教导我们要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3页。——编者注］

 ，那么为什么不支持十月党人反对黑帮分子呢？

是啊，说来惭愧，但不说也不对：普列汉诺夫把他那些孟什维克弄到使社会民主党蒙受奇耻大辱的地步。他象一个名副其实的套中人，老是重复“支持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他唠叨得叫人发昏，使人再也弄不明白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的特殊任务和特殊条件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对革命时代的分析，全都是围绕着真正的民主派尤其是无产阶级同立宪幻想、同自由派的叛卖行为、同反革命的斗争来进行的。普列汉诺夫承认马克思，但是他承认的是被歪曲成司徒卢威的马克思。现在就让普列汉诺夫自食其果吧！

自由派在俄国革命中的反革命性质已经被10月17日以前特别是10月17日以后的全部事态的发展所证实。第三届杜马甚至能使瞎子也看清楚了。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的接近是一个政治事实，任何托词和狡辩也掩盖不了。让低能的伯恩施坦派报纸《同志报》无可奈何地为此啜泣吧，让它一边啜泣，一边在政治上牵线，把立宪民主党人往十月党人那边推吧。社会民主党应当懂得俄国自由派的反革命性的阶级根源。社会民主党应当在杜马中无情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靠近十月党人的一切手段，揭露所谓民主自由派的种种卑鄙行径。工人政党一定会对所谓“保住火种”的种种见解嗤之以鼻，让社会主义的旗帜和革命的旗帜高高飘扬！





	载于1907年11月5日《无产者报》第1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152—158页

















[109]1789年8月4日法国制宪议会（7月9日前称国民议会）彻夜开会讨论农民问题，次日公布了一项宣布完全废除封建制度的决议。——141。



[110]以上引自弗·梅林的《德国自由派和俄国杜马》一文。该文发表于1907年3月6日《新时代》杂志第23期。列宁把它译成俄文，并在1907年4月写的《弗·梅林论第二届杜马》一文中完整地摘引了它的第二部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第257—264页）。——141。





《列宁全集》第16卷


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111]


（1907年11月5日〔18日〕）

资产阶级报刊幸灾乐祸地嘲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分裂，尤其是嘲笑伦敦代表大会上的激烈斗争，这已是屡见不鲜的事了。没有人想到要去研究一下这些分歧，分析一下这两种倾向，向读者介绍一下分裂的历史和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分歧的整个性质。《言语报》和《同志报》的政论家韦尔格日斯基之流、叶·库·之流、佩列亚斯拉夫斯基之流等等penny－aliner（文丐们），纯粹捕风捉影，搜集饱食终日的沙龙清谈家们“津津乐道的”“丑闻”细节，并且力图用有关我党斗争的乱七八糟的笑话来搅乱人们的头脑。

社会革命党人也采取了这种庸俗嘲笑的态度。《劳动旗帜》第6号的一篇社论，搬出切列万宁对伦敦代表大会上的争吵情况的描述，嘲笑“成千上万”的花费，兴致勃勃地大谈“俄国社会民主党当前内部状况的一幅满不坏的图景”。这样的开场白，自由派是用来为吹捧普列汉诺夫这类机会主义者作铺垫的，而社会革命党人则是用来为严厉斥责这些机会主义者作伏笔的（现在社会革命党人也在重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论据！他们到底醒悟过来了！）。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对社会民主党内的严重斗争都同样采取了幸灾乐祸的态度。

我们先简单谈一下发动这场进攻的自由派英雄们，然后再详细谈谈“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社会革命党英雄们。

自由派嘲笑社会民主党内的斗争，是为了掩盖他们在立宪民主党问题上对公众一贯的欺骗。他们的欺骗是彻头彻尾的，立宪民主党本身的内部斗争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同当局的谈判都始终被掩盖了。谁都知道，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在指责右派，谁都知道，米留可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等等先生们曾谒见过斯托雷平之流先生们。然而确切的事实却被掩盖起来了。分歧被遮盖起来，关于司徒卢威先生们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争论只字未提。历次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统统没有记录。无论是他们党的党员总数还是各组织的党员人数，自由派均未公布。各个委员会的倾向也无从知道。十足的一团漆黑，《言语报》十足的官方的造谣，谒见过大臣的人们对民主派的十足的欺骗——这就叫作立宪民主党。靠着议会活动向上爬的律师和教授们伪善地谴责地下活动，赞扬各政党的公开活动，而实际上是嘲弄公开性这一民主原则，向公众掩盖自己党内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跪倒在米留可夫脚下的普列汉诺夫，看不出立宪民主党人这种粗暴的、肮脏的、包上一层文明外衣的对民主派的欺骗，他该有多么近视啊！

那么社会革命党人又如何呢？他们是否履行了正直的民主派（我们谈到社会革命党人时，不把他们叫作社会党人）的职责呢，就是说，他们是否在明白而真实地向人民说明那些想带领人民前进的人们中间的各种政治倾向的斗争呢？

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社会革命党1905年十二月代表大会[112]，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发表了记录的代表大会。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图奇金先生大声说道：“社会民主党人似乎曾经真心实意地确信，政治自由到来之日，即是我党政治上灭亡之时……自由时代所证明的却是另一种情况。”（记录补充材料，第28页）得了，图奇金先生，是这样吗？自由时代真的证明了这一点吗？社会革命党在1905年、1906年、1907年的实际政策真的证明了这一点吗？

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的记录（1905年12月举行大会，1906年公布记录！）中写道：一批在这次大会上只有发言权的著作家，10月17日以后“坚决要求社会革命党中央组织一个公开的党”（记录第49页；以下引文均引自记录）。他们向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建议成立的，不是公开的社会革命党组织，而是单独的与它平行的人民社会党”（第51页）。中央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把问题提交代表大会讨论。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对1票（7票弃权）否决了人民社会党人的提案（第66页）。图奇金先生拍着胸脯叫道：“难道一个人可以同时参加两个党吗？”（第61页）而舍维奇先生暗示了一下人民社会党人近乎自由派，结果人民社会党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先生就沉不住气了（第59页），他声言“谁也没有权利”把他们叫作“半自由派”（第59页） 
［注：舍维奇先生看到这位沉不住气的人民社会党人受了委屈，便稍稍让了步，“作了修正”（第63页），“以个人名义〈！！〉解释”说：“我并没有打算把讲演人列入自由派政党”。］

 。

事实就是这样。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同“半自由派”的人民社会党人决裂了。真的决裂了吗？

在1905年，报刊是党公开影响群众的最有力的手段。在十月的“自由日子”里，社会革命党人一直是同人民社会党人结成联盟来办报的，诚然，这是十二月代表大会以前的事。从形式上看社会革命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做得对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却在充分自由的时期，在最能公开影响群众的时期，向公众掩盖了党内两种不同的倾向。他们的分歧并不比社会民主党内的分歧小，不过社会民主党关心的是把分歧弄清楚，而社会革命党人关心的则是用外交手腕来掩盖分歧。1905年的事实就是这样。

再看看1906年。这是第一届杜马的“小自由”时期。社会主义的报纸重整旗鼓。社会革命党人又同人民社会党人结成联盟，他们的报纸是合办的。难怪在代表大会上同“半自由派”的分裂是一种外交手腕了：高兴分裂就分裂，不高兴分裂就不分裂！提案被否决了，“同时参加两个党”的想法遭到了嘲笑，但是……但是人们继续一身跨着两个党，并且感恩不尽地叫道：感谢上帝，我们不象起内讧的社会民主党人！事实就是这样。俄国两个出版自由时期的标志是，社会革命党人同人民社会党人结成了联盟，用欺骗手法（“外交手腕”）向民主派掩盖了他们党内出现的两种迥然不同的倾向。

再看看1907年。在第一届杜马以后，人民社会党人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政党。这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第一届杜马中，在各政党第一次对全俄农民代表发表演说时，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了不同的土地法案（104人法案和33人法案）。人民社会党人当着劳动派代表的面，击败了社会革命党人，为自己的法案即自己的土地纲领征得的签名要多两倍多。而这个纲领，据社会革命党人维赫利亚耶夫认为（《我们的思想》文集第1集中的文章：《人民社会党和土地问题》圣彼得堡1907年版），同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113]“一样”，“将会否定村社土地使用制的根本原则”。这个纲领把“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表现”合法化了（维赫利亚耶夫先生的文章，第89页），“用个人主义脏水污染了思想的巨流”（同上，第91页），走上了“怂恿人民群众中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潮的道路”（同上，第93页）。

好象是很清楚了吧？农民代表绝大多数都表现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社会革命党人向全俄农民代表发表的首次演说，就出色地证实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事实上使社会革命党人变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

不过，也许社会革命党人在人民社会党人离开了他们并在劳动团中通过了自己的纲领以后，总该同人民社会党人十分明确地划清界限了吧？没有。彼得堡第二届杜马的选举所表明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是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的最重大的表现。黑帮危险是一个幌子，它掩盖着向自由派屈服的政策。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强调孟什维克和人民社会党人的“温和”，就特别明白地揭示了这一点。社会革命党人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的“革命党人”同人民社会党人和劳动派结成了联盟；建立这一联盟的条件对公众隐瞒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党人完全同孟什维克一样，跟在立宪民主党人的后面跑。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向立宪民主党人建议结成联盟（1907年1月18日的一次会议。参看尼·列宁的小册子《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1907年1月15日圣彼得堡版。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72—290页。——编者注］

 小册子指出，在协议的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在政治上是不老实的，它一面同1907年1月7日向立宪民主党人宣战的社会民主党进行谈判，一面又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谈判）。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左派联盟是违背自己的意愿的，是由于遭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拒绝的缘故。

总之，社会革命党人在同人民社会党人完全决裂以后，实际上执行了人民社会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策，即机会主义者的政策。他们的“长处”就在于：他们把执行这一政策的动机和自己党内的思潮掩盖起来，蒙蔽世人耳目。

1907年2月间社会革命党的紧急代表大会[114]不仅没有提出这个同立宪民主党联盟的问题，不仅没有认清这样一项政策的影响，反而确认了这一政策！请想一想格·安·格尔舒尼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吧。《言语报》当即对这篇讲话大加赞扬，就象它一贯称赞普列汉诺夫一样。格尔舒尼说，他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立宪民主党人现在还不是我们的敌人”（小册子《格·安·格尔舒尼在社会革命党紧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07年版第11页。全书共15页，上面印着社会革命党的口号：“在斗争中争得自己的权利”）。格尔舒尼警告反对派不要搞内部的相互争斗，他说：“人民会不会不再相信通过人民代表机关来管理国事这种可能性呢”。（同上）显然，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本着这位热爱立宪民主党的人的精神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说：


　　“代表大会认为，在各个派别孤立行动以及各党团之间斗争激烈的情况下，在杜马中截然划分党派界限，会使反对派多数的活动完全陷于瘫痪，从而在劳动阶级心目中降低人民代表机关这一思想本身的威信。”（社会革命党《党内消息》杂志[115]1907年3月8日第6期）



　　这已经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了，比我们的孟什维主义还要恶劣。格尔舒尼迫使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重蹈普列汉诺夫路线的覆辙，不过他干得稍微笨拙些罢了。社会革命党杜马党团的全部活动，都反映了立宪民主党的这种关心全国反对派团结的策略的精神。社会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和社会革命党人格尔舒尼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所在的党并不掩饰这种颓废主义，而是揭露它，同它进行斗争；后者所在的党的一切策略原则和理论观点都是混乱不清的，而且用小团体的外交手腕的厚实帷幕对公众掩盖起来了。“家丑不可外扬”，——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是精于此道的。他们的确不能把丑事外扬，因为除了丑事，就什么也没有了！他们是不能说出他们在1905年、1906年和1907年同人民社会党人的关系的全部真相的。他们不能吐露：一个党……一个党而不是一个小组……怎么能够今天以67票对1票通过一个极端机会主义的决议，而明天又声嘶力竭地高喊“革命”。是的，“评判者”先生们，你们可以为社会民主党内的激烈斗争和分裂而欣喜若狂，对你们这种形式上的权利我们并不羡慕。不用说，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令人不快的东西。在这种分裂中无疑有许多对社会主义事业极其有害的东西。尽管这样，我们一分钟也不想把这个沉重的真相换成你们那种“轻松的”谎言。我们党得的这场重病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在成长过程中的病症，因为如果没有完全弄清各种本质上的细微差异，没有各种倾向之间的公开斗争，不向群众介绍党的哪些活动家、党的哪些组织正在采取哪种路线，那就不可能有群众性的政党，阶级的政党。没有这些，就不可能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党，而我们正是在建立这样的党。我们已经做到把我党两个派别的观点真实地、明白地和清楚地摆到大家面前。个人的偏激也好，派别的纠纷和争吵也好，内讧和分裂也好，所有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与之相比，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群众和凡是能够自觉地对待政治的人，都能从两种策略的经验中真正学到一些东西。我们的争吵和分裂将会被人遗忘。我们的经过千锤百炼的策略原则将作为基石载入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史册。几年以后，也许甚至几十年以后，人们将根据数以百计的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去探究这个或那个派别的影响。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都知道，当谈到布尔什维主义或孟什维主义时，究竟指的是什么人。

他们知道立宪民主党人吗？立宪民主党的全部历史是一场十足的政治把戏，它对最主要的东西避而不谈，始终关心的只是不惜任何代价来掩盖真相。

他们知道社会革命党人吗？社会革命党人明天会不会再同社会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呢？社会革命党人是不是现在就在搞这样的联盟呢？他们是不让自己沾上劳动派的“个人主义脏水”呢，还是让这种脏水在自己党内日益泛滥？他们是否仍旧坚持全国反对派团结一致的理论呢？他们是否只是昨天才接受这个理论呢？他们会不会明天又把这个理论扔在一边，几个星期不予理会呢？这是谁也不知道的，连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社会革命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始终一贯、接连不断地用空话和花言巧语来掩盖、混淆和粉饰分歧的历史。

为什么会这样呢？并非因为社会革命党人也象立宪民主党人一样，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不，对他们这个小团体的真诚是不能怀疑的。他们的不幸就在于他们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不可能成为阶级的政党。客观的形势是：它只能成为农民民主派的一冀，成为不独立的、不平等的附属物，成为“隶属于”劳动派的一个“小组”，而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狂飙突进时期未能帮助社会革命党人挺直腰干，这个时期使他们同人民社会党人紧紧拥抱，紧得连分裂都没有把他们拆散。反革命进攻时期并没有加强他们同一定社会阶层的联系，只是引起了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性的新的（现在社会革命党人正在竭力加以掩饰的）摇摆和动摇。现在当人们读到《劳动旗帜》上那些热情洋溢地歌颂社会革命党从事恐怖活动的英雄们的文章时，就会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先生们，你们的恐怖主义并不是你们的革命性的结果。你们的革命性仅仅限于恐怖主义。

不，这样的评判者要来评判社会民主党，还差得很远呢！





	载于1907年11月5日《无产者报》第1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159—166页

















[111]“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是剧中主角——具有先进自由思想的贵族青年恰茨基的一句台词（见该剧第2幕第5场）。当反动官僚法穆索夫指责他不识时务、不肯谋求功名利禄时，他用这句话作了有力的反诘，指出那些思想陈腐、荒淫无耻的贵族、农奴主根本没有资格评断是非。后来人们常引用这句话来反驳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批评者。——148。



[112]指1905年12月29日—1906年1月4日（1906年1月11—17日）在芬兰举行的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纲和社会革命党组织章程，并通过了关于抵制国家杜马和关于拒绝参加选举运动的决议。——149。



[113]指《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令的几项补充决定》。参看注117。——151。



[114]指1907年2月12—15日（25—28日）在芬兰塔墨尔福斯召开的社会革命党第二次（紧急）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讨论了社会革命党在国家杜马活动期间的总策略等问题，认为社会革命党在国家杜马中应作为单独的党团或派别出面活动，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应与极左派集团达成长期协议，而在一般政治问题上应与整个杜马中的反对派即也与立宪民主党达成长期协议。由于参加了杜马，代表大会认为该党有必要暂时减少恐怖活动。代表大会还通过了该党章程。——153。



[115]《党内消息》杂志（《Партийные　Известия》）是社会革命党的机关刊物，1906年10月22日—1907年5月24日（1906年11月4日—1907年6月6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0期。



该杂志第6期在《关于社会革命党第二次（紧急）代表大会的通知》中正式公布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153。





《列宁全集》第16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16]


（1907年11月5日和12日〔18日和25日〕之间）


1

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


（1）报道



列宁同志的前提是：俄国革命的客观任务还没有完成，已经到来的反动时期向无产阶级提出了战胜普遍的动摇、特别坚决地捍卫民主事业和革命事业的任务。由此产生的看法就是：杜马应当用于革命目的，主要是用于广泛传播党的政治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而不是用于进行立法“改革”，因为这种“改革”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是对反革命的支持和对民主派的肆意削弱。

用列宁同志的话来说，杜马问题的“关键”就是要阐明下述三点：（1）杜马的阶级成分怎样；（2）杜马的中派对革命和民主派应当采取、将会采取什么态度；（3）在俄国革命发展进程中杜马活动的意义如何。

在第一个问题上，列宁同志根据对杜马成分的分析（根据有关代表分属政党情况的材料）强调指出，要使第三届杜马接受声名狼藉的所谓“反对派”的观点，必须有一个条件，即至少要有87名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合作。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要想在表决法案时取得必要的多数，还少87张票。就是说，必须有绝大多数十月党人参加，才能在杜马中进行真正的立法活动。这样的立法活动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同十月党人一致行动会使社会民主党蒙受多么大的耻辱，这都是很清楚的。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抽象的原则。抽象地说，可以而且有时甚至应该支持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必须考虑到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具体条件。俄国资产阶级早就走上了反对革命而同专制制度妥协的道路。最近一次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彻底撕下了米留可夫先生之流用来遮盖自己的遮羞布。这次大会是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厚颜无耻地声明说，他们要到十月党人—黑帮杜马中去行使立法权，而对“来自左面的敌人”则要进行斗争。这样，杜马中可能形成的两个多数，即十月党人—黑帮多数和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多数，都将努力通过不同的途径收紧反动的套索：前者将竭力恢复专制制度；后者则会同政府搞交易，并且提出旨在掩盖资产阶级反革命企图的徒有虚名的改革。可见，社会民主党决不能采取支持立法改革的立场，因为那样就等于支持代表政府的十月党。在目前的政治基础上，在目前的力量对比情况下，“改革”的道路并不意味着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扩大自由，而是意味着对群众的不自由和受奴役处境作出官僚式的详细规定。例如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土地改革法[117]就是如此。这次改革是进步的，因为它在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是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打算支持这种进步。孟什维克老是重复一个死板公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一定会同专制制度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庸俗的假马克思主义，没有一丝一毫符合历史真理。难道拿破仑第三和俾斯麦没有暂时满足过大资产阶级的贪欲吗？难道他们不正是利用他们的“改革”来勒紧劳动群众脖子上的绞索，一勒就是许多年吗？认为俄国政府在同资产阶级搞交易时就会同意实行另外一种改革，这有什么根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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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记录



列宁：问题的关键是弄清楚杜马的阶级成分，弄清楚这些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对革命、对反革命持何种态度。这种分析不仅应当是党团的政策的基础，而且应当是党对杜马的态度的基础。杜马中有两个多数。这两个多数的情况如何？党的政策就是根据对这两个多数的分析制定的。下面我列举一些数字来进行这一分析。439名杜马代表中包括：社会民主党人16名；左派16名；立宪民主党人48名；亲立宪民主党分子45名；无党派人士8名（自由派共101名）；十月党人96名；亲十月党分子23名；右派187名。从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出杜马中存在着两个多数。自由派＋十月党人＝220名。十月党人＋右派＝306名。在彼得堡代表会议上有一位孟什维克同志说过，不可能形成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如果说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现在还没有勾结起来的话，那他们是会勾结起来的，因为根据这两个党所代表的阶级的性质，这种结盟是可能的。十月党人代表原始积累时期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代表以后各个发展阶段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这一点使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接近起来。当有人建议我们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时候，我们总是考虑到这个联盟。问题的关键是社会民主党人能不能支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其余的问题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必须从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而不是从适宜与否的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有人认为这个多数依靠的是资产阶级，而右派依靠的则是农奴主土地占有制。这是他们支持这个多数的依据。支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方针的实质就是如此。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来看，可不可以支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呢？抽象地说，我们有时候并不是不可以支持十月党人。但这样的问题是不能抽象地解决的。不久前十月党人提出了扩大杜马预算权的决议案。如果这个要求能引起广泛的人民运动，那我们就要支持它。但是，事实上十月党人现在推行的是另外一种政策。如果承认立宪民主党人代表资产阶级，那么根据抽象的推论，社会民主党就得支持拿破仑第三的政策了，因为拿破仑第三违反土地占有者的意愿而推行资产阶级的政策。对俾斯麦的反对容克的政策也可以这样说。具体地说，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所代表的是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俄国资产阶级的整个性质使得他们要用一些改革来掩盖其反革命行径。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资料可以作证。当立宪民主党人在1901年谈论借款时，我们就说他们正在以此进行背叛；可是当时有人对我们说，这样说还为时过早。关于他们背叛自己的土地纲领的事……现在立宪民主党人认为民主主义的要求已经毫无希望了。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应当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改革。这等于说，我们应当支持反革命。这就会使社会民主党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这是不能用我们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农奴主－土地占有者来辩解的。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说，立宪民主党人正在取得合法地位。可是，这是预先注定要同十月党人达成协议的，因为立宪民主党人谈的是实际通过这些提案，而不是在讲坛上进行宣传。同时立宪民主党人对于同十月党人结盟一事却只字不提。报告的另一处说，一旦左派恢复自己的策略，立宪民主党人就要对此给予回击。这是同十月党人达成协议的条件。这几乎就是反革命行径了。如果社会民主党支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那么它将陷入何种境地呢？我们不妨回忆一下1861年的改革。当时自由派提出了一些与革命背道而驰的改革方案。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谈到这次改革，说它加强了反革命势力。这是套在农民和工人脖子上的绞索。关于我们支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问题，也可以这样说。杜马主席团问题给我们上了一课。孟什维克是从适宜与否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选一个好一点的主席。立宪民主党人硬说，他们认为霍米亚科夫当主席要好些。这和第二届杜马中的主席问题相似。当时投了一个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后来又反对他。霍米亚科夫当选之后，立宪民主党人听到他的演说中闭口不谈立宪问题；此后，立宪民主党人在《言语报》上说自己受骗了。这不是偶然的。在本届杜马中，支持霍米亚科夫是立宪民主党人的一个阴谋。对于出现一个反对他们的主席团，他们应负政治责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全部历史表明，他们是被地主牵着鼻子走的。资本家的统治使资产阶级自由派有了靠山。立宪民主党人的整个政策是听任反革命地主愚弄资产阶级自由派。社会民主党如果支持十月党人，那不仅从社会主义任务的观点来看，而且从民主主义任务的观点来看，都是错误的。我们的党团本应作出决定，并且告诉劳动派，说明对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的任何支持都是对革命的背叛，因为这种支持就等于跟着地主走。社会民主党本应告诉劳动派说，社会民主党是民主事业最彻底的捍卫者，可是它并没有这样做，于是11月3日劳动派出席了立宪民主党人的会议。我们今后的政策应该表现在行动上，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马·说，必须分化立宪民主党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立宪民主党人尼科尔斯基在《同志报》上写道，他后悔投了十月党人的票。我们的坚定政策将把左派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委托书是会帮我们的忙的。社会民主党应对自己的代表在第二届杜马中提出的关于转入讨论当前事务以谴责第87条（？关于土地问题）的建议遭到失败一事坚决地发表意见＋社会民主党应当每次都向左翼民主派提出最后通牒。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最重要的是给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联盟下一个原则性的定义——这个联盟是反革命的装饰品。甚至社会民主党的沉默也会成为依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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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列宁：李伯尔谈到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这类人的情况。卡·考茨基说，莫斯科起义使他本人改变了看法，他原来认为无产阶级的使命已经完成。他还说，他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同农民结成联盟，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意见分歧的根源。李伯尔把提纲提出来了。现在我用德国的例子来回答提纲的第1条。德国的革命表明，尽管资产阶级的工业发展迅速，但资产阶级却从来也没有掌握过政权。早在1848年的《宣言》中就说过，愈往东方，资产阶级胜利的条件就愈少。梅林写道，德国自由派分子走的是一条可怜而又顺从的道路。马克思早在1875年就说过，在德国我们看到各种政治形式的军事专制制度……（？）[118]德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例子表明，我们所看到的是地主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俾斯麦是按资产阶级方式改造德国的。李伯尔所提出的，斯托雷平都能办到——这就是俾斯麦主义，而在德国没有任何人说过要支持俾斯麦。李伯尔已经谈起改良主义来了。说什么我们应当支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在斯托雷平制度下的俄国，我们能这样做吗！？李伯尔是俄国最大的最糟糕的改良主义者。难怪唐恩要同李伯尔划清界限。唐恩说得就比较巧妙。唐恩说，主要的是十月党人—右派联盟掩饰……李伯尔的地方。他把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说成某种还应该争取的力量。但这样一来，就会成了可能向左转的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了。立宪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个大事件。唐恩说，我们在重复伦敦决议。说得还不够。在我们的决议里还考虑到立宪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立宪民主党人在向右转，这个十月党人也在向右转。为了搞出李伯尔所想要的东西，他只得牺牲我们的纲领，因为这个纲领谈到各项改良措施。社会民主党是支持反对派的，但是反对那些巩固警察官僚制度阵地的措施。在第一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提出过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不能支持的法案。我们在谈论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时，考虑到了立宪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我们比唐恩要实际。不，本应就选举霍米亚科夫的问题，同左派商谈……既然委托书对记名投票来说是违反民主的，那么黑帮就比立宪民主党人更乐于进行记名投票。第二届杜马的经验表明，委托书毫无用处。如果你们把委托书当成宝贝，你们就会放弃实际的政治。劳动派参加立宪民主党人的会议，这本来是会引起一番议论的。唐恩说过，在某些问题上必须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就拿根据第87条提出的土地法案来说，这是一个进步的法案。既然你们已经同农民发生了冲突，社会民主党还能支持这个法案吗？有斯托雷平式的资产阶级的发展，同时也有土地平分社的发展。俾斯麦也好，拿破仑第三也好，斯托雷平也好，社会民主党人任何时候都是不会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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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决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根据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和关于各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认为有必要对这些决议作如下说明：

（1）在作为六三政变结果的第三届杜马中可能出现两个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主要代表农奴主－地主的利益，是反革命的，他们主要是主张维护地主的利益和加紧镇压，直至力图完全恢复专制制度。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无疑也是反革命的，但是喜欢用某些徒有虚名的、官僚式的改革来掩盖他们反对革命的斗争；

（2）杜马中的这种情况特别有利于政府和立宪民主党人玩弄两面的政治把戏。政府想在加紧镇压并继续用武力来“征服”俄国的同时，把自己装扮成立宪改革的拥护者。立宪民主党人投票时实际上同反革命的十月党人保持一致，却想把自己不仅装扮成反对派，而且还装扮成民主派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就肩负着特别艰巨的任务：无情地向人民揭露这种把戏，既揭露黑帮地主和政府的暴力行为，也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政策。社会民主党人对立宪民主党人直接或间接的支持——无论是组织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情报局，还是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适应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等等——目前都会直接损害对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教育的事业和革命事业；

（3）社会民主党人在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并从这一立场出发批判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同时，在自己的鼓动工作中应当首先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第三届杜马完全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应当首先广泛地大力宣传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

（4）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露政府和自由派各项提案的阶级实质，不断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不打任何折扣）的要求，同时要特别注意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的问题（工人问题、土地问题、预算问题等等），何况第三届杜马的构成会给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提供极为丰富的材料；

（5）如果社会民主党在表决某一问题时同黑帮—十月党人联盟或者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投同样的票，社会民主党党团应当特别注意不要使这种表面上的吻合被利用来作为对某一联盟的支持；

（6）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必须提出法案和行使质询权，为此在丝毫不违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不缔结任何联盟的情况下，同比立宪民主党人左的其他集团协同行动。社会民主党党团应当立即向杜马左派代表建议组织情报局，这个情报局对参加者没有任何约束力，但是能为工人代表提供经常以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精神来影响民主派的机会；

（7）代表会议认为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首先要采取的具体步骤中，有必要特别着重指出的是，必须：（1）发表单独的宣言，（2）对六三政变提出质询，（3）在杜马中用最适宜的方式提出关于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被法庭审讯的问题[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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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6卷


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

（1907年11月上半月）

1907年11月1日，第三届国家杜马开幕了，它是根据沙皇在1907年6月3日第二届杜马解散后颁布的选举法召开的。1905年12月11日颁布的旧选举法离实行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权相去甚远，它歪曲了人民的意志，把杜马变成强奸民意的工具，在听命于沙皇专制制度的、由旧官吏和旧法官组成的参议院向第二届杜马“解释”这个选举法之后，尤其如此。6月3日，沙皇把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原来享有的少得可怜的选举权也剥夺了。这样，专制政府又犯下了一条无耻的反人民的罪行，它伪造人民代表机关，把杜马交给了地主和资本家这些沙皇专制制度的支柱、世世代代压迫人民的人去控制。事先就可以预料到，他们将在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结果正是这样。

现在，大家都已知道439名杜马代表的选举情况。如果不算8名无党派人士，其余的431人分成四大派：（1）最大的一派是右派，即黑帮代表，有187人；（2）其次，十月党人以及亲近他们的政党，有119人；（3）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和他们观点相似的，有93人；（4）左派，32人（其中社会民主党人16至18人）。

什么叫黑帮分子，这是尽人皆知的。确实有一部分落后的不觉悟的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追随他们，但其主导部分则是地主－农奴主。对于这些地主－农奴主来说，保持专制制度是唯一的生路，因为只有靠专制制度的帮助，他们才能掠夺国家财富，获得津贴、贷款、优厚的薪俸和种种施舍；只有靠专制制度的警察和军队，他们才能奴役饱受无地之苦的、被工役制[120]和无法偿清的债务与欠税束缚起来的农民。

十月党人有一部分也是地主，这主要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用自己田庄上的粮食进行大宗交易，需要专制政府的庇护，希望国外不会对这些粮食征收太高的关税，通过俄国铁路把粮食运往国外时可以少花一些运费，官方在搞酒类专卖时能以较高的价格收购许多地主在自己的酒厂里用马铃薯和粮食酿造的酒精饮料。但是，除了这些凶恶贪婪的地主之外，十月党人中还有不少同样凶恶贪婪的资本家、工厂主、银行家。他们也需要政府的庇护，希望能对进口商品征收重税，这样本国商品就可以卖得很贵，希望官方向资本家的工厂提出对资本家有利的订货，等等。他们需要警察和军队把工人也变成他们手下的奴隶，如同农民是地主－农奴主手下的奴隶一样。

很清楚，十月党人和黑帮分子是多么相似。杜马中要是谈到国家的收支，他们共同关心的就是怎样让捐税的全部重担压到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的身上，而让收入落到资本家、地主和大官吏的手里。要是谈到把土地分给农民或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就会一致行动，只把他们所不需要的那些土地高价出售，把本来就已极其贫困的农民榨取一空；他们将竭力束缚住在资本主义沉重剥削下痛苦不堪的工人们的手脚。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当然要力求有更多的警察和军队来保卫他们“宝贵的”生命和“神圣的”财产，因为他们象害怕火一样地害怕革命，害怕为自由和土地而奋起进行伟大斗争的工人和农民的强大冲击。十月党人和黑帮分子加起来在第三届杜马中将占大多数——439人中占306人。这个多数可以为所欲为。这个多数是反对革命的，或者照通常的说法，是反革命的。

但是，十月党人可能会在一些问题上同大多数黑帮分子发生分歧。黑帮分子猖狂已极。他们相信，单凭警察的拳头、皮鞭、机枪和刺刀就可以消灭一切革命，扑灭人民对光明和自由的任何渴望。他们想依靠专制政府随心所欲地支配国家财富，从中谋取私利，把所有肥缺都据为己有，管理国家就象管理自己的田庄一样。十月党人没有忘记，地主和官吏迄今对国家的管理使他们得以把一切全都据为己有，给资本家留下很少东西。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这两头野兽为了一块肥肉，为谁能多得一点而争吵不休。十月党人不肯把肥肉全部或者大部分让给黑帮分子，因为不久前的日俄战争才教训过他们，这场战争表明，管理国家的黑帮分子极其昏庸无能，甚至连他们自己也遭到了损失，而资本家和商人遭到的损失就更大。因此，十月党人想掌握国家的部分权力，希望批准于自己有利、当然不是于人民有利的宪法。同时，十月党人想用各种法律欺骗人民，这些法律表面上好象对国家和人民的生活在作某些改革和改善，而实际上却在为富人的利益效劳。他们和黑帮分子一样，当然也准备依靠机枪、刺刀和皮鞭来对付革命，但与此同时，为了更加稳妥起见，并不反对用骗人的改革来蒙蔽人民群众。

为此，十月党人需要另一些同盟者，而不是黑帮分子。诚然，即使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也指望把一部分右派从“俄罗斯人民同盟”的极端黑帮分子那里争取过来，但这还不够。因此，不得不寻找另一些同盟者，这些同盟者也是革命的敌人，但同时又是黑帮分子的敌人，他们拥护骗人的或微不足道的改革，拥护对大资产阶级也许还在一定程度上对中等资产阶级有利的宪法。

这样的同盟者十月党人在杜马中很容易找到。这就是立宪民主党，即这样一部分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政党，他们完全适应于经营类似西欧各国那种真正的、模范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也是以剥削为基础的，即以压迫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为基础的，不过这种剥削巧妙、精明、手段高超，不是任何人都能一下子识破的。在立宪民主党内，有许多经营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地主，也有经营这种经济的工厂主和银行家，有许多从富人那里领取高薪的律师、教授和医生。诚然，立宪民主党人在他们的纲领中是向人民许了一大堆愿的：又是普选权，又是各种自由，又是八小时工作制，又是给农民以土地。但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为了笼络人心。而事实上，他们在前两届杜马中也根本没有提出过普选权问题；他们所提出的关于各种自由的法律，实际上都是为了尽可能少给人民自由；他们在第二届杜马中提出的不是八小时工作制，而是十小时工作制；他们准备给农民的土地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所不需要的那种土地，而且要收赎金，土地数量也有限，农民在得到这些土地以后，还是要到邻近的地主田庄去当雇工。这一切都是狡猾的骗局，工人根本没有上当，农民也很少受骗，只有城市贫民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了立宪民主党人。而现在，在两届杜马解散以后，立宪民主党人完全老实了，开始巴结十月党人：宣称他们认为革命者、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人是他们的敌人，声明他们相信十月党人的宪制，选举杜马主席时他们投了十月党人的票。交易已经搞成。诚然，斯托雷平大臣看来不希望有持久的交易，他想压制立宪民主党人，并以此来影响十月党人，但实际上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仍将构成杜马中的第二个多数。他们加在一起有212人，略少于半数，但是还有8名无党派人士将拥护他们，这样就会构成多数；更何况右派中的一些人在某些问题上还可能同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投一样的票。当然，这第二个多数也将是反革命的，将要同革命较量；它只会用一些可怜的或对人民毫无用处的改革来掩饰自己。

第三届杜马中的这两个多数能够战胜革命吗？

只要农民还没有获得足够数量的土地，只要人民群众还不能对国家管理施加主要的影响，伟大的俄国革命就不会停止。杜马中的两个多数能够做到这一切吗？提出下面这样的问题都是可笑的：难道农奴主－地主和资本家吸血鬼会给农民土地，会把主要权力让给人民吗？不会！他们会赏给饥饿的农民一口饭吃，却要先把农民抢劫一空，他们只会帮助富农和土豪安排妥帖，并把全部权力抓到自己手里，让人民仍旧处于被压迫和被奴役的地位。

显然，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竭尽全力把人民的伟大事业——革命即争取自由和土地的斗争继续下去。

给十月党人充当后台的政府，还有立宪民主党人，它们在杜马中都想玩弄两面手法。政府一方面加紧迫害，用刺刀、绞架、监狱和流放征服俄国，另一方面又想把自己装扮成改革的拥护者。立宪民主党人实际上和十月党人抱成一团，却竭力表明自己是自由的真正保卫者。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想欺骗人民和扼杀革命。

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为全体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始终不渝的忠诚的战士——社会民主党人将撕下伪君子和骗子手的假面具。他们将在杜马中和在杜马外揭露黑帮地主和政府的暴力行为，揭穿立宪民主党人的骗局。他们一定会懂得，也应该懂得，现在不仅要和政府进行无情的斗争，而且不能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立宪民主党人。

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大声疾呼地揭露沙皇1907年6月3日所犯下的卑鄙罪行。杜马中的无产阶级代表应当向人民讲清楚：第三届杜马是不可能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不可能实现人民的要求的；只有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出来的全权立宪会议才能做到这一点。

政府将提出一些新法令。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也会这样做。所有这些法令都将厚颜无耻地欺骗人民，都将粗暴地侵犯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嘲弄人民的要求，诬蔑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所作的牺牲。所有这些法令都将维护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这些法令中的每一项都将是暴力者和寄生虫准备用来奴役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的锁链中新的一环。这并不是人人都能一眼看穿的。但社会民主党人是知道和明白这一点的，因此他们会向受骗的人民大胆地揭露这一点。这里，他们应当特别注意那些涉及人民最迫切的需要的法令——土地法令、工人法令和国家收支法令。社会民主党人在揭露农奴主和资本家的暴力行为和欺骗行为的同时，必须向全体人民说明自己的要求——建立完备的民权制度（民主共和国）、实现不受限制的自由和平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没收大的田庄和把土地交给农民。他们还应该指明全世界无产阶级给自己提出的伟大目标——实现社会主义，彻底消灭雇佣奴隶制。

在杜马中，同社会民主党人站在一起的还有为数不多的左派，主要是劳动派。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号召他们跟社会民主党人走。当需要向野兽一般地在俄国胡作非为的政府提出质询的时候，这样做尤其必要。警察、宪兵这些沙皇政府的看家狗，以至大臣和省长这些最高当权者，每天都在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必须揭露他们，痛斥他们。这要由社会民主党人来做。但是，提出质询需要有30名杜马代表的署名，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未必会超过18人。他们和其他左派加在一起有32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拟好质询的问题并号召左派参加他们的质询。如果左派真正以伟大的自由事业为重，他们就应当参加。那样一来，政府就会受到沉重的打击，如象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用自己的质询使政府受到沉重打击一样。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主要任务。在那里，我们的同志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他们在那里将置身于凶恶的、势不两立的敌人之中。有人将封他们的嘴，肆意侮辱他们，还可能把他们开除出杜马，交付法庭审判，关进监狱和流放到外地。不管受到怎样的迫害，他们都应该坚强不屈，应该高高举起无产阶级的红旗，永远忠于争取全体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事业。而我们大家，工人同志们，也应该齐心协力地支持他们，应当注意倾听他们的每一句话并作出反应，在各种群众集会和会议上讨论他们的行动，以自己的同情和赞许来支持他们每一个正确的步骤，在为革命事业进行的斗争中，用一切人力和物力帮助他们。愿工人阶级万众一心支持自己的代表，并从而加强自身的团结，这种团结是他们进行伟大的斗争——将来进行“最后的斗争”时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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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工役制是指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时用给地主干活来代替交纳地租的制度。它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而其最主要基础是割地。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01—303页。——170。







《列宁全集》第16卷


沃伊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121]


（1907年11月和12月8日〔21日〕之间）

沃伊诺夫同志这本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的小册子，会引起许多的曲解。原因有两个：第一，作者只顾反对狭隘地、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反对忽视工人运动的新要求，反对不广泛深入地研究问题，往往就说得过于笼统。他抨击正统思想——诚然，他所抨击的只是带引号的正统思想，也就是假正统思想——或者抨击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其实他所抨击的只是把正统思想庸俗化的人，只是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第二，作者是为俄国读者写的，但是他却很少考虑到，他所分析的这些问题，在俄国，提法上存在着各种细微的差别。沃伊诺夫同志的观点同俄国工团主义者、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有天壤之别的。但是不经心的或者别有用心的读者很容易抓住沃伊诺夫的个别词句或个别思想，因为作者直接针对的主要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并没有把同俄国的形形色色的糊涂虫划清界限作为自己的任务。

举例来说，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的糊涂虫。他们在《劳动旗帜》第5号上以惯常的放肆态度宣布说：“社会党国际赞同我们〈！〉一贯〈！〉采取的对工会运动的观点。”再以“我们的思想”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第1集（1907年）为例。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大骂考茨基，却避而不谈曼海姆代表大会[122]的决议和考茨基反对机会主义的中立主义者的斗争！遭到社会革命党骑手攻击的考茨基的文章，是在曼海姆代表大会前夕写成的。在曼海姆代表大会上，考茨基同中立主义者进行了斗争。曼海姆决议“给工会中立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考茨基语，见他关于曼海姆代表大会的一篇文章，载于1906年10月6日《新时代》杂志[123]）。但是在1907年出了一位批评家，他硬充革命者，把考茨基叫作“大教条主义者和践踏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完全同机会主义的中立主义者一唱一和，责备考茨基别有用心地贬低工会的作用、力图使工会“从属于”党等等。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点，社会革命党人一向主张工会的非党性，早在《劳动旗帜》第2号（1907年7月12日）上，一篇社论中就有“党的宣传应在工会以外进行”这样的话，这就使我们看清了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主义的全貌。

当考茨基对机会主义的中立主义进行斗争、并且进一步深入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工会向左转时，这班先生就大骂考茨基，重弹机会主义者的老调，偷偷地继续为工会的非党性辩护。当同一个考茨基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修正了贝尔的决议，在决议中强调提出工联的社会主义任务，从而进一步把工会推向左转时，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就大喊大叫：社会党国际赞同我们的观点！

试问，这种方法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所应当采取的吗？这种批评岂不正好证明他们的无原则性和放肆吗？

深受自由派尊敬的前革命家普列汉诺夫，是社会民主党人中如此放肆的典型人物。他在《我们和他们》这本小册子的序言中不可一世地宣称：斯图加特决议（关于工会的）经我修改以后，就使伦敦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决议）失去了意义。大概许多读者在读了我们这位出色的纳尔苏修斯[124]的声明以后，会真的相信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正是由普列汉诺夫的修正案引起的，真的相信这一修正案具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吧。

其实，这个修正案（“应当时刻注意经济斗争的统一”）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甚至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毫无关系，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意见分歧的实质毫无关系。

其实，普列汉诺夫对“他的”修正案的赞美，起了非常庸俗的作用：使读者不去注意工会运动中真正有争论的问题，把他们引入歧途，掩盖了中立主义思想在斯图加特所遭到的失败。

孟什维克取得了胜利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1906年），主张工会中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则采取了另一种立场，宣布必须竭力加强工会的党性。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照卡·考茨基的正确说法，这项决议“永远否定了工会中立的主张” 
［注：1907年《前进报》第209号附刊。考茨基向莱比锡工人所作的关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见种子出版社出版的《1908年大众历书》第173页上我那篇关于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文章。（见本卷第70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到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委员会上去是为了捍卫中立的主张，关于这点沃伊诺夫作了详细的叙述。克拉拉·蔡特金在德国女工运动的机关刊物《平等》杂志上写道：“普列汉诺夫企图用一些根本不能成立的理由证明对这个原则〈即工会同党密切接近的原则〉作某些限制是正确的” 
［注：见上述《大众历书》第173页以及《闪电》文集（1907年圣彼得堡版），该文集全文译载了《平等》杂志上的这篇文章。］

 。

总之，普列汉诺夫所维护的中立原则已经破产了。他的论据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是“不能成立的”。而普列汉诺夫却自我欣赏地宣称：“我的”修正案被接受了，伦敦的决议失去了意义！……

对啊，对啊！不过这位受到自由派尊敬的社会党人的诺兹德列夫[125]式的放肆，看来一点也没有失去意义。

沃伊诺夫同志说，德国正统派认为冲击思想是有害的，正统思想“本来可以接受新经济主义的全部精神”，我认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关于考茨基不能这样说，连沃伊诺夫同志自己也承认考茨基的观点是正确的。沃伊诺夫同志责备德国人“很少谈到工会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组织者的作用”，他自己却又在另一个地方提到了老李卜克内西的意见，后者曾非常鲜明地承认了这一作用。沃伊诺夫同志还误信了普列汉诺夫的话，认为倍倍尔在他的贺词里故意不谈俄国革命，认为倍倍尔不愿意谈俄国。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说法，不过是这位深受自由派尊敬的社会党人拙劣的插科打诨，是根本不该认真对待的，甚至不该设想其中会有半句真话。我自己可以证明，当倍倍尔发言的时候，在主席团席位上坐在我旁边的社会党右翼代表万科尔，正是特别注意倍倍尔会不会提到俄国。倍倍尔刚刚把话讲完，万科尔就朝我露出惊讶的神情；他没有怀疑（代表大会的每一个严肃的代表也都没有怀疑）倍倍尔忘记谈俄国是偶然的。最出色最有经验的演说家也会有疏漏的时候。沃伊诺夫同志把上了年纪的倍倍尔的健忘说成是“有代表性的”，我认为是极不公正的。而笼统地谈论“今天的”机会主义者倍倍尔，这同样是极不公正的。现在还没有根据作出这样的概括。

但是，为了不致产生误解，我要马上指出，如果有人试图利用沃伊诺夫同志的这些话来反对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就是别有用心的断章取义了。沃伊诺夫同志以他的整本小册子充分证明，他是站在德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一边的，他同他们一起致力于消除旧的偏见，抛弃机会主义的死板公式和鼠目寸光的自负心理。正因为如此，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我同沃伊诺夫同志对所有重大问题的看法也都是一致的，现在在他的革命批评的总的精神上我同他也是一致的。沃伊诺夫同志认为，现在我们不仅要向德国人学习，而且要以德国人为借鉴，这个说法是千真万确的。只有那些不学无术的人，那些直到现在还没有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因而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的人，才会由此得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内部“发生分歧”的结论。如果我们还想忠于马克思的精神，还想帮助俄国社会党人担当起工人运动当前的任务的话，我们就应当毫无顾虑地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倍倍尔在埃森肯定也错了，他维护诺斯克也好，坚持把防御战和进攻战分开也好，攻击“激进派”同万科尔进行斗争的方法也好，否认（同辛格尔一起否认）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德国代表团的策略的失败和错误也好，都是错误的。我们不应当掩饰这些错误，而应当以他们的错误为例子来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学会避免犯这些错误，应当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更为严格的要求。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自由派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是不要因为我们批评了倍倍尔而幸灾乐祸吧。我们要告诉这班先生：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

两年多以前，当时还拥护革命的司徒卢威先生，曾写文章谈到进行公开的革命活动的必要性，当时他要大家相信革命应当成为统治力量。就是这位司徒卢威先生在国外出版的《解放》杂志[126]第71期上写道：“和列宁先生及其各位同志先生的革命主义比较起来，倍倍尔以至考茨基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革命主义就成为机会主义了。”当时我回答司徒卢威先生说：“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企图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创立任何一种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的派别不相同的特别派别呢？”（《两种策略》俄文版第50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48页。——编者注］



1907年夏天，我曾经在关于抵制第三届杜马问题的小册子中指出，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或战斗主义混为一谈，这是根本错误的 
［注：见本卷第26页。——编者注］

 。

现在在工会问题上，同样必须坚决强调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在所有斗争领域和所有活动范围内都要实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布尔什维主义同孟什维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于布尔什维主义“否定”在工会或合作社等等组织中进行工作，而在于它在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中执行另一条路线。目前，在工会中进行的活动无疑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同孟什维克的中立主义相反，应当本着使工会同党接近、提高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使他们明白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精神来进行这种活动。在西欧，革命工团主义在许多国家里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议会迷的直接的和必然的产物。在我国，最初的“杜马活动”也大大助长了机会主义以至孟什维克对立宪民主党人卑躬屈节。例如，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日常政治活动中，实际上就已经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库斯柯娃女士之流同流合污了。在1900年，他曾经抨击他们犯了伯恩施坦主义，抨击他们死盯住俄国无产阶级的“后背”[127]（《〈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指南》1900年日内瓦版）。到了1906—1907年，第一批选票就使普列汉诺夫投入这班如今死盯住俄国自由派的“后背”的老爷的怀抱。工团主义不能不在俄国发展起来，它是对“杰出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一可耻行为的反应。

因此，沃伊诺夫同志采取号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以机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例子为借鉴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工会中进行革命工作，把重心从玩弄议会手腕转向教育无产阶级、团结纯粹的阶级组织和展开议会外的斗争，善于利用（并培养群众学会卓有成效地利用）总罢工以及俄国革命中的“十二月斗争形式”[128]——所有这些都作为布尔什维克派的任务被极其尖锐地提了出来。俄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大大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任务，它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际启示，提供了大量历史材料，使我们能够十分具体地对新的斗争方法、群众性罢工和使用公开的暴力手段进行估量。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俄国无产阶级来说，这些斗争方法一点也不“新”。只有对于那些力图从西方工人的记忆中抹掉巴黎公社、从俄国工人的记忆中抹掉1905年十二月革命的机会主义者，这些斗争方法才是“新”的。加深这种记忆，科学地研究这个伟大的试验 
［注：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在津津有味地研究两届杜马的历史。他们把罗季切夫—库特列尔之流自由派的庸俗见解和变节行为当成精美的杰作。他们伪造历史，对自己同反动派的谈判等等闭口不谈。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不自然的倒是，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津津有味地去研究1905年10—12月的革命，尽管这个时期的每一天对于俄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对于工人阶级的命运来说，都比罗季切夫在杜马中发表的“忠诚的”空话有意义得多。］

 ，向群众宣传这次试验的教训，让群众了解这一试验必定会以新的规模再次进行——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这项任务为我们展开的前景，其内容之丰富是工团主义者的片面的“反机会主义”和“反议会活动”所无法比拟的。

沃伊诺夫同志对工团主义这个特殊思潮提出了四大罪状（见他的小册子第19页及以下各页），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它的虚伪本质。这四大罪状就是：（1）“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涣散性”；（2）不去建立“阶级组织”的坚强“堡垒”，而是刺激工人的神经；（3）其理想和蒲鲁东学说的市侩个人主义特点；（4）荒谬地“厌恶政治”。

这里同从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主义”有不少相似之处。因此，我对转向工团主义的经济派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和解”，不象沃伊诺夫同志那样乐观。我还认为沃伊诺夫同志关于建立能够起首席仲裁员作用的、有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工人总委员会”的计划也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这是把“将来的意图”同当前的组织形式混淆起来了。不过我丝毫也不害怕沃伊诺夫同志这样的设想：“使政治组织隶属于阶级的社会的组织”……“但是这只有在〈我往下引沃伊诺夫同志的话时，用黑体字标出重要的地方〉……所有工会工作者都成为社会党人的时候才能实现”。目前，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本能已经开始极其有力地表现出来了。现在，这种阶级本能在反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小资产阶级糊涂观念和反对孟什维克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卑躬屈节方面，已经成了有力的保证。现在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说，俄国的群众性工人组织（如果它成立起来了，哪怕只是因为选举、罢工和游行等等而暂时成立的）一定最接近布尔什维主义，最接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沃伊诺夫同志认为“工人代表大会”的冒险是“轻率”之举，这是很对的。我们要加紧在工会中进行工作，要在所有的活动领域内进行工作，以便向无产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建立阶级组织的“堡垒”。这样，其余的一切都可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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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沃伊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写于1907年11月。在此之前列宁曾就该书手稿中的问题于1907年11月2日和11日之间给卢那察尔斯基写了一封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卢那察尔斯基的这本书没有出版。——176。



[122]曼海姆代表大会即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06年9月23—29日在曼海姆举行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是群众性的政治罢工问题。1905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在俄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下曾承认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是政治斗争的最重要手段。当时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中的机会主义领导人坚决反对群众性的政治罢工，认为这是无政府主义。1905年科伦工会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曼海姆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则把党宣布群众性政治罢工和工会总委员会的同意结合起来。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公开谴责工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立场，而是建议全体党员都参加工会组织，工会会员参加社会民主党，以便在工会运动中贯彻社会民主党的精神。——177。



[123]《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177。



[124]纳尔苏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后来人们常用纳尔苏修斯来比喻高傲自大的人。——178。



[125]诺兹德列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179。



[126]《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180。



[127]“后背”一词出自圣经中摩西见耶和华只能看到后背的传说（《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33章）。此处借用这个典故来形容经济派的尾巴主义特点。——181。



[128]指1905年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以及俄国其他地方的武装起义。——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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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29]


（1907年11—12月）

1905年秋天到1907年秋天这两年的革命，提供了大量有关俄国农民运动、有关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的历史经验。几十年的所谓“和平”演进时期（即千百万人听任一万个上层分子宰割的时期），无论在农民群众同地主直接作斗争方面，还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稍微自由地表达农民要求方面，都不可能象这两年那样提供如此丰富的材料，来说明我国社会制度的内部机制。因此，根据这两年的经验来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是绝对必要的，何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现行的土地纲领是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在1906年4月通过的，即在全俄农民代表初次公开提出农民的土地纲领同政府的纲领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纲领相抗衡的前夕通过的。

修改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必须拿有关俄国土地占有情况的最新材料作基础，以便尽量确切地判明当代各种土地纲领的经济背景究竟是什么，伟大的历史性斗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应该把实际斗争的这个经济基础同它在各阶级代表的纲领、声明、要求和理论中的思想政治反映作一对照。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也只应该采取这样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不同，后者总是从“抽象的”正义，从“劳动原则”理论等等出发，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官僚也不同，后者在任何一次变革中总是大谈改良实际可行，大谈“国家”观点，以此来掩饰其对剥削者的利益的维护。




	
第一章　俄国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

第二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及其在第一次革命中所受到的检验



第三章　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



第四章　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



第五章　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



结束语



跋（1917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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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俄国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


1．欧俄土地占有情况

1907年中央统计委员会公布的《1905年度地产统计》，使我们能够确切地了解欧俄50个省的农民和地主分别占有的土地面积。我们先举出一些总的材料。欧俄（50个省）的总面积是4230500平方俄里，合44080万俄亩（见1897年1月28日的调查材料）。1905年度的地产统计只统计了39520万俄亩，这些土地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






	　
	（单位百万俄亩）



	（一）私有土地
	101.7



	（二）份地[130]
	138.8



	（三）官地、教会和其他机关土地
	154.7



	
欧俄土地共计

	395.2







从这个总数中首先应该除去远北方的官地，其中一部分是冻土带，一部分是最近还无法用于农业的森林。这种土地在“北方地区”（阿尔汉格尔斯克、奥洛涅茨和沃洛格达三省）有10790万俄亩。不言而喻，我们如果把所有这些土地统统抛开不算，那就把不宜耕作的土地估计得太多了。我们只要指出以下一点就够了：象亚?阿?考夫曼先生这样一位谨慎的统计学家，就认为沃洛格达和奥洛涅茨两省有2570万俄亩森林（已经除去占总面积25％的多林地区）可以补分给农民 
［注：见《土地问题》文集，多尔戈鲁科夫和彼特龙凯维奇印行，1907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305页。］

 。不过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是全部土地，并没有把森林除开，在确定用于农业的土地资产时，最好谨慎一点。除去10790万俄亩，还剩下28730万俄亩。凑成整数，我们就算作28000万俄亩，把一部分城市土地（共200万俄亩）和维亚特卡、彼尔姆两省的一部分官地（该两省的官地共为1630万俄亩）抛开不算。

欧俄可耕地总的划分如下：






	　
	（单位百万俄亩）



	（一）私有土地
	101.7



	（二）份地
	138.8



	（三）官地和机关土地
	39.5



	
欧俄共计

	280.0







现在必须把小地产和大地产（尤其是最大的地产）的数字分别列出，以便具体地了解在俄国革命中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背景。不过这类数字是不完全的。在13880万俄亩份地中，按地产大小划分的有13690万俄亩。在10170万俄亩私有土地中，按地产大小划分的有8590万俄亩；其余1580万俄亩属于各“村团和协作社”。我们研究一下后一类土地的构成，就会看到其中有1130万俄亩土地是属于各农民村团和协作社的；就是说，总的说来这是小地产，可惜没有按地产大小来划分。其次，有370万俄亩土地属于1042个“工商业的、工厂的以及其他的”协作社。其中占有土地1000俄亩以上的协作社有272个，共占有土地360万俄亩。这显然是些地主的大地产。这种大地产主要集中在彼尔姆省。该省9个这样的协作社竟占有土地1448902俄亩！大家知道，乌拉尔的工厂有好几万俄亩土地，这是农奴制领主大地产在资产阶级俄国的直接残余。

这样我们便从属于各村团和协作社的土地中划出360万俄亩作为最大的地产。其余的土地虽然没有划分，但总的说来都是小地产。

在3950万俄亩官地及其他土地中，只有510万俄亩的皇族土地[131]按地产大小划分。这也是半中世纪式的特大的地产。按地产大小划分和未按地产大小划分的土地总数如下：






	　
	按地产大小划分的土地
	未按地产大小划分的土地



	　
	（单位百万俄亩）



	（一）私有土地
	89.5①
	12.2



	（二）份地
	136.9
	1.9



	（三）官地和机关土地
	5.1
	34.4



	
共计

	231.5
	48.5



	
总计

	280.0








［注①：8590万俄亩私有土地再加上360万俄亩属于工厂的和工商业的村团和协作社的大地产。］

现在来看看份地按地产大小划分的情况。把我们的资料的数字归纳为比较大的几类，其结果如下表：





份地



	农户类别
	户数
	共有土地（单位俄亩）


	平均每户有地（单位俄亩）





	5俄亩以下（含5俄亩）
	2857650
	9030333
	3.1



	5俄亩以上—8俄亩（含8俄亩）
	3317601
	21706550
	6.5



	8俄亩以下的共计（含8俄亩）
	6175251
	30736883
	4.9



	8俄亩以上—15俄亩（含15俄亩）
	3932485
	42182923
	10.7



	15俄亩以上—30俄亩（含30俄亩）
	1551904
	31271922
	20.1



	超过30俄亩
	617715
	32695510
	52.9



	
欧俄共计

	12277355
	136887238
	11.1







从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一半以上的农户（1230万户中有620万户）每户只有8俄亩以下的土地，一般说来，这是绝对不够维持全家生活的。每户占有土地15俄亩以下的为1010万户（他们共有土地7290万俄亩），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农业耕作技术水平下，有4／5以上的农户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中等的富裕农户（按私有土地数量来说）在1230万户中占220万户，拥有13690万俄亩土地中的6390万俄亩。能称得上富有的只是拥有超过30俄亩土地的农户，这类农户一共只有6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20。它们拥有的土地则几乎占总数的1／4：在13690万俄亩中占有3270万俄亩。为了判断这类土地富有的农户包括哪几种农民，我们要指出，哥萨克[132]在其中占第一位。在每户拥有超过30俄亩土地的农户中，有266929户是哥萨克农户，共有土地14426403俄亩，也就是说，这类农户在哥萨克农户中占绝大多数（在欧俄有278650户哥萨克农民，共有土地14689498俄亩，平均每户52．7俄亩）。

要对各类农户的经营规模（而不是所占的份地多少）的大致情况作出判断，我们现在可以依据的全俄材料只有马匹的统计材料。根据1888—1891年最新的军马调查，欧俄48个省各类农户的情况如下：






	贫苦农户
	无马的
	2765970户



	　
	有1匹马的
	2885192户



	中等农户
	有2匹马的
	2240574户



	　
	有3匹马的
	1070250户



	富裕农户
	有4匹马或4匹以上的
	1154674户



	
共计

	10116660户







总之，贫苦农户占一半以上（在1010万户中占560万户），中等农户约占1/3（每户有2—3匹马的为330万户），富裕农户占1/10强（在1010万户中占110万户）。

现在再来看看私有地产分配情况。这方面的统计资料没有把最小的地产划分得十分清楚，却提供了关于特大地产的详细材料。






	　
	　
	欧俄私有地产分配情况



	农户类别
	户数
	共有土地（单位俄亩）


	平均每户有地（单位俄亩）





	10俄亩和10俄亩以下
	409864
	1625226
	3.9



	10俄亩以上—50俄亩（含50俄亩）
	209119
	4891031
	23.4



	50俄亩以上—500俄亩（含500俄亩）
	106065
	17326495
	163.3



	500俄亩以上—2000俄亩（含2000俄亩）
	21748
	20590708
	947



	2000俄亩以上—10000俄亩（含10000俄亩）
	5386
	20602109
	3825



	超过10000俄亩
	699
	20798504
	29754



	
超过500俄亩的共计

	27833
	61991321
	2227



	　　　　欧俄总计

	752881
	85834073
	114







第一，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大地产占绝对优势，619000户小土地占有者（每户不到50俄亩）一共只占有650万俄亩土地。第二，我们看到有占地极多的大地产：699个私有者，几乎每人占有3万俄亩土地！28000个私有者集中了6200万俄亩土地，即平均每个私有者占有2227俄亩土地。这些大地产绝大多数都属于贵族，在27833户中他们占了18102户，共占土地44471994俄亩，即占大地产总面积70％以上。从这些数字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中世纪农奴主－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


2．斗争是为了什么？

1000万个农户拥有7300万俄亩土地。28000个贵族大地主和暴发户大地主却拥有6200万俄亩土地。这就是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主要背景。在这一主要背景下，耕作技术惊人地落后，农业荒废不堪，农民群众备受压迫和折磨，农奴制的、徭役制的剥削形式花样百出，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在有关农民经济的大量著作中已有极详细的描述，为了不离开本题，我们在这里只极简单地提一提。上述地产面积同农户规模是极不相符的。在清一色的俄罗斯人居住的省份中，资本主义大农业无疑居于次要地位。这里占主要地位的是大地产中的小农业：这里有形形色色农奴制盘剥性的租佃制、工役（徭役）经济、“冬季雇佣制”，以及用牲口毁苗作为借口或者利用割地来进行盘剥，如此等等。受尽农奴制剥削的农民群众都惨遭破产，其中有的把自己的份地出租给“殷实的”业主。为数甚少的富裕农民逐渐变成农民资产阶级，他们租赁土地，用以进行资本主义方式的经营，剥削数以十万计的雇工和日工。

考虑到俄国经济学界已经完全肯定的这些事实，在谈目前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问题时，我们应该把土地占有情况分为四大类：（1）大量受农奴制大地产压迫的农户，剥夺大地产同他们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可以从中直接获得最多的好处。（2）为数甚少的中等农民，他们现在占有的土地面积接近中等水平，勉勉强强可以维持经营。（3）为数甚少的富裕农民，他们正在变成农民资产阶级，并且通过一系列逐步的过渡同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地产联系起来。（4）农奴制大地产，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现阶段俄国资本主义农庄，其大部分收入是靠盘剥农民和对农民进行工役制剥削得来的。

自然，根据现有的地产材料，只能大致地、约略地、概括地分出这四大类。但是我们至少必须这样来划分，不然的话，就不能勾画出俄国革命中争取土地的斗争的全貌。可以满有把握地预言，数字的局部修正，这一类或那一类上下限的局部变动，都不会使总的情况发生什么重大的改变。重要的不是这种局部的修正，重要的是把力求获得土地的小地产占有者同垄断大量土地的农奴制大地产占有者作一个鲜明的对照。无论是政府的（斯托雷平的）经济学或是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的）经济学，其主要的虚伪之处就是隐瞒或掩盖这种鲜明的对照。

我们假定上述四类土地占有情况如下：（1）15俄亩以下；（2）15—20俄亩；（3）20—500俄亩；（4）超过500俄亩。为了从整体上来看争取土地的斗争，我们自然要把每一类中的份地和私有地产算在一起。私有地产在我们的材料中分为10俄亩以下和10—20俄亩两类，因此把土地在15俄亩以下的都划为一类就只能是一种大致的划分。由于这种大略的算法和我们采用的凑成整数的办法而可能出现的误差是微不足道的（读者马上就会确信这一点），决不会改变我们的结论。

按照我们的分类，目前欧俄土地分配情况如下：






	　
	户数
	土地俄亩数
	平均每户土地俄亩数（单位百万）





	（一）受农奴制剥削的破产的农民
	10.5
	75.0
	7.0



	（二）中等农民
	1.0
	15.0
	15.0



	（三）农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地产
	1.5
	70.0
	46.7



	（四）农奴制大地产
	0.03
	70.0
	2333.0



	
共计

	13.03
	230.0
	17.6



	未按类别划分的土地
	—
	50
	—



	
共计
 ①
	13.03
	280.0
	21.4









［注①：如上所述，表的数字已经凑成整数。确切的数字如下。份地：（一）类1010万户，共有7290万俄亩土地；（二）类874000户，共有1500万俄亩土地。私有地产：10俄亩以下的为41万户，共有160万俄亩土地；10—20俄亩的为106000户，共有160万俄亩土地。（一）（二）两类共1150万户，共有土地9120万俄亩。（三）类的确切数字是150万户，共有6950万俄亩土地。（四）类的确切数字是27833户，共有6199万俄亩土地。上面已经说过，最后这类还要加上510万俄亩的皇族土地和360万俄亩属于大工厂大工商业的协作社的土地。上面所列未按类别划分的土地的确切数字是4850万俄亩。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凑成整数的办法和大略的算法只会有极小的出入，丝毫也不会动摇结论。］



这就是产生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种种关系。这就是农民（平均每户7—15俄亩土地，加上盘剥性的租佃制等等）反抗特大地主（平均每个农庄有2333俄亩土地）的斗争的起点。作为这一斗争的终点的客观趋势是什么呢？显然，这一趋势就是要消灭农奴制大地主土地占有制，把地主占有的土地（根据一定的原则）转交给农民。在受农奴制大地产盘剥的小农业占优势的情况下，这种客观趋势的产生是完全必然的。要象我们说明这场斗争的起点，即说明目前的情况那样，用直观的图表来表示这种趋势，就必须假设一个可能发生的最好的情况，即假定所有的农奴制大地产以及所有未按类别划分的土地都转交给破产农民。这是所有参加当前土地斗争的人多多少少都能清楚地设想到的最好的情况。政府说要“分地”给“穷人”，自由派官吏（立宪民主党人也是这样）说要给少地农民补分土地，劳动派农民说要把占有的土地增加到“消费的”或“劳动的”土地份额，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在土地使用形式的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但总的说来接受了民粹派关于分地给贫苦农民的设想（1907年5月26日，策列铁里在第二届杜马第四十七次会议上，同意民粹派分子卡拉瓦耶夫的估计，认为5700万俄亩转让的土地价值65亿卢布，其中25亿由占有土地不到5俄亩的贫苦农民承担。见速记记录第1221页）。总之，尽管地主、官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对改革的任务和条件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指出同一个趋势，即大地主的土地将转让给最贫穷的农民。至于各阶级对转让土地的规模和条件有哪些根本不同的看法，我们下文另谈。现在，我们再列一个表格来说明斗争可能达到的终点，作为说明斗争起点的那张表格的补充。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目前的情况，现在再来说明到那时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假定3万个地主每个留下100俄亩土地，总共留下300万俄亩，其余的6700万俄亩土地和5000万俄亩未按类别划分的土地都转归1050万户贫苦农民。结果如下：






	　
	
现在

	
那时




	　
	户数
	土地俄亩数（单位百万）


	平均每户土地俄亩数


	户数
	土地俄亩数（单位百万）


	平均每户土地俄亩数





	（一）破产的小农
	10.5
	75
	7.0
	—
	—
	—



	（二）中等农民
	1.0
	15
	15.0
	11.5
	207
	18.0



	（三）富裕农民和资产阶级
	1.5
	70
	46.7
	1.53
	73
	47.7



	（四）农奴主－地主
	0.03
	70
	2333.0
	—
	—
	—



	
共计

	13.03
	230
	17.6
	13.03
	280
	21.4



	未按类别划分的土地
	—
	50
	—
	—
	—
	—



	
共计

	13.03
	280
	21.4
	—
	—
	—







这就是俄国革命中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经济基础。这就是这一斗争的起点和这一斗争的趋势即终点，也是（在斗争的参加者看来）最好的结果。

在研究这一经济基础及其思想（以及思想政治的）外衣之前，我们还要先讲一讲可能产生的误会和反对意见。

第一，有人会说，在我所描述的情况中只是假定了分配土地，却还没有研究土地地方公有化、土地分配、土地国有化和社会化等问题。

这是一种误会。在我所描述的情况中，土地占有制的条件是完全抛在一边的，土地转交农民的条件也完全没有涉及（是归农民所有，还是归农民按某种形式使用）。我只是笼统地讲土地都转交给小农，而我国土地斗争的这种趋势是不容怀疑的。小农正在斗争，争取土地转到他们手中。小农业（资产阶级的）正在反对大地产（农奴制的） 
［注：我在括号中指出的这两点，是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思想家没有意识到或加以否认的。关于这点下面再谈。］

 。土地变革在最好的情况下，除了我所描述的结果，不可能有其他结果。

第二，有人会说，我没有权利设想把全部被没收的土地（或被剥夺的土地，在我的叙述中还没有讲到剥夺的条件）统统转交给土地最少的农民。有人会说，由于经济上的必要，土地应该转归较为富裕的农民。然而这种反对意见也是一种误会。为了证明土地变革的资产阶级性质，我必须假设从民粹主义的观点来看的最好的情况，我必须假定斗争的参加者自己提出的目标已经达到。我必须假设最接近于所谓“土地平分”[133]的情况，而不谈土地变革以后的结果。如果群众在斗争中获得胜利，群众就会为自己取得胜利的果实。至于这些果实以后会落到谁的手里，那是另一个问题。

第三，有人会说，我所以能得出非常有利于贫苦农民的结果（把全体贫苦农民变成每户有18俄亩土地的中等农民），是由于我夸大了闲置土地总额。有人会说，森林不能作为分给农民的份地，应该把它除外。政府和立宪民主党营垒里的经济学家很可能甚至一定会提出这种反对意见，但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一）只有一辈子在农奴主－地主面前卑躬屈节的官吏才会以为农民不会合理经营森林，不会利用森林为自己（而不是为地主）取得收益。在警官和俄国自由派看来，问题是：怎样保证庄稼汉有份地？在觉悟工人看来，问题是：怎样把庄稼汉从农奴制大土地占有制中解放出来？怎样粉碎农奴制大地产？（二）我已经把整个北方地区（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奥洛涅茨三省）以及维亚特卡和彼尔姆两省的一部分地区除外了，那些地方要想在最近的将来把森林地开发成农业用地是困难的。（三）单独计算森林面积，会使计算大大复杂化，而对结果不会有多大改变。例如考夫曼先生，他是个立宪民主党人，可见对待地主的土地是相当慎重的，他认为除去占土地面积25％的多林地区，还有森林地可以用来弥补土地的不足，这样一来，44个省提供的土地总数就有10170万俄亩了。据我计算，47个省约有土地10100万俄亩，也就是7000万俄亩农奴制大地产中的6700万俄亩土地，以及3400万俄亩的官地和其他机关的土地。如果把超过100俄亩的地产一律加以剥夺，那么总数还会增加900—1000万俄亩


［注：我在文中把转让的限额定为500俄亩，纯粹是一种假设。如果我们把这个限额改为100俄亩（这也纯粹是一种假设），那么土地变革的情况如下：






	
现在

	
那时




	　
	户数（单位百万）


	土地俄亩数（单位百万）


	　
	户数（单位百万）


	土地俄亩数（单位百万）


	平均每户土地俄亩数





	（一）
	10.5
	75
	（一）
	—
	—
	—



	（二）
	1.0
	15
	（二）
	11.5
	217
	18.8



	（三）
	1.4
	50
	（三）
	1.53
	63
	41.1



	（四）
	0.13
	90
	（四）
	—
	—
	—



	　
	13.03
	230
	　
	13.03
	280
	21.4



	　
	　
	＋50
	　
	　
	　
	　








在这两种情况下，关于土地变革的性质和实质的基本结论都是相同的。］




。
3．立宪民主党的著作家们掩盖斗争的实质

上面所举的地主大产业对于俄国争取土地的斗争所起的作用的材料，还应该作一补充。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土地纲领的特征，就是用所谓“土地份额”的种种设想混淆了究竟哪一个阶级是农民最强大的敌人，哪些地产是剥夺的主要对象等问题。

有些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主要谈按照某种“份额”分地给农民需要多少土地，而不谈更具体更实际得多的问题：究竟有多少土地可供剥夺。前一种问题提法抹杀了阶级斗争，妄想用所谓“国家”观点来掩盖问题的实质。后一种问题提法把问题的重心完全放在阶级斗争上，放在最能代表农奴制倾向的土地占有者阶层的阶级利益上。

关于“土地份额”这一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讲到。这里只先提一下劳动派中的一个“侥幸的”例外和一位典型的立宪民主党著作家。

在第二届杜马中，人民社会党人杰拉罗夫讲到转让土地究竟会触动百分之几的私有主（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杰拉罗夫所讲的正是转让土地（强制转让）问题，没有提出没收的问题，而且看来是采取了与我在表格中的假设相同的转让标准，即500俄亩。可惜，第二届杜马的速记记录（第1217页）把杰拉罗夫的这段话记错了，或者是杰拉罗夫先生自己弄错了。记录中写道：强制转让将涉及32％的私有主及其占总数96％的私有土地，据他说，其余的68％的私有主只有4％的私有土地了。其实，不是32％，而应该是3．7％，因为27833个私有主只占总数752881的3．7％，而他们的土地有6200万俄亩，占8580万俄亩的72．3％。不知道是杰拉罗夫先生说错了，还是他引用的数字不对头。但无论如何，在杜马的许多发言人中只有他一个人（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谈到了斗争（最直接最具体的意义上的斗争）是为了什么。

那位立宪民主党著作家，就是谢?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提到他的“大作”。不错，他其实是个“无题派”，他同资产阶级《同志报》的大多数著作家一样，有时以立宪民主党人的身分出现，有时以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的身分出现。这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一小撮彻头彻尾的伯恩施坦分子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们动摇于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参加任何政党，经常在自由派的刊物上唱一些比普列汉诺夫稍右的调子。这里要提一提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因为他是最早在报刊上引用1905年地产统计数字的人之一，而且实际上采取了立宪民主党所主张的土地改革的立场。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在《同志报》（1907年3月13日第214号和4月10日第238号）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同官方统计编制人佐洛塔列夫将军进行论战，因为佐洛塔列夫将军力图证明政府完全可以不采用任何强制转让的办法便把土地改革搞好，证明每一农户只要有5俄亩土地就能经营了！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更具自由派特色：他认为每户要有8俄亩。他不止一次说明，这个数目是“根本不够的”，这样的计算是“最起码的”等等，然而在确定“土地的需要量”（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上述两篇文章中的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时，仍旧提出了这个数字。他解释说，他用这个数字是“为了避免多余的争论”……大概指的是同佐洛塔列夫先生之流的“多余的争论”吧？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就这样算出“明显少地”的农户占总数的一半，他正确地计算出，为了每户补足到8俄亩，需要1860万俄亩土地，但是政府似乎总共只有900万俄亩，因此，“不采取强制转让的办法是不行的”。

这位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者说立宪民主党化的孟什维克先生，他的计算也好，论断也好，都绝妙地表现了自由派土地纲领的精神实质。关于农奴制大地产以至一切大地产的问题完全被抹杀了。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只引用了所有50俄亩以上的私有地产的材料。这样一来，斗争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一点被掩盖起来了。一小撮（确确实实是一小撮）大地主的阶级利益被巧妙地掩饰起来了。这里并没有揭露大地主的阶级利益，而是向我们提出所谓靠官地“不行”的“国家观点”。假如靠官地就行的话，那么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从他的论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一点也不会反对农奴制大地产的……

农民靠这点份地（8俄亩）是要挨饿的。地主被“强制转让”的土地是微不足道的（1800万－900万＝900万俄亩。500俄亩以上地产共有6200万俄亩，而这只占900万俄亩！）。为了实现这样的“强制转让”，就得让地主去强制农民，1861年的情形[134]就是这样！

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有意也好，无意也好，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他是正确地反映了立宪民主党土地纲领的地主实质。不过立宪民主党人是很谨慎很狡猾的：他们究竟想剥夺地主多少土地，关于这一点他们认为还是绝口不谈为好。


4．土地变革的经济实质及其思想外衣

我们已经看到，目前土地变革的实质就是要消灭农奴制大地产，造就自由的和富裕的（在目前可能的范围内）农民，使他们不是勉强地混日子，不是在地里苦熬，而是能够发展生产力，提高农业经营水平。这种变革完全不触动，也不可能触动农业中的小规模经营、市场对生产者的统治即商品生产的统治，因为争取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并不能改变这块土地经营中的生产关系。然而我们看到，这一斗争的特点就是：小农业在原属农奴制大地产的土地上蓬勃发展。

民粹派理论是当前这场斗争的思想外衣。全俄农民代表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公开提出土地纲领，完全证实了民粹派的理论和纲领是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真正的思想外衣。

我们已经指出，农民所要争取的土地资产，其中主要的基本的部分就是农奴主的大领地。我们采取了500俄亩这一很高的剥夺标准。但是不难相信，不管怎样降低标准，比如降低到100或50俄亩，我们所作的结论仍然是完全有效的。现在我们把20—500俄亩这第三类再分为三小类：（1）20—50俄亩；（2）50—100俄亩；（3）100—500俄亩。然后再看看这三小类农户各有多少份地和私有地产：






	　
	
份地

	
私有土地

	
欧俄共计




	类别
	户数
	土地俄亩数
	平均每户土地俄亩数


	户数
	土地俄亩数
	平均每户土地俄亩数


	户数
	土地俄亩数
	平均每户土地俄亩数





	20—50俄亩
	1062504
	30898147
	29.1
	103237
	3301004
	32.0
	1165741
	34199151
	29.3



	50俄亩以上—100俄亩
	191898
	12259171
	63.9
	44877
	3229858
	71.9
	236775
	15489029
	65.4



	100俄亩以上—500俄亩
	40658
	5762276
	141.7
	61188
	14096637
	230.4
	101846
	19858913
	194.9







由此可见：第一，上面已经讲过，没收超过100俄亩的土地，能增加土地资产900—1000万俄亩，如果按照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代表契热夫斯基的假设，超过50俄亩的土地一概没收，那土地资产就会增加1850万俄亩。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农奴制大地产也还是土地资产的基本部分。当代土地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这种大地产同高级官僚的联系也是众所周知的。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在第二届杜马中引用了鲁巴金先生的一项材料，说明俄国高级官吏的田庄规模有多么巨大。第二，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即使把超过100俄亩的份地和田庄除外，最大份地（以及小田庄）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变革时的农民，在占有的土地多少方面，尤其是在拥有的资本大小、牲畜数量、农具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分化。农民在份地范围以外的财产分化比份地方面的分化大得多，这一点，我国的经济学著作已经予以充分证实。

民粹派的理论多少正确地反映了农民对他们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看法，这种理论有什么意义呢？民粹派理论的实质就是两个“原则”：“劳动原则”和“平均制”。这两个原则的小资产阶级性质是十分明显的，而且马克思主义著作多次对此作了十分详尽的论证，这里就不必再谈了。重要的是要指出这两个“原则”中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至今还没有给以应有评价的一个特点。这些原则以模糊的形式确实反映了当前历史时刻的某种现实的和进步的东西，即反映了反对农奴制大地产的殊死斗争。

请看上面那张表明我国农业制度从目前这种状况向当代资产阶级革命“最终目的”的演变情形的表格。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将来的“那时”和当前的“现在”的差别在于，那时的土地占有情况要“平均”得多，新的土地分配情况将更加符合“劳动原则”。这不是偶然的。在一个通过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来挣脱农奴制束缚的农民国家里，情况只能如此。在这样的国家里，消灭农奴制大地产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在小农业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消灭农奴制大地产必然意味着土地占有较为“平均”。资本主义在粉碎中世纪大地产时，从土地占有较为“平均”开始，并且由此建立起新的大农业，在雇佣劳动、机器和高超的农业技术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工役和盘剥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大农业。

一切民粹派的错误在于他们受到小业主的狭窄眼界的局限，看不到农民在挣脱农奴制枷锁以后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把小资产阶级农业的“劳动原则”以及“平均制”这两个消灭农奴制大地产的口号，变成一种绝对的、独立自在的、意味着某种特殊的非资产阶级制度的东西。

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批评民粹派的理论时，忽略了这种理论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从历史角度看来是现实的和合理的内容。他们批判了“劳动原则”和“平均制”这种落后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批判得对，但是他们却忘记了这种理论反映着先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忘记了这种理论是同农奴制旧帝国作最坚决斗争的旗帜。平等思想在反对旧的专制制度、尤其是反对旧的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是最革命的思想。农民小资产者的平等思想是合理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的、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平均”地产的思想是合理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每户只有7俄亩份地、受尽地主剥削的1000万户破产农民要求分配 
［注：这里讲的不是把土地分给农民作为私有财产，而是分给农民经营使用。这种分配是可能的，而且在小农业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在土地地方公有化还是土地国有化时都是如此。］

 平均占地2300俄亩的农奴制大地产的愿望。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这种思想确实反映了农民的这种愿望，并且推动人们去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又错误地用一些含混暧昧的、冒牌社会主义的空泛词句把这一点掩盖起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资产阶级口号的社会主义字句的虚伪性时，要是看不到这些最坚决的资产阶级口号在反对农奴制斗争中的历史上的进步意义，那他就是一个蹩脚的马克思主义者。被民粹派看作“社会化”的变革，其实际内容是最彻底地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最坚决地铲除农奴制度。我上面所列的那张表格正是表明了在消灭农奴制方面的最高限度和由此所能达到的“平均制”的最高限度。民粹派以为“平均制”能消除资产阶级性，其实它恰恰反映了最激进的资产阶级的要求。除此以外，“平均制”的其他一切东西都不过是小资产者思想上的幻影、空想而已。

有些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民粹派理论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意义作了眼光短浅的和非历史的评价，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深入考虑过民粹派所主张的“没收”地主地产的意义。我们只要清楚地认识到在我国目前的土地占有制条件下这种变革的经济基础，就不仅能懂得民粹派理论的虚妄，而且能懂得这种虚妄理论的现实内容，即受到一定的历史任务局限的斗争的真谛，反农奴制斗争的真谛。


5．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的两种方式

现在再往下讲。我们已经说过，民粹派的理论从反对资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虽是荒谬的、反动的，而在反对农奴制度的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斗争中，它却是“合理的”（就特定的历史任务而言）和进步的。我们说俄国土地占有制和俄国整个社会制度中的农奴制度必然消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土地变革必然发生，那么试问，这是不是说这一变革只能有一种确定的形式呢？还是可能有不同的形式？

这个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我国的革命，对于正确认识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拿上面引的那些关于革命的经济基础的材料作依据。

斗争的关键是农奴制大地产，因为这是俄国农奴制残余最突出的体现和最坚固的支柱。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绝对不可避免地会消灭这种残余。在这方面，俄国只有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这一条道路。

但是发展的形式可能有两种。消灭农奴制残余可以走改造地主产业的道路，也可以走消灭地主大地产的道路，换句话说，可以走改良的道路，也可以走革命的道路。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可能是逐渐资产阶级化、逐渐用资产阶级剥削手段代替农奴制剥削手段的大地主经济，也可能是在用革命手段割除农奴制大地产这一长在社会肌体上的“赘瘤”之后按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道路自由发展的小农经济。

这两种客观上可能存在的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的道路，可以叫作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在前一种情况下，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经济[135]，同时分化出为数很少的“大农”，使农民遭受几十年最痛苦的剥夺和盘剥。在后一种情况下，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所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在前一种情况下，演进的基本内容是农奴制转变为盘剥，转变为在封建主—地主—容克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剥削。在后一种情况下，基本背景是宗法式的农民转变为资产阶级农场主。

在俄国经济史中，这两种演进方式都表现得十分明显。拿农奴制崩溃时代来说吧。当时地主和农民之间在实行改革的方法问题上有过一场斗争。双方都主张为资产阶级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前者主张这种发展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地主产业，保留地主的收入和地主的（盘剥性的）剥削手段。后者的利益却要求这种发展在当时经营水平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证农民的福利，消灭地主的大地产，消灭一切农奴制的和盘剥性的剥削手段，扩大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不言而喻，同按地主的办法实行的农民改革相比，在后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较广泛较迅速 
［注：关于这一点，我在《科学评论》杂志[136]（1900年第5期和第6期）上写过：“……农民在解放时得到的土地愈多，为此而付出的钱愈少，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愈迅速、愈广泛、愈自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愈高，国内市场就愈大，生产中采用机器就愈迅速，总之，俄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同美国的经济发展愈相似。我只指出两个我认为可以证明上述意见是正确的情况：（1）由于地少税重，在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地主经济中的工役制度有所发展，这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而根本不是资本主义；（2）在我国边疆地区，农奴制根本不存在或者最薄弱，农民受地少、服工役和税重的痛苦最少，那里的农业资本主义也最发达。”（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577—578页。——编者注）］

 。只有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民粹派所极力描绘的那种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认为农民在1861年被剥夺土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保证。恰恰相反，这一事实可能成为而且确实成了盘剥性的即半农奴制租佃制的保证，成了大大阻碍俄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力增长的工役经济即徭役经济的保证。农民同地主的利害冲突，不是什么“人民生产”或“劳动原则”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象我国民粹派过去和现在所想象的那样），而是一场争取美国式的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反对普鲁士式的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的斗争。

在俄国那些没有农奴制、农业完全由自由农民或主要由自由农民经营的地方（例如在改革后才有移民的伏尔加左岸、新罗西亚以及北高加索一带的草原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背着农奴制残余的重负的中部地区 
［注：关于俄国边疆地区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待垦土地的作用，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已经详细谈过了（1899年圣彼得堡版第185、444页及其他许多页）。1908年圣彼得堡出了第2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21—222、495、522—526页。——编者注）］

 要快得多。

如果说俄国中部农业区和边疆农业区，向我们表明了由这两种农业演进方式分别占优势的两种不同地区在所谓空间上或地理上的分布情形的话，那么这两种演进的基本特点，在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并存的一切地区同样可以看得很明显。民粹主义经济学的根本错误之一，就在于他们只是把地主经济看成是农业资本主义的根源，对于农民经济，却从“人民生产”和“劳动原则”的角度来观察（现在的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样如此）。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地主经济在循着资本主义道路演进，逐渐用“自由雇佣劳动”代替工役制，用集约化耕作代替三圃制，用地主农庄的改良农具代替农民的古老农具。农民经济也在循着资本主义道路演进，分化出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村社”[137]情况愈好，农民一般生活水平愈高，农民分化为资本主义农业中两个对抗阶级的过程也就愈迅速。所以，农业演进的两种潮流随处可见。贯穿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作为我国革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的农下面谈到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时，再来专门讲这一点。民同地主的利害冲突，就是争取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农业演进方式的斗争。

只有清楚地了解到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区别以及两者的资产阶级性质，我们才能正确地说明俄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才能正确理解各党派所提出的各种土地纲领的阶级意义 
［注：关于俄国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的两条道路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中不少人往往非常糊涂，彼?马斯洛夫就是一个例子。他在《教育》杂志（1907年第3期）上指出了下面两条道路：（1）“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2）“反对经济发展的无谓斗争”。他说：“第一条道路把工人阶级以及整个社会引向社会主义；第二条道路则把工人阶级推到〈！〉资产阶级手中〈！〉，推到大私有者和小私有者之间的斗争中去，在这一斗争中工人阶级除了失败得不到任何东西。”（第92页）第一，“第二条道路”是一句空话，是一种幻想，而不是什么道路；这是一种虚妄的思想，而不是发展的实际可能性。第二，马斯洛夫没有看到，斯托雷平和资产阶级也引导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见，现实斗争并不是为了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问题。第三，认为俄国可能有某种不“把”工人阶级“推到”资产阶级统治下去的道路……这纯粹是胡说八道。第四，认为在某种“道路”上可以没有小私有者和大私有者之间的斗争，那也是胡说八道。第五，马斯洛夫用欧洲的一般的范畴（小私有者和大私有者）抹杀了在目前革命中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俄国历史特点——资产阶级小私有者同封建大私有者的斗争。］

 。再说一遍，斗争的关键是农奴制大地产。农奴制大地产要循着资本主义道路演进，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但是演进可能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农场主－农民用革命手段铲除和消灭这种农奴制大地产；一种是逐渐转变为容克式农场（并且相应地把受奴役的庄稼汉变成受奴役的雇农）。


6．革命中土地纲领的两条路线

如果现在拿各阶级在革命中提出的土地纲领同上述经济基础作一番对照，我们马上可以看出这些纲领中同上述两种农业演进方式相应的两条路线。

拿右派地主和十月党人所赞同的斯托雷平纲领来说吧。这是公开的地主纲领。但是能不能说，它在经济上是反动的，是排斥或力图排斥资本主义发展的呢？能不能说它是不允许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的呢？绝对不能这样说。相反，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有名的土地法贯穿着纯资产阶级的精神。毫无疑问，这项法律所遵循的是资本主义演进的路线，它促进和推动这一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加速村社的瓦解，使农民资产阶级更快地形成。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

这是不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支持”这项法律呢？不是。只有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才会作出这样的推论，目前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正在加紧散播这种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种子，他们又唱又叫，又喊又闹，说应该支持资产阶级同旧制度作斗争。不！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我们应该支持的不是地主式的资产阶级演进，而是农民式的资产阶级演进。前一种演进意味着最大限度地保留盘剥制和农奴制（按照资产阶级方式加以改造了的农奴制），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最为缓慢、资本主义的发展放慢速度，意味着广大农民群众，自然还有广大无产阶级群众遭受更加深重的灾难、痛苦、剥削和压迫。后一种演进则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最为迅速，意味着农民群众获得最好的（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可能的范围内）生活条件。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并非如机会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决定于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这一任务，而是决定于支持斗争中的农民这一任务。

再拿自由派资产阶级即立宪民主党的纲领来说吧。他们恪守“有何吩咐？”（即看地主老爷有何吩咐）这个信条，在第一届杜马提出了一个纲领，在第二届杜马又提出了另一个纲领。他们同欧洲一切无原则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一样，可以轻而易举、不声不响地变换纲领。在第一届杜马中革命势力显得强大，于是自由派纲领就从革命势力方面剽窃了主张国有化的片言只语（“全国土地资产”）。在第二届杜马中反革命势力显得强大，于是自由派纲领就把国家土地资产的说法抛到一边，接受了斯托雷平巩固农民地产的主张，增加和扩大不强制转让地主土地的例外情况。对自由派的这种两面派手法我们在这里只是顺便指出罢了。这里重要的是要指出另外一点，即自由派土地纲领两种“面目”共同的原则基础。这一共同的原则基础就是：（1）主张赎买；（2）保留地主产业；（3）在实行改革时保留地主特权。

赎买是社会发展所承担的一种贡赋，是交给农奴制大地产占有者的一种贡赋。赎买就是用官僚警察手段，通过资产阶级“一般等价物”的形式来保证实现农奴制的剥削方法。其次，可以看出，立宪民主党的两个纲领都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地主产业，尽管资产阶级政客竭力对人民隐瞒这一事实。再其次，在立宪民主党对于根据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原则选举地方土地委员会这一问题所持的态度上，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他们主张在实行改革时保留地主特权。详细情况 
［注：见1906年5月24日第一届杜马第十四次会议的记录，当时立宪民主党人科科什金和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同（当时的）十月党人葛伊甸一起，用最卑鄙的诡辩反对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主张。在第二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萨韦利耶夫转弯抹角地反对成立地方委员会（1907年3月26日第十六次会议），而立宪民主党人塔塔里诺夫则是明目张胆地加以反对（1907年4月9日第二十四次会议，记录第1783页）。1906年5月25日《言语报》第82号转载了米留可夫的一篇出色的社论（原载《斗争的一年》第117期，第457—459页）。下面就是这位乔装打扮的十月党人所写的最重要的一段话：“我们认为，用普遍选举的办法成立这种委员会，那就不是要它们用和平手段解决当地的土地问题，而是完全为了其他某种目的。改革的总方针应该由国家来掌握……各地方委员会应该尽可能平均地〈原文如此！〉代表有利害冲突的各方的利益，使之彼此达到调和，而不致破坏国家在这种改革中的作用，不致把这种改革变为单方面的暴力行动……”（第459页）在立宪民主党出版的《土地问题》第2卷中，库特列尔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保证地主（加上官吏）在全国的和各省各县的土地委员会中都能取得对农民的优势地位（第640—641页），而亚?丘普罗夫先生（“自由派”！）在原则上拥护这一欺骗农民的卑鄙的地主计划（第33页）。］

 本书其他地方还要谈到，这里就不多讲了。这里我们只是要确定立宪民主党土地纲领的路线是什么路线。在这方面必须指出，地方土地委员会的成分问题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只有政治上幼稚的人，才会受立宪民主党“强制转让”这一口号的迷惑。问题在于谁强制谁：是地主强制农民（出很高的价钱买沙地），还是农民强制地主。立宪民主党人说什么“平均地代表有利害冲突的各方的利益”，不宜使用“单方面的暴力”，这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问题的实质，就是说，立宪民主党的所谓强制转让是地主强制农民！

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所遵循的是斯托雷平式的即地主式的资产阶级进步路线。这是事实。有些社会民主党人象某些孟什维克那样，认为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比民粹派的土地政策进步，他们的根本错误就是不明白这一事实。

我们看到，农民的代言人，即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尽管有过多次的犹豫和动摇，但是他们在两届杜马中都有十分明确的反对地主、维护农民利益的路线。例如，劳动派纲领在赎买问题上有过动摇，但是首先，他们往往把赎买说成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地主的社会救济 
［注：参看《〈农民代表消息报〉和〈劳动俄罗斯报〉论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一届杜马中的劳动派代表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汇编），如《是补偿而不是赎买》（第44—49页）及其他许多文章。］

 ；其次，你们在第二届杜马记录中可以看到许多极其典型的农民的发言，他们反对赎买，提出全部土地归全体人民的口号 
［注：参看右派农民彼得罗琴科在第二届杜马中的发言（1907年4月5日第二十二次会议）。他说，库特列尔提出的条件是很好的……“当然，他是个有钱人，他要的价太高；我们这些贫苦农民付不起这么多钱”（第1616页）。右派农民比玩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客还要左一些。再请参看无党派农民谢苗诺夫的一篇充满农民自发革命斗争气息的发言］

 。在地方土地委员会的问题上，在谁强制谁这一极重要的问题上，农民代表是通过普遍选举产生地方土地委员会的倡议者和拥护者。

我们暂且既不谈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土地纲领的内容，也不谈社会民主党人土地纲领的内容。我们首先应该确认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即在俄国革命中公开活动的所有政党和阶级，它们的土地纲领明显地分为同两种资产阶级农业演进方式相适应的两种基本类型。“右派”和“左派”的土地纲领的分界线，并不是如孟什维克所经常完全错误地设想的那样，存在于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孟什维克被“立宪民主”这个响亮的字眼给震昏了，因而用对党派名称的分析代替了阶级分析）。分界线存在于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之间。决定这条分界线的是俄国社会中为争取土地而斗争的两个主要阶级的利益，即地主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立宪民主党人主张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主张文明的、欧洲式的、然而又是地主式的资产阶级农业演进。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工人代表）即农民代表和无产阶级代表，则主张农民式的资产阶级农业演进。

应该把各种土地纲领的思想外衣及其种种政治上的细节等等同这些纲领的经济基础严格区别开来。现在的困难不在于弄清地主和农民各自提出的土地要求和土地纲领的资产阶级性质，这项（1907年4月12日）及其他许多发言。工作早已由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以前完成，而且已为革命所确认。困难在于如何明白地了解在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演进的基础上两个阶级进行斗争的根源。如果不把这场斗争看作资本主义俄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那就无法理解这一斗争是合乎规律的社会现象。

上面我们说明了俄国革命中两种类型的土地纲领同两种资产阶级农业演进方式之间的联系，现在来研究问题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7．俄国的土地面积。垦殖问题

上面已经说过，经济分析要求我们在谈论俄国资本主义问题时必须把中部农业区和边疆地区区分开来，前者保存着大量农奴制残余，后者没有或者很少有这种残余，带有自由农民资本主义演进的特点。

边疆地区指的什么呢？显然是指的无人居住或者人烟稀少、尚未充分用来发展农业的土地。现在我们应该从欧俄转而来谈整个俄罗斯帝国，以便对这些“边疆地区”的情况及其经济意义有一个确切的概念。

在普罗柯波维奇和梅尔特瓦戈两位先生合写的《俄国有多少土地和我们怎样使用这些土地》（1907年莫斯科版）这本小册子中，后一位作者试图把书刊上所有关于全俄土地面积和已知的耕地面积的统计材料归纳到一起。为了清楚起见，我们把梅尔特瓦戈先生所作的比较列成一张表，并且加进1897年人口调查材料。





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俄国有多么辽阔的土地，说明我们对边疆地区土地及其经济意义还知之甚少。当然，如果认为这些处于目前状况下的土地现在就能满足俄国农民的土地需要，那就大错特错了。反动著作家 
［注：还有反动的代表们。在第二届杜马中，十月党人捷捷列文科夫引用了舍尔比纳的调查数字（草原边疆区有6500万俄亩土地，阿尔泰有3900万俄亩土地），以此证明在欧俄不必实行强制转让。这是同农奴主－地主联合、按斯托雷平精神共同“进步”的资产者典型（见第二届杜马速记记录，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58—661页）。］

 经常所作的这种计算，都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亚?阿?考夫曼先生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他嘲笑了那种根据平方俄里的材料为移民寻找闲置土地的做法。他还十分正确地指出，目前俄国边疆地区适宜于移民的土地很少，那种认为移民可以解决俄国农民少地问题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 
［注：见《土地问题》，多尔戈鲁科夫和彼特龙凯维奇印行，第1卷，考夫曼先生的文章《移民及其在土地纲领中的作用》。并见该作者的另一著作：《移民与垦殖》（1905年圣彼得堡版）。］

 。

但是，自由派考夫曼先生的这些正确论断也有一个极其重大的错误。考夫曼先生说，“就目前这批移民来看，就他们目前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来看”（上述著作第129页），要靠移民来满足俄国农民的需要，土地绝对不够。他为立宪民主党土地纲领辩解说，因此必须在欧俄强制转让私有土地。

这是我国经济学家的常见的自由派的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论断。从这一论断所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有足够数量的适宜于移民的土地，就可以不去触动农奴制大地产了！立宪民主党先生们以及诸如此类的政治家们满脑子都是好心肠的官吏的观点，总自以为是超阶级的，是超越阶级斗争之上的。照他们这样说来，要消灭农奴制大地产并不是因为这种大地产意味着千百万当地居民受到农奴制剥削和盘剥、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而是因为现在无法把数百万农户打发到西伯利亚或土耳其斯坦去！重点不是放在俄国大地产的农奴制的阶级性质上，而是放在阶级调和即不触犯地主而满足农民要求的可能性上，总之，是放在所谓“社会和平”的可能性上。

考夫曼先生及其在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无数志同道合者的论断，必须倒过来说才是正确的。正因为俄国农民受着农奴制大地产的压迫，所以，无论是居民在俄国境内自由迁徙，还是经济上合理利用俄国边疆地区的大量土地，都受到极大的阻碍。正因为农奴制大地产使俄国农民处于备受压制的状态，正因为农奴制大地产通过工役制和盘剥制使最落后的土地经营方法一成不变，所以，农民群众的技术进步也好，他们的智力发展，主动性、教育程度和创造性的提高也好，都遇到了困难，而这一切的发展和提高对于经济上利用比目前已利用的要多得多的俄国土地储备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农奴制大地产的存在以及盘剥制在农业中占统治地位这一事实，意味着存在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意味着黑帮地主在国家中占统治地位，居民处于无权地位，行政机关盛行古尔柯—利德瓦尔之道[138]，如此等等。

俄国中部农业区的农奴制大地产，对整个社会制度、整个社会发展、整个农业状况，对农民群众的整个生活水平都具有极其有害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这里我只提一下，俄国有大量的经济著作都证明在俄国中部地区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工役制、盘剥制、盘剥性租佃制、“冬季雇佣制”以及诸如此类美妙的中世纪制度。 
［注：参看《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3章，关于徭役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以及工役制度的盛行。（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60—220页。——编者注）］



农奴制的崩溃，为居民离开农奴主余孽长期盘踞的巢穴逃往各处创造了条件（这点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已作了详细说明）。中部农业地带的居民有的逃到各工业省份，有的逃到两个首都，有的逃到欧俄南部和东部的边疆地区，在一向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定居下来。梅尔特瓦戈先生在上述小册子中说得很对，他说不宜耕作的土地这一概念是会很快改变的。


　　他写道：“塔夫利达草原，‘就其气候和水源不足的情形来说，将永远是最贫瘠最不宜耕作的土地。’贝尔院士和格尔梅尔先院士这两位权威的自然观察家在1845年曾经这样说过。当时塔夫利达省的人口比现在少一半，生产谷物180万俄石……60年过去了，人口只增加了1倍，而1903年谷物的产量是1760万俄石，差不多增加了9倍。”（第24页）



　　不仅塔夫利达省的情形如此，欧俄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的许多省份也都是如此。南方草原区和伏尔加左岸各省的谷物产量，在60年代和70年代比中部黑土地带省份低，到80年代却超过了这些省份（见《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86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25—227页。——编者注］

 。1863年至1897年，整个欧俄人口增加了53％，其中乡村人口增加了48％，城市人口增加了97％。同一时期，新罗西亚、下伏尔加和东部各省的人口却增加了92％，其中乡村人口增加87％，城市人口增加134％（同上，第446页） 
［注：同上，第519页。——编者注］

 。
　　梅尔特瓦戈先生接着写道：“我们毫不怀疑，目前官方对我国土地储备的经济意义的估计，也同1845年贝尔和格尔梅尔先对塔夫利达省的估计一样错误。”（同上）



　　这话说得很对。但是梅尔特瓦戈先生没有看到贝尔的错误和一切官方估计的错误的根源。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只注意当时的技术和经营水平，而没有估计到这一水平的提高。贝尔和格尔梅尔先没有预见到在农奴制崩溃以后可能发生的技术上的变化。现在丝毫不容怀疑，在欧俄农奴制大地产崩溃之后，生产力必将蓬勃发展，技术和经营水平必将大大提高。许多评论俄国土地问题的人，往往错误地忽视了问题的这一方面。欧俄农民真正获得自由和完全摆脱农奴制的压迫，这是广泛利用俄国大量待垦土地的条件。目前这些土地有相当一部分还不适用，这与其说是由于这些或那些边疆地区土地的自然特点，还不如说是由于俄罗斯内地经济的社会特点，正是这些社会特点使技术停滞不前，使居民陷于无权、受压、愚昧、无援的境地。

考夫曼先生正是忽略了问题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他说：“我预先声明，我不知道移民能移多少，是100万，300万还是1000万。”（同上，第128页）他指出，所谓土地不宜耕作是个相对的概念。他说：“盐沼地不仅不是毫无指望的土地，而且在采用一定的技术措施以后，可以变成很肥沃的土地。”（第129页）在平均每平方俄里只居住3．6人的土耳其斯坦，“辽阔的土地仍然无人居住”（第137页）。“土耳其斯坦的‘不毛之地’，许多地方是有名的中亚细亚黄土地，只要得到充分的灌溉，土地是非常肥沃的……至于有没有可灌溉的土地，这个问题根本不必提出：无论你往哪一方向横穿这个地区，都可看到许多几百年前的村落和城镇的废墟，其周围几十平方俄里的土地上曾经用来灌溉的大小渠道往往交织成网，而有待人工灌溉的黄土荒地，其总面积无疑有数百万俄亩。”（同上，第137页）

土耳其斯坦以及俄国其他许多地方的数以千百万俄亩计的土地，不仅“期待着”灌溉和各种土壤改良设施，而且“期待着”俄国农业人口摆脱农奴制残余，摆脱贵族大地产的压迫，摆脱国家的黑帮专政。

猜测俄国究竟有多少“不宜耕作的”土地能够变成可耕地，这是毫无益处的。但是，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为俄国的全部经济史所证实的、构成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一大特点的事实。这一事实就是俄国拥有大量的待垦土地，整个农业技术的每一进步，俄国农民摆脱农奴制压迫方面的每一进步，都将使这些土地日益适于居住，适于耕作。

这一情况是俄国农业按美国模式实行资产阶级演进的经济基础。我国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不加思考就死板地拿西欧各国同俄国作比较，殊不知那里的全部土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早就有人耕种了。那里，农业技术的每一进步所创造的新东西，仅仅是出现了将更多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土地的可能性。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是在下面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这里农业技术的每一进步和扩大居民的真正自由方面的每一进步，不仅创造了在原有土地上追加投入劳动和资本的可能性，而且创造了利用邻近的“一望无际的”新土地的可能性。


8．第一章经济结论的小结

现在我们对几个经济结论作一个小结，这些结论应该作为我们重新研究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问题的引子。

我们看到，我国革命中土地斗争的“关键”就是农奴制大地产。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首先是和主要是争取消灭这些大地产的斗争。消灭这些大地产，使之完全转到农民手中，这无疑是符合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趋势的。这样的资本主义演进道路，就意味着生产力得到最迅速的发展，居民群众享有最好的劳动条件，资本主义在自由农民变为农场主的情况下获得最迅速的发展。但是也有可能走另一条资产阶级农业演进道路，那就是地主产业和大地产在农奴主盘剥的地主产业缓慢地转变为容克农场的情况下保留下来。各阶级在俄国革命中提出的两种类型的土地纲领，其基础就是这两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演进方式。但是俄国拥有大量待垦土地这一特点，是可能按“美国式”道路演进的经济基础之一。这种土地丝毫不能使欧俄农民摆脱农奴制压迫，但是，俄国内地的农民愈自由，生产力发展的天地愈广阔，这种土地就会愈广泛、愈容易被利用起来。　




《列宁全集》第16卷


第二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及其在第一次革命中所受到的检验

现在来研究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土地问题的观点的发展的主要历史阶段，我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一书的第一节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15—220页。——编者注］

 已经谈过了。这里，我们应该稍微详细地说明一下俄国社会民主党过去的土地纲领，即1885年和1903年的土地纲领究竟错在什么地方。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过去的土地纲领究竟错在什么地方？

1885年公布的“劳动解放社”的纲领草案中，土地纲领是这样表述的：“彻底改变我国的土地关系，即改变赎买土地和把土地分给农民村社的条件。农民有权自由放弃份地和退出村社，等等”。

整个条文就是这样。这个纲领的错误并不在于其中有什么错误的原则或错误的局部要求。不是的。纲领的原则是对的，它所提出的唯一的局部要求（有权放弃份地）也完全是无可争辩的，甚至现在已经通过独特的斯托雷平法案实现了。这个纲领的错误在于它太抽象，对问题没有任何具体的看法。其实，这不是什么纲领，而是一项极笼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声明。纲领起草人是初次阐述这些著名的原则，而且远在工人政党成立之前，因此把这个错误归咎于起草人，当然是很荒谬的。相反，应当特别着重指出，这个纲领早在俄国革命爆发前20年就已经认定“彻底改变”农民改革事业势在必行了。

在理论上发展这个纲领，就应该说明我们土地纲领的经济基础是什么，说明彻底改变（不同于不彻底的改良主义的改变）的要求可以而且应该以什么为依据，最后，还应该用无产阶级的观点（与任何激进派的观点根本不同的观点）来具体确定这一改变的内容。在实践上发展这个纲领，就应该吸取农民运动的经验。没有群众性的以至全国性的农民运动的经验，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就不可能具体化，因为，我国农民的资本主义分化程度究竟如何，农民究竟有多大能力进行革命民主主义的变革，这些问题单靠理论上的设想，是很难解决甚至不可能解决的。

1903年，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当时我们同样缺乏有关农民运动的性质、规模和深度方面的经验。1902年春季的南俄农民起义[139]，仍然是一次个别的爆发。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在制定土地纲领时持审慎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替资产阶级社会“拟订”土地纲领，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事情，而无产阶级理应支持的农民反对农奴制残余的运动究竟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无从知道。

1903年的纲领试图具体确定社会民主党人在1885年只是笼统地谈到的“改变”有哪些内容，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这一尝试表现在纲领关于“割地”的那一段主要的条文中，它的出发点是想把用于农奴制盘剥式经营的土地（“1861年从农民那里割去的土地”）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土地大致地区分开来。这种大致的区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实际上农民群众运动的矛头不可能指向某几种地主土地，而只会指向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1903年的纲领提出了1885年还没有提出的问题，即在全体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必然要改变的土地关系发生改变时农民同地主的利害冲突问题。但是1903年的纲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不正确的，它不是把实现资产阶级变革的两种方式——彻底的农民方式和彻底的容克方式——对立起来，而是人为地杜撰某种中间办法。诚然，这里也应该考虑到，当时还没有公开的群众运动，因而无法根据确切的材料来解决问题，难免象社会革命党人那样靠纸上谈兵、凭着天真的愿望或小市民的空想来解决问题。当时，谁也不能有把握地预先断言，在地主局部地放弃工役制、改用雇佣劳动的影响下，农民会分化到什么程度。谁也无法估计1861年改革后形成的农业工人阶层究竟有多大，他们的利益同破产农民的利益差别有多大。

1903年土地纲领的基本错误，至少是对于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土地斗争为什么可能而且一定会开展起来这一问题缺乏确切的认识，对于在这种或那种社会力量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客观上可能出现的几种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的方式缺乏确切的认识。


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行土地纲领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社会民主党的现行土地纲领同上一个纲领相比，在一个重要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那就是社会民主党承认要没收地主土地 
［注：在纲领的正文（第4段）中讲到私有土地。在纲领所附的决议中《土地纲领第2部分）讲到没收地主土地。］

 ，从而坚决走上了承认农民的土地革命的道路。纲领中“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到没收地主土地……”这番话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是报告人之一，他同约翰一起提出这个纲领，他在讨论中公开地说，必须不再害怕“农民土地革命”（见普列汉诺夫的报告，《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1907年莫斯科版第42页）。

既然承认我国在土地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农民土地革命”，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在土地纲领问题上的重大意见分歧，似乎应该从此结束了。然而，事实上在下面一个问题上又发生了意见分歧：社会民主党人究竟应该主张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归农民私有呢，还是主张地主土地地方公有化或全部土地国有化。所以，我们首先应该肯定社会民主党人常常忘记的一条原则，即这些问题只有从俄国农民土地革命的观点出发，才能得到正确解决。当然，问题并不是要社会民主党放弃独立地确定无产阶级作为一个不同的阶级在这场农民革命中的利益。不是的。问题是要明白了解，农民土地革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形式，它的性质和意义是什么。我们不能“臆造出”什么特别的改革“方案”。我们应该研究清楚在按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俄国，农民土地变革的客观条件是什么，根据这种客观的分析把某些阶级的错误思想同经济变革的现实内容区分开来，并且确定，在这些实际的经济变革的基础上，生产力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所要求的究竟是什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行土地纲领赞成（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赞成）把没收来的土地变成公有财产（森林、水域和移民所需的土地国有化，私有土地地方公有化），至少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应该如此。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赞成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归农民私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赞成农民以至一切小土地占有者现有的土地仍然归他们所有。可见，纲领规定革新后的资产阶级俄国存在两种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制以及（至少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情况下）以地方公有和国有为形式的公有制。

纲领起草人用什么理由来解释这种两重性呢？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要顾到农民的利益和要求，担心同农民分裂，担心引起农民反对无产阶级和反对革命。纲领起草人及其拥护者提出这样的理由，就是采取了承认农民土地革命、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支持农民一定的要求的立场。而且提出这一理由的，正是以约翰同志为首的最有影响的纲领拥护者！这一点，只要看一下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记录，就可以相信了。

约翰同志在报告中直率而坚决地提出了这个理由。他说：“如果革命象列宁同志所建议的那样，要把农民的份地或被没收的地主土地收归国有，那么这不仅会在边疆地区、而且会在中部地区引起反革命运动。那时就不仅会出现一个旺代暴动[140]，而是会发生一场反对国家干涉对农民私有〈黑体是约翰用的〉份地的支配、反对私有土地国有化做法的农民总暴动。”（见《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第40页）

这看来是很清楚了吧？农民私有土地的国有化竟会引起农民总暴动！为什么伊克斯提出的最早的地方公有方案，不仅主张把私有土地交给地方自治机关，而且主张“可能时”把全部土地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我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17—218页。——编者注］

 这本小册子中引证过这一点），而马斯洛夫提出的代替伊克斯方案的地方公有方案，却把农民土地除外，其原因就在这里。确实，怎么能不考虑到1903年以后发现的必然会爆发反对全盘国有化的农民暴动这件事呢？怎么能不接受另一位著名的孟什维克科斯特罗夫的观点呢？科斯特罗夫在斯德哥尔摩大声疾呼：


　　“带着这个主张〈国有化主张〉到农民中去，就等于把农民推开。农民运动就会避开我们或者反对我们，我们就会被革命所抛弃。国有化会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使它同农民隔绝，从而也就削弱了革命的力量。”（第88页）



　　不可否认，这个论据的确有说服力。在农民土地革命中竟然试图违反农民意志，把他们的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既然听信了约翰和科斯特罗夫的话，那么否决国有化主张就是毫不奇怪的了。但是，代表大会听信他们两人的话真有道理吗？

鉴于这是关系到爆发反对国有化的全俄旺代暴动的重大问题，这里不妨稍微回顾一下历史。


3．实际生活对地方公有派的主要论据的检验

我方才引用的约翰和科斯特罗夫两人的措辞坚决的讲话，是在1906年4月即第一届杜马召开前夕发表的。我曾经论证农民是拥护土地国有化的（见我的小册子《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15—241页。——编者注］

 。有人反驳我说，农民协会[141]代表大会的决定不足为凭，这些决定是由社会革命党的思想家搞出来的，农民群众决不会拥护这样的要求。

后来，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已经用文件解决了这个问题。来自全俄各地的农民代表都在第一届杜马，特别是在第二届杜马中发表过意见。只有《俄国报》[142]或《新时报》的政论家，才会否认农民群众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在两届杜马中已经表达出来这一事实。现在，农民代表已经在其他政党面前独立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农民土地国有化这一主张，似乎应该被彻底埋葬了吧？约翰和科斯特罗夫的拥护者们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煽动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发出不许实行国有化的叫嚷了吧？孟什维克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人似乎真的能把势必引起反革命的全俄旺代暴动的国有化拥护者们同革命“隔绝”开来了吧？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第一届杜马，为农民私有（黑体是约翰用的）土地操心的是斯季申斯基和古尔柯。在两届杜马中，主张土地私有制的是一些极右分子，他们同政府代表一起，反对任何形式的土地公有制，地方公有化也好，国有化也好，社会化也好，都一概加以反对。在两届杜马中，来自全俄各地的农民代表都主张国有化。

马斯洛夫同志在1905年写道：“土地国有化作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手段，目前在俄国是不会被承认的，首先〈请注意这“首先”二字〉因为这是一种无谓的空想。土地国有化要求把一切土地交给国家。但是，农民特别是个体农民，会自愿同意把自己的土地交给什么人吗？”（彼·马斯洛夫《土地纲领批判》1905年莫斯科版第20页）

总之，在1905年，国有化“首先”是一种无谓的空想，因为农民不会同意。

到了1907年3月，同一位马斯洛夫又写道：“一切民粹主义集团〈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主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土地国有化。”（1907年《教育》杂志第3期第100页）

看，这就是新的旺代暴动！这就是全俄农民反对国有化的总暴动！

但是，彼·马斯洛夫不去想一想，在经过两届杜马之后，那些说过和写过农民会举行反对土地国有化的旺代暴动的人，陷入了多么可笑的境地，他也不去追究自己在1905年犯错误的原因，却去效法健忘的伊万[143]。他认为还是忘记我所引用的他的上述文字和他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为好！不仅如此。他在1905年轻率地断定农民不会同意，而现在他又同样轻率地说起相反的话来了。他说：


　　“……反映小私有者的〈听听吧！〉利益和希望的民粹派，不得不主张国有化”（《教育》杂志第100页）。



　　看，这就是我们那些地方公有派的科学的老实态度的典范！在全俄农民代表发表政治主张以前，他们解决这个困难问题时替小私有者说的是一套，而在农民代表在两届杜马中发表意见之后，他们替同样这些“小私有者”说的却又是截然相反的另外一套。这里应该指出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马斯洛夫认为俄国农民倾向于国有化，并不是由于农民土地革命的特殊条件，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小私有者的一般特性。这真是难以置信，然而这是事实。

马斯洛夫郑重地说：“小私有者最怕大私有者的竞争和统治，最怕资本的统治……”马斯洛夫先生，您搞错了！把大（农奴制的）土地私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相提并论，那就是重复市侩的偏见。农民之所以如此坚决地反对农奴制大地产，因为他们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是农业的资本主义自由演进的代表者。


　　“……小私有者没有能力在经济方面同资本作斗争，便指望政权来帮助小私有者反对大私有者……如果说俄国农民若干世纪以来一直希望中央政权保护他们免遭地主和官吏之害，如果说法国拿破仑依靠农民扼杀了共和国，那么这都是因为农民希望得到中央政权的援助。”（《教育》杂志第100页）



　　彼得·马斯洛夫说得妙极了！第一，如果说俄国农民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所表现的特性和拿破仑时代法国农民所表现的一样，那么这和土地国有化又有什么相干呢？法国农民在拿破仑时代从来没有拥护过国有化，也不可能拥护。马斯洛夫先生，您这不是生拉硬扯吗？第二，这与同资本作斗争又有什么相干呢？这里讲的是农民土地私有制同包括农民土地在内的全部土地国有化之间的比较。法国农民在拿破仑时代死死抱住小私有制不放，认为这是抵御资本的壁垒，而俄国农民呢……可敬的先生，请让我再问一次，您的话前后又怎么连得起来呢？

第三，马斯洛夫讲到对政权的指望时，竟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农民都不了解官僚制度的危害，不了解自治制度的意义，只有他这位先进的彼得·马斯洛夫才重视这一点。这样来批评民粹派，未免太简单化了！我们只要查一查劳动派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提出的有名的土地法案（104人法案[144]），便可以看出马斯洛夫的论断（或暗示？）是错的。恰恰相反，事实说明，在劳动派的法案中，自治原则和反对用官僚手段解决土地问题的态度，比在按马斯洛夫意见写成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表现得更加鲜明！我们党的纲领只讲到地方机关选举的“民主原则”，而劳动派的法案（第16条）则准确地直截了当地提出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选举地方自治机关。不仅如此，该法案还提出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大家知道，这一点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这种委员会也应该用上述方式选举产生，它应负责组织土地改革问题的讨论，并进行改革的准备工作（第17—20条）。主张用官僚主义办法实行土地改革的是立宪民主党人，而不是劳动派，是自由派资产者，而不是农民。为什么马斯洛夫硬要歪曲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呢？

第四，马斯洛夫在说明小私有者为什么“不得不主张国有化”的那段绝妙的“解释”中，强调庄稼汉指望得到中央政权的保护。这是地方公有化区别于国有化的地方：一个靠地方政权；一个靠中央政权。这是马斯洛夫十分欣赏的思想，关于这种思想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实质，我们到下面再作详细的分析。这里只是指出，马斯洛夫回避了我国革命历史向他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农民不怕自己的土地收归国有。这是问题的关键！

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特别有趣的是，马斯洛夫在试图说明劳动派不主张地方公有化而主张国有化的阶级根源时，竟向读者隐瞒了民粹派也是主张由地方自治机关直接支配土地这一事实！马斯洛夫说庄稼汉“指望”中央政权，这不过是知识分子对庄稼汉的诽谤。请看劳动派提交两届杜马讨论的土地法案第16条。该条原文如下：


　　“全民土地资产应由经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地方自治机关主管，地方自治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独立进行活动。”



　　试把这一条同我们党的土地纲领中相应的要求作个比较：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求：……（4）没收除小地产以外的私有土地，并将其转交给根据民主原则选举出来的大的地方自治机关〈根据第3项，包括城区和乡区的机关〉支配……”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0页。——编者注］





　　从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权限来看，这里有什么区别呢？“主管”和“支配”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马斯洛夫讲到劳动派对国有化的态度时，要向读者（可能也向他自己？）隐瞒第16条的内容呢？因为这一条完全粉碎了他那荒谬的“地方公有化”主张。

读者只要看看马斯洛夫向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提出的地方公有化主张的理由，只要读一读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就可以看出，他口口声声强调不能镇压各民族，不能压迫各边疆地区，不能忽视不同的地方利益，等等，等等。早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前我就向马斯洛夫指出（见《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第18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8页。——编者注］

 ），所有这些论据“完全是误会”，我当时说，我们的党纲既承认了各民族的自决权，也承认了广泛的地方自治和区域自治。所以在这方面，不必要也不可能再想出任何防止过分集中、防止官僚化和防止规章过死的补充“保证”，因为这种“保证”要么毫无内容，要么会被人解释成反无产阶级的联邦制的办法。

劳动派向地方公有派证明了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现在马斯洛夫也该承认，所有代表农民的利益和观点的集团，都主张这样一种形式的国有化，即它们所主张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和权力并不比马斯洛夫所要求的少！规定地方自治机关权限的法律应当由中央议会颁布，这一点马斯洛夫闭口不谈，但是任何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的做法都无济于事，因为现在根本不能设想会有什么别的办法。

“转交给……支配”这几个字把问题弄得十分糊涂。不知道究竟谁是被没收的地主土地的所有者 
［注：孟什维克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否决了把“支配”改为“所有”的修正案（《记录》第152页）。只是在策略决议中提到，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情况下……交给……“所有”，而根本没有比较明确地交代“革命胜利发展”是什么意思。］

 ！既然不知道，那么所有者就只能是国家。“支配”的内容是什么，它的范围、形式和条件怎样，——这又要由中央议会来决定。这是不言而喻的，况且我们党的纲领还专门分出“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移民所需的土地”。显然，只有中央国家政权才能从全部森林中分出“有全国意义的”森林，从全部土地中分出“移民所需的土地”。

总之，现在特别不伦不类地成了我们党的纲领的马斯洛夫纲领，同劳动派的纲领相比，显得十分荒谬。无怪乎马斯洛夫讲到国有化问题时要扯到拿破仑时代的农民，他为的是不让大家知道，我们提出这种糊涂的“地方公有化”主张，已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面前，使自己落到多么荒谬可笑的境地！

两个纲领唯一的区别，十分现实的、毫无疑问的区别，就是对待农民份地的态度不同。马斯洛夫把这种土地除外，是因为他害怕“旺代暴动”。结果却是，参加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农民代表嘲笑了尾巴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恐惧心理，主张把自己的土地全部国有化！

地方公有派现在不得不去反对劳动派农民，向他们证明，他们不应该让自己的土地实行国有化。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用马斯洛夫、约翰、科斯特罗夫之流的论据打了他们自己的耳光。


4．农民的土地纲领

现在我们来探讨彼·马斯洛夫感到束手无策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所有反映小私有者的利益和希望的政治集团，都不得不主张国有化。

首先来分析一下，104人土地法案，即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劳动派的土地法案，在多大的程度上真正反映了全俄农民的要求。两届杜马的代表成分，以及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在“议会”讲坛上就土地问题所开展的政治斗争的性质，都能够说明这一点。关于土地私有制、特别是关于农民土地私有制的主张，在杜马中不仅没有被推到次要地位，恰恰相反，经常被某些政党提到首要地位。政府通过斯季申斯基、古尔柯和所有的大臣先生，通过所有的官方报刊，专门向农民代表表示赞成这个主张。右派政党，由第二届杜马中“大名鼎鼎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带头，也喋喋不休地对农民大讲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好处。这个问题上力量的实际配置情况已由大量的材料说明，因而对于这一情况的正确性（从阶级利益来看）便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了。在第一届杜马中，当时自由派认为革命人民是一种力量并向革命人民献殷勤，立宪民主党由于大势所趋，也曾主张土地国有化。大家知道，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提出的土地法案中提到“国家土地储备”，凡是可转让的土地都算作这类土地，它将交给农民长期使用。当然，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提出这个要求，并不是出于某种原则——说立宪民主党有什么原则是很可笑的。不是的，自由派提出这一要求，那不过是农民群众的要求引起的微弱反响。农民代表早在第一届杜马就立即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104人”土地法案，是全俄农民这一觉悟的社会力量的主要和基本的政纲。农民代表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发言、“劳动派”报纸（《农民代表消息报》和《劳动俄罗斯报》[145]）上刊登的文章，都说明104人法案如实反映了农民的利益和希望。因此，关于这个法案应该比较详细地来谈一谈。

看一看在这个法案上签字的代表的构成情况是很有意思的。第一届杜马的时候，在法案上签字的有70名劳动派分子，17名无党派人士，8名政治派别不明的农民，5名立宪民主党人 
［注：加甫·祖勃琴科、季·沃尔柯夫和马·格拉西莫夫三人都是农民；还有医生谢·洛日金和司祭阿法纳西耶夫。］

 ，3名社会民主党人 
［注：彼尔姆省的工人安东诺夫、略山省的工人叶尔绍夫和莫斯科省的工人瓦·丘留科夫。］

 和1名立陶宛自治派。在第二届杜马中，在“104人”法案上签了99个名字，把重复的除外，共有91人签名，其中79名劳动派分子，4名人民社会党人，2名社会革命党人，2名哥萨克集团分子，2名无党派人士，1名比立宪民主党人稍左的分子（彼得松），1名立宪民主党人（农民奥德诺科佐夫）。在签名者中间农民占多数（第二届杜马91人中不少于54人；第一届杜马104人中不少于52人）。有意思的是：彼·马斯洛夫对那些他认为不会赞同国有化的个体农民（见前面的引文 
［注：见本卷第227页。——编者注］

 ）所抱的特别的期望，也被两届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全部推翻了。例如，波多利斯克省几乎全体农民都是个体农民（1905年，个体农户共有457134户，村社农户只有1630户）。而波多利斯克省代表在“104人”土地法案上签名的，第一届杜马中有13人（大部分是种地的农民），第二届杜马中有10人！有个体农户拥有地产的其他省份如维尔纳省、科夫诺省、基辅省、波尔塔瓦省、比萨拉比亚省和沃伦省，这些省的代表也在104人法案上签了名。只有持有民粹派偏见的人才会认为，从土地国有化的角度来看，村社农民和个体农民的差别是极其重要的。顺便说一句，全俄农民代表第一次提出土地纲领，已使这种偏见遭到极其沉重的打击。事实上，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并不是由于特殊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也不是由于农民的“村社习惯和本能”，而是由于全部小农地产（村社地产和个体农户地产都在内）都受农奴制大地产压迫这个总的情况。

在第一、第二两届杜马中提出104人国有化法案的有全俄各地的代表，其中不仅有中部农业区和非黑土地带工业省的代表，不仅有北部边疆地区（在第二届杜马中有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沃洛格达两省的代表）、东部边疆地区和南部边疆地区（阿斯特拉罕、比萨拉比亚、顿河、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库班、塔夫利达、斯塔夫罗波尔等省和州）的代表，而且有小俄罗斯各省、西南各省、西北各省、波兰（苏瓦乌基省）和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省）的代表。显然，在俄国中部农业区表现得最厉害最直接的农奴制地主土地占有制对小农的压迫，在全俄各地都有表现，致使各地的小农都支持争取土地国有化的斗争。

这一斗争的性质带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特征。在这方面，必须特别着重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报刊经常忽视的一个事实，即社会革命党人的“社会主义”遭到最沉重的打击，是在农民提出独立的土地纲领，第一次登上公开的全俄政治舞台的时候。只有少数先进的农民代表赞成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法案（第一届杜马中的“33人”法案[146]）。大多数代表都站在104人方面，拥护人民社会党人的法案。社会革命党人自己把人民社会党的纲领叫作个人主义的纲领。

例如，在社会革命党人的《论文集》中（“我们的思想”出版社，1907年圣彼得堡版第1集），有潘·维赫利亚耶夫先生的一篇题为《人民社会党和土地问题》的文章。作者批评人民社会党人彼舍霍诺夫，并且还引了他的一段话：“104人法案反映了我们〈人民社会党人〉对于用什么方法可以取得土地的观点”（见该《论文集》第81页）。社会革命党人直截了当地说，104人法案“将会否定村社土地使用制的根本原则”，同斯托雷平的土地法，同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一模一样”（原文如此！）（同上，第86页。我们下面再来说明社会革命党人的偏见是如何妨碍他们去认清斯托雷平的道路和劳动派道路之间实际的经济区别的）。社会革命党人把彼舍霍诺夫的纲领观点看成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表现”（第89页），是“用个人主义脏水污染了思想的巨流”（第91页），是“怂恿人民群众中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潮”（同上，第93页）。

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对的。不过问题的实质根本不在于彼舍霍诺夫先生之流的机会主义，而是在于小农的个人主义，社会革命党人想用“有力的”言词来掩盖这一事实是徒劳的。问题不在于彼舍霍诺夫之流污染了社会革命党的思想的巨流，而在于多数先进农民代表暴露了民粹主义的真实的经济内容，暴露了小农的真实的意图。社会革命党的主张在广泛的、真正是全俄的农民群众代表中遭到了破产。这就是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104人土地法案向我们表明的情况。 
［注：从第二届杜马的速记记录可以看出，社会革命党人穆申科提出了一项由105名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147]。可惜我没能弄到这个法案。我手头有关杜马的材料中，只有劳动派在第二届杜马中再次提出的104人法案。有了劳动派的这两份（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104人法案，社会革命党的105人法案因此至多也只能表明某些农民动摇于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却推翻不了我在文中所谈到的问题。附带说期一点。亚·芬－叶诺塔耶夫斯基在对农民协会的以至全体农民的国有化要求的严肃性和自觉性提出异议时，引用了弗·格罗曼先生的说法，说什么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没有预见到使用土地要付什么代价”，不了解级差地租应该交给整个集体（亚·芬《土地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69页）。104人法案第7条和第14条说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这两条中，劳动派既预见到使用土地要付代价（土地税随着份地扩大而提高），又预见到级差地租将转交给国家（“限制”对土地“增值部分的权利，因为土地增值不取决于土地占有者的劳动和资本〈这一点请注意！劳动派并不反对资本！〉而取决于社会条件”）。诚然，关于城市土地和其他土地，第7条说：“在这些财产没有变为全民财产之前”，土地占有者的权利等等应该受到限制。不过这大概是一种失言吧，不然的话，就成了劳动派从私有者那里征收地租，却又把地租交还给租种全民土地的占有者！］



劳动派在主张土地国有化时，通过自己的法案十分清楚地表露出小农“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要求。他们主张把份地和小块私有土地留在现在的占有者手里（104人土地法案第3条），条件只是要采取立法措施来保证“这些土地逐步转为全民财产”。把这句话译成能说明真实经济关系的语言，那就是说：我们是从真正业主的利益出发的，是从真正的而不只是名义上的农民的利益出发的，但是我们希望他们的经济活动能在国有化 
［注：租应该交给整个集体（亚·芬《土地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69页）。104人法案第7条和第14条说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这两条中，劳动派既预见到使用土地要付代价（土地税随着份地扩大而提高），又预见到级差地租将转交给国家（“限制”对土地“增值部分的权利，因为土地增值不取决于土地占有者的劳动和资本〈这一点请注意！劳动派并不反对资本！〉而取决于社会条件”）。诚然，关于城市土地和其他土地，第7条说：“在这些财产没有变为全民财产之前”，土地占有者的权利等等应该受到限制。不过这大概是一种失言吧，不然的话，就成了劳动派从私有者那里征收地租，却又把地租交还给租种全民土地的占有者！］

 土地上完全自由地开展起来。法案第9条规定“本地人比外来的享有优先权，农业人口比非农业人口享有优先权”，这再次说明劳动派把小业主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平等的土地权”是一句空话；由国家给“没有足够资金购置经营所必需的一切用具的人们”发放贷款和补助金（104人土地法案第15条）——这是一种天真的愿望，其实得利的必然只是那些现在能成为殷实业主、能从受盘剥的农民变为自由而富裕的农民的人。自然，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支持那些可以最有力的促使俄国农业从农奴主－地主的手中，从受盘剥的、愚昧的、贫困的、因循守旧的农民手中转到农场主手中的措施。而“104人”法案无非是一个争取把受盘剥的农民中的一部分殷实户变成自由农场主的纲领。


5．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革命

现在要问，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变革的经济条件下，有没有使得小私有者要求土地国有化的物质基础，或者这一要求也不过是一句空话，不过是无知庄稼汉的天真愿望，是宗法式的农民的一种空想？

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更具体地设想一下农业中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条件，然后拿这些条件同我们上面所说的俄国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的两条道路作一比较。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1905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2册）中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从土地占有关系来看，农业中资产阶级变革的条件是什么。

马克思分析了洛贝尔图斯的观点，提示了这位波美拉尼亚[148]地主的理论的全部局限性，并且详细列举了他的愚钝的种种表现（同上，第2卷第1册第256—258页，洛贝尔图斯先生的第一个谬论到第六个谬论），此外还分析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同上，第2卷第2册第3节ｂ《李嘉图理论的历史条件》）。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94—97页和第262—267页。——编者注］



马克思谈到李嘉图和安德森时说：“他们两人都是从一种在大陆上看来非常奇怪的观点出发的，这就是：（1）根本不存在妨碍对土地进行任意投资的土地所有权；（2）从较好的土地向较坏的土地推移。（在李嘉图看来，如果把由于科学和工业的反作用造成的中断除外，这一点是绝对的；在安德森看来，较坏的土地又会变成较好的土地，所以，这一点是相对的）；（3）始终都有资本，都有足够数量的资本用于农业。

说到（1）、（2）两点，大陆上的人们一定会感到非常奇怪：在这样一个他们看来最顽固地保存了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国家里，经济学家们——安德森也好，李嘉图也好——却从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观点出发。这种情况可用以下两点来解释：

第一，英国的‘公有地圈围法’（《law　of　enclosures》）[149]〈即圈围村社土地的法令〉有它的特点，同大陆上的瓜分公有地毫无共同之处；

第二，从亨利七世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都没有创造出如此完善的〈适合自己的〉条件，并使这些条件如此服从自己支配。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关系，不仅村落的位置，而且村落本身，不仅农业人口的住所，而且农业人口本身，不仅原来的经济中心，而且这种经济本身，凡是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相适应的，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举例来说，在德国人那里，经济关系是由村社土地〈Feldmarken〉的传统关系、经济中心的位置和居民的一定集中点决定的。在英国人那里，农业的历史条件则是从15世纪以来由资本逐渐创造出来的。联合王国的常用术语‘clearing　of　estates’〈直译是清扫领地或清扫土地〉，在任何一个大陆国家都是听不到的。但是什么叫作‘clearing　of　estates’呢？就是毫不考虑定居在那里的居民，把他们赶走，毫不考虑原有的村落，把它们夷平，毫不考虑经济建筑物，把它们拆毁，毫不考虑原来农业的类别，把它们一下子改变，例如把耕地变成牧场，总而言之，一切生产条件都不是按照它们传统的样子接受下来，而是按照它们在每一场合怎样最有利于投资历史地创造出来。因此，就这一点来说，不存在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让资本——租地农场主——自由经营，因为土地所有权关心的只是货币收入。一个波美拉尼亚的地主，脑袋里只有祖传的〈angestammten〉村社土地、经济中心和农业公会等等，因而对李嘉图关于农业关系发展的‘非历史’观点就会大惊小怪。而这只说明他天真地混淆了波美拉尼亚关系和英国关系。可是决不能说，这里从英国关系出发的李嘉图会同那个思想局限于波美拉尼亚关系的波美拉尼亚地主一样眼光短浅。因为英国关系是使现代土地所有权——被资本主义生产改变了形式的土地所有权——得到合适〈十分完善的〉发展的唯一关系。在这里，英国的观点对于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说具有古典意义。相反，波美拉尼亚的观点却是按照历史上处于较低阶段的、未完全形成的〈不合适的〉形式来评论已经发展了的关系。”（第5—7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263—264页。——编者注］



这是马克思的一段极其深刻的论断。我们的“地方公有派”是否曾经思考过呢？

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3卷（第2册第156页）中就指出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发展时在历史上所遇到的那种土地所有权形式，是不适应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自己从封建地主、农民村社、克兰等旧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中，创造出相应的土地关系形式。 
［注：同上，第25卷第696页。——编者注］

 在上面引证的那一部分，马克思把资本在创造适合自己的土地占有制形式时所采用的各种方式作了比较。在德国，中世纪土地占有形式的改造是通过所谓改良的方式来进行的，迁就旧习惯，迁就传统，迁就缓慢地变为容克农场的农奴主领地，迁就那些正艰难地由徭役制农民变为雇农和大农的懒惰的农民 
［注：参看《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册第280页：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是“懒惰的农场主被实业家（Gesch?ftsmann）所取代”（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16页。——编者注）］

 所习惯的地块。在英国，这种改造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但是这种暴力有利于地主，暴力手段的对象是农民群众，农民苦于苛捐杂税的盘剥，被赶出农村，离乡背井，家破人亡，流落国外。在美国，这种改造是通过对南部各州奴隶主农庄施行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在那里，暴力是用来对付农奴主－地主的。他们的土地被分掉了，封建的大地产变成资产阶级的小地产 
［注：见考茨基《土地问题》（德文本第132页及以下各页）中有关美国南方由于奴隶制崩溃而引起小农场的发展的部分。］

 。对于美国许多“空闲”土地说来，为新生产方式（即为资本主义）创造新的土地关系这一使命，是由“美国土地平分运动”，由40年代的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由宅地法[150]等等来完成的。当德国共产主义者赫尔曼·克利盖在1846年鼓吹美国的土地平分时，马克思嘲笑了这种冒牌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偏见和市侩的理论，但他同时也充分估计到美国反对土地私有制 
［注：见1905年《前进报》第15号（4月7日（20日）日内瓦出版）上的《马克思论美国的“土地平分”》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50—56页。——编者注）（梅林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马克思在1846年写道：“我们完全承认美国民族改良派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我们知道，虽然这个运动所力求达到的结果在目前会促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工业制度的发展，但是它既然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成果，是对一般土地私有制、特别是在美国现存条件下对土地私有制举行的攻击，其结果必然会导向共产主义。克利盖同当时侨居纽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一起参加了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竟用一些华丽的词句粉饰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不去深入考察运动本身的内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页。——编者注）］

 运动的历史意义，认为这是代表美国生产力发展的利益、代表美国资本主义利益的进步运动。


6．为什么俄国小私有者不得不主张国有化？

用上述观点来考察一下19世纪下半叶以来俄国的农业演进情况吧。

我国“伟大的”农民改革，割取农民土地，强迫农民迁往“沙地”，依靠武力、枪杀和体刑来施行新的土地制度，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为了农业中正在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对农民所采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这是用地主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扫土地”。

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斯托雷平的土地法，这种对富农掠夺村社的怂恿，这种以群众迅速破产为代价、为着一小撮富裕业主的利益对旧的土地关系的破坏，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对农民施行大规模暴力的第二个重大步骤。这是第二次用地主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扫土地”。

劳动派在俄国革命中提出土地国有化主张，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用农民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扫土地”。

我国地方公有派的一切荒唐主张的基本根源，就在于他们不了解俄国可能出现的两种资产阶级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即地主式的资产阶级变革和农民式的资产阶级变革的经济基础。不“清扫”中世纪的（部分是封建式的，部分是亚细亚式的）土地关系和土地制度，农业中的资产阶级变革便不可能发生，因为资本必须（就经济的必要性来说）为自己创造新的、适应自由的商业性农业这一新条件的土地制度。在土地关系方面，首先是在旧的土地占有制方面“清扫”中世纪废物，主要应涉及到地主的土地和农民的份地，因为这两种土地占有制在目前的状态下都只适合于工役制，适合于徭役制的残余，适合于盘剥制，而不适合于按资本主义方式自由发展的经济。斯托雷平式的“清扫”，无疑是遵循俄国资本主义进步发展的路线的，只是这种清扫完全迎合地主的利兹：让富裕农民付给“农民”银行（应读作：地主银行）高价，我们就给他们以自由——他们可以掠夺村社，用暴力剥夺群众，扩大地块，强迫贫苦农民搬走，破坏整个整个村庄的生活基础，不惜任何代价，不顾一切，也不管有多少“历来的”份地农民的经济和生活受到破坏，划出新的单独的地块，创立资本主义新农业的基础。这条路线无疑是具有经济意义的，它如实反映了在逐渐变为容克的地主的统治下应有的现实发展进程。

另一条路线，即农民路线，又是怎样的呢？要么这条路线在经济上不可能实现，那样一来有关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农民土地革命等等的议论，都不过是招摇撞骗或想入非非。要么这条路线在资产阶级社会某一种成分战胜资产阶级社会另一种成分的条件下，在经济上可能实现，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确地认识到并且明确地向人民指出这一发展的具体条件，即农民按照新的方式，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改造旧的土地占有关系的条件。

这里自然会产生一种想法，即认为这条农民路线就是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归农民私有。好极了。但是，要使这种分配适合农业中真正新的资本主义的条件，就必须按照新的方式、而不是按照旧的方式来进行。作为这种分配的基础的，不应该是旧有的份地，即早在100年前按地主指定的总管或亚细亚式专制政府的官吏的意志分给农民的份地，而应该是自由的商业性农业的要求。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要求，土地应在农场主中进行分配，而不是在“懒惰的”农民之间进行分配，后者绝大多数都是按旧习惯、旧传统来经营的，只适合于宗法经济的条件，而不适合于资本主义的条件。按照旧的土地份额即按照旧的份地占有制来实行分配，那就不是清扫而是永远保存旧的土地占有制，那就不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而是用许多无法成为农场主、从来不能适应环境的“懒汉”来加重资本主义的负担。进步的分配必须是建立在种地的农民新的分化的基础上，建立在农场主从废物中分化出来的基础上。这种新的分化就是土地国有化，就是完全消灭土地私有制，就是经营土地的充分自由，就是农场主可以从旧式农民中自由地产生。

请想象一下现代的农民经济以及份地占有制即旧的农民土地占有制的性质吧。“农民被村社联合成为行政兼征税性的土地占有者的极小联合体，但他们同时是分散的，被大量按份地面积、纳税数额等形形色色的方法划分成各种等级和类别。姑且拿萨拉托夫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来说吧。这里的农民分为以下各种等级：有赐地的农民、私有农民、完全私有农民、国家农民、有村社地产的国家农民、有切特维尔梯地产的国家农民、原属地主的国家农民、皇族农民、租种官地的农民、无地农民、前地主农民中的私有农民、赎买了宅院的农民、前皇族农民中的私有农民、常住私有农民、移居农民、前地主农民中的有赐地农民、前国家农民中的私有农民、脱离农奴籍的农民、免缴代役租的农民、自由耕作农、暂时义务农、前工厂农民等等，此外还有注册农民、外来农民等等。[151]所有这些等级，都有不同的土地关系史、份地面积、纳税数额等等。而且在这些等级内部又有很多类似的区分：有时甚至同一乡村的农民分为完全不同的两类，如‘前某某老爷的农民’和‘前某某太太的农民’。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类别，在中世纪……是很自然的和必要的。” 
［注：见《资本主义的发展》第5章第9节：《关于我国农村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几点意见》，第293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343—344页。——编者注）］

 如果重新分配地主土地，还是按照这种封建土地占有制来进行，那么无论是补足到统一的土地份额，即实行平均分配，还是按照新旧之间的某种比例或是按照其他标准来分配，都是一样的，都不但不能保证分配的地块符合资本主义农业技术的要求，反而会巩固这种显然不相符合的情形。这样的分配将使社会的演进遇到困难，不是把新事物从旧事物中间解放出来，而是使新事物受旧事物的束缚。只有实行土地国有化才是真正的解放，才能造就农场主，才能使农场主经济在不受旧经济束缚，不受中世纪份地占有制任何牵连的情况下形成起来。

在改革后的俄国，中世纪的农民份地上的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表现在进步的经济成分逐渐摆脱份地的决定性的影响。一方面是无产者得到解放，他们出租自己的份地，或者抛弃份地，让土地荒芜起来。另一方面是业主得到解放，他们买地租地，用中世纪旧土地占有制下的各种土地建立起新的农场。目前俄国殷实一点的农民，即在对革命有利的结局下确实能够成为自由的农场主的农民，他们所经营的土地一部分是自己的份地，一部分是从邻近的村社农民那里租来的份地，一部分也许是长期租用的官地，按年租赁的地主土地，向银行买来的土地，等等。资本主义要求把所有这些类别一概取消，要求土地上的任何经营一律适应市场的新条件和新要求，适应农业技术的要求。土地国有化就是用革命的农民的办法来实现这一要求，一下子使人民完全摆脱种种形式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这类腐朽货色。无论是地主土地占有制还是份地占有制都不应该存在，应该存在的只是新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这就是激进农民的口号。这一口号最忠实、最彻底、最坚决地表达了资本主义的要求（尽管激进农民出于幼稚，画着十字来抵御资本主义的侵袭），表达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尽量发展土地生产力的要求。

根据这点就可以判断彼得·马斯洛夫的机智程度了，他的土地纲领同劳动派农民的土地纲领的全部差别，就在于他要巩固旧的中世纪的份地占有制！农民份地好比一种犹太人居住区[152]，农民在里面被禁锢得透不过气来，急切地想得到自由的 
［注：“社会革命党人”穆申科先生在第二届杜马中最完整地叙述了该党的观点，他直截了当地宣布说：“我们举起土地解放的旗帜。”（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第1174页）只要不是瞎子，就不但能看到这面所谓“社会主义的”旗帜实际上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一点彼得·马斯洛夫也看到了），而且也能看到这种土地革命同斯托雷平—立宪民主党的主张相比，具有经济上的进步性（这一点彼得·马斯洛夫却没有看到）。］

 土地。可是，彼得·马斯洛夫却无视农民对自由土地即国有化土地的要求，要永远保有这种犹太人居住区，巩固旧制度，把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转归公共使用的优等地置于旧土地占有制和旧经济条件的支配之下。劳动派农民行动上是最坚决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口头上却是市侩空想家，以为“土地平分”是和谐和博爱 
［注：参看“人民社会党人”沃尔克－卡拉切夫斯基关于“平等、博爱、自由”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幼稚地表述了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观点（1907年3月26日第二届杜马第十六次会议，第1077—1080页）。］

 的起点，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起点。彼得·马斯洛夫行动上是个反动分子，他因为害怕将来反革命的旺代暴动而要巩固目前旧土地占有制的反革命成分，要永远保存农民的犹太人居住区；他在口头上说的却是生吞活剥、死记硬背下来的有关资产阶级进步的词句。至于俄国农业中真正自由资产阶级式的而不是斯托雷平资产阶级式的进步的实际条件，马斯洛夫之流是一窍不通的。

彼得·马斯洛夫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实际运用的那些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在对待民粹派（其中也包括社会革命党人）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态度上，可以看得最清楚。1846年间，马克思无情地揭露了美国社会革命党人赫尔曼·克利盖的市侩思想，当时克利盖主张在美国实行真正的土地平分，并且把这种分配称为“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辩证的和革命的批判，剥掉了市侩学说的外壳，显露出“抨击土地私有制”和“抗租运动”的健康的内核。而我国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在批评“平分土地”、“土地社会化”、“平等的土地权”的时候，却局限于推翻这种学说，从而暴露了他们蠢笨的学理主义观点，他们不能透过僵死的民粹主义理论看到活生生的农民革命的现实。这种蠢笨的学理主义表现在“地方公有派”纲领中就是主张巩固最落后的中世纪土地所有制，而马斯洛夫和其他孟什维克对这种蠢笨的学理主义大加发挥，竟然在第二届杜马中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说出了确实十分可耻的话：“……在转让土地的方法问题上，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同这些〈民粹派〉党团比同人民自由党党团接近得多，而在土地使用的形式问题上，我们却离前者要远一些。”（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速记记录第1230页）

的确，在农民土地革命中，孟什维克同革命农民的国有化主张离得较远，而同自由派地主保存份地所有制（并且不只是份地所有制）的主张却比较接近。保存份地所有制，也就是保存愚昧、落后和盘剥。自然，自由派地主渴望着赎买，竭力主张保存份地所有制 
［注：顺便说几句。孟什维克（其中包括策列铁里同志，他的发言我已经引用过了）以为立宪民主党人多少能彻底地维护农民的自由所有权，其实是大错特错了。事实并非如此。库特列尔先生代表立宪民主党在第二届杜马发表演说，赞成私有权（这同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提出的关于国家土地储备的法案不同），但同时又说，“我党认为只〈！〉对他们〈农民〉的转让权和抵押权加以限制，也就是防止将来土地买卖的盛行。”（1907年3月9日第十二次会议，速记记录第740页）这是乔装打扮成自由派的官僚提出的极反动的纲领。］

 ……同时也保存绝大部分的地主所有制！而让“地方公有派”弄糊涂了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懂得，话说完就消失了，事实却终归是事实。关于平均制和社会化等等的话语是会消失的，因为在商品生产下不可能有什么平均制。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在资本主义可能达到的范围内尽量破除旧的封建制度，破除中世纪的份地占有制，破除种种陈规和传统，这一事实不会改变。人们说：“平分土地不会有任何结果”，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这样来理解这句话：“不会有任何结果”只是就社会主义任务而言，只是说这种办法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然而这种分配的做法，甚至这种分配的想法却会产生许许多多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结果。

这是因为这种变革要么是通过地主比农民占优势的道路来实现，这就要求保存旧的所有制并且完全依靠卢布的力量对它进行斯托雷平式的改良；要么是通过农民战胜地主的道路来实现，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客观条件的关系，不彻底消灭中世纪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就无法做到这一点。要么是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改革，要么是农民革命的国有化。只有这两种解决办法在经济上才是现实的。一切中间的办法，从孟什维克的地方公有化到立宪民主党人的赎买，统统是市侩的局限性，统统是对学说的愚蠢的歪曲，统统是拙劣的臆造。


7．农民和民粹派论份地的国有化

废除份地所有制，是建立符合资本主义新条件的自由的农民经济的前提，这一点农民自己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格罗曼先生详细而确切地描述了农民代表大会上 
［注：《农民问题材料》（全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记录，1905年11月6—10日，格罗曼作序，1905年圣彼得堡新世界出版社版第12页）］

 的讨论情况，引用了一位。农民的精辟见解：


　　“在讨论赎买问题时，一位代表说：‘有人说，要是不用赎买办法，许多用血汗钱买地的农民就会吃亏。这样的农民很少，地也不多，他们在分配土地时反正可以分到土地。’这番话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反驳。这就是愿意把份地和购买地的所有权一概放弃的原因。”



过了没几页（第20页），格罗曼先生又把这话当作农民的共同见解重复了一遍。“在分配土地时反正可以分到土地”！这个论据出于何种经济必要性，难道不清楚吗？包括地主土地和份地在内的全部土地重新进行分配，9／10。（确切些说，是99％）的农民占有的土地将不会少于原有的土地；根本不必害怕。重新分配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使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业主能够根据新的条件，根据资本主义的要求（从个别生产者说来，是根据“市场的命令”）来规划自己的土地怎样使用，而不受那些决定份地大小、份地位置和份地分配情况的中世纪关系的支配。

彼舍霍诺夫先生是一个讲求实际、头脑冷静的“人民社会党人”（应读作社会立宪民主党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能够迎合全俄为数众多的小业主的要求，把这个观点表达得更加明确。


　　他写道：“份地是生产方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土地，可是它被固定于一个等级，更糟糕的是被固定于等级中的一些小集团，被固定于单个的农户和村庄。这样一来，即使在份地范围内，农民大抵都不能自由迁徙……这种人口分布状况是不合理的，是不符合市场要求的〈请注意这一点！〉……应该取消关于官地的禁令，应该使份地摆脱私有制的束缚，应该废除私有土地的地界。应该把俄国人民的土地归还给俄国人民，这样他们能根据自己经济的需要在这片土地土自由居住。”（阿·瓦·彼舍霍诺夫《农民运动提出的土地问题》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83、86、88—89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希望自立的农场主在借这位“人民社会党人”之口讲话，这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为了重新分布人口，为了造成“符合市场要求”即符合资本主义农业要求的新地块，农场主的确需要“使份地摆脱私有制的束缚”，这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我们再提醒一句，彼舍霍诺夫先生头脑很冷静，他屏弃任何社会化、任何适应村社制度的主张（难怪社会革命党人骂他是个人主义者！），他屏弃任何禁止农民经济中的雇佣劳动的规定！在农民这样要求国有化的情况下拥护农民份地所有制，其反动本质是十分明显的。亚·芬在他的小册子中引用了彼舍霍诺夫先生的上述某些论断，批评他是民粹派，并且向他证明说，资本主义必然会从农民经济中，在农民经济的内部发展起来（见上述小册子第14页及以下各页）。这种批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亚·芬只讲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问题，而忽略了一个具体问题，忽略了资本主义农业在份地上更加自由地发展的条件！亚·芬只是笼统提出资本主义问题，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早已被打败的民粹主义。但这里讲的是比较具体的 
［注：亚·芬十分正确地自问自答说：“彼舍霍诺夫的这种劳动经济最终会导向什么呢？会导向资本主义。”（上述小册子第19页）这一无可怀疑的真理的确必须对民粹派讲清楚，但还应该进一步阐明，在农民土地革命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要求有哪些特殊的表现形式。可是，亚?芬没有这样做，反而倒退了一步，他写道：“试问，为什么我们要往回走，要沿着某些独特的道路打圈子，而最终再回到我们已经在走的道路呢？彼舍霍诺夫先生，这是白费劲！”（同上）不，这不是白费劲，也不是“最终”回到资本主义，而是最直接、最自由、最迅速地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亚·芬没有认真想一想，俄国斯托雷平式的资本主义农业演进同俄国农民革命式的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相比，各有什么特点。］

 问题，即用地主方式与用农民方式来为资本主义“废除地界”（彼舍霍诺夫先生的说法），“清扫”土地。

社会革命党的正式发言人穆申科先生，在第二届杜马中就土地问题作了结论性的发言，他同彼舍霍诺夫先生一样明确地表明了土地国有化的资本主义实质，小市民社会主义者是喜欢把土地国有化称之为“社会化”，称之为“平等的土地权”等等的。

穆申科先生说：“只有在废除地界之后，只有在土地私有制原则对土地所造成的一切障碍被铲除之后，才有可能合理地散居。”（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速记记录第1172页）正是如此！“合理的”人口分布正是市场即资本主义所要求的。而妨碍“合理的”业主的“合理”分布的，不但有地主土地占有制，而且还有份地占有制。

对于农民协会代表的言论的另一考察，也很值得我们注意。格罗曼先生在上面提到的小册子中写道：


　　“作为新旧民粹主义思想基石的有名的‘村社’问题，根本没有人提出过，并且被默默地否决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规定，土地应该交给个人和协作社使用。”（第12页）



　　可见，农民明确而坚决地反对旧的村社，拥护自愿结合的协作社，拥护个人使用土地。毫无疑问，这确实是全体农民的呼声，因为连劳动团的104人法案也根本没有提到村社。而村社是共同占有份地的联合体！斯托雷平要用暴力消灭村社，是为了有利于一小撮有钱人。农民想消灭村社，是要代之以自由的协作社和“个人”使用国有化份地的权利。马斯洛夫之流主张资产阶级进步，却又在违反这种进步的基本要求，维护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我们可千万不能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


8．主张分配的Ｍ．沙宁等人的错误

Ｍ．沙宁在他写的小册子 
［注：Ｍ．沙宁《土地地方公有还是分归私有》，1907年维尔纳版。］

 中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结果却违反自己的本意，再次证实了他所十分仇视的国有化主张是正确的。Ｍ．沙宁以爱尔兰为例，分析了资产阶级改良在农业方面的条件，以此只证明了一点，即土地私有制原则同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是不相容的（要证明这一点，还应该作总的理论分析，可是这种分析沙宁连想也没有想到）；其次他似乎还证明了，在按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的农业方面进行任何国家改良活动，都必须承认私有权。然而，沙宁这一切论证都是无的放矢。在资产阶级改良的条件下，当然只有土地私有制才是可能的；既然联合王国保存着绝大部分土地的私有制，那么，作为联合王国一部分的爱尔兰，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外，当然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但这跟俄国“农民土地革命”有什么关系呢？Ｍ．沙宁可说是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但他指出的是斯托雷平式土地改革的正确道路，而不是农民土地革命的正确道路 
［注：沙宁引用爱尔兰的例子来证明私有制比租佃制（而不是比全部土地国有化）优越，这也并不新鲜。“自由派”教授亚·伊·丘普罗夫先生，也完全一样地引用爱尔兰的例子来论证农民土地私有制的优越性（《土地问题》第2卷第11页）。至于这位“自由派”，甚至可以说是“立宪民主派”的真面目，看他的文章第33页就清楚了。丘普罗夫先生在那里恬不知耻地（只有俄国自由派才做得出来）要农民在所有土地规划委员会中服从地主的多数！！5个委员是农民，5个委员是地主，而主席“由地方自治会议指定”，也就是说，由地主会议指定。在第一届杜马中，右派分子德鲁茨基－柳别茨基公爵也曾经援引爱尔兰的例子来证明土地私有制的必要性，反对立宪民主党的法案（1906年5月24日会议，速记记录第626页）。］

 。Ｍ．沙宁根本不了解这两者的区别。而没弄清这一区别就来谈论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那是可笑的。Ｍ．沙宁不用说是从最善良的动机出发，反对赎买，拥护没收，然而他却没有指出任何历史前途。他忘记了，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收土地即不付赎金地剥夺土地，也象土地国有化一样，是同改良绝对不相容的。又要讲没收土地，又要容许采用改良的办法而不是采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这无异于向斯托雷平递送呈文，祈求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

沙宁这本小册子的另一方面就是特别强调我国的农业危机是农业技术的危机，强调绝对必须过渡到更高的经营形式，必须提高俄国目前极低的农业技术，等等。沙宁把这些正确的论点作了片面到极点的发挥，完全避而不谈消灭农奴制大地产和改变土地占有关系是这种技术变革的条件，这样，前途就完全是虚假的了。这是因为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也会导致农业技术的提高，而且从地主利益的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途径。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等等强迫拆散村社，另建独立农庄，资助独立田庄经济，这决不是象某些夸夸其谈的民主派记者有时所讲的那种海市蜃楼，这是在保存地主政权和地主利益的基础上经济进步的现实。这是一条发展极其缓慢的道路，对于广大农民群众、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又是一条极其痛苦的道路，但是，如果农民土地革命不能取胜的话，这条道路在资本主义俄国是唯一可能的道路。

请从这样的革命的观点来看一下沙宁提出的问题吧。新的农业技术要求改造份地上那种祖传的、落后的、不开化的、不文明的、贫穷不堪的农民经济的一切条件。三圃制、原始的劳动工具、宗法制下的那种农民一文不名的状况、因循守旧的畜牧业、对于市场情况和市场要求的幼稚无知等等，这些都应当一概加以抛弃。那又怎么样呢？在保留旧土地占有制的条件下，经营可能发生这样的革命性变化吗？而在目前的份地所有者中间分配土地，那就是把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保留了一半 
［注：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在欧俄的28000万俄亩土地资产中有一半，即有13880万俄亩是份地。（见本卷第187页。——编者注）］

 。如果土地分配能巩固新的经济和新的农业技术，能把旧的东西完全抛掉，那它可能是进步的。而既然这种分配是以旧的份地所有制为基础的，那就不可能起到促进新农业技术的作用。主张分配土地的波里索夫同志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说：“我们的土地纲领是革命发展时期的纲领，是破坏旧制度、创立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时期的纲领。这就是纲领的基本思想。社会民主党不应该用必须支持某种经济形式的决议来束缚自己。在这场新的社会力量反对旧制度基础的斗争中，应该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坚决手段。”（《记录》第125页）这些话都讲得非常正确非常精彩。这些话都说明要实行国有化，因为只有国有化才能真正“破坏”一切旧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只有国有化才真正是快刀斩乱麻，使新农场能够在国有化土地上充分自由地创立起来。

试问，究竟用什么标准可以断定新农业已经充分形成，已经足以使土地的分配和它相适应，而不至于去巩固妨碍新经济的旧障碍呢？这种标准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实践。世界上任何统计都无法估计出某一国家农民资产阶级成分是否已经“巩固”到了足以使土地占有制适应这种土地上的经济的程度。这一点只有广大的业主自己才能估计到。农民群众在我国革命中提出了土地国有化纲领，这也证明目前要作这种估计是不可能的。在全世界，小农向来同自己的田产结合得很紧（当然要真正是他自己的田产，而不是在俄国常见的那种工役制地主经济的小块土地），以致他们对土地私有制的“狂热”坚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时间内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目前这个时期，大多数俄国农民屏弃了私有者的狂热，即一切当权阶级和一切自由派资产阶级政治家所煽起的狂热，普遍地和坚决地要求土地国有化，如果认为这是由于受了《俄国财富》杂志[153]的政论家或者切尔诺夫先生那些小册子的影响，那未免太幼稚，太书呆子气了。这种情形所以发生，是由于小农即农村小业主的现实生活条件向他们提出的经济任务，不是用把土地分归私有的办法来巩固业已形成的新农业，而是为了在“自由的”即国有化的土地上创立（由现有的成分创立）新农业扫清地基。私有者的狂热到一定的时候可能而且一定会出现，那是已经破壳而出的农场主为保障自己的经济而提出的要求。在俄国革命中，土地国有化本来应该成为农民群众的要求，成为渴望啄破中世纪蛋壳的农场主的口号。因此，当农民群众刚要进入最后的“分野”，刚要分化出能够建立资本主义农业的农场主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向一心要国有化的农民群众鼓吹分配土地，是未免太不识时务，太看不准具体历史时机了。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分配派”芬、波里索夫、沙宁等同志，没有象“地方公有派”那样陷入理论上的二元论，没有象他们那样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进行庸俗的批评（下面将要谈到这点），却犯了另一种错误，在历史前途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在理论方面的立场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地方公有派”不同），但是他们重犯了我们党1903年的“归还割地的”纲领的错误。1903年的错误的根源在于，我们当时正确地判明了发展的方向，却没有正确地判明所处的发展时机。我们以为资本主义农业成分在俄国已经完全形成了，既在地主经济中（盘剥性的“割地”除外，由此提出了归还割地的要求），也在农民经济中完全形成了，以为农民经济已经分化出了强有力的农民资产阶级，因此就没有进行“农民土地革命”的可能。这一错误纲领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我们“害怕”农民土地革命，而是由于我们对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估计过高。当时我们觉得农奴制残余不过是很小的局部现象，觉得份地和地主土地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十分成熟和巩固了。

革命揭露了这个错误。革命证实了我们所判明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对于俄国社会各阶级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已经被整个事态的发展、尤其被头两届杜马极好地证实了。这样一来，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便彻底崩溃了。然而乡村中的农奴制残余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厉害得多，这种残余引起了全国性的农民运动，把这一运动变成了整个资产阶级革命的试金石。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历来都向无产阶级指出它在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现在必须说得更确切一些：这就是带领农民前进的领袖的作用。带领农民干什么呢？带领农民进行最彻底，最坚决的资产阶级革命。这里所说的改正错误，就是我们应当提出同整个旧农业制度作斗争的任务，而不是提出只同农业制度中的旧残余作斗争的局部任务。我们提出了消灭地主经济而不是清扫地主经济。

在发人深省的事态发展的影响下我们改正了错误，但是，这并没有使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把对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作出的新判断思索到底。既然没收全部地主土地的要求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这种要求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无疑是正确的），那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要求有新的土地占有关系，就是说为了在革新了的小经济基础上广泛而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可以而且应该牺牲地主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赞成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也就是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业经济有革新的可能和必要。

这能容许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支持小经济不是冒险吗？革新小农业不是一种空想吗？这种“对农民的诱骗”（Bauernfang）不是蛊惑人心吗？有许多同志无疑就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们错了。如果历史任务还是反对前资本主义制度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革新小经济也是可能的。美国就是这样革新小经济的，那里用革命手段粉碎了奴隶主大地产，创造了资本主义最迅速最自由发展的条件。在俄国革命中，争取土地的斗争无非就是争取发展资本主义的革新道路的斗争。这种革新的彻底的口号就是土地国有化。把份地排除在国有化范围之外，在经济上是反动的（关于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反动的，我们还要专门来讲）。“分配派”则超越了当前革命的历史任务，把刚刚开始的群众性农民斗争所争取的东西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他们不是去推动革新的进程，不是去向农民解释彻底革新的条件，而是替已经革新的心满意足的农场主裁剪长袍 
［注：分配派常常引证马克思的下面这段话：“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对小生产来说，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的形式……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工具的所有权是手工业生产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样。”（《资本论》第3卷第2册第341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9页。——编者注））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自由农业要完全胜利，可能需要私有制。然而现在的小农业是不自由的。官地“与其说是农民手中的工具，还不如说是地主手中的工具，与其说是供农民自由劳动的工具，还不如说是地主实行工役制的工具”。摧毁一切形式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实现自由迁徙，是建立自由小农业的必要条件。］

 。

“凡事各有其时。”社会民主党不会发誓永远不赞成分配土地。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在农业演进的另一阶段，这种分配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用土地分配来表述1907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那就完全不正确了。




《列宁全集》第16卷


第三章　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

在土地纲领问题上，几乎所有社会民主党报刊的一大缺点，尤其是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几次讨论的缺点，都是实践上考虑多，理论上考虑少；政治上考虑多，经济上考虑少。 
［注：我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竭力维护的《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这本小册子，十分确定地（不过很简短，整个小册子就很简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土地纲领的理论前提。我在书中指出，“干脆否定国有化”就是“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该小册子旧版第16页，新版第41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6—227页。——编者注）再请参看我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报告》旧版第27—28页（新版第63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27页。——编者注）“根据严格的学术观点，根据一般的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观点，如果我们不愿意背离《资本论》第3卷，我们无疑应该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土地国有化是可能的，它会有助于经济发展，促进竞争，使资本更好地流入农业，使粮食价格降低等等。”另外在同一报告第59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60—61页。——编者注）上又说：“右翼〈社会民主党右翼〉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恰巧没有‘从逻辑上’把农业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进行到底，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逻辑上’（和从经济上）把这种改革进行到底，那就只有实行消灭绝对地租的土地国有化。”］

 当然，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是在党的工作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来讨论革命中的土地问题的：起初是在1905年1月9日以后，在革命爆发之前的几个月（1905年春，布尔什维克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及同时在日内瓦举行的少数派代表会议），然后是在十二月起义的第二天[154]和在第一届杜马前夕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但是这个缺点现在无论如何应当纠正，至于对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问题从理论上进行分析，那就尤其必要了。


1．什么叫作土地国有化？

上面我们引用了目前公认的一种流行的说法：“所有的民粹主义派别都主张土地国有化”。事实上，这种流行的说法很不确切，如果指各政治派别的代表对这种“国有化”的认识的真正一致，那么这一说法包含的“公认的”东西是很少的。受尽农奴制大地产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是自发地要求土地，根本没有把土地转归人民同任何稍微确切的经济学概念联系起来。农民只有一种十分迫切的、可以说是饱经苦难、长期受压迫而悟出来的要求，要求革新、加强、巩固和扩大小农业，使它居于统治地位，如此而已。农民所想象的只是把地主大地产转到他们自己手中；农民用所谓土地归人民所有的词句来表达全体农民群众在这场斗争中态度一致这一模糊思想。农民按业主的本能行事，但是遇到了以下的障碍：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形式在目前层出不穷，只要这种花样繁多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还完全保存下去，农民就无法完全根据“业主的”要求来耕种土地。在经济上必须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同时也消灭份地占有制的“羁绊”，——农民的国有化思想所包含的就是这些否定的概念。对于所谓“消化了”地主大地产的革新了的小经济来说，将来究竟需要哪些土地占有形式，这一点农民并没有想到过。

在反映农民的要求和希望的民粹主义思想中，占主导的无疑也是国有化概念（或者说模糊思想）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消除旧障碍，赶走地主，“废除”地界，摆脱份地占有制的羁绊，巩固小经济，用“平等、博爱、自由”来代替“不平等”（地主大地产）——民粹主义思想中十分之九都是这些东西。平等的土地权、平均使用土地、社会化，这一切都不过是同一种思想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一切多半都是否定的概念，因为民粹主义者无法想象作为社会经济关系某种结构的新制度。在民粹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土地变革就是从农奴制、从不平等、从一切压迫过渡到平等和自由，如此而已。这是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典型的局限性，他们看不到自己所缔造的新社会的资本主义属性。

同民粹主义的幼稚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正在形成的新制度。农民经济获得最充分的自由，在全民的或者说不属于谁的或者说属于“上帝的”土地上经营的小业主相互之间完全平等，——这就是商品生产的制度。市场把小生产者联系起来，使他们受市场的支配。产品的交换造成了货币的权力，随着农产品变为货币，劳动力也变为货币。商品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理论并不是什么教条，而是对目前俄国农民经济中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简单描述和概括。这种经济愈少受土地的牵掣，愈彻底地摆脱地主的压迫，摆脱中世纪土地占有关系和土地占有制度的压抑，摆脱盘剥和专横现象，农民经济自身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就能愈蓬勃地发展起来。这是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所确凿证明了的事实。

由此可见，以经济现实为依据的土地国有化概念，是商品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现实内容，并不是农民所想的或者民粹派所说的东西，而是由当前社会的经济关系产生的。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实行土地国有化，无非就是把地租交给国家。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地租呢？这决不是从土地上得到的任何收益。这是除去资本的平均利润所剩下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可见，地租的先决条件是农业中采用雇佣劳动，农民变成农场主、企业主。土地国有化（纯粹的国有化）的先决条件就是国家从农业企业主那里收取地租，而这些企业主付给雇佣工人工资并获得自己资本的平均利润，即对本国或若干国家的所有农业企业和非农业企业来说是平均的利润。

土地国有化的理论概念就是这样同地租理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里说的地租是指资本主义社会里特种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的特种收入——资本主义地租。

马克思的理论把地租分为两种：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级差地租是由于土地有限，土地被资本主义农场占用而产生的，它同是否存在土地私有制、同土地占有形式完全无关。由于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地块离市场的远近不同，往土地上追加的投资的生产率不同，各个农场之间必然会产生种种差别。简单说来，这些差别（不过不要忘记这些差别的来源不同）可以概括为优等地和劣等地的差别。其次，农产品的生产价格不是由中等土地的生产条件来决定，而是由劣等地的生产条件来决定的，因为光靠优等地的产品满足不了需求。个别生产价格同最高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便构成了级差地租。（这里提醒一句，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价格是指资本用于生产产品的费用加上资本的平均利润。）

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即使土地私有制已全部废除，级差地租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形成的。在土地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这笔地租由土地占有者获得，因为资本的竞争迫使农场主（租地者）只能获得资本的平均利润。在土地私有制被废除的情况下，这笔地租就由国家获得。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这种地租就不可能消灭。绝对地租是由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这种地租包含有垄断成分，垄断价格的成分 
［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2册中揭示了“各种地租理论的实质”：农产品垄断价格理论和级差地租理论。他指出了这两种理论的正确之处，因为绝对地租包含有垄断成分。参看第125页对亚当·斯密理论的评语：说地租是一种垄断价格“完全正确”，因为土地私有权保持着比平均利润更高的利润，妨碍了利润的平均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89—390页。——编者注）］

 。土地私有制妨碍自由竞争，妨碍利润的平均化，妨碍在农业企业和非农业企业中平均利润的形成。同工业相比，农业的技术水平较低，资本构成中可变资本所占的比重比不变资本更大，农产品的个别价值也就高于平均价值。因此，土地私有制阻碍农业企业的利润同非农业企业的利润彼此自由拉平，使人们能够不是按最高的生产价格，而是按更高的产品个别价值来出卖农产品（因为生产价格是由资本的平均利润决定的，而绝对地租借助垄断保持了比平均价值更高的个别价值，使“平均利润”无法形成）。

级差地租因此是一切资本主义农业所固有的。绝对地租却不是任何资本主义农业所固有的，而只是在土地私有制的条件下，只是在历史上 
［注：参看《剩余价值理论》德文本第2卷第1册第259页：“在农业中，手工劳动还占优势，而使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则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不过这是历史的差别，是会消失的。”（并见第275页以及第2卷第2册第15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96、110—111、270—271页。——编者注）］

 形成的、凭借垄断保持下来的农业落后状况下才有的。

考茨基在以下这段文字中把这两种地租作了比较，并且特地谈到了这两种地租同土地国有化的关系：


　　“级差地租是由竞争产生的。绝对地租则是由垄断产生的……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地租并没有分为两个部分；我们无法知道，其中哪一部分是级差地租，哪一部分是绝对地租。此外，土地占有者所耗费的资本的利息，也常常同地租掺杂在一起。如果土地占有者同时又是农村业主，地租总是同农业利润结合在一起的。然而，这两种地租的差别还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级差地租产生于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而不是产生于土地私有制。

即使在主张〈在德国〉进行土地改革、同时保留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人所要求的土地国有化实行以后，这种地租也仍然会保留下来。只不过那时候这种地租不是交给私人而是交给国家了。

绝对地租产生于土地私有制，产生于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同社会其他人的利益的对立。实行土地国有化就能消灭这种地租，降低相当于这种地租总数的农产品价格〈黑体是我们用的〉。

其次，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第二个差别在于，前者并不作为价格组成部分影响农产品的价格，而后者则影响到这种价格。前者是从生产价格中产生的，后者是从市场价格超过生产价格的部分中产生的。前者是由于土地较为肥沃或位置较好因而劳动生产率较高所得来的盈余即超额利润。后者并不是从某几种农业劳动的附加收入中得来的，而全靠从现有的价值量中，从剩余价值额中扣除一部分给土地占有者，也就是说，或者靠降低利润，或者靠克扣工资。如果粮食价格上涨，工资也跟着提高，那么资本的利润就会降低。如果粮食价格上涨，工资不提高，那么工人就会受到损失。最后，还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这种情况甚至应该认为是一般的常规），就是绝对地租使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受到损失。”
［注：《土地问题》德文本第79—80页。］







　　由此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国有化问题分为两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级差地租问题和绝对地租问题。国有化更换级差地租的占有者，并根本消灭绝对地租。因此，国有化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局部改良（更换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另一方面是取消阻碍整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垄断。分不清级差地租国有化和绝对地租国有化这两个方面，就不能理解俄国国有化问题的全部经济意义。不过这里我们看到了彼·马斯洛夫对绝对地租理论的否定。


2．彼得·马斯洛夫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155]

1901年，我在国外出版的《曙光》杂志上谈到马斯洛夫发表于《生活》杂志的那些文章时，曾经指出他对地租理论的理解是不正确的 
［注：见《土地问题》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册《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第178—179页的注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06页。——编者注）］

 。

我已经说过，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之前以及在代表大会上的讨论，过于偏重问题的政治方面。然而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之后，米·奥列诺夫在《论土地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1907年《教育》杂志第1期）一文中，分析了马斯洛夫论述俄国土地问题的著作，特别着重指出，马斯洛夫根本否认绝对地租的经济理论是不正确的。

马斯洛夫在《教育》杂志第2期和第3期上发表了反驳奥列诺夫的文章。他斥责自己的论敌，骂他“无理取闹”、“横冲直撞”、“肆无忌惮”，等等。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彼得·马斯洛夫才是无理取闹、愚蠢透顶的骑士，坚持自己旧错误的马斯洛夫自以为是地“批评”马克思，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了。


　　马斯洛夫先生写道：“绝对地租理论同第3卷所论述的全部分配理论之间的矛盾实在太明显，因此只能作这样的解释：第3卷是在作者死后出版的，把作者的草稿也收进去了。”（《土地问题》第3版第108页的注释）



　　只有对马克思地租理论一窍不通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超群绝伦的彼得·马斯洛夫对草稿作者的那种故作大度的藐视态度，实在是无可比拟的！这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为了教训别人，不必熟悉马克思的著作，甚至也不必钻研1905年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然而这部著作可以说已经反复地解释了地租理论，连马斯洛夫之流也该懂了！请看马斯洛夫用来反驳马克思的论据：


　　“据说绝对地租是由于农业资本的构成低下而产生的……资本构成既不影响产品价格，也不影响利润率，不影响剩余价值在各企业主之间的分配，所以它不可能产生任何地租。即使农业资本构成低于工业资本构成，级差地租仍然是从农业中获得的剩余价值中提取的，这对于地租的形成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可见，资本‘构成’即使发生变化，也丝毫不会使地租受到影响。地租的大小丝毫不取决于地租起源的性质，而完全取决于上面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在不同条件下的差别。”（上述著作第108—109页，黑体是马斯洛夫用的）



　　恐怕资产阶级的“马克思的批评家”也从来没有轻率到这样的地步吧？我们这位超群绝伦的马斯洛夫老是乱搅和，甚至在叙述马克思的理论时也是如此（不过，这也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和其他所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特点，但他们有一点比马斯洛夫诚实，即他们并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说马克思认为绝对地租是由于农业资本构成低下而产生的，这是不对的。绝对地租是由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这种私有制造成一种特殊的垄断，这种垄断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毫无共同之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论在村社土地上或国有化土地上都可以存在。 
［注：参看《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册第208页，马克思在该处解释说，土地占有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是多余的人物；如果土地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也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8页。——编者注。）］

 土地私有制造成的非资本主义垄断，使那些遇到这种垄断障碍的生产部门之间的利润平均化受到阻碍。要使“资本构成不影响利润率”（应该补充一句：个别资本构成或个别工业部门的资本构成；马斯洛夫在这里叙述马克思的理论时也在乱搅和），就是说，要形成平均利润率，必须使各企业和各工业部门中的利润平均化。而平均化来自竞争自由、来自向所有生产部门任意投资的自由。有非资本主义垄断存在的地方，能有这种自由吗？不，不可能有。土地私有权的垄断妨碍投资自由，妨碍竞争自由，妨碍高得不相称的（农业资本构成低下所造成的）农业利润平均化。马斯洛夫的反驳意见十分浅薄，在过了两页（第111页）谈到……烧砖业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烧砖业的技术也很落后，资本有机构成也同农业一样低于中等水平，而那里并没有地租！可尊敬的“理论家”，烧砖业不可能有什么地租，因为绝对地租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农业资本构成的低下，而是由于土地私有权的垄断，这种垄断妨碍竞争把“构成低下的”资本的利润拉平。否认绝对地租，就是否认土地私有权的经济意义。

马斯洛夫用来反驳马克思的第二个论据是：


　　“从‘最后一次’投入的资本所取得的地租，即洛贝尔图斯所说的地租和马克思所说的绝对地租，一定会消失，因为只要资本除通常的利润外还能提供别的东西，租地者总是能够把‘最后一次’投资变为‘倒数第二次’投资。”（第112页）



　　彼得·马斯洛夫把问题搅乱了，简直是“无理取闹”。第一，在地租问题上，把洛贝尔图斯同马克思相提并论，这就是十足的无知。洛贝尔图斯理论的根据就是假设资本家农场主也一定会重复这位波美拉尼亚地主的错误计算（“不算”农业中作为原料的产品！）。洛贝尔图斯的理论中丝毫没有历史主义，也丝毫没有历史现实性，因为他讲的是笼统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农业，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农业。而马克思谈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工业技术比发展农业技术更快的特殊历史时期。马克思谈的是受到非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限制的资本主义农业。

第二，说租地者“总是能够”把最后一次投资变为倒数第二次投资，这表明超群绝伦的彼得·马斯洛夫不仅不懂得马克思的绝对地租，而且也不懂得马克思的级差地租！这是难以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在租赁期内，既然租地者“把最后一次投资变为倒数第二次投资”，说得简单和（我们马上就可看到）正确一些，既然他把新的资本投到土地上去，那他“总是能够”并且总是在把一切地租攫为己有。在租约有效期间，土地私有权对于租地者是不存在的：他付出了租金，也就“赎得了”不受这种垄断限制的自由，这种垄断权已经不能妨碍他了。 
［注：如果马斯洛夫稍微用心地读过第3卷“草稿”，那他不能不看到马克思常常反复地解释这一点。］

 所以，当租地者在他经营的地块上新投入的资本既提供新的利润又提供新的地租时，得到这种地租的不是土地占有者，而是租地者。只是在旧租契期满，新租契签订以后，土地占有者才能得到这种新增加的地租。那么，是什么机制把新增的地租从农场主的口袋转到土地占有者口袋中去呢？是自由竞争的机制，因为租地者不仅获得平均利润而且还获得超额利润（＝地租）这一情况，会把资本吸引到特别有利可图的企业中去。由此可以理解，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为什么订长期租契对租地者有利，而订短期租契对土地占有者有利。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的土地占有者在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在租约上要农场主每英亩至少付12英镑租金（约合110卢布）而不再是8英镑的租金。土地占有者就是这样把谷物法废除以后社会必要的农业技术的进步考虑在内了。

现在要问，在租约有效期间，租地者攫为己有的究竟是哪种新地租呢？仅仅是绝对地租呢，还是也有级差地租？两者都有。如果彼得·马斯洛夫在可笑地“批评草稿”之前去设法领会一下马克思的理论的话，他就会知道，不仅不同的土地地块会产生级差地租，而且同一地块上不同的投资额也会产生级差地租。 
［注：马克思把由于土地优劣不等所获得的级差地租称为级差地租第一形式，把同一块土地上由于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不同所获得的级差地租称为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第3卷“草稿”对这一区别分析得非常详细（第6编，第39—43章）。只有布尔加柯夫先生这样一些“马克思的批评家”才“看不见”这一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31—831页。——编者注）］



第三，（请读者原谅，我们列出马斯洛夫每一句话的错误，列了长长一串，会使读者感到厌倦，但是我们遇到的是德国人所说的那种“硕果累累的”（Konfusionsrat）“糊涂顾问”，又有什么办法呢？）马斯洛夫关于最后一次投资和倒数第二次投资的论断，是以有名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为根据的。马斯洛夫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承认这个规律（“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甚至把这种愚蠢的捏造称为事实）。马斯洛夫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把这个规律和地租理论联系起来，他由于理论上一窍不通而大胆宣称：“要是没有最后投入的资本生产率降低这一事实，那就没有地租了。”（第114页）

有关这种庸俗资产阶级提出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批判，读者请看我在1901年批判布尔加柯夫先生时说过的话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87—98页。——编者注］

 。在这个问题上，布尔加柯夫同马斯洛夫两人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差别。

为了补充我对布尔加柯夫的批判，这里再从第3卷“草稿”中引证一小段，这段话特别鲜明地显示出马斯洛夫—布尔加柯夫的批判是多么超群绝伦！


　　“人们不去研究土地枯竭的现实的自然历史原因（所有对级差地租有所论述的经济学家，由于当时农业化学的状况，都不认识这些原因），而竟然求助于一种庸俗的见解：在一块空间有限的土地上，并不是任何数量的资本都可以投入。例如《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在反驳理查·琼斯（Jones）时写道，不能靠耕种索荷广场
［注：伦敦的一个广场。］

 来养活整个英国……”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79页。——编者注］





　　这一反驳是马斯洛夫和其他拥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人们的唯一论据。他们说，如果没有这个规律，如果后投入的资本也能和先投入的资本有同样的生产效率，那就用不着扩大耕地面积，只要增加对土地的新投资，就能从一块极小的土地上获得任何数量的农产品，也就是说，“光靠耕种索荷广场”就可以“养活整个英国”，或者说“全世界的农业就可以容纳在一俄亩土地上了” 
［注：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对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批判。马斯洛夫也说过这样的蠢话，他说：“如果新投资能产生同样的利润，那么，企业主就会把自己所有的〈！〉资本连续地投到一俄亩的土地上去”（第107页）等等。］

 等等。所以，马克思分析的是维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主要论据。
　　马克思接着写道：“……如果把这看作农业的一种特别的缺陷，那么，事实的真象却正好相反。在农业中，各个连续的投资是会有成果的，因为土地本身是作为生产工具起作用的。而就工厂来说，土地只是作为地基，作为场地，作为操作的基地发生作用，所以情况就不是这样，或只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才是这样。当然，和分散的手工业相比，人们可以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集中巨大的生产设施，大工业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总是需要有一定的空间，并且建筑物在高度上也有它一定的实际界限。生产的扩大超过这种界限，也就要求扩大土地面积。投在机器等等上的固定资本不会因为使用而得到改良，相反，它会因为使用而受到磨损。新的发明在这里也会引起一些改良，但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机器只会日益陈旧。在生产力迅速发展时，全部旧机器必然会被更有利的机器所取代，也就是说，必然会丧失作用。与此相反，只要处理得当，土地就会不断改良。土地的优点是，各个连续的投资能够带来利益，而不会使以前的投资丧失作用。不过这个优点同时也包含着这些连续投资在收益上产生差额的可能性。”（《资本论》第3卷第2册第314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79—880页。——编者注］



　　马斯洛夫宁愿重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陈词滥调，却不愿意仔细想想马克思的批判。马斯洛夫在这些问题上歪曲了马克思的理论，却还有脸以马克思主义的阐述者自居！马斯洛夫用他对土地肥力递减这一“自然规律”所持的彻底资产阶级的观点，究竟把地租理论丑化到了什么地步，从下面这段马斯洛夫用黑体刊出的话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如果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资，实行集约经营，能够有同样的生产效率，那么争夺新土地的竞争就会马上消失，因为除了生产费用外，运输费用也是要加在粮食价格上的”（第107页）。

这样说来，海外竞争只有靠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才能得到解释！简直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出一辙！不过要是马斯洛夫读不懂或者说理解不了《资本论》第3卷的话，那他至少也应该读读考茨基的《土地问题》或帕尔乌斯论农业危机的小册子。马斯洛夫看了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通俗解释，也许能够理解，资本主义在增加工业人口的同时抬高地租。而地价（＝资本化的地租）则把大大抬高了的地租保持下来。级差地租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马斯洛夫甚至对于马克思所讲的最简单的地租形式也是一窍不通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用“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来解释“争夺新土地的竞争”，那是因为资产者有意无意地忽视问题的社会历史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认为海外竞争的原因是海外那些不用付地租的土地在破坏过分昂贵的粮食价格，而这种粮价过去是欧洲各古老国家的资本主义靠极大地抬高地租来保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懂得（或者是故意瞒着自己和别人）土地私有制所造成的昂贵的地租是农业进步的障碍，而把这一切归咎于土地肥力递减这一“事实”所造成的“天然”障碍。


3．要推翻民粹主义就必须推翻马克思的理论吗？

在彼得·马斯洛夫看来，必须这样。他在《教育》杂志上继续“发挥”自己的糊涂“理论”，教训我们说：


　　“如果连续投入同一块土地的劳动的生产率会不断降低这一‘事实’不存在的话，那也许还能实现社会革命党人和人民社会党人所描绘的那种美景，即每个农民可以使用他应得的一小块土地，随心所欲地投入自己的劳动，而且他‘投入’多少劳动，土地就会‘偿给’他多少产品。”（1907年第2期第123页）



　　总之，如果马克思的理论不被彼得·马斯洛夫推翻，那么民粹派也许就是正确的了！我们这位“理论家”竟然抛出了这样的奇谈怪论。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向简单地认为：小生产万古长存的美梦并不是被资产阶级荒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打破的，而是被商品生产的事实，被市场的统治，被资本主义大农业对小农业的优越性等等打破的。马斯洛夫却把这一切都改了样！马斯洛夫发现，如果没有那条被马克思推翻了的资产阶级臆造的规律，民粹派就是正确的了！不仅如此，这样的话，修正主义者也是正确的了。请看我们这位不大高明的经济学家的另一个论断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彼得?马斯洛夫〉曾经第一个〈看，我们怎么样！〉特别强调农艺措施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有不同的作用，尤其对于大生产和小生产的斗争有不同的作用。如果说农业集约化即更多地投入劳动和资本，在大小经济中同样会出现生产效率降低的结果，那么，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进步，也同在工业中一样，会使大经济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几乎完全取决于技术条件……”最可爱的先生，你是在乱搅和。应当说，大生产在商业方面的优越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相反，农艺措施通常可以同样地在大经济和小经济中采用……”农艺措施“可以”采用。

见解深刻的马斯洛夫显然知道有一种可以不采用农艺措施的经济。“……例如，用多圃制代替三圃制、增加肥料以及深耕等措施，无论在大经济或小经济中，同样可以采用，而且同样影响劳动生产率。但是，象采用收割机这类措施，只有在较大的农场中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小块粮田用人工收割更方便……”

是的，马斯洛夫无疑是“第一个”把问题搅得如此乱的人！真难以设想：蒸汽犁（深耕）是“农艺措施”，收割机是“技术”。按照我们这位举世无双的马斯洛夫的学说，蒸汽犁就不是技术，采用收割机就不是更多地投入劳动和资本了。施用人造肥料，采用蒸汽犁，种植牧草，这是“集约化”。采用收割机和其他“大部分农业机器”，则是“技术进步”。马斯洛夫“不得不”编出这套蠢话来，因为他总得给自己和那个被技术进步推翻了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找到脱身之计。过去布尔加柯夫的脱身之计是：硬说技术进步是暂时的，停滞则是经常的。现在马斯洛夫的脱身之计是极其可笑地把农业的技术进步分为“集约化”和“技术”。

什么是集约化？就是更多地投入劳动和资本。根据伟大的马斯洛夫的发现，采用收割机不是投入资本。采用条播机也不是投入资本！“用多圃制代替三圃制”的办法在大小经济中都能同样采用吗？不对。采用多圃制也需要追加投资，因此在大经济中采用的多得多。关于这一点，请看上面有关德国农业的材料（《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58—160页。——编者注］

 ）。俄国的农业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就可以知道，多圃制决不能同样在大经济和小经济中采用。增加肥料的办法也不能在这两种经济中“同样采用”，因为（1）大经济的大牲畜多，这有极重要的意义；（2）它的牲畜喂养得好，不那么“爱惜”草料等等；（3）它有较好的贮存肥料的设备；（4）它施用的人造肥料较多。马斯洛夫真是在“无理取闹地”歪曲人所共知的现代农业材料。最后，就是深耕也不可能在大经济和小经济中同样采用。只要指出两个事实就够了：第一，大经济愈来愈多地使用蒸汽犁（参看上面关于德国的材料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111页。——编者注］

 ；现在大概还使用电犁）。也许，连马斯洛夫也会明白蒸汽犁不能“同样”在大经济和小经济中采用。在小经济中，把牝牛当耕畜用的情况却愈来愈常见了。伟大的马斯洛夫，请想一想，这能说是同样可以采用深耕吗？第二，即使大小经济都使用同样种类的耕畜，小经济的耕畜比较瘦弱，因此在深耕方面不可能有相等的条件。

总而言之，凡是马斯洛夫拼命想表现出“理论”思维的词句，其中不可思议的糊涂话和最令人吃惊的无稽之谈真是多得数不胜数。然而马斯洛夫一点也不害臊，竟在结尾说道：


　　“谁弄清了农业发展的上述两个方面（改进农艺和改进技术）的区别，他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推翻修正主义——在我国就是民粹主义——的全部论据。”（1907年《教育》杂志第2期第125页）



　　是啊！是啊！马斯洛夫所以是非民粹主义者，所以是非修正主义者，仅仅是因为他能超出马克思的草稿以致“弄清了”陈腐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陈腐偏见。真是旧调新唱！伯恩施坦和司徒卢威曾经大叫：马克思反对马克思。马斯洛夫则郑重宣布：不推翻马克思的理论就不能推翻修正主义。最后，还有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小事。如果创立绝对地租理论的马克思错了，如果没有“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就不会有地租，如果没有这个规律民粹派和修正主义者就会是正确的，那么在马斯洛夫的“理论”中，他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修改”似乎应该占主要地位了。是的，这种“修改”是占着主要的地位。但是马斯洛夫宁愿把这些“修改”隐藏起来。不久前，他的《俄国土地问题》一书德译本出版了。我有意看了一看，马斯洛夫究竟采用什么形式把自己那套庸俗不堪的理论介绍给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原来什么也没有介绍。马斯洛夫在欧洲人面前把自己的“全部”理论都隐藏了起来。他把有关否认绝对地租、有关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等等的话统统删掉了。说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陌生人初次参加古希腊罗马哲学家的座谈会，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当时有一位哲学家对他说：如果你很聪明，那你做得很愚蠢；如果你很愚蠢，那你做得很聪明。


4．否认绝对地租同地方公有化纲领有没有联系？

无论马斯洛夫怎样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卓越发现的重要性，对于这种联系是否存在的问题，他好象还是有所怀疑的。至少在这里所引的那篇文章中（《教育》杂志第2期第120页），他否认地方公有化同土地肥力递减这一“事实”的联系。这就奇怪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同否认绝对地租有联系，同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也有联系，但是同马斯洛夫的土地纲领却似乎没有联系！其实一眼就可以看出，认为马斯洛夫的整个土地理论同他的俄国土地纲领没有联系的见解是不正确的。

否认绝对地租就是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私有制的经济意义。谁只承认级差地租的存在，谁就必然要得出如下的结论：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丝毫不会因为土地属于国有或是属于私人所有而有所改变。按照否认绝对地租的理论，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只存在级差地租。显然，这种理论必然会否定国有化这一措施具有任何加速资本主义发展、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等等的作用。这是因为，肯定国有化具有这种作用的观点，是从承认两种地租出发的：一种是资本主义地租，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是在国有化土地上也废除不了的地租（级差地租）；另一种是非资本主义地租，即由资本主义不需要的并且妨碍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垄断所造成的地租（绝对地租）。

因此，马斯洛夫从自己的“理论”出发必然得出结论说：“称它〈地租〉为绝对地租也好，级差地租也好，反正都一样”（《教育》杂志第3期第103页），问题只在于这种地租是交给地方机关还是交给中央政权。不过这种看法是出于理论上的无知。由废除土地私有制而引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条件的改变的问题，是个深刻得多的问题，它同地租将交给谁、将用于何种政治目的的问题完全无关。

这个纯粹经济性质的问题，马斯洛夫根本没有提出过，他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且由于否认绝对地租，他也不可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由此产生了他那种荒谬的、片面的、甚至可以说是“政客式的”态度，竟把没收地主土地的问题仅仅归结为谁得到地租的问题。由此产生了纲领中荒谬的二元论，虽然这个纲领指望着“革命胜利发展”（这是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附在马斯洛夫纲领后面的策略决议所用的说法）。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发展的首要前提是实现基本的经济改造，切实把一切封建残余和中世纪垄断的残余一扫而光。但是从地方公有化中看到的却是真正的土地关系上的复本位制：一方面是保存最古老的、陈旧过时的中世纪份地所有制；另一方面又废除土地私有制，想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先进、理论上最理想的土地关系。这种土地关系上的复本位制在理论上是荒谬的，从纯粹经济观点来看是无法实现的。这里，土地私有制同公有制的结合完全是生拉硬扯的，是被人“臆造出来的”，这种人看不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在土地私有制存在或不存在的情况下会有任何差别。在这样的“理论家”看来，问题仅仅在于地租的转手，“称它为绝对地租也好，级差地租也好，反正都一样”。

事实上，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要保留一半土地（28000万俄亩中的13800万俄亩）在私人手里是办不到的。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土地私有制的确是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所要求的，的确符合资本主义土地经营者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样的话，土地私有制作为按某种方式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不可避免地会在各处存在。要么土地私有制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当前阶段所必需的，并不是由农场主阶级利益必然产生的，甚至是同这个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那就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存这种陈旧的所有制。

在一半耕地面积上保存垄断，为小业主一个阶层建立特权，企图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永远保存把私有者和公有土地租赁者分开的“犹太区”[156]，这就是同马斯洛夫的荒谬经济理论密切联系的荒谬主张。

现在我们应当来考察一下被马斯洛夫及其拥护者 
［注：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也是拥护者之一。历史竟开了这样的玩笑，使这位貌似严正的正统维护者没有发现或不愿发现马斯洛夫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歪曲。］

 放在次要地位的国有化的经济意义。


5．从发展资本主义着眼对土地私有制的批判

绝对地租是在资本主义收入中实现土地私有制的一种形式，错误地否认绝对地租，结果使社会民主党有关俄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的书刊和整个社会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产生了一个重大的缺点。我们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不是自己担当起批判土地私有制的任务，不是把这一批判建立在经济分析、对某种经济演进的分析的基础上，却跟在马斯洛夫的后面把这一批判任务交给了民粹派。这样一来，就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弄得庸俗不堪，歪曲了在革命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他们在杜马的演说以及各种宣传鼓动文字等等中，只是用民粹主义的即市侩的冒牌社会主义的观点来批判土地私有制。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善于从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中提取现实的内核，因为他们不了解自己应该在研究问题时考虑到历史因素，应该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反对土地私有制这一斗争的真实根源的看法）代替小资产者的观点（关于平均制、正义等等的抽象观念）。民粹主义者以为否定土地私有制就是否定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对土地私有制的否定表达了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所以，我们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记起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着眼批判土地私有制的那些“被忘记的言论”。

马克思的批判不仅针对大土地占有制，而且也针对小土地占有制。小农的自由土地私有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农业小生产的必要的伴侣。亚·芬在反驳马斯洛夫时强调指出这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承认这种已经被经验证实的历史必要性，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必全面地来评价小土地私有制。没有土地买卖的自由，这种私有制的真正自由是不可想象的。土地私有制就意味着必须投资购买土地。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小农业在它和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所特有的弊病之一，就是由于耕者必须投资购买土地而产生的。”（《资本论》第3卷第2册第342页）“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同上，第341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0页。——编者注］



“为购买土地而支出货币资本，并不是投入农业资本。这其实是相应地减少了小农在他们的生产领域本身中可以支配的资本。这相应地减少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从而缩小了再生产的经济基础。这使小农遭受高利贷的盘剥，因为在这个领域内，真正的信用一般说来是比较少的。即使购买的是大田庄，这种支出也是农业的一个障碍。这种支出实际上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矛盾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土地所有者是否负债，整个说来是没有关系的，无论他的土地是继承来的，还是购买来的，反正都一样。”（第344—345页） 
［注：同上，第913—914页。——编者注］



土地私有制是资本自由渗入农业的障碍，抵押土地和高利贷可以说都是资本绕过这些障碍的方式。在商品生产的社会里，没有资本就无法经营。农民和他们的民粹派思想家都不能不意识到这一点。可见，问题归根到底在于，资本是能够完全自由地直接流入农业呢，还是要经过高利贷者和信贷机关。农民和民粹主义者一方面没有认识到资本在现代社会中已占完全的统治地位，一方面听凭幻想和空想的支配，不愿看见不愉快的现实，总想获得外来的资助。104人土地法案第15条写道：“凡是领得全民土地而无足够的资金购置为经营所必需的一切资料者，国家应以贷款和补助金的形式给予帮助。”当然，一旦胜利的农民革命对俄国农业进行改造时，这种资助无疑是必需的。考茨基在《俄国土地问题》一书中十分正确地强调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所有这些“贷款和补助金”的社会经济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是民粹主义者没有看到的。国家只能做一个资本家的钱款的经手人，它本身只能从资本家那里取得钱款。所以在国家援助组织得最好的情况下，资本的统治也丝毫不会受到触动。问题仍然是：资本用于农业有哪几种可能的形式。

探讨这个问题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对土地私有制的批判。这种所有制是阻挠向土地自由投资的障碍。要么是这种投资有充分的自由，那就要废除土地私有制，即实行土地国有化。要么是保存土地私有制，那就是资本用迂回的形式渗入农业，即地主和农民抵押土地，农民受高利贷者盘剥，土地出租给拥有资本的租地者。

马克思说：“对小农业来说，土地价格（土地私有权的形式和结果）本身表现为对生产的限制。对大农业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大地产来说，这种所有权也是一种限制，因为它会限制租地农场主的、最终不是对他自己有利而是对土地所有者有利的生产投资。”（《资本论》第3卷第2册第346—347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5—916页。——编者注］



可见，废除土地私有制就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可能做到的范围内，尽量铲除一切阻挠资本自由地投入农业、阻挠资本自由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生产部门的障碍。让资本主义获得自由、广阔和迅速的发展，让阶级斗争有充分的自由，不让任何把农业变得同“血汗制”工业相似的多余的中介人插手——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土地国有化。




　　主张土地分配的亚·芬用一个很有趣的经济论据来反对国有化。他说，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都是把地租转交给一定的社会集体。但是试问，这里讲的是什么地租呢？这里讲的不是资本主义地租，因为“农民通常从自己土地上得到的不是资本主义地租”（《土地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77页，参看第63页），这里讲的是前资本主义的货币地租。马克思说的货币地租是指农民用货币形式把全部剩余产品交给地主。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农民对地主的经济依赖形式最初是工役租（Arbeitsrente）即徭役租，然后是产品地租或实物地租，最后是货币地租。亚·芬说，这种地租“直到现在还是我国最普遍的地租”（第63页）。

毫无疑问，农奴制盘剥性的租佃制在我国是非常普遍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在这种租佃制下农民所付的地租相当大一部分是货币地租，这也是毫无疑问的。究竟是什么力量提供了从农民身上榨取这种地租的可能性呢？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和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力量吗？根本不是。是农奴制大地产的力量。既然农奴制大地产将被摧毁（而这是农民土地革命的出发点和基本条件），那就用不着讲前资本主义的“货币地租”了。可见，芬的反驳只有一个意义，就是又一次强调了在革命的土地变革的情况下把农民份地同其他土地分开是十分荒谬的，因为份地周围往往都是地主土地，而目前这样划分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又产生盘剥，所以保存这种划分是反动的。而地方公有化同土地分配和国有化都不同，它正是要保存这种划分情况。

小地产的存在，确切些说，小经济的存在，当然会使资本主义地租的理论的一般原理有某些改变，但决不会推翻这种理论。例如，马克思曾经指出过，在主要是为了满足耕作者本人需要的小农业中，真正的绝对地租通常是不存在的（第3卷第2册第339、344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7、913页。——编者注］

 。但是，商品经济愈发展，经济理论的一切原理就愈适用于农民经济，因为农民经济也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环境。不要忘记，任何土地国有化，任何土地平均使用制，都消灭不了俄国的富裕农民已经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这一既成的事实。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指出，根据上一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统计材料来看，将近1/5的农户集中了近一半的农民农业生产以及远不止一半的租地，这些农民的经济现在多半是商品经济，而不再是自然经济了，这种农民没有上百万的雇农和日工，就无法生存。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12—115页。——编者注］

 在这种农民中早已有了资本主义地租的成分。这种农民借彼舍霍诺夫先生之流的口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这班先生们“很清醒”，既反对禁止雇佣劳动，也反对“土地社会化”；他们清醒地坚持正在抬头的农民经济个人主义的观点。我们如果把民粹派空想中的现实经济成分同虚假的思想体系严格分开，那我们马上可以看到，实行土地分配也好，实行国有化也好，实行地方公有化也好，从消灭农奴制大地产中获利最多的正是资产阶级农民。国家发放的“货款和补助金”，也同样不可能不使这种农民首先获得好处。“农民土地革命”无非是让整个土地占有制适应能使这些农场发展和繁荣的条件。

货币地租是正在消逝、也不可能不消逝的昨天。资本主义地租则是正在诞生的明天，它无论在斯托雷平主张的剥夺贫苦农民（“按照根本法第87条”）的条件下，或者在农民剥夺最富有的地主的条件下，都不可能不发展起来。


7．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国有化？

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国有化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只有在资本主义已经为“土地占有者脱离农业”（通过出租和抵押）完全创造好条件的时候，才可能实现。他们认为在实现取消地租而又不触动经济机体的土地国有化之前，资本主义大农业已经形成了。 
［注：主张土地分配的波里索夫同志在下面这段话中十分确切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将来，当小资产阶级经济日渐退化、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夺取了巩固的阵地、俄国已不再是农民国家的时候，历史就会提出这个要求〈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第127页）］



这种观点对不对呢？它在理论上找不到根据；直接援引马克思的言论也不能给它以支持；实际经验的材料更是否定了这种观点。

从理论上来说，国有化就是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得到“理想的”彻底发展。至于历史上是否经常出现这样的环境和力量对比关系，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行国有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然而国有化不仅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条件。认为国有化只是在农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时才能实现，那就等于否认国有化是资产阶级进步的措施，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到了农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候，“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即社会主义变革的任务就提上了日程（到一定时候其他国家也必然会提出这一任务）。资产阶级进步的措施既然是资产阶级措施，那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极其尖锐的条件下就不可能实行。这种措施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还比较可能实现，因为“年轻的”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有充分发展自己的力量，还没有彻底暴露自己的矛盾，还没有造成十分强大的、直接追求社会主义变革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曾经设想过、甚至直接主张过国有化，他不仅主张在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实行国有化，而且主张在1846年的美国实行国有化，当时他十分明确地指出美国的“工业”发展还刚刚开始。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都没有向我们展示过比较彻底的土地国有化。在年轻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新西兰可以看到类似比较彻底的土地国有化的情况，那里还谈不上有高度发达的农业资本主义。在美国也有过这种类似的情况，国家颁布过宅地法，把地块发给小业主，小业主交纳名义地租。

不，认为国有化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事情，那就等于否认它是资产阶级进步的措施。否认这一点是同经济学理论直接相抵触的。据我看来，在下面这段引自《剩余价值理论》的论断中，马克思所拟订的实现国有化的条件和人们通常所设想的不同。

马克思指出，土地占有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是多余的人，如果土地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完全可以达到”。他接着写道：


　　“因此，激进的资产者在理论上发展到否定土地私有权……然而，他们在实践上却缺乏勇气，因为对一种所有制形式——一种劳动条件私有制形式——的攻击，对于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也是十分危险的。况且，资产者自己已经弄到土地了。”（《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册第208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9页。——编者注］





　　这里马克思并没有指出农业资本主义不发达是实现国有化的障碍。他指出了其他两个障碍，这两个障碍更能说明国有化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可能实现的。第一个障碍：激进的资产者害怕社会主义攻击一切私有制，即害怕社会主义变革，因此缺乏向土地私有制进行攻击的勇气。

第二个障碍：“资产者自己已经弄到土地了”。显然，这里马克思所指的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已经在土地私有制下巩固起来了，也就是说，这种私有制已经更多地是资产阶级性质而不是封建性质的了。当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在广泛的、占优势的范围内同土地占有制联系起来的时候，当它已经“自己弄到土地了”，“定居在土地上”，使土地占有制完全服从于它的时候，就不可能有争取国有化的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运动了。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一个阶级会自己起来反对自己。

总的说来，这两个障碍只有在资本主义开始的时代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终结的时代，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而不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夜才可以消除。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国有化的见解，不能称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它既同马克思理论的大前提相抵触，也同马克思的上述言论相抵触。国有化作为某些势力和某些阶级所推行的措施，有它的具体历史环境，然而这种见解却把国有化的具体历史环境问题简单化了，把问题弄成公式化的、纯粹的抽象概念。

“激进的资产者”在资本主义十分发达的时代是不可能有勇气的。在这样的时代，这种资产者必然大都已经成为反革命。在这样的时代，资产阶级必然是几乎全都已经“弄到土地了”。相反，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客观条件迫使“激进的资产者”很有勇气，因为在完成当时的历史任务时，就整个阶级来说，他们还不会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资产阶级自己还没有弄到土地：在那样的时代土地占有制还带有极浓厚的封建主义的色彩。于是就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大批资产阶级的耕作者即农场主起来为废除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而斗争，进而实现资产阶级的彻底的“土地解放”，即国有化。

在所有这几个方面，俄国资产阶级革命都处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从纯粹经济的观点来看，我们无疑应该承认：无论在俄国地主土地占有制或农民份地占有制中，都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封建残余。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业中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农村中骇人听闻的落后状态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这种矛盾推动人们去进行最深入的资产阶级革命，去创造农业取得最迅速进步的条件。土地国有化正是我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取得最迅速的进步的条件。在我们俄国，这种自己还没有“弄到土地”、目前还不会害怕无产阶级“攻击”的“激进的资产者”是有的。这种激进的资产者就是俄国农民。

从上述观点出发，就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广大俄国自由派资产者和广大俄国农民对土地国有化抱着不同的态度了。自由派地主、律师、大工业家和商人都已经自己“弄到了”足够的“土地”。他们不会不害怕无产阶级的攻击。他们不会不倾心于斯托雷平－立宪民主党的道路。真叫人难以置信，“农民”银行[157]发给那些受惊的地主的亿万卢布竟象一条金河，源源地流入地主、官吏、律师和商人的腰包！如果实施立宪民主党人的“赎买”办法，这条金河的流向也许会稍有改变，流量也许会稍微减少，但它还是流入这班人的腰包，数量还是有好多亿卢布。

以革命手段废除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官吏和律师从中一个戈比也捞不到。至于商人，他们多半没有远大的眼光，他们不会放弃马上从老爷那里捞一把的机会，却去等待将来国内农民市场的扩大。只有被旧俄折磨得要死的农民，才能做到彻底革新土地占有制。


8．国有化是向土地分配的过渡吗？

如果把国有化看作最有可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实现的措施，那么这种观点必然会使人以为国有化可能只是向土地分配的一种过渡办法。迫使农民群众去争取实现国有化的那种现实的经济需要，就是必须根本革新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关系，也就是“清扫”一切土地，使之适应新的农场主经济。既然如此，那么很清楚，适应了新环境、革新了全部土地占有制的农场主就会要求巩固这种新土地制度，即要求把他们从国家那里租来的地块变成自己的财产。

不错，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我们得出国有化的结论，并不是根据抽象的考虑，而是根据对具体时代的具体利益所作的具体估计。当然，如果认为大批的小业主都是“理想主义者”，如果认为在他们的利益要求实行土地分配的时候他们会对土地分配望而却步，那是很可笑的。因此，我们必须研究一下：（1）他们的利益会不会要求分配土地；（2）在什么条件下会有这个要求；（3）这对无产阶级的土地纲领会有怎样的影响。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作了肯定的回答。对第二个问题目前还不能作明确的答复。在用革命手段实现国有化的时期过去之后，由于力图尽最大可能巩固符合资本主义要求的新的土地占有关系，可能产生土地分配的要求。由于那时的土地占有者力图借牺牲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以增加自己的收入，也可能产生这种要求。最后，由于力图“安抚”（说得简单明了一点，就是扼杀）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阶层，也可能产生这种要求，因为土地国有化会成为“激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阶层实行全部社会生产社会化的“欲望”的一种因素。所有这三种可能都是在同一个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因为新的农场主要巩固新的资本主义的土地占有制，自然会产生反无产阶级的情绪，他们也自然会力图为自己造成新的特权，即新的所有权。由此可见，问题正是由这种经济上的巩固引起的。妨碍这种巩固的一个经常的对抗因素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加强大农业的优越性，并要求小农场地块能够随时很容易“结合”成大农场。全俄的待垦土地将是一个暂时的对抗因素，因为巩固新经济就意味着提高耕作技术。而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耕作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会从俄国待垦土地中不断地“开辟出”新的耕地。

分析了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之后，应当作出一个结论：要想确切地预料到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新农场主要求分配土地的趋势会压倒一切对抗的影响，是不可能的。而估计到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必然会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造成这种条件，却是必要的。

至于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工人政党对新农场主可能提出的分配土地的要求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我们倒可以作出十分明确的答复。当资产阶级在同封建制度作真正革命的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必须支持勇于战斗的资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支持安于现状的资产阶级。如果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就不可能获胜是确定无疑的，那么，接下去转向分配土地不可能不引起某种“复辟”，不可能不使农民（确切些说，从未来的关系来看，就是农场主）转向反革命方面，这就更是确定无疑的了。无产阶级将坚持反对所有这类要求的革命传统，而不是支持这种要求。

如果认为国有化在新农场主转向分配土地的情况下就会成为没有多大意义的转瞬即逝的现象，那无论如何是大错特错了。国有化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巨大的意义，既有巨大的物质意义，又有巨大的精神意义。物质意义就在于无论什么办法都不能象国有化那样彻底地扫除俄国的中世纪残余，那样彻底地革新在亚洲式制度中几乎腐烂了的农村，那样迅速地推动农艺上的进步。用任何其他办法解决革命中的土地问题，都不能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提供那样有利的起点。

革命时代的国有化的精神意义，就在于无产阶级帮助打击“一种私有制形式”，这种打击必然会在全世界引起反响。无产阶级主张实行最彻底最坚决的资产阶级变革，主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最有利的条件，这样就能最有效地抵制资产阶级不会不表现出来的犹豫动摇、萎靡不振、意志薄弱、消极被动等种种特性。




《列宁全集》第16卷


第四章　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

上面已经说过，正是这种考虑在我们党关于土地纲领的争论中占的比重过于大了。我们的任务是尽量系统又尽量简要地来研究一下这两种考虑，指出各种政治措施（以及观点）同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关系。


1．“防止复辟的保证”

在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我凭记忆谈到了当时的讨论情况，并且对这一论据作了分析。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1—21页。——编者注］

 现在我们已经有准确的记录稿了。

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大声叫道：“我的看法的关键就是指出复辟的可能。”（第115页）现在就来仔细看一看这个关键吧。下面是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发言中第一次提到这个关键的地方：

“列宁说：‘我们要消除国有化的弊端’。但是要消除国有化的弊端，就必须找到防止复辟的保证，而这种保证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回顾一下法国的历史吧，回顾一下英国的历史吧。这两个国家在波澜壮阔的革命以后都发生过复辟。我国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我们党的纲领应当是一种在实施后可以把复辟带来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纲领。我们的纲领应能消灭沙皇制度的经济基础，但是在革命时期实行土地国有化却不能消灭这个基础。所以我认为，国有化的要求是反革命的要求。”（第44页）“沙皇制度的经济基础”究竟是什么呢，普列汉诺夫在同一次发言中说：“我国的情况是土地和农民都受到国家的奴役，而俄国的专制制度就是在这种奴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推翻专制制度，就必须消灭它的经济基础。所以我反对现在提出国有化。”（第44页）

请先看看这一段关于复辟的论断的逻辑吧。第一，“防止复辟的保证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第二，要“把复辟带来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是说，要想出一种防止复辟的保证，尽管这种保证是不可能有的！而在下一页即第45页上（同一次发言），普列汉诺夫完全想出了这种保证，他直截了当地说：“一旦发生复辟，它〈地方公有化〉是不会把土地〈请听！〉交给旧制度的政治代表人物的。”防止复辟的保证找到了，尽管这种保证是“不可能有”的。戏法变得真漂亮，孟什维克的书刊对这位魔术师手脚的灵巧赞不绝口。

普列汉诺夫发言的时候，挖苦取笑，吵吵闹闹，一串串漂亮话就象轮转烟火那样叫人晕头转向。但是，如果这样的演说家把自己的发言逐字逐句记下来，事后人们再从逻辑上去加以分析，那就糟了。

什么是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防止这种复辟的保证可能有吗？不，这种保证是不可能有的。因此我们就想出这样一种保证，即实行地方公有化，地方公有化“不会把土地交给”……请问，地方公有化给“交出土地”设置的障碍究竟是什么呢？无非是革命的议会颁布一道法律宣布某些土地（过去地主的土地和其他土地）归地方议会所有罢了。而法律又是什么呢？法律就是取得胜利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

这样的法律就是在国家政权转归“旧制度的代表”时也“不会把土地交给”“旧制度的代表”，现在你们总该明白了吧？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后，有些社会民主党人竟在宣扬这种愚蠢已极的思想，甚至还拿到杜马讲坛上去宣传！ 
［注：策列铁里在1907年5月26日的演说，见第二届杜马速记记录第1234页。］



讲到所谓“防止复辟的保证”问题的实质，必须指出如下几点。既然我们不可能有防止复辟的保证，那么在讨论土地纲领时提出这个问题，就等于转移听众的注意力，搅乱他们的思想，把辩论弄得乱七八糟。我们不能凭自己的愿望引起西欧的社会主义变革，然而这一变革才是防止在俄国复辟的唯一的绝对的保证。至于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保证”，即尽量给复辟造成困难，那就是在俄国尽量深入、彻底、坚决地进行革命性变革。革命愈深入，复辟旧制度就愈困难，即使发生复辟，保留的成果也会愈多。革命把旧地基刨得愈深，复辟旧制度就愈困难。在政治方面，建立民主共和国是比实行民主地方自治更为深刻的变革，建立民主共和国需要（并且能发挥）广大人民群众更大的革命毅力、更高的觉悟和组织性，而且会留下更加难以消除的传统。所以当代社会民主党人高度评价法国革命的伟大成果，尽管后来发生过多次的复辟。在这一点上他们同那些情愿把君主制下的民主地方自治机关作为“防止复辟的保证”的立宪民主党人（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化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不一样的。

在经济方面，国有化在资产阶级土地变革的条件下是最彻底的手段，因为它能摧毁整个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现在农民在经营一小块私有的或租来的份地，在经营一小块向地主租来的土地，等等。实现国有化就能最彻底地摧毁土地占有制方面的一切障碍，为符合资本主义要求的新经济“清扫”全部土地。诚然，即使经过这样的清扫，也不会有防止旧制度复辟的保证，向人民许诺这种“防止复辟的保证”，那就等于骗人。但是这样清扫旧土地占有制，会使新经济大大巩固，从而使旧土地占有制的恢复遇到极大的困难，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的。而实行地方公有化后，旧土地占有制却比较容易恢复，因为地方公有化会使“犹太区”，即分隔中世纪地产和新的地方公有的土地的地界永远保存下来。土地收归国有以后，要搞复辟，要恢复旧土地占有制，就必须摧毁数以百万计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农场。土地收归地方公有以后，要搞复辟，不必摧毁任何农场，不必重新划定地界，简直只要写一张字据把某一“地方自治机关”的土地拨归某某贵族地主所有，或者把“地方公有”土地的地租转交给地主就行了。

上面谈到了普列汉诺夫在复辟问题上的逻辑错误，谈到政治概念上的混乱，现在再来分析一下复辟的经济实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记录》完全证实了我在《报告》中所讲的话，即普列汉诺夫不可宽恕地把法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生的复辟同“我国半亚洲式的旧制度”的复辟混为一谈（见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第116页）。所以我没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对《报告》中已经讲过的话再作什么补充了。我们只谈谈“消灭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的问题。下面就是普列汉诺夫发言中与此有关的最重要的一段话：


　　“复辟〈在法国〉没有恢复封建制度的残余，这是事实；但是在我国与这种封建制度残余相应的，是我国土地和农民受国家奴役的旧制度，是我国旧有的独特的土地国有化。既然你们自己要求土地国有化，既然你们原封不动地保存我国半亚洲式的旧制度的遗产，那我国的复辟势力就更加容易恢复这种〈原文如此！〉国有化了。”（第116页）



　　总之，复辟势力“更加容易”恢复这种国有化，即半亚洲式的国有化，因为列宁（和农民）现在要求国有化！这算什么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呢，还是纯粹唯理论的“文字游戏”？ 
［注：施米特同志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58]，见大会《记录》第122页。］

 使半亚洲式的制度容易恢复的是“国有化”这个字眼呢，还是某种经济变动？要是普列汉诺夫考虑过这一点，那他就会明白，土地地方公有和土地分配只能消灭亚洲式制度的一个基础，即消灭中世纪地主土地占有制，却要保留另外一个基础，即中世纪份地土地占有制。因此，就实质来说，就变革的经济实质来说（而不是就表示变革的某一术语来说），正是国有化能更加彻底得多地消灭亚洲式制度的经济基础。普列汉诺夫的“戏法”就是他把中世纪那种人身依附、交纳贡赋，有服兵役义务的土地占有制称为“独特的国有化”，而跳过了这一土地占有制的两种形式，即份地土地占有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这样断章取义的结果就歪曲了一个实际的历史问题，即这种或那种土地变革措施究竟会消灭哪种形式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普列汉诺夫的这种障眼法太不高明了！普列汉诺夫在复辟问题上为什么糊涂到这样几乎不可思议的地步，其真正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普列汉诺夫讲到“农民土地革命”时，完全不了解它是资本主义演进这一特点。他把民粹主义这种认为可能有非资本主义演进道路的学说同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农业演进可能有两种形式的观点混为一谈了。普列汉诺夫随时都隐约地表现出“对农民革命的恐惧心理”（我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已经对他说过这一点，见大会记录第106—107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29—330页。——编者注］

 ），害怕这一革命会成为经济上反动的东西，不会走向美国式的农场制度，而会走向中世纪农奴制度。其实，这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农民改革和改革后的演进情况就是明证。在农民改革中，封建制度（地主封建制度以及马尔丁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跟着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种“国家封建制度”）的外壳是很强大的。但是经济演进的力量却更加强大，它在这个封建制度的外壳里装满了资本主义的内容。尽管有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障碍，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都在沿着资产阶级道路发展，虽然发展得非常缓慢。如果普列汉诺夫害怕恢复亚洲式制度是有道理的，那么国家农民（80年代以前）或前国家农民（80年代以后）的土地占有制就应该是最纯粹的“国家封建制度”了。事实上这种土地占有制却比地主土地占有制自由，因为在19世纪下半叶进行封建剥削已经不可能了。在“地多的” 
［注：当然，我国的前国家农民只有同前地主农民相比才是“地多的”农民。据1905年的统计，前者每户平均有份地12．5俄亩，后者有6．7俄亩。］

 国家农民中间，盘剥情况要少一些，农民资产阶级发展得要快一些。目前在俄国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普鲁士容克式的缓慢而痛苦的资产阶级演进，要么是美国式的迅速而自由的演进。其余一切都不过是主观幻想而已。

某些同志头脑中产生“复辟的糊涂观念”的第二个原因，就是1906年春季的形势还很不明朗。当时农民总的说来还没有最后表明自己的态度。当时还可以认为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都没有最终地表示出绝大多数农民的真正意图。专制政府的官僚和维特还没有失去最后的希望，仍然以为“乡巴佬会来搭救的”（维特的《俄罗斯国家报》[159]在1906年春所用的警言），即以为农民会向右转。因此1905年12月11日的杜马选举法规定的农民代表名额很多。当时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还觉得专制政府可能利用农民“宁可全部土地归沙皇，只是不要归地主”的思想来采取某种冒险举动。但是两届杜马的经过、1907年六三法令和斯托雷平的土地法，应当使大家醒悟过来了。专制制度为了挽救可以挽救的一切，只得用暴力破坏村社来建立土地私有制，也就是说使反革命势力不是依靠农民关于土地国有化的含混不清的言论（土地“归大伙”等等），而是依靠唯一可能保持地主政权的经济基础，即依靠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演进。

现在形势完全明朗了，害怕“亚洲式制度”可能在农民反对土地私有制的运动的基础上复辟的隐隐约约的恐惧心理，应该永远抛掉了。 
［注：用复辟进行恐吓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武器，这一点我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在这方面需要讲的在《报告》中全都讲到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9—20页。——编者注）］




2．地方自治是“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

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说：“……在掌握土地的社会自治机关中，它〈土地地方公有化〉能造成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而且这将是很强大的支柱。拿我国哥萨克来说吧……”（第45页）好吧，我们马上“拿我国哥萨克”来作例子，看看把哥萨克搬出来究竟有什么意义。不过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认为地方自治机关能够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的观点的总的根据吧。这种观点已经被我们那些地方公有派引用过无数次了，除了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只要再从约翰的讲话中引上一段就行了。约翰说：“既然我们承认土地国有化和土地地方公有化都可能实现，并且同样和政治制度民主化有关，那么两者的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区别就在于地方公有化能够更好地巩固革命成果，巩固民主制度，并且能成为民主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而国有化却只能巩固国家政权。”（第112页）

孟什维克骨子里是先否认有防止复辟的保证，然后又象个吞刺剑的魔术师在观众面前把“保证”和“支柱”变了出来。地方自治机关怎么能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怎么会巩固革命成果呢，各位先生总得稍微想想吧！能够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能够巩固革命成果的只有一件东西，那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觉悟和组织性。在一个并不是根据官僚的意志而是顺应不可遏止的经济发展的要求而集中统一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组织性就应当表现为大家团结成一支全国统一的力量。没有集中的农民运动，没有集中的无产阶级所率领的农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集中的政治斗争，就不可能有任何值得“巩固”的重大的“革命成果”，就不可能有任何“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

不彻底推翻地主政权和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要实行真正带一点民主的地方自治是不可能的。孟什维克在口头上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非常轻率地拒绝考虑这在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实际上，革命阶级如果不在全国范围内夺得政权，这种自治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两年革命的经验似乎应该使最固执的“套中人”也认识到了，在俄国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能成为这种革命阶级。先生们，你们所说的“农民土地革命”作为名副其实的农民革命，要想获得胜利，就应该成为全国范围的中央政权。

民主自治机关只能是这种民主派农民中央政权的组成部分。只有同农民的地方分散性作斗争，只有宣传、训练和组织全国性的即全俄的集中的运动，才能算真正致力于“农民土地革命”，而不至于助长农民那种乡巴佬的偏狭落后和地方上的闭塞愚昧。普列汉诺夫先生和约翰先生，你们宣传地方自治能够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能够“巩固革命成果”这样一种荒谬的极其反动的思想，就是在助长这种闭塞愚昧。俄国两年革命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说明，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恰恰就是农民运动（士兵运动是农民运动的一部分）的地方分散性。

提出“农民土地革命”的纲领，但只是把它同地方自治机关民主化而不是同中央政权民主化联系起来，并且把地方自治机关当作真正的“支柱”和“巩固”的手段，——这实际上无非是立宪民主党人同反动派搞交易 
［注：我在《报告》中已经更为详细地发挥了这一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7—18页。——编者注）这里我再加上我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听到的（见《报告》）孟什维克诺沃谢茨基的讲话，他的话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诺沃谢茨基反对把“民主国家”改为“民主共和国”，他说：“……有了真正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目前通过的纲领即使在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没有达到可以称为最高程度的民主化的情况下也可能实现。即使在所谓相对民主化的条件下，地方公有化也是无害而有益的”。（第138页。黑体是我们用的）这里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不推翻专制制度的农民土地革命，——这就是孟什维克极其反动的主张。］

 。立宪民主党人一味强调地方“民主”自治，不愿触及或者害怕触及更重要的问题。孟什维克没有想一想，他们在肯定“农民土地革命”是当代的任务时，用了多么堂皇的字眼，他们在说明对自己的土地纲领的政治考虑时，却对地方上的偏狭落后推崇备至。

请看约翰的一段议论：


　　“列宁同志担心反动派会从地方自治机关手里夺走已被没收的土地。如果对于落到国家手中的土地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么对于地方公有土地就根本不能这么说。甚至俄国专制政府也没有能夺去亚美尼亚自治机关的土地，因为它引起了居民的激烈反抗。”（第113页）



　　说得妙极了，不是吗？专制制度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掠夺各地方、各区域、各民族的土地的历史，而我们那些聪明人却来安抚那些住在穷乡僻壤的愚昧无知的人民，说什么“甚至专制政府”也没有夺去亚美尼亚教会的土地，尽管它已经开始掠夺，尽管实际上只是由于有了全俄革命才没有能夺去……在中央是专制制度，在地方上是“谁也不敢夺取的”“亚美尼亚土地”……我们社会民主党内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小市民的蠢见呢？再看看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哥萨克吧。


　　“拿我国的哥萨克来说吧。论行为他们是十足的反动分子，但是如果（专制〉政府忽然想侵占他们的土地，那他们会万众一心地起来为土地而斗争。可见，地方公有化的好处，就在于它甚至在发生复辟时也是有用的。”（第45页）



　　的的确确，是用了“可见”二字！如果专制制度起来反对专制制度的维护者，那么专制制度的维护者就会起来反对专制制度。这是多么深刻的思想啊！但是哥萨克的土地占有制不单在复辟时有用，并且对于保持复辟以前就应该加以推翻的东西也是有用的。施米特在反驳普列汉诺夫的时候注意到了地方公有化的这一很有意思的方面：
　　“……我要提醒一点，就是专制政府早在一个月以前就给了哥萨克一些优待，可见，它并不怕地方公有化，因为哥萨克土地目前就是用同地方公有化相当近似的方式进行管理的……它〈地方公有化会起反革命的作用。”（第123—124页）



　　普列汉诺夫听了这番话十分激动，竟一度打断发言人的讲话（是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究竟他讲的是不是奥伦堡的哥萨克），并且试图不按会议的规则，要求让他优先发表声明。下面就是他后来提出的书面声明：
　　“施米特同志把我提到哥萨克的那段话转述得不确切。我根本没有提到过奥伦堡的哥萨克。我只是说：看看哥萨克吧；他们的行为是极端反动的，但是，政府如果想侵占他们的土地，那他们人人都会起来反对政府。将来革命把没收来的地主土地交给区域机关以后，如果遇到类似的企图，这些区域机关也会程度不同地采取同样的行动。它们的这种行动在一旦发生复辟时就是抵御反动势力的一个保证。”（第127页）



　　这自然是一个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情况下推翻专制制度的妙不可言的计划：从专制制度手里夺取某些区域，然后再让它试着设法夺回去。这几乎同主张用储蓄银行剥夺资本主义的主意一样妙不可言。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革命胜利以后“应该”起奇妙作用的区域地方公有化，现在起的却是反革命的作用。这就是普列汉诺夫避而不谈的问题！哥萨克的土地现在是真正地方公有的土地。有好几个大区域属于各哥萨克部队，如奥伦堡军、顿河军等等。哥萨克每户平均有52俄亩土地，而农民每户平均只有11俄亩。此外，属于奥伦堡军的还有150万俄亩部队之地，属于银河军的还有190万俄亩，如此等等。在这种“地方公有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纯粹封建的关系。这种实际存在的地方公有化意味着农民的等级和地区的封闭状态，他们由于占有土地和纳税的多少不同，由于享受中世纪俸禄制土地使用权的条件等等不同而四分五裂。“地方公有化”无助于一般民主运动，反而是促使这种运动分散，促使那种只有作为集中的力量才能获得胜利的运动因分散各地而失去力量，造成各个区域互相隔绝。

于是我们看到，在第二届杜马中，拥护斯托雷平（说斯托雷平在自己的宣言中也容许用强迫手段改动地界）的右派哥萨克卡拉乌洛夫，也同普列双诺夫一样大骂国有化的主张，并且公开主张按区域实行地方公有化（1907年3月29日第十八次会议，速记记录第1366页）。

右派哥萨克卡拉乌洛夫比马斯洛夫和普列汉诺夫正确千倍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区域分散性是防止革命的保证。如果俄国农民（在集中的而不是“区域的”无产阶级运动帮助之下）不能冲破自己那种区域隔绝状态，不能组织全俄性的运动，那么革命总是会被处境优越的个别区域的代表人物所击溃的，因为旧政权中央集权的势力会根据需要利用这些人物去作斗争。

地方公有化是个反动的口号，它把各个区域中世纪式的各自为政理想化，模糊农民对于进行集中的土地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


3．中央政权和巩固资产阶级国家

地方公有派最反感的就是中央政权。在分析有关的论断之前，我们应该先说明一下从政治司法方面来看国有化是什么意思（上面我们已经说明了它的经济内容）。

土地国有化就是全部土地收归国家所有。所谓归国家所有，就是说国家政权机关有权获得地租、有权规定全国共同的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的规则。在国有化的情况下，这种共同的规则肯定包括禁止一切中介行为，即禁止转租土地，禁止将土地让给并不亲自经营的人等等。再者，如果这里讲的国家是真正民主的（并不是象诺沃谢茨基所说的那种孟什维克意义上的民主），那么国家土地所有制丝毫不排斥在全国性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把土地转交地方和区域自治机关支配，反而要求这样做。我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8页。——编者注］

 这本小册子中已经说过，我们党的最低纲领在谈到民族自决权、谈到广泛的区域自治等等的时候，直接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因此，规定因地制宜的细则、实际拨给土地或者在各个户主或各个协作社之间分配土地等等事宜，必然要交给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即地方自治机关办理。

如果关于这一切还可能产生什么误会，那要么是由于不了解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等概念的区别，要么是由于蛊惑人心地玩弄省区自治和联邦制 
［注：马斯洛夫就玩弄过这种手法。他在《教育》杂志（1907年第3期第104页）上写道：“……某些地方的农民也许会同意交出自己的土地，但只要有某一个大地区（例如波兰）的农民拒绝交出自己的土地，全部土地国有化的方案就会成为无稽之谈了。”这就是庸俗论据的典型，其中没有任何思想，而只有字句的堆砌。条件特殊的一个地区表示“拒绝”，不会改变总的纲领，也不会使这个纲领变为无稽之谈。有的地区也可能“拒绝”地方公有化。然而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土地私有制和大规模的国有制这两种制度是不可能并存的。其中必有一个要占上风。工人政党的任务就是要维护较为优越的、能加速生产力的发展、能保证自由地开展阶级斗争的制度。］

 。地方公有化和国有化的基本区别并不在于中央和地方之间权限的划分，更不在于中央的“官僚主义”（只有十分无知的人们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和说法），而在于实行地方公有化后还会保存某一类土地的私有制，实行国有化后则完全废除了这种私有制。基本区别在于前一种纲领容许“土地关系上的复本位制”，而后一种纲领却能加以消除。

如果你们从中央政权可能恣意妄为等等的观点（庸俗的地方公有化拥护者往往想利用这个观点）来考察现行纲领，你们就可以看出，现行纲领在这方面极其混乱极其模糊。只要指出下面这点就行了：现行纲领规定既要把“移民所需的土地”、又要把“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域”交归“民主国家掌握”。显然，这些概念是非常模糊的，这里可能引起无限的纠纷。拿立宪民主党出版的《土地问题》文集第2卷考夫曼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关于补充份地的份额问题》）来看吧。作者在文章中把44省所有可以按1861年最高份额补发给农民的土地储备作了一个统计。“非份地的土地资产”一项，起初没有把森林计算在内，以后又把森林（除去25％的多林地区）计算在内。谁来决定哪些森林是“有全国意义”的呢？当然只有中央国家政权；由此可见，孟什维克纲领是主张把大量的土地（据考夫曼计算，44省有5700万俄亩土地）交给中央政权掌握。谁来决定哪些是“移民所需的土地”呢？当然只有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只有它才能决定，比如奥伦堡哥萨克所占有的150万俄亩部队土地或顿河哥萨克所占有的200万俄亩土地算不算用于全国需要的（因为哥萨克每户平均有52．7俄亩）“移民所需的土地”。显然，问题完全不是象马斯洛夫和普列汉诺夫之流所提出的那样。问题并不在于用一纸决定来捍卫地方区域自治，使它们不受中央政权的侵犯，这样的事情不但靠一纸空文办不到，就是靠大炮也办不到，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在走向集中化，要把大权集中在资产阶级中央政权手中，“区域”在任何时候都是无力与之对抗的。问题在于同一个阶级应当既在中央又在地方掌握政权，在中央和地方都要完全彻底地实行同样程度的民主制，以保证（比如说）大多数居民即农民完全占统治地位。这才是防止中央“过分”侵犯地方、侵犯地方“合法”权利的唯一实际的保证。孟什维克杜撰的其他一切保证都统统是愚蠢的想法，是地方上的庸人用以抵御被资本主义集中在中央政权的权力的纸帽子。诺沃谢茨基也同现行纲领一样持有这种庸人的蠢见，竟认为地方自治机关要完全民主化，而中央政权可以“不是最高”程度的民主化。中央政权不完全民主化，就意味着中央政权不归大多数居民掌握，不归那些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占优势的分子掌握，而这就意味着不仅可能发生、而且必然发生冲突，由于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冲突的结果一定是不民主的中央政权获得胜利！

从问题的这一方面来说，拿“地方公有化”当作区域与中央政权相抗衡的某种“保证”，纯粹是庸人的妄想。如果这可以叫作同集中的资产阶级政权作“斗争”的话，那么这只能是反犹太主义者同资本主义所进行的那种“斗争”：同样是一些引诱愚昧无知的群众上当的大吹大擂的诺言，这些诺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样都不可能兑现。

拿地方公有派反对国有化的一个最“流行的”论据来说吧。据说国有化会加强资产阶级的国家（记得约翰有一句妙言：“只会巩固国家政权”），会增加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权的收入，然而（确实是这样说的：然而）地方公有化却能提供满足人民需要、满足无产阶级需要的收入。居然提出这样的论据，真要使人替社会民主党感到羞耻了，因为这纯粹是反犹太主义的蠢见和反犹太主义的妖言。我们不拿受普列汉诺夫和马斯洛夫迷惑的某个“小角色”作例子，就拿马斯洛夫“本人”来说吧：


　　他教训《教育》杂志的读者说：“社会民主党总是希望它的计划和任务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够被证实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设想到，带有种种缺点的资产阶级制度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占统治地位。自治机关也会象整个国家制度一样是资产阶级性的，那里也同西欧的市政局一样，会有尖锐的阶级斗争。自治机关和国家政权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力求不把土地交给国家，而要交给地方自治机关呢？

为了确定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的任务，我们把两者的预算作一比较。”（1907年《教育》杂志第3期第102页）





接着他作了比较：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之一的美利坚合众国，陆海军军费占预算支出的42％。法、英等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俄国“地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的预算支出中，医疗费占27．5％，国民教育费占17．4％，修路费占11．9％。
　　“我们把最民主的国家的预算同最不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的预算作了比较以后可以看到，就各自的职能来说，前者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国家的资金耗费在压迫的工具上面，耗费在镇压民主的工具上面；反之，最不民主、最坏的地方自治机关却不得不为民主服务（虽然服务得不好，毕竟是在服务），不得不满足本地的需要。”（第103页）“社会民主党人不应该太幼稚，比如说，不应该因为国有土地上的收入供养的是共和国的军队就同意土地国有化……相信奥列诺夫那种说法的读者是十分幼稚的，奥列诺夫硬说，马克思的理论只‘允许’把土地国有化的要求，也就是把地租（叫它绝对地租也好，级差地租也好，反正都一样）用于陆海军的要求列入纲领，而不容许实行土地地方公有化，也就是不容许把地租用于居民的需要。”（第103页）





　　好象是很清楚了吧？国有化是为了供养陆海军。地方公有化是为了满足居民需要。犹太人是资本家。打倒犹太人就是打倒资本家！好心的马斯洛夫没有考虑到，地方自治机关的文化开支只是在次要开支部分中占了较高的百分比。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地方自治机关的管辖范围和财政权限还是由那个中央国家政权规定的，而且按照这个规定，应把巨额的款项用于军费和其他费用，而把小小的零头用在“文化”方面。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必定这样分配吗？必定这样分配，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产阶级要是不用巨额的款项来保证本阶级的统治，把剩下的零头用作文化费用，那它就不能进行统治。只有马斯洛夫这样的人才会产生这个神妙的想法：我要是把另一笔巨额款项宣布为地方自治机关的财产呢？我不就绕过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吗！如果无产者都象马斯洛夫这样来考虑问题，那他们的任务就再简单不过了：只要要求把铁路、邮电和酒类专卖方面的收入不“收归国有”而是“收归地方公有”，这些收入就不会用到陆海军方面，而会用在文化方面了。完全用不着推翻中央政权或者对它进行根本改造，只要做到把一切大宗收入款项都“收归地方公有”，就万事大吉了。啊，真聪明！

在欧洲和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里，市政局的收入都是（愿好心的马斯洛夫记住这一点吧！）资产阶级中央政权同意用于文化目的的收入，因为这些收入是次要的收入，而且中央要征收这些钱也很不方便，同时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的、根本的、基本的需要已经由巨额款项来加以保证。因此替人民出主意，说人民可以从地方公有土地上得到另一笔数以亿计的巨额款项，可以把这笔巨款交给地方自治机关（而不是交给中央政权）以保证用于文化事业，这种主意是骗人的。在资产阶级国家里，资产阶级真正用于文化目的的只能是小小的零头，因为巨额的款项它需要用来保证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为什么中央政权自己拿9／10的土地税、商业税和其他捐税，而只许地方自治机关得到1／10，并且用法律规定地方自治机关征收的附加税不得超过某一极低的百分比呢？因为巨额款项需要用来保证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它既然是资产阶级，它就只能把小小的零头用于文化事业。 
［注：从考夫曼的极为详尽的著作（理·考夫曼《地方财权》1906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2部，由弗兰肯施泰恩创始、由海克尔续编的国家科学手册和教程丛书第5册。）（Kaufmann　R．《Die　Kommunalfinanzen》，2　Bande　Lpz．1906，ⅡAbt．5．Band　des　Hand－und　Lehrbuches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begr．von　Frankenstein，fortges．von　Heckel）中可以看出，就地方开支和中央国家开支间的分配情况来说，英国地方自治机关所占的比重比普、法两国大一些。在英国，由地方机关支出的有30亿马克，由国家中央政权机关支出的有36亿马克；在法国分别为11亿和29亿；在普鲁士分别为11亿和35亿。单拿情况最好的（从地方公有派的观点来看）英国用于教育事业的文化经费来说吧。我们可以看出，在15160万英镑的地方开支（1902—1903年）中，教育费占1650万英镑，即占110强。按1908年的预算（见《哥达年鉴》），中央政权的支出总数是19860万英镑，其中教育费占1690万英镑，即不到110。陆海军军费为5920万英镑。这里还要加上国债支出2850万英镑，法院和警察局的费用380万英镑，外交费用190万英镑，税务机关费用1980万英镑。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花在文化事业上的只是零头，用于保证本阶级统治的则是巨额款项。］



欧洲社会党人把这种一方面是零头一方面是巨款的分配情况看作既成的事实，他们很清楚，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能如此。他们把这种分配情况看作既成的事实，他们说，我们不能参加中央政权，因为它是压迫的工具；而市政局我们可以参加，因为那里在将小小的零头用在文化事业上。如果有人劝工人政党去进行鼓动，要求把真正巨额的收入，把地方上的全部地租，把地方邮政机关、地方铁路等等的全部利润都归欧洲的市政局所有，那欧洲的社会党人听了会对这种人说些什么呢？他们会认为，这种人不是疯子，就是误入社会民主党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有些人在讨论俄国目前的（即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任务时，说我们不应该巩固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央政权，这正好暴露出他们完全没有思考的能力。德国人可以而且应该这样来考虑问题，因为他们面对的只有容克－资产阶级的德国，而且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前决不会再有另外一个德国。而我国当前群众革命斗争的全部内容就是：俄国是成为容克－资产阶级的俄国（这是斯托雷平和立宪民主党人所向往的），还是成为农民－资产阶级的俄国（这是农民和工人所向往的）。要参加这样的革命，就不能不支持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阶层去反对另一个阶层，不能不支持资产阶级演进的一种方式去反对另一种方式。由于客观的经济原因，在我国目前的革命中，要么是成立农民－农场主的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么是成立容克地主的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君主国，此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抉择”。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到“我们只要有比较民主一点的地方自治机关就行了”，以回避上述困难的“抉择”，那是最鄙俗的庸人的做法。


4．政治变革的规模和土地变革的规模

我们说“抉择”很困难，那当然不是指主观的抉择（哪个更合心意），而是指解决历史问题的各种社会力量彼此斗争的客观结局。有些人说我在土地纲领中把共和国同土地国有化联系在一起是太乐观了，他们根本没有思考过：要得到对农民有利的结局，“困难”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下面就是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议论：


　　“列宁用一些乐观的假设回避了问题的困难。这是常见的空想思维的方法；比如，无政府主义者说：‘不需要任何强制性的组织’。我们反驳说，如果没有强制性的组织，那社会的个别成员就可能危害这整个社会，只要他们想这样做的话，于是无政府主义者便回答说：‘这不可能’。在我看来，这就是用一些乐观的假设回避了问题的困难。列宁也是这样做的。他用许多乐观的‘假如’来掩饰他提出的办法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如列宁对马斯洛夫的责难就是证明。列宁在他那本小册子第23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33页。——编者注］

 上说：‘其实，马斯洛夫草案是默然假定我们最低政治纲领的要求不会充分实现，人民专制不会得到保障，常备军不会取消，官员民选制度不会实行等等，——换句话说，就是假定我们的民主革命，也象欧洲大多数民主革命一样不会进行到底，也象所有这些革命一样被弄得残缺不全，受到歪曲，“被拖向后退”。马斯洛夫的草案是专门给半途而废的、不彻底的、不完全的或者被反动派弄得残缺不全和“不致为害的”那种民主革命设计的。’就假定他对马斯洛夫的责难是有根据的吧，但是上面这段引文表明，列宁自己的草案只有在他提出的种种‘假如’全都实现的情况下才是好的。如果这些‘假如’不能实现，那实现他的草案
［注：不过在那种情况下它就不再是我的草案了！普列汉诺夫的议论不合逻辑！］

 就会是有害的。我们不需要这种草案。我们的草案应该在四只脚都钉上马掌，就是说应该准备应付种种‘假如’未能实现的情况。”（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第44—45页）



　　我把这段议论全文照录，因为它很清楚地表明了普列汉诺夫的错误。他根本不懂得把他吓坏了的那种乐观态度。所谓“乐观主义”并不是假定官吏由人民选举等等，而是假定农民土地革命获得胜利。真正的“困难”在于：在一个至少从1861年起就是按容克－资产阶级式道路发展的国家里要使农民土地革命获得胜利。既然您承认经济方面的这种基本困难，那您把实现政治民主制的困难看成同无政府主义差不多，就未免太可笑了。忘记土地改革规模同政治改革规模之间不能不相适应，忘记经济变革必须以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为前提，那是很可笑的。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间题上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不懂得我们共同的（既是孟什维克的也是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持“乐观”态度的根源是什么。请具体地设想一下，没收地主地产的“农民土地革命”在现代的俄国究竟是什么意思。毫无疑问，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通过地主经济为自己开辟了道路，这种地主经济在目前总的说来无疑比农民经济强，不但在收成方面是如此（这方面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地主的地好），而且在广泛采用改良农具和轮作制（种植牧草） 
［注：参看考夫曼在《土地问题》第2卷中所综合的关于地主经济在推广种植牧草方面比农民经济优越的大批新资料。］

 方面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地主经济不但同官僚而且同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收土地将会损害大资产阶级的许多利益，而农民革命——正如考茨基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将使国家趋于破产，也就是说，不但损害俄国一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损害整个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当然，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革命的胜利、小资产者对地主和大资产者的胜利，就需要有各种情况特别有利的凑合，需要实现非同寻常的、在庸人或庸俗历史学家看来是“乐观的”种种假设，需要大大发挥农民的主动性、革命毅力、觉悟、组织性和丰富的人民创造力。这是无可争辩的。普列汉诺夫讲到“人民创造力”这个字眼时开了一个庸俗的玩笑，这无非是一种想回避严肃问题的廉价遁词。 
［注：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嘲笑说，“人民创造力”就是“民意主义”。这种批评正好象从前有人对《乞乞科夫奇遇记》的批评一样，这种人拿“乞乞科夫”这个姓开玩笑：“乞乞科夫……啊嚏……啊嚏……啊，真可笑！”[160]只有那些认为承认反资产阶级、反地主的农民革命就是民意主义的人，才会严肃地把关于俄国革命需要“人民创造力”、需要有新的斗争形式和新的农民组织形式的思想看作民意主义。］

 由于商品生产不会使农民联合起来，集中起来，而是使他们分化和涣散，资产阶级国家里的农民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这一情况使全世界的十分强大的资产阶级更加要起来反对这样的革命了。

这是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完全抛弃关于农民土地革命的思想呢？不是。只有那些把拙劣模仿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当作自己世界观的人，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来。由此只能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俄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同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结局联结在一起；第二，马克思主义应该估计到俄国农业可能有两种方式的资本主义演进，并且向人民明确说明每一种可能性的条件和意义；第三，马克思主义应该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在俄国没有激进的政治变革也可能实现激进的土地变革的观点。

（1）社会革命党人也同所有比较彻底的民粹派一样，不懂得农民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而把自己的整个冒牌社会主义同这一革命连在一起。在民粹派看来，农民革命的有利结局就是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其实这样的结局将是民粹派（农民）社会主义最迅速、最彻底的破产。农民革命的胜利愈完全愈彻底，农民就会愈快地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农场主，而这种农场主是会请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引退”的。反之，不利的结局倒会使民粹派的社会主义苟延残喘一段时间，使那种以为批判地主资产阶级式的资本主义变种就是批判整个资本主义的幻想还能勉强保持下去。

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决不把社会主义的命运同资产阶级革命的这种或那种结局联结在一起。这两种结局都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受压迫，无论在保存土地私有制的地主君主国或者在尽管实现了土地国有化的农场主共和国都是如此。因此，只有绝对独立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够“在实行民主土地改革的任何情况下”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1页。——编者注］

 捍卫社会主义的事业，这正是我在自己提出的土地纲领的末尾部分所说的（这一部分已经列入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

（2）但是土地变革两种结局的资产阶级性质，决不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人对于争取这种或那种结局的斗争可以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工人阶级的利益无疑要求工人阶级最坚决地支持农民革命，不仅如此，而且要求它在农民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我们在争取农民革命有利的结局时，应该使广大群众十分清楚地了解到，保持地主式的农业演进道路意味着什么，这样会给全体劳动群众带来怎样无穷无尽的祸害（这种祸害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说明农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说明把“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这一革命上面是毫无根据的。

既然我们不把社会主义的命运同资产阶级变革的这种或那种结局联结在一起，我们的纲领在形势有利和“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决不能都是一样的。普列汉诺夫说我们不需要有专门预察到这两种情况的（也就是由许多“假如”构成的）草案，他不过是在信口开河。正是从他的观点出发，从很可能产生最坏的结局或必须估计到这种结局的观点出发，才尤其需要象我提出的纲领那样把纲领分成两个部分。必须指出，在目前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上，工人政党一方面主张采取某些措施，另一方面竭尽全力帮助农民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从而有可能得到更广泛更自由的发展的条件。关于问题的这个方面，我在《报告》中已经谈得很详细（关于租佃的条文，在纲领中必须有这一条，以应付“最坏的情况”；马斯洛夫的纲领中没有这一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23—24页。——编者注］

 。现在我只补充一点，正是在目前，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眼下所处的条件同乐观的假设相差最远的时候，普列汉诺夫的错误更为明显。第三届杜马决不会使我们想到停止争取农民土地革命的斗争，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不得不在目前这种保证地主能够进行最野蛮剥削的土地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活动。正是这位特别关心最坏情况的普列汉诺夫现在却拿不出一个能应付最坏情况的纲领！

（3）既然我们把促进农民革命当作自己的任务，就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任务的艰巨性，认识到政治改革同土地改革必须相适应。否则就会把土地问题上的“乐观”（没收土地加上地方公有化，或者加上土地分配）同政治上的“悲观”（如诺沃谢茨基所说的：中央政权“相当程度的”民主化）捏合在一起，而这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则是反动的。

孟什维克很象是违心地承认农民革命的，而且不愿意让人民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革命的全貌。他们的言论贯穿着孟什维克普季岑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表述得无比天真的那种观点，他说：“革命的骚乱过去以后，资产阶级生活又会重新进入常轨，如果西欧不发生工人革命，我国资产阶级必然会上台执政。这一点是列宁同志不会否认、也否认不了的。”（《记录》第91页）结果是，资产阶级变革这一肤浅的抽象概念遮盖了作为资产阶级变革的一种形式的农民革命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骚乱”，只有“常轨”才是现实的。这里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出庸人的观点，表现出对在我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斗争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的无知。

农民要实现土地变革，就不可能不铲除旧政权、取消常备军和官僚制度，因为这一切都是地主土地占有制最可靠的支柱，都同地主土地占有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那种认为只要有地方机关的民主化、不必彻底粉碎中央机关就可以实现农民变革的想法，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这种想法在实践上是反动的，因为它助长小资产阶级的愚钝和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把事情看得“很简单”：土地是需要的，至于政治嘛，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土地要全部夺到手，至于是否要夺取全部政权，能不能夺取全部政权，怎样夺取，农民是不去考虑的（或者说直到两届杜马被解散的事实开导他们以前没有考虑过）。所以“农民立宪民主党人”彼舍霍诺夫先生的观点是极其反动的，他早在《土地问题》一书中就说过：“目前对土地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比对共和国这类问题作出肯定回答要迫切得多。”（第114页）大家知道，这种政治上的装疯卖傻（干反动勾当的老手瓦·沃·先生的遗风）在“人民社会党人”的全部纲领和全部策略中都表现出来了。农民不了解激进的土地改革同激进的政治改革之间的相互联系，“人民社会党人”不是去克服农民的这种无知，反而迁就这种无知。他们觉得“这样比较实际”，其实这种做法就使得农民土地纲领必然遭到失败。不用说，激进的政治变革是困难的，但土地变革也是困难的。后者同前者不可能没有联系，社会党人不应该向农民隐瞒这一点，不应该象我们土地纲领那样，用“民主国家”这类不很明确的、半立宪民主党式的词语来蒙蔽农民，而应该把话说明白，应该教导农民，如果在政治上不取得彻底胜利，就休想没收地主的土地。

这里重要的不是纲领中有没有“假如”。重要的是指出土地改革同政治改革应该彼此适应。可以不用“假如”而用别的说法来表达同一个思想，比如这样说：“党说明，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最好的土地占有方式是取消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即把土地收归国家所有，但是要实施这种办法，使之产生实际效果，就不仅一定要有地方机关的彻底民主化，而且一定要有全部国家机构的彻底民主化，直至成立共和国，消灭常备军，官吏由人民选举，等等。”

我们没有把这种说明写进我们的土地纲领，于是就向人民灌输了一种错误的思想，似乎中央政权不彻底民主化也可能没收地主土地。这样我们就降低到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即“人民社会党人”的水平，因为在两届杜马中他们的纲领（104人法案）和我们的纲领都是把土地改革仅仅同地方机关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点是市侩的蠢见，1907年的六三政变和第三届杜马的教训应该使许多人、首先是社会民主党人抛弃这种想法了。


5．农民革命不需要由农民夺取政权吗？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是在一场以消灭农奴制残余、消灭我国土地制度中一切中世纪成分为目的的农民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纲领。我们看到，孟什维克在理论上也承认这个论点（见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但是孟什维克完全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一论点，没有看到这一论点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所采取的策略的总原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考虑不周的毛病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恰恰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整个社会经济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条件下，任何反对中世纪制度的农民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并非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农民革命。如果在一个农业已经完全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里，农业资本家在雇佣工人的帮助下完成了土地革命，比如说消灭了土地私有制，那么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决不是农民革命。如果在一个土地制度已经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联成一体，以致不消灭资本主义就不能消灭这种土地制度的国家里发生了革命，比如说工业资产阶级代替专制官僚掌握了政权，那么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决不是农民革命。换句话说，可能有一种没有农民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可能有发生在这种国家里的没有农民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农民人口很多的国家中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但它并不是农民革命，就是说它并不在只同农民有关的土地关系方面进行革命，并不把农民当作进行革命的、比较积极的社会力量。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一般概念所包含的某些原理无疑适用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任何农民革命，但是这个一般概念丝毫没有说明，某一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为了获得完全的胜利，是否一定要（就客观必要性来说）成为农民革命。

普列汉诺夫和追随他的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即1905—1907年）所采取的整个策略路线，其错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完全不懂得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和农民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孟什维克的书刊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不了解当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种常有的吓人的叫嚣 
［注：在普列汉诺夫《关于策略和不策略的新信札》（格拉戈列夫出版社，圣彼得堡版）一书中这种叫嚣简直滑稽可笑。通篇是吓人的字眼、对布尔什维克的谩骂和装腔作势的调子，而思想却一点也没有。］

 不过是对这种无知的掩饰。其实，社会民主党两个派别中的任何一个人，无论在革命以前或在革命期间，都没有放弃如下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有故意把派别意见分歧“简单化”、庸俗化的人才会持相反的意见。然而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即党内的右翼，总是用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笼统、抽象、死板的概念来敷衍搪塞，不懂得当前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即它是一场农民革命。因此发生以下情况就是十分自然和必然的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右翼无法理解我国资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起反革命作用的原因，无法明确地肯定究竟哪些阶级能够在这场革命中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且不能不陷入一种错误的见解，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应该支持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主要人物应该是资产阶级，如果资产阶级被吓跑了，革命的声势便会减弱，如此等等。

相反，早在1905年春天和夏天革命刚刚开始，当无知的或愚蠢的人还根本没有象现在这样普遍地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冲击主义等等混为一谈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就清楚地指出了我们在策略上意见分歧的根源，划分出作为资产阶级革命一种形式的农民革命这个概念，并规定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是农民革命的胜利。从那以后布尔什维主义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获得的一个极大的思想上的成就，就是考茨基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动力的文章（《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1907年莫斯科新时代出版社版，俄译本由列宁校阅并作序 
［注：列宁的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20—226页。——编者注］

 ）。大家知道，在1903年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开始分裂的时候，考茨基是站在孟什维克方面的。到了1907年，考茨基观察了他曾多次论述过的俄国革命，他立即看出给他寄去有名的调查表的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在这张调查表上，普列汉诺夫只问到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没有划分出农民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反对党”这些一般提法的范围。考茨基在回答时纠正了普列汉诺夫这个错误，他说：资产阶级不是俄国革命的动力；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整个革命斗争时期，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才存在着利益的牢固的共同性”（上述小册子第30—31页），“正是它〈这种持久的共同利益〉应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全部革命策略的基础”（同上，第31页）。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同孟什维克策略相反的布尔什维克策略的基础。普列汉诺夫在《……新信札》中对这一点大为恼火。但是他的恼怒只是更加清楚地表明他的论据软弱无力。普列汉诺夫断言目前我们所经历的危机“毕竟还是资产阶级性的危机”，骂布尔什维克“没有知识”（第127页）。这种谩骂是色厉内荏的表现。普列汉诺夫不懂得农民资产阶级革命同非农民资产阶级革命有什么区别。普列汉诺夫说考茨基“夸大了我国农民发展的速度”（第131页），说“我们〈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看法不同只能是细微的差别”（第131页）等等，这些都是最可怜最怯懦的遁词，因为任何一个肯动一点脑筋的人都会看出，事实正好相反。这里不是“细微的差别”，不是发展的速度问题，也不是普列汉诺夫所叫喊的“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对能够成为俄国革命动力的阶级的基本看法问题。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必然有意无意地陷入支持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立场，因为他们不了解资产阶级在农民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反革命性。布尔什维克则从一开始就确认，这个革命要取得胜利，一般的、基本的阶级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就实质上来说，考茨基在《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文中也有同样的见解，并且在他的《社会革命》一书第2版中又重申了这一见解。他说：“它〈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最近将来的胜利〉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einer　Koalition）的事业。”（卡·考茨基《社会革命》，1907年柏林第2版第62页）（因为篇幅有限，我们无法再谈考茨基在第2版中所作的另一个补充，即他对于1905年12月的教训所作的评价[161]，这个评价同孟什维主义有着根本的分歧）。

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完全解决不了如下问题：在一场只有作为农民革命才能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民主党总的策略基础究竟是什么。我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1906年4月）曾经说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29—331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反对农民在农民革命中夺取政权，从而使孟什维主义变得荒谬已极，我的这番话在后来的书刊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证实。而策略路线方面的这一基本错误不能不反映在孟什维克的土地纲领中。上面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地方公有化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能充分表达农民革命取得真正胜利的条件，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真正夺取政权的条件。在经济方面，这样的胜利同巩固旧份地占有制是不相容的；在政治方面，这样的胜利同仅仅地方机关民主化而中央政权不完全民主化这种情形也是不相容的。


6．土地国有化是不是相当灵活的手段？

约翰同志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说：“土地地方公有草案是更可取的，因为它更灵活，它估计到形形色色的经济条件，它能够在革命过程中就得到实现。”（见《记录》第111页）上面我已经指出地方公有化在这方面的根本缺点就在于把份地固定为私有财产。国有化在这方面却灵活得多，因为它使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得多地在“废除了地界的”土地上组织新农场。约翰还提出其他一些比较小的理由，这里也需扼要地谈一谈。

约翰说：“土地分配在某些地方会重新建立起旧的土地关系。在某些地区，每户平均会得到200俄亩的土地，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在象乌拉尔这样的地方造成新的地主阶级。”这正是责备他们自己那套理论的典型的论据！而在孟什维克的代表大会上就是靠这种论据来决定问题的！其实正是地方公有化，也只有地方公有化才有上述那种毛病，因为只有地方公有化才把土地永远归各个地区所有。同犯了可笑的逻辑错误的约翰所想象的相反，这不能怪土地分配，而要怪地方公有派的地方主义。按照孟什维克的纲领，乌拉尔土地收归地方公有之后，仍然要归乌拉尔人“占有”。这就是说会造成新的反动的哥萨克，其所以反动，是因为这些享有特权的小农有了比所有其他农民群众多9倍的土地，就不可能不起来抗拒农民革命，不可能不起来保护土地私有制特权。完全可以预料，按照同一个纲领，“民主国家”可能把乌拉尔几千万俄亩的森林宣布为“有全国意义的森林”，或宣布为“移民所需的土地”（立宪民主党人考夫曼不是认为占总面积25％的多林地区中的乌拉尔森林可以作这样的用途吗，这样在维亚特卡省、乌法省和彼尔姆省就能得到2100万俄亩的土地！），并以此为理由，把这些土地收归国家“占有”。地方公有化的特点不是灵活，而是混乱，如此而已。

其次，我们来看看在革命过程中如何实现地方公有化吧。在这方面，有人攻击我提出的“农民革命委员会”，说这是一种等级机关。孟什维克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学着自由派的腔调说：“我们赞成不分等级！”真是廉价的自由主义！我们那些孟什维克却没有想一想，要实现不分等级的自治，必须先取得胜利，先剥夺作为斗争对象的特权等级的权力。在约翰所说的“革命过程中”，即在驱逐地主的过程中，在孟什维克的策略决议所说的“农民采取革命行动”的过程中，能建立起来的恰恰只有农民委员会。实行不分等级的自治在我们的政治纲领中已经作了规定，而在胜利以后，在全体居民不得不承认新秩序的时候，这种作为管理组织的自治机关必然会成立起来，也应该成立起来。我们的纲领说要“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到没收地主土地”，如果这不是一句空话，那就必须设法组织群众来采取这些“行动”！孟什维克的纲领却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个纲领写得就是要便于把它完全变成一项跟各资产阶级政党提出的法案一样的议会法案，而这些资产阶级政党要么仇视任何“革命行动”（如立宪民主党人），要么用机会主义态度来回避有步骤地促进和组织这种行动（如人民社会党人）。但是这样来写纲领，是同一个主张农民土地革命的工人政党不相称的，因为工人政党所追求的目的，不是要安抚大资产阶级和官僚（如立宪民主党人那样），也不是要安抚小资产阶级（如人民社会党人那样），而只是要在广大群众反对农奴制俄国的斗争过程中提高他们的觉悟和主动性。

请回忆一下，哪怕是大致地回忆一下1905年春天和秋天以及1906年春天俄国发生的无数次农民“革命行动”吧。我们要不要答应支持这种行动呢？如果不答应支持，那我们的纲领就没有讲真话。如果答应支持，那么纲领对于怎样组织这些行动的问题，显然没有作出指示。对这些行动的组织只能在斗争的当地直接进行，这种组织只能由直接参加斗争的群众来建立，也就是说它一定是农民委员会这种类型的组织。在这样的革命行动中等待建立大的区域自治机关，那简直是可笑的。扩大已经取得胜利的地方委员会，扩大它们的权力范围以及它们对于邻村、邻县、邻省、邻市、邻区以至对于全国的影响，那当然很理想，也很必要。在纲领中指出这种扩大的必要，这是无可非议的，但那时就决不能局限于区域，应当把中央政权也包括在内。这是第一。第二，那时候就不是什么自治机关的问题了，因为这个术语表明管理组织对国家制度的依附关系。“自治机关”是按照中央政权所制定的规章、所规定的范围活动的。而我们现在所讲的斗争着的人民的组织，则应该完全不依附于旧政权的一切机关，应该为建立新的国家制度而斗争，应该是行使人民的无限权力（或人民专制）的工具和保证这种权力的手段。

总之，从“革命过程本身”来说，孟什维克的纲领在各方面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反映出孟什维克在临时政权等等问题上的糊涂观念。


7．土地地方公有化和地方公有社会主义

把这两者相提并论的是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提出土地纲领并获得通过的孟什维克自己。我们只要举出科斯特罗夫和拉林这两个著名的孟什维克就行了。科斯特罗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说：“有些同志好象是第一次听到地方公有制的说法。我可以告诉他们，在西欧有整整一个流派〈！正是！〉叫作‘地方公有社会主义’〈英国〉，它主张扩充市政局和乡政局的财产，我们的同志也拥护这种主张。许多地方自治机关拥有不动产，这同我们的纲领并不矛盾。现在我们有可能无偿地〈！！〉为地方自治机关弄到〈！〉不动产，我们应该利用这种不动产。被没收的土地当然应该收归地方公有。”（第88页）

认为“有可能无偿地弄到财产”这种幼稚观点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发言人在把英国的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当作例子举出来时，却没有想一想，地方公有社会主义这个“流派”作为主要是英国的一个特殊流派为什么是极端机会主义的流派？为什么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评论英国费边社这种知识分子的极端机会主义时，指出他们那种“地方公有派的”要求带有市侩性质呢？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7—9页。——编者注］



拉林同科斯特罗夫一唱一和，他在解释孟什维克的纲领时说：“也许在某些地方，地方人民自治机关可以自力经营这些大农场，就象市杜马经营有轨马车公司或屠宰场一样，那时从这些大农场获得的全部〈！！〉利润就会归全体〈！〉居民支配” 
［注：《农民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66页。］

 ，而不会归当地资产阶级支配，亲爱的拉林，是这样吗？

西欧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市侩英雄的市侩幻想在这里一下子都表现出来了。他们既忘记了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事实，也忘记了只有在无产阶级居民占很大百分比的城市里才能从市政局那儿为劳动者争得一点残羹冷炙！不过这只是附带提到的。“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土地地方公有化主张的主要谬误还在下面。

西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英国费边派分子之流，所以要把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思想奉为一个特殊“流派”，正是因为他们幻想社会和平，幻想阶级调和，企图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整个经济制度和整个国家制度的根本问题转移到地方自治这些细小问题上去。在前一种问题方面，阶级矛盾最为尖锐；我们已经指出，正是这一方面的问题触及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基础本身。所以正是在这个方面，局部实现社会主义，这种市侩反动空想尤其没有希望。于是便把注意力转移到细小的地方性问题上面，这里问题并不关系到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并不关系到这一统治的基本工具，而只是关系到怎样利用富有的资产阶级丢下来供“人民需要”的那点残羹冷炙。既然突出的是关于怎样利用一笔微不足道的（同剩余价值总量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支出总额相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款项这样的问题，而这笔钱又是资产阶级自己同意用在人民保健事业（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指出，城市中的传染病使资产阶级自己感到害怕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60页。——编者注］

 ），用在国民教育事业（资产阶级需要有训练有素的、能够适应高度技术水平的工人！）等等方面的，那么在这样的小问题方面，当然可以就“社会和平”、就阶级斗争的危害等等夸夸其谈了。既然资产阶级自己花钱来满足“人民需要”，举办医疗和教育事业，那还会有什么阶级斗争呢？既然通过地方自治机关就可以逐渐地、一点一点地扩大“集体所有的财产”，就可以把可敬的尤·拉林凑巧说到的有轨马车公司和屠宰场这些行业实行“社会化”，那还要社会革命干什么呢？

这一“流派”的小市民机会主义就在于他们忘记了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地方公有资本主义，正如英国社会民主党人驳斥费边社分子时所正确指出的那样）的狭小范围。他们忘记了，只要资产阶级还在实行阶级统治，它就不会容许别人触动（哪怕是从“地方公有”的方面）这一统治的真正的基础。他们忘记了，如果说资产阶级容许、容忍“地方公有社会主义”，那正是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并不触动它的统治基础，并不侵犯它的重要的财源，而只是涉及资产阶级自己交给“居民”支配的、范围很小的地方开支。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西欧的“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就可以知道，社会主义市政局只要试图稍微超出通常的经营范围，即超出狭小的、无足轻重的、不能使工人生活得到重大改善的经营范围，只要试图稍微触动一下资本，随时都会而且一定会遭到资产阶级国家中央政权的严厉禁止。

我们那些地方公有派所承袭的正是西欧费边派分子、可能派[162]和伯恩施坦派的这种基本的错误思想，这种市侩机会主义思想。

“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是地方管理问题方面的社会主义。凡是超出地方利益范围，超出国家管理职能范围，即触及统治阶级收入的基本来源，触及保证其统治的基本手段的问题，凡是不涉及国家管理而涉及国家制度的问题，同时也就超出了“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范围。而我们那些聪明人把土地问题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直接触及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问题算作“地方管理问题”，从而回避了这一问题的尖锐性！俄国浅薄的知识分子推论道，既然西欧把有轨马车公司和屠宰场收归地方公有，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全部土地中最好的一半收归地方公有呢？这既可用以对付复辟，又适用于中央政权民主化不彻底的情况！

结果就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农业社会主义，而且是市侩气最足的社会主义，它以削弱在尖锐问题上的阶级斗争为目的，其方法就是把这些问题算作只涉及地方管理的细小问题。事实上，关于一半优等地上的经营问题既不可能是地方性问题，也不可能是管理问题。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地主国家制度，而且关系到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所以如果用一种幻想去诱骗人民，似乎在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以前在农业中发展“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是可能的，那就是在进行最不可容忍的蛊惑宣传。马克思主义允许将国有化写进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因为国有化是资产阶级性的措施，因为绝对地租妨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土地私有制对资本主义是个障碍。但是，要把将大地产收归地方公有的措施列入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那除非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费边社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

这里我们正好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的方法和无产阶级的方法之间的区别。小资产阶级，即使是最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包括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预见到的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不会有阶级斗争，大家都安居乐业、太平无事。所以他们预先就“为自己营造安乐窝”，主张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实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计划，大谈各种不同的“土地份额”，大谈“调节”地产、巩固劳动原则和巩固小劳动经济等等。小资产阶级的方法就是要建立尽可能是社会和平的关系。无产阶级的方法完全是为了扫除阶级斗争道路上的一切中世纪制度的障碍。所以无产者可以让小业主们去讨论各种地产“份额”；无产者感到兴趣的只是消灭地主大地产，消灭土地私有制这一在农业中开展阶级斗争的最后障碍。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我们感到兴趣的不是市侩的改良主义办法，不是苟且偷安的小业主们的未来的“安乐窝”，而是无产阶级同任何在资产阶级基础上苟且偷安的市侩心理作斗争的条件。

地方公有化给资产阶级土地革命的纲领带来的，正是这种反无产阶级的精神，因为，同孟什维克极其错误的见解相反，地方公有化并不是扩大阶级斗争，激化阶级斗争，而是削弱阶级斗争。说它削弱，一是它认为在中央不彻底民主化的条件下地方可以民主化。二是它包含有“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思想，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只有离开了斗争的大道，只有在细小的、无足轻重的、地方性的问题上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这些问题上，甚至资产阶级也能够让步，也能够容忍，而不会丧失保持自己阶级统治的可能性。

工人阶级应当向资产阶级社会提出最纯粹、最彻底、最坚决的资产阶级变革的纲领，直至提出资产阶级土地国有化的纲领。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鄙弃小市民改良主义办法，因为我们感到兴趣的是进行斗争的自由，而不是享受市侩幸福的自由。

工人政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自然是竭力采取另一条路线。他们所注意的不是资产阶级变革的广泛的革命纲领，而是市侩的空想：在中央的非民主制的条件下保住地方的民主制；躲开大规模的“骚乱”，为细小的改良弄到一小块地方公有经济的地盘；用反犹太主义者的老办法，即用那种把全国性的大问题化为地方性的小问题的办法，来回避由土地引起的异常尖锐的冲突。


8．地方公有化造成的混乱思想举例

“地方公有派”纲领把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搞得十分模糊，把宣传员和鼓动员弄得手足无措，这从如下几件怪事中可以得到证明。

尤·拉林无疑是著作界的一个颇有名气的孟什维克。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记录可以看出，为了让这次大会通过土地纲领，他在会上十分活跃。他那本已编入“新世界”丛书的小册子《农民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几乎是对孟什维克纲领所作的一个正式注解。请看这位作注解的人写的是什么吧。他的小册子的最后几页对土地改革问题作了总结。作者预料这种改革可能有三种结局：第一种结局是有偿地把份地补分给农民，归农民私有，这是“对工人阶级、下层农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最为不利的结局”（第103页）；第二种结局是最好的结局；第三种结局（虽则是不大可能的）就是“用正式文件宣布必须平均使用土地”。看来，我们可以预期，按照这位地方公有派纲领的拥护者的意见，第二种结局应该是实行土地地方公有化了吧。然而不是。请听：


　　“也许，一切没收来的土地以至一切土地都会被宣布为国家公有财产，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支配，以便无偿地〈？？〉分发给所有真正在这些土地上经营的人去使用，当然这不一定要在全俄范围内实行平均使用的办法，不必禁止使用雇佣劳动。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既能最好地保证无产阶级眼前的利益，又能最好地保证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利益，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俄国生活中的基本问题。所以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主张和实行的正是这种性质的土地改革〈？〉。当社会发展的自觉因素在达到高度发展的革命中变得十分强大时，这种改革便将实现。”（第103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如果尤·拉林或其他孟什维克认为这里所叙述的是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那这种错误真叫人啼笑皆非。一切土地转归国家所有，这就是土地国有化，至于土地的支配问题，那只能由在全国性法律的范围内行事的地方自治机关来处理。对于这样的纲领（当然不是“改良”的纲领，而是革命的纲领）我是完全赞成的，但是“无偿地”把土地分发给那些甚至使用雇佣劳动的经营者这一条除外。代表资产阶级社会来许这样的愿——这应该是反犹太主义者做的事情，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做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没想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内可能有这样的结局，那种认为地租最好交给农场主－企业主的想法也是没有根据的。然而，除了这一条以外（这一条多半是作者偶然的失言吧），孟什维克的通俗小册子无疑是将土地国有化作为革命高度发展时的最好结局来加以宣传的。这位拉林在讲到怎样处理私有土地的问题时又写道：


　　“至于那些生产率高的资本主义大农场所占用的私有土地，社会民主党人根本不认为没收这种土地是为了要分给小农户。在俄国，自己有地或租地经营的小农经济的平均生产率，每俄亩还不到30普特，而资本主义农业的平均生产率，却是每亩50普特以上。”（第64页）



　　拉林这样说，实际上是抛弃了农民土地革命的思想，因为他说的单位面积产量的平均数字是指所有地主土地而言的。如果不认为摆脱了农奴制束缚的小农业会更广泛、更迅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所有关于“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至没收地主土地”的议论都没有意义了。还有一点，拉林忘记了，关于“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没收资本主义农场是为了什么”的问题，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已经作出了决定[163]。是斯特卢米林同志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修正案，他建议在（决议中）“经济发展”这几个字后面加上：“因此坚决主张，凡是没收来的资本主义大农庄，今后仍然要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并且为了全民的利益、在最充分地保证农业无产阶级的需要的条件下来经营”（第157页）。这个修正案在全体反对、一票赞成的情况下被否决了（同上）。

虽然如此，人们还是不顾大会的决定在群众中进行了宣传！地方公有化纲领主张保留份地私有制，这样一来纲领就变得混乱不堪，使人们对这个纲领的解释会不由自主地同大会的决定背道而驰。

卡·考茨基的言论往往被人毫无道理地引用来为这个或那个纲领辩护（说毫无道理，是因为他总是坚决拒绝对这一问题确切地表示意见，而只是说明某些一般的道理），有人象开玩笑似的甚至把他拉来为地方公有化的主张辩护，其实他在1906年4月给Ｍ．沙宁的信中就说过：


　　“显然，我对地方公有的理解和您不同，可能和马斯洛夫也不同。我的理解是这样：大地产被没收以后，这些土地将由村社〈！〉或者由更大的组织来进行大规模的经营，或者是租给各生产协作社。我不知道这在俄国能否办到，我也不知道农民是否会同意这样做。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提出这个要求，不过我想：如果别人提出这个要求，我们是完全可以同意的。这将是一种很有趣的试验。”
［注：Ｍ．沙宁《土地地方公有还是分归私有》1907年维尔纳版第4页。Ｍ．沙宁对能否把考茨基算作地方公有化的拥护者表示怀疑，反对孟什维克拿考茨基作广告（如1906年孟什维克出版的《真理》杂志[164]），这是有道理的。在马斯洛夫公布的考茨基的来信中，考茨基直截了当地说道：“我们可以让农民来决定，从大土地占有者手中夺来的地产应该采取什么所有制形式。我认为在这方面想强迫农民接受某种办法是错误的。”（马斯洛夫、考茨基《论土地纲领问题》1906年莫斯科新世界出版社版第16页）考茨基的这个十分明确的声明，恰恰把孟什维克强加给农民的地方公有化排除在外。］





　　看来，这些引文足以说明，那些曾经完全同情或现在还同情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纲领的人，正在用自己的解释推翻这个纲领。这要怪纲领中那些混乱不堪的思想，这个纲领在理论上同否定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一脉相承，在实践上是为了适应中央政权非民主化而地方实行民主化这一不可能有的“中间”情况，在经济上是把冒牌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掺入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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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

我们觉得从稍微不同的角度再来考察一下工人政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纲领问题，不是没有好处的。我们已经分析了变革的经济条件以及主张这个或那个纲领的政治上的考虑，还应该补充描绘一下表明各阶级、各政党的斗争的图景，尽可能把各方面的利益直接进行对比。只有这样一幅图景才能使我们对所考察的现象（俄国革命中争取土地的斗争）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才能排除某些意见的片面性和偶然性，并且用有关者自己的实际体验来检验理论上的结论。各政党、各阶级的任何代表，作为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但是当他们在公开的舞台上向全国人民表明态度的时候，个别的错误必然会被同斗争有关的相应集团或阶级纠正的。阶级是不会犯错误的：总的说来，每个阶级都是根据斗争条件和社会演进条件来规定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政治任务的。

为了描绘出这样一幅图景，我们在两届杜马的速记记录中可以找到非常好的材料。我们只引用第二届杜马的记录，因为这届杜马无疑是更充分、更彻底地反映了俄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因为第二届杜马的选举没有受到任何一个有影响的政党的抵制。第二届杜马的代表在政治上的分野更加明确得多，各杜马党团更加团结，它们同相应的政党的联系也更为密切。第一届杜马的经验已经提供不少的材料，帮助了各政党更缜密地决定自己的路线。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主要地应该用第二届杜马的材料。关于第一届杜马的讨论情况，只有在需要对第二届杜马中的某些声明作出补充或解释时，我们才加以引述。

为了充分地确切地说明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时的斗争情况，必须把每个重要的、各具特色的杜马党团单独列出，摘引它们就土地问题的主要议题的主要发言来说明它们各自的特点。至于次要发言人的发言，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部加以引用，我们只是指出其中哪些人提出了某个新意见或者对问题的某一方面作了值得注意的说明。

在讨论土地问题时，杜马代表显然有以下几个主要的集团：（1）右派和十月党人（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两者在第二届杜马中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区别）；（2）立宪民主党人；（3）右派的和十月党的农民，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比立宪民主党人要左一些；（4）无党派农民；（5）民粹派或劳动派知识分子，他们比较右；（6）劳动派农民；（7）社会革命党人；（8）“民族代表”，即非俄罗斯民族的代表；（9）社会民主党人。至于政府的立场，我们将在讲到同政府的观点实质上相同的杜马集团时附带加以说明。


1．右派和十月党人

右派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无疑在鲍勃凌斯基伯爵1907年3月29日（第二届杜马第十八次会议）的发言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这位伯爵首先同左派司祭提赫文斯基争论圣经和圣经劝人服从当局的训诫问题，接着又提到“俄国历史上最纯洁、最光辉的一页”（第1289页） 
［注：以下注明的页码，凡未另加说明的，均为速记记录的页码。］

 ，即农民的解放（这一点下面我们要专门讲到），然后他就“光明正大地”讲到了土地问题。“大约在100—150年以前，西欧的农民几乎到处都象我国农民现在这样过着贫困的、逆来顺受的、不文明的生活。那里也有过象我们俄国这样的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村社，这是典型的封建制度的残余。”（第1293页）发言人接着说，现在西欧农民却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试问，是什么奇迹把“贫困的、逆来顺受的农民变成了富裕的、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有益的公民”呢？“这里只有一个回答：这个奇迹是由农民个人所有制创造的，这种所有制在这里受到左派的深恶痛绝，然而我们右派将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真诚信念的全部力量来维护这种所有制，因为我们知道，个人所有制是俄国的力量和未来。”（第1294页）“从上一世纪中叶起，农业化学在植物营养方面有了惊人的……发现，外国农民——小私有者和大私有者并驾齐驱地〈？？〉——利用了这些科学发现，应用人造肥料，使收成有了更大的提高。目前我国在最肥沃的黑土地带每俄亩只收获30—35普特的谷物，有时连种子也收不回来，而国外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每年平均收获70—120普特不等。请看，这就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这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这是很有教益的历史上的先例。俄国农民不会步普加乔夫、斯捷潘·拉辛的后尘，高喊‘上船头去！’[165]〈哎呀，伯爵，可别打这个保票！〉他们会走上一切文明民族已经走上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也就是走西欧邻邦和波兰弟兄的道路，走俄国西部农民的道路，这些农民已经充分认识到村社所有的土地和农户所有的土地犬牙交错的情况有多大的害处，并且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采用独立农庄的经营方式。”（第1296页）接着鲍勃凌斯基伯爵又说，并且说得很对：“这条道路在1861年农奴解放时就已经指出来了。”他建议不惜花上“几千万”，以“造成富裕的农民私有主阶级”。他说：“先生们，这就是我们土地纲领的概要。这不是带有竞选的鼓动性诺言的纲领。这不是破坏现存的社会准则和法律准则的纲领〈这是用暴力逼千百万农民去死的纲领〉，这不是带有危险幻想的纲领，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还是一个问题〉和经受过考验的〈这倒真是实话实说〉纲领。关于俄国人民可能有某种独特的经济道路的梦想早就该抛弃了……但是，为什么象劳动派的和人民自由党的这些根本实现不了的法案竟会提到庄严的立法会议上来呢？世界上任何议会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或者把伊万的土地拿来交给彼得……这些法案的出现是不知所措的结果〈解释得真好！〉……这样，俄国农民们，你们要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一条是宽阔的、看来很好走的道路，也就是有人在这里号召你们走的那条夺取土地和强制转让土地的道路。这条道路开头很诱人，是下坡路，但它的尽头却是悬崖峭壁〈对地主来说吧？〉，这对农民和整个国家说来都是一条死路。另一条是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是上坡路，但是这条道路能引导你们到达真理、权利和长久幸福的高峰。”（第1299页）

读者可以看到，这就是政府的纲领。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有名的土地法就是要实现这个纲领。普利什凯维奇在土地问题提纲中（1907年4月2日第二十次会议，第1532—1533页）所表述的也是这个纲领。十月党人，从讨论土地问题第一天（3月19日）发言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一直到卡普斯京（他说：“农民需要的是土地归个人所有，而不是有人提议的土地归农民使用。”1907年4月9日第二十四次会议第1805页。卡普斯京的发言博得了右派“和一部分中派”的掌声），他们逐章逐节地为之辩护的，也是这个纲领。

在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的纲领中，丝毫没有提到要维护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比如丝毫没有赞扬宗法式的农业等等。不久以前在高级官僚和地主中间还有不少人热烈拥护村社，现在他们对村社已经不再拥护，而是深恶痛绝了。黑帮分子也完全赞成资本主义的发展了，他们所描述的无疑是经济上进步的欧洲式的纲领。这一点必须特别强调指出，因为在我们中间对地主反动政策的性质普遍有一种庸俗的、简单化的看法。自由派常常把黑帮分子形容成小丑和傻瓜，其实这样来形容立宪民主党人倒要恰当得多。我国反动派的阶级意识是非常鲜明的。他们很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在往哪里走，他们可以指靠的是什么力量。他们一点也不模棱两可、犹豫不决（至少在第二届杜马中是如此。在第一届杜马中，鲍勃凌斯基先生之流曾经有过“不知所措”的表现！）。令人明显地感到他们同一个十分确定的阶级的联系，这个阶级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已经正确地估计到在资本主义环境中保持自己统治的条件，并且肆无忌惮地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即使千百万农民会加速死亡、受尽压迫、流离失所也在所不惜。黑帮纲领的反动性并不表现在要永远保存什么前资本主义的关系或制度（在这方面，所有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时期实际上都已经采取了承认资本主义是既成事实的立场），而表现在要按容克式道路发展资本主义，以便加强地主的权力和增加地主的收入，以便将专制制度的大厦建立在新的更为坚固的基础之上。这班先生没有言行不一的地方。拉萨尔曾说德国的反动派和自由派不同，反动派是“讲究实际的人”[166]，我国的反动派也是“讲究实际的人”。

这些人对于土地国有化的主张抱什么态度呢？比方说，对于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要求实行的、有赎买条件的、部分的国有化（就是同孟什维克一样，主张保留小地块私有制并且把其他土地变成国家土地储备），究竟抱什么态度呢？他们是不是把国有化的主张看作巩固官僚制度、巩固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中央政权、恢复“国家封建主义”和“中国式制度”[167]的机会呢？

恰恰相反，任何有关土地国有化的暗示都会使他们勃然大怒，他们反对土地国有化的那些论据，好象是从普列汉诺夫那里搬来的。请听右派贵族地主韦奇宁是怎么说的吧。他在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上说：“我认为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对于强制转让的问题应该作否定的回答。拥护这一主张的人们忘记了，侵犯私有者权利的现象是处在社会和国家发展低级阶段的国家所固有的特点。我们只要回顾一下莫斯科国时期就行了，当时沙皇常常把私有者的土地夺过来，然后再赐给他的亲信和寺院。政府采取这种态度的后果怎么样呢？后果是很可怕的。”（第619页）

你看，普列汉诺夫说的“莫斯科罗斯的复辟”竟有了怎样的用途！而且不是韦奇宁一个人唱这个调子。在第一届杜马中，地主尼·李沃夫（在选举时曾经是立宪民主党人，后来向右转，在第一届杜马解散以后，同斯托雷平谈过担任大臣职位的问题）这家伙也完全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谈到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提出的法案时说，“在42人法案中，令人惊异的就是它仍然有那种力图使一切都平均化的旧官僚主义专制的痕迹。”（1906年5月19日第十二次会议，第479—480页）他完全同马斯洛夫一样地“袒护”非俄罗斯民族，他说：“怎样能使整个俄国，使小俄罗斯、立陶宛、波兰、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都贯彻这一点〈平均制原则〉呢？”（第479页）他威胁说：“你们不得不在圣彼得堡成立一个庞大的地政机关……在每个地方都得派上一整批官吏。”（第480页）

这种说国有化主张会造成官僚主义和奴役的叫嚣，即我国那些不合时宜地抄袭德国模式的地方公有派发出的叫嚣，竟成了所有右派发言的基调。比如十月党人施德洛夫斯基，他反对强制转让，责备立宪民主党人鼓吹“农奴制”（1907年3月19日第二届杜马第十二次会议，第752页）。比如舒利金，他大叫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说强制转让是“文化和文明的坟墓”（1907年3月26日第十六次会议，第1133页）。舒利金也举出12世纪的中国作例子（不过没有说这是不是从普列汉诺夫的《日志》[168]中看来的），说当时中国国有化的试验结果很可悲（第1137页）。又如斯基尔蒙特在第一届杜马中的发言，他说，国家将成为所有者！“这对埃尔多拉多[169]官僚制度又将是一个福音”（1906年5月16日第十次会议，第410页）。又比如十月党人坦佐夫，他在第二届杜马中大声叫道：“把这种责备〈关于农奴制的责备〉加在左派和中派头上更有道理。实际上，这些为农民准备的法案，无非是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无非仍旧是农奴制度，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把地主换成高利贷者和官吏罢了。”（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53页）

当然，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关于官僚主义的叫嚣的虚伪性，因为正是要求国有化的农民提出了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出色主张。但是黑帮地主不得不抓住一切理由来反对国有化。阶级嗅觉告诉他们，在20世纪的俄国实行国有化同成立农民共和国是密不可分的。在其他国家里，由于客观条件的关系，不可能有农民土地革命，情形就自然不同了。例如在德国，那里卡尼茨之流会同情国有化计划，那里社会党人对于国有化连听都不要听，那里争取国有化的资产阶级运动只是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宗派活动。右派为了扼杀农民革命，不得不在农民面前扮演维护农民私有权、反对土地国有化的角色。我们看到，鲍勃凌斯基就是一个例子。韦奇宁也是一个例子，他说：“这个问题〈土地国有化问题〉当然应该加以否定，因为它甚至不会得到农民的同情，农民希望根据所有权而不是根据租佃权占有土地。”（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21页）只有地主和大臣才会这样替农民说话。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古尔柯先生、斯托雷平先生以及诸如此类拚命维护私有权的英雄们的发言，我看就用不着再引用了。

右派中唯一的例外，就是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捷列克州的哥萨克卡拉乌洛夫。 
［注： 见本卷第301页。——编者注］

 卡拉乌洛夫也部分地赞同立宪民主党人盛加略夫的意见，说哥萨克军队是一个“庞大的土地村社”（第1363页），说“应该废除的是土地私有制”而不是村社，他拥护“实行广泛的土地地方公有化，把土地转归各个区域所有”（第1367页）。同时，他又埋怨官僚的无理挑剔，埋怨“我们不能成为自己财产的主人”（第1368页）。哥萨克对地方公有化的同情有什么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了。


2．立宪民主党人

在第二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也同其他政党一样极充分、极完整地表明了自己真正的本性。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使命”，采取了中派立场，从“国家观点”出发既批评右派也批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公然向右转，从而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本质。他们在土地问题上向右转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残存的一点土地国有化思想都彻底抛弃了，完全放弃了“国家土地储备”的计划，主张土地归农民私有。目前俄国革命中的局势的确是如此：所谓向右转，也就是转到土地私有制方面去！

立宪民主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正式发言人前任大臣库特列尔，一下子就转过来批评左派（1907年3月19日第十二次会议）。这位维特和杜尔诺沃的可尊敬的同僚大声喊道：“既然谁也没有提议消灭一切私有权，那就必须无保留地承认土地私有权的存在。”（第737页）这种论据同黑帮的论调是完全吻合的。黑帮分子克鲁平斯基也同立宪民主党人库特列尔一样叫嚣：“要分就统统分。”（第784页）

这位名副其实的官吏库特列尔特别详尽地说明了“分地”给农民的不同份额。这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玩弄自由主义的官吏不依靠任何一个利益一致的阶级，他避而不谈地主土地究竟有多少、可以剥夺的有多少的问题。他宁可大谈“份额”，装出一副从国家的高度看问题的样子而把问题搞得模糊不清，隐瞒立宪民主党人主张保留地主经济的事实。库特列尔先生说：“甚至政府也主张扩大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第734页）就是说，立宪民主党人那个同样是官吏性质的方案就没有什么不能实现的了！这位立宪民主党人在坚持认为自己的方案切实可行时，自然就掩盖了下面这一事实，即他的标准是否能劝得地主同意，换句话说，就是能否使自己的方案符合地主的利益，在阶级调和的堂皇的幌子下巴结黑帮分子。库特列尔说：“诸位先生，我觉得，使土地国有化法案获得法律效力的政治条件是可以设想的，但是我不能设想在最近的将来会有使这项法律真正付诸实现的政治条件。”（第733页）说得干脆一点就是：推翻黑帮地主政权一般是可以设想的，但我现在却设想不出，所以我要讨好现政权。

库特列尔先生坚持说农民土地所有制比劳动派的方案，尤其比“平均使用”原则更好，他的理由是：“如果为了这个〈为了平均土地〉将任命专职官吏，那就会产生闻所未闻的、不堪设想的专制和对人民生活的干预。当然，这件事可以交给地方自治机关，交给居民自己选出的人员去办理，但是能不能认为这样就可以完全保证这些人员不对居民恣意妄为呢，能不能认为，这些人员总是会按照居民的利益行事，居民根本不会吃他们的苦头呢？我想在座的农民都知道，他们自己选出来的人，乡长和村长，往往同官吏一样压迫老百姓。”（第740页）难道还有比这更卑鄙的伪善吗？立宪民主党人自己提议成立地主占优势的土地委员会（地主的和农民的代表各占一半，由官吏或地主任主席），同时却警告农民说，农民选出的人员有办事专制和恣意妄为的危险！只有恬不知耻的政治骗子才会这样来反对平均土地，因为这些人既没有社会主义原则（社会民主党人有这种原则，他们虽然证明平均土地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完全赞成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委员会），也没有那种认为地主私有制是唯一救星的原则（鲍勃凌斯基之流有这样的原则）。

立宪民主党的计划既不同于右派，也不同于左派，能够说明它的特点的并不是立宪民主党人所说的那些东西，而是他们避而不谈的那些东西，即土地委员会的成分问题，这些委员会要强迫农民接受“第二次解放”，也就是花高价得到“沙地”。为了抹杀问题的这一实质，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同在第一届杜马中一样）采取了十足的欺骗手段。请看盛加略夫先生的手法。他装作进步人士，重弹流行的反对右派的自由主义论调，他照例痛哭流涕，抱怨暴力和无政府状态，说法国曾为此“付出一百年剧烈动荡的代价”（第1355页）。但是在土地规划委员会的问题上，请看他用了怎样的脱身之计：


　　他说：“叶夫列伊诺夫代表在土地规划委员会问题上向我们提出反驳。
［注：社会革命党人叶夫列伊诺夫在同一次会议上（1907年3月29日第十八次会议）说道：“按照人民自由党的意图，这些〈土地〉委员会应该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调解人则由官吏充任，这些官吏无疑会使非农民方面获得优势。为什么标榜‘人民自由’的人民自由党，不信任用民主方式而不是用官吏方式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呢？大概是因为，这些委员会如果用这种方式选举，那么农民即代表农民利益的人一定会占绝大多数。那么我要问，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自由党是不是信任农民呢？我们记得，1858年政府要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把这个问题交给各地方，即交给各委员会去决定。诚然，这些委员会是贵族的委员会，可是政府并不是人民自由党，政府是有钱人和一切有产阶级的代表。它依靠贵族，并且信任这些贵族。人民自由党呢，它想依靠人民，却又不信任人民。”（第1326页）］

 我不知道〈原话如此！！〉他的反驳的根据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根本没有谈过这一点〈撒谎！〉；我不知道他讲的是哪个法案，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提到不信任人民的话。这样的法案还没提到国家杜马中来，看来他的反驳是出于误会吧。我完全同意左派的两位代表乌斯宾斯基和沃尔克－卡拉切夫斯基的意见，他们谈到暂行条例，谈到必须设立地方土地规划机关。我想这样的机关是会建立起来的，也许最近几天内人民自由党就会提出相应的法案，那时我们将要讨论这个法案。”（第1356页）



　　看，难道这不是欺骗吗？难道这个家伙真的既不知道第一届杜马中讨论地方委员会问题的情况，也不知道当时《言语报》上的文章吗？难道他会不明白叶夫列伊诺夫的十分清楚的声明吗？你们会说，他已经答应“最近几天内”就提出法案。但是第一，答应交回骗去的东西，并不能消除欺骗这一事实。第二，请看“最近几天内”发生了什么事。1907年3月29日盛加略夫先生发了言。1907年4月9日立宪民主党人塔塔里诺夫也发了言，他说：“诸位，我还要讲一个问题，我觉得〈只是“觉得”！〉这个问题会引起大的争论，这就是比我们左的所有各政党提出的地方土地委员会的问题。所有这些政党都提议必须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各地的土地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去年就十分坚决地表示反对这样的委员会，现在还是坚决表示反对。”（第1783页）

由此可见，在立宪民主党主张的“强制转让”的实际条件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上，两位立宪民主党人说的话是不同的，他们在左派政党打击下动摇不定，这些左派政党把立宪民主党人想保守秘密的东西公开出来了！盛加略夫先生起先说“我不知道”，后来说“我同意左派的意见”，后来又说“最近几天内就会提出法案”。塔塔里诺夫先生却说：“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坚决反对。”他还补充说，不能把一个杜马分为一千个杜马，不能把土地问题拖到实行政治改革的时候，拖到采用普遍……的选举制的时候再解决。然而这又是一种遁词。问题完全不在于实行这种或那种办法的时机，在这点上，第二届杜马中的左派不会有任何怀疑。问题在于立宪民主党人真正的计划究竟是什么：他们说的“强制转让”，是谁强制谁？是地主强制农民，还是农民强制地主？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土地委员会的组成才能作出回答。立宪民主党人在《言语报》的社论（米留可夫写的）中，在库特列尔的方案中，在丘普罗夫的文章（上面已引录过了）中 
［注：见本卷第211页。——编者注］

 ，已经确定了委员会的组成，但是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却闭口不谈这个组成，没有回答叶夫列伊诺夫直截了当提出的问题。

必须坚决指出，一个政党的代表在议会里采取这种行为，就是自由派对人民的欺骗。未必有人会受鲍勃凌斯基和斯托雷平之流的骗。至于立宪民主党人，许许多多不愿意分析或者不能理解政治口号和政治用语的真实含义的人，就会受他们的骗了。

总之，立宪民主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土地公用原则 
［注：在这方面，第一届杜马就33人土地法案的方针（即关于废除土地私有制的问题）所展开的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立宪民主党人（彼特龙凯维奇、穆哈诺夫、沙霍夫斯科伊、弗连克尔、奥夫钦尼科夫、多尔戈鲁科夫、科科什金）疯狂地反对把这样的法案提交委员会审议，而且得到葛伊甸的全力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理由对于稍微有一点自尊心的自由主义者来说都是很不体面的。这是反动政府的奴仆用警察式的官腔在支吾搪塞。例如彼特龙凯维奇先生说，提交委员会就是承认这个法案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采纳的“可能”。日尔金先生挖苦立宪民主党人说（1906年6月8日第二十三次会议），他可以把这个法案和极右派的法案一并提交委员会审议。但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以140票对78票否决了把这个法案提交委员会审议的提案！］

 ，反对无偿地转让土地，反对农民占优势的地方土地委员会，反对革命，尤其反对农民土地革命。他们对于1861年农民“改革”的态度，可以说明他们在左派和右派之间看风使舵的立场（目的是把农民出卖给地主）。左派（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出）讲到这次“改革”时全都带着反感和愤懑的心情，把它看作地主套在农民脖子上的绞索。立宪民主党人却同右派沆瀣一气，对这样的改革感激涕零。

鲍勃凌斯基伯爵说：“这里有人玷污了俄国历史上最纯洁最光辉的一页……解放农民这一事业是无可非难的……1861年2月19日是一个伟大的光辉的日子。”（3月29日，第1289页和第1299页）

库特列尔说：“1861年伟大的改革……以大臣会议主席为代表的政府正在屏弃俄国历史，屏弃俄国历史上最出色最光辉的一页。”（5月26日，第1198—1199页）

对实际进行的强制转让的这一评价，比立宪民主党人为了掩盖自己想法而写的一切法案和发言稿都更能说明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既然人们认为地主剥夺农民土地、农民用贵两倍的价钱赎买“沙地”、政府用军事刑罚实施规约[170]等等是最光辉的一页，那就很明显，他们是在力求实行“第二次解放”，力求再次用赎买的手段盘剥农民。鲍勃凌斯基和库特列尔对1861年改革的评价是一致的。不过鲍勃凌斯基的评价直接地、如实地反映了地主的真正利益，因此它能澄清广大群众的阶级意识。鲍勃凌斯基之流赞不绝口，那就是说地主得到了好处。库特列尔的评价表现出一个毕生在地主面前卑躬屈节的小官吏的智力不足，充满了伪善，因而会模糊群众的意识。

说到这里，我们还要指出立宪民主党在土地问题政策上的另一个方面。所有的左派都公开站在作为斗争力量的农民方面，阐明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指出政府是地主的政府。立宪民主党人却同右派一起站在“国家观点”方面，否定阶级斗争。

库特列尔声明说不必“根本改造土地关系”（第732页）。萨韦利耶夫警告不要“触动大宗的利益”，他说：“完全否定私有制的原则未必妥当，而且运用这一原则时会遇到极其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注意到拥有50俄亩以上土地的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很多，共有7944万俄亩，那情况就尤其复杂了”（1907年3月26日，第1088页。农民提到大地产，是为了证明必须消灭这些大地产；自由派提到大地产，是为了证明必须屈从大地产）。盛加略夫认为，要是人民自己夺取土地，那是“最大的不幸”（第1355页）。罗季切夫则象夜莺那样唱道：“我们不来激起阶级仇恨，我们愿意忘记过去。”（1907年5月16日，第632页）卡普斯京也是这样，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要到处传播和平和正义，而不是传播和煽起阶级仇恨。”（4月9日，第1810页）克鲁平斯基对社会革命党人季明的发言表示愤慨，因为这个发言“充满了对有产阶级的憎恨”（3月19日，第783页）。总之，在谴责阶级斗争方面，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是一致的。不过右派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鼓吹阶级斗争，对于作为斗争对象的阶级只能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右派忠实地维护农奴主－地主的利益。而立宪民主党人呢？他们在进行斗争——他们说他们在进行斗争！——他们想“强制”掌握政权的地主，同时他们又谴责阶级斗争！难道真正进行斗争而不是在地主面前摇尾乞怜的资产阶级，例如法国的资产阶级，是这样干的吗？难道它没有号召过人民起来斗争，没有激发过阶级仇恨，没有创立阶级斗争的理论吗？


3．右派农民

在第二届杜马中，真正的右派农民是绝无仅有的，也许只有列缅奇克（明斯克省代表）一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村社和“土地资产”，并且坚决拥护私有制（在第一届杜马中有许多波兰农民代表和俄国西部农民代表是拥护私有制的）。连这位列缅奇克也主张“按公道的价格”（第648页）转让土地，这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一个立宪民主党人。我们把第二届杜马中的其他“右派农民”划为一个特别的集团，因为他们无疑比立宪民主党人要左。就拿彼得罗琴科（维捷布斯克省代表）来说。他开头说他“至死也要保卫沙皇和祖国”（第1614页）。右派都拍手叫好。但是接着就讲到“缺地”问题，他说：“不管你们怎么讨论，你们总造不出另外一个地球来。就是说，得把现有的土地交给我们。这儿有一位发言人说，我们的农民愚昧无知，给他们那么多土地没有必要，也没有用，反正土地不会给他们什么好处。从前土地给我们的好处自然不多，因为我们没有土地。至于说到我们愚昧无知，那么我们要求的只是土地，就让我们这些笨人来翻地吧。我个人认为让贵族去种地当然是很不体面的。这儿还有个说法：按照法律私有土地是不能触动的。我当然同意要遵守法律，不过为了消除缺地现象，需要制定一项法律，使这一切都合法化。为了不让任何人吃亏，库特列尔代表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条件。当然，他是个有钱人，他出的价钱太贵；我们这些穷庄稼汉付不起这么多钱。至于我们应该怎么过活，是搞村团，是各户占有土地，还是搞独立农庄，我看还是让大家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第1616页）

这些右派农民同俄国自由派是根本不同的。前者口头上忠于旧政权，行动上是在争取土地，在同地主作斗争，不同意照立宪民主党人的标准付赎金。后者口头上说为人民的自由而斗争，行动上却在策划让地主和旧政权再次盘剥农民。后者只可能向右转，从第一届杜马到第二届杜马，从第二届杜马到第三届杜马都是在向右转。前者等待人家把土地“交给”他们，然而大失所望，因此会走向另一面。看来，跟我们同路走的将是“右派”农民，而不是“自由派的”、“民主派的”立宪民主党人……

再请看农民希曼斯基（明斯克省代表）。他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保卫宗教、沙皇和祖国，是为了要求土地……当然不是用抢劫的办法，而是用和平的办法，按公道的价格……所以我代表全体农民请杜马的地主代表上台来表示他们愿意按公道的价格把土地让给农民，这样我们农民当然会感激他们，我想沙皇老爹也会感激他们。至于不同意这样做的地主，我向国家杜马提议，对他们的土地征收累进税，到时候他们也一定会向我们让步，因为他们会认识到，东西大了不好吞。”（第1617页）

这位右派农民所说的强制转让和公道价格，其含义同立宪民主党人所说的完全不同。立宪民主党人不但欺骗左派农民，而且也欺骗右派农民。右派农民要是知道了立宪民主党人提出的建立土地委员会的计划（按库特列尔或丘普罗夫的办法，见《土地问题》第2卷），他们对这个计划会抱什么态度，这一点可以从农民梅利尼克（十月党人；明斯克省代表）的下列建议中看出。他说：“我认为有责任使〈土地〉委员会中有60％的委员是实际了解农民疾苦〈！〉、熟悉农民等级状况的农民，而不是那些也许只是徒有农民称号的人。这是事关农民以至一切穷人的福利的问题，这里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应该选那些能够在实际上而不是在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以造福人民的人。”（第1285页）一旦反革命势力向这些右派农民表明“穷人福利问题”的政治意义，他们是会向左走得很远的！

为了说明君主派农民代表同君主派资产阶级代表彼此有多大的距离，可以从有时代表农民协会和劳动团讲话的“进步人士”提赫文斯基司祭的发言中摘录几段。他说：“我国广大农民是爱戴皇上的，我恨不得能戴上隐身帽，踏着飞毯，飞到皇上宝座的前面，禀告皇上说：陛下的头号敌人，也是人民的头号敌人，就是不负责任的内阁……劳动农民要求的只是严格遵守‘全部土地归全体人民……’的原则〈关于赎买问题：〉……右派先生们，别害怕，指靠我们人民吧，人民不会让你们受苦的。（右边高喊：“多谢！多谢！”）现在我要讲一讲人民自由党报告人的发言。他说人民自由党的纲领同农民和劳动团的纲领相差不远。不！先生们，相差很远。我们听到报告人说：‘就假定我们的法案不够公正吧，但是它比较实际。’先生们，有人为了实际起见竟不惜牺牲公正！”（第789页）

拿这位代表的政治世界观来说，他同立宪民主党人不相上下。但是，这种乡下人的纯朴同律师、官吏和自由派新闻记者中的“生意人”有着多大的差别啊！


4．无党派农民

无党派农民反映了乡村中觉悟最低、组织程度最差的广大群众的意见，对他们应该特别注意。因此我们把所有无党派农民 
［注：我们在确定第二届杜马的代表属于哪个党派时，利用了国家杜马刊印的按党派排列的代表名单这一正式文件。有些代表常从这一政党转到另一政党，但是无法根据报上的消息将这种变动考虑进去。再说，在这个问题上利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只会引起混乱。］

 的发言都摘引一下。这样的农民并不多，只有萨赫诺、谢苗诺夫、莫罗兹、阿法纳西耶夫这几个人。


　　萨赫诺（基辅省代表）说：“各位人民代表先生！农民代表要走上这个讲坛来反驳有钱的地主老爷是很困难的。现在农民生活非常贫困，因为他们没有土地……农民在吃地主的苦头，地主在无情地压迫他们……为什么地主可以有很多土地，农民却只有进天国的份呢？……各位人民代表先生，所以农民派我到这里来的时候都嘱咐我，要我坚持他们的要求，要求给他们土地和自由，要求把一切官地、皇室土地、皇族土地、私有土地和寺院土地都无偿地强制转让……各位人民代表先生，你们要知道，一个饿肚子的人看到当局不顾他的痛苦，站在地主老爷那边，他是不可能安安稳稳地坐下去的。他不可能不要求土地，虽然这是违法的事；是贫困迫使他这样做的。一个饿肚子的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因为贫困迫使他顾不得一切，因为他挨饿，他贫穷。”（第1482—1486页）



　　无党派农民谢苗诺夫（波多利斯克省农民代表）的发言也同样地开诚布公、简洁有力：
　　“……最伤心的就是农民没有土地、终身受苦。200年来他们一直盼望天上给他们掉下点财富来，但是始终没有掉下来。财富在大地主老爷那里，他们同我们的祖父和父亲一起获得了这些土地，但是土地是上帝的，而不是地主的……我很清楚，土地是属于耕种这些土地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普利什凯维奇代表说：‘革命了，救命啊！’这是什么话？如果强制他们转让土地，那闹革命的将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大家都是战士，是很客气的人……难道我们象司祭一样每人有150俄亩的土地吗？寺院和教会要这些土地干什么呢？先生们，够了，不能再把宝贝搜括起来藏在口袋里了，要切实生活才是。先生们，国家会弄明白的，我什么都很清楚，我们是诚实的公民，我们不搞政治，前面有个发言人已经说过了……他们〈地主〉只是游手好闲，靠吸我们的血、榨取我们的脂膏把自己养肥了。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我们不会委屈他们，我们也要给他们土地。如果计算一下，我们每户可以分摊到16俄亩土地，大地主老爷每户还会剩下50俄亩……千百万人民在受苦受难，老爷们却在花天酒地……我们知道，农民当兵要是有了病，人家就说：‘他家乡有土地。’他的家乡在什么地方呢？根本没有家乡。他的家乡只是在花名册上才有，那里写着他生在什么地方，注明他信什么宗教，可土地他是没有的。我现在对大家说：人民叫我来要求把教会的、寺院的、官家的、皇族的土地，还有强制地主转让的土地，都交给将来耕种这些土地的劳动人民，而且要在当地交给农民，那里会把土地分好的。我告诉诸位，人民派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要求土地、自由和完全的公民自由。这样我们大家都将活下去，不去指明谁是老爷，谁是农民，那时我们大家都是人，而且每个人都是各得其所的主人。”（第1930—1934页）



　　读读“不搞政治的”农民的这样的发言，就会十分清楚，不仅实现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就是实现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也需要有几十年功夫来对农民群众不断施行暴力，不断用鞭笞、酷刑、监狱和流放来对付一切向往和试图自由行动的农民。斯托雷平懂得这一点，并且正在采取相应的行动。立宪民主党人在某种程度上不懂得这一点，那是由于自由派官吏和自由派教授所特有的迟钝，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在伪善地掩饰这一点，“羞羞答答地默不作声”，他们对1861年和以后一些年实行的军事刑罚就是抱的这种态度。如果这种一贯的、不顾一切的暴力手段因碰到国内或国外的某种障碍而遭到挫折，那么“不搞政治的”、无党派的诚实农民便会把俄国建成为农民共和国。农民莫罗兹在简短的发言中干脆说：“必须剥夺司祭和地主的土地”（第1955页），接着他引用了福音书（资产阶级革命家从福音书中找到自己的口号，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说：“要是不给司祭面包和半俄升烧酒，他就不会给小孩举行洗礼……而他们还讲什么福音书，并且念道：‘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一求再求，但是什么也没有给我们，我们一叩再叩，还是什么也没有给我们。是不是得把门撞破去抢呢？先生们，不要弄到把门撞破吧，请你们自愿地拿出来，这样就会有自由了，这样对你们对我们都好。”（第1955页）

再请听无党派农民阿法纳西耶夫的言论，他不是从哥萨克的观点，而是从“差不多是外来人”的观点来评价哥萨克的“地方公有化”的。“先生们，我首先要告诉你们，我是顿河州的农民代表，那里有100多万农民，代表他们到这里来的却只有我一个人。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我们在那里差不多是外来人……我觉得非常奇怪：难道是彼得堡在养活农村吗？不是的，恰恰相反。我曾经在彼得堡干了20多年，那时我就发现，不是彼得堡在养活农村，而是农村在养活彼得堡。现在我也看到这一点。所有这些最漂亮的建筑，所有这些高楼大厦，所有这些富丽堂皇的房屋——所有这一切，跟25年前一样，都是农民建造起来的……普利什凯维奇举例说，哥萨克每人有20多俄亩土地，但还是挨饿……他为什么不说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呢？土地是有的，俄罗斯也有土地，但是占有土地的是谁呢？如果他知道那里有多少土地而不说出来，那他就是个不公正的人；如果他不知道，那就不应该提起这件事。也许他真的不知道，那么先生们，让我来告诉他土地在什么地方，一共有多少，占有土地的究竟是谁吧。要是把土地算一下，就可以知道，在顿河军屯州，私人养马场有753546俄亩土地。这里我还要提一提卡尔梅克的养马场，也就是所谓游牧场。那里总共有165708俄亩土地。其次，富人临时承租的土地有1055919俄亩。所有这些土地都不在普利什凯维奇列举的那些人手中，而是在压迫我们的富农、有钱人手中；他们得到耕畜，就要榨取我们一半的收成，每俄亩要交一个卢布，我们租一头牲口耕地又要交一个卢布，可是我们总得养活自己的儿女，养活老婆孩子呀。所以我们那里就要闹饥荒。”这位发言人又讲到，每个租地者交8匹“军马”可以得到2700俄亩土地；农民是可以比他们交出更多的军马的。“我讲给各位听，我想说服我国政府，让它知道不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我给《农村通报》[171]编辑部写过信，要他们发表。但是他们答复我说，教训政府不是我们该做的事。”由此可见，在交归地方所有的“地方公有”土地上，“不民主的中央政府”事实上在造成新的地主，而据普列汉诺夫发现，地方公有化是防止复辟的保证……


　　“政府通过农民银行为我们获得土地大开方便之门——这是1861年套在我们身上的枷锁。政府想要把我们迁到西伯利亚去……要是让那些有几千俄亩土地的人搬到西伯利亚去，把地留下，许多人就可以靠这片土地解决温饱问题了，这样做不是更好吗？（左面鼓掌，右面高喊：“老一套，老一套”）……在跟日本打仗的时候，我带领一批应征的士兵通过我刚才讲过的那些〈地主的〉土地。我们骑马走了两天两夜多才到达集合地点。士兵问我：‘你把我们往哪儿带？’我说：‘去打日本。’——‘为什么要打仗？’——‘保卫祖国呗。’我自己是个军人，我觉得应当保卫祖国。但是士兵对我说：‘这算什么祖国？这都是利谢茨基、别祖洛夫、波德科派洛夫他们的土地。这里有什么是我们的呢？我们什么也没有。’他们对我讲的这些话，两年多来我一直没法从我的心中抹掉……所以，各位先生……总括起来我应该说，在我们俄国现行的一切法律中，从公爵、贵族、哥萨克到小市民（根本不要提农民这个字眼）大家都应该成为俄国公民，都应该有权使用土地，凡是在土地上劳动、在土地上出力、珍惜和爱护土地的人，都有权使用土地。谁劳动，谁流汗，谁就使用土地。谁不愿靠土地生活，不愿在土地上劳动，不愿在土地上出力，那他就没有权利使用土地。”（第1974页）（1907年4月12日第二十六次会议）



　　“根本不要提农民这个字眼”！这是从一个农民“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一句绝妙的名言，这位农民想打破土地占有制的等级性（“我们俄国现行的一切法律”），想根本消灭农民这一最低等级的名称。“让大家都成为公民。”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土地权——这无非是把业主的观点彻底地用于土地方面。除了业主享有的对土地的权利，除了“珍惜”土地的理由，除了在土地上“出力”的关系之外，不应该有任何其他占有土地的根据（如哥萨克“因服役”而占有土地等等），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理由，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关系。农场主肯定会这样看问题，因为他们想在自由的土地上自由经营，想消除一切局外的、有阻碍作用的旧东西，消除一切原有的土地占有形式。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劝这样的业主拒绝国有化，教他们懂得份地私有制的好处，那岂不是在愚蠢地运用不够成熟的学说吗？在第一届杜马中，农民梅尔库洛夫（库尔斯克省代表）也对农民份地国有化问题表明了同样的想法，这种想法我们在上面引用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的材料时已经提到了。梅尔库洛夫说：“有人吓唬人说，农民也不愿同现在占有的小块土地分开。关于这一点我想说：谁要剥夺他们的土地呢？即使全盘国有化，也只有不是业主自己耕种、而是靠雇佣劳动耕种的土地才要交出来。”（1906年5月30日第十八次会议，第822页）

讲这话的是一个自称有60俄亩私有地的农民。当然，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消灭或禁止雇佣劳动，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但是我们要消除错误的想法，应该从产生错误的根源，从所谓的“社会化”和禁止雇佣劳动等方面 
［注：这种错误思想我们甚至用不着去“消除”，因为以“冷静的”彼舍霍诺夫先生之流为首的“冷静的”劳动派自己已经把它消除了。］

 着手，而不应该从国有化着手。

梅尔库洛夫这位农民还反对立宪民主党的42人法案，这个法案和地方公有化相同的地方，就是份地仍然私有，地主土地交给农民使用。这是“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的某种过渡阶段……结果不是一种占有制而是两种占有制：土地私有制和租地使用制，这两种土地占有制形式不但合不到一起，而且是截然相反的”（第823页）。


5．民粹派知识分子

应该把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发言中，特别是民粹派的机会主义者人民社会党人的发言中的两股潮流分开：一方面是真心实意地保护农民群众的利益，在这方面他们的发言自然远不及“不搞政治的”农民的发言给人的印象那么深；另一方面，是有某种立宪民主党人的味道，有某种知识分子市侩气息，总想用国家观点来处理问题。自然，他们和农民不同，他们是有某种学说的：他们进行斗争不是为了消除直接感觉到的贫穷困苦，而是为了贯彻某种学说，即贯彻一整套歪曲斗争内容的观点。

卡拉瓦耶夫先生在他第一次发言中宣称：“土地归劳动者”，他说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土地法是要“消灭村社”，是抱有“政治目的”的，即要“造成一个特殊的乡村资产者阶级”。


　　“我们知道，这些农民的确是反动派的首要支柱，是官僚制度可靠的后盾。但是政府打这个算盘，是大大失算了，因为与此同时还将出现农民无产阶级。我不知道究竟哪个好：是农民无产阶级好呢，还是目前少地而采取某些措施之后可能获得足够数量土地的农民好。”（第722页）



　　这段话流露出瓦·沃·先生那种反动的民粹主义思想：对于谁来说“好”呢？是对于国家吗？对于地主国家，还是对于资产阶级国家？为什么无产阶级就不“好”呢？是因为少地农民“可能获得”土地，也就是说可能比无产阶级更容易安抚，更容易被拉进维护秩序的营垒中去吗？从卡拉瓦耶夫先生的言论中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他要为斯托雷平之流提供更可靠的防止社会革命的“保证”！如果卡拉瓦耶夫先生确实是对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支持在俄国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但是卡拉瓦耶夫先生错了，因为斯托雷平的“道路”同农民革命相比，会延缓资本主义的发展，会造成比无产者更多的贫民。卡拉瓦耶夫自己也说，而且说得很对：斯托雷平政策是使目前一半还是按农奴制方式经营的地主发财致富（而不是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农场主－资本家发财致富）。1895年，通过“农民”银行出卖的土地，价格为每俄亩51卢布，在1906年则为126卢布（卡拉瓦耶夫在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上的发言，第1189页）。卡拉瓦耶夫先生的党内同僚沃尔克－卡拉切夫斯基先生和杰拉罗夫先生把这些数目字的意义说得更加明显。杰拉罗夫指出：“截止到1905年，在农民银行开办以后的20多年内，一共只收买了750万俄亩土地”；而从1905年11月3日至1907年4月1日这段时期内，该银行共收买了380万俄亩土地。每俄亩土地的价格1900年为80卢布，1902年为108卢布，1903年，在土地运动和俄国革命爆发以前，成了109卢布。现在是126卢布。“当全俄国因革命而遭到重大损失的时候，俄国大地主却发了大财。在这段时间内人民有6000多万卢布的金钱落入他们手中。”（第1220页——这是按109卢布的“正常”地价计算的）但沃尔克－卡拉切夫斯基先生的计算要准确得多，他不承认什么“正常”价格，而是简单明了地指出，从1905年11月3日以后，政府拿农民买地的款项付给地主5200万卢布，同时又自己出钱付给地主24200万卢布，总共“有29500万卢布的人民金钱付给了贵族地主”（第1080页，黑体都是我们用的）。当然，这只是俄国为容克－资产阶级式的农业演进所付出的代价的极小部分，这是为了农奴主和官僚的利益向生产力发展收的贡赋！立宪民主党人也主张保留这种为俄国的自由发展而付给地主的贡赋（赎金）。反过来说，在新制度下，农场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将不得不用这笔款项去发展农业生产力 
［注：参看考茨基在《俄国土地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必须将大量资本用于改进农民农作技术的论断[172]。“地方公有派”在这里可能提出反驳，说资产阶级共和国会把钱用于共和国的军队，而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却……最可爱的地方公有派先生们，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会从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那里把钱夺走的！况且在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下，要成立这种地方自治机关是根本办不到的，这不过是市侩的天真愿望。只有拿资产阶级共和国（同其他的国家相比，这种国家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开支最多，例如美国）同资产阶级君主国（向容克地主付几十年的贡赋，例如德国）作对比才是现实的。］

 。

最后，无疑应该提到民粹派知识分子的一个长处，即他们和鲍勃凌斯基、库特列尔之流不同，知道人民在1861年受了骗，他们没有把臭名昭著的改革称为伟大的改革，而是称为“为地主利益实行的改革”（卡拉瓦耶夫语，第1193页）。卡拉瓦耶夫先生谈到改革后的时期时正确地指出，现实“比”那些在1861年捍卫农民利益的人所作的“最悲观的预言还糟”。

讲到农民土地所有制问题时，卡拉瓦耶夫先生公开针对政府对这种所有制的关心，向农民提出问题：“各位农民代表先生，你们是人民的代表。你们的生活是农民的生活，你们的意识是农民的意识。当你们启程来开会的时候，你们的选民是不是抱怨过，说他们对占有土地没有信心呢？他们是不是提出过，你们在杜马中的第一个任务、第一个要求就是‘设法巩固土地私有制，不然你们就是没有履行我们的委托’。你们一定会说：我们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委托。”（第1185页）

农民没有驳斥这一声明，而是用自己发言的全部内容证实了这一声明。这当然不是因为俄国农民是“村社拥护者”，是“反私有主义者”，而是因为经济条件现在要求他们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以便建立新的经济。

民粹派知识分子的短处就是他们侈谈农民土地占有制的“土地份额”。卡拉瓦耶夫先生声明说：“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就是要妥善解决土地问题必须有下列的材料：首先是为维持生活所需要的土地份额，即消费土地份额，再就是使用全部劳动量所需要的土地份额，即劳动土地份额。必须确切知道农民有多少土地，这样就能算出究竟缺多少土地。还应该知道可以拨给的土地有多少。”（第1186页）

我们根本不同意这种意见。我们根据农民在杜马中的声明可以断定，这里有同农民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官僚主义的成分。农民不讲什么“土地份额”。土地份额是官僚主义者臆造出来的，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可恶的遗毒。农民凭正确的阶级直觉，把重点放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上，而不放在什么“土地份额”上。问题不在于“需要”多少土地。上面提到的那位无党派农民说得再好不过了：“你们总造不出另外一个地球来。”问题在于如何消灭起压迫作用的农奴制大地产，即使不做到这一点就能达到“土地份额”，也应该消灭这种大地产。照民粹派知识分子看来，似乎只要“土地份额”一达到，也许就用不着去触动地主了。农民的思路却不是这样的。“农民们，打倒他们〈地主〉！”——农民皮亚内赫（社会革命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这样说道（1907年3月26日第十六次会议，第1101页）。要打倒地主并不是因为“土地份额”不够，而是因为耕作者－业主不愿意让蠢驴和吸血鬼骑在他们头上。这两种见解真有“天壤之别”。

农民不讲什么土地份额，而是凭着极好的实际的直觉“抓住问题的关键”。问题是谁来规定这些土地份额。关于这一点，波亚尔科夫司祭在第一届杜马中说得很好。他说：“计划要规定每个人应得的土地份额，试问谁来规定这个土地份额呢？如果由农民来规定，那他们当然不会让自己吃亏了，如果由地主和农民一同来规定，那么在制定土地份额时谁占上风，还是一个问题。”（1906年5月19日第十二次会议，第488页）

这真是切中要害地道破了关于土地份额的种种空谈的实质。

从立宪民主党人说来，这不是空谈，而是直接把农民出卖给地主。好心肠的乡村司祭波亚尔科夫先生大概在自己乡下看清了自由派地主的真面目，于是就本能地明白了毛病出在什么地方。

这位波亚尔科夫还说：“另外，有人还担心会产生很多官吏！农民自己会把土地分配好的！”（第488—489页）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土地份额”的确有官僚气味。农民却不这样，他们说：我们自己来就地分配土地。由此产生了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主张，这种主张反映了农民在革命中的正当利益，理所当然地引起自由派坏蛋 
［注：城市中的工人政府，农村中的农民委员会（到一定时候会变为按普遍……投票方式选出的机关）——这就是胜利的革命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唯一可能的组织形式。自由派对争取自由的阶级的这些组织形式如此深恶痛绝是不足为奇的！］

 的憎恨。实现了这样的国有化计划，国家要做的只是决定哪些土地可以作为移民所需的土地，或者需要进行特别的干预（如我们现行纲领中所说的，“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域”），也就是说，要做的只是连“地方公有派”也认为必须交给“民主国家”（应该说是共和国）办理的事情。

把关于土地份额的议论同实际的经济情况加以对照，我们就立刻可以看出，农民是讲究实际的人，民粹派知识分子则是讲空话的人。“劳动”土地份额只有在试行禁止雇佣劳动的情况下才可能有重大意义。但是大多数农民抛弃了这种做法，人民社会党人也认为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既然如此，“土地份额”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在现有的业主之间分配土地。“消费”土地份额是贫困的土地份额，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民总是会为了逃避这种“土地份额”而跑到城市里去（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讲到）。可见，这里的问题也完全不在于“土地份额”（它是随着文化和技术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在于现有业主之间的土地分配，在于两种业主之间的“分解”：一种是能够（用劳动和资本）“珍惜”土地的真正的业主，另一种是不能留在农业中（硬要留下他们是反动的）的不中用的业主。

为了表明民粹派先生们的民粹主义理论有多么荒谬，我们来谈一谈卡拉瓦耶夫先生引用的丹麦的例子。你们要知道，欧洲“都以私有制为依靠”，而我国的村社“有助于解决合作社问题”。“丹麦在这方面是个光辉的例子。”对于驳斥民粹派来说，那确实是个光辉的例子。丹麦有既集中了产乳牲畜（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第10章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00—211页。——编者注］

 ）又集中了土地的最典型的资产阶级农民。在丹麦的所有农户中，68．3％的农户每户有地不到1哈尔特康，即大约不到9俄亩。他们拥有的土地总数占全部土地的11．1％。另一个极端是，占总数12．6％的农户每户有地4哈尔特康以上（36俄亩以上）。他们拥有的土地总数占全部土地的62％（尼·斯·《土地纲领》新世界出版社版第7页）。这里不用再作解释了。

有趣的是，自由派分子赫尔岑施坦在第一届杜马中把丹麦当作一张王牌，而右派（在两届杜马中）则反驳说：在丹麦是农民所有制。我国需要实行土地国有化，好让旧的农场能在“废除了地界的”土地上“按丹麦方式”进行改造，至于把租佃权变为所有权的问题，只要农民自己有这个要求是可以办到的，因为全体资产阶级和官僚随时都会支持农民这样做的。此外，在国有化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按丹麦方式”的发展）将因土地私有制的废除而更加迅速。


6．劳动派（民粹派）农民

劳动派农民、社会革命党人农民同无党派农民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要把两者的发言比较一下，你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需要相同，要求相同，世界观也相同。不过有党派的农民觉悟更高，表达方式更清楚，对问题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了解得更全面。

劳动派农民基谢廖夫在第二届杜马第二十六次会议上（1907年4月12日）的发言，要算是最出色的发言了。同自由派小官吏的“国家观点”相反，他直截了当地着重指出：“我国政府的、实际上受到地主－土地占有者左右的全部对内政策，其目的是把土地保留在目前的占有者手里。”（第1943页）这位发言人指出，正因为如此，有人要使人民处于“十足的愚昧状态”。他还讲到了十月党人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的发言。“各位当然没有忘记他说的那些骇人听闻的话，说什么‘应该彻底抛掉扩大农民土地占有面积的想法。应该保留和支持私有主。我国那些愚昧无知的农民群众没有地主，就象羊群没有牧人一样’。农民同志们，难道还要作什么补充，你们才能明白我们的这些恩人、这些老爷心里怀着怎样的欲望吗？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他们至今仍在怀念农奴制度吗？牧人老爷们，够了……我只希望全俄罗斯的愚昧的农民、全俄罗斯的人民都牢牢记住这位留里克宗族的子孙说的话，希望这些话能激起每个农民心中的怒火，能比太阳更明亮地照出横在我们同这些自封的恩人之间的鸿沟。够了，牧人老爷们……够了，我们需要的不是牧人而是领袖，没有你们，我们也能找到领袖，我们将同领袖们一起找到通向光明、通向真理的道路，找到通向乐土的道路。”（第1947页）

这位劳动派完全站在革命资产者的立场上，这种革命资产者向往土地国有化能造成“乐土”，他们为当前的革命奋不顾身地斗争，对削弱革命声势的想法深恶痛绝，他说：“人民自由党拒绝公正地解决土地问题……各位人民代表先生，难道象国家杜马这样一个立法机关在自己的活动中可以照顾实际而牺牲公正原则吗？难道你们会颁布你们预先就知道是不公正的法律吗？……难道你们认为我国的官僚赏赐给我们的不公正的法律还嫌太少，我们自己还要制定一些这样的法律吗？……你们很清楚，出于安抚俄罗斯这种实际考虑，派出了许多讨伐队，全俄各地都宣布处于非常状态；出于实际考虑到处设立了战地法庭。请告诉我，我们中间有谁赞赏这种照顾实际的精神呢？诸位不是都诅咒这种精神吗？不要象这里有些人那样来提出问题吧。〈这里，发言人大概是影射立宪民主党人地主塔塔里诺夫，此人在4月9日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说过：“先生们，公正是一个很相对的概念”，“公正是我们大家追求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始终”（对于立宪民主党人来说）“不过是一个理想，将来能不能实现，我看还是一个问题。”第1779页〉公正是什么呢？人就是公正。一个人生了下来，公正就要求让他能够生活；要让他能够生活，公正就要求让他能够用劳动挣得一块面包……”

请看，这位农民思想家采取了典型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者的立场。他不了解他那种公正的历史局限性和历史确定的内容。但是他要求彻底扫除中世纪的一切残余，而且他所代表的阶级也能够为了这种抽象的公正这样去做。这一提法的现实历史内容就是：绝对不许为了“实际”起见而损害公正。这应该理解为：绝对不许向中世纪制度、向地主和旧政权让步。这是法国国民公会活动家的口气。对自由派分子塔塔里诺夫来说，资产阶级自由这一“理想始终不过是一个理想”，他不愿意切实地为这一理想而斗争，不愿意为实现这一理想而牺牲一切，却宁愿同地主搞交易。基谢廖夫们能够领导人民去进行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塔塔里诺夫们却只会出卖人民。


　　“……人民自由党为了实际起见，主张不要规定任何对土地的权利。它担心这种权利会吸引大批人从城市迁往乡村，结果每个人只能得到很少的土地。我首先想问一问，什么是对土地的权利？对土地的权利就是劳动的权利，就是吃饭的权利，就是生活的权利，这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试问我们怎么能剥夺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利呢？人民自由党说，如果让全体公民都享有这种权利，把土地分给他们，那每个人得到的土地就会很少。但是，有权利同实际行使权利完全是两回事。比如说吧，在座的各位都有权住在丘赫洛马，然而你们却住在这里；反过来说，住在丘赫洛马的人也有权住在彼得堡，然而他们还是呆在他的老家。所以，担心让所有愿意耕种土地的人都享有对土地的权利就会吸引大批城市居民迁往乡村，这是毫无根据的。只有那些至今还没有同乡村断绝联系的人，只有不久前到城里来的人才会跑到乡下去……凡是在城里确有固定而有保证的收入的人，是不会到乡下去的……我想只有彻底地、永远地废除土地私有制……等等……只有这种解决办法才能使我们满意。”（第1950页）



　　这一段典型的劳动派议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种关于劳动权利的言论同1848年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劳动权利的言论有没有区别？二者无疑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模糊地表述了斗争的实际历史内容的宣言。不过劳动派的宣言模糊地表述出来的，是客观上可能实现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说，在20世纪的俄国农民土地革命是可能实现的）的真正任务，而1848年法国小资产者的宣言，却是模糊地表述了在上一世纪中叶的法国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换句话说，19世纪中叶法国工人要求劳动的权利，是希望根据合作制和社会主义等原则革新整个小生产，这在经济上是办不到的。20世纪的俄国农民要求劳动的权利，则是希望在国有化土地上革新农业小生产，这在经济上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在20世纪俄国农民对“劳动的权利”的要求中，除了虚假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有现实的资产阶级的内容。在19世纪中叶法国小市民和工人对劳动的权利的要求中，除了虚假的社会主义理论就一无所有了。我国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忽视的就是这个区别。劳动派自己表明了自己理论的现实内容：尽管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却并不是人人都会去种地的。显然只有业主才会去种地或者说在土地上定居下来。废除土地私有制就是排除妨碍业主在土地上定居下来的一切障碍。

无怪乎对农民革命抱有无限的信心、立志为农民革命效忠的基谢廖夫以蔑视的口吻谈到立宪民主党人，谈到他们主张不必转让全部土地而只要转让一部分土地、强迫支付地价、把事情交给“某种土地机关”办理的思想，总之，谈到“人民自由党把小鸟的羽毛拔光的办法”（第1950—1951页）。无怪乎司徒卢威之流特别在第二届杜马以后要痛恨劳动派，因为只要俄国农民还是劳动派，立宪民主党的计划就不能得逞。然而到俄国农民不再是劳动派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之间的区别也就完全消失了！

这里再简单地谈谈其他几名发言人。农民涅奇泰洛说：“那些喝足农民的血、吸够农民脑浆的人把农民叫作愚民。”（第779页）戈洛文插了一句：地主可以侮辱农民，但是庄稼汉可以侮辱地主吗？“这些土地是属于人民的，有人却对我们说，要花钱买地。难道我们是从英国、法国等国家来的外国人吗？我们都是本地人，为什么我们要花钱买自己的土地呢？我们流的血汗、花的金钱已经可以把这些土地赎回十次了。”（第780页）

农民基尔诺索夫（萨拉托夫省代表）说：“现在我们除了土地什么也不谈；有人又对我们说：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认为土地决不是不可侵犯的；只要人民想要，什么东西都不是不可侵犯的 
［注：这是普通农民用来表达人民专制这一革命思想的典型的说法。在我国革命中，除了农民，没有其他的资产阶级能实现无产阶级纲领中的这一要求。］

 。（右边喊道：“真的么！”）是真的！（左边鼓掌）贵族老爷们，你们拿我们当过赌注，用我们去换过狗，你们以为我们不知道吗？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曾经全都是你们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你们偷去了我们的土地……派我到这里来的农民这样说过：土地是我们的；我们来这里不是购买土地，而是收回土地。”（第1144页） 
［注：劳动派农民纳扎连科（哈尔科夫省代表）在第一届杜马中说：“如果你们要议论农民对土地的看法，那我可以告诉你们，婴儿离不开母亲的奶，我们农民离不开土地。我们谈论土地只从这一点着眼。你们大概也知道，就在不久以前，老爷还逼迫我们的母亲用自己的奶去喂他们的小狗。现在也在这样干。不过现在老爷的小狗吮的不是生养我们的母亲的奶，它们吮的是养育我们的母亲——大地的奶。”（第495页）］



农民瓦秀京（哈尔科夫省代表）说：“我们在这儿看到的大臣会议主席先生，他不是全国的大臣，而是130000个地主的大臣。9000万农民在他的心目中算不了什么……你们〈他转过身子向右派说〉从事剥削，高价出租自己的土地，剥下农民身上最后一层皮……你们要知道，如果政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人民不会恳求你们同意，他们要夺取土地……我是乌克兰人〈他叙述了叶卡捷琳娜如何赠给波将金一小片林地：27000俄亩土地和2000个农民〉……过去土地的卖价每俄亩不过25—50卢布，现在每俄亩的租金就要15—30卢布，草场每俄亩要35—50卢布的租金。这是在剥人的皮。（右边高喊：“什么？剥皮？”笑声。）你们别害臊，安静一些吧（左边鼓掌），我说这是剥下农民身上最后一层皮。”（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43页）

劳动派农民和农民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就是对农奴制记忆犹新。他们都同样地切齿痛恨地主，痛恨地主国家。他们身上都有一股革命热情在沸腾。他们有些人根本没有考虑他们将来建立的是什么制度，而只是自发地竭尽一切力量来“打倒他们”。有些人则在想入非非地描绘这种制度，但是他们都憎恨同旧俄国的妥协，都在为彻底铲除万恶的中世纪制度而奋斗。

只要把革命农民在第二届杜马中的发言同革命工人的发言作个比较，就可以马上看出如下的区别：农民直接的革命性要高得多，他们渴望立刻打垮地主政权、立刻创立新制度的热情要高得多。农民恨不得马上扑上去把敌人扼死。工人的革命性要抽象一些，这种革命性好象是移到了较为遥远的目标上。这种区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合乎情理的。农民要立即进行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但看不到这场革命内部的矛盾，甚至想不到这种矛盾。社会民主党工人却看到了这些矛盾，他们抱定的目标是要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所以就不可能把工人运动的命运同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局连在一起。不过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应该支持自由派。应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人决不同其他任何阶级融合，但应该用全力帮助农民把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7．社会革命党人

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的发言（关于该党农民的发言，我们在上面谈劳动派农民时已经谈到过），也处处同样毫不留情地批评立宪民主党人并向地主猛烈开火。我们不再重复上面已经说过的话了，只是指出这一部分代表的另外的特点。人民社会党人不喜欢描绘社会主义理想，而喜欢描绘……丹麦的理想，农民则根本不谈什么学说，他们所反映的是把摆脱当前这种剥削形式当作直接理想的被压迫者的直接感觉，社会革命党人跟前两者都不同，他们在发言中加进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例如乌斯宾斯基和萨加捷良（“达什纳克楚纯”分子，这个党与社会革命党很接近，其中“青年派”甚至还加入社会革命党）就提到过村社问题。萨加捷良相当天真地说：“我们不得不十分痛心地指出，人们在发挥土地国有化的高论的时候，没有特别着重指出现存的唯一可以作为前进的基础的有效的制度……村社能防范所有这一切惨祸（欧洲的惨祸，小经济被破坏等等）。”（第1122页）

如果我们注意到他是讨论土地问题时的第26个发言人，那么这位可敬的村社骑士的“痛心”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他以前发言的至少有14个左派分子、劳动派等等，他们都并“没有特别着重指出现存的有效的制度”！眼看农民杜马代表同农民协会历次代表大会一样地对村社无动于衷，这怎么不令人“痛心”呢。萨加捷良和乌斯宾斯基抓住了村社，他们在不愿意承认旧土地团体的农民革命中是真正的宗派主义者。萨加捷良悲伤地说：“我真有点为村社担忧。”（第1123页）“正是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村社。”（第1124页）“这种形式〈即村社〉可以发展成为一种能够指出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办法的世界运动。”（第1126页）萨加捷良先生关于村社的这一切议论，显然是“悲伤的和不合时宜的”。而他的同僚乌斯宾斯基则在批评斯托雷平反对村社的法令时表示了一种“使地产转移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减到最低程度”的愿望（第1115页）。

民粹派的这种愿望无疑是反动的。然而可笑的是，用自己名义在杜马中提出了这种愿望的社会革命党，却又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殊不知这种办法会造成土地最大的转移，会使土地最自由地、最轻而易举地由这个业主手中转到另一个业主手中，使资本最自由地最轻而易举地渗入农业！把土地私有制和资本在农业中的统治混淆起来，是资产阶级土地国有派（包括乔治和其他许多人在内）的典型错误。社会革命党人在“减少转移现象”的要求上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致的，立宪民主党的代表库特列尔在报告中公开说：“人民自由党打算只对他们〈农民〉的转让权和抵押权加以限制，即防止将来土地买卖的盛行。”（1907年3月19日第十二次会议，第740页）

立宪民主党人把这种反动愿望同这样一些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结合起来（即同地主和官僚统治制度结合起来），这些办法可以保证颁布官吏的荒谬的禁令，保证用文牍主义的拖拉作风来帮助奴役农民。社会革命党人则把反动的愿望和根本排除官吏压迫的各种措施结合起来（即同按普遍……投票方式选出的地方土地委员会结合起来）。立宪民主党人的反动性表现在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全部政策（官僚地主的政策）上。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动性则表现在他们那种错误地强加给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小市民“社会主义”上。

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经济理论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杜马代表有关土地改革对工业发展的影响的论断。在这里极其明显地表现出了用民粹主义学说稍加掩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幼稚观点。例如，社会革命党人卡巴科夫（彼尔姆省代表）在乌拉尔是农民协会著名的组织者，是“阿拉帕耶夫斯克共和国[173]的总统”，并且还被称为“普加乔夫” 
［注：见《第二届杜马代表名册》，无名氏编，私人出版，1907年圣彼得堡版。］

 。他纯粹按农民方式来论证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并且还拿农民从来没有拒绝保卫俄国免受敌人侵犯这一点作为根据（第1953页）。他大声疾呼地说：“份地制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公开宣布说，土地应该是劳动农民的公共财产，农民自己能够就地分配土地，根本不需要什么官吏来干预，我们早就知道官吏没有给农民带来过任何好处。”（第1954页）“在我们乌拉尔有整批工厂停工了，原因是铁皮没有销路，而另一方面，俄国所有的农舍却都是草屋顶。本来这些农民的房屋早就该是铁皮屋顶了……有市场，却没有买主。在我国谁是大宗买主呢？一亿劳动农民，这就是基本的大宗买主。”（第1952页）

是的，这里正确地表述了在乌拉尔改变历来那种半封建式的“使用农奴的企业的”生产停滞状态、实现真正资本主义的生产的条件。无论是斯托雷平的还是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都不能使群众生活条件得到显著的改善，而做不到这点，乌拉尔的真正“自由的”工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只有农民革命才能迅速地把木头的俄罗斯变成钢铁的俄罗斯。社会革命党农民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理解，比那些资本的忠实奴仆来得正确和广泛。

另一个社会革命党农民赫沃罗斯图欣（萨拉托夫省代表）说道：“各位先生，人民自由党的人已经讲了很多，他们责备劳动团，说劳动团居然想把土地交给一切愿意耕种的人。他们说，那样一来许多人会离开城市，结果情况会更糟。可是，各位先生，我认为只有那些无事可做的人才会离开城市，至于那些有工作的人，他们都习惯了工作，既然有工作可做，他们就不会离开城市。其实何必要把土地给那些不愿意种地的人呢？……”（第774页）这个“社会革命党人”根本不想要什么普遍的土地平均使用制，而只是想要在自由的土地上造成平等的和自由的农场主，这难道还不清楚吗？“……无论如何要给全体人民，特别是给那些年复一年地受苦挨饿的人民放开经济自由”（第777页）。

不要以为这一正确表述了社会革命党思想真实内容的说法（“放开经济自由”），只是农民措辞不当的结果。其实并不尽然。社会革命党首领、知识分子穆申科代表社会革命党对土地问题作总结发言时，他的经济观点比农民卡巴科夫和赫沃罗斯图欣还要幼稚得多。


　　穆申科说：“我们说，只有在废除地界之后，只有在土地私有制原则对土地所造成的一切障碍被铲除之后，才有可能合理地移居和散居。其次，大臣讲到我国人口的增殖问题……据他说，单是为了满足这一〈160万人口〉增殖的需要，就要有将近350万俄亩土地。他说：这样一来，如果你们想实行平均土地，那么你们从什么地方拿土地来满足这种人口增殖的需要呢？然而我要问问：哪个地方、哪个国家〈原文如此！〉增殖的全部人口都是由农业来吸收的呢？那种按等级、按职业调节人口分布的规律，恰好是一种相反的规律。〈黑体是我们用的〉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国度在工业上不是退化而是发展的，那就是说，在满足食品和原料的基本需要的农业这个基础上，正在盖起不断加高的经济建筑。需求日益增长，新的产品、新的生产部门不断出现；加工工业吸收的劳动力愈来愈多。城市人口比农业人口增长得更快，并且大部分增殖的人口都被城市吸收了。各位先生，有时农业人口不仅相对地减少，而且是绝对地减少。如果说这种〈！〉过程在我国进行得很缓慢，那是因为没有地基，无法不断加高经济建筑。农民经济这个基础太不稳固了；工业的市场太狭小了。在土地归人民使用的条件下，将形成健全的、人数众多的、充满生命力的农业人口，那时你们会看到，对工业品的需求将有多大，城市的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将有多大。”（第1173页）



　　这位把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称为土地社会化纲领的“社会革命党人”不是说得很妙吗？他甚至没有料到城市人口增长较快的规律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他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个“规律”只有通过农民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通过农民之间的“分解”，即通过“真正的业主”排挤掉“穷光蛋”才起作用，才能起作用。这位社会革命党人在资本主义规律的条件下所描绘的那种经济上的和谐，真是幼稚得可怜。但这并不是一心想把劳动同资本的斗争掩盖起来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讲的和谐。这是想把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彻底消灭的不自觉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讲的和谐。我们现行的土地纲领所向往的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才能进行。因此，觉悟的工人为了社会的发展应该支持他们，但是自己一分钟也不要被民粹派“经济学家”的幼稚梦话所迷惑。


8．“民族代表”

非俄罗斯民族代表在杜马中就土地问题发表过意见的有波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鞑靼人、亚美尼亚人、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乌克兰人。请看他们是怎样叙述自己的观点的。

民族民主党人[174]德莫夫斯基在第二届杜马中“代表波兰王国及与其毗邻的我国西部地区的波兰人”（第742页）说道：“虽然我们那里土地关系已在向西欧式的土地关系转变，然而我们那里还是存在土地问题，并且缺地还是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症结。我们纲领中关于社会问题的首要条文之一就是增加农民占有的土地面积。”（第743页）


　　“在我们波兰王国曾经有过夺取地主土地的大规模的农民骚动，这只是在东部地区，即弗沃达瓦县发生的，那里有人对农民们说，他们既然是正教徒，就应该分得地主的土地。这种骚动只是发生在正教徒居民中间。”（第745页）“……这里〈在波兰王国〉的土地事宜，也同其他一切社会改革一样……只有通过边疆区代表会议，即只有通过自治议会，根据实际情况的要求来办理。”（第747页）





　　波兰民族民主党人的这篇发言，引起了白俄罗斯右派农民（来自明斯克省的加甫里尔契克，还有希曼斯基、格鲁金斯基）对波兰地主的猛烈抨击，叶夫洛吉主教自然抓住这个机会，并以1863年俄国政策的精神作了一次狡狯的警察式的发言，说波兰地主压迫俄罗斯农民（4月12日第二十六次会议）。民族民主党人格拉布斯基回答说：“你看他想得多么简单！”（5月3日第三十二次会议）“农民将得到土地；俄国地主将仍然保留自己的土地；农民将象从前那样拥护旧制度，而波兰人却因为提出波兰议会问题将要受到应有的惩罚。”（第62页）发言人激烈地揭穿了俄国政府的无耻的蛊惑人心的宣传，要求“把我们那里的土地改革问题交给波兰议会去解决”（第75页）。

这里要补充说一点，上述那些农民要求补分份地作为私产（例如第1811页）。在第一届杜马中，波兰和西部的农民要求土地时也曾表示拥护私有制。纳科涅奇内于1906年6月1日说过：“我是卢布林省的一个少地农民。在波兰也必须实行强制转让的办法。与其不定期占有5俄亩土地，倒不如永久占有1俄亩土地。”〈第881—882页）波尼亚托夫斯基（沃伦省代表）代表西部边疆区（5月19日，第501页）以及维切布斯克省代表特拉孙（1906年5月16日，第418页）也这样说过。吉尔纽斯（苏瓦乌基省代表）还表示反对只建立全俄的土地资产，主张也建立地方的土地资产（1906年6月1日，第879页）。梯什克维奇伯爵当时就指出，他认为建立全民的土地资产的主张是“不切实际和不无危险的”（第874页）。斯捷茨基也发表过同样的意见（他主张个人所有制而反对租佃制。1906年5月24日，第613—614页）。

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代表在第二届杜马中发言的有尤拉舍夫斯基（库尔兰省代表），他要求取消大地主的封建特权（1907年5月16日，第670页〉，主张要地主转让超过一定标准的土地。他说：“我们承认在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现在的农业在该地区原来实行的私有制或世袭租佃制基础上有所发展，但是，我们却不能不作出结论，要进一步调节农业关系，就必须立即在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实行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原则基础上的自治制。只有自治制才能够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第672页）

爱斯兰省代表进步人士尤里涅，为爱斯兰省提出一个单独的法案（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第1210页）。他主张“妥协”（第1213页），即主张“世袭的或永久的租佃制”（第1214页）。“谁使用土地，谁能更好地使用土地，谁就应该拥有土地。”（同上）尤里涅要求实行这个意义上的强制转让，反对没收土地（第1215页）。查克斯捷（库尔兰省代表）在第一届杜马中要求除地主的土地外还要把教会（教区）的土地转归农民（1906年5月4日第四次会议，第195页）。捷尼松（里夫兰省代表）同意投票赞成强制转让的办法，认为“一切主张土地私有的人”（同上，第209页）都会这么做。克雷茨贝格（库尔兰省代表）代表该省农民要求“剥夺大地产”，并且一定要把土地“作为私产”分给无地和少地农民（1906年5月19日第十二次会议，第500页）。留特利（里夫兰省代表）要求实行强制转让等等。他说道：“至于把土地变为国家土地资产，我们农民很清楚，这是又一种奴役农民的办法。所以，我们应该保护小农经济和劳动生产率，并使之不受资本主义的侵犯。可见，我们把土地变成国家土地资产，就会造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同上，第497页）奥佐林（里夫兰省代表）代表拉脱维亚农民发言，主张强制转让并主张私有制；他坚决反对建立全国土地资产，只同意建立各区域的土地资产（1906年5月23日第十三次会议，第564页）。

列昂纳斯，“苏瓦乌基省代表，即立陶宛族代表”（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54页），发言拥护他所在的立宪民主党的计划。该省的另一个代表、立陶宛的自治派分子布拉特对劳动派的意见表示赞成，但关于赎买等等问题，他主张留待各地方土地委员会讨论决定（同上，第651页）。波维柳斯（科夫诺省代表）代表“杜马中的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集团”（同上，第681页，附录）提出了该集团拟订的措辞确切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同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大致一样，不同的是他们主张把“立陶宛境内的地方土地资产”交给“立陶宛独立的自治机关”支配（同上，第2条）。

可汗霍伊斯基（伊丽莎白波尔省代表）代表穆斯林集团在第二届杜马中说：“在俄国总人口中，我们穆斯林有2000万以上，我们都敏感地注意着土地问题上的一切变动，迫不及待地期望这个问题得到圆满解决。”（1907年4月2日第二十次会议，第1499页）他代表穆斯林集团表示赞成库特列尔的意见，赞成按照公道的价格强制转让（第1502页）。“但是这些已转让的土地应该归谁呢？穆斯林集团认为这些已转让的土地不应该作为全国土地资产，而应该作为各该区域的土地资产。”（第1503页）“克里木鞑靼人代表”梅季耶夫（塔夫利达省代表）作了热情洋溢、充满革命精神的发言，要求“土地和自由”。他说：“讨论愈深入，人民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要求就愈突出。”（1907年4月9日第二十四次会议，第1789页）发言人指出了“在我们边疆区神圣的土地私有制形成的情形”（第1792页），指出了巴什基尔人的土地被侵占的情形，说大臣、四等文官、宪兵署长官每人得到了2000至6000俄亩的土地。他举出了“鞑靼兄弟们”的一份委托书，他们对侵占卧各夫[175]土地一事提出控诉。他摘引了土耳其斯坦总督于1906年12月15日给一个鞑靼人的复函，说只有基督教徒才有权移居到官地上去。“难道这些文件不是带有上个世纪阿拉克切耶夫政策的霉臭味么？”（第1794页）

代表高加索农民发言的，除了下面就要说到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还有上面已经提过的那位拥护社会革命党人立场的萨加捷良（埃里温省代表）。“达什纳克楚纯”的另一个代表捷尔－阿韦季克扬茨（伊丽莎白波尔省代表）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他说：“土地应按村社所有制原则属于劳动者，即属于劳动人民，而不属于任何其他的人。”（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44页）“我代表高加索全体农民声明……在紧急关头，全体高加索农民将和自己的兄长俄国农民并肩携手，为自己争得土地和自由。”（第646页）埃尔达尔哈诺夫“代表他那些选民——捷列克省土著居民——请求在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前制止一切侵吞天然资源的行为”（1907年5月3日第三十二次会议，第78页），可是侵吞土地的就是政府，它夺取山区最肥沃的土地，掠夺库梅克人民的土地，宣布占有地下矿藏（这事大概发生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前吧，可是普列汉诺夫和约翰在代表大会上长篇大论地说非民主制国家政权无法侵犯地方公有土地）。

哈萨诺夫（乌法省代表）代表巴什基尔人发言，他指出政府掠夺了他们200万俄亩土地，要求把这些土地“收回”（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41页）。出席第一届杜马的乌法省代表瑟尔特拉诺夫也提出过这种要求（1906年6月2日第二十次会议，第923页）。卡拉塔耶夫（乌拉尔州代表）代表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民在第二届杜马中说：“我们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深深懂得和感觉到我们农民兄弟缺少土地的痛苦，我们很愿意自己挤一挤”（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73页），但是“多余的土地很少”，而“现在移民，随之而来的就是要把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民迁走”……“不是把吉尔吉斯人从土地上迁走，而是把他们从他们的住房里迁走”（第675页）。“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对一切反对派党团始终表示同情。”（第675页）

1907年3月29日在第二届杜马中代表乌克兰党团发言的有波尔塔瓦省哥萨克赛科。他举出了哥萨克所唱的一支歌：“嗨，卡捷琳娜女皇！你干些什么呀？辽阔的草原、欢乐的地方，全都赏给了地主公王。嗨，卡捷琳娜女皇！怜恤怜恤我们吧，发还给我们土地、森林、欢乐的地方。”他赞同劳动派的意见，只是要求把104人法案第2条中的“全民土地资产”几个字改为“应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起点的边疆区民族的〈原文如此！〉土地资产”。“乌克兰党团认为土地私有制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情。”（第1318页）

波尔塔瓦代表契热夫斯基在第一届杜马中说：“我热烈拥护自治思想，尤其热烈拥护乌克兰自治，所以我很希望土地问题能由我们的人民来解决，很希望土地问题在我理想中的我国自治制度的基础上由各个自治单位来解决。”（1906年5月24日第十四次会议，第618页）同时，这个乌克兰自治派分子又承认国家土地资产是绝对必要的，并解释了被我国“地方公有派”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契热夫斯基说：“我们应当坚决地肯定地规定一个原则，就是国家土地资产的管理事宜应该完全由将来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或自治单位处理。诚然，如果‘国家土地资产’在所有具体的场合都由地方自治机关来管理，那么‘国家土地资产’这个名称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以为意义是很大的。首先……国家土地资产中的一部分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支配……即我们全国的待垦土地……其次，建立国家土地资产的意义以及这一名称的意义就是：地方机关虽然可以自由地支配本地的这种土地，却毕竟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第620页）在由于经济的发展而日益集中的社会中国家政权究竟有什么意义，对此，这位小资产阶级自治派分子比我们那些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要明白得多。

顺便说说。提到契热夫斯基的发言，不能不谈谈他对“土地份额”的批评。他直截了当地说，“劳动土地份额是一句空话”。他举出了农业条件千差万别这一理由，还据此反对“消费”土地份额。“我觉得分地给农民不应该按什么份额，而应该是有多少分多少……凡是当地可以交出的土地，都应该交给农民”，例如，在波尔塔瓦省，“要所有地主都转让土地，他们每户平均最多留下50俄亩”（第621页）。立宪民主党人空谈土地份额问题，是为了掩饰自己究竟打算转让多少土地，这有什么奇怪呢？契热夫斯基在批评立宪民主党人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注：契热夫斯基还非常明白地说出了不自觉的资产阶级劳动派提出的、我们已经很熟悉的论点：完成了彻底的农民革命，工业就会发展起来，流入土地方面的资本就会减少。“我们那里的农民，那些派我们到这里来的选民，曾经这样盘算过：‘如果我们稍微富足一点，如果我们每家每年能花五六个卢布买糖吃，那么在每个产甜菜的县里，除了现有的糖厂外，就会再开办几个糖厂。’很自然的，要是开办了这些工厂，集约化的经营该需要多少劳动力啊！那时糖厂的产量就会增加”等等（第622页）。这正是在俄国造成“美国式”农场并使资本主义“按美国方式”发展的纲领。］

 。

上面我们扼要地叙述了“民族代表”在杜马中就土地问题所作的发言，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发言充分证明，我在小册子《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第18页（第1版）上谈到地方公有化同各民族的权利的相互关系时，对马斯洛夫的反驳意见是正确的，我当时说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我党纲领的政治部分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只是由于庸俗的地方主义作祟才硬把它加到土地纲领中去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8—229页。——编者注］



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费尽心机想“清除地方公有化纲领中的国有化”（这是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中孟什维克诺沃谢茨基的话，第146页）。诺沃谢茨基说：“某些历史上形成的区域，例如波兰、立陶宛，正好是一些民族聚居的地域，所以把土地交给这些区域，就可能促使民族主义联邦主义趋向大发展，这样实质上又会把地方公有化变成一部分一部分实行的国有化。”于是诺沃谢茨基同唐恩一起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并且使大会通过了这一修正案：即把马斯洛夫法案中的“区域大自治组织”改成了“包括若干城乡的地方大自治机关”。

“清除地方公有化纲领中的国有化”，说得真是太巧妙了！把一个字眼换成另一个字眼，结果自然就会把“历史上形成的区域”打乱再重新划分，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不，先生们，无论你们怎样改换字句，都不能清除地方公有化纲领所固有的“民族主义联邦主义的”糊涂思想。第二届杜马表明，“地方公有派的”主张事实上只是助长了各种资产阶级集团的民族主义趋向。只有这些集团（如果不算右派哥萨克卡拉乌洛夫的话）才“出面”保护过各种“边疆区的”和“区域的”土地资产。同时，民族代表还把归省区所有的（因为马斯洛夫实际上是主张把土地“交给”省，而不是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所以省区所有一语要确切一些）土地问题内容都一笔勾销了：预先什么也不决定，一切事情，无论赎买问题、所有权问题或其他问题都交给自治议会或区域等自治机关去处理。结果完完全全证实了我所说的话：“对外高加索的土地实行地方自治机关所有的法令，反正须要彼得堡的立宪会议来颁布，因为马斯洛夫并不想使任何一个边区有权自由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第18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8—229页。——编者注］



总之，事态已经证明，以各民族是否同意为理由来维护地方公有化，是一种庸俗的论据。我党纲领中的地方公有化主张是同情况极不相同的各个民族明确表示的意见相抵触的。

事态已经证明，地方公有化事实上无助于对全国规模的广大的农民运动实行领导，而是使这个运动按省和民族化整为零。马斯洛夫的建立区域土地资产的主张在实际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只是民族自治的“地方主义”。

“民族代表”对我国的土地问题有点持旁观态度。我们革命的中心是独立的农民运动，然而许多非俄罗斯民族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因此，“民族代表”在他们的纲领中对俄国的土地问题有点持旁观态度，就是很自然的了。他们认为这与他们不相干，他们应该自己搞自己的。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持这种观点是必然的。

无产阶级持这种观点是不能容许的，而我们的纲领实际上却正是陷入了这种不可容许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民族代表”至多不过是赞同全俄运动，而不是力求以运动的团结和集中来大大地加强这个运动的力量；同样，孟什维克制定的纲领也只是一种赞同农民革命的纲领，而不是领导革命、团结革命力量和推动革命前进的纲领。地方公有化并不是农民革命的口号，而是一种臆造出来的小市民的改良主义计划，是从革命的角落里给革命硬加上去的计划。

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不能根据个别民族“同意”与否来改变自己的纲领。我们的任务是宣传最好的道路，宣传资产阶级社会中最好的土地制度，同一切传统、偏见、顽固的地方主义等势力作斗争，从而把运动的一切力量团结和集中起来。小农“不同意”土地社会化，这不会改变我党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这只能迫使我们以实例来影响他们。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国有化问题也是如此。任何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表示“不同意”土地国有化，都不能迫使我们改变关于彻底摆脱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和废除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全体人民这一学说。某个民族的相当一部分劳动群众“不同意”某种办法，这只能迫使我们通过实例而不是用其他的办法来影响他们。一方面是待垦土地国有化，森林国有化，俄国中部所有的土地国有化，另一方面又是国内某部分地区存在着土地私有制，这二者并存的局面是维持不了多久的（既然俄国的统一是由本国经济演进的基本趋势决定的）。这两种制度中总有一种要占上风。这点将由实际经验来决定。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注意向人民阐明，哪些条件最有利于按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


9．社会民主党人

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社会民主党人共有8次发言，其中只有两次发言是为土地地方公有化辩护的，而不只是提一下。这就是奥佐尔的发言和策列铁里的第二次发言。其余的发言差不多都是抨击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从政治上来阐明土地问题。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右派农民彼得罗琴科的朴实的发言（1907年4月5日第二十二次会议），发言陈述了一位农村代表听了各个政党的发言后所得到的总的印象。“我不想重复这里已经讲过的东西来打扰你们。我只想对这个问题简单说几句。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在这里作了一次长篇发言。他这次发言大概是想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简括地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属于我或由我占有的土地，你们是没有权利拿去的，而我也不会把它交出来。就这个问题，库特列尔代表回答说：‘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当交出来，你们交出来，就可以拿到钱。’德莫夫斯基代表说：‘对土地随便怎么办都行，自治却是一定需要的。’与此同时，卡拉瓦耶夫代表却说：‘两者都需要；但是要先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再来分配。’策列铁里说：‘各位先生，不行，要分配是办不到的，因为只要政府还是原来的政府，它就不会容许这样做。我们最好是先设法夺取政权，然后想怎么分就怎么分。’”（第1615页）

可见，这位农民抓住了在他看来是社会民主党人发言同劳动派发言的唯一的区别，就是社会民主党人说明了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即“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其他的不同之处他没有抓到，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不重要的！策列铁里的第一次发言确实揭露了一个事实：“我国的官僚贵族同时又是地主贵族。”（第725页）发言人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国家政权把属于全国的土地即属于全民所有的土地分归私人所有”（第724页）。他在发言快结束的时候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作了声明，重申了我党的土地纲领，但仍然没有说明理由，也没有把我党的土地纲领和其他“左派”政党的纲领进行对比。我们指出这点，并不是要责备谁（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策列铁里的第一次发言简短明了，集中地阐明地主政府的阶级性质，这一发言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只是想要说明，为什么右派农民根本看不出（大概所有农民也看不出）我党纲领独具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特点。

社会民主党人在土地问题上的第二次发言，是由工人佛米乔夫（塔夫利达省代表）在杜马随后的一次“土地问题讨论会”上作的（1907年3月26日第十六次会议），他在发言中常常说“我们农民”如何如何。佛米乔夫很激烈地驳斥了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意见。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所谓农民没有地主就象“羊群没有牧人”这一句名言比“左派”的几次发言还更能鼓动农民代表。佛米乔夫说：“库特列尔代表在长篇发言中，发挥了强制转让而又支付赎金的思想。我们农民代表不能承认赎买办法，因为赎买是套在农民脖子上的又一条绞索。”（第1113页）佛米乔夫最后要求“根据策列铁里代表提出的那些条件把一切土地交归劳动者掌握”（第1114页）。

随后发言的伊兹迈洛夫也是一个工人，他是诺夫哥罗德省农民选民团选出的（1907年3月29日第十八次会议）。他反对他的同乡、农民博加托夫所发表的意见，因为博加托夫以诺夫哥罗德农民代表的名义同意赎买的办法。伊兹迈洛夫愤怒地批驳了赎买办法。他叙述了诺夫哥罗德农民获得“解放”的情况，说他们在1000万俄亩耕地中只获得了200万俄亩，在600万俄亩森林中只获得了100万俄亩。他描述了农民的贫困，说他们穷到不仅“几十年来就是拆自己房舍周围的篱笆当柴烧”，而且“把自己木屋的边角也锯下来当柴烧了”，“他们把旧的大木屋改为小木屋，为的是省出一抱生火用的劈柴”（第1344页）。“我们农民的处境这样，而右派先生们却为文化问题而苦恼。据他们说，庄稼汉没有文化。难道饥寒交迫的庄稼汉顾得上什么文化吗？右派先生们是希望农民要文化而不要土地；我在这一点上也信不过他们。我想他们也会同意出卖自己的土地，不过他们会讨价还价，要庄稼汉付出更高的地价。这就是他们表示同意的原因。各位先生，在我看来（农民尤其应该知道这一点）问题完全不在于土地。我想，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土地后面一定隐藏着某种其他的东西，某种其他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农奴主贵族害怕交给人民的，害怕它会同土地一起失去的；各位先生，这种力量就是政权。他们会交出土地，也愿意交出土地，不过要我们照旧给他们当奴隶。只要我们欠着债，我们就总是挣脱不了地主－农奴主的权力的。”（第1345页）对立宪民主党计划的实质的揭露，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个工人更鲜明更一针见血的了！

社会民主党人谢罗夫在1907年4月2日第二十次会议上的发言，主要是批评了立宪民主党人作为“资本的代表”（第1492页）、作为“资本主义土地占有制的代表”的观点。发言人引用一些数字详细说明了1861年的赎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驳斥了所谓公道价格这一“橡皮原则”。库特列尔提出不没收资本便不能没收土地，谢罗夫对库特列尔的这个理由给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是十分正确的回答。“我们根本就不提那种认为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土地不是人类劳动的创造物的论据。”（第1497页）“在这个会上由社会民主党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觉悟，它反对一切剥削，既反对封建剥削，又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在无产阶级看来，并不存在这两种剥削形式中哪一种更公正的问题。在它看来，问题始终在于摆脱剥削的历史条件是否已经成熟。”（第1499页）“据统计学家的计算，土地没收以后，地主不劳而获的、为数大约5亿卢布的收入将归人民所有。农民当然会拿这笔款项去改善自己的经济，扩大生产，增加自己的消费。”（第1498页）

在杜马第二十二次会议上（1907年4月5日）就土地问题发言的有阿尼金和阿列克辛斯基。前者着重指出“高级官僚同大地产”的联系，并且证明争取自由和争取土地这两种斗争是不可分割的。后者在长篇发言中阐明了在俄国占优势的工役经济的农奴制性质，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农民反地主土地占有制斗争的基本观点，说明了村社的双重作用（既是“旧时代的残余”，又是“影响地主庄园的机构”）以及1906年11月9日和15日颁布的两个法令的意义（除地主外现在又加上富农这个“支柱”）。发言人用数字表明“农民缺地就是贵族地多”，并说明了立宪民主党所主张的“强制”转让等于是“强制人民做有利于地主的事情”（第1635页）。阿列克辛斯基直接援引“立宪民主党的机关刊物《言语报》上所说的话”（第1639页），该报承认立宪民主党人说了真话：他们所希望的那种土地委员会是由地主构成的。在阿列克辛斯基发言后隔了一次会议才发言的立宪民主党人塔塔里诺夫，被驳得无话可说，这点我们已经讲过了。

奥佐尔在第三十九次会议（1907年5月16日）上的发言是一个典型例子，它说明马斯洛夫对马克思地租理论所作的有名的“批判”以及对土地国有化概念所作的相应的歪曲，竟使得我们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去求助于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多么不体面的论据。奥佐尔是这样反驳社会革命党人的，他说：他们的“草案在我看来是毫不中用的，因为它主张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废除土地私有制，同时却又主张保存厂房私有制，不仅保存厂房私有制，甚至还保存住宅和建筑物私有制。草案第2页说到凡是建造在土地上面并且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建筑物，都仍旧是私有财产。这样每个私有主都会说：请你们支付使用国有化土地以及铺设街道等等的一切费用吧，这些房屋的租金却由我来收。这不是什么国有化，只不过是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获得资本主义收入的更简易的方法而已”（第667页）。

看，这还不就是马斯洛夫的那一套！第一，这是重复右派和立宪民主党人所谓不触动资产阶级剥削便不能消灭封建剥削的庸俗论据。第二，这暴露出了他在经济问题上惊人的无知，他竟认为城市住宅等等的“租金”绝大部分是地租。第三，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者”也如马斯洛夫一样完全忘记了（或是否认？）绝对地租。第四，照他说来，马克思主义者否认社会革命党人所主张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是较好的形式！这真是马斯洛夫的地方公有化主张最精彩的地方……

策列铁里在一次长篇总结发言中（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为地方公有化进行了辩护，他当然比奥佐尔想得周到；然而正是策列铁里为这一主张所进行的缜密的、深思熟虑的和一清二楚的辩护，特别突出地暴露了地方公有派所持的基本论据的虚伪性。

策列铁里在发言的开头对右派的批评，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他出色地反驳了那班用类似法国革命这样的动荡来恐吓人民的自由派骗子。他说：“他〈盛加略夫〉忘记了，法国正是在没收地主土地以后，正是由于没收了地主土地才重新强盛起来的。”（第1228页）策列铁里提出的“完全消灭地主地产和完全肃清地主官僚制度”（第1224页）的基本口号，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一谈到立宪民主党人，他那种错误的孟什维主义立场就开始表现出来了。策列铁里说：“强制转让土地的原则在客观上是解放运动的原则，然而并非所有赞成这一原则的人都意识到或都愿意承认从这一原则中必然得出的一切结论。”（第1225页）这是孟什维主义的基本观点，即认为我国革命中划分基本政治派别的“分水岭”是在立宪民主党的右面，而不是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在立宪民主党的左面。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从策列铁里的明确的表述中看得尤为清楚，因为有了1861年的经验之后，实行主要是保护地主利益、保存地主政权和巩固新盘剥制的强制转让，毫无疑义是完全可能的。策列铁里下面这个声明就更加不对了，他说：“在土地使用形式的问题上，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同他们〈民粹派〉的距离”比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距离“更远。”（第1230页）发言人接着就批评劳动“土地份额”和消费“土地份额”。在这点上他说得完全正确，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立宪民主党人丝毫也不比劳动派好，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把“土地份额”一语用得更滥。不仅如此。立宪民主党人胡扯那些荒唐的“土地份额”，是因为他们有官僚主义的思想，有出卖庄稼汉的倾向。对庄稼汉说来，“土地份额”是民粹派知识分子从外面带来的，我们从上面第一届杜马代表契热夫斯基和波亚尔科夫的例子中，已经看到农村中的实际工作者如何一针见血地批评了那些所谓的“土地份额”。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把这点向农民代表们解释清楚，如果他们对劳动派的法案提出否认土地份额的修正案，如果他们在理论上说明与“土地份额”毫无共同之点的国有化的意义，那么农民革命的领袖就会是社会民主党人，而不是自由派了。而孟什维主义的立场就是要无产阶级屈从于自由派的影响。特别奇怪的是居然在第二届杜马中说什么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距离民粹派远，因为立宪民主党人表示赞成限制土地的出卖和抵押！

策列铁里接着在批评国有化主张时举出了三条理由：（1）“官吏成群”，（2）“对待小民族极不公正”，（3）“一旦发生复辟”“武器会落入人民的敌人的手中”（第1232页）。这是如实陈述了那些使我党的纲领得以通过的人的观点，策列铁里既然是党的一员，他当然不得不陈述这些观点。至于这些观点如何站不住脚，这种纯政治上的批评是何等的肤浅，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过了。

策列铁里提出了赞成地方公有化的六条理由：（1）在实行地方公有化时“可以保证把这些资金〈即地租〉真正用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原文如此！第1233页）——这是一种过分乐观的看法；（2）“地方自治机关将努力改善失业者的生活状况”——例如在民主的和非中央集权的美国就是如此（？）；（3）“地方自治机关可以占有这些〈大的〉农场，并组织示范农场”；（4）“在农业危机时期……将无偿地把土地租给无地农民和贫苦农民”（原文如此！第1234页）。这已经是比社会革命党人的宣传还糟糕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了，这已经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小市民社会主义纲领了；（5）“是民主制度的支柱”——哥萨克自治机关之类的东西；（6）“转让份地……可能引起可怕的反革命运动”——大概是违反一切主张土地国有的农民的意志吧。

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的发言，总结起来就是：在赎买问题和地主土地占有制同当前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上起着领导作用，而在土地纲领问题上则堕落到立宪民主主义的立场，证明他们不了解农民革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第二届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全部讨论，总结起来就是：右派地主对本阶级的利益认识最清楚，对于在资产阶级的俄国为维持本阶级的阶级统治所需要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认识也最明确。自由派实际上是附和右派地主的，企图以最卑鄙最虚伪的方式把庄稼汉出卖给地主。民粹派知识分子使农民纲领具有官僚主义的味道和小市民那种夸夸其谈的味道。农民最激烈最直接地表现了他们反对一切中世纪残余和一切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形式的自发的革命性，但是他们对这场斗争的政治条件的认识还不十分明确，天真地把资产阶级自由的“乐土”理想化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代表由于小民族所处的隔绝状态在颇大程度上持狭隘观点和偏见，所以他们参加农民斗争时总是有些胆怯。社会民主党人坚决维护农民革命，他们阐明了当前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但是由于党的土地纲领的错误未能始终一贯地领导农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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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土地问题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它决定了这场革命的民族特点。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农民为了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为了消灭俄国农业制度中以至俄国整个社会政治制度中的农奴制残余而进行斗争。

欧俄1050万农户共拥有7500万俄亩土地。3万个大地主（主要是出身贵族的，也有一部分是暴发户）每户有500俄亩以上，总共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这就是基本的背景。这就是农奴主－地主在俄国农业制度中以至整个俄国国家和俄国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条件。大地产占有者是经济意义上的农奴主：他们的土地占有制的基础是农奴制历史造成的，是名门贵族数百年来掠夺土地的历史造成的。他们目前的经营方式的基础是工役制（即徭役制的直接残余），是一种利用农民的农具、利用无数种盘剥小农的形式（如冬季雇佣制、年租、对分制地租、工役租以及利用债务、割地、森林、草地、饮马场等等来进行盘剥）的经济。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大大向前发展了，农业方面再要保存农奴制度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消灭农奴制度的斗争已采取暴力性危机即全国规模的革命的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消灭农奴制可能有两条道路。

第一条消灭农奴制的道路，就是农奴主－地主农场缓慢地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农场，大批农民变成单身无靠的农民和雇农，用暴力保持群众贫穷的生活水平，同时分化出一小撮大农，也就是资本主义必然要在农民中间造成的资产阶级大农。黑帮地主及其大臣斯托雷平正是走的这条道路。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不用暴力来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形式，就不能为俄国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他们大胆采取了这种有利于地主的摧毁手段。他们抛弃了不久以前还常见的官僚和地主对半封建式的村社的同情。他们避开一切“符合宪法的”法律，以便用暴力来摧毁村社。他们给富农以完全的行动自由，让他们去掠夺农民群众，去摧毁原来的土地占有制，使成千上万的农户破产；他们让有钱人去“任意洗劫”中世纪的农村。他们为了维持本阶级的统治只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必须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同它作斗争。而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只能联合“暴发户”，联合拉祖瓦耶夫和科卢帕耶夫[176]这班人去反对农民群众。他们别无出路，只有向科卢帕耶夫们大声疾呼：发财吧！发财吧！我们让你们有一本万利的发财机会，只要你们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帮助我们挽救我们政权的基础！为了走这条发展道路，就必须对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连续不断地、有步骤地、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于是反革命地主就急忙在各方面组织这种暴力。

第二条发展道路，我们称之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别于第一条道路，普鲁士式的道路。第二条道路也要求用暴力来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只有俄国自由派这些愚钝的小市民，才会梦想俄国的极其尖锐的危机有可能毫无痛苦地和平地结束。

但是，这种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摧毁也可能有利于农民群众而不是有利于一小撮地主。一大批自由的农场主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而根本不要什么地主经济，因为地主经济整个说来在经济上是反动的，而农场经济的因素通过我国以前的经济发展历史已经在农民中形成了。沿着这条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我国的资本主义一定会随着国内市场大规模的扩大，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干劲、主动精神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更广泛、更自由、更迅速地发展起来。俄国有辽阔的待垦土地，由于俄国内地的农民群众遭受农奴制的压迫，由于对土地政策采取了农奴主－官僚式的态度，这些土地极难得到利用，但是这些土地为深入而广泛地大规模发展农业和提高生产提供了经济基础。

这样的发展道路不只是需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这是因为农奴主－地主的统治数百年来在国内整个土地占有制上都留下了自己的烙印，不仅在农民的份地上，而且在比较自由的边疆地区的移民的地产上也留下了这种烙印：贯穿专制政府的移民政策的是顽固的官吏进行的亚洲式的干涉，他们妨碍移民自由定居，把新的土地关系弄得非常混乱，把俄国中部农奴制官僚主义的毒素散布到俄国的边疆地区 
［注：亚·考夫曼先生在《移民与垦殖》（1905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提供了移民政策史的概况。作者是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于农奴主的官僚制度是极为尊重的。］

 。在俄国，不仅地主土地占有制是中世纪式的，而且农民份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纪式的。这种占有制极其混乱。它把农民分为无数细小的中世纪式的类别和等级。它反映出数百年来中央和地方政权粗暴干涉农民土地关系的历史。它象把人赶入犹太人居住区那样，强迫农民参加具有纳税性质的中世纪式的小团体，参加共同占有份地的团体即村社。而俄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要使农民摆脱这种中世纪的状况，经济发展的结果，一方面造成份地的出租和撂荒现象，另一方面，又会把占有制形式极不相同的小块土地，把农民自己所有的份地、租来的份地、买来的私有土地、租来的地主土地、租来的官地等等凑在一起，建立未来的自由的农场主（或容克俄国的未来的大农）经济。

要在俄国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必须“废除”全部土地——无论是地主的土地还是份地——的“地界”。必须摧毁一切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必须为自由的业主经营自由的土地铲除一切土地方面的特权。必须尽最大的可能保证自由交换土地、自由迁居、自由扩大地块，建立新的自由的协作社来代替陈旧的带纳税性质的村社。必须把一切土地上的中世纪垃圾全部“清扫”。

体现这种经济必要性的，就是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就是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正是这种经济必要性使俄国农民群众成了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大多数小私有农民在1905年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上，在1906年第一届杜马中和在1907年第二届杜马中，即在整个革命第一个时期中，始终表示赞成国有化。他们之所以赞成国有化，并不是因为“村社”在他们中间培育出了什么特殊的“萌芽”，培育出了什么特殊的、非资产阶级的“劳动原则”。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赞成土地国有，是因为实际生活要求他们摆脱中世纪式的村社和中世纪式的份地占有制。他们之所以赞成国有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建立或者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而是因为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想要建立而且能够建立真正资产阶级的小农业，也就是在最大程度上摆脱一切农奴制传统的小农业。

由此可见，在俄国革命中斗争着的各阶级对土地私有制问题持不同的态度，并不是什么偶然现象，也不是由于受了哪一种理论的影响（如有些目光短浅的人所认为的那样）。这种不同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以及资本主义在当前这个发展时期提出的要求。全体黑帮地主、整个反革命资产阶级（包括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内）都拥护土地私有制。全体农民和整个无产阶级则反对土地私有制。改良主义的道路就是建立容克－资产阶级俄国的道路，其必要的前提是保存旧土地占有制的基础，并且使这种基础适应资本主义，而这一适应过程是缓慢的，对多数居民来说是痛苦的。革命的道路是真正推翻旧制度的道路，它必然要求消灭俄国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以及全部旧的政治机构，以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的经验已经彻底证明：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

社会民主党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作为争取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党，当然不能把自己和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任何时期联结在一起，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某一资产阶级革命的某种结局联结在一起。无论结局怎样，我们都应当是独立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坚定不移地领导劳动群众去实现他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目标。因此，我们根本不能担保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成果都永远巩固，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成果的不巩固和内部的矛盾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内在的固有的现象。“臆造”“防止复辟的保证”不过是糊涂的表现。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为了团结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最坚决地支持一切反对旧制度的斗争，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尽量争取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一切条件。由此必然得出结论：我们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纲领只能是土地国有化。正如我党纲领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应该把土地国有化同政治改革的一定形式和一定阶段联系起来，因为政治变革和土地变革的规模不可能不一样。正如我党纲领任何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应该把土地国有化同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同官僚知识分子关于“土地份额”的废话、同巩固村社或平均使用土地这类反动的空话严格地区别开来。无产阶级的利益需要的不是为某一资产阶级变革臆造出特殊口号、特殊“计划”或“体系”，而只需要彻底地表明这一变革的客观条件，清除对经济上不可抗拒的客观条件的幻想和空想。土地国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业中的中世纪制度的唯一方式，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以暂时拒绝这个正确的土地纲领，有三个原因。第一，俄国“地方公有化”的倡导者彼·马斯洛夫“修改了”马克思的理论，屏弃了绝对地租理论，翻新了半陈腐的资产阶级学说，即关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和这一规律同地租理论的联系等等的学说。否认绝对地租就等于根本否认土地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意义，结果必然会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国有化的观点。第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没有具体看到农民革命的开始，他们对这场革命的可能性不能不持谨慎的态度，因为要取得这场革命的胜利确实需要有许多特别有利的条件，需要有群众特别高涨的革命觉悟、革命劲头和革命首倡精神。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现成的经验，并且认为不能臆造出资产阶级的运动，他们自然就不可能在革命开始以前提出正确的土地纲领。然而，他们却犯了如下错误：甚至在革命开始以后他们也没有把马克思的理论运用于俄国的特殊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教导我们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77]），却毫无批判地重复别人在不同条件下、在另一个时代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所得出的结论。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没有采纳马克思要求实行土地国有化的一切旧纲领，这本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为德国已经彻底成为一个容克－资产阶级的国家，那里在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一切运动都已经成为过去，那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拥护国有化的人民运动。由于容克－资产阶级分子占优势，国有化计划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玩物，甚至变成了容克掠夺群众的工具。德国人拒绝谈论什么国有化，这是对的，但是把这个结论搬到俄国来（其实，我国那些看不出地方公有化思想同马斯洛夫修改马克思理论有什么联系的孟什维克正是这样做的），那就是不善于思考各个具体的社会民主党在其历史发展的特殊时期的任务。

第三，地方公有化纲领明显地表现出孟什维主义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整个错误的策略方针，即不了解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 
［注：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第2版中就是这样说的。］

 才能保证这一革命的胜利。不了解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力图使无产阶级袖手旁观，使它去适应不彻底的革命结局，把它从领袖变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帮手（其实是替自由派资产阶级当粗工和奴仆）。“工人们，不要迷恋吧，要适应情况，慢慢前进”——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针对“经济派”（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第一批机会主义者）说的这句话[178]，充分表达了我党现行土地纲领的精神。

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迷恋倾向”进行斗争，不应该缩小而应该扩大革命的规模和无产阶级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我们不应当鼓励“地方主义”，不管这种思想在小资产阶级的落后阶层或享受特权的农民（哥萨克）中间有多么严重。我们不应当鼓励各民族彼此隔绝。不，我们应当向农民讲清楚统一对于胜利的意义，应当提出口号，使运动的范围扩大而不是缩小，将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圆满完成归咎于资产阶级的落后，而不是归咎于无产阶级的考虑不周。我们不应使自己的纲领去“适应”“地方的”民主制，不应臆造那种在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下不可能实现的荒谬的农村“地方公有社会主义”，不应用小市民社会主义的改良去迎合资产阶级革命，而应使群众的注意力集中于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真正条件，使他们了解到，要保证这种胜利不但需要有地方的民主制，而且一定要有“中央的”民主制，即国家中央政权的民主制，——不只是一般的民主制，而且一定要是最完全最高级形式的民主制，因为没有这样的民主制，俄国的农民土地革命就会成为空想的（就这个词的科学意义来说）革命。

不要认为在当前这种历史时刻，当黑帮死硬派在第三届杜马中疯狂叫嚣，反革命势力猖狂到了极点，反动势力对革命者、尤其对第二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野蛮地进行政治报复的时候，“不宜于”提出“广泛的”土地纲领。这种想法是同那些加入或赞成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广大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背叛变节、灰心丧气、四分五裂、颓废堕落一脉相承的。把这些垃圾从工人政党中彻底清除出去，只会有利于无产阶级。反动势力愈猖獗，实际上它就愈是阻碍必然的经济发展，就愈是有效地促进民主运动更大规模的高涨。所以，我们应该利用现在群众行动暂时沉寂的时期，有批判地对大革命的经验进行研究，进行检验，去掉其中的糟粕，并且把这种经验交给群众作为未来斗争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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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写于1907年11—12月间。列宁在1907年12月初给米·谢·克德罗夫的信、1908年1月7日和2月2日之间给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信以及1908年2月17日给玛·伊·乌里扬诺娃的信中，分别谈到了这部著作的写作计划、具体内容和撰写进度等情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和第53卷）。这部著作在1908年被收入《十二年来》文集第2卷第2分册，但在印刷厂里就被警察没收和销毁了，只保存下来一本，而且缺了最后几页。1908年7月23日（8月5日）的《无产者报》第33号以《彼得·马斯洛夫是怎样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的》为题发表了该书第3章的第2节和第3节。



1917年，彼得格勒生活与知识出版社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一书名再版此书时，列宁在《结束语》最后缺页处，即在“改良主义的道路就是建立容克－资产阶级俄国的道路，它必要的前提是保存旧土地占有制的基础，”（见本卷第391页）这段文字之后补写了如下几句：“对农民群众缓慢地、有步骤地、极残酷地施行暴力。革命的道路就是建立农民资产阶级俄国的道路，它必要的前提是破坏一切旧土地占有制、废除土地私有制。”



后来在日内瓦的社会民主党档案库发现了列宁这部著作的手稿，标题是《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论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5期首次按手稿发表了《结束语》全文。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中，这部著作是按手稿刊印的，并根据此书1917年版作了核对，《跋》是按1917年版刊印的。——185。



[130]份地是指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后留给农民的土地。这种土地由村社占有，分配给农民使用，并定期重分。——186。



[131]皇族土地是指俄国18世纪末—20世纪初属于皇族而由皇族领地司（1826年起属于宫廷事务部，1892年改称皇族领地管理总署）管理的土地。这部分土地是根据1797年沙皇保罗一世颁布的《皇亲条例》从官地中连同耕种土地的农民一起划归皇族成员所有的。这些土地上的收入不列入国家财政预算，不受国家监督，只用来供养皇族成员（大公及其妻子、女儿等）。1863年改革中分了一部分给农民后，还有800万俄亩，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租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皇族土地按照《土地法令》全部被收归国有。——188。



[132]哥萨克（突厥语译音，意思是好汉、自由人）原指莫斯科国边疆地区的受雇佣的自由人和服军役的人。15—16世纪，在俄国和波兰—立陶宛国家的边境（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和捷列克河一带），出现了主要由逃亡农奴组成的所谓自由哥萨克的自治村社。它们有独特的武装组织，是16—17世纪乌克兰人民起义和17—18世纪俄国农民战争的主要动力之一。沙皇政府于18世纪降服了哥萨克，改哥萨克村社为哥萨克军，进而使之成为有特权的军人等级。按规定，男性哥萨克满18岁一律自备军服、装具、冷兵器和战马在主要由骑兵构成的哥萨克军队里服役，凡服役者均赐予土地约30俄亩供长期使用。至20世纪初，全俄国共有11个哥萨克军。1916年哥萨克居民共有443万多人，拥有土地6300万俄亩，服军役者285000人。哥萨克军队参加了18—20世纪俄国的历次战争。沙皇政府曾广泛地利用哥萨克军队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十月革命后，在国内战争时期，哥萨克的富裕阶层站在白卫军一边作战，贫穷的哥萨克则支持苏维埃政权。1920年，哥萨克这一等级被废除。——189。



[133]“土地平分”这一口号反映了农民要求普遍重分土地、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愿望。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中指出，在“土地平分”这个要求中，除了要使小农生产永恒化这种反动的空想之外，也有革命的一面，即“希望用农民起义来铲除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10页）。——196。



[134]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农民改革”。这次改革是由农奴主实行的资产阶级的改革，是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暴力掠夺。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地主割去了农民土地的1／5，甚至2／5，特别是这些土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转到了地主的手中，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农民为了取得法定的份地还要支付赎金。赎金的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加利息分年偿还政府。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只值5亿多卢布。所有这些最终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200。



[135]容克经济是指从封建制演化到资本主义的普鲁士贵族地主经济。容克是德语Ｊｕｎｋｅｒ一词的音译，即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容克从16世纪起就利用农奴劳动经营大庄园经济，并长期垄断普鲁士军政职位，掌握国家领导权。为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普鲁士在19世纪前半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是：1807年废除了农奴制；1850年3月颁布了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允许农民以高额赎金赎免劳役和其他封建义务。通过这些改革，容克不仅获得了大量赎金，而且掠夺了1／3的农民土地；另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则丧失了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这就为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条件。在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容克农场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和农业机器，但容克仍保留某些封建特权，包括对自己庄园范围内的农民的审判权。列宁称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普鲁士式的道路。——205。



[136]《科学评论》杂志（《Научнов　Обоэрение》）是俄国科学杂志（1903年起是一般文学杂志）。1894—1904年在彼得堡出版。开始为周刊，后改为月刊。杂志刊登各派政论家和科学家的文章，1900年曾把列宁列入撰稿人名单。它曾发表过列宁的《市场理论问题述评》（1898年）、《再论实现论问题》（1899年）、《非批判的批判》（1900年）等著作。——206。



[137]村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实行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督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赎金和赋税。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和贫苦农民两个对抗阶级的。——207。



[138]古尔柯—利德瓦尔之道是指俄国高级官吏和商人中盛行的贪污盗窃之风。1906年，沙皇政府副内务大臣弗·约·古尔柯同瑞典奸商埃·莱·利德瓦尔签订了一项由后者在1906年10—12月供应俄国南方饥荒省份1000万普特黑麦的合同，并预支给利德瓦尔80万卢布。这位瑞典商人把大约60万卢布装入自己的腰包和用于贿赂包括古尔柯在内的各方面的官员。而到1906年12月中旬运到火车站的黑麦还不到100万普特。古尔柯和利德瓦尔的舞弊行为使饥荒地区的粮食供应状况严重恶化，激起了社会舆论的极大不满。沙皇政府被迫在1907年10月演出了一场审讯古尔柯的闹剧。古尔柯除被撤职外，未受其他处分。——216。



[139]指1902年3月底—4月初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两省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席卷了拥有15万人口的165个村庄，是20世纪初俄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起义的原因是：这两省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原来就极端困苦，遇到1901年歉收引起的饥荒，到1902年春季更加恶化。农民们群起夺取地主庄园中储存的粮食和饲料。受到农民袭击的地主庄园，在波尔塔瓦省有56个，在哈尔科夫省有24个。农民还要求重新分地。沙皇政府派军队镇压起义农民。许多农民遭杀害。许多村子的农民人人被鞭打。成百的农民被判处不同刑期的监禁。农民还被迫赔偿地主80万卢布“损失”。列宁在《告贫苦农民》这本小册子中分析了这次农民运动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70—171页）。——222。



[140]旺代暴动是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93年3月在法国西部旺代省爆发的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革命叛乱。大多数参加者是受反革命教士和贵族唆使的当地农民。——225。



[141]农民协会即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根据协会成立大会和1905年11月6—10日（19—23日）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226。



[142]《俄国报》（《Россия》）是一份反动的黑帮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914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从1906年起成为内务部的机关报。该报接受由内务大臣掌握的政府秘密基金的资助。——226。



[143]健忘的伊万意为忘记自己身世者或六亲不认、数典忘祖的人。在革命前的俄国，潜逃的苦役犯和逃亡的农奴一旦落入警察之手，为了不暴露真实姓名和身分，常常自称“伊万”（俄国最常见的名字），并声称忘记了自己的身世。因此在警厅档案中，他们便被登记为“忘记身世者”。这些人就被统称为“健忘的伊万”。——227。



[144]104人法案即劳动派1906年5月23日（6月5日）在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第十三次会议上提出的有104位杜马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法案提出的土地立法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部土地及地下矿藏和水流属于全体人民、农业用地只给自力耕种者使用的制度。法案要求建立全民地产。全部官地和皇室土地、皇族土地、寺院土地、教会土地都应归入全民地产，占有面积超过当地规定的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也强制转归全民地产，对私有土地的转让给予某种补偿。法案规定，份地和小块私有土地暂时保留在其所有者手里，将来也逐步转为全民财产。土地改革由经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的地方委员会实施。——229。



[145]《农民代表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Крестьгнских Депугагов》）是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劳动派的机关报（日报），1906年5月17—31日（5月30日—6月1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1号。该报编辑是国家杜马代表ｃ．И．邦达列夫，参加报纸工作的有劳动派杜马代表И．Г．索洛姆科、П．И．采洛乌索夫、伊·瓦·日尔金等。



《劳动俄罗斯报》（《Трудовая Россия》）是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劳动派的机关报，1906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233。



[146]《33人法案》是指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劳动团代表非正式会议制定的《土地根本法草案》。这个法案由33名代表（主要是劳动派）签名，于1906年6月8日（21日）提交国家杜马审议。法案是在社会革命党人直接参与下制定的，代表了他们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33人法案》提出的主要要求是：立即完全废除土地私有制，没收地主土地，宣布所有公民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实行村社使用土地的原则，按照消费份额和劳动份额平均重分土地。



《33人法案》遭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甚至不同意把它作为材料转交给杜马土地委员会。在杜马会议上，该法案以78票对140票被否决。——235。



[147]105名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是社会革命党人伊·瑙·穆申科在1907年5月3日（16日）第二届国家杜马第三十二次会议上以社会革命党党团的名义提出的。这个法案与第一届杜马的33人法案基本相同。法案第1条说：“今后永远废除俄国境内的各种土地所有权。”——236。



[148]波美拉尼亚原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公国（1170年起），1815—1945年是普鲁士的一个省。——238。



[149]“公有地圈围法”是指18世纪英国议会根据地主的申请通过的一些圈地法令。按照这些法令，圈地经许可后，被圈土地就要在土地占有者中间重新分配，使交错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所谓重分，实际等于没收，受害者都是小农户。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使资本主义大农场迅速发展起来，而大部分小农则陷于破产，流向城市，加入雇佣工人的行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里对“公有地圈围法”作了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92—793页）。——238。



[150]宅地法是美国国会于1862年5月20日通过的。根据这项法律，任何美国公民或声明愿意成为美国公民的人，在交付10美元登记费后，都可以从国有土地中领得160英亩（65公顷）土地。在所得的这份土地上耕种满5年或按每英亩交纳1．25美元者便成为这份土地的所有者。



颁布宅地法是林肯政府以民主主义精神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措施，它促使南北战争发生了有利于北部的转折。——241。



[151]俄国农民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阶级分为三大类：（1）私有主农民即地主农民，（2）国家农民即官地农民，（3）皇族农民。每一大类又分为若干在出身、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形式、法律地位和土地状况等等方面互不相同的等级和特殊类别。1861年的农民改革保留了五花八门的农民类别，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1917年。现将这里提到的主要农民类别解释如下：



有赐地的农民是指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获得赏赐份地的一部分前地主农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的2月19日法令规定，地主可以按照同农民达成的协议，以最高标准四分之一的份地赐给农民，不取赎金，而其余四分之三归地主所有。这种有赐地的农民主要是在土地昂贵的黑土地带。到20世纪初，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由此而来的土地重分，有赐地的农民差不多完全失掉了自己的份地。



暂时义务农是指俄国农奴制度废除后，为使用份地而对地主暂时负有一定义务（交纳代役租或服徭役）的前地主农民。农民同地主订立了赎买份地的契约后，即不再是暂时义务农，而归入私有农民一类。1881年12月沙皇政府法令规定，从1883年1月1日起，暂时义务农必须赎得份地。



私有农民是指根据1861年改革法令赎回自己的份地，从而终止了暂时义务农身分的前地主农民。



完全私有农民是指提前赎回了自己的份地，因而取得土地私有权的前地主农民。完全私有农民人数较少，是农村中最富裕的上层。



国家农民是按彼得一世的法令由未农奴化的农村居民组成的一类农民。国家农民居住在官有土地上，拥有份地，受国家机关的管辖，并被认为在人身上是自由的。他们除交人头税外，还向国家或者官有土地承租人交纳代役租，并履行许多义务。国家农民的成分是各种各样的，他们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的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



有村社地产的国家农民是按照村社土地占有制使用耕地及其他用地而没有土地私有权的国家农民。



有切特维尔梯地产的国家农民，即切特维尔梯农民，是莫斯科国军人的后裔。这些军人（哥萨克骑兵、射击兵、普通士兵）因守卫边疆而分得若干切特维尔梯（一切特维尔梯等于半俄亩）的小块土地，供其暂时或永久使用，切特维尔梯农民即由此得名。从18世纪起，切特维尔梯农民开始称为独户农。独户农在一个时间内处于介乎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地位，享有各种特权，可以占有农奴。独户农可以把土地作为私有财产来支配，这是他们和土地由村社占有、自己无权买卖土地的其他国家农民不同的地方。1866年的法令承认独户农的土地（即切特维尔梯土地）为私有财产。



原属地主的国家农民是官家从私有主手里购买的或私有主捐献给官家的农民。他们虽然列入国家农民一类，但不完全享有国家农民的权利。在1861年改革的前夜，即1859年，这类农民取得了平等权利，但他们和其他国家农民之间仍然存在着某些差别。



皇族农民是18世纪末—19世纪中沙皇俄国的一类农民。这类农民耕种皇族土地，除人头税外，还交纳代役租，并履行各种义务，承担供养沙皇家族成员的实物捐税。根据1797年的条例，皇族农民的地位介于国家农民和地主农民之间。在皇族农民中，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按照1858年、1859年和1863年的法令实行的。皇族农民得到的土地多于地主农民，少于国家农民。



自由耕作农是指根据沙皇俄国1803年2月20日的法令而解除了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这一法令允许地主以收取赎金等为条件释放农奴，但必须分给被释放农奴一份土地。



注册农民是沙皇俄国国家农民的一种。17世纪末—18世纪，沙皇政府为了扶持大工业和保证这种工业有廉价的、固定的劳动力，把大量国家农民编入俄国各地的手工工场。这种农民被称为注册农民。注册农民要为国有或私有手工工场做辅助工作（劈柴、备煤、碎矿、搬运等），以顶替代役租和人头税。他们名义上属于国家，实际上变成了工厂的农奴。从19世纪初开始，注册农民逐渐被解除工厂的劳动，直到1861年农民改革后才完全解脱出来。——244。



[152]犹太人居住区是指中世纪西欧、中欧的城市中划给犹太人居住的地区。起初它是中世纪行会制度的一种典型表现，从14—15世纪起变成了强制性的居住区，到19世纪上半叶基本消失。——246。



[153]《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 В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1906年成为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255。



[154]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有关土地问题的讨论。这次会议于1905年12月12—17日（25—30日）在芬兰的塔墨尔福斯举行。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说：“我党的土地纲领需要作如下的修改：取消关于割地的条文；增加这样的字句：党支持农民的革命措施，直到没收全部官家的、教会的、寺院的、皇族的、皇室的和私有的土地。党认为自己的主要的经常的任务是，建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的组织，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利益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势不两立的……从土地纲领中删掉归还赎金和用所归还的赎金建立特别基金的要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19—120页）——259。



[155]《彼得·马斯洛夫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一节和下节《要推翻民粹主义就必须推翻马克思吗？》以《彼得·马斯洛夫是怎样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的》为题发表于1908年7月23日（8月5日）《无产者报》第33号，后面附有列宁写的《编辑部的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264。



[156]“犹太区”是沙皇俄国当局在18世纪末规定的可以允许犹太人定居的区域，包括俄罗斯帝国西部15个省，以及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一些地区，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废除。列宁在这里借用“犹太区”这个词来形容限制农民的份地所有制。——277。



[157]农民银行（农民土地银行）是俄国国家银行，1882年设立，在各省有分行。设立农民银行的目的是向农民发放购置私有土地的贷款，其贷款利率为年利7．5—8．5％。1895年农民银行获得了向地主购买土地的权利。1895—1905年共购买100万俄亩。每俄亩地价由1898年的49卢布涨至1901年的111卢布。在1905—1907年革命期间，农民银行抑制了地价的下跌，以每俄亩107卢布的价格买进了270万俄亩土地。在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期间，农民银行的活动促进了独立农庄和田庄的成立。1906—1916年农民银行共买进460多万俄亩土地，总价为5亿卢布左右，在此期间卖出380万俄亩给个体农户。从1906年到1915年，农民从农民银行手中以及在它的协助下购买的土地共计1040万俄亩。1917年11月25日（12月8日）苏维埃政权撤销了农民银行，其土地按照土地法令被收归国有并转交给了农民。——287。



[158]指彼·彼·鲁勉采夫（施米特）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所作的修改土地纲领报告的总结发言中的一段话：“普列汉诺夫认为，列宁甚至没有试图去攻击他的主要堡垒，从而暴属了自己完全软弱无力。这个堡垒是什么呢？就是国有化一旦实现就会造成未来复辟的基础这一论点。我认为，只凭发音相同和文字游戏才谈得到莫斯科罗斯的国有化和把这种国有化同列宁现在设计的国有化相比拟。”（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1957年俄文版第148页）——294。



[159]《俄罗斯国家报》（《Русское В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政府机关报，1906年2月1日（14日）—5月15日（28日）在彼得堡出版。——298。



[160]这里是套用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的话。车尔尼雪夫斯基抨击当时所谓机智的批评家说，他们的“全部技能往往只是：抓住所评论的书的不正确文句，然后重述它几遍；如果书的标题不完全恰当，那就连带嘲笑标题；如果可能，就挑选跟标题或作者姓氏音近或义近的词，重述几遍，同时掺和一起……总之，用这个十分简单的药方，对于《死魂灵》的机智的评论可以写成下面的样子。抄下书的标题《乞乞科夫奇遇记或死魂灵》之后，就干脆这么开始：‘嚏！嚏！科夫的发冷（在俄语中“发冷”与“奇遇”谐音），——读者，你不要以为我在打喷嚏，我不过是把果戈理先生新长诗的标题念给你听，这位先生如此写作，只有黑格尔一个人懂得他。……’”——310。



[161]卡·考茨基在1906年10月写的《社会革命》一书第2版序言中说：“我现在已经不能象1902年那样肯定地断言，武装起义和街垒战在未来的革命中不会起决定性作用。莫斯科巷战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说明不是这样，当时为数很少的人在街垒战中同整整一支大军相持了一个星期，如果不是其他城市的革命运动遭到失败，使敌人有可能派遣增援部队，最后集中了庞大的优势兵力来对付武装起义者，他们是几乎就会取得胜利的。当然，街垒战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只是因为城市居民大力支持革命者，而军队的士气却十分低落。但是谁能够肯定地说，在西欧不可能发生这类情况呢，”——319。



[162]可能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保·布鲁斯等人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该派起初是法国工人党中改良主义的一翼，1882年法国工人党分裂后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1883年改称法国劳动社会联盟。该派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模糊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因此有“可能派”之称。1902年，可能派同其他一些改良主义派别一起组成了以让·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社会党。——325。



[163]这里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的策略决议》。决议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到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将一贯不变地反对任何阻碍经济发展进程的企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力图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情况下把被没收的土地交给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所有，而在没有这样做的顺利条件的情况下，将主张把那些实际上是经营着小经济的或为满足小经济所必需的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0—151页）——329。



[164]《真理》杂志（《Правда》）是俄国孟什维克杂志（月刊），主要登载艺术、文学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文章，1904年1月—1906年4月在莫斯科出版。正式的编辑兼出版者为Ｂ．Ａ．科热夫尼科夫，他也是这个杂志的创办人。参加杂志工作的有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彼·巴·马斯洛夫等。——330。



[165]“上船头去！”传说是伏尔加河上强盗劫船时对被劫船只全体船员下的命令。——333。



[166]出自斐·拉萨尔1862年4月16日在柏林区市民协会举办的集会上的演说《论宪法的实质》。演说中说：“国王的仆人不是人民的仆人中常有的那种花言巧语之徒，而是认真办事的讲究实际的人，他们靠某种本能总是抓住问题的本质。”——336。



[167]中国式制度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了反对土地国有化纲领而造的一个词。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5期上发表了《论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文中引用了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埃·雷克吕的地理学著作中所载的关于王安石的材料，认为王安石变法就是搞土地国有化。据此他进而把土地国有叫作“中国式制度”，而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主张土地国有化的人称为“俄国的王安石”。——336。



[168]指《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 Социал Демокраг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期。1916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1期。在第1—8期（1905—1906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谴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9—16期（1909—1912年）中，普列汉诺夫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1916年该杂志出版的第1期里则明显地表达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337。



[169]埃尔多拉多是西班牙语el　dorado的音译，意为黄金国。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欧洲就流传着新大陆有一个遍地是黄金珠宝的“黄金国”的传说。这种传说曾驱使西班牙殖民者在16—17世纪到南美洲的奥里诺科河和亚马孙河流域千方百计寻找这个黄金国。埃尔多拉多后被人们用作想象中的富庶神奇之邦的代称。——337。



[170]规约是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中规定农民与地主关系的一种文书。按照改革的法令，农民与地主订立赎地契约以前，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这种暂时义务农的份地面积以及他们为使用份地而对地主负担的义务，都规定在规约中。规约上还记载其他用地的分配．宅地的迁移等情况。规约由地主草拟，通过解决地主和农民之间纠纷的调停官订立。规约如被农民拒绝，也可以在未经农民同意的情况下得到批准。规约的订立，引起了农民的广泛抵抗。政府往往动用军队进行镇压。——344。



[171]《农村通报》（《Сельский Вестник》）是附属于沙皇政府正式机关报《政府通报》的一种向农村发行的通俗报纸（周报），1881—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351。



[172]显然是指卡·考茨基《俄国土地问题》中的这样一段话：“所有这些祸患（指干旱、牲畜倒毙、森林消失、土壤侵蚀等等）应当消除，以便使俄国农民农业摆脱目前这种悲惨处境。仅仅把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是非常不够的，而且甚至能成为俄国农业彻底衰败的原因（如果上述其他因素还在起作用的话），因为这一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会导致那些合理经营并购置了改良工具和机器的农场的消失。整个俄国农业会下降到贫苦农户的水平。但是怎样消除这些祸患呢？需要修建国民学校，扩大国民教师的编制；需要供应农村公社以优良的农作工具和机器、数量充足的牲畜，以便进行组合经营或者在农户之间分配；需要合理经营林业：最后还需要使林木稀少地区的农民有可能使用石料、砖和铁来修建建筑物。可是为了这一切就需要钱、钱、钱，只要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存在。从哪里弄到这些钱呢？”——355。



[173]阿拉帕耶夫斯克共和国是沙皇政府官员给彼尔姆省上图里耶县阿拉帕耶夫斯克乡起的诨名。Г．И．卡巴科夫于1905年曾在那里组织一个群众性的农民协会，会员达3万人。——368。



[174]民族民主党人是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民族民主党的成员。该党成立于1897年，首领是罗·德莫夫斯基、济·巴利茨基、弗·格拉布斯基等。该党提出“阶级和谐”、“民族利益”的口号，力图使人民群众屈服于它的影响，并把人民群众拖进其反动政策的轨道。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该党争取波兰王国自治，支持沙皇政府，反对革命。该党在波兰不择手段地打击革命无产阶级，直到告密、实行同盟歇业和进行暗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曾通过一个专门决议，强调必须揭露民族民主党人的反革命黑帮面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党无条件支持协约国，期望波兰王国同德、奥两国占领的波兰领土合并，在俄罗斯帝国的范围内实现自治。1919年该党参加了波兰联合政府，主张波兰同西方列强结盟，反对苏维埃俄国。——371。



[175]卧各夫是阿拉伯语的译音，意为“宗教基金”，指所有捐赠给伊斯兰教组织专供宗教事业使用的财产（包括土地）及其收益。——374。



[176]拉祖瓦耶夫和科卢帕耶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特写作品《蒙列波避难所》中的人物。他们都是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后出现的新兴资产者的典型。——389。



[177]见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恩格斯在信中批评德国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不懂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6页）。——393。



[178]这句话引自尔?马尔托夫的一首题为《现代俄国社会党人之歌》的讽刺诗。该诗载于1901年《曙光》杂志第1期。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是马尔托夫发表此诗时使用的戏谑性笔名（意为骄矜的蠢猪）。诗中借用经济派的口吻嘲笑经济派的观点和对自发性的盲目崇拜。——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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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179]


　　本书写于1907年年底。1908年在彼得堡印好后，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抄获销毁了。保全下来的只有一本，书末还缺了几页（本版第269页以后的几页），这个结尾是现在补写的。目前，革命提出的俄国的土地问题已经比1905—1907年间要广泛、深刻、尖锐得多了。我希望，了解我党在第一次革命中的纲领的历史，会有助于大家更正确地了解现在革命的任务。

特别要着重指出一点，就是战争使各交战国遭到空前的灾祸，但同时它又大大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化，以致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不能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了。

实际生活已经超出了这种范围，已经把在全国范围内调节生产和分配、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强迫辛迪加化（合并成为联合组织）等等提到日程上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纲领中的土地国有化问题也必然要有另一种提法。这就是说，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就不能消除战争的灾祸。

领导贫苦农民的无产阶级，一方面必须把工作重心从农民代表苏维埃转到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上来，另一方面必须要求把地主田庄的耕畜和农具收归国有，并在这些田庄上成立由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的示范农场。

这里我当然不可能详细论述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了，只好请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去阅读目前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书刊和我的两本小册子：《论策略书》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35—149页。——编者注］

 和《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 
［注：同上，第150—185页。——编者注］

 。






	　　作者1917年9月28日

1917年载于《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12—413页

















[179]这篇《跋》是列宁在1917年《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出版时写的。——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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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短评

（1908年2月13日〔26日〕）

沙文主义者正在活动。他们拼命散布日本人正在加紧武装的流言，说日本人在满洲集中了600个营，准备进攻俄国。又说土耳其也在积极武装起来，要在今年春季向俄国宣战。还说高加索正在准备暴动，企图脱离俄国（只差没有叫喊说波兰人有什么计划了！）。他们用芬兰正在武装的无稽之谈来加紧中伤芬兰，利用波斯尼亚修筑铁路的事实来拼命鼓动反对奥地利。俄国报刊还加紧攻击德国，说它唆使土耳其反对俄国。进行这种活动的，不仅有俄国报刊，而且也有法国报刊。不久前，一名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正好提到了法国报刊被俄国政府收买的事实。

西欧严肃的资产阶级报刊并不认为这些活动是报界人士凭空捏造的产物，也不认为这是哗众取宠的人玩弄的把戏。不，显然是“统治集团”（应读为黑帮沙皇政府或声名狼藉的“明星院”[180]之类的秘密宫廷奸党）发出了一种十分明确的暗号，执行着一条有步骤的“路线”，采取了某种“新方针”。外国报刊认为，杜马国防委员会的工作对所有未参加该委员会的杜马代表保密，即不仅对革命政党、而且对立宪民主党人保密，是同这种沙文主义活动有着直接联系的。有的甚至说，俄国政府为了彻底表明它对“立宪”的嘲弄，竟打算不向全体杜马代表而只向黑帮—十月党人把持的委员会请求用于加强边防的军事拨款。

下面请看西欧一些决非社会主义的、根本不可能对俄国革命持乐观态度的报纸上的两段话：


　　“有一次俾斯麦说过，德国对法国的胜利（1870年）激起了俄国军人的虚荣心，使他们也想去摘取建立战功的桂冠。由于政治、宗教和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土耳其似乎成了特别适宜于实现这一目的（1877—1878年间的俄土战争）的对象。显然，现在俄国那些忘记了日俄战争的教训而又不了解国家真正需要的人士，也持有这样的见解。既然在巴尔干已经不必解放什么‘小兄弟’，那么就得想些别的办法来影响俄国的社会舆论。而这些办法，老实说，要比以前的办法更加拙劣：他们竟想把俄国形容成一个受到内外敌人包围的国家。”“俄国统治集团想用老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即一方面用暴力镇压国内的解放运动，另一方面煽动民族主义的感情、制造一些后果无法预料的外交冲突来转移人民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国内的可悲局面。”





　　反革命专制政府政策中的这个新的沙文主义方针，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在对马事件和沈阳事件[181]以后，只有感到自己彻底丧失了根基的人才会采取这样的政策。不管反动派怎样努力，两年反动的经验并没有为黑帮专制政府造成任何稍微可靠的内部支柱，并没有造成任何一种能在经济上复兴专制制度的新的阶级成分。而没有这一点，反革命无论怎样残暴和疯狂，都不能保住俄国现今的政治制度。


无论是斯托雷平、黑帮地主还是十月党人都懂得，他们不建立新的阶级支柱，就不能保住政权。因此，他们实行的政策是使农民完全破产，用暴力手段破坏村社，不惜一切代价在农业方面给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在这一方面，那些最有学问、最有教养、最讲“人道”的俄国自由派，如《俄罗斯新闻》的教授们，要比斯托雷平之流蠢得多。该报2月1日的一位社论作者写道：“在决定11月的暂行条例的命运的时候，如果昨天还拥护村社的那些斯拉夫主义者竟然支持内阁通过把土地变为单个农户的私有财产的办法来破坏村社，那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甚至可以设想，在杜马中占多数的保守派和内阁有着共同的防卫目的，这会使它们采取甚至比1906年的著名法令更带进攻性的办法……结果就会出现一种令人吃惊的情况，即：保守派政府在各保守政党代表的赞助下，为在最不易发生急剧变革的土地关系方面实行激进的改良作准备，而它决意采取这样激进的办法，是以一种占有制优于另一种占有制的抽象理由为根据的。”

教授先生，醒醒吧，把您身上的民粹派老祖宗档案库的灰尘抖一抖，看看两年革命时期内所发生的事情吧。斯托雷平战胜你们不仅靠的是体力，而且靠的是他正确地理解到经济发展中最实际的需要，理解到要用暴力手段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已由革命不可逆转地完成的一大“变动”就是：从前黑帮专制政府可以依靠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形式，而现在却被迫（完全地不可逆转地被迫）用飞快的速度破坏这种占有制。这是因为它懂得，不破坏旧的土地制度，就不能摆脱构成俄国革命最深刻的原因的矛盾，即：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

这么说，你们是赞成斯托雷平的土地法喽？——民粹派会大吃一惊地质问我们。不是！放心吧！我们坚决反对俄国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制形式，既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也反对农民份地占有制。我们坚决主张用暴力手段摧毁这个正在腐蚀和毒害一切新事物的腐朽的旧制度，我们主张资产阶级性的土地国有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唯一彻底的口号，唯一合乎实际的办法，这种办法把历史所要求的摧毁的矛头完全指向地主，促使农民群众中分化出经营土地的自由的业主。

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点，就是黑帮和农民、工人在革命的基本问题即土地问题上都实行革命的政策。而自由派辩护士和教授却维护最没有生气、最荒谬、最不能实现的主张，即把两种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摧毁旧制度的手段调和起来，使旧制度根本摧毁不了。要么是农民起义获胜，彻底摧毁旧土地占有制，使因革命而得到新生的农民获得利益，也就是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共和国。要么是斯托雷平式的摧毁，这也能革新、而且确实是在革新旧土地占有制，使它适应资本主义关系，但这只是使地主获得利益，代价却是农民群众彻底破产，被用暴力赶出农村，流离失所，死于饥饿，青年农民的精华受到监禁、流放、枪杀和拷打而被消灭殆尽。由少数人来对多数人实行这种政策并不容易，但它在经济上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帮助人民认清这一点。企图用精心设计的改良办法，和平地、非暴力地摆脱俄国历史几百年来造成的错综复杂的中世纪矛盾，那是顽固的“套中人”的一种最愚钝的幻想。经济上的必要性一定会引起、而且一定会实现俄国土地制度中最“急剧的变革”。历史提出的问题只在于由谁来实现这一变革：是沙皇和斯托雷平领导下的地主呢，还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群众。




“反对派的联合”是俄国政治报刊当前关注的问题。斯托雷平的警察报纸《俄国报》欢天喜地地说，“联合吗？那立宪民主党人也是革命家了；抓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充分表露出官吏的心理，它想证明立宪民主党人也能象十月党人一样温和，于是装腔作势地噘着嘴，对人家不怀好意地指责他们是革命党这一点竭力表示“道义上”的愤懑，并且说，我们当然欢迎反对派的联合，但是这个联合应当是“从左向右”的运动（2月2日的社论）。又说：“我们有政治上犯错误和失望的经验。反对派的联合，自然要以其中最温和的政党的最低纲领为基础。”

这个纲领是十分清楚的。立宪民主党人说，领导权归资产阶级自由派，这就是我的条件，这正象1871年法卢对当时向他求援的梯也尔所说的话：实行君主制，这就是我的条件。

《首都邮报》[182]意识到，直截了当地讲出这样的话来是不体面不光彩的，于是它表示“不同意”《言语报》的意见，而用“十月以前的情绪”这样含糊的暗示来支吾搪塞（可恶的书报检查制度使人不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其实是要大家来讲讲价钱，说什么《言语报》想领导，革命家也想领导（指领导新的联合），而对我这个诚实的经纪人就不该酬劳一番吗？

“联合”——我们热烈赞同这个口号，特别是当人们在这里暗示（那怕只是暗示也好！）“十月以前的情绪”的时候。不过历史是不会重演的，可爱的政客老爷们！“三年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任何力量都不能从各阶级的意识中抹掉的。这些教训非常丰富，不但有很多正面的教训（1905年工农群众斗争的形式、性质和取得胜利的条件），也有很多反面的教训（两届杜马的破产，即立宪幻想和立宪民主党领导权的破产）。

谁想有系统地研究、思考、领会这些教训，并且让群众懂得这些教训，那我们欢迎之至，我们完全赞成“联合”，完全赞成联合起来对革命的叛徒进行无情的斗争。你们不喜欢吗？那我们就分道扬镳好了。

“十月以前的”旧口号（“立宪会议”的口号）是很好的，我们（请《我们的思想》文集的姆－德－姆别生气！[183]）不想抛弃它。但是这个口号还不够，太笼统了，没有反映出实际生活具体提出的各种尖锐问题。我们要用伟大的三年的伟大教训来充实它。我们的“最低纲领”，“我们联合的纲领”是简单而明了的：（1）没收一切地主土地；（2）建立共和国。为此我们就需要有可以用来达到这些目标的那种立宪会议。

两届杜马的历史，两届立宪民主党人杜马的历史，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各种社会力量的实际斗争，虽然并非总是被人们意识到，并非总是趋于表面化，却总是对一切巨大的政治事变的结局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总是把那些天真幼稚的和老奸巨猾的“立宪主义”门外汉的种种诡计一扫而光，这一斗争完完全全是上述两个“目标”所引起的。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论，而是我国人民群众在俄国地主专制制度现实条件下进行斗争的现实经验，在实际上向我们表明了这些口号的必要性。谁能领会这些口号，我们就向他提议“分进”“合击”，打垮那个正在毁灭俄国、杀戮俄国成千上万优秀人物的敌人。

“你们提出这样的联合纲领，只会成为孤家寡人。”这个说法不对。

只要读一读无党派农民在头两届杜马中的发言，你们就会明白，我们的联合纲领不过是表达了他们的愿望、他们的需要以及从这种需要中得出的最必要的结论。至于不了解这种需要的人，从立宪民主党人一直到彼舍霍诺夫（据莫斯科来信说，他也在那里宣传“联合”），我们就要为了“联合”而同他们作战。

这将是一场顽强的战争。我们善于在革命以前长期进行工作。人们说我们坚如磐石，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社会民主党人已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决不会因第一次军事进攻遭到失败而心灰意懒，决不会张皇失措，决不会热中于冒险行动。这个党在走向社会主义，而没有把自己和自己的命运同资产阶级革命某个阶段的结局联结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它就不会有资产阶级革命的种种弱点。这个无产阶级的党正在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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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声明

（1908年2月13日〔26日〕）

《新时代》杂志第20期刊载了亚·波格丹诺夫论恩斯特·马赫一文的译者序，译者姓名不详。序中有如下一段话：“遗憾的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一种把对马赫的这种或那种态度变成党内派别划分问题的强烈倾向。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十分严重的策略分歧，由于这种在我们认为同策略分歧完全无关的问题（具体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认识上是同斯宾诺莎和霍尔巴赫的学说相吻合，还是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相吻合？）上的争论而更加严重了。”

《无产者报》编辑部作为布尔什维克派的思想上的代表者，认为有必要就此发表如下声明。这种哲学上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是派别的争论，而且照编辑部的意见，这也不应当成为派别的争论；任何想把这种分歧当作派别分歧的企图，都是根本错误的。无论在这个或那个派别里，都有两种哲学流派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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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土地政策

（1908年2月20日〔3月4日〕）

2月13日，星期三，尼古拉二世接见了第三届杜马的307名代表。沙皇同黑帮分子鲍勃凌斯基和切雷舍夫的亲切谈话，是专制政府同参加同盟的匪帮又一次接吻的滑稽表演。尼古拉的声明却严肃得多，他说杜马最近就要通过新的土地法，说任何强制转让的念头都应该打消，因为他，尼古拉二世，决不会批准这样的法律。《法兰克福报》[184]的记者报道说：“沙皇的话使农民心情沉重。”

沙皇本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声明”所起的鼓动作用，无疑是很大的，我们只能对这个有才干的鼓动家表示欢迎。但除了鼓动作用，这一反对强制转让的严厉举动还有重大的意义，它表明地主的君主制最终走上了土地政策的新道路。

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著名的杜马外的法令——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及此后的法令——开始了沙皇政府的这项新土地政策的时期。在第二届杜马中，斯托雷平确认了这项政策，右翼的和十月党的代表赞成这项政策，立宪民主党人（他们被奸党的前厅中传出的关于解散杜马的流言吓坏了）拒绝公开谴责这项政策。现在，在第三届杜马中，土地委员会已经在前几天接受了1906年11月9日法令的基本论点，而且走得更远，承认所有村社中24年来没有重新分配的农民地块归农民私有。农奴主－地主俄国的元首在2月13日接见时，高声地表示赞成这个政策，他大声疾呼（显然是为了让无党派的农民知道），说他决不会批准任何有利于农民的强制转让的法律。

沙皇、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十月党人）的政府最终改行新的土地政策，这是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是现在的革命，而且还有将来可能发生的民主革命）的命运主要取决于这一政策的成败。

这个转变的实质是什么呢？迄今为止，旧的中世纪的农民份地占有制和他们“自古以来的”村社的不可侵犯性，受到反动俄国的统治阶级的热烈拥护。农奴主－地主作为俄国改革以前的统治阶级，作为整个19世纪在政治上主宰一切的阶级，他们执行的完全是保护旧的村社的农民土地占有制的政策。

20世纪开始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彻底冲垮了这一制度。旧的等级制的村社，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半农奴制农村的因循守旧，这一切都同新的经济条件发生了极其尖锐的矛盾。历史的辩证法是：俄国农民在革命时期提出了破坏性最大的要求，直至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劳动派）；而在其他国家，只要稍微整顿一下（从资本主义要求的观点出发）土地制度，农民就能成为制度的支柱。

产生这些激进的、甚至带有小市民社会主义思想色彩的要求的，绝不是庄稼汉的“社会主义”，而是斩断农奴主土地占有制这团乱麻、为自由的农场主（农业企业主）经营没有任何中世纪障碍的土地扫清道路这种经济上的必然性 
［注：这里所叙述的见解同对我们党纲的批评有密切的联系。在《无产者报》第21号[185]］

 。

资本主义已经不可逆转地破坏了俄国旧土地制度的一切基础。不摧毁这个制度，资本主义就不能向前发展。资本主义必定要破坏这个制度，这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得了的。但这个制度的破坏，可以按照地主的办法，也可以按照农民的办法，可能给地主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也可能给农民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按照地主的办法摧毁旧制度，就是用暴力破坏村社，就是大批贫穷的小业主加速破产和被消灭，使一小撮富农得到好处。按照农民的办法摧毁，就是没收地主的地产，把全部土地交给从农民中产生的自由农场主支配（民粹派先生们的“平等的土地权”其实就是业主得到消灭了一切中世纪障碍的土地的权利）。

反革命的政府明白了这一点。斯托雷平很正确地理解到：不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就不能保证俄国经济的发展。斯托雷平和地主勇敢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无情地摧毁了旧制度，让地主和富农任意洗劫农民群众。

现在，自由派和市侩民主派的先生们（开始是半十月党的“和平革新党”，接着是《俄罗斯新闻》，最后是《俄国财富》杂志的彼舍霍诺夫先生）因政府破坏了村社而吵得不可开交，指责这个政府在搞革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俄国革命中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从来也没有表现得这样突出。不，先生们，为自古以来的基础被破坏而哭哭啼啼是于事无补的。三年来的革命使调和主义和妥协主义的幻想完全破灭了。问题已经很清楚。要么是勇敢地号召进行农民革命，直至建立共和国，并且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全面地为进行这样的革命作准备。要么是在斯托雷平—地主—十月党人对村社的进攻面前无谓地长吁短叹，表现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软弱无力。

还有一点公民的勇气和对农民群众的同情心的人们，请作出选择吧！无产阶级已经作出选择，社会民主工党现在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解释、宣传和在群众中传播农民同无产阶级一起举行起义这一口号，只有这样的起义才是不使斯托雷平“革新”俄国的办法得逞的唯一可能的手段。

我们不认为这种办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在欧洲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较小的范围内试验过了），但是我们要向人民讲清楚，要实现这种办法，只有靠少数人在几十年中对多数人肆无忌惮地施加暴力，靠大量杀害进步农民。我们不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修补斯托雷平的革命计划、修正这些计划、削弱这些计划的作用等等上面。我们将以加强我们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和农民有联系的那些无产阶级阶层中的宣传鼓动工作来回答。农民代表，甚至那些过了警察好多道筛子的、那些由地主选出来的、那些被杜马中的死硬派吓怕了的农民代表，不久以前都表露了自己真正的意向。正如大家在报上看到的，一批无党派的、其中一部分属于右派的农民主张强制转让土地，主张建立由全体居民选举产生的地方土地机关！难怪土地委员会中有一位立宪民主党人说，右派农民比立宪民主党人左。是的，在土地问题上，“右派”农民在所有这三届杜马中的表现都比立宪民主党人左，这就证明：庄稼汉的君主主义思想是一种即将消除的幼稚思想，它同那些自由派市侩的君主主义思想是不同的，自由派市侩是出于阶级私利的君主派。

农奴主的沙皇向无党派的农民叫喊，他决不准许实行强制转让。让工人阶级来回答，让他们向千百万“无党派的”农民高呼：无产阶级号召农民起来为推翻沙皇制度、为没收地主土地而进行群众性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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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5—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406。



[185]列宁指他发表在1908年2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21号上的《政治短评》一文（见本卷第398—404页）。后来在1908年7月23日（8月5日）《无产者报》第33号上刊载的《彼得·马斯洛夫是怎样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的》一文中，列宁更详细地阐明了党纲的问题。——408。





《列宁全集》第16卷


工会的中立[186]


（1908年2月20日〔3月4日〕）

我们在上一号《无产者报》登载了我们党中央关于工会的决议[187]。《我们时代报》[188]向读者报道这一决议时补充说，这一决议是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孟什维克也投票赞成，因为这一决议同布尔什维克原来的草案相比，已经作了一些让步。如果这个报道是真实的（已停刊的《我们时代报》对于有关孟什维主义的一切一向是非常熟悉的），那我们只有对社会民主党在工会这个重要领域里统一行动大有进步表示衷心欢迎。《我们时代报》所谈的那些让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丝毫没有改变布尔什维克草案的基本原则（顺便提一句，这个草案登载在1907年10月20日《无产者报》第17号上，同时还登载了长篇的说明文章：《工会和社会民主党》）。[189]

可见，现在我们全党都承认，进行工会工作，不应当根据工会中立的精神，而应当根据使工会尽可能紧密地接近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同时也承认，工会要具有党性，只能通过社会民主党在工会内部做工作，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在工会中建立团结一致的支部，既然合法的工会不可能存在，就应当建立秘密的工会。

毫无疑问，这次我们党内两派在工会工作性质问题上意见能够接近，是由于受到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极大影响。正象考茨基在给莱比锡工人作报告时指出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否定了对工会中立的原则承认。阶级矛盾大大发展，近来各国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德国多年的经验（在那里，中立政策助长了工会中的机会主义，丝毫也没能阻止特殊的基督教工会和自由派工会的出现），要求工会同政党采取一致行动的那种特殊的无产阶级斗争领域（例如俄国革命中的群众性罢工和武装起义，这些都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具有的形式的楷模）日益扩大，——这一切使中立论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现在在各无产阶级政党里，工会中立的问题看来已经不会引起什么特别重大的争论了。至于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非无产阶级的冒牌社会主义政党，那又另当别论了，他们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和进步农民的革命资产阶级政党的极左翼。

极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后坚持中立 主张
 的，在我国只有社会革命党人和普列汉诺夫。而且他们做得很不成功。

在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旗帜》最近一号（1907年12月第8号）上，有两篇谈工会运动问题的文章。社会革命党人在文章里首先嘲笑了社会民主党《前进报》[190]的声明，因为这一声明说，斯图加特的决议正是按照伦敦决议的意思，即本着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解决了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我们的回答是，社会革命党人自己在同一号《劳动旗帜》上举出的 事实
 ，就雄辩地证明了这样的估计是正确的。

《劳动旗帜》在谈到1905年秋天时写道：“就在这个时候（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俄国的三个社会主义派别即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第一次面对面地说明了自己对工会运动的看法。莫斯科局受委托抽出成员组成一个中央办事处来召集代表大会（工会的），它在奥林匹亚剧院组织了一次加入工会的工人的大会 
［注：参加大会的将近1500人。报告见1905年11月26日《劳动促进博物馆公报》[191]第2期（引文是《劳动旗帜》的）。］

 。孟什维克对党的目标和工会的目标所作的划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严格正统的划分。‘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消灭了资本主义关系的社会主义制度；工会的任务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以争取对劳动有利的出卖劳动力的条件’；工会因此具有非党性，它应该包括‘本行业的全体工人’ 
［注：不过应当说，孟什维克先生们对这个“非党性”的理解是相当独特的，例如，他们的报告人这样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党性问题在莫斯科印刷工会得到了正确的解决，印刷工会建议同志们以个人身分加入社会民主党。”（《劳动旗帜》注）］

 。

布尔什维克论证说，目前不能把政治同职业严格地分开，他们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应当紧密地团结，社会民主党应当领导工会。’最后，社会革命党人要求工会保持严格的非党性，以免造成无产阶级的分裂，但是反对任何把工会的任务和活动限制在某个狭小范围内的做法，并说明这个任务就是同资本展开全面的斗争，也就是说，既进行经济斗争，也进行政治斗争。”

《劳动旗帜》自己就是这样来描述 事实
 的！只有瞎子和完全丧失思维能力的人才会否认，在这三种观点中，只有主张社会民主党应同工会紧密团结的观点才是“建议党和工会紧密联系的斯图加特决议所确认的” 
［注：1905年11月孟什维克陈述的对中立的看法不是正统的而是庸俗
 的，请社会革命党先生们记住这一点吧！］

 。

为了把这个极其清楚的问题搅糊涂，社会革命党人十分可笑地把工会在经济斗争中的独立性同工会的非党性混为一谈。他们写道：“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也明确地主张工会的独立性（非党性），也就是说，既否定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也否定了孟什维克的观点。”这个结论是从斯图加特决议中下面这段话里得出来的：“这两个组织〈党和工会〉中，哪一个都有与自己的性质相适应的范围，它应当在这个范围里完全独立地活动。但同时还有一个日益扩大的范围”等等，如上所引。竟有这样好开玩笑的人，居然把工会在“与自己的性质相适应的范围内”保持“独立性”的要求同工会的非党性，或者同工会应该在政治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方面紧密接近党的问题 混为一谈
 ！

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就把关于对“中立”论的估价这个基本的原则性的问题完全岔开了，这个“中立”论实际上是在加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他们不谈这个原则问题，在目前存在着几个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下宁可只谈俄国的各种特殊关系的问题，并且 歪曲
 斯图加特决议中的东西。《劳动旗帜》写道：“这里不必借口说斯图加特决议模糊不清，因为普列汉诺夫先生以党的正式代表的身分在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已使所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和有怀疑的地方都一扫而光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相应的声明，说‘普列汉诺夫同志这样的发言是在瓦解统一的党的队伍’……”

社会革命党先生们！你们当然有权讽刺我们中央委员会要普列汉诺夫守规矩。你们有权认为，比方说那个 不
 公开 斥责
 给立宪民主党捧场的格尔舒尼先生的政党是可以尊敬的。但是为什么要公然撒谎呢？普列汉诺夫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 并不
 代表社会民主党，他只是社会民主党33个代表当中的一个。他所代表的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是现今对社会民主党及其伦敦代表大会决议持反对态度的孟什维克观点。社会革命党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这就是说，他们是 有意
 在撒谎。


　　“……在研究工会和政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委员会上，他〈普列汉诺夫〉的原话是：‘俄国有11个革命组织，工会到底应当同其中哪一个建立联系呢？……把政治上的分歧带到工会中去，在俄国是有害的。’对这一点，委员会的全体
 委员一致
 表示，不能这样来理解大会的决议，他们‘决不规定工会和工会会员必须是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也就是说，他们也同决议所指出的一样，要求工会有‘完全的独立性’。”（黑体是《劳动旗帜》用的）



　　《劳动旗帜》的先生们，你们弄错了！在委员会里，有一个 比利时
 同志问道，可不可以规定工会会员必须参加社会民主党， 大家
 都回答他说，不能。而另一方面，普列汉诺夫对决议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同时不应当忽视工会组织的统一”，这个修正案被通过了，但不是一致通过的（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观点的沃伊诺夫同志投票赞成这一修正案，我们认为，投票赞成是对的）。情况就是这样。社会民主党人在任何时候也不应当忽视工会组织的统一。这话完全正确。但是，这话也适用于社会革命党人，在工会组织宣布自己要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紧密联系的时候，我们请社会革命党人考虑一下这个“工会组织的统一”！至于“规定”工会会员“必须”参加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从来也没有人这样想过，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害怕而产生的错觉。但是要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曾经禁止工会宣布自己要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紧密联系，或者禁止真正实现 这种
 联系，那是瞎说。

《 劳动旗帜
 》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正在进行始终不渝的和最坚决的斗争来夺取工会，使工会服从他们党的领导。布尔什维克是直接地、公开地这样做的……孟什维克选择了较为迂回的道路……”社会革命党先生们，说得对！为了工人国际的威信，你们有权要求我们有分寸地、有耐性地进行这场斗争，同时“不要忽视工会组织的统一”。我们十分乐意承认这一点，同时要求你们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决不放弃斗争！

然而普列汉诺夫可是说过把政治上的分歧带到工会中去是有害的呀……不错，普列汉诺夫是说过这种蠢话，社会革命党先生们自然会抓住这些话了，他们老是抓住一切最不值得仿效的东西。但是应当遵循的不是普列汉诺夫的话，而是代表大会的决议，执行这个决议就 不能
 不“带来政治上的分歧”。这儿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代表大会的决议说，工会不应当遵循“劳资利益调和论”。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肯定地说，要求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平分土地的土地纲领是以劳资利益调和论作根据的 
［注：现在连某些社会革命党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从而向马克思主义迈出了坚决的一步。见菲尔索夫先生和雅科比先生的一本非常有趣的新书，我们很快就要同《无产者报》的读者详细谈谈这本书。[192]］

 。我们将永远反对由于这种分歧（甚至由于同君主派工人的分歧）而破坏罢工等等行动的统一，但是我们永远要“把这种分歧带到”工人中间去，特别是要带到 所有的
 工人团体中去。

普列汉诺夫拿11个政党作借口，这也是不聪明的。第一，并不是只有俄国才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在俄国只有两个比较认真地进行竞争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因为把各民族的政党放在一起是十分荒谬的。第三，真正社会主义的政党的统一的问题，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普列汉诺夫把这个问题扯在一起，就把事情搅乱了。我们随时随地都应当坚决主张工会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接近，而在某个国家、某个民族中，哪一个政党是真正社会主义的、真正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应由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来决定，而应由各民族政党之间的斗争进程来决定。

普列汉诺夫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论断的错误的严重性，从他发表在1907年《现代世界》杂志[193]第12期上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得特别清楚。普列汉诺夫在第55页上举出了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话：工会中立是德国修正主义者坚持的。普列汉诺夫对此的回答是：“修正主义者说‘工会应当中立’，意思是说，应当利用工会来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作斗争。”于是普列汉诺夫推论说：“取消工会的中立是毫无用处的。即便我们使工会在形式上紧紧地依从于党，而党内是修正主义者的‘思想’占了上风，那么，取消工会中立就只会是‘马克思的批评家’的一个新的胜利。”

这种议论就是普列汉诺夫最惯于使用的回避问题和避开争论实质这一手法的典型例子。如果修正主义者的思想在党内真的占了上风，那就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了。问题完全不在于这样的党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其中有着怎样的斗争和怎样的分裂。问题在于，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而我们的任务是确定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必然要求把工会的活动限制在现行制度基础上的狭小范围以内，割断工会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联系，而中立论就是这种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外衣。社会民主党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总是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当然，在欧洲，在工人的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的初期，可以坚持工会中立，因为在无产阶级斗争比较不发达和资产阶级还没有经常不断地影响工会的时期，工会中立可以作为扩大无产阶级斗争的初步基础的手段。目前，从国际社会民主党的角度来看，坚持工会中立就完全不妥当了。普列汉诺夫断定说，“马克思要是还在世的话，也会主张德国工会中立”，他忽略了马克思的言论的完整性和马克思的学说的整个精神，对马克思的“一段话”作了片面的解释从而得出这样的论据，我们看了只能一笑置之。

普列汉诺夫写道：“我主张中立，但这是倍倍尔所说的中立，而不是修正主义者所说的中立。”这样说话，就是在借助倍倍尔来赌咒发誓，结果还是往泥潭里爬。不用说，倍倍尔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大权威，是一个很有实践经验的领袖，一个对革命斗争的要求十分敏感的社会主义者，因而当他失足的时候，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都是自己从泥潭里爬出来的，而且还把愿意跟他走的人拉出来。倍倍尔在布雷斯劳（1895年）同福尔马尔一起维护修正主义者的土地纲领，他坚持（在埃森）防御战和进攻战有原则性的区别，他准备把工会“中立”当作一条原则，这些都是错误的。[194]我们很乐意相信，如果普列汉诺夫只是同倍倍尔一起往泥潭里爬，那对普列汉诺夫来说，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而且是不会长久的。不过我们还是认为，不应当在倍倍尔犯错误的时候去仿效他。

有人说，需要中立是为了团结所有认为有必要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的工人——普列汉诺夫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但是说这种话的人忘记了，当阶级矛盾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即使是在现代社会应该怎样争得物质生活改善这一问题上，也不可避免地必然会产生“政治上的分歧”。工会中立论与认为工会必须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紧密联系的理论不同，它必然倾向于采取缓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手段来争取这种改善。关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撰文维护中立的 那一期
 《现代世界》杂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例子恰好牵涉到对最近工人运动中的一件极有趣的事情的估计）。在这一期杂志上，除了普列汉诺夫的文章，还有埃·皮·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赞扬英国著名的铁路工人领袖理查·贝尔用妥协办法结束了工人同公司经理的冲突。贝尔被说成是“整个铁路工人运动的灵魂”。埃·皮·先生写道：“毫无疑问，贝尔以自己的稳健的、缜密的、坚定的策略赢得了铁路职工联合会的绝对信任，该会会员决心毫不动摇地处处跟着贝尔走。”（《现代世界》杂志第12期第75页）这种观点同中立主义的联系不是偶然的，而是实质性的，因为中立主义认为把工人团结起来主要是为了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而不是为了进行能促进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斗争。

但是，这种观点同英国社会党人的见解是完全不符合的，英国社会党人看到贝尔的赞扬者居然与著名的孟什维克如普列汉诺夫、约尔丹斯基之流在同一家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不受反驳，一定会感到非常惊讶。

英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正义报》[195]在11月16日的社论中谈到贝尔同铁路公司的协议时写道：“我们完全同意几乎所有的工联对这个所谓和平条约的谴责……这个条约完全破坏了工联存在的宗旨……这个荒谬的协议……束缚不住工人，如果工人拒绝这个协议，那他们就做对了。”在下一号，即11月23日的报上，伯内特在一篇题为《又出卖了！》的文章中谈到这个协议：“三个星期以前，铁路职工联合会还是英国最强大的工联之一，而现在它已降到互助会的水平了。”“发生这种变化不是因为铁路员工进行斗争遭到了失败，而是因为他们的领袖蓄意或者是由于愚钝在斗争以前就把他们出卖给资本家了。”该报编辑部补充说，一个“米德兰铁路公司的雇佣工人”也给编辑部寄来了一封内容类似的信。

不过，这也许是“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特别爱好”吧？不是的。温和的、甚至不愿意称自己是社会主义政党的“独立工党”（ I．L．P．
 ）的机关报（《 工人领袖
 》[196]）在11月15日刊登了一个铁路工会会员的来信，他在回答所有资本主义报刊（从激进派的《雷诺新闻》[197]到保守派的《泰晤士报》[198]）对贝尔的过分赞扬时说，贝尔所签订的协议是“工联运动史上最可鄙的一次协议”，他并且把理查·贝尔称作“工联运动的巴赞元帅[199]”。另外有一个铁路员工要求“追究贝尔的责任”，因为他签订了这个“要使工人受七年苦役”的倒霉协议。温和的机关报的编辑部也在同一天报上的社论中称这个协议是“不列颠工联运动的色当[200]”。“要在全国范围内显示有组织的劳动的力量，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好的机会”，在工人中充满了“空前的热情”和斗争的愿望。文章最后把工人的贫困同“正在准备设宴庆贺的劳合－乔治先生（给资本家当走狗的大臣）和贝尔先生”的胜利作了一个尖刻的对比。

只有极端的机会主义者费边派分子，纯粹知识分子的组织才 赞成
 这个协议，这甚至使同情费边派分子的杂志《 新世纪
 》[201]也感到羞耻，这家杂志不得不承认，虽然资产阶级保守派的《 泰晤士报
 》全文转载了费边派分子的中央委员会的相应的声明，然而除了这些先生以外，“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组织、没有一个工联、没有一个杰出的工人领袖”（12月7日出版的那一期第101页）表示赞成这个协议。

这就是普列汉诺夫的同事埃·皮·先生运用中立原则的一个范例。问题并不涉及“政治上的分歧”，而只涉及改善现社会的工人的生活状况。英国整个资产阶级、费边派分子和埃·皮·先生都主张以放弃斗争和接受资本家的恩赐来换得“改善”，而所有社会党人和参加工联的工人则主张工人进行集体的斗争。难道普列汉诺夫现在还要继续鼓吹“中立”，而不宣传工会同社会主义政党的紧密接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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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葡萄牙国王事件

（1908年2月20日〔3月4日〕）

资产阶级报刊，甚至包括最具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刊，在谈到葡萄牙这个冒险家被刺事件[202]的时候，都不能不把黑帮的道德搬出来。

欧洲一家最优秀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法兰克福报》的一位特派记者就是一个例子。这位记者在报道的一开头半开玩笑地说，一大群记者在获悉耸人听闻的消息以后，就象扑向猎物一样，立即扑向里斯本。这位先生写道：“我恰巧和一位伦敦的名记者住在同一个房间里，这位记者大肆吹嘘起他的阅历。原来，他为这类事件已经到过贝尔格莱德，可以自认为是个‘采访国王遇刺案的专职记者’了。”

……是啊，葡萄牙国王的遇害确实是国王们的“职业性事故”。因此，出现一些报道国王陛下职业性“事故”的专职记者，这是并不奇怪的……

然而，不管这班记者写的报道中如何突出廉价的和庸俗的耸人听闻的情节，真相有时还是掩盖不了的。“一位住在最繁华的商业区的商人”对《法兰克福报》记者讲了下面一段话：“我一听说出事，马上就挂旗志哀。但是，很快就来了一些买主和熟人，问我是不是发疯了，是不是打算同朋友们绝交。我问他们：难道谁都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先生，说来您简直不会相信，我招来了多大的报应啊！后来我只好把旗扯了下来。”

这位自由派记者讲了这件事情以后，就发表了一段议论：


　　“象葡萄牙人民这样天性温厚殷勤的人民，看来是学坏了，才会对去世的人也这样切齿痛恨。如果这是真话（这无疑是真话，我如果对此避而不谈，就是歪曲历史真相），如果不仅是这种无声的抗议宣告了对遇害的国王的判决，如果您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对受害者的谩骂，而且是出自‘循规蹈矩的人’之口，那么自然不免使人想探究一下那种使人民心理变得如此不正常的罕见的错综复杂的情势。假如人民连死亡能赎取一切尘世罪恶这个古老的神圣权利都不承认了，那么这样的人民如果不是已经道德堕落，就是这种使他们不能清醒地、公正地评价问题的刻骨仇恨确实有着产生的原因。”



　　啊，自由派伪君子先生们！你们为什么不把那些法国学者和作家也宣布为道德堕落的人呢？他们不是直到现在不仅对1871年的公社活动家，甚至对1793年的活动家，不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甚至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战士都是恨之入骨和肆意谩骂的吗？原因就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奴仆看来，人民只有“温厚地”忍受戴王冠的冒险家们的胡作非为和横行霸道，才是“正常的”和“道德的”。这位记者继续写道：不然（即如果不看这种特殊的情况），“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今天就有一家君主派报纸对人民中的无辜牺牲者表达了甚至在国王被杀时也没有表达过的哀思，为什么现在我们就看得十分清楚，人们竟开始编造起歌颂凶手的神话来了。几乎在每一次行刺案中，各个政党都急于表示自己与凶手无关，而葡萄牙的共和派却对他们中间出现‘2月1日烈士和英雄’公开表示自豪……”

这位资产阶级民主派是过于热心了，他居然把葡萄牙公民对于为剪除嘲弄宪法的国王而牺牲的人所表示的尊敬，叫作“革命神话”！

另一家资产阶级报纸米兰《晚间信使报》[203]的一位记者，报道了国王遇刺案发生后葡萄牙书报检查机关无法无天的情景。电讯不准外发。诚实的资产者如此喜欢人民群众的“温厚”，但是大臣和国王却不讲什么“温厚”！取代遇刺国王的葡萄牙冒险家们说得对：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消息传递之困难不亚于战时。必须绕道发消息，先寄到巴黎（也许是寄到某个私人通信处），然后再转到米兰。这位记者在2月7日报道说：“甚至在俄国，在热火朝天的革命时期，书报检查机关也从来没有象在目前的葡萄牙这样无法无天过。”

这位记者在公历2月9日报道说：“某些共和派报纸在今天〈国王安葬日〉使用的那些言词，我绝对不敢在电讯中重复。”在一篇于2月8日发出、但是比上述通讯晚到的报道中，记者引用了《国家报》就葬仪发表的一段评述：


　　“人们抬着两个君主的腐烂尸体，抬着正在土崩瓦解的君主制的无用遗骸。这个君主制是依靠背信弃义和种种特权维持的，它的累累罪行玷污了我国两百年来的历史。”这位记者又补充说：“当然，这是一家共和派报纸，但是在国正安葬日竟刊登说这种话的文章，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不过我们也来补充一句：我们觉得应该惋惜的只有一点，就是葡萄牙的共和运动对一切冒险家的惩治还不够坚决，还不够公开。我们惋惜的是，葡萄牙国王事件中还明显地有密谋家采取的恐怖手段的因素，这种恐怖手段软弱无力，实际上达不到目的，即使那种为法国大革命增光的真正的、全民性的、确实能使国家焕然一新的恐怖手段，也还是软弱无力的。也许，葡萄牙的共和运动会更加高涨起来。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永远同情反对君主制的共和派。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在葡萄牙只是杀死了两个君主，使君主制受到惊吓，而没有能够把它消灭。欧洲各国议会中的社会党人，都以不同方式对葡萄牙人民和葡萄牙共和派表示了同情，对统治阶级（它们的代表竟谴责刺杀冒险家的行为并同情冒险家的继承人）表示厌恶。有些社会党人在议会中公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有些社会党人在听到对“蒙难”君主制表示同情的发言时退出了会场。王德威尔得在比利时议会中选择了“中间”的（最坏的）道路，他挖空心思地想出了一句话，说他对“所有的死者”都表示敬意，就是说，既包括国王，也包括谋杀国王的人。但愿在全世界社会党人中间，这样的人只有王德威尔得一个。

欧洲社会党人的共和主义传统大大削弱了。这是不难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逼近势必使争取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失去实际意义。但是削弱共和制的宣传，往往并不意味着更积极地追求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而是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还认识得不够。无怪乎恩格斯在1891年批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时，向德国工人十分有力地指出了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的意义，指出在德国也可能把这一斗争提到日程上来。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2—277页。——编者注］



在我们俄国，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具有直接的实际意义。只有如人民社会党人之流和“社会民主党人”马利舍夫斯基（见《无产者报》第7号关于他的文章）这样的极端可怜的小市民机会主义者，才会从俄国革命经验中得出结论，说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在俄国已退居次要地位。相反，我国革命的经验正好证明，在俄国，争取废除君主制的斗争同为农民争取土地、为全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反革命的经验恰好证明，争取自由的斗争如果不触动君主制，就不能算是斗争，而只能算是小市民畏首畏尾和优柔寡断的行为，或者是资产阶级议会活动中的野心家对人民的公开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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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指1908年2月1日葡萄牙国王卡卢什一世和王储路易斯·菲力浦一起在里斯本遇刺殒命事件。——422。



[203]《晚间信使报》（《Corriere　della　Sera》）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1876年在米兰创刊。——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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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204]


（1908年2月29日〔3月13日〕）

国家杜马在1月12、15、17日的三次会议上，就扩大杜马预算权问题展开辩论。立宪民主党由40名杜马代表署名提出了一个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草案。各党派的代表都就此发表了意见。财政大臣代表政府作了两次冗长的发言。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也发表了意见。辩论结果是一致（1月18日《首都邮报》用语）通过了十月党人的提案：把扩大国家杜马预算权的法案提交专门委员会，但是“不涉及这种修改的范围”，就是说，不涉及对3月8日发布的使国家杜马预算权大受限制的条例进行修改的范围。

怎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十月党人的提案虽然实质上是符合政府愿望的，而且是在预先策划好正是这样的结局的财政大臣第一次发言以后提出的，但是在第三届杜马即在一个黑帮死硬派的杜马中，怎么会一致通过十月党人的这项提案呢？立宪民主党的草案实质上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在细节方面为什么不可以把法律改变一下呢。黑帮大臣就是这样说的。十月党人便根据大臣的这个意思，制定了自己的提案，强调指出不涉及修改法律的范围。

十月党人同黑帮大臣狼狈为奸，这是毫不奇怪的。立宪民主党人撤回了自己的提案（当然，提案中只字未提他们将不涉及自己所提出的修改的范围！），对于一切知道立宪民主党的本性的人来说，这也是不足为奇的。然而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居然会同他们一致，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真希望《首都邮报》的报道是不真实的，真希望社会民主党人没有投票赞成十月党人的决议。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要比社会民主党人是否已投票赞成十月党人的问题更加重要，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代表波克罗夫斯基第二无疑已经犯下的错误。因此我们就打算同读者谈谈这个错误和1月12、15、17日的辩论的实际政治意义。

俄国国家杜马是没有预算权的，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否决预算并不妨碍预算的执行。反革命政府在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所颁布的这一法律（1906年2月20日颁布的所谓《根本法》），是黑帮分子、沙皇和地主对人民代表机关的嘲弄。1906年3月8日的《条例》则使这种嘲弄更加突出了，《条例》对杜马中的预算审查设下了一大堆繁琐的限制，甚至规定（在第9款中）：“讨论国家预算案时，凡根据现行法律、编制、计划以及各种按最高管理程序发布的圣旨而编入草案的收支项目，一律不得取消或更改。”这难道不是嘲弄吗？凡是合乎法律、编制、计划以及圣旨的东西，一律不得作任何改变！！既然如此，还谈论俄国国家杜马的预算权岂不十分可笑吗？

现在要问，在这种情况下，真正为自由而斗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当时的任务是什么？工人政党的任务是什么？我们在本文中只谈谈有关政党的议会斗争的任务和议会代表的任务问题。

显然，杜马预算权问题应该在杜马中提出，为的是向俄国人民和全欧洲彻底揭穿沙皇政府的黑帮式的嘲弄，为的是证明杜马毫无权力。同时，提出进行这种揭露的直接和实际的目的（更不用说每个民主派向人民揭露真相、启发人民觉悟这个基本任务了），还因为有一个贷款问题。没有国际资产阶级世界资本的援助即贷款，沙皇黑帮政府就不可能在1905年12月以后支撑下去，现在的情形也是一样。世界资产阶级向显然已经破产的沙皇提供亿万贷款，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象所有高利贷者那样对高额利润感兴趣，而且还因为他们意识到俄国旧制度战胜革命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领导这次革命的是无产阶级。

因此，在杜马中提出问题和进行辩论的唯一目的，只能是揭露全部真相。在当前时期和当前情况下，民主派不会把寻求实际的改良当作自己的目的，因为第一，在关于杜马预算权的现行根本法的基础上，改革显然是不可能的；第二，在由黑帮死硬派和莫斯科商人组成的杜马中提出扩大这样一个杜马的权利，是很荒谬的。俄国立宪民主党人（只有无知或头脑简单的人才把他们当作民主派）当然没有理解这项任务。他们一提出问题，立刻就把问题置于局部改革的虚幻的基础上。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有时可能而且必须提出局部改革的问题。但是在象第三届杜马这样一个杜马里，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候，在这样一个已经被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本法变成笑料的预算权问题上，指望实行改革就十分荒谬了。立宪民主党人可以提出局部改革，我们甚至也愿意作这样的让步，但是民主派决不能象立宪民主党人那样去对待这个问题。

他们强调问题的所谓实际方面，强调3月8日的条例的种种不便，强调这个条例甚至对政府也没有好处，强调布里根、维特等狐群狗党的白痴机关制定反对杜马的各种白痴法律的经过。盛加略夫先生的下面这段话最明显地体现了立宪民主党人提出问题的精神。他说：“在我们所提出的草案中，没有任何蓄意犯上的行为〈指限制君主的特权〉，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意思〈！！〉。它的用意只是为了杜马工作的方便，为了杜马的尊严，出于完成我们有责任进行的工作的必要性。”（黑体是我们用的；1908年1月15日会议的官方速记记录第1263页）

这个家伙不是在启发人民的觉悟，而是在模糊他们的意识，因为他讲的是露骨的谎言和废话。盛加略夫先生和他的所有立宪民主党政客同僚们虽然真心诚意地相信他们的“外交手腕”会带来“好处”，但是我们无论怎样也改变不了这个必然的结论。民主派应当向人民揭示议会权利和君主特权之间的鸿沟，而不应当模糊人民的意识，歪曲政治斗争，把政治斗争简化为文牍主义式地修正法律。立宪民主党人这样提出问题，就在实际上表明他们是沙皇官吏和十月党人的竞争者，而不是争取自由的战士，甚至也不是为大资产阶级一个阶级争取自由的战士。只有采取庸俗自由主义态度的官吏才会这样谈问题，议会反对派的代表决不会这样。

社会民主党代表波克罗夫斯基第二的发言显然体现了另一种精神，它以另一种原则提出了问题。我们应该高兴地承认这一点。这位社会民主党人直截了当地、明白地说，他认为第三届杜马这种人民代表机关是骗局（引自1月18日《首都邮报》，因为我们还没有收到这次会议的速记记录）。他强调的不是细节，不是法律成文的经过，而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破产和受压迫的情况。他正确地指出，“谈国家杜马的预算权，只能是一种讽刺”，我们不仅要求有彻底修改整个预算的权利（在是否准许“彻底修改”、修改范围多大的问题上，捞到肥缺的官吏科科夫佐夫同没捞到肥缺的官吏盛加略夫和阿杰莫夫，在杜马中展开了最激烈的争论），而且要求有“改变整个财政制度”的权利，要求有“否决政府预算案”的权利。他最后提出了实行“充分的民权制度”的要求，这个要求同样正确，而且作为一个工人政党的党员也是必须提出的。在所有这些方面，波克罗夫斯基认真地和正确地坚持了社会民主党的立场。

但是与此同时，他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按报纸上的消息看来，这是整个社会民主党党团的错误，因为它给自己的发言人作了这样的指示。波克罗夫斯基宣布：“我们支持旨在扩大人民代表机关预算权的40人提案。”

40人提案分明是毫无原则的，极不完备的，在提案上签名的分明都是些无原则的和极不坚定的人，——宣布支持这样一项分明毫无实际价值的提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并不是支持正在斗争的资产阶级（有许多人总是喜欢拿这种说法来替自己缺乏政治气节作辩护），而是支持自由派十月党人资产阶级的动摇。事实立即就证明了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人自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撤销了自己的提案，而附和十月党人的提案：“提交委员会，但是不涉及法律修改的范围”（！）。谁“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谁就要受骗，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成百次、上千次了。事实已经成百次、上千次地表明，支持自由派、立宪民主党按照他们的路线等等提出的提案，这种策略是极端空虚的，是完全不能允许的 
［注：“无头派的”《首都邮报》借某位萨图林先生之口说道：“反对派十分明智地〈！〉投了赞成票〈赞成十月党人的决议〉。于是修正案〈即预先不确定修改范围的决议〉就一致通过了。”（该报1月18日第4版：《来自会议厅的消息》）俄国的无头派的自由派同十月党人和黑帮沙皇大臣的一致万岁！］

 。

立宪民主党人如果不去附和十月党人，而提出一项声明，明确指出杜马在财政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人民代表机关完全是骗局，专制制度已把国家弄得民穷财尽，财政注定要破产，民主派的代表拒绝对这种条件下的贷款承担责任，并且把这个声明提付表决，——如果立宪民主党这样做了，那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正直行动，将是一种斗争的行动，而不是糊里糊涂地给人家当走狗。对这样的行动我们有责任加以支持，但是也不要忘记另外单独地说明我们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这样的行动就会有助于教育人民和揭露专制制度。

如果杜马否决这项声明，如果黑帮大吵大闹反对这项提案，那将是民主派的历史功绩，那将可能出现一个争取自由的新的斗争阶段。但是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却一再糟蹋自己。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同志们！你们要珍惜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荣誉，千万不能支持这种自由派，不能糟蹋自己！




有个狂妄的右派在杜马中抛弃了十月党人掩饰分歧、诱骗立宪民主党人妥协的策略。这就是黑帮分子科瓦连科。1月12日他在国家杜马中公开宣称，他反对把立宪民主党的提案提交委员会（速记记录第1192页）。不过这位英雄看来是投了十月党人的票。原来他只是一个口头上的英雄。他在自己的发言里出色地描述了真实情况，举出下述例子来证明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权限，他说：“就拿莫斯科暴动和调遣讨伐队来说吧。难道当时的政府有功夫去按照常规行动吗……”（第1193页）遗憾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并没能抓住黑帮嘴里这一星半点的实话。应当对他说：代表同事，您说得对。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常规。我们不想说假话，我们承认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什么“常规”，而是一场国内战争；政府不是在治理国家，而是在作战，俄国的局势是起义一触即发。真相就是这样，而经常提醒人民注意真相是有好处的！[205]





	载于1908年2月《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43—449页

















[204]《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一文最初发表于1908年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同年3月26日（4月8日）《无产者报》第27号转载了此文。转载时附有列宁写的该文补遗（见本卷第434页）。——427。



[205]《无产者报》编辑部在此处加了如下一条注释：“最早刊载本文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认为必须指出，作者所批评的杜马党团在扩大杜马预算权问题上采取的活动方式，是完全得到中央杜马委员会赞同的’。”在负责领导社会民主党党团的中央杜马委员会中，孟什维克占多数。——433。





《列宁全集》第16卷


《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一文的补遗

（1908年3月26日〔4月8日〕）

现在杜马已经进入预算本身的讨论。反动分子与背叛人民自由的冒牌反对派的同盟在辩论的第一天就大显身手。合法报刊上也是同样的情况：新时报分子欢迎除“左派狂热者”（应读作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外的所有人的联合……一伙无头派办的《我们的报》[206]欢喜得不知如何是好。这真是一个使人们能“原谅”“预算的个别项目审查中的缺点”的“工作”日……

“反对派”亦步亦趋地追随公开的反动派。在这种情况下，真正代表备遭掠夺的人民这一重大而光荣的使命，正好落在工人阶级的和民主派的代表的肩上了。不幸的是，我们的杜马中的同志在预算问题上所采取的最初行动，是极不妥当的，极端错误的。我们将在下一号《无产者报》上详细地分析这些错误，制定一套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在预算辩论和表决时所必须采取的行动方针。[207]





	载于1908年3月26日（4月8日）《无产者报》第2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50页

















[206]《我们的报》（《Ｈаща　Гаэегта》）是俄国一家半立宪民主党的报纸，1904—1908年在彼得堡出版。——434。



[207]1908年4月16日（29日）《无产者报》第29号刊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就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工作问题给地方组织的一封信。中央委员会在信中对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工作进行了认真分析之后说，杜马党团是根据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和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有关决议进行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在指出杜马党团工作中的某些成绩和错误后接着写道：“中央委员会认为，在某些为数还不多的组织中已经出现的召回第三届杜马党团的倾向，对党和无产阶级利益来说是完全不合时宜和有害的。社会民主党不知道、也不承认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独一五二的政治斗争手段；党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运用一切方法和一切手段，第三届杜马就是这些手段之一。”——434。





《列宁全集》第16卷


公社的教训[208]


（1908年3月10日〔23日〕）

在标志着1848年革命结束的政变[209]之后，法国沦于拿破仑帝制的桎梏之下达18年之久。拿破仑帝制不仅使法国经济陷于崩溃，而且使民族蒙受屈辱。举行起义反对旧制度的无产阶级肩负起两项任务：全民族的任务和阶级的任务，即一方面要驱逐德军，解放法国；另一方面要推翻资本主义，使工人获得社会主义的解放。两项任务的这种结合，是公社独具的特征。

当时资产阶级组成了“国防政府”[210]，而无产阶级争取全民族独立的斗争只得在它的领导下进行。事实上这是一个“背叛人民”的政府，它的使命是镇压巴黎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为爱国主义的幻想所迷惑，竟然没有看出这一点。爱国主义思想早在18世纪的大革命时期就已经产生；这种思想完全支配了公社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布朗基这位公认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竟找不出比资产阶级高喊的口号“祖国在危急中！”更合适的名称来为自己的报纸命名。

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结合在一起，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致命错误。早在1870年9月，马克思在国际的宣言中就告诫过法国无产阶级不要迷恋于虚伪的民族思想[211]，因为自大革命以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已经变得尖锐了。如果说，从前同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斗争团结了整个革命的民族，那么现在，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把本阶级的利益同其他敌对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让资产阶级去对民族蒙受的屈辱承担责任吧，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争取社会主义的解放，使劳动挣脱资产阶级的桎梏。

果然，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本来面目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凡尔赛政府同普鲁士人缔结了可耻的和约之后，就立即着手执行它的直接任务，去袭击使它胆战心惊的巴黎无产阶级的武装。工人们以宣布成立公社和进行国内战争作为回击。

虽然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分成许多派别，公社还是成了无产阶级能够齐心协力地去实现资产阶级只能空喊的各项民主任务的光辉典范。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没有经过任何特别复杂的立法手续，就简单而切实地实行了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废除了官僚制度，实行了官吏由人民选举的制度。

但是两个错误葬送了这一辉煌胜利的成果。无产阶级在中途停了下来：没有去“剥夺剥夺者”，而一味幻想在一个为完成全民族任务而联合起来的国家里树立一种至高无上的公理；没有接管象银行这样一些机构；蒲鲁东主义者[212]关于“公平交换”等等的理论还在社会主义者中占着统治地位。第二个错误是无产阶级过于宽大；它本来应当消灭自己的敌人，但却力图从精神上感化他们；它忽视纯军事行动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没有向凡尔赛坚决进攻，使巴黎起义取得彻底胜利，而是迟迟不动，使凡尔赛政府有时间纠集黑暗势力，为五月流血周[213]作好准备。

虽然有这样一些错误，公社仍不失为19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最伟大的典范。马克思高度评价公社的历史意义。他认为，如果在凡尔赛匪帮背信弃义地袭击巴黎无产阶级的武装的时候，工人不予抵抗，听任他们解除武装，那么，这种软弱行为给无产阶级运动造成的士气低落的致命后果，比起工人阶级为捍卫自己的武装而进行战斗所遭到的损失来，危害就会严重许多许多倍。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208页。——编者注］

 不管公社付出的牺牲多么巨大，它对无产阶级共同斗争所起的作用使这些牺牲得到了补偿：它在欧洲各地掀起了社会主义运动，它显示了国内战争的力量，它驱散了爱国主义的幻想，并破除了人们认为资产阶级追求的是全民族的目标的天真信任。公社教会了欧洲无产阶级具体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无产阶级取得的教训是不会被忘记的。工人阶级将记取这一教训，例如俄国在十二月起义中就已经这样做了。

俄国革命发生前的革命准备时期同法国拿破仑统治时期有某些相似之处。在俄国，专制统治集团也已使国家惨遭经济崩溃和民族屈辱。但是，革命很久都没有能够爆发，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还没有给群众运动创造出条件，革命前向政府发起的孤立分散的进攻虽然十分英勇，却都因人民群众的漠不关心而遭到失败。只有社会民主党才坚持不懈地、有计划地进行工作，教育群众，使他们接受斗争的最高形式——群众性的行动和武装的国内战争。

社会民主党打破了年轻的无产阶级所持的“全民族的”和“爱国主义的”糊涂观念。无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直接参加下迫使沙皇颁发了10月17日的宣言[214]之后，就着手积极地准备革命的下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武装起义。无产阶级丢掉了“全民族的”幻想，把本阶级的力量集中在工兵代表苏维埃等自己的群众性组织手中。尽管俄国革命在目的和任务方面与1871年法国革命有许多不同之处，俄国无产阶级当时还是必须采取巴黎公社首创的斗争方式——国内战争。俄国无产阶级记取了巴黎公社的教训，他们懂得无产阶级固然不可轻视和平的斗争手段，因为这些手段是为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服务的，在革命的准备时期也是必要的，但是无产阶级一刻也不应当忘记，阶级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就要采取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形式；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公开进行搏斗来无情地消灭敌人。这一点已经由法国无产阶级在公社起义中首先表明，并且为俄国无产阶级的十二月起义光辉地证实了。

虽然工人阶级这两次声势浩大的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了，但新的起义一定会到来。在新的起义面前，无产阶级敌人的力量将表明是弱小的，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一定会在新的起义中获得完全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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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

（1908年3月12日〔25日〕）

2月27日的杜马“大议会日”，博得我国各资产阶级政党的一致好评。从黑帮分子和《新时报》到立宪民主党人和《首都邮报》，大家都心满意足，兴高采烈，深受感动。《首都邮报》甚至赶在“临终之前”写道（2月28日）：


　　“总的印象〈对2月27日杜马会议的印象〉非常之好……在俄国的社会和国家生活中，政府第一次公开地向全国介绍了它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观点……”



　　我们也愿意承认，大议会日确实暴露了黑帮分子、政府、自由派和《首都邮报》之类的“民主派”都是一鼻孔出气的，暴露了他们在“社会和国家生活”的根本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次暴露如果不是“第一次”，那也是最突出的一次。因此我们认为，详细地介绍一下各政党在这一天和同这一天有关的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绝对必要的。古契柯夫先生是代表政府的十月党的领袖。他“请求政府代表”说明远东地区的真实情况。他站在高高的杜马讲坛上大谈其节约开支的重要性，说什么例如可以把驻东京大使的年薪从60000卢布改为50000卢布。我们是在进行改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说，“在报刊上出现了”一些有关远东政局和即将对日开战的令人忧虑的消息。自然，关于俄国报刊被戴上笼嘴这一点，资本家的领袖是不会说的。为什么要说呢？在纲领中可以提出出版自由。这是“欧洲式的”政党所必需的。但是指望古契柯夫先生会真正起来为反对封住报刊的嘴而斗争，指望他会公开揭露俄国有影响的报刊的公然叛卖行为，就象指望米留可夫先生会这样做一样，是非常可笑的。不过在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之间的关系上，古契柯夫先生倒是说了真话，他无意中泄露了2月27日杜马演出的这出滑稽剧的真实背景。

他宣称：“我们正沿着安抚和绥靖的道路迅速前进，这个事实定会向我们的敌人表明，〈俄国〉捍卫自身利益的尝试这一次一定能够成功。”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报以掌声。那是当然的啦！他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们讨论的问题以及伊兹沃尔斯基先生代表政府所作的整个庄严的发言的焦点，就是要把我国穆拉维约夫式刽子手的反革命政策说成是为了绥靖和安抚。应当让欧洲和全世界看一看，出现在“外敌”面前的是一个“统一的俄国”，它正在绥靖和安抚一小撮叛乱者（总共只有1亿农民和工人！），以便保证“捍卫自身利益的尝试”得以成功。

是的，古契柯夫先生说出了他所要说的话，说出了沆瀣一气的地主和资本家要他说的话。

卡普斯京教授是个“左派”十月党人，是立宪民主党人的希望，是拥护社会同当局和解的人们的指靠，他赶忙跟着古契柯夫讲了一通谄媚的令人作呕的自由主义谎言，来美化古契柯夫的政策。“愿上帝保佑，让赞美声〈对杜马的〉响彻四方，赞美我们珍惜人民钱财的善举吧。”把大使的年薪改为50000卢布，这岂不是就节省了整整1万卢布吗？这岂不是“我们那些意识到俄国正处在紧要关头的显贵大臣们将要作出的”“良好范例”吗……“我们正面临着国家生活各个领域的根本改革，而这就需要大批的资金。”

……同这位议员相比，连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215]也望尘莫及！这位教授站在杜马讲坛上，对显贵大臣的良好范例赞不绝口……既然连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都还有与此相差无几的奴才相，那么十月党人就更不用说了。

再来谈谈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先生的发言。当然，他只须抓住卡普斯京恭恭敬敬递上的话头就够了。大臣果然就大谈特谈必须缩减开支，或重新审查编制以帮助“经费匮乏”的使节。伊兹沃尔斯基强调指出，他这席话是得到尼古拉二世赞许的，他歌颂“俄国人民的力量、智慧和爱国主义”，称赞他们“把全部力量，无论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都用来巩固俄国现有的亚洲领地和全面开发这些领地”。

大臣说，是奸党让他这样讲的。接着发言的是反对派首领米留可夫先生。他立刻宣布说：“人民自由党以其参加会议的党团为代表，极满意地听取了外交大臣的讲话，并且认为有义务对大臣第一次向全国代表机关说明有关俄国对外政策问题的讲话表示欢迎。毫无疑问，在目前……俄国政府应当……依靠俄国社会舆论来实现自己的意图。”

的确，这是丝毫不用怀疑的，反革命政府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必须依靠那种在国外可能被当作（或冒充为）俄国社会舆论的东西。为了取得贷款，尤其应当如此，而不取得贷款，沙皇政府的整个斯托雷平政策，即指望长期用持续的、大规模的暴力手段来对付人民的政策，就有崩溃和破产的危险。

米留可夫先生完全懂得伊兹沃尔斯基、古契柯夫先生之流隆重登台的真正意义。他们是在尼古拉二世黑帮小集团的预先策划下登台的。这场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预先周密策划好的。杜马傀儡们在专制奸党的摆布下演了这出滑稽剧，因为没有西欧资产阶级的支持，尼古拉二世就维持不下去。应当让全俄国所有的资产阶级，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郑重地表示他们对政府的信任，相信它的“和平政策”，相信它坚如磐石，相信它进行绥靖和安抚的决心和能力。这如同在期票上签字一样地必要。为此，他们就让最为立宪民主党人“敬爱”的伊兹沃尔斯基先生出场了；为此，他们预先策划了这一整套恬不知耻的骗人把戏，谈什么珍惜人民钱财呀，实行改革呀，政府“公开”“说明”对外政策呀，虽然人人都很清楚，他们根本不想说明什么，也没有说明什么。

于是自由主义反对派就俯首帖耳地充当了黑帮警察君主国手中的傀儡！当时，杜马中的资产阶级少数派如果能够毅然决然地说几句真话，无疑会起很大作用，会妨碍（或阻止）政府借贷亿万卢布去组织新的讨伐队、去设立绞刑台、修建监狱和强化警卫，而立宪民主党却“跪倒在”敬爱的君主陛下“膝前”，使劲地摇尾乞怜。米留可夫先生剖白了自己的爱国心迹，想以此得到赏识。他把自己装成精通对外政策的行家，因为他曾经在有些人家的前厅里收集到有关伊兹沃尔斯基的自由派观点的传闻。米留可夫先生代表整个立宪民主党郑重其事地对沙皇大臣表示“欢迎”，也就是自觉地在期票上签了字，他很清楚，全欧洲报纸第二天就会象听到一声号令似地同时报道说：杜马一致（社会民主党人除外）表示信任政府，赞同政府的对外政策……

俄国自由派只用三年就完成了从自由的拥护者到听命于专制制度的意志薄弱的下贱的帮凶的演变，而在德国，完成这一过程花了30多年，在法国甚至花了100多年。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拥有一件特殊武器：他们可以握紧钱袋，制造资金的困难，阻断获取新的贷款的“巧妙的”门路。在俄国革命中，立宪民主党人本来有过许多次机会可以使用这件武器。但是，无论是1906年春天，或者是1908年春天，每次他们都亲自把自己的武器交给了敌人，向大暴行制造者献媚，发誓要效忠于他们。

司徒卢威先生及时地设法为这种实践活动找到坚实的理论基础。司徒卢威先生在《俄国思想》杂志[216]（其实应当叫作《黑帮思想》杂志）上就鼓吹过“大俄罗斯”思想，鼓吹过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谴责“知识界对国家的敌对态度”，一千零一次地对“俄国革命主义”、“马克思主义”、“背叛行为”、“阶级斗争”、“庸俗激进主义”大张挞伐。

对于俄国自由派的这种思想演变，我们只能表示高兴。这是因为实际上这种自由主义在俄国革命中早已成了司徒卢威先生想系统地、完整地、缜密地、“哲学式地”加以论证的东西。既然已经存在完全成熟的并在国家生活的严重关头起了反革命作用的阶级，那么制定一套系统的反革命思想体系就是关键了。符合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阶级政策的思想体系，将帮助每个人消除对立宪民主党的“民主主义”的最后幻想。消除这种幻想是有好处的。必须消除这种幻想，以使我们能在争取俄国民主化的真正群众性的斗争事业中向前迈进。司徒卢威先生希望有一种露骨的反革命自由主义。我们也希望有这样一种自由主义，因为“露骨的”自由主义对民主主义的农民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都将是一种最好的教育。

再回过来谈谈2月27日的杜马会议。应当指出，民主派的唯一诚实的和值得自豪的话，是由一位社会民主党人说出来的。齐赫泽代表上台声明社会民主党党团将投票反对法案，并且开始申述投反对票的理由。但是当他刚刚开始说到“我国在西欧所奉行的外交，一贯是反动势力和利益的支柱……”主席就制止了这位工人代表的发言。立宪民主党人低声嘟哝着：“议事规则规定可以陈述投票理由的啊！”被称为第三届杜马主席的那个暴徒回答说：“除了理由，方式也是重要的。”

在这个暴徒自己看来，他这样做是对的：既然现在已下了赌注，决心要通力合作进行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还顾得上什么议事规则呢？

这位工人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是孤立的。因而他的功绩也就更大。无产阶级应当表明而且一定会表明，它能够不顾自由派的种种叛变和市侩的动摇，而坚持民主革命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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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彼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此人满口仁义道德，经常引用《圣经》上的格言，实际上灵魂十分肮脏，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441。



[216]《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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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派对人民的欺骗

（1908年3月12日〔2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即伦敦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项决议中谈到自由派欺骗人民的那一处，曾引起大会特别激烈的争论。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第379—380页。——编者注］

 在我们党内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看来，这一处是极不正确的。他们甚至宣称，在决议中说自由派“欺骗”人民，即把某些阶层的人民加入某个（我们这里指的是立宪民主党）政党，说成不是出于这些阶层的阶级利益，而是由于某个议员、律师、记者等等的集团采取了“不道德的”政治手段，这样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实际上，在这些冠冕堂皇的、披着貌似马克思主义的体面外衣的论据背后，隐藏着一种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使之（事实上）屈从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这是因为，对于追随立宪民主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这些先生根本不会认真地加以维护，而是通过奉行自己讨好和勾结政府、十月党人以及沙皇专制制度的“历史政权”的政策来加以出卖。

当前争取普鲁士邦议会的普选权的斗争，提供了用新的事实阐明这一问题（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的很有意思的材料。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起了这一斗争的旗帜。柏林的无产阶级以及继柏林之后德国各大城市的无产阶级，都走上街头，组织了几万人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给广泛的群众运动奠定了基础，目前这一运动刚刚开始，就已经遭到立宪当局的暴力镇压，他们动用军队，屠杀赤手空拳的群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革命无产阶级的领袖们不屈地英勇地回击这些暴行。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如何对待民主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同机会主义者（在德国叫作修正主义者）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论，同我国在关于自由派欺骗人民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是非常相似的。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登载了一篇社论，这篇社论的内容和基本思想，在它的标题上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果然，这篇社论尽管只是用正面的形式阐述了人所共知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道理，却被机会主义者当成是一种挑战。他们起来应战了。地方公有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休特古姆同志坚决地出来反对这种“宗派主义者的策略”、反对“孤立无产阶级”、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支持黑帮分子”（德国人用了较为温和的字眼——反动分子）。这是因为德国机会主义者也认为，把阶级斗争搬到无产阶级和自由派的共同事业里来，就是支持黑帮分子！休特古姆写道，“在普鲁士实行普选权以代替现行的三个阶级的选举权，这不是某一个阶级的事情”。他并且指出，这是“城市居民反对大地主、民主派反对官僚，农民反对地主、西普鲁士尼对东普鲁士”（即国内工业上先进的以至资本主义方面先进的部分反对经济上落后的部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要这一点上把所有主张改革的朋友联合起来，而不管他们在别的问题上存在着什么样的分歧。”

读者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论据都是很熟悉的，这里也披上了一件严整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甚至还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某些分子（“城市民主派”、农民等）的经济状况和利益。至于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刊几十年来一直在唱这个调子，它们责备社会民主党搞宗派主义、支持黑帮分子和不善于孤立反动派，那就没有必要再说了。

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用什么论据来反驳这种论断的呢？这里我们把他们的主要论据列举出来，好让读者“平心静气和不偏不倚”地“从旁”判断德国的事态时能够看出，这里主要指的是特殊的地点和时间条件呢，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

《前进报》说：的确，我国的自由思想派[217]在自己的纲领中“要求”普选权。的确，现在他们谈起这一点来就特别卖力地说些漂亮话。然而，他们是不是在为争取改革而斗争呢？完全相反，真正的人民运动、街头游行示威、对群众的广泛鼓动和群众的激愤引起了他们难于掩饰的恐惧和反感，至少他们对此是无动于衷的（这样的情况极少），——我们看到的难道不就是这些吗？

应当把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自由派的野心家们在宴会上和议会里的演说同他们实际参加真正的人民斗争分开。在所有议会制的国家中，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政客，口头上总是大讲特讲民主，而同时却在背叛民主。

《前进报》说：的确，“在自由派〈自由思想派〉政党和中派的内部，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对有些人无疑是有好处的”。但是，领导资产阶级政党的不是这些人，不是小手工业者，不是半无产者，不是半破产的农民。他们是跟着自由派资产者走的，自由派资产者竭力使他们脱离斗争，背着他们同反动派搞妥协，腐蚀他们的阶级意识，实际上并不维护他们的利益。

为了吸引这样一些人参加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就应当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使他们脱离不坚定的资产阶级政党。“在自由派〈自由思想派〉政党的内部，他们这些从普选权中得到好处的人，只占微弱的少数，人家总是用种种诺言来哄他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他们。这些人的政治热情完全消沉下去了。如果威胁自由思想派或中派，说要把他们手中的这些选民的选票夺走，如果采取这种办法真正能迫使他们对民主派让步的话，那么，削弱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斗争，就是推动动摇的资产阶级向左转的唯一方法。”

这是因为政治事实早已证明，在自由思想派看来反动派还不如社会民主党可恨。“所以我们不但要毫不留情地严厉斥责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一切罪过，而且除此之外还要说明，他们在选举权问题上的种种背叛行为正是这些政党的阶级本性的必然结果。”

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能不能为他们纲领中所提出的民主要求而“斗争”，或者他们提出这些要求只是为了把跟着自由派走的小市民和农民出卖给十月党人，这个过去在革命过程中一再地出现过的问题，很快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面前。因此，我们党内的一些人不妨深思一下《前进报》的论据。

附言：当我们在《言语报》第52号（3月1日）上读到该报驻柏林记者克·德·先生的文章《德国自由主义的危机》时，本文已经付印了。这位作者在谈到《前进报》同休特古姆的论战时，用的是我国捏造事实的自由派惯用的口吻和手法。作者根本没有打算列举双方所叙述的论据和准确的引文，他只是说：“官方的《前进报》立即对异教徒大泼污水，并在一篇口气放肆、咄咄逼人、简直令人败胃的社论中，责备他无知、不可饶恕地忘记了党的信条。”请读者判断一下，立宪民主党人这样来保护休特古姆，休特古姆本人是不是觉得“很开胃”呢。不过，任何一个国家的修正主义者的命运都是如此：他们的努力总是得到资产阶级的有力支持和热情“赞扬”。休特古姆同司徒卢威先生之流结盟——为了证明我们立场的正确，恐怕再也想不出什么比这更“开胃”的例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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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自由思想派是指德国自由思想同盟和自由思想人民党的成员。1884年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进步党同从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组成德国自由思想党。1897年，自由思想党分裂为自由思想同盟和自由思想人民党两个集团。1910年这两个自由思想派组织又合并为进步人民党。自由思想派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主要敌人。——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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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

（1908年3月12日〔25日〕）

屠格涅夫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把德国的一位大诗人的诗这样改了一下：





	　　Wer　den　Feind　will　versteh’n，Muss　im　Feindes　Lande　geh’n









意思是：“谁要了解敌人，就得深入敌巢”[218]，直接了解敌人的风俗、习惯、推理方法和行为方法。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妨看一看各国有影响的政治报刊，特别是自由派和“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报纸对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有何反应。这些报纸既能够影响广大的读者，同时又有权代表官方的、国家的、贵族的、教授们的学术界说话。

我们先来看《俄罗斯新闻》。这是一家教授们办的最稳重（也是最枯燥的）、最注重学术的（也是最远离现实生活的）报纸。该报为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25周年发表了一篇短文（3月1日第51号），语调非常干涩呆板——用这些“额内教授”和“客座教授”的话来说，这叫“客观性”……文章的作者力求局限于列举大大小小的事实。作为一个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他愿意给马克思以应有的评价，至少是评价他的过去，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谈起来可以不动感情。《 俄罗斯新闻
 》承认马克思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是“科学界的伟大”人物，是“无产阶级的杰出领导者”和群众的组织者。但这只是指过去。至于现在，该报说“确实需要新的途径”，即与“旧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新途径。这些新途径到底是什么呢，该报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对教授们来说，这个问题太现实了，对精于“谨言慎行”之道的能手们来说，谈这个题目是太“轻率了”。不过文章作了明显的暗示：“他的〈马克思的〉理论，有许多已经被科学的分析和事实的无情批判所摧毁。在学者当中，几乎没有忠实于他的整个体系的信徒了；马克思的教子德国社会民主党，相当严重地离开了德国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所指出的那条革命道路。”瞧，作者没有讲出来的只有很少一点，他没有讲他想用修正主义来 纠正
 马克思。

另一家有影响的报纸《 言语报
 》，是在俄国自由派音乐会上担任第一小提琴手的政党的机关报，它对马克思的评价就生动得多。当然，它的倾向同《 俄罗斯新闻
 》是一样的，但是《 俄罗斯新闻
 》上的那篇好象是给大部头著作写的序言，而《 言语报
 》上的这篇，却是在评价当前的各种事件和当代问题时对议会讲坛上的一系列发言作直接指导的政治口号。《卡尔·马克思和俄罗斯》一文（3月2日第53号）是著名的倒戈者伊兹哥耶夫先生写的。俄国有些知识分子，在25—30岁时“搞马克思主义”，在35—40岁时搞自由主义，之后就当了黑帮。伊兹哥耶夫先生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

伊兹哥耶夫先生脱离社会民主党人而投靠自由派（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叛变大师司徒卢威先生谈到他时也是这样说的）的时候，恰好是革命的困难时期刚刚开始，这时革命在获得最初的惊人的胜利之后，开始了同逐渐得到加强的反革命势力进行长期而顽强的斗争。伊兹哥耶夫先生在这方面确实是极为典型的。他绝妙地说明了，教授们在评价马克思时的装腔作势 对谁有利
 ，这种贵族的“学术界”是在 为谁效劳
 。伊兹哥耶夫在谈到马克思时激昂地说，“他是一个耍政客手腕的策略家，因而严重地妨碍他成为伟大的学者，并且使他犯了不少错误。”当然，基本的错误是，除了正确的、合理的、受到“大多数人”（大多数市侩？）赞同的“ 进化的
 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出现了一个极有害的、不科学的、荒诞的和“用民粹派的家酿啤酒掺过假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特别使我国自由派感到气愤的是 这个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真难以设想：为了进行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竟谈起无产阶级专政来了，甚至还有“马克思主义者口中的十分荒诞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俄国各式各样的布尔什维克所掌握的那种形式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这是不足为奇的”。“……必须考虑制定通常的‘资产阶级的’〈伊兹哥耶夫先生在这里用引号表示讽刺〉宪法”。

你们看，这是一个思想上和政治上完全成熟的十月党人，他完全相信，遭到破产的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策略，而不是立宪民主党的妥协、背叛和变节的策略！

我们接着往下谈。谈过了俄国的报刊，现在来谈德国的报刊。德国的报刊处在自由的气氛中，面对的是通过几十种每天出版的报纸表明自己观点的公开的社会主义政党。德国最富有、最有销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报纸之一《 法兰克福报
 》，发表了长篇社论来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公历3月16日第76号晚上版）。德国“民主派”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他们对我们说：“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在这一天连篇累牍地纪念自己的导师，这是很自然的。可是，甚至一家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自由派的报纸尽管有一些通常的保留，也承认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啊，他当然伟大，不过他是一个伟大的诱惑者。”

这家报纸代表了所谓欧洲自由派这个思想黑帮的变种中的精华，它解释说，它丝毫也不怀疑马克思的人格。但是他的理论却带来了无穷的危害。马克思把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概念用到了社会现象的领域，否定道德的作用，否定我们的知识的相对性、有条件性，创立了一种反科学的空想和一个拥有他自己教派信徒的真正的“教会”。他的最有害的思想，就是阶级斗争。这是万恶之源！马克思对 两个民族（tWo　nations）
 这个古老名言信以为真，认为每一个文明民族的内部都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该报把这些不科学的说法放在引号里表示极端的讽刺）这两个民族。马克思忘记了一个不言而喻的、明显的、所有正常人都懂得的道理，就是在社会生活中“目的不是斗争，而是妥协”。马克思“使人民分裂成几部分，因为他硬向他自己的人灌输这样的思想，即他们同其余的人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同其余的人是不共戴天的死敌”。


　　报纸问道：“社会民主党在许多实际要求上同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是一致的，它竭力要同这些人接近，这岂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吗？然而，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这种情况并未出现。社会民主党自己使自己陷于孤立。有一段时间，本来可以认为这方面快要发生根本的改变了。那是在修正主义者开始活动的时候。但结果表明这是错误的，修正主义者与我们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明白了这个错误，而他们却不明白。修正主义者过去认为，而且直到现在还认为，可以用某种方式抓住马克思不放，还同时能成为另外一个党。这真是妄想。要么把马克思整个吞下去，要么把他完全扔掉，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说得对，自由派先生们！你们有时候也在无意中说出了真话！
　　“……只要社会民主党还尊重马克思，它就不会放弃阶级斗争的思想和其他一切使得我们和社会民主党很难相处的东西……学术界同意这样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没有一条是正确的……”



　　对，对！先生们！你们绝妙地表明了资产阶级学术界、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它的全部政策的实质。你们懂得马克思是不能一块一块地吞下去的。伊兹哥耶夫先生之流和俄国的自由派还不懂得这一点。他们很快也会懂得的。最后，来看一下资产阶级共和国保守派的机关报《 辩论日报
 》[219]。该报在3月15日就纪念马克思逝世一事写道，社会主义者这些“野蛮的平均主义者”，鼓吹对自己的伟大人物的迷信，这个“仇视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他的学说中危害最大的就是 阶级
 斗争的理论。“他向工人阶级鼓吹的不是伴有休战的暂时冲突，而是打一场圣战，一场残杀和剥夺的战争，一场为了争得集体主义乐土而战的战争……真是骇人听闻的空想……”

当资产阶级报纸真正被触到痛处的时候，它们是会写出好东西来的。当你看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自由派敌人的思想一致在日渐形成和巩固的时候，生活就会变得更加愉快，因为这种一致是千百万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一个保证，无产阶级将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得自己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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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指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处女地》中的人物巴克林。他对“不愿同敌人来往”，即不想去大贵族西皮雅京家做家庭教师的涅日达诺夫说：“说到敌人，我请你记住歌德的诗句：谁要了解诗人，就得深入诗人的国家……而我要说：谁要了解敌人，就得深入敌巢。躲避自己的敌人，不知道他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这是多么荒谬！”



上述约·沃·歌德的诗句出自他的《西东诗集》中的一首作为题词的诗。——450。



[219]《辩论日报》即《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aires》）是法国一家最老的资产阶级报纸，1789—1944年在巴黎出版。——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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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材料

（1907年7月14日和23日〔7月29日和8月5日〕之间）



1

反对抵制的发言提纲

1．同意马克西莫夫的前几点。[220]

2．分歧在下面：在第二届杜马以后呢？

群众会理解为“革命已告结束”[221]

3．革命的传统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态度。

（民族革命战争。）

4．高潮和立宪幻想。革命道路的继续和又一次向革命转变。

重复革命的传统。

错误的策略。

5．旧的抵制不存在了。新的抵制，即不积极的抵制，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无关（李卜克内西和普鲁士邦议会）。

马克西莫夫：“革命力量的组织中心……”

6．中部工业区的群众罢工运动和对它的态度。把它变成政治运动等等。

7．抵制是有害的，它混淆视听：要把工会运动的高潮变成政治和革命的高潮。只有到那时才谈得上抵制。

忘了补5：主张参加的论据都是些什么？？把斯德哥尔摩决议和伦敦决议比较一下。[222]


2

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



［注：该决议草案见本卷第45—46页。——编者注］



根据：

1．抵制成功的条件和这个口号正确性的条件：

（α）广泛的、普遍的和急剧的革命高潮

（β）革命中同在旧政权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情况下产生的立宪幻想作斗争这一思想任务。

2．保持革命传统的义务同时要求对运用革命传统的条件加以分析，而不是简单地重复那些在特殊条件下才有意义的革命口号。

3．因此，鉴于在新高潮发展起来之前反动势力的进攻还在继续，宣布抵制第三届杜马是没有根据的。 
［注：手稿上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均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4．纺织工人罢工和高潮的其他因素所需要的不是抵制的口号（＝武装起义的附带口号），而是政治和革命的发展。否则，抵制的口号就是有害的，它混淆视听。

结论：

（一）开展参加选举和参加第三届杜马的工作，坚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选举运动中和在杜马本身活动中的全部口号。

（二）向群众说明1907年六三政变同1905年十二月起义、同资产阶级的叛变的关系，指出，单靠经济斗争是不够的，要把经济斗争变成政治的和革命的冲击，这种冲击应当向武装起义发展，并且只有在这种冲击的基础上，抵制的口号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3

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整个决议的提纲要点

一（1）革命任务没有完成，力量没有被破坏

　（2）在沉寂的外壳后面，正在积聚力量

　（3）抵制主义是革命情绪，是对第三届杜马反革命性质的正确评价

——发展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加强群众性行动。

二（1）抵制只有在出现普遍高潮时或者同立宪幻想作斗争时（如抵制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那样）才是正确的

　（2）第二届杜马以来，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

　（3）俄国革命第二个时期的教训。

　 ——（a）参加

　　　 （b）既和反动派进行斗争，也和自由派进行斗争。


4

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第二部分的第一点和第二点理由

但是另一方面，认为，（a）抵制策略只有在存在着广泛的、普遍的、急剧的、直接冲击旧政权的革命高潮时或是为了同流行的立宪幻想作斗争时（如抵制布里根杜马和维特杜马时那样）才是正确的；

（b）——同时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二届杜马时的那种条件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因为新选举法只是预示着要用公开的十月党人杜马来代替口头上是文宪民主党的、行动上是十月党的杜马。


5

关于工会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提纲要点

（1）斯德哥尔摩决议和伦敦决议[223]的“深刻矛盾”、“不可调和的矛盾”。

（2）以成功的发言获得“承认”，“机械地”……

（3）促进（伦敦决议）。伦敦决议的原文。

“冒牌的”

（4）维克多罗夫的机械决议案

“消除危害性”还是暗中抛弃？

（5）在俄国是“中立”还是充满社会民主党的精神。

（6）“怎么办”，不能禁止非社会民主党人。

（7）社会革命党人扰乱，以非党性炫耀。

（8）追求声望……

（9）党和中央委员会在工会代表大会上的任务：用伦敦决议的精神进行思想宣传。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73—478页

















《列宁全集》第16卷


《列宁全集》第16卷

年表

（1907年6月—1908年3月）


1907年


1907年6月—1908年3月


列宁先后居住在芬兰和瑞士。


6月17日（30日）


警察司特别局向彼得堡省宪兵局局长下达命令，提出关于从芬兰引渡列宁的问题。


不早于6月19日（7月2日）


阅读刊载在《同志报》上的一篇关于彼·亚·葛伊甸的文章，在撰写《纪念葛伊甸伯爵（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教导人民什么？）》一文时使用了这篇文章中的材料。


6月21日和26日（7月4日和9日）之间


列宁作序的《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一书在彼得堡出版。


不早于6月22日（7月5日）


阅读刊载在《同志报》上的普斯科夫省通讯《纪念葛伊甸伯爵》，在撰写《纪念葛伊甸伯爵（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教导人民什么？）》一文时使用了这篇通讯中的材料。

写《纪念葛伊甸伯爵（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教导人民什么？）》一文。


6月24日和26日（7月7日和9日）之间


阅读刊载在《同志报》上的尔·马尔托夫的《是否可以规避？（给编辑部的信）》，在撰写《反对抵制（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札记）》一文时利用了这篇文章。


6月25日（7月8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被指派为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


6月26日（7月9日）


写《反对抵制（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札记》一文。


不早于6月26日（7月9日）


致函住在萨马拉省基涅利站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简略地阐述了反对抵制第三届杜马的论据。


6月27日（7月10日）


致函住在莫斯科省米赫涅沃站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自己在芬兰斯季尔苏坚休息的情况。


6月—不晚于7月6日（19日）


为《伦敦代表大会总结》文集撰写《伦敦代表大会工作概述》一文（这篇文章没有找到）。


6月—8月


编辑布尔什维克的《生活之声》文集。


6月—11月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芬兰泰里约基召开会议之前，经常与中央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委员进行磋商。


7月7日（20日）


列宁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阶段的任务》的决议，发表在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报》上。


不晚于7月8日（21日）


为在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上发言，起草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提纲。

为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自斯季尔苏坚抵达泰里约基。


7月8日（21日）


出席在泰里约基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会议讨论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的问题。大多数与会者一致支持列宁反对抵制杜马选举的立场。

在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上作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


7月8日和19日（7月21日和8月1日）之间


列宁的《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提纲》印成单页。


7月12日（25日）和11月之间


阅读社会革命党人的《劳动旗帜》杂志，在该杂志的社论《我们在工会运动中的立场》一文中作记号，划出社会革命党人主张工会的非党性的几段话。


7月14日（27日）


出席彼得堡市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并发表讲话。代表会议支持列宁参加第三届杜马选举的立场。


7月14日和23日（7月27日和8月5日）之间


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起草《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


7月16日（29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派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关于选举纲领和选举协议问题的报告。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指派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代表团成员。


7月20日或21日（8月2日或3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布尔什维克派会议，作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报告。布尔什维克派同意列宁提出的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


不早于7月20日（8月2日）


列宁的《反对抵制（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札记）》一文发表在彼得堡出版的《论抵制第三届杜马》小册子上。


7月20日和8月1日（8月2日和14日）之间


种子出版社提议以《十二年来》为总标题出版三卷本列宁文集。俄国著作家尼·谢·安加尔斯基来到列宁这里，转达这一建议并商定出版条件。


7月21日—23日（8月3日—5日）


出席在芬兰科特卡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写关于反对抵制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和关于工会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提纲，并就这些问题发言。代表会议通过列宁提出的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

拟定《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整个决议的提纲要点》和《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第二部分的第一点和第二点理由》。

起草《关于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初稿》。


不晚于7月


根据《1897年俄罗斯帝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一书（1905年圣彼得堡版）的材料，编制弗拉基米尔省和下诺夫哥罗德省的城市和工商业村的人口统计表，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二版中利用了这一统计表中的某些材料。


7月


准备出版《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第二版：根据关于俄国经济状况的新材料进行补充，分析1897年人口普查的总结，写第二版的序言。


8月1日（14日）左右


同约·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一起启程前往德国斯图加特，出席第二国际第七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8月1日（14日）


在赴斯图加特途中，致函在意大利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邀请高尔基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8月2日或3日（15日或16日）


抵达德国斯图加特。


8月3日—11日（16日—24日）


每天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


8月3日（16日）


下午，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会议审议一些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问题。


8月3日和6日（16日和19日）之间


收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5000马克，作为布尔什维克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经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得到同样数目的钱款）。


8月4日（17日）


出席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俄国代表团社会民主党小组会议。会议讨论代表大会日程所规定的问题。

出席俄国代表团会议；在讨论社会民主党小组和社会革命党小组票数分配问题时，反对给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同等的票数，建议给社会民主党人11票，给社会革命党人6票，给工会代表3票。

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话，指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必须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列宁在谈话中还表示不赞成工团主义。


8月4日和10日（17日和23日）之间


收到自己的文集《十二年来》的内容提要的草稿，进行修改并寄给列·波·加米涅夫，委托他同种子出版社签订合同。


8月5日—11日（18日—24日）


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工作，任大会主席团成员以及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成员。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第一次会见克·蔡特金。

同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多次举行非正式会议，以便就代表大会所讨论的问题取得一致看法。


8月5日（18日）


上午9时和11时之间，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发言反对把俄国代表团中的一半票数给社会革命党人。社会党国际局通过决议：给社会民主党人10票，给社会革命党人7票，给工会代表3票。

上午11时和下午1时30分之间，作为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在奥·倍倍尔致贺词之后，列宁同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亨·万科尔就倍倍尔的贺词交换意见。

晚上6时和8时之间，主持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会上指定了布尔什维克参加代表大会委员会的代表。

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话，委托他在代表大会上捍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决议所阐述的关于党同工会关系问题的布尔什维克观点；论述这一问题的原则方面和同维护孟什维克工会“中立”原则的格·瓦·普列汉诺夫进行斗争的策略。

晚上8时，出席为欢迎代表大会代表而举行的音乐晚会。


8月5日和11日（18日和24日）之间


同奥·倍倍尔、维·阿德勒、罗·卢森堡、保·辛格尔等代表大会代表一起合影留念。

对罗马尼亚代表团在8月24日（公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的抗议罗马尼亚政府镇压活动的决议草案的德文、法文和英文稿作文字修改并在上面作记号。


8月6日（19日）


出席俄国代表团会议，会上被指定为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成员。

委托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党与工会关系问题委员会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在回意大利之后立即写一本题为《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党同工会关系问题。关于完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托的情况报告》小册子。

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会议解决关于有争议的委托书的问题，并组成了代表大会的各个委员会。

出席俄国代表团社会民主党小组会议。会议决定按下列比例分配社会党国际局给社会民主党人的10票：布尔什维克4票半，孟什维克2票半，崩得代表、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和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各1票。

以布尔什维克《无产者报》编辑的身分出席各社会党报刊编辑和出版者的会议。


8月6日—10日（19日—23日）


出席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会议。


8月7日（20日）


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发言反对准许俄国的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出席代表大会。社会党国际局作出妥协性的决定：准许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大会。

晚上，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长时间交谈。列宁说，俄国的反动时期将持续3—4年。列宁认为在国外开展工作再一次具有重要意义，说他打算住在芬兰，靠近彼得堡，每3个月到布鲁塞尔去一次，参加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列宁还谈到波·米·克努尼扬茨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驻国外正式代表；建议卢那察尔斯基担任中央机关报的固定撰稿人。


8月7日和8日（20日和21日）


出席俄国代表团会议。会议讨论奥·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案以及列宁和罗·卢森堡对这一决议案提出的修正意见。俄国代表团基本同意这一决议案和对它的修正意见。


8月7日—11日（20日—24日）


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代表大会全体会议。


8月9日（22日）


在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同罗·卢森堡和尔·马尔托夫一起，以俄国代表团和波兰代表团的名义对奥·倍倍尔的决议案提出修正意见。


8月9日和10日（22日和23日）


列宁和罗·卢森堡同奥·倍倍尔就最后改定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的问题多次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并同法学家就这一问题进行商谈。


8月11日（24日）


出席代表大会的闭幕会议。会议通过了经列宁和罗·卢森堡修改的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根据一些国家的代表的提议，代表大会决定向争取自由的俄国战士表示敬意。

列宁同奥·倍倍尔、保·辛格尔、罗·卢森堡、让·饶勒斯等人一起签署代表大会通过的致美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威·海伍德的贺词。海伍德曾遭警方诬陷，被美国政府监禁16个月，1907年6月才被宣判无罪。


不早于8月11日（24日）


从德国斯图加特返回芬兰库奥卡拉。在火车车厢中同费·柯恩谈话时，对第二国际能否实施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的决议表示怀疑。

出席在维堡举行的研究变卖Ｈ．П．施米特生前捐献给党的遗产问题会议，施米特是在狱中被警察杀害的。


8月11日和19日（8月24日和9月1日）之间


把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得到的5000马克选举运动经费交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8月11日（24日）—9月


阅读涅·切列万宁（费·安·利普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书并在书中作了许多记号。


8月11日（24日）以后


出席在芬兰泰里约基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会议。


8月11日和10月20日（8月24日和11月2日）之间


校订第二国际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的俄译文。


8月19日（9月1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第二国际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


8月20日（9月2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


8月20日和10月26日（9月2日和11月8日）之间


校订克·蔡特金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俄译文，并加了5条注释。


8月22日（9月4日）


为《生活之声》文集撰写《政论家札记》一文，阐述布尔什维克对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策略问题。


8月24日和31日（9月6日和13日）之间


列宁编辑的《当前问题》文集在彼得堡出版。


8月25日和10月26日（9月7日和11月8日）之间


为布尔什维克的《1908年大众历书》撰写《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


8月—10月14日（27日）以前


校订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奥属乌克兰）和意大利社会党分别给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报告的俄译文。


8月—10月


编辑布尔什维克的《闪电》文集和《1908年大众历书》文集。


8月—11月


编辑群众性的工人报纸《前进报》第12—19号。


8月—12月


准备出版自己的《十二年来》文集。


9月2日（15日）


在泰里约基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上作关于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报告。


不早于9月4日（17日）


阅读在埃森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材料，在为《无产者报》写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中利用了这些材料。


9月4日和10月20日（9月17日和11月2日）之间


为《无产者报》撰写《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


9月5日（18日）以前


列宁编辑的《生活之声》文集在彼得堡出版。该文集收载了列宁的《政论家札记》、《纪念葛伊甸伯爵（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教导人民什么？）》等文章以及附有列宁注释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


9月7日（20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重新审议党的中央机关报问题的会议上，列宁被选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委员会和编辑部管理委员会；中央机关报主编的职位被撤销。


9月9日（22日）以前


向彼得堡各工厂工人发表关于反对抵制第三届杜马的演说。


9月12日和10月20日（9月25日和11月2日）之间


阅读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旗帜》第5号。这一号报纸刊登一篇关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社论，该社论通篇是社会革命党人惯用的空话和吹嘘。列宁写《“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一文，回击社会革命党人的这一社论。


9月22日（10月5日）


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告知即将开庭审判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请求通过国际议会代表联盟向英国、德国、比利时的议会发出呼吁，要求它们对俄国政府的行动加以谴责。


9月22日和10月20日（10月5日和11月2日）之间


阅读帕·尼·米留可夫的《我们没有来自左面的敌人》一文，在《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利用了这篇文章。


9月底


同彼·伊·斯图契卡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身分，一起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请求明确规定中央机关报管理委员会和整个编辑部的职责和权限。


9月底—10月初


致函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回答他关于在国外工作有困难的来信，指出对机会主义者采取战斗行动的必要性。


9月


为自己的《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撰写序言。


9月—10月20日（11月2日）以前


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的小册子的手稿第一部分。这本小册子是卢那察尔斯基遵照列宁的委托写的。


10月4日（17日）以后


列宁的《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一文发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总结》文集上。


10月5日（18日）以前


致函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卡·布兰亭，请他协助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在斯德哥尔摩寻找布尔什维克党的图书和文件，这些图书和文件是在列宁离开日内瓦返回俄国之后转寄到斯德哥尔摩去的。


10月5日（18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受列宁之托写信给在柏林的伊·巴·拉德日尼科夫，信中告知：除《前进报》之外，布尔什维克还决定出版《无产者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受列宁之托写信给在柏林的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信中请她立即给列宁寄来全套《火星报》，以便准备出版《十二年来》文集第3卷。


不晚于10月6日（19日）


致函格·阿·阿列克辛斯基，请求从国外寄来全套《火星报》和1905年的部分《前进报》和《无产者报》，以便准备出版《十二年来》文集第3卷。


10月8日（21日）


列宁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和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一文发表在《前进报》第16号上。


10月15日（28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省米赫涅沃站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谈自己在库奥卡拉的生活情况。


10月19日（11月1日）以前


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米·巴·托姆斯基和第三届国家杜马彼得堡工人代表候选人尼·古·波列塔耶夫谈话，强调必须利用杜马讲坛这个合法的条件进行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鼓动。


10月19日和25日（11月1日和7日）之间


列宁校订的克·蔡特金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以及列宁为该文加的注释发表在《闪电》文集第1集上。


10月19日和26日（11月1日和8日）之间


列宁编辑的《1908年大众历书》在彼得堡出版，他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发表在这一文集上。


10月20日（11月2日）以前


写《革命和反革命》一文。


10月20日（11月2日）


列宁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革命和反革命》、《“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等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7号上。


10月20日和29日（11月2日和11日）之间


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名义，为约·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的《也是“论战”》一文写编后记《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文章》。

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寄来的论党同工会关系的小册子第二部分的手稿。

召集布尔什维克写作小组会议。会议讨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的小册子的手稿。

致函在意大利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评论他的论党同工会的关系的小册子。列宁在信中充分肯定卢那察尔斯基的这一思想：布尔什维主义不仅从正面，而且还从反面学习德国人，它善于从工团主义中吸取一切有生气的东西来歼灭俄国的工团主义和机会主义。


10月26日（11月8日）


写《第三届杜马》一文。


10月26日和11月5日（11月8日和18日）之间


阅读立宪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在《“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一文中利用了这些材料。


不晚于10月27日（11月9日）


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草拟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决议。


10月27日（11月9日）


出席在芬兰泰里约基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作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报刊、关于筹备全国代表会议等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决议。


10月29日（11月11日）


列宁的《第三届杜马》和他为约·彼·戈尔登贝格的《也是“论战”》一文写的编后记《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8号上。


10月29日和11月5日（11月11日和18日）之间


写《“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和《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两篇文章。


11月1日或2日（14日或15日）


为《前进报》写《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一文。


11月5日（18日）以前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布尔什维克代表的联席预备会议。会议讨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与党中央的相互关系的问题。

起草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决议。该决议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被通过。


11月5日（18日）


列宁的《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等两篇文章和他起草的、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决议》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9号上。


11月5日—12日（18日—25日）


出席在芬兰赫尔辛福斯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作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


11月10日和23日（11月23日和12月6日）之间


致函种子出版社领导人米·谢·克德罗夫，告知准备写一篇关于土地问题的长文章，即《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


不早于11月12日（25日）


自赫尔辛福斯返回，在维堡附近的亚·格·施利希特尔寓所停留，同施利希特尔谈代表会议的工作、最近几个月党的工作任务以及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前途等问题。


11月上半月


列宁的《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一文发表在《前进报》第18号上。


11月16日（29日）以前


看自己的《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校样并作修改。


11月16日和23日（11月29日和12月6日）之间


列宁的《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在彼得堡出版。第1卷包括列宁在1895—1905年期间所写的主要文章和小册子。


11月20日（12月3日）以前


同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和亚·亚·波格丹诺夫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电影事业的发展前景问题。

委托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在彼得堡建立合法的布尔什维克出版社。

为躲避警察的迫害，从库奥卡拉去赫尔辛福斯附近的奥盖尔比。


11月—12月8日（21日）


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寄来的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第三篇附录。

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写序言。


11月—12月


写《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


秋天


同格拉纳特兄弟出版公司出版的百科词典的编委Ａ．Ｂ．特鲁普钦斯基商谈为词典撰写词条一事，同意写《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

编辑布尔什维克的《当前生活》文集。

写《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书的第10—12章。


12月8日（21日）以前


出席布尔什维克中央会议。会议决定把《无产者报》迁至国外出版。布尔什维克中央委派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出国组织出版《无产者报》。

从奥盖尔比去赫尔辛福斯，在那里同来自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举行会议。

从赫尔辛福斯乘火车去奥布（图尔库），来到芬兰社会民主党人瓦·博尔格的家里。

在芬兰社会民主党人路·林德斯特廖姆的陪同下，乘马车从奥布（图尔库）去纳古岛，再从那里乘轮船去斯德哥尔摩。


12月12日（25日）


由芬兰农民陪同在海峡的冰面上徒步前往纳古岛。途中因冰层下陷，几乎遇难。

从纳古岛乘轮船前往斯德哥尔摩。


12月13日—15日（26日—28日）


同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伯尔耶松商谈由他中转布尔什维克从日内瓦至俄国的往返邮件的问题。


12月13日—21日（1907年12月26日—1908年1月3日）


住在斯德哥尔摩马尔姆斯坚旅馆。


12月15日（28日）


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

致函一位瑞典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告知伯尔耶松已同意中转布尔什维克往返于俄国与日内瓦之间的部分邮件，请求再找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共同承担这一工作。


12月16日（29日）


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


12月17日或20日（1917年12月30日或1908年1月2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来到列宁处。


12月20日（1908年1月2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去皇家图书馆会见瑞典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之一Ｘ．贝尔格格连和律师Ｘ．林德贝尔格。


12月21日（1908年1月3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自斯德哥尔摩启程前往日内瓦。


12月22日（1908年1月4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赴日内瓦途中在柏林停留，他们在罗莎·卢森堡的寓所度过一个晚上。


12月22日—24日（1908年1月4日—6日）


由于生病，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柏林滞留。


12月25日（1908年1月7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到达日内瓦。

致函在维也纳的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告知已到达日内瓦；询问是否有合适的人领导《无产者报》印刷所和报纸的发行工作。


12月25日（1908年1月7日）—1908年11月


居住在日内瓦。


不早于12月25日（1908年1月7日）


同排字工人И．М．弗拉基米罗夫谈话，要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无产者报》印刷所。

会见原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一起在西伯利亚流放的老同志瓦·瓦·斯塔尔科夫。


12月25日（1908年1月7日）以后


在日内瓦俄国侨民集会上发表演说。


12月25日（1908年1月7日）—1908年1月


在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上发表演说，论述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作用，认为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势不两立的。


12月25日（1908年1月7日）以后—1908年春天


在日内瓦大学听英语讲师讲关于莎士比亚的课程；在这里同弗·维·阿多拉茨基会见。

同弗·维·阿多拉茨基谈话，论述俄国新的革命不可避免以及这一革命的性质；委托阿多拉茨基写一些回忆1905年，回忆十月的斗争，特别是和武装工人问题、战斗队问题、组织起义问题以及夺取政权问题有关的经验教训的文章。


12月27日（1908年1月9日）


致函在意大利的阿·马·高尔基，告知已到达日内瓦，说等《无产者报》的出版工作安排就绪后就去意大利卡普里岛看望他。


12月31日（1908年1月13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请他寄来第三届国家杜马的速记记录等材料，以便在写作《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时使用。

致函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告知布尔什维克中央决定把《无产者报》迁到国外出版，请他为报纸撰稿并请他作报告；对他的关于党同工会的关系的小册子表示满意。


1908年


1月1日（14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请她按时寄来第三届国家杜马的速记记录等材料。

致函在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请他把社会党国际局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材料和文件寄来，因为这次代表大会的部分记录在芬兰最近几次搜捕时遗失了。


1月1日和9日（14日和22日）之间


致函格·阿·阿列克辛斯基，请他弄到社会革命党党团向第二届国家杜马提出的《土地法基本条例草案》的俄文本，以便在写作《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小册子时使用。


1月2日（15日）


收到阿·马·高尔基和玛·费·安德列耶娃的来信，信中邀请列宁去意大利卡普里岛，并表示愿意为把《无产者报》经意大利运往俄国提供帮助。

复函阿·马·高尔基和玛·费·安德列耶娃，说春天以前不能去卡普里岛，因为正忙于安排《无产者报》的出版工作；委托安德列耶娃组织有关用轮船把《无产者报》经意大利运往敖德萨的工作。

致函在意大利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询问怎样才能找到在佛罗伦萨的瓦·瓦·卡里亚金；请他从速回复关于为《无产者报》撰稿的问题。


1月3日（16日）左右


列宁的《十二年来》文集第2卷第1分册以《土地问题》为题在彼得堡出版。这部书收载了《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的第10、11章。


1月5日（18日）—3月上半月


阅读1908年初在彼得堡出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文集，书中收载了弗·亚·巴扎罗夫、雅·亚·别尔曼、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帕·索·尤什凯维奇、亚·亚·波格丹诺夫、О．И．格尔方德和谢·亚·苏沃洛夫的文章。在阅读文章过程中，列宁向波格丹诺夫谈了自己对这本书的印象，认为文集作者所宣扬的哲学远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把这种哲学当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搬出来。


1月6日和13日（19日和26日）之间


在日内瓦举行的抗议普鲁士实行反波兰措施的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


1月7日或8日（20日或21日）


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委托她给他寄书来。


1月9日（22日）


复函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和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说打算在安排好《无产者报》的出版工作以后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去卡普里岛。


1月9日和25日（1月22日和2月7日）之间


阅读卡·考茨基1907年底在柏林出版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殖民政策》。


1月11日和14日（24日和27日）之间


收到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的来信，信中请求列宁回复挪威工党书记马格努斯·尼尔森提出的问题：在雷瓦尔是否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委员会，М．尤里松和Э．Г．谢平两人是否是雷瓦尔组织的成员。


1月14日（27日）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现名奥斯陆）的挪威工党书记马格努斯·尼尔森，告知在雷瓦尔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委员会；说不认识М．尤里松和Э．Г．谢平两人，但打算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雷瓦尔委员会了解他们的情况。

复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说收到了马·尼尔森提出的问题，并转述了给马·尼尔森的复信的内容。


1月16日（29日）以前


致函在伦敦的哈利·奎尔奇，请求他给收集一些书刊。


1月16日（29日）


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说由于芬兰的几次搜捕，妨碍了他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现正在加紧起草这一报告；询问什么时候是提交报告的最后日期以及这个报告能否在各党提交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第3卷中发表。

致函在伦敦的费·阿·罗特施坦，告知党目前无力偿还在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期间向英国自由派工厂主约·费尔兹借的债款；请罗特施坦向费尔兹说明情况。

就偿还约·费尔兹的借款问题，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1月17日和20日（1月30日和2月2日）之间


阅读尔·马尔托夫发表在1908年1月30日（公历）《伯尔尼哨兵报》第24号上的关于尼·亚·谢马什柯被捕一事的声明，声明中只字不提谢马什柯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只说他是一个新闻记者。列宁对这一声明非常气愤。

起草致《伯尔尼哨兵报》编辑部的声明，驳斥尔·马尔托夫的关于尼·亚·谢马什柯被捕一事的声明，并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的身分证实说，谢马什柯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是以党报记者身分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他没有参与也不可能参与梯弗利斯剥夺一事。


1月18日和25日（1月31日和2月7日）之间


彼得堡出版《大百科全书》第21卷，简要地介绍了列宁的生平。


1月18日和31日（1月31日和2月13日）之间


写《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一文，该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上。


不早于1月20日（2月2日）


会见到达日内瓦的《无产者报》编辑部成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同他讨论近期出版《无产者报》的工作计划。


1月20日（2月2日）


致函阿·马·高尔基，并随信寄去尔·马尔托夫关于尼·亚·谢马什柯被捕一事的声明。列宁在信中说，马尔托夫在声明中只字不提谢马什柯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这是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卑劣手段；请高尔基写信给《伯尔尼哨兵报》，对马尔托夫的声明表示愤慨。

致函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告知《无产者报》编辑部拟向他约稿的题目、文章篇幅以及交稿日期。

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询问190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交多少党费。


1月20日和25日（2月2日和7日）之间


收到阿·马·高尔基的来信，信中再次邀请列宁去卡普里岛，向列宁谈他的写作计划，建议出版合法的文集等。

收到从彼得堡来的通知，通知中说可以再版列宁译成俄文的悉·维伯和比·维伯夫妇的《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复函告知印行第1版的条件，同时寄去签订第2版合同的委托书，并说明签订合同的条件。


1月20日和31日（2月2日和13日）之间


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一起发表《无产者报》出刊通告。


1月21日（2月3日）


致函格·阿·阿列克辛斯基，说派别斗争在各地都大大加剧，这是不可避免的。


1月23日（2月5日）


把《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部著作的手稿寄回俄国交给玛·伊·乌里扬诺娃，以便出版自己的《十二年来》文集第2卷第2分册。

列宁就尼·亚·谢马什柯在日内瓦被捕一事致《伯尔尼哨兵报》编辑部的声明发表在该报第29号上。


1月25日（2月7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感谢她寄来《言语报》和工会杂志，请她今后继续把这类杂志寄来；对不能为纪念马克思的文集撰稿表示遗憾；建议把卡·考茨基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殖民政策》和帕尔乌斯的《殖民政策和崩溃》一书译成俄文出版；委托她同种子出版社洽谈此事。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对于党正在清除市侩渣滓和职业工人在党内的作用日益加强表示满意；支持高尔基的关于继续出版合法文集的建议，同时坚决主张办好报纸。列宁在信中还谈到哲学问题，他说，他在认真地阅读党的哲学家的著作，阅读经验批判主义者亚·亚·波格丹诺夫、弗·亚·巴扎罗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著作，表示反对经验批判主义，赞成唯物主义，认为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哲学方面的观点是正确的。

致函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告知《无产者报》的代表即将抵达维也纳；请他在维也纳收集新出版的波兰书刊，并且一定弄到关于1907年12月—1908年1月召开并通过了新党纲的波兰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正式报告。


1月25日和2月1日（2月7日和14日）之间


阅读卡·考茨基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一文，该文发表在1908年1月5日（18日）《新时代》杂志附刊第1期上。


1月26日（2月8日）


填写加入日内瓦读书协会的登记表。


1月31日（2月13日）


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1908年1月29日（2月11日）的来信，信中建议在《无产者报》上开辟小说专栏并委托阿·马·高尔基负责这一专栏。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对卢那察尔斯基关于在《无产者报》上开辟小说专栏的设想和委托阿·马·高尔基负责专栏的建议表示高兴，请他同高尔基洽商此事；建议卢那察尔斯基为2月13日（26日）出版的《无产者报》第21号写评论俄国状况的政治杂文和写评述意大利社会党中派领导人恩·费里拒绝参加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编辑工作的文章。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对高尔基决定为《无产者报》写些小文章表示高兴，同时建议他不要因此而中断写大本的著作；认为与高尔基的哲学观点有分歧；说《新时代》杂志对哲学漠不关心，它从来就不是热烈拥护哲学唯物主义的，而在最近竟不加批判地刊登了经验批判主义者的文章；反对那种把僵死的小市民习气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指出社会民主党中所有的小市民派别都是首先反对哲学唯物主义，而倾向于康德、新康德主义和批判哲学。

拜访瑞士警察司司长，询问如果不提交结婚证书（因为很难从俄国国内要到），他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是否可以取得居住权。得到的回答是必须要有结婚证书。


1月—2月


为在日内瓦出版《无产者报》进行筹备工作。


2月1日（14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建议把卡·考茨基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一文译成俄文，并同奥·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书一起出版，考茨基在他的文章中批判了鲍威尔的这本书；要她设法弄到并寄来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结婚证书的副本，以便取得居住权。


2月3日和13日（16日和26日）之间


写《政治短评》一文。


2月4日（17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玛·伊·乌里扬诺娃，请她寄来一些书籍，第三届杜马第二十次会议以后的记录，十月党人、右派、哥萨克集团等的纲领、公告和传单；问她是否收到了他寄去的信件和《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的手稿。


2月10日（23日）


正式加入日内瓦读书协会。


2月11日（24日）以前


阅读阿·马·高尔基的《个性的毁灭》一文的手稿，并在同亚·亚·波格丹诺夫的谈话中，反对在《无产者报》上刊登这篇文章。


2月11日（24日）


出席《无产者报》编辑部会议。会议研究阿·马·高尔基的《个性的毁灭》一文和载于1908年2月14日（公历）《新时代》杂志上的亚·亚·波格丹诺夫论恩斯特·马赫一文的译者序。译者序中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了一种把对马赫的这种或那种态度变成党内派别划分问题的强烈倾向。会议一致通过列宁起草的《无产者报》编辑部关于这篇译者序的声明，声明中强调指出：这种哲学上的争论并不是派别的争论，任何想把这种分歧当作派别分歧的企图，都是根本错误的。会议决定让列宁和波格丹诺夫尽快去卡普里岛。


2月11日和3月7日（2月24日和3月20日）之间


将《〈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声明》译成德文，并寄给《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要求予以发表。


不晚于2月12日（25日）


开始撰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写信给在彼得堡的亲人们，请求把早在1906年夏天写的批判亚·亚·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一书的哲学著作手稿寄来，当时曾想以《一个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见解》为题发表这一著作。


2月12日（25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认为必须对马赫主义和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亚·亚·波格丹诺夫等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在哲学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之间发生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场争论不应妨碍在工人政党内执行革命的策略；建议高尔基修改他的《个性的毁灭》一文，把那些即使同波格丹诺夫哲学间接有关的地方都删掉；告知他的卡普里岛之行因故要推迟。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请他立即寄出为《无产者报》写的评论恩·费里的文章。


2月13日（26日）


列宁的《政治短评》和他起草的《〈无产者报〉编辑部声明》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1号上。


2月14日（27日）


致函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请他为《无产者报》第23号写一篇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章，建议在这篇文章中利用马克思致路·库格曼的信来教训机会主义者。


2月15日和20日（2月28日和3月4日）之间


列宁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书第12章以《土地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心目中的“理想国”》为题发表在《当今生活》文集中。


2月17日（3月1日）


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询问社会党国际局最近一次会议将在何时召开。


2月17日和3月3日（3月1日和16日）之间


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来信，信中推辞写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章。

致函阿·马·高尔基，询问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对《无产者报》有什么设想；对卢那察尔斯基不想写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章表示遗憾。


2月20日（3月4日）以前


阅读社会革命党人德·菲尔索夫和米·雅科比合著的《关于土地纲领的修改及其论证》一书，在《工会的中立》一文的注解里认为作者在这部书中向马克思主义迈出了坚决的一步。

写《新土地政策》、《工会的中立》和《论葡萄牙国王事件》等三篇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在2月20日（3月4日）《无产者报》第22号上。


2月26日（3月10日）左右


参加日内瓦布尔什维克小组会议，欢迎刚从日内瓦监狱获释的尼·亚·谢马什柯。


2月26日（3月10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对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生病深感不安，要她用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2版的部分稿费好好安排妹妹和母亲的生活。


2月27日和3月6日（3月11日和19日）之间


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修订第2版在彼得堡出版。


2月29日（3月13日）


列宁的《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一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上。


2月


恢复在日内瓦工人联合会的会籍，交纳1908年2月和3月的会费。


2月—10月


阅读约·狄慈根的《短篇哲学著作集》并在书上作批注，在撰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大量采用了这本书中的材料。


3月1日和5日（14日和18日）之间


阅读刊登在《首都邮报》上的叶·德·库斯柯娃的《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纪念卡·马克思逝世25周年）》一文，在《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这篇文章。

为波兰社会民主党杂志《社会民主党评论》撰写《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一文，并将这篇文章寄交给杂志编辑部。


3月1日和12日（14日和25日）之间


阅读《俄罗斯新闻》、《言语报》和《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上发表的关于纪念卡·马克思逝世25周年的文章，在《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一文中利用了这些报纸上的材料。


3月3日（16日）左右


在日内瓦作报告。


3月3日（16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对因工作繁忙和缺少旅费而不能去卡普里岛一事表示遗憾；说《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不顺利，原因是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在哲学上有意见分歧；告知由于自己的哲学癖好，花在《无产者报》上的时间很少，而且愈是读经验批判主义者的文章，愈是要责骂他们；请求高尔基为《无产者报》写文章。


3月4日（17日）以前


收到波兰社会民主党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扬·梯什卡的来信，信中请求协助他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取得通信联系，以便得到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协助小组中央局的消息。


3月4日（17日）


接待费·雅·柯恩的来访。孟什维克曾就在国外兑换梯弗利斯剥夺中所获取的钱款一事对马·马·李维诺夫提出诬告，列宁同柯恩就对此事组织党内调查问题交换意见。


3月5日（18日）


致函扬·梯什卡，向他转达同费·雅·柯恩谈话的内容。列宁请梯什卡就此事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并请他一定将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2号上的《该是结束的时候了吧？》一文翻译出来。该文诬蔑布尔什维克，说他们组织兑换梯弗利斯剥夺中所获得的钱款。

出席日内瓦为三个纪念日（马克思逝世25周年、1848年革命60周年、巴黎公社37周年）组织的国际群众大会，在会上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关于公社的意义的报告，即《公社的教训》。


3月5日和11日（18日和24日）之间


收到阿·马·高尔基的来信，信中担心关于哲学问题的斗争可能导致布尔什维克派内部的分裂，从而使孟什维克获得胜利。高尔基在信中还建议出版一种刊登哲学辩论文章的杂志。


3月5日和12日（18日和25日）之间


写《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关于自由派对人民的欺骗》和《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等三篇文章。


3月7日（20日）


列宁起草并译成德文的《〈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声明》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


3月10日（23日）


列宁的《公社的教训》一文发表在《国外周报》第2号上。


3月11日（24日）


致函阿·马·高尔基，严厉抨击马赫主义者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文集，强调同马赫主义者在哲学问题上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3月12日（25日）


列宁的《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关于自由派对人民的欺骗》和《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等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5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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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08年3月至1909年6月即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的一个阶段的著作。本卷和上一卷同属一个历史时期，本卷的内容是上一卷的内容的继续。

本卷一开头的《走上直路》一文以及此后的《对目前时局的估计》、《走上大路》、《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等文，分析了俄国国内的形势、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以及沙皇政府的新政策。列宁指出，第二届杜马的被解散和1907年的六三政变是俄国革命史上的转折点，是俄国革命发展中的一个特定时期或曲折时期的开端。斯托雷平体制是旧的半宗法的、半农奴制的沙皇制度解体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是沙皇制度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俄国的专制制度虽然早已成为财阀的专制制度，但它却是在受了俄国第一次革命的打击以后才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制制度的；它早就在扶植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早就用金钱为自己打通了进入“上层”的门径，对立法和管理施加了影响，取得了同贵族平起平坐的地位。专制制度不得不为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建立代表机关，不得不在这些阶层与农奴主之间保持平衡，在杜马中组织这些阶层的联盟，不得不抛弃对农民宗法思想的一切希望，而在新生的富农中找寻支柱来反对农村的群众。列宁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得出结论说：专制政府在六三政变后所执行的政策只能使黑帮专制政府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同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俄国的革命阶级虽然在第一个战役中遭到失败，但革命形势仍然存在，革命危机正在通过新的形式和其他道路再行到来，尽管有时比希望的要迟缓得多。

上述这些文献也论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危机以及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革命的失败引起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危机不仅是组织上的，而且是思想上的和政治上的。六三政变后，所有的革命组织，包括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在内，都大大衰落和削弱了，总的情况是动摇，涣散和瓦解。列宁指出，在解放运动沉寂、反动势力猖獗、民主派阵营内出现叛变和消沉的现象、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发生危机和一部分已经解体的时期，首先要总结俄国革命第一个战役的基本教训。他认为：在新的形势下，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并没有改变，但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要有所改变；不是立即向专制制度发动公开进攻，而是要在教育和组织群众方面、在使群众做好这种进攻的准备方面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首先把对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进行长期的教育、组织和团结的工作提到日程上来；要特别强调，必须把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必须利用各种合法的机会，首先是利用杜马讲坛。孟什维克竟然提出如下怀疑：要不要保留原来的社会民主党，要不要继续它的事业，要不要再转入地下。他们认为无论如何要合法化，为此不惜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列宁针对孟什维克的取消主义说，建立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秘密组说，使之拥有比过去数量更多、种类更多的合法和半合法地传播影响的工具这一点至关重要。列宁还批判了孟什维克对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的错误看法。孟什维克说，既然俄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么，在资产阶级没有成为这个革命的动力时，革命就不能完成，而资产阶级正在成为这种动力。孟什维克仍然要维护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策略，反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策略。列宁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不容置辩地证明了俄国资产阶级的极端动摇性和反革命性，证明俄国无产阶级能够成为胜利的革命的领袖。

本卷中的《论俄国革命的“本性”》、《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等文献从俄国革命的特点谈到了农民问题。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以往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不可能是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或专制君主的胜利。在俄国，农民占大多数，受半农奴制的大地产的残酷压迫，而无产阶级已经组成社会主义政党，这就使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具有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并不排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却决定了下述两点：俄国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联盟，才能在革命中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同农民联盟，就是对农民进行领导。无产阶级只有执行革命先锋队的绝对独立自主的政策，才能使农民同自由派断绝关系，在斗争中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只有建立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使这一革命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

在本卷中，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占很大分量。本卷中的《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是列宁为《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写的一个词条，它通俗地概括地阐述了俄国的土地问题。这一著作可说是收载于上一卷的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重要著作《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的姊妹篇，它所使用的统计数字和表格也都来自后者以及另一列宁名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见本版第3卷）。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则是列宁自己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所拟的简介，是为了让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在土地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写的。此外，本卷所载《沿着老路走去！》、《编辑部的话》、《彼·马斯洛夫歇斯底里大发作》、《对彼·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见》、《普列汉诺夫一伙人怎样维护修正主义》、《第三届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等都是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

上述著作进一步揭示了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实质。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说明俄国专制政府在土地政策上的巨大改变：由支持和巩固旧的村社变为用警察手段加速破坏和掠夺村社，培植富农。这一改变的经济内容就是在农民土地关系方面实行自由主义的即资产阶级性质的政策。列宁在《对目前时局的估计》中把这一政策称为“农业波拿巴主义”。对此，列宁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波拿巴主义是君主制在丧失了旧有的宗法制或封建制的牢靠支柱以后所采取的顺风转舵的手段，这样的君主制不得不竭力维持平衡以防跌倒，卖弄风骚以便统治，实行收买已便讨好，同社会渣滓、同公开的小偷和骗子称兄道弟以便不单单靠刺刀维持统治。”（见本卷第249页）列宁认为，由于俄国的村社已经在向资本主义发展，这就使专制政府能以向村社内部经常在产生的农村资产阶级讨好，否则，黑帮地主和十月党资产阶级所支持的斯托雷平的农业波拿巴主义是不能维持下去的。列宁指出，在俄国还远远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就是实现了斯托雷平的农业发展道路，资产阶级革命也还可能发生，甚至必然会发生。

列宁在上述这些著作中论证了俄国当时农村经济的特征。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的发展是异常缓慢的，农奴制还一直保存着，它表现为地主贵族的大地产经济和工役制度。农民的份地占有制也是纯粹中世纪的制度。地主贵族的大地产、工役制度、份地占有制这些形形色色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阻碍了商业周转，同新经济极不适应，成了俄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列宁认为，俄国纷繁复杂的土地关系即农奴制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方式交织在一起了，破坏旧的土地占有制在经济上已经是必需的了。总的说来，俄国当时的农民经济属小资产阶级类型，因为农业中的小生产者（不管他是在份地上经营还是在其他什么土地上经营都一样）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必然是小资产者。

列宁还全面地阐述了布尔什维克的土地国有化纲领。土地国有化可以加速农奴制的灭亡，可以彻底扫除土地占有制方面的一切中世纪关系，可以消灭在土地上的一切人为的界限，使土地变成真正自由的土地，使建立在这样的土地上的纯粹资产阶级农场加速发展。列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了土地国有化的经济实质：土地国有化就是消灭绝对地租，把土地所有权转交给国家，禁止土地的一切转让，就是说，取消土地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国家）之间的一切中介人。列宁批判了孟什维克彼·马斯洛夫和格·普列汉诺夫否认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维护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错误。列宁进一步指出，只有实行彻底的政治变革，消灭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才能实行彻底的土地变革，才能没收地主土地，实现土地国有化。列宁认为土地国有化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措施，它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

本卷中的土地问题著作评论了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党派的土地纲领。立宪民主党人在土地问题上实际上赞同斯托雷平的政策，他们竭力掩饰土地变革的实质，混淆俄国革命中土地纲领的两条基本路线即地主路线和农民路线。列宁认为孟什维克提出的“土地地方公有化”是一种反动措施，阻碍消灭中世纪土地所有制，阻碍为一切业主在土地方面建立同一经济条件。孟什维克一方面保持份地的私有制即当时的农户和村社所有制，另一方面对被剥夺的非份地实行公有制（“地方公有化”），这是一种荒谬透顶的土地复本位制。从政治方面讲，土地地方公有化会加强联邦制和各区域的分散状态，而国家分散为一个个的区域正是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列宁认为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土地重分（土地平分）理论是冒牌社会主义，是反动的，而在半农奴制的俄国却具有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从客观上讲是要消灭土地上的一切中世纪的和等级制的界限，为资本主义清扫土地，为资本主义建立自由的活动场所。

布尔什维克从1908年初起就着手筹备下一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同年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立即着手召开代表会议的决议。本卷收载了列宁关于8月中央全会的三个文献。中央全会后，列宁发表《对目前时局的估计》、《关于两封来信》、《第三届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等文，对中央全会要列入代表会议议程的各个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经过与孟什维克的斗争，终于在1908年12月下旬召开。列宁曾在会议上就“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作报告，会议根据这个报告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列宁所拟《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以及列宁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其他文献共10件收进了本卷。这次代表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重申了党早已提出的最近斗争目标，说明了布尔什维克策略的正确性，弄清了党内危机的根源及其消除办法，解决了关于党的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的相互关系，论证了利用杜马讲坛的必要性并给杜马党团的活动作出了正确指示。列宁在代表会议后所写的《走上大路》一文指出，代表会议把党引上了大路，显然是反革命胜利以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列宁《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员会》的信件也评述了这次代表会议。列宁在信中抗议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对代表会议的决议的歪曲。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以及在代表会议之前和之后，在反对取消派的同时，也反对召回派。产生于布尔什维克中的召回派死板地搬用已不适合新的历史情况的陈旧口号，要求取消党的合法组织，召回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列宁称召回主义为“改头换面的孟什维主义”，即取消主义。他在《关于两封来信》、《关于〈论迫切问题〉一文》和《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等文章中揭露召回派的“革命性”和“左倾”是对党要进行的艰难复杂的工作无能为力、对党在反动统治时期所遇到的困难惊慌失措的一种表现。列宁说，召回主义不是布尔什维主义，而是拙劣的政治上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这是只有布尔什维主义的最恶毒的政敌才想得出来的。列宁在以上文章中把最后通牒派同召回派相提并论，最后通牒派仅仅在形式上不同于召回派。

本卷中的《世界政治中的易燃物》、《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英国和德国工人的和平示威》、《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等文评述了国际政治形势。列宁指出欧洲列强结成反革命联盟来对付亚洲的日益增长的民主运动的事实。他列举了波斯、土耳其、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反民族压迫、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他把殖民地、附属国争取解放的斗争看作国际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他也提到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他认为：在中国，反对中世纪制度的革命运动也强有力地开展起来了；中国的旧式的造反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必然会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中国的革命运动已经使参加殖民掠夺的人惶惶不安，他们竟帮助中国的反动政权镇压革命者，他们也在为自己的那些和中国接壤的亚洲属地的安全担心。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应该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面前揭露欧洲各国政府的反动性，揭露这些政府由于害怕它们国内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而充当对付亚洲革命的宪兵。列宁提出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目标是：打倒任何形式的殖民政策，打倒一切干涉政策，打倒资本家争夺他国领土、他国居民、新的特权、新的市场、海峡等等的政策。在这些文章中，列宁注意到了日益增长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各国人民的反战斗争。列宁援引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的一个论点：战争导源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列宁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商业利益上的冲突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人说什么，既然军国主义是资本的产儿，而且将和资本同归于尽，那就用不着专门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了。列宁认为，专门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不仅在原则上得到了证明，而且也有了重要的历史经验。讨论各国无产阶级和社会党人共同起来防止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可能造成的国际冲突和殖民冲突的问题，是1908年10月11日（公历）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议程之一。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载入本卷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一文，是列宁对这次会议议程内容所作的报道。

本卷前面所载《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是列宁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理论和策略的文章中重要的一篇，是列宁写给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而编印的《卡尔·马克思（1818—1883）》文集的。列宁写道，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扎根，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官方科学的斗争中显得愈加生气勃勃。它在那些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联系而且主要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流传的学说中远不是一下子就居统治地位的，它在其存在的头50年中一直同那些与它敌对的理论进行斗争，它在其创立后的第二个50年（从19世纪90年代起）一开始就同它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伯恩施坦派进行斗争。曾经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提出修正主义。列宁揭示了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即阶级斗争学说）方面的基本原理所作的修正。他精辟地概括了修正主义的特征：“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见本卷第17页）列宁说，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列宁指出，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它的阶级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广泛存在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当然会不断地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列宁预见到，19世纪末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是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

编入本卷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列宁评论托尔斯泰的一系列文章中的头一篇，是为纪念这位伟大作家80诞辰而写的。这篇文章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这个角度去分析托尔斯泰的作品。列宁认为，托尔斯泰作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他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但与此同时，却疯狂地宣传“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他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而另一方面，却鼓吹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神父代替有官职的神父。他不理解工人运动及其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不理解俄国的革命。列宁认为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是19世纪最后30多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托尔斯泰是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时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他表现了俄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特点。列宁说明，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反映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矛盾条件的一面镜子，是俄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

本卷后面所载《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和《各阶级和各政党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两文说明，列宁在“反动时期”非常注意宗教问题。在反动时期，复活宗教的活动日益猖獗，反动派指望利用宗教宣传诱使人民群众脱离革命斗争。因此，列宁对宗教问题的研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马克思的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态度。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所有的宗教和教会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同宗教作斗争。但列宁指出，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局限于抽象的思想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联系起来；社会民主党宣传无神论应该服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列宁重述恩格斯的教导，要求工人政党耐心地去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因为对宗教作战和禁止宗教存在，只会使宗教加强并妨碍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列宁也对社会民主党“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一政治策略所受到的机会主义歪曲进行了揭露。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列宁指出，党要用党纲的精神教育信仰上帝的工人党员，但反对任何侮辱他们宗教信念的行为。列宁还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成为反对一切中世纪制度的斗争的思想领袖，它不仅反对陈腐的、官方的宗教，还反对任何革新宗教、重新建立或用另一种方式建立宗教的尝试。列宁批判了阿·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造神说”。“造神说”鼓吹创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宗教，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列宁说，卢那察尔斯基的“社会主义是宗教”这一论点是离开社会主义而转到宗教的一种方式。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12篇，其中，除《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演提纲》和《〈俄国的目前形势〉报告的要点》两篇外，都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8月中央全会和同年12月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文献。





《列宁全集》第17卷


走上直路[1]


（1908年3月19日〔4月1日〕）

第二届杜马[2]的被解散和1907年的六三政变[3]，是我国革命史上的转折点，是我国革命发展中的一个特定时期或曲折时期的开端。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从俄国阶级力量的总的对比和这场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角度谈过这个曲折时期的意义。现在，我们想谈谈在革命发生这个转折以后我们党的工作状况。

反动的六三政变已经过去半年多了，毫无疑问，在改变发生后的头半年，所有的革命组织，包括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在内，都大大衰落和削弱了。动摇、涣散和瓦解，是这半年总的特征。当然，情况也只能是这样，因为在直接的阶级斗争停顿状态下反动势力的极大加强和暂时胜利，不能不引起革命政党的危机。

现在已经有很多十分明显的迹象证明，这一危机已经停止，最坏的时期已经度过，正确的道路已经呈现，党正在重新走上直路：坚定不移地领导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就拿党的危机的一个很有特点的现象来说吧！这个现象当然远不是最深刻的，但是非常突出。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脱党。今年2月出版的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4]第1号，提供了很多可以说明党内生活的材料（其中大部分我们都转载了），非常突出地描述了这种脱党现象。有一篇来自库列巴基工厂（中部工业区弗拉基米尔专区党组织）的通讯报道说：“最近 由于缺少
 知识分子工作人员，专区党组织已经灭亡了。”来自乌拉尔的通讯报道说：“我们的思想力量正象雪一样地在融化。”“那些根本不愿参加秘密组织……而只是在高潮时期，在很多地方真正有自由的时期才加入党的人，都离开了我们的党组织。”中央机关报的《论组织问题》一文在总结这些（以及其他未刊登的）报道的时候写道：“大家知道，最近知识分子大批地开小差。”

但是，党摆脱了半无产者、半小市民的知识分子，就使那些在无产阶级群众进行英勇斗争的时期聚集起来的新的 纯粹无产阶级的力量重新活跃起来
 。我们上面引用的那篇通讯所说的那个陷于绝境、甚至完全“灭亡了”的库列巴基组织，现在已经复活了。那篇通讯写道：“分散在整个专区的大量的工人党组织，虽然多半没有知识分子，没有出版物，甚至同党的中央机关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它们都不愿意灭亡……参加组织的人数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没有知识分子，最有觉悟的工人不得不自己来进行宣传工作。”总的结论是，“在很多地方，由于知识分子脱党，重要的工作落到先进工人的手里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第28版）。

要在另外的即所谓阶级的基础上改组党组织，当然是件困难的事情，做起来一定会发生摇摆。然而，最难走的是头一步，而这一步已经走了。党已经走上了直路：由工人当中的先进“知识分子”来领导工人群众。

工会和合作社的工作起初是摸索前进行的，现在已经有了头绪，具备了固定的形式。中央委员会 一致
 通过的关于工会和合作社的 两个
 决议，就是受到日益发展的地方工作的启示而写出来的。在一切非党的组织内建立党支部；这些支部本着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的精神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精神进行领导；“从无党性到有党性”（《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第28版），——这就是这里的工人运动也已经走上的道路。偏僻的省城明斯克的一个党组织的通讯员报道说：“革命情绪比较高的工人离开了它们〈被当局破坏得不成样子的合法工会〉，他们愈来愈赞同成立秘密工会。”

完全不同的方面的工作，即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工作，也是沿着这种“从无党性到有党性”的方向发展的。这听起来当然很奇怪，但这是事实：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议会代表的工作提到党的高度，就象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按照党的方式”在合作社内进行工作一样。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是按照假造民意的选举法选举出来的，是从头两届杜马期间遭到迫害后人数锐减的那些保留了合法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选举出来的，因此，在开始的时候他们 实际上
 必然会更象非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象真正的党员。

这很可悲，但这是事实，在一个同农奴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公开的工人政党总共才存在了两年的情况下，事情恐怕也只能是这样。不仅非党的知识分子，还有“无头派”[5]社会民主主义化的知识分子，象苍蝇廉集在盛蜜的盘子上一样聚集在杜马党团周围，都想根据这种事实来制定自己的策略——建立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但是这些可敬的伯恩施坦派[]6的努力好象是落空了！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工作好象也开始有了起色。我们不作预测，不会闭上眼睛不看，在我国条件下比较象样地进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工作还要花多大力气。我们要指出的是，中央机关报第1号刊载了党对杜马党团的批评和中央委员会关于杜马党团比较正确的工作方针的 明确决议
 。我们决不认为中央机关报上的这个批评把一切缺点都谈到了，譬如，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既不应该投票赞成把收到的土地税首先交给地方自治机关，也不应该投票赞成以不高的价格 收买
 贫苦农民租用的城市土地（见中央机关报第1号第36版）。但是比较起来，这些都是次要问题。基本的和最主要的问题是，从我们一切工作中已经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杜马党团正在变为真正的党组织；也就是说，不管需要花多少气力，不管在这条道路上还有多少的考验、动摇、局部的危机以及私人的冲突等等，党是一定会达到这一目的的。

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即真正党的工作大有起色的征象之一，就是秘密出版物有所增加这一明显的事实。中央机关报写道：“乌拉尔出版了八种报纸，克里木出版了两种，敖德萨出版了一种，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很快也要出版报纸；彼得堡、高加索和一些民族组织的出版工作也有相当的规模。”尽管警察设置了重重障碍，除国外的两个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之外，在俄国也出版了中央机关报。中部工业区的区域局机关报《工人旗帜报》[7]正在筹办中。

从上面谈的一切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社会民主党坚决走上的道路。坚强的秘密的党的中央机关，经常出版的秘密出版物，而更主要的是工人当中同群众有直接联系的先进分子所领导的地方党支部，尤其是工厂的党支部，——这就是我们赖以建立起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不可动摇的坚强核心的基础。这个秘密的核心将会通过杜马和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团体等空前地无限广阔地伸展 自己的
 触角，扩大 自己的
 影响。

初看起来，党的工作的这种体制和德国人在非常法[8]时期（1878—1890年）建立的体制十分相似。德国工人运动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走了30年（1848—1878年）的那条道路，俄国工人运动走了三年（1905年底—1908年）。但是，表面虽然相似，却有极大的内在区别。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的30年中间，彻底完成了这一革命的客观上必然的任务。通过60年代初的立宪议会，通过统一了大部分德意志邦国的王朝战争，通过利用普选建立帝国的活动，这一革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俄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第一次巨大胜利和遭到第一次巨大失败以后不满三年的期间，不但没有完成这一革命的任务，反而第一次使 广大的
 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认识了这些任务。在这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立宪幻想和对黑帮沙皇制度的自由派奴才的民主性的信念都破灭了。

由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任务还未实现，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纯粹经济的、专门财政的、国内政治的以及国外的一些事件、情况和变动都会使这一危机尖锐化。无产阶级的党，既已走上了一条建立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秘密组织的直路，拥有比过去数量更多、种类更多的合法和半合法地传播影响的工具，一定能比1905年10月和12月更有决战的准备，去迎接这一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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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走上直路》一文是1908年3月19日（4月1日）《无产者报》第26号的社论。——1。





[2] 第二届杜马（第二届国家杜马）是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的，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间的界限比第一届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人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民族代表78名，无党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主党65名。



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一样，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法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草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的纲领。除土地问题外，第二届国家杜马还讨论了预算、对饥民和失业工人的救济、大赦等问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1。





[3] 六三政变是俄国沙皇政府在1907年6月3日（16日）发动的反动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的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6月2日（15日）晚逮捕了他们。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农民复选人由占总数44％减到22％，工人复选人由4％减到2％），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复选人共占总数65％，其中地主复选人占49．4％），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新的选举条例还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某些省份的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29席减为10席，波兰王国由37席减为14席）。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1。





[4] 指《社会民主党人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80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1。





[5] 无头派是列宁对无题派的蔑称。在俄语中“无头”和“无题”谐音；“无头”的本意是头脑迟钝。



无题派是指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无题》周刊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维·韦·波尔土加洛夫、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人。无题派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西欧批判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支持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列宁称无题派为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化的孟什维克。无题派后来集结在左派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周围。——3。





[6] 这里说的伯恩施坦派是指俄国无题派之类的分子。



伯恩施坦派是国际工人运动中以爱·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派别，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派思想体系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派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派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3。





[7] 《工人旗帜报》是布尔什维克的不合法报纸，1908年3—12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7号。第1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部工业区区域局机关报出版，第2—6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第7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部工业区区域局、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先后担任编辑的有索·雅·策伊特林、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德·伊·库尔斯基和弗·米·舒利亚季科夫（多纳特）。



《工人旗帜报》从第5号起就党对杜马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态度问题开展讨论，在第5号上发表了一个召回派分子的信（署名：一工人），在第7号上发表了批评召回派的《一个党的工作者的信》（即本卷提到的《论迫切问题》一文）。列宁对这两封信都作了分析（见本卷第266—282页和第340—343页）。——4。





[8] 非常法（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放，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4。







《列宁全集》第17卷


论俄国革命的“本性”

（1908年3月26日〔4月8日〕）

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9]，——立宪民主党的《 言语报
 》[10]在它不久以前的一篇社论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国反革命自由派的正式机关报这个宝贵的自供是必须特别着重指出的，因为这里涉及到俄国革命的 本性
 问题。布尔什维主义对 农民
 资产阶级革命的“本性”的基本观点，就是这个革命只有 反对
 动摇的、不稳定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可以始终坚持说，事变已经十分有力地证实了这种观点。

1906年初第一届杜马[11]召开以前，司徒卢威先生写道：“杜马中的农民将成为立宪民主党人。”这在当时是一个自由派的 大胆
 断言，他 还想
 把庄稼汉从幼稚的君主派改造成为反对派的拥护者。当时，官僚的机关报，维特先生的走狗们的报纸《俄罗斯国家报》[12]担保说，“乡巴佬会来搭救的”，就是说，广大的农民代表对专制制度有利。这种看法在当时（已经过去很久了！有整整两年了！）非常流行，甚至从孟什维克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13]上的发言中也可以清楚地听到类似的调子。

但是，第一届杜马就使这些君主派的幻想和 自由派的幻想
 完全破灭了。最愚昧的、不开展的、政治上无知的、没有参加政党的庄稼汉，竟比立宪民主党人[14] 左得不可比拟
 。立宪民主党人同“劳动派[15]精神”和劳动派政策的斗争，是头两届杜马期间自由派“活动”的主要内容。第二届杜马被解散以后，司徒卢威先生（反革命自由派中的先进人物）对劳动派进行了激愤的批评，宣布对农民的“激进知识分子”领袖进行十字军讨伐，从而表明了自由派的 彻底破产
 。[16]

自由派经过两届杜马的试验彻底失败了：他们 没有能
 “使庄稼汉驯服”。他们没有能使庄稼汉谦逊一些，肯于让步，愿意同地主专制制度妥协。资产阶级的律师、教授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废物这些自由派未能“适应”“劳动派”的庄稼汉。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落 在
 劳动派 后面
 。因此，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的全部历史意义可以概括如下：自由派 已经
 彻底证明自己是反革命的，不能领导农民革命；农民 还
 没有完全懂得，只有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走革命的共和的道路，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自由派的破产意味着地主反动派的胜利。自由派被地主反动派吓倒，受到他们的轻视和侮辱，成为斯托雷平立宪滑稽剧中的农奴制帮凶，因此现在，有时由于想到过去而伤心落泪。当然，同劳动派精神作斗争是艰苦的，非常艰苦的。但是……不管怎样……一旦这种精神再次加强起来，我们还不能再一次取胜吗？那时，我们还不能较成功地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吗？我们德高望重的名人彼·司徒卢威不是在革命以前就写过，在两极的政党彼此进行尖锐斗争的时候，中间的政党总能得利吗？

于是同劳动派斗得筋疲力尽的自由派就向反动派摊出一张劳动派精神复活的王牌来！《言语报》的同一篇社论写道：“刚刚提交国家杜马的右派农民的土地法案和司祭的土地法案表现了过去的劳动派精神。正是劳动派精神，而不是立宪民主党的精神。”“一个法案是农民提出的，41个国家杜马代表签了名。另一个法案是司祭提出的。前者比后者激进一些，就是后者在某些方面〈请听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是怎么说的！〉也把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革法案远远抛在后面了。”自由派不得不承认，按照有名的六三选举法对选民进行了多次筛选以后，这个事实所证明的（这一点我们以前已经指出，见《无产者报》第22号）就不是什么偶然性，而是俄国革命的 本性
 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406—410页。——编者注］

 。

《 言语报
 》写道，农民占有土地资产不是一种过渡性的办法，“而是一种固定的制度”。立宪民主党人承认这一点，但又谦逊地闭口不谈，他们自己为了迎合反动派，奉承反动派，在从第一届杜马转到第二届杜马的时候，把关于土地资产的主张（即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土地国有化）从自己的纲领中删去了，而赞成古尔柯的土地完全私有的观点[17]。

《 言语报
 》写道，农民按公道的估价（就是说，按立宪民主党的估价）购买土地，但是（这个“但是”真是意味深长！），估价要由“当地的全体居民选出的”地方土地机关来作。

有些东西，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又不得不闭口不谈。他们不得不绝口不提，这种全体居民的选举使人很快就联想到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有名的“劳动派”法案，即通过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出地方土地委员会的法案。他们不得不绝口不提，头两届杜马的自由派如何卑鄙地反对这个从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唯一可行的法案，如何可鄙地支吾搪塞，转弯抹角，希望 不要把
 他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在《 言语报
 》的社论（后来米留可夫的《斗争的一年》[18]转载了这篇社论）中，在库特列尔的草案和丘普罗夫的文章（立宪民主党的《土地问题》文集第 2卷）[19]中说到的东西，在杜马讲坛上全都 说出来
 。那就是他们在自己的报刊上承认，按他们的意图，参加地方土地委员会的代表应当是一半农民，一半地主，外加一名 政府代表
 作为第三者参加。换句话说，立宪民主党人把庄稼汉出卖给了地主，处处保证地主占多数（地主加上地主专制政府的代表，总是比农民占多数）。

我们完全了解，为什么议会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这些骗子 不得不
 绝口不提这一点。不过，他们以为工人和农民会忘记俄国革命道路上这些最大的路标，这是枉费心机。

连司祭这些极端反动分子，这些政府特地豢养的黑帮极端反动分子的土地法案也要比立宪民主党人的走在前面。连他们也谈到了降低“人为拾高的”土地“价格”，谈到土地累进税，以及地块不超过消费定额免交任何赋税。为什么农村的司祭这个官方正教的巡官，要比资产阶级自由派更 偏向于
 农民方面呢？因为农村司祭不能不同庄稼汉生活在一起，许多事情要依靠他们，甚至有时在神父利用教会的土地经营小农业的情况下，还要当一当农民。农村的司祭，不管他是哪个极端祖巴托夫式杜马的代表，都是要回农村的，而要回农村，不管农村受到讨伐队和斯托雷平常驻军队怎样的清洗，站在地主一边是 回不去的
 。因此，把庄稼汉出卖给地主，这对最反动的神父来说，比对有学问的律师和教授要难。

一点不错！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在农民的俄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本性就是这样：只有农民起义取得胜利 （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种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才能不顾资产阶级自由派内在的反革命性而把这个革命引向胜利。

现在，自由派或者是不相信劳动派精神的力量（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事实俱在），或者是打算再来一次政治欺诈。下面就是《 言语报
 》的结语中提出的这种欺诈的纲领：“只有认真地实际地提出这类改革〈即“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土地改革〉，才能医好居民的空想企图。”这段话应读作：斯托雷平先生阁下，尽管你到处布满绞架，实行六三选举法，但并没有“医好”居民的“空想的劳动派精神”。让我们再来试验一次：我们答应人民进行一次最广泛的民主改革，实际上是用向地主赎买土地和地主在地方土地机关中占优势的办法来把人民“医好”！

我们衷心感激米留可夫、司徒卢威先生之流这样热心“医治”居民对和平立宪道路的“空想”信仰。他们正在医治，看来是会医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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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是法国作家让·拉封丹所写寓言《变成女人的牝猫》的结束语，意思是事物的本性不能改变。寓言说，一个男人养了一只牝猫，经过日夜祈祷，牝猫终于变成了女人，做了他的妻子。可是一天夜里，老鼠来咬席子，新娘又象猫一样捉起老鼠来。——6。



[10] 《言语报》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6。





[11] 第一届国家杜马（维特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共有代表478名，其中立宪民主党人占13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布尔什维克抵制了这一届杜马的选举。



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向杜马提出了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力图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揭出了以“104人法案”著称的土地法案，要求建立全民土地资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土地份额平均使用土地。沙皇政府于6月20日（7月3日）发表声明，断然表示地主土地所有制不可动摇，并于7月9日（22日）宣布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



下面引的彼·伯·司徒卢威的话，出自他的《政论家的短评。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大会和召集国家杜马》一文（载于1906年2月18日（3月3日）《北极星》杂志第10期）。原话是：“所有将要进入国家杜马的真正农民，不论他们是在什么旗帜下被选进国家杜马的，在杜马中都将成为立宪民主党即人民自由党的真正党员，因为在俄国这个党是坚定和一致地坚持有利于农民的根本的土地改革的唯一的议会大党。”——6。





[12] 《俄罗斯国家报》是俄国政府机关报，1906年2月1日（14日）—5月15日（28日）在彼得堡出版。——6。





[13]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62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代表还有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和崩得的代表各3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1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1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参加大会的共有157人。



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1905年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导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两派分别制定的纲领，并按300名党员产生一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织遭摧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112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则拥有62票，而且拥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



代表大会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党的章程这几个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



大会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种纲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作了一些修改。大会还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和武装起义的决议。大会未经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区各民族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局面。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名孟什维克和3名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清一色的5名孟什维克组成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这本小册子中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65页）。——6。





[14] 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官府、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6。





[15] 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7。





[16] 指彼·伯·司徒卢威的文章《知识分子思想的保守性》和《是策略，还是观念？》。两篇文章都以《关于俄国革命的思考》为副标题，分别载于1907年《俄国思想》杂志第7期和第8期。——7。





[17] 沙皇政府副内务大臣弗·约·古尔柯曾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作报告，为土地私有制的完全不可侵犯作辩护。他还在一本名为《土地问题管见》（1906年彼得堡版）的小册子里反复论证这样一个观点：把大地主的全部土地或者哪怕是它的一大部分转交给农民，不仅不能提高农民的福利，而且会使他们陷入更大的贫困。他还断言，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使用是行不通的，在经济上对国家是极有害的。同时，古尔柯建议将村社的每个成员所使用的一块份地分给他们，作为其私有财产。——8。





[18] 指1906年5月25日《言语报》第82号社论。这篇社论以《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各自如何理解地方土地委员会的任务》为标题，收入了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帕·尼·米留可夫的《斗争的一年。1905—1906年政论集》一书。——9。





[19] 指亚·伊·丘普罗夫的《论土地改革问题》和尼·尼·库特列尔的《关于扩大和改善农民土地占有的措施的法令草案》。这两篇文章载于1907年在莫斯科出版的立宪民主党的《土地问题》文集第2卷。——9。







《列宁全集》第17卷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20]


（1908年4月3日〔16日〕以前）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方教授按官方意图讲授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是为了愚弄那些出身于有产阶级的青年，为了“训练”他们去反对内外敌人，关于这种科学和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这种科学对马克思主义连听都不愿听，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已经被消灭。无论是借驳斥社会主义来猎取名利的青年学者，或者是死抱住各种陈腐“体系”的遗教不放的龙钟老朽，都同样卖力地攻击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扎根，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而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却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

就是在那些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联系而且主要在无产阶级中间流传的学说中，马克思主义也远远不是一下子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在它存在的头半个世纪中（从19世纪40年代起）一直在同那些与它根本敌对的理论进行斗争。在40年代前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站在哲学唯心主义立场上的激进青年黑格尔派[21]。40年代末，在经济学说方面进行了反对蒲鲁东主义[22]的斗争。50年代完成了这个斗争，批判了在狂风暴雨的1848年显露过头角的党派和学说。60年代，斗争从一般的理论方面转移到更接近于直接工人运动的方面：从国际中清除巴枯宁主义[23]。70年代初在德国名噪一时的是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70年代末则是实证论者杜林。但是他们两人对无产阶级的影响都已经微不足道了。马克思主义已经绝对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

到上一世纪90年代，这一胜利大体上完成了。甚至在蒲鲁东主义传统保持得最久的罗马语各国[24]，工人政党实际上也把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重新恢复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组织，即定期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斗争就立即在一切重大问题方面都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了。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比较完整的、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排挤出去以后，这些学说所表现的倾向就开始给自己另找出路。斗争的形式和起因改变了，但是斗争还在继续。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50年（从19世纪90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

这个派别因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施坦而得名，因为伯恩施坦叫嚣得最厉害，最完整地表达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即修正主义。甚至在俄国这样一个由于经济落后，由于被农奴制残余所蹂躏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自然会支持得最久的国家里，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清清楚楚地在我们眼前转变成修正主义了。我们的社会人民党人无论在土地问题上（全部土地地方公有化的纲领），或者在纲领和策略的一般问题上，都不断地用对马克思学说的种种“修正”来代替他们的自成系统而同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旧体系的那些日益消亡、日趋没落的残余。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被击溃了。它已经不是站在自己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这一共同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继续斗争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究竟怎样。

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25]后面蹒跚而行。教授们重复神父们已经说过一千遍的、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滥调，修正主义者就带着傲慢的微笑嘟哝着（同最新出版的手册一字不差），说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教授们轻蔑地把黑格尔视作一条“死狗”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编者注］

 ，耸肩鄙视辩证法，而自己却又宣扬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简单的”（和平静的）“演进”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教授们拿他们那些唯心主义的和“批判的”体系去适应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哲学”（即神学），以酬报官家给的俸禄，修正主义者就向他们靠拢，竭力把宗教变成“私人的事情”，不是对现代国家来说而是对先进阶级的政党来说的“私人的事情”。

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修正”的真正的阶级意义是什么，这无须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不说自明的。我们仅仅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大肆散播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地着重指出这一点现在尤其必要，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其错误地企图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在策略上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偷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垃圾 
［注：见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等人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分析这本书不是本文的任务，我现在只声明一点，在最近的将来，我要写几篇论文或专门写一本小册子来说明，本文中关于新康德派修正主义者所说的一切，实质上也适用于这些“新的”新休谎派和新贝克莱派修正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编者注）］

 。

谈到政治经济学，首先应当指出，修正主义者在这一方面所作的“修正”更广泛详细得多，他们竭力用“经济发展的新材料”来影响公众。他们说，集中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在农业方面根本没有发生，而在商业和工业方面也进行得极其缓慢。他们说，现在危机已经比较少见、比较微弱了，卡特尔和托拉斯大概会给资本提供根本消除危机的可能。他们说，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的“崩溃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阶级矛盾有减弱和缓和的趋势。最后他们说，就连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不妨按照柏姆－巴维克的观点来加以纠正。

在这些问题上同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正象20年前恩格斯同杜林的论战一样，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思想有了颇见成效的活跃。人们用事实和统计数字分析了修正主义者的论据，证明了修正主义者一贯地粉饰现代小生产。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大 生产
 在技术方面和经营方面都比小生产占优势的事实，由无可辩驳的材料证实了。但是在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要弱得多，而现代的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通常都不大善于特别注意那些表明农业愈来愈卷入世界经济 交换
 的农业专业部门（有时甚至是专门的作业）。在自然经济的废墟上，小生产是靠营养不断恶化，经常挨饿，延长工作日，家畜质量及其饲养情况恶化，总之，是靠手工业生产用来对抗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那些手段来维持的。科学和技术每前进一步，都必不可免地、毫不留情地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小生产的基础，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这一过程所表现的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一切形式，是向小生产者证明，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支持下去，农民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出路，农民必须接受无产者的观点。从学术上来说，修正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毛病，是他们对一些片面抽出的事实作肤浅的概括，而没有把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看；从政治上来说，他们的毛病就是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势必号召农民或推动农民去接受业主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是推动他们去接受革命无产者的观点。

在危机论和崩溃论方面，修正主义的情况更糟。只有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只有最近视的人，才会在几年的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影响下，想要改造马克思学说的原理。现实很快就向修正主义者表明，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在繁荣之后，接着就来了危机。各个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卡特尔和托拉斯把生产联合起来了，但是大家都看到，它们同时又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变本加厉，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资本的压迫更加严重，从而使阶级矛盾尖锐到空前的程度。最新的巨型托拉斯恰恰特别清楚、特别广泛地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不管这是指一次次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还是指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崩溃。不久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全欧洲失业人数惊人的增加，更不用说有许多迹象预示快要到来的工业危机，——这一切使大家都忘记了修正主义者不久以前的“理论”，似乎连许多修正主义者自己也忘记了。但是这种知识分子的不坚定性给工人阶级的教训，是不应当忘记的。

关于价值理论，要说的只有一点，就是除了一些柏姆－巴维克式的异常模糊的暗示和叹息，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根本没有拿出什么东西来，所以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确实想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他们说，政治自由、民主和普选权正在消灭阶级斗争的根据，并且使《共产党宣言》里的工人没有祖国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7页。——编者注］

 这个旧原理变得不正确了。他们说，在民主制度下，既然是“多数人的意志”起支配作用，那就不能把国家看作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能拒绝同进步的社会改良派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去反对反动派。

毫无疑义，修正主义者的这些反对意见，是一个相当严整的观点体系，即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观点体系。自由派总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正在消灭阶级和阶级的划分，因为一切公民都毫无差别地拥有投票的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19世纪下半叶的全部欧洲史和20世纪初的全部俄国革命史，都很清楚地表明这种观点是多么荒谬。在“民主制的”资本主义的自由下，经济上的差别并没有缩小，而是日益扩大，日益加深。议会制度并没有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不断暴露这种本质。议会制度有助于教育和组织比先前积极参加政治事变的人多得多的广大居民群众，但是这不会消除危机和政治革命，只会在这种革命发生时使国内战争达到最激烈的程度。1871年春天的巴黎事变和1905年冬天的俄国事变，已经再明显不过地表明这种激烈的情况是必然要到来的。法国资产阶级连一秒钟都没有犹豫，立刻就同全民族的敌人，同蹂躏其祖国的外国军队勾结起来镇压无产阶级运动。谁不懂得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的辩证法会导致比先前更激烈地用群众的暴力去解决争执，那他就永远不能在这种议会制度的基地上去进行坚持原则的宣传鼓动工作，真正培养工人群众去胜利地参加这种“争执”。在西欧同社会改良主义自由派、在俄国革命中同自由主义改良派（立宪民主党）实行联合、妥协和联盟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表明这种妥协只能模糊群众的意识，因为这种妥协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群众斗争的真实意义，把正在斗争的人同最不能斗争、最动摇、最容易叛变的人拴在一起。法国的米勒兰主义[26]是在真正全国的广大范围内运用修正主义政治策略的最大尝试，它给修正主义作了一个使全世界无产阶级永远不会忘记的实际评价。

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的自然补充。“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从这一政策的实质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颖的”问题、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没有预见到的局势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内改变了发展的基本路线），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的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现象。每一个稍有见识、稍有头脑的社会主义者都丝毫不会怀疑：德国正统派和伯恩施坦派、法国盖得派和饶勒斯派（现在尤其是布鲁斯派[27]）、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和独立工党、比利时布鲁凯尔[28]和王德威尔得、意大利整体派[29]和改良派、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关系实质上到处都一样，虽然按所有这些国家的现状来说，民族条件和历史因素极不相同。当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化”，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里现在实质上已经是按 同一条
 路线进行的，这表明比30—40年前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那时在不同的国家里相互斗争的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不同类型的倾向。现在在罗马语各国出现的“革命工团主义”[30]这种“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也趋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对它加以“纠正”：意大利的拉布里奥拉、法国的拉葛德尔总是不求助于过去被人误解的马克思学说，而求助于现在被人正确理解的马克思学说。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分析 这种
 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它还远不如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那样成熟，还没有国际化，还没有经受过同任何一国社会党的实际的大搏斗。因此，我们在这里只分析上述那种“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

为什么修正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呢？为什么它的根源比民族特点的差别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差别还要深呢？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身旁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产生的，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产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工厂附属物，如家庭劳动以及适应大工业如自行车工业和汽车工业的需要而散布在全国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同样必然要被重新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十分自然，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会不断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十分自然，情况只能如此，而且一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还会如此，因为，那种认为必须在大多数人口“完全”无产阶级化以后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目前我们往往只是在思想领域经历的事情，即同理论上修正马克思学说的人进行的争论，目前在实践上只是在工人运动某些局部问题上暴露出来的事情，即同修正主义者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将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决定群众的行动有最直接意义的几点上，将迫使人们在斗争高潮中分清敌友，抛开坏的同盟者，以便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

19世纪末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小市民的种种动摇和弱点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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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最初发表于《卡尔·马克思（1818—1883）》文集，署名弗拉·伊林。文集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而编的，由克德罗夫出版社于1908年10月在彼得堡出版。除列宁的这篇文章外，文集还收有尤·涅夫佐罗夫的《卡·马克思的生平和活动》、尼·罗日柯夫的《卡尔·马克思和阶级斗争》、弗·巴扎罗夫的《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罗·卢森堡的《纪念卡·马克思》、格·季诺维也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加米涅夫的《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普·奥尔洛夫斯基的《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米·塔甘斯基的《马克思论俄国》等文。——11。



[21] 青年黑格尔派也称黑格尔左派，是德国的一个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产生于19世纪30—40年代，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代表。主要代表人物有阿·卢格、布·鲍威尔、戴·施特劳斯、麦·施蒂纳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12。





[22] 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思想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广泛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12。





[23] 巴枯宁主义是以米·亚·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巴枯宁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及其特有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代表，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他们认为国家是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要求废除一切国家，实行小生产者公社的完全自治，并把这些公社联合成自由的联邦（按巴枯宁主义者的说法就是实现“社会清算”）。巴枯宁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否定工人阶级的一切不直接导致“社会清算”的斗争形式，否认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而主张由“优秀分子”组成的秘密革命团体去领导群众骚乱。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巴枯宁主义在当时经济上落后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南部和瑞士的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中得到传播。在巴枯宁主义影响下，也形成了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一个派别。



1868年，巴枯宁在日内瓦建立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同盟申请加入第一国际遭到拒绝以后，巴枯宁主义者采取对国际总委员会的决定阳奉阴违的办法，表面上宣布解散这个组织，而实际却继续保留，并于1869年3月以国际日内瓦支部的名义把它弄进了国际。巴枯宁主义者利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在国际内部进行了大量分裂和破坏活动，力图夺取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权，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揭露和批判。1872年9月2—7日举行的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把巴枯宁和另一位巴枯宁派首领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19世纪最后25年间，巴枯宁主义者蜕化成了脱离群众的小宗派。——12。





[24] 指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西南欧国家。——12。





[25] 新康德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派别。新康德主义是19世纪60年代在德国产生的，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特别流行。创始人是奥·李普曼和弗·阿·朗格等人。1865年李普曼首次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新康德主义因此而得名。新康德主义者从右边批判伊·康德，屏弃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而进一步发展它的认识论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观点。他们宣称自然科学已证明物质可以归结为抽象的数学公式，因此科学所研究的并不是现实世界，而是数学和逻辑这种“思维结构”，康德的“自在之物”只是人的思维的“极限概念”。他们认为，自然界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在自然界和社会中都不存在客观规律性。新康德主义者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不应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应是康德的伦理学。他们鼓吹所谓“伦理社会主义”，宣布社会主义是人类竭力追求但又无法达到的一种共同生活的“道德理想”。新康德主义曾被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等人利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谢·尼·布尔加柯夫是新康德主义的信徒。——13。





[26] 米勒兰主义是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一种机会主义策略，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列宁称米勒兰这种行为为“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7页）。列宁认为米勒兰主义是修正主义和叛变行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必定会充当资本家的傀儡，成为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17。





[27] 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该派于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订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犯有片面性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饶勒斯派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派。饶勒斯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持修正态度，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



布鲁斯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保·布鲁斯等人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该派起初是法国工人党中改良主义的一翼，1882年法国工人党分裂后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1883年改称法国劳动社会联盟。该派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模糊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因此也被称为可能派。1902年，布鲁斯派同其他一些改良主义派别一起组成了以让·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社会党。



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合并，统称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8。





[28] 英国社会民主联盟（S．D．F．）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一组织是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于1884年8月成立的。参加联盟的除改良主义者（亨·迈·海德门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外，还有一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哈·奎尔奇、汤·曼、爱·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等），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联盟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脱离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忽视这一运动的特点。1907年，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英国社会民主党。1911年，英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一起组成了英国社会党。1920年，社会党的大部分党员参加创立英国共产党的工作。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18。





[29] 整体派是20世纪初意大利社会党内的一个派别，整体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其领袖是恩·费里。整体派在一些问题上同持机会主义立场的改良主义派进行了斗争。——18。





[30] 革命工团主义是19世纪末在一系列西欧国家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思潮。工团主义者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工会（工团）只要组织工人举行总罢工而不必进行革命，就能推翻资本主义，把生产的管理掌握在自己手里。列宁曾指出：“在西欧，革命工团主义在许多国家里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议会迷的直接的和必然的产物。”（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81页）——18。







《列宁全集》第17卷


沿着老路走去！

（1908年4月16日〔29日〕）

对俄国革命，即对革命头三年如何估计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了。不弄清我国各政党的阶级本性，不分析各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利益和相互关系，在确定无产阶级的最近任务和策略方面是寸步难行的。在本文中，我们正是打算为读者作一次这种分析的尝试。

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31]第3号上，费·唐恩和格·普列汉诺夫都发表了文章，一个对革命的结局作了系统的估计，另一个就工人政党的策略作了总结。唐恩的估计可以归结为一点，即认为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抱希望不能不是一种幻想。“无产阶级实行新的、广泛的革命发动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产阶级的立场。”“在它〈新高潮〉的最初阶段，当工人革命运动的高潮还没有把城市小市民卷进去，而城市革命的发展还没有在农村燃起烈火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面对面地作为两种主要的政治力量出现。”

从这种“真理”中应当得出的策略方面的结论，费·唐恩显然没有说完。他显然是不好意思写出那种自然而然地会从他的话里得出的结论：向工人阶级推荐孟什维克的著名策略——支持资产阶级（请回忆一下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对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的口号的支持、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全权杜马等等）。可是普列汉诺夫替唐恩作了补充，他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3号上写了一篇杂文，最后一句是：“如果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1906年能够避免半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所犯的这些错误〈即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能力估计不足，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活动的能力估计过高〉，那对俄国是一件好事！”

这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唐恩和普列汉诺夫不是直言不讳地，而是小心翼翼地企图证明孟什维克要无产阶级依赖立宪民主党人这一政策是正确的。那我们就来仔细考察一下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理论根据”吧。

唐恩是这样论述的，他说“农民运动”是以“沿着资产阶级道路和无产阶级道路成长和发展的城市革命”为转移的。因此，随着“城市革命”的高潮而来的是农民运动的高潮，而随着城市革命的低落，“被革命高潮压下去的农村内部的对抗又重新尖锐起来”，“政府的土地政策、离间农民的政策等等开始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从这里就得出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那个结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是新高潮最初阶段的主要政治力量。按照费·唐恩的意见，“无产阶级应当而且可以利用这种状况来发展革命，使这种发展远远超过革命新高潮的 起点
 ，并且造成以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为标志〈原文如此！〉的社会彻底民主化”。

不难看出，发表这种议论完全是由于 根本
 不懂得我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而且还说些“以解决”问题“为标志”的“彻底民主化”这样廉价的空话，很拙劣地把这种无知掩盖起来。

费·唐恩认为，“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抱希望”，这在现在和过去都是出于民粹派的偏见，是由于忘记了农村内部的对抗和农民运动的个人主义性质。这是大家早就知道的普通的孟什维克观点。但是到目前为止，未必有谁象费·唐恩在我们所分析的文章中这样清楚地展示出这些观点的荒谬绝伦。这位最可尊敬的政论家竟然会 没有觉察到
 ，他认为是互相对立的 两种
 “ 解决
 ”土地问题的办法都是符合“农民运动的个人主义性质”的！实际上，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照唐恩的说法）的斯托雷平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在农民的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费·唐恩称之为“根本的”、同“社会彻底民主化”相联系的另一种解决办法又怎样呢？最可尊敬的唐恩是不是认为，这个办法 不是建立
 在农民的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呢？

不幸的是，唐恩用“以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为标志的社会彻底民主化”这种空话来掩饰他的根本不善于思考。他象瞎子一样不知不觉地 偶然碰上
 两种客观上可能实现但是还没有被历史最终选定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可是又不能明确地说明这 两种
 解决办法的性质和条件。

为什么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32]能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呢？因为在我国农民中间，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已形成了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民无产阶级这样两个敌对阶级。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能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这样的胜利意味着什么？要是形势对斯托雷平非常有利，这种胜利是可能的，它意味着土地问题在资产阶级俄国的“解决”使地主和农民的 全部
 土地的私有制得到 彻底的
 （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巩固。这将是 普鲁士
 式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确实能保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异常缓慢，要把政权长期交给容克[33]，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来说，比另一种客观上 可能实现的
 、也是资本主义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要痛苦一千倍。

唐恩不假思索，就把另一种解决办法称为“根本的”解决办法。这种话没有什么价值，也没有丝毫意义。斯托雷平的解决办法也是很根本的，因为它是在根本摧毁俄国的旧村社[34]和旧土地制度。农民解决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问题的办法同 斯托雷平
 和 立宪民主党人
 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的真正差别在于：前者必然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而且很可能也废除农民土地私有制（农民份地这个个别问题，我们暂且不去谈它，因为就是从我们目前的“地方公有化的”土地纲领的观点来看，唐恩所有的议论也都是错误的）。

现在试问，第二种解决办法在客观上确实有可能实现吗？无疑是可能的。这是一切有头脑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同意的， 否则
 无产阶级支持小私有者没收大地产的愿望，就是反动的诈骗行为。在其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写出支持 农民
 没收大地产的愿望的纲领。在俄国，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一致认为有支持这种愿望的必要。为什么？因为在俄国， 客观上
 有可能走 另一条
 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一条不是“普鲁士式的”，而是“美国式的”，不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或容克的），而是农民资产阶级的道路。

斯托雷平和立宪民主党人，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尼古拉二世和彼得·司徒卢威彼此一致的地方是：必须通过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办法为资本主义“清洗”俄国腐朽的土地制度。他们分歧的地方只是如何更好地保存这种所有制和保存到什么程度。

工人和农民，社会民主党人和民粹主义者（包括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35]、社会革命党人[36]）彼此一致的地方是：必须通过以暴力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办法为 资本主义
 “清洗”俄国腐朽的土地制度。他们分歧的地方是：社会民主党人了解，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土地革命，即使是最根本的土地革命，不论是土地地方公有化，土地国有化，土地社会化，或是土地分配，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民粹主义者却不了解这一点，他们用关于平均制的庸俗而空想的词句来粉饰他们争取农民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而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演进的斗争。

费·唐恩之所以十分糊涂、十分愚蠢，是由于他根本不了解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基础。他只看到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小市民社会主义对目前革命中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经济内容和经济意义这一问题有意见分歧，而“ 没有觉察到
 ”在这种分歧后面各种现实的社会力量为争取这种或那种客观上可能实现的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的道路而进行的斗争。而且他还用斯托雷平的“一定程度的成功”和“以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为标志的社会彻底民主化”这种词句来掩饰他的这种完全无知。

事实上，现在俄国的土地问题是这样的：斯托雷平的政策要取得成功，就需要长期用暴力镇压和屠杀不愿意饿死、也不愿意流落他乡的农民群众。历史上有过这类政策取得 成功
 的例子。如果我们说这种政策在俄国“不可能”取得成功，那这是民主派的空洞而愚蠢的漂亮话。可能成功的！但是我们的任务是明确地向人民指出，这种成功要用什么样的代价换取，我们应当全力争取另外一条比较短、比较快的道路，即 通过
 农民革命实现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是困难的，是很困难的，但是革命是可能发生的，必须为实现这一革命而斗争。三年的革命使我们和全体人民不仅懂得必须为实现这一革命而斗争，而且懂得如何去斗争。不论孟什维克在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这个政策上耍什么“花招”，都不能使工人忘记这些革命教训。

其次，尽管群众进行了斗争，但是斯托雷平的政策还是长久地维持下去而足以成功地实现“普鲁士式的”道路，那又怎么办呢？那时俄国的土地制度将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土地制度，大农将几乎把所有的份地都拿到自己手里，农业将成为资本主义的农业，而在 资本主义制度
 下，任何“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无论是根本的还是不根本的，都是不能实现的。那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会直接和公开地把任何“土地纲领”都抛掉，并且向群众说，工人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来保证俄国发展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容克式的资本主义。工人现在号召你们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因为 在
 按斯托雷平的精神“解决”土地问题 之后
 ， 任何其他
 能够真正改变农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条件的革命 都不可能有了
 。

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即唐恩在他用德文转述他的俄文文章[37]时（《新时代》杂志第27期）弄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就是这样一种相互关系问题。

在俄国，就是实现了斯托雷平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农业发展道路，资产阶级革命也还可能发生，甚至必然会发生。但是，在1830年和1848年的法国革命 这样的
 革命中，是谈不上“以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为标志的社会彻底民主化”的。或者确切些说，在这样的革命中，只有小市民的 冒牌
 社会主义者还会喋喋不休地嚷着要“解决”（特别是“根本解决”）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解决了的土地问题。

但是在俄国还远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这一点，不仅我们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很清楚，不仅同情革命和希望革命出现新高潮的人们很清楚，甚至那些彻头彻尾的、自觉的、肆无忌惮的、反对革命的敌人和黑帮专制制度的朋友，如彼得·司徒卢威先生，也是很清楚的。如果他“大哭大叫”，说我们需要俾斯麦，需要把反动变成自上而下的革命，那么这正是因为司徒卢威在我国既 没有
 看到俾斯麦，也 没有
 看到自上而下的革命。司徒卢威看到的，是仅仅依靠斯托雷平的反动和成千的绞架决不能建立起地主资产阶级的、巩固的、雇农的俄国。需要采取另外的办法，另一种类似解决（哪怕是按照俾斯麦的方式）全国性的历史课题、类似统一德国、类似实行普选制的办法。而斯托雷平只能把杜姆巴泽和里加博物馆[38]的英雄们统一起来！甚至 不得不
 废除根据1905年12月11日法令[39]制定的维特选举法！斯托雷平甚至不得不撒开那些对唐恩所说的土地政策的“一定程度的成功”感到满意的农民，而从参加第三届杜马的农民那里听取“劳动派的”要求！

当彼得·司徒卢威清楚地看到，我国 没有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准备就绪的、差强人意的、温和谨慎的、残缺不全的、经久不变的“宪法”，他怎能不“哭叫”、不呻吟、不流泪呢？

司徒卢威很清楚他正在往哪里走。而费·唐恩在三年的革命中却什么也没有学会，什么也没有忘掉。他仍然象瞎子一样，把无产阶级拉去受司徒卢威先生们的庇护。他仍然嘟哝着那些反动的孟什维克的话，说什么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能够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那么反对谁呢，最可尊敬的先生？反对古契柯夫吗？反对君主制吗？

费·唐恩用德文写的文章表明，他在这里给自由派脸上贴金已经到了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甚至恬不知耻地对德国公众说，城市小市民选了“进步的复选人”（即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第三届杜马[40]，而农民却选了百分之四十的反动的复选人！向斯托雷平鼓掌的“进步的”米留可夫们和司徒卢威们万岁！唐恩们和米留可夫们为了反对在第三届杜马中表现劳动派精神的“反动”农民而结成的联盟万岁！

为了迎合那些反动的孟什维克理论，普列汉诺夫还伪造了恩格斯的话。恩格斯说，马克思在1848年的策略是 正确的
 ，这个策略，而且只有这个策略真正给了无产阶级以正确可靠的、永远不能忘怀的教训。恩格斯说， 虽然
 这个策略是唯一正确的策略，但是它没有成功，原因是无产阶级的准备不够和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41]。可是普列汉诺夫，好象是为了嘲弄恩格斯，好象是为了让伯恩施坦们和斯特列尔佐夫们心花怒放，竟这样来解释恩格斯的话，说什么他对马克思的策略感到“遗憾”！似乎他后来承认马克思的策略是错误的，并且倾向于一种支持德国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

明天格·普列汉诺夫会不会又对我们说，恩格斯在谈到1849年的起义时认为“不应当拿起武器”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教给无产阶级的是革命的策略，是把斗争推进到最高形式的策略，是引导农民跟着无产阶级走，而不是引导无产阶级跟着自由派叛徒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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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国外机关报，1908年2月—1911年12月先后在日内瓦和巴黎出版，共出了26号（另外还于1911年6月—1912年7月出了《〈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小报》6号）。该报编辑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从第1号起就维护取消派的立场，为他们的反党活动辩护。普列汉诺夫于1908年12月与该报实际决裂，1909年5月13日正式退出该报编辑部。此后该报就彻底成为取消派的思想中心。——20。



[32] 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即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为在农村培植富农、建立沙皇制度的巩固支柱而实行的土地政策。1906年11月9日（22日）沙皇政府颁布了关于农民退出村社和把份地确定为个人财产的程序的法令。这个法令经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作了若干修改并批准后，被称为1910年6月14日法令，通称斯托雷平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地。村社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建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土地。独立田庄主和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土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购置土地，这样，富裕农民就有可能掠夺村社土地，得到最好的地段，同时用贱价收买贫苦农民的份地。斯托雷平土地政策加强了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和农民的分化，激化了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评论了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09—213页）。——22。





[33] 容克（德文Junker的音译）即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这里是借用来指俄国的农奴主－地主阶级。



容克从16世纪起就利用农奴劳动经营大庄园经济，并长期垄断普鲁士军政职位，掌握国家领导权。为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普鲁士在19世纪前半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是：1807年废除了农奴制；1850年3月颁布了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允许农民以高额赎金赎免劳役和其他封建义务。通过这些改革，容克不仅获得了大量赎金，而且掠夺了三分之一的农民土地；另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则丧失了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这就为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条件。在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容克农场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和农业机器，但容克仍保留某些封建特权，包括对自己庄园范围内的农民的审判权。列宁称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普鲁士的道路。——22。





[34] 俄国的村社是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就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村社能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农民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和贫苦农民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沙皇政府改变了对村社的政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个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23的农户和45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23。





[35] 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该党赞成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为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同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23。





[36] 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23。





[37] 指费·伊·唐恩发表在1908年《新时代》杂志第26年卷第2册第27期和第28期上的《俄国革命新高涨的条件》一文。



《新时代》杂志（《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3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25。





[38] 里加博物馆是人们给沙皇俄国里加警察局侦缉处拷问室取的诨称。在报纸上揭露了该警察局对被捕者采用残酷的刑讯手段的事实后，沙皇政府竭力否认，竟声称侦缉处的那些刑具是为了“成立博物馆”而收集来的。——26。





[39] 1905年12月11日（24日）法令是沙皇政府在莫斯科武装起义高潮中作为对工人的某种让步而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法（维特选举法）。与1905年8月6日颁布的关于“咨议性”布里根杜马的条例不同，这个法律规定成立“立法”杜马，除原定的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和农民选民团外，增添了工人选民团，并在维持城市选民团复选人总数不变的情况下稍许扩大了城市选民的组成。但是，按照这个选举法，选举仍然不是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并且事实上也不是秘密的。六三政变废除了这个选举法。——26。





[40] 第三届杜马（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据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在当年秋天选举、当年11月1日（14日）召开的，存在到1912年6月9日（22日）。这届杜马共有代表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1910年3月起）和米·弗·罗将柯（1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代表联盟11名，进步派28名，穆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派14名，社会民主党人19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的大国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用改良的办法诱使群众脱离革命。



第三届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政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政策。它拨巨款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并通过了一个大大扩大了军队员额的兵役法案。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在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个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3年，直到1911年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保险条件比1903年法案的规定还要苛刻。1912年3月5日（18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法案，甚至不许把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第三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于1910年批准了以1906年11月9日（22日）法令为基础的土地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一切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通过一连串的法律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它主张沙皇政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在初期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26。





[41]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见他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612页）。——27。







《列宁全集》第17卷


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是否结成了联盟？

（1908年4月16日〔29日〕）

4月1日（14日）《法兰克福报》[42]登载的一份发自彼得堡的私人电讯说：“十月党人[43]、温和的右派、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和平革新党[44]从3月底起进行秘密谈判，讨论他们能否结成 联盟
 的问题。计划是由已经没有希望得到极右派支持的十月党人提出的。极右派由于对杜姆巴泽问题的质询而特别不满意十月党人，他们打算同反对派一起投票反对中派。这种做法会给杜马工作造成困难，因为极右派和反对派联合起来共有217票，而中派和温和的右派共有223票。第一次会议（讨论联盟问题）是在4月12日（俄历3月30日）举行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30个按比例选出的代理人。这次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决定在下星期内再召开会议。”

这条消息的可靠程度如何，我们不知道。不管怎样，俄国报纸的沉默并不是表示否认，我们认为，有必要把外国报纸的报道告诉我国读者。

说秘密谈判正在进行，这是没有什么不可信的。从1905年11月司徒卢威拜访维特起，到1906年夏同特列波夫及其同伙进行幕后谈判[45]等等为止，立宪民主党人的全部政治历史都 证明了
 他们的策略的实质就是从后门投奔当权者。但是，即使这个关于谈判的消息不可靠，那有一点也是不容怀疑的，就是在第三届杜马中，由于立宪民主党人向右转，在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之间 事实上存在着
 心照不宣的联盟。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的许多次投票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至于立宪民主党人发言的内容和他们的政治行动的性质，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早在第三届杜马召开以前就说过，在第三届杜马中有 两个
 多数（见《无产者报》[46]和 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一月全国代表会议[47]的决议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29—138页。——编者注］

 ）。我们当时就证明过，不愿承认这一事实（象孟什维克那样），而且主要是不愿对 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
 的多数进行 阶级
 分析，就等于让资产阶级自由派牵着走。

立宪民主党人的阶级本性暴露得愈来愈清楚了。现在事实迫使那些在 1906年不愿意看到这一点的人或者 承认
 这一点，或者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里去。





	载于1908年4月16日（29日）《无产者报》第2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35—36页














《列宁全集》第17卷


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48]


（1908年4月）

现在俄国谁都不会再想照马克思的学说进行革命了。不久以前，一家自由派的——甚至几乎是民主派的——甚至几乎是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的）报纸《首都邮报》，就是这样或者几乎就是这样宣扬的。[49]应当为这句名言的作者说句公道话：他们确实抓住了在最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有点教养的小市民中间，也许还在许多完全没有教养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普遍存在的对当前政治情绪和对我国革命教训的态度的 实质
 。

这句名言不仅反映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及其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使命的坚定信念的憎恨，对马克思主义支持广大群众的一切革命运动、深入开展斗争并把斗争进行到底的无畏决心的憎恨。不，不仅如此，这句名言还反映了对 不久前
 刚刚在俄国革命的 实践
 中经过 实际
 检验的斗争方法、活动方式和策略的憎恨。我国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确切些说，是一半的胜利、四分之一的胜利），完全是而且仅仅是由于无产阶级率领非无产阶级的劳动居民群众进行直接的革命冲击而取得的。一切失败都是由于这种冲击的削弱造成的，都是由于回避这种冲击、指望不发生这种冲击、有时甚至是干脆指望取消这种冲击（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而引起的。

现在，在反革命迫害猖獗的时期，小市民正在怯懦地巴结生活的新统治者，讨好称霸一时的新贵，抛弃以往的一切，竭力把它忘掉，要自己和别人相信，现在俄国谁都不会再想照马克思的学说进行革命，谁都不会再去考虑“无产阶级专政”， 等等
 。

在其他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旧政权镇压起义人民而取得的实际胜利也总是使广大的“有教养的”社会阶层灰心丧气，分崩离析。而那些真正为自由而斗争、在真正的革命事件中起过一些显著作用的资产阶级政党，却总是产生一些同现在俄国知识分子小市民中普遍存在的幻想相反的幻想。这就是幻想“自由、平等和博爱”必然会取得迅速的 和
 彻底的胜利，幻想建立一个天下太平和人间幸福的全人类的共和国，而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就是幻想在受过君主制和中世纪制度压迫的人民中间没有阶级纠纷，幻想暴力手段不能战胜“思想”，幻想过时的封建制度同新的自由民主的共和制度（对这种制度的资产阶级性，人们还根本没有认识到，或者认识极端模糊）截然对立。

因此，在反革命时期，探索到了科学社会主义观点的无产阶级代表人物不得不起来反对（如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所做的那样）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幻想，反对对革命传统和革命本质作唯心主义的理解，反对用浮夸的空话来代替在特定阶级中间进行坚忍不拔和严肃认真的工作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35—540页。——编者注］

 。我国的情况恰好相反。我们没有看到那种使我们在新的变化了的情况下继续进行革命工作这一迫切任务受到阻碍的原始共和主义幻想。我们没有遇到 夸大
 共和国的作用，把这个同封建制和君主制进行斗争所必需的口号变成全体被剥削劳动者进行各种解放斗争的口号的现象。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同他们一脉相承的、培育 这类
 思想的集团只是一小撮人，三年革命风暴时期（1905—1907年）促使他们成立了 机会主义
 小市民的新政党人民社会党，促使他们又一次加强了反对政治的暴动行为和无政府主义活动，而不是广泛地迷恋于共和主义。

小市民的德国在1848年革命的第一次冲击后的第二天，就明显地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幻想。小市民的俄国在1905年革命冲击后的第二天，就明显地表现出而且日益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幻想，这种机会主义希望不经过斗争就达成妥协，它害怕斗争，一遭到失败就急忙抛弃自己过去的东西，就以灰心、沮丧和变节行为来毒化社会气氛。

显然，这种差别是社会制度不同和两个革命的历史背景不同造成的。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居民群众同旧制度的矛盾不那么尖锐。恰恰相反，我国农民在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进行的土地运动比19世纪历次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运动，要强大得多，明确得多，政治上自觉得多。问题在于，在欧洲构成革命民主派核心的阶层，即城市行会手工业、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俄国却 一定是
 转向反革命自由派的。同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大军携手并进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自觉性，世世代代受农奴主压迫而陷于绝境、要求没收地主土地的庄稼汉的坚决的革命性，——就是这些因素使得俄国的自由派比欧洲的自由派更容易投入反革命的怀抱。因此俄国工人阶级要担负起这样的重任：保持知识分子和小市民急于抛弃的革命斗争传统，发扬和巩固这种转统，把它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中去，把它带到必然到来的民主运动的下一次高潮中去。

工人们自发地执行的正是这样一条路线。他们十分热情地参加了伟大的十月斗争和十二月斗争。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 只有
 通过这种直接的革命斗争，他们的状况才会有所改变。现在他们所说的，或者至少他们所感觉到的，就象一位织布工人在给他的工会机关报的信中所写的一样：工厂主夺去了我们的胜利果实，工长仍旧象过去一样嘲弄我们， 你们等着吧，1905年还会来的
 。

你们等着吧，1905年还会来的。这就是工人的想法。对于工人来说，这一年的斗争提供了 怎么办
 的范例。对于知识分子和变节的小市民来说，这是“疯狂的一年”，这是 不该这么办
 的范例。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研究和批判地掌握革命经验，就是要学会 更有效地
 运用 当时的
 斗争方法，使这种十月罢工斗争和十二月武装斗争更广泛、更集中、更自觉地进行。对于支配着变节的知识分子的反革命自由派来说，掌握革命经验，就是要永远避免“野蛮的”群众斗争“幼稚地”突然爆发，而代之以建立在斯托雷平“立宪主义”基础上的“先进的、文明的” 立宪
 活动。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掌握和批判地检验革命经验。社会党人和自由派在谈论。机会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谈论。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各种各样掌握革命经验的方法都不会超出 上述
 两种对立的掌握方法的范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明确地提出问题：我们是应当掌握并且帮助群众掌握革命斗争的经验以进行更顽强和更坚决的斗争呢，还是应当掌握立宪民主党人背叛革命的“经验”并把它传授给群众呢？

卡尔·考茨基在他的基本理论著述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已经译成欧洲所有主要文字的名著《社会革命》的第2版里，作了许多涉及俄国革命经验的补充和修改。第2版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906年10月，这就是说，作者掌握的材料不仅涉及1905年的“狂飙突进”，而且涉及我国革命的“立宪民主党时期”所发生的主要事件，涉及全国（几乎全国）都迷恋于立宪民主党人的选举胜利和迷恋于第一届杜马的时期。

在俄国革命 的
 经验中，考茨基认为哪些问题是重大的和主要的，或者至少是比较重要的，需要向 一般
 研究“社会革命的形式和武器”（考茨基著作第7节，即根据1905—1906年经验增补的一节的标题）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 新
 材料呢？

作者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 能够
 在俄国革命中取得胜利、使俄国革命成为真正胜利的革命的那些力量的阶级成分问题。

第二，俄国革命提供的、按革命力量的活动方向和攻击性质来说都是最高级的群众斗争形式——十二月斗争，即武装起义的意义问题。

任何一个多少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俄国革命事件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承认，这确实是在估计俄国革命以及估计目前形势要求工人政党执行的策略方针方面的两个主要的基本问题。如果我们不彻底弄清哪些阶级由于客观经济条件 能够
 使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成为胜利的革命，那么我们所说的要竭力把这一革命变成胜利的革命就是一句空话，就只是一种民主主义的豪言壮语，我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就必然是无原则的和摇摆不定的。

另一方面，要具体确定革命政党在目前全国性危机的风暴时期的策略，只是指出哪些阶级能够按照胜利完成革命的精神来行动显然是不够的。革命时期同所谓和平发展时期，同经济情况没有引起严重危机、没有产生强大的群众性运动的时期的区别，是革命时期的斗争 形式
 必然 更加多种多样
 ，而且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比领导人在议会、报刊上以及其他场合进行的宣传鼓动活动要多得多。因此，我们在估计革命时期时，如果只限于肯定不同阶级的行动 方针
 ，而不分析它们的斗争 形式
 ，那么我们的论断，从科学方面说来，就是不全面的、不辩证的，从政治实践方面说来，就会蜕化成 死板的说教
 （附带说一句，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他论述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策略的著作中，十分之九都是满足于这种说教的）。

如果要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估计革命，就应当把革命当作一场处于某种客观条件下、以某种方式活动以及多少成功地运用某些斗争形式的生气勃勃的社会力量所进行的斗争。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当然也只有在这种基础上，估计斗争的 技术
 方面和它的技术问题才是完全合适的，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完全必要的。承认一定的斗争形式而不承认学习斗争技术的必要性，就等于我们承认需要参加 某次
 选举而不重视规定 这次
 选举的技术问题的法律。

现在我们来谈谈考茨基对上面两个问题的回答。大家知道，这两个问题在 整个
 革命时期，即从1905年春天起（当时在伦敦举行的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50]和同时在日内瓦举行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51]都在明确的决议中规定了自己策略的原则基础），到1907年春天举行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52]时止，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了长时期的热烈争论。

对于第一个问题，考茨基作了如下的回答。他说，在西欧，无产阶级包括大量的居民群众 。因此民主派在日前欧洲的胜利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俄国，由于农民占大多数，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当然，社会民主党在最近的〈德文是absehbar，即看得见的，在视线内的〉将来也可能在俄国取得胜利 ，但是这种胜利只有依靠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Koalition〉才能取得。”考茨基甚至还说，这种胜利必然会有力地推动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还不足以确定哪些力量能够在这种革命中取得胜利。商业资产阶级或工商业资产阶级充当主要动力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可能发生的，而且也发生过。这种革命的胜利，作为上述资产阶级阶层对其敌人（如享有特权的贵族或无限君主制）的胜利，是可能的。俄国的情况则不同。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要作为资产阶级的胜利
 ，是不可能的。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农民占大多数，农民受半农奴制的大地产的残酷压迫，已经组成社会主义政党的无产阶级有力量有自觉性——所有这一切都使 我国的
 资产阶级革命具有 特殊的
 性质。这一特点并不排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而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在他们对考茨基的立场所作的最不成功的批评中却企图说明是排斥的）。这一特点只是决定了我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质和为了 在这样的
 革命 中
 取得胜利而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必要性。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取得 胜利
 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这种情况就是革命时期社会民主党内策略分歧的来源。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才能理解各种局部的争论（关于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问题，关于左派联盟及其性质的问题等）和个别的冲突。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革命的第一个时期（1905—1907年）的意见分歧的 根源
 就在于这种基本的策略分歧，而决不是象一些不知内情的人有时所想的那样，在于“战斗主义”或“抵制主义”。

必须十分注意研究这种分歧的根源，必须 根据上述观点
 来分析两届杜马和农民直接斗争的经验，这是应当始终坚持的。如果我们 现在
 不做这样的工作，那么在下一次运动高潮到来的时候，我们在策略方面每走一步都会在党内引起旧的争论或引起派别冲突和纠纷。社会民主党对自由派和农民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应当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来确定。否则，我们就不会有坚持原则的无产阶级策略。顺便说一句，决不能把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理解为无产阶级和农民两个不同的阶级或不同的政党的合并。不要说是合并，就是达成任何长期的协议，都会危害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 削弱
 革命民主主义斗争。农民必然会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这是它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我国革命在各个不同的斗争领域都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例子（如抵制维特杜马，选举，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劳动派等）。无产阶级只有执行革命先锋队的绝对独立自主的政策，才能使农民同自由派断绝关系，使他们摆脱自由派的影响，并在斗争过程中领导他们，从而 真正
 实现 “联盟”，也就是实现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条件下的联盟。只有无情地批评劳动派的弱点和动摇，而不是奉承他们，只有宣传主张共和制的、革命的农民政党的思想，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以便 战
 胜共同的敌人，而不是为了拿联合和协议开玩笑。

我们所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质，决定了这个革命不同于现代其他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又使这个革命接近于农民曾起过显著革命作用的过去几次资产阶级大革命。在这方面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一篇思想十分深刻而丰富的文章《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导言，恩格斯本人把这篇导言译成德文，载于《新时代》杂志第11年卷（1892—1893）第1册）中所写的一段话。恩格斯写道：“很有意思的是：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革命〈16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而在胜利后由于这一胜利的经济结果而必然破产的阶级又恰恰是农民。克伦威尔之后100年，英国的自耕农（yeomanry）差不多完全绝迹了。无论如何，正是由于这种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的参与，斗争才进行到底，查理一世才上了断头台。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正如1793年在法国和1848年在德国那样。这看来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恩格斯在同一篇文章的另一个地方指出，法国革命是“第一次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完全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的起义”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9—350、353页。——编者注］

 。

俄国革命的进程明显地证实了恩格斯的这两点历史的观察或概括。同时证实了，只有农民和无产阶级即“城市平民”的参与，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大大向前推进（在16世纪的德国、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农民可以占据首要地位，但是在20世纪的俄国，这种关系无疑必须颠倒过来，因为没有无产阶级的主动精神和领导，农民将一事无成）。证实了必须使革命 远远超过
 直接的、最近的、已经完全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目的，才能真正实现 这些
 目的，才能牢牢地巩固最起码的资产阶级成果。因此可以断定，象高加索的孟什维克在1905年的决议中写的“为了不使资产阶级退出”，或者象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说的为了得到“防止复辟的保障”，事先就把革命仅仅局限在直接的资产阶级的和狭隘的资产阶级的范围内，对于这种庸俗的做法恩格斯是会十分蔑视的！

另一个问题，关于对1905年十二月起义的估计问题，考茨基在他的小册子的第2版序言中作了分析。他说：“我现在已经不能象1902年那样肯定地断言，武装起义和街垒战在未来的革命中不会起决定性作用。莫斯科巷战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说明不是这样，当时为数很少的人在街垒战中同整整一支大军相持了一个星期，如果不是其他城市的革命运动遭到失败，使敌人有可能派遣增援部队，最后集中了庞大的优势兵力来对付武装起义者，他们是几乎就会取得胜利的。当然，街垒战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只是因为城市居民大力支持革命者，而军队的士气却十分低落。但是谁能够肯定说，在西欧不可能发生这类情形呢？”

总之，当时起义过去差不多已有一年，已经用不着特意给战士们直接鼓气了，但是象考茨基这样谨慎的研究家还是坚决地肯定莫斯科起义是街垒战所取得的“一定的胜利”，并且认为必须修改自己认为巷战在未来革命中不可能起很大作用这个总的结论 。

1905年十二月斗争 证明
 ，在现代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的条件下，武装起义是 能够
 取得胜利的。十二月斗争说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今后应当考虑到在最近的无产阶级革命中采取这一类战斗形式的可能性。这就是从我国革命经验中真正得出的结论，这就是广大群众应当吸取的教训。而普列汉诺夫对十二月起义所作的有赫罗斯特拉特[53]名声的评价是“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54]，可见上述结论和教训同他的这种论断的方向有多大的距离啊！普列汉诺夫的这种估计引起了数不清的背叛性的评论！无数双龌龊的自由派的手抓住了他，要把有害的思想和庸俗的妥协精神灌输给工人群众！

普列汉诺夫的估计没有丝毫的历史真实性。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成立半年以前说过，起义是蠢举，然而后来却把这种“蠢举”估计为19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多一千倍的理由使群众相信，十二月斗争是巴黎公社以后最必要、最合理和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不管社会民主党内某些知识分子怎么说和怎么抱怨，俄国工人阶级应当持有的正是这样的观点。

考虑到这篇文章是给波兰同志写的，因此在这里作一点说明也许是必要的。很遗憾，我不懂波兰文，了解到的一些波兰的情况，只是道听途说。因此别人很容易驳倒我，说正是在波兰，整个党遭到失败，是因为从事软弱的游击活动、恐怖活动和一连串的突然行动，而且正是为了起义的传统和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共同斗争（所谓波兰社会党“右派”[55]）。很可能，从这一观点看来，波兰的情况和俄国其他地方的情况确实有很大不同。我不能对这一点下判断。但是我应当指出，除了波兰以外，我们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见过这种荒谬的、会引起正当的反对和斗争的离开革命策略的现象。这里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正是波兰在1905年12月没有发生这样的群众性武装斗争！可是这难道不正是因为在波兰，而且只是在波兰，无政府主义那种“制造”革命的反常的荒谬策略曾经风行一时吗？不正是因为那里的条件不容许开展哪怕是短暂的群众性武装斗争吗？难道 这样的
 斗争传统即十二月武装起义的传统有时不正是克服（克服的办法不是靠陈腐庸俗的小市民说教，而是放弃无目的的、无意义的、分散的暴力行动而采取有目的的、群众性的、为了广泛推动和加紧直接的无产阶级斗争联系而进行的暴力行动）工人政党内部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唯一有效手段吗？

对我国革命的估计问题决不只有理论意义，而且有最直接的现实意义。我们的整个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现在同最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居民群众掌握伟大的三年的教训的过程有密切联系。我们现在不能只是空洞地说（按波兰社会党“左派”[56]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根据现有材料目前还不能确定，我们面临的究竟是革命爆发的道路，还是长期地、缓慢地小步前进的道路。当然，现在世界上任何一种统计学都不能确定这一点。当然，将来不论遇到多么严重的考验，我们都应当使我们的工作全都贯彻总的 社会主义
 的精神和内容。但这还不是一切。停留在这一点上，就意味着不善于给无产阶级政党以任何实际的指导。我们应当直接提出并且切实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应当根据什么方针来总结三年的革命经验呢？为了教育动摇不定和意志消沉的人，为了揭露背叛和脱离社会主义的人，我们要大声公开地宣布：工人政党认为，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1905年十月斗争和十二月斗争是巴黎公社以后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只有发展这种形式的斗争，才能保证未来革命取得胜利，这些斗争的榜样应当成为我们在教育新一代战士的工作中的灯塔。

如果我们根据这一方针进行日常工作，而且记住，只是由于党进行了多年的实实在在和坚定不移的准备工作，才保证了党在1905年对无产阶级产生巨大影响，那么，我们一定能够达到目的：不管事态怎样发展，不管专制制度以什么速度崩溃，工人阶级都会不断壮大起来，成为自觉的、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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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一文是为波兰社会民主党杂志《社会民主党评论》写的，发表于1908年4月该杂志第2号。1908年3月10日（23日）《无产者报》第30号先刊载了此文。——30。



[49] 这是叶·德·库斯柯娃《论俄国马克思主义》一文中的论调。该文载于1908年3月1日（14日）《首都邮报》第251号。



《首都邮报》是俄国的一家日报，1906年10月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1907年2月起成为劳动团的论坛。1908年2月被沙皇政府查封。——30。





[50]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日—27日（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的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8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21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组织委员会的报告；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党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对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对自由派的态度；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宣传和鼓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工作报告等等。列宁就代表大会讨论过的一切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作了发言。



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的领袖和领导者，为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



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1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为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35。





[51] 孟什维克的日内瓦代表会议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于1905年4月举行。由于参加的人数很少（只有9个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孟什维克宣布自己的这次会议为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就武装起义、农民中的工作、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对其他革命党派和反对派的态度等问题通过了决议。



列宁在《倒退的第三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第11卷第1—124、151—157页）等著作中揭露了日内瓦代表会议决议的机会主义性质，并对这些决议作了非常有力的批判。——35。





[5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于1907年4月30日—5月19日（5月13日—6月1日）举行。代表大会原来打算在哥本哈根或马尔默（瑞典）、布鲁塞尔召开。由于沙皇政府施加压力，丹麦、瑞典、比利时都禁止在其国土上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因此已汇集在哥本哈根的大会代表只得转移到马尔默，又从那里动身前往伦敦。



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342名，代表约15万名党员，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30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39名。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布尔什维克89名，孟什维克88名，崩得代表55名，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45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26名。大工业中心的代表多数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作为卡马河上游地区（乌拉尔）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并被选入了主席团。马·高尔基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议程的讨论几乎占用了四次会议。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崩得分子就是否把主要的具有原则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展开辩论。布尔什维克在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下，使一个最重要的具有总原则性质的问题即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列入了议程。大会通过的全部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组织；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国家杜马；“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工会和党；游击行动；失业、经济危机和同盟歇业；组织问题；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五一节，军国主义）；军队中的工作；其他。由于时间和经费的关系，关于国家杜马、关于工会和党、关于游击行动的问题及组织问题只讨论了以各派名义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提案和决议案。关于失业、经济危机和同盟歇业、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等问题没有来得及讨论。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用革命的纲领团结了他们，因而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取得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胜利。在一切基本问题上，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被确定为全党的统一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态度的问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这一决议对所有非无产阶级政党都作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并规定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对它们的策略。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规定了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各项任务，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的活动应该服从杜马外活动，应该首先把杜马作为揭露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妥协政策以及宣传党的革命纲领的讲坛。代表大会就“工人代表大会”问题通过的决议是在列宁为代表大会写的决议草案《关于非党工人组织和无产阶级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别》为基础写成的。在《工会和党》决议中，代表大会批驳了工会“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认为必须做到党对工会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按照修改过的党章，在代表大会上只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任命，并在中央委员会监督下工作。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的会议来讨论党内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布尔什维克5人、孟什维克4人、波兰社会民主党2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另外3名中央委员由崩得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后选派）。鉴于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分不一，中央的领导不可靠，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无产者报》编辑部也加入布尔什维克中央。——35。





[53] 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40。







[54] “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一语出自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再论我们的处境（给Ｘ．同志的信）》一文（载于1905年12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4期）。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里说：“不合时宜地发动起来的政治罢工导致了莫斯科、索尔莫沃、巴赫姆特等地的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我们的无产阶级表现得强大、勇敢和具有献身精神。但是他们的力量总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这种情况本来是不难预见到的。因此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年俄文版第15卷第12页）——40。





[55] 波兰社会党—“右派”即波兰社会党—“革命派”（弗腊克派），是1906年波兰社会党分裂后成立的。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左派逐步在该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在维也纳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波兰社会党—“右派”这两个政党。



波兰社会党—“右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在战争期间，以皮尔苏茨基为首的一批领导骨干脱离该党。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该党转而对德奥占领者采取反对立场，开展争取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 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斗争。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1919年同原普鲁士占领区的波兰社会党以及原奥地利占领区的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40。





[56] 波兰社会党—“左派”原来是波兰社会党内的左派，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1906年波兰社会党分裂后成为独立的政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反对皮尔苏茨基分子的民族主义及其恐怖主义和密谋策略，认为只有在全俄革命运动胜利基础上才能解决波兰劳动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问题。该党主张同全俄工人运动密切合作，可是力图把波兰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除民族主义派别外的所有派别机械地联合起来。在1908—1910年期间，它主要通过工会、文教团体等合法组织进行活动。它不接受孟什维克的在反对专制制度斗争中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的论点，可是与孟什维克合作，支持他们反对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1915年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1916年的昆塔尔代表会议。该党欢迎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12月，该党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41。







《列宁全集》第17卷


第二代立宪民主党人

（1908年5月10日〔23日〕）

今天本报《科学新闻》栏发表的一篇寄自俄国的通讯，值得读者特别注意。通讯的作者所讲的事实，在我们的报纸快要出版时得到了证实，因此应当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一个新的政治组织正在产生，社会运动正在出现某种新的转折。一些想“比立宪民主党人左一些”、想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拉过去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聚集在一起，他们似乎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第三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反对派是一具腐烂的尸体，必须撇开它“做点事情”。

事实就是这样。这些事实还很不明确，但是已经勾画出从革命头三年的教训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

第一代立宪民主党人是在1905年夏天登上公开的革命舞台的。他们支持了不到三年，还没有来得及开花就凋谢了。于是第二代立宪民主党人就出来代替他们。这种替换有什么意义呢？它向工人政党提出了哪些任务呢？

1904年，第一代立宪民主党人在宴会上大叫大嚷，搞地方自治运动，他们在各阶级同专制制度之间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还很不明确的时候，即在群众的公开斗争和各阶级的（而不是小集团的）政策还没有确定这些关系的时候，反映了社会高潮的开端。当时，立宪民主党集合了资产阶级社会即所谓有教养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分子，从宁要姜汁鲟鱼[57]而不要宪法的地主一直到当职员的、受雇的知识分子。立宪民主党人曾经准备在“历史上的政权”即沙皇专制制度同正在斗争的工农群众之间进行 调停
 。1905年夏天的朝见沙皇，是卑躬屈节的开始，因为俄国自由派除卑躬屈节外就不了解还有另外形式的调停了。从那时候起，确实在俄国革命的每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中，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是以向专制政府和黑帮地主匪帮的奴仆卑躬屈节来进行“调停”的。1905年8月，他们反对抵制布里根杜马的革命策略。1905年10月，他们分裂出了公开反革命的十月党，同时派彼得•司徒卢威去拜见维特，鼓吹温和谨慎。1905年11月，他们谴责邮电职工的罢工，对士兵起义的“灾祸”表示遗憾。1905年12月，他们吓得偎依在社巴索夫的怀里，为的是在第二天猛击（看来应当说是乱踢[58]）“疯狂的自发势力”。1906年初，他们竭力洗雪自己蒙受的“耻辱的”怀疑：似乎他们竟会在国外进行宣传，反对借亿万外债来巩固专制制度。在第一届杜马中，自由派空谈人民自由，同时又偷偷地从后门进去见特列波夫，并反对劳动派和工人代表。他们发表了维堡宣言[59]，企图一箭射双雕，他们看风使舵，以致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解释自己的行为，既能解释成支持革命，也能解释成反对革命。关于第二届和第三届杜马，更没有什么可说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十月党人的本性暴露无遗了。

过了三年，立宪民主党人就“破产了”，要想重新活跃起来，就得提出“比立宪民主党人左一些”的口号！第一代立宪民主党人已经 为人所不齿
 。由于彻底背叛人民自由，他们自己埋葬了自己。

但是，新换上来的第二代立宪民主党人，有没有沾染同样的尸毒呢？在新组织周围吵闹得特别厉害的人民社会党人先生们，你们这些“社会立宪民主党人”，是不是想再重复我们从三年的经验中所知道的旧的演进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不应当用对未来的猜测来回答，而应当用对过去的分析来回答。这一分析雄辩地证明，“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即人民社会党人先生，在他们那个“美好的日子里”（例如在第一届杜马时期）在曾经活动过的劳动派农民政治组织中，确切些说，在他们的政治运动中，的确扮演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角色。请回忆一下人民社会“党”（小集团？）在俄国革命中的主要历史事实吧。他们在“解放社”[60]接受了洗礼。在1905年12月的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上，他们这些老是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摇来摆去的人，主张采取一种荒谬的、暧昧的立场，希望同社会革命党人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在十月的自由的日子里，他们同社会革命党人合办政治报纸。在第一届杜马时期也是一样：玩弄“高超的”外交手腕，“巧妙地”掩饰分歧，蒙蔽世人的耳目！在第一届杜马被解散、第二阶段起义遭到失败、斯维亚堡起义[61]被镇压下去以后，这班绅士就 下定决心
 向右转。他们使自己的党“合法化”，当然只是为了在报刊上合法地诋毁起义的主张，证明积极宣传共和制思想是不合时宜的。在第一届杜马中，他们在农民代表面前战胜了社会革命党人，为自己的土地法案[62]征得了104人的签名，而在社会革命党人的法案[63]上签名的只有33人。农民小业主要求土地国有化这种“清醒的”、资产阶级的愿望，吹散了“社会化”的迷雾。我们看到，社会立宪民主党人要求的不是建立农民的政治革命组织，不是建立起义的组织，而是玩弄合法化和议会主义的把戏，保持狭隘的知识分子的小组习气。俄国农民摇来摆去，离开了立宪民主党人和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人民社会党人，转向带有知识分子那种不坚定性的革命者社会革命党人，这就证实了小农的两重地位，证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就不能进行坚定的阶级斗争。

现在人民社会党人先生们又开始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搞在一起”，而且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小傻瓜也拉来，这就表明，这伙人在三年的革命中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他们说，经济要求会使人们分离。他们希望在更迫切的要求即政治要求方面联合起来。他们在革命进程中什么也没有弄明白，而俄国的革命同其他国家的革命一样表明，只有群众斗争才有力量，然而群众斗争只有以重大的经济改革为目标才能开展。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再追随左派立宪民主党人，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在彼得堡进行第二届杜马选举时，情况就是如此。在前者对待立宪民主党内阁和全权杜马问题上，在后者对待同人民社会党人秘密结盟的问题上，情况也是如此。很明显，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如醉如痴的思慕心情”，即寄身于自由派资产阶级卵翼之下的思慕心情，是有其深刻根源的。

当然，这种思慕心情照例要用所谓利用新的高潮和新的力量配置等等的花言巧语来掩盖。

是啊，先生们，我们也赞成利用……尸体，不过不是为了使它“复活”，而是用来肥田，不是为了姑息陈腐的理论和庸人的情绪，而是为了让它去担任“恶魔的辩护人”[64]的角色。我们将利用人民社会党人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这个新的绝妙的例子来教育人民，教他们不该这么办，教他们避免立宪民主党人的变节和小市民的萎靡不振。我们将密切注视这个新生的怪胎（ 只要不是死胎
 ）的生长和发育，并时刻提醒大家，在现代的俄国，一切类似的胚胎只要不是死胎，都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标志着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群众性斗争的前奏。“解放社”又在复活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说，上层人物已经开始嗅出什么来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说，开了头就会有继续，在知识分子忙乱一阵之后，就会有无产阶级的斗争。

我们要趁第二代立宪民主党人登上舞台的机会，教育人民学习斗争，学习只是在斗争中并且只是同进行革命斗争的农民群众建立革命的联系。





	载于1908年5月10日（23日）《无产者报》第3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52—56页














《列宁全集》第17卷


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65]


（1908年6月18日〔7月1日〕）

本文的任务是概略地叙述一下俄国农业中的全部社会经济关系。这样的文章不可能具有专门研究的性质。它应当总结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情况，指出我国农业经济的每个比较重大的特征在俄国国民经济整个结构中的地位，描绘出俄国土地关系的总的发展方向，揭示出这样或那样决定这种发展的阶级力量。因此我们将从这个观点出发考察俄国的土地占有情况，接着再考察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最后对19世纪我国的演进引起了什么后果和它给20世纪留下了哪些任务这两个问题作出一般性的结论。


一

我们可以根据1905年最新的土地统计资料（中央统计委员会于1907年在圣彼得堡出版）[66]来叙述19世纪末欧俄的土地占有情况。

根据这次调查的数字，欧俄的土地共有39520万俄亩，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 私有土地 ……………………………………10170万俄亩第二类 份地 …………………………………………13880万俄亩

第三类 官地及其他土地 ……………………………15470万俄亩

　　欧俄共计 ……………………… 39520万俄亩







必须指出，我国的统计机关把北部边远地区阿尔汉格尔斯克、奥洛涅茨和沃洛格达三省的一亿多俄亩土地列入官地。既然我们谈的是欧俄实际农业用土地，那就应当把很大一部分官地除外。我在自己那部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的著作（这一著作在1907年底就写好了，但是由于某些不取决于作者的原因，该书迟迟没有出版）中，推算出欧俄实际农业用土地约为28000万俄亩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87页。——编者注］

 。这里包括的官地不是15000万俄亩，而仅仅是3950万俄亩。因此在欧俄，除了地主和农民的地产，剩下的土地不到总面积的1／7。6／7的土地掌握在两个对抗阶级的手中。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在等级上也彼此不同的阶级的土地占有情况，因为大部分私有主土地是贵族的土地，份地是农民的土地。在10170万俄亩私有主土地中，1580万俄亩属于村团和协作社，其余8590万俄亩都属于个人所有。请看个人所有的土地在1905年和1877年按等级分配的情况： 
［注：见第50页表格。——编者注］








	　
	1905年
	1877年
	1905年的增（＋）减（－）情况



	占有者的等级
	土地数（单位百万俄亩）　


	％
	　土地数（单位百万俄亩）


	％
	土地数（单位百万俄亩）


	％



	贵族……………
	53.2
	61.9
	73.1
	79.9
	－19.9
	－28.56



	僧侣………………
	0.3
	0.4
	0.2
	0.2
	＋0.1
	＋74.00



	商人和荣誉公民[67]
	12.9
	15.0
	9.8
	10.7
	＋3.1
	＋30.00



	小市民……………
	3.8
	4.4
	1.9
	2.1
	＋1.9
	＋85.00



	农民……………
	13.2
	15.4
	5.8
	6.3
	＋7.4
	＋121.00



	其他等级…………
	2.2
	2.5
	0.3
	0.3
	＋1.9
	＋707.00



	外国臣民…………
	0.3
	0.4
	0.4
	0.5
	－0.1
	－34.21



	
个人所有者共计

	85.9
	100.0
	91.5
	100.0
	－5.6
	－8.25







由此可见，俄国的个人所有者主要是贵族。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但是发展的趋势是贵族占有的土地日益减少。土地占有的无等级性不断飞速增长。在1877—1905年期间，“其他等级”占有的土地增加得最快（28年增加了7倍），其次是农民（增加了1倍多）。因此从农民中日益分化出一些转变成土地私有主的社会成分。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以后我们在分析农民经济时，应当揭示出产生这种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现在必须确切地肯定，俄国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就是由等级性转向无等级性的。到19世纪末，贵族的封建地产或农奴制地产仍然占私有地产的绝大部分，但是发展的趋势显然是造成资产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从侍卫、世袭领主、官宦及其他人那里继承下来的私有地产正在减少。直接用钱买进的私有地产正在增加。土地权力在削减，货币的权力在增长。土地日益进入商业周转。我们在后面的叙述中将会看到，进入商业周转的规模比仅仅从土地占有情况的材料中所看到的要大好多倍。

在19世纪末的俄国，“土地权力”，即农奴主－地主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权力还大到什么程度，这从私有地产按大小划分的材料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来。我们所使用的资料特别详细地列出了大私有地产的数字。按私有地产大小划分的一般情况如下：






	农户类别
	户数
	共有土地（单位俄亩）


	平均每户有地（单位俄亩）





	10俄亩和不满10俄亩………
	409864
	1625226
	3.9



	10—50俄亩………………
	209119
	4891031
	23.4



	50—500俄亩………………
	106065
	17326495
	163.3



	500—2000俄亩…………………
	21748
	20590708
	947



	2000—10000俄亩…………………
	5386
	20602109
	3825



	超过10000俄亩………………………
	699
	20798504
	29754



	
超过500俄亩者共计

	27833
	61991321
	2227



	
欧俄总计

	752881
	85834073
	114







由此可见，在全部私有地产中，小地产是微不足道的。占总数6／7的土地占有者，即753000个土地占有者中的619000个，一共只有650万俄亩土地。而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占地极广的大地产：700个私有主平均每人占有3万俄亩土地。这700个人占有的土地比60万个小土地占有者的土地还要多两倍。因此，大地产一般说来是俄国土地私有制的一个特点。我们把500俄亩以上的地产单独列出来，就可以看到28000个私有主占有6200万俄亩土地，平均每人2227俄亩。这28000个人掌握着占总数3／4的私有土地。 
［注：为了使正文不致因引文过多而凌乱，我在这里说明一下，大多数材料都是引自上述那一著作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08年圣彼得堡第2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编者注）］

 按占有者的等级来说，这些大地产主要是贵族的。在27833项地产中，有18102项，即差不多有2／3的地产属于贵族，他们拥有土地4450万俄亩，即占大地产所拥有全部土地的70％以上。由此可见，在19世纪末的俄国，大量土地——而且大家知道，都是最好的土地——仍然同以前（中世纪）一样，集中在享有特权的贵族等级手中，集中在昨天的农奴主－地主手中。至于这些大地产用什么方式经营，我们到下面再作详细叙述。这里只简单地提一下鲁巴金先生在其文章中描述得很清楚的那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个个高官显贵都出身于贵族大地产占有者。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份地占有情况。除了没有按地产多少划分的190万俄亩土地，其余的13690万俄亩土地掌握在1225万个农户手中，平均每户11.1俄亩。但是，份地的分配也是不均衡的：差不多有一半份地，即在13700万俄亩份地中有6400万俄亩掌握在210万个土地多的农户手中，这些农户占农户总数的1／6。

欧俄份地分配的综合材料如下：





	　　 　　　　　农户类别　　　　　户 数　　共有土地　 平均每户有地　　　　　　　　　　　　　　　　　　（单位俄亩）（单位俄亩）

不满 5俄亩…………………… 2857650　　 9030333　　　　3．1

5—8俄亩 …………………… 3317601　　 21706550　　　　6．5

8俄亩以下的共计　　　　　　6175251　　 30736883　　　　4．9

8—15俄亩　　………………… 3932485　　42182923　　　10．7

15—30俄亩　　………………1551904　　 31271922　　　　20．1

超过 30俄亩 ………………… 617715　　 32695510　　　　52．9

　　欧俄总计　　　　　　　12277355　 136887238　　　11．1







这样看来，一半以上的份地农户，即1230万户中有620万户，每户不到8俄亩土地。就全国平均水平来看，这点份地是绝对不能维持全家生活的。为了判断这些农户的经济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军马调查（这是唯一定期而正规的全国性统计）的一般数字。在1896—1900年期间，欧俄48省（即除去顿河州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共有11112287个农户。其中无马的有3242462户，占总数29.2％。有1匹马的有3361778户，占总数30.3％。在俄国，无马农民是怎么回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当然，这里我们讲的是总的情况，而不是讲的城市近郊的牛奶业以及烟草业等带有某种特殊性的地区）。大家也知道只有1匹马的农民的贫困状况。600万户就是意味着2400—3000万居民。而所有这些居民都是赤贫者，他们只有微不足道的一小块份地，靠这点份地维持不了生活，只能饿死。假定一个农户至少要有15俄亩土地才能勉强维持生活，那么就有1000万个农户达不到这个水平，他们一共只有7290万俄亩土地。

其次，必须指出份地占有情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农民之间，份地分配方面的不均衡现象远没有私有主土地分配方面那么严重。但是在份地农民中存在着很多其他方面的差异、区别和界限。这是许多世纪以来在历史上形成的各类农民之间的差异。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些界限，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欧俄总计的材料。1905年的统计材料把农民分为如下主要几类：前土地占有者农民，平均每户有份地6.7俄亩；前国家农民，平均每户有12.5俄亩；前皇族农民，平均每户有9.5俄亩；移民，平均每户有20.2俄亩；世袭租地户[68]，平均每户有3.1俄亩；列泽希[69]，平均每户有5.3俄亩；巴什基尔人和新巴什基尔人[70]，平均每户有28.3俄亩；波罗的海沿岸的农民，平均每户有36.9俄亩；哥萨克，平均每户有52.7俄亩。由此可以看出，农民的份地占有制是纯粹的中世纪制度。农奴制至今还存在着，表现在农民之间保留下来的许多界限中。各类农民的差别不仅表现在土地的数量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赎金的多少、赎买的条件以及土地占有的性质等等方面。如果我们撇开整个俄国总计的材料而来看看一个省份的材料，我们就会看到，所有这些界限意味着什么。现在就拿萨拉托夫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来看一看。这里除了上面我们所说的那些全国共同的类别以外，地方调查人员又把农民分成如下几类：有赐地的农民、完全私有农民、有村社地产的国家农民、有切特维尔梯地产的国家农民、原属地主的国家农民租种官地的农民、常住私有农民、移居农民、脱离农奴籍的农民、免交代役租的农民、自由耕作农、前工厂农民等等[71]。这种中世纪的区分甚至细到同一个村庄的农民也分为完全不同的两类，如“前某某老爷的农民”和“前某某太太的农民”。我国自由主义民粹派营垒中的著作家们不会用发展的观点来看俄国的经济关系，看不到农奴制度正在被资产阶级制度所代替，因此他们通常都忽视这一事实。实际上，如果不充分估价这个事实的全部意义，就根本不能理解19世纪俄国的历史，特别是它的直接后果，即俄国20世纪初的事件。一个交换不断扩大和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国家，如果它的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处处受到中世纪关系的阻碍和干扰，那它就不能不经受各种各样的危机。著名的村社（关于村社的意义，后面我们还要谈到）防止不了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事实上它起了中世纪界限的作用，使农民分隔开来，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小联合体中或束缚在失去任何“存在意义”的类别中。

在给欧俄的土地占有情况作结论以前，还应当指出问题的另一方面。无论是关于“3万个上层”地主和几百万个农户的土地数量的材料，或者是关于农民地产方面的中世纪界限的材料，都不足以估计出至今还保存着的农奴制残余究竟把我国农民“压迫”、压制和压抑到什么程度。第一，在所谓1861年大改革[72]的那次地主对农民的剥夺之后留给农民的份地，其质量要比地主的土地坏得不可比拟。各地介绍和研究地方自治局统计材料的大量文献都证实了这一点。在这方面，有大批的确凿材料证明，农民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低于地主的土地；谁都承认，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首先是份地的质量低劣，其次才是耕种不得法和贫穷的农民经济存在许多缺陷。第二，在1861年地主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时，他们给农民土地所划的地界，往往使农民最后陷入了“自己的”地主所设的陷阱。俄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文献记载了极其奇怪的、异常独特的、世界上少见的地主经济的经营方式，从而丰富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这就是靠割地来经营的经济。1861年农民得到“解放”，离开了他们的经济所必需的饮马场、牧场等等。农民的土地象楔子一样被嵌在地主的土地中间，这样地主老爷就可以得到一种非常可靠的（而且是非常光明正大的）收入，就是以践踏庄稼等等名义对农民处以罚金。“连放鸡的地方也没有”，这是农民说出的令人伤心的真情，这种“受绞刑者的幽默”比任何长篇引证都更好地说出了统计数字所表达不出的农民在土地占有方面的特征。不用说，这种特征无论就其渊源来说，或者就其对于地主经济的组织方式的影响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农奴制。

现在我们来对欧俄的土地占有情况作一个总结。上面我们分别说明了地主土地占有和农民土地占有的情况。现在我们应当来看一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此，我们就根据前面引用过的欧俄土地资产（28000万俄亩），考察一下所有这些土地在各类土地占有者之间的分配情况。至于有哪几类土地占有者，后面我们要作详细的叙述。现在我们稍微提前一点，暂且把土地占有者分为几大类。我们把占有15俄亩以下土地的农户列为第一类，这是受农奴制剥削的破产农民。第二类是中等农民，占有15—20俄亩土地。第三类是富裕农民（农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地产，占有20—500俄亩土地。第四类是农奴制大地产，占有500俄亩以上的土地。我们把农民的地产和地主的地产按这几类算在一起，并采用只计整数 
［注：譬如，大地产一类除了6200万俄亩地主的土地，还加上了510万俄亩皇族的土地和属于272个工商业公司（每个公司都有1000俄亩以上土地）的360万俄亩土地。］

 的大致的算法（我在上述著作中提出了详细数字），这样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占有情况如下：





	　　 　　　　　　　　　19世纪末欧俄的土地占有情况　　　　　　　　　　　　　　　　户数　　　　共有土地　　　　平均每户有地

　　　　　　　　　　　　　　（单位百万）　（单位百万俄亩） 　（单位俄亩）

（一）受农奴制剥削的破产农民 ………10．5　　　　　　75．0　　　　　7．0

（二）中等农民……………………………1．0　　　　　　15．0　　　　　15．0

（三）农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地产……1．5　　　　　　70．0　　　　　46．7

（四）农奴制大地产 …………………… 0．03　　　　　　70．0 　　　　2333

　　　　　　　　　共　　计　　13．03　　　　　　230．0　　　　　17．6

未按地产大小分类的土地………………　　　　　　　　　50．0

　　　　　　　　　总　　计　　13．03　　　　　　280．0　　　　　21．4







我再说一遍：对上述四类土地占有情况从经济上所作的说明是正确的，这在下面的叙述中会得到证明。如果这个表格（它实质上只能是一个大致的表格）的个别地方受到了批评，那我们请读者留心注意，不要让人在批评细节的幌子下偷偷地否定事情的实质。事情的实质就是：俄国土地占有的两极，一个是1050万农户（大约包括5000万人口），他们占有7500万俄亩土地，另一个是3万家（大约包括15万人口），他们竟占有7000万俄亩土地。

为了把土地占有问题告一段落，现在我们需要越出欧俄本部的范围，大致地来考察一下垦殖的意义。为了使读者对俄罗斯帝国（芬兰除外）整个土地情况有一些了解，我们利用一下梅尔特瓦戈先生的材料。为了醒目起见，我们把这个材料列成一个表，并加进1897年人口调查的数字。






	　
	土地总数
	其中
	其中农业用地
	1897年的人口



	单位千平方俄里


	单位百万俄亩


	无统计材料的土地


	有统计材料的土地


	耕地
	草地
	林地
	总计
	总计（单位千）


	每一平方俄里人口





	单位百万俄亩
	单位百万俄亩



	波兰王国10省……
	111.6
	11.6
	－
	11.6
	7.4
	0.9
	2.5
	10.8
	9402.2
	84.3



	伏尔加河以西38省…
	1755.6
	183.0
	－
	183.0
	93.6
	18.7
	34.0
	146.3
	－
	－



	伏尔加河以北以东12省……
	2474.9
	258.0
	－
	258.0
	22.3
	7.1
	132.0
	161.4
	－
	－



	欧俄50省总计……
	4230.5
	441.0
	－
	441.0
	115.9
	25.8
	166.0
	307.7
	93442.9
	22.1



	高加索……
	411.7
	42.9
	22.1
	20.8
	6.5
	2.2
	2.5
	11.2
	9289.4
	22.6



	西伯利亚…
	10966.1
	1142.6
	639.7
	502.9
	4.3
	3.9
	121.0
	129.2
	5758.8
	0.5



	中亚细亚…
	3141.6
	327.3
	157.4
	169.9
	0.9
	1.6
	8.0
	10.5
	7746.7
	2.5



	亚俄总计…
	14519.4
	1512.8
	819.2
	693.6
	11.7
	7.7
	131.5
	150.9
	－
	－



	俄罗斯帝国总计……
	18861.5
	1965.4
	819.2
	1146.2
	135.0
	34.4
	300.0
	469.4
	125640.0
	6.7







从这些数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对俄国的边疆地区了解得还很少。当然，认为向边疆地区移民就可以“解决”俄国内地的土地问题的想法是极端荒谬的。毫无疑问，只有那些招摇撞骗的人才能提出这样的“解决”办法，我们在上面指出的那种欧俄旧的大地产同欧俄新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条件之间的矛盾，应当通过在欧俄内部而不是在欧俄以外进行某种变革来“解决”。问题不在于用移民的办法使农民摆脱农奴制，而在于除了中部地区的土地问题，还存在着垦殖地区的土地问题。问题不在于用垦殖问题来掩盖欧俄的危机，而在于指出农奴制大地产对中部地区和边疆地区都发生极有害的影响。俄国垦殖事业的障碍是俄国中部地区的农奴制残余。不在欧俄进行土地变革，不使农民摆脱农奴制大地产的压迫，就不能开发并管理好俄国的垦殖事业。这种管理不应当是官僚化的“关心”移民工作，也不应当是自由主义民粹派营垒中那些著作家爱讲的“组织移民工作”，而应当是要铲除使俄国农民世世代代受大地产占有者盘剥而变得愚昧、闭塞和野蛮的那些条件。

梅尔特瓦戈先生在他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合写的《俄国有多少土地，我们怎样使用？》（1907年莫斯科版）这本小册子中正确地指出，经营水平的提高会使不宜耕作的土地变成可耕地。贝尔院士和格尔梅尔先院士这两位专家在1845年曾经写道，塔夫利达草原“由于气候的原因和水源不足，将永远是最贫瘠最不宜耕作的土地！！”[73]当时塔夫利达省的居民生产了180万俄石谷物。60年以后，人口增加了1倍，而谷物的产量是1760万俄石，差不多增加了9倍。

梅尔特瓦戈先生的这一论断非常正确，非常重要，只是他忘记了一点：新罗西亚的垦殖事业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条件是俄国中部地区农奴制的崩溃。只是由于中部地区实行了变革，才得以向南部迅速地、广泛地、美国式地移民，使南部工业化（关于1861年以后俄国南部的美国式的发展，人们已经谈得非常多了）。因此现在只有在欧俄实行变革，只有彻底铲除那里的农奴制残余，把农民从中世纪大地产中解放出来，才能够真正开辟垦殖的新时代。

同中部地区的土地问题相比，俄国的垦殖问题是一个从属性的问题。19世纪末，我们面临着这样一种抉择：要么坚决地消灭俄国“自古已有的”省份中的农奴制，这样，我国边疆地区的垦殖事业就保证可以获得迅速的、广泛的、美国式的发展；要么把中部地区的土地问题拖下去，这样，生产力的发展就必然长期停滞不前，农奴制传统在垦殖事业方面也必然会保存下来。在前一种情况下，经营农业的将是自由的农场主；在后一种情况下，经营农业的将是受盘剥的农民和靠割地“经营的”地主。


二

我们现在来谈谈地主经济组织。大家知道，这种组织的基本特征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自由雇佣”）同工役制度结合在一起。什么是工役制度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看一看农奴制度下的地主经济组织。大家知道，从法律上、行政上和生活上来看农奴制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很少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农奴制度下，地主同农民的经济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当时地主把土地分给农民，有时还贷给农民其他生产资料，如林地、牲畜等等。这种把地主土地分给农奴的做法，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拿适用于现代关系的话来说，当时的份地就是一种工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用货币付给工人工资的。资本家的利润是以货币形式实现的。在工厂里，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即维持工人生活的劳动和无偿地给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结合为一个劳动过程，结合为一个工作日，等等。徭役经济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它同奴隶经济一样，也有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但是这两种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农奴三天替地主干活，三天为自己干活。替地主干活，他是在地主的土地上干活，或者说为地主生产粮食。为自己干活，他是在份地上干活，给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取得为地主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粮食。

因此，农奴制经济或徭役制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相同的方面，这就是在两种经济制度下，劳动者都只得到必要劳动的产品，而把剩余劳动的产品无偿地交给生产资料所有者。然而农奴制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以下三个不同的方面。第一，农奴制经济是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则是货币经济。第二，农奴制经济的剥削手段是把劳动者束缚在土地上，分给他们土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手段则是把劳动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奴主－地主要得到收入（即剩余产品），就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有拥有份地、农具和牲畜的农民。无地、无马、无家产的农民，是不宜于农奴制剥削的。资本家要得到收入（即利润），就必须有恰恰是无地、无家产而不得不在劳动的自由市场上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第三，拥有份地的农民必须对地主有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农民既然占有土地，如不实行强制，他是不会去为东家干活的。于是这种经济形式就产生了“超经济的强制”、农奴制、法律上的依附关系、没有充分的权利等等。相反，“理想的”资本主义就是在自由市场上最充分的契约（私有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契约）自由。

只有弄清楚农奴制经济或徭役经济的这种经济实质，我们才能够懂得工役制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工役制是徭役制的直接残余，是从徭役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工役制的实质就是农民用自己的农具和牲畜耕种地主的土地，从而得到一部分货币报酬和一部分实物报酬（如土地、割地、牧场、冬季贷款等）。大家都知道的对分制经营方式就是一种变相的工役制。工役制地主经济需要拥有份地的农民，这些农民要有哪怕是最坏的牲畜和农具；还需要使农民迫于穷困而去受盘剥。工役制的必然伴侣是盘剥制，而不是自由雇佣。在实行工役制的情况下，地主不是作为掌握货币和全部劳动工具的资本家企业主出现的，而是作为高利贷者出现的，他们利用邻近农民的穷困，以非常低廉的价钱购买农民的劳动。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农业司的材料，这些材料不会有对土地占有者老爷们怀有恶意的任何嫌疑。《……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1892年圣彼得堡版第5编）这部著名的著作，提供了中部黑土地带8年（1883—1891年）的资料：农民用自己的农具和牲畜包种一俄亩秋播作物的平均酬金为6卢布。该书又指出，如果按自由雇佣来计算一下同样活计的工价，那么单是徒手劳动就可以获得6卢布19戈比，马工还不包括在内；而马工酬金不可能少于4卢布50戈比（上引书第45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41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74—175页。——编者注］

 ）。这样说来，自由雇佣的价格是10卢布69戈比，工役制的价格则是6卢布。既然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正常的、一般的，那应该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盘剥”、“高利贷”、“重利盘剥”等等字眼只是描述了契约的形式和性质，并没有说明它的经济实质。农民怎么能够长期地干价值10卢布69戈比的活而只领取6卢布呢？农民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的份地弥补了他家庭的一部分开支，因而使工资能够低于“自由雇佣”的标准。农民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正是由于贫瘠的份地使他无法依靠自己的经济维持生活，只好依附邻近的地主。显然，只有把这种现象看作是资本主义排挤徭役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它才是“正常的”。这是因为这些情况必然会使农民遭到破产，缓慢地然而是无疑地变为无产者。

现在再看一下萨拉托夫县性质相同的、但稍稍完备一些的材料。这里耕种一俄亩土地（包括收割、运送和脱粒在内），如果是订冬季包工合同并预付工资80—100％，那平均价格为9．6卢布。如果是以工役换取租地，为9．4卢布。如果是自由雇佣，则为17．5卢布！每俄亩地的收割和运送工作的价格，如果是工役制，为3．8卢布，如果是自由雇佣，则为8．5卢布，如此等等。这些数字，每一个都包含着农民遭受无穷无尽的困苦、盘剥和破产的长篇倾诉。每一个数字都证明，19世纪末俄国的农奴制剥削和徭役制残余是多么严重地存在着。

工役制度的普遍程度很难加以估计。一般情形是，在地主经济中，工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被用于各种农活。极少一部分土地是由雇佣工人用地主的农具和牲畜来耕种的。大部分土地则是按对分制或工役制租给农民耕种的。我们从考夫曼先生那部搜集了许多有关私有主经济的最新资料的详尽著作 
［注：见《土地问题》，1907年莫斯科多尔戈鲁科夫和彼特龙凯维奇出版社版第2卷第442—628页：《谈谈私有地产的种植经济意义的问题》。］

 中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图拉省（1897—1898年的资料）：“地主依然采用旧三圃制……远地由农民分种”；地主的土地种得最糟。库尔斯克省：“……把土地按俄亩分给农民耕种，租金很高，因而有利可图……结果导致地力衰竭。”沃罗涅日省：……中小地主“大都是全靠农民用自己的农具和牲畜耕种土地，或者是把自己的土地租出去……大多数农户的耕作方法没有任何改善”。

这些评语告诉我们，安年斯基先生在《收成……的影响》一书中对欧俄各省工役制度占优势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占优势的概括说明，完全适用于19世纪末。现在我们把这个说明列成下表：





	　　　　　　　　　　　　　　　　　　　　　省份数目　　　　　　　　　私有主的　　　　　　　　　　　　　　　　　　　　　　　　　　　　　　　　播种总面积

　　　　　　　　　　　　　　　　　黑土地带　非黑土地带　总计　（单位千俄亩）

一、资本主义制度占优势的省份 …………　　　9　　　 10　　　　19　　　　7407

二、混合制度占优势的省份 ………………　　　3　　　　4　　　　7　　　　2222

三、工役制度占优势的省份 ………………　　 12　　　　5　　　　17　　　　6281

　　　　　　　　　　　共 计　　　　　24　　　　19　　　　43　　　15910







由此可见，工役制在黑土地带占绝对优势，但在本表所包括的43个省份中居次要地位。然而列入第一类的（资本主义制度）恰恰是那些对中部农业区来说并不典型的地区：波罗的海沿岸各省，西南各省（甜菜区），南部各省和两个首都所在省。在这里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至于工役制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考夫曼先生的著作所搜集的材料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说明。书中写道：“毫无疑问，小农租佃和对分制是农业进步的最大障碍之一……”在波尔塔瓦省农业概述中多次指出，“佃户把地种得很差，播下的种子不好，地里杂草丛生”。

在莫吉廖夫省（1898年），“由于对分制经营存在种种弊病，经营方面的任何改进都受到阻碍”。“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的农业之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革新和改进”，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存在着粮垛租[74]。考夫曼先生在第517页上写道：“我们的材料给我们提供许多明显的事实，证明甚至在同一田庄范围内，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已经采用比较完善的新耕作制度，而在出租的土地上却仍然保持着过时的旧经营方式。”譬如，在租地上，还保持着三圃制，有时甚至根本不施粪肥，而在农庄耕地上，已经采用了多圃轮作制。对分制妨碍牧草的种植，限制肥料的施用，阻挠改良农具的推广。这一切的后果明显地表现在有关产量的数字上。例如，辛比尔斯克省有一个大地产，农庄耕地每俄亩黑麦的产量是90普特，小麦是60普特，燕麦是74普特，而对分制土地则是58——28——50普特。下面是一个县（下诺夫哥罗德省戈尔巴托夫县）的综合材料：





	　　　 　　　每俄亩黑麦产量（单位普特）　　　　　　　　　　　　　　私有主土地

　　土地类别　　　份地　农庄耕地　对分制土 地　租地

　　　　　　

一 ……………………　　62　　　74　　　　—　　　　44

二 ……………………　　55　　　63　　　　49　　　　—

三 ……………………　　51　　　60　　　　50　　　　42

四 ……………………　　48　　　69　　　　51　　　　51

各类平均 ……… 　54①　　 66　　　　50　　　　45①



［注：① 这两个数字在考夫曼先生的书第521页上显然是印错了。］









由此可见，凡是以农奴制方式（对分制和小块土地的租佃）耕种的地主土地，产量都低于份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因为它无可争辩地证明，俄国的农业所以落后，整个国民经济所以停滞不前，俄国农民所以遭受世界上闻所未闻的屈辱，其主要的和基本的原因就是存在着农奴制的直接残余——工役制度。只要还存在农奴制大地产、农奴制传统和农奴制经济形式的压迫，不管什么样的贷款，不管怎么样改良土壤，不管给农民什么样的“帮助”，不管官僚和自由主义者喜欢采用什么样的“促进”措施，都不会产生任何重大结果。相反，实行土地变革，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摧毁古老的中世纪村社（譬如，实行土地国有化就可以摧毁村社，而且不是使用警察手段和官吏手段），就一定可以为非常迅速的、真正广泛的进步打下基础。对分制土地和出租的土地的产量如此之低，完全是由“替老爷”干活这种制度造成的。同样是现在这些农民，如果他们能不再“替老爷”干活，那不仅这些土地的产量可以提高，而且仅仅由于消除了农奴制对经营的障碍，份地的产量也必然会提高。

当然，即使在现在的情况下，私有主经济也有一些资本主义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非常缓慢，而且必然使俄国长期遭受“野蛮的地主”[75]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统治之苦。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种进步表现在什么地方，并且设法确定这种进步的某些一般的结果。

“农庄”耕地即按资本主义方式耕种的地主土地的产量高于农民土地，这一情况说明了农业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这种进步是同工役制度向自由雇佣制度的过渡分不开的。农民破产，失去耕马和农具，日益无产阶级化，这一切迫使地主改用自己的农具和牲畜耕种土地。农业中愈来愈多地使用机器，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结果必然会使纯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得到发展。俄国从国外输入农业机器，1869—1872年价值为788000卢布，1873—1880年290万卢布，1881—1888年420万卢布，1889—1896年370万卢布，1902—1903年1520—2060万卢布。俄国生产的农业机器的产值（根据相当粗略的工厂统计得出的大致数字），1876年是230万卢布，1894年940万卢布，1900—1903年1210万卢布。毫无疑义，这些数字证明农业取得了进步，当然是取得了资本主义的进步。但是，同样毫无疑义的是，这个进步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譬如美国）所能达到的速度比起来，是非常缓慢的。根据1900年6月1日的调查，在美国，农场占有的土地为83860万英亩，大约等于32400万俄亩。农场有570万个，平均每个农场有146．2英亩（将近60俄亩）土地。在1900年，为这些农场主生产的农具价值15770万美元（1890年是14530万美元；1880年是6210万美元） 
［注：《第十二次调查概况》，1900年第3版，1904年华盛顿版，第217页和第302页——农具。］

 。相形之下，俄国的数字则小得可怜，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我国的农奴制大地产还非常强大。

关于地主和农民使用改良农具的比例，农业部在上一世纪90年代中期曾进行过专门的调查。考夫曼先生详细地记述了这次调查的资料，现将该资料总括于下表：





	　　　　 　　　　　使用改良农具的百分比　　　区　　域　　　　　　　　　地主　　　　农民

中部农业区 ………………　　　　20—51　　　　8—20

伏尔加河中游 ……………　　　　18—66　　　　14

新罗西亚 …………………　　　　50—91　　　　33—65

白俄罗斯 …………………　　　　54—86　　　　17—41

拉多加湖沿岸 ……………　　　　24—47　　　　1—21

莫斯科郊区 ………………　　　　22—51　　　　10—26

工业区 ……………………　　　　4—8　　　　　　2







所有这些区域平均起来，地主是42％，农民是21％。

关于粪肥的使用情况，所有统计材料同样无可辩驳地证明，“在这方面，地主经济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远远超过农民经济”（考夫曼的书第544页）。不仅如此，在改革后的俄国，地主向农民购买粪肥的现象相当普遍。这是农民极端贫困的结果。目前这种现象正在减少。

最后，在关于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的农业技术水平问题的大量而精确的统计材料中，还有关于牧草种植情况的统计材料（考夫曼的书第561页）。其主要结论如下：





	　　　　　　　　　　　　　　　欧俄牧草播种面积年 份　　　　　　　　　农　民　　　　　地　主

1881年………………… 49800俄亩　　　　491600俄亩

1901年………………… 499000俄亩　　　　1046000俄亩







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之间所有这些差别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现在只有产量的数字。整个欧俄在18年（1883—1900年）中的平均产量如下（单位俄石）：





	　　　　　　　　　黑麦　　冬小麦　春小麦　　燕麦地主…………… 6.0　　　5.75　　　5.0　　　8.5

农民…………… 5.0　　　5.0　　　4.25　　　7.0

差额 …………16.7％　　13.0％　　15.0％　 17.6％







考夫曼先生完全正确地指出，这种差额“是很小的”（第592页）。这里不仅要注意到1861年留给农民的是一些坏地，而且要注意到全体农民的总平均数掩盖了（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巨大的差别。

我们从对地主经济的考察中应当得出如下的一般结论。资本主义正在这个领域内十分明显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徭役经济正在被自由雇佣经济所代替。资本主义农业同工役制农业和小农农业相比，在各方面都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它在技术上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对于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还是异常缓慢的。在19世纪末的俄国，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同农奴制之间产生了极为尖锐的矛盾。这种农奴制表现为地主贵族的大地产和工役经济制度，它是经济演进的障碍，是俄国实际生活中产生压迫、野蛮和无穷无尽的鞑靼方式的根源。


三

农民经济是俄国现代土地问题的中心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了农民土地占有情况。现在我们应当来考察一下农民经济的组织情况，但不是从技术方面，而是从政治经济方面来考察。

这里我们首先遇到了农民村社问题。论述这个问题的书刊极其浩繁。我国社会思想界的民粹派就把自己世界观的基本点同这种“平均”制度的民族特点联系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应当指出的是，论述俄国土地村社的书刊经常把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即耕作技术和生活方式方面同政治经济方面搅在一起，甚至往往混为一谈。论述村社的大部分著作（如瓦·奥尔洛夫、特里罗果夫、凯斯勒尔、瓦·沃·等人的著作）对问题的前一个方面非常注意，用了很大篇幅，以致后一个方面被完全忽略了。其实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俄国的土地关系同任何其他一个国家相比，无疑有它的独特性，但即使两个公认的纯粹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在农业生活方式、土地关系史、土地占有和使用的形式等方面，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使俄国土地村社问题具有这样重要的意义、这样尖锐的性质，使俄国社会思想界从19世纪下半叶起分为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主要派别的，决不是问题的耕作技术方面，也不是生活方式方面。很可能，地方上的研究人员必须着重注意问题的这一方面，以便全面地考虑农民生活方式的地方特点，反对官僚们无知地、十分粗暴地制定种种烦琐的、浸透警察精神的规章制度。但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无论如何也不允许因研究重分土地的各种形式及其技术等问题而抹杀以下的问题：村社内部正在形成什么类型的经济，这些类型正在怎样发展，雇用工人的人同受雇干粗活的人之间、富裕农民同贫苦农民之间、改善经营并实行技术改良的人同经济破产、抛弃家业、离乡背井的人之间的关系正在怎样形成。无疑，我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人员（他们为研究俄国国民经济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材料）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在上一世纪80年代抛弃了官方的农民分类法，即按村社、份地、男性登记丁口[76]或实有丁口来分类，而采取了唯一科学的分类法，即按农户的经济实力来分类。要注意，在人们研究俄国经济的兴趣特别浓的时候，甚至象瓦·沃·先生这样一位在上述问题上“党性”很强的著作家都衷心欢迎“新型的地方统计出版物”（这是瓦·沃·先生在1885年《北方通报》杂志[77]第3期上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并声称：“必须使数字资料不是同村或村社这种形形色色农民经济类别的聚合体联系起来，而是同这些类别本身联系起来。”

我国村社的基本特点是土地平均使用制，民粹派认为这一点使村社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把村社怎样达到土地使用平均制的问题完全搁在一边，直接来看一看经济事实，看一看这种平均制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用确切的材料证明，欧俄全部份地的分配远远不是平均的。在各类农民之间，在各村农民之间，甚至在属于同一村庄的不同地主（“从前的地主”）的农民之间，份地的分配也根本谈不上是平均的。只有在规模小的村社内，重分机构才在这些与世隔绝的小团体内建立起平均制。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地方自治局关于各农户之间份地分配情况的统计材料。当然，这里我们不应当按农户人口的多少和劳动力的多少来分类，而必须按农户的经济实力（播种面积，役畜和奶牛的头数等等）来分类，因为小农业的资本主义演进的全部实质，就是在宗法式团体内部形成并加剧财产上的不平等，进而由单纯的不平等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关系。因此，我们如果不去专门研究农民内部在经济实力方面的差别，那我们就会抹杀新的经济演进的一切特点。

我们先看一个典型的县份（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按户调查资料，有详细的综合表，分县开列），然后再谈一下，我们把自己感兴趣的结论推及于全俄农民有什么根据。材料引自《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2章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53—159页。——编者注］

 。

在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全部都是村社农民土地占有制，那里份地的分配情况如下：





	　　　　　　　　　　　　　　　　　　　每　　户　　　　　　　　　　　　　男女人口　　　份地（单位俄亩）

不种地者………………………… 3．5　　　　　　9．8

种地不满5俄亩者……………… 4．5　　　　　　12．9

种地 5—10俄亩者 …………… 5．4　　　　　　17．4

种地10—20俄亩者 …………… 6．7　　　　　　21．8

种地 20—50俄亩者 …………… 7．9　　　　　　28．8

种地超过 50俄亩者 …………… 8．2　　　　　　44．6

　　　　　　共　　计 　　　　 5．5　　　　　17．4







我们看到，随着农户经济实力的提高，家庭人口也绝对地相应增加。显然，家庭人口多是农民富裕的因素之一。这是无可争辩的。问题只是在目前整个国民经济所处的状况下，这样的富裕将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关系。至于份地，我们看到它的分配是不平均的，虽然不太严重。农户愈富裕，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份地就愈多。最低一类农户每人（不分男女）的份地不到3俄亩。其他各类农户分别为：约3俄亩——3俄亩——约4俄亩——4俄亩。最高一类农户，每人（不分男女）的份地在5俄亩以上。可见，家庭人口多和份地多只是极少数农民富裕的基础，因为两类上等户只占农户总数的110。农户数、人口和份地的分配三者的百分比如下：





	　　　　　　　　　　　　　　　　　占总数的百分比　　农户类别　　　　　　户数　　　男女人口　　份地

不种地者 ………………… 10．2　　　　6．5　　5．7

种地不满5俄亩者 ……… 30．3　　　 24．8　　22．6

种地 5—10俄亩者 ……… 27．0　　　 26．7　　26．0

种地10—20俄亩者……… 22．4　　　 27．3　　28．3

种地 20—50俄亩者……… 9．4　　　　13．5　　15．5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0．7　　　　1．2　　　1．9

　　共　　计　　　　　 100．0　　　100．0　　100．0







从这些数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份地分配的比例和我们所考虑到的村社平均制的结果。各类农户的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和份地所占的百分比相当接近。但是这里已经开始表现出各农户的经济实力的影响：下等户土地占的比例小于人口占的比例，上等户土地占的比例则大于人口占的比例。这不是个别的、一个县的现象，而是全俄国的普遍现象。我在上述那部著作中，曾把俄国不同地区的7省21县的同类材料综合在一起。这些包括50万农户的材料证明各地的比例都是相同的。20％的富裕户，人口占26．1—30．3％，份地占29．0—36．7％。50％的贫苦户，人口占36．6—44．7％，份地占33．0—37．7％。份地的分配到处都存在着这种比例，同时到处都表现出村社正在被农民资产阶级所控制；不合比例的现象在任何地方都表现为上等农户多占。

因此，认为我们根据经济实力来研究农民的分类就会忽略村社“平均制的”影响，那是极其错误的。恰恰相反，我们正是用精确的材料对这种平均制的真正经济意义作了估计。我们正是指明这种平均制扩展到了什么程度，整个重分制度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即使这个制度可以使不同质量的土地和各种农业用地得到最理想的分配，但有一个事实是不容争辩的，即富裕农户对贫苦农户的优势也在份地分配方面表现出来。下面我们就会看到，非份地的分配还要不平衡得多。

租佃在农民经济中的意义是大家都知道的。对土地的需要，在租佃的基础上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盘剥关系。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农民租佃土地其实往往就是地主经济的工役制度，就是地主老爷获得劳动力的一种农奴制手段。所以，我国农民的租佃无疑具有农奴制的意义。既然我国正在发生资本主义演进，我们就应该来专门研究一下，在农民租佃中，有没有表现出和怎样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关系的。为此也需要关于农民的各种经济类别的材料，而不是关于整个村社和村庄的材料。例如，卡雷舍夫先生在《地方自治局统计总结》中承认，在任何地方，实物地租（即不是货币地租，而是对分制地租或工役地租）通常总要比货币地租高，而且高得多，有时甚至高一倍；其次他承认，实物地租在最贫苦的农户中特别普遍。稍微富裕一点的农民尽量用货币租种土地。“租地者尽可能用货币交纳租金，以便减少使用他人土地的费用。”（上引卡雷舍夫的书第265页）

这就是说，我国租佃具有农奴制特征，贫苦农民受害最严重。富裕农民竭力摆脱中世纪的桎梏，能否摆脱要看他们是否有足够量的货币。有货币就能够按照一般的市场价格用现钱租得土地。没有货币就只好受盘剥，只好通过对分制或工役制以非常昂贵的价格交纳地租。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役制的劳动价格要比自由雇佣的劳动价格低多少倍。既然经济实力不同的农民租地的条件各不相同，那我们显然不能够只按份地来划分农民（象卡雷舍夫经常做的那样），因为这样分类会把经济实力不同的农户人为地混在一起，把农村无产阶级同农民资产阶级混淆起来。

我们拿几乎全省都是村社的萨拉托夫省（全省有2455个村社，其中2436个村社有公有土地）的卡梅申县的材料来作说明。各类农户在租地方面的比例如下：





	　　户主类别　　　　　　　户数的百分数　　　每一份地农户平均有　　　　　　　　　　　　　　　　　　　　份地　　　租地

　　　　　　　　　　　　　　　　　　　　（单位俄亩）

无役畜者 …………………　26．4　　　　　　5．4　　0．3

有1头役畜者 …………… 　20．3　　　　　　6．5　　1．6

有2头役畜者 …………… 　14．6　　　　　　8．5　　3．5

有3头役畜者 …………… 　9．3　　　　　　10．1　　5．6

有4头役畜者 …………… 　8．3　　　　　　12．5　　7．4

有5头以上役畜者 ……… 　 21．1　　　　　 16．1　　16．6

　　　　共 计　　　　　100．0　　　　　　9．3　　5．4







份地的分配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即按人口平均计算，殷实户占有的份地比贫苦户要多。租地分配的不平均比份地分配严重几十倍。最高的一类农户的份地比最低的一类的多两倍（16．1比5．4）。而最高的一类农户的租地则比最低的一类的多50倍（16．6比0．3）。可见，租地不但没有把农民之间在经济实力方面的差别拉平，反而几十倍地加深和加剧了这些差别。我们从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尼·—逊、马雷斯、卡雷舍夫、维赫利亚耶夫及其他等人）那里多次看到的相反的结论，是由以下错误造成的。那就是他们通常采用按份地划分农民的方法，证明份地少的农民租种的土地多于份地多的农民。他们就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没有指出，租种土地的多半是那些份地少的村社中的富裕户，因此村社表面上的平均制只是掩盖着村社内部在分配方面最大的不平均。譬如，卡雷舍夫自己就承认：“使用租地很多的是（一）土地较少的那几类农户，然而是（二）其中比较富裕的农户”（上引书第139页），但是他并没有按农户类别对租地分配情况进行系统的研究。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民粹派经济学家的这个错误，我们举马雷斯先生的一个例子（《收成和粮价的影响》一书第1卷第34页）。他从梅利托波尔县的材料中得出结论说：“租地大致是按人口平均分配的。”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如果按男劳动力的多少来划分农户，那情况就是这样：没有劳动力的农户“平均”每户租地1．6俄亩，有1个劳动力的租地4．4俄亩，有2个劳动力的租地8．3俄亩，有3个劳动力的租地14俄亩。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平均”数字把经济实力极不相同的农户都混在一起了，譬如在有1个劳动力的农户中，有的农户租地4俄亩，种地5—10俄亩，有2—3头役畜，有的农户租地38俄亩，种地50俄亩，有4头以上的役畜。所以马雷斯先生所得出的平均数是虚假的。事实上，梅利托波尔县20％的最富裕户尽管有最多的份地和购买地，却集中了全部租地的66．3％，即占全部租地的23，而占农户一半的贫苦户只占有全部租地的5．6％。

其次，我们看到，一方面，无马户和有1匹马的农户只租地1俄亩，甚至还不到1俄亩，另一方面，有4匹马以上的农户则租地7—16俄亩。显然，这里是由量变进到了质变。前一种租佃是迫于贫困，是盘剥性的租佃。在这种情况下的“租地者”不能不成为别人用工役、冬季雇工、贷款等等方式进行剥削的对象。相反，有份地12—16俄亩、另外还租地7—16俄亩的农户，租种土地显然不是迫于贫困，而是由于富裕，不是为了“糊口”，而是为了发财，为了“赚钱”。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租地变成了资本主义农场，农业中产生了经营活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农户非雇用农业工人不可。

现在试问：这种明显的经营租佃是不是一般现象呢？下面我们引证的材料将告诉我们，经营经济的增长在不同的商业性农业地区表现也不同。现在，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先作出有关租佃的一般结论。

在塔夫利达省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种地25俄亩以上的农户占总户数18．2％。它们每户有价地16—17俄亩，租地17—44俄亩。在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有5头以上役畜的农户占总户数24．7％，它们每户种地25——53——149俄亩，租种非份地14——54——304俄亩（第一个数字指有5—10头役畜的农户，占农户总数17．1％；第二个数字指有10—20头役畜的农户，占农户总数58％；第三个数字指有20头以上役畜的农户，占农户总数1．8％）。它们从别的村社租种的份地，每户分别为12——29——67俄亩，在本村社内租种的份地分别为9——21——74俄亩。在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占总户数10．1％的农户，每户耕地在20俄亩以上。它们每户有份地28—44俄亩，租耕地14—40俄亩，租草地118—261俄亩。在奥廖尔省的两个县（叶列茨和特鲁布切夫斯克），有4匹马以上的农户占总户数7．2％，每户有份地15．2俄亩，此外还用购买和租佃的方法使自己的土地使用面积达到28．4俄亩。在沃罗涅日省扎顿斯克县，有4匹马以上的农户占总户数3．2％，每户有份地17．1俄亩，土地使用面积达33．2俄亩。在下诺夫哥罗德省的3个县（克尼亚吉宁、马卡里耶夫和瓦西里），9．5％的农户每户有马3匹以上，有份地13—16俄亩，而土地使用面积达21—34俄亩。

由此可见，农民中的经营租佃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一般的、普遍的现象。无论什么地方，都有一些富裕户从村社中分化出来，它们总是占极少数，总是靠经营租佃来组织资本主义农业。因此泛泛地谈论维持生计的租佃和资本主义的租佃是根本不能说明我国农民经济问题的，必须研究关于农奴制特点在租佃中的发展以及其中资本主义关系形成的具体材料。

前面我们引用的材料说明了20％最富裕户在人口和份地中占多大部分。现在我们可以补充一点：他们集中了农民租种的全部土地的50．8—83．7％，而50％下等户则只占全部租地的5—16％。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很清楚的：如果有人问我们，哪一种租佃在俄国占优势？是维持生计的租佃还是经营租佃？是迫于贫穷的租佃还是富裕农民的租佃？是农奴制的（即工役制的，盘剥性的）租佃还是资产阶级的租佃？那么，答案只能有一个。就租地户的数量来看，无疑大多数租地者是迫于贫穷而租种土地的。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租佃就是受盘剥。就租地的数量来看，无疑至少有一半以上掌握在富裕农民手中，即组织资本主义农业的农村资产阶级手中。

关于租地价格的材料通常都是只算出全部租地者和全部土地的“平均”数。这些平均数把农民极端贫困和备受压迫的情况掩盖到什么程度，这从地方自治局关于塔夫利达省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的统计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个材料幸好有各类农户的租地价格：





	　　　　　　　　　　　租地户的百分比　每户租佃的耕地　每俄亩的价格　　　　　　　　　　　　　　　　　（单位俄亩）　　（单位卢布）

种地不满5俄亩者 ………… 25　　　　　　2．4　　　　15．25

种地 5—10俄亩者 ………… 42　　　　　　3．9　　　　12．00

种地10—25俄亩者………… 69　　　　　　8．5　　　　4．75

种地 25—50俄亩者………… 88　　　　　 20．0　　　　3．75

种地超过 50俄亩者…………91　　　　　　48．6　　　　3．55

　　共　　计　　　　　56．2　　　　　12．4　　　　4．23









由此可见，租地的“平均”价格（每俄亩4卢布23戈比）完全歪曲了实际情况，抹杀了那些构成问题的本质的矛盾。贫苦农民不得不冒破产的危险以高出平均价格两倍多的价格租种土地，而富裕农民则廉价“成批地”购买土地，当然，有机会时就以275％的利润转让给贫穷的邻居。有各种各样的租佃。既有农奴制的盘剥，也有爱尔兰式的租佃，还有土地的买卖，资本主义的农场。

农民出租份地这一现象更加清楚地表明，村社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关系，贫苦农民破产，少数人靠剥削这些破产的群众发财致富。租种土地和出租土地这种现象同村社和村社的平均制是毫无联系的。既然贫苦农民迫不得已把按平均制分得的土地出租给富裕农民，那这种份地分配的平均制在现实生活中又有什么意义呢？既然实际生活屏弃了官方根据登记丁口规定的份地平均制，那还有什么能比这一事实更清楚地驳倒“村社”观点呢？贫苦农民出租份地和富裕农民集中租地这一事实最清楚不过地证明，无论什么样的平均制在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

出租份地的现象普遍到什么程度呢？根据已经过时的上一世纪80年代地方自治局统计调查（我们现在还不得不利用这个材料），出租土地的户数和出租的份地所占的百分比看来并不大。例如，在塔夫利达省第聂伯罗夫斯克县，出租份地的农户占25．7％，出租的份地占14．9％。在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出租土地的农户占12％。在萨拉托夫省卡梅申县，出租的土地占16％。在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23500个农户中有8500户，即有13以上的农户出租份地耕地；41万俄亩份地中出租的有50500俄亩，约占12％。在沃罗涅日省扎顿斯克县，135500俄亩份地中出租的有6500俄亩，占5％弱。在下诺夫哥罗德省的3个县，433000俄亩份地中出租的有19000俄亩，也占5％弱。但是，这些数字只是看起来不大，因为这些百分比包含着一种秘而不宣的假设：似乎各类农户出租的土地大致是平均的。然而这种假设同实际情况截然相反。事实上出租土地的主要是贫苦农民，租种土地数量最多的则是富裕农民。这一事实比租种土地和出租土地的绝对数字，比出租土地或出租土地的农户的平均百分数要重要得多。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调查材料使人对这一点深信不疑。20％最富裕户出租的土地占全部出租土地的0．3—12．5％。相反，50％的下等户出租的土地竟占全部出租土地的63．3—98．0％。租贫苦农民这些土地的自然还是那些富裕农民。这里又一次清楚地表明，在各类农户中，出租土地的意义是各不相同的：贫苦农民出租土地是迫于穷困，他们没有条件耕种土地，即无种子、牲畜和农具，又极需资金；富裕农民出租土地少，他们或者是为了经营的方便交换土地，或者就是做土地买卖。

下面是塔夫利达省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的具体材料：





	　　　　　　　　　　　　　　出租份地的　　出租的份地的　　　　　　　　　　　　农户的百分比　　百分比

不种地者 …………………　　　　80　　　　97．1

种地不满5俄亩者 ………　　　　30　　　　38．4

种地 5—10俄亩者 ………　　　　23　　　　17．2

种地10—25俄亩者………　　　　16　　　　8．1

种地 25—50俄亩者………　　　　7　　　　2．9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7　　　　13．8

　　全　　县　　　　　　　　25．7　　　　14．9







从这个材料中难道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大批地抛弃土地和无产阶级化的现象是同一小撮富裕农民买卖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吗？出租份地的百分比提高的，恰恰是那些每户平均有17俄亩份地、30俄亩购买地和44俄亩租地的大耕作者，这难道不值得注意吗？总的说来，第聂伯罗夫斯克县40％的贫苦户共有份地56000俄亩，租地8000俄亩，出租21500俄亩。而18．4％的富裕户则有份地62000俄亩，出租份地3000俄亩，租地82000俄亩。在塔夫利达省的3个县，这类富裕户租种份地15万俄亩，占全部出租份地的35！在萨马拉省的新乌津斯克县，47％的无马农户和13％的有1匹马的农户出租份地，而有10头以上役畜的农户，即只占农户总数7．6％的农户，租种份地各有20——30——60——70俄亩不等。

关于购买地的情况可以说同租地的情况是大致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在租地中存在着农奴制的特点，租地在一定条件下往往是工役制的和盘剥性的，也就是说，它是把邻近贫困化的农民的劳动力束缚在地主经济中的一种手段。而份地农民购买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则纯粹是资产阶级现象。在西欧，有时人们把小块土地卖给雇工和日工，用这种办法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在我们俄国，类似的办法官方早就实行过了，这就是1861年的“大改革”。目前农民购买土地，只是说明从村社中正在分化出农村资产阶级分子。关于1861年以后农民购买土地的发展情况，我们在前面分析土地占有情况的材料时已经讲过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绝大部分购买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20％的富裕户集中了59．7—99％的购买地，而50％的贫苦户购买的土地只占农民购买地总数的0．4—15．4％。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断言，在农民从1877年到1905年间购为个人所有的750万俄亩土地（见前面）中，23—34，掌握在极少数富裕户的手中。农民村团和协作社购买土地的情况，当然也是这样。1877年，农民村团占有购买地765000俄亩，而到1905年，已达370万俄亩，这时农民协作社的私有土地为760万俄亩。如果认为村团购买或租种的土地的分配情况不同于个人购买或租种的土地，那就错了。事实恰恰相反。例如，根据塔夫利达省3个内陆县份关于农民村团租种的官地的分配情况的材料，76％的租地都掌握在富裕户（约占农户总数20％）手中，而40％的贫苦户只掌握全部租地的4％。农民只是“根据钱多少”来分配租地或购买地的。


四

从上面引用的关于农民的份地、租地、购买地和出租地的全部材料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实际使用土地的情况同官方即政府所规定的农民份地占有情况愈来愈不相符合。当然，如果拿总的数字或“平均”数字来看，那出租的份地就同租地相抵消，剩下的租地和购买地似乎是在所有农户中平均分配的，于是就给人一种印象：实际使用土地情况同官方规定的份地的使用情况，并没有多大的出入。但是这种印象是虚假的，因为正好在两极农户中，农民实际使用土地的情况同最初的份地平均制出入最大，所以使用“平均”数字，就必然要歪曲事实。

事实上，下等户出租土地多，租进土地少，因此使用的土地总面积相对地（有时还绝对地）少于份地占有面积；而上等户由于集中了购买地和租地，他们使用的土地总面积无论相对地或绝对地总是多于份地占有面积。我们已经看到，占总数50％的贫苦户占有33—37％的份地，而使用的土地总面积只占18．6—31．9％。在某些情况下几乎减少了一半，例如，在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贫苦户的份地占37．4％，使用的土地总面积只占19．2％。占总数20％的富裕户占有29—36％的份地，而使用的土地总面积则占34—49％。这里再引证一些具体材料来说明这种关系。在塔夫利达省第聂伯罗夫斯克县，占总数40％的贫苦户有份地56000俄亩，而使用的土地总面积只有45000俄亩，也就是说少了11000俄亩。富裕户（占农户总数18％）有份地62000俄亩，而使用的土地总面积达167000俄亩，也就是说多了105000俄亩。下面是下诺夫哥罗德省3个县的材料：





	　　　　　　　　　　　　　　　　每户平均　　每户平均　　　　　　　　　　　　　　占有份地　　使用土地

　　　　　　　　　　　　　　　　（单位俄亩）

无马者 ……………………　　　　5．1　　　　4．4

有1匹马者 ………………　　　　8．1　　　　9．4

有 2匹马者 ………………　　　　10．5　　　　13．8

有 3匹马者 ………………　　　　13．2　　　　21．0

有4匹马以上者 …………　　　　16．4　　　　34．6

　　共　　计　　　　　　　　　8．3　　　　10．3







这里最低一类农户租进和租出的土地抵消后，使用的土地也绝对地减少了。而这类下等户即无马农户占全体农户整整30％。这就是说几乎有13农户租进和租出的土地抵消后，使用的土地绝对地减少了。有1匹马的农户（占农户总数37％）增加了使用的土地，但是增加得极少，其比例还小于农民使用土地的平均增加数（从8．3俄亩增加到10．3俄亩）。因此这类农户在全部使用土地中的比重减少了：就所有3个县份来看，这类农户的份地占36．6％，而使用的土地只占34．1％。另一方面，极少数上等户使用的土地则大大超过了平均数。有3匹马的农户（占农户总数7．3％）的地产增加了一半，即从13俄亩增加到21俄亩。马匹很多的农户（占农户总数2．3％）的地产增加了一倍多，即从16俄亩增加到35俄亩。

由此我们看到，份地在农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缩小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在农村两极中的表现是不同的。贫苦农民的份地的作用日益降低，是因为日益加剧的贫困和破产迫使贫苦农民出租份地，抛弃土地，由于缺少牲畜、农具、种子和货币资金而缩小土地经营，或者是去当某种雇工，或者是……升入天国。饥荒、坏血病和伤寒病使下等户农民大批死亡。上等农户的份地意义也日益缩小，是因为日益扩大的经营不能不远远超出份地的范围，不能不在新的土地占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种土地占有制不是劳役性的，而是自由的，不是世代相传的，而是在市场上买的，就是说可以购买和租佃。农民的土地愈多，农奴制的痕迹愈少，经济的发展愈快，则脱离份地的现象就愈多，全部土地卷入商业周转的过程就愈快，在租地上建立商业性农业的过程就愈快，新罗西亚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刚才已经看到，那里富裕农民经营的主要是购买地和租地，而不是份地。这似乎很奇怪，但这是事实：在俄国土地最多的地区，份地最多的富裕农民（每户有份地16—17俄亩）正在把土地经营的重心从份地转到非份地上去！

份地在迅速发展的两极农民中的作用日益缩小这一事实，对于估计19世纪遗留给20世纪的、并在我国革命中引起了各阶级间斗争的那种土地变革的条件，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破坏旧的土地占有制（包括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土地占有制）已经是经济上绝对必需的了。这种破坏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现在斗争的焦点是破坏将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是按斯托雷平的方式，把地主土地占有制保存下来，让富农掠夺村社？还是按农民的方式，通过土地国有化来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土地上的一切中世纪的界限？关于这一点，下面我们将作更详细的论述。这里必须指出一个重要的现象，即份地作用的日益缩小使各种赋税的摊派极不平均。

谁都知道，俄国农民所担负的各种赋税带有很深的中世纪痕迹。这里我们不能谈俄国财政史的细节。我们只指出赎金就够了。赎金是中世纪代役租的直接继续，是农奴主－地主依靠警察国家勒索来的一种贡赋。我们只要提一下贵族土地和农民土地课税不平均以及实物税等等情况就够了。我们现在只引用一下沃罗涅日省农民家庭收支统计资料[78]中的各种赋税总额。一个农民家庭的平均收入总额（根据66份典型户家庭收支资料）是491卢布44戈比，支出总额是443卢布，纯收入是48卢布44戈比。每户“平均”担负的各种赋税总额是34卢布35戈比。这样，各种赋税占了纯收入的70％。当然这只是就赋税的形式而言，事实上，这仍然是对“劳役等级”的农奴制剥削。一个中等家庭的货币纯收入只有17卢布83戈比，这就是说，一个俄国农民交纳的“赋税”超过了他的货币纯收入的一倍。这是1889年的数字，而不是1849年的数字！

但是在这里，平均数字也掩盖着农民的贫困，大大美化了农民的实际状况。关于各种赋税在经济实力不同的各类农户间的分摊情况的资料表明，无马农户和有1匹马的农户（占俄国农户总数的35）交纳的各种赋税不仅大大超过货币纯收入，而且也大大超过纯收入的总额。下面就是这种资料：





	　　　　　　　　　　　　　每户的收支数字（单位卢布）　　　　　　　　　　　　　　　　　　　　　　　　　　　　赋税在支

　　　　　　　　　　总收入　　　支出 　　　各种赋税　　出中所占的百分比

（一）无马者 ………………118．10　　109．08　　　15．47　　14．19

（二）有1匹马者 …………178．12　　174．26　　　17．77　　　10．20

（三）有2匹马者 ………… 429．72　　 379．17　　　32．02　　　8．44

（四）有3匹马者 ………… 753．19　　632．36　　　49．55　　　7．83

（五）有4匹马者 …………978．66 　　937．30　　　67．90　　　7．23

（六）有5匹马以上者……1766．79　　1593．77　　　86．34　　　5．42

　　平 均　　　　　491．44　　　 443．00　　34．35　　　7．75







无马农户和有1匹马的农户所交纳的赋税在他们的总支出中各占1／7和1／10。农奴制代役租也未必有这么高，因为属于地主所有的农民不可避免地大批破产对地主是不利的。赋税分摊的不平均现象也很严重：富裕农民所交纳的赋税，按其收入的比例计算，要少2／3—1／2。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平均现象呢？因为农民是按土地分摊大部分赋税的。对农民来说，税额和份地数量已合为“人口”一个概念了。我们根据上面的例子，计算一下各类农户每俄亩份地的各种赋税额，可以得出以下数字：（一）2．6卢布；（二）2．4卢布；（三）2．5卢布；（四）2．6卢布；（五）2．9卢布；（六）3．7卢布。除了最高一类农户因有大的工业作坊而特别课税外，我们看到赋税的分摊大致是平均的。在这里，份地数量同税额大体上也是适应的。这种现象是我国村社的劳役性质的直接残余（和直接证明）。就工役经济的条件本身来说，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不把邻近农民束缚在使人挨饿的份地上，逼迫他们为这种份地交纳很高的赋税，在“解放”后的半个世纪中，地主就不可能从邻近农民中获得供盘剥的劳动力。不要忘记，在19世纪末的俄国，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农民不得不倒赎份地，为放弃份地而交纳“额外费用”，也就是说，向承种离村者的份地的人额外交一笔钱。譬如，日班科夫先生在《农妇国》（1891年科斯特罗马版）一书中描写科斯特罗马农民生活时写道，在外出做零工的科斯特罗马人当中，“很少有人从出租土地取得一点租金，他们出租土地通常只是要租地人把土地围上栅栏，而一切赋税则由主人交纳”。1896年出版的《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一书也举出许多同样的事实说明外出做零工的工人不得不倒赎份地。

当然，在纯农业的省份里，这样的“土地权力”是没有的。但即使在这样的省份里，份地在农村两极中的作用降低的现象也以不同的形式而绝对存在。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既然如此，那按份地分摊赋税就必然使课税愈来愈不平均。经济的发展从各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导向一个结果，这就是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形式不断遭到破坏，等级制界限（份地、地主的土地等等）不断被摧毁，新的经济形式正在不加区别地由各种土地占有制的碎片组成。19世纪遗留给20世纪的必须完成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清除”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形式。斗争焦点是：这种“清除”是通过农民的土地国有化的方式来进行呢，还是通过由富农加速掠夺村社并把地主经济变为容克经济的方式来进行？

我们进一步分析现代农民经济结构的材料，从土地问题转到畜牧业问题上来。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再一次确认，牲畜在各类农户之间的分配情况比份地的分配情况还要不平均得多，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例如，塔夫利达省第聂伯罗夫斯克县农民畜牧业的规模就是这样：





	　　　　　　　　　　　　　　　　每户平均有份地　　每户平均有牲畜　　　　　　　　　　　　　　　（单位俄亩）　　（单位头）

不种地者………………………………… 6．4　　　　　　1．1

种地不满5俄亩者……………………… 5．5　　　　　　2．4

种地 5—10俄亩者……………………… 8．7　　　　　　4．2

种地10—25俄亩者……………………12．5　　　　　　7．3

种地 25—50俄亩者……………………16．6　　　　　　13．9

种地超过50俄亩者……………………17．4　　　　　　30．0

　　　　平　　均　　　　　　　　11．2　　　　　　7．6







两极农户之间在牲畜数量上的差额要比份地数量上的差额大9倍。根据畜牧业的材料来看，实际经营规模同人们通常只是根据平均数字，根据份地决定一切这种假设所想象的也很少有相似之处。无论我们拿哪一个县来看，牲畜的分配到处都比份地的分配不平均得多。占总数20％的富裕户占有份地29—36％，而它们的牲畜则占该县或几个县农民所有的牲畜总数的37—57％。而占总数50％的下等户却只占有牲畜总数的14—30％。

但是这些数字还远远没有完全反映出实际存在的深刻差别。除了牲畜的数量问题，牲畜的质量问题也同样很重要，甚至更重要。不言而喻，半破产的农民，经济贫困，备受盘剥，是买不起也饲养不起较好的牲畜的。主人（可怜的主人）挨饿，牲畜也不可能不挨饿。沃罗涅日省的家庭收支材料极其清楚地表明，无马农户和有1匹马的农户（即占俄国农户总数3／5的农户）的畜牧经济小得可怜。现在我们从这些材料中挑一些来说明农民的畜牧经济：





	　　　　　　　　　　　　　　　　　　　　　一年的平均支出额（单位卢布）　　　　　　　　　　　每户平均有牲畜　　补充农具　　牲畜饲料

　　　　　　　　　　　（折成大牲畜）　　和牲畜

（一）无马者 …………………… 0．8　　　　　　0．08　　　8．12

（二）有1匹马者 ……………… 2．6　　　　　　5．36　　　36．70

（三）有2匹马者 ……………… 4．9　　　　　　8．78　　　71．21

（四）有3匹马者 ……………… 9．1　　　　　　9．70　　　127．03

（五）有4匹马者 ……………… 12．8　　　　　　30．80　　173．24

（六）有5匹马以上者 ………… 19．3　　　　　　75．80　　510．07

　　平　　均　　　　　　 5．8　　　　　　13．14　　　98．91







1896—1900年间，欧俄的无马农民有325万户。他们每年每户用于牲畜和农具的支出为8戈比，因此他们的农业“经济”的状况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有1匹马的农户是330多万。他们每年每户用于添置农具和牲畜的支出为5卢布，因此他们只能够终生在无法摆脱的贫困中受煎熬。即使有2匹马的农户（250万户）和有3匹马的农户（100万户），每年每户用于牲畜和农具的支出也不过9—10卢布。只有两类上等户（在全国1100万农户中，这样的农户有100万）用于牲畜和农具的支出才比较接近正常的农业经济。

很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各类农户的牲畜质量就不可能是一样的。譬如，有1匹马的农户的1匹马值27卢布，有2匹马的农户的1匹马值37卢布，有3匹马的农户的1匹马值61卢布，有4匹马的农户的1匹马值52卢布，马匹很多的农户的1匹马值69卢布。两极农户的马价上下竟超过了100％。凡是有小经济和大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普遍存在这种现象。我在《土地问题》（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册）一书中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13—222页。——编者注］

 曾经指出，德雷克斯勒尔对德国农业和畜牧业所作的调查也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79]。在德国，一头中等牲畜的平均重量，在大田庄是619公斤（1884年，上引著作第259页），在占有土地25公顷以上的农户中是427公斤，在占有7．5—25公顷的农户中是382公斤，在占有2．5—7．5公顷的农户中是352公斤，在占有2．5公顷以下的农户中则是301公斤。

土地的管理，特别是土地的施肥，同牲畜的数量和质量也有关系。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全俄国的统计材料都证明地主土地的施肥情况比农民的要好。现在我们看到，那种在农奴制时代曾经是正确的和合理的划分已经过时了。现时在各类农户之间有很大的悬殊，因此，根据“中等”农户这种概念作出的一切研究、计算、论断和理论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得出绝对错误的结论。遗憾的是，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只限于按村社调查的资料，极少研究各类不同的农户。但是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却例外地在按户调查时收集了各类农户土地施肥情况的精确材料：





	　　　　　　　　　　　　　　　　施肥户占的　　每一施肥户　　　　　　　　　　　　　　　百分比　　　施肥车数

种地不满5俄亩者 ……………………　　33．9　　　 80

种地5—10俄亩者 ……………………　　66．2　　　116

种地10—20俄亩者……………………　　70．3　　　197

种地20—50俄亩者……………………　　76．9　　　358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84．3　　　732

　　　　平　　均　　　　　　　　51．7　　　176







这里我们已经看到，由于经营规模的不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耕作技术类型。在另一个地方，注意这个问题的调查人员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奥廖尔的统计人员说，富裕农民每1头大牲畜所积的粪肥比贫穷农民的几乎多一倍。每户平均有7．4头牲畜者，每头牲畜积肥391普特，而每户平均有2．8头牲畜者，每头牲畜只能积肥208普特。每头牲畜“正常的”积肥数量是400普特，可见，只有极少数富裕农民才能达到这个标准。贫苦农民不得不用谷草和粪肥当燃料，有时候甚至出卖粪肥等等。

说到这里，还必须考察一下农民中无马农户增长的问题。1888—1891年间，在欧俄48省1010万农户中，无马农户有280万，占27．3％。大约过了9—10年，即1896—1900年间，在1110万农户中，无马农户有320万，占29．2％。可见，对农民的剥夺无疑是愈来愈厉害了。但是如果从农艺学的观点来看这个过程，那就会得出一种乍看起来非常奇怪的结论。这个结论是著名的民粹派著作家反·沃·先生早在1884年（1884年《欧洲通报》杂志[80]第7期）作出的，他把我国农民经济中1匹马的耕地亩数同“正常的”三圃制经营（从农艺学观点看来是正常的）中1匹马的耕地亩数作了对比。他发现农民饲养的马匹过多，因为农民每匹马所耕种的土地不是如农艺学所要求的7—10俄亩，而只有5—8俄亩。瓦·沃·先生得出结论说：“因此，对俄国这个区域〈中部黑土地带〉的部分居民丧失马匹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应当看作是役畜和耕地数量之间正常比例的恢复。”事实上，得出这种奇怪结论的原因是，部分居民丧失马匹的同时，富裕户把土地集中到了自己手中，从而使他们的马匹数目同耕地面积达到了“正常的”比例。这种“正常的”比例并不是由农民资产阶级“恢复”的（因为在我国农民经济中从未有过这种比例），而只是由他们达到的。“不正常现象”则表现为小农经济的生产资料分散：同样数量的土地，100万个有1匹马的农民要用100万匹马来耕种，而富裕农民用50万匹马或75万匹马来耕种就可以了，而且耕种得更好更精细。

关于农民经济中的农具问题，应当把普通农具同改良农具区别开来。普通农具的分配同役畜的分配大体上是相适应的；在这类材料中，我们还没有发现说明农民经济的新材料。而价格昂贵的改良农具，只有比较大的农户使用才合算，只有顺利发展的农户才用得起，因而这种农具的集中程度高得无比。关于改良农具集中的材料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根据这种材料才能准确地判断出，农民经济的进步正在向哪个方向发展，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发展。从1861年以来，在这方面无疑前进了一步，但是，这种进步不仅在地主经济中而且在农民经济中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这一点，却时常引起人们的争论和怀疑。

地方自治局关于改良农具在农民中的分配情况的统计材料如下：





	　　　　　　　　　　　　　　　　每百户平均有改良农具数　　　　　　　　　　　奥廖尔省两县　　　　沃罗涅日省一县

无马者 ……………………　　　　0．01　　　　　　—

有1匹马者 ………………　　　　0．2　　　　　　0．06

有2—3匹马者……………　　　　3．5　　　　　　1．6

有4匹马以上者 …………　　　　36．0　　　　　23．0

　　平　　均　　　　　　　 2．2　　　　　　1．2







在这些地区，农民使用改良农具的相当少。有改良农具的农户所占的百分比非常小。下等户几乎根本不使用这种农具，上等户则经常使用。在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有改良农具的农户占13％，这个百分比在有5—20头役畜的农户中提高到40％，在有20头以上役畜的农户中提高到62％。在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的3个区中，每百户有10件改良农具，这是总平均数字；种地20—50俄亩者每百户有50件改良农具，种地50俄亩者每百户甚至有180件改良农具。拿我们在上面为了比较不同县份的材料而使用的百分比来看，占农户总数20％的富裕户占有全部改良农具的70—86％，而占农户总数50％的贫苦户只有1．8—3．6％。因此毫无疑问，在农民中推广改良农具所取得的进步（考夫曼先生在1907年出版的上引著作中也谈到这种进步）是富裕农民的进步。占农户总数35的无马农户和有1匹马的农户几乎根本没有力量利用这些改良农具。


五

我们在考察农民经济时，一直是把农民主要作为业主来看待的，同时指出，下等户不断被挤出业主的行列。被挤到哪里去呢？显然被挤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了。现在我们应当详细地考察一下，无产阶级尤其是农村无产阶级是怎样形成的，农业劳动力市场是怎样形成的。工役经济的典型的阶级人物是地主－农奴主和受盘剥的拥有份地的农民，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的阶级人物则是雇主－农场主和雇工或日工。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了地主和富裕农民如何变成了雇主。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农民如何变成了雇工。

富裕农民使用雇佣劳动是否很多呢？如果拿有雇工的农户在农户总数中的平均百分比来看（象人们通常所作的那样），那这个百分比是很小的：在塔夫利达省第聂伯罗夫斯克县是12．9％，在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是9％，在萨拉托夫省卡梅申县是8％，在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是10．6％，在奥廖尔省两个县是3．5％，在沃罗涅日省一个县是3．8％，在下诺夫哥罗德省三个县是2．6％。但是这种数字其实是虚假的，因为这是有雇工的农户同包括出去当雇工的农户在内的全体农户之间的比例。资产阶级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只占人口的极少数。有雇佣工人的农户任何时候都是“很少的”。问题在于，这里是在形成一种特殊的经济类型呢，还是雇佣现象不过是偶然的。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材料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明确的答复，材料处处都表明，富裕农户中有雇工的农户的百分比要比全县的平均数高得多。我们引用一下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的材料，那里例外地不仅有关于雇工的资料，而且有关于雇用日工即农业中更典型的雇佣形式的资料。





	　　　　　　　　　　　　　　　　　　　有雇工的农户占的百分比　　　　　　　　每户男劳动力　季节工　收割工　收获工　脱粒工

　　　　

不种地者　………………　0.6　　0.15　　　0.6　　　—　　—

种地不满5俄亩者　……　1.0　　　0.7　　　5.1　　　4.7　　9.2

种地5—10俄亩者　……　1.2　　　4.2　　　14.3　　20.1　　22.3

种地10—20俄亩者……　1.5　　　17.7　　　27.2　　43.9　　25.9

种地20—50俄亩者……　1.7　　　50.0　　　47.9　　69.6　　33.7

种地超过50俄亩者……　2.0　　　83.1　　　64.5　　87.2　　44.7

　　平　　均　　　　　1.2　　　10.6　　　16.4　　24.3　　18.8







我们看到，殷实户的特点是家庭成员比较多，自己家中的劳动力比贫苦户多。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使用非常多的雇佣劳动。“家庭协作”是扩大经营的基础，进而就变为资本主义协作。在上等户中，雇用工人显然成了扩大经营的办法和条件。此外，雇用日工甚至在中等农户中也极其普遍：在两类上等户（占农户总数10．3％）中，大多数农户都雇用工人，在耕种10—20俄亩土地的农户（占总数22．4％）中也有2／5以上的农户雇用工人帮助收割。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富裕农民如果没有数百万雇工和日工大军为他们做工，他们是存在不下去的。我们看到，各县有雇工的农户所占的平均百分数有很大的出入，然而有雇工的农户集中在上等农户中间，即富裕户在变为企业主，这种现象则无疑是普遍的。占农户总数20％的富裕户占了有雇工的农户总数的48—78％。

关于农村的另一级，统计材料一般都没有告诉我们，有人出去当各种雇工的农户有多少。我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同省长报告书和各司局的官方旧统计相比，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在一个问题上，即在所谓农民的“外水”问题上，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还保留了官方的旧观点。农民在自己的份地上经营农业被认为是正业，除此以外的一切活计都属于“外水”或“副业”，而且这里还把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就能加以区别的经济范畴混淆起来了。譬如在“从事农业副业者”这一类别中，既包括大批雇佣工人，又包括副业业主（如瓜田主）；此外，乞丐、商人、仆役和手工业业主等等也都被列为“有外水的农户”。显然，这种政治经济学上的惊人的糊涂观念，正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在地主看来，他的代役租农民在外边干什么，是做生意，当雇工，还是以业主的身分从事手工业，确实无关紧要；所有农奴都一律要交纳代役租，一切从事副业的人都被看作是暂时地和有条件地离开自己的正业。

在农奴制废除以后，这种观点同现实的矛盾一天天地尖锐起来。大多数有外水的农户无疑都是有人出去当雇工的农户，但是这里我们不能知道十分确切的情况，因为少数副业业主也包括在这类农户的总数中，从而粉饰了贫苦户的状况。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的统计人员把“农业副业”从整个“副业”中分了出来[81]。当然，这个名词也是不确切的，不过职业统计表起码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情况：在从事这种“副业”的14063人中间，雇工和日工就有13297人。这就是说，雇佣工人占绝大多数。该县从事农业副业的情况如下：





	　　　　　　　　　　　　　　　　　　　　　从事农业副业的男劳动力　　　　　　　　　　　　　　　　　　　　　所占的百分比

无役畜者 …………………………………　　　　　　71．4

有1头役畜者 ……………………………　　　　　　48．7

有2—3头役畜者…………………………　　　　　　20．4

有4头役畜者 ……………………………　　　　　　8．5

有5—10头役畜者 ………………………　　　　　　5．0

有10—20头役畜者………………………　　　　　　3．9

有20头以上役畜者………………………　　　　　　2．0

　　　　　　　　　　全　　县　　　　　　　　　25．0







从上表看来，在无马农民中，710都是雇佣工人，在有1匹马的农民中，几乎一半是雇佣工人。在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从事农业副业的农户平均占16．2％，在不种地的农户中，“从事副业者”占52．3％，在种地不满5俄亩的农户中，占26．4％。在其他没有专门分出农业副业的县份里，情况虽不很清楚，但是一般说来，搞“副业”和找“外水”通常是下等户的特点。占农户总数50％的下等户在有外水的农户中占60—93％。

由此可见，下等农户尤其是有1匹马的和无马的农户，就其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来说，是有份地的雇工和日工（说得广泛一些就是有份地的雇佣工人）。关于1861年以后全国使用雇佣劳动增多的材料、关于下等户收入来源的家庭收支调查以及关于下等户生活水平的材料都证实了这个结论。现在我们稍微详细地来谈一谈这三方面的证据。

关于全俄农村雇佣工人增长的一般材料只是统计了外出做零工的工人，而且没有把农业工人和非农业工人明确地区别开来。至于在总数中究竟是前者占优势还是后者占优势的问题，民粹派的著作认为前者占优势，但是我们在下面将提出相反看法的论据。1861年以后，农民中外出做零工的迅速增加，这个事实是丝毫不容怀疑的。一切资料都证实了这一点。关于身分证的收入和发出身分证的数目的资料大致地说明了这一现象。身分证的收入在1868年是210万卢布，1884年是330万卢布，1894年是450万卢布，一共增加了一倍多。在欧俄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的数目1884年是470万张，1897—1898年是780—930万张。我们看到，13年间增加了一倍。所有这些数字大体上都是与其他一些计算如乌瓦罗夫先生的计算相符合的。乌瓦罗夫先生综合了20省126县的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材料（大部分是陈旧的），推算出外出做零工的工人大概有500万[82]。谢·柯罗连科先生根据地方工人过剩数量的材料，推算出这个数字是600万人。

尼古拉·—逊先生认为，在这个数字中“绝大多数”是从事农业副业的。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522—534页。——编者注］

 一书中曾经详细地说明过，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材料和调查都充分证明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大多数（虽然不是绝大多数）外出做零工的工人是非农业工人。请看关于1898年欧俄各省发出的居民证的最完全和最新的材料：





	　　　　　　　省　　别　　　　　　　　　　　　　1898年发出的　　　　　　　　　　　　　　　　　　　　　　居民证的总数

（1）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占优势的17个省 ……　　　　　　3369597

（2）过渡性质的12个省 ………………………　　　　　　1674231

（3）外出做农业零工占优势的21个省 ………　　　　　　2765762

　　　　　　　　　　　　50个省共计　　　　　　　7809590







假定在过渡性质的省份中有一半外出工人是农业工人，那大概的分配情况很可能是这样：非农业雇佣工人大约是420万，农业雇佣工人大约是360万。我们应当把鲁德涅夫先生的数字[83]同这个数字比较一下。鲁德涅夫先生在1894年综合了19省148县的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推算出农业雇佣工人大致是350万。根据80年代的材料，这个数字既包括当地的农业工人，也包括外出做农业零工的工人。在90年代末，光是外出做农业零工的工人就有这么多。

农业雇佣工人人数的增加同我们在前面分析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时所探讨过的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经营经济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就拿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来说吧！富裕农民使用机器，意味着向经营经济的过渡，这一点我们已经用确切的材料说明过了。地主经济使用机器和一般改良农具，则意味着工役制必然被资本主义所排挤。农民的农具被地主的农具所代替；旧的三圃制被农具的更换引起的新的技术方法所代替，受盘剥的农民已经不适合于使用改良农具的农活，因此正在被雇工或日工所代替。

在改革后的欧俄，使用机器最广泛的区域，使用外来工人雇佣劳动力也最广泛。这个区域就是欧俄南部和东部各边疆地区。农业工人迁入这个区域，造成了非常典型和鲜明的资本主义关系。这种关系应该谈一谈，以便把直到现在还占优势的旧工役制同冲击愈来愈猛烈的新潮流作一番比较。首先应当指出，南部区域的特征是农业中的工资最高。根据整整10年（1881—1891年）排除了种种偶然波动的统计数字来看，塔夫利达、比萨拉比亚和顿河三省的工资在俄国是最高的。这里年工的工资包括膳食在内是143卢布50戈比，季节工（夏季）的工资是55卢布67戈比。工资其次高的是最发达的工业区，即彼得堡省、莫斯科省、弗拉基米尔省和雅罗斯拉夫尔省。这里农业年工的工资是135卢布80戈比，季节工是53卢布。工资最低的是中部农业省份（喀山省、奔萨省、坦波夫省、梁赞省、图拉省、奥廖尔省和库尔斯克省），即保存着工役制、盘剥制和农奴制各种残余的主要地区。这里农业年工的工资只有92卢布95戈比，比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省份少1／3，季节工的工资是35卢布64戈比，比南部的季节工（夏季）少20卢布。正是在这个中部区域，我们看到有大批工人外流。每年春季有150多万人离开这里，一部分去干农活（主要到南部，也有一部分到工业省份，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一部分到首都地区或工业省份去做非农业工作。在这个人口移出最多的区域同两个人口移入最多的区域（南部农业区和包括两个工业省份的首都地区）之间有一些中等工资的省份。这些省份一方面从工资最“低廉”和挨饿最厉害的中部地区吸收一部分工人，另一方面又放一部分工人去工资较高的区域。谢·柯罗连科先生在《自由雇佣劳动》一书中根据大量材料详细地描述了工人漂泊和人口流动的这一过程。资本主义就这样使人口的分布更加平衡（当然是根据资本的需要），使全国的工资平均化，建立起真正统一的全国性的劳动市场，用高额工资来“诱惑”受盘剥的农民，从而逐渐地破坏旧生产方式的基础。由此引起了地主老爷们无穷无尽的抱怨，抱怨当地工人腐化堕落，抱怨外出做工养成了放荡和酗酒的习气，抱怨城市“腐蚀了”工人，如此等等。

19世纪末，在外来工人最多的区域，农业中建立起了规模相当大的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协作是在使用象脱粒机这样的机器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捷贾科夫先生在描写赫尔松省农业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的著作[84]中指出，一部马拉脱粒机需要14—23个或更多的工人，而一部蒸汽脱粒机则需要50—70个工人。某些农场有500—1000个工人，这在农业中是非常大的数字。资本主义造成了以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代替工资较高的男子劳动的条件。例如，在塔夫利达省主要的劳动市场之一卡霍夫卡镇，以前集中过4万工人，而在上一世纪90年代有2—3万工人；在1890年登记过的工人中妇女占12．7％，到1895年已经达到了25．6％。1893年童工占0．7％，到1895年已经达到1．69％。

资本主义农庄把工人从俄国的各个角落集中起来，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分类，造成一种同工厂工人等级制类似的工人等级制。譬如把工人分为整劳力、半劳力——其中又分出“力气大的劳力”（16—20岁）和“帮小忙的”半劳力（8—14岁的儿童）。地主同“自己的”农民之间过去那种所谓“宗法”关系，在这里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劳动力象任何其他东西一样，变成了商品。“真正俄罗斯”型的盘剥正在消失，代替它的是按周计算的货币工资制，是疯狂的竞争，是工人和业主之间的争执。由于大批工人集中在雇佣市场，由于极端恶劣的不卫生的劳动条件，人们试图对大农庄实行社会监督。这种尝试是农业中的“大工业”所特有的，但是，在没有政治自由和公开的工人组织的情况下，这种尝试是根本不能持久的。外来工人的劳动条件坏到什么程度，这从工作日长达12个半小时至15个小时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操作机器的工人受伤已是司空见惯。患职业病的工人（如操作脱粒机的工人）增加了，如此等等。在19世纪末的俄国，不仅可以看到最发达的、美国式的纯粹资本主义剥削的一切“美妙的东西”，而且还可以看到纯粹中世纪的、在先进国家中早已消失了的工役制和徭役制的经营方式。俄国所有纷繁复杂的土地关系，归结起来就是农奴制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方式交织在一起。

在结束对俄国农业雇佣劳动条件的叙述时，我们还要看一看下等户的家庭收支材料。在这些材料中，雇佣劳动被婉转地说成“外水”或“副业”。这种外水收入同农业收入之间的比例是怎样的呢？沃罗涅日省无马农户和有1匹马的农户的家庭收支情况对这个问题作了准确的回答。无马农户的总收入是118卢布10戈比，其中农业收入是57卢布11戈比，“副业”收入是59卢布4戈比。在这后一个数字中，36卢布75戈比是“个人副业”的收入，22卢布29戈比是其他收入，其中也包括出租土地的收入！有1匹马的农户的总收入是178卢布12戈比，其中农业收入是127卢布69戈比，副业收入是49卢布22戈比（35卢布是个人副业的收入，6卢布是马车运输的收入，2卢布是“工商业作坊和企业”的收入，6卢布是其他收入）。如果我们扣除土地经营方面的开支，那么农业收入就是69卢布37戈比，副业收入是49卢布22戈比。占俄国农户总数35的农户就是这样谋生的。不用说，这些农民的生活水平是不会比雇工高的，有时还要低些。在1881—1891年这10年中，沃罗涅日省一个全年雇工的平均工资是57卢布，再加上生活费42卢布。可是，一个四口之家的无马农户全家一年的生活费才78卢布，一个五口之家的有1匹马的农户全家一年的生活费才98卢布。工役制、赋税和资本主义剥削使俄国农民的生活水平降低到欧洲人难以想象的贫穷和饥饿的程度。欧洲人把这一类社会分子叫作赤贫者。


六

为了把上面关于农民分化的所有论述加以总结，我们先引用一下书刊中唯一谈到整个欧俄的总结性材料，它可以使我们对各类农民在各个时期的情况作出判断。这份材料就是军马调查材料。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第2版中，曾经综合了欧俄48省在1888—1891年和1896—1900年这两个时期有关这方面的材料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21页。——编者注］

 。现在把其中最重要的总结数字摘引如下：





	　　　　　　　　　　　　　　农　　户　　数　　目　　　　　　　　　　1888—1891年　　　　1896—1900年

　　　　　　　　　　总数　　百分数　　总数　　百分数

　　　　　　　　　　（单位百万）　　　　（单位百万）

无马者 ………………　　　　2．8　　27．3　　3．2　　29．2

有1匹马者 …………　　　　2．9　　28．5　　3．4　　30．3

有2匹马者 …………　　　　2．2　　22．2　　2．5　　22．0

有3匹马者 …………　　　　1．1　　10．6　　1．0　　9．4

有4匹马以上者 ……　　　　1．1　　11．4　　1．0　　9．1

　　　共　　计　　　 10．1　 100．0　　11．1　 100．0







我在前面已经顺便指出，这些材料证明了农民遭到愈来愈厉害的剥夺。增加的100万个农户全部是两类下等户。在这期间，马匹的总数由1691万匹减少到1687万匹，就是说全体农民的马匹略有减少。甚至上等户的马匹也有所减少，在1888—1891年，每户平均有5．5匹马，而到1896—1900年，每户平均只有5．4匹了。

从这些数字中很容易得出农民并没有发生“分化”的结论，因为最穷的一类农户增加得最多，最富的一类农户减少得最多（就农户数目来说）。这不是分化，而是贫困的平均化！在出版物中经常可以看到用类似方法所得出的这种结论。但是，如果我们问一下，农民内部各类农户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呢？那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在1888—1891年间，占农户总数一半的下等户拥有的马匹占马匹总数的13．7％，在1896—1900年间，下等户还是保持着这个百分比。占农户15的最富裕户拥有的马匹在1888—1891年间占马匹总数的52．6％，在1896—1900年间则占53．2％。很明显，两类农户的相互关系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农民变穷了，富裕户也变穷了，1891年的危机[85]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然而农村资产阶级同日益破产的农民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实，也不可能有什么改变。

这种情况往往被那些根据片断的统计材料来判断农民分化问题的人所忽视。譬如有人认为，关于马匹分配的单项材料可以多少说明农民分化问题，那是可笑的。这种分配情况如果不同有关农民经济的全部材料联系起来，那就不能证明任何问题。如果我们研究了这些材料，弄清楚了各类农户在租地和出租地、改良农具和肥料、外水和购买地、雇佣工人和牲畜头数等等的分配方面的共同点，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事情的所有这些不同方面相互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的确表明无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经济类型已经形成，如果我们弄清楚了这一切，而且只有在已经弄清楚的限度内，我们才可以使用象关于马匹分配的单项材料来说明上面所说的一切。相反，如果有人给我们举出富裕户在某一时期马匹减少的某个事例，并且仅仅根据这一点就对农村资产阶级同其他各类农户的对比关系作出某些普遍性的结论，那就荒谬透顶了。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经济部门，在市场的统治下，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均衡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不是跳跃式的、曲折的，就是说，它忽而迅速前进，忽而暂时降低到原有水平以下。俄国农业危机问题和当前变革问题的实质根本不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或发展速度怎样，而在于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变革，它是不是在农民变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情况下发生的，村社内部各个农户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资产阶级的关系。换句话说，研究俄国土地问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弄清楚那些说明土地关系的阶级实质的基本材料。只有在弄清楚了我们所遇到的是哪些阶级和哪种发展趋势之后，才能谈到局部问题，如发展速度问题以及总趋势的某些不同形式问题等。

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改革后的农民经济的看法的依据，就是承认这种经济类型是小资产阶级的类型。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经济学家同民粹派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首先就是这种论断是否正确、是否适当（如果打算弄清楚意见分歧的真正实质，必然这样争论）。不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就不能够进一步了解任何比较具体的或实际的问题。譬如说，如果不先弄清楚我国农业演进的总趋势，不先弄清楚在这一或那一事变进程中哪些阶级会取得胜利等问题，要研究19世纪留给20世纪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各种途径，那是毫无希望的，是研究不清楚的。

我们在上面引证的那些关于农民分化的详细材料所说明的正是土地变革方面其他一切问题的基础，不了解这个基础就不能前进。我们从俄国的两极详细地研究了各类农户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有这些关系正好向我们表明了村社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实质。这些相互关系清楚地表明了农民经济在当前历史情况下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马克思主义者说过，农业中的小生产者（不管他是在份地上经营还是在其他什么土地上经营，都是一样）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必然是小资产者。这个论点曾经使很多人困惑莫解，他们说，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是从别人那里照样搬来硬套在我国独特的条件上的。但是关于各类农户相互关系的材料、关于富裕的村社农民抢租贫穷的村社农民的土地的材料、关于富裕的村社农民雇用工人的材料、关于贫穷的村社农民变为雇佣工人的材料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材料，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论是正确的，是驳不倒的。关于村社在俄国经济发展趋势方面的意义问题，也被这些材料彻底解决了，因为这些材料所表明的恰好是真正的（而不是虚构的）村社的真正趋势。不管份地的分配怎样平均，不管进行什么样的重新分配，事实表明，村社农民真正的经济发展趋势就是形成农村资产阶级以及大批贫苦的业主被挤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也好，劳动派所要求的土地国有化也好，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虽然从社会发展的速度、生产力的增长和最大限度地照顾群众利益等角度来看，这两种“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别。

现在我们还应该考察一下俄国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问题。前面的叙述包含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前提，即改革后整个时代的特点就是商业和交换的发展。我们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再引用统计材料来证实这一点了。但是必须说明：第一，目前的农民经济对市场的依附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第二，随着农业对市场的依附，农业将具有哪些特殊形式。

关于第一个问题，沃罗涅日省地方自治机关的家庭收支统计收有极其精确的材料。这里我们可以从农民家庭的收支总额（这在前面已经引用过了）中抽出货币收支额来看一看。下表说明了市场的作用：





	　　　　　　　　　农民的货币收支额占收支总额的百分比　　　　　　　　　　　　　支出　　　　收入

无马者 ………………　　　 57．1　　　　54．6

有1匹马者 …………　　　　46．5　　　　41．4

有2匹马者 …………　　　　43．6　　　　45．7

有3匹马者 …………　　　　41．5　　　　42．3

有4匹马者 …………　　　　46．9　　　　40．8

有5匹马以上者 ……　　　　60．2　　　　59．2

　　　　　平　　均　　　　49．1　　　　47．9







这样看来，连中等农民的经济都在极大程度上依附市场，更不用说富裕农民和贫困化的农民（半无产者）了。因此，任何有关农民经济的议论，如果忽视了市场、交换和商品生产日益增长并占优势的作用，那都是根本错误的。19世纪末俄国农民梦寐以求的农奴制大地产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消灭，不会削弱而只会加强市场的权力，因为工役制和盘剥制在阻碍商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

关于第二个问题必须指出，资本渗入农业是一个独特的过程，要正确地了解这个过程就不能够只看全国性的一般的材料。农业在不同的经济中和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并不是一下子就同样地变成商业性农业的。相反，市场通常在一个地区控制复杂的农业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地区又控制它的另一方面，但其他方面并没有消失，而是适应于“主要的”即货币的方面。譬如，在某一个地区主要形成了商业性谷物业，为出卖而生产的主要产品是谷物。在这种经济中，畜牧业起着从属作用，再进一步，如果耕作业片面发展到极点时，畜牧业几乎会消灭。例如，美国西部地区的“小麦工厂”有时一个夏季在几乎没有牲畜的情况下就建立起来了。在其他地区主要形成商业性畜牧业。为出卖而生产的主要产品是肉制品或乳制品。纯农业则要适应于畜牧业。显然，经营的规模和组织的方式在这两种情况下是不相同的。不能根据播种面积的大小来判断城市近郊的牛奶业。不能用衡量大农户和小农户的同一尺度去衡量草原耕作者、菜园主、烟草业主、“牛奶场主”（按照英国的说法）等等。

交换和商业渗入农业，引起了农业的专门化，而且这种专门化在日益发展。同样一些经济指标（如马匹数目），在商业性农业的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意义。譬如在首都近郊的无马农民中就有一些大农户，他们有产乳牲畜，做大笔生意，使用雇佣工人。当然，在全部无马农民和有1匹马的农民中，这样的农场主是极少数。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使用包括全国的总的材料，那我们就无法估计农业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

对于这种情况，应当特别注意。忽视这一点就不能对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得出正确的认识，并且容易犯简单化的错误。只有估计到农业的实际特点，才能把握住这个过程的全部复杂性。有人说，农业由于有它的特点，因此不受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支配。这是完全错误的。农业的特点阻碍农业依附于市场，这是事实，但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国家，商业性农业增长的过程都在不可遏止地进行着。不过形成商业性农业的形式确实是独特的，因此就要用特殊的方法去研究。

为了说明上述情况，我们从俄国商业性农业的不同地区举出几个明显的例子。在商业性谷物业地区（新罗西亚和伏尔加左岸），我们看到，谷物收获量增长异常迅速；在1864—1866年，这些省份还落在中部黑土地带省份的后面，每人平均纯收获量只有2．1俄石，到1883—1887年，这些省份超过了中部地区，每人平均纯收获量达到了3．4俄石。播种面积扩大是这个地区在改革后时期的最大特点。在这里，土地的耕作往往是最原始的，人们只注意尽量多种土地。在19世纪下半叶，这里出现了美国那样的“小麦工厂”。根据播种面积（上等户每户平均达271俄亩），完全可以判断出经营的规模和类型。在另一个地区，即在工业地区，特别是在首都近郊，就谈不上扩大播种面积的问题。这里最明显的特点不是商业性谷物业，而是商业性畜牧业。因此根据耕地的亩数或役马的匹数，已不可能正确了解这里的经济。这里更适当的衡量尺度是奶牛的头数（牛奶业）。这里大经济进步的标志不是播种面积的扩大，而是轮作制的改变和牧草的种植。这里马匹很多的农户比较少，甚至马匹的减少有时反而意味着经营的进步。但是这里农民的奶牛却比俄国其他地区多。布拉戈维申斯基先生根据地方自治局统计的总数，算出每户平均有1．2头奶牛；在彼得堡、莫斯科、特维尔和斯摩棱斯克4省18个县中，每户平均有1．6头，拿彼得堡省一省来说，每户平均有1．8头[86]。无论是商业资本或投入生产的资本，在这里都主要用于畜产品。收入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奶牛的多少。于是“牛奶场”不断出现。富裕农民雇用的农业工人愈来愈多。我们已经指出，人们从贫困的中部地区纷纷跑到工业省份去从事农业。总之，由于耕作技术条件跟纯粹农业地区不同，同样一些社会经济关系，在这里表现为完全不同的形式。

如果拿特种作物（如烟草业）来看，或者拿农业同产品加工业（如酿酒业、甜菜制糖业、榨油业、马铃薯淀粉业及其他生产）的结合来看，那这种经营关系的表现形式既不同于商业性谷物业中的形式，也不同于商业性畜牧业中的形式。这里可以作为衡量尺度的或者是特种作物的播种面积，或者是与这种经济有关的产品加工企业的规模。

仅仅涉及土地面积或牲畜头数的农业综合统计材料，根本不可能估计到所有这些纷繁的形式，因此那些只是根据这种统计材料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正确的。同根据一般的综合数字和抽象的平均数所能想象到的情况相比，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要迅速得多，交换的影响要广泛得多，资本对农业的改造要深刻得多。


七

现在我们把上面关于19世纪末俄国土地问题和农业危机的实质的所有论述作一总结。

这个危机的实质是什么呢？M．沙宁在《土地地方公有还是分归私有》（1907年维尔纳版）这本小册子中坚持认为，我国的农业危机是耕作技术的危机，这一危机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必须提高俄国极低的农业技术，必须过渡到更高的耕作制度，等等。

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太抽象。必须过渡到更高的技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第一，这种过渡从1861年以后在俄国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不管进步多么缓慢，但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无论是地主经济，还是以少数富裕农民为代表的农民经济，都已经开始种植牧草，使用改良农具，更经常、更细致地给土地施肥，等等。既然农业技术的这种缓慢进步是1861年以来的一个普遍过程，那么指出这一点来说明公认的19世纪末农业危机的尖锐化显然是不够的。第二，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了两种“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一种是斯托雷平的从上面解决的方式，其办法是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彻底消灭村社，让富农来掠夺村社，另一种是农民的（劳动派的）从下面解决的方式，其办法是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这两种解决办法都在按自己的方式促进向更高技术的过渡，都朝着耕作技术的进步前进。只是前一种解决办法是通过加速从农业中排挤出贫苦农民的过程来实现这种进步，后一种解决办法则是通过加速排除工役制（用消灭农奴制大地产的办法）的过程来实现这种进步。贫苦农民把自己的土地“经营”得极其糟糕，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所以，如果让一小撮富裕农民大肆掠夺贫苦农民的土地，那耕作技术会得到提高，这是无可怀疑的。但同样无可怀疑的事实是，靠工役制和盘剥制来经营的地主土地，也耕种得极其糟糕，比份地还糟（请回想一下前面引用过的数字：每俄亩的产量，份地是54普特，农庄土地是66普特，按对分制耕种的土地是50普特，农民按年租种的土地是45普特）。地主经济的工役制保存了极其落后的耕作方法，使耕作技术方面和整个社会生活方面的未开化状态永久存在。所以，如果连根铲除整个工役制，即彻底消灭（而且不付赎金）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那耕作技术会得到提高，这是无可怀疑的。

这样看来，土地问题和农业危机的实质不在于要铲除提高耕作技术的障碍，而在于如何来铲除这种障碍，由哪个阶级用哪些方法来铲除。铲除阻碍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是绝对必要的，不仅从主观上讲是必要的，而且从客观上讲也是必要的，就是说，铲除障碍是不可避免的，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防止的。

M．沙宁的错误，也是很多土地问题著作家所犯的错误，在于把必须提高农业技术这一正确论点说得过于抽象，没有考虑到俄国农业中农奴制特点同资本主义特点互相交织的各种特殊形式。俄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的和基本的障碍是农奴制残余，这首先是工役制和盘剥制，其次是农奴制的赋税、农民的权利不平等、农民在上层等级面前所处的屈辱地位，等等。铲除这些农奴制残余在经济上早已十分必要了。19世纪末农业危机之所以极其尖锐，正是因为俄国摆脱中世纪制度的过程拖得太长，工役制和盘剥制“活得”太久。这些残余在1861年以后消亡得那样缓慢，以致新的机体需要用强制手段来迅速地肃清农奴制。

俄国农业的这种新的经济机体是什么呢？这在前面我们已经特别详细地说明过了，因为自由主义民粹派营垒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是非常错误的。在我国从农奴制中破壳而出的新的经济机体就是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地主经营的经济，只要不是依靠工役制、依靠盘剥份地农民，那就非常清楚地表现出资本主义的特征。只要我们能够深入村社内部去看一看，现实生活中发生了哪些同官方规定的份地平均制不符合的事情，那我们就会看到，农民经营的经济也处处表现出纯资本主义的特征。在俄国尽管存在着种种障碍，但是商业性农业还是不断地发展，而且不可避免地转化为资本主义农业，虽然这种转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各个地区是各不相同的。

为了新的经济机体进一步自由发展，必须用强制手段消灭中世纪的外壳，但是应当消灭什么呢？应当消灭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到目前为止，在俄国不仅地主土地占有制是中世纪的，就连相当一部分农民土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纪的。我们看到，新的经济条件正在冲破这些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框框和界限，迫使贫苦农民出租自己历来耕种的份地，促使富裕农民利用各种土地（份地、购买地以及从地主那里租来的土地）组织起规模较大的经济。地主的土地分为用工役制耕种的土地、农民按年租种的土地和农庄耕地，这一情况就说明，新的经济形式正在旧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框框以外建立起来。

坚决抛开过去的东西，就能够一下子消灭这种土地占有制。消灭的办法就是全体农民代表在1905—1907年间一贯要求的土地国有化。消灭土地私有制丝毫也不改变商业性的和资本主义的土地占有制的资产阶级基础。认为土地国有化同社会主义甚至同土地平均使用制有某些共同之处，这种看法是再错误也没有了。至于社会主义，那么大家知道，它就是消灭商品经济。而国有化是把土地变为国家所有，这丝毫也不触动土地的私人经营。不管富裕农民是否把土地“永远地”买下，是否租种地主的土地或官地，是否“集中”没落的贫穷农民的份地，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的）经营制度是不会因此而改变的，正如同这种情形一样，不管土地是否成为全国、全民的“财产”，土地的经营制度是不会因此而改变的。只要仍然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可笑的。而农产品和生产资料的交换同土地占有形式是毫无关系的。（顺便指出，我在这里讲的只是国有化的经济意义，而不是替国有化纲领辩护；我在上述著作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58—289页。——编者注］

 中已经作过这样的辩护了。）

至于平均制，我们在前面就已经说明了它在份地分配方面的实行情况。我们看到，村社内部份地的分配是相当平均的，只是富人稍微占了一点便宜。但是由于穷人出租土地，富人集中租地，结果这种平均制就所剩无几了。很明显，只要存在着业主之间的财产上的差异，存在着加剧这种差异的交换制度，那任何土地占有平均制都无法消除实际使用土地方面的不平均现象。

国有化的经济意义根本不象人们通常探讨的那样。它的意义不在于反对资产阶级关系（马克思早就指出，国有化是资产阶级最彻底的措施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80—191页。——编者注］

 ），而在于反对农奴制关系。形形色色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等级的框框妨碍了商业周转；旧土地占有制同新经济之间的不适应现象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地主靠大地产来延续工役制的寿命；农民被束缚在象犹太人居住区[87]那样的份地上，然而现实生活处处都在破坏份地占有制的框架。国在化可以彻底扫除土地占有制方面的一切中世纪关系，可以消灭在土地上的一切人为的界限，使土地变成真正自由的土地。对谁来说是自由的呢？对全体公民吗？根本不是。我们已经看到，无马农民（325万户）的自由在于出租份地。土地成为自由的，是对业主来说的，是对那些真正希望而且能够按照整个现代经济条件特别是现代世界市场的条件去耕种土地的人们来说的。国有化可以加速农奴制的灭亡，可以使纯粹资产阶级农场在清除了一切中世纪废墟的土地上加速发展。这就是19世纪末提出的俄国土地国有化的真正历史意义。

为资本主义清扫土地占有制，还有一条在客观上不是不可能的道路，正如我们看到的，这就是让富人加速掠夺村社和巩固富裕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工役制和盘剥制的老根并未触动，地主的大地产依然存在。很明显，对于保证生产力的自由发展来说，这样一种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办法比前一种办法差得不可比拟。既然大地产保留下来，那受盘剥的农民、对分制、小规模年租制、用农民的农具和牲畜耕种“老爷的”土地等现象就必然保留下来，也就是说，最落后的经营水平和叫作宗法式农村生活的一切亚洲式的野蛮状态必然保留下来。

我所指出的“解决”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俄国的土地问题的两种办法，是同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相适应的。我把这两条道路叫作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前一条道路的特点是，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关系不是一下子被消灭掉，而是慢慢地适应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长时期保存着半封建的特征。普鲁士的地主土地占有制没有为资产阶级革命所粉碎，而是得到了保全，并成为“容克”经济的基础。这种经济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它也必然存在农村居民的某种依附关系，如奴仆规约[88]等等。因此容克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在1848年以后又维持了数十年之久，而德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比美国慢得无法相比。美国的情况完全相反，资本主义农业的基础不是大地主的旧的奴隶占有制经济（国内战争彻底粉碎了奴隶主农庄），而是自由的农场主在自由土地上的自由经济。所谓自由土地，就是它一方面摆脱了中世纪的一切羁绊，摆脱了农奴制度和封建制度，另一方面又摆脱了土地私有制的羁绊。在美国，巨大的土地储备是按名义价格分配的，现在，那里的土地私有制只是在新的、完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861年以后，这两条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俄国都非常清楚地呈现出来了。地主经济的进步是无可怀疑的，不过只要还保留着农奴制残余，这种进步的缓慢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农民愈自由，受农奴制残余的压迫愈少（譬如在南部就有这一切有利条件），而且从整个来说愈有保证得到土地，农民的分化就愈厉害，农村的农场主－企业主阶级的形成就愈迅速。国家今后发展的全部问题就是：这两条发展道路中究竟哪一条道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与此相应的是，究竟由哪一个阶级来进行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改革？是从前的地主老爷还是自由的农民－农场主？

在我国常常有人认为，土地国有化把土地排斥在商业周转之外。大多数先进农民和农民思想家无疑都有这种看法。但是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情况恰恰相反。土地私有制是对土地自由投资的障碍。因此，在可以向国家自由租种土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土地国有化的实质就在于此）的情况下，土地被卷入商业周转的情形要比在土地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更加普遍。在自由租佃的情况下，对土地投资的自由，农业竞争的自由，都比在私有制的情况下多得多。土地国有化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大地主的大地主占有制。而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方面的大地主占有制是什么意思呢？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讲得非常透彻。我在前面提到的那部论述土地纲领的著作中曾经引用了他的这段话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37—241页。——编者注］

 ，但是鉴于问题重要，我在这里还要引用一次。

马克思在关于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历史条件一节（《剩余价值理论》1905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2册第5—7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263—264页。——编者注］

 ）中说道，李嘉图和安德森“都是从一种在大陆上看来非常奇怪的观点出发的”。这就是：“根本不存在妨碍对土地进行任意投资的土地所有权”。骤然看来，这是一个矛盾，因为正是在英国被认为是特别完整地保存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是马克思解释道，正是在英国，资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关系，不仅村落的位置，而且村落本身，不仅农业人口的住所，而且农业人口本身，不仅原来的经济中心，而且这种经济本身，凡是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相适应的，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马克思继续说道：“在德国人那里，经济关系是由各种土地占有（Feldmarken）的传统关系、经济中心的位置和居民的一定集中点决定的。在英国人那里，农业的历史条件则是从15世纪末以来由资本逐渐创造出来的。联合王国的常用术语‘清扫土地’（“clearing of estates”），在任何一个大陆国家都是听不到的。但是什么叫作‘清扫土地’呢？就是毫不考虑定居在那里的居民，把他们赶走，毫不考虑原有的村落，把它们夷平，毫不考虑经济建筑物，把它们拆毁，毫不考虑原来农业的类别，把它们一下子改变，例如把耕地变成牧场，总而言之，一切生产条件都不是按照它们传统的样子接受下来，而是按照它们在每一场合怎样最有利于投资历史地创造出来。因此，就这一点来说，不存在土地私有权，土地所有权让资本——租地农场主——自由经营，因为土地所有权关心的只是货币收入。一个波美拉尼亚的地主〈马克思指的是洛贝尔图斯，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把他的地租论驳得体无完肤〉，脑袋里只有祖传的土地占有、经济中心和农业公会等等，因而对李嘉图关于农业关系发展的‘非历史’观点就会大惊小怪。”事实上，“英国关系是使现代土地所有权——被资本主义生产改变了形式的土地所有权——得到合适发展的唯一关系。在这里，英国的观点〈即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对于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说具有古典意义”。

在英国，这种清扫土地是通过以暴力破坏农民土地占有制的革命方式来进行的。这种对过时的旧东西的破坏，在俄国也绝对不可避免，但是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前7年）还没有解决由哪一个阶级和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我们所需要的破坏这一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了现今俄国土地分配的基础是什么。我们看到，1050万农户只有7500万俄亩土地，而3万个大地产占有者就有7000万俄亩土地。在这样的基础上必然要爆发斗争，而斗争可能的一个结局就是1000万农户的地产要增加将近一倍，3万个上层分子的地产则要被消灭。现在我们从19世纪末俄国土地问题是怎样形成的这个角度出发，纯粹从理论上考察一下这个可能的结局。这一变化的结果将会是怎样呢？从土地占有关系的角度来看是很明显的：中世纪的份地占有制和中世纪的地主土地占有制将被更替。旧东西将一扫而光。在土地占有关系中，任何传统的东西都不会留下。究竟是什么力量决定新的土地占有关系呢？是平均制的“原则”吧？受了民粹派思想影响的先进农民喜欢这样想。民粹派也这样想。然而这是幻想。在村社中，法律所承认的并被习惯奉为神圣的平均制“原则”，实际上使土地占有制适应于财产上的差别。无论是俄国的材料，或者是西欧的材料，都千百次地证实了这个经济方面的事实。根据这个事实，我们肯定地说，对平均制的希望将象幻想那样成为泡影，而土地占有制的更替将成为唯一可靠的结果。这种结果的意义是否重大呢？非常重大，因为任何别的办法，任何别的改革，任何别的改造都不能提供这样充分的保证，使俄国的农业技术获得最迅速、最广泛、最自由的进步，使农奴制、等级制和亚洲式野蛮的一切痕迹从我国生活中消除净尽。

或许有人要反驳我们说：技术进步呢？难道精确的材料在前面没有证明地主经济在种植牧草、使用机器、施肥和牲畜质量等方面都超过了农民经济吗？是证明了，这个事实丝毫不容怀疑。但是，不应当忘记，经济组织、技术水平及其他方面所有的这些差别都集中表现在单位面积产量上。我们已经看到，由农民按对分制或其他方式耕种的地主土地的产量低于份地的产量。这就是人们在谈论俄国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的耕作技术水平时几乎总是忘记的情况！地主经济只有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才超过农民经济。问题的全部实质也就在于，这个“只有”使工役制在19世纪末依然是我国中部地区占优势的经济形式。因为直到现在受盘剥的农民还在用自己祖传的农具和耕作方法等等来耕种地主的土地，所以地主土地占有制是落后和停滞的主要原因。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土地占有制的改变会提高对分制土地和租地的产量（现在这些土地的产量——见前面提到的数字——是50普特和45普特，而份地的产量是54普特，地主耕地是66普特）。即使这些土地的产量只提高到份地产量的水平，那这个进步也是很大的。但是不言而喻，只要农民摆脱了农奴制大地产的压迫，只要份地象国家的其他一切土地那样成为自由的土地，农场主都可以得到（不是一切公民，而是拥有农业资本的公民都可以得到）的土地，那份地的产量也会提高。

这个结论决不是从我们所引用的关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材料中得出来的。相反，引用这种材料只是为了清楚地说明我们根据俄国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演进的全部材料所得出的结论。要推翻这个结论，就得先推翻这样一个事实，即19世纪下半叶俄国农业的历史是以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代替农奴制生产关系的历史。

如果死抱着目前农户数目的材料，那就会得出一种印象，似乎我们现在所考察的土地变革会造成农业异常分散的后果。我的天哪，在28000万俄亩土地上竟有1300万农户！难道这不是骇人听闻的分散吗？我们对此回答道：要知道，这种极其严重的分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因为现在1300万农户所经营的土地还不到28000万俄亩！因此我们所关心的变革决不会使这方面的情况变得更糟。此外我们还要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种认为实行这种变革后农户总数还会和过去一样多的观点有没有根据呢？受了民粹派理论和农民意见影响的人通常正是这样认为的，农民梦寐以求的就是土地，他们甚至还幻想使产业工人变成小农。在19世纪末，俄国某些产业工人本身无疑也持有农民的这种观点。但是问题在于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是否符合客观经济条件和经济发展进程呢？只要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就可以看出，农民的观点是根据已经消逝的永不复返的过去得出的，而不是根据日益发展的未来得出的。农民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它是昨天的意识形态，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农业人口。

我们所考察的土地占有关系方面的变化并不会消灭也不可能消灭农业人口比重减少的过程，凡是资本主义日益发展的国家都有这个过程。也许有人会问：这种变化既然使人人都能自由地得到土地，那怎么会使农业人口减少呢？对这个质问，我可以用波尔塔瓦省的农民代表契热夫斯基先生在杜马的一次发言来回答。他在1906年5月24日的会议上说：“我们那里的农民，即把我们派到这里来的那些复选人，曾经算过这样一笔帐：‘如果我们能稍微富裕一点，如果我们每家每年能够花五六个卢布去买糖吃，那每一个能够出产甜菜的县份，除了现有的制糖厂，还会再建立几个制糖厂。’很自然，如果这些制糖厂建起来了，在集约化经营的情况下该需要多少劳动力啊！制糖厂的生产一定会提高，等等。”（《速记记录》第622页）

这是一位地方活动家的很能说明问题的老实话。如果要问一下他对土地改革的意义的见解，那他大概会讲出民粹派的观点来。既然这不是“见解”问题，而是改革的具体后果问题，那么资本主义的真相就立即战胜了民粹派的空想。这是因为农民们对自己的代表契热夫斯基先生所讲的那些话，正是资本主义的真相，资本主义现实的真相。小农群众的生活如果能得到一点切实的改善，制糖厂的数量和产量的确会大大增加；当然，不只是甜菜制糖业，加工工业的其他一切部门，如纺织业、制铁业、机器制造业、一般建筑业等等，都会得到很大的推动，都会需要“大批劳动力”。这种经济上的必然性要比对平均制的一切美妙的期望和幻想更有力量。无论怎样进行土地改革，无论怎样改变土地占有制，也无论怎样进行“土地分配”，325万无马农户决不会成为“雇主”。我们已经看到，这几百万农户（以及相当一部分有1匹马的农户）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疲于奔命或出租自己的份地。美国式的工业发展必然会使大多数这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出路的业主离开农业，无论什么样的“土地所有权”也阻挡不住。1300万小业主使用极其可怜的、简陋的、陈旧的农具耕种自己的份地和地主的土地，——这就是今天的现实。这是农业中人为的人口过剩，所谓人为的，就是那些早已过时的农奴制关系是靠暴力来维持的，如果不使用刑罚、枪杀和讨伐等手段，那这些关系连一天也不能维持。只要群众的生活得到一点切实的改善，农奴制残余遭到一点严重的打击，都必然会破坏这种农村人口过剩的现象，都会大大加速居民离开农业转入工业的过程（这个过程现在也在缓慢地进行），都会大大减少1300万户这个数字，都会使俄国象美国那样前进，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象中国那样前进。

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向社会各阶级提出了一个任务：结束农奴制的旧时代，清扫土地占有制，为资本主义、为生产力的发展、为自由的公开的阶级斗争扫清道路。这种阶级斗争将决定用什么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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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指沙皇政府内务部中央统计委员会于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的《1905年度土地占有情况统计。欧俄50省资料汇编》一书。——48。





[67] 荣誉公民是沙皇俄国从1832年起开始采用的特权称号，以敕令授予“小市民”或“僧侣”这些等级中的有一定学历和地位的人。荣誉公民不服兵役，不纳人头税，不受体罚，有权参加城市自治机关。1858年，俄罗斯帝国共有荣誉公民21400人。十月革命后，这一称号被废除。——50。





[68] 世袭租地户是指向土地所有者交纳一种固定的代役租（多为货币）而对一块土地享有永久的占有或使用权利的农民或城市居民。世袭租佃这种封建依附形式在西欧最为盛行，在沙皇俄国则主要存在于波兰、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作为封建土地关系残余的世袭租佃，在俄国一直存在到20世纪初。——53。





[69] 列泽希是摩尔达维亚和比萨拉比亚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组成村社，共同使用土地，但对自己的一份土地有世袭的私有权。——53。





[70] 新巴什基尔人是从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迁往巴什基尔地区定居的移民。——53。





[71] 俄国农民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阶级分为三大类：（1）私有主农民即地主农民，（2）国家农民即官地农民，（3）皇族农民。每一大类又分为若干在出身、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形式、法律地位和土地状况等方面互不相同的等级和特殊类别。沙皇政府在1861年实行的农民改革保留了形形色色的农民类别，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1917年。沙俄政府和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部门在收集统计资料时便把农民划分为这些类别。



国家农民是按照彼得一世的法令由未农奴化的农村居民组成的一类农民。国家农民居住在官有土地上，拥有份地，受国家机关的管辖，并被认为在人身上是自由的。他们除交人头税外，还向国家或者官有土地承租人交纳代役租，并履行许多义务。国家农民的成分是各种各样的，他们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的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



皇族农民是18世纪末—19世纪中沙皇俄国的一类农民。他们耕种皇族土地，除交纳人头税外，还交纳代役租，并履行各种义务，承担供养沙皇家族成员的实物捐税。根据1797年的条例，皇族农民的地位介于国家农民和地主农民之间。在皇族农民中，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按照1858年、1859年和1863年的法令实行的。皇族农民得到的土地多于地主农民，少于国家农民。



有赐地的农民是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获得赏赐份地的一部分前地主农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的2月19日法令规定，地主可以按照同农民达成的协议，以最高标准四分之一的份地赐给农民，不取赎金，而其余四分之三归地主所有。这种有赐地的农民主要是在土地昂贵的黑土地带。到20世纪初，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由此而来的土地的重分，有赐地的农民差不多完全失掉了自己的份地。



完全私有农民是那些赎回了自己的份地，因而取得土地的私有权的前地主农民。完全私有农民的人数较少，是农村中最富裕的上层。



有村社地产的国家农民是按照村社土地占有制使用耕地及其他用地而没有土地私有权的国家农民。



有切特维尔梯地产的国家农民即切特维尔梯农民，是莫斯科国军人的后裔。这些军人（哥萨克骑兵、射击兵、普通士兵）因守卫边疆而分得若干切特维尔梯（1切特维尔梯等于半俄亩）的小块土地，供其暂时使用或永久使用，切特维尔梯农民即由此得名。从18世纪起切特维尔梯农民开始称为独户农。独户农在一个时期内处于介乎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地位，享有各种特权，可以占有农奴。独户农可以把土地作为私有财产来支配，这是他们和土地由村社占有、自己无权买卖土地的其他国家农民不同的地方。1866年的法令承认独户农的土地（即切特维尔梯土地）为私有财产。



原属地主的国家农民是官家从私有主手里购买的或私有主捐献给官家的农民。他们虽然列入国家农民一类，但不完全享有国家农民的权 利。在1861年改革的前夜，即1859年，这类农民取得了平等权利，但他们和其他国家农民之间仍存在着某些差别。



自由耕作农是根据沙皇俄国1803年2月20日的法令而解除了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这一法令允许地主以收取赎金等为条件释放农奴，但必须分给被释放农奴一份土地。——54。





[72] 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和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和改革的法令。这次改革共“解放了”2250万地主农民，但是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保存下来。



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粗略统计，在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7150万俄亩，农民则只有3370万俄亩。改革中地主把农民土地割去了15，甚至25。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赎买土地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5亿卢布。这就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象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54。





[73] 引自1845年在圣彼得堡用德文出版的《俄国及与其毗邻的亚洲诸国研究概论》一书第11卷。该书由卡·马·贝尔和格·彼·格尔梅尔先主编，全书共26卷，由帝国科学院出资于1839—1868年出版。——58。





[74] 粮垛租是沙皇俄国南部地区的一种盘剥性的实物地租。租地者在收割时按俄亩交若干由禾捆堆成的粮垛给地主，所交部分达到收成的一半，有时更多。此外，租地者还用一部分劳动为地主服各种工役。——64。





[75] 野蛮的地主出典于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同名讽刺故事。故事说，有一个地主生性愚蠢，总嫌农民日益增多，害怕农民把他 的东西吃光，于是就用种种处罚来折磨农民。后来他的领地上的农民突然全部失踪了，他这时方才感到心满意足。但他很快发现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侍候他了。他终于变成了野人。——65。





[76] 登记丁口是指农奴制俄国应交纳人头税的男性人口，主要是农民和小市民。为了计算这种纳税人口，采用了一种叫作“登记”的特别户口调查。俄国人头税开征于彼得一世时代，这种登记从1719年开始，共进行了10次，最后一次是在1857年。许多村社按登记丁口重分土地，所以农户的份地面积取决于它的登记丁口数。——69。





[77] 《北方通报》杂志是俄国文学、科学和社会政治月刊，1885—1898年在彼得堡出版。1890年5月以前由安·米·叶夫列伊诺娃任编辑，主要撰稿人是民粹派和接近民粹派的作家、政论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谢·尼·克里文柯、弗·加·柯罗连科、格·伊·乌斯宾斯基等。该刊从1891年起，实际上由阿·沃伦斯基担任编辑，开始宣传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登载象征派的作品，但也刊载某些现实主义作家的文章。——69。





[78] 指《泽姆良斯克县、扎顿斯克县、科罗托亚克县和下杰维茨克县农民占有土地的估价资料汇编》，即沃罗涅日省地方自治机关1889年在沃罗涅日出版的《沃罗涅日省统计资料汇编》第3、4、5、6卷《附录》。——84。





[79] 指Ｈ．德雷克斯勒尔的著作《汉诺威省某些地区的农民状况》（见1883年《社会政治协会学报》第24期）。——88。





[80] 《欧洲通报》杂志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90。





[81] 这个材料载于萨马拉省地方自治机关1892年在萨马拉出版的《萨马拉省统计资料汇编》第8卷第1编。——94。





[82] 指米·谢·乌瓦罗夫在1896年7月出版的《公共卫生、法医学和实用医学通报》杂志上发表的《论外出从事副业对俄国卫生状况的影响》一文。——96。





[83] 斯·费·鲁德涅夫的数字引自他在1894年《萨拉托夫地方自治机关汇编》第6期和第11期上发表的《欧俄农民的副业》一文。——97。





[84] 指俄国赫尔松省地方自治局1896年在赫尔松出版的尼·伊·捷贾科夫的《赫尔松省农业工人及其卫生监督组织》一书。——99。





[85] 指1891年的饥荒。这次在俄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饥荒，以东部和东南部各省灾情最为严重，使大批农民遭到破产，加速了农民的分化和国内市场的形成。——102。





[86] 列宁在这里使用的资料引自1893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尼·安·布拉戈维申斯基的《地方自治局按户调查经济资料综合统计汇编》第1卷。——107。





[87] 犹太人居住区是指中世纪西欧和中欧的城市中划分给犹太人居住的地区。起初它是中世纪行会制度的一种典型表现，从14—15世纪起变成了强制性的居住区，到19世纪上半叶基本消失。——112。





[88] 奴仆规约是18世纪普鲁士各省的一种封建规章，它允许容克地主专横地对待农奴。德国废除农奴制后，奴仆规约作为农奴制的残余仍然保存下来。容克农场和大农农场中的雇佣工人的劳动条件以及农场主对雇佣工人的权利仍由这种规约来规定，因而使雇佣工人实际上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在德国，奴仆规约于1918年始宣布废除。——113。







《列宁全集》第17卷


论目前瓦解的几个特征

（1908年7月2日〔15日〕）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 在右面
 ，即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党人机会主义派阵营内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瓦解，这种瓦解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多数的党派在反革命猖獗时期的必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不谈谈“ 在左面
 ”，即在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阵营内的瓦解，那么对瓦解的了解就不全面了。

当然，“在左面”这种说法在这里只能从非常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用来说明那些爱 玩弄
 左的一套的人。我们在《无产者报》上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正是俄国革命最高涨的时期，在公开的、群众性的政治活动中特别明显地充分表现出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主义”的不坚定、不稳固和无原则性。这一点，只要把某些重大的事件回忆一下就可以明白了。1905年秋季革命高涨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同倾向于成立合法的“人民社会党”的人民社会主义者结成秘密同盟。1905年12月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否决了成立同社会革命党一模一样的政党的“计划”，但在1906年春季和夏季革命高涨时，我们又在一些日报上，即在全民性宣传的主要讲台上，看到社会革命党人在同人民社会党人结成同盟。人民社会党人在1906年秋季，在斯维亚堡起义和喀琅施塔得起义[89]失败以后，公开放弃革命，公开以机会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然而在彼得堡举行的第二届杜马选举时（1907年春）又恢复了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和劳动派的“民粹主义同盟”。总而言之，革命完全彻底地揭露出社会革命党没有任何比较固定的阶级支柱，实际上把它的作用降到小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的附属品、支系， 迫使
 它经常在口头上的革命激情和人民社会党人、劳动派的外交手腕之间摇摆不定。最高纲领派[90]在革命时期一直在同社会革命党闹分离，但又不能彻底分离，这种分离只能证明民粹派的革命性没有稳固的阶级基础。还在《无产者报》第4号上的《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一文中，我们就曾写过，社会革命党的中派，“纯粹的”社会革命党人，现在只得搬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据来抵抗社会革命党中的两个“新”流派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93—394页。——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人经过革命，终于团结了一个特定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并分清了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所特有的两个流派，即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而社会革命党人经过革命，却没有任何直接的基础，没有任何明确的界限能把他们一方面同那些与广大的小业主有联系的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人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同最高纲领派这个知识分子的恐怖团体区分开来。

而现在，在最高纲领主义消失（也许是暂时的）以后，我们又看到和最高纲领主义相似的流派在新的外衣下复活了。“社会革命党人集团”的机关报《革命思想》[91]（1908年4月第1号，6月第2号），表示要同“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即中央机关报《劳动旗帜》[92]划清界限，并宣布“ 修改
 我们的〈即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世界观、我们社会革命党的斗争方法和组织方法”。当然，新报纸答应要做的所有这些“修改”，所有这种“创造性的批判工作”都纯粹是空话。实际上根本谈不到而且也不可能谈到什么修改理论，因为新报纸根本没有任何理论世界观，它只是用千百种调子一再重复那种采取恐怖手段的号召，只是愚蠢地、笨拙地、幼稚地去适应这种好象是新的，其实是陈旧的、非常陈旧的对革命、对群众运动、对一切政党的意义等等的看法。只要同这些答应要修改、批判和创造的浮夸诺言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这种“理论”知识是多么惊人的贫乏。尤其是《革命思想》本身强调“社会革命党正式机关报领导人的看法已经有进步”（这种进步就是极力强调使用“系统的、中央的政治恐怖手段”[93]以“加速事变的到来”），社会革命党内“新”“旧”两派的理论观点的十分混乱的现象就更加明显了。引号里的这些话是从《劳动旗帜》第8号上引来的。而且在第10—11号合刊（1908年2—3月）上，我们看到了完全相同的论调，什么“全党竭力”采取“中央的政治恐怖手段”，什么必须为此筹措“巨款”，同时那里还对这笔款项的可能来源作了“明显的暗示”。《劳动旗帜》第7—8版上写道：“一切政党，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和和平革新党人，都将享受这个活动的直接成果。所以党完全可以指望在自己的斗争中得到最广泛的社会援助。”

读者可以看到，新报纸的言论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新报纸唯一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它为估计被“左的”、似乎是革命的词句所掩盖起来的 瓦解
 提供了很有教益的材料。孟什维克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号）上以政治目标的某种一致性为理由，替自己向自由派募款的行为辩护。社会革命党人在《劳动旗帜》上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和平革新党人说：你们也将享受成果。两极相通了。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总是同样地“不时看一看”（虽然是从不同的方面）立宪民主党人和和平革新党人。

上述两极不仅在这方面相通。孟什维克和“革命的”民粹派经过革命都悲观失望了。两者都准备把党性，党的旧传统，革命的群众斗争扔掉。《革命无思想》[94]写道：“几乎所有革命政党都犯的、当前危机中极其有害的一个错误，就是过于相信群众性的人民起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现实生活中党的希望没有实现。”原来社会革命党人白白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死板公式”制定了一个“社会主义纲领”，制定了一个“关于革命的概念，把革命同经济要求所引起的群众运动和群众起义混为一谈，虽然他们曾经对有主动精神的少数人这一点作了修改”。不应该修改，而应该发展“有主动精神的少数人的积极行动的理论和实践”（第1号第6—7版）。“新的”社会革命的蒙昧主义者认为，必须极力称颂“革命者心中充满的直接感情和鼓舞着他们的理想”的意义（第2号第1版），而理论问题、哲学、科学社会主义都是空话。《革命无思想》问道：“在或迟或早的最近的〈原文就是“在或迟或早的最近的”〉将来有没有武装起义的希望呢？”它接着回答道：“大家都认为没有这样的希望”（第2号第2版）。结论就是：俄国的“政治变革只能由少数革命者来进行”（第7版）。“近三年来革命政党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偶然的，在我们看来，原因不仅在于客观条件，不仅在于策略错误，而且也在于这些政党组织的构想本身”（第10版）。原来革命者给自己提出了真正领导群众这种“不能实现的任务”；社会民主党人 煽动
 社会革命党人，怂恿他们去设法组织农民，并且训练农民进行普遍武装起义，从而损害了恐怖斗争这一真正的事业（第11版）。党的极端的中央集权——“发号施令”——“专横精神”（第12版）——这就是祸害。“革命者认为强大的政党是达到既定目的的唯一手段和保证，而没有看到在我们俄国的条件下建立这样的政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没有看到这种政党的一切阴暗面。”（第12版）

看来已经够了！《革命思想》的思想多么混乱，它宣传的是什么样的蒙昧主义，在事业一遇到困难以后，他们的所谓革命的纲领就建立在多么庸俗的绝望、灰心、悲观的情绪上，——关于这些用不着多费笔墨。上面的引文本身就说得清清楚楚了。

但愿读者不要以为这一类的论断不过是不知名的不足道的小集团偶然说出的胡言乱语。不对，这样看是错误的。这里有它自己的逻辑，就是对党对人民革命悲观失望，对 群众
 进行直接革命斗争的能力悲观失望。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激动、歇斯底里的逻辑，他们不能坚持不懈地工作，不善于根据已经改变的情况运用理论和策略的基本原则，不善于在同我们不久前所处的条件截然不同的条件下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那些脱离了群众中的阶级支柱的变化无常的人，不是竭尽全力来同不仅渗入上层阶级而且渗入下层阶级的小市民的涣散现象作斗争，不是更紧密地团结分散的党的力量来捍卫经过考验的革命原则，而是把过去学的东西完全抛弃，并宣布要“修改”，也就是说，回到旧的垃圾堆里去，回到革命的手工业方式，回到分散的小组活动。不管这些小组和个人在恐怖斗争中多么英勇，都不能改变下面这个事实：他们这些参加了 政党
 的人的这种活动就是 瓦解
 的表现。所以领会下面这个已为革命遭到失败的各个国家的经验所证实了的真理是非常重要的：机会主义者的灰心和恐怖主义者的绝望都表现了同样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特点。

“大家都认为，在或迟或早的最近的将来没有武装起义的希望。”请想一想这句尖锐而刻板的话吧。显然，人们从来没有考虑过那些先引起广泛的政治危机、然后在这个危机尖锐化的时候引起内战的客观条件。人们把武装起义的“ 口号
 ” 背得烂熟
 ，却不 懂得
 这个口号的意义和应用这个口号的条件。所以革命一遭到失败，他们就这样轻率地把那些未经思考、盲目接受的口号抛在一边。要是这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20世纪唯一革命的理论，要是他们学一学俄国革命运动史，他们就会看出说空话同提出真正的革命口号之间的区别。不论是在1901年，当游行示威使得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叫嚷“冲击”的时候，还是在1902年和1903年，当已故的纳杰日丁骂旧《火星报》的计划是“舞文弄墨”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都没有提出起义的“口号”。起义的口号是他们在1905年1月9日以后才提出的，当时已经没有一个人会怀疑全国性的政治危机 已经爆发
 ，在直接的群众运动当中，危机的尖锐化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几个月内，这个危机就 发展成了
 起义。

从这里可以得到什么教训呢？教训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密切注视正在酝酿中的新的政治危机，教育群众记取1905年的教训，懂得任何尖锐的危机必然要转变成起义，并要巩固组织，使它在危机到来的时候提出这种口号。“最近的将来有没有希望？”这样提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俄国的情况是任何一个稍微能够思考的社会主义者都不敢预言的。我们 所知道的
 和所能说的就是，如果不改造土地关系，不彻底破坏旧的土地制度，俄国就不能生存，而俄国是要生存下去的。斗争的焦点是，由斯托雷平按地主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破坏呢，还是由农民在工人的领导下自己来进行对自己有利的破坏。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是要使群众认清正在增长的危机的这个 经济
 基础，并且教育郑重的党组织，使它能够帮助人民吸取丰富的革命教训，使它能够在日益成长的力量成熟到足以发动新的革命“运动”的时候 领导
 他们进行斗争。

但是，这个回答在那些不把“口号”看作是从阶级分析和对一定历史时期的估计中得出的实际结论，而把“口号”看作是党派的永久不变的护身符的人看来，当然会是“不明确的”。这些人不懂得：不会根据完全明确的时机和还不明确的时机的不同来考虑自己的策略，是政治上没有修养和眼光狭窄的结果。巩固组织！我国这些好唱革命“高调”的英雄们看不起这种不会“马上”、立即、明天就产生轰轰烈烈的结果的细小任务。说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党的希望没有实现”。而且是在经过了三年革命，强大的政党的作用和意义已经得到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 证实
 之后，竟然还说出这种话来！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就已表明，甚至在普列韦制度[95]下也 可能
 建立真正能够领导 各阶级
 的 政党
 。1905年春天，我们党还是地下小组的联合组织，到秋天就成了 千百万
 无产阶级的政党。先生们，这是“一下子”就变成这样的呢，还是经过10年缓慢的、顽强的、无声无息的工作才 准备了
 和保证了这样的结果的呢？如果在当前这样一个时期，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提到 首要
 地位的是杀死沙皇，而不是在农民群众中建立 党的
 组织，把劳动派这个流派的果子酱似的革命性锻炼成一种比较巩固的、有思想的、坚定的、坚韧的东西，——那么我们要说，俄国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就要灭亡，它早已死去，它的领袖们在人民革命的第一个战役期间就模糊地感到民粹派自己的“破产”了。

我们没有指望农民在革命中能起领导作用，甚至没有指望他们能起独立的作用，我们也不会因第一个战役的失败而灰心丧气，因为第一个战役表明，在农民当中，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虽然十分模糊混乱，但是非常普遍。我们会再一次象革命前那样坚韧顽强地工作，使党的传统不致遭到破坏，使党能够得到巩固，能够在 第二个
 战役的时候不是领导二三百万无产者，而是领导比这多五倍、十倍的人。你们对这个任务没有信心？你们觉得这个任务枯燥？最可尊敬的先生们，请便吧：你们不是革命者，你们不过是空谈家！

你们的正式机关报也是这样神经质地提出参加第三届杜马的问题。 
［注：对社会革命党的抵制主义的详细分析，见《无产者报》第18号（《改头换面的议会迷》一文）。早在1907年秋天，社会革命党人好象是在号召保持真正革命的抵制主义传统，而实际上是把这个传统庸俗化了，使这个传统化为乌有，用可怜的软弱无力的“拒绝参加”来偷换革命的抵制－进攻
 ……他们当时就要轻信的公众相信，什么“不理睬”反动的杜马就会使政府遭到“道义上的重大”失败，就是“在改变整个政局方面迈出了重大的第一步”。



当时我们就已经揭穿了“那些为了进行幼稚的党的宣传而不惜引起群众思想混乱的先生们的……动听的革命空谈”的真正性质。］ 在《劳动旗帜》第10—11号合刊上，一个歇斯底里的政客嘲笑我们社会民主党的第三届杜马代表的 错误
 ，并且针对他们的声明大声喊叫道：“谁知道这些声明，这些投票和弃权？”（第11版）

关于这一点，我们说，是的，我们社会民主党的第三届杜马代表犯了许多错误。但正是社会革命党人喜欢利用的这个例子，表明了 工人政党
 和 知识分子集团
 对问题的不同态度。工人政党懂得，在政治上沉寂和瓦解的时期，这种瓦解现象也必然会在杜马党团中有所表现，我们的杜马党团在第三届杜马中还不如在第二届杜马中那样能够集中巨大的党的力量。因此，工人政党批评和纠正自己代表的错误。每一个组织讨论了每一次发言后得出结论说，某个声明或演说是错误的，这就为群众采取政治行动提供了材料。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你们尽可放心：在政治危机尖锐化的时刻，我们的党团，至少是我们杜马党团的成员， 都会克尽自己的责任
 。我们是公开地，当着群众批评他们的错误。代表、阶级、党都会从这种批评中得到教益。党经历过困难时期，它知道，要光荣地摆脱困境，只有靠 所有的
 组织坚持不懈地工作，歇斯底里是无济于事的。《无产者报》是在国外出版的报纸，它认识到自己从远方提意见必须小心谨慎，但是它也公开提出改善党团工作的办法。我们党进行的公开的批评，补充了党团工作的不足，使群众既能知道杜马中发表的声明又能知道党对这些声明提出的修正意见的 性质
 。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刊物正在大瓦解的时候，不重视杜马讲坛，那就表现出知识分子的无比轻率。

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不理解，公开的社会主义言论在他们党的机关报刊上受到率直的批评和纠正会有什么意义。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宁肯闭口不谈 自己的
 活动家的错误：《劳动旗帜》第10—11号合刊骂我们发表了一个关于格尔舒尼偏爱立宪民主党人的“庸俗”声明，这又使我们想起了这一点。我们早就对这个问题表示了我们的意见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48—156页。——编者注］

 ，所以在受尽沙皇刽子手折磨的这位忠于革命组织因而应该深受尊敬的人死后不久的今天，我们不必重复这个问题。但是，如果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愿意提起这个问题，那我们就给予答复。先生们，你们除了谩骂以外，拿不出任何东西来回答我们，你们不能直接公开地说出，你们当中谁赞成和谁不赞成格尔舒尼在社会革命党二月（1907年）代表大会上的立场。你们不能从实质上回答问题，不能揭露出你们领袖的错误和他们的支持者有多少人等等，因为你们没有 党
 ，不重视通过对个人、对声明、对派别的公开批评来教育群众。

工人阶级通过公开批评自己的代表将会教育和锻炼自己的组织。虽然不是一下子，不是没有摩擦，不是没有斗争，不是没有困难，但 我们一定能完成
 事变的艰难转折给我们提出的困难任务：把公开的杜马活动同党的秘密活动结合起来。完成了这个任务，就将表明经历了革命的第一个战役的党已经成熟，完成了这个任务，就会为无产阶级在第二个战役时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更巧妙地、更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取得更为决定性的胜利提供一个保证。





	载于1908年7月2日（15日）《无产者报》第3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138—147页














《列宁全集》第17卷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96]


（1908年7月5日〔18日〕）

自拟简介

为了满足波兰同志的请求，我想在这里把我那本同名著作的内容简单地叙述一下，那本书在1907年11月就写成了，但是由于某些不取决于我的原因，至今尚未出版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85—397页。——编者注］

 。

在该书第一章中，我研究了“俄国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我把俄国1905年度最新的地产统计材料加以对比，按整数计欧俄50个省共有土地28000万俄亩，结果得出的全部土地（份地和私有主土地）的分配情况如下表：






	　
	户数
	共有土地俄亩数（单位百万）


	平均每户土地俄亩数



	（一）受农奴制剥削的破产农民…
	10.5
	75.0
	7.0



	（二）中等农民………………………
	1.0
	15.0
	15.0



	（三）农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地产……………
	1.5
	70.0
	46.7



	（四）农奴制大地产………………
	0.03
	70.0
	2333.0



	
共计

	13.03
	230.0
	17.6



	未按类别划分的土地………………
	—
	50.0
	—



	
总计

	13.03
	280.0
	21.4







任何一个对社会统计稍微熟悉一点的人都懂得，这只能是一种大致真实的情况。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经济学家们往往沉溺于一些细枝末节，而使事情的实质淹没了。但是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是这些细枝末节，而是整个过程的阶级内容。我的图表揭示了这一内容，表明俄国革命斗争是为了什么。3万个地主（主要是贵族和皇族管理机关）占有7000万俄亩土地。这个基本事实应该同另一个事实加以对比，即1050万农户和最小的私有者只占有7500万俄亩土地。

后两者如果取得前者的土地可以把自己的土地扩大一倍：这是斗争的客观必然趋势，不管各个阶级对这个斗争的看法多么不同。

上面这个图表极其清楚地表明了农业危机的经济实质。千百万遭到破产、陷于赤贫的小农；在贫困、愚昧和农奴制残余的压迫下，不能不依附地主，过着半农奴式的生活，为了使用地主的牧场、饮马场，为了使用他们的“土地”，为了冬季的贷款等等，他们必须用自己的农具和牲畜去耕种地主的土地。另一方面，大地产占有者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不靠邻近破产农民的劳动来经营，因为这样经营既不需要耗费资本，也不需要采用新的耕作制度。这样必然产生俄国经济文献中多次谈到的那种工役制。这无非是农奴制的进一步发展。经营的基础不是使工人同土地分离，而是强迫破产农民固守土地，经营的基础不是私有者的资本，而是他的土地，不是大地产占有者的农具，而是农民的旧式犁，不是农业的进步，而是多年来的因循守旧，不是“自由雇佣”，而是高利贷的盘剥。

上述情况在农业上引起的结果可以用以下数字来表示：份地每俄亩的产量为54普特；在独立农庄内使用地主的农具和牲畜、利用雇佣劳动来耕种的地主土地，每俄亩的产量为66普特；同样是地主土地，但用所谓“对分制”方式耕种，每俄亩的产量则为50普特，最后，农民租佃的地主土地，每俄亩的产量为45普特。靠农奴制和高利贷的方式（即上面提到的“对分制”和农民租佃）耕种的地主土地，其产量还不如地力枯竭、土质低劣的份地，农奴制大地产所保持的这种盘剥制是俄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

但是上面这个图表还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即这种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可以有两种方式。或者是大地产被保存下来，并逐步地成为经营土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这是普鲁士式的农业资本主义。主宰一切的是容克，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容克一直保持着政治上的优势，而农民则处于受压制、受屈辱和贫困愚昧的状态。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同1861年到1905年这段时间俄国农业的情况相仿。

或者是革命扫除地主的地产。这样，资本主义农业的基础就是由自由的农场主经营自由的土地，即清除了一切中世纪废墟的土地。这是美国式的农业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条件中，这种条件对人民群众最有利，因而生产力的发展也最迅速。

实际上，在俄国革命中，斗争并不是为了实现民粹派的“社会化”及其他荒谬主张（这些不过是市侩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如此而已），而是要决定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走什么道路：走“普鲁士的”道路，还是走“美国的”道路。不弄清革命的这一经济基础，就根本不能了解土地纲领问题（马斯洛夫就是这样，他只是研究抽象的愿望中的东西而不说明经济上的必然的东西）。

限于篇幅，第一章的其他内容就不能叙述了；我只能概括地讲一下，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都竭力掩饰土地变革的实质。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之流则为他们帮忙。立宪民主党人混淆（“调和”）了俄国革命中土地纲领的两条基本路线，即地主路线和农民路线。其次，也简单地说一下：在1861—1905年这段时间，俄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农业演进的两种方式，即普鲁士式（地主经济逐步地向资本主义发展）和美国式（在土地辽阔的、最自由的南部，农民发生分化，生产力迅速发展）。最后，我在这一章中还研究了垦殖问题，但是在这里不能详谈了。我只是提出一点，就是使俄国几亿俄亩土地无法加以利用的主要障碍是中部地区土地占有中的农奴制大地产。打倒这些地主将有力地推动技术和经营水平的发展，使扩大耕地面积的速度比1861年以后快10倍。请看几个数字：俄国的全部土地为196500万俄亩，其中81900万俄亩土地没有任何材料可查。这样一来，可以研究的土地只剩下114600万俄亩，这中间已经在利用的有46900万俄亩，其中30000万俄亩是森林。如果俄国能摆脱地主的大地产，那现在没有任何用处的大量土地不久都会成为有用的土地。 
［注：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中部地区土地不够，由于西伯利亚、中亚细亚等地不宜于垦殖，补分土地是必要的。这就是说，如果不是土地不够用，那地主的大地产暂时还可以容许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应当完全不同：只要地主的大地产不消灭，无论是中部地区的或移民区（俄国边疆地区）的生产力都无法迅速发展。］



我那本书的第二章阐述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种土地纲领在革命中所受到的检验。过去所有土地纲领的基本错误，就是没有很具体地设想一下资本主义的农业演进在俄国可能采取的是哪一种方式，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取得了胜利并给党提出了一个地方公有化纲领的孟什维克，也犯了这个错误。问题的经济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在斯德哥尔摩恰恰没有得到任何研究，谈的主要是“政治”考虑和政治手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种情况只能部分地用下面一点来解释，这就是正好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对1905年十二月事件和1906年第一届杜马的评价上去了。因此，在斯德哥尔摩使马斯洛夫的地方公有化纲领得到通过的普列汉诺夫，根本没有去考虑资本主义国家中“农民土地革命”（《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第42页，普列汉诺夫的发言）的经济内容。或者这是讲空话，是用蛊惑人心的宣传和欺骗手段去干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干的“笼络”农民（“Bauernfang”）的行为；或者是在农民胜利的条件下的确存在着资本主义获得最迅速发展的经济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清楚地设想到这种胜利，设想到同“农民土地革命”的这种胜利相适应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和土地占有关系。

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最有影响的“地方公有派”所持的主要论据，就是说农民对份地国有化抱有敌视的态度。地方公有派的报告人约翰大声疾呼说：“那时就不仅会出现一个‘旺代暴动’，[97]而是会发生一场反对国家对农民私有份地的支配，反对私有土地‘国有化’做法的农民的总暴动〈多可怕！〉”（《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第40页）。科斯特罗夫叫嚣说：“带着这个主张〈国有化主张〉到农民中去，就等于把农民推开。农民运动就会避开我们或者反对我们，我们就会被革命所抛弃。国有化会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使它同农民隔绝，从而也就削弱了革命的力量。”（第88页）

看来这是很清楚了。农民对国有化抱着敌视的态度，这就是孟什维克的主要论据。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违反农民意志而进行……“农民土地革命”是可笑的，这还不明显吗？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彼•马斯洛夫在1905年写道：“土地国有化作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手段目前在俄国是不会被承认的，首先〈请注意“首先”二字〉因为这是一种无谓的空想”……“但是，农民……会……同意……吗？”（彼•马斯洛夫《土地纲领批判》1905年版第20页）

可是到了1907年3月又写道：“一切民粹主义集团〈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主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土地国有化。”（1907年《教育》杂志98第3期第100页）这是谁写的呢？是同一位彼•马斯洛夫写的！

看，这就是新的旺代暴动！这就是农民反对国有化的暴动！马斯洛夫不是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不去从经济上研究一下，为什么农民必须主张土地国有化，却效法健忘的伊万[99]，情愿忘记自己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一切言论。

不仅如此。马斯洛夫为了消灭“不愉快事件”的痕迹，竟造谣中伤劳动派，硬说他们主张国有化是出于市侩的考虑，“把希望寄托在中央政权上”（同上）。说这是造谣，下面的对比可以证明。劳动派提交给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土地法案第16条写道：“全民土地资产应由经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地方自治机关主管，地方自治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独立进行活动。”

孟什维克所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求“……（4）没收除小地产以外的私有土地，并将其转交给根据民主原则选举出来的大的地方自治机关〈根据第3项，包括城区和乡区的机关〉支配”。

这两个纲领的本质差别并不在于“主管”和“支配” 
［注：孟什维克在斯德哥尔摩否决了把“支配”改为“所有”的修正案（见记录第152页）］

 这两个词有什么不同，而在于赎买问题（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同唐恩之流相反，投票否决了这一主张，然而在代表大会之后孟什维克又竭力想通过这一主张），在于农民土地问题。孟什维克要把农民土地除外，劳动派却不想把这些土地除外。劳动派向地方公有派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劳动派提交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纲领是农民群众的纲领。无论是农民代表写的文字材料，或者是他们在法案上的签名以及各省都有代表的事实，都极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在1905年，马斯洛夫曾经写道：“特别”（上引小册子第20页）是个体农民不会同意土地国有化。原来这是“特别”荒谬的胡说。譬如，波多利斯克省的农民差不多都是个体农民，可是签名拥护“104人”土地法案（即上面引证的劳动派的法案）的波多利斯克省的代表，在第一届杜马中有13人，在第二届杜马中有10人！

为什么农民拥护国有化呢？因为他们本能地了解到必须彻底消灭中世纪的土地所有制，而且比那些目光短浅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了解得透彻得多。中世纪的土地所有制必须消灭，以便为农业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资本在不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消灭了旧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使它服从市场的需要，并根据商业性农业的条件加以改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遇到的各种历史形式的土地所有权都是同资本主义不相适应的（如克兰（氏族）土地占有制，村社土地占有制，封建土地占有制，宗法土地占有制，等等），它便根据新的经济要求加以改造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6—697页。——编者注］

 。

在《剩余价值理论》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编者注］

 一书的《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历史条件》这一节中，马克思极其清楚地发挥了这一思想。他在那里说道：“从亨利七世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都没有创造出如此完善的〈适合自己的〉条件，并使这些条件如此服从自己支配。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但是什么叫作clearingofestates〈直译是清扫领地或清扫土地〉呢？就是毫不考虑定居在那里的居民，把他们赶走，毫不考虑原有的村落，把它们夷平，毫不考虑经济建筑物，把它们拆毁，毫不考虑原来农业的类别，把它们一下子改变，例如把耕地变成牧场，总而言之，一切生产条件都不是按照它们传统的样子接受下来，而是按照它们在每一场合怎样最有利于投资历史地创造出来。因此，就这一点来说，不存在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让资本——租地农场主——自由经营，因为土地所有权关心的只是货币收入。”（第6—7页） 
［注：同上，第263—264页。——编者注］



最快地消灭中世纪的形式和最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就是这样，也就是消灭整个旧的土地占有制，消灭妨害资本的障碍——土地私有制。在俄国也不可避免地要对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实行这种革命的“清扫”，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问题的中心和斗争的焦点完全在于这种“清扫”将由地主来进行呢，还是由农民来进行？由地主来“清扫”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这就是1861年对农民的掠夺，这就是1906年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根据第87条制定的法律），由农民为资本主义“清扫”土地，这就是土地国有化。

在工人和农民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土地国有化的这一经济实质，马斯洛夫和普列汉诺夫之流根本不懂得。他们制定土地纲领不是为了同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这一最重要的农奴制关系的残余进行斗争，不是为了给资本主义彻底扫清道路，而是为了实现小市民可怜的企图：把新旧事物“和谐地”结合起来，把分配份地所产生的土地私有制同革命没收来的农奴制大地产结合起来。

最后，为了充分表明小市民的地方公有化主张的反动性，我再引用一些关于租佃的材料（关于租佃问题的意义，我在1906年同马斯洛夫争论时已经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15—241页。——编者注］

 这本小册子中指出过了）。这是关于萨拉托夫省卡梅申县的材料 
［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版第51、54、82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74、77、108页。——编者注）。］

 ：






	　　　　　　　　　　　　分配份地后产生的农户的平均土地数量　　　　　　　　　　　　　　（单位俄亩）

户主类别　　　　　　份地耕地　　租地　　出租地　　播种面积

无役畜者……………　　　　5．4　　0．3　　3．0　　1．1

有1头役畜者………　　　　6．5　　1．6　　1．3　　5．0

有2头役畜者………　　　　8．5　　3．5　　0．9　　8．8

有3头役畜者………　　　　10．1　　5．6　　0．8　　12．1

有4头役畜者………　　　　12．5　　7．4　　0．7　　15．8

有5头以上役畜者…　　　　16．1　　16．6　　0．9　　27．6

平　　均　　　　　　　　9．3　　5．4　　1．5　　10．8







请看一下聪明的马斯洛夫和普列汉诺夫主张仍然归农民所有的份地同收归“地方公有”的非份地（租地）之间实际的经济对比关系。无马农户（在1896—1900年间，这样的农户在俄国1110万农户中共有325万户）出租的土地比租进的多9倍。他们的播种的土地比他们的“份地”少45。有1匹马的农户（全国共有330余万户）租进的土地比出租的稍微多一点，而他们播种的土地则少于“份地”，在全部上等户中即在少数农民中，租进的土地比出租的多好几倍，至于播种的土地，则是农民愈富裕，超过“份地”的数量就愈大。

在整个俄国占统治地位的就是这种关系。资本主义破坏了农业公社，把农民从“份地”的控制下解脱出来，缩小了份地在农村两极的作用，而孟什维克这些深谋远虑的思想家却叫喊：“农民会举行暴动反对份地国有化。”

在俄国，不仅地主所有制是中世纪的所有制，而且农民的份地所有制也是中世纪的所有制，孟什维克“忽略了”这一点。巩固丝毫不能适应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份地所有制，是一种反动的措施，而地方公有化正是要巩固份地所有制，仅仅规定非份地“应收归地方公有”。份地占有制以上千种的中世纪的界限和中世纪的纳税“村社”把农民分割开来，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村社”和这种份地占有制必然要被资本主义所消灭。斯托雷平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就用黑帮手段加以破坏，农民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想用农民的手段或者说革命民主主义的手段加以破坏。而孟什维克却叫喊：“份地是动不得的。”

实行土地国有化来消灭作为中世纪残余的“村社”和中世纪的份地所有制，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最大限度地照顾农民利益的情况下消灭这些制度的唯一可以设想的办法。在《农民问题材料》（全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5年11月6—10日），1905年彼得堡版）中写道：“众所周知的‘村社’问题，根本没有人提出来，并且被大家默然否决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规定，土地应该交给个人和协作社使用。”（第12页）至于实行份地国有化，农民自己是否会吃亏的问题，代表们的回答是：“在分配土地时反正可以领到土地。”（第20页）私有者农民（和他们的思想家彼舍霍诺夫先生）十分清楚地懂得，“在分配土地时反正可以领到土地”，农奴制大地产很快就会消灭。他们所以需要大规模地“分配土地”，即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是为了摆脱中世纪的羁绊，是为了“清扫”土地，使土地的使用适应新的经济条件。穆申科先生在第二届杜马代表社会革命党人的发言出色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以自己那种天真态度讲道：“只有废除地界，只有取消根据土地私有制原则所树立的一切地界，才可能有合理的人口〈农民〉分布。”（第二届杜马记录第1172页）把这种说法同前面引证的马克思的那段话对比一下，你们就会知道，在“社会化”和“平均化”这类市侩空谈的后面，隐藏着十分现实的内容，这就是用资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来清扫旧的中世纪土地所有制。

土地地方公有化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是一种反动的措施，因为它阻碍消灭中世纪土地所有制这一经济上必要的和必然的过程，阻碍为一切业主（不管他们的状况、他们的过去、他们在1861年得到的份地等情况如何）在土地方面建立同一的经济条件的过程。把土地分归私有，在目前也是反动的，因为这样会把现有的、过时的、作为中世纪残余的份地所有制保存下来；但是将来，在用国有化的办法彻底清扫土地之后，分配土地可能会成为新的自由农场主的口号。 
［注：M．沙宁在他的《土地地方公有还是分归私有》（1907年维尔纳版）这本小册子中强调了有关耕作技术方面的问题，但是他不懂得两条发展道路，也不懂得消灭现有土地占有制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帮助激进资产阶级（即农民）尽量彻底地清除旧废墟，使资本主义获得迅速的发展，而决不是帮助市侩去达到安居乐业和迁就过去的要求。

第三章讲的是“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

当然我不准备向波兰同志们重复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的事情，譬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国有化就是要消灭绝对地租，而不是消灭级差地租，等等。当时考虑到俄国的读者，我不得不在这方面谈得很详细，因为彼得•马斯洛夫断言，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是“矛盾”的，“因此只能〈！！〉作这样的解释：第3卷是在作者死后出版的，把作者的草稿也收进去了”（《土地问题》） 
［注：《土地问题》第3版第108页注释。］

 。

彼得•马斯洛夫修改马克思草稿的狂妄行为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花样。早在1901年我就在《曙光》杂志[100]上指出，马斯洛夫在《生活》杂志[101]上歪曲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06页。——编者注］

 。但是在这以后不久，当马克思极其清楚地阐明绝对地租理论的《剩余价值理论》出版之后，彼得•马斯洛夫在1906年（第3版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906年4月26日）又重复了这种信口雌黄的彻头彻尾的谰言。这真是无可比拟的！我在那本书中详细地分析了彼得•马斯洛夫对马克思的“修正”，这里不可能再来重复，我只是指出，这些修正无非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陈旧论据。彼得•马斯洛夫居然拿“烧砖业”（第111页）来否定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而且宣扬“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断言“没有这个规律，‘海外’竞争就不能得到解释”（第107页），最后，他甚至说，不推翻马克思就不能推翻民粹派的观点，“如果连续投入同一块土地的劳动的生产率会不断降低这一事实不存在的话，那也许还能实现民粹派……的那种美景”（马斯洛夫，1907年《教育》杂志第2期第123页）。总而言之，在彼得•马斯洛夫的经济理论中，在绝对地租、土地肥力递减的“事实”、“民粹主义”的基本错误、提高经营水平和提高技术水平之间的差别等问题上，他没有一句话是新鲜的。马斯洛夫用那些被资本的官方辩护士弄得庸俗不堪的纯粹资产阶级的论据来驳斥绝对地租理论，因而必然要滚到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者的行列中去。彼得•马斯洛夫歪曲了马克思主义，但他做得十分巧妙：他在自己的《土地问题》一书的德译本中，把他对马克思草稿的所有修正都删掉了。马斯洛夫在欧洲人面前把自己的理论都隐藏了起来！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我在第3章中曾经写到）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陌生人初次参加古代哲学家的座谈会，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当时有一位哲学家对他说：“如果你很聪明，那你做得很愚蠢；如果你很愚蠢，那你做得很聪明。”

不言而喻，谁否认绝对地租理论，谁就使自己根本不可能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国有化的意义，因为国有化能够消灭的只是绝对地租而不是级差地租。谁否认绝对地租，谁就是否认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地私有制的任何经济意义。正因为如此，马斯洛夫之流必然会把国有化还是地方公有化的问题归结为政治问题（“把土地交给谁？”），而忽视问题的经济实质。把份地（即掌握在条件差的业主手中的劣等地）的私有制同其余一半土地（优等地）的公有制结合起来，这在稍微有些发达、有些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一种荒谬的做法。这恰恰是土地方面的复本位制。

由于孟什维克的这种错误，社会民主党人把对土地私有制的批判任务交给了社会革命党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这种批判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注：例如见《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46—347页：论土地价格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同上，第344—345、341、342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4—917、911—915、909—911页。——编者注）］

 。而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却根本没有从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来进行这种批判，因此群众所知道的只是民粹派的批判，即对土地私有制所作的市侩式的歪曲批判。

我还要提到一个细节，在俄国的书刊中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反对国有化的论据，说什么在小农所有制的情况下国有化就意味着“货币地租”。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货币地租”（见《资本论》第3卷）是地主的具有现代形式的利息。在现代农民租佃的情况下，地租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货币地租。消灭农奴制大地产将加速农民的分化，加强正在建立资本主义租佃的农民资产阶级。请回想一下前面引证的关于上等农户租佃的材料。

最后还要指出一点，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有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似乎土地国有化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才能实现。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到那时，提上日程的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了。土地国有化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措施。马克思从《哲学的贫困》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80—191页。——编者注］

 起，就多次地肯定过这一点。他在《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册第208页）中写道：“激进的资产者在理论上发展到否定土地私有权……然而，他们在实践上却缺乏勇气，因为对一种所有制形式——一种劳动条件私有制形式——的攻击，对于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也是十分危险的。况且，资产者自己已经弄到土地了。” 
［注：同上，第26卷第2册第39页。——编者注］

 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存在着激进资产者（农民）的条件下进行的。激进资产者“有勇气”为千百万群众提出国有化的纲领，因为他们“自己”还没有“弄到土地”，就是说他们受中世纪土地所有制的害处比从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那里得到的好处和“利润”更多。除非动摇于立宪民主党人和工人之间的“激进资产者”用群众性的发动来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俄国革命就不可能胜利。除非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俄国革命就不可能胜利。

第四章谈的是在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那里一开头就谈到了普列汉诺夫的“著名”论据，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声叫道：“我的看法的关键就是指出复辟的可能。”（《记录》第113页）但这是生了锈的关键，是立宪民主党人在“防止复辟的保障”这个幌子下同反动势力搞交易的关键。普列汉诺夫的论据是一种最可怜的诡辩，他自己断定防止复辟的保障是没有的，但又要想出来这种保障。“它〈地方公有化〉是不会把土地交给旧制度的政治代表人物的。”（第45页，普列汉诺夫的发言）什么叫作复辟呢？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代表手中。能不能有防止复辟的保障呢？这样的保障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记录》第44页，普列汉诺夫的发言）。因此……就想出了一种保障，就是“地方公有化不会把土地交给……”

在地方公有化的情况下，份地和地主土地在经济方面的差别依然存在，这就是说，实行地方公有化将便于在法律上复辟或恢复这种差别。地方公有化在政治方面是一个改变地主土地占有权的法律。法律是什么呢？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一旦发生复辟，原来那些阶级将重新成为统治阶级。普列汉诺夫同志，难道法律能把它们束缚住吗？如果你把这一点想一想，你就会懂得，任何法律都不能限制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而国有化却能在经济方面给复辟造成困难，因为它消灭了一切界限和整个中世纪土地所有制，并使它适应新的、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

普列汉诺夫的诡辩承袭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即不是引导无产阶级走向完全的胜利，而是要它同旧政权搞交易。事实上，只有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防止复辟”唯一的绝对的“保障”，至于相对的保障，那就是把革命进行到底，最彻底地消灭旧制度，在政治上实行最大限度的民主制（共和国），在经济上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

普列汉诺夫的另一个论据是：“在掌握土地的社会自治机关中，地方公有化能造成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而且这将是很强大的支柱。”（《记录》第45页）不对。在资本主义时代，地方自治机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资本主义必然要导致国家政权的集中，在反动的国家政权下，任何地方自治机关都必然会被制服。普列汉诺夫是在宣扬机会主义，他不去注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建立的唯一能够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中央政权民主化”或者说共和国，而去注意那种永远无力完成重大历史任务的、细小的、不独立的、分散的地方自治机关。“农民土地革命”不击败中央政权，就不能在俄国取得胜利，而普列汉诺夫却要所有的孟什维克相信孟什维克诺沃谢茨基在斯德哥尔摩所发表的观点：“有了真正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目前通过的纲领在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没有达到最高限度的情况下也可能实现〈请听！〉。即使在所谓相对民主化的条件下，地方公有化也是无害而有益的。”（《记录》第138页）

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我们要教育人民迁就君主制，也许“他们注意”不到我们的区域活动，而“让我们生活”，正如让谢德林笔下的鮈鱼[102]生活一样。第三届杜马清楚地说明了在孟什维克所说的中央政权“相对的”民主化的情况下实行地方公有化和地方民主化有几分可能。

其次，地方公有化会加强联邦制和各区域的分散状态。无怪乎右派哥萨克卡拉乌洛夫在第二届杜马中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卖力地申斥国有化（《记录》第1366页），主张按区域实行地方公有化。俄国哥萨克的土地已经是地方公有化的土地。国家分散为一个个的区域，这正是我国历时三年的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论据是：土地国有化会加强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央政权！第一，提出这个论据的目的是要煽起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不信任。彼•马斯洛夫在《教育》杂志（1907年第3期第104页）上写道：“某些地方的农民也许会同意交出自己的土地，但只要有某一个大地区（例如波兰）的农民拒绝交出自己的土地，全部土地国有化的方案就会成为无稽之谈了。”好一个论据！真是没什么可说的了！既然“只要有某一个大地区的农民拒绝”，就会如何如何，那我们不是也应当放弃建立共和国的主张吗？这不是论据，而是蛊惑人心。我们的政治纲领排斥任何暴力和非正义手段，要求各省有广泛的自治权（见党纲第3条）。这就是说，问题不在于重新想出一些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做不到的新“保障”，而在于无产阶级的党要通过自己的宣传鼓动号召大家联合起来，而不要四分五裂，要解决中央集权国家的崇高的任务，而不要去保持穷乡僻壤的粗野和民族狭隘性。俄国中部地区一定会解决土地问题，而在边疆地区，那只能用示范来影响。 
［注：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土地私有制和国有化是不可能同时并存的。其中有一个一定要占上风。工人政党的任务就是维护较高的制度。］

 这一点，每个民主主义者都看得很清楚，更不用说社会民主党人了。问题只是在于，无产阶级是应当提高农民，使他们认识到更高的目标呢，还是让自己降低到农民的小市民的水平。

第二，他们断言，国有化会使中央政权更可以恣意妄为，会加强官僚制度，等等。谈到官僚制度，那应当指出，即使实行了国有化，土地仍然由地方自治机关来管理。这说明上面的论据是虚假的。中央政权只规定一些总的条件，譬如禁止以任何形式出让土地等等。难道我们现行的即孟什维克的纲领没有规定把“移民所需土地”和“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域”交给“民主国家支配”吗？要知道把脑袋蒙在翅膀底下是很不明智的；即使这样也可能产生极端严重的恣意妄为，因为中央国家政权将自己决定哪些算是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域。孟什维克寻找“保障”找得不是地方：只有中央政权彻底民主化，只有共和国才能使中央政权同各区域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限度。

孟什维克喊道：“资产阶级的国家将会加强。”他们暗地里支持资产阶级君主派（立宪民主党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却拍着胸脯说，在考虑支持谁的时候是把资产阶级共和派也算在内的。客观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向我们提出的真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是普鲁士式的农业演进，还是美国式的农业演进？是假立宪主义的遮羞布掩盖起来的地主君主制，还是农民的（农场主的）共和国？闭上眼睛不看历史对问题的这种客观的提法，就是自欺欺人，就是象市侩那样躲避尖锐的阶级斗争，躲避对民主革命问题的这种尖锐、简单和彻底的提法。

“资产阶级的国家”我们是避免不了的。只有市侩才会在这个问题上想入非非。我国革命所以是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因为这个革命并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资本主义的两种形式之间、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之间、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两种形式之间的斗争。十月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的君主制就是孟什维克诺沃谢茨基所认为的“相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在我国革命中，如果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支持资产阶级的这一或那一阶层去反对旧制度，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而且我们的确没有前进一步。

有人对我们说：国有化就是把钱用在军队方面，地方公有化则是把钱用在医疗和国民教育方面，这完全是庸人的诡辩。马斯洛夫就是这样谈论的，而且字句也差不多，他说：“……国有化，也就是〈原文如此！〉把地租用于陆海军；土地地方公有化，也就是把地租用于居民的需要。”（1907年《教育》杂志第3期第103页）这是小市民社会主义，或者说这是把苍蝇捉住以后将药粉撒在苍蝇屁股上来消灭苍蝇！善良的马斯洛夫没有考虑到，俄国的地方自治机关和西欧的市政机关用于医疗和其他方面的费用所以比国家多，完全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从收入最多的财源中已经抵偿了自己最重要的开支（巩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而把次要的财源留给地方机关去满足所谓“居民的需要”。把几十万巨款用于军队，而把小小的零头用于无产阶级的需要，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在支出方面的实际对比关系。只有马斯洛夫才会认为，只要把地租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支配”，资产阶级国家就会被孟什维克这些精明的“政治家”蒙骗过去！有了这种“精明的政策”，资产阶级国家难道就会把几十万巨款交给无产者，而把小小的零头用于陆海军吗？

实际上，孟什维克执行的是市侩的政策，他们躲在偏僻省份的地方自治机关中逃避历史提出的迫切问题：在我国应当建立农场主的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呢，还是应当建立容克的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君主国？先生们，不要躲躲闪闪！你们必然要参与解决这个迫切问题，任何省区自治，任何玩弄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花招都不能使你们回避这一点。你们拐弯抹角的手法实际上只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不了解共和制趋势的意义，而在暗中支持立宪民主党的趋势。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记录清楚地证明：孟什维克维护地方公有化，是向欧洲费边社[103]的“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献媚。科斯特罗夫在那次代表大会上说：“有些同志好象是第一次听到地方公有制的说法。我可以告诉他们，在西欧有整整一个流派〈正是！！科斯特罗夫无意之中道出了真情！〉叫作‘地方公有社会主义’〈英国〉”（《记录》第88页）。然而这个“流派”是极端机会主义的流派，这一点无论是科斯特罗夫或者是拉林 
［注：《农民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这是对孟什维克纲领的非常含糊的解释，见第66页。但是这位地方公有化的倒霉的捍卫者在第103页上却指出，国有化是最好的办法！］

 都没有想过。社会革命党人可以把市侩的改良运动同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扯在一起，但是先生们，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做就不适当了！西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英国的费边派，德国的伯恩施坦派，法国的布鲁斯派）显然把问题的重点从国家制度问题移到了地方自治问题。但是我们面临的正是关于国家制度及其农业基础问题，因此在我国主张“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就是玩弄农业社会主义的把戏。让那些市侩们在未来民主俄国的宁静的地方自治机关里赶快“为自己营造安乐窝”吧。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组织群众，但这不是为了上述目的，而是为了进行革命斗争，争取在今天实现彻底的民主化，到明天实行社会主义的变革。

有人时常责备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我们的革命观点是空想主义，是幻想。而正是在国有化问题上，这种责难听得特别多。然而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最没有根据。谁把国有化看作“空想主义”，谁就是没有想到，政治变革规模同土地变革规模必须相适应。在庸碌的市侩看来，国有化的“空想主义”成分并不少于建立共和国，而这两者的空想主义成分又不少于“农民”土地革命，即资本主义国家中农民起义的胜利。就日常的、平静的发展来说，所有这些变革都是同样“困难的”。叫嚣只有国有化是空想主义，这首先证明这种人不了解经济变革同政治变革有必然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不消灭地主的（以及十月党人的，即不完全是地主的）专制制度，就不可能没收地主的土地（这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承认的纲领性的要求）。而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冲天”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反过来说，不彻底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这种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几世纪来农民一直受农奴制的压迫，其中包括整个中世纪的土地所有制，纳税“村社”的种种束缚，以及使人想起就可恨的政府“赏赐”的小恩小惠，等等，等等。

由于篇幅不够（就是现在这样，我也已经超过了《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104]编辑部规定的篇幅），我的书第五章《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的内容就从略了。

农民在杜马中的发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些发言反映出普通农民对摆脱地主压迫的渴望，对中世纪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强烈憎恨，反映出他们自发的、直觉的、往往是幼稚的、不十分明确的、然而是十分旺盛的革命精神。这比长篇大论更能证明，在农民群众中蕴藏着一种反对贵族、地主和罗曼诺夫王朝的潜在的毁灭性力量，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无情地暴露、揭发和消除不胜枚举的市侩欺骗手段、貌似社会主义的言论以及农民对土地变革天真幼稚的期望。但是消除这一切不是为了安抚农民（人民自由的叛徒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在两届杜马中就是这样做的），而是要唤起农民群众钢铁般的、不屈不挠的、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没有农民群众这种革命精神，没有他们顽强无情的斗争，那没收地主土地也好，建立共和国也好，实行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也好，都是没有希望实现的“空想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明确地提出问题：俄国已经极其明显地呈现出经济发展的两种趋势即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愿所有的人对这一点都能好好地考虑一下。在第一次革命运动期间，即在1905—1907年这三年中，这两种趋势在我们看来不是理论上的概括，也不是根据1861年以后出现的演进的某些特点所作出的结论。不是的，现在这两种趋势在我们看来是由敌对阶级决定的。地主和资本家（十月党人）心中十分清楚，除了资本主义的趋势，别无其他的趋势；不用强制手段加速破坏“村社”，他们就无法走这条道路，然而这种破坏等于尾……让高利贷者公开掠夺，让警察或“讨伐”队“任意洗劫”。这是一种非常容易使自己掉脑袋的“战斗行动”！而农民群众在这三年期间同样明确地了解到，对“慈父沙皇”的任何期望以及走和平道路的任何打算都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进行革命斗争，消灭整个中世纪制度，尤其是消灭整个中世纪的土地所有制。

社会民主党整个宣传鼓动工作的基础，应当是让群众认识到这些结果，训练群众利用这些经验，以便在第二次革命运动中能够尽量有组织地、坚决地、顽强地进行攻击。

正因为如此，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说无产阶级和农民夺取政权就是复活“民意主义”，是非常反动的。普列汉诺夫自己使自己陷入了谬误：照他这样说来就是“农民土地革命”可以不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要农民夺取政权！相反，考茨基虽然在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刚分裂的时候明显地同情孟什维克，然而现在他在思想上却转到布尔什维克这边来了，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革命才能胜利。

不彻底消灭整个中世纪的土地所有制，不彻底“清扫”土地，即不实行土地国有化，这样的革命是不可思议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要宣传这一最彻底最激进的资产阶级土地变革的口号。等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一看，以后的前途如何；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样的变革仅仅是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美国式的迅速发展的基础呢，还是会成为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


　　1908年7月18日

　　附言：我起草的土地纲领草案已经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提出过，并且在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中也多次地刊载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只是谈几点想法。既然资本主义的农业演进有两种趋势，那么纲领中就必须使用“如果”（这是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专用语）这种说法，就是说纲领必须估计到两种可能性。换句话说，在目前这种情况没有改变以前，我们还是要求使用土地的自由，要求建立法庭以降低地租，要求消灭等级制度等等。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同当前的趋势作斗争，支持农民的革命要求，以便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广泛地、自由地开展阶级斗争。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农民反对中世纪制度的革命斗争，同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关系的最好形式（同时也是消灭农奴制度的最好形式）就是土地国有化；只有实行彻底的政治变革，消灭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才能实行彻底的土地变革，才能没收地主土地，实现土地国有化。这就是我起草的土地纲领草案的内容。这个草案中说明当前整个土地改革的资产阶级特点以及社会民主党的纯粹无产阶级观点的那一部分，已经在斯德哥尔摩通过并载入了现在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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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中的易燃物

（1908年7月23日〔8月5日〕）


最近，欧洲和亚洲各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比从前高得无可比拟的阶段。

在波斯，爆发了一场以独特的方式把类似俄国的解散第一届杜马同类似俄国1905年底的起义结合起来的反革命运动。可耻地被日本人打败的俄国沙皇军队，正在为雪耻而卖力地替反革命效劳。哥萨克在俄国建立了讨伐、掠夺、杀戮无辜等功勋以后，接着又在波斯建立了镇压革命的功勋。尼古拉•罗曼诺夫站在黑帮地主和被罢工与内战吓破了胆的资本家的前列，疯狂地镇压波斯的革命者，这是理所当然的。虔诚地信仰基督教的俄国军人也不是第一次充当国际刽子手的角色了。英国一面假装置身事外，一面对波斯的反动派和专制制度拥护者采取明显的友好的中立态度，这是稍有不同的现象。英国自由派资产者被自己家里工人运动的发展激怒了，被印度革命斗争的高涨吓坏了，他们愈来愈经常、愈来愈露骨、愈来愈强烈地表明，在立宪方面阅历最深的最“文明的”欧洲政治“活动家”，在群众奋起同资本、同资本主义殖民制度，即奴役、掠夺和暴力的制度作斗争的时候，竟会变成什么样的野兽。波斯的革命者在国内的处境是困难的，印度的主人和俄国的反革命政府差不多已经准备好要瓜分波斯了。但是，大不里士的顽强的斗争、似乎已经被击溃的革命者屡次在军事上转败为胜，都表明波斯王的军队即使有俄国的利亚霍夫们和英国的外交官的援助，也会遭到来自下面的极其有力的反抗。一个革命运动能在军事上反击复辟行动，迫使有这种行动的英雄们去向异族人求援，这种革命运动是不会被消灭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波斯反动派取得最完全的胜利，那也只能是人民的新的愤怒的开端。

在土耳其，青年土耳其党人[105]领导的军队中的革命运动获得了胜利。当然，这种胜利只是胜利了一半，甚至只是胜利了一小半，因为土耳其的尼古拉二世用恢复著名的土耳其宪法的诺言暂时敷衍过去了。但是，革命的这种一半的胜利、旧政权被迫作出的这种仓猝的让步，必然会使内战发生更重要得多、更剧烈得多、能吸引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的新的转折。而内战这所学校，人民并没有白进。这是一所要经受严重考验的学校，它的全部课程必然包括反革命的胜利、凶恶的反动派的猖獗、旧政权对反叛者的野蛮镇压等等。但是，只有愚蠢透顶的书呆子和没有头脑的木乃伊才会因人民进入这个受苦的学校而痛哭流涕；这个学校教被压迫的阶级进行内战，教他们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且把现代奴隶群众中的仇恨集中起来。这种仇恨长期隐藏在闭塞的、迟钝的、无知无识的奴隶的心中，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奴隶生活的屈辱，这种仇恨就会引导他们去建立最伟大的历史功勋。

在印度，替“文明的”英国资本家当奴隶的当地人正巧也在最近使得他们的“老爷们”感到惶惶不安。被称为英国对印度的管理制度的暴力和掠夺是没有止境的。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俄国当然除外——群众都没有这样贫困，居民也没有这样经常地挨饿。自由不列颠的最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和最激进的活动家，象约翰•莫利（Morley）这种俄罗斯和非俄罗斯的立宪民主党人眼中的权威、“进步的”（实际上是在资本面前卑躬屈节的）政论界的明星，都当了印度的统治者，变成了真正的成吉思汗，他们竟能批准“安抚”他们治下的居民的一切措施，直到杀戮政治抗议者！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小型周报《正义报》[106]（《Justice》）在印度竟被莫利这样一些自由派和“激进派”恶棍所查禁。当英国的国会议员、“独立工党”（IndependentLabourParty）的领袖凯尔－哈第胆敢来到印度，向当地人谈论民主的最起码的要求的时候，所有的英国资产阶级报刊都向这个“反叛者”狂吠起来。现在，最有影响的英国报纸都在咬牙切齿地谈论扰乱印度的“煽动者”，欢迎对印度的民主派政论家采取纯粹俄国式的、普列韦式的法庭判决和行政镇压手段。但是，印度的市井小民开始起来卫护自己的作家和政治领袖了。英国豺狼对印度民主主义者提拉克（Tilak）的卑鄙的判决（他被判处长期流放，最近几天向英国下院提出的质询表明，印籍陪审员认为提拉克无罪，是英籍陪审员判定他有罪的！），财主的奴才向民主主义者进行的这种报复，在孟买引起了游行示威和罢工。印度的无产阶级也已经成长起来，能进行自觉的群众性的政治斗争了，——既然情况是这样，那么，英国和俄国在印度的秩序已经好景不长了！欧洲人对亚洲国家的殖民掠夺在这些国家中锻炼出一个日本，使它获得了保证自己的独立的民族发展的伟大军事胜利。毫无疑问，英国人对印度的长期的掠夺，目前这些“先进的”欧洲人对波斯和印度的民主派的迫害，将在亚洲锻炼出几百万、几千万无产者，把他们锻炼得也能象日本人那样取得反对压迫者的斗争的胜利。欧洲的觉悟的工人已经有了亚洲的同志，而且其人数将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

在中国，反对中世纪制度的革命运动近几个月来也强有力地开展起来了。的确，对这个运动还不能作出明确的估计，因为关于这个运动的消息很少，而关于中国各地造反的消息却很多，但是，“新风”和“欧洲思潮”在中国的强有力的发展，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以后，是用不着怀疑的，所以中国的旧式的造反必然会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某些参加殖民掠夺的人这一回已经感到惶惶不安，这可以从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的举动中看出来：他们竟帮助中国的“历史政权”镇压革命者！他们也在为“自己的”那些和中国接壤的亚洲属地的安全而担心。

但是，使法国资产阶级感到不安的不单单是亚洲的属地。在巴黎附近的维尔纳夫－圣乔治修筑街垒，枪杀修筑街垒的罢工者（7月30日（17日）星期四），这些事件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了欧洲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代表资本家统治法国的激进派克列孟梭在拼命地摧毁无产阶级头脑中剩下的最后一点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幻想。军队奉“激进派”政府的命令枪杀工人，这类事件在克列孟梭执政时恐怕比过去更多了。克列孟梭已经因此从法国社会党人那里得到了“血人”的外号，现在，当他的暗探、宪兵和将军们又在使工人流血的时候，社会党人想起了这个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分子有一次向工人代表说过的一句名言：“我们和你们站在街垒的不同方面”。是的，法国无产阶级和最极端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现在已经完全站在街垒的不同方面了。法国工人阶级为了建立共和国和保卫共和国流过很多鲜血，而现在，在共和制度已经完全巩固的基础上，私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决战已经日益临近了。《人道报》[107]就7月30日的事件写道：“这不是简单的屠杀，这是战役的一部分。”将军们和察们总想向工人挑衅，想把和平的、非武装的游行示威变成大血战。但是，当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罢工者和示威者，向手无寸铁的人们进攻的时候，他们遭到了反击，街垒迅速地修筑起来了，以至发生了轰动整个法国的事件。该报写道，这些用木板筑成的街垒糟糕得令人发笑。但是重要的并不是这个。重要的是第三共和国曾使修筑街垒不再风行。现在“克列孟梭又使之风行起来”，——而且他明目张胆地谈论这一点，就象“1848年6月的刽子手、1871年的加利费”明目张胆地谈论内战一样。

不只是社会党人报刊在评论7月30日的事件时追溯了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日子。资产阶级的报纸穷凶极恶地攻击工人，指责他们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准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一家报纸叙述了一个能够说明双方在出事地点的情绪的小小的但是很值得注意的插曲。当工人们抬着一个受伤的同志从指挥攻击罢工者的维尔威尔将军身边走过的时候，示威的人群中发出了喊声：“Saluez！”（“敬礼！”），于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将军就向受伤的敌人敬了礼。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现象在一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可以看到，但是由于历史条件、政治制度和工人运动的形式不同，同样的趋势有不同的表现。在美国和英国，有充分的政治自由，无产阶级缺乏任何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或者至少是缺乏比较生动的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表现为反对托拉斯的运动的加强、社会主义运动的空前增长和有产阶级对这一运动的注意力的相应增长，表现为工人组织（有时纯粹是经济组织）转而进行有计划的和独立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在奥地利和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情况也部分相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表现在选举斗争上面，表现在政党的关系上面，表现为各种色彩的资产者都彼此接近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无产阶级，表现为法庭和察加紧进行迫害。两个敌对阵营都在缓慢地但是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组织，彼此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分歧愈来愈尖锐，好象都在一声不响地聚精会神地准备进行即将到来的革命战斗。在罗马语国家，如意大利，特别是法国，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表现为特别猛烈的、急剧的、往往简直是革命的爆发，那时无产阶级埋藏在心底的对压迫者的仇恨突然爆发出来，“和平的”议会斗争局面被真正的内战场面所代替。

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在各个国家的发展并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以同一的形式均衡地进行的。只有各个国家的工人进行阶级斗争，才能在一切活动场所充分地和全面地利用一切机会。每一个国家都把自己的有价值的独创的特点汇入总的潮流里来，但是，在每个国家里，运动都有某种片面性的毛病，都有各个社会主义政党所具有的某些理论上或实践上的缺点。总的说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无产阶级百万大军已经在同敌人的一系列的具体冲突中团结起来，同资产阶级的决定性的斗争已经愈来愈近。这次斗争，从工人阶级方面来说，准备得将比无产者最近一次伟大起义即巴黎公社的时期要好许多倍。

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一进步，以及亚洲革命民主主义斗争的尖锐化，使俄国革命处于特殊的和特别困难的条件之下。俄国革命在欧洲和在亚洲都有伟大的国际同盟军，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它不仅有国内的敌人，不仅有俄国的敌人，而且有国际的敌人。针对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反动活动，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反动活动把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团结起来去反对一切人民运动，反对亚洲的、特别是欧洲的一切革命。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正象大多数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至今还在幻想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推开”资产阶级，不要吓倒他们，不要产生“过分的”反动，不要造成革命阶级夺取政权的局面。这真是白日做梦，真是庸人的空想！在世界各先进国家里，易燃物极其迅速地增多，烈火极其明显地延烧到昨天还在沉睡的大多数亚洲国家去，国际资产阶级反动活动的加强和各个国家的民族革命的尖锐化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俄国的反革命没有完成而且也不能完成我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俄国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愈来愈倾向于国际反无产阶级和反民主的潮流。俄国无产阶级不应当指靠自由派同盟者。它应当独立地沿着自己的道路向革命的完全胜利迈进：相信农民群众自己必然要用暴力来解决俄国的土地问题，帮助他们推翻黑帮地主和黑帮专制制度的统治，给自己提出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任务，并要记住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它的胜利同国际革命运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对反革命的（俄国的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少抱幻想，对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成长多加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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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青年土耳其党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参加者的泛称，也专指1889年在伊斯坦布尔成立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政治组织“统一与进步”的成员。青年土耳其党人主张限制苏丹的专制权力，把土耳其从封建帝国变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国家，加强土耳其资产阶级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以挽救陷于瓦解的奥斯曼帝国和防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它的领土。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军队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上层资产阶级革命，迫使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签署了召开议会的诏书。1909年4月忠于苏丹的军队发动的叛乱被粉碎后，青年土耳其党人组成了新政府。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后很快就失去了革命性。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府保存了君主政体，并执行反动政策。它与封建势力、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他们的利益的代表者。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1918年11月，“统一与进步”党（由“统一与进步”组织改组而成）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宣布自行解散。——156。



[106] 《正义报》（《Ｊｕｓｔｉｃｅ》）是英国一家周报，1884年1月—1925年初在伦敦出版。它最初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从1911年起成为英国社会党的机关报。自1925年2月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继续出版，1933年12月停刊。——159。



[107] 《人道报》（《ＬＨｕｍａｎｉｔ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后，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160。















《列宁全集》第17卷


编辑部的话[108]


（1908年7月23日〔8月5日〕）


这篇对马斯洛夫同志在理论方面的失误所作的概述，是从尼·列宁系统分析我国农业发展趋势的一部著作中摘来的。当然，揭露马斯洛夫那些充满毫不新奇的修正主义精神的“独创的”土地问题理论，必然会引起对党纲某些条文的批评。我们认为就这个问题在党的报刊上进行讨论是完全适时的。

至于马斯洛夫同志在理论上的“发现”，我们要就此特地向普列汉诺夫同志，向这位保护我们土地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者的天使说几句话。

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6—7号合刊上，你们在讨论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时，却发表了一些应当说是 很不体面的
 拐弯抹角、模棱两可的议论。您曾经打定主意要在报刊上声明，我们党的某些党员 不是
 您的 同志
 ，可是您却没有勇气坦率而明确地说明，是您打算退出我们的组织，还是想设法把这些党员开除出去？这既是怯懦，又是无礼。[109]

意志坚定的斗士，请考虑一下您那位马斯洛夫的修正主义功绩吧。这恰恰发生在——根据书刊判断——您起着可怕的杜姆巴泽作用的那个小小的城池里。您对马斯洛夫同志的修正主义捏造批判了什么呢？您对卡尔·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捍卫了什么呢？尽力支持马斯洛夫，附和马斯洛夫的不是您又是谁呢？

我们党内的法穆索夫们[110]并不反对扮演维护马克思主义的铁面无情的战士的角色，但是为了迎合派别的私情，他们也不反对把最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行为遮掩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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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这篇短评是《彼得·马斯洛夫是怎样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的》一文的编后记。《彼得·马斯洛夫是怎样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的》一文即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第3章第2节和第3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64—275页）。——164。



[109]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1908年《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6—7号合刊上发表的《战斗的唯物主义。答波格丹诺夫先生。第一封信》。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里说：“您责备我经常称呼您为波格丹诺夫先生
 ……在您看来，称您为同志是属于我的社会民主主义义务的。但是，让上帝和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来审判我吧！我不承认有这样一项义务。我不承认的原因是简单而明了的，这就是您对我来说不是同志
 。而您对我不是同志是因为我和您是两种直接对立的世界观的代表
 。”（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5年俄文版第17卷第1—2页）——164。



[110]法穆索夫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人物，是一个位居要津的贵族官僚，极端仇视进步思想，为人专横暴虐而又卑鄙无耻。——165。













《列宁全集》第17卷


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

（1908年7月23日〔8月5日〕）



一

外交家们心情激动。“照会”、“报告”、“声明”如雪片飞来；在举着香槟酒杯“巩固和平”的戴王冠的傀儡身后，大臣们正窃窃私语。可是“臣民们”十分清楚，乌鸦群集，必有腐尸。保守党的克罗美尔勋爵向英国议院声称：“我们正处在民族〈？〉利益受到威胁的紧急关头，不管执政者有怎样和平的〈！〉愿望，但是群情激昂，有发生冲突的危险和可能。”

近来易燃物已经积得相当多了，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波斯的革命使欧洲列强划分的一切界限——“势力范围”有打乱的危险。土耳其的立宪运动使得欧洲资本主义强盗手中的这块世袭领地眼看就要失去；其次，那些早已存在、而现在日趋尖锐化的“问题”——马其顿问题、中亚问题、远东问题等等又咄咄逼人地突出起来了。

而在目前公开的和秘密的条约、协议等等织成一张密网的时候，只要某个“强国”稍一动弹，“星星之火就会燃成熊熊之焰”。



　　

 各国政府愈是剑拔弩张，它们就愈加无情地镇压本国的反军国主义运动。对反军国主义者的迫害正在日益扩大和加剧。克列孟梭—白里安的“激进社会党”内阁的暴虐，并不亚于毕洛的容克保守党内阁。禁止20岁以下青年参加政治集会的新的结社集会法颁布以后，整个德国的“青年组织”都被解散了，这样一来，就给德国的反军国主义的鼓动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于是，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11]以后趋于沉寂的关于社会党人反对军国主义的策略问题的争论，在党的刊物上又活跃起来了。

乍看起来，会觉得很奇怪，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这样明显，军国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害处是这样清楚，这样一目了然，然而关于反军国主义的策略的争论，在西欧社会党人中间引起的动摇和分歧，却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为严重。

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性的前提，早就十分牢固地确定下来，并没有引起意见分歧。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它的两种形式是资本主义的“活生生的表现”：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发生外部冲突时所使用的军事力量（如德国人所说的“对外的军国主义”），一种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各种运动（经济的和政治的）的武器（“对内的军国主义”）。许多次国际代表大会（1889年的巴黎代表大会、1891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3年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以及1907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决议中对这种观点都作了完整的阐述。[112]对军国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这种联系说得最详细的是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虽然根据议程（“关于国际冲突问题”），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着重讨论的是德国人称为“对外的军国主义”那种军国主义形式。下面就是决议中谈到这个问题的地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通常都是由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所引起的，因为每个国家都不仅力图保证自己有销售地区，而且力图夺取新的销售地区，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奴役。其次，这些战争是由军国主义不断加紧军备引起的，军国主义是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和在政治上压制工人阶级的主要工具。

民族主义的偏见也助长了战争。在文明国家里，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经常在培养这种偏见，其目的是诱使无产阶级群众放弃他们本身的阶级任务，使他们忘记国际的阶级团结的责任。

由此可见，战争导源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再存在的时候，或者在军事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人力和财力的巨大损失以及军备所引起的民愤使这种制度趋于消灭的时候，战争才会停止。

士兵主要来自工人阶级，物质损失主要也落在工人阶级身上，工人阶级尤其是战争的天然的敌人，因为战争同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真正实现各民族团结的经济制度，是相矛盾的……”


二

可见，社会党人肯定地认为军国主义同资本主义根本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这一点没有分歧。但是，承认这种联系并不等于具体规定了社会党人的反军国主义 策略
 ，并不等于解决了怎样反对军国主义的重负、怎样阻止战争这些实际问题。因此，在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上，社会党人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这些分歧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可以异常明显地看出来。

福尔马尔一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一个极端。他们说，既然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儿，既然战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的旅伴，那就用不着进行什么专门的反军国主义的活动。福尔马尔在埃森党代表大会上正是这样说的。关于一旦宣战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如何行动的问题，以倍倍尔和福尔马尔为首的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坚决主张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保卫自己的祖国免遭侵犯，必须参加“防御”战。福尔马尔由于抱有这种见解，竟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声称：“对人类的高度的爱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好的德国人”；而社会民主党议员诺斯克则在帝国国会扬言：一旦发生反对德国的战争，“社会民主党人决不会落在资产阶级政党的后面，他们也会扛起枪来的”。诺斯克只要再向前走一步，就可以声明：“我们希望德国尽量加紧军备”。

人数不多的爱尔威派则是另一个极端。他们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因此所有战争都是对资本家有利的，因此无产阶级应该反对每一次战争。无产阶级应该用罢战和起义来回答任何宣战。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主要应当集中在这个方面。因此，爱尔威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以下的决议草案：“……代表大会建议用罢战和起义来回答 任何宣战
 ， 不管它来自哪方面
 。”

这就是西欧社会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两种“极端的”立场。“就象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一样”，这两种立场反映出至今还危害西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活动的两种弊病，即机会主义的倾向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

现在先就爱国主义谈几点意见。“无产者没有祖国”，——《共产党宣言》中的确是这样说的。福尔马尔和诺斯克这伙人的主张 “顶撞了” 国际
 社会主义的这个基本论点，——这也是确实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爱尔威和爱尔威派的下述论断是正确的：无产阶级生活在什么样的祖国都无所谓，生活在君主制的德国、共和制的法国或专制的土耳其都一样。祖国这个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环境，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最强有力的因素；福尔马尔给无产阶级规定的什么“真正德国人”对“祖国”的态度固然不对，但是爱尔威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这种重要的因素不可原谅地采取不加分析的态度，也是不对的。无产阶级不能对自己进行斗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环境采取无所谓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因而，对本国的命运也不能抱无所谓的态度。但是，无产阶级 之所以
 关心国家的命运，仅仅是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阶级斗争，而并不是由于什么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屑为之一谈的“爱国主义”。

另外一个问题，即对军国主义和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一眼就可以看出，爱尔威不可原谅地混淆了这两个问题，忘记了战争同资本主义的因果关系。无产阶级如果采用爱尔威派的策略，就注定会使自己的工作徒劳无益，因为把一切战斗准备（这里说的是起义）都用来同结果（战争）作斗争，却让原因（资本主义）继续存在。

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方法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迷信一切“直接行动”的神奇力量，把这种“直接行动”从整个社会政治局势中抽出来，对这种局势又不加任何分析；总而言之，显然是“任意机械地理解社会现象”（卡·李卜克内西语）。

爱尔威的计划“很简单”：在宣战那一天，社会党人士兵都开小差，后备兵则宣布罢战，坐在家里不出来。然而“后备兵罢战并不是消极反抗；工人阶级很快就会转入公开的反抗，举行起义；由于作战的军队驻在国境上，起义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古·爱尔威《他们的祖国》）。

这就是他们的“真正的、直接的、实际的计划”。爱尔威深信这个计划能够成功，建议用罢战和起义来回答每次宣战。

因此很明显，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是否能够用罢战和起义（如果它认为这是适当的）来回答宣战。争论点在于，是不是要作出用起义回答 每一次
 战争的规定来束缚无产阶级。如果要这样做，那就是剥夺无产阶级选择决战时机的权利，而把这种权利交给敌人；那就是说，不是由无产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普遍很高、组织性强、时机有利等等的时候来选择斗争的时机；不是的，资产阶级政府甚至能在条件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情况下挑动无产阶级举行起义，例如，政府可以宣布进行一场特别能煽起各阶层居民的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的战争，从而使起义的无产阶级陷于孤立。还有一点也不能忽略，既然各国资产阶级，从君主制德国到共和制法国和民主制瑞士，在和平时期尚且这样残酷地镇压反军国主义的活动，到战争时期，到实行战时法规、军事管制和战地法庭等等的时候，对任何罢战的尝试也一定会进行疯狂的镇压。

考茨基谈到爱尔威的思想的时候，说得很对：“罢战思想是由‘良好的’动机产生的，很高尚，而且充满英勇精神，然而这是英勇的愚蠢。”

无产阶级如果认为有利和恰当，可以用罢战来回答宣战；他们为了实现社会革命，除了采用其他手段以外，也可以采用罢战方法。但是，如果用这种“策略药方”束缚自己，那就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了。

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就是这样来回答这个争论问题的。


三

如果说爱尔威派的观点是“英勇的愚蠢”，那么福尔马尔、诺斯克和他们的“右翼”同道者的主张则是机会主义的怯懦。他们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特别是在埃森党代表大会上议论说，既然军国主义是资本的产儿，而且将和它同归于尽，那也就用不着专门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了，因为没有必要。有人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反驳他们说：要知道，彻底解决工人问题和妇女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条件下也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还是在为工人立法、为扩大妇女的公民权等等而斗争。现在，由于军队干涉劳资斗争的事件日益增多，军国主义不仅在无产阶级目前的斗争中，而且在将来社会革命的时候的重要性也日益明显，所以专门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更应该大力进行。

专门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不仅在原则上得到了证明，而且也有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比利时在这方面走在其他国家的前头。比利时工人党除进行反军国主义思想的一般宣传外，还组织了称作“青年近卫军”（“ＪｅｕｎｅｓＧａｒｄｅｓ”）的社会主义青年小组。同一个区的各小组组成区联合会，各区的联合会又联合组成由“总委员会”领导的全国联合会。“青年近卫军”的机关报（《青年就是未来》、《军营报》、《新兵》等等）竟发行好几万份！在这些联合会当中，最强大的是瓦隆联合会，有62个地方小组，1万名会员；“青年近卫军”现在总共有121个地方小组。



　　

 他们除进行文字宣传外，还加紧进行口头宣传。1月和9月（征兵月）在比利时各主要城市都举行民众大会和游行，社会党的讲演者在市府门前的广场上向应征者讲解军国主义的意义。在“青年近卫军”的“总委员会”下面设有“控诉委员会”，负责搜集军营中各种不公正现象的材料。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报》[113]每天都在《军中消息》栏内公布这些材料。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不仅在军营外面进行，社会党人士兵们还组织了一些小组在军队中进行宣传。现在这样的小组（“士兵联合会”）约有15个。

法国 
［注：法国人组织的所谓“士兵小捐”特别有趣：工人每星期交一个苏（法国的一种辅币，值5生丁。——编者注）给自己的工会书记，这样凑成一笔钱拿去送给士兵，“提醒他们：他们虽然穿着军装，也还是被剥削阶级的一员，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忘记这一点”。］

 、瑞士、奥地利和其他国家也仿效比利时，以不同的深度和不同的组织形式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

　总之，专门的反军国主义活动不但特别必要，而且在实践上是适当的、有效的。因此，如果福尔马尔反对进行这种活动，认为德国的警察条件不允许进行这种活动，认为这样做会使党组织有被破坏的危险，那就是对某个国家的条件进行具体分析的问题了。这是事实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在这一点上饶勒斯说得很对：既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青年时代，在施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艰苦岁月，经受住了俾斯麦伯爵的铁腕，那么现在，在它已经空前地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时候，就更可以不怕现时执政者的迫害了。而福尔马尔的严重错误是他抓住专门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在原则上是不适当的那些论据不放。

福尔马尔和他的同道者坚持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参加防御战，这种看法也是机会主义的。考茨基的出色的批评把这种观点驳得体无完肤。考茨基指出，要弄清某次战争是由防御的目的还是由进攻的目的引起的，有时，特别是在爱国主义极其狂热的时候，是完全不可能的（考茨基举了一个例子：在日俄战争开始时，日本究竟是进攻还是防御？）。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打算根据这个标志来确定自己对战争的态度，他们就要被错综复杂的外交谈判弄得晕头转向。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可能处于要求发动进攻战的地位。1848年（爱尔威派也不妨记住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必须进行反对俄国的战争。后来，他们又想影响英国舆论，促使英国同俄国作战。考茨基也作了一个假设，他说：“假定革命运动在俄国取得了胜利，而这一胜利的影响又使法国的政权转入无产阶级手中；另一方面，假定欧洲各国的君主组织联盟来反对新生的俄国。这时如果法兰西共和国去援助俄国，国际社会民主党是否会表示反对呢？”（卡·考茨基《我们对爱国主义和战争的看法》）

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对“爱国主义”的看法也是一样），唯一可能的出发点，不是战争的防御性和进攻性，而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或者说得更清楚些，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探讨和决定社会民主党对国际关系中的这种或那种现象抱什么态度的问题。

饶勒斯不久以前讲的话，表明机会主义也会在这些问题上达到何等荒谬的地步。他在一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德文小报上发表自己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为法英两国同俄国结成联盟进行辩护，反对指责该联盟的反和平的意图，认为该联盟是“和平的保障”，对于“我们终于盼到了英俄这两个宿敌结成联盟”这件事表示欢迎。

罗·卢森堡在最近一期《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封给饶勒斯的《公开信》，信中对他这种观点作了出色的评论和激烈的驳斥。

首先，罗·卢森堡指出：谈论“俄国”和“英国”的联盟，这是“用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语言说话”，因为在对外政策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在对外关系上决不能讲什么利益的协调。既然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儿，那么战争就不会因执政者和外交家的阴谋而消灭；所以社会党人的任务不是在这方面制造幻想，恰恰相反，而是不懈地揭穿外交上的“和平步骤”的虚伪和无力。

但是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评价饶勒斯大肆赞扬的英法两国同俄国的联盟。欧洲资产阶级使沙皇政府得以击退革命的进攻。“现在，专制制度企图把对革命的暂时的胜利变成最终的胜利，它首先就采用一切风雨飘摇中的专制政府惯用的灵验方法，即谋取对外政策上的胜利。”现在俄国同其他国家的一切联盟都是“西欧资产阶级同俄国反革命、同俄国和波兰自由战士的绞杀者和刽子手结成的神圣同盟；这些联盟说明，最血腥的反动势力不仅在俄国国内，而且在国际关系上已经得到了巩固”。“因此世界各国社会党人和无产者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竭力阻止同反革命的俄国结成联盟。”

罗·卢森堡问饶勒斯：“您在法国议院发表过反对给俄国贷款的出色演说，数星期以前您在您的《人道报》上曾热烈号召舆论起来反对俄属波兰军事法庭的血腥行为，而现在您又‘最热心地’要把摧残俄国革命和波斯起义的血腥刽子手的政府当作欧洲政治中强有力的因素，把俄国的绞架当作国际和平的支柱，这怎么解释呢？不久以前，法国社会党议会党团和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反对法利埃[114]的俄国之行，您在那个用热烈的言词维护俄国革命的利益的抗议书上签了名，而现在您又提出一个以法俄联盟和英俄联盟为基础的和平计划，这两者之间怎么能协调呢？如果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想援引您关于国际形势的意见，他对您的抗议书就会这样说：谁要是赞成目的，他就应当赞成手段；谁要是把同沙俄的联盟看作是国际和平的和谐一致 
［注：“和谐一致”德文原文为Ｇａｒａｎｔｉｅ，意思是“保证”。——编者注］

 ，他就应当接受巩固这个联盟和促成友好的一切措施。

如果在德国、俄国和英国曾经有一些社会党人和革命家，‘为了和平’而建议同复辟政府即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的政府结成联盟，并用自己的道义上的威望来粉饰这种联盟，那您将怎样说呢？！！……”

这封信本身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罗·卢森堡同志的这个抗议，对她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维护俄国革命这一点，只能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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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指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8月18—24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886名社会党和工会的代表，其中英国123名，奥地利75名，匈牙利25名，波希米亚41名，意大利13名，波兰23名，法国78名，美国20名，德国289名，俄国65名。德国代表团中工会代表占多数。俄国代表团包括社会民主党人37名、社会革命党人21名和工会代表7名。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有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维什科夫斯基）、波·米·克努尼扬茨、马·马·李维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尼·亚·谢马什柯、米·格·茨哈卡雅等人。列宁是第一次出席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审议了下列问题：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殖民地问题；工人的侨居；妇女选举权。



在代表大会期间，列宁为团结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力量做了大量工作，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的主要工作是在起草代表大会决议的各个委员会中进行的。列宁参加了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个委员会讨论奥·倍倍尔提出的决议草案时，列宁同罗·卢森堡和尔·马尔托夫一起对它提出了许多原则性的修改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决议草案的最后一段的修改意见：“只要存在战争的威胁，各有关国家的工人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有责任各尽所能，以便利用相应的手段来阻止战争的爆发。这些手段自然是根据阶级斗争和一般政治形势的尖锐化程度的不同而改变和加强。如果战争仍然爆发了的话，他们的责任是迅速结束战争，并竭尽全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唤醒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决议中，这条修改意见除了个别文字改动外被完全采纳。这条修改意见末尾的著名论点还为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所重申并写进了1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



代表大会在殖民地问题上也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以荷兰社会民主党人亨利克·万科尔为首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的多数派，不顾少数派的抗议，提出了一份决议草案，认为代表大会不应在原则上谴责一切殖民政策，因为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万科尔把荷兰的殖民政策说成典范，宣称即使在将来，社会党人也不但要带着机器和其他文化成就，而且要手持武器到“野蛮民族”那里去。这一机会主义决议草案得到德国代表团多数的支持。只是由于俄国、波兰的代表，德国、法国、英国的部分代表以及没有殖民地的各小国的代表的共同努力，才推翻了委员会的决议，通过了在实质上改变了决议内容的修正案。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谴责了一切殖民政策。



在草拟工人侨居问题决议案的委员会中，一部分机会主义者反映了美国和澳大利亚工人贵族的狭隘行会利益，要求禁止中国和日本的无产者移居这些国家，说他们没有组织能力。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全体会议上没有公开发言。因此，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的决议符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要求，也符合对各国工人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要求。



在关于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相互关系问题委员会中，卢那察尔斯基捍卫了关于工会应具有党性的列宁主义路线。代表大会就此问题通过了确认工会的党性原则的决议。



列宁在两篇题为《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文章中对这次代表大会及其意义作了扼要的介绍和评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64—75页和第79—85页）。——167。



[112]在列宁提到的这几次国际代表大会上都讨论了军国主义问题。



巴黎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的决议。决议要求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并责成社会党人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决议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结合了起来。



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威·李卜克内西和爱·瓦扬作了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的报告。大会根据李卜克内西的报告通过了一个决议，号召抗议一切准备战争的企图，并强调，只有建立起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各国人民带来和平，最终消灭军国主义。但是无论李卜克内西的报告还是他提出的决议案都没有包括同军国主义和战争作斗争的具体措施。



苏黎世代表大会讨论了格·瓦·普列汉诺夫关于战争问题的报告，并通过了决议。这一决议实际上重复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的一般原则。在通过的决议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责成各国社会党投票反对军事拨款。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对军国主义和反对军国主义的策略问题进行了最详细的讨论。——167。



[113]《人民报》（《ＬｅＰｅｕｐｌｅ》）是比利时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85年起在布鲁塞尔出版。在比利时工人党改称为比利时社会党后，是比利时社会党的机关报。——173。



[114]克·阿·法利埃是当时的法国总统。——175。













《列宁全集》第17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文献[115]


（1908年8月）



1

关于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声明

（8月12日〔25日〕）


声明
 ：

鉴于有人企图掩饰正在讨论的事件的起因，我断然声明，在一开始我就十分明确地表示过如下意见：

据格里戈里说，埃兹拉曾写信告诉他， 小兄弟
 [116] 否认整个中央委员会存在的权利
 。就是这个已被格里戈里完全证实、埃兹拉也未明确加以否认的消息，构成了孟什维克行为的非法性和崩得中央委员会讨论 这种
 问题的非法性。因此，我坚决主张找到这封信的原件。







	列宁








2

关于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事件的决定草案

（8月13日〔26日〕）

中央委员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国外局[117]，就召开全会的所谓事件、埃兹拉的信、彼得的声明和全部讨论发言，写一份特别详细的报告，存入中央委员会的档案，并授权中央委员会核心组在需要时公布这个报告。

3

关于国外中央局机构的决定草案

（8月13日〔26日〕）

（1）承认社会民主党国外小组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协助小组。（2）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由10人组成的新的国外中央局。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增补或更换只有经过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批准才可进行。

（3）国外中央局解决国外各协助小组的需要，并执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所提出的全党性的委托。

（4）由一名中央委员（由全会或国外局指定）参加国外中央局并拥有否决权。

（5）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监督下，召开一次尽可能有所有国外协助小组参加的代表大会。

（6）代表大会的章程由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批准。

（7）责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把一切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国外小组联合成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协助小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和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所有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

（8）这些小组应把自己收入的85—90％上交中央委员会会计处。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如用于侨民的费用），也可由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批准不变。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197—201页

















[116]小兄弟是孟什维克的代称。崩得分子Ｍ．Ｍ．罗森（埃兹拉）给格·叶·季诺维也夫（格里戈里）的信里用暗语说：“我已获悉，我的兄弟（指孟什维克）对总事务所（指中央委员会）整个存在的意义表示怀疑，并建议用某种类似情报委员会的东西来代替它。正是这种罕有的情况迫使我的股东们（指崩得中央委员会委员）召开紧急会议，以便给我一个决定性的指示。”——177。



[117]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是由1908年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成立的，是从属于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全党的国外代表机构，由三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任务是与在俄国国内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和在国外工作的中央委员保持经常联系，监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协助小组以及代表它们的国外中央局的活动，收纳国外组织上交中央委员会会计处的钱款，并为中央委员会募捐。为了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协助小组联合起来，使其服从全党的统一领导，1908年8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开这些小组的专门代表大会。但是由于孟什维克取消派所控制的国外中央局的阻挠，在1909年整整一年内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未能召集起这个代表大会。1910年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改组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限定它的职能为领导党的一般事务，同时相应地加强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权力。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改由5人组成，其中有各民族组织中央委员会的代表3人，布尔什维克代表1人和孟什维克代表1人。后来取消派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成员中占了多数。他们极力破坏党中央机关的工作，阻挠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布尔什维克代表谢马什柯被迫于1911年5月退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1911年6月在巴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作出了谴责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政治路线的决议，指出国外局走上了反党的、维护派别策略的道路，决定把国外局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提交最近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解决。1911年11月，波兰社会民主党从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回了自己的代表，随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也召回了自己的代表。1912年1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自行撤销。——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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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1908年9月11日〔24日〕）


把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同他显然不理解、显然避开的革命联系在一起，初看起来，会觉得奇怪和勉强。分明不能正确反映现象的东西，怎么能叫作镜子呢？然而我国的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直接进行革命、参加革命的群众当中，各社会阶层的许多人也显然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也避开了事变进程向他们提出的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

俄国的合法报刊登满了祝贺托尔斯泰80寿辰的文章、书信和简讯，可是很少注意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这个角度去分析他的作品。所有这些报刊都充满了伪善，简直令人作呕。有官方的和自由派的两种伪善。前一种是卖身投靠的无耻文人露骨的伪善，他们昨天还奉命攻击列·托尔斯泰，今天却奉命在托尔斯泰身上寻找爱国主义，力求在欧洲面前遵守礼节。这班无耻文人写了文章有赏钱，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他们欺骗不了任何人。自由派的伪善则巧妙得多，因而也有害得多、危险得多。请听《言语报》的那些立宪民主党的巴拉莱金之流吧。他们对托尔斯泰的同情是最充分和最热烈的了。其实，有关这位“伟大的寻神派”的那种装腔作势的言论和冠冕堂皇的空谈不过是十足的虚伪，因为俄国的自由派既不相信托尔斯泰的上帝，也不赞成托尔斯泰对现行制度的批判。他们攀附这个极有声望的名字，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是为了扮演全国反对派领袖的角色。他们极力用吵吵嚷嚷的空谈来 淹没
 人们要求对下列问题作直截了当答复的呼声：“托尔斯泰主义”的显著矛盾是由什么造成的，这些矛盾表现了我国革命中的哪些缺陷和弱点？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信仰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提出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拍着胸脯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身；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饼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疯狂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神父代替有官职的神父，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真可以说：





	你又贫穷，你又富饶，你又强大，你又衰弱，

——俄罗斯母亲！







托尔斯泰处在这样的矛盾中，绝对不能理解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绝对不能理解俄国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19世纪最后30多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昨天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宗法式的农村，简直在遭受资本和国库的洗劫。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旧基础，那些确实保持了许多世纪的旧基础，正在异常迅速地遭到破坏。对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应该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评价（这样评价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应该从那种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对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的抗议（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这种抗议）的角度去评价。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的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 农民
 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矛盾条件的镜子。一方面，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来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生死搏斗的决心。要求彻底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清扫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这种愿望象一根红线贯穿着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每一个历史步骤，而且毫无疑问，托尔斯泰作品的思想内容，与其说符合于抽象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这有时被人们看作是他的观点“体系”），不如说更符合于农民的这种愿望。

另一方面，追求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农民，是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看待下列问题的：这种社会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才能给自己争得自由，在这个斗争中他们能有什么样的领导者，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农民革命的利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为什么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就必须用暴力推翻沙皇政权？农民过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们憎恨老爷和官吏，但是没有教会而且也不可能教会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我国革命中，有一小部分农民是真正进行过斗争的，并且也为了这个目的多少组织起来了；有极小一部分人曾经拿起武器来打击自己的敌人，消灭沙皇的奴仆和地主的庇护者。大部分农民则是哭泣、祈祷、空谈和梦想，写请愿书和派“请愿代表”。这真是完全符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这种事情的，象托尔斯泰那样不问政治，象托尔斯泰那样逃避政治，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政治不理解，结果只有少数农民跟着觉悟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走，大多数农民则成了无原则的、卑躬屈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俘虏，而这些被称为立宪民主党人的知识分子，从劳动派的集会中出来跑到斯托雷平的前厅哀告央求，讨价还价，促使讲和，答应调解，最后还是被士兵的皮靴踢了出来。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

就拿1905—1906年的士兵起义来说吧。我国革命中的这些战士的社会成分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兼而有之。无产阶级占少数；因此军队中的运动，丝毫没有表现出象那些只要一挥手就马上会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全国团结一致的精神和党性觉悟。另一方面，认为士兵起义失败的原因是缺乏军官的领导，这种见解是再错误没有了。相反，从民意党[118]时期以来，革命的巨大进步正好表现在：拿起武器来反对上司的，是那些以自己的独立精神使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军官丧魂落魄的“灰色畜生”[119]。士兵对农民的事情非常同情；只要一提起土地，他们的眼睛就会发亮。军队中的权力不止一次落到了士兵群众的手里，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坚决地利用这种权力；士兵们动摇不定；过了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在他们杀了某个可恨的军官之后，就把其余拘禁起来的军官释放了，同当局进行谈判，然后站着让人枪毙，躺下让人鞭笞，重新套上枷锁，——这一切都完全符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

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耽于幻想、缺乏政治素养、革命意志不坚定这种不成熟性。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既说明发生群众革命斗争的必然性，也说明他们缺乏斗争的准备，象托尔斯泰那样对邪恶不抵抗；而这种不抵抗是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的极重要的原因。

常言道：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当然，把革命阶级比作军队，只有在极有限的意义上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每时每刻都在改变和加强那些推动千百万农民进行革命民主主义斗争的条件，这些农民由于仇恨地主－农奴主和他们的政府而团结起来了。就是在农民中间，交换的增长、市场统治和货币权力的加强，也正在一步一步排除宗法式的旧东西和宗法式的托尔斯泰思想。但是，最初几年的革命和最初几次群众革命斗争的失败，毫无疑问得到了一种收获，即群众以前那种软弱性和散漫性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分界线更加清楚了。各阶级、各政党彼此划清了界限。在斯托雷平教训的敲打下，在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不渝的鼓动下，不仅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中，甚至从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中，也必然会涌现出锻炼得愈来愈好、能够愈来愈少重犯我国托尔斯泰主义历史罪过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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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13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列宁批判了民意党人的乌托邦式的纲领，但十分敬重他们同沙皇制度英勇斗争的精神。——187。



[119]指穿灰色军服的沙俄士兵。——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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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德国工人的和平示威[120]


（1908年10月3日〔16日〕以前）


大家知道，英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那些下流的小报，早就在进行沙文主义的宣传活动，唆使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了。英国和德国的资本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愈来愈激烈。英国原来的领先地位和在世界市场上独霸一切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德国已经成为一个发展特别快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工业品愈来愈多地销往国外。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商业利益上的冲突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无怪乎两国的资本家都认为英德两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两国的军阀则干脆希望战争爆发。英国的沙文主义者想破坏危险的竞争者的力量，趁德国的海军实力还比英国弱得多的时候就把它消灭。德国以粗暴的威廉二世为首的容克和将军们迫不及待地想同英国打仗，希望能利用一下陆军的优势，幻想用军事胜利的喧嚣声来掩盖德国工人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英国和德国的工人决定公开出来制止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两国的工人报纸早就在同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但是现在需要一种能比报刊更有力地表达工人阶级意志的方式。英国工人决定派遣代表团去柏林，以便通过庄严的示威显示这两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团结一致、以战反战的决心。

示威于9月20日（7日）星期日在柏林举行。这次英国工人代表向柏林无产阶级讲话没有受到阻碍。两年前，让·饶勒斯曾经决定代表法国工人阶级在柏林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抗议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当时德国政府禁止他向德国工人讲话。这次德国政府却不敢赶走英国无产阶级的代表。

声势浩大的工人集会是在柏林最大的一个会议厅举行的。很快就有5000人挤满了大厅，还有好几千人只好呆在院子里和街上。维持秩序的是挑选出来的、带红臂章的工人。德国工会（叫作“自由工会”，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会）的著名领袖列金同志代表德国有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全体工人阶级欢迎英国代表团。他说，在50年以前，法国和英国工人就已经为和平而举行过示威。当时进步的社会主义者还没有那些组织起来的群众作后盾。而现在英国和德国的工会一共有430多万会员。现在英国的代表和柏林的集会，代表这支大军声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决定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

英国工人代表麦迪逊在答词中痛斥了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谰言，并且转交了有3000名工人签名的《不列颠工人致德国工人的信》[121] 。
 他指出，在签名者中间，有英国工人运动两个派别的代表（即社会民主党人和还没有彻底的社会主义立场的“独立工党”的拥护者）。信中指出，战争是为有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工人群众肩负着战争的全副重担，而有产阶级则利用人民的灾难从中取利。让工人团结起来反对军阀、保卫和平吧！

在英国的其他代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理查·费舍讲话后，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痛斥“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自私的和没有远见的政策”，并且表示决心要依照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行动，即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反对战争。散会时人们在工人马奏曲的歌声中有秩序地退场。会后没有举行街头游行示威。柏林的警察和地方军事当局白等了。德国的惯例是，连工人最和平的示威也少不了要有警察和军队的示威。柏林卫戍部队动员起来了。军队按照严格的计划分布在市内各个地区——主要是为了使人不容易发觉士兵隐藏在哪里，人数有多少。警察巡逻队在离会场不远的街道和广场上，特别是在通往皇宫的马路上来回走动。皇宫周围布满了便衣警察和隐蔽在院内的军队。警察的布哨很复杂：各街道口都有一群警察把守，各个“要害的”地方都派有警官，警察自行车队担负侦察任务，把“敌人”的一举一动随时报告军事当局，桥梁和渡口的守卫加倍森严。对于威廉二世政府所采取的这一切措施，《前进报》讽刺道：“他们是在保卫受威胁的君主国。”[122]

我们再补充一句：这是举行了一次演习。威廉二世和德国资产阶级举行了一次同起义的无产阶级作战的军事演习。这样的演习无论如何对工人群众和士兵都是绝对有益的。正如一首法国工人歌曲中所说的：ｃａｉｒａ（就这么办！）。一次再次的演习也许在目前还是十分缓慢地、然而却是十分稳妥地导致伟大的历史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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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英国和德国工人的和平示威》一文是就1908年9月7日（20日）在柏林举行的反对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的工人集会而写的，原准备在《无产者报》第36号上刊载，后来没有发表。——189



[121]《不列颠工人致德国工人的信》刊载于1908年11月22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第222号。——190。



[122]这句话引自1908年10月22日《前进报》第222号上的《保卫柏林！》一文。



《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191。











《列宁全集》第17卷


学生运动和目前政治形势

（1908年10月3日〔16日〕）


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已经宣布罢课。其他许多高等学校都纷纷响应。运动已经蔓延到莫斯科和哈尔科夫。根据外国和俄国的报纸以及从俄国来的私人信件中的所有材料来判断，我们正面临着相当广泛的 学院
 运动[123]这个事实。

倒退到旧时代！倒退到革命前的俄国！上述事件首先证明的就是这一点。执政的反动派依旧紧紧地控制着大学。在专制的俄国对学生团体进行的无休止压制，现在采取了黑帮大臣施瓦尔茨（他的行动得到“首相”斯托雷平的完全同意）向1905年秋天答应给予大学生的自治权（那时，专制政府在革命工人阶级的猛烈攻击下什么都“答应”给俄国公民！）进攻的形式。在专制政府“顾不上大学生”的时候大学生曾经享有过这种自治权，可是只要专制政府依然是专制政府，它就不能不开始剥夺这种自治权。

自由派报刊依旧在哀号和埋怨——这一次是和某些十月党人在一起哀号和埋怨。教授先生们在哀号和啜泣，他们一方面恳求政府不要走上反动的道路，而要利用极好的机会在“苦于动荡的国家”内“用改良来保证和平与秩序”，同时又恳求大学生不要采取不合法的、只能为反动派利用的活动方式，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老而又老的唱俗了的调子，它们把大约20年前，即上一世纪80年代末期的情景又十分生动地重现在我们眼前！如果孤立地考察目前的形势而不把它同三年革命的经历联系起来，那么那个时期和现在相似的地方就会显得特别惊人。这是因为杜马（初看起来）仅仅是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和革命前完全相同的力量对比：野蛮的地主居于统治地位，他们宁愿通过自己的官僚来联系宫廷和影响宫廷而不要任何代表机关；商人（十月党人）拥护这些官僚，他们不敢和大人们断绝关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派立场”最关心的则是证明自己的忠诚，并且把对当权者的规劝叫作自由主义的政治活动。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实在难以使人想起不久以前无产阶级的公开的群众斗争曾经起过怎样的作用。

试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认为大学生原始的学院斗争的旧形式是有意义的？如果自由派已经堕落到80年代的“政策”（当然这里说的只能是在嘲弄的意义上的政策），那么，要是社会民主党认为必须采取某种方式支持学院的斗争，它是否降低了自己的任务呢？

这样的问题大概是由某些地方的社会民主党大学生提出来的。至少本报编辑部已经收到了社会民主党大学生小组的一封信，信中顺便谈到：


　　“彼得堡大学9月13日的学生大会以施瓦尔茨采取了进攻策略为理由，决定号召学生举行全国的大学生罢课；罢课的行动纲领是学院式的，大会甚至欢迎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教授委员会在争取自治权的斗争方面所采取的‘最初步骤’。我们对彼得堡大会所提出的学院式的行动纲领感到不可理解，并且认为它在目前条件下是行不通的，而且也不能团结大学生去进行积极的、广泛的斗争。我们认为大学生的发动只能配合总的政治发动，决不可以孤立地进行。能够团结大学生的因素目前还没有具备。所以我们反对学院式的发动。”写这封信的人所犯的错误的政治意义，比人们初看起来所能想到的要大得多，因为他们的议论在实质上所触及的题目要比参加当前的罢课问题广泛得多，重要得多。“我们认为大学生的发动只能配合总的政治发动。所以我们反对学院式的发动。”





　　这种议论是根本错误的。在这里，大学生的政治发动必须竭力同无产阶级相配合等等这种革命的口号，正在从指导日益广泛、日益全面的战斗性鼓动的活指南，变为机械地向各种不同的运动方式的各个不同阶段套的死教条。仅仅宣布进行配合性的政治发动，翻来复去地讲革命教训中“最大的教训”，那是不够的。为了进行政治发动，必须 善于
 进行鼓动， 利用
 一切机会、一切条件，首先是、主要是 利用
 某些先进分子同专制制度的任何大规模的冲突来进行鼓动。当然，问题并不在于必须预先把任何学生运动都分为一些必经的“阶段”，必须严密注视每一阶段的精确的进程，害怕“不适时地”转向政治等等。这种观点是最有害的学究气，而且只能导致机会主义的政策。但是，相反的错误，即由于错误地把口号理解为固定不变的东西而不愿理会当前群众运动中事实上已经形成的情况和条件，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样运用口号不可避免地会堕落为革命的空谈。学院运动可能会降低政治运动，分散政治运动或者使人们离开政治运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大学生小组当然必须集中自己的鼓动工作来反对这种运动。但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当前的客观政治条件是另外一种：学院运动标志着多少已经习惯于狭隘自治权的新的“一代”青年学生的运动的 开始
 ，而且这个运动是在目前没有其他群众斗争形式的情况下，即在广大群众继续默不作声地、聚精会神地、慢慢地 消化
 三年革命经验的沉寂时期开始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如果表示“反对学院式的发动”，那就大错特错了。不，属于我们党的大学生小组应当尽一切努力去支持、利用和扩大这个运动。正如社会民主党对原始的运动形式的每一次支持一样，现在的支持也应当首先并且主要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去影响那些被冲突所激动并且往往是在这种形式下经历 第一次
 政治冲突的更广大的阶层。这是因为最近两年进入大学的青年学生几乎是完全过着脱离政治的生活，受着狭隘的学院自治主义精神的熏陶，不仅受着官方教授和政府报刊的教育，而且受着自由派教授和整个立宪民主党的教育。对这些青年来说，广泛的罢课运动（如果这些青年能够造成广泛的罢课运动的话！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在这方面帮助他们，但是担保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运动会成功当然不是我们社会党人的事情）就是政治冲突的开始，而不管参加斗争的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任务是对“学院的”抗议者群众说明这一冲突的客观意义，竭力使这一冲突成为 自觉的
 政治运动，十倍地加强社会民主党大学生小组的鼓动，并且 利用整个
 鼓动，使人们领会从三年历史中得出的革命结论，使人们懂得新的革命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使我们那些仍然完全合乎潮流的老口号，即推翻专制制度和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重新成为讨论的对象，成为在政治上集中新一代民主派的试金石。

社会民主党大学生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权利拒绝这一工作，不管这一工作在目前是多么困难，不管某些鼓动员在某个大学里、在某个同乡会里、在某个集会上……遭到多么大的挫折，我们还是要说：你们叩门，门就会开！政治鼓动工作是决不会白做的。衡量政治鼓动工作的成功与否并不仅仅是我们能不能马上获得多数或者使人们同意进行配合性的政治发动。也许我们还不能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然而我们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会对暂时的挫折惶惑不安，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会顽强地、勇往直前地、坚忍不拔地进行 自己的工作
 。

我们在下面发表了圣彼得堡大学生联合委员会的宣言，这个宜言表明，就连最积极的大学生也固执地抱着纯粹的学院主义不放，还在同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唱一个调子。而且这样的事情正是发生在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报刊以最卑鄙的态度对待罢课，在斗争最激烈时出来论证罢课有害、罢课是犯罪等等的时候。我们党的彼得堡委员会认为必须给联合委员会以反击，这是我们不能不欢迎的（见《党的生活》栏）。[124]

显然，为了把现今的大学生从“学士”变为“政治家”，靠施瓦尔茨的皮鞭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日益增多的黑帮军曹的蝎子鞭[125]，才能使新的干部受到充分的革命教育。对于这些受过斯托雷平的全部政策的训练、受过反革命的每一个步骤的训练的干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也应当孜孜不倦地进行工作，因为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专制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新的冲突的客观必然性，而专制制度又是和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勾结在一起的。

是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因为拉着俄国向后转的黑帮反革命不仅锻炼着革命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新战士，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激起非无产阶级民主派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新的运动（这当然不应当了解为 一切反对派
 都参加斗争，而应当了解为真正的民主派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能够进行斗争的分子广泛地参加斗争）。1908年俄国大学生的群众斗争的开始是一个政治上的征兆，是反革命所造成的整个目前形势的征兆。青年学生同中下层资产阶级、小官吏、某些农民和僧侣等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在1908年的春天有人企图恢复“解放社”，即比立宪民主党人的、半地主的、彼得·司徒卢威所代表的旧的“解放社”要左一些的“解放社” 
［注：见本卷第43—47页。——编者注］

 ；既然俄国最接近于民主派资产阶级的青年群众在秋天开始闹起风潮；既然卖身投靠的无耻文人比过去凶狠十倍地重新向学校里的革命狂吠；既然卑鄙龌龊的自由派教授和立宪民主党领袖因不合时宜的、危险的、毁灭性的罢课不合可爱的十月党人的心意，能够“推开”十月党人，“推开”握有统治权的十月党人而呻吟和哭泣；这就是说，火药桶里正在增加新的火药！这就是说，对反动的反响已经 不只是
 在大学生中开始了。

尽管这个开端还很微弱还在萌芽之中，但工人阶级的政党必须利用它而且也正在利用它。我们能够在革命前工作几年、几十年，把革命口号首先在小组内提出，然后在工人群众中，然后在街头，然后在街垒上提出。我们 现在也
 应当能把那些是当前任务的事情首先安排妥当，否则关于配合性的政治发动的议论就会变成空话。这些事情就是：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组织，为自己的革命口号普遍地在群众中进行 政治鼓动
 。我们的各个大学小组也应当在自己的大学生中间着手建立这种组织，应当在当前运动的基础上着手进行这种鼓动。

无产阶级是不会坐着等待的。他们往往在聚餐会上、在合法的团体中、在大学里面、在代表机关的讲坛上把发言的优先权让给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它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会在严肃的、伟大的群众革命斗争中让出优先权。促使这个斗争爆发的全部条件是不会象我们当中的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和那样容易地成熟起来的，但是这些条件正在成熟，而且一定会成熟起来。小规模的学院式冲突的小开端也就是大开端，因为紧随着它而来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将是大规模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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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这里说的是1908年秋在彼得堡爆发的俄国群众性的学生运动。这场学生运动是由当时的国民教育大臣亚·尼·施瓦尔茨的反动政策激起的。施瓦尔茨对残存的大学自治权大张挞伐，并力图取消1905年以后大学生享有的一切自由。——192。



[124]指1908年10月3日（16日）《无产者报》第36号《党的生活》栏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决议号召社会民主党大学生小组同大学生联合委员会的宣言划清界限，使大学生运动服从于社会民主党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全民斗争中的任务。——196。



[125]蝎子鞭是一种末梢系有状如蝎子毒钩的金属物的鞭子，出自圣经《旧约全书·列王记（上）》。——196。













《列宁全集》第17卷


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

（1908年10月16日〔29日〕）


最近一个时期，巴尔干事变不仅占满了俄国的政治报刊，而且占满了整个欧洲的政治报刊。欧洲爆发战争的危险曾一度迫在眉睫，现在也还远没有消除，虽然更大的可能是，仅仅叫嚣和空喊一番，而不至于真的爆发战争。

我们来粗略地看一下危机的性质和危机给俄国工人政党提出的任务。

日俄战争和俄国革命特别有力地推动了亚洲人民在政治生活方面的觉醒。但是这种觉醒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传播十分缓慢，以至俄国反革命在波斯起了并且还继续起着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而土耳其革命一下子就碰上了以俄国为首的列强的反革命联盟。的确，后一论断初看起来是同欧洲报刊和各种外交声明的总的腔调相矛盾的：要是听听这些声明，相信半官方刊物上的文章的话，那所有的声明和文章都充满了对已经复兴的土耳其的“同情”，都一心希望土耳其的立宪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都对资产阶级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温和”赞不绝口。

但是，所有这些言论都不过是现代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和现代欧洲反动资产阶级卑鄙无耻的资产阶级伪善行为的典型。事实上，无论哪一个自称民主国家的欧洲国家，无论哪一个以民主、进步、自由、激进等等命名的欧洲资产阶级政党，都丝毫不能证明自己真正愿意帮助土耳其革命，真正希望这场革命得到胜利和巩固。相反，它们全都 害怕
 土耳其革命的成功，因为这场革命的成功一方面必然意味着巴尔干各国人民争取独立自主、争取真正民主的意愿日益强烈，另一方面必然意味着波斯革命取得胜利，亚洲民主运动得到新的推进，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得到加强，在与俄国接壤的广阔地区建立起自由制度，从而为阻碍黑帮沙皇政府的政策的推行和促进俄国革命的高涨创造新的条件，如此等等。

目前在巴尔干、土耳其、波斯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质就是欧洲列强结成反革命联盟来 对付
 亚洲的日益增长的民主运动。欧洲各国政府的一切努力、欧洲各“大”报的一切宣传，都不过是为了掩饰这个事实，迷惑舆论，用伪善的言词和外交手法来掩盖欧洲的所谓文明国家为对付文明程度最低却最渴望民主的亚洲国家而组成的 反革命联盟
 。无产阶级在这个关头所采取的政策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揭下资产阶级伪君子的假面具，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面前揭露欧洲各国政府的反动性，揭露这些政府由于害怕它们国内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而充当或帮助充当对付亚洲革命的宪兵。

围绕土耳其和巴尔干的种种事变，欧洲施展的阴谋诡计极为错综复杂，普通公众都上了外交家的当，因为他们力图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枝节问题、局部问题上面，转移到正在发生的事变的个别方面，力图模糊整个过程的意义。相反，我们的任务，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恰恰是向人民说明事变的总的联系，说明正在发生的一切事变的基本趋势和背景。

企图“捞一把”和扩大自己的领地和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对附属国或受欧洲“保护”的各国人民独立民主运动的畏惧，这就是整个欧洲政策的两个动力。人们称赞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温和与克制，也就是称赞土耳其革命的软弱无力，称赞这个革命不去唤醒下层人民、不去激发群众的真正的独立精神，称赞这个革命敌视正在奥托曼帝国展开的无产阶级斗争，与此同时，人们还是照旧掠夺土耳其。人们加以称赞，是因为他们可以继续照旧掠夺土耳其的领地。他们一面称赞青年土耳其党人，一面继续推行显然是 瓜分土耳其
 的政策。关于这一点，《莱比锡人民报》[126]（社会民主党地方机关报）极其正确而中肯地写道：


　　“1791年5月，真正关心祖国昌盛的有远见的国家要人在波兰实行了政治改革。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称赞5月3日的宪法，欢迎这个宪法，把它看作‘造福于邻邦’的事情。全世界都大大赞扬波兰的改革者，说他们和巴黎的可怕的雅各宾派不同，做起事情来是那样地‘温和’……1793年1月23日，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签订了瓜分波兰的条约！1908年8月，青年土耳其党人进行了政治改革，而且进行得异常平稳。全世界都称赞他们，说他们和俄国的可怕的社会党人不同，做起事情来是那样‘温和’得体……1908年10月，爆发了一系列导致瓜分土耳其的事变。”





　　事实上，如果有谁想相信外交家的 言论
 ，而不考虑他们的 行动
 ，不考虑列强合伙反对革命的土耳其的举动，那简直是幼稚。只要把某些国家的外长、首脑的会晤和谈判的 事实
 同以后发生的事变对照一下，对外交家的声明的天真信任就会烟消云散了。在8月和9月间，正是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发生以后、奥地利和保加利亚发表宣言之前，伊兹沃尔斯基先生在卡尔斯巴德和玛丽亚巴德同英王爱德华、法兰西共和国总理克列孟梭会晤，奥地利外交大臣冯·埃伦塔尔同意大利外交大臣蒂托尼在萨尔茨堡会晤，然后是伊兹沃尔斯基同埃伦塔尔于9月15日在布赫洛埃会晤，保加利亚大公斐迪南同弗兰茨－约瑟夫在布达佩斯会晤，伊兹沃尔斯基同德国外交大臣冯·雪恩、然后同蒂托尼和意大利国王会晤。这些事实是不说自明的。在奥地利和保加利亚采取行动 以前
 ， 一切重大问题
 都已经 在
 俄、奥、德、意、法、英 六国之间
 ，在国王和大臣们的私人会晤中以最秘密的和直接的方式谈妥了。 后来
 报纸上展开的关于埃伦塔尔说意、德、俄已同意奥地利兼并（合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事是否属实的对骂， 完全是一场滑稽剧，完全是为了转移视线
 ，只有自由派庸人才会上这个当。掌握欧洲各国对外政策的巨头，伊兹沃尔斯基之流、埃伦塔尔之流和一伙戴王冠的强盗及其大臣们，故意把骨头扔给新闻界：先生们，你们去吵吧！究竟是谁欺骗了谁，谁得罪了谁，是奥地利欺骗了俄国呢，还是保加利亚欺骗了奥地利，如此等等，是谁“第一个”动手撕毁柏林条约[127]，每一个国家是怎样对待列强会议计划的，如此等等。请吧，请让舆论去注意这些有意思的、重要的（啊！太重要了！）问题吧！我们需要的正是如此，为的是要掩盖 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
 ：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已经事先达成了协议，这就是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进一步采取措施瓜分土耳其，利用某种借口来重新审查达达尼尔海峡问题，允许俄国黑帮沙皇扼杀波斯革命。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这就是我们这些全欧洲的反动资产阶级的领袖真正需要的和正在干的事情。让自由派的傻瓜们在报刊上，在议会里去空谈事情是如何开头的，谁讲了什么话，殖民掠夺和镇压民主运动的政策是在什么伪装之下最后形成、签署并公之于世的。

所有欧洲大国（目前吃得最“饱”的奥地利除外）的自由派报刊，现在都在责备 本国
 政府维护 本
 民族利益不够。每个国家的自由派都把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描写成最无能的，最不会“利用”时机的，受别人欺骗的，等等。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所推行的也正是这样的政策，他们早就说过奥地利的胜利使他们感到“羡慕”（米留可夫先生的原话）。自由派资产者的这种政策，特别是我国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完全是最丑恶的伪善行为，是对进步和自由的真正利益的最卑鄙的叛卖。这是因为，第一，这种政策故意不谈反动政府的阴谋，从而模糊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第二，它推动每个国家走上所谓积极外交政策的道路，即赞同列强进行殖民掠夺和干涉巴尔干半岛事务（这种干涉从来就是反动的）；第三，这个政策直接为反动派效劳，因为它使人民只去关心：“我们”能得到多少，“我们”在分赃的时候能分得多少，“我们”能占多少便宜。目前，各国反动政府最需要的，正是引用“舆论”来支持自己的掠夺行为或取得“赔偿”等等的要求。它们会说，你们看，我国的报刊都在责备我过于大公无私，对本民族利益捍卫得不够，责备我太容易让步，并且用战争来威胁我，可见，我的要求是最“低的”和最“公平的”，是完全应当得到满足的！

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和欧洲自由派资产者的政策一样，就是讨好反动政府，维护殖民侵略、掠夺和对他国事务的干涉。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之所以特别有害，是因为这种政策是打着“反对派”的幌子推行的，因而能迷惑许许多多的人，使那些不信赖俄国政府的人信赖政府，使群众的意识受到毒害。所以，我们的杜马代表和我们的一切党组织必须注意，不 通过杜马讲坛
 、传单和会议来说明专制政府的反动政策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虚伪的反对派立场之间的种种 联系
 ，社会民主党人就巴尔干事变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的进展。不说明立宪民主党人的对外政策和沙皇政策的 实质是一样的
 ，就不可能向人民说明沙皇政策的全部危害性和反动性。不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高谈阔论、矫揉造作、吞吞吐吐、拐弯抹角的伎俩，就不可能揭露对外政策中的沙文主义和黑帮路线。

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对自由派资产阶级观点的迁就会使社会党人堕落到什么地步。麦克斯·席佩尔在机会主义者的著名机关刊物《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Ｍｏｎａｔｓｈｅｆｔｅ》（《社会主义——？？？——月刊》）[128]上就巴尔干危机写道：“几乎一切有头脑的党员都认为，如果不久以前在我们的柏林中央机关报上〈即在《前进报》上〉重复过的意见，即认为德国无论从现在的或是将来的巴尔干变革中都一无所求的那种意见占了优势，那将是一个错误。当然，我们不应该去争夺领土……但是，各大国在这个介于欧洲、整个亚洲和部分非洲之间的重要的关键地区大规模地重新配置力量，无疑是会最直接地损害我们的国际地位的……俄国这个反动的庞然大物现在根本不能起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作用……我们没有理由在任何情况下都把俄国看作敌人，象50年代的民主派把它看作敌人那样。”（第1319页）

这个给自己戴上社会党人假面具的愚蠢的自由派，竟没有看出俄国“关心”“斯拉夫兄弟”的反动阴谋！他说“我们”（代表德国资产阶级），“我们的”地位等等，却既没有看出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的打击，也没有看出俄国反对波斯革命的步骤！

上面所引的这段话刊载于10月22日出版的那一期杂志。10月18日（5日）《新时报》[129]刊登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说什么“大不里士的混乱已经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什么这个城市“有一半遭到了半野蛮的革命者的破坏和洗劫”。你们可以看出，革命一战胜波斯王在大不里士的军队，俄国半官方报刊立刻就暴跳如雷。波斯革命军队的领袖萨塔尔汗在这篇文章中被说成“阿杰拜疆的普加乔夫”（阿杰拜疆或阿塞拜疆是波斯北部的一个省；该省的首府是大不里士，根据雷克吕的统计，该省人口几乎占全波斯人口的1/5）。《新时报》写道：“所有这些胡作非为使得我国在与波斯接壤地区数以百万计的贸易遭到破坏，试问，俄国能够无止境地容忍下去吗？……不应当忘记，整个外高加索东部和阿杰拜疆从人种学上看是一个整体……住在外高加索的鞑靼半知识分子忘记了自己是俄国臣民，竟热心参加大不里士的骚乱，派遣志愿军到那里去……对我们来说，重要得多的是使邻近我国的阿杰拜疆平静下来。虽然俄国极不愿意进行任何干涉，但是情势可能迫使俄国担负起这个责任，不管这是多么令人惋惜的事情。”

10月20日德国《法兰克福报》收到彼得堡的电讯，说正在考虑占领阿杰拜疆作为对俄国的“赔偿”。10月24日（11日）该报刊登了来自大不里士的电讯：“ 配有相当数量的骑兵和炮兵的6个俄国步兵营已于前日越过波斯国境，今日可抵大不里士
 。”

麦·席佩尔象奴才一样重复着自由派报刊和警察报刊的保证和 叫嚣
 ，对德国工人说，俄国作为反动的庞然大物的意义已经成为过去，在任何情况下都把俄国看成敌人是错误的！就在这一天，俄国军队越过了波斯国境。

血腥的尼古拉的军队对波斯革命者的一场新的屠杀就要来临了。随着非正式的利亚霍夫的干涉而来的是正式占领阿杰拜疆，并在亚洲重演1849年俄国在欧洲所干的勾当——尼古拉一世派遣军队镇压匈牙利的革命[130]。当时，在欧洲资产阶级政党中还有真正的民主派，他们能够为自由斗争，而不象现在的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那样，只会伪善地空谈自由。当时俄国扮演欧洲宪兵的角色，至少受到几个欧洲国家的反对。而现在，欧洲 所有的
 大国，“血红的”克列孟梭的“民主”共和国也不例外，对任何一点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国内民主的扩大都害怕得要命，他们都在 帮助
 俄国扮演亚洲宪兵的角色。

毫无疑问，俄、奥、德、意、法、英六国的 九月反动密谋，包括了
 俄国有反对波斯革命的“行动自由”。至于这一点是不是写在什么秘密文件上，经过许多年以后将收入历史资料汇编出版；或者只是伊兹沃尔斯基向他的最亲密的会谈者谈过这一点；或者是这些会谈者自己“暗示过”：我们从“占领”转为“兼并”，而你们也许可以从利亚霍夫的干涉转为“占领”；或者是采用了其他某种方式；所有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不管大国之间的九月反革命密谋的形式多么不完备，这个 密谋却是事实
 ，它的作用一天比一天明显。这是反对无产阶级和反对民主派的密谋。这是为了直接镇压亚洲革命或间接打击这场革命的密谋。这是为了今天在巴尔干、明天在波斯、后天或许在小亚细亚、在埃及等地继续进行殖民掠夺和侵占领土的密谋。

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翻这种戴王冠的强盗和国际资本的联合势力。一切社会党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加强群众中的鼓动工作，揭穿各国外交家的把戏，清楚明白地摆出所有的事实来表明 一切结盟的强国
 所起的卑鄙的作用，不管这个强国是直接起宪兵的作用，还是充当宪兵的帮凶、伙伴或资助者。

杜马即将听取伊兹沃尔斯基的报告及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的质询，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现在肩负着一项非常艰巨但又非常崇高、伟大的责任。他们所在的机构在掩饰主要的反动国家、主要的反革命阴谋者的政策，因而他们应当有本领，有勇气 说出全部真相
 。在现在这种时候，黑帮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得到的多，要求于他们的也很多，因为除了他们，杜马中 再没有别人
 能够不从十月党人－ 立宪民主党人的
 观点发出反对沙皇制度的呼声了。而立宪民主党在现在这种时候和现在这种情况下所提的“抗议”，比不提更坏，因为这只能是 同一群
 资本主义豺狼为了替同一种豺狼政策辩护而发出的抗议。

愿我们的杜马党团以及党的其他一切组织都开始行动起来吧。现在向群众进行鼓动，其意义要比平常大一百倍。在我们党的整个鼓动工作中，有三件事情应该提到首要地位。第一，同一切反动派和自由派报刊（从黑帮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都包括在内）相反，社会民主党要揭露各种会议、列强协定、与英国结成的反奥同盟或与奥地利结成的反德同盟或其他任何的外交把戏。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指出列强的反动密谋这一 事实
 ，这个密谋已经进行，各国政府都极力想用比较公开的谈判这种滑稽剧来掩饰这个密谋。反对外交滑稽剧，向人民说明事情的真相，揭露反无产阶级的国际反动派！第二，我们必须阐明这个密谋所造成的实际的而不是嘴上的结果，即打击土耳其革命，俄国协同扼杀波斯革命，干涉他国事务，破坏民族自决权这个基本的民主原则。我们的纲领同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样，是要捍卫这种权利的。奥地利人和俄国黑帮对“斯拉夫兄弟”的关怀是再反动不过的了。这种“关怀”掩盖着早已使俄国在巴尔干声名狼藉的那些最卑鄙无耻的阴谋。这种“关怀”一向就是要摧残某些巴尔干国家的 真正的
 民主。列强对巴尔干国家的唯一真诚的“关怀”可能是并且只能是：让它们自己去处理自己的事情，不以外国干涉去破坏它们的生活，不去阻挠土耳其革命。但是，工人阶级当然不能指望资产阶级会采取这种政策！

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包括名称是最自由和最“民主”的政党，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也在内——都拥护资本家的对外政策。这是社会民主党应当特别着重指出的第三件事情。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实质上都赞成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竞赛，只是强调这种竞赛要采取不同于黑帮所采取的形式，只是要求订立不同于政府现在所依据的那种国际协定。自由派反对资产阶级对外政策的一种形式而主张同一政策的另外一种形式，责备政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政府（在掠夺和干涉方面！），这对群众起着极坏的腐蚀作用。打倒任何形式的殖民政策，打倒一切干涉政策，打倒资本家争夺他国领土、他国居民、新的特权、新的市场、海峡等等的政策！社会民主党不赞成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和正义地”发展的荒谬的小市民空想。社会民主党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它懂得，除了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和平和自由的保护者了。

附言：这篇文章付印以后，报上发表了 彼得堡通讯社的
 一则电讯，否认俄国军队越过波斯国境的消息。这则电讯刊登在10月24日的《 法兰克福报
 》第二次上午版上。在 第三次
 版上刊登了君士坦丁堡10月24日 晚
 10时50分发出的电讯，说10月24日晚在君士坦丁堡获悉，俄国军队已越过波斯国境。国外的报刊， 除社会党的报刊以外
 ，目前都对俄国军队侵入波斯一事保持缄默。

总之，暂时我们还不可能完全了解全部真相。但是，无论如何沙皇政府和 圣彼得堡通讯社
 的“辟谣”是不足信的。俄国得到列强的同意，正在用一切办法——从阴谋活动到派遣军队——来反对波斯的革命，这是事实。俄国执行着目的在于占领阿塞拜疆的政策，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即使军队还没有越过国境，那大概也在这方面采取了各种措施：无火不生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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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莱比锡人民报》（《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日报），1894—1933年出版。该报最初属于该党左翼，弗·梅林和罗·卢森堡曾多年担任它的编辑。1917—1922年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22年以后成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201。




　[127]柏林条约是在1878年6月13日—7月13日于柏林召开的国际会议上签订的。这次国际会议是根据奥匈帝国和英国的要求召开的，出席的有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土耳其等国政府的代表。在会议上，俄国被迫把它同土耳其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后签订的圣斯蒂凡诺和约提出复审。会议对这个和约作了重大修改。根据柏林条约，处于俄国势力范围内的保加利亚的国境被大大缩小，奥匈帝国得到了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权利，划归俄国的土地限于比萨拉比亚的一部分，以及巴统、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及其周围地区。柏林条约加剧了巴尔干地区的矛盾，造成了未来外交冲突和战争的土壤。——202。




　[128]《社会主义月刊》（《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Ｍｏｎａｔｓｈｅｆｔｅ》）是德国社会主义分子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04。



　[129]《新时报》（《》）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204。



　[130]尼古拉一世派遣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一事发生在1848—1849年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匈牙利当时处在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奥地利皇帝就身兼匈牙利国王。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制度的匈牙利革命以1843年3月15日佩斯起义为开端，得到全国广泛响应。1849年4月14日，在匈牙利革命军队战胜奥地利帝国的入侵军队之后，匈牙利议会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成立匈牙利共和国。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于4月2日向俄国求援。5月，俄国干涉军14万人侵入了匈牙利。匈牙利革命受到两面夹击而遭到失败。8月13日，匈牙利军队向俄国干涉军司令伊·费·帕斯凯维奇投降。——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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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国际局会议

（1908年10月16日〔29日〕）


社会党国际局131于公历10月11日（星期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后的第一次会议。各国社会党的代表聚集在一起，也是举行社会党新闻工作者代表会议和社会党议员代表会议的好时机。前一个代表会议是在国际局会议前一天举行的，后一个代表会议是在国际局会议后一天举行的，同时还必须指出，参加这两个代表会议的人几乎都是国际局的成员：国际局的委员大多数既是新闻工作者又是议员。只是另有几名比利时社会党的代表参加了10月12日（星期一）的代表会议。

新闻工作者代表会议是星期六下午3时举行的。会上讨论了调整和加强各国社会党的定期报刊的联系问题。比利时的代表提出了该党的党员通讯员的名单，名单上的人都愿意就某些（主要）问题向其他党的报刊提供材料。会议希望其他党也能够提出这样的名单，并且指出，必须注明通讯员掌握哪一种语言。社会革命党的国外公报（法文版的《俄国论坛报》）和社会民主党的国外公报（德文版）[132]被认为是对我们的外国同志特别有益的出版物。同时还指出，凡是一个国家内有不同的社会主义政党或者一个党内有不同派别存在的国家，都必须在名单上注明通讯员属于哪一个党派等等。侨居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利用这次国际代表会议来更好地安排向外国的社会党报刊提供通讯报道的工作。

代表会议决定，由社会党国际局同那些还没有社会党日报的国家协商出版定期公报的问题（用“国际”的三种正式语言——法语、德语、英语中的一种出版，或者用所有这三种语言出版）。然后，国际局要询问各国社会党日报编辑部，如按期收到这些公报同意给多少钱。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应当特别重视这个决定。向我们的外国同志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这一工作做得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应该立即认真地讨论关于调整这一工作的问题、关于在国外用三种语言出版 党的
 公报的问题，并且尽一切可能来切实地实现这个计划。

其次，讨论了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的一个建议，即由拥有70种党的日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发起在柏林、维也纳、巴黎、布鲁塞尔等地的社会党报纸编辑部之间建立国际电讯联络局。德国代表认为，立即实现这个计划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指出，德国最近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情报局，等将来这件事情完全就绪以后，就可以考虑把它改为国际情报局。代表会议对这个诺言表示满意；会议决定今后仍将在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同时召开各国社会党新闻工作者代表会议，接着就宣布闭幕。

当天晚上在“民众文化馆”举行了国际群众大会，奥地利、德国、英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在大会上讲了话，主要是讲国际冲突和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问题。大会最后一致通过了内容如下的决议：“10月10日（公历）在‘民众文化馆’举行的国际群众大会再一次证明，全世界无产阶级有极大的决心来捍卫各国之间的和平，全力反对毁灭和压迫各国人民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大会相信，工人国际的各国支部将全面贯彻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大会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第二天，社会党国际局的会议开了一整天。议程上的第一个问题即接受英国“工党”（ＬａｂｏｕｒＰａｒｔｙ）[133]加入的问题占去了整整一个上午。问题在于：根据“国际”的章程，只有第一，承认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主张进行阶级斗争的工人组织（即工会），才能够成为“国际”的成员。而最近在英国下院成立的“工党”没有公开地自称为社会主义政党，也没有坚定而明确地承认阶级斗争的原则（附带提一下，英国社会民主党人是要求它承认这一点的）。但是，显然过去整个“国际”，特别是斯图加特社会党代表大会是允许这个“工党”参加的，因为这个党实质上是介乎“国际”章程第1条和第2条[134]规定的两种类型之间的混合组织，是英国工联的政治代表。尽管如此，接受这个党加入的问题还是提出来了，而且是这个党自己通过所谓“独立工党”（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ａｂｏｕｒＰａｒｔｙ，英国人称之为Ｉ．Ｌ．Ｐ．）提出来的。“独立工党”是“国际”英国支部的两个分支部之一，另一个分支都是“社会民主联盟”。

“独立工党”要求 直接
 承认“工党”是“国际”的一个成员。这个党的代表布鲁斯·格莱西尔（ＢｒｕｃｅＧｌａｚｉｅｒ）坚持说，几十万有组织的、愈来愈明确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工人在议会里的这个代表是有重大作用的。他非常轻视原则、公式和基本信念。考茨基回答了他，表示不同意这种轻视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最终目的的看法，但是完全赞成接受实际上在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党”加入。考茨基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内容如下：

“鉴于从前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准许一切主张进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并承认政治斗争的组织加入国际，国际局宣布准许英国‘工党’参加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因为该党虽然没有直接（ａｕｓ－ｄｒｕｃｋｌｉｃｈ）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实际上在进行这种斗争并且正在作为不依赖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的组织站到这种斗争的基础上。”赞成考茨基的有奥地利的代表，有法国的瓦扬，另外，表决的结果表明，大多数小国的代表也赞成。首先反对考茨基的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代表海德门，他要求在“工党”直接承认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以前，一切暂时保持原状，接着反对的有鲁塞尔（盖得派，过去是法国的第二代表）、社会革命党的代表鲁巴诺维奇和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革命派的代表阿夫拉莫夫。

我发言赞成考茨基决议案的第一部分。既然以前的代表大会已经让所有的工联、甚至那些把自己的代表权交给资产阶级议员的工联参加，现在就不能拒绝“工党”即工联的议会代表参加。我说，但是考茨基决议案的第二部分是不正确的，因为 实际上
 “工党”并不是真正不依赖于自由派，也不是执行完全独立的阶级政策的。因此我建议在决议案的末尾，从“因为”二字以后作如下的修改：


　　“因为它〈“工党”〉是英国真正的无产阶级组织走向自觉的阶级政策和社会主义
 工人政党的第一步。”我向国际局提出了这个修正案。考茨基没有采用我的修正案，他在第二次发言中声称，国际局不能根据“期望”来作决议。但是，主要的斗争是在考茨基的整个决议案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进行的。在表决时，阿德勒提议把决议案分成两部分表决，结果两部分都被国际局通过了，第一部分有3票反对，1票弃权，第二部分有4票反对，1票弃权。于是考茨基的决议案就成了国际局的决议。鲁巴诺维奇在两次投票中都弃权。我还要指出一点，即在我发言以后和考茨基第二次发言以前，维克多·阿德勒曾这样反驳过我（我引用最详细、最确切地报道了会议情况的比利时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的报道）：“列宁的建议是迷人的〈ｓéｄｕｉｓａｎｔｅ，阿德勒说的是：ｖｅｒｌｏｃｋｅｎｄ，诱人的〉，但是它不能使我们忘记一个事实：‘工党’是在资产阶级政党之外建立起来的。至于它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这不是我们要判断的事情。我们要承认进步的事实。”



　　国际局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论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要更详细地谈谈这些辩论，以便向《无产者报》的读者说明我所采取的立场。维·阿德勒和卡·考茨基的理由并没有使我信服，我仍然认为他们是错误的。既然考茨基在自己的决议案中说“工党”“没有直接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无疑就是在“工党”目前采取的是什么政策和它应当采取什么政策这个问题上表示了某种“期望”、某种“判断”。不过考茨基是 间接地
 表达这一点的，而且得出的论断，第一，实质上是错误的，第二，给别人以曲解考茨基的 意思
 的口实。至于说英国“工党” 在议会中
 （不是在选举中！不是在自己的整个政策上！不是在自己的宣传和鼓动上！）脱离了资产阶级政党，向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阶级政策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这是无可争辩的。这不是“期望”，而是事实。正是这一事实促使我们接受“工党”加入“国际”，何况我们已经接受了工联。最后，这种措辞会使几十万十分尊重“国际”的决议、但是还没有完全成为社会党人的英国工人再一次地考虑一下，为什么认为他们只是走了 第一步
 ，在这条路上 进一步的
 步骤应该是怎样的。在我的措辞中，丝毫没有想要由“国际”来解决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具体的细节问题，来确定必须在什么时候采取和怎样采取进一步的步骤。进一步的步骤无论如何是需要的，这对于还没有直接地明确地接受阶级斗争原则的政党来说是不能不承认的。这一点考茨基在自己的决议案中是间接承认的，而不是直接承认的。这样一来，似乎“国际”担保“工党” 实际上
 在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似乎只要工人的组织在议会中形成单独的工人团体，就可以 在一切行动上
 不依赖资产阶级了！当然，海德门、鲁塞尔、鲁巴诺维奇和阿夫拉莫夫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就更错误了（鲁巴诺维奇在表决决议案的两个部分时都弃权，这不但没有纠正自己的立场，反而造成立场的混乱）。阿夫拉莫夫说接受“工党”就等于鼓励机会主义，这是极其错误的意见。只要重温一下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信就明白了。恩格斯在许多年当中始终认为，以海德门为首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犯了错误，他们采取了宗派主义的行动，不善于发挥工联的不自觉的、但是强有力的阶级本能，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可是马克思主义应当是“行动的指南”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04—106页。——编者注］

 。当客观条件妨碍无产阶级群众提高政治自觉性和阶级独立性时，就应当善于耐心地、坚定地同他们一起工作，在自己的原则上毫不让步，但是不放弃 在
 无产阶级群众 当中
 的活动。后来事件的发展证实了恩格斯的这些教导，当时在闭关自守的、贵族味十足的、市侩利己主义的、对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英国工联中，出现了许多公开出卖工人阶级的叛徒，他们为了谋得大臣职位而卖身投靠资产阶级（如坏蛋约翰?白恩士之流），但是英国工联却开始 走向
 社会主义，尽管走得不敏捷、不彻底、迂回曲折，但毕竟是在走向社会主义。现在，社会主义在英国工人阶级当中迅速传播，社会主义在英国又在成为群众运动，大不列颠的社会革命日益迫近，这一点只有瞎子才看不到。

如果“国际”不直接地坚决地充分支持英国群众性工人运动的这一巨大的进步，不鼓励在资本主义摇篮中开始发生的伟大转变，那是根本错误的。但是，绝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现在就可以承认“工党”是实际上不依赖于资产阶级的、在进行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的政党等等。应当纠正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一个明显的错误，但是丝毫也不应当鼓励那些领导所谓“独立工党”的英国机会主义者的 另一些明显的、同样重大的错误
 。这些领导人是机会主义者，这是无庸争辩的。“独立工党”（Ｉ．Ｌ．Ｐ．）的领袖拉·麦克唐纳甚至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提议对“国际”章程第2条作如下的修改：只要工会有诚意（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就可以加入“国际”，不必承认阶级斗争。考茨基自己立刻就听出了布鲁斯·格莱西尔话中的机会主义调子，并且 在国际局的发言中
 进行了驳斥，可惜的是没有在自己的决议案里进行驳斥。在国际局的发言是讲给十几个人听的，而决议案则是写给千百万人看的。

我面前放着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两个派别的报纸，上面都有关于国际局会议的评论。“独立（哼！哼！）工党”的机关报《工人领袖》[135]得意洋洋地 公然
 向英国的几万工人 说
 ，社会党国际局不但承认了“工党”（这是事实，必须要这样做），而且“ 还承认了
 独立工党的 政策
 ”（1908年10月16日《工人领袖》第665版）。这不是事实。国际局 没有
 承认这一点。这是对考茨基决议案中有小毛病的地方所作的不正当的机会主义的解释。小毛病开始带来了相当大的后果。而译文糟糕更加重了这种后果，难怪意大利人说，译者是背叛者（ｔｒａｄｕｔｔｏｒｉ—ｔｒａｄｉｔｔｏｒｉ）。国际局决议的三种正式语言的正式译本还没有出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版。考茨基说的是，“工党”“正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决议末尾；原文是：ｓｉｃｈ…ａｕｆｓｅｉｎｅｎ，ｄ．ｈ．ｄｅｓＫｌａｓｓｅｎｋａｍｐｆｓ，Ｂｏｄｅｎｓｔｅｌｌｔ），而在英国 社会民主党人
 的译文中变成了：“正在站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上”；在英国 机会主义者
 （“独立工党”）的译文中变成了：“ 正在采取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
 ”（同上）。现在就试试在向英国工人作宣传时去改正这种错误吧！

我决没有指责布鲁斯·格莱西尔歪曲决议的意思。我相信他不会有这种想法。而且这一点也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把考茨基决议案 第二
 部分的 精神
 运用到实际群众工作中去。在《工人领袖》的同一版上，另一位“独立工党”的党员在谈到自己对国际局会议和布鲁塞尔大会的印象时，埋怨大会上“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强调社会主义的理想和道德方面”（他说这一方面在他们“独立工党”的大会上一直是强调的），而“ 代替这一方面
 ”（ｉｎｉｔｓｓｔｅａｄ）的主要是一些“ 没有生气和没有灵感的
 （ｂａｒｒｅｎａｎｄｕｎｉｎｓｐｉｒｉｎｇ） 关于阶级战争的教条
 ”。

考茨基在草拟关于英国人的决议案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不是英国的“独立党人”，而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

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正义报》登载了海德门的诉苦，他埋怨国际局的大多数“为了方便反复无常的人而抛弃了原则”。海德门写道：“我一点也不怀疑，如果国际局向‘工党’提出直接的最后通牒，‘工党’就会立即服从，立即决定适应国际社会主义的方向。”该报同一号上的另一篇文章列举了一些 事实
 ，证明“独立工党” 实际上
 打着又是“自由主义、又是‘独立工党’”（ｌｉｂｅｒａｌ－ｌａｂｏｕｒａｌｌｉａｎｃｅ）的 混乱的
 旗帜，使自己的一部分党员进了议院，证明某些“独立党人” 已经得到自由派大臣约翰·白恩士的支持
 （1908年10月17日《正义报》第4版和第7版）。

不过，如果海德门实现了他所讲的那个计划，即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10年）上重新提出这个问题，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定要力求修正考茨基的决议案。

第2项议程是关于各国无产阶级和社会党人共同起来防止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可能造成的国际冲突和殖民冲突的问题。瓦扬提出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只作了很小的修改就通过了。在辩论中，奥地利的代表指出，他们党的各个代表团都正式反对弗兰茨－约瑟夫的政策并且认为社会党人必须承认各民族有自决权。但是，奥地利的代表说，在反对弗兰茨－约瑟夫的政策的同时，他们也反对阿卜杜尔－哈米德或爱德华七世的政策。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使政府对它的行为的后果负责。英国代表希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更明确地声明自己反对本国政府，但是奥地利代表并没有超出上面所讲的范围。保加利亚社会党人（“狭小派”[136]即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保加利亚另外还有“宽广派”[137]即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阿夫拉莫夫，坚持要提到巴尔干各国本身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但相应的修正案没有被通过。阿夫拉莫夫声明，在宣布保加利亚独立的问题上，保加利亚社会党人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政党，认为从工人阶级的观点看来，宣布独立是一种有害的冒险行为。布鲁斯·格莱西尔提议在决议中还应当指出组织国际性示威的必要性，但是会议决定由国际局把这个愿望转告各国的党。万科尔（荷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提议把抗议列强破坏柏林条约这一点加进去，但是在表决前他收回了这个提案，因为会上指出，专门去维护资产阶级国家的条约，这不是社会党人的事情。国际局通过的决议全文如下：


　　“首先确认，英国和德国的社会党人举行争取和平的游行示威，法国社会党人宣传反对远征摩洛哥，丹麦社会党人建议裁军，都是符合‘国际’决议的行动，其次，鉴于：

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资本帝国主义还继续在英国和德国进行阴谋活动；对摩洛哥的远征和冒险还在进行；沙皇政府首先想要获取新的借款，竭力制造混乱局面，以便巩固自己在反对俄国革命的斗争中的地位；在巴尔干半岛上，外国列强的干涉和私欲点燃起空前猛烈的民族和宗教的怒火；最近，保加利亚宣布独立，特别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入奥地利，增加了战争的危险，并使这种危险更加逼近；最后，各国政府在到处制造阴谋，加紧武装，穷兵黩武，进行资本主义竞争，掠夺殖民地，这些都使和平受到威胁，——

社会党国际局再一次明确指出，社会党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保卫国际和平的力量，它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保卫国际和平。

国际局号召各国的社会党根据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提高警惕，加强活动，尽一切力量来执行上述方针，同时建议各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各国党的议会党团和参加国际局的代表，同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一起寻找某国的或国际的、同这种或那种具体情况相适应的、最有助于防止战争和保卫和平的手段和实际措施。”





　　第3项议程是英国支部关于每年定期召开两次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提案。会议没有就这个问题通过硬性的决议。只是表示希望这样做。显然，绝大多数的代表并不认为有必要每年开会一次以上（过去是一次），——当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例外。第4项议程是国际局关于改变各国党向国际局提供经费的数额的提案。国际局过去每年在名义上的收入是14950法郎（约合6000卢布）；建议把这个数目增加到26800法郎，即除去通常欠交的数目，增加到2万法郎（8000卢布）这样一个整数。这样，各国党就应当为该党出席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每个代表每年交100法郎。俄国有20个代表，因此应交2000法郎，其中700法郎由社会革命党负担，1000法郎由社会民主党负担，300法郎由工会负担。过去俄国每年交1500法郎，其中我们交900法郎（根据同社会革命党的协议）。会议对这个问题也没有通过硬性规定。会议委托国际局同各国的党洽商，并且表示希望能为每个代表每年交100法郎。

第5项是关于改变代表名额的问题，瑞典代表增加到12名，匈牙利代表一般地暂时不增加，但克罗地亚代表增加2名。另外在土耳其支部成立以前准许土耳其支部的亚美尼亚分支部参加（据说在土耳其的亚美尼亚社会党人不愿“等待”土耳其人），同时给了这个分支部4个代表名额。最好是请我们熟悉土耳其亚美尼亚社会主义运动情况的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第6项议程是关于接受智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的问题。这个党是在智利民主党分裂以后成立的。智利社会民主党人也没有经过什么争论就被接受了。

第7项议程是关于俄国的锡安社会党人[138]的问题。大家知道，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前，他们曾建议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接受他们参加“国际”俄国支部的社会民主党分支部。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同时通过决议来说明我们根据什么理由反对把 锡安主义者
 算作社会民主党人，尽管他们自称为“锡安社会党人”。锡安社会党人的一位代表曾到过斯图加特，在那里我们分支部也拒绝接受他，而社会革命党人却不表态。因为根据章程，“国际”接受新成员时必须得到该国支部的同意（在本国的两个分支部意见不一致时，由国际局最后决定），所以锡安社会党人按规定是不能参加代表大会的。于是他们向国际局申诉，国际局当时竟作出了妥协性的决定：准许锡安社会党人派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现在必须澄清已经造成的混乱：锡安社会党人究竟是不是“国际”的成员？维·阿德勒同在斯图加特一样，坚决反对锡安社会党人，拒绝锡安社会党人在电报中以不能出席为理由而希望延期讨论的请求。维·阿德勒说道：有时候不出席是最好的防御手段。我在发言中再一次提到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并且指出，违反俄国两个分支部的意志而接受锡安社会党人，这是严重地破坏“国际”章程的行为。鲁巴诺维奇和“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139]（它在斯图加特被社会革命党人接受加入自己的分支部）的代表日特洛夫斯基作了激烈的发言，反对不接受锡安社会党人， 但是
 ，鲁巴诺维奇除了说社会革命 党
 在这个问题上 弃权
 以外， 不能
 提出该党另外的决定，而日特洛夫斯基看到锡安社会党人免不了要被取消资格，便公然 替自己辩护
 ，他用可笑的激烈口吻证明说，如果锡安社会党人是地域主义者，那他们“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也是地域主义者了。显然，从这里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应当接受锡安社会党人，而只是：在“国际”中，除了社会革命党人以外，恐怕再也没有什么人会同意接受“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了。我在第二次发言中坚决抗议鲁巴诺维奇的手法：强迫 别人的
 分支部接受锡安主义者，可是又不提出自己的分支部维护锡安主义者的决定。结果国际局一致通过（鲁巴诺维奇和瓦扬两人弃权）阿德勒的决议案。该决议说：


　　“国际局确认，过去准许锡安主义者（只有发言权）参加的仅仅是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会议，现在锡安主义者不属于国际局，随后转入下一项议程的讨论。”



　　第8项，也是最后的一项议程，是批准国际局法国社会党人代表团的特殊构成，这一项几乎没有争论。盖得被指派为法国的代表之一，法国在国际局中应有的另一代表由瓦扬和饶勒斯两位代表共同担任。国际局会议结束时，一致通过比利时代表德?布鲁凯尔提出的关于支持土耳其革命的决议案：


　　“社会党国际局高兴地庆贺阿卜杜尔－哈米德依仗列强在土耳其长期维持的腐败制度的垮台，高兴地庆贺在土耳其帝国各族人民面前出现了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可能性，祝贺他们建立起政治自由的制度，从而使新生的无产阶级能够同全世界无产阶级紧密团结起来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



　　10月12日（星期一）举行了各国议员代表会议。议程共有三项：（1）最近一次的议会会议；（2）殖民地的改革（由万科尔作报告）；（3）关于社会党人在各国议会联盟内部开展争取和平的活动（由比利时代表拉封丹作报告），——其次还有四个问题；（一）建筑工人的补偿条件（在企业主破产的情况下）；（二）用书信进行表决；（三）议会党团的成员和书记的新名单；（四）文件的寄送。关于第1项议程，只是根据佩纳施托费尔的建议肯定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如下决议：请各国议会党团的书记向社会党国际局提供该党团的 书面报告
 。会议就上列“问题”中的最后两个问题简单交换意见之后，也作了同样的提示。关于前两个“问题”，会议简单地提到了某些社会党代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和建议。根据拉封丹本人的建议，他的报告暂时不作。奥地利和德国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表示，他们反对社会党人参加维护和平的各国资产阶级议员代表会议。瑞典代表布兰亭举出了说明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这些代表会议的原因的一些特殊条件。根据他的提议，在下一次和国际局会议同时举行的各国议员代表会议的议程中，列入了工人的国家保险问题。

只有一项议程有一个简短的报告，而且值得讨论，那就是关于殖民地改革的问题。由于在斯图加特就殖民地问题提出一个机会主义决议案而出名的荷兰代表万科尔，在这次的报告里，企图从另一个稍微不同的方面把他十分欣赏的那个关于“积极的”社会民主党殖民地纲领的思想搬出来。万科尔根本不谈社会民主党反对殖民政策的斗争，不谈在群众中进行反对殖民地掠夺的宣传和唤起殖民地被压迫群众的反击和抵抗的精神，而只是注意列举在现行制度下殖民地生活的可能的“改革”。他象一个好心的官员一样列举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土地所有制起，到学校、监狱和鼓励办工业等等，同时还强调必须实际一些，比如说，要考虑到普选制在野蛮人当中并不一定适用，有时候不能不承认在殖民地用强制劳动来代替监狱是必要的，如此等等。充满整个报告的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精神，而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精神，甚至更坏，简直是官僚的改良主义的精神。最后，他提议由占有殖民地的五个最主要的国家选出一个委员会来制定社会民主党关于殖民地的纲领。

德国代表莫尔肯布尔和一些比利时代表本来也想走万科尔的道路，他们只同万科尔争论了一些细节问题，如需不需要统一的共同纲领，这是不是一种公式化做法等等。这样提问题只会对万科尔有利，因为他正想把一切事情都归结为“实践”，证明“在实践中”意见分歧并不象大家在斯图加特所感觉的那样大。但是考茨基和累德堡从原则上提出了问题，抨击了万科尔整个立场的根本错误。考茨基说，虽然万科尔认为普选制只是在个别场合不适用，但不管怎样他也是容忍了殖民地的专制制度，因为他没有提出而且也提不出任何别的选举制。累德堡说，万科尔认为可以采用强制劳动，这无异是给利用无数借口来维持殖民地的奴隶制度的资产阶级政策大开方便之门。万科尔非常固执地、非常拙劣地替自己进行辩护，例如他证明说，有时候非实行劳役制不可，“他在爪哇亲眼见过这种情形”，巴布亚人不知道投票是怎么回事，他们的选举有时简直是由迷信或者干脆用喝糖酒来决定的，等等。考茨基和累德堡嘲笑了这种论据，认为我们的共同的民主纲领对殖民地也是绝对适用的，在殖民地也必须把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提到首要地位。累德堡问道：我们那些“有教养的”天主教徒的迷信是不是比野蛮人的迷信好一些？考茨基说，议会制度和代表制度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的，可是，民主制度始终是适用的，同任何背离民主制度的行为作斗争始终是必要的。经过这些辩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就十分清楚了，万科尔看到他的提案显然要被“极其隆重地埋葬”，就自动把它撤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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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俄国论坛报》（《ＬａＴｒｉｂｕｎｅＲｕｓｓｅ》）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公报，1904年1月—1909年12月和1912年10月—1913年7月在巴黎用法文出版。1904年每月出版两期，以后每月出一期。



《俄国简报》（《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是一批孟什维克于1907—1916年在柏林出版的德文刊物。——210。



[133]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由工联、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等组织联合组成，目的是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1906年改称工党。工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同工联总理事会、合作党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所谓全国劳动委员会。工党成立初期就成分来说是工人的政党（后来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但就思想和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组织。该党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就采取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领导机构多数人持沙文主义立场，工党领袖阿·韩德逊等参加了王国联合政府。——212。



[134]指1907年8月20日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代表大会和国际局章程》中的下述条文：



“一、下列组织均可出席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1．一切赞成下列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团体：生产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劳动者的国际团结和国际行动；由组织成为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夺取政权；



2．虽未直接参加政治运动，但站在阶级斗争立场上并宣布承认政治活动即立法活动和议会活动的必要性的一切工会组织。”——212。



[135]《工人领袖》（《ＬａｂｏｕｒＬｅａｄｅｒ》）是英国的一家周报，1891年创刊，1893年起成为英国独立工党的机关报。1922年该报改称《新领袖》；1946年又改称《社会主义领袖》。——216。



[136]指紧密派。



紧密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社会党人），因主张建立紧密团结的党而得名，1903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成立。紧密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季·布拉戈耶夫，后来的领导人为格·约·基尔科夫、格·米·季米特洛夫、瓦·彼·柯拉罗夫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紧密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19年，紧密派加入共产国际并创建了保加利亚共产党。——218。



[137]宽广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宽广社会党人），1903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成立，领导人是扬·伊·萨克佐夫。宽广派力求把党变成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生产阶层”的宽广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宽广派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1923年宽广派领袖曾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和灿科夫法西斯政府。——218。



[138]锡安社会党人是指俄国小资产阶级的犹太民族主义组织锡安社会党（锡安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锡安社会党于1904年成立。在一般政治问题上，锡安社会党人要求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时坚持抵制策略。但锡安社会党人认为，犹太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为取得自己的领土并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斗争。锡安社会党人的民族主义活动模糊了犹太工人的阶级意识，给工人运动带来很大危害。1908年10月，社会党国际局决定不再同锡安社会党往来。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锡安社会党同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合并为犹太社会主义统一工人党。——220。



[139]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成立于1906年。该党的纲领基础是要求犹太人民族自治，即建立有全权决定俄国犹太人政治制度问题的超地域的犹太议会（该党因此亦称议会派）。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思想上同社会革命党人接近，并同他们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221。













《列宁全集》第17卷


彼·马斯洛夫歇斯底里大发作

（1908年10月16日〔29日〕）


彼·马斯洛夫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8—9号合刊上发表了一封《致编辑部的信》，这封信除了叫作歇斯底里，不能叫作别的。作者不仅侮辱我，把我的笔调同修士司祭伊利奥多尔的笔调相提并论，而且还把 14年前的谈话
 搬了出来，老实说，这不是歇斯底里又是什么呢？读者会以为这是说笑话吧，不，这是事实。彼·马斯洛夫写道：“在《资本论》第3卷出版以前，列宁就看过我的一份手稿，在这份手稿里，我在解决利润分配问题上同第3卷是一致的。但是列宁说，他认为斯克沃尔佐夫教授对这个问题的极荒谬的解决办法是正确的。”请想一想，这是 在
 第3卷出版 以前
 ，也就是 在
 1894 年以前
 的事！自称对 14年前的
 谈话和自己没有发表的手稿记得分毫不差，那不是由于幼稚无知（我的这位最可尊敬的论敌不是这种人），就是歇斯底里大发作。最好把这份手稿发表出来，马斯洛夫同志，你看如何？如能证明马斯洛夫而且只有马斯洛夫在第3卷出版 以前
 就解决了恩格斯向全世界提出的问题，那多有利呀！不错，现在证明似乎是晚了一点……但是，迟做总比不做好。事实上，决不能认为马斯洛夫只是想援引一段个人回忆来自我吹嘘一番。

原来，马斯洛夫不等他投稿的那家报纸的编辑部出来赞扬他对马克思理论的修正，就决定自我吹嘘起来，吹嘘他在14年前所做的（私下里）事情……原来，我（如果相信马斯洛夫同志有惊人的记忆力）在14年前， 在
 《资本论》第3卷出版 以前
 犯了错误，并且没有把这些错误发表出来；而马斯洛夫在《资本论》第3卷出版了7年和14年以后才犯错误，并且把这些错误发表出来了。不过，马斯洛夫歇斯底里大发作可能不完全是无意的。正好在5年以前，马尔托夫曾经对普列汉诺夫发过一通歇斯底里，结果促使普列汉诺夫从布尔什维克转到孟什维克方面去了。彼·马斯洛夫是不是指望普列汉诺夫在他及其同伙编的报纸上看到马斯洛夫的号叫以后，会放弃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而赞成马斯洛夫的地租理论呢？这太有趣了。现在趁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来看一下，马斯洛夫责备我的文章“满篇都是断章取义和公然撒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马斯洛夫同志，真的“满篇”都是如此吗？

好吧，我们就把你所有的论据都来分析一下吧。

“列宁写道：‘说马克思认为绝对地租是由于农业资本构成低下而产生的，这是不对的。绝对地租是由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这种私有制造成一种特殊的垄断’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65页。——编者注］

 。”在这里，马斯洛夫 割断了我的话
 ，这句话不是到“垄断”这两个字就完了，而且在句末还注明了 第4卷
 （《剩余价值理论》） 的具体页码
 。这不是马斯洛夫断章取义，不是的！这不过是“修改”别人的话……

彼·马斯洛夫继续写道：“列宁就是这样写的。可是马克思却写道：‘如果农业资本的平均构成等于或高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那么，上述意义上的绝对地租，也就是既和级差地租不同，又和以真正垄断价格为基础的地租不同的地租，就会消失。’（《资本论》第3卷，俄译本第631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62页。——编者注］

 ）请读者判断一下吧，究竟谁对马克思理论的叙述更正确。”（接着，彼·马斯洛夫讲了，他清楚地记得我在14年前同他个别谈话时在利润规律问题上犯的错误）

我也请读者判断一下，“断章取义和公然撒谎”的到底是谁。最可尊敬的马斯洛夫 在我引证马克思的话之前割断了我的话
 ，而另外给我加了一段引文！这算什么论据呢？是不是马斯洛夫又一次揭露了马克思的“草稿”当中的矛盾呢（我提醒读者一下，甚至在《剩余价值理论》出版以后的1906年，马斯洛夫还竟敢说，他所发现的马克思的错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资本论》第3卷是一部“草稿”）？这岂不是证明，马克思 一会儿说
 绝对地租产生于土地私有制， 一会儿又说
 产生于农业资本构成的低下，是不能自圆其说吗？

不是的，这只是证明马斯洛夫又在乱搅和。从马克思那里可以找到几十句说绝对地租产生于土地私有制的话，也可以找到几十句说绝对地租产生于农业资本构成低下的话。道理很简单，因为马克思是在自己有关的论述中提出 这两种条件的
 ， 我
 在叙述马克思理论时也完全是这样 提出这两种
 条件的。在我那篇文章中，就在马斯洛夫引用的那一段里，我 也
 谈判了农业资本 构成低下
 的问题！（见《无产者报》第33号第3叛第2—3栏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64—267页。——编者注］

 ）马斯洛夫为了反驳我，引用了第3卷第45章，也就是关于绝对地租的一章。马斯洛夫引用了原著第298页，但是马克思在第287页， 也就是在前面
 ，指出土地私有制不“产生”级差地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即使没有
 土地私有制，也必然会存在级差地租），土地私有制产生的是绝对地租。马克思写道：“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产生地租”（第3卷第2册第287页），并且用了黑体。

请问，第287页的引文和第298页的引文是矛盾的吗？一点也不矛盾。马克思在阐明了土地私有制 产生
 地租（即绝对地租）以后，又进而说明这种地租或者不过是垄断，仅仅是垄断，纯粹是垄断，或者是垄断妨碍构成低下的资本（农业）和构成较高的资本（工业）的 利润平均化
 的 结果
 。

可见，马斯洛夫在普列汉诺夫及其同伙编的报纸上，无非是再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不可容忍的歪曲。可见，马斯洛夫在这里还是认定（只是没有直说出来）绝对地租不可能存在，马克思的理论是谬误，而否定绝对地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才是真理。

为什么不把在《土地问题》中讲过的和我引述过的论点直说出来呢？难道这不是“断章取义和公然撒谎”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土地问题》中说马克思是错误的，说绝对地租不可能存在，在普列汉诺夫及其同伙编的报纸上却 对此只字不提
 ，而只谈谁对马克思理论的叙述 更正确
 ！！！这样一来，我同马斯洛夫争论的不过是“谁对马克思理论的叙述更正确”的问题了，这样一来，似乎我指出马斯洛夫抛弃绝对地租就是“修改”马克思的“草稿”也是在撒谎了！？马斯洛夫同志，真可耻啊！

“接着，列宁写道：‘彼得·马斯洛夫也不懂得马克思的级差地租……当租地者在他经营的地块上新投入的资本既提供新的利润又提供 新的地租
 （黑体是列宁用的）时，得到这种地租的不是土地占有者，而是租地者。’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67页。——编者注］

 列宁趁这个机会自然把‘愚蠢的’马斯洛夫适当地教训了一顿。我们翻一下《土地问题》第1卷，在第112页上可以看到：‘如果集约化经营由于新投入500卢布而提供同样数量的产品，那租地者得到的利润将不是25％，而是100％，因为第一次投资时他就交了333卢布的地租……如果他在投入第一批资本时满足于平均利润……那么缩减租地面积，在同一块土地上进行新的投资，这样对他更有利，因为这种投资可以提供超额利润，使租地者也能获得地租。’但是，列宁为了骂我就要撒谎。”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谁在撒谎。为了弄清这一点，应当注意我所抄录的马斯洛夫引文中的 删节号
 ，因为我把马斯洛夫关于这一问题所说的话全部引在这里了。删节号表示省略。马斯洛夫在引述他的第1卷第112页时， 恰恰省略了
 他 反驳马克思的一段话，省略了
 在第112页上 用黑体
 的一段话！这是不可思议的，但这是事实。我发表在《无产者报》上的文章，曾经引证过《土地问题》第1卷第112页的一段话，即马斯洛夫用来反驳马克思的第2个论据：“从‘最后一次’投入的资本所取得的地租，即洛贝尔图斯所说的地租和马克思所说的绝对地租，一定会消失， 因为只要资本除通常的利润外还能提供别的东西，租地者总是能够把‘最后一次’投资变为倒数第二次投资
 。”（黑体是马斯洛夫用的） 
［注：同上，第266页。——编者注］



这是马斯洛夫用来反驳马克思的一个论据。我曾经驳斥过这个论据，现在我仍然认为，这个论据完全是虚假和混乱的。马斯洛夫在答复我的时候，引证了第112页 这一页
 ，却 略去了
 攻击马克思的话！攻击改成了 删节号
 ，删节号之前引证了这一页的 开头
 ，删节号之后引证了这一页的 结尾
 ，于是对马克思的攻击不见了。难道这不是断章取义，不是公然撒谎吗？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从未断言长达400页的《土地问题》一书中没有正确的地方。我只是肯定， 马斯洛夫用来反驳马克思的论据
 是一些难以形容的胡说，是闻所未闻的糊涂思想。如果马斯洛夫在他打算出版的第4版中把这些论据删掉，譬如说，在112页上只保留他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引述过的话，那么，我和大家都会说：马斯洛夫从第4版起就不再修改马克思的理论了。但是目前他还没有这样做，凡是读第1卷的人都会在第112页上看到马斯洛夫用来反驳马克思的论据，看到他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 删去的
 那个论据。而且人人都会看到，我对 这个
 论据的批评是正确的，就是说，拿这个论据来否定 绝对
 地租是荒谬的，因为租地者在租约期内可以从新的投资中得到 全部
 新地租，就是说，既有绝对地租也有级差地租。

马斯洛夫的另一个“例子”我就不谈了，因为它同马斯洛夫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所删掉的 那个论据
 有关。当然，如果马斯洛夫 收回
 这个论据，那我的批评也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他没有这样做，而只是删节自己的引文，那么请问读者：“满篇都是断章取义和公然撒谎”的到底是谁？

最后，马斯洛夫从我的文章中引述的最后一段引文是：

“‘什么是集约化？’列宁这样发问并随即答道：‘就是更多地投入劳动和资本。根据伟大的马斯洛夫的发现，采用收割机 不
 是（黑体是列宁用的）投入资本。采用条播机也不是投入资本。’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73页。——编者注］

 列宁对土地问题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都不了解，因而给集约化下了错误的定义，他不仅在胡说八道，而且是睁眼说瞎话。在《土地问题》第62页上写道：‘无论粗放经营也好，集约经营也好，脱粒机都会减少单位土地面积的劳动消耗。’（经营的集约化不论土地面积如何，都取决于 这种
 消耗，而不是一般的消耗。——彼·马·）收割机的作用也相同。”

最可尊敬的马斯洛夫，请你听着，对此我要告诉你：胡扯也要有个限度！……难道争论的是关于集约化是否取决于单位面积的投资抑或同面积无关的问题吗？要知道，这才真正是断章取义和公然撒谎！争论的根本不是这一点。在马斯洛夫目前所引的我的文章的第2部分，我反对的 根本不是
 《土地问题》，而是马 斯洛夫发表在1907年《教育》杂志第2期上的文章
 。

一个人忽而把那些用来反驳马克思而遭到批评的论据从自己的著作中删掉，忽而把 自己整篇整篇的文章都撇开
 ，而把一些 文不对题
 的东西塞给读者，这样的人请你去同他争论吧！

我的文章的第2部分的标题是：《要推翻民粹主义就必须推翻马克思的理论吗？》这一部分批评的 只是
 马斯洛夫发表在1907年《教育》杂志第2期上的文章。

马斯洛夫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只字不提他的这篇文章，却捧出了他的《土地问题》！这简直是可笑的捉迷藏！我从来没有讲过，马斯洛夫在《土地问题》一书中写道，要推翻民粹主义就必须推翻马克思的理论。

但是，马斯洛夫在《教育》杂志上 是这样说的
 。我所反对的正是这一点，而决不是反对谈论集约化取决于怎样的投资。马斯洛夫说道：“如果连续投入同一块土地的劳动的生产率会不断降低这一事实不存在的话，那也许还能实现社会革命党人所描绘的那种美景。”马斯洛夫，现在你是否还坚持你的这个论断呢？

最可尊敬的，你在捉迷藏吗？但是这就等于承认自己打败了。

你现在是否仍然断定是你“第一个特别强调农艺措施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有不同的作用，尤其对于大生产和小生产的斗争有不同的作用”的呢？你在《教育》杂志上是这样说的。我在《无产者报》上也是这样引述的。你在《教育》杂志上而不是在《土地问题》中提出的关于收割机的论断，同这个问题而且仅仅同这个问题有关。马斯洛夫不维护他在《教育》杂志上的论断，就是放弃阵地！

总之，马斯洛夫所做的其实就是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躲躲闪闪。他又糊涂了，似乎马克思不是从土地私有制中引伸出绝对地租来的，但是他又不敢公开替自己对马克思的修正辩护；他把自己的引文中反对马克思的论据删掉了；他闭口不谈自己在《教育》杂志上提出的论断。我们再说一遍：马斯洛夫在《土地问题》中对马克思绝对地租的消灭和他在《教育》杂志上的论断糊涂透顶，把资产阶级观点搬进理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关于马斯洛夫的著作的德文版，我曾经嘲笑该译本竟把对马克思的修正统统隐藏起来了。马斯洛夫辩解说：出版人没有把我的著作的第1部分全部印出来！马斯洛夫的这一更正应当怎样解释呢？我说是马斯洛夫删掉的。马斯洛夫说是出版人删掉的，而出版人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狄茨。

如果狄茨删掉马斯洛夫的“理论”，测掉他对马克思理论的“修改”是 得到
 马斯洛夫同意的，那我的结论丝毫不变。如果狄茨这样做 没有得到
 马斯洛夫的同意，那我的结论只需要改变一下形式：狄茨把马斯洛夫书中的蠢话一概删掉是明智的。

最可尊敬的马斯洛夫是要想得到这种更正吗？

马斯洛夫说我“开始寻找论敌的谬误”，是“想掩饰”自己朋友的谬误。这是造谣。我认为我的朋友有谬误，我就同样坚决地加以反对，就象反对你一样。我在刚刚出版的《纪念马克思》的文集中作的一个注释 
［注：见本卷第14页。——编者注］

 就证明了这一点。 早在1901年
 的《曙光》杂志上，也就是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之前的 两年
 ，在马斯洛夫提出第一个地方公有化纲领之前的两年，我就“开始寻找”马斯洛夫的谬误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06页。——编者注的］

 。在1901年，马斯洛夫 仅仅
 在修改马克思理论这个问题上，是我在党内的“论敌”。

附言：这篇短评写好后，接到《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发行部的一张特别通知单，上面写道：


　　“由于印刷上的错误，《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8—9号合刊漏印了编辑部对马斯洛夫同志来信的按语
 。这个错误将立即纠正，编辑部的按语将送给订阅者和零购者。”



　　我们还没有接到这个更正。我认为我有责任把这种印刷上的错误告诉读者。但是就在我所转载的这张特别通知单里是不是 还有
 印刷上的错误呢？是不是应当改称马斯洛夫 同志
 为马斯洛夫 先生
 呢？要知道，普列汉诺夫曾经在刊物上声明过，凡是背离马克思人，在他看来都不是同志而是先生！莫非这种说法不适用于鼓吹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孟什维克
 吗？









	　　载于1908年10月16日（29日）《无产者报》第3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250—258页
















《列宁全集》第17卷


对彼·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见[140]


（1908年10—11月）


我的论敌责备我采用了歪曲争论实质的论战手法。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我把彼·马斯洛夫的《答复》逐条地分析一下。马斯洛夫的第一个例子。

列宁说，不彻底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革命高潮是不可想象的，“似乎社会民主党通过了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就是想保存农奴制残余，使土地仍然留在地主手中”。

每个读者都会看到，马斯洛夫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因为我一向指出，不仅地主所有制，而且现在的份地所有制，都是农奴制残余。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马斯洛夫在他的 整篇
 答复中回避了这个问题，只字不提份地土地所有制中是否有某种中世纪的东西，肃清这种中世纪的残余对资本主义是否有利，因而转移了读者的注意力。不回答论敌的原则性的论据，硬给论敌扣上“激动”的帽子，这不是争论，而是谩骂。

第二个例子。马斯洛夫认为我指出土地变革同政治变革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是不尊重读者。地方公有化也并没有割断这种联系。怎么，这也算是答复吗？在这里，马斯洛夫故意不提：（1）我曾经 确切地
 引述过孟什维克诺沃谢茨基的一段话，这个诺沃谢茨基明确地把地方公有化同不彻底的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2）我的一个论据，认为地方公有化既不会触动中世纪村社，也不会触动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就是说，它肯定无疑地必然使之变得不彻底的正是土地变革，而且也只是土地变革。

马斯洛夫的第三个论据：“列宁把农民仇恨地主和官吏这一点作为论据，来论证自己的纲领，反对已经通过的纲领。”这是撒谎。每个读者都会看到，马斯洛夫把“ 仇恨中世纪制度
 ”（在稍前几行，马斯洛夫自己也承认我指的正是这种仇恨），偷换成了“仇恨 地主
 ”。他所以要这样偷换，是为了避开我的关于份地所有制具有中世纪性质的论据。

说我把自己的纲领叫作布尔什维克的纲领，这是撒谎。说在斯德哥尔摩似乎表决过国有化问题，这也是撒谎。马斯洛夫同志，你不应该歪曲事实！

“任何地租理论，都丝毫不能说明国有化纲领好还是地方公有化纲领好，因为不管怎样，从被没收的土地上所得的收入总是归国家或自治机关的。”

这倒是个涉及实质的论据。这个论据很妙，因为它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乌斯洛夫多么惊人地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否认已经被马斯洛夫“推翻的”马克思的 绝对地租
 理论，才会忘记粮价下降和保证资本渗入农业的事实，而把问题完全归结为“收入”！马斯洛夫提出这样的论据，就证明他对问题的 经济
 实质一窍不通。万分敬爱的马斯洛夫，问题不在于收入，而在于消灭 绝对
 地租会使农业生产中的各种关系得到改善。马斯洛夫既然否定了马克思理论中的绝对地租，也就根本不可能理解国有化的经济意义。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千百万小私有者为什么可能而且必须要求国有化呢？在马斯洛夫看来，这个 经济
 问题是不存在的。马斯洛夫的不幸就在这里！

说我在1905—1908年间写的一些文章反对过割地纲领，这是事实。但是象马斯洛夫那样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那就是蒙骗读者，而不是阐明争论的问题。要知道，马斯洛夫也并没有把自己1903年的整个纲领都保留下来！他为什么向读者隐瞒这一点，而只是提出往事的一个方面呢？他引证了我过去说过而且直到现在也不想否认的话，即“在警察国家里”实行土地国有化是有害的，——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争论还是谩骂？

波兰读者不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争论土地问题的详细情况，因此我要说明一下：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马斯洛夫在刊物上提出的并不是他在1906年提出的那个纲领。把过去的争论翻出来，我认为是不应该的，我在上一篇文章里也没有涉及这些争论。但是现在马斯洛夫自己又把旧事重提了。他想卖弄机智，推翻我已经放弃的1903年的纲领。也许他提起过去的争论是打算转移人们对他新观点中的弱点的注意吧？事实终归是事实。马斯洛夫提起了过去的争论，却没有向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谈到，他自己就更改了自己1903年的纲领。他抓住论敌对自己过去的纲领所作的公开的、早已完成的修改而横加指责，却隐瞒了他对自己的纲领的更改。在1903年，彼得·马斯洛夫不仅不主张无论如何必须把份地留在份地所有者手里，相反，他在自己的纲领中甚至提出，只要有可能 份地也要实行社会化
 ，但是他隐瞒了这一点。

这岂不是妙得很吗？旧事重提究竟使谁难堪？是公开承认旧观点的错误根源的人呢，还是把自己观点的更改掩盖起来的人？什么在1903年，彼·马斯洛夫认为连份地也可能实行社会化，而到了1906—1908年间，却大发雷霆，反对接受这种观点呢？

关于这种“论战”手法，或者确切些说，这种抹掉痕迹的方法，还是请读者自己去判断吧。马斯洛夫学会了屠格涅夫笔下的老滑头的处世之道，对于自己行为中见不得人的丑事，骂得愈响愈好。别人更改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自己指出了这一点。你就来大喊大叫反对这种更改，以便于掩盖自己观点的更改！即便拿不出论据，也要蒙骗一番。

马斯洛夫不喜欢我那个关于欧俄地产分配的图表。我拿“卡尔梅克式的”所有制同俄国西南部的“集约经营”相比较，马斯洛夫对此大为愤慨。凡是熟悉土地问题著作的读者，当然都会知道，无论 马斯洛夫本人
 ，或者其他的著作家，都曾拿某个穷乡僻壤拥有4俄亩土地的无马破产农民，同大城市周围集约经营蔬菜业的拥有同量土地的富裕农场主作过比较（虽然只是拿个别地区作比较）。马斯洛夫同志本想吹嘘一下他的“详细分析”，但是吹得不是地方，完全不是地方！这纯粹是 吹牛
 ，而不是科学的论证，因为要想弄清斗争的结果，除了我所采取的方法，别无他法可循，何况马斯洛夫自己也明白，要在《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上作“详细分析”也是不可能的。

我说过，劳动派赞成国有化就是向孟什维克证明我是对的。马斯洛夫不来直接分析我的这一论据，而力图间接地削弱它，他提出了两点：（1）国有化已经被“打了折扣”；（2）在第一届杜马中许多人之所以附和自治派，“正是因为他们的选民不希望土地国有化”。

难道这不是回避问题吗？国有化同这种“打折扣”有什么相干呢？马斯洛夫在1905年以及所有孟什维克在斯德哥尔摩都一口咬定俄国农民绝对不会赞成国有化，农民会用旺代暴动来回答国有化，但自治派同这一切又有什么相干呢？马斯洛夫回避了一个使他不愉快的事实，即劳动派 在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 以后
 接受了国有化纲领，从而 推翻了
 孟什维克的论据。写一篇始终回避问题本质的《答复》是不难的，但也没有多大价值。第一届和第二局杜马常常使工人代表陷入窘迫的境地，这是事实，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比农民自己对国有化“打折扣”打得 更大
 。社会民主党人成了胆小庸俗的知识分子， 一味劝导
 农民对归的中世纪的份地所有制要 更加谨慎从事
 ，要更加努力地去巩固这种所有制，要更绥慢地使新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去适应资本主义！马斯洛夫同志，问题并不在于劳动派对国有化打了折扣，而在于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对国有化打了更大的折扣，因为地方公有化正是被打折扣打得面目全非的国有化。不幸的不是自治派有时反对 
［注：完全不对，一点也不对，决不是所有的！马斯洛夫应当想一想这一事实，即乌克兰自治派契热夫斯基就为国有化作过辩护。］

 国有化，而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没有能了解俄国农民斗争的性质。马斯洛夫的蛊惑行为，并不在于他证实某些自治派不赞成国有化，而在于他闭口不谈许多自治派不赞成地方公有化的事实，在于他提出一些市侩分离主义的论据来唆使自治派反对国有化！

自治派反对国有化。请读者想一想，这个论据对谁有利呢？我只是想提醒一下，早在1903年，在我反驳马斯洛夫 当时的
 纲领时，就把地方公有化叫作打了折扣的国有化。我想提醒一下，在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召开前，我同马斯洛夫在辩论时就指出过，把发族自治问题同土地国有化问题混淆起来是不正确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7—230页。——编者注］

 。我们纲领的基本原则保证了自治，因而也就保证了自治地区可以支配国有化的土地！这点起码的常识马斯洛夫却想不通！国有化就是消灭绝对地租，把土地所有权转交给国家，禁止土地的一切转让，就是说，取消土地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国家）之间的一切中介人。在这个范围以内，各个地区和民族完全可以在支配土地、规定移民条件和分配条例等方面实行自治，这种自治同国有化丝毫不矛盾，而且是我们政治纲领所包括的要求。因此很明显，只有象整个“自治派”那样的小市民，才会拿担心丧失自治权作借口来掩盖自己的怯懦心理，掩盖自己不愿意为统一的、集中的土地革命而积极斗争到底的心理。在社会民主党看来，问题的提法正好相反：对无产阶级来说，这是一个既在政治方面又在土地方面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为了
 把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实行劳动派即政治上已经觉悟的俄国农民所要求的土地国有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一步骤的经济标准应提到首要地位；这个经济标准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实现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发展农业生产力。因此，土地领域中坚决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步骤，同政治领域中坚决的资产阶级民主变革，即建立唯一能够保证 真正自治
 的共和国，是密切相关的。自治同土地变革之间的真正的关系就是这样，而马斯洛夫却对此一无所知！

马斯洛夫说我引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使用“脱身之计”，因为马克思并没有说过“农民想要自己剥夺自己”。得了吧，马斯洛夫同志！难道你真的不懂马克思说得很明确的话吗？马克思有没有说过彻底消灭中世纪土地所有制对资本主义是有利的？1905—1907年间俄国农民所要求的和劳动派所主张的土地国有化，是不是要消灭中世纪所有制？我的可爱的论敌，问题正好就在这里，把资产阶级农民的土地国有化可笑地叫作“剥夺”农民，丝毫不能动摇我的问题提法的正确性……马斯洛夫继续说道：“同样，在工业中，资本主义也破坏了小私有制，但是难道由此能得出结论说，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担负剥夺手工业者的任务吗？……”

这简直是妙语如珠！农民反对土地所有制方面的中世纪界限的斗争，争取土地国有化（马克思证明，国有化最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斗争，竟被叫作“剥夺”农民，而且同资本剥夺手工业者相提并论。马斯洛夫同志，别昧着良心说话！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要 支持
 农民去反对地主，而却认为支持手工业者反对工厂是反犹太主义者的勾当。

马斯洛夫不懂得，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应该支持手工业者，即工业中的小私有制，因为这种行动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是绝对反动的。但是支持农业中的小私有制， 可以
 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义务，而且只要小的资产阶级经济在经济上比大的封建经济 先进
 ，那永远都 应当
 给以支持。马克思从来没有支持过小工业去反对大工业，但是马克思支持过40年代美国和1848年德国的小农业、农民去反对封建大地产。在1848年，马克思建议分割德国封建田庄。马克思支持过美国的小业主争取土地自由和消灭土地私有制、反对大奴隶主田庄的运动。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25—331页和第4卷第1—16页。——编者注］



马克思的土地政策的方针是不是正确呢？是正确的。尊敬的马斯洛夫同志，你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精神“修改”了绝对地租理论，但是没有来得及“修改”马克思的其他理论。土地领域中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它用暴力彻底消灭了整个封建所有制，扫除了旧日的全部土地所有制，为新的、自由的、适应资本而不是适应地主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打下基础时，才能成为彻底的革命，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土地国有化同这种变革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只有土地国有化这项措施才能使上述变革达到资本主义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彻底的程度。再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这样彻底、这样无痛苦地把他们从份地所有制这种“犹太人居住区”中解放出来了。再也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这样不通过警察、官僚和高利贷的方法来消灭旧的、腐朽透顶的村社了。

如果客观地来看一下，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问题的提法就是而且只能是：由斯托雷平（也就是地主和专制制度）使旧的土地所有制去适应资本主义，还是由农民群众自己起来推翻地主和沙皇的政权而做到这一点。在前一种情况下，只能通过改良的办法求得适应，就是说，这种适应是不彻底的，过程极其漫长，生产力的增长非常缓慢，民主主义的发展非常有限，俄国注定要长期受容克的统治。在后一种情况下，只能通过革命的办法求得适应，就是说，用暴力扫除地主田庄，保证生产力得到最迅速的发展。能不能想象，在保持旧的农民份地所有制的条件下以革命方式消灭地主所有制呢？不，这是不可想象的，两届杜马中的农民代表也都证明这是办不到的。他们的证明就是他们创造了全俄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典型，即要求土地 国有化
 的 劳动派
 典型。

马斯洛夫大喊大叫国有化带有社会革命党的性质，用的还是孟什维克的老办法：他们一面讨好立宪民主党人，一面给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加上接近社会革命党人的罪名。这些人自己向自由主义君主派地主和商人卖弄风情，可是当他们看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同革命的资产者农民一起行动时，就表示愤慨。不仅如此，马斯洛夫大喊大叫地指责国有化带有社会革命党的性质，还暴露了自己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对俄国农民的民粹主义观点和幻想的分析。马斯洛夫不懂得，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早就指出关于土地重分（土地平分）等等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冒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幻想具有反动性，但是也指出这一理想在现代半农奴制俄国具有 资产阶级的进步性
 。马斯洛夫不善于透过社会革命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的市侩 空话
 发现资产阶级实际做的事情，即清除一切陈旧的中世纪废物的革命斗争。社会革命党人谈论土地平均使用制，谈论土地社会化等等，这些从经济学观点看来，都是胡说八道，暴露了他们在经济学和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方面的无知。但是在这些空话和幻想的后面，包藏着极其生动、极其现实的内容，不过这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而是纯粹资产阶级的东西，也就是为资本主义清扫土地，消灭土地上的一切中世纪的和等级制的界限，为资本主义建立自由的活动场所。这一点我们这位可怜的马斯洛夫怎么也弄不懂，这同马斯洛夫无法理解马克思关于绝对地租的学说一事有直接关系，而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不同，它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消灭，并且消灭了它就会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向前发展。

马斯洛夫不善于同社会革命党人作斗争，竟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使自己注定要看着固守自己一小块土地的农民的“后背”，完全无法理解那些希望把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份地土地所有制一起扫除的农民的民主主义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性。

马斯洛夫不善于同社会革命党人作斗争，就只好让他们这些小市民社会主义者去批判土地私有制了。马克思曾经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出发批判过土地私有制，马克思主义者也都应当这样来批判。马斯洛夫否认绝对地租，也就给自己切断了这条道路，而向社会革命党人屈膝投降，承认他们的理论正确，而实际上正确的是马克思！马斯洛夫向社会革命党人屈膝投降，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对土地私有制的批判是市侩式的，不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出发，而完全是从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出发。马斯洛夫不懂得，社会革命党人在土地纲领上的错误，是从放弃 国有化以后
 开始的，就是说，是从他们改提“社会化”和“平均制”以至否认小农内部阶级斗争的时候开始的。社会革命党人不懂得国有化的 资产阶级
 性质，——这就是他们的主要过错。请每一个研究过《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来评一评，否认了绝对地租还能不能理解国有化的资产阶级性？

其次，马斯洛夫说我把整个欧洲的所有小农所有制都看成是中世纪所有制了。根本不对。欧洲并没有“份地”土地所有制，也没有等级制的界限，那里存在的已经是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而不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欧洲不存在社会民主党人所支持的、农民反对地主的运动。彼·马斯洛夫把这些都忘记了！

再来谈谈政治上的论据。我认为，孟什维克的地方公有化是同一种向君主制妥协的思想有关的，马斯洛夫说我的这一论据是“诽谤”和“有意撒谎”。但是，马斯洛夫同志，我从孟什维克诺沃谢茨基的讲话中逐字逐句引来的那段话，又是怎样说的呢？究竟是谁在撒谎呢？问题不正是在于，你想用一些耸人听闻的字眼来冲淡你所不喜欢的诺沃谢茨基的供词吗？

马斯洛夫硬说，把土地交给地方自治机关，就使它们有更大的把握去对付复辟。而我则认为，只有加强共和制的中央政权，才可以真正阻碍反动势力的活动，而把人力和物力分散到各个区域，只会便于反动势力的活动。我们应当尽力把革命阶级，首先是国内各个地区的无产阶级，联合成为一支统一的大军，决不能作无希望的、在经济上做不到的和毫无意义的联邦制空想，想把从被没收的土地上所得的收入划归各个区域。马斯洛夫说：“波兰同志们，请你们说一句，从被没收的土地上所得的收入应该归波兰议会呢，还是应当交给彼得堡的莫斯卡里找[141]？”

多妙的论据啊！连一点煽动的意思也没有！根本没有把土地问题同波兰自治问题混为一谈！

但是我要说，俄国不自由，波兰就无法得到自由。而波兰和俄国的工人如果不支持俄国农民争取土地国有化的斗争，不帮助俄国农民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在政治领域和土地关系领域中取得完全胜利，俄国就不会自由。在估计地方公有化和国有化时，应当从俄国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整个国家的政治命运着眼，而不应当从某一民族自治区域的个别特点着眼。没有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胜利，谈论什么波兰的真正自治和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等等，那是可笑的。这是在讲空话。俄国农民正因为是革命的，正因为他们不允许同资产阶级和十月党人妥协，而是同工人和民主派一起进行斗争，所以他们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自己是同情土地国有化的。只有当农民不再革命，就是说，不再同情国有化而离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马斯洛夫关于保存旧的土地所有制的主张才会受到农民的欢迎，不过，到了那个时候，马斯洛夫的地方公有化也就十分可笑了。只要农民的革命民主斗争还在继续，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还有意义，我们就有责任支持农民的革命要求，包括土地国有化的要求。马斯洛夫决不能从俄国革命史中把俄国农民的这项要求一笔勾销，可以有把握地说，当社会运动的高潮、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高潮重新到来的时候，“地方公有化”的全部反动性就会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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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对彼·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见》一文是为了答复彼·巴·马斯洛夫发表在1908年9月波兰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第7期上的《关于土地纲领问题（答列宁）》一文而写的。马斯洛夫反对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见本卷第131—154页）中所阐述的布尔什维克的纲领，维护孟什维克的土地纲领。——235。



[141] 莫斯卡里是革命前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245。













《列宁全集》第17卷


对目前时局的估计

（1908年11月1日〔14日〕）


即将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议程上有一个问题是：“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我们党的各个组织已经开始系统地讨论这个无疑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在这方面莫斯科和彼得堡走在其他各个中心城市的前面）。

在目前解放运动沉寂、反动势力猖獗、民主派阵营内出现叛变和消沉的现象、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发生危机和一部分已经解体的时期，特别有必要首先估计一下我国革命第一个战役的基本教训。这里不谈狭义的策略方面的教训，而先来谈谈革命的一般教训，因此，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从1904年到1908年俄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了哪些客观变化？我们认为，主要的变化可以归结为以下五点：（1）在农民问题上，专制政府的土地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先前是支持和巩固旧的村社，现在则实行用警察手段加速破坏和掠夺村社的政策。（2）黑帮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机关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先前只有贵族和商人的地方选举委员会，只是分散地和偶然地试图成立他们的全俄代表机关，现在则有了统一的代表机关，即这两个阶级占绝对优势的国家杜马。自由职业者（农民和无产阶级更不用说了）的代表在这个以巩固专制制度为使命的所谓“立宪”机关中只起附属品或小砝码的作用。（3）在这个时期的公开的政治斗争中，俄国各阶级之间第一次划清了界限，明确了各自的立场。现在，公开的和秘密的政党（说得确切些是半秘密的，因为完全“秘密的”政党在革命后的俄国是没有的），都空前明确地表达了阶级的利益和观点，而各阶级三年来也比过去半个世纪要成熟百倍。黑帮贵族、民族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及其人数不多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派在这个时期都结束了自己“胎内”发育的时期，提前许多年确定了自己的性质，不是通过言论，而是通过事实和群众的行动确定了自己的性质。（4）革命前叫作自由派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社会人士”，或者笼统地叫作“民族”的“开明”部分和代表的那些人，即大批富裕的、贵族出身的、似乎是清一色的、成分很单纯的、把持着地方自治机关、大学和一切“正派”报刊等等的知识分子“反对派”，在革命中全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和支持者，在对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民主派农民的 群众
 斗争的态度上全都采取了现在已经是人所共知的 反革命
 立场。反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诞生，而且正在成长。这个事实并不因为“进步的”合法报刊加以否认或者因为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闭口不谈和不能理解而不成其为事实。（5）千百万群众在形式极为多样化的真正群众性的直接革命斗争（包括举行“总罢工”，驱逐地主，焚烧地主的庄园，举行公开的武装起义）中获得了实际的经验。革命前就已经是革命者或觉悟工人的人不是马上就能够充分理解这个事实的巨大意义的，因为这个事实根本改变了以前对政治危机发展的进程、对危机发展的速度、对群众实际创造历史的辩证法的种种看法。 群众
 吸取这个经验的过程是一个不显著的、艰苦的、缓慢的过程，它的意义比国家政治生活表面上的许多现象重要得多，后者只能诱惑那些不仅政治上幼稚而且有时年龄也“相当大”的娃娃们而已。无产阶级群众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和一切斗争场合（按时间顺序，开始是游行示威，接着是起义，最后是“议会”活动）的领导作用，在整个这一时期中是有目共睹的。

这就是使十月以前的俄国和当前的俄国截然不同的一些客观变化。这就是我国历史上内容极其丰富的三年的 总结
 ，——这个总结当然是概括性的，因为它只是用不多的几句话把最主要和最本质的东西表达了出来。现在就来看看从这个总结必然得出的策略方面的结论。

专制政府的土地政策的改变对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种改变不是偶然的，不是内阁方针的动摇，也不是官僚的臆造。不，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变动”，其内容是实行 农业波拿巴主义
 ，在农民土地关系方面实行自由主义的（就这个词在经济方面的意思而言，即＝资产阶级的）政策。波拿巴主义是君主制在丧失了旧有的宗法制或封建制的牢靠支柱以后所采取的顺风转舵的手段，这样的君主制不得不竭力维持平衡以防跌倒，卖弄风骚以便统治，实行收买以便讨好，同社会渣滓、同公开的小偷和骗子称兄道弟以便不单单靠刺刀维持统治。波拿巴主义是一切资产阶级国家中君主制客观上必然的演进，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现代欧洲历史中的种种事实对这种演进作过彻底的探讨。同时，如果不是俄国的村社本身已经在向资本主义发展，如果不是村社内部经常在产生这样一些成分，使得专制政府可以向他们讨好，可以对他们说：“发财吧！”，“只要支持我，就掠夺村社去吧！”——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黑帮地主和十月党资产阶级完全自觉地和坚定不移地加以支持的斯托雷平的农业波拿巴主义不要说不能维持两年之久，甚至连出现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评价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到它的波拿巴主义的手段和它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实质这两个方面，那么无论下什么断语都是绝对错误的。

例如，我们的自由派也模糊地意识到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是波拿巴主义，他们攻击这个政策的警察性质，攻击它采取愚蠢的官僚手段干涉农民生活等等。但是，立宪民主党人抱怨我国农村生活的“自古以来的”基础遭到暴力破坏，成了 反动的
 抱怨派。不用暴力，不用革命手段摧毁俄国旧农村的基础，俄国就不可能有什么发展。斗争的焦点（虽然许许多多参加斗争的人没有意识到） 仅仅是
 使这个暴力成为地主君主制施加于农民的暴力还是成为农民共和制施加于地主的暴力。在俄国，在这两种情况下都 必然是
 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而不是其他任何性质的土地革命，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革命是缓慢的、痛苦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迅速的、广泛的、自由的。工人政党争取走第二条道路，这一点在我们的土地纲领中已经得到说明和肯定（不是在提出莫名其妙的“地方公有化”的那部分纲领中，而是在讲到 没收一切地主
 土地的那一部分纲领中）。在有了这三年的经验以后，只有在孟什维克中间才会有人仍然看不见争取没收地主土地和争取共和制之间的联系。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如果真能维持很久很久，如果真能按照纯粹资产阶级的原则彻底调整一切农村土地关系，那就会使我们放弃任何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地纲领（到现在为止， 甚至
 孟什维克，甚至孟什维克中的切列万宁们都还不敢不要我们的土地纲领）。但是斯托雷平的政策丝毫也不能使我们考虑现在就改变我们的策略。既然纲领载明“没收一切地主土地”，那么只有娃娃们才会看不到由此产生的革命的（就这个词直接的狭义而言）策略。而且，说斯托雷平的政策“破产”就是高潮临近，而斯托雷平的政策不“破产”就不是高潮临近，这样提问题也是不正确的。波拿巴主义手段的破产还不能说就是帮助富农掠夺村社的政策的破产。恰恰相反，现在和今后几年斯托雷平在农村中的“成功”， 实际上
 与其说将熄灭农民内部的斗争，不如说将燃起这种斗争，因为不经过漫长的、非常漫长的道路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就是说，无法使 纯粹
 资产阶级的农民经济最终地和充分地巩固起来。今后几年斯托雷平如果“成功”，最多只能产生一个自觉反革命的、十月党的农民阶层，但是，正是少数富裕者变成一支有政治自觉性的、团结起来的力量这种现象，必然会大大推动民主派群众的政治自觉性的发展，推动他们团结起来反对这少数人。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土豪”和“社会人士”之间的自发的、分散的和盲目的斗争变成十月党人和劳动派之间的自觉的和公开的斗争，这是再好没有的事情。

现在来谈谈杜马问题。毫无疑问，这个黑帮“立宪”机构同样是专制君主制在波拿巴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发展。目前的选举法、黑帮加十月党人的假多数、模仿欧洲的把戏、对借款的追求（借款的开支仿佛还由“人民代表”监督）、专制政府的实际政策根本不理睬杜马中的一切讨论和决定，这一切都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我们上面已指出的波拿巴主义的各种特点。实际上统治一切的黑帮专制政府和装饰门面的资产阶级“宪制”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明显，使新的革命危机的因素不断增加。专制政府原想用杜马来遮掩、打扮、粉饰自己；实际上黑帮－十月党人杜马的存在却每天都在揭示、揭露、暴露我国政权的真正的性质、它的真正的阶级支柱和它的波拿巴主义。说到这里，不能不想起恩格斯就专制君主制转变为立宪君主制的意义所说的一段极为深刻的话（在1883年8月27日给伯恩施坦的信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3—56页。——编者注］

 中）。自由派，特别是俄国立宪民主党人，都把这种转变看作声名狼藉的“和平”进步的表现和这种进步的保证，恩格斯却指出立宪君主制的历史作用是：它是便于封建主和资产阶级进行 决
 战的国家形式。恩格斯写道：“正象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不能在旧的专制君主制下而只能在立宪君主制下（英国、1789—1792年和1815—1830年的法国）才能进行到底一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只有在共和制条件下才能进行到底。”顺便说说，恩格斯在这里把1816年的法国也叫作立宪君主的国家，而当时著名的无双议院[142]，即黑帮式的、反革命的议会在支持反革命白色恐怖方面的疯狂和猖獗，恐怕并不亚于我国的第三届杜马。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恩格斯认为那种支持专制制度反对革命的、地主和资本家的代表们的反动议会也是真正的立宪机关吗？不是的。这是说，历史上有这样一些情况：伪造宪制的机构可以燃起争取真正宪制的斗争，并且成为新的 革命
 危机的一个发展阶段。在我国革命的第一个战役中，大多数的居民都还相信真正的宪制可以同专制制度调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全部政策就是从一贯支持人民的这种信念出发的，劳动派在这一点上至少也有一半跟着立宪民主党人走。现在，专制制度正在用它的第三届杜马向人民实地表明它可以同什么样的“宪制”“调和”，从而促使 反对专制制度
 的更广泛更坚决的斗争日益临近。

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把我们的“打倒专制制度”的旧口号换成“打倒第三届杜马”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打倒杜马”这种口号 在什么情况下才有意义呢？假定我们是处在革命危机最尖锐而且已经成熟到要爆发公开内战的时期，而杜马却是自由派的、改良派的妥协的杜马，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提出“打倒杜马”的口号，即不同沙皇和平谈判，不要骗人的“和平”机构，号召进行直接的冲击。相反，假定我国的杜马是根据过时的选举法选出的反动透顶的杜马，而国内又没有尖锐的革命危机，这时“打倒杜马”的口号就可以成为争取选举改革的口号。而我国现在无论第一种情况或第二种情况都根本不存在。第三届杜马不是妥协的杜马，而干脆是反革命的杜马；它不是在掩盖专制制度，而是在揭露专制制度；它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起独立的作用，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人期待它作出进步的改革，没有人认为这个死硬派议会是沙皇制度的真正权力和力量的所在。人们一致认为沙皇制度并不依靠它，而是在利用它，所以沙皇政府无论是延期召开它（象1878年土耳其“延期”召开议会[143]那样），还是用“国民代表会议”之类的东西来代替它，都可以照样实行它现在实行的一切政策。“打倒杜马”的口号就是把主要的斗争恰恰集中在非独立的、非决定性的、不起最主要的作用的机构上面。这样的口号是不正确的。我们应当保留“打倒专制制度”和“立宪会议万岁”的旧口号，因为只有专制制度才仍旧是实际的政权，是反动势力的实际的支柱和堡垒。专制制度的崩溃必然就是作为沙皇制度的机构之一的第三届杜马的垮台（而且是被革命冲垮的），而第三届杜马崩溃这件事本身只能促使专制制度采取新的冒险行动，或者作一些欺骗性的仅仅是表面上的改革的尝试。 
［注：在下一号中我们将考察“杜马”策略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并分析刊登在《工人旗帜报
 》第5号上的一个召回派[144]同志的信，（见本卷第266—282页。——编者注］



现在再往下谈。我们已经说过，在革命的第一个战役的三年中，各政党的阶级性都已经非常强烈非常突出地确定下来了。由此可见，凡是谈论目前的政治力量对比关系，谈论这种对比关系的变化趋向等等，都必须从这些历史经验的具体材料出发，而不应当从抽象的“泛泛之谈”出发。欧洲各国的全部历史都证明：正是在直接革命斗争的时期中，才会形成各阶级组合和各大政党分野的深厚基础，而这种基础以后甚至在漫长的停顿时期中也没有什么变动。个别的政党可能转入地下，潜伏下来，从政治舞台的前台消失，但是只要情况稍有好转，基本的政治力量必然重新出现，它们在形式上可能有所改变，但是只要遭到某种失败的革命所担负的客观任务还没有完成，它们的活动的性质和方向必然和以前一样。因此，举例来说，如果以为，既然劳动派在各地都没有组织，而第三届杜马中的劳动团又特别惊慌失措和软弱无力，所以民主派农民群众已经完全瓦解，它们在新的革命危机的酝酿过程中不起重大作用，那么这就是极端近视的看法。只有正在一天天地堕落为最卑鄙的“议会迷”的孟什维克才有这种看法（只要看看他们对秘密的党组织所进行的真正可耻的叛卖性攻击就够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不仅在我国的黑帮杜马中，而且即使在最理想的资产阶级议会中，代表资格的规定也总是会人为地使得各阶级的实际力量同这种力量在代表机民中的反映不相称。例如，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议会里的力量都显得比实有力量强过百倍（在我国革命中，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就是把立宪民主党人的表面当成了实际）；而另一方面，极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阶层（在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我国是农村小资产阶级）在公开的群众斗争中常常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而从它们在议会里的代表权看来却是根本无足轻重的。

我国农民参加革命的自觉性比自由派资产者、比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差得多。所以他们从革命中感到的失望最大，但是也最有益，得到的教训最惨痛，但是也最有用。他们消化这些教训特别困难，特别缓慢，那是十分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中的许多蔑视一切的“激进派”和社会民主党中某些一提到农民民主派就嗤之以鼻、一看见“开明的”自由派就垂涎三尺的庸人们，都将失去耐性，那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觉悟的无产阶级是不会那么轻易地忘记他们在1905年秋季和冬季亲眼看到和亲身参加过的一切的。而且，我们在估计我国革命中的力量对比时，应当认识到：在现今的俄国，农民运动是社会高潮真正广泛展开、革命危机真正日益临近的必然标志。

我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只有勇敢的切列万宁们和怯懦地宣布同自己的同道者和战友断绝关系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编辑们才能否认这一点。但是，如果有谁根据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这种反革命性作出结论，说他们的反对派立场和不满情绪、他们同黑帮地主的冲突或资产阶级各派之间的竞争和斗争在新高潮的酝酿过程中都不可能有什么意义，那就是极大的错误，真正是改头换面的孟什维主义。俄国革命的经验也象其他国家的经验一样，无可辩驳地证明：当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客观条件存在的时候，最微小的、离开真正的革命策源地似乎最遥远的冲突都可能具有最严重的意义，都可能成为导火线，成为加在杯中就会使水外溢的一滴水，成为情绪转变的开端等等。可以回想一下，1904年自由派的地方自治运动和请愿曾是1月9日这个独特的纯粹无产阶级的“请愿”的前奏。关于地方自治运动，当时布尔什维克并不是反对利用这个运动来进行无产阶级的游行示威，而是反对有人（我们的孟什维克）想把这种示威限制在地方自治会议的大厅里，反对把面向地方自治人士的游行示威捧为最高形式的示威，反对制订示威计划要从尽量不吓倒自由派出发。另一个例子是学生运动。在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国家中，在易燃物不断积累的条件下，这种运动很容易成为一系列事变的开端，而这些事变却远远超过因国家的一个管理部门办事不当而引起的小的局部冲突的范围。当然，社会民主党实行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政策，永远不会去迁就学生的斗争，不会去迁就重新召开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要求，更不会去迁就互相争吵的资产阶级各个派别对问题的提法，永远不会认为这种家庭内部的争吵有什么独立意义等等。但是，社会民主党是整个解放斗争中的领导阶级的党，它必须无条件地利用所有各种冲突，使冲突愈演愈烈，使冲突具有更大的意义，把宣传自己的革命口号同这些冲突联系起来，向广大群众传播有关这些冲突的消息，鼓励他们独立而公开地提出自己的要求等等。在法国，反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在1793年以后就已经诞生并且不断地成长起来，但是它的各个派别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在此后一百年间仍然以不同的形式成为新的革命的导火线，而无产阶级在这些革命中始终是主要的动力，并且把这些革命一直进行到争得了共和国。

现在来看看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这个先进的领导阶级举行进攻的条件问题。莫斯科的同志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强调了工业危机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搜集了有关工业危机的极其令人感兴趣的材料，估计了莫斯科同罗兹的斗争的意义，对某些在此以前占统治地位的看法作了许多修改。只是希望这些材料不要压在莫斯科委员会或莫斯科区域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里，而要把它们整理出来发表，以供全党讨论。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只能就问题的 提法
 表示一些意见。发生争论的是危机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我国工业在短时期的稍微复苏之后，又被近似危机的严重的萧条所笼罩，这是大家公认的）。有的说，工人在经济方面的进攻仍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最近不可能出现革命高潮。有的说，不可能进行经济斗争的情况会推动人们去进行政治斗争，因此最近必然会出现革命高潮。

我们认为，这两种推论从根本上说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毫无疑问，仔细研究工业危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同样毫无疑问，任何有关危机的材料，即使是非常确切的材料，实质上都不能解决革命高潮最近是否到来的问题，因为这个高潮的到来还取决于上千种事前估计不到的因素。没有国内的农业危机和工业萧条这种一般性的条件，就不可能出现深刻的政治危机，这是无可争论的。但是，即使一般性的条件已经具备，也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萧条会把工人的群众性斗争推迟一个时期，或者说 同样的
 萧条在事变的 一定阶段
 上会推动更多的群众和新的力量去参加政治斗争。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密切注视国内整个政治生活的脉搏，特别是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动向和情绪。例如，近来党的工作人员从俄国各地、从各工业地区和农业地区传来的许多消息都证明，群众情绪无疑正在活跃起来，新的力量不断涌现，对宣传的兴趣不断增加等等。把这些现象同群众性学生风潮的开始和重新召开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尝试对照一下，我们就可以肯定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出现了某种打破最近一年半以来完全停滞局面的现象。至于这个转变有多大力量，它是不是公开斗争的新时期的前奏等等，就有待于事实来说明了。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做到的，就是集中力量巩固秘密的党组织，十倍地加强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的宣传工作。只有进行宣传，才能广泛地表明群众的真实情绪；只有进行宣传，才能在党和整个工人阶级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只有把每一次罢工、工人生活中的每一件大事或每一个大问题、统治阶级内部或者统治阶级中某个派别和专制制度的一切冲突、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每一次发言、政府的反革命政策的每一个新表现等等都利用来进行政治宣传，才能够把革命无产阶级的队伍重新团结起来，才能够掌握确凿的材料去判断新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的条件成熟的速度。

现在总结一下。对革命结局和当前情况的考察明显地表明革命的客观任务还没有解决。专制政府的土地政策以及它在杜马中和借助于杜马实行的总政策向波拿巴主义的转变，只能使黑帮专制政府和“野蛮的地主”的统治同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日益扩大。警察和富农对农村群众的进攻使农村群众内部的斗争日益加剧，使这个斗争具有政治自觉性，使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愈来愈和每一个村庄的日常的切身问题联系起来。在这个时候，在土地问题上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是特别需要的。黑帮十月党人杜马正在用实例清楚地表明专制制度可以同什么样的“宪制”“调和”，它即使在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个极狭小的范围内也一个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样就使“争取宪制”的斗争日益变为 反对专制制度
 的革命斗争；资产阶级各派别之间以及它们和政府之间的局部性冲突，在目前情况下恰好会使这种斗争日益临近。农村贫困，工业萧条，全国普遍认识到当前政局没有出路，认识到声名狼藉的“和平宪制”的道路走不通，这一切都在不断地产生革命危机的新因素。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编造什么新口号（如以“打倒杜马！”的口号代替“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而是要巩固秘密的党组织（不管正在埋葬秘密的党组织的孟什维克怎样反动地号叫），广泛开展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通过这种宣传把党和无产阶级群众团结在一起，把无产阶级群众动员起来。







	　　载于1908年11月1日（14日）《无产者报》第3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271—284页

















[142] 无双议院是指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初期于1815年8月选出的议会众议院，当选的议员几乎清一色是贵族和教士。——252。



[143] 1876年5月土耳其新奥斯曼党人发动政变。同年8月登上苏丹宝座的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假意发表立宪誓约，于1876年12月颁布了土耳其的第一部宪法。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宣布“延期”召开议会，并于1878年2月解散了议会。30年后，即1908年，在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革命后，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才被迫恢复了1876年宪法，签署了召开议会的诏书。——253。



[144] 召回派是1908年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出现的一个机会主义集团，首领是亚·亚·波格丹诺夫，主要代表人物有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马·尼·利亚多夫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掩护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停止在合法和半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宣称在反动条件下党只应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召回派的变种最后通牒派则主张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党团必须无条件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否则即将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召回。召回派的政策使党脱离群众，把党变成为没有能力聚集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宗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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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一伙人怎样维护修正主义

（1908年11月13日〔26日〕）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即普列汉诺夫一伙人对我们在《无产者报》第37号上分析过的马斯洛夫同志的信 
［注：见本卷第225—234页。——编者注］

 所写的按语，已经印成单页，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8—9号合刊的《增刊》出版。

这个篇幅约等于《无产者报》半栏的《按语》应当引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注意，因为它表明普列汉诺夫一伙人怎样为了微小的派别利益竟用极不体面的诡辩方法 维护
 理论上的修正主义。请看事实。

“对于在西欧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反动影响下发生的、力图推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基本原理的 修改
 （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来说，我们是最坚决的和绝对不可调和的敌人。”按语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最坚决的和绝对不可调和的敌人”，恐怕很难说得更干脆了吧？在普列汉诺夫一伙人的 诺言
 中很难找到比这说得更好听的了。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那些修正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在对待马斯洛夫的态度上
 （可是是为马斯洛夫的论文、就马斯洛夫的修正主义问题而写的）出现了一个精采的“但是”。

普列汉诺夫一伙人宣称，“但是，我们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派信徒，我们清楚地了解，在某个问题上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分歧，不仅可以不违背他们的观点，不否定他们的方法，而且可以完全忠实于他们的观点和方法”。接着就是例子：社会民主党人库诺在“母权制起源”的问题上“同恩格斯有局部的分歧”，但是“只有脑子有毛病的人才会想到要根据这一点宣布他是修正主义者”。


　　“对于马斯洛夫同志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上的观点，我们的态度也象上面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同意他的观点（《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按：“马尔丁诺夫同志在《呼声报》第1号上曾特别作了保留，声明他不同意马斯洛夫同志对绝对地租理论所作的修改”），但是我们并不把他的观点看作修正主义……”



　　现在读者可以看到普列汉诺夫一伙人是怎样推论的了。我们是“修正主义的绝对不可调和的敌人”， 但是
 ，“我们并不把他的观点〈马斯洛夫在绝对地租理论上的观点〉看作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要推翻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而马斯洛夫只是在局部问题上同马克思有分歧。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一伙人的辩护词，最后还以亨·库诺为例加以说明。请问读者，哪怕只是稍微有点头脑和稍微公正一些的读者，这难道不是诡辩吗？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竟被说成是“局部问题”！关于地租理论的分歧竟同库诺在母权制起源问题上与恩格斯“有局部的分歧” 相提并论
 ！！普列汉诺夫一伙人显然是把他们经常用这种说明加以教诲的孟什维克看作小孩子。只有极端不尊重自己和自己的读者的人才能在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使用这种马戏团小丑的手法。普列汉诺夫本人（和他的一伙人）的按语一开头就郑重其事地说，修正主义是要推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的 基本原理
 。结果怎样呢？普列汉诺夫一伙人对马斯洛夫的态度是否违背了 这个
 论点呢？是，还是不是？或者是普列汉诺夫一伙人为了 掩盖
 自己的思想才来写这个按语的呢？

马斯洛夫在一系列的论文和他的《土地问题》的一系列版本中都声称：（1）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是不正确的；（2）这个理论的出现是因为第3卷是一部“草稿”；（3）“土地肥力递减”是 事实
 ；（4）假如绝对地租理论正确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不正确，那么俄国的民粹派和全世界的修正主义者都可以说是正确的了。

《无产者报》上的那篇文章正是指出这四点以驳斥马斯洛夫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战也就从这篇文章开始了。请看普列汉诺夫一伙人的所作所为。第一，他们小心翼翼地只谈地租问题，就是说，根本不谈其余的问题。这不是维护修正主义吗？普列汉诺夫一伙人是不是想否认，对马克思关于土地肥力递减的规律和“事实”全属无稽的学说加以修改，是“在西欧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反动影响下发生的”呢？第二，把绝对地租学说拿来同局部问题，同母权制起源问题上的（“局部的”）分歧同等看待！

这是耍花招，先生们！你们是用这种花招来掩盖自己公开维护修正主义的行为，因为 你们不敢
 直截了当地说，承认绝对地租和否认土地肥力递减的规律（或“事实”） 不
 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土地问题方面的“ 基本原理
 ”。你们为了维护“自己人”，就使马克思去迁就马斯洛夫， 为了
 马斯洛夫而把马克思 学说的基本原理
 宣布为“局部的分歧”。你们这样做就证实了《无产者报》第33号 
［注：见本卷第164—165页。——编者注］

 上针对法穆索夫式孟什维克理论家所说的话，这班理论家为了奖赏自己的家奴，就同意把马克思的经济 理论
 划为“局部问题”，把它和母权制起源问题相提并论。

普列汉诺夫一伙人是“修正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但是，如果你是孟什维克，那就不用害怕这些吓人的字眼！请到“《呼声报》编辑部”去一趟就会知道，不可调和对孟什维克来说是非常可以调和的，已经调和到编辑部同意把“推翻理论”同“母权制起源问题上的分歧”相提并论了。赦罪符卖得不贵，廉价拍卖已经开始，请光顾吧，最可敬的公众！

再往下看。普列汉诺夫一伙人声称，他们不同意马斯洛夫在地租问题上的观点。他们写道，马尔丁诺夫对此已经声明保留。被《无产者报》编辑部称之为“马斯洛夫的护身天使”的“那个人”（即普列汉诺夫），“不止一次地〈请听！〉跟马斯洛夫同志 在报刊上争论过
 〈黑体是《呼声报》用的〉与我们的土地纲领有密切关系的问题”。

一字不差，普列汉诺夫一伙人的《按语》中的原话就是这样！

孟什维克同志们，向你们的编辑部学写辩驳文章吧。你们已经有了一个典范了。这里谈的是修正主义，争论的起因是普列汉诺夫究竟是出于理论上的不可调和性还是 仅仅
 出于微小的派别私怨而在党的机关报上称他的许多论敌为先生，可是在“辩驳文章”里却说，普列汉诺夫跟马斯洛夫“不止一次地在报刊上争论过”的， 不是地租问题
 ， 也不是
 马斯洛夫背弃马克思理论的问题。

能找到比较客气的话来形容这种手法吗？普列汉诺夫这个喜欢在理论上争论并且往往很善于把争论变成运动的人， 竟一次也没有
 跟马斯洛夫 争论过
 构成马斯洛夫的修正主义的问题，即关于他否认绝对地租、认为这个“理论是草稿”、维护土地肥力递减的“事实”以及马斯洛夫要是驳不倒马克思，民粹派和修正主义者可不可以说是正确的问题。普列汉诺夫一次也没有争论过 这个问题
 ，他所争论的完全是另外的问题，即所谓局部问题，而信奉孟什维主义的达尔杜弗[145]之流又为这种局部问题蒙上一种极为暧昧的、意在迷惑读者的含混的外交辞令：“与我们的土地纲领有密切关系的问题”！！

真是妙不可言！对于用这种方式开始维护修正主义的普列汉诺夫一伙人，怎能不表示祝贺。同时又怎能不想起克列孟梭那样的政客来。克列孟梭是反动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跟反动派“不止一次地争论过”，但是现在反动派干起来了，而克列孟梭则声明保留并且……唯命是从。普列汉诺夫是修正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普列汉诺夫跟马斯洛夫“不止一次地争论过”（什么都争论过， 就是没有
 争论过马斯洛夫的修正主义）。现在，马斯洛夫写文章反对马克思，马斯洛夫在《呼声报》上重复他的反对马克思理论的论据，而普列汉诺夫一伙人仅仅 声明保留
 ！著作家先生们，买一张赦罪符吧，请登记加入孟什维克吧。你们明天就可以在《呼声报》上驳斥马克思的价值论，只不过在按语中有一个保留：编辑部“不同意……”

普列汉诺夫一伙人在这个按语中质问我们：“《无产者报》是不是企图为自己的想法‘寻找论据’，证明马斯洛夫关于绝对地租的议论同否定国有化的纲领有联系呢？”好的，好的，最可爱的“不可调和的人”。下面就提出一个简短的 论据
 给你们做引子：


　　“如果不懂得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能够懂得资本主义社会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土地私有制的意义吗？”



　　“不可调和的”普列汉诺夫一伙人，请跟马斯洛夫商量商量，然后就请回答 这一个
 为你们提供了所需要的论据的问题！





	　　载于1908年11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39号责任编辑：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285—289页

















[145] 达尔杜弗是法国剧作家让·巴·莫里哀的喜剧《达尔杜弗或者骗子》里的主角，是一个集贪婪、伪善、奸诈、狠毒于一身的伪君子的典型。——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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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封来信

（1908年11月13日〔26日〕）


我们在这一号《无产者报》上刊登了两封来信，一封是一个召回派工人写的，曾刊登在《工人旗帜报》第5号上，该报为这封信加了按语，表示编辑部不同意这些看法，发表这封信是供讨论的；另一封是彼得堡工人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写的，本报刚刚才收到。这两封信，我们都全文发表。我们很清楚，可能有些恶意的批评家会从这两封来信中抓住个别地方或词句，任意加以歪曲，由此作出与这两位在极不利的秘密条件下匆忙写信的人的原意相去甚远的结论。不过这样的批评家是不值得理睬的。凡是认真注意目前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现状的人，恐怕都会同意我们的看法，认为这两封信十分明显地说明了我国觉悟工人中的 两个派别
 。这两个派别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所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的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在显露出来。同时因为第三个派别，即公开露骨地或者暗中偷偷地埋葬党的孟什维主义派，在地方组织内几乎完全没有地位，所以说上述两种派别的斗争就成了我们党内 众所瞩目的事件
 。因此，对“两封来信”必须加以详细的分析。

两位写信者都承认，我们党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政治上，都存在着危机。这是事实，隐瞒这种事实是愚蠢的。应当弄清楚产生危机的原因和克服危机的方法。

现在，先谈谈彼得堡人的来信。从他的整个来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认为产生危机的原因有二。一方面，由于缺少工人出身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知识分子几乎全部脱党以后，许多地方的组织就陷于瓦解，也无法把由于严酷的迫害和群众的冷漠和疲倦而人数大减的队伍集合和团结起来。另一方面，写信者认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过分着重“时局”，就是说，集中力量宣传迫切的革命策略问题，而没有集中力量宣传社会主义，加强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工人成了革命者，成了民主主义者，可就是没有成为社会主义者”，所以在一般民主主义运动即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浪潮低落的时候，他们中间有很大一批人离开了社会民主党的队伍。这位彼得堡人在谈到这个看法的时候，尖锐地批评了“凭空”“发明”口号的做法，要求更严肃地进行宣传工作。

我们认为，写信者在反对一个极端的时候，有时走上另一个极端，但是整个说来，他的观点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决不能说，过去利用时局问题来“发动许多运动”是个“过失”。这是夸大的说法。意思是说只看到 目前的
 条件而忘记了 过去的
 条件，写信者实际上自己纠正了这一点，因为他也承认“在无产阶级直接发动的时候当然是例外”。现在，我们试以两次性质极其不同和时间相隔甚远的发动，即1905年秋抵制布里根杜马[146]和1907年初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为例来谈一谈。在这样的时刻，一个有点朝气和生命力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可以 不
 把注意力和鼓动工作主要集中在当前的口号上呢？在这两个时期，领导无产阶级群众的社会民主党是否可以 不
 把党内斗争集中在决定群众的刻不容缓的行动的口号上呢？是参加布里根杜马还是搞垮这个杜马？在选举第二届杜马的时候，是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还是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只要把问题明确提出来，并且回想一下这一不久以前的情况，就不难作出回答。当时为这个或那个口号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并不是由于党的“过失”，而是由于客观上必须迅速而一致地作出决定，因为当时没有一个事先已协调一致的党，党内存在两种策略，两种思想派别，即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

同样也不应当把情况说成这样，好象宣传社会主义和在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当时做得很不够。这不是事实。就在1905年到1907年这个时期，在俄国传播了大量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理论书刊（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这些书刊还 一定会
 开花结果。我们不要丧失信心，不要使得群众也象我们一样没有耐心。在这么短的时期内，向根本不知道和几乎没有接触过社会主义书刊的群众传播了 这样
 多的理论书刊，一下子是消化不了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书刊不会不起作用。 它播下了种子
 。它正在成长。它一定会开花结果，不过可能不是在明天，也不是在后天，而要更晚一些，因为我们不能改变新危机成熟的客观条件，不过它一定会开花结果。

尽管如此，写信者的基本思想却含有一个深刻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成分和倾向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无论是机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或革命民主主义的）成分和倾向之间 不可避免地
 要有某种交叉结合的情况。在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农民”国家中，没有无产阶级某些阶层和小资产阶级某些阶层的客观融合，就 不可能
 出现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的过程中，这时必然会发生分化，彼此划清界限， 再一次划分出
 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分子， 清除
 他们中间那些仅仅由于口号“鲜明”或者由于要和立宪民主党人共同争取“全权杜马”而“混进运动的人”（用德文说，就是Ｍｉｔｌａｕｆｅｒ）。

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派别在不同程度上都发生了这种分化的过程。无论孟什维克或布尔什维克的人数都减少了，这是事实！我们不要害怕承认这个事实。当然，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党的左翼已经避免了党的右翼所发生的那种土崩瓦解和意志消沉的局面。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在原则上不坚定，就不能不造成土崩瓦解的局面。事态最后必将 实际
 证明，哪一派会保持而且是怎样保持更大的组织上的团结、无产阶级的忠诚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这个问题只能由实际生活来解决，而不能由议论、诺言、誓言来解决。混乱和动摇的情况依然存在，这种情况需要澄清。要澄清这种情况，就必须 再来一次分化
 。

现在举个小小的例子，也就是用“监狱居民”（按法院监察官的说法）的成分，换句话说，用那些因政治案件入狱、流放、罚做苦役和流亡国外的人的成分，来说明我们的看法。这个成分可以正确地反映昨天的实际情况。那些住在遥远的和不太远的地方的“政治家”，现在的特点就是政治观点和思想情绪五花八门，杂乱无章，对于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革命把非常广泛的各阶层人民卷入了政治生活，常常使许多不相干的人、许多“一时的骑士”和许多新手浮现出来，因此其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根本没有什么完整的世界观，这完全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在几个月的狂热中是建立不起完整的世界观的，而在我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大多数革命者的平均“寿命”恐怕不过是几个月。因此，在被革命激发起来的新阶层、新集团、新革命者中间再一次发生分化，是完全必然的。这种分化现在正在进行。例如，许多孟什维克所干的埋葬社会民主党的勾当，实际上意味着这些可敬的先生在 埋葬自己
 社会民主党人的称号。我们完全用不着害怕这种分化。我们应当欢迎、促进这种分化。有些脆弱的人一定会到处叫嚷：又是斗争！又是内讧！又是论战！就让他们乱发怨言吧。我们的回答是：不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无法形成的。在我们俄国，这样的党甚至在当前艰苦的时刻也在逐渐形成，而且 一定会最后形成
 。能达到这点的保证就是俄国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对我们的影响，1905—1907年的第一个战役的革命趋势等。

为了促进这种新的分化，必须加强理论工作。俄国的“时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以及这个工作的深入和扩大，不决定于某些人的情绪，不决定于个别集团的热心，甚至不完全决定于那种使许多人不得不远离“实际”的外部警察条件，而决定于国内的整个客观情况。当群众消化直接革命斗争的无比丰富的新经验的时候，为捍卫革命世界观即革命马克思主义而进行理论斗争就会成为迫切的口号。因此，这位彼得堡人强调必须深入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必须研究新的问题，必须用一切办法鼓励和发展学习小组，这些小组可以从工人中间培养出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的群众领袖，——这是十分正确的。在这方面，党 支部
 （一提起这个字眼，唐恩之流就要大发羊癫风）的作用特别大，机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所深恶痛绝的“职业革命家”也应当起新的良好作用。

但是，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在这里一方面坚持了完全正确的意见，另一方面在某些问题上却走了另一个极端。例如，他错误地从“重要问题”中勾销了研究三年来的革命经验、研究群众直接斗争的实际经验教训、总结革命的政治鼓动工作等等问题。也许这不过是写信者叙述时的疏漏，或是因为写得匆忙而产生的个别错误。在尽量广泛的工人面前研究这些问题，总结这些问题，要比官僚和自由派所津津乐道的斯托雷平俄国的“地方法庭”、“地方自治”和其他类似的“改革”问题重要得多。在黑帮杜马和黑帮专制制度条件下，这些“改革”必然是一场滑稽剧。

不过，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坚决反对“发明口号”，特别是反对“打倒杜马”或“打倒党团”的口号，这是做得完全正确的。他极其正确地针对这种“惊慌失措的现象”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宣传和鼓动工作，以巩固社会民主党，巩固为机会主义者深恶痛绝的党的传统，保持工作的继承性，扩大并巩固 这个
 党和 先前的
 党（就让机会主义者《呼声报》的编辑们大发雷霆吧！）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

现在，我们来看看莫斯科人的来信，并对这封信的中心思想即臭名昭著的“召回主义”进行批判。自从少数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提出他们关于召回主义的著名决议（见《无产者报》第31号）起，我们就在《无产者报》上不止一次地表示反对召回主义。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系统地论证召回主义的初次尝试，这也是代表莫斯科的少数布尔什维克的。我们就来仔细看看这个论证吧。

这位召回派同志所根据的前提是正确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客观任务并没有完成，“革命并没有被消灭”。但是，他从这个正确的前提作出了不正确的结论。他问道：“我们党应当去适应什么情况呢？去适应停滞年代还是去适应新的社会高潮？”错误就是从这里来的。从革命并没有被消灭这一点只能得出结论说，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必然到来。从这一点中既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个高潮将使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 完全
 照老样组合起来（重新组合的时间可能需要很长，会超出我们和我们论敌的乐观估计）；也不能得出结论说，譬如经过 一年
 的停滞之后，不可能有“社会高潮”（应该说：革命高潮）。停滞时期已经一年多了，现在我们还是处在停滞时期。这位召回派同志自己也承认：“很难断定，甚至不可能断定， 将来
 把……群众 发动起来
 的外在原因是什么。”不仅这样，写信者自己要求党“使我们的策略和组织来适应它〈革命，即革命高潮〉，而不是来适应我们目前不景气的政治时期”，并且建议根据不景气的时期、疯狂的警察迫害、各委员会不能同工人群众公开和直接往来的情况来改建组织。毫无疑问，在高潮到来的情况下，写信者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组织方案，不会将它提到首位的。就是说， 实际上
 他自己推翻了自己的提法，用自己的 实践
 纠正了自己的 理论
 。他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对理论前提阐述得不正确。从新高潮必然到来中应当得出结论说，必须保存旧纲领和我们全部群众工作的旧革命口号，必须使党和群众系统地做好迎接新的革命战斗的准备。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高潮已经来到或尚未来到，应当“适应”高潮初起的时候或达到顶峰的时候。说新的革命高潮（在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的小高潮之后）必然到来，这个论点无论在1897年，1901年或是1905年初，都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在这三个时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做到了根据危机成熟的不同条件运用自己的策略。1897年我们拒绝了总罢工“计划”，认为这是空谈，我们做对了。1901年我们没有把起义的口号提到日程上来。1905年1月9日以后，这个口号和群众性罢工都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正确地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们完全不是想用这些话来说明，新的高潮一定（或者“大概”）也会来得这样缓慢。恰好相反，全部材料和欧洲革命的整个经验都使我们相信，速度会比1897—1905年快得无法比拟。但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一向
 是在高潮的不同 时机
 把不同的口号提到首位，这始终是个事实。这位召回派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忘记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这个经验。

其次，这位召回派同志在谈到杜马党团的时候，首先提出一个前提：“杜马党团是党的自然顶峰，也可以说是党的外交代表。”这是不对的，写信者夸大了党团的意义和作用。写信者象孟什维克那样，过分地夸大党团的作用，难怪人们说，两极相通！孟什维克根据党团是 党的
 “顶峰”这个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必须使党适应于党团；召回派根据党团是党的“顶峰”这个观点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糟糕的“顶峰”对党有致命的危险。孟什维克和召回派的前提都是错误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甚至在最“理想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条件下，都不会同意把自己的议会党团看作党的“自然顶峰”，看作党的“外交代表”。这个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我们派代表参加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黑帮的代表机关不是为了办外交，而是为了进行一种特殊形式的党的辅助工作，为了从特殊的讲坛上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人政党的议会党团甚至在“理想的”民主选举制度下，也总是带有某些一般的资产阶级选举的烙印，例如，它和党的整体比较起来，总是带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味”，因此我们永远也不把党团看作党的“顶峰”。党团不是总参谋部（如果除了写信者用的“外交”方面的比喻之外，也容许用“军事”方面的比喻的话），它在有的场合更象一队号兵，在有的场合更象一队侦察兵，或者说是某一辅助“兵种”的一个组织。

这位召回派同志把党团从 辅助的党组织
 变成了党的“顶峰”，是为了 夸大
 党团的意义，使我们派到资产阶级黑帮杜马中去的这支队伍的活动具有根本错误的性质。

但是，可能写信者已经不再坚持这种“顶峰”论了。他在自己文章的另一个地方说得很正确：“促使党参加选举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希望杜马讲坛能起宣传鼓动作用。”这是对的，而写信者对这个正确论点表示异议就显得特别不对头了，他写道：“但是，实际情况表明，第三届杜马中的鼓动毫无用处，第一，因为党团本身的成分有问题，第二，因为群众对于塔夫利达宫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漠不关心。”

现在，我们先从后边来分析这个错误百出的论点。鼓动毫无用处， 因为
 群众对于杜马内发生的一切事情漠不关心。这是什么意思？应当怎样理解？这样说，按照这种奇怪的逻辑，必须“召回”的不是党团，而是“漠不关心”的“群众”！我们大家知道，在杜马中实行的是专制制度的政策，是黑帮地主和大资本家十月党人支持沙皇政府的政策，是爱说漂亮话的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对沙皇政府卑躬屈膝的政策。对“塔夫利达宫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漠不关心，也就是对专制制度、对专制制度的全部内外政策漠不关心！写信者按照改头换面的孟什维主义的精神发表议论了。“如果群众漠不关心，社会民主党人也应当漠不关心。”但是，我们是 引导
 群众走向 社会主义
 的党，而决不是每逢群众情绪转变或情绪低落的时候就跟着瞎跑的党。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群众抱冷漠态度，或者陷于某种错误，热中于某种时髦思想（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无政府主义、布朗热主义[147]等等），但是坚定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也不受任何群众情绪转变的影响。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实行了不对头的政策，那可以而且应当批评他们不对头的政策，但是，说鼓动毫无用处，是 因为
 群众漠不关心，那就不是站在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发表议论了。

“群众漠不关心”也许并不等于对沙皇政府的政策一概漠不关心吧？就是说，对于杜马内发生的一切事情漠不关心的群众，譬如对于讨论象街头游行示威、新的罢工、起义、革命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党内生活等等问题 并不是漠不关心
 吧？写信者的不幸就在于，看来他正是这样想的，可是 不好
 直截了当地说出这种十分明显的毫无意义的话。如果写信者确实能说明和证明，群众目前对一般的政治丝毫没有抱漠不关心的态度，相反，对更积极的政治形式非常关心，那么问题当然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我们度过的一年不是沉寂、消沉和所有社会民主党组织及工人组织瓦解的一年，而是群众显然很关心直接革命斗争形式的一年，那么我们会首先承认是自己错了。这是因为只有那些假装看不见马克思、拉萨尔、李卜克内西在各个革命时期的工作经验的孟什维主义“议会迷”，才会不顾革命时期的条件，始终笼统地主张参加一切代表机关。象对待任何政治问题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必须 具体地
 而不是抽象地对待是参加还是抵制第三届杜马的问题，要估计到 整个
 革命形势，而不能只凭一个极为简单的想法：“既然有代表机关，就应该当代表。”如果群众对政治非常关心，那就意味着危机日益增长的客观条件已经存在，意味着一定的高潮已经出现，在这个高潮的力量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群众的情绪必然会表现为 群众的行动
 。

关于这个问题，这位召回派同志自己也承认说：“它的〈党团的〉活动中的每一个变化都同政治制度的变化有密切联系，而现在我们还无力影响政治制度……”为什么这位召回派同志认为，我们现在不仅无力改变政治制度， 甚至
 无力影响政治制度呢？显然是因为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他所注意的只是无产阶级群众的行动，他认为 现在
 没有可能采取这种行动，认为谈论这种行动是无聊的。但是，请看一看他同时怎样“颠倒是非”把针对召回主义的论据用来反对我们吧。

他写道：“ 要冲破
 把代表与群众隔开的警察障碍，要使党团的发言更尖锐和更鲜明，总之，要把党团的工作同无产阶级的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也许工人才会承认党团有积极的方面；但是，由于它的活动中的每一个变化都同政治制度的变化有密切联系，而现在我们还无力影响政治制度，所以必须抛弃关于扩大和加强党团工作的任何幻想！……”

既然扩大和加强党团工作取决于“冲破警察障碍”，那为什么结论又说，“抛弃关于改进党团工作的幻想”，而不说，抛弃关于冲破警察障碍的幻想呢？？写信者的话显然不合逻辑，他的论断应当改成这样：必须进行坚持不懈的工作，来改进党的整个活动和党与群众的各种联系，这样一来，必然会冲破一切警察障碍，特别是会加强党和党团的联系，加强党对党团的影响。而写信者却正是要求 我们
 这些反召回派去“冲破警察障碍”，这样，他也许可以同意抛弃召回主义。但是，他这样做，也就是把各种政治现象的实际联系和互相依赖关系弄颠倒了，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如果群众“现在”不仅能够“影响政治制度”（每一次成功的政治性游行示威都能影响政治制度），而且能够冲破障碍，那么我们说，召回派同志，可能你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群众 现在
 就能冲破第三届杜马的“障碍”，那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派一支队伍到这个杜马里去可能就没有意义了。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你自己说，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你自己也同意，在目前的情况下，需要更严肃更顽强地进行准备工作，来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

你说了“党团的成分”。如果提出召回是为了 改变
 党团的成分，这个理由也可以考虑，看看在本届党团辞职以后，在重新选举的时候党团的成分能不能改善。但是，写信者的意思根本不是这样。他不仅要召回杜马党团，而且要取消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的任何代表，宣布参加杜马是错误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用“党团的成分”来论证召回主义，就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意志薄弱和缺乏信心的表现。我们党赢得了一个成果，就是我们使黑帮分子不得不从工人复选人中选举了我们党的候选人即社会民主党人。难道我们应当承认不能指望这些党员工人在杜马讲坛上简单明了地论述社会主义吗？难道我们应当在同资产阶级“内行人”[148]（请看一看这一号报纸上发表的关于党团问题的来信吧，这封信出色地写出了这些人所带来的恶果）进行了几个月的斗争以后，承认无能为力吗？难道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党在暂时沉寂和停滞的时期，没有能力派出善于当众论述社会主义的工人社会民主党员吗？这不是政策，而是神经失常。当然，在这方面，我们的杜马党团本身首先要负责任，因为正是由于它和完全是由于它犯了这些严重的错误，才使得对杜马党团的不满情绪变成了召回主义。但是，我们决不能让正当的不满把我们推向采取错误政策的道路。决不能这样。我们应当而且一定会坚决而顽强地努力使党和党团接近，使党团得到改善。我们不会忘记，在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经历中有些事例表明，那里的党团同党的斗争比我们第三届杜马时期长久得多，尖锐得多。我们来回顾一下德国的情况吧。在德国实行非常法时期，党团采取了一系列令人难以容忍的反党的机会主义步骤，（如投票赞成航运补助金[149]等等）。德国党当时在国外有一个每周出版一次的中央机关刊物，定期送到德国境内。虽然警察的迫害非常厉害，虽然革命形势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不如现时的俄国，但是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却比目前我国的党组织要广泛得多，巩固得多。德国社会民主党同自己的党团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大家都知道，那些只知乱喊乱叫而不去努力改善党团的盲目拥护“青年派”[150]的人，下场是很糟糕的。而党的胜利表现为党制服了党团。

在我国，党为了纠正党团的错误而同它进行的斗争不过刚刚开始。我们还没有一次党代表会议坚定明确地告诉党团必须纠正其策略的某些特定的方面。我们还没有一个定期出版的中央机关刊物来代表全党监督党团的每一个步骤，指导党团的工作。我们的地方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就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的每一次发言向群众进行鼓动，同时说明这次或那次发言中的各种错误），做得还很少很少。可是，竟有人劝我们撒手不管，承认斗争没有希望，在象1908年这样的时期不要利用杜马讲坛。再说一遍，这不是政策，而是神经失常。

你说，没有鲜明的言论。谈到这些“鲜明的言论”，应当分清两个问题，第一，党的消息很不灵通；第二，关于鲜明的言论问题的提法本身包含着极为严重的原则性错误。

关于第一个问题应当说，在以往，凡是想实事求是地批评党团的人都指出了一系列确实严重的错误（如宣言；投票赞成拨几百万巨款给施瓦尔茨；同民族民主党人[151]进行协商；认为宗教对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对1908年10月15日的质询没有发表言论；没有明确地批评立宪民主党人，等等）。孟什维克认为，除了契利金的一次发言以外，一切都非常好；象他们那样闭口不谈这些错误，是一种非常卑劣的行为。我们不应该闭口不谈这些错误，而应该在我们地方的和非地方的机关刊物上，在每一次集会上，在向群众散发的关于每一次发言的鼓动传单上，公开说明这些错误。在对党团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方面，在向无产阶级群众介绍这些批评方面，我们做的工作还太少。我们每个人都应当随时随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只要我们动手做这项工作，我们就会看到，党团有许多的发言，特别是许多根据中央代表的指示并经中央代表同意而拟定的程序提案，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作了 正确的
 论述，这些材料刊登在杜马记录和《俄国报》[152]附刊上，但我们在群众鼓动中连百分之一都没有用上。毫无疑问，应当批评党团，闭口不谈它的错误是不老实的行为。但是，我们大家也应当巩固各地的组织，利用党团的每一次发言开展鼓动工作。只有把这两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才确实称得起是坚定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只有这种结合才能帮助我们胜利度过“不景气时期”，加速新高潮的到来。

其次，写信者在强调“没有鲜明的言论”的时候说：“有人认为〈谁认为？是几个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吗？〉，社会民主党迁就了现状，想进行和平的文化工作；党团的存在好象就是证明：革命不是在口头上，就是……在实际上已被埋葬。虽然这个意见并不正确，但是我们要驳倒它，就不能用论据，而要用事实。”可是写信者为了“改造”向群众“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对杜马的态度这方面的整个策略而提出的唯一“事实”就是召回党团！结果，召回党团倒被看作驳斥“革命被埋葬”这种说法的“事实”，被看作 强调指出
 新策略的“鲜明言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说，写信者没有正确理解“鲜明言论”和“鲜明”口号的一般含义。我们布尔什维克1905年提出了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口号，这个口号之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它“鲜明”，而是因为它 正确地
 反映了 客观
 情况：当时存在着日益增长的高潮，而沙皇制度企图用召开立法咨议杜马的诺言来消除这个高潮。我们在1906年夏提出了“成立支持起义的左派执行委员会，不支持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的要求”这个口号。这个口号之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它“鲜明”，而是因为它 正确地
 反映了 客观
 情况；当时的事态证明：立宪民主党人阻碍了斗争，他们在1906年6月同特列波夫进行的秘密谈判说明了政府在耍手腕， 真正的
 搏斗在杜马被解散以后已经而且应当在另一个基础即武装斗争的基础上进行（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起义是士兵和农民暴动的顶点）。我们在1907年提出了不与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而要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口号，这个口号之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它“鲜明”，而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 客观
 条件。圣彼得堡的选举和第二届杜马的各次表决（和辩论）都证明，“黑帮危险”是无稽之谈， 实际上
 是把立宪民主党人和反动派一起反对，而不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反对反动派。

毫无疑问，在革命时期有些人投靠我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懂得用 马克思主义的
 标准来衡量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和策略的正确性，而只不过是因为这些口号和策略“鲜明”。在目前低潮时期，我们队伍里留下和将会留下的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并不感到可怕，而是感到高兴。请这位召回派同志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论断吧：要驳倒革命被埋葬这种说法，不应当用言论，而应当用事实， 因此
 我们就要召回党团！这个论断是根本不对的。靠召回党团来 强调指出
 革命没有被埋葬，也就等于 埋葬
 那些能够实行这种政策的“革命者”，因为这种“革命性”就是表明，在“目前”客观条件所要求进行的、不能逃避或推委的艰巨、困难而缓慢的工作中，他们已经惊慌失措，无能为力。

最后，我们要指出，这位召回派同志在自己的信的末尾提出的最近工作的 五点
 计划，正确地说明了当前的任务， 推翻了
 他的不正确的策略。再说一遍，这位召回派同志的 实践
 胜于他的理论。他说必须有巩固的秘密组织，这是完全正确的。他大概不会坚持由中央委员会“任命”委员会委员这种极不实际的做法。我们不要忘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职业革命家正在代替，或者确切些说，正在帮助知识分子出身的职业革命家（不管孟什维克对此表示多么愤恨，但这是事实），所以新的秘密组织与过去的组织不会 完全
 相同，也不应当完全相同。另外，我们认为，计划第一点的最后一句话“使党支部彼此隔离”是偶然的失误，对此不能苛求。实际上，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组织不会使现在分散的支部隔离，而会使它们接近。这位召回派同志强调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和实行鼓动工作的“调查制度”特别重要，这是完全正确的。“群众同党的生动联系”，“吸引群众来讨论鼓动口号”，这确实是 迫切的问题
 。承认 这
 是迫切的问题，也就批驳了各种“发明的”（按米·托姆斯基的精辟说法）口号，也就比任何空论都更好地表明，情况的发展向我们大家，无论是反召回派或是召回派，提出了 一个
 迫切的实际任务，一个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在思想方面，加强社会主义的宣传，在组织方面，巩固秘密的、拥有工人出身的领导人的工人政党，在群众中全面开展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 这项
 工作只要我们能够愈来愈同心协力地做下去，就会使我们大家团结一致；这项工作比光是提几十个最后通牒更能促使我们的杜马党团来改进工作，加强纪律，纠正错误；它会使工作活跃起来，重新造成蓬蓬勃勃的革命形势，教会我们准确地测量高潮增长的程度和判断高潮到来的迹象，把一切僵死的、臆造的、“发明的”召回主义口号一扫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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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布里根杜马即沙皇政府宣布要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的。根据这些文件的规定，在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都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认为可以参加杜马选举并主张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267。



[147] 布朗热主义是19世纪80年代末出现在法国的反动的沙文主义运动，因其领导人乔·厄·布朗热（法国将军，曾任陆军部长）而得名。布朗热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策的不满，在法国开展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的宣传鼓动，其目的是准备政变和在法国恢复君主制。恩格斯认为布朗热主义是波拿巴主义的变种，要求法国社会主义者坚决揭穿布朗热及其追随者的蛊惑性的沙文主义口号。布朗热运动不久即告失败。布朗热本人于1889年逃往比利时，在那里自杀身死。——274。



[148] “内行人”是指在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内充当谋士角色的知识分子集团。这些人大多是取消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如亚·尼·波特列索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等。他们利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处于地下状态、不能公开参加杜马党团工作的机会，企图把杜马党团的活动引上反党的道路。拒绝这些人效劳的问题，就是由此产生的。——277。



[149] 1884年底，德国首相奥·俾斯麦为推行殖民掠夺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发给轮船公司补助金，以便开辟通往亚洲东部、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线。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左翼反对发放航运补助金。而以伊·奥尔、约·亨·威·狄茨等为首的党团的右翼多数，在帝国国会就这个问题正式辩论以前，就主张向轮船公司发放补助金。1885年3月，在帝国国会讨论这个问题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投票赞成开辟通往亚洲东部和澳洲的航线，同时以政府接受它的一些要求，包括新的船只在德国造船厂建造，作为它同意俾斯麦提案的条件。只是在帝国国会否决了这一要求后，整个党团才投票反对政府的提案。党团多数的行为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强烈反对。争论极为激烈，几乎造成党的分裂。恩格斯给了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以坚决批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8—259、259—260、265、289、291、314—315、321页）。——277。



[150] 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产生于1890年。核心成员是一些大学生和年轻的著作家。主要领导人有麦克斯·席佩尔、布鲁诺·维勒、保尔·康普夫麦尔、保尔·恩斯特等。青年派奉行“左”倾机会主义，否定议会斗争和改良性的立法活动，反对党的集中制领导，反对党同其他阶级和政党在一定条件下结成联盟。恩格斯同青年派进行了斗争。当青年派机关报《萨克森工人报》企图宣布恩格斯和反对派意见一致的时候，恩格斯给了他们有力回击，指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从此结束了青年派在党内的活动。——278。



[151] 民族民主党人是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民族民主党的成员。该党成立于1897年，首领是罗·德莫夫斯基、济·巴利茨基、弗·格拉布斯基等。该党提出“阶级和谐”、“民族利益”的口号，力图使人民群众屈服于它的影响，并把人民群众拖进其反动政策的轨道。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该党争取波兰王国自治，支持沙皇政府，反对革命。该党在波兰不择手段地打击革命无产阶级，直到告密、实行同盟歇业和进行暗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曾通过一个专门决议，强调必须揭露民族民主党人的反革命黑帮面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党无条件支持协约国，期望波兰王国同德、奥两国占领的波兰领土合并，在俄罗斯帝国的范围内实现自治。1919年该党参加了波兰联合政府，主张波兰同西方列强结盟，反对苏维埃俄国。——278。．



[152] 《俄国报》（《》）是一种反动的黑帮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914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从1906年起成为内务部的机关报。——279。













《列宁全集》第17卷


第三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

（1908年12月1日〔14日〕）


第三届杜马在土地问题上将近一个月的讨论，为研究土地问题的现状、研究革命总结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材料。我们打算根据这些材料，作出一些基本的结论。发言的人自然而然地分成四派：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农民和社会民主党人。狭义的“右派”和十月党人之间的差别已经完全消失。农民在土地问题上无疑是以一个政治派别的姿态出现的，右派农民和劳动派之间的差别只不过是一个派别内部色彩上的差别。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每派采取的立场（括号里的数字是《俄国报》附刊上的速记记录的页码）。

果然不出所料，黑帮“议员”——右派和十月党人大谈其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同农民总条例第12条（该条规定，农民交纳赎金后，有权要求分得一块土地作为私有财产）以及赎买条例第165条等等的相互关系，竭力用法律上的诡辩和档案库的废纸来掩盖自己土地政策的实质。施德洛夫斯基为了把自己装扮成“自由派”而证明说，德·托尔斯泰伯爵关于禁止转让份地等的立法与1861年的“精神”相抵触，而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是符合这种精神的。这全都是装腔作势，目的是要转移农民的视线，掩盖问题的实质。下面我们就会看到，立宪民主党人在很大程度上落入了黑帮的圈套，而对我们社会党人来说，只要简单指出：要把施德洛夫斯基、雷科申先生之流以及沙皇黑帮其他一些奴仆的发言抖落多么厚的一层官腔的尘垢，才能看出他们土地政策的实际内容。那个好象自称是和平革新党人、其实是玩弄司徒卢威先生那套手法的彻头彻尾的黑帮分子李沃夫第一先生，比谁都清楚地表达了这个内容。这个地主的奴仆讲道：“在农民群众中间形成了两极：无权的个人和专横的群众（右边和中间鼓掌）……群众这种状况对法治的〈应读作：地主的〉国家是一种威胁（右边和中间鼓掌）……”“土地应当属于全体劳动者所有，土地就象空气和水一样；我们就是为了获得土地和自由才到这里来的。”这是当时压倒一切的声音。这种声音直接出自农民群众中根深蒂固的迷信和偏见，这种声音表明对政权的一种迷信，觉得政权可以夺取一部分人的东西，而交给另一部分人……接着，李沃夫先生在追溯前两届杜马时说道：“我们来回忆一下，在这里讲了些什么，我一想起这些，心情就很沉重，但我还是要说，我不能不说，大家在土地委员会说了些什么。请设想一下，当时甚至提出象菜园和果园不能侵犯这样的问题，都遭到极其强烈的反驳和反对，只是以微弱的多数通过的；当提出一切土地交易都要禁止，不仅向贵族银行抵押土地和向农民银行出卖土地要禁止，而且连土地的买卖，甚至赠送和继承都要禁止的问题时，显然使人产生一种可怕的感觉，先生们，这并不是为地主的利益而感到可怕，而是为国家的状况和命运而感到可怕（中间和右边鼓掌。有人喊道：“说得好”）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现代的国家，是不可能的。”（第293页）

地主国家已经为自己的生存感到“可怕”，对农民群众的“呼声”（和运动）感到“可怕”了。除了建立在保存地主即农奴主土地占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这些先生们简直就想象不出还有其他的资本主义！至于彻底废除一切土地私有制以后，资本主义会得到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这是“有教养的”李沃夫先生们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

为了向群众进行鼓动，介绍一下施德洛夫斯基、鲍勃凌斯基、李沃夫、哥利岑、卡普斯京之流的几段发言，是完全必要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专制政府几乎专门发号施令，有时发表些乌格留姆－布尔切耶夫[153]式的声明。现在，我们看到，统治阶级有组织的代表机关公开为地主君主制和黑帮“宪制”进行辩护，这种辩护为唤醒政治上没有觉悟的或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民阶层，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材料。现在我们来简单谈一谈两个特别重要的情况。第一个情况是，右派在叙述自己的政治纲领的时候，总是向听众提出他们所反对的活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革命。愚蠢的李沃夫明显地流露出他感到革命“可怕”的心理。 所有
 一想起不久前的情况总是咬牙切齿深恶痛绝的人也同样明显地流露出了这种心理。这样从 反革命
 的立场出发直截了当地提出 一切
 问题，使 一切
 考虑服从于一个主要的根本的考虑，即同革命进行斗争，——这包含着一个深刻的真理，使右派的发言比动摇不定的畏首畏尾的自由派的发言珍贵得多（无论是对现状进行科学分析，还是对鼓动工作都是如此）。右派对革命、对1905年底的运动、对起义、对前两届杜马进行攻击时的那种不可抑制的狂怒，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清楚地证明：专制制度的卫士们面临着一个 活的
 敌人，他们并不认为同革命的斗争已经结束，革命的再起时时刻刻都是他们的最现实最直接的威胁。同已死的敌人是不会这样斗争的。对已死的东西是不会这样仇恨的。头脑简单的巴拉克列耶夫先生天真地反映了一切右派言论的这种共同的精神。他说，11月9日法令当然不能推翻，因为它反映了皇上的旨意，同时又说：“诸位国家杜马代表先生！我们生活在革命的时代，而革命，我深信还远远没有结束。”（第364页）巴拉克列耶夫先生害怕11月9日法令的“革命起源”，担心它会燃起新的斗争。他说：“我们正经历着一个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会怎样结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一幅幅极其阴暗的图画，我们的职责就是不支持人民中的骚动和纠纷。”

第二个特别重要的情况是右派的经济纲领，特别是土地纲领。他们维护 农民
 的土地私有制，这种立场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他们的所有发言，包括大主教米特罗范努什卡[154]（米特罗范主教）的发言。这位主教在报告人讲完之后立即起来发言，看来是想吓唬一下农村那些民主的然而是受压制的“神父”，他摆出一副可笑的姿态，竭力抑制喜欢装疯卖傻、爱用教会学校语言（“村社，自古有之”）的习惯，“喃喃地说出了”这样的话：“生活愈来愈朝着个人的个性方面发展”；“应当承认，按照西欧农场主的样子为我国农民建立新的生活方式，是有益的”（第69页）。

试问，为什么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在第二届和第三届杜马中这样坚决地捍卫 农民的
 土地私有制呢？难道只是由于这是“政府最近作出的决定”吗？当然不是！这个决定是在贵族联合会[155]的指使和授意下作出的。地主和资本家非常清楚他们要与之斗争的敌人，非常清楚地感觉到，革命把地主利益的胜利同整个土地私有制的胜利 联系在一起
 ，把农民利益的胜利同整个土地私有制（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的消灭 联系在一起
 。把份地私有制同被剥夺的地主土地公有制结合起来，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很不高明的臆想。 事实上
 ，目前斗争的焦点就是新俄国是由地主来建立（这就不能不保存各种土地私有制），还是由农民群众来建立（这在不破坏 对
 地主土地和 对
 份地的私有制的半农奴制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立宪民主党人。他们的发言既不同于右派，也不同于左派，而是竭力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脚踏两只船。米留可夫先生的发言，只有他作为 历史学家
 、而不是作为 立宪民主党人
 讲的那一部分，才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贵族联合会的历史的非常珍贵的材料，——把这些材料加以综合，是每个 民主主义者
 的荣誉。然而整个说来，盛加略夫、别列佐夫斯基、米留可夫、博比扬斯基、罗季切夫等人都落入了黑帮分子施德洛夫斯基先生的圈套，拼命用法律上的诡辩把听众弄得晕头转向，空谈罗马法认定的“公正性”（“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156]，罗季切夫还用了一个拉丁词：ａｅｑｕｉｔａｓ！“ 我们
 ”在大学里还是学到了一点东西！），堕落到对人阿谀奉承的地步（盛加略夫先生承认自己对斯托雷平的走狗雷科申是“尊敬”的，并证明，在“私有制被视为极其神圣”的国家里，也有强制转让的现象）。从“谨慎的”角度出发来反对11月9日的法令，这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所有发言。有人却责备我们布尔什维克把立宪民主党人叫作自由派地主，玷污了他们。事实上，他们更坏。他们是自由派 官吏
 。所谓“民主派”的政党在国家杜马作 削弱
 斗争的发言，作“谨慎”官吏的说教，卑鄙地赞扬所谓1861年“大改革”的那种农奴主对农民的掠夺和盘剥，不能设想还有什么比这一切更能败坏群众的 民主
 意识了！

攻击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不够谨慎”，就等于卖身投靠，愿意充当这一政策的执行者， 这种人
 能够“谨慎地”完成 同样的工作
 ，也就是说，打着“立宪民主主义”这一错误旗号来推行实质上还是地主的政策，不光依靠暴力，而且还用欺骗农民的办法来推行。请看立宪民主党人发表的许多论调中间的一个，这些论调正是暴露了他们发言的上述用意。博得立宪民主党首领米留可夫先生的特别称赞、并被他称为“精采”发言的别列佐夫斯基先生的发言谈道：


　　“我深信，这个法案〈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法案〉对土地占有者也非常有利〈不仅对农民〉，先生们，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熟悉农业，我自己一生就是从事农业，并且占有土地。从建立文明的农业的角度来看，人民自由党的法案无疑要比现行制度更有益处。不应当光是抽出强制转让这一事实，对这一事实感到气愤，说这是暴力，而应当研究和考虑一下，我们的法案建议实行的办法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制转让的办法是怎样实现的〈真是金玉良言！别列佐夫斯基先生，您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吗？〉。就拿第一届杜马的42位代表的法案来说吧。这个法案只是〈一点不错！〉认为，必须首先转让占有者自己没有经营的土地。其次，人民自由党主张在各地成立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应该在一定期间弄清楚哪些土地应当转让，哪些不该转让，农民要有多少土地才能满足。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应当是一半农民，一半非农民。〈请你讲下去，别列佐夫斯基先生！不要害羞！要知道，事实是掩盖不住的：由于委员会的“中立”主席一定要由地主的政府任命，地主在委员会中永远可以稳占多数。参看立宪民主党的《土地问题》文集第2卷库特列尔的法案。〉这样，各地进行了这项一般的具体工作以后，当然会弄清楚可以转让多少土地，农民需要多少土地，最后农民自己也会相信，他们的正当要求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然后，这一切再提交给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一点不错！〉，经它们修改以后〈就是说，“改革”经过地主和官吏的新的多数再次削减以后！〉，才由陛下批准〈请回忆一下1861年份地额经过同样的最高机关几次三番缩小后的情形〉。进行了这种有计划的工作以后，居民的真正需要就一定会得到真正满足，同时，文明田庄就会安定下来，保存下来，而这种田庄，人民自由党除非迫不得已是决不愿意破坏的。”（第143页）



　　布尔什维克在1906年夏关于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法案所说的 一切
 ，别列佐夫斯基先生在1908年10月都承认了！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公开亮出了他们的改革的民主外貌，而在同特列波夫及其走狗的秘密会议上，却又去证明这种改革的地主性质。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公开亮出了他们的改革的地主性质，而在避开警察同几个还相信无稽之谈的怪人举行的秘密座谈中，却又去证明这种改革的民主性。有两副面孔的雅努斯[157]随风转换自己的“面孔”，时而摆出这一面，时而又摆出另一面。“民主派”居然堕落到这步田地，竟向黑帮死硬派竭力证明自己在革命时期的行为和纲领是不会得罪他们的！我们来把农民的发言和这些发言对照一下。就拿一个典型的右派农民斯托尔恰克来说。他一开始就把尼古拉二世的话照样重复了一遍，什么“神圣的私有权”不容“侵犯”等等。接着，他谈道：“上帝保佑陛下健康。他为全体人民说得很好……”（第295页）最后，他说：“既然陛下说要有真理和秩序，那么我有3俄亩土地，而我的邻居竟有3万俄亩，这当然就不能算是秩序和真理”（第296页）！！请把这个君主派同另一个君主派别列佐夫斯基对比一下。前者是愚昧的庄稼汉，后者却是个受过教育的准欧洲人。前者极端幼稚，政治上极不开展。他不知道，君主制同“秩序”，即同保护3万俄亩土地的占有者的非秩序、非真理之间的联系。后者懂得政治，熟悉维特、特列波夫、斯托雷平之流的全部内幕，研究过欧洲各国的宪法的细节。前者是毕生在3俄亩土地上受煎熬的千百万人中的一个，经济现实 促使
 他们投入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去反对3万俄亩土地的占有者。后者是几万个、最多不过是几十万个地主中间的一个，他给庄稼汉开空头支票，想“安安稳稳地”保住自己的“文明田庄”。前者 可以
 在俄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 消灭
 地主土地占有制，建立农民共和国（不管这个词现在他听起来感到多么可怕），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后者则 不能不
 阻碍群众的斗争（没有这种斗争，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希望那些到现在还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什么意思的人，能够好好考虑一下这一点！

斯托尔恰克的土地纲领就是我们在《无产者报》第22号上谈到过的第三届杜马42个农民代表的土地法案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408—410页。——编者注］

 。这个法案表面上很温和，事实上比立宪民主党人的法案要 左
 ，这是立宪民主党人自己也承认的。这个法案要求由普选出来的地方委员会来讨论给农民分土地的改革，因此，它 事实上
 是革命的法案，因为由各地真正民主选举出来的机关来讨论土地改革，是同保存当前俄国的沙皇政权和地主土地占有制根本不相容的。在反动势力极端猖獗和白色恐怖笼罩一切的情况下，在贵族联合会授意为有利于地主而专门炮制的选举法选举出来的黑帮杜马中， 42个农民
 签署了这样一个法案，——这个情况比任何言论都更有力地证明了当前俄国农民群众的革命性。让机会主义者去证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必须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必须同资产阶级接近吧，觉悟的工人了解了第三届杜马中的争论之后，只会更加确信，没有工农群众不顾资产阶级的动摇和背叛而实行的总攻击，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如果说，斯托尔恰克和基本上站在同样立场上的季托夫神父、安德列丘克、波波夫第四和尼基秋克等代表是不自觉地自发地反映了农民群众的革命性，他们自己不但不敢彻底地讲，而且不敢彻底地想，究竟从他们的发言和建议中应得出什么结论；那么，劳动派在第三届杜马中则是直接地公开地反映了农民的群众斗争精神。劳动派农民最宝贵的发言，就是直截了当地叙述了自己的观点，异常确切地有声有色地表达了群众的情绪和愿望，虽然在纲领方面有些混乱（有的赞同42个农民的法案，有的赞同立宪民主党人的主张），但这样更有力地反映了比任何纲领都更深刻的东西。

请看维亚特卡省的代表克罗波托夫的发言。“我的选民对我说，11月9日的法令是地主的法令……我的选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强迫这样做？……为什么我们的土地要交给地方官去管理？……选民嘱咐我说：你到国家杜马去说，再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象我们那里农民说的那样，它〈11月9日的法令〉刚在我们那里实行，新地主的住宅就着了火……”（第71页）“全部问题在于，要给地主报酬……为什么国家利益要求剥夺穷人的最后一小块土地，而把这些土地交给象我所说的那种只是根据政府制定的法令才得以保留土地的人呢？国家利益不是要求强迫耕种闲置的土地——地主的、官方的、皇族的、寺院的土地吗？……现在，农民每俄亩土地要交11卢布50个戈比的税，先生们，假如公平合理，要所有的人都交同样多的这种税款，土地就真会落入农民手中，而不用强制转让了。为了公平合理，应当实行单一的土地税，那时，土地就会落入劳动群众手中，那时情况就不妙了：谁不愿劳动谁就不纳税……”（第73页）

这个天真的发言包含着多少还没有经过斗争考验的力量，多少渴望斗争的愿望！克罗波托夫虽然希望避免“强制转让”，但他提出的措施 事实上
 等于 没收
 地主土地和实行 全部
 土地国有化！至于这位乔治学说的信徒所说的“单一税”就等于全部土地国有化，这一点克罗波托夫是不懂的，但他表达了 千百万人
 的真正愿望，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

下面是罗日柯夫代表的发言。首先，他说：“先生们，我一个庄稼汉站在这个讲坛上讲话有些费劲……”（第77页）“农民期待于国家杜马的不是11月9日的法令，不是要把我们没有的土地分给我们的法令，而是可以首先保证扩大地块、然后再进行分配的法令。这种法令的基本原则已由47个农民于2月20日联名提出了，但至今毫无进展……现在，土地的主人是地方官……而土地的真正的主人受到强化警卫的束缚……关于购买土地来经营的问题，我国还没有一项特定的法令……规定不准你购买土地来经营……于是，斯塔夫罗波尔省的土地规划委员会于1907年9月16日决定，只有有役畜和农具的人可以购买土地。可是先生们，在这里，在这座大厦里，几乎有一半是地主，他们雇用根据土地规划委员会的决定没有权利购买土地的人。先生们，我们知道，这些人劳累一年只能拿到60—70卢布……这些可怜的劳动者终身要为地主做工，终身要为别人弯腰曲背，而主人在他们背后，却自认为是文明人。”

托米洛夫的发言：“我们认为……唯一的出路是现在就必须在俄国所有的村社内，按照过去的丁口登记，重新分配土地；这种登记应当确定到1905年11月3日为止的男性居民人数。

我国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就是获得土地和自由，但是我们听说，只要现政府执政，土地所有制就是不可侵犯的。（中间有人喊道：“是私有制”）是私有制，贵族私有制。（中间有人喊道：“还有你们的私有制”）如果这是说我们，我们是同意把份地交出来的〈这就是聪明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在斯德哥尔摩讨论全部土地国有化时用来吓唬我们的农民 旺代暴动
 ！〉。比如有个村的农民就同意把自己的份地对等地交出去，然后平均分配。内阁代表的声明总括起来就是说，政权一天不转到农民和全体人民手里，农民就既见不到土地，也见不到政治自由。谢谢这样坦率，尽管这些我们都已经知道了……”（第149页）

“而在1905年，当农民在觉悟分子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右边喧声和笑声），说了一些威胁性的话的时候……贵族们就马上说：‘你们本来已经有了土地，已经给了你们份地。你们就分分那块骨头吧……’”

彼得罗夫第三的发言：“先生们，请回忆一下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统治的时代和农民群众在拉辛领导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激愤情绪（右边有人喊道：“什么！”）……人民的要求在1905年特别强烈地表现出来。要知道当时也是贫困迫使人民走上街头，庄严宣告自己需要什么”（第187页）……“全部土地应当交给全体人民平均使用……我当然反对土地私有制〈普列汉诺夫预言的旺代暴动真的开始扩大了！〉，因此，我说，只有全部土地交给劳动人民，他们才会好过（第204页）……我完全相信，你们一定会重新看到汹涌澎湃的人民群众的海洋。那时就应验了福音书中的一句名言：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右边笑声）劳动团党团既没有改变自己的理想，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愿望……我们……说：全部土地归于在土地上劳动的人，全部政权归于劳动居民！”（第206页）

梅尔兹利亚科夫的发言：“土地应归耕者所有……这不过是为了使我们俄国绝对没有土地投机买卖，使土地属于用自己的劳动耕种它的人。”（第207页）如此等等。

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就不再引下去了。我们只把同样思想表达得比较不那么明确和强烈的发言人的名字提一下，这些人就是：康德拉季耶夫、司祭波波夫第二、布拉特、沃尔柯夫第二、久宾斯基、利亚赫尼茨基（后面两人代表劳动团发表了正式声明）。

试问，从农民代表的这种立场出发，会对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得出什么结论来呢？谁都承认，农民总是带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空想去反对农奴制大地产、反对农奴制的一切残余的。我们土地纲领中由布尔什维克拟订的、被孟什维克在斯德哥尔摩接受了的最后一部分[158]，就表达了这一点（《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

但是，问题不仅限于这一点。不论是土地分配，还是地方公有化，还是国有化，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主张哪种改革呢？实行地方公有化，——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这样回答，他们在斯德哥尔摩通过了这个纲领。实行农民土地国有化会引起旺代暴动，——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公开这样宣称。

从那时起，在三届杜马中，俄国各地的农民代表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地方公有化”没有迷惑住任何一派农民代表小组，尽管这个主张正是为了“不要触动”农民的土地而臆想出来的。三届杜马中的所有劳动派农民都主张全部土地国有化，他们表达这种要求的方式有时是直接重述劳动派的纲领，有时是改用“单一税”这种特殊的说法，或者是无数次地声明“土地归耕者所有”、“我们同意交出份地”等等。

现实生活嘲笑了“地方公有化”，也嘲笑了“旺代暴动”这种叫喊。

一切觉悟的农民坚持土地国有化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忆一下别洛乌索夫同志在杜马中所作的统计数字的对比[159]：

“在欧俄，3万个地主共有7600万俄亩土地，1000万农户则一共只有7300万俄亩，每户有份地1—15俄亩……结论只能是：有五分之四的农户可以把自己的土地增加一倍。”（第209页）尽管还会有人对这里的某些数字提出异议（我们认为，这些数字是无庸置疑的），但不管这些数字怎样改变，问题的实质是不能改变的，这个实质就是，农民在竭力把自己的土地增加一倍的同时，不能不力求使份地和非份地完全合并、混合。一方面，保持份地的私有制，即目前的农户和村社所有制，另一方面，被剥夺的非份地实行公有制（“地方公有化”），这在经济上是荒谬的。这是一种荒谬透顶的土地复本位制，只能用来拼凑知识分子所臆想的那些纲领的篇幅。经济的发展要求一切土地合并、混合。经济的发展已经在把一块块的份地同一块块的地主土地（租地）连起来，不消灭“地方公有化”在土地占有方面人为加深的差别和界限，就不可能摧毁农奴制。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新的土地占有制，自由的土地占有制；这种占有制是同资本主义相适应的，而同总管和官员分配和划定的旧“份地”是不相适应的。农民发言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化，也就是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这种要求，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发展的资本主义性质。份地占有制和非份地占有制之间的旧差别不符合资本主义的要求，因此不管孟什维克这些地方公有派怎样煞费苦心要加深这种差别，它还是必然要被消灭的。而消灭这种界限，把各种土地联合、混合、合并，用来发展农场主的新经济（农民错误地以为，土地将由每个公民耕种，不是的，它将由每个有耕种土地的手段的业主耕种），这就要求不仅消灭地主的土地私有制，而且要消灭所有的土地私有制。

斯托雷平想要消灭过去一切土地占有制的一切界限。这种愿望从经济上讲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实现这种愿望。问题只是在于：是靠牺牲千百万农户的利益来实现（根据11月9日的法令进行掠夺），还是靠牺牲3万个最大的地主的利益来实现。后一个办法，没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土地国有化，是做不到的。正因为如此，在三届杜马中，一切觉悟农民都主张国有化。

最后，我们来看看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的发言。在限制发言时间以前，我们党团只有两个人发了言，这就是格格奇柯利和别洛乌索夫。其余的人拒绝发言，对限制发言时间这种“暴行”表示抗议。上面这两个同志很好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们指出了政府政策的“贵族官僚精神”，指出“1861年的条例是彻头彻尾农奴制的条例”，指出“对政府的仇恨”深深地蕴藏在农民的心中，他们要求“土地和自由”，他们在1905年证明了自己的“团结一致”和进行“革命发动”的能力。我们党发言的人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争取“没收大地产交给人民”的斗争作了正确的解释：这个斗争不是小市民的“平均制”和“社会化”的空想，而是把国家从奴役性的农奴制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手段。格格奇柯利和别洛乌索夫对问题的提法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提法。别洛乌索夫同志在发言的最后谈道：“力量创造权利，要获得权利，就应当聚集力量，组织力量。”第三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发言人的两个发言，应当成为每个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党员的必读材料。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提案只是漏掉了无偿转让土地的要求。这如果是故意的，那就是严重违背我们党纲的行为。但是，宣读这个提案的格格奇柯利同志曾两次在自己的发言中提到必须“无偿转让”，因此恐怕不能认为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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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乌格留姆－布尔切耶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一个城市的历史》中的人物，一个野蛮、残暴、愚昧无知、目光短浅的官僚。按照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说法，这是一个“作出某种阴森可怕的决定而又发誓将它贯彻实施的最纯粹的白痴的典型”。——285。



[154] 米特罗范努什卡是俄国剧作家杰·伊·冯维辛的喜剧《纨袴少年》中的人物，一个粗野蛮横、愚蠢自负、不学无术的贵族子弟。列宁在这里用米特罗范努什卡称米特罗范主教，含有讽刺意味。——286。



[155] 贵族联合会是俄国农奴主－地主的反革命组织，于1906年5月在各省贵族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存在到1917年10月。成立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贵族联合会的领导人是阿·亚·鲍勃凌斯基伯爵、Ｈ．．卡萨特金－罗斯托夫斯基公爵、．Ａ．奥尔苏菲耶夫伯爵、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人，列宁称贵族联合会为“农奴主联合会”。贵族联合会的许多成员都参加了国务会议和黑帮组织的领导中心。——286。



[156] “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小说主人公——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巴扎罗夫痛恨贵族的风尚和习俗。他戳穿了贵族富孀阿金佐娃夫人的虚伪做作，指出她对她所根本瞧不起的贵族姨妈——一个地位很高的贵族老处女——礼数周到，殷勤备至，只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显示自己了不起。——287。



[157] 雅努斯是古代罗马的两面神，有前后两副面孔，前面是面向未来的年青人的面孔，后面是面向过去的老年人的面孔。人们通常用它比喻双重的或自相矛盾的立场和观点，也用来称呼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两面派人物。——289。



[158] 布尔什维克拟订的土地纲领的最后一部分是：“同时，在实行民主土地改革的一切场合下和任何情况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都是：始终不渝地争取成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的利益和农民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警告他们不要受在商品生产下永远不能消灭群众的贫困的小经济制度的引诱，最后，指出必须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消灭一切贫困和剥削的唯一手段。”（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41页）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的策略决议》里写进了这一段话。——294。



[159] 指1908年10月31日（11月13日）捷·奥·别洛乌索夫在第三届国家杜马就土地问题所作的发言。别洛乌索夫的发言稿是列宁写的。发言中使用的统计资料引自列宁当时尚未发表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和《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85—397页和本卷第48—120页）。——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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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60]


（1908年12月）



1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

（1908年12月23日〔1909年1月5日〕）

目前的政治形势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旧的农奴制专制制度正在发展，转变为以假的立宪形式来掩饰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六三政变和第三届杜马的成立，公开地确立和承认了沙皇政府同黑帮地主和上层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同盟。专制制度迫不得已终于走上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又力图使这条道路能够保住农奴主－土地占有者的政权和收入，所以它在这个阶级和资本的代表人物之间看风使舵。沙皇政府利用这两个阶级的细小争执来维持专制制度，而且同它们一起进行疯狂的反革命斗争，来对付在不久前的群众斗争中显示出自己力量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民主派农民。

（二）目前沙皇政府的土地政策也有这种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性质。沙皇政府已经完全不相信农民群众还会天真地效忠于君主制。它设法同富裕农民结成同盟，让他们去掠夺农村。专制政府拼命要尽快破坏整个村社份地土地占有制，巩固单一的土地私有制。这样的政策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百倍地尖锐起来，使农村更快地分化为极少数的反动派和广大的革命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

（三）群众在革命中一进行大规模的发动，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就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现在还在走这条路，他们更加接近十月党人，并且鼓吹沙皇民族主义（这说明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自我意识在提高），实际上是替专制制度和农奴主－地主效劳。

（四）农民群众虽然有种种的动摇，但是，就连他们在第三届杜马里的那些受压抑、被扭曲的代表也表明他们还是继续拥护（尽管农村的民主派受到种种迫害）革命民主主义的土地变革，这样的变革能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从而保证资本主义的俄国最迅速、最广泛、最自由地发展生产力。11月9日的法令只能使农民群众更快地分化为毫不妥协地敌对的和政治上自觉的两种力量。

（五）无产阶级过去和现在受到的打击最多，既有专制制度的打击，又有迅速联合起来展开进攻的资本的打击。尽管如此，同其他阶级相比，无产阶级最团结，对本阶级的政党最忠诚，因为革命已经把无产阶级同它的政党融合为一体了。无产阶级正在继续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奋斗，正在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的阶级觉悟，它仍然是唯一能够始终如一地领导新的革命斗争的阶级。

（六）整个说来，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客观任务无疑还没有完成。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失业和饥荒表明，专制政府最近的政策不能保证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这种政策必然会加深民主派群众同统治阶级的冲突，使愈来愈多的居民阶层不满，使各个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更加尖锐更加深化。在这样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下，新的革命危机必然会成熟起来。

（七）世界市场普遍紧张的主要原因，一是西欧工业状况起了变化，发生了危机，这次危机在1908年已变为萧条，一是东方掀起了革命运动，标志着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种紧张状态加剧了竞争，使国际冲突日益频繁，因而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尖锐起来，使总的国际局势日益革命化。

根据这种情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认为目前党的基本任务是：

（1）向广大人民群众解释专制政府最近的政策的目的和意义，解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作用，即无产阶级在执行独立的阶级政策的同时，应当在目前的政治生活和即将到来的革命斗争中领导民主派农民。

（2）全面地研究和广泛地宣传1905—1907年群众斗争的经验。这个经验对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一课。

（3）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使它保持革命时代的面貌；维护它的既同专制制度和各个反动阶级，也同资产阶级自由派进行不调和斗争的传统；反对党内某些受到瓦解影响的分子所暴露出来的背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削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口号的行为以及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组织的企图。

同时必须注意，只有促进已经清楚出现的由工人社会民主党员自己掌握党的职能的过程，只有建立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才能把党引上正确发展的道路。

（4）根据伦敦代表大会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从各方面帮助工人阶级进行经济斗争。

（5）利用杜马和杜马讲坛进行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和鼓动。

（6）首先，把对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进行长期的教育、组织和团结的工作，提到日程上来。其次，配合这项任务，必须把组织工作扩展到农民和军队中去，特别是要利用文字的宣传鼓动方式，而且主要应当注意对农民和军队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和半无产阶级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载于1929—193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1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323—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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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组织问题委员会的指示

（1908年12月24日〔1909年1月6日〕）

有关组织问题的决议草案和讨论，清楚地表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当前整个组织政策的根本方针问题上有两个主要的派别，有鉴于此——

代表会议责成委员会根据下列方针进行工作：为了进行现在仍然是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的群众工作，应当把重心转移到建立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上面来，只有在这种组织的不断影响下，整个的群众工作、对杜马党团的各种影响、围绕杜马党团开展的党的各种活动、对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组织的利用，才能正确地进行，而且丝毫不会降低社会民主党的阶级任务。







	　　载于1909年在巴黎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最近举行的全党代表会议（例会）的公报》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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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组织问题的发言的说明[161]

（1908年12月24日〔1909年1月6日〕）


有关事实的说明

我确认，在我就今天刚讨论的组织问题所作的发言中，无论是关于高加索人对《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态度，还是关于 整个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我 一个字
 也没有谈，而且也没有想谈。因此，梯弗利斯的彼得同志在发言中提到我的名字是毫无根据的，他一开始就声明说，目前在 这个
 问题上，高加索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之间不存在任何意见分歧。至于以往的争论，我只是谈到过在1908年中央全会的八月会议上暴露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 某些
 成员和高加索人的意见分歧。







	　　尼·列宁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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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决议表决程序的建议

（1908年12月24日〔1909年1月6日〕）

如果没有人要求对某人向代表会议提出的某项决议进行表决，那么代表会议就把关于委员会[162]工作方针的决议付诸表决。

如果有人事先要求现在就把某人提出的决议作为基础进行表决，那么这一要求应立即予以实现。







	　　列宁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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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决议草案中有关预算表决部分的两种方案

（1908年12月26日〔1909年1月8日〕）


第一种方案

投票赞成整个预算在原则上是不容许的。代表会议认为：在预算个别项目的表决问题上，党团必须遵循我们纲领中的这样一条原则，即社会民主党人坚决反对同警察、官吏监护劳动阶级有关的改革。因此，投票反对预算中的个别项目，应当是一般的原则，因为执行这些项目几乎总是不仅同监护有关，而且同黑帮分子的直接影响有关。在劳动者的状况有可能得到改善的异乎寻常的情况下，那也最好是弃权，同时必须说明社会主义的立场。最后，在党团认为必须投“赞成”票的特殊情况下，最好同中央的代表，尽可能也同首都党组织的代表商讨后再投票。


第二种方案

关于预算问题，代表会议认为：投票赞成整个预算在原则上是不容许的。

投票赞成阶级国家预算中的个别项目，使那些用于压迫群众的工具（军队等等）的支出合法化，也是不能容许的。

在投票赞成改革或赞成用于文化需要的支出项目时，应当遵循我们纲领中的这样一条原则，即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反对同警察、官吏监护劳动阶级有关的改革。

因此，投票反对第三届杜马要通过的所谓改革和所谓用于文化需要的支出项目，应当成为一般的原则。

在劳动者的状况异乎寻常地有可能得到改善的特殊情况下，那也最好是弃权，并且要专门说明弃权的原因。

最后，在肯定对工人有直接好处的特殊情况下，可以投“赞成”票，但最好要同中央、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代表先行商讨。







	　　载于1909年在巴黎出版的小册子《高加索代表团关于全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332—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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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决议草案的补充

（1908年12月26日〔1909年1月8日〕）

……同时指出，党团发生偏差，不应当仅仅由党团负责，因为它是在黑帮杜马这种特别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当由党的各个组织和党的中央委员会负责，因为它们还远没有做到一切必要的和可能的事情，来正确安排党在杜马中的工作……







	　　载于1909年在巴黎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最近举行的全党代表会议（例会）的公报》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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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的声明

（1908年12月26日〔1909年1月8日〕）


有关事实的说明

鉴于唐恩发表关于布尔什维克内部达成小组协议的声明，我们确认，我们的协议是由那些护党的、在党内活动的、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言论的人们订立的，而孟什维克无论在自己的决议中或是在自己的一切行动中，都是要护党的人同暗中反对党、取消党、奉行欧洲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也没有过的机会主义的那些不象党员的人达成协议。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17卷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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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代表会议决定的决议草案

（1908年12月26日〔1909年1月8日〕）

代表会议提请中央委员会采取措施，出版代表会议的决议和提出的各项草案，如有可能，也出版代表会议的记录或简要报道。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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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事实的说明[163]

（1908年12月26日〔1909年1月8日〕）

我确认，我是从中央委员会拥有 无可争辩的否决权
 这一观点来反对利亚多夫同志的，这种观点在我的发言中曾多次强调过。







	　　　　尼·列宁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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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孟什维克关于取消中央委员会的草案的声明[164]

（1908年12月26日〔1909年1月8日〕）


有关事实的说明

马尔丁诺夫和伊哥列夫两同志曾经答应把他们的那封信交给中央委员会，但拖了四个月尚未交出，该信所涉及的不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安排，而是中央委员会的“存在的权利”（Ｅｘｉｓｔｅｎｚｒｅｃｈｔ），也就是说，涉及的恰恰是敢消派的计划。







	　　　　尼·列宁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338页

















[160] 这是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一组文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08年12月21—27日（1909年1月3—9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24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6名：布尔什维克5名（中部工业区代表2名，彼得堡组织代表2名，乌拉尔组织代表1名），孟什维克3名（均持高加索地区委员会的委托书），波兰社会民主党5名，崩得3名。布尔什维克另有3名代表因被捕未能出席。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的议程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以及一些大的党组织的工作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因政治情况变化而发生的组织问题；在地方上同民族组织的统一；国外事务。



在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就所有问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也同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召回派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里，根据列宁的提议建议中央委员会维护党的统一，并号召同一切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无定形的合法联合体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代表会议须规定党在反动年代条件下的策略路线，讨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孟什维克企图撤销这一议程未能得逞。会议听取了列宁作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稿没有保存下来，但其主要思想已由列宁写入《走上大路》一文，见本卷第329—339页），并稍作修改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关于杜马党团问题的讨论集中在是否在决议中指出杜马党团的错误和中央委员会对党团决定有无否决权这两点上。孟什维克对这两点均持否定态度，并且援引西欧社会党的做法作为依据。召回派则声称俄国本来不具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活动的条件，杜马党团的错误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因此不应在决议中指出。列宁在发言中对召回派作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是改头换面的取消派，他们和取消派有着共同的机会主义基础。代表会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对党团活动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指出了纠正党团工作的具体措施。列宁写的《〈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决议草案中有关预算表决部分的两种方案》中的第二种方案部分地写入了决议。《对〈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决议草案的补充》则全部写入了决议。在组织问题上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其中指出党应当特别注意建立和巩固秘密的党组织，而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团体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在关于地方上同民族组织统一的问题上，代表会议否定了崩得所维护的联邦制原则。此外，代表会议也否决了孟什维克关于把中央委员会移到国内、取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以及把中央机关报移到国内等建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把党引上了大路，是在反革命胜利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298。



[161] 这个声明是列宁1908年12月24日（1909年1月6日）在孟什维克诺·维·拉米什维里（彼得）作了诽谤性发言之后提交代表会议的。早在190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八月全会召开前，孟什维克取消派就力图取消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中央委员会，把中央委员会的活动限制在情报性职能的范围内。这种取消中央委员会的计划，写在中央委员波·伊·哥列夫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成员亚·马尔丁诺夫1908年6月《致各孟什维克组织》的信中。因为这封信的反党性质过于露骨，连彼得堡孟什维克代表会议都没有支持它。在组织问题上经常追随孟什维克的崩得分子也没有表示赞同这个计划。中央委员拉米什维里当时也没有公开支持这个计划。列宁声明中说的八月全会上暴露出来的分歧，就是指此（参看注115）。在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持高加索组织委托书出席会议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费·伊·唐恩、帕·彼·阿克雪里罗得和拉米什维里采取了共同的极端取消主义的立场。——303。



[162] 指组织问题委员会。参看本卷第302页。——304。



[163] 这个声明是列宁在1908年12月26日（1909年1月8日）代表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即第九次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会议继续讨论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决议案。在讨论决议案中关于预算表决这一项时，列宁对决议案的这一部分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见本卷第305—306页）。马·尼·利亚多夫对列宁的方案提出了修正案，他建议把方案最后的半句“但最好要同中央、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代表先行商讨”改为“但最好在通知工会代表后同中央和党组织的代表先行商讨”，理由是列宁的方案似乎缩小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列宁就是针对利亚多夫的修正案发表这个声明的。利亚多夫的修正案在表决时被否决。就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对杜马党团拥有否决权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由于中央委员会要对党团的工作负责，因此“在党团的决定会给党带来危害的一切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应当坚决地行使对党团决定的否决权。——310。



[164] 这个声明是列宁在代表会议1908年12月26日（1909年1月8日）会议讨论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决议案时提出的。声明中提到的亚·马尔丁诺夫和波·伊·哥列夫（伊哥列夫）的信，见注161。——311。













《列宁全集》第17卷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演提纲[165]


（1908年1908年或1909年）


　　　　　　 马克思主义
 　　　　　　　　　　　　　 土地问题


（α）剩余价值（Ｍｅｈｒｗｅｒｔ）理论。　　（α）农业中的商品生产。

（β）经济的发展。　　　　　　　　　　　　　（β）小生产与大生产。

（γ）阶级斗争。　　　　　　　　　　　　　　（γ）雇佣劳动。

（δ）哲学唯物主义。　　　　　　　　　　　　（δ）地租。

（α）1．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不公正”等等。感觉的征兆，而不是理解。

　　2．“劳动原则”（在俄国）。

　　3．商品生产。

　　4．资本主义。 剩余价值
 理论。

（β）1．经济的发展。工业（1907年）。

　　2．俄国的手工业者。

　　3．农业。

　　4．铁路和托拉斯。

　　5．金融资本。

6．生产社会化。社会化的 劳动
 和个人 占有制
 。

（γ）1．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团结（农奴——赤贫者——无产者）。

　　2．分散的罢工。“捣毁”机器。

　　3．工会和工会运动。

　　4．政治斗争：

　　　英国——自由派

　　　法国——激进派（共和派）

　　　德国——自由派（60年代）和机会主义者。

　　5．工人阶级的革命目标：剥夺资本家。

　　6．革命斗争和争取改良的斗争

（δ）哲学唯物主义。

　　1．马克思的理论＝完整的世界观。

　　2．两种主要的世界观和哲学出发点：僧侣主义和唯物主义。

　　3．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4．1789年法国——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德国（1848年以前）。

　　5．辩证唯物主义。

　　6．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

　　　　　　民粹派

　　　　　　现在的机会主义者（波格丹诺夫）。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443—444页

















[165]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提纲写于1908年或1909年，这是根据以下一些情况间接推断出来的。从一些回忆录中得知，1909年初列宁曾在巴黎布尔什维克小组作过哲学讲演。提纲中提到1907年的工业这一点，可以证明提纲写于1907年之后，因为有关1907年工业发展的统计材料只有到第二年年初才可能得知。根据提纲中《哲学唯物主义》部分第6点里“现在的机会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一语，可以推测提纲的写作时间不早于1908年3月下半月。当时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刚完稿和付印（不迟于4月3日（16日）），在这德文章中列宁第一次在报刊上对亚·亚·波格丹诺夫的哲学上的机会主义观点提出批判。













《列宁全集》第17卷


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

（1909年1月7日〔20日〕）


去年（1908年）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谈到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现状和各种派别。我们指出了想在劳动派的参加下恢复“解放社”的企图（《无产者报》第32号） 
［注：见本卷第121—130页。——编者注］

 ，我们说明了农民和农民代表在土地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的民主主义倾向（《无产者报》第21号和第40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398—404页和本卷第283—297页。——编者注］

 ，我们根据《革命思想》描述了自以为特别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派别的惊人的轻率（《无产者报》第32号）。为了弄清全貌，现在必须研究一下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文献。1908年出了4号《劳动旗帜》（第9—13号，第10、11号是合刊） 
［注：很遗憾，《无产者报》编辑部没有得到第12号。］

 以及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关于8月在国外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和第四次党务会议的特别《公报》。[166]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些材料。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在《公报》中说：“党目前需要总结现在已经结束的伟大的俄国革命时期，这个时期主要的、往往几乎是唯一的角色，就是城市无产阶级。”这一点说得非常好。社会革命党人能说出这样的真话实在难得。但是再往下看5行，那里却写道：“反革命的胜利只是清楚地证明了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怀疑过的那个真理：俄国革命要成功，就必须成为城市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这两种力量的强大联盟的事业，否则就不能成功。这个联盟暂时还只是存在于思想之中，体现在俄国现实生活所提出的社会革命党的纲领里，它只是刚开始体现于实际生活。它在将来的新的体现……”

看吧，社会革命党的诚实能不能保持很久！哪怕只是偶然听说过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人，都知道这两个纲领有根本的区别：（1）社会民主党人宣布俄国革命是 资产阶级
 革命，社会革命党人却否认这一点；（2）社会民主党人肯定无产阶级和农民是资本主义（或者半农奴制、半资本主义）社会两个 不同的阶级
 ；肯定农民是 小业主
 阶级，它能够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同无产者站“在街垒的一边”，“合击”地主和专制制度，能够在 这种
 革命中，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同无产者结成“联盟”，但它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同无产者完全不同的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却否认这一点。他们纲领的基本 思想
 根本不是认为需要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种“力量的联盟”，而是 否认
 两者之间的 阶级差别
 ，认为不需要在他们之间划一条阶级界限，说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农民同无产阶级不同、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性的思想是根本错误的。

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同社会革命党的纲领的这两种根本差别，现在竟被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的圆滑词句抹杀了！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是这样来总结革命的，就好象既没有发生过革命，也没有过社会革命党的纲领。最可敬的先生们，社会革命党的纲领是有过的，它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在基本的即理论的部分上的全部差别，就是它否认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否认农民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界限。最可敬的先生们，革命是发生过的，这场革命的根本教训就是：农民以自己公开的群众性发动，暴露了自己跟无产阶级不同的阶级本性，表明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

你们不是做出一副样子，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吗？你们是看到这一点的，但是竭力逃避革命暴露出来的不愉快的现实。你们不是仅仅同劳动派“联合”行动，而是同他们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而且这是在1905年秋天和1906年夏天，在公开的革命达到最高潮这种最重要的关头这样做的。当时公开的报刊是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的。甚至在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人分离出去以后，在第二届杜马选举时和在第二届杜马中，你们同他们也不是联合，而是结成集团，就是说，几乎融合在一起。你们自己的纲领跟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人的纲领不同，在农民代表的一切公开的和真正群众性的发动中 遭到了失败
 。无论在第一届或第二届杜马中，绝大多数农民代表接受的是 劳动派
 的土地纲领， 而不是
 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从1906年底开始，社会革命党人自己在纯粹是社会革命党的出版物上，也不得不承认劳动派这个政治派别的 小资产阶级性
 ，承认这个派别骨子里表现出来的是小业主的“私有者的本能”（见维赫利亚耶夫先生和其他社会革命党人反驳人民社会党人的一些文章）。

请问，社会革命党人在“总结”革命的时候把基本的和主要的结论 隐藏起来
 ，到底是想骗谁呢？

为什么农民在革命时期会形成劳动派这样一个独立的政党（或集团）呢？为什么在革命时期成为农民群众的政党的是劳动派，而不是社会革命党人呢？如果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认为这是偶然的，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总结、什么纲领了，因为不管什么总结，什么纲领都会被混乱所代替。如果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当代社会基本经济关系的结果，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主要点和根本点就 得到了历史的证实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一向给农民和无产阶级划的阶级界限，现在由革命在实际中划出来了。革命完全表明，一个政党要想在俄国成为群众的党、阶级的党，那 或者
 应当是社会民主党， 或者
 应当是劳动派的政党，因为群众自己在最重要最紧张的关头，用自己公开的发动十分清楚地划出了这两个派别，而且也只有这两个派别。至于中间派别，正如1905—1907年的事件所表明的，它们从来没有在任何方面同群众结合起来。这一点也证明了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现在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能够否认俄国的政治力量从根本上来说是分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农民的。

“城市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这两种力量的联盟……暂时还只是存在于思想之中”。这是糊涂透顶的谎话。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种力量的联盟不是“存在于思想之中”，也不“只是刚开始体现于实际生活”，而是俄国革命整个第一个时期的特点，是1905—1907年所有重大事件的特点。十月罢工和十二月起义同各地农民的起义和陆海军士兵的起义，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种“力量的联盟”。这种联盟是自发的，没有定形的，往往是不自觉的。这些力量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是分散的，缺少真正能起领导作用的集中领导，等等。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种打开旧专制制度缺口的主要力量的“联盟”，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不懂得这个事实，就根本无法了解俄国革命的“总结”。社会革命党人的结论骗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说 劳动派
 农民，而说 劳动
 农民。这个小小的、细微的、几乎很难看出的差别，实际上，正好造成了社会革命党人在革命前的幻想同革命最终证实的现实之间的鸿沟。

社会革命党人 总是
 讲 劳动
 农民如何如何。革命确定了现代俄国农民的政治面貌就是 劳动派
 。看来，社会革命党人岂不是正确的吗？但是历史就是在这种地方作弄人：历史保留了社会革命党的 字眼
 ，让它长期使用下去，却用社会民主党人预言的 内容
 充实了实际上同这个 字眼
 相符合的东西。革命的历史在劳动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这个有争论的问题上，把我们同社会革命党人分开了：历史把名词给了社会革命党人，而把 事情的实质
 给了我们。社会革命党人 在
 革命 前
 歌颂的劳动农民， 在
 革命 中
 原来是他们 不得不
 弃绝的 劳动派
 ！而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可以而且应该不只是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20—1061页。——编者注］

 ，不只是引证《爱尔福特纲领》[167]，不只是用民粹派的经济调查资料和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而且用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行动，特别是有关 劳动派
 的成分和活动的事实，来证明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

不，历史把我们同社会革命党人分开了，我们没有什么可埋怨的。




《劳动旗帜》第13号第3版写道：“如果召回派能使社会民主党回到它的极端富有战斗性的立场上来，我们就会失去一些很好的论战材料，但是会得到一个执行彻底的战斗的策略的伙伴。”稍前几行写道：“只有当左派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占了上风，争取自由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才能胜利。”

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说得很好！你们想恭维我们的“召回派”和“左派”。让我们也用恭维来回敬吧。让我们也来利用一下“很好的论战材料”吧。

“让各式各样的政党，包括立宪民主党、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在内，去参加纸做的、演滑稽戏的杜马，去维持虚假的立宪制度吧！”（《劳动旗帜》，同上）

这么说来，第三届杜马是纸做的杜马了。这一句话就足以暴露出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无知到了极点。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的最可敬的领导者先生们，第三届杜马 远非
 第一届、第二届杜马那样是纸做的！你们不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那不过是再一次地证实了我们在《无产者报》的《改头换面的议会迷》[168]一文中对你们所下的评语。你们完全是在重复庸俗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通常的成见，要自己和别人都相信：坏的反动的杜马是纸做的，而好的进步的杜马就不是纸做的。

实际上，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是想用革命来吓唬专制制度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的纸剑。第三届杜马却不是纸剑，而是专制制度和反革命手中的一把真正的剑。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是纸做的杜马，因为它们的决议同社会阶级斗争中物质力量的实际配置情况不相符合，只是说些空话而已。这两届杜马的意义在于：在前排要宪制把戏的立宪民主党的后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真正在革命的、在公开的群众斗争中打击了敌人但还没有把敌人打垮的民主派农民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真正的代表。第三届杜马不是纸做的杜马，因为它的决定是同反革命暂时胜利的形势下物质力量的实际配置情况相符合的，因此就不是在说空话，而是在付诸实行。这一届杜马的意义在于：它给人民中所有政治上不开展的分子上了生动的一课，使他们看到了代表机关同实际掌握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一个代表机关，哪怕是最“进步的”，如果它所代表的阶级还没有掌握实际的国家政权，那就必然是纸做的。一个代表机关，哪怕是最反动的，如果它所代表的阶级掌握着实际的国家政权，那就不会是纸做的。

极端轻率和滥用空洞的革命词句，早已成为社会革命党人的特征和主要特性，而把第三届杜马叫作纸做的、演滑稽戏的杜马，不过是一个例子。

再往下谈。说第三届杜马是“虚假的立宪制度”对不对呢？不，这不对。只有那些不懂得拉萨尔差不多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讲授过的基本知识[169]的人，才能在起指导作用的机关报上说出这种话来。名叫社会革命党的低级宣传小组的最可爱的组员们，宪制的实质是什么呢？是不是实行宪制比不实行宪制要“自由一些”，“劳动人民”的生活要好一些呢？不是的，只有庸俗的民主派才会这样想。宪制的实质在于：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表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表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体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当法律同现实脱节的时候，宪制是虚假的；当它们是一致的时候，宪制就不是虚假的。俄国第三届杜马时期的宪制，比起俄国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的来，虚假要 少一些
 。“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如果这个结论使你们恼怒，那是因为你们既不懂得宪制的实质，也不懂得宪制的虚假性同宪制的阶级性之间的区别。宪制可能是黑帮的、地主的和反动的宪制，但是比起某些“自由派的”宪制来，虚假却要少一些。

社会革命党人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既不懂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完全当了庸俗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的俘虏。在他们看来，宪制不是阶级斗争的新场所、新形式，而是一种象自由派教授们所说的“法制”、“法律秩序”、“公共福利”之类的抽象的福利。实际上，专制制度也好，立宪君主制也好，共和制也好，都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式，而且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一方面，这些形式中的每一种都要经过它的阶级内容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另一方面，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本身）丝毫也不消灭从前的剥削阶级的统治，只是换了一件外衣。例如，实行贵族杜马和贵族制度的17世纪的俄国专制制度就不同于实行官僚政治、官吏等级和有过个别“开明专制政体”时期的18世纪的专制制度，而19世纪的专制制度又与这两者大不相同，它不得不“自上而下地”来解放农民，使农民破产，给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地方代表机关。到了20世纪，半封建、半宗法制的专制制度这一最后的形式也过时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等等的影响下，就必然转而建立全国范围的代表机关了。1905年的革命斗争之所以尖锐，是因为斗争的焦点在于：究竟由谁来召集和怎样召集第一次全俄代表机关。十二月的失败解决了这个问题，旧君主制胜利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黑帮、十月党人的宪制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宪制。

在新的环境中，在波拿巴主义君主制度下，在政治发展的更高阶段，斗争的起点仍然是消灭原来的敌人，消灭黑帮专制制度。社会党能不能在这场斗争中拒绝利用新的代表机关呢？社会革命党人连这个问题都提不出来，而是用一些空话，仅仅用一些空话来敷衍搪塞。请看下面说些什么：


　　“现在我们没有议会斗争的手段，而只有议会外斗争的手段。应该使这种信念到处深入人心，必须同所有妨碍这种信念深入的东西展开不调和的斗争。我们要把精力集中在议会外斗争的手段上面！”



　　社会革命党人的议论是以社会学中著名的主观方法为依据的。只要这种信念深入人心，就万事大吉了。至于应该用客观材料来检验现在是否存在某种斗争手段的信念，主观主义者是不管的。但是我们看一看《公报》和社会革命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就会读到：“……当前艰苦时期的，或者确切些说，黑暗时期令人压抑的沉寂”（第4页）……“反动社会势力的纠合”……“人民群众的精力不旺盛的事实”……“知识分子是居民当中最敏感的部分，现在显然疲劳过度了，思想涣散了，其力量象退潮一样地离开革命斗争了”（第6页）如此等等。“有鉴于此，社会革命党应当……（二）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对局部的群众发动的计划抱否定的态度，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这种发动可能白白消耗人民的精力。”（第7页）“ 我们
 ”“只有议会外斗争的手段”，这个“我们”是谁呢？显然是恐怖集团，因为上面摘录的那几段话都没有指出“我们的” 群众性
 斗争。“ 人民群众的精力不旺盛的事实
 ”和“把精力集中在议会外斗争的手段上面”，——这个简单的对照再一次向我们表明，把社会革命党人叫作革命冒险主义者是多么符合历史的真实啊！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65—386页。——编者注］

 为了把话说得尖锐有力，他们竟然扬言要把精力集中在他们自己也认为现在群众没有能力使用的那些斗争手段上面，这难道不是冒险主义吗？这难道不是早已存在的知识分子的绝望心理吗？

“把精力集中在议会外斗争的手段上面”，——这个口号在俄国革命最光辉的时期之一1905年的秋天是正确的。而社会革命党人现在不加分析地重复这个口号，就象民间故事里的那个人物那样热心地高喊……可是牛头不对马嘴。[170]亲爱的，你们不懂得为什么抵制的口号在1905年秋天是正确的，而现在你们不加分析地、毫无目的地背诵这个口号，那就不是什么革命主义，而是最平庸的糊涂主义了。

1905年秋天，没有一个人说过“人民群众的精力不旺盛的事实”。相反，当时所有的政党都认为群众的精力异常充沛。在这样的关头，旧政权提出召开一个立法咨议的议会，分明是想分散和暂时缓和排山倒海的力量。那时候，“把精力集中在议会外斗争的手段上面”这个口号不是少数几个爱叫喊的人的空谈，而是真正站在群众前列、站在千百万工农战士前列的人们的号召。千百万人拥护这个号召，就表明这个口号 在客观上是正确的
 ，它不仅表达了少数革命家的“信念”，而且表达了群众的真正的状况、情绪和主动精神。只有滑稽可笑的政治家，才会在承认“人民群众的精力不旺盛的事实”的同时，再来重复这个口号。

既然我们谈到了滑稽可笑的事情，就不能不引用一下《劳动旗帜》的一段妙论：“我们让它〈政府〉留在杜马里同‘黑帮分子’和唯政府之命是从的政党在一起，请你相信，如果有一天这些蜘蛛会互相咬起来，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一声“请你相信”，实在是再好听不过了，简直是解除了敌人的武装。读者，“请你相信”，《劳动旗帜》的社论是一位确实可爱的社会革命党的女学生写的，她真诚地相信，反对派一退出第三届杜马，“蜘蛛们”就会“互相咬起来”。




伦敦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态度的决议[171]，受到孟什维克攻击最厉害的是关于立宪民主党的那一部分。关于民粹派政党和劳动派政党这一部分，他们的攻击稍微轻一点。孟什维克竭力证明，我们在姑息社会革命党人，或者是对马克思主义者早已肯定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某些过错保持沉默，等等。孟什维克所以这样使劲，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对俄国革命的估计上，有根本的原则性的分歧。孟什维克硬要无产阶级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进行革命，而不要无产阶级同劳动派农民一起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另一方面，孟什维克不懂得，群众和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公开发动改变了有些政党过去的情况，往往也改变了它们原来的性质。在革命以前，社会革命党人 只不过
 是一个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团体。这种论断在革命后甚至在1906年以后是否正确呢？显然是不正确的。只有在革命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的人，才会维护原来这样表述的观点。

革命 证明
 ，这个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团体，是反映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利益和观点的那个非常广泛和无疑是群众性的民粹派或劳动派的极左 翼
 。农民的起义、农民协会[172]、三届杜马中的劳动团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劳动派的自由报刊，都证明了这个事实。孟什维克就是弄不明白这个事实。他们以 学理主义的态度
 看待社会革命党人，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些教条主义者，只看到别人的学说的错误，而看不到这种学说反映了或掩盖了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真正的群众的哪些实际利益。社会革命党人的学说是有害的、错误的、反动的、冒险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这样叫嚷着。如此而已，到此为止；除此之外，都是鬼话。

我们向孟什维克说， 你们的
 错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错，社会革命党人的学说是有害的、错误的、反动的、冒险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 但是
 这样的性质并不妨碍这种冒牌社会主义学说成为俄国真正革命的而不是妥协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外衣，因为社会革命党人的学说不过是汇入劳动派即农民民主派巨流的一条小溪。只要公开的群众斗争和阶级斗争一开始，事态马上就会迫使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承认这一点，允许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工人代表苏维埃，同农民、士兵、邮电和铁路工人等等代表苏维埃接近，在参加选举的时候，同他们结成联盟，反对自由派，在杜马中同他们一起投票反对自由派，等等。革命不是推翻了，而是证实了我们对社会革命党人的估计。但是革命在证实这一估计的时候，不是原封不动地提出问题，而是把它提到比原来高得多的基础上：从前只是拿一些学说和思想作比较，谈论各个集团的政策，现在要比较的是赞成某种思想或类似思想的阶级和群众的历史活动。从前只是问：社会革命党人说的话对不对，这个思想组织的策略是不是正确？现在的问题是：自认为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致或者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基本思想（“劳动原则”等等）相近的那些人民阶层的实际行动怎样？孟什维克的错误就是不懂得革命造成的这种变化。

这种变化之所以极其重要，不仅由于上述这种意义，还由于它清楚地表明了阶级和政党的相互关系。我国革命的教训就是：只有以一定的阶级为依靠的政党才是强有力的，才能在形势发生各种各样的转变的时期安然无恙。公开的政治斗争迫使政党更紧密地联系群众，因为没有这种联系，政党就没有什么用处。社会革命党人在形式上并不依赖劳动派。 实际上
 在革命中，他们 不得不
 同劳动派一起走，否则就会从政治舞台上完全消逝。而且可以担保，下一次革命高潮来到时，社会革命党人又会不得不（不管他们现在怎样叫喊自己是完全独立的）同劳动派或跟劳动派相似的群众组织一起走。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比善良的愿望和纸上的纲领更有力量。从这个唯一正确的观点来看，目前劳动派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分歧只是说明小资产阶级运动的瓦解，只是说明小资产者的不坚定，不善于在困难的环境下坚持团结而“分散行动”。在我们面前的，一方面是劳动派，他们是无组织的、不坚定的、动摇的，在第三届杜马中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方针，但是他们无疑来自群众，同群众有联系，表达了群众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一小撮社会革命党人“召回派”，他们同群众没有任何联系，由于绝望而惊慌失措，对群众斗争失去信心（见《革命思想》），把精力集中在恐怖手段上面。劳动派的极端机会主义（从革命农民的立场来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种纯粹是口头上的、毫无意义的极端革命主义，是同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的两种局限性，是表现同一“病症”的“两处龈脓肿”，这种病症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坚定，不能不断地、顽强地、坚持不懈地、同心协力地进行群众斗争。

这种情况使得目前革命政党对杜马的策略问题，尤其是召回主义问题更加清楚了。好说大话的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叫喊：“我们没有议会斗争的手段。”先生们，“我们”是指谁呢？ 没有群众
 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过而且永远不会有议会斗争的手段，也不会有重要的议会外斗争的手段。昨天在革命时期同你们一起走的或者在你们旁边走的是些什么群众呢？是劳动派农民。 他们
 真的“没有议会斗争的手段”吗？不是的。只要看一看第三届杜马对土地问题的讨论，你们就会看到，劳动派在这个问题上无疑表达了群众的要求。可见，社会革命党人那句尖锐有力的话不过是庸俗的空谈而已。1908年，农民群众在杜马讲坛上表明了 自己的
 要求，并没有进行“议会外的”斗争。这是事实，无论用“左的”尖叫声，无论叫喊什么社会革命党人召回派的词句，都是回避不了的。

这个事实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认为议会外的手段更佳的“信念”减弱了？完全不是。原因是客观条件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引起群众的普遍的风潮和直接的发动。既然是这样，而且无疑是这样，那么，任何一个严肃的政党都应该也利用 间接的
 方法。社会革命党人不会利用这些方法，结果如何呢？结果只是劳动派把自己的事情搞得非常之糟，犯的错误比在接受政党的影响时可能多上千倍，他们动摇不定，常常跌倒。而社会革命党人脱离了自己的阶级，脱离了自己的群众，只能“集中精力”讲空话，因为 实际上
 他们1908年在采用“议会外斗争的手段”方面 什么事
 也没有做。这样一脱离自己的社会根源，社会革命党人的原罪就加重了：用更加没有分寸、更加肆无忌惮地吹牛夸口来掩饰自己的软弱无力。《公报》第1页写道：“我们的党可以庆贺自己”……“实际存在的〈瞧，我们怎么样！〉地方党组织”选举了代表会议代表……“已经在一切问题上达到了人心的一致”……“这也就是达到了完全一致”（同上）等等。

先生们，这是撒谎。你们是用这种喧嚷来掩饰在《革命思想》（1908年春天）和《劳动旗帜》第13号（1908年11月）上充分流露出来的分歧。[173]这种喧嚷就是虚弱的表示。劳动派的非党的机会主义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党的”吹嘘，轻浮和空谈，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是 同一个
 小资产阶级阶层瓦解的两个极端。怪不得在革命时期，斗争揭露了各种色彩的派别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始终在掩饰，但又掩饰不住自己在人民社会党人和最高纲领派之间的动摇。

车子陷在沟里。马已经卸下来了。赶车的骑在护栏上，把帽子歪戴在一边，“庆贺”自己的“完全一致”。这就是社会革命党的一幅图画。这就是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召回主义的总结，它召回少数知识分子，使他们放弃艰苦的、顽强的、然而是唯一严肃和有成效的教育和组织群众的工作，而去空洞地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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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社会革命党第一次全党代表会议是1908年12月26日（1909年1月8日）在伦敦举行的。在代表会议之后，接着举行了该党第四次党务会议，批准了代表会议制定的决议。这些决议中的大部分发表在名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党务会议在全党代表会议的公报》的单页中。列宁在自己的文章中分析并引用了这个公报。——314。



[167] 爱尔福特纲领是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领导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为基础的。——318。



[168] 列宁提到的题为《改头换面的议会迷》的文章没有署名，刊登在1907年10月29日（11月11日）《无产者报》第18号上。——319。



[169] 指斐·拉萨尔的小册子《论宪法的实质》。小册子收载了拉萨尔的两篇演说，它们是作者1862年在柏林区市民协会的会议上发表的，并根据会议的决定出版。第一篇演说于1862年以《论宪法的实质》为标题出版。第二篇演说于1863年以《以后怎么办？》为标题出版。最早的俄译本全文于1905年由公益出版社出版。小册子的基本思想是：“实际的宪法仅存在于一国的现实的事实上的力量对比之中。”——320。



[170] 指俄罗斯民间故事《十足的傻瓜》中的主人公傻瓜伊万努什卡。这个傻瓜经常说些不合时宜的话。有一天，伊万努什卡看到农民在脱粒，就叫喊道：“你们脱三天，只能脱三粒！”为此他挨了一顿打。傻瓜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告诉他：“你应该说，但愿你们打也打不完，运也运不完！”第二天，傻瓜看到人家送葬，就叫喊道：“但愿你们运也运不完，拉也拉不完！”结果又挨了一顿打。——322。



[171]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6—207页。）——323。



[172] 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根据该协会成立大会和1905年11月6—10日（19—23日）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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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大路

（1909年1月28日〔2月10日〕）

过去的一年，是瓦解的一年，是思想上政治上混乱的一年，是党路途艰难的一年。所有党组织的党员人数都减少了，有些组织，即无产者人数最少的组织，甚至瓦解了。在革命中建立的半公开的党的机关，相继垮台了。甚至党内有些受了瓦解影响的人竟然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要不要保留原来的社会民主党，要不要继续它的事业，要不要再转入地下和怎样转法。极右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无论如何要合法化，为此甚至不惜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这就是所谓的取消派）。当时的危机，无疑不仅是组织上的危机，而且是思想上政治上的危机。

不久以前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把我们的党引上了大路，这次代表会议显然是反革命胜利以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党中央出版的特别《公报》刊载了这次代表会议的决定；这些决定已经中央批准，所以在召开下次代表大会以前，是全党必须遵循的决定。这些决定，对危机的根源和意义问题，以及摆脱危机的方法问题，都给了十分明确的回答。我们的党组织只要本着代表会议决议的精神进行工作，尽力使党的一切工作人员清楚地全面地了解党的当前任务，就能够巩固和团结自己的力量，来协调一致地和生动活泼地进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

组织问题决议的引言指出了党内危机的基本原因。这个基本原因就在于工人政党要清洗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参加工人运动主要是希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快成功，而在反动时期则不能坚持下去。这种不坚定性无论在理论方面（“背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见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在策略方面（“削弱口号”），在党的组织政策方面，都表现出来了，有觉悟的工人对这种不坚定性进行了抨击，坚决反对取消派，开始掌握党组织的工作和对党组织的领导。如果说党内这个基本核心未能立刻克服混乱和危机的因素，那么这不仅是因为在反革命胜利的条件下任务很艰巨，而且是因为那些具有革命精神但是社会主义觉悟不够高的工人对党有些冷淡。所以代表会议的决定，即社会民主党关于消除混乱和动摇的办法的确定意见，首先是向俄国觉悟工人说的。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前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和沙皇政府的新政策；指出我党现在仍然给自己提出的最近斗争目标；在革命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正确性这个问题上估计革命的教训；弄清党内危机的原因和指出党内无产阶级分子在消除这种危机中的作用；解决关于秘密组织和合法组织的相互关系问题；承认利用杜马讲坛的必要性，给我们的杜马党团制定正确的指示，同时直接批评它的错误；——这就是代表会议决定的主要内容。这些决定，对工人阶级政党在目前艰苦时期如何选择坚定的道路问题，作了完满的答复。现在，我们来更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答复。

现在各阶级在政治组合上的相互关系，仍旧和过去群众进行直接革命斗争的时期一样。大多数农民不能不争取实行一场将会消灭半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制的土地变革，而要实现这种变革，就非推翻沙皇政权不可。反动势力的胜利，使得那些不能牢固地组织起来的农民民主派分子遭受了特别沉重的压迫，但是，尽管有这种压迫，尽管有黑帮杜马，尽管劳动派极不坚定，农民群众的革命性甚至从第三届杜马的辩论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无产阶级对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并没有改变，仍然是要领导民主派农民，使他们摆脱自由派资产者即立宪民主党人的影响，因为立宪民主党人一直在接近十月党人，虽然他们之间有小小的个别争吵，并且在最近还企图创立民族自由主义，通过沙文主义的宣传来支持沙皇制度和反动势力。决议说，现在进行的斗争仍旧是为了彻底消灭君主制度并由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夺取政权。

专制制度仍旧是无产阶级和整个民主派的主要敌人。但是，如果认为专制制度还和以前一样，那是错误的。斯托雷平的“宪制”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是旧的半宗法制的、半农奴制的沙皇制度解体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是沙皇制度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高加索的代表174不是想完全取消这种对于时局的估计，就是想用“财阀的”一词来代替“资产阶级的”一词，他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专制制度早已成为财阀的专制制度了，但是只是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受了革命的种种打击以后，它才开始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制制度（按其土地政策和在全国范围内与某些资产阶级阶层结成的公开的有组织的联盟来讲）。专制制度早就在扶植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早就用金钱为自己打通了进入“上层”的门径，对立法和管理施加了影响，取得了同显赫的贵族平起平坐的地位。但是，当前局势的特点在于：专制制度不得不为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建立代表机关，不得不在这些阶层与农奴主之间保持平衡，在杜马中组织这些阶层的联盟，不得不抛弃对农民宗法思想的一切希望，而在使村社破产的富人中找寻支柱来反对农村的群众。

专制制度虽然用所谓的立宪机关来装饰门面，但是沙皇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实行联合，而且仅仅同他们实行联合，因此事实上专制制度的阶级实质空前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专制制度企图由自己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客观上必须完成的任务：建立真正管理资产阶级社会事务的人民代表机关，清扫农村的中世纪的、错综复杂的、陈陈相因的土地关系；但是，专制制度的新步骤的实际效果至今还等于零，这不过是更清楚地说明，必须用别的力量和别的办法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政治上没有经验的千百万群众一向认为，专制制度是同任何人民代表机关相对立的；现在的斗争目标缩小了，斗争任务更具体了，就是为夺取能够决定代表机关本身的性质和作用的国家政权而奋斗。因此，第三届杜马在旧的沙皇制度解体的过程中，在它的冒险行为加强的过程中，在旧的革命任务加深的过程中，在为这些任务而斗争的范围（以及参加斗争的人数）扩大的过程中，是一个特殊的阶段。

这个阶段一定会消逝；目前新的条件要求有新的斗争形式；利用杜马的讲坛是绝对必要的；长期的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的工作被提到了首要地位；秘密组织同合法组织的结合向党提出了一些特殊的任务；普及和解释被自由派和取消派知识分子弄得声誉扫地的革命的经验，无论是为了理论的目的或是实践的目的，都是必要的。但是，党所制定的必须估计到在斗争手段和斗争方法方面的新情况的策略路线，现在仍旧没有改变。代表会议的一个决议说道，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正确性，已由1905—1907年的群众斗争的经验所证明。革命在第一个战役中最后遭到失败并不表明，任务提得不正确，最近目标是“空想”，手段和方法是错误的；而是表明，力量没有充分准备好，革命危机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不过，斯托雷平及其同伙正在以非常值得称赞的热情来加深和扩大革命的危机呢！就让自由派和惊慌失措的知识分子在争取自由的真正群众性的第一次战斗之后灰心丧气吧，让他们怯懦地反复说，挨过打的地方就不要再去，不要再走这条倒霉的道路吧。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回答他们说，历史上的伟大战争和革命的伟大任务都是这样进行的：先进阶级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冲击，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后去争取胜利。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俄国的革命阶级虽然在第一个战役中遭到失败，但是革命形势仍然存在。革命危机正在通过新的形式和其他道路再行到来，重新成熟，但有时比我们希望的要迟缓得多。我们应当进行长期的准备工作，使更广大的群众去迎接革命危机，并且要更加认真地进行这种准备工作，要估计到更高的和更具体的任务；这种工作做得愈好，就愈有把握在新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俄国无产阶级可以引以自豪的，就是1905年在它的领导之下，奴隶的民族第一次变成了进攻沙皇制度的千百万人的军队，变成了革命的队伍。俄国无产阶级现在同样能够坚定地、顽强地、耐心地进行教育和准备工作，以培养更强大的革命力量的新干部。

我们已经指出，利用杜马讲坛是这种教育和准备工作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代表会议关于杜马党团的决议给我们党指出了一条最接近于（如果在历史上找个例子的话）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非常法时期的经验的道路。秘密的党应当会利用，应当学会利用合法的杜马党团，应当把这个党团培养成为能够完成自己任务的党组织。如果提出召回党团的问题（代表会议上有两个“召回派”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或者不直接地公开地批评杜马党团的错误，不把这些错误列在决议上（在代表会议上，有些代表曾经力图这样做），那是最错误的策略，是逃避在当前条件下必须坚定进行的无产阶级工作的最可悲的行为。决议完全承认，杜马党团有一些错误不能完全由党团单独负责，这些错误完全象我们一切党组织的一些错误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有另一种错误，这就是离开了党的政治路线。既然产生了离开政治路线的现象，既然代表全党公开发表意见的组织犯了这样的错误，那么，党就应该明确地说，这是一种偏差。在西欧各国社会党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地有过议会党团同党的关系不正常的事例；在罗马语国家，直到现在，党团对党的态度往往还是不正常的，党团的党性还很不够。我们应当立即用另外的办法来安排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应当立即在这方面和谐一致地进行工作，一方面使每一个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都确实感觉到，党在支持他们，在为他们犯的错误而痛心，在设法使他们走上正路，另一方面使每个党的工作人员都来参加党的整个杜马工作，学习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实事求是地批评杜马工作的步骤，感到自己有责任来帮助进行这个工作，尽力使带有特殊性的党团工作服从于党的整个宣传鼓动工作。

这次代表会议，是第一次有威信的、有党内各个最大的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会上讨论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在整个杜马会议期间的活动。代表会议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党将如何进行杜马的工作，党在这方面向自己和党团提出了什么严格的要求，打算如何坚定不移地开展扎扎实实的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

关于对杜马党团的态度问题，有策略和组织两个方面。在组织方面，关于杜马党团的决议不过是再一次把代表会议关于组织问题指示的决议所规定的组织政策的一般原则运用于具体场合。代表会议确认，在这个问题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有两个基本派别：一个派别是把重心移到秘密的党组织中，另一个派别（它多多少少同取消派相似）却把重心移到合法和半合法组织中。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问题在于目前有些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也有一部分是工人出身的工作人员脱离了党。取消派提出一个问题：是最积极的分子离开党而选择合法组织作为活动场所好，还是“动摇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脱离党好？不消说，代表会议坚决地驳斥了取消派，并且答复他们说，是后一种情况好。党内最纯洁的无产阶级分子，最坚持原则和最有社会民主党党性的知识分子，仍然忠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脱党也就等于清党，等于摆脱最不坚定的人，不可靠的朋友，摆脱“同路人”（Ｍｉｔｌａｕｆｅｒ），这些人都是从小资产阶级或者从“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人们，即脱离某一阶级轨道的人们中间来的，他们始终是暂时投靠无产阶级的。

从这种对党的组织原则的看法中，自然就会得出代表会议通过的组织政策的路线。巩固秘密的党组织，在一切工作部门建立党支部，首先“在每个工业企业”建立“纯粹党的、哪怕是人数不多的工人委员会”，把领导职能集中在工人出身的社会民主运动领导人的手里，——这就是当前的任务。显然，这些支部和委员会的任务应当是利用一切半合法组织，尽可能地利用合法组织，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在进行工作时注意使社会民主党对于群众的一切要求都有反应。每个支部和每个党的工人委员会，都应当成为“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宣传工作和实际组织工作的据点”，就是说，一定要到群众所去的地方，要处处努力促使群众的意识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把每个局部的问题与无产阶级的总任务联系起来，把组织方面的每一个行动都变为加强阶级团结的行动，要靠自己的毅力、自己的思想影响（当然不是靠自己的头衔和官位）来争取在一切无产阶级的合法组织中起领导作用。虽然这些支部和委员会有时可能人数很少，可是在它们之间将会有党的传统和党的组织的联系，将会有明确的阶级纲领；这样，即使只有两三个社会民主党党员，也不会在没有定形的合法组织中随波逐流，而会在一切条件下，在任何局势下，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实行自己的党的路线，以全党的精神去影响环境，而不让环境把自己吞没。

可以解散某种群众组织，可以摧残合法的工会，可以在反革命统治之下通过警察的刁难来破坏工人的一切公开的活动，但是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已成为这样的国家）工人大批聚集的现象。工人阶级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合法地或半合法地、公开地或隐蔽地，总会找到某些团结的据点，——无论何时何地，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将走在群众的前列，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将彼此团结起来，以党的精神去影响群众。社会民主党过去在公开的革命中已经证明，它是阶级的政党，能够领导千百万群众举行罢工，举行1905年的起义，参加1906—1907年的选举，而现在，它仍然是阶级的政党，群众的政党，仍然是一支先锋队，能够在最困难的时期也不脱离整个大军，能够帮助这支大军度过最困难的时期，重新团结起全军的队伍，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新战士。

让黑帮死硬派在杜马内和杜马外，在首都和边远的地方，欢呼号叫吧，让反动派肆意横行吧，可是，聪明绝顶的斯托雷平先生的每一步骤，都不能不使正在保持平衡的专制制度更接近垮台，使政治上的奇闻怪事层出不穷，使无产阶级队伍和农民群众革命分子队伍得到新生力量的补充。一个能够通过联系群众而得到巩固以进行坚持不懈的工作的党，一个能够组织本阶级先锋队的先进阶级的党，一个努力以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去影响无产阶级每一个现实表现的先进阶级的党，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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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7卷


关于《论迫切问题》一文[175]


（1909年2月12日〔25日〕）


这篇好文章转载自中部工业区的机关报《工人旗帜报》第7号，它是为了回答一个召回派分子在该报第5号上的一篇文章而写的。召回派分子的文章是作为讨论文章发表的，《工人旗帜报》编辑部作了保留，表示不同意作者的意见。该报第7号在发表这篇文章时，编辑部没有作任何保留，可见，这篇文章也表达了编辑部的意见。

我们早已在《无产者报》上表示坚决反对召回主义，并且明确指出，既然召回主义正在由一种普通的情绪变为一个 派别
 ，一整套政策，那么它就是在脱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就是在原则上同布尔什维主义决裂。但是，在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发表这篇文章以后，我们应当承认，关于召回主义的问题我们过去提得还不够尖锐，对于想把这种召回主义同布尔什维主义结合起来的人们给我们布尔什维克派的原则坚定性带来的危险估计过低。我们肯定地说，写上面转载的这篇文章的莫斯科的同志就象我们私下同召回派争论时那样，把问题提得很尖锐、很明确、很有原则。我们的莫斯科机关报天天接触召回主义的活生生的代表人物，实地看到他们的召回主义的实际宣传有愈来愈脱离革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的危险，所以不得不把问题提得这样尖锐、这样有原则、这样不可调和，它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 或者是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即布尔什维主义， 或者是
 召回主义，即放弃布尔什维主义，莫斯科的同志就是这样提问题的。这就是说，他完全同意我们在全党代表会议之前预先同召回派同志们进行争论时对问题的提法。

我们知道，有一些工人布尔什维克现在是赞成召回主义的，但是他们的“召回主义”多半只是由于我们的杜马党团犯了严重错误而引起的一种暂时的 情绪
 。文章的作者和我们在上面所谈的一切当然不是针对他们的。但是召回主义既然被推崇为一种理论，既然成为一套完整的政策（这是一个自称是“真正”革命性的代表的小集团制定的），那就必须进行一场不可调和的 思想战争
 ！我们所转载的文章的作者说得十分正确：召回派分子在《工人旗帜报》第5号上的那些议论（这篇文章我们曾转载于《无产者报》第39号）以及 作为一个派别
 的整个召回主义，等于是鼓吹“工人代表大会”等等的 改头换面的孟什维主义
 。下面这点他说得尤其正确：某些召回派用来为自己的派别辩护的那些 原则性的
 论据（不管他们自己的政治认识怎样），客观上有使他们靠近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或者纯粹无政府主义者的危险。

莫斯科的同志对问题的提法清楚地表明，有些布尔什维克不愿意承认召回主义有 根本性的
 危险，认为这里 只有
 “实践上的分歧”，认为召回主义是“健全核心”，而不是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思想的萌芽，这在政治上是多么近视，尽管他们的意图都是好的。莫斯科的同志的文章应当使他们看到，他们在思想上掩饰召回派或者即使是在思想上对他们保持友好的中立，都是在助长召回派的声势， 变成召回派的战俘
 ，危害布尔什维主义。

召回主义 不是
 布尔什维主义，而是拙劣的政治上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这是只有布尔什维主义的最恶毒的政敌才想得出来的。这一点必须 完全弄清楚
 。我们认为必须使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以至每个小组都认清召回主义的真实作用，都彻底弄明白并且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这是不是打着“革命”和“左派”的旗帜公开放弃在革命以前的时期和革命烈火中形成的老布尔什维主义的光荣传统。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在《无产者报》上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我们登载了 所有的
 来稿，转载了国内布尔什维克所写的一切与此有关的文章。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拒绝过 任何一篇
 讨论文章，今后也将这样做。遗憾的是，召回派和赞成他们的同志直到现在还很少给本报寄材料来，他们宁愿“在私下里”议论，也不愿意在报刊上公开和彻底地阐明自己的根本的信念。现在我们请所有的同志，不管是召回派或是正统的布尔什维克都到《无产者报》上来陈述自己的观点。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寄来的材料印成专门的小册子。我们必须思想明确、坚定，尤其是在目前这个艰难的时期更应如此。

让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去掩饰自己的意见分歧，庆贺自己的“完全一致”吧！可是人们说得对：在社会革命党人那里，从人民社会党人的自由主义到带着炸弹的自由主义，样样俱全。

让孟什维克同切列万宁一伙在思想上和睦相处吧。让他们去要那一套两面派的手法吧（他们在德国人面前表示同切列万宁决裂，而在俄国的报刊上却表现得难舍难分），让他们同那些在思想上取消革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取消派和睦相处吧，让他们干脆用贴住分歧的巧妙办法（见《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0—11号合刊），即用纸一贴就“消除了”孟什维克同普列汉诺夫的分歧的办法[176]来掩盖自己的意见分歧吧。

既然内部的思想斗争是必要的，我们这个派别就不应当害怕这种斗争。它会在斗争中更加巩固。我们这个派别实际上开始逐渐地成为我们的整个的党，所以我们 更应
 当弄清自己的分歧。我们号召布尔什维克同志们 思想
 要明确，要清除一切流言蜚语，不管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在一些最重大、最基本的问题上，喜欢象孟什维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那样用无谓的争吵来代替思想斗争的，现在还大有人在。在布尔什维克当中不应当有这种人立脚的地方。工人布尔什维克应当坚决抨击这种企图，并且要求做到一点：有 明确的思想、明确的观点和原则性的路线
 。只有思想十分明确，全体布尔什维克才能在组织方面象我们这个派别从来所做的那样团结一致地行动。







	　　载于1909年2月12日（25日）《无产者报》第4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366—369页

















[175] 《关于〈论迫切问题〉一文》是《论迫切问题》这篇文章的编后记，发表于1909年2月12日（25日）《无产者报》第42号。《论迫切问题》一文是这一号《无产者报》从《工人旗帜报》第7号上转载来的，原来标题是《一名党的工作者的来信》。这里说的《工人旗帜报》第5号上刊登的召回派分子的文章，就是列宁在《关于两封来信》（见本卷第266页）一文中批评的一名召回派工人的信。——340。



[176] 这里说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退出取消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声明。这个声明本来已确定在该报第10—11号合刊上刊出。在编辑部同普列汉诺夫再次会谈之后，普列汉诺夫的声明临时从这号报纸的版样上抽掉，而报纸要目中提到这个声明的地方则被用纸贴了起来。但是冲突并未彻底消除。1909年5月《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4号上登载了普列汉诺夫的信，信中告诉读者，他已正式退出了编辑部。——343。177指载于1909年3月9日（2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的尔·马尔托夫的《斗争是为了什么？》一文。——344。













《列宁全集》第17卷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

（1909年3月9日和21日〔3月22日和4月3日〕）


马尔托夫同志在上面发表的文章[177]里，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确切些说，涉及许多有关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的问题。他涉及了我们党内讨论这些问题的历史。这些问题同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民粹主义的关系以及就这个问题发表的各种各样的看法，总之他涉及了问题的各个方面，但是无论哪一方面都没有说清楚。为了从实质上回答问题，必须对问题的各个方面作个系统的概述。


一

我们先从俄国社会民主党讨论这个问题的历史谈起。这个问题是在1905年初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提出来的。布尔什维克解决这个问题的“公式”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参看1905年4月12日《前进报》[178]第14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8—28页。——编者注］

 。孟什维克坚决反对这样来确定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内容。1905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和同时在日内瓦召开的孟什维克的代表会议，正式说明了党内两部分人的观点。但是根据当时的时代精神，党内两部分人的决议都没有提出关于斗争目标和胜利的革命的一般阶级内容这个理论性的、一般性的问题，而提出了一个比较狭隘的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说：“……在俄国只有经过胜利的人民起义才有可能实现民主共和制，而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将是临时革命政府；……如果力量对比及其他不能预先准确判定的因素对我们有利，我们党可以派全权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无情地打击一切反革命的企图，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孟什维克的决议说：“……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抱有夺取政权或在临时政府中分掌政权的目标，而应当始终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由此可见，在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自己并没有把任何象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这类的“公式”写进正式的决议中去，而只是谈到可以参加临时政府和无产阶级“应当”“起领导作用”（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公式”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前在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上提出来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又在《两种策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124页。——编者注］

 这本小册子里得到了阐述；谁也没有想去责备布尔什维克的言论同自己的决议不符。谁也没有想去要求从事政治斗争的群众性政党的决议必须同马克思主义关于胜利的革命的阶级内容的定义一字不差。

从我党历史材料中还可以得出另一个重要结论：1905年春天，党内两部分人都把争论问题的重心放在无产阶级以至一切革命阶级夺取政权这一点上，根本没有谈到要夺取政权的这些阶级在这一时期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能和应当是怎样的问题。我们知道，孟什维克既反对夺取政权这一目标，也反对分掌政权这一目标。布尔什维克则主张“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社会民主党“可以”参加临时政府，“始终保持社会民主党这个争取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的独立性”（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支持”农民的革命运动，“肃清农民运动掺杂的种种反动成分，纯洁这个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内容”，“提高农民的革命自觉性，彻底实现农民的民主主义要求”（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在1905年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的决议里，没有提出任何其他的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公式”。

现在来看一看一年以后两个派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之前制定的决议草案，在一般报刊上，特别是在我们党内，这些草案常常被人忘记或者忽视，这是非常遗憾的，因为它们在社会民主党策略思想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些决议草案表明，党内两部分人从1905年10月和12月的斗争的经验中究竟取得了什么教训。

布尔什维克在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的决议草案中写道：“……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即无产阶级这个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要引导农民群众前进，要使农民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的自发斗争具有政治自觉性。” 
［注：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27页。——编者注］

 （在向伦敦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中又谈到了这一论点。见1907年3月4日《无产者报》第14号）

总之，布尔什维克在这里给自己选择的“公式”说的是：无产阶级引导农民前进。在布尔什维克的决议里，没有任何别的体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思想的公式。这个事实是必须十分强调地指出的，因为马尔托夫同志企图在忘记或回避这个事实的情况下，完全歪曲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决议的意义。

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草案（列宁的《报告》第68—70页，转引自《党内消息报》[179]）中规定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做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者”——请注意，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所说的“领袖”和“领导者”，而是推动者！——并且指出无产阶级的任务之一就是“借助群众压力来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某些反政府措施，只要这些措施不违背我们纲领中的要求，而能有助于这些要求的实现，成为继续推进革命的起点”。

可见，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派别自己把分歧归结为这样的对立：是做“引导”农民“前进”的革命“领袖”和“领导者”呢，还是做“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某些措施的“革命推动者”。我们再补充一点，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的孟什维克，竟不顾布尔什维克的抗议和坚持，自行撤销了这个决议。为什么孟什维克要这样做呢？读者只要读一读孟什维克这个决议草案中的如下一段话，就可以得到答案，这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无产阶级要想很好地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推动者的任务，就只有经过这样的途径，即自己先组织起来，通过自己的斗争吸引愈来愈多的城市资产阶级阶层和农民阶层参加革命斗争，使他们的要求民主化，推动他们组织起来，从而为革命的胜利创造条件。”

这显然是向布尔什维克作的一个不彻底的让步，因为在这里不仅把无产阶级描绘成为推动者，而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还把它描绘成为领导者，因为它要“吸引”和“推动”农民和更多的城市资产阶级阶层。

其次，关于临时政府问题，孟什维克的决议草案说道：“在国内革命普遍高涨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应当到处促进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建立，唤起其他革命民主派分子也来建立这种机关，协助所有这些机关联合为共同的、非党的人民革命斗争组织，向它们提出在无产阶级看来可能而且应当在目前通过革命完成的全国革命任务。”（同上，第91页）

孟什维克的这个被人遗忘了的决议草案清楚地表明，在1905年10—12月的经验的影响下，孟什维克已经完全乱了套，向布尔什维克交出了阵地。这个草案里还有如下一点：“在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提出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的任务”（第92页），难道上一段中引用的那些话和这一点，实际上可以并行不悖吗？后一个论点是非常原则性的论点，完全是重复（“分掌政权”的说法例外）1905年的决议。但是这个论点同1905年10—12月的经验是根本冲突的，因为孟什维克自己就把这次经验归结为联合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民主派分子”的所有机关，组成“共同的、非党的人民革命斗争组织”！既然工人代表苏维埃同革命民主派的这种机关“联合”为非党的人民革命斗争组织，那么很明显，无产阶级也就提出了“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的任务，参加了夺取政权的事业。决议本身就说明，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国家政权从反动政府的手中夺过来”。孟什维克一方面不敢明说，忌讳“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这句话，极力回避这种吓人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在1905年以后又不得不承认，工人代表苏维埃同革命民主派的其他“这种”机关实行“联合”是势所必然的，这种联合会产生“共同的、非党的”（这样说不确切，应当说：非党的或跨党的）“人民革命斗争组织”。这种共同的组织就是临时革命政府！孟什维克不敢明确地直接发表主张，只是作了一番描述。事情并不因此而有所变化。从旧政府手中“夺取国家政权”的“人民革命斗争机关”，也就是临时革命政府。

如果说孟什维克思想混乱，语无伦次，迫不得已才考虑到1905年10—12月的经验，那么布尔什维克则是直接明确地作出了自己的结论。布尔什维克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草案说：“……在这场公开的斗争中〈1905年底〉能够坚决反对旧政权的地方居民（几乎完全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先进阶层），最后都认为必须建立这种实际上成了新式革命政权萌芽的组织，这种组织就是彼得堡、莫斯科以及其他城市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符拉迪沃斯托克 
［注：即海参崴。——编者注］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及其他城市的士兵代表苏维埃，西伯利亚和南部地区的铁路委员会，萨拉托夫省的农民委员会，新罗西斯克和其他城市的市革命委员会，以及高加索和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经选举产生的农村机关”（第92页）。草案接着指出，当时这些机关由于分散和处于萌芽状态而遭到失败，而现在临时革命政府则是“胜利起义的机关”。决议继续说道：“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目前无产阶级面临一个迫切的任务，即同革命民主派一道促进起义的联合，建立起义的联合中心——临时革命政府。”往下几乎是一字不差地重复了1905年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上面引用的两派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前提出的决议草案中的一些话，使我们能够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来研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问题。每一个希望直截了当地明确回答这个问题的人，都应当考虑1905年年底的经验，不想直接研究这个经验，这就不仅意味着忽视对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最宝贵的材料，而且也意味着必然要“挑剔地”解释公式，“捂住”和“贴住”（按马尔托夫同志的中肯说法）原则性分歧的实质，必然要在“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丧失原则（“运动就是一切，目的算不了什么”这个公式就是这种行为的最好说明）。

1905年年底的经验无可争辩地证明，由于“国内革命的普遍高涨”，正在产生一种特殊的“人民革命斗争组织”（这是孟什维克的说法；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是：“新式革命政权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机关”）。同样无可争辩的是，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中，创立这些机关的首先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其他革命民主派分子”，而且，只要考察一下整个俄国的，特别是大俄罗斯的居民成分，就会看到，在这些其他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农民。最后还有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就是这些地方机关或组织实行联合的历史倾向是存在的。从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必然得出一个结论：现代俄国的胜利的革命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要回避这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就只有“挑剔”和“贴住”分歧！如果不是只抓住问题的枝节，不是故意地随心所欲地把城市和农村割裂开来，把一个地区同另一个地区割裂开来，不是拿关于这个或那个政府的成分问题来代替阶级专政问题，总之，如果能真正全面地分析问题，那么无论谁根据1905年经验的具体例子也不能说明，胜利的革命可能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现在我们先把党内提出上述“公式”的历史这个问题结束一下，然后再往下谈。我们已经看到，1905年和1906年两派观点是如何确切表述的。1907年，在伦敦代表大会前夕，孟什维克起初提出了一个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草案（1907年3月24日《人民杜马报》[180]第12号），后来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了另一个草案。第一个草案指出，应当把无产阶级的行动同其他阶级的行动“配合起来”，第二个草案指出，应当“利用”其他阶级的运动来“达到”无产阶级的“目标”，无产阶级应当“支持”其他阶级的某些“反政府措施和革命措施”，社会民主党在“个别的特定条件下”可以同自由主义的和民主的阶级达成“协议”。

布尔什维克的草案也象伦敦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一样，指出社会民主党应当“迫使它们〈民粹派政党或劳动派政党，它们“比较准确地表达了广大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利益和观点”〉站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反对黑帮和立宪民主党”，“由此而产生的共同行动”应当“完全服从于共同攻击的目标”。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布尔什维克的草案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根据一位波兰代表的提议加进了“争取把革命进行到底”[181]这样一句话。在这里也非常明确地肯定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因为这种专政也就是这些“曾经或者正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阶级的“共同行动”！


二

只要总的回顾一下党提出有关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问题的意见的历史，就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同志大谈其挑剔和无目的的运动，对他自己是多么不利。其实，从这段历史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布尔什维克本身无论在自己的决议草案中或者在自己的决议中，一次也没有提出过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这种说法或者“公式”。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想否认1905—1907年间的布尔什维克的全部草案和决议完全是以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这一思想为基础的。否认这一点是很可笑的。否认这一点，也就是挑剔，就是用无谓地抠字眼的办法来掩盖问题的实质。列宁在《西种策略》（《十二年来》文集第445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83页。——编者注］

 中的说法是：无产阶级应当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1906年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的说法是：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农民群众；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的说法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行动”，“争取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所有这些说法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难道这种意思不正是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吗？无产阶级依靠农民这个“公式”不是也完全包括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范围以内吗？

马尔托夫同志拼命否定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提法。于是他在“和”字上大发议论。马尔托夫同志大声地说：不要“和”字，带“和”字的公式已经被抛弃了，现在不许在中央机关报上的没有署名的文章中加上这个“和”字！晚了，晚了，亲爱的马尔托夫同志，你本来应当向整个革命时期的所有布尔什维克机关刊物提出这种要求，因为所有这些机关刊物当时一直谈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谈这个专政时所根据的决议却没有这个“和”字。马尔托夫同志在他为了“和”字而掀起的原则性战役中失败了，他所以失败，不仅是因为时效已过，而且因为至高无上的逻辑总是离不开这个倒霉的“和”字：和“联合”、和“引导”、和“共同行动”、和“依靠”、和“在……帮助下”（最后这个说法是在波兰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182]中提出的）。

马尔托夫同志继续自己的原则性争论时说：但是布尔什维克反对过“依靠”这个说法。不错，是反对过，但并不是为了否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是因为这个“公式”在俄文表达上不很恰当。通常都是弱者依靠强者。在布尔什维克看来，原封不动地重复“无产阶级在农民帮助下”这一波兰代表大会提出的公式，是完全可以容许的，当然，如果说成“无产阶级引导”，也许更好些。可以就所有这些公式进行争论，但是把这种争论当作“原则性的争论”，这简直是笑话。象马尔托夫同志那样试图否认共同行动的概念包含“依靠”的意思，就是典型的挑剔。象马尔托夫同志那样引用唐恩、阿克雪里罗得和谢苗诺夫等同志的话说，“无产阶级依靠农民”夺取政权就是“无产阶级单独”夺取政权，只会使读者感到可笑。如果我们说，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依靠切列万宁、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取消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这一思想，那么有谁会相信取消这种思想的只是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两个人，而同切列万宁、普罗柯波维奇之流没有关系呢？

同志们，不应当把中央机关报上的争论变成挑剔。不能用这种手法来避而不承认下面这个无可怀疑的主要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大多数成员，包括波兰同志和布尔什维克在内，都坚决主张：（1）承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领袖作用；（2）承认斗争的目标是无产阶级在其他革命阶级的帮助下夺取政权；（3）在这些“帮助者”中间，农民占居首要的、甚至独一无二的地位。谁希望就问题的实质进行争论，他就应当对上述三个论点，即使是对其中的一个也好，提出自己的看法。马尔托夫同志对其中的任何一点也没有从实质上分析过。马尔托夫同志忘记了告诉读者，在上述三个论点的每一点上，孟什维克都是采取党所屏弃的观点，党所屏弃的错误观点正是而且仅仅是孟什维主义！孟什维克在革命中的政策就是无目的的运动，因此也就是以立宪民主党的动摇为转移的运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孟什维克不知道，无产阶级应不应当争取超领袖作用？应不应当尽力夺取政权？应不应当同时也考虑某一阶级的帮助？不知道这一点，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就不可避免地要陷于徬徨、产生错误、毫无原则，听任自由派摆布。

代表会议没有埋葬“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也没有保证要把它从党的日常活动中取消，相反却肯定了它，进一步更彻底地承认了它。伦敦代表大会承认：（1）无产阶级的作用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充当领袖”；（2）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共同行动”，“完全服从于共同攻击的目标”，同时也是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只要再承认当前革命斗争的目标是由无产阶级和农民夺取政权就够了。这一点代表会议做到了，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公式：“无产阶级依靠农民夺取政权。”

我们这样说，决不是否认和掩盖布尔什维克和波兰人之间的分歧。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在他们自己的俄文出版物中，还是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或是在中央机关报上，都有充分的可能来说明这种分歧。而且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也已经开始利用这种可能性。如果马尔托夫同志达到自己的目的，即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卷入我们的争论中，那么，任何人都会看到，我们在一切基本问题上是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一致反对孟什维克的，我们同波兰社会民主党只是在局部性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三

马尔托夫同志迫使托洛茨基参加了他所安排的第三者的争论，即一切非当事人的争论。关于托洛茨基，我们根本不可能在这里对他的观点进行全面的分析。这需要写一篇很长的专门文章。马尔托夫同志谈到了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援引了这些观点的一些片断，因而使读者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因为片言只语不能说明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混乱。托洛茨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忽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看法。从这个根本错误中产生了一些局部性错误，马尔托夫同志以同情和赞许的态度摘引了几段话，又重复了这些局部性错误。为了使问题摆脱马尔托夫同志所造成的混乱状态，至少我们要指明，托洛茨基的那些得到马尔托夫同志赞许的论断是错误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前提是：或者某个现存的资产阶级政党掌握农民，或者农民建立强大的独立政党”。显然，无论从一般理论观点看来，或者从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这都是错误的。阶级的“联合”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强大政党以至一切政党的存在为前提的。否则就是把阶级问题和政党问题混淆起来。上述两个阶级的“联合”决不是以某个现存资产阶级政党掌握农民为前提，也决不是以农民建立强大的独立政党为前提！这个道理在理论上是很清楚的，因为第一，要农民服从某个党组织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第二，建立农民政党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个特别困难和特别漫长的过程，所以“强大的独立”政党，打个比方说，只有到革命快结束的时候才能出现。从俄国革命的经验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无产阶级和农民曾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实行了几十次和几百次的“联合”，但是农民并没有“任何强大的独立政党”。譬如，当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或者和铁路罢工委员会以及和农民代表等等采取“共同行动”的时候，就实现过这种联合。所有这类组织大都是非党的，但是，这些组织的每一次共同行动，无疑都是阶级的“联合”。与此同时，农民政党形成、产生和出现了——如1905年的“农民协会”或1906年的“劳动团”——而且随着这样的政党的成长、发展和立场的确定，阶级的联合也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从不明确的和不定形的政治协议，直到十分明确的和完全定形的政治协议。例如，在第一届杜马被解散后，发出了如下三个起义号召书：（1）《告陆海军书》；（2）《告全国农民书》；（3）《告全体人民书》。在第一个号召书上署名的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和“劳动团”委员会。这一次的“共同行动”是否体现了两个阶级的联合呢？当然是的。否认这一点，恰恰就是挑剔、或者就是把“阶级的联合”这一广泛的科学概念变成狭隘的法律的、依我说几乎是公证人的概念。其次，能不能否认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杜马代表签署共同的起义号召书后，这两个阶级的代表在局部的地方的起义中采取了共同行动呢？能不能否认关于联合起义的共同号召和共同参加地方的和局部的起义的行动必然要求作出共同组成临时革命政府的结论呢？如果否认这一点，那就是挑剔，把“政府”这一概念完全归结为完成的和定形的现象，而忘记完成的和定形的东西是来源于未完成的和未定形的东西。

其次，在第二个起义号召书上署名的，除了劳动团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党团以外，还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俄农民协会、全俄铁路工会[183]和全俄教师联合会[184]。在第三个起义号召书上署名的有波兰社会党、崩得[185]以及除了后面三个组织以外的所有上述党派。

这就是政党和非党组织的定形的政治联合！这就是以沙皇政府感到威胁的形式、以告全民书的形式宣布的尚未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在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186]1906年第6号上，关于这些号召书有如下说法：“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党同其他革命的政党和集团缔结的不是政治联盟，而是战斗协议，这种协议我们一向认为是适宜的和必要的”。现在，恐怕不会有很多的社会民主党人同意这种说法了（参看《无产者报》1906年8月21日第1号和1906年11月23日第8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44—360页和第14卷第107—120页。——编者注］

 ）。不能把战斗协议同政治联盟对立起来，因为后一个概念也包括了前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实现政治联盟的方式也不一样，有时缔结起义的“战斗协议”，有时达成议会协议，“采取共同行动反对黑帮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人”，等等。在革命的整个进程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这一思想通过上千种的形式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从签署抗税和提取存款的宣言（1905年12月）或起义号召书（1906年7月）起，一直到1907年和1908年的第二届和第三届杜马中的投票为止。

马尔托夫同志所援引的托洛茨基的第二个说法，同样是错误的。说“全部问题就在于：谁决定政府政策的内容，谁在政府政策上团结清一色的大多数”等等，这是错误的。马尔托夫同志引证这一点作为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论据，这就更加错误了。托洛茨基本人在这个论断中，认为“民主派居民的代表可以参加”“工人政府”，就是说，认为政府可以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组成。至于无产阶级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革命政府，这是另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很可能不但同托洛茨基有分歧，甚至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也有分歧。但是革命阶级专政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归结为在这个或那个革命政府中占“多数”的问题，不能归结为社会民主党可以参加这个或那个政府的条件问题。

最后，马尔托夫同志引用的托洛茨基的第三点意见是最错误的，而他却认为是“正确的”，这个意见是：“哪怕它〈农民〉这样做〈“拥护工人民主制度”〉的时候，自觉性并不比往常拥护资产阶级制度时更高。”无产阶级既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农民的不觉悟和成见上面（而资产阶级制度下的统治者却正是指望和依靠这些东西的），也不能认为在革命时期农民的哪怕是寻常的不觉悟和消极状态会保存下来。俄国革命史的事实表明，1905年年底高潮的第一个浪头，就立即推动农民建立了一种无疑是独立农民政党的萌芽的政治组织（全俄农民协会）。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反革命势力虽然除去了第一批先进农民，但是农民（这次破天荒地在全国范围内，即在全俄选举中）马上为无疑是独立农民政党的雏形的“劳动团”打下了基础。在这些萌芽和雏形中，有许多不稳定的、不固定的和动摇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既然在革命开始时就产生了这种政治团体，那么在革命达到“结局”，或确切些说，在它达到高度发展即实现了革命专政的时候，就一定会产生更定形的和更强大的革命农民政党。如果不是这样地看问题，那就等于认为一个人在成年时某些重要器官的大小、形态和发育程度仍然会象儿童时期的一样。

不管怎样，马尔托夫同志得出结论说，代表会议在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同意了托洛茨基的见解，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上这是企图从字里行间“抠出”那些代表会议所根本没有讨论、引述和提到过的意思。


四

马尔托夫同志在谈到考茨基的时候，又在寥寥几句话中集中了一大堆错误。为了从实质上回答马尔托夫同志，几乎必须把一切都向读者从头讲起。

认为“许多人，也包括给考茨基的《前途》一书写序言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20—226页。——编者注］

 的列宁在内，都坚决否认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是根本不对的，此外，说考茨基“宣称俄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也是不对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普列汉诺夫曾经向国际社会民主党的许多代表人物提出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民主党对于按自己的方式争取政治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采取什么行动”。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就包含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两个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把革命的“一般性质”即它的社会经济内容同革命动力问题混为一谈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混淆这两个问题，甚至不能不经过特别的、具体的分析就直接地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中引伸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第二个错误是：把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同一般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作用混为一谈了。的确，农民和自由派都可以归到“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一科学概念里去，但是无产阶级对待这两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必然要有本质的差别。

考茨基立刻发现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错误，并且用自己的回答纠正了这些错误。考茨基不仅没有想否认，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且明确地承认这一点。下面就是考茨基在那本被马尔托夫同志大肆歪曲了的《前途》一书中所谈的与此有关的一段话：

“当前的革命〈俄国的〉在农村只能导致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出现殷实农民，从而在无产阶级和农村居民中的有产者之间掘出一道象西欧已有的那种鸿沟。因此，即使当前的俄国革命暂时地使社会民主党人取得政权，也不能设想，这个革命会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尼·列宁校订的俄译本第31页）

列宁在该书序言中说（同上，第6页）：“不用说，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农民运动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关于农民的小生产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等基本论点，考茨基是完全同意的〈黑体是尼·列宁在序言中用的〉。”列宁在这里所指的正是上面那段考茨基的话。

马尔托夫同志断言，列宁坚决否认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列宁谈的恰恰与此相反。考茨基明确地承认，我国革命按其一般性质即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

考茨基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认为”，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作这样或那样的回答。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即以资产阶级为动力的革命时期，已经过去了，在俄国也是如此……资产阶级不是当前俄国革命运动的动力，因此这一运动已不能叫作资产阶级运动”（第29页）。读者可以看到，考茨基的这段话十分明确地说明的是什么，所指的是什么。他分明不是就革命的社会经济内容来谈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在“革命的动力是资产阶级”这个意义上来谈资产阶级革命的。

其次，考茨基明确地划清了“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农民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界限，从而纠正了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错误。考茨基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力量就在于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的共同性”，“没有农民，现在我们就不可能在俄国赢得胜利”（第31页）。值得指出的是（当谈到马尔托夫同志在原则性争论中肆意纠缠“和”字这个毫无意思的问题时），考茨基在这篇文章里，也就是在1906年，有一页上不但使用了“依靠”这个说法（“俄国无产阶级可以依靠什么阶级呢？”），而且使用了下述说法：“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同其他阶级结成的联盟，首先应当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第30页）

难道马尔托夫同志不会责备卡·考茨基，说他在1906年预见到要在1908年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二月代表会议，是存心要“把读者弄糊涂”，“捂住和贴住”布尔什维克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分歧，是要“挑剔”……吗？

我们看到，考茨基在维护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思想时，实质上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思想，完全是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1848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187]上写道：“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指1848年3月18日以后的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即害怕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见梅林编的《马克思文集》第3卷，俄文版目前只出了两卷）马克思在1848年7月29日写道：“1848年的德国革命只不过是对1789年法国革命的讽刺……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一分钟也没有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

马克思在这里谈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显然是拿勾结反动势力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和以农民为主的民主派资产阶级加以对比。不能认为，马克思提出这种观点是由于他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在当时还没有形成。1892年，也就是过了44年以后，恩格斯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新时代》杂志第11年卷第1册；俄译文载于《历史唯物主义》论文集中）中写道：“……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革命〈16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正是由于农民〈在英国革命中是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的参与，斗争才进行到底，查理一世才上了断头台。”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9页。——编者注］



可见，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就是20世纪的无产阶级已经不象16、17、18世纪那样作为城市平民屈居第二位，而是升到第一位了。


五

现在来总结一下。马尔托夫同志涉及的问题非常重要，值得在党中央机关报上极其认真地进行辩论。但是这个问题单是“涉及”一下是不行的，应当从实质上加以分析，分析时不仅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还要根据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经验。

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就是做民粹派的俘虏，这只能付之一笑。这样发表议论的冒牌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当责备考茨基、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民粹派的俘虏。在一切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比较成熟的）只是同农民结成联盟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也是如此。1905—1907年的经验和每次大的事变都实际证实了这个真理，因为一切决定性的发动，不论是“战斗”发动或者议会发动，实际上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共同行动”。

我们党坚持这种看法，即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是领袖的作用，为了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必须和农民共同行动，革命阶级不夺取政权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抛开这个真理，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动摇，从事“无目的的运动”，有时甚至去鼓吹达成无原则的协议，这样实际上也就是做立宪民主党的俘虏，让工人阶级听任自由主义君主派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摆布。





	载于1909年3月9日（22日）和3月21日（4月3日）《社会民主第党人报》第3号和第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17卷第370—390页

















[177] 指载于1909年3月9日（2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的尔·马尔托夫的《斗争是为了什么？》一文。——344。



[178]《前进报》（《》）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机关报（周报），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1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8号。列宁是该报的领导者，《前进报》这一名称也是他提出的。该报编辑部的成员是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秘书，负责全部通信工作。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一文中写道：“《前进报》的方针就是旧《火星报》的方针
 。《前进报》为了捍卫旧《火星报》，正在同新《火星报》进行坚决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17页）《前进报》创刊后，很快就博得了各地方党委会的同情，被承认为它们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反对孟什维克、创建新型政党、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名为《无产者报》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因此停办。——344。



[179]《党内消息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彼得堡出版。该报编辑部是由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和孟什维克机关报（新《火星报》）的同等数量的编辑人员组成的。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编辑部的是弗·亚·巴扎罗夫、瓦·瓦·沃罗夫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代表孟什维克参加的是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报共出了两号。第1号于1906年2月7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第2号于1906年3月20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这一号上还刊登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自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党内消息报》遂停刊。——347。



[180]《人民杜马报》（《》）是俄国孟什维克的报纸（日报），1907年3月7日（20日）—4月4日（17日）代替被查封的《俄国生活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1号。——351。



[181]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波兰代表团成员Ａ．埃克（穆欣）对《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这一决议案第4点提出的补充（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记录》1963年俄文版第490页）。——351。



[182]指1908年12月在华沙市郊普拉加举行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对取消主义倾向进行了反击，确定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是：为无产阶级在革命农民帮助下夺取政权而斗争。——353。



[183]全俄铁路工会是俄国第一个铁路员工的工会组织，在1905年4月20—21日（5月3—4日）于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在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常务局中，社会革命党人占主要地位。全俄铁路工会的纲领包括经济要求和一般民主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等）。参加全俄铁路工会的主要是铁路职员和高收入工人。布尔什维克在批评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实质和斗争策略的同时，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期内也参加了全俄铁路工会的地方的和中央的领导机构，同时在某些城市建立了同全俄铁路工会平行的社会民主党的铁路工会组织。



全俄铁路工会在实行全俄铁路政治罢工中起了重要作用。1905年7月22—24日（8月4—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立即着手进行全俄铁路政治罢工的鼓动工作。同年9—10月在彼得堡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代表大会，在革命群众压力下，制定并向政府提出了如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自上而下选举铁路各级行政机构，立即释放被捕的罢工参加者，撤销强化警卫和戒严，实行政治自由、大赦、民族自决，立即召开按照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原则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10月7日（20日）由莫斯科—喀山铁路开始的罢工迅速发展成为全俄政治罢工，给了专制制度以有力的打击。1905年12月，有29条铁路代表参加的全俄代表会议支持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关于宣布举行政治罢工的决定，并于12月6日（19日）作出了关于参加罢工和立即宣布全俄铁路罢工的决定。全俄铁路工会的许多一般成员积极参加了十二月武装起义。起义失败以后，许多铁路员工遭枪杀，全俄铁路工会事实上转入地下。1906年8月曾召开一次铁路员工代表会议，讨论因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解散而举行总罢工的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主张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到1906年底，铁路工会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丧失了自己的革命作用。1907年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铁路系统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决定社会民主党人退出铁路工会，这一决定为中央委员会所批准。全俄铁路工会于1907年瓦解。——357。



[184]全俄教师联合会即全俄教师和国民教育活动家联合会，于1905年4月成立，领导层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拥护者。联合会有单纯为职业利益斗争的倾向，但是在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也赞同革命民主派的口号，表示愿意参加人民争取土地、自由和政权的斗争。联合会对第一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进行了抵制，支持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联合会把根本改革俄国国民教育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之一，提出了实行普遍免费的和义务的初等教育以及免费的中等和高等教育、用本民族语言授课、协调各种类型的学校等要求。教师联合会于1909年解散，1917年二月革命后曾恢复。



1906年6月6日（19日），列宁化名卡尔波夫向全俄国民教师代表大会部分代表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社会革命党的报纸《呼声报》（1906年6月8日（21日）第15号）对此作了报道。——357。



[185]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于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357。



[186]《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06年9月17日（30日）—11月18日（12月1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7号。该报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选出的清一色的孟什维克编辑部（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彼·巴·马斯洛夫、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实际上是孟什维克的派别机关报。——357。



[187]《新莱茵报》（《ＮｅｕｅＲｍｅｉｈ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



下面两段引文摘自载于1848年6月14—17日《新莱茵报》第14—17号的恩格斯的《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和载于1848年7月30日《新莱茵报》第60号的马克思的《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73页和第231页）。——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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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员会

（1909年不早于3月23日〔4月5日〕）


我们看了《前进报》第79号（1909年4月3日附刊1）登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组织问题》一文，不得不向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员会提出严重抗议。我们受中央的委托关照国外事务，因此我们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请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密切注意业已形成的极其不正常的局面。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顽固地无视我们关于在国外成立专门的中央代表机关的正式声明，不发表早就寄去的关于这个机构及其通讯处的消息。与此同时，《前进报》却发表了“一个同志的报道”，谈党内 正式的
 一件大事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然而在报道中 没有引用
 代表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两个决议）的 正式文本
 。《前进报》发表的这封信没有引用党的正式决议，完全歪曲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所发生的争论和分歧，不但如此，这封信还包含着隐蔽的、反对代表会议决定的派别性论战。这种论战尤其会恶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派别之间本来就不正常的关系。这种论战会激起特别的恼怒和愤恨，同时要向德国同志说明我党的真实情况和意见分歧也更困难了。

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请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研究如下问题：如何在《前进报》上说明俄国的分歧，发表有关俄国问题的文章，刊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公报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的正式文本。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请执行委员会就以下问题作出决定：《前进报》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内生活，是否可以不引用中央委员会的公报和党的决议的正式文本。

在实质问题上，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认为这篇文章对真相大肆歪曲，至少必须指出其中的三点 主要的
 错误，因为要把 所有
 错误都列举出来，就得写一本书才行。

（1）代表会议就组织问题通过的第一个决议，肯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在组织政策的根本性问题上有 两个
 派别。党在这个决议中谴责了被称为“取消主义的”、即实际上要取消目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那一派别。投票赞成这个决议的不但有全体布尔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全体代表，而且崩得的三个代表中也有两个投票赞成。

（2）布尔什维克提出并经党通过的关于对目前形势的估计的决议，一开始就指出，旧的农奴专制制度正在瓦解，它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孟什维克没有提出自己的决议草案，但是投票反对这个决议，他们提出的唯一的修正就是把“资产阶级的”改为“财阀的”。

（3）乌克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没有表示赞同而且也不可能表示赞同孟什维克的意见，因为乌克兰的代表没有出席代表会议。至于提到波兰社会党同意孟什维克的意见的问题，这个党并没有参加而且也不可能参加代表会议，因为它没有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提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这个党合并，这个建议遭到了代表会议的否决，代表会议未加讨论就转入了下一项议程。







	　　载于1947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391—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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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

（1909年4月4日〔17日〕）


我们在《无产者报》第42号上已经对“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作了一个总的评价 
［注：见本卷第340—343页。——编者注］

 。上面所载的彼得堡召回派的决议，是他们在选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二月代表会议代表时的纲领（ 遗憾的是
 ，直到代表会议开过以后《无产者报》编辑部才收到这个决议），谈到这个决议，我们不得不把在那里讲过的许多话重复一下。

这个决议满篇都是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几乎每一条都表明，起草人的思想还不成熟，或者他们忘记了社会民主党的起码的常识。第1条写道：“……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指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已经结束？大概不是。起草人指的是群众直接革命斗争的阶段已经结束。我们应当这样理解，免得把十分荒谬的思想加在召回派身上。既然是这样，那他们也就是承认目前不具备群众直接革命斗争的条件。然而，为情况所迫而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的召回派却不能从这里 想出
 结论，不能自圆其说……“俄国…… 正在走向
 新的革命高潮……”不错！还只是正在走向高潮，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高潮，——根据逻辑和语法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这个还没有到来的高潮的“特点”却是“尖锐冲突”等等。结果弄得很荒谬：召回派不会说明现在的特点，而去说明我们“正在走向”的未来的“特点”，以掩盖对这个现在的无知。例如，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一个“贫困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不经过分析就使用这个提法；为什么未来高潮的“特点”是贫困化的小市民的尖锐冲突，无论从哪方面都看不出来。为什么恰好现在需要加上一个贫困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不得而知；其实，流氓无产阶级的特点， 有时候
 是尖锐冲突， 有时候
 是异常不坚定和毫无斗争能力。召回派的思想是极不明确的，因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为什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上，同 两个
 召回派一起投票赞成加上“贫困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个说法的， 只有两个崩得分子
 ！我们认为，召回主义是改头换面的机会主义，这种看法得到了极好的证明。

同谁发生尖锐冲突呢？“同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农奴主的统治集团”。而不是同专制制度？召回派不会把在上述两个阶级之间看风使舵的专制制度同这两个阶级的直接统治区别开来，结果弄得很荒谬：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组织力量的秘密工作正在进行……”吸取经验，消化新的教训，积聚力量，这些事可以并且经常是秘密进行的，但是组织力量的工作，甚至在不合法活动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也不可能是秘密进行的。在1901—1903年间，组织力量的工作是非法进行的，而不是秘密进行的。召回派是在重复而且在歪曲那些死记硬背的片言只语。

第2条写道：“在俄国阶级矛盾发展得很尖锐的时候，将会通过革命的形式解决这种冲突……”俄国的阶级矛盾不象已经没有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任务的欧洲那样尖锐。召回派没有注意到，他们在想深化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却逐渐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走向了机会主义者。

“……革命将导致武装起义……”

关于斗争的 目标
 ，一点也没有说清楚，关于目前专制制度发展的局势，也根本没有说清楚，但是，关于斗争的 手段
 ，召回派却急于发表意见，以便宣称自己是“革命者”。亲爱的同志们，这是幼稚的做法，因为你们再一次表明，你们 死记硬背
 的片言只语虽然很好，但是你们 不理解
 其中的意思。在1897年、1901年和1905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起义问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虽然在1897年和1901年，俄国无疑是“在走向革命高潮”，走向“尖锐冲突”和“革命”，但是直到1905年1月9日以后，他们才把起义提到日程上来。只是死记硬背口号是不够的，应当善于考虑什么时候提出这些口号合适。在“高潮”还没有到来，在最狭窄和最直接的意义上的“革命”还没有成为现实以前（而召回派谈的是 将来的
 革命：“ 将会通过
 革命的形式”），只提出 一种
 斗争手段的口号，那就使自己成了面目全非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的决议谈到日益迫近的革命危机和斗争的目标（各革命阶级夺取政权），而 更多的东西目前
 是不能谈，也不需要谈的。

那些莫名其妙的、甚至当作“彻底改革”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改革”是怎样来的，只有天晓得。这是什么意思，看来连召回派自己也不明白。

第3条写道：“因此，社会民主党作为彻底革命的政党，应当把杜马外的斗争提到首要地位……”

有人（“最后通牒派”）目光竟这样短浅，甚至觉得我们同召回派的意见分歧只是实际做法上的分歧，只是对实行共同的策略所采用的手段和方法的估价不同而已！1907年夏天，关于抵制第三届杜马方面的意见分歧可能只是实际做法上的分歧，抵制派的错误可能只是在选择手段来实行全体布尔什维克共同的策略当中的错误。在1909年还这样谈，那是可笑的。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错误就是在原则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请实际地想一下：“因此”，也就是因为我们“正在走向”高潮，冲突“将会通过革命的形式”，“ 因此
 ”，应当把杜马外的斗争提到首要地位！同志们，这简直是用文字的堆砌来掩饰惊人的思想混乱！你们在自己的决议中根本还没有提到杜马，却造出一个结论：“因此”——“杜马外的斗争”！因为我们不懂得杜马的意义和党在高潮迫近时期的任务，所以我们宣布要进行杜马外的斗争，请看，召回派的论断是多么荒谬。他们片言只语地重复他们所不理解的布尔什维克的论断，这些话却是在不仅宣布要进行而且 有群众正进行
 杜马外斗争的时期说的，而他们重复这些论断是在自己也认为“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即群众直接斗争的条件暂时还不存在的时期。

他们 死记硬背
 关于杜马活动要服从杜马外的工人运动的利益和方向的正确原理，而且把死记硬背的 片言只语
 重复得不是时候，歪曲得面目全非。

召回派不是强调除了杜马的工作以外，现在还必须尽最大的力量在杜马外面在群众中进行坚定的、长期的、耐心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却同社会革命党人一道大喝其“杜马外的斗争”、冲击等等“革命的”高调。

召回派在决议（第1条）的末尾写道，“采取直接的积极行动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但在开头却 宣布
 要进行杜马外的斗争。这难道不是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吗？

“……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完全胜利而做的工作……”先是片言只语地谈了关于斗争手段的想法，然后再谈关于目标的想法！……“并为了这个目标而把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同志们，在首先的和“首要”的问题是巩固和恢复半瓦解的党组织的时候，这些都是空话。

第4条（“召回主义”的妙论之一）说：“党只能利用那些不会模糊和削弱革命斗争的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的形式……”

在“讲求实际的”最后通牒派看来，这就是对问题的“切合实际的”提法！召回派 不得不
 在1909年 寻找
 一些为自己辩护的原则性理由，而这样做必然会使他们陷入泥潭。“只能……那些不会模糊……的活动的形式”这句话显然是指社会民主党人的杜马工作，指他们利用半合法和合法组织的活动。这样说来，有的“活动的形式”会模糊革命斗争，有的不会模糊革命斗争。为了使不会思考的人不必开动脑筋，我们应该列一个“活动的形式”表，把那些会“模糊”革命斗争的形式划掉，——这才是真正革命的策略吧！！

亲爱的同志们，拿合法书刊来说吧！这种“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的形式”会不会模糊革命斗争？当然，在斯托雷平制度下是会“模糊”的！那就是说，应当把这种书刊取消，——召回派的结论就是如此，他们不能指出革命社会民主党利用 各种不同的形式的条件
 ，因而大发谬论。布尔什维克提出和通过的代表会议决议写道：“党应当特别注意利用和巩固现有的组织，并且建立新的、非法的、半合法的和尽可能合法的组织，这些组织可能会成为党的据点。” 这个
 决议同召回主义有天壤之别。“只能……那些不会模糊……的 形式
 ”，这是一句空话，只不过是个“高调”，而不是革命性。建立党的非法的“工人委员会”来 利用
 “半合法的和尽可能合法的组织”，这是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他们考虑到了在当前局势下必须采用的“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的形式”，善于指出各种不同“形式”的真正社会民主党工作的 方式
 。

取消社会民主党的合法书刊，这是一句空话，是做不到的， 因而只是对
 那些明知做不到的 机会主义者有利
 。划清愿意对自己的合法著作向党负责的有党性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没有党性的投机著作家的界限，这是一个困难的、然而是能够实现的任务，这会给愿意同党一起工作的人们指出实际的工作方向。取消合法的杜马党团，取消合法组织，这是一句 只是对那些
 很想摆脱党的监督的 机会主义者有利的
 空话。不断进行这种监督，“利用”合法组织， 纠正
 社会民主党人的各种错误和错误的策略，——这是党的任务，我们和一切愿意执行代表会议决定的人将来完成这个任务。

……第4条最后写道：“坚决反对反革命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的任何勾结。”

哎！召回派总是 不合时宜地
 重复布尔什维克出版物的一些思想中的片言只语。同志们，应当把情况弄清楚。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政府还在摸索 勾结
 的道路，而立宪民主党人却把这种勾结当作“斗争”的口号来向人民宣传（这些口号甚至迷惑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孟什维克）。 当时
 坚决反对这种 勾结
 才是真正及时的口号，迫切的任务，才能把骗局揭穿。现在，勾结的道路已经摸索到了，沙皇政府同被召回派称为“集团”的那些阶级已经勾结起来了，而且，谁也不会被第三届杜马中实现的勾结迷惑了。现在，把“坚决反对 任何勾结
 ”当作鼓动的中心，那就是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

第5条写道：“不能把我国的国家杜马看作是在政治自由的范围内和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一定的自由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议会，它不过是沙皇政府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勾结……”这里有两个错误。不能说， 不是
 议会， 而是
 勾结，因为世界上的许多议会都不过是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同各式各样中世纪制度残余的勾结。为了不让黑帮－十月党人的议会成为俄国的第一个议会，我们当时应当斗争，而且我们也进行了斗争，但是，不管我们怎样努力，这已成了事实，既然历史迫使我们非经过这个阶段不可，那么，只靠感叹，只靠唱高调来逃避这个不愉快的现实，就是一种幼稚可笑的行为。第二个错误是，在决议的起草人看来，如果有“一定的自由”，那就是“议会”，如果没有，那就是“假玩意儿”。这是庸俗的民主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应该是立宪民主党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三届杜马时期的自由比第二届杜马时期要少得多，然而第三届杜马却是 比较不那么
 虚假的议会，因为它 比较真实地表现了
 当前各统治阶级和国家政权的实际关系。只要政权还掌握在沙皇和农奴主－地主的手中，在资产阶级的俄国就不可能有任何别的议会。这个毫无虚饰的真理，只有立宪民主党人才会加以抹杀，社会民主党人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第6条倒是例外，它是正确的。不过这个例外所证实的是相反的常规，因为……因为召回派在这一条中叙述的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通过代表会议决议的反召回派的思想。

几点结论。（一）“……杜马是……勾结……和反革命的工具……”说得正确！“……只是巩固专制制度……”这个“只是”是不对的。专制制度终于组织起这个杜马，从而延缓了自己的灭亡，但它不仅没有因此而巩固，反而逐渐 瓦解了
 。杜马是一种“掩饰”，但是也是一种“暴露”，因为它第一次公开地在成千的问题上表明沙皇政府是依赖反革命阶层的，第一次大规模地显示了罗曼诺夫同普利什凯维奇、沙皇政府同“俄罗斯人民同盟”[188]、专制制度同杜勃洛文—伊利奥多尔一波洛夫涅夫之流的内在联盟。

至于说杜马会使沙皇政府的罪行合法化，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是一定的阶级为了一定的阶级的利益而使之合法化的，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正是要在杜马讲坛上阐明这些很有教益的阶级斗争的真理。

“……第三属国家杜马8个月的活动表明，社会民主党不能利用杜马……”

这才是召回主义的中心思想，而我们的“最后通牒派”说，既然我们花了许多力量来建立党团，就不能轻而易举地把它召回来！这种可笑的狡辩只能掩饰召回主义的错误，把事情弄得混乱不堪。

问题是明摆着的，狡辩在这里无济于事：8个月的活动证明，究竟有没有可能利用杜马讲坛呢？召回派的回答是不正确的。虽然党 对
 党团进行的工作有很大的困难，但是这一工作毫无疑义地 证明
 ，利用杜马讲坛是 可能
 的。遇到困难和犯了错误就垂头丧气，是意志薄弱的表现，是用知识分子的“高调”来代替无产阶级的耐心的、坚定的和顽强的工作的表现。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党在议会活动初期遇到的困难要多得多，犯的错误也多得多，但是它们没有抛开任务，而是克服了困难，改正了错误。

（二）“……我们的党团……坚持机会主义策略，过去和现在都不可能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坚定不移的、一贯忠诚的代表……”

召回派同志们，最伟大的真理也可以被庸俗化，最伟大的任务也可以变为 空谈
 ，而你们正是在这样做。你们把同机会主义的斗争变成了空谈，这只对机会主义者有利。我们的党团过去有错误，现在还有错误，但是党团工作的经验证明：党团“过去能够、现在也能够”坚定地、一贯地代表无产阶级。说它 过去能够、现在也能够
 ，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党要指导党团，帮助它，派最好的干部去领导，草拟指示和发言，向党团说明小市民知识分子的主张的危害性，因为这种知识分子不仅在俄国，而且 在全世界都总是
 最容易进入各种接近议会的机关的。

同志们，要有勇气承认，在 切实
 指导党团的工作、给党团以 实际
 帮助这方面，我们还做得远远不够。要有勇气承认，如果我们能够巩固自己的组织，团结自己的党，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创办一些经常影响广大的无产者阶层的党的机关报，我们就 可以
 在这方面多做出十倍的事情。我们就是在向这方面努力，凡是愿意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人，都应该向这方面努力。

召回派把同党团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变成了空谈，因为他们只死记硬背了一些词句，却不懂得无政府主义者对机会主义的批判和社会民主党人对机会主义的批判有什么不同。拿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他们老是抓住每一个错误，抓住每一个社会民主党议员，老是叫嚣什么 甚至
 倍倍尔也曾经作过几乎是爱国主义性质的发言，也曾经在土地纲领问题上采取过错误的立场，等等。的确，甚至连倍倍尔在自己的议会生涯中也曾经犯过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结论就是应当召回所有工人代表。无政府主义者责骂社会民主党的议员，要同他们决裂，并且一面责骂，一面反对锻炼无产阶级的政党、制订无产阶级的政策和培养无产阶级的议员。实际上，无政府主义者的空谈使他们成了机会主义的最可靠的帮凶，成了变相的机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人从这些错误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结论是：如果党没有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建立一个真正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团，那么 甚至
 倍倍尔也不能成其为倍倍尔了。但愿人们不要对我们讲：“我们党团里没有倍倍尔这样的人。”倍倍尔不是天生的，而是锻炼出来的。倍倍尔不是一出世就是现成的倍倍尔，好象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189]，而是党和工人阶级培养出来的。谁要说，我们这里没有倍倍尔这样的人，他就是不知道德国党的历史，不知道有一个时期，在实行非常法的情况下，奥古斯特·倍倍尔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可是党纠正了这些错误，党给倍倍尔指出了方向 
［注：我们打算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谈谈这段有教益的历史，谈谈这段历史怎样驳斥了德国那些同我国的召回主义近似的流派。］

 。

（三）“社会民主党党团继续参加国家杜马……只会给无产阶级带来害处……降低社会民主党的尊严和威信……”只要指出1909年的预算辩论，指出别洛乌索夫的发言[190]，就可以说明，在这些极端夸张的说法中“量变怎样进到质变”，从这种极端夸张的说法中怎样 产生了
 （不以召回派同志的意志和认识为转移）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如果认为 这些
 讲话“带来了害处”，不能证明利用杜马讲坛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那么意见分歧就超出了对讲话作估价的范围，而成为在社会民主党策略的基本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

……（1）“开始广泛的鼓动……宣传‘打倒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口号……”

我们在《无产者报》第39号上已经说过，这个一度迷惑了某些反召回派工人的口号 是不正确的
 
［注：见本卷第266—282页。——编者注］

 。这要么是立宪民主党人要求在专制制度下进行选举改革的口号，要么就是重复在自由派杜马掩饰反革命的沙皇制度、力图妨碍人民看清自己的真正敌人的那个时期里背熟了的词句。

（2）“召回……党团，就是强调……杜马的性质和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

这是套用莫斯科召回派的论点：召回党团就是强调革命并没有被埋葬。这样的结论（我们把《无产者报》第39号的话再说一遍）不过是“强调”那些善于这样议论的社会民主党人 被埋葬了
 。他们就这样 埋葬了
 自己，使自己不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丧失了鉴别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能力，所以才挖空心思想出这个“强调”革命空话的手法。

（3）“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组织和准备……公开的……斗争〈因此就要放弃杜马讲坛上的公开宣传！〉……和宣传”等等。

社会民主党放弃杜马讲坛上的 宣传
 是很不体面的，这一点召回派忘记了。

他们在这里向我们提出了某些最后通牒派不断重复的论点：“把力量花在这种没有希望的杜马工作上是不合算的，让我们更有成效地使用 一切力量
 吧。”这不是什么合算不合算的论点，而是诡辩，这种诡辩必然会产生（这也不以起草人的意志和认识为转移）无政府主义的结论，因为 各
 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指出社会民主党议员的错误的时候，都号召他们不要再“和资产阶级议会打不合算的交道”，把“所有这些力量”都用到组织的“直接行动”上。但是，这样就会瓦解广泛的全面的工作，而空喊一些由于脱离群众而软弱无力的“口号”。只有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才会以为这是新的只是由于第三届杜马才出现的论点。不是的，这是一个全欧洲的常见的非社会民主党的论点。




总之，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是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这是怎样造成的呢？孟什维克赶忙说，当然是由整个布尔什维主义的错误造成的。这样的结论对孟什维克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不过很可惜，客观事实不是证实而是推翻了这个结论。这些客观事实告诉我们，不仅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发展中，而且在 整个
 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都有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弄得面目全非的时期；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克服这种成长过程中的毛病、克服自己的影响范围扩大过程中的毛病的同时巩固和成长起来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上一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个侨民团体（“劳动解放社”）的著作中产生的。

但是，只是从上一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起，当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书刊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浪潮”出现的时候，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才成为俄国社会思想的一个流派和工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结果怎样呢？这个浪潮带来了 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
 ，一个是司徒卢威主义，一个是工人事业主义和“经济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长壮大，就是因为它不掩饰分歧，不玩弄外交手腕（不象孟什维克对马斯洛夫、切列万宁、库斯柯娃、普罗柯波维奇、瓦连廷诺夫、叶尔曼斯基之流那样玩弄外交手腕），而是对俄国生活的可悲条件和俄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转折所产生的歪曲进行了并且完成了胜利的 进攻
 。布尔什维主义不掩饰俄国生活的可悲条件和反革命时期的转折所造成的歪曲正在 开始
 把布尔什维主义弄得面目全非这一事实，而是公开向群众解释，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要把党团和党引向什么样的泥潭，因此，布尔什维主义一定会成长和巩固起来。







	　　载于1909年4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4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附刊第17卷第394—406页















[188] 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俄国群众性的黑帮组织，于1905年10月在彼得堡成立。该组织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代表、地主、部分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城市无业游民、一部分富农以及某些不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创始人为亚·伊·杜勃洛文、弗·安·格林格穆特、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1905年12月23日（1906年1月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同盟的代表团，接受了同盟成员的称号和徽章。同盟纲领以维护俄国的统一和不可分、保持专制制度、沙皇和人民通过咨议性的国民代表会议取得一致、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等为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一些蛊惑性的条文，如批评官僚制、保持村社土地所有制、各等级权利平等、国家对工人实行保险等。同盟的中央机构是由12人组成的总委员会，设在彼得堡。全国各城市、村镇所设的同盟分部在1905—1907年内达900个。同盟的主要机关报是《俄国旗帜报》。同盟通过它的宣传鼓动几次掀起俄国反犹太人暴行的浪潮，同时也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它刺杀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米·雅·赫尔岑施坦、格·波·约洛斯，并两次对谢·尤·维特行刺。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同盟于1908—1909年分裂为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俄罗斯人民同盟、彼得堡全俄杜勃洛文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几个互相敌对的组织。1917年二月革命后同其他黑帮组织一起被取缔。——374。



[189] 密纳发从丘必特的脑袋里钻出来一语源于古罗马的神话传说。密纳发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的最高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据古罗马神话故事，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一生下来，就身着盔甲，手执长矛，全副武装。后来，人们常用“象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来比喻某人或某事从一开始就完美无缺。——376。



[190] 指1909年2月21日（3月6日）捷·奥·别洛乌索夫在第三届国家杜马讨论内务部预算案时的发言。——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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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1909年4月8日〔21日〕）


关于工商业资产阶级“向左转”的问题，在我国合法报刊上已经谈论很久了。人们指出并认为，十月党的报刊常常抱怨“农民”（应读作：农奴主－地主）杜马，抱怨沙皇政府的有关政策；同时指出并认为，工商界的许多地方性的同业团体和全国性的组织，从地方上的交易所委员会[191]到“工商界代表大会委员会”[192]，近几年来，特别是在最近，都对地主的政策表示不满。据报道，莫斯科“百万富翁与学术界握手言欢”，即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大亨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古容、沃尔斯基等人同立宪民主党的教授和著作家曼努伊洛夫、司徒卢威、基泽韦捷尔之流举行秘密会议。不用说，自由派报刊，包括孟什维克的机关报，对每个这样的消息都谈得津津有味，而且用各种各样的调子来鼓吹自由主义的复活和更新。

资产阶级的臭名昭著的“向左转”，表现在沙皇政府的“政治”措施和杜马的发言中。俄国商界的宠儿（同时也是官场老手）季米里亚捷夫先生被任命为工商业大臣。3月13日，他在杜马中发表了长篇“纲领性的”演说，——这样的大臣演说在世界各国黑帮资产阶级的和纯粹资产阶级的议会中叫作纲领性的演说，完全是“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事实上，这位沙皇大臣根本没有谈到什么纲领，只是照例发表一些空洞的议论，向资本家献殷勤，对工人阶级进行威胁，这种威胁当然是同官方的虚伪的“同情”词句结合起来的。3月19日，这位大臣又同资本家的领袖在莫斯科接吻了：季米里亚捷夫和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在莫斯科交易所协会的会议上相互亲切致词。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在对最尊敬的季米里亚捷夫致欢迎词时说：“俄国正在害病，但是只要妥善照料，它的病并不可怕，很快就会好的。”季米里亚捷夫则对最尊敬的克列斯托夫尼科夫表示感谢，并代表政府表示完全同意用斯托雷平经过考验的“过渡时期”的办法来“照料”病人。

试问，促使资产阶级这样“向左转”的客观原因是什么，它的阶级意义是什么呢？马尔托夫同志在《复兴》杂志[193]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资产阶级的“向左转”》的文章，用这位作者不很常见的直率和明确的态度回答了这些问题。他写道：“实际生活表明，如果进行资产阶级改造的经济发展条件已经成熟，而资产阶级又不能成为这种改造的动力，那就是说，在这个阶级进一步发展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以前，这种变革无法完成。”他在文章的另一个地方又写道：“谁要认为，现行宪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同样的‘反革命因素’的有机结合，谁就可能以为，类似上述的现象〈即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只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没有必然联系的局部情况……只有那些事先深信社会发展的进程肯定会使俄国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同……六三体制尖锐对立起来的人，才会认为这些孤立的现象具有征兆性的意义。”

请把这些话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2号的声明对照一下：“……我们也赞同高加索人的建议〈即唐恩、阿克雪里罗得和谢苗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不要把俄国的君主制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而要说成是‘财阀的’，因为这个修正根本否定了布尔什维克决议的错误论断，即俄国沙皇政府开始代表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国孟什维主义的整个政治理论及其全部结论：既然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在资产阶级没有成为这个革命的动力时，这个革命就不能完成；资产阶级的“向左转”证明，资产阶级正在成为这种动力，根本不能说它是反革命的；俄国的沙皇政府正在成为财阀的、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沙皇政府。显然，由此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要维护工人政党在我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机会主义策略，维护无产阶级支持自由派的策略，而反对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联合农民、不顾自由派的动摇和叛变而起领导作用的策略。

我们看到，孟什维克的策略是赝制的马克思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饰起来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货色。这种策略所依据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推论方法，而是披着马克思主义者外衣的自由派的推论方法。只要大致回顾一下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和结果，就会确信这一点。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谈到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写道：“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即害怕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73页。——编者注］

 马克思和德国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根据这个观点来评价1848年革命和德国资产阶级后来的策略的。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并没有妨碍它在比如60年代的宪制冲突时期[194]“向左转”，但由于无产阶级没有采取独立的坚决的行动，这种“向左转”并没有产生革命，而只是产生了怯懦的反对派，促使君主制愈来愈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制，而不是破坏资产阶级同容克即反动地主的联盟。

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着的。相反，自由派却认为，工人由于提出了过分的要求，表现了缺乏理智的革命性，不适时地攻击了自由派，因而把自己可能的同盟者推到了反动派的怀抱里，妨碍了德国自由事业的胜利。

十分明显，我们的孟什维克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掩饰赝制的马克思主义，掩饰他们 从
 马克思主义 到
 自由主义的转变。

不论是在1789年后的法国，还是在1848年后的德国，君主制都“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这是没有疑问的。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以后，都渐渐变成了反革命阶级，这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是不是说，在1789年后的法国和1848年后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和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没有基础了呢？当然不是。尽管法国资产阶级具有反革命性，但是它在1830年还是“向左转”了，德国资产阶级在1863—1864年也“向左转”了。由于无产阶级没有独立采取行动，没有在资产阶级革命阶层的帮助下夺取哪怕是一个短时期的政权，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并没有引起革命（德国），只是使君主制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几步。只有无产阶级采取独立行动，而且同资产阶级革命阶层结成联盟去夺取政权，推翻旧政权（法国在19世纪就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样的情形），资产阶级的“向左转”才会成为新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可是这些历史常识，我们的孟什维克居然都忘了，并且作了歪曲，采取了自由派的观点：在资产阶级没有成为动力以前，俄国不会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完全不懂历史辩证法和19世纪的经验教训的表现。恰恰相反，如果同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在我国是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无产阶级不能撇开立场不稳的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叛变而成为独立的动力，俄国是不会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

可爱的孟什维克同志们，俄国沙皇制度不是在尼古拉二世时期，而是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开始转变为“财阀”君主制，“ 开始
 代表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但是，没有资产阶级独立的阶级 组织
 ，沙皇制度是不可能代表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1905年的革命使我们走上了更高的阶段，旧的斗争在政治关系更加发展的情况下又重新开始了。第三届杜马是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治 组织
 在政治上已经定形的全国性联盟。沙皇政府企图借助这两个阶级的 组织
 来完成客观上必然提出的历史任务。它的这种企图能得逞吗？

不能得逞。看来，不但是没有成立“上层”阶级的全国性代表机关的财阀沙皇政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就是借助黑帮资产阶级杜马的半资产阶级沙皇政府也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杜马在帮助沙皇政府完成这个任务，但是这种帮助 看来是
 很小的。促使资产阶级“向左转”的 客观
 事实是，尽管沙皇政府实行了斯托雷平的革新，资产阶级的发展 并没有得到
 保证。1905年以前，在沙皇政府没有成立任何代表机关的时期，地主和贵族代表的“向左转”是危机迫近的标志，同样，在1909年，在沙皇政府为克列斯托夫尼科夫之流成立了全国性的代表机关的时期，这些大亨的“向左转”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客观任务还没有完成”、“引起1905年革命的 基本
 因素还在继续发生作用”（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的标志。

孟什维克仅仅局限于这样一个论断：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国的资产阶级在“向左转”。仅仅局限于这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从“行动的指南”变成僵死的教条，就是赝制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采取自由主义的观点。在有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可能不会取得任何彻底的胜利，结果旧的君主制慢慢地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君主制（如德国）。

在有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可能采取一系列的独立行动，因而取得彻底胜利而又遭到严重失败，结果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法国）。

试问，俄国的历史解决了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吗？孟什维克不懂得这个问题，不敢提出这个问题，回避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就等于在政治上跟着自由派资产阶级跑。我们认为，俄国的历史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近几年的阶级斗争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1905—1907年）不容置辩地证明了我国资产阶级的极端动摇性和反革命性，证明我国无产阶级能够成为胜利的革命的 领袖
 ，证明民主派农民群众能够帮助无产阶级取得这个革命的胜利。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孟什维克对我国 劳动派
 农民所持的纯粹自由派的观点。孟什维克说：劳动派充满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他们争取土地的斗争是为了实现土地社会化或土地平均使用这些荒诞反动的口号。“因此”，劳动派争取土地的斗争 削弱了
 争取自由的斗争，劳动派的胜利是农村战胜城市的反动的胜利，——这就是马尔丁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0—11号合刊上发表的议论和马尔托夫在《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文集[195]中发表的议论的主要内容。

对劳动派农民的这种估计，同上面所援引的有关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断一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肆意歪曲。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善于识别这种在民粹派 学说
 （把这种学说当作社会主义学说来评价，它的确是一种荒诞的、空想的、反动的学说）的外衣下所进行的反对整个现代地主土地占有制的革命斗争的 现实
 意义，那是最坏的学理主义。孟什维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表现了惊人的盲目无知，他们看不到，在俄国农民的生活条件下，俄国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在意识形态上只能表现为对平分土地的救星作用的“信仰”。“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编者注］

 ，——对恩格斯的这句话，我们的孟什维克是永远也理解不了的。他们这些学究在揭露民粹派 学说
 的 错误
 时，闭眼不看这些冒牌社会主义学说反映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现代斗争的 真相
 。

而我们说，必须坚决反对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人民社会党人之流的冒牌社会主义学说，又要直截了当地、坚定不移地承认无产阶级在 资产阶级
 革命中必须同革命农民结成 联盟
 。这场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把平分土地的救星作用这个学说化为泡影，但是农民群众在目前的斗争中，通过这个学说所反映的正是他们那种将要肃清俄国各种各样农奴制残余的历史性活动的广泛、有力、勇敢、热情、真诚和不可战胜。

孟什维克说，资产阶级在向左转，打倒劳动派的空想，支持资产阶级万岁。而我们说，资产阶级在向左转，这就是说，俄国革命的火药桶里正在装添新的火药。如果今天，克列斯托夫尼科夫之流说“俄国在害病”，这就是说，明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就会率领民主派农民行动起来，而且说“我们会把病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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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俄国的交易所委员会是附属于交易所的常设机构，由大商人、工厂主、银行家选举产生，因而是俄国资产阶级的“代表组织”的形式之一。俄国第一个交易所委员会于1816年成立于彼得堡，以后各城市陆续成立，到1917年全国共有101个交易所委员会。交易所委员会的活动主要限于讨论经济问题。1905年交易所委员会被许可派工商界代表参加国务会议。1917年十月革命后交易所委员会停止活动。——380。



[192] 工商界代表大会委员会是俄国大工厂主和大商人的政治组织，成立于1907—1910年的反动时期，主要任务是对付工人罢工。委员会的头目们乐于凭借政府的武装力量镇压工人运动，同时也向沙皇政府提出一些诚惶诚恐的要求，责备它“老爷式地忽视”祖国工商业的利益等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委员会对俄军作战情况表示不满，要求成立能够得到资产阶级信任的政府。1917年10—11月它和其他资产阶级反革命组织一起被取缔。——380。



[193]《复兴》杂志（《》）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刊物（双周刊），1908年12月—1910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为该杂志撰稿的有费·伊·唐恩、亚·尼·波特列索夫、亚·马尔丁诺夫等。接替《复兴》杂志出版的是《生活》杂志。——381。



[194] 指19世纪60年代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普鲁士邦议会同普鲁士王国政府之间发生的冲突。从1860年到1862年，普鲁士邦议会多次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扩大军费开支以加强和改组军队的预算方案，这是由于资产阶级担心这一改革会加强王室和容克贵族的力量。1862年9月，普鲁士国王把奥·俾斯麦召来任首相。俾斯麦干脆不要议会同意国家预算，径自拨款实行军队的改组。自由派资产阶级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这样军队问题的争执便演变成为宪法的争执。1866年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以后，普鲁士邦议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自宪法冲突以来俾斯麦政府的一切支出，普鲁士资产阶级终于同反动的贵族官僚政府完全和解，所谓的宪法冲突随之烟消云散。——382。



[195] 《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是孟什维克的文集，由尔·马尔托夫、彼·巴·马斯洛夫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彼得堡公益出版社于1909—1914年出版。原计划出5卷，实际上出了4卷。格·瓦·普列汉诺夫起初曾参加编辑部，后因不同意把波特列索夫的取消主义文章《革命前时期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编入第1卷而于1908年秋退出。



列宁这里说的是该文集第1卷《运动的预兆和基本原因》的结论性文章——马尔托夫的《政治发展总结》。——385。













《列宁全集》第17卷


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1909年5月13日〔26日〕）


苏尔科夫代表在国家杜马讨论正教院[196]预算案时的发言，以及下面刊登的我们杜马党团讨论这篇发言稿的材料，提出了一个恰巧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和特别迫切的问题[197]。凡是同宗教有关的一切，目前无疑已经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注意，使接近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甚至某些工人群众感到兴趣。社会民主党当然应该表明自己对于宗教的态度。

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声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完全继承了法国18世纪和德国19世纪上半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即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我们要指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看过该书的手稿），通篇都是揭露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杜林没有坚持唯物主义，给宗教和宗教哲学留下了后路。必须指出，恩格斯在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著作中责备费尔巴哈，说他反对宗教不是为了消灭宗教而是为了革新宗教，为了创造出一种新的、“高尚的”宗教等等。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编者注］

 ，——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

但是，恩格斯同时也多次谴责那些想比社会民主党人“更左”或“更革命”的人，谴责他们企图在工人政党的纲领里规定直接承认无神论，即向宗教宣战。1874年，恩格斯谈到当时侨居伦敦的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发表的著名宣言时，认为他们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指出这样宣战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恩格斯斥责布朗基派不了解只有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从各方面吸引了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参加自觉的革命的社会 实践
 ，才能真正把被压迫的群众从宗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宣布工人政党的政治任务是同宗教作战，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而已。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79—587页。——编者注］

 1877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无情地斥责哲学家杜林对唯心主义和宗教所作的让步，即使是些微的让步，但也同样严厉地斥责杜林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禁止宗教存在这一似乎是革命的主张。恩格斯说，这样向宗教宣战，就是“比俾斯麦本人还要俾斯麦”，即重蹈俾斯麦反教权派斗争这一蠢举的覆辙（臭名远扬的“文化斗争”，Ｋｕｌｔｕｒｋａｍｐｆ，就是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用警察手段迫害天主教，反对德国天主教的党，即反对“中央”党的斗争）。俾斯麦的这场斗争，只是 巩固了
 天主教徒的好战的教权主义，只是危害了真正的文化事业，因为他不是把政治上的分野提到首位，而是把宗教上的分野提到首位，使工人阶级和民主派的某些阶层忽视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迫切任务而去重视最表面的、资产阶级虚伪的反教权主义运动。恩格斯痛斥了妄想做超革命家的杜林，说他想用另一种方式来重复俾斯麦的蠢举，同时恩格斯要求工人政党耐心地去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41—343页。——编者注］

 这个观点已经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接受，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给耶稣会士以自由，主张允许他们进入德国国境，主张取消对付这种或那种宗教的任何警察手段。“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是爱尔福特纲领（1891年）的一个著名论点，它确定了社会民主党的上述政治策略。

这个策略现在竟然成为陈规，竟然产生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歪曲，使它走向反面，成了机会主义。有人把爱尔福特纲领的这一论点说成这样，似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的党， 认为
 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对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对于我们党来说，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在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没有同这种机会主义观点进行直接的论战，但是他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不过不是用论战的方式而是采用正面叙述的方式。就是说，当时恩格斯有意地着重声明，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 对于国家
 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 
［注：同上，第22卷第223页。——编者注］



从外表上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问题表示意见的经过就是如此。那些轻率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人，那些不善于或不愿意动脑筋的人，觉得这种经过只是表明马克思主义荒谬地自相矛盾和摇摆不定：一方面主张“彻底的”无神论，另一方面又“宽容”宗教，这是多么混乱的思想；一方面主张同上帝进行最最革命的战争，另一方面怯懦地想“迁就”信教的工人，怕把他们吓跑等等，这是多么“没有原则”的动摇。在无政府主义空谈家的著作中，这种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可以找到不少的。

可是，只要稍微能认真一些看待马克思主义，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就能很容易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严谨的，是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考虑的；在迂腐或无知的人看来是动摇的表现，其实都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结论。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宗教采取似乎是“温和”的态度是出于所谓“策略上的”考虑，是为了“不要把人吓跑”等等，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路线，也是同它的哲学原理有密切关系的。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正因为如此，它同18世纪百科全书派25的唯物主义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样，也毫不留情地反对宗教。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比百科全书派和费尔巴哈更进一步，它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历史领域，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 整个
 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码原则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前进了一步。它认为必须 善于
 同宗教作斗争，为此应当 用唯物主义观点
 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局限于抽象的思想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目的在于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为什么宗教在城市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中，在广大的半无产阶级阶层中，以及在农民群众中能够保持它的影响呢？资产阶级进步派、激进派或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回答说，这是由于人民的愚昧无知。由此得出结论说：打倒宗教，无神论万岁，传播无神论观点是我们的主要任务。马克思主义者说：这话不对。这是一种肤浅的、资产阶级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不够深刻，不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说明宗教的根源。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根源主要是 社会的
 根源。劳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制，面对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磨的资本主义（比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带来的灾难和折磨多一千倍）捉摸不定的力量，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恐惧创造神”。[198]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惧，而这种力量确实是捉摸不定的，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活活饿死。凡是不愿一直留在预备班的唯物主义者，都应当首先而且特别注意这种 根源
 。只要受资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的捉摸不定的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还没有学会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 根源
 ，反对任何形式的 资本统治
 ，那么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

由此是否可以说，反宗教的启蒙书籍是有害的或多余的呢？不是的。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应当说，社会民主党宣传无神论，必须 服从
 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发展被剥削 群众
 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

一个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原理没有深入思考过的人，也许不能理解（至少是不能一下子理解）这条原则。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进行思想宣传，宣扬某种思想，同维持了数千年之久的这一文化和进步的敌人（即宗教）作斗争，要服从阶级斗争，即服从在经济政治方面实现一定的实际目标的斗争呢？

这种反对意见也是一种流行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见，这证明反驳者完全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使这种反驳者感到不安的矛盾，是实际生活中的实际矛盾，即辩证的矛盾，而不是字面上的、臆造出来的矛盾。谁认为在理论上宣传无神论，即破除某些无产阶级群众的宗教信仰，同这些群众阶级斗争的成效、进程和条件之间有一种绝对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他就不是辩证地看问题，就是把可以移动的、相对的界限看作绝对的界限，就是硬把活的现实中的不可分割的东西加以分割。举个例子来说吧。假定某个地方和某个工业部门的无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先进的，是相当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当然是无神论者，另一部分则是相当落后的，他们同农村和农民还保持着联系，他们信仰上帝，常到教堂里去，甚至直接受本地某一个建立基督教工会的司祭的影响。再假定这个地方的经济斗争引起了罢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首先考虑使罢工运动得到成功，应当坚决反对在这场斗争中把工人分成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应当坚决反对这样的划分。在这种情况下，宣传无神论就是多余的和有害的，这倒并不是出于不要把落后群众吓跑，不要在选举时落选等庸俗考虑，而是从实际推进阶级斗争这一点出发的，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阶级斗争能把信基督教的工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和无神论这方面来，而且比枯燥地宣传无神论还要有效一百倍。在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环境中，宣传无神论，就只能 有利于
 神父，因为他们恰恰最愿意用信不信上帝这一标准来划分工人，以代替是否参加罢工这一标准。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上帝开战，实际上是帮助了神父和资产阶级（正如无政府主义者 实际上
 始终在帮助资产阶级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即宗教的敌人，但是他们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就是说，他们不应当抽象地对待反宗教斗争问题，他们进行这一斗争不应当立足于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宣传，而应当具体地、立足于当前 实际上
 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善于估计整个具体情况，随时看清无政府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相对的，是可以移动、可以改变的，但它确实是存在的），既不陷入无政府主义者那种抽象的、口头上的、其实是空洞的“革命主义”，也不陷入小资产者或自由派知识分子那种庸俗观念和机会主义，不要象他们那样害怕同宗教作斗争，忘记自己的这种任务，容忍对上帝的信仰，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出发，而是打小算盘：不得罪人，不排斥人，不吓唬人，遵循聪明绝顶的处世之道：“你活，也让别人活”，如此等等。

凡是同社会民主党对宗教的态度有关的具体问题，都应该根据上述观点来解决。例如，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司祭能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人们通常根据欧洲各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对这一问题作无条件的、肯定的回答。但是这种经验并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应用于工人运动的结果，而且也是由西欧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种条件在俄国并不存在（关于这种条件，我们到下面再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无条件的肯定的回答在我国是不正确的。不能一成不变地在任何情况下都宣布说司祭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但是也不能一成不变地提出相反的规定。如果有一个司祭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共同进行政治工作，真心诚意地完成党的工作，不反对党纲，那我们就可以吸收他加入社会民主党，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党纲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同这个司祭的宗教信念的矛盾，也许只是关系到他一个人的矛盾，只是他个人的矛盾，而一个政治组织要用考试的方法来检验自己成员所持的观点是否同党纲矛盾，那是办不到的。当然，这种情况即使在欧洲也是极其少有的，在俄国则更是难以想象了。如果这位司祭加入社会民主党之后，竟在党内积极宣传宗教观点，以此作为他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工作，那么党当然应该把他开除出自己的队伍。我们不仅应当容许，而且应当特别注意吸收所有信仰上帝的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我们当然反对任何侮辱他们宗教信念的行为，但是我们吸收他们是要用我们党纲的精神来教育他们，而不是要他们来积极反对党纲。我们容许党内自由发表意见，但是以自由结合原则所容许的一定范围为限，因为我们没有义务同积极宣传被党 内
 多数人屏弃的观点的人携手并进。

再举一个例子：假定有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声明“社会主义是我的宗教”，并且宣传与此相应的观点，对这种党员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概加以申斥呢？不能这样做。这种声明确实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背离了社会主义），但是这种背离的意义和所谓的比重在不同环境下可能是不相同的。如果一个鼓动员或一个在对工人群众讲话的人，为了说得明白一点，为了给自己的解释开一个头，为了用不开展的群众最熟悉的字眼更具体地说明自己的观点，而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一回事。如果一个著作家开始宣扬“造神说”或造神社会主义（就象我们的卢那察尔斯基及其同伙那样），那是另一回事。在前一种情况下，提出申斥就是吹毛求疵，甚至是过分地限制鼓动员的自由，限制他运用“教育手段”来施加影响的自由，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党的申斥却是必须而且应该的。“社会主义是宗教”这一论点，对某些人来说，是从宗教转到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 离开
 社会主义而转到宗教的一种方式。

现在来谈谈哪些条件使“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一论点在西欧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歪曲。当然，这里是有产生机会主义的一般原因的影响，如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工人运动根本的利益。无产阶级政党要求 国家
 把宗教宣布为私人的事情，但决不认为同人民的鸦片作斗争，同宗教迷信等等作斗争的问题是“私人的事情”。机会主义者把情况歪曲成似乎 社会民主
 党 认为
 宗教是私人的事情！

但是除了常见的机会主义歪曲（对于这种歪曲，我们的杜马党团在讨论有关宗教问题的发言时完全没有加以说明）而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使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对宗教问题采取了目前这种可以说是过分冷漠的态度。这些条件分两种：第一，反宗教的斗争是革命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在西欧，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他们 自己的
 革命时代，或者说在他们自己冲击封建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时代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完成了（或着手完成）这个任务。无论在法国或德国都有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的传统，这个斗争在社会主义运动以前很久就开始了（百科全书派、费尔巴哈）。在俄国，由于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这个任务几乎完全落到了工人阶级的肩上。同欧洲比较起来，我国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的）民主派在这方面做的事情并不是（象《路标》[199]中的那些新出现的黑帮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黑帮所想的那样）太多了，而是 太少了
 。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的传统在欧洲已造成了无政府主义对于这一斗争所作的纯粹资产阶级的 歪曲
 ，而无政府主义者，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屡次说明的，虽然非常“猛烈地”攻击资产阶级，但是他们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立场上。罗马语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德国的莫斯特（附带说一句，他曾经是杜林的门生）之流，奥地利8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宗教斗争中使革命的空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难怪现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要 矫枉过正
 ，把无政府主义者弄弯了的棍子弄直。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要是忘记西欧的特殊历史条件，那是不行的。

第二，在西欧， 自从
 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结束 以后
 ， 自从
 实现了比较完全的信教自由 以后
 ，反宗教的民主斗争问题在历史上已被资产阶级民主派反社会主义的斗争排挤到次要的地位，所以资产阶级政府往往 故意
 对教权主义举行假自由主义的“讨伐”，转移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德国的文化斗争以及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反教权主义斗争，都带有这种性质。资产阶级的反教权主义运动，是转移工人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的手段，——这就是目前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反宗教斗争普遍采取“冷漠”态度的根源。这同样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确应该使反宗教斗争 服从
 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以对抗资产阶级和俾斯麦分子的反教权主义运动。

俄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产阶级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成为反对一切中世纪制度的斗争的思想领袖，这一斗争还包括反对陈腐的、官方的宗教，反对任何革新宗教、重新建立或用另一种方式建立宗教的尝试等等。因此，如果说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工人政党要求 国家
 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的主张偷换成 宣布
 宗教对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本身来说也是私人的事情时，恩格斯纠正这种机会主义的方式还比较温和，那么俄国机会主义者仿效德国人的这种歪曲，就应该受到恩格斯严厉 一百倍
 的斥责。

我们的党团在杜马讲坛上声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这就开创了一个先例，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次对宗教问题发表意见时都应当以此为基点。是不是还应该更进一步，把无神论的结论发挥得更详细呢？我们认为不必。这样做会使无产阶级政党有夸大反宗教斗争意义的危险；这样做会抹杀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同社会党人反宗教斗争之间的界限。社会民主党党团在黑帮杜马中应该完成的第一件事情，已经光荣地完成了。

第二件事情，也许是社会民主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明教会和僧侣支持黑帮政府、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阶级作用，这一任务也光荣地完成了。当然，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说得很多，今后社会民主党人谈这个问题还会对苏尔科夫同志的发言作补充，但是这篇发言毕竟是很出色的，我们党的直接任务就是要各级党组织广泛宣传这篇发言。

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十分详尽地说明经常被德国机会主义者歪曲的“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一原理的 正确
 含义。遗憾的是苏尔科夫同志没有这样做。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在党团过去的活动中，别洛乌索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已被《 无产者报
 》及时指出）[200]。党团内的讨论情况表明，党团争论无神论问题，却没有正确说明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一著名的要求。我们不会把整个党团所犯的这个错误都推在苏尔科夫同志一个人身上。不仅如此。我们公开承认这是全党的过错，因为我们党对这个问题解释不够，没有让社会民主党人充分认识到恩格斯批评德国机会主义者的意思。党团内的讨论情况证明，这正是由于对问题了解得不清楚，而决不是不愿意考虑马克思的学说，所以我们深信，党团在以后发言时一定会纠正这一错误。我们再说一遍，总的说来，苏尔科夫同志的发言是很出色的，各级党组织应当广泛加以宣传。党团对这篇发言的讨论，证明党团在兢兢业业地履行它的社会民主党的职责。不过我们希望报道党团内部讨论情况的通讯能更经常地在党的报刊上发表，使党团同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使党能了解党团所进行的艰巨的工作，使党和党团的活动在思想上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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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正教院是俄国管理正教事务的最高国家机关，建立于1721年，当时称圣执政正教院，与参议院的地位相等。正教院管理的事项有：纯粹宗教性质的事务（解释教义、安排宗教仪式和祈祷等），教会行政和经济事项（任免教会负责人员、管理教会财产等），宗教法庭事项（镇压异教徒和分裂派教徒、管理宗教监狱、检查宗教书刊、审理神职人员案件等）。正教院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宗教人士中任命，另外从世俗人士中任命正教院总监对正教院的活动进行监督。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撤销了正教院。正教院后来作为纯教会机构重新建立，是莫斯科和全俄总主教下的咨询机关。——388。



[197] 指俄国第三届国家杜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彼·伊·苏尔科夫在1909年4月14日（27日）的杜马会议上讨论正教院预算案时的发言。1909年5月13日（20日）《无产者报》第42号《党内通讯》栏刊登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就社会民主党对宗教的态度问题的讨论》一文，引用了杜马党团讨论苏尔科夫发言稿的材料。——388。



[198] 这句话出自古罗马诗人普·帕·斯塔齐乌斯的史诗《忒拜战纪》。——392。



[199] 《路标》是俄国立宪民主党政论家的文集，1909年在莫斯科出版，收有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申宗、亚·索·伊兹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和谢·路·弗兰克等人的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路标派妄图诋毁俄国解放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贬低维·格·别林斯基、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德·伊·皮萨列夫等人的观点和活动。他们诬蔑1905年的革命运动，感谢沙皇政府“用自己的刺刀和牢狱”把资产阶级“从人民的狂暴中”拯救了出来。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对立宪民主党黑帮分子的这一文集作了批判分析和政治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列宁把《路标》文集的纲领在哲学方面和政论方面同黑帮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纲领相比拟，称该文集为自由派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是泼向民主派的一大股反动污水。——396。



[200] 指捷·奥·别洛乌索夫1908年3月22日（4月4日）在第三届国家杜马讨论正教院预算案时提出的转入下一议程的动议。他在动议中承认宗教是“每个个人的私事”。1908年4月2日（15日）《无产者报》第28号的社论中曾指出别洛乌索夫的措辞是错误的。——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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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级和各政党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

（1909年6月4日〔17日〕）


国家杜马讨论了正教院的预算问题，讨论了还俗人员恢复权利的问题以及旧教派[201]公会的问题，这次讨论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材料，使我们可以从俄国各政党对待宗教和教会的态度来说明这些政党的性质。现在我们来浏览一下这些材料，主要是谈谈关于正教院预算的讨论（讨论其余两个问题的速记记录我们还没有收到）。

在研究杜马的讨论时特别引人注目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好战的教权主义运动在俄国不仅存在，而且显然是愈来愈强大，愈来愈有组织了。4月16日，米特罗范主教宣称：“我们在杜马的第一步活动，就是要使我们这些众望所归的人，在杜马里超越党派的分隔，成立一个根据自己的伦理观点来阐明各方面问题的僧侣集团……可是我们没有达到这种理想的境地，原因是什么呢？……这要怪那些同你们〈即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分享这些席位的、属于反对派的僧侣代表。他们最先提高嗓子说这无非是要建立一个教权主义的党，说这是极不应该的。当然，根本谈不上什么俄国正教僧侣的教权主义，我们从来没有这种倾向，我们所以愿意分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集团，是为了追求纯道德的和纯伦理的目标，可是现在，诸位先生，由于左派代表在我们弟兄中间制造不和，结果弄得四分五裂，而现在你们〈即立宪民主党人〉却拿这一点来责备我们。”

米特罗范主教在他的文理不通的演说中泄露了一个秘密：你们看，左派的过错就是使杜马中的一部分神父不同意成立特殊的、“道德的”（这个字眼当然比“教权主义的”更能欺骗人民）集团！

过了将近一个月，5月13日，叶夫洛吉主教在杜马中宣读了“杜马中的僧侣的决定”：“杜马中的正教僧侣绝大多数人认为”……为了保持“正教教会的主导和统治地位”，不能让旧教派享有传教的自由，未经官方准许不得建立旧教派公会，旧教派僧侣不准称为神职人员。俄国司祭的“纯道德观点”完全暴露了他们纯粹教权主义的真面目。叶夫洛吉主教发言所代表的所谓“绝大多数”杜马中的僧侣，大概就是第三届杜马的29名右的和中右的司祭，也许还有8名十月党人司祭。属于反对派的看来是进步派和和平革新党人集团的4名司祭，以及波兰－立陶宛集团的1名司祭。

“杜马（必须补充说明是六三杜马）中的绝大多数僧侣的纯道德和纯伦理观点”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看几段发言的摘录：“我只是说，这些〈即教会的〉改革应当从教会内部发起，而不应当从外面，从国家方面发起，当然也不应当从预算委员会方面发起。教会是神的和永恒的机关，它的法则是固定不变的，然而大家知道国家生活的理想是经常改变的。”（叶夫洛吉主教，4月14日）发言者追溯了“令人不安的历史上的类似事件”：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期曾把教会的财产世俗化。“预算委员会今年主张把它们〈教会财产〉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谁能担保明年它不主张把这些财产移交给国库，以后又把这些财产的管理权从教会当局全部转交给民事当局或政府当局呢？……教规上写着，既然基督教徒的灵魂都托付给了主教，那么教会的财产就更应当托付给主教……现在站在你们〈杜马代表〉面前的是听取你们忏悔的神圣的正教教会，它不仅是站在人民代表的面前，而且是站在自己的忏悔者的面前。”（同上）

我们看到的是纯粹的教权主义。教会高于国家，正如永恒的和神圣的东西高于暂时的、世俗的东西一样。教会不能原谅国家把教会的财产世俗化。教会要求有主导的和统治的地位。在教会看来，杜马代表不仅是人民代表，而且是“教子”，更确切些说，与其说是人民代表，不如说是“教子”。社会民主党人苏尔科夫说得对，这不是穿着教袍的官吏，而是穿着教袍的 农奴主
 。维护教会的封建特权，公开捍卫中世纪制度，——这就是第三届杜马中大多数僧侣的政策的实质。叶夫洛吉主教决不是一个例外。格佩茨基也大喊大叫反对“世俗化”，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侮辱”（4月14日）。马什克维奇神父攻击 十月党人的
 报告是企图“破坏我们教会生活所依据的和应当依据的历史基础和教规基础”，“把俄国正教教会的生活和活动从教规的道路移到另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真正的教会王公——主教将不得不把自己从使徒那里承继来的权利，几乎全部都让给世俗王公……”“这无非是……侵犯他人的财产，侵犯教会的权利和财产。”“报告人引导我们去破坏教会生活的教规制度，他想使正教教会及其一切经济职能服从国家杜马，服从这个由各种各样的分子（既有信仰我国容许的宗教的分子，也有信仰我国不容许的宗教的分子）组成的机构。”（4月14日）

俄国的民粹派和自由派长期拿一种“理论”来安慰自己，确切些说，是欺骗自己，说什么俄国没有好战的教权主义的基础，没有“教会王公”同世俗权力斗争的基础等等。我国革命把民粹派和自由派的这种幻想连同他们的其他幻想一起粉碎了。在专制制度完整地和不可侵犯地存在的时候，教权主义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的。警察和官僚的无限权力蒙住了“社会人士”和人民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阶级斗争，特别是看不到“穿着教袍的农奴主”同“贱民”的斗争。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打开了农奴专制制度的第一个缺口，秘密公开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先进分子刚刚开始运用他们在1905年底争得的政治自由、组织群众的自由，反动阶级就急忙去抓建立独立和公开的组织了。他们在完整的专制制度之下没有组织起来，没有采取特别明显的活动，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软弱，而是因为他们强大；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组织起来和进行政治斗争，而是因为他们当时还没有感到有很大必要建立独立的阶级组织。他们不相信在俄国能发生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主的群众运动。他们满以为靠鞭子就足以控制老百姓。专制制度受到的初次创伤迫使那些拥护专制制度和需要专制制度的社会分子出头露面。要对付那些能够造成1月9日事件、举行1905年的罢工运动和10—12月革命的群众， 单靠
 一条旧鞭子已经不行了。必须登上独立的政治组织的舞台；必须让贵族联合会把黑帮组织起来，并展开最疯狂的蛊惑人心的宣传；必须让“教会王公——主教”把反动僧侣组成独立的力量。

第三届杜马和俄国反革命的第三届杜马时期的特点，正好就是这种组织反动势力的活动趋于表面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要求有一个特殊的黑帮资产阶级的“议会”。好战的教权主义完全暴露了自己的面目。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不止一次地目睹并参与了教权主义资产阶级同反教权主义资产阶级的冲突。既然我们的总任务是帮助无产阶级团结成一个独立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单独的阶级，那么这个总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要利用各种宣传鼓动手段，包括利用杜马讲坛，向群众解释社会党人的反教权主义同资产阶级的反教权主义的区别。

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反对极右派、反对教权派和政府，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对教会和宗教的态度，这就大大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任务。立宪民主党人和所谓进步派的合法刊物，现在特别注意旧教派的问题，注意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一道反对政府的问题，注意他们“已经开始实行”——虽然是小规模地实行——10月17日所答应的“改革”。然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原则方面的问题，即包括想取得民主派称号的立宪民主党人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对宗教和教会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我们不应当让一些比较枝节性的问题——如旧教派同占统治地位的教会的冲突问题，同旧教派有联系的、甚至在经费方面部分地依赖旧教派的十月党人（据说，《莫斯科呼声报》[202]就是旧教派出钱办的）行为如何的问题——把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政策这一根本问题掩盖起来。

请看乌瓦罗夫伯爵的演说，此人虽然退出了十月党党团，但按其倾向来说是十月党人。他在社会民主党人苏尔科夫之后发言，一开始就反对把问题提到工人代表所提出的那个原则基础上去。乌瓦罗夫只是攻击正教院和正教院总监不愿向杜马报告教会的某些收入和教区开支总额。十月党人的正式代表卡缅斯基也是这样提问题（4月16日），他要求恢复教区“以利于正教的巩固”。所谓的“左派十月党人”卡普斯京更加发挥了这种思想，他喊道：“如果我们看一看人民的生活，看一看农村居民的生活，那么我们立刻就会看到一种可悲的现象：宗教生活动摇了，居民道德体系的最伟大的和唯一的基础动摇了……用什么来代替罪恶的概念，用什么来代替良心的启示呢？要知道，这是不能用阶级斗争或者某一阶级的权利的概念来代替的。这种已经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概念是可悲的。为了使宗教这种道德基础能继续存在，能为全体居民所接受，必须让传教者享有一定的权威……”

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想巩固宗教，想加强宗教对群众的影响，他们感到“穿着教袍的官吏” 降低了
 教会的威信，已经不中用了，过时了，甚瓦给统治阶级带来了危害。十月党人攻击教权主义的极端措施和警察监护， 是为了加强
 宗教对群众的影响，是为了用比较精巧、比较完善的愚民办法来代替某些过于粗暴、过于陈旧、过于腐朽而不能达到目的的办法。警察式的宗教已经不足以愚弄群众了，那就给我们一种更文明、更新式、更灵活、更能在自治教区起作用的宗教吧，——这就是资本向专制制度要求的东西。

立宪民主党人卡拉乌洛夫也 完全
 站在这样的立场上。这位“自由主义的”叛徒（从“民意党”演变成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大声疾呼反对“教会非民间化，认为这是把人民群众即俗人排斥于教会建设之外”。他认为群众“失去宗教信仰”是“ 可怕的
 ”（原话如此！）。他的叫嚣完全是缅施科夫式的[203]：“教会本身巨大的价值降低了……这不仅对教会的事业，而且对国家的事业也有巨大的危害。”狂热的信徒叶夫洛吉说“教会的任务是永恒的、固定不变的，也就是说，要把教会同政治结合起来是办不到的”，而卡拉乌洛夫把这种令人反感的虚伪说法称为“金玉良言”。他抗议教会同黑帮联合， 为的是
 使教会“能够比现在更有力和更光荣地完成自己伟大的、神圣的、符合基督精神的事业，即爱和自由的事业”。

别洛乌索夫同志在杜马讲坛上嘲笑了卡拉乌洛夫的这些“抒情词句”，这是非常好的。但是这样嘲笑一番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阐明，而且一有适当的机会就必须在杜马讲坛上阐明，立宪民主党人的观点同十月党人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它无非是表明，“文明的”资本力求使用宗教麻醉剂来愚弄人民，不过采用的教会欺骗手段，比昔日的普通俄国“神父”所采用过的要精巧些。

野蛮的地主和旧时的杰尔席莫尔达[204]通过普利什凯维奇的嘴说：为了使人民处于精神奴隶的地位，教会同黑帮必须建立最紧密的联盟。反革命的资产者通过卡拉乌洛夫的嘴反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错了，你们用这种手段只能使人民完全离开宗教。让我们干得更聪明、更狡猾、更巧妙一些吧，我们要排除过于愚蠢和粗暴的黑帮分子，宣布反对“教会非民间化”，我们要在旗帜上写下叶夫洛吉主教的“金玉良言”：教会高于政治，——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我们才能至少欺骗一部分落后工人，特别是欺骗小市民和农民，我们才能帮助革新后的教会完成其使人民群众继续处于精神奴隶地位的“伟大的、神圣的事业”。

我们自由派的报刊，包括《言语报》在内，最近猛烈地抨击《路标》文集的作者司徒卢威及其同伙。但是，立宪民主党在国家杜马的正式发言人卡拉乌洛夫却淋漓尽致地暴露出这些对司徒卢威及其同伙的斥责和否定是极其卑鄙虚伪的。司徒卢威嘴上所说的，正是卡拉乌洛夫和米留可夫脑子里所想的。自由派斥责司徒卢威，只是因为他粗心大意地说出了真相，把牌摊得太多了。自由派斥责《路标》派，而又继续支持立宪民主党，这就是一方面谴责粗心大意的露骨 言论
 ，一方面又继续 干着
 符合这种言论的事情，这是最无耻地欺骗人民。

关于杜马中的劳动派在讨论上述问题时的表现，没有多少可谈的。同往常一样，在劳动派农民和劳动派知识分子之间暴露出明显的差别，这对于更愿意追随立宪民主党人的劳动派知识分子是不利的。不错，农民罗日柯夫的发言完全暴露了他的政治上的不自觉，他也重复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庸俗见解，说俄罗斯人民同盟不是有助于巩固信仰，而是有助于破坏信仰，他没有能提出任何纲领。但是当他开始直率地讲到一些赤裸裸的事实真相，如僧侣的勒索，神父的敲诈，他们向举行婚礼的人除了索取金钱还要求给“一瓶烧酒、一盘小吃、一斤茶叶， 有时还提出我在讲台上不敢讲的要求
 ”（4月16日，速记记录第2259页）时，黑帮杜马就按捺不住了，从右边的席位上发出了野兽般的咆哮。黑帮分子大喊大叫：“这是多大的侮辱！这太不象话了！”他们感到一个普通庄稼汉讲述敲诈勒索和圣礼的“法定价格”，比任何理论上或策略上的反宗教反教会声明更能使群众革命化。于是在第三届杜马中维护专制制度的一帮死硬派便威胁他们的奴才梅延多夫主席，强迫他制止罗日柯夫的发言（社会民主党人，还有某些劳动派分子、立宪民主党人等联名抗议主席的这种行为）。

劳动派农民罗日柯夫的发言虽然非常简单，但是它清楚地表明了立宪民主党人虚伪地、居心反动地保卫宗教同庄稼汉那种原始的、不自觉的、保守的宗教信仰是有天壤之别的；庄稼汉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违反自己的意志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反对勒索的真正革命的愤恨和坚决反对中世纪制度的决心。立宪民主党人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想用革新和巩固宗教来反对人民。罗日柯夫这类人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这一派是不开展的、不觉悟的、闭塞的、不独立的、分散的，但是在反对地主、神父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他们却蕴藏着还远没有发挥出来的革命干劲。

劳动派知识分子罗扎诺夫是接近立宪民主党人的，而且比罗日柯夫要觉悟得多。罗扎诺夫能说出教会和国家分离这一“左派”的要求，但是他禁不住说了一些反动的、市侩式的空话，说什么“修改选举法的方针应该是不让僧侣参加政治斗争”。一个典型的普通庄稼汉在讲起自己生活的真实情况时，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革命性，这种革命性在劳动派知识分子身上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含糊不清的、有时简直是卑鄙无耻的空话。俄国的农民群众只有跟着无产阶级走，才能推翻压抑他们、摧残他们的农奴主－土地占有者、穿着教袍的农奴主、拥护专制制度的农奴主的压迫，这个真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已经得到了第一百次、第一千次的证实。

在整个杜马中，只有工人政党和工人阶级的代表社会民主党人苏尔科夫，才把讨论据到了真正的原则高度，他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对教会和宗教采取什么态度，一切彻底的和有生命力的民主派应该对教会和宗教采取什么态度。“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人民的钱一文也不能给这些蒙蔽人民意识、沾满鲜血的人民敌人”，——社会党人的这种直率的、大胆的、公开的战斗呼声是对黑帮杜马的挑战，这种呼声获得了千百万无产者的响应，他们将在群众中传播这种呼声，只要时候一到，他们就会把它变成革命的行动。







	　　载于1909年6月4日（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429—438页

















[201] 旧教派也称旧礼仪派，是17世纪从俄罗斯正教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教派。旧教派组织的许多领导人是大商人和工业家。1906年以前，旧教派受沙皇政府迫害。——402。



[202] 《莫斯科呼声报》（《》）是俄国十月党人的机关报（日报），1906年12月23日—1915年6月30日（1907年1月5日—1915年7月13日）在莫斯科出版。十月党人领袖亚·伊·古契柯夫是该报的出版者和第一任编辑，也是后来的实际领导者。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尼·斯·阿夫达科夫、亚·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尼·谢·沃尔康斯基、弗·伊·格里耶、费·尼·普列瓦科、亚·阿·斯托雷平等。该报得到俄国大资本家的资助。——406。



[203] 这里说的缅施科夫是指反动政论家、《新时报》撰稿人米·奥·缅施科夫。——407。



[204] 杰尔席莫尔达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列宁用这个形象来比喻俄国警察专制制度的横暴。——408。













《列宁全集》第17卷


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的关于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修改[205]


（1908年8月11日〔24日〕）


中央委员会决定［着手］立即开始进行有关召开代表会议的工作。规定最迟在11月1日召开。 
［注：用小号铅字排印的是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起草的原文。——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441页

















[205] 关于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是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起草的，列宁在这个草案的原稿上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决议草案，由杜勃洛文斯基代表布尔什维克提出，为全会所通过。孟什维克提出的决议草案实际上是要把代表会议的召开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这个草案以7票对5票被否决。——411。













《列宁全集》第17卷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关于组织问题的发言提纲[206]


（1908年12月24日〔1909年1月6日〕）


Ⅰ．

成员

　　　12名 使徒


　　　5名［不可］侵犯者

　　　　　（天使之职）[207]

Ⅱ．（Ａ）

　　1．罢工运动和革命冲击；

　　2．改良主义与革命；

　　3．同民族主义作斗争的任务；

　　　　——向代表大会提出；

　　4．如何在合法团体中工作。

Ⅲ．（Ｂ）

　　（1）杜马党团。

　　（2）合法报纸。

　　（3）合法团体。

　　（4）秘密鼓动员及其秘密口号。

Ⅳ．（Ｃ）

　　　决议和对决议的宣传……

Ⅴ．（Ｄ）

　　代理人和他们的推选。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442页

















[206] 根据保存下来的1908年12月24日（1909年1月6日）列宁关于组织问题的发言的简要记录，无法确定这个提纲中列举的所有问题是否都在发言中有所反映。但是，根据提纲中提到的问题的范围，可以推测这个提纲是在讨论组织问题时写的。——412。



[207]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选出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12名成员。“5名”是指在俄国国内工作的5名中央委员。“天使之职”这一讽刺语大概是针对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决议草案讲的，该草案提出要撤销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把党的工作的全部领导权集中于俄国国内的五人小组之手。——412。













《列宁全集》第17卷


《俄国的目前形势》报告的要点[208]


（1909年1月28日（2月10日〕以前）


一、专制制度在怎样起变化。财阀君主制还是资产阶级君主制？

二、第三届国家杜马和“议会斗争方式”。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空谈。

三、立宪民主党人的沙文主义和劳动派的动摇。

四、关于想要“重蹈覆辙”的蠢人。

五、在俄国应当如何制定社会民主党利用议会的政策。

六、离开社会民主党行列的是最积极的人还是最软弱的人？切列万宁是一个著作家典型和社会典型。

七、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非常法时期的经验有什么教益。

八、无产阶级和小市民知识分子在历史的节日和通常时期。





	载于1909年2月10日（公历）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组公布的关于报告的公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小第17卷第445页

















[208] 这个报告要点刊印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的海报上。海报样式如下：“1909年2月10日星期三晚8时30分在丹东街8号科学家协会大厅尼·列宁作报告题目是：《俄国的目前形势》。”提纲中列举的问题在列宁1909年的一系列著作中，特别是在《走上大路》（见本卷第329—339页）一文中有所反映。——414。













《列宁全集》第17卷


《列宁全集》第17卷

年表

（1908年3月—1909年6月）


1908年


1908年3月—1909年6月


列宁先后侨居在日内瓦和巴黎，编辑布尔什维克报纸《无产者报》，组织出版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并领导该报编辑工作；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3月16日和26日（3月29日和4月8日）之间


写《论俄国革命的“本性”》一文。


3月19日（4月1日）


列宁的《走上直路》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6号上。


3月21日和4月16日（4月3日和29日）之间


写《沿着老路走去！》一文。


3月26日（4月8日）


列宁的《论俄国革命的“本性”》一文和《〈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一文的补遗》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7号上。


3月下半月—4月3日（16日）以前


同到达日内瓦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扬·梯什卡谈话。

在给亚·亚·波格丹诺夫的便条中指出，不把哲学上的分歧尖锐化的情况告诉扬·梯什卡，对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取得成绩具有重要意义。

致函在意大利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请他给《无产者报》寄材料来；说正在大量阅读哲学著作；答应去卡普里岛。


3月下半月—4月3日（16日）


为《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文集写《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并将该文送去付印。


4月1日和16日（14日和日29日）之间


写《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是否结成了联盟？》一文。


不晚于4月3日（16日）


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从意大利的来信，信中告知他正在为《无产者报》写稿。


4月3日（16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对他同意为《无产者报》写文章和写意大利通讯表示满意。列宁在附言中写道：他本人跟那些鼓吹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的人以及一切马赫主义者走的不是一条路。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告知已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送去付印了。列宁在信中拒绝高尔基想要安排他同那些鼓吹“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的人的会见。


4月6日（19日）以前


致函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到绝不容许把著作家们关于哲学的争论同党的事情混淆起来（这封信没有找到）。


4月6日（19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谈到布尔什维克派别内部关于哲学问题的分歧，认为不能因为争论而妨碍工作；告知不能在这个时候去意大利；请他给《无产者报》寄文章来。


4月6日和10日（19日和23日）之间


写信给在彼得堡患伤寒病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祝愿她痊愈，劝她不要过于劳累，并说他本人将去意大利。


4月10日和17日（23日和30日）之间


应阿·马·高尔基的邀请，来到意大利卡普里岛，并在那里度过了几天。列宁向亚·亚·波格丹诺夫、弗·亚·巴扎罗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声明，他同他们在哲学问题上有分歧。

同阿·马·高尔基一起参观那波利博物馆及那波利近郊。同高尔基交谈，听高尔基讲述关于下诺夫哥罗德、伏尔加河、童年和青年时代以及漫游俄国的故事。后来高尔基根据列宁的期望，写出了《童年》、《人间》和《我的大学》等三部著作。

关心卡普里岛渔民的生活，详细询问有关他们子女及收入的情况。


4月16日（29日）


列宁的《沿着老路走去！》和《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是否结成了联盟？》等两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9号上。


4月17日或18日（4月30日或5月1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的妻子玛·费·安德列耶娃，请高尔基给俄国各报写一封公开信，请它们寄来1905—1907年革命时期的报纸和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以支援日内瓦的格·阿·库克林图书馆。信中附去维·阿·卡尔宾斯基给阿·马·高尔基的信。


4月18日（5月1日）


出席日内瓦五一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


4月24日（5月7日）


在日内瓦作《对俄国革命的评价和革命可能的前途》的专题报告。


4月25日或26日（5月8日或9日）


在洛桑民众文化馆作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的专题报告。


不晚于4月27日（5月10日）


在巴黎作专题报告。


4月


阅读恩格斯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并作批注，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和《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一文时利用了恩格斯的这篇文章。

列宁的《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一文发表在波兰《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第2期上。


4月—7月2日（15日）以前


阅读载于《革命思想》杂志第1期（1908年4月）的西韦尔斯基的《迦太基应该被摧毁！》一文并作批注，在写作《论目前瓦解的几个特征》一文时利用了这期杂志的材料。


5月初


出席社会民主党巴黎小组委员会会议。会议作出决议，支援因梯弗利斯剥夺案在瑞士被捕的社会民主党人。


5月1日（14日）


在社会民主党巴黎第二小组委员会组织的会议上作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的专题报告。


不晚于5月3日（16日）


在去伦敦途中，在布鲁塞尔稍事停留。


5月3日（16日）


同原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伊·罗·罗曼诺夫一起去民众文化馆会见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胡斯曼不在，给他留下一封信，信中请他发给罗曼诺夫50法郎，因他已经数月没有工作。


5月3日和28日（5月16日和6月10日）之间


在伦敦英国博物馆图书馆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在伦敦会见费·阿·罗特施坦，就俄国革命的前途、取消派的错误立场、布尔什维克必须把秘密组织和地下活动同合法的工作结合起来等问题同他进行交谈。


5月10日（23日）


列宁的《第二代立宪民主党人》（社论）和《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等两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30号上。


5月10日（23日）以后


收到崩得国外委员会1908年5月23日（公历）的来信，信中询问列宁能否给基辅社会民主党人著作家小组着手编辑的当代俄罗斯文学问题论文集写一篇文章。


5月15日（28日）以前


写《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提纲。这个提纲是供布尔什维克中央和《无产者报》编辑部成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出席亚·亚·波格丹诺夫于1908年5月15日（2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哲学报告会发言时使用的。


5月上半月


起草正式声明，交德国社会党人伯恩海姆律师，证明在慕尼黑被捕的索·瑙·拉维奇、米·克·霍贾米良和季·博格达萨良均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5月16日（29日）以前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告知在慕尼黑有三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被捕，请他以社会党国际局的名义证明他们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5月16日（29日）以后


收到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1908年5月29日（公历）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告知为被捕的社会民主党人寄来了证明，并对由于选举运动未能同列宁会见表示遗憾。


5月19日和6月15日（6月1日和28日）之间


同中央委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扬·梯什卡等人一起签署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书，建议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


5月28日（6月10日）以前


给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写回信，尖锐批评他的哲学观点和关于策略问题的看法。


5月28日（6月10日）


写便条给米·格·茨哈卡雅，表示愿意同他谈谈。


5月底


在伯尔尼给侨民和侨民大学生作题为俄国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两条道路的报告。


不早于5月


研读格·瓦·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并作批注。


5月底—6月初


在《无产者报》编辑部会议上，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一起拒绝亚·亚·波格丹诺夫提出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断言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同布尔什维克派的利益没有矛盾。

春天

会见专程前来日内瓦的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


6月7日（20日）


写信给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自己已从伦敦返回日内瓦；对出版人帕·格·达乌盖拒绝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表示遗憾，请她另找一个出版人，并请寄来两三本尚未正式出版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即使是没有装订好的也可以。


6月10日和14日（23日和27日）之间


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签署《无产者报》编辑部给布尔什维克中央成员维·康·塔拉图塔的声明：必须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履行相应要求的条件下，消除《无产者报》编辑部同波格丹诺夫之间的冲突。


6月16日（29日）以前


致函彼得堡种子出版社，谈《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和《纪念马克思》文集的出版事宜。


6月17日（30日）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说在俄国有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被捕；告知因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07年）的各种报告准备出版，已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第一部分。


6月18日（7月1日）以前


会见格拉纳特兄弟出版公司百科词典编辑部委员Ａ．Ｂ．特鲁普钦斯基并与他进行谈话，他是为了请列宁尽快写完《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而从巴黎来日内瓦的。


6月18日（7月1日）


为格拉纳特兄弟出版公司出版的百科词典撰写《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

复函在敖德萨的瓦·瓦·沃罗夫斯基，说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分歧正在加剧，同他们分裂将不可避免；鉴于即将举行党的代表会议，邀请沃罗夫斯基8月来巴黎；要求把出席代表会议的委托书只发给地方的工作人员，只发给真正的工作人员；请他为《无产者报》寄文章来；询问是否有可能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6月18日和27日（7月1日和10日）之间


给格拉纳特兄弟出版公司百科词典编辑部寄去《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由于书报检查的原因，这一著作在当时没有能发表，直到1918年才出版单行本。


6月20日（7月3日）以后


收到卡·胡斯曼从布鲁塞尔寄来的信，信中说收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报告的第一部分，并请求尽快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报告的第二部分寄去。


6月25日（7月8日）


致函在伦敦的费·阿·罗特施坦，说等到中央全会开会时再就借款一事给英国工厂主约瑟夫·费尔兹写信。这笔款是1907年为支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费用而从费尔兹那里借的。


6月30日（7月13日）


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告知他正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请她给买两本格·伊·切尔帕诺夫的书：《阿芬那留斯和他的学派》和《内在论哲学》；请求寄一本种子出版社排完的《十二年来》文集第2卷第2分册，这一册里收入了《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


6月底—7月初


收到格拉纳特兄弟出版公司百科词典编辑部1908年6月27日（7月10日）从莫斯科寄来的信，信中告知收到了列宁的《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感谢他对出版工作的支持，并通知寄去350卢布作为这篇文章的稿酬。


6月—不晚于7月2日（15日）


写《论目前瓦解的几个特征》一文。　


7月2日（15日）


列宁的《论目前瓦解的几个特征》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无产者报》第32号上。


7月5日（18日）


写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自拟简介》。


7月11日和23日（7月24日和8月5日）之间


写《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一文。


7月19日和23日（8月1日和5日）之间


写《世界政治中的易燃物》一文。


7月20日（8月2日）


同表姐玛·伊·韦列田尼科娃会见，她是在从法国去意大利的途中经过日内瓦的。


7月23日（8月5日）


列宁的文章《世界政治中的易燃物》（社论）、《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和《彼得·马斯洛夫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摘自《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及列宁写的《编辑部的话》发表在《无产者报》第33号上。


不晚于7月27日（8月9日）


在瑞士迪亚布勒雷地区的群山中，在费尔－勒格利斯旅游数日。


7月27日（8月9日）


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说他打算在一个半月内写完自己的哲学著作；告知曾会见途经日内瓦的表姐玛·伊·韦列田尼科娃；邀请妹妹和母亲秋天到日内瓦来休息。


不早于7月


会见·．托罗舍利则并同他谈话。托罗舍利则向列宁谈了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约·维·斯大林、斯·格·邵武勉等人在对待亚·亚·波格丹诺夫问题上的立场。


7月—1913年10月


把罗·卢森堡的《民族问题和自治》一文中的一小段文字译成俄文，该文载于1908年9月《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第7期。


8月5日（18日）


致函在俄国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告知《俄国史》编委会秘书曾建议列宁写一篇关于工厂工业史的文章，征求波克罗夫斯基对这一建议的意见并请他寄来秘密通信地址。


8月11日—13日（24日—26日）以前


出席《无产者报》编辑部讨论同亚·亚·波格丹诺夫派分歧问题的会议。会议正式向波格丹诺夫提出建议，让他出版一本小册子，阐述他的观点。


8月11日—13日（24日—26日）


出席布尔什维克中央会议，会上分析了在《无产者报》编辑部内部列宁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在哲学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冲突。

在日内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工作，主持全会会议，发言揭露孟什维克企图以“情报局”代替中央委员会。


8月11日（24日）


对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提出修正案。


8月12日（25日）


就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问题提出声明。

上午，出席中央全会会议，在讨论因召开全会而发生的事件时发言。

《言语报》发表消息，说即将出版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8月13日（26日）


对关于中央委员会机构的决定的补充案提出修改。

起草并向中央全会会议提出关于国外中央局机构的决定草案。这一草案以多数票通过。

对关于国外中央局机构的决定的修正案作补充。

对公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决议的决定的修正案作补充。

起草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的事件的决定草案并将这一草案提交会议（这一草案获通过）。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下午会议上，作为布尔什维克代表被选进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8月13日和12月21日（8月26日和1909年1月3日）之间


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


8月28日和9月11日（9月10日和24日）之间


为庆祝列夫·托尔斯泰80寿辰而写《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


8月


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自拟简介》发表在1908年《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第6期上。


夏天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米赫涅沃站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列宁在信的附言中称赞美国天文学家珀·洛韦尔的《火星和火星上的运河》一书是部科学著作。这一著作证明火星上有人居住。


不早于夏天


研读弗·米·舒利亚季科夫的《西欧哲学（从笛卡儿到马赫）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一书并作批注。

写哲学著作期间，学习法语语法、语言史和研究法语特点等方面的书。


9月8日和10月3日（9月21日和10月16日）之间


为《无产者报》第36号写《英国和德国工人的和平示威》一文。该文在当时没有发表。


9月10日（23日）以前


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告知将在10月1日（公历）前完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请她同出版人签订合同。


9月11日（24日）


　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无产者报》第35号上。


9月11日（24日）以后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来信，信中说她已在彼得堡逗留数日，同尼·谢·克列斯托夫（安加尔斯基）和康·彼·皮亚特尼茨基商谈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有关事宜。信中还谈到列宁的《土地问题》一书的出版人米·谢·克德罗夫、说有希望得到这部书的两册样书并寄给列宁、告知《卡尔·马克思》文集即将出版、劝列宁到山区某个地方去休息一下。


9月12日（25日）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告知已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向社会党国际局交纳的1908年度应交的600法郎，并说不久即将把余款付清。


9月13日和10月3日（9月26日和10月16日）之间


写《学生运动和目前政治形势》一文。


9月17日（30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米赫涅沃站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他即将去布鲁塞尔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说打算在写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后去意大利一星期；询问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推迟来日内瓦的原因，并建议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和她一起来。


9月18日（10月1日）以后


收到卡·胡斯曼1908年10月1日（公历）从布鲁塞尔寄来的回信，信中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交来的600法郎已收到。信中还询问列宁是否收到出席社会党国际局的请柬，会议将在10月10日—12日（公历）举行。


9月25日和10月2日（10月8日和15日）之间


载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的《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文集在彼得堡出版。


9月27日—29日（10月10日—12日）


在布鲁塞尔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


9月27日（10月10日）


下午3时，参加布鲁塞尔社会党新闻工作者代表会议的工作，会议讨论改进和加强各社会党期刊的联系问题。

晚上，出席在布鲁塞尔民众文化馆举行的各国无产阶级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国际群众大会。大会最后一致通过决议，号召捍卫各国之间的和平，全力反对毁灭和压迫各国人民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


9月27日（10月10日）以后


收到母亲的来信，信中对列宁的健康状况表示担心。信中还说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已经来莫斯科准备参加考试，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已经从彼得堡回来。


9月28日（10月11日）


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在讨论接受英国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问题时发言，表示赞成接受它参加，但同时指出，英国工党实际上并不真正不依赖于自由派，也没有执行完全独立的阶级政策；对卡·考茨基的决议提出相应的修改，两次发言反对接受俄国锡安社会党人参加国际；同保加利亚代表进行谈话。


9月28日（10月11日）以后


收到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的来信，信中感谢哥哥邀请他到意大利北部旅行，但因公务繁忙不能成行。


9月29日（10月12日）


在布鲁塞尔出席社会党国际议员代表会议。


9月底


继续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对个别地方进行补充。


9月底—10月初


写《对彼·马斯洛夫〈答复〉的几点意见》一文。


9月


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一版序言。

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手稿交给弗·菲·哥林（加尔金）阅读。


10月3日（16日）


列宁的《学生运动和目前政治形势》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无产者报》第36号上。


10月3日和16日（10月16日和29日）之间


阅读并仔细分析关于社会党国际局1908年10月12日（公历）会议的报道，该报道刊登在英国《工人领袖》和《正义报》上。列宁在写《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一文时利用了这一报道。


10月4日和16日（17日和29日）之间


写《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一文。


10月11日和16日（10月24日和29日）之间


写《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一文。


10月11日（24日）以后


收到尤·米·斯切克洛夫1908年10月11日（24日）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建议列宁参加纪念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生平和活动论文集的撰稿工作。


10月13日（26日）


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指出所有刊登关于1908年10月11日（公历）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报道的社会党报刊，都没有发表他针对卡·考茨基关于准许英国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所提出的修正案原文，而在转述中显然对原文理解不确切，甚至歪曲了原意；担心在正式的报告中可能重复这些错误，故此寄去自己的修正案的抄件及其法文译文，并请求将修正案原文刊印在社会党国际局的正式报告中。


10月14日（27日）以前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全集》（1846年莱比锡版第2卷）中作记号和作批注，在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利用了这本书。


10月14日（27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告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已全部写完；说出版这本书可以让步，只要稍有可能，就签订出版合同。


10月14日或15日（27日或28日）


复函尤·米·斯切克洛夫，就其10月11日（24日）来信中建议列宁参加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纪念文集的撰稿工作一事作了答复。

将尤·米·斯切克洛夫10月11日（24日）的来信以及自己所附的便条寄给亚·亚·波格丹诺夫。列宁在便条中说，他已给斯切克洛夫回信，信中告知只要把哲学题目分给他，他便同意参加纪念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生平和活动的文集的撰稿工作。


10月16日（29日）以前


致函在彼得堡的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请求他协助发表阿·马·高尔基要求赠寄1905—1907年革命时期的报刊材料以支援日内瓦格·阿·库克林图书馆的公开信。


10月16日（29日）


列宁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和《彼·马斯洛夫歇斯底里大发作》三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37号上。


10月16日和11月13日（10月29日和11月26日）之间


写短评《普列汉诺夫一伙人怎样维护修正主义》。


不晚于10月22日（11月4日）


收到《卡尔·马克思》文集，文集中载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


10月23日和28日（11月5日和10日）之间


收到孟什维克马赫主义者帕·索·尤什凯维奇10月23日（11月5日）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建议列宁参加哲学文集的撰稿工作。


10月23日（11月5日）以后


收到尤·米·斯切克洛夫10月23日（11月5日）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告知签订了出版纪念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的合同，同意把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观点的题目分给列宁。


10月25日（11月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向布鲁塞尔发出通知，宣告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并阐述该局的职能，其中包括同外国社会党保持联系的任务。列宁在随通知寄给卡·胡斯曼的信中，请他将这一通知转发所有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各国的党。


10月26日（11月8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请她寄来出版社的地址，以便寄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手稿；同意在书报检查特别严格时把书中的“僧侣主义”一词改成“信仰主义”，并在注解中说明它的含义。


10月下半月，不晚于26日（11月8日）


写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一书。


10月26日（11月8日）以后


收到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1908年10月26日（11月8日）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说各报发表了阿·马·高尔基关于支援格·阿·库克林图书馆的公开信，告知给列宁寄去1905—1908年的图书目录。


10月28日（11月10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孟什维克马赫主义者帕·索·尤什凯维奇，拒绝他提出的关于为准备出版的哲学文集撰稿的建议。


10月29日（11月11日）以后


收到约·费·杜勃洛文斯基10月29日（11月11日）的来信，信中认为最近将不可避免地要同抵制派和召回派分裂。


10月31日（1月13日）以前


为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捷·奥·别洛乌索夫起草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稿，别洛乌索夫在1908年10月31日（11月13日）第三届杜马中就斯托雷平法问题作了发言。


不早于10月31日（11月13日）


收到1908年11月13日（公历）社会党国际局要求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下组织、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等问题作出答复的通知。


10月底


写《对目前时局的估计》一文。


10月—11月


列宁的《对彼·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见》一文发表在波兰《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第8—9期合刊上。


11月1日（14日）


列宁的《对目前时局的估计》一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38号上。


11月3日（16日）


康·彼·皮亚特尼茨基致电阿·马·高尔基，询问能否由知识出版社出版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11月4日（17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迁居巴黎的问题已最后决定；请她转告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手稿已寄给维·亚·列维茨基。


11月13日（26日）


列宁的《普列汉诺夫一伙人怎样维护修正主义》和《关于两封来信》发表在《无产者报》第39号上。

写信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对她没有收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手稿表示不安（这封信没有找到）。

收到姐姐11月9日（22日）从莫斯科的来信，信中说收到了《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一书手稿。列宁回信建议，如果找不到出版人就把手稿寄给生活和知识出版社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11月18日（12月1日）


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答复他提出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下组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关于建立卡·马克思纪念碑等问题；同时请他寄来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书记所需要的关于限定工作时间、关于工会、关于被迫失业者的补助、关于工厂监督、关于女工和童工的劳动、关于矿工保险、关于重体力劳动工人的工资等方面的资料。

致函维·康·塔拉图塔，答复他和扬·梯什卡提出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问题；反对梯什卡关于委派伊哥尔（波·伊·哥列夫）为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建议。


11月27日（12月10日）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来信，信中说可以同莫斯科环节出版社签订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合同，并谈到合同的条件。当天列宁给姐姐回电说接受出版社的条件。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对不经过知识出版社就把事情办妥一事表示满意；请求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尽快同环节出版社办好签订合同的手续，并在合同中要求立即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建议签订合同时用列宁的名字，而不用安娜·伊里尼奇娜的名字，以免她受到出版法的追究；告知即将从日内瓦迁往巴黎。


11月28日（12月11日）以后


收到卡·胡斯曼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请求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结尾部分，并请求设法偿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本年度欠款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代表欠下的应向社会党国际局各国议会委员会交纳的会费。


11月30日（12月13日）


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告知已尽了一切可能使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代表向社会党国际局交纳所欠的会费；答应过几天答复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向社会党国际局提交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报告的日期问题和关于支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本年度应交的300法郎问题；说他将于1908年12月14日（公历）前往巴黎。


12月1日（14日）


列宁的《第三届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一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40号上。

在日内瓦用法文写《致日内瓦读书协会主席》，告知由于迁居巴黎，所以退出协会，对在借阅图书方面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以及她的母亲伊·瓦·克鲁普斯卡娅一起从日内瓦启程去巴黎。


12月2日（15日）


抵达巴黎。列宁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在里昂车站迎接列宁以及同车到达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伊·瓦·克鲁普斯卡娅。


12月2日（15日）—1912年6月初


侨居在巴黎。


12月6日（19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同意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弗·亚·巴扎罗夫和亚·亚·波格丹诺夫的语气放缓和一些，但是批判帕·索·尤什凯维奇和尼·瓦连廷诺夫的语气不变。列宁还强调指出，只有在出版人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时才同意用“信仰主义”一词代替“僧侣主义”一词。


12月11日（24日）


致函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谈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校样的问题，并对该书章节标题的字号作了具体指示。


12月21日（1909年1月3日）以前


出席布尔什维克中央成员和前来参加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发言反对召回派关于解散《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建议以及他们企图不召开全党的代表会议而召开单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建议。经过斗争，列宁终于成功地否决了召回派提出的建议。


12月21日（1909年1月3日）


参加在代表会议开幕前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的工作。全会通过决议对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表示满意。全会批准这次代表会议的议事日程和代表们的委托书。


12月21日—27日（1909年1月3日—9日）


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领导参加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活动，尖锐批判孟什维克取消派和召回派，坚持就代表会议议事日程的主要问题通过布尔什维克的决议。


12月21日（1909年1月3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


12月23日（1909年1月5日）


上午，在代表会议第四次会议讨论各项工作报告时发言，批判召回派，并号召对孟什维克取消派作坚决的斗争。

下午，在代表会议第五次会议上就代表会议议事日程中的中心问题作《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并提出由八位布尔什维克代表签名的决议草案。


12月23日（1909年1月5日）以后


在目前形势问题委员会开会时列出讨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和对《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草案的意见。


12月24日（1909年1月6日）


起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发言提纲。

下午，在代表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在讨论组织问题时两次发言，尖锐批判孟什维克提出的为脱党分子辩解的决议草案。这次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给组织问题委员会的指示》。

提出书面的《关于决议表决程序的建议》（这个建议由代表会议通过）；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布尔什维克决议草案上签字。

提出《有关事实的说明》，解释他关于组织问题的发言。


12月25日（1909年1月7日）


上午，出席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第七次会议，代表《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起草委员会作报告；在讨论决议时7次发言，反对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提出的修正案。

下午，出席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在讨论杜马党团问题时发言，指出孟什维克和召回派在对待杜马党团的态度上立场是共同的；批判孟什维克否认党对杜马党团的领导作用，反对召回派竭力贬低党在杜马中工作的意义的观点。


12月26日（1909年1月8日）


在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第九次会议上提出《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决议草案中有关预算表决部分的两种方案。

提出对《〈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决议草案的补充》，这一补充被列入决议正文。

写《关于公布代表会议决定的决议草案》（草案稍经修改后，由代表会议通过）。

提出《对孟什维克关于取消中央委员会的草案的声明》。


12月27日—28日（1909年1月9日—10日）


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的工作。全会讨论了关于批准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公布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工作报告、关于中央机关报、关于党中央委员会核心成员等问题。


12月29日（1909年1月11日）


在巴黎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


12月下半月


同出席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的代表Ａ．．布伊科谈话，询问有关彼得堡召回派和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情况，以及工人对待他们的态度。

同从俄国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书记亚·巴·哥卢勃科夫谈话，询问有关党在彼得堡的工作、召回派的言论、出席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代表的情况等。


1908年或1909年


起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演提纲》。




1909年


年初


同伊·费·波波夫就安排经比利时港口到俄国去的运输路线问题进行谈话。


1月初—1911年12月8日（21日）


编辑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第25号。


1月6日（19日）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告知给社会党国际局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度所欠的300法郎；答应采取措施尽快准备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第二部分。


1月7日（20日）


列宁的《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一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41号上。


1月上半月


在巴黎纪念1905年1月9日遇难者大会上发表演说。


1月22日（2月4日）


在巴黎作报告，题为《论俄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土地关系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


1月23日（2月5日）


就《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校样问题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这封信没有找到）。


1月24日（2月6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告知收到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一批校样，并随信寄去勘误表。

同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一起观看根据列·尼·安德列耶夫的剧本所排的话剧《我们的日子》。


1月24日（2月6日）—4月


审阅从俄国寄来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校样，进行补充和修改，并将发现的排印错误通知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


1月28日（2月10日）以前


写《俄国的目前形势》报告的要点。


1月28日（2月10日）


在巴黎作题为《俄国的目前形势》的报告。

列宁的《走上大路》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上。


1月


同从俄国来的伊·格·爱伦堡谈话，询问青年的情绪、大家爱读哪些作家的书以及其他问题。


1月—2月


在巴黎布尔什维克小组讲哲学课。


2月1日（14日）


在《无产者报》编辑部会议上要求公开反对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鼓吹的造神说。反对造神说的题为《不同路》的编辑部文章发表在2月12日（25日）《无产者报》第42号上。


2月2日（15日）


致电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询问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健康情况。


2月3日或4日（16日或17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请她花钱请一位同意校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大学生。


2月4日或5日（17日或18日）


写信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说给寄去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校样的更正。


2月8日（21日）


由于党内的分歧，同亚·亚·波格丹诺夫断绝私人关系。


2月12日（25日）以前


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人马尔采利（普·温·埃杜凯维奇乌斯）谈话，马尔采利被委托在国外为罢工的维尔纳皮革工人进行募捐。由于国际工会书记处主席卡·列金对马尔采利不信任，马尔采利请求列宁证实他是经过社会党国际局授权的。


2月12日（25日）


列宁的文章《关于〈论迫切问题〉一文》作为编后记发表在《无产者报》第42号上。

用德文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证明马尔采利（普·温·埃杜凯维奇乌斯）被委托在国外为罢工的维尔纳皮革工人进行募捐，并请求以社会党国际局名义通知国际工会书记处主席卡·列金，按马尔采利指定的地址寄出为罢工者募集的钱款。


2月13日（26日）


从巴黎去尼斯休养。列宁的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去车站送行。


2月13日和23日（2月26日和3月8日）之间


在尼斯休养期间会见当地的社会党支部书记让·努韦尔。


2月17日（3月2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谈到自己在尼斯休养的情况；感谢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报告母亲健康好转的消息；高度评价《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校样的质量。


2月18日（3月3日）以后


收到卡·胡斯曼的来信，信中请求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提交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结尾部分。信中还告知，给卡·列金转去了列宁的信和列宁写的给维尔纳罢工的皮革工人寄款的地址。


2月23日（3月8日）晚


从尼斯返回巴黎。


2月24日（3月9日）


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感谢他把关于为维尔纳罢工的皮革工人募捐问题的信转寄给卡·列金；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已经完成，正在译成法文。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说随信寄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10和11印张的更正；对迟迟没有寄来校样表示不安；请求尽快出书，哪怕在3月15日（28日）以前出版也好；告知已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决裂；认为书中驳斥他们的地方不能缓和；感谢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的帮助，请代为赠送给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一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2月27日（3月12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希望《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尽快出版；再一次请求不要缓和书中驳斥亚·亚·波格丹诺夫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提法。


3月3日（15日）以前


出席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发言反对发表尔·马尔托夫从孟什维克取消派立场出发所写的《争取什么？》一文。编辑部通过决议，让列宁撰文答复马尔托夫的文章。列宁的《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一文就是对马尔托夫的文章的答复。


3月3日（15日）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上讨论列宁的《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一文。 
（P497）




3月5日（18日）


在巴黎侨民集会上发表关于巴黎公社的演说。


3月7日（20日）以后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莫斯科的来信，信中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印刷工作被苏沃林印刷厂耽搁了，还谈到她为尽快出书所采取的措施。


3月8日（21日）


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寄去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手稿第630页的更正（这一更正没有保存下来）。


3月9日和21日（3月22日和4月3日）


列宁的《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一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和第4号上。


3月10日（23日）以前


在巴黎举行的关于目前时局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策略讨论会上发言。


3月10日或11日（3月23日或24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告知寄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四章第1节的补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认为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马赫主义者对照一下是极为重要的；还告知已看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部分印张的校样，以及巴黎邮政工人罢工已结束等情况。


3月13日（26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告知已收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15—18印张的版样和第1—9印张及第13印张的清样，寄去第15—18印张的勘误表；询问什么时候出书。


3月19日和4月8日（4月1日和21日）之间


对罗·卢森堡反对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文章进行文字修改，并指示将修改处同作者商量。


不早于3月23日（4月5日）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员会，抗议1909年4月3日（公历）《前进报》第79号刊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组织问题》一文，该文歪曲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分歧的实质。


3月26日（4月8日）


写信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请求采取一切措施赶快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3月底


在巴黎举行的关于党对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态度的讨论会上发言，批判召回派的立场，全面阐明利用国家杜马讲台作革命宣传和鼓动的策略。


4月4日（17日）


列宁的《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一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44号《附刊》上。


4月8日（21日）


列宁的《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44号上。


4月10日（23日）以前


致函在俄国的加·达·莱特伊仁（林多夫）和瓦·瓦·沃罗夫斯基（奥尔洛夫斯基），建议他们来巴黎参加《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


4月10日（23日）


致函在瑞士的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说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已到巴黎；尖锐批评杜勃洛文斯基同情召回派；对没有从俄国收到加·达·莱特伊仁和瓦·瓦·沃罗夫斯基关于他们前来参加《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回信表示遗憾。


4月10日和21日（4月23日和5月4日）之间


收到加·达·莱特伊仁从俄国的来信，信中说他同意来巴黎参加《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


4月14日（27日）


写信给住在克里木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说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正在准备考试，还谈到他同她在巴黎郊游的情况。


4月14日和5月13日（4月27日和5月26日）之间


写《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


4月16日（29日）


致函在瑞士达沃斯的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告知乌拉尔领导组织被破坏；还谈到在《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前夕，亚·亚·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召回派集团的行为给党的工作造成了困难。


不晚于4月18日（5月1日）


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在苏沃林印刷厂印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4月21日（5月4日）


在布尔什维克俱乐部讨论亚历山德罗夫（尼·亚·谢马什柯）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时发言。

复函在瑞士达沃斯的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谈有关筹备《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以及同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收到列·谢·佩列斯1909年4月18日（5月1日）从莫斯科的来信，信中告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已印刷完毕，即将发行。


4月22日（5月5日）


致函在瑞士达沃斯的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说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两名成员维·列·尚采尔和阿·伊·李可夫已于1909年4月21日（5月4日）来到巴黎参加《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告知4月22日（5月5日）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协助小组会议，日内瓦小组脱离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尽力劝说杜勃洛文斯基继续在疗养院治疗。


不早于4月25日（5月8日）


送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一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书上题词：“作者送给亲爱的玛尼亚莎”。


4月29日和5月9日（5月12日和22日）之间


在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出版的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被列入《图书年鉴》。


4月—6月8日（21日）以前


主持筹备召开《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工作。5月4日（17日）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寄往柏林，赠给罗·卢森堡。


5月5日（18日）


致函在柏林的罗·卢森堡，告知给她挂号寄去一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为“关于马赫”的谈话的纪念；请求把这本书列入《新时代》杂志的新书介绍栏；对罗·卢森堡的《革命后的头晕》一文给予好评。


5月8日（21日）


在巴黎作题为《宗教和工人政党》的报告。

写信给住在阿卢普卡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把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准备考试以及她的健康情况告诉母亲；邀请母亲秋天去巴黎；告知收到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并对该书的印刷质量给予好评。


5月12日（25日）


赠给弗·菲·哥林（加尔金）一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5月13日（26日）


列宁的《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无产者报》第45号上。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告知沙皇尼古拉二世要去瑞典、意大利、英国和法国访问，建议号召各社会党和各议会党团，象瑞典社会党人那样，对沙皇来访提出抗议。列宁在他的信中附去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就沙皇出访欧洲所发表的质问书的译文。

写信给住在阿卢普卡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印刷质量给予好评，但对书价过高表示不满；请求她催出版人尽快支付稿费，把钱寄到巴黎来；说在即将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上不可避免要同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分裂。


5月15日（28日）


参加在巴黎举行的题为《反革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的自由讨论会。


5月19日（6月1日）


《巴库信息报》发表普·阿·贾帕里泽评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文章，文章作者同意列宁的关于俄国经验批判主义者的观点是哲学修正主义者的观点的看法。


5月24日和6月4日（6月6日和17日）之间


写《各阶级和各政党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一文。


5月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出席布尔什维克在巴士底区组织的会议。会议讨论工会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问题。会后列宁同会上发言的布尔什维克安·谢·格列奇涅夫－切尔诺夫谈话，向他解释说，工会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自己的革命作用。

在自己的寓所同从俄国来到巴黎的布尔什维克安·谢·格列奇涅夫－切尔诺夫谈话。


不晚于5月


　读立宪民主党的《路标》文集，并在书上作记号和写尖锐的批判性的评语。


不早于5月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在乌克兰传播很广，基辅的书店公开出售，敖德萨的公共图书馆的读者踊跃借阅，宣传员进行学习并向工人宣讲，基辅工学院还举行了关于这本书的讨论会。


5月—9月


《复兴》杂志5月号、《现代世界》杂志7月号、《批判评论》杂志9月第5期以及9月29日《俄罗斯新闻》等报刊，发表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评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文章。


夏初


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寄给在俄国的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对他在此书出版过程中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


6月4日（17日）


列宁的《各阶级和各政党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一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6号上。


6月5日（18日）


《敖德萨评论报》发表瓦·瓦·沃罗夫斯基评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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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1节的补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




附录

· 弗·伊·涅夫斯基的论文《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反动派的哲学》
 （1920年）


· 《列宁全集》第18卷年表（1908年1月——19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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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

LIENING　QUANJI

第十八卷

（1908年）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秒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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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刊载的是列宁在1908年2—10月所写的哲学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为批判波格丹诺夫的马赫主义观点而写的著名提纲《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

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以后，沙皇政府在国内建立了残酷的警察制度，疯狂地迫害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各种反动势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十分猖獗。面对反动派的进攻，革命的一些“同路人”陷入悲观和动摇，甚至叛变革命。革命的失败不仅带来了政治上的反动、背叛、动摇，也导致了思想上的倒退、混乱。这一时期，正象列宁所说，“追求哲学唯心主义的倾向加强了；神秘主义成了掩盖反革命情绪的外衣”（《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8页）。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泛滥，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成为时髦。资产阶级思想家鼓吹“寻神说”，他们把革命的失败归于“上帝的惩罚”，宣称俄国人民“失去了上帝”，现在的任务是要把上帝“找回来”。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以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弗·亚·巴扎罗夫为代表的一些人宣扬“造神说”，主张创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宗教”。俄国知识界出现了一批经验批判主义即马赫主义的狂热鼓吹者。他们中既有弗·维·列谢维奇、维·米·切尔诺夫这样一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公开敌人，也有俄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亚·亚·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经验批判主义是由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哲学家恩·马赫和德国的哲学家理·阿芬那留斯创立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这种哲学是实证论的变种，它在批判地研究经验的幌子下阉割经验中包含的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的客观内容，标榜自己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唯一科学的”哲学。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把经验批判主义奉为至宝，利用它向辩证唯物主义展开进攻。特别是波格丹诺夫等人，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企图用马赫主义来“补充”、“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歪曲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连篇累牍地宣扬经验批判主义的观点。俄国马赫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在俄国的反映。伯恩施坦在哲学上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企图用新康德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考茨基和阿德勒主张用马赫主义的认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修正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构成了严重威胁。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马克思主义者同马赫主义者的斗争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政论家札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成果，先后创立了电子论，发现了X射线、柏克勒尔射线和放射性元素镭等等。这些新发现在物理学领域引起了一场革命，使人类认识从宏观世界深入到微观世界。这些新发现打破了传统物理学关于物质结构和特性的旧观念，缩小了经典物理学某些定律的适用范围，动摇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机械自然观，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提供了新的科学论据。可是唯心主义哲学家却歪曲这些新发现的哲学意义，利用它们来宣扬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攻击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某些科学家也从这些新发现中作出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结论。他们宣扬“物质在消失”，否定客观世界的实在性；他们夸大认识的相对性，把科学规律说成是人们为了“方便”和“思维经济”“任意”制定的，从而否定科学规律的客观性，否定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可知性。面对自然科学中的这些伟大发现和唯心主义对这些发现的歪曲，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作出新的哲学概括，必须澄清唯心主义者制造的思想混乱，捍卫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为了批判马赫主义等唯心主义哲学，揭露哲学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从哲学上总结和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列宁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重要著作。为了写这部著作，列宁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他深入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为了准确地把握论敌的观点，他阅读了大量马赫主义者及其唯心主义理论前辈的著作。为了掌握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第一手材料，他特地从日内瓦前往伦敦，在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埋头钻研有关新文献。《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出色地完成了当时历史所赋予的任务。它回击了马赫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澄清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思想混乱。它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在总结当时革命斗争新经验和自然科学新成就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着重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些重要原则。这部著作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列宁阶段的代表作之一。

全书由《代绪论》、第一、二、三、四、五、六章和《结论》构成。列宁在《代绪论》中考察了近代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基本派别的斗争。通过历史考证，揭露了俄国马赫主义者用来攻击唯物主义的论据同贝克莱攻击唯物主义的论据如出一辙；说明了俄国马赫主义的思想渊源是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马赫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是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条基本哲学路线斗争的继续；证明了俄国哲学修正主义者作为“最新哲学”来标榜的马赫主义，不过是贝克莱主义的翻版。

列宁在前三章中着重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认识论上的根本对立，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第一章中，列宁从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即物质和意识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分析了经验批判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基本前提。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是：感觉是本原，是第一性的，物是“感觉的复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是：物质是本原，是第一性的，感觉、意识来源于物质，是外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列宁从两种认识论的基本前提揭示出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坚持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义坚持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路线。”（本卷第35页）这样就从根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赫主义的界限。在第二章中，列宁着重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这一方面来分析和批判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进一步揭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对立，阐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列宁在这里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发挥了恩格斯的反映论思想，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认识论结论：第一，“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第二，“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仅仅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第三，“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本卷第100、101页）列宁从这些基本原则出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论述了真理的客观性，阐明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列宁指出，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人的认识是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发展的过程；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相对真理中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成分。因此，它们之间的“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本卷第137页）。列宁还着重论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本卷第144页）列宁强调要辩证地看待实践标准，它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了它，没有任何东西能检验认识的真理性，因此它是“确定的”。这样可以回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但是实践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每一具体历史阶段上的实践不可能完全地证实或推翻人的认识，因此它是“不确定的”。这样可以防止人的认识僵化，变成绝对。

在第三章中，列宁揭露和批判了马赫主义否定世界的物质性，否定物质世界内在规律和时间空间的客观性等唯心主义观点，论述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作为物质存在形式的时间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物质与运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等问题。列宁在第二章和本章中，在总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历史和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给物质下了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本卷第130页）这一定义概括了一切事物的最一般的特性，强调了它们是客观实在，是认识的源泉；它们能为我们的感觉、意识所反映。这一定义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它具有重大的认识论意义。列宁还阐明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指出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这种对立无疑是相对的”（本卷第150页）。列宁对恩格斯关于自由和必然的思想作了发挥，阐明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人的意志自由必须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上。人在没有认识自然规律以前，是“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人认识了自然规律，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必然向自由的转化是在实践基础上实现的。

列宁在第四章中主要考察了马赫主义的历史发展，马赫主义同康德主义、休谟主义、内在论哲学的联系。通过对比研究，揭露了马赫主义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确定了它在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第五章中列宁从哲学上概括和总结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批判了物理学唯心主义认为“物质在消失”的谬论，指出所谓物理学危机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危机，是唯心主义利用物理学的新发现，利用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弱点来反对和攻击辩证唯物主义。列宁指出，某些物理学家所以陷入唯心主义，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辩证法”（本卷第274页）。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当时物理学的新发现，指出：这些新发现“表现的只是人对客体的认识的深化。既然这种深化昨天还没有超过原子，今天还没有超过电子和以太，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本卷第275页）。列宁的这个科学预言为后来自然科学在认识微观结构方面的一系列新成果所证实。列宁正确地阐述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认为自然科学为哲学的发展提供基础，现代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不但没有驳倒辩证唯物主义，相反地不断地证实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强调自然科学家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他预言，不管道路多么曲折，现代物理学必然要走向“自然科学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正确的哲学”。“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本卷第327页）

列宁在第六章中揭露马赫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批判波格丹诺夫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论”，揭穿马赫主义者想用“社会唯能论”以及生物学的和其他自然科学的规律来代替社会发展规律的反科学企图。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者的唯心史观过程中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首先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思想。列宁进一步揭露了马赫主义宣称自己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无党性”的伪装，论证了哲学的党性原则。指出“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着”（本卷第375页）。

本卷《附录》中收载了弗·伊·涅夫斯基的一篇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反动派的哲学》的论文。涅夫斯基在这篇文章中对波格丹诺夫后来的一些著作进行了批判。1920年列宁在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俄文第2版时把这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入。我们也将这篇文章译出，附在卷末，供读者参考。

本卷正文部分是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译校的。书中的引文有些是列宁译成俄文的，有些是列宁引用当时的俄译本的。译校这些引文时我们原则上是以俄文为依据，同时也参考了这本书的一些外文版本和部分原著，个别地方作了脚注。





《列宁全集》第18卷


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
[1]



（1908年5月15日〔28日〕以前）

1．报告人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

如果不承认，那么他为什么一次也不去分析恩格斯关于这一点的无数言论？

如果承认，那么为什么马赫主义者把他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修正”叫作“马克思主义哲学”？

2．报告人是否承认：恩格斯把哲学体系基本上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把近代哲学中的休谟路线看作是介于两者之间、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称这条路线为“不可知论”并说康德主义是不可知论的变种？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6—317页。——编者注］



3．报告人是否承认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是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

4．报告人是否承认恩格斯关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论断是正确的？ 
［注：同上，第22卷第344—346页、第21卷第318—320页。——编者注］



5．报告人是否承认恩格斯的“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反杜林论》1886年第2版第1编第4节《世界模式论》第28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8页。——编者注］

 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6．报告人是否承认恩格斯的“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反杜林论》1886年第2版第6节《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第45页） 
［注：同上书，第65页。——编者注］

 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7．报告人是否承认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等等观念是自然界、现实世界的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或者恩格斯这样说（《反杜林论》第3节《先验主义》第20—21页和第11节《自由和必然》第103—104页） 
［注：同上书，第37—39页和第125—126页。——编者注］

 是不正确的。

8．报告人是否知道，马赫曾经表示他赞同内在论学派的首领舒佩的观点，甚至还把自己最后的一本主要哲学著作献给舒佩[2]？马赫这样地附和僧侣主义的维护者、哲学上露骨的反动分子舒佩的露骨的唯心主义哲学，报告人怎样解释？

9．报告人的昨天的同志（根据《论丛》[3]）、孟什维克尤什凯维奇今天（跟着拉赫美托夫）宣称波格丹诺夫是唯心主义者[4]，报告人为什么对这件“怪事”避而不谈？报告人是否知道，彼得楚尔特在最近的一本著作[5]中把马赫的许多门徒列入唯心主义者？

10．报告人是否确认这样的事实：马赫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列宁不止一次地反对过马赫主义[6]；孟什维克尤什凯维奇和瓦连廷诺夫都是“纯粹的”经验批判主义者？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8卷第1—6页

















[1]《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是1908年5月上半月列宁在伦敦写的一份提纲。



1908年5月，列宁为撰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由日内瓦前往伦敦查阅当代哲学和自然科学文献。在哲学上持马赫主义立场的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乘机积极活动起来，他们借口批判“普列汉诺夫学派的唯物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企图证明布尔什维主义的哲学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马赫主义的一个变种——波格丹诺夫发明的经验一元论。为了宣传他们的观点，波格丹诺夫定于1908年5月15日（28日）在日内瓦作题为《一个哲学学派的奇遇》的哲学报告。列宁获悉这些情况后，写了这份提纲寄给布尔什维克中央和《无产者报》编辑部的成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供他在波格丹诺夫的哲学报告会上发言使用。



杜勃洛文斯基根据列宁的提纲在报告会上尖锐地批判了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观点，宣布布尔什维主义与经验一元论毫无共同之处，造神说与辩证唯物主义根本不相容。他在准备发言时略去了列宁提纲中的第7个问题，并对第2、3、10个问题作了部分修改。——1。



[2]指恩·马赫的《认识与谬误。研究心理学概要》一书，书前题有“献给威廉·舒佩以表示诚挚的敬意”的字样。该书于1905年在莱比锡第一次出版。



威廉·舒佩是内在论学派的主要代表。列宁对内在论学派的评论，见本卷第216—226页。——2。



[3]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该书是一本哲学论文集，收载了7篇论文：弗·亚·巴扎罗夫的《现代的神秘主义和实在论》、雅·亚·别尔曼的《论辩证法》、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无神论》、帕·索·尤什凯维奇的《从经验符号论观点看现代唯能论》、亚·亚·波格丹诺夫的《偶像之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O.И.格尔方德的《狄慈根的哲学和现代实证论》、谢·亚·苏沃洛夫的《社会哲学的基础》。该书于1908年由种子出版社在彼得堡出版。——2。



[4]见帕·索·尤什凯维奇的《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论马克思主义中的哲学派别》一书中的一章：《亚·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该书于1908年由种子出版社在彼得堡出版。——2。



[5]指约·彼得楚尔特的《从实证论观点来看世界问题》一书。——2。



[6]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列宁1908年2月12日（25日）给马·高尔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2。







《列宁全集》第18卷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
 [7]

（1908年2—10月）


第一版序言

许多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家，今年在我们这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真正的讨伐。不到半年就出版了四本书，这四本书主要是并且几乎完全是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其中，首先是1908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巴扎罗夫、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别尔曼、格尔方德、尤什凯维奇、苏沃洛夫的论文集《关于〈？应当说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其次是尤什凯维奇的《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别尔曼的《从现代认识论来看辩证法》和瓦连廷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

所有这些人都不会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作辩证唯物主义。然而所有这些因敌视辩证唯物主义而联合起来的人（尽管政治观点截然不同）在哲学上又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别尔曼说，恩格斯的辩证法是“神秘主义”。恩格斯的观点“过时了”，——巴扎罗夫随便一说，好象这是不言而喻的。唯物主义看来被我们的勇士们驳倒了，他们自豪地引证“现代认识论”，引证“最新哲学”（或“最新实证论”），引证“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或者甚至引证“20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哲学”。我们的这些要把辩证唯物主义消灭的人，以所有这些所谓最新的学说为依据，竟肆无忌惮地谈起公开的信仰主义 
［注：信仰主义是一种以信仰代替知识或一般地赋予信仰以一定意义的学说。[8]］

 来了（卢那察尔斯基最为明显，但决不只是他一个人！[9]），可是到了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表态时，他们的全部勇气和对自己信念的任何尊重都立即消失了。在事实上，他们完全背弃了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在口头上，他们却百般狡辩，企图避开问题的实质，掩饰他们的背弃行为，用某一个唯物主义者来代替整个唯物主义，根本不去直接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数唯物主义言论。按照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公正说法，这真是“跪着造反”。这是典型的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因为只有修正主义者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又不敢或者是没有能力公开、直率、坚决、明确地“清算”被他们抛弃的观点，才获得了这种不好的名声。正统派在反对马克思的过时见解（例如梅林反对某些历史论点[10]）时，总是把话说得非常明确、非常详细，从来没有人在这类论著中找到过一点模棱两可的地方。

不过，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中也有一句近似真理的话。那句话是卢那察尔斯基说的：“也许我们〈显然就是《论丛》的全体撰稿人〉错了，但我们是在探索。”（第161页）这句话的前半句包含着绝对真理，后半句包含着相对真理，这一点我将在本书中力求详尽地指出来。现在我只指出一点：如果我们的哲学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而是用几个“正在探索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讲话，那么，他们对自己和对马克思主义就显得尊重些了。

至于我自己，也是哲学上的一个“探索者”。这就是说，我在本书中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探索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发表一种非常混乱、含糊而又反动的言论的人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





	　　作者1908年9月












第二版序言

本版除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和第一版没有什么不同。尽管这是一本和俄国“马赫主义者”进行论战的著作，可是我希望，它作为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以及介绍从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中所得出的哲学结论的参考书，将有所裨益。至于亚·亚·波格丹诺夫的一些近作，我没有机会阅读，书末附载的弗·伊·涅夫斯基同志的文章提出了必要的意见[11]。弗·伊·涅夫斯基同志不仅是一位宣传家，而且特别是一位党校工作者，因此，他有充分的可能确信，亚·亚·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12]的幌子下贩运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观点。





	　　尼·列宁1920年9月2日

















[7]《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一书是列宁1908年2—10月在日内瓦和伦敦写的，1909年5月由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出版，署名弗拉·伊林。这部著作的手稿和准备材料，至今没有找到。



本书是针对当时俄国知识界出现的一股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而写的。早在1906年秋，列宁读了亚·亚·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第3卷以后，就曾写了一封长达三个笔记本的关于哲学问题的信，并打算用《一个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札记》为标题把它刊印出来（此信至今没有被发现）。1908年初，俄国马赫主义者出版了一批书，特别是出版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一书，对辩证唯物主义公开进行修正。列宁读后异常愤慨，决定写一批文章或专门的小册子来批评这些新休谟主义和新贝克莱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参看列宁1908年2月12日（25日）给高尔基的信和《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和第17卷）。尽管列宁当时忙于《无产者报》的出版和其他党的工作，但他仍以巨大精力投入哲学的研究，并着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写作。列宁主要是在日内瓦各图书馆从事研究和写作，而为了详细了解当代哲学和自然科学文献，还于1908年5月前往伦敦，在英国博物馆工作了一个月。1908年9月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基本完稿，只有《第四章第1节的补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和一条关于埃里希·贝歇尔的《精密自然科学的哲学前提》的脚注（见本卷第376—379页和第304页）是在以后补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巨大研究工作的结晶，据查考，书中引用的不同作者的著作达200多种，其中一部分还是散见于各种杂志上的文章。



列宁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出版起了很大作用。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失败后的条件下，要为这部书找到出版人，困难是很大的。由于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从中协助，Л.克鲁姆比尤格尔私人办的环节出版社最终把这部书的出版承接下来。列宁要求尽快签订合同，并迅速出版。他担心姐姐会受牵累，因而主张以他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但合同最后还是以他姐姐的名义签订的。



这部书的手稿迄今下落不明，但据克鲁姆比尤格尔回忆，该书初版对手稿几乎未作改动。该书初版用的署名，是克鲁姆比尤格尔根据作者的授权从他常用的三个笔名（列宁、土林、伊林）中选定的，理由是伊林这个笔名既在书籍市场上广为人知，又易于避开书报检查。该书是在阿·谢·苏沃林印刷厂排印的，列宁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担任校对，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也参加了校对。列宁亲自看了这本书的校样，当时他由于《无产者报》变换出版地点，已由日内瓦迁到巴黎。1909年5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印数为2000册。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后，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积极评价。1909年10月8日《新时代》杂志刊登了这本书出版的消息。1909年12月斯大林在给《无产者报》编辑部的信中把这本书称作是“一部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原理集成”。1909年6月瓦·瓦·沃罗夫斯基在《敖德萨评论报》上发表的一篇短评中指出，这部著作“对俄国来说具有特别的价值”。至于格·瓦·普列汉诺夫，据弗·菲·哥林说，他“对这本书反应很好，尽管他在书中被狠狠地刺了一下”。



十月革命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于1920年在俄国首次再版，印数为3万册。列宁的这部著作后来在全世界传播很广。我国于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了它的第一个中文译本，以后又相继出版了多种中文译本。——5。



[8]信仰主义与僧侣主义含义相同。本书使用这个词的由来如下：列宁在1908年11月8日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信中写道：“……如果书报检查机关的检查很严格，可以把各处的‘僧侣主义’一词都改为‘信仰主义’，并在注解中加以说明（“信仰主义是一种以信仰代替知识或一般地赋予信仰以一定意义的学说”）。”（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3卷第172号文献）列宁还曾建议用一个专门术语“萨满主义”来代替僧侣主义，但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不赞成，她在1909年1月27日的信中写道：“改‘萨满主义’已经晚了。再说这个词难道好一些吗？”（同上，第275注）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1版中可以看到，“僧侣主义”一词大都改成了“信仰主义”，但也有些地方没有改。信中所提到的注释加在俄文第1版序言里，以后各版都保留未动。——8。



[9]这里说的是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思潮——造神说。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弗·亚·巴扎罗夫等人。造神派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使科学社会主义带有宗教信仰的性质，鼓吹创立一种“无神的”新宗教，即“劳动宗教”。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就是宗教哲学，社会民主运动本身是“新的伟大的宗教力量”，无产者应成为“新宗教的代表”。马·高尔基也曾一度追随造神派。



1909年6月召开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谴责了造神说，指出它是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思潮，声明布尔什维克派同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毫无共同之处。列宁在本书以及1908年2—4月、1913年11—12月间给高尔基的信中揭露了造神说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8。



[10]看来是指弗·梅林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文章所写的注释（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革命时代（1848—1850年）》文集1926年俄文版第3—86、287—289、293—307、511—512页）。梅林在1902年（即过50多年以后）注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文章时，指出其中的一些论点没有得到历史的证实。例如他说：“1850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料巴黎无产阶级会举行起义，或者反动的东方大国会侵犯法国的首都，1850年4月，他们曾预料新的商业危机会到来，这两次他们都大错特错了。”——8。



[11]指弗·伊·涅夫斯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反动派的哲学》一文（见本卷第381—395页）。这篇文章是涅夫斯基受列宁委托而写的，曾作为附录载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2版（192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13卷《附录》也收载了此文，但《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和第5版均未收载。涅夫斯基当时是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1。



[12]“无产阶级文化”是亚·亚·波格丹诺夫早在1909年提出的一种错误理论，基本主张是无产阶级必须创造一种和旧文化完全对立的“自己的”文化，首先是“自己的”哲学。这一理论，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曾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1909年）和博洛尼亚（1910—1911年）为俄国工人开办的学校里加以散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继续鼓吹这种观点，并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活动加以贯彻。他们否认以往的文化遗产的意义，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波格丹诺夫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鼓吹马赫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



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思想家们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这一决议草案中写道：“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32页）——11。





《列宁全集》第18卷


代绪论

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1908年和某些唯心主义者

在1710年是怎样驳斥唯物主义的

凡是多少读过一些哲学著作的人都应该知道，未必能找到一个不直接或间接地驳斥唯物主义的现代哲学（以及神学）教授。他们曾经一百次、一千次地宣告唯物主义已被驳倒，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继续驳斥它。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全都在驳斥唯物主义，同时又装出一副样子，好象他们驳斥的本来只是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而不是唯物主义者恩格斯，不是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不是约·狄慈根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且他们是从“最新的”“现代的”实证论[13]、自然科学等等角度来驳斥唯物主义的。我不引证他们的话了，谁只要愿意，都可以从前面提到的著作中引证几百段话。我只提一提巴扎罗夫、波格丹诺夫、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切尔诺夫 
［注：维·切尔诺夫《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1907年莫斯科版。作者象巴扎罗夫之流一样，是阿芬那留斯的热诚的信徒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敌人。］

 以及其他马赫主义者用来攻击唯物主义的那些论据。马赫主义者这个名词比较简短，而且在俄国的著作中已经通用，我将到处把它作为“经验批判主义者”的同义语来使用。恩斯特·马赫是现在最有名望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代表，这在哲学著作中是公认的 
［注：例如，见理查·赫尼格斯瓦尔德博士《休谟关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的学说》1904年柏林版第26页。］

 ；至于波格丹诺夫和尤什凯维奇同“纯粹的”马赫主义背离之处则完全是次要的，这一点将在后面说明。

这些人对我们说，唯物主义者承认某种不可想象的和不可认识的东西——“自在之物”，即“经验之外的”、我们认识之外的物质。唯物主义者由于承认彼岸的、在“经验”和认识范围之外的某种东西而陷入了真正的神秘主义。当唯物主义者说什么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产生感觉的时候，他们是以“未知的东西”、“无”作为基础的，因为他们自己就声明我们的感觉是认识的唯一泉源。唯物主义者陷入了“康德主义”（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他承认“自在之物”即在我们意识之外的物的存在），他们把世界“二重化”，宣扬“二元论”，因为他们认为在现象后面还有自在之物，在直接的感觉材料后面还有某种其他的东西、某种物神、“偶像”、绝对者、“形而上学”的泉源、宗教的孪生兄弟（如巴扎罗夫所说的“神圣的物质”）。

这就是上述那些著作家用各种不同的调子一再重复的马赫主义者反对唯物主义的论据。

为了考证这些论据是不是新颖的，它们是不是真的只反对一个“陷入康德主义”的俄国唯物主义者，我们来详细地引证一下一个老牌唯心主义者乔治·贝克莱的著作。由于马赫主义者不正确地陈述了马赫和贝克莱的关系以及贝克莱的哲学路线的实质，而我们在后面又不得不屡次提到贝克莱及其哲学流派，所以在这篇绪论中作这种历史考证就更有必要了。

1710年出版的乔治·贝克莱主教的一本以《人类知识原理》 
［注：乔治·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贝克莱全集》1871年牛津版第1卷，亚·弗雷泽编，有俄译本。］

 为书名的著作，开头就是下面这一段论述：“每个观察人类认识的客体的人都看得清楚：这些客体或者是感官真正感知的观念（ideas），或者是我们观察人心的情感和活动而获得的观念，或者是借助于记忆和想象而形成的观念……凭着视觉，我获得光和色的观念，获得它们的强弱浓淡和不同种类的观念。凭着触觉，我感知硬和软、热和冷、运动和阻力……嗅觉使我闻到气味，味觉使我尝到滋味，听觉使我听到声音……人们观察到一些不同的观念彼此结合在一起，于是就用一个名称来标志它们，称它们为某物。例如，人们观察到一定的颜色、滋味、气味、形状、硬度结合在一起（to　go　together），就认为这是一个独特的东西，并用苹果这个名称标志它；另外一些观念的集合（collections　of　ideas）构成了石头、树木、书本以及诸如此类的感性实物……”（第1节）

这就是贝克莱那本著作的第1节的内容。我们必须记住，贝克莱是把“硬、软、热、冷、颜色、滋味、气味”等等作为他的哲学的基础的。在贝克莱看来，物是“观念的集合”，而他所说的“观念”正是上面列举的那些质或感觉，而不是抽象的思想。

贝克莱继续说道，除了这些“观念或认识的客体”之外，还有一种感知它们的东西，即“心、精神、灵魂或自我”（第2节）。这位哲学家作出结论说，不言而喻，“观念”不能存在于感知它们的心之外。只要想一想“存在”这个词的意思就会确信这一点。“当我说我写字的桌子存在着，这就是说，我看到它而且感觉到它；如果我走出我的书房，我说桌子存在，意思是说，如果我在我的书房里，我可以感知它……”贝克莱在他的著作的第3节里是这样说的，并且就在这里开始和那些被他称为唯物主义者的人论战（第18、19节以及其他各节）。他说，我完全不能理解，怎么能撇开人对物的感知来谈物的绝对存在呢？存在就是被感知（their，即物的esse　is　percipi，第3节，——这是哲学史教科书中常常引用的贝克莱的一句名言）。“在人们中间奇怪地流行着这样一种见解：房屋、山岳、江河，一句话，一切感性实物都有一种自然的或实在的存在，这种存在不同于理性所感知的那种存在。”（第4节）贝克莱说，这个见解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客体若不是我们凭感官感知的物，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所感知的若不是我们自己的观念或感觉（ideas　or　sensations），那又是什么呢？认为任何观念、感觉或它们的组合能够不被感知而存在着，这岂不是非常荒谬吗？”（第4节）

贝克莱现在把观念的集合换成了感觉的组合这个在他看来是含义相同的说法，责备唯物主义者“荒谬”，竟想更进一步去找出这种复合……即这种感觉的组合的某个泉源。在第5节里，他责备唯物主义者玩弄抽象，因为在贝克莱看来，把感觉和客体分开，就是空洞的抽象。他在第5节末尾说道：“事实上，客体和感觉是同一个东西（are　the　same　thing），因而不能把一个从另一个中抽象出来。”（这句话在第2版里删掉了）贝克莱写道：“你们说，观念可以是那些存在于心外的、以一种无思维的实体形式存在的物的复写或反映（resemblances）。我回答说，观念只能和观念相象，不能和任何别的东西相象，一种颜色或形状只能和另一种颜色或形状相象，不能和任何别的东西相象……我要问，我们能不能感知这些设想的原物或外在物（我们的观念似乎是它们的影象或表象）呢？如果能够，那就是说，它们是观念，我们没有向前跨进一步 
［注：此处列宁引用的俄译文与原文英文有出入，英文为：we　have　gained　our　point。按英文可译为：“我们达到了目的”，或“我们有道理”，或“我们取得了胜利”。——编者注］

 ；如果你们说不能，那么我就要找随便哪一位问一问，说颜色同某种看不见的东西相象，硬和软同某种不能触觉到的东西相象，等等，有没有意义。”（第8节）

读者可以看出，在关于物离开它们对我们的作用是否能够存在于我们之外这个问题上，巴扎罗夫用来反对普列汉诺夫的那些“论据”，和贝克莱用来反对他没有提名道姓的唯物主义者的那些论据没有丝毫差别。贝克莱认为，关于“物质或有形实体”的存在（第9节）的思想是如此“矛盾”，如此“荒谬”，实在用不着浪费时间去驳斥它。他说道：“但是，由于物质存在这个教义（tenet）看来在哲学家们的心中已经根深蒂固，而且又引出这样多有害的结论，所以，我宁肯让人说我罗嗦和讨厌，也不能对任何有助于彻底揭露和根除这种偏见的东西略而不谈。”（第9节）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贝克莱说的是些什么样的有害的结论。让我们首先把他用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的理论论据讲完吧。贝克莱在否定客体的“绝对”存在即物在人类认识之外的存在时，直截了当地说明他的敌人的观点是承认“自在之物”。在第24节里，贝克莱加上着重标记写道，他所驳斥的那种看法承认“自在的感性客体（objects　in　themselves）或心外的感性客体的绝对存在”（上引书第167—168页）。在这里，哲学观点的两条基本路线被直率、清楚、明确地描绘出来了。这一点是古典哲学著作家不同于当代“新”体系的制造者的地方。唯物主义承认“自在客体”或心外客体，认为观念和感觉是这些客体的复写或反映。与此相反的学说（唯心主义）认为：客体不存在于“心外”；客体是“感觉的组合”。

这是在1710年即在伊曼努尔·康德诞生前14年写的，而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却根据所谓“最新的”哲学发现了：承认“自在之物”，这是唯物主义受到康德主义的感染或歪曲的结果！马赫主义者的“新”发现，是他们对基本哲学派别的历史惊人无知的结果。

他们的其次一个“新”思想是：“物质”或“实体”的概念是旧的非批判观点的残余。你们看到了没有，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把哲学思想向前推进了，使分析更深刻了，把这些“绝对者”、“不变的实质”等等消除了。你们只要看一看贝克莱的著作，查考一下这类说法的出处，就会看得出这类说法不过是自命不凡的虚构。贝克莱十分肯定地说，物质是“nonentity”（不存在的实质，第68节），物质是无（第80节）。贝克莱嘲笑唯物主义者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在别人使用‘无’这个词的意义上使用‘物质’一词。”（上引书第196—197页）贝克莱说，起初人们相信颜色、气味等等“是确实存在的”，后来抛弃了这种见解，承认它们只是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的。但是，那些旧的错误概念没有彻底消除；其残余就是“实体”这个概念（第73节），也就是贝克莱主教在1710年彻底揭露的那种“偏见”（第195页）！1908年在我们这里竟有这样一些滑稽人物，他们真的相信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和马赫之流，以为只是“最新的实证论”和“最新的自然科学”才彻底消除了这些“形而上学的”概念。

就是这些滑稽人物（波格丹诺夫也在内）硬要读者相信：正是新哲学说明了在老是遭到驳斥的唯物主义者的学说中存在着“世界二重化”的错误，因为他们谈论人的意识对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物的某种“反映”。关于这个“二重化”，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家们写下了无数动情的话。不知是由于健忘还是由于无知，他们没有补充说，这些新发现早在1710年就已经被发现了。

贝克莱写道：“我们对它们〈观念或物〉的认识被弄得异常模糊、异常混乱，而且由于设想感性客体有二重（twofold）存在，即一个是心智的或心内的存在，一个是实在的、心外的〈即意识之外的〉存在，因而陷入非常危险的谬误。”于是贝克莱嘲笑起那种认为能够思维不可想象的东西的“荒谬”见解来了！“荒谬”的根源当然在于区分“物”和“观念”（第87节），在于“设想有外部客体”。就是这个根源产生了对物神和偶像的信仰，这一点贝克莱在1710年就发现了，而波格丹诺夫在1908年又发现了。贝克莱说：“物质或未被感知的物体的存在不仅是无神论者和宿命论者的主要支柱，而且也是各色各样的偶像崇拜所依据的原则。”（第94节）

在这里，我们就接触到了从关于外部世界的存在的“荒谬”学说中得出的“有害”结论，这些结论使得贝克莱主教不仅从理论上驳斥这个学说，而且把这个学说的信奉者当作敌人大肆攻击。他说：“无神论的和反宗教的一切渎神体系是建立在物质学说或有形实体学说的基础上的……物质的实体对于各时代的无神论者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朋友，这是用不着说的。他们的一切怪异体系之依存于物质的实体，是如此明显、如此必要，以致一旦把这个基石抽掉，整个建筑物就一定倒塌。因此，我们不必特别注意无神论者的各个可怜宗派的荒谬学说。”（上引书第92节第203—204页）

“物质一旦被逐出自然界，就会带走很多怀疑论的和渎神的看法，带走无数的争论和纠缠不清的问题〈马赫在19世纪70年代发现的“思维经济原则”！1876年阿芬那留斯发现的“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这些争论和问题使神学家和哲学家如坐针毡。物质使人类费了那么多无谓的劳动 
［注：此处列宁引用的俄译文与原文英文有出入，按英文应译为：“这些争论和问题使神学家和哲学家如坐针毡，使人类费了那么多无谓的劳动”。——编者注］

 ，因此，即使我们提出来反驳物质的那些论据没有被认为是有充分说服力的（而我则认为它们是十分清楚的），我还是相信，真理、和平和宗教之友都有理由希望这些论据被认为是这样的。”（第96节）

贝克莱主教在直言不讳地议论，傻里傻气地议论！现在，同样的一些主张把“物质”“经济地”赶出哲学的思想却具有狡猾得多的、被“新”术语弄得更混乱得多的形式，使得幼稚的人把这些思想当作“最新的”哲学！

但是，贝克莱不只是直言不讳地说出他的哲学倾向，他也竭力掩盖他的哲学的唯心主义真面目，把它说成没有荒谬见解的并为“常识”所能接受的。他本能地保护自己，使他的哲学不被人责难为现在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论。他说，我们的哲学“没有使我们失去自然界中的任何一物”（第34节）。自然界依然存在着，实物和幻想的区别也依然存在着，不过“两者同样地都存在于意识中”。“我决不对我们通过感觉或思考能够认识到的任何一物的存在提出异议。我用眼睛看到的和用手摸到的那些物是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们否定其存在的唯一的物，是哲学家们〈黑体是贝克莱用的〉叫作物质或有形实体的东西。否定它，不会给其余的人类带来任何损害；我敢说，没有它，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感到若有所失……无神论者的确会需要这个徒有其名的幽灵来作为他们不信神的根据……”

这个思想在第37节里表达得更清楚。贝克莱在这一节里对于责难他的哲学取消了有形实体这一点回答道：“如果在通常的（vulgar）意义上把实体这个词理解为广延性、硬度、重量之类感性的质的组合，那就不能责难我取消了有形实体。但是，如果从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实体这个词，就是说把它理解为〈存在于〉意识之外的偶性或质的基础，那么，只要对于根本不存在、甚至在想象中也不存在的东西说得上取消的话，我就真的承认我取消了它。”

怪不得英国哲学家弗雷泽这个唯心主义者、贝克莱主义的信徒（他出版过贝克莱的著作并附上了自己写的注释），把贝克莱的学说叫作“自然实在论”（上引书第X页）。这个有趣的术语是一定要提出来的，因为它的确表现出贝克莱想冒充实在论的意图。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会多次碰到一些“最新的”“实证论者”用另一种形式，用另一套字眼重复着同样的把戏或伪装。贝克莱没有否定实物的存在！贝克莱没有违反全人类的公意！贝克莱“只是”否定哲学家们的一种学说，即否定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认真地坚决地以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为其一切论断的基础。贝克莱没有否定过去和现在始终立足于（多半是不自觉地）这种唯物主义认识论之上的自然科学。我们在第59节里读到：“根据我们关于各种观念在我们的意识中共存和相继出现的经验〈贝克莱——“纯粹经验”的哲学〉 
［注：弗雷泽在他的序言里坚决认为，贝克莱和洛克一样，都是“只诉诸经验”（第117页）。］

 ……我们能够正确地判断：如果我们处在和现在所处的极不相同的环境中，我们会感觉到的〈或者说，我们会看到的〉是什么。这就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这种认识〈听呀！〉能够保持它的意义和可靠性，并同上面所说的完全一致。”

让我们把外部世界、自然界看作是神在我们心中所唤起的“感觉的组合”吧！承认这一点吧！不要在意识之外，在人之外去探索这些感觉的“基础”吧！这样我将在我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范围内承认全部自然科学，承认它的结论的全部意义和可靠性。为了我的结论有利于“和平和宗教”，我需要的正是这个范围，而且只是这个范围。这就是贝克莱的思想。这个正确地表达了唯心主义哲学的本质及其社会意义的思想，我们以后在谈到马赫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时还会碰到。

现在我们要指出最新实证论者和批判实在论者帕·尤什凯维奇在20世纪从贝克莱主教那里剽窃来的另一个最新发现。这个发现就是“经验符号论”。亚·弗雷泽说，贝克莱的“心爱的理论”就是“普遍自然符号论”（上引书第190页）或“自然符号论”（Natural　Symbolism）。如果这些话不是出现在1871年出版的书中，那么就会怀疑英国哲学家、信仰主义者弗雷泽是在剽窃现代数学家兼物理学家彭加勒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尤什凯维奇！

贝克莱主教用如下的话说明了他的那个使弗雷泽狂喜的理论：

“观念的联系〈不要忘记，在贝克莱看来，观念和物是同一个东西〉不是表示因果关系，它只是表示记号或符号同所标志的物的关系。”（第65节）“由此可见，一些物，从促成或帮助产生结果的原因范畴方面去看（under　the　notion　of　a　cause），是完全不可解释的，并且会把我们引入极大的荒谬，如果把它们只看作使我们获得知识的记号或符号，那它们就能够很自然地得到解释……”（第66节）当然，在贝克莱和弗雷泽看来，利用这些“经验符号”使我们获得知识的不是别人，而是神。在贝克莱的理论中，符号论在认识论上的意义就在于：符号论应当代替那种“妄想以有形的原因来说明物”的“学说”（第66节）。

在因果性问题上，在我们面前有两个哲学派别。一个“妄想以有形的原因来说明物”，显然它是和贝克莱主教所驳倒的“荒谬的”“物质学说”有关的。另一个把“原因概念”归结为（神）用来“使我们获得知识”的“记号或符号”概念。在分析马赫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时，我们就会遇到这两个穿上了20世纪时装的派别。

其次，关于实在性问题还必须指出，贝克莱不承认物存在于意识之外，但却力图找出一个区别实在和虚假的标准。他在第36节中说道，人心所随意唤起的那些“观念”“和人们通过感官感知的另一些观念比较起来，是模糊的、微弱的、不稳定的。后一类观念是按照自然界的一定规则或规律印入人们心中的，这类观念本身证明有一个比人心更有力更有智慧的心在起作用。人们说，这类观念比前一类观念有更多的实在性；这就是说，它们更明确、更有秩序、更清晰，它们不是感知它们的心所虚构的……”在另一个地方（第84节），贝克莱力图把实在的概念和许多人同时对同一些感觉的感知联系起来。例如，假定有人告诉我们说水变成了酒，如何解决这是否实在的问题呢？“如果所有在座的人都看到了酒，闻到了酒香，喝了酒，尝到了酒味，并感觉到喝酒以后的效果，那么在我看来，就不能怀疑这个酒的实在性了。”弗雷泽又加以解释：“不同的人同时对同一些感性观念的感知，不同于个别人或单个人对想象的东西和情感的意识，这种感知在这里可看作对这类感性观念的实在性的验证。”

由此可见，不能把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解为：似乎他忽视个人的知觉和集体的知觉之间的区别。恰恰相反，他企图靠这个区别来确立实在性的标准。贝克莱从神对人心的作用中引出“观念”，这样他就接近了客观唯心主义：世界不是我的表象，而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原因的结果，这个精神原因既创造“自然规律”，也创造那些把“比较实在的”观念和不大实在的观念区分开来的规律等等。

贝克莱在他的另一著作《希勒斯和斐洛诺斯的三篇对话》（1713年）中，力图用异常通俗的形式说明他的观点。他是这样说明他的学说和唯物主义学说的对立的：

“我也象你们〈唯物主义者〉一样肯定地说，既然外界有某种东西影响我们，我们就应该承认外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一种力量，一种属于和我们不同的存在物的力量。可是这个强有力的存在物究竟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有了分歧。我肯定说它是精神，你们则肯定说它是物质，或者是我所不知道的（我可以补充一句，也是你们所不知道的）第三种东西……”（上引书第335页）

弗雷泽评述道：“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感性现象是由物质实体或某种谁也不知道的‘第三种东西’引起的；在贝克莱看来，感性现象是由理性的意志引起的；在休谟和实证论者看来，感性现象的起源是绝对不知道的，我们只能按照习惯用归纳的方法把它们当作事实概括起来。”

在这里，英国的贝克莱主义者弗雷泽从他的彻底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接触到唯物主义者恩格斯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的最基本的哲学“路线”。恩格斯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把哲学家分为“两大阵营”：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同弗雷泽比较起来，恩格斯注意了这两个派别的更发展、更多样、内容更丰富的理论，认为两个派别之间的基本差别就在于：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在唯心主义者看来则相反。恩格斯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放在这两者之间，称他们为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6—317页。——编者注］

 。在《路·费尔巴哈》中，恩格斯只是对休谟的信徒（就是那些被弗雷泽称为“实证论者”而他们自己也喜欢以此自称的人）使用了不可知论者这个术语，而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恩格斯就直接讲到“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 
［注：同上，第22卷第345页。——编者注］

 的观点，把新康德主义[14]看作不可知论的变种。 
［注：弗·恩格斯《论历史唯物主义》，载于《新时代》杂志[15]第11年卷（1892—1893）第1册第1期第18页。德译文是恩格斯自己从英文译出来的。在《历史唯物主义》文集中的俄译文（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67页）不精确。］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述恩格斯的这个非常正确而又深刻的论断（被马赫主义者不知羞耻地忽视了的论断）。这点我们以后再详细地谈。现在我们只指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只指出两个极端即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对基本哲学派别的看法相吻合。为了举例说明这些派别（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不得不常常提到它们），我们简略地讲一讲和贝克莱走着不同道路的18世纪大哲学家们的看法。

请看休谟在《人类理性研究》一书的怀疑论哲学那一章（第12章）中的论述：“人们为自然本能或偏见所驱使，喜欢相信自己的感觉；我们总是不加思索地，甚至在思索之前，就设想有一个外部世界（external　universe），它不依赖于我们的知觉，而且即使在我们和其他一切有感觉的创造物都不存在了或被消灭了的时候，它也会存在着，这可以说是很明显的。连动物也为类似的见解所支配，在它们的一切意图、计划和行动中都保持着这种对外部客体的信仰……但是一切人的这种普遍的最初的见解很快就被最粗浅的（slightest）哲学摧毁了。这种哲学教导我们说：除映象或知觉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能呈现于我们心中；感官只不过是这些映象输入进来的入口（inlets），它们不能在心和客体之间建立任何直接的关系（intercourse）。我们离桌子远一些，我们所看到的桌子好象就小一些。可是，不依赖我们而存在的实在的桌子并没有变化。因此，呈现于我们心中的只不过是桌子的映象（image）。这些显然是理性的指示。任何一个能思考的人从来都不会怀疑：当我们说‘这张桌子’和‘这棵树’的时候所指的那些东西（existences），不外是我们心中的知觉……用什么论据可以证明：我们心中的知觉一定是由那些虽和这些知觉相似（如果这是可能的）然而又完全不同的外在物引起的，而不是由心本身的能力，或者是由某种看不见的、无人知道的精神的作用，或者是由我们更加无从知道的一种别的原因产生的呢？……这个问题怎样才能解决呢？当然，也象其他一切类似的问题一样，由经验来解决。可是经验在这里却沉默了，而且也不能不沉默。我们心中从来只有知觉，而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并且无论如何也不会获得有关知觉和客体的关系的任何经验。因此，设想有这种关系，是没有任何逻辑根据的。为了证明我们感觉的真实性而乞援于上帝的真实性，无疑是兜一个很出人意料的圈子……我们如果怀疑外部世界，我们就失掉了可以用来证明那个上帝的存在的一切论据。” 
［注：大卫·休谟《人类理性研究》（论文集）1822年伦敦版第2卷第150—153页。］



休谟在《人性论》第4篇第2章《对于感觉的怀疑论》中也讲了同样的话。“我们的知觉是我们的唯一对象。”（雷努维埃和毕雍的法译本，1878年版第281页）休谟所谓的怀疑论，是指不用物、精神等等的作用来说明感觉，即一方面不用外部世界的作用来说明知觉，另一方面不用神或未知的精神的作用来说明知觉。休谟著作的法译本序言的作者、一个同马赫相近的派别的哲学家（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毕雍（F．Pillon）说得对：在休谟看来，主体和客体都是“各种不同知觉的群”，都是“意识的要素，印象、观念等等”；问题应当只在于“这些要素的类集和组合” 
［注：《休谟的心理学。人性论……》，沙·雷努维埃和弗·毕雍合译，1878年巴黎版序言第X页。］

 。同样地，英国的休谟主义者、“不可知论”这个确切名词的创造者赫胥黎，在他的一本论述休谟的书中也着重指出：休谟把“感觉”看作“原初的、不可分解的意识状态”，但是，在应当以客体对人的作用还是以心的创造力来说明感觉的起源这个问题上，休谟不是十分彻底的。“他〈休谟〉认为实在论和唯心主义是同样可能的假说。” 
［注：托·赫胥黎《休谟》1879年伦敦版第74页。］

 休谟没有超出感觉的范围。“红色和蓝色，玫瑰香，这些都是简单的知觉……一朵红玫瑰给我们一种复杂的知觉（complex　impression），这种复杂的知觉可以分解为红色、玫瑰香等等简单的知觉。”（同上，第64—65页）休谟既容许“唯物主义立场”，也容许“唯心主义立场”（第82页）：“知觉的集合”可能是费希特的“自我”所产生的，也可能是某种实在的东西（real　something）的“模写，甚至是符号”。赫胥黎是这样解释休谟的。

至于说到唯物主义者，请看百科全书派[16]的首领狄德罗对贝克莱的批评：“那些只承认自身的存在和自身中交替出现的感觉的存在，而不承认其他任何东西的哲学家，叫作唯心主义者。这种怪诞的体系，在我看来，只有瞎子才会创造出来！这种体系虽然荒谬之至，可是最难驳倒，说起来真是人类智慧的耻辱、哲学的耻辱。” 
［注：《狄德罗全集》，J·阿塞扎编，1875年巴黎版第1卷第304页。］

 狄德罗非常接近现代唯物主义的看法（认为单靠论据和三段论法不足以驳倒唯心主义，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理论上的论证），他指出唯心主义者贝克莱的前提和感觉论者孔狄亚克的前提的相似之处。在他看来，孔狄亚克本应驳斥贝克莱，以免从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这个观点中作出那种荒谬的结论来。

在《达兰贝尔和狄德罗的谈话》中，狄德罗这样叙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假定钢琴有感觉能力和记忆，请你告诉我，难道它自己不会把你在它的键盘上弹出的曲调重弹一下吗？我们就是赋有感觉能力和记忆的乐器。我们的感官就是键盘，我们周围的自然界弹它，它自己也常常弹自己。依我看来，这就是和你我具有同样结构的钢琴中所发生的一切。”达兰贝尔回答说，这样的钢琴还要有获取食物和生出小钢琴的能力。狄德罗答辩道，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拿蛋来说吧。“就是这个蛋推翻了一切神学教义和地上的一切神庙。这个蛋是什么东西呢？在胚胎注入以前，它是一块没有感觉的东西。在胚胎注入以后，它又是什么东西呢？还是一块没有感觉的东西，因为这个胚胎也还只是一种呆滞的、混沌的液体。这块东西是怎样变成另一种组织，变成有感觉能力的，变成有生命的呢？依靠热。什么产生热呢？运动。”从蛋中孵出来的动物有你所有的一切情感，能做出你所做的一切动作。“你是不是要和笛卡儿一样断言，这是一架单纯的模仿机器？可是小孩们会笑你，而哲学家们会答复你说，如果这是一架机器，那么你也是同样的一架机器。如果你承认这些动物和你之间只有机体组织上的差异，那你就表明自己是有常识、有理智的，你是对的。但是人家会由此得出反对你的结论，就是：一种按照一定方式组成的呆滞的物质，浸染上另一种呆滞的物质，加上热和运动，就产生出感觉能力、生命、记忆、意识、情感和思维。”狄德罗接着说道，两者必居其一：或者设想蛋中有某种“隐藏的要素”，它是在一定发育阶段上不知怎样地钻入蛋中的，它是否占据空间，它是物质的还是特意创造出来的，我们不知道。这种看法是违反常识的，会导致矛盾和荒谬。或者只好作出“一个能说明一切的简单假定，就是：感觉能力是物质的普遍特性或者是物质机体组织的产物”。达兰贝尔反驳说，这个假定是承认一种在本质上和物质不相容的质。狄德罗回答道：

“既然你不知道一切东西的本质，不知道物质的本质，也不知道感觉的本质，那你怎么会知道感觉能力在本质上是和物质不相容的呢？难道你更了解运动的本性、运动在某一物体中的存在、运动从一个物体向另一个物体的转移吗？”达兰贝尔：“虽然我既不知道感觉的本性，也不知道物质的本性，可是我看到感觉能力是一种单纯的、单一的、不可分的质，是一种和可分的主体或基质（suppot）不相容的质。”狄德罗：“这是形而上学的、神学的胡扯！怎么？难道你没有看见物质的一切质，它的能被我们感觉到的一切形式，在本质上都是不可分的吗？不可入性是不能有多少之分的。圆的物体的一半是有的，但是不能有圆的一半……如果你是一个物理学家，当你看到一个结果产生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承认这个结果是产生出来的，虽然你还不能说明原因和结果的联系。如果你是遵循逻辑的，你就不要抛弃一个现有的并能说明一切的原因，而去提出另外一个不可了解的、和结果的联系更难理解的、造成无数困难而解决不了任何困难的原因。”达兰贝尔：“如果我抛弃这个原因呢？”狄德罗：“在宇宙中，在人身上，在动物身上，只有一个实体。手风琴是木制的，人是肉做的。黄雀是肉做的，音乐家是一种结构不同的肉做的；可是无论哪一个都有同一的起源、同一的构造，都有同一的机能和同一的目的。”达兰贝尔：“你的两架钢琴之间的声音的一致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狄德罗：“……有感觉能力的乐器或动物根据经验知道：在发出某种声音之后，就会有某种结果在它身外发生；别的象它一样有感觉的乐器或别的动物就会走近它或离开它，向它要什么或给它什么，伤害它或抚爱它。所有这些结果在它的记忆里和在别的动物的记忆里都同一定的声音联结着。请你注意，在人们的交往中，除了声音和动作，再没有什么别的。为了认识我的体系的全部力量，还请你注意，这个体系也遇到贝克莱为否认物体存在而提出的那个不可克服的困难。有过一个发疯的时刻，有感觉的钢琴以为它是世界上仅有的一架钢琴，宇宙的全部和谐都发生在它身上。” 
［注：同上，第2卷第114—118页。］



这是在1769年写的。我们的不长的历史考证就到此结束吧！在分析“最新实证论”的时候，我们还会不止一次地遇到“发疯的钢琴”和在人的内部发生的宇宙和谐。

现在我们只作出一个结论：“最新的”马赫主义者提出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的论据，没有一个，的确没有一个是贝克莱主教没有提出过的。

当作一个笑柄，我们提一提这些马赫主义者中间的一位瓦连廷诺夫。他模糊地觉得他的立场是错误的，便竭力把他和贝克莱的血缘关系的“痕迹掩盖起来”，而又做得非常可笑。在他的著作的第150页上，我们读到：“……人们每当说到马赫时就拉上贝克莱，我们要问，是指的哪一个贝克莱呢？是那个一贯地自称为〈瓦连廷诺夫想说是被认为〉唯我论者的贝克莱呢，还是那个为神的直接降临和神意辩护的贝克莱？一般说来〈？〉，是那个攻击无神论的、谈论哲理的主教贝克莱呢，还是那个深思熟虑的分析家贝克莱？马赫同唯我论者和宗教形而上学说教者贝克莱的确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瓦连廷诺夫糊涂了，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维护“深思熟虑的分析家”、唯心主义者贝克莱而反对唯物主义者狄德罗。狄德罗把基本的哲学派别鲜明地对立起来。瓦连廷诺夫把它们混淆起来，同时还可笑地安慰我们，他写道：“马赫和贝克莱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接近’即使是确实的，我们也不认为是哲学上的罪过。”（第149页）把哲学上的两个不可调和的基本派别混淆起来，这算什么“罪过”呢？这正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全部大睿大智。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这种大睿大智。






[13]实证论是19世纪30年代产生于法国的哲学流派，是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反动。实证论者自命为“科学的哲学家”，只承认“实证的”、“确实的”事实，实际是只承认主观经验，认为科学只是主观经验的描写。实证论的创始人奥·孔德把实证论等同于科学的思维，而科学思维的任务，在他看来，就是描述和简化经验材料的联系。孔德反对神学，但同时又认为必须有“新的宗教”。他把所有承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和可知性的理论都宣布为“形而上学”，企图证明实证论既“高于”唯物主义也“高于”唯心主义。实证论在英国传播甚广，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约·斯·穆勒和赫·斯宾塞。穆勒的著作突出地表现了实证论哲学的经验主义，表现了这一哲学拒绝对现实作哲学的解释。斯宾塞用大量自然科学材料来论证实证论。他认为进化是万物的最高法则，但他形而上学地理解进化，否认自然和社会中质的飞跃的可能性，认为进化的目标是确立普遍的“力量均衡”。在社会学方面斯宾塞主张“社会有机论”，宣称各个社会集团类似生物机体的不同器官，各自担任严格规定的职能，而为社会的不平等作辩护。在19世纪下半期，实证论在欧洲其他国家和美洲也相当流行。



恩·马赫和理·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是实证论的进一步发展。马赫主义者同早期实证论者有所不同的是更露骨地宣扬主观唯心主义。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唯物主义，主张一种“摆脱了形而上学”（即摆脱了唯物主义）的“纯粹经验”的哲学。



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新实证论是实证论发展的新阶段。新实证论宣称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妄命题”，而哲学科学的任务只是对科学语言作“句法的”和“语义的”分析。——13。



[14]新康德主义是在复活康德哲学的口号下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19世纪中叶产生于德国。这一流派的创始人是奥·李普曼和弗·阿·朗格。1865年李普曼出版了《康德及其追随者》一书。该书每一章都以“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结束。他还提出纠正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这一“根本错误”。朗格则企图用生理学来论证不可知论。新康德主义后来形成两大学派：马堡学派（赫·柯亨、保·格·纳托尔普等）和弗赖堡学派（威·文德尔班、亨·李凯尔特等）。前者企图利用自然科学的成就，特别是利用数学方法向物理学的渗透，来论证唯心主义，后者则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宣称历史现象有严格的独特性，不受任何规律性的支配。两个学派都用科学的逻辑根据问题来取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新康德主义者从右边批判康德，宣布“自在之物”是认识所趋向的“极限概念”。他们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认为认识的对象并不是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性，而仅仅是意识的现象。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不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的变种，断言科学没有力量认识和改变现实。新康德主义者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用“伦理社会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他们依据自己的认识论，宣布社会主义是人类竭力追求但不可能达到的“道德理想”。新康德主义曾被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等人利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把新康德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格·瓦·普列汉诺夫、保·拉法格和弗·梅林都批判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新康德主义的修正。列宁揭露了新康德主义的反动实质并指出了它同其他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内在论者、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等）的联系。——25。



[15]《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25。



[16]百科全书派是18世纪法国的一批启蒙思想家，因出版《百科全书》（全称是《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共35卷，1751—1780年出版）而得名。德·狄德罗是该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让·勒·达兰贝尔是狄德罗的最亲密的助手。保·昂·迪·霍尔巴赫、克·阿·爱尔维修、伏尔泰等积极参加了《百科全书》的出版工作。让·雅·卢梭参与了头几卷的编纂。《百科全书》的撰稿人包括各个知识领域的专家，其中有博物学家乔·路·勒·布丰和路·让·玛·多邦通，经济学家安·罗·雅·杜尔哥和弗·魁奈，工程师布朗热，医生保·约·巴尔泰斯，林学家勒鲁瓦，诗人和哲学家让·弗·圣朗贝尔等。这些人尽管在学术上和政治上持有不同的观点，但都坚决反对封建主义、教会、经院哲学以及封建等级制度，而积极反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者在他们中间起着主导作用。他们是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为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恩格斯指出：“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没有把他们的批评局限于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把批评扩大到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设施；而为了证明他们的学说可以普遍应用，他们选择了最简便的道路：在他们因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们大胆地把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的知识对象。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形式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了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的信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2页）——27。







《列宁全集》第18卷


第一章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一）


1．感觉和感觉的复合

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他们的早期哲学著作中，直言不讳地、简单明了地叙述了他们的认识论的基本前提。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些著作，至于这些著作家后来所作的修正和删改，则留到以后论述时再去分析。

马赫在1872年写道：“科学的任务只能是：（1）研究表象之间的联系的规律（心理学）；（2）揭示感觉之间的联系的规律（物理学）；（3）阐明感觉和表象之间的联系的规律（心理物理学）。” 
［注：恩·马赫《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1871年11月15日在波希米亚皇家科学学会上的讲演）1872年布拉格版第57—58页。］

 这是十分清楚的。

物理学的对象是感觉之间的联系，而不是物或物体（我们的感觉就是它们的映象）之间的联系。1883年，马赫在他的《力学》 
［注：即《力学发展的历史评述》。——编者注］

 一书中重复同样的思想：“感觉不是‘物的符号’，而‘物’倒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感觉复合的思想符号。世界的真正要素不是物（物体），而是颜色、声音、压力、空间、时间（即我们通常称为感觉的东西）。” 
［注：恩·马赫《力学发展的历史评述》1897年莱比锡第3版第473页。］



关于“要素”这个名词，这个经过12年“思考”的成果，我们在下面再讲。现在我们要指出的是：马赫在这里直截了当地承认物或物体是感觉的复合，十分明确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同一种相反的、认为感觉是物的“符号”（确切些说，物的映象或反映）的理论对立起来。这后一种理论就是哲学唯物主义。例如，唯物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的这位有名的合作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就经常毫无例外地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到物及其在思想上的模写或反映（Gedanken-Abbilder），不言而喻，这些思想上的模写不是由别的，而是由感觉产生的。看起来，凡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尤其是以这种哲学的名义著书立说的人，都应当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基本观点。但是，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却造成了异乎寻常的混乱，因此我们不得不把众所周知的东西再重复一下。翻开《反杜林论》第1节，我们就可以读到：“……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 
［注：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904年斯图加特第5版第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4页。——编者注）。］

 或者翻开哲学编第1节，那里写道：“思维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原则〈指一切认识的基本原则〉呢？从自身中吗？不……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存在的形式。……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在想作一个唯物主义者可又不能彻底贯彻唯物主义的杜林那里则相反〉，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它把现实的相互关系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来构造现实世界……”（同上，第21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38页。——编者注］

 我们再重复一遍：恩格斯到处都毫无例外地贯彻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只要看到杜林稍微从唯物主义退向唯心主义，就毫不留情地加以抨击。任何人只要略为留心地读一读《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就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例子，其中恩格斯讲到物及其在人的头脑中，在我们的意识、思维中的模写等等。恩格斯并没有说感觉或表象是物的“符号”，因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应该用“映象”、画像或反映来代替“符号”，关于这点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详尽的说明。我们现在谈的完全不是唯物主义的这种或那种说法，而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坚持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坚持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任何狡辩、任何诡辩（我们还会遇到许许多多这样的狡辩和诡辩）都不能抹杀一个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恩·马赫关于物即感觉的复合的学说，是主观唯心主义，是贝克莱主义的简单的重复。如果物体象马赫所说的是“感觉的复合”，或者象贝克莱所说的是“感觉的组合”，那么由此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从这个前提出发，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认别人的存在，这是最纯粹的唯我论。不管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之流怎样宣布他们同唯我论无关，但事实上，如果他们不陷入惊人的逻辑谬误，就不可能摆脱唯我论。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马赫主义哲学的这个基本要素，我们再从马赫的著作中作一些引证。下面就是引自《感觉的分析》（科特利亚尔的俄译本，1907年莫斯科斯基尔蒙特出版社版）的一个例证：

“我们面前有一个具有尖端S的物体。当我们碰到尖端，使它和我们的身体接触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刺痛。我们可以看见尖端，而不感觉刺痛。但是当我们感觉刺痛时，我们就会发现尖端。因此，看得见的尖端是一个恒定的核心，而刺痛是一种偶然现象，视情况不同，它可能和核心联系着，也可能不和核心联系着。由于类似现象的经常重复，最后人们习惯于把物体的一切特性看作是从这些恒定的核心中发出并通过我们身体的中介而传给自我的‘作用’；我们就把这些‘作用’叫作‘感觉’……”（第20页）

换句话说，人们“习惯于”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把感觉看作物体、物、自然界作用于我们感官的结果。这个“习惯”对哲学唯心主义者是有害的（然而是整个人类和全部自然科学所具有的！），马赫非常讨厌它，于是就去摧毁它：

“……但是，这些核心因此便失去它们的全部感性内容，成为赤裸裸的抽象符号了……”

最可敬的教授先生，这是陈词滥调啊！这是在逐字逐句地重复贝克莱所说的物质是赤裸裸的抽象符号这句话啊！实际上，赤裸裸的正是恩斯特·马赫，因为，他既然不承认客观的、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实在是“感性内容”，那么在他那里就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抽象的”自我，一个必须大写并加上着重标记的自我，也就是“一架发了疯的、以为世界上只有自己才存在的钢琴”。既然外部世界不是我们感觉的“感性内容”，那么除了这个发表空洞“哲学”怪论的赤裸裸的自我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真是一个愚蠢的毫无结果的勾当！

“……因而，说世界仅仅由我们的感觉构成，这是正确的。但这样一来，我们所知道的也就仅仅是我们的感觉了，而关于那些核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产物只是感觉）的假定，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和多余的了。这样的观点仅仅对不彻底的实在论或不彻底的批判主义来说才是好的。”

我们把马赫的“反形而上学的意见”的第6节全部抄下来了。这些话完全是从贝克莱那里剽窃来的。除“我们感觉到的仅仅是自己的感觉”这一点以外，没有丝毫创见，没有一点思想的闪光。从这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世界仅仅由我的感觉构成。”马赫用“我们的”这个字眼来代替“我的”这个字眼，是不合理的。就在这一个字眼上，马赫暴露出了他所谴责别人的那种“不彻底性”。因为，如果关于外部世界的“假定”，关于针不依赖于我而存在以及我的身体和针尖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假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所有这些假定的确都是“没有意义的和多余的”，那么关于别人是存在着的这一“假定”就首先是没有意义的和多余的了。存在的只是自我，而其余的一切人，也和整个外部世界一样，都属于没有意义的“核心”之列。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不能说“我们的”感觉了，可是马赫却这样说了，这只是表明他的惊人的不彻底性。这只是证明：他的哲学是连他本人也不相信的没有意义的空话。

下面的例子特别明显地说明马赫的不彻底性和思想混乱。就在《感觉的分析》的第11章第6节里，我们读到：“假使正当我感觉着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自己或别的什么人能用一切物理的和化学的方法来观察我的头脑，那就可以确定一定种类的感觉和有机体中所发生的哪些过程有联系……”（第197页）

好极了！这不是说我们的感觉和整个有机体中、特别是我们头脑中所发生的一定过程有联系吗？是的，马赫十分肯定地作出了这种“假定”，因为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不作出这种“假定”是困难的。但是对不起，这正是我们这位哲学家宣布为多余的和没有意义的关于“核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假定”！经验批判主义者对我们说，物体是感觉的复合；马赫硬要我们相信，如果超出这一点，认为感觉是物体作用于我们感官的结果，那就是形而上学，就是没有意义的多余的假定等等，这和贝克莱如出一辙。但头脑是物体。就是说，头脑也不过是感觉的复合。结果是，我（我也无非是感觉的复合）依靠感觉的复合去感觉感觉的复合。多妙的哲学！先宣布感觉是“世界的真正要素”，并在这上面建立“独出心裁的”贝克莱主义，然后又偷运相反的观点，说感觉是和有机体中的一定过程有联系的。这些“过程”是否跟“有机体”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物质交换有联系呢？如果某一有机体的感觉不向该有机体提供关于这个外部世界的客观正确的表象，这种物质交换能够发生吗？

马赫没有给自己提出这些麻烦的问题，而是机械地把贝克莱主义的一些片断言论和自发地站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立场上的自然科学的见解掺杂在一起……马赫在同一节里写道：“有时候人们也提出‘物质’（无机的）是否也有感觉的问题……”这不是说有机物质具有感觉是不成问题了吗？这不是说感觉并非什么第一性的东西，而是物质的一种特性吗？马赫越过了贝克莱主义的一切荒谬之处！……他说：“从普通的、广泛流行的物理学观念出发，这个问题是十分自然的，因为按照这种物理学观念，物质是直接的、无疑地存在着的实在的东西，一切有机物和无机物都是由它构成的……”我们要好好记住马赫的这个确实有价值的自供：普通的、广泛流行的物理学观念认为物质是直接的实在，而且只有这种实在的一个变种（有机物质）才具有明显表现出来的感觉特性……马赫继续写道：“那么在这样的场合下，感觉应当是在物质所构成的大厦中不知怎么地突然产生的，或者应当是存在于所谓这个大厦的基础本身中。从我们的观点看来，这个问题根本是荒谬的。对我们来说，物质不是第一性的东西。这种第一性的东西只是要素（要素在某种确定的意义上叫作感觉）……”

这样说来，感觉是第一性的东西了，尽管它只和有机物质中的一定过程有“联系”！当马赫说这种荒唐话时，仿佛是在责难唯物主义（“普通的、广泛流行的物理学观念”），说它没有解决感觉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问题。这是信仰主义者及其娄罗们“驳斥”唯物主义的例证。难道有什么其他哲学观点能够在解决问题所需的材料还没有充分收集起来的时候就“解决”问题吗？马赫自己在同一节中不是也说过这样的话吗？他说：“当这个任务〈即解决“感觉在有机界里扩展的范围究竟有多大”的问题〉在任何一个特殊场合下都还没有得到解决时，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唯物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区别，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归结如下：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完全一致，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思维、感觉是第二性的东西，因为以明显形式表现出来的感觉只和物质的高级形式（有机物质）有联系，而“在物质大厦本身的基础中”只能假定有一种和感觉相似的能力。例如，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英国生物学家劳埃德·摩根等人的假定就是这样，至于我们上面所讲的狄德罗的猜测就更不用说了。马赫主义坚持相反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于是就马上陷入荒谬之中。因为，第一，它不顾感觉只和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的一定过程相联系这一事实，把感觉当作第一性的东西；第二，除了那个大写的自我之外，它假定存在着其他生物和其他“复合”，这就破坏了物体是感觉的复合这一基本前提。

“要素”这个字眼被许多天真的人看成（我们以后会看到）一种新东西、一种发现，其实“要素”是一个什么也不能说明的术语，它只是把问题弄糊涂，只是造成一种假象，似乎问题已经解决或者向前推进了一步。这种假象所以虚妄，是因为：对于那种看来完全没有感觉的物质，跟那种由同样原子（或电子）构成但却具有明显表现出来的感觉能力的物质如何发生联系的问题，我们还需要研究再研究。唯物主义明确地把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来，从而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推动人们去作进一步的实验研究。马赫主义，即一种混乱的唯心主义，却用“要素”这个空洞的狡辩的辞令把问题弄糊涂，使它离开正确的途径。

下面的一段话引自马赫的最后一部带有综合性和结论性的哲学著作，这段话表明了这种唯心主义怪论的全部虚伪性。在《认识和谬误》中，我们读到：“用感觉即心理要素构成（aufzubauen）任何物理要素，是没有任何困难的，但不能设想（ist　keine　Mōglichkeit　abzusehen），任何心理体验怎么可以由现代物理学所使用的要素即质量和运动（处在仅仅对这门特殊科学有用的那种僵化状态——Starrheit——的要素）构成（darstellen）。” 
［注：恩·马赫《认识和谬误》1906年第2版第12页注释。］



关于许多现代自然科学家的概念的僵化，关于他们的形而上学的（按马克思主义对这个词的理解，即反辩证法的）观点，恩格斯曾经不止一次十分明确地讲到过。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马赫正是在这点上走入了歧途，因为他不懂得或者不知道相对主义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所说的不是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说来，重要的是要在这里指出：尽管马赫使用了混乱的、似乎是新的术语，但他的唯心主义表现得非常明显。你们看，由感觉即心理要素构成任何物理要素，是没有任何困难的！是的，这样的构成当然是没有困难的，因为这是纯粹字面上的构成，是偷运信仰主义的空洞的经院哲学。因此，马赫把他的著作献给内在论者，而最反动的哲学唯心主义的信徒内在论者又来拥抱马赫，这就不足为奇了。恩斯特·马赫的“最新实证论”只是迟了约200年，因为贝克莱早已充分地表明：“由感觉即心理要素”所能“构成”的不是别的，只是唯我论。至于说到唯物主义（马赫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和明确地把它叫作“敌人”，然而在这里也把自己的观点和它对立起来），我们从狄德罗的例子中就已经看到唯物主义者的真正观点了。这种观点不在于从物质的运动中引出感觉或者把感觉归结为物质的运动，而在于承认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一种特性。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坚持狄德罗的观点。顺便提一下，恩格斯所以和“庸俗”唯物主义者福格特、毕希纳、摩莱肖特划清界限，就是因为他们迷惑于这样一种观点，似乎大脑分泌思想正如肝脏分泌胆汁一样。而经常把自己的观点和唯物主义对立起来的马赫，当然也会完全象其他一切御用哲学的御用教授一样，无视一切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狄德罗、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

为了说明阿芬那留斯的最初的和基本的观点，我们要谈一谈1876年出版的他的第一部独立的哲学著作：《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纯粹经验批判绪论》）。波格丹诺夫在他的《经验一元论》（1905年第2版第1卷第9页注释）中说道：“在马赫的观点的发展中，哲学唯心主义是出发点，而阿芬那留斯的特点则在于他一开始就有实在论的色彩。”波格丹诺夫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信了马赫的话，见《感觉的分析》俄译本第288页。但是波格丹诺夫枉然相信了马赫，他的论断也就完全违反了事实的真相。相反地，阿芬那留斯的唯心主义在上述1876年的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连阿芬那留斯本人在1891年也不得不承认这点。阿芬那留斯在《人的世界概念》的序言中说：“谁读了我的第一部有系统的著作《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谁马上就会推测到：我是企图首先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去阐明《纯粹经验批判》一书中的问题的”（《人的世界概念》1891年版序言第Ⅸ页），但是“哲学唯心主义的无效”，使我“怀疑我以前所走的道路的正确性”（第Ｘ页）。在哲学文献中，阿芬那留斯的这个唯心主义出发点是大家所公认的。从法国著作家中，我可以举出科韦拉尔特，他说阿芬那留斯在《绪论》 
［注：即《纯粹经验批判绪论》。——编者注］

 中的哲学观点是“一元论唯心主义” 
［注：弗·万科韦拉尔特《经验批判主义》，载于1907年2月《新经院哲学评论》杂志[17]第51页。］

 ；从德国著作家中，我可以举出阿芬那留斯的学生鲁道夫·维利，他说：“阿芬那留斯在青年时代，特别是在他的1876年的著作中，完全处在所谓认识论唯心主义的影响之下（ganz　im　Banne）。”[注；鲁道夫·维利《反对学院智慧。哲学批判》1905年慕尼黑版第170页。］

如果否认阿芬那留斯的《绪论》中的唯心主义，那的确是可笑的，因为他在那里直言不讳地说：“只有感觉才能被设想为存在着的东西。”（德文第2版第10页和第65页，引文中的黑体都是我用的）阿芬那留斯自己就是这样来叙述他的著作第116节的内容的。这一节的全文如下：“存在着的东西（das　Seiende）被认为是有感觉能力的实体；实体消失了〈你们看，设想“实体”不存在，设想什么外部世界都不存在，是“更经济些”，“费力更小些”！〉……而感觉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应当把存在着的东西设想为感觉，在它的基础中没有感觉以外的任何东西（nichts　Empfindungsloses）。”

于是，感觉可以不要“实体”而存在，也就是说，思想可以不要头脑而存在！难道真的会有替这种无头脑的哲学作辩护的哲学家吗？有的，理查·阿芬那留斯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关于这样的辩护，尽管正常的人很难认真地去对待它，但我们却不能不稍微谈一谈。下面就是阿芬那留斯在同书第89—90节中的议论：

“……运动引起感觉这个论点，仅仅是以一种假象的经验为根据的。这种包括知觉这一行为在内的经验似乎就在于：感觉是由于传来的运动（刺激）并在其他物质条件（例如血液）的协助下而在某种实体（大脑）中产生的。尽管这个产生过程从来也没有人直接（selbst）体验过，但是为了使设想的经验成为各部分都是真实的经验，至少必须用经验的证据来证明：那种似乎由传来的运动在某一实体中所引起的感觉，不是早就以某种形式存在于这个实体中的；因此，只能把感觉的出现理解为传来的运动的一种创造作用。于是，只有证明在现在出现感觉的地方以前没有任何感觉，甚至没有最低级的感觉，才能确定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表示某种创造作用，因而同其余的全部经验相矛盾，并且根本改变其余的全部自然观（Naturanschauung）。但是任何经验都没有提供这样的证明，而且任何经验都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明；相反地，实体在具有感觉之前的那种根本没有感觉的状态，只不过是一种假说而已。这样的假说不是使我们的认识简单明白，而是使我们的认识复杂模糊。

如果这种所谓的经验（即感觉似乎是通过传来的运动而在实体中产生的，而实体从这时起才开始具有感觉）在仔细的考察下原来只是假象的经验，那么，或许在残存的经验内容中还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肯定感觉至少相对地起源于运动的条件，就是说，可以肯定现有的然而是潜伏的、或者最低级的、或者因其他原因而没有被我们意识到的感觉，由于传来的运动而解放出来了，或者上升了，或者被意识到了。然而，这一点残存的经验内容也只是一种假象。假使我们用一种理想的观察方法去探究从运动着的实体A中发出并经过一系列媒介中心而传达到有感觉能力的实体B的运动，那么我们至多能发现实体B中的感觉在接受传达到的运动的同时便发展或上升起来，但是我们不会发现这是由于运动而产生的……”

我们特意把阿芬那留斯驳斥唯物主义的这段话全部摘录下来，使读者可以看到“最新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在玩弄着多么可怜的诡辩。我们现在把唯心主义者阿芬那留斯的议论和波格丹诺夫的唯物主义的议论……比较一下，就算是对波格丹诺夫背叛唯物主义的一个惩罚吧！

在很久很久以前，整整9年以前，当波格丹诺夫一半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即绝大多数现代自然科学家自发地主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拥护者），只有一半被糊涂人奥斯特瓦尔德弄得糊里糊涂的时候，他写道：“从古代到现在，记述心理学一直把意识的事实分为三类：感觉和表象的领域、情感的领域以及冲动的领域……属于第一类的是外部世界或内部世界的现象在意识中如实出现的映象……这样的映象，如果是直接由与它相符合的外部现象经过外部感觉器官引起的，就叫作‘感觉’。” 
［注：亚·波格丹诺夫《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1899年圣彼得堡版第216页。］

 稍后几页写道：“感觉……在意识中的产生，是通过外部感觉器官传来的外部环境的某种刺激的结果。”（第222页）又写道：“感觉是意识生活的基础，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第240页）“在感觉过程的每一步上，都发生着外部刺激力向意识事实的转化。”（第133页）甚至在1905年，当波格丹诺夫在奥斯特瓦尔德和马赫的善意的协助下，在哲学上已经从唯物主义观点转到唯心主义观点时，他（由于健忘！）还在《经验一元论》中写道：“大家知道，外部刺激力在神经末梢器官中变为‘电报’形式的神经流，这种形式的神经流虽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但丝毫没有神秘性。这样的刺激力首先到达分布在神经节、脊髓、皮质下神经中枢等所谓‘低级’中枢里面的神经原。”（1905年第2版第1卷第118页）

任何一个没有被教授哲学弄糊涂的自然科学家，也和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一样，都认为感觉的确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是外部刺激力向意识事实的转化。这种转化每个人都看到过千百万次，而且的确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唯心主义哲学的诡辩就在于：它把感觉不是看作意识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而是看作隔离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屏障、墙壁；不是看作同感觉相符合的外部现象的映象，而是看作“唯一存在的东西”。阿芬那留斯只是把这种早已被贝克莱主教用滥了的旧诡辩在形式上略微改变了一下。既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每分钟所看到的感觉和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之间的联系的一切条件，因此我们承认只有感觉才是存在着的，阿芬那留斯的诡辩就是如此。

为了结束对经验批判主义的基本的唯心主义前提的评述，我们简略地提一下这一哲学流派在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关于英国人卡尔·毕尔生，马赫直言不讳地说：“我和他的认识论的（erkenntniskritischen）观点在一切主要点上是一致的。”（《力学》上引版本第Ⅸ页）卡·毕尔生也表示他和马赫是一致的。 
［注：卡尔·毕尔生《科学入门》1900年伦敦第2版第326页。］

 在毕尔生看来，“实物”就是“感性知觉”（sense　impressions）。他宣称，凡是承认在感性知觉之外有物的存在的，都是形而上学。毕尔生最坚决地攻击唯物主义（尽管他既不知道费尔巴哈，也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的论据与上面所分析过的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毕尔生却一点也不想冒充唯物主义者（这是俄国马赫主义者的特长），他如此地……不谨慎，竟不替自己的哲学想出“新的”称号，而直截了当地宣布他和马赫的观点都是“唯心主义的”（上引版本第326页）！毕尔生认为自己的家谱是直接从贝克莱和休谟那里续来的。我们在下文中将不止一次地看到，毕尔生的哲学按其完整性和思考的周密性来说，大大地超过了马赫的哲学。

马赫特地表示自己是同法国物理学家皮·杜恒和昂利·彭加勒一致的 
［注：《感觉的分析》第4页。参看《认识和谬误》第2版序言。］

 。关于这些著作家的特别混乱的和不彻底的哲学观点，我们在论新物理学的那一章中再讲。这里我们只须指出：彭加勒认为物是“感觉群” 
［注：昂利·彭加勒《科学的价值》1905年巴黎版，有俄译本，散见各处。］

 ，而杜恒也顺便说过类似的观点 
［注：参看皮·杜恒《物理学理论及其对象和构造》1906年巴黎版第6、10页。］

 。

现在我们来研究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承认他们的最初观点的唯心主义性质之后，又怎样在以后的著作中修改这些观点。


2．“世界要素的发现”

苏黎世大学的讲师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曾用这个标题写了一篇关于马赫的文章；他几乎是德国唯一想用马赫主义来补充马克思的著作家。[注；弗里德里希·W．阿德勒《世界要素的发现（为庆祝恩·马赫七十寿辰而作）》，载于1908年2月《斗争》杂志[18]第5期，英译文载于1908年4月《国际社会主义评论》杂志[19]第10期。这位阿德勒的一篇文章译成俄文，载于《历史唯物主义》文集。］我们应当为这位天真的讲师说句公道话，他本想好心好意地帮马赫主义的忙，结果反而弄巧成拙。问题至少是提得明确而尖锐的：马赫是真的“发现了世界要素”吗？如果是真的，那么，当然只有十分落后和无知的人才会直到现在还要当唯物主义者。或者，这个发现只是马赫对旧的哲学谬误的重复吗？

我们知道，1872年的马赫和1876年的阿芬那留斯都抱着纯粹唯心主义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世界就是我们的感觉。1883年，马赫的《力学》出版了，他在第一版的序言中恰好引证了阿芬那留斯的《绪论》，对那些和自己的哲学“非常接近的”（sehr　verwandte）思想表示欢迎。下面就是这本《力学》中关于要素的议论：“全部自然科学只能描写（nachbilden　und　vorbilden）我们通常称为感觉的那些要素的复合。这里所说的是这些要素的联系。A（热）和B（火光）的联系属于物理学，A和N（神经）的联系属于生理学。这两种联系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一起存在的。我们只能暂时撇开这种或那种联系。因此，连那些看来是纯粹力学的过程也总是生理学的过程。”（上引书德文版第499页）在《感觉的分析》里也有同样的议论：“……凡是把‘感觉’、‘感觉的复合’这两个名词和‘要素’、‘要素的复合’这两个名词同时并用，或是用前者来代替后者的地方，必须经常注意：只有在这种联系上〈即在A、B、C同K、L、M的联系上，也就是说，在“通常称为物体的复合”同“我们称为我们身体的复合”的联系上〉，在这种关系上，在这种函数的依存关系上，要素才是感觉。在另一种函数的依存关系上，它们同时又是物理对象。”（俄译本第23页和第17页）“例如，当我们注意到颜色对照明颜色的光源（其他颜色、热、空间等）的依存关系时，颜色就是物理对象。但是，当我们注意到颜色对视网膜（要素K、L、M……）的依存关系时，它就是心理对象、感觉。”（同上，第24页）

这样一来，世界要素的发现就在于：

（1）把一切存在的东西都说成是感觉；

（2）把感觉叫作要素；

（3）把要素分为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后者依赖于人的神经，一般说依赖于人的机体，而前者不依赖于它们；

（4）把物理要素的联系和心理要素的联系说成不是彼此单独存在的；它们只是一起存在的；

（5）只能把这种或那种联系暂时撇开；

（6）把“新”理论说成是没有“片面性”的。 
［注：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一书中说：“人们通常把要素叫作感觉。但由于在感觉这个名称下已经有着一种片面的理论，所以我们宁肯简单地讲要素。”（第27—28页）］



这里的确没有片面性，然而却有彼此对立的哲学观点的杂乱混合。既然你们只是从感觉出发，那么你们用“要素”这个字眼就无法克服你们的唯心主义的“片面性”，而只是把问题弄糊涂，胆怯地躲开你们自己的理论。你们口头上在消除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之间的对立 
［注：“自我与世界的对立、感觉或现象与物的对立消失了，一切只归结为要素的结合。”（《感觉的分析》第21页）］

 、唯物主义（它认为自然界、物质是第一性的）和唯心主义（它认为精神、意识、感觉是第一性的）之间的对立，你们实际上又马上放弃自己的基本前提，重新恢复这种对立，偷偷地恢复这种对立！因为，如果要素是感觉，那么你们连一秒钟也没有权利认为“要素”是不依赖于我的神经、我的意识而存在的。既然你们承认这种不依赖于我的神经、我的感觉的物理对象，这种只是通过对我的视网膜的作用而产生感觉的物理对象，那么，你们就是可耻地离开你们的“片面的”唯心主义而转到“片面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上来了！如果颜色仅仅在依存于视网膜时才是感觉（如自然科学迫使你们承认的那样），那么，这就是说，光线落到视网膜上才引起颜色的感觉；这就是说，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和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物质的运动，例如，存在着一定长度和一定速度的以太波，它们作用于视网膜，使人产生这种或那种颜色的感觉。自然科学也正是这样看的。它用存在于人的视网膜之外的、在人之外和不依赖于人的光波的不同长度来说明这种或那种颜色的不同感觉。这也就是唯物主义：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感觉依赖于大脑、神经、视网膜等等，也就是说，依赖于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物质的存在不依赖于感觉。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思想、意识是按特殊方式组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这就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通过“要素”这个字眼悄悄地偷运唯物主义；这个字眼似乎可以把他们的理论从主观唯心主义的“片面性”中解脱出来，似乎可以容许他们承认心理的东西依赖于视网膜、神经等等，而物理的东西则不依赖于人的机体。事实上，玩弄“要素”这个字眼，当然是一种最可怜的诡辩，因为唯物主义者在读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著作时，马上就会提出一个问题：“要素”是什么呢？以为造出一个新字眼就可以躲开哲学上的基本派别，那真是童稚之见。或者象一切经验批判主义者，如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 
［注：约瑟夫·彼得楚尔特《纯粹经验哲学引论》1900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13页：“所谓要素，就是感觉，即通常所谓的简单的不能再分解的知觉（Wahrnehmungen）。”］

 等等所说的那样，“要素”是感觉，那么，先生们，你们的哲学就是妄图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术语来掩饰唯我论真面目的唯心主义。或者“要素”不是感觉，那么你们的这个“新”字眼就根本没有什么意思，这不过是讲些无聊的空话，装腔作势而已。

例如，拿彼得楚尔特来说吧，按俄国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经验批判主义者弗·列谢维奇的评价，他是经验批判主义的权威 
［注：弗·列谢维奇《什么是科学的〈应读作时髦的、教授的、折中主义的〉哲学？》1891年坚彼得堡版第229页和第247页。］

 。他把要素规定为感觉，并在上述著作第2卷里说道：“在‘感觉是世界要素’这个命题中，必须防止把‘感觉’这个词看作仅仅是指一种主观的、因而是虚无缥缈的、把通常的世界图景变为幻影（verfluchtigendes）的东西。” 
［注：彼得楚尔特的书1904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329页。］



谁害什么病，谁就老谈这种病！彼得楚尔特感觉到：假使认为感觉是世界要素，那么世界就会“消散”（verfluchtigt　sich），或者变成幻影。好心肠的彼得楚尔特以为只要附带声明一下，不要把感觉看作只是主观的东西，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难道这不是可笑的诡辩吗？难道事情会因为我们把感觉“看作”感觉或者竭力扩大这个词的含义而有所改变吗？难道人的感觉同具有正常机能的神经、视网膜、大脑等等相联系的事实，外部世界不依赖于我们感觉而存在的事实就会因此消失吗？如果你们不想用一些狡辩来支吾搪塞，如果你们真想“防止”主观主义和唯我论，那么你们首先应该防止你们哲学的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应该用唯物主义路线（从外部世界到感觉）来代替你们哲学的唯心主义路线（从感觉到外部世界）；应该抛弃“要素”这个空洞的、混乱的饰词，而干脆说颜色是物理对象作用于视网膜的结果，也就是说，感觉是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的结果。

我们再拿阿芬那留斯来说吧。在“要素”的问题上，他的最后的（而且对于理解他的哲学大概也是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 
［注：理·阿芬那留斯《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载于《科学的哲学季刊》[20]第18卷（1894年）和第19卷（1895年）。］

 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材料。作者在这里还列了一个非常“醒目的”图表（第18卷第410页），我们把它的主要部分抄录如下：

“要素、要素的复合：

一、物或属于物的东西………………有形物。

二、思想或属于思想的东西

（Gedankenhaftes）…………………无形物、记忆和幻想。”

请把这个表同马赫在对“要素”作了一切说明之后所说的（《感觉的分析》第33页）“不是物体引起感觉，而是要素的复合（感觉的复合）构成物体”这句话对照一下。你们看，这就是克服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片面性的“世界要素的发现”！起初他们硬要我们相信：“要素”是一种新东西，它同时既是物理的又是心理的东西，可是后来他们又偷偷地作了一点修正：用“最新实证论”关于物的要素和思想的要素的学说来代替粗陋的唯物主义对物质（物体、物）与心理的东西（感觉、记忆、幻想）的区分。阿德勒（弗里茨）并没有从“世界要素的发现”中得到多少好处！

1906年波格丹诺夫在反驳普列汉诺夫时写道：“……我不能承认自己在哲学上是一个马赫主义者。在总的哲学观点上，我从马赫那里采纳的只有一点，即关于经验要素对‘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中立性的观念、关于这两种特性仅仅依赖于经验的联系的观念。”（《经验一元论》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3卷第XLI页）这正如一个信教的人说：我不能承认自己是一个教徒，因为我从教徒那里采纳的“只有一点”，即信仰上帝。波格丹诺夫从马赫那里采纳的“只有一点”，而这一点也就是马赫主义的基本错误，就是整个这种哲学的基本错误。波格丹诺夫自以为他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差异有很重要的意义，但事实上这种差异完全是次要的，它没有超出马赫所赞成的以及赞成马赫的各个经验批判主义者之间的细小的、局部的、个别的差异的范围（关于这点下面再详细地谈）。因此，当波格丹诺夫看到别人把他同马赫主义者混为一谈而愤愤不平的时候，只是暴露出他不了解唯物主义同他自己和其他一切马赫主义者的共同点之间的根本差别。重要的不是波格丹诺夫如何发展或修改了马赫主义，或者把马赫主义如何弄糟了。重要的是他抛弃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因而使自己不可避免地陷于混乱，走上唯心主义的歧途。

我们看到，波格丹诺夫在189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当时他写道：“我直接看到的、在我面前的人的形象，就是感觉。” 
［注：《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第216页，参看上面的引文。］

 波格丹诺夫没有化费精力去批判自己的这个旧观点。他盲目地相信马赫的话，并且跟着他重复说：经验的“要素”对于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是中立的。波格丹诺夫在《经验一元论》第1卷（第2版第90页）里写道：“正如最新实证哲学所阐明的那样，心理经验的要素和任何经验的要素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和物理经验的要素同一的。”又如他在1906年写道（第3卷第XX页）：“至于说到‘唯心主义’，难道仅仅根据承认‘物理经验’的要素跟‘心理经验’的要素或基本感觉是同一的这一点（这简直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就可以说这是唯心主义吗？”

波格丹诺夫在哲学上的一切厄运的真正根源，他和一切马赫主义者的共同的根源，就在这里。当他们承认“物理经验的要素”（即物理的东西、外部世界、物质）和感觉是同一的时候，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说这是唯心主义，因为这无非是贝克莱主义。这里连一点最新哲学、实证哲学或无庸置疑的事实的影子也没有，这里只有陈旧不堪的唯心主义的诡辩。假使问一问波格丹诺夫，他怎样能够证明物理的东西和感觉同一这个“无庸置疑的事实”，那么你们连一个论据也听不到，你们只能听到唯心主义者的老调：我感觉到的仅仅是自己的感觉；“自我意识的陈述”（die　Aussage　Selbstbewuβtseins——阿芬那留斯的《绪论》德文第2版第93节第56页）；或者“在我们的经验中〈这个经验表明“我们是有感觉的实体”〉，感觉比实体性更为可靠”（同上，第91节第55页）；如此等等。波格丹诺夫（相信了马赫）把反动的哲学谬论当作“无庸置疑的事实”，因为在实际上他没有举出而且也举不出一个事实来驳倒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的观点，即波格丹诺夫1899年所同意的并且至今仍为自然科学所同意的观点。物理学家马赫在他的哲学的谬误中完全离开了“现代自然科学”，波格丹诺夫所没有注意到的这一重要情况，我们在以后还要详细地谈到。

促使波格丹诺夫如此迅速地从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跳到马赫的混乱的唯心主义去的情况之一，就是阿芬那留斯关于经验的依存系列和独立系列的学说（奥斯特瓦尔德的影响不算在内）。波格丹诺夫自己在《经验一元论》第1卷里这样叙述这个问题：“只要经验材料依存于某个神经系统的状态，它们就构成某个人的心理世界；只要经验材料超出这种依存关系，我们面前就出现物理世界。因此，阿芬那留斯称呼经验的这两个领域为经验的依存系列和独立系列。”（第18页）

糟糕的是，这种关于独立（即不依赖于人的感觉的）“系列”的学说，就是偷运唯物主义，从主张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感觉和物理“要素”“同一”的哲学观点看来，这种偷运是非法的、放肆的、折中主义的。因为，你们既然承认光源和光波不依赖于人和人的意识而存在，承认颜色依赖于这些光波对视网膜的作用，那么你们实际上就持有唯物主义观点了，并且把唯心主义的一切“无庸置疑的事实”连同一切“感觉的复合”、最新实证论所发现的要素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都彻底摧毁了。

糟糕的是，波格丹诺夫（和所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一起）没有深刻研究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最初的唯心主义观点，没有认清他们的基本的唯心主义前提，因而也就忽略了他们后来想偷运唯物主义这一企图的非法性和折中性。但是，正如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最初的唯心主义在哲学文献中为大家所公认一样，后来经验批判主义力图转向唯物主义，也为大家所公认。我们上面引证过的法国著作家科韦拉尔特，在阿芬那留斯的《绪论》里看到“一元论唯心主义”，在《纯粹经验批判》（1888—1890）里看到“绝对实在论”，而在《人的世界概念》（1891）里看到“说明”这种转变的企图。应当指出：在这里，实在论这个术语是在与唯心主义相反的意义上使用的。我照恩格斯那样，在这个意义上只使用唯物主义这个词，并且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术语，这特别是因为“实在论”这个词已经被实证论者和其他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糊涂人玷污了。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即科韦拉尔特所指的是下面这个无庸置疑的事实：在《绪论》（1876）中，阿芬那留斯认为感觉是唯一的存在物，而把“实体”（按照“思维经济”的原则！）取消了；在《纯粹经验批判》中，物理的东西被看作是独立系列，而心理的东西（因而也包括感觉）被看作是依存系列。

阿芬那留斯的门徒鲁道夫·维利同样承认：阿芬那留斯在1876年“完全”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后来他把这个学说同“素朴实在论”“调和”（Ausgleich）起来（上引著作，同上），也就是说，同人类认为外部世界不依赖于我们意识而存在的这种自发的、不自觉的唯物主义观点“调和”起来。

《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阿芬那留斯》一书的作者奥斯卡尔·艾瓦德说：这种哲学把互相矛盾的唯心主义的和“实在论的”（应当说：唯物主义的）要素（不是马赫主义者所说的要素，而是一般人所说的要素）结合于自身。例如：“绝对的〈考察〉会使素朴实在论永世长存；相对的〈考察〉会宣称绝无仅有的唯心主义永恒不变。” 
［注：奥斯卡尔·艾瓦德《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理查·阿芬那留斯》1905年柏林版第66页。］

 阿芬那留斯所谓的绝对的考察，相当于马赫所说的我们身体之外的“要素”的联系，而相对的考察则相当于马赫所说的依存于我们身体的“要素”的联系。

但是在这方面使我们特别感到兴趣的是冯特的意见，他自己也象上述的大多数著作家一样，抱着混乱的唯心主义观点，可是他几乎比谁都更仔细地研究了经验批判主义。关于这点，帕·尤什凯维奇说了这样的话：“有趣的是，冯特认为经验批判主义是最新型的唯物主义的最科学形式” 
［注：帕·尤什凯维奇《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5页。］

 ，也就是说，是那类认为精神是肉体过程的机能的唯物主义者（再补充一句，即冯特称之为站在斯宾诺莎主义[21]和绝对唯物主义之间的人们 
［注：威·冯特《论素朴实在论和批判实在论》，载于1897年《哲学研究》杂志[22]第13卷第334页。］

 ）的学说的最科学形式。

说威·冯特的意见非常有趣是对的，但在这里最“有趣的”还是尤什凯维奇先生对他所论述的哲学书籍和哲学论文的态度。这是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对待问题的态度的一个典型例子。果戈理小说中的彼特鲁什卡[23]常常读书，发现字母总会拼成词这一点是有趣的。尤什凯维奇先生读了冯特的书，发现冯特谴责阿芬那留斯搞唯物主义这一点是“有趣的”。如果冯特错了，为什么不驳斥呢？如果他没有错，为什么不说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对立呢？尤什凯维奇先生发现唯心主义者冯特所说的话是“有趣的”，可是这位马赫主义者认为把问题搞清楚则完全是浪费精力（大概是由于“思维经济”的原则）……

问题在于，尤什凯维奇只向读者说冯特谴责阿芬那留斯搞唯物主义，而闭口不谈冯特认为经验批判主义的一些方面是唯物主义，另一些方面是唯心主义，而二者之间的联系则是人为的，这样他就完全歪曲了事实。这位绅士或者是根本不懂得他所读的东西，或者是一心想通过冯特把自己吹嘘一番：瞧，连御用的教授们也认为我们不是什么糊涂人，而是唯物主义者。

冯特的上述论文是一本厚书（共300多页），它首先对内在论学派，然后对经验批判主义者作了极详尽的分析。为什么冯特把这两个学派联结在一起呢？因为他认为这两个学派是近亲，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个看法无疑是公正的，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和内在论者都赞同这个看法。冯特在上述论文第一部分里指出：内在论者是唯心主义者、主观主义者、信仰主义的信徒。这个看法，我们在下面会看到，也是完全公正的，不过冯特在说明这一看法时不必要地卖弄教授的博学，用了无用的微词妙语并加上多余的保留条件，这是因为冯特本人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和信仰主义者。他责难内在论者，不是因为他们是唯心主义者和信仰主义的信徒，而是因为在他看来他们不正确地推论出这些大原则。往下，在论文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里，冯特专门探讨经验批判主义。他在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经验批判主义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原理（对“经验”的理解和“原则同格”，关于后者我们在下面再谈）和内在论者的主张是一致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和内在论哲学是一致的，冯特的论文第382页）。阿芬那留斯的其他理论原理是从唯物主义那里剽窃来的，所以整个讲来，经验批判主义是一种“五花八门的混合物”（bunte　Mischung，上述论文第57页），其中“不同的组成部分是彼此完全没有联系的”（an　sich　einander　vollig　heterogen　sind，第56页）。

冯特主要是把阿芬那留斯的“独立的生命系列”学说当作阿芬那留斯和马赫的混合物中的唯物主义成分。他说（上述论文第64页）：如果你们从“C系统”（极喜欢学究式地玩弄新名词的阿芬那留斯以此称呼人脑或整个神经系统）出发，如果你们认为心理的东西是大脑的机能，那么这个“C系统”就是“形而上学的实体”，而你们的学说就是唯物主义。必须指出，许多唯心主义者和一切不可知论者（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包括在内）都骂唯物主义者是形而上学者，因为在他们看来，承认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就是超出经验的范围。关于形而上学这个术语以及为什么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个术语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论述。现在我们认为重要的是指出：阿芬那留斯关于“独立”系列的主张（马赫也有同样的主张，不过用的字眼不同而已），根据哲学上不同党派即不同派别的哲学家的一致公认，恰恰是从唯物主义那里剽窃来的。如果你们从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是感觉或者物体是感觉的复合这点出发，那么你们不破坏你们的一切基本前提、“你们的”全部哲学，就不能得出以下的结论：物理的东西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感觉是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的机能。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他们的哲学中所以把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和唯物主义的个别结论混在一起，这正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是恩格斯以应有的鄙视称之为“折中主义残羹剩汁”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2页。——编者注］

 的典型 
［注：见1888年2月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序言。恩格斯的这些话是针对整个德国教授哲学讲的。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不能了解恩格斯的这一思想的意义和内容，他们有时用一种可怜的借口来掩饰自己，说“恩格斯还不知道马赫”（弗里茨·阿德勒的论文，见《历史唯物主义》文集第370页）。这种意见的根据是什么呢？是根据恩格斯没有引证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话吗？别的根据是没有的，而这个根据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恩格斯在这里没有提到任何一个折中主义者的姓名，至于从1876年起就编辑出版“科学的”哲学季刊的阿芬那留斯，恩格斯未必不知道。］

 。

在马赫的最后一部哲学著作《认识和谬误》（1906年第2版）中，这种折中主义特别触目。我们已经看到，马赫在那里宣称：“用感觉即心理要素构成任何物理要素，是没有任何困难的。”而在同书中我们又读到：“在U〈＝Umgrenzung，即“我们肉体的空间界限”，第8页〉之外的依存关系，是最广义的物理学。”（第4节第323页）“要纯粹地获得（rein　erhalten）这种依存关系，就必须尽可能地排除观察者的影响，即U之内的要素的影响。”（同上）是的，是的。起初山雀扬言要把大海烧干[24]，就是说，要用心理要素构成物理要素，而后来却说物理要素处在“我们肉体之内的”心理要素的界限之外！多妙的哲学！

还有一个例子：“理想（vollkommenes）气体、理想液体、理想弹性体是不存在的。物理学家知道他的假说只是近似地符合事实，随意地把事实简单化；物理学家知道这个不能消除的偏差。”（第30节第418页）

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样的偏差（Abweichung）呢？是什么离开什么的偏差呢？是思想（物理学理论）离开事实的偏差。那么思想、观念是什么呢？观念是“感觉的痕迹”（第9页）。而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感觉的复合”。这样说来，感觉的痕迹离开感觉的复合的偏差是不能消除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马赫忘记了他自己的理论，他在开始谈论物理学的各种问题时，谈得干脆，不要唯心主义花招，就是说，唯物地谈论。一切“感觉的复合”和这全部贝克莱主义的奥秘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物理学家的理论原来是在我们之外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物体、液体、气体的反映，而且这个反映当然是近似的，可是把这种近似或简单化叫作“随意的”，那是不正确的。在这里，实际上马赫对感觉的看法，恰恰和没有被贝克莱和休谟的弟子们“清洗过的”全部自然科学一样，也就是说，把感觉看作外部世界的映象。马赫自己的理论是主观唯心主义，可是当他需要客观性的因素时，就毫不客气地把相反的即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前提放到自己的议论中去。哲学上的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和彻底的反动分子爱德华·哈特曼，同情马赫的反对唯物主义的斗争，在说到马赫的哲学立场是“素朴实在论和绝对幻想主义的混合物（Nichtunterscheidung）” 
［注：爱德华·冯·哈特曼《现代物理学的世界观》1902年莱比锡版第219页。］

 时，他很接近真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关于物体是感觉的复合等等的学说，是绝对幻想主义，也就是唯我论，因为从这个观点出发，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幻想。而我们在上面所引证的马赫的议论，也和他的其他许多片断的议论一样，是所谓的“素朴实在论”，即不自觉地自发地从自然科学家那里接受过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阿芬那留斯和追随他的教授们，企图用“原则同格”的理论来掩饰这种混合。我们马上就要考察这个理论，但我们先得把责难阿芬那留斯搞唯物主义的问题了结一下。尤什凯维奇先生只觉得他所不了解的冯特的意见非常有趣，但却没有兴趣亲自去弄清楚或者不屑于告诉读者：阿芬那留斯的最亲近的弟子和继承者是怎样对待这个责难的。但是，如果我们关心马克思的哲学即唯物主义哲学如何对待经验批判主义的哲学，这一点对于弄清问题是必要的。此外，如果说马赫主义是一团糟的东西，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混合物，那么重要的是要知道，当御用的唯心主义者由于这个思潮对唯物主义作了让步而把它推开的时候，这个思潮究竟流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什么地方。

阿芬那留斯的两个最道地的正统的弟子约·彼得楚尔特和弗·卡斯坦宁答复了冯特。彼得楚尔特高傲而愤懑地驳斥了那种诬蔑这位德国教授搞唯物主义的责难，并且引证了……你们猜，他引证了什么？……引证了阿芬那留斯的那部据说把实体概念消灭了的著作——《绪论》！多么方便的理论，既可以把纯粹唯心主义的著作同它联系起来，也可以把任意拿来的唯物主义前提同它联系起来！彼得楚尔特写道：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批判》，当然和这个学说（即唯物主义）不矛盾，可是它和截然相反的、唯灵论的学说也不矛盾 
［注：约·彼得楚尔特《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1卷第351、352页。］

 。绝妙的辩护！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折中主义残羹剩汁。波格丹诺夫不肯承认自己是马赫主义者，而要别人承认他（在哲学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却步了彼得楚尔特的后尘。他认为：“经验批判主义……无论和唯物主义，无论和唯灵论，无论和任何形而上学都没有关系” 
［注：《经验一元论》第2版第1卷第21页。］

 ，“真理……不在两个冲突着的派别〈唯物主义和唯灵论〉间的‘中庸之道’中，而在二者之外” 
［注：同上，第93页。］

 。其实，波格丹诺夫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是一团糟的东西，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动摇。

卡斯坦宁在反驳冯特时写道：他根本反对“塞进（Unterschiebung）唯物主义因素”，“这一因素是与纯粹经验批判完全不相容的” 
［注：弗·卡斯坦宁《经验批判主义——兼答威·冯特的论文》，载于《科学的哲学季刊》第22年卷（1898）第73页和第213页。］

 。“经验批判主义，在对概念的内容的关系上，主要是（χατ’-εξοχην）怀疑论。”这种对马赫主义的中立性的强调多少包含有一点真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对他们最初的唯心主义的修正，完全可以归结为他们对唯物主义作了不彻底的让步。贝克莱的彻底的观点有时候被休谟的观点代替了。贝克莱认为外部世界就是我的感觉，休谟则把我的感觉之外是否有什么东西存在的问题取消了。而这个不可知论的观点注定要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


3．原则同格和“素朴实在论”

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说，是在他的《人的世界概念》和《考察》 
［注：即《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编者注］

 这两本书中阐述的。后一著作写得较晚，阿芬那留斯在这部著作中强调指出：这里的讲法的确有些不同，但跟《纯粹经验批判》和《人的世界概念》里讲的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样的（《考察》，载于1894年上引杂志第137页）。这个学说的本质，就是关于“我们 的自我（des　Ich）和环境的不可分割的（unauflosliche）同格”（即相互关联）的原理（第146页）。阿芬那留斯在这里又说：“用哲学的话来讲，可以说是‘自我和非我’”。前者和后者，我们的自我和环境，“总是被我们一起发现的（immer　ein　Zusammen－Vorgefundenes）”。“对见到的东西〈或我们所发现的东西：des　Vorgefundenen〉的任何完全的描述，都不能只包括‘环境’而没有某个自我（ohne　ein　Ich）（这个环境就是这个自我的环境），至少不能没有那个描述我们所发现的东西〈或见到的东西：das　Vorgefundene〉的自我。”（第146页）这里自我叫作同格的中心项，环境 叫作同格的对立项（Gegenglied）。（见《人的世界概念》1905年第2版第83—84页，第148节及以下各节）

阿芬那留斯妄想用这个学说来表示他承认所谓素朴实在论的全部价值，即一切不去思考自己以及环境、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的人们的那种普通的、非哲学的、素朴的观点的全部价值。马赫表示自己和阿芬那留斯是一致的，同时又竭力把自己装扮成“素朴实在论”的保护人（《感觉的分析》第39页）。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没有一个例外，都相信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以为他们真的在保护“素朴实在论”：承认自我，承认环境，你们还要什么呢？

为了弄清楚最高度的真实的素朴性究竟在谁一边，我们稍为讲得远一些。下面是某哲学家和一个读者的通俗对话：

“读者：物的体系应该是存在着的〈根据普通哲学的见解〉，意识应该是由物产生的。”

“哲学家：现在你是在随着职业哲学家说话……而不是根据普通常识和现实意识说话……

告诉我，并且在回答之前好好地想一想：是否有某个物不跟你对该物的意识在一起，或者说不通过对该物的意识而出现在你的心里或面前呢？……”

“读者：如果我好好地想一想，我应该同意你的意见。”

“哲学家：现在你是说自己的话了，说自己的实话和真心话了。切不可超出你自己的范围，切不可超出你所能理解〈或把握〉的东西。你所能理解的就是意识和〈黑体是哲学家用的〉物，物和意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是二者中的哪一个，而是那种后来才分解为这二者的东西，那种绝对的主体－客体和客体－主体。”

这就是经验批判主义的原则同格的全部实质，就是最新实证论对“素朴实在论”的最新式的保护的全部实质！“不可分割的”同格的思想在这里叙述得十分清楚，并且正是从这样一种看法出发来叙述的：仿佛这是真正保护没有被“职业哲学家”卖弄聪明所歪曲的普通人的观点。但这段对话是从1801年出版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古典代表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的著作中引来的 
［注：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向广大读者所作的有关最新哲学真正本质的明白报道——强使读者了解的一个尝试》1801年柏林版第178—180页。］

 。

在我们所考察的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中，除了重弹主观唯心主义的老调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他们妄想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取消从物到意识和从意识到物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对立，这是换了新装的费希特主义的痴心妄想。费希特也以为：他把“自我”和“环境”、意识和物“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了；他用人不能超出自己的范围这种说法把问题“解决了”。换句话说，这是在重复贝克莱的论据：我感觉到的仅仅是自己的感觉，我没有权利假定在我的感觉之外有“自在客体”。贝克莱在1710年，费希特在1801年，阿芬那留斯在1891—1894年所使用的不同表达方式，丝毫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即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哲学路线。世界是我的感觉；非我是由我们的自我来“设定”（创造、产生）的；物和意识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我们的自我和环境的不可分割的同格是经验批判主义的原则同格，——所有这一切都是同一个论点，都是同样的破烂货色，只不过挂上了略加粉饰或重新油漆过的招牌而已。

援用那种似乎受到这类哲学保护的“素朴实在论”，是最不值钱的诡辩。任何没有进过疯人院或向唯心主义哲学家领教过的正常人的“素朴实在论”，都承认物、环境、世界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自我和任何人而存在着。正是这个经验（不是马赫主义所理解的，而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经验）使我们坚信，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是其他的人，而不是我的高、低、黄、硬等等感觉的单纯复合。正是这个经验使我们深信，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但是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人类的“素朴的”信念作为自己的认识论的基础。

这样地评价“原则同格”，是不是由于唯物主义对马赫主义怀有偏见呢？完全不是。有一些哲学专家，他们对唯物主义没有任何偏袒，甚至还憎恨唯物主义和信奉某种唯心主义体系，但都一致认为阿芬那留斯之流的原则同格是主观唯心主义。例如，冯特（他的有趣的意见是为尤什凯维奇先生所不了解的）直截了当地说：根据阿芬那留斯的理论，似乎没有某个自我、观察者或描述者，就不可能有对我们见到的或发现的东西的完全的描述，这种理论就是“错误地把现实经验的内容和对这种内容的反思混为一谈”。冯特说，自然科学完全舍弃任何观察者。“这种舍弃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关于必须在每一经验内容中看出〈hinzudenken，直译为：设想出〉感受着经验的个人这一观点，完全是没有经验根据的假定，是由于错误地把现实经验的内容和对这种内容的反思混为一谈而得出来的假定，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和内在论哲学是一致地同意这个观点的。”（上引论文第382页）因为对阿芬那留斯表示热烈赞许（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内在论者（舒佩、雷姆克、勒克列尔、舒伯特－索尔登），恰恰是从主体和客体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思想出发的。而威·冯特在分析阿芬那留斯之前详细地指出：内在论哲学只不过是贝克莱主义的“变形”；不管内在论者怎样否认和贝克莱的关系，但字面的差别实际上掩盖不了“哲学学说的更深刻的内容”，即贝克莱主义或费希特主义。 
［注：上引论文C节：《内在论哲学和贝克莱的唯心主义》第373、375页。参看第386页和第407页。关于从这一观点出发必然会陷入唯我论这点，见第381页。］



英国著作家诺曼·斯密斯在分析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哲学》的时候，以更直率得多、更果断得多的方式说明了这个结论：

“大多数读过阿芬那留斯的《人的世界概念》一书的人，大概都会同意：不管他的批判〈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有多大的说服力，但他的实证成果却完全是虚幻的。如果我们试将阿芬那留斯的经验理论按照人们所要介绍的那样解释成真正实在论的（genuinely　realistic）理论，那么这种理论就不能获得任何明确的说明：它的全部意义只在于否定那据说是它所反驳的主观主义。但是，当我们把阿芬那留斯的术语翻译成比较普通的话时，我们就会发现这套把戏的真正根源在什么地方。阿芬那留斯着重攻击那个对他本人的理论来说是致命的弱点〈即唯心主义的弱点〉，从而使人们不去注意他的立场的弱点。” 
［注：诺曼·斯密斯《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哲学》，载于1906年《思想》杂志[25]第15卷第27—28页。］

 “在阿芬那留斯的全部议论中，‘经验’（experience）这个术语的含糊不清很好地帮了他的忙。这个术语有时候指经验着的人 
［注：此处俄译文与英文有出入，英文为：Sometimes　it　means　experiencing。英文experiencing不是指“经验着的人”，而是指“经验”、“体验”这种行为。——编者注］

 ，有时候指被经验的东西；当说到我们的自我（of　the　self）的本性的时候，强调的是后一种含义。‘经验’这个术语的这两种含义实际上是和他的绝对考察和相对考察的重要划分〈我在上面已经指出阿芬那留斯的这种划分的意义〉一致的；在他的哲学中，就是这两种观点事实上也没有调和起来。因为当他假定经验在观念上被思想所补充〈对环境的完全的描述在观念上被关于观察着的自我的思想所补充〉这一前提是合理的时候，他就不能把这一假定和他自己关于离开对我们的自我（to　the　self）的关系什么都不存在的论断结合起来。在观念上补充这种实在——这是我们在把物质的物体分解为我们感觉不到的要素时所得到的实在〈这里的要素是指自然科学所发现的物质的要素，如原子、电子等，而不是指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所臆造的要素〉，或者是从关于人类出现以前的地球的描述中所得到的实在——严格说来，这不是补充经验，而是补充我们所经验的东西。这只是补充阿芬那留斯所认为是不可分割的同格的两项中的一项。这不仅把我们引向从来没有经验过的〈不曾是经验的对象的，has　not　been　experienced〉东西，而且还把我们引向我们这样的生物永远也不能经验到的东西。但是‘经验’这个术语的含糊不清，在这里正好帮了阿芬那留斯的忙。阿芬那留斯说，思想就象感性知觉一样是真正的（genuine）经验形态，这样他就回到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陈旧不堪的（time－worn）论据上，即思想和实在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实在只有在思想中才能被感知，而思想则以思想者的存在为前提。因此，阿芬那留斯的实证议论的最终结果，并不是什么独创地、精辟地恢复实在论，而只是以最粗陋的（crudest）形式恢复主观唯心主义。”（第29页）

完全重复着费希特错误的阿芬那留斯所要的把戏，在这里被精彩地揭穿了。只要我们一开始研究一定的具体问题，如关于地球先于人、先于任何有感觉的生物而存在的问题时，立刻就会发现：用“经验”这个字眼来消除唯物主义（斯密斯把它叫作实在论是枉然的）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的那种滥调，完全是神话。关于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加以详细的讨论。现在我们要指出：撕破阿芬那留斯及其伪“实在论”的假面具的，不仅有他的理论上的对手诺·斯密斯，而且还有曾经热烈欢迎《人的世界概念》的出版并认为它是素朴实在论的确证的内在论者威·舒佩 
［注：见威·舒佩致理·阿芬那留斯的公开信，载于1893年《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7卷第364—388页。］

 。问题在于：威·舒佩完全赞同这样的“实在论”，即阿芬那留斯所伪造的唯物主义。他在给阿芬那留斯的信中写道，我一直希望和您hochverehrter　Herr　College（最尊敬的同行先生）有同样的权利主张这样的“实在论”，因为有人诬蔑我这个内在论者，似乎我是主观唯心主义者。“最尊敬的同行先生，我的思维概念……与您的‘纯粹经验的理论’是非常合拍的（vertragt　sich　vortrefflich）。”（第384页）实际上只有我们的自我（das　Ich，即抽象的、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离开头脑的思想）才给予“同格的两项以联系和不可分割性”。舒佩在给阿芬那留斯的信中写道：“您默默地把您想要排除的东西定为前提。”（第388页）很难说是谁在更有力地撕破卖弄玄虚的阿芬那留斯的假面具，——是直率地明确地反驳他的斯密斯呢，还是热烈赞扬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的舒佩？哲学上威廉·舒佩的接吻，并不比政治上彼得·司徒卢威或缅施科夫先生的接吻好一些。

称赞马赫没有向唯物主义屈服的奥·艾瓦德，也以同样的方式讲到原则同格：“如果宣称中心项与对立项的相互关连是不能回避的认识论的必然性，那么，不管用怎样醒目的大字在招牌上标着‘经验批判主义’，这仍意味着抱有与绝对唯心主义毫无差别的观点〈绝对唯心主义这个术语是不正确的，应当说是主观唯心主义，因为，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和没有人的地球、自然界、物理世界的存在是相容的，它认为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异在”〉。相反地，如果不一贯坚持这个同格而承认对立项的独立性，那么，一切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特别是倒向超越的实在论一边的可能性就会立刻显现出来。”（上引著作第56—57页）

以艾瓦德为笔名的弗里德兰德先生把唯物主义叫作形而上学和超越的实在论。他本人拥护唯心主义的一个变种，因而完全赞同马赫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认为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是最粗野的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第134页）。讲到唯物主义的“超越”和形而上学性，他和巴扎罗夫以及我们的一切马赫主义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关于这点我们以后还要专门论述。这里重要的是要再一次指出：这个想凌驾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上的伪学者的奢望实际上是怎样幻灭的，以及问题是怎样尖锐地不可调和地提出来的。“承认对立项的独立性”，就意味着（如果把喜欢装腔作势的阿芬那留斯的矫揉造作的语言翻译成普通人的语言）承认自然界、外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感觉的，而这就是唯物主义。把认识论建立在客体和人的感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前提上（“感觉的复合”＝物体；“世界要素”在心理和物理方面是同一的；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等等），就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这是一个简单的必然的真理，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就容易透过阿芬那留斯、舒佩、艾瓦德和其他人的成堆晦涩难懂的、故意把问题弄模糊并使广大读者畏避哲学的、伪学者的术语，而发现这个真理。

阿芬那留斯的理论与“素朴实在论”的“调和”，最后甚至引起了他的弟子们的怀疑。例如，鲁·维利说：对于所谓阿芬那留斯达到了“素朴实在论”这个流行的说法，我们必须有保留地去理解。“素朴实在论作为教条来说，无非是对存在于人之外的（auβerpersonliche）、可感触的自在之物的信仰。” 
［注：鲁·维利《反对学院智慧》（即《反对学院智慧。哲学批判》。——编者注）第170页。］

 换句话说，在维利看来，真正同“素朴实在论”有着真实而非虚构的一致性的唯一的认识论，就是唯物主义！当然，维利是反对唯物主义的。但是他不得不承认：阿芬那留斯在《人的世界概念》一书中，“用了一系列复杂的和部分是十分牵强的辅助概念和中介概念”（第171页）去恢复“经验”的统一、“自我”和环境的统一。《人的世界概念》这本著作是对阿芬那留斯的最初的唯心主义的一种反动，它“完全带有在合乎常识的素朴实在论和学院哲学的认识论唯心主义之间搞调和（eines　Ausgleiches）的性质。但是，说到这样的调和能够恢复经验〈维利把它叫作Grunderfahrung，即根本经验，又是一个新名词！〉的统一和完整，那我不敢断言”（第170页）。

真是一个有价值的自供！阿芬那留斯的“经验”不能调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看来，维利否定经验的学院哲学，是为了用加倍混乱的“根本”经验的哲学来代替它……


4．在人出现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对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来说，是特别棘手的。自然科学肯定地认为：在地球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和任何生物的状况下，地球就已经存在了；有机物质是后来的现象，是长期发展的结果。这就是说，当时没有具有感觉的物质，没有任何“感觉的复合”，没有任何象阿芬那留斯的学说所讲的那种与环境“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自我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意识、感觉是高度发展的产物。这就是自然科学自发地主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试问：经验批判主义的杰出的代表们是否注意到了他们的理论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这种矛盾？他们注意到了，而且直接提出了应当用哪些论点去克服这种矛盾的问题。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对这个问题的三种看法，即理·阿芬那留斯本人以及他的弟子约·彼得楚尔特和鲁·维利的看法，是特别有意思的。

阿芬那留斯企图用同格中的“潜在”中心项的理论来克服与自然科学的矛盾。我们知道，同格就是自我和环境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了消除这个理论的明显的荒谬，他采用了“潜在”中心项这个概念。例如，人是从胚胎发育来的，这怎么办呢？如果“中心项”是胚胎，那么环境（＝“对立项”）是否存在呢？阿芬那留斯回答说，胚胎系统C“对于未来的个体的环境来说，是潜在中心项”（《考察》，上引论文第140页）。潜在中心项任何时候都不等于零，甚至在没有双亲（elterliche　Beslandteile）而只有能够成为双亲的“环境的组成部分”的时候，也是这样（第141页）。

因此，同格是不可分割的。这位经验批判主义者为了挽救自己的哲学基础，即感觉及其复合，不能不这样主张。人是这个同格的中心项。而在没有人的时候，在人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中心项并不等于零，它只是变成了潜在的中心项！居然还会有人能够认真地对待发表这类议论的哲学家，真是令人惊奇！就连那位声明自己决不是任何形而上学（即任何信仰主义）的敌人的冯特，在这里也不得不承认：由于使用了破坏一切同格的“潜在”这个字眼，“经验概念被弄得神秘莫测了”（上引论文，第379页）。

事实上，如果同格的不可分割性就在于其中一项是潜在的，那么，难道还可以认真地说什么同格吗？

难道这不是神秘主义，不是走到了信仰主义的大门口吗？如果可以给未来的环境设想一个潜在的中心项，那么为什么不能给过去的环境，即人死后的环境设想一个潜在的中心项呢？你们会说，阿芬那留斯并没有从他的理论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的，但正因为这样，他的荒谬的反动的理论只是变得更卑怯些，而不是变得更好些。阿芬那留斯在1894年没有把他的理论彻底讲出来，或者害怕彻底讲出来，害怕彻底思索下去，可是，我们知道，理·舒伯特－索尔登在1896年正是引证了这个理论，恰恰是为了作出神学结论，他在1906年博得马赫的赞许，马赫说舒伯特－索尔登走的是（和马赫主义）“十分接近的道路”（《感觉的分析》第4页）。恩格斯有充分的根据责备公开的无神论者杜林，因为杜林在自己的哲学中不彻底，给信仰主义留下了空子。恩格斯不止一次地并且十分公正地在这一点上责难了唯物主义者杜林，尽管杜林至少在70年代还没有作出神学的结论。而现在我们这里却有一些人希望别人承认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自己却又把那种与信仰主义十分接近的哲学传播到群众中去。

阿芬那留斯在同书中写道：“……也许有人会觉得，正是从经验批判主义的观点来看，自然科学没有权利提出关于我们现在的环境在人存在以前的各个时期的问题。”（第144页）阿芬那留斯回答说：“凡是提出这样问题的人，都不能不设想自己的存在〈sich　hinzuzudenken，即设想自己是在场的〉。”阿芬那留斯继续说道：“其实，自然科学家所要求的（尽管他们没有十分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实质上不过是下面这一点：如果我设想自己是观察者，就好象设想我们在地球上用完善的仪器观察另一行星或甚至另一太阳系的历史那样，那么应该如何确定生物或人出现以前的地球或世界的情况呢？”

物不能离开我们的意识而存在；“我们总是把自己设想成力图认识这个物的理性”。

这种必须把人的意识“设想成”和一切物、和人出现以前的自然界在一起的理论，我在第一段里是用“最新实证论者”理·阿芬那留斯的话说明的，而在第二段里是用主观唯心主义者约·戈·费希特的话 
［注：约·戈·费希特《评〈埃奈西德穆〉》（1794），载于《费希特全集》第1卷第19页。］

 说明的。这一理论的诡辩是如此明显，真叫人不好意思去分析它。如果我们“设想”自己存在着，那么我们的在场是想象的，而地球在人出现以前的存在却是真实的。人实际上不能成为地球的，譬如说，白热状态的观察者，因而“设想”人在那时候就在场乃是蒙昧主义，这正象我用下述论据来为地狱的存在作辩护一样：我只要“设想”自己是地狱的观察者，我就能观察到地狱。经验批判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调和”就在于：阿芬那留斯竟宽宏大量地同意“设想”一种自然科学认为是不可能设想的东西。任何一个稍微受过教育或稍微正常的人都不会怀疑：当地球上不可能有任何生命、任何感觉、任何“中心项”的时候，地球就存在了。所以，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全部理论是哲学蒙昧主义，是把主观唯心主义弄到荒谬透顶的地步，因为从这个理论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地球是感觉的复合（“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或者地球是“要素的复合，在要素中，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是同一的”，或者地球是“对立项，而它的中心项任何时候都不能等于零”。

约·彼得楚尔特看到阿芬那留斯站在如此荒唐的立场上，也觉得惭愧。他在《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2卷）里，用整整一节（第65节）论述了“地球早期（fruhere）的真实性问题”。

彼得楚尔特说道：“自我（das　Ich）在阿芬那留所的学说里所起的作用和在舒佩那里不同〈注意，彼得楚尔特多次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哲学是由阿芬那留斯、马赫和舒佩这三个人创立的〉，但是，这种作用对他的理论来说，看来毕竟还是太大了”（舒佩曾撕破了阿芬那留斯的假面具，说在阿芬那留斯那里事实上一切都只是建立在自我之上的，显然，这一点影响了彼得楚尔特，因此，他想修正一下）。彼得楚尔特继续写道：“阿芬那留斯有一次说，‘当然我们能够想象一个人迹未到的地方，但是为了能够想象〈黑体是阿芬那留斯用的〉这样的环境，就必须有我们称之为自我（Ich－Bezeichnetes）的东西，因为这种想象就是这个自我〈黑体是阿芬那留斯用的〉的想象’（1894年《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8卷第146页注释）。”

彼得楚尔特反驳说：

“但是认识论上的重要问题决不在于我们到底能不能想象这样的地方，而在于我们有没有根据想象它是离开任何一个人的思维而存在着的或者曾经存在过的。”

正确的东西就是正确的。人们可以去想象和“设想”各种各样的地狱、各种各样的鬼怪，卢那察尔斯基甚至“设想出了”……（说得和缓些）宗教的概念[26]。但是认识论的任务就在于指出这一类设想的非实在性、幻想性、反动性。

“……因为，C系统〈即脑〉是为思维所必需的，这在阿芬那留斯以及我所维护的哲学看来都是不言而喻的……”

不对。1876年阿芬那留斯的理论，是不用头脑思想的理论。而且我们马上会看到，就在他的1891—1894年的理论中，也有这样一些唯心主义胡说的因素。

“……但是这个C系统是不是，譬如说，地球的第二纪（Sekundarzeit）的存在条件〈黑体是彼得楚尔特用的〉呢？”彼得楚尔特在这里举出了我引证过的阿芬那留斯关于自然科学真正需要知道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可以“设想”观察者的那段议论，并反驳说：

“不，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有没有根据象我想象地球在昨天或一分钟以前是存在的那样，想象那个遥远时代的地球也是存在的。或者，地球的存在真的应当取决于象维利所要求的那样吗？他认为我们至少有根据想象，在当时和地球一起存在着某种C系统，即使它还处在最低的发展阶段上。”（关于维利的这一思想，我们马上就要讲到。）

“阿芬那留斯用下述思想来避开维利的奇怪结论，说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不能在思想上撇开自己〈sich　wegdenken，即想象自己是不在场的〉，或者不能不设想自己的存在〈sich　hinzuzudenken，见《人的世界概念》德文第1版第130页〉。但是，这样一来，阿芬那留斯就把提问题的人的个人的自我，或关于这个自我的思想，不仅当作想象无人居住的地球这样一个活动的条件，而且当作我们有根据去想象当时地球的存在的条件。

只要不赋予这个自我以如此重大的理论意义，这些错误的途径是容易避免的。在注意研究这些或那些对空间和时间上离我们遥远的东西的看法时，认识论应当要求的只是：使这种东西成为可以想象的并且能够被一义地（eindeutig）规定的。其余的一切都是专门科学的事情。”（第2卷第325页）

彼得楚尔特把因果性规律更名为一义规定性规律，并且象我们在下面所看到的，把这个规律的先验性加到自己的理论中去。这就是说，彼得楚尔特依靠康德主义的观念来摆脱阿芬那留斯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论（如果用教授的行话来说就是：“他赋予我们的自我以过分的意义！”）。阿芬那留斯的学说缺乏客观因素，他的学说与宣称地球（客体）在生物（主体）出现以前早就存在的自然科学的要求不能调和，这种情况使得彼得楚尔特抓住因果性（一义规定性）不放。地球早就存在了，因为它在人出现以前的存在和它现在的存在有着因果的联系。第一，因果性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彼得楚尔特说，是先验的。第二，关于地狱、鬼怪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设想”等观念难道不是有因果联系吗？第三，“感觉的复合”的理论无论如何是被彼得楚尔特破坏了。彼得楚尔特没有解决他所承认的阿芬那留斯的矛盾，反而使自己更加糊涂了，因为解决的办法只能有一个，就是承认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外部世界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只有这样的唯物主义的解决办法才真正与自然科学相符合，而且也只有这样的解决办法才能排除彼得楚尔特和马赫对因果性问题的唯心主义的解决办法，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另行论述。

第三个经验批判主义者鲁·维利，在1896年的《经验批判主义是唯一的科学观点》（《Der　Empiriokritizismus　als　einzig　wissenschaftlicher　Standpunkt》）这篇论文里，第一次提出了阿芬那留斯哲学中的这个困难的问题。维利在这里问道：对人们出现以前的世界怎么办呢？ 
［注：1896年《科学的哲学季刊》第20卷第72页。］

 最初他附和着阿芬那留斯回答说：“我们在想象中把自己置于以往的时代。”但是后来他又说：决不是一定要把经验理解为人的经验。“因为，既然我们把动物的生活和一般经验联系起来考察，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动物界，即使最下等的蛆虫，都看作是原始的人（Mitmenschen）。”（第73—74页）这样，在人出现以前，地球就是蛆虫的“经验”了，蛆虫为了拯救阿芬那留斯的“同格”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而履行着“中心项”的职务！怪不得彼得楚尔特竭力想和这种论断划清界限。这种论断不仅荒谬绝伦（把符合地质学家的理论的地球观念硬加在蛆虫身上），而且对于我们的哲学家也毫无帮助，因为地球不但在人出现以前而且在一切生物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维利在1905年又一次讲到这个问题。蛆虫被清除了。 
［注：鲁·维利《反对学院智慧》1905年版第173—178页。］

 而彼得楚尔特的“一义性规律”当然也没有使维利满意，维利认为这只是“逻辑的形式主义”。作者说，关于人出现以前的世界的问题，如果依照彼得楚尔特的提法，恐怕使我们“又回到所谓常识的自在之物了吧？”（就是回到唯物主义！这实在太可怕了！〉没有生命的千百万年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时间也是自在之物呢？当然不是！ 
［注：关于这一点，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要同马赫主义者另行讨论。］

 既然这样，那就是说：人以外的物只是一些表象，只是人们依靠我们在周围所见到的一些片断而描绘出来的一点幻想。为什么不真是这样呢？难道哲学家应该惧怕生命的洪流吗？……我对自己说，不要为一些体系而煞费苦心吧，抓住瞬间（ergreife　den　Augenblick），抓住你所经历的、唯一能带来幸福的瞬间。”（第177—178页）

对，对！或者是唯物主义，或者是唯我论，不管鲁·维利的话多么刺耳，他在分析人出现以前的自然界这一问题时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

我们总结一下。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三位经验批判主义的占卜者，他们满头大汗地竭力把自己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调和起来，把唯我论的一些漏洞弥补起来。阿芬那留斯重复费希特的论据，用想象的世界代替现实的世界。彼得楚尔特离开费希特的唯心主义，走向康德的唯心主义。维利在他的“蛆虫”理论失败后，把手一挥，无意中说出了一个真理：或者是唯物主义，或者是唯我论，或者甚至是不承认当前瞬间之外的任何东西。

现在我们只要向读者指出，我们本国的马赫主义者是怎样了解和叙述这个问题的。你们看，巴扎罗夫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第11页上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我们只好在我们可靠的向导〈指普列汉诺夫〉的领导下，走到唯我论地狱的最下的最可怕的一层里面去，在这一层里面，据普列汉诺夫断言，每一种主观唯心主义都面临着这样的威胁，即必须以鱼龙和始祖鸟的直观形式来想象世界。普列汉诺夫写道：‘我们在想象中把自己置于地球上只有人类的极遥远的祖先存在的那个时代，如第二纪。试问：那时候的空间、时间和因果性是怎样的呢？那时候它们是谁的主观形式呢？是鱼龙的主观形式吗？那时候是谁的知性把自己的规律加给自然界呢？是始祖鸟的知性吗？康德哲学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和现代科学完全不能相容，它应该被抛弃。’（《路·费尔巴哈》第117页）”

这里，巴扎罗夫恰好在很重要的（我们马上会看到）一句话前面不继续引证普列汉诺夫的话了，这句话就是：“唯心主义说：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地球的历史表明：客体在主体出现以前老早就存在了，也就是说，在具有明显的意识的有机体出现以前老早就存在了……发展史揭示出唯物主义的真理。”

我们继续引证巴扎罗夫的话：

“……但是，普列汉诺夫的自在之物是否提供了我们所要得到的回答？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就按普列汉诺夫的看法，我们对于物的本来面目一点也不能知道，我们只知道它们的表现，只知道它们对我们感官作用的结果。‘除了这个作用，它们没有任何形态。’（《路·费尔巴哈》第112页）在鱼龙时代，有什么样的感官呢？显然，只有鱼龙以及和它类似的动物的感官。那时只有鱼龙的表象才是自在之物的真实的、实在的表现。因此，就按普列汉诺夫的看法，如果古生物学家愿意站在‘实在的’基础上，就应该以鱼龙的直观形式来描写第二纪的历史。因此，和唯我论比起来，这里并没有前进一步。”

这就是这个马赫主义者的一段完整的议论（请读者原谅我们作了冗长的引证，但非这样不可）；作为第一流的典型糊涂思想，这种议论应当永垂不朽。

巴扎罗夫以为他抓住普列汉诺夫的话柄了。如果说自在之物除了对我们感官的作用，就没有任何形态，那就是说，它们只有作为鱼龙的感官的“形态”才存在于第二纪[27]。这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论断吗？！如果“形态”是“自在之物”对感官作用的结果，那么，由此就可以得出物不依赖于任何感官就不存在的结论吗？？

我们暂且假定巴扎罗夫真的“不懂”普列汉诺夫的话（尽管这样的假定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假定这些话在他看来是晦涩的。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要问，巴扎罗夫是在冒充内行来反对普列汉诺夫呢（马赫主义者竟把普列汉诺夫推崇为唯物主义的唯一代表！），还是在阐明关于唯物主义的问题？如果你觉得普列汉诺夫的话是晦涩的或矛盾的，如此等等，那么你为什么不举出其他的唯物主义者呢？因为你不知道他们吗？然而无知并不是论据。

如果巴扎罗夫真的不知道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外部世界，承认物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那么我们真的看到一个极端无知的突出例子了。请读者回想一下贝克莱，他在1710年曾经因为唯物主义者承认不依赖于我们意识而存在的并且为我们意识所反映的“自在客体”而责难他们。当然，任何人都有站在贝克莱一边或另外什么人一边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的自由，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同样无可争辩的是：谈论唯物主义者而又歪曲或无视整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这就是肆无忌惮地把问题搞糊涂。

普列汉诺夫说，唯心主义认为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而唯物主义认为客体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并且或多或少正确地反映在主体的意识中，这些话说得对吗？如果这些话说得不对，那么，稍微尊重马克思主义的人，就应该指明普列汉诺夫的这个错误，并且在谈到唯物主义和人出现以前的自然界这一问题时不必同普列汉诺夫算帐，而是应该同别的什么人，如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算帐。如果这些话说得对，或至少你不能够在这里发现错误，那么你企图把事情搞乱，混淆读者头脑中的关于跟唯心主义截然不同的唯物主义的最基本概念，这是写作方面极不体面的事情。

对于那些不为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一字一句所左右而对这个问题抱有兴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引证路·费尔巴哈的见解。大家知道（也许巴扎罗夫不知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且大家也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他而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达到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费尔巴哈在反驳鲁·海姆时写道：

“当自然界还不是人或意识的对象时，它在思辨哲学看来，或者至少在唯心主义看来，当然是康德的自在之物〈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把康德的自在之物和唯物主义的自在之物混为一谈，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详细讲〉，是没有实在性的抽象物，然而正是自然界使唯心主义遭到破产。自然科学，至少在它当前的情况下，必然把我们引到这样一个时代，当时还没有人类生存的条件，当时自然界即地球还不是人的眼睛和意识的对象，因而当时自然界是一个绝对非人的存在物（absolut　unmenschliches　Wesen）。唯心主义可以对这点反驳说：这个自然界是你设想的（von　dir　gedachte）自然界。不错，可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自然界在某一时期没有实际存在过，这正如不能根据我现在没有想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对我来说现在就不存在这一点得出结论说，没有我，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当时就没有实际存在过。” 
［注：《费尔巴哈全集》，博林和约德尔合编，1903年斯图加特版第7卷第510页；或卡尔·格律恩《路·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发展的评述》1874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423—435页。］



这就是费尔巴哈从自然界在人出现以前就存在的观点出发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作的论断。费尔巴哈驳倒了阿芬那留斯的诡辩（“设想一个观察者”），他虽然不知道“最新实证论”，但很了解旧的唯心主义诡辩。而巴扎罗夫根本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只是重复唯心主义者的这个诡辩：“如果我在那里〈在人类出现以前的地球上〉，那我就会看到世界是怎样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第29页）换句话说，假如我作出一个显然荒谬的并且与自然科学相矛盾的假定（人可以成为人出现以前的时代的观察者），那么我就能够在我的哲学中自圆其说了！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巴扎罗夫对问题的了解或他的写作手法了。巴扎罗夫甚至没有提到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和维利所竭力对付的“困难”，并且把一切都搅成一团，给读者带来如此难于置信的混乱，仿佛唯物主义和唯我论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他把唯心主义说成“实在论”，硬说唯物主义否定物存在于它们对感官的作用之外！是的，是的，或者是费尔巴哈不知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基本差别，或者是巴扎罗夫之流用完全新的手法改造了哲学上的起码真理。

你们还可以看一看瓦连廷诺夫，这个哲学家自然会对巴扎罗夫赞赏之至：（1）“贝克莱是主体和客体相互关连理论的创始人。”（第148页）但这完全不是贝克莱的唯心主义，绝对不是！这是“深思熟虑的分析”！（2）“阿芬那留斯不用他的通常的唯心主义说明〈仅仅是说明！〉形式〈！〉，而用最彻底的实在论的方式表述了理论的基本前提。”（第148页）显然，骗人的把戏只能使小孩子上当！（3）“阿芬那留斯对认识的出发点的见解是这样：每一个体都发现自己处在一定的环境中，换句话说，个体和环境是同一个同格中的相互联系的和不可分离的〈！〉两项。”（第148页）妙极了！这不是唯心主义，因为瓦连廷诺夫和巴扎罗夫已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这是客体和主体的“不可分离性”，是彻底“实在论的”“不可分离性”。（4）“反过来说，没有中心项（个体）与之相符合的那种对立项是不存在的，这是正确的吗？当然〈！〉是不正确的……太古时期林木葱绿……可是还没有人。”（第148页）这就是说，不可分离性是可以分离的了！难道这不是“当然”的吗？（5）“可是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关于自在客体的问题毕竟是荒谬的。”（第148页）当然罗！在具有感觉的有机体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物仍然是那些和感觉同一的“要素的复合”啊！（6）“以舒伯特－索尔登和舒佩为代表的内在论学派，使这些〈！〉思想具有不适用的形式，因而陷入唯我论的绝境。”（第149页）“这些思想”本身并没有唯我论，而经验批判主义决不是重弹内在论者的反动理论的老调！内在论者说自己同情阿芬那留斯，那是撒谎！

马赫主义者先生们！这不是哲学，而是毫无联系的文字堆砌。


5．人是否用头脑思想？

巴扎罗夫十分果断地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写道：“如果给普列汉诺夫提出的‘意识是物质的内部〈？巴扎罗夫加的〉状态’这一论点加上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形式，例如，‘一切心理过程都是头脑过程的机能’，那么不论是马赫或阿芬那留斯都不会反驳他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第29页）

老鼠以为没有比猫更凶的野兽[28]。俄国马赫主义者以为没有比普列汉诺夫更强的唯物主义者。难道真的只有普列汉诺夫或者首先是普列汉诺夫提出了意识是物质的内部状态这个唯物主义的论点吗？如果巴扎罗夫不喜欢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的说法，那么他为什么要同普列汉诺夫算帐而不同恩格斯或费尔巴哈算帐呢？

因为马赫主义者害怕承认真理。他们反对唯物主义，可是却装出一副好象只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样子，真是一种胆怯的无原则的手法。

我们且谈经验批判主义吧！阿芬那留斯“不会反驳”思想是头脑的机能。巴扎罗夫的这句话简直是撒谎。阿芬那留斯不仅反驳这个唯物主义的论点，而且创造了一整套“理论”来推翻这个论点。阿芬那留斯在《人的世界概念》里说：“我们的头脑不是思维的住所、座位、创造者，不是思维的工具或器官、承担者或基质等等。”（第76页；马赫在《感觉的分析》第32页中赞许地引证了这句话）“思维不是头脑的居住者或主人，不是头脑的另一半或另一面等等，思维也不是头脑的产物，甚至也不是头脑的生理机能或一般状态。”（同上）阿芬那留斯在他的《考察》里同样断然地说：“表象”“不是头脑的（生理的、心理的、心理物理的）机能”（上引论文第115节，第419页）。感觉不是“头脑的心理机能”（第116节）。

可见，照阿芬那留斯的说法，头脑不是思想的器官，思想不是头脑的机能。我们读一读恩格斯的著作，就立刻会看到与此截然相反的明确的唯物主义说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道：“思维和意识是人脑的产物。”（德文第5版第22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页。——编者注］

 这个思想在这部著作里重复了许多次。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里，我们可以看到下述的费尔巴哈的观点和恩格斯的观点：“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stofflich）、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Erzeugnis）。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德文第4版第18页）。或者在第4页上也可以读到：自然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 
［注：同上，第21卷第319、308页。——编者注］

 ，等等，等等。

阿芬那留斯反驳这个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头脑的思维”叫作“自然科学的拜物教”（《人的世界概念》德文第2版第70页）。因此，阿芬那留斯对于自己在这点上和自然科学的根本分歧，是没有丝毫错觉的。象马赫和一切内在论者一样，他也承认自然科学坚持自发的不自觉的唯物主义观点。他承认并且直言不讳地说：他和“流行的心理学”是有根本分歧的（《考察》，第150页及其他许多页）。这种流行的心理学作了不能容忍的“嵌入”（这是我们的这位哲学家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新名词），即把思想放进头脑，或把感觉放到我们里面。阿芬那留斯在同书中说道，这“两个词”（in　uns＝到我们里面）就包含着经验批判主义所反驳的前提（Annahme）。“把看得见的东西等等放到（Hineinverlegung）人里面，我们就称之为嵌入。”（第45节第153页）

嵌入“在原则上”违背了“自然的世界概念”（natürlicher　Welt-begriff），因为它是说“在我里面”而不是说“在我面前”（vor　mir，第154页），它“把（实在的）环境的组成部分变成了（观念的）思维的组成部分”（同上）。“嵌入把自由地明显地表现在见到的东西〈或我们所发现的东西：im　Vorgefundenen〉中的非机械的东西〈代替心理的东西的一个新字眼〉变成某种在中枢神经系统里神秘地潜藏着的东西〈阿芬那留斯又用了一个“新”字眼：Latitierendes〉。”（同上）

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经验批判主义者和内在论者在替“素朴实在论”进行臭名昭彰的辩护时耍过的把戏。阿芬那留斯以屠格涅夫笔下的骗子[29]的贼喊捉贼的忠告作为行动准则。阿芬那留斯竭力装出一副反对唯心主义的样子，说人们通常从嵌入得出哲学唯心主义，把外部世界变成感觉、表象等等，而我却维护“素朴实在论”，认为见到的一切，不论“自我”或环境，都具有同样的实在性，我不把外部世界放到人脑里去。

这里的诡辩和我们在臭名昭彰的同格的例子中所看到的完全一样。阿芬那留斯用攻击唯心主义的手法来转移读者的注意力，实际上是用一些稍微不同的词句来维护同一种唯心主义：思想不是头脑的机能，头脑不是思想的器官，感觉不是神经系统的机能，感觉是“要素”，这些要素在一种联系上只是心理的东西，而在另一种联系上（虽然是“同一的”要素，但是）又是物理的东西。阿芬那留斯用了一些新的混乱术语、新的古怪字眼来表达所谓新的“理论”，其实他只是在一个地方打转，而后回到他的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上。

如果说，我们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例如，波格丹诺夫）没有看出这种“把戏”，并且还把对唯心主义的“新的”辩护看成对唯心主义的驳斥，那么在哲学专家们对经验批判主义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他们对阿芬那留斯思想的本质的清醒评价，而这种本质是在清除那些古怪术语之后才被揭露出来的。

波格丹诺夫在1903年（《权威的思维》一文，见《社会心理学》文集第119页及以下各页）写道：

“理查·阿芬那留斯给精神肉体二元论的发展描绘了一幅最和谐最完整的哲学图景。他的‘嵌入说’的本质如下：〈我们直接观察到的只是物理的物体，我们只能凭假说推断别人的体验，即别人的心理。〉”“……由于别人的体验是在他的肉体之内，是被置入（嵌入）他的机体，这种假说就复杂化了。这已经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产生无数矛盾的假说。阿芬那留斯系统地指出了这些矛盾，详细叙述了二元论和哲学唯心主义的发展中的一连串历史环节，可是在这里我们无须追随阿芬那留斯……”“嵌入说是对精神肉体二元论的一个说明。”

波格丹诺夫上了教授哲学的圈套，相信“嵌入说”是反对唯心主义的。他完全相信阿芬那留斯自己对嵌入说的评价，而没有看出那个反对唯物主义的毒刺。嵌入说否认思想是头脑的机能，否认感觉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机能，也就是说，为了破坏唯物主义而否认生理学的最起码的真理。“二元论”原来是被唯心地驳倒的（不管阿芬那留斯如何装腔作势地对唯心主义表示愤怒），因为感觉和思想不是第二性的，不是物质所派生的，而是第一性的。二元论在这里所以说是被阿芬那留斯驳倒了，只是因为他“驳倒了”主体以外的客体的存在、思想以外的物质的存在、不依赖于我们感觉的外部世界的存在，也就是说，二元论是被唯心地驳倒的。阿芬那留斯所以要荒谬地否认树木的视觉映象是我们的视网膜、神经和头脑的机能，是为了加固他的关于“完全的”经验（它既包含我们的“自我”也包含树木即环境）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理论。

嵌入说是糊涂思想，它偷运唯心主义的胡说，并且与自然科学相矛盾。自然科学坚决主张：思想是头脑的机能；感觉即外部世界的映象是存在于我们之内的，是由物对我们感官的作用所引起的。对“精神肉体二元论”的唯物主义的排除（这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就是主张精神不是离开肉体而存在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是头脑的机能，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对“精神肉体二元论”的唯心主义的排除（这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就是主张精神不是肉体的机能，因而精神是第一性的，“环境”和“自我”只是存在于同一些“要素复合”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除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排除“精神肉体二元论”的方法之外，如果不算折中主义，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胡乱混合，就不可能有任何第三种方法。正是阿芬那留斯的这种混合，在波格丹诺夫之流看来，却成了“超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外的真理”。

但是，哲学专家们并不象俄国马赫主义者那样天真和轻信。不错，每一位正教授先生都维护“自己的”驳斥唯物主义的或至少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调和起来”的体系，可是在对付竞争者的时候，他们就毫不客气地把各种“最新的”和“独创的”体系中没有联系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断揭露出来。如果有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会上阿芬那留斯的圈套，那么老麻雀冯特决不是用一把糠就可以捉住的。唯心主义者冯特在赞扬阿芬那留斯的嵌入说的反唯物主义倾向后，就毫不客气地撕破了装腔作势的阿芬那留斯的假面具。

冯特写道：“如果经验批判主义责难庸俗唯物主义，说它用头脑‘有’思想或‘产生’思想等说法来表明那根本不能用实际的观察和记述来确证的关系〈在威·冯特看来，大概，人不用头脑思想是“事实”！〉……那么这种责难当然是有根据的。”（上引论文，第47—48页）

当然罗，唯心主义者总是同不彻底的阿芬那留斯和马赫一起反对唯物主义的！冯特补充说道，遗憾的只是这种嵌入说“与独立的生命系列的学说没有任何联系，它显然只是在事后相当勉强地从外面加到这个学说中的”（第365页）。

奥·艾瓦德说道，嵌入“无非是经验批判主义需要用来掩饰自己错误的一种虚构”（上引书第44页）。“我们看到一种奇怪的矛盾：一方面，排除嵌入，恢复自然的世界概念，就会使世界重新有活生生的实在这种性质；另一方面，经验批判主义通过原则同格导致关于对立项和中心项绝对相互关连的那种纯粹唯心主义的看法。这样，阿芬那留斯就在一个圈子里打转。他去讨伐唯心主义了，但在同唯心主义公开交战的前夜，却在它面前放下了武器。他想使客体世界摆脱主体的控制，可是又把它拴在主体上。他所真正批判地摧毁的，是唯心主义的滑稽模仿品，而不是唯心主义的真正认识论的表现形式。”（上引书第64—65页）

诺曼·斯密斯说道：“我们经常引证阿芬那留斯的一句名言：头脑不是思想的座位、器官或承担者。这句话就是对我们用来规定两者之间关系的仅有的一些术语的否定。”（上引论文，第30页）

至于说冯特所称赞的嵌入说引起了露骨的唯灵论者詹姆斯·华德的赞许 
［注：詹姆斯·华德《自然主义和不可知论》1906年伦敦第3版第2卷第171、172页。］

 ，那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华德一贯攻击“自然主义和不可知论”，特别是攻击托·赫胥黎，（这不是由于赫胥黎象恩格斯所责难的那样，是一个不够明确和坚决的唯物主义者，而是）由于他的不可知论实质上掩藏着唯物主义。

应当指出：英国的马赫主义者卡·毕尔生，轻视一切哲学花招，既不承认嵌入，也不承认同格，又不承认“世界要素的发现”，因而他得到了没有这些“掩护”的马赫主义所不可避免的结果，即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无论什么样的“要素”毕尔生都不知道。“感性知觉”（sense-impressions）是他的唯一用语。他丝毫不怀疑人是用头脑思想的。因此在这个论点（唯一合乎科学的论点）和他的哲学的出发点之间的矛盾，是十分明显和显眼的。毕尔生在反对不依赖于我们感性知觉而存在的物质的概念时，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了（他的《科学入门》第7章）。毕尔生重复着贝克莱的一切论据，宣称物质是无。但是一涉及头脑和思想的关系，毕尔生便毅然决然地说：“我们不能从那种和物质机制联系着的意志和意识中推论出任何跟没有这一机制的意志和意识相类似的东西。”[ 注：《科学入门》1900年伦敦第2版第58页。］毕尔生甚至提出下述论点作为他的这一部分研究的总结：“意识超出了跟我们的神经系统相类似的神经系统，就没有任何意义；断言一切物质都具有意识，这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假定一切物质都具有在本质上跟感觉相近的特性、反映的特性，这是合乎逻辑的〉，断言意识或意志存在于物质之外，那就更不合逻辑了。”（同上，第75页第2论题）毕尔生的混乱是惊人的！物质不过是感性知觉群，这是他的前提，这是他的哲学。这就是说，感觉和思想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但又不是这样，没有物质的意识是不存在的，甚至说没有神经系统的意识也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说，意识和感觉是第二性的。真象是说水在地上，地在鲸上，鲸在水上。马赫的“要素”、阿芬那留斯的同格和嵌入，丝毫没有消除这种混乱，只是把事情弄糊涂，用学究气十足的哲学胡话来掩盖痕迹。

阿芬那留斯的特殊术语就是这样的胡话（关于这些胡话只要讲一两句就够了），他造了大量各式各样的名词，如“notal”，“sekuDral”，“fidential”等等。我们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在大多数场合都羞羞答答地回避这种教授的胡言乱语，只是偶尔向读者抛出“exisDtential”这一类的名词（以便迷惑他们）。天真的人把这些字眼当作特种的生物力学，而那些自己也喜欢用一些“古怪的”字眼的德国哲学家却嘲笑阿芬那留斯。冯特在题为《经验批判主义体系的经院哲学性质》这一节中说道：我们说“notal”，（notus＝已知的）或者说某某东西我已经知道，这是完全一样的。的确，这是最纯粹的晦涩的经院哲学。阿芬那留斯的一位最忠实的弟子鲁·维利，有勇气公开承认这点。他说：“阿芬那留斯幻想着生物力学，但是要了解头脑的生活，只能靠事实的发现，而决不能用阿芬那留斯所尝试的那种方法。阿芬那留斯的生物力学决不是以任何新的观察为依据的，它所特有的东西是纯粹公式化的概念结构，而且这些结构连展示某种远景的假说的性质也没有，它们是一些纯粹思辨的死板公式（bloβe　Spekulierschablonen），象一堵墙壁那样阻挡着我们的视线。” 
［注：鲁·维利《反对学院智慧》第169页。当然，老学究彼得楚尔特没有这样承认。他怀着庸人的洋洋自得的心情，一再重复阿芬那留斯的“生物”经院哲学（第1卷第2章）。］



俄国马赫主义者很快就会象那些赶时髦的人一样，对于欧洲资产阶级哲学家戴破了的帽子赞扬备至。


6．关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唯我论

我们已经看到，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是主观唯心主义。世界是我们的感觉，这就是它的基本前提，这个前提虽然被“要素”这个字眼以及“独立系列”、“同格”、“嵌入”的理论掩盖着，但并不因此有丝毫改变。这种哲学的荒谬就在于：它导致唯我论，认为只有一个高谈哲理的个人才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俄国的马赫主义者硬要读者相信：“谴责”马赫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甚至是唯我论”，这是“极端主观主义”。波格丹诺夫在《感觉的分析》的序言第Ⅺ页中就是这样说的，而且马赫派的全班人马也用许多不同的调子重复这一点。

我们在分析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如何掩盖唯我论之后，现在应当补充一点：论断的“极端主观主义”完全在波格丹诺夫这伙人方面，因为在哲学文献中派别极不相同的著作家早已发现了在种种掩盖下的马赫主义的主要过失。现在我们只是把足以表明我们马赫主义者的无知的“主观主义”的那些意见简单地综合一下。同时应当注意，几乎所有的哲学专家都赞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因为唯心主义在他们心目中决不象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眼里那样，是一种谴责；但是，他们确认马赫的真正的哲学方向，用一种同样是唯心主义的然而在他们看来是更彻底的体系去反对另一种唯心主义体系。

奥·艾瓦德在一本专门分析阿芬那留斯学说的书中说道：“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不管愿意不愿意，注定要陷入唯我论（上引书第61—62页）。

马赫的弟子汉斯·克莱因佩特（马赫在《认识和谬误》的序言中特别声明自己和他是一致的）说：“马赫正是说明认识论的唯心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要求可以相容的例子〈在折中主义者看来，一切都是“可以相容的”！〉，正是说明自然科学能够很好地从唯我论出发而不停留在唯我论上的例子。”（1900年《系统哲学文库》[30]第6卷第87页）

埃·路加在分析马赫的《感觉的分析》时说道：如果把误解（Miβverstandnisse）撇开不谈，那么“马赫是站在纯粹唯心主义的基地上的”。“不可理解的是，马赫却否认他是贝克莱主义者。”（1903年《康德研究》杂志[31]第8卷第416、417页）

威·耶鲁萨伦姆是一个极反动的康德主义者，马赫在同一序言中也曾表示自己和他是一致的（思想上的“血缘关系”比马赫以前所想的“更密切些”：《认识和谬误》1906年版序言第Ⅹ页）。耶鲁萨伦姆说：“彻底的现象论会导致唯我论”——因此必须借用一点康德的东西！（见《批判的唯心主义和纯粹的逻辑》1905年版第26页）

理·赫尼格斯瓦尔德说：“……内在论者和经验批判主义者只能二者择一：不是唯我论，就是费希特、谢林或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休谟关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的学说》1904年版第68页）

英国物理学家奥利弗·洛治在一本专门驳斥唯物主义者海克尔的书中，象谈到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似的，顺便谈到“毕尔生和马赫一类的唯我论者”（奥利弗·洛治《生命和物质》1907年巴黎版第15页）。

英国自然科学家的刊物《自然界》杂志（《Nature》）[32]，通过几何学家爱·特·狄克逊的口，说出了对马赫主义者毕尔生的十分明确的意见。这个意见之所以值得我们引用，不是因为它新颖，而是因为俄国马赫主义者天真地把马赫的哲学胡说当作是“自然科学的哲学”（波格丹诺夫给《感觉的分析》写的序言第Ⅻ页及其他各页）。

狄克逊写道：“毕尔生的整部著作的基础是这样一个论点：除了感性知觉（sense-impressions）以外，我们不能直接知道其他任何东西，因此我们通常当作客观对象或外部对象来谈论的物，只不过是感性知觉群。但是毕尔生教授还承认别人的意识的存在，他不仅由于自己写书给别人看而默默地承认这点，并且在他的书中有许多地方还直率地承认这点。”关于别人意识的存在，毕尔生是在观察别人身体的运动时类推出来的：既然别人的意识是实在的，那就是承认在我之外也有别人存在了！“当然，我们还不可能就这样来驳倒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这个唯心主义者会断言：不仅外部对象而且别人的意识都是不实在的，它们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但是，承认别人意识的实在性，就是承认我们借以推断别人意识的那些手段的实在性，即……人体外貌的实在性。”摆脱困难的出路，就是承认这样一个“假说”：同我们的感性知觉相符合的是我们之外的客观实在。这个假说令人满意地说明了我们的感性知觉。“我不能认真地怀疑毕尔生教授自己也象别人一样相信这个假说。但是，如果他要明确地承认这一点，那么他就不得不把他的《科学入门》几乎每一页都重新写过。” 
［注：1892年7月21日《自然界》杂志第269页。］



嘲笑就是动脑筋的自然科学家对待那种使马赫狂喜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态度。

最后是德国物理学家路·波尔茨曼的意见。马赫主义者也许会象弗·阿德勒那样说：他是一个旧派的物理学家。但是现在要谈的完全不是物理学的理论，而是基本的哲学问题。波尔茨曼反对那些“迷醉于新的认识论教条”的人，他写道：“怀疑我们只能从直接感性知觉中得出的表象，就会走到与从前的素朴信念截然相反的极端。我们感知的只是感性知觉，那就是说，我们没有权利再前进一步。但是，如果这些人是彻底的，那么就应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感知自己昨天的感性知觉吗？我们直接感知的，只是一种感性知觉或一种思想，即我们在这一瞬间所想的思想。如果这些人是彻底的，那就不仅要否定我的自我之外的别人的存在，而且还要否定过去的一切表象的存在。” 
［注：路德维希·波尔茨曼《通俗论文集》1905年莱比锡版第132页，参看第168、177、187页以及其他页。］



这位物理学家完全应当鄙视马赫之流的所谓“新的”“现象学的”观点，把它看作是哲学上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陈腐谬论。

然而，患“主观”盲目症的却是那些“没有看出”唯我论就是马赫的基本错误的人。






[17]《新经院哲学评论》杂志（《Revue　Néo-Scolastique》）是一种神学哲学刊物，1894年由比利时天主教的高等哲学学院在卢万创办，首任编辑是枢机主教德·约·梅西耶。1946年起改称《卢万哲学评论》。——42。



[18]《斗争》杂志（《Der　Kampf》）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月刊），1907—1934年在维也纳出版。该杂志持机会主义的中派立场。担任过该杂志编辑的有：奥·鲍威尔、阿·布劳恩、卡·伦纳、弗·阿德勒等。——47。



[19]《国际社会主义评论》杂志（《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是美国的一种刊物（月刊），1900—1918年在芝加哥出版。——48。



[20]《科学的哲学季刊》（《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是经验批判主义者（马赫主义者）的杂志，1876—1916年在莱比锡出版（1902年起改名为《科学的哲学和社会学季刊》）。理·阿芬那留斯是该杂志的创办者和编辑。1896年阿芬那留斯逝世后，由恩·马赫协助出版。杂志的撰稿人有威·冯特、阿·黎尔、威·舒佩等。



列宁对该杂志的评价，见本卷第331页。——51。



[21]斯宾诺莎主义是17世纪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巴·斯宾诺莎的理论体系。斯宾诺莎认为，世上万物都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实体的表现（样态）。这种实体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它是自身原因，等同于“神或自然界”。实体的本质通过无数的质即属性表现出来，其中最重要的属性是广延性和思维。因果性是自然界各个现象相互联系的形式，是各个物体的直接相互作用，而各个物体的始因是实体。实体的一切样态，包括人在内，其活动完全是必然的。由于思维是普遍实体的属性之一，因此观念的联系和秩序同事物的联系和秩序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人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他认为认识有三种形式，即感性认识、知性认识和理性直觉认识，其中最可靠的是理性直觉认识。他还认为人的自由就在于对自然界的必然性和自己心灵的激情的认识。



斯宾诺莎主义不仅是唯物主义的也是无神论的一种形式。但是它把自然界等同于神，从而对神学作出了让步。它的唯物主义带有机械论的性质。斯宾诺莎主义的局限性是由当时的知识水平和荷兰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后来，围绕着斯宾诺莎的哲学遗产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一斗争延续到今天。唯心主义哲学力图歪曲斯宾诺莎主义的唯物主义实质。——56。



[22]《哲学研究》杂志〈《Philosophische　Studien》）是德国唯心主义派别的杂志，主要研究心理学问题。1881—1903年由威·麦·冯特在莱比锡出版。1905年起改名为《心理学研究》杂志。——56。



[23]彼特鲁什卡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主角乞乞科夫的跟丁。他爱看书，但不想了解书的内容，只对字母总会拼出字来感兴趣。——56。



[24]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山雀》。寓言说，山雀飞到海边，扬言要把大海烧干。山雀的吹牛，惹得满城风雨；大家纷纷来到海边，眼巴巴地看大海怎样燃烧起来。但是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59。



[25]《思想》杂志（《Mind》）是英国的唯心主义派别的刊物（月刊），研究哲学和心理学问题，1876年起先后在伦敦和爱丁堡出版。该杂志的第一任编辑是罗伯逊教授。——66。



[26]从列宁1908年12月6日（19日）给安·伊·叶利扎罗娃－乌里扬诺娃的信里可以看出，此处在手稿中原为“卢那察尔斯基甚至‘设想出了’一个神”，为了应付书报检查，根据列宁的意见而改得缓和了一些（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3卷第176号文献）。——74。



[27]第二纪是地质年表里的中生代的旧称。第二纪前头是初始纪，现称古生代；后面是第三纪、第四纪，这两个术语现仍使用。——79。



[28]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小老鼠和大老鼠》。寓言说，有一天小老鼠听说狮子把猫逮住了，就兴高采烈地跑去告诉大老鼠。大老鼠说：“你先别忙高兴，免得一场空欢喜！要是它们两个真动起爪子来，狮子肯定活不了。要知道：没有比猫更凶的野兽了！”——83。



[29]指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在他的散文诗《处世之道》（1878年）里刻画的那个老奸巨滑之徒。此人的处世哲学是：如果你想加害对方，那你就“斥责对方具有你感到自己身上存在的那种缺点或恶行。你要显得义愤填膺……并且痛加斥责”。——85。



[30]《系统哲学文库》（《Archiv　für　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是德国的唯心主义派别的杂志《哲学文库》（见注68）的两个独立的分刊之一，1895—1931年在柏林出版，第一任编辑是保·格·纳托尔普。1925年起改名为《系统哲学和社会学文库》。该杂志用德文、法文、英文和意大利文刊载各国哲学思想代表人物的文章。——92。



[31]《康德研究》杂志（《Kantstudien》）是德国新康德主义者的刊物，由汉·费英格创办，1897—1944年先后在汉堡、柏林、科隆出版（有间断），1954年复刊。解释和研究康德哲学著作的文章在该杂志上占有大量篇幅。新康德主义者和其他唯心主义派别的代表人物都给这个杂志撰稿。——92。



[32]《自然界》杂志（《Nature》）是英国的一种有插图的自然科学杂志（周刊），1869年起在伦敦出版。——93。







《列宁全集》第18卷


第二章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二）


1．“自在之物”或维·切尔诺夫对弗·恩格斯的驳斥

关于“自在之物”，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写了好多东西，如果把它们收集在一起，真是堆积如山。“自在之物”对于波格丹诺夫和瓦连廷诺夫，巴扎罗夫和切尔诺夫，别尔曼和尤什凯维奇来说，真是个怪物。他们对“自在之物”用尽了“恶言秽语”，使尽了冷嘲热讽。为了这个倒霉的“自在之物”，他们究竟同谁战斗呢？在这里，俄国的马赫主义哲学家就按政党分化了。一切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都攻击普列汉诺夫的“自在之物”，谴责他糊涂和陷入康德主义，谴责他背弃恩格斯（关于前一个谴责，我们把它放到第四章里去讲；关于后一个谴责，我们就在这里谈）。民粹派分子、马克思主义的死敌、马赫主义者维·切尔诺夫先生，为了“自在之物”直接攻击恩格斯。

这一次，由于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公开地仇视马克思主义，因而他同在党派上是我们的同志而在哲学上是我们的反对派的那些人比较起来，是较有原则的论敌[33]，承认这一点令人羞愧，可是隐瞒它却是罪过。因为只有不干净的心地（也许再加上对唯物主义的无知？）才会使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圆滑地撇开恩格斯，根本不理费尔巴哈，而专门围着普列汉诺夫兜圈子。这正是纠缠，正是无聊而又琐碎的吵闹，正是对恩格斯的学生吹毛求疵，而对老师的见解却胆怯地避免作直接分析。由于我们这个简略评述的任务是要指出马赫主义的反动性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因此我们不谈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同普列汉诺夫的吵闹，而直接谈论经验批判主义者维·切尔诺夫先生所驳斥的恩格斯。在切尔诺夫的《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1907年莫斯科版，这本论文集中的文章除少数几篇之外，都是在1900年以前写的）里，有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和先验哲学》的文章，它一开始就企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谴责恩格斯的学说是“素朴的独断的唯物主义”，是“最粗陋的唯物的独断主义，”（第29、32页）。维·切尔诺夫先生说，恩格斯反对康德的自在之物和休谟的哲学路线的议论就是“充分的”例证。我们就从这个议论谈起吧。

恩格斯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宣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的基本派别。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它把存在放在第一位，把思维放在第二位。唯心主义却相反。恩格斯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的哲学家所分成的“两大阵营”之间的这一根本区别提到首要地位，并且直截了当地谴责在别的意义上使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名词的那些人的“混乱”。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根据这个基本问题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接着他又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 
［注：弗·恩格斯《路·费尔巴哈》德文第4版第1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5—316页。——编者注）。1905年日内瓦俄译本第12—13页。维切尔诺夫先生把Spiegelbild译作“镜中的反映”，责怪普列汉诺夫“以十分无力的方式”表达恩格斯的理论，因为在他的俄译本里只说“反映”，而不说“镜中的反映”。这是吹毛求疵。Spiegelbild这个词在德文里也只是当作Abbild（反映、模写、映象。——编者注）来使用的。］



恩格斯说：“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在这里所指的不仅是所有的唯物主义者，而且也包括最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例如，绝对唯心主义者黑格尔。黑格尔认为现实世界是某种永恒的“绝对观念”的体现，而且人类精神在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的时候，就在现实世界中并通过现实世界认识“绝对观念”。“但是，此外，〈即除了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6、317页。——编者注］



维·切尔诺夫先生在引了恩格斯的这些话之后，就拼命加以攻击。他给“康德”这个名词作了以下的注释：

“在1888年，把康德、特别是休谟这样的哲学家叫作‘近代’哲学家，是相当奇怪的。在那个时候，听到柯亨、朗格、黎尔、拉斯、李普曼、戈林等人的名字更自然一些。看来，恩格斯在‘近代’哲学方面不怎么行。”（第33页注释2）

维·切尔诺夫先生是始终如一的。不论在经济问题上还是在哲学问题上，他都跟屠格涅夫小说里的伏罗希洛夫[34]一样，简单地抬出一些“学者的”名字，一会儿用来消灭不学无术的考茨基[ 注：弗·伊林《土地问题》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册第195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30页。——编者注）。］，一会儿用来消灭无知的恩格斯！但不幸的是，所有这些被切尔诺夫先生提到的权威，就是恩格斯在《路·费尔巴哈》的同一页上讲到的那些新康德主义者，恩格斯把他们看作是企图使早已被驳倒的康德和休谟学说的僵尸重新复活的理论上的反动分子。好样儿的切尔诺夫先生不懂得，恩格斯在自己的议论中所要驳斥的正是这些（在马赫主义看来是）权威的糊涂教授们！

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已经提出了反对休谟和康德的“决定性的”论据，费尔巴哈在这些论据上补充了一些与其说深刻不如说机智的见解，接着恩格斯继续说道：

“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或谬论，Schrullen〉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或不可理解的，unfaβbaren———这个重要的词在普列汉诺夫的译文里和维·切尔诺夫先生的译文里都漏掉了〉‘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一旦把它们制造出来，‘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上引书第16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7页。——编者注］



维·切尔诺夫先生引完这段议论，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他要彻底消灭可怜的恩格斯。请听：“可以‘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茜素[35]，这当然是任何新康德主义者都不会觉得奇怪的。但是，在提炼茜素的同时可以用同样便宜的方法从同样的煤焦油里提炼出对‘自在之物’的驳斥，这真是个了不起的闻所未闻的发现，当然，这样看的不仅是新康德主义者。”

“显然，恩格斯知道了康德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于是他就把这个定理改成逆定理，断言一切未被认识的东西都是自在之物……”（第33页）

马赫主义者先生，请你听着，胡扯也要有个限度！你是在大庭广众面前歪曲上面引证的恩格斯的那段话，甚至你不懂得这儿说的是什么，就想去“捣毁”它！

第一，说恩格斯“提炼出对自在之物的驳斥”，这是不对的。恩格斯曾经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说过：他驳斥康德的不可捉摸的（或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切尔诺夫先生把恩格斯关于物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观点搞乱了。第二，如果康德的定理说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那么“逆”定理应当说不可认识的东西是自在之物。切尔诺夫先生却用未被认识的代替了不可认识的，他不理解由于这样一代替，他又把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观点搞乱和歪曲了！

维·切尔诺夫先生被他自己所奉为指导者的那些御用哲学的反动分子弄得糊里糊涂，他根本不了解自己所引用的例子便大叫大嚷地反对恩格斯。我们不妨向这位马赫主义的代表说清楚，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

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说，他既反对休谟，又反对康德。但是休谟根本不谈什么“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那么这两个哲学家有什么共同之点呢？共同之点就是：他们都把“现象”和显现者、感觉和被感觉者、为我之物和“自在之物”根本分开。但是，休谟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在之物”，他认为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本身在哲学上就是不可容许的，是“形而上学”（象休谟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而康德则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不过宣称它是“不可认识的”，它和现象有原则区别，它属于另一个根本不同的领域，即属于知识不能达到而信仰却能发现的“彼岸”（Jenseits）领域。

恩格斯的反驳的实质是什么呢？昨天我们不知道煤焦油里有茜素，今天我们知道了。35试问，昨天煤焦油里有没有茜素呢？

当然有。对这点表示任何怀疑，就是嘲弄现代自然科学。

既然这样，那么由此就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认识论的结论：

（1）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以，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因为，茜素昨天就存在于煤焦油中，这是无可怀疑的；同样，我们昨天关于这个存在还一无所知，我们还没有从这茜素方面得到任何感觉，这也是无可怀疑的。

（2）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仅仅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所谓二者之间有着特殊界限，所谓自在之物在现象的“彼岸”（康德），或者说可以而且应该用一种哲学屏障把我们同关于某一部分尚未认识但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世界的问题隔离开来（休谟），——所有这些哲学的臆说都是废话、怪论（Schrulle）、狡辩、捏造。

（3）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

只要你们抱着人的认识是由不知发展起来的这一观点，你们就会看到：千百万个类似在煤焦油中发现茜素那样简单的例子，千百万次从科学技术史中以及从所有人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得来的观察，都在向人表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都在表明，当我们的感官受到来自外部的某些对象的刺激时，“现象”就产生，当某种障碍物使得我们所明明知道是存在着的对象不可能对我们的感官发生作用时，“现象”就消失。由此可以得出唯一的和不可避免的结论：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这个结论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实践中作出来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这个结论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基础。与此相反的马赫的理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是可鄙的唯心主义胡说。而切尔诺夫先生在他对恩格斯的“分析”中再一次暴露出他的伏罗希洛夫式的品质：恩格斯举的简单例子在他看来竟是“奇怪而又幼稚的”！他认为只有学究的臆说才是哲学，他不能区别教授的折中主义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至于切尔诺夫先生往后的全部议论，我们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分析它们，因为它们都是同样狂妄的胡说（譬如他说：原子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是自在之物！）。我们只须指出一个和我们题目有关的（并且看来迷惑了某些人的）对马克思的议论：马克思似乎跟恩格斯不同。这里讲的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2条以及普列汉诺夫对此岸性（Diesseitikeit）这个词的译法。

下面就是提纲第2条：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不是译成“证明思维的此岸性”（直译），而是译成证明思维“不是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于是维·切尔诺夫先生就大叫大嚷地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矛盾被异常简单地排除了”，“结果马克思似乎和恩格斯一样，也肯定了自在之物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彼岸性了”（上述著作第34页注释）。

请同这位每说一句话就增加好多糊涂思想的伏罗希洛夫打一次交道吧！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如果你不知道一切唯物主义者都承认自在之物的可知性，这就是无知。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如果你跳过这一条的第一句话，不想一想思维的“对象的真理性”（gegenstandliche　Wahrheit）无非是指思维所真实反映的对象（＝“自在之物”）的存在，这就是无知或极端的马虎。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如果你断言似乎可以从普列汉诺夫的转述（普列汉诺夫只是转述而不是翻译）中“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拥护思维的彼岸性，这也是无知。因为只有休谟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才使人的思维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一切唯物主义者，其中包括贝克莱主教所攻击的17世纪的唯物主义者（见《代绪论》），都认为“现象”是“为我之 物”，或者是“自在客体”的复写。当然，那些想知道马克思的原文的人是不一定需要普列汉诺夫的自由转述的，但是必须细心推敲马克思的言论，而不应该伏罗希洛夫式地卖弄聪明。

有一种情况指出来是有意思的：我们发现一些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不愿意或不能够细心推敲马克思的《提纲》，而一些资产阶级著作家、哲学专家，有时候倒比较认真。我知道这样一个著作家，他研究费尔巴哈的哲学并且为此还探讨了马克思的《提纲》。这个著作家就是阿尔伯·莱维，他在自己写的有关费尔巴哈的著作的第2部分第3章里专门研究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 
［注：阿尔伯·莱维《费尔巴哈的哲学及其对德国著作界的影响》1904年巴黎版第249—338页（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第290—298页（对《提纲》的分析）。］

 。我们不谈莱维是否在每一个地方都正确地解释费尔巴哈以及他如何用通常的资产阶级观点去批判马克思，我们只举出他对马克思的著名《提纲》的哲学内容的评价。关于提纲的第1条，阿·莱维说道：“一方面，马克思和一切以往的唯物主义以及费尔巴哈都承认，同我们关于物的表象相符合的是我们之外的实在的单独的（独立的，distincts）客体……”

读者可以看到，阿尔伯·莱维一下子就清楚了：承认我们表象与之“相符合的”我们之外的实在的客体，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是任何唯物主义、“一切以往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这种关于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知识，只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才不知道。莱维继续说道：

“……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遗憾的是：唯物主义曾经让唯心主义去评价能动力〈即人的实践〉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应该把这些能动力从唯心主义手中夺过来，也把它们引入唯物主义的体系，但是，当然必须把唯心主义不能承认的那种实在的和感性的特性给予这些能动力。所以马克思的思想是这样的：正象同我们表象相符合的是我们之外的实在的客体一样，同我们的现象的活动相符合的是我们之外的实在的活动、物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类不仅是通过理论认识而且还通过实践活动参加到绝对物中去；这样，整个人类活动就获得了一种使它可以同理论并驾齐驱的价值和尊严。革命的活动从此就获得形而上学的意义……”

阿·莱维是一个教授。而一个循规蹈矩的教授不会不骂唯物主义者是形而上学者。在唯心主义、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的教授们看来，任何唯物主义都是“形而上学”，因为它在现象（为我之物）之外还看到我们之外的实在；因此，当阿·莱维说马克思认为同人类的“现象的活动”相符合的是“物的活动”，即人类的实践不仅具有（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所谓的）现象的意义而且还具有客观实在的意义的时候，他的话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实践标准在马赫和马克思那里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在适当地方（第6节）将详细地加以说明。“人类参加到绝对物中去”，这就是说：人的认识反映绝对真理（见下面第5节），人类的实践检验我们的表象，确证其中与绝对真理相符合的东西。阿·莱维继续说道：

“……马克思谈到这点时，自然会遭到批驳。他承认自在之物是存在的，而我们的理论是人对自在之物的翻译。他就不能避开通常的反驳：究竟什么东西向你保证这种翻译是正确的呢？什么东西证明人的思想给你提供客观真理呢？对于这种反驳，马克思在提纲第2条中作了答复。”（第291页）

读者可以看到，阿·莱维一分钟也没有怀疑马克思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


2．论“超越”，或弗·巴扎罗夫对恩格斯学说的“修改”

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马赫主义者，圆滑地避开了恩格斯的最坚决最明确的论述中的一个论述，可是他们对于恩格斯的另外一个论述则完全按照切尔诺夫的方式作了“修改”。尽管纠正他们对引文原意的歪曲和曲解是一个多么枯燥而繁重的任务，但是任何一个想谈论俄国马赫主义者的人，都不能避开这个任务。

下面就是巴扎罗夫对恩格斯学说的修改。

恩格斯在《论历史唯物主义》 
［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英译本序言，恩格斯自己把它译成德文，载于《新时代》杂志第11年卷（1892—1893）第1册第1期第15页及以下各页。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这篇序言的俄译文只有一种，载于《历史唯物主义》文集第162页及以下各页。巴扎罗夫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一书第64页上引过这篇序言里的话。］

 一文中关于英国的不可知论者（休谟路线的哲学家）说了这样的话：

“……我们的不可知论者也承认，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报告（Mitteilungen）为基础的。……”

因此，我们要向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指出：不可知论者（休谟主义者）也是从感觉出发的，他不承认知识的任何其他的泉源。我们要告诉“最新实证论”的信徒们，不可知论者是纯粹的“实证论者”！

“……可是，他〈不可知论者〉补充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是我们通过感官去感知的事物的正确反映（Ab-bilder）呢？接着他又告诉我们：当他讲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时，他实际上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他根本不能确实知道的事物或事物的特性，而只是这些事物特性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3—344页。——编者注］



在这里，恩格斯把哲学派别的哪两条路线对立起来了呢？一条路线是：感觉给我们提供物的正确反映，我们知道这些物本身，外部世界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这就是不可知论者所不同意的唯物主义。而不可知论者路线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超出感觉，他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不承认在感觉的界限之外有任何“确实的”东西。关于这些物本身（即自在之物，如果用贝克莱所反驳的那些唯物主义者的话来说，就是“自在客体”），我们是根本不能确实知道的，这就是不可知论者的十分肯定的论述。这就是说，在恩格斯所谈到的那个争论中，唯物主义者肯定自在之物是存在的，是可以认识的。而不可知论者连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本身都不容许，宣称我们根本不能确实知道自在之物。

试问：恩格斯所讲的不可知论者的观点和马赫的观点的区别是什么呢？是“要素”这个“新”名词吗？但是，以为一个名称就能改变哲学路线，以为感觉叫作“要素”，就不再成其为感觉，这纯粹是童稚之见！或者是那个关于同一些要素在一种联系上构成物理东西而在另一种联系上却构成心理东西的“新”思想吗？但是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恩格斯所说的不可知论者也用“印象”来代替“这些物本身”吗？这就是说，不可知论者实质上也把“印象”分成物理的和心理的！这仍然只是名称上的差别。当马赫说物体是感觉的复合的时候，他是贝克莱主义者。当马赫“修正”说，“要素”（感觉）在一种联系上可以是物理要素，在另一种联系上又可以是心理要素的时候，他是不可知论者、休谟主义者。马赫在自己的哲学上超不出这两条路线，只有极端天真的人才会轻信这个糊涂人的话，以为他真的“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恩格斯在他的叙述中故意不举出名字，因为他批判的不是休谟主义的个别代表（职业哲学家们很喜欢把他们之中这一个人或那一个人在术语上或论据上的些微改变叫作独创的体系），而是休谟主义的整个路线。恩格斯批判的不是细节，而是本质；他抓住了一切休谟主义者同唯物主义的根本分歧点，因此穆勒、赫胥黎和马赫都受到他的批判。不管我们说物质是感觉的恒久的可能性（依照约·斯·穆勒的说法），或者说物质是“要素”（感觉）的比较稳定的复合（依照恩·马赫的说法），我们总是停留在不可知论或休谟主义的范围之内。这两种观点，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这两种说法，都包括在恩格斯对不可知论的以下论述中：不可知论者不超出感觉，宣称自己根本不能确实知道感觉的泉源或原本等等。如果马赫认为他和穆勒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有了不起的意义，那么，这正是因为马赫符合于恩格斯给正教授们所下的评语：捉跳蚤者。先生们，如果你们不抛弃基本的不彻底的观点，而只是作一点修改，换一下名称，那么你们不过是捏死了一个跳蚤而已！

唯物主义者恩格斯（他在这篇论文里一开始就公开而坚决地用自己的唯物主义来反对不可知论）究竟是怎样驳斥上述论据的呢？

他说：“……看起来，这种论点确实是很难只凭论证去驳倒的。但是在有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起初是行动。’在人类的才智发明这个困难以前很久，人类的行动已经解决了这个困难。对布丁的检验在于吃〈要证明布丁，或者说要检验、检查布丁，就要吃一吃〉。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感性知觉的正确或错误受到确实可靠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关于这种事物可能有什么用途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而我们利用这种事物的尝试就必然会失败。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它的观念，并且产生我们所预期的使用效果，那么这就肯定地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关于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是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相符合的。……”

可见，唯物主义的理论，即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在这里是叙述得十分清楚的：物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的知觉和表象是物的映象。实践检验这些映象，区分它们的正确和错误。我们再听恩格斯往下讲吧（巴扎罗夫在这里不再引用恩格斯或普列汉诺夫的话了，因为大概他认为同恩格斯本人算帐是多余的）。

“……相反地，当我们发现自己遭到了失败的时候，我们一般地总是不要很久就能找出使我们失败的原因；我们发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知觉，不是不完全的和肤浅的，就是不正确地和其他知觉的结果结合在一起〈《历史唯物主义》的俄译文把这处译错了〉。只要我们注意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并把我们的行动限制在正确地取得和运用的知觉所限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事物的客观（genstandlich）本性相符合的（Ubereinstimmung）。到目前为止，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还没有一种情况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种在本性上同现实不符合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

但是，这时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出来说道……”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4—345页。——编者注］



关于新康德主义者的论据，我们留待下次去分析。现在我们要指出：凡是稍微熟悉这个问题的人或者甚至只要是细心的人，都不会不了解恩格斯在这里所叙述的正是一切马赫主义者随时随地加以攻击的唯物主义。现在请看一看巴扎罗夫修改恩格斯学说的手法吧！

关于上面我们所引证的那段话，巴扎罗夫写道：“在这里，恩格斯确实是反对康德的唯心主义……”

不对。巴扎罗夫糊涂了。在他引用过而我们引用得更完整的那段话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康德主义和唯心主义。如果巴扎罗夫真的读了恩格斯的全篇文章，那么他就不会不看到恩格斯只是在下一段我们不再引用的话里，才谈到新康德主义和康德的整个路线。如果巴扎罗夫仔细地读一读和想一想他自己引用的那段话，那么他就不会看不到，在恩格斯所反驳的不可知论者的论据中丝毫没有唯心主义或康德主义的东西，因为，唯心主义只是在哲学家说物是我们感觉的时候才开始的；而康德主义则是在哲学家说自在之物存在着然而是不可认识的时候才开始的。巴扎罗夫把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混淆起来了，而他所以这样混淆，就是因为他自己是马赫派的半贝克莱主义者、半休谟主义者，他不懂得（下面将详细指出）休谟主义者反对康德主义与唯物主义者反对康德主义之间的差别。

巴扎罗夫继续说道：“……但是，真可惜！恩格斯的论据，象反对康德哲学那样，也同样地反对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如波格丹诺夫已经指出的，普列汉诺夫—正统派 
［注：即柳·伊·阿克雪里罗得的笔名。——编者注］

 的学派，对于意识有一种严重的误解。普列汉诺夫也象一切唯心主义者一样以为：一切感知的东西，即一切意识到的东西，都是‘主观的’；只从实际感知的东西出发，那就是唯我论者；实在的存在只有在一切直接感知的东西的界限之外才能找到……”

这完全符合切尔诺夫的精神，符合切尔诺夫硬说李卜克内西是一个真正的俄国民粹主义者的这种精神！既然普列汉诺夫是一个背弃了恩格斯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所谓恩格斯信徒的你，为什么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呢？巴扎罗夫同志，这不过是可鄙的把戏！你开始用“直接感知的东西”这个马赫主义的字眼来混淆不可知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三者之间的差别了。但要懂得，“直接感知的东西”和“实际感知的东西”这类字眼是马赫主义者、内在论者以及哲学上其他反动分子的糊涂话，是不可知论者（在马赫那里有时又是唯心主义者）用以伪装唯物主义者的假面具。对于唯物主义者说来，“实际感知的”是外部世界，而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对于唯心主义者说来，“实际感知的”是感觉，而外部世界被宣称为“感觉的复合”。对于不可知论者说来，“直接感知的”也是感觉，但不可知论者既没有进一步唯物地承认外部世界的实在性，也没有进一步唯心地承认世界是我们的感觉。因此，你说“实在的存在〈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只有在一切直接感知的东西的界限之外才能找到”，这是你站在马赫主义立场上必然要说出的蠢话。虽然你有权利采取随便什么样的立场，包括马赫主义的立场在内，但是你在谈到恩格斯的时候却没有权利曲解他。从恩格斯的话中，最明显不过地可以看出：对于唯物主义者说来，实在的存在是在人的“感性知觉”、印象和表象的界限之外的；对于不可知论者说来，超出这些知觉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巴扎罗夫相信马赫、阿芬那留斯和舒佩，以为“直接”（或实际）感知的东西把感知的自我和被感知的环境结合在臭名昭彰的“不可分割的”同格中了，而且他力图通过读者觉察不出的方式把这个谬论硬加给唯物主义者恩格斯！

“……上面引用的那段恩格斯的话，好象是他为了用极其通俗易懂的方式来消除这种唯心主义的误解而特意写出来的……”

巴扎罗夫没有白白地向阿芬那留斯领教！他继承了阿芬那留斯的把戏：在反对唯心主义（恩格斯在这里根本没有谈到它）的幌子下，偷运唯心主义的“同格说”。真不坏，巴扎罗夫同志！

“……不可知论者问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观的感觉给我们提供物的正确表象呢？……”

你糊涂了，巴扎罗夫同志！恩格斯自己没有说过“主观的”感觉这样的蠢话，甚至也没有把它加给他的敌人不可知论者。除了人的、即“主观的”感觉之外，没有其他的感觉，因为我们都是从人的观点而不是从魔鬼的观点来判断问题的。你又把马赫主义偷偷塞给恩格斯了，说什么不可知论者认为чувства（感觉），或者说得更确切些，ощущения（感觉） 
［注：俄文的“чувства”一词有“感觉”、“感情”等含义，列宁认为用“ощущения”一词更为确切，它只有“感觉”的含义。——编者注］

 只是主观的（不可知论者并不这样认为！），而我和阿芬那留斯则使客体和主体处在不可分割的“同格”的联系中。真不坏，巴扎罗夫同志！

“……恩格斯反驳说：但是你把什么东西叫作‘正确的’呢？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东西就是正确的；因此，只要我们的感性知觉被经验所证实，它们就不是‘主观的’，就是说，不是任意的或虚幻的，而是正确的、实在的……”

你糊涂了，巴扎罗夫同志！你把物存在于我们的感觉、知觉、表象之外的问题，改成我们关于“这些”物“本身”的表象的正确性的标准问题，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你用后一个问题来掩盖前一个问题。但是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说：他和不可知论者的区分不仅在于不可知论者怀疑模写的正确性，而且还在于不可知论者怀疑能否谈论物本身，能否“确实地”知道物的存在。巴扎罗夫为什么要偷天换日呢？就是为了模糊、搅乱唯物主义（以及唯物主义者恩格斯）所说的基本问题，即关于作用于我们感官而引起感觉的物在我们意识之外的存在问题。不肯定地解答这个问题，就不能当一个唯物主义者，但在感觉给我们提供的那些模写的正确性的标准问题上，尽管看法各有不同，却仍然可以当一个唯物主义者。

巴扎罗夫又糊涂了，他硬说恩格斯在和不可知论者的争论中有这样一种荒谬的愚蠢的说法：我们的感性知觉被“经验”所证实。恩格斯没有用过而且在这里也不能用“经验”这个词，因为他知道唯心主义者贝克莱、不可知论者休谟和唯物主义者狄德罗都是援用经验这个词的。

“……在我们通过实践与物发生关系的界限内，关于物及其特性的表象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是一致的。‘一致’（“совпа-дать”）和‘象形文字’的意思稍有不同。它们是一致的，就是说，在这种界限内，感性表象也就是〈黑体是巴扎罗夫用的〉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

大功终于告成了！恩格斯被改扮成马赫的样子，油炸之后，又加上马赫主义的作料。我们的最可敬的厨师们，当心哽住喉咙啊！

“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恰恰也就是马赫主义的基本的谬论、基本的糊涂思想和错误观点，这种哲学的其余一切胡言乱语都是由此产生的，那些极端的反动分子和僧侣主义的说教者、内在论者，都是因此而热吻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不管弗·巴扎罗夫在回避这些棘手的问题时怎样转弯抹角，怎样狡猾，怎样玩弄手腕，但他终究还是说滑了嘴，暴露了他的全部马赫主义真相！说“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是回到休谟主义，或者甚至是回到隐藏在“同格”的迷雾里的贝克莱主义那里去。巴扎罗夫同志，这是唯心主义者的谎话或不可知论者的狡辩，因为感性表象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而只是这个现实的映象。你想利用совпадать（一致）这个俄文词的双重含义 
［注：俄文的“совпадать”一词，有相符、相同、吻合、一致等含义。——编者注］

 吗？你想使不了解情况的读者相信“совпадать”在这里的意思是“相同”而不是“符合”吗？这是通过歪曲引文原意的手法把恩格斯完全改扮成马赫的样子，仅此而已。

如果读一读德文原文，你就会看到“stimmen　mit”这个词的意思是“符合”、“协调”，“协调”是直译，因为stimme是指声音讲的。“stimmen　mit”这个词的含义不可能指“相同”这个意义上的сов-падать。就是一个不懂德文而稍微仔细地阅读恩格斯著作的读者，也完全懂得而且也不会不懂得：恩格斯在他的全部论述中总是把“感性表象”解释为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的映象（Abbild），因此，在俄文里，只能在符合、协调等等意义上使用“совпадать”这个词。把“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个思想硬加给恩格斯，这是马赫主义者颠倒是非，把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偷偷塞给唯物主义的拿手好戏；在这点上我们不能不承认巴扎罗夫打破了一切纪录！

试问，没有发疯的人在头脑健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怎么会断言“感性表象〈无论在什么样的界限内都无关紧要〉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呢？地球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它既不能和我们的感性表象“一致”（“相同”的意思），也不能和我们的感性表象处在不可分割的同格中，也不能是在别种联系上跟感觉同一的那些“要素的复合”，因为在既没有人，也没有感官，又没有组织成可以多少明显地看出感觉特性的高级形式的物质的时候，地球就已经存在了。

问题就在于：我们在第1章里分析过的那些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关于“同格”、“嵌入”、新发现的世界要素的理论，都是用来掩饰这种论断的全部唯心主义荒谬性的。巴扎罗夫无意地不小心地吐露出来的这种说法的妙处，就在于它明确地揭露了这种惊人的荒谬性，否则，我们就必须到大堆学究气十足的、假科学的、教授的废话中去发掘它。

巴扎罗夫同志，你应该受到赞扬啊！我们将在你活着的时候给你修一座纪念碑，一边刻上你的名言，另一边刻上：献给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葬送了马赫主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

关于上面引文中巴扎罗夫所提到的两点，即不可知论者（包括马赫主义者在内）和唯物主义者的实践标准，以及反映论（或模写论）和符号论（或象形文字论）之间的差别，我们将另行论述。现在我们再引几句巴扎罗夫的话：

“……但是究竟什么东西在这些界限之外呢？关于这点恩格斯只字不提。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表示过愿意‘超越’，愿意超出感知的世界的界限，而这却是普列汉诺夫的认识论的基础……”

在“这些”什么样的界限之外呢？是在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所谓的把自我与环境、主体与客体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同格”的界限之外吗？巴扎罗夫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他象普通人一样地提出问题，那么他就会清楚地看到：外部世界是在人的感觉、知觉、表象的“界限之外”的。但“超越”这个字眼一再暴露了巴扎罗夫的面目。这是康德和休谟所特有的“怪论”，这是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划一条原则的界限。康德说：从现象，或者也可以说，从我们的感觉、知觉等等过渡到存在于知觉之外的物，这就是超越，而这种超越对信仰来说是容许的，而对知识来说则是不容许的。休谟反驳道：超越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康德主义者也象休谟主义者一样，把唯物主义者叫作超越的实在论者、“形而上学者”，认为他们从一个领域非法地过渡（拉丁文是transcensus）到另一个根本不同的领域。你们可以看到，现代追随康德和休谟的反动路线的哲学教授们（就拿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切尔诺夫所列举的那些人来说吧）喋喋不休地用千百种调子重复这些有关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和“超越”的责难。巴扎罗夫沿袭了反动教授们的字眼和思路，并且以“最新实证论”的名义向他们敬礼！但全部问题在于：“超越”思想，即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有原则的界限的思想，是不可知论者（包括休谟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荒唐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用恩格斯所举的茜素的例子说明过了，我们还要用费尔巴哈和约·狄慈根的话来说明。但是让我们先讲完巴扎罗夫对恩格斯学说的“修改”：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一个地方说：在感性世界之外的‘存在’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即我们没有任何材料来解决甚至提出的问题。”

这个论据是巴扎罗夫重复德国马赫主义者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而这后一个例子恐怕比“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的例子更糟。在《反杜林论》德文第5版第31页上，恩格斯说：

“虽然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够是统一的，但是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在我们的视野（Gesichtskreis）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offene　Frage）。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8页。——编者注］



看看我们的厨师新做的这盘肉酱吧！恩格斯说的是我们视野的范围之外的存在，例如，火星上人的存在等等。很明显，这样的存在的确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巴扎罗夫却故意不引证全文，把恩格斯的话转述为：“感性世界之外的存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真是荒谬绝伦，在这里，巴扎罗夫把自己所一贯轻信的、被约·狄慈根公正地称为僧侣主义和信仰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的那些哲学教授们的观点硬加给恩格斯。事实上，信仰主义肯定“在感性世界之外”存在着某种东西。而同自然科学相一致的唯物主义者，则坚决否认这一点。站在二者中间的是那些教授们、康德主义者、休谟主义者（包括马赫主义者）等等，他们“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外发现了真理”，并且“调停”说：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恩格斯在什么时候说过诸如此类的话，那么，谁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奇耻大辱。

说得够了！从巴扎罗夫那里引来的这半页话里，就有这么一堆糊涂观念，因此我们只好说到这里，不去进一步探究马赫主义思想的种种摇摆了。


3．路·费尔巴哈和约·狄慈根论自在之物

按照我们的马赫主义者的说法，似乎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自在之物（即我们的感觉、表象等等之外的物）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可知性，似乎他们容许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有着某种原则的界限。为了说明这些说法是何等的荒谬，我们再引证几段费尔巴哈的话。我们的马赫主义者的全部不幸就在于：他们既不懂得辩证法，又不懂得唯物主义，却用反动教授们的话来谈论辩证唯物主义。

路·费尔巴哈说：“自称为唯心主义的现代的哲学唯灵论，对唯物主义进行了以下的、在它看来是致命的责难：唯物主义是独断主义，也就是说，它从感性（sinnlichen）世界即无可争辩的（ausgemacht）客观真理出发，认为客观真理是自在（an　sich）世界、即离开我们而存在的世界，但实际上世界只是精神的产物。”（《费尔巴哈全集》1866年版第10卷第185页）

看来，这不是很清楚吗？自在世界是离开我们而存在的世界。这就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的唯物主义象贝克莱主教所驳斥的17世纪的唯物主义一样，在于承认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的“自在客体”。费尔巴哈的“An　sich”（“自在”）和康德的“An　sich”是直接对立的。请回忆一下上面引用过的费尔巴哈的话，在那里他责难康德把“自在之物”看作“没有实在性的抽象物”。在费尔巴哈看来，“自在之物”是“具有实在性的抽象物”，即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完全可以认识的、跟“现象”没有任何原则差别的世界。

费尔巴哈非常俏皮地、清楚地说明：承认从现象世界到自在世界的某种“超越”，承认神父们所设置的而为哲学教授们所袭用的某种不可逾越的鸿沟，是何等荒谬。下面就是他的说明之一：

“当然，幻想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产物，因为即使幻想的力量，和人的其他一切力量一样，就其基础和起源来说，归根到底（zuletzt）是自然界的力量，但是人毕竟是跟太阳、月亮和星辰，跟石头、动物和植物，一句话，跟人用自然界这个一般名称所标明的那些存在物（Wesen）有区别的存在物。因而，人关于太阳、月亮、星辰和其他一切自然物（Naturwesen）的表象（Bilder），虽然也是自然界的产物，然而却是和自然界中的它们的对象有区别的另一种产物。”（《费尔巴哈全集》1903年斯图加特版第7卷第516页）

我们表象的对象和我们的表象有区别，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有区别，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正象人自己也只是他的表象所反映的自然界的一小部分一样。

“……我的味觉神经，正如盐一样，也是自然界的产物，但是不能因此就说：盐味本身直接就是盐的客观特性；盐在仅仅作为感觉对象时是（ist）怎样的，它自身（an　und　fur　sich）也就是怎样的；舌头对盐的感觉是我们不通过感觉而设想的盐（des　ohne　Empfindung　gedachten　Salzes）的特性……”在前几页，他还说：“咸味是盐的客观特性的主观表现。”（第514页）

感觉是客观地存在于我们之外的自在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的结果，这就是费尔巴哈的理论。感觉是客观世界、即世界自身的主观映象。

“……所以，人象太阳、星辰、植物、动物和石头一样，也是自然物（Naturwesen），但他毕竟不同于自然界，因而人的头脑和心之中的自然界不同于人的头脑和心之外的自然界。

……人，根据唯心主义者自己所承认的，是自身中实现了‘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这一要求的唯一对象；因为人是这样一种对象，这种对象与我这个存在物的同等性和统一性是毫无疑义的……可是，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甚至最亲密的人，难道不是幻想的对象、表象的对象吗？每一个人难道不是按自己的意思和自己的方式（in　und　nach　seinem　Sinne）去了解另一个人吗？……既然人与人之间、思维与思维之间，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别，那么在不进行思考的、非人的、跟我们不是同一的自在存在物（Wesen　an　sich）与我们所思考、想象和了解的这个存在物之间的差别应该大得多！”（同上，第518页）

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的任何神秘的、晦涩的、玄妙的差别，是十足的哲学胡说。事实上，每个人都千百万次看到过“自在之物”向现象、“为我之物”的简单明白的转化。这种转化也就是认识。马赫主义认为，既然我们只知道感觉，所以我们就不能知道感觉以外的任何东西的存在。这种“学说”是唯心主义哲学和不可知论哲学的旧的诡辩，不过加上了新的作料而已。

约瑟夫·狄慈根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在下面将指出：他的表达方式往往不确切，他常常陷入混乱，而各式各样的蠢人（包括欧根·狄慈根）就抓住这些东西不放，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当然也不例外。然而，他们不花一点力气或者没有本事去分析他的哲学的主导路线，把唯物主义和其他因素明确地区分开。

狄慈根在他的著作《人脑活动的本质》（1903年德文版第65页）中说道：“我们如果把世界看作是‘自在之物’，那就容易了解：‘自在世界’和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即世界的现象之间的相互差别，不过是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差别而已。”“现象和显现者之间的差别，正象十哩路程和全程之间的差别一样。”（第71—72页）在这里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任何原则的差别、任何“超越”、任何“天生的不一致”。但是，差别当然是有的，这里有一个超出感性知觉的界限向我们之外的物的存在的过渡。

狄慈根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短篇哲学著作集》[36]1903年德文版第199页）中说道：“我们知道〈erfahren，体验到〉，任何经验都是那种超出任何经验界限的东西（用康德的话来讲）的一部分。”“对于意识到自己本质的意识来说，任何微粒，不论是灰尘、石头或木头的微粒，都是一种认识不完的东西（Unauskenntliches），这就是说，每一个微粒都是人的认识能力所不可穷尽的材料，因而是一种超出经验界限的东西。”（第199页）

你们看：在狄慈根用康德的话来讲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仅仅为了通俗化的目的，为了对比而采用康德的错误的混乱的术语时，他承认超出“经验界限”。这就是马赫主义者在从唯物主义转到不可知论时抓住不放的一个好例子：他们说，我们不愿意超出“经验界限”，在我们看来，“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

狄慈根恰恰反对这种哲学，他说：“不健康的神秘主义把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不科学地分开。它把显现着的物和‘自在之物’，即把现象和真理变成两个彼此toto　coelo〈完全、在各方面、在原则上〉不同的并且不包含在任何一个共同范畴中的范畴。”（第200页）

现在，大家来判断一下这位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马赫主义者而希望别人在哲学上称他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的造诣和机智吧！

“带有更多批判色彩的唯物主义者采取了‘泛心论和泛物论’之间的‘中庸之道’，他们否认‘自在之物’是绝对不能认识的，同时又认为‘自在之物’和‘现象’有原则的〈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差别，因而‘自在之物’始终只是在现象中‘被模糊地认识的’，就其内容来说〈看来是就那些并非经验要素的“要素”来说〉是经验之外的，但‘自在之物’又处在被称为经验形式的那些东西的范围之内，即处在时间、空间和因果性的范围之内。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最新哲学家中间的恩格斯及其俄国信徒别尔托夫的观点大致就是这样。”（《经验一元论》1907年第2版第2卷第40—41页）

这是一堆十足的混乱思想。（1）贝克莱所反驳的17世纪的唯物主义者，认为“自在客体”是绝对可以认识的，因为我们的表象、观念只是“心外”客体的复写或反映（见《代绪论》）。（2）费尔巴哈和他以后的约·狄慈根坚决地驳斥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的“原则”差别，而恩格斯则用“自在之物”转化成“为我之物”的简单明了的例子推翻了这个见解。（3）最后，我们在恩格斯对不可知论者的驳斥中已经看到：那种说唯物主义者认为自在之物“始终只在现象中被模糊地认识”的论调，完全是胡说。波格丹诺夫所以曲解唯物主义，就是因为他不懂得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讲到）。至于“经验之外”的自在之物和“经验的要素”，这些已经是马赫主义的混乱思想的开端，这种混乱思想我们在上面讲得够多了。

重复反动教授们的有关唯物主义者的那些不可思议的胡言乱语；在1907年背弃恩格斯，而在1908年又企图把恩格斯的学说“修改”成不可知论，——这就是俄国马赫主义者的“最新实证论”的哲学！


4．有没有客观真理？

波格丹诺夫宣称：“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包括对任何真理的绝对客观性的否定，对任何永恒真理的否定。”（《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Ⅳ—Ⅴ页）什么叫绝对客观性呢？波格丹诺夫在同一个地方说，“永恒真理”就是“具有绝对意义的客观真理”，他只同意承认“仅仅在某一时代范围内的客观真理”。

在这里显然是把下面两个问题搞混了：（1）有没有客观真理？就是说，在人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2）如果有客观真理，那么表现客观真理的人的表象能否立即地、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表现它，或者只能近似地、相对地表现它？这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问题。

波格丹诺夫明确地、直截了当地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他根本否认绝对真理，并且因恩格斯承认绝对真理而非难恩格斯搞折中主义。关于亚·波格丹诺夫发现恩格斯搞折中主义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另行论述。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波格丹诺夫虽然没有直接说到，但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否定人的某些表象中的相对性因素，可以不否定客观真理；但是否定绝对真理，就不可能不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

稍后，波格丹诺夫在第Ⅸ页上写道：“……别尔托夫所理解的客观真理的标准是没有的；真理是思想形式——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

这里和“别尔托夫的理解”毫无关系，因为这里谈的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而根本不涉及别尔托夫。这和真理的标准也毫无关系，关于真理的标准要另行论述，不应该把这个问题和有没有客观真理的问题混为一谈。波格丹诺夫对后一问题的否定的回答是明显的：如果真理只是思想形式，那就是说，不会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类的真理了，因为除了人类的思想以外，我们和波格丹诺夫都不知道别的什么思想。从波格丹诺夫的后半句话来看，他的否定的回答就更加明显了：如果真理是人类经验的形式，那就是说，不会有不依赖于人类的真理，不会有客观真理了。

波格丹诺夫对客观真理的否定，就是不可知论和主观主义。这种否定的荒谬，即使从前面所举的一个自然科学真理的例子来看，也是显而易见的。自然科学关于地球存在于人类之前的论断是真理，对于这一点，自然科学是不容许怀疑的。这一点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完全符合的：被反映者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外部世界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自然科学关于地球存在于人类之前的论断，是客观真理。自然科学的这个原理同马赫主义者的哲学以及他们的真理学说，是不可调和的：如果真理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么地球存在于任何人类经验之外的论断就不可能是真理了。

但是不仅如此。如果真理只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么天主教的教义也可以说是真理了。因为，天主教毫无疑问地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波格丹诺夫本人也感觉到了他的理论的这种惊人的谬误，我们来看看他怎样企图从他所陷入的泥坑中爬出来，倒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在《经验一元论》第1卷里读到：“客观性的基础应该是在集体经验的范围内。我们称之为客观的，是这样一些经验材料，它们对于我们和别人都具有同样的切身意义，不仅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来毫无矛盾地组织自己的活动，而且我们深信，别人为了不陷于矛盾也应该以它们为根据。物理世界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不是对我一个人，而是对所有的人说来都是存在的〈不对！它是不依赖于“所有的人”而存在的〉，并且我深信，它对于所有的人，就象对于我一样，具有同样确定的意义。物理系列的客观性就是它的普遍意义。”（第25页，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我们在自己的经验中所遇见的那些物理物体的客观性，归根到底是确立在不同人的意见的相互检证和一致的基础上的。总之，物理世界是社会地一致起来的、社会地协调起来的经验，一句话，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第36页，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

这是根本错误的唯心主义的定义；物理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类和人类经验而存在的；在不可能有人类经验的任何“社会性”和任何“组织”的时候，物理世界就已经存在了，等等。关于这些我们不再重复了。现在我们从另一方面来揭穿马赫主义哲学：它给客观性下这样的定义，就会使宗教教义也适合这个定义了，因为宗教教义无疑地也具有“普遍意义”等等。再听一听波格丹诺夫往下说吧！“我们再一次提醒读者：‘客观’经验决不是‘社会’经验……社会经验远非都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它总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因而它的某些部分和其他一些部分是不一致的。鬼神可以存在于某个民族或民族中某个集团（例如农民）的社会经验范围之内，但还不能因此就把它们包括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或客观的经验之内，因为它们和其余的集体经验不协调，并且不能列入这种经验的组织形式中，例如，因果性的链条中。”（第45页）

波格丹诺夫自己“不把”关于鬼神等等的社会经验“包括”在客观经验之内，我们当然是很高兴的。但是，以否定信仰主义的精神来作出的这种善意修正，丝毫没有改正波格丹诺夫的整个立场的根本错误。波格丹诺夫给客观性和物理世界所下的定义无疑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宗教教义比科学学说具有更大的“普遍意义”，人类的大部分至今还信奉宗教教义。天主教由于许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是“社会地组织起来、协调起来和一致起来的”；它无可争辩地可以“列入”“因果性的链条”中，因为宗教的产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在现代条件下宗教得到人民群众的信奉，决不是偶然的，而哲学教授们迎合宗教的意旨，也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如果说这种无疑具有普遍意义的和无疑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宗教的经验与科学的“经验”“不协调”，那么就是说，二者之间存在着原则的根本的差别，而波格丹诺夫在否认客观真理时却把这种差别抹杀了。无论波格丹诺夫怎样“修正”，说信仰主义或僧侣主义是和科学不协调的，然而有一个事实毕竟是无可怀疑的，即波格丹诺夫对客观真理的否定是和信仰主义完全“协调”的。现代信仰主义决不否认科学；它只否认科学的“过分的奢望”，即对客观真理的奢望。如果客观真理存在着（如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只有那在人类“经验”中反映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才能给我们提供客观真理，那么一切信仰主义就无条件地被否定了。如果没有客观真理，真理（也包括科学真理）只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么，这就是承认僧侣主义的基本前提，替僧侣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为宗教经验的“组织形式”开拓地盘。

试问：这种对客观真理的否定，是出自不肯承认自己是马赫主义者的波格丹诺夫本人呢，还是出自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的基本原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后者。如果世界上只存在着感觉（1876年阿芬那留斯是这样说的），如果物体是感觉的复合（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中是这样说的），那么就很明显，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哲学主观主义，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客观真理的否定。如果把感觉叫作“要素”，这种“要素”在一种联系上构成物理的东西，在另一种联系上构成心理的东西，那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经验批判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并没有因此被否定，而只是被搞乱。阿芬那留斯和马赫都承认感觉是我们知识的泉源。因此，他们都抱着经验论（一切知识来自经验）或感觉论（一切知识来自感觉）的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只会导致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基本哲学派别之间的差别，而不会排除它们之间的差别，不管你们给这种观点套上什么“新”字眼（“要素”）的服饰。无论唯我论者即主观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都可以承认感觉是我们知识的泉源。贝克莱和狄德罗都渊源于洛克。认识论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地就是：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马赫承认了第一个前提，但是搞乱了第二个重要前提：人通过感觉感知的是客观实在，或者说客观实在是人的感觉的泉源。从感觉出发，可以沿着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我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或组合”），也可以沿着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感觉是物体、外部世界的映象）。在第一种观点（不可知论，或者更进一步说，主观唯心主义）看来，客观真理是不会有的。在第二种观点（唯物主义）看来，承认客观真理是最要紧的。这个哲学上的老问题，即关于两种倾向的问题，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关于从经验论和感觉论的前提中得出两种可能的结论的问题，马赫并没有解决，也没有排除或超越，他只是玩弄“要素”这类名词，把问题搞乱。波格丹诺夫否定客观真理，这是整个马赫主义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离开马赫主义。

恩格斯在他的《路·费尔巴哈》中，把休谟和康德叫作“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的哲学家。因而恩格斯提到首要地位的是休谟和康德的共同点，而不是他们的分歧点。同时他又指出：“对驳斥这一〈休谟的和康德的〉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德文第4版第15—16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7页。——编者注］

 因此，指出黑格尔讲的下面一段话，在我看来不是没有意思的。黑格尔在宣称唯物主义是“彻底的经验论体系”时写道：“在经验论看来，外部东西（das　Aβerliche）总是真实的，即使经验论容许某种超感觉的东西，那也否认这种超感觉的东西的可知性（soll doch　eine　Erkenntnis　desselben　（d．h．des　Ubersinnlichen）nicht　statt　finden　konnen），经验论认为必须完全遵循属于知觉的东西（das　der　Wahrnehmung　Angehorige）。而这个基本前提经过彻底的发展（Durchfuhrung），便产生了后来所谓的唯物主义。在这种唯物主义看来，物质本身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das　wahrhaft　Objektive）。” 
［注：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黑格尔全集》1843年版第6卷第83页，参看第122页。］



一切知识来自经验、感觉、知觉。这是对的。但试问：“属于知觉”的，也就是说，作为知觉的泉源的是客观实在吗？如果你回答说是，那你就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你回答说不是，那你就是不彻底的，你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主义，陷入不可知论；不论你是否认自在之物的可知性和时间、空间、因果性的客观性（象康德那样），还是不容许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象休谟那样），反正都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经验论、经验哲学的不彻底性就在于：你否定经验中的客观内容，否定经验认识中的客观真理。

康德和休谟路线的维护者（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包括在休谟路线的维护者之内，因为他们不是纯粹的贝克莱主义者）把我们唯物主义者叫作“形而上学者”，因为我们承认我们在经验中感知的客观实在，承认我们感觉的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泉源。我们唯物主义者，继恩格斯之后，把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叫作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否定客观实在是我们感觉的泉源。不可知论者这个词来自希腊文：在希腊文里，α是不的意思，gnosis是知的意思。不可知论者说：我不知道是否有我们的感觉所反映、模写的客观实在；我宣布，要知道这点是不可能的（见上面恩格斯关于不可知论者的立场的叙述）。因此，不可知论者就否定客观真理，并且小市民式地、庸俗地、卑怯地容忍有关鬼神、天主教圣徒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教义。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自命不凡地提出“新”术语、所谓“新”观点，实际上却是糊涂地混乱地重复不可知论者的回答：一方面，物体是感觉的复合（纯粹的主观主义、纯粹的贝克莱主义），另一方面，如果把感觉改名为要素，那就可以设想它们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官而存在的！

马赫主义者喜欢唱这样一种高调：他们是完全相信我们感官的提示的哲学家，他们认为世界确实象显现在我们面前的那样，是充满着声音、颜色等等的，而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是死的，世界没有声音和颜色，它本身和它的显现不同，等等。例如，约·彼得楚尔特在他的《纯粹经验哲学引论》和《从实证论观点来看世界问题》（1906）里面唱的都是这类高调。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对这一“新”思想称赞不已，他跟着彼得楚尔特喋喋不休地重复这种论调。其实，马赫主义者是主观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不充分相信我们感官的提示，不彻底贯彻感觉论。他们不承认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实在是我们感觉的泉源。他们不把感觉看作是这个客观实在的正确摄影，因而直接和自然科学发生矛盾，为信仰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相反地，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比它的显现更丰富、更生动、更多样化，因为科学每向前发展一步，就会发现它的新的方面。唯物主义者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唯一的和最终的客观实在的映象，所谓最终的，并不是说客观实在已经被彻底认识了，而是说除了它，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客观实在。这种观点不仅坚决地堵塞了通向一切信仰主义的大门，而且也堵塞了通向教授的经院哲学的大门。这种经院哲学不是把客观实在看作我们感觉的泉源，而是用成套臆造的字眼来“推演出”客观的这一概念，认为客观的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等等，它不能够而且也往往不愿意把客观真理和关于鬼神的教义分开。

马赫主义者对“独断主义者”即唯物主义者的“陈腐”观点轻蔑地耸耸肩膀，因为唯物主义者坚持着似乎已被“最新科学”和“最新实证论”驳倒了的物质概念。关于物质构造的新物理学理论，我们将另行论述。但是，象马赫主义者那样把关于物质的某种构造的理论和认识论的范畴混淆起来，把关于物质的新类型（例如电子）的新特性问题和认识论的老问题，即关于我们知识的泉源、客观真理的存在等等问题混淆起来，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有人对我们说，马赫“发现了世界要素”：红、绿、硬、软、响、长等等。我们要问：当人看见红，感觉到硬等等的时候，人感知的是不是客观实在呢？这个老而又老的哲学问题被马赫搞乱了。如果你们认为人感知的不是客观实在，那么你们就必然和马赫一起陷入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你们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内在论者即哲学上的缅施科夫式人物的拥抱。如果你们认为人感知的是客观实在，那么就需要有一个关于这种客观实在的哲学概念，而这个概念很早很早以前就制定出来了，这个概念就是物质。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因此，如果说这个概念会“陈腐”，就是小孩子的糊涂话，就是无聊地重复时髦的反动哲学的论据。在两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哲学上柏拉图的和德谟克利特的倾向或路线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宗教和科学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否定客观真理和承认客观真理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超感觉知识的维护者和反对者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

接受或抛弃物质概念这一问题，是人对他的感官的提示是否相信的问题，是关于我们认识的泉源的问题。这一问题从一开始有哲学起就被提出来讨论了，教授小丑们可以千方百计地把这个问题改头换面，但是它正如视觉、触觉、听觉和嗅觉是否是人的认识的泉源这个问题一样，是不会陈腐的。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承认客观真理；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这都是一回事。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只引证费尔巴哈以及两本哲学入门书里的话，以便读者可以看清楚，这是一个多么起码的问题。

路·费尔巴哈写道：“否认感觉是客观救世主的福音、通告（Verkundung），这多么无聊。” 
［注：《费尔巴哈全集》1866年版第10卷第194—195页。］

 你们可以看到，这是稀奇古怪的术语，然而却是一条十分鲜明的哲学路线：感觉给人揭示客观真理。“我的感觉是主观的，可是它的基础〈或原因，Grund〉是客观的。”（第195页）请把这句话同上面引证过的那段话比较一下，在那段话里费尔巴哈说过，唯物主义是从感性世界，即最终的（ausge—machte）客观真理出发的。

在弗兰克的《哲学辞典》 
［注：哲学辞典，1875年巴黎版。］

 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感觉论是“把认识归于感觉，从感觉的经验中”引出我们的一切观念的学说。感觉论分为主观的感觉论（怀疑论[37]和贝克莱主义）、道德的感觉论（伊壁鸠鲁主义[38]）和客观的感觉论。“客观的感觉论是唯物主义，因为在唯物主义者看来，物质或物体是能够作用于我们感官（atteindre　nos　sens）的唯一客体。”

施韦格勒在他的《哲学史》中说：“既然感觉论断言只有依靠感官才能感知真理或存在物，那么只要〈指18世纪末的法国哲学〉客观地表述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唯物主义的论点：只有感性的东西是存在着的；除了物质的存在，没有别的存在。” 
［注：阿尔伯特·施韦格勒博士《哲学史纲要》第15版第194页。］



这就是写进教科书的一些起码的真理，而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却把它们忘记了。


5．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或论亚·波格丹诺夫所发现的恩格斯的折中主义

波格丹诺夫的这一发现写在1906年《经验一元论》第3卷的序言中。波格丹诺夫写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所说的意思，同我刚才所说明的真理相对性的意思差不多”（第Ⅴ页），就是指否定一切永恒真理，“否定任何真理的绝对客观性”。“恩格斯的错误就在于不坚决果断，就在于他透过自己的全部讥讽言论，流露出对某些尽管是可怜的‘永恒真理’的承认。”（第Ⅷ页）“在这里，只有不彻底性才会容许象恩格斯所作的那些折中主义的保留……”（第Ⅸ页）现在我们来举出波格丹诺夫如何反驳恩格斯的折中主义的一个例子。为了向杜林说明，凡是奢望在历史科学中发现永恒真理的人会局限于哪些东西，会满足于哪些“陈词滥调”（plattheiten），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论“永恒真理”这一章）里说到“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于是波格丹诺夫反驳恩格斯说：“这是什么‘真理’啊？它有什么‘永恒的’呢？确证对于我们这一代大概已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个别关系，这不能作为任何活动的出发点，而且也不会引导我们到达任何地方。”（第Ⅸ页）他在第Ⅷ页上还说：“难道‘陈词滥调’可以叫作‘真理’吗？难道‘陈词滥调’是真理吗？真理就是经验的生动的组织形式。它在我们的活动中引导我们到达某个地方，它在生活斗争中提供支撑点。”

从这两段引文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波格丹诺夫不是在反驳恩格斯，而是在唱高调。如果你不能断定“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这个命题是错误的或是不确切的，那么你就得承认它是真理。如果你不能断定它在将来会被推翻，那么你就得承认这个真理是永恒的。把真理是“经验的生动的组织形式”这类词句叫作反驳，这就是用一堆无聊的话来冒充哲学。地球具有地质学所叙述的历史呢，还是在七天内被创造出来的[39]呢？难道能够用“引导”我们到达某个地方的“生动的”（这是什么意思？）真理等等词句来回避这个问题吗？难道关于地球历史和人类历史的知识“没有现实意义”吗？这只是波格丹诺夫用来掩饰他退却的冠冕堂皇的胡言乱语。因为，他在证明恩格斯对永恒真理的承认就是折中主义的时候，既没有推翻拿破仑确实死于1821年5月5日的事实，也没有驳倒那个认为这一真理将来会被推翻的见解是个荒谬见解的论点，而只是用响亮的词句来回避问题，这样的做法就是一种退却。

恩格斯所举的这个例子是非常浅显的，关于这类永恒的、绝对的、只有疯子才会怀疑的真理（正象恩格斯在举“巴黎在法国”这个例子时所说的），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想出几十个例子。为什么恩格斯在这里要讲到这些“陈词滥调”呢？因为他是要驳斥和嘲笑不会在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上应用辩证法的、独断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杜林。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承认感官给我们揭示的客观真理。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也就是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正是这个“这样或那样”，就把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杜林同辩证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区别开来了。在一般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的最复杂的问题上，杜林到处滥用最后真理、终极真理、永恒真理这些字眼。恩格斯嘲笑了他，回答说：当然，永恒真理是有的，但是在简单的事物上用大字眼（gewaltige　Worte）是不聪明的。为了向前推进唯物主义，必须停止对“永恒真理”这个字眼的庸俗的玩弄，必须善于辩证地提出和解决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正是由于这个缘故，30年前在杜林和恩格斯之间展开了斗争。而波格丹诺夫却假装“没有看到”恩格斯在同一章中对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问题所作的说明，波格丹诺夫由于恩格斯承认了对一切唯物主义来说都是最起码的论点，就想尽办法非难恩格斯搞“折中主义”。他这样做，只是再一次暴露了他无论对唯物主义还是对辩证法都绝对无知。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上述那章（第1编第9章）的开头写道：“我们却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的认识的产物究竟能否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Anspruch），如果能，那么是哪些产物能这样。”（德文第5版第79页）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如下：

“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绝对真理的认识和至上的思维〉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在上面已经遇到过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至少对我们说来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或构造，Anlage〉、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第81页） 
［注：参看维·切尔诺夫的话，上引著作第64页及以下几页。马赫主义者切尔诺夫先生完全站在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马赫主义者的波格丹诺夫的立场上。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波格丹诺夫竭力掩饰他和恩格斯的分歧，认为这是偶然的，等等；而切尔诺夫则觉得，这是既同唯物主义又同辩证法进行斗争的问题。］



恩格斯继续说道：“永恒真理的情况也是一样。”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3—95页。——编者注］



这个论断，对于一切马赫主义者所强调的相对主义问题，即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原则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马赫主义者都坚决认为他们是相对主义者，但是，俄国马赫主义者在重复德国人的话的时候，却害怕或不能直截了当地明白地提出相对主义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在波格丹诺夫（以及一切马赫主义者）看来，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就是根本不承认绝对真理。在恩格斯看来，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波格丹诺夫是相对主义者。恩格斯是辩证论者。下面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同一章中讲的另一段同样重要的话：

“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即使是杜林先生，只要他稍微知道一点正是说明一切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的辩证法的初步知识〈辩证法的基本前提〉，他也会知道这一点的。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作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就是说，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第86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9页。——编者注］

 接着恩格斯举了波义耳定律（气体的体积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作为例子。这个定律所包含的“一粟真理”只有在一定界限内才是绝对真理。这个定律“只是近似的”真理。

因此，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给绝对真理这一总和增添新的一粟，可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约·狄慈根在《漫游》 
［注：即《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编者注］

 中说：“我们可以看到、听到、嗅到、触到绝对真理，无疑地也可以认识绝对真理，但它并不全部进入（geht　nicht　auf）认识中。”（第195页）“不言而喻，图画不能穷尽对象，画家落后于他的模特儿……图画怎么能够和它的模特儿‘一致’呢？只是近似地一致。”（第197页）“我们只能相对地认识自然界和它的各个部分；因为每一个部分，虽然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相对的部分，然而却具有绝对物的本性，具有认识所不可穷尽的自在的自然整体（des　Naturganzen　an　sich）的本性……我们究竟怎样知道在自然现象背后，在相对真理背后，存在着不完全显露在人面前的普遍的、无限的、绝对的自然呢？……这种知识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是天赋的，是同意识一起为我们所秉赋的。”（第198页）最后这句话是狄慈根的不确切的说法之一，这些不确切的说法使得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指出：狄慈根的观点中存在着混乱。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67页。——编者注］

 只有抓住这类不正确的地方，才能谈论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狄慈根的特殊哲学。但是狄慈根自己在同一页上就改正了，他说：“虽然我说，关于无限的、绝对的真理的知识是天赋的，它是独一无二的唯一的先于经验的知识，但是这种天赋知识还是要由经验来证实的。”（第198页）

从恩格斯和狄慈根的所有这些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波格丹诺夫完全不懂得这点，他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它〈旧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希望成为对于事物本质的绝对客观的认识〈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因而同任何思想体系的历史条件的制约性不能相容。”（《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Ⅳ页）从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这个真理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图画的轮廓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而这幅图画描绘客观地存在着的模特儿，这是无条件的。在我们认识事物本质的过程中，我们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进到发现煤焦油中的茜素或发现原子中的电子，这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然而，每一个这样的发现都意味着“绝对客观的认识”前进一步，这是无条件的。一句话，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你们会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这种区分是不确定的。我告诉你们：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这里是有你们所没有看到的界限，而且由于你们没有看到这个界限，你们滚入了反动哲学的泥坑。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界限。

马赫、阿芬那留斯和彼得楚尔特宣称：我们是相对主义者。切尔诺夫先生和一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马赫主义者也随声附和地说：我们是相对主义者。是的，切尔诺夫先生和马赫主义者同志们，你们的错误正在这里。因为，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作为认识论基础的相对主义，不仅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并且还否定任何为我们的相对认识所逐渐接近的、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的准绳或模特儿。从赤裸裸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都是正确的，可以认为拿破仑是否死于1821年5月5日这件事是“有条件的”，可以纯粹为了人或人类的“方便”，在承认科学思想体系（它在一方面是“方便”的）的同时，又承认宗教思想体系（它在另一方面也是很“方便”的），等等。

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

波格丹诺夫加上着重标记写道：“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不承认”象永恒真理“这样的独断主义和静力学”（《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Ⅸ页）。这是一句糊涂话。如果世界是永恒地运动着和发展着的物质（象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这种物质为不断发展着的人的意识所反映，那么这同“静力学”有什么关系呢？这里谈的根本不是物的不变的本质，也不是不变的意识，而是反映自然界的意识和意识所反映的自然界之间的符合。在这个问题上，而且仅仅在这个问题上，“独断主义”这个术语具有特殊的、独特的哲学风味，它是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在反对唯物主义者时所爱用的字眼，这一点我们从相当“老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举的例子中已经看到过了。总之，从臭名昭彰的“最新实证论”的观点出发对唯物主义所进行的一切反驳，都是陈词滥调。


6．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1845年，恩格斯在1888年和1892年，都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40]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2条里说：离开实践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即客观的〉真理性”的问题，是经院哲学。恩格斯重复说：对康德和休谟的不可知论以及其他哲学怪论（Schrullen）的最有力的驳斥就是实践。他反驳不可知论者说：“我们的行动的成功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事物的对象〈客观〉本性相符合的（Ubereinstimmung）。”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第21卷第316—317页；第22卷第344页。——编者注］



请把马赫关于实践标准的言论和上面的言论对比一下。“在日常的思维和谈话中，通常把假象、错觉同现实对立起来。把一支铅笔举在我们面前的空气中，我们看见它是直的；把它斜放在水里，我们看见它是弯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说：‘铅笔好象是弯的，但实际上是直的。’可是我们有什么理由把一个事实说成是现实，而把另一个事实贬斥为错觉呢？……当我们犯着在非常情况下仍然期待通常现象的到来这种自然错误时，那么我们的期待当然是会落空的。但事实在这点上是没有过失的。在这种情况下谈错觉，从实践的观点看来是有意义的，从科学的观点看来却是毫无意义的。世界是否真的存在着或者它只是我们的象梦一样的错觉，这个常常引起争论的问题，从科学的观点看来同样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就连最荒唐的梦也是一个事实，它同任何其他事实比较起来并不逊色。”（《感觉的分析》第18—19页）

真的，不仅荒唐的梦是事实，而且荒唐的哲学也是事实。只要知道了恩斯特·马赫的哲学，对这点就不可能有什么怀疑。马赫是一个登峰造极的诡辩论者，他把对人们的谬误、人类的种种“荒唐的梦”（如相信鬼神之类）的科学史的和心理学的研究，同真理和“荒唐”在认识论上的区分混淆起来了。这正好象一位经济学家说：西尼耳所谓资本家的全部利润是由工人的“最后一小时”的劳动所创造的理论[41]和马克思的理论同样都是事实，至于哪一种理论反映客观真理以及哪一种理论表现资产阶级的偏见和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卖身求荣的问题，从科学的观点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制革匠约·狄慈根认为科学的即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万能武器”（《短篇哲学著作集》第55页），而正教授恩斯特·马赫却认为，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差别，“从科学的观点看来是没有意义的”！科学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的斗争中是无党性的，这不仅是马赫一个人所喜爱的思想，而且是现代所有的资产阶级教授们所喜爱的思想，这些教授，按照约·狄慈根的公正的说法，就是“用生造的唯心主义来愚弄人民的有学位的奴仆”（同上，第53页）。

恩·马赫把每个人用来区别错觉和现实的实践标准置于科学的界限、认识论的界限之外，这正是这种生造的教授唯心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过，人类的实践证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正确性，并且把那些想离开实践来解决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尝试称为“经院哲学”和“哲学怪论”。但马赫认为，实践是一回事，而认识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人们可以把它们并列在一起，不用前者来制约后者。马赫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认识和谬误》中说：“认识是生物学上有用的（forderbdes）心理体验。”（德文第2版第115页）“只有成功才能把认识和谬误区别开来。”（第116页）“概念是物理学的作业假说。”（第143页）我们俄国的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天真到了惊人的地步，他们竟把马赫的这些话当作他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证明。但是，马赫在这里接近马克思主义，就象俾斯麦接近工人运动或叶夫洛吉主教接近民主主义一样。在马赫那里，这些论点是和他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并列在一起的，但是它们并不决定在认识论上选择哪一条确定的路线。认识只有在它反映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时，才能成为生物学上有用的认识，成为对人的实践、生命的保存、种的保存有用的认识。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在唯我论者看来，“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而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开来考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如果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论的基础，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唯物主义。马赫说：就算实践是唯物主义的，但理论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中写道．“在实践方面，我们在从事某种活动时不能缺少自我这个观念，正如我们在伸手拿一个东西时不能缺少物体这个观念一样。在生理学方面，我们经常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正如我们经常看到日出一样。但是在理论方面，我们决不应该坚持这种看法。”（第284—285页）

这里说到利己主义，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它根本不是认识论的范畴。这里和表面看到的太阳环绕地球的运行也毫不相干，因为，我们用来作为认识论的标准的实践应当也包括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等等的实践。剩下来的只是马赫的有价值的供状：人们在自己的实践中完全地唯一地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至于在“理论方面”逃避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尝试，只不过是表现着马赫的学究式的经院哲学的倾向和生造的唯心主义的倾向罢了。

为了给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扫清地盘，竭力想把实践作为一种在认识论上不值得研究的东西加以排除，这毫不新鲜，我们可以从下面一个德国古典哲学史上的例子看出。在康德与费希特之间有一个戈·恩·舒尔采（在哲学史上叫作舒尔采－埃奈西德穆）。他公开拥护哲学上的怀疑论路线，自称为休谟（以及古代哲学家皮浪和塞克斯都）的追随者。他坚决否认任何自在之物和客观认识的可能性，坚决要求我们不要超出“经验”、感觉之外，同时他也预见到了来自另一阵营的反驳：“既然怀疑论者在参加实际生活时承认客观对象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并且依据这点进行活动和承认真理的标准，那么他自己的这种行为就是对他的怀疑论的最好的和最明白的驳斥。” 
［注：戈·恩·舒尔采《埃奈西德穆或关于耶拿的赖因霍尔德教授先生提出的基础哲学的原理》1792年版第253页。］

 舒尔采愤慨地回答说：“这类论据只是对于小民百姓（Pobel）才是有用的”（第254页），因为“我的怀疑论并不涉及到日常生活的事情，而只是停留在哲学的范围之内”（第255页）。

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同样也希望在唯心主义哲学的范围内给这样一种实在论留个地盘，“这种实在论是我们每个人、甚至最坚决的唯心主义者在行动时都不能回避的（sich　aufdringt），也就是承认对象是完全不依赖于我们，在我们之外存在的”（《费希特全集》第1卷第455页）。

马赫的最新实证论并不比舒尔采和费希特高明多少！作为一个笑柄，我们要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巴扎罗夫还是以为除普列汉诺夫以外世界上再没有别人了，再没有比猫更凶的野兽了。巴扎罗夫嘲笑“普列汉诺夫的获生的跳跃的哲学”（《论丛》第69页）[42]，的确，普列汉诺夫曾经写过这样拙劣的词句，说什么“信仰”外部世界的存在就是“哲学的不可避免的获生的跳跃（salto　vitale）”（《〈路·费尔巴哈〉注释》第111页）。“信仰”这个字眼，是重复休谟的，虽然加上了引号，但暴露了普列汉诺夫用语的混乱，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为什么要找普列汉诺夫呢？？为什么巴扎罗夫不举其他的唯物主义者，哪怕是费尔巴哈呢？仅仅是因为他不知道费尔巴哈吗？但无知并不是论据。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在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上也向实践作了在舒尔采、费希特和马赫看来是不能容许的“跳跃”。在批判唯心主义的时候，费尔巴哈引证了费希特的一段典型的话来说明唯心主义的实质，这段话绝妙地击中了整个马赫主义的要害。费希特写道：“你所以认为物是现实的，是存在于你之外的，只是因为你看到它们、听到它们、触到它们。但是视、触、听都只是感觉……你感觉的不是对象，而只是你自己的感觉。”（《费尔巴哈全集》第10卷第185页）费尔巴哈反驳说：人不是抽象的自我，他不是男人，就是女人，可以把世界是否是感觉的问题同别人是我的感觉还是象我们在实践中的关系所证明的那样不是我的感觉这一问题同等看待。“唯心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只是从理论的角度提出并解决世界的客观性或主观性、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问题。”（同上，第189页）费尔巴哈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他说：当然唯心主义者在实践中也承认我们的自我和他人的你的实在性。不过在唯心主义者看来，“这是一种只适合于生活而不适合于思辨的观点。但是，这种和生活矛盾的思辨，把死的观点、脱离了肉体的灵魂的观点当作真理的观点的思辨，是僵死的、虚伪的思辨”（第192页）。我们要感觉，首先就得呼吸；没有空气，没有食物和饮料，我们就不能生存。

“愤怒的唯心主义者大叫大嚷地说：这样说来，在研究世界的观念性或实在性的问题时要讨论饮食问题吗？多么卑下！在哲学和神学的讲坛上竭力谩骂科学的唯物主义，而在公共餐桌上却醉心于最粗俗的唯物主义，这多么有失体统啊！”（第195页）费尔巴哈大声说：把主观感觉和客观世界同等看待，“就等于把遗精和生孩子同等看待”（第198页）。

这种评语虽然不十分文雅，却击中了宣称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的那些哲学家的要害。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么，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例如，波格丹诺夫同意承认马克思的货币流通理论只是在“我们的时代”才具有客观真理性，而把那种认为这个理论具有“超历史的客观的”真理性的见解叫作“独断主义”（《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Ⅶ页）。这又是一个糊涂观点。这个理论和实践的符合，是不能被将来任何情况所改变的，原因很简单，正如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这个真理是永恒的一样。但是，实践标准即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进程所证明为客观真理的，是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经济理论，而不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某一表述等等，因此很明显，在这里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的“独断主义”，就是向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不可宽恕的让步。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33]根据列宁书信可以证明，手稿上是“较诚实的论敌”。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版准备付印时，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把这几个字改作“较有原则的论敌”。列宁不赞成这样改，他在1909年2月27日（3月12日）写信给姐姐说：“凡是斥责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一伙的地方，请丝毫也不要缓和。缓和是不行的。很遗憾，你把切尔诺夫同···



他们比起来是一个‘较诚实的’论敌这句话勾掉了。这样语气就变了，同我的谴责的整个精神不符。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的马赫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不诚实的、卑怯的敌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3卷第184号文献）——95。



[34]伏罗希洛夫是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烟》中的人物，是自诩渊博的书呆子和空谈家的典型。列宁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里也曾用这个形象来嘲笑维·米·切尔诺夫。他说：“大家还记得《烟》里面那位曾到国外游历过的年轻的俄国大学讲师吗？他平时总是一声不吭，但有时心血来潮，又滔滔不绝地一连说出几十个、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学者和名流的名字。我们这位博学多识的切尔诺夫先生同伏罗希洛夫一模一样，他把不学无术的考茨基彻底消灭掉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29—130页）——98。



[35]茜素是一种红色有机染料，原先是从茜草根中提取的。1868年，德国化学家卡·格雷贝和卡·泰·李卜曼用化学方法取得了茜素。1869年1月11日，他们在德国化学学会会议上宣读了人工合成茜素的报告。人工合成茜素的原料是蒽醌。蒽醌由蒽经硝酸、铬酸或空气氧化而成。蒽含于煤焦油中，在270°—400℃的温度下可以分解出来。——99。



[36]《短篇哲学著作集》于1903年由狄茨出版社在斯图加特出版，共收入约·狄慈根1870—1878年发表在德国《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上的7篇文章，还收入了他在1887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



列宁在《短篇哲学著作集》一书上作了许多批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期间作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120。



[37]怀疑论是对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是否存在和能否认识表示怀疑的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流派产生于公元前4—3世纪古希腊奴隶制发生危机的时代，其创始人是皮浪，最著名的代表是埃奈西德穆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古代怀疑论者从感觉论的前提出发，得出不可知论的结论。他们把感觉的主观性绝对化，认为人不能超出他自己的感觉范围，不能确定哪一种感觉是真的。他们宣称，对每一事物都可以有两种互相排斥的意见，即肯定和否定，因而我们关于事物的知识是不可靠的。他们要人们拒绝认识，对事物漠不关心，说这样就可以从怀疑中解脱出来，而达到心灵恬静即“无感”的境界。



在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哲学家米·蒙台涅、皮·沙朗和皮·培尔曾利用怀疑论来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教会。照马克思的说法，培尔“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并宣告“无神论社会的来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2页）。相反，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布·帕斯卡却用怀疑论反对理性认识，维护基督教。



18世纪，怀疑论在大卫·休谟和伊·康德的不可知论中得到复活，戈·恩·舒尔采则式图使古代怀疑论现代化。新怀疑论十分明确地声称达到科学认识是不可能的。马赫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和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的其他唯心主义哲学流派都利用怀疑论的论据。——131。



[38]伊壁鸠鲁主义是公云前4—3世纪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伊壁鸠鲁及其门徒的学说。伊壁鸠鲁把哲学分为物理学、准则学（关于认识的学说）和伦理学。物理学的出发点是承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伊壁鸠鲁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认为自然界中只存在原子和虚空。原子不仅在大小和形状上有差异，而且在重量上也不相同。原子由于自身的重量而产生运动。原子在虚空中的运动形式是直线下降，但由于自身内部的原因而发生偏斜，因而发生原子的互相碰撞和粘附，这就是物质形成的开端。伊壁鸠鲁曾提出灵魂物质性的学说，认为灵魂是“散布在整个机体上的极薄的物体”。



伊壁鸠鲁在认识论上是唯物主义感觉论者。他继承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影象说，认为发自物体的极其细微的影象通过感觉器官而进入人的心灵，“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概念依赖于感性知觉”，是感觉多次重复的结果。他还认为感性知觉本身就是真理的标准，而谬误的根源则在于个别感觉的偶然性，或者过于匆忙地下判断。



伊壁鸠鲁认为哲学的目的是追求人的幸福，使人摆脱痛苦，得到快乐。但所谓快乐并不是指“放荡者的快乐或肉体享受的快乐”，而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他用原子论唯物主义的原理证明，人不应当对神和死亡恐惧。这种思想带有无神论的性质。——131。



[39]这里说的是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见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2章。——132。



[40]指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页、第21卷第301—353页和第22卷第334—361页）。——139。



[41]指英国庸俗经济学家纳·威·西尼耳为反对缩短工作日而编造的“理论”。他在《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这本小册子中声称，工厂的全部纯利润是由最后一小时提供的；劳动时间每天缩短1小时，纯利润就会消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了西尼耳的这种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51—256页）。——140。



[42]指弗·亚·巴扎罗夫在《现代的神秘主义和实在论》一文中提出的论点：“马赫、阿芬那留斯和其他许多人用来作为认识论基础的‘费力最小’原则……无疑是认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在这点上，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比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获生的跳跃的认识论更靠近马克思。”（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1908年俄文版第69页）——143。







《列宁全集》第18卷


第三章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三）


1．什么是物质？什么是经验？

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其中也包括马赫主义者，经常拿第一个问题追问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经常拿第二个问题追问马赫主义者。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物质的问题，阿芬那留斯说道：


　　“在清洗过的‘完全经验’内部没有‘物理的东西’，即没有形而上学地绝对地理解的‘物质’，因为这样理解的‘物质’只是一种抽象，也就是一切中心项都被抽象掉的对立项的总和。正如在原则同格中，也就是说，在‘完全经验’中，没有中心项的对立项是不可设想的（undenkbar）一样，形而上学地绝对地理解的‘物质’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Unding）。”（《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载于上述杂志第2页第119节）



　　从这段莫名其妙的话中可以看出一点：阿芬那留斯把物理的东西或物质叫作绝对物和形而上学，因为根据他的原则同格（或者用新的说法：“完全经验”）的理论，对立项和中心项是分不开的，环境和自我是分不开的，非我和自我是分不开的（如约·戈·费希特所说的）。这种理论是改头换面的主观唯心主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有关地方说过了。阿芬那留斯对“物质”的抨击的性质十分明显：唯心主义者否认物理的东西的存在是不以心理为转移的，所以不接受哲学给这种存在制定的概念。至于物质是“物理的东西”（即人最熟悉的、直接感知的东西，除了疯人院里的疯子，谁也不会怀疑它的存在），这一点阿芬那留斯并不否认，他只是要求接受“他的”关于环境和自我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理论。马赫把这个思想表达得比较简单，没有用哲学上的遁词饰语：“我们称之为物质的东西，只是要素（“感觉”）的一定的有规律的联系。”（《感觉的分析》第265页）马赫以为，他提出这样一个论断，就会使普通的世界观发生“根本的变革”。其实这是用“要素”这个字眼掩盖了真面目的老朽不堪的主观唯心主义。

最后，疯狂地攻击唯物主义的英国马赫主义者毕尔生说道：“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不能反对把某些比较恒久的感性知觉群加以分类，把它们集合在一起而称之为物质。这样我们就很接近约·斯·穆勒的定义：物质是感觉的恒久可能性。但是这样的物质定义完全不同于如下的定义：物质是运动着的东西。”（《科学入门》1900年第2版第249页）这里没有用“要素”这块遮羞布，唯心主义者直接向不可知论者伸出了手。

读者可以看到，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的这一切论述，完全是在思维对存在、感觉对物理东西的关系这个认识论的老问题上兜圈子。要有俄国马赫主义者的无比天真才能在这里看到某种和“最新自然科学”或“最新实证论”多少有点关系的东西。所有我们提到的哲学家都是用唯心主义的基本哲学路线代替唯物主义的基本哲学路线（从存在到思维、从物质到感觉），只是有的质直明言，有的吞吞吐吐。他们否认物质，也就是否认我们感觉的外部的、客观的泉源，否认和我们感觉相符合的客观实在，这是大家早已熟知的他们对认识论问题的解答。相反地，对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所否定的那条哲学路线的承认，是以如下的定义表达的：物质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的东西；物质是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等等。

波格丹诺夫胆怯地避开恩格斯，装作只跟别尔托夫争辩，对上述定义表示愤慨，因为，你们要知道，这类定义“原来是简单地重复”（《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ⅩⅥ页）下面的“公式”（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忘记了加上：恩格斯的公式）：对哲学上的一个派别说来，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对另一个派别说来，则恰恰相反。所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都喜出望外地重复波格丹诺夫的“驳斥”！可是这些人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对于认识论的这两个根本概念，除了指出它们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不可能，实质上不可能再下别的定义。下“定义”是什么意思呢？这首先就是把某一个概念放在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例如，当我下定义说驴是动物的时候，我是把“驴”这个概念放在更广泛的概念里。现在试问，在认识论所能使用的概念中，有没有比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感觉、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这些概念更广泛的概念呢？没有。这是些极为广泛的、最为广泛的概念，其实（如果撇开术语上经常可能发生的变化）认识论直到现在还没有超出它们。只有欺诈或极端愚蠢才会要求给这两个极其广泛的概念“系列”下一个不是“简单地重复”二者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定义”。就拿上面所引的三种关于物质的论断来说吧！这三种论断归结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归结起来就是：这些哲学家是从心理的东西或自我到物理的东西或环境，也就是从中心项到对立项，或者从感觉到物质，或者从感性知觉到物质。实际上，阿芬那留斯、马赫和毕尔生除了表明他们的哲学路线的倾向以外，能不能给这些基本概念下什么别的“定义”呢？对于什么是自我，什么是感觉，什么是感性知觉，他们是不是能下别的定义，能下什么更特别的定义呢？只要清楚地提出问题就可以了解，当马赫主义者要求唯物主义者给物质下的定义不再重复物质、自然界、存在、物理的东西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意识、感觉、心理的东西是第二性的时候，他们是在说些多么荒唐绝顶的话。

顺便说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也表现在：他们蔑视学究式地玩弄新奇的名词、古怪的术语、狡猾的“主义”，而直截了当地说，哲学上有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在两者之间有各式各样的不可知论。劳神费力寻找哲学上的“新”观点，正如劳神费力创造“新”价值论、“新”地租论等等一样，是精神上贫乏的表现。

关于阿芬那留斯，他的门徒卡斯坦宁说，他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表示：“我既不知道物理的东西，也不知道心理的东西，只知道第三种东西。”有一位著作家指出，阿芬那留斯没有提出这个第三种东西的概念。彼得楚尔特回答说：“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不能提出这样的概念。因为第三种东西没有对立概念〈Gegenbegriff，相关概念〉……什么是第三种东西这个问题提得不合逻辑。”（《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2卷第329页）不可能给这个概念下定义，这一点彼得楚尔特是懂得的。但是他不懂得，援用“第三种东西”不过是一种狡辩，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物理的东西，什么是心理的东西，可是目前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第三种东西”。阿芬那留斯只是用这种狡辩掩盖痕迹，事实上他在宣称自我是第一性的（中心项），自然界（环境）是第二性的（对立项）。

当然，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这种对立无疑是相对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在经验批判主义哲学里是怎样使用“经验”一词的。《纯粹经验批判》一书的第1节叙述了如下的“假设”：“我们环境的任何构成部分都和个人处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如果前者呈现，那么后者就申述自己的经验，说某某东西是我从经验中知道的，某某东西是经验；或说某某东西是从经验中产生的，是依赖于经验的。”（俄译本第1页）这样，经验还是由自我和环境这两个概 念来确定的，可是关于二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学说”暂时收藏起来了。再往下读：“纯粹经验的综合概念”，“就是作为这样一种申述的经验的综合概念，在这种申述的所有构成部分中，只有我们环境的构成部分才是这种申述的前提”（第1—2页）。如果认为环境是不依赖于人的“申述”或“言表”而存在着的，那么就有可能唯物地解释经验了！“纯粹经验的分析概念”，“就是作为这样一种申述的经验的分析概念，在这种申述中没有掺入任何非经验的东西，因而这种申述本身不外就是经验”（第2页）。经验就是经验。竟有人把这种冒牌学者的胡说当作真正的深奥思想！

必须再补充几点：阿芬那留斯在《纯粹经验批判》第2卷里把“经验”看作是心理的东西的一种“特殊状态”；他把经验分为物的价值（sachhafte　Werte）和思想的价值（gedankenhafte　Werte）；“广义的经验”包含思想的价值；“完全经验”被视为和原则同格是同一的（《考察》）。一句话，“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经验”掩盖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使二者的混同神圣化。我们的马赫主义者轻信地把“纯粹经验”当作真的，可是在哲学著作中，各种派别的代表都一致指出阿芬那留斯滥用这个概念。阿·黎尔写道：“什么是纯粹经验，在阿芬那留斯的书中仍然是含糊不清的。他说‘纯粹经验是一种没有掺入任何非经验的东西的经验’，这显然是在兜圈子。”（《系统哲学》1907年莱比锡版第102页）冯特写道，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有时是指任何一种幻想，有时是指具有“物性”的言表（《哲学研究》杂志第13卷第92—93页）。阿芬那留斯把经验这个概念扩大了（第382页）。科韦拉尔特写道：“整个这种哲学的意义取决于经验和纯粹经验这两个术语的精确定义。阿芬那留斯没有下这样的精确定义。”（《新经院哲学评论》杂志1907年2月号第61页）诺曼·斯密斯说道：阿芬那留斯在反唯心主义的幌子下偷运唯心主义的时候，“经验这个术语的含糊不清很好地帮了他的忙”（《思想》杂志第15卷第29页）。

“我郑重声明，我的哲学的真谛和灵魂在于：人除了经验以外什么也没有；人所要获得的一切，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获得……”这岂不是一位狂热的纯粹经验的哲学家吗？讲这段话的人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约·戈·费希特（《向广大读者所作的有关最新哲学真正本质的明白报道》第12页）。我们从哲学史中知道，对经验概念的解释，使古典的唯物主义者和古典的唯心主义者划分开来了。目前，各式各样的教授哲学都以侈谈“经验”来掩饰它们的反动性。一切内在论者都援用经验。马赫在他的《认识和谬误》一书第2版序言里对威·耶鲁萨伦姆教授的一本书称赞不已。在那本书中我们读到：“承认神的原初存在，和任何经验都不矛盾。”（《批判的唯心主义和纯粹的逻辑》第222页）

我们只能怜惜那些相信阿芬那留斯之流的人，他们以为靠“经验”一词就可以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陈旧”差别。瓦连廷诺夫和尤什凯维奇责备同纯粹马赫主义略有分歧的波格丹诺夫滥用了“经验”一词，这些先生在这里只是暴露出自己的无知。波格丹诺夫在这一点上“没有过错”，因为他只是盲目地接受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糊涂观念。当他说“意识和直接心理经验是同一概念”（《经验一元论》第2卷第53页），物质“不是经验”，而是“引出一切已知物的未知物”（《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Ⅷ页），这时候他是在唯心地解释经验。当然，他不是第一个 
［注：在英国，贝尔福特－巴克斯同志老早就这样做了。不久以前，一位评论巴克斯的著作《实在的根源》的法国评论家辛辣地对他说：“经验不过是意识的代用语”，你就公开地做一个唯心主义者吧！（1907年《哲学评论》杂志[43]第10期第399页）］

 但也不是最后一个用“经验”这个字眼来建立唯心主义体系的人。当他驳斥反动的哲学家们，说那些想超出经验界限的尝试事实上“只会导致空洞的抽象和矛盾的映象，而这些抽象和映象的一切要素毕竟是从经验中取得的”（第1卷第48页），这时候他把在人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东西同人的意识的空洞抽象对立起来，就是说，他是在唯物地解释经验。

完全同样地，马赫以唯心主义为出发点（物体是感觉或“要素”的复合），却常常不由自主地对“经验”一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他在《力学》一书（1897年德文第3版第14页）中说道：“不要从自身中推究哲理（nicht　aus　uns　herausphilosophieren），而要从经验中推究。”在这里，他把经验同从自身中推究哲理对立起来，就是说，他把经验解释为某种客观的、人从外界得到的东西，他是在唯物地解释经验。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在自然界里观察到的东西，虽然我们还不理解，还没有加以分析，但是已经印入我们的表象，以后这些表象在最一般、最稳定的（stardsten）特征上模仿（nachahmen）自然过程。这种经验就成为永远在我们手边的财宝（Schatz）……”（同上，第27页）在这里自然界被看作是第一性的，感觉和经验被看作是派生的。如果马赫在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上始终坚持这种观点，他就会使人类摆脱许多愚蠢的唯心主义的“复合”。第三个例子：“思想和经验的密切结合创立了现代自然科学。经验产生思想。思想经过进一步的精炼，又来和经验相比较”，等等（《认识和谬误》第200页）。马赫的特殊“哲学”在这里被抛弃了，这位作者自发地转到唯物地看待经验的自然科学家的普通观点上去了。

总结：马赫主义者用来建立自己体系的“经验”一词，老早就在掩盖各种唯心主义体系了，现在它又被阿芬那留斯之流用来由唯心主义立场转到唯物主义立场或由唯物主义立场转到唯心主义立场的折中主义效劳了。这个概念的各种不同的“定义”，只是表现着被恩格斯十分鲜明地揭示出的哲学上的两条基本路线。


2．普列汉诺夫对“经验”概念的错误理解

普列汉诺夫在给《路·费尔巴哈》（1905年版）写的序言第Ⅹ—Ⅺ页上说道：


　　“一位德国著作家说，在经验批判主义看来，经验只是研究的对象，决不是认识的手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把经验批判主义和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就没有意义了，关于经验批判主义负有代替唯物主义的使命的议论也就是十分空洞无谓的了。”



　　这全是糊涂思想。阿芬那留斯的最“正统的”继承者之一弗·卡斯坦宁在一篇关于经验批判主义的文章（给冯特的答复）中说道：“从《纯粹经验批判》一书来看，经验不是认识的手段，而只是研究的对象。” 
［注：《科学的哲学季刊》第22年卷（1898）第45页。］

 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把弗·卡斯坦宁的观点和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就没有意义了！

弗·卡斯坦宁几乎逐字逐句地转述阿芬那留斯的话。阿芬那留斯在他的《考察》一书中，坚决把自己对经验的理解同“占统治地位的、实质上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对经验的看法对立起来；他认为经验是我们见到的东西，是我们发现的东西（das　Vorge－fundene），后者认为经验是“认识的手段”（上引书第401页）。彼得楚尔特在他的《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1卷第170页）中也跟随阿芬那留斯说同样的话。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把卡斯坦宁、阿芬那留斯和彼得楚尔特的观点同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就没有意义了！不是普列汉诺夫没有“读完”卡斯坦宁及其同伴的著作，就是他从第三手引用了“一位德国著作家”的话。

最著名的经验批判主义者们的这个为普列汉诺夫所不了解的论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卡斯坦宁本来想说：阿芬那留斯在他的《纯粹经验批判》一书中把经验，即一切“人的言表”，当作研究的对象。卡斯坦宁说（上引论文，第50页）：阿芬那留斯不是在这里研究这些言表是不是实在的，或者它们是否和幽灵有关系；他只是把人的各式各样的言表，不论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都聚集起来，加以系统化，从形式上进行分类（第53页），而没有深入问题的本质。卡斯坦宁称这种观点“主要是怀疑论”（第213页），他是完全正确的。卡斯坦宁还在这篇文章里保护他的亲爱的老师，驳斥了冯特说他的老师是唯物主义者那个可耻的（在一位德国教授看来）责难。哪里，我们算是什么唯物主义者！——这就是卡斯坦宁反驳的用意，——即使我们谈到“经验”，那也决不是指通常所说的那种导致或者可能导致唯物主义的经验，而是指我们所研究的、人们当作经验“说出”的一切东西。卡斯坦宁和阿芬那留斯认为把经验看作认识的手段的观点是唯物主义观点（这也许是最平常的，然而如同我们从费希特的例子中所看到的，这毕竟是不对的）。阿芬那留斯同那种不理会嵌入说和同格说而坚决认为脑是思想器官的“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划清界限。阿芬那留斯认为我们所发现的东西或见到的东西（das　Vorgefundene）正是自我和环境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看法导致对“经验”作混乱的唯心主义的解释。

总之，在“经验”这个字眼下，毫无疑问，既可隐藏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路线，也可隐藏唯心主义路线，同样既可隐藏休谟主义路线，也可隐藏康德主义路线，但是不论把经验规定为研究的对象 
［注：也许普列汉诺夫以为卡斯坦宁说的是“不依赖于认识而存在的认识对象”，而不是“研究的对象”？如果是这样，这倒的确是唯物主义。但是，不论卡斯坦宁，或者任何一个熟悉经验批判主义的人，都没有说过而且也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还是规定为认识的手段，都还没有解决这方面的任何问题。而卡斯坦宁专门对冯特的驳斥，同经验批判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问题毫无关系。

作为一个笑柄，我们要指出，波格丹诺夫和瓦连廷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给普列汉诺夫的答复表现了同样的无知。波格丹诺夫说：“还不十分明白”（第3卷第Ⅺ页），“经验批判主义者的事情是弄清楚这种说法和接受或不接受条件”。多么有利的立场：我并不是马赫主义者，所以我没有义务去弄清楚某一个阿芬那留斯或卡斯坦宁所说的经验是什么意思！波格丹诺夫想利用马赫主义（以及马赫主义关于“经验”的糊涂观念），可是他不愿意对这种糊涂观念负责。

“纯粹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瓦连廷诺夫抄下了普列汉诺夫的那一段话，并且当众跳起了康康舞[44]，他讥笑普列汉诺夫没有说出作者的名字，没有说明问题的所在（上引书第108—109页）。但是这位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家自己对于问题的本质一个字也没有回答，虽然他承认曾把普列汉诺夫的那段话“至少反复读了三遍”（显然，他什么也不了解）。瞧，这就是马赫主义者！


3．自然界中的因果性和必然性

因果性问题对于确定任何一种最新“主义”的哲学路线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应当稍微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我们先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对这个问题的说明谈起。路·费尔巴哈的观点，在前面提到的他对鲁·海姆的反驳中讲得特别清楚。


　　“海姆说，‘在他（费尔巴哈）的著作中，自然界和人类理性是完全分开的，它们之间有一条双方都不能逾越的鸿沟’。海姆是根据我的《宗教的本质》第48节提出这个谴责的。我在这一节中说过：‘自然界只有通过自然界本身才能被理解；自然界的必然性不是人类的或逻辑的必然性，也不是形而上学的或数学的必然性；自然界是唯一的这样一种存在物，对于它是不应当，也不能够运用任何人类尺度的，尽管为了使自然界能够为我们理解，我们也拿自然现象同类似的人类现象相比，甚至把人类的用语和概念（如秩序、目的、规律等）用于自然界，而且按照我们语言的性质也必须把它们用于自然界。’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想说，自然界中没有任何秩序，比方说，秋去可以夏来，春去可以冬来，冬去可以秋来呢？是不是我想说，自然界中没有目的，比方说，肺和空气之间，光和眼睛之间，声音和耳朵之间没有任何适应呢？是不是我想说，自然界中没有规律，比方说，地球时而按椭圆形运转，时而按圆形运转，时而一年环绕太阳一周，时而一刻钟环绕太阳一周呢？这是多么荒谬啊！我在这段话里究竟想说什么呢？无非是把属于自然界的东西同属于人的东西区别开来；在这段话里没有说自然界中任何真实的东西都跟秩序、目的、规律这些词和观念不相符合，这段话只是否认思想和存在是同一的，否认秩序等等之存在于自然界就象存在于人的头脑或感觉中一样。秩序、目的、规律不外是一些词，人用这些词把自然界的事物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以便了解这些事物；这些词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没有客观内容的（nicht　sinn-d．h．gegenstandlose　Worte）；但是，我还是应当把原文和译文区别开来。人理解秩序、目的、规律这些词是有些随意的。有神论根据自然界的秩序、合目的性、规律性的偶然性公然断定它们是任意产生的，断定有一个和自然界不同的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把秩序、合目的性、规律性加给本身（an　sich）就是混乱的（dissolute）、没有任何规定性的自然界。有神论者的理性……是和自然界相矛盾的理性，是绝对不了解自然界本质的理性。有神论者的理性把自然界分成两个存在物，一个是物质的，另一个是形式的或精神的。”（《费尔巴哈全集》1903年版第7卷第518—520页）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被人类的秩序、规律等等观念仅仅近似正确地反映着的客观因果性。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同他承认我们意识所反映的外部世界、对象、物体、物的客观实在性是分不开的。费尔巴哈的观点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而所有其他的观点，说得更确切些，因果性问题上的另外一条哲学路线，即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被费尔巴哈公允地列为信仰主义的派别。因为事实上很明显，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即不从外部客观世界中而从意识、理性、逻辑等等中引出自然界的秩序和必然性，不仅把人类理性和自然界分离开来，不仅把前者和后者对立起来，并且把自然界作为理性的一部分，而不是把理性看作自然界的一小部分。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就是哲学唯心主义（无论是休谟的还是康德的因果论，都是它的变种），也就是或多或少减弱了的、冲淡了的信仰主义。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和这个规律性在人脑中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就是唯物主义。至于说到恩格斯，如果我没有弄错，他当时用不着专门在因果性问题上以他的唯物主义观点去反对其他派别。对他来说没有这种必要，因为他在关于整个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这个更根本的问题上已经十分明确地同一切不可知论者划清了界限。但是，谁要是稍微认真地读过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就一定会明白，恩格斯不容许对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存在有丝毫怀疑。我们只要举几个例子就够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1章里说道：“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或世界现象总画面的个别方面〉，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naturlich）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第5—6页）这种自然联系即自然现象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着的，这是很明显的。恩格斯特别强调用辩证观点来看原因和结果：“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第8页）因此，人的因果概念总是把自然现象的客观联系稍许简单化了，只是近似地反映这种联系，人为地把一个统一的世界过程的某些方面孤立起来。恩格斯说，如果我们注意到思维和意识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那么我们发现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相符合，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很明显，“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Naturzusammenhang）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第22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3、25、38—39页。——编者注］

 。世界现象的自然的、客观的联系是存在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恩格斯经常讲到“自然界的规律”、“自然界的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en），他认为没有必要特别解释这些众所周知的唯物主义原理。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里，我们同样可以读到：“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第38页）恩格斯责备旧的自然哲学“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自然现象的〉”（第42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7、340页。——编者注］

 。十分明显，恩格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我们人类用某些概念对这个规律性所作的近似的反映具有相对性。

在讲到约·狄慈根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从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歪曲事实的无数例子中举出一个例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的作者之一格尔方德先生告诉我们：“狄慈根的世界观的基本点可以归结为如下论点：‘……（9）我们加给物的因果依存关系实际上并不包含在物本身中’。”（第248页）这完全是胡说。格尔方德先生本人的见解是唯物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真正杂烩。他肆意歪曲约·狄慈根的观点。的确，从约·狄慈根那里可以找出不少糊涂观念、不确切之处和错误，这些东西使马赫主义者称快，使一切唯物主义者不能不承认约·狄慈根是一位不十分彻底的哲学家。但是，硬说唯物主义者约·狄慈根根本否认唯物主义的因果观，这也只有格尔方德之流，只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们才干得出来。

约·狄慈根在他的著作《人脑活动的本质》（1903年德文版）中说道：“客观的科学的认识，不是通过信仰或思辨，而是通过经验，通过归纳去寻找自己的原因，不是在经验之前而是在经验之后去寻找原因。自然科学不是在现象之外或现象之后，而是在现象之中或通过现象去寻找原因。”（第94—95页）“原因是思维能力的产物。然而它们不是思维能力的纯粹产物，而是由思维能力和感性材料结合起来产生的。感性材料给这样产生的原因提供客观存在。正如我们要求真理是客观现象的真理一样，我们也要求原因是现实的，要求它是某个客观结果的原因。”（第98—99页）“物的原因就是物的联系。”（第100页）

由此可见，格尔方德先生提出的论断是和实际情况截然相反的。约·狄慈根所阐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承认“物本身中”含有“因果依存性”。为了制造马赫主义的杂烩，格尔方德先生需要把因果性问题上的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混淆起来。

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第二条路线。

阿芬那留斯在他的第一部著作《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中清楚地说明了他的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发点。我们在第81节里读到：“我们既然感觉不到〈没有在经验中认识到：erfahren〉某种引起运动的力量，也就感觉不到任何运动的必然性……我们所感觉到（erfahren）的一切，始终只是一个现象跟着一个现象。”这是最纯粹的休谟观点：感觉、经验丝毫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必然性。断言（根据“思维经济”的原则）感觉是唯一存在的哲学家，不能得出任何别的结论。我们往下读到：“既然因果性的观念要求力量和必然性或强制作为决定结果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以因果性的观念也就和它们一起完蛋。”（第82节）“必然性是表示期待结果的或然率的程度。”（第83节，论题）

这是因果性问题上的十分明确的主观主义。只要稍微彻底一点，那么，不承认客观实在是我们感觉的泉源，就不能得出别的结论。

拿马赫来说吧！我们在关于“因果性和说明”的专门一章（《热学原理》1900年第2版第432—439页）中读到：“休谟〈对因果性概念〉的批判仍然有效。”康德和休谟对因果性问题的解答是各不相同的（其他哲学家，马赫不予理会！）；“我们赞成”休谟的解答。“除了逻辑的必然性〈黑体是马赫用的〉，任何其他的必然性，例如物理的必然性，都是不存在的。”这正是费尔巴哈十分坚决地反对的一种观点。马赫从来没有想到要否认他和休谟的血缘关系。只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们才会断言休谟的不可知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是“可以结合的”。我们在马赫的《力学》里读到：“在自然界中，既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1897年第3版第474页）“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因果律的一切形式都是从主观意向（Trieben）中产生的；对自然界说来，并没有同这些形式相适应的必然性。”（第495页）

在这里应当指出，我们的俄国马赫主义者幼稚得惊人，他们用关于因果律的这种或那种说法的问题来代替关于因果律的一切论断上的唯物主义趋向或唯心主义趋向的问题。他们相信了德国的经验批判主义教授们，以为只要说“函数关系”，那是“最新实证论”的发现，那就会摆脱类似“必然性”、“规律”等等说法的“拜物教”。当然，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冯特完全有理由嘲笑这种一点也没有改变问题实质的字眼更换（上引论文，载于《哲学研究》第383页和第388页）。马赫自己也说到因果律的“一切形式”，并在《认识和谬误》（第2版第278页）中作了一个很明白的声明：只有在能够用可测的量来表达研究的结果时，函数概念才能够更精确地表达“要素的依存性”，但是这甚至在化学那样的科学中也只能够部分地做到。大概，在我们那些轻信教授们发现的马赫主义者看来，费尔巴哈（不必说恩格斯了）不知道秩序、规律性等等概念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用数学上规定的函数关系来表达！

划分哲学派别的真正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对因果联系的记述精确到什么程度，这些记述是否能用精确的数学公式来表达，而在于：我们对这些联系的认识的泉源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还是我们心的特性即心所固有的认识某些先验真理等等的能力。正是这个问题把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同不可知论者（休谟主义者）阿芬那留斯、马赫断然分开了。

马赫（如果责备他始终如一，那就错了）在他的著作的一些地方常常“忘记”他同休谟的一致，“忘记”他的主观主义的因果论，而“只是”以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态度，也就是说以自发的唯物主义观点谈论问题。例如，我们在《力学》中读到：“自然界教导我们在自然现象中发现均一性。”（法译本第182页）如果我们在自然现象中发现均一性，那是不是说这个均一性是客观地、在我们心之外存在着呢？不是的。关于自然界的均一性这个问题，马赫却说出这样一些话：“推动我们把那些只观察了一半的事实在思想中加以充实的力量，是联想。这种力量由于不断重复而加强起来。于是我们就觉得它是一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个别事实的力量，是一种既指导思想也〈黑体是马赫用的〉指导事实并且作为支配二者的规律而使它们相互符合的力量。至于我们认为自己能借助于这种规律而作出预言，这仅仅〈！〉证明我们环境的充分的均一性，但决不证明我们的预言实现的必然性。”（《热学》[ 注：即《热学原理》。——编者注］第383页）

这样说来，可以而且应当在环境即自然界的均一性以外去寻找某种必然性！到哪儿去寻找，这是唯心主义哲学的秘密，这种哲学害怕承认人的认识能力不过是对自然界的反映。马赫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认识和谬误》里甚至断定自然规律是“对期待的限制”（第2版第450页及以下各页）！唯我论又显形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哲学派别的其他著作家的立场。英国人卡尔·毕尔生以他特有的明确性表示：“科学的规律与其说是外部世界的事实，不如说是人心的产物。”（《科学入门》第2版第36页）“凡是把自然界说成人的主宰（sovereign）的诗人和唯物主义者，都太健忘了：他们为之惊叹的自然现象的秩序和复杂性，最低限度也象人本身的记忆和思想一样，是人的认识能力的产物。”（第185页）“自然规律的广括性质应当归功于人心的独创性。”（同上）第3章第4节这样写道：“人是自然规律的创造者。”“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这一说法要比自然界把规律给予人这一相反的说法有意义得多”，虽然这位尊贵的教授痛苦地承认，这后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不幸现在太流行了”（第87页）。第4章是论述因果性问题的，其中第11节表述了毕尔生的论点：“必然性属于概念的世界，不属于知觉的世界。”应当指出，对毕尔生说来，知觉或感性印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在一定知觉系列不断重复时具有的均一性中，即在知觉的常规中，没有任何内在必然性；可是知觉常规的存在是思维者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必然性包含在思维者的本性中，而不包含在知觉本身中；必然性是认识能力的产物。”（第139页）

我们的这位马赫主义者（恩·马赫“本人”曾一再表示和他完全一致）就这样顺利地达到了纯粹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而不是自然界把规律给予人！问题不在于重复康德的先验性学说，因为这一点所决定的不是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路线，而是这条路线的一个特殊说法。问题在于：理性、思维、意识在这里是第一性的，自然界是第二性的。理性并非自然界的一小部分、它的最高产物之一、它的过程的反映，而自然界倒是理性的一小部分。理性便这样自然而然地从普通的、单纯的、谁都知道的人的理性扩张成象约·狄慈根所说的“无限的”、神秘的、神的理性。“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这个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的公式是信仰主义的公式。如果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在恩格斯的书中读到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把自然界而不是把精神当作第一性，因而就非常惊异，这只是表明他们在分辨真正重要的哲学派别同教授们的故弄玄虚、咬文嚼字方面无能到了什么地步。

约·彼得楚尔特在他的两卷集看作中阐述和发挥了阿芬那留斯的理论，他可以说是反动的马赫主义经院哲学的最好的典范。他郑重其事地说：“直到今天，在休谟死后的150年，实体性和因果性仍旧麻痹着思维的勇气。”（《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1卷第31页）当然，唯我论者比任何人都“更有勇气”，他们发现了没有有机物质的感觉、没有头脑的思想、没有客观规律性的自然界！“我们还没有提到的关于因果性的最后一个说法，即事件的必然性或自然界的必然性，在自身中包含着一种模糊的神秘的东西”——“拜物教”、“拟人观”等等的观念（第32页和第34页）。可怜的神秘主义者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一直在谈论着自然界的必然性，而且还把休谟路线的拥护者叫作理论上的反动派……彼得楚尔特是超出一切“拟人观”的。他发现了伟大的“一义性规律”，这个规律消除了一切模糊性、一切“拜物教”的痕迹，如此等等。就以力的平行四边形为例（第35页）。我们不能“证明”它，应当承认它是“经验的事实”。我们不能假定物体受到同样的撞击而有各种不同的运动。“我们不能容许自然界的这种不规定性和任意性；我们应当向它要求规定性和规律性。”（第35页）是的，是的！我们向自然界要求规律性。资产阶级向它的教授们要求反动性。“我们的思维向自然界要求规定性，而自然界总是服从这个要求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出在某种意义上它不得不服从这个要求。”（第36页）当物体在AB线上受到撞击时，为什么它向C运动，而不向D或F等等方向运动呢？





“为什么自然界不从无数其他可能的方向中选择一个方向呢？”（第37页）因为这些方向是“多义的”，而约瑟夫·彼得楚尔特的伟大的经验批判主义的发现要求一义性。

“经验批判主义者们”以诸如此类不可名状的谬论充塞着好几十页篇幅！

“……我们一再指出，我们的原理不是从个别经验的总和中汲取力量的，相反地，我们要求自然界承认它（seine　Geltung）。事实上，这个原理在还没有成为规律之前，对我们来说就已经是我们对待现实的原则即公设了。它可以说是先验地、不依赖于任何个别经验而发生作用的。乍看起来，纯粹经验哲学不应当宣传先验的真理，从而回到最空洞的形而上学去。但它所说的先验只是逻辑的先验，不是心理的先验，也不是形而上学的先验。”（第40页）当然，如果把先验叫作逻辑的先验，那么这种观念的一切反动性就会因此而消失，并且它会上升到“最新实证论”的高峰！

约·彼得楚尔特接着教训我们说：不可能有心理现象的一义规定性，因为幻想的作用、伟大发明家的意义等等在这里造成了例外，而自然规律或精神规律是不容许有“任何例外”的（第65页）。我们面前是一位十足的形而上学者，他对偶然和必然之间的差别的相对性一无所知。

彼得楚尔特继续说：也许人们会引用历史事件的或诗歌中人物性格发展的动因来反驳我吧？“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我们就会看到并没有这样的一义性。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任何一出戏剧，我们都可以设想，其中的人物在同样的心理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行动。”（第73页）“不但在心理的领域中没有一义性，而且我们有理由要求在现实中也没有一义性〈黑体是彼得楚尔特用的〉。我们的学说就是这样提高到……公设的地位……即提高到任何以前的经验的必要条件的地位、逻辑的先验的地位。”（黑体是彼得楚尔特用的，第76页）

彼得楚尔特在他的《引论》 
［注：即《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编者注］

 两卷集和1906年出版的小册子《从实证论观点来看世界问题》中继续使用这个“逻辑的先验”。 
［注：约·彼得楚尔特《从实证论观点来看世界问题》1906年莱比锡版第130页：“即使从经验论的观点来看，也可以有逻辑的先验，因为对于我们环境的经验的〈erfahrungsmaβig，在经验中感知的〉恒久性来说，因果性是逻辑的先验。”］

 我们看到的是卓越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的第二个例子。他不露声色地滚到康德主义那边，并用换汤不换药的办法宣扬最反动的学说。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因果说根本就是唯心主义的谎话，这是无论用多么响亮的有关“实证论”的词句也掩盖不了的。休谟和康德在因果论上的差别是次要的、不可知论者之间的差别，他们在基本点上是一致的：他们都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这就注定他们必然得出某些唯心主义的结论。比起约·彼得楚尔特稍微有点“良心”的经验批判主义者鲁道夫·维利，由于自己和内在论者有血缘关系而感到羞惭，例如，他不同意彼得楚尔特的全部“一义性”理论，认为它除了“逻辑的形式主义”，什么也没有提供。然而鲁·维利是否因为屏弃了彼得楚尔特就使自己的立场有所改进呢？一点也没有。因为他屏弃康德的不可知论，完全是为了拥护休谟的不可知论。他写道：“我们从休谟的时代起就早已知道‘必然性’不是‘超越的’，而是纯粹逻辑的标记（Merkmal），或者象我很乐意说的并且我已经说过的，是纯粹语言上的（sprachlich）标记。”（鲁·维利《反对学院智慧》1905年慕尼黑版第91页；参看第173、175页）

不可知论者把我们对必然性的唯物主义观点叫作“超越的”观点，因为从维利并不反对而只是加以清洗的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的“学院智慧”来看，凡是承认我们在经验中感知的客观实在，都是非法的“超越”。

在属于我们所研究的哲学派别的法国著作家中，昂利·彭加勒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和渺小的哲学家常常误入同一条不可知论的道路。帕·尤什凯维奇当然把他的错误宣称为最新实证论的最新成就。这种实证论“最新”到这样的程度，以至还需要加上一个新“论”：经验符号论。在彭加勒看来（在论新物理学的一章中将会谈到他的全部见解），自然规律是人为了“方便”而创造的符号、约定。“唯一真正的客观实在是世界的内部和谐”，并且彭加勒把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多数人或所有的人都承认的东西叫作客观的东西 
［注：昂利·彭加勒《科学的价值》1905年巴黎版第7、9页，有俄译本。］

 ，也就是说，他象一切马赫主义者一样纯粹主观主义地取消客观真理，而关于“和谐”是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问题，他断然说：“毫无疑问，不是。”十分明显，新术语一点也没有改变不可知论的陈旧不堪的哲学路线，因为彭加勒的“独创的”理论的本质就是否认（虽然他远不彻底）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因此，很自然，和那些把旧错误的新说法当作最新发现的俄国马赫主义者不同，德国康德主义者欢迎这样的观点，认为这是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转到他们一边，转到不可知论一边。我们在康德主义者菲力浦·弗兰克的著作中读到：“法国数学家昂利·彭加勒维护这样的观点：理论自然科学的许多最一般的原理（惯性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等等），往往很难说它们的起源是经验的还是先验的，实际上，它们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纯粹是一些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约定的前提。”这位康德主义者喜不自胜地说：“这样一来，最新自然哲学就出乎意料地复活了批判唯心主义的基本思想，那就是：经验只不过充实人生来就有的框架而已……” 
［注：1907年《自然哲学年鉴》[45]第6卷第443、447页。］



我们举这个例子是要让读者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尤什凯维奇之流天真到了什么程度。他们把一种什么“符号论”当作真正的新货色，可是稍微有点学识的哲学家们却直截了当地说：这是转到批判唯心主义的观点上去了！因为这种观点的实质并不一定在于重复康德的说法，而是在于承认康德和休谟共同的基本思想：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从主体、从人的意识中而不是从自然界中引出某些“经验的条件”，引出某些原则、公设、前提。恩格斯说得对，实质不在于一个哲学家归附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许多学派中的哪一派，而在于他把自然界、外部世界、运动着的物质看作第一性的呢，还是把精神、理性、意识等等看作第一性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5—317页。——编者注］



有学识的康德主义者埃·路加对马赫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不同于其他哲学路线的特征也提出了评述。在因果性问题上，“马赫完全附和休谟” 
［注：埃·路加《认识问题和马赫的〈感觉的分析〉》，载于《康德研究》杂志第8卷第409页。］

 。“保·福尔克曼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中引出思维的必然性。这个观点承认必然性的事实，它同马赫相反而和康德一致；但是福尔克曼又和康德相反，认为必然性的泉源不是在思维中，而是在自然过程中。”（第424页）

保·福尔克曼是一位物理学家，写过许多有关认识论问题的著作。他也象极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一样，倾向于唯物主义——虽然是一种不彻底的、懦怯的、含糊的唯物主义。承认自然界的必然性，并从其中引出思维的必然性，这是唯物主义。从思维中引出必然性、因果性、规律性等等，这是唯心主义。上述引文中唯一不确切的地方，是认为马赫对一切必然性一概否定。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马赫，或者是坚决离开唯物主义而不可避免地滚向唯心主义的整个经验批判主义派别，都不是这样的。

关于俄国马赫主义者，我们还要专门说几句话。他们想当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读过”恩格斯坚决把唯物主义和休谟的派别区分开来的论述，他们不会不从马赫本人或任何一个稍许熟悉马赫哲学的人那里听说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是遵循休谟路线的，但是他们在因果性问题上对休谟主义和唯物主义都尽量一声不响！支配他们的是十足的糊涂思想。举几个例子来说吧！帕·尤什凯维奇先生宣扬“新”经验符号论。无论是“所谓纯粹经验的材料，如蓝色、坚硬等感觉”，或者是“所谓纯粹理性的创造，如契玛拉[46]或象棋游戏”，都是“经验符号”（《论丛》第179页）。“认识是充满了经验符号的，它在发展中走向愈来愈高度符号化的经验符号。”“所谓自然规律……就是这些经验符号。”（同上）“所谓真正的实在、自在的存在，就是我们知识所力求达到的那个无限大的〈尤什凯维奇先生真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终极的符号体系。”（第188页）“作为我们认识的基础的”“知觉流”是“非理性的”、“非逻辑的”（第187、194页）。能量“就象时间、空间、质量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一样，不能说是物、实体：能量是常数，是经验符号，它象其他经验符号一样，暂时地满足人要把理性、逻各斯导入非理性的知觉流这个基本要求”（第209页）。

我们面前是一个穿着用斑驳陆离、刺人眼目的“最新”术语作成的小丑服装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在他看来，外部世界、自然界和自然规律都是我们认识的符号。知觉流是没有理性、秩序、规律性的，是我们的认识把理性导入其中的。天体是人类认识的符号，地球也在其内。尽管自然科学教导我们说，地球在人类和有机物质可能出现以前就早已存在了，而我们却把这一切都改了[47]！行星运动的秩序是我们给予的，是我们认识的产物。当尤什凯维奇先生感到人类理性被这种哲学扩张为自然界的创造主、缔造者时，便在理性旁边写上“逻各斯”，即抽象的理性——这不是一般的理性，而是特殊的理性；这不是人脑的机能，而是一种先于任何头脑而存在的东西、一种神灵的东西。“最新实证论”的最新成就，就是费尔巴哈早已揭露过的那个陈旧的信仰主义公式。

我们来看一下亚·波格丹诺夫吧！1899年，当他还是一个半唯物主义者，由于受到一位很有名的化学家但也是很糊涂的哲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影响而刚刚开始动摇时，他写道：“现象的普遍因果联系，是人类认识的最终的也是最好的产物；它是普遍的规律，它是那些（用一个哲学家的话来说）由人类理性加给自然界的规律中的最高的规律。”（《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第41页）

天晓得波格丹诺夫的这段话那时候是从谁那里引来的。但是事实上，这位“马克思主义者”轻信地加以复述的“一个哲学家的话”就是康德的话。这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更不愉快的是：这甚至不能“单纯”用奥斯特瓦尔德的影响来解释。

1904年，波格丹诺夫已经丢开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和奥斯特瓦尔德，他写道：“……现代实证论认为因果律仅仅是从认识上把许多现象联结成连续系列的一种方法，仅仅是使经验协调的一种形式。”（《社会心理学》第207页）这种现代实证论就是否认存在于一切“认识”和一切人以前和以外的自然界的客观必然性的不可知论，关于这一点，波格丹诺夫或者是一无所知，或者是知而不言。他完全相信德国教授们称为“现代实证论”的东西。最后，在1905年，当波格丹诺夫经过了上述几个阶段和经验批判主义阶段而处在“经验一元论”阶段时，他写道：“规律决不属于经验的范围……规律不是在经验中得出的，而是思维创造出来用以组织经验、和谐地把经验协调成严整的统一体的一种手段。”（《经验一元论》第1卷第40页）“规律是认识的抽象；正如心理学的规律很少具有心理性质一样，物理学的规律很少具有物理性质。”（同上）

这么说来，秋去冬来，冬去春来的规律不是我们在经验中得出的，而是思维创造出来的一种用以组织、协调、调合的手段……波格丹诺夫同志，组织、协调，调合什么和什么啊？

“经验一元论之所以能成立，只是因为认识积极地协调经验，排除经验的无数矛盾，为经验创造普遍的组织形式，以派生的、有秩序的关系世界代替原始的、混乱的要素世界。”（第57页）这是不对的。似乎认识能够“创造”普遍的形式，能够以秩序代替原始的混乱等等，这种思想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思想。世界是物质的有规律的运动，而我们的认识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只能反映这个规律性。

总结：我们的马赫主义者盲目地相信“最新的”反动教授们，重复着康德和休谟在因果性问题上的不可知论的错误，他们既看不到这些学说同马克思主义即唯物主义处于怎样的绝对矛盾中，也看不到这些学说怎样沿着斜坡滚向唯心主义。


4．“思维经济原则”和“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马赫、阿芬那留斯和其他许多人用来作为认识论基础的‘费力最小’原则……无疑是认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倾向。”

弗·巴扎罗夫在《论丛》第69页中就是这样讲的。

马克思的学说中有“经济”。马赫的学说中也有“经济”。二者之间有丝毫联系吗，这真的是“无疑”的吗？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阿芬那留斯的著作《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1876）是这样运用这个“原则”的：为了“思维经济”，宣布只有感觉才是存在的。也是为了思维经济，宣布因果性和“实体”（教授先生们“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48]，喜欢用这个名词来代替更确切明白的名词：物质）“都被废弃了”，也就是说，感觉成了没有物质的感觉，思想成了没有头脑的思想。这种十足的谬论是企图在新的伪装下偷运主观唯心主义。这部关于声名狼藉的“思维经济”问题的主要著作正具有这种性质，这一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哲学文献上已被公认。如果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没有看出藏在“新”幌子下的主观唯心主义，这倒是怪事。

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俄译本第49页）里还引证过他在1872年就这个问题所写的著作。我们知道，这部著作也贯穿着纯粹主观主义的观点，把世界归结为感觉。可见，把这个著名“原则”引入哲学的这两部主要著作都贯穿着唯心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真的把思维经济原则当作“认识论的基础”，那么这个原则只能导致主观唯心主义，不能导致其他任何东西。只要我们把这样荒谬的概念搬入认识论，那么不用说，“设想”只有我和我的感觉存在着，是最“经济”不过的了。

“设想”原子是不可分的“经济些”呢，还是“设想”原子是由正电子和负电子构成的“经济些”？设想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自由派进行的“经济些”呢，还是设想它是反对自由派的“经济些”？只要提出问题，就可以看出在这里使用“思维经济”这个范畴是荒谬的、主观主义的。人的思维在正确地反映客观真理的时候才是“经济的”，而实践、实验、工业是衡量这个正确性的标准。只有在否认客观实在，即否认马克思主义基础的情况下，才会一本正经地谈论认识论中的思维经济！

如果看一看马赫的晚期著作，我们就会发现，他对这个著名原则的说明往往是等于对这个原则的完全否定。例如，马赫在《热学》里又重谈他心爱的关于科学的“经济本性”的思想（德文第2版第366页）。但是，他立即就补充说，我们不是为经济而经济（第366页；第391页重述）：“科学经济的目的是提供一幅尽可能全面的……静止的……世界图景”（第366页）。既然这样，那么“经济原则”不仅被排除于认识论的基础之外，而且实际上完全被排除于认识论之外。说科学的目的是提供一幅正确的（这同静止毫无关系）世界图景，这就是重复唯物主义的论点。这样说，就是承认世界对于我们的认识来说是客观实在，模特儿对于画像来说是客观实在。就此看来，思维的经济性只不过是一个用来代替正确性的笨拙的极其可笑的字眼。马赫在这里，象平常一样，又弄糊涂了，而马赫主义者模仿并推崇糊涂思想！

在《认识和谬误》一书的《研究方法的实例》一章中，我们读到：


　　“‘全面而又极简单的记述’（基尔希霍夫，1874年）；‘对真实事物的经济描写’（马赫，1872年）；‘思维和存在的符合以及各种思想过程的相互符合’（格拉斯曼，1844年），——这一切都大同小异地表达同一个思想。”



　　这难道不是典型的糊涂思想吗？竟把“思维经济”（马赫在1872年从中推出只有感觉是存在着的，后来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同数学家格拉斯曼关于思维和存在必然相符合这一纯粹唯物主义的见解相提并论！竟把“思维经济”同对客观实在（对它的存在基尔希霍夫从未想到要怀疑）的极简单的记述相提并论！这样运用“思维经济”原则不过是马赫的可笑的哲学动摇的一个范例。如果除掉那些怪话或错误（lapsus），“思维经济原则”的唯心主义性质就是确定无疑的了。例如，康德主义者赫尼格斯瓦尔德在和马赫的哲学进行伦战时，就欢迎马赫的“经济原则”，认为它接近于“康德主义的思想领域”（理查·赫尼格斯瓦尔德博士《马赫哲学批判》1903年柏林版第27页）。事实上，如果不承认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那么“经济原则”不是从主体中得出的，又是从哪里得出的呢？感觉当然不包含任何“经济”。这就是说，思维提供一种在感觉中所没有的东西！这就是说，“经济原则”不是从经验（＝感觉）中得出的，而是先于一切经验的，它象康德的范畴一样，构成经验的逻辑条件。赫尼格斯瓦尔德从《感觉的分析》一书中引用了下面一段话：“我们可以按照我们本身的肉体均衡和精神均衡，推论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过程的均衡、一义规定性和同类性。”（俄译本第281页）的确，这种论点的主观唯心主义性质，马赫跟谈论先验主义的彼得楚尔特的相近，都是无庸置疑的。

唯心主义者冯特根据这个“思维经济原则”，很恰当地把马赫叫作“翻了一个面的康德”（《系统哲学》1907年莱比锡版第128页）。在康德那里是先验和经验。在马赫那里则是经验和先验，因为思维经济原则在马赫那里实质上是先验的（第130页）。联系（Verknufung）或者存在于物中，作为“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这是马赫坚决否认的），或者是主观的记述原则”（第130页）。经济原则在马赫那里是主观的，并且作为一个可以有各种意义的目的论原则，不知道是从何处降到世上（kommt　wie　aus　der　Pistole　geschossen）（第131页）。你们看，哲学术语的专家们并不象我们的马赫主义者那样天真，凭空就肯相信一个“新”名词可以消除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对立。

最后，我们再提一下英国哲学家詹姆斯·华德。他干脆自称是唯灵论的一元论者。他不同马赫争论，相反地，我们将在下面看到，他利用物理学上的整个马赫主义思潮来反对唯物主义。他明确地说，“简便标准”在马赫那里“主要是主观的东西，而不是客观的东西”（《自然主义和不可知论》第3版第1卷第82页）。

思维经济原则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很合德国康德主义者和英国唯灵论者的心意，对于这一点，只要看过上述的一切，就不会觉得奇怪了。至于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使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马赫的认识论经济学靠拢起来，这纯粹是滑稽的事情。

在这里略谈一下“世界的统一性”问题是适宜的。在这个问题上，帕·尤什凯维奇先生千百次明显地表现出了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所造成的那种极端混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反驳杜林从思维的统一性中推论出世界的统一性时说道：“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第31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8页。——编者注］

 尤什凯维奇先生引用了这一段话并“加以反驳”：“这里首先不明白的是：‘世界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这个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上引书第52页）

这不是挺有意思吗？这个人公开乱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为的是声明自己“不明白”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恩格斯以杜林为例指出：稍微彻底一点的哲学，都会或者从思维中推论出世界的统一性——那样它就毫无力量反对唯灵论和信仰主义（《反杜林论》第30页） 
［注：同上，第46—47页。——编者注］

 ，它的论据也必然会是些骗人的话；或者从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在认识论上早就叫作物质的并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客观实在中推论出世界的统一性。跟一个“不明白”这种事情的人进行认真的讨论是毫无益处的，因为他在这里说“不明白”，是为了用骗人的话来回避对恩格斯的十分清楚的唯物主义原理作实质性的答复，同时他重复纯粹杜林式的谬论，说什么“关于存在的原则同类性和联系性的基本公设”（尤什凯维奇，上引书第51页），说什么公设就是“原理”，“如果认为原理是从经验中推出来的，那就不确切了，因为只有把原理作为研究的基础，才可能有科学的经验”（同上）。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这个人只要对印出来的文字稍加重视，就会看出下述思想一般说来具有唯心主义性质，具体说来具有康德主义性质，这个思想就是：似乎有这样的原理，它们不是从经验中得出的，而且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经验。从各种书籍中找来的、和唯物主义者狄慈根的一些明显错误拼凑在一起的连篇累牍的空话，这就是尤什凯维奇先生们的“哲学”。

我们最好看一看一位严肃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约瑟夫·彼得楚尔特关于世界统一性问题的论断。他的《引论》第2卷第29节的题目是：《对认识领域中统一（einheitlich）的追求。一切事物的一义性的公设》。下面是他的几段典型的论断：“……只有在统一性中找得到这样的自然目的，任何思维都超不出这个目的，所以，如果思维估计到有关领域内的一切事实，那么它就能在这个目的内达到安定。”（第79页）“……自然界决不总是适应统一性的要求，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如此，目前自然界在许多场合下已在满足安定的要求，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并且根据我们过去的一切研究来看，应当认为极可能的是：将来自然界在一切场合下都会满足这个要求。因此，把实际的精神状态描述为对稳定状态的追求要比描述为对统一性的追求更为确切……稳定状态的原则更深邃一些……海克尔建议把原始生物界同植物界和动物界并列，这是一种不适当的解决办法，因为这个建议造成两种新困难来代替以前的一种困难。以前是植物和动物之间的界限有疑问，而现在既不能把原始生物同植物截然区分开，又不能把它们同动物截然区分开……很明显，这种状态不是最终的（endgultig）状态。无论如何必须消除概念的这种模棱两可性，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最后即使采用专家经服从多数的表决而取得一致意见的方法也行。”（第80—81页）

看来已经够了吧？经验批判主义者彼得楚尔特丝毫也不比杜林好，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对于论敌也应当公正：彼得楚尔特至少具有科学良心，他在每部著作中都毅然决然地批驳唯物主义这个哲学派别。至少他没有卑贱到冒充唯物主义和声明“不明白”基本哲学派别起码差别的地步。


5．空间和时间

唯物主义既然承认客观实在即运动着的物质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也就必然要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这首先就和康德主义不同。康德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是站在唯心主义方面的，它认为时间和空间不是客观实在，而是人的直观形式。派别极不相同的著作家、稍微彻底一些的思想家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两条基本哲学路线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根本的分歧。我们先从唯物主义者谈起。

费尔巴哈说道：“空间和时间不是现象的简单形式，而是存在的……根本条件（Wesensbedingungen）。”（《费尔巴哈全集》第2卷第332页）费尔巴哈承认我们通过感觉认识到的感性世界是客观实在，自然也就否认现象论（如马赫会自称的）或不可知论（如恩格斯所说的）的时空观。正如物或物体不是简单的现象，不是感觉的复合，而是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客观实在一样，空间和时间也不是现象的简单形式，而是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能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人类的时空观念是相对的，但绝对真理是由这些相对的观念构成的；这些相对的观念在发展中走向绝对真理，接近绝对真理。正如关于物质的构造和运动形式的科学知识的可变性并没有推翻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一样，人类的时空观念的可变性也没有推翻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

恩格斯在揭露不彻底的糊涂的唯物主义者杜林时，抓住他的地方正是：他只谈时间概念的变化（这对于各种极不相同的哲学派别中多少有些名气的现代哲学家来说是无可争辩的问题），躲躲闪闪地不明确回答下面的问题：空间或时间是实在的还是观念的？我们的相对的时空观念是不是接近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或者它们只是发展着的、组织起来的、协调起来的和如此等等的人类思想的产物？这就是而且唯有这才是真正划分根本哲学派别的认识论基本问题。恩格斯写道：“什么概念在杜林先生的脑子里变化着，这和我们毫不相干。这里所说的，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杜林先生决不可能这样轻易地〈就是说用概念的可变性这类词句〉摆脱掉的现实的时间。”（《反杜林论》德文第5版第41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页。——编者注］



看来，这非常清楚，就连尤什凯维奇先生们也都能了解问题的本质吧？恩格斯提出了大家公认的、一切唯物主义者都十分明了的关于时间的现实性即客观实在性的原理来反对杜林。他说，光凭谈论时空概念的变化是回避不了直接承认或否认这个原理的。这并不是说，恩格斯否认对我们的时空概念的变化和发展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科学意义，而是说，我们要彻底解决认识论问题，即关于整个人类知识的泉源和意义的问题。多少有些见识的哲学唯心主义者（恩格斯在说到唯心主义者的时候，指的是古典哲学的天才的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容易承认我们的时空概念是发展的，例如，认为发展着的时空概念接近于绝对的时空观念等等，但他仍然是唯心主义者。如果不坚决地、明确地承认我们的发展着的时空概念反映着客观实在的时间和空间，不承认它们在这里也和在一般场合一样接近客观真理，那么就不可能把敌视一切信仰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坚持到底。

恩格斯教训杜林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同上）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57页。——编者注］



为什么恩格斯要在前半句话里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费尔巴哈的话，而在后半句话里提起费尔巴哈同有神论这种非常荒诞的事情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呢？因为，从恩格斯这本著作的同一章里可以看到，要是杜林不时而依恃世界的“终极原因”，时而依恃“第一次推动”（恩格斯说，这是神这个概念的另一种说法），他就不能够使自己的哲学自圆其说。也许，杜林想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诚意并不亚于我们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可是他没有能够把那种确实可以使唯心主义和有神论的荒诞事情失去任何立足之地的哲学观点贯彻到底。既然杜林不承认，至少不是明确地承认（因为杜林在这个问题上动摇和糊涂）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他也就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沿着斜坡一直滚到“终极原因”和“第一次推动”中去，因为他使自己失去了防止超出时间和空间界限的客观标准。既然时间和空间只是概念，那么创造它们的人类就有权利超出它们的界限，资产阶级教授们就有权利由于保卫这种超越的合法性、由于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中世纪的“荒诞事情”而从反动政府领取薪金了。

恩格斯曾经向杜林指出，否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在理论上就是糊涂的哲学思想，在实践上就是向信仰主义投降或对它束手无策。

现在看一看“最新实证论”有关这个问题的“学说”吧！在马赫的著作里，我们读到：“空间和时间是感觉系列的调整了的〈或者协调了的，wohlgeordnete〉体系。”（《力学》德文第3版第498页）这是很明显的唯心主义谬论，它是从物体是感觉的复合这个学说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不是具有感觉的人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而是空间和时间存在于人里面，依赖于人，为人所产生。这就是从马赫的著作中得出的结论。马赫感到自己在滚向唯心主义，于是就“抗拒”，提出一大堆保留条件，并且象杜林一样把问题淹没在关于我们的时空概念的可变性、相对性等等冗长的议论中（着重参看《认识和谬误》）。但是，这没有挽救他，而且也挽救不了他，因为只有承认了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才能真正克服在这个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立场。而这是马赫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干的。他根据相对主义的原则建立时间和空间的认识论，仅此而已。实质上，这样的构造只能导致主观唯心主义。这一点我们在谈到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了。

马赫为了抵制从他的前提中必然得出的唯心主义结论，便反驳康德，坚持说空间概念起源于经验（《认识和谬误》德文第2版第350、385页）。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经验中感知客观实在（象马赫告诫的那样），那么这样反驳康德就一点也没有抛弃康德和马赫的共同的不可知论立场。如果空间概念是我们从经验中获得的，但不是我们以外的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马赫的理论仍旧是唯心主义的。在人和人的经验出现以前，自然界就存在于以百万年计算的时间中，这一点就证明这种唯心主义理论是荒谬的。

马赫写道：“在生理学方面，时间和空间是判定方位的感觉，它们同感性的感觉一起决定着生物学上合目的的适应反应的发出（Auslosung）。在物理学方面，时间和空间是物理要素的相互依存关系。”（同上，第434页）

相对主义者马赫只限于从各个方面考察时间概念！他也象杜林一样踏步不前。如果说“要素”是感觉，那么物理要素的相互依存关系就不能存在于人以外、人出现以前、有机物质出现以前。如果说时间和空间的感觉能够使人具有生物学上合目的地判定方位能力，那也只有在这些感觉反映了人以外的客观实在的条件下才能作到，因为，假如人的感觉没有使人对环境具有客观的正确的观念，人对环境就不能有生物学上的适应。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学说是同对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解答密切联系着的。这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的感觉是物体和物的映象呢，还是物体是我们的感觉的复合。马赫只是在这两种解答之间无所适从。

马赫说道，在现代物理学中保持着牛顿对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观点（第442—444页），即对本来的时间和空间的观点。他接着说，这种观点在“我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他显然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唯物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但是在实践中这种观点是无害的（unschadlich）（第442页），因而它在长时期内没有受到批判。

关于唯物主义观点无害的这种天真说法，使马赫露出了马脚！首先，说唯心主义者“很久”没有批判这种观点，是不确实的；马赫简直无视唯心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他回避直截明了地叙述这两种观点。其次，马赫承认他所反驳的唯物主义观点是“无害”的，实质上也就是承认它们是正确的。因为不正确的东西怎么能够在许多世纪以来都是无害的呢？马赫曾经向之递送秋波的实践标准到哪儿去了？唯物主义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观点之所以是“无害的”，只是因为自然科学没有超出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即没有超出物质世界的界限，而把这件事让给反动哲学的教授们去做了。这种“无害”也就是正确。

“有害的”是马赫对空间和时间的唯心主义观点。因为，第一，它向信仰主义敞开了大门；第二，它引诱马赫本人作出反动的结论。例如，马赫在1872年写道：“不必去设想化学元素是在三维空间中的。”（《功的守恒定律》 
［注：即《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编者注］

 第29页，第55页重述）这样做，就是“作茧自缚。正如没有任何必要从音调的一定高度上去设想纯粹思维的东西（das　bloβ　Gedachte）一样，也没有任何必要从空间上即从可以看到和触摸到的东西上去设想纯粹思维的东西”（第27页）。“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令人满意的电学理论，这也许是由于总想用三维空间的分子过程来说明电的现象的缘故。”（第30页）

根据马赫在1872年公开维护的那种直率的没有被搞乱的马赫主义观点，无庸置疑地会作出如下的论断：如果人们感觉不到分子、原子，一句话，感觉不到化学元素，那么，这就是说化学元素是“纯粹思维的东西（das　bloβ　Gedachte）”。既然如此，既然空间和时间没有客观实在的意义，那么很明显，大可不必从空间上去设想原子！让物理学和化学以物质在其中运动的三维空间来“自缚”吧，——可是为了说明电，却可以在非三维空间中寻找它的元素！

尽管马赫在1906年重述过这个谬论（《认识和谬误》第2版第418页），我们的马赫主义者还是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它。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这样，他们就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空间的看法问题，不能支吾搪塞，不能有任何“调和”这个对立的企图。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在70年代，当马赫还默默无闻，甚至“正统派的物理学家”都拒绝刊登他的论文的时候，内在论学派的首领之一安东·冯·勒克列尔就不遗余力地抓住马赫的这个论断，说它出色地否认了唯物主义，承认了唯心主义。因为，那时候勒克列尔还没有发明或者说还没有从舒佩、舒伯特－索尔登或约·雷姆克那里剽窃到“内在论学派”这个“新的”称号，而是坦率地自称为批判唯心主义者 
［注：安东·冯·勒克列尔《从贝克莱和康德对认识的批判来看现代自然科学的实在论》1879年布拉格版。］

 。这位信仰主义的毫不掩饰的维护者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公开宣扬信仰主义，他一看到马赫的那些话，就立刻宣称马赫是个伟大的哲学家、“最好的革命者”（第252页）；他这样做是完全对的。马赫的论断是从自然科学阵营向信仰主义阵营的转移。不论在1872年或在1906年，自然科学都曾经在三维空间中探求，而且现在还在探求和发现（至少在摸索）电的原子即电子。自然科学毫不怀疑它所研究的物质只存在于三维空间中，因而这个物质的粒子虽然小到我们不能看见，也“必定”存在于同一个三维空间中。从1872年起，30多年来科学在物质构造问题上获得了巨大的辉煌的成就，唯物主义对空间和时间的看法一直是“无害的”，也就是说跟过去一样，和自然科学是一致的，而马赫之流所持的相反的看法却是对信仰主义的“有害的”投降。

马赫在他的《力学》里维护那些研究设想出来的n维空间问题的数学家，使他们不致于因为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出“怪异的”结论而遭到谴责。这种维护无疑是完全正当的，但是请看一看马赫是站在什么样的认识论立场上维护他们的。马赫说道，现代数学提出了n维空间，即设想出来的空间这个十分重要而有用的问题，可是只有三维空间才是“现实的”（ein　wirklicher　Fall（第3版第483—485页）。因此，“由于不知道把地狱安放在什么地方而感到为难的许多神学家”以及一些降神术者想从第四维空间得到好处，那是白费心思。（同上）

很好！马赫不愿意加入神学家和降神术者的队伍。但是他在自己的认识论中怎样和他们划清界限呢？他说，只有三维空间才是现实的！如果你不承认空间和时间具有客观实在性，那又怎么能防范神学家及其同伙呢？原来，当你需要摆脱降神术者的时候，你就采用不声不响地剽窃唯物主义的方法。因为，唯物主义者既然承认现实世界、我们感觉到的物质是客观实在，也就有权利由此得出结论说，任何超出时间和空间界限的人类臆想，不管它的目的怎样，都不是现实的。而你们呢，马赫主义者先生们，当你们和唯物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你们就否认“现实”具有客观实在性，可是当你们要同彻底的、毫无顾忌的、公开的唯心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你们又偷运这个客观实在性！如果在时间和空间的相对的概念里除了相对性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如果这些相对的概念所反映的客观（＝既不依存于单个人，也不依存于全人类的）实在并不存在，那么为什么人类，为什么人类的大多数不能有时间和空间以外的存在物的概念呢？如果马赫有权在三维空间以外探求电的原子或一般原子，那么为什么人类的大多数无权在三维空间以外探求原子或道德基础呢？

马赫在同一本书中写道：“还没有过借助第四维来接生的产科大夫。”

绝妙的论据，但是，只有对那些认为实践是证实客观真理、证实我们感性世界的客观实在性的标准的人们来说，才是绝妙的论据。如果我们的感觉给我们提供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外部世界的客观真实的映象，那么这种援引产科大夫、援引整个人类实践的论据是适用的。但是这样一来，整个马赫主义这个哲学派别就毫不中用了。

马赫在提到自己1872年的著作时继续写道：“我希望没有人会用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想、所说和所写的东西替任何鬼神之说辩护（die　Kosten　einer　Spukgeschichte　bestreiten）。”

不能希望拿破仑不是死于1821年5月5日。当马赫主义已经为内在论者服务而且还在服务的时候，不能希望它不为“鬼神之说”服务！

我们将会在下面看到，马赫主义还不只是替内在论者服务。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隐蔽起来的、修饰过的鬼神之说。请看一看这个哲学流派的那些不大象德国经验批判主义代表那样矫饰的法国代表和英国代表吧！彭加勒说，时空概念是相对的，因而（对于非唯物主义者来说的确是“因而”）“不是自然界把它们〈这些概念〉给予〈或强加于，impose〉我们，而是我们把它们给予自然界，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是方便的”（上引书第6页）。这不是证明德国康德主义者兴高采烈是有道理的吗？这不是证实了恩格斯的话吗？恩格斯说，彻底的哲学学说必须或者把自然界当作第一性的，或者把人的思维当作第一性的。

英国马赫主义者卡尔·毕尔生的见解是十分明确的。他说道：“我们不能断定空间和时间是实际存在的；它们不是存在于物中，而是存在于我们感知物的方式（our　mode）中。”（上引书第184页）这是直率的毫不掩饰的唯心主义。“时间象空间一样，是人的认识能力这部大的分类机器用来整理（arranges）它的材料的方式〈plans，直译：方案〉之一。”（同上）卡·毕尔生照例是用确切明白的提纲形式叙述的最后结论如下：“空间和时间不是现象世界（phemomenal　world）的实在性，而是我们感知物的方式〈样式，modes〉。它们既不是无限大的，也不是无限可分的，按其本质来说（essentially），它们是受我们知觉的内容限制的。”（第191页，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第5章的结论）

唯物主义的这位认真而诚实的敌人毕尔生（我们再重复一遍，马赫一再表示他和毕尔生完全一致，而毕尔生也坦率地说他和马赫一致）没有给自己的哲学另造特别的招牌，而是毫不隐讳地说出他的哲学路线渊源于两位古典哲学家：休谟和康德（第192页）！

如果说在俄国有一些天真的人相信马赫主义在空间和时间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解答，那么在英国的文献里却可以看到，自然科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对马赫主义者卡·毕尔生的态度一开始就十分明确。例如，请看生物学家劳埃德·摩根的批评：“自然科学本身认为现象世界是存在于观察者的心以外的，是不依赖于观察者的心的”，而毕尔生教授则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的 
［注：1892年《自然科学》杂志[49]第1卷第300页。］

 。“依我看来，作为科学的自然科学有充分根据来说明空间和时间是纯粹客观的范畴。我认为，生物学家有权研究有机体在空间的分布，地质学家有权研究有机体在时间上的分布，而不必向读者解释，这里讲的只是感性知觉、积累起来的感性知觉、知觉的某些形式。也许这一切都是很好的，可是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却是不适当的。”（第304页）劳埃德·摩根是恩格斯叫作“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的那种不可知论的代表，不管这种哲学具有怎样的“调和”倾向，可是要把毕尔生的观点和自然科学调和起来毕竟是不可能的。另一位批评家说道，在毕尔生那里，“起初心存在于空间中，后来空间存在于心中” 
［注：J．麦·本特利论毕尔生，载于1897年9月《哲学评论》杂志[50]第6卷第5期第523页。］

 。卡·毕尔生的拥护者莱尔（R．J．Ryle）回答道：“与康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时空学说，是从贝克莱主教以来关于人类认识的唯心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肯定的成就，这是不容怀疑的。毕尔生的《科学入门》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在这本书里，我们也许是第一次在英国学者的著作里看到对康德学说的基本真理的完全承认，对康德学说所作的简短而明晰的说明……” 
［注：雷·约·莱尔论毕尔生，载于1892年8月《自然科学》杂志第6期第454页］



可见，在英国，无论是马赫主义者自己，或者是自然科学家营垒中反对他们的人，或者是哲学专家营垒中拥护他们的人，都丝毫没有怀疑马赫关于时间和空间问题的学说具有唯心主义性质。“看不出”这一点的只有几个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著作家。

例如，弗·巴扎罗夫在《论丛》第67页上写道：“恩格斯的许多个别观点，比方说，他关于‘纯粹的’空间和时间的观念，现在已经陈旧了。”

当然啦！唯物主义者恩格斯的观点陈旧了，而唯心主义者毕尔生和糊涂的唯心主义者马赫的观点是最新的！这里最可笑的是巴扎罗夫甚至毫不怀疑：对于空间和时间的看法，即对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的承认或否认，可以归入“个别观点”，而和这位著作家在下一句话里所说的“世界观的出发点”相对立。这就是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80年代德国哲学时常说的“折中主义残羹剩汁”的一个鲜明例子。因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出发点”同他们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个别观点”对立起来，就象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出发点”同他关于剩余价值的“个别观点”对立起来一样，是荒谬绝伦的。把恩格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学说同他关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学说分开来，同他对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的承认（就是承认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分开来，同他对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承认分开来，这就等于把完整的哲学变为杂烩。巴扎罗夫象一切马赫主义者一样糊涂，他把人类的时空概念的可变性，即这些概念的纯粹相对的性质，同下列事实的不变性混淆起来，这个事实就是：人和自然界只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僧侣们所创造的、为人类中无知而又受压制的群众的臆想所支持的时间和空间以外的存在物，是一种病态的幻想，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谬论，是不良社会制度的不良产物。关于物质的构造、食物的化学成分、原子和电子的科学学说会陈旧，并且正在日益陈旧；但是，人不能拿思想当饭吃、不能单靠精神恋爱生育孩子这一真理是不会陈旧的。否定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哲学，正如否定上述真理一样，是荒诞的、内部腐朽的、虚伪的。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的花招，正如伪君子鼓吹精神恋爱一样，整个说来是伪善的！

为了举例说明我们的时空概念的相对性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在这个问题上的绝对的（在认识论范围内）对立二者之间的差别，我还要引证一位很老的而且是十足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即休谟主义者舒尔采－埃奈西德穆在1792年写的一段有代表性的话：


　　“如果从我们之内的表象和思想的特性推论出‘我们之外的物’的特性”，那么，“空间和时间就是某种在我们以外的实在的东西、真实存在着的东西，因为只有在现存的（vorhandenen）空间中才能想象物体的存在，只有在现存的时间中才能想象变化的存在”。（上引书第100页）



　　一点也不错！休谟的追随者舒尔采虽然坚决地批驳唯物主义并且丝毫也不向它让步，但是他在1792年对空间和时间问题同我们以外的客观实在问题的关系所作的描述，正好和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在1894年对这种关系所作的描述相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最后一篇序言上注明的日期是1894年5月23日）。这并不是说，100年来，我们的时空观念没有改变，没有收集到大量有关这些观念的发展的新材料（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切尔诺夫和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瓦连廷诺夫在所谓驳斥恩格斯的时候所提到的材料）；这是说，不管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卖弄什么“新”名称，唯物主义和不可知论这两条基本哲学路线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会改变的。除了一些“新”名称，波格丹诺夫也没有给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旧哲学增添任何东西。当他重复赫林和马赫关于生理学空间和几何学空间的差别或者感性知觉的空间和抽象空间的差别的论述时（《经验一元论》第1卷第26页），他完全是在重复杜林的错误。人究竟怎样依靠各种感官感知空间，抽象的空间概念又怎样通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从这些知觉中形成起来，这是一个问题；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实在同人类的这些知觉和这些概念是否符合，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后一个问题是唯一的哲学问题，但是波格丹诺夫由于对前一个问题进行了一大堆详细的研究而“看不出”这后一个问题，所以他不能明确地用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来反对马赫的糊涂观念。

时间象空间一样，“是各种人的经验的社会一致的形式”（同上，第34页），它们的“客观性”就在于“具有普遍意义”（同上）。

这完全是骗人的话。宗教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因为它表现出人类大多数的经验的社会一致。但是，任何客观实在都和宗教的教义（例如，关于地球的过去和世界的创造的教义）不相符合。科学学说认为，地球存在于任何社会性出现以前、人类出现以前、有机物质出现以前，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的（对其他行星说来）空间内。客观实在和这种科学学说（虽然，象宗教发展的每一阶段是相对的一样，它在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上也是相对的）是相符合的。在波格丹诺夫看来，空间和时间的各种形式适应人们的经验和人们的认识能力。事实上，恰好相反，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认识日益正确而深刻地反映着客观的空间和时间，并日益适应它们。


6．自由和必然

阿·卢那察尔斯基在《论丛》第140—141页上引证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并且完全同意恩格斯在这部著作的“惊人的一页” 
［注：卢那察尔斯基说：“……宗教经济学的惊人的一页。我这样说，不免会引起不信教的读者的微笑。”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不管你的用意多么好，你对宗教的谄媚所引起的不是微笑，而是憎恶。[51]］

 中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异常明晰确切的”评述。

这里的确有很多惊人的地方。而最“惊人的”是：无论阿·卢那察尔斯基，或者其他一群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都“没有看出”恩格斯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论述在认识论上的意义。他们读也读过，抄也抄过，可是什么都不了解。

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en）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德文第5版第112—113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25—126页。——编者注］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整段论述是以哪些认识论的前提为根据的。

第一，恩格斯在他的论述中一开始就承认自然规律、外部自然界的规律、自然界的必然性，就是说，承认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之流叫作“形而上学”的一切东西。如果卢那察尔斯基愿意好好地想一想恩格斯的“惊人的”论述，就不可能不看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同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基本区别，后二者否认自然界的规律性或者宣称它只是“逻辑的”等等。

第二，恩格斯没有生造自由和必然的“定义”，即反动教授（如阿芬那留斯）和他们的门徒（如波格丹诺夫）所最感兴趣的那些经院式的定义。恩格斯一方面考察人的认识和意志，另一方面也考察自然界的必然性，他没有提出任何规定、任何定义，只是说，自然界的必然性是第一性的，而人的意志和意识是第二性的。后者不可避免地、必然地要适应前者；恩格斯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他无须多费唇舌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只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才会埋怨恩格斯给唯物主义所下的一般定义（自然界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请回想波格丹诺夫在这一点上的“困惑莫解”！），同时又认为恩格斯对这个一般的基本的定义的一次个别应用是“惊人的”，是“异常确切的”！

第三，恩格斯并不怀疑有“盲目的必然性”。他承认存在尚未被人认识的必然性。这从上面所引的那段话里可以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从马赫主义者的观点看来，人怎么能够知道他所不知道的东西是存在的呢？怎么能够知道尚未被认识的必然性是存在的呢？这难道不是“神秘主义”，不是“形而上学”，不是承认“物神”和“偶像”，不是“康德主义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吗？如果马赫主义者细想一下，他们就不会看不出，恩格斯关于物的客观本性的可知性和关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论点，同他关于盲目的、尚未被认识的必然性的论点是完全一致的。每一个个别人的意识的发展和全人类的集体知识的发展在每一步上都向我们表明：尚未被认识的“自在之物”在转化为已被认识的“为我之物”，盲目的、尚未被认识的必然性、“自在的必然性”在转化为已被认识的“为我的必然性”。从认识论上说，这两种转化完全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基本观点是一个，都是唯物主义观点，都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外部自然界的规律，并且认为这个世界和这些规律对人来说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但又是永远认识不完的。我们不知道气象中的自然界的必然性，所以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气候的奴隶。但是，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必然性，我们却知道它是存在的。这种知识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它同物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以我们的意识为转移这种知识同出一源，就是说，从我们知识的发展中得来的。我们知识的发展千百万次地告诉每一个人，当对象作用于我们感官的时候，不知就变为知，相反地，当这种作用的可能性消失的时候，知就变为不知。

第四，在上面所引的论述中，恩格斯显然运用了哲学上“获生的跳跃”方法，就是说，作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跳跃。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所追随的那些博学的（又是愚蠢的）哲学教授中间，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容许自己作出这种对“纯科学”的代表说来是可耻的跳跃。对他们说来，要想尽办法狡猾地用文字来捏造“定义”的认识论是一回事，而实践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恩格斯说来，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论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认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如马克思千百次反复说过的那样）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在人脑中客观正确的反映的结果，它证明这一反映（在实践向我们表明的范围内）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在恩格斯的论述中，每一步，几乎每一句话、每一个论点，都完全是而且纯粹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上的，建立在正面驳斥马赫主义关于物体是感觉的复合、关于“要素”、关于“感性表象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一致”等等全部胡说的那些前提上的。马赫主义者对这些满不在乎，他们抛弃唯物主义，重复着（象别尔曼那样）关于辩证法的陈腐的混话，同时又热烈地欢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次应用！他们从折中主义残羹剩汁里获得自己的哲学，并且继续用这种东西款待读者。他们从马赫那里取出一点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再从马克思那里取出一点辩证唯物主义，把它们拼凑起来，于是含含糊糊地说这种杂烩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们认为，如果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以及他们的其他一切权威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自由和必然）丝毫不了解，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那不过是他们没有读过某一本书的某一页罢了，决不是因为这些“权威”过去和现在对19世纪哲学的真正的进步完全无知，决不是因为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哲学上的蒙昧主义者。

请看这种蒙昧主义者之一、维也纳大学最正式的哲学教授恩斯特·马赫的论述：


　　“决定论的立场正确还是非决定论的立场正确，这是无法证明的。只有至善至美的科学或者证明其不可能有的科学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在考察事物时使用（man　heranbringt）什么样的前提，要看我们究竟把多大的主观成分（subjektives　Gewicht）归于以往研究的成败。但是在进行研究时，每个思想家在理论上必然是一个决定论者。”（《认识和谬误》德文第2版第282—283页）



　　用心地把纯粹的理论同实践割裂开来，这难道不是蒙昧主义吗？把决定论局限于“研究”的领域，而在道德、社会活动的领域中，在除开“研究”以外的其他一切领域中，问题则由“主观的”评定来解决，这难道不是蒙昧主义吗？这位博学的学究说，我在书房里是一个决定论者；可是，关于哲学家要关心建立在决定论上的、包括理论和实践在内的完整的世界观这一点，却根本不谈。马赫之所以胡说，是因为他在理论上完全不明白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任何一个新发现都暴露了我们知识的不足，都显示出至今尚未被看出的依赖性残余……”（第283页）妙极了！这个“残余”就是我们的认识日益深刻反映的“自在之物”吗？完全不是这样：“……由此可见，在理论上维护极端的决定论的人，在实践上必定仍旧是一个非决定论者……”（第283页）瞧，分配得多好 
［注：马赫在《力学》中说道：“人们的宗教见解纯属私人的事情，只要他们不想强迫别人相信它们，不想把它们应用到属于其他领域的问题上去。”（法译本第434页）］

 ：理论是教授们的事，实践是神学家们的事！或者：理论上是客观主义（即“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实践上是“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52]。俄国的小市民思想家，民粹派，从列谢维奇到切尔诺夫，都同情这种庸俗的哲学，这是不足为奇的。至于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迷恋这类胡说，羞羞答答地掩饰马赫的特别荒谬的结论，这就是十分可悲的了。

但是在意志问题上，马赫没有停留在糊涂思想和不彻底的不可知论上，而是走得远多了……我们在《力学》一书中读到：“我们的饥饿感觉同硫酸对锌的亲和力本质上没有差别，我们的意志同石头对它的垫基的压力也没有多大差别。”“这样〈就是说，抱这种观点〉就发现我们更接近自然界，而不需要把人分解成一堆不可理解的云雾似的原子，或者使世界成为精神结合物的体系。”（法译本第434页）这样一来，就不需要唯物主义（“云雾似的原子”或电子，即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了，也不需要那种承认世界是精神的“异在”的唯心主义了。但是承认世界就是意志的唯心主义还是可以有的！我们不仅超出唯物主义，而且超出“某一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是我们可以向叔本华式的唯心主义打情骂俏！只要有人一提到马赫接近哲学唯心主义，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就装出一副无辜受辱的样子，可是又认为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最好来个默不作声。但实际上，在哲学文献中，很难找到一篇叙述马赫观点的文章不指出他倾向于意志的形而上学（Willensmetaphysik），即倾向于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尤·鲍曼指出了这一点 
［注：1898年《系统哲学文库》第4卷第2期第63页，关于马赫的哲学观点的论文。］

 ，而对鲍曼进行驳斥的马赫主义者汉·克莱因佩特也没有反驳这一点，反而说，马赫当然“接近康德和贝克莱甚于接近在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经验论”（即自发的唯物主义；同上，第6卷第87页）。埃·贝歇尔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如果马赫在一些地方承认唯意志论的形而上学，在另一些地方又否认它，这只是证明他用语随便；事实上马赫无疑是接近于唯意志论的形而上学的 
［注：埃里希·贝歇尔《恩·马赫的哲学观点》，载于1905年《哲学评论》杂志第14卷第5期第536、546、547、548页。］

 。路加也承认有这种形而上学（即唯心主义）和现象学”（即不可知论）的混合物 
［注：埃·路加《认识问题和马赫的〈感觉的分析〉》，载于1903年《康德研究》杂志第8卷第400页。］

 。威·冯特也指出了这一点 
［注：《系统哲学》1907年莱比锡版第131页。］

 。宇伯威格—海因策的近代哲学史教程也断定，马赫是一位“并非同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无关的”现象论者 
［注：《哲学史概论》1903年柏林第9版第4卷第250页。］

 。

总而言之，除了俄国马赫主义者，谁都很清楚马赫的折中主义和他的唯心主义倾向。






[43]《哲学评论》杂志（《Revue　de　Philosophie》）是法国的唯心主义刊物，由佩奥布创办，1900—1939年在巴黎出版。——152。



[44]康康舞是法国的一种下流舞蹈，19世纪30年代出现在巴黎的大众舞会上，后来流行于咖啡馆舞台。——156。



[45]《自然哲学年鉴》（《Annalen　der　Naturphilosophie》是德国的实证论派别的杂志，1901—1921年由威·弗·奥斯特瓦尔德在莱比锡出版，撰稿人中有恩·马赫、保·福尔克曼、哈·赫夫丁等。——169。



[46]契码拉是希腊神话中的一只狮头、羊身、蛇尾的怪兽。它口喷烈焰，形状丑陋可怕，经常从山洞里出来攫食人兽，烧毁庄稼，后为希腊英雄柏勒洛丰杀死。契玛拉常被人们用来比喻奇怪的、非现实的东西，或荒诞不经、不切实际的幻想。——171。



[47]这里是借用法国作家让·巴·莫里哀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中的一句台词。在该剧中，一个樵夫冒充医生给财主女儿治病，竟把心脏和肝脏的位置说颠倒了。在事情败露之后，他又说什么“以前确是心在左面，肝在右面，不过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171。



[48]巴扎罗夫是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1862年）中的主人公。作为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巴扎罗夫痛恨贵族的风尚和习俗。他戳穿了贵族富孀阿金佐娃夫人的虚伪做作，指出她对她根本瞧不起的贵族姨妈——一个地位很高的贵族老处女——礼数周到，殷勤备至，只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显示自己了不起。——173。



[49]《自然科学》杂志（《Natural！！Science》）是一种评述科学新进展的刊物（月刊），1892—1899年在伦敦出版。——188。



[50]《哲学评论》杂志（《The　Philosophical　Review》）是美国唯心主义派别的刊物（双月刊），由舒尔曼创办，1892年起出版。——189。



[51]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版里，此处印的是：“引起的不只是微笑。”列宁在1909年3月21日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信中指出此处应为：引起的“不是微笑，而是憎恶”，并要求务必把这一点列入勘误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3卷第185号文献）。此书第1版所附的《重要勘误表》包括了这一更正。——193。



[52]“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是一种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否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把历史归结为“杰出人物”的任意活动。19世纪30—40年代，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布·鲍威尔、戴·施特劳斯、麦·施蒂纳等人。他们把人民说成是“没有批判能力的群氓”，只能盲目追随“有批判头脑的个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深刻而全面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在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代表是彼·拉·拉甫罗夫和自由主义民粹派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列宁在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时写道，这些主观主义者“这样论断：由于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形形色色，不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现象分开，就不能研究这些现象，而为了把这两种现象分开，就需要‘有批判头脑’和‘品德高尚’的个人的观点，——于是他们就轻而易举地把社会科学变成一系列的小市民道德教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372页）。——197。





《列宁全集》第18卷


第四章 作为经验批判主义的战友和继承者的哲学唯心主义者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经验批判主义单独作了考察。现在我们应当看一看它的历史发展，看一看它同其他哲学派别的联系和相互关系。这里首先要提出的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对康德的关系问题。


1.从左边和从右边对康德主义的批判

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是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于哲学舞台的，当时德国教授中间的时髦口号是：“回到康德那里去！”这两位经验批判主义创始人在他们的哲学发展上正是从康德那里出发的。马赫写道：“我应当万分感激地承认，正是他的〈康德的〉批判唯心主义作了我的全部批判思维的出发点。但是我没有能够始终忠实于它。我很快又回到贝克莱的观点上来了”，后来“又得出了和休谟的观点相近的观点……现在我还是认为贝克莱和休谟是比康德彻底得多的思想家”。（《感觉的分析》第292页）

可见，马赫十分明确地承认：他是从康德开始的，以后走上了贝克莱和休谟的路线。再看一看阿芬那留斯吧。

阿芬那留斯在他的《〈纯粹经验批判〉绪论》（1876）一书的前言里就已指出：《纯粹经验批判》这几个字表明了他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态度，“而且当然是”同康德“对立的态度”（1876年版第ⅠⅤ页）。阿芬那留斯究竟在什么问题上和康德对立呢？在阿芬那留斯看来，康德没有充分地“清洗经验”。阿芬那留斯在他的《绪论》（第56、72节及其他许多节）里论述的就是这种“对经验的清洗”。阿芬那留斯要“清洗掉”康德的经验学说中的什么东西呢？首先是先验主义。他在第56节里说道：“关于是否应当从经验的内容中排除‘理性的先验概念’这种多余的东西，从而首先造成纯粹经验的问题，据我所知，是第一次在这里提出来的。”我们已经看到，阿芬那留斯就是这样“清洗掉”康德主义对必然性和因果性的承认的。

其次，阿芬那留斯要清洗掉康德主义对实体的承认（第95节），即对自在之物的承认，因为，在他看来，这个自在之物“不是存在于现实经验的材料中，而是由思维输送到这种材料中去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阿芬那留斯给自己的哲学路线所下的这一定义和马赫的定义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在表达上过于矫揉造作。但是首先必须指出：阿芬那留斯说他在1876年第一次提出了“清洗经验”的问题，即清洗掉康德学说中的先验主义和对自在之物的承认的问题，这是公然撒谎。事实上，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在康德之后就立即出现了对康德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和阿芬那留斯的批判正好是同一方向。在德国古典哲学里，代表这种方向的是休谟的不可知论的信徒舒尔采－埃奈西德穆和贝克莱主义即主观唯心主义的信徒约·戈·费希特。1792年舒尔采－埃奈西德穆批判康德，就是因为康德承认先验主义（上引书第56、141页及其他许多页）和自在之物。舒尔采说道，我们这些怀疑论者或休谟的信徒屏弃超出“一切经验界限”的自在之物（第57页）。我们屏弃客观的知识（第25页）；我们否认空间和时间真实地存在于我们之外（第100页）；我们否认在经验中有必然性（第112页）、因果性、力，等等（第113页）。决不能认为它们具有“在我们表象以外的实在性”（第114页）。康德“独断地”证明先验性，他说，既然我们不能用别的方法来思维，那就是说先验的思维规律是存在的。舒尔采回答康德说：“这个论据在哲学上老早就被用来证明存在于我们表象以外的东西的客观本性了。”（第141页）这样推论下去，就会认为自在之物具有因果性（第142页）。“经验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wir　erfahren　niemals），客观对象作用于我们就产生表象。”康德也完全没有证明，为什么“必须承认这种存在于我们理性以外的东西就是不同于我们的感觉（Gemut）的自在之物。感觉可以被设想为我们全部认识的唯一基础”（第265页）。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把任何认识都开始于客观对象对我们感觉（Gemut）器官的作用这一前提作为他的论断的基础，可是后来它又对这个前提的真理性和实在性提出异议”（第266页）。康德无论在哪一点上都没有驳倒唯心主义者贝克莱（第268—272页）。

由此可见，休谟主义者舒尔采屏弃康德关于自在之物的学说，认为它不彻底，对唯物主义作了让步，即对下述“独断主义”的论断作了让步：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是客观实在，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的表象是由客观的（不依赖于我们意识的）对象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产生的。不可知论者舒尔采责备不可知论者康德，因为康德对自在之物的承认是和不可知论相矛盾的，并且会导向唯物主义。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也这样批判康德，不过更坚决些。他说：康德承认不依赖于我们的自我的自在之物，这是“实在论”（《费希特全集》第1卷第483页）；康德“没有明确地”把“实在论”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费希特认为康德和康德主义者的惊人的不彻底性就在于他们承认自在之物是“客观实在的基础”（第480页），因此他们便陷入和批判唯心主义相矛盾的境地。费希特向那些用实在论解释康德的人大叫大嚷说：“在你们那里，地在象上，象在地上。你们的自在之物只不过是思想而已，但却作用于我们的自我！”（第483页）

可见，阿芬那留斯以为他“第一次”从康德的“经验中清洗掉”先验主义和自在之物，从而创立了哲学上的“新”派别，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事实上他是在继续休谟和贝克莱、舒尔采－埃奈西德穆和约·戈·费希特的旧路线。阿芬那留斯以为他在全面地“清洗经验”。事实上他不过是从不可知论中清洗掉康德主义。他不是反对康德的不可知论（不可知论就是否认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而是主张更纯粹的不可知论，主张排除康德的那个和不可知论相矛盾的假定：自在之物是存在的，虽然它们是不可认识的、心智的、彼岸的；必然性和因果性是存在的，虽然它们是先验的，是存在于思维中而不是存在于客观现实中。他不象唯物主义者那样从左边同康德进行斗争，而是象怀疑论者和唯心主义者那样从右边同康德进行斗争。他自以为前进了，实际上他后退了，退到库诺·费舍在谈到舒尔采－埃奈西德穆时曾确切地表述过的批判康德的纲领上去了。费舍说：“剔除纯粹理性〈即先验主义〉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怀疑论。剔除自在之物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贝克莱的唯心主义。”（《近代哲学史》1869年德文版第5卷第115页）

现在我们接触到我国的整个“马赫狂”（即俄国马赫主义者向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整个进攻）的最有趣的插曲之一。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尤什凯维奇和瓦连廷诺夫用千百种调子吹嘘的他们的最新发现就是：普列汉诺夫作了一次“倒霉的尝试，想用妥协的、勉强可以认识的自在之物来调和恩格斯和康德的学说”（《论丛》第67页及其他许多页）。我们的马赫主义者的这个发现向我们暴露出，他们思想的极度混乱，他们对康德和德国古典哲学全部发展过程的惊人无知，真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当康德承认在我们之外有某种东西、某种自在之物同我们表象相符合的时候，他是唯物主义者；当康德宣称这个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超验的、彼岸的时候，他是唯心主义者。康德在承认经验、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时，他就把自己的哲学引向感觉论，并且通过感觉论，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引向唯物主义。康德在承认空间、时间、因果性等等的先验性时，他就把自己的哲学引向唯心主义。由于康德的这种不彻底性，不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或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以及“纯粹的”不可知论者即休谟主义者），都同他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唯物主义者责备康德的唯心主义，驳斥他的体系的唯心主义特征，证明自在之物是可知的、此岸的，证明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没有原则的差别，证明不应当从先验的思维规律中而应当从客观现实中引出因果性等等。不可知论者和唯心主义者责备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认为这是向唯物主义，向“实在论”或“素朴实在论”让步。此外，不可知论者不仅抛弃了自在之物，也抛弃了先验主义，而唯心主义者则要求不仅从纯粹思想中彻底地引出先验的直观形式，而且彻底地引出整个世界（把人的思维扩张为抽象的自我或“绝对观念”、普遍意志等等）。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没有发觉”他们是把那些从怀疑论和唯心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康德的人们奉为自己的老师的，因而看见一些怪人从完全相反的观点去批判康德，驳斥康德体系中哪怕是一点点的不可知论（怀疑论）和唯心主义的因素，证明自在之物是客观实在的、完全可以认识的、此岸的，证明它同现象没有什么原则差别并且在人的个体意识和人类的集体意识发展的每一步上都在转化为现象，他们就悲观失望，不胜伤感。他们喊叫道：天呀！这是把唯物主义和康德主义生拉硬扯地混合起来了！

当我读到我们的马赫主义者要人家相信他们对康德的批判比某些老朽的唯物主义者彻底得多、坚决得多的时候，我总觉得好象普利什凯维奇走进了我们中间，他大喊大叫：我对立宪民主党人[53]的批判要比你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先生们彻底得多、坚决得多！当然啦，普利什凯维奇先生，政治上彻底的人能够而且永远会从完全相反的观点去批判立宪民主党人，可是毕竟不应该忘记：你们批判立宪民主党人，是因为他们是过分的民主派，而我们批判立宪民主党人，却是因为他们是不够格的民主派。马赫主义者批判康德，是因为他是过分的唯物主义者，而我们批判康德，却是因为他是不够格的唯物主义者。马赫主义者从右边批判康德，而我们从左边批判康德。

在德国古典哲学史上，休谟主义者舒尔采和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是前一种批判的典型。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极力排除康德主义的“实在论”因素。正如舒尔采和费希特批判康德本人那样，休谟主义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内在论者也批判了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新康德主义者。休谟和贝克莱的那条路线用新词句略微改扮一下又出现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谴责康德，不是因为他对自在之物的看法不够实在、不够唯物，而是因为他承认有自在之物；不是因为他拒绝从客观现实中引出自然界的因果性和必然性，而是因为他一般地承认任何因果性和必然性（也许纯粹“逻辑的”因果性和必然性除外）。内在论者和经验批判主义者的步调是一致的，他们也从休谟和贝克莱的观点去批判康德。例如，1879年勒克列尔就在他那本吹捧马赫是位卓绝的哲学家的著作中谴责康德的“不彻底性和对实在论的顺从（Connivenz）”，这表现在“庸俗实在论的名词残渣（Residuum）”，即“自在之物”这个概念上（《……现代自然科学的实在论》 
［注：即《从贝克莱和康德对认识的批判来看现代自然科学的实在论》。——编者注］

 第9页）。“为了说得更厉害些”，勒克列尔把唯物主义叫作庸俗实在论。勒克列尔写道：“我们认为应当把康德理论中一切倾向于庸俗实在论（realismus　vulgaris）的组成部分都除掉，因为在唯心主义看来，它们是不彻底的，是杂种的（zwitterhaft）产物。”（第41页）康德学说中的“不彻底性和矛盾”是“因唯心主义的批判主义与实在论的独断主义的未被排除的残渣混合起来（Verquickung）”而产生的（第170页）。勒克列尔把唯物主义叫作实在论的独断主义。

另一位内在论者约翰奈斯·雷姆克谴责康德用自在之物在自己和贝克莱之间筑起一个实在论的屏障（约翰奈斯·雷姆克《世界是知觉和概念》1880年柏林版第9页）。“康德的哲学活动实质上具有论战的性质：他自己的哲学通过自在之物和德国的唯理论〈即和18世纪的旧信仰主义〉对立，通过纯粹的直观和英国的经验论对立。”（第25页）“我想把康德的自在之物比作一个安置在陷阱上面的活动机关，这个小东西看起来是不伤人的，是没有危险的，可是你一踩上去，就会意外地掉进自在世界的深渊。”（第27页）原来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战友内在论者不喜欢康德，是因为康德在某些方面接近唯物主义的“深渊”！

现在请看几个从左边批判康德的典型。费尔巴哈谴责康德，不是因为他的“实在论”，而是因为他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把康德的体系叫作“经验论基础上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全集》第2卷第296页）。

请看费尔巴哈对康德所作的特别重要的评论。“康德说：‘如果我们把我们感觉的对象看作是单纯的现象（我们应当这样看），那么这样我们就承认现象的基础是自在之物，虽然我们不知道自在之物本身是怎样构成的，只知道它的现象，就是说，只知道这个未知物影响（affiziert）我们感官的那个方式。所以，我们的理性由于承认现象的存在，也就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就这一点而论，我们可以说，设想这种作为现象基础的本质，即纯粹想象的本质，不但是容许的，而且是必要的’……”费尔巴哈从康德的文章中选出这样一段话来加以批判。康德在这一段话里认为自在之物不过是想象的物，即想象的本质，而不是实在。费尔巴哈说：“……因此，感觉的对象、经验的对象，对于理性来说是单纯的现象，而不是真理……要知道，想象的本质对理性来说并不是现实的客体！康德哲学是主体和客体、本质和实存、思维和存在之间的矛盾。在这里，本质归于理性，实存归于感觉。没有本质的实存〈即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现象的实存〉是单纯的现象，即感性的物；没有实存的本质，是想象的本质、本体；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想象它们，可是它们缺少实存——至少对我们来说缺少客观性；它们是自在之物，是真正的物，但是它们不是现实的物……使真理和现实分开，使现实和真理分开，这是多么矛盾啊！”（《费尔巴哈全集》第2卷第302—303页）费尔巴哈谴责康德，不是因为他承认自在之物，而是因为他不承认自在之物的现实性即客观实在性，因为他认为自在之物是单纯的思想、“想象的本质”，而不是“具有实存的本质”即实在的、实际存在着的本质。费尔巴哈谴责康德，是因为他离开了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在1858年3月26日给博林的信中写道：“康德哲学是一种矛盾，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费希特的唯心主义或感觉论”；前一个结论“是属于过去的”，后一个结论“是属于现在和将来的”（上引格律恩的书第2卷第49页）。我们已经看到，费尔巴哈是维护客观的感觉论即唯物主义的。从康德那里再转到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转到休谟和贝克莱那里，即使在费尔巴哈看来，也无疑是反动的。费尔巴哈的热心的信徒阿尔布雷希特·劳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优点，也接受了费尔巴哈的那些被马克思、恩格斯克服了的缺点，他完全按照他的老师的精神去批判康德，说：“康德哲学有二重性〈模棱两可性〉。它既是唯物主义，又是唯心主义。理解康德哲学实质的关键就在于它的这种二重性。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或经验论者，康德不得不承认我们之外的物的存在（Wesenheit）。可是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他不能摆脱这种偏见：灵魂是某种和感性的物完全不同的东西。存在着现实的物和理解这些物的人的精神。这个精神究竟是怎样接近和它完全不同的物呢？康德托辞如下：精神具有某些先验的认识，借助这些认识，物必定象显现给精神那样地显现出来。因此，我们按照自己对物的理解去理解物，这是我们的创造。因为生存在我们身上的精神不外是神的精神，并且象神从无中创造出世界那样，人的精神也从物中创造出一种并非物本身所具有的东西。这样，康德便保证了现实的物作为‘自在之物’而存在。康德需要灵魂，因为在他看来，灵魂不死是道德的公设。先生们〈这是劳对新康德主义者，特别是对伪造《唯物主义史》的糊涂人阿·朗格说的〉，‘自在之物’是康德的唯心主义借以区别于贝克莱的唯心主义的东西，它架起了一座从唯心主义通向唯物主义的桥梁。这就是我对康德哲学的批判，谁能驳斥这个批判，就请驳斥吧……对唯物主义者说来，把先验的认识和‘自在之物’区别开来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唯物主义者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把自然界中的恒久联系割断，都没有把物质和精神看作彼此根本不同的东西，而是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东西的两个方面，因此不需要用什么特别巧妙的方法来使精神接近物。” 
［注：阿尔布雷希特·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哲学，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批判》1882年莱比锡版第87—89页。］



其次，我们看到，恩格斯谴责康德，是因为康德是不可知论者，而不是因为他离开了彻底的不可知论。恩格斯的学生拉法格在1900年曾这样反驳康德主义者（当时沙尔·拉波波特也在内）：

“……在19世纪初期，我们的资产阶级结束了革命性的破坏事业之后，便开始否定他们的伏尔泰主义哲学。被夏多勃里昂涂上了（peinturlurait）浪漫主义色彩的天主教又行时了；百科全书派的宣传家们被罗伯斯比尔送上了断头台，而塞巴斯蒂安·迈尔西埃为了彻底击溃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则输入了康德的唯心主义。

在历史上将被称为资产阶级世纪的19世纪末期，知识分子企图借助康德哲学来粉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这个反动的运动开始于德国——这样说并不是想冒犯我们那些想把全部荣誉都归于自己学派的创立者马隆的整体社会主义者。事实上，马隆本人属于赫希柏格、伯恩施坦以及杜林的其他门徒那一学派，这些人是在苏黎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良的〈拉法格说的是上一世纪70年代后半期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有名的思想运动[54]〉。应当预料到：在饶勒斯、富尼埃以及我们的知识分子用熟了康德的术语以后，也会把康德呈献给我们的……当拉波波特硬说马克思认为‘存在着观念和实在的同一性’的时候，他是错误的。首先，我们从来也不使用这样的形而上学用语。观念象客体一样，也是实在的，它是客体在头脑中的反映……为了使那些需要了解资产阶级哲学的同志们开开心（récréer），我想说明一下这个引起唯灵论思想家们如此浓厚兴趣的有名的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吃着香肠、每天收入5个法郎的工人很明白：他被老板掠夺，他吃的是猪肉；老板是强盗，香肠好吃而且对身体有营养。资产阶级的诡辩家（不管他叫皮浪也好，叫休谟或者康德也好，反正都一样）说道：完全不是这样，工人的这种看法是他个人的看法，也就是主观的看法；他可以有同样的理由认为，老板是他的恩人，香肠是由剁碎的肉皮作成的，因为他不可能认识自在之物……

问题提得不对，它的困难也就在这里……为了认识客体，人首先必须检验他的感觉是不是欺骗他……化学家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们深入到物体内部，分析了物体，把物体分解为元素，然后作了相反的处理，即进行综合，用元素再组成物体。从人能够用这些元素制造出东西来供自己使用的那个时候起，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就可以认为他认识了自在之物。如果基督教徒的上帝真的存在而且创造了世界，他所作的也不会多于这些。” 
［注：保尔·拉法格《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载于1900年2月25日《社会主义者报》[55]。］



我们引用这样长的一段话，是为了说明拉法格怎样理解恩格斯，以及他怎样从左边批判康德。他不是批判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不同的那些方面，而是批判康德和休谟共同的那些方面；不是批判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而是批判康德对于自在之物的看法不够唯物。

最后，卡·考茨基在他的《伦理学》 
［注：即《伦理学和唯物史观》。——编者注］

 里，也是从与休谟主义和贝克莱主义完全相反的观点去批判康德的。他这样来反对康德的认识论：“我看见绿的、红的、白的东西，这是根据我的视力。但是，绿的东西不同于红的东西，这证明在我以外存在着某种东西，证明物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别……一个个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向我表明的物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差别……是外部世界的真实的相互关系和差别；它们不为我的认识能力的性质所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康德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性的学说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一点也不能知道我们之外的世界，甚至不能知道它是存在着的。”（俄译本第33—34页）

可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学派，从康德那里向左走，走向完全否定一切唯心主义和一切不可知论。而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却跟着哲学上的反动派别走，跟着以休谟主义和贝克莱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康德的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走。当然，跟哪一个思想反动的人走都可以，这是每个公民尤其是每个知识分子的神圣权利。但是，如果在哲学上同马克思主义基础已经彻底决裂的人，后来又开始支吾不清，颠倒是非，闪烁其词，硬说他们在哲学上“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硬说他们和马克思“差不多”是一致的，只是对马克思学说稍稍作了“补充”，那么，这实在是令人十分厌恶的。


2.“经验符号论者”尤什凯维奇怎样嘲笑“经验批判主义者”切尔诺夫

帕·尤什凯维奇先生写道：“看到切尔诺夫先生怎样想使不可知论的实证论者－孔德主义者和斯宾塞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成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先驱，当然觉得可笑。”（上引书第73页）

在这里，可笑的首先是尤什凯维奇先生的惊人的无知。他也象一切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一样，用一堆学术名词和学者名字来掩盖自己的无知。上面引用的话出自专谈马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那一节里。尤什凯维奇先生虽然谈这个问题，可是他不知道：在恩格斯看来（也象在一切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不论是休谟路线的拥护者还是康德路线的拥护者，同样都是不可知论者。因此，当马赫本人也承认自己是休谟的拥护者的时候，还把不可知论同马赫主义对立起来，这只能表明他在哲学上缺乏起码的知识。“不可知论的实证论”这个名词也是荒谬的，因为休谟的拥护者就把自己叫作实证论者。尤什凯维奇先生既然把彼得楚尔特奉为老师，他就应当知道彼得楚尔特是直接把经验批判主义归进实证论的。最后，把奥古斯特·孔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名字扯进来也是荒谬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所批驳的不是一个实证论者和另一个实证论者的不同点，而是他们的共同点，使一个哲学家成为不同于唯物主义者的实证论者的那些东西。

我们的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所以需要这一大堆字眼，是为了“困惑”读者，是为了用响亮的词句震昏读者，使他们的注意力从问题的实质转到无关紧要的枝节上去。而这个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唯物主义和整个广泛的实证论思潮（其中既有奥·孔德、赫·斯宾塞、米海洛夫斯基，又有许多新康德主义者以及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之间的根本分歧。恩格斯在他的《路·费尔巴哈》里极其明确地说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把当时（即上一世纪80年代）所有的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都归入可怜的折中主义者、小识小见之徒（Floh－knacker，直译为捉跳蚤者）等等的阵营中。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2页。——编者注］

 这种评定可以加在什么人身上和应当加在什么人身上，这是我们的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不愿考虑的。既然他们不会考虑，那么我们就给他们看一个鲜明的对比吧。恩格斯在1888年和1892年说到一般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时，都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56]。恩格斯只引用了一本书，那就是他曾经分析过的施达克评论费尔巴哈的一部著作。恩格斯说：“施达克极力保护费尔巴哈，反对现今在德国以哲学家名义大吹大擂的大学讲师们的攻击和学说。对关心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些不肖子孙的人们来说，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对施达克本人来说，这也许是必要的。不过我们就怜惜怜惜读者吧。”（《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25页 
［注：同上，第325页。——编者注］

 ）

恩格斯想“怜惜读者”，就是说，使社会民主党人不至于有幸去结识那些自命为哲学家的不肖空谈家。究竟谁是这些“不肖子孙”的代表呢？

我们翻开施达克的著作（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就会看到他经常引证休谟和康德的拥护者们。施达克把费尔巴哈同这两条路线区分开来。施达克同时还引证阿·黎尔、文德尔班和阿·朗格（施达克的书第3、18—19、127页及以下各页）。

我们翻开1891年出版的理·阿芬那留斯的《人的世界概念》这本书的德文第1版，就会在第120页上读到：“我们的分析所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和其他研究者，例如恩·拉斯、恩·马赫、阿·黎尔、威·冯特的结论一致的，虽然由于观点的不同，这种一致还不是绝对的（durchgehend）。并请参阅叔本华的著作。”

我们的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尤什凯维奇嘲笑了谁呢？

阿芬那留斯丝毫不怀疑他自己在原则上接近康德主义者黎尔和拉斯，接近唯心主义者冯特，这种接近不是在个别问题上，而是在经验批判主义的“最后结论”的问题上。他在两个康德主义者之间提到马赫。的确，当黎尔和拉斯以休谟精神清洗康德，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以贝克莱精神清洗休谟的时候，难道他们还不是一伙吗？

恩格斯想“怜惜”德国工人，使他们不至于和这一伙“捉跳蚤的”大学讲师成为知交，这也值得大惊小怪吗？

恩格斯能怜惜德国工人，可是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却不怜惜俄国读者。

必须指出，康德和休谟的或休谟和贝克莱的本质上是折中主义的结合，可以说，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比例，有时主要强调这种混合物的这一因素，有时主要强调它的另一因素。例如，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公开承认自己和马赫是唯我论者（即彻头彻尾的贝克莱主义者）的，只有一个马赫主义者汉·克莱因佩特。相反地，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许多门徒和拥护者，如彼得楚尔特、维利、毕尔生、俄 国经验批判主义者列谢维奇、法国人昂利·德拉克鲁瓦 
［注：昂利·德拉克鲁瓦《大卫·休谟和批判哲学》，见《国际哲学大会丛书》第4卷。作者把阿芬那留斯和德国内在论者、法国沙·雷努维埃及其学派（“新批判主义者”）都列为休谟的拥护者。］

 和其他人，都强调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观点中的休谟主义。我们且举一位特别有名望的学者为例。这位学者在哲学上也把休谟和贝克莱结合起来，但是他把着重点放在这种混合物的唯物主义因素上。这位学者就是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托·赫胥黎，是他使“不可知论者”这个术语通用起来的，当恩格斯谈判英国的不可知论的时候，无疑地首先而且主要指的就是他。恩格斯在1892年把这类不可知论者叫作“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3页。——编者注］

 。英国唯灵论者詹姆斯·华德在他的《自然主义和不可知论》一书中主要攻击了“不可知论的科学领袖”（第2卷第229页）赫胥黎。华德的话证实了恩格斯的评价，他说：“赫胥黎学说中承认物理的方面〈按马赫的说法，就是“要素的系列”〉居于第一位的这种倾向，往往表现得非常明显，以致在这里一般未必能说得上平行主义。尽管赫胥黎非常激烈地拒绝接受唯物主义者这个称号，认为这是对他的洁白无瑕的不可知论的侮辱，但我却不知道还有哪一位著作家比他更配得上这个称号。”（第2卷第30—31页）詹姆斯·华德还引用了赫胥黎的话来证实他的看法。赫胥黎说：“凡是熟悉科学史的人都会承认，科学的进步在各个时代都意味着，尤其是在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意味着我们称作物质和因果性的东西的领域在扩大，我们称作精神和自发性的东西相应地从人类思想的一切领域中逐渐消失。”或者：“我们要用精神的术语来表达物质现象，还是要用物质的术语来表达精神现象，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因为在一定的相对的意义上，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按马赫的说法，就是“相对稳定的要素复合”〉。但是根据科学的进步来看，在各方面最好使用唯物主义的术语。因为它把思想和世界的其他现象联结起来……而相反的术语或唯灵论的术语却是毫无内容的（utterlybarren，只能引起思想混乱和糊涂……几乎用不着怀疑，科学愈向前发展，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将要愈广泛愈彻底地用唯物主义的公式或符号来表达。”（第1卷第17—19页）

“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赫胥黎就是这样论述的，他无论如何不愿意承认唯物主义，认为唯物主义是不正当地超出“感觉群”的“形而上学”。这同一位赫胥黎又写道：“如果我非得在绝对唯物主义和绝对唯心主义中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我不得不接受后者……”“我们唯一确实知道的是精神世界的存在。”（上引詹·华德的书第2卷第216页）

赫胥黎的哲学正象马赫的哲学一样，是休谟主义和贝克莱主义的混合物。但是在赫胥黎的著作中，贝克莱主义是偶尔出现的，而他的不可知论是唯物主义的遮羞布。在马赫的著作中，混合物的“色彩”就不同了，因而那位唯灵论者华德在无情地攻击赫胥黎的同时，亲昵地拍着阿芬那留斯和马赫的肩膀。


3.内在论者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战友

在谈到经验批判主义的时候，我们不免要一再引证所谓内在论学派的哲学家们。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是舒佩、勒克列尔、雷姆克和舒伯特－索尔登。现在有必要弄清楚经验批判主义和内在论者的关系，弄清楚内在论者所宣扬的哲学的本质。

马赫在1902年写道：“……现在我看到许多哲学家，如实证论者、经验批判主义者、内在论哲学的信徒，以及极少数自然科学家，互不相识，各自开辟新的道路，尽管这些道路因人而异，但差不多都是殊途同归。”（《感觉的分析》第9页）这里首先必须指出，马赫难得正确地承认，极少数自然科学家属于这种似乎“新的”但事实上非常陈旧的休谟主义－贝克莱主义哲学的拥护者。其次，马赫认为这种“新”哲学是一种很广泛的思潮，内在论者在这个思潮中同经验批判主义者和实证论者处于同等地位；马赫的这种看法是非常重要的。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俄译本（1906年）的序言里重复说道：“这样，就展开了一个共同的运动……”（第4页）马赫在另一个地方又说道：“我非常接近内在论哲学的追随者……我在这本书〈舒佩的《认识论和逻辑概论》〉里找不到一个地方是我不会欣然同意的，我顶多作了一点修订。”（第46页）马赫也认为舒伯特－索尔登是在走着“十分相近的道路”（第4页），而对于威廉·舒佩，马赫甚至把自己最后的、可以说是综合性的哲学著作《认识和谬误》献给他。

另一位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阿芬那留斯在1894年写道，舒佩对经验批判主义的赞同使他感到“高兴”和“振奋”，而他和舒佩之间的“意见不一（Differenz）”“也许只是暂时地存在着（viel－Ieicht　nur　einstweilen　noch　bestehend）”。 
［注：《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8年卷（1894）第1册第29页。］

 最后，约·彼得楚尔特（弗·列谢维奇认为他的学说是经验批判主义的最高成就）直截了当地宣布舒佩、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这三个人是“新”派别的领袖（《纯粹经验哲学引论》1904年版第2卷第295页和《世界问题》 
［注：即《从实证论观点来看世界问题》。——编者注］

 1906年版第Ⅴ页和第146页）。同时彼得楚尔特坚决反对鲁·维利（《引论》第2卷第321页），——维利几乎是唯一的由于有舒佩这样的亲属而感到羞愧的著名马赫主义者，他力图在原则上同舒佩划清界限，阿芬那留斯的这个学生因此受到了敬爱的老师的训诫。阿芬那留斯在评注维利反对舒佩的文章时写了上面引用的那几句有关舒佩的话，并且补充说，维利的批判“也许是过火了”（《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8年卷（1894）第29页。维利反对舒佩的文章也刊载于此）。

我们已经知道了经验批判主义者对内在论者的评价，现在来看一看内在论者对经验批判主义者的评价。勒克列尔在1879年的评论，我们已经讲过了。舒伯特－索尔登在1882年直率地说自己的见解“部分地同老费希特〈即主观唯心主义的著名代表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他也象约瑟夫·狄慈根一样，在哲学方面有一个不肖之子〉一致”，再就是“同舒佩、勒克列尔、阿芬那留斯一致，并且部分地同雷姆克一致”，他还特别满意地引证马赫（《功的守恒》 
［注：即《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编者注］

 ），来反对“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 
［注：理查·冯·舒伯特－索尔登博士《论客体和主体的超验性》1882年版第37页和第5节，并参看他的《认识论的基础》1884年版第3页。］

 ，——德国所有的反动讲师和教授都这样称呼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阿芬那留斯的《人的世界概念》一书问世后，威·舒佩在1893年《给理·阿芬那留斯的公开信》中祝贺这部著作的出版，认为这部著作是对舒佩本人也维护的“素朴实在论的确认”。舒佩写道：“我对思维的理解和您的〈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是非常一致的。” 
［注：《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7年卷（1893）第384页。］

 后来，在1896年，舒伯特－索尔登在给他“所依据的”“哲学上的方法论派别”作总结时，数了自己的家谱：从贝克莱和休谟开始，经过弗·阿·朗格（“我们德国这一派其实是从朗格开端的”），然后又数到拉斯、舒佩及其同伙、阿芬那留斯和马赫、新康德主义者中的黎尔、法国人中的沙·雷努维埃等等 
［注：理查·冯·舒伯特－索尔登博士《人类的幸福和社会问题》1896年版第Ⅴ页和第Ⅵ页。］

 。最后，在内在论者的专门哲学刊物的创刊号上刊载的纲领式的《发刊词》里，我们除了看到向唯物主义的宣战和对沙尔·雷努维埃的赞同外，还读到：“甚至在自然科学家本身的营垒中，个别自然科学家也发出了呼声，宣扬反对同行们日益增长的妄自尊大，反对那种支配着自然科学的非哲学精神。例如物理学家马赫就是这样……新生力量到处都行动起来了，它们致力于破除对自然科学正确无误的盲目信仰，开始重新探索进入神秘之堂奥的其他途径，探索通向真理之宫殿的更好入口。” 
［注：《内在论哲学杂志》[57]1896年在柏林出版的第1卷第6、9页。］



关于沙·雷努维埃，我稍微谈几句。他是在法国影响很大而且传播很广的所谓新批判主义者学派的首领。他的理论哲学是休谟的现象论和康德的先验主义的结合。他坚决否认自在之物。他宣称现象的联系、秩序、规律是先验的，他用大写字母写规律一词，并把它变为宗教的基础。天主教的神父们看到这种哲学欣喜若狂。马赫主义者维利愤怒地把雷努维埃叫作“使徒保罗第二”、“高级蒙昧主义者”、“善于诡辩的意志自由的宣扬者”（《反对学院智慧》第129页）。就是内在论者的这样一些同道者热烈地欢迎马赫的哲学。当马赫的《力学》一书的法译本出版时，雷努维埃的同事和学生毕雍出版的“新批判主义者”的刊物《哲学年鉴》[58]写道，“谈论马赫先生的实证论科学对实体、物、自在之物的批判同新批判主义的唯心主义有多大程度的一致，这是没有必要的。”（第15卷（1904年）第179页）

至于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他们都因自己和内在论者有血缘关系而感到羞愧；对于这些不自觉地走上司徒卢威、缅施科夫之流的道路的人们，当然不能有别的指望。只有巴扎罗夫把“内在论学派的一些代表”叫作“实在论者” 
［注：“现代哲学的实在论者（来自康德主义的内在论学派的一些代表、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派以及许多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流派）认为，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否弃素朴实在论的出发点。”（《论丛》第26页）］

 。波格丹诺夫扼要地（而事实上是错误地）宣称：“内在论学派不过是康德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之间的中间形式。”（《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ⅩⅩⅡ页）维·切尔诺夫写道：“一般说来，内在论者只在其理论的一个方面接近实证论，其他方面则远远超出实证论的范围。”（《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第37页）瓦连廷诺夫说：“内在论学派使这些〈马赫主义的〉思想具有不合适的形式，因而陷入唯我论的绝境。”（上引书第149页）请看，这里是要什么有什么：既有宪法又有姜汁鲟鱼[59]；既有实在论又有唯我论。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不敢直率地清楚地道出内在论者的真相。

事实上，内在论者是反动透顶的反动派，信仰主义的公开说教者，彻头彻尾的蒙昧主义者。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不公开地用自己的理论性最强的认识论著作来捍卫宗教，替这种或那种中世纪思想辩护。勒克列尔在1879年替自己的哲学辩护，说它能“满足宗教信仰者的一切要求”（《……实在论》 
［注：即《从贝克莱和康德对认识的批判来看现代自然科学的实在论》。——编者注］

 第73页）。约·雷姆克在1880年把自己的《认识论》 
［注：即《世界是知觉和概念。认识论》。——编者注］

 一书献给新教牧师比德曼，他在这本书的结尾宣扬不是超感觉的神，而是作为“实在的概念”的神（大概巴扎罗夫因此就把“某些”内在论者列为“实在论者”的吧？），还说“这个实在的概念的客体化由实际生活来解决”，还把比德曼的《基督教教义学》称为“科学的神学”的典范（约·雷姆克《世界是知觉和概念》1880年柏林版第312页）。舒佩在《内在论哲学杂志》上断言，如果说内在论者否认超验的东西，那么神和来世决不包含在这个概念之中（《内在论哲学杂志》第2卷第52页）。他在《伦理学》一书中坚持“道德规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有联系”的主张，并斥责政教分立这种“毫无意义的词句”（威廉·舒佩博士《伦理学和法哲学基础》1881年布雷斯劳版第181、325页）。舒伯特－索尔登在他的《认识论的基础》这本书里作出结论说，我们的自我先于我们的肉体而存在，自我在肉体死后仍然存在，也就是说，灵魂不死（上引书第82页）等等。他在《社会问题》 
［注：即《人类的幸福和社会问题》。——编者注］

 一书中反对倍倍尔，拥护“社会改良”以及等级选举制。他说：“社会民主党人忽视了一个事实：没有神恩赐的不幸，就没有幸福。”（第330页）同时又悲叹道，唯物主义“占着统治地位”（第242页），“现在谁要是相信有彼岸的生活，哪怕只相信有这种可能性，他也会被看成是个傻瓜”（同上）。

就是这些德国的缅施科夫式的人物，这些丝毫不亚于雷努维埃的第一流蒙昧主义者和经验批判主义者，亲密地姘居着。他们在理论上有血缘关系，这是无可争辩的。内在论者的康德主义并不比彼得楚尔特或毕尔生的康德主义多。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内在论者自己承认是休谟和贝克莱的学生，而且这种对内在论者的评价在哲学文献上也是得到公认的。为了清楚地指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这些战友是以什么样的认识论前提为出发点的，我们现在从内在论者的著作里引证几个基本的理论论点。

勒克列尔在1879年还没有想出“内在论者”这个名称。这个名称本来的意思是“经验的”、“凭经验得到的”，它象欧洲资产阶级政党的那些骗人招牌一样，也是一块遮盖劣品的骗人招牌。勒克列尔在他的第一部著作里公开地坦率地自称为“批判唯心主义者”（《……实在论》第11、21、206页及其他许多页）。我们已经看到，他在这本书里批判康德向唯物主义让步，明确地指出他自己的道路是从康德走向费希特和贝克莱。勒克列尔象舒佩、舒伯特－索尔登和雷姆克一样，对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对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倾向进行了无情的斗争。

勒克列尔说：“如果我们回到批判唯心主义的观点，如果我们不把超验的存在〈即在人的意识以外的存在〉加给整个自然界和自然过程，那么，在主体看来，无论是物体的总和，还是主体所能看到和触及到的自己的肉体及其一切变化，都将是空间上相互关联的共存和时间上的连贯性的直接感知的现象，因此对自然界的一切解释归结起来就是确定这些共存和连贯性的规律。”（第21页）

反动的新康德主义者说过：回到康德那里去。反动的内在论者现在所说的其实就是：回到费希特和贝克莱那里去。在勒克列尔看来，一切存在物都是“感觉的复合”（第38页），同时他把作用于我们感官的一些种类的特性（Eigenschaften），比方说，用字母M来表示，而把作用于其他的自然界客体的另一些种类的特性用字母N来表示（第150页及其他页）。勒克列尔还说，自然界不是个别人的“意识现象（Bewuβtseinsphanomen）”，而是“人类”的“意识现象”（第55—56页）。如果注意到勒克列尔正是在马赫担任物理学教授的布拉格出版这本书的，并且勒克列尔欣喜若狂地引证的仅仅是1872年出版的马赫的《功的守恒》，那么不由地会产生一个问题：是不是应当承认信仰主义的信徒、露骨的唯心主义者勒克列尔是马赫的“独创的”哲学的真正祖师呢？

至于讲到那个得出“同样结论”（据勒克列尔说 
［注：《一元论的认识论概论》1882年布雷斯劳版第10页。］

 ）的舒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真的以维护“素朴实在论”自居，并且在《给理·阿芬那留斯的公开信》中苦恼地抱怨说：“我的〈威廉·舒佩的〉认识论通常被曲解为主观唯心主义了”。内在论者舒佩说他拥护实在论，这个不高明的骗术究竟是怎么回事，从舒佩反驳冯特时所说的一段话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冯特毫不犹豫地把内在论者都列为费希特主义者、主观唯心主义者（《哲学研究》杂志上引卷第386、397、407页）。

舒佩反驳冯特说：“我说的‘存在就是意识’这个论点的意思是，意识离开外部世界是不可设想的，因而后者属于前者，这就是我屡次指出并加以说明的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绝对的联系（Zusammengehokeit），在这种联系中，它们构成存在的统一的、原初的整体。” 
［注：威廉·舒佩《内在论哲学和威廉·冯特》，载于《内在论哲学杂志》第2卷第195页。］



只有非常天真的人才会看不出这种“实在论”中的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真想不到：外部世界“属于意识”并且和意识有绝对的联系！是的，人们“通常”把他列为主观唯心主义者，这就诋毁了这位可怜的教授。这种哲学和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完全一致，切尔诺夫和瓦连廷诺夫的任何声明和抗议都不能把它们彼此分开，这两种哲学将一起被送到德国教授们的反动制品的博物馆里去。作为再次证明瓦连廷诺夫先生考虑不周的一个笑柄，我们要指出：他把舒佩称为唯我论者（不用说，舒佩曾经象马赫、彼得楚尔特之流一样，拼命赌咒发誓，说他不是唯我论者，还专以这个题目写了文章），而对《论丛》一书中的一篇巴扎罗夫的文章则赞扬备至！我真想把巴扎罗夫所说的“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句名言译成德文，把它寄给一个头脑稍微清楚一些的内在论者。他一定会狂吻巴扎罗夫，而且会象舒佩、勒克列尔和舒伯特－索尔登之流狂吻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那样把巴扎罗夫吻个不休。因为巴扎罗夫的这句名言就是集内在论学派的学说之大成。

最后，请看舒伯特-索尔登吧。“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即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的“形而上学”，是这位哲学家的大敌（《认识论的基础》1884年版第31页以及整个第2章《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自然科学舍弃了一切意识关系”（第52页）——这就是主要的罪恶（这也就是唯物主义！）。因为人不能脱离“感觉，因而也不能脱离意识状态”（第33、34页）。舒伯特－索尔登在1896年承认说，当然，我的观点是认识论上的唯我论（《社会问题》第Ⅹ页），但不是“形而上学的”唯我论，不是“实践的”唯我论。“我们直接感知的东西就是感觉，是不断变化的感觉的复合。”（《论……超验性》 
［注：即《论客体和主体的超验性》。——编者注］

 第73页）

舒伯特－索尔登说：“自然科学把〈人类〉共同的外部世界当作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原因，马克思用同样的（而且同样错误的）方式把物质的生产过程当作内部过程和动机的原因。”（《社会问题》第ⅩⅤⅢ页）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和一般哲学唯物主义的联系，马赫的这位战友并不想表示怀疑。

“许多人，甚至是多数人，都会有这样的看法：从认识论上的唯我论观点看来，任何形而上学都是不可能有的，就是说，形而上学总是超验的。经过深思以后，我不能够同意这个看法。我的理由是这样的……一切感知到的东西的直接基础是精神的（唯我论的）联系，个人的自我（个人的表象世界）及其肉体是精神联系的中心。没有这个自我，其余的世界是不可设想的；没有其余的世界，这个自我也是不可设想的。随着个人的自我的毁灭，世界也就烟消云散，这看来是不可能的；随着其余的世界的毁灭，个人的自我也就没有容身之地，因为个人的自我只能在逻辑上而不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同世界分开。因此我的个人的自我即使在我死后也必然继续存在，只要整个世界不随着我的个人的自我而一起毁灭……”（同上，第ⅩⅩⅢ页）

“原则同格”、“感觉的复合”以及马赫主义的其他庸俗见解，对那些需要它们的人是服务得很好的！

“……从唯我论的观点看来，什么是彼岸世界（dasJenseits）呢？它不过是我在未来可能有的经验……。”（同上）“当然，举例来说，降神术没有证明自己的彼岸世界的存在，可是无论如何不能拿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来反对降神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唯物主义不过是无所不包的精神联系〈＝“原则同格”〉内部的世界过程的一个方面。”（第ⅩⅩⅠⅤ页）

所有这些话全是在《社会问题》（1896）一书的那篇哲学序言里说的。在那篇序言里，舒伯特－索尔登一直是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手挽着手出现的。马赫主义只有在一小群俄国马赫主义者那里才专为知识分子空谈服务，而在它的祖国却公开宣布它扮演信仰主义奴仆的角色！


4.经验批判主义往哪里发展？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马赫主义在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以后的发展情形。我们已经看到，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是大杂烩，是一些矛盾的没有联系的认识论命题的堆砌。我们现在应当看一看这种哲学怎样发展，往哪里发展，就是说，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会帮助我们援引一些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来解决若干“争论的”问题。实际上，由于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派别的基本哲学前提是折中主义的、没有联系的，所以对这个派别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在枝节问题上进行无谓的争论，这是完全难免的。但是，经验批判主义象任何一种思潮一样，是活生生的、成长着的、发展着的东西，它朝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的事实，要比冗长的议论更有助于解决有关这种哲学的真正本质的基本问题。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实证论”、“纯粹经验”哲学、“一元论”或“经验一元论”、“自然科学的哲学”等等），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以及这些学生和追随者学到了什么。

这后一个问题正是我们现在所感到兴趣的。一切根本的东西，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20多年以前都已经谈过了。在这段时间里，那些想要了解这两位“领袖”的人以及这两位“领袖”本人（至少是比自己的同伴长寿的马赫）认为是自己事业的继承者的人是怎样了解这两位“领袖”的，这一点不会不表露出来。为了确切起见，我们就以自称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生（或追随者）以及被马赫列入这个营垒的那些人为例。这样，我们就会看出，经验批判主义是一个哲学流派，而不是著作家的奇谈汇集。

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俄译本序言中把汉斯·科内利乌斯作为一位走着“即使不是相同道路，也是很相近道路”的“青年研究工作者”（第4页）加以推荐。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一书的正文里再一次顺便“满意地提到”汉·科内利乌斯等人的“著作”，说他们“揭示了阿芬那留斯思想的本质并且向前发展了这些思想”（第48页）。拿汉·科内利乌斯的《哲学引论》（1903年德文版）这本书来说吧。我们看到，这本书的作者也提到他要跟随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走（第ⅤⅢ、32页）。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为老师所承认的学生。这个学生也是从感觉—要素开始的（第17、24页），他断然说，他不超出经验（第ⅤⅠ页）。他称自己的观点是“彻底的或认识论的经验论”（第335页）。他毅然决然地既谴责唯心主义的“片面性”，又谴责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的“独断主义”（第129页）。他劲头十足地批驳可能产生的“误解”（第123页）：似乎从他的哲学中会得出承认世界存在于人脑中的结论。他以不亚于阿芬那留斯、舒佩或巴扎罗夫的巧妙手法向素朴实在论递送秋波（第125页：“视觉和其他任何一种知觉是在而且只是在我们发现它们的地方，即素朴的没有被虐伪的哲学玷污的意识给它们限定的地方，才有自己的位置”）。这样，这个为老师所承认的学生也得出了灵魂不死、有神的结论。这位教授讲坛上的巡官，不，应当说“最新实证论者”的学生，吼叫道：唯物主义把人变成了一部自动机器。“不用说，唯物主义破坏了我们自由决断的信心，同时还破坏了对我们行为的道德价值的全部评价和我们的责任心。同样地，关于我们的生命在死后继续存在的思想，唯物主义也不给它容身之地。”（第116页）这本书的结尾是：教育（显然是对这位科学大师所愚弄的青年的教育）之所以需要，不仅是为了活动，而“首先”是为了“培养崇敬心（Ehrfurcht）——不是崇敬偶然传统的暂时价值，而是崇敬天职和美的不朽价值，崇敬在我们内心和在我们以外的神灵（demGottlichen）”（第357页）。

请把这种见解和亚·波格丹诺夫的论断比较一下。波格丹诺夫硬说，由于马赫否认任何“自在之物”，所以在马赫哲学中，神、意志自由、灵魂不死等观念绝对没有（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而且“不可能有容身之地”（《感觉的分析》第ⅩⅡ页）。可是马赫就在这一本书里（第293页）声称：“没有什么马赫哲学”，他不仅推荐内在论者，而且还推荐那位揭示了阿芬那留斯的思想本质的科内利乌斯！因此，第一，波格丹诺夫绝对不知道“马赫哲学”是一种不仅栖身于信仰主义的羽翼下而且还要走向信仰主义的思潮。第二，波格丹诺夫绝对不知道哲学史，因为把否定上述观念和否定任何自在之物联系在一起，就是嘲弄哲学史。一切始终不渝地拥护休谟的人，由于否定任何自在之物，恰恰给这些观念留下容身之地，波格丹诺夫是不是想要否认这一点呢？主观唯心主义者否定任何自在之物，从而使这些观念有容身之地，波格丹诺夫是不是没有听到过这一点呢？这些观念唯独在一种哲学即唯物主义哲学里“不可能有容身之地”，因为这种哲学教导说：只有感性的存在；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外部世界即物理的东西是唯一的客观实在。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马赫所推荐的内在论者和马赫的学生科内利乌斯以及整个现代教授哲学都同唯物主义展开了斗争。

当人们向我们的马赫主义者着重指出这种不体面的言行时，他们才开始和科肉利乌斯断绝关系。可是这没有多大价值。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大概没有“接到警告”，所以他在社会主义杂志上还推荐这位科内利乌斯（1908年《斗争》杂志第5期第235页：“这是一部容易读的、值得大大推荐的著作”）。有人通过马赫主义把露骨的哲学反动分子和信仰主义的宣扬者拉来作工人的老师！

彼得楚尔特没有接到警告就看出科内利乌斯的虚伪，可是他同这种虚伪作斗争的方式简直妙极了。请听一听：“断言世界就是表象〈我们正与之斗争的——这可不是开玩笑！——唯心主义者就是这样断言的〉，这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有意义，即人们想以此说明世界是陈述者或者甚至是所有陈述者的表象，就是说，世界的存在仅仅依赖于这个人或这些人的思维：只有当这个人想到世界的时候，世界才存在，当他没有想到世界的时候，世界就不存在。相反地，我们使世界不依赖于个别人或者一些人的思维，或者说得更确切和更明白些，不依赖于思维的活动，不依赖于任何现实的〈实际的〉思维，而是依赖于一般思维，并且只是在逻辑上。唯心主义者把二者混淆起来，其结果就是我们在科内利乌斯的著作中所看的不可知论的半唯我论。”（《引论》第2卷第317页）

斯托雷平否认有秘密检查室！[60]彼得楚尔特彻底击败了唯心主义者。但令人诧异的是：他这样歼灭唯心主义，倒象是劝告唯心主义者要更狡猾地掩盖自己的唯心主义。世界依赖于人们的思维，——这是错误的唯心主义。世界依赖于一般思维，——这是最新的实证论、批判实在论，一句话，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骗术！如果说科内利乌斯是不可知论的半唯我论者，那么彼得楚尔特就是唯我论的半不可知论者。先生们，你们在捉跳蚤啊！

我们继续谈下去吧。马赫在他的《认识和谬误》这本书的第2版里说道，教授汉斯·克莱因佩特博士作了“系统的叙述〈对马赫的观点〉，在一切重要的地方，我都能同意这个叙述”（《现代自然科学的认识论》1905年莱比锡版）。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号汉斯吧。这位教授是马赫主义的一个最好的传播者，他在一些专门的哲学刊物上用德文和英文写了不少介绍马赫观点的文章，翻译了马赫推荐的并附有马赫的序言的一些著作，总而言之，他是这位“老师”的得力帮手。请看他的观点：“……我的全部（外在的和内在的）经验，我的全部思维和意向，都是我的心理过程，都是我的意识的一部分。”（上引书第18页）“我们叫作物理的东西的，是由心理要素构成的。”（第144页）“任何科学所能达到的唯一的目标是主观的信念，而不是客观的真相（Gewissheit）。”（第9页，黑体是克莱因佩特用的，他在这里作了一个注释：“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已经说过类似的话。”）“假定有别人的意识存在，这是一个决不能得到经验证实的假定。”（第42页）“我不知道……在我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自我。”（第43页）第5节的题目是《意识的能动性》（“自生性”＝自发性）。动物这类自动机器的表象变换纯粹是机械的。当我们作梦的时候，也是这样。“在正常状态下，我们意识的特性和这种情形有本质上的不同。这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具有那些〈自动机器〉所没有的特性；要机械地或自动地说明这种特性，至少是困难的。这种特性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自我的主动性。任何人都能使自己和自己的意识状态对立起来，都能操纵这些意识状态，都能把它们鲜明地摆出来或者把它们藏起来，都能分析它们，都能把它们的各个部分彼此加以比较，等等。这一切都是（直接的）经验的事实。我们的自我实质上不同于一切意识状态的总和，所以不能同这个总和相提并论。糖是由碳、氢、氧组成的；假如我们使糖具有糖的灵魂，那么类推下去，糖的灵魂就应当具有任意移动氢粒子、氧粒子和碳粒子的特性。”（第29—30页）下一章第4节的题目是《认识的行动就是意志的行动（Willenshandlung〉》。“我的一切心理体验划分为强制行为和任意行为两大类，应当认为这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外部世界的一切印象都属于前一类。”（第47页）“关于同一个事实领域，可以有许多理论……这个事实是物理学家完全了解的，又是同任何绝对认识论的前提不相容的。这个事实是和我们思维的意志性质有关联的；这个事实表现出我们的意志不受外部环境的束缚。”（第50页）

现在请大家判断一下波格丹诺夫的声明是多么大胆吧，当马赫自己推荐克莱因佩特这种人的时候，波格丹诺夫竟说在马赫哲学里“意志自由绝对没有容身之地”！我们已经看到，克莱因佩特没有掩饰自己的唯心主义和马赫的唯心主义。克莱因佩特在1898—1899年写道：“对于我们概念的本质，赫兹表露出同样的〈象马赫一样的〉主观主义看法……如果从唯心主义方面看来，马赫和赫兹〈克莱因佩特把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扯上，这有多少道理，以后另行论述〉因为着重指出我们的一切概念〈不是个别的概念）的主观起源和它们之间的联系而建立了功绩，那么从经验论方面看来，他们因为承认只有经验这个不依赖于思维的阶段才能解决概念的正确性问题也建立了同样大的功绩。”（1898—1899年《系统哲学文库》第5卷第169—170页）克莱因佩特在1900年写道：虽然康德和贝克莱跟马赫有种种不同，“但是至少他们比在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成为马赫主要攻击对象的形而上学的经验论〈即唯物主义！这位教授先生避讳叫出恶魔的名字！〉更加接近马赫”（同上，第6卷第87页）。他在1903年写道：“贝克莱和马赫的出发点是无法驳倒的……”“马赫是康德事业的完成者。”（1903年《康德研究》杂志第8卷第314、274页）

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俄译本序言中也把泰·齐亨称作“走的即使不是相同道路，也是很相近道路的人”。我们读读泰·齐亨教授的《心理生理学的认识论》（Theodor　Ziehen：《Psychophysiologische　Erkenntnistheorie》1898年耶拿版）这部著作就会看到，作者在序言里就引用了马赫、阿芬那留斯、舒佩等人的话。看来，这又是一个为老师所承认的学生。齐亨的“最新”理论是：只有“群氓”才会认为，似乎是“现实的物引起我们的感觉”（第3页）；“在认识论的入口，除了写上贝克莱的‘外部客体不是独自存在着，而是在我们的心中存在着’这句话，不可能有任何别的题词”（第5页）。“我们感知的只是感觉和表象。这二者都是心理的东西。非心理的东西是没有内容的字眼。”（第100页）自然规律不是物质的物体之间的关系，而是“还原了的感觉之间的”关系（第104页：齐亨式的贝克莱主义的全部独创性就在于“还原了的感觉”这个“新”概念！）。

还在1904年，彼得楚尔特就在他的《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2卷（第298—301页）里把齐亨当作唯心主义者抛弃了。他在1906年已经把科内利乌斯、克莱因佩特、齐亨、费尔伏恩列入唯心主义者或心理一元论者的名单（《……世界问题》第137页注释）。要知道，所有这些教授先生们在对“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观点”的解释中都有“误解”（同上）。

可怜的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非但他们的敌人诬蔑他们搞唯心主义，“甚至”（如波格丹诺夫所说）搞唯我论，连他们的朋友、学生、追随者、专家教授也错误地、从唯心主义方面理解自己的老师。如果说经验批判主义发展为唯心主义，这决不能证明它的混乱的贝克莱主义的基本前提根本是虚妄的。天啊！这不过是一个诺兹德列夫[61]式的人物彼得楚尔特所说的那种小小的“误解”而已。

在这里最可笑的也许是：这位以维护纯洁无瑕自居的彼得楚尔特自己首先以“逻辑的先验”“补充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其次把他们和信仰主义的传播者威廉·舒佩结合在一起。

如果彼得楚尔特知道英国的马赫信徒，他还得把陷进（由于“误解”）唯心主义的马赫主义者的名单大大地扩充。我们已经指出，大受马赫赞赏的卡尔·毕尔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请再听两位“诽谤者”对毕尔生所作的同样的评论：“卡·毕尔生教授的学说不过是贝克莱的真正伟大的学说的回声。”（霍华德·诺克斯的话，载于1897年《思想》杂志第6卷第205页），“毫无疑问，毕尔生先生是一个十足的唯心主义者。”（乔治·罗狄埃的话，载于1888年2月《哲学评论》杂志[62]第26卷第200页）马赫认为英国唯心主义者威廉·克利福德的学说“非常接近”他的哲学（《感觉的分析》第8页）。不过这个克利福德与其说是马赫的学生，不如说是马赫的老师，因为他的哲学著作在上一世纪70年代就已出版了。这里的“误解”是直接从马赫那里来的，马赫在1901年“没有看出”克利福德学说中的唯心主义。克利福德曾说，世界是“精神之物（mindstuff）”、 “社会的客体”、“高度组织起来的经验”等等 
［注：威廉·金登·克利福德《演讲论文集》1901年伦敦第3版第2卷第55、65、69页。在第58页上写道：“我拥护贝克莱，反对斯宾塞。”在第52页上写道：“客体是我的意识中的一连串变化，而不是我的意识以外的某种东西。”］

 。为了说明德国马赫主义者的欺骗行为，应当指出，克莱因佩特在1905年就把这个唯心主义者抬高到“现代自然科学认识论”的创始人的地位！

马赫在《感觉的分析》第284页上指出了一位“接近”佛教和马赫主义的美国哲学家保·卡鲁斯。卡鲁斯自称是马赫的“崇拜者和朋友”，他在芝加哥主编一个研究哲学的杂志《一元论者》[63]和一个宣传宗教的杂志《公开论坛》（《TheOpenCourt》）[64]。这个通俗杂志的编辑部说道：“科学是神的启示。我们坚持这样一种看法：科学可以改革教会，这种改革将保存宗教中一切正确的、健康的好的东西。”马赫经常为《一元论者》杂志撰稿，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他的新作的个别章节。卡鲁斯按照康德的精神“稍微”修改了马赫的学说，声称马赫“是唯心主义者，或者象我要说的，是主观主义者”，但是，尽管他，卡鲁斯，和马赫有部分意见分歧，却仍然深信“我和马赫在思想上一致”。 
［注：1906年7月《一元论者》杂志第16卷；保·卡鲁斯《马赫教授的哲学》第320、345、333页。这是对克莱因佩特在同一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的回答。］

 卡鲁斯声明：我们的一元论“不是唯物主义的，不是唯灵论的，也不是不可知论的；它不过是意味着彻底性……它把经验当作基础，把经验关系的系统化的形式当作方法来使用”（显然这是从亚·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那本书里抄来的！）。卡鲁斯的口号是：“不是不可知论，而是实证科学；不是神秘主义，而是清晰的思想；不是超自然主义，不是唯物主义，而是一元论的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宗教；不是信条，而是信仰（notcreed，butfaith）。”为了实行这个口号，卡鲁斯宣扬一种“新神学”、“科学的神学”或宗教科学。这种神学否定圣经的词句，但是坚信“一切真理都是神的真理，神在自然科学中也象在历史中一样显示自己” 
［注：同上，第13卷第24页及以下各页，卡鲁斯的论文：《神学是一门科学》。］

 。应当指出，克莱因佩特在上面提到的那本论述现代自然科学的认识论的书里，除了推荐奥斯特瓦尔德、阿芬那留斯和内在论者，还推荐了卡鲁斯（第151—152页）。当海克尔发表了他的一元论者协会的纲要时，卡鲁斯表示坚决反对。首先，卡鲁斯认为，海克尔否定“同科学的哲学完全相容的”先验主义是枉费心机的。其次，卡鲁斯反对海克尔的“排除意志自由的可能性”的决定论学说。再次，他说海克尔“强调自然主义者反对教会传统保守主义的片面观点，是犯了一个错误。因此，海克尔并不是愉快地致力于使现存教会对教理作出新的更正确的解释而得到高度发展，而是变成了现存教会的敌人”（同上，1906年第16卷第122页）。卡鲁斯本人也承认：“许多自由思想者认为我是反动分子，责备我不加入他们把一切宗教当作偏见来攻击的合唱队。”（第355页）

十分明显，我们面前是以宗教鸦片来麻醉人民的一伙美国文化骗子的首领。马赫和克莱因佩特显然也是由于小小的“误解”而加入了这一伙的。


5.亚·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

波格丹诺夫关于自己写道：“直到现在，我个人在著作界只知道一个经验一元论者，此人就是亚·波格丹诺夫。我倒很了解他，并且能够保证他的观点完全适合自然界对于精神是第一性的这一神圣的公式。这就是说，他把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看作是发展的一根不断的链条，这根链条最底下的环节消失在要素的混沌世界里，而我们所知道的上面的环节是人们的经验〈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即心理经验和更高一层的物理经验，并且这种经验和从其中产生出来的认识都符合于通常称之为精神的东西。”（《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ⅩⅠⅠ页）

波格丹诺夫在这里把我们所熟知的恩格斯的原理叫作“神圣的”公式来加以讥笑，但又巧妙地避开了恩格斯！我们同恩格斯没有分歧，根本没有……

可是请大家更仔细地看一看波格丹诺夫自己对他的标榜一时的“经验一元论”和“代换说”所作的这段概述吧。波格丹诺夫把物理世界叫作人们的经验，宣称在发展的链条上，物理经验要比心理经验“更高一层”。这真是荒谬绝伦！而这种荒谬正是一切唯心主义哲学所特有的。如果波格丹诺夫把这样的“体系”也归入唯物主义，说什么他也认为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那简直是滑稽。如果这样应用恩格斯的定义，那么连黑格尔也是唯物主义者了，因为，在黑格尔那里也是心理经验（名为绝对观念）在先，然后是“更高一层”的物理世界，即自然界，最后才是人的认识，人是通过自然界认识绝对观念的。任何一个唯心主义者也不会在这种含义上否认自然界的第一性，因为实际上这不是第一性，实际上自然界不是被看作直接存在的东西，不是被看作认识论的出发点。实际上还要通过“心理的东西”的抽象概念这一漫长的行程才转到自然界。不论这些抽象概念叫作绝对观念、普遍的自我，还是叫作世界意志或其他等等，都一样。这些名称只是用来区分唯心主义变种的，而这些变种多得不可胜数。唯心主义的实质在于：把心理的东西作为最初的出发点；从心理的东西引出自然界，然后再从自然界引出普通的人的意识。因此，这种最初的“心理的东西”始终是把冲淡了的神学掩盖起来的僵死的抽象概念。例如，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人的观念，但是脱离了人的和在人出现以前的观念、抽象的观念、绝对观念，却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神学的虚构。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人的感觉，但是脱离了人的、在人出现以前的感觉，却是胡说、僵死的抽象概念、唯心主义的谬论。波格丹诺夫在编造下面的阶梯时炮制的正是这种唯心主义的谬论：

（1）“要素”的混沌世界（我们知道，要素这个名词除了感觉’不包含任何其他的人的概念）；

（2）人们的心理经验；

（3）人们的物理经验；

（4）“从这种经验中产生出来的认识”。

与人脱离的（人的）感觉是没有的。这就是说，第一层梯级是僵死的唯心主义的抽象概念。实质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并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通常的人的感觉，而是某种臆造的、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一般感觉，神的感觉，正如在黑格尔那里通常的人的观念一旦与人和人脑分开就成了神的观念一样。

第一层梯级滚开吧。

第二层梯级也滚开吧。因为，任何人都不知道，自然科学也不知道物理的东西以前的心理的东西（而波格丹诺夫认为第二层梯级先于第三层梯级）。物理世界在心理的东西出现以前就已存在，心理的东西是最高形式的有机物质的最高产物。波格丹诺夫的第二层梯级也是僵死的抽象概念，是没有头脑的思想，是与人分开的人的理性。

只有完全抛弃前两层梯级，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一幅真正同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相符合的世界图景。这就是：（1）物理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它在人出现以前、在任何“人们的经验”产生以前早就存在；（2）心理的东西、意识等等是物质（即物理的东西）的最高产物，是叫作人脑的这样一块特别复杂的物质的机能。

波格丹诺夫写道：“代换的领域是和物理现象的领域相合的；用不着以任何东西代换心理现象，因为它们是直接的复合。”（第ⅩⅩⅩⅠⅩ页）

这就是唯心主义，因为心理的东西，即意识、表象、感觉等等，被认为是直接的东西，而物理的东西是从其中引出来的，是代换它的。费希特说，世界是我们的自我所创造的非我。黑格尔说，世界是绝对观念。叔本华说，世界是意志。内在论者雷姆克说，世界是概念和表象。内在论者舒佩说，存在是意识。波格丹诺夫说，物理的东西是心理的东西的代换。只有瞎子才看不出这些不同的说法所包含的相同的唯心主义实质。

波格丹诺夫在《经验一元论》第1卷第128—129页写道：“让我们向自己提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生物’，譬如说，什么是‘人’？”他回答道：“‘人’首先是‘直接体验’的一定复合”。请注意“首先”二字！“然后，在经验的进一步发展中，‘人’对自己和别人来说才是其他许多物理物体中的一个物理物体。”

这完全是胡说的“复合”，它只适宜于推出灵魂不死或神的观念等等。人首先是直接体验的复合，而在进一步发展中才是物理物体！这就是说，有脱离了物理物体的、在物理物体出现以前的“直接体验”。真可惜，我们的正教中学还没有讲授这种卓绝的哲学；在那里，它的全部价值是会受到珍视的。

“……我们承认，物理自然界本身是那些具有直接性质的复合（其中也包括心理同格）所派生的东西〈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物理自然界是这种复合在其他的、与它们相似的、不过是最复杂类型的复合中（在生物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中）的反映。”（第146页）

凡是说物理自然界本身是派生的东西的哲学，就是最纯粹的僧侣主义哲学。它的这种性质决不会因为波格丹诺夫本人极力否认一切宗教而有所改变。杜林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甚至提议在他的“共同社会的”制度里禁止宗教。尽管这样，恩格斯完全正确地指出，杜林的“体系”如果没有宗教便不能自圆其说。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41—343页。——编者注］

 波格丹诺夫也完全是这样，不过有一个重大的差别：上面引的一段话不是偶然的自相矛盾，而是他的“经验一元论”和他的全部“代换说”的本质。如果自然界是派生的，那么不用说，它只是由某种比自然界更巨大、更丰富、更广阔、更有力的东西派生出来的，只是由某种存在着的东西派生出来的，因为要“派生”自然界，就必须有一个不依赖于自然界而存在的东西。这就是说，有某种存在于自然界以外、并且能派生出自然界的东西。用俄国话说，这种东西叫作神。唯心主义哲学家总是想方设法改变神这个名称，使它更抽象，更模糊，同时（为了显得更真实）更接近于“心理的东西”，如“直接的复合”、无须证明的直接存在的东西。绝对观念，普遍精神，世界意志，心理的东西对物理的东西的“普遍代换”，——这些都是同一个观念，只是说法不同而已。任何人都知道，而且自然科学也在研究，观念、精神、意志、心理的东西是进行正常活动的人脑的机能；把这种机能同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分开，把这种机能变为普遍的抽象概念，用这个抽象概念“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这是哲学唯心主义的妄想，这是对自然科学的嘲弄。

唯物主义说，“生物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是由物理自然界派生出来的，是物理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是从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性、组织性、经验和生物的那种状态的物理自然界中发展出来的。唯心主义说，物理自然界是由生物的这种经验派生出来的。唯心主义这样说，就是把自然界和神相提并论（如果不是使自然界隶属于神）。因为神无疑是由生物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派生出来的。不管怎样考察波格丹诺夫的哲学，除了反动的混乱思想，它没有任何别的内容。

波格丹诺夫以为谈论社会地组织经验，就是“认识上的社会主义”（第3卷第ⅩⅩⅩⅠⅤ页）。这真是痴人说梦。如果这样解释社会主义，那么耶稣会士[65]也是“认识上的社会主义”的热诚的信徒了，因为他们的认识论的出发点，就是神这个“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疑地，天主教也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不过它反映的不是客观真理（为波格丹诺夫所否定而为科学所反映的客观真理），而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利用人民的愚昧无知。

何必提耶稣会士呢！我们在马赫所心爱的内在论者那里完全可以找到波格丹诺夫的“认识上的社会主义”。勒克列尔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的意识（《……实在论》第55页），决不是个别人的意识。这种费希特主义的认识上的社会主义，你要多少，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就可以给多少。舒佩也强调das　generische，das gattungsmaβige　Momint　des　Bewusstseins（参看《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7卷第379—380页），即认识中共同的、类的要素。以为用人类的意识代替个人的意识，或者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代替一个人的经验，哲学唯心主义便会消失，这等于以为用股份公司代替一个资本家，资本主义便会消失一样。

我们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尤什凯维奇和瓦连廷诺夫跟着唯物主义者拉赫美托夫说，波格丹诺夫是唯心主义者（同时又简直象流氓似地大骂拉赫美托夫）。但是他们不会想一想这种唯心主义是从哪里来的。在他们看来，波格丹诺夫是一个单独的现象，是一种偶然的情况，是个别的例子。这是不正确的。波格丹诺夫个人可以认为他发明了“独创的”体系，可是只要把他和上述的马赫的学生们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这种看法的错误。波格丹诺夫和科内利乌斯之间的差别，比科内利乌斯和卡鲁斯之间的差别小得多。波格丹诺夫和卡鲁斯之间的差别，又比卡鲁斯和齐亨之间的差别小些（当然是从哲学体系方面来看，而不是从反动结论的自觉性方面来看），等等。波格丹诺夫不过是那种证明马赫主义向唯心主义发展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的表现之一。如果在波格丹诺夫的老师马赫的学说中没有贝克莱主义的……“要素”，世界上就不会出现波格丹诺夫（当然指的仅仅是哲学家的波格丹诺夫）。我想象不出对波格丹诺夫还有比下述做法更“可怕的报复”[66]：把他的《经验一元论》翻译成德文，并送给勒克列尔和舒伯特－索尔登、科内利乌斯和克莱因佩特、卡鲁斯和毕雍（雷努维埃的法国合作者和学生）去评论。马赫的这些人所共知的战友和部分地公开的追随者会用接吻来欢迎这个“代换说”，这恐怕会比他们的议论更能说明问题。

但是，如果把波格丹诺夫的哲学看作是已经完成的和一成不变的体系，也未必正确。从1899年到1908年这九年中间，波格丹诺夫在哲学中的漫游经过了四个阶段。最初他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即半自觉的、自发地忠于自然科学精神的）唯物主义者。《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这本书就带有这个阶段的鲜明的痕迹。第二个阶段是上一世纪90年代末流行的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的阶段，也就是在某些地方陷入唯心主义的混乱的不可知论的阶段。波格丹诺夫从奥斯特瓦尔德（奥斯特瓦尔德的《自然哲学讲演录》一书的封面题词是：“献给恩·马赫”）那里转向了马赫，也就是说他采用了象马赫的全部哲学一样不彻底的、糊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第四个阶段是：企图清除马赫主义的若干矛盾，创立一种类似客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普遍代换说”表明波格丹诺夫从他的出发点起差不多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比起先前的几个阶段，波格丹诺夫哲学的这个阶段离辩证唯物主义更远还是更近呢？如果他停留在一个地方，当然是更远了。如果他继续顺着他九年来走的那条曲线前进，那么就更近了。现在他只需要认真地前进一步，就是说，只需要普遍抛弃他的普遍代换说，就可以重新转到唯物主义。因为，就象（si　licet　parva　componere　magnis！——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把康德的唯心主义的一切矛盾和费希特主义的一切弱点集中起来一样，这个普遍代换说把不彻底的唯心主义的一切过失和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一切弱点集中起来，编成了一条中国式的辫子。以前费尔巴哈只要认真地前进一步，就是说，只要普遍抛弃、完全根除绝对观念，即黑格尔的“代换”物理自然界的“心理的东西”，就可以重新转到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剪掉了哲学唯心主义的中国式的辫子，也就是说，他把自然界当作基础，而没有任何的“代换”。

过些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马赫派的唯心主义的中国式的辫子是否还会长期留下去。


6.“符号论”（或象形文字论）和对赫尔姆霍茨的批判

上面讲到了作为经验批判主义的战友和继承者的唯心主义者，为了再作一些补充，我们认为指出马赫主义对我国文献中所提到的某些哲学论点所作的批判的性质，是适当的。例如，我们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兴高采烈地攻击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论”[67]，即一种认为人的感觉和表象不是现实的物和自然过程的复写，不是它们的模写，而是记号、符号、象形文字等等的理论。巴扎罗夫嘲笑这种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必须指出，如果他为了保护非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而反对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那他是对的。但是巴扎罗夫又在这里使用魔术师的手法，在批判“象形文字论”的幌子下，偷运他的否认唯物主义的观点。恩格斯既没有说符号，也没有说象形文字，而说的是物的复写、摄影、模写、镜像。巴扎罗夫不是指出普列汉诺夫由于违背恩格斯对唯物主义的表述而犯的错误，而是用普列汉诺夫的错误来蒙蔽读者，使他们看不到恩格斯的正确思想。

为了说明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和巴扎罗夫的混乱，我们且举出“符号论”（用象形文字这个词代替符号这个词也一样）的一位著名代表赫尔姆霍茨，并看一看唯物主义者以及与马赫主义者沆瀣一气的唯心主义者是怎样批判赫尔姆霍茨的。

赫尔姆霍茨这位在自然科学上极伟大的人物，也象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一样，在哲学上是不彻底的。他倾向于康德主义，但是在他的认识论里并没有彻底地坚持这种观点。例如，在他的《生理光学》一书中对概念和客体是否相符合这个问题有这样一些论述：“……我曾把感觉叫作外部现象的符号，并且我否认感觉和它们所代表的物之间有任何的相似之处。”（法译本第579页，德文原本第442页）这是不可知论。但是接着在同一页上我们读到：“我们的概念和表象是我们所看见或我们所想象的对象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和我们的意识所发生的作用。”这是唯物主义。赫尔姆霍茨只是不明白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这从他在后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来。例如，赫尔姆霍茨在稍后一点说道：“因此，我认为，在实用的真理的意义之外谈论我们表象的真理性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关于物的表象，只能是客体的符号、天然标志，我们要学会使用这些标志来调整我们的活动和行动。当我们学会正确地解释这些符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借助它们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获得所期望的结果……”这是不对的。赫尔姆霍茨在这里滑向主观主义，否认客观实在和客观真理。当他用下面这句话来结束这一段的时候，他竟达到了极端错误的地步：“观念和它所代表的客体，显然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两种东西……”只有康德主义者才把观念和现实、意识和自然界这样割裂开来。但是，我们在稍后一点读到：“首先，谈到外部对象的质，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我们可以加之于外部对象上的所有的质，仅仅表示外部对象对我们的感官或对自然界的其他对象的作用。”（法译本第581页，德文原本第445页；我是从法译本转译的。）这里赫尔姆霍茨又转到唯物主义观点上了。赫尔姆霍茨是一个不彻底的康德主义者，时而承认先验的思维规律，时而倾向于时间和空间的“超验的实在性”（即倾向于唯物主义对时间和空间的看法），时而从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外部对象中引出人的感觉，时而宣称感觉不过是符号，即某种任意的标志，这种标志是跟“完全不同的”被标记的物的世界脱离的（参看维克多·海费尔德《关于赫尔姆霍茨的经验概念》1897年柏林版）。

1878年赫尔姆霍茨在关于“知觉中的事实”的演讲中（勒克列尔把这篇演讲叫作“实在论阵营中的一件大事”），曾经这样表明他的观点：“我们的感觉正是外部原因在我们的器官上所引起的作用。至于这种作用怎样表现出来，那当然主要取决于感受这种作用的器官的性质。由于我们感觉的质把引起这种感觉的外部影响的特性告知我们，所以感觉可以看作是外部影响的记号（Zeichen），但不能看作是它的模写。因为模写需要同被模写的对象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而记号却不需要同它所标记的东西有任何相似之处。”（《报告演说集》1884年版第2卷第226页）如果感觉不是物的映象，而只是同物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记号或符号，那么赫尔姆霍茨的作为出发点的唯物主义前提就被推翻了，外部对象的存在就有些问题了，因为记号或符号完全可能代表虚构的对象，并且任何人都知道一些这种记号或符号的例子。赫尔姆霍茨继康德之后，企图划出一条与“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的原则界限相类似的界限。赫尔姆霍茨对直率的、明确的、公开的唯物主义持有一种不可克服的偏见。但是他在稍后一点又说道：“我不知道怎样才能驳倒想把生活看作是梦幻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人们可以宣称这种体系是最难令人置信的和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我在这方面会同意最激烈的否定说法，但是，这种体系还是可以贯彻到底的……相反地，实在论的假说信赖平常的自我观察的申述〈或提示，Aussage〉。依据平常的自我观察，随着一定行动而发生的知觉的变化和先前的意志的冲动是没有任何心理的联系的。这种假说，把日常知觉所证实的一切东西，即在我们以外的物质世界，看作是不依赖于我们的表象而存在的东西。”（第242—243页）“无疑地，实在论的假说是我们所能制定的最简单的假说，它在极其广泛的应用范围内是受过考验的并且是得到证实的，它的各个部分是被精确地规定了的，因而它作为行动的基础是最有用和最有效的。”（第243页）赫尔姆霍茨的不可知论也是和具有康德主义成分（跟赫胥黎的贝克莱主义成分不同）的“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相似的。

因此，费尔巴哈的继承者阿尔布雷希特·劳对赫尔姆霍茨的这种没有彻底背离“实在论”的符号论进行坚决的批判。劳说，赫尔姆霍茨的基本观点是实在论的前提，按照这种前提，“我们借助我们的感觉认识物的客观特性” 
［注：阿尔布雷希特·劳《感觉和思维》1896年吉森版第304页。］

 。符号论不能和这种观点（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完全唯物主义的观点）调和，因为它对感性有些不信任，即对我们感官的提示不信任。不容争辩，模写决不会和原型完全相同，但模写是一回事，符号、记号是另一回事。模写一定是而且必然是以“被模写”的东西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的。“记号”、符号、象形文字是一些带有完全不必要的不可知论成分的概念。因此，阿·劳说得十分正确：赫尔姆霍茨用符号论向康德主义纳贡。劳说道：“如果赫尔姆霍茨始终信守自己的实在论观点，彻底坚持物体的特性既表现物体彼此间的关系又表现物体对我们的关系这一原则，那么，他显然就不需要这一套符号论了，他就会简单明了地说，‘物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感觉，是这些物的本质的模写’。”（同上，第320页）

这位唯物主义者就是这样批判赫尔姆霍茨的。他是为了维护费尔巴哈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而批驳赫尔姆霍茨的象形文字论（或符号论）的唯物主义或半唯物主义的。

唯心主义者勒克列尔（很合马赫心意的“内在论学派”的代表）也责备赫尔姆霍茨不彻底，责备他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灵论之间（《……实在论》第154页）。但是，在勒克列尔看来，符号论不是唯物主义不足，而是唯物主义太多。勒克列尔写道：“赫尔姆霍茨认为，我们意识的知觉为认识超验原因在时间上的连贯性和它们的相同性或相异性，提供足够的依据。在赫尔姆霍茨看来，这足以使我们推想超验物领域中〈即客观实在领域中〉的有规律的秩序。”（第33页）勒克列尔大声疾呼地反对这种“赫尔姆霍茨的独断主义偏见”。他叫嚷道：“贝克莱的神作为我们意识中观念的有规律的秩序的假设原因，至少能象外部的物的世界一样满足我们对说明原因的要求。”（第34页）“如果不大量地掺入庸俗实在论〈即唯物主义〉，要把符号论贯彻到底……是不可能的。”（第35页）

这位“批判唯心主义者”在1879年就是这样斥责赫尔姆霍茨的唯物主义的。过了20年，马赫的得意门生克莱因佩特在《恩斯特·马赫和亨利希·赫兹对物理学的根本观点》[ 注:1899年《哲学文库》[68]的第2分刊《系统哲学》第5卷特别是第163—164页。］一文中，用马赫的“最新”哲学对“过时的”赫尔姆霍茨作了如下的驳斥。我们暂时撇开赫兹不谈（他实质上和赫尔姆霍茨一样不彻底），看一看克莱因佩特是怎样比较马赫和赫尔姆霍茨的。他引证了这两位著作家的许多话，特别着重地强调了马赫关于物体是感觉复合的思想符号等等的有名言论，然后说道：

“如果我们探讨一下赫尔姆霍茨的思想过程，我们就会看到下列的基本前提：

（1）存在着外部世界的对象。

（2）没有某种（被认为是实在的）原因的作用，这些对象的变化是不可想象的。

（3）‘原因按其原来的词意，是指停留或存在于不断变化的现象后面的始终不变的东西，即实物及其作用的规律、力’〈克莱因佩特引用赫尔姆霍茨的话〉。

（4）从现象的原因中，可以在逻辑上严格地一义性地导出一切现象。

（5）达到这个目的和掌握客观真理，意思是相同的，因此获得（Erlangung）客观真理是可以想象的。”（第163页）

克莱因佩特对这些前提及其矛盾性，对制造不可解决的问题，表示愤慨，他指出，赫尔姆霍茨并不严格地坚持这些观点，因为有时候使用的“一些说法，有点象马赫对”物质、力、原因等“这些词的纯粹逻辑的理解”。

“如果我们想起马赫的一些那样美妙、明白的名词，就不难发现我们对赫尔姆霍茨感到不满的由来。对质量、力等名词的错误理解，就是赫尔姆霍茨全部论述的毛病。要知道，这不过是些概念即我们幻想的产物，而决不是存在于思维之外的实在。我们根本不能认识什么实在。由于我们的感官不完善，我们根本不能够从我们感官的观察中作出只有一个意思的结论。我们决不能断言，例如，在看某一标度（durch　Ablesen einer　Skala）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因为在一定的界限内，总可能有无数与所观察的事实都同样相符的数字。而认识存在于我们之外的某种实在的东西，这是我们完全办不到的。即使假定能够办到并且我们认识了实在，我们也无权把逻辑规律应用于实在，因为逻辑规律是我们的规律，它们只能应用于我们的概念，应用于我们的〈黑体都是克莱因佩特用的〉思想产物。在事实之间没有逻辑的联系，只有简单的连贯性；在这里必然判断是不可设想的。因此，说一种事实是另一种事实的原因，是不正确的，而建立在这种理解上的赫尔姆霍茨的整个演绎也就随之站不住脚了。最后，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任何主体而存在的真理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不仅是由于我们感官的特性，而且因为我们作为人（wir　als　Menschen），根本不能理解完全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东西。”（第164页）

读者可以看到，我们这位马赫的学生重复着他的老师和那个不承认自己是马赫主义者的波格丹诺夫所爱说的话，把赫尔姆霍茨的全部哲学完全否定，而且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来否定的。这位唯心主义者甚至没有特别注意符号论，因为他认为符号论是对唯物主义的不关紧要的、也许是偶然的偏离。克莱因佩特把赫尔姆霍茨看作是“物理学的传统观点”即“直到现在仍为大多数物理学家所持的那种观点”的代表（第160页）。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普列汉诺夫在阐述唯物主义时犯了明显的错误，而巴扎罗夫却完全把问题搞乱了，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混为一谈，用“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种唯心主义胡说来反对“符号论”或“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从康德主义者赫尔姆霍茨那里出发，正如从康德本人那里出发一样，唯物主义者向左走，马赫主义者则向右走。


7.对杜林的两种批判

我们还要指出马赫主义者对唯物主义的难于置信的歪曲中的一个特点。瓦连廷诺夫想用和毕希纳对比的方法来打垮马克思主义者。他不顾恩格斯已和毕希纳异常清楚地划清了界限，硬说毕希纳有许多同普列汉诺夫相似的地方。波格丹诺夫则从另一方面对待这个问题，仿佛他是在维护那种“不知何故常常被人们轻蔑地谈论的”“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X页）。瓦连廷诺夫和波格丹诺夫在这里糊涂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轻蔑地谈论”不好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应当从中看出：他们的本意是要求正确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而不是要求从社会主义飞到资产阶级观点上去。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斥责不好的（而且主要是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但他们是从更高级、更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不是从休谟主义或贝克莱主义的观点加以斥责的。马克思、恩格斯和狄慈根谈论不好的唯物主义者，是重视他们，希望纠正他们的错误；而对于休谟主义者和贝克莱主义者、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他们连谈都不谈，只给这整个派别下一个更轻蔑的评语。因此，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在提到霍尔巴赫一伙、毕希纳一伙等等时所作的无数鬼脸怪相，完全是想蒙蔽大家，掩盖整个马赫主义对一般唯物主义原理的背离，害怕直截了当地同恩格斯论争。

恩格斯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2章的后面对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以及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作了评论，没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了。只要不想歪曲恩格斯，就不可能不了解他。恩格斯在这一章里阐明唯物主义的一切学派同唯心主义者的整个营垒、同一切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的基本区别时说道：马克思和我是唯物主义者。恩格斯责备费尔巴哈有几分怯懦和轻率，这表现在：费尔巴哈在某些地方由于某个唯物主义学派的错误而屏弃了一般唯物主义。恩格斯说，费尔巴哈“不应该（durftenicht）把这些巡回传教士〈毕希纳及其一伙〉的学说同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第21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1—322页。——编者注］

 。只有那些由于背诵和迷信德国反动教授们的学说而失灵了的头脑，才会不了解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这种责备的性质。

恩格斯异常明白地说，毕希纳及其一伙“丝毫没有越出他们的老师们〈即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的这个范围”而前进一步。恩格斯责备毕希纳一伙，就是因为这一点，而且仅仅是因为这一点；不是因为他们的唯物主义（象不学无术之徒所想的那样），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推进唯物主义，“在进一步发展〈唯物主义的〉理论方面，他们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做”。恩格斯责备毕希纳一伙，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就在这里，恩格斯逐一地列举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三个基本的“局限性”（Beschranktheit）。马克思和恩格斯摆脱了这些局限性，可是毕希纳一伙没有摆脱得了。第一个局限性是：旧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是“机械的”，这就是说，他们“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第19页）。我们将在下一章里看到，由于不懂得恩格斯的这句话，某些人是怎样经过新物理学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恩格斯批驳机械唯物主义的原因，是和“最新”唯心主义（亦即马赫主义）派别的物理学家们责难它的原因不同的。第二个局限性是：旧唯物主义者观点的形而上学性，即他们的“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这个局限性完全为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和毕希纳一伙所共有，正如我们看到的，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对于恩格斯在认识论上应用辩证法（例如，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丝毫不理解。第三个局限性是：“上半截”即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保持着唯心主义，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在列举并透彻地阐明了这三个“局限性”之后（第19—21页），紧接着补充说，毕希纳一伙并没有越出“这个范围”（uber　diese　Schranken）。

只是因为这三点，只是在这个范围内，恩格斯批驳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也批驳了毕希纳一伙的学说！在唯物主义的其余一切更基本的问题上（被马赫主义者歪曲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所有这些旧唯物主义者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差别。把这个十分清楚的问题弄得混乱不清的完全是俄国马赫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的西欧的导师和同道者看来，马赫一伙的路线和全体唯物主义者的路线之间的根本差异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的马赫主义者需要把这个问题弄得混乱不清，以便把自己脱离马克思主义而转入资产阶级哲学阵营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小小修正”！

就拿杜林来说吧。很难想象有比恩格斯对他的评论更轻蔑的了。可是请看一看，在恩格斯批判杜林的同时，称赞马赫的“革命哲学”的勒克列尔，是怎样批判同一个杜林的。在勒克列尔看来，杜林是唯物主义的“极左派”，这派人“毫不掩饰地宣称感觉以及意识和理性的各种表现，都是动物机体的分泌物、机能、高级产物、总效果等”（《……实在论》1879年版第23—24页）。

恩格斯是因为这一点批判杜林的吗？不是。在这一点上，他和杜林也象和其他一切唯物主义者一样，是完全一致的。他是从正相反的观点批判杜林的，是因为杜林的唯物主义不彻底，是因为杜林具有给信仰主义留下空子的唯心主义的奇思妙想。

“自然界本身在具有表象的生物之内起作用，也在它之外起作用，以便合乎规律地产生相互联系的观点，创造关于物的进程的必要知识。”勒克列尔引用了杜林的这几句话并疯狂地攻击这种观点的唯物主义，攻击这种唯物主义的“最粗陋的形而上学”、“自我欺骗”等等，等等（第160页和第161—163页）。

恩格斯是因为这一点批判杜林的吗？不是。他嘲笑任何的夸张，可是在承认意识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这一点上，恩格斯和杜林，也象和其他一切唯物主义者一致一样，是完全一致的。

“思维是其余一切现实的高级形态……”“哲学的基本前提是：物质的现实世界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所产生的并认识这个世界的意识现象群之外，不同于这种意识现象群。”勒克列尔引用了杜林的这几句话以及杜林对康德等人的一连串抨击，责备杜林有“形而上学”（第218—222页），责备他承认“形而上学的教条”等等。

恩格斯是因为这一点批判杜林的吗？不是。世界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着，康德主义者、休谟主义者、贝克莱主义者等等对这个真理的任何背离都是错误的，——在这两点上，恩格斯和杜林，也象和其他一切唯物主义者一致一样，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恩格斯看到了勒克列尔和马赫是从哪一方面手携手地去批判杜林的，他就会用比他用在杜林身上的更加轻蔑百倍的话来骂这两个哲学上的反动分子！在勒克列尔看来，杜林是有害的实在论和唯物主义的化身（再参看《一元论的认识论概论》1882年版第45页）。马赫的老师和战友威·舒佩在1878年责备杜林的“荒谬的实在论”（Traumrealismus） 
［注：威廉·舒佩博士《认识论的逻辑》1878年波恩版第56页。］

 ，以报复杜林给一切唯心主义者加上“荒谬的唯心主义”这个名称。在恩格斯看来，恰恰相反：杜林是一个不够坚定、明确、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和约·狄慈根出现于哲学舞台上，都是当唯物主义在所有先进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在工人中间已经占居优势的时候。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不是重复旧的东西，而是认真地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就是说，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这所建筑物的上层，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在认识论领域中只限于改正费尔巴哈的错误，讥笑唯物主义者杜林的庸俗，批判毕希纳的错误（参看约·狄慈根的著作），强调这些在工人中间影响广名声大的著作家所特别缺少的东西，即辩证法，这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恩格斯和约·狄慈根并不担心叫卖者在几十种出版物中所叫卖的那些唯物主义的起码真理，而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不让这些起码真理庸俗化、过于简单化，导致思想僵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上半截是唯心主义”），导致忘却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个唯心主义体系的宝贵成果——毕希纳之流和杜林之流（以及勒克列尔、马赫、阿芬那留斯等等）一群雄鸡所不能从绝对唯心主义粪堆中啄出的这颗珍珠[69]。

只要稍微具体地想一想恩格斯和约·狄慈根的哲学著作产生时的这些历史条件，就会完全明白为什么他们反对把唯物主义的起码真理庸俗化，甚于维护这些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把政治民主的基本要求庸俗化，也甚于维护这些要求。

只有哲学反动分子的门徒们才会“看不出”这种情况，才会向读者把事情说成似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懂得做一个唯物主义者是怎么一回事。


8.约·狄慈根为什么会为反动哲学家喜欢？

前面引过的格尔方德的例子已经包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不准备再看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格尔方德式地对待约·狄慈根的无数例子。最好还是引用约·狄慈根本人的一些论述来说明他的弱点。

狄慈根说：“思维是脑的机能。”（《人脑活动的本质》1903年版第52页，有俄译本）“思维是脑的产物……我的书桌，作为我的思想的内容，和这个思想是一致的，不是不同的。但是，在我的头脑之外的这张书桌是我的思想的对象，它和我的思想迥然不同。”（第53页）然而狄慈根对这种十分明白的唯物主义论点却作了这样的补充：“但是，非感性的表象也是感性的、物质的，即现实的……精神和桌子、光、声音之间的差别，并不比这些东西彼此之间的差别大。”（第54页）这显然是不对的。说不论思想或物质都是“现实的”，即存在着的，这是对的。但是把思想叫作物质的，这就是向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方面迈了错误的一步。实质上，这多半是狄慈根用语不确切，他在另一地方就正确地说道：“精神和物质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它们都是存在着的。”（第80页）狄慈根说：“思维是肉体的活动。为了思维，我需要可供思维的材料。这种材料是自然现象和生活现象提供给我们的……物质是精神的界限；精神不能超出物质的界限。精神是物质的产物，但物质却不止是精神的产物……”（第64页）对唯物主义者约·狄慈根的这类唯物主义的说法，马赫主义者却不作分析！他们偏要抓住狄慈根的一些不确切的混乱的地方。例如，狄慈根说，自然科学家“只有在自己的领域以外”才可能成为“唯心主义者”（第108页）。是不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马赫主义者对此默不作声。但是在前一页上狄慈根承认“现代唯心主义有积极方面”（第106页）和“唯物主义原理有缺陷”，这必定使马赫主义者感到高兴吧！狄慈根没有正确地表达出来的思想是：物质和精神的差别也是相对的，不是无限的（第107页）。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不是唯物主义有缺陷，而是形而上学的、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有缺陷。

“普通的、科学的真理不以个人为基础。它的基础是在外界〈即在个人之外〉，在它的素材中；它是客观的真理……我们称自己为唯物主义者……哲学唯物主义者的特征是：他们把物体世界作为起点，摆在首位，把观念或精神看成结果。而反对者却按宗教的办法从词中引出物……从观念中引出物质世界。”（《短篇哲学著作集》1903年版第59、62页）马赫主义者回避这种对客观真理的承认和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定义的重复。但是狄慈根又说：“我们同样也有理由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因为我们的体系建立在哲学的总的成果上，建立在对观念的科学研究上，建立在对精神本性的清楚理解上。”（第63页）抓住这些显然不正确的词句来否定唯物主义是不困难的。事实上，在狄慈根的书中，与其说是基本思想错误，不如说是措辞不当，他的基本思想是要指出旧唯物主义不能科学地（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观念。

请看狄慈根关于旧唯物主义的论述：“正如我们对经济学的了解一样，我们的唯物主义也是科学的、历史的成果。正如我们同过去的社会主义者判然不同一样，我们也同过去的唯物主义者判然不同。我们同过去的唯物主义者只有一个共同点：承认物质是观念的前提或基原。”（第140页）这个“只有”是值得注意的！它包含着和不可知论、马赫主义、唯心主义不同的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基础。但狄慈根在这里注意的是和庸俗唯物主义划清界限。

然而，接着就是一段完全不正确的话：“物质这个概念必须扩大。它包括现实界的一切现象，因之也包括我们的认识能力和说明能力。”（第141页）这是糊涂思想，它只能在“扩大”唯物主义的借口下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混淆起来。抓住这种“扩大”，就是忘掉狄慈根哲学的基础，忘掉他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是“精神的界限”。在几行之后，狄慈根实际上自己就纠正了自己：“整体支配部分，物质支配精神……”（第142页）“就这种意义来说，我们可以把物质世界看作是……第一原因，看作是天地的创造者。”（第142页）狄慈根在《漫游》（上引书第214页）中重复说，物质这个概念也应当包括思想。这是糊涂思想。因为这样一来，狄慈根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物质和精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对立就会失去意义。至于说到这种对立不应当是“无限的”、夸大的、形而上学的，这是不容争辩的（强调这一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狄慈根的巨大功绩）。这种相对对立的绝对必要性和绝对真理性的界限，正是确定认识论研究的方向的界限。如果在这些界限之外，把物质和精神即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对立当作绝对的对立，那就是极大的错误。

和恩格斯不同，狄慈根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暧昧、模糊、混乱。但是，撇开他的叙述的缺点和个别的错误不谈，他很好地捍卫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第222页及第271页）和“辩证唯物主义”（第224页）。约·狄慈根说：“唯物主义认识论在于承认：人的认识器官并不放出任何形而上学的光，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反映自然界的其他部分。”（第222—223页）“认识能力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真理泉源，而是反映世界的物或自然界的类似镜子的工具。”（第243页）我们的深思熟虑的马赫主义者们不去分析约·狄慈根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个论点，而抓着他背离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地方，抓着他的模糊，混乱的地方。约·狄慈根会为反动哲学家们所喜欢，是因为他有某些混乱的地方。哪里有混乱，哪里就有马赫主义者，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

1868年12月5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很久以前，他〈狄慈根〉寄给我一部分关于《思维能力》的手稿，这一部分手稿中虽然有些混乱的概念和过多的重复，但包含着许多卓越的思想，而且作为一个工人的独立思考的产物来说是令人惊叹的思想。”（俄译本第53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66—567页。——编者注］

 瓦连廷诺夫先生引用了这个评语，可是没有想到自问一下，马克思是在什么地方看出约·狄慈根的混乱的：是在狄慈根和马赫接近的地方呢，还是在狄慈根和马赫对立的地方？瓦连廷诺夫先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不论是狄慈根的著作或是马克思的信，他都是象果戈理小说中的彼特鲁什卡那样读的。但是要找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难的。马克思一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读过全部手稿）阐述的也正是这个世界观。就是瓦连廷诺夫先生们也能从这里想到：约·狄慈根的混乱只能在于他背离对辩证法的彻底应用，背离彻底的唯物主义，特别是背离《反杜林论》。

瓦连廷诺夫先生及其弟兄们现在是不是领悟到，马克思所指的狄慈根的混乱只是狄慈根和马赫接近的地方（马赫从康德出发不是走向唯物主义，而是走向贝克莱和休谟）？或者也许是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所指的混乱恰好是狄慈根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而赞成他背离唯物主义，赞成那些和《反杜林论》（在马克思参加下写成的）发生分歧的地方？

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想要人们承认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还告诉全世界，“他们的”马赫赞同狄慈根。这些人是在愚弄谁呢？我们的英雄们没有觉察到，马赫能赞同狄慈根的地方，恰恰就是马克思称狄慈根为糊涂人的地方！

如果给约·狄慈根一个总的评价，他是不应该受到这样严厉的谴责的。他九成是唯物主义者，从来没有妄自标新立异，企图建立不同于唯物主义的特殊哲学。狄慈根多次讲到马克思，总是说他是一派之首（《短篇哲学著作集》第4页，1873年的评论；第95页，1876年的评论，着重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必要的哲学素养”，即哲学修养；第181页，1886年的评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派的“公认的创立者”）。狄慈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欧根·狄慈根和——十分遗憾！——帕·达乌盖同志杜撰“自然一元论”、“狄慈根主义”等等，是给他帮了倒忙。“狄慈根主义”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它是一种混乱思想，是向反动哲学迈进一步，是企图不根据约瑟夫·狄慈根的伟大之处（这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人哲学家有许多伟大之处！），而利用他的弱点来创立一条路线！

我只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帕·达乌盖同志和欧·狄慈根是怎样滑向反动哲学的。

帕·达乌盖在《成果》第2版[70]第273页上写道：“甚至资产阶级的评论也指出了狄慈根的哲学同经验批判主义和内在论学派的联系”，在下面又写道：“特别是同勒克列尔的联系”（这是从“资产阶级的评论”中引来的）。

帕·达乌盖珍视并尊敬约·狄慈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由于不加批驳地引用资产阶级蹩脚文人的评论而使约·狄慈根蒙受耻辱，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些资产阶级蹩脚文人把信仰主义和教授们（资产阶级的“有学位的奴仆们”）的最坚决的敌人同信仰主义的公开鼓吹者和臭名昭著的反动分子勒克列尔扯在一起了。很可能达乌盖只是重复了别人对内在论者和勒克列尔的评论，他没有亲自去看这些反动分子的著作。但是下面的话可以作为对他的一个警告：从马克思到狄慈根的一些特殊之处，然后到马赫，再到内在论者，这是一条通向泥潭的道路。不要说把狄慈根和勒克列尔扯在一起，就是把他和马赫扯在一起，也突出了糊涂人狄慈根而不是唯物主义者狄慈根。

我要保护约·狄慈根，使他不受帕·达乌盖的侮辱。我肯定地说，约·狄慈根不应该受到把他和勒克列尔扯在一起的侮辱。而且我能够举出一位在这个问题上极有权威的人物作证，这个人象勒克列尔本人一样是个反动分子、信仰主义哲学家和“内在论者”，这就是舒伯特—索尔登。他在1896年写道：“社会民主党人有或多或少的（通常是较少的）理由愿意接近黑格尔，但他们只是使黑格尔哲学唯物主义化；参看约·狄慈根的著作。在狄慈根的著作中，绝对者变成宇宙，宇宙变成自在之物、绝对主语，而绝对主语的现象是它的谓语。狄慈根就这样使最纯粹的抽象成为具体过程的基础，当然他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就象黑格尔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一样……在狄慈根那里，黑格尔、达尔文、海克尔和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常常混杂在一起。”（《社会问题》第ⅩⅩⅩⅢ页）舒伯特－索尔登比马赫更能分辨哲学上的细微差别，而马赫则随便称赞一切人，甚至称赞康德主义者耶鲁萨伦姆。

欧根·狄慈根很幼稚，他竟向德国公众埋怨俄国的狭隘的唯物主义者“委屈了”约瑟夫·狄慈根；他还把普列汉诺夫和达乌盖关于约·狄慈根的论文（见约·狄慈根《认识和真理》1908年斯图加特版附录）译成了德文。这个可怜的“自然一元论者”其实是埋怨了自己。懂得一些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弗·梅林在他的评论中写道，普列汉诺夫反对达乌盖实际上是对的（1908年6月19日《新时代》杂志第38期小品栏第432页）。在梅林看来，约·狄慈根一离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陷入窘境（第431页），这是毫无疑问的。欧根·狄慈根写了一篇冗长的哀恸的文章回答梅林。在这篇文章中，他竟说约·狄慈根“对于联合”“正统派和修正主义者这两个相互敌视的弟兄”，也许是有用的（1908年7月31日《新时代》杂志第44期第652页）。

达乌盖同志，再一次警告你：从马克思到“狄慈根主义”和“马赫主义”，这是一条通向泥潭的道路；这当然不是对个人说的，不是对伊万、西多尔或帕维尔[71]说的，而是对一个派别说的。

马赫主义者先生们，不要叱责我抬出了“权威人士”。你们对权威人士的叱责，不过是掩饰你们用资产阶级的权威人士（马赫、彼得楚尔特、阿芬那留斯、内在论者）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权威人士（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梅林、考茨基）。你们最好不要提出有关“权威人士”和“权威”的问题吧！






[53]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官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水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205。



[54]指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机会主义思潮，其主要代表是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他们都受杜林思想的影响。伯恩施坦和路·菲勒克、约·莫斯特等人一起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积极散布欧·杜林的折中主义观点。赫希柏格号召把社会主义变成为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全人类的”运动，既包括被压迫者，也包括“上层阶级”的代表。菲勒克在柏林倡议建立了“摩尔俱乐部”，在该俱乐部中杜林思想占支配地位，其宗旨是吸引“有教养的人”接受“社会主义”，争取工人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在1878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后，“摩尔俱乐部”的领导人转移到了苏黎世。在苏黎世创办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问题上，特别明显地表现了赫希柏格集团的机会主义性质。他们认为报纸不应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而只应进行社会主义理想的抽象宣传。



1879年7月，赫希柏格编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刊登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作者是赫希柏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苏黎世三人团”）。他们在文章中指责党由于攻击资产阶级而招来了非常法，要求党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并服从资产阶级，认为工人阶级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著名的《通告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2—190页）。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召开的第一次秘密代表会议，决定撤销“苏黎世三人团”担任的党报编辑职务。赫希柏格和施拉姆后来退出了工人运动。伯恩施坦则暂时停止宣传机会主义，并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之一。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不久，伯恩施坦便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他提出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一机会主义口号，实际上是1879年那篇文章的基本论点的进一步发展。——210。



[55]《社会主义者报》（《LeSocialiste》）是法国报纸（周报），1885年由茹·盖得在巴黎创办。最初是法国工人党的理论机关报。1902—1905年是法兰西社会党的机关报，1905年起成为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该报刊载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摘录，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表过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保·拉法格、威·李卜克内西、克·蔡特金、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文章和书信。1915年停刊。——211。



[56]指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1—353页和第22卷第334—361页）。——213。



[57]《内在论哲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immanente　Philosophie》）是德国的哲学刊物，1895—1900年在柏林出版。该杂志的编辑是MB考夫曼。积极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威·舒佩和理·舒伯特－索尔登。——219。



[58]《哲学年鉴》（《L’Année　Philosophique》）是法国“新批判主义者”的机关刊物，1890—1913年在巴黎出版，编辑是弗·毕雍。——220。



[59]这里是借用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嘲讽自由派人士的话。宪法是俄国自由派挂在嘴边的一句高调。姜汁鲟鱼是俄国上层社会享用的一种名贵菜肴。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文明人》这部作品中刻画一个自由派人士，说他不知要宪法好，还是要姜汁鲟鱼好。——220。



[60]秘密检查室是沙皇政府的秘密邮检机构，设于邮政机关内，专司暗中检查“可疑分子”的信件。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曾在一个声明中公然否认这一机构的存在。——229。



[61]诺兹德列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233。



[62]《哲学评论》杂志即《法国和外国哲学评论》杂志（《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I’étranger》）是法国心理学家泰·阿·里博创办的刊物，1876年起在巴黎出版。——233。



[63]《一元论者》杂志（《The　Monist》）是美国的唯心主义派别的哲学刊物，1890—1936年由保·卡鲁斯在芝加哥出版。——234。



[64]《公开论坛》杂志（《The　Open　Coure》）是宗教刊物，1887—1936年在芝加哥出版。——234。



[65]耶稣会士即耶稣会的会员。耶稣会是天主教修会之一，1534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创立于巴黎，1540年经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耶稣会是天主教内顽固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集团。——240。



[66]“可怕的报复”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一篇小说的篇名。小说中说的是哥萨克英雄丹尼洛·布鲁尔巴施阴魂报仇的故事。“可怕的报复”一语后来被人们广泛使用，但多带有讽刺和戏谑意味。——241。



[67]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的错误说法是他在1892年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译本写的注释中提出的。他在注释中说：“我们的感觉是把现实界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的特种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不同于它们所传达的那些事件。但是，它们能够完全正确地传达事件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且后者是主要的）。”（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61年三联书店版第1卷第560页）1905年，普列汉诺夫给恩格斯这部著作俄译本第2版加注时承认自己在给第1版加的注释中有一些表达“不完全确切”的地方（同上，第586页）。——243。



[68]《哲学文库》（《Archiv　für　Philosophie》）是德国的唯心主义派别的哲学杂志，新康德主义者和马赫主义者的刊物。1895—1931年分作两个分刊同时在柏林出版：一个是路·施泰因编辑的《哲学史文库》；另一个是保·格·纳托尔普编辑的《系统哲学文库》。从1925年起该杂志改名为《哲学和社会学文库》。——247。



[69]此处是借用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公鸡和珍珠》。寓言说，一只公鸡在粪堆上发现一颗珍珠，但它不知道珍珠的价值，却说这玩意儿还不如麦粒能填肚子。——254。



[70]指帕·格·达乌盖给约·狄慈根的《哲学的成果》俄译本第2版所写的一篇后记，标题为《格·普列汉诺夫和约·狄慈根》。——259。



[71]伊万、西多尔、帕维尔以及第362页上的卡尔普、彼得都是泛指某人，意思和汉语中的张三李四相同。——261。



[72]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威·孔·伦琴发现了一种能穿透普通光不能透过的介质的短波电磁幅射，即X射线（也称伦琴射线）。



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安·昂·柏克勒尔在研究不同荧光物体对照相底片的作用时，发现铀盐能在黑暗中对照相底片发生作用。柏克勒尔的进一步实验证明，这种作用是由一种不同于伦琴射线的新的辐射引起的。这种射线被称为柏克勒尔射线。铀的放射性的发现是科学实验中认识放射性的开端。



1898年，出生于波兰而在法国工作的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和他的丈夫法国物理学家比·居里发现了针和镭这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其中镭的射线比铀强200多万倍。



X射线、柏克勒尔射线和镭的发现奠定了原子物理学发展的基础。——262。



[73]这一发现是英国物理学家詹·克·麦克斯韦作出的。麦克斯韦在迈·法拉第工作的基础上，总结了19世纪中叶以前对电磁现象的研究成果，建立了电磁场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电磁场的变化是以光速传播的。1865年，麦克斯韦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光的本质是电磁波的结论。1887年，德国物理学家亨·鲁·赫兹用实验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从而证实了麦克斯韦关于光是电磁波的结论。——263。



[74]英国物理学家欧·卢瑟福和化学家弗·索迪在研究放射性的基础上于1902年秋提出了放射性元素的嬗变理论。按照这一理论，放射性原子是不稳定的，它们自发地放射出射线和能量，而衰变成另一种放射性原子，直至成为稳定的原子。英国化学家威·拉姆塞在1895年从钇铀矿中分离出氦，1903年又证明氦这种最轻的惰性气体是在镭的放射性衰变中不断放出的。1908年卢瑟福通过实验测出镭以及其他放射性元素放射出的α粒子有两个正电荷，是双重电离的氦原子。——263。



[75]以太原来是古希腊哲学家设想的一种介质，17世纪被人们重新提出，用来解释光的传播和电磁、引力的相互作用等现象。依照当时说法，光象声波一样是一种机械的弹性波，因此它的传播也必须有一种弹性介质作媒介；而依照光在传播中的性质，这种介质必须无所不在，没有质量，绝对静止。这种介质就是以太。电磁和引力作用则是以太中的特殊的机械作用。以太说在19世纪以至20世纪初仍为人们普遍接受。但它既同科学新发现的事实相矛盾，又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随着相对论的创立和对场的进一步研究，人们发现光（电磁波）的传播和一切相互作用的传递都通过各种场，而不通过机械介质，因此以太作为一种陈旧概念就不再使用。——263。



[76]列宁在这里援引的法国物理学家昂·彭加勒对质量概念的论述是符合当时物理学发展水平的。随着电子的发现而来的电子理论的发展，使解释电子质量的性质有了可能。英国物理学家约·约·汤姆孙曾提出一个假说，根据这个假说，电子自身的质量是由其电磁场的能量决定的（即电子的惯性有赖于场的惯性）；于是引进了电子的电磁质量这一概念，这种质量依赖于电子运动的速度；而电子的力学质量，就象任何其他粒子的力学质量一样，被认为是不变的。研究电子电磁质量对速度依赖关系的实验本来应该发现力学质量的存在，但是瓦·考夫曼在1901—1902年进行的这种实验却意外地证明，电子的整个质量具有电磁的性质。由此得出了电子的力学质量消失的结论，而在以前力学质量被视为物质的不可分离的属性。这就成了种种所谓“物质在消失”的哲学思辨的根据。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相对论）证明，力学质量也依赖于运动的速度，不能把电子的质量完全归结为电磁质量。——265。



[77]《心理学年鉴》（《L’Année　Psychologique》）是法国的一种心理学刊物，1895年起在巴黎出版。它的出版者起初是阿·比纳，后来是昂·皮埃龙。——271。



[78]这里说的是当时的原子结构概念，带有推测的性质。随着物理学的进步，以后人们对原子结构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发展。1911年，英国物理学家欧·卢瑟福根据用α粒子射击重金属箔的实验的结果，首次提出原子行星模型。按照这一模型，原子质量的大部分集中在一个带有正电荷的原子核中；每个原子有若干电子，其数量与其原子序数相等，这些电子沿圆形或椭圆形的轨道绕原子核运动，就象行星绕太阳运动那样。1913年，丹麦物理学家尼·玻尔根据原子行星模型用经典运动规律和德国物理学家麦·卡·恩·路·普朗克的量于概命阐明了原子结构，提出了玻尔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电子是循着许多分立的圆形轨道绕原子核运动的，在不同轨道上的电子各有确定的能量；当电子从外层轨道跳向内层轨道时便发射光子。后来电子沿轨道运动的概念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而为量子力学的几率分布概念所代替。依照这一概念，原子中的各个电子都处在各自的一定能量状态中；电子的能量愈大，它与核的平均距离就愈远；原子中的各个电子按其能量大小分布在不同距离的几个“壳层”中，而每一“壳层”容纳的电子数量是有限的。原子核则由核子（带正电的质子和不带电的中子）组成。根据现在的理解，正电子是电子的反粒子。它带的电量与电子相同，但符号相反。它的质量也与电子相同。正电子与电子相逢就发生湮灭而一起转变为两个光子。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正电子不能经久存在。正电子是英国物理学家保·狄拉克于1928年在理论上预言，而为美国物理学家卡·安德逊于1932年在宇宙射线实验中发现的。——272。



[79]《科学总评》杂志即《理论科学和实用科学总评》杂志（《Revue　générale　des　sciences　pures　et　appliquées》），是法国的自然科学刊物（双周刊），1890年起在巴黎出版。创办者是路·奥利维耶。——273。



[80]这里是指力学质量。在经典物理学中，它被认为是物质的永恒不变的特性。关于质量概念的变化，参看注76。——273。



[81]指经济派分子弗·彼·阿基莫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1903年7月22日（8月4日））上的发言。阿基莫夫在发言中批评《火星报》编辑部提出的党纲草案说：在讲党的任务的段落里“党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概念是完全分离和对立的，前者是积极活动的集体，后者则是党施加影响的消极人群。因此在草案的句子中党一词总是以主语出现，而无产阶级一词则以补语出现。”（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127页）阿基莫夫认为，这就表现出了一种使党脱离无产阶级利益的倾向。——283。



[82]新活力论是生物学中的一个唯心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末，代表人物有汉·杜里舒、雅·冯·于克斯屈尔、威·鲁等。新活力论者反对达尔文主义，复活活力论的反科学观点，企图用非物质的因素（“活力”、“隐得来希”等）的作用来解释生命现象和生物机体的合目的性，从而把生物界和非生物界截然分割开来。——289。



[83]这里是借用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话。在该剧中，追求功名利禄的小官吏莫尔恰林建议有进步思想的贵族青年恰茨基留在莫斯科，谋一个官职，以此作为营私和享乐的手段。恰茨基回答说：“当我工作时，就把行乐的事收起；当我嬉戏时，就一心嬉戏；很多人爱把这二者混为一谈，我可不是这样的人。”——300。



[84]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嘲笑自由派在政治上的无原则态度的讽刺性用语，见于他的作品《外省人旅京日记》和《葬华）。——310。



[85]《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иПсихологии》）是俄国的唯心主义派别的杂志，1889年11月—1918年4月在莫斯科出版。该杂志由尼·雅·格罗特教授创办；1894年起由莫斯科心理学会出版，列·米·洛帕廷任编辑。该杂志刊载哲学、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方面的文章及其他材料。在90年代，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和谢·尼·布尔加柯夫参加过该杂志的工作；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亚·亚·波格丹诺夫及其他马赫主义者也为该杂志撰过稿。——313。



[86]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俄国群众性的黑帮组织，于1905年10月在彼得堡成立。该组织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代表、地主、部分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城市无业游民、一部分富农以及某些不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创始人为亚·伊·杜勃洛文、弗·安·格林格穆特、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1905年12月23日（1906年1月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同盟的代表团，接受了同盟成员的称号和徽章。同盟纲领以维护俄国的统一和不可分、保持专制制度、沙皇和人民通过咨议性的国民代表会议取得一致、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等为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一些蛊惑性的条文，如批评官僚制、保持村社土地所有制、各等级权利平等、国家对工人实行保险等。同盟的中央机构是由12人组成的总委员会，设在彼得堡。全国各城市、村镇所设的同盟分部在1905—1907年间达900个。同盟的主要机关报是《俄国旗帜报》。同盟通过宣传鼓动几次掀起俄国反犹太人大暴行的浪潮，同时也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它刺杀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米·雅·赫尔岑施坦、格·波·约洛斯，并两次对谢·尤·维特行刺。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同盟于1908—1910年分裂为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俄罗斯人民同盟、彼得堡全俄杜勃洛文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几个互相敌对的组织。1917年二月革命后同其他黑帮组织一起被取缔。——313。



[87]老年黑格尔派又称黑格尔右派，是19世纪30—40年代黑格尔学派解体后形成的派别之一，代表人物是安·加布勒、赫·欣里希斯、卡·罗森克兰茨等。老年黑格尔派在哲学上承袭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抛弃了他的辩证法，利用他关于宗教和哲学同一的论点，把黑格尔哲学解释为神学的唯理论形式；在政治上拥护封建等级制度，把普鲁士王国看作是“世界理性”的体现，反对资产阶级提出的关于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立的民主要求。——324。





《列宁全集》第18卷


第五章 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和哲学唯心主义

一年前，《新时代》杂志（1906—1907年第52期）登载了约瑟夫·狄奈－德涅斯的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和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的论文。这篇论文的缺点在于：它忽视了从“新”物理学中得出的并且是我们现在特别感兴趣的认识论结论。但是，正是这个缺点使我们对这位作者的观点和结论特别感兴趣。象本书的作者一样，约瑟夫·狄奈－德涅斯所持的观点，就是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极其轻视的最“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例如，尤什凯维奇先生写道：“自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通常是一般的、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书第1页）就是约·狄奈－德涅斯这样一个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中的最新发现（X射线、柏克勒尔射线、镭[72]等等）直接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作了比较。这种比较使他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约·狄奈－德涅斯写道：“在自然科学的各种极不相同的领域里都获得了新知识，所有这些新知识归结起来就是恩格斯想要提到首位的一点：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不可调和的对立，没有任何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差别’；既然在自然界中有对立和差别，那么它们的固定性和绝对性只是我们加到自然界中去的。”例如，人们发现了光和电只是同一自然力的表现。[73]化学亲和力归结为电的过程已日益成为可能。不可破坏的、不可分解的化学元素被发现是可以破坏的、可以分解的，这样的化学元素的数目继续不断地增多，真好象是在跟世界的统一性开玩笑似的。镭元素已经能变成氦元素了。[74]“就象一切自然力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力一样，一切自然物也可以归结为一种物质。”（黑体是约·狄奈－德涅斯用的）作者在援引一位著作家认为原子只是以太[75]的凝结这个见解时惊叹道：“多么辉煌地证实了恩格斯的名言：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是运动，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我们人所感知的是这种运动的各种不同形式……事实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自然界完全和历史一样，是受辩证的运动规律支配的。”

另一方面，只要拿起马赫主义的著作或关于马赫主义的著作，就一定会看到，它们自命不凡地引证了新物理学，而这种新物理学据说把唯物主义驳倒了，云云。这些引证是不是有根据，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新物理学，确切些说，新物理学中的一定学派跟马赫主义和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其他变种有联系，这却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象普列汉诺夫那样，忽视这种联系来研究马赫主义，就是嘲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也就是为了恩格斯的某个词句而牺牲恩格斯的方法。恩格斯直率地说：“甚至随着自然科学〈姑且不谈人类历史〉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路·费尔巴哈》德文版第19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0页。——编者注］

 因此，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形式”的修正，对他的自然哲学论点的修正，不但不含有任何通常所理解的“修正主义的东西”，相反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必然要求的。我们谴责马赫主义者的决不是这样的修改，而是他们的纯粹修正主义的手法：他们在批判唯物主义的形式的幌子下改变唯物主义的实质，他们采纳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基本论点，又毫不打算直接、公开、断然地反驳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象“没有物质的运动……是不可想象的”（《反杜林论》第50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5页。——编者注］

 这样无疑是极端重要的论断。

不言而喻，在研究现代物理学家的一个学派和哲学唯心主义的复活的联系这一问题时，我们决不想涉及专门的物理学理论。我们感兴趣的只是从一些明确的论点和尽人皆知的发现中得出的认识论结论。这些认识论结论是很自然地得出的，以致许多物理学家都已经提到它们。不仅如此，在物理学家当中已经有了各种不同的派别，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正在形成某些学派。因此，我们的任务仅限于清楚地说明：这些派别分歧的实质何在，它们和哲学基本路线的关系如何。


1.现代物理学的危机

著名的法国物理学家昂利·彭加勒在他的《科学的价值》一书中说，物理学有发生“严重危机的迹象”，并且专用一章来论述这个危机（第8章，参看第171页）。这个危机不只是“伟大的革命者——镭”推翻了能量守恒原理，而且“所有其他的原理也遭到危险。（第180页）。例如，拉瓦锡原理或质量守恒原理被物质的电子论推翻了。根据这种理论，原子是由一些带有正电或负电的极微小的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叫作电子，它们“浸入我们称之为以太的介质中”。物理学家的实验提供出计算电子的运动速度及其质量（或者电子的质量对它的电荷的比例）的数据。电子的运动速度证明是可以和光速（每秒30万公里）相比较的，例如，它达到光速的1/3。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首先克服电子本身的惯性、其次克服以太的惯性的必要，必须注意电子的双重质量。第一种质量将是电子的实在的或力学的质量，第二种质量将是“表现以太的惯性的电动力学的质量”。现在，第一种质量证明等于零。电子的全部质量，至少是负电子的全部质量，按其起源来说，完全是电动力学的质量。质量在消失。力学的基础被破坏。牛顿的原理即作用和反作用相等的原理被推翻，等等。[76]

彭加勒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物理学旧原理的“废墟”，是“原理的普遍毁灭”。他同时声明说：不错，所有上述同原理有出入的地方都属于无穷小量——很可能有我们还不知道的对推翻旧定律起着相反作用的另外的无穷小量——而且镭也很稀少，但是不管怎样，“怀疑时期”已经到来了。我们已经看到作者从这个“怀疑时期”中得出的认识论结论：“不是自然界把空间和时间的概念 
［注：按彭加勒的原著，“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应为“时间和空间的框架（cadre）”。——编者注］

 给予〈或强加于〉我们，而是我们把这些概念给予自然界”；“凡不是思想的东西，都是纯粹的无”。这是唯心主义的结论。最基本的原理的被推翻证明（彭加勒的思想过程就是这样）：这些原理不是什么自然界的复写、映象，不是人的意识之外的某种东西的模写，而是人的意识的产物。彭加勒没有彻底发挥这些结论，他对这个问题的哲学方面没有多大兴趣。法国的哲学问题著作家阿贝尔·莱伊在自己的《现代物理学家的物理学理论》（Abel　Rey《La　thé　orie　de　la　physique　chez　les　physiciens　contemporains》1907年巴黎FB阿尔康出版社版）一书中非常详细地论述了这一方面。的确，作者本人是一个实证论者，就是说，是一个糊涂人和半马赫主义者，但是在这里，这一点甚至还有某些方便之处，因为不能怀疑他想“诽谤”我们的马赫主义者的偶像。在讲到概念的确切哲学定义，尤其是讲到唯物主义的时候，我们不能相信莱伊，因为他也是一个教授，作为一个教授，他对唯物主义者怀着无比轻蔑的态度（而且他以对唯物主义认识论极端无知著称）。不用说，对这样一些“科学大师”来说，什么马克思或恩格斯全不放在眼里。但是莱伊仔细地、一般讲来是诚实地引用了有关这个问题的非常丰富的文献，其中不仅有法国的，而且有英国的和德国的（特别是奥斯特瓦尔德和马赫的），所以我们将常常利用他的这部著作。

这位作者说：一般哲学家以及那些出于某种动机想全面批判科学的人，现在都特别注意物理学。“他们在讨论物理学知识的界限和价值的时候，实质上是在批判实证科学的合理性，批判认识客体的可能性。”（第Ⅰ—Ⅱ页）他们从“现代物理学的危机”中急于作出怀疑论的结论（第14页）。这个危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在19世纪前60多年中，物理学家们在一切根本问题上彼此是一致的。“他们相信对自然界的纯粹力学的解释；他们认为物理学只是比较复杂的力学，即分子力学。他们只是在把物理学归结为力学的方法问题上，在机械论的细节问题上有分歧。”“现在，物理化学的科学展示给我们的景况看来是完全相反的。严重的分歧代替了从前的一致，而且这种分歧不是在细节上，而是在基本的、主导的思想上。如果说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特殊倾向是言过其实，那么毕竟必须确认，象艺术一样，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也有很多学派，它们的结论常常是分歧的，有时候简直是彼此敌对的……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现代物理学的危机的含意是什么和范围多广。

直到19世纪中叶，传统物理学认为，只要使物理学延续下去就足以达到物质的形而上学。这种物理学使自己的理论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这些理论完全是机械论的。传统机械论〈莱伊是在特殊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他指的是把物理学归结为力学的观点的体系〉就这样超越经验结果，超出经验结果的范围，提供了对物质世界的实在的认识。这不是对经验的假定说法，而是教条……”（第16页）

我们在这里必须打断一下这位可敬的“实证论者”。很清楚，他是在给我们描述传统物理学的唯物主义哲学，可是不愿意说出魔鬼（即唯物主义）的名字。在休谟主义者看来，唯物主义一定是形而上学、教条、超出经验范围的东西等等。休谟主义者莱伊不懂得唯物主义，所以对辩证法、对辩证唯物主义同恩格斯所说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也就一点不了解。因此，如对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莱伊完全不明白。

“……19世纪下半叶对传统机械论所作的批判破坏了机械论的这个本体论实在性的前提。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确立了对物理学的一种哲学的看法，这种看法在19世纪末几乎成为哲学上的传统的看法。依据这种看法，科学不过是符号的公式，是作记号〈标记，repérage，创造记号、标志、符号〉的方法。由于这些作记号的方法因学派的不同而各异，于是人们很快就作出结论说：被作上记号的东西，只是人为了标记（为了符号化）而事先创造出来（faconné）的东西。科学成了爱好者的艺术品，成了功利主义者的艺术品。这些看法自然就被普遍解释为对科学的可能性的否定。只要不曲解科学二字的意义，那么，科学若是纯粹人造的作用于自然界的手段，若是单纯的功利主义的技术，它就没有权利被称为科学。说科学只能是人造的作用手段，而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这就是否定真正的科学。

传统机械论的破产，确切些说，它所受到的批判，造成了如下的论点：科学也破产了。人们根据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持传统机械论这一点，断定不可能有科学。”（第16—17页）

于是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的物理学危机是科学发展中的一个暂时的外部的偶然事件呢，还是科学突然开倒车并且完全离开了它一向所走的道路？……”

“……如果在历史上实际起过解放者作用的那些物理化学科学在这样一次危机中遭到毁灭，如果这次危机使它们只具有在技术上有用的处方的价值，而使它们失去在认识自然界方面的一切意义，那么，无论在逻辑上或在思想史上都一定会发生根本的变革。物理学失去一切教育价值；物理学所代表的实证科学的精神成为虚伪的危险的精神。”科学所能提供的只是实用的处方，而不是真实的知识。“对实在的东西的认识，要用其他方法去寻求……要走另外一条道路，要把认为是被科学夺去了的东西归还给主观直觉，归还给对实在的神秘感觉，一句话，归还给神秘的东西。”（第19页）

作为一个实证论者，作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物理学的危机是暂时的。莱伊怎样清洗马赫、彭加勒及其伙伴们的这些结论，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现在我们只来查明“危机”的事实和它的意义。从我们引证的莱伊最后几句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是哪些反动分子利用了这种危机并使它尖锐化的。莱伊在他的著作的序言里直率地说：“19世纪末期的信仰主义的和反理智主义的运动”力图“以现代物理学的一般精神为依据”（第Ⅱ页）。在法国，凡是把信仰置于理性之上的人都被称为信仰主义者（来自拉丁文fides，信仰）。否认理性的权力或要求的学说被称为反理智主义。因此，在哲学方面，“现代物理学的危机”的实质就在于：旧物理学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对物质世界的实在的认识”，就是说，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物理学中的新思潮认为理论只是供实践用的符号、记号、标记，就是说，它否定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并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的存在。如果莱伊使用正确的哲学用语，他就一定会这样说：为旧物理学自发地接受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被唯心主义的和不可知论的认识论代替了，不管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的意愿如何，信仰主义利用了这种代替。

但是，莱伊并没有认为这种构成危机的代替似乎是所有的新物理学家反对所有的旧物理学家。他没有这样想。他指出，根据现代物理学家的认识论倾向，他们可分为三个学派：唯能论或概念论（conceptuelle——从纯概念一词来的）学派；绝大多数物理学家现在继续支持的机械论或新机械论学派；介于这两种学派之间的批判学派。马赫和杜恒属于第一个学派；昂利·彭加勒属于第三个学派；旧物理学家基尔希霍夫、赫尔姆霍茨、汤姆森（开尔文勋爵）、麦克斯韦以及现代物理学家拉摩、洛仑茨等人属于第二个学派。这两条基本路线（因为第三条路线不是独立的路线，而是中间的路线）的实质何在，从莱伊下面的话中可以看出：

“传统机械论建立了物质世界的体系。”它的物质构造学说所根据的是“质上相同的和同一的元素”，并且这些元素应当看作是“不变的、不可入的”等等。物理学“用实在的材料和实在的水泥建造了实在的建筑物。物理学家掌握了物质的元素、它们发生作用的原因和方式，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实在的规律”（第33—38页）。“这种对物理学的看法的改变主要在于：抛弃了理论的本体论价值而特别强调物理学的现象论的意义。”概念论的观点从事“纯粹的抽象”，“探求那种尽可能排除物质假说的、纯粹抽象的理论”。“能量的概念已成为新物理学的基础（substructure）。所以概念论物理学多半可以叫作唯能论物理学”，虽然这个名称对于象马赫这样的概念论物理学的代表是不适合的（第46页）。

莱伊把唯能论和马赫主义混为一谈当然是不完全正确的，同样，硬说新机械论学派尽管同概念论者有着十分深刻的分歧，也会得出对物理学的现象论的看法（第48页），这也是不完全正确的。莱伊的“新”术语并没有把问题弄清楚，反而把问题弄模糊了。但是为了让读者知道“实证论者”对物理学危机的看法，我们又不能撇开“新”术语。就问题的实质来说，“新”学派和旧观点的对立，正象读者会深信的那样，是同前面援引过的克莱因佩特对赫尔姆霍茨的批判完全一致的。莱伊在转述不同物理学家的观点时，在自己的叙述中反映出那些物理学家的哲学观点是十分含糊、动摇不定的。现代物理学危机的实质就是：旧定律和基本原理被推翻，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被抛弃，这就是说，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代替了。“物质消失了”这句话可以表达出在许多个别问题上的基本的、典型的困难，即造成这种危机的困难。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困难。


2.“物质消失了”

在现代物理学家对最新发现的论述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这样的话。例如，在路·乌尔维格的《科学的进化》一书中，论述物质的新理论那一章的标题是：《物质存在吗？》他在那一章里说道：“原子在非物质化，物质在消失。” 
［注：路·乌尔维格《科学的进化》1908年巴黎人A.科兰出版社版第63、87、88页。参看他的论文《物理学家关于物质的观念》，载于1908年《心理学年鉴》。[77]］

 为了看看马赫主义者怎样轻易地由此作出根本的哲学结论，我们且看一下瓦连廷诺夫吧。他写道：“对世界的科学说明‘只有在唯物主义中’才能得到确实可靠的论据，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虚构，而且是一种荒谬的虚构。”（第67页）他把著名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奥古斯托·里希当作这种荒谬虚构的破坏者举了出来，因为里希说：电子论“与其说是电的理论，不如说是物质的理论；新体系不过是用电代替了物质”（奥古斯托·里希《现代的物理现象理论》1905年莱比锡版第131页，有俄译本）。瓦连廷诺夫先生引用了这些话（第64页）后就大叫：

“为什么奥古斯托·里希竟敢这样侮辱神圣的物质呢？也许因为他是唯我论者、唯心主义者、资产阶级的批判主义者、某种经验一元论者、或者比这更坏的什么人吧？”

这种在瓦连廷诺夫先生看来是对唯物主义者的极端恶毒的谴责，正表明他在哲学唯物主义问题上十分幼稚无知。哲学唯心主义和“物质的消失”之间的真正联系何在，瓦连廷诺夫先生是绝对不了解的。他跟着现代物理学家所说的那种“物质的消失”，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区分没有关系。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举出一位最彻底的、最明显的马赫主义者卡尔·毕尔生来说吧。在他看来，物理世界是一些感性知觉群。他用下图来说明“我们对物理世界的认识模型”，并声明，这个图没有注意大小的比例（《科学入门》第282页）：





卡·毕尔生为了使他的图简化，完全抛开了以太和电或正电子和负电子的比例关系问题。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毕尔生的唯心主义观点把“物体”当作感性知觉，至于这些物体由粒子构成，粒子由分子构成等等，涉及的是物理世界模型中的变化，而同物体是感觉的符号还是感觉是物体的映象这个问题丝毫无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按照如何解答我们认识的泉源问题即认识（和一般“心理的东西”）同物理世界的关系问题而区分开来的，至于物质的构造问题即原子和电子问题，那是一个只同这个“物理世界”有关的问题。当物理学家说“物质在消失”的时候，他们是想说，自然科学从来都是把它对物理世界的一切研究归结为物质、电、以太这三个终极的概念，而现在却只剩下后两个概念了，因为物质已经能够归结为电，原子已经能够解释为类似无限小的太阳系的东西，在这个无限小的太阳系中，负电子以一定的（正如我们所看到过的，极大的）速度环绕着正电子转动[[78]］。因此，物理世界可以归结为两三种元素（因为，正如物理学家贝拉所说的，正电子和负电子构成“两种在本质上不同的物质”，——莱伊的上引著作第294—295页），而不是几十种元素。因此，自然科学正导向“物质的统一”（同上） 
［注：参看奥利弗·洛治《论电子》1906年巴黎版第159页：“物质的电的理论”，即认为电是“基本实体”的学说，“差不多从理论上达到了哲学家一向追求的东西，即物质的统一”。并参看奥古斯托·里希《关于物质的构造》1908年莱比锡版，约·约·汤姆森《物质微粒论》1907年伦敦版；保·朗之万《电子物理学》，载于1905年《科学总评》杂志[79]第257—276页。］

 ，这就是把很多人弄糊涂了的那些关于物质消失、电代替物质等等的言论的实际内容。“物质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至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从前看来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80]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固有的。因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的。

一般马赫主义和马赫主义新物理学的错误在于：它们忽视了哲学唯物主义的这个基础，忽视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差别。承认某些不变的要素、“物的不变的实质”等等，并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因此，约·狄慈根着重指出：“科学的对象是无穷无尽的”，不仅无限大的东西，连“最小的原子”也是不可度量的、认识不完的、不可穷尽的，因为“自然界在它的各个部分中都是无始无终的”（《短篇哲学著作集》第229—230页）。因此，恩格斯举了在煤焦油中发现茜素的例子来批判机械唯物主义。为了从唯一正确的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问题，我们要问：电子、以太等等，是不是作为客观实在而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呢？对这个问题，自然科学家一定会毫不踌躇地给予回答，并且总是回答说是的，正如他们毫不踌躇地承认自然界在人和有机物质出现以前就已存在一样。问题就这样得出了有利于唯物主义的解答，因为物质这个概念，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在认识论上指的只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并且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

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任何关于物质构造及其特性的科学原理都具有近似的、相对的性质；自然界中没有绝对的界限；运动着的物质会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在我们看来似乎和它不可调和的另一种状态；等等。不管没有重量的以太变成有重量的物质和有重量的物质变成没有重量的以太，从“常识”看来是多么稀奇；不管电子除了电磁的质量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质量，是多么“奇怪”；不管力学的运动规律只适用于自然现象的一个领域并且服从于更深刻的电磁现象规律，是多么奇异，等等，——这一切不过是再一次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他们反对形而上学（是恩格斯所说的形而上学，不是实证论者即休谟主义者所说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反对它的片面的“机械性”，可是同时把小孩子和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了。他们在否定物质的至今已知的元素和特性的不变性时，竟滑到否定物质，即否定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他们在否定一些最重要的和基本的规律的绝对性质时，竟滑到否定自然界中的一切客观规律性，宣称自然规律是单纯的约定、“对期待的限制”、“逻辑的必然性”等等。他们在坚持我们知识的近似的、相对的性质时，竟滑到否定不依赖于认识并为这个认识所近似真实地、相对正确地反映的客体。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波格丹诺夫在1899年关于“物的不变的实质”的议论，瓦连廷诺夫和尤什凯维奇关于“实体”的议论等等，也都是不懂得辩证法的结果。从恩格斯的观点看来，不变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人的意识（在有人的意识的时候）反映着不依赖于它而存在和发展的外部世界。而空洞的教授哲学所描述的任何其他的“不变性”、任何其他的“实质”、任何“绝对的实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都是不存在的。物的“实质”或“实体”也是相对的；它们表现的只是人对客体的认识的深化。既然这种深化昨天还没有超过原子，今天还没有超过电子和以太，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

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新物理学是怎样无意识地自发地动摇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现象论”之间的。辩证唯物主义始终是资产阶级学者所不懂得的，“现象论”不可避免地会得出主观主义的（进而会直接得出信仰主义的）结论。

正是那个奥古斯托·里希（瓦连廷诺夫先生没有能够就自己感兴趣的唯物主义问题向他请教），在他的一本书的绪论里写道：“电子或电原子究竟是什么东西，直到现在还是一个秘密；但是尽管这样，新理论大概注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不小的哲学意义，因为它将会取得关于有重量物质的结构的崭新前提，并且力求把外部世界的一切现象归之于一个共同的起源。

“从现代的实证论和功利主义的倾向来看，这样的好处也许是不重要的。理论可以首先被认为是一种便于整理和排列事实的手段，是一种指导人们去进一步探索现象的手段。但是，如果说从前人们对人类精神的能力大概过于信任，把掌握万物的最终原因看得过于容易，那么现在却有一种陷入相反的错误的趋向。”（上引书第3页）

为什么里希在这里要跟实证论和功利主义的倾向划清界限呢？因为，他虽然看来没有任何一定的哲学观点，却自发地坚持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坚持承认新理论不仅仅是“方便的手段”（彭加勒），不仅仅是“经验符号”（尤什凯维奇），不仅仅是“经验的协调”（波格丹诺夫）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主观主义怪论，而是对客观实在的认识的更进一步。如果这位物理学家懂得辩证唯物主义，他对于同旧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相反的错误所下的判断，也许就会成为正确哲学的出发点。但是这些人所处的整个环境，使他们厌弃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投入庸俗的御用哲学的怀抱。

莱伊对辩证法也是一窍不通的。但是他也不得不确认，在现代物理学家中间有“机械论”（即唯物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他说：走“机械论”这条路的，不只是基尔希霍夫、赫兹、波尔茨曼、麦克斯韦、赫尔姆霍茨和开尔文勋爵。“那些继洛仑茨和拉摩之后制定物质的电的理论，宣称质量是运动的函数而否认质量守恒的人，都是纯粹的机械论者，并且从某种观点看来，他们是任何人都比不了的机械论者，是机械论最新成就（l’aboutissant）的代表。所有这些人都是机械论者，因为他们都以实在的运动为出发点。”（黑体是莱伊用的，第290—291页）

“……如果洛仑茨、拉摩和朗之万（Langevin）的新假说被实验证实了，并且为物理学体系确立了十分稳固的基础，那么现代力学的定律依存于电磁学的定律就会是毫无疑问的；力学的定律就会成为特殊的情况，并且会被限制在严格规定的界限之内。质量守恒和我们的惯性原理就会只对物体的中等速度有效，所谓‘中等的’这一术语是对我们的感觉和构成我们的普通经验的现象来说的。力学的全面改造就会成为必要的，因而作为一个体系的物理学的全面改造也会成为必要的了。

这是不是说放弃了机械论呢？决不是。纯粹机械论的传统将会继续保存，机械论将会循着它的发展的正常道路前进。”（第295页）

“电子物理学虽然应该列入按总的精神来说是机械论的理论中，但是它力图把自己的体系加给整个物理学。虽然这种电子物理学的基本原理不是取自力学，而是取自电学的实验材料，可是按其精神却是机械论的。因为，（1）它使用形象的（figurés）、物质的元素来表示物理的性质及其规律；它是用知觉的术语表达的。（2）虽然它没有把物理现象看作力学现象的特殊情况，但是却把力学现象看作物理现象的特殊情况。因此，力学的规律依然和物理学的规律有着直接的联系；力学的概念依然是和物理化学的概念同属一类的概念。在传统的机械论中，这些概念是比较缓慢的运动的模写（calqués）。这种运动因为是唯一已知的并且可以直接观察的，所以就被看作是……一切可能有的运动的典型。新的实验证明，必须扩大我们关于可能有的运动的观念。传统力学依然是完整无缺的，但是它已经只能应用于比较缓慢的运动……对于高速度，则有另外一些运动规律。物质归结为电粒子，即原子的终极元素……（3）运动，空间中的位移，依然是物理学理论的唯一形象的（figuré）元素。（4）最后，对于物理学、对于物理学的方法、对于物理学的理论以及它们和经验的关系的看法，仍然和机械论的看法，和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物理学的理论是绝对同一的。从物理学的总的精神来看，这个见解比其他一切见解高出一筹。”（第46—47页）

我一大段一大段地全文摘录莱伊的文章，是因为，莱伊总是不敢提“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不这样引证就不能说明他的主张。但是不管莱伊和他所讲到的物理学家们怎样发誓不提唯物主义，然而力学是缓慢的实在运动的模写，新物理学是极迅速的实在运动的模写，毕竟还是不容置疑的。承认理论是模写，是客观实在的近似的复写，这就是唯物主义。当莱伊说在新物理学家中间有一种“对概念论〈马赫主义〉学派和唯能论学派的反动”的时候，当他把电子理论的物理学家们看作是这种反动的代表的时候（第46页），就最好不过地证实了下述事实：实质上，斗争是在唯物主义倾向和唯心主义倾向之间进行的。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只是不要忘记，除了一切有学识的市侩们对唯物主义的一般偏见之外，在最杰出的理论家们身上也表现出对辩证法的完全无知。


3.没有物质的运动可以想象吗？

哲学唯心主义利用新物理学或由新物理学得出唯心主义结论，这不是由于发现了新种类的物质和力、物质和运动，而是由于企图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对这种企图，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不作实质性的分析。他们不愿理睬恩格斯的“没有物质的运动是不可想象的” 
［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5页。——编者注］

 这一论断。约·狄慈根早在1869年就在他的《人脑活动的本质》一书中说出了与恩格斯相同的思想。不错，他还带着他所常有的那种想“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糊涂意图。我们暂且撇开这种意图不谈，因为这种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狄慈根同毕希纳的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进行论争而产生的。现在来看一看狄慈根本人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说法吧。狄慈根说：“唯心主义者想要没有特殊的一般，没有物质的精神，没有物质的力，没有经验或没有材料的科学，没有相对的绝对。”（《人脑活动的本质》1903年版第108页）这样，狄慈根就把那种使运动和物质分离、使力和物质分离的意向同唯心主义联系起来，同那种使思想和大脑分离的意向并列起来。狄慈根接着说：“喜欢离开自己的归纳科学而转向哲学思辨的李比希，在唯心主义的意义上说道：力是不能看见的。”（第109页）“唯灵论者或唯心主义者相信力具有精神的即虚幻的、不可说明的本质。”（第110页）“力和物质的对立，正如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一样，早已有之。”（第111页）“当然，没有物质的力是没有的，没有力的物质也是没有的。没有力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力都是无稽之谈。如果唯心主义自然科学家相信力是非物质的存在，那么在这一点上他们就不是自然科学家，而是……看到幽灵的人。”（第114页）

我们由此看到，40年前也有自然科学家认为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可以想象的，而狄慈根说他们“在这一点上”是看到幽灵的人。哲学唯心主义同物质和运动的分离、同物质和力的脱离之间的联系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实际上不是“更经济些”吗？

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假定他抱有这样的观点：整个世界是我的感觉或我的表象等等（如果说的是“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或表象，那么因此改变的不过是哲学唯心主义的一个形式，而不是它的实质）。唯心主义者也不想否认世界是运动，就是说，是我的思想、表象、感觉的运动。至于什么在运动，唯心主义者拒绝回答，并认为这是荒谬的问题，因为只有我的感觉在交替变换，只有我的表象在消失和出现，仅此而已。在我之外什么也没有。“在运动着”——这就够了。再想象不出更“经济的”思维了。如果唯我论者把自己的观点贯彻到底，那么，任何证明、任何三段论法和任何定义都驳不倒他。

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哲学信徒的基本区别在于：唯物主义者把感觉、知觉、表象，总之，把人的意识看作是客观实在的映象。世界是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这个客观实在的运动。和表象、知觉等等的运动相符合的是在我之外的物质的运动。物质概念，除了表示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之外，不表示任何其他东西。因此，使运动和物质分离，就等于使思维和客观实在分离，使我的感觉和外部世界分离，也就是转到唯心主义方面去。通常使用的否定物质和承认没有物质的运动的手法是：不提物质对思想的关系。事情被说成仿佛这种关系并不存在，而实际上这种关系正被偷运进来；议论开始时，这种关系是不说出来的，以后却以比较不易觉察的方式突然出现。

有人向我们说物质消失了，想由此作出认识论上的结论。我们要问，那么，思想还存在吗？如果它不存在，如果它随着物质的消失而消失了，如果表象和感觉随着脑髓和神经系统的消失而消失了，那就是说，一切都消失了，连作为某种“思想”（或者还说不上是一种思想）标本的你们的议论也消失了！如果它存在，如果设想思想（表象、感觉等等）并没有随着物质的消失而消失，那就是说，你们悄悄地转到哲学唯心主义观点上去了。那些为了“经济”而要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人们向来就是这样，因为只要他们议论下去，他们就默默地承认了在物质消失之后思想还存在。而这就是说，一种非常简单的，或者说非常复杂的哲学唯心主义被当成基础了。如果公开地把问题归结为唯我论（我存在着，整个世界只是我的感觉），那就是非常简单的哲学唯心主义；如果用僵死的抽象概念，即用不属于任何人的思想、不属于任何人的表象、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一般的思想（绝对观念、普遍意志等等）、作为不确定的“要素”的感觉、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的“心理的东西”等等，来代替活人的思想、表象、感觉，那就是非常复杂的哲学唯心主义。哲学唯心主义的变种可能有1000种色调，并且随时可以创造出第1001种色调来。而这个第1001种的小体系（例如，经验一元论）和其余体系的差别，对于它的创造者说来，也许是重要的。在唯物主义看来，这些差别完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出发点。重要的是：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这种意图偷运着和物质分离的思想，而这就是哲学唯心主义。

因此，例如英国马赫主义者卡尔·毕尔生，一个最明显、最彻底、最厌恶支吾其词的马赫主义者，在他的著作专论“物质”的第7章开头一节就直截了当地用了一个很说明问题的标题：《万物都在运动——但只在概念中运动》（《All　thing　smove—but　only　in　conception》）。他说：“对于知觉的领域说来，什么在运动以及它为什么运动，这是一个无聊的问题（“it　is　idle　to　ask”）。”（《科学入门》第243页）

因此，波格丹诺夫的哲学厄运其实在他认识马赫以前就开始了，就是说从他相信伟大的化学家和渺小的哲学家奥斯特瓦尔德的话，以为可以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时候就开始了。谈一谈波格丹诺夫的哲学发展过程中的这个早已是陈迹的插曲是很适当的，尤其是因为在讲到哲学唯心主义和新物理学的某些派别的联系时，不能避而不谈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

波格丹诺夫在1899年写道：“我们已经说过，19世纪没有完全解决关于‘物的不变的实质’这一问题。这种实质以‘物质’为名，甚至在本世纪最先进的思想家的世界观中，还起着显著的作用……”（《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第38页）

我们说过，这是糊涂思想。这里是把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承认在我们意识之外存在着永恒运动着和永恒变化着的物质，同承认物的不变的实质混淆起来了。不能认为波格丹诺夫在，1899年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入“先进的思想家”。但是，他显然不懂辩证唯物主义。

“……人们通常还是把自然过程区分为两个方面：物质和它的运动。不能说物质概念已经非常清楚了。对于什么是物质的问题，不容易提出令人满意的答复。有人给物质下定义，说是‘感觉的原因’，或‘感觉的恒久可能性’；但是，这里显然把物质和运动混淆起来了……”

很明显，波格丹诺夫的议论是不正确的。这不仅是因为他把唯物主义对感觉的客观泉源的承认（用感觉的原因这几个字含糊地表述的）同穆勒所谓物质是感觉的恒久可能性这个不可知论的定义混淆起来了。这里的根本错误是：作者刚要接触到感觉的客观泉源是否存在的问题时，却中途抛开这个问题，而跳到关于没有运动的物质是否存在的问题上去了。唯心主义者可以认为世界是我们感觉（即使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高度“协调起来的”感觉）的运动；唯物主义者则认为世界是我们感觉的客观泉源的运动，即我们感觉的客观模型的运动。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者可以承认没有运动的物质的存在（即使是暂时的、在“第一次推动”之前的……存在）；辩证唯物主义者则不仅认为运动是物质的不可分离的特性，而且还批驳对运动的简单化的看法等等。

“……‘物质是运动着的东西’，这样的定义也许是最精确的了；但是这正如我们说物质是句子的主语，‘运动着’是句子的谓语一样，是毫无内容的。可是问题也许在于：在静力学时代，人们惯于一定把某个坚实的东西、某种‘对象’看成是主语，而象‘运动’这种不适合静力学思维的东西，他们只同意当作谓语，当作‘物质’的一种属性看待。”

这倒有点象阿基莫夫对火星派的责难：在火星派的纲领中无产阶级一词没有用主格出现过！[81]说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或者说世界是物质的运动，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相信物质的人说：‘……要知道，能量应该有承担者呀！’奥斯特瓦尔德问得有道理：‘为什么呢？难道自然界一定要由主语和谓语构成吗？’”（第39页）

这个在1899年深得波格丹诺夫欢心的奥斯特瓦尔德的回答，不过是诡辩而已。我们可以反问奥斯特瓦尔德：难道我们的判断一定要由电子和以太构成吗？事实上，在思想上把作为“主语”的物质从“自然界”中排除掉，这就是默认思想是哲学上的“主语”（即某种第一性的、原初的、不依赖于物质的东西）。被排除掉的不是主语，而是感觉的客观泉源，因此感觉变成了“主语”，就是说，不管以后怎样改扮感觉这个词，哲学变成了贝克莱主义哲学。奥斯特瓦尔德含糊地使用“能量”一词，企图以此躲避不可避免的哲学上的抉择（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然而正是他的这种企图再一次证明了诸如此类的诡计都是枉费心机的。如果能量是运动，那你们只是把困难从主语移到了谓语，只是把是不是物质在运动的问题改变为能量是不是物质的问题。能量的转化是在我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和人类而发生的呢，或者这只是观念、符号、约定的记号等等？“唯能论”哲学，这种用“新”术语来掩饰认识论上的旧错误的企图，在这个问题上彻底破产了。

请看几个说明唯能论者奥斯特瓦尔德如何混乱的例子。他在《自然哲学讲演录》一书的序言中说：“如何把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的旧困难，如果通过把这两个概念归入能量概念而被简单地自然而然地排除掉，那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注：威廉·奥斯特瓦尔德《自然哲学讲演录》1902年莱比锡第2版第VIII页。］

 这不是收获，而是损失，因为按照唯物主义的方向还是按照唯心主义的方向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奥斯特瓦尔德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他所提出的正是认识论的问题，而不是化学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会由于滥用“能量”一词而得到解决，反而会混乱起来。当然，如果把物质和精神“归入”能量这个概念，对立无疑会从字面上消除，但是鬼神学说的荒谬却不会由于我们称它为“唯能论的”学说而消失。在奥斯特瓦尔德的《讲演录》第394页上有这样的话：“一切外界现象都可以描述为能量之间的过程，其原因非常简单：我们意识的过程本身就是能量的过程，并把自己的这种特性传给（aufpragen）一切外部经验。”这是纯粹的唯心主义：不是我们的思想反映外部世界中的能量的转化，而是外部世界反映我们的意识的“特性”！美国哲学家希本针对奥斯特瓦尔德讲演录中的这一段话和其他类似的话，非常恰当地说，奥斯特瓦尔德“在这里穿着康德主义的服装出现”：一切外界现象的可解释性竟会从我们智慧的特性中得出来！ 
［注：约·格·希本《唯能论及其哲学意义》，载于1903年4月《一元论者》杂志第13卷第3期第329—330页。］

 希本说道：“很明显，如果我们给能量这个最基本的概念这样下定义，使它还包含心理现象，那么这就已经不是科学界所承认的，甚至也不是唯能论者本人所承认的单纯的能量概念了。”自然科学把能量的转化看作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人类经验的客观过程，即唯物地看能量的转化。就是在奥斯特瓦尔德本人的著作中，在许多场合下，甚至可能在绝大多数场合下，能量也是指物质的运动。

因此也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奥斯特瓦尔德的学生波格丹诺夫成了马赫的学生以后，就开始责备奥斯特瓦尔德，这并不是因为奥斯特瓦尔德没有彻底地坚持唯物主义的能量观点，而是因为他承认唯物主义的能量观点（有时候甚至把它作为基础）。唯物主义者批判奥斯特瓦尔德，是因为他陷入唯心主义，是因为他企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波格丹诺夫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来批判奥斯特瓦尔德，他在1906年写道：“……奥斯特瓦尔德的敌视原子论而在其他方面却和旧唯物主义非常接近的唯能论，曾引起我最热烈的同情。可是不久我就看出了他的自然哲学的重大矛盾：他多次强调能量概念的纯方法论的意义，但自己在许多场合下却不坚持这一点。在他那里，能量常常从经验事实间的相互关系的纯粹符号变为经验的实体，即变为世界的物质……”（《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XVI一XVII页）

能量是纯粹的符号！波格丹诺夫此后便可以随意和“经验符号论者”尤什凯维奇，和“纯粹马赫主义者”、经验批判主义者等去争论了。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这将是信黄鬼的人和信绿鬼的人之间的争论。因为，重要的不是波格丹诺夫和其他马赫主义者的差别，而是他们的共同点：唯心地解释“经验”和“能量”，否认客观实在。可是人的经验就是对客观实在的适应，唯一科学的“方法论”和科学的“唯能论”就是客观实在的模写。

“世界的材料对于它〈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是无足轻重的；旧唯物主义也好，泛心论〈即哲学唯心主义？〉也好，都是和它完全相容的……”（第ⅩⅤⅡ页）波格丹诺夫离开混乱的唯能论，不是沿着唯物主义的道路，而是沿着唯心主义的道路走的……“如果能量被认为是实体，那么这就是减去了绝对原子的旧唯物主义，即在存在物的连续性方面作过修正的唯物主义。”（同上）是的，波格丹诺夫离开“旧”唯物主义即自然科学家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是走向辩证唯物主义（他在1906年仍象在1899年一样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而是走向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因为没有一个现代信仰主义的有教养的代表、没有一个内在论者、没有一个“新批判主义者”等等会反对能量的“方法论的”概念，会反对把能量解释为“经验事实间的相互关系的纯粹符号”。就拿保·卡鲁斯（这个人的面貌，我们在上面已经十分熟悉）来说吧。你们会看到，这个马赫主义者完全是波格丹诺夫式地批判奥斯特瓦尔德的，他写道：“唯物主义和唯能论无疑都属于同一范畴。”（1907年《一元论者》杂志第17卷第4期第536页）“唯物主义对我们的启发是很少的，因为它只告诉我们，一切是物质，物体是物质，思想不过是物质的机能。而奥斯特瓦尔德教授的唯能论一点也不高明，因为它对我们说，物质是能量，心灵不过是能量的因素。”（第533页）

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新”术语怎样很快地时髦起来，以及怎样很快地被发现：表达方式的稍微改变，丝毫也没有取消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哲学的基本派别。如同“经验”等术语一样，“唯能论”的术语也可以用来表达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当然，彻底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唯能论物理学是那些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新唯心主义尝试的泉源，这种尝试是由于以前认为不可分解的物质粒子的分解和以前没见过的物质运动形式的发现而产生的。


4.现代物理学的两个派别和英国唯灵论

为了具体介绍由于新物理学的某些结论而在现代文献中展开的哲学论战，我们让直接参加“战斗”的人讲话，并且先让英国人讲。物理学家阿瑟·威·李凯尔根据自然科学家的观点来维护一个派别，哲学家詹姆斯·华德则根据认识论的观点来维护另一个派别。

1901年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自然科学家会议上，物理学组主席阿·威·李凯尔选择了关于物理学理论的价值、关于原子的特别是以太的存在所引起的疑惑问题作自己的讲题。演讲人引了提出这个问题的物理学家彭加勒和波英廷（他是符号论者或马赫主义者的英国同道者）的话，引了哲学家华德的话，引了恩·海克尔的名著，试图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注：1901年英国科学协会格拉斯哥会议。阿瑟·威·李凯尔教授的主席致辞，载于1901年《美国科学附刊》第1345、1346期。］

 。

李凯尔说道：“争论的问题是：应当把那些成为最流行的科学理论的基础的假说看作是我们周围世界的构造的确切描述呢，还是只看作是一种方便的虚构？”（用我们同波格丹诺夫、尤什凯维奇之流进行争论时所使用的术语来说：是客观实在、运动着的物质的复写呢，或者只是“方法论”、“纯粹符号”、“经验的组织形式”？）李凯尔同意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可以没有差别：一个只查看地图或图例上的蓝色线条的人也许和一个知道蓝色线条表示真正河流的人一样，也能够确定江河的流向。从方便的虚构这一观点看来，理论会“帮助记忆”，“整理”我们的观察，使它们和某种人造的体系相符合，“调整我们的知识”，把知识归纳为方程式，等等。例如，我们可以只说热是运动或能量的一种形式，“这样来把运动着的原子的生动图景换成关于热能的平淡的（colourless）叙述，而不去确定热能的真实本性”。尽管李凯尔完全承认在这条道路上可能获得巨大的科学成就，但是他“大胆地断言，这种策略体系不能认为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的最新成就”。问题依然存在着：“我们能不能从物质所显露的现象中推断出物质本身的构造？”“我们有没有理由认为：科学已经提供的理论概要，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理的复写，而不是真理的简单图表？”

李凯尔在分析物质构造的问题时，拿空气作例子，说空气是由几种气体组成的，科学把“各种基本气体”分解“为原子和以太的混合物”。他继续说道，就在这里有人向我们大喝一声：“停住！”分子和原子是看不见的；它们作为“简单的概念（mere　conceptions）”会是有用的，“但是不能把它们看作实在的东西”。李凯尔引用科学发展中的无数实例中的一个实例来排除这种反驳，这个实例就是：土星光环从望远镜里观察似乎是连续的物质。数学家用计算证明了这是不可能的，并且光谱的分析证实了根据计算而得出的结论。另一种反驳是：人们把我们在普通物质中没有感觉到的特性强加于原子和以太。李凯尔引用气体和液体的扩散等等的例子，也排除了这种反驳。许多事实、观察和实验都证明，物质是由一个个粒子或颗粒组成的。这些粒子、原子是不是和它们四周的“原初介质”、“基本介质”（以太）有区别，或者它们是处在特殊状态下的这种介质的一部分，这一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不过它没有损害原子存在的理论。违反经验的指示，先验地否定跟普通物质不同的“准物质的实体”（原子和以太）的存在，这是没有根据的。局部的错误在这里是不可避免的，但全部科学资料是不容许怀疑原子和分子的存在的。

李凯尔然后举出一些新材料证明原子是由带负电的微粒（小体、电子）组成的，并且指出有关分子大小的各种实验的结果和计算所得出的结果是近似的：“第一级近似值”是直径约100毫微米（1毫微米等于百万分之一毫米）。撇开李凯尔的个别意见和他对新活力论[82]的批判不谈，我们现在引用他的结论：

“有些人贬低那种至今还在指导科学理论前进的思想的意义，他们常常认为，除了如下两种对立的论断，别无选择：或者断言，原子和以太不过是科学想象的虚构；或者断言，现在还不完善的原子和以太的力学理论，如果达到完善的境地，就会使我们对实在有全面而又非常正确的看法。依我看来，是有中间道路的。”一个人在黑暗的屋子里只能极其模糊地辨别东西，但是如果他没有碰到家具，没有把穿衣镜当作门走，那就是说，他正确地看见某些东西。因此，我们既不必放弃不停留在自然界的表面而要深入自然界内部的打算，也不必自以为我们已经完全揭露了我们周围世界的秘密。“可以承认，不论关于原子的本性，或是关于原子存在于其中的以太的本性，我们都没有描绘出完整的图画；可是我想指出，尽管我们的某些理论具有近似的〈tentative，直译是：摸索的〉性质，尽管有许多局部的困难，原子论……在一些主要的原理上还是正确的；原子不仅是数学家（puzzled　mathematicians）的辅助概念（helps），而且也是物理的实在。”

李凯尔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演说。读者可以看出，演讲人并没有研究过认识论，但是实际上他无疑代表着许多自然科学家坚持了自发的唯物主义观点。他的立场的实质是：物理学的理论是客观实在的（日益确切的）模写。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我们对它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李凯尔哲学的不确切性的产生，是由于他不必要地维护以太运动的“力学的”（为什么不是电磁学的？）理论和不懂得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相互关系。这位物理学家所缺少的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识（当然不算上那些迫使英国教授们自称为“不可知论者”的很重要的通常见解）。

我们现在看一看唯灵论者詹姆斯·华德是怎样批判这种哲学的。他写道：“……自然主义不是科学，作为它的基础的机械的自然理论，也不是科学……虽然自然主义和自然科学，机械宇宙论和作为科学的力学，在逻辑上是各不相同的东西，可是乍看起来，它们彼此是很相似的，而且在历史上是密切联系着的。把自然科学和唯心主义派别或唯灵论派别的哲学混同起来的危险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类哲学必然包含着对自然科学所不自觉地作出的认识论前提的批判……” 
［注：詹姆斯·华德《自然主义和不可知论》1906年版第1卷第303页。］

 一点不错！自然科学不自觉地承认它的学说反映客观实在，而且只有这样的哲学才能和自然科学相容！“……自然主义就不同了，它象科学本身一样，在认识论方面是没有过错的。事实上，象唯物主义一样，自然主义不过是被当作形而上学看待的物理学……无疑地，自然主义不象唯物主义那样独断，因为它对最终实在的本性作了不可知论的保留声明；但是它坚决地认为这个‘不可认识的东西’的物质方面是第一位的……”

唯物主义者把物理学当作形而上学看待。好熟悉的论据！承认人以外的客观实在，被称为形而上学。在对唯物主义的这种责难上，唯灵论者同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是一致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排除众所周知的物、物体、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就不可能为雷姆克所说的“实在的概念”扫清道路！……

“……当如何更好地把全部经验系统化〈华德先生，这是剽窃波格丹诺夫的！〉这个在本质上是哲学的问题产生的时候，自然主义者就断言，我们应当先从物理的方面开始。只有这些事实才是确切的、肯定的、严密地联系着的；任何一个激动人心的思想……据说都可以归结为物质和运动的十分精确的再分配……至于具有这样的哲学意义和这样的广阔范围的论断是从物理科学〈即自然科学〉中得出的合理的结论，这一点现代物理学家还不敢直截了当地肯定。但是，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认为，谁竭力揭露隐蔽的形而上学，揭穿机械宇宙论所依据的物理学实在论，谁就损害了科学的意义……”他说，李凯尔也是这样看待我的哲学的。“……事实上，我的批判〈对于同样为一切马赫主义者所憎恶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完全是以一个人数逐渐增多、影响日益扩大的物理学家的学派（如果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的结论为根据的，那个学派驳斥这个差不多是中世纪的实在论……这个实在论很久很久没有遇到反对意见，以致人们把对它的挑战都看作是宣布科学的无政府状态。但是若怀疑基尔希霍夫和彭加勒（我只从许多名人中提出这两个人）这样的人想‘损害科学的意义’，这的确是奇怪的……为了把他们同我们有根据称之为物理学实在论者的旧学派分开，我们可以把新学派叫作物理学的符号论者。这个用语不十分恰当，可是它至少着重指出了现在特别为我们关心的这两个学派之间的一个根本的区别。争论的问题很简单。不言而喻，两个学派都以同样的感性（perceptual）经验为出发点；两个学派都使用在细节上相异而在本质上相同的抽象的概念体系；两个学派都采用同样的检验理论的方法。但是一个学派认为，它愈来愈接近最终实在，愈来愈离开假象。另一个学派则认为，它只是以适宜于理智活动的、概括的记述图式来代换（is　substituting）复杂的具体事实……不管哪一个学派都没有损害作为关于〈黑体是华德用的〉物的系统知识的物理学的价值；物理学进一步发展和实际应用的可能性，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都是一样的。但是两个学派在哲学上的（speculative）差别是很大的；在这一方面，哪一个学派正确这个问题就很重要了……”

这个露骨的彻底的唯灵论者提问题的方法，是非常正确和明白的。的确，现代物理学中的两个学派的区别只是哲学上的，只是认识论上的。的确，基本的差别只是在于：一个学派承认为我们的理论所反映的“最终的”（应当说：客观的）实在，而另一个学派则否认这一点，认为理论不过是经验的系统化、经验符号的体系等等。新物理学发现了物质的新种类和物质运动的新形式，并且趁旧物理学概念被推翻的时候提出了旧的哲学问题。如果说“中间的”哲学派别的人们（“实证论者”、休谟主义者、马赫主义者）不善于明确地提出争论的问题，那么露骨的唯心主义者华德则把一切面具都取下来了。

“……李凯尔的主席致辞维护物理学的实在论，反对彭加勒教授、波英廷教授和我最近所维护的那种符号论的解释。”（第305—306页；华德在他的著作的另一些地方，把杜恒、毕尔生和马赫也添进了这个名单，见第2卷第161、63、57、75、83页及其他页）

“……李凯尔经常谈到‘想象的形象’，同时经常声称原子和以太是某种超乎想象的形象的东西。这种推论方法实际上就等于说：在某种场合下，我不能创造另外的形象，因而实在必须和它相似……李凯尔教授承认另外的想象的形象的抽象可能性……他甚至承认我们的某些理论的‘近似’（tentative）性质和许多‘局部的困难’。归根到底，他维护的只是一种作业假说（a　working　hypothesis），而且是一种在最近半个世纪来大大丧失了威望的作业假说。但是，如果物质构造的原子论和其他理论仅仅是作业假说，而且是严格地局限于物理现象方面的假说，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够证明下述理论是正确的。这种理论断言：机械论是一切的基础；它把生命的和精神的事实归结为副现象，就是说，它使这些事实成为比物质和运动具有更多现象和更少实在性的东西。这就是机械宇宙论。如果李凯尔教授不公开地支持它，那么我们和他也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第314—315页）

所谓唯物主义断言意识具有“更少”实在性，或者断言作为运动着的物质的世界的图景一定是“机械”图景，而不是电磁图景或某种复杂得多的图景，这当然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露骨的毫不掩饰的唯心主义者华德，确实很巧妙地、比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即糊涂的唯心主义者）高明得多地抓住了“自发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弱点，例如，不能阐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相互关系。华德反过来说，既然真理是相对的、近似的，只是“摸索”事情的本质，那就是说，它不能反映实在！但是，唯灵论者却非常准确地提出了原子等等是“作业假说”的问题。现代的有文化的信仰主义（华德是从自己的唯灵论中直接引出这种信仰主义的），除了宣布自然科学的概念是“作业假说”之外，再也不想要求什么了。自然科学家先生们，我们把科学让给你们，请你们把认识论、哲学让给我们，——这就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神学家和教授同居的条件。

至于说到华德的认识论中同“新”物理学有联系的其他各点，还必须提一下他同物质的坚决斗争。华德在嘲笑假说太多而且相互矛盾的时候追问道：什么是物质？什么是能量？是一种以太还是几种以太？或者是某种被人们任意地加上了未必有的新质的新的“理想液体”！华德的结论是：“除了运动，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确定的东西。热是运动的形态，弹性是运动的形态，光和磁也是运动的形态。正如人们所推测的那样，甚至质量本身归根到底也是某种东西的运动形态，这种东西既不是固体，也不是液体或气体；它自身既不是物体，也不是物体的集合；它不是现象的，也不应当是本体的；它是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用语加于其上的真正的apei－ron〈希腊哲学的用语＝无限者、无尽者〉。”（第1卷第140页）

这个唯灵论者是始终如一的，他把运动和物质割裂开来。在自然界中，物体的运动转化为不是具有不变质量的物体的那种东西的运动，转化为一种在未知以太中的未知的电的未知电荷的运动，——这种在实验室和工厂里发生的物质转化的辩证法，在唯心主义者看来（也象在广大公众以及在马赫主义者看来一样），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确证，而是反对唯物主义的论据：“……专门（professed）解释世界的力学理论，由于力学的物理学本身的进步而遭到致命的打击……”（第143页）我们回答道，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力学反映这一物质的缓慢运动的规律，电磁理论反映这一物质的迅速运动的规律……“有广延性的、坚固的、不可破坏的原子，一向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支柱。但是，对于这些观点来说，不幸的是，有广延性的原子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知识向它提出的要求（was　not　equal　to　the　demands）……”（第144页）原子的可破坏性和不可穷尽性、物质和物质运动的一切形式的可变性，一向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支柱。自然界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可变动的，它们表示我们的智慧逐步接近于认识物质，但是这丝毫也不证明自然界、物质本身是符号、记号，也就是说，是我们智慧的产物。电子和原子相比，就象这本书中的一个句点和长30俄丈、宽15俄丈、高7B5俄丈的建筑物的体积相比（洛治）；电子以每秒27万公里的速度运动着；它的质量随着它的速度而改变；它每秒转动500万亿次，——这一切比旧力学深奥得多，可是这一切都是物质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运动。人的智慧发现了自然界中许多奇异的东西，并且还将发现更多奇异的东西，从而扩大自己对自然界的统治，但这不是说，自然界是我们的智慧或抽象智慧所创造的，即华德的神、波格丹诺夫的“代换”等所创造的。

“……这个理想〈“机械论”的理想〉如果作为实在世界的理论被严格地（rigorously）实现的时候，就会使我们陷入虚无主义：一切变化都是运动，因为运动是我们所能认识的唯一变化，而运动着的东西要为我们所认识，又必须是运动……”（第166页）“正如我想指出的，物理学的进步正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可以用来反对愚昧地信仰物质和运动、反对承认它们是最终的（inmost）实体而不是存在总和的最抽象的符号……通过赤裸裸的机械论，我们是永远不会达到神的……”（第180页）

好啦，这已经完全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中所说的一模一样了！华德先生，你不妨去跟卢那察尔斯基和尤什凯维奇、巴扎罗夫和波格丹诺夫攀谈攀谈，他们虽然比你“害羞些”，可是宣扬的却完全是同样的东西。


5.现代物理学的两个派别和德国唯心主义

1896年，著名的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者赫尔曼·柯亨，洋洋得意地给弗·阿尔伯特·朗格所伪造的《唯物主义史》 
［注：即《唯物主义史及对当代唯物主义意义的批判》。——编者注］

 第5版写了一篇序言。赫·柯亨大声叫道：“理论唯心主义开始使自然科学家们的唯物主义动摇了，也许不久就会彻底战胜它。”（第ⅩⅩⅥ页）“唯心主义正在渗入（Durchwirkung）新物理学。”“原子论应该让位给动力论。”“惊人的转变在于：对物质的化学问题的深入研究，一定会根本克服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就象泰勒斯完成了物质概念的最初抽象并把关于电子的思辨同这一点结合起来一样，电的理论一定会在物质观上引起最大的变革，并且经过物质转化为力而导致唯心主义的胜利。”（第ⅩⅩⅠⅩ页）

赫·柯亨象詹·华德一样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上的基本派别，不象我们的马赫主义者那样，迷失在唯能论、符号论、经验批判主义、经验一元论等等唯心主义的各种细小差别之中。柯亨把握住物理学中现在同马赫、彭加勒等人的名字联系着的那个学派的基本的哲学倾向，正确地评述这种倾向是唯心主义的。这里，在柯亨看来，“物质转化为力”是唯心主义的主要成就，这种看法完全和约·狄慈根在1869年所揭穿的那些“看到幽灵的”自然科学家的看法一样。电被宣称为唯心主义的合作者，因为它破坏了旧的物质构造理论，分解了原子，发现了物质运动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和旧形式如此不同，简直没有被人考察和研究过，真是不同寻常，“奇妙非凡”，以致可以把自然界解释为非物质的（精神的、思想的、心理的）运动。我们对无限小物质粒子的知识的昨天的界限消失了，因此，唯心主义哲学家断定，物质也消失了（但思想仍然存在）。每一个物理学家和每一个工程师都知道电是（物质的）运动，可是谁也弄不清楚什么东西在运动，因此，唯心主义哲学家断定，可以用下面这个诱人的“经济的”建议欺骗没有哲学修养的人们：让我们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吧……

赫·柯亨竭力把著名的物理学家亨利希·赫兹拉来当自己的同盟者。柯亨说：赫兹属于我们，他是康德主义者，他承认先验！马赫主义者克莱因佩特争辩道：赫兹属于我们，他是马赫主义者，因为在赫兹那里可以看到“和马赫相同的对我们概念本质的主观主义观点” 
［注：1898—1899年《系统哲学文库》杂志第5卷第169—170页。］

 。关于赫兹是属于谁的这种可笑的争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唯心主义哲学家们怎样抓住著名自然科学家的极小的错误，抓住表达得稍微模糊的地方，来证明自己替信仰主义的变相辩护是正确的。事实上，亨·赫兹为他的《力学》 
［注：《亨利希·赫兹全集》1894年莱比锡版第3卷，特别是第1、2、49页。］

 所写的哲学导言，表明了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普通观点，这个自然科学家虽然被教授们反对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吼声吓倒，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克服他对外部世界的实在性的自发的信念。这一点克莱因佩特自己也承认，他一方面抛给广大读者一些谎话连篇的关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的通俗小册子，在这些小册子里把马赫和赫兹并列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又在专门的哲学论文中承认“赫兹跟马赫和毕尔生相反，仍然坚持全部物理学可以用力学来说明的偏见” 
［注：1903年《康德研究》杂志第8卷第309页。］

 ，承认赫兹保持着自在之物的概念和“物理学家的普通观点”，承认赫兹“仍然坚持自在世界的存在” 
［注：1906年《一元论者》杂志第16卷第2期第164页；论马赫的“一元论”的论文。］

 ，等等。

指出赫兹对唯能论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他写道：“如果我们问一下，究竟为什么现代物理学在自己的论述中喜欢使用唯能论的表达方法，那么回答将是这样的：因为这样最便于避开谈论我们很少知道的东西……当然，我们深信：有重量的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对于原子的大小及其运动，在某些场合下，我们是相当清楚的。但是原子的形状、它们的结合和它们的运动，在多数场合下我们是完全不清楚的……因此，我们关于原子的观念是今后研究的重要而有意思的目标，尽管它们决不是特别适合于用作数学理论的坚固基础。”（上引书第3卷第21页）赫兹期望对以太的进一步研究能得到对“旧物质的本质即它的惯性和引力”的说明（第1卷第354页）。

由此可以看出，赫兹甚至没有想到会有非唯物主义的能量观。唯能论成了哲学家从唯物主义逃向唯心主义的借口。自然科学家把唯能论看作是在物理学家离开了原子而还没有达到电子的时期（如果可以这样说）用以说明物质运动规律的方便手段。直到现在，这个时期在很大程度上还继续着：一种假说为另一种假说所代替；关于正电子还什么也不知道；仅仅在3个月前（1908年6月22日），让·柏克勒尔向法兰西科学院报告，他发现了这个“新的物质组成部分”（《科学院会议报告汇编》第1311页）。唯心主义哲学怎么能不利用这样有利的情况：人类的智慧还仅仅在“探索”“物质”，因此，“物质”不过是“符号”等等而已。

比柯亨的反动色彩浓厚得多的另外一个德国唯心主义者爱德华·冯·哈特曼，用一整本书专门论述《现代物理学的世界观》（《Die　Weltanschauung　der　modernen　Physik》1902年莱比锡版）。作者对他维护的那个唯心主义变种所发表的专门议论，我们当然不感兴趣。对于我们说来，重要的只是指出，这个唯心主义者也确认莱伊、华德和柯亨所确认的那些现象。爱·哈特曼说：“现代物理学在实在论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只是现代新康德主义的和不可知论的思潮，才使人们唯心地解释物理学的最后成果。”（第218页）在爱·哈特曼看来，最新物理学的基础有三个认识论的体系：物质运动论（来自希腊文hyle＝物质和kinesie＝运动，即承认物理现象是物质的运动）、唯能论和动力论（即承认没有物质的力）。显然，唯心主义者哈特曼维护“动力论”，从“动力论”推出自然规律是宇宙思想的结论，一句话，用心理的东西“代换”物理的自然界。但是他不得不承认，绝大多数物理学家拥护物质运动论；这个体系“最常被应用”（第190页）；它的严重缺点是“纯粹物质运动论有产生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危险”（第189页）。作者完全正确地把唯能论看成一种中间体系，并把它叫作不可知论（第136页）。当然，它是“纯粹动力论的同盟者，因为它排除物质”（第VI页和第192页）；但是它的不可知论，哈特曼不喜欢，因为这是一种同真正德国黑帮分子的真正唯心主义相矛盾的“英国狂”。

看一看这位具有不调和的党性的唯心主义者（哲学上无党性的人，象政治上无党性的人一样，是不可救药的蠢才）怎样向物理学家说明走达一条或那一条认识论路线究竟是什么意思，是非常有教益的。关于对物理学的最新结论的唯心主义解释，哈特曼写道：“在追求这种时髦的物理学家之中，只有极少数人完全认识到这种解释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后果。他们没有看出，具有特殊规律的物理学所以保持了独立意义，只是因为物理学家们违反自己的唯心主义而坚持了实在论的基本前提，即自在之物的存在，自在之物在时间上的实在的可变性，实在的因果性……只有在这些实在论的前提（因果性、时间、三维空间具有超验的意义）下，就是说，只有在自然界（物理学家就是论述它的规律的）同自在之物的王国相一致的条件下……才谈得到不同于心理规律的自然规律。只有当自然规律在不依赖于我们思维的领域中起作用时，它才能说明：从我们的映象中得出的逻辑上必然的结论，是一种未知物在自然科学上的必然结果的映象，而这些映象在我们的意识中反映或标记这种未知物。”（第218—219页）

哈特曼正确地感觉到，新物理学的唯心主义就是一种时髦，而不是离开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重大的哲学上的转变。因此，他正确地向物理学家们解释说，要使这种“时髦”变成彻底的、完整的哲学唯心主义，必须根本修改关于时间、空间、因果性和自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的学说。不能仅仅认为原子、电子、以太是简单的符号、简单的“作业假说”，也要宣布时间、空间、自然规律和整个外部世界是“作业假说”。要就是唯物主义，要就是以心理的东西普遍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很多人爱把这二者混为一谈，我和波格丹诺夫可不是这样的人。[83]

死于1906年的一位德国物理学家路德维希·波尔茨曼，曾不断地反对马赫主义流派。我们已经指出过，他把马赫主义简单明白地归结为唯我论，反对“迷醉于新的认识论教条”（见上面第1章第6节）。波尔茨曼当然害怕自称为唯物主义者，甚至还特别声明一句：他决不反对神的存在 
［注：路德维希·波尔茨曼《通俗论文集》1905年莱比锡版第187页。］

 。但是他的认识论实质上是唯物主义的，正如19世纪的自然科学史家齐·君特 
［注：齐格蒙德·君特《19世纪无机自然科学史》1901年柏林版第942页和第941页。］

 所认为的，它表达了多数自然科学家的意见。路·波尔茨曼说：“我们是从万物在我们的感官上所引起的印象中认识万物的存在的。”（上引书第29页）理论是自然界即外部世界的“模写”（或摄影）（第77页）。波尔茨曼指出，对那个说物质不过是感觉的复合的人来说，别的人也不过是他的感觉而已（第168页）。这些“思想家”（波尔茨曼有时这样称呼哲学唯心主义者）给我们描绘了“主观的世界图景”（第176页），而作者却宁愿要“更简单的客观的世界图景”。“唯心主义者把物质象我们的感觉一样是存在的这一论断，比作那种觉得被敲打的石头也会感到疼痛的孺子之见。实在论者把那种认为不能设想心理的东西是从物质的东西或者甚至是从原子的活动中产生的见解，比作一个没有教养的人的见解：他断言太阳距离地球不可能有2000万英里，因为这一点他不能设想。”（第186页）波尔茨曼没有放弃把精神和意志想象为“物质粒子的复杂作用”的科学理想（第396页）。

路·波尔茨曼屡次从物理学家的观点来反驳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他证明：奥斯特瓦尔德既不能驳倒也不能取消动能的公式（速度之平方乘以质量的一半）；奥斯特瓦尔德是在错误的圈子里兜来兜去，起初从质量中导出能量（承认动能公式），然后又把质量规定为能量（第112、139页）。这不由使我想起了波格丹诺夫在《经验一元论》第3卷里所转述的马赫的话。波格丹诺夫在引证马赫的《力学》中的话写道：“在科学中，物质概念归结为出现在力学方程式中的质量系数，而根据精密的分析，这个系数就是两个物理复合体（即物体）相互作用时的加速度的倒数。”（第146页）显然，如果以某一物体为单位，那么其他一切物体的运动（力学的）都能用加速度的简单比例表达出来。但是“物体”（即物质）还决不因此就消失，就不再离开我们的意识而独立存在。当整个世界归结为电子的运动时，所以能从一切方程式中消去电子，正是因为到处都是指的电子，而电子群或电子聚合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归结为它们的相互加速度，——如果运动的形式也象在力学中那样简单。

波尔茨曼在反对马赫之流的“现象论的”物理学时，肯定地说：“那些想以微分方程式来排除原子论的人，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144页）“如果对微分方程式的意义不抱幻想，那就不能怀疑：世界图景（用微分方程式表明的）仍旧必然是原子论的图景，是排列在三维空间中的巨大数量的物依照一定规则在时间上变化着的图景。这些物当然可以是一样的或不一样的，不变的或可变的”等等（第156页）。波尔茨曼在1899年慕尼黑自然科学家会议的讲演中说：“十分明显，现象论的物理学只是穿上了微分方程式的外衣，实际上它的出发点同样是原子状的个体（Einzelwesen）。因为不得不设想这些个体在各种不同的现象群中时而有这一种特性，时而又有另一种特性，所以立刻就发现需要一种更加简单划一的原子论。”（第223页）“电子学说正发展为一切电的现象的原子理论。”（第357页）自然界的统一性显示在不同现象领域的微分方程式的“惊人的类似”中。“用同一方程式可以解决流体动力学的问题，也可以表达势论。流体的漩涡理论和气体的摩擦（Gasreibung）理论显出同电磁理论等等有惊人的类似。”（第7页）承认“普遍代换说”的人们，决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究竟是谁想到这样划一地“代换”物理的自然界呢？

仿佛是答复那些漠视“旧学派的物理学家”的人们似的，波尔茨曼详细地叙述了某些“物理化学”专家怎样采取跟马赫主义相反的认识论观点。1903年的“最好的”综合性著作“之一”（用波尔茨曼的话来说）的作者福贝尔（Vaubel），“对这样常常受人赞扬的现象论的物理学采取了坚决敌视的态度”（第381页）。“他力求构成尽量具体的、明晰的关于原子和分子的本性以及作用于两者之间的力的观念。他使这种观念适应于这个领域里的最新实验”（离子、电子、镭、塞曼效应等等）。“作者在对物质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特别加以说明的时候，严格地坚持物质和能量的二元论 
［注：波尔茨曼是想说，作者没有企图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这里说“二元论”是可笑的。哲学上的一元论和二元论就在于：彻底或不彻底地贯彻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

 。在对物质的看法上，作者也坚持有重量的物质和以太的二元论，但是他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把以太看作是物质的。”（第381页）作者在自己著作（电的理论）的第2卷里，“一开始就持如下观点：电的现象是由原子状的个体即电子的相互作用和运动引起的”（第383页）。

因此，德国的情形和唯灵论者詹·华德所承认的英国的情形是一样的，就是：实在论学派的物理学家在整理近年来的事实和发现上所获得的成就，并不亚于符号论学派的物理学家；它们的根本差别“仅仅”在于认识论的观点上 
［注：在写完本书以后，我读到了埃里希·贝歇尔的著作《精密自然科学的哲学前提》（rich　Becher、《Philosophische　Voraussetzungen　der　exakten　Naturwissenschaften》1907年莱比锡版），这本著作证实了本节所说的一切。作者非常接近赫尔姆霍茨和波尔茨曼的认识论观点，就是说，最接近“羞羞答答的”、想得不彻底的唯物主义，他用自己的著作来维护和阐述物理学和化学的基本前提。这种维护自然地转为反对物理学中的时髦的然而却遭到愈来愈多的反击的马赫主义派别的斗争（参看第91页及其他页）。埃·贝歇尔正确地把这个派别评定为“主观主义实证论”（第Ⅲ页），并把同它斗争的重心移到对外部世界的“假说”的证明上（第2—7章），移到对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们知觉而存在”（von　Wahrgenommenwerden　unabhangige　Existenz）这一点的证明上。马赫主义者对这个“假说”的否定，常常把他们引向唯我论（第78—82页及其他页）。马赫认为，自然科学的唯一对象是“感觉和感觉的复合，而不是外部世界”（第138页），贝歇尔把这个观点称为“感觉一元论”（Empfindungsmonismus），并将它列入“纯意识论派别”。这后一个笨拙而又荒谬的术语是由拉丁文的conscientia（意识）构成的，无非是指哲学唯心主义（参看第156页）。在这本书的最后两章中，埃·贝歇尔很不坏地把旧的、力学的物质理论和世界图景同新的、电的物质理论和世界图景（就是作者所说的“弹性动力学的”自然观和“电动力学的”自然观）作了比较。以电子学说为基础的后一种理论，在认识世界的统一性上前进了一步；这种理论认为，“物质世界的元素是电荷（Ladungen）”（第223页）。“任何纯粹动力学的自然观除了一些运动着的物，什么都不知道，不管这些物是叫作电子或者叫作别的什么；这些物在往后每一瞬间的运动状态是完全合乎规律地由它们在前一瞬间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决定的。”（第225页）埃·贝歇尔这本书的主要缺点是作者对辩证唯物主义完全无知。这种无知常常使他陷入混乱和荒谬，在这里我们不能谈论这些了。］

 。


6.现代物理学的两个派别和法国信仰主义

在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同样坚决地抓住了马赫主义物理学的动摇。我们已经看到，新批判主义者怎样欢迎马赫的《力学》，怎样一下就指出了马赫哲学基础的唯心主义性质。法国马赫主义者彭加勒（昂利）在这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带有明确的信仰主义结论的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一下就抓住了他的理论。这种哲学的代表勒鲁瓦（LeRoy）发表了如下的议论：科学的真理是约定的记号、符号；你们抛弃了想认识客观实在这一荒谬的“形而上学的”奢望；你们要合乎逻辑并同意我们的下述看法，即科学只对人的行动的一个领域具有实践意义，而对于行动的另一个领域，宗教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并不亚于科学；“符号论的”马赫主义科学没有权利否定神学。昂·彭加勒因这些结论而感到羞愧，并在《科学的价值》一书中特别抨击了这些结论。但是你们看一看，他为了摆脱勒鲁瓦式的同盟者，竟不得不采取什么样的认识论立场。彭加勒写道：“勒鲁瓦先生宣称理性是软弱得不可挽救的东西，只是为了给认识的其他泉源，给心情、情感、本能、信仰让出更大的地盘。”（第214—215页）“我不走到底”：科学的规律是约定、符号，但是“如果科学的‘处方’具有行动准则的价值，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们大体上是有成效的。知道了这一点，也就是知道了某些东西；既然这样，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们不能知道任何东西呢？”（第219页）

昂·彭加勒援用实践标准。但是他只是用来转移问题，而不是用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个标准可以作主观的解释，也可以作客观的解释。勒鲁瓦也承认这个标准适用于科学和工业；他只是否认这个标准证明客观真理，因为这样一否认，他就可以在承认科学的主观（离开人类就不存在的）真理的同时承认宗教的主观真理。昂·彭加勒看到，只援用实践来反对勒鲁瓦是不行的，于是就转入科学的客观性问题。“什么是科学的客观性的标准呢？这个标准也就是我们对外部对象的信仰的标准。这些对象是实在的，因为它们在我们身上所唤起的（qu’ils　nous　font　éprouver）感觉，我们觉得是由某种（我不知道是什么）不可破坏的结合剂而不是由一时之机遇所结合起来的东西。”（第269—270页）

发表这种议论的人可以当个大物理学家，那是可能的。但是完全不容争论，只有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尤什凯维奇之流才会认真地把他看作是一个哲学家。他们宣称唯物主义被一种“理论”摧毁了，而这种“理论”一受到信仰主义的袭击就躲在唯物主义的羽翼之下保全自己！因为，如果你们认为感觉是由实在的对象在我们身上唤起的，认为对科学的客观性的“信仰”就是对外部对象的客观存在的“信仰”，那么这就是最纯粹的唯物主义。

“……例如，可以说，以太有着和任何外部物体同样的实在性。”（第270页）

假如是唯物主义者说了这样的话，马赫主义者会叫喊成什么样子啊！将不知会有多少对“以太唯物主义”等等的不高明的尖刻话！但是这位最新经验符号论的创立者在5页之后就宣称：“凡不是思想的东西都是纯粹的无，因为我们不能思考思想之外的任何东西。”（第276页）你错了，彭加勒先生，你的著作证明有些人只能思考毫无意义的东西。著名的糊涂人乔治·索列尔就属于这一类人，他断言，彭加勒的那部关于科学价值的著作的“前两部分”是“按照勒鲁瓦的精神写成的”，因此这两个哲学家能够在下面这点上“和解”：确证科学和世界的同一性的企图是一种幻想；不必提出科学能否认识自然界的问题，只要科学符合于我们所创造的机制就够了（若尔日·索列尔《现代物理学家的形而上学偏见》1907年巴黎版第77、80、81页）。

但是，如果说彭加勒的“哲学”只要提一提就够了，那么，阿·莱伊的著作就必须详细地谈一谈。我们已经指出，现代物理学的两个基本派别（莱伊称之为“概念论”和“新机械论”），可以归结为唯心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差别。现在我们应该看一看，实证论者莱伊怎样解决同唯灵论者詹·华德、唯心主义者赫·柯亨和爱·哈特曼等人的任务正相反的任务：不是附和新物理学的哲学错误及其唯心主义倾向，而是改正这些错误，证明从新物理学中得出的唯心主义的（以及信仰主义的）结论是不合理的。

象一根红线贯穿着阿·莱伊的全部著作的，是他承认如下的事实：抓住“概念论者”（马赫主义者）的新物理学说的是信仰主义（第Ⅱ页和第17、220、362页及其他页）和“哲学唯心主义”（第200页）、关于理性的权利和科学的权利的怀疑论（第210、220页）、主观主义（第311页）等等。因此，阿·莱伊完全正确地把分析“物理学家对物理学的客观价值的看法”（第3页）作为他的著作的中心。

这个分析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我们拿经验这个基本概念来说吧！莱伊硬说，马赫（为了简单明了，我们以马赫作为莱伊所说的概念论学派的代表）的主观主义解释是一种误解。诚然，“19世纪末哲学的主要的新特征”之一是：“越来越精巧、越来越色彩繁多的经验论导致信仰主义，即承认信仰至上，这种经验论曾经一度成为怀疑论用来反对形而上学论断的强大武器。实质上，这件事情的发生还不是因为人们通过各种难以觉察的细微差异慢慢地歪曲了‘经验’一词的实在含义吗？事实上，如果把经验放在它存在的条件中，放在确定和提炼经验的实验科学中去考察，那么经验就会把我们引向必然性和真理”（第398页）。毫无疑问，整个马赫主义，就这个词的广义来说，无非是通过难以觉察的细微差异歪曲“经验”一词的实在含义！但是，仅仅非难信仰主义者的歪曲而不非难马赫本人的歪曲的莱伊，是怎样纠正这种歪曲的呢？请听一听吧：“按照通常的定义，经验是对客体的认识。在物理科学中，这个定义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适当……经验是我们的智慧所没有支配的东西，是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意志所不能改变的东西，经验是现存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所创造的东西。经验是主体面前的（enfacedu）客体。”（第314页）

这就是莱伊维护马赫主义的典型例子！恩格斯的天才眼光多么敏锐，他用“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这个绰号来形容哲学上的最新型的不可知论和现象论的信徒。实证论者和狂热的现象论者莱伊，就是这类人里面的佼佼者。如果经验是“对客体的认识”，如果“经验是主体面前的客体”，如果经验是指“某种外部的东西（quelque　chose　du　dehors）存在着并且必然存在着（se　pose　et　en　se　posant　s’impose）”（第324页），那么很明显，这就是唯物主义！莱伊的现象论、他所竭力强调的言论（除了感觉之外什么也没有；客观的东西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等等），都是遮羞布，是掩盖唯物主义的空洞词藻，因为他向我们说：

“我们从外部得到的、经验强加于（imposé）我们的东西，我们所不能创造的、不依赖于我们而产生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创造我们的东西，是客观的。”（第320页）莱伊以消灭概念论来维护“概念论”！他驳斥从马赫主义得出的唯心主义结论，不过是把马赫主义解释为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莱伊自己承认了现代物理学的两个派别的差别，却又满头大汗地去涂抹一切差别，以利于唯物主义派别。例如，莱伊在谈到新机械论学派时说道，在物理学的客观性问题上，这个学派不容许“有丝毫怀疑，丝毫不信任”（第237页），因为“在这里〈即根据新机械论学派的学说〉，你们无须经过从其他物理学理论的观点出发所必须经过的一些弯路，就可以断定这种客观性”。

莱伊掩盖的就是马赫主义的这些“弯路”，在他的全部叙述中给这些弯路罩上了一层纱幕。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正在于：它的出发点是科学的客观性，是承认科学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而唯心主义则需要“弯路”，以便这样或那样地从精神、意识中，从“心理的东西”中“引出”客观性。莱伊写道：“物理学中的新机械论的〈即占统治地位的〉学派，正如人类相信外部世界的实在性一样，相信物理学理论的实在性。”（第234页，第22节：提纲）对于这一学派说来，“理论想要成为客体的摄影（le　décalque）”（第235页）。

一点不错。“新机械论”学派的这个基本特征也正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不管莱伊怎样声明自己和唯物主义者毫无关系，不管他怎样断言新机械论者实质上也是现象论者等等，这些都不能削弱这个根本事实。新机械论者（多少有些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和马赫主义者的差别的本质就在于：马赫主义者背离这种认识论，而背离这种认识论，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信仰主义。

拿莱伊对马赫关于自然界的因果性和必然性的学说的态度来说吧！莱伊断言，只是乍一看来，马赫“接近怀疑论”（第76页）和“主观主义”（第76页）；如果考察一下马赫的全部学说，这种“暧昧性（équivoque）”（第115页）就消失了。莱伊考察了马赫的全部学说，从《热学》和《感觉的分析》里引证了许多话，特别论述了前一本书中关于因果性的一章，但是……但是他对关键处，对马赫所说的没有物理必然性，只有逻辑必然性这样的话却避而不引！对于这一点只能说，这不是解释马赫，而是粉饰马赫，这是抹杀“新机械论”和马赫主义之间的差别。莱伊的结论是：“马赫继续分析，并接受了休谟、穆勒和一切现象论者的结论，按照这些人的观点，因果性并不包含任何实体的东西，它只是思维的习惯。马赫接受了现象论的基本命题，即除了感觉，什么也不存在；因果说不过是这个命题的结果。但是，马赫从纯粹客观主义方面作了补充：科学研究感觉，发现其中有恒久的共同的要素，这些要素既是从感觉中抽象出来的，就具有与感觉同样的实在性，因为它们是通过感性的观察从感觉中汲取来的。这些恒久的共同的要素，例如能量及其转化，是物理学体系化的基础。”（第117页）

这就是说，马赫接受了休谟的主观的因果论并且从客观主义的意义上去解释！莱伊托辞规避，引用马赫的不彻底的地方来为马赫辩护，并得出如下的结论：这个经验通过“实在的”解释，就会导致“必然性”。而经验是从外部得到的东西，如果自然界的必然性和自然界的规律也是人从外部即客观实在的自然界中得到的，那么不言而喻，马赫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一切差别就会消失。莱伊用完全向“新机械论”投降，坚持现象论这个名词而不坚持这个派别的实质的办法来维护马赫主义，使它免受“新机械论”的攻击。

例如，彭加勒完全按照马赫的精神出于“方便”而引出自然规律——直到空间有三维。莱伊急忙“更正”道，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任意的”。不，“方便”在这里是表示“对客体的适应”（黑体是莱伊用的，第196页）。真是对两个学派的出色的划分，对唯物主义的出色的“反驳”……“即使彭加勒的理论在逻辑上和机械论学派的本体论解释〈即这个学派承认理论是客体的摄影〉之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使彭加勒的理论可以作为哲学唯心主义的支柱，但是，至少在科学的领域内，它是同古典物理学思想的一般发展十分一致的，同那种把物理学看作象经验一样（即象产生经验的感觉一样）客观的客观知识的倾向十分一致的。”（第200页）84

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84]一方面，虽然彭加勒站在马赫的“概念论”和新机械论的中间，可是他与新机械论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马赫和新机械论之间却似乎完全没有任何鸿沟；另一方面，彭加勒和古典物理学是完全一致的，而古典物理学，用莱伊自己的话来说，是完全坚持“机械论”的观点的。一方面，彭加勒的理论可以作为哲学唯心主义的支柱；另一方面，它和“经验”一词的客观解释是可以相容的。一方面，这些恶劣的信仰主义者通过难于觉察的偏差而歪曲了“经验”一词的含义，抛弃了“经验是客体”这一正确观点；另一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只意味着经验是感觉，——这一点不论贝克莱或费希特都是完全同意的！

莱伊所以陷于混乱，是因为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任务：“调和”新物理学中的唯物主义学派和唯心主义学派的对立。他企图削弱新机械论学派的唯物主义，把那些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客体的摄影的物理学家们的观点归之于现象论 
［注：“调和者”阿·莱伊不仅给哲学唯物主义对问题的提法蒙上一层纱幕，而且也回避了法国物理学家们的表达得极为明显的唯物主义言论。例如，他就没有提到1902年逝世的阿尔弗勒德·科尔尼（A.Cornu）。这位物理学家轻蔑地说，奥斯特瓦尔德之流“对科学唯物主义的破坏〈或克服，Uberwindung〉”，是妄自尊大地杂感式地阐述问题（见1895年《科学总评》杂志第1030—1031页）。阿·科尔尼在1900年巴黎国际物理学家大会上说过：“……我们认识自然现象愈多，笛卡儿对世界机制的大胆见解，即关于物理世界除了物质和运动以外什么都没有的见解，就会更加发展和更加精确。在那些作为19世纪末的标志的伟大发现之后，物理的力的统一性问题……重新提到了首位。我们的现代科学界领袖——法拉第、麦克斯韦、赫兹（如果只提已故的著名物理学家）——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于更精确地确定自然界和推测无重量的物质（matiéresubtile）即世界能量的承担者的特性……返回到笛卡儿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国际物理学会议报告汇编》1900年巴黎版第4卷第7页）。律西安·彭加勒在他的著作《现代物理学》一书中正确地指出，笛卡儿的这种思想曾为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所接受和发展（律西安·彭加勒《现代物理学》1906年巴黎版第14页），但是，不论这位物理学家或阿·科尔尼都不晓得，辩证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使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前提摆脱机械唯物主义的片面性的。］

 。他还企图削弱概念论学派的唯心主义，删去了这个学派的信徒的最坚决的言论并用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来解释其他言论。莱伊声明自己跟唯物主义毫无关系，是何等的虚伪、勉强，这可从他对麦克斯韦和赫兹的微分方程式的理论意义的评价这一例子看出来。马赫主义者们认为，这些物理学家把自己的理论局限于方程式的体系这一情况就是驳斥唯物主义：方程式就是一切，这里没有任何物质，没有任何客观实在，只有符号。波尔茨曼驳斥这个观点，他懂得自己是在驳斥现象论的物理学。莱伊驳斥这个观点，则以为他是在维护现象论！他说：“不能根据麦克斯韦和赫兹局限于同拉格朗日的动力学微分方程式相类似的方程式，就不把他们列入‘机械论者’。这并不是说，根据麦克斯韦和赫兹的见解，我们不能在实在的元素上建立电的力学理论。相反地，这件事是可能的，这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证明：电的现象可以由一种在形式上和古典力学的一般形式相同的理论来说明……”（第253页）目前在解决问题方面的含糊不清，“将随着那些列入方程式中的量的单位（即元素）的性质得到日益精确的描述而逐步减少”。在莱伊看来，物质运动的某些形式尚未经过研究，不能成为否定运动的物质性的理由。不是作为公设而是作为经验和科学发展的结果的“物质的同类性”（第262页），即“物理学对象的同类性”，是测量和数学计算的适用性的条件。

下面是莱伊对认识论上的实践标准的看法：“与怀疑论的前提相反，我们有理由说，科学的实践价值是从它的理论价值中产生的……”（第368页）关于马赫、彭加勒以及他们的整个学派十分明确地接受怀疑论的前提这一点，莱伊宁愿默不作声……“这两种价值是科学的客观价值的不可分割和严格平行的两个方面。说某一自然规律有实践的价值……实质上就是说这一自然规律有客观的意义……我们作用于客体，是要客体发生变化，要客体发生同我们的期待或预见相符合的反应，因为我们是根据这些期待或预见施加这种作用的。因此，这些期待或这些预见包含有被客体和我们的行动所控制着的要素……这就是说，在这些各种各样的理论中有一部分客观的东西。”（第368页）这完全是唯物主义的、而且只能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因为其他的观点，特别是马赫主义，是否认实践标准的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意义的。

总结：莱伊决不是从华德、柯亨及其同伙那一方面去研究问题的，可是他却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承认唯物主义倾向和唯心主义倾向是划分现代物理学中的两个主要学派的基础。


7.俄国的“一个唯心主义物理学家”

由于我的工作的某些恶劣条件，我几乎完全不可能看到同本章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俄国文献。我只限于论述我国著名的哲学上的黑帮分子洛帕廷先生的一篇对于我的题目很重要的论文：《一个唯心主义物理学家》。这篇论文发表在去年的《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85]（1907年9—10月）上。真正俄国的哲学唯心主义者洛帕廷先生对现代欧洲唯心主义者的态度，大致象“俄罗斯人民同盟”[86]对西欧反动党派的态度一样。但是正因为这样，看一看同类的哲学倾向是怎样在全然不同的文化和生活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就更有教益。洛帕廷先生的这篇论文，是对已故的俄国物理学家尼·伊·施什金（死于1906年）的一篇象法国人所说的éloge（颂词）。令洛帕廷先生为之心醉的是：这位对赫兹和整个新物理学很感兴趣的有教养的人，不仅是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第339页），而且是虔诚的教徒、弗·索洛维约夫哲学的崇拜者等等。尽管洛帕廷先生主要是“关注”哲学和警察之间的交界领域，但是，他却能够提供某些说明这个唯心主义物理学家的认识论观点的材料。洛帕廷先生写道：“他是一个真正的实证论者，他毫不倦怠地致力于对科学的研究方法、假说和事实的最广泛的批判，看它们是否适合于作为建立完整的完备的世界观的手段和材料。在这方面，尼·伊·施什金同他的很多同代人是完全相反的。在我以前发表在这个杂志上的一些文章里，我早就不止一次地力求阐明所谓科学的世界观是由哪些五花八门的、往往不可靠的材料构成的。这些材料中有已经证明了的事实，有多少有点大胆的概括，也有在当时对某一科学领域很方便的假说，甚至还有辅助性的科学假想；这一切都被推崇为不容争辩的客观真理，并且必须根据这些真理去判断哲学和宗教方面的其他一切思想和信仰，批驳其中一切不包含在这些真理中的东西。我国的极有天才的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弗·伊·维尔纳茨基教授，曾十分明确地指出，这类想使当前历史时期的科学观点成为一成不变的、人人都应遵守的独断主义体系的企图是多么无聊和不妥当。但是犯这种过错的，不仅是广大的读者〈洛帕廷先生的注释：“一系列通俗书籍是为这些读者写的，这些书籍的使命是使他们深信有那样一种解答一切问题的科学手册。这一类的代表作是毕希纳的《力和物质》或海克尔的《宇宙之谜》。”〉，也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各专门部门的个别学者；特别奇怪的是，官方哲学家们也常常犯这种错误，他们的一切努力有时候只是为了证明：除了各专门科学的代表在他们以前讲过的东西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他们不过是用自己的特殊语言来说一说罢了。

尼·伊·施什金决没有一点先入的独断主义。他始终不渝地拥护对自然现象的机械论解释，但是在他看来，这种解释只是一种研究方法……”（第341页）嗯……嗯……旧调重弹呀！……“他决不认为机械论揭示了我们所研究的现象的本质，只把它看作是一种为了科学而把现象结合起来并加以论证的最方便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在他看来，机械论的自然观和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远不是互相一致的……”这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的作者们所说的完全一样！……“正相反，他觉得在高层次的问题上机械论应该采取一种严格批判的、甚至是调和的立场……”

用马赫主义者的话来讲，这叫作“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陈腐的、狭隘的、片面的”对立……“关于物的始源和终结、关于我们精神的内在本质、关于意志自由、关于灵魂不死等等问题，就其含义的实际广度来说，不能属于机械论的研究范围，因为机械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适用的自然界限只限于物理经验的事实……”（第342页）最后两行无疑是从亚·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中抄来的。

施什金在他的论文《从机械论观点来看心理生理现象》（《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第1卷第127页）里写道：“光可以看作是物质，是运动，是电，是感觉。”

毫无疑问，洛帕廷先生十分正确地把施什金列入实证论者，这个物理学家完全是属于新物理学的马赫主义学派的。施什金想用他关于光的论断来说明：各种不同的考察光的方法是从这种或那种观点看来同样合理的各种不同的“组织经验”（按照亚·波格丹诺夫的用语）的方法，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要素的联系”（按照恩·马赫的用语）；物理学家们关于光的学说无论如何不是客观实在的摄影。但是施什金的论述糟透啦。“光可以看作是物质，是运动……”自然界中既不存在没有运动的物质，也不存在没有物质的运动。施什金的前一个“对比”是没有意义的。……“看作是电……”电是物质的运动，因此在这里施什金也错了。光的电磁理论已经证明，光和电都是同一物质（以太）的运动形式。……“看作是感觉……”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的映象。不通过感觉，我们就不能知道物质的任何形式，也不能知道运动的任何形式；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的。自然科学就是这样看的。红色的感觉反映每秒频率约为450万亿的以太的振动。天蓝色的感觉反映每秒频率大约620万亿的以太的振动。以太的振动是不依赖于我们的光的感觉而存在的。我们的光的感觉依赖于以太的振动对人的视觉器官的作用。我们的感觉反映客观实在，就是说，反映不依赖于人类和人的感觉而存在的东西。自然科学就是这样看的。施什金的反对唯物主义的论断是最廉价的诡辩。


8.“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实质和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在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著作中都提出了关于从最新物理学中得出的认识论结论的问题，并且从各种不同的观点展开了讨论。丝毫用不着怀疑，我们面前有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它不以某一哲学体系为转移，而是由哲学之外的某些一般原因所产生的。上面对各种材料的概述，无疑地表明了马赫主义是和新物理学“有联系”的，同时也表明了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所散播的关于这一联系的看法是根本不正确的。不论在哲学上或在物理学上，我们的马赫主义者都是盲目地赶时髦，不能够根据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某些思潮作一个总的概述，并对它们的地位作出评价。

关于马赫哲学是“20世纪自然科学的哲学”、“自然科学的最新哲学”、“最新的自然科学的实证论”等等（波格丹诺夫在《感觉的分析》序言第Ⅵ、Ⅻ页里这样讲过；参看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一伙人的同一说法）的一切空泛议论充满了双重的虚伪。因为，第一，马赫主义在思想上只和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个门类中的一个学派有联系。第二，这也是主要的一点，在马赫主义中，和这个学派有联系的，不是使马赫主义同其他一切唯心主义哲学的流派和体系相区别的东西，而是马赫主义和整个哲学唯心主义共有的东西。只要看一看我们所考察的整个思潮，就会毫不怀疑这个论点的正确性。就拿这个学派的物理学家德国人马赫、法国人昂利·彭加勒、比利时人皮·杜恒、英国人卡·毕尔生来说吧。正如他们每一个人都十分正确地承认的，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他们有同一基础和同一倾向，但是他们的共同点不包括整个经验批判主义学说，特别是不包括马赫关于“世界要素”的学说。后三个物理学家甚至都不知道这两种学说。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哲学唯心主义。他们都毫无例外地、比较自觉地、比较坚决地倾向于它。拿那些以新物理学的这个学派为依据的、极力在认识论上加以论证和发展的哲学家来说吧。你们在这里又会看见德国的内在论者，马赫的门徒，法国的新批判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英国的唯灵论者，俄国的洛帕廷，还有唯一的经验一元论者亚·波格丹诺夫。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就是：他们都比较自觉地、比较坚决地贯彻哲学唯心主义，不过在贯彻过程中，有的是急急忙忙地倾向信仰主义，有的则对信仰主义怀着个人的厌恶（亚·波格丹诺夫）。

我们所考察的新物理学的这个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否认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并为我们的理论所反映的客观实在，或者是怀疑这种实在的存在。在这里，这个学派离开了被公认为在物理学家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唯物主义（它被不确切地称为实在论、新机械论、物质运动论；物理学家本人一点没有自觉地去发展它），是作为“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学派而离开唯物主义的。

要说明“物理学”唯心主义这个听起来很古怪的术语，必须提一提最新哲学和最新自然科学的历史上的一段插曲。1866年，路·费尔巴哈攻击著名的最新生理学的创始者约翰奈斯·弥勒，并把他列入“生理学唯心主义者”（《费尔巴哈全集》第10卷第197页）。这个生理学家的唯心主义在于：他从我们感官同感觉的关系上研究感官机制的功用，例如，他指出光的感觉是由对眼睛的各种不同的刺激引起的，他想由此否定我们的感觉是客观实在的映象。路·费尔巴哈非常准确地抓住了自然科学家的一个学派的这种“生理学唯心主义”的倾向，即用唯心主义观点解释某些生理学成果的倾向。生理学和哲学唯心主义，主要是和康德派哲学唯心主义的“联系”，后来很长时间被反动哲学利用了。弗·阿·朗格曾以生理学为王牌来维护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驳斥唯物主义；而内在论者（亚·波格丹诺夫竟错误地把他们归入介于马赫和康德之间的路线）中的约·雷姆克却在1882年特别起来反对用生理学虚伪地证实康德主义。 
［注：约翰奈斯·雷姆克《哲学和康德主义》1882年爱森纳赫版第15页及以下各页］

 那个时期许多大生理学家追求唯心主义和康德主义，正如现在许多大物理学家追求哲学唯心主义一样，这是不容争辩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物理学家的。一个学派的唯心主义，既没有“驳倒”唯物主义，也没有证实唯心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联系，这正如弗·阿·朗格和“生理学”唯心主义者曾经枉费心机一样。在这两种场合下，自然科学一个门类中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派所显露的转向反动哲学的倾向，是暂时的曲折，是科学史上暂时的疾病期，是多半由于已经确定的旧概念骤然崩溃而引起的发育上的疾病。

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现代“物理学”唯心主义和现代物理学危机的联系是公认的。阿·莱伊写道：“怀疑论批判用来反对现代物理学的论据，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一切怀疑论者的一个著名论据：意见分歧〈物理学家中间的〉。”他与其说是指怀疑论者，毋宁说是指象布吕纳蒂埃尔那样的信仰主义的公开信奉者。但是这些分歧“没有对物理学的客观性提出任何反证”。“物理学的历史同任何历史一样，可以划分为几个大的时期，各个时期都以理论的不同形式、不同概貌为特征……只要有一个由于确证了当时还不知道或者估计不足的某一重要事实而影响到物理学各个部分的发现一出现，物理学的整个面貌就改变了，新的时期就开始了。在牛顿的发现以后，在焦耳—迈尔和卡诺—克劳胥斯的发现以后，都有过这种情形。看来，在发现放射性以后，也在发生同样的情形……经过一段必要的时间后，观察事件的历史学家，会很容易地在当代人只看到冲突、矛盾、分裂成各种学派的地方，看到一种不断的进化。看来，物理学近年来所经历的危机，也是属于这类情况的（不管哲学的批判根据这个危机作出什么结论）。这是伟大的新发现所引起的典型的发育上的危机（crise　de　croissance）。不容争辩，危机会引起物理学的改革（没有这点就不会有进化和进步），可是这种改革不会改变科学精神。”（上引书第370—372页）

调和者莱伊极力要把现代物理学的一切学派联合起来反对信仰主义！这是好心肠的虚伪，然而终究是虚伪，因为马赫—彭加勒—毕尔生学派倾向于唯心主义（即精致的信仰主义），是不容争辩的。与不同于信仰主义精神的“科学精神”的基础相联系的、并为莱伊所热烈拥护的那个物理学的客观性，无非是唯物主义的“羞羞答答的”表述方式。物理学的唯物主义基本精神，正如整个现代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基本精神一样，将克服所有一切危机，但是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去代替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现代物理学的危机就在于它不再公开地、断然地、坚定不移地承认它的理论的客观价值，——调和者莱伊常常力图掩盖这一点，但是事实胜于一切调和的企图。莱伊写道：“数学家习惯于研究这样一种科学，它的对象至少从表面看来是学者的智慧所创造的，或者说，它的研究工作无论如何不涉及具体现象，因此他们对物理学就形成了一种过于抽象的看法。他们力图使物理学接近数学，把数学的一般理论搬用于物理学……一切实验家都指出，数学精神侵入（invasion）物理学的判断方法和对物理学的理解中去了。对物理学的客观性的怀疑和思想动摇，达到客观性所走的弯路以及那些必须克服的障碍，往往不就是由于这种影响（并不因为它有时隐蔽而就失去效力）而产生的吗？……”（第227页）

这说得好极了！在物理学的客观性问题上的“思想动摇”，就是时髦的“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实质。

“……数学的抽象虚构，似乎在物理的实在和数学家们为理解关于这个实在的科学而使用的方法之间设置了一重屏障。数学家们模糊地感觉到物理学的客观性……当他们着手研究物理学的时候首先希望自己是客观的，他们力求依靠实在并固守这个据点，可是旧日的习惯在起作用。所以，一直到唯能论这种想比旧的机械论物理学更扎实地和更少用假说来构想世界，力图模写（décalquer）感性世界而不是重建感性世界的理论，我们总是在同数学家们的理论打交道……数学家们曾经用一切办法拯救物理学的客观性，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没有客观性就谈不上物理学……但是他们的理论的复杂性，他们所走的弯路，给人留下了一种笨拙的感觉。这未免过于做作，太牵强附会，矫揉造作（édifié）；实验家在这里感觉不到那种不断和物理的实在接触时所产生的自发的信赖……实质上，这就是一切物理学家——这些人首先是物理学家（他们是不可胜数的），或者仅仅是物理学家——所说的话，这就是整个新机械论学派所说的话……物理学的危机在于数学精神征服了物理学。在19世纪，物理学的进步和数学的进步使这两门科学密切地接近了……理论物理学变成了数学物理学……于是形式物理学即数学物理学的时期开始了；这种物理学成为纯粹数学的物理学了，它已不是物理学的一个门类，而是数学的一个门类。数学家过去已习惯于使用那种成为自己工作的唯一材料的概念（纯逻辑）要素，觉得自己受到那些他认为不大顺从的粗糙的物质要素的约束，在这个新阶段上，他们不能不尽量地把这些物质要素抽象掉，把它们想象为完全非物质的、纯逻辑的，或者甚至根本无视它们。作为实在的、客观的材料的要素，即作为物理要素的要素，完全消失了。剩下的仅仅是微分方程式所表示的形式关系……只要数学家不为自己头脑的这种创造性的工作所愚弄……就会看到理论物理学和经验的联系；但是初看起来，以及对于没有基本知识的人说来，大概会觉得这是随意构造理论……概念、纯概念代替实在的要素……这样，由于理论物理学采用了数学形式，便历史地说明了……物理学的微恙（lemalaise）、危机及其表面上同客观事实的脱离。”（第228—232页）

这就是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第一个原因。反动的意向是科学的进步本身所产生的。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它向那些运动规律可以用数学来处理的同类的单纯的物质要素的接近，使数学家忘记了物质。“物质在消失”，只剩下一些方程式。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仿佛是通过新的方式得到了旧的康德主义的观念：理性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非常欣赏新物理学的唯心主义精神的赫尔曼·柯亨，竟鼓吹在中学教授高等数学，以便把我们的唯物主义时代正在排除的唯心主义精神灌输给中学生（阿·朗格《唯物主义史》1896年第5版第2卷第XLIX页）。当然，这是反动分子的痴心妄想；事实上，除了少数专家对唯心主义的极短暂的迷恋以外，这里什么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们象快淹死的人想抓住一根稻草来救命一样，企图用多么巧妙的手段来人为地为那种由于无知、闭塞和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荒诞不经现象而在下层人民群众中产生的信仰主义保持或寻找地盘。

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相对主义的原理，即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原理。这个原理在旧理论急剧崩溃的时期以特殊力量强使物理学家接受；在不懂得辩证法的情况下，这个原理必然导致唯心主义。

关于相对主义和辩证法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对于说明马赫主义的理论厄运，几乎是最重要的问题。例如，莱伊象一切欧洲实证论者一样，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仅仅在唯心主义哲学思辨的意义上使用辩证法这个词。因此，虽然他感觉到新物理学在相对主义上失足，可是他仍然绝望地挣扎着，企图把相对主义区分为适度的和过分的。当然，“过分的相对主义纵然不是在实践上，也是在逻辑上近似真正的怀疑论”（第215页），但是，要知道，在彭加勒那里，没有这种“过分的”相对主义。真了不起，象秤药那样多秤一些或少秤一些相对主义，就可以改善马赫主义的境况！

实际上，关于相对主义问题在理论上唯一正确的提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出来的，所以不懂得唯物主义辩证法，就必然会从相对主义走到哲学唯心主义。单是不了解这一点，就足以使别尔曼先生的《从现代认识论来看辩证法》这本荒谬的小册子失去任何意义，因为别尔曼先生关于他所完全不懂得的辩证法只是重复了陈词滥调。我们已经看到，一切马赫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每一步都暴露出同样的无知。

物理学的一切旧真理，包括那些被认为是不容争辩和不可动摇的旧真理在内，都是相对真理，——这就是说，任何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真理是不会有的。不仅整个马赫主义，而且整个“物理学”唯心主义都是这样断定的。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愈来愈正确；每一个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这一切论点，对于所有钻研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现代”认识论来说却是无法理解的。

象马赫特别推荐的皮·杜恒的《物理学理论》 
［注：皮·杜恒《物理学理论及其对象和构造》1906年巴黎版。］

 或斯塔洛的《现代物理学的概念和理论》 
［注：约·伯·斯塔洛《现代物理学的概念和理论》，1882年伦敦版。有法译本和德译本。］

 这一类著作，非常明显地表明：这些“物理学”唯心主义者最重视的是证明我们知识的相对性，而实质上他们动摇于唯心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这两个处于不同的时代并且从不同的观点研究问题的作者（杜恒是专业的物理学家，他在物理学方面工作了20年；斯塔洛以前是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后来却又因他在1848年出版了一本按照老年黑格尔派[87]的精神写出的有关自然哲学的著作而感到羞惭），都极力攻击原子论一机械论的自然观。他们证明这种自然观是有局限性的，证明不能认为这种自然观是我们知识的界限，证明那些持这种自然观的著作家们的许多概念是僵化的。旧唯物主义的这种缺点是不容怀疑的；不了解一切科学理论的相对性，不懂得辩证法，夸大机械论的观点，这都是恩格斯责备旧唯物主义者的地方。但是恩格斯能够（与斯塔洛不同）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且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天才的真理的内核。恩格斯是为了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为了那陷入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而屏弃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例如，斯塔洛说：“机械论的理论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理论，把局部的、观念的、也许是纯粹假设的属性群或个别属性实体化，把它们说成是各种各样的客观实在。”（第150页）如果你们不拒绝承认客观实在，并且攻击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那么这是对的。斯塔洛并没有认识清楚这一点。他不了解唯物主义辩证法，因而常常经过相对主义滚入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

杜恒也是一样。他费了莫大的力气，从物理学史上引用了许多在马赫的书中也常常可以看到的那种有趣的、有价值的例子来证明“物理学的任何一个规律都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因为它们是近似的”（第280页）。马克思主义者在读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冗长议论时会这样想：这个人在敲着敞开的大门！但是杜恒、斯塔洛、马赫和彭加勒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没有看见大门已经被辩证唯物主义打开了。他们由于不能对相对主义提出正确的表述，便从相对主义滚向唯心主义。杜恒写道：“其实，物理学的规律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近似的。”（第274页）这个“而是”，就已经开始虚伪，开始抹杀近似地反映客体的（即接近于客观真理的）科学理论和任意的、幻想的、纯粹假设的理论（例如，宗教理论或象棋理论）之间的界限。

这种虚伪竟使杜恒宣称：“物质的实在”是否和感性现象相符合这一问题是形而上学（第10页），因此取消关于实在的问题吧，我们的概念和假说不过是符号（signes，第26页）、“任意的”（第27页）构造等等。从这里只走一步就达到唯心主义，就达到皮埃尔·杜恒先生按照康德主义的精神所宣扬的“信仰者的物理学”（莱伊的书第162页；参看第160页）。而好心肠的阿德勒（弗里茨）——也是一个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所想出的最聪明的办法是这样地“改正”杜恒的理论：杜恒所排除的“隐藏在现象后面的实在，只是作为理论对象的实在，而不是作为现实对象的实在” 
［注：杜恒著作的德译本的《译者前言》，1908年莱比锡J.巴特出版社版。］

 。这是我们早就熟悉的根据休谟和贝克莱的观点对康德主义的批判。

但是皮·杜恒说不上有什么自觉的康德主义。他不过是也象马赫那样摇摆不定，不知道使自己的相对主义依据什么。在好多地方，他非常接近辩证唯物主义。他说，我们知道的声音“是在同我们发生关系时的那种声音，而不是在发声物体中本来那样的声音。声学理论使我们可以认识这种实在，而我们的感觉从这种实在中发现的只是外在的和表面的东西。声学理论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知觉只是把握着我们称之为声音的那种表面现象的地方，确实有一种很小的、很迅速的周期运动”等等（第7页）。物体不是感觉的符号，而感觉却是物体的符号（更确切些说是映象）。“物理学的发展引起了不停地提供材料的自然界和不停地进行认识的理性之间的不间断的斗争”（第32页）——自然界正如它的极微小的粒子（包括电子在内）一样是无限的，可是理性把“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也同样是无限的。“实在和物理学规律之间的斗争将无限地延续下去；实在迟早会对物理学表述的每个规律予以无情的驳斥——用事实加以驳斥；可是物理学将不断地修正、改变、丰富被驳斥的规律。”（第290页）只要作者坚持这个客观实在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那么这就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十分正确的阐述。“……物理学的理论不是今天方便明天就不适用的纯粹人造的体系；它是实验方法所不能直接〈直译是：面对面地——faceàface〉观察的那些实在的愈来愈合乎自然的分类，愈来愈清楚的反映。”（第445页）

马赫主义者杜恒在最后一句话里向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递送秋波：似乎给“实验方法”以外的方法开辟了一条小路，似乎我们不能径直地、直接地、面对面地认识“自在之物”。但是，如果说物理学的理论愈来愈合乎自然，那就是说，这个理论所“反映”的“自然”、实在，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的，——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总之，今天的“物理学”唯心主义，正如昨天的“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不过是意味着自然科学一个门类里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派，由于没有能够直接地和立即地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而滚入了反动的哲学 
［注：著名的化学家威廉·拉姆赛说道：“常常有人问我：难道电不是一种振动吗？怎样才能用微小的粒子或微粒的移动来说明无线电报呢？对此回答如下：电是物；它就是〈黑体是拉姆赛用的〉这些极小的微粒，但是当这些微粒离开某一物体时，一种象光波一样的波就通过以太散播开来，而无线电报使用的就是这种波。”（威廉·拉姆赛《传记性的和化学的论文集》1908年伦敦版第126页）拉姆赛叙述了镭转化为氦之后指出：“至少有一种所谓的元素现在不能再看作是最终物质了；它本身正转化为更简单的物质形式。”（第160页）“负电是物质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了；而正电是一种失去负电的物质，也就是说，是减去这种带电物质的物质。”（第176页）“什么是电？从前人们以为有两种电：正电和负电。当时是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最近的研究证明，过去一向叫作负电的东西，确实（really）是一种实体。事实上负电的粒子的相对重量已经测定；这种粒子约等于氢原子质量的七百分之一……电的原子叫作电子。”（第196页）如果我们的那些以哲学题目著书立说的马赫主义者们会动脑筋，那么他们就会了解，“物质在消失”、“物质归结为电”等等说法，不过是下述真理在认识论上的一种无力的表现：能够发现物质的新形式、物质运动的新形式，并把旧形式归结为这些新形式，等等。］

 。现代物理学正在走这一步，而且一定会走这一步，但它不是笔直地而是曲折地，不是自觉地而是自发地走向自然科学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正确的哲学；它不是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终极目的”，而是在摸索中接近这个目的；它动摇着，有时候甚至倒退。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分娩是痛苦的。除了生下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生物，它还必然会产出一些死东西，一些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去的废物。整个物理学唯心主义、整个经验批判主义哲学以及经验符号论、经验一元论等等，都是这一类废物。






[53]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官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水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205。



[54]指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机会主义思潮，其主要代表是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他们都受杜林思想的影响。伯恩施坦和路·菲勒克、约·莫斯特等人一起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积极散布欧·杜林的折中主义观点。赫希柏格号召把社会主义变成为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全人类的”运动，既包括被压迫者，也包括“上层阶级”的代表。菲勒克在柏林倡议建立了“摩尔俱乐部”，在该俱乐部中杜林思想占支配地位，其宗旨是吸引“有教养的人”接受“社会主义”，争取工人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在1878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后，“摩尔俱乐部”的领导人转移到了苏黎世。在苏黎世创办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问题上，特别明显地表现了赫希柏格集团的机会主义性质。他们认为报纸不应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而只应进行社会主义理想的抽象宣传。



1879年7月，赫希柏格编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刊登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作者是赫希柏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苏黎世三人团”）。他们在文章中指责党由于攻击资产阶级而招来了非常法，要求党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并服从资产阶级，认为工人阶级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著名的《通告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2—190页）。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召开的第一次秘密代表会议，决定撤销“苏黎世三人团”担任的党报编辑职务。赫希柏格和施拉姆后来退出了工人运动。伯恩施坦则暂时停止宣传机会主义，并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之一。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不久，伯恩施坦便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他提出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一机会主义口号，实际上是1879年那篇文章的基本论点的进一步发展。——210。



[55]《社会主义者报》（《LeSocialiste》）是法国报纸（周报），1885年由茹·盖得在巴黎创办。最初是法国工人党的理论机关报。1902—1905年是法兰西社会党的机关报，1905年起成为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该报刊载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摘录，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表过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保·拉法格、威·李卜克内西、克·蔡特金、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文章和书信。1915年停刊。——211。



[56]指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1—353页和第22卷第334—361页）。——213。



[57]《内在论哲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immanente　Philosophie》）是德国的哲学刊物，1895—1900年在柏林出版。该杂志的编辑是MB考夫曼。积极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威·舒佩和理·舒伯特－索尔登。——219。



[58]《哲学年鉴》（《L’Année　Philosophique》）是法国“新批判主义者”的机关刊物，1890—1913年在巴黎出版，编辑是弗·毕雍。——220。



[59]这里是借用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嘲讽自由派人士的话。宪法是俄国自由派挂在嘴边的一句高调。姜汁鲟鱼是俄国上层社会享用的一种名贵菜肴。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文明人》这部作品中刻画一个自由派人士，说他不知要宪法好，还是要姜汁鲟鱼好。——220。



[60]秘密检查室是沙皇政府的秘密邮检机构，设于邮政机关内，专司暗中检查“可疑分子”的信件。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曾在一个声明中公然否认这一机构的存在。——229。



[61]诺兹德列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233。



[62]《哲学评论》杂志即《法国和外国哲学评论》杂志（《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I’étranger》）是法国心理学家泰·阿·里博创办的刊物，1876年起在巴黎出版。——233。



[63]《一元论者》杂志（《The　Monist》）是美国的唯心主义派别的哲学刊物，1890—1936年由保·卡鲁斯在芝加哥出版。——234。



[64]《公开论坛》杂志（《The　Open　Coure》）是宗教刊物，1887—1936年在芝加哥出版。——234。



[65]耶稣会士即耶稣会的会员。耶稣会是天主教修会之一，1534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创立于巴黎，1540年经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耶稣会是天主教内顽固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集团。——240。



[66]“可怕的报复”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一篇小说的篇名。小说中说的是哥萨克英雄丹尼洛·布鲁尔巴施阴魂报仇的故事。“可怕的报复”一语后来被人们广泛使用，但多带有讽刺和戏谑意味。——241。



[67]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的错误说法是他在1892年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译本写的注释中提出的。他在注释中说：“我们的感觉是把现实界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的特种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不同于它们所传达的那些事件。但是，它们能够完全正确地传达事件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且后者是主要的）。”（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61年三联书店版第1卷第560页）1905年，普列汉诺夫给恩格斯这部著作俄译本第2版加注时承认自己在给第1版加的注释中有一些表达“不完全确切”的地方（同上，第586页）。——243。



[68]《哲学文库》（《Archiv　für　Philosophie》）是德国的唯心主义派别的哲学杂志，新康德主义者和马赫主义者的刊物。1895—1931年分作两个分刊同时在柏林出版：一个是路·施泰因编辑的《哲学史文库》；另一个是保·格·纳托尔普编辑的《系统哲学文库》。从1925年起该杂志改名为《哲学和社会学文库》。——247。



[69]此处是借用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公鸡和珍珠》。寓言说，一只公鸡在粪堆上发现一颗珍珠，但它不知道珍珠的价值，却说这玩意儿还不如麦粒能填肚子。——254。



[70]指帕·格·达乌盖给约·狄慈根的《哲学的成果》俄译本第2版所写的一篇后记，标题为《格·普列汉诺夫和约·狄慈根》。——259。



[71]伊万、西多尔、帕维尔以及第362页上的卡尔普、彼得都是泛指某人，意思和汉语中的张三李四相同。——261。



[72]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威·孔·伦琴发现了一种能穿透普通光不能透过的介质的短波电磁幅射，即X射线（也称伦琴射线）。



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安·昂·柏克勒尔在研究不同荧光物体对照相底片的作用时，发现铀盐能在黑暗中对照相底片发生作用。柏克勒尔的进一步实验证明，这种作用是由一种不同于伦琴射线的新的辐射引起的。这种射线被称为柏克勒尔射线。铀的放射性的发现是科学实验中认识放射性的开端。



1898年，出生于波兰而在法国工作的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和他的丈夫法国物理学家比·居里发现了针和镭这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其中镭的射线比铀强200多万倍。



X射线、柏克勒尔射线和镭的发现奠定了原子物理学发展的基础。——262。



[73]这一发现是英国物理学家詹·克·麦克斯韦作出的。麦克斯韦在迈·法拉第工作的基础上，总结了19世纪中叶以前对电磁现象的研究成果，建立了电磁场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电磁场的变化是以光速传播的。1865年，麦克斯韦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光的本质是电磁波的结论。1887年，德国物理学家亨·鲁·赫兹用实验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从而证实了麦克斯韦关于光是电磁波的结论。——263。



[74]英国物理学家欧·卢瑟福和化学家弗·索迪在研究放射性的基础上于1902年秋提出了放射性元素的嬗变理论。按照这一理论，放射性原子是不稳定的，它们自发地放射出射线和能量，而衰变成另一种放射性原子，直至成为稳定的原子。英国化学家威·拉姆塞在1895年从钇铀矿中分离出氦，1903年又证明氦这种最轻的惰性气体是在镭的放射性衰变中不断放出的。1908年卢瑟福通过实验测出镭以及其他放射性元素放射出的α粒子有两个正电荷，是双重电离的氦原子。——263。



[75]以太原来是古希腊哲学家设想的一种介质，17世纪被人们重新提出，用来解释光的传播和电磁、引力的相互作用等现象。依照当时说法，光象声波一样是一种机械的弹性波，因此它的传播也必须有一种弹性介质作媒介；而依照光在传播中的性质，这种介质必须无所不在，没有质量，绝对静止。这种介质就是以太。电磁和引力作用则是以太中的特殊的机械作用。以太说在19世纪以至20世纪初仍为人们普遍接受。但它既同科学新发现的事实相矛盾，又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随着相对论的创立和对场的进一步研究，人们发现光（电磁波）的传播和一切相互作用的传递都通过各种场，而不通过机械介质，因此以太作为一种陈旧概念就不再使用。——263。



[76]列宁在这里援引的法国物理学家昂·彭加勒对质量概念的论述是符合当时物理学发展水平的。随着电子的发现而来的电子理论的发展，使解释电子质量的性质有了可能。英国物理学家约·约·汤姆孙曾提出一个假说，根据这个假说，电子自身的质量是由其电磁场的能量决定的（即电子的惯性有赖于场的惯性）；于是引进了电子的电磁质量这一概念，这种质量依赖于电子运动的速度；而电子的力学质量，就象任何其他粒子的力学质量一样，被认为是不变的。研究电子电磁质量对速度依赖关系的实验本来应该发现力学质量的存在，但是瓦·考夫曼在1901—1902年进行的这种实验却意外地证明，电子的整个质量具有电磁的性质。由此得出了电子的力学质量消失的结论，而在以前力学质量被视为物质的不可分离的属性。这就成了种种所谓“物质在消失”的哲学思辨的根据。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相对论）证明，力学质量也依赖于运动的速度，不能把电子的质量完全归结为电磁质量。——265。



[77]《心理学年鉴》（《L’Année　Psychologique》）是法国的一种心理学刊物，1895年起在巴黎出版。它的出版者起初是阿·比纳，后来是昂·皮埃龙。——271。



[78]这里说的是当时的原子结构概念，带有推测的性质。随着物理学的进步，以后人们对原子结构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发展。1911年，英国物理学家欧·卢瑟福根据用α粒子射击重金属箔的实验的结果，首次提出原子行星模型。按照这一模型，原子质量的大部分集中在一个带有正电荷的原子核中；每个原子有若干电子，其数量与其原子序数相等，这些电子沿圆形或椭圆形的轨道绕原子核运动，就象行星绕太阳运动那样。1913年，丹麦物理学家尼·玻尔根据原子行星模型用经典运动规律和德国物理学家麦·卡·恩·路·普朗克的量于概命阐明了原子结构，提出了玻尔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电子是循着许多分立的圆形轨道绕原子核运动的，在不同轨道上的电子各有确定的能量；当电子从外层轨道跳向内层轨道时便发射光子。后来电子沿轨道运动的概念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而为量子力学的几率分布概念所代替。依照这一概念，原子中的各个电子都处在各自的一定能量状态中；电子的能量愈大，它与核的平均距离就愈远；原子中的各个电子按其能量大小分布在不同距离的几个“壳层”中，而每一“壳层”容纳的电子数量是有限的。原子核则由核子（带正电的质子和不带电的中子）组成。根据现在的理解，正电子是电子的反粒子。它带的电量与电子相同，但符号相反。它的质量也与电子相同。正电子与电子相逢就发生湮灭而一起转变为两个光子。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正电子不能经久存在。正电子是英国物理学家保·狄拉克于1928年在理论上预言，而为美国物理学家卡·安德逊于1932年在宇宙射线实验中发现的。——272。



[79]《科学总评》杂志即《理论科学和实用科学总评》杂志（《Revue　générale　des　sciences　pures　et　appliquées》），是法国的自然科学刊物（双周刊），1890年起在巴黎出版。创办者是路·奥利维耶。——273。



[80]这里是指力学质量。在经典物理学中，它被认为是物质的永恒不变的特性。关于质量概念的变化，参看注76。——273。



[81]指经济派分子弗·彼·阿基莫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1903年7月22日（8月4日））上的发言。阿基莫夫在发言中批评《火星报》编辑部提出的党纲草案说：在讲党的任务的段落里“党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概念是完全分离和对立的，前者是积极活动的集体，后者则是党施加影响的消极人群。因此在草案的句子中党一词总是以主语出现，而无产阶级一词则以补语出现。”（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127页）阿基莫夫认为，这就表现出了一种使党脱离无产阶级利益的倾向。——283。



[82]新活力论是生物学中的一个唯心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末，代表人物有汉·杜里舒、雅·冯·于克斯屈尔、威·鲁等。新活力论者反对达尔文主义，复活活力论的反科学观点，企图用非物质的因素（“活力”、“隐得来希”等）的作用来解释生命现象和生物机体的合目的性，从而把生物界和非生物界截然分割开来。——289。



[83]这里是借用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话。在该剧中，追求功名利禄的小官吏莫尔恰林建议有进步思想的贵族青年恰茨基留在莫斯科，谋一个官职，以此作为营私和享乐的手段。恰茨基回答说：“当我工作时，就把行乐的事收起；当我嬉戏时，就一心嬉戏；很多人爱把这二者混为一谈，我可不是这样的人。”——300。



[84]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嘲笑自由派在政治上的无原则态度的讽刺性用语，见于他的作品《外省人旅京日记》和《葬华）。——310。



[85]《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иПсихологии》）是俄国的唯心主义派别的杂志，1889年11月—1918年4月在莫斯科出版。该杂志由尼·雅·格罗特教授创办；1894年起由莫斯科心理学会出版，列·米·洛帕廷任编辑。该杂志刊载哲学、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方面的文章及其他材料。在90年代，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和谢·尼·布尔加柯夫参加过该杂志的工作；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亚·亚·波格丹诺夫及其他马赫主义者也为该杂志撰过稿。——313。



[86]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俄国群众性的黑帮组织，于1905年10月在彼得堡成立。该组织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代表、地主、部分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城市无业游民、一部分富农以及某些不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创始人为亚·伊·杜勃洛文、弗·安·格林格穆特、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1905年12月23日（1906年1月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同盟的代表团，接受了同盟成员的称号和徽章。同盟纲领以维护俄国的统一和不可分、保持专制制度、沙皇和人民通过咨议性的国民代表会议取得一致、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等为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一些蛊惑性的条文，如批评官僚制、保持村社土地所有制、各等级权利平等、国家对工人实行保险等。同盟的中央机构是由12人组成的总委员会，设在彼得堡。全国各城市、村镇所设的同盟分部在1905—1907年间达900个。同盟的主要机关报是《俄国旗帜报》。同盟通过宣传鼓动几次掀起俄国反犹太人大暴行的浪潮，同时也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它刺杀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米·雅·赫尔岑施坦、格·波·约洛斯，并两次对谢·尤·维特行刺。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同盟于1908—1910年分裂为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俄罗斯人民同盟、彼得堡全俄杜勃洛文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几个互相敌对的组织。1917年二月革命后同其他黑帮组织一起被取缔。——313。



[87]老年黑格尔派又称黑格尔右派，是19世纪30—40年代黑格尔学派解体后形成的派别之一，代表人物是安·加布勒、赫·欣里希斯、卡·罗森克兰茨等。老年黑格尔派在哲学上承袭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抛弃了他的辩证法，利用他关于宗教和哲学同一的论点，把黑格尔哲学解释为神学的唯理论形式；在政治上拥护封建等级制度，把普鲁士王国看作是“世界理性”的体现，反对资产阶级提出的关于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立的民主要求。——324。





《列宁全集》第18卷


第六章 经验批判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分为两个阵营：一个就是维·切尔诺夫先生和《俄国财富》杂志[88]的撰稿者，他们不论在哲学或历史方面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彻底的始终如一的反对者；另一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最感兴趣的那一伙马赫主义者，他们想当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千方百计地向读者保证：马赫主义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相容的。但是，这些保证大部分仅仅是保证而已：没有任何一个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曾打算稍微系统地去阐述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在社会科学中的真实倾向。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个问题。先谈载入文献中的德国经验批判主义者的言论，然后再谈他们的俄国弟子们的言论。


1.德国经验批判主义者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漫游

1895年，当理·阿芬那留斯还在世的时候，在他所主编的哲学杂志上登载了一篇他的弟子弗·布莱的文章：《政治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 
［注：弗·布莱《政治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载于1895年《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9卷第378—390页。］

 。经验批判主义的所有的老师不仅攻击公开的自觉的哲学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而且还攻击自发地站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立场上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而这位弟子则攻击政治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他攻击的矛头指向政治经济学中的各种极不相同的学派，但是我们感到兴趣的仅仅是那些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派的经验批判主义论据的性质。


　　弗·布莱写道：“本文的目的是要指出，整个现代政治经济学在说明经济生活现象时使用着形而上学的前提：它从经济的‘本性’中‘引出’经济的‘规律’，人对于这些‘规律’说来不过是一种偶然的东西……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现代理论都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它的全部理论是非生物学的，因而是非科学的，对认识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理论家们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不知道这些理论是从什么土壤中结出的果实。他们自命为不依靠任何前提的实在论者，因为据说他们研究的是这样‘平凡的’（nuchterne）、‘实际的’、‘明显的’（sinnfallige）经济现象……他们都跟生理学上的许多派别有着血缘的类似，这种类似只是同一父母，即形而上学和思辨，遗传给子女（在我们这个场合指生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有一派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现象’时〈阿芬那留斯及其学派常常把普通的词加上引号，想表示：他们这些真正的哲学家才懂得这类庸俗的、未被“认识论的分析”清洗过的用语的全部“形而上学性”〉，没有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所见到的东西（das　Gefundene）跟个人的行为联系起来：生理学家把个人的行为当作‘灵魂的作用’（Wirkungen　der　Seele）而屏弃于他们的研究之外，而这一派经济学家则宣称个人的行为对‘内在的经济规律’来说是无足轻重的（eine　Negligible）。”（第378—379页）“马克思的理论从一些构造出来的过程中把‘经济规律’确定下来，并且这些‘规律’是处于依存的生命系列的起首部分（Initialabschnitt），而经济过程则在最终部分（Finalabschnitt）……经济学家把‘经济’变成了一个超验的范畴，他们在这个范畴中发现了他们所想要发现的那些‘规律’，即‘资本’、‘劳动’、‘地租’、‘工资’、‘利润’的‘规律’。经济学家把人变成了‘资本家’、‘工人’等等柏拉图式的概念。社会主义把‘唯利是图’这个特性加给‘资本家’，自由主义把‘贪得无厌’这个特性加给工人，并且这两个特性可以从‘资本的合乎规律的作用’中得到说明。”（第381—382页）“马克思在着手研究〈法国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已经具有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了，而他的认识目的是要给这个世界观提供‘理论根据’以‘保证’他的起首价值。马克思在李嘉图那里发现了价值规律，但是……法国社会主义者从李嘉图那里得出的结论，并不能满足马克思‘保证’他的被导致生活差异状态的E价值[89]即‘世界观’的要求，因为这些结论已经以‘因工人遭到掠夺而感到愤怒’等等形式成为他的起首价值的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这些结论被当作‘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结论而被屏弃了，因为它们不过是‘把道德运用于政治经济学’而已。‘但是，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事实是不公正的，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经过时，其他经济事实已经出现，因而原来的事实已经变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维持了。因此，在经济学的形式的谬误后面，可能隐藏着真实的经济内容。’（恩格斯给《哲学的贫困》所写的序言）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编者注］

 ”





　　弗·布莱在引证恩格斯的话以后继续写道：“在这段引文中，我们在这里感到兴趣的依存系列的中间部分（Medialabschnitt）被取出来了〈abgchoben，这是阿芬那留斯的术语，意即被意识到了，被划分出来了〉。在‘认识’了‘对不公正性的道德意识’后面一定隐藏着‘经济事实’这一点以后，接着就是最终部分〈Finalabschnitt：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陈述，即E价值，即经过起首、中间、最终（Initialabschnitt，Medialabschnitt，Finalabschnitt）这三个阶段或三个部分的生活差异〉……即对这个‘经济事实’的‘认识’。或者换句话说，现在的任务就是在‘经济事实’中‘重新发现’起首价值，即‘世界观’，从而‘保证’这个起首价值。不管‘被认识的东西’如何出现于最终部分（Finalabschnitt），在依存系列的这种一定的变化中，已经包含着马克思的形而上学了。作为独立的E价值、作为‘绝对真理’的‘社会主义世界观’是‘事后’通过‘特殊的’认识论，即通过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和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来论证的……在马克思的世界观中，‘主观’‘真理’借助于剩余价值的概念在‘经济范畴’的认识论里面找到了它的‘客观真理’，对起首价值的保证完成了，形而上学在事后受到了认识的批判。”（第384—386页）我们这样冗长地引证这一大段极其无聊的胡话、用阿芬那留斯的术语打扮起来的伪学者的无稽之谈，读者大概会生我们的气吧。但是，wer　den　Feind　will　verstehen,muβ　im　Feindes　Lande　gehen——谁要了解敌人，就得深入敌巢[90]。而理·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杂志，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真正的敌巢。我们请求读者暂且克制对资产阶级科学小丑的应有的嫌恶，去分析一下阿芬那留斯的这位弟子和同事的论据。

第一个论据：马克思是“形而上学者”，他不了解认识论的“概念批判”，他没有研究一般认识论，而是直接把唯物主义塞到自己的“特殊的认识论”中去。

在这个论据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布莱个人和仅仅是属于布莱个人的。我们已经几十次、几百次地看到：所有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和所有俄国马赫主义者都非难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更确切些说，他们都重复康德主义者、休谟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用以反对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那些陈腐的论据。

第二个论据：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生理学）一样，是形而上学的。在这个论据上，“有过失的”也不是布莱，而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因为，正是他们把极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所持有的（根据他们两人自己的承认和所有那些多少知道这个问题的人的判断）自发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叫作“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并向它宣战。

第三个论据：马克思主义宣称“个人”是无足轻重的（quantité　négligeable），它认为人是一种“偶然的东西”，它使人服从某种“内在的经济规律”，它不去分析des　Gefundenen（我们所见到的东西、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等等。这个论据完全是重复经验批判主义的那一套“原则同格”的思想，即重复阿芬那留斯理论中的那一套唯心主义的谬论。布莱的看法完全正确，他认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丝毫找不到这类唯心主义的谬论，而且从这种谬论的角度来看，就必然要把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从它的最基本的哲学前提上完全推翻。

第四个论据：马克思的理论是“非生物学的”，它完全不知道任何“生活差异”以及诸如此类玩弄生物学术语的把戏（反动教授阿芬那留斯的“科学”就是由这类把戏构成的）。从马赫主义的观点看来，布莱的这个论据是正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和阿芬那留斯的“生物学的”玩意之间的鸿沟的确是一目了然的。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马赫主义者事实上是在步布莱的后尘。

第五个论据：马克思的理论有党性和偏颇性，在解决问题时有先入之见。决不是布莱一个人，而是整个经验批判主义，都妄图主张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无党性；既不主张社会主义，也不主张自由主义；不去区分哲学上两个根本的不可调和的派别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力图超乎二者之上。我们曾经在一系列的认识论问题上探讨过马赫主义的这种倾向，所以，当我们在社会学中碰见它的时候，就不应当再感到惊讶了。

第六个“论据”：讥笑“客观”真理。布莱一下子就感觉到了并且是十分公正地感觉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全部经济学说都彻底地承认客观真理。布莱正是因为客观真理的思想而把马克思主义“根本”否定，并一下子宣布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除了马克思的“主观的”观点以外事实上什么也没有，这样，他就正确地表达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的倾向。

如果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屏弃布莱（他们大概是会屏弃他的），那么我们要对他们说：脸丑不要怪镜子。布莱是一面忠实地反映经验批判主义倾向的镜子，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屏弃布莱，这不过是证明他们的善良的愿望，想把马克思和阿芬那留斯结合起来的荒唐的折中主义的企图而已。

我们现在从布莱转到彼得楚尔特。布莱不过是一个学生，而彼得楚尔特却被列谢维奇这类出众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称为老师。布莱直接地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这位对什么马克思或恩格斯都不屑一顾的彼得楚尔特，却以正面的形式叙述了经验批判主义在社会学方面的观点，从而使我们有可能把这些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加以对照。

彼得楚尔特的《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2卷的标题是：《趋向稳定》（《Auf　dem　Wege　zum　Dauernden》）。作者把趋于稳定的倾向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他说：“人类的最终（endgultig）稳定状态，可以就其主要特征，从形式方面加以揭示。这样我们就会获得伦理学、美学和形式认识论的基础。”（第Ⅲ页）“人类的发展本身具有自己的目的”，它趋向于“完善的（vollkonmmenen）稳定状态”（第60页）。表明这一点的特征是形形色色、不可胜数的。例如，到老还不“变聪明”、还不平静下来的狂热的激进分子难道很多吗？不错，这种“过早的稳定”（第62页）是庸人的特性。但庸人不正是构成“密集的多数”吗？（第62页）

我们这位哲学家的加上了着重标记的结论就是：“我们的思维和创造的一切目的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稳定性。”（第72页）解释如下：许多人看见墙上的画挂斜了或桌子上的钥匙放歪了就“不顺眼”，这种人“不一定就是学究”（第72页），他们“感觉到有些无秩序”（第72页，黑体是彼得楚尔特用的）。一句话，“趋于稳定的倾向，就是追求终极的、按本性来说是最终的状态的努力”（第73页）。所有这一切都是从第2卷第5章（标题是：《趋于稳定的心理倾向》）中引来的。对于这个倾向的证明都是最有力的。例如：“喜欢爬山的人都是被一种冲动所驱使，他们总想登峰造极，达到最初意义上即空间意义上的最高点。他们所以要爬上顶峰，往往不只是为了登高远眺或借此在新鲜空气和大自然中锻炼身体，而且是因为在一切有机生物内部深藏着一种欲望：一旦开始活动，就一定要依着既定方向达到自然的目的为止。”（第73页）再如：人们为了搜集成套的邮票不知花了多少的金钱！“只要看一看邮票商人的价格表，你就会头昏眼花……然而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比这种趋向稳定的欲望更自然和更容易理解的了。”（第74页）

缺乏哲学修养的人，不理解稳定原则或思维经济原则的整个广度。彼得楚尔特为这些门外汉详细地发挥了自己的“理论”。他在第28节中说道：“同情是对稳定状态的直接需要的表现”。“同情不是所看到的苦难的重复、增加，而是由于这个苦难而引起的苦难……同情的这种直接性是应当加以大力强调的。如果我们承认这种直接性，那么也就是承认，一个人会直接和最先关心别人的幸福，就象关心自己的幸福一样。这样我们就否定了对道德学说的一切功利主义的和幸福主义的论证。正是由于人的本性追求稳定和平静，它在根本上不是恶的，而是乐于助人的。

同情的直接性常常表现在援助的直接性中。为了救人，人们常常不加思索地跳到水里去援助快要淹死的人。与死亡挣扎的人的样子是难堪的，它使救他的人忘掉自己的其他义务，甚至冒着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危险去救一个堕落的醉汉的无用生命，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同情能够使一个人做出一些从道德观点看来不能认为是正当的行为……”

这类难以言传的蠢话，在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的著作中，竟占了几十几百页的篇幅！

道德是从“道德的稳定状态”的概念中引伸出来的（第2卷第2篇：《灵魂的稳定状态》，第1章：《论道德的稳定状态》）。“稳定状态，就它的概念而言，在自己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中都不包含任何变化的条件。因此，用不着进一步论证就可以断定：这种状态没有给战争以任何可能性。”（第202页）“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是从最终（endgultig）稳定状态的概念中产生的。”（第213页）这种“稳定状态”不是从宗教而是从“科学”中产生的。不是象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将由“多数”去实现这种稳定状态，也不是社会主义者的权力“能够帮助人类”（第207页）。不是的，只有“自由的发展”才能实现这个理想。事实上，资本的利润不是在减少，工资不是经常在增加吗？（第223页）关于“雇佣奴隶制”的这一切论断都是不正确的（第229页）。过去可以打断奴隶的腿而不受任何处罚，而现在呢？现在却不是这样，“道德的进步”是无庸置疑的：请看一看英国的大学公社[91]、救世军[92]（第230页）、德国的“伦理协会”！为了“美学的稳定状态”（第2篇第2章），“浪漫主义”被屏弃了。而浪漫主义包括自我的无节制扩大的一切形态，包括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玄秘主义、唯我论、利己主义、“多数对少数的暴力压制”以及“由国家来组织一切劳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第240—241页） 
［注：马赫本着同样的精神赞同伯倍尔和门格尔的那种保证“个人自由”的官僚社会主义，同时他认为，与这种社会主义“不能匹比”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学说有产生“比君主制或寡头制国家中的奴隶制更加普遍、更加厉害的奴隶制”的危险。见《认识和谬误》1906年第2版第80—81页。］

 。

布莱、彼得楚尔特和马赫在社会学中的漫游，可以归结为市侩的无限愚蠢，他们在“新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体系和术语的掩饰下沾沾自喜地散布陈词滥调。浮夸的言辞、牵强的三段论法、精巧的经院哲学，一句话，无论在认识论上或社会学上，都是一路货色，都是用同样诱人的幌子掩盖着的同样反动的内容。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俄国的马赫主义者。


2.波格丹诺夫怎样修正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

波格丹诺夫在他的《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生命的发展》（1902）这篇论文中（见《社会心理学》第35页及以下各页），引证了“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在《批判》一书的序言 
［注：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11页）。——编者注］

 里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那段著名的话。波格丹诺夫在引证马克思的这段话以后说：“历史一元论的旧公式，虽然在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可是已经不能完全使我们满意了。”（第37页）因此，作者想从这个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去修正或发展这个理论。下面就是作者的主要的结论：


　　“我们已经指出：社会形态属于广泛的类即生物学适应的类。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就确定了社会形态的范围；为了确定这个范围，不仅要确定类，而且要确定种……人们在生存斗争中，只有借助于意识才能结合起来，没有意识就没有交往。因此，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都是意识—心理的生活……社会性和意识性是不可分离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来说，是同一的。”（第50、51页，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



　　这个结论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一点已由正统派指出了（《哲学论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183页及以前几页）。但是波格丹诺夫仅仅用谩骂来回敬她，挑剔引文中的错误，说原文本来是“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而正统派却引成了“按完全的含义”。错误是有的，作者完全有权利加以纠正，但抓住这点大叫“曲解”、“偷换”等等（《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XLIV），这不过是用抱怨的话来模糊分歧的实质而已。不管波格丹诺夫替“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两个词想出了怎样“确切的”含义，有一点却是无庸置疑的，这就是：我们所引的他的那个论点是错误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不是同一的，这正如一般存在和一般意识不是同一的一样。人们进行交往时，是作为有意识的生物进行的，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同一的。在一切稍微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人们在交往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又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发展的，等等。例如，一个农民在出售谷物时，他就和世界市场上的世界谷物生产者发生“交往”，可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从交换中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同一的，那就荒谬了。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波格丹诺夫企图“按照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精神”来悄悄地修正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这显然是按照唯心主义的精神来歪曲这些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想否认这一点是可笑的。让我们回想一下巴扎罗夫对经验批判主义的说明（不是对经验一元论的说明，怎么可能呢！要知道在这些“体系”之间有着很大很大的差别呀！）：“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露骨的意以和存在的同一论。我们再回想一下内在论者威·舒佩（他象巴扎罗夫之流一样拼命地赌咒发誓，说他不是唯心主义者，并且也象波格丹诺夫一样坚决地声明他的用语有特别“确切的”含义）的公式：“存在就是意识。”现在请把这个公式和内在论者舒伯特－索尔登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驳斥对比一下。舒伯特－索尔登是这样说的：“任何物质的生产过程，总是它的观察者的一种意识过程……在认识论上，外部生产过程不是第一性的（prius），而主体或诸主体才是第一性的；换句话说，甚至纯粹物质的生产过程也不能引导〈我们〉脱离意识的普遍联系（Bewuβtseinszusammenhangs）。”（见上引书《人类的幸福和社会问题》第293页和第295—296页）

波格丹诺夫可以随心所欲地诅咒唯物主义者，说他们“歪曲了他的思想”，可是任何诅咒都不能改变简单明了的事实。“经验一元论者”波格丹诺夫所谓的按照马克思的精神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和发展，跟唯心主义者和认识论上的唯我论者舒伯特－索尔登对马克思的驳斥，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别。波格丹诺夫硬说自己不是唯心主义者；舒伯特－索尔登硬说自己是实在论者（巴扎罗夫甚至相信这一点）。在我们这时代，哲学家不能不宣称自己是“实在论者”、“唯心主义的敌人”。马赫主义者先生们，现在是应该懂得这点的时候了！

内在论者、经验批判主义者和经验一元论者，在枝节问题上、在唯心主义的一些说法上相互争论着，而我们则根本否定他们三者所共有的一切哲学基础。就算波格丹诺夫在接受马克思的一切结论时最好心好意地宣传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但我们还是要说：波格丹诺夫减去“经验一元论”（更确切些说，减去马赫主义），才等于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种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论，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如果有个别的人把这种理论跟马克思主义，跟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调和起来，那么我们应该承认这些人比他们的理论要好些，但决不能说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惊人的理论上的歪曲是正当的。

波格丹诺夫把自己的理论跟马克思的结论调和起来，为这些结论牺牲了起码的彻底性。在世界经济中，每一个生产者都意识到自己给生产技术带来了某种变化，每一个货主都意识到他在用一些产品交换另一些产品，但是这些生产者和货主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是在改变着社会存在。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70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至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逻辑。所谓客观的，并不是指有意识的生物的社会（即人的社会）能够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生物的存在而存在和发展（波格丹诺夫在自己的“理论”中所强调的仅仅是这些废话），而是指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你们过日子、经营事业、生儿育女、生产物品、交换产品等等，这些事实形成事件的客观必然的链条、发展的链条，这个链条不依赖于你们的社会意识，永远也不会为社会意识所完全把握。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从一般的和基本的特征上把握经济演进（社会存在的演进）的这个客观逻辑，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

波格丹诺夫承认这一切。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同一”论，事实上被他抛弃了，成了空洞的经院哲学的附属品，成了象“普遍代换说，或“要素”说、“嵌入”说以及其他一切马赫主义谬论那样空洞的、僵死的、无用的东西。但是“僵死的东西抓住了活的东西”。僵死的经院哲学的附属品违反波格丹诺夫的意志并且不依赖于他的意识，把他的哲学变成了替舒伯特－索尔登分子以及其他反动分子服务的工具，这些反动分子在几百个教授讲坛上用几千种调子把这种僵死的东西当作活的东西来宣传，以便反对活的东西，窒息活的东西。波格丹诺夫本人是一切反动派、特别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死敌。但波格丹诺夫的“代换”说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同一”论，却为这些反动派服务。这是可悲的事实，然而的确是事实。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下面还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僵死的哲学唯心主义怎样抓住了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波格丹诺夫。

波格丹诺夫在1901年所著的《什么是唯心主义？》（同上，第11页及以下各页）一文中写道：“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在人们对进步的见解是一致的地方或是不一致的地方，进步观念的基本含义始终只有一个，即意识生活的不断增长的完满与和谐。进步概念的客观内容就是如此……如果现在把我们所得出的进步观念在心理学上的表现和以前阐明的生物学上的表现〈“生物学上的所谓进步就是生命总数的增长”，第14页〉对照一下，我们就不难深信：前者是和后者完全一致的，而且可以从后者中引伸出来……由于社会生活归根到底就是社会成员的心理生活，所以进步观念的内容在这里也还是生活的完满与和谐的不断增长，只要加上‘人们的社会生活’这几个字就行了。当然，社会进步的观念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内容。”（第16页）


　　“我们发现……唯心主义表现着人的心灵中社会性较多的情绪对社会性较少的情绪的胜利；进步的理想是社会进步的趋向在唯心主义心理中的反映。”（第32页）



　　不用说，在这一套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玩意中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在斯宾塞和米海洛夫斯基那里，我们可以随便发现许多毫不逊色的定义，这些定义除了说明作者的“一片好心”以外，什么也没有说明，而且表明作者完全不懂“什么是唯心主义”和什么是唯物主义。在《经验一元论》第3卷中，在1906年写的《社会选择》（方法的基础）这篇文章中，作者一开始就驳斥“朗格、费里、沃尔特曼及其他许多人的折中主义的社会生物学的企图”（第1页），而在第15页上提出了下述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把唯能论和社会选择的基本联系表述如下：

社会选择的每一活动，就是与它有关的社会复合的能量的增加或减少。在前一种场合我们看到的是‘肯定的选择’，在后一种场合我们看到的是‘否定的选择’。”（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象这种难以形容的谬论竟然冒充马克思主义！难道还能想象出比罗列这些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毫无意义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意义的生物学和唯能论的名词更无益、更死板、更烦琐的事情吗？这里没有一点具体的经济研究的影子，也没有一点马克思的方法、辩证方法以及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迹象，只有定义的编造，以及把这些定义硬套到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上去的企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增长，无疑地是社会整体的能量的增长……”——这句话的后半句，无疑地只是用一些毫无内容的术语重复前半句，这些术语看起来好象是使问题“深刻化”了，事实上却跟朗格之流的折中主义的生物社会学的企图没有丝毫区别！——“但是，这个过程的不和谐的性质，导致它以‘危机’、生产力的巨大浪费、能量的急剧减少而告终：肯定的选择被否定的选择代替了”（第18页）。

你们看，这不是朗格吗？在危机的现成结论上只是贴上生物学的和唯能论的标签，既没有补充一点具体材料，也没有说明危机的性质。这一切都是出于一片好意，因为作者想证实和加深马克思的结论，但实际上他却用枯燥不堪的僵死的经院哲学来冲淡马克思的结论。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不过是众所周知的结论的重复而已，至于对这种结论的全部“新的”论证，全部“社会唯能论”（第34页）和“社会选择”，都不过是名词的堆砌，对马克思主义的十足嘲弄而已。

波格丹诺夫所从事的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是给这种研究早已获得的成果换上一件生物学术语和唯能论术语的新装。这全部企图自始至终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象“选择”、能量的“同化和异化”、能量的平衡等等概念，如果应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成为空洞的词句。事实上，依靠这些概念是不能对社会现象作任何研究，不能对社会科学的方法作任何说明的。再没有什么事情比给危机、革命、阶级斗争等等现象贴上“唯能论的”或“生物社会学的”标签更容易了，然而，也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勾当更无益、更烦琐和更死板了。问题不在于波格丹诺夫在这里企图把他的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的成果和结论塞给马克思（我们已经看到他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上所作的“修正”），而是在于他所采用的这种方法，即“社会唯能论”的方法完全是虚伪的，是跟朗格的方法毫无区别的。

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里这样写道：“朗格先生（在《论工人问题……》 
［注：即《工人问题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编者注］

 第2版中）对我大加赞扬，但目的只是为了抬高他自己。事情是这样的，朗格先生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Struggle　for　life’，即‘生存斗争’这一句话（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而这句话的内容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律，或者更确切些说，人口过剩律。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斗争’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历史地表现出来，而只要把每一个具体的斗争都变成‘生存斗争’这句话，并且把这句话变成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须承认，这对于那些华而不实、假冒科学、高傲无知和思想懒惰的人说来倒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方法。”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71—672页。——编者注］



马克思对朗格的批判的基础，不在于朗格特意把马尔萨斯主义[93]硬搬进社会学，而在于把生物学的概念笼统地搬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变成空话。不论这样的搬用是出于“善良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巩固错误的社会学结论，空话始终是空话。波格丹诺夫的“社会唯能论”，他加在马克思主义上面的社会选择学说，正是这样的空话。

正如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认识论上并没有发展唯心主义而是在旧的唯心主义的错误上增添一些自命不凡的胡诌瞎说的术语（“要素”、“原则同格”、“嵌入”等等）一样，经验批判主义在社会学上即使最诚挚地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但还是以自命不凡的空洞浮夸的唯能论的和生物学的词句曲解历史唯物主义。

现代俄国的马赫主义（更确切些说，在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马赫主义的流行病）的历史特点是由下述情况造成的。费尔巴哈“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和杜林等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不过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所有这些哲学家和费尔巴哈比较起来，都是一些侏儒和可怜的庸才。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是在与此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这时候资产阶级哲学已经专门从事认识论的研究了，并且片面地歪曲地接受了辩证法的若干组成部分（例如，相对主义），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保护或恢复下半截的唯心主义，而不是集中于保护或恢复上半截的唯心主义。至少，一般实证论特别是马赫主义是在更多地从事对认识论的巧妙的伪造，冒充唯物主义，用似乎是唯物主义的术语来掩盖唯心主义，而对历史哲学却注意得比较少。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可以说是从另一个方面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接受了——有时候与其说是接受了还不如说是背诵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但并没有弄清楚它们的基础，即哲学唯物主义。因此，应当把波格丹诺夫这一流人叫作颠倒过来的俄国的毕希纳分子和杜林分子。他们想在上半截成为唯物主义者，但他们却不能摆脱下半截的混乱的唯心主义！在波格丹诺夫那里，“上半截”是历史唯物主义，诚然，是庸俗的、被唯心主义严重地糟蹋了的历史唯物主义；“下半截”是唯心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饰打扮起来的唯心主义。“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集体的劳动过程”等等，这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字眼，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些掩饰唯心主义哲学的字眼，这种唯心主义哲学宣称物是“要素”－感觉的复合，外部世界是人类的“经验”或“经验符号”，物理自然界是“心理的东西”的“派生物”，等等。

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


3.关于苏沃洛夫的《社会哲学的基础》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谢·苏沃洛夫同志的《社会哲学的基础》，正因为这本书是一部集体创作，所以成了一把散发着浓烈气味的花束。巴扎罗夫说，恩格斯认为“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别尔曼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是神秘主义，卢那察尔斯基提倡宗教，尤什凯维奇把“逻各斯”导入“非理性的知觉流”，波格丹诺夫把唯心主义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格尔方德清洗掉约·狄慈根的唯物主义，而谢·苏沃洛末写了《社会哲学的基础》这篇文章。当这些人在你们面前同时出现的时候，你们立即会感觉到新路线的“精神”。量转变成了质。早先各自在个别的论文和书籍中探索着的“探索者”，现在发表了真正的宣言。他们之间的局部的分歧，由于他们共同反对（而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消除了；作为一个流派的马赫主义的反动面貌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苏沃洛夫的这篇文章由于下述情况而更为有趣：他既不是经验一元论者，也不是经验批判主义者，而只是“实在论者”，因而使他与这伙人接近的，不是作为哲学家的巴扎罗夫、尤什凯维奇、波格丹诺夫各自具有的特点，而是他们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共同立场。把这位“实在论者”的社会学的议论和经验一元论者的议论比较一下，会有助于我们描绘他们的共同倾向。

苏沃洛夫写道：“在调节世界过程的各种规律的序列中，特殊的和复杂的规律可以归入一般的和简单的规律，而一切规律都从属于一个普遍的发展规律，即力的经济规律。这个规律的实质在于：任何力的系统消耗愈少，积蓄愈多，而且消耗为积蓄服务得愈好，那么这个系统就愈能保存和发展。很早就引起客观合目的性这一观念的各种动的平衡形态（太阳系、地球上各种现象的循环、生命过程）之所以能够形成和发展，正是由于它们本身所固有的能量的保存和积蓄，即由于它们内部的经济。力的经济规律，是统一和调节任何发展——无机界、生物界和社会的发展——的原则。”（第293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我们的“实证论者”和“实在论者”多么轻而易举地制造了“各种普遍规律”啊！但遗憾的只是这些规律并不比欧根·杜林所同样轻而易举地迅速地制造出来的那些规律高明半分。苏沃洛夫的“普遍规律”与杜林的普遍规律一样，都是空洞无物、华而不实的词句。试把这个规律应用于作者所列举的三个领域中的第一个领域，即应用于无机界的发展。你们就会看到，除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任何“力的经济”在这里都是用不上的，更不必说“普遍地”应用了。至于“能量守恒”定律，作者早已把它看成特殊规律 
［注：值得注意的是：苏沃洛夫把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94]叫作“对唯能论的基本原理的确证”（第292页）。我们的这位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实在论者”是否听说过，无论庸俗唯物主义者毕希纳之流或辩证唯物主义者恩格斯都认为这个定律是对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确证？我们的这位“实在论者”是否考虑过这个差别是什么意思？没有！他只是追求时髦，重复奥斯特瓦尔德的话，如此而已。这类“实在论者”的不幸也就在于他们在时髦面前五体投地，而恩格斯则不然，他掌握了能量这个对他说来是新的名词，并在1885年（《反杜林论》第2版序言）和1888年（《路·费尔巴哈》）开始使用它，然而是把它和“力”、“运动”这些概念同等使用的，掺杂在一起使用的。恩格斯善于吸收新名词来丰富自己的唯物主义。“实在论者”和其他的糊涂人，虽然抓住了这个新名词，可是看不出唯物主义和唯能论之间的区别！］

 （第292页）而剔在一边了。撇开这一规律，无机界的发展领域中还剩下些什么呢？作者借以把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改变（“改良”）为“力的经济”规律的那些补充、复杂化、新发现或新事实在哪里呢？这样的事实或发现根本没有，苏沃洛夫甚至提也没有提到。他不过是象屠格涅夫小说里的巴扎罗夫所说的，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把大笔一挥，立即描画出“实在一元论哲学”的新的“普遍规律”（第292页）。瞧我们的！我们哪一点比杜林差？

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发展领域，即生物学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机体是通过生存斗争和选择而发展的，那么在这里，力的经济规律是普遍的呢，还是力的浪费“规律”是普遍的？那没有什么关系！对于“实在一元论哲学”说来，普遍规律的“含义”在一个领域里可以理解为这样，而在另一个领域里可以理解为那样，例如，可以理解为有机体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虽然普遍规律因此就成为空话，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把“一元论”的原则保持下来就行了。至于第三个领域（社会领域）里，又可以从第三种含义上来理解“普遍规律”，可以把它理解为生产力的发展。“普遍规律”之所以需要，就是为了用它随便去套什么东西。

“虽然社会科学还很年轻，然而它已经有了坚固的基础和完善的概括，在19世纪它发展到了理论的高度，这是马克思的主要功绩。他把社会科学提高到了社会理论的水平……”恩格斯说，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95]，可是在苏沃洛夫看来这还不够。如果我们再把理论和科学（在马克思以前有社会科学吗？）区别开来，就会更加有力些，至于说这种区别毫无意义，那没有什么关系！

“……他确立了社会动力学的基本规律，按照这个规律，生产力的进化是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原则。但是生产力的发展符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符合能量消耗的相对减少和能量积蓄的增加〈请看，‘实在一元论哲学’的成就多么大啊！它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唯能论的论证！〉……这是经济学的原则。这样，马克思就把力的经济原则当作社会理论的基础了……”

“这样”两字真是绝无仅有！因为马克思有政治经济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来咀嚼“经济”这个字眼，并把咀嚼的结果叫作“实在一元论哲学”！

不，马克思并没有把任何力的经济原则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这是那些不甘心欧根·杜林独享美名的人所杜撰的废话。马克思给生产力的提高这一概念下了完全精确的定义，并且研究了生产力提高的具体过程。而苏沃洛夫却臆造了一个新名词来表达马克思所分析过的概念，并且臆造得非常糟糕，只是把问题弄糊涂了。因为，“力的经济”是什么意思，怎样测量它，怎样应用这一概念，哪些精确的和固定的事实适合于这个概念，关于这一切，苏沃洛夫没有说明，而且也不能说明，因为这是一笔糊涂账。请再听下去吧！

“……这个社会经济规律，不仅是社会科学内部统一的原则〈诸位读者，你们在这里懂得了一点什么吗？〉，而且是社会理论和普遍存在理论之间联系的环节。”（第294页）

是的，是的。曾被经院哲学的许多代表在极不相同的形式下发现过许多次的“普遍存在理论”，现在又被谢·苏沃洛夫发现了。我们祝贺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发现了新的“普遍存在理论”！我们希望他们在下一部集体著作中专门去论证和发展这个伟大的发现！

至于我们的实在论哲学或实在一元论哲学的代表怎样叙述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看出来：“总之，人们的生产力形成着发生序列〈嘿！〉，这些生产力是由人们的劳动能量、被征服的自然力、被文明地改变了的自然界、以及构成生产技术的劳动工具所组成的……生产力对于劳动过程履行着纯粹经济的职能；它们节约劳动能量，提高劳动能量消耗的生产率。”（第298页）生产力对于劳动过程履行着经济的职能！这同说生命力对于生命过程履行着生命的职能完全一样。这不是叙述马克思的学说，而是用不可思议的废话来玷污马克思主义。

在苏沃洛夫的论文中，这类废话是不胜枚举的，例如：“阶级的社会化表现为阶级对于人们及其财产的集体权力的增长……”（第313页）“阶级斗争的目的，是要建立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均衡形态……”（第322页）社会的纠纷、仇视和斗争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的、反社会的现象。“社会进步，按其基本内容说来，就是人们的社会性、社会联系的增长。”（第328页）如果把这类无聊的话汇集起来，可以写成好多本书，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代表们确是用这类无聊的话写成了好多本书，但是把它们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那就未免太过分了。如果苏沃洛夫的论文是使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一个尝试，那就用不着对它进行特别严厉的指责。每个人都会承认，作者的本意是好的，但尝试却完全失败了，仅仅如此而已。然而，当一群马赫主义者在《社会哲学的基础》的名称下把这类东西奉送给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在波格丹诺夫的一些哲学著作中看到同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反动的认识论同社会学中的反动挣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4.哲学上的党派和哲学上的无头脑者

我们还须要考察一下马赫主义对宗教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扩大成了哲学上究竟有没有党派以及哲学上的无党性有什么意义的问题。

在以上的整个叙述过程中，在我们所涉及的每个认识论问题上，在新物理学所提出的每个哲学问题上，我们探究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透过许多新奇的诡辩言词和学究气十足的烦琐语句，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是否把自然界、物质、物理的东西、外部世界看作第一性的东西，而把意识、精神、感觉（用现今流行的术语来说，即经验）、心理的东西等等看作第二性的东西，这是一个实际上仍然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根本问题。这方面的成千上万的错误和糊涂观念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在各种术语、定义、烦琐辞令、诡辩字眼等等的外表下，忽略了这两个基本倾向（例如，波格丹诺夫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唯心主义，因为他所采用的不是“自然界”和“精神”这类“形而上学的”概念，而是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这类“经验的”概念。字眼改变了啊！）。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在于：他们在很长时期内，在差不多半个世纪里，发展了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他们不是踏步不前，只重复那些已经解决了的认识论问题，而是把同样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而且表明了应当如何贯彻）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他们把胡言乱语、冠冕堂皇的谬论以及想在哲学上“发现”“新”路线和找出“新”方向等等的无数尝试当作垃圾毫不留情地清除掉。这类尝试的胡诌瞎说的性质，玩弄哲学上新“主义”的烦琐把戏，用诡辩辞令混淆问题的实质，不能了解和看清认识论上两个基本派别的斗争，——这一切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毕生活动中所抨击和痛斥的。

我们刚才说，差不多有半个世纪。其实早在1843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无比丰富和彻底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异常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上的根本路线。卡·格律恩曾引用过马克思在1843年10月20日写给费尔巴哈的信[96]，马克思在这封信里请费尔巴哈为《德法年鉴》[97]写一篇反对谢林的文章。马克思写道：这位谢林是个无聊的吹牛大王，他妄想包罗和超越一切已往的哲学派别。“谢林向法国的浪漫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说：我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唯物主义者说：我把肉体和观念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怀疑论者说：我把独断主义摧毁了。” 
［注：卡尔·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的发展的评述》1874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361页。］

 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看出，不管“怀疑论者”叫作休谟主义者或康德主义者（在20世纪，或者叫作马赫主义者），他们都大声叫嚷反对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独断主义”；他没有被千百种不足道的哲学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体系所迷惑，而能够经过费尔巴哈直接走上反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道路。过了30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25页。——编者注］

 中，同样明确地把他的唯物主义跟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即最彻底最发展的唯心主义对立起来，同时轻蔑地抛开孔德的“实证论”，把当时的一些哲学家称为可怜的模仿者，他们自以为消灭了黑格尔，而事实上却是重犯了黑格尔以前的康德和休谟的错误。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 
［注：同上，第32卷第672页。——编者注］

 中也轻蔑地斥责“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因为他们不能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且还对他采取轻视的态度 
［注：关于实证论者比斯利（Beesley），马克思在1870年12月13日的信中写道：“比斯利教授是一个孔德主义者，因此不能不抛出各种各样的怪论（crotchets）。”（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67页。——编者注）请把这一点同1892年恩格斯对赫胥黎之流的实证论者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2—346页。——编者注）比较一下。］

 。最后，如果把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的一些哲学言论考察一下，那么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始终不变的主旨：坚持唯物主义，轻蔑地嘲笑一切模糊问题的伎俩、一切糊涂观念和一切向唯心主义的退却。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都是以说明这二者的根本对立为中心的，但从教授哲学的观点看来，这种“狭隘性”和“片面性”也就是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的缺点之所在。事实上，鄙弃这些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无聊的伎俩，正是沿着十分明确的哲学道路前进的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功绩。

和马克思完全一致并同马克思密切合作的恩格斯，在自己的一切哲学著作中，在一切问题上都简单明白地把唯物主义路线跟唯心主义路线对立起来。不论在1878年、1888年或1892年[98]，他对于“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而创立新路线（如创立什么“实证论”、“实在论”或其他教授的骗人理论）的无数煞费苦心的企图，一概表示轻视。恩格斯同杜林的全部斗争始终是在彻底贯彻唯物主义这个口号下进行的。恩格斯谴责唯物主义者杜林用空洞的字眼来混淆问题的实质，谴责他夸夸其谈，采用向唯心主义让步和转到唯心主义立场上去的论断方法。在《反杜林论》的每一节中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谎言和糊涂观点。只有头脑被反动教授哲学腐蚀了的人才会看不见这种提法。直到1894年恩格斯给《反杜林论》的最后增订版写最后一篇序言的时候，他还是继续探究新的哲学和新的自然科学，还是象以前那样坚持自己的明确坚定的立场，把大大小小新体系的垃圾清除掉。

关于恩格斯探究过新哲学这一点可以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看出来。他在1888年写的序言中甚至提到德国古典哲学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复活的现象，而对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他除了表示极端的轻蔑之外什么话也没有说（不论在序言里或该书正文里）。很明显，恩格斯在看到德国和英国的时髦哲学重复黑格尔以前的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的旧错误时，甚至认为转向黑格尔[99]（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也会是有好处的，他希望这位大唯心主义者和大辩证论者能帮助人们看出浅薄的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谬误。

恩格斯没有详细考察德国新康德主义和英国休谟主义的许许多多小流派，而根本否定它们的背弃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恩格斯宣称这两个学派的整个倾向是“在科学上开倒车”。那么，对于这些新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例如他们之中的赫胥黎，恩格斯是不可能不知道的）的无疑地是“实证论”的倾向，如果用流行的术语来说，无疑地是“实在论的”倾向，恩格斯是怎样评价的呢？恩格斯宣称：曾经迷惑过并且还在迷惑着无数糊涂人的那种“实证论”和“实在论”，至多也不过是暗中偷运唯物主义而当众对它谩骂和拒绝的一种庸俗手段！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8页。——编者注］

 只要稍微想一想恩格斯对托·赫胥黎这样一位最大的自然科学家，这样一位比马赫、阿芬那留斯之流更讲实在论的实在论者和更讲实证论的实证论者所作的这种评价，就可以懂得恩格斯会怎样鄙视现在的一小撮沉溺于“最新实证论”或“最新实在论”等等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因此他们对赫胥黎的评价完全是从彻底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因此他们责备费尔巴哈没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责备他因个别唯物主义者犯有错误而拒绝唯物主义，责备他同宗教作斗争是为了革新宗教或创立新宗教，责备他在社会学上不能摆脱唯心主义的空话而成为唯物主义者。

约·狄慈根不管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时曾犯过一些什么样的局部性的错误，但他充分重视并接受了他的导师的这个最伟大和最宝贵的传统。约·狄慈根由于发表一些欠妥的违背唯物主义的言论而犯了许多错误，可是他从来没有企图在原则上脱离唯物主义而独树“新的”旗帜，在紧要关头他总是毅然决然地声明：我是唯物主义者，我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我们的约瑟夫·狄慈根公正地说道：“在一切党派之中，最可鄙的就是中间党派……正如政治上各党派日益集成两个阵营一样……科学也正在划分为两个基本集团（Generalklassen）：一边是形而上学者 
［注：这又是一个欠舀的、不确切的说法，不应当用形而上学者”，而应当用“唯心主义者”。约·狄慈根本人在其他地方是把形而上学者和辩证论者对立起来的。］

 ，另一边是物理学家或唯物主义者。名目繁多的中间分子和调和派的骗子，如唯灵论者、感觉论者、实在论者等等，在他们的路途上一会儿卷入这个潮流，一会儿又卷入那个潮流。我们要求坚决性，我们要求明确性。反动的蒙昧主义者（Retraiteblaser 
［注：直译是：吹倒退号的人。——编者注］

 ）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 
［注：请注意，约·狄慈根已经改正了错误，并且更确切地说明了谁是唯物主义的敌对派。］

 ，而所有那些竭力把人类理智从形而上学的荒诞思想中解放出来的人应当称为唯物主义者……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党派比作固体和液体，那么中间就是一摊糊状的东西。” 
［注：见他在1876年写的论文《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载于《短篇哲学著作集》1903年版第135页。］



正是如此！包括“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等在内的“实在论者”等等，就是这样一种讨厌的糊状的东西，就是哲学上的可鄙的中间党派，它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把唯物主义派别和唯心主义派别混淆起来。在哲学上企图超出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

唯心主义哲学的“科学的僧侣主义”，不过是通向公开的僧侣主义的前阶，这一点在约·狄慈根看来是毫无疑义的。他写道：“科学的僧侣主义极力想帮助宗教的僧侣主义。”（上引书第51页）“尤其是认识论的领域，对人类精神的无知”，是这两种僧侣主义在其中“产卵”的“虱巢（Lausgrube）”。约·狄慈根眼里的哲学教授是“高谈‘理想的福利’、用生造的（geschraubter）唯心主义来愚弄人民的有学位的奴仆”（第53页）。“正如魔鬼是神的死对头一样，唯物主义者是僧侣教授（Kathederpfaffen）的死对头。”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万能武器”（第55页），它不仅反对“僧侣所宣传的那种人所共知的、正式的、普通的宗教，而且反对沉醉的（benebelter）唯心主义者所宣传的清洗过的、高尚的教授宗教”（第58页）。

在狄慈根看来，自由思想的教授们的“不彻底性”还比不上“宗教的诚实”（第60页），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还“有一个体系”，还有不把理论跟实践分开的完整的人。对于教授先生们说来，“哲学不是科学，而是防御社会民主主义的手段”（第107页）。“那些自称为哲学家的教授和讲师，尽管主张自由思想，但总是或多或少地沉溺于偏见和神秘主义……他们形成了一个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动集团。”（第108页）“为了循着正确道路前进而不致被任何宗教的和哲学的谬论（Welsch）所迷惑，必须研究错误道路中的错误道路（der　Holzweg　der　Holzwege），即研究哲学。”（第103页）

现在我们从哲学的党派观点来看一看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学派。这些先生们以无党性自夸；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死对头，那么只有一个，只有……唯物主义者。在一切马赫主义者的一切著作中，象一根红线那样贯穿着一种愚蠢奢望：“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们之间“陈旧的”对立。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不断的和始终不渝的斗争。象阿芬那留斯这类人精心制造出来的认识论的怪论，不过是教授们的虚构，创立“自己的”哲学小宗派的企图而已。其实，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想和派别互相斗争的总的形势下，这些认识论的诡计所起的客观作用却只有一个，就是给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扫清道路，替它们忠实服务。因此，华德之流的英国唯灵论者、赞扬马赫攻击唯物主义的法国新批判主义者以及德国的内在论者，都拼命地抓住这个小小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学派，这实在不是偶然的！约·狄慈根所谓的“信仰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这一说法，正是击中了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整个学派的要害。[注；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马赫主义事实上正在为那些广泛流行的反动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所利用。在最新的美国哲学中，“最时髦的东西”可以说是“实用主义”[100]了（“实用主义”来自希腊文pragma——行为、行动，即行动哲学）。在哲学杂志上谈论得最多的恐怕也要算是实用主义了。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依靠一般实证论思潮，特别是依靠奥斯特瓦尔德、马赫、毕尔生、彭加勒、杜恒，依靠科学不是“实在的绝对复写”的说法；并且……极其顺利地从这一切中推演出上帝，这是为了实践的目的，而且仅仅为了实践，这里没有任何形而上学，也没有丝毫超越经验界限（参看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某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1907年纽约和伦敦版，特别是第57和第106页）。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差别，就象经验批判主义和经验一元论之间的差别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和极不重要的。请比较一下波格丹诺夫的真理定义和实用主义者的真理定义：“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真理就是经验中的各种特定作业价值（working－values）的类概念。”（同上，第68页）］

企图“调和”马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的不幸就在于：他们相信反动的哲学教授，他们既然相信了，也就沿着斜坡滚下去了。他们企图发展和补充马克思学说的那些手法是很不高明的。他们读了奥斯特瓦尔德的著作，就相信奥斯特瓦尔德，转述奥斯特瓦尔德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读了马赫的著作，就相信马赫，转述马赫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读了彭加勒的著作，就相信彭加勒，转述彭加勒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些教授们虽然在化学、历史、物理学等专门领域内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著作，可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为什么呢？其原因正如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的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著作，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一样。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象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总的说来，经济学教授们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而哲学教授们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

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善于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而我们的那些奴颜婢膝地追随反动教授哲学的马赫主义者就是不善于作到这一点。卢那察尔斯基代表《论丛》的作者们写道：“也许我们错了，但我们是在探索。”其实，不是你们在探索，而是别人在探索你们，不幸的地方就在这里！不是你们根据你们的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为你们想当马克思主义者）去探讨资产阶级时髦哲学的每一转变，而是这种时髦哲学在探寻你们，把它的那些适合唯心主义胃口的新花样塞给你们，今天是奥斯特瓦尔德的花样，明天是马赫的花样，后天又是彭加勒的花样。你们所天真地信仰的那些愚蠢的“理论”把戏（例如“唯能论”、“要素”、“嵌入”等等），始终没有超出狭隘的小学派的圈子，但这些把戏的思想倾向和社会倾向却立刻被华德分子、新批判主义者、内在论者、洛帕廷分子、实用主义者所抓住，并且尽着自己应尽的职责。对经验批判主义和“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迷恋，正象对新康德主义和“生理学”唯心主义的迷恋一样，很快就会消逝，而信仰主义却从每一次这样的迷恋中得到好处，并千方百计地变换自己的花招，以利于哲学唯心主义。

对宗教的态度和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最好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确实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在利用经验批判主义。

我们来看一看前一个问题吧！卢那察尔斯基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部集体著作中谈到了“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神化”、“宗教的无神论” 
［注：《论丛》第157、159页，这位作者在《国外周报》[101]上曾谈到“宗教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第3号第5页），而在《教育》杂志[102]上（1908年第1期第164页）又公然写道：“新的宗教在我心中早已成熟了……”］

 等等，你们以为这是偶然的吗？如果你们以为这是偶然的，那么只是因为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没有把欧洲的整个马赫主义思潮及其对宗教的态度正确地告诉读者。这个思潮对宗教的态度不仅跟马克思、恩格斯、约·狄慈根，甚至跟费尔巴哈的态度毫不相同，而且根本相反。例如，彼得楚尔特说经验批判主义“无论与有神论或无神论都不矛盾”（《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1卷第351页），马赫说“宗教的见解是私人的事情”（法译本第434页），而科内利乌斯（他极力赞扬马赫，马赫也极力赞扬他）、卡鲁斯以及一切内在论者则宣传露骨的信仰主义、鼓吹露骨的黑帮思想。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保守中立，就是向信仰主义卑躬屈膝，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没有超出而且也不能超出中立态度，这是由他们的认识论的出发点所决定的。

只要你们否定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你们就失去了任何反对信仰主义的武器，因为你们已经陷入不可知论或主观主义，而这正是信仰主义所需要的。如果说感性世界就是客观实在，那么其他的任何“实在”或冒牌实在（请回想一下，巴扎罗夫曾相信那些把神说成是“实在概念”的内在论者的“实在论”），就没有立足的余地了。如果说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那么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这个运动、即这个物质的运动的无限错综复杂的表现来对物质进行无止境的研究；在物质之外，在每一个人所熟悉的“物理的”外部世界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存在。对唯物主义的仇视，对唯物主义者的种种诽谤，所有这一切在文明的民主的欧洲都是司空见惯的，而且直到今天还依然如此。而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在大众面前把这一切掩盖起来，他们甚至一次也没有打算把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之流攻击唯物主义的胡言乱语同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约·狄慈根维护唯物主义的言论简单地对比一下。

但是“掩盖”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同信仰主义的关系，是无济于事的。事实是抹杀不掉的。这些反动教授由于华德、新批判主义者、舒佩、舒伯特－索尔登、勒克列尔、实用主义者等等同他们亲吻而遭到的奇耻大辱，是世界上任何办法都不能洗刷干净的。现在列举的这些身为哲学家和教授的人物的影响之大，他们的思想在“有教养的”即资产阶级的人士中间传播之广，他们写的专门著作之多，都比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那个小小的专门学派要胜过十倍。这个小小的学派该为谁服务，就为谁服务；该被怎样利用，就被怎样利用。

卢那察尔斯基说出的可耻言论，并不是什么例外，而是俄国和德国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产物。我们决不能用作者的“善良意图”、他的话的“特殊含义”来为这些可耻言论辩护。如果他的话里有直接的、普通的、即纯粹信仰主义的含义，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同作者交谈了，因为，大概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这些言论不使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和彼得·司徒卢威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如果不是这样（而且的确还不是这样），那么这完全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特殊”含义，并且在还有可能实行同志式的斗争的时候同他进行斗争。卢那察尔斯基的言论之所以可耻，就是因为他居然把这些言论和他的“善良的”意图联系起来了。他的“理论”之所以有害，就是因为这种理论为了实现善良的意图竟采用这样的手段或作出这样的结论。糟糕的是：所谓“善良的”意图，至多也不过是卡尔普、彼得、西多尔的主观的事情而已，至于这类言论的社会意义却是绝对肯定的、无可争辩的，并且是任何的声明和解释所不能削弱的。

只有瞎子才看不出，在卢那察尔斯基的“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神化”和波格丹诺夫的心理东西对整个物理自然界的“普遍代换”之间有着思想上的血缘关系。这是同一种思想，不过前者主要是用美学观点来表达的，而后者主要是用认识论观点来表达的。“代换说”默默地从另一个方面来处理问题，它把“心理的东西”跟人分割开来，用无限扩大了的、抽象的、神化了的、僵死的、“一般心理的东西”来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这样就把“人类最高潜在力”神化了。而尤什凯维奇的导入“非理性的知觉流”的“逻各斯”又怎样呢？

一爪落网，全身被缚。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全都落到了唯心主义即冲淡了的精巧的信仰主义的网里去了；从他们认为“感觉”不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而是特殊“要素”的时候起，他们就落网了。如果不承认那种认为人的意识反映客观实在的外部世界的唯物主义理论，就必然会主张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不属于任何人的心理，不属于任何人的精神，不属于任何人的意志。


5.恩斯特·海克尔和恩斯特·马赫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作为哲学思潮的马赫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整个马赫主义始终在攻击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他们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即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我们意识所反映的外部世界客观实在性的自发的、不自觉的、不定型的、哲学上无意识的信念。可是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故意闭口不谈这个事实，他们抹杀或搞乱自然科学家的自发唯物主义同早已众所周知的、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证实过千百次的、作为一个派别的哲学唯物主义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拿阿芬那留斯来说吧！早在1876年出版的他的第一部著作《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中，他就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 
［注：该书第79、114节及其他各节。］

 、即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进行战斗了，并且象他本人在1891年所承认的（但没有“改正”自己的观点！）那样，他是站在认识论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进行战斗的。

拿马赫来说吧！从1872年，甚至更早些起，一直到1906年，他始终不渝地在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进行战斗；而且他倒是很老实地承认：跟在他后面的以及和他同行的有“一大批哲学家”（其中也包括内在论者），可是只有“很少的自然科学家”（《感觉的分析》第9页）。在1906年，马赫也是很老实地承认：“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坚持唯物主义。”（《认识和谬误》第2版第4页）

再拿彼得楚尔特来说吧！他在1900年宣称：“自然科学彻头彻尾地（ganz　und　gar）浸透着形而上学。”“它们的经验还应该加以清洗。”（《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1卷第343页）我们知道，阿芬那留斯和彼得楚尔特把我们对于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的任何承认从经验中“清洗”出去。在1904年，彼得楚尔特又说：“现代自然科学家的机械论的世界观，实质上并不比古代印度人的世界观高明”；“无论世界是建立在神话里的巨象背上，还是建立在一大堆分子和原子上，只要在认识论上把它们设想成实在的，而不是仅仅用来作比喻的（bloβ　bildlich）〈概念〉，那么这两种说法完全是一样的”。（第2卷第176页）

再拿维利来说吧：他算是马赫主义者当中唯一的规矩人，他因为同内在论者有血缘关系而感到可耻。但是，他在1905年也说：“……自然科学归根到底在许多方面也是一个我们必须加以摆脱的权威。”（《反对学院智慧》第158页）

所有这一切都是十足的蒙昧主义，都是最露骨的反动思想。认为原子、分子、电子等等是物质的客观实在的运动在我们头脑中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同相信世界建立在象背上成了一回事！无怪乎内在论者要张开双臂欢迎这类穿着时髦实证论者的小丑服装的蒙昧主义者了。没有一个内在论者不口沫四溅地咒骂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咒骂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这正是因为自然科学家们承认物质（及其粒子）、时间、空间、自然规律等等的客观实在性。早在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那些物理学上的新发现出现以前，勒克列尔就已经根据马赫的理论向“现代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倾向（Grundzug）”（《……实在论》1879年版第6节的标题）进行斗争了，舒伯特－索尔登就已经跟“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的基础》1884年版第2章的标题）进行战斗了，雷姆克就已经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这个“街头的形而上学”（《哲学和康德主义》1882年版第17页）进行攻击了，等等。

内在论者从所谓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具有“形而上学性”这一马赫主义的思想出发，完全合法地作出了直接的公开的信仰主义结论。如果自然科学在它的理论中不给我们描绘客观实在，而只是给我们提出一些人类经验的比喻、符号、形式等等，那么毫无疑问，人类就完全有权利替另一个领域创造出上帝之类的同样“实在的概念”。

自然科学家马赫的哲学对于自然科学，就象基督徒犹大之吻对于耶稣一样[103]。马赫也同样地把自然科学出卖给信仰主义，因为他实质上转到哲学唯心主义方面去了。马赫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背弃，在各方面都是一种反动现象。在谈到“物理学唯心主义者”同那些坚持旧哲学观点的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斗争时，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得够清楚了。如果我们把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和（在反动市侩中间）享有盛名的哲学家恩斯特·马赫作个比较，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恩·海克尔的《宇宙之谜》这本书在一切文明国家中掀起了一场大风波，这一方面异常突出地说明了现代社会中哲学的党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斗争的真正社会意义。这本书立即被译成了各种文字，出版了定价特别低廉的版本，发行了几十万册。这就很清楚地说明：这本书已经“深入民间”，恩·海克尔一下子赢得了广大的读者。这本通俗的小册子成了阶级斗争的武器。世界各国的哲学教授和神学教授们千方百计地诽谤和诋毁海克尔。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洛治为了保卫上帝，立刻起来反对海克尔。俄国物理学家赫沃尔桑先生特地赶到德国去，以便在那里出版一本卑鄙的黑帮的小册子来反对海克尔，并使那些最尊贵的市侩先生们确信，决不是整个自然科学现在都持“素朴实在论”的观点 
［注：奥·丹·赫沃尔桑《黑格尔、海克尔、科苏特及第十二诫》1906年版，参看第80页。］

 。攻击海克尔的神学家真是不可胜数。御用的哲学教授们用尽一切恶毒的字眼来辱骂海克尔 
［注：亨利希·施米特的小册子《〈宇宙之谜〉所引起的斗争》（1900年波恩版）很好地描写了哲学教授和神学教授们对海克尔的进攻，但是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经是太陈旧了。］

 。看一看这些干枯在僵死的经院哲学上的木乃伊怎样被恩斯特·海克尔的几记耳光打得两眼冒火，双颊发红（也许是生平第一次），这倒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那些供奉纯粹科学和所谓最抽象的理论的祭司们，简直咆哮如雷。从这些哲学上的死硬派（唯心主义者保尔森、内在论者雷姆克、康德主义者阿迪克斯以及其他一些人，天哪，这种人真是不胜枚举！）的一切咆哮中，可以清楚地听到一个基调：反对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反对“独断主义”，反对“夸大自然科学的价值和意义”，反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抓住他，抓住这个唯物主义者；他欺骗公众，不坦白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这一点特别使得最尊贵的教授先生们狂怒不休。

在这整个悲喜剧中 
［注：悲剧的因素是由于今年（1908年）春天有人企图谋杀海克尔而产生的。当海克尔收到许多封用“狗”、“读神者”、“猴子”等称呼来骂他的匿名信以后，有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曾把一块很大的石头扔进海克尔在耶拿的工作室。］

 ，特别突出的一个情况就是海克尔本人也否弃唯物主义，拒绝这一称呼。不仅如此，他非但不反对任何宗教，反而发明了自己的宗教（也是象布尔加柯夫的“无神论的信仰”或卢那察尔斯基的“宗教的无神论”一类的东西），在原则上主张宗教和科学结成联盟！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这场风波究竟是由于什么“致命的误解”而引起的呢？

问题在于：尽管恩·海克尔在哲学上是素朴的，他缺乏确定的党派目的，愿意考虑那些流行的反唯物主义的庸俗偏见，他个人对宗教有妥协的倾向而且还提出建议，然而这一切都更加突出地显示了他这本小册子的总的精神，显示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他同一切御用的教授哲学和神学是不可调和的。尽管海克尔本人不愿意和市侩们决裂，但是他用这样坚定而素朴的信念所阐明的见解，跟形形色色流行的哲学唯心主义是绝对不可调和的。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从某位哈特曼的最粗陋的反动理论一直到彼得楚尔特的自以为是最新颖的、进步的和先进的实证论或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都一致认为：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就是“形而上学”；承认自然科学的理论和结论反映客观实在，就是最“素朴的实在论”，如此等等。海克尔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是给整个教授哲学和教授神学的这种“传统”学说一记耳光。这位自然科学家无疑地表达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虽没有定型然而是最坚定的意见、心情和倾向。他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揭示了教授哲学所力图向公众和自己隐瞒的事实，即：有一块变得愈来愈巨大和坚固的磐石，它把哲学唯心主义、实证论、实在论、经验批判主义和其他丢人学说的无数支派的一片苦心碰得粉碎。这块磐石就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素朴实在论者”（即全人类）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客观实在的外部世界的映象这一信念，是大批自然科学家的不断加强和日益巩固的信念。

新的哲学派别的创始者和认识论上新“主义”的制造者的勾当失败了，而且是永远地不可挽救地失败了。他们可以用自己“独创的”体系来进行挣扎，可以竭力用有趣的争论——最先说“唉！”的是经验批判主义的博勃钦斯基还是经验一元论的多勃钦斯基[104]——来吸引几个赞赏者，甚至可以象“内在论者”那样来编造浩瀚的“专门”文献。但是，不管自然科学多么摇摆不定，不管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多么不自觉，不管他们昨天对时髦的“生理学唯心主义”多么神往或今天对时髦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多么迷恋，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却在扫除一切渺小的体系和狡猾的诡计，把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一次又一次地推向前进。

现在我们可以从海克尔的著作中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以上所讲的话。在《生命的奇迹》中，作者把一元论的认识论和二元论的认识论作了对比。我们把这种对比中最有趣的几点摘录在下面：






	
一元论的认识论

	
二元论的认识论




	3．认识是生理现象；解剖器官是大脑。
	3．认识不是生理现象，而是纯粹精神的过程。



	4．人脑中产生认识活动的唯一部分，是大脑皮质的特定部分，即思想皮质层（pbro－nema）。
	4．大脑中似乎起着认识器官的作用的那一部分，事实上不过是帮助精神现象出现的一种工具。



	5．思想皮质层是极其完善的发电机，它的各组成部分是千百万个肉体细胞（phronetal细胞）。正象身体的其他器官一样，大脑的这一部分的（精神的）机能是组成大脑的些细胞的机能的总结果
［注：我用的是法译本：《Les　merveilles　de　la　vie》《生命的奇迹》。——编者注）巴黎施莱歇尔出版社版第1表和第16表。］

 。
	5．作为理性器官的思想皮质层不是自主的，它同它的组成部分（phronetal细胞）一起，不过是非物质的精神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媒介物。人的理性与高等动物的理性和低等动物的本能有本质的不同。







从引自海克尔著作的这段典型的话里，你们可以看到：他没有去分析哲学问题，而且也不善于把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跟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对立起来。他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嘲笑一切唯心主义的诡计，更广泛些说，一切专门的哲学诡计，他根本没有想到除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以外还可能有其他的认识论。他从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来嘲笑哲学家们，但他不知道自己是站在唯物主义者的立场上！

哲学家们对这个强有力的唯物主义的无力的愤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上面已经引证了“真正的俄国人”洛帕廷的评论。现在再来看看同唯心主义不共戴天的（可不是开玩笑！）最先进的“经验批判主义者”鲁道夫·维利先生的评论：“海克尔的一元论是一种乱七八糟的混合物，它把某些自然科学的定律，例如能量守恒定律等等，同关于实体和自在之物的一些经院哲学的传统混杂在一起。”（《反对学院智慧》第128页）

什么东西使得这位最可敬的“最新实证论者”大发雷霆呢？你想，当他一下子明白了他的老师阿芬那留斯的一切伟大学说——例如，大脑不是思想的器官，感觉不是外部世界的映象，物质（“实体”）或“自在之物”不是客观的实在，等等——从海克尔的观点来看不过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胡说时，他怎么会不恼怒呢！？海克尔没有这样说，因为他并没有研究哲学，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经验批判主义”。但是鲁·维利不会不看到：海克尔有10万个读者，就意味着有10万个人唾弃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鲁·维利按洛帕廷的方式先把自己的脸拭了一下。因为洛帕廷先生与维利先生用来反对一切唯物主义、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那些论据，在实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洛帕廷先生和维利、彼得楚尔特、马赫先生及其同伙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于新教神学家和天主教神学家之间的差别。

反对海克尔的“战争”证明：我们的这个观点符合客观实在，也就是说，符合现代社会及其阶级思想倾向的阶级本性。

还举一个小小的例子。马赫主义者克莱因佩特把卡尔·斯奈德的一本在美国颇为流行的著作《现代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Das　Weltbild　der　modernen　Naturwissenschaft》1905年莱比锡版）从英文译成了德文。这部著作明白地通俗地叙述了物理学中以及自然科学的其他门类中的一系列最新发现。于是马赫主义者克莱因佩特只好给斯奈德的著作加了一篇序言，声明斯奈德的认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V页）。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斯奈德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过世界图景就是物质运动和“物质思维”的图景（上引书第288页）。斯奈德在他的下一部著作《世界机器》（Karl　Snyder《The　World　Machine》1907年伦敦和纽约版）中谈到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纪念阿布德拉的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　 460—360），他说：“德谟克利特常常被称为唯物主义的始祖。这个哲学派别目前已不大时髦，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对世界的看法上的一切最新进步，事实上都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前提上的。老实说（practically　speaking），唯物主义的前提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简直是不可回避的（unescapable）。”（第140页）

“当然，如果高兴的话，也可以同善良的贝克莱主教一起去梦想：一切都是幻想。但是无论虚无缥缈的唯心主义的各种戏法怎样令人神往，然而在我们之中，尽管对外部世界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却很少有人怀疑到自己的存在。我们根本用不着多探究各种鬼火般的自我与非我，就可以深信：我们在设想自身的存在时，就已经让一系列现象进入感官的六道大门了。星云说、光媒以太论、原子论以及一切类似的学说，都可以被称为仅仅是方便的‘作业假说’；但是应该记住：在这些学说没有被驳倒以前，它们同关于您亲爱的读者这个人正在阅读这几行字的假说，是站在多少相同的立足点上的。”（第31—32页）

当这种把自然科学的范畴归结为单纯作业假说的马赫主义者的精心杰作被大洋两岸的自然科学家当作十足的谬论来嘲笑的时候，你们想一想，他的命运是多么悲惨啊！鲁道夫·维利在1905年把德谟克利特当作一个活着的敌人加以攻击，这就最好地说明了哲学的党性，并再三地暴露了他在这个党派斗争中的真正立场，这一点还用得着惊奇吗？维利写道：“当然，德谟克利特没有意识到原子和虚空不过是仅仅起辅助作用（bloBe　Handlangerdienste）的虚构的概念，它们所以被接受下来，是出于合目的性的考虑，是因为对使用还方便。德谟克利特还没有自由到足以了解这一点的程度；但是我们现代的自然科学家，除了少数人以外，也是这样。古代的德谟克利特的信仰就是我们的自然科学家的信仰。”（上引书第57页）

这真毫无办法！他们完全“用新的方式”、“用经验批判主义的方式”证明了空间和原子都是“作业假说”，可是自然科学家们却嘲笑这种贝克莱主义，并且跟着海克尔走！我们决不是唯心主义者，这是诬蔑，我们只是（同唯心主义者一起）努力推翻德谟克利特的认识论路线，我们已经努力了两千多年，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现在，我们的领袖恩斯特·马赫只有把他的一生和他的哲学的总结、他的最后的著作《认识和谬误》去献给威廉·舒佩，并且在该书中惋惜地指出，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也”同情海克尔的“自由思想”（第14页）。

在这里，这位追随黑帮分子威·舒佩而又“同情”海克尔的自由思想的反动市侩思想家的原形毕露了。所有那些欧洲的人道的市侩们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具有爱好自由的同情心，而在思想上（以及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却为威廉·舒佩之流所俘虏。 
［注：在普列汉诺夫反对马赫主义的意见中，与其说他关心于驳斥马赫，不如说他关心于给布尔什维主义带来派别危害。由于他拙劣地可怜地利用根本的理论分 歧，他已经受到孟什维克的马赫主义者所著的两本书[105]的应有的惩罚。］

 哲学上的无党性，不过是卑鄙地掩盖起来的向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卑躬屈膝而已。

最后，请看一看弗兰茨·梅林对海克尔的评论。梅林不仅是一个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还在1899年底，当《宇宙之谜》一出版，梅林就立即指出：“海克尔的著作无论就其缺点或优点来讲，对于帮助澄清我们党内在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两方面存在的看来有些混乱的观点，是特别有价值的。” 
［注：弗·梅林《宇宙之谜》，载于《新时代》杂志第18年卷（1899—1900）第1册第418页。］

 海克尔的缺点是：他还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他在谈到政治，在谈到“一元论宗教”等等时，发表了许多非常荒谬的言论。“海克尔是唯物主义者和一元论者，但他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而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同上）

“谁要想亲自体会一下〈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这种无能，谁要想深刻地懂得，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要成为人类伟大解放斗争中的真正战无不胜的武器，必须扩展为历史唯物主义，那就请他读一读海克尔的这本书吧！

但是，海克尔的这本书之所以应该读，还不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不寻常的缺点是和它的不寻常的优点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也就是说，是和海克尔对本世纪〈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换言之，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胜利前进的清楚明白的叙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这些叙述在本书中所占篇幅大得多，重要得多。” 
［注：弗·梅林《宇宙之谜》，载于《新时代》杂志第18年卷（1899——1900）第1册第419页。］




结　论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以下四个角度来评价经验批判主义。

第一，首先必须把这种哲学的理论基础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加以比较。本书前三章所作的这种比较，从认识论问题的各方面揭露了用新的怪论、字眼和花招来掩饰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旧错误的经验批判主义的十足反动性。只有那些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一般哲学唯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方法的人，才会侈谈经验批判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第二，必须确定经验批判主义这个哲学专家们的小学派在现代其他哲学学派中的地位。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是从康德开始可是他们并没有从他走向唯物主义，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向休谟和贝克莱。阿芬那留斯以为自己全盘地“清洗经验”，其实他只是把康德主义从不可知论中清洗出去。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整个学派愈来愈明确地走向唯心主义，它和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学派之一，即所谓内在论派密切结合起来了。

第三，必须注意到，马赫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个门类中的一个学派有着无可怀疑的联系。一般自然科学家以及物理学这一特别门类中的自然科学家，极大多数都始终不渝地站在唯物主义方面。但是也有少数新物理学家，在近年来伟大发现所引起的旧理论的崩溃的影响下，在特别明显地表明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新物理学危机的影响下，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就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现今流行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就象不久以前流行过的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是一种反动的并且使人一时迷惑的东西。

第四，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2000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唯心主义，不过是信仰主义的一种精巧圆滑的形态，信仰主义全副武装，它拥有庞大的组织，继续不断地影响群众，并利用哲学思想上的最微小的动摇来为自己服务。经验批判主义的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完全是在于替信仰主义者效劳，帮助他们反对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






[88]《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1906年，该杂志逐渐成了人民社会党的刊物。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328。



[89]弗·布莱是理·阿芬那留斯的学生，他在他的文章里多处使用了阿芬那留斯的术语——E价值。该术语出自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批判》。他在该书第1卷第15页上写道：“任何能够加以描述的价值，如果被假定为我们周围环境的组成部分，我们简单地称之为R。”“任何能够加以描述的价值，如果被看作别人的陈述的内容，我们就简单地称它为E。”E是德文Erfahrung（经验）一词的第一个字母，也是德文Erkenntnis（认识）一词的第一个字母。——330。



[90]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处女地》。小说中人物巴克林劝那位“不愿同敌人来往”因而不想去大贵族西皮雅京家做家庭教师的涅日达诺夫说：“说到敌人，我请你记住歌德的诗句：谁要了解诗人，就得深入诗人的国家……而我要说：谁要了解敌人，就得深入敌巢。躲避自己的敌人，不知道他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这是多么荒谬！”——331。



[91]大学公社是英国基督教圣公会牧师塞·奥·巴尼特创办的、吸收大学毕业生参加的社会服务组织，1884年在伦敦贫民区东区成立。英国其他城市和美、日、法等国后来也成立了这种组织。——336。



[92]救世军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社会活动组织，1865年由循道会牧师威·布斯在伦敦创立，最初称基督差会，1878年仿照军队编制，1880年正式定名为救世军。该组织着重在下层群众中举办慈善事业，吸收教徒，因此有时也被视为一个宗派。救世军总部设在伦敦，在80多个国家里有其组织。——336。



[93]马尔萨斯主义是指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托·罗·马尔萨斯创立的反科学的人口理论。这一理论通过臆造的“人口自然规律”，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的贫困归咎于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1798年）中说，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1、2、4、8、16……），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1、2、3、4、5……）。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揭示了马尔萨斯主义的反动实质，称它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72页），指出：“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机体的结构，因此应当分别研究每个社会机体的人口规律，不应当不管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414页）——344。



[94]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自然科学中关于物质运动的最重要的普遍定律之一。早在17世纪，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勒·笛卡儿就提出过物质不灭、运动量守恒的思想。18世纪俄国科学家米·瓦·罗蒙诺索夫也提出过物质和运动守恒的概念。至19世纪40年代，经过德国医生罗·迈尔、英国物理学家詹·焦耳、德国物理学家赫·赫尔姆霍茨等人的研究和论证，这一定律才被确定下来。多数物理学家起初对新的定律持批判态度，但是它的正确性很快就在所有自然科学领域里得到证实。恩格斯认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最重大成就之一。由于这一发现，“自然界中整个运动的统一，现在已经不再是哲学的论断，而是自然科学的事实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7页）。



但是唯能论者威·弗·奥斯特瓦尔德认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自然界唯一的普遍规律，企图以此来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证明能量离开物质而存在，而且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于能量。俄国马赫主义者亚·亚·波格丹诺夫、谢·亚·苏沃洛夫等拥护唯能论的观点。列宁把唯能论作为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表现之一而给予严厉批判。——348。



[95]看来列宁是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的这段话：“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7页）——349。



[96]在列宁引用的卡·格律恩的书中，马克思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这封信是1843年10月20日写的。实际上，这封信写于1843年10月3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3—446页）。——352。



[97]《德法年鉴》（《Deutsch－Franzosische　Jahrücher》）是马克思和阿·卢格合编的德文刊物，1844年在巴黎出版。主要由于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卢格之间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杂志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第1—2期合刊）就停刊了。这一期《德法年鉴》载有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352。



[98]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878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7—351页、第21卷第301—353页和第22卷第334—361页）。——354。



[99]转向黑格尔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资产阶级哲学发展中的一个突出趋向。在英国，这种趋向是从1865年詹·哈·斯特林的《黑格尔的秘密》一书问世开始的。在垄断前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时期，经验论哲学（耶·边沁、约·斯·穆勒、赫·斯宾塞）及其伦理个人主义的原则已经不符合英国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利益。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具有从理论上论证宗教的广泛可能，因而引起了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注意。于是一个称为“英国黑格尔派”的派别便应运而起，其代表人物是托·格林、爱·凯尔德和约·凯尔德兄弟、弗·布拉德莱等。他们极力反对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特别是反对达尔文主义。“英国黑格尔派”利用黑格尔学说的保守方面，抛弃它的唯理论和发展思想。黑格尔的辩证法被用来为不可知论作辩护。例如布拉德莱从人的思维的矛盾性质得出结论说，思维只在现象领域运动，因为存在的真正本质是不矛盾的、和谐的、绝对的。在社会学领域，“英国黑格尔派”论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必要性，认为公民的利益要完全服从于这一国家。



在美国，黑格尔主义的宣传是从圣路易斯城开始的。亨·孔·布劳克梅耳和威·托·哈里斯在这里创办的哲学协会出版了美国第一种哲学杂志——《思辩哲学杂志》（1867—1893年），其目的是创立一种“真正美国式的思辨哲学”。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在19世纪下半叶也增强了。瑞典哲学家约·雅·波列留斯试图复活黑格尔主义，把它同占统治地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克·雅·博斯特隆、西·里宾格等）对立起来。挪威的黑格尔右派马·雅·蒙拉德、格·威·林格等用神秘主义精神解释黑格尔哲学，而背离它的唯理论，并企图使科学服从于宗教。——354。



[100]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主要是美国哲学）的一个主观唯心主义派别，19世纪7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取代了曾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哲学。实用主义的主要论点是查·皮尔斯在1878年提出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通过威·詹姆斯和斐·席勒的著作，实用主义形成了独立的哲学流派；约·杜威的工具主义是实用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实用主义者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获得符合真理的知识，但是他们却完全歪曲了真理的概念。皮尔斯把认识看作是获得信念的纯粹心理过程。詹姆斯则拿“有用”、成功、有利等概念来取代作为现实在意识中的正确反映的真理概念。在他看来，任何概念，包括宗教概念在内，是不是真理，就看它们是否有用。杜威走得更远，他宣布所有科学理论、道德原则、社会设施都只是个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实用主义者认为知识的“真理性”（即有用性）的标准是经验。他们所谓的经验并不是人的社会实践，而是个人体验。他们把这种经验看作是唯一的实在，而宣布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概念已经“陈旧”。实用主义者象马赫主义者一样，企图创立哲学中的“第三条路线”，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实际上坚持的还是唯心主义。实用主义用“多元论”的观点来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认为宇宙中没有任何内部联系和规律性，而是象一种可以由个人按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个人体验来拼装的镶嵌画。根据当前需要，实用主义认为可以对同一事实作出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解释；它宣称不需要任何彻底性，只要对一个人有利，他既可以是决定论者，也可以是非决定论者，既可以承认神的存在，也可以否认神的存在。



实用主义曾经在美国广泛传播，几乎成了美国的官方哲学。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实用主义作为统一的独立的哲学派别在美国的地位开始下降，但它的基本精神仍起作用。实用主义在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也在不同时期有过支持者。——358。



[101]《国外周报》（《Gazette　Etrangère》）是俄国侨民报纸，1908年3月16日—4月13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4号。报纸主要报道侨民的生活，也刊登有关俄国国内和国外事件的材料。该报第2号曾刊登1908年3月18日列宁在日内瓦国际大会上作的报告《公社的教训》。该报也刊登过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宣传“造神说”和马赫主义的文章。



列宁的引语摘自卢那察尔斯基的《简论现代俄国文学》（载于《国外周报》第2、3号）。——360。



[102]《教育》杂志（《Образование》）是俄国一种合法的文学、科普和社会政治性刊物（月刊），1892—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初期由瓦·德·西波夫斯基和瓦·瓦·西波夫斯基主编，从1896年起由亚·雅·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负责编辑。在1902—1908年间，该杂志刊载过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1906年第2期发表了列宁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这一著作的第5—9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38—199页）。——360。



[103]犹太之吻出典于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犹大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出卖耶稣的叛徒。他按照事先的约定，当着犹太教大祭司派来捉拿耶稣的兵丁的面亲吻耶稣，装作请安，于是那些兵丁就认出并逮捕了耶稣。——365。



[104]博勃钦斯基和多勃钦斯基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两个愚蠢的地主。他们两人都爱传播“新闻”，播弄是非。一次，他们听说钦差大臣要来本县私访，于是四处奔走打听。他们自作聪明地把一位青年旅客断定为钦差大臣，并抢先向县长禀报。博勃钦斯基说他一悟出这个青年是钦差大臣，就对多勃钦斯基说了一声“唉！”，后者则反驳说，是自己先说的“唉！”。后来人们就用“谁先说‘唉’”来比喻无谓的争论。——368。



[105]指1908年出版的尼·瓦连廷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和帕·索·尤什凯维奇的《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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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以下四个角度来评价经验批判主义。

第一，首先必须把这种哲学的理论基础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加以比较。本书前三章所作的这种比较，从认识论问题的各方面揭露了用新的怪论、字眼和花招来掩饰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旧错误的经验批判主义的十足反动性。只有那些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一般哲学唯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方法的人，才会侈谈经验批判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第二，必须确定经验批判主义这个哲学专家们的小学派在现代其他哲学学派中的地位。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是从康德开始可是他们并没有从他走向唯物主义，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向休谟和贝克莱。阿芬那留斯以为自己全盘地“清洗经验”，其实他只是把康德主义从不可知论中清洗出去。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整个学派愈来愈明确地走向唯心主义，它和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学派之一，即所谓内在论派密切结合起来了。

第三，必须注意到，马赫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个门类中的一个学派有着无可怀疑的联系。一般自然科学家以及物理学这一特别门类中的自然科学家，极大多数都始终不渝地站在唯物主义方面。但是也有少数新物理学家，在近年来伟大发现所引起的旧理论的崩溃的影响下，在特别明显地表明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新物理学危机的影响下，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就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现今流行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就象不久以前流行过的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是一种反动的并且使人一时迷惑的东西。

第四，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2000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唯心主义，不过是信仰主义的一种精巧圆滑的形态，信仰主义全副武装，它拥有庞大的组织，继续不断地影响群众，并利用哲学思想上的最微小的动摇来为自己服务。经验批判主义的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完全是在于替信仰主义者效劳，帮助他们反对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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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1节的补充



［注：第四章第1节见本卷第200—212页。——编者注］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106]

在第四章第1节里，我们已经详细地说明，唯物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批判康德的角度是同马赫、阿芬那留斯批判康德的角度完全相反的。我们认为，在这里哪怕是简略地补充说明一下俄国伟大的黑格尔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认识论立场，也是必要的。

在费尔巴哈的德国学生阿尔布雷希特·劳批判康德之后没有多久，俄国的伟大著作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也是费尔巴哈的学生）第一次试图公开地表明他对费尔巴哈和康德的态度。早在上一世纪50年代，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就作为费尔巴哈的信徒出现在俄国文坛上了，可是俄国的书报检查机关甚至连费尔巴哈的名字也不许他提到。1888年，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准备付印的《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第3版序言中，试图直接指出费尔巴哈，可是书报检查机关即使在这一年也不准引证一下费尔巴哈！这篇序言直到1906年才和读者见面（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册第190—197页）。在这篇《序言》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用了半页篇幅来批判康德和那些在自己的哲学结论中追随康德的自然科学家。

请看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88年的精彩论述：

“那些自以为是无所不包的理论的创造者的自然科学家们，事实上仍不过是建立了形而上学体系的古代思想家的学生，而且往往是那些被谢林部分地破坏了而又被黑格尔彻底地破坏了体系的思想家的学生，而且往往是些拙劣的学生。只要提一提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大多数企图建立关于人类思想活动规律的广泛理论的自然科学家，都在重复康德关于我们知识的主观性的形而上学理论〈告诉那些把什么都搞乱的俄国马赫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是落后于恩格斯的，因为他在用语上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同形而上学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对立混淆起来了；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完全保持恩格斯的水平，因为他不是责备康德的实在论，而是责备康德的不可知论和主观主义，不是责备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而是责备康德不能够从这个客观的泉源引出我们的知识。〉，都照着康德的话说：我们感性知觉的形式同对象的真实存在的形式没有相似之处〈告诉那些把什么都搞乱的俄国马赫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康德的批判同阿芬那留斯和马赫以及内在论者对康德的批判完全相反，因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就象在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我们感性知觉的形式和对象的真实的即客观实在的存在的形式有相似之处。〉，因此，真实存在的对象、它们的真实的质以及它们之间的真实的关系，是我们不可认识的〈告诉那些把什么都搞乱的俄国马赫主义者：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就象在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对象——用康德的过分矫饰的话来说就是“自在之物”——是真实存在的，是我们完全可以认识的；不论是它们的存在，或是它们的质，或是它们之间的真实的关系，都是可以认识的。〉，即使它们是可以认识的，它们也不能成为我们思维的对象，因为我们的思维把一切知识材料放到了和真实存在的形式完全不同的形式中；思维规律本身也只有主观的意义〈告诉糊涂人马赫主义者：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就象在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思维规律不是只有主观的意义，也就是说，思维规律反映对象的真实存在的形式，和这些形式完全相似，而不是不同。〉；在现实中，根本没有我们以为是因果联系的东西，因为既没有先行的，也没有后继的，既没有全体，也没有部分，等等〈告诉糊涂人马赫主义者：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就象在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在现实中，有着我们以为是因果联系的东西，有着自然界的客观的因果性或必然性。〉。当自然科学家不再说诸如此类的形而上学的胡言乱语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创立出比费尔巴哈提出的概念体系更加精确完备的概念体系〈告诉糊涂人马赫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一切背弃唯物主义而走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言论都叫作形而上学的胡言乱语。〉。然而目前对有关所谓人的求知欲的基本问题的科学概念的叙述，仍然是费尔巴哈作得最好。”（第195—196页）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人的求知欲的基本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从50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能够屏弃新康德主义者、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其他糊涂人的无聊的胡言乱语。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上升到，更确切些说，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不能够上升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





	1909年5月由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印成单行本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8卷第7—384页


















[106]《第四章第1节的补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的手稿，是列宁在1909年3月下半月寄给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当时《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已付印。列宁在1909年3月10日（23日）或11日（24日）给她的信里说：“寄上补充一则。不必因它而耽误出版。不过，要是时间来得及，可用另一种字体（如用8点铅字）印在卷末，放在结论后面。我认为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同马赫主义者对照一下是极为重要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3卷第186号文献）——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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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弗·伊·涅夫斯基的论文《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反动派的哲学》

（1920年）

无产阶级当前的主要任务“在于改变”世界。看来，要在目前反复琢磨理论领域中那些已经充分证明了的旧真理，是有点不合时宜的，因为实际工作是这样多，变革又必须是这样坚决而深刻，以致几乎没有时间来愉快地作些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但是这个任务本身的利益，即卡·马克思在关于路·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中讲到的坚决改变世界这个任务的利益，要求一切关心革命成就的共产主义者偶尔也要注意一下这些早已得到证明的并且还没有被任何人驳倒的理论问题。

研究这些乍看起来是抽象的哲学问题，即使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着史无前例的斗争的时代也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反动派、垂死的阶级及其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维护者和思想家们在一切生活领域中，包括在科学领域中，不肯立即让位于新的阶级、新的观点和新的形式。

他们表面上同新世界妥协了，其实是企图从内部来颠覆它。同时，有些人这样做是完全自觉的，他们以学识渊博、经验丰富、“不可取代的”专家的面貌进入新的机关和团体，为的是出卖和背叛无产阶级；而另一些人则是不自觉的，他们深信，他们是为新事业服务的，然而他们却使自己的落后的反动观点具有外表上极科学的形式，并且用腐尸的毒液侵蚀正在进行战斗的群众的意识。

疯狂的资产者妄想以新制度最忠诚的拥护者的面貌，钻进我们的营垒；有一些人则不自觉地试图向群众证明：反动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在同自己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时最好的武器。很难讲，这两种情况中哪一种对无产阶级更有害。

有些人企图使无产阶级相信，僵死腐朽的反动派的哲学是科学的最新成就。亚·波格丹诺夫和他的信徒们（他们因为这位多产哲学家写了许多“著作”而欣喜若狂）就是这种人。

列宁同志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一书的结论中说得非常正确：“……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 
［注：见本卷第375页。——编者注］

 亚·波格丹诺夫的哲学就是这种用新名词掩盖起来的唯心主义哲学。亚·波格丹诺夫的“著作”非常多，它们或者以单行本出版，或者分别刊载在各种杂志上。

继《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从历史观点来看认识》以及著名的《经验一元论》（三卷集）之后，问世的还有这样一些不同凡响的著作：《普遍的组织起来的科学》（《组织形态学》第1、2册）、《关于社会意识的科学》、《意识形态科学简明教程问答》、《社会主义问题》；新旧论文集：《新世界》、《科学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任务）、《生动经验的哲学》、《通俗论文集》、《唯物主义、经验批判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经验一元论——未来的科学》；在作者参加下由绍·莫·德沃莱茨基重新修订和补充的《经济科学简明教程》新版（第10版）；《政治经济学初级教程》（政治经济学引论问答）；作者尚未编集成书的关于各种问题的文章和小册子（例如发表在《无产阶级文化》杂志上的论文：《组织起来的科学概论》，载于第7—8、9—10、11—12期，关于无产阶级诗歌以及其他问题的论文）。

我们相信，这里所列举的远非这位多产作家的全部著作，不过好在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只要翻阅一下上面列举的这些最主要的著作，就足以使我们立即相信，我们所看到的仍然是原来那个唯心主义者、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信徒、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批判者，不同的只是波格丹诺夫同志在经验一元论这本书出版后开始更露骨地批判马克思，而且他的哲学也日益变成僵死反动派的哲学。

只要读一读波格丹诺夫的杰作《僵死反动派的……哲学》，不，是《生动经验的哲学》，我们就会确信这是真的。

1905—1910年，波格丹诺夫的反对者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正统学生，在同《组织形态学》的作者、创造者争论时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那就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斗争时提出争论问题一样。

弗·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说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906年圣彼得堡格·费·李沃维奇出版社俄文版第41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5、316页。——编者注］



亚·波格丹诺夫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前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呢？亚·波格丹诺夫在《经验一元论》第1卷中给世界和物体的客观性下了这样的定义：“物理世界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不是对我一个人来说，而是对所有的人来说是存在的，并且我深信，它对所有的人来说就象对我来说一样，具有同样确定的意义。”（《经验一元论》第1卷第25页）接着他又说：“……总之，物理世界是社会地一致起来的、社会地协调起来的经验，一句话，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同上，第36页）

物理世界即自然界（恩格斯认为是“本原”的自然界）的客观性的基础存在于集体经验的范围内。

我们这位哲学家在建立自己的经验一元论体系的时期就是这样看问题的。而他现在怎样看这个问题，他是否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没有，他的观点还是同过去一样。

《生动经验的哲学》第214页上写道：“我们把现实界或经验世界看作是具有全部生动内容、具有构成这种内容的全部努力和阻力的人类集体实践。”

从前，在亚·波格丹诺夫看来，整个世界图景应归结为要素—感觉；现在，他还是把那些声名狼藉的要素作为一切基础的基础。

在《经验一元论》这本书中勾画了这样一个公式：要素、人们的心理经验、人们的物理经验和意识。而在《生动经验的哲学》这本书中，这个公式实质上还是同过去一样。

你们在这本书里能找到的还是同样的经验要素，对人们的客观的、物理的经验即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所下的同样的定义。

你们看证据：

“经验要素是体现在认识中的社会活动的产物……”（《生动经验的哲学》第217页）“如果别人告诉他：‘是的，我们看到和听到的都和你所看到和听到的一样’，就是说，如果他的经验和他们的经验是一致的，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那么他所碰到的是实在的对象，是客观的或物理的现象。相反地，如果他们认定，他所询问的那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那么这就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经验只不过是‘主观的’经验，只不过是心理的经验——错觉或幻觉。”（第221页，黑体是我用的。——弗·涅·）

从引自亚·波格丹诺夫近作的这些言论中已经可以看出，他还是和以前一样站在纯粹的唯心主义立场上，因为他和以前一样固执地认为：物理世界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即人们的经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就没有这个物理世界。这真是荒唐话，只有经验一元论者才说得出来。因为，既然经验一元论者承认物理世界是人们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那么，在那种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即那些社会地组织经验的人还根本不存在的时候，经验一元论者又该怎么办？

还有一段引文可以清楚地说明，波格丹诺夫先前的“著作”中的糊涂思想，直到现在还是糊涂思想。

“有一位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新的彗星，他计算出彗星在空间的位置、它运行的轨道、大小，确定了它的形状、构成等等，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一切发表出来，可见除了他以外，谁也没有看到这颗星，谁也不知道它。因此这颗星暂时只能是他个人的经验，不是社会的经验。但是既已用科学的方法来发现、确定、计算和研究了这颗星，而这些科学的方法又是人类为了组织自己的经验而集体制定出来的，这就是说，这颗星已经成为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它在一系列客观的物理现象中已占有自己的地位。实际上表明了这一点的事实是：其他每一个观察家将会在同一地点找到第一个观察家所发现的那颗彗星。”（第221页，黑体是亚·波格丹诺夫用的）

不能说亚·波格丹诺夫不懂得他是在同他的要素以及代表着物理客观世界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一块儿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波格丹诺夫是懂得这一点的，因为他在自己书中第225页上曾引用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的反对意见，但是尽管他懂得这一点，他还是沉溺于更荒唐的唯心主义的胡言乱语。

亚·波格丹诺夫在书中第226页上说道：“物理的经验就是任何人的经验，即整个人类在其发展中的经验。这是具有严格的、确定的、制定的规律性的世界，是具有固定的、准确的相互关系的世界，这是几何学的一切定理以及力学、天文学、物理学等等的一切公式在其中起着作用的秩序井然的世界……能否把这个世界，这种经验体系看成是不依赖于人类的呢？能否说这种体系是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存在的呢？”（第226页）

亚·波格丹诺夫是怎样回答这个重要问题的呢？在人出现以前是否有物理世界，譬如说，物体是否象万有引力定律所说的那样互相吸引呢？

“如果把测量、确定度量衡单位、计算等等的‘社会实践’抛开，万有引力定律就没有任何用处。因此，如果说这个定律在人类出现以前就起作用了，这并不等于说它是不依赖于人类的。”（第226页和第227页，黑体是亚·波格丹诺夫用的）

显然，按照这种观点，无论物质，无论自然科学所探究的、我们这些承认“神圣物质”的罪孽深重的唯物主义者（另一位批判唯物主义的巴扎罗夫曾经这样挖苦我们）生存其间的整个世界，都是不存在的。显然，按照这种观点，“物质是能动性的阻力”（第55页），或者，如在另一个地方（第89页）所说的，物质“不是别的，而是集体劳动的努力的阻力”；“人把自己的劳动—经验无限展开的场所叫作自然界”（第44页）；“在我们看来，宇宙是组织起来的能动性的不尽的洪流”（第240页）；“世界的图景就是要素的组织形式的连续系列，这些形式在斗争和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它们以往既无开端，将来也无终结”（第241页，这里的黑体是我用的。——弗·涅·）。

这样一来，他又把问题归结为要素，即归结为“体现在认识中的社会活动的产物”！

在《生动经验的哲学》一书的这些“通俗论文”中，亚·波格丹诺夫就是这样阐述自己的唯心主义观点的全部实质的：这里他以经验一元论的观点批判了古代的唯物主义、18世纪的唯物主义，最后还批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

原来“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基本概念也象黑格尔的一样，没有达到十分明确和完善的地步；正因为这样，对辩证方法的运用是不准确的、含混的，在辩证方法的公式中掺杂着随意的成分，不仅辩证法的范围不确定，就连辩证法的含义有时也被严重歪曲”（第189页）。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没有考虑到“能动性的阻力”，没有考虑到“组织起来的过程”，因为，亚·波格丹诺夫说：“如果用我们的方法，我们一开始就能确定辩证法是通过对立倾向的斗争道路的组织起来的过程。这和马克思的理解是否一致呢？显然不完全一致，马克思讲的是发展，而不是组织起来的过程。”（第189页）

亚·波格丹诺夫终于说了真话，并且向我们表示，他超过了马克思，胜过了马克思，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清除了马克思的一切过错和谬误。

在亚·波格丹诺夫创立的“组织形态学”，即普遍地组织起来的科学中，他就来清除马克思学说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过错。

这种改正马克思的过错和谬误的科学是什么呢？

这是一门关于建设的科学，一门“应当科学地把人类的组织起来的经验系统化”的科学。

可惜，我们在“组织形态学”这两册书中（目前只出了两册，大概还有登载在《无产阶级文化》杂志上的关于组织形态学观点的“通俗”叙述）又看到了波格丹诺夫哲学中那些熟悉的旧货色：复合和要素。

我们看到，第一，“人类在其全部活动中，即在劳动和思维中，把那些由不同种类的要素构成的不同的复合当作自己的对象”（《组织形态学》第1册第29页）。第二，复合和要素是相关的概念，复合是一种能分解为要素的东西，而要素是一些能联结为复合的东西；阻力和能动性同样也是相关的概念，“阻力也是能动性，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能动性，即和另一种能动性对立的能动性”，并且正因为世界或宇宙不外是“要素的组织形式的连续系列”，是“组织起来的能动性的不尽的洪流”（《生动经验的哲学》第240页和第241页），所以组织形态学包罗一切科学的材料，这是一门“独一无二的科学，它不仅应当直接制定自己的方法，而且也应当研究这些方法，使之统一，因此组织形态学是集科学之大成”（《组织形态学》第1册第38页）。

这门不同凡响的、集一切科学之大成的科学的方法又是怎样的呢？

“为了转入组织形态学这个领域，必须撇开要素的具体生理学的性质，用无关紧要的符号来代替要素，并且用抽象的公式来表示要素的联系。我们要拿这种公式同其他用类似办法得出的公式比较，从而作出组织形态学的概括，即提供关于组织的形式和类型的概念。”（《组织形态学》第1册第39页）

从下面的阐述可以知道，这些组织形态学的公式是抽象的，空空洞洞的公式是内容很少的，但是它们是万能的，能“运用于无数不同的场合”（第48页）。

的确，我们往下可以看到书中谈了些什么，然而亚·波格丹诺夫认为他的公式是完美无缺的。

因为选择原则可以无限广泛地运用于人类的理论和实践，所以这也就显示出这个原则的组织形态学的性质：选择的机制是普遍的，这种选择有保守的和进步的，“进步的选择改变复合的结构”（第64页），“保守的选择趋向静态的结果，这种结果的典型是稳定的均衡”（第107页），“积极的选择使复合的结构改变成更多样的要素和更复杂的内部相互关系。消极的选择使复合的结构改变成更单一的要素和它们的更不复杂的联系”（第108页）。总之，选择是基本的普遍的机制，可以用它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达尔文主义、马尔萨斯的学说、物质的发展、活的原生质的原始的运动反应、采金的方法以及教派和党派等人类组织。波格丹诺夫从这种基本的普遍的选择机制出发，引伸出浸进规律。

这里首先提出了“有价值的联系”的概念。这是“我们关于组织起来的组合的思维形式”（《组织形态学》第1册第114页），但是由于在各复合之间不可能经常建立这种有价值的联系，所以作为中介的复合，即这种浸进本身，就成为必要的了。

什么是浸进规律？恐怕只有亚·波格丹诺夫才知道，在他的两册《组织形态学》中，除了抽象的、贫乏的、空洞的公式以外，读者不可能获得任何东西。不过，在这两册书中，除了这些公式以外，还有许许多多新术语，这些术语使得本来就含糊不清的有关形而上学体系的说明更加混乱。

亚·波格丹诺夫最反对资产阶级科学的拙劣的术语，可是他自己却把几十个新术语堆积在一起。在他的学说中，那些只要能被他找到的名称是应有尽有的，这里有交配、接合生殖（生物学上的术语），有浸进、出离、递减、不浸进、系统分解；在他的学说中，所有这些符号、复合和要素的不管什么样的组合，统统都有！

我们现在不是写评论亚·波格丹诺夫著作的文章，我们只是为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的出版而撰写一篇短文，因此不可能详尽地陈述我们这位哲学家的全部著作的内容以及他的哲学。

我们的目的是引用两三个基本论点来证明，这种哲学所依据的出发点就是那些唯心主义原则，即要素—感觉和复合，就是否认物质、外部世界，否认整个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所确定的东西，即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而非精神。

根据亚·波格丹诺夫的全部近作，也很容易说明，他的哲学的唯心主义原则对他的论断是多么有害，这些原则把他的体系变成了空洞的抽象的形式，导致他断言：物理世界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物质是能动性的阻力，能动性就是阻力，而阻力也就是能动性，“不浸进就是方向相反的能动性的互相破坏”（《组织形态学》第2册第14页），如此等等。

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谈这些东西。

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亚·波格丹诺夫以一种比组织形态学（用了接合生殖、浸进、不浸进以及其他术语和浸进“规律”）更简单的形式把这一切形而上学的废话奉送给工人。

例如，在《科学和工人阶级》这篇论文中所讲的全是关于普遍的组织起来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化。

什么是社会化，只有天知道。但是实质在于：必须立刻着手建立这门组织形态学，确切些说，也就是着手组织这门组织形态学，因为这种组织形态学本身实质上早就存在了。

资产阶级给无产阶级提供了残缺不全的知识、伪造的科学；资产阶级学者的最科学的理论中反映出社会的阶级结构；资产阶级学者在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创造了科学。波格丹诺夫根据这种正确的论点得出以下的结论：无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创立自己特有的无产阶级科学，并把它社会化。

“在群众中普及科学，这不单纯是科学的民主化，而是真正的社会化。”（《科学的社会主义》第31页）

什么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确实不清楚，不过从各方面看来，这也就是组织形态学，关于它已经写出了许多形而上学的晦涩而空洞的文章。

问题原来在于，“组织活动从来都是以某些部分或要素来构成某些系统”（《科学的社会主义》第79页）。可见，离开了这些著名的波格丹诺夫的要素，就寸步难行。

“这些要素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组织了些什么呢？自然界通过自己的进化过程组织了些什么呢？尽管情况各有不同，但有一个特征还是普遍适用的：组织这些或那些能动性，组织这些或那些阻力。我们研究一下就会相信：第一，这实际上是一个特征而不是两个特征；第二，这个特征是普遍的，没有例外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第79页）

这是对亚·波格丹诺夫的“科学”观点的通俗说明，这些观点否认物质的存在，并且用能量来代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物质：“物质归结为‘能量’，即归结为作用、能动性。”（《科学的社会主义》第80页）

如果问亚·波格丹诺夫：这种物质归结为什么的作用，对什么的作用？什么是能动性？这是没有用的。我们别的什么也听不到，只能听到这样一些说法：科学已经分解了原子；能动性是阻力，而阻力也就是能动性；光波是按照某某规律进行干扰的；接合生殖是普遍的事实；一切都重新被归结为经验的要素、复合，即归结为形而上学的胡说。形而上学的胡说打着科学的招牌来破坏或企图破坏读者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过去和现在物理世界都是在这些“要素”和“复合”之外存在着，第一性的基本的事实不是这些要素和复合，而是波格丹诺夫所不喜欢的因而否定其存在的物质。

于是，能动性被组织起来了，因为“组织性有着这样的精确定义，以致这个概念居然可以普遍运用于存在的一切阶段，而不是仅仅适用于生命的领域”，因此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这些在质和量上极不相同的、彼此相差甚远的宇宙要素，可以从属于同样的组织方法、组织形式。”（《科学的社会主义》第91页）

科学的秘密就在于把许多不同的、不可相比的现象系列联系起来，从中得出预见，而且因为一切宇宙要素都可以从属于同样的组织方法，所以难题也就有了解答——“这种解答是普遍的组织起来的科学的事情”（《科学的社会主义》第92页）。好，既然如此，就必须使工人们通过这些通俗论文来认识“组织形态学”的规律，即类似我们在前面所引用的关于积极选择和消极选择的规律，这是亚·波格丹诺夫在关于组织起来的科学的论文（载于《无产阶级文化》杂志）中所研究的问题。

我们不再详细谈论这些“组织形态学的规律”，然而要指出，亚·波格丹诺夫也在这些通俗论文中告诉工人们：辩证唯物主义是不科学的、过时的（例如见《科学的社会主义》第102页）。

我们认为，从亚·波格丹诺夫书中引证的有关“要素”和“复合”、“能动性”和“阻力”等言论，已足以使人相信亚·波格丹诺夫是在重复他的旧错误。

如果再去引证我们在上面列举的亚·波格丹诺夫其他著作中的话，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它们的实质都一样，读者从中发现不了什么新东西。

但是必须指出，亚·波格丹诺夫企图证明，普列汉诺夫、伊林、正统派和其他承认物质存在的马克思的追随者误解他，硬给他的要素加上马赫所赋予的那种实质（《生动经验的哲学》第140页以及第202页和第224页）。

不过，很可惜，这一次亚·波格丹诺夫的理由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上面提到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拥护者说了些什么呢？

尽管他们同亚·波格丹诺夫争论时所用的方式、说法各自不同，但争论的实质却在于他们都向经验一元论者波格丹诺夫问道：在您看来，什么是世界的基础，是物质还是精神？您的要素是什么？

波格丹诺夫在第140页上说：普列汉诺夫、伊林和正统派以为经验的要素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感觉，这是错误的。

要知道，这是极大的误解。马赫和经验批判主义者所说的要素当然是具有感性性质的，但是他们承认感性世界是真正的现实界，感性世界绝不是由于“自在之物”作用于我们而产生的感觉和表象。物体就是感性的物体，不是别的，所以物体的要素是这样的东西：不管我们是否感觉到，树木实际上有绿色、褐色、灰色，有硬度、气味等等。而且只有当一个人“感觉到”所有这一切的时候，对他说来要素也就成为“感觉”。（第141页）

亚·波格丹诺夫认为，许多人由于对经验这一名词不了解而糊涂了。他说，到目前为止，经验都是在个体主义的含义上被理解的。

但是，问题在于：在亚·波格丹诺夫看来，不论怎样理解这种经验，物理世界或这些“物体”不是别的，而是人们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因而……凡是没有这种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的地方，就没有物体，没有物理的外部世界。所以一切关于个人经验和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关于能动性和阻力的论断也就是空洞的遁词和唯心主义的胡说。

不用说，在亚·波格丹诺夫的其他著作中还有许许多多极其可笑的“组织形态学的规律”和观点，但是可惜这篇短文已经超出了它的范围，必须赶快同浸进和递减、“要素”和“复合”分手了。只再补充一点，在波格丹诺夫的《关于社会意识的科学》一书中，甚至在《经济科学简明教程》一书中，甚至还在《政治经济学初级教程》这本书中，都打上了普遍的“组织形态学的”烙印。同时还不能不指出下列的有趣的情况：无论在哪一本书中，他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生产和生产管理制度，以及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本身，都只字不提。

虽然亚·波格丹诺夫同志在他的出版于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著作中闭口不谈的东西还多得很，可是，他对“生动经验的哲学”，确切些说，对僵死反动派的哲学倒是大谈而特谈。





	载于1920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俄文第2版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13卷第317—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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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1908年1月——1909年6月）


1908年


1月5日（18日）—3月上半月


阅读1908年初在彼得堡出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文集，书中收载了弗·亚·巴扎罗夫、雅·亚·别尔曼、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帕·索·尤什凯维奇、亚·亚·波格丹诺夫、O．N．格尔方德和谢·亚·苏沃洛夫的文章。在阅读文章过程中，列宁向波格丹诺夫谈了自己对这本书的印象，认为文集作者所宣扬的哲学远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把这种哲学当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搬出来。


1月25日（2月7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说他在认真地阅读党的哲学家的著作，阅读经验批判主义者亚·亚·波格丹诺夫、弗·亚·巴扎罗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著作，表示反对经验批判主义，赞成唯物主义，认为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哲学方面的观点是正确的。


1月31日（2月13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对高尔基决定为《无产者报》写些小文章表示高兴，同时建议他不要因此而中断写大本的著作；认为与高尔基的哲学观点有分歧；说《新时代》杂志对哲学漠不关心，它从来就不是热烈拥护哲学唯物主义的，而在最近竟不加批判地刊登了经验批判主义者的文章；反对那种把僵死的小市民习气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指出社会民主党中所有的小市民派别都是首先反对哲学唯物主义，而倾向于康德、新康德主义和批判哲学。


2月10日（23日）


正式加入日内瓦读书协会。


2月11日（24日）以前


阅读阿·马·高尔基的《个性的毁灭》一文的手稿，并在同亚·亚·波格丹诺夫的谈话中，反对在《无产者报》上刊登这篇文章。


2月11日（24日）


出席《无产者报》编辑部会议。会议研究阿·马·高尔基的《个性的毁灭》一文和载于1908年2月14日（公历）《新时代》杂志上的亚·亚·波格丹诺夫论恩斯特·马赫一文的译者序。译者序中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了一种把对马赫的这种或那种态度变成党内派别划分问题的强烈倾向。会议一致通过列宁起草的《无产者报》编辑部关于这篇译者序的声明，声明中强调指出：这种哲学上的争论并不是派别的争论，任何想把这种分歧当作派别分歧的企图，都是根本错误的。会议决定让列宁和波格丹诺夫尽快去卡普里岛。


不晚于2月12日（25日）


开始撰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写信给在彼得堡的亲人们，请求把早在1906年夏天写的批判亚·亚·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一书的哲学著作手稿寄来，当时曾想以《一个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札记》为题发表这一著作（列宁的信和著作手稿均未找到）。


2月11日和3月7日（2月24日和3月20日）之间


把《〈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声明》译成德文，并寄给《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请予发表。


2月12日（25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认为必须对马赫主义和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亚·亚·波格丹诺夫等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在哲学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之间发生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场争论不应妨碍在工人政党内执行革命的策略；建议高尔基修改他的《个性的毁灭》一文，把那些即使同波格丹诺夫哲学间接有关的地方都删掉；告知他的卡普里岛之行因故要推迟。


2月—10月


阅读约·狄慈根的《短篇哲学著作集》并在书上作批注，在撰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大量采用了这本书的材料。


3月3日（16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说《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不顺利，原因是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在哲学上有意见分歧；告知由于自己的哲学癖好，花在《无产者报》上的时间很少，而且愈是读经验批判主义者的文章，愈是要责骂他们；请求高尔基为《无产者报》写文章。


3月11日（24日）


致函阿·马·高尔基，严厉抨击马赫主义者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文集，强调同马赫主义者在哲学问题上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3月下半月—4月3日（16日）以前


同到达日内瓦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扬·梯什卡谈话。

在给亚·亚·波格丹诺夫的便条中指出，不把哲学上的分歧尖锐化的情况告诉扬·梯什卡，对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取得成绩具有重要意义。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请他给《无产者报》寄材料来，说正在大量阅读哲学著作；答应去卡普里岛。


3月下半月—4月3日（16日）


为《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文集写《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并将该文送去付印。


4月3日（16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对他同意为《无产者报》写文章和写意大利通讯表示满意。列宁在附言中写道：他本人跟那些鼓吹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的人以及一切马赫主义者走的不是一条路。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告知已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送去付印了。列宁在信中拒绝高尔基想要安排他同那些鼓吹“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的人的会见。


4月6日（19日）以前


致函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到绝不容许把著作家们关于哲学的争论同党的事情混淆起来（这封信没有找到）。


4月6日（19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谈到布尔什维克派别内部关于哲学问题的分歧，认为不能因为争论而妨碍工作；告知不能在这个时候去意大利；请他给《无产者报》寄文章来。


4月10日和17日（23日和30日）之间


应阿·马·高尔基的邀请，来到意大利卡普里岛，并在那里度过了几天。列宁向亚·亚·波格丹诺夫、弗·亚·巴扎罗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声明，他同他们在哲学问题上有分歧。


4月


阅读恩格斯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并作批注，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和《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一文时利用了恩格斯的这篇文章。


5月3日和28日（5月16日和6月10日）之间


在伦敦英国博物馆图书馆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5月15日（28日）以前


写《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提纲。这个提纲是供布尔什维克中央和《无产者报》编辑部成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出席亚·亚·波格丹诺夫于1908年5月15日（2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哲学报告会发言时使用的。


不早于5月


研读格·瓦·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并作批注。


5月底—6月初


在《无产者报》编辑部会议上，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一起拒绝亚·亚·波格丹诺夫提出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断言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同布尔什维克派的利益没有矛盾。


6月7日（20日）


写信给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自己已从伦敦返回日内瓦；对出版人帕·格·达乌盖拒绝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表示遗憾，请她另找一个出版人，并请寄来两三本尚未正式出版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即使是没有装订好的也可以。


6月10日和14日（23日和27日）之间


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签署《无产者报》编辑部给布尔什维克中央成员维·康·塔拉图塔的声明：必须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履行相应要求的条件下，消除《无产者报》编辑部同波格丹诺夫之间的冲突。


6月18日（7月1日）


复函在敖德萨的瓦·瓦·沃罗夫斯基，说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分歧正在加剧，同他们分裂将不可避免；鉴于即将举行党的代表会议，邀请沃罗夫斯基8月来巴黎；要求把出席代表会议的委托书只发给地方的工作人员，只发给真正的工作人员；请他为《无产者报》寄文章来；询问是否有可能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6月30日（7月13日）


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告知他正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请她给买两本格·伊·切尔帕诺夫的书：《阿芬那留斯和他的学派》和《内在论哲学》；请求寄一本种子出版社排完的《十二年来》文集第2卷第2分册，这一册里收入了《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


7月27日（8月9日）


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说他打算在一个半月内写完自己的哲学著作；告知曾会见途经日内瓦的表姐玛·伊·韦列田尼科娃；邀请妹妹和母亲秋天到日内瓦来休息。


8月11日—13日（24日—26日）以前


出席《无产者报》编辑部讨论同亚·亚·波格丹诺夫派分歧问题的会议。会议正式向波格丹诺夫提出建议，让他出版一本小册子，阐述他的观点。


8月11日—13日（24日—26日）


出席布尔什维克中央会议，会上分析了在《无产者报》编辑部内部列宁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在哲学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冲突。


8月12日（25日）


《言语报》发表消息，说即将出版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不早于夏天


研读弗·米·舒利亚季科夫的《西欧哲学（从笛卡儿到马赫）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一书并作批注。


9月10日（23日）以前


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告知将在10月1日（公历）前完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请她同出版人签订合同。


9月11日（24日）以后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来信，信中说她已在彼得堡逗留数日，同尼·谢·克列斯托夫（安加尔斯基）和康·彼·皮亚特尼茨基商谈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有关事宜。信中还谈到列宁的《土地问题》一书的出版人米·谢·克德罗夫、说有希望得到这部书的两册样书并寄给列宁、告知《卡尔·马克思》文集即将出版、劝列宁到山区某个地方去休息一下。


9月17日（30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米赫涅沃站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他即将去布鲁塞尔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说打算在写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后去意大利一星期；询问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推迟来日内瓦的原因，并建议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和她一起来。


9月25日和10月2日（10月8日和15日）之间


载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的《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文集在彼得堡出版。


9月底


继续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对个别地方进行补充。


9月


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一版序言。

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手稿交给弗·菲·哥林（加尔金）阅读。


10月14日（27日）以前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全集》（1846年莱比锡版第2卷）中作记号和作批注，在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利用了这本书。


10月14日（27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告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已全部写完；说出版这本书可以让步，只要稍有可能，就签订出版合同。


不晚于10月22日（11月4日）


收到《卡尔·马克思》文集，文集中载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


10月23日和28日（11月5日和10日）之间


收到孟什维克马赫主义者帕·索·尤什凯维奇10月23日（11月5日）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建议列宁参加哲学文集的撰稿工作。


10月26日（11月8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请她寄来出版社的地址，以便寄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手稿；同意在书报检查特别严格时把书中的“僧侣主义”一词改成“信仰主义”，并在注解中说明它的含义。


10月下半月，不晚于26日（11月8日）


写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一书。


10月28日（11月10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孟什维克马赫主义者帕·索·尤什凯维奇，拒绝他提出的关于为准备出版的哲学文集撰稿的建议。


11月3日（16日）


康·彼·皮亚特尼茨基致电阿·马·高尔基，询问能否由知识出版社出版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11月4日（17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迁居巴黎的问题已最后决定；请她转告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手稿已寄给维·亚·列维茨基。


11月13日（26日）


写信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对她没有收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手稿表示不安（这封信没有找到）。

收到姐姐11月9日（22日）从莫斯科的来信，信中说收到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手稿。列宁回信建议，如果找不到出版人就把手稿寄给生活和知识出版社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11月27日（12月10日）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来信，信中说可以同莫斯科环节出版社签订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合同，并谈到合同的条件。当天列宁给姐姐回电说接受出版社的条件。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对不经过知识出版社就把事情办妥一事表示满意；请求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尽快同环节出版社办好签订合同的手续，并在合同中要求立即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建议签订合同时用列宁的名字，而不用安娜·伊里尼奇娜的名义，以免她受到出版法的追究；告知即将从日内瓦迁往巴黎。


11月29日和12月1日（12月12日和14日）之间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由日内瓦迁居巴黎，《无产者报》也移至巴黎出版。


12月6日（19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同意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弗·亚·巴扎罗夫和亚·亚·波格丹诺夫的语气放缓和一些，但是批判帕·索·尤什凯维奇和尼·瓦连廷诺夫的语气不变。列宁还强调指出，只有在出版人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时才同意用“信仰主义”一词代替“僧侣主义”一词。


12月11日（24日）


致函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谈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校样问题，并对该书章节标题的字号作了具体指示。


12月21日（1909年1月3日）以前


出席布尔什维克中央成员和前来参加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发言反对召回派关于解散《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建议以及他们企图不召开全党的代表会议而召开单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建议。经过斗争，列宁终于成功地否决了召回派提出的建议。


1908年或1909年


起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演提纲》。


1909年


1月23日（2月5日）


就《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校样问题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这封信没有找到）。


1月24日（2月6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告知收到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一批校样，并随信寄去勘误表。


1月—2月


在巴黎布尔什维克小组讲哲学课。


2月1日（14日）


在《无产者报》编辑部会议上要求公开反对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鼓吹的造神说。反对造神说的题为《不同路》的编辑部文章发表在2月12日（25日）《无产者报》第42号上。


2月3日或4日（16日或17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请她花钱请一位同意校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大学生。


2月4日或5日（17日或18日）


写信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说给寄去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校样的更正。


2月8日（21日）


由于党内的分歧，同亚·亚·波格丹诺夫断绝私人关系。


2月17日（3月2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谈到自己在尼斯休养的情况；感谢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报告母亲健康好转的消息；高度评价《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校样的质量。


2月24日（3月9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说随信给寄去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10和11印张的更正；对迟迟没有寄来校样表示不安；请求尽快出书，哪怕在3月15日（28日）以前出版也好；告知已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决裂；认为书中驳斥他们的地方不能缓和；感谢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的帮助，请代为赠送给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一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2月27日（3月12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希望《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尽快出版；再一次请求不要缓和书中驳斥亚·亚·波格丹诺夫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提法。


3月7日（20日）以后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莫斯科的来信，信中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印刷工作被苏沃林印刷厂耽搁了，还谈到她为尽快出书所采取的措施。


3月8日（21日）


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寄去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手稿第630页的更正（这一更正没有保存下来）。


3月10日或11日（3月23日或24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告知寄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四章第1节的补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认为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马赫主义者对照一下是极为重要的；还告知已看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部分印张的校样，以及巴黎邮政工人罢工已结束等情况。


3月13日（26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告知已收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15—18印张的版样和第1—9印张及第13印张的清样，寄去第15—18印张的勘误表；询问什么时候出书。


3月26日（4月8日）


写信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请求采取一切措施赶快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4月16日（29日）


致函在瑞士达沃斯的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告知乌拉尔领导组织被破坏；还谈到在《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前夕，亚·亚·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召回派集团的行为给党的工作造成了困难。


不晚于4月18日（5月1日）


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在苏沃林印刷厂印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4月21日（5月4日）


收到列·谢·佩列斯1909年4月18日（5月1日）从莫斯科的来信，信中告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已印刷完毕，即将发行。


不早于4月25日（5月8日）


送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一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书上题词：“作者送给亲爱的玛尼亚莎”。


4月29日和5月9日（5月12日和22日）之间


在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出版的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被列入《图书年鉴》。


4月—6月8日（21日）以前


主持筹备召开《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工作。


5月4日（17日）


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寄往柏林，赠给罗·卢森堡。


5月5日（18日）


致函在柏林的罗·卢森堡，告知给她挂号寄去一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为“关于马赫”的谈话的纪念；请求把这本书列入《新时代》杂志的新书介绍栏；对罗·卢森堡的《革命后的头晕》一文给予好评。


5月8日（21日）


写信给住在阿卢普卡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把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准备考试以及她的健康情况告诉母亲；邀请母亲秋天去巴黎；告知收到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并对该书的印刷质量给予好评。


5月12日（25日）


赠给弗·菲·哥林（加尔金）一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5月13日（26日）


写信给住在阿卢普卡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印刷质量给予好评；但对书价过高表示不满；请求她催出版人尽快支付稿费，把钱寄到巴黎来；说在即将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上不可避免要同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分裂。


5月19日（6月1日）


《巴库信息报》发表普·阿·贾帕里泽评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文章，文章作者同意列宁的关于俄国经验批判主义者的观点是哲学修正主义的观点的看法。


不早于5月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在乌克兰传播很广，基辅的书店公开出售，敖德萨的公共图书馆的读者踊跃借阅，宣传员进行学习并向工人宣讲，基辅工学院还举行了关于这本书的讨论会。


5月—9月


《复兴》杂志5月号、《现代世界》杂志7月号、《批判评论》杂志9月第5期以及9月29日《俄罗斯新闻》等报刊，发表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评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文章。


夏初


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寄给在俄国的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对他在此书出版过程中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


6月5日（18日）


《敖德萨评论报》发表瓦·瓦·沃罗夫斯基评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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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卷

（1909年6月—1910年10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 ］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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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09年6月至1910年10月期间的著作，是列宁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所写的几卷著作（第16—19卷）中的最后一卷。

自1907年六三政变以来，在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急剧转变和严重危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斗争日趋激烈。孟什维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取消派。取消派认为，在反动时期，秘密的社会民主党是不需要的，社会民主党活动的重心应该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放在合法机会上。他们放弃革命，宣布不必争取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领导权。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开社会民主党，完全转到各种合法组织中去进行活动，力图使这些组织脱离党、同党对立。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召回派。召回派主张从国家杜马（议会）中召回工人代表，号召党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组织和工作方式。他们在革命处于低潮、国内不存在直接的革命形势的情况下，要立即采取冒险的革命行动，而不愿对广大的工人群众进行日常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取消主义代表了半自由主义倾向，召回主义代表了半无政府主义倾向。取消派和召回派形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队伍中的两个极端，但它们却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取消派直接建议取消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而召回派则在暗中威胁党的存在，导致党和群众的关系被割断，使党变成宗派组织。无论是取消派还是召回派，都散布不相信劳动人民会起来革命和工人阶级能够取得胜利的思想，都对党起着瓦解作用。列宁认为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所造成的党内危机是无法避免的，只有经过顽强的斗争才能消除，因为这种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俄国由农奴制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国家这一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特殊阶段的产物。列宁也一再说明，这种危机是由革命时期加入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动摇性引起的，取消派和召回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两个彼此对立而又相互补充、并且同样具有局限性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代表。为了保存和巩固秘密的社会民主党、扩大党对群众的影响，使群众作好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列宁坚持不懈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取消派，又反对召回派，反对它们对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略的歪曲。可以看出，列宁阐述这个阶段的党内斗争问题的文献占了本卷的大部分篇幅。

本卷在开头刊载了列宁的一组有关《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献。《无产者报》是由列宁编辑出版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机关报。1909年6月21—30日（公历）在列宁主持下召开的这次扩大编辑部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有地方组织代表参加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围绕着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派别活动进行的。会议的这一主要内容体现在列宁为会议所写的公报、他在会议上的多次讲话和发言、他为会议草拟的多项决议中。会议不仅谴责了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而且采取组织措施，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划清界限。

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公报在揭露召回主义的实质时，把它和取消主义作了比较，称后者为“右的取消主义”，而称它为“左的取消主义”。列宁同以亚·波格丹诺夫、格·阿列克辛斯基、安·索柯洛夫、阿·卢那察尔斯基、马·利亚多夫等为代表的召回派进行的斗争从1908年春就开始了。列宁指出，在召回派看来，党的活动中并不存在合法机会，千方百计进行秘密活动——这就是他们的一切。召回派不了解合法机会对社会民主党、对党的利益有什么意义。列宁认为，利用合法机会对于社会民主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社会民主党并不把这一点看作独立存在的目的，而是处处把它同秘密活动的任务和方法密切联系起来。在斯托雷平反动体制下，不把合法的和秘密的工作有计划地适当结合起来，要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根本不可能的。列宁在为阐述扩大编辑部会议的精神而写的《取消取消主义》一文中继续把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联系起来加以批判。列宁说，不坚决取消取消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不能前进，而取消主义不仅包括孟什维克的公开的取消主义，还包括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即召回主义以及最后通牒主义、造神说等。

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公报以及会议《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决议专门对最后通牒主义进行了揭露。列宁经常把最后通牒派和召回派作为一个派别提到。列宁认为：要在最后通牒主义和召回主义之间划出界限是不可能的，共同的冒险主义思想把它们紧紧地系在一起了；它们在政治上毫无区别，只不过最后通牒主义是一种隐蔽的召回主义，所以造成的混乱和涣散就更大。第一、二、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都由孟什维克占多数组成，党团在其活动中犯了严重错误。它企图使自己独立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它拒绝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自行其是。布尔什维克批评并纠正党团的错误，尽力改进党团的工作。而最后通牒派则不主张用革命精神教育党团，做细致的工作使其克服错误；它主张向党团提出要绝对服从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最后通牒，否则即把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从杜马中召回。列宁指出，最后通牒主义是不要党对杜马党团进行积极的、创造性的工作，拒绝根据革命的精神利用议会活动的经验。最后通牒派把他们的做法同布尔什维克过去对布里根杜马和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抵制联系起来。列宁认为这是对当时进行的抵制的真正含义和性质的歪曲。列宁说，最后通牒派和召回派企图根据在革命的某个时期曾对代表机关进行抵制的个别事实得出结论说，抵制路线是布尔什维主义策略的特点，甚至在反革命得势时期也是如此，这表明，它们实质上是孟什维主义的另一面，因为后者鼓吹，凡是代表机关统统都要参加，不管革命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不管有无革命高潮。在本卷中，揭露最后通牒主义以及召回主义的文献散见于前前后后，其中，《寄语彼得堡布尔什维克》一文是专谈最后通牒派的问题的。

列宁在批判取消派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对待国家杜马的不同错误态度时，阐述了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如何在资产阶级议会中进行斗争的问题。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中《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时的第二次讲话和决议草案》指出，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利用议会不同于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之处在于：社会民主党人不是象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议员那样把议会活动推崇为一种主要的、基本的、独立存在的活动，而是尽力使自己的工作服从于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议会活动根本不是想替反革命专政制度修修补补，而是要用各种办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社会主义思想、革命决心和各方面的组织性；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时还要通过议会斗争积极干预所有劳工法的问题。列宁在扩大编辑部会议之后所写的《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关于八小时工作制法令主要根据的草案说明书》等文献指出，在反动势力加强的条件下，在社会民主党同群众的联系被破坏、党遭到削弱的情况下，掌握议会的斗争武器就成了党的特殊任务。列宁说，这是由于培养群众意识的任务（而不是直接行动的任务）日益被提上了日程，是由于利用旧政权所创造的宣传鼓动的方法（而不是群众对这个旧政权本身的直接冲击）日益被提上了日程。

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也对造神派进行了抨击。造神派是产生于布尔什维克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的宗教和哲学流派，它同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紧密相连，其代表人物为卢那察尔斯基、弗·巴扎罗夫等人。列宁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见本版第18卷）曾从思想上给这个流派以系统的批判。在本卷中，列宁在论述党内斗争时也多次对这个流派进行批判。本卷中的《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等文指出，在反动时期，俄国资产阶级为了反革命的目的，需要复活宗教，制造宗教，用新的方法在人民中间巩固宗教。造神派靠几个资产阶级出版社的帮助，在俄国的合法书刊上大肆宣扬造神说，在客观上起了与资产阶级相呼应的作用。

扩大编辑部会议《关于在国外某地创办的党校》这一决议是就卡普里党校的问题而作的。这所所谓党校是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的领袖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于1909年春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创建的。这些人以从工人中培养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和思想工作的领导者为名义，把这所党校办成了自己的派别组织中心。列宁说明这所党校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列宁说，党校所追求的不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个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维克派的目标，而是自己小集团的特殊的思想政治目标，布尔什维克派对这所学校不能负任何责任。载入本卷的《可耻的失败》一文专门介绍了该校非法创办的经过。

无产阶级的文学家阿·高尔基一度接近造神派，并参加了卡普里党校的教学工作。本卷所载《资产阶级报界关于高尔基被开除的无稽之谈》一文专为高尔基被开除一事辟谣。列宁说，高尔基通过自己的伟大的艺术作品同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建立了非常牢固的联系，因此只能以鄙视回敬这些报纸。在《政论家札记》中，列宁揭露波格丹诺夫一伙人为了他们的小集团的利益对高尔基加以利用的行为。列宁说明：高尔基无疑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派别都可因他加入自己的这一派别而引以自豪。列宁进而指出，高尔基是同情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的，波格丹诺夫等人企图利用高尔基来为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撑腰，他们利用的是高尔基对无产阶级所作的巨大贡献中的一个负数。

本卷中的《论“前进”集团（大纲）》、《政论家札记》、《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等文都评述了“前进”集团。前进集团是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在卡普里党校解散后于1909年12月由波格丹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倡议建立的。该派曾在国外出版同名刊物。“前进”集团在政治上否认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必要性，否认建立新型的秘密党组织（它以合法组织网作外围，并且必定要利用一切合法机会）的必要性；它宣布召回主义“合理”，为召回主义打掩护。“前进”集团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的文化”的思想，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制造和旧文化完全对立的“自己的”文化，首先是创造“自己的”哲学。列宁指出，“前进”集团的所有关于“无产阶级的文化”的词句，所掩饰的正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列宁说，当时在科学、哲学和艺术领域，马克思主义者同马赫主义者的斗争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而“前进”集团中最有影响的著作家核心就是马赫主义者，在他们看来，非马赫主义的哲学就是“非无产阶级的”哲学。

本卷从一开头的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公报起就阐述布尔什维克如何与以格·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护党派结成联盟的问题。孟什维克护党派即孟什维克反取消主义派。普列汉诺夫于1908年12月退出了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为了同取消派作斗争又于1909年重新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他虽然仍持孟什维主义的立场，却主张保存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并为此和布尔什维克结成联盟。在《取消取消主义》、《被揭穿了的取消派》、《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取消派的手法和布尔什维克的护党任务》、《党在国外的统一》、《党的统一的障碍之一》等一系列文献中，列宁说明：孟什维克护党派，即孟什维克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始分化出来；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就是要理解这种形势，千方百计地处处尽量把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护党派分子分开，同后者接近。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宣布了护党路线，反对取消派的分裂主义，这意味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巨大胜利。列宁提出同孟什维克护党派达成协议的基础是：保卫党和党性，反对取消主义，不能有任何思想上的妥协，决不掩饰策略分歧和其他分歧。

列宁在《政论家札记》中指出列·托洛茨基在当时的党内斗争中表现了最恶劣的调和主义精神。托洛茨基自称无派别，实际上是忠心耿耿地替取消派和召回派效劳，因此，他的调和主义愈是狡猾、愈是巧妙、愈是动听地用所谓护党的和所谓反派别主义的辞藻作掩护，它对党的危害也就愈大。调和派空喊“统一”，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堵住”意见分歧的根源，使对立的派别保持中立。列宁在《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中揭露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使用的手法说，他今天从这一派的思想里剽窃一点，明天又从那一派的思想里剽窃一点，因此就宣布自己比两派都高明。

本卷的许多文献都论证了在党内斗争中保持和巩固独立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必要性。在《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知》等文献中，列宁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产生有其很深的根源，采取只消灭两种倾向中的一种的办法是不可能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的；两个派别实际接近的基础，不在于呼吁统一和呼吁消灭派别等等，而在于这两个派别的内在发展。列宁说：党是自愿的联盟，只有当实行统一的人们愿意并且能够抱有一点诚意来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时候，统一才是可能的和有益的；当统一是企图混淆和模糊对这条路线的认识的时候，统一就是不可能的，就会带来危害。列宁又说，党内斗争无论怎样严重，有时又是那样困难，而且总是使人不快，但是，谁要是看不见在党内斗争的基础上社会民主党的觉悟工人所形成的党的基本核心的团结过程，谁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论统一》、《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还有上述《政论家札记》、《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知》等文献，都评述了1910年1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即著名的“统一”全会。这是一次充满激烈斗争的会议。各个派别和集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调和派在会上占多数。在会上列宁谴责了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孟什维克呼声派同布尔什维克前进派结成联盟并得到了托洛茨基派的支持，他们竭力袒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而调和派实际站在他们一边。在这次会上，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被选进党的中央机关，托洛茨基的《真理报》为全会所支持，“前进”集团被承认为党的出版集团；布尔什维克的中央被解散，《无产者报》停刊，而呼声派（取消派）和前进派则只是口头上答应解散他们的派别和停办其派别机关报。

载入本卷的《谈谈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是如何向国际介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情况的》一文评述了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斗争进行歪曲的现象。文中提到，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在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于哥本哈根开幕那一天发表了托洛茨基歪曲介绍俄国党内情况的匿名文章，为此，列宁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其他代表提出了抗议。另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时代》杂志也发表托洛茨基的文章和马尔托夫的文章，歪曲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争论和分歧的实质，列宁又写《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这一长文予以驳斥，但《新时代》杂志的领导人卡·考茨基等拒绝刊登列宁的文章。马尔托夫、托洛茨基的文章说什么布尔什维主义同孟什维主义的斗争是发生在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场“为影响政治上不成熟的无产阶级而进行的斗争”。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歧的根子是在俄国革命的经济内容之中。布尔什维克在1905—1907年的革命中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的口号，认为只有这种专政才能够彻底肃清一切封建残余、保证生产力的最迅速发展，而孟什维克却认为这两个阶级的专政“会与经济发展的总进程相矛盾”。孟什维克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列宁也批驳了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关于俄国无产阶级落后和不成熟的论调。列宁说明，马尔托夫、托洛茨基歪曲俄国的党内斗争，从而也歪曲了俄国革命的历史。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以及《为什么而斗争？》、《论俄国罢工统计》、《革命的教训》等文对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进行了总结。长文《论俄国罢工统计》指出，在1905—1907年这三年中，俄国罢工人数的最低数超过了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时期曾达到过的最高数；尽管这并不说明俄国工人比西方工人更开展、更强大，但这说明，人类迄今尚不清楚，工业无产阶级在这一领域中能够发挥出何等巨大的力量，而这样巨大的力量却第一次在一个正面临资产阶级革命的落后的国家里显示出来了。列宁说明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是相互依存的。在运动初期和在吸引新的阶层参加运动的时候，纯粹经济罢工起主要的作用，而政治罢工唤醒并推动落后者，把运动提高到更高阶段。《革命的教训》一文总结了革命的三点主要教训：一、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二、仅仅摧毁或限制沙皇政权是不够的，必须把它消灭，不如此，沙皇的让步总是不可靠的；三、俄国人民中的各阶级对争取自由的斗争所持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并且它们所争取的自由也是各不相同的。

在《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俄国自由主义的新发明》等文章中，列宁揭露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彻底背叛民主事业、倒向专制制度的行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在反动时期同沙皇政府结成了密切联盟，俄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所标榜的“民主主义”彻底破产。1909年，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思想家们出版了《路标》文集，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指出这一文集反映了现代立宪民主主义的无可置疑的本质，是自由派叛变活动的百科全书。《路标》攻击代表俄国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攻击群众的民主运动。它在斥责“知识分子”思想时，既提到民粹主义思想，也提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二者的“拜民主义”都被批驳。列宁说，当时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害怕和仇恨的，与其说是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倒不如说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运动，也就是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同的方面——通过诉诸群众来保卫民主。

列宁在《沙皇对芬兰人民的进攻》和《对芬兰的进攻》两文中指出，受到芬兰人民支持的俄国革命曾迫使沙皇放松对芬兰的控制，使芬兰扩大了民主权利，而当沙皇镇压了俄国1905—1907年的革命后，又重新向芬兰人民发动了进攻。列宁指出：芬兰不自由，俄国就不可能自由；芬兰无产阶级的斗争必将用新的团结的纽带把芬兰工人阶级和俄国工人阶级联结起来；芬兰工人只有通过联合俄国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才能免除沙皇的进犯。

载入本卷的列宁《在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上关于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分裂问题的发言》和《社会党国际局第十一次常会》一文都涉及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斗争。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指责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制造分裂，它拒绝荷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新党加入国际的请求。列宁指出，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显然支持机会主义者，它所进行的要恢复荷兰党的统一的调停完全失败了。

列宁是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合作社委员会的成员。列宁所拟《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关于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和他所写《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讨论》载入了本卷。这两篇文献涉及国际合作社运动的重大问题。在这两篇文献中，列宁说明了工人合作社的性质及其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的合作社通过减少中间剥削、通过影响供货人那里的劳动条件和改善职员的生活状况等使工人阶级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列宁认为工人合作社在群众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具有愈来愈大的作用，它可以训练工人群众独立管理事务和组织消费，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列宁同时也指出，只要还没有对掌握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阶级实行剥夺，合作社所争得的一些改善就极为有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合作社是纯粹商业性的机构，并且要承受竞争的压力，因此有蜕变为资产阶级股份公司的趋势；它不是同资本直接作斗争的组织，有可能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有一些社会党人夸大合作社的作用，把合作社标榜为“社会改革”的“必要”因素。他们对无产阶级合作社和小业主合作社（农业的）不加区别，鼓吹合作社中立，大谈其合作社对社会党承担义务的危害。列宁认为这些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唱一个调子。

载入本卷的《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列宁的一篇长文的某些部分。列宁根据1907年德国的农业统计资料来研究德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他在长文的残存部分中对德国农民的状况作了分析。以图式表示，德国当时的农户呈“金字塔”状，底层是几乎占农户总数五分之三的无产者农户，顶端是占农户总数二十分之一的资本主义农户。只是极少数的资本主义农户所占有的土地却超过全部土地和耕地的一半，占有五分之一的从事农业的工人和一半以上的雇佣工人。德国当时的无产者农户体现了农奴制的社会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系的血缘关系，是农奴制在资本主义下的直接残余。大批的无产者农户占有数量微乎其微的土地，靠这些土地维持不了生活，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失业后备军的一部分。他们使资本主义无须增加任何开支而随时可以得到大批廉价劳动力。介于资本主义农户和无产者农户之间的是小农户，即小农。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下，小农如果不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农场，就无法生存下去；在资本主义国家，小农成为真正的资本家的情况是很少的。小农由于耕作技术十分落后，使用着简陋的、只适于小规模经营的农具，只能靠拼命干活以勉强维持生活。而资本主义必然用使广大小生产者破产的办法来提高农业技术和推动农业向前发展。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17篇。在《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中，有14件为新文献。《附录》所载全为新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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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公报

（7月3日〔16日〕）

读者在下面可以看到最近一次《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所通过的几项决议的全文。参加会议的有：《无产者报》编辑部成员4人，在彼得堡，莫斯科区域（俄国中部）和乌拉尔的地方组织中工作的布尔什维克代表3人，中央委员（布尔什维克）5人。

会上展开的辩论无疑对全党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这次辩论，布尔什维克派的领导机关近来坚持执行的、但是最近受到一部分自命为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不少攻击的政治路线，就变得十分明确并且相当完整了。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位同志代表反对派参加，双方都作了必要的说明。

鉴于上述情况，《无产者报》编辑部将尽一切力量整理并出版一份尽可能完整的会议记录。在这个公报中，我们只想谈几个问题，因为这几个问题如经某种解释可能引起误会，而且已经在国外同志中间引起误会。其实，这些详尽而又十分明确的会议决议本身就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会议记录将为透彻了解这些决议提供充分的材料。发表这个公报的目的，主要是指出这些决定和决议对于布尔什维克派别内部的意义。

我们就从《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这个决议谈起。

对于这个决议中直接反对召回主义的那一部分，反对派的代表在会上其实并未表示重大异议。反对派的两个代表都认为：既然召回主义形成一定的派别，那么它就愈来愈背离社会民主党；召回主义的某些代表，尤其是公认的召回派领袖斯坦·同志，甚至还沾染了“某种无政府主义气味”。会议一致认为，必须同召回主义这一派别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最后通牒主义则是另一回事。

出席会议的反对派的两个代表都自称是最后通牒派。他们两人在决议付诸表决时，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说他们是最后通牒派，决议提出要同最后通牒主义划清界限，这就是说，他们要同自己划清界限，对此他们不能同意。后来，在反对派反对的情况下又通过了几项决议，于是反对派的两个代表发表书面声明说，他们认为会议的决议是不合法的，会议通过这些决议，就等于宣布布尔什维克派分裂，他们将不服从也不执行这些决议。这件事情，我们下面还要详细谈到，因为发生了这件事，反对派代表之一马克西莫夫同志正式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分裂出去了。在这里，我们想从另一方面来谈谈这件事。

很遗憾，评价最后通牒主义，也同评价那个叫作召回主义的彻底最后通牒主义一样，我们只能根据口头传闻，而无法取得书面材料。无论是最后通牒主义还是召回主义，至今都没有表现为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纲领”。因此，观察最后通牒主义只好根据它的唯一具体的表现，这就是它要求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发出最后通牒，要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必须有严格的党性，服从党的中央机关的一切指示，否则就必须放弃代表资格。但是，事实上还不能断言，对最后通牒主义的这种说明是完全确切的。不能这样断言的原因如下：参加会议的两个最后通牒派之一，马拉同志声称，这种说明与他的情况不符。马拉同志认为，近来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活动改进显著，因此，他并不主张现在就立即向它发出最后通牒。他只是认为，党应当用一切办法对杜马党团施加压力，包括向它发出上述最后通牒。

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当然可以在一个派别内共处。这样的最后通牒派会随着杜马党团活动的改进而完全克服自己的最后通牒主义。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不是不要党进行长期工作，帮助杜马党团，改进杜马党团的活动，不是不要党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工作，巧妙地利用杜马活动来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恰恰相反，它正是意味着要求党这样做。既然杜马党团活动有了显著的改进趋势，那就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工作。这样，最后通牒主义也就会渐渐失去它客观存在的意义。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布尔什维克是谈不上分裂的。《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这两个决议所说的划清界限，对他们也未必适用。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只不过是对某一实际问题的提法和解决方法持略有不同的意见而已；这里并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原则分歧。

决议认为布尔什维主义这一党内思想派别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最后通牒主义，却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最后通牒主义（目前它无疑是存在的）不要党及其中央机关进行改进杜马党团活动的长期工作，也不要党巧妙地利用第三届杜马提供的丰富宣传材料在工人中进行长期的耐心的工作。这种最后通牒主义不要党进行积极的、创造性的工作，改进杜马党团的活动。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的唯一手段就是最后通牒，要党把最后通牒当作达摩克利斯剑[2]，悬挂在杜马党团的头顶上，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用最后通牒来代替西欧社会民主党经过长期顽强的学习而积累起来的、真正根据革命的精神利用议会活动的全部经验。要在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和召回主义之间划一条界限，是不可能的。共同的冒险主义思想把他们紧紧地系在一起了。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派别布尔什维主义，必须同这两者划清界限。

但是，对这种“划界限”，我们是如何理解的，而会议又是怎么说的呢？反对派的某些代表硬说，会议宣布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分裂，这是否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呢？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会议的决议声明，在布尔什维克派内部正在萌生同布尔什维主义及其明确的策略相对立的派别。代表布尔什维主义的是我们党内的布尔什维克派。派别并不等于政党。政党可以包括许许多多不同色彩的派别，其中极端派相互之间甚至会有尖锐的矛盾。在德国党内，有考茨基的鲜明的革命派，还有伯恩施坦的极端修正主义派。派别则不同。政党内的派别是由思想一致的人组成的集团，其目的首先是从某个方面影响党，以便在党内尽可能一丝不差地贯彻自己的原则。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真正的思想一致。任何想要弄清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冲突问题的真相的人，都应当懂得我们对党的统一和对派别的统一的要求的这一差别。会议并没有宣布派别的分裂。如果地方工作者认为，会议的决议号召我们把有召回主义情绪的工人从各个组织中驱逐出去，甚至把有召回派分子的地方的组织立即解散，那就会犯严重错误。我们提醒地方工作者，千万不要采取这种办法。召回主义在工人群众中间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派别。召回派企图独立自决，蛮干到底，这样他们就注定会走向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稍微表示坚决拥护，就是既自绝于派别，也自绝于党。如果把有召回主义情绪的大批工人（可能很多）都算成这一类人，那是很荒唐的。产生这种召回主义的主要原因是不了解杜马党团的活动。同这样的召回主义斗争的最好办法就是：一方面，广泛地全面地向工人介绍党团活动，另一方面，向工人提出接触党团和影响党团的方法。例如，在彼得堡，只要杜马代表同志同彼得堡的工人举行一些座谈会，就可以大大削弱那里的召回主义情绪。因此，必须尽力避免同召回派在组织上分裂。只要对召回主义和同它一脉相承的工团主义进行稍微坚决彻底的思想斗争，很快就会使各种关于组织上分裂的议论完全落空，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使召回派的个人和团体脱离布尔什维克派，脱离党而已。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上的情形也正是如此。马克西莫夫同志的最后通牒主义，同会议再一次表明的布尔什维主义立场是完全不相容的。在各项基本的原则性的决议通过以后，他声明说，他认为这些决议是不合法的，尽管这些决议是十票赞成两票反对通过的，而有些决议则是十票赞成一票反对（马克西莫夫）、一票弃权通过的（例如，《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整个决议）。当时，会议就通过一项决议，声明会议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一切政治活动不负任何责任。问题很清楚，马克西莫夫同志既然坚决反对会上绝大多数人通过的一切原则性的决议，他就应该知道，他和与会的其他人之间已经失去了思想上的一致，而思想上的一致是党内派别存在的起码条件。但是，马克西莫夫同志并不就此止步。他坚决声明说，他不仅不打算执行这些决议，而且也不服从这些决议。因此，会议也不能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政治活动负任何责任，会议还声明（见圣彼得堡代表米·托·等人的声明）：“这里的问题不是派别的分裂，而是马克西莫夫同志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分裂出去了。”［马拉同志也曾经声明：他将不执行会议的决议，但是要服从这些决议。马拉同志还特别声明：他认为，同召回主义进行同志式的思想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他认为，既不必同召回主义进行组织上的斗争，也不要使布尔什维克派分裂。至于谈到组织上分裂的整个问题，那么从会议《关于在国外某地创办的党校》的决议[3]中可以看出，这是召回派和造神派[4]搞的分裂活动，因为创办这所党校无疑就是企图建立一个新派别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新中心。］

我们认为，还必须使同志们特别注意会议的下列决议：《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和《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这里重要的是：应正确理解为什么提出关于布尔什维克的“党的路线”的问题以及对待一般合法机会，特别是对待杜马讲坛的态度的问题。

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完成这项重大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同两种取消主义，即右的取消主义和左的取消主义进行斗争。右的取消派说：不需要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党活动的重心应该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放在合法机会上。左的取消派则走向另一极端，在他们看来，党的活动中并不存在合法机会，千方百计进行秘密活动——这就是他们的一切。这两派不相上下，都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取消派，因为在目前历史所造成的情况下，不把合法的和秘密的工作有计划地适当结合起来，要“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根本不可能的。大家知道，右的取消派在孟什维克派当中特别猖狂，在崩得[5]当中多多少少也是这样。但是，近来在孟什维克中有一种回到党的原则上来的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不能不受到欢迎，正如会议决议所说的，“该派别的少数人”[6]（孟什维克中的）“在彻底看清了取消主义的道路以后，已经毅然决然地声明反对这条道路，正在为自己的活劝重新寻找党的基础”［决议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7]“编辑部的分裂”是指普列汉诺夫同志退出该报编辑部，从普列汉诺夫本人的声明看来，他退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是迫不得已的，完全是这个编辑部的取消主义倾向造成的。］。

目前反对右的取消主义的孟什维克为数不多，对这部分人布尔什维克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应当竭力接近这一部分护党派，接近这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有党的原则的人。这决不是说要一笔勾销我们同孟什维克在策略上的分歧。对于孟什维克背离革命社会民主党路线的行为，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显然，这决不是说把布尔什维克派融化在党内。布尔什维克在夺取党的阵地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在这方面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作为党内的一个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维克派，应当照旧存在。但是，有一点应当牢牢记住：会议决议谈到的“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责任，现在主要落在甚至完全落在布尔什维克派的肩上。目前，党的全部工作或者几乎全部工作（特别是在各地）都是布尔什维克担负的。他们这些坚定彻底的党的原则的保卫者，现在担负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吸引一切对党的建设有用的人参加党的建设工作。在目前这个困难时期，如果我们不向其他派别中的维护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原则，即反对取消主义的护党派伸出手来，那真是一种犯罪行为。

这种立场，会上绝大多数人，包括所有来自地方组织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内，都认为是正确的。反对派却摇摆不定，不明确表示赞成我们或者反对我们的立场。尽管如此，马克西莫夫同志却因为会议采取了这条路线而责备会议“背叛布尔什维主义”，责备会议转到孟什维主义的立场，等等。我们对此只回答了一点：请你尽快在报刊上把这些话向全党和整个布尔什维克派公开，这样我们就能够再一次揭穿你的“革命性”的真正含义和你“维护”布尔什维主义的行为的真正性质。

我们建议同志们注意会议《关于……对杜马活动的态度》这一决议。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了“合法机会”的问题同各种色彩的取消主义的密切联系。现在，反对左的取消主义，同反对右的取消主义一样，也是必要的。议会迷同召回主义一样，都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所深恶痛绝的，在议会迷看来，整个党的组织工作应该归结为使工人围绕着“合法机会”，特别是围绕着杜马活动集合起来，召回主义则不了解合法机会对党，对党的利益有什么意义。会议的各项决议认为利用合法机会对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在这些决议中，没有一处说合法机会和利用合法机会是独立存在的目的。而是处处把它们同秘密活动的任务和方法密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现在特别值得注意。决议本身对这一点已经作了一些实际的指示。但是，这仅仅是指示而已。一般说来，现在应该谈的主要不是“合法机会”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占什么地位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现有的“合法机会”对党最有利的问题。党在多年的地下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利用合法机会方面，就不能这样说了。这方面，党，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做得还不够，今后必须比过去更重视、更主动、更努力。我们应当学习利用合法机会，并且要象过去和现在我们学习进行秘密活动的方法那样，顽强地学习。会议正是号召一切珍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利益的人，都要这样顽强地进行工作，为党的利益而利用合法机会。

我们对党的秘密工作的态度依然不变，当然也不应该变。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压倒一切的根本任务。只有巩固了党，我们才能利用那些合法机会为党谋利益。现在应该特别注意正在工业中心形成的工人团体，党的工作的总的领导应该转到（而且正在逐渐转到）这些工人团体手中。我们在各方面的活动中应当全力以赴，促使这些团体造就真正党的原则性强的社会民主党的骨干。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确实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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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鼓动》决议时的讲话

（6月8日〔21日〕）


（1）

一方面，声称没有原则分歧，拒绝公开发表意见，而另一方面，又在谈论布尔什维克派内的原则分歧。这不是两面派行为吗？唐恩在全党代表会议上说过：谁不知道列宁因为搞孟什维主义受到指责？我回答他说：请读一读《无产者报》，根据它去作判断吧，不要搜集谣言了。那时马克西莫夫默不作声。没有什么比不进行公开斗争更糟糕的了。我说原则上的统一被破坏了，你们说的是另一回事，可同时又把列宁称为马尔托夫……为什么这次会议从党的观点来看是不合法的呢？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成员是在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他们谈论的是怎样更好地贯彻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你们宣传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这表明你们对党已经完全绝望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始终维护党性，现在我们继续执行的也只有这条路线，可是你们却在基层鼓吹分裂。在孟什维克中也有维护党性的派别。我们坚信党并且捍卫党。


（2）

马克西莫夫说未曾进行过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宣传。利亚多夫、斯坦尼斯拉夫、弗谢沃洛德的发言已经够清楚了。从1908年5月起，利亚多夫和斯坦尼斯拉夫就在俄国进行了宣传。我们这儿有斯坦尼斯拉夫写的决议案，他要的是什么，决议案中说得相当清楚。[8]这是对派别的侮辱。孟什维克中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即普列汉诺夫派，布尔什维克中也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孟什维克和我们中间都有瓦连廷诺夫—马克西莫夫之类的取消派。鉴于马克西莫夫同志发表了声明，我重申：我的话是对马克西莫夫所说的“列宁—普列汉诺夫派别的轮廓已经清楚了”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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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问题时的讲话

（6月9日〔22日〕）

我想谈谈“中心的思想”。关于科特卡代表会议[9]马克西莫夫弄错了；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波兰人赞成抵制，我的一票又是决定性的，我曾声明过，那时我宁愿和布尔什维克投一样的票。这是我在对待波兰人问题上提出的条件。那时整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反对抵制，而派别却赞成抵制，但并没有分裂，因为不存在希望分裂的集团。一年以后，派别站到了我们这边。有些“布尔什维克”，不敢抨击召回派，害怕和孟什维克站在一起。在代表会议上我是和“孟什维克”一起反对召回派的。这就是你们对中心的想法。

马克西莫夫所讲的分裂事件是可笑的。在马克西莫夫写的东西里丝毫没有提到中心，但米哈的信现在已被证实了。这封信说，列宁正在执行一条右派崩得路线。文件中就有这样的话。米哈所写的，正是马克西莫夫现在所讲的。这就是中心的思想。而这封信是我们的高加索朋友给我们送来的，是他们把委托书给了右倾分子伊里奇。这是米哈于1908年7月在集团的参与下玩弄的手腕。马克西莫夫说我们将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开会。当然，我们将这样做，就象在中央机关报[10]内和唐恩、马尔托夫一起开会一样。召回派在代表会议[11]上态度老实，这是经过激烈斗争的结果。我们多次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阿克雪里罗得读完了关于军事作战任务的那一条后说：“和这样的‘布尔什维克’不难共事”。我们不让召回派进入我们曾和唐恩一起呆过的杜马委员会。是的！我们将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开会，就象和唐恩、马尔托夫一起开会一样。关于这一点，请你们在报刊上公布吧。

我和马拉在中央委员会一起开会。您，马拉，是通神的召回派成员。我讲的不是关于善良的意图，而是政治路线。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有关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议论。当普列汉诺夫谈他在对待工会方面的错误[12]时，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没有把他从我们这一边推开。当他准备放弃自己的错误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我们用反对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13]吸引他，还是你们为了进行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而推开少数“孟什维克”护党派和“孟什维克”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没有串通普列汉诺夫反对卢那察尔斯基，但是我们要指出，是谁在和谁调情。当普列汉诺夫把波特列索夫赶走的时候，我准备向普列汉诺夫伸过手去。这不是新的中心，而是新的、不伦不类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人在向我们重提罗莎·卢森堡的旧事。[14]但在这里重提旧事，是不伦不类的，“布尔什维主义”不应该这么干。

“布尔什维主义”现在应该成为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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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关于卡普里党校问题时的讲话

（6月10日〔23日〕）

我感到奇怪，这怎么还没有使我们厌烦。马克西莫夫同志激动得没有道理，因为每一次闹分裂必然有过头的指责，而且人们总是把分裂事件和人格问题搅在一起。我记得1901年同克里切夫斯基、1905年同马尔托夫、1907年同普列汉诺夫的争执，他们都向我进攻，大喊大叫人格问题。问题不在于人格，而在于在斗争过程中有人瓦解本派而另立新派。例如利亚多夫就是如此。他还不是一个坏同志，但他在瓦解我们的派别并在建立自己的派别。我想，马克西莫夫是在瓦解那些他认为是孟什维克的人。这是他的完全合法的权利，可是他却对我们说邀请列宁去党校。关于监督的问题也是可笑的。这样行不通。显然，党校是新的中心，新的派别。马拉说他不放弃自己的职务[15]。马拉同志，您受到派别狂热的影响了，而这种狂热是由“通神的”召回派的政治斗争所决定的。

什么是派别？这是政党内思想一致的人结成的联盟。在杜马里，政党是杜马内思想一致的人结成的联盟。作为一个杜马代表，例如霍米亚科夫，并不会由于转入另一个政党而不再担任杜马主席。派别对政党的关系也是如此。党委派你担任的职务，只有党才能撤销。我们现在吵架，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结成思想一致的人的联盟。谁也不想抢你的党内职务，没有必要和这扯在一起。我们之间是派别的分裂，并不是党的分裂。党内职务并不属于我们这次会议处理的范围。关于人格，在这里没有什么好说的。对此我已习以为常，因为我已第四次挨骂了。应该承认客观存在：两个中心，两个派别还有党校都是事实。当我们散伙时，一切都将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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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问题时的讲话

（6月11日〔24日〕）

我认为，用不着一百次一千次地向马克西莫夫同志指出问题的实质，就是说，用不着反复向他说：他在同我们闹分裂，在建立一个不伦不类的布尔什维克派或者通神的召回派。这一切《无产者报》已经谈过，发表过，反复解释过，着重指出过。我现在要说的只有一点，就是请你把你在这间屋子里说的一切刊印出来，——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停止这场进行了三天多的不体面的争吵，才好进行思想斗争。请把下面这些话都印出来吧：我们是“新布尔什维克”，“是新《火星报》[16]所说的”“新无产者报派”（实际上是孟什维克），我们“倒退了两步”，我们“在破坏俄国革命最珍贵的遗产——布尔什维主义”，请你把我从你的发言中记录下来的这些东西刊印出来，这样，我们就好让大家一次又一次地看出，你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布尔什维克。请你把你下面这些话刊印出来：我们——我又引用你的话——“如果当了普列汉诺夫的俘虏，就会在新的高潮中毁灭政治生命”，我们“将在长期反动的情况下取得胜利”，请你把这些话刊印出来，我们好再一次就布尔什维主义同“通神的召回主义”的区别作出对党有益的说明。既然你拒绝这样做（从1908年8月起，我们就在编辑部的会议上正式建议你出一本小册子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你却对我们的公开挑战置之不理），拒绝公开斗争，继续在内部争吵，那我们就不得不设法把你从我们的派别内（不是从党内，而是从派别内）直接划出去，使你公开发表意见，以便进行对党大有教益的思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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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关于派别统一问题时的讲话

（6月12日〔25日〕）

我不打算回答马克西莫夫，大家都会得出结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和他一起开会。这最后一次就不要相互责骂了，这是不体面的。马拉说人家建议他自行退出。当马拉声明他认为与其和召回派一起工作，还不如和反召回派一起工作时，大家对这个声明喝采：好！谁也没有指责他在卡普里组织了分裂中心，关于造神说他发表了十分明确的意见。他确实错了。从我们这方面来说，除了思想一致的人已经形成的各个中心，没有再作过其他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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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时的第一次讲话

（6月12日〔25日〕）

维什涅夫斯基的报告是我们在这里听到的第一个好报告。

至于不派代表参加全党代表会议，看来维什涅夫斯基弄错了。波列塔耶夫说过，如果唐恩发电报的话，代表们是会来的。唐恩拒绝了。代表会议因那位代表缺席[17]损失很大。

关于内行人[18]，你们说不能驱逐他们。和他们斗争的方法就是要走公开性的道路。应该更多地报道他们的情况。对他们分类加以评述。

关于《无产者报》编辑部在党团中的秘书问题。秘书不称职，他写的东西很浮泛；斯切克洛夫不是所需要的那种人物，需要的是一个埋头于平凡工作的人。必须尽可能详尽地报道情况，否则所有的协助小组就用不着了。

建立巴黎协助小组[19]是件很微妙的事。我们将支持普列汉诺夫的路线，其他的孟什维克对此十分神经过敏。要接近唐恩型的孟什维克是困难的。怎样组成这个小组呢？孟什维克会塞进去很多人。除了吵架之外，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为了避免吵架，可否建立一个直属中央机关报的相应的小组？

党团没有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内行人就将一事无成。在这件事上我们应该让两三个人取得合法地位。预定是瓦季姆，也可能有加米涅夫。

关于地方组织参加杜马党团的活动问题。必须广泛使用传单展开宣传。关于杜马活动的传单应当提供一个样子。没有地方组织的影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杜马的利用就既不会是革命的，也不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必须有以杜马演说为内容的传单。这种东西会吸引地方组织参加这一工作并给以推动。杜马代表们的会议至今还没有被充分利用。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同召回派争论上了。也必须有传单介绍杜马中党派的组合情况，有传单介绍整个杜马的工作。杜马党团不仅应该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指导，而且还应该由地方组织指导。必须有传单对杜马中的某些演说的意义进行评述。例如，关于对外政策的问题。只有我们的杜马代表发表了演说。这件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需要有摘要发表演说的传单。地方组织除了印发传单，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参加活动的其他形式。局面混乱到了极点，应该尽力展开印发传单的活动。国外报纸的评论不及时。议会演说往往不能尽意，传单则能畅所欲言。

由地方组织派遣代表有时是难以实现的。

说到报纸，唯一的条件是要保证我们拥有大多数，但我并不相信能够办成这样的报纸[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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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时的第二次讲话和决议草案[21]

（6月12—13日〔25—26日〕）

我们的辩论就要结束了，我认为，不必专门就这些辩论作出决议，因为作决议应该慎重。关键在于把问题互相解释清楚。为了回答弗拉索夫关于利用合法机会的问题，我现在把决议草案读一下：

“布尔什维克中央决定：布尔什维克派为了真正实现——就是根据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和方针来实现——目前已经为全体布尔什维克所公认的目标，即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利用一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工人阶级组织，特别是利用杜马讲坛，就一定要明确提出培养有经验的、精通自己业务的、能够在自己的特殊的合法岗位（工会、俱乐部、杜马委员会等等）上牢牢站住的布尔什维克干部这一任务，并且要千方百计地完成这个任务。”

弗拉索夫说，这是领袖们的事情。这话不对。问题是：我们布尔什维克派普遍认为不需要这种专家。我们人力不足，因此必须使用和分配他们担任合法的职务，委托他们以派别的名义担任这些职务。既然我们说要建立党的支部，那就应当设法把它建立起来。我草拟了一个关于用传单进行鼓动的决议：

“布尔什维克中央讨论了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的问题，特决定：应该使所有的地方组织重视使用传单（除了地方的和省的机关刊物以外）向群众宣传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工作情况并且指导这一工作。这些传单的内容可以是：指出应在杜马讲坛上阐明的问题，总结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活动和党派的组合情况，刊登有关这些问题的宣传演说提纲，分析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发表的一些特别重要演说的政治意义，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演说中说得不透彻不确切的地方，最后，也可以摘录这些演说中对宣传和鼓动工作有重要意义的实际结论，等等。”

对在非正式会议[22]上谈到的关于对待杜马活动的态度问题的几点意见，我也拟了一个决议草案：

“二、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利用杜马同改良主义者（或者更广泛一点说：机会主义者）利用杜马的区别可以用下列几点（不能说很全面）来表明。

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所谓外部关系来看，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利用杜马与机会主义者利用杜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必须反对在任何资产阶级社会中（特别是在反动时期的俄国）都会自然产生的意图，即反对议员和经常聚集在议员周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议会活动推崇为一种主要的、基本的、独立存在的活动。尤其是必须尽力使党团确实把自己的工作当作服从于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的职能之一，并且使党团同党保持经常的联系，不是向党闹独立，而是贯彻党的观点，贯彻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机关的指示。

从党团活动的内容来看，必须指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活动的目的与其他一切政党活动的目的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政党所追求的不是同当权派勾勾搭搭，讨价还价，不是徒劳地对农奴主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制度修修补补，而是要用各种办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明确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他们的革命决心并增强他们在各方面的组织性。党团活动的每个步骤都应该服从这个根本目的。因此，应当更加重视在杜马讲坛上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应当尽力更经常地在杜马讲坛上发表演说，宣传社会主义的，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目标。其次，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继续进行的情况下，极为重要的是要使杜马党团坚持经常同攻击‘解放运动’的反革命潮流作斗争，同斥责革命、诋毁革命以及革命的目的和方法等等的各种思潮（公开的反动派、自由派，特别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思潮）作斗争。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应当高举革命的旗帜，高举领导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进阶级的旗帜。

其次，必须指出，当前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极其重要的任务是积极干预所有劳工法的问题。党团应该利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的丰富的议会斗争经验，同时要特别防范机会主义分子歪曲这方面活动的作用。党团不应该降低自己的反映我党最低纲领的口号和要求，而应当拟订并提出社会民主党自己的法案（以及对政府和其他党派的法案的修正案），以便向群众揭露社会改良主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吸引群众参加独立的群众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只有这种斗争才能使工人取得真正的成果或者把那些在当前制度的基础上提出的不彻底的和骗人的‘改良’，变为前进的工人运动在通向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道路上的据点。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和整个社会民主党对于党内的改良主义这种机会主义者所表现出的动摇的最新产物也应当采取这种立场。

最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利用杜马与机会主义者利用杜马的区别还应当在于：社会民主党党团和社会民主党必须全面地向群众说明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不仅要攻击政府和公开的反动派，而且要揭露自由派的反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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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的决议的补充[23]

（6月13日和15日〔26日和28日〕之间）

对于利用合法机会这一点（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就），应当比过去更加重视、更加主动和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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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关于党的刊物问题时的发言

（6月15日〔28日〕）

取消《无产者报》当然是办不到的。需要办一份通俗的机关报，但是这个问题取决于其他各种条件的配合，例如取决于经费。不能象弗拉索夫那样断然禁止帮助合法刊物。我想，出版一份不大的杂志，即使在篇幅上和孟什维克取消派出版的《远方》杂志[24]差不多，也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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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关于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哲学文章问题时的发言

（6月15日〔28日〕）

哲学方面的辩论将怎样发展下去是无法预料的，因此不能象马拉同志那样提出问题[25]。所以中央机关报在这方面的任何禁令应该一律取消。马拉同志说在合法的文集里必须刊登哲学文章，对此我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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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拨款给杜马党团报纸的建议[26]

（6月16日〔29日〕）

鉴于梅什科夫斯基同志声明的重要性，我建议从给合法出版物的1500卢布中拨1000卢布作为杜马报纸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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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关于改组布尔什维克中央问题时的发言和建议

（6月17日〔30日〕）


（1）

我同意梅什科夫斯基的意见。全党投票涉及所有的党员，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好是协商，但是这不必在章程中作规定。我认为，应该只采纳定期协商的意见。[27]


（2）

应该写上：一般说来，由布尔什维克中央俄国国内的成员组成一个委员会，其数量不以三人为限。[28]


（3）

在全会闭会期间，如《无产者报》编辑和总务委员会成员出缺，执行委员会可以指定人代替。[29]


（4）

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书记处由全会任命二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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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决议

（7月3日〔16日〕）


1．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

我们党内的革命派提出的抵制布里根杜马和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口号，在当时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带动了工人阶级中一切最积极和最革命的阶层。

随后，广大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时期为艰难的反革命得势时期所代替；社会民主党人必须针对这种新的政治局势采取自己的革命策略，因此，利用公开的杜马讲坛来帮助社会民主党进行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就成了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可是，一部分参加过直接革命斗争的工人在局势急转直下时，未能立即转而采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反革命得势的新情况下所应采取的策略，却依然简单地重复公开的国内战争时期的那些口号，这些口号在当时固然是革命的，但是现在一味重复，就会阻碍无产阶级在新的斗争条件下团结起来。

另一方面，由于发生这种艰难的转变，革命斗争处于低潮，甚至一部分工人也情绪低落、不知所措，工人组织遭到破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挡腐蚀性的影响，在这样的时期，工人阶级中就有一部分人对整个政治斗争漠不关心，对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尤其冷淡。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就能在无产阶级的这些人当中暂时得逞。

第三届杜马公开嘲笑工人的困境，它的所作所为使得这部分工人的召回主义情绪变本加厉，这些工人受社会民主主义的教育不够，还不能够弄懂，正是第三届杜马的这种活动使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根据革命的精神来利用这个剥削阶级的代表机关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专制制度和一切反革命势力的真正性质，说明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这部分工人之所以会有召回主义情绪，除上述原因外，还由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在过去，特别是在第一年的活动中犯了极端严重的错误。

鉴于这种召回主义情绪在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教育方面起着消极作用，布尔什维克派认为：

（一）对于这些阶层的工人，必须进行长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坚持不懈地说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在政治上徒劳无益，说明在反革命得势时期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的真正意义和杜马讲坛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

（二）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和整个杜马工作，必须使杜马党团同先进工人建立密切联系，全面帮助杜马党团，全党有组织地对它进行监督，并且采用公开说明它的错误的办法来对它施加压力，党必须切实对杜马党团这一党的机构的活动进行领导，布尔什维克必须贯彻最近一次全党代表会议的有关决议，因为只有使工人重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活动，有组织地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杜马活动，才能真正纠正我们杜马党团的策略；

（三）对于党内右派，由于它把杜马党团引上反党道路，从而使党团脱离工人先锋队，必须坚持不断地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揭穿这种危害党的策略。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中，许多人加入了我们的党，并不纯粹是由于拥护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纲领，而主要是因为看到我们党在为争取民主进行光辉而有力的斗争，他们接受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但是并没有把这些口号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联系起来。

这些对无产阶级观点还不够了解的分子，在我们布尔什维克派里也有。这些分子在艰苦的情况下，愈来愈暴露出缺乏社会民主党人的坚韧精神，最近一年来，由于他们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原则的抵触情绪愈来愈强烈，一直在建立一种企图形成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理论的派别，其实，这一派别只不过是把一些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和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的错误观念奉为原则，使之更加悖谬。

为了把召回主义情绪变成一整套召回主义政策所作的这些尝试，导致出现这样一种理论，它实际上一方面反映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反映无政府主义的迷惘。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理论尽管充满革命的词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指望国家杜马本身能够满足人民这种或那种迫切的要求而产生的立宪幻想的另一面，这种理论实质上是用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来偷换无产阶级的思想。

所谓最后通牒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派别，它在原则上反对利用第三届杜马讲坛，或者企图用各种实际的理由来为自己不履行这个义务进行辩护，它不是对杜马党团进行长期的教育，和纠正党团的错误，而是立即向它发出最后通牒，力图召回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给社会民主党工作带来的危害并不亚于公开的召回主义带来的危害。从政治上看，最后通牒主义现在同召回主义毫无区别，不过最后通牒主义是一种隐蔽的召回主义，所以它造成的混乱和所起的涣散作用就更大。最后通牒派企图把自己同我们这个派别在革命某一时期实行过的抵制主义直接联系起来，这只不过是在歪曲我们党的大多数人十分正确地运用过的对布里根杜马和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抵制的真正含义和性质。最后通牒派和召回派企图根据在革命的某个时期曾对代表机关进行抵制的个别事实，得出结论说，抵制路线是布尔什维主义策略的特点，甚至在反革命得势时期也是如此，这表明，它们实质上是孟什维主义的另一面，因为孟什维克鼓吹，凡是代表机关统统都要参加，不管革命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不管有无革命高潮。

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迄今为止从原则上为自己的理论寻找根据所作的一切尝试，不可避免地要使他们否定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他们提出的策略不可避免地同运用于俄国当前条件下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策略彻底决裂，而产生无政府主义倾向。

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鼓动已经很明显地开始给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带来危害。这种鼓动如果继续下去，就会危害党的统一，因为这种鼓动已经造成了一些怪现象：例如，召回派同社会革命党人[30]（在圣彼得堡）联合起来拒绝帮助我们党的杜马代表，并且同某些明显的工团主义分子一起向工人发表公开演说。

鉴于上述一切，《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声明：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个派别，同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布尔什维克派必须同这些背离革命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倾向作最坚决的斗争。


2．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

第二届杜马被解散以后，反革命获得了大胜利，这种客观形势向整个党的活动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不管反动派如何猖獗，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浪潮十分低落的情况下，要把在无产阶级斗争最高潮的时期建立的党组织保存下来，即要把自觉地坚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联合一切“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以实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策略的组织保存下来。

这两年的保卫党和党的原则的斗争十分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党同那些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殊条件下混入党内来的分子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进一步团结起来了。一方面，可以明显看出，社会民主党过去的那些同路人离开了党，完全转到各种合法组织（合作社、工会、教育团体、杜马党团所属委员会）中去进行自己的活动了，在那里，他们不但不执行党的政策，反而同党斗争，力图使这些组织脱离党，同党对立。这些人——党内公开的取消派——把合法活动奉为偶像，把工人运动暂时受压和分散所造成的狭隘活动形式当成原则，他们现在毫不掩饰地在理论上和策略上站到修正主义立场上去了。为我们杜马党团出主意的知识分子谋士们把机会主义路线强加于我们党团的前后经过，取消派同护党派在合法的工人组织里、在四个代表大会（国民大学代表大会[31]、合作社代表大会[32]、妇女代表大会[33]、工厂医生代表大会[34]）的工人代表团里的全部斗争，现在十分清楚地表明并证明，组织上的取消主义（反对党的机关）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原理的原则斗争，是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的。

另一方面，在这反革命大胜利的时期，担负党的领导工作的党内左派不仅在理论上承认把党的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作适当结合的策略，而且实际上也实行了这个策略。这些工作包括党为杜马党团所做的一切工作和党在无产阶级的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中所做的一切工作。当前历史时期的特殊条件提出的，作为对党的主要的工作形式补充的，正是这些工作形式，即秘密的党影响比较广泛的群众的形式。事实上，党实际正是在这些工作形式上同取消主义进行交锋，狠狠地打击取消主义。过去和现在党内各派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接近起来的［如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关于工会、合作社的决议和若干关于杜马工作的决定。在最近这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绝大多数人拥护党的路线。办中央机关报的经验、前面所提到的各种代表大会上的工人代表团等等。］。最后，正是在这里，在关于党在第三届杜马时期的策略和组织这些问题上，布尔什维克派公开同那些假革命的、不坚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分子划清界限，因为他们打着所谓“召回主义”的旗帜来反对党的新的活动形式。

目前，《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在规定布尔什维克的基本任务时，应当指出：

（1）布尔什维克派仍然应当是保卫党性和党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路线的先进战士，它在今后保卫党和党性的斗争中的任务是全面地、有效地支持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在目前党内力量重新组合的时期，只有全党的中央机关才能成为党的路线的有威信、有力量的代表者，而只有通过党的路线才能把一切真正保护党的和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分子团结起来；

（2）在党内孟什维克的营垒中，在该派别的正式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完全成了孟什维克取消派的俘虏的情况下，该派别的少数人在彻底看清了取消主义的道路以后，已经毅然决然地声明反对这条道路，正在为自己的活动重新寻找党的基础（如圣彼得堡“维堡区”孟什维克的信[35]，莫斯科孟什维克的分裂，《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分裂，崩得内部的相应分化等等）；

（3）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仍然是党的团结一致的先锋队，它不仅必须继续同取消主义和各种修正主义作斗争，而且必须同其他派别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和护党派的分子接近，这是为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斗争的共同目标所要求的。


3．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鼓动

鉴于：——恢复党的统一以来，布尔什维克派一贯通过那些引起全党争论的问题，一贯通过在全党范围内为争取按布尔什维克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思想斗争（在党的支部和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平行的纲领和进行争论）来划分和团结拥护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的人；

——只有这种办法才能保证团结真正思想一致的同志，把所有实质上同布尔什维克派观点接近的分子吸引到布尔什维克派方面来；

——为了实现我们的基本目的，为了影响党，使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在党内取得彻底胜利，只有在全党范围内划分布尔什维克，才是唯一正确和唯一合适的办法；

——另一种办法，即召开布尔什维克单独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办法，必然会使党发生自上而下的分裂，会使带头造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种彻底分裂的派别遭到致命打击；

鉴于这一切，《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决定：

（1）提醒全体思想一致的同志，不要鼓动专门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这种鼓动客观上会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的社会民主派在党内取得的阵地遭到沉重打击。

（2）下一次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预定在例行党代表会议期间举行，而在下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思想一致的同志的会议，将是整个派别的最高会议。

（3）由于面临许多使党和布尔什维克派不安的重要问题，特委托中央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坚持尽快召开全党代表会议（在两三个月内），然后坚持尽快召开党代表大会。


4．关于在国外某地创办的党校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在研究了关于某地党校的问题以后，认为党校的发起人（包括《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成员之一马克西莫夫同志）从创办这个党校开始就撇开《无产者报》编辑部，同时还进行反对编辑部的鼓动。这些发起人迄今为止的所作所为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以办这个党校为名，在建立一个脱离布尔什维克的派别的新的中心。这个党校的发起人背着共同的中央机关，同俄国的许多委员会取得了联系，设立了独立的会计处，筹集了经费，甚至不向《无产者报》编辑部和全党的中央报告，就建立了自己的代办处。

扩大编辑部认为，由于目前缺少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如果办好一所真正的党校，哪怕是办在国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地方组织从工人中培养合格的党的工作者，并且认为，扩大编辑部本身也必须在我们组织的情况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在这方面帮助地方组织，但是，扩大编辑部根据某地党校的发起人的整个做法，断定这些发起人所追求的不是整个派别的目标，也就是说，他们所追求的不是作为党内的一个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维克派的目标，而是自己小集团的特殊的思想政治目标。鉴于我们派别内部在关于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对造神说宣传的态度以及整个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等等问题上所发生的意见分歧，鉴于某地党校的发起人和组织者都是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和造神说的代表人物这一情况，《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认为，这个新中心的思想政治面貌就昭然若揭了。

鉴于上述一切，《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声明，布尔什维克派对这个党校不能负任何责任。


5．关于马克西莫夫同志分裂出去的问题

鉴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的十个成员为一方同马克西莫夫同志为另一方之间在有关议程的全部问题上，显然缺乏原则上和策略上的一致，其次，鉴于马克西莫夫同志近来的行动，仍然是在破坏布尔什维克派组织上的统一，最后，鉴于马克西莫夫同志对是否服从和执行《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决定的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因此，《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今后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一切政治活动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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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有关《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一组列宁文献。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于1909年6月8—17日（21—30日）在巴黎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无产者报》“小型”编辑部成员列宁、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亚·亚·波格丹诺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这两人也是“小型”编辑部成员）、阿·伊·李可夫、维·康·塔拉图塔、维·列·尚采尔，布尔什维克地方组织代表米·巴·托姆斯基（彼得堡）、弗·米·舒利亚季科夫（莫斯科地区）、尼·阿·斯克雷普尼克（乌拉尔）。出席会议的还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阿·伊·柳比莫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秘书亚·巴·哥卢勃科夫、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尼·古·波列塔耶夫。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有地方代表参加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是根据列宁的倡议召开的，并且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会议注意的中心是关于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问题，这两派的代表是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和尚采尔（马拉）。在一些问题上他们得到舒利亚季科夫（多纳特）的支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调和主义立场。



会议讨论了以下问题：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关于社会民主党内的造神说倾向；关于马克西莫夫就《走的不是一条路》一文（载于《无产者报》第42号）提出的抗议；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关于在卡普里岛创办的党校；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会议；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鼓动；关于马克西莫夫分裂出去的问题。在会议召开的前夕，举行了一次没有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代表参加的非正式的布尔什维克会议，研究了列入议程的各项问题。列宁在这次非正式会议上详细地通报了党内和布尔什维克派内的情况，他所提出的论点，构成了扩大编辑部会议通过的决议的基础。



会议坚决谴责了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号召所有布尔什维克同它们作不调和的斗争。会议也坚决谴责了造神说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思潮，并责成《无产者报》编辑部同一切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现进行斗争。会议谴责了召回派和造神派建立派别性的卡普里党校的行为。会议确认布尔什维克中央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路线的正确性。会议提醒布尔什维克不要进行召开“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的鼓动，因为这客观上将导致党的分裂。会议号召不停止同取消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主张同党的所有组成部分接近，加速召开全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由于波格丹诺夫拒绝服从会议决议，《无产者报》编辑部宣布不再对他的政治活动负责任，这实际上意味着把他从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开除出去。会议决议重申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利用国家杜马讲坛的性质和目的的决议，强调必须把工人阶级的所有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组织变成由党的秘密支部领导的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据点。会议还通过了改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决定，在决定中规定了中央的新的结构和任务。



《无产者报》（《　　　　》）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20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第21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21—40号在日内瓦，第41—50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20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发表了100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1。



[2] 达摩克利斯剑一词出典于古希腊传说。据说，古代西西里岛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一世曾用一根马尾系着一把利剑挂于自己的宝座上方，然后命他的宠臣——羡慕他的权势和尊荣的达摩克利斯坐在宝座上。达摩克利斯发现头上的利剑后，顿时吓得面色苍白，连忙祈求国王恩准离座。以后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剑来比喻时刻存在的威胁或迫在眉睫的危险。——4。



[3] 在国外某地创办的党校是指俄国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1909年在意大利卡普里岛办的一所学校。



190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就以“给工人办一所学校”为名，着手建立他们自己的派别中心。1909年春，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的领袖亚·亚·波格丹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组成了创办这所“党校”的发起人小组。他们援引代表会议关于必须“从工作中培养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和思想工作的领导者”这一指示作幌子，把马·高尔基和著名工人革命家尼·叶·维洛诺夫拉进他们的小组，并利用工人强烈要求接受党的教育的愿望，通过一些党的中央机关负责人同俄国的一些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取得联系，在召回派、特别是召回派在莫斯科的领袖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的协助下，由这些组织给它派了13名学员入校。这所学校于1909年8月开学。在该校讲课的有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马·尼·利亚多夫、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和瓦·阿·杰斯尼茨基。列宁回绝了该校的组织者要他到卡普里去当讲课人的正式建议。



1909年11月该校发生了分裂。以学校委员会成员维洛诺夫为首的一部分学员同波格丹诺夫派划清界限，向《无产者报》编辑部揭露该校讲课人的反党行为，因而被开除。他们于11月底应列宁的邀请来到巴黎，听了一系列讲座，其中有列宁讲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



1909年12月，该校的讲课人和留在卡普里的学员一起组成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前进”集团。



列宁在《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和《可耻的失败》两文（见本卷第73—107页和第130—132页）中详述了该校的历史，并对它作了评论。——6。



[4] 造神派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形成的宗教哲学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弗·亚·巴扎罗夫等。造神派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使科学社会主义带有宗教信仰的性质，鼓吹创立一种“无神的”新宗教，即“劳动宗教”。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就是宗教哲学，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本身是“新的伟大的宗教力量”，无产者应成为“新宗教的代表”。马·高尔基也曾一度追随造神派。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以及1908年2—4月、1913年11—12月给高尔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45、46卷）中揭露了造神说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6。



[5] 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7。



[6] 这里说的是孟什维克护党派。



孟什维克护党派是孟什维克队伍中的一个在组织上没有完全形成的派别，于1908年开始出现，为首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1908年12月，普列汉诺夫同取消派报纸《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决裂；为了同取消派进行斗争，1909年他恢复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日志》这一刊物。1909年在巴黎、日内瓦、圣雷莫、尼斯等地成立了孟什维克护党派的小组。在俄国国内，彼得堡、莫斯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基辅、巴库都有许多孟什维克工人反对取消派，赞成恢复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普列汉诺夫派在保持孟什维主义立场的同时，主张保存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为此目的而同布尔什维克结成了联盟。他们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地方党委员会，并为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报》、《明星报》撰稿。列宁的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策略，扩大了布尔什维克在合法工人组织中的影响。



1911年底，普列汉诺夫破坏了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他打着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别活动”和分裂的旗号，企图使布尔什维克党同机会主义者和解。1912年普列汉诺夫派同托洛茨基分子、崩得分子和取消派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7。



[7]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　　　　　　　　》）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国外机关报，1908年2月—1911年12月先后在日内瓦和巴黎出版，共出了26号（另外还于1911年6月—1912年7月出了《〈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小报》6号）。该报编辑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从创刊号起就维护取消派的立场，为他们的反党活动辩护。普列汉诺夫于1908年12月与该报实际决裂，1909年5月13日正式退出该报编辑部。此后该报就彻底成为取消派的思想中心。——7。



[8] 指斯·沃尔斯基（斯坦尼斯拉夫、“叶尔”、安·弗·索柯洛夫）提交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案。该决议案表示对《无产者报》编辑部不信任，要求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来选举布尔什维克新的思想中心。他的决议案遭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一致的反对”（见本卷第99页）。——11。



[9]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07年7月21—23日（8月3—5日）在芬兰科特卡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6人，其中布尔什维克代表9人，孟什维克代表5人，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5人，崩得代表5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2人。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也出席了代表会议。



这次代表会议是在六三政变后的政治形势下紧急召开的。列入会议议程的有以下问题：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同其他政党达成选举协议问题；选举纲领问题；全俄工会代表大会问题。



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代表会议听取了3个报告。报告人分别是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列宁（反对抵制）和亚·亚·波格丹诺夫（赞成抵制）以及代表孟什维克的费·伊·唐恩。在表决中，布尔什维克抵制派的决议草案有9票赞成，15票反对；孟什维克的反抵制决议草案有11票赞成，15票反对，布尔什维克中的抵制派在其决议草案被否决以后投票赞成列宁的决议草案，结果列宁的决议草案有15票赞成，11票反对。会议最后通过了以列宁的草案为基础的决议，这一决议号召党参加选举运动，不仅同右派政党而且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争（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19—220页）。



关于同其他政党达成选举协议的问题，代表会议作了如下决定：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的第一阶段不同其他政党达成任何选举协议，在决选时，允许同一切比立宪民主党左的政党达成协议；在选举的第二阶段和以后各阶段，允许同一切革命政党和反对党达成协议以反对右派政党。在工人选民团里，除了同未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某些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党达成协议外，不得同其他政党达成协议。



会议还就选举纲领问题通过了如下的决议：“代表会议建议中央委员会根据代表会议就参加选举和参加国家杜马问题所通过的决议来制定选举纲领。”（同上，第224页）



会议关于全俄工会代表大会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变成了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同工会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代表会议决定把就这个问题提出的4个决议草案都作为资料转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其中第3个草案即布尔什维克的草案，是以列宁提出的草案为基础拟订的。



这次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制定了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条件下的策略原则。会议的决议由中央委员会以《关于1907年7月21、22、23日党代表会议的通告》形式公布。——12。



[10] 指《社会民主党人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80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潮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12。



[11]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08年12月21—27日（1909年1月3—9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24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6名：布尔什维克5名（中部工业地区代表2名，彼得堡组织代表2名，乌拉尔组织代表1名），孟什维克3名（均持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委托书），波兰社会民主党5名，崩得3名。布尔什维克另有3名代表因被捕未能出席。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的议程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以及一些大的党组织的工作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因政治情况变化而发生的组织问题；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的统一；国外事务。



在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就所有问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也同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召回派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代表会议在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里，根据列宁的提议建议中央委员会维护党的统一，并号召同一切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行之以不定形的合法联合体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代表会议须规定党在反动年代条件下的策略路线，讨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孟什维克企图撤销这一议程未能得逞。会议听取了列宁作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稿没有保存下来，但其主要思想已由列宁写入《走上大路》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29—339页），并稍作修改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在讨论列宁的决议草案时，孟什维克建议要在决议里指出，专制制度不是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制，而是在变成财阀君主制，这一修改意见被绝大多数票否决；召回派则声明他们不同意决议草案的第5条即利用杜马和杜马讲坛进行宣传鼓动那一条，但同意其他各条，因此投赞成票。关于杜马党团问题的讨论集中在是否在决议中指出杜马党团的错误和中央委员会对党团决定有无否决权这两点上。孟什维克对这两点均持否定态度，并且援引西欧社会党的做法作为依据。召回派则声称俄国本来不具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活动的条件，杜马党团的错误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因此不应在决议中指出。列宁在发言中对召回派作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是改头换面的取消派，他们和取消派有着共同的机会主义基础。代表会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对党团活动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指出了纠正党团工作的具体措施。在组织问题上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其中指出党应当特别注意建立和巩固秘密的党组织，而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团体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在关于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统一的问题上，代表会议否定了崩得所维护的联邦制原则。此外，代表会议也否决了孟什维克关于把中央委员会移到国内、取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以及把中央机关报移到国内等建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把党引上了大路，是在反革命胜利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12。



[12]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曾坚持工会中立的错误观点。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列宁的《工会的中立》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411—421页）。——13。



[13] 指1909年2月12日（25日）《无产者报》第42号发表的《走的不是一条路》一文。——13。



[14] 列宁指的是亚·亚·波格丹诺夫在讨论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报告时的发言。由于报告中提到罗莎·卢森堡严厉谴责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波格丹诺夫便在发言中援引1904—1905年卢森堡反对过布尔什维克这一旧事，企图以此诋毁她对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批评。——13。



[15] 维·列·尚采尔（马拉）和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都在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上被批准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并在布尔什维克派代表的会议上当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成员。——14。



[16] 新《火星报》是指被孟什维克篡夺了的《火星报》。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列宁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以后，该报第52号由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1905年5月《火星报》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1905年10月，《火星报》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



关于《火星报》，见注76。——16。



[17] 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代表没有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1908年全国代表会议）一事。报告人约·彼·戈尔登贝格（维什涅夫斯基）把这一缺席解释为出于个人的、偶然的原因。——19。



[18] “内行人”是指在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内充当谋士角色的知识分子集团，这些人大多是取消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如亚·尼·波特列索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等。他们利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处于地下状态、不能公开参加杜马党团工作的机会，企图把杜马党团的活动引上反党的道路。——19。



[19] 指组织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协助小组一事。会议决定成立杜马党团协助委员会。列宁被选进了这个委员会，并在其中进行了大量工作，如曾为党团写了《关于八小时工作制法令主要根据的草案说明书》（见本卷第158—164页）。——19。



[20] 列宁指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打算出版的一种报纸。后来，在杜马党团参与下，1910—1912年出版了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明星报》。——20。



[21] 列宁的决议草案是《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这一决议的基础。该决议载于《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83—286页。——21。



[22] 非正式会议是指《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前夕在列宁住所里召开的没有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代表参加的布尔什维克会议。见注1。——22。



[23] 这一补充写进了该决议的第1部分第3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83—284页）。——25。



[24] 《远方》杂志（《　　》）是取消派在彼得堡出版的文学和社会政治刊物，共出了3期。第1期于1908年出版，第2期和第3期于1909年出版。——26。



[25] 维·列·尚采尔（马拉）发言反对在中央机关报上刊登哲学文章，认为“中央机关报不是登载这种文章的地方”。——27。



[26] 列宁的建议写进了《关于合法出版物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95页）。——28。



[27] 这里说的是弗·米·舒利亚季科夫（多纳特）提出的一个决议草案。草案全文如下：“1．为了使各地方组织能够最大限度地相互了解和协调，应每月或每两月召开一次有俄国布尔什维克中央成员参加的各区域代表的协商会议。2．上述协商会议有关策略问题的决定和决议对所有布尔什维克地方组织均有约束力。3．如俄国布尔什维克中央成员对这些决定和决议中的某一项提出异议，协商会议应向在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上评。4．如果在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也认为被提出异议的决定不能批准，则应把问题提交所有布尔什维克地方组织进行全党投票，全党投票的意见为最终决定。”约·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发言认为这个草案中有两点他不能接受；草案中谈到决定的约束力和全党投票的地方，由于存在着引起纠纷的土壤，是完全不能容许的。——29。



[28] 列宁是在会议讨论米·巴·托姆斯基的草案时提出这个建议的。——29。



[29] 列宁的这条建议写在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便条的背面。建议中提到的总务委员会是由布尔什维克中央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即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29。



[30] 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34。



[31] 指全俄国民大学协会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



全俄国民大学协会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08年1月3—6日（16—19日）在彼得堡举行。在讨论国民大学的工作和组织问题时，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团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给予工人组织单独派代表参加国民大学理事会的权利，承认工人组织有权决定课程大纲，有权指定它们所希望的社会科学方面的讲课人，承认每个民族都有用本民族语言讲课的权利。代表大会以110票对105票否决了这些要求，于是工人代表便退出了代表大会。



国民大学是俄国的一种成人教育机构。第一所国民大学是1897年在莫斯科开办的普列奇斯坚卡学校。在1905—1907年革命期间，各地普遍成立了国民大学。布尔什维克曾广泛利用这种合法的文化教育工作方式在工人和农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35。



[32] 指全俄合作社机构第一次代表大会。



全俄合作社机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08年4月16—21日（4月29日—5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824名代表，其中约有50名是社会民主党人（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代表大会听取了关于国际合作社运动、关于合作社运动的作用和任务、关于消费合作社在俄国的法律地位等报告。



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不顾孟什维克的阻挠，组织了社会民主党党团，领导了工会组织和工人合作社的代表反对在会上占多数的资产阶级合作社派的斗争。



在许多工人发言人讲话以后，警察当局下令禁止在代表大会上谈论阶级斗争、工会、在罢工和同盟歇业期间援助工人、合作社的报刊和宣传等问题，甚至禁止谈论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选举和代表大会的例行召开问题，并且命令列席大会的警官立即逮捕所有“发表社会主义讲话和提出社会主义提案的人”。代表大会为此闭会以示抗议。——35。



[33] 指全俄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



全俄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08年12月10—16日（23—29日）在彼得堡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大批女工代表和劳动知识妇女的代表。



来自立宪民主党并在代表大会上占多数的一批代表企图使代表大会贯彻这样一个口号：“妇女运动应该既是非资产阶级的，也是非无产阶级的——它对于全体妇女来说是统一的。”参加工人团的一些取消派和合法派代表支持这一主张，但大多数女工在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影响下坚决加以反对。女工们不顾警察当局和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的阻挠，揭示了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和资产阶级妇女运动之间的阶级对立，号召劳动妇女和男工们并肩战斗，并且表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才能摆脱贫困和无权状态。



在女工们的压力下，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保护妇女儿童劳动、关于农村妇女地位、关于手工业合作社、关于犹太人的平等权利、关于反对酗酒等项决议。在讨论现代社会中妇女的政治地位和公民地位这一主要问题时，女工们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要求在中央立法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选举中均实行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而不分性别、信仰和民族。代表大会主席团拒绝宣读这个决议案，而代之以按自由派资产阶级精神草拟的决议案。女工们为此退出了代表大会以示抗议。——35。



[34] 指全俄工厂医生和工厂工业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



全俄工厂医生和工厂工业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根据莫斯科工厂医生协会的倡议，于1909年4月1—6日（14—1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52名工人，他们主要是由大工业中心（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巴库、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的工会选出的。



按照代表大会组织者的意图，代表大会应当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和解的节日”。然而在工人代表中占多数的布尔什维克，排除了取消派的干扰，带领工人们在代表大会上执行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工人代表就工厂医疗卫生的具体问题发言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原则性和纲领性的要求。



代表大会没有开完。由于警察当局断然要求在讨论中不得涉及“激起阶级斗争”的问题，禁止表决关于住宅问题的决议（因为“决议案中谈到了社会主义和土地公有化”）并且剥夺一些工人代表其中包括国家杜马代表伊·彼·波克罗夫斯基的发言权，所有的工人代表和一部分医生代表离开会场，以示抗议。因此，主席团决定闭会。——35。



[35] 这封信曾以《合法派的沉醉》为题刊载于1909年5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45号。该信抗议合法派迷恋于“小事”，为了适应斯托雷平制度甚至禁止在工人俱乐部里作经济问题的讲演。——37。















《列宁全集》第19卷


取消取消主义

（1909年7月11日〔24日〕）

读者在这一号《无产者报》的特别附刊中，可以看到关于布尔什维克会议的报道和会议通过的决议全文 
［注：见本卷第1—9页和第31—40页。——编者注］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打算从我们派别的角度和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角度来谈一谈如何估计这次会议的意义和会上发生的一小部分布尔什维克分裂出去的问题。

大约从1907年六三政变[36]起到现在为止的最近两年，是俄国革命史上以及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展中发生急剧转变和严重危机的时期。1908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目前的政治形势、革命运动的状况及其前途、工人阶级政党当前的任务等问题作了总结。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是党的可靠的财富，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拼命想批评这些决议，只不过特别明显地暴露了他们的“批评”是软弱无力的，对在这些决议中剖析过的问题根本提不出任何有道理的、完整的和有系统的东西。

但是，党的代表会议给予我们的还不止这一点。这次代表会议在党的生活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它指出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这两派中都产生了新的思想派别。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不管是在革命到来以前，还是在革命期间，整个党的历史中充满了这些派别的斗争。因此，新的思想派别是党内生活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仔细思考，理解和领会这种现象，以便能自觉地对待新形势下的新问题。

这些新的思想派别的出现，简单说来，就是在党的两个处于两极的派别中都出现了取消主义，都出现了反对取消主义的斗争。孟什维克中的取消主义在1908年12月以前就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但是当时同它进行斗争的差不多都是其他的派别（布尔什维克、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一部分崩得分子）。孟什维克护党派，即孟什维克反取消主义派，作为一个派别当时刚开始形成，还没有比较一致的和公开的行动。而在布尔什维克里面，两部分人面目分明并且公开行动了：一部分是占绝大多数的正统布尔什维克，他们坚决反对召回主义，并且把自己的主张贯彻到代表会议的全部决议中，另一部分是占少数的“召回派”，他们作为一个单独的集团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不止一次地得到摇摆于他们和正统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最后通牒派”的支持。召回派（还有最后通牒派，因为他们正在滚向召回派）是变相的孟什维克，是新型的取消派，关于这一点，在《无产者报》上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过和说明过了（着重参看第39、42、44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266—282、340—343、367—379页。——编者注］

 ）。总之，在孟什维克方面，取消派占绝大多数，而护党派分子对他们的抗议和斗争刚刚开始；在布尔什维克方面，少数召回派公开活动，正统派则占完全的优势，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二月全国代表会议上所表明的党内状况。

什么是取消主义？为什么会产生取消主义？为什么召回派（和造神派，关于他们，我们下面再来谈谈）也是取消派，是变相的孟什维克？一句话，我们党内出现新的思想派别有什么社会意义，有什么社会作用呢？

狭义的取消主义，孟什维克的取消主义，从思想上来说就是否认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特别是否认无产阶级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这种否认采取的形式当然各种各样，其自觉、激烈、彻底的程度各有不同。可以拿切列万宁和波特列索夫来作例子。前者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所作的估计，使得《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整个编辑部还在内部（也就是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唐恩、阿克雪里罗得、马尔丁诺夫）发生分裂以前，就不得不同切列万宁脱离了关系，虽然这件事该报编辑部做得极不体面：这就是它在《前进报》上向德国人宣布同这位彻底的取消派脱离关系[37]，而不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向俄国读者发表自己的声明！波特列索夫在《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38]中写过一篇文章，非常成功地取消了关于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以致普列汉诺夫退出了取消派的编辑委员会。

在组织上，取消主义就是否认秘密社会民主党的必要性，因而要脱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退出党，在合法的报刊上，在合法的工人组织、工会、合作社和有工人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上反对党，等等。近两年来，俄国任何一个党组织的历史上这样的孟什维克取消主义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我们曾经指出过（刊登在《无产者报》第42号上，后来《1908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这本小册子作了转载），担任中央委员的孟什维克企图直接破坏党中央委员会，使这个机构不起作用，这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取消主义的例子。参加最近这次党代表会议的“高加索代表团”[39]完全是由侨居国外的人组成的，党中央委员会确认（1908年初）《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是一个独立的著作家团体，同目前在俄国活动的一切组织没有任何关系，这可以说是在俄国的孟什维克秘密组织几乎完全瓦解的标志。

所有这些取消主义的表现，孟什维克都没有加以总结。一方面是他们有意隐瞒这些表现，另一方面是他们自己也糊里糊涂，不清楚某些事实的意义，被一些琐碎小事、意外事件和人身攻击弄得不知所措，不会概括也不懂得当前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

这个意义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发生危机、瓦解和崩溃的情况下，工人政党中的机会主义派不可避免地不是完全成为取消派，便是做取消派的俘虏。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德语称为Mitlaufer）参加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最不能领会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最不能在发生崩溃的时期坚持下去，最倾向于彻底推行机会主义。瓦解一发生，大批孟什维克知识分子和孟什维克著作家实际上就投向了自由派。知识分子脱党而去，所以孟什维克的组织垮得最厉害。那些真心同情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赞同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的孟什维克（而这样的孟什维克总是有的，他们为自己在革命中的机会主义辩解，理由是他们希望能估计到一切形势的变动和一切复杂的历史道路的曲折），“又一次成了少数”，成了孟什维克派中的少数，他们没有决心同取消派进行斗争，没有力量卓有成效地进行这场斗争。可是，机会主义同路人愈来愈走向自由主义，以致普列汉诺夫无法容忍波特列索夫，《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无法容忍切列万宁，莫斯科的孟什维克工人无法容忍孟什维克知识分子，等等。孟什维克护党派，即孟什维克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分化出来，既然他们走向党，那就势必走向布尔什维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理解这种形势，千方百计地处处尽量把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护党派分子分开，同后者接近，不过这不是要抹杀原则分歧，而是为了使真正统一的工人政党团结起来，党内的意见分歧不应该妨碍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冲击、共同的斗争。

但是，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是不是仅仅孟什维克派才有呢？不是的。我们在《无产者报》第39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266—282页。——编者注］

 上已经指出，这种同路人在布尔什维克中也有，彻底的召回派的整个论证方法，他们论证“新的”策略的尝试的整个性质就证明了这一点。在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中，无论那一个比较大的派别，实际上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都不能避免或多或少要吸收一些各种色彩的“同路人”。这种现象甚至在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总是同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阶层接触，总是不断从这些阶层中补充兵员。这种现象毫不反常，毫不可怕，只是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改造这些异己分子，制服他们，而不是被他们制服，善于及时认识到谁是真正的异己分子，而且认识到在某种条件下，必须同他们明确地和公开地划清界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派在这方面的区别正是在于：孟什维克成了取消派（即“同路人”）的俘虏（在孟什维克自己的队伍中，俄国国内的莫斯科孟什维克拥护者以及国外同波特列索夫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分道扬镳的普列汉诺夫，都证明了这一点），而在布尔什维克当中，主张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取消派分子一开始就是极少数，一开始就不能为害，随后也就被抛开了。

召回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它也必然导致取消主义，只是形式略有不同，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当然，这里谈的不是个人，也不是个别集团，而是这个派别的客观趋势，因为这个派别不再仅仅是反映一种情绪，而是企图形成一个特殊派别。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前就十分明确地声明过，第一，他们并不想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建立一个特殊派别，而是想把整个国际的、革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运用于我国革命的新情况；第二，即使在斗争以后，在现有的一切革命的可能性已不再存在以后，历史迫使我们沿着“专制立宪”的道路缓步而行，布尔什维克也能在最艰难、最缓慢、最平淡的日常工作中尽到自己的职责。任何一个细心一点的读者都能在1905年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献中找到这些声明。这些声明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整个布尔什维克派作出的保证，是自觉选择的道路。为了履行对无产阶级的保证，必须对在自由时期（甚至出现了一种“自由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对主要是被口号的坚决性、革命性和“引人注目”所吸引的人，对缺乏坚毅精神，只能在革命节日，不能在反革命得势时期坚持斗争的人，不断进行锤炼和教育。其中一部分人已经逐渐习惯了无产阶级的工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另一部分人只是死记了几个口号，却没有领会，他们一味重复陈词滥调，而不善于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运用革命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旧原则。那些想抵制第三届杜马的人的演变鲜明而生动地说明了这两部分人的命运。1907年6月，主张抵制第三届杜马的人在布尔什维克派中占多数。但是，《无产者报》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反对抵制的路线。生活检验了这条路线，一年之后，“召回派”在从前的“抵制主义”的堡垒莫斯科组织的布尔什维克中变成了少数（1908年夏是14票对18票）。又过一年，布尔什维克派在全面和反复地讲清了召回主义的错误以后（最近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会议 
［注：见本卷第1—40页。——编者注］

 的意义就在于此），终于彻底取消了召回主义和滚向召回主义的最后通牒主义，彻底取消了这种特殊形式的取消主义。

但愿人们不要因此责备我们制造“新的分裂”。在关于我们的会议的报道中，我们详尽地说明了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用尽了一切可能和一切办法去说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我们花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派别，即作为党内思想一致者的团体，在基本问题上如果不一致，是不能进行工作的。从派别分裂出去并不等于从党分裂出去。从我们派别分裂出去的人丝毫没有丧失在党内工作的可能性。或者他们仍旧是“野的”，即处于派别之外，那党的整个工作情况会把他们卷进来；或者他们企图建立一个新的派别（如果他们想坚持和发展自己的具有特殊色彩的观点和策略，那是他们的权利），全党很快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些趋势的实际表现，对于这些趋势的思想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尽力作了估价。

布尔什维克必须领导党。要领导，就要知道路，就不要再动摇，不要再花费时间去说服动摇分子，去同有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派别内的斗争。召回主义和滚向召回主义的最后通牒主义同当前形势要求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去做的工作是不相容的。我们在革命时期学会了“讲法语”，就是说，学会尽量向运动提出一切能推动人们前进的口号，加强群众直接斗争的威力，扩大这一斗争的规模。现在，在出现停滞、反动和瓦解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讲德语”，就是说，学会缓慢地（在新的高涨没有到来以前非这样做不可）、不断地和顽强地行动，一步一步地前进，一点一点地争取胜利。谁感到这种工作枯燥乏味，谁不懂得在这条道路上、在这条道路的拐弯处也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民主党策略的革命原则，谁就是徒具马克思主义者的虚名。

不坚决取消取消主义，我们党就不能前进。但是，取消主义不只是包括孟什维克的公开的取消主义和他们的机会主义的策略。它还包括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它还包括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因为它们反对党执行反映时局特点的当前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利用杜马讲坛并把工人阶级的各种各样的半合法组织和合法组织建成据点。它包括造神说和为根本脱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造神说倾向所作的辩护。它还包括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在1906—1907年，任务是推翻那个不依靠党的多数的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不仅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甚至崩得分子当时也没有支持清一色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而现在，任务是耐心教育护党派分子，团结他们，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在1903—1905年和1906—1907年，已经同反党分子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为党扫清基地。布尔什维克现在应该建设成党，把派别建设成党，利用经过派别斗争所取得的阵地来建设党。

这就是我们派别根据当前政治局势和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总的情况提出的任务。最近的布尔什维克会议的决议又一次特别详细地重申并阐发了这些任务。为了进行新的斗争，队伍已经整顿好了。对变化了的情况已经考虑到了。道路已经选定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很快就会成为任何反动势力也不能动摇的力量，成为我国下一次革命运动中参加斗争的各阶级人民的领导力量 
［注：不久以前，《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5号和《崩得评论》[40]第2号出版了。上面又是一大堆取消主义的精彩例子，这些例子需要在下一号《无产者报》上用专文来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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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六三政变（1907年6月3日（16日）的政变）是俄国沙皇政府发动的一次反动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的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1907年6月2日（15日）逮捕了他们。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政府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农民复选人由占总数44％减到22％，工人复选人由4％减到2％），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复选人共占总数65％，其中地主复选人占49．4％），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新的选举条例还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某些省份的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29席减为10席，波兰王国由37席减为14席）。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41。



[37]指费·伊·唐恩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名义在1908年7月1日《前进报》第151号上就涅·切列万宁的《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一书发表的声明。



《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43。



[38]《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是孟什维克的文集，由尔·马尔托夫、彼·巴·马斯洛夫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彼得堡公益出版社于1909—1914年出版。原计划出5卷，实际上出了4卷。格·瓦·普列汉诺夫起初曾参加编辑部，后因不同意把波特列索夫的取消主义文章《革命前时期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编入第1卷而于1908年秋退出。——43。



[39]“高加索代表团”是指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代表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和诺·维·拉米什维里。他们都持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委托书，故有此称。——44。



[40]《崩得评论》（《Отклики　Бунда》）是崩得国外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不定期），1909年3月—1911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5期。——49。









《列宁全集》第19卷


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

（1909年7月11日〔24日〕）

半个世纪以前，俄国就牢牢地博得了国际宪兵的声誉。我国专制政府在上个世纪做了不少事情来支持欧洲的一切反动派，甚至直接用武力镇压邻国的革命运动。只要回忆一下尼古拉一世出兵匈牙利[41]和多次镇压波兰这些事件，就会懂得，为什么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领袖们从40年代起一再向欧洲的工人和欧洲的民主派指出，沙皇政府是整个文明世界中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

从19世纪的后30多年起，俄国的革命运动使这种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沙皇政府在本国日益高涨的革命的打击下愈不稳固，它充当欧洲自由的敌人就愈力不从心。但是到这时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中的国际反动势力已经完全形成，这些政府看到了无产阶级的起义，意识到劳动同资本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为了共同对付无产阶级，准备对任何居于王位的冒险家和强盗表示欢迎。因此，当20世纪初沙皇政府遭到对日战争和1905年革命的极其沉重的打击的时候，国际资产阶级就跑来帮助它，用数十亿贷款支持它，竭尽全力扑灭革命烈火，恢复俄国的“秩序”。你帮我，我帮你。在欧洲各国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打击民主派的时候，沙皇政府曾经不止一次地帮助过这些政府。现在，对无产阶级来说已经成为反革命的欧洲资产阶级，则帮助沙皇政府打击革命。

盟国都在庆祝胜利。血腥的尼古拉到欧洲向君主们和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致贺去了[42]。君主们和总统欢欣若狂，准备欢迎这个俄国黑帮反革命势力的领袖。但是，这些黑帮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高贵骑士所以能取得胜利，并不是由于他们消灭了自己的敌人，而是由于他们敌人的力量四分五裂，由于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没有同时成熟。工人阶级的联合起来的敌人取得了胜利，付出的代价是推迟决战日期，是扩大和加深源泉，这个源泉不断地（虽然可能比我们所希望的要缓慢一些）增加无产者的人数，加强他们的团结，在斗争中锻炼他们，使他们习惯于同联合起来的敌人作战。这个源泉就是资本主义，它曾经唤醒了罗曼诺夫王朝贵族的宗法制的“世袭领地”，现在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唤醒亚洲的国家。

盟国都在庆祝胜利。但是，血腥的尼古拉和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领袖们的每次庆祝活动，都有革命工人群众的呼声，象回声一样伴随着。尼古拉和威廉、爱德华以及法利埃，在密密层层的士兵或一长列军舰的保护下握手致意，大声欢呼：我们把革命镇压下去了。而革命通过各国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领袖之口，象回声一样回答说：我们要把你们一起打倒。

血腥的尼古拉离俄出访，临行前，黑帮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为他送行，向他宣布了俄国全体觉悟工人的共和信念，提醒他君主制必然要崩溃[43]。尼古拉抵达瑞典。他受到宫廷的祝贺，受到士兵和密探的欢迎。为了迎接他的到来，瑞典工人群众的领袖社会民主党人布兰亭发表讲话，抗议刽子手的访问使瑞典蒙受耻辱。尼古拉前往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国王和宫廷显贵、大臣和警官都在准备欢迎他。工人群众也在准备迎接他：英国将举行群众抗议集会；法国将举行表达人民愤怒的示威游行；意大利将在他到达的不祥日子举行总罢工。所有这三个国家的社会党议员——英国的索恩、法国的饶勒斯、意大利的莫尔加利都已经响应了社会党国际局[44]的号召，向全世界宣布，工人阶级憎恨和鄙视暴徒尼古拉、绞刑手尼古拉，憎恨和鄙视正在镇压波斯人民并且正在向法国派遣大批俄国间谍和奸细的尼古拉。

所有这些国家的“正派的”资产阶级报纸暴跳如雷，不知该对社会党人的行动怎么漫骂，不知还应替打断社会党人讲话的大臣们和议长们怎么帮腔。但是暴跳如雷无济于事，因为在真正立宪的国家里，封不住无产阶级议员的嘴，也禁不了群众集会，因为俄国沙皇既不敢在伦敦，也不敢在巴黎和罗马露面，这一点无论对国内和国外都是瞒不住的。

国际反动派的领袖们趁俄国和波斯的革命被镇压之际举行的隆重庆祝活动，在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一致英勇抗议之下被破坏了。

从彼得堡到巴黎，从斯德哥尔摩到罗马，社会党人到处都在以革命和革命口号的名义对沙皇专制制度表示抗议，这种抗议把我们的俄国自由派向沙皇政府卑躬屈节的那副可耻的奴才相衬托得分外清楚。以黑帮杜马主席为首的几个杜马代表，其中包括温和的右派和立宪民主党人[45]，现在正在英国访问。他们引以为荣的是他们代表了杜马的多数，代表了杜马中真正的中派——他们中没有极右派和极左派。他们装成“立宪”俄国的代表，他们吹捧“革新后的”制度和“赐给人民”以杜马的敬爱的君主。他们活象克雷洛夫寓言中的青蛙[46]，一个劲儿地憋气，鼓肚子，装成是击败据说希望废除俄国“宪制”的黑帮反动派的胜利者。“立宪民主”（别开玩笑了！）党的领袖米留可夫先生在市长举行的早宴上致词时宣称：“在俄国存在着监督预算的立法的时候，俄国反对派始终是陛下的反对派，而不是反对陛下的反对派。”（圣彼得堡通讯社俄历6月19日电）十月党机关报《莫斯科呼声报》[47]在6月21日发表了一篇社论，用了一个赫列斯塔科夫[48]式的标题，叫作《欧洲和革新后的俄国》，社论热烈欢迎立宪民主党人首领的讲话并且指出，他的“温和立宪主义”的言论“可能标志着立宪民主党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放弃为反对而反对这种不妥当的策略”。

警方办的《俄国报》[49]于6月23日也就米留可夫的讲话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在转述了陛下的反对派这句“名”言以后说：“米留可夫先生在英国为俄国反对派承担了某种义务，如果他能履行这一义务，他就会对祖国作出贡献，他过去的不少罪过因此就可以得到宽恕。”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你们混出头了：整个“路标”派[50]，特别是司徒卢威得到了黑帮暴徒的“大主教”安东尼·沃伦斯基的赞许；党的领袖米留可夫则得到了卖身求荣的警方小报的赞许。你们算混出头了！

有一点我们要指出，就是我们从1906年起就揭露了立宪民主党人实质上就是十月党人，因为当时杜马的有名无实的“胜利”冲昏了许许多多自私而幼稚和无私而幼稚的人们的头脑。

我们还要指出，我们在20多个月以前，在《无产者报》第19—20号（1907年11月）上评第三届杜马的选举结果时，就揭露了现在暴露得尤其明显的沙皇政府在第三届杜马玩弄花招的实质。1907年11月，我们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51]的决议都指出，在第三届杜马中可能有两个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多数，这两个多数都是反革命的。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的决议（《无产者报》第19号）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第20号）都指出：“杜马中的这种情况特别有利于政府和立宪民主党人玩弄两面的政治把戏。”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25、166页。——编者注］



对形势的这种评述现在已经完全得到证实，从而暴露出那些准备一而再，再而三宣布社会民主党人会“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人目光多么短浅。

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斗，并不是把十月党人当作原则上的对手，而是当作竞争者。要“争取”选民的时候，我们就宣布自己是“人民自由”党。要证明自己的“正派”的时候，我们就在第三届杜马中把马克拉柯夫之流捧出来，我们通过米留可夫向欧洲宣布，我们是“陛下的反对派”。黑帮沙皇政府的忠实奴仆斯托雷平所需要的也就是这一点。让黑帮沙皇匪徒在事实上主宰全国一切，让他们而且只让他们去决定一切真正重要的政治问题。“我们”需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是为了玩弄花招，为了在欧洲“有面子”，为了更容易借债，为了“纠正”黑帮的偏激，为了用国务会议[52]修改过的……“改革”来欺骗傻瓜。

陛下了解自己的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反对派也了解自己的斯托雷平和自己的尼古拉。我们的自由派和我们的大臣们不费什么劲就都学会了欧洲议会那套并不深奥的虚伪和欺骗的学问。两者都卓有成效地学来了欧洲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手法。

俄国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不断加强同全世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团结，它要同我们的自由派和我们的大臣们进行坚持不懈的革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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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指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军队镇压1848—1849年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一事。匈牙利当时处在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奥地利皇帝就身兼匈牙利国王。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制度的匈牙利革命以1848年3月15日佩斯起义为开端，得到全国广泛响应。1849年4月14日，在匈牙利革命军队战胜奥地利帝国的入侵军队之后，匈牙利议会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成立匈牙利共和国。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于4月21日向俄国求援。5月，俄国干涉军14万人侵入了匈牙利。匈牙利革命受到两面夹击而遭到失败。8月13日，匈牙利军队向俄国干涉军司令伊·费·帕斯凯维奇投降。——50。



[42]1909年夏天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欧洲之行是为了显示曾于1905—1907年协力镇压俄国革命的欧洲反动势力的团结一致，因而引起了欧洲进步舆论的愤慨。首先发难的是瑞典社会党人，他们在议会提出了充满无产阶级团结精神的质询。列宁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于1909年5月26日请求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对瑞典社会党人的创举予以支持，并号召工人阶级一致抗议沙皇的欧洲之行（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社会党国际局为此发表了呼吁书，号召所有欧洲工人抗议沙皇的访问。呼吁书得到工人群众的广泛响应。在许多国家，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此起彼伏，议会中的社会党和工人党党团纷纷向本国政府提出质询。无产阶级的积极行动使尼古拉二世未敢在欧洲各国首都露面，从而实际上挫败了这次访问。——51。



[43]指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叶·彼·格格奇柯利在第三届国家杜马讨论73名代表1909年5月12日（25日）就黑帮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在警察协助下成立战斗队并犯下许多罪行一事提出的质询时的发言。格格奇柯利在发言中宣称：“谁要想与同盟以及被雇用的杀人凶手作斗争，谁要想与俄国和俄罗斯生活中存在的无法无天现象作斗争，谁要想刷新俄国，他就应当同疫病和毒害的根源作斗争。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能有所收获。先生们，我们相信，只有当培植杜勃洛文之流、马尔柯夫之流以及其他等等先生们的制度不复存在，只有当专制制度崩溃，并在这个基础上君主制也土崩瓦解的时候……”就在此处，主持会议的弗·米·沃尔康斯基公爵打断了格格奇柯利的发言，并且要他收回最后两句话。——51。



[44]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执行和通信机关。根据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设在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执行主席是埃·王德威尔德，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从1905年10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1914年6月，根据列宁的建议，马·马·李维诺夫被任命为社会党国际局俄国代表。社会党国际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实际上不再存在。——52。



[45]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的成员。该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官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52。



[46]这里说的是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青蛙和犍牛》。一只生性爱忌妒的青蛙要和犍牛比谁的肚子大，就拼命鼓肚子，结果撑破肚皮，送了性命。——52。



[47]《莫斯科呼声报》（《Голос　Москвы》）是俄国十月党人的机关报（日报），1906年12月23日—1915年6月30日（1907年1月5日—1915年7月13日）在莫斯科出版。十月党人领袖亚·伊·古契柯夫是该报的出版者和第一任编辑，也是后来的实际领导者。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尼·斯·阿夫达科夫、亚·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尼·谢·沃尔康斯基、弗·伊·格里耶、费·尼·普列瓦科、亚·阿·斯托雷平等。该报得到俄国大资本家的资助。——53。



[48]赫列斯塔科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一个恬不知耻、肆无忌惮地吹牛撒谎的骗子手。——53。



[49]《俄国报》（《Россия　》）是一份反动的黑帮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914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从1906年起是内务部的机关报。该报接受由内务大臣掌握的政府秘密基金的资助。列宁称《俄国报》是“卖身求荣的警察报纸”。——53。



[50]路标派即俄国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政论家、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申宗、亚·索·伊茲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和谢·路·弗兰克。1909年春，他们把自己的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一批文章编成文集在莫斯科出版，取名为《路标》，路标派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在这些文章中，他们妄图诋毁俄国解放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贬低维·格·别林斯基、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德·伊·皮萨列夫等人的观点和活动。他们诬蔑1905年的革命运动，感谢沙皇政府“用自己的刺刀和牢狱”把资产阶级“从人民的狂暴中”拯救了出来。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对立宪民主党黑帮分子的这一文集作了批判分析和政治评价（见本卷第167—176页）。——53。



[51]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不久于1907年11月5—12日（18—25日）在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举行的。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7名，其中布尔什维克代表10名，孟什维克代表4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5名、崩得代表5名、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3名。



会议议程包括关于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关于派别中心和加强中央委员会同地方组织的联系、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等问题。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策略问题的报告。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发言不同意列宁对六三制度和党的任务的看法，主张支持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十月党人。代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名义提出的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规定了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革命策略。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不容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的决议。这项决议是针对孟什维克的政论家们特别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他曾在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同志报》上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鉴于孟什维克中央背着党中央委员会同地方委员会直接联系，大会通过了关于派别中心和加强中央委员会同地方组织的联系的决议。代表会议还决定，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团称为社会民主党党团。



这次代表会议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通过了列宁制定的决议，从而在反动时期争取群众的斗争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武装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53。



[52]国务会议是俄罗斯帝国的最高咨议机关，于1810年设立。1917年二月革命后废除。国务会议审议各部大臣提出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它本身不具有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的主席和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官员中任命。在沙皇亲自出席国务会议时，由沙皇担任主席。国家杜马设立以后，国务会议获得了除改变国家根本法律以外的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成员半数改由正教、各省地方自治会议、各省和各州贵族组织、科学院院士和大学教授、工商业主组织、芬兰议会分别选举产生。国务会议讨论业经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54。





《列宁全集》第19卷


为《无产者报》编辑部发表马·利亚多夫的信加的按语[53]


（1909年7月11日〔24日〕）

我们很乐意发表利亚多夫同志的公开信，仅向他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利亚多夫同志，维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当然是件大好事。但是，维护这个传统，就是要不让布尔什维主义变得面目全非。而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挣扎，正好使布尔什维主义变得面目全非，这一点我们在一系列文章中已经详尽地证明了，而且现在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派所正式肯定。

至于利亚多夫同志诉诸“革命伦理”，那我们尽可以放心地听其自便，利亚多夫同志及其志同道合者早就应当向全党公开说明自己的“原则立场”了，不然，人们还一直对他们的话信以为真，以为他们除了召回主义和造神说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最后，我们相信，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队伍里工作多年的利亚多夫同志，不会长久地留在造神派－召回派或简称“通神的召回派”这一新派别里，而是会回到布尔什维克派中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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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这篇短评是列宁代表《无产者报》编辑部对马·尼·利亚多夫的信加的按语。利亚多夫于1909年7月6日（19日）写信给《无产者报》编辑部，声称《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议同他的“原则立场”截然相反，深深地激动了他的“同志伦理和革命伦理”观念，为此他声明：“1．对新成立的多数派思想中心不负任何道义上和思想上的责任；2．今后同《无产者报》编辑部无任何关系，并且不做这个机关报的撰稿人；3．不再受任何派别纪律的约束，因为现在的《无产者报》编辑部正是这种纪律的支柱。”利亚多夫的信同编辑部的按语一并刊载于1909年7月11日（24日）《无产者报》第46号。——56。







《列宁全集》第19卷


被揭穿了的取消派

（1909年9月5月〔18日〕）

一年来我们党不得不同社会民主党内的所谓取消派打交道，读者当然是知道的。取消派是一些最胆大妄为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宣扬在目前的俄国不需要秘密的社会民主党，不需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读者也知道，布尔什维克一直在同这个取消派作斗争，而且至少可以说斗争进行得相当彻底，1908年12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54]不顾孟什维克和部分崩得分子（有一部分崩得分子是反对取消主义的）的反对，最坚决最彻底地谴责了取消主义。

然而孟什维克派的正式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不仅不承认自己是取消派的报纸，反而总是摆出一副非常“高傲的”面孔，否认自己同取消主义的一切联系。事实摆在面前，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却大模大样地不顾事实。最近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9期（1909年8月）之所以特别有价值，是因为在这本刊物里一位孟什维主义的领袖彻底揭穿了取消主义。[55]《日志》的意义还不限于这一点，但是首先应该谈谈问题的这个方面。

《无产者报》第45号刊载了维堡区（圣彼得堡的）孟什维克的一封抗议孟什维克取消派的信。《呼声报》第14号（1909年5月）转载了这封信，并且加了编辑部的评语：“《无产者报》编辑部装模作样，它好象从维堡区人同志们的信中看到了摆脱《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而迈出的一步……”

普列汉诺夫的《日志》出版了。《日志》的编者指出了《呼声报》编辑部不加任何说明就刊登在该报第15号上的那篇文章（而且该文所表达的观点同编辑部的观点完全相同）所包含的取消主义思想的全部内容。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引用了维堡区人来信的话，他说：“这封信向我们表明，那些以进行‘新’工作为借口而离开我们党的人有时是怎样影响广大工人组织的。”（《日志》第10页）这正是《呼声报》经常提出的“借口”！普列汉诺夫接着说：“这种影响决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从实质来看，这是同社会民主党完全敌对的一种影响。”（第11页）

这样，普列汉诺夫是在引用维堡区人的来信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5号的。我们要请问读者，实际上是谁“装模作样”？是《无产者报》“装模作样”，指责《呼声报》是取消派的报纸呢？还是《呼声报》装模作样，否认自己同取消派的一切联系？

《呼声报》编辑部的写作态度不老实被揭穿了，被这个编辑部昨天的一位成员普列汉诺夫揭穿了。

不过问题还远不止于此。

我们在《呼声报》第15号（1909年6月）署名费·唐恩的文章中看到这样一句话：《真理报》[56]的非派别声誉使它“不致被人荒谬地、显然也是不负责任地指责为取消派的报纸”（第12页）。说得够厉害的。在听到指责《呼声报》是取消派的报纸的时候，很难在自己脸上表示出比这更高傲、更体面的愤怒神情了。

普列汉诺夫的《日志》出版了。《日志》的编者指出了《呼声报》第15号上一篇文章所包含的取消主义思想的全部内容，并且对赞同这种思想的孟什维克说：“既然确实犯有极严重的取消主义罪过，那么遭受这种指责又何必感到委屈呢？”（第5页）“不仅可以而且应当指责西·同志〈普列汉诺夫所分析的《呼声报》第15号上那篇文章的作者〉是取消派，因为他在自己的信中所叙述和捍卫的计划，确实就是取消我们党的计划。”（《日志》第6页）而这位西·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直截了当地说他拥护“高加索代表团”，也就是拥护《呼声报》编辑部，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代表团的三个代表中有两个是该报的编辑。

普列汉诺夫接着说：


　　“在这里必须作出抉择：或者是拥护取消主义，或者是反对取消主义。第三条出路是没有的。当然我这样说是指那些不是追求个人利益而是追求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的同志。对于那些追求个人利益的人，对于那些只考虑自己在革命中飞黄腾达的人（的确有这样的飞黄腾达！），对于他们当然存在着第三条出路。这号人，不论大人物或小人物，在目前可能会甚至一定会在取消派和反取消主义派之间见风使舵：他们在目前的条件下一定会竭力回避正面回答要不要同取消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他们一定会提出‘一些隐晦曲折的说法和空洞的假设’来避开作这样的回答，因为还不知道究竟哪一派（是取消派还是反取消主义派？）会占上风，而这些英明的外交家总想分享胜利果实，也就是希望不管怎样都要站在胜利者那一边。我再说一遍：对于这些人是有第三条出路的。但是，如果我说他们不是正直的人，只不过是些‘玩偶小人’，想必西·同志会同意的。这种人不值得一谈，他们是天生的机会主义者；他们的座右铭是：‘有何吩咐？’。”（《日志》第7—8）



　　这就是……对严峻的事实所作的所谓明显的暗示。第五幕也就是最后一幕，第一场。出场人物是《呼声报》全体编辑，只缺一位。某某编辑带着特别高贵的神情对观众说：“说我们是取消派，这种指责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显然是不负责任的。”第二场。人物同上，加上“他”，一位刚刚顺利退出《呼声报》编辑部的编辑[57]（假装没有看到其他编辑，冲着一位拥护编辑部的撰稿人西·说）：“或者是拥护取消主义，或者是反对取消主义。只有在革命中追求飞黄腾达的人才有第三条出路，而这些人总是见风使舵，回避正面回答问题，观望谁会占上风。我说他们不是正直的人，而是一些玩偶小人[58]，想必西·同志是会同意的。这种人不值得一谈，他们是天生的机会主义者；他们的座右铭是‘有何吩咐？’[59]。”

“西·同志”即象征孟什维克集体的西·同志是真的同意普列汉诺夫的话呢，还是他宁愿照旧把某些玩偶小人和天生的机会主义者当作领导者，这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但是有一点我们现在就敢于指出：如果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按普列汉诺夫的评语是“坚定的取消派分子”，见《日志》第19页）和以“有何吩咐？”为座右铭的“玩偶小人”，把自己的观点向孟什维克工人和盘托出，那么在100个孟什维克工人中间，拥护波特列索夫和拥护“有何吩咐？”的人加在一起也不会到10个。这一点是可以担保的。普列汉诺夫发表的意见，就足以使孟什维克工人离开波特列索夫和“有何吩咐？”的人了。我们的任务是，竭力使孟什维克工人，特别是那些难于接受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人充分了解普列汉诺夫的《日志》第9期的内容。我们的任务是，竭力使孟什维克工人现在认真地弄清普列汉诺夫同波特列索夫和“有何吩咐？”的人之间的分歧的思想基础。

普列汉诺夫在《日志》第9期上对这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提供的材料，也极有价值，但远远不够充分。普列汉诺夫在欢迎布尔什维克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这是普列汉诺夫对我们的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的称呼）划清界限时高呼：“‘彻底划清界限’万岁！”接着说：“我们孟什维克应该同取消派划清界限。”（《日志》第18页）我们布尔什维克在自己内部已经彻底划清了界限，当然会真心诚意地赞同这种要在孟什维克派别内部彻底划清界限的要求。我们将急切地等待孟什维克彻底划清界限的行动。我们要看一看，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彻底划清界限的。我们要看一看，这是不是真正的彻底划清界限。

普列汉诺夫说孟什维克内部由于取消主义而引起的分裂是组织问题上的分裂。但是，他所提供的材料表明，事情远不限于组织问题。普列汉诺夫目前划的两条界线，没有一条称得上是主要的。第一条界线把普列汉诺夫同波特列索夫断然划分开来，第二条界线却没有断然把他同“派别外交家”、玩偶小人和天生的机会主义者划分开来。普列汉诺夫讲到波特列索夫的时候，说波特列索夫早在1907年秋天“就是作为坚定的取消派分子发表意见的”。不过这还不够。普列汉诺夫除了提到波特列索夫就组织问题所作的这个口头声明外，还提到了孟什维克的一部著名的集体著作《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并且说，他普列汉诺夫退出了这部文集的编辑部，因为他不能同意波特列索夫的文章（甚至在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要求并且通过唐恩和马尔托夫加以修改和加工之后）。“我肯定，波特列索夫的文章是修改不好的。”（第20页）他在《日志》上写道：“我已经看到，波特列索夫在曼海姆发表的取消主义思想在他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了，他完全丧失了用革命者的眼光来观察现在和过去的社会生活的能力。”（第19—20页）“我和波特列索夫不是同志……我和波特列索夫走的不是一条路。”（第20页）

这里所说的已经根本不是当前的组织问题，这些问题波特列索夫在自己的文章中没有谈到，也不可能谈到。这里说的是被一部孟什维克马尔托夫、马斯洛夫和波特列索夫集体编辑出版的孟什维克的集体“著作”“所取消的”社会民主党在纲领方面和策略方面的基本思想。

要在这里真正彻底划清界限，光同波特列索夫决裂和对“有何吩咐？”的英雄们作“明显的”暗示是不够的。为此，就必须把情况揭示出来，“波特列索夫”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以及如何“丧失了用革命者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生活的能力”。普列汉诺夫说：取消主义把人们引入“最可耻的机会主义泥潭”（第12页）。“他们（取消派）的新酒已成了酸汤，只能用来制造小资产阶级的醋。”（第12页）取消主义“为小资产阶级倾向侵入无产阶级队伍大开方便之门”（第14页）。“我曾经不止一次向有影响的孟什维克同志证明，他们有时表示愿意同那些或多或少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先生携手合作是犯了大错。”（第15页）“取消主义径直走向机会主义和敌视社会民主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难以拔脚的泥潭。”（第16页）请把普列汉诺夫所有这些评论同认为波特列索夫是坚定的取消派分子的意见对照一下吧。十分清楚，波特列索夫被普列汉诺夫描绘成（更确切地说，现在被普列汉诺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机会主义者。十分清楚，因为孟什维克派是以该派全部最有影响的著作家（普列汉诺夫除外）为代表加入了这个波特列索夫派（加入了《社会运动》）的，所以普列汉诺夫现在认为孟什维克派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因为作为一个派别的孟什维克派纵容和包庇波特列索夫，所以普列汉诺夫现在认为孟什维克派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

结论很清楚：如果普列汉诺夫将仍旧是单枪匹马，如果他不能把一大批或者哪怕是相当一部分孟什维克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果他不能向全体孟什维克工人揭露这种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一切根源和表现，那么我们对孟什维主义的估计就被这位理论修养最高，而1906—1907年在策略上使孟什维克派走得最远的孟什维克证实了。

普列汉诺夫宣扬的“革命的孟什维主义”能不能同产生波特列索夫和产生取消主义的各种思想作斗争，这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

普列汉诺夫谈到布尔什维克彻底划清界限时，把布尔什维克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比作果戈理笔下拾各种破烂、各种小绳子（包括经验批判主义和造神说）的奥西普[60]。普列汉诺夫开玩笑说：现在，布尔什维克的奥西普已经开始“在自己周围扩充地盘”，驱逐反马克思主义者，抛掉“小绳子”和其他破烂了。

普列汉诺夫的玩笑所涉及的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基本的和最严肃的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哪一个派别对破烂、“小绳子”更为有利，也就是哪一个派别对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影响更为有利。一切“微妙的”派别争论，一切由各种决议、口号等引起的长期错综复杂的斗争，——所有这些“派别活动”（现在它常常受到那些空喊反对“派别活动”的人的指责，这是对非原则性的大力鼓励）都是围绕着俄国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基本的和最严肃的问题进行的：它内部的哪一个派别最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影响（在俄国也象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这种影响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某个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派别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或多或少并非纯粹的无产阶级分子，而是半无产阶级半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参加进来，问题在于哪一个派别受他们的影响比较少，摆脱他们的影响比较快，同他们作斗争比较有成效。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奥西普”如何对待自由主义的或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小绳子”的问题。

普列汉诺夫说，布尔什维克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比较狭隘、比较粗浅的马克思主义”。那显然是说，孟什维克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比较广泛、比较精深的”马克思主义了。请看一看革命的成绩，看一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6年（1903—1909年）的成绩吧，这是怎样的6年啊！布尔什维克的“奥西普”已经“彻底划清界限”，把布尔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小绳子”“扔出门外”，现在这些“小绳子”正在哭诉，说他们“被驱逐了”，“被清洗了”。

孟什维克的“奥西普”已经是单枪匹马，既退出了孟什维克的正式编辑部，也退出了孟什维克最重要的著作的编辑部集体，单枪匹马反对既统治着这个编辑部也统治着那个编辑部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孟什维克的“奥西普”被孟什维克的“小绳子”缠得糊里糊涂。不是他把“小绳子”拾起来，而是“小绳子”把他套住了。不是他制服了“小绳子”，而是“小绳子”制服了他。

读者们，请你们说吧，你们宁愿当布尔什维克的“奥西普”呢，还是宁愿当孟什维克的“奥西普”？读者们，请你们说吧，在工人运动史上同无产阶级的组织结合得更紧的、并且更有效地制服小资产阶级“小绳子”的马克思主义，是“狭隘的和粗浅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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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见注11。——57。



[55]列宁在这里指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分裂还是为争取在党内的影响而斗争？》一文。该文载于1909年8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杂志第9期。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　Социал-Демоскрат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期。1916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1期。在第1—8期（1905—1906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谴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9—16期（1909—1912年）中，普列汉诺夫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1916年该杂志出版的第1期里则明显地表达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57。



[56]《真理报》（《Правда》）是托洛茨基派的派别报纸，1908—1912年出版。开头3号在利沃夫出版，后来在维也纳出版，共出了25号。除前两号作为斯皮尔卡（乌克兰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出版外，该报不代表俄国的任何党组织。按照列宁的说法，它是一家“私人企业”。该报编辑是列·达·托洛茨基。



该报以“非派别性”的幌子作掩护，从最初几号起就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宣扬革命者同机会主义者共处于一党之中的中派理论。1910年中央一月全会以后，该报采取赤裸裸的取消派立场，支持反党的“前进”集团。1912年，托洛茨基及其报纸成了反党的八月联盟的发起人和主要组织者。——58。



[57]玩偶小人一词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同名讽刺故事。故事说，俄国某县城有一位制造玩偶的能工巧匠，他做的玩偶不仅形象生动，而且能象真人一样串演各种戏剧。这些玩偶小人没有头脑，没有愿望，却能横行霸道，使真正的人听其摆布。作家通过这个故事鞭挞了俄国社会中那种没有灵魂却又作威作福、欺压人民的寄生者。——60。



[58]“有何吩咐？”原来是沙皇俄国社会中仆人对主人讲话时的用语，因此也被人们讽刺地用作趋炎附势的同义语。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曾把对专制政府奴颜婢膝的自由派报刊称作《有何吩咐报》。——60。



[59]指退出孟什维克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格·瓦·普列汉诺夫。随着《呼声报》逐渐转到取消派方面，身为该报编辑之一的普列汉诺夫同编辑部发生了意见分歧。1908年12月，普列汉诺夫实际上就已停止参加《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工作。1909年5月13日（26日），他正式退出了该报编辑部。——60。



[60]奥西普是俄国作家尼·亚·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人物，该剧主角赫列斯塔科夫的仆人。当赫列斯塔科夫故作姿态，向给他送糖送酒的商人们表示他只收借款，不收任何贿赂时，奥西普则劝主人全都收下，并且代他动手接受“礼物”，连捆扎礼品的小绳子也不放过，说“小绳子在路上也用得着”。——63。







《列宁全集》第19卷


关于莫斯科郊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公开信
[61]



（1909年9月5日〔18日〕）

关于臭名远扬的“党校”的这一决议，我们必须指出，我们对那些满心欢喜自己有机会到国外学习的工人没有任何非难。这些工人无论同我们还是同中央委员会都“有过联系”（在刚刚收到的一封信中，莫斯科郊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也说，有一个学员已经寄给它一份报告），我们也向他们说明了这个所谓党校的作用。顺便提一下，下面就是从我们收到的这个党校的胶印《报告书》中摘下来的几句话。“根据现有的学员人数（9位同志）和讲课人人数（6位同志），现已决定开课。”在这6位讲课人中，全党闻名的有马克西莫夫、卢那察尔斯基、利亚多夫、阿列克辛斯基。阿列克辛斯基同志“指出”（在党校开学时）：“党校选定那个地方，是因为那里有许多讲课人。”阿列克辛斯基同志说得太谦虚了，“那里”有的不是“许多”讲课人，而是新派别组织的所有的讲课人（有些人甚至说：是所有的发起人，既有组织者，又有鼓动家和活动家）。最后：“阿列克辛斯基同志开始讲授关于组织问题的实践课。”我们估计，在这些“实践”课上，会对马克西莫夫在《报告书》中所暗示的关于《无产者报》编辑部企图独吞整个派别财产的意义详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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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这篇短评是作为《无产者报》编辑部对《莫斯科郊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公开信》的按语刊印出来的，《公开信》发表于1909年9月5日（18日）《无产者报》第47—48号合刊。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郊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这封公开信（写信日期注明为1909年8月17日（30日））是在卡普里党校的反党活动和派别性质暴露出来以后写的。执行委员会在信中提醒学员们必须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和党中央保持密切联系，并且要求他们全面汇报学校的活动情况。——65。







《列宁全集》第19卷


谈谈彼得堡的选举
[62]



（短评）

（1909年9月5日〔18日〕）

圣彼得堡的选举定于9月21日举行。工人的政党是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这次选举的。而这次选举的意义非常大，全体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把全部力量投入这次即将到来的——部分已经开始进行的——选举运动。

选举是在反动势力十分猖狂和沙皇政府匪帮反革命气焰极端嚣张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更加需要社会民主党提出候选人来同这种反动势力相抗衡，因为只有社会民主党能够从第三届黑帮杜马的讲坛上大声讲话，宣布自己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信念，重提光荣的革命斗争的口号，在十月党－黑帮反革命英雄们的面前，在自由派（立宪民主党）思想家和反革命的辩护士的面前高举共和的旗帜。

选举是在完全排除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情况下进行的：工人被排除在选民之外，成批选民被发动了1907年六三政变的气焰嚣张的贵族匪帮砍掉了，——因此，对这些一般很难赞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的听众，党就更加需要发表演说，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同争取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实行坚决的彻底的民主革命的斗争结合起来。不管社会民主党最近时期在工人群众中的工作规模怎样狭小，不管这种工作受到怎样的限制，这个工作还是一直不断地在进行。数以百计的工人团体和工人小组继承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继续它的事业，培养新的无产阶级战士。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将通过自己的代表、自己的鼓动员和自己的初选人对小资产阶级选民群众发表演说，向他们讲解被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和小集团忘记了的那些真正的民主主义任务。

选举是在社会民主党和所有一切工人阶级的组织被完全剥夺了合法权利的情况下进行的：工人大会根本不能召开，工人报刊完全被禁止，立宪民主党完全垄断了（靠警察措施）“反对党”的地位。立宪民主党在黑帮杜马中通过一系列罕见的奴颜婢膝的行为来出卖自己的节操，帮助专制制度在欧洲捞钱来建造监狱和绞架，帮助专制制度在欧洲资本家面前演出专制立宪的闹剧。因此，就更加需要打破并且需要坚决打破立宪民主党的这种在林立的绞架保护下的和由于自由派在沙皇制度面前没完没了的摇尾乞怜才“挣得的”垄断地位。必须在全神贯注着候选人命运和选举结果的广大群众面前打破它的这种垄断地位。如果对于一切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客，从俄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到德国的“自由思想党人”[63]或法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激进派”[64]来说，最重要的是直接的胜利，最重要的是争得代表席位，那么对社会主义政党来说，最重要的则是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最重要的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号召为争取完全的民主进行坚持不懈的忘我斗争。这种宣传决不能只用根据贵族老爷们制定的六三法令特别选定的代表的人数来衡量。

请看一看我们的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吧，请看它多么厚颜无耻地利用它那靠米留可夫的卑躬屈膝挣得的，并且得到斯托雷平保护的垄断地位。《言语报》[65]8月1日的社论中写道：“圣彼得堡选举的结果，是谁也不会怀疑的……如果候选人库特列尔这位最有威信的第二届杜马代表之一能够当选，那么选举的胜利必将更为辉煌。”当然罗！有什么能比击败被黑帮政变“排除了”的“左派”的胜利“更为辉煌”呢？有什么能比击败在秘密报刊上和秘密工人组织中宣传自己历来的理想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更为辉煌呢？有什么能比把自己的民主主义自由自在地装在斯托雷平宪法框框里的“民主派”的胜利更为辉煌呢？在小市民的心目中，在庸人的心目中，在胆小怕事的俄国人的心目中，有什么能比前大臣库特列尔先生“更有威信”呢？对“人民自由”党来说，杜马代表的威信是要用他在罗曼诺夫、斯托雷平之流的心目中的威信来衡量的。

《言语报》大模大样地接着说道：“看来，这次在进步的候选人之间选票也不会无益地分散。瓦·瓦·沃多沃佐夫这位‘左派联盟’的代表之一发表的正是这样的意见。”

这一小段话反映出了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全部本质，就象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一样。分散选票是“无益的”（立宪民主党人已经不提目前的黑帮危险了，因为自由派关于黑帮危险的愚蠢的无稽之谈已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驳得体无完肤，并且被事变所驳倒），先生们，为什么是“无益的”呢？因为这样就选不上，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理由。但是，反对十月党的亲爱的勇士们，你们应当知道，这正是十月党人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服从六三法令。但是十月党人心悦诚服地服从六三法令是受到过你们指责的！你们的实质就在于：在选举之前，在选民面前，在群众面前，你们揭露十月党人不善于贯彻原则路线，揭露他们所谓“无益的”话是机会主义，而在选举时，在长官面前，在沙皇和斯托雷平面前，你们实行的正是十月党人的政策。投票反对预算是“无益的”，因此我们要投票赞成预算。捍卫革命和自由的理想是“无益的”，因此我们要辱骂这种理想，要出版《路标》文集，诋毁革命，雇用更多的伊兹哥耶夫之流、加利奇之流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叛徒以表明我们脱离革命。反对外国资本支持专制制度是“无益的”，因此我们要帮助专制政府签订借款协定，派米留可夫去充当血腥的尼古拉銮驾的扈从。

如果说选举中进行思想斗争是“无益的”这句话真实地表达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思想”实质，那么后面一句话则完全是选举中玩弄欺骗的典型。《言语报》利用“陛下的反对派”的垄断地位，首先是诬蔑了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反对过分散选票（而且，下面一点很重要，他们在著名的左派联盟中领着劳动派[66]分子走，千方百计力争提出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其次，它也诬蔑了劳动派分子沃多沃佐夫。

8月1日这天的报上除社论外，还登了一篇短评，在短评中硬说沃多沃佐夫说了下面这些话：似乎选民已经表示拥护立宪民主党人，而劳动派分子不得不或者投立宪民主党的票，或者弃权。“人民自由”党的机关报只是在8月6日才在报纸上一个极不醒目的地方（在《别墅生活》后面）登载了沃多沃佐夫先生的信，在信中沃多沃佐夫声明说，硬加在他身上的这些话，他“从来没有讲过”。而《言语报》丝毫也没有因此感到不好意思，它同沃多沃佐夫辩论了起来。事情已经做了，读者已经受骗了，斯托雷平先生们准许的报刊垄断权已经应用了，其他一切就无所谓了。最后，在8月9日的报上又出现了短短的一条关于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索柯洛夫的消息和许多劳动派分子打算投他的票的消息。原来，8月1日社论中关于左派的那些话完全是捏造……

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所面临的困难任务，不但没有把他们吓倒，反而使他们的力量倍增。不仅所有的党组织，每一个工人小组，每一个社会民主党同情者小组（不管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即使这样的小组只有两三个人，即使它脱离了实际的政治工作（只有斯托雷平立宪时代的俄国公民才能这样脱离政治），——而且所有的人都能够并且应当参加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一批人要起草和散发社会民主党的竞选宣言；另一批人要帮助散发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演说；第三批人要组织对选民的访问，向他们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讲解社会民主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任务；第四批人要在选民会议上或一些非正式会议上讲话；第五批人要从立宪民主党的书刊和言论中摘出一些精华，用它们来打消任何一个比较正直的民主主义者想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的念头；第六批人要……我们不必在国外的报纸上列举各种进行鼓动的方式和方法了，在当地，在彼得堡，是会找到丰富得多的、生动得多的、各种各样的鼓动方式和方法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代表，由于自己的地位，能够为圣彼得堡的选举运动作出特别有价值的贡献；社会民主党代表在这方面应当起特别有益、特别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行政当局的严令禁止，无论是警察的狡猾手段，无论是没收社会民主党的书刊，也无论是逮捕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员，都不能阻止工人的政党履行自己的义务，充分而又全面地利用选举运动在群众中宣传俄国民主革命的先进战士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完整无缺的纲领。

附言：在我们的短评付印之后，我们在8月13日的《言语报》上读到下面这条非常重要的消息：“劳动派分子于8月11日就国家杜马的选举问题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一致决定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索柯洛夫，并且决定这一支持不以任何政治义务为条件。”不用说，在其他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也是不会接受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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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这里说的是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的补选。国家杜马彼得堡代表、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亚·米·科柳巴金因在立宪民主党萨拉托夫省代表大会上发表所谓反政府讲话而于1908年被萨拉托夫高等法院判处6个月监禁。1909年5月国家杜马通过无记名投票把他除名。补选就是因此而举行的。——67。



[63]德国的“自由思想党人”是指德国自由思想党的成员。德国自由思想党是1884年由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进步党同从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而成的。1893年，自由思想党分裂为自由思想同盟和自由思想人民党两个集团。1910年这两个自由思想派组织又合并为进步人民党。自由思想党人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主要敌人。他们表面上是帝国政府的反对派，实际上支持它，特别是在涉及国家军国主义化和殖民地掠夺的问题上。1907—1909年，自由思想党人同德国反动政党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结成紧密的联盟（“霍屯督联盟”即“毕洛联盟”）。——68。



[64]列宁说的法国激进派是指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



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简称激进社会党）是法国最老的资产阶级政党，于1901年6月成立，作为派别则于1869年形成。该党宗旨是一方面保卫议会制共和国免受教权派和保皇派反动势力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它基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党内大资产阶级影响加强了。党的领袖曾多次出任法国政府总理。——68。



[65]《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3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68。



[66]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有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购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



这里说的左派联盟是指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和劳动派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时达成的协议。——70。







《列宁全集》第19卷


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

（1909年9月11日〔24日〕）

马克西莫夫同志和尼古拉耶夫同志特地印发了一份传单，标题是：《〈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被撤职的成员给布尔什维克同志们的报告书》。这些被撤职的成员向公众哭诉编辑部怎样委屈了他们，怎样撤了他们的职。

为了向工人阶级的政党说明，这些由于被撤职而诉苦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这份传单的基本内容。从《无产者报》第46号及其附刊中，读者可以知道，《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认为马克西莫夫同志是我们党内的一个新派别的组织者之一，这个派别与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此会议“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一切政治活动概不负责”。从会议的决议中可以看出，我们同从布尔什维克中间分裂出去的新派别（更确切些说，我们同分裂出去的马克西莫夫及其伙伴）的主要分歧点，首先是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其次是造神说。三个详细的决议阐述了布尔什维克派对这两个派别的看法。

这些因被撤职而诉苦的人又是怎样回答的呢？


一

我们从召回主义谈起。这些被撤职的人总结了几年来进行议会活动即杜马活动的经验，认为抵制布里根杜马和维特杜马以及参加第二届杜马是正确的，他们接着说：


　　“……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情况下，所有这一切又发生了变化。这样党就不可能进行大张旗鼓和引人注目的选举运动，不可能得到自己应有的议会代表席位……”



　　这第一句话是独立的推论，不是从布尔什维克过去的出版物中抄来的，而这一句话就把召回派在政治上极端轻率的本性说清楚了。最可爱的先生们，你们不妨想一想，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情况下，党能够“大张旗鼓和引人注目地”建立你们在这篇文章的同一页和同一栏中所说的那种战斗队的“指导员小组和指导员学校”吗？最可爱的先生们，请你们想一想，在这样的学校中，党能够获得“自己应有的代表席位”吗？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你们若是善于动动脑筋，或者多少能够从政治上来进行推断，那你们就会发觉，你们的见解是极其荒谬的。你们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只抓住一块“引人注目的”招牌，这样你们就成了党内的伊万努什卡[67]。你们所以又空谈什么建立“指导员学校”和“加强〈！〉军队中的宣传”（同上），是因为你们同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营垒中的一切政治上的纨袴少年一样，认为这种活动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活动，但是对于真正（而不是口头）运用这些活动形式的条件，你们却不会思考思考。你们把布尔什维克的片言只语和口号死记硬背，但是根本不懂得它们的意思。“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情况下”，党要进行任何工作都很困难，但是不管困难有多大，获得党所应有的议会代表席位毕竟是可能的。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时期的经验即在非常法[68]施行时期的经验就证实了这一点。马克西莫夫之流否认这种可能性就只能表明他们在政治上无知到了极点。又要建议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情况下”建立“指导员学校”和“加强军队中的宣传”，又要否认党有可能获得自己应有的议会代表席位，这明明是自相矛盾，这种说法应当收入供中学低年级学生用的逻辑谬误汇编。无论是建立指导员学校，还是加强军队中的宣传，首先必须破坏旧的法律，摧毁旧的法律，而议会活动则根本不要求，至少是极少要求借助新的社会力量来摧毁旧的法律。亲爱的先生们，请你们想一下吧，在什么时候摧毁旧的法律更容易些呢？是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时期呢，还是在运动高涨的时期？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请你们想一想你们在为你们心爱的召回派辩护时所说的一派胡言，你们就会感到难为情。其次，什么样的活动才要求群众发挥更大的干劲并对直接的政治生活发生更大的影响呢？是根据旧政权制定的法律所进行的议会活动呢，还是那种马上就可以直接破坏这个政权物质力量的工具的军事宣传？亲爱的先生们，你们想一想，你们就会看到，在这一方面议会活动就排在后面了。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群众的直接运动愈强大，群众的干劲愈大，换句话说，人民的革命冲击愈“加强和上升”，而不是“反动势力”愈“加强和上升”，——那么无论是军队中的宣传，还是战斗行动（与群众运动有真正联系的战斗行动，而不是狂妄的战斗队的冒险主义行径）就会愈有可能进行，愈不可避免，愈有成效。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主义才能在革命高潮“加强和上升”发展的时期特别有力地推动军队中的战斗活动和宣传；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主义从1907年起就同战斗主义实行决裂，到1909年就彻底同它决裂了，而战斗主义“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情况下”成了而且是不可避免地成了冒险主义。

我们那些把布尔什维克的片言只语背得烂熟的英雄们把问题搞颠倒了，这就是：把斗争的高级形式，这种没有群众的直接冲击世界上无论何时何地都未能成功的形式，在反动势力加强的时期作为“可行的”形式提到首要地位；而把斗争的低级形式，这种不要求通过群众斗争来直接破坏法律，而主要是利用法律来进行宣传鼓动以培养群众的斗争意识的形式，宣布为“不可行的”形式！！

布尔什维主义认为，群众的直接斗争甚至会使军队（就是居民中最顽固、最不活跃、最少受到宣传的一部分人）投入运动，并且会使战斗行动变成起义的实际开端，这是运动的高级形式，而没有群众直接运动的议会活动则是运动的低级形式。召回派及其“被撤职的”应声虫们听到过，还背熟了布尔什维克的这种看法。召回派及其应声虫们，如马克西莫夫，听到过、还背熟了布尔什维克的这种看法，可是不解其意，因此丑态百出。召回派分子和马克西莫夫同志以为，所谓高级的东西，也就是“引人注目的东西”，那就让我喊得“更引人注目些吧”，也许这样会显得比任何人都更革命些，至于要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那都是鬼话！

请再往下听听马克西莫夫的推论吧（我们从前面中断了的地方继续引证）：


　　“……反动派的机械力量正在破坏已经建立的杜马党团同群众的联系，严重地妨碍了党对杜马党团的影响，这就使得这样一个代表机关不能为党进行相当广泛、相当深入的组织宣传工作。在党的本身被削弱的情况下，杜马党团甚至可能有蜕化和背离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道路的危险……”



　　这些话听起来不是非常悦耳吗？当谈到法律许可的斗争的低级形式时，便用“反动派的机械力量”、“不能进行相当广泛的工作”、“蜕化的危险”等等说法来吓唬我们。可是当谈到摧毁旧的法律的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时，“反动派的机械力量”便无影无踪了，在军队中根本“不能”进行“相当广泛的”工作的说法也听不见了，指导员小组和指导员学校据说也根本不会有什么“蜕化的危险”了！《无产者报》编辑部为什么一定要把向群众散布这种思想的政治活动家们撤职，这就是最好的说明。

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你们要牢牢记住：当确实存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条件时，当这个反动派的机械力量确实在破坏杜马党团同群众的联系，妨碍进行相当广泛的工作，并且削弱党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时候，掌握议会的斗争武器就成了党的特殊任务；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要知道这并不是因为议会斗争形式高于其他斗争形式；不是的，这恰恰是因为它低于其他斗争形式，例如低于那种甚至会使军队都投入群众运动、会引起群众性的罢工、起义等等的斗争形式。掌握这种斗争的低级形式为什么能成为党的特殊的（即使当前时期不同于其他时期的）任务呢？因为，反动派的机械力量愈强大，党同群众的联系愈被削弱，培养群众意识的任务（而不是直接行动的任务）就愈需要提上日程，利用旧政权所创造的宣传鼓动的方法（而不是群众对这个旧政权本身的直接冲击）就愈需要提上日程。


二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要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稍加考虑，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只要他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略有了解，那么，在特殊历史关头一种低级斗争形式转化为特殊斗争工具，这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件简单的事情无政府主义者从来就是绝对无法理解的。现在我们的召回派及其被撤职的应声虫们企图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方法搬到俄国社会民主党里来，他们（如马克西莫夫之流）叫喊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这个理论把《无产者报》控制住了。

为了说明马克西莫夫之流的这种叫喊多么糊涂，多么缺乏社会民主主义的气味，我们还得从最起码的道理谈起。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请你们想一想，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相比，在政策上和策略上的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利用议会活动，把资产阶级－容克的（大致等于俄语中的“十月党－黑帮的”）议会活动转化为对工人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组织的工具。这是不是说，议会活动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高级斗争形式呢？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是的。这是不是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呢？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是的，因此他们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共戴天，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是他们最中意的攻击靶子。在俄国也是这样，当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向无政府主义者讨好而吹嘘自己的“革命性”的时候，他们总是企图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这样那样的失误，确实存在的也好，似是而非的也好，都搬出来，并由此作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结论。

现在我们再往下谈。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断的错误何在呢？错误在于他们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解根本不对，因此他们就不善于估计各个国家具体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的特点，不善于看到这些特点在某个时期有时会使这一种斗争方式具有特殊意义，有时会使另一种斗争方式具有特殊意义。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不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不仅不使一切都服从于议会活动，相反，在无产阶级的国际大军中，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出色地运用了议会以外的斗争工具，如社会主义报刊、工会、经常性的人民集会、对青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等等，等等。

问题的实质何在呢？问题的实质在于：许多历史条件的总和使议会活动成了德国某个时期特殊的斗争工具，与其他斗争工具相比，这个斗争工具不是主要的、不是高级的、不是强大的、不是十分重要的斗争工具，而只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最有自己的特点的特殊的斗争工具。因此是否有利用议会活动的本领，就成了能不能出色地组织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前面已列举了它的各个方面）的征兆（不是条件，而是征兆）。

现在我们不谈德国，来谈俄国。谁要是想把这两个国家的条件完全等同看待，谁就要犯一系列的重大错误。但是请按照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的那样来提出问题吧：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前的政策和策略的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必须象在革命以前那样来保持和巩固秘密的党。我们必须象在1897一1903年间那样毫不懈怠地帮助群众作好准备，去迎接新的革命转机。我们必须象一切社会民主党那样时时处处千方百计地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发展和利用各种各样的工人组织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时局的特点正是旧的专制制度企图（不能实现的企图）借助十月党－黑帮杜马来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因此利用这届杜马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传播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特殊策略任务。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这个特殊任务特别高级，能开辟广阔的前景，也不在于它的意义和1905—1906年无产阶级所面临的那些任务不相上下或者相接近。不是的，问题的实质在于这是当前时期策略的特点，它既不同于过去时期，也不同于将来时期（因为这个将来时期也许给我们带来的是比利用第三届杜马的任务更复杂、更高级、更有意思的特殊任务）。不完成当前时期的这个特殊任务，不把黑帮－十月党人杜马转变成为社会民主党进行鼓动的工具，就不能掌握时局，就不能完成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一切任务。

例如，布尔什维克要估计革命经验，召回派的空谈家们也跟着高谈阔论。但是他们却不了解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不了解估计革命经验就包括从杜马内部来坚持革命理想、革命任务和革命方法。不能从杜马内部即通过可以进入而且已经进入这届杜马的我们党的工人来坚持这些理想、任务和方法，也就是不善于在政治上估计革命经验时迈开第一步（因为这里谈的当然不是写在书本和文章里的理论上的经验估计）。但是我们的任务无论如何绝不是只限于迈开这第一步。比第一步重要得多的将是第二步和第三步，也就是把群众所估计到的经验转变成为新的历史行动的思想。但是如果这些召回派的空谈家们谈的是关于“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他们就应当了解（如果他们善于象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思考和推论的话），所谓“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恰恰就是把最基本最起码的任务提上日程的时期。“两次革命之间”是形容动荡不定的局势，是说旧政权已经深信不可能单靠旧的工具来维持统治而尝试在旧秩序的总的范围内使用新的工具。这是充满内在矛盾的实现不了的尝试，它把专制制度又引向而且必然引向崩溃，要使我们再次经历1905年的光荣时期，再一次进行1905年的光荣搏斗。但是专制制度走向崩溃不是按1897—1903年的那种方式，它引导人民走向革命不是按1905年以前的那种方式。对这里所说的“不是按那种方式”的意思要善于理解，要善于改变自己的策略，除了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基本的、总的、第一位的、最重要的任务以外，还要加上一个不很大的、然而是当前这个新时期的特殊的任务，这就是革命社会民主党利用黑帮杜马的任务。

如同一切新任务一样，这个任务看起来似乎要比其他任务更困难些，因为它要求人们不只是简单地重复背熟了的口号（召回派和马克西莫夫除了重复口号，没有别的本事），而是要求人们有某种首创精神，头脑灵活，有创见，能够独立研究独特的历史任务。事实上，只有那些不善于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人们才会感到这个任务特别困难，其实这个任务同目前一切特殊任务一样，要比别的任务更容易一些，因为正是在目前条件下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时期，认真办好“指导员学校和指导员小组”，也就是要求它们真正同群众运动保持联系，真正服从于群众运动，这个任务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因为这个任务提得很愚蠢，提出这个任务的人，只是从一本写得很好的小册子中抄录了这一项任务的提法，但是这本小册子所谈的是另一个时期的条件。而要使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的演讲、发言和政策都服从于群众性的政党和群众的利益，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则是可能的。完成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如果认为重复背得烂熟的东西是“容易的”事情的话），但是可以办到的。现在不管我们怎样发挥党的全部力量，我们还是不能完成由社会民主党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在目前这个“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建立“指导员学校”的任务，因为这个任务要在完全另外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完成。相反，我们现在全力以赴，就一定可以完成（而且我们已经开始完成）革命社会民主党利用第三届杜马的任务，由于被撤职而感到委屈的、不走运的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呀，我们完成这个任务不是为了抬高议会活动的地位，不是为了宣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而是为了在完成适应于目前这个“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的“两次革命之间的”任务之后，进而完成适应于今后更高即更革命的时期的更高的革命任务。


三

从召回主义的实际历史来看，马克西莫夫之流愚蠢地叫喊什么布尔什维克“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是特别可笑的。之所以可笑，就在于大喊大叫夸大了议会活动的意义的，恰恰是那些过去和现在总是在自己对待议会活动的问题上建立特殊派别的人！最可爱的马克西莫夫之流呀，你们是怎样称呼自己的呢？你们称呼自己是“召回派”、“最后通牒派”、“抵制派”。马克西莫夫直到现在还很欣赏自己是第三届杜马的抵制者，他把仅有的几篇就党内问题发表的文章一律加上这样的署名：“1907年七月代表会议上抵制派的报告人”。古时候有一位作家常常这样署名：“四等文官兼骑士”。而马克西莫夫的署名是：“抵制派的报告人”——他也是一个骑士呀！

在1907年6月的政治形势下，马克西莫夫坚持抵制，这个错误还根本算不得什么。但是1909年7月，马克西莫夫发表了那么个宣言，仍然欣赏自己对第三届杜马所采取的“抵制主义”，这就非常愚蠢了。抵制主义也罢，召回主义也罢，最后通牒主义也罢，这些说法本身就已经表明了，由于对待议会活动的问题而且仅仅是由于这个问题就已经建立了派别。在这个问题上突出并继续突出（在党从原则上解决了问题两年之后！）自己，这是极端狭隘的标志。正是这种人，即“抵制派”（1909年）、召回派、最后通牒派，恰恰证明他们不是按照社会民主党的精神来思考问题，是他们把议会活动抬高到特殊的地位上，他们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模一样，靠某种妙方来建立派别，即抵制某个杜马，或者从某个杜马中召回自己的代表，或者向某个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这样做也就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克。而布尔什维克派的形成，是由于他们对俄国革命的看法一致，布尔什维克已经一千次地着重指出（简直象对一些政治上的纨袴少年预先提出警告），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或战斗主义混为一谈，就是对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进行荒谬的歪曲并使之庸俗化。例如，我们认为当前专制制度试图在建立资产阶级君主制度的道路上前进一步，而杜马在全国性代表机关中起反革命阶级组织的作用，基于我们对时局的这种看法，必然产生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参加第三届杜马这种看法。无政府主义者在关于一般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问题中过分强调议会问题，企图靠一些反对资产阶级议会活动的叫喊（虽然对资产阶级议会活动的批评同对资产阶级刊物和资产阶级工团主义等等的批评在原则上是等同的）来建立派别，这就暴露了自己是变相的议会迷，我们的召回派、最后通牒派、抵制派在对待杜马的问题上，在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偏向进行斗争（不是同那些顺路跑到社会民主党里来的资产阶级著作家们的偏向等进行斗争）的方式问题上也单独形成一个派别，这就同样完全暴露出变相的孟什维主义。

这种变相的议会迷在一位得到马克西莫夫掩护的莫斯科召回派的领袖的一句有名的论断中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说：召回党团本身就是突出说明，革命并没有被葬送[69]！而马克西莫夫则不假思索大言不惭地当众宣称：“召回派从来没有（是呀，自然是从来没有！）发表过反议会制度的意见。”

马克西莫夫之流这样替召回派打掩护是新派别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对于这个特点我们应当特别详细地谈一谈，因为不了解情况的公众特别容易落入这些因被撤职而大叫冤屈的人的圈套。第一，这种掩护表现在，马克西莫夫之流拍着自己的胸脯不停地表白说：我们不是召回派，我们根本不同意召回派的意见！第二，马克西莫夫之流责备布尔什维克夸大了同召回派的斗争，这恰好是工人事业派同工人思想派的关系的历史（1897—1901年）的重演[70]。当时工人事业派拍着自己的胸脯叫喊说：我们不是“经济派”，我们不同意《工人思想报》的观点，我们同它有争论（这和马克西莫夫同召回派的“争论”一模一样！），完全是可恶的火星派使我们蒙受了不白之冤，他们诽谤我们，并且“煽起了”“经济主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在一些工人思想派分子中，即在一些公开和诚实的“经济派分子”中，有不少人就老老实实误入歧途，他们不怕维护自己的见解，对于这样的人还是不能不尊敬的；而《工人事业》杂志在国外的一伙人却大搞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消痕灭迹、玩捉迷藏、欺骗公众等勾当。现在彻底的和公开的召回派（如在党内大家所熟知的弗谢沃·和斯坦尼·）同马克西莫夫国外一伙人的关系恰好也是这样。

这伙人叫喊道：我们不是召回派。但是，如果叫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就当前政治局势和党的任务说几句话，你们就会听到那全是些召回派的论调，只不过被狡猾的说明、补充、缄默、缓和、混乱等许许多多手法略为淡化罢了（我们在马克西莫夫的言论中所看到的情况也是如此）。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这种狡猾手腕不但不能使你们摆脱人们的指责，说你们犯了召回主义的轻率错误，反而十倍地加重了你们的罪过，因为隐蔽的思想混乱更会百倍地腐蚀无产阶级，百倍地危害党。 
［注：马克西莫夫曾经说：只有《无产者报》才恶意诬蔑最后通牒派。有一个小小的例子可以说明马克西莫夫这句话是很武断的。1908年秋阿列克辛斯基出席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大会，他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主义的决议案。这是在《无产者报》内部开展坚决反对新派别的运动以前的事。结果怎样呢？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嘲笑了阿列克辛斯基和他的决议案，对他说：“你只不过是一个胆怯的召回派分子罢了，如此而已。”］



马克西莫夫之流叫喊道：我们不是召回派。但是，马克西莫夫从1908年6月脱离《无产者报》编辑部核心以后，就在编委会内组织了一个正式的反对派，要求给予这个反对派以辩论的自由，结果如愿以偿了，要求在与发行报纸有关的本组织的最重要的执行机关中给予这个反对派特别代表权，结果也如愿以偿了。不言而喻，从那时起，一年多以来，所有的召回派分子都经常出没于这个反对派的行列之间，他们共同组织了一个俄国代办处，为进行联络共同建立了一所国外党校（关于这个党校下面再谈），如此等等。

马克西莫夫之流叫喊道，我们不是召回派。但是，在1908年12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这个反对派中比较诚实的召回派分子当着全党的面结成了一个单独的集团即单独的思想派别，并且以这个派别的资格获得了推举自己的发言人的权利（代表会议曾决定：鉴于时间短促，只有单独的思想派别或单独的组织才能单独推举发言人），于是马克西莫夫同志就成了召回派的发言人（由于纯粹偶然的原因！由于完全偶然的原因！）……

马克西莫夫的国外集团一贯用掩盖召回主义的方法来欺骗党。1908年5月，召回主义在公开的斗争中遭到失败：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以18票对14票否决了它（1907年7月在这个区几乎所有社会民主党人无例外地都是抵制派，不过他们和马克西莫夫不同，到1908年6月他们就了解到，坚持“抵制”第三届杜马是不可容忍的蠢事）。在此以后，马克西莫夫同志在国外便组织了一个与《无产者报》相对立的正式反对派，并在布尔什维克的定期机关刊物上展开了一场过去从未进行过的辩论。而当1908年秋季选举出席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整个彼得堡组织分成了召回派和非召回派（工人们的说法）的时候；当彼得堡所有的区和分区不是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纲领而是就召回派和非召回派的纲领进行辩论的时候，召回派的纲领竟然隐藏起来，不公之于众。这个纲领没有通知《无产者报》，也没有刊印出来。在1908年12月全国代表会议上，也没有向党报告。只是在代表会议以后，由于编辑部的坚决要求，我们才得到这个纲领，并在《无产者报》第44号上刊印出来（《彼得堡召回派的决议》）。

莫斯科区域一位众所周知的召回派领袖“校订了”一篇刊登在《工人旗帜报》[71]第5号上的一个工人召回派分子写的文章。但是这位领袖自己的纲领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收到。我们很清楚，早在1909年春季，在中部工业区区域代表会议筹备期间，这位召回派领袖的纲领就在一些人中传阅并且扩散开来。根据一些布尔什维克所谈的情况，我们了解到，这个纲领中违反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谬论要比彼得堡的纲领多得多。但是纲领的原文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大概也象马克西莫夫代表召回派在代表会议上发言一样，是由于完全偶然的原因吧。

对于利用合法机会的问题，马克西莫夫之流也用一种“圆滑的”词句加以掩饰，说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很想知道，现在马克西莫夫派的实际领袖利亚多夫同志和斯坦尼斯拉夫同志是否也认为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的”，3个月以前他们早就在当时自己掌握的中部工业区区域局（就是批准建立臭名昭彰的“党校”的那个区域局；现在该区域局的构成有变动）通过了一项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工厂医生代表大会的决议。大家知道，这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居多数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而所有最有名的召回派分子和最后通牒派分子都鼓动不要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声称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马克西莫夫则进行消痕灭迹，说什么“不言而喻”。“不言而喻”的倒是：更为露骨的召回派分子和最后通牒派分子都公开破坏俄国的实际工作，而马克西莫夫之流则很羡慕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荣誉，他们掩盖问题的本质，说什么没有任何分歧，没有任何人反对利用合法机会。

国外党的机关报和国外联络小组等的恢复，必然会使旧的徇私舞弊行为再度发生，对这种行为是必须毫不留情地进行斗争的。“经济派”当年在俄国国内鼓吹反对政治斗争，在国外则有《工人事业》杂志作掩护，现在这种情景又在全部重演。资产阶级民主的“кредо”（кредо＝ｃｒｅｄｏ，即信条[72]）当年在俄国被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宣扬过，然而与作者们的意愿相违，竟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报刊上公布出来，现在这种情景又在全部重演。马克西莫夫之流在各方面都与召回派完全携手并肩前进，协同一致，他们写文章拍着自己的胸脯硬说整个召回主义都是《无产者报》故意煽动起来的，这种捉迷藏游戏，这样利用秘密工作的困难来反对党的公开性，这种狡猾手腕，败坏党比什么都厉害。

我们不是故意刁难人的人，也不是形式主义者，而是干革命工作的人。对于我们说来，重要的不是从字面上去划分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抵制主义”（抵制第三届杜马）三者的区别。对于我们说来，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宣传鼓动的实际内容。既然有人披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外衣在俄国的秘密小组内宣扬一些与布尔什维主义和一般社会民主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那么不让我们在全党面前充分揭露这些观点和充分说明这些观点的错误，就是同无产阶级为敌。


四

在造神说的问题上这些人也作了自我表现。《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就这个问题通过并公布了两项决议：一项谈的是问题本身，另一项是专门谈马克西莫夫的抗议的。请问：这位马克西莫夫现在在自己的《报告书》中究竟说的是什么呢？他写这个《报告书》为的是消痕灭迹，这和一位外交家说什么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73]是一路货色。现在流传着一些说马克西莫夫一伙人结成了“所谓造神主义的”派别的“不可靠的消息”，仅此而已。

“不可靠的消息”，是您说的吗？啊，最亲爱的，不对，正因为您明明知道，《无产者报》掌握的关于造神说的“消息”是完全可靠的，你才在这里消痕灭迹。你明明知道，正如已经公布的决议所述，这些“消息”首先涉及的是你们一伙著作家所写的一些文学作品。我们的决议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些作品，只是没有补充说明（在决议中也不可能补充说明），近一年半以来，布尔什维克的一些领导人对您的战友们的“造神说”极为不满，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除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原因以外），那些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克的新派别便支吾搪塞、施展伎俩、吹毛求疵、愤愤不平、造谣中伤，使我们根本无法进行工作。在最突出的造谣中伤事件中有一件马克西莫夫是特别清楚的，这就是那篇正式送交《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反对登载《走的不是一条路》一文（《无产者报》第42号）的书面抗议。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呀，也许这也是“不可靠的消息”吧？也许这也是“所谓抗议”吧？

不，要知道消痕灭迹的政策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奏效的，而在我们党内你们的这种政策永远也不会奏效。在所有关注俄国书刊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人所熟悉的问题上，是用不着捉迷藏，用不着装腔作势地去保守秘密的。有一伙著作家，他们靠几个资产阶级出版社的帮助在我国合法的书刊上经常大肆宣扬造神说。这伙人当中就有马克西莫夫。这种宣扬恰恰是在最近一年半以来经常化起来的，在这个期间，俄国资产阶级为了反革命的目的，需要复活宗教，唤起对宗教的需求，制造宗教，向人民灌输宗教或用新的方法在人民中间巩固宗教。因此宣扬造神说就具有了社会性和政治性。在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报刊因最热心的孟什维克酷爱立宪民主党而对他们吻了又吻，在反革命得势时期，资产阶级报刊对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决不是开玩笑！）甚至“也是布尔什维克”中间的造神派也同样是正在吻了又吻。当布尔什维主义的正式机关报在编辑部文章中声明，布尔什维主义和这种宣扬走的不是一条路时（这个声明是在布尔什维克无数次试图通过书信和个别交谈来制止这种可耻的宣扬遭到失败以后发表的），马克西莫夫同志便向《无产者报》编辑部提出了正式的书面抗议。他，马克西莫夫是由伦敦代表大会[74]选出来的，因此他“所得到的权利”就被敢于公然与宣扬造神说的可耻行为决裂的人破坏了。“难道我们的派别在受造神派著作家的奴役！”这句话是编辑部里闹得最凶的时候马拉同志脱口说出的。是的，不错，就是这位马拉同志，他未免太谦虚，太慈善，太忍让，太好心肠了，以至于到现在还不能拿定主意：是跟布尔什维克走呢，还是跟通神的召回派走。

被不公平地撤职的马克西莫夫呀，或许这一切也是“不可靠的消息”吧？难道现在不存在一伙造神派著作家吗？难道您没有为这些著作家作过任何辩护吗？难道您对《走的不是一条路》一文没有提出过抗议吗？是这样吗？

关于涉及造神派的“不可靠的消息”是马克西莫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书》中谈新派别开办的国外党校时所说的。马克西莫夫同志极力强调这个“开办在国外的第一所〈黑体是马克西莫夫用的〉党校”，极力在这个问题上牵着公众的鼻子走，因此我们不得不比较详细地谈谈这所臭名远扬的“党校”。

马克西莫夫同志诉苦说：


　　“编辑部（《无产者报》）根本没有打算协助这所党校，甚至也根本没有打算掌握对党校的监督权，编辑部散布一些来路不明的关于党校的不真实消息，而根本不找党校的组织者核实一下这些消息。这就是编辑部对整个这件事的态度。”



　　是的，是的。“甚至也根本没有打算掌握对党校的监督权……”马克西莫夫在这句话中所玩弄的狡猾手腕已经把他自己揭穿了。读者不妨回想一下第一届杜马时期的叶罗金旅馆吧。退职的地方官（或者说诸如此类的一个官僚骑士）叶罗金在彼得堡为外地农民代表开设了一个旅馆，以此支持“政府的意向”。没有经验的乡下人，一到首都就被叶罗金的走狗们截住，带到叶罗金的旅馆，不言而喻，那里是一所学校，在那里“左派”的邪说遭到驳斥，劳动派分子等遭到诬蔑，新的杜马代表们也学到了“真正俄罗斯的”治国之道。幸而国家杜马的所在地是彼得堡，叶罗金也只好把他的旅馆开设在彼得堡，而由于彼得堡是一个思想生活和政治生活相当广泛而自由的中心，所以叶罗金的代表们自然很快就离开了叶罗金的旅馆而搬到了劳动派的所在地或独立代表们的所在地。结果叶罗金耍的花招只是使他自己和政府都丢脸。

现在请读者设想一下，一个同样的叶罗金旅馆不是开设在某个国外的彼得堡，而是开设在某个国外的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75]。如果你们这么想，你们一定会同意下面的看法：召回派和造神派的叶罗金们利用自己熟悉欧洲之便而做得比真正俄罗斯的叶罗金更加狡猾。一些自称为布尔什维克的人单独筹集了一笔经费（这与我们知道的全体布尔什维克的唯一的一笔经费无关，这后一笔经费是用来支付出版和发行《无产者报》方面的费用的），建立了自己的代办处，把“自己的”几个鼓动家调集到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把护党派社会民主党工人运送到那里，然后宣布这个（瞒着党开设在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的）叶罗金旅馆是“在国外的第一所党校”（所以叫党校，因为这个旅馆是瞒着党开设的）。

由于被撤职的马克西莫夫同志特别热心地提出了他被撤职是合法还是非法的问题（这个问题后面再谈），我们得赶快预先说明一下，在召回派－造神派的叶罗金们的行动方式中根本没有什么“非法的东西”。绝对没有。这方面一切都是完全合法的。党内的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是合法的。志同道合的人筹集经费举办一项共同的宣传鼓动事业是合法的。他们愿意在目前选择“党校”而比如说不是报纸作为这项事业的形式，这也是合法的。他们把这个学校看作正式的党校也是合法的，因为这个党校总还是由一些党员举办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总还是由一个党的组织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这项事业负责。这里一切都是完全合法的，而且都会是很好的，如果……如果不耍狡猾手腕，如果不搞两面派，如果不欺骗自己的党的话。

既然你们公开强调学校是党办的，只谈这个学校形式上合法的问题，而不说出党校发起人和举办人的名字，也就是说，你们闭口不谈我们党内新派别的机构即党校的思想政治倾向，难道这不是欺骗党吗？在《无产者报》编辑部有两个关于这所党校的“文件”（编辑部同马克西莫夫的联系一年多以来正是靠“文件”和外交照会进行的）。第一个文件上根本没有人署名，绝对没有任何人署名，这个文件纯粹是谈教育的好处和叫作党校的这种机构的启蒙作用的。第二个文件上的署名是假的。现在，马克西莫夫同志发表文章向公众称赞“在国外的第一所党校”，却仍旧闭口不谈党校是什么派别的。

这种玩弄狡猾手腕的政策危害着党。我们一定要揭露这种“政策”。党校的发起人和举办人实际上是“叶尔”（我们这样来称呼党内都知道的莫斯科召回派的领袖，他曾作过关于党校的专题演讲，参加过党校的组织工作，并被几个工人小组选为讲课人）、马克西莫夫、卢那察尔斯基、利亚多夫、阿列克辛斯基等同志以及其他一些人。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在这些同志中谁起什么作用，在党校的各个正式机构，如党校“理事会”、党校“执行委员会”、党校讲师委员会等机构中，他们这几个人是怎样安插的。我们不知道，哪些“非派别的”同志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补充到这伙人当中去。所有这些都不重要。我们可以断言：决定这个学校即新的派别中心的真正思想政治倾向的正是上面提到名字的那些人；而马克西莫夫玩弄狡猾手腕的政策，向党隐瞒了这种情况。党内出现一个新的派别中心，这并不是坏事（我们决不是那种靠反对派别活动的廉价叫喊来捞取政治资本的人），相反，既然党内存在一个单独的派别，这个派别又获得了单独表现的机会，这倒是好事。而党受欺骗，工人们受欺骗（不言而喻，工人们总是象对任何教育机构一样同情任何学校的），这才是坏事。

马克西莫夫同志向公众诉苦说，《无产者报》编辑部“甚至”（“甚至”！）不愿意“掌握对党校的监督权”，难道这不是搞两面派吗？不妨想想：马克西莫夫同志1908年6月离开了《无产者报》小型编辑部，从那时起，在布尔什维克派中，内部斗争有上千种形式，几乎没有间断过；阿列克辛斯基在国外，“叶尔”之流既在国外又在国内，他们都追随马克西莫夫，用千百种调子重复着召回派－造神派反对《无产者报》的一切蠢话。马克西莫夫对《走的不是一条路》一文提出书面的正式抗议；所有的人都在说布尔什维克必然要分裂，即使是根据道听途说知道一些党内情况的人也在这样说（例如，出席1908年12月全国代表会议的孟什维克唐恩在一次正式会议上大声宣称：“谁不知道，现在布尔什维克谴责列宁背叛了布尔什维主义”！），而马克西莫夫同志则扮演成天真的、天真无邪的毛孩子的角色，向最可尊敬的公众发问：为什么《无产者报》编辑部“甚至”不愿意在造神派的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掌握对党校的监督权呢？要我们“监督”党校！要《无产者报》的拥护者以“督学”身分旁听马克西莫夫、卢那察尔斯基、阿列克辛斯基之流的课！！干什么要玩弄这种卑鄙可耻的骗人把戏呢？这是干什么呢？干什么要分发一些不能说明问题的“党校的”“教学大纲”和“报告书”来蒙蔽公众，而不直截了当地承认新派别中心的思想领导者和鼓动者呢！

这是干什么呢？让我们暂且把党校问题作个结束，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彼得堡可以容纳下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它可以迁到（至少它的大部分可以迁到）彼得堡，但是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却容纳不下彼得堡，彼得堡也不能迁到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新党校的学员当中稍微有点干劲，稍微能够独立思考的，都能找到一条从狭小的新派别通往广阔的党的道路，从召回派和造神派的“科学”通往社会民主主义特别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科学的道路。谁甘心受叶罗金的开导，那对他也无可奈何。《无产者报》编辑部准备给予而且一定给予所有工人一切帮助，不管他们的观点怎样，只要他们愿意从国外的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迁到（或者去一趟）国外的彼得堡，并且愿意了解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对于“在国外的第一所党校”的发起人和举办人的虚伪政策，我们要向全党彻底揭露。


五

干什么马克西莫夫要玩弄这些两面派手段，——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在结束关于党校问题的讨论之前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严格讲来，在这里应该加以阐明的不是“干什么？”的问题，而是“为什么？”的问题。如果认为是新派别的全体成员为了一定的目的而有意识地玩弄这种两面派政策，那是不对的。情况并非如此。问题是这样：在这个派别本身，在它发表言论和进行活动的条件中，就存在着产生两面派政策的原因（这些原因是很多召回派分子和造神派分子都没有认识到的）。

常言道，虚伪是邪恶送给美德的礼品。但是这句名言是就个人品德方面而言的。对于思想政治派别应当说：虚伪是一种烟幕，那些由成分复杂、偶然凑合在一起、不敢直言不讳的分子组成的内部性质不纯的集团，总是施放这种烟幕。

新派别的成分决定它要施放这种烟幕。通神的召回派司令部的成员有：未被承认的哲学家、遭到嘲笑的造神派、由于无政府主义的胡说八道和信口开河的空谈革命而被揭穿的召回派、糊里糊涂的最后通牒派，最后还有那些战斗队员们（幸而在布尔什维克派中为数不多），他们认为，从事不显眼的、平凡的、缺乏光彩而“引人注目的”外表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虽然符合“两次革命之间”时期的条件和任务，却有损于他们的尊严，他们在1909年对马克西莫夫关于指导员学校和指导员小组……的“引人注目的”词句感到很满意。目前唯一能够使这些形形色色的分子紧密地团结起来的东西，就是他们对《无产者报》的刻骨仇恨，而《无产者报》遭到他们的仇恨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些分子要《无产者报》反映他们的观点，哪怕是间接地承认他们的观点，或者对他们稍加保护和掩饰，他们这方面的每个尝试，从来都不会不遭到最坚决的反击。

“死了这条心吧”——每一号《无产者报》，它的每一次编辑会议，它每一次就党内生活的任何一个迫切问题所发表的意见都这样告诉这些分子。

造神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由于我国革命和我国反革命发展的客观情况）成了著作界的迫切问题，而社会民主党如何利用第三届杜马和第三届杜马讲坛成了政治工作方面的迫切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些分子便团结起来了，自然而然又不可避免的爆发发生了。

和任何一次爆发一样，这次爆发是突然发生的，这不是说这些倾向以前没有流露，也不是说这些倾向过去没有一点表现，而是说形形色色的倾向包括与政治相距很远很远的倾向，几乎突然间在政治上结合起来了。因此广大公众一开始总是最易于接受对这种新的分裂所作的庸俗解释，比如认为分裂是由某个领导者的某些不良品质以及国外的影响和小组习气的影响等等造成的。毫无疑问，由于客观条件，国外不可避免地成了一切中央革命组织的作战根据地，因而在分裂的形式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毫无疑问，那种只有半个身子加入社会民主党的著作家小组的特点也对这种形式有影响。我们所说的庸俗解释，指的不是估计那些只能说明分裂的形式、缘由和“外部历史”的情况，而是不愿意或不能够理解分歧的思想政治基础、原因和根源。

新派别不理解这些基础，这也就是它照旧施放烟幕、消痕灭迹、否认同召回主义有割不断的联系等等的根源。新派别由于不理解这些基础，就利用对分裂的庸俗解释和利用庸俗的同情来进行投机。

事实上，马克西莫夫之流现在向公众哭诉，说他们“被赶走”、“被撤职”了，这不正是利用庸俗的同情来进行投机吗？看在基督的份上，请你们向无辜被赶走的人，向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施舍一点同情吧……用这种手法准保可以指望得到庸俗的同情，这已为下面这件奇异的事实证明了：甚至普列汉诺夫同志这个反对任何造神说、反对任何“新”哲学、反对任何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等等的人，也被马克西莫夫的诉苦所感动而看在基督的份上作了施舍，并且一再骂布尔什维克是“冷酷无情的人”（见普列汉诺夫的1909年8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既然马克西莫夫甚至向普列汉诺夫都央求到了同情的施舍，读者自然也就不难设想，那些社会民主党内和社会民主党周围的庸人们，由于善良的、忠厚的、谦虚的召回派和造神派“被赶走”和“被撤职”，为马克西莫夫将流下多少同情的眼泪。

关于“被赶走”和“被撤职”的问题，马克西莫夫同志从形式方面和问题的实质方面都作了分析。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他的分析。

被撤职的人们向我们说：从形式方面来看，撤马克西莫夫的职是“非法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种撤职的决定”，因为马克西莫夫“是由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即党代表大会上的布尔什维克部分选举出来的”。公众读到马克西莫夫和尼古拉耶夫的传单，看到的是严厉的责难（“非法撤职”），却看不到对责难所作的确切说明，也得不到判断问题的材料。而这正是每逢国外发生分裂时某一方面惯用的手法：抹杀和掩盖原则上的分歧，回避思想上的争论，隐藏自己思想上的朋友，对于公众不能确切弄清楚也无权详细弄清楚的组织上的冲突则大肆喧嚷。1899年，工人事业派就是这样干的，他们叫喊道，没有任何“经济主义”，倒是普列汉诺夫窃据了印刷所。1903年，孟什维克也是这样干的，他们叫喊道，他们根本没有转向工人事业派，倒是列宁把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其他等人“赶走了”或“撤了职”。现在那些利用国外瞎起哄和乱造谣的爱好者来进行投机的人又在这样干。他们说，既没有召回主义，也没有造神说，只是“编辑部的多数”把马克西莫夫“非法撤了职”，这个多数打算把“整个派别的财产”“完全留给自己支配”，——先生们，请进我们的小铺子里来吧，听我们讲讲这非常有趣味的事情……

马克西莫夫同志和尼古拉耶夫同志，这种手法过时了！使用这种手法的政治家们不能不碰得头破血流。

我们的“被撤职的人”之所以要谈论什么“非法性”，是因为他们认为《无产者报》编辑部无权决定布尔什维克派的命运和它的分裂的问题。先生们，好得很。如果说《无产者报》编辑部和伦敦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15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无权代表布尔什维克派，那你们就完全可以大声宣布这一点，并且可以掀起一个运动，推翻或改选这个无用的代表机关。你们也确实掀起了这样一个运动，直到你们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之后，你们这才认为还是抱怨和哭诉更好一些。马克西莫夫同志和尼古拉耶夫同志，既然你们提出了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问题，那你们为什么不向公众讲一讲，“叶尔”同志在几个月以前就向莫斯科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关于不信任《无产者报》和关于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选举布尔什维克新的思想中心的决议草案呢？

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为什么你们闭口不谈这件事呢？

为什么你们闭口不谈“叶尔”的决议遭到了全体一致的反对呢？

为什么你们闭口不谈1908年秋季，在整个彼得堡组织内，包括基层组织，就布尔什维克中的两个派别——召回派和反召回主义派的纲领展开了斗争，而且召回派遭到了失败呢？

马克西莫夫和尼古拉耶夫所以要在公众面前哭哭啼啼，是因为他们在俄国不止一次地遭到失败。无论是“叶尔”或是彼得堡的召回派，都有权既不等待任何代表会议的召开也不向全党公布自己的纲领，就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包括它的基层组织。

但是，《无产者报》编辑部从1908年6月起就已公开和召回主义宣战，其间，经过一年的斗争，一年的辩论，一年的摩擦和冲突等等，如今，在邀集了没有参加任何一次国外冲突的3个俄国区域代表和扩大编辑部的几个俄国国内成员之后，这个编辑部要说明真情实况，要声明马克西莫夫已经从编辑部分裂出去，声明布尔什维主义同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和造神说毫无共同之处，它连这点权利都没有吗？

先生们，别再搞两面派了！你们在自以为自己的力量特别强的地方斗争，结果你们仍然失败了。你们违背布尔什维克正式中央的决定，也不等待任何特别代表会议的召开，就向群众灌输召回主义。现在你们却因为在扩大编辑部里，在有区域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成了少得可笑的少数而哭诉和抱怨！

现在我们又看到了国外分子玩弄十足是工人事业派式的手法：不存在实现彻底民主制的条件，偏要玩弄“民主制”；利用“国外”所煽起的各种不满来进行投机，同时却从这个国外（通过“党校”）来进行召回主义－造神说的宣传；先在布尔什维克中制造分裂，再为分裂痛哭流涕；在“党校”的掩护下建立自己的派别，同时却为《无产者报》的“分裂”政策假惺惺地流眼泪。

算了吧，这种乏味的纠纷已经闹够了！派别就是党内志同道合的人的自由联盟，经过一年多的国内外的斗争，我们完全有权利而且也有义务作出明确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我们已作出来了。你们也完全有权利来反对这个结论，提出自己的纲领，为自己的纲领争取多数。如果你们不这样做，如果你们不同召回派实行公开的联盟，不提出自己的一般纲领，而继续捉迷藏并利用廉价的国外“民主主义”来投机，那么对你们的回答就只能是你们自己找的蔑视。

你们是在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你们宣称，《无产者报》整整一年来“一直”执行着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你们在俄国国内的拥护者也不止一次地试图在彼得堡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中贯彻这种观点）；另一方面，你们又为分裂痛哭流涕，并且拒绝承认“撤职”。一方面，你们确实同召回派和造神派在各方面携手并肩前进；另一方面，你们又宣布同他们脱离关系，假装成调和派，希望布尔什维克同召回派、造神派和解。

“你们死了这条心吧”！你们可以为自己争取多数。你们可以在一部分不成熟的布尔什维克中获得一些什么胜利。但是任何调和我们都不接受。你们建立自己的派别吧，更确切些说，你们照你们已经开始做的那样，继续建立自己的派别吧，但是你们不要欺骗党，不要欺骗布尔什维克。现在世界上任何代表会议，任何代表大会都不能使布尔什维克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造神派调和。我们说过，现在再说一遍：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和每一个觉悟工人都必须坚决作出最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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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派别掩饰自己的思想渊源，害怕拿出自己的真正纲领，它竭力抄袭过去闹分裂时用过的词句，借以弥补自己思想的贫乏。马克西莫夫和尼古拉耶夫模仿过去反对新《火星报》的斗争，叫喊什么《新无产者报》，“新无产者报路线”。

这种手法能糊弄一下政治上的毛孩子。

但是先生们，即使重复旧的词句你们也没有这个本领。“反对新《火星报》”这个口号的“要害”在于：孟什维克夺取了《火星报》，自己就应该实行新的路线，而代表大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赞同的却正是旧《火星报》[76]的路线。“要害”在于孟什维克不得不在1903—1904年通过托洛茨基之口宣布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道鸿沟。直到现在波特列索夫之流还在竭力从自己身上抹掉他们受旧《火星报》领导的那个时期的“痕迹”。

现在，《无产者报》已出到了第47号。它的第1号正好是在3年前，即在1906年8月间出版的。就在1906年8月21日出版的第1号上刊载了一篇题为《论抵制》的编辑部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现在恰恰到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不再成为抵制派的时候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40页。——编者注］

 从那时起，在任何一号《无产者报》上没有一句话是赞成“抵制主义”（在1906年以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而不是驳斥这种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而现在那些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克却摆出一副架子，企图把自己同那些起初进行了旧《火星报》的三年运动、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来巩固它的路线、后来又指出了新《火星报》的转变的人们作比较！

“通俗工人报纸《前进报》前任编辑”——马克西莫夫同志现在用这样的署名是希望读者能够想起“鹅曾经救过罗马”[77]。我们对马克西莫夫这种做法的回答是：你对待《前进报》[78]路线的态度和波特列索夫对待旧《火星报》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波特列索夫曾经是旧《火星报》的编辑，但是并不是他领导旧《火星报》，而是旧《火星报》领导他。他刚想要改变路线的时候，旧火星派便不理他了。现在甚至波特列索夫本人也在拼命洗刷“幼年的罪孽”[79]，后悔当年不该参加旧《火星报》的编辑工作。

不是马克西莫夫领导《前进报》，而是《前进报》领导马克西莫夫。证据是：对抵制第三届杜马，《前进报》没有讲过一句赞成的话，而且也不可能讲。过去马克西莫夫让《前进报》来领导他，他做得很明智，很好。而现在马克西莫夫却在臆想出（或者说帮助召回派臆想出，反正一样）这样一条路线必然陷入泥潭，就象使波特列索夫陷入泥潭一样。

马克西莫夫同志，请你记住：应当把思想政治派别这个整体，而不是把某些人背得烂熟却不解其意的“词句”和“口号”拿来作为比较的基础。布尔什维主义在1900—1903年这三年间领导了旧《火星报》，并作为一个完整的派别同孟什维主义进行了斗争。孟什维克还没有把波特列索夫（只波特列索夫一个人吗？）抛给普罗柯波维奇之前，他们老早就同他们的新联盟，即同反火星派、同工人事业派鬼混在一起了。布尔什维主义本着同“抵制主义”等等进行坚决斗争的精神领导了旧《无产者报》（1906—1909年），它作为一个完整的派别，同现在这些臆想出“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造神说”等等的人们进行了斗争。孟什维克想按照马尔丁诺夫和“经济派”的精神来纠正旧《火星报》，他们这样做碰得头破血流。现在你们想按照“叶尔”、召回派和造神派的精神来纠正旧《无产者报》，你们这样做也会碰得头破血流。

可是“转向普列汉诺夫”是怎么回事呢？马克西莫夫扬扬得意地这样说。建立“新的核心派别”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这位“也是布尔什维克”认为“否认”所谓“要实现‘核心’的思想”就是耍“外交手腕”！

对马克西莫夫这种反对“外交手腕”和反对“同普列汉诺夫联合”的叫喊，只好一笑置之。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也是始终如一的：他们记得很牢，普列汉诺夫在1906—1907年间曾经执行了极端机会主义的政策。他们认为，只要老是把这一点说了又说，即使不去研究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也意味着最大的“革命性”。

事实上，《无产者报》的“外交家们”从伦敦代表大会以来就始终公开执行并贯彻的是反对不伦不类地夸大派别活动这种具有党性的政策，即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目前马克西莫夫的叫喊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从伦敦代表大会以来，总是有个别布尔什维克（如阿列克辛斯基）唠叨什么布尔什维主义路线被“调和主义”路线、“波兰—拉脱维亚”路线等等取代了。对这些只能证明是思想不开化的蠢话，布尔什维克是不大介意的。另一方面，有马克西莫夫参加的那一伙著作家，即向来就是只有半个身子靠近社会民主党的那一伙著作家，长期以来一直把普列汉诺夫看作是反对他们的造神派等倾向的主要敌人。对于这伙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普列汉诺夫更可怕的了。这伙人希望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工人政党，再没有什么比“同普列汉诺夫联合”更能破坏他们的这个希望了。

这里有两种人：一种人只会搞些顽固的派别活动，不懂得布尔什维克派在建党方面的任务，还有一种人是造神派和包庇造神说的人中的著作家小组，这两种人现在在反对“同普列汉诺夫联合”，反对《无产者报》执行“调和主义”路线、“波兰—拉脱维亚”路线等等的“纲领”下团结起来了。

现在普列汉诺夫的《日志》第9期出版了，我们就可以不必再特别详细地向读者阐明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克的这个“纲领”的全部不伦不类之处。普列汉诺夫揭穿了《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取消主义和该报编辑们的外交手腕，并宣布他和波特列索夫“走的不是一条路”，因为后者已经不再是革命者了。现在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清楚，孟什维克工人是会拥护普列汉诺夫而反对波特列索夫的。任何人都清楚，在孟什维克中发生的分裂证实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任何人都清楚，普列汉诺夫宣布了护党的路线，反对取消派的分裂主义，这意味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巨大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目前在党内已取得了主导地位。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获得了这个巨大的胜利，是由于它不顾那些“左派”纨袴少年和造神派著作家们的叫喊而执行了自己的护党的政策。只有这些人才害怕同普列汉诺夫接近，因为普列汉诺夫揭露了波特列索夫之流，并且把他们赶出了工人政党。“反对同普列汉诺夫联合”，即反对同护党派孟什维克接近以便同取消主义作斗争，反对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接近（这对叶罗金式一伙著作家不利），反对党为执行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和策略而进一步做争取工作——这个“纲领”只有在造神派小组或死背词句的英雄们的一潭死水中才能奏效。

我们布尔什维克能够指出在这种争取工作中取得的伟大成就。罗莎·卢森堡和卡尔·考茨基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经常为俄国人写文章，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加入了我们党，他们在思想上被我们争取过来了，尽管在分裂初期（1903年）他们完全同情孟什维克。他们所以被争取过来，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没有容忍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布尔什维克所捍卫的不是自己的，绝不是自己的派别的理论的字句，而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总的精神和思想。我们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将继续作战，更无情地反对咬文嚼字的胡说八道，反对肆无忌惮地玩弄背得烂熟的词句，反对造神派著作家小组在理论上的修正主义。

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的两个取消派派别已经完全暴露无遗了，一个是波特列索夫派，一个是马克西莫夫派。波特列索夫不得不害怕社会民主党，因为今后要在社会民主党内实行他的路线是没有指望的。马克西莫夫也不得不害怕社会民主党，因为现在要在社会民主党内实行他的路线，也是没有指望的。波特列索夫也好，马克西莫夫也好，都会不择手段地支持并掩护特殊的著作家小组所作的种种独特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勾当。波特列索夫也好，马克西莫夫也好，都会象抓住最后一线希望那样死死抓住小组习气而反对党性，因为波特列索夫有时候在一伙最最顽固的孟什维克中还可以获得胜利，马克西莫夫有时候还可以被一些最最顽固的布尔什维克戴上桂冠，但是，波特列索夫也好，马克西莫夫也好，不管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还是在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内，都永远不能站稳脚跟。波特列索夫也好，马克西莫夫也好，都代表社会民主党内两个彼此对立而又相互补充并且同样具有局限性的小资产阶级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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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明了新派别司令部的情况。它的队伍是从哪里征集来的呢？是从革命时期加入过工人政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中征集来的。无产阶级无论何时何地都在从小资产阶级中征集人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同小资产阶级有联系，只是这种联系在程度、界限和色彩上存在着千差万别。当工人政党发展得特别迅速的时候（如1905—1906年我国的情形），大批满脑子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进入工人政党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使旧社会给无产阶级留下的所有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得到再锻炼、再教育和再改造。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使无产阶级去再改造这种出身的人，就需要无产阶级去影响他们，而不是让他们来影响无产阶级。很多“自由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在狂热的、节日般的日子里、在革命口号引人注目的日子里、在无产阶级获得胜利、连纯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被这一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日子里第一次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他们开始认真地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不屈不挠的无产阶级的工作精神，他们将永远是社会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另外一些人，除了熟背一些词句，死记几个“引人注目的”口号，对“抵制主义”、“战斗主义”等等发表几句议论而外，则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本事从无产阶级政党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如果这样的人企图把自己的“理论”、自己的世界观，即自己的狭隘观点强加于工人政党，那么，同他们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届杜马抵制派的命运以活生生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这两种人的区别。

大多数真正醉心于马上就直接同六三英雄们进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曾经倾向于抵制第三届杜马，但是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局势。他们不是重复背得烂熟的词句，而是细心观察新的历史情况，反复思考为什么现实生活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们工作靠的是头脑，而不是舌头，他们进行了严肃认真不屈不挠的无产阶级的工作，他们很快就理解，“召回主义”是极其愚蠢和极其贫乏的。另外一些人则抓住片言只语，用一些自己不懂的话来编制“自己的路线”，空喊什么“抵制主义、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并用这种空喊来代替当前历史条件所规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工作，他们还从布尔什维克中搜罗形形色色思想不成熟的人来建立新的派别。可爱的人们呀，请便吧！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来教你们学会马克思主义，学会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我们现在要向右的取消派和左的取消派宣战，同他们作最坚决最无情的斗争，因为他们正在用理论上的修正主义，用政策上和策略上的市侩方法腐蚀工人政党。





	载于1909年9月11日（24日）《无产者报》第47—48号合刊附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74—108页

















[67]伊万努什卡是俄国民间故事里的傻瓜，他常常因讲不合时宜的话而挨打。——74。



[68]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从1878年到1890年，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国会选举中得票数增加了两倍多。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75。



[69]列宁指的是1908年10月《工人旗帜报》第5号发表的《一个工人的信（根据对时局的估计谈谈党的工作计划）》这篇文章。该文说：“存在党团一事似乎已成为一个证据，说明革命已被葬送，即使不是在口头上，至少在实际上已被葬送。”该文是经莫斯科的召回派领袖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校订”过的。——84。



[70]工人事业派是聚集在《工人事业》杂志周围的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工人事业》杂志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杂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于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



工人思想派是经济派的一个集团，以出版《工人思想报》得名。该报于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号。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



工人思想派赤裸裸地鼓吹机会主义观点，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把工人阶级的任务限制在“眼前的利益”和主要是经济性质的个别、局部改革的范围内。工人思想派推崇自发的工人运动，反对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贬低革命理论和革命自觉性的作用，并断言社会主义思想能够从自发运动中产生。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和《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第6卷第1—183页）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事业派和工人思想派的观点。——84。



[71]《工人旗帜报》（《Рабочее　Знамя》）是布尔什维克的不合法报纸，1908年3—12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7号。第1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部工业区区域局机关报出版，第2—6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第7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部工业区区域局、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先后担任编辑的有索·雅·策伊特林、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德·伊·库尔斯基和弗·米·舒利亚季科夫（多纳特）。



《工人旗帜报》从第5号起就党对杜马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态度问题开展讨论，在第5号上发表了一个召回派分子的文章（署名：一工人），在第7号上发表了批评召回派的《一个党的工作者的信》。列宁对它们都作了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266—282页和第340—343页）。——86。



[72]《信条》是经济派于1899年写的一个文件。它极其明显地表明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信条》的作者叶·德·康斯柯娃当时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成员。



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收到他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彼得堡寄来的《信条》之后，于1899年8月在米努辛斯克专区叶尔马科夫斯克村召集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开会讨论了经济派的这个文件和他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与会者17人一致通过并签署了这个《抗议书》。《抗议书》（其中引用了《信条》的全文）于1899年12月在国外作为《工人事业》杂志第4—5期合刊单印本被刊印出来。——88。



[73]这里说的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多次任法国外交部长、外交大臣的沙·莫·达来朗－贝里戈尔。据说，1807年，当西班牙驻法国大使提醒他实践曾对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许下的诺言时，他却回答说：“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88。



[74]伦敦代表大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4月30日—5月19日（5月13日—6月1日）举行。



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342名，代表约15万名党员，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30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39名。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布尔什维克89名，孟什维克88名，崩得代表55名，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45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26名。大工业中心的代表多数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作为卡马河上游地区（乌拉尔）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并被选入主席团。马·高尔基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议程的讨论几乎占用了四次会议。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崩得分子就是否把主要的具有原则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展开辩论。布尔什维克在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下，使一个最重要的具有总原则性质的问题即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列入了议程。大会通过的全部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组织；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国家杜马；“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工会和党；游击行动；失业、经济危机和同盟歇业；组织问题；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五一节，军国主义）；军队中的工作；其他。由于时间和经费的关系，关于国家杜马、关于工会和党、关于游击行动的问题及组织问题只讨论了以各派名义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提案和决议案。关于失业、关于经济危机和同盟歇业、关于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等问题没有来得及讨论。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用革命的纲领团结了他们，因而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取得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胜利。在一切基本问题上，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被确定为全党的统一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态度的问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在这一决议中，代表大会对所有非无产阶级政党，都作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论述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对这些政党的策略。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规定了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各项任务，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的活动应该服从杜马外的活动，应该首先把杜马作为揭露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妥协政策以及宣传党的革命纲领的讲坛。代表大会就“工人代表大会”问题通过的决议是以列宁为代表大会写的决议草案《关于非党工人组织和无产阶级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别》为基础写成的。在《工会和党》这一决议中，代表大会批驳了工会“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认为必须做到党对工会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按照修改过的党章，在代表大会上只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任命，并在中央委员会监督下工作。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的会议来讨论党内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布尔什维克5人、孟什维克4人、波兰社会民主党2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另外3名中央委员由崩得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后选派）。代表大会还批准24名中央候补委员。鉴于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分不一，中央的领导不可靠，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无产者报》编辑部也加入布尔什维克中央。——90。



[75]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是俄国喀山省的一个县城，现称约什卡尔奥拉。——91。



[76]《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从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克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因此，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它为新《火星报》。第52号以前的《火星报》，则被称为旧《火星报》。——101。



[77]鹅拯救过罗马出自古代传说：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夜袭罗马城南的卡皮托里城堡时，神殿里的鹅群首先被惊动；它们的叫声唤醒了守兵，罗马城才得以保住。——102。



[78]《前进报》（《Вперёд　》）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工人报纸。1906年9月10日（23日）—1908年1月19日（2月1日）由《无产者报》编辑部在维堡秘密出版，共出了20号。从第2号起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些地方委员会的机关报。《前进报》用广大工农读者易懂的通俗语言宣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阐述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伦敦代表大会）以及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市、区代表会议的决议，解释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同时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机会主义策略的危害。该报同工人读者联系密切，曾刊载过列宁的许多篇文章。——102。



[79]“幼年的罪孽”一语出自《旧约全书·约伯记》，意指年轻时由于幼稚而犯的错误和过失。——102。





《列宁全集》第19卷


再论党性和非党性

（1909年9月14日〔27日〕）

毫无疑问，在当前进行的杜马的选举中，关于党的和非党的、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候选人的问题，即使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至少也是重要的问题之一。选民和关心选举的广大群众，首先和主要应当弄清楚的是，为什么要进行选举，杜马代表面临的任务是什么，彼得堡代表在第三届杜马中的策略应该是什么。而只有在整个选举运动有党参加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把这一切真正彻底确切地弄清楚。

对那些希望在选举中捍卫真正最最广大的居民群众的利益的人来说，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是摆在第一位的任务。而居民群众根据各个阶级的真正利益更明确地组合是同这一觉悟的提高分不开的。一切非党性，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总是表明，候选人也好，支持他的集团或政党也好，选举他的群众也好，他们的政治觉悟都是模糊的和不高的。

一切乱七八糟的政党参加选举是为了满足有产者居民中这些或那些小团体的利益，对它们来说，提高群众的觉悟永远是第二位的，而群众的明确的阶级组合，在它们看来，几乎总是不合心意和危险的事情。但是，对那些不愿意捍卫资产阶级政党的人来说，明确的政治觉悟和明确的阶级组合则是高于一切的。这当然并不排斥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不同政党的暂时合作，但是，任何非党性表现，任何削弱或模糊党性的做法，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而正因为我们维护党性是有原则的，是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是为了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的各种影响，是为了最最明确地进行阶级组合，——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并密切注意使党性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要见诸行动。

绰号叫“不必要的”候选人的非党候选人库茲明－卡拉瓦耶夫说，严格地讲，在彼得堡选举中党的候选人是没有的。这种说法十分荒谬，根本不值一驳。不容置疑，库特列尔和尼·德·索柯洛夫是党的候选人。提出这两个候选人的两个政党都没有完全公开的党的生活，这种情况有点把库茲明－卡拉瓦耶夫搞糊涂了。但是这种情况只是增加了党参加选举的困难，而没有消除党参加选举的必要性。向这种困难低头，向这种困难屈服，那就完全等于向斯托雷平先生低头，满足他从“反对派”（所谓的“反对派”）口里听到承认他的“宪制”的愿望。

对参加彼得堡选举的群众来说，现在特别重要的是进行考查，看看哪些党向这些困难屈服，哪些党把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口号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哪些党为了“适应”反动制度，企图把自己在杜马中的活动、自己的报刊、自己的组织削减压缩到反动制度所允许的范围以内，哪些党为了适应反动制度，只是改变某些活动形式，而决不删改自己在杜马中的口号，决不把自己的报刊、组织等等压缩到反动制度所允许的范围以内。根据各个政党的历史，根据它们在杜马中和杜马外活动的事实进行的全面考查，这就是选举运动的主要内容。群众应在民主派更困难的新的情况下再一次看清自称为民主党的那些政党的面目。群众将一次又一次了解资产阶级民主派同这次提出尼·德·索柯洛夫的这个民主派的区别，了解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们对伟大的国际解放运动的任务的态度、他们维护俄国解放运动的理想和方法的能力的区别。群众经过这次选举运动将变得更有党的观念，将更明确地认清各个不同的阶级的利益、任务、口号、观点和行动方法，——这就是尼·德·索柯洛夫所代表的政治派别认为最有价值的不朽的成果，这个派别是能通过最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全面工作来取得这个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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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9卷


寄语彼得堡布尔什维克

（1909年10月3日〔16日〕）

当这一号《无产者报》到达俄国的时候，圣彼得堡的选举运动也该结束了。因此，现在完全可以同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以及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谈谈同最后通牒派的斗争，这个斗争在圣彼得堡选举时期激烈到几乎导致彻底分裂的地步，这个斗争对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来说意义巨大。

首先应当明确这个斗争的四个阶段，然后我们再详细谈谈斗争的意义和我们与部分彼得堡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某些分歧。这四个阶段是：（1）在国外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最后确定了布尔什维克对待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态度，并正式肯定马克西莫夫同志已经分裂出去（《无产者报》第46号及其附刊 
［注：见本卷第1—9、31—40、41—49页。——编者注］

 ）。（2）曾得到马拉同志和多莫夫同志有条件的部分支持的马克西莫夫同志和尼古拉耶夫同志，在一份也是在国外特地刊印和散发的标题为《〈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被撤职的成员给布尔什维克同志们的报告书》的传单上，叙述了他们认为《无产者报》的路线是“孟什维主义的”路线的看法等等，并且为自己的最后通牒主义进行辩护。《无产者报》第47—48号合刊的特别附刊对这份传单作了分析 
［注：见本卷第73—107页。——编者注］

 。（3）圣彼得堡选举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党的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就选举问题通过了最后通牒派的决议。下面将引述这项决议的原文。（4）这项决议的通过，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护党分子中掀起了一场大风暴。这场风暴可以说既是从上面，也是从下面掀起的，所谓“从上面”，是说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和《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成员们群情激愤，纷纷提出抗议；所谓“从下面”，是说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区际非正式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原文附后），表示支持《无产者报》编辑部，但是对这个编辑部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所采取的“分裂主义步骤”却进行了尖锐的指责。后来，圣彼得堡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撤销了最后通牒派的决议，并且通过了一项符合《无产者报》路线的新决议。这项决议的全文刊登在这一号《无产者报》的新闻栏里。

事件的基本过程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党内臭名远扬的“最后通牒主义”的作用在实践中已经表现得十分清楚，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认真思考一下所争论的问题了。其次，我们的一部分彼得堡同志对我们的所谓“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了指责，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以便把这个重要问题向全体布尔什维克彻底讲清楚。现在彻底“讲清楚”，总比在实际工作中每走一步都要发生争执和“误解”强些。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在《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召开之后，对分裂问题我们立即采取的是什么立场。在关于这个会议的《公报》中（《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 
［注：同上，第1—9页。——编者注］

 ）一开头就谈到，最后通牒主义这个派别是主张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的，它动摇于召回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公报》中提到，我们有个国外的最后通牒派分子“认为，近来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活动改进显著，因此，他并不主张现在就立即向它发出最后通牒”。

接着《公报》的原话是：“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当然可以在一个派别内共处……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布尔什维克是谈不上分裂的。”甚至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可笑的。

再下面，《公报》的第2页上又说：


　　“如果地方工作者认为，会议的决议号召我们把有召回主义情绪的工人从各个组织中驱逐出去，甚至把有召回派分子的地方的组织立即解散，那就会犯严重的错误。我们提醒地方工作者，千万不要采取这种办法。”



　　看来说的再明白不过了。马克西莫夫同志拒绝服从会议决议，他分裂出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仅没有宣布过同动摇的、不坚定的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分子分裂，而且还坚决防止这种分裂的发生。现在请看斗争的第二阶段。马克西莫夫同志一伙在国外印发了一份传单，一方面责备我们搞分裂，一方面又宣布，新《无产者报》（好象它背叛了旧《无产者报》、旧布尔什维主义）的路线是孟什维主义路线、“杜马主义”路线等等。既然认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却又抱怨本派（即党内志同道合者的联盟）不该分裂，这岂不可笑吗？马克西莫夫同志一伙还为自己的最后通牒主义辩护，他们在这份传单上写道，“这样〈即在目前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情况下〉党就不可能进行大张旗鼓和引人注目的选举运动，不可能得到自己应有的议会代表席位”；“那么，关于参加假议会机关有益的问题就是值得怀疑和争论的了”；又说，《无产者报》“实质上”是“转向孟什维克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的观点”。除了这些话外，他们还转弯抹角地为召回主义辩护（说“召回派从来〈！！！〉没有发表过笼统反对议会活动的意见”），转弯抹角地表示和召回主义没有关系（说他们不是召回派；党目前不应当取消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党应当”“决定整个这种做法即参加第三届杜马最终是否对党有利的问题”，好象党还没有决定这个问题似的！）。

马克西莫夫一伙这种转弯抹角的手法过去和现在都骗了很多人，有人说，他们根本不是拒绝执行党的决议，他们只不过小心翼翼地为自己对策略作出的稍微不同的评价进行辩护，他们究竟会给党甚至给派带来什么危害呢？

这种对马克西莫夫一伙的说教的看法，在那些不动脑筋的公众中散播很广，他们听信空话，而不去考虑这些转弯抹角的、小心翼翼的、外交式的词令在党内当前的情况下有什么具体的政治内容。现在这些公众已经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教训。

马克西莫夫一伙的传单是1909年7月3日（16日）印发的。8月，圣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以三票（最后通牒派）对两票就即将开展的（现在已经结束的）彼得堡选举运动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关于选举问题，执行委员会决定：对国家杜马和我们党的杜马党团不用特别重视，但是选举工作仍应根据全党共同的决定来开展，不过也不用投入现有的全部力量，只需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吸引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并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由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通过自己的代表进行领导。”



　　读者可把这项决议同马克西莫夫在国外印发的传单对比一下。把这两个文件加以对比，是使公众认清马克西莫夫国外集团的真正作用的最好的和最可靠的方法。这项决议和马克西莫夫的传单一模一样，表示要服从党，而且也和马克西莫夫一模一样，在原则上为最后通牒主义辩护。我们决不是想说，彼得堡的最后通牒派是直接受马克西莫夫的传单指导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并没有任何材料，而且这一点也无关紧要。但是我们断言，这两个文件的政治立场的思想基础无疑是一致的。我们断言，这项决议特别明显地揭示了那种“小心翼翼的”、“外交式的”、玩弄手腕的、转弯抹角的（任你怎样形容）最后通牒主义是怎样在实际中得到运用的，这种运用是任何一个熟悉党的工作的人都知道的，因为类似的例子有上百个，它们不那么“引人注目”，未写进正式文件，涉及的问题社会民主党人出于保密考虑是不能向公众透露的。当然，彼得堡的决议在文字技巧方面比不上马克西莫夫的传单高明，因为在地方组织中实际运用马克西莫夫的观点的从来（或1000回中有999回）不会是马克西莫夫本人，而是他的不大“高明的”拥护者。但是党所关心的不是谁消痕灭迹的手法“更高明”，而是党的工作的实际内容，这些或那些领导人在工作中所采取的实际方针。试问任何一个公正的人，《无产者报》的拥护者和诸如此类的决议作者能够在一个派别里，即在党内志同道合者的联盟里共事吗？既然地方委员会的最高机关通过了这样的决议，那么还能认真来谈贯彻党关于利用杜马和杜马讲坛的决定吗？

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实际上是要阻挠业已开始的选举运动，这个决议实际上是破坏选举运动，这一点，所有的人（除了这项决议的作者，除了对马克西莫夫消痕灭迹的手法的“高明”赞叹不已的最后通牒派）都马上就明白了。关于圣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对这个决议的反应，我们已经谈了并且在下面还要谈。至于我们，当时我们立即写了一篇题为《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的工贼》的文章[80]（把最后通牒派叫作工贼，是因为他们采取了把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公然出卖给立宪民主党的立场），我们在文章中说明了社会民主党人作出这种决议是十分可耻的，并请求那个通过这种决议的执行委员会（如果该执行委员会希望代表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的话）立刻把“圣彼得堡委员会机关报”这个报头从《无产者报》上去掉，因为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说，我们不想口是心非，我们的报纸不是这一类……也是布尔什维克的人的机关报，过去不是，将来也不是。

当我们接到彼得堡寄来的信，获悉臭名远扬的决议已经撤销了的时候，这篇文章已经付排，而且甚至拼好版了。这一号报纸不得不推迟出版（第47—48号合刊因此就晚出了几天）。好在现在来谈最后通牒派的决议，已不是谈正在进行的选举运动，而是概述一下已经过去的事情……如能做到“往事如烟”，那倒未尝不是好事。

现在我们来看看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非正式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原文，这次会议是在臭名远扬的决议通过以后召开的。


　　“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和工作人员区际非正式联席会议讨论了《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各项决议，表示完全支持《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关于……对杜马活动的态度》和《关于最后通牒主义和召回主义》的决议中所表述的政治路线。但是，会议断然不同意编辑部在上述决议中采取的同最后通牒派同志斗争的方法，认为这些方法妨碍完成《无产者报》编辑部所规定的重建党的主要任务。

会议同样反对最后通牒派和召回派同志所采取的分裂主义步骤。”





　　这个决议通过之后，彼得堡委员会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撤销了最后通牒派的决议，通过了一项新决议（见新闻栏）。这个新决议最后说：“彼得堡委员会认为利用即将到来的选举运动非常重要非常必要，因此决定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在答复那些不同意我们的所谓分裂政策的同志之前，我们先摘录一段他们中的一位同志的来信：[81]


　　“……但是会议（区际非正式联席会议）的参加者2/3是工人，他们对于怎样估计时局以及采取相应的策略步骤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而另一方面，他们对《无产者报》编辑部提出的同反对我们的策略的最后通牒派作斗争的方法也是一致反对的。会议不同意《无产者报》的决议中所说的必须和这些同志划清派别界限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党本身生存的措施……我们不允许分裂，——我相信我这样说是正确地表达了会议的意见和情绪的。同志们！你们在国外为自己勾画出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可怕的最后通牒派魔鬼。彼得堡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上的偶然性，使最后通牒派成了多数，结果就通过了一项文理不通的荒谬决议，这项决议已经使最后通牒派在道义上遭到了严重打击而很难再抬头了……在通过这项决议的彼得堡委员会的会议上，有三个区的代表没有出席；现在又得知，第四个区的一位代表是没有表决权的。这样，就是说四个区都没有代表，而使最后通牒派获得多数的那一票又是‘加了说明的’。可见，就在彼得堡委员会的会议人数不足的情况下，最后通牒派也没有获得多数……对于彼得堡委员会关于选举问题的决议，区际联席会议决定在彼得堡委员会下一次会议上就设法加以修改，因为那时候我们将占多数（现在看来正是这样），将另外通过一项决议。最后通牒派也为自己的决议感到羞愧，同意加以修改。所有的人，看来连决议的作者也在内，都一致认为该决议是完全荒谬的，可是，我要强调指出，它并没有犯罪。曾经投票赞成这项决议的最后通牒派同志们，都宣布不同意决议作者的看法，都说他确实是遵循‘既保持清白，又得到金钱’这条谚语行事的……”



　　这样，我们这位同志是在责备我们，说我们在国外勾画了一个可怕的最后通牒派魔鬼，说我们由于同最后通牒派进行分裂性斗争而妨碍了（或者毁掉了）重建党的事业。对这种“责备”的最好答复，就是彼得堡发生的事件的经过。因此我们才这样详细地叙述了这段经过。事实本身是最说明问题的。

我们肯定马克西莫夫同志已经从本派分裂出去，因为他拒绝服从扩大编辑部的决议，并且在臭名远扬的“党校”的幌子下建立了一个国外新组织的思想和组织中心。尽管我们的某些同志为此责备我们，但是他们自己在彼得堡却不能不采取最紧急措施（专门召开有影响的工人的非正式会议并修改已经通过的决议！）设法撤销“完全错误的”、反映马克西莫夫观点的决议！！

不对，同志们。尽管你们责备我们搞分裂和“画魔鬼”，然而你们一次又一次向我们证明了确实必须肯定马克西莫夫已经从本派分裂出去，你们无非是证明：如果我们在彼得堡选举前夕没有同马克西莫夫划清界限，那我们就要大大败坏布尔什维主义的声誉，就要使党的事业遭到致命的打击。责备我们搞分裂的同志们，你们的行动驳倒了你们的言论。

你们“仅仅不同意”我们同最后通牒派斗争的方法。而我们则完全同意你们同最后通牒派斗争的方法，我们对于你们的斗争方法和你们的胜利都完全和绝对地表示欢迎，可是我们坚决相信你们的方法不是别的，正是将“我们的”方法实际运用于党内的一定场合。

我们的“坏”方法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号召同马克西莫夫一伙划清界限。你们的好方法又是什么呢？这就是你们承认纯粹贯彻马克西莫夫观点的决议是“完全荒谬的”，就是你们专门召开会议，声讨这项决议，结果你们使决议的作者对决议也感到羞愧，结果你们就撤销了这个决议，并且不是用最后通牒派的决议而是用布尔什维克派的决议代替了它。

同志们，你们的“声讨”正是我们的声讨的继续，而不是对我们的声讨的否定。

你们一定会说：可是我们并没有认为任何人分裂出去呀！好得很。那么，要“否定”我们的坏的方法，就请你们试一试把在彼得堡做过的事情拿到国外再做一下，试一试能不能使马克西莫夫和他的拥护者（即使是在有名的叶罗金式的“学校”所在地）承认马克西莫夫的传单（《给布尔什维克同志们的报告书》）的整个思想内容“是完全荒谬的”，能不能叫马克西莫夫和他的伙伴们为这份传单“感到羞愧”，叫这个臭名远扬的“党校”印发一份思想内容完全相反的传单。 
［注：顺便介绍一下马克西莫夫和臭名远扬的“党校”消痕灭迹的一个实例。这个学校印发了一份注明1909年8月26日出版的传单，内容有学校的规划，考茨基的信（考茨基非常委婉地劝他们“不要”把哲学方面的分歧“提到第一位”，并且说他“不认为尖锐批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是公正的”，更不用说“最后通牒主义”了！）、列宁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致卡普里学校组织者》。——编者注）和学校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可笑的学校委员会声称：“派别之争和它的（党校的）纯粹全党共同的目标和任务毫无关系。”传单上署名的是：讲课人马克西莫夫、高尔基、利亚多夫、卢那察尔斯基、米哈伊尔、阿列克辛斯基。很难想象，由这样一些人担任讲课人的学校竟然和“派别之争”“毫无关系”！亲爱的同志们，请你们听着：……捏造也要有个限度！当然，他们会对我们说，学校也“聘请了”其他一些讲课人。第一，学校聘请是聘请了，但明知他们根本不能前来。第二，学校聘请是聘请了，但是……“但是学校不能供给他们（其他一些讲课人）旅费和讲课期间的生活费”（1909年8月26日的传单）。说得真妙啊！我们绝不是派别分子，但是，除“自己人”以外，“我们不能提供”任何人旅费……］

 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些，你们就是真正否定了我们的斗争方法，我们甘愿承认“你们的”方法更好一些。

在彼得堡，摆着一项实际的、刻不容缓的全党共同的工作，这就是选举。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马上就要求最后通牒派必须守规矩，而且要求很强烈，使他们马上就服贴了。这说明党的观念占了优势，无产阶级群众的接近起了好作用；大家马上就明白了，靠最后通牒派的决议办事是不行的，马上就向最后通牒派提出了最后通牒，彼得堡的最后通牒派（应当说他们很体面）接到布尔什维克的最后通牒以后就表示服从党，服从布尔什维克，而不是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至少在选举时是这样，至于选举以后他们是否停止斗争，我们还不知道）。

马克西莫夫一伙不仅在思想上是最后通牒派，他们还力图使最后通牒主义成为一整条路线。他们正在建立一整套最后通牒主义政策（我们且不谈他们同造神派的交情，看来彼得堡的最后通牒派在这方面是没有责任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派别，他们已经开始有步骤地进攻布尔什维主义了。当然，这些召回派的鼓舞者一定会失败（而且现在已在不断失败），但是为了尽快治好我们这派和我们的党的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病症，这方面需要采取更坚决的措施；而我们对公开的和隐蔽的召回派斗争得愈坚决，我们就能愈快治好党的这个病症。

彼得堡人说，最后通牒派得到“多数是偶然的”。同志们，你们大错特错了。你们目前在全部现象中只看到自己眼前的小小的一部分，就说它是“偶然的”，可是它和整体有什么联系你们还没有搞清楚。请回忆一下事实吧。1908年春天，召回主义在中央区开始露脸，在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还凑集了（32票中的）14票。1908年夏天和秋天，在莫斯科掀起召回主义运动，《工人旗帜报》展开讨论，驳斥了召回主义。从1908年8月起，在《无产者报》上也开始讨论。1908年秋天，召回派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形成单独的“流派”。1909年春天，在莫斯科掀起召回派运动（见《无产者报》第47—48号合刊的《莫斯科郊区组织代表会议》一文》。1909年夏天，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最后通牒派的决议。

面对这些事实，再说最后通牒派得到多数是“偶然的”，简直就太天真了。只要反动势力还象现在这样强大，只要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成员还象现在这样弱，某些地区的组织成员发生极大的动摇就是不可避免的。今天布尔什维克宣布甲地的最后通牒派得到多数是“偶然的”，明天最后通牒派就会宣布乙地的布尔什维克得到多数是“偶然的”。很多人爱在这个问题上相互攻击，我们可不是这样的人。必须理解，这些相互攻击和对骂是深刻的思想分歧的产物。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帮助社会民主党人不再进行无效而有失体面的相互攻击（要么为了“偶然的”多数，要么为了组织方面这样那样的矛盾，要么为了经费，要么为了各种人事关系等等），而去弄清发生分歧的思想上的原因。我们非常清楚，最后通牒派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在许多城市里已经波及到各方面的工作，使我们在合法的工会、社团、代表大会和各种会议中的活动也发生分歧和混乱。我们掌握了好些叙述这种分歧和混乱的“战地”来信。可惜由于保密的需要，我们在这方面所能发表的最多也不过是其中的1/10，甚至是1/100。我们敢十分肯定地说，在圣彼得堡选举中同最后通牒派的斗争不是偶然的，而是总的病症的无数次发作中的一次。

所以我们要向全体布尔什维克同志，向一切珍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事业的工人一次又一次地说：没有什么东西比企图掩盖这种病症更错误更有害的了。必须毫不含糊地揭发我们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的分歧的原因、性质和意义。必须把布尔什维克派同新派别区别开来，划清这两个派别的界限，前者是布尔什维克志同道合者的联盟，希望引导党沿着尽人皆知的《无产者报》路线前进；后者必不可免地使他们的拥护者今天会“偶然地”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召回主义纲领上发表一些无政府主义论调，明天会“偶然地”在马克西莫夫的传单上宣传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后天又会“偶然地”在彼得堡作出“错误的”决议。必须弄清这种病症，同心协力地去治疗它。在那些能够用彼得堡同志的方法即立刻而有效地求助于先进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觉悟来进行治疗的地方，这种治疗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那里从来没有人鼓吹过分裂和提出非划清界限不可。但是在那些由于各种不同的条件而形成了相当固定的中心和小组，宣传新派别的思想的地方，就必须划清界限。在那里，同新派别划清界限就是使党的队伍中的工作达到实际一致的保证，因为，在最后通牒派的旗帜下不可能进行这种工作，这一点是彼得堡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刚刚肯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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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列宁写的《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的工贼》一文已经失落。——116。



[81]列宁引用的是B．O．沃洛谢维奇从彼得堡寄给《无产者报》编辑部的信。沃洛谢维奇是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曾在俄国许多地方做过党的工作。1909年是彼得堡瓦西里耶夫岛区责任组织员、彼得堡委员会委员。——117。







《列宁全集》第19卷


《彼得堡选举》一文的按语
[82]



（1909年10月3日〔16日〕）

反对肆意歪曲布尔什维克的这个思想的只有布尔什维克。《新的一日报》[83]上竟然出现一种不从原则上同劳动派分子和人民社会党人划清界限的不正确的论调，这时，三个布尔什维克著作家曾试图纠正这种抹杀纲领性分歧的主张，并试图把报纸上和选举会上的鼓动引导到较彻底的阶级道路上去，即社会主义道路上去。这种尝试没有奏效，据我们所知，过错不在布尔什维克。有个布尔什维克也曾试图驳斥《新的一日报》上约尔丹斯基针对社会民主党对合法性和秩序的看法所发表的议论，但也同样没有奏效。约尔丹斯基同许多机会主义者一样，把恩格斯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合法性”的土壤上养得“两颊红润”的那句有名的话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10页。——编者注］

 庸俗化了。恩格斯本人曾坚决反对引伸解释他的这个看法（见登载在《新时代》杂志上的恩格斯的信件[84]），因为，他的这个看法指的是德国发展的一定的时期（即在实行普遍……的选举制时期）。约尔丹斯基却认为在六三“合法性”的条件下这么说也是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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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彼得堡选举》一文是论述1909年9月举行的第三届国家杜马的补选结果的，载于1909年10月3日（16日）《无产者报》第49号，没有署名。这条按语是针对尼·伊·约尔丹斯基的《走投无路》一文而写的，该文载于1909年8月24日（9月6日）《新的一日报》第6号。——123。



[83]《新的一日报》（《Новый　Дeнь》）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合法报纸（周报），1909年7月20日（8月2日）—12月13日（26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5号。该报实际的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约·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分子尼·伊·约尔丹斯基两人组成，后来，在约尔丹斯基退出后，米·斯·奥里明斯基和尤·米·斯切克洛夫参加了编辑部。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第三届国家杜马补选运动中利用了这个报纸。列宁在该报发表过两篇文章：《再论党性和非党性》和《论〈路标〉》（见本卷第108—110页和第160—176页）。该报被警察局查封。——123。



[84]指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的恩格斯1895年4月1日给卡·考茨基的信和同年4月3日给保·拉法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2页和第436页）。



《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123。







《列宁全集》第19卷


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
[85]



（1909年10月21日〔11月3日〕）

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认为，目前巩固我们党和党的统一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实际工人运动中某些强大的和有影响的派别接近起来（这种接近已经表现出来了），而不是用苦苦哀求的办法来谈论消灭这些派别；而且这种接近应当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政策的基础上进行和发展，这个组织政策就是既同“左的”也同“右的”，特别是同右的取消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因为已被粉碎的“左的”取消主义的危险性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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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是列宁在1909年10月21—22日（11月3—4日）召开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上提出的。鉴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护党派之间为反对取消主义已经开始接近，列宁建议把自己的《关于巩固我们党和党的统一的办法》一文（已经失落）作为编辑部文章刊登出去。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成员阿·瓦尔斯基在1909年11月20日给波兰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的信中谈到上述编辑部会议时说，列宁在文章中要求对取消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并坚持必须维护和巩固独立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编辑部的多数（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尔·马尔托夫和瓦尔斯基）不同意将列宁这篇文章作为编辑部文章发表，而建议署上作者的名字，作为争论文章发表。于是，列宁把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的总问题提交编辑部讨论，并提出了这个决议草案。草案当时也被否决。——124。







《列宁全集》第19卷


在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上关于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分裂问题的发言
[86]



（1909年10月25日〔11月7日〕）

辛格尔也好，阿德勒也好，都是从一系列事实出发的，我在这里想再对这些事实更为准确地作一说明。第一，分裂是既成事实，对此必须重视。第二，按照阿德勒本人的声明，社会民主党是社会主义的政党。第三，该党有不容争辩的权利参加国际代表大会。社会民主党自己甚至不要求在国际局作决定的时候有参加的权利；否则是可以给该党发言权的，对某些俄国政党就是这么处理的。第四，阿德勒同志提议，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荷兰支部中分配两党出席国际代表大会的人数，同时社会民主党仍有权向国际局上诉。在这次会议上应当就上述四个问题作出一致的决定。这里我只指出，特鲁尔斯特拉所提到的罗兰－霍尔斯特同志已表示赞成接纳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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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列宁作为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正式代表，在1909年11月7日国际局第十一次常会上发了言。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见列宁的《社会党国际局第十一次常会》一文（本卷第185—189页）。



在《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和第4版中，这个发言是按《社会党国际局定期公报》第2号发表的报告刊印的。在本版依据的俄文第5版中，发言是按1909年11月24日《莱比锡人民报》第264号附刊4发表的更完整的记录刊印的。



《莱比锡人民报》（《Leipｚiger　Volks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日报），1894—1933年在莱比锡出版。该报最初属于该党左翼，弗·梅林和罗·卢森堡多年担任它的编辑。1917—1922年该报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22年以后成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25。







《列宁全集》第19卷


沙皇对芬兰人民的进攻

（1909年10月31日〔11月13日〕）

冬宫的黑帮强盗和第三届杜马中的十月党人骗子手们开始向芬兰发动新的进攻。废除芬兰人借以保护自己的权利免受俄国专制君主蹂躏的宪法，使芬兰同俄国其他地区处于同样无权的非常状态，——这就是这次进攻的目的。这次进攻是以沙皇不通过芬兰议会而颁布关于兵役问题的命令并从俄国官吏中任命一批新的参议员这两件事作为开端的。强盗和骗子手们企图用各种论据来证明他们向处在百万大军的威胁下的芬兰提出的那些要求是合理的和正当的。对这些论据进行分析是没有意义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这些论据，而在于所追求的目的。沙皇政府及其帮凶们想通过对民主自由的芬兰的进攻把1905年人民的胜利果实消灭得一干二净。因此，这些天哥萨克团队和炮兵营加紧占据芬兰的一些中心城市，这是关系到全俄国人民的事件。

受到芬兰人支持的俄国革命，曾经迫使沙皇松开了他若干年来紧紧扼住芬兰人民喉咙的魔爪。当时，想把自己的专制制度扩展到芬兰去的沙皇（虽然他的祖先和他本人都曾对芬兰的宪法宣过誓），不仅被迫承认刽子手博勃里科夫分子[87]被从芬兰土地上赶走这一事实，被迫同意废除他自己颁布的一切非法命令，而且被迫同意在芬兰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选举制。现在，沙皇在镇压了俄国革命之后，又干起了老一套，不过所不同的是，现在他感到支持他的不仅有他所雇用的暗探和贪官污吏这些老班底，而且还有以克鲁平斯基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为首的、在第三届杜马中共同以俄国人民的名义行事的有产者这班狐群狗党。

现在情况对于强盗的这种勾当十分有利。俄国革命运动大大削弱了，因此，戴王冠的恶棍全神贯注的已经不是革命运动，而是他看中的猎物。曾经一再致函沙皇，要求他不再侵扰芬兰的西欧资产阶级，现在对于强盗们的行为将会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不加阻止。这是因为那些曾经呼吁欧洲谴责沙皇对芬兰的政策的人们刚刚向他们担保，说沙皇的意愿是诚挚的，是“符合宪制”的。那些自命为“俄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和“俄国人民的代表”的立宪民主党的领袖，郑重其事地向欧洲资产阶级保证说，他们以及和他们一起的俄国人民，是支持沙皇的。俄国的自由派想尽一切办法要欧洲对双头凶鹰向芬兰的新进攻持不介入态度，就象对双头凶鹰向自由波斯的讨伐持不介入态度一样。

自由的波斯用自己的力量抗击了沙皇政府。芬兰人民首先是芬兰无产阶级也正在准备给博勃里科夫的徒子徒孙们以坚决的回击。

芬兰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必须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斗争。他们知道：向俄国专制政府献媚的西欧资产阶级是不会出面干涉的；俄国的有产者阶层一部分被斯托雷平的政策所收买，一部分被立宪民主党的谎言所迷惑，是不会象在1905年以前那样给予芬兰以道义上的支持的；同时，俄国政府在俄国国内打击了革命队伍之后，它的专横暴虐更是变本加厉了。

但是芬兰无产阶级也知道：政治斗争并不取决于一次战斗，有时候它要求作出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而最终取得胜利的必将是顺应历史发展力量的人。芬兰的自由一定会获得胜利，因为芬兰不自由，俄国就不可能自由，而俄国自由事业不胜利，俄国的经济就不可能发展。

芬兰无产阶级根据自己的光荣经验也知道如何为争取自由而进行长期顽强的革命斗争，以便在情况允许给无耻的敌人以决定性打击以前，消耗、瓦解这个敌人，揭露他的罪恶。

同时芬兰无产阶级也知道，它一开始进行新的斗争，就会得到整个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支持。不管当前的条件如何困难，俄国无产阶级都决心履行自己的义务，履行自己的全部义务。

芬兰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同第三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共同讨论反对暴力者的斗争计划。我们的代表将象去年一样在高高的杜马讲坛上大声疾呼，痛斥沙皇政府，并撕下沙皇政府在杜马中的那些伪善的同盟者的假面具。所有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全体工人都应当全力以赴，一致响应我们代表在塔夫利达宫里发出的呼声，使俄国和芬兰的自由的敌人们看到，整个俄国无产阶级是同芬兰人民站在一起的。各地同志们的责任是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来表明俄国无产阶级对芬兰问题的态度。党将找到足够的方法，例如，对俄国和芬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发出呼吁，采用各种更有效的抗议方式，来打破现在的这种可耻的沉默，因为俄国的反革命正是利用这种可耻的沉默来蹂躏芬兰人民。

芬兰的斗争是为了全俄国的自由的事业。不管新的斗争会使英勇无畏的芬兰无产阶级经受多大的痛苦，这个斗争必将用新的团结的纽带把芬兰工人阶级和俄国工人阶级联结起来，使他们得到锻炼，将来能够完成他们在1905年10月的日子里所开创的、并且在喀琅施塔得和斯维亚堡的那些光辉的日子里[88]试图继续进行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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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博勃里科夫分子是指沙皇政府芬兰总督尼·伊·博勃里科夫1898—1904年间在芬兰推行的警宪制度的拥护者。——126。



[88]这里说的是1906年7月爆发的斯维亚堡起义和喀琅施塔得起义。



斯维亚堡起义是指1906年7月17日（30日）深夜开始的赫尔辛福斯附近的斯维亚堡要塞的起义。这次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革命党人的挑动而过早地自发爆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在获悉斯维亚堡可能爆发武装起义的消息后，曾于7月16日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定，试图说服群众推迟行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28页）。当布尔什维克确信自发行动已不能制止时，便领导了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组织的两名布尔什维克阿·彼·叶梅利亚诺夫少尉和叶·李·科汉斯基少尉担任起义的领导人。积极参加起义的有7个炮兵连（共有10个）。起义者提出了推翻专制政府、给人民以自由、把土地交给农民等口号。芬兰工人曾举行罢工支持起义。起义坚持了3天，但终因准备不足，在7月20日（8月2日）被镇压了下去。起义参加者被交付法庭审判。43人被处死刑，数百人被送去服苦役或被监禁。



喀琅施塔得起义是指1906年7月19日（8月1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士兵的起义。1906年春天和夏天，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一直在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1906年7月9日（2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和工人组织大部分成员被捕，使武装起义的准备受到影响，但是准备工作并未停止。7月18日（31日），斯维亚堡起义的消息传来，在喀琅施塔得积极活动的社会革命党人主张立即起义，布尔什维克鉴于起义的准备尚未完成而表示反对。在已不可能劝阻群众推迟行动时，布尔什维克根据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把领导士兵和水兵的起义的任务担当起来。1906年7月19日（8月1日）夜24时左右，按照规定的信号，地雷连、工兵连、电雷连的士兵（1000余人）与海军第1和第2总队的水兵（约6000人）几乎同时展开了斗争。部分武装的工人（约400人）也参加了起义。但是政府通过奸细已侦知起义的日期并预先作好了镇压起义的准备，社会革命党的干扰也阻碍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到7月20日（8月2日）晨，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起义参加者有3000多人被捕（其中有80名非军人）。根据战地法庭判决，36人被枪决，130人服苦役，1251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于7月20日（8月2日）通过了关于举行政治总罢工来支持喀琅施塔得、斯维亚堡起义的决定。在得知起义已被镇压下去的消息后，取消了这一决定。——129。







《列宁全集》第19卷


可耻的失败

（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

读者还记得某地“党”校的一段短暂的但是颇有教益的历史吧。下面谈的就是这段历史。布尔什维克派经过一年的内部斗争之后，毅然决然地同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和造神说这三个“新”流派决裂了。布尔什维克会议在一项专门决议中宣布某地党校是这些流派的拥护者结成的新派别的中心 
［注：见本卷第38—39页。——编者注］

 。靠着这三条鲸鱼支撑的新派别组织的国外领袖们，已经在组织上从布尔什维克派分裂出去了。可是，新派别的英雄们尽管在政治上非常勇敢，立场非常坚定，却不敢在自己的机关报上或其他方面公开地出头露面，而选择了一条纯粹是欺骗党、欺骗布尔什维克派的道路：他们在国外办了一所他们叫作“党”校的学校，但是这个学校的真正思想面貌，他们却周密地加以掩盖。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这个冒牌的党校收罗到13个工人，然后由马克西莫夫、阿列克辛斯基、利亚多夫和卢那察尔斯基这些人开始给他们“讲课”。这一伙人不仅一直把这所“党校”就是新派别的中心这一事实对外保密，并且还竭力强调这所“党校”同任何派别都没有联系，说它是一个全党共同的事业。马克西莫夫、阿列克辛斯基、利亚多夫这伙人当上了“无派别的”同志啦！…… 
［注：这里顺便请托洛茨基看看下面刊登的工人来信，然后请他决定一下，现在是不是该他履行自己的诺言到某地“党校”任教（如果“党校”的一个报告书正确地传达了他这个诺言的话）的时候了。看来现在正是他一手拿着和平的棕榈枝，一手拿着“无派别的”橄榄油上“战场”的时候了。］



然而现在终于到了最后阶段。在来到冒牌党校的工人中，将近一半人已经开始起来造那些“坏牧师”的反了。下面我们刊登了这所臭名远扬的“学校”的学员的两封来信，以及来自莫斯科的一些报道，它们彻底揭露了马克西莫夫、阿列克辛斯基、利亚多夫之流的冒险行为。这些信件和报道的内容就很能说明问题。这里一切都好：既有“真正的战斗”，又有“每天都在进行最激烈的辩论”，还有教员阿列克辛斯基向工人学员伸舌头，等等。在党校的自吹自擂的报告书中，这一切也许都成了宣传鼓动的“实践课”，成了“讲授社会世界观”的课程等等。不过可惜的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对这一出可怜而可耻的滑稽剧信以为真了！

新派别的领袖们两个月来对工人们絮絮叨叨，大讲召回主义和造神说比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优越。后来他们却按捺不住了，公开把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纲领”硬塞给工人。而那些最先进、最有独立见解的工人当然是不买帐的。工人同志们在他们的来信中写道：我们不愿意替这个召回派和造神派的新的思想中心当幌子；学校既没有受到“下面的”监督，也没有受到“上面的”监督。这就准保使玩捉迷藏和蛊惑人心的“民主主义”的政策在工人党员中非遭到破产不可。马克西莫夫之流曾经对工人们说，地方组织本身会来管理某地学校的。可是现在这套把戏却被那些过去相信这一伙人的工人揭穿了。

通神的召回派先生们，最后对你们有个请求。这就是当你们在神灵保佑的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制定——我们相信你们会制定出的——自己的纲领时，请你们不要象过去那么干，把它瞒着我们。迟早我们都会弄到它并且会把它在党的报刊上公布出来的。不过，你们最好还是不要再丢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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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9卷


论目前思想混乱的某些根源

（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

这一号《无产者报》上登载了一封来信，这是指出社会民主党人中存在严重的思想混乱的大批来信中的一封。关于“德国式轨道”（也就是说我国要走1848年以后德国的发展道路）的论调特别值得注意。不弄清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工人政党就不能制定正确的策略，而为了分析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所产生的错误观点的根源，我们既要看看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也要看看波兰报刊上发表的托洛茨基的文章。[89]


一

布尔什维克在1905—1907年革命中的策略基础是这样一个原理：只有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这次革命才算是获得完全的胜利。怎样从经济上来论证这个观点呢？我们一向（起初是在1905年的《两种策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124页。——编者注］

 中，后来又在1906年和1907年间的报纸和文集的许多文章中）都是这样来论证的：俄国的资产阶级发展是已经完全决定了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发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所谓“普鲁士的”形式（保存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培植殷实农民，即资产阶级农民，等等），另一种形式是所谓“美国的”形式（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废除地主土地占有制，通过当前历史局势的急剧转变来培植农场主，即自由的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应当为实现第二条道路而斗争，因为这条道路可以保证最自由和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俄国的生产力，而这样的斗争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农民实行革命联盟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胜利。

伦敦代表大会就民粹派政党或劳动派政党问题，以及就社会民主党人对待这些政党的态度问题所通过的决议[90]，正是贯彻了这个观点。大家知道，孟什维克正是对我们就这里专门讨论的问题所通过的这个决议最为反感。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立场所作的经济上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这可以从孟什维克一位最有权威的俄国土地问题著作家马斯洛夫同志的下面一段话中看出来。马斯洛夫在他1908年出版的《土地问题》（序言的日期是1907年12月15日）第2卷中写道：“只要〈黑体是马斯洛夫用的〉农村中的纯粹资本主义关系还没有形成，只要粮食租佃〈马斯洛夫用这个不恰当的术语来代替盘剥式农奴制租佃这一术语是没有道理的〉还存在，那么用对民主派最有利的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可能性也就不会消失。在世界历史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西欧（除了瑞士和其他欧洲国家中的一些个别地方之外）占统治地位的类型，它是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的产物；另一种类型是在瑞士、北美合众国以及在英国殖民地和其他一些殖民地中形成的土地关系。我们所引用的关于俄国土地问题状况的材料没有为我们提供足够的论据来断定，在我国将确立哪种类型的土地关系，而‘科学的良心’又不允许我们作出主观主义的武断结论……”（第457页）

这话讲得对。而这也就是完全承认从经济上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所作的论证。问题不在于“革命狂热”（如路标派和切列万宁之流所认为的那样），而在于为俄国资本主义的“美国式的”发展道路提供可能性的客观经济条件。马斯洛夫在叙述1905—1907年的农民运动的历史时，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基本前提。他在上述著作中写道：“立宪民主党人的”土地“纲领是一个十足的空想，因为按照他们的愿望来解决下面这个问题：或者是将来在政治上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获得胜利〈马斯洛夫的意思是，对占有土地的资产阶级作出让步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民主派的利益获得胜利，——这种解决办法对任何一个广大的社会阶级都没有好处”（第456页）。

这话讲得也很对。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革命中无产阶级支持立宪民主党的策略是一种“空想”。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民主派的”即民主革命的力量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资产阶级的发展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资产阶级作出让步的土地占有者”指引的道路；另一条是工人和农民想要指引而且也能够指引的道路（参看马斯洛夫的书第446页上的一句话：“即使全部地主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使用，那时……也会发生农民经济资本化的过程，不过那是一个痛苦比较少的过程……”）。

我们看到，当马斯洛夫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作推论的时候，他的说法就和布尔什维克一样。而下面一个例子说明，当他责骂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他的说法就和自由派相差无几了。不用说，这个例子在马尔托夫、马斯洛夫和波特列索夫所编辑的《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这部取消主义的书中就有；在该书的《总结》部分（第1卷）有马斯洛夫的一篇文章：《19世纪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其对阶级斗争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第661页）：


　　“……有些社会民主党人把资产阶级看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微不足道的反动阶级。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不仅估计不足，而且对这个阶级的历史作用也没有从历史的前景上加以考察，他们忽视了中小资产阶级会参加革命运动，忽视了大资产阶级在运动初期也会同情革命运动，而预先断定资产阶级将来也是反动的，如此等等。”（“如此等等”——原文就是这样写的！）“由此就作出关于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必然性的结论，而这个专政是与经济发展的总进程相矛盾的。”



　　整个这段话是彻头彻尾的路标派言论。这完全是布伦坦诺式、桑巴特式或司徒卢威式的“马克思主义”[91]。作者在这段话中的立场正是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场。自由派之所以为自由派，就是因为他们心目中除了对资产阶级作出“让步”的土地占有者所指引的这条道路之外，就没有资产阶级发展的另外的道路了。民主派之所以为民主派，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另一条道路，并且为实现这条道路而斗争，这条道路就是“人民”即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指引的道路；但是，他们看不到即使这条道路也带有资产阶级性。马斯洛夫在这部取消主义的书的《总结》中，把有关资产阶级发展的两条道路的一切都忘记了。他忘记了美国的资产阶级（在俄国，相当于在用革命方法消灭了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基础上从农民中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力量，忘记了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受“土地占有者”盘剥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忘记了布尔什维克从未讲过“专政”的“必然性”，而只是讲过专政对于美国式的道路取得胜利是必要的，忘记了布尔什维克关于“专政”的结论不是根据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是根据为资产阶级提供两种发展可能性的客观经济条件而得出的。从理论方面来看，上面这段话可以说是乱成一团（连马斯洛夫自己在《土地问题》第2卷中也放弃了这种混乱的说法）；从政治实践方面来看，这段话是自由主义论调，是从思想上为极端的取消主义辩护。现在请看一下，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上的立场的动摇如何导致政治结论的动摇。下面是从马尔托夫的《向何处去？》（《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3号）一文中摘引的一段话：“在现代俄国，目前谁也不能够确定，在新的政治危机发生时，是否会形成有利于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的客观条件；我们只能指出那些使这种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具体条件。只要历史没有象1871年的德国那样解决这个问题，社会民主党就不应当拒绝下面这一任务：用革命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完全的自决自由），以迎接不可避免的政治危机的到来。但是它恰恰应当迎接这个危机的到来，而不应当坐待危机的到来，因为这种危机能彻底解决按照‘德国方式’或‘法国方式’来完成革命这个问题。”

说得对。这些话说得好，恰恰是转述了1908年12月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这个提法同马斯洛夫在《土地问题》第2卷中所讲的话，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完全一致。这个提法和下述有名的感叹——“布尔什维克在1908年12月代表会议上居然决定向已经被击败过一次的地方硬闯”[92]——所表明的立场则截然不同。只能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革命阶层，即只能同农民一道，而不是同满足于“土地占有者的让步”的自由派一道“用革命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同农民一道去没收地主土地，这种说法同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论点，除了字面上有差别之外，没有任何不同。但是，在《呼声报》第13号上曾经同我们党的立场很接近的马尔托夫，却不能彻底坚持这个立场，他无论在《社会运动》这本取消主义的书中，或者在同一天的《呼声报》（第13号）上，都不断倒向波特列索夫和切列万宁一边。比如，他在同一篇文章中竟把当前任务确定为“争取公开的工人运动的斗争，其中包括争取本身〈社会民主党〉的公开存在的斗争”。这样讲就是向取消派让步，因为我们要巩固能够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和一切公开活动机会的社会民主党，取消派则要把党的存在限定在合法的和公开的（在斯托雷平的统治下）范围内。我们争取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斯托雷平的专制制度，为了进行这一斗争，要利用一切公开活动的机会，扩大争取这一目标的运动的无产阶级基础。取消派则争取使工人运动……在斯托雷平统治下获得公开的存在。马尔托夫说我们应当为建立共和国和没收土地而斗争，这话的意思是排斥取消主义的；可是他说要为党的公开存在而斗争，这话的意思就不排斥取消主义了。马斯洛夫在政治上的动摇同他在经济上所表现出的动摇是一样的。 
［注：这里我们只是举出马尔托夫在政治上动摇表现之一作为例子，此外，他在第13号上同一篇文章中还说未来的危机是“立宪”危机，等等。］



这种动摇性在马尔丁诺夫论述土地问题的文章（第10—11号合刊）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马尔丁诺夫企图用尖刻的言词同《无产者报》论战，但是由于他不会提问题，结果前言不搭后语，理屈词穷，窘态百出。他说，《无产者报》的结论和特卡乔夫的结论一样：“要么现在或是稍微再过一些时候，要么就永远不！”[93]亲爱的马尔丁诺夫同志，无论是马斯洛夫或者是马尔托夫，也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这里谈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象特卡乔夫所说的那样），而是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两种方法之一。马尔丁诺夫同志，请您考虑一下，马克思主义者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支持没收大地产的措施，还是说只有在资产阶级制度“还”（“现在或是稍微再过一些时候”，或者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这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没有最终“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才必须这样做呢？再举一个例子。1906年11月9日法令[94]“在农村引起了巨大的混乱和真正的内讧，有时候甚至达到了动刀子斗殴的地步”，——马尔丁诺夫讲得对。他的结论是：“由于这种内讧，根本不可能指望在不久的将来农民会有比较齐心协力的、强有力的革命行动，会爆发农民起义。”亲爱的马尔丁诺夫同志，把起义即国内战争同“内讧”对立起来是可笑的，而关于不久的将来的问题，这里根本不谈，因为这里谈的不是实际的指示问题，而是整个农业发展的路线问题。再举一个例子。“退出村社的情况正在急剧发展”。情况是这样。可是你的结论怎样呢？……“显然，地主的改革会取得成效，要不了几年，正是在俄国那些不久以前土地运动还进行得极其激烈的广大地区，村社将被破坏，劳动派思想的老巢也将随之覆灭。这样一来，《无产者报》的两种发展前景之一，即‘美好的’前景就破灭了。”

亲爱的马尔丁诺夫同志，要知道问题不在于村社，因为1905年的农民协会[95]和1906—1907年的劳动派分子并没有要求把土地交给村社，而是要求把它交给个人或自由协作社。破坏村社的，既有斯托雷平对旧的土地占有制实行的地主改革，也有农民的改革，即没收地主土地建立新的土地制度。与《无产者报》的“美好的”前景相联系的不是村社，也不是象这样的劳动派团体，而是“美国式的”发展，即培植自由的农场的可能性。因此，马尔丁诺夫同志一方面说，美好的前景正在破灭，一方面又说，“剥夺大土地占有者的口号是不会过时的”，这就是信口开河。如果能确立“普鲁士式的”发展，那么这个口号就要成为过时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就要说：为了实现痛苦较少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我们只要为消灭资本主义本身而斗争了。如果这个口号不会过时，那就是说，还会有可以把“列车”转到美国式的“轨道”上去的客观条件。这时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愿意变成司徒卢威分子，他们就会在小资产者的那种反映出他们主观主义观点的反动的“社会主义的”美丽辞藻中，看到群众为争取更好的资本主义发展条件而进行的客观的现实斗争。

综上所述，关于策略的争论如果不以对经济条件进行的明确分析为依据，那就是空话。1905—1907年的斗争提出了俄国农业按普鲁士类型还是按美国类型演进的问题，它表明了这个问题具有现实性。斯托雷平在普鲁士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不敢正视这个痛苦的真理是可笑的。我们应当善于挺过这新的一步所造成的独特的历史阶段。但是斯托雷平目前只是把旧的状态弄得更加错综复杂，更加尖锐化，而并没有建立起新的秩序。看不到这一点，那就不仅是可笑的，而且是有罪的。斯托雷平“寄希望于强者”[96]，要求有“20年的和平和安宁”，由地主来“改革”（应读作：“掠夺”）俄国。无产阶级则应当寄希望于民主派，但是，不夸大它的力量，不只是单纯地“指望”它，而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宣传工作、鼓动工作、组织工作，发动民主派的一切力量——首先和主要是发动农民群众——号召他们同先进阶级结成联盟，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以便取得民主主义的完全胜利，保证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使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最自由的发展。无产阶级如果拒绝履行自己的这个民主主义的义务，就必然会导致动摇，客观上就只会帮助工人运动外部的反革命自由派和工人运动内部的取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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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列宁在本文中只分析了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立场，而没有分析他提到的列·达·托洛茨基的文章。由此看来，本文是列宁打算写的一篇论文的第一部分；论文的第二部分已经失落。



这里说的托洛茨基的文章，是指载于1909年8月波兰《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第14—15期合刊的《外部困难和内部困难》一文。



关于文中说的来信，参看《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上的混乱和瓦解》一文（见本卷第155—157页）。——133。



[90]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6—207页）。——134。



[91]布伦坦诺式的、桑巴特式的、司徒卢威式的马克思主义是指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歪曲，这种歪曲的要害是，“承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学说”而否定他关于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学说。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约·布伦坦诺宣扬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会和平”以及不通过阶级斗争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可能性，硬说可以通过组织改良主义的工会和进行工厂立法来解决工人的问题，调和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



另一个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威纳尔·桑巴特在自己的活动初期是一个“淡淡涂了一层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社会自由主义”的典型思想家，随后便以资本主义的直接辩护士出现。他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抽掉其中的革命实质，掩饰资本主义剥削，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把资本主义描绘为一种和谐的经济制度，把资产阶级社会描绘为“各阶级的和谐一致”。



在俄国传播类似布伦坦诺和桑巴特的理论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彼·伯·司徒卢威。司徒卢威企图利用马克思主义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他抽取马克思主义中可以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接受的一切，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它的革命性。他同国外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流瀣一气，硬说资本主义的目的是无微不至地满足人的一切要求，号召“向资本主义学习”，公开宣扬马尔萨斯主义。司徒卢威是叛变行为的大师，他从机会主义，从“批评马克思”开始，在几年时间里就滑到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上去了。——136。



[92]这句话引自孟什维克取消派费·伊·唐恩在190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关于目前局势和党的任务问题的发言。——137。



[93]这里引用的是俄国民粹派分子彼·尼·特卡乔夫给《前进》杂志编辑的信，1874年4月在伦敦用俄文出版了单行本，书名为《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书中这句话是：“……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宕。不是现在就干，就是很久以后再干，也许就是永远不干！”（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06页）——139。



[94]指沙皇政府于1906年11月9日（22日）颁布的《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令的几项补充决定》（这项法令由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通过后称为1910年6月14日法令）。作为对这项法令的补充，沙皇政府于1906年11月15日（28日）又颁布了《关于农民土地银行以份地作抵押发放贷款的法令》。根据这两个法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地。村社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建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土地。独立田庄主和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土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购买土地。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制定这些土地法令的目的是，在保留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强制破坏村社的条件下，建立富农这一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的支柱。列宁称1906年斯托雷平土地法令是继1861年改革以后俄国从农奴主专制制度变为资产阶级君主制的第二步。



尽管沙皇政府鼓励农民退出村社，但在欧俄部分，九年中（1907—1915年）总共只有250万农户退出村社。首先使用退出村社的权利的是农村资产阶级，因为这能使他们加强自己的经济。也有一部分贫苦农民退出了村社，其目的是为了出卖份地，彻底割断同农村的联系。穷苦的小农户仍旧象以前一样贫穷和落后。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并没有消除全体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只是导致了农民群众的进一步破产，加剧了富农和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139。



[95]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根据该协会成立大会和1905年11月6—10日（19—23日）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139。



[96]这里说的是彼·阿·斯托雷平在1908年12月5日（18日）第三届国家杜马会议讨论有关土地问题的法案时的声明。他说：“政府按照第87条提出1906年11月9日法令，使自己负起了巨大的责任，它指靠的不是穷汉和醉汉，而是有钱的强者。”——140。







《列宁全集》第19卷


取消派的手法和布尔什维克的护党任务

（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讲过，目前我们党所经历的危机是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动摇性引起的，他们在革命时期加入了工人阶级的运动，现在则在党的一翼形成了孟什维克取消派，在另一翼形成了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因此在这两翼进行斗争，是捍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策略和建设党的必要任务。布尔什维克派也确实在坚持不懈地进行这个斗争，从而锻炼和团结了一切真正忠于党的、真正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分子。

党在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上曾经坚决地谴责了取消主义，在同一次会议上也坚决地跟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划清了界限。现在要胜利地进行这场保卫党的斗争，就应该清楚地了解目前社会民主党内进行这一斗争所处的形势。《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6—17号合刊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新出版的一份近似报纸的传单（由马克西莫夫同志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执笔，题目是：《致全体同志》，共8页）之所以最值得大家注意，是因为它们清楚地描绘了这个形势。无论是《呼声报》或者是马克西莫夫之流，都在掩护取消派。右的和左的取消派玩弄同样的手法是一目了然的，这也证明两者的立场同样都是动摇的。

《呼声报》的一位社论撰稿人武断地说，取消主义是一个“存心弄得很含糊和蓄意弄得不明确的字眼”。马克西莫夫则武断地说，《无产者报》把它同最后通牒派的实际分歧夸大成原则分歧。可怜的《呼声报》！过去它可以把“蓄意捏造”这个罪名完全加到布尔什维克头上，即加到“派别的对手”头上。而现在，它只好责难普列汉诺夫和崩得，说他们蓄意捏造了（见《崩得评论》第3期，关于崩得中的取消主义）。是普列汉诺夫和崩得分子“蓄意”闪烁其词呢，还是《呼声报》“蓄意”闪烁其词？哪一种情形更属实呢？

《呼声报》硬说：我们不是取消派，我们只是对党员资格作了另一种解释；我们在斯德哥尔摩通过的党章第1条是布尔什维主义的[97]，但是这并不是什么糟糕的事；正是现在，在普列汉诺夫责难我们是取消派以后，我们要把第1条搬出来，要说明一下，我们只不过希望扩大党的概念，这就成了被大肆渲染的我们的全部取消主义。要知道，党不只是各个党组织的总和（这是我们自己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对布尔什维克的让步），而且还包括在党的监督和领导下一切在党的组织以外进行工作的人！

决没有取消主义，只有过去的那些关于第1条的争论，——多么漂亮的遁辞，多么天才的捏造！亲爱的呼声派，糟糕的只是你们这么说恰好证实了普列汉诺夫对你们的责难是正确的，因为事实上，任何一个护党的社会民主党人和任何一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一看就明白，你们端出关于第1条的旧破烂来正是为了保护取消主义（＝用“不定形的”合法组织来代替党组织。见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的决议）。事实上，你们这样做恰恰为取消派敞开大门，尽管你们在口头上竭力保证。你们是“想”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敞开大门。

同样，马克西莫夫也硬说，他并不是捍卫召回主义，他只是（只是！）认为参加杜马的问题“争论很大”。第1条有争论，参加杜马有争论，怎么说是“蓄意”捏造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呢？

《呼声报》硬说：我们不是取消派，我们只是认为普列汉诺夫“顺利地回避了如果支部的构成恰恰妨碍了支部的改造时将怎么办的问题”。事实上，普列汉诺夫没有回避，而是公开地、直截了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号召坚持党性，谴责分裂行为和取消主义，对布尔什维克撤掉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职表了态。支部是党的秘密组织形式，在党的这个组织中，照例是布尔什维克占优势，召回派妨碍了这个组织的改造（便于参加杜马、参加合法团体等等的改造）。护党派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撤召回派的职，只能象普列汉诺夫表态那样表态。《呼声报》则闪烁其词，实际上支持取消派，在国外的秘密出版物上重复自由派散布的流言蜚语，说布尔什维克组织是阴谋组织，说布尔什维克不愿意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不愿意参加各种代表大会等等（因为支部参加新的合法“机会”，也就是按参加的要求来进行改造，也就是实际地学习如何改造）。说支部的“构成”妨碍支部的改造，这事实上就是宣扬分裂，为取消派的反党分裂行为辩护，而这个党正是以现在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所有的支部的总和。

我们不是取消派，不是合法派，我们只是想通过“党的”（这是招牌！）“秘密的”（然而是受到库斯柯娃女士赞许的！）出版物肯定地说，支部（以及支部的总和——党）的构成妨碍党的改造。我们不是召回派，不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工作的破坏者，我们只是肯定地说（1909年），参加杜马的问题“争论非常之大”，“杜马主义”使我们的党什么都看不清。这两种取消派中，哪一种对党的危害更大呢？

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社会运动》文集编辑部，他声称，波特列索夫已经不再是革命者了。波特列索夫写信问马尔托夫：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使我难堪？马尔托夫回信说：我也不知道。于是两位编辑便“寻找”（《呼声报》的说法！）普列汉诺夫不满的原因。他们写信问第三位编辑马斯洛夫，但是看来马斯洛夫也不知道普列汉诺夫为什么要退出。他们同普列汉诺夫多年在一块工作，他们曾试图按照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来修改波特列索夫的文章，可是当他们在报刊上受到公开指责时，他们竟忽然感到不理解，普列汉诺夫为什么要指责波特列索夫，于是他们便“寻找”起原因来！在这个不幸的事件发生以前，他们都是相当高明、相当老练的著作家，而现在他们又都变成了小孩子，“不知道”切列万宁的文章、波特列索夫本人以及整个《社会运动》文集散发出什么样的背离革命的气味。罗兰－霍尔斯特指出切列万宁身上有这种气味，大概这也是蓄意的吧！然而和波特列索夫一起仍旧本着那种精神从事写作的切列万宁就在那里作了一点小小的说明……这同取消主义有什么相干呢？[98]立宪民主党人＝作了附带说明的路标派。切列万宁、波特列索夫和《社会运动》文集＝作了附带说明的背离革命的一伙人。是呀，是呀，“取消主义”是一个存心弄得多么含混和蓄意弄得多么不明确的字眼啊！

“造神说”同样也是一个存心弄得很含混和蓄意弄得不明确的字眼，——马克西莫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也叫喊起来。既然只要作一点小小的说明，就可以为切列万宁打掩护，那卢那察尔斯基什么地方不如切列万宁和波特列索夫呢？于是卢那察尔斯基和马克西莫夫也编出了一点小小的说明。卢那察尔斯基的那篇文章中主要的一节的标题是：《为什么我要拒绝这个术语？》。我们就把那些不恰当的术语换掉，既不提什么宗教，也不提什么造神说……可以多谈谈“文化”……那时候，你再去分辨一下，我们用新的、真正新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文化”的形式所奉献给你们的是什么。党是这样吹毛求疵，这样不能容忍（卢那察尔斯基有一节论“不容忍”），我们就把这个“术语”换掉好了，因为他们不是反对思想，而是反对“术语”……

那么你们，亲爱的呼声派，是不是打算在《呼声报》第18—19号上声明拒绝……比如说拒绝取消主义这个术语呢？那么你们，《社会运动》文集的编辑们，你们是不是打算在文集第3—10卷中作一番说明，说“别人不了解你们”，说你们没有反对任何“领导权思想”，说你们一点没有取消主义气味……根本没有！……你们不赞成这样做吗？

彼得堡的召回派－最后通牒派早就破坏了彼得堡委员会的全部工作，他们在杜马选举前夕（1909年9月间）通过了一项实际上是破坏选举的决议。工人们为了维护党而起来造反，迫使左的取消派撤销了这项荒谬的决议。马克西莫夫现在却闪烁其词：说什么决议“是极端错误的”，不过同志们“自己已经放弃了这个决议”。马克西莫夫写道：“很明显，最后通牒主义本身同这个错误毫不相干。”马克西莫夫同志，明显的不是这个，明显的是你在为危害党的左的取消主义打掩护。圣彼得堡维堡区的孟什维克也起来反对取消主义（想必这也完全是他们蓄意的吧？）。《呼声报》起初赞许他们（在《无产者报》之后）。现在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格一格在《呼声报》第16—17号合刊上竟破口大骂维堡区人，而且是用最难听的话来骂，——你们能够设想吗？在孟什维克的机关刊物上，他居然骂孟什维克是布尔什维克！《呼声报》的编辑部则变得特别特别谦虚，特别特别清白无辜，它象马克西莫夫那样表明与自己无关：“我们不负责任”（《呼声报》第16—17号合刊的附刊第2页第2栏），“这是事实问题……”

……说《呼声报》掩护取消派，帮助取消派；这样的“奇闻”（马尔托夫在《前进报》上的说法）是蓄意已久的诽谤者的捏造！说那些在秘密机关刊物上嘲笑中央委员会的杜马工作的人给取消派帮了忙，说他们诬蔑杜马工作是“从大多数中央委员会委员侨居国外时起”（同上）才开展起来的（而要反驳这些诬蔑，也就是讲清楚秘密的中央委员会进行杜马工作的真相，又是不可能的……），难道这还不是诽谤吗？

马克西莫夫硬说，党有没有可能领导杜马党团是争论非常之大的问题（经过两年的实践之后）。《呼声报》硬说，党的这种领导是一句空话（“从大多数中央委员会委员侨居国外时起”）。无论马克西莫夫或呼声派都拍着自己的胸脯担保说，只有诽谤者造谣说右的和左的取消派干的是反党工作。

无论马克西莫夫或者呼声派，都说同取消主义的全部斗争是由某些人和某些集团有“把人撵走”的癖好所引起的。马克西莫夫使用的就是这个字眼。《呼声报》愤怒地把普列汉诺夫关于彻底划清界限的号召说成是“外科手术”，“先剃后刮再放血”的方法，“梭巴开维支－列宁”的手法[99]，“打手”普·（普·＝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分子，他不怕公开地讲出切列万宁之流、拉林之流和波特列索夫之流搞取消主义的真相）的手法。《无产者报》在玩弄外交手腕，迎合普列汉诺夫（马克西莫夫语），《无产者报》在向普列汉诺夫献媚（《呼声报》的说法是：向普列汉诺夫“献殷勤”的《无产者报》“小品文作者”）。大家看得很清楚：马克西莫夫分子和呼声派对新的分裂和新的组合所作的解释完全一样。

让玩偶小人去作这样的解释吧，我们来谈谈本题。

取消主义是一种深刻的社会现象，它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情绪、同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中的涣散和瓦解是分不开的。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千方百计地想瓦解、破坏和搞垮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为那些欢迎他们的合法的工人团体奠定基础。就在这样的时候，取消派却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来反对昨天的革命的最重要的遗产和明天的革命的最重要的堡垒。呼声派（党只要求他们同取消派进行老老实实的、面对面的、毫不留情的斗争，此外别无他求）闪烁其词，为取消派效劳。孟什维主义被反革命历史逼得走投无路：要么同取消主义开战，要么成为它的帮凶。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即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事实上也在助长取消主义。如果继续“争论”杜马工作和合法工作，如果企图保持旧的组织而又不使它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和已经改变了的情况，这事实上就等于推行对革命怠工和破坏秘密组织的政策。

布尔什维克面临在两翼进行斗争的任务，这是一项“中心”任务（马克西莫夫不了解这项任务的实质，他在这里只看到缺乏诚意和玩弄外交手腕）。不对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组织进行系统的、坚定的、逐步的改造，使之能适应当前的困难处境，使之能通过所有合法机会中的“据点”来进行长期的工作，就不能够保存和巩固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组织。

客观条件给党规定了这项任务。谁来执行这项任务呢？就是这些客观条件又规定了党的各派别的和各部分中的护党派分子要接近起来，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同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圣彼得堡维堡区人那样的孟什维克以及同国外的普列汉诺夫分子那样的孟什维克应接近起来。布尔什维克自己已公开宣布了这种接近是必要的。我们号召凡是能够公开反对取消主义、公开支持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当然首先是和主要是工人孟什维克，都来作这种努力。如果能够同普列汉诺夫分子达成协议，这种接近是会迅速而广泛地实现的。但协议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保卫党和党性，反对取消主义，不能有任何思想上的妥协，在符合党的路线这个范围内决不掩饰策略分歧和其他分歧。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各地工人布尔什维克，应该尽一切努力来达成这样的协议。

如果普列汉诺夫分子的力量太小，或者组织程度太差，或者根本不愿意达成协议，我们就要通过更为漫长的道路来实现这一目的，但我们无论如何要实现这一目的，而且一定能实现这一目的。到那时，布尔什维克派就会立即在实际工作方面成为党的唯一建设者（因为普列汉诺夫只是写文章帮助党）。我们将全力以赴来推进这一建设，我们将毫不留情地对待呼声派和马克西莫夫分子的各种卑鄙的诡计和花招，对这两种人的反党行为，我们将在党的每一步实际工作中向无产阶级进行揭露并加以痛斥。

俄国工人阶级已经给俄国整个的资产阶级革命打上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印记。自由派、取消派和取消派的帮凶们无论怎样费尽心机，都抹杀不了这个事实。先进的工人们将撇开不愿意或不能够帮助他们的人而同愿意帮助他们的人一道，来建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而且一定能建成这样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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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指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列宁的党章第1条条文，屏弃了尔·马尔托夫的机会主义条文。——143。



[98]指涅·切列万宁在1909年8—9月《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6—17号合刊上发表的《谈谈我的取消主义》一文和该报编者对该文加的按语。参看《〈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与切列万宁》一文（见本卷第150—152页）。——145。



[99]这是取消派诋毁列宁的话。



索巴开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粗暴蛮横，厚颜无耻，嗜财如命，是愚蠢贪婪的农奴主的典型。——147。







《列宁全集》第19卷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与切列万宁
[100]



（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

切列万宁同志是孟什维克中取消派思想的典型和样板。这在他那部名著《……无产阶级》中表现得最充分。这本书中的取消主义极其严重，甚至该书德文版序言的作者荷兰的著名女作家，马克思主义者罗兰－霍尔斯特，对于切列万宁歪曲马克思主义、用修正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也禁不住要提出抗议。于是《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便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个同切列万宁脱离关系的声明，说一些最有名的孟什维克都不同意他的观点。《无产者报》指出，这个脱离关系的声明是在玩弄诡计，因为《呼声报》并没有加以转载，俄国的报刊对于切列万宁的“错误”也没有相应地加以系统的说明 
［注：见本卷第41—49页。——编者注］

 。难道资产阶级的大臣们，从斯托雷平到白里安，对于野心勃勃的同谋者和热心过头的同道者，哪一个不是如此行事，对他们提出保留、提出修正、声明脱离关系，而在这一切的掩护下继续实行旧的路线呢？

在第16—17号合刊的《呼声报》上公布了切列万宁给编辑部的一封信和编者按，说《无产者报》犯有“诽谤罪”。他们说我们对公众“隐瞒了”一件事，这就是切列万宁本人在他的《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展望》（1908年莫斯科版）一书中“已经纠正了错误”。

我们一定要反复地向读者指出，呼声派玩弄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手法，他们谴责《无产者报》“诽谤”他们是取消派意味着什么。

我们只从上面提到的切列万宁新出版的那本书中引几段话来看看。第173页：“一般说来，我决不放弃我在《革命中的无产阶级》这本书中所作的分析。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无疑犯了一系列错误，就算革命在过去有可能胜利〈黑体是切列万宁用的〉，这些错误也不能不给它造成困难。但是现在已经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胜利在当时是不是真有可能？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错误是不是革命失败的唯一原因？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自然地提示了问题的答案。革命的失败异常惨重，反动势力的统治异常牢固（至少在今后几年中），要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说成是无产阶级犯了某些错误，那是根本说不通的。显然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错误，而在于某些更深刻的原因。”

这就是《呼声报》所说的切列万宁“纠正了错误”！切列万宁不是放弃自己的“分析”，而是加深了分析，最后得出了一系列新的高论（如用统计办法确定“革命力量”为全体居民的1/4，即21．5％—28％；这个高论我们将另作研究！）。切列万宁在提出了革命无产阶级犯了错误这个看法后又补充说：当时革命并未拥有超过居民的1/4这种“可能拥有的”力量（第197页，黑体是切列万宁用的），——而呼声派竟把这说成是“纠正”错误，并叫喊说《无产者报》进行了诽谤。


　　第176页：“我们知道，孟什维克始终坚持孟什维主义的立场，并没有在革命高潮的影响下变成布尔什维克，虽然他们参加了彼得堡十一月罢工，参加了强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参加了抵制第一届杜马的运动。”（结论是：即使无产阶级的策略改进了，最后还是会失败。）第138页：“革命的和反政府的〈你们听！〉党派在暴风雨般的1905年为了实现用激进手段改革土地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远景，可能做得过头了。”





　　已经足够了，是吧？《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竟把老调重弹而且愈走愈远的取消主义和叛徒行为叫作纠正错误。明天，《当前的形势》一书的德文译本就要出版了——呼声派将再向德国人发表一个脱离关系的声明——切列万宁将再公布一项“说明”——取消主义的说教将要变本加厉——《呼声报》将装腔作势地对诽谤它是取消派的人表示愤慨。这是一个老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故事。马斯洛夫、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根本不能理解，绝对不能理解，在波特列索夫写的东西中，是什么“精神”使（终于使！）甚至曾经对立宪民主党人过分迁就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也大发雷霆了。亲爱的呼声派，你们就是不理解吗？读了切列万宁那本“已经纠正了错误的”书的几段话之后，你们仍然不理解吗？呆头呆脑有时候真是大有好处！





	载于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无产者报》第5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150—152页

















[100]列宁撰写此文时，使用了他在涅·切列万宁的《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展望（土地问题和斗争中的政党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第三届杜马，它出现的原因和它的前途）》一书上作的批注，特别是他在该书封底上写的《最重要批注综述》。这些批注载于《列宁文稿》第12卷第500—542页。——150。







《列宁全集》第19卷


资产阶级报界关于高尔基被开除的无稽之谈
[101]



（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

已经有好几天了，许多资产阶级报纸，如法国的《闪电报》、《激进报》，德国的《柏林日报》[102]，俄国的《俄国晨报》、《言语报》、《俄罗斯言论报》、《新时报》[103]，都在津津有味地品评一条最耸人听闻的新闻：高尔基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前进报》已经对这种胡说发表辟谣文章。《无产者报》编辑部也给几家报纸送去了辟谣声明，但是资产阶级报纸置之不理，继续渲染这个谣言。

这个谣言的来源是很明显的：有个蹩脚记者，听到了一点关于召回主义和造神说引起意见分歧的风声（这个问题在党内，特别是在《无产者报》上公开讨论已经快一年了），就无耻地瞎编一些支离破碎的消息，并且拿杜撰的“访问记”等等“捞了一笔大钱”。

发动谣言攻势的目的也是同样明显的。资产阶级政党想要高尔基脱离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报纸拼命想扩大社会民主党内的分歧，拼命丑化这种分歧。

资产阶级报纸是白费气力的。高尔基同志通过自己的伟大的艺术作品同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建立了非常牢固的联系，因此只能以鄙视回敬这些报纸。





	载于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无产者报》第5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153页

















[101]本文是列宁对资产阶级报纸散布的关于马·高尔基被开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无稽之谈的回答。1909年11月15日，莫斯科工业家的机关报《俄国晨报》首先登出了《马·高尔基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这条无署名消息。11月20日，该报又刊载了列宁提到的那篇以《安·巴·契诃夫对高尔基的评论》为题的访问记。在访问记中，艺术剧院导演列·安·苏列尔日茨基断言，契诃夫对高尔基的入党感到惋惜。后来，高尔基在给苏列尔日茨基的信中反驳了这种捏造，他说：“安东·巴甫洛维奇根本不可能知道我入党的事，我是在他逝世一年以后入党的。”（见《高尔基全集》（30卷本）1955年俄文版第29卷第100页）——153。



[102]《闪电报》（《L′Eclair》）是法国报纸，1888—1925年在巴黎出版。《激进报》（《Le Radical》）是法国报纸，1881年起在巴黎出版。《柏林每日小报》即《柏林每日小报和商业时报》（《Berliner　Tageblatt　und　Handelszeitung》）是德国报纸，1872—1939年在柏林出版。——153。



[103]《俄国晨报》（《Утpo　Poccии》）是俄国报纸（日报），1907年9月—1918年4月在莫斯科出版（1908年未出版）。该报自称“非党民主派报刊”，实际上代表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曾是进步党人的机关报，接受里亚布申斯基家族银行的津贴。1918年4月初，该报因诽谤苏维埃政权而被查封。1918年4月中旬—6月底曾以《俄国曙光报》的名称出版。



《俄罗斯言论报》（《PуCCкOе　CлOBO》）是俄国报纸（日报），189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第1号为试刊号，于1894年出版）。出版人是伊·德·瑟京，撰稿人有弗·米·多罗舍维奇（1902年起实际上为该报编辑）、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彼·德·博博雷金、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瓦·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等。该报表面上是无党派报纸，实际上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曾拥护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家公开的反革命报纸。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查封，其印刷厂被没收。1918年1月起，该报曾一度以《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的名称出版，1918年7月最终被查封。



《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153。







《列宁全集》第19卷


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上的涣散和混乱
[104]



（1909年11月末〔12月初〕）

反对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的斗争在我们党内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分子的任务中，自然是占首要地位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因此就看不到一种更严重的祸患，实质上这种祸患既产生了召回主义，又产生了取消主义，而且就整个情况看来，它还会产生出不少新的策略上的谬误。这种祸患就是思想上的涣散和混乱。它不仅已经完全控制了自由派，而且正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党内袭来。

现在就从说明这种思想混乱的大量事实中举一个例子。有一位曾经在党内做过长时期工作的同志，一位旧火星派分子和老布尔什维克，他很久以来——差不多从1906年初以来——由于监禁和流放一直没有参加过运动。不久以前，他又重新开始工作了，当他接触到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时，他义愤填膺地加以痛斥，认为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是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策略的肆意歪曲。这位同志在了解了敖德萨和彼得堡的工作情况后，得出如下的结论或者说是自己观察后得出的“不成熟的看法”：“……我觉得，最艰苦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剩下来的任务就是要肃清瓦解和涣散时期的余毒。”而这种余毒却实在不轻。

他在这封信中还写道：“在整个彼得堡的工作中，使人感到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没有纪律，没有秩序，各个部分之间没有联系，在工作中缺乏统一安排和计划。每个人在工作中都各自为政。秘密组织中的召回主义倾向很厉害，甚至把一些反对召回派的人也拉过去了……”（显然这是指那些违背《无产者报》一再重申的坚决主张的布尔什维克，这些布尔什维克不同召回派一刀两断，也不同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而是企图同他们和解，徒然拖延必然的结局的到来，实际上却丝毫也不能使召回派－最后通牒派放弃他们的荒谬策略）“……在这种条件下就出现了一种非常突出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敖德萨也完全自发地表现出来了，这就是对革命消极怠工。凡是召回主义精神占上风的地方，都出现了特别引人注目的秘密组织无所事事的现象。搞一两个宣传员小组，反对利用合法机会，——这就是全部工作。这种工作多半带有破坏的性质，这在我从敖德萨寄给你们的大批材料中就可以看出……”（在…… 
［注：手稿上，这里留了一个空白地方准备写文章的题目。——俄文版编者注］

 一文中引用了这些材料）“……至于谈到合法机会，那么在利用合法机会方面也缺乏坚定不移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在反动势力的黑暗统治下，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趾高气扬，‘敢于’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他们知道这样做现在是没有危险的。于是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对它的纲领和策略广为修正，伯恩施坦的修正与之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懂得马克思，它对俄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所作的分析不正确，俄国从来没有过农奴制，而只有农奴制－商业制度，在资产阶级和领地贵族之间，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利益上的矛盾，它们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盟，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臆造的这两个阶级，只是一个资产阶级（这是俄国独有的特点），专制制度就是这个阶级的组织。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臆造的，根据这种臆造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这个口号（？？——这两个问号是该信的作者打的），而这个口号过去是空想，现在仍然是空想。应当把它连同民主共和国一起扔掉，因为俄国的火车已经开上了德国式轨道……”

显然，这只是对滚滚而来的思想混乱这股浊流中的一个小小支流所作的速写。这股思想混乱的洪流产生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有时竟然把极右和极“左”的荒谬倾向的前提离奇地混合在一起，甚至揉合在一起。这些前提的前一半（在资产阶级和农奴主土地占有制之间没有矛盾等等）真是毫无道理，荒谬透顶，简直很难信以为真。不值得…… 
［注：文章的结束部分尚未找到。——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154—156页

















[104]这个文献是列宁于1909年11月底写的一篇文章的开头，它的结尾部分已经失落。本文是为《无产者报》第50号写的，但没有刊登出来。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无产者报》第50号刊登的是列宁另写的《论目前思想混乱的某些根源》一文的第一部分（见本卷第133—141页）。同一号的《工人运动消息》栏刊登了列宁在本文中分析和引证的“一位旧火星派分子和老布尔什维克”署名“特拉”的彼得堡来信。——155。







《列宁全集》第19卷


关于八小时工作制法令主要根据的草案说明书

（1909年秋）


二


［注：说明书的第1部分或第1章，应该从劳动生产率、无产阶级的卫生和文明方面的利益以至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总的利益的角度来阐述八小时工作制的主张，要写得通俗，并且尽量带鼓动性。］

在说明书的这一部分即第二部分里，我们要谈的问题是：社会民主党提交第三届杜马的八小时工作制法案属于哪一种类型，用哪些理由说明这个法案的基本特点。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原有的那个草案初稿已交到我们分委员会，它可以作为基础，但必须进行若干修改。

社会民主党人向第三届杜马提交的法案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就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进行宣传和鼓动。对第三届杜马实行的“改革”抱任何希望，不仅是可笑的，而且有可能完全歪曲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的性质，使它变成机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改良派的策略。不待说，这样歪曲社会民主党对杜马的策略，势必直接违背和完全违背我们全党共同遵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1907年11月和1908年12月两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要使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的法案符合自己的任务，就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法案必须极其明确地陈述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中明文规定的、或根据这个纲领必然得出的具体要求；

（2）法案决不应当过多地涉及法律的细则；法案应当阐明所拟定的法令的主要根据是什么，而不是提出附有详尽细则的法规；

（3）法案不应当完全孤立地陈述社会改革和民主改革各个方面的问题，尽管从狭隘法律观点、行政观点或“纯粹议会”观点来看这样做是必要的；相反，法案的目的是进行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和鼓动，所以应当尽可能使工人阶级比较明确地认识到工厂改革（以至社会改革）同民主政治改革必须联系起来，认识到如果没有民主政治改革，斯托雷平专制制度的任何“改革”都必然变成“祖巴托夫式的”不象样的东西[105]，都必然成为一纸空文。不言而喻，要把经济改革同政治联系起来，并不是要把彻底民主制的一切要求全部写进法案，而是要根据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提出民主主义的和纯粹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设施；同时必须在法案的说明书中强调指出，如果没有根本的政治改革，这些设施就不可能实现；

（4）鉴于在目前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进行合法的宣传和鼓动极为困难，拟订法案时必须考虑到，一份法案和一份法案说明书一旦到了群众手里（通过非社会民主党报纸的转载，或印发载有法案条文的传单或用其他方法），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说，使普通工人、不开展的工人能够读完，使他们的阶级觉悟得到提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整个法案必须贯穿无产阶级对企业主、对国家这个为企业主服务的机关不信任的精神；换句话说，阶级斗争的精神必须渗透全部法案，必须体现在各项具体的决定中；

最后，（5）在目前俄国的条件下，即在没有社会民主党报刊和不能举行社会民主党集会的条件下，法案应当十分具体地说明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改革要求，不能只是一般地宣布一下原则；一定要使普通工人、文化水平很低的工人对社会民主党的法案感到兴趣，被改革的具体情景所吸引，然后才从这种个别的情景进而领会作为整体的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

根据这些基本前提来看，应当说八小时工作制法案初稿的起草人所选择的法案类型，较之法国和德国社会党人提交他们各自的议会的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案更适合俄国情况。例如，1894年5月22日茹尔·盖得提交法国众议院的八小时工作制法案有两条，第1条是：禁止一昼夜工作超过8小时，禁止一周工作超过6天；第2条是：允许几班制工作，但一周工作总时数不得超过48小时 
［注：茹尔·盖得《问题及其解决。众议院里的八小时工作制》里尔版，年份不详。］

 。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法案共14行字，提议立即实行十小时工作制，从1894年1月1日起实行九小时工作制，从1898年1月1日起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1900—1902年的帝国国会常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一个更加简短的提案，主张立即把工作日限为一昼夜10小时，然后在特别规定的期限内限为一昼夜8小时 
［注：麦·席佩尔《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问题手册》1902年柏林版第882页和第886页。］

 。

当然，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看来，这种法案无论如何要比为了反动政府或资产阶级政府通得过而采取的“迁就”办法合理十倍。但是，如果说在法国和德国有新闻和集会自由的情况下，法案只宣布原则就够了，那么在我们俄国目前情况下，法案本身就必须再加上具体的鼓动材料。

因此，我们认为草案初稿起草人所采用的那种类型是比较适当的，但是对这个草案必须作若干修改，因为我们认为，起草人有几处犯了极其严重的、极其危险的错误，即毫无必要地降低了我们党的最低纲领的要求（例如，规定每周的休息时间为36小时，而不是42小时，没有提到开夜班必须征得工人组织的同意）。在某些地方，起草人似乎想使法案“通得过”而采取迁就的办法，例如，提出由大臣批准关于例外情况的申请（并把问题提交立法机关），而丝毫没有提到工人的行业组织在实现八小时工作制法令中的作用。

我们分委员会拟订的法案在上述方面对草案初稿作了若干修改。对草案初稿的下列几处修改，我们在这里作一些特别说明。

关于法案对哪些企业适用的问题，这个适用范围必须扩大，工业、商业和运输业的各部门、各种机关（包括官方机关，如邮局等）和家庭劳动都应适用。社会民主党人在提交杜马的法案说明书中应该特别强调必须扩大法案适用范围，消除工厂、商业部门、服务部门、运输部门以及其他部门中的无产阶级之间的任何界限和区别（在这个问题上的）。

由于我们的最低纲领要求“对一切雇佣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就可能产生关于农业的问题。但我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目前就倡议在农业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未必适当。最好是在说明书中附上一句，党有权进一步提出有关农业的法案、有关家庭仆役的法案等等。

其次，法案中凡出现按法律可作例外处理时，我们均要求每一处例外都必须征得工会的同意。这是必要的，这样做可以清楚地向工人们表明：没有工人组织的主动关心，真正缩短工作日是办不到的。

下面应当谈谈逐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草案初稿的起草人对这一点只字未提，只是象茹·盖得的法案那样仅仅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相反，我们的草案规定逐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即在法律生效3个月后立即实行十小时工作制，以后逐年减少1小时），和帕尔乌斯的法案 
［注：帕尔乌斯《商业危机与工会。附：八小时标准工作制法案》1901年慕尼黑版。］

 、德国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法案属于同一类型。当然，这两个法案没有什么根本不同。但是由于俄国工业技术极为落后，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太差，由于大批工人群众（手工业者等等）还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大规模的争取缩短工作日的运动，由于所有这些条件，最好就由法案本身来回答不可避免的反对意见，指出说变就变不行，这样变工人的工资势必降低等等。 
［注：关于逐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我们认为帕尔乌斯说得很对，他说，他的法案所以要规定逐步实行，“并不是想照顾企业主，而是想照顾工人。我们应当根据工会的策略办事，工会缩短工作日完全是一步一步地进行的，因为工会很清楚，这样最易于防止减少工资”（黑体是帕尔乌斯用的。上引小册子第62—63页）。］

 规定逐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德国人规定的期限长达8年；帕尔乌斯是4年；我们主张2年），立即就回答了这种反对意见，因为一昼夜工作超过10小时从经济上看是绝对不合理的，从卫生和文明的角度看是不能允许的。而在一年里，把工作日缩短1小时，那么在这一年里技术落后的企业完全有可能赶上去，实行改革，工人改行新的制度，劳动生产率也不会有显著的差别。

规定逐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决不是为了使草案“迁就”资本家或政府的尺度（这一点根本谈不到，假如有这种想法，当然我们就宁愿完全不提逐步实行的问题），而是为了明确地向大家表明：即使在一个最落后的国家，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从技术、文明和经济各方面来看都是行得通的。

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法案中的逐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重要反对意见，可能是说这样一来似乎就否定了（哪怕是间接地）1905年决定立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革命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我们认为这种反对意见很重要，因为在这方面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稍加否定就是公然的叛变行为，或者至少是对那些由于这种否定而臭名远扬的叛徒和反革命自由派的支持。

因此我们认为，不管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法案写不写逐步实行的问题，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既在提交杜马的说明书中，也在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杜马演说中十分明确地表示，绝对没有稍加否定的意思，要绝对肯定地表示，我们认为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行动原则上是正确的，是完全合法的和必要的。

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声明或他们的说明书大致应当是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决不放弃立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主张；恰恰相反，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当斗争日益尖锐、群众运动的力量和主动性十分高涨、旧社会与新事物的冲突采取激烈的形式、必须不惜一切去争取工人阶级斗争（例如同中世纪制度的斗争）的胜利的时候，总而言之，在类似1905年11月那样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认为立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社会民主党现在把逐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写进法案，只是想以此表明：甚至在最差的历史条件下，甚至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最慢的条件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要求也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再说一遍：从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和他们关于八小时工作制法案的说明书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这一类声明无论如何是绝对必要的，至于是否把逐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写进法案，相比起来就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对法案草稿所作的其他修改，都是涉及个别细节的，无需特别加以说明。





	载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4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157—164页

















[105]这里说的是沙皇俄国莫斯科保安处处长、宪兵上校谢·瓦·祖巴托夫倡导的一套对付革命的工人运动的策略。祖巴托夫分子建立亲政府的合法工人组织，诱使工人脱离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力图把工人运动引入纯粹经济要求的轨道。——159。







《列宁全集》第19卷


论《路标》
[106]



（1909年12月13日〔26日〕）

立宪民主党的最有影响的政论家所撰写的著名《路标》文集，是时代的真正标志，短短的时间内一版再版，所有反动报刊无不为之喝彩叫好。不管立宪民主党报纸怎样对《路标》中某些太露骨的地方进行“更正”，不管某些立宪民主党人怎样对《路标》表示唾弃（有的人是由于完全无力影响整个立宪民主党的政策，有的人是故意欺骗群众，不让他们了解这个政策的真正意义），然而《路标》反映了现代立宪民主主义的无可置疑的本质，这却仍然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立宪民主党就是《路标》党。

一向最重视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的工人民主派，应当对《路标》表示欢迎，因为在这个文集中立宪民主党的思想领袖们出色地揭示了立宪民主党政治倾向的实质。《路标》是别尔嘉耶夫、布尔加柯夫、格尔申宗、基斯嘉科夫斯基、司徒卢威、弗兰克和伊茲哥耶夫等先生撰写的。仅仅这些著名的杜马代表、著名的叛徒、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大名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路标》的作者们以整个社会流派的真正思想领袖的身分，提纲挈领地草拟了一部关于哲学、宗教、政治、政论以及对整个解放运动和俄国民主派的全部历史的评价等问题的百科全书。作者们把《路标》叫作“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的论文集”，他们用这个副标题缩小了他们的言论的真正主题，因为他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指整个俄国民主派和整个俄国解放运动的精神领袖、鼓舞者和代表者。《路标》是俄国立宪民主主义和整个俄国自由主义同俄国解放运动及其一切基本任务和一切根本传统实行彻底决裂的道路上的最醒目的路标。


一

自由派叛变活动的百科全书包含三个主题：（1）反对俄国（和国际）民主派整个世界观的思想基础；（2）宣布同近年来的解放运动决裂，并对它大肆诬蔑；（3）公开宣布自己对十月党人资产阶级、对旧政权、对整个旧俄国怀有“奴仆”感情（和宣布实行相应的“奴仆”政策）。

《路标》的作者首先谈的是“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哲学基础。对唯物主义的坚决斗争象一根红线贯穿全书，唯物主义被宣布为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最简单最低级的空论”（第4页；引自《路标》第1版，下同）。实证论受到批判，是因为“我们”（即被《路标》批判了的俄国“知识分子”）曾经把它“同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混为一谈”，或者是因为我们“纯粹用唯物主义”（第15页）对它作解释，而“任何一个神秘主义者，任何一个信教者，都不会否认科学的实证论和科学”（第11页）。请不要开玩笑了！“敌视唯心主义倾向和宗教神秘主义倾向”（第6页），这就是《路标》攻击“知识分子”的原因。“不管怎么说，尤尔凯维奇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相比，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第4页）。

从这个观点出发，《路标》拼命攻击“知识分子”的无神论，同时又非常坚决、非常彻底地力图恢复宗教的世界观，这是十分自然的。《路标》把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批倒之后，又把政论家别林斯基批倒了，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是“知识分子”的领袖（第134、56、32、17页及其他各页）。恰达耶夫、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本不是知识分子”。前面几个人是《路标》与之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那一派别的领袖。后面几个人过去“不厌其烦地反复讲”的也正是《路标》现在反复地讲的那些东西，不过“当时没有人听他们的，知识分子也没有重视他们”（见《路标》序言）。

读者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路标》所攻击的并不是“知识分子”，这种说法只是故意混淆视听。它全线攻击的是民主派，是民主派的世界观。不过，那个标榜自己为“立宪民主的”政党的思想领袖们不便直言不讳，所以他们便从《莫斯科新闻》[107]那里抄来一个字眼，说什么他们唾弃的不是民主派——（多么不应该的诽谤呀！）——而只是“知识分子习气”。

《路标》一本正经地说，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热烈而精采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情绪”（第56页）。“别林斯基以后的我国政论历史，就对生活的理解而言，简直是糟糕透了。”（第82页）

不错，不错。农奴反对农奴制度的情绪显然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情绪。最广大的人民群众1861—1905年反对整个俄国生活制度中农奴制残余的历史，显然是“糟糕透了”。照我们那些聪明而又有教养的作者们看来，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信中所表达的情绪也许不取决于农奴的情绪吧？我国的政论历史不取决于农奴制压迫的残余所激起的人民群众的愤怒吧？

《莫斯科新闻》一向认为，俄国民主派哪怕就从别林斯基开始，都根本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自身最起码的权利（这种权利遭到农奴制度的破坏）而斗争的利益，他们只代表“知识分子的情绪”。

《路标》和《莫斯科新闻》的纲领无论在哲学方面还是在政论方面都一样。不过在哲学方面，自由派叛徒们敢于说出全部真相，敢于摊开自己的全部纲领（攻击唯物主义和用唯物主义解释的实证论；恢复神秘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世界观）；而在政论方面，他们则躲躲闪闪，转弯抹角进行诡辩。他们已经同民主派的最基本思想、同最起码的民主倾向决裂了，可是却装出只是同“知识分子习气”决裂的样子。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不再保护人民的权利，而是坚决掉过头来保护反对人民的制度。可是自由派的政客们还希望保持“民主主义者”的称号。

他们对近年来运动的历史所玩弄的把戏，同他们对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和对俄国政论的历史所玩弄的把戏，是一模一样的。


二

实际上，《路标》所攻击的只是代表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而且仅仅因为他们真正参加了这个运动。《路标》疯狂地攻击知识分子，正是因为这“一小股地下派别公开露了面，获得了众多的追随者，并且一时成了思想权威，甚至成了现实的巨大力量”（第176页）。当“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小股地下派别，还没有获得众多的追随者，还没有成为现实的巨大力量的时候，自由派曾经同情过他们，有时还暗中帮助过他们；这就是说，当民主派还没有使真正的群众行动起来的时候，自由派是同情民主派的，因为不发动群众，民主派就只能为自由派的自私目的效劳，只能帮助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去逐步掌握政权。当民主派把业已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捍卫自己的利益的群众吸引过来时，自由派就同民主派分道扬镳了。在反对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叫嚣的掩护下，立宪民主党所攻击的实际上是群众的民主运动。《路标》中明显地揭露这一点的地方不胜枚举，其中一处就是：他们宣布法国18世纪末伟大的社会运动是“相当持久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典范，而且这种革命精神的潜力充分表现出来了”（第57页）。

说得真好啊，不是吗？请看，法国18世纪末的运动不是最深刻最广泛的群众民主运动的样板，而是“知识分子”革命的样板！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实现民主任务从来都离不开与之相同类型的运动，因此十分明显，自由派的思想领袖正是在同民主派决裂。

《路标》骂俄国知识分子，正是骂的一切民主运动必然产生和表现出来的东西。“知识分子思想的政治激进主义以骇人听闻的速度注入人民本能的社会激进主义 
［注：在同一页下面隔两行说：“痛苦不堪的人民群众。”］

 中去了”（第141页），这里就“不单纯是政治上的错误，不单纯是策略上的失误。这里也有道义上的错误”。没有痛苦不堪的人民群众的地方，是不可能有民主运动的。而民主运动跟普通的“造反”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民主运动是在一定的激进的政治思想的旗帜下进行的。所以《路标》的真实思想是：民主运动和民主思想不仅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仅在策略上是不适宜的，而且在道义上是犯罪的。《路标》的这种思想同波别多诺斯采夫的真实思想毫无区别。波别多诺斯采夫只不过说得比司徒卢威、伊茲哥耶夫、弗兰克之流说得更坦率些更露骨些罢了。

《路标》在给可恨的“知识分子”思想的内容比较准确地下定义时，自然他们所指的是整个“左派”思想，尤其是民粹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民粹派的罪名是“对农民的爱是虚伪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罪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是虚伪的”（第9页）。无论前者或后者的“拜民主义”（第59、59—60页），都被批驳得体无完肤。在可恨的“知识分子”看来，“人民就是上帝，多数人的幸福就是唯一的目的”（第159页）。“无神论的左派联盟的狂热演说”（第29页），——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布尔加柯夫在第二届杜马里记得最清楚的事情，这就是使他恨之入骨的事情。毫无疑问，布尔加柯夫在这里对立宪民主党人通常的心理比别人表达得更清楚些，他表达了整个立宪民主党的珍藏心头的想法。

在这个自由派分子看来，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存在区别，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并不是这位著作家“耍手腕”（他很了解这方面的区别），而是现代自由主义本质的合乎规律的表现。这是因为目前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害怕和仇恨的与其说是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倒不如说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运动，也就是说，他们害怕和仇恨的是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同的方面——通过诉诸群众来保卫民主。当代的一个特点是，俄国自由派坚决掉过头来反对民主派；他们既不注意民主派内部的区别，也不注意实现民主之后展现出的进一步的目标、前途和远景，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在《路标》中，“拜民主义”一类字眼简直触目皆是，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被人民吓得魂不附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除了大喊大叫民主派是“拜民主义”以外就无话可说了。退却是不能不用特别响亮的鼓声来掩护的。事实上也无法公然否认，头两届杜马正是通过工农代表来表达工农群众的真正利益、要求和看法的。而且，正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代表 
［注：《路标》把“知识分子”一词通常的意思歪曲得简直太可笑了。只要翻一翻头两届杜马的代表名单，立刻就可以看到，劳动派绝大多数是农民，社会民主党人是工人居多，立宪民主党人则集中了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揭露了立宪民主党一贯背离民主运动，所以立宪民主党人才对“左派”极端仇视。事实上，连“四条”[108]也是无法公然加以否认的；而且，在现代俄国只要按照“四条”进行真正民主的选举，劳动派的代表同工人政党的代表一定会同时获得压倒的多数，对这一点任何一个比较诚实的政治活动家都不曾怀疑过。

向后倒退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只好用《莫斯科新闻》和《新时报》的词典中的一些字眼来掩盖他们同民主派决裂的事实；这些字眼在全部《路标》文集中俯拾即是。

《路标》从头到尾整卷都是对民主派的反动诬蔑。无怪乎《新时报》的政论家罗扎诺夫、缅施科夫、亚·斯托雷平等人跑过来亲吻《路标》，无怪乎安东尼·沃伦斯基读了自由主义领袖们的这部作品而欢欣若狂。

《路标》写道：“知识分子在考虑自己对人民的义务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义务的第一条所反映的个人责任的思想，不仅应当要求知识分子有，而且应当要求人民有。”（第139页）民主主义者所考虑的扩大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换句话说就是上层阶级对人民负有“义务”的意思。民主主义者根本不可能想到，而且也根本不会想到，在改革前的国家或者在实行六三“宪制”的国家，竟然去谈人民对统治阶级负有“责任”。除非民主主义者或所谓的民主主义者完全变成反革命的自由派，才能“想到”这一点。

我们在《路标》中读到：“利己主义，自我肯定，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才使西方资产阶级成为实现上帝的人间事业的强大而不自觉的工具。”（第95页）这不是别的，而是“Enrichissez-vous！（发财吧！）”[109]这句名言或者我们俄国的“我们指靠有钱的强者”这种口号的转述，不过抹上圣像前的灯油以作点缀罢了。资产阶级在帮助人民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时，就宣布这个斗争是上帝的事业。在它被人民吓倒而掉过头来支持一切中世纪制度对付人民时，它就把“利己主义”、发财致富、沙文主义的对外政策等等宣布为上帝的事业，在欧洲过去到处都是这样。在俄国现在也屡见不鲜。

“10月17日法令在实质上和形式上应当看成是革命的完成。”（第136页）这就是十月主义的全部货色，即反革命资产阶级的纲领的全部货色。十月党人一向都是这样说的，他们的公开活动也以此为依据。立宪民主党人的暗中活动也照此办理（从10月17日起），同时却想装成民主派。彻底、清楚、公开地划清民主派和叛徒之间的界限，对于争取民主事业的胜利是最有益、最必要的事情。应当利用《路标》来进行这项必要的工作。叛徒伊茲哥耶夫写道：“此外，应当有勇气承认，在我们几届国家杜马中，除了三四十个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以外，大多数代表都没有显示出能够着手管理和改造俄国的知识。”（第208页）不言而喻，劳动派的庄稼汉代表或什么工人代表哪里谈得上担负这项重任。要做到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就必须占多数，而为了实现这个多数，就必须有第三届杜马……

为了使人民和拜民主义者懂得自己对第三届杜马和第三届杜马的俄国的主宰者所负的“责任”，必须同安东尼·沃伦斯基一道向人民宣扬“忏悔”（《路标》第26页），宣扬“谦恭”（第49页），宣扬同“知识分子的高傲”作斗争（第52页）；宣扬“顺从”（第55页），宣扬“古代摩西十诫这种简单粗糙的精神食粮”（第51页），宣扬同“钻进俄国巨人般躯体的群魔”作斗争（第68页）。如果农民选举劳动派分子，工人选举社会民主党人，那当然正是受了这些恶魔的迷惑，因为人民按其本性来说，正象卡特柯夫、波别多诺斯采夫早已发现的那样，其实是“仇恨知识分子”（第87页；应读作：民主派）的。

《路标》教导我们，俄国公民因此应该“为这个政权祝福，因为只有它才用刺刀和牢狱为我们〈“知识分子”〉挡开人民的狂暴”（第88页）。

这段独白好就好在它直言不讳，这段独白也很有益，因为它如实地揭示了整个立宪民主党在1905—1909年整个时期内所实行的政策的真正本质。这段独白好就好在它扼要而清楚地揭示了《路标》的整个精神。而《路标》好就好在它暴露了俄国自由派和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真正政策的整个精神。因此，立宪民主党人同《路标》论战，立宪民主党人对《路标》表示唾弃，纯粹是耍两面派，纯粹是无休止地放空炮。这是因为实际上，立宪民主党作为一个集体，作为一个政党，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过去和现在所实行的正是《路标》的政策。1905年8月和9月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同年末背叛民主事业，一贯害怕人民和人民运动，在前两届杜马中一贯和工农代表作对，投票赞成预算，在第三届杜马卡拉乌洛夫发表关于宗教的演说和别列佐夫斯基发表关于土地问题的演说，伦敦之行，——所有这些恰恰都是数不清的路标，恰恰都是《路标》从思想上加以宣扬的那种政策的路标。

当俄国民主派还不了解这种政策的本质，还不了解这种政策的阶级根源的时候，它是无法前进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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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本文发表以前，列宁曾于1909年10月29日在法国列日以《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为题作过公开报告；11月26日在巴黎又作过题为《反革命自由派的思想体系（《路标》的成就及其社会意义）》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提纲见本卷第415页。——167。



[107]《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报。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科夫等担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169。



[108]四原则选举制是包括有四项要求的民主选举制的简称，这四项要求是：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的选举权。——173。



[109]“发财吧”一语出自法国七月王朝（1830—1848年）政府首脑弗·皮·纪·基佐的一次讲话。七月王朝时期掌握政权的是资产阶级中的金融贵族集团，它规定了很高的选民财产资格，不仅工人和农民，而且小资产阶级和部分资产阶级也被剥夺了选举权。在人们要求进行选举改革时，基佐回答说：“不会有改革的，发财吧，先生们，你们会成为选民的。”——174。







《列宁全集》第19卷


俄国自由主义的新发明

（1909年12月24日〔1910年1月6日〕）

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关于非无产阶级政党的伦敦决议 
［注：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6—207页。——编者注］

 中总结了革命的基本教训。在这个决议中，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对各阶级在革命中的相互关系作了明确的估计，确定了各个主要政党的社会基础和工人运动在民主斗争中的总任务。1908年党的十二月代表会议的决议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7—249页。——编者注］

 又进一步阐发了社会民主党的这些基本观点。

现在，在这次代表会议开过一年以后，在伦敦代表大会开过两年半以后，来看一看俄国自由派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对目前形势和民主派的任务持什么见解，是大有教益的。在这方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不久前举行的立宪民主党活动家“会议”。“会议”对党的领袖米留可夫先生的报告表示赞同，米留可夫先生已经在《言语报》上发表了这个报告，标题是：《国内和杜马内的政党》。这个报告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政治文件。从今以后，这个文件就是立宪民主党的正式纲领。此外，这个文件还回答了社会民主党早就提出并且已经解决了的一些问题，作答案的人是一位最老练的自由派外交家和政客，同时也是一位最博学的历史学家，想当初他还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时候，曾经学过一点历史唯物主义，显然受过它的影响……

历史学家米留可夫试图完全科学地，也就是唯物主义地提出问题。党的策略要有“牢固的基础”，就必须“对国内所发生的事情有一致的了解”。而要了解，就必须看一看各个主要政党或“政治派别”是怎样竭力在“广大居民中间”“为自己寻求依靠力量”的。

方法是很好的。但是这种方法一开始运用就使我们看到，这位博学的历史学家变成了一个平庸的自由派诽谤家。请看，立宪民主党人和比他们右的一切都属于“三个主要的政治派别”，而比立宪民主党人“左”的一切则是“政治痉挛”。谢谢您的直率，自由派先生！但是，让我们还是来看看您这位历史学家要向我们说的一切吧。三个主要的派别，第一个是“笼络人心的君主派”。它的“宗旨”是：“保护旧的社会生活基础”，“使不受限制的专制制度〈这位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不知不觉转向保护受限制的专制制度的十月党人的观点〉同农民在宗法制关系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这种关系中贵族是两者的当然中间人……”把自由派的语言译成俄文，意思就是农奴主（“宗法制度”）地主和黑帮沙皇制度的统治。米留可夫先生正确地指出，这个沙皇制度已经成为“笼络人心的”，它“放弃了昔日人为的非党或超党的立场，而积极地介入国内组织政党的过程”。顺便指出，这正是1908年社会民主党十二月代表会议决议中谈到的专制制度转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迈出的一步。这正是构成当前时局独特的特征的新动向，并且也是我们党在目前提出自己的策略任务时所估计到的新动向。但是米留可夫先生在正确指出这个过程的某些特点时，第一，对这个过程的经济基础没有深入考虑，第二，对农奴主－地主为什么有力量这个问题他害怕作出必然的结论。他们有力量就在于：在欧俄，据1905年的官方统计，1000万个贫苦农民总共有7500万俄亩土地，而3万个大地主（包括皇族即尼古拉·罗曼诺夫家族的领地在内）却有7000万俄亩土地。历史学家先生，如果不彻底消灭这3万个上层农奴主的大地产，您认为俄国能摆脱“宗法制”关系吗？

第二个派别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米留可夫先生是这样称呼十月党人的。他写道：“在大资产阶级看来，这个派别可能是因为同官僚和贵族联系密切而显得太保守了。”把他们联合起来的是“一个消极的任务：共同防御比较激进的社会派别或政治派别”。“6月3日和11月9日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在寻求依靠力量时试图“至少能同化农民群众的上层〈即斯托雷平先生所说的“强者”〉。但是这样的社会基础现在还根本不存在。”“因此在寻找社会基础对这个派别来说也许是最没有把握的……”

在我国，有人喜欢——遗憾的是，甚至一些想当社会民主党人的人也是如此——诋毁“革命的幻想”。有人认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社会基础（“共同防御”）“很薄弱”，用不着群众最坚决最无情的革命冲击即群众起义就能把他们彻底打垮，难道还有什么比这种自由主义的幻想更幼稚的吗？严肃的历史学家又给平庸的自由派让位了。

第三个派别是立宪民主党。米留可夫先生称它为“民主的立宪派”，并且解释说，“它的立场的实质就是激进的政治纲领和激进的社会纲领的结合”。历史学家完全让位给外交家兼政客而不见踪影了。事实上，立宪民主党的整个政策都是反对群众的激进主义的。可是在口头上——特别是在一些有比较能体察群众情绪的地方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会议”上——却说自己是激进主义者，是关心民主，关心群众的。

米留可夫先生（看来特别是由于受“会议”的影响）并没有对群众产生误解。“近几年来觉悟大大提高了”，“引起普遍不满的因素并没有消失；它们在数量上甚至还可能有所增加，随着觉悟的提高，它们的影响也更大了”，这一切他都承认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尽管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一切，但是自由派还是占了上风：“……在群众当中，不幸的是，〈在革命中〉只有更大胆的秘密蛊惑宣传才是可行的，因为这种蛊惑宣传迎合了群众传统的看法和习惯的期待。这种蛊惑宣传把‘土地’这个群众明白易懂的正当的口号同‘自由’这个不易弄懂并且解释得不确切的口号，纯粹人为地联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民弄懂了这两个口号之间的自然联系，这也只能造成新的误解，并且产生同样的幻想”，如此等等，包括既不要革命，也不要反动，而只要“合法的立宪斗争”的“原则”。因此，对于恢复“1905年的旧策略”的问题，“必须斩钉截铁地给以否定”。

读者看到，历史学家米留可夫打算在广大居民中替各个政党的策略寻求依靠力量的好意，一考虑到农民和无产阶级就全部烟消云散了。对于无产阶级，米留可夫先生已经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他认为“除了依靠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以外，在城市的民主派中，立宪民主党比其他任何政党都有更广泛、更有组织和更有觉悟的社会基础”。而对于农民，米留可夫先生还没有失去希望。他写道，“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障碍”，如“蛊惑宣传”等等，“但是，又搞民主立宪主义，又直接表达人民群众的愿望，这种平行〈黑体是米留可夫用的〉活动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平行活动！——这是旧自由主义策略的新字眼。平行线是永远不会相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派懂得，它永远不会同群众相交在一起，也就是说，它在俄国永远不会成为他们的代表者和领袖，其所以“永远不会”，是因为1905年以后群众的觉悟提高了。但是立宪民主党人类型的自由派仍然指望着群众，想把他们当作自己取得胜利和实行统治的垫脚石。“平行地前进”，把这句话译成明白易懂的语言，意思就是在政治上剥削群众，用民主主义的言论来诱惑群众，而在实际上出卖群众。“在立宪问题上有步骤地支持他们〈十月党人〉”——米留可夫先生报告中的这句话表明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的实质。立宪民主党人实际上就是十月党的帮凶，就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一翼。司徒卢威以及其他路标派对这一点都是毫不掩饰、直认不讳的，他们要求立宪民主党人不要再“朝左斜看，不要再去巴结那些鄙视他们的革命者”（这是著名的叛徒伊茲哥耶夫先生在《莫斯科周刊》[110]上所说的话，见该刊1909年第46期第10页）。米留可夫之流不满的，只是路标派的直率，不加掩饰，只是路标派破坏了他们的外交手腕，妨碍了他们牵着群众中的落后分子的鼻子走。米留可夫是个实际的政治家，司徒卢威是个自由派的空谈家，但他们能够在一个党内和睦相处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事，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总是在指靠群众（群众能帮他们火中取栗）和指靠十月党资产阶级这二者之间摇摆不定。

米留可夫先生写道：“现政权是不可能让民主派有政治觉悟的分子同民主主义的群众自由交往的，因此10月17日宣言所许下的主要诺言也不会实现。”在这里，他无意中说出了比他所想要说的更深刻的真情。这是因为，第一，如果现政权真的不可能允许群众同民主派交往（真情无疑就是这样），那么从这里就应当得出结论：必须实行革命的策略，而不是搞“立宪”斗争；必须领导人民去推翻这个政权，而不是去对它进行改良。第二，无论是1905年10—12月，无论是第一届杜马和第二届杜马，都证明了，不仅“现政权”，而且俄国的自由派、俄国的立宪民主党人都“不可能允许民主主义的群众”同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同各种色彩的民粹派“自由交往”。立宪民主党人在1905年10—12月的自由时期不仅没有能够领导工人民主派，而且也没有能够领导农民民主派；即使在哥列梅金分子和斯托雷平分子保护下的杜马时期，民主派对占首要地位的立宪民主党人也是不服从的。

1909年底的立宪民主党的“会议”和米留可夫先生的报告的政治意义在于：这些有教养的自由派代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最凶恶的敌人，有力地证明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对时局的估计和它的策略是正确的。我们的基本论点是：专制制度在转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是目前时局的主要特点。报告中有价值和正确的地方，不过是在铺陈和重复我们的这个论点。这正是目前的时局与昨天的和明天的时局的区别之所在。这也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特殊策略的基础；这种策略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运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不是简单地重复这些或那些口号。

自由派承认大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承认群众的觉悟程度和不满情绪在增长。既然他们排斥革命，排斥1905年，排斥“土地和自由”的“蛊惑宣传”，既然他们认为十月主义对大资产阶级来说是太保守了，那他们为什么不坚决地去为大资产阶级服务呢？这是因为地方立宪民主党人“会议”特别清楚地向他们表明：专制制度的新的、斯托雷平的、资产阶级的政策遭到了失败。君主制的新的社会基础“目前还根本不存在”，——这就是自由派的最宝贵的招供。以君主制为主导的、有秩序的资产阶级立宪主义，是最好的东西，但如果没有新的群众运动，它现在不会出现，将来也不会出现的，——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会议”所作的总结。我们憎恨群众运动，憎恨“土地和自由”的“蛊惑宣传”，憎恨“政治痉挛”，但我们是现实的政治家，我们应当考虑事实，既然群众运动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就应当规定自己的政策能够同群众运动平行地前进。争取对农民群众和城市（工人除外）群众的领导权成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我们不妨宣传我们的“激进主义”，以便在人民运动中替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就象我们曾经宣传陛下的反对派而在伦敦替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一样。

立宪民主党会议无意中有力地证实了我们党的策略的正确性。现在专制制度正企图以新的方式来挽救自己，而且显然正沿着这条新的道路重新走向崩溃，我们应当挺过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当挺过这个时期，有步骤地、顽强地、耐心地把有更高觉悟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群众和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更加广泛更加巩固地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在黑帮杜马和君主制都不得不走上组织政党的道路的时候，利用一切条件和可能开展党的活动。我们应当利用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在新的基础上，在新的条件下培养新的群众为实现我们过去提出的要求而进行更坚决的革命斗争。革命和反革命实际上都表明了君主制同民主、同人民的统治、同人民的自由是根本不相容的，——我们应当向群众宣传，消灭君主制，宣传建立共和制是人民胜利的条件，——我们应当把“打倒君主制”的口号变成家喻户晓的“民间俗语”，就象在1895—1904年社会民主党经过多年的顽强工作而使“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成了家喻户晓的“民间俗语”那样。革命和反革命实际上都显示了地主阶级的全部力量和全部作用，——我们应当向农民群众宣传彻底消灭这个阶级，彻底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革命和反革命实际上都显示了自由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我们应当使农民群众清楚地懂得：让自由派来领导就等于葬送农民的事业；没有群众的独立的革命斗争，即使立宪民主党搞各种各样的“改良”，群众必然照旧会受地主的奴役。革命和反革命都向我们表明了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显示了俄国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我们应当教育、团结和组织数量比1905年多两倍的无产阶级群众，而唯有无产阶级，在独立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下并且同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携手前进，才能够为俄国争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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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莫斯科周刊》（《Московский　Еженедельник》）是俄国和平革新党的机关刊物，1906—1910年在莫斯科出版，编辑是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经常撰稿人有尼·尼·李沃夫、瓦·阿·马克拉柯夫、格·尼·特鲁别茨科伊等，参加杂志工作的有路标派分子尼·亚·别尔嘉耶夫、米·奥·格尔申宗、彼·伯·司徒卢威等。——181。







《列宁全集》第19卷


社会党国际局第十一次常会

（1909年12月24日〔1910年1月6日〕）

公历11月7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社会党国际局第十一次会议。在国际局会议召开前按照近几年来形成的惯例先举行了各国社会党新闻工作者会议。新闻工作者会议讨论了有关各国社会党报纸之间建立更经常的联系的一些实际问题。

社会党国际局会议议程，除了一些日常的小问题外，有两个大问题：第一是关于1910年在哥本哈根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问题，第二是关于荷兰党的分裂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会议首先确定公历8月28日—9月3日为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关于代表大会地点，曾经提出俄国社会党人能否自由进入哥本哈根的问题。丹麦社会党人代表克努森回答说，根据他们的情报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有关丹麦政府意图的一切材料来看，警察是不会刁难参加代表大会的俄国代表的。如果代表大会前夕情况发生逆转，社会党国际局无疑会设法改变大会地点。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议程确定如下：（1）合作社运动；（2）组织对大罢工的国际性声援；（3）失业；（4）裁军和调解国际冲突；（5）各国劳工法总结和关于在国际范围内制定劳工法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6）改善各国党同社会党国际局的关系；（7）废除死刑。

原先打算把土地问题列入议程。瓦扬和莫尔肯布尔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如果不事先在各国党代表大会上作好比较充分的准备，那么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就很难进行讨论。希望各国党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讨论，充分酝酿，以便提交1913年的国际代表大会。

社会党国际局通过了声援瑞典工人（他们举行了最近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总罢工）和西班牙工人（他们同本国政府的军事冒险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的决议，以及抗议俄国沙皇政府和西班牙、罗马尼亚、墨西哥等国政府的暴行和大屠杀的决议，然后就转入讨论大会议程的下一个大问题——荷兰党的分裂问题。

荷兰社会党内机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在土地问题上，机会主义者拥护纲领中要求把土地分给农业工人的条文。马克思主义者则竭力反对机会主义者的领袖特鲁尔斯特拉所坚持的这一条文，而终于在1905年把它取消了。此后，机会主义者迎合部分荷兰工人的宗教情绪，竟主张给学校内的传教活动发国家补助金。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以特鲁尔斯特拉为首的机会主义者把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同党对立起来，并且抗拒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机会主义者实行同自由派接近的政策，实行社会党人支持自由派的政策（当然，他们是把争取实现自由派过去答应办到而……没有实现的社会改良作为这样做的“论据”的）。机会主义者动手修改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旧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并且提出了修改提纲，如放弃“崩溃论”（伯恩施坦的著名主张），或者要求党员承认纲领就必须承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观点、“但不是”承认他的“哲学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同这条路线的斗争愈来愈激烈。被排挤出党中央机关报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包括著名的女作家罗兰－霍尔斯特以及哥尔特、潘涅库克等人）创办了自己的报纸《论坛报》[111]。特鲁尔斯特拉不择手段地对这家报纸施加压力，他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是企图把他个人“赶走”，他唆使小市民情绪严重的部分荷兰工人去反对“好斗的”、喜欢论战和破坏和平的马克思主义者。结果在达范特举行的、特鲁尔斯特拉的拥护者占多数的党的紧急代表大会（1909年2月13—14日），决定停办《论坛报》而创办一个附属于机会主义的党中央机关报的“附刊”来代替它！《论坛报》的编辑们当然对此不能同意（罗兰－霍尔斯特除外，很遗憾，她采取了无可救药的调和主义立场），于是就被开除出党。

结果造成了分裂。以特鲁尔斯特拉和万科尔（他在斯图加特[112]就殖民地问题发表了机会主义的演说以后就“出名”了）为首的原先那个机会主义的党，沿用了“社会民主工党”（S．D．A．P）的名称。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它的人数少得多）则采用了“社会民主党”（S．D．P．）的名称。

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曾经试图就恢复荷兰党的统一问题进行调解，但是这种调解完全失败了，因为它采取了形式主义立场，并且显然支持机会主义者，而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搞分裂。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吸收新党加入国际的请求，也因此遭到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的拒绝。

正是在1909年11月7日社会党国际局的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是否让荷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国际的问题。显然，尽管国际局的大多数委员并不是不清楚事情的实质——荷兰党内两派斗争的实质，然而大家都想避开本质问题的讨论，而仅限于提出程序即按这种或那种方式处理问题、提出冲突的解决办法。

最后，两派提出了两个决议案：辛格尔提出了支持马克思主义者的决议案，阿德勒提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决议案。辛格尔的决议案说：


　　“社会党国际局决定：应当允许在荷兰成立的名称为新社会民主党〈名称错了，应当是：“社会民主党”〉的党出席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因为它符合国际章程所规定的条件。至于它的代表是否参加国际局和它在代表大会上票数多少的问题，如果荷兰同志自己不能取得妥善解决的话，则应由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决定。”



　　从这个决议中可以看出，辛格尔并没有脱离正式的立场，他一方面把问题提交国际代表大会荷兰支部去作最后决定，但同时也明确地强调国际应当承认荷兰的马克思主义的党。阿德勒不敢说反对的话，不敢说他不承认荷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的成员，不敢说他赞同执行委员会直接拒绝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阿德勒提出的决议案说：“社会民主党的请求交由荷兰支部处理，如果该支部内部不能取得协议，那就再向国际局上诉。”正式的立场是同辛格尔的立场相同的，但是从决议案中看得很清楚，这个决议案是同情机会主义者的，因为关于承认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的成员的问题它丝毫没有谈到。而决议案的投票结果立刻表明，国际局的全体成员是完全理解这两个决议案的精神的。赞成辛格尔的有11票：法国2票，德国2票，英国1票（社会民主党[113]），阿根廷2票，保加利亚1票，俄国1票（社会民主党），波兰1票（社会民主党），美国1票（社会主义工人党[114]）。赞成阿德勒的有16票：英国1票（“独立”工党[115]），丹麦2票，比利时2票，奥地利2票，匈牙利2票，波兰1票（波兰社会党[116]），俄国1票（社会革命党），美国1票（社会党[117]），荷兰2票（万科尔和特鲁尔斯特拉！），瑞典2票。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莱比锡人民报》（第259号）公正地指出，社会党国际局的这个决定是很令人遗憾的。这家报纸的结论很有份量：“哥本哈根的无产阶级国际应当修改这个决定。”该党的另一家报纸《不来梅市民报》（《Bremer　B?rgerzei-tung》）1909年11月11日写道：“阿德勒同志充当了五光十色的国际机会主义的辩护律师。”他的决议被通过，“是因为得到了机会主义的大杂烩（Sammelsurium）的支持”。

对于这些公正的话，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只能补充说，我国的社会革命党显然是迫不及待地同波兰社会党一起与机会主义者为伍了。

社会党国际局常会结束后，1909年11月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各国社会党议会委员会（即各国社会党议会党团代表会议）第四次会议。各国党团参加会议的代表都很少（俄国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根本没有代表参加）。代表们分别就工人的养老保险、各国立法状况和工人代表的草案等问题交换了情况。其中最好的报告是莫尔肯布尔根据自己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所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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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论坛报》（《De　Tribune》）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的报纸，1907年在阿姆斯特丹创刊。从1909年起是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从1918年起是荷兰共产党的机关报。1940年停刊。——187。



[112]指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8月18—24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886名社会党和工会的代表。代表大会审议了下列问题：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殖民地问题；工人的侨居；妇女选举权。



在殖民地问题上，以荷兰社会民主党人亨·万科尔为首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的多数派，不顾少数派的抗议，提出了一份决议草案，认为代表大会不应在原则上谴责一切殖民政策，因为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万科尔把荷兰的殖民政策说成典范，宣称即使在将来，社会党人也不但要带着机器和其他文化成就，而且要手持武器到“野蛮民族”那里去。这一机会主义决议草案得到德国代表团多数的支持。只是由于俄国、波兰的代表，德国、法国、英国的部分代表以及没有殖民地的各小国的代表的共同努力，才推翻了委员会的决议，通过了在实质上改变了决议内容的修正案。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谴责了一切殖民政策。



列宁在两篇题为《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文章中对这次代表大会及其意义作了扼要的介绍和评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64—75页和第79—85页）。——187。



[113]英国社会民主党原称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参看注152。——188。



[114]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合并而成的，1876年7月在费拉德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当时称美国工人党，1877年起改用现名。绝大多数党员是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同本地工人联系很少。19世纪70年代末，党内领导职务由拉萨尔派掌握，他们执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政策，不重视在美国工人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一部分领导人热中于议会选举活动，轻视群众的经济斗争，另一些领导人则转向工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党的领导在思想上和策略上的摇摆削弱了党。90年代初，以丹·德莱昂为首的左派领导该党，党的工作有一些活跃。从90年代末起，宗派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又在党内占了上风，表现在放弃争取实现工人局部要求的斗争，拒绝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进行工作，致使该党更加脱离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倾向于国际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党内一部分最革命的分子退出了党，积极参加建立美国共产党。此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了一个人数很少、主要和知识分子有联系的集团。——188。



[115]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斐·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188。



[116]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188。



[117]美国社会党是由美国社会民主党（尤·维·德布茲在1897—1898年创建）和以莫·希尔奎特、麦·海斯为首的一批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联合组成的，1901年7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立。该党社会成分复杂，党员中有美国本地工人、侨民工人、小农场主、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该党重视同工会的联系，提出自己的纲领，参加选举运动，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开展反垄断的斗争方面作出了贡献。后来机会主义分子（维·路·伯杰、希尔奎特等）在党的领导中占了优势，他们强使1912年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屏弃革命斗争方法的决议，以威·海伍德为首的一大批左派分子退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党内形成了三派：支持美国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只在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中派，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少数派。1919年，退出社会党的左派代表建立了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社会党的影响下降。——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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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前进”集团
[118]



大纲

（1909年12月底）

我给“前进”集团的同志们讲了许多次话，并且就党的任务和“前进”集团在党内的地位同他们作了总结性的讨论，现在，我认为有必要用书面形式来说明自己对争论的问题的看法，以免引起误会和曲解。

我认为，“前进”集团的纲领从头到尾充斥了同党的决议（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的决议）不相容、甚至同这些决议相抵触的观点。

“前进”集团的纲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这种看法没有估计到俄国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就是专制制度在转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因此根据“前进”集团纲领的观点所得出的实际上是召回主义策略的结论。

所以，贯穿“前进”集团整个纲领的，是否认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三届杜马的绝对必要性的观点，是否认建立新型的秘密党组织（它以合法组织网作外围，并且必定要利用一切合法机会）的绝对必要性的观点。

“前进”集团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研究所谓“无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的文化”等等任务，实际上它是要维护在上述领域散布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著作家集团。

“前进”集团的纲领宣布召回主义是“一种合理的色彩”，这是替给党带来极大危害的召回主义打掩护和作辩解。

因此，尽管“前进”集团多数同志个人所作的声明都说，他们将给中央机关报写真实的通讯，将同召回派展开同志式的思想斗争，将真心诚意地协助利用各种合法机会，将同破坏合法的工人组织和活动的一切尝试作斗争，但是这些声明都是不足信的，而且令人担心，“前进”集团将会在地方工作和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中反对党的路线。

至于我对“前进”集团的地方工作者采取什么态度，那就要根据这些工作者在俄国怎么行事和怎样实现自己的声明而定了。






	　　列宁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190—191页

















[118]“前进”集团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党集团。它是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由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1909年12月在它们的派别活动中心卡普里党校的基础上建立的。该集团出版过《前进》文集等刊物。



前进派在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上与取消派－呼声派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紧密配合行动。他们设法使全会承认“前进”集团为“党的出版团体”，并得到中央委员会对该集团刊物的津贴，在全会以后却站在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立场上尖锐抨击并且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1912年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后，前进派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起来反对这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



由于得不到工人运动的支持，“前进”集团于1913年实际上瓦解，1917年二月革命后正式解散。——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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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统一

（1910年1月23日和2月1日〔2月5日和14日〕之间）

正是一年前，我们在1909年2月《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上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代表会议所做的工作，使党在经过“瓦解的一年，思想上政治上混乱的一年，路途艰难的一年”之后“走上大路”（见《走上大路》一文）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29—339页。——编者注］

 。我们在那里指出，我们党所经历的严重危机显然不仅是组织上的危机，而且也是思想上政治上的危机。我们认为，党的机体战胜反革命时期的腐蚀作用的保证，首先在于代表会议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正确地解决了一个基本课题：工人政党完全肯定了代表会议在不久前的狂飙突进时期所提出的革命目标和经过群众直接斗争检验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同时也估计到目前经济和政治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估计到专制制度企图适应当代的资产阶级环境，搞资产阶级君主制，并且企图公开、广泛、有步骤地同农村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工商业资本主义巨头结成联盟来维护沙皇制度和黑帮地主的利益。我们提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党的组织任务，即秘密的党必须利用包括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合法机构，来建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据点。我们指出，这个组织任务与我们的德国同志在实施非常法时期所完成的任务有相似之处，同时，我们也指出了“逃避坚持不懈的无产阶级工作的可悲倾向”，如否定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工作，或拒绝直接公开批评我们杜马党团的路线，否定或贬低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而企图用不定形的合法组织来取代它，企图削弱我们的革命口号，等等。

在作了一番回顾后，我们就能对不久前举行的我们党的中央全会[119]的意义作出更正确的评价。读者可以在本报这一号的另一处看到全会所通过的重要决议的原文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96—311页。——编者注］

 。这些决议的意义在于，它们是全党为实现实际上的统一、团结党内一切力量而迈出的重大的一步，是全党在关于党的策略和组织的基本论点方面统一认识而迈出的重大的一步，因为这些基本论点是确定社会民主党在我们困难时期的道路的依据。一年前指出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现在全党都走上了这条道路，党内的一切派别都确信这条道路是正确的。过去的一年是出现新的派别分裂、新的派别斗争的一年，是党内瓦解的危险加剧的一年。但是各地的工作条件，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困难处境，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迫切任务，——这一切也推动着各个派别去团结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反革命势力愈强大、愈嚣张、愈猖狂，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各阶层中可耻背叛和放弃革命的行为愈普遍，党对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吸引力也就愈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09年下半年，在所有这些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党内彼此之间分歧很大的人，如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一方，“前进”集团（即脱离正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布尔什维克集团）为另一方，也都表示要维护党的原则。前者在1909年8月提出了“为争取在党内的影响而斗争”的口号，坚决反对分裂，反对分裂党的路线。后者发表了一个纲领，这个纲领虽然在开头谈到了“为恢复布尔什维主义的统一而斗争”，但是最后又对派别活动、“党内有党”、“派别分立互不通气”严加斥责，坚决要求派别“溶解”在党内，要求派别“合流”，把派别中心变成“确实仅仅是思想和著作”的中心（《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小册子第18页和第19页）。

党内多数人清楚地指出的道路，现在已经为一切派别一致承认，当然，不是所有细节都承认，而是在基本方面承认。一年来的尖锐的派别斗争对于消灭一切派别和任何派别活动，对于党的统一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关于团结一切力量去完成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迫切任务已经作了决定；宣布了停办布尔什维克派的机关报；一致通过了关于必须停办《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即孟什维克派的机关报的决定。一致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决议，即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和关于召开下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第一个决议可以说是各派别大联合的纲领，所以应当特别详细地谈谈。

决议的开头写道：“为了阐发1908年党代表会议各项决议的基本论点……”我们在上面援引了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三个主要决议（即关于对时局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关于党的组织政策和关于党对待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态度）的这些基本论点。毫无疑问，党内对这些决议的每一点、每一条并不是都意见一致，因此，党的刊物应当敞开大门，以便根据日益复杂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对这些决议进行批评，进行修改。毫无疑问，今后党内的一切派别，正确些说，党内的一切流派，都应当把进行这种批评、应用和改善的工作，看作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和阐明自己的路线的事情。但是批评和纠正党的路线的工作，不应当妨碍党采取一致的行动；党的行动一分钟也不能中断，不能动摇，它必须在一切方面都符合上述决议的基本论点。

中央委员会决定的第1条在阐发这些论点时提及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原则基础”，认为根据整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方法，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能“只”适用于“目前的具体环境”——这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尤其如此，而应当适用于各种不同的道路，适用于各种可能的情况，既适用于“大变动”时期，也适用于“较稳定”时期。现在无产阶级第一次可以有计划地运用这一策略方法并且将其贯彻始终。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目前无产阶级的这一行动中，在目前这一有组织的支部网内，我们党的策略就应当“使无产阶级作好准备去迎接新的公开的革命斗争”（否则我们就会丧失作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权利，我们就不能完成1905年那个时代留下的、为当前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每一特点所规定的我们的基本事业），并“使无产阶级有可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动摇不定的反革命制度的一切矛盾”（否则我们的革命性就会变成说空话，变成重复革命词句，而不是应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全部革命经验、知识和教训去指导每一个实际行动，去利用沙皇政府、它的同盟者以及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每一个矛盾和每一次动摇）。

决议的第2条说明了俄国工人运动面临的转折时期。我们要团结起来去帮助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新一代，使他们能够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革新党的组织，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丝毫不拒绝“革命的任务和革命的方法”，而是要捍卫它们，为在将来的新的革命中更有成效地应用这些方法打下更广泛、更坚实的基础。

决议的第3条叙述了促使各地觉悟工人“迫切要求集中社会民主党内护党的力量和巩固党的统一”的种种原因。其中广泛的反革命思潮是主要的原因。敌人已经团结起来向我们进攻。沙皇政府、横行霸道的官吏、无恶不作的地主－农奴主，除了这些原来的敌人之外，又增加了资产阶级，这个新的敌人根据亲身经验对无产阶级恨之入骨，因而愈来愈团结一致。革命家惨遭前所未见的残杀、拷打和折磨。有人对革命百般辱骂诋毁，竭力想从人民的心中抹掉革命。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从来都不曾让敌人夺走过任何一次革命（包括任何一次多少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在内）的主要成果，即群众斗争的经验和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对革命的信念，——要使自己的状况真正有所改善就必须进行革命的信念。俄国的工人阶级经过一切考验之后，也一定会表现出他们夺取1905年胜利的那种革命斗争的决心和群众的英勇精神，并且在今后不止一次地取得胜利。

促使我们团结起来的不仅是反革命势力的压迫和嚣张的反革命气焰。促使我们团结起来的还有一点一滴的平凡的日常实际工作。社会民主党坚持在杜马中不懈地进行工作，不断纠正初期不可避免的错误，克服怀疑情绪和漠不关心的态度，锻造了全体社会民主党人所珍惜的工具——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和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而任何一个有工人参加的合法大会，任何一个合法机构，只要无产阶级能够打进去，传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公开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和民主要求，都能促使力量团结起来，促进整个运动的发展。无论政府进行什么样的迫害，无论它的同盟者黑帮分子和资产阶级施展什么样的阴谋诡计，都不能扼杀多种形式的并且有时是意想不到的形式的无产阶级斗争，因为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每一步都在训练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促使他们团结起来，扩大他们的队伍，激起他们更大的义愤。

社会民主党集团的分散现象和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也在这方面（维护党的原则）有影响，这种分散现象和手工业方式在最近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里给我们的运动带来很大的损失。如果不集中力量，不建立一个领导核心，就不可能开展实际工作。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决定，如建立这样的核心并发挥它的作用，用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员来扩充这个核心，使它的工作同各地工作取得更紧密的联系，等等。在停滞时期必然会提到重要地位的理论工作，也同样要求我们团结一致地捍卫社会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在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动员一切力量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作斗争的时候更应如此。

此外，决议的最后一条谈到社会民主运动的思想政治任务。由于1908—1909年社会民主运动内部变化急剧，在过去的这一时期中，这些任务也非常尖锐地被提出来了，并且是通过十分激烈的派别斗争来完成的。这在各地党组织面临危机和瓦解的情况下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必然的现象。但这只是在当时是必然的现象。而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决议的一致通过，则清楚地表明了要求前进的共同愿望，结束对基本论点的争论，承认这些论点是不可争辩的，并且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齐心协力地加紧工作。

决议指出，由于目前的历史环境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必然出现两种偏离正确道路的倾向。第一种倾向，从本质来看有如下的特点：“否定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企图削弱革命社会民主党在纲领和策略方面的任务和口号等等。”社会民主党内部的这些错误显然是同社会民主党外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潮流有联系的。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最恨秘密的社会民主党，因为它用行动表明自己忠于革命的未竟之业，坚决同斯托雷平“合法性”原则作无情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奴仆们最恨社会民主党的革命任务和口号。而捍卫革命的任务和口号则是我们当然的任务。所以，要把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就特别需要我们同一切“贬低”秘密政党的“作用和意义”的行为作斗争。所以，有必要在较小的问题上，在规模不大的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在合法范围内维护党的观点，这就特别需要注意不能削弱这些任务和口号，斗争形式的改变不能取消斗争的内容，不能缓和不调和的斗争，不能歪曲无产阶级的历史前景和历史目标：领导所有被剥削劳动者，领导全体人民群众，通过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走向推翻资本主义本身的无产阶级革命。

但是另一方面——现在我们来谈另一种倾向的特点——如果不学会改变工作方式，使之适应每个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那就不能实际进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日常工作。“否定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工作，否定利用合法机会，不懂得这两者的重要性”，这种倾向实际上是一种使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政策难以实现的倾向。俄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这并不意味着旧的任务已经完成，已经可以抛开不管了，不，这意味着，必须考虑这些新的任务，寻求新的斗争形式，制定相适应的策略和组织形式。

既然党内对这些基本问题，对“克服”（主要通过扩大和深入进行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上述两种倾向的必要性开始取得一致意见，那么对于正确规定“社会民主运动的思想政治任务”来说，最主要的东西已经获得了。现在应当有步骤地贯彻已经获得的东西，要使全党上下，所有地方工作者都充分了解这些任务，讲透这两种倾向对一切工作部门的危害性，搞好工作，防止产生这两种摇摆不定的倾向。为实现已通过的决定而采取的实际措施以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所提出的种种要求，它们日后将会自然表明在这方面还有什么要做和应当怎样做。

在这些要求中，有一项要求已是党的生活中的一种惯例（如果存在这种“惯例”的话）。我们说的就是把各地从事实际工作的全国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集团的代表召集在一起的党代表会议。尽管这项工作很平常，但是目前的瓦解状态使这项工作很难进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考虑到新的困难（如果不可能召开省的代表会议，各省的代表可以由各地支部选举产生，而不必由省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和新的任务（吸收合法运动中的党的活动分子参加，给他们以发言权）。

客观情况要求把那些规模较小、从目前的工作形式来看是秘密组织的工人支部，作为党组织的基础。但是在目前的困难条件下，为了学会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有计划地进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就要求它们发挥比过去大得多的首创精神和主动精神，在它们往往得不到有经验的老同志帮助的情况下，更有必要这样做。这些支部之间如果一不建立牢固的联系，二不建立各种各样的合法机构作为据点，那就不能完成经常影响群众以及同群众互相影响的任务。因此，必须召开由这些秘密支部代表出席的代表会议，——无论如何必须首先、立即这样做。因此，必须吸收合法运动中的社会民主党的护党派分子参加，吸收“合法运动中那些愿意同各地党的中心建立牢固的组织上的联系的社会民主党团体的”代表参加。至于在我们的合法的社会民主党人中谁真正在行动上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是护党的，谁真正懂得上述的新的工作条件并懂得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旧的任务同这些新的工作条件结合起来，谁真心愿意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努力，哪些集团真正愿意同党建立牢固的组织上的联系，——这只能在各地进行的日常秘密工作的过程中来断定。

我们相信，目前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力量都会通过这项工作团结起来，中央和各地的党的工作者将全力以赴筹备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必将有助于彻底巩固我们党的统一，必将有助于齐心协力地进一步为今后的革命斗争建立更广泛、更牢固、更富有适应性的无产阶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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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指1910年1月2—23日（1月15—2月5日）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即所谓“统一的”全体会议。



关于巩固党及其统一的途径和方法问题，1909年秋天就特别尖锐地提出来了。1909年11月，列宁根据《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定，提出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和结成联盟以便共同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计划。调和派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违抗列宁的计划，力图使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和维·巴·诺根也表现出调和主义的动摇。由于党内和俄国国内的既成局势迫切要求解决与联合党的力量有关的各项问题，布尔什维克于1909年11月1日（14日）致函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声明必须在最近期间召开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出席这次全体会议的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取消派、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前进派等派别和集团的代表。列·达·托洛茨基代表维也纳《真理报》出席。格·瓦·普列汉诺夫托词有病没有到会，因此，会上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的代表。



全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工作报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工作报告；各民族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内状况；关于召开下届全党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章程；其他问题。



在这次全会上，反对列宁立场的人占多数。列宁和他的拥护者经过紧张斗争，在有些问题上达到了目的，但由于调和派搞妥协，也不得不作一些局部的让步，包括组织问题上的让步。会议的决议最终具有折中性质。



在讨论党内状况问题时，孟什维克呼声派同前进派结成联盟并在托洛茨基分子支持下，竭力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列宁在会议上对机会主义和调和派进行了顽强斗争，坚决谴责取消派和召回派，贯彻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路线。在他的坚持下，全会通过的《党内状况》这一决议，乃是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关于谴责取消主义、无条件地要求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的决议的继续。尽管调和派和各民族组织的代表因受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压力而同意不在决议中提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名称，全会决议仍然谴责了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承认这两个派别的危险性和同它们斗争的必要性。



全会关于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反映了一些取消派的观点，但是承认必须召开代表会议，因此仍具有重要意义。布尔什维克根据这个决议展开了筹备召开代表会议的工作。



在全会上，调和派违反列宁的意旨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把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而不是把孟什维克护党派安排进党的中央机关。全会还决定资助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并派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加米涅夫参加该报编辑部，担任第三编辑。全会决定解散布尔什维克中央，《无产者报》停刊，布尔什维克将自己的部分财产移交中央委员会，其余部分交第三者（卡·考茨基、弗·梅林和克·蔡特金）保管，并由第三者在两年内将它移交给中央会计处，条件是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自己的派别中心并停止出版自己的派别机关报。在《关于派别中心的决定》中，全会指出“党的利益和党的统一的利益要求在最近停办《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然而全会也只限于得到呼声派和前进派的口头允诺而已。



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我行我素，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因此，1910年秋天，布尔什维克宣布他们不受一月全会上各派通过的协议的约束，开始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工人报》，争取召开新的全体会议并要求归还交由中央暂时支配的他们自己的财产和资金。



一月全会的记录已经失落。关于全会的工作以及会上同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调和派的斗争，详见列宁《政论家札记》一文（本卷第236—300页）。——193。







《列宁全集》第19卷


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

（答《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120]

（1910年3月11日〔24日〕）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和阿克雪里罗得、唐恩、马尔托夫、马尔丁诺夫等同志以《给同志们的信》为题单独印发的宣言，是他们要在统一的全会刚一闭幕就用来炸毁党的一枚炸弹，因此我们不得不立即向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发出警告，尽管警告很简短，很不充分。

我们先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是在向我们，向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开火。它借马尔托夫同志之口责备我们把他的文章登在《争论专页》[121]上。马尔托夫同志强调说，“我的文章绝对不是就全会的各项决定进行争论”；《给同志们的信》也一字不差地重复了这句话。

任何一个愿意读一遍马尔托夫同志题为《在正确的道路上》的文章的人都会看到，这篇文章是直接就全会的各项决定进行争论的，它直接反对关于中央机关报的构成的决定，对各派别权利平等、各派别“中立”的理论详加论证。马尔托夫同志和整个《呼声报》编辑部说这篇引起争论的文章“不是”要就全会的各项决定“进行争论”，这种令人发指的谎言简直是对党的决定的嘲弄。

如果谁不明白就全会的决定进行争论同在中央机关报内认真执行全会的路线两者之间的区别，那我们就请这些人，特别是孟什维克，研究一下这一号中央机关报上普列汉诺夫同志的一篇大有教益的文章，同时也研究一下该作者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1期上的另一篇同样大有教益的文章。任何一个无意于嘲弄党的决定和党的统一的孟什维克，都不能否认普列汉诺夫同志在《日志》上是在就全会的各项决定进行争论，而在《维护地下活动》一文中是在维护党的路线。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地想要破坏全会的决定，会不懂得这种区别吗？

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和整个《呼声报》编辑部都说《在正确的道路上》这篇文章并不是要就全会的各项决定进行争论，这是令人发指的谎言。不仅如此，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一些更为恶劣的东西。整篇文章的基础是秘密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为一方和已经脱离了党、但仍想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党人的合法派为另一方的权利平等论。整篇文章的基础是工人先锋队的这“两个部分”即“社会民主党的两个部分”分裂论，它主张这两个部分应当根据“权利平等和中立”的原则联合起来，因为一个整体中分裂出来的所有部分总是要按这些原则联合起来的！

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用更多的引文来证实我们对于马尔托夫的观点所作的这个评语。如果确有必要，以后在别的文章中再谈，因为马尔托夫的“权利平等论”未必有人会下决心去否定。

这个新理论是直接反对全会的各项决定的，不仅如此，它是对于这些决定的直接嘲弄。一切认真执行全会决定的人，对于这些决定的含义都是清楚的，这就是应当避免护党派孟什维克和护党派布尔什维克的分裂，避免这些旧派别的分裂，而根本不是指一切合法派同我们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间的“分裂”。根本不能把脱离了党的合法派看成是同党一样或者可以同党享有平等权利的“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相反，要号召他们回到党里来，明确地向他们提出条件：同取消主义（即同最彻底的合法主义）决裂，站到党的立场上来，接受“党的生活方式”。中央委员会关于代表会议的信是对全会决议的正式解释，是全党必须接受的。这封信说得非常清楚，合法派事实上是不是护党的，这应当由秘密组织加以甄别 
［注：见中央机关报第11号第11—12页：“只有各地方组织能够保证仅限于在真正的〈黑体是《信》中原有的〉护党派中补选代表；我们各地的工作者在甄别这些合法运动的活动家的时候，不仅要根据他们的言论，而且要根据他们的行动，竭力做到只吸收那些确实在目前仍然是我们党的组成部分，那些愿意加入我们党的组织，真正为党工作，巩固党，服从党，为党服务的人”，等等。］

 ，这就是说，这封信正是驳斥“权利平等论”的！

中央委员会的这封信是根据全会的专门决定由格里戈里、英诺森和马尔托夫等同志组成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草拟的，这封信经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后获得批准。现在马尔托夫同志却鬼迷心窍，掉转枪口，写了一篇文章，从头到尾贯穿着一种完全相反的理论，而且别人说这篇文章是供讨论的，他还发牢骚，简直是在嘲笑党！

不言而喻，这种权利平等论（在《呼声报》的所有其他文章中，比在马尔托夫的文章中，表现得明显得多，露骨得多）事实上是要党服从取消派，因为把自己摆到秘密的党的对立面，认为自己可以同党权利平等的合法派，无非就是取消派。受到警察迫害的秘密的社会民主党人同脱离了党进行合法活动因而安全有保障的合法派“权利平等”，事实上就是工人同资本家“权利平等”。

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清楚，《呼声报》嘲弄全会的决定和中央委员会信件中对决定的解释，这也是非常明白的，因此，马尔托夫的文章正好可以说是一篇为取消派指出战胜党的“正确的道路”……的文章。

护党派孟什维克已经看出了这种危险。《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1期就是明证。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刚刚读了全会的决议，还没有看到中央委员会的《信》，就特地指出，如果“‘取消派’忽略”决议所说的关于合法派“愿意同各地党的中心建立牢固的组织上的联系”这句话，“就可能在这里给自己找到可乘之隙”（第20页）。

普列汉诺夫对自己的呼声派非常了解，不是很清楚吗？他所指出的取消派的可乘之隙，正是《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在几乎所有的文章中，从第一行到最末一行，极力在“开凿”的。我们不是完全有理由把这张《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叫作取消派的《呼声报》吗？

呼声派替取消派辩护达到何等地步，这可以从《给同志们的信》中的下面一段话看出：

“……中央机关报……既应取得旧的地下组织的有生命力的分子的信任……〈地下党组织无论对中央委员会或对中央机关报都是完全信任的；这里谈什么“取得”信任是很可笑的〉……也应取得新的公开组织的信任，因为公开组织是目前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主要中心〈原来如此！〉。”就是说，脱离了党的合法派是主要中心。不是他们应当取得党的信任，做名副其实的党员，回到党里来，回到党的原则上来，而是以中央机关报为代表的党应当“取得他们的信任”——很明显，这种信任是要用我们在《呼声报》上所见到的暗中替取消派辩护、替取消派制造可乘之隙的办法来取得！！

费·唐恩同志的《为合法性而斗争》这篇文章，取消主义精神贯穿始终，简直达到改良主义地步。唐恩同志竟然说“为合法性而斗争”是“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一面旗帜”等等。他所维护的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是立宪民主党的观点。唐恩同志宣称：“不合法的团结是争取合法性的必要工具。”这是立宪民主党的说法。对立宪民主党人来说，党是不合法的，但是他们的不合法性只是“争取合法性的必要工具”。而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合法的团结则是目前秘密的党的必要工具之一。


　　“……只有从它〈争取合法性的斗争〉出发，而且只有为了它，无产阶级才能在目前进行旨在……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



　　这话也必须倒过来说，才能符合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只有从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出发，而且只有为了这个斗争，才能在合法组织中进行真正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只有为实现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而斗争，只有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策略出发，社会民主党才有可能真正卓有成效地利用所有一切合法机会，才有可能而且有必要最坚决地捍卫这些合法机会，把它们变成我们党的工作的据点。但是，不仅如此。呼声派还直接违反全会的决定，他们不顾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在自己的信中和自己的报纸上为继续出版《呼声报》进行鼓动。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分析那种为破坏党的决定的行为辩护的既可笑又可怜的诡辩了。我们最好是只限于——至少在这篇短文中这么办——引证一下护党派孟什维克的呼声，引证一下《日志》第11期。普列汉诺夫同志在第18页上写道：“鼓动反对停办《呼声报》”就是“鼓动反对消灭派别组织，也就是要使中央全会可能取得的最主要成绩化为乌有。”他对这个取消派可乘之隙也预见到了，直截了当、清清楚楚地说出了任何一个忠诚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不会怀疑的事实。对于某一派孟什维克来说，《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是什么呢？这是他们实际上的派别的（并且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中心。

正是这样。使统一化为乌有——这就是《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和《呼声报》的四个编辑反对全会决定的宣言所要达到的目的。在统一的全会闭幕后，他们为取消主义辩护比在全会前更加露骨和更加放肆。他们在宣言中告诉孟什维克，说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呼吁建立真正的统一给各小组的信[122]已通过，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中的孟什维克委员和崩得委员投的是反对票，任何人都懂得这几乎是明目张胆地在号召我们不服从这封信，号召破坏国外的统一。谴责呼声派的护党派孟什维克，如果要想坚决维护党的统一，就应当从谴责转到行动。目前这种统一取决于护党派孟什维克，取决于他们是否有决心和能力直接同国外的和国内的呼声派－取消派的“实际中央”作斗争。

这个俄国国内中央，俄国孟什维克中央，在《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上公然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宣布普列汉诺夫是“取消孟什维主义思想的取消派分子”。这个俄国孟什维克中央用“各党支部陷于瘫痪状态这种人所共知的现象”来为孟什维克退出党作解释（更正确些说，是作辩护）！！孟什维克中央的宣言告诉我们说，退党的人“被诬蔑为取消派”（《呼声报》第24页）。

我们要问问任何一个稍微能够主持公道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要问问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派别），孟什维克中央在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就发表了这样一个宣言，这是不是意味着要使统一事业化为乌有呢？

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把所有在这份出名的文件（我们相信它将象赫罗斯特拉特[123]那样出名）上签名的人通报全党[124]：（1）奥古斯托夫斯基；（2）安东；（3）瓦季姆；（4）弗·彼得罗娃；（5）格奥尔吉；（6）格奥尔格；（7）叶夫根·哈—阿茲；（8）克拉莫尔尼科夫；（9）德·柯尔佐夫；（10）纳塔·米哈伊洛娃；（11）罗曼；（12）罗慕尔；（13）索洛蒙诺夫；（14）切列万宁（当然不能没有他！）；（15）尤里；（16）Я．皮—基。

《呼声报》编辑部写道：“这里签名的都是编辑部非常熟悉的、老的党的工作者；其中有些人在党内担任过负责的工作。”

我们要回答说，一切有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要是读了《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了解了全会的决定，知道了下面这件事实，他们就会把这些人钉在耻辱柱上。

这件事实就是，中央委员会俄国局[125]最近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即中央委员会的国外执行机关）发了一封正式信件。现将信中的一段话照抄如下：


　　“……我们曾经向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同志”（后面两个人的名字我们在前面用黑体标出）“提出建议，希望他们参加工作，但他们回答说，他们不仅认为全会的决定是有害的，而且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本身也是有害的。根据这个理由，他们甚至拒绝出席一次增补委员的会议……”
［注：现在我们把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和一个在俄国进行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委员[126]的一些信件中所有涉及在俄国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地方补充如下：“……我们要求马尔托夫同志和孟什维克中的中央委员立即把他们建议增补为委员的同志的姓名和地址通知我们（彼得堡的孟什维克拒绝了这个要求）……”“俄国委员会[127]暂时还不能召开，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增补为委员，目前只有一个布尔什维克表示同意，但也是有条件的同意。孟什维克（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已经断然拒绝，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有害的。全会的各项决议在米哈伊尔等人看来同样是有害的。他们认为，中央委员会对目前合法组织中社会民主党力量的自发组合过程进行干预，就好象硬要把两个月的胎儿从娘肚子里拖出来一样。请立即告诉我们，还有哪些同志我们可以建议他们接受增补为委员。并且希望能把同志们对米哈伊尔等人的这种行为的看法公布出来。”］





　　（我们说明一下自己的看法：孟什维克中央的首脑们不仅自己拒绝支持中央委员会，而且还拒绝参加增补其他的孟什维克、增补孟什维克工人委员的会议，虽然他们明明知道，拒绝出席增补委员的会议就会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就会妨碍它的组成，就会迫使中央委员会有可能好几个月迟迟不能着手做中央委员会应该做的工作。）可见，那些在阿克雪里罗得、唐恩、马尔托夫和马尔丁诺夫的支持和赞同下，在报刊上说普列汉诺夫把他们“诬蔑为‘取消派’”的人，正是他们在直接破坏中央委员会的存在，在扬言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是有害的。

那些在秘密刊物（通过《呼声报》）和合法刊物（通过自由派）上叫嚣“各党支部陷于瘫痪状态这种人所共知的现象”的人，正是他们自己在破坏对这些支部，甚至象中央委员会这样的支部进行调整、恢复并使它们运转起来的尝试。

现在应当让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知道，阿克雪里罗得、唐恩、马尔托夫和马尔丁诺夫等同志的宣言中所说的“目前站在斗争着的无产阶级的主要前哨的那些公开运动的活动家”指谁。现在应当让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知道，《呼声报》编辑部的下面这段话是对谁说的：“实际上非使党组织瘫痪不可的官方教条，目前已被打开一个缺口，我们希望同志们〈米哈伊尔、罗曼、尤里之流〉重视这个缺口的意义，并且竭力去占领这个缺口为他们〈米哈伊尔、罗曼、尤里之流〉开辟出来的阵地。”

我们向我们党的所有组织、所有小组呼吁，我们要问问它们，能够容忍对社会民主党的这种嘲弄吗？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是继续消极观望呢，还是应当同破坏党的存在的派别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们要问问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于各派“权利平等论”、对于合法派和秘密党的权利平等的理论、以及“为争取合法性而斗争”的理论等等的实际的现实政治意义，他们现在还怀疑吗？

这些理论，这些论断，这些可乘之隙，都是遁词，社会民主党的敌人米哈伊尔、罗曼、尤里之流，这些人的政治上的帮凶16个赫罗斯特拉特式的孟什维克和这些人的思想上的领袖领导《取消派呼声报》的著作家们，他们就是用这些遁词来掩护自己的。

总之，《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和《呼声报》的四个编辑分裂党的宣言《给同志们的信》是直接鼓动：

要派别机关报，反对统一，

反对国外的团结一致，

维护公开的取消主义，

维护公然反对中央委员会本身的存在的分子，

反对党！

反党阴谋已经败露。一切珍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存在的人，起来保卫党吧！





	载于1910年3月12—14日（25—27日）之间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2号的单行本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202—210页

















[120]《取消派的反党的〈呼声报〉》一文是列宁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2号写的编辑部文章，1910年3月下半月印了单行本，然后刊印于《社会民主党人报》。——201。



[121]《争论专页》（《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Листо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附刊，根据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会的决议创办，1910年3月6日（19日）—1911年4月29日（5月12日）在巴黎出版，共出了3号。编辑部成员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最后通牒派、崩得分子、普列汉诺夫派、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争论专页》刊登过列宁的《政论家札记》、《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合法派和反取消派的对话》等文章。——201。



[122]这里说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给国外全体同志的信，1910年3月3日（16日）曾印成单页。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是由1908年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成立的，是从属于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全党的国外代表机构，由三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任务是与在俄国国内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和在国外工作的中央委员保持经常联系，监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协助小组以及代表它们的国外中央局的活动，收纳国外组织上缴中央委员会会计处的钱款，并为中央委员会募捐。为了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协助小组联合起来，使其服从全党的统一领导，1908年8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开这些小组的专门代表大会。但是由于孟什维克取消派所控制的国外中央局的阻挠，在1909年整整一年内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未能召集起这个代表大会。1910年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改组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限定它的职能为领导党的一般事务，同时相应地加强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权力。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改由5人组成，其中有各民族组织中央委员会的代表3人，布尔什维克代表1人和孟什维克代表1人。后来取消派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成员中占了多数。他们极力破坏党中央机关的工作，阻挠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布尔什维克代表尼·亚·谢马什柯被迫于1911年5月退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1911年6月在巴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作出了谴责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政治路线的决议，指出国外局走上了反党的、维护派别策略的道路，决定把国外局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提交最近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解决。1911年11月，波兰社会民主党从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回了自己的代表，随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也召回了自己的代表。1912年1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自行撤销。——206。



[123]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206。



[124]在这封宣扬取消派观点的公开信上署名的孟什维克是：谢·奥·策杰尔包姆（奥古斯托夫斯基）、马·绍·马卡久布（安东）、弗·康·伊科夫（瓦季姆）、柳·尼·拉德琴柯（弗·彼得罗娃）、波·索·策伊特林（格奥尔吉）、弗·奥·策杰尔包姆（格奥尔格）、维·阿·古托夫斯基（叶夫根·哈—阿茲）、格·英·普里戈尔内（克拉莫尔尼科夫）、波·阿·金茲堡（德·柯尔佐夫）、罗·萨·哈尔贝施塔特（娜塔·米哈伊洛娃）、康·米·叶尔莫拉耶夫（罗曼）、米·列·黑辛（罗慕尔）、斯·伊·波尔土盖斯（索洛蒙诺夫）、费·安·利普金（切列万宁）、彼·阿·勃朗施坦（尤里）、Я·A·皮列茨基（Я·皮—基）。——206。



[125]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其任务是领导俄国国内地方党组织的实际工作，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建立，最初在基辅，1904年设在莫斯科，从1905年起设在彼得堡。俄国局下设组织组、技术组、财务后勤组、军事组和一个协调各组工作的执行委员会。1905年11月，由于领导中央国外部分的列宁回国、俄国局的职能改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在1907—1910年反动时期，俄国局的活动曾一度恢复，但由于许多成员的被捕和俄国局内的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怠工，很快又陷于停顿。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重新建立了俄国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局做了大量工作，把布尔什维克团结在列宁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周围。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俄国局和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一起领导了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二月革命后，它又领导了消灭旧制度和巩固革命成果的斗争。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会议选出了在俄国公开活动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后，俄国局不再存在。——207。



[126]指维·巴·诺根。——207。



[127]俄国委员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俄国活动的机构，其成员是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俄国委员会起初于1908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上成立，由5人组成（1名孟什维克，1名布尔什维克，3名民族组织代表）。根据1910年中央一月全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章程，俄国委员会改由7人组成（4名中央委员和3名民族组织代表）。章程还规定，俄国委员会拥有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权力和自行增补委员的权利。中央一月全会后，由于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怠工，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俄国局尽一切努力召集俄国委员会，但始终未能成功。——207。







《列宁全集》第19卷


为什么而斗争？

（1910年3月23日〔4月5日〕）

在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的十月党人不久前的演说，结合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和杜马外的言论来看，无疑具有巨大的征兆性的意义。反革命资本家政党的头子古契柯夫先生抱怨说：“我们在国内和在杜马中都孤立了。”路标派分子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莫斯科周刊》上仿佛跟着附和说：“……反动派也好，革命派也好，都否认‘人身不受侵犯’；相反，他们都坚信人身‘可受侵犯’，马尔柯夫第二和社会民主党人格格奇柯利如出一辙，尽管前者主张整治少数民族并宣扬施以大暴行，而后者为人身不受侵犯而呼吁进行‘第二次俄国大革命’。”（1910年2月20日第8期第25页）

古契柯夫先生在杜马中对沙皇政府声称，“我们在期待”，这说明了完全屈服于反革命派的资产阶级直到现在还不能认为自己的利益得到了保障，还不能认为建立了臭名昭著的“革新”制度就有什么真正牢固可靠的保障。

路标派分子布尔加柯夫附和说：“……我痛苦不堪地思念着令人心酸的往事，本来这都是一回事〈即反动和革命都是一回事，也就是——〉……都是靠暴力来实现的极端主义……而近来又有人开始为新的革命发愁，认为现在已经有了经验，似乎新的革命除了使俄国遭到彻底瓦解外，还会带来别的什么。”（第32页）

一个杜马中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首领和一个自由派“人士”中颇有声望的右翼立宪民主党政论家（《路标》已出了5版），他们两人都在抱怨，都在哭诉，都认定他们孤立了。他们在反动的极端派和革命的“极端派”当中，在黑帮英雄和“为新的革命发愁”的英雄（自由派？）当中，思想上孤立了，因而“在杜马中和在国内都孤立了”。

“中派”的这种孤立，资产阶级的这种孤立，资产阶级希望改变旧制度，但又不希望同旧制度作斗争，希望“革新”沙皇制度，但又害怕推翻沙皇制度，这种现象在俄国革命史上并不新鲜。1905年群众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给予沙皇制度接连不断的打击，当时感到自己是“孤立的”，既有立宪民主党人，也有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当时是“解放派”[128]）1905年8月6日以后就开始停步不前，反对抵制布里根杜马。十月党人10月17日以后，完全“停步不前了”。1906—1907年立宪民主党人在两届杜马中“孤立了”，无法利用自己的多数，在沙皇制度和革命之间、在黑帮地主势力和无产阶级、农民的冲击之间晕头转向，束手无策。尽管立宪民主党人在两届杜马中占多数，但他们始终是孤立的，受到特列波夫和真正的革命运动两面夹攻，一次也没有取得胜利，很不光彩地退出了舞台。1908—1909年十月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占多数，他们同政府亲密合作，诚心诚意拥护政府，而现在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发号施令的不是他们，而是黑帮分子。他们不得不承认十月党资产阶级孤立了。

这就是关于资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历史作用的总结。在这五年（1905—1909年）间，事变层出不穷，群众斗争即俄国各个阶级的斗争蓬勃开展，这一经验事实上证明了，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我国资产阶级的两翼，实际上是由于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而中立化了，他们成了在两个敌对阵营之间晕头转向的、软弱无力的、束手无策的可怜虫。

资产阶级不断背叛革命，他们长期遭到黑帮沙皇政府和沙皇地主黑帮的粗暴的咒骂、凌辱和唾弃，这完全是罪有应得。当然，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和他们所受到的历史惩罚，并不是某种特殊的精神特性引起的，而是资本家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矛盾的经济地位引起的。这个阶级害怕革命甚于害怕反动势力，害怕人民的胜利甚于害怕保持沙皇制度，害怕没收地主的土地甚于害怕保持农奴主的政权。资产阶级不属于那些在伟大的革命战斗中一无所失的人。在我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这样的人，其次就是千百万破产的农民。

俄国革命证实了恩格斯从西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史中得出的结论：为了得到即使只是资产阶级直接需要的东西，革命也必须远远地超出资产阶级的要求[129]。俄国无产阶级始终引导，也必将引导我国革命前进，而不顾资本家和自由派的任何阻拦，推动事件的发展。

在1904年的宴会运动中[130]，自由派千方百计地阻拦社会民主党人，怕他们进行激烈干涉。工人并没有被胆战心惊的自由派的幽灵吓倒，他们引导运动前进，把运动引向1月9日，引向汹涌澎湃的全俄罢工浪潮。

自由派资产阶级，包括当时“非法的”“解放派”，号召无产阶级参加布里根杜马。无产阶级并没有被胆战心惊的自由派的幽灵吓倒，它引导运动前进，把运动引向伟大的十月罢工，引向人民的第一次胜利。

10月17日以后，资产阶级分裂了。十月党人坚决站到反革命一边。立宪民主党人避开人民，投靠了维特。而无产阶级前进了。无产阶级站在人民的最前列，动员了千百万群众去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独立活动，真正自由的几个星期就在旧俄国和新俄国之间划了一道永不磨灭的分界线。无产阶级把运动发展到最高斗争形式——1905年12月的武装起义。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遭到失败，但并没有被击溃。无产阶级的起义遭到镇压，但在战斗中无产阶级团结了人民中的一切革命力量，并没有因为退却而灰心丧气，它向群众指出——在俄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向群众指出——把斗争进行到底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无产阶级被迫退却，但它并没有丢掉手中的伟大革命旗帜。当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占多数的立宪民主党人背离革命，力图扼杀革命并向特列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保证他们有决心和有能力扼杀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公开举起这面革命的旗帜，继续号召参加斗争，并教育、团结和组织一切力量来进行斗争。

俄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从资本家手中夺得的许多经济成果、军队中的士兵代表苏维埃、古里亚和其他地方的农民委员会以及某些城市中昙花一现的“共和国”，——这一切都是无产阶级依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依靠农民夺取政权的开始。

1905年的十二月运动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这一运动第一次把“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象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60年代初所讲的[131]）变成能够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同万恶的专制制度斗争到底并吸引群众参加这一斗争的民族。这一运动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无产阶级用斗争实践表明了民主主义群众夺取政权是可能的，在俄国建立共和国是可能的，指出了“怎么办”，指出了群众实际着手去具体完成这一任务的办法。无产阶级的十二月斗争给人民留下了一份遗产，这份遗产可以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照耀后几代人的工作的灯塔。

现在，疯狂的反动势力乌云滚滚，反革命沙皇黑帮气焰嚣张，甚至十月党人也频频摇头说，“他们在期待”改革，而且迫不及待，自由派和民主派也常常“为新的革命发愁”，而路标派分子卑鄙无耻的言论有增无减（“应当自觉地不要革命”——布尔加柯夫语，同上，第32页），在这个时候，工人政党就应该加倍有力地提醒人民：为什么而斗争。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过，由于条件变了，由于当前历史时期的情况不同了，现在必须采取另外的斗争形式来实现1905年提出的目标和当时的运动很快就要实现的任务。专制制度要按照资产阶级君主制类型来改造的尝试，专制制度同地主和资产阶级在第三届杜马中的长期勾结，新的资产阶级土地政策等等，——所有这一切把俄国引向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同时向工人阶级提出培养新的无产阶级大军即新的革命大军的长期任务——教育和组织力量的任务，利用杜马讲坛和利用各种半公开合法活动的机会的任务。

必须善于贯彻我们的策略路线，必须善于建设我们的组织，既要估计到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又不缩小、不削弱斗争任务，不贬低那些即使乍看起来是极平凡、极不显眼、极其琐碎的工作的思想政治内容。假如我们向社会民主党提出，比如说，为公开的工人运动而斗争的口号，那就恰恰是缩小斗争任务和阉割斗争的思想政治内容。

作为一个独立的口号，这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而是立宪民主党人的口号，因为只有自由派才幻想没有新的革命就可以有公开的工人运动（他们不仅抱有这种幻想，而且向人民鼓吹骗人的教义）。只有自由派才用这种次要目的来限制自己的任务，他们象西欧的自由派一样，指望无产阶级去适应“经过改良的”、经过清理的、“经过改善的”资产阶级社会。

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不仅不害怕这种结局，而且相反，它相信，任何一种名副其实的改革，任何对无产阶级的活动范围、组织基础和运动自由的扩大，都会十倍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并扩大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规模。但是，正是为了真正扩大运动的范围，正是为了达到局部的改善，就应该向无产阶级群众提出不加删削、不加缩小的斗争口号。局部的改善只能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物（这是历史上常有的情形）。只有向工人群众提出1905年留给我们这一代的广泛的、宏伟的任务，我们才能够真正扩大运动的基础，吸引更多的群众参加这一运动，鼓舞他们忘我的革命斗争情绪，因为这种情绪过去一直引导着被压迫阶级去克敌制胜。

在进行公开行动、公开活动、扩大运动基础、吸引愈来愈多的无产阶级阶层参加这一运动、利用资本家阵地的一切弱点来向这个阵地进攻以及争取改善生活的时候，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最小的机会；同时要将革命斗争精神贯彻到这一切活动中去，要在运动的每一步和每一个转折关头阐明我们在1905年已经面临而我们当时没有完成的全部任务，——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该采取的政策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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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解放派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的不合法政治联合组织解放社的成员。解放社由在国外出版的《解放》杂志筹备，于1904年1月在彼得堡成立，领导人是伊·伊·彼特龙凯维奇和尼·费·安年斯基。解放社的纲领包括实行立宪君主制和普选制，保护“劳动群众利益”和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1905年革命开始后，它又要求将一部分地主土地强制转让并分给少地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成立以后，解放社停止活动。解放社的左翼没有加入立宪民主党，另外组成了伯恩施坦主义的无题派。——211。



[129]恩格斯于1892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写道：“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正如1793年在法国和1848年在德国那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9—350页）——212。



[130]1904年的宴会运动是指1904年秋天解放社组织的一次地方自治自由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政府运动。俄国国内已经成熟的革命危机和沙皇政府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失利加剧了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分子中的反政府风潮。在实行诉讼法规四十周年之际，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在当局允许下纷纷举行宴会，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代表在这些宴会上发表演说，大谈实行自由和立宪的必要性。在宴会上还通过决议，请求政府实行某些政治改革来防止革命。布尔什维克揭露了宴会运动的反对革命的性质和孟什维克打算利用宴会运动的机会主义策略（参看列宁《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59—78页））。——212。



[131]“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是俄国作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序幕》中主人公沃尔根的话，见该书第1卷第7章。——213。







《列宁全集》第19卷


对芬兰的进攻

（1910年4月26日〔5月9日〕）

1910年3月17日，斯托雷平向国家杜马提出了“关于颁布有关芬兰的全国性法令和决定的程序”的草案。这个官腔十足的标题掩盖了专制制度对芬兰的自由和独立发动的最无耻的进攻。

斯托雷平的法令草案规定，芬兰的一切事务，凡是“非纯属这个边疆区的内部事务”，一律交给国家杜马、国务会议和尼古拉二世处理。芬兰议会只能就这些事务发表“最后意见”，而且这些最后意见对谁都没有约束力，因为芬兰议会对帝国而言已落到了布里根杜马的地位。

那么，所谓“非纯属”芬兰“内部事务的法令和决定”指什么呢？我们不全部列举斯托雷平草案中所提出的17条，我们仅指出，芬兰同帝国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税关系、芬兰刑法例外条款、铁路事业、芬兰的货币制度、群众集会条例、芬兰的出版法，等等，均属此列。

这一类问题一律交给黑帮－十月党人杜马处理！彻底摧毁芬兰的自由，——这就是专制制度打算依靠根据六三宪制联合起来的地主代表和商界上层代表来实现的计划。

这个计划当然是无可指责的，因为这里指的都是被这一“宪制”认为合法的人：50名极右分子，100名民族主义分子和“右派十月党人”，125名十月党人，——这就是已经在杜马中集合起来的、接受了政府报刊长期恶毒宣传而随时可以对芬兰采取任何暴力措施的一支反动队伍。

现在，压迫一切“少数民族”的专制制度的旧民族主义变本加厉，首先是由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仇恨人民，因为人民利用俄国无产阶级十月的短暂胜利在黑帮沙皇身边创造了一部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创造了把坚决站在社会民主党一边的芬兰工人群众组织起来的自由条件。芬兰曾利用俄国革命的机会赢得了几年的自由和和平发展。俄国的反革命势力现在正迫不急待地趁“家中”完全沉寂之机来拼命掠夺芬兰的成果。

历史似乎在用芬兰的例子表明，被一切庸人当作偶像膜拜的名震一时的“和平”进步，不过是一种短暂的、不稳定的、昙花一现的例外，这种例外完全证实了一条常规。而这条常规就是：只有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运动，只有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各族人民的生活发生巩固持久的变化，才能根本摧毁中世纪制度的统治和半亚细亚式的资本主义。

芬兰过去松了一口气，完全是因为俄国工人阶级广泛地发动起来了，动摇了俄国的专制制度。现在，芬兰工人只有通过联合俄国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求得出路，免遭黑帮强盗的进犯。

芬兰这个和平的国家是靠俄国的十月罢工而进行了革命、靠俄国的十二月斗争和两届反政府的杜马而捍卫了自由的，可是即使这样一个国家，它的资产阶级也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特性。芬兰的资产阶级攻讦芬兰工人赤卫队，指责他们搞革命主义；它千方百计不让芬兰的社会主义组织获得充分的自由；它企图讨好沙皇政府（象1907年出卖政治活动家那样），以逃避沙皇政府对它施加的暴力行为；它指责本国的社会主义者，说他们被俄国社会主义者带坏了，感染上了他们的革命性。

现在，甚至芬兰的资产阶级也可以看出，执行让步、讨好、“献媚”的政策，执行直接或间接出卖社会主义的政策，会得到怎样的后果。离开接受过社会主义思想训练并由社会主义者组织起来的群众的斗争，芬兰人民就不能找到摆脱自己目前状况的出路；离开无产阶级革命，就无法反击尼古拉二世。

由于我们俄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自觉的反革命性的增强，我国专制制度的旧民族主义政策也加强了。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这支国际力量仇恨的加深，资产阶级沙文主义也随之而增长。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变本加厉，是同国际资本竞争的加剧和尖锐化相辅相成的。沙文主义的出现就是由于在日俄战争中遭到失败和无力制服特权地主而产生的报复行动。沙文主义从地道的俄国企业主和商人的贪欲中得到了支持，因为俄国企业主和商人没能在巴尔干捞一把，所以是很乐于“夺取”芬兰的。因此，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机关的组成，使沙皇政府得到了镇压自由芬兰的忠实伙伴。

但是，侵犯自由的边疆地区的反革命“战役”的基地扩大了，反击这些反革命战役的基地也扩大了。如果说，芬兰的敌人不仅仅有官僚和一小撮权贵，而且还有第三届杜马代表机关中有组织的领地贵族和最富有的商人，那么芬兰的朋友，就是千百万的群众，他们开创了1905年的运动，推出了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革命派。无论目前政治气氛多么沉寂，这些群众也仍然在照样生活和成长。要为俄国革命的新的失败报仇的新的复仇者也正在成长起来，因为芬兰的自由受到的挫折就是俄国革命受到的挫折。

我们俄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怯弱和没有气节现在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了。立宪民主党人当然反对进攻芬兰。他们当然不会同十月党人投一样的票。但是，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使“公众”不再同情唯一给芬兰以自由、使芬兰的自由已经持续四年有余的直接革命斗争和10—12月的“策略”的，难道不正是他们吗？联合俄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同背弃了这一斗争和这种策略的，难道不正是立宪民主党人吗？拼命在俄国的整个文明“社会”里激发民族主义感情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难道不正是立宪民主党人吗？

社会民主党的决议（1908年12月）说，立宪民主党人鼓吹民族主义，实际上正是在为沙皇政府效劳！ 
［注：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7页）。——编者注］

 事实证明，这句话讲得多么正确！当俄国在巴尔干遭到外交上的失败时立宪民主党人要采取的“反对”专制制度的“立场”，果然不出所料，是一种可怜的、无原则的、奴颜婢膝的反对派立场，是讨好黑帮分子、刺激黑帮分子的贪欲、因黑帮沙皇力量还不够强而对他责怪的立场。

“人道的”立宪民主党先生们，你们现在来自食其果吧。你们曾向沙皇政府指出，它坚持“民族”任务不力，现在沙皇政府向你们表明，它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迫害很得力。你们的民族主义、新斯拉夫主义等等，是自私的、有阶级局限性的资产阶级实质加上响亮的自由主义空话。空话始终是空话，实质却在为专制制度仇视人类的政策效劳。

自由主义空话过去一直是这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这些空话只能装饰资产阶级狭隘的自私和粗野的暴力；它们只是用虚幻的花朵来装饰人民的锁链；它们只是麻醉人民的意识，使他们不能认清自己的真正敌人。

但是，沙皇政策采取的每一个步骤，第三届杜马存在的每一个月，都会愈来愈无情地打破自由主义的幻想，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自由主义的软弱和腐朽，愈来愈广泛和愈来愈多地播下无产阶级新的革命的种子。

总有一天，俄国无产阶级会奋起争取芬兰的自由，争取在俄国建立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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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9卷


他们在为军队担忧

（1910年4月26日〔5月9日〕）

杜马中就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分子对沙皇政府破坏根本法第96条提出的质询展开的讨论还没有结束。但是，讨论已经把情况摆得很清楚，各报已经就声名狼藉的斯托雷平“3月31日声明”[132]叫嚷得很厉害，所以现在谈一谈六三制度史上这个颇有教益的事件是完全适宜的。

我们的杜马党团做得完全正确，它对政府破坏根本法第96条提出了质询，掌握的分寸是，它好象在“维护”合法性，“维护法律”，“维护六三合法性”等等。我们说“掌握分寸”，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此时所面临的为一项复杂的任务，无疑必须处理得当；他们使用的一个武器无疑两面带刃，如果使用这种武器的人稍微出点差错或者甚至不够灵活，就会伤害拿武器的人自己。直截了当地说，这个武器会不知不觉地使社会民主党人离开阶级斗争的立场而滑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去。

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单纯讲“维护”根本法，而对这种“维护”的特殊性不加说明，那就会犯这样的错误。如果他们把维护根本法以至整个合法性变成“为合法性而斗争”之类的口号，那就会犯更大的错误，因为这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提法。

幸而我们在杜马中的同志这两种错误都没有犯。质询时第一个发言人格格奇柯利一开始就专门阐明了社会民主党人维护根本法的特殊性。格格奇柯利非常得体地从鲍勃凌斯基伯爵的告发谈起，这位伯爵在贵族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气急败坏地叫嚷必须“从国家杜马内部清除这帮捣乱分子”[133]，这明明是暗指社会民主党人。格格奇柯利回答说：“我声明，无论是告发也罢，暴力和威胁也罢，我们这个在会议厅开会的党团丝毫都不会因此背弃它既定的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任务和目标。”

鲍勃凌斯基请求政府把一贯鼓动反对六三合法性的人赶出杜马。格格奇柯利则一开始就声明，无论是暴力或威胁都不能使社会民主党人放弃自己的活动。

格格奇柯利特别着重指出：“同其他人相比，我们当然是不大关心维护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威信的，如果它还有所谓威信的话……”“我们是根本反对现行政治制度的，但是每当反动派为了自己的利益力图削减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利的时候，提出抗议的正是我们……”“虽然我们是根本反对根本法的，但是当有人公然破坏根本法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起来保护根本法”。格格奇柯利在结束演说时为了同那些迷信合法性的人划清界限，他说：“……我们提出这种质询，并且离开本题从法律上作一番说明，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再一次揭露政府的虚伪……”（速记记录第1988页）

格格奇柯利表达了社会党人一贯的民主共和观点，他说：“我们的法律只有由人民的直接意志来决定，才符合大众的利益和需要”，速记记录在这里记下的“右面哗然”这几个字，特别突出地表明这句话打中了要害。

另一个社会民主党发言人波克罗夫斯基在谈到质询的政治意义时说得更加明确，他说：“他们〈十月党人〉尽可以直接公开地这样做，尽可以毫无顾忌地接过右派的‘打倒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利，内阁万岁’的口号。毫无疑问，多数人正在努力争取有一天在俄国使立宪幻想完全破灭，那时，黑暗的现实照旧原封不动，俄国人民会从中作出相应的结论。”（引自4月1日《言语报》的报道）

整个问题通过揭露政府和十月党人的虚伪，通过打破立宪幻想而提出来，这是社会民主党向第三届杜马提出的关于根本法第96条被破坏的唯一正确的质询。我们党的鼓动工作，在工人会议上，在小组里，以及在同不参加任何组织的工人个别交谈中，谈到杜马的事情时首先必须提出的正是问题的这个方面，必须说明工人政党的作用就是在资产阶级黑帮杜马中揭穿资产阶级黑帮分子的骗局。由于在这样的杜马中问题不可能提得十分明确，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不可能讲得非常透彻，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对我们的同志在塔夫利达宫讲坛上的发言加以补充，向群众作通俗的说明，使他们讲的易于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破坏根本法第96条这一事件的实质是什么呢？这一条是第9章《关于法律》中的一条，其中对例外情况作了规定，即陆海军机关的条例和命令可以直接呈送沙皇批准，而不经过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新的开支要根据国家杜马的决定拨给，——这一条的基本内容就是这些。

一年前，国家杜马讨论了海军总参谋部的编制问题。关于该机关编制是否应由杜马批准的问题争论很激烈。右派（黑帮分子）断言，不应由杜马批准，杜马无权干预这个问题，杜马不得侵犯军队“最高首领”即沙皇的权利，只有沙皇才有权批准陆海军编制，不用经过任何杜马。

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则断言，这是杜马的权利。可见问题就是：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黑帮分子想把杜马权利说成是有限的，想把本来已被削减得不象样的杜马权利再削减。黑帮地主和他们的头子，最有钱最反动的黑帮地主尼古拉·罗曼诺夫把一个局部性的小问题变成了原则问题，即关于沙皇权利的问题，关于专制制度的权利的问题，并且指责资产阶级（甚至指责十月党人资产阶级）蓄谋削减沙皇权利，限制沙皇权力，“把军队首领和军队分隔开来”等等。

怎样解释沙皇权力，它仍然是过去的完全不受限制的专制制度呢，还是沙皇权力也要加以限制，哪怕是最起码的限制，——这就是争论焦点之所在。一年前这种争论之激烈几乎达到“政治危机”的程度，险些儿要赶走斯托雷平（黑帮分子指责他搞“立宪主义”），险些儿要解散十月党人的杜马（黑帮分子把十月党人叫作“青年土耳其党人”[134]）。

于是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批准了海军总参谋部的编制，也就是说认为这个问题是属于自己职权范围以内的事。大家都等着看尼古拉二世是否批准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的决定。1909年4月27日，尼古拉二世下圣谕给斯托雷平，拒绝批准编制，并责成大臣们拟订一个第96条的实施“细则”。

换句话说，沙皇一次又一次公开坚决站到黑帮分子一边，反对限制他的权力的任何尝试。他责成大臣们拟出新的细则，这是用无耻的命令来破坏法律，把法律解释成无足轻重的东西，按照臭名昭著的俄国参议院的“说明”来“说明”法律。此外，当然还提到细则应“不超出根本法的范围”，但这些话都是最虚伪不过的表面文章。大臣们拟订了这样的“细则”，于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了这些细则（因为是1909年8月24日批准的，所以就称之为1909年8月24日细则），所以法律就被抛开了！根据对这个未经任何杜马而被批准的“细则”的说明，根本法第96条被一笔勾销了！根据这个“细则”，陆海军编制的问题杜马无权过问。

这就非常清楚地勾画出俄国的“宪制”是多么虚假，黑帮分子是多么无耻，沙皇同黑帮分子的关系是多么密切，专制制度对根本法的戏弄是多么放肆。当然，1907年六三政变已经把这种情况暴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广大民众对此也了如指掌了。如果说我们在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未能对六三法令破坏根本法一事提出质询（其所以未能提出，只是因为包括劳动派分子在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上面签名的人数不够，没有达到提出质询要有30人签名的要求），那么，这表明纯杜马式的宣传鼓动受到多么大的限制。尽管不能对六三法令提出质询，但是并没有妨碍社会民主党人经常通过自己的发言说明这个法令的性质是国家政变。所以不言而喻，即使在比较次要的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够而且也不应该拒绝揭露专制制度是怎样戏弄根本法和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利的。

象海军总参谋部编制这种并不重要、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却特别突出地说明了我国反革命势力是多么敏感，说明了他们在为军队担忧。杜马中的十月党报告人舒宾斯科伊先生在他3月26日的第二次发言中就非常明确地转到黑帮分子一边，从而暴露了反革命势力正是由于在为军队担忧，才对代表机关可否稍加干预陆海军编制的批准问题这样敏感。血腥的尼古拉的这个资产阶级奴仆喊道：“……大俄罗斯军队首领的名字是真正伟大的名字……”“……不管你们〈国家杜马代表〉在这里提出些什么主张，不管你们怎样说要取消某种人的某种权利，但是对于军队，你们是取消不了它的最高首领的。”

同时，斯托雷平在他3月31日的“声明”中，虽然极力使自己的答复含糊其词，用一些十分空洞、毫无内容、显然虚假的词句大谈其“安抚”和所谓放松镇压，但是仍然十分明确地站到了黑帮分子一方来反对杜马的权利。如果说十月党人终于同斯托雷平取得了一致意见，那并不是新鲜事。但是，如果米留可夫先生之流的《言语报》说斯托雷平的答复“更象是对国家杜马的权利的迁就”（4月1日《言语报》第89号紧接着社论的一篇编辑部文章），那我们就又一次看到立宪民主党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了。斯托雷平说：“最近几年的历史表明，革命不能锈蚀掉我们的军队……”说不能锈蚀掉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众所周知的1905—1906年陆海军士兵起义事件、众所周知的这一时期反动派报刊的反应，证明革命曾锈蚀过军队，就是说，革命是能够锈蚀掉军队的。军队没有被彻底锈蚀掉，这是事实。但是，在反革命势力盛极一时的1910年，即在军队发生最后一次“骚动”几年以后，斯托雷平（在上述声明中）说他“听了前面几个发言人的讲话非常担心”，这种“担心”就在于“不同的国家要素对待我们的武装力量有某种不一致使人感到不安”，这就把斯托雷平和同他一起的尼古拉二世皇室的整个黑帮匪徒暴露无遗了！这证明沙皇匪徒不仅仍在为军队担忧，简直是在为军队提心吊胆。这证明反革命势力至今继续坚决主张国内战争，认为需要用军事镇压手段平息人民的骚乱是当务之急。现在再看看斯托雷平下面这一段话吧：

“历史……教导说，军队一旦不再是服从一个神圣意志的统一的军队，就会瓦解。如果对此原则采取有害的怀疑态度，如果向军队灌输以为军队的整饬取决于集体意志的想法，即使只有一点这种想法，那么军队的威力就会不再以不可动摇的力量即最高当局作基础。”在另一个地方又说：“我知道，有很多人想……挑起对我们军队有致命的危险的关于权利问题的争论”（即关于国家杜马权利问题、“集体意志”权利问题的争论）。

就象杀人犯觉得冤魂索命一样，反革命的英雄们想到了“集体意志”对军队有“致命的”影响。黑帮分子的忠实奴仆斯托雷平觉得十月党人是“青年土耳其党人”，他们正在用使军队服从集体意志的办法，用使军队产生服从集体意志的“一点想法”的办法来“瓦解军队”！

如果六三君主制的刽子手和杀人犯们把十月党人看成青年土耳其党人，那他们是在大白天说梦话，精神完全错乱了。这种梦呓，这种精神错乱是由于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感到军队非常令人担忧而产生的一种政治病。如果斯托雷平之流，罗曼诺夫之流以及他们那一伙先生们对待“集体意志”和军队的关系问题多少能够稍微冷静一点，那么他们马上就会发现，由沙皇不声不响批准杜马和国务会议关于海军编制问题的决定，比起让杜马就杜马权利的问题、就有可能“瓦解军队”的问题展开讨论，引起军队的注意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然而，这正是我国反革命派的特点：他们本身的恐惧心理暴露了他们自己，同时他们也根本无法平静地对待瓦解军队的问题，正象杀人犯听人说起凶杀案的同谋犯和和凶杀案的情况时不能平静一样。

把海军编制这个相对来说不重要的小问题当作原则问题提出来的人正是黑帮分子，正是尼古拉二世，正是斯托雷平先生，看见他们由于感到恐惧而显得很狼狈，我们只觉得很高兴。我们只要拿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关于“立宪幻想”破灭，关于必须由人民自己根据无可置疑的“黑暗现实”作出结论的出色谈话同《莫斯科新闻》对“3月31日声明”所作的坦率极了的议论对比一下。

4月3日该报的社论写道：


　　“……我们去年已经说明，这一事件本身很简单。皇帝陛下没有批准按立法程序提出的编制，而是通过最高当局把编制定了下来，这个决定权，甚至现行法律（更不必谈最高当局的当然权利的问题）也规定得清清楚楚……”



　　是的，是的。俄国君主制的“当然权利”——就是破坏根本法。整个关键就在这里。
　　“……然而杜马中的反对派竟敢对此提出质询，涉及最高当局的行动……”



　　正是这样！《莫斯科新闻》准确地说清楚了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不能说清楚的话。这次质询正是认定沙皇（和沙皇属下的大臣斯托雷平）的行动就是破坏根本法。接着，《莫斯科新闻》便攻击“革命反对派”和“革命刊物”，攻击它们坚持通过革命夺取人民权利的理论，并且驳斥了关于“3月31日声明”中可能有某些“诺言”的说法。


　　“……关于‘诺言’的说法是荒谬可笑的，这种说法表明，甚至那些没有正式名列革命营垒的人的头脑也被革命思想搞得多么糊涂。内阁会许下什么样的‘诺言’呢？……忠实于最高当局领导的内阁将执行自己的法定职责……所以只希望杜马能够更深刻地领会这个声明的全部意义，从而使这个声明有助于治愈革命‘命令’传染给诸位代表先生们的痼疾。”



　　确实应该这样：更深刻地领会政府的声明（和立场），用它来“治愈”立宪幻想，——这恰好正是社会民主党人对于破坏第96条所提出质询的政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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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月31日声明》是俄国报纸对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在1910年3月31日（4月13日）第三届国家杜马会议上的讲话的称呼。这个讲话是为答复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就沙皇政府1909年8月24日（9月6日）颁布的关于应用根本法第96条的程序的《细则》所提质询（由32名代表签署）而发表的。该《细则》禁止杜马过问有关陆军和海军部门的一切问题。——221。



[133]指阿·亚·鲍勃凌斯基伯爵在1910年3月14—20日（3月27日—4月2日）于彼得堡召开的贵族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国家杜马中发生的对社会制度和贵族的攻击”的报告。鲍勃凌斯基在这个报告中似乎不反对人民代表制的原则本身，但却指出必须从国家杜马中清除“污秽”，亦即从杜马讲坛上清除一切“扰乱人心”的演说，并立即摘引了一系列左派代表的演说，作为“污秽”的典型。3月26日（4月8日），在国家杜马会议上讨论对沙皇政府1909年8月24日（9月6日）颁布的关于应用根本法第96条的程序的《细则》的质询时，社会民主党代表叶·彼·格格奇柯利从杜马讲坛上抨击了贵族联合会代表大会主席的这个报告。



贵族联合会于1906年5月在各省贵族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存在到1917年10月。列宁称贵族联合会为“农奴主联合会”。——222。



[134]青年土耳其党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参加者的泛称，也专指1889年在伊斯坦布尔成立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政治组织“统一与进步”的成员。青年土耳其党人主张限制苏丹的专制权力，把土耳其从封建帝国变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国家，加强土耳其资产阶级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以挽救陷于瓦解的奥斯曼帝国和防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它的领土。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军队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上层资产阶级革命，迫使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签署了召开议会的诏书。1909年4月忠于苏丹的军队发动的叛乱被粉碎后，青年土耳其党人组成了新政府。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后很快就失去了革命性。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府保存了君主政体，并执行反动政策。它与封建势力、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他们的利益的代表者。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1918年11月，“统一与进步”党（由“统一与进步”组织改组而成）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宣布自行解散。——224。







《列宁全集》第19卷


党在国外的统一

（1910年4月26日〔5月9日〕）

在我们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活动的党，它必须有而且必定要有一个国外基地。任何人只要考虑一下党的处境就会承认这一点。国内的同志们对“国外”的看法不管多么悲观，但是了解一下此间发生的情况，特别是最近一次全会以后发生的情况，对他们是会大有好处的。

国外是否已经实现了统一呢？没有。原因很简单：呼声派那一方丝毫无意于响应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号召，来消除国外的分裂局面。派别性的《呼声报》无视中央委员会的一致决定，仍然没有停刊，尽管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尔托夫同志在全会上正式声明说（见全会记录），他至少要让该报暂停出版 
［注：这一声明的原文如下：



“马尔托夫同志声明说，虽然他不能正式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说话，但他以个人名义声明，如果要《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出版了最近一号后暂时试行停刊（一两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再看看中央机关报新的编辑部工作的结果，那么该报编辑部是不会产生阻力的。”］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还没有来得及采取任何实行统一的步骤，《呼声报》的四个编辑（其中两个已进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就发表了宣言，几乎不加掩饰地号召不同意统一。国外的“国外小组中央局”（“国外小组中央局”是一年半前在巴塞尔孟什维克派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也是这么干的。这个“国外小组中央局”甚至现在也不能代表全体孟什维克，而只能代表孟什维克中呼声派那一部分了。但国外小组中央局在《呼声报》的支持下能量相当大，足以破坏统一。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只能向各小组，向护党派分子呼吁，首先是向工人呼吁。但是由于下面将谈到的一些原因而没有这样做，或者说做得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现在中央委员会在国外仍然象过去一样，暂时只能指望布尔什维克的各个小组的支持。不过最近又增加了孟什维克护党派，即取消派的反对者（大部分是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日志》的支持者）。

国外孟什维克原则上的分化，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是一个征兆，从这里面可以窥见目前国内所发生的（也许不那么明显）事情。孟什维克护党派已经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下面请看从这些决议中摘录的几段话。巴黎的孟什维克反呼声派（约20人）写道：“……在该机关报（《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上，例如在唐恩同志《为合法性而斗争》这篇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新的方针，这篇文章不要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而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至少是模棱两可的、同‘经济主义’时期争取权利这个口号一模一样的口号……《呼声报》编辑部至今一直否认的取消主义思想，在该报最近一号上公开地表露出来了。”日内瓦的孟什维克护党派（14人）认为，“停办派别性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是巩固党的统一的必要条件”。

尼斯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小组（一致）认为，“该机关报（《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上的一系列文章，已经公开表露了取消主义思想。小组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立场是有害的，决不给予支持。小组对于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的所作所为表示愤慨，因为他们辜负了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信任，使取消主义倾向实际上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圣雷莫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小组“一致表示决不支持该报（《呼声报》）的出版，因为他们不同意该报的取消主义倾向。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的所作所为，使小组怒不可遏”。列日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在自己的决议中写道：“斯季瓦·诺维奇的信和费·唐恩《为合法性而斗争》这篇文章〈载于《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充分说明了该报的反党倾向……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为中心，聚集了各种取消主义的流派。”苏黎世的孟什维克小组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和伯尔尼小组中的多数人都持有同样的看法。在其他城市也有孟什维克护党派的支持者。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只有把这些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和无派别的护党派分子即反对取消主义的人团结在一起，才能取得成效，才能有助于俄国国内的工作。国外的布尔什维克正是号召全体同志这样做的（见巴黎第二小组的决议[135]）。为了团结全体真正的护党派分子，不可避免地要同破坏统一的呼声派，同退出《争论专页》编辑部和党校委员会并且也破坏党的统一的召回派－最后通牒派进行斗争。这一项工作暂时要由护党派分子个人主动承担，因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暂时还没有能力承担相应的职务。根据新章程的规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5个委员中有3个指定由“少数民族党员”担任，这样一来，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多数委员不是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因此，往往会发生出乎意外的事情。例如，在最近一次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常会上，形成了反对中央委员会路线的多数。由一个呼声派分子和两个所谓的“无派别的”少数民族党员形成的新的多数，拒绝批准在中央全会以后就立即制定的把各小组统一起来的“方法”（根据全会决议的精神来统一，即要求把所有的经费交给中央委员会，而不是交给派别性的机关报）。这个多数拒绝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和一个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建议，即拒绝在信中向各小组提出以下口号：把所有的经费交给全党性的机关，而不交给派别性的报纸（即《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这个决定遭到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两个委员（一个布尔什维克和一个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抗议，他们已把自己的抗议书转给了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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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的决议于1910年3月30日（4月12日）通过，并印成单页。决议谴责取消派企图破坏中央一月全会（1910年）的各项决定，号召全体护党的社会民主党人，包括孟什维克护党派，切实实现全会的决定，为争取统一和反对分裂派和取消派而斗争。决议要求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拥护者履行全会的决定和取消反党的“前进”集团。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于1908年11月5日（18日）成立。它是布尔什维克从与孟什维克合组的巴黎小组退出后组成的。后来孟什维克护党派和前进派分子也加入了这个小组。——231。







《列宁全集》第19卷


党的统一的障碍之一

（1910年4月26日〔5月9日〕）

当许多国外小组的护党派孟什维克团结起来，愈来愈坚决地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露骨的取消主义倾向的时候，维也纳出版的《真理报》的态度仍然暧昧不明。我们在该报第12号上看到一篇题为《扫除一切障碍，走向统一》的文章。对于这篇文章第一次（虽然是羞羞答答和很不全面地）着手执行中央委员会关于阐明取消主义的危险的决议，不能不表示赞赏。但这篇文章的整个第一部分却是一个样板，它说明，在维护党的原则这一点上，某些所谓无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远远不如护党派孟什维克。

《真理报》说什么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在《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 
［注：见本卷第201—209页。——编者注］

 一文中宣布“整个协议已撕毁”，这是公然撒谎。凡是读过中央机关报第12号的人都知道，我们根本没有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当时同孟什维克间的协议是在他们承认党的原则和真诚地彻底放弃取消主义的条件下达成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和该报在俄国的一批同伙撕毁了这个协议：在俄国的是米哈伊尔、罗曼、尤里等一伙人，他们公开说这个决议本身是有害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有害的”；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本身也是有害的；党用不着取消，因为它已经被取消了），还有《呼声报》，它替前者的言论辩护。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则坚决反对呼声派这种破坏协议的行为。不过，《真理报》在提到“一般的”孟什维克时，如果仍然只指呼声派，避而不谈普列汉诺夫分子和护党派孟什维克，那么，对于这种行为方式，我们将随时随地加以揭露。

《真理报》说，对于全会以后发生的冲突，它“不能也不想参加讨论”，第一，因为“没有据以作出正确判断所必需的实际材料”。

对此我们回答说：如果国外的《真理报》直到现在还没有从呼声派－取消派的所作所为中找到足够的“材料”，那它将永远找不到这种材料。要看到真理，就不怕正视真理。


　　“……第二（而且这是最重要的），因为组织冲突所要求的是组织干预，而不是报刊干预。”



　　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但是护党派孟什维克“干预”的（这是每一个党员应该做到的）正是如何评价原则冲突，而不是如何评价组织冲突。《真理报》的做法恰恰相反，它提出了原则，实际上却不遵守。事实上，《真理报》这篇文章的整个第一段谈的恰恰是对组织冲突的“干预”。不仅如此，《真理报》在叙述组织冲突时，还给取消派打气：它说我们的文章是“最激烈的”，而对呼声派的反党行为却不加评论；它说党的中央机关报同孟什维克当中的反党分子（即呼声派）的斗争是派别冲突，这是扯谎；它避而不谈《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四个编辑所发表的分裂主义宣言，这是讲了一半实话；如此等等。工人的报纸应当是：要么不谈“组织”冲突，要么就全面地谈，老老实实地谈。

为掩盖《呼声报》的反党性质所作的种种尝试，这是党的统一的严重障碍之一。对《呼声报》的取消主义保持沉默，或者采取轻率态度，都只会增加取消主义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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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9卷


政论家札记

（1910年3月6日和5月25日〔3月19日和6月7日〕）


一

论召回主义的拥护者和辩护人的《纲领》

“前进”集团不久前在巴黎出版了一本题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群布尔什维克拟订的纲领》的小册子。这一群布尔什维克就是去年春天《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指出正在建立新派别的那些布尔什维克。现在，这个“由15个党员——7个工人和8个知识分子组成”的一群人（这是它告诉我们的），企图对自己的特殊“纲领”作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正面说明。这个纲领的文字显然经过集体精心的仔细推敲，消除了所有不通顺的字句，去掉了尖锐的措辞，强调的与其说是这一群人同党的分歧，不如说是他们同党一致的地方。因此，这个正式阐述一个流派的观点的新纲领，对于我们就更有价值了。

这一群布尔什维克首先叙述它“对我国现时的历史形势的理解”（第1节第3—13页），然后又叙述它“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解”（第2节第13—17页）。但是它对这两者的理解都很差。

就拿第一个问题来说吧。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和党的观点）已经在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中阐明了。新纲领的起草人是否同意这个决议所表明的观点呢？如果说同意，那他们为什么不直说呢？如果说同意，那为什么要起草一个特殊的纲领，要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特殊“理解”呢？如果说不同意，那为什么又不讲清楚新集团到底在哪方面反对党的观点呢？

原来问题在于这个新集团连自己也不清楚这个决议的意义。新集团不自觉地（或半不自觉地）倾向于同该决议不调和的召回派的观点。新集团在它的小册子里作了通俗的阐述，但涉及的不是该决议的全部论点，而只是它的一部分，对该决议的另一部分却不理解（也许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部分的意义）。决议说，曾经引起了1905年革命的那些基本因素仍然在起作用。新的革命危机正在成熟（第6条）。斗争的目的仍然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共和国；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应当起“领导”作用并且要努力“夺取政权”（第5条和第1项）。世界市场情况和世界政治情况使“国际局势日益革命化”（第7条）。对这些论点，新纲领都作了通俗的阐述，就这一点来说，它同布尔什维克，同党，是完全一致的，就这一点来说，它表达了正确的观点，作了有益的工作。

可是，不幸的是，必须对“就这一点来说”这几个字加以强调。不幸的是，新集团对该决议的另一些论点并不理解，不理解这些论点同其他论点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不理解这些论点同对召回主义持不调和的态度之间的联系，而这种不调和的态度正是布尔什维克所具有而为新派别所缺少的。

新纲领的起草人说，革命再度成为不可避免的了，革命再度应该推翻专制制度，而且一定能推翻专制制度。说得对。但是现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知道和记住的不仅这一点。他应当很懂得：这个革命正以新的方式到来，我们应当以新的方式去迎接它（应当不同于过去，不仅是象过去那样，不仅是采用过去的斗争工具和斗争手段），同时，现在专制制度本身也不是过去的专制制度了。这就是召回主义的辩护人不愿看到的东西！他们顽固地坚持片面的观点，因而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也不管他们是否有意识这样做，都是为机会主义者和取消派效劳，都是以一种片面性来支持另一种片面性。

专制制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在转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第三届杜马是专制制度同一定阶级的联盟。第三届杜马不是什么偶然的东西，而是这个新君主制体系的一个必要的机关。专制制度的新土地政策也不是什么偶然的东西，而是新沙皇政府的政策中一个必要的（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必要的，按其资产阶级性质来说也是必要的）组成部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具有引起新的革命的特殊条件的特殊历史时期。如果只是按照旧的方式来行动，如果不善于利用杜马讲坛等等，那就不能掌握这种特殊性，不能为进行这次新的革命作好准备。

最后的这个论点是召回派弄不懂的。召回主义的辩护人说召回主义是“一种合理的色彩”（上述小册子第28页），他们直到今天还弄不懂这个论点同整个思想、同承认目前形势的特殊性、同尽量在自己的策略中考虑到这种特殊性之间的联系！他们反复地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第29页），目前的形势是“民主革命两个浪潮之间的过渡形势”（第32页）。至于这个“过渡”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却无法弄懂。而不懂得这个过渡，也就不能使这个过渡有利于革命，不能为新的革命作好准备，不能过渡到第二个浪潮！这是因为为新的革命作好准备不能仅限于翻来覆去地说革命不可避免；作准备就必须根据这个过渡形势的特点来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

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尽管人们在谈论过渡形势，却不懂这个过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俄国没有任何真正的宪法，杜马只是宪法的幻影，它没有实权，不起作用，——这一点，不仅居民群众根据经验非常了解，而且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第11页）现在请把这段话同十二月决议对第三届杜马的估计对比一下吧。决议说：“由于六三政变和第三届杜马的成立，沙皇政府同黑帮地主和上层工商业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公开地得到承认，固定下来了。”

虽然党的刊物一年来对这个决议翻来覆去讨论了又讨论，但纲领起草人还是不懂这个决议，这难道不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吗？而他们不懂这个决议，当然不是由于脑子不灵，而是由于深受召回主义和整个召回主义思想的影响。

我们的第三届杜马是黑帮－十月党人杜马。说十月党人和黑帮分子在俄国没有“实权”，不起“作用”（纲领起草人就是这样说的），这是很荒谬的。没有“真正的宪法”，专制制度全部实权原封未动，这丝毫不排斥出现下面这种特殊的历史情况：这个政权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在公开进行活动、具有全国意义的机关里组织某些阶级的反革命联盟，而与此同时某些阶级自己也在下面组织反革命联盟来支持沙皇政府。既然沙皇政府同这些阶级的“联盟”（这个联盟竭力为农奴主－地主保住政权和收入）是目前过渡时期阶级统治和沙皇及其同伙的统治的特殊形式，是在“第一次革命浪潮”失败的情况下我国的资产阶级演进所产生的形式，——那么不利用杜马讲坛，也就谈不上利用过渡时期。所以利用反革命的讲坛来为革命作准备的这一特殊策略，是由整个历史环境的特点产生出来的必要策略。如果杜马只是宪法的“幻影”而“没有实权，不起作用”，那么在资产阶级俄国的发展中，在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发展中，在上层阶级的统治形式等等的发展中，就不存在任何新阶段，那么召回派当然原则上就是正确的了！

不要以为我们上面引用的纲领中的那句话是偶然失言。在专门的一章《关于国家杜马》里（第25—28页），我们一开头就读到：“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国家杜马都是没有实力和实权的机关，都不表明国内力量的真正对比。政府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之下召开国家杜马，其目的一方面是要把群众的激愤情绪从直接斗争的道路引上和平选举的道路，另一方面是要在这些杜马中同能够支持政府反对革命的社会集团进行磋商……”这真是一派胡言，语无伦次。如果政府召开杜马为的是要同各个反革命的阶级进行磋商，那么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正好是：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没有“实力和实权”（来帮助革命），而第三届杜马过去和现在都有“实力和实权”（来帮助反革命）。革命者可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应当）不参加没有力量帮助革命的机关。这是无可争辩的。但纲领起草人把革命时期的这种机关同有力量帮助反革命的、“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的杜马混为一谈，这就犯了天大的错误。他们把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见解恰好用到实际上不能用的场合！因此，这也就是把布尔什维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

纲领起草人甚至专门写了一条——第4条（第16页）来概括他们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解”，在这一条里，这种“面目全非的”革命性得到了可以说是最精采的说明。该条的全文如下：


　　“（4）在革命完成之前，工人阶级的一切半合法的和合法的斗争方式和方法，包括参加国家杜马在内，都不可能有独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它们仅仅是积聚和准备力量去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即公开的群众斗争的一种手段。”



　　这就是说，在“革命完成”之后，各种合法的斗争方式，包括议会活动“在内”，就可能有独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了！错了！到那时候也不可能有独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前进派”纲领说得十分荒谬。

其次，这就是说，“在革命完成之前”，除了合法的和半合法的斗争方式以外，一切斗争方式，也就是一切不合法的斗争方式，可能有独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

错了！有些不合法的斗争方式，无论在“革命完成”之后（如秘密宣传小组）或“在革命完成之前”（如夺取敌人的经费，用暴力营救被捕者，或处决密探等等），“都不可能有独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它们仅仅是……”（如《纲领》条文所述）。

再其次，条文里所谓“革命完成”是指什么样的革命的完成呢？显然不是指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因为那时候既然阶级已经根本不存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就不会有了。可见这里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纲领起草人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究竟是怎样“理解”的吧。

一般说来，这个字眼可以有两种理解。如果用于广义，那这个字眼就是指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历史课题的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也就是指能够产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基础本身的消除，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过程的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例如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到1871年才算完成（它是在1789年开始的）。如果用于狭义，那这个字眼就是指单独的一次革命，指几次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次革命，或者说几个“浪潮”中的一个“浪潮”，它冲击旧制度，但没有冲垮它，没有消除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1848年的革命，是在1850年或在50年代“完成的”，但60年代革命高涨的基础丝毫没有因此而消除。法国1789年的革命，可以说是在1794年“完成的”，但1830年革命和1848年革命的基础丝毫没有因此而消除。

纲领中的“在革命完成之前”这句话，无论是作广义的解释或作狭义的解释，其含义都是难以捉摸的。不用说，如果现在试图确定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俄国一切可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时期完成之前采取什么策略，那是非常荒谬的。而对于1905—1907年的革命“浪潮”，即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个纲领本身不得不承认：“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被它〈专制制度〉打下去了”（第12页），我们正处于“两次革命之间的”、即“两个民主革命浪潮之间的”时期。

“纲领”中的这种没完没了的、不可救药的糊涂观念的根源何在呢？根源就在于这个纲领虽然用外交手腕同召回主义划清了界限，但丝毫没有跳出召回主义的思想圈子，没有纠正它的根本性的错误，甚至没有觉察到这种错误。根源就在于“前进派”认为召回主义是“一种合理的色彩”，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把布尔什维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召回主义观点是一种合理的东西，是一种典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典范。谁站在这个斜坡上，谁就会不由自主地滑下去并且滑到不可救药的糊涂观念的泥潭里；谁就会把一些词句和口号重复来重复去，而不会去认真考虑运用这些词句和口号的条件以及这些词句和口号起作用的范围。

举例来说，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在1906—1907年间总是用革命没有结束这个口号去反对机会主义者呢？因为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狭义的革命的完成还谈不上。就拿第二届杜马时期来说吧。那时有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和几乎是最反动的专制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从上面发动政变或从下面举行起义之外，是没有直接的出路的；不管聪明透顶的学究们现在如何摇头，但是在政变之前，谁也不能担保政府的政变能够成功，政变会进行得很顺利，尼古拉二世不会因此碰得头破血流。“革命没有结束”这个口号在当时具有最现实、最重要、实际上最明显的意义，因为只有这个口号才能正确表明实际情况，才能表明按照事变的客观逻辑，局势将向哪方面发展。而现在，当召回派自己承认目前的形势是“两次革命之间的”形势的时候，如果还要认为这种召回主义是“革命派中一种合理的色彩”（“在革命完成之前”），这难道不是不可救药的糊涂观念吗？

要摆脱一连串难以解决的矛盾，就不应当同召回主义玩弄外交手腕，而应当摧毁它的思想基础；应当坚持十二月决议的观点并且对决议作认真的考虑。目前所处的两次革命之间时期，不能解释为偶然情况。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无疑是专制制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即资产阶级君主制、资产阶级黑帮议会制和沙皇政府的资产阶级农村政策的发展以及反革命资产阶级对这一切表示支持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时期无疑是“两个革命浪潮之间的”过渡时期，但是要作好第二次革命的准备，恰恰需要掌握这个过渡的特点，善于使自己的策略和组织适应这个艰难的、困苦的、黑暗的、但却是“运动”进程强加于我们的过渡。利用杜马讲坛，同利用其他一切合法机会一样，不能算什么高级斗争手段，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可言。然而过渡时期之所以为过渡时期，正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特殊任务是准备和积聚力量，而不是由这些力量去采取直接的决定性的行动。要善于进行这种表面上看来并不显眼的活动，要善于利用黑帮－十月党人杜马时代所特有的一切半合法的机关来进行这种活动，要善于在这个基础上也能坚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一切传统，坚持社会民主党不久前在英勇的斗争中提出的一切口号，坚持它的工作的全部精神，坚持它对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所采取的决不调和的态度，——这就是党的任务，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我们分析了新纲领背离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决议中阐明的策略的第一个论点。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投向召回主义思想的论点，召回主义思想无论同马克思主义对目前形势的分析，或者同革命社会民主党策略的基本前提，都毫无共同之处。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新纲领的第二个独特的论点。

这就是新集团宣扬的“创造”并“在群众中传播新的无产阶级的”文化的任务：“发展无产阶级的科学，加强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真正的同志关系，研究无产阶级的哲学，引导艺术面向无产阶级的愿望和经验。”（第17页）

这就是新纲领用以掩盖问题本质的幼稚的外交手腕的典型！试问，在“科学”和“哲学”中间加了个“加强真正的同志关系”，这岂不幼稚吗？新集团把自己假设的种种委屈写进了纲领，还责备其他集团（正统的布尔什维克首当其冲），说它们破坏“真正的同志关系”。这就是这个滑稽可笑的条文的真实内容。

“无产阶级的科学”这个提法在这里显然也“不妥当而且不合适”。第一，我们现在只知道一种无产阶级的科学，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纲领起草人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避开这个唯一确切的说法而到处都用（第13、15、16、20、21页）“科学社会主义”一词。大家知道，在我们俄国，甚至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企图盗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词。第二，如果要在纲领中提出发展“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任务，那就应当说清楚，纲领起草人在这里指的是目前哪种思想理论斗争以及他们站在哪一方面。对这一点避而不谈，那是一种幼稚的狡猾手段，因为凡是读过1908—1909年间社会民主党的书刊的人，对问题的实质都很清楚。目前，在科学、哲学和艺术领域，马克思主义者同马赫主义者[136]的斗争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如果闭眼不看这个有目共睹的事实，那至少是可笑的。“纲领”对意见分歧不应当掩饰，而应当加以说明。

上面引用的纲领中的那些话是我们的起草人弄巧成拙的自我暴露。大家都知道，所谓“无产阶级的哲学”其实指的就是马赫主义，——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能立即识破这个“新”化名。杜撰这样的化名是没有用的。用这样的化名打掩护也是没有用的。实际上新集团最有影响的著作家核心就是马赫主义者，在他们看来，非马赫主义的哲学就是非“无产阶级的”哲学。

如果想要在纲领中谈这个问题，那就应当这样说：新集团联合的是哲学和艺术中的非“无产阶级的”即非马赫主义理论的反对者。这才是大家知道的那个思想流派的直接的、真实的、公开的表态，这才是该流派对其他各流派的公开的挑战。既然认为思想斗争对党有重要意义，那就应当公开站出来宣战，而不应当躲躲藏藏。

对于纲领同马克思主义暗中进行哲学上的斗争，我们将号召大家作出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其实，关于“无产阶级的文化”的词句，正是统统用来掩饰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的。新集团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把哲学写进党的纲领，却又不直接说出它究竟拥护哪一哲学流派。

然而，也不能说上面所引的纲领中的那些话的实际内容全都不好。在那些话里面也还有可取之处。这个可取之处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那就是：马·高尔基。

的确，我们用不着掩盖资产阶级报刊已经大肆宣扬的（经过他们的歪曲和颠倒的）事实，即马·高尔基是拥护这个新集团的。而高尔基无疑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对无产阶级艺术作出了许多贡献，并且还会作出更多贡献。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派别都可以因高尔基参加自己这一派而理所当然地引以自豪，但是根据这一点理由就把“无产阶级的艺术”往纲领里塞，这就是这个纲领贫乏的证明，这就是把自己的集团贬成一个著作家小组，正好暴露自己“崇拜权威”……纲领起草人连篇累牍地反对承认权威，而不明说这指的究竟是什么。原来是这样：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克坚持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反对召回主义，是个别“权威”（这是对显而易见的事情所作的明显的暗示！）搞出来的，而据说马赫主义的敌人对这些“权威”是“盲目信任”的。这种攻击当然非常幼稚。然而，恰恰是“前进派”没有正确对待权威。高尔基是无产阶级艺术领域的权威，这是无可争辩的。企图“利用”（当然是指在思想方面）这个权威来为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撑腰，这正好是一个说明不应当怎样对待权威的例子。

在无产阶级艺术方面，马·高尔基是一个巨大的积极因素，尽管他是同情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的。而在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方面，这个纲领（它使召回主义者和马赫主义者集团在党内处于特殊地位并且提出把发展所谓“无产阶级的”艺术作为特殊的派别任务）却是一个消极因素，因为这个纲领在一位大权威的活动中所要巩固和利用的恰恰是他的弱点，恰恰是在他对无产阶级所作的巨大贡献中的一个负数。


二

我们党内的“统一的危机”

有的读者看了这个标题，也许不会立刻相信自己的眼睛。“有完没有完！我们党内的危机已经够多了，——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一个新危机，一个统一的危机呢？”

这个听起来很奇怪的说法，我是从李卜克内西那里借过来的。李卜克内西在1875年（4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的统一时曾经这么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都认为这个统一不会有什么好结果[137]。李卜克内西则认为他们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他断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顺利渡过各种危机，它也一定会渡过“统一的危机”（见古斯塔夫·迈尔《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和社会民主党》1909年耶拿版第424页）。

毫无疑问，我们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一定会顺利渡过自己的统一的危机。我们党现在正面临统一的危机，凡是读过中央全会的各项决议，了解全会以后发生的事变的人都会看到这一点。如果根据全会的决议来判断，那么这种统一似乎已经完全彻底地解决了。但是如果根据目前即1910年5月初的情况，根据中央机关报同取消派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所作的坚决斗争，根据普列汉诺夫和其他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呼声派”所作的激烈论战，根据“前进”集团对中央机关报最放肆的漫骂（见该集团刚刚出版的传单：《告布尔什维克同志书》）等情况来判断，那么，旁观者就不难看出：任何统一都是幻影。

党的公开的敌人欢欣鼓舞，拥护召回主义和替召回主义打掩护的“前进派”破口大骂。取消派的领袖——阿克雪里罗得、马尔丁诺夫、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等人，在他们《对普列汉诺夫〈日志〉的必要补充》[138]中，骂得更加凶狠恶毒。“调和派”则两手一摊，埋怨起来，说些毫无益处的空话（见拥护托洛茨基观点的“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俱乐部”1910年4月17日通过的决议）。

但是对于最重要的根本性的涉及原因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我们党的统一成了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全会上的（似乎是）全面的统一现在一变而为（似乎是）全面的分裂，以及对于这样的问题，比如根据党内和党外的“力量对比”，党今后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怎样的，——对于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无论是取消派（呼声派），无论是召回派（前进派），无论是调和派（托洛茨基和“维也纳派”），都没有作出任何回答。

漫骂和空谈不是回答。


1．两种统一观

取消派和召回派情投意合，对布尔什维克百般辱骂（取消派还大骂普列汉诺夫）。是布尔什维克不好，是布尔什维克中央不好，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个人主义的’作风”（见《必要补充》第15页）不好，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原来的成员组成的”那个“不负责任的集团”不好（见“前进”集团的传单）。取消派和召回派在这方面完全一致；他们结成反对正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联盟（这个联盟不止一次地表现为喜欢在全会上展开斗争，关于这一点下面专门来谈）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两个极端的流派的代表，同样屈从于资产阶级思想，同样反党，他们在党内政策上，在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和宣布中央机关报是“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的问题上完全一致起来了。但是阿克雪里罗得和阿列克辛斯基破口大骂，无非是掩饰他们完全不懂得党的统一的含义和意义。托洛茨基（——维也纳派）的决议只是在表面上不同于阿克雪里罗得和阿列克辛斯基的“感情流露”。这个决议写得很“谨慎”，力图让人相信它具有“超派别的”公正性。但是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全都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不好，——这同阿克雪里罗得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历史哲学”是一回事。

维也纳决议的第一段说道：“……一切派别和思潮的代表……决定〈在全会上〉自觉而慎重地负起责任，在现有的条件下，通过同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的合作来贯彻已经通过的决议。”这里说的是“中央机关报内部的冲突”。在中央机关报内部谁“有责任贯彻”全会的“决议”呢？显然是中央机关报的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和波兰人，正是他们有责任“通过同现有的个人”即同呼声派和前进派的“合作”来贯彻全会的决议。

我们党内最“棘手的”问题在全会前争论最多，在全会后则应当争论最少，对这些问题，全会主要决议的有关部分是怎样说的呢？

它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一方面是否定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另一方面是否定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进行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不懂得这两者的重要性等等。

试问，这个决议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是说呼声派应当真心诚意地坚决不再否定秘密的党，不再贬低它的作用等等，应当承认这是一种偏向，应当摆脱这种偏向，同这种偏向势不两立，进行积极的工作；是说前进派应当真心诚意地坚决不再否定杜马工作和合法机会等等；是说中央机关报的多数派应当在呼声派和前进派真心诚意、彻底坚决地放弃全会决议详细指出的“偏向”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同他们“合作”呢？

还是说中央机关报的多数派有责任“通过同现有的”呼声派分子（他们仍然在继续甚至更加明目张胆地替取消主义辩护）和现有的前进派分子（他们仍然在继续甚至更加明目张胆地坚持说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等等是合理的）的“合作”来贯彻决议（关于克服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偏向的决议）呢？

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完全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决议中的那些响亮的词句是多么空洞，就完全可以看出这些词句事实上是在维护阿克雪里罗得之流以及阿列克辛斯基之流所坚持的观点。

托洛茨基的决议一开头就充分体现了最恶劣的调和主义精神；这是带引号的“调和主义”，是小组庸俗调和主义，看到的只是“现有的个人”，而不是现有的路线，不是现有的精神，不是党的工作中的现有的思想政治内容。

要知道，这就是托洛茨基之流的“调和主义”同真正的党性截然不同的地方；托洛茨基之流的“调和主义”实际上是在忠心耿耿地替取消派和召回派效劳，因此它愈是狡猾、愈是巧妙、愈是动听地用所谓护党的和所谓反派别主义的辞藻作掩护，它对党的危害也就愈大，而真正的党性却在于清除党内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

摆在我们面前的党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

是向我们“提出了”对于“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不问他们的路线，不问他们的活动内容，不问他们对待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态度，都要把他们“调和起来”呢？

还是向我们提出了党的路线，提出了我们整个工作的思想政治方向和内容，提出了清除我们工作中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任务，提出了不管那些“个人、集团和机关”是否同意，不顾那些不同意这条路线或不执行这条路线的“个人、机关和集团”的反对而一定要付诸实现的任务呢？

对于实现任何一种党的统一的意义和条件，都有两种观点。了解这两种观点的区别极为重要，因为在我们的“统一的危机”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种观点错综复杂地搅在一起，如果不把一种观点同另一种观点区别开来，那就不可能搞清楚这个危机。

一种统一观把“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的“调和”放在首位。他们对党的工作、对党的工作的路线的观点一致是次要的事情。意见分歧应当竭力避而不谈，不应当弄清分歧的根源、分歧的意义和分歧的客观条件。把这些个人和集团“调和起来”，这才是主要的事情。如果他们在执行共同路线方面意见不一致，那就应当把这条共同路线解释得能为大家所接受。你活，也让别人活。这就是庸俗的“调和主义”，它必然会导致玩弄小组外交手腕。这种“调和主义”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堵住”意见分歧的根源，避而不谈这些根源，竭力“调解”“冲突”，使对立的派别保持中立。很明显，在秘密的党利用国外基地开展活动的情况下，这种小组外交手腕就是向那些尝试搞各种各样的“调和”和“中立”来充当“公平的经纪人”的“个人、集团和机关”大开方便之门。

请看马尔托夫在《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是怎样叙述全会上的这样一种尝试的吧：

“孟什维克、‘真理派’和崩得分子曾提出这样一个中央机关报的人员组成，这个人员组成要能够保证党内两个互相对立的思潮保持‘中立’，不让这两个思潮中任何一方拥有稳定的多数，从而迫使党的机关报在每个重要问题上都采取能够把多数党的工作者团结起来的中间路线。”

大家知道，孟什维克的建议没有被通过。托洛茨基提自己为候选人，企图进入中央机关报充当中和剂，但是他失败了。一个崩得分子被提名担任这一职务的候选人（这是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发言中提出来的），这个提名甚至没有付诸表决。

这就是起草维也纳决议的“调和派”（坏的意义上的调和派）所起的实际作用，他们的观点反映在我刚才收到的《崩得评论》第4期上约诺夫的文章中。孟什维克不敢提出以他们的派别占多数的中央机关报人选，——虽然他们承认（从我上面所引的马尔托夫的议论中可以看到）党内存在两个互相对立的思潮。孟什维克根本没有想到要提出以他们的派别占多数的中央机关报的人选。他们甚至没有打算要建立起有明确方针的中央机关报（很明显，孟什维克在全会上是没有任何方针的，因此当时人们只不过要求他们，只不过希望他们能够真心诚意地彻底放弃取消主义）。孟什维克曾经企图在中央机关报里搞“中立化”，并且提出崩得分子或托洛茨基充当中和剂。崩得分子和托洛茨基要起媒人的作用，使“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不管其中的一方是否已经放弃取消主义）“结成配偶”。

这种媒人观点就是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的调和主义的全部“思想基础”。如果说现在他们埋怨和哭诉，说统一不成功，那么对这种说法的理解就应当有很大的保留。这种说法应当理解为作媒不成功。托洛茨基和约诺夫对统一、对同“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不管他们对待取消主义的态度）统一所抱的希望“落空了”，这只是意味着媒人落空了，只是意味着媒人观点不正确、不现实、毫无价值，而完全不意味着党的统一落空了。

还有另一种统一观。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许多与“现有的〈应当出席全会的和实际出席全会的〉个人、集团和机关”的这些或那些构成无关的深刻客观原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旧有的主要派别早已发生了变化，并且还在继续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有时会违反“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中一些人的意志甚至违反他们的意识而为统一建立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我们所处的俄国资产阶级发展的时代的特点，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时代的特点以及专制制度尝试按照资产阶级君主制类型来改造自己的时代的特点，就是产生这些客观条件的根源。这些客观条件同时使工人运动的性质，工人先锋队社会民主党的构成、形式和面貌以及社会民主运动的思想政治任务发生彼此密切联系的种种变化。因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产生取消主义（＝希望把自己算作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的半自由主义）和召回主义（＝希望把自己算作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的半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也不是某种个人的恶意、愚蠢或错误，而是这些客观原因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和同“基础”分不开的整个现代俄国工人运动的上层建筑。由于认识到这两种偏向的危险性、非社会民主主义性和对工人运动的危害性，各种不同派别的分子接近起来了，从而为“扫除一切障碍”实现党的统一开辟道路。

这种见解认为，统一的进展可能很慢，很困难，可能出现动摇犹豫和不断发生波折，但是统一不可能没有进展。这种见解认为，并不一定要统一“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而是不管现有的个人是否愿意，都要让他们服从统一，淘汰“现有的”人当中那些不认识和不想认识客观发展要求的人，而提拔和吸收一些不属于“现有”之列的新人，使旧的派别、思潮、集团的内部发生变化，重新进行调整和改组。这种见解认为，统一同它的思想基础不能分开，只有在思想接近的基础上统一才能建立起来，统一也是同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这些偏向的出现、发展、增大相联系的，这种联系不是这些或那些争论，这种或那种笔仗的偶然联系，而是象因果联系那样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2．“两条战线的斗争”和对各种偏向的克服

这就是对于我们党的统一的实质和意义的两种原则上不同的、存在着根本分歧的观点。

现在试问，这两种观点中哪一种观点是全会决议的基础呢？凡是愿意认真推敲这个决议的人都会看出，第二种观点是它的基础。但是在决议的某些地方，显然可以看出根据第一种观点的精神所作的局部“修改”的痕迹，这些“修改”虽然把决议改坏了，但是丝毫没有改掉它的基础，没有改掉它的贯穿着第二种观点的主要内容。

为了证明这一点，证明根据小组外交手腕的精神所作的“修改”确实只是局部性的修改，证明这些修改并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和决议的原则基础，现在我就来谈谈党的报刊上提到的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中的几个条文和几个地方。我要从结尾谈起。

约诺夫责备“旧派别的领导者”，说他们极力阻挠统一的实现，说他们在全会上的表现也是这样，“每前进一步都得同他们斗”，他写道：


　　“列宁同志不愿意通过‘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去‘克服各种危险倾向’。为了把‘两条战线的斗争’的理论确定为党的一切事业的中心，他简直不遗余力。他甚至根本无意于在党内取消‘强化的警卫状态’。”（第22页第1条）



　　这是指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的第4节第2条。这个决议的草案是我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而决议中的这一条经起草委员会研究后由全会作了改动，这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提议改的，我反对过这个提议，但是没有用。在草案的这一条里，尽管我没有一字不差地写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但是至少表达了这个意思。“通过扩大和加深去克服”这句话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提议加的。约诺夫同志提到我反对这个提议的事，给我提供了一个好机会来说明这些“修改”的意义，我很高兴。在全会上“两条战线的斗争”的思想引起了任何其他问题都未曾引起的人们极大的（往往是可笑的）愤怒。一提起这个问题，前进派和孟什维克就大发雷霆。这种愤怒是完全可以从历史上来解释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从1908年8月到1910年1月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同取消派和召回派进行斗争的。这种愤怒所以可笑，是因为那些对布尔什维克发脾气的人这样做只是证明他们自己错了，只是证明一切对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指责都在继续刺痛着他们。做贼心虚。

托洛茨基提议，不要提两条战线的斗争，而提“通过扩大和加深去克服”，他的提议得到孟什维克和前进派的热烈支持。

现在约诺夫也好，《真理报》也好，维也纳决议也好，《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也好，都在为这个“胜利”而欢欣鼓舞。但是试问，把这一条里关于两条战线的斗争的词句删去，是不是也就把决议承认这个斗争的必要性删去了呢？绝对不是，因为既然承认有“偏向”存在，承认它们的“危险性”，承认有“解释”这种危险性的必要，承认这些偏向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那实际上恰恰就是承认两条战线的斗争！把某个地方（使某一位老兄）“不愉快的”字眼改掉，但基本的意思保留下来了！结果一句话就把这一条的一部分搞乱了，冲淡了，搞坏了。

事实上，在这一节里谈什么通过扩大和加深工作去克服，这恰恰是空话和无用的遁词。这里没有任何明确的思想。扩大和加深工作，任何时候都是绝对必要的；这一点在决议的整个第3节里，也就是在谈特殊的（不是任何时候都绝对必需的，而是在特殊时期的条件下提出的）“思想政治任务”之前已经详细地谈了。第4节阐明的仅仅是这些特殊任务，这一节的三条的开头直接指出，“也提出了”这些思想政治任务。

结界怎样呢？结果是十分荒谬的，似乎扩大和加深工作的任务也被提出了！好象会有这样的历史“顺序”，就是说这个任务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存在！

试问，要怎样才能通过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去克服各种偏向呢？无论进行任何扩大和任何加深，必然会有一个怎样扩大和怎样加深的问题；既然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条件产生的思潮，那它们就可能渗透到任何扩大和任何加深的工作中。可以用取消主义的精神去扩大和加深工作，比如《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复兴》杂志[139]就是这么办的；也可以用召回主义的精神去办。另一方面，要克服各种偏向，真正地“克服”，就必然要花一定的力量、时间和精力，影响到直接扩大和加深正常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例如，就是这位约诺夫在他文章的同一页上写道：


　　“全会结束了。参加会议的人走散了。现在中央委员会在整顿工作的时候不得不克服难以置信的困难，在这些困难中，所谓的〈约诺夫同志！只是所谓的，而不是真正的，不是实在的吗？〉取消派的行为占有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地位，而马尔托夫同志是坚决否认有取消派的。”



　　这个材料字数不多，但很典型，它说明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的言论是多么空洞。为了克服米哈伊尔、尤里之流的取消主义行动，中央委员会花费了应当用于直接扩大和加深真正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力量和时间。如果没有米哈伊尔、尤里之流的行为，如果那些一直被我们错误地当作自己同志的人没有取消主义，那么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也就会进行得更加顺利，因为党的力量就不至于为内部斗争所分散。这就是说，如果把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理解为用真正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去直接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和经济斗争等等，那么，克服社会民主党人各种偏离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对于这一工作就是一个负数，可以说是对“积极活动”打的一个折扣，因此，所谓通过扩大什么什么去克服各种偏向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这句话是表达了一种模糊的愿望，一种善良的、天真的愿望，就是希望社会民主党人少搞内部斗争！这句话无非是反映了这种天真的愿望；这是所谓的调和派的一种叹息：唉，但愿同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少作些斗争！

这种“叹息”的政治意义等于零，甚至比零更糟。既然党内有人觉得“坚决否认”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存在对自己有利，那么这些人就会利用“调和派”的“叹息”来掩盖祸害。《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就是这样做的。因此，只有那些所谓的“调和派”才拥护决议中的那些善意的空话。实际上他们是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帮凶，实际上他们不是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是助长偏离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倾向，助长祸害，暂时把祸害隐瞒起来，使祸害更难根治。

为了向约诺夫同志说明这种祸害的作用，我提醒他注意《争论专页》第1号上约诺夫同志的文章中的一段话。约诺夫同志恰到好处地把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比作良性脓肿，这种脓肿“在形成过程中吸收全身的一切毒素，因而也就可以促进身体的康复”。

一点不错。脓肿过程会使身体的“毒素”发出来，得到康复。而阻碍清除身体中的这些毒素，就会有害于身体。希望约诺夫同志对约诺夫同志自己的这个有益的思想考虑考虑！


3．统一的条件和小组外交手腕

其次，鉴于《呼声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全会的总结的编辑部文章，我们不得不谈谈有关在决议中去掉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这两个提法的问题。这篇编辑部文章（第19—20号合刊第18页），以非常的、无比的……勇气（只有我们的呼声派才有这种勇气）声明说，“取消主义者”一词意思含混，它“造成了各种各样的误解”（原文如此！！）等等，所以，“中央委员会才决定从决议中取消这个提法”。

《呼声报》的编辑们不会不知道对中央关于取消这个提法的决定这样叙述不符合事实，既然是这样，那么应当把他们的这种叙述叫作什么呢？编辑当中有两人出席过全会，了解取消这个提法的“原委”，他们究竟指望什么呢？难道他们指望别人不揭发他们吗？

在决议起草委员会中，多数人同意保留这个提法。参加委员会的两个孟什维克，一个（马尔托夫）赞成取消这个提法，另一个（他曾经不止一次倾向于普列汉诺夫的立场）则反对取消。出席全会的所有民族代表（两个波兰人＋两个崩得分子＋一个拉脱维亚人）和托洛茨基提出如下声明：


　　“我们认为，实质上是完全可以把决议中所指出的、必须与之斗争的那个思潮叫作‘取消主义’的，但是鉴于孟什维克同志们发表了声明，他们也认为必须同这个思潮作斗争，可是在决议中用这个提法就带有派别性质，是针对他们（孟什维克）的，——因此，我们为了消除任何不利于党的统一的不必要的障碍，建议从决议中去掉这个提法。”



　　这就是说，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而且是所有的无派别分子，发表书面声明指出，取消主义一词实际上是确切的，同取消主义作斗争是必要的，而《呼声报》编辑部却说，删掉取消主义这个提法是因为它实际上不恰当！！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而且是所有的无派别分子，发表书面声明指出，大家最后同意取消这个提法，对孟什维克的坚决要求作出让步（确切些说：是对他们的最后通牒作出让步，因为孟什维克曾经声明，不这样，决议就不能一致通过），是因为孟什维克答应“同这个思潮作斗争”，而《呼声报》编辑部却写道：决议对“所谓‘同取消主义作斗争’这个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同上，第18页）！！

在全会上，他们答应改正错误，他们请求说：不要使用“针对我们的提法”，因为我们今后也要同这个思潮作斗争的，——而在全会以后出的头一号《呼声报》上，他们却把对取消主义的斗争宣布为所谓的斗争了。

显然，我们看到，呼声派坚决彻底地转向了取消主义；但是，如果看看在全会以后发生的情况，特别是看看《我们的曙光》杂志、《复兴》杂志和米哈伊尔、尤里、罗曼先生之流的主张，把这些情况看成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有因果关系的整体，那么这种转向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谈到，并且还要指出托洛茨基的极端肤浅的观点，他喜欢把一切都归咎于“违背道德和政治义务”（维也纳决议）。而我们看到，这里显然不是什么个人或集团的“违背义务”，也不属于道德或法律的行动，而是一种政治行动，即俄国的反党的合法派在团结起来。

现在应当谈谈另外一个问题，即全会从决议中删掉取消主义的提法这个措施的原因和意义。把这样做说成仅仅是由于托洛茨基、约诺夫之流的调和分子热心过头了，那也是不正确的。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这就是全会的大部分决议不是根据少数服从多数这个通常的原则通过的，而是根据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协商的原则，经民族代表调停通过的。约诺夫同志在《崩得评论》中所暗示的，看来就是这种情况，他写道：“那些现在抓住形式不放的同志们很清楚，如果上次全会采取形式主义的观点，那会产生什么结果。”

约诺夫同志这样说是在暗示。他也象托洛茨基一样，认为这种叙述自己的见解的方式是特别“策略的”，是不带派别性，而且是特别符合党的原则的。其实，这正是小组外交家的做法，这种做法于党、于党的原则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暗示，对一些人不会起什么作用，对另一些人会引起小组好奇心，还有一些人会被挑动起来，去拨弄是非，造谣生事。所以，约诺夫的这种暗示必须戳穿。如果他在这里说的不是全会在许多问题上都尽力做到协商（而不是简单地由多数来决定），那么，我们就请他说得更清楚些，并且不要勾引国外的那些长舌妇。

如果约诺夫在这里说的是全会上各派别的协商，那么，他针对“现在抓住形式不放的同志们”说的那些话，就明显地向我们表明了那些貌似调和派的人们的又一个特点，实际上他们在暗中帮助取消派。

在全会上，经各派别的协商一致通过许多决定。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因为事实上的派别关系等于分裂，而在任何分裂的情况下，为了部分集体（具体说就是派别）的纪律，总是不可避免地要牺牲整个集体（具体说就是党）的纪律。

在当时俄国的党内关系的条件下，各派别如不进行协商（是一切派别还是主要派别进行协商，是部分派别还是整个派别进行协商，那是另一个问题），就不可能取得一致。因此妥协就是必需的，也就是说，在某些条文上必须作出多数人并不以为然，但少数人却要求作出的让步。去掉决议中取消主义的提法，就是这种带有妥协性的让步之一。布尔什维克把属于他们派别的财产有条件地交给第三者，就是全会的这种妥协性决定的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党的一部分将它的财产有条件地交给第三者（代表国际社会民主党）保管，由第三者决定，这笔款项应给中央委员会还是归还这个派别。在一个正常的、没有分裂的党里达成这个协定是十分反常的，也是不可能的，然而达成的这个协定的性质清楚地表明，布尔什维克是在什么条件下实行协商的。布尔什维克发表在中央机关报第11号上的声明说得很清楚：执行“谴责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并承认同这些思潮的斗争是党的政治路线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决议，就是基本的思想政治条件；而中央机关报的人员组成就是实现这条路线的保证之一；如果孟什维克继续出版派别性的机关刊物并继续奉行派别性的政策，那么布尔什维克就有权“要求款项的保管人归还款项”。中央委员会接受了这些条件，并且在关于各派别中心的决议中，直接引用了布尔什维克的这项声明。

试问，应不应当实现这些条件呢？这些条件是不是形式主义的呢？约诺夫同志以轻蔑的口吻谈论“形式”，却不懂得进行协商和遵守协定的正式条件之间的最根本的区别。前者是达成协定（＝布尔什维克交出款项的条件、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各派别中心的决议确认的条件）的基础，后者是保持一致的基础。

现在，中央委员会已经一致通过关于各派别中心的决议，而约诺夫同志以轻蔑的态度对待“形式”，那么他也就是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派别中心的整个决定。约诺夫同志的诡辩无非就是说：中央委员会通过许多决定，其中不仅有根据多数票通过的，而且也有各个互相对立的流派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进行协商而作出的；所以，今后也就不一定必须在形式上执行这些决定，而少数派是有权要求协商的！既然在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中有一部分是通过协商作出的，那么，这些决定就随时可以撕毁，因为协商是自愿的事情！

这样的诡辩难道不是半明半暗地在为取消派打掩护吗？

但是，约诺夫的诡辩只不过是一种十分可笑的行为，而中央委员会（全会）努力争取最大限度的让步，这个因素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都是正确的、合理的。孟什维克和召回派一起疯狂攻击布尔什维克中央，最凶狠地责备布尔什维克中央。孟什维克也好，召回派也好，他们都说，使我们同党疏远的，主要是而且首先是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居心叵测”，而不是原则性的意见分歧。 
［注：请参看约诺夫的评语：“马尔托夫同志在全会上同样坚决地反复强调说，右的‘危险倾向’是居心叵测的布尔什维克捏造的，党内唯一的敌人就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和它的派别性统治。”（见上引文章，第22页）］



这个情况十分重要，如果不加以说明，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统一的危机的进程正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一个样子。过去不曾有人坚决为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进行辩护，因为无论孟什维克或前进派，都不敢采取这样的立场。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文献早已指出过的（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国际文献中也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批评家”以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批评家的一个特点：畏首畏尾，没有原则，把“新”路线隐藏起来，把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坚定代表人物掩护起来。孟什维克叫喊道：我们不是取消派，这是派别性的提法。前进派也随声附和地叫喊，我们不是召回派，这是派别性的夸张。为了掩饰根本性的政治分歧，并把这种分歧推到次要地位，他们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直到所谓的“刑事犯罪”（应读作：剥夺）问题上，千百次地指控布尔什维克中央。

布尔什维克对此作出回答说：好吧，先生们，让中央委员会审理你们的一切指控，并据此加以“判决和执行”吧。有五个民族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出席了全会，凡是决定，尤其是全体一致的决定，要以他们的意见为转移。让他们充任审理你们的（即孟什维克的和前进派的）指控的“审判官”，决定是否满足你们向布尔什维克中央提出的要求吧。布尔什维克更前进了一步。他们已经同意在决议中作出孟什维克和前进派所要求作出的最大的妥协。

在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中和关于代表会议的决议中，也作了最大的让步，根据五个民族代表社会民主党人一致的决定，审理了一切“指控”，满足了对布尔什维克中央提出的一切要求。

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够剥夺那些反对党的路线，即反对党的反取消主义路线的人提出任何借口的可能，任何回避从原则上提出问题的可能。而他们的这种可能也确实被剥夺了。

如果现在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之流在《必要补充》里，阿列克辛斯基之流在前进派的传单上，企图重新把各种各样对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指控、诽谤、诬蔑、捏造和诋毁统统翻出来，那么这些先生们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宣判了。全会曾经一致审理了他们的一切指控，作出决议驳回了一切指控，并且确认这些指控不能成立，——想要否认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无论怎样善于闹无原则纠纷的好手都无法否认这一点。既然如此，所有的人现在都很清楚了：那些重新挑起纠纷的人（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阿列克辛斯基之流），简直是一些想用诽谤来掩盖原则问题的政治骗子。只要他们不是政治骗子，我们也就不会鄙视他们。只要不涉及党执行反取消主义和反召回主义路线的问题，我们也就可以放手不管，让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和阿列克辛斯基尽兴地在污水里打滚。

布尔什维克所以要实行妥协和让步，所以对许多方面都不够彻底的决议表示同意，是因为这对于划清原则界限是十分必要的。布尔什维克满足了孟什维克和召回派所提出的、得到民族代表的多数 
［注：别忘了全会上有表决权的是：4个孟什维克、4个布尔什维克、1个前进派分子、1个拉脱维亚人、2个崩得分子、2个波兰人，就是说，布尔什维克甚至加上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也没有占压倒孟什维克和前进派的多数；当时，崩得分子能起决定作用。］

 认可的一切要求，就使一切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使所有的人（职业骗子手除外）看到，当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执行党的反取消主义和反召回主义路线的问题。在党内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人要参加党的工作，执行这条路线，都不受阻拦；根据民族代表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作出的这个决定，执行党的路线不存在任何障碍，不存在任何别的干扰。既然现在取消派再一次作了表演，而且更加肆无忌惮，那么这就证明，别的障碍是捏造，是转移视线，是用造谣中伤的手段来回避问题，是小组阴谋家的手段，如此而已。

所以，划清界限和分类划开只是在全会以后才真正开始的；这种分类划开仅仅是在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即在取消我们的党这个问题上进行的。那些“调和派”对在全会以后开始划清界限深感震惊、伤心和奇怪，他们感到奇怪，证明他们不过是当了小组外交手腕的俘虏。小组外交家可能认为，跟马尔托夫和马尔丁诺夫，跟马克西莫夫和第二号前进派分子[140]进行有条件的协商就等于整个划清界限结束，因为这样的外交家是把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摆在第二位的。相反，那些把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这个原则性问题摆在第一位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在满足了马尔托夫、马克西莫夫等人提出的一切要求之后，在组织等等的问题上给他们以最大的让步之后，正是这个时候才应当开始真正从原则上划清界限，这没有什么令人感到奇怪的。

全会以后党内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党的统一的崩溃，而是那些真正能够并且愿意在党内按党的原则工作的人们统一的开始，是在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孟什维克、民族代表党员、无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真正的护党联盟中清除同党敌对的叛徒、半自由主义者和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开始。 
［注：顺便谈一下。下面举一件事实，很能说明呼声派和前进派结成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联盟（这个联盟很象饶勒斯派和爱尔威派结成的反对盖得派的联盟[141]）：在《必要补充》中，马尔托夫挖苦普列汉诺夫，说他很重视党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马尔托夫是在撒谎。在全会上，就是这位马尔托夫同全体孟什维克一起，同马克西莫夫一起，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曾经为通过一项承认某地召回派的学校是党校的决议而进行过斗争，要求中央委员会同这个学校进行协商！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打破了这个反党联盟。



当然，既然呼声派和前进派都是党的组成部分，他们也就完全有权组织联盟。问题不在于是否有权利，问题在于联盟是否有原则性。这是一个反对党和反对原则性的无原则分子的联盟。］


4．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的第1条

为了进一步分析全会决议的缺点，我现在要谈谈党内状况的决议的第1条。不错，这一条并不涉及对党的统一的这种或那种理解直接有关的问题，但是，我必须说上几句话，因为对这第一条的解释，在党内已经引起了不少争论。

在我提出的决议草案中，根本没有这一条，所以我（《无产者报》的整个编辑部也是这样）是最坚决地反对这一条的。这一条是孟什维克和波兰人通过的，有部分布尔什维克曾经不厌其烦地再三告诫过他们，对这个含混不清的条文的解释必然会引起误会，或者更糟，会被取消派所利用。

当然，这一条的许多论点空洞无物、意思重复，对此我曾经在全会上提出过批评。只谈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的基本原则是始终如一的，而不明确指出这些基本原则是什么，这里谈的究竟是哪些原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呢，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原理），为什么是这些原则；只谈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始终着眼于取得最大的成效，而既不确定当前斗争的最近目标（最近可能取得的成效），也不确定当前斗争的特殊方法；只谈策略着眼于各种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不具体地明确地指出这些道路；只重复老生常谈，说策略应当有助于积蓄力量，使无产阶级既为迎接公开的斗争，又为利用不稳定的制度的种种矛盾作好准备，——所有这些都是一眼就可看出的明显缺点，这一条由于存在这些缺点而完全变成了不必要的毫无用处的累赘。

但是，在这一条中还有更糟糕的地方。这一条给取消派以可乘之隙。这一点，在全会开会期间各种不同的与会者都早就指出过，这些人中不仅有布尔什维克，而且有一个崩得分子，甚至还有托洛茨基。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对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来说，“第一次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组成一个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自觉地、有计划地和彻底地运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这个策略方法。”（这是什么方法？前面谈的是策略的基本原则，而不是策略方法，更没有谈到某个具体的方法。）

为什么是第一次呢？——在全会上批评这一条的人问道。如果说这是因为国家的每一步发展都会给技术水平和阶级斗争的明确性等等带来某种新的、更高级的东西，那么，这又是一种陈词滥调。任何时期都永远和必然会带来某种同已往的时期相比是第一次出现的东西。而我们所处的时期，是反革命走下坡路的时期，是革命高潮后群众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力量大大削弱的时期。如果说这样的时期的特点是第一次使无产阶级有机会自觉地……运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方法，那么，这些话必然导致的结果是：用取消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第三届杜马时期，用纯自由主义的观点来歌颂这一时期，说它是一个所谓和平的和所谓正常的时期，胜过狂飙突进时期，胜过革命时期，即无产阶级的斗争采取直接革命的形式而自由派斥之为“自发势力的丧失理智”的时期。

用取消主义来解释这个极端含混不清的条文是危险的，为了使大家特别注意这种危险性，我在全会的这次会议上曾经多次提出书面声明，强调了发言者讲话中的许多地方。下面就是我的两个声明：


　　（1）“列宁要求把梯·同志（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下面的这句话记录在案：‘如果把这里的话解释为贬低革命的策略（同反革命相比较），那是非常错误的’。”（2）“列宁要求把马尔托夫同志对约·（为这一条进行辩护的布尔什维克）的话的赞语（“对！”）记录在案，约·的话是：引起争论的这些话并非贬低了，而是提高了革命的意义和革命的方法的意义（同反革命相比较）。”





　　这两个声明确认，这位波兰人和这位布尔什维克（得到马尔托夫的赞同），坚决反对任何用取消主义来解释这一条的做法。自然，这两位同志也根本没有作这样解释的意图。但是，付诸实施的是法律，而不是法律的动机，不是立法者的意图，这是早已人所共知的。这一条在鼓动和宣传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取决于它的某些起草人的善良意图，并不取决于他们在全会上的声明，而取决于社会民主党俄国国内力量和各种倾向的客观对比（非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人未必会特别注意这个含混不清的条文）。

因此，我怀着特别的兴趣等待着，看看人们现在将怎样在报刊上解释这一条，我不急于表示自己的意见，还是先听听未出席全会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应或者听听呼声派的反应为好。

全会后出版的头一号《呼声报》对评价我们关于将来如何解释这一条的争论，提供了充分的材料。

《呼声报》关于全会的总结的编辑部文章说：


　　“要是认为，中央委员会想用这样一些话〈“第一次”等等〉来表示间接谴责我们过去的策略，那当然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和荒唐的，因为这个策略是适合于当时的革命形势的。”（黑体是原作者用的；第19—20号合刊第18页）



　　好极了！作者公开宣称，取消主义的解释是不可思议的和荒唐的。但是，我们再往下读就会在同一段中看到下面这样一个论断：
　　“这些话正式承认，我们过去的政治生活是比较落后的，是同它的革命表现形式背道而驰的，再说，这也是革命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话正式承认，我们过去的策略过于幼稚，而这又是为落后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这些话还正式承认，无论将来的政治局势怎样，任何企图在运动中恢复封闭的地下小组的专政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全部政策的做法，都将是个大倒退。”



　　真是妙不可言！真不知应当从何着手来分析这段内容丰富的“高论”。

就从三次提到的“正式承认”开始吧。每当一项决议正式承认对过去、对革命、对资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等等所作的评价的时候，这个《呼声报》就会发出多少讥笑声啊！这种反对“正式手续”的叫嚷是否出自真心，请看看下面的例子吧：当呼声派不喜欢党的某项清楚的决定时，他们便对“正式”解决一些所谓的复杂的科学问题等等的主张加以嘲笑，就象《社会主义月刊》[142]嘲笑反对机会主义者的德累斯顿决议[143]一样，或者就象当代的比利时内阁主义者嘲笑阿姆斯特丹决议一样[144]。然而，呼声派分子只要发现有取消主义可乘之机，就立刻三次对上帝发誓说，这是被“正式承认”的。

但是，当呼声派分子对上帝发誓的时候，那么，这正是他……背弃真理的时候。文章作者自己说他的解释“被正式承认”了，这实在是太不明智，因为对这一条的解释的争论在中央委员会已经成了一个辩论专题，而且从正式记录在案的——是的，是的！这才真是“正式”的！——引用了一个波兰人和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那些话的两份声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根本不认为《呼声报》的解释是正确的。我们这位叫嚷正式承认的作者只不过是丢自己的脸罢了。

“第一次”一词是承认“过去比较落后”，——这样说还过得去，不过一点也看不出为什么这一定是指政治生活，而不是指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可是再加上一句：“同革命形式背道而驰”，那就太疏忽大意而露出路标派的马脚了。可以打赌，100个自由派里，至少有90个读了这句话就会去亲吻呼声派，而100个工人里，至少有90个读了这句话就会不再理睬机会主义者了。“再说”，关于“革命失败的原因”的补充使取消派五卷本的参加者露了马脚：他们想在含混的决议的掩护下使他们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自由派观点蒙混过去。所以，他们才说“我们过去的策略”“幼稚”，而且是——请注意！——过于幼稚。策略“过于”幼稚，——这个论断正是根据下面这句话作出的：“‘第一次’自觉地、有计划地和彻底地〈在群众性的党里〉运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方法” 
［注：阿恩同志也是用这样的精神来解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见本号《争论专页》上阿恩的文章《关于高加索来信》）。虽然阿恩同志把这封信叫作“诽谤”，但他自己的文章却证实了《高加索来信》的作者柯·斯大·同志[145]的极严厉的责难是对的。关于阿恩同志的这篇在许多方面很有意思的文章，我们回头再谈。］

 。公开斗争时期的策略，即出版、群众结社和革命党派参加选举相对自由时期的策略，群情激愤、政府政策大起大落时期的策略，对政府取得某些巨大胜利时期的策略，——这个策略较之1909—1910年的不幼稚的策略，显然是过于幼稚了！为了作出这样的解释，叛逆精神要有多强，对于事变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解又要有多贫乏啊！

但是，只凭“第一次”这三个字就对“封闭的地下小组的专政〈！！〉”进行谴责，那就荒谬透顶了。请看，实行“过于幼稚的”策略的1905—1907年，这个时期，对工人政党的领导比1909—1910年更加接近“专政”，而且更多地是由那些比现时的小组更加“封闭”的“地下”组织即“小组”来实现的！如果要说这种滑稽可笑的深奥见解是合乎情理的，那就不妨举出下述事实：在革命时期，机会主义者和立宪民主党的崇拜者感到自己在工人中间是“封闭的小组”，而他们却认为现在，在为合法性而斗争（别逗了！）的时候，他们倒不再是“封闭的”了（连米留可夫本人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不再是“小组”（我们有公开背叛的杂志），不再是“地下的”了，如此等等。

无产阶级正在组成一个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第一次看到了以无产阶级领导者自居的人们这样有计划地和彻底地向往自由主义背叛行为。

在对这个提出“第一次”的有名条文进行解释方面，那位波兰同志和那位布尔什维克同志 
［注：在全会上这两位同志对第1条的意思作了解释，认为这一条指出了阶级分化的加剧、工人群众的纯粹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加强。当然，这些意思都是正确的，但第1条的论点没有表达这些意思（表达的并不是这些意思）。］

 都不能不记取这个教训，他们都已经正式声明，他们认为用取消主义来解释他们的条文是完全错误的。


5．十二月（1908年）各项决议的意义以及取消派对这些决议的态度

现在来谈谈关于全会决议的缺点的最后一点意见，这涉及第1条开头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为了阐发1908年党代表会议各项决议的基本论点，中央委员会决定……”这种说法是对孟什维克让步的结果。我们所以特别要讲一讲这个情况，是因为这又是一个说明对让步采取极不老实的态度和对党所规定的策略的意义丝毫不理解的典型例子。

得到委员会大多数赞同因而获得全会肯定多数票的决议草案，本来是这样写的：“为了肯定和阐发1908年12月的各项决议……”在这方面，孟什维克也提出了要求让步的最后通牒，假如保留“为了肯定”的提法，他们就拒绝对整个决议投赞成票，因为他们认为1908年12月的各项决议是“派别活动”的顶点。我们作了他们所要求的让步，同意去掉肯定一语后对决议投赞成票。如果这种让步能达到目的，也就是说，孟什维克能够老老实实地对待党的这个为共同工作所不可缺少的决定，那对这种让步我丝毫也不会感到惋惜。我们党只是在1908年12月的各项决议里才规定了党在第三届杜马时期的策略、组织和杜马工作的基本任务，在别的地方是没有这方面的规定的。我们承认，当时的派别斗争很激烈，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坚持当时反对取消派的决议中的个别尖刻用词。但是，这些决议的一些基本论点，我们是一定要坚持的，因为在谈党、党的原则、党的组织的时候，如果我们无视党对一些最重要的根本性问题所作的唯一的并且为一年来的工作所证实了的答案（不回答这些问题，无论是宣传工作、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都将寸步难行），那就等于在说空话。我们完全承认必须和大家一起来修改这些决议，根据一切派别的同志们的批评，当然其中也包括护党派孟什维克的批评，来重新审查这些决议；我们知道，对这些决议的某些论点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党内仍然会有争论，而且不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些争论在最近的将来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但是，只要这种重新审查工作仍然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只要对于如何估计第三届杜马时期以及这一时期提出的任务的问题党还没有作出新的答案，我们就绝对要求一切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无论他们持什么观点，都必须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这些决议。

看来，这应当是党的原则的起码常识了？看来，对待党的决定不可能有另一种态度了？但是，《呼声报》在全会后转向了取消主义，这种转变使它甚至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是利用党内多数让步的机会转到老老实实的党的立场上来，而是在这个时候立即声明自己对让步的程度不满！（有一点呼声派显然已经忘记了，谁声明对一致通过的妥协性的决议不满，要求新的让步、新的修改，而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挑起争论，那他也就给了对方提出自己一方的修改要求的权利，而我们自然也就要用这个权利。）

上面我引用过的那篇载于《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上的关于全会的总结的编辑部文章一开始就声明说，决议开头的那句话是一个妥协。这是实话，但是，这个妥协是孟什维克的最后通牒逼出来的，是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放弃直接肯定1908年12月的全部决议（不只是它们的基本论点）的结果，如果避而不谈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实话就变成谎言了！

《呼声报》继续写道：“我们认为，这句话和决议的各个最重要的条文的明确内容没有什么联系，它标志着党的发展中的一个转折，同时，它当然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过去也是有继承性的联系的，然而它和‘伦敦遗产’[146]的联系却是最少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一下子便可以在我们党内取得绝对的思想上的一致，如果我们出于本位主义而使运动的进程延缓了一大步，那我们就成了不可救药的学理主义者”（！！）。“纠正决议中的这些错误的事情，我们可以交给历史学家去做。”

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是说出席全会的呼声派由于自己“向布尔什维克让步”而受到了自己的俄国合法派波特列索夫之流的斥责，或者受到了未出席全会的《呼声报》编辑们的斥责，而且似乎他们是在向这些人道歉。他们说，我们不是学理主义者，——让历史学家们去纠正决议中的错误吧！

对这个出色的声明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并不是为历史学家制定决议，而是为了在自己的宣传、鼓动、组织工作中实际贯彻这些决议。党对第三届杜马时期的这一工作任务没有别的规定。对于取消派说来，党的决议当然等于零，因为对他们说来，整个党也等于零，在他们看来，整个党（不仅是党的各项决议）也只有“历史学家”才需要而且才有兴趣去加以研究。但是，无论布尔什维克，无论护党派孟什维克都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同取消派在一个组织内工作。至于取消派分子，我们请他们还是到无头派[147]或人民社会党人[148]那边去。

如果呼声派对党老老实实，如果他们实际上考虑的是党，而不是波特列索夫之流，如果他们考虑的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而不是合法派著作家的小组，那么，他们就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对1908年12月的决议的不满了。他们也就不会在现在，即在全会以后，用立宪民主党人特有的不体面的方式对某些“地下的”“决定”嗤之以鼻了。他们就会对这些决定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根据自己的观点，根据他们对1907—1910年的经验的看法来修改这些决定。只有这样做才会有利于党的真正的统一，有利于在同一条社会民主党活动的路线上互相接近。呼声派拒绝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在执行取消派的纲领。实际上，取消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纲领是怎样的呢？他们的纲领就是无视地下的、注定要灭亡云云的党的决定，同党的决定背道而驰，去从事自由射手的不定形的“工作”，这些自由射手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而在各种合法的杂志上、合法的团体里以及其他各种地方，同自由派、民粹派和无题派一起鬼混。任何决议都不需要，任何“对时局的估计”都不需要，我们斗争的最近目标和我们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也根本不需要确定，——我们把这一切都叫作（尾随米留可夫！）“封闭的地下小组的专政”（而没有看到，事实上我们由于自己的不定形、无组织和散漫性已经把“专政”奉送给自由派小组了！）。

的确，在对党的决议的态度问题上，除了轻蔑地嘲弄和无视党的决议外，取消派实际上也不可能再向呼声派提出别的要求了。

对于所谓中央委员会关于1909—1910年党内状况的决议同伦敦遗产联系“最少”这个观点，是用不着认真分析的，因为这个观点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一边嘲弄党，一边又说我们要考虑党的“全部过去”，但是不考虑与现在直接有联系的过去，也不考虑现在！换句话说：我们要考虑的是那些不规定我们现在的行为的东西。我们要（在1910年）考虑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过去”，只是不包括过去的下列决定：关于1907—1908—1909年时期的立宪民主党的决定、关于1907—1908—1909年时期的劳动派政党的决定和关于1907—1908—1909年时期的斗争任务的决定。我们要考虑一切，只是有一点除外，这就是不考虑现在要想成为真正的党员、要进行党的工作、要领导党的工作、要实行党的策略、要按照党的原则指导第三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就必须加以考虑的东西。

应当指出，崩得允许在他们的机关报上刊登约诺夫同志的一篇对伦敦遗产进行了同样的取消主义的嘲笑的文章（第22页），这是崩得应当引以为耻的。约诺夫写道：“请问，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同目前的形势和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敢说，这一点连列宁同志及其所有的附和者也都不了解。”

当然罗，我怎么能了解这么高深的东西呢！从1907年春到1910年春，资产阶级政党（黑帮分子、十月党人[149]、立宪民主党人民粹派）的各主要集团，它们的阶级构成，它们的政策以及它们对待无产阶级和对待革命的态度，都没有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我怎么能了解呢？在这方面那些可以提出而且必须提出的、不大的、局部的变化，1908年12月的决议已经指出了，我怎么能了解呢？我怎么能了解这一切呢？

在约诺夫看来，这一切大概都同目前的形势和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在他看来，党规定什么对非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都是多此一举。为什么要给自己增加负担呢？把党要规定无产阶级策略的这种愿望称之为“强化警卫”等等，不是更简单么？把社会民主党人变成一些自由射手，变成一些无拘无束的人，可以“自由地”、不需要任何“强化警卫”来解决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今天在《我们的污水》杂志上同自由派一起，明天在廉价文人代表大会上同无头派一起，后天在合作社里同波谢分子一起[150]——这样做不是更简单么。不过……不过可爱的大傻瓜，这究竟和合法派－取消派所力求达到的目的有什么区别呢？毫无区别！

不满意伦敦决定或1908年12月的决议而愿意在党内按党的原则工作的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会在党的刊物上批评这些决议，提修改建议，说服同志们，在党内为自己争取多数。对这样的人的意见我们可以不同意，然而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是符合党的原则的，他们不会象约诺夫、《呼声报》等等那样去扩大混乱。

现在来看看波特列索夫同志吧。

这位向公众表明自己已经脱离社会民主党而独立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2期第59页上大声疾呼：“这些问题真不知道有多少啊！这些问题不解决就寸步难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汲取了当代革命意识的全部精力和力量的思潮〈可爱的独立派先生，能不能少说些废话呢！〉！俄国的经济怎样在发展，这种经济发展如何在反动统治下不知不觉地使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乡村和城市中在干些什么，这种发展使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构成等等等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问题的答案，即使是初步的答案在哪里，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派在哪里？孟什维克派一度全神贯注的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又怎样呢？孟什维克派对组织问题的研究、对过去的分析、对现在的评价又是怎样的呢？”

如果这位独立派的这番费劲的话不是信口开河，而是他真正考虑了说的，那么，他就会看到极为简单的东西。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确寸步难行（这是真的），那么，就必须由社会民主党来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指追求学术上的完美无缺和进行学术研究，而是指要决定采取什么步骤和如何进行）。这是因为，离开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合法派空谈家的沙龙清谈，虽然这位空谈家有时也在人前炫耀“我们也是”准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已经对上述的问题作了初步的回答，而且正是在1908年12月的决议中作出的。

独立派耍了一个巧妙的花招：他们在合法刊物上，拍着自己的胸脯慷慨激昂地问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初步的回答在哪里？”独立派知道，在合法的刊物上是不可能回答他们的。但在秘密刊物上，这些独立派的朋友们（呼声派）却又不屑于对这些“不解决就寸步难行的”问题作出回答。独立派（即社会主义的叛徒）需要的一切都有了：既有响亮的空话，又有脱离社会主义和脱离社会民主党的事实上的独立。


6．论独立派－合法派集团

现在我们来谈谈全会以后发生的事。对于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给了一个相同的简单答案。维也纳决议说：“无论我们党的外部政治生活条件，还是我们党的内部关系，全会以后都没有发生任何足以使党的建设工作难以进行的真正变化……”这只不过是派别性的复发，尚未根除的派别关系的遗毒，如此而已。

约诺夫“绘声绘色地”作了同样的解释。


　　“全会结束了。参加会议的人各奔东西……各个旧派别的领导人获得了自由，摆脱了一切外部的影响和压力。而且这时又赶来了有力的援兵：一部分人得到最近大肆鼓吹宣布党内战争状态的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援助；另一部分人得到16个‘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非常熟悉的、老的党的工作者’的援助”（见第19—20号合刊上的《公开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不投入战斗？于是就又干起互相残杀的老‘工作’来了。”（《崩得评论》第4期第22页）



　　派别主义者的“援兵”赶来了，于是又打起仗来了，如此而已。不错，赶来充当布尔什维克的“援兵”的是一个护党派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他“赶来”同取消派作战，但这在约诺夫看来是一回事。约诺夫显然不喜欢普列汉诺夫同波特列索夫、同伊·同志（他提议“解散一切”）等等的论战。他指责这个论战，这当然是他的权利。但是怎么能把这个论战说成是“宣布党内战争状态”呢？同取消派作战，就是宣布党内战争状态——让我们记住约诺夫同志的这条“哲理”吧。国内的孟什维克当了国外孟什维克的援兵。但是这个事实丝毫也没有促使约诺夫同志认真思考。

根据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的这种“对时局的估计”应当得出怎样的实际结论，这是很明显的。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仅仅是派别的争论。只要拿出新的中和剂就万事大吉了。一切都用小组外交手腕的观点来解释。一切实用药方也就是小组外交手腕。“投入战斗的人”有了，愿意“搞调和”的人也有了：这儿要删去有关“基础”的提法，这又要在“机关”里加进一位某某人，那儿又要在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方式问题上对合法派“让步”……这就是国外小组习气的老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故事！

我们对全会后所发生的变化的看法，是与上述看法不同的。

全会既然通过了一致赞成的决议，删去了一切“引起争论的”非难之词，于是取消派就再也无计可施了。现在再不能拿争论作挡箭牌了。再不能拿不让步和“压服”（或者说：强化警卫、战争状态、戒严状态等等）作借口了。他们离开党只能是因为他们搞取消主义（同样，前进派离开党只能是因为他们搞召回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哲学）。

取消派无计可施，于是他们就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取消派在俄国的中心——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是半公开的（米哈伊尔之流）或完全公开的（波特列索夫之流），反正都一样——拒绝了回到党里来的号召。俄国国内的合法派－取消派同党决裂了，他们已联合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者集团（当然他们只是脱离社会主义而独立，并非脱离自由主义而独立）。米哈伊尔之流的回答，《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复兴》杂志的言论，都表明各个反党的“社会民主党人”（确切些说是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联合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者集团了。因此托洛茨基和约诺夫两人坚持搞“调和”的主张现在就显得可笑而且可怜了。他们之所以坚持这种主张，只能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主张现在已经不起坏作用，因为除了国外的那些小组外交家，除了穷乡僻壤的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以外，就再也没有市场了。

托洛茨基和约诺夫这类调和派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那些使调和主义的外交手腕在全会上得以大显神通的特殊条件，当作目前党内生活的一般条件。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那些在全会上发挥了作用的外交手腕（它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两个主要派别都迫切要求实行调和即实现党的统一）当成了目的本身，当成了长期在“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之间进行周旋的工具。

在全会上外交手腕确实有用武之地，因为当时在护党派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中实现党的统一是必要的，而不作让步，不作妥协，就统一不起来。在确定让步的限度时，“公平的经纪人”不可避免地便成了头面人物——之所以说是不可避免地，是因为在护党派孟什维克和护党派布尔什维克看来，只要整个统一的原则基础还起作用，让步的限度问题就是次要的问题。托洛茨基和约诺夫这类调和派，在全会上成了头面人物，有可能起“中和剂”的作用，充当“审判官”来消除争论，来满足反对布尔什维克中央的“要求”，于是他们就以为，只要“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还存在，他们就永远能起这种作用。这是很可笑的误解。在确定为取得一致所必需的让步的限度时，是需要经纪人的。在已经有了实行统一的明显的共同的原则基础时，是需要确定让步的限度的。至于在作了一切让步之后谁将加入这个统一，这个问题当时还是个悬案，因为，当时在原则上必然会有这样的假设：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愿意到党里来，一切孟什维克都愿意忠实地执行反取消主义的决议，一切前进派分子都愿意忠实地执行反召回主义的决议。

现在呢，经纪人已不再需要，他们已经无事可做，因为已经不存在让步的限度问题。而让步的限度问题所以不存在，是因为已经根本不存在让步的问题了。一切让步（甚至超过限度的让步）全会上都已经作出过。现在的问题，纯粹是同取消主义作斗争的原则立场问题，而且不是一般地同取消主义作斗争，而是同一个确定的取消派－独立派集团作斗争，也就是同米哈伊尔之流的集团，同波特列索夫之流的集团作斗争。如果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现在企图在党同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之间搞“调和”，那么在我们看来，在一切护党派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看来，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简直就是在背叛党，如此而已。

调和派外交家所以在全会上“得势”，只是因为，只是在于，护党派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都希望和平，认为和平的条件问题是从属于党的反取消主义和反召回主义的策略问题的。例如，我当时认为让步超过了限度，并且在让步的限度上作过斗争（对于这一点，《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曾经作过暗示，而约诺夫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来了）。但是我当时表示同意，并且现在也表示甚至同意超过限度的让步，只要这些让步不破坏党的路线，只要这些让步不导致否认党的路线，只要这些让步是引导人们脱离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回到党里来的桥梁就行。但是，现在米哈伊尔之流和波特列索夫之流联合起来采取反对党、反对全会的行动，那任何让步我都不愿意谈了，因为现在党必须同这些完全彻底地变成了取消派的独立派决裂，必须同他们坚决斗争。同时，我相信我的话不但代表我个人，而且代表了一切护党派布尔什维克的意见。护党派孟什维克也已经通过普列汉诺夫及其他人相当明白地说出了同样的意见。党内的情况既然如此，托洛茨基和约诺夫之类的“调和派”外交家，就只好或者抛弃自己的外交手腕，或者脱离党投奔独立派。

只要综观全会后的事态，只要根据实质，而不是仅仅根据无关紧要的小“冲突”的经过（约诺夫以此为满足是没有道理的）对事态作出评价，就可以确信，合法派已经完全联合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者集团。

（1）米哈伊尔、罗曼、尤里宣称中央（全会）的决议以及中央本身的存在都是有害的。这个事实公布以来，已经将近两个月，到现在这个事实并没有人否认。这个事实显然是确实的了。 
［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21号刚出版。在第16页上，马尔托夫和唐恩证实确有这个事实，他们谈到“有三位同志〈？？〉拒绝加入中央委员会”。同往常一样，在这里他们又把“梯什卡—列宁”痛骂了一顿，借以掩盖米哈伊尔之流的集团完全变成独立派集团的事实。］



（2）国内16个孟什维克，其中至少有上述三人中的两个和其他几个最有名的孟什维克著作家（切列万宁、柯尔佐夫等等），得到《呼声报》编辑部的赞许，在该报上为孟什维克退出党的行为辩护，发表了一个纯粹是取消主义的宣言。

（3）孟什维克的合法杂志《我们的曙光》登载了波特列索夫先生的一篇纲领性文章。这篇文章公然写道：“作为一个完整的和有组织的机关等级制的党是不存在的”（第2期第61页），又说：不能取消“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的有组织的整体”（同上）。该杂志的撰稿人有切列万宁、柯尔佐夫、马尔丁诺夫、奥古斯托夫斯基、马斯洛夫、马尔托夫，——这位尔·马尔托夫既能在一个有自己的中心（“有组织的整体”都有自己的中心）的秘密党的“有组织的机关等级制”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又是一个合法集团的一员，而这个集团却得到斯托雷平的恩准，宣布这个秘密党是不存在的。

（4）孟什维克的通俗杂志《复兴》（1910年3月30日第5期）——该杂志的撰稿人同上——登载了一篇没有署名的编辑部文章，把《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刊登的波特列索夫的那篇文章大大吹捧了一番，它引用了我上面引用的那一段话，并且补充道：


　　“没有什么可取消的，——并且我们〈即《复兴》杂志编辑部〉还要补充一句，幻想恢复这个等级制的旧的秘密的形式，简直是有害的反动的空想。它表明一度最富于现实精神的政党的代表人物失去了政治嗅觉。”（第51页）



　　谁要是把所有这些事实都看作是偶然现象，谁显然就是不愿正视现实。谁想用“派别性的复发”来解释这些事实，谁就是用空话来安慰自己。试问这同派别性，同米哈伊尔之流的集团或波特列索夫之流的集团都早已不搞的派别斗争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对于不愿故意闭眼不看事实的人来说，这里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全会为护党的合法派回到党里排除了一切（实际上存在的或实际上不存在的）障碍，为建立秘密党排除了一切障碍，同时考虑到利用合法机会的新条件和新形式。四个孟什维克中央委员和两个《呼声报》编辑都承认，一切不利于共同的党的工作的障碍已经排除了。国内的合法派集团已经对全会作了回答。这是一个否定的回答：我们不愿意从事恢复和巩固秘密党的工作，因为这是反动空想。这个回答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政治事实。独立的（脱离社会主义而独立的）社会主义者集团已经完全联合起来并完全脱离社会民主党。至于这个集团的组织程度如何，它是由一个组织构成的，还是由几个彼此间联系十分ｌｏｓｅ（松散、不坚固）的单个小组构成的，这一点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脱离党而形成独立集团的趋势（这些趋势在孟什维克中间早已存在），现在已经发展到形成新的政治组织了。今后，一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愿意自己欺骗自己，就应当考虑这个独立派集团的存在的事实。

为了说明这个事实的意义，让我们首先回忆一下法国的“独立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在一个最先进的、彻底扫清了一切旧事物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彻底表现出这个政治派别的趋势。米勒兰、维维安尼、白里安属于社会党，但他们的行动一再背离党的决定，违背党的决定，而且米勒兰曾经以挽救共和国和保护社会主义的利益为借口，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终于导致同党决裂。资产阶级以部长的职位奖赏社会主义的叛徒。这三个法国叛徒继续称自己和自己的集团为独立的社会主义者，继续用工人运动和社会改良的利益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

当然，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能这样迅速地奖赏我国的独立派，因为他们开始活动的条件太落后了，他们得到自由派资产阶级（它早就支持孟什维克的“独立主义”趋势）的称赞和帮助，就应当满足了。但是两个国家的基本趋势是相同的：都是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作为自己脱离社会主义政党而独立的借口；都是把“为合法性而斗争”（这是唐恩提出的口号，叛徒的《复兴》杂志曾经热烈地给予支持，见第5期第7页）说成是工人阶级的口号；实际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法国是议员，在我国是著作家）大联合，他们与自由派交替发挥作用；不服从党，无论米勒兰和他的同伙，或者《复兴》杂志和《呼声报》，都宣布党不够“现实”；他们说党是“封闭的地下小组的专政”（《呼声报》），说党闭关自守，是一个妨害广泛进步的狭隘的革命会社（米勒兰和他的同伙）。

其次，为了说明我国独立派的立场，可以看看我们俄国的“人民社会党”形成的历史。这段历史将帮助一些人明白事情的实质，不致因我们的独立派和米勒兰及其同伙进行“工作”的外部条件千差万别，便看不见他们的血缘关系。我们的“人民社会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个合法的和温和的派别，这是大家知道的。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大概谁也不会怀疑这一点。1905年底的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上，人民社会党人曾经要求取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政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1905年秋和1906年春的自由时期，他们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报纸上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到1906年秋，他们取得合法地位便分离出来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政党，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中和在第二届杜马中，有时几乎和社会革命党人合流。

1906年秋，我在《无产者报》上写了一篇关于人民社会党人的文章，我称他们是“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91—401页。——编者注］

 事隔三年半，波特列索夫之流已经向护党派孟什维克证明，我当时的话是正确的。不过应当承认一点，甚至彼舍霍诺夫先生们及其同伙的行为，在政治上要比波特列索夫先生和他的集团来得诚实，因为他们在进行了许多次实际上脱离社会革命党的独立政治活动之后，便公开宣布自己脱离社会革命党，单独成立政党。当然，这种“诚实”也是由力量对比决定的：彼舍霍诺夫认为社会革命党软弱无力，并考虑到和社会革命党非正式联合就会使他有所失；而波特列索夫则认为，政治上的阿捷夫行为[151]，即继续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而实际上脱离社会民主党就会使他有所得。

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认为目前对自己最有利的，就是用别人的名字作掩护，盗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威信，从内部破坏它，在实际上反对它，而不是仅仅脱离它而独立。可能我们的独立派集团将设法尽量长期用别人的羽毛来打扮自己；也可能在党受了什么打击之后，在秘密组织遭到大的破坏之后，或遇到特大的诱惑，例如在有可能不靠党就能进入杜马的时候，独立派自己就会扔掉自己的假面具；——我们不可能预见他们的政治骗术的种种细枝末节。

但是，有一点我们现在是很清楚的，这就是：独立派的这种隐蔽活动对于工人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有害的，致命的；因此，我们无论如何要加以揭穿，使独立派原形毕露，宣布他们已经与党断绝一切联系。全会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尽管乍看起来会觉得这事很奇怪，但恰恰是马尔托夫和马尔丁诺夫的同意（非心甘情愿的或不自觉的同意），恰恰是向他们所作的最大限度的甚至是超过限度的让步，帮助我们揭开了取消主义的脓疮，揭开了我们党内的独立主义的脓疮。任何一个诚实的社会民主党人，任何一个护党派分子，不管他同情哪个派别，现在都不会否认米哈伊尔之流的集团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的集团就是独立派，都不会否认他们事实上不承认有党，不要党，而是在搞反党活动。

独立派分裂出去并成立单独的政党的过程，其成熟的快慢当然是由许多无法估计的原因和情况决定的。人民社会党人在革命前就已经有一个特别的集团，所以这个暂时地和部分地归附社会革命党的集团，分离出来是特别容易的。我们的独立派则还有自己本身的传统，他们个人同党有联系，这就延缓了他们分裂出去的过程，但是这些传统正在日益减弱，而且除此以外，革命和反革命又推出一些不受任何革命的和党的传统的束缚的新人物。同时，周围存在的“路标主义”思想情绪这种环境也非常迅速地推动意志薄弱的知识界走向独立。“老”一代革命者正在退出舞台；斯托雷平用尽全力摧残这一代的代表，因为他们在自由的时期，在革命的年代，大部分已经暴露了他们的全部化名和全部秘密活动。监狱、流放、苦役、流亡国外，使离开战斗行列的人数日益增加，而新一代的成长又很缓慢。在知识界中，尤其是在“习惯于”某种合法活动的知识界中，正滋长着一种完全不相信秘密党，完全不愿意花力气去做现阶段特别困难的和特别不见成效的工作的思想。“患难识朋友”，目前工人阶级正处在新老反革命势力一起发动进攻的困难时期，它必然会看到，它在知识界的许许多多“一时的朋友”，共度节日的朋友，只是革命时期的朋友纷纷离去，这些朋友在革命时期是革命者，但在低落时期就随波逐流，反革命刚一得手，他们就宣布“为合法性而斗争”。

在欧洲一些国家，例如1848年以后，反革命势力曾经彻底清除了残存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社会主义的组织。青年时代曾经追随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于他们的市侩心理，这时便心灰意懒了，他们说：过去就这样——将来也如此；捍卫旧的秘密组织是没有希望的事，建立新的秘密组织就更没有希望了；总而言之，我们“夸大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力量，我们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的作用是“万能的”，——所有这些叛徒的《社会运动》的见解，都直接和间接地推动他们离开秘密的党。站在斜坡上的独立派，他们没有觉察到自己正在不停地往下滑，更没有觉察到自己正在同斯托雷平亲密合作：斯托雷平从肉体上，用警察手段，用绞架和苦役来破坏秘密的党，自由派公开宣传路标主义思想来破坏秘密的党，而社会民主党人中的独立派则间接帮助破坏秘密党，他们叫嚷秘密的党已经“陷于瘫痪”，拒绝帮助它，为脱离党的行为辩护（见《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上16人的信）。真是每况愈下。

反革命时期拖得愈长，保卫党的斗争对我们来说便愈艰苦，对此我们是不会视而不见的。护党派不缩小危险，而是正视危险，例如，中央机关报第13号上克·同志的文章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坚决坦率地承认党软弱无力，承认组织涣散，承认情况困难，这并没有使克·同志（也没有使任何一个护党派分子）在要不要党，要不要进行恢复党的工作这个问题上产生片刻的动摇。我们的处境愈困难，敌人的数目愈增加（我们的敌人中，前天增加了路标派，昨天增加了人民社会党人，今天又增加了独立派社会民主党人），一切社会民主党人也就会不分派别愈紧密地团结起来保卫党。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在如何带领有革命情绪的、相信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去冲锋陷阵这个问题上，他们可能产生分歧，但是在是否必须为保存和巩固1895—1910年建立起来的秘密的社会民主工党而斗争这个问题上，他们却不可能不团结一致。

至于《呼声报》和呼声派，那他们已经十分清楚地证实了去年7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的决议对他们所作的估计。这个决议说（见《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第6页）：“在党内孟什维克的营垒中，在该派别的正式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完全成了孟什维克取消派的俘虏的情况下，该派别的少数人在彻底看清了取消主义的道路以后，已经毅然决然地声明反对这条道路，正在为自己的活动重新寻找党的基础……” 
［注：见本卷第37页。——编者注］

 实际上离“结束”取消主义道路，比我们当时考虑的还要远些，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上面这段话的基本意思是正确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已经“成了取消派的俘虏”这个说法，更是得到了证实，这个机关报是不折不扣的取消派的俘虏，它既不敢直接维护取消主义，又不敢直接反对取消主义。他们甚至在全会上一致通过决议的时候，也不是自由人，而是俘虏，他们的“主人”把他们放出来一段短时间，但是全会后的第二天他们又恢复奴隶状态。他们既然不敢维护取消主义，便竭力强调各种各样的障碍（包括各种虚构的障碍！），这些障碍虽然与原则问题无关，却妨碍他们放弃取消主义。在这一切“障碍”都被清除之后，在他们提出的一切不相干的、个人的、组织方面的和经费方面的要求以及其他种种要求都得到满足之后，他们才违心地“举手赞成”放弃取消主义。这些可怜虫！他们不知道：此时此刻，16人宣言已经在送往巴黎的途中，而米哈伊尔之流的集团以及波特列索夫之流的集团维护取消主义更是变本加厉！于是他们又驯服地跟着16个人，跟着米哈伊尔，跟着波特列索夫重新投向取消主义！

维护这些人或替这些人辩护的意志薄弱的“调和派”，如约诺夫和托洛茨基，他们最大的罪过，就在于他们使这些人更加依赖取消主义，害了这些人。如果说所有无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坚决反对米哈伊尔之流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的行动（而无论托洛茨基或约诺夫，都是不敢维护这些集团的！）能够使被取消主义俘虏的呼声派中的某些人回到党里来的话，——那么“调和派”的装腔作势和矫揉造作是丝毫不能使党与取消派调和的，而只能激起呼声派的“毫无意义的希望”。

然而，这种装腔作势和矫揉造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显然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正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所以约诺夫同志才仅仅提出是否登载马尔托夫的文章的问题，所以维也纳的托洛茨基派才把问题归结为中央机关报内部的“冲突”。无论是马尔托夫的文章（《在正确的道路上》……即在正确地走向取消主义的道路上）或是中央机关报内部的冲突，都只是局部事件，这些局部事件，如果不同全局联系起来是不能理解的。例如，马尔托夫的文章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一年中已经研究透了取消主义和呼声派的各种色彩），马尔托夫已经转向了（或者说别人使他转向了）。同一个马尔托夫是不能既在中央关于代表会议的《信》上签名，同时又写出《在正确的道路上》这样的文章的。由于把马尔托夫的文章同一连串事件割裂开，——在这篇文章之前发表的中央委员会的《信》，在这篇文章之后出版的《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16人宣言、唐恩的文章（《为合法性而斗争》）以及波特列索夫和《复兴》杂志上的一些文章——，由于把中央机关报内部的“冲突”同上述一连串事件割开，所以托洛茨基和约诺夫也就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注：再以在秘密的党内合法的个人“权利平等论”为例。在米哈伊尔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的行动之后，这个理论的含义和作用，就是承认独立派－合法派集团，并且要党服从他们，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相反，如果把作为一切事件的基础的东西——俄国的独立派已经完全联合起来，他们已经同恢复和巩固秘密党这一“反动空想”完全决裂——放在中心位置，那么一切都成为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7．关于护党派孟什维主义和对它的评价

为了说明我们党内的“统一的危机”，我们应当研究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所谓护党派孟什维主义以及对它的意义的评价问题。

在这方面，很值得注意的是无派别的（自称为无派别的）约诺夫和托洛茨基的观点（《真理报》第12号和维也纳决议）。托洛茨基坚决地固执地无视护党派孟什维主义（中央机关报第13号上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注：见本卷第233—235页。——编者注］

 ，而约诺夫则泄露了自己同伙的“珍藏的”思想，他宣称，“普列汉诺夫同志”（其他护党派孟什维克根本不在约诺夫的眼里）所发表的言论的作用无非就是“支援”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斗争，鼓吹“宣布党内战争状态”。

事实驳斥了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的立场，单凭这一点，他们也应当发现自己的立场的错误。从中央机关报第13号上可以看出，至少国外七个党的协助小组（巴黎、日内瓦、伯尔尼、苏黎世、列日、尼斯、圣雷莫）中，普列汉诺夫分子，更正确些说，护党派孟什维克，已经起来反对《呼声报》了，他们要求执行全会的决定，要求停办《呼声报》，他们指出了《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的思想立场的取消主义性质。在俄国国内的工作者中间现在也开始出现这样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也许不那么明显。避而不谈这些事实是可笑的。如果不顾这些事实，企图把普列汉诺夫同呼声派的斗争说成是著作家的“派别”斗争，这就等于（客观上）站在独立派－合法派集团一边来反对党。

上述“调和派”的立场显然是不正确的，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他们应当从中看到，他们的出发点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全会上的统一的政治意义就在于“同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进行了协商。不应当被党内事态的表面现象以及这些事态中个人的特点所欺骗，而应当对目前所发生的事情的思想和政治意义作出评价。从表面上看，同某某呼声派分子进行了协商。其实呼声派转到普列汉诺夫的立场上来才是协商的基础和条件。这一点从上面对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的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 
［注：在参加全会的四个担任中央委员的孟什维克中，有两人想竭力对呼声派作最大限度的让步，从而使他们事实上转到普列汉诺夫的立场上来。这并不是说，这两个人是坚定的护党派，并不是说他们决不会回到呼声派方面去。这只是说，当时，孟什维主义是处在它还不可能放弃党的原则的时期。］

 从表面上看，例如，从中央机关报的人员组成来看，呼声派当时是党内孟什维主义的代表。事实上，中央机关报在全会之后，便开始转变为护党派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合作”的机关报，而遭到呼声派的全力的抵制。因此，党的统一的发展经过一段曲折：起初好象是乱糟糟的大调和，没有明确规定统一的思想基础，但是后来各种政治趋向的逻辑充分显示出自己的作用，独立派脱离党的过程因为全会向呼声派作出了最大让步而加速完成了。

当我在全会上听到和在《呼声报》上（第19—20号合刊第18页）看到有人对“各强大派别进行协商以反对右的和左的取消派”这个口号（《呼声报》把这个口号加上了引号，但是不知为什么它没有直说：在全会前和在全会上我是拥护这个口号的）拼命进行攻击时，我就暗自想道：“abwarten！”，“wait　and　see”（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呼声派先生们！请等一等，你们这是想在“背着主人”结帐。问题不在于全会给一切派别（不仅仅是给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强大”派别）提出了参与协商的可能性。问题在于你们的“主人”，即独立派－合法派集团，是否允许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

几个月已经过去了，现在只有瞎子才会看不见，事实上正是“各强大派别的协商”构成了党的统一，并且“扫除一切障碍”推进这个统一。应当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因为党内实力的实际对比是这样。毫无疑问，在最近的将来，或者党的一切领导机构正式进行改组，以便反映出这种协商，或者党内生活和党的统一的发展暂时撇开党的领导机构。

当然，把护党派孟什维克称为“强大派别”，乍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因为目前看来呼声派更强，至少在国外是如此。但是，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判断力量的强弱，不是根据国外集团发表的意见，不是根据孟什维克著作家如何组合，而要看谁的立场客观上是正确的，谁的立场按照政治形势的逻辑注定要向“独立派”屈服。工人事业派，在1898—1900年，无论在国外，无论在俄国国内都比火星派强大，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强大派别”。

现在，呼声派动员一切力量来反对普列汉诺夫，把他们所有的脏水，包括波特列索夫先生，包括重提1901—1903（原文如此！）年马尔托夫如何“受委屈”，都泼向普列汉诺夫，呼声派的这种虚弱就显得格外明显了。阿克雪里罗得及其同伙于4月在国外出版了一本对普列汉诺夫进行人身攻击的文集，这是他们政治上无法挽回的失误，因为在俄国，2月出版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和3月出版的《复兴》杂志，已经把问题完全转到另一方面，而普列汉诺夫在中央机关报第13号上，已从叙述他同呼声派冲突的经过转到反对呼声派现时的政策了。呼声派现在一回忆起过去的（1901年以前的！）“委屈”，就激动得手脚乱舞，象还在呼吁好心人来保护他们不受布尔什维克中心的侵犯的前进派一样。

请看我们的“受委屈的人”是如何愈来愈明显地自我暴露的吧。他们在1910年，只要一提起“列宁—普列汉诺夫”（这是他们的专门术语！）的协商就气得发狂，就象一年前马克西莫夫为这件事气得发狂一样。呼声派象马克西莫夫一样竭力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问题几乎全在于“列宁同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协商，而且他们把普列汉诺夫的行动说成是由于他“瞎任性”（《必要补充》第16页），“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以及其他等等。马尔托夫提起普列汉诺夫作为孟什维克“五年来的活动”（同上）时，力图事后败坏他的名声，说他反复无常，但是马尔托夫没有觉察到，他这样做首先是使自己难堪。

在上述的《必要补充》中，《呼声报》的编辑委员会向我们担保说（第32页），普列汉诺夫正是在上述的五年中（1904—1908年）是“伟大的”。请看从这里能得出什么结论吧。孟什维克宣布普列汉诺夫所以“伟大”，不是由于他在20年中（1883—1903年）的活动（在这一时期，他忠于自己的主张，他既不是孟什维克，也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而恰恰是由于他后来五年中的活动，但是孟什维克自己说，这五年普列汉诺夫是“反复无常”的，就是说，没有坚持彻底的孟什维克路线。结论是：“伟大”就在于他没有完全陷进孟什维主义的泥坑。

但是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所回忆的孟什维主义五年来的历史，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事实，有助于说明孟什维克的分裂并不是马尔托夫竭力强调的那种微小的、个人的原因造成的。

1903年，普列汉诺夫在增补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时，在《火星报》第52号上《不该这么办》这篇文章中宣布：他愿意和机会主义者进行周旋，并且通过这种周旋使他们改正过来。与此同时，他极尽攻击布尔什维克之能事。1904年底他力图把显然已经滚到自由主义方面去的阿克雪里罗得拖出来（《地方自治运动计划》），但他的做法是，对宣布向地方自治人士示威就是“高级形式的示威”等等这样一些高论，只字不提（见《给中央委员会的信》，这本小册子仅供党员阅读）。1905年春，普列汉诺夫看到“周旋”没有希望了，于是脱离了孟什维克，创办了《日志》，宣传与布尔什维克联合。《日志》第3期（1905年11月）已经完全不是孟什维克的刊物了。

普列汉诺夫花费了近一年半的时间（从1903年底至1905年春）和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周旋，他从1906年初起，并且在1907年一年中又同立宪民主党周旋。在此期间，他搞的极端机会主义，大大超过了其他的孟什维克。虽然普列汉诺夫在第一届杜马时期宣布了“周旋手段”，但是在第一届杜马解散后他就建议（在《日志》第6期上）各革命政党进行协商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这时《无产者报》（在1906年8月29日第2号《策略上的动摇》一文中）立刻指出，这个立场完全不是孟什维克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73—377页。——编者注］

 。

1907年春，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据切列万宁所述，我在《十二年来》文集的序言 
［注：同上，第16卷第86—105页。——编者注］

 中已经引用过他的话）和孟什维克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作过斗争。当时他需要“工人代表大会”作为一种周旋手段，以便发展党而不是反对党。马尔托夫在《必要补充》中说，1907年下半年普列汉诺夫“曾经不得不花费不少口舌”，坚持孟什维克必须有秘密的（即党的）机关报，反对阿克雪里罗得（显然，阿克雪里罗得宁愿要合法的、事实上不是党的机关报）。1908年波特列索夫的一篇文章所引起的冲突，是普列汉诺夫与取消派分裂的导火线。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孟什维克现在的分裂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周旋手段”不能为周旋者因进行周旋而犯的错误辩护，至于我写的批评普列汉诺夫的错误的那些话，我一句也不打算收回。但是“周旋手段”说明为什么一部分孟什维克容易走到独立派方面去，而另一部分孟什维克却很难甚至不可能这样做。由于进行周旋而带领工人阶级跟着立宪民主党人走的那种社会民主党人，他给工人阶级带来的危害，并不比那种因内心倾向于机会主义而这样做的人带来的危害少。但是，前者可以、能够、来得及在后者掉进陷阱的地方刹车。俄国有句俗语说：让他去祷告上帝，他就磕破头皮。普列汉诺夫也可以这么说：让波特列索夫分子和唐恩分子靠右走去进行周旋，他们却把靠右走当成原则。

某些孟什维克及时刹车，这完全证实他们不愧为“护党派孟什维克”。他们刹车是为了进行维护党、反对独立派－合法派的斗争，波特列索夫先生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在《必要补充》中企图回避这个简单明了的问题，这是徒劳的。

恩格斯也曾经同社会民主联盟[152]（英国社会民主党人）作过斗争，——波特列索夫这样来支吾搪塞（第24页）。可爱的先生，这是诡辩。恩格斯指出了党的错误[153]，而你们可没有说如何纠正党的错误，你们甚至不肯直接说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现在是否需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否需要。在斯托雷平面前你们说：不需要（《我们的曙光》杂志），而在党员面前，在秘密刊物上，你们却不敢这么说，而是闪烁其词，支吾搪塞。

编辑部断言：“列宁—普列汉诺夫主张向工人运动的新形式宣战”（第31页），“我们是从真正的工人运动的状况、条件和要求出发的”（第32页）。可爱的先生们，这是诡辩。你们自己也承认，全会曾竭尽全力肯定这些新形式，而且布尔什维克在全会以前所进行的斗争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分歧不在于是否需要“新形式”，是否需要进行合法的工作，是否需要建立合法的团体，——我们的分歧完全不在这里。我们的分歧在于：合法派如米哈伊尔之流的集团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的集团，他们已经脱离社会民主党而独立，对这么干的合法派是否仍允许他们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还是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必须承认党，宣传党的必要性，在党内工作，巩固党的组织，在各地方和在一切团体中建立秘密支部以便和党建立正常的联系，等等。你们也很清楚，现在，即在全会之后，我们的分歧正是在这里。

我们希望同护党派孟什维克接近，希望同他们协商，以便进行维护党、反对独立派的斗争，而呼声派却竭力把我们这种做法说成是“列宁同普列汉诺夫”搞个人联盟。呼声派大骂《无产者报》第47—48号合刊上一篇反对波特列索夫的文章的作者，说他带有“佞臣”的腔调，说他利用同普列汉诺夫的“协商来投机”。

我翻开这篇文章，在第7页上有这样一段话：


　　“当然，普列汉诺夫在革命时期所犯的一切错误的根源，恰恰就在于他没有把他自己在旧《火星报》上所实行的路线贯彻始终。”



　　让读者来评一评究竟谁的话更象“谄媚”和“投机”吧：是把布尔什维克所认为的普列汉诺夫的错误直接指出来呢，还是宣布普列汉诺夫恰恰在他作为孟什维克和“反复无常”（按孟什维克的说法）的那个时期是“伟大”的呢？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写道：“当重要的〈黑体是《呼声报》用的〉政治行动的时刻重新到来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将会和我们在一起。”（《必要补充》第32页）



　　这是政治上很无知的说法，但是，“投机”的意思却是很清楚的。其所以很无知，是因为对于旧的领袖们来说，现在恰恰就是重要的政治行动时刻，现在的政治行动要比公开斗争时期重要一百倍，因为在公开斗争时期，群众自己能更容易找到道路。说“投机”的意思很清楚，是因为这句话表示他们的决心，一旦普列汉诺夫重新开始“周旋”，他们就重新承认普列汉诺夫为孟什维克。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呼声派不明白：他们的这些攻击同例如阿克雪里罗得说的“我们不愿意卑躬屈节”（在普列汉诺夫面前）“充当阿谀逢迎的奴仆”（第19页）这些话放在一起，究竟有什么意思。你们的举止恰恰象阿克雪里罗得上面所说的这种人，你们对普列汉诺夫的态度，恰恰合乎这些人的“公式”：“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

你们求他伸过“手”来求了五年，现在你们又“飨以老拳”——写出32大页文章来攻击他，而在第32页上却又“表示决心”：可以同意重新承认他为孟什维克，再求他伸过“手”来。

至于我们，那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普列汉诺夫在“反复无常”的时期，从来就不是布尔什维克。我们现在不认为，将来也永远不会认为他是布尔什维克。但是，普列汉诺夫以及一切能起来反对独立派－合法派集团并能同他们斗争到底的孟什维克，我们都认为是护党派孟什维克。在目前的困难时期，在理论上维护马克思主义和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维护党的斗争已经提上了日程，因此我们认为竭力接近这样一些社会民主党人，是一切布尔什维克的责无旁贷的义务。


8．结论。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纲领

全会决定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局限于全会设想在全体孟什维克都转到党的立场上来的条件下安排的那个议事日程。这个条件没有实现，因此我们不应当自己骗自己。

通过同独立派－合法派的斗争团结护党派，——这应当作为选举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代表的口号，作为召集和准备这次代表会议的口号。根据这个任务并且估计到呼声派的反党立场，我们应当果断地对党的一切领导机构进行改组，使这些机构不再无理取闹（一切呼声派都在准备同领导机构无理取闹而且今后还会准备这样做），而去从事真正的党的建设工作。呼声派不愿意建设党，而愿意暗中帮独立派－合法派集团的忙。

布尔什维克为这次代表会议拟订了以下纲领：按照十二月（1908年）决议并根据这些决议的精神建设党；继续完成全会的工作，对全会的决定进行上面提及的种种修改，这也是全会后的整个事态发展提出的要求；竭尽全力系统地、不断地、全面地和坚持不懈地利用所有一切合法机会，以便集聚无产阶级的力量，帮助无产阶级集合起来，团结起来，在斗争中学习本领，放开手脚干，——同时要坚定不移地恢复秘密的支部，秘密的纯粹的党组织，而且主要首先恢复纯粹的无产阶级组织，学会使它们适应新的条件，因为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够指导合法组织的一切工作，才能够把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精神贯串到这些工作中去，才能够同叛徒和独立派－合法派作不调和的斗争，才能迎来这样的时刻，那时，我们的党，我们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于保持了1905年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的一切传统，巩固和扩大了党的无产阶级队伍，因而能够率领这支队伍投入新的战斗，去夺取新的胜利。





	载于1910年3月6日（19日）和5月25日（6月7日）《争论专页》第1号和第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239—304页

















[136]马赫主义者即经验批判主义者。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里说：“马赫主义者这个名词比较简短，而且在俄国的著作中已经通用，我将到处把它作为‘经验批判主义者’的同义语来使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3页）



经验批判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欧广泛流行，创始人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和德国哲学家理查·阿芬那留斯。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受了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其代表者是孟什维克中的尼·弗·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和布尔什维克中的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俄国马赫主义者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幌子，实际上在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揭露了经验批判主义的反动实质，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免遭修正主义者的歪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45。



[137]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5年给威·白拉克和奥·倍倍尔的信中就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问题发表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29—133、119—126、150—152页）。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是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



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定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派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



爱森纳赫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该党是在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领导下，于1869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曾参加第一国际。由于经常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爱森纳赫派执行了比较彻底的革命政策，尤其是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一贯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于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247。



[138]《对格·瓦·普列汉诺夫〈日志〉的必要补充》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一份反对普列汉诺夫的传单，1910年4月由《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出版。——248。



[139]《我们的曙光》杂志（《Наша　Заря》）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成了俄国取消派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复兴》杂志（《Возрождение》）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刊物（双周刊），1908年12月—1910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为该杂志撰稿的有费·伊·唐恩、亚·尼·波特列索夫、亚·马尔丁诺夫等。接替《复兴》杂志出版的是《生活》杂志。——256。



[140]指维·列·尚采尔（马拉）。——265。



[141]饶勒斯派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派。饶勒斯派以要求“批评自由”为借口，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



爱尔威派是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古·爱尔威为首的“极左”派。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07年）上，爱尔威提出用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任何战争。列宁尖锐地批评了爱尔威主义的半无政府主义观点，指出它“在理论上是荒谬可笑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73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爱尔威开始向右转化，1914年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立场。



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该派于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订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265。



[142]《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69。



[143]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1903年9月13—20日）通过的《关于党的策略》这一决议。决议是以288票对11票的压倒多数通过的，其中说：“党的代表大会最坚决地谴责修正主义者力图改变我们固有的、久经考验的、战无不胜的、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策略，这就是用对现存制度让步的政策来取代推翻我们的敌人以夺取政权的政策。”——269。



[144]指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04年8月）通过的《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决议。决议禁止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谴责掩盖现存的阶级矛盾从而促成同资产阶级政党接近的任何尝试。关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见注182。——269。



[145]《高加索来信》的作者柯·斯大·同志即斯大林。他的这封尖锐批评梯弗利斯取消派的信写于1909年12月（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178—185页），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的孟什维克成员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刊登，后来同高加索孟什维克的领袖诺·尼·饶尔丹尼亚（阿恩）对这封信的答复一起刊登在1910年5月25日（6月7日）《争论专页》第2号上。——270。



[146]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6—207页）。——274。



[147]无头派是列宁对无题派的蔑称。在俄语里“无头”和“无题”谐音：“无头”的本意是头脑迟钝。



无题派是指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无题》周刊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维·韦·波尔土加洛夫、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人。无题派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西欧批判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支持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列宁称无题派为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化的孟什维克。无题派后来集结在左派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周围。——274。



[148]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茲、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该党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1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274。



[149]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276。



[150]《我们的污水》杂志是列宁对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见注139）的蔑称。



廉价文人代表大会是对全俄作家和新闻记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蔑称。这个代表大会于1910年4月21—28日（5月4—11日）在彼得堡举行，出席的有来自《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现代世界》杂志的孟什维克取消派的代表。代表大会原定要讨论争取出版自由的决议，可是警察当局一提出要求，它就立即唯命是从地把这一议程撤销了。



波谢分子是指俄国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弗·亚·波谢的追随者。波谢曾主张在俄国成立对社会民主党独立的工人合作社组织。——277。



[151]阿捷夫行为意为叛卖。叶·菲·阿捷夫是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曾领导该党的从事恐怖活动的战斗组织，同时充当奸细，与警察司合作，多次出卖该党党员和战斗组织成员，保护沙皇政府的首脑人物免遭暗杀。1908年被揭露。——286。



[152]社会民主联盟（S．D．F．）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一组织是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于1884年8月成立的。参加联盟的除改良主义者（亨·迈·海德门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外，还有一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哈·奎尔奇、汤·曼、爱·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等），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联盟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脱离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忽视这一运动的特点。1907年，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英国社会民主党。1911年，英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一起组成了英国社会党。1920年，社会党的大部分党员参加了创立英国共产党的工作。——297。



[153]指恩格斯的《伦敦的五月四日》以及他1886年11月29日和1889年5月11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两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9—76页、第36卷第565—569页和第37卷第193—194页）。——297。





《列宁全集》第19卷


致《斗争报》纪念号
[154]



（1910年7月）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同志[155]，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的要点已发表在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第12号上），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在我们所处的艰难时期，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是特别“正常”和健康的。所以会得出这种印象，是因为拉脱维亚边疆区的社会民主党（成员的构成是最无产阶级化的，并且主要是由工人自己领导的）已经实现了客观情况所要求的、向制定特别的策略和完成持续很久的反革命得势时期的各项组织任务的过渡。在革命时期，拉脱维亚的无产阶级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在反对专制制度和旧制度的一切势力的斗争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里不妨顺便提一提，1905年官方的罢工统计（工商业部出版的）[156]表明，里夫兰省无产阶级罢工斗争的顽强精神是首屈一指的。1905年里夫兰省工厂工人总数为53917人，而罢工者竟达268567人次，也就是说几乎等于工厂工人总数的5倍（4．98倍）！里夫兰省一年中平均每个工厂工人参加罢工5次。除了里夫兰省，还有：巴库省，平均每个工厂工人参加罢工4．56次，梯弗利斯省——4．49次，彼得库夫省——4．38次，彼得堡省——4．19次。1905年莫斯科省参加罢工的工人为276563人次，略多于里夫兰省，但是莫斯科省的工厂工人总数为里夫兰省的5倍（285769与53917之比）。由此可见，拉脱维亚无产阶级表现出的自觉性、团结一致和革命精神要高得多。但是大家也知道，在向专制制度发动进攻时拉脱维亚无产阶级的先锋领导作用并不限于罢工斗争，武装起义中它走在前面，为了把运动推向最高阶段即推向起义它出力最多。为了吸引拉脱维亚的农业无产阶级和拉脱维亚的农民参加反对沙皇制度和地主的伟大革命斗争，它所做的工作超过了所有别的人。

拉脱维亚工人党在革命时期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支先进部队，在艰难的反革命得势时期也站在前列。我们从上述报告中了解到，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既没有因热中于革命空谈而形成特殊流派（类似我们的“召回派”），也没有因热中于合法机会而形成特殊流派（类似我们的取消派，否定秘密的党，不愿执行恢复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在工作中利用了一切合法机会，如合法的工会、各种工人、团体、杜马讲坛等等；同时，他们绝不“取消”秘密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相反，他们到处都保持了党的秘密工人支部，这些支部将会维护和发扬伟大的革命斗争的传统，坚持不懈地在工人阶级年轻的一代中培养出愈来愈多的有觉悟的战士。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所以能取得成就，无疑原因首先在于：不论城市或农村，资本主义都有了较高的发展；阶级矛盾非常明确；这些矛盾由于民族压迫而更加尖锐；拉脱维亚居民集中，文化发展程度较高。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俄国工人阶级赖以发展和进行活动的环境，就差多了。这种不发达的状况目前正在国内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造成更为严重的危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我们运动中起的作用很大，他们起好作用也起坏作用：他们在研究理论和策略问题的同时竟“研究”起种种偏离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结成特殊“派别”（如“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的问题来了。

我们相信，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有充分根据可以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是决不会狂妄到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这些棘手的问题不屑一顾。

无产阶级的觉悟愈高，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就愈明确，反对工人运动中任何小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就愈坚决，对不很开展的工人同志摆脱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影响也就愈加关心。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取消主义派别是俄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产物。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都反对革命，拒绝革命，咒骂1905年的策略是“血腥的和徒劳的”策略，它对当权者卑躬屈节，号召人民只须采取合法斗争的方法。我们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接受了反革命自由派的影响。五卷本的革命史（马斯洛夫、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编辑的《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出版了，这部史书实际上是在宣扬叛徒学说，说什么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对资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等等。其实是无产阶级群众对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估计不足，对资产阶级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力量估计过高，对自己的力量——千百万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们的进攻力量估计不足。

现在出版的两本合法杂志（《我们的曙光》和《复兴》）宣传说，恢复并巩固秘密的党，恢复并巩固我们原来的经过多年考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是“反动的空想”。持有这种观点的先生们也在孟什维克的秘密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进行申辩，并且提出“为合法性而斗争”的口号。孟什维克派最著名的领袖之一普列汉诺夫退出了该报编辑部，并且不再担任所有这些刊物的撰稿人，他向这些刊物宣战，并号召孟什维克护党派起来支持和巩固革命的秘密的无产阶级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这样，我们的党就开始同独立合法派决战。这些人（即合法派）错误地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他们在破坏社会民主党人的事业，破坏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把它化为若干不定形的、没有任何原则的、实际上是使工人阶级成为受自由主义的思想支配和从属于自由主义的政治领导的合法集团。

10年前，我们的党曾经同非常类似现在的“取消主义”的所谓“经济主义”作过斗争。现在，斗争比那时更为困难，因为一切反革命势力——不仅旧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而且新的（现代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都力图消灭无产阶级中的1905年的传统，消灭它的秘密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工人阶级既然能成为1905年革命的领袖，无疑也将会克服这一切偏离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倾向。

1905年的革命以前，社会民主党人在完全秘密的小组中工作了20年，并建立了领导着数百万人向专制制度冲击的政党。革命以后，我们能够，因此也应该不仅继续进行秘密支部的工作，而且要百倍地加强这一工作，在这些支部的周围建立起重重合法组织的密网，利用黑帮杜马讲坛来进行我们的鼓动，把在革命斗争中取得的教训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并建立一个能够带领千千万万人向专制制度发动新的冲击的社会民主党。





	载于1910年7月《斗争报》（拉脱维亚文）第10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305—309页

















[154]这篇文章是为《斗争报》第100号写的。



《斗争报》（《Zihna》、《Cina》）是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的中央机关报，1904年3月创刊。1909年8月以前在里加出版（经常中断），以后在国外出版。该报撰稿人中有拉脱维亚共产党组织者之一彼·伊·斯图契卡、拉脱维亚人民诗人扬·莱尼斯等。1917年4月起，《斗争报》成为合法报纸，先后在彼得堡、里加和其他城市出版。1919年8月起，因反革命在拉脱维亚暂时得势而再次在里加秘密出版。1940年6月，苏维埃政权在拉脱维亚取得胜利后，该报成为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机关报。——301。



[155]指马丁·奥佐林。奥佐林是工人，在1908年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作为该党的代表于1910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301。



[156]指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工厂监察员瓦·叶·瓦尔扎尔编的《1905年工厂工人罢工统计》一书。该书由沙皇俄国政府工商业部于1908年出版。——301。







《列宁全集》第19卷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关于合作社的决议草案
[157]



（1910年8月16—17日〔29—30日〕）

代表大会认为：

（1）无产阶级的合作社通过减少中间剥削、通过影响供货人那里的劳动条件和改善职员的生活状况等，使工人阶级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

（2）无产阶级的合作社由于能在罢工、同盟歇业、政治迫害等期间提供帮助，因此在群众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具有愈来愈大的重要性；

（3）无产阶级的合作社把工人阶级群众组织起来，训练他们独立管理事务和组织消费，并在这方面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的组织者。

另一方面，代表大会认为：

（1）只要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对掌握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阶级实行剥夺，还没有实现，合作社所争得的一些改善就极为有限；

（2）合作社是纯粹商业性的机构，并且要承受竞争环境的压力，因此有蜕变为资产阶级股份公司的趋势；

（3）合作社不是同资本直接作斗争的组织，有可能造成而且也正在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合作社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

因此，代表大会号召各国工人：

（一）加入无产阶级的合作社组织，全面促进它们的发展，并用严格的民主精神来办合作社（收低额的入社金，每人一份股金，等等）；

（二）通过联合组织中坚持不懈的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来促进工人群众中阶级斗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三）随着参加合作社的人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逐步建立和加强合作社同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同工会的有机联系；

（四）同时，代表大会指出，生产合作社只有成为消费合作社的组成部分，才能对工人阶级的斗争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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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列宁写的这个决议草案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向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合作社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合作社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305—306页）的基础。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0年8月28日—9月3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南北美洲、南部非洲和澳洲33个国家的896名代表。同奥地利、英国、德国、法国一样，俄国在大会上拥有20票，其中社会民主党（包括立陶宛和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10票，社会革命党7票，工会3票。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亚·米·柯伦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



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合作社与党的关系、国际团结和工会运动的统一等问题。为了预先讨论和草拟各项问题的决议，大会成立了5个委员会——合作社问题委员会；工会、国际团结和奥地利工会运动统一委员会；反战委员会；工人立法和失业问题委员会；关于社会党统一、关于死刑、关于芬兰、阿根廷、波斯等各种问题的决议制订委员会。



列宁参加了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他在《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讨论》一文（见本卷第338—346页）中分析了代表大会合作社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围绕着合作社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和任务与合作社同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等问题展开的斗争。



代表大会通过的《仲裁法庭和裁军》这一反战问题的决议重申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要求各国社会党人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推翻资产阶级。决议还责成各国社会党及其议员在议会中提出下列要求：必须把各国间的一切冲突提交国际仲裁法庭解决；普遍裁军；取消秘密外交；主张各民族都有自决权并保护它们不受战争侵略和暴力镇压。决议号召各国工人反对战争的威胁。



为了团结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大会期间倡议召开了出席代表大会的各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与会者有法国的茹·盖得和沙·拉波波特，比利时的路·德·布鲁凯尔，德国的罗·卢森堡和埃·武尔姆，波兰的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卡尔斯基），西班牙的巴·伊格莱西亚斯，奥地利的阿·布劳恩，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305。







《列宁全集》第19卷


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

（1910年8月30日〔9月12日〕）

“前进”集团在巴黎出版了一本“当前问题论文集”，书名叫《前进》。由于有了萨任同志的小册子（《论党的复兴问题》，由“私人筹资出版”，《前进》文集编辑部发行），由于有了“前进”集团印发的单页传单和该集团的纲领，党现在有相当充分的材料来对“前进派”作出判断了。

前进派的纲领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它在我们党的所有的集团和派别中第一个提出了哲学并且打着一块假招牌。“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的哲学”，纲领上是这么写的。这块假招牌掩盖的是马赫主义，也就是打着各种各样的幌子（如经验批判主义、经验一元论等等）来维护哲学唯心主义。第二，在政治方面，该集团认为召回主义是“一种合理的色彩”，并声称该集团中的某些召回派分子不同意党在对待国家杜马方面规定的任务。关于这些规定本身在前进派的纲领里也写得极其含糊不清，因此，只能认为这是为了迁就召回派的思想。最后，第三，纲领坚决谴责派别活动，并且要求各个派别联合起来，实现党内的融合。

总的来说，我们看到（如果从后面算起）一个很好的愿望和两块招牌，它们掩护的是那些表明与马克思主义决裂并且要无产阶级屈从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治的极恶劣的思想政治派别。《前进》文集清楚地表明，这种大杂烩能够提供的是什么样的货色。

文集社论的作者马克西莫夫严格奉行纲领中玩弄的外交手腕，在谈“无产阶级的文化”时，对他指的是什么不加任何说明。在他这篇自诩为写得通俗的文章中，这种捉迷藏的手法是特别显眼的。除了那些亲自认识马克西莫夫，或者已经仔细研究过关于马赫主义和由马赫主义引起的全部争论的人，没有一个读者能够理解这种词句的真正含义，这算什么通俗呢？这位马克西莫夫在文集第4页上还谈论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危险性”，说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和宣传不正确的、对无产阶级有害的资产阶级科学和哲学的观念……”，这又算什么通俗呢？

删节号是马克西莫夫加的。话不说完是否意味着不好意思说出口，我们无从知道。但是我们很清楚，谈论“资产阶级的哲学”对无产阶级的危害（特别是在一篇“通俗的”文章里谈论这种危害）而不明确说出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哲学，这就是玩弄最恶劣的派别外交手腕。既然你们认为资产阶级哲学问题很重要，既然你们在“通俗”文集的社论里提出这个问题，那你们就应当敢于直言不讳，就应当维护自己的观点，而不应当隐藏自己的观点。

大概萨任同志这位“实践家”很不客气地破坏了马克西莫夫玩弄的外交手腕。 
［注：在《前进》文集里，另一位“实践家”，彼得堡的“纺织工伊万”也是不大注意外交手腕而失言。他写道：“顺便说一点，别尔托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尤其可能使人得出这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正确的概念。”（文集第57页）当然罗！只有俄国造神派和马赫主义者的著作才能提供“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正确的“概念”，这一点哪一个“前进派分子”不知道呢？因此培养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也就无法同尤什凯维奇之流、波格丹诺夫之流、瓦连廷诺夫之流和卢那察尔斯基之流的哲学著作相比了……］

 他在自己的小册子第31页上，要求“保证”“党员”有“完全的革命思想自由和哲学思想自由”。

这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的口号。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内部，提出这种口号的只有机会主义者，实际上，这个口号无非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有腐蚀工人阶级的“自由”。我们向国家（而不是向党）要求结社自由，并且同时要求“思想自由”（应读作：出版、言论、信仰自由）。无产阶级的党是一个自由的联盟，建立这个党就是为了同资产阶级“思想”（应读作：意识形态）作斗争，为了捍卫和实现一种明确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是起码的常识。马克西莫夫、萨任之流政治上的错误使他们忘记了这个起码的常识。不是由于他们个人虚伪，而是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错误，他们才宣传资产阶级的口号。这种错误的表现是，一些“前进派分子”一心想把无产阶级向后拖，朝资产阶级哲学观念（马赫主义）一边拖；另一些“前进派分子”对哲学漠不关心，只是要求给马赫主义以……“完全自由”。因此，他们都不得不玩弄外交手腕，胡说八道，玩捉迷藏，抓住资产阶级口号不放。

实际上，“完全的革命思想自由”是什么意思呢？这无非是指给召回派和其他半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以自由。换句话说，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前进派“纲领”中写的那句话：承认召回主义是“一种合理的色彩”。这又是在观念上玩弄小小的外交手腕，又是在玩捉迷藏，又是在耍两面派，这完全是他们错误的思想政治立场造成的结果，他们说什么我们不是马赫主义者，但是我们主张给马赫主义以“完全自由”（在党内）；我们不是召回派分子，但是主张给召回派或者笼统地说给“革命思想”以“完全自由”！还有一桩荒唐事：两个前进派分子以个人名义（萨任和工人阿尔·）坚决表示，利用各种合法机会和杜马讲坛很重要和很必要。工人阿尔·写道：“社会民主党必须同一切鼓动〈阿尔·同志，究竟是谁在进行这种鼓动呢？难道不是你们前进派吗？〉，反对任何〈原来如此！〉利用合法机会的人作斗争，因为这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做法。”（文集第48—49页）就是这位阿尔·一面重复《无产者报》派布尔什维克的这些言论，一面又破口大骂《无产者报》（放马后炮），说它似乎给前进派脸上涂上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油彩！这就叫作：一方面实行全线退却，放弃自己的全部阵地，在报刊上谴责（又是拐弯抹角地）那些朋友们，当初接受决议（例如关于抵制工厂医生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那些前进派分子，另一方面用鼓声来掩护自己的退却和投降。真是可怜的派别外交手腕！

我们再看看“前进派”关于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的问题写了些什么。“纲领”谴责了派别组织并要求把它们解散。萨任猛烈地抨击各派别的中央，“国外的领袖们”等等。前进派为派别活动洒下的泪水可以汇成大海，说的废话简直没完没了。

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呢？自1910年1月开“统一”全会时起，“前进”集团的整个历史就是在国外建立派别组织的历史。请看一位俄国工作者寄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委员的一封信（1910年7月15日）的摘录：

“在彼得堡有委员会，此外还有‘前进派’集团，他们设有单独出纳处和秘书。经费是从国外取得的。在莫斯科”——接着他提到一个人的名字，此人同某个最有名的召回派分子过从甚密，并指出这里也在实行同样的政策。

凡是多少了解一点党内情况的人，凡是多少留心“前进”著作家小集团的立场的人，对这个小集团在国外组织派别的活动都不会有任何怀疑。臭名远扬的“某地党校”是新派别的国外中心，这已经在1909年7月 
［注：见本卷第38—39页。——编者注］

 的报刊上公布过了，从那以后，就连最漠不关心和最不了解情况的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一点也都深信不疑。臭名昭著的“纲领”是由8个知识分子和7个工人学员在国外拟订的。这些工人们匆匆忙忙地同意了“无产阶级的哲学”这一口号并且承认召回主义是“一种合理的色彩”，他们所起的作用极其明显，已经用不着再说什么了。这是一个说明国外著作家集团如何建立派别的最典型的例子。这些著作家们的确很象“可汗”（沃伊诺夫在《前进》文集上的用语），现在他们也感到自己专横无理了，所以他们在公众面前就把自己特别宝贵的东西，即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掩饰起来。“前进派”高喊反对“国外的领袖们”，而自己却建立起一个实际上不过是一小撮国外著作家的附庸的组织；他们高喊反对派别，而自己却暗中建立了一个毫无生命力的、宗派主义的经验一元论的新的小派别。他们这种伪善表现的政治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可能公开地、直接地表示维护派别的真正领导人的真正宝贵的东西。

现在只举两个尤其令人发指的伪善的例子。在文集的第53页上，工人阿尔·说，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什么事也没有做”（这些话当然是强加给一个工人“列宁分子”的，仿佛这个“列宁分子”曾经用这种精神鼓动过这个“前进派分子”。唉，“工人阿尔·”耍的手腕太幼稚可笑了！），他说一个前进派分子（又是同这个“列宁分子”在一起，当然又是受他的教唆）建议“宣布莫斯科组织脱离俄国中央而独立，不服从中央的指令”。

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从1910年1月起，不顾取消派－呼声派的反对（米哈伊尔、罗曼、尤里等人的事是尽人皆知的）和前进派的反对（那时他们在国外建立自己的小派别反对中央），就努力恢复中央的组织。而现在这些前进派分子居然因为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毫无作为”而流下鳄鱼的眼泪！这些前进派分子实际上是完全脱离党而“独立的”，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反党的派别分子，他们在通俗的文集里竟扬言，有必要宣布地方组织是脱离中央而“独立的”组织。

另一个例子。在该文集里，一位不具名的“党员”冒充内行把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财务报告批评了一通。在第60页上这位不具名的假内行写道：“这是些什么‘保管人’〈在报告中谈到从保管人那里领取经费〉？为什么他们‘现在保管’或‘过去也保管’中央的经费？这些经费是派什么‘专门用途’的？谁也弄不懂是怎么回事。”

文集上就是这么印的。谁也弄不懂是怎么回事。

“前进”集团的成员们写的就是这些东西，而这个集团有两个代表出席过一月全会，在这次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布尔什维克有条件地把经费交给“保管人”（即三位大家都知道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代表[158]）保管的声明。是什么经费，从哪儿来的，谁是保管人等等，对这一切，全会，也就是所有的派别，也包括前进派在内，是了解得十分详细的。而前进派为了欺骗工人却在“通俗的”文集里写道：“谁也弄不懂是怎么回事。”

《前进》文集上写的就是这些东西，而这部文集的头两篇文章的署名是马克西莫夫和多莫夫。这两个“前进派分子”很清楚布尔什维克获得这笔经费和把经费交给保管人的全部经过。他们“不便”亲自出来说话，“不便”自己宣布“谁也弄不懂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就物色了一伙本身有反党劣迹而仍自称为“党员”的不具名的假内行来代劳。马克西莫夫和多莫夫利用不具名的假内行在“通俗的”文集上向工人公然散布谎言，说这些“保管”经费的是何许人，似乎“谁也弄不懂是怎么回事”等等。这些先生们捶胸顿足，竭力反对“派别组织”，反对“国外的领袖们”。

他们通过不具名的“党员”来“批评”中央委员会的财务报告，而他们自己在文集的第1页上却说，以前“缺乏资金”妨碍了他们的集团出版报纸，而“现在这个障碍已经排除”。这就是说，“前进”集团现在已经获得经费了。当然，这是前进派分子的好消息。最尊敬的“前进派”先生们，你们一面在“通俗的”文集上利用不具名的假内行来公然散布关于中央委员会的谎言，硬说这些经费“保管人”是何许人，经费是从哪儿来的等等，“谁也弄不懂是怎么回事”，同时关于“前进”集团收到的究竟是什么经费，哪些著作家经管这些款项，你们无论对中央委员会或对其他派别，都只字不提，这该要有多么“聪明的头脑”呀？想必是党有义务向前进派汇报，而前进派没有义务向党汇报吧？

我们要反复指出，前进派为什么耍这种两面派，原因并不是在于某某人的个人品质，而在于他们的整个立场在政治上的错误，而在于马赫主义著作家和召回派分子不可能直接地、公开地维护他们视为宝贝的非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懂得这种政治情况的人，就不会因为这些表面现象，因为一大堆个人冲突、纠纷、谩骂等等而感到惊慌失措、迷茫困惑、忧郁不安。懂得这种政治情况的人，就不会满意“不必同召回派进行斗争，而应当克服召回主义”这种调和主义言论（托洛茨基之流），因为这些话空空洞洞、毫无内容。目前是反革命得势时期，是涣散时期，是造神说时期，是马赫主义、召回主义、取消主义时期，这种客观情况，使我们党面临同正在组织各自的派别的著作家小组的斗争。用空话回避这个斗争是不可能的。回避这个斗争就是回避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项当前任务。





	载于1910年8月30日（9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5—16号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312—318页

















[158]指卡·考茨基、弗·梅林和克·蔡特金。——312。







《列宁全集》第19卷


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
[159]



（1910年9月15日〔28日〕以后）

第一篇文章

社会统计，特别是经济统计，最近二三十年来作出了巨大的成绩。有许多问题，而且是涉及现代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涉及这种制度的发展的最根本问题，过去都是根据一般的估计和粗略的资料来解决的，现在如果不考虑按某一确定的提纲收集并经统计专家综合的关于某一国家的所有地区的大量资料，对这些问题就无从进行比较认真的研究。尤其是对争论最多的农业经济问题，更加需要根据准确的大量资料作出回答，何况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对全国所有农场作定期统计，已经愈来愈习以为常了。

例如在德国，这种统计在1882年、1895年进行过，最近一次是在1907年进行的。对于这些统计的意义，我们的书刊已经谈过多次，而探讨现代农业经济的著述或文章，很少有不引用德国的农业统计资料的。关于最近一次统计，无论德国或我国的书刊都在纷纷议论。记得瓦连廷诺夫先生去年曾经在《基辅思想报》上大肆宣扬说，这次统计似乎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考茨基的观点推翻了，因为它证明了小生产的生命力及其对大生产的优势[160]。不久以前，沃布雷教授先生在《俄国经济学者》杂志[161]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德国农业演进的趋势》的文章（1910年9月11日第36期），他根据1907年的统计资料批驳“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工业发展的公式”，认为这个公式对农业不适用，并且证明，“在农业领域中，小农场在同大农场的斗争中不仅不会灭亡，相反，每一次新的统计都确认了小农场取得的成绩”。

因此我们认为，对1907年的统计资料进行详细分析是适时的。固然，这次统计资料的出版工作尚未结束：包括全部统计资料的三卷书 
［注：《德意志帝国统计》第212卷第1a、1b和2a分册。1907年8月12日职业和企业统计。农业统计资料。1909年和1910年柏林版。］

 已经出版，第4卷即关于“整个统计结果的说明”还没有出版，也不知道是否很快会出版。但是，把研究统计结果的工作推迟到最后这一卷书出版以后再去进行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全部材料已经有了，并且经过综合，这些材料已经在书刊上被广泛利用。

我们只想指出一点，照通常的做法，几乎只是限于对不同的年份中不同规模的（按面积划分）农户的数目及其土地数量作比较，这种做法是完全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土地问题上的真正分歧的根源要深得多。为了全面阐明分歧的根源，首先就应当着重对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哪些基本特征的问题进行探讨。恰恰在这个问题上，1907年6月12日德国的统计资料特别有价值。这次统计在某些问题上不及1882年和1895年的上两次统计那样详细，但是它却第一次提供了空前丰富的有关农业雇佣劳动的资料。而使用雇佣劳动是任何资本主义农业的主要特征。

所以我们要以1907年德国的统计资料为主要根据，并以其他国家如丹麦、瑞士、美国最好的农业统计资料和匈牙利最近一次农业统计资料作补充，首先努力提供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概貌。至于德国大农户（按农业面积）的数目及其土地数量逐渐减少这个事实，只要一接触统计结果就最引人注目，对它的议论也最多，我们准备在本文的结尾部分进行探讨。这是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事实，是其他一系列事实发生作用的结果，不先阐明若干更加重要得多的基本问题，要想弄清楚这个事实的意义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

现代农业经济制度概貌

德国的农业统计，象不同于俄国的所有欧洲国家的类似统计一样，都是根据收集关于每个农场的单独材料编写的。而且每作一次统计，收集的材料通常也随之增加。例如，1907年的德国统计省略了关于用于耕作的牲畜头数这一非常重要的材料（这个材料在1882年和1895年都收集过），但是却第一次收集了关于种植各类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关于本户劳力和雇佣工人人数的材料。这样取得的关于每个农户的材料，从政治经济学上来说明每个农户是完全足够的。这一任务的全部问题、全部难处在于，如何综合这些资料，才能准确地从政治上经济上说明不同类别或不同类型的农户的整个情况。如果综合得不好，分类不对或不全，那就会产生（这在整理当代统计时经常会出现）一种结果，就是在谈到全国几百万农户的情况的时候，记载每个农场单独的难得的详细的宝贵资料却都消失了，看不见了，不知去向了。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体现在业主和工人之间、不同类型的农户之间的关系上，因此，如果对这些类型农户的特点抓得不准，选得不充分，那么最好的统计也提供不出现实的政治经济概貌。

由此可见，用什么方法对现代统计资料进行综合或分类，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下面的叙述中将谈到上述各个最好的统计所采用过的相当繁多的所有方法。在这里我们暂且指出，德国的统计，也象其他许多国家的统计一样，提供了全面的综合材料，而且仅仅根据每个农户农业面积的数量这一条来进行分类。根据这一条，统计把全体农户（从占有不到1/10公顷 
［注：1公顷等于0．915俄亩。通常用缩写ｈａ代表公顷。］

 农业面积的农户开始，到占有1000公顷以上农业面积的农户为止）划分成18类。德国统计的编制者们自己也感到，这样详细的分类在统计学上是不必要的，是不符合政治经济学上的要求的，因此他们根据农业面积把所有资料归纳为6大类，加上单独分出的一个小类，共为7大类。这7类的划分如下：占地1/2公顷以下的农户，占地1/2—2公顷的农户，占地2—5公顷的农户，占地5—20公顷的农户，占地20—100公顷的农户和占地100公顷以上的农户，从最后一类农户中又特别分出了一个小类，即占有200公顷以上农业面积的农户。

试问，这种分类在政治经济学上有什么意义呢？土地无疑是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所以根据土地的数量可以最正确地判定农户的规模，自然也可以判定农户的类型，如判定它是小农户，中等农户，还是大农户，是资本主义农户还是不使用雇佣劳动的农户。通常占地2公顷以下的农户叫作小农户（有时候叫作所谓小块土地的农户或极小的农户），占地2—20（有时为2—100）公顷的叫作农民农户，占地100公顷以上的叫作大农户，也就是资本主义农户。

1907年的统计第一次收集了有关雇佣劳动的材料，首先使我们第一次有可能通过大量的资料来检验这个“通常的”假设。统计常规第一次获得了至少是某种（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是远远不够的）合理因素，也就是第一次对那些在政治经济学上具有最最直接的意义的资料重视起来了。

的确，大家都在谈论小生产。而什么是小生产呢？对这个问题最常见的回答是，小生产是一种不使用雇佣劳动的生产。有这种看法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者。例如，爱德华·大卫的《社会主义和农业》这本书称得上是综合资产阶级土地问题理论的最新著述之一，他在该书俄译本第29页写道：“凡是我们提到小生产的时候，我们指的都是那种不经常依靠外力帮助，也不从事副业而活动的经济范畴。”

1907年的统计首先完全确定，这类农户的数目是很小的，在现代农业中不雇用工人或者不受雇于人的业主，占相当的少数。在1907年的统计所登记的德国5736082个农户中，只有1872616个业主即不到1/3以独立经营农业为主并且不搞副业。其中有多少个是雇用工人的呢？没有这方面材料，也就是说，原始卡片上有详细记录，而在综合时丢掉了！编制者不愿意算出（虽然他们做了大量极其详细的、但毫无用处的计算），每一类农户中有多少户是雇固定雇佣工人或临时雇佣工人的。

为了大致确定没有雇佣工人的农户数目，我们把农户数目少于雇佣工人数目的各类农户划分出来。这就是每户土地数量不到10公顷的各类农户。在这类农户中共有1283631个业主，他们以从事农业为主并且不搞副业。他们有1400162个雇佣工人（假定只有以从事农业为主和不搞副业的业主才拥有雇佣工人）。只有在占有土地2—5公顷的各类农户中，不搞副业的独立农民的数目才多于雇佣工人数目，前者为495439户，后者为411311人。

当然，兼营副业的农民也有雇用工人的；当然，也有不仅雇用一个而且雇用几个工人的“小”业主。但是，不雇用工人的和不受雇于人的业主，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这毕竟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有关雇佣工人人数的资料，德国农业中立刻可以划分三个基本类别的农户：

Ⅰ．无产者农户。列入这一类的只有少数业主以独立务农为主，大多数业主是雇佣工人等等。例如，占有土地不到1/2公顷的农户有2084060个。其中独立农民只有97153户，而主要职业是雇佣工人的（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中）有1287312人。占有土地1/2—2公顷的农户有1294449个。其中独立农民只有377762户，雇佣工人535480人，小企业主、小手艺人、小商人277735人，职员以及从事“各种各样不固定”职业者103472人。显然，这两类大多数都是无产者农户。

Ⅱ．农民农户。我们把大部分是独立农民，并且本户劳力人数超过雇佣工人人数的农户列入这一类。这是占有土地2—20公顷的各类农户。

Ⅲ．资本主义农户。我们把雇佣工人人数超过本户劳力人数的各类农户列入这一类。下面是关于这三大类别的全部资料：






	农户类别
	农户总数
	其中
	按工人人数划分的农户



	独立农民
	雇佣工人
	这类农户总数
	它们的工人数



	总计
	本户劳动
	雇佣工人



	Ⅰ.2公顷以下
	3378509
	474915
	1822792
	2669232
	4353052
	3851905
	501147



	Ⅱ.2—20公顷
	2071816
	1705448
	117338
	2057577
	7509735
	5898853
	1610882



	Ⅲ.20公顷以上
	285757
	277060
	737
	285331
	3306762
	870850
	2435912



	总计
	5736082
	2457423
	1940867
	5012140
	15169549
	10621608
	4547941







这张表给我们提供了现代德国农业的经济制度的概貌。金字塔的底层是广大的群众，是几乎占农户总数3/5的无产者“农户”；顶端是极少数（1/20）的资本主义农户。我们先指出一点，这个极少数的资本主义农户占有的土地超过全部土地和全部耕地的一半。它们占有1/5的从事农业的工人和一半以上的雇佣工人。


二

多数的现代“农户”（无产者“农户”）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农户

在占有土地不超过2公顷的“业主”中，多数人，按其主要职业来说是雇佣工人。农业是他们的副业。在3378509个这一类农场中，有2920119个把农业当成副业（Nenbetriebe）。这一类中的独立农民，即使把那些除农业外还经营非农业性副业的农民也计算在内，人数根本不多，仅475000户，只占340万户的14％。



［注：此处手稿残缺。——俄文版编者注］

 ……指出，雇佣工人人数 
［注：此处手稿残缺。——俄文版编者注］

 ……这一类……超过独立农民人数。

这一情况表明，统计资料在这里把在小块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的为数不多的资本主义农民同大批无产者混为一谈。我们在下面还要反复谈到这种类型的农民。

试问，这许许多多无产者“业主”在整个农业制度中有什么意义呢？第一，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农奴制的社会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系两者之间的联系，体现了这两种体系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和血缘关系，体现了资本主义有农奴制的直接残余。举例说，在德国，尤其是在普鲁士，我们看到有的农场得到小块土地（所谓Deputatland），这些土地是地主付给雇农作为工资的，这难道还不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吗？作为经济体系来说，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正是在于，前者给予劳动者土地，后者使劳动者脱离土地，前者发给劳动者实物（或强迫劳动者本人在自己的“份地”上生产）作为生活资料，后者发给工人货币工资，作为工人购买生活资料的费用。当然，德国的这种农奴制残余比起我们看到的俄国有名的地主经济“工役”制度来，那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毕竟是农奴制残余。在1907年的统计中，德国有579500个“农场”算作农业工人和日工，其中又有540751个列入占有土地不到2公顷的“业主”这一类。

第二，大批的农业“业主”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失业后备军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所占有的土地数量微乎其微，靠这些土地维持不了生活，而土地只能当作一种“副业”。按马克思的说法，这是这一后备军的潜在的形式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3—711页。——编者注］

 。如果以为失业后备军似乎只是由没有工作的工人组成的，那就不对了。依靠自己微不足道的经营维持不了生活而必须主要依靠从事雇佣劳动来谋取生活资料的“农民”或“小业主”也属于这一后备军。对于这支贫困大军来说，菜园或种马铃薯的小块土地是补充他们的工资收入的手段或没有工作时的生存手段。而这种“极小的”，“小块土地的”所谓业主，资本主义很需要，因为无须增加任何开支，手里随时都有大批廉价劳动力。根据1907年的统计，在200万个占有土地不到半公顷的“业主”中，624000人只有菜园地，361000人只有种马铃薯的土地。这200万个业主的全部耕地为247000公顷，其中一半以上，也就是166000公顷种植马铃薯。125万个占有土地半公顷到2公顷的“业主”的全部耕地为976000公顷，其中三分之一以上——334000公顷种植马铃薯。人民的营养愈来愈糟糕（以马铃薯代替面包），企业主雇用劳动力愈来愈便宜，德国农村500万个“业主”中300万人的“经济”情况就是如此。

我们还要补充说明一点，来结束对这些无产者农户的描述，在这些无产者农户中，几乎1/3（340万户中有100万户）没有任何牲畜，2/3（340万户中有250万户）没有大牲畜，9/10以上（340万户中有330万户）没有马。他们在整个农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农户总数的3/5只占有不到1/10的牲畜（把全部牲畜折合成大牲畜计算，在2940万头中只占有270万头），只占有大约1/20的耕地（2440万公顷中只占120万公顷）。

列入占有土地不到2公顷这一类农户的，有几百万个无产者，有的没有马，有的没有牛，有的仅有一个菜园或一块种马铃薯的土地，还有几千个在1—2俄亩土地上经营大规模畜牧业或蔬菜业等等的大业主即资本家，统计资料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可想而知，这种做法把问题搞得多么混乱和虚假。至于这一类农户中有这种业主，那只要看看下面的材料便可一目了然：在340万（占有土地不到2公顷）个业主中，15428个业主每人至少有6个工人（本户劳力和雇佣工人一起算），而所有这15000个业主共有123941个工人，也就是说，平均每户有8个工人。如果注意到农业的技术特点，那么这里的工人人数无疑表明这是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我曾经根据上一次即1895年的统计资料指出（见我的《土地问题》一书，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239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84—244页。——编者注］

 ），在占有土地不到2公顷的大批无产者“业主”中有经营畜牧业的大农户。无论按牲畜头数还是按工人人数的有关资料把这些大农户单独分类，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德国统计人员却宁愿让长达数百页的篇幅中充斥将占有不到半公顷土地的所有者细分为5个更小的类别的资料！

作为社会认识的最有力武器之一的社会经济统计，就这样变成了一种畸形的东西，变成了为统计而统计，变成了儿戏。———

多数或者大批农场归入极小的拥有小块土地的无产者农户一类，这一现象是很多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多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但并不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例如在美国，根据1900年的统计资料，每户平均土地面积为146．6英亩（60公顷），也就是比德国的多6+（1/2）倍。而最小的农户，如果把占有土地不到20英亩（即不到8公顷）的农户计算在内，那么它们也只占农户总数的1/10强（11．8％）。甚至占有土地不到50英亩（即不到20公顷）的农户也只占农户总数的1/3。拿这些资料同德国的资料作比较的时候，应当注意到，在美国对于占有土地不到3英亩（＝1．2公顷）的农户，只有总收入达到500美元的作统计，也就是说，大量的占有土地不到3英亩的农户根本没有登记注册。所以德国统计资料中的那些最小的农户也不应算数。把占有土地不到2公顷的所有农户撇开不算，在余下的2357572个农户中，占有2—5公顷土地的农户是1006277个，也就是说，40％以上的农户是最小的农户。美国的情况就根本不同了。

显然，在没有农奴制传统的情况下（或者在比较坚决地消灭了农奴制一切残余的情况下），在地租对于农业生产的压迫已经不存在（或者已经减轻）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在农业中能够生存下去甚至能够特别迅速地发展起来，也不会形成千百万有一份份地的雇农和日工。


三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民农户

列入农民农户这一类别的是这样一些农户，其中大多数农民都是独立业主，而这些农户中本户劳力也多于雇佣工人。这些业主所占有的雇佣工人的绝对数字可观，竟达160万之多，占雇佣工人总数的1/3以上。显然，在数目庞大的“农民”农户（210万户）中有不少资本主义农场。我们在下面将看到这种农户的大概数目及其意义，现在先详细地谈一谈本户劳动和雇佣劳动的相互关系。我们看看每户劳力的平均数有多么大：






	　
	　
	每户劳力平均数



	　
	农户类别
	总计
	本户劳力
	雇佣工人



	无产者农户……
	0.5公顷以下
	1.3
	1.2
	0.1



	　
	1.5—2公顷
	1.9
	1.7
	0.2



	农民农户……
	2—5公顷
	2.9
	2.5
	0.4



	　
	5—10公顷
	3.8
	3.1
	0.7



	　
	10—20公顷
	5.1
	3.4
	1.7



	资本主义农户……
	20—100公顷
	7.9
	3.2
	4.7



	　
	100公顷以上
	52.5
	1.6
	50.9



	　
	
总计

	3.0
	2.1
	0.9







我们从这里看到，在农业中农场的规模，从劳力人数来看，与工业相比一般要小得多。只有占地超过100公顷的，每户才有50个以上的雇佣工人：这类农户共计23566个，不到农户总数的0．5％。他们有1463974个雇佣工人，比200万农民农户所占有的雇佣工人略少一点。

在农民农户中，占地10—20公顷的一类农户立刻显得很突出，这里平均每户有1．7个雇佣工人。如果单独计算固定雇佣工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类的412741个农户（按工人人数划分为411940户）有412702个固定雇佣工人。这说明没有一个农场不需要长期使用雇佣劳动。因此我们把这一类划为“大农”即大农民农户或农民资产阶级。过去通常把占地20公顷以上的列入这一类，但是1907年的统计证明，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的情形要比一般想象的范围广，长期使用雇佣劳动这条界线还要大大往下划。

其次，我们在考察本户劳动和雇佣劳动的相互关系时看到，在无产者农户和农民农户中，本户劳力的平均数总是与雇佣工人人数同时增长的，而在资本主义农户中，在雇佣工人人数增长的同时，本户劳力人数开始下降这个现象是很自然的，它证明我们的下述结论是正确的：占地20公顷以上的农户属于资本主义农户，在这些农户中，不仅雇佣工人人数超过本户劳力人数，而且每户本户劳力平均数也比农民的本户劳力的平均数低。

在俄国书刊上，早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开始辩论的时候就已根据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作过定论：农民农户的家庭协作是建立资本主义协作的基础，也就是说，本户劳力特别多的殷实的农民农户，由于使用雇佣劳动愈来愈多，渐渐变成资本主义农户。现在我们看到，涉及整个德国农业的德国统计资料证实了这个结论。

我们来看看德国的农民农户。总的来说，它们是以家庭协作为基础的农场（每户有2．5—3．4个本户劳力），不同于无产者农户，不同于单人农场。无产者农户应当叫作单人农户，因为每户的工人平均数还不到两个。农民农户也在进行着一种竞争，就是看谁的雇佣工人多：农民农户的规模愈大，本户劳力人数就愈多，雇佣工人人数增长得就愈快。大农民农户的本户劳力数比小农民农户（占地2—5顷）多1/2弱，但是前者的雇佣工人却比后者的多3倍。

我们在这里看到，小业主阶级（其中包括小农阶级）与雇佣工人阶级的根本区别为精确的统计所证实，而这个区别，虽然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修正主义者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商品经济的整个环境导致的结果是：小农如果不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农场而斗争，就无法生存下去，而这种斗争是一种为了更多地使用他人更廉价的劳动力的斗争。因此，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小农养成了资本主义心理，政治上跟着大地主走，而其中极少数人能够“出人头地”，即成为真正的资本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及跟着他们走的修正主义者）赞赏这种心理；马克思主义者则告诫小农，他们除了和雇佣工人联合起来是没有别的出路的。

1907年的统计中关于固定工人和临时工人人数的对比材料，也非常有意义。总的来看，临时工人恰好占总数的1/3：15169549人中有5053726人。临时工人占雇佣工人的45％，占本户劳力的29％。但在不同类型的农户中，这个比例有根本的变化。下面是我们通常划分的各类农户资料：






	　
	　
	临时工人占劳力总数百分比



	　
	农户类别
	本户劳力
	雇佣工人
	总计



	Ⅰ
	0.5公顷以下
	55
	79
	58



	　
	0.5—2公顷
	39
	78
	45



	Ⅱ
	2—5公顷
	22
	68
	29



	　
	5—10公顷
	11
	54
	24



	　
	10—20公顷
	14
	42
	23



	Ⅲ
	20—100公顷
	14
	32
	25



	　
	100公顷以上
	11
	33
	32



	　
	
平均

	29
	45
	33







我们在这里看到，占地不到1/2公顷的无产者农户（这类农户共210万个！）一栏，无论在本户劳力和雇佣工人中，临时工人都占一半以上。这主要是从事副业的所有者临时性的副业。同样在占地0．5—2公顷的无产者农户一栏中，临时工人的百分比也是很高的。这个百分比随着农户规模的扩大而下降，但是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在最大的资本主义农户的雇佣工人中，这个百分比略有提高，而由于这类农户的本户劳力人数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临时工人在全部工人中占的百分比有了显著的提高，从25％提高到32％。

农民农户和资本主义农户的临时工人总数差别不很大。所有各类农户的本户劳力和雇佣工人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在临时性的本户劳力中，妇女和儿童的百分比特别高（我们下面就会看到），那么这个差别就会更大。因此，雇佣工人是最活动的因素……


四

农业中的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

……

经营农业。在农民农户中，一般说来，妇女劳动也是主要的，只有在大农民农场和资本主义农场中男子才占多数。

妇女在雇佣工人中所占的比重一般要比在本户劳力中所占的比重小。显然，各类农户中的资本主义农民都是拥有最强劳动力的业主。如果说妇女比男子多是业主处境困难和农户景况不佳，因而不可能使用最佳劳动力的标志之一（根据有关妇女的全部材料必然会作出这种假设……


五

小生产中劳动的浪费

……


六

现代农业中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性质

……


七

小生产中的低劳动生产率和过度劳动

经济学书刊常常不够重视关于农业中使用机器的资料的意义。第一，人们往往忽视（如果这是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应该说始终忽视）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性质，对与之有关的问题不进行研究，不善于或者甚至不愿意提出有关的问题。第二，对使用机器的问题往往孤立地看待，不是把它当作不同类型的农户、不同的耕作方法、不同经济条件的农户的标志来进行考察。

比如我们通常看到：大生产所使用的机器比小生产所使用的机器要多得多，机器大量集中在资本主义农户手中，有时资本主义农户几乎垄断了改良农具，这就表明各类农户在经营土地上的差别。德国的统计登记了各种机器，其中有蒸汽犁、条播机、马铃薯栽种机。在资本主义农业中主要使用这些机器，这表明这里对土地的经营比较好，耕作技术比较精，劳动生产率比较高。一本关于农业机器的有名的专著[162]的作者本辛格根据专家们关于使用各种机器的经验资料计算出，甚至在田间操作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单是使用机器这一项便能使农户的纯收入提高数十倍。这种计算谁也没有推翻，从根本上看，也是推不翻的。

没有可能采用改良农具的小生产者，只好仍旧使用旧农具，在经营土地方面，落在别人后面，靠在土地上投入更大的劳动，靠更加“勤劳”和靠延长劳动日能够“赶上”大业主的，几百人中也只有几个，几千人中也只有几十个。因此关于使用机器的统计资料正是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强调指出的小生产中过度劳动这一事实。任何统计资料都不可能直接计算出这一事实，但是只要看看统计资料的经济意义，那么，在现代社会中，由于采用机器和不能够采用机器，应当形成，而且不可能不形成哪些类型的农户，这就很清楚了。

匈牙利统计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说明。象1907年（以及1882年和1895年）的德国统计、1907年丹麦关于使用机器的统计资料、1909年的法国调查一样，1895年匈牙利统计，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了准确的资料，表明了资本主义农业的优越性，表明了农户规模愈大，使用机器的百分比也愈高。从这方面来说，在这个统计资料里并没有什么新东西，而只是证实了德国的资料。但是匈牙利统计资料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收集了关于少数改良农具和机器的材料，而且收集了关于所有或差不多所有农具的材料，关于最简单的和最必需的农具如犁、耙、大车等等的数字的材料。

根据这种特别详细的资料，就可以准确地断定，关于采用为数不多的农业机器和“稀有”技术（如蒸汽犁）的材料是有典型意义的，它可以说明整个经济制度的特点。我们来看看匈牙利统计资料 
［注：见《匈牙利王国各邦农业统计》1900年布达佩斯版第4卷和第5卷。匈牙利统计资料把所有农户分为四大类：（1）极小农户（占地5约赫以下；1约赫＝0．57公顷）；（2）小农户（占地5—100约赫）；（3）中等农户（占地100—1000约赫）；（4）大农户（占地1000约赫以上）。很明显，第二类包括了几种完全不同的农户，所以我又把这一类分为4个小类。］

 中有关使用犁的材料（蒸汽犁除外，1895年整个匈牙利只有179部蒸汽犁，其中120部是掌握在3977个最大的农户手中的）。

下面是关于犁的总数和这一类中最简单、最原始、最不耐用的农具的总数的统计资料（最简单的有木制辕杆单铧犁；其他还有：铁制辕杆单铧犁，双铧犁和三铧犁，中耕机，培土器，深耕犁）。






	农户类别
	农户总数
	犁总数
	其中最简单的农具





	极小农户（5约赫以下）
	1459893
	227241
	196852



	5—10约赫
	569534
	335885
	290958



	10—20约赫
	467038
	398365
	329416



	20—50约赫
	235784
	283285
	215380



	50—100约赫
	38862
	72970
	49312



	小农户总数
	1311218
	1090505
	885066



	中等农户（100—100约赫）
	20797
	125157
	55347



	大农户（1000约赫以上）
	3977
	149750
	51565



	
总计

	2795885
	1592653
	1188930







我们可以看到，在569000个小农户（占地5—10约赫，即2．8—5．7公顷）中有233000个是根本没有犁的，在467000个中等农户中有69000个没有犁，至于极小农户就更不必提了。只有上等类别即大农民农户和资本主义农户才有数量足够的犁，同时只是在占地100约赫以上的农户（这样的农户只有25000个，等于农户总数的0．9％！）中才以使用较好的改良农具为主。而在农民农户中则以使用最不耐用、工作效率最差的最简单的农具为主（农户愈小，这种情况也愈明显）。

撇开占农户的多数（52％）而所占土地面积微不足道（7％）的极小农户不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00多万个小农民农户和中等农民农户（占地5—20约赫）甚至用来耕种土地的最简单的农具也不够。

25万个大农民农户（占地20—100约赫）最简单的农具勉强够用。只有25000个资本主义农户（诚然它们占有55％的耕地面积）才完全使用改良农具。

另一方面，匈牙利统计资料作了关于每件农具使用于多少约赫耕地的计算，得出如下的数字（我们仅仅列举关于犁、耙、大车的统计材料，并附带说明一下，这几种农具在各农户中的分布情况，和我们前面看到的犁的分布情况是完全相同的）：





耕地约赫数



	农户类别
	每一部犁
	每一把靶
	每一辆大车



	极小农户…………………
	7
	8
	7



	小农户…………………
	12
	13
	15



	中等农户…………………
	27
	45
	40



	大农户…………………
	28
	61
	53







这说明，无产者农户和农民农户虽然所有的农具都很缺，但是同这些农户的全部耕地面积相比，这类农具却特别多。农具残缺不全和农具的维修费用极其昂贵，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小生产注定的命运。关于每个大城市中的住宅统计材料告诉我们的情况也完全是这样，居民的底层阶级如工人、小商人、小职员等等，居住条件最坏，他们的住房最窄最差，每一立方英尺的房租却最贵。按单位面积计算，任何工厂宿舍或贫民窟的房租都要比涅瓦大街上任何一所华丽住宅的房租昂贵。

从这里可以对德国也是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下一个结论。如果关于使用为数不多的改良农具和农业机器的材料向我们表明，这种农具和机器的使用随着农户规模的扩大而增多，那么这就是说，农业中的小生产所有的必需的农具都很缺。这就是说，在小生产中有两种现象同时存在：一是为了维修无数陈旧简陋的、只适用于小规模经营的农具而造成劳动的浪费；一是由于极端贫困农民不得不拼命干，用这些陈旧粗笨的农具耕种自己的一小块土地来勉强维持。

如果好好思考思考这些资料的社会经济意义，那么这些很普通而大家又很熟悉的关于使用农业机器的资料所说明的就是这些问题。

资本主义能提高农业技术和推动农业向前发展，但是它要做到这一点，不可能采取其他方式，只能用欺侮和压榨广大小生产者，使他们破产的办法。

为了清楚地表明这一过程的社会意义及其速度，最后我们把1882年、1895年和1907年德国的三次统计资料作一个比较。整个这一时期，登记注册的有5种农业机器（这5种机器是：蒸汽犁、播种机、割草机和收割机、蒸汽脱粒机和其他脱粒机），为便于比较，有必要列出这些机器使用次数的资料，我们得到的情况如下：






	　
	　
	每100个农户中最主要的农业机器的使用次数



	　
	农户类别
	1882年
	1895年
	1907年



	Ⅰ
	2公顷以下
	0.5
	1.6
	3.8



	Ⅱ
	2—5公顷
	3.9
	11.9
	31.2



	　
	5—10公顷
	13.5
	32.9
	71.1



	　
	10—20公顷
	31.2
	60.8
	122.1



	Ⅲ
	20—100公顷
	59.2
	92.0
	179.1



	　
	100公顷以上
	187.1
	208.9
	271.9



	　
	
平均

	8.7
	16.6
	33.9







进步看起来是很大的：在1/4世纪中最主要机器的使用次数总的说来几乎增加了3倍。但是仔细察看一下，我们不禁要说：要使那些经常都少不了雇佣劳动的少数农户能够普遍使用哪怕是五种最主要机器中的一种，也需要整整1/4世纪的时间。这是因为所谓普遍使用，必须是使用次数超过农户数，而我们看到，仅仅资本主义农户和大农民农户才有这种情形。它们加在一起共占农户总数的12％。

广大的小农民和中等农民经过1/4世纪的资本主义进步以后的境况是：前者只有1/3，后者只有2/3在一年之中能够使用上述五种机器中的一种机器。


（第一篇文章完）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9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319—344页

















[159]《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文是列宁的一部关于德国资本主义农业的巨著的一部分。根据列宁写在另纸上的目录，文章计分7章。文章于1932年按照当时发现的部分手稿在《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9卷以及《布尔什维克》杂志第9期上初次发表。此后又发现了原缺的第1章（《现代农业经济制度概貌》）的结尾和第2章（《大多数的现代“农户”（无产者“农户”）实际上是什么》）的开头，以及署名“弗·伊林”的文章结尾。这样，《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6卷便首次全文刊载了第1、2、7章，并根据列宁原拟的目录加上了各章的标题。



本文迄今尚未找到的部分是：第3章（《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民农户》）的结尾，第4章（《农业中的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开头和结尾，以及第5章（《小生产中劳动的浪费》）和第6章（《现代农业中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性质》）。



本文的部分草稿收入《列宁文稿》第12卷第578页。——315。



[160]列宁指的是取消派分子尼·瓦连廷诺夫的《关于最近一次德国统计》一文。该文发表于1909年9月7日（20日）《基辅思想报》第308号。



《基辅思想报》（《Киевская　Мысл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文学报纸（日报），1906—1918年在基辅出版。1915年以前，该报每周出版插图附刊一份；1917年起出上午版和晚上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该报采取护国主义立场。——315。



[161]《俄国经济学者》杂志（Экономист　России）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和金融问题刊物（周刊），1909—1912年在彼得堡出版。——316。



[162]指奥·弗·本辛格的《农业机器对国民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影响》一书。对本辛格这部学术专著，列宁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中曾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113页）。——332。







《列宁全集》第19卷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讨论

（1910年9月25日〔10月8日〕）

在本文中，我只打算谈谈代表大会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过程，评述一下在这个问题上互相斗争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想。

代表大会开幕前，曾公布了三个关于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比利时草案 
［注：参看《列宁文稿》第12卷第569—570页。——编者注］

 （载于《社会党国际局定期公报》第5号，该报用国际代表大会规定的三种正式文字不定期出版）首先要求工人社会党人警惕某些人所谓合作社是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是某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的论调；接着，比利时党的草案认为利用合作社作为本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对工人阶级很有好处，同时指出合作社直接带来的好处（防止商人剥削，改善供货人那里的劳动条件等等），并且希望各国社会党同合作社能够建立“日益密切的有机联系”。

法国社会党多数派的草案是根据饶勒斯的精神拟订的。把合作社捧上了天，并且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唱一个调子，把合作社标榜为“社会改革”的“必要”因素；含含糊糊地说什么要把合作社从个人的联合组织变成团体的总联合会。对无产阶级合作社和小业主合作社（农业的）不加区别，鼓吹合作社中立，大谈其合作社对社会党承担义务的危害。

最后是法国社会党少数派的草案（即盖得草案），这个草案坚决认为，合作社本身决不是阶级组织（象工会那样），它的意义取决于对它如何使用。工人大批加入合作社对他们同资本作斗争有好处，他们可以通过实例在一定程度上认清现存制度的矛盾消除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什么样子。因此，这个草案强调了合作社的有限的意义，它号召各社会党协助无产阶级的合作社，要求防止对合作社抱幻想，建议合作社内的社会党人同心同德，向群众说明他们的真正任务是夺取政权，变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为公有财产。

很明显，这方面反映了两条主要路线：一条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路线，承认合作社对这个斗争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它是进行这个斗争的工具，是进行这个斗争的辅助手段之一，并且确定了在什么条件下合作社才真正能起这种作用而不致成为纯粹的商业性的企业。另一条是小资产阶级的路线。它搞乱了合作社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问题，超越这个斗争的范围来谈合作社的意义（即把无产阶级的合作社观和小业主的合作社观混为一谈），合作社的目的规定得很笼统，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即进步业主和小业主的思想家都能接受。

遗憾的是，上述两条路线在三个事先拟订的草案中只是有所反映，而没有清楚明确地形成针锋相对的、通过相互斗争来解决问题的两派。因此代表大会的讨论高一阵，低一阵，茫无头绪，好象是自发进行的。时时刻刻都“碰到”分歧，但是没有使分歧完全明朗化，结果通过的决议就显得思想混乱，没有提供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本来可以提供而且应该提供的一切。

在合作社问题委员会中很快就出现了两派。一派是饶勒斯和埃尔姆派。埃尔姆是参加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四个德国代表之一，作为德国人的代表发言，机会主义腔调十足。另一派是比利时派。中间派、调和派是奥地利合作社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卡尔珀勒斯，他虽然没有维护明确的原则路线，但是（正确些说，不是“但是”，而是正因为这样）常常更多地倾向于机会主义者。即使是比利时代表，他们同饶勒斯和埃尔姆进行争论也多半是出于他们的以真正无产阶级精神办合作社事业的本能，而不是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势不两立，无法调和。例如安塞尔（合作社问题委员会主席），正因为如此，他在委员会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精采演说，反对合作社中立，反对夸大合作社的作用，主张我们必须成为社会党人合作社工作者，而不是合作社工作者社会党人，但是就是这位安塞尔在起草决议的时候，竟然令人大失所望，他向饶勒斯和埃尔姆的提法作了让步，不愿深入研究意见分歧的由来。

还是谈谈委员会的会议情况吧。显然，合作社运动特别发达的国家的代表对工作的进程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比利时代表和德国代表之间就立刻暴露出分歧，这对后者很不利。比利时代表毕竟是奉行的无产阶级路线，尽管还不十分彻底，不十分明确。埃尔姆在会议上以道地的机会主义者面貌出现（特别是在分委员会上，下面还要谈到）。自然，领导权是属于比利时代表的。奥地利代表也倾向他们，所以在该委员会工作结束时便宣读了奥地利比利时决议，而曾提出德国决议案的埃尔姆就直截了当地宣布说，他的决议案完全可以和饶勒斯的草案取得一致。但是，因为法国代表中有一个强大的反饶勒斯少数派（赞同饶勒斯观点的有代表202人，赞同盖得观点的有代表142人），而德国代表中大概也会出现一个同样强大的反埃尔姆少数派（如果两种观点的问题明确尖锐地提出来的话），所以奥地利比利时联盟是很有把握取得胜利的。当然这里问题与其说是要取得狭义的“胜利”，不如说是要坚持彻底的无产阶级的合作社观。由于分委员会对饶勒斯和埃尔姆过分让步，这种彻底性没有达到。

至于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在委员会中曾尽力支持奥地利比利时路线，为此我们还在奥地利比利时的调和草案没有宣布前，就提出了如下的决议草案：



“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草案

代表大会认为：

（1）无产阶级的消费协作社能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即能减少一切商业中介人的剥削，影响供货人企业中工人的劳动条件，改善协作社职员的生活状况。

（2）这种协作社由于在发生罢工、同盟歇业、政治迫害以及其他情况时给工人以支持，因此对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具有重大意义。

另一方面，代表大会指出：

（1）只要目前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还未被剥夺（非此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通过消费协作社可能取得的改善仅仅是微不足道的；

（2）消费协作社不是同资本直接作斗争的组织，其他阶级也有类似的组织，这可能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单靠这些组织，不用进行阶级斗争和剥夺资产阶级，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

代表大会号召各国工人：

（一）加入无产阶级的消费协作社，千方百计促进它们的发展，同时维护这些组织的民主性；

（二）通过在消费协作社中坚持不懈地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促进工人中阶级斗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三）与此同时，努力使工人运动的一切形式尽可能全面接近；代表大会同时指出，生产协作社只有成为消费协作社的组成部分，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才有意义。”





　　所有决议草案都送交分委员会（国际代表大会的各个委员会都很大，每个国家要派四个代表参加每个委员会，因此由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草拟决议全文是根本不可能的）。参加分委员会的共十人：比利时代表两人（安塞尔和王德威尔得），法国代表一人（饶勒斯），奥地利代表一人（卡尔珀勒斯），德国代表一人（埃尔姆），荷兰代表一人（马克思主义者维博），意大利代表、丹麦代表、英国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沃伊诺夫和我，我们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没有来得及开会选举代表，因此我们两人都出席了会议，而只有一人参加表决）各一人。分委员会做的就完全是草拟决议案全文的实际工作了。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也就是分委员会草拟的决议案全文，只是文字上作了一些很小的改动，读者可以在本报这一号的另一个地方看到这个决议全文。分委员会上斗争的焦点（不同于委员会）不是合作社同党的关系问题，而是合作社的意义和作用这个更为原则的问题。关于合作社的作用，比利时代表坚持完全正确的原则提法，即合作社是（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为“完全剥夺”（expropriation　intégrale）资本家阶级而进行阶级斗争的可能采用的辅助工具之一。得到饶勒斯支持的埃尔姆表示坚决反对，并且把他的机会主义货色和盘托出。他说：一般说来，形势会不会发展到非进行剥夺不可，还很难说，他个人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里也没有提到剥夺，应该说“Ueberwindung　des　Kapitalismus”，即“克服资本主义”。倍倍尔在汉诺威同伯恩施坦的争论结束时所说的“es　bleibt　bei　der　Expropriation”（“我们象以前一样，主张剥夺”）[163]这句名言，被德国机会主义的一位领袖忘记了。由于上述争论才提出了“社会化问题”。饶勒斯以提出最后通牒的口吻要求对合作社的意义这样写：“合作社有助于工人〈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原文也是这样写的〉为实行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民主化和社会化而作准备”。

这是一种含含糊糊的、模棱两可的、小业主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都完全可以接受的词句，而饶勒斯最善于玩弄这种词句，也最偏爱这种词句。什么叫“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民主化”？（后来，草案从分委员会又转到委员会，法国代表把资料（moyens）一词改成了力量（forces），但也无济于事。）农民生产（我在委员会曾经说过）比大资本主义生产“更民主些”，这是不是说我们社会党人想要建立小生产呢？什么叫“社会化”？这可以理解为收归整个社会所有，但也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范围内的任何局部性的措施和任何改良，从农民协作社直到公共澡堂和公共厕所。饶勒斯还在分委员会上以丹麦农业协作社为例，认为这些设施似乎不是资本主义设施，显然这是在重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论调。

为了对这种机会主义组织反击，我们（俄国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曾试图不找埃尔姆而找《新时代》杂志副编辑武尔姆。他也是参加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德国代表。武尔姆不赞成“民主化和社会化”的说法，提出（非正式地）一系列修改意见，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埃尔姆之间斡旋，但是埃尔姆“顽固不化”，因此武尔姆一无所获。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我才在《莱比锡人民报》（1910年8月31日第201号附刊3）上看到，在德国代表团里，星期二就提出了合作社问题。该报记者报道说：“理·费舍问，德国代表在合作社问题上是否没有分歧。”埃尔姆回答说：“有。这种分歧一两天是消除不了的。代表大会的决定总是妥协性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最终恐怕也得妥协。”武尔姆说：“我对合作社问题的看法和冯·埃尔姆的看法完全不同（durchaus　andere）；但是通过一个共同的决议看来还是办得到的。”代表团认为既然这样，就不必再进行讨论了。

这篇报道证实了在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明朗化了的现象。德国代表团的成员由党和工会的代表对等组成。来自工会的几乎全是机会主义者，因为当选的通常都是书记和其他工会“官僚”。总的看来，在历次国际代表大会上，德国代表都不能实行坚定的原则路线，因此有时他们就掌握不住“国际”的领导权。武尔姆对埃尔姆毫无办法，这只不过再次表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这种危机说明坚决同机会主义者分道扬镳已经不可避免，迫在眉睫。

在合作社对党的经费支援问题上，埃尔姆和饶勒斯在分委员会上也搞得比利时代表作了过分的让步，同意了下述条文：“每个国家的合作社有权决定，它们是否应当用自己的资金来直接帮助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应当帮助到什么程度。”

当分委员会的草案又转交委员会最后批准的时候，我们重点研究的正是上述两条。我们和盖得一起提出了两点（主要的）修正：第一，把“（合作社）有助于工人为实行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民主化和社会化而作准备”一句改为：“（合作社）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为使生产和交换在资本家阶级被剥夺以后发挥作用而作准备”。这项修正的文字不够通顺，不过它的意思不是说，合作社现在不能帮助工人，而是说，合作社现在正在为之作准备的未来的生产和交换的作用，只有在资本家被剥夺以后才能发挥出来。第二项修正是针对合作社同党的关系这一条提出的。我们建议要么增加“这（即对工人斗争的帮助）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总是适当的”一句，要么把整个这一条去掉，另外换一条，直接建议合作社中的社会党人宣传和坚持给予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直接帮助的必要性。

这两条修正意见都被委员会否决了，赞成的只有约15票。社会革命党人投了饶勒斯的票，他们在历次国际代表大会上一贯如此。当着俄国公众的面，他们甚至可以责备倍倍尔搞机会主义，但是当着欧洲公众的面，他们却跟着饶勒斯和埃尔姆跑！武尔姆曾试图修改决议的结尾，把决议的最后三段调整一下。应该先说，把合作社合并成一个联合会是合适的（倒数第二段）。接着说，由合作社决定是否给予党直接帮助（倒数第三段）。最后一段就从“但是”起（但是，代表大会认为，党、工会和合作社保持日益亲密的关系是合适的）。这样，从整个上下文看就很清楚，代表大会是主张合作社给予党以帮助的。埃尔姆连这项修正案也否定了！于是武尔姆收回了这个修正案。接着维博又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这项修正案，我们投票赞成，但结果仍被否决。

至于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我们同盖得商量过。盖得认为（德国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都同意他的意见），在全体会议上不必为局部性的修正大动干戈，一般说应当投票赞成决议。决议的缺点是允许写了一句修正主义的话，不过这句话并没有取代有关社会主义目标的规定，而是同这个规定并存；除此之外，工人合作社应该帮助工人的阶级斗争这一点写得不够有力。这些缺点应该努力纠正，但是因此就在全体会议上发动斗争就没有道理了。我们同意盖得的这个意见，所以决议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了。

在总结代表大会在合作社问题上所做的工作时，我们既不能向自己，也不能向工人们隐瞒决议的缺点，而应当指出，“国际”对无产阶级合作社的任务作了一个基本正确的规定。每一个党员，每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合作社工作者，都应该遵守通过的决议，并且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贯彻决议的精神。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标志着工人运动的一个发展阶段，工人运动可以说走上了一个主要是向广度发展的阶段，并且开始把无产阶级合作社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同修正主义者的分歧已经露出苗头，但是修正主义者要提出独立的纲领还为时尚早。同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往后推了，但是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地将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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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这句话引自奥·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1899年10月9—14日）上就大会议程中的主要问题“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击”所作的报告。——343。







《列宁全集》第19卷


谈谈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是如何向国际介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情况的

（1910年9月25日〔10月8日〕）

由于哥本哈根国际代表大会的召开，最近许多出版物纷纷刊载介绍我们党内情况的文章。这里我们只简要地谈谈党的（更确切些说：反党的）三个不同思潮的代表人物所写的三篇文章。

很遗憾，刊登在我们德国同志的中央机关报（8月28日的《前进报》）上的一篇文章就其放肆程度而言，堪列榜首。这是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只有一个小标题：《本报俄国通讯员来稿》。

读者从这篇文章中获悉，“在我们党内起着无法比拟的巨大作用的俄国侨民，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利益和要求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大的抵触”。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是根据狭隘的派别精神进行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特点是“形式上和表面上的激进主义”；他们只是由于逐渐演变最后才“承认了”议会活动，等等。我们这位作者对我们党的多数派极为不满。在作者看来，我们党的整个情况非常阴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生活中，我们的作者只发现了一个光明点，这就是“维也纳出版的……工人报纸《真理报》，它一开始就完全置身于派别争论之外，抱定宗旨只搞政治鼓动”，等等。

读者，您已经在猜测这篇文章究竟出自哪位“无派别”人士之手了吧？您当然是不会猜错的。是的，这正是“无派别的”托洛茨基不害臊地公开为本派报纸做广告。这正是他向不很了解情况的德国读者就党内多数派的立场作出象取消派所作的一样的评价 
［注：鉴于这篇文章发表在《前进报》这样的机关报上，所以我们出席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代表不得不向德国党中央提出抗议。抗议书是由我们中央机关报的代表（格·瓦·普列汉诺夫和阿·瓦尔斯基）和党驻国际局的代表（尼·列宁）递交的。在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托洛茨基就向我们公开了这个秘密，说这篇臭名昭著的文章是他写的。］

 。

在德国修正主义者的机关报上承担诋毁我们党的任务的另一个著作家是罗·斯特列尔佐夫。他的文章发表在布洛赫先生主编的《社会主义月刊》上，倍倍尔在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把这位布洛赫公正地称作民族自由党人。一度曾在《同志报》[164]与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共事的罗·斯特列尔佐夫，现在已经公开为取消派辩护了。“再也没有什么比对他们的责难更荒谬的了。”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正该是取消派。至于党内多数派，你们都知道，他们“认为利用所谓合法机会，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工会、合作社、公开的代表大会等等是多余的”。是的，如果德国读者根据切列万宁的文章来研究俄国革命的历史，而根据斯特列尔佐夫和托洛茨基的文章来研究我们党内的现状和策略斗争，那他倒一定会得到一个正确的概念！……

第三篇文章是最后通牒派（他还是造神派）沃伊诺夫的手笔，发表在比利时同志的机关报《人民报》 
［注：沃伊诺夫经过一番考虑，在这里告诉读者，他是“哥本哈根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

 [165]上。虽然沃伊诺夫给比利时同志的是关于“我们党的策略思潮”（他的文章的标题）的错误概念，但是从某方面来看，他的文章也带来很大好处：它给我们又一次揭露了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策略的实质。“前进”集团中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作家，他们公开表明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目的，而不象“前进派分子”在写文章时那样总是遮遮掩掩。请你们自己听一听吧，哪一个“前进派分子”现在向你们公开承认，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现在正热中于实现战斗队等的幻想呢？但是坦率的沃伊诺夫直截了当地写道，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想“继续和加强我们的战斗准备”，而右倾的列宁却否定目前设立“例如，指导员学校的必要性”。哪一个“前进派分子”现在公开说，必须对杜马党团发出“最后通牒”呢？好心的沃伊诺夫却直言不讳地向我们宣布，他的朋友们需要“重建党”，以便“向我们的代表提出最后通篇……”哪一个“前进派分子”会在报刊上报告你们，为什么召回派－最后通牒派需要办国外“党校”呢？而健谈的沃伊诺夫却没有忘记告诉，需要“党校”是为了筹备党的“新的代表大会”，另选一个中央委员会来代替现在的“右倾的”中央委员会 
［注：在这里沃伊诺夫认为说得夸张一些有好处……：“某些中央委员，虽然是代表大会选的，但是他们对中央委员会新方针不满，因此提出了辞呈。”沃伊诺夫同志，这是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沃伊诺夫如此坦率，可是前进派的“外交家们”并不赏识！

托洛茨基、沃伊诺夫和斯特列尔佐夫在反对党的路线的斗争中亲如兄弟，伸出手来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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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同志报》（《Товарищ》）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年3月15日（28日）—1907年12月30日（1908年1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348。



[165]《人民报》（《Le　Peuple》）是比利时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85年起在布鲁塞尔出版。在比利时工人党改称为比利时社会党后，是比利时社会党的机关报。——348。







《列宁全集》第19卷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
[166]



（1910年9月底—11月）

本文标题所指的问题，就是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第50期和第51期上的文章都涉及过的问题。马尔托夫阐述了孟什维主义的观点。托洛茨基吃力地跟着孟什维克跑，用特别响亮的词句打掩护。马尔托夫认为，“俄国的经验”无非是“布朗基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粗野战胜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应读作：布尔什维主义战胜了孟什维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党过分热心地提倡”区别于“整个欧洲的”策略手段的“俄国方式”。托洛茨基提出同样的“历史哲学”。斗争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迁就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宗派主义情绪、知识分子个人主义、思想拜物教”被提到首位。而问题的实质则是一场“为影响政治上不成熟的无产阶级而进行的斗争”。


一

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同孟什维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为影响不成熟的无产阶级而进行的斗争，这种理论并不新鲜。这种理论从1905年起（甚至是从1903年起），我们在自由派出版的大量书籍、小册子、文章中就常常见到，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奉送给德国同志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词句加以点缀的自由派观点。

当然，俄国无产阶级政治上远不及西欧无产阶级那样成熟。但是在俄国社会的所有阶级中，正是无产阶级在1905—1907年政治上表现得最成熟，和1848年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一样卑鄙、软弱、愚蠢和阴险的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之所以仇恨俄国无产阶级，正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政治上已经足够成熟，才能够夺走这个资产阶级对运动的领导权，并且毫不留情地揭露自由派的背叛行为。

托洛茨基说，如果以为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在无产阶级当中深深地扎了根”，那是一种“幻想”。这就是我们这位托洛茨基擅长说的响亮空话的典型例子。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分歧的根子不在“无产阶级当中”，而在俄国革命的经济内容之中。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无视这个内容，也就不可能理解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意见分歧的理论表述是不是“深刻地”为无产阶级的这些或那些阶层所理解，而在于1905年革命的经济条件使无产阶级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势不两立，这不仅仅表现在改善工人生活的问题上，而且表现在土地问题以及革命的一切政治问题和其他问题上。谈俄国革命中的派别斗争时，一味给人扣“宗派主义”、“粗野”之类的帽子，而对无产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民主主义农民的基本经济利益只字不提，这就意味着降到了庸俗记者的水平。

举一个例子。马尔托夫写道：“在整个西欧，人们认为，只是随着农民群众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变革的恶果的了解，他们才能〈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而在俄国有人却给自己描绘出一幅人数很少的无产阶级同一亿农民联合的图景，这些农民都还没有受过或者几乎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熏陶，因此也没有上过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学校。”

这不是马尔托夫的偶尔失言，这是孟什维主义全部观点的核心。在俄国出版了由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和马斯洛夫编辑的机会主义的俄国革命史（《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这本书从头到尾贯穿着这些思想。孟什维克马斯洛夫在这部“著作”的总结性论文中把这些思想表达得更加清楚，他写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是会与经济发展的总进程发生矛盾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分歧的根源正是要在这里来寻找。

马尔托夫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学校偷换了资本主义学校（附带说一句：世界上除了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并不存在别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学校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资本主义使农民摆脱乡村愚昧状态，唤起并推动他们去作斗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学校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马克思在1848年7月29日《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167]。这是说，在1905—1907年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有步骤地死心塌地地出卖了农民，实质上站到地主和沙皇政府一边反对正在进行斗争的农民，直接阻碍农民斗争的发展。

马尔托夫在资本主义“教育”农民这类“马克思主义的”字眼的掩护下，替自由派（把农民出卖给贵族的）“教育”农民（同贵族作革命斗争的农民）进行辩护。

这就是用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词句点缀的自由主义。倍倍尔在马格德堡说过[168]，在社会民主党人当中有民族自由党人，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德国。

还必须指出，俄国自由主义的多数思想领袖都受过德国书刊的教育，他们特地把只承认“资本主义学校”而否认革命阶级斗争的学校的布伦坦诺和桑巴特的“马克思主义”搬到俄国来。俄国一切反革命的自由派如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弗兰克、伊茲哥耶夫之流都拿这类“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相炫耀。

马尔托夫把处在反对封建制度的农民起义时代的俄国同早已结束封建制度的“西欧”相提并论。这种歪曲历史面貌的做法实在少见。“在整个西欧”，有没有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到没收地主土地” 
［注：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策略决议》（《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0—151页）。——编者注］

 这一要求的社会党人呢？没有。“在整个西欧”，社会党人决不支持小业主为夺取土地占有权而进行的反对大业主的斗争。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在整个西欧”，资产阶级制度，包括资产阶级土地关系在内，早已确立并且已最终定型了，而在俄国，目前正在进行革命，正在为确立这个资产阶级制度而斗争。马尔托夫又拣起自由派早已过时的老一套，自由派总是把在这个问题上引起革命冲突的时期来同这个问题早已解决因而不存在革命冲突的时期相提并论。

孟什维主义之所以哭笑不得也就在于，它在革命时期不得不通过与自由主义绝不相容的提纲。如果我们支持“农民”没收土地的斗争，那就是说，我们认为胜利是可能的，而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都是有利的。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在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马克思在1848年如何论述实行革命专政的必要，以及梅林如何对那些责备马克思，说他想通过专政来实现民主的人发出公正的嘲笑[169]。）

认为这两个阶级的专政“会与经济发展的总进程发生矛盾”这种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恰恰相反，只有这种专政才能够彻底肃清一切封建残余，才能够保证生产力最迅速的发展。而自由派的政策则是把大权交到俄国的容克手中，任他们把俄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大大放慢。

1905—1907年间，自由派资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完全暴露了出来。1905年春秋两季以及1906年春季，农民起义波及俄国中部1/3到1/2的县份。农民捣毁了2000个地主庄园（很遗憾，这还不到应该捣毁的庄园的1/51）。只有无产阶级曾经忘我地帮助过这个革命斗争，全面地指导它，领导它，并且通过群众性的罢工使这个斗争联合起来。自由派资产阶级从来没有给过革命斗争一次帮助，而宁愿“安抚”农民，使他们同地主和沙皇“和解”。这以后，在头两届杜马（1906年和1907年）的议会舞台上，又重复了同样的情形。自由派一贯阻碍农民的斗争，出卖农民，而只有工人代表才指导并支持农民反对自由派。自由派同农民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贯穿第一和第二两届杜马的全部历史。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的斗争，这场支持或推翻自由派对农民的领导权的斗争，是同这段历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认为知识分子的影响和无产阶级不成熟等等是我们分裂的原因，这就象孩子一样天真地重复自由派的神话。

因此，托洛茨基关于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分裂是由于“社会革命阶级迁就议会活动的受到限制的（狭窄的）条件的过程”等等引起的，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分裂是由于知识分子迁就无产阶级引起的论调是根本荒谬的。托洛茨基写道：“这个迁就过程的实际政治内容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来看是受到很大限制（狭窄）的，而这个迁就过程的形式不受拘束，所投射的思想阴影也很大。”

这种真正“不受拘束的”空谈只不过是自由主义的“思想阴影”罢了。马尔托夫也好，托洛茨基也好，他们都把不同的历史时期搅混在一起，他们都把正在进行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俄国同早已结束这种革命的欧洲相提并论。在欧洲，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实际政治内容是发动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去同在国内已经建立了完全统治的资产阶级作斗争。在俄国，目前还仅仅是建立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或者建立象容克君主国（如果沙皇制度战胜了民主势力）的国家，或者建立象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如果民主势力战胜了沙皇制度）的国家。而在现代俄国只有在农民群众跟着革命无产阶级走而不是跟着阴险的自由派走的情况下，民主势力才有可能胜利。这个问题在历史上还没有解决。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结束，因而在这个范围内，也就是在为确立俄国资产阶级制度的形式而斗争的范围内，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工作的“实际政治内容”，比起那些已经根本不存在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早已结束的国家来，“受到限制”要小一些。

为什么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促使自由派向工人散布，说工人在革命中的作用“受到限制”，说派别斗争是知识分子引起的，而不是深刻的经济矛盾引起的，说工人政党应当“不是解放斗争的领导者，而是阶级的政党”，这一切是很容易理解的。正是这样一种说法最近被取消派－呼声派提出来了（列维茨基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的文章），并且博得了自由派的赞赏。“阶级的政党”这个字眼，他们是照布伦坦诺—桑巴特的意思来理解的，就是说，只关心你们本阶级就行了，把领导人民中的一切革命分子起来同沙皇政府及阴险的自由派作斗争这种“布朗基主义的梦想”丢掉吧。


二

马尔托夫关于俄国革命和托洛茨基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现状的论断，具体地证明了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不正确的。

我们先谈谈抵制。马尔托夫称抵制是“政治弃权”，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手段，而且他谈的只是1906年。托洛茨基说：“抵制主义倾向贯穿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历史，如抵制工会，抵制国家杜马，抵制地方自治等等”，他认为这是“害怕消失在群众中的宗派情绪的产物，是不可调和的弃权的激进主义”等等。关于抵制工会和地方自治的事，托洛茨基是在公开撒谎。至于说抵制主义贯穿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历史，这同样是撒谎；布尔什维主义完全形成为一个派别，是在1905年的春天和夏天，即在第一次出现抵制问题之前。1906年8月，布尔什维主义在本派别的正式机关报上宣布，必须实行抵制的历史条件已经成为过去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36—343页。——编者注］

 。

托洛茨基歪曲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关于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他从来没有能够形成比较固定的观点。

但是，他对这个革命的历史进行的歪曲就更厉害了。如果谈抵制，就应该从头开始，而不是从结尾开始谈。革命的第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胜利，是坚持抵制口号的群众运动取得的。忘掉这一事实只会对自由派有利。

1905年8月6日（19日）的法令决定建立一个咨议性机关即布里根杜马。自由派，甚至最左的自由派，都决定参加这个杜马。社会民主党以压倒孟什维克的多数决定抵制这个杜马并号召群众直接冲击沙皇制度，举行群众性的罢工和起义。由此可见，抵制问题不是仅仅属于社会民主党内部的问题。这是一个自由派同无产阶级斗争的问题。当时所有的自由派报刊表明，自由派害怕革命的发展，因而竭力谋求同沙皇政府达成“协议”。

当时进行直接的群众斗争的客观条件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罢工（分为经济的和政治的）和农民运动的统计数字作了最好的回答。我们列出一些主要数字来说明下面的全部论述。





每季度罢工人数
 （单位千）①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共计
	　
	810
	481
	294
	1277
	269
	479
	296
	63
	146
	323
	77
	193



	其中包括
	经济罢工人数
	411
	190
	143
	275
	73
	222
	125
	37
	52
	52
	66
	30



	　
	政治罢工人数
	399
	291
	151
	1002
	196
	257
	171
	26
	94
	271
	11
	163



	农民运动波及的县份的百分比
	　
	14.2％
	36.9％
	　
	49.2％
	21.1％
	　
	　
	　
	　









［注①：用横线标出的是特别重要的时期：1905年第一季度——1月9日；1905年第四季度——革命的高潮，10月和12月；1906年第二季度——第一届杜马；1907年第二季度——第二届杜马。数字是从官方所作的罢工统计资料中摘出的[170]，对于这些罢工，我在准备发表的俄国革命史纲要中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见本卷第369—396页。——编者注）］



这些数字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能够发挥多么巨大的力量。在革命前的整整十年中，俄国总共只有431000人参加罢工，平均每年43000人，而在1905年一年中，参加罢工的人达2863000人次——而工厂工人的总数是1661000人！这样的罢工运动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1905年第三季度，也就是第一次出现抵制问题的时候，正是罢工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民运动）要掀起更加汹涌澎湃的新浪潮的过渡时刻。究竟是帮助这个革命浪潮向前发展并引导它去推翻沙皇政府呢，还是容许沙皇政府玩弄咨议性杜马来转移群众的视线，——这便是当时抵制问题的实际的历史内容。所以可以断定，把俄国革命史上的抵制同“政治弃权”、“宗派主义”等等联系起来的这种徒劳的尝试，是多么拙劣，多么象自由派那样愚蠢！运动坚持了当时针对自由派提出的抵制口号，使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从1905年第三季度的151000人增加到同年第四季度的100万人。

马尔托夫宣称1905年罢工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在广泛的资产阶级人士中有一股日益增长的反政府潮流”。“这些广泛的资产阶级阶层的影响很深远，它们一方面直接怂恿工人举行政治罢工”，另一方面又促使厂主“支付工人在罢工期间的工资”（黑体是马尔托夫用的）。

我们把枯燥的统计数字拿来与这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悦耳的恭维作一个对比。1905年，工人罢工的收获比1907年的多。下面就是这一年的资料：1438610个罢工者提出经济要求，其中369304个工人斗争胜利了，671590个工人妥协了，397716个工人斗争失败了。这就是实际的（而不是象自由派神话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影响”。马尔托夫完全自由主义地歪曲了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的真正态度。并不是因为资产阶级偶尔支付罢工期间的工资或者有一点反政府的表现，工人才取得胜利（“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而是因为工人胜利了，资产阶级才采取反对派立场，并且支付工资。最可爱的马尔托夫，阶级冲击的力量，千百万人罢工、农民暴动、军队起义的力量，才是原因，这才是“主要原因”；而资产阶级的“同情”则是结果。

马尔托夫写道：“10月17日展示了杜马选举的前景，为集会、成立工人联合会、出版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创造了可能性，并指出了如何进行工作的方向。”但糟糕的是，“谁也没有想过采用‘疲劳战略’的可能性问题。整个运动被人为地推向严重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冲突”，也就是被推向十二月罢工和十二月“流血的失败”。

考茨基曾经和罗·卢森堡争论过关于德国在1910年春天由“疲劳战略”转向“颠覆战略”的时刻是否已经来临的问题，当时考茨基直接明确地说，在政治危机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这一转变是不可避免的。而马尔托夫抓起了考茨基的大旗，竟在事后鼓吹要在革命最激烈的时刻采用“疲劳战略”。不，亲爱的马尔托夫，你这不过是在重弹自由派的老调。10月17日所“展示”的，不是和平立宪的“前景”（这是自由派的神话），而是国内战争。这场战争不是某党某派的主观意志的安排，而是1905年1月以来事态发展酝酿起来的。十月宣言所标志的并不是斗争的终止，而是斗争双方势均力敌：沙皇政府已经无法进行治理，而革命还无法把它推翻。这种情况客观上必然要导致一场决战。国内战争无论在10月或11月都已经是事实（而和平的“前景”却是自由派的谎话）；表现出这场国内战争的不仅是大屠杀，而且还有对不听话的军队、对俄国1/3土地上的农民以及对边疆地区实行的武装镇压。在这种情况下还认为12月的武装起义和群众罢工是“人为的”那些人，也只能人为地算是社会民主党人。这些人的天然的政党就是自由派的政党。

马克思在1848年和1871年曾经说，在革命中常常有这样的时候，不战而降，把阵地交给敌人，会比在斗争中遭到失败更使群众意志消沉[171]。在俄国革命史上，1905年12月还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时候。12月是全国各地12个月以来愈演愈烈的群众性的冲突和战斗的自然而又必然的终结。甚至枯燥的统计数字也证明了这一点。单纯的政治罢工（即未曾提出任何经济要求）人数：1905年1月——123000人，10月——328000人，12月——372000人。有人却要我们相信，这种发展是“人为的”！有人却给我们编了一则神话，说军队起义再加上这种群众政治斗争的发展，有可能不是必然转变为武装起义的！不，这不是革命的历史，这是自由派对革命的诬蔑。


三

关于十月罢工马尔托夫写道：“恰好在这个时候，在工人们群情激愤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力图把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同经济斗争融合的主张。但是，和罗莎·卢森堡同志的意见相反，这里所表现的并不是运动的优点，而是运动的弱点。”用革命手段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并且“瓦解了”工人。“1905年11月邮电职员的总罢工也走向这样的结局。”马尔托夫就是这样来写历史的。

只要看看上面的统计数字，就可以看出这样写的历史在作伪了。在革命的整个三年中，每当政治危机激化的时候，不仅出现政治罢工斗争的高潮，而且出现经济罢工斗争的高潮。这两种罢工斗争的结合说明的并不是运动的弱小，而是运动的强大。自由派资产者的观点与此相反，因为他们正是希望工人参加不致吸引广大群众投入革命、投入反对资产阶级斗争这样一种政治。正是在10月17日以后，自由派的地方自治运动彻底分裂了：地主和工厂主公开组织了反革命的“十月”党，残酷镇压罢工者（而“左派”自由主义者即立宪民主党人，则在报刊上指责工人“丧失理智”）。马尔托夫跟着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跑，认为工人的“弱点”在于他们恰好在这个时候竭力使经济斗争具有更大的进攻性。而我们认为工人（尤其是农民）的弱点在于他们转入进攻性的经济斗争和武装政治斗争不够坚决、不够广泛、不够迅速，这种斗争是整个事态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根本不是某党某派主观意愿的产物。我们的观点与马尔托夫的观点之间有一条鸿沟，而这种“知识分子”观点之间的鸿沟，与托洛茨基所说的正好相反，只是反映了1905年年底两个阶级之间实际存在的鸿沟，也就是战斗的革命无产阶级和背叛成性的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的鸿沟。

还应当补充一点，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失败的情况并不是马尔托夫抓住不放的1905年年底才有，这种情况在1906年和1907年还要多一些。统计数字告诉我们，1895—1904年这十年间，51．6％的罢工（按罢工人数计算）工厂主取得胜利；而1905年——29．4％；1906年——33．5％；1907年——57．6％；1908年——68．8％。这是不是意味着1906—1907年的经济罢工是“丧失理智”，是“不合时宜的”，是“运动的弱点”呢？不是的。这是意味着，由于1905年群众革命斗争的攻击力量不够强大，失败（既在政治上又在“经济”上）是必然的，但是，无产阶级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未能对敌人至少发动两次新的攻击（1906年的第二季度和1907年的第二季度，仅仅参加政治罢工的人就各有25万）的话，那么还要失败得更厉害；那么政变就不是在1907年6月发生，而会提前一年甚至一年多；那么1905年工人的经济胜利果实就会更快被夺走。

群众革命斗争的这种意义马尔托夫是绝对懂不了的。关于1906年初的抵制，他追随自由派说：“社会民主党暂时置身于政治战线之外了”。单从理论上来看，对1906年抵制问题的这种提法是把非常复杂的问题惊人地简单化和庸俗化了。1906年第二季度实际“战线”是什么样的呢？是议会内的还是议会外的呢？请看一看统计数字吧：“经济”罢工人数从73000人增加到222000人，政治罢工人数从196000人增加到257000人。农民运动所波及的县份的百分比从36．9％增加到49．2％。大家知道，1906年第二季度的军队起义较之第一季度同样是声势更浩大，次数更频繁了。其次，大家也知道，第一届杜马是世界上（20世纪初）最革命同时又最无力的议会；它的决议没有一个是付诸实现了的。

客观事实就是这样。自由派和马尔托夫在评价这些事实时却说杜马是实际的“战线”，而起义、政治罢工、农民和士兵的骚动，那统统是“革命浪漫派”的无谓之举。而思想深刻的托洛茨基则认为，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派别分歧是“知识分子”“为影响不成熟的无产阶级而进行的斗争”。我们认为，客观的资料证明1906年春天真正的群众革命斗争出现了如此重要的高潮，所以社会民主党当时必须承认只有这样的斗争才是主要的斗争，并且必须全力以赴支持和发展这一斗争。当时沙皇政府似乎用保证召开杜马从欧洲弄到了20亿贷款，当时沙皇政府匆忙颁布了反对抵制杜马的法令，我们认为，当时这种特殊政治形势完全证明了无产阶级从沙皇手中夺取俄国第一届议会召开权的尝试是正确的。我们认为，当时“置身于政治战线之外”的并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自由派。自由派的立宪幻想（自由派正是通过在群众中散布这些幻想而在革命中发迹的），已经最明显不过地被第一届杜马的历史打破了。

在第一、第二两届杜马中，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都拥有多数，并且煊赫一时地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但是自由派的这些“胜利”正好清楚地表明，自由派一直都是置身于“政治战线之外”的，他们是一群深深腐蚀群众民主意识的政治小丑。如果马尔托夫及其伙伴们跟着自由派嚷嚷，说革命的惨重失败是“不该这么办”的教训，我们就回答他们说：革命所取得的唯一的真正的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唾弃了自由派出的主意，不参加布里根杜马，而领导农民群众举行了起义。这是第一。第二，俄国无产阶级在三年（1905—1907年）中通过以自己的英勇斗争为自己、为俄国人民争取到其他国家的人民花费了几十年时间才争取到的东西。俄国无产阶级使工人群众摆脱了背叛成性的、软弱得可鄙的自由主义的影响。它为自己争得了在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斗争中的领导权，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了条件。它使俄国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获得了进行群众革命斗争的本领，不进行这种斗争，人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能获得丝毫重大的进步。

无论反动势力如何喧嚣一时，自由派如何满怀仇恨、破口大骂、暴跳如雷，无论社会主义机会主义者如何动摇彷徨、缺乏远见、缺乏信心，俄国无产阶级的这些胜利果实都是不会丧失的。


四

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派别在革命以后发展起来了，这也不是由于“知识分子迁就无产阶级”，而是由于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1905—1907年的革命使得农民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在关于俄国资产阶级制度的形式问题上的对抗加剧，趋于公开，被提上日程。政治上已经成熟的无产阶级不能不非常积极地投入这场斗争，而布尔什维主义同孟什维主义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对待新社会各阶级的态度的反映。

1908—1910年这三年的特征是反革命取得胜利，专制制度重整旗鼓以及第三届杜马即黑帮和十月党人的杜马的召开。新制度的形式所引起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不占舞台主要地位。无产阶级保卫自己的、同反动势力和反革命自由主义势不两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一起码的任务就提上了日程。这个任务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完成的，因为无产阶级遭到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迫害，激起了自由派的极端仇恨，自由派恨社会民主党夺走了他们在革命中对群众的领导权。

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很严重。组织被破坏。大批老的领导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领导人）被逮捕。新型的、担负党的事业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脱颖而出，但是他们需要克服种种不寻常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正在失去许多“同路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投向社会主义者，这是很自然的。现在他们脱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而去。这一过程在两个派别中都可以见到：布尔什维克中的“召回派”就是这种情况，这个派别是1908年春出现的，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立即遭到失败，经过长时期的斗争而被布尔什维克派的正式中央否定之后，他们又在国外组织了一个特别的派别“前进派”。这个涣散时期的特点在于，聚集在这个派别中的，既有纲领上明文规定要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打着保护“无产阶级的哲学”的招牌）的“马赫主义者”，又有“最后通牒派”即羞羞答答的召回派，还有为各种“引人注目的”口号所迷惑、把这些口号背得烂熟但对马克思主义基础一窍不通的形形色色的“自由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

而孟什维克中，这种小资产阶级“同路人”脱离的过程则由取消派来完成，这个派别现在通过波特列索夫先生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复兴》与《生活》[172]两杂志以及通过“16人”和“3人”（米哈伊尔、罗曼、尤里）的立场已经完全形成，而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实际上充当了俄国取消派的奴仆，并且在党员群众面前充当了取消派的外交掩护人。

托洛茨基不理解发生在反革命得势时代的这种涣散现象，不理解非社会民主主义分子脱离社会民主工党这一现象的历史经济意义，而向德国读者大谈其两个派别的“涣散”、“党的涣散”，“党的解体”。

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表明，第一，托洛茨基在理论上一窍不通。为什么中央全会认为取消主义也好，召回主义也好，都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这一点托洛茨基是绝对理解不了的。请切实想一想，那些体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流派受到党的谴责而分离出去，这究竟是党的涣散和党的解体呢？还是党的巩固和党的纯洁？

第二，这种错误在实践上表明了托洛茨基派的广告“政策”。托洛茨基所要干的，就是试图建立一个派别，现在，由于托洛茨基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从《真理报》中排挤出去，这一点已被大家识破了。托洛茨基为了替自己的派别做广告，竟大言不惭地对德国人说，“党”在涣散，两个派别在涣散，而他托洛茨基一个人在拯救一切。事实上，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1910年11月26日以维也纳俱乐部名义发表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最新决议也特别清楚地表明，信任托洛茨基的只有取消派和“前进派”。

托洛茨基在德国人面前贬低党和抬高自己，已经到了多么厚颜无耻的地步，有下面的例子为证。托洛茨基写道，俄国的“工人群众”认为“社会民主党是站在他们的圈子以外的〈黑体是托洛茨基用的〉”，他还提出“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党人”这种说法。

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们听了这些话又怎能不跑去亲吻托洛茨基呢？

但是，不仅整个革命史，甚至工人选民团对第三届杜马的选举，已经把这些话驳倒了。

托洛茨基写道，要在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孟什维克派和布尔什维克派，根据他们从前的思想和组织方式，是完全没有能力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个别集团”倒是做了一些工作，“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两派范围以外进行的，并没有受它们的组织影响”。“甚至孟什维克占优势的极其重要的合法组织，也是在完全不受孟什维克派的监督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托洛茨基就是这样写的。但事实是：从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成立开始，布尔什维克派就通过享有党中央委员会全权的自己的受托人不断地做工作，推动、帮助在杜马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给他们出主意，对他们进行监督。由两派（作为派别，它们在1910年1月已自动解散了）的代表组成的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也做了同样的工作。

托洛茨基向德国同志详细地讲了“召回主义”的愚蠢，把这一流派描绘成整个布尔什维主义所固有的抵制主义的“结晶”，然后又简单地提了一句，说布尔什维主义“没有屈服于”召回主义，而是“坚决地，或者确切些说，非常激烈地反对它”，德国读者当然不能想象出这种叙述的奸诈用心。托洛茨基狡诈的“保留”就在于他省略了一个小小的、很小很小的“细节”。他“忘了”说，还在1909年春天布尔什维克派就在自己正式代表会议上把召回派分子推开了，开除了。但恰恰这个“细节”是托洛茨基不便说的，因为他要说的是布尔什维克派（还有党）的“涣散”，而不是说的非社会民主主义分子的脱离呀！

我们认为马尔托夫现在是取消派的领袖之一，他愈是“巧妙地”用假马克思主义词句来替取消派辩护，他就愈加危险。但是马尔托夫公开叙述的是那些给1903—1910年群众性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又一个思潮打上了自己的印记的观点，而托洛茨基则仅仅代表个人的动摇而已。1903年托洛茨基是孟什维克；1904年他脱离孟什维主义，1905年又回到孟什维克那里，一味用最最革命的词句相炫耀；1906年又离开了；1906年年底他拥护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选举协议（也就是实际上又同孟什维克站在一起），而1907年春天在伦敦代表大会上说，他同罗莎·卢森堡的区别，“与其说是政治倾向方面的区别，不如说是个人色彩方面的区别”。托洛茨基今天从这一派的思想里剽窃一点，明天又从那一派的思想里剽窃一点，因此就宣布自己比两派都高明。托洛茨基在理论上根本不同意取消派和召回派，而在实践中却什么都同意呼声派和前进派。因此，如果托洛茨基向德国同志们说，他代表“整个党的倾向”，那我就要说，托洛茨基只代表自己那一派，并且仅仅享有召回派和取消派的某些信任。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我的话是正确的。1910年1月，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与托洛茨基的《真理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指派了一位中央委员会代表参加编辑部。1910年9月，党中央机关报登载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因托洛茨基奉行反党政策而与其断绝关系的消息。在哥本哈根，普列汉诺夫作为护党派孟什维克的代表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代表，笔者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曾同一位波兰同志[173]一起发表联合声明，坚决抗议托洛茨基在德国刊物上这样来描述我们党的情况。

现在让读者来评一评，托洛茨基是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整个党的”倾向呢，还是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整个反党的”倾向。





	载于1911年4月29日（5月12日）《争论专页》第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358—376页

















[166]《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是针对1910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上刊载的尔·马尔托夫的《普鲁士的争论和俄国的经验》和列·达·托洛茨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发展的趋势》这两篇文章而写的。他们的这些文章歪曲了党内斗争的真实意义和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历史。



列宁原来打算在《新时代》杂志上答复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并为此写信给该杂志的编辑卡·考茨基。但是考茨基和该杂志另一领导人埃·武尔姆不肯在他们的杂志上刊登列宁的文章，而建议由该杂志的经常撰稿人之一尤·马尔赫列夫斯基（卡尔斯基）出面写文章回答马尔托夫。列宁得知这一消息时，这篇文章已写了一半。他认为仍应由他来答复托洛茨基，于是又写了一篇专门针对托洛茨基的文章寄给了考茨基。他在写给考茨基的一封信里说：“您尊敬的夫人在您生病期间写信给我，甚为感谢。我曾想给她写信，但又想我与其在信里叙述自己对托洛茨基文章的意见，倒不如把自己的文章寄上。这篇文章我不仅是寄给您的，也是寄给您夫人的，作为对她的信的答复。”（这封信的末页影印件登载于1928年12月12日柏林《前进报》的《晚报》副刊）但这篇文章《新时代》杂志仍拒绝刊登。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直到1911年4月29日（5月12日）才在《争论专页》第3期上发表。



有关这篇文章的问题，参看列宁1910年9月17日（30日）给卡·拉狄克的信，1910年9月24日（10月7日）给马尔赫列夫斯基的信和1910年9月26日（10月9日）给拉狄克的信（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



本卷《附录》里收有《〈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提纲》（见第418页）。——350。



[167]这句话引自马克思在1848年7月29日《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31页）。



《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352。



[168]列宁指的是奥·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1910年9月18—24日）上就巴登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表决国家预算问题发表的演说。倍倍尔在演说中尖锐批评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的同时，宣称：“我认为，我们是社会民主党人，而如果我们当中有民族自由党人，他们就应当离开，他们不能留在党内。”关于这次代表大会，参看《两个世界》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



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政党，容克—资产阶级联盟的支柱之一，积极支持德国政府殖民扩张和军备竞赛以及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352。



[169]这里说的是马克思以《危机与反革命》为题的一组文章中的第3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4—477页）。列宁提到“梅林对那些责备马克思，说他想通过专政来实现民主的人们的公正嘲笑”，是指弗·梅林为他自己出版的《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遗著》第3卷写的引言。——354。



[170]指1910年沙皇俄国政府工商业部出版的《1906—1908年三年内工厂工人罢工统计》一书。书中的材料是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工厂监察员瓦·叶·瓦尔扎尔整理和编写的。——357。



[171]列宁指的是恩格斯在《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一文中阐述的原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80—84页）。马克思在1871年4月17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表达了类似的思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211页）。



《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参与下所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这组文章最初于1851—1852年由马克思署名登载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直至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才知道是恩格斯写的。——360。



[172]《生活》杂志（《Жизнь》）是俄国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机关刊物，1910年8月和9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两期。——365。



[173]指阿·瓦尔斯基（阿·绍·瓦尔沙夫斯基）。——368。







《列宁全集》第19卷


论俄国罢工统计
[174]



（1910年9月底—11月）


一

我国书刊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工商业部的著名出版物《工厂工人罢工统计》（1895—1904年和1905—1908年）。这些出版物中收集的材料非常丰富，非常宝贵，对这些材料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全面的分析还需要花很多时间。上述出版物所作的分析，只是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是远远不够的。在本文中我们打算向读者介绍一次较为详尽的分析的尝试所得出的初步结论，而在另外的地方再作全面的叙述。

首先，下面的事实完全可以肯定：1905—1907年的俄国罢工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下面是一些国家每年罢工人数的资料（单位千）：






	平均数
	俄国
	美国
	德国
	法国



	1895—1904年
	43
	　
	　
	　



	1905年
	2863
	　
	　
	　



	1906年
	1108
	　
	　
	　



	1907年
	740
	660
	527
	438



	1908年
	176
	1894—1908年这十五年的最高数



	1909年
	64
	　
	　
	　







1905—1907年是不寻常的三年。这三年中俄国罢工人数的最低数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时期曾达到过的最高数。当然，这并不是说俄国工人比西方工人更开展或力量更强大。但是这说明，人类迄今尚不清楚，工业无产阶级在这一领域中能够发挥出何等巨大的力量。事变的历史进程的特点在于，无产阶级的这一能量破天荒在一个正面临资产阶级革命的落后的国家里大致显示出来了。

要弄清楚在俄国这样一个同西欧相比工厂工人人数并不多的国家，罢工人数怎么会那么多，就应当注意反复罢工。下面就是每年反复罢工数以及罢工人数同工人人数的对比资料：






	年份
	罢工人数占工人总数的百分比
	反复罢工占罢工总次数的百分比



	1895—1904年
	1.46—5.10％
	36.2％



	1905年
	163.8
	85.5



	1906年
	65.8
	74.5



	1907年
	41.9
	51.8



	1908年
	9.7
	25.4







我们从这里看到，1905—1907年这三年的罢工人数是不寻常的，反复罢工发生之频繁，罢工人数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之高也是引人注目的。

统计材料同时给我们提供了发生罢工的企业和参加罢工的工人的实际数。下面就是每年的数字：






	　
	发生罢工的企业中罢工参加者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10年（1895—1904年）总计
	27.0％



	1905年
	60.0



	1906年
	37.9



	1907年
	32.1



	1908年
	11.9







这张表也和上面的表一样，它们都说明，1906—1907年罢工人数减少的幅度，总的说来要比1905—1906年的小得多。我们在下面的叙述中还会看到，在某些生产部门和某些地区，1906—1907年罢工运动不是衰落，而是增强了。现在我们只指出，各省实际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的资料说明了下面的有趣现象。1905—1906年，绝大多数工业发达的省份参加罢工的工人百分比都下降了；但也有一些省份这个百分比提高了，这就是那些工业最不发达的所谓最偏僻的省份。例如远北方诸省：阿尔汉格尔斯克省（11000个工厂工人：1905年参加罢工的工人占0．4％；1906年——78．6％），沃洛格达省（6000个工厂工人；在这两年分别占26．8％和40．2％），奥洛涅茨省（1000个工厂工人；0——2．6％）；其次有黑海省（1000个工厂工人；42．4％——93．5％）；伏尔加河流域的省份中有辛比尔斯克省（14000个工厂工人；10％——33．9％）；中部农业区中有库尔斯克省（18000个工厂工人；14．4％——16．9％）；东部边疆地区中有奥伦堡省（3000个工厂工人；3．4％——29．4％）。

这些省份1905—1906年罢工参加者的每分比上升了，其意义是很明显的：1905年浪潮还来不及冲击到这里的工人，他们只是在那些比较先进的工人进行了一年之久的世界前所未见的斗争以后才开始被卷入运动的。我们在下面的叙述中，还会一再碰到这个对于了解事变的历史进程十分重要的现象。

相反，在某些工业非常发达的省份1906—1907年罢工参加者的百分比提高了，例如彼得堡省（1906年68．0％；1907年85．7％——几乎同1905年的85．9％相等），弗拉基米尔省（37．1％——49．6％），巴库省（32．9％——85．5％），基辅省（10．9％——11．4％）以及其他许多省。如果说，从许多省份1905—1906年罢工者百分比的增长中，我们看到工人阶级后卫队错过斗争发展高峰时期，那么另一些省份1906—1907年这一百分比的上升则向我们表明，先锋队在奋力重整旗鼓，中止业已开始的退却。

为了使这个正确的结论更加确切，我们把第一和第二类省份的工人人数和罢工实际参加者人数的绝对数字列举如下：





1905—1906年参加罢工的工人的百分比有提高的省份



	这类省份的数目
	这些省份的工厂工人人数
	实际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



	1905年
	1906年



	10
	61800
	6564
	21484







平均每省有6000个工厂工人。实际参加罢工的工人共增加15000人。





1906—1907年参加罢工的工人的百分比有提高的省份



	这类省份的数目
	这些省份的工厂工人人数
	实际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



	1906年
	1907年



	19
	572132
	186926
	285673







平均每省有3万个工厂工人。实际参加罢工的工人增加10万人，如果减去1906年未作统计的巴库省石油工人（大约不超过2—3万人），那么大约增加7万人。

后卫队在1906年和先锋队在1907年所起的作用，在这些资料中是很清楚的。

为了更精确地判断这些罢工的规模，应当列举俄国各地区的资料并且把罢工人数和工厂工人人数作对比。下面就是这些资料的综合数字：






	工业区
	1905年工厂工人人数（单位千）


	历年罢工人数（单位千）



	1895—1904年总和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1908年



	Ⅰ．.彼得堡区
	298
	137
	1033
	307
	325
	44



	Ⅱ. ．莫斯科区
	567
	123
	540
	170
	154
	28



	Ⅲ. ．华沙区
	252
	69
	887
	525
	104
	35



	Ⅳ—Ⅵ：基辅、伏尔加河流域和哈尔科夫区
	543
	102
	403
	106
	157①
	69①



	
总计

	1660
	431
	2863
	1108
	740
	176







　　 
［注①：把这些数字和前几年的统计资料比较是不完全合适的，因为1907年第一次把石油工人计算在内，增加大约不超过2—3万人。］

各地区工人参加运动的情况并不平衡。总的来看，166万工人参加罢工2863000人次，也就是说，每100个工人参加罢工164人次，或者换句话说，1905年有一半以上的工人平均罢工两次。但这些平均数一方面掩盖了彼得堡区同华沙区的根本区别，另一方面也掩盖了这两个区同其余所有各区的根本区别。彼得堡区和华沙区共有占总数1/3的工厂工人（166万人中占55万人），但两个区的罢工者占总数的2/3（2863000人中占192万人）。这两个区1905年每个工人平均罢工近四次。其余各区，111万工人参加罢工943000人次，从比例来看要比上述两个区少3/4。由此可见，自由派散布的并且得到我们的取消派共鸣的似乎工人对自己力量估计过高的论调，是多么不正确。相反，事实证明了工人对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因为他们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力量。如果整个俄国罢工斗争都象彼得堡区和华沙区的那样干劲十足，那样不屈不挠（我们这里仅仅指这种斗争形式），那么罢工总人数将多一倍。换句话说，这个结论应该是：工人在运动的这一领域只估计到自己的一半力量，因为另外一半他们还没有利用过。从地理上看，西部和西北部已经觉醒，但中部、南部和声部有一半还在沉睡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促进落后者的觉醒每天都是有所作为的。

根据各区的资料得出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1905—1906年运动低潮是普遍存在的，虽然是不平衡的；1906—1907年，华沙区则出现特大低潮，而莫斯科区、基辅区和伏尔加河流域区稍好一些，但彼得堡区和哈尔科夫区却有增长。这些情况说明，从人民当时的觉悟程度和准备程度来看，上面谈到的运动形式在1905年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由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客观矛盾没有消失，这个运动形式应该过渡到高级形式。而经过一年的休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或聚集力量的时期以后，在1906年，新的高潮在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已经开始了。如果自由派和追随他们的取消派在评价这一时期时，以藐视的口吻说什么这是“浪漫主义者的期待”，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就要说，自由派拒绝支持这一局部的高潮，他们也就在毁掉保卫民主成果的最后一点可能性。

关于罢工者分布的地区问题，还应当指出，绝大多数集中在六个工业高度发达的省，其中的五个省有大城市。这六个省是：彼得堡省、莫斯科省、里夫兰省、弗拉基米尔省、华沙省和彼得库夫省。这六个省1905年共有工厂工人827000人，就是说几乎占工厂工人总数1661000人的一半。而这些省在1895—1904年这十年间罢工者总共246000人，就是说，约占罢工者总数431000人的60％；1905年2072000人，就是说，约占2863000人的70％；1906年852000人，就是说，约占1108000人的75％；1907年517000人，就是说，约占74万人的70％；1908年85000人，就是说，不到总数176000人的一半。 
［注：1908年，巴库省罢工人数很多，计47000人，居各省之冠。真可谓群众性政治罢工中最后的莫希干人[175]！］



因此，这六个省在1905—1907年这三年中所起的作用，要比在此以前和在此以后的时期所起的作用大。这就清楚了，大城市其中包括两个首都，在这三年中发挥的力量比其他地方大得多。分布在农村以及比较小的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工人，他们占全国工人总数的一半，但是1895—1904年罢工者只占全国罢工总人数的40％，1905—1907年只占25—30％。因此，我们对上述结论作一点补充，可以说大城市已经觉醒了，而小城市和农村在很大程度上还在沉睡中。

除此之外，关于一般农村，也就是关于居住在农村的工厂工人，还可以举出城市中和城市以外的罢工次数（不是罢工人数）的统计资料。下面就是这方面的资料：






	　
	罢工次数



	　
	城市中
	城市以外
	总计



	10年（1895—1904年）总和
	1326
	439
	1765



	1905年
	11891
	2104
	13995



	1906年
	5328
	786
	6114



	1907年
	3258
	315
	3573



	1908年
	767
	125
	892







官方统计的编制者在列举以上资料时还指出，根据波果热夫先生的著名调查，俄国有40％的工厂在城市中，60％在城市以外[176]。因此，如果在平常时期（1895—1904年）城市的罢工次数比农村的罢工次数多两倍，那么城市的罢工次数占企业总数的百分比就达到农村的4+（1/4）倍。这个比数在1905年大致是8∶1，1906年9∶1，1907年15∶1，1908年 
［注：1908年的罢工次数包括228次油田罢工，而1907年包括230次油田罢工，这些油田1906年才开始接受检查。］

 6∶1。换句话说，城市的工厂工人在罢工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同居住农村的工厂工人相比，1905年比过去各年要大得多；不仅如此，1906年和1907年这种作用愈来愈大，也就是说，农村的工厂工人参加运动的人数比例愈来愈小了。居住农村的工厂工人在1895—1904年这十年中，所作的斗争准备最差，1905年以后最先转入退却，表现得最缺乏坚持性。先锋队，即城市的工厂工人在1906年曾经特别作了一番努力，而在1907年又作了比1906年还要大的努力，来制止这一退却。

下面我们看看罢工者按生产部门分布的情形。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四种主要的生产类别：（Ａ）五金工人；（Ｂ）纺织工人；（Ｃ）印刷工人、木材加工工人、皮革工人和化学生产工人；（Ｄ）矿产加工工人和食品生产工人。下面是各年的资料：[177]






	生产类别
	1904年工厂工人总数
	各年罢工人数（单位千）



	1895—1904年总和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1908年



	A
	252
	117
	811
	213
	193
	41



	B
	708
	237
	1296
	640
	302
	56



	C
	277
	38
	471
	170
	179
	24



	D
	454
	39
	285
	85
	66
	55



	
总计

	1691
	431
	2863
	1108
	740
	176







五金工人在1905年以前的十年中作的准备最充分。这十年在他们中差不多有一半人（252000人中有117000人）罢过工。由于他们的准备最充分，他们在1905年也站在最前面。他们的罢工人次超过他们人数的2倍多（811比252）。在分析1905年各个月份的统计资料时，这个先锋队的作用更显得突出（要在一篇短文中详细分析这些统计资料是不可能的，我们将在另外的地方再作分析）。1905年的各个月份中，五金工人同所有其余生产类别一样，罢工人数的最高峰不是在10月，而是在1月。先锋队以最大的干劲掀起运动，从而“震动了”其他群众。在1905年1月份一个月之中，五金工人有155000人罢工，就是说，占总数（252000人）的2/3；一个月的罢工者人数比在此以前十年的总数还要多得多（155000人比117000人）。但是这种几乎是超人的干劲使得先锋队到1905年年底便筋疲力尽了：在1906年五金工人运动衰落的幅度居首位。他们的罢工人数减少最多：从811000人减少到213000人，就是说，几乎减少了3/4。1907年先锋队又重新聚积力量，总的来说罢工人数减少得不多（从213000人减小到193000人），而在金属加工这一生产类别的三种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即机械制造、造船和铸铁部门中，罢工人数还从1906年的104000人增加到1907年的125000人。

纺织工人是俄国工厂工人的主力，占总数的1/2弱（1691000人中有708000人）。就1905年以前十年中所作的准备来说，他们居第二位：他们之中1/3的人罢过工（708000人中有237000人）。就1905年运动的力量来说也居第二位：每100个工人中罢工者约有180人次。他们卷入斗争要比五金工人晚：1月份，他们的罢工人数比五金工人的略多一些（164000人比155000人），而10月份就超过一倍多（256000人比117000人）。虽然俄国工厂工人的这个主力卷入运动较晚，但他们在1906年坚持得最久：这一年的衰落是普遍的，但是纺织工人的衰落最小，只减少了1/2（640000人比1296000人），而五金工人则几乎减少了3/4（213000人比811000人），其他工人减少了3/5—5/7不等。只是到1907年，这个主力也筋疲力尽了：1906—1907年这一生产类别运动的衰落最厉害，罢工者减少1/2以上（从640000人减少到302000人）。

我们对其余各生产部门的资料不作详细分析，仅指出一点，就是Ｄ类排在最后，他们的准备最差，参加运动的情况也最差。如果以五金工人为标准，那就可以说，Ｄ类在1905年一年中就“亏欠”100多万个罢工者。

五金工人和纺织工人的关系很有代表性，类似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的关系。由于在1895—1904年没有自由的组织、自由的报刊以及议会讲坛等等，群众在1905年只可能在斗争的进程中自发地团结起来。这个团结的过程是：罢工的浪潮一浪高一浪，而先锋队在运动的初期为了“震动”广大群众，曾经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因此在运动高潮到来时他们就显得比较疲惫。1905年1月份共有444000罢工者，其中五金工人155000人，即占34％，而在10月份罢工者总数为519000人，其中五金工人117000人，即占22％。很明显，运动的这种不平衡性，因力量的分散和不够集中而无异于力量的某种浪费。这种情况说明，第一，高度集中力量，可以提高效果；第二，由于所研究的时期的客观条件，在每一个浪潮的初期进行一系列的摸索即所谓勘探、试验等等，这是必不可少的，是为了取得胜利所必需的。所以，自由派以及追随他们的马尔托夫之流的取消派，从他们的“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的理论出发，责备我们“做了自发的阶级斗争的尾巴”的时候，这班先生正是自己对自己作判决，并且不由自主地对我们大加恭维。

为了结束对每年的罢工统计资料的述评，我们还要列出一些数字，说明罢工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以及罢工造成的损失。

罢工参加者的平均数：






	10年（1895—1904年）中
	244个工人



	1905年
	205个工人



	1906年
	181个工人



	1907年
	207个工人



	1908年
	197个工人







1905年罢工规模缩小了（指参加人数），是由于大批小企业参加斗争，降低了参加者的平均数。1906年罢工规模的进一步缩小，看来是反映了斗争力量的减弱。1907年在这方面也有一些进步。

如果我们看看纯粹的政治罢工的参加者的平均数，那么得到的各年份的数字就是：1905年——180人；1906年——174人；1907年——203人；1908年——197人。这些数字更清楚地表明了1906年斗争力量的减弱和1907年新的增长，或（也可能是与此同时）主要是最大的企业参加了1907年的运动。

每个罢工工人的罢工天数：






	10年（1895—1904年）中
	4.8天



	1905年
	8.7天



	1906年
	4.9天



	1907年
	3.2天



	1908年
	4.9天







这些数字表明，斗争的顽强性以1905年为最高，后来就急剧下降，直到1907年，只是1908年才又有回升。必须指出，西欧罢工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相比之下要高得多。在1894—1898年这五年中，每个罢工工人的罢工天数意大利是10．3天，奥地利是12．1天，法国是14．3天，英国是34．2天。

如果单独列出纯粹的政治罢工，那我们就得到以下的数字：1905年每个罢工者7天，1906年1．5天，1907年1天。经济原因引起的罢工，其特点往往是斗争持续时间较长。

当我们注意到历年罢工斗争的不屈不挠精神程度各不相同时，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关于罢工者人数的资料还不足以比较出各年运动的规模。只有下述每年罢工天数才能准确地确定运动的规模：






	　
	　
	其中属于纯粹政治罢工的



	10年（1895—1904年）总和
	2079408
	—



	1905年总和
	23609387
	7569708



	1906年总和
	5512749
	763605



	1907年总和
	2433123
	521647



	1908年总和
	864666
	89021







这样，仅1905年这一年准确算出的运动规模达到以前10年总和的11倍多。换句话说：1905年的运动规模达到以前10年运动的每年平均规模的115倍。

这个比数告诉我们，在官方的学者中（也不仅仅在他们中）经常可以碰到这样的人，他们把所谓“和平的”、“有机的”、“演进的”时代的社会政治发展速度当作一切时候的标准，当作现代人类可能达到的发展速度的标志，这种人的眼光是何等短浅。实际上所谓“有机的”时代的“发展”速度是最大的停滞的标志、是发展的最大障碍的标志。

根据罢工天数的资料，官方统计的编制者计算出工业所蒙受的损失。这种损失（减产）1895—1904年这十年总共为1040万卢布，1905年为12730万卢布，1906年为3120万卢布，1907年为1500万卢布，1908年为580万卢布。1905—1907年这三年减产的损失共值17350万卢布。

工人在罢工期间少领工资而受的损失（按各生产部门日工资平均额确定），在这几年中总计如下（单位千卢布）：






	生产类别（见上面第18页①）


	1905年工厂工人数（单位千）


	罢工使工人受到的损失（单位千卢布）





	1895—1904年总和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1908年



	A
	252
	650
	7654
	891
	450
	132



	B
	708
	715
	6794
	1968
	659
	228



	C
	277
	137
	1997
	610
	576
	69



	D
	454
	95
	1096
	351
	130
	22



	
总计

	1691
	1597
	17541
	3820
	1815
	451









［注①：见本卷第377页。——编者注］



在1905—1907年这三年中，工人的损失共2320万卢布，就是说，达到在此以前10年期间总数的14倍多 
［注：必须注意，在运动最激烈的时期，工人已让这种损失的一部分由企业主来负担。统计本来应当说明从1905年起罢工的特殊原因（按官方统计编目原因项下的3ｂ）：要求支付罢工期间的工资。1905年提出这个要求的有632起，1906年有256起，1907年有48起，1908年有9起（1905年以前根本没有提过这个要求）。工人为这个要求斗争的结果只有1906年和1907年才有记载，而且主要是由上述原因引起的只有两三起事件：1906年，主要为这个原因而罢工的工人有10966个，其中2171人取得罢工胜利，2626人遭到失败，6169人以达成妥协结束罢工。1907年，主要为这个原因而罢工的工人有93个，没有一个人取得罢工胜利，52人遭到失败，41人以达成妥协结束罢工。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关于1905年罢工的一切情况可以推测，1905年，由于这一原因而举行的罢工比1906年更有成效。］

 。官方统计的编制者算出，工厂工业的在职工人（而不是罢工者），在头10年中所受的损失，每人平均每年约10戈比，1905年约10卢布，1906年约2卢布，1907年约1卢布。但是这个算法忽略了不同生产部门的工人在这方面的巨大差异。下面就是根据上面表格中的数字作出的比较详细的计算：






	生产类别
	每个工人工业工人的罢工损失数额（单位卢布）



	1895—1904年10年总和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1908年



	A
	2.6
	29.9
	3.5
	1.8
	0.5



	B
	1.0
	9.7
	2.8
	0.9
	0.3



	C
	0.5
	7.2
	2.2
	2.1
	0.2



	D
	0.2
	2.4
	0.7
	0.3
	0.05



	
总计

	0.9
	10.4
	2.3
	1.1
	0.3







从这里可以看到，每个五金工人（Ａ类）罢工受到的损失1905年几乎达到30卢布，比平均数大2倍，达矿产加工工人和食品工人（Ｄ类）损失的平均数的10倍多。我们上面作出的关于五金工人在这种形式的运动中到1905年年底力量已经耗尽的结论，特别明显地为这一统计表所证实：1905—1906年，Ａ类损失数额减少7/8强，而其他各类只减少2/3—3/4。

关于罢工的各年份统计资料我们就分析到这里，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研究按月统计的资料。


二

对于研究波浪式的罢工运动来说，按年分时期显得太长。根据我们所掌握的统计资料，现在可以说，1905—1907年这三年中，每一个月都抵得上一年。这三年的工人运动抵得上30年。1905年没有一个月罢工数低于1895—1904年这十年期间每年的罢工者最低数，而1906年和1907年这样的情况每年只有两个月。

很遗憾，无论官方统计按月份整理的资料，还是按省份整理的资料，都非常不能令人满意。许多综合材料必须返工。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考虑到篇幅关系，我们暂时只涉及各季度的资料。关于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划分问题，我们要指出，官方统计所提供的1905年和1906—1907年的资料不完全适合于作比较。混合罢工——按官方统计编目即提出经济要求的第12项和提出经济要求的第12项（ｂ）——在1905年算作政治罢工，而以后算作经济罢工。我们把1905年的这类罢工也算作经济罢工。

罢工人数（单位千）[178]：






	年份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季度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总计

	810
	481
	294
	1277
	269
	479
	296
	63
	146
	323
	77
	193



	其中
	　



	　　经济罢工
	604
	239
	165
	430
	73
	222
	125
	37
	52
	52
	66
	30



	　　政治罢工
	206
	242
	129
	847
	196
	257
	171
	26
	94
	271
	11
	163







用线条框出的时期是出现最大高潮的时期。从表上一眼就会看到，这些时期与这三年中非常突出的重大政治事件是相吻合的。1905年第一季度——1月9日事件和它的影响；1905年第四季度——十月和十二月事件；1906年第二季度——第一届杜马，1907年第二季度——第二届杜马；1907年最后一个季度的高潮最不明显，这是由于审讯第二届杜马工人代表而发生的11月政治罢工（134000个罢工者）造成的。因此，这三年的最后一个时期，也是向俄国历史的另一阶段过渡的时期，恰恰是一个例外，它证明了下面的规律：如果罢工浪潮的高涨在这方面并不意味着普遍的社会政治高涨的话，那么进一步仔细考察就会发现，罢工浪潮也不存在，而只有个别孤立的示威性的罢工。





这三年的规律是，罢工浪潮的高涨标志着国家整个社会政治演进的决定性的转折点。罢工统计清楚地向我们指出了这个演进的主要动力。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种运动形式是唯一的或最高的形式——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从运动的这一形式出发对社会政治演进的局部问题作出直接的结论。但是这意味着，我们看到一幅代表事态总趋势的主要动力的阶级的运动统计图（当然这幅图是很不完整的）。其他阶级的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运动，跟着它走，受它指引或由它决定方向（朝积极的方面或朝消极的方面），以它为转移。

只要回忆一下这三年中俄国政治历史的主要时期，就会确信这一结论是正确的。我们来看看1905年的第一季度。我们在这个季度的前夕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有名的地方自治－宴会运动。把工人在这个运动中的行动看作“高级形式的示威”是否正确呢？关于不引起自由派“惊慌”的言论是否正确呢？把这些问题摆到罢工统计的框子里（1903年：87000人；1904年：25000人；1905年1月：444000人，其中有123000个政治罢工者），那么答案也就清楚了。上述关于地方自治运动的策略的争论，只是反映了自由派运动和工人运动客观上存在的对抗性。

我们在一月 
［注：从季度材料来看，只有一次高潮。事实上有两次高潮：1月有444000个罢工者，5月有220000个罢工者。这两个月之间，3月份出现最低数，只有73000个罢工者。］

 高潮以后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有名的二月命令[179]，开始对国家机构实行某些改革。

请大家看一看1905年的第三季度。政治史上居于首要地位的是8月6日法令（所谓布里根杜马）。这个法令能不能付诸实施呢？自由派认为，能付诸实施，并且根据这种看法决定推行自己的行动路线。马克思主义者则持相反的观点，这种观点没有得到那些客观上实践自由主义观点的人们的赞同。1905年最后一个季度的事态解决了争论。

从四个季度的数字来看，似乎1905年年底有一个高潮。事实上却有两个高潮，两个高潮之间是一个短短的运动退潮期。10月份有519000个罢工者，其中有328000个纯粹政治罢工者，11月份有325000个罢工者（其中有147000个政治罢工者），12月份有433000个罢工者（其中有372000个政治罢工者）。在历史书刊上发表过自由派和我们的取消派（切列万宁之流）的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十二月高潮中有“人为的”因素。统计数字驳斥了这种观点，并且表明纯粹政治罢工的人数恰恰以这个月为最高，达到了372000人。那些迫使自由派作出一定的评价的种种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纯粹科学的观点来看，一个月的纯政治罢工者总数几乎相当于前10年罢工者总数的9/10的规模这样大的运动，即使说它有一点点是“人为的”，也都是荒谬的。

最后，我们来看看1906年春天和1907年春天最后两个高潮 
［注：应当指出，1895—1904年这十年的俄国罢工历史表明，经济罢工的高潮一般都在每年第二季度。在这十年中间，罢工者每年平均为43000人，而按季度计算：第一季度10000人；第二季度15000人；第三季度12000人；第四季度6000人。1906年春天和1907年春天的高潮并非夏季是俄国罢工的高潮这个“一般”原因所能解释，这只要比较上述一些数字就能一目了然。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罢工人数。］

 。这两个高潮同1905年一月高潮和五月高潮（也是前者超过后者）有一个共同的区别，这两个高潮是退却性的，而1905年的两个高潮是进攻性的。一般说来，这也是这三年中后两年和前一年的区别。因此，对于1906年和1907年的上述两个时期数字提高的正确估价应当是：这种提高标志着退却者中止退却并且尝试重新转入进攻。这些高潮的客观意义就是这样，这一点我们现在从整个“狂飙突进的三年”的最终结果来看，已经清楚了。第一和第二两届杜马无非是当下面中止退却的时候上面进行的政治谈判和政治示威。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派的目光是多么短浅，他们竟把这些谈判看成是某种孤立的、独立的东西，不取决于这样或那样的中止退却的持续时间的长短和导致结果的好坏。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轻蔑地谈论退却时“浪漫主义者的期待”的马尔托夫之流取消派，他们客观上是依附于自由派的。统计数字向我们表明，这里并不是“浪漫主义者的期待”，而是实际上的确存在的退却的中断、退却的中止。要是没有这种中止，那么这个历史上完全的不可避免的1907年六三事件（因为退却仍然是退却），就可能提前一年甚至更早发生。

我们联系政治历史的主要时期对罢工运动的历史进行了考察，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相互关系。官方统计提供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极有意义的资料。我们先看看这三年每年的总计数：






	　
	罢工人数（单位千）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经济罢工
	1439
	458
	200



	政治罢工
	1424
	650
	540



	
总计

	2863
	1108
	740







由此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经济罢工同政治罢工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它们同时上升同时下降。进攻时代（1905年）运动强大的标志是，政治罢工好象是建立在不亚于它的强大的经济罢工的广泛基础之上，单是这一年的经济罢工就远远超过了1895—1904年这十年的总数。

在运动出现低潮的时候，经济罢工人数要比政治罢工人数下降得快。1906年，尤其是1907年的运动，其弱点无疑是缺少经济斗争的广泛可靠的基础。另一方面，政治罢工人数一般下降得较慢，尤其是1906—1907年下降得不多，这种情况看来是说明了一个我们所熟悉的现象：先进阶层以最大干劲来中止退却并且变退却为进攻。

这个结论完全可以用不同生产类别的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对比资料来证实。为了避免在本文中罗列五花八门的数字，我们只拿1905年各季度五金工人和纺织工人作一个对比，并且这一次我们将引用官方统计的综合材料 
［注：根据这个综合材料，1905年经济罢工人数为1021000人，政治罢工人数为1842000人，也就是说，1905年经济罢工者在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比1906年的小。我们已经解释过，这是不准确的。］

 ，这一年的混合罢工算作政治罢工，这一点我们上面已经指出。






	　
	　
	罢工人数（单位千）



	　
	1905年各季度
	Ⅰ
	Ⅱ
	Ⅲ
	Ⅳ



	A类（五金工人）
	经济罢工
	120
	42
	37
	31



	　
	政治罢工
	159
	76
	63
	283



	　
	
总计

	279
	118
	100
	314



	B类（纺织工人）
	经济罢工
	196
	109
	72
	182



	　
	政治罢工
	111
	154
	53
	418



	　
	
总计

	307
	263
	125
	600







先进阶层和广大群众的区别极为明显。从年初到年底，先进分子中的纯粹经济罢工者一直是少数。但在第一季度，这一类的纯粹经济罢工者数字也很大（12万），显然，对五金工人中的不少人须要加以“震动”，他们是从提出纯粹的经济要求而开始投身运动的。在纺织工人中我们看到，运动初期（第一季度）纯粹经济罢工者占绝大多数，在第二季度就成了少数，不过在第三季度又成为多数。190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五金工人中纯粹经济罢工人数占罢工者总数的10％，占五金工人总数的12％；——而在这一时期纺织工人中纯粹经济罢工者占罢工者总数的30％，占纺织工人总数的25％。

现在可以完全看清楚了，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相互依存关系：如果它们没有密切的联系，那就不可能有真正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而这种联系的具体形式是，一方面，在运动初期和在吸引新的阶层参加运动的时候，纯粹经济罢工起主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政治罢工唤醒并推动落后者，推广并扩大运动，把运动提高到更高阶段。

仔细研究一下在这三年中新人究竟怎样被卷入运动，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方面的统计在基本材料中有，因为对每一次罢工都单独作了资料卡。但是官方统计对这些材料的加工整理非常不能令人满意，卡片上很多极其宝贵的材料都没有加以整理，不知去向。下面这份关于罢工次数在各类企业数中所占的百分比的表格，提供了大致的轮廓：





罢工次数在企业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企业类别
	10年总和（1895—1904年）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1908年



	20个工人以下
	2.7
	47.0
	18.5
	6.0
	1.0



	21—50工人
	7.5
	89.4
	38.8
	19.0
	4.1



	51—100工人
	9.4
	108.9
	56.1
	37.7
	8.0



	101—500工人
	21.5
	160.2
	79.2
	57.5
	16.9



	501—1000工人
	49.9
	163.8
	95.1
	61.5
	13.0



	1000工人以上
	89.7
	231.9
	108.8
	83.7
	23.0







我们在前面关于不同地区和不同生产类别的资料中见到的先进阶层，现在出现在关于不同类别企业的资料中。在所有这几年中，有一个一般规律，就是企业的规模愈大，企业参加罢工的百分比就愈高。同时1905年有两个特点，第一，企业愈大，反复罢工的次数也就愈多；第二，1905年同1895—1904年这十年相比，企业愈小，百分比提高也愈快。这清楚地表明，吸引新人、吸引从未参加过罢工的阶层的工作进行得特别迅速。这些新人是在运动发展的最大高潮时期被迅速地卷入的，因此他们表现得最不坚决：1906—1907年，企业参加罢工的百分比，以小企业下降得最厉害，而大企业中下降得最少。先锋队力求中止退却，为此作的努力时间最久，态度最坚决。

但是我们还是回过来看看关于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对比的资料。上面（第19页） 
［注：见本卷第384页。——编者注］

 列举的关于这三年中的季度资料首先表明，一切巨大的高潮不仅和政治罢工人数的上升有关，而且也和经济罢工人数的上升有关。只有1907年春季的高潮有点例外，经济罢工者的最高数不是出现在这一年的第二季度，而是出现在第三季度。

在运动初期（1905年第一季度）我们看到经济罢工的人数大大超过政治罢工的人数（604000人和206000人）。运动的高峰时期（1905年第四季度）掀起了经济罢工的新浪潮，显然不及一月浪潮大，但政治罢工占很大的优势。第三次高潮即1906年春季的高潮，再一次表明了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人数都有很大的增加。仅仅举出这些资料就足以驳倒那种认为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联合是“运动的弱点”的看法。这种看法自由派讲过很多次；取消派分子切列万宁在谈到1905年11月时也重复了这种看法；不久前马尔托夫在谈到这个时期时又重复了这种看法。特别是他们经常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遭到失败为例来证明这种观点的正确[180]。

这个失败的事实是不容争辩的，而任何失败都说明运动的弱点，这也是不容争辩的。但是自由主义观点认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联合正是“运动的弱点”；马克思主义观点则认为弱点在于这个联合不够，在于经济罢工者还不够多。统计材料清楚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揭示了这三年的“一般规律”：经济斗争增强，运动就增强。而这个“一般规律”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存在着逻辑联系：资本主义社会中总会有一些很落后的阶层，只有运动达到白热化，才能唤醒他们，而且也只有提出经济要求，他们才能投入斗争。

我们把1905年最后一个季度的高潮同在此以前和在此以后的两次高潮作一比较，也就是同1905年第一季度和1906年第二季度的高潮作一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10—12月的高潮，从经济基础的广度来看，即从经济罢工者占罢工者总数的百分比来看，不及前一次高潮和后一次高潮。毫无疑问，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赶走了很多能够同情工人的其他意愿的资产阶级分子。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个要求吸引了很多以前还没有被卷入运动的非资产阶级分子，1905年最后一个季度，他们有43万人参加经济罢工，而在1906年第一季度这个数字下降到73000人，但1906年第二季度又重新上升到222000人。这就说明，弱点不在于缺少资产阶级的同情，而在于缺少或没有及时得到非资产阶级分子的支持。

自由派总是害怕这种形式的运动总会赶跑某些资产阶级分子。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指出，这种形式的运动总会吸引广泛的非资产阶级分子。Suum　cuique——各有各的看法。

官方关于罢工结果的统计资料是很能说明工人同企业主的斗争波折的问题的。这份统计的总计数如下：





罢工者在罢工中得到的各种结果的百分比企业类别



	罢工结果
	10年总和（1895—1904年）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1908年



	有利于工人
	27.1
	23.7
	35.4
	16.2
	14.1



	互相让步（妥协）
	19.5
	46.9
	31.1
	26.1
	17.0



	有利于业主（不利于工人）
	51.6
	29.4
	33.5
	57.6
	68.8







由此首先得出的一般结论是，运动威力最大，工人的胜利也就最大。对于工人来说1905年得利最大，因为这一年罢工斗争的冲击力最大。这一年妥协次数也特别多：双方都还不适应新的、不寻常的条件，企业主在此起彼伏的罢工影响下显得惊慌失措，因此罢工以妥协而告终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1906年斗争得愈来愈难分难解，妥协次数就大大减少；但是总的说来工人还是常常取得胜利的：赢得胜利的罢工者所占的百分比超过失败者所占的百分比。从1907年起，妥协的次数减少了，工人失败的情况就不断加多。

我们看看绝对数字，那就清楚了，在1895—1904年这十年中，总共有117000个工人赢得罢工胜利，而1905年一年就增加了2倍多：369000人，1906年则增加将近1/2：163000人。

但是，对于研究1905—1907年这三年中罢工斗争的波浪式运动来说，把一年作为一个时期太长了。我们也不列出每个月的资料，以免占用过多篇幅，我们只列出1905年和1906年的季度资料。1907年可以略去，因为在这一年的罢工结果中我们没有看到间歇、低潮和高潮，只看到工人一味退却，资本家一味进攻，而这些情况在上面列出的年度资料中已经完全反映出来了。






	年份
	1905年
	1906年



	季度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罢工结果有利于工人
	158
	71
	45
	95
	34
	86
	37
	6



	妥协
	267
	109
	61
	235
	28
	58
	46
	8



	有利于业主
	179
	59
	59
	100
	11
	78
	42
	23



	
总计
 ①
	604
	239
	165
	430
	73
	222
	125
	37









［注①：官方统计中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每月总计数；因此这些总计数是根据各生产部门的资料计算出来的。］



从这些资料中可以得出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需要详加研究。总的来说，我们看到工人的冲击力愈大，他们的斗争也就愈有成效。上面的资料能不能证明这一点呢？1905年第一季度不及1905年第二季度对工人有利，虽然第二季度运动减弱了。但是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因为第一季度的资料包括一月高潮（321000个经济罢工者）和二月低潮（228000人）与三月低潮（56000人）。单就1月这个高潮时期来说，我们看到，工人在这个月胜利了：87000个罢工者赢得胜利，81000个罢工者失败，152000人以达成妥协结束罢工。这一时期的两个低潮的月份（2月和3月）给工人带来了失败。

第二时期（1905年第二季度）是高潮时期，在5月达到了顶峰。斗争的高潮意味着工人的胜利：71000个罢工者赢得胜利，59000人失败，109000人以妥协结束罢工。

第三时期（1905年第三季度）是一个低潮时期：罢工人数要比第二季度少得多。攻击力的减弱意味着业主的胜利：59000个工人罢工失败，只有45000人取得胜利。罢工失败的工人所占的百分比达到35．6％，也就是比1906年高。这说明，1905年工人所受到的“普遍同情气氛”（自由派大肆渲染这种气氛，说这是工人胜利的主要原因，马尔托夫不久前也说资产阶级的同情是“主要原因”），在工人的攻击力减弱的时候，丝毫没有使他们免遭失败。自由派对工人说，当你们在社会上得到同情时，你们才强大有力。而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说，当你们强大有力时，你们才在社会上得到同情。

1905年最后一个季度看来是一个例外：工人在最大高潮时期遭到了失败。但是这个例外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这个季度既包括10月份，即工人在经济上也取得了胜利的高潮时期（＋57000个工人赢得罢工胜利，－22000个工人失败），又包括经济斗争走向低潮而工人遭到失败的11月（＋25000人，－47000人）和12月（＋12000人，－31000人）。而且11月份是一个发生骤变的月份，形势最动荡，对立势力最旗鼓相当的月份，也是对整个俄国历史（其中包括业主同工人关系史）的一般结论和一般动向最难判断的月份，这个月在1905年所有的月份中是妥协次数占百分比最高的月份：这个月有179000个经济罢工者，其中106000人即59．2％以达成妥协结束了斗争。 
［注：经济罢工者10月份总计为19万人，11月份179000人，12月份61000人。］



1906年第一季度又出现了一个表面上看来是例外的情况：经济斗争处于最大的低潮，而工人取得的胜利最大（＋34000人，－11000人）。这方面也包括了工人失败的整个1月份（＋4000人，－6000人）和工人胜利的整个2月份（＋14000人，－2000人）和3月（＋16000人，－2500人）。经济罢工人数在这一时期一直在下降（1月份为26600，2月份为23300，3月份为23200），但整个运动的高潮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罢工者总数1月份为190000，2月份为27000，3月份为52000）。

1906年的第二季度是运动处于巨大的高潮和工人取得胜利的时期（＋86000人，－78000人）；5月和6月取得特大胜利——6月份经济罢工人数为9万人，达到1906年的最高数，——但4月份却是一种例外，尽管运动发展超过3月份，但工人仍旧遭到失败。

从1906年第三季度开始，总的来说经济斗争一直处于低潮，并且持续到年底，而与此相适应的是工人的失败（1906年8月份出现了一个不大显著的例外，在这个月工人最后一次在经济斗争中取得胜利：＋11300人，－10300人）。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对1905年和1906年经济斗争的种种波折作一简短的总结。在1905年，整个罢工斗争包括经济斗争在内，很明显地出现过三次主要的高潮：1月、5月和10月。这三个月经济罢工者总数为667000人，在全年总数中（1439000人）不是占1/4，而是占将近1/2。而所有这三个月中，工人都在经济上取得了胜利，也就是说，在罢工中取得胜利的工人超过在罢工中遭到失败的工人。

1906年总的说来上半年和下半年界限分明：上半年出现过退却的中止和大高潮，下半年则是大低潮。上半年经济罢工者总数为295000人，而下半年则为162000人。上半年给工人的经济斗争带来的是胜利，下半年则是失败。

这个一般总结充分证实了下面的结论：即使在经济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也不是“同情的气氛”，不是资产阶级的同情心，而是攻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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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论俄国罢工统计》一文是列宁对大量罢工统计材料进行独立研究的成果。列宁是在1910年9月底直接从事罢工运动统计材料的研究工作的（见列宁《俄国罢工统计》笔记，载《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第130—154页）。列宁打算根据收集到的材料，写成一本300页左右的有关俄国革命史的书，然后把它译成德文。这一设想未能实现。



这篇文章刊载于在莫斯科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合法刊物《思想》杂志第1期和第2期。——369。



[175]最后的莫希干人一语源出美国作家詹·菲·库伯的小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小说描写北美印第安土著中的莫希干人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奴役和欺骗下最终灭绝的故事。后来人们常用“最后的莫希干人”来比喻某一社会集团或某一组织、派别的最后的代表人物。——375。



[176]指亚·瓦·波果热夫著的《俄国工人的数量和成分统计》一书。——376。



[177]下表内工厂工人人数的资料引自瓦·叶·瓦尔扎尔编的《1895—1904年十年间工厂工人罢工统计资料》一书，是1901年的，而不是1904年的。根据《1905年工厂工人罢工统计》一书（1908年圣彼得堡版），1904年工厂工人总数为1651957人（第17页）。这一数字上的差异不致给基本结论带来实质变化。——376。



[178]这张表列宁在《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中也引用过（见本卷第357页），但在那里，列宁按照政府统计汇编把混合罢工算作政治罢工，而在本文中，列宁纠正了官方统计的不确切性，把混合罢工算作经济罢工。因此，在两表中表示1905年各季度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人数不同，而其总数则相等。——384。



[179]指1905年2月18日（3月3日）颁布的两个诏令：尼古拉二世给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的关于吸引从居民中选出的人士参加立法提案的制订和讨论的圣谕；责成大臣会议审议个人和机关关于涉及增进国家福祉和人民福利问题的请愿书的致参议院的署名上谕。——385。



[180]列宁指的是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涅·切列万宁的《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一书（1907年莫斯科版），亦即弗·哥尔恩、弗·梅奇和切列万宁合著的《俄国革命中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一书的第2编。在这本书中，切列万宁把争取“以夺取手段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称为“只会给革命带来危害的不幸想法”。他说，“本来能够早些预见到，用强制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制会遇到资本家的拼命抵抗，在这种基础上同他们斗争会把他们推到反动派的怀抱里，这种斗争会加强政府的立场，无产阶级会在这种斗争中耗费大量力量而只有极少取胜的机会。”尔·马尔托夫在1910年7月《我们的曙光》杂志第7期和1910年9月16日《新时代》杂志第15期发表的两篇文章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391。







《列宁全集》第19卷


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告
[181]



（1910年10月30日〔11月12日〕以前）

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仍然存在严重危机。党组织涣散，知识分子几乎普遍逃离党组织，在仍然忠实于社会民主党的人中出现混乱和动摇，在先进的无产阶级中相当广泛的一部分人垂头丧气和消极冷漠，对于找到出路摆脱这种处境毫无信心，这就是目前形势的特点。在社会民主党人当中也有不少意志薄弱和信念不坚定的人，他们总是动不动就感到目前的混乱局面难以捉摸，恢复和巩固党，即恢复和巩固肩负着革命任务并具有革命传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根本没有希望的，他们决定不再过问，而把自己封闭在个人生活的圈子里或封闭在只是做些“文化”工作的狭隘小组里，等等。

危机虽在继续，但其结局现在已经很清楚，党已明确地指出了出路所在，并且在朝这个方向走，混乱和动摇已表现为出现了相当明确的思潮、倾向和派别，对此党已作出十分明确的评价。而反党思潮的明朗化以及对它们作出明确的评价，也就等于混乱和动摇已经消除了一半。

要不陷入绝望和悲观，就必须了解危机的十分深刻的根源。这次危机是不能逾越不能回避的，只有经过顽强的斗争才能消除，因为这次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俄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特殊阶段的产物。专制制度的统治仍然原封未动。暴力日益凶残。无权状况日益严重。经济压迫变本加厉。但是，专制制度只靠老办法是不能维持下去的。它不得不作新的尝试，尝试在杜马中或通过杜马同黑帮地主－农奴主、十月党人资本家公开结成联盟。凡是没有丧失思考能力的人都明白这种尝试是没有指望的，都明白新的革命危机在增长。但是这种革命危机是在新的情况下酝酿形成的，就是说，现在各阶级和各政党的自觉性、团结性和组织性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是1905年革命以前不曾有过的情况。俄国的自由派已经由一个抱有善良愿望的、温和的、充满幻想的、软弱无力的、不成熟的反对派变成一个受过议会活动锻炼的强大的知识分子资产者的政党，而这些知识分子资产者自觉地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反对农民群众对农奴主老爷们实行革命镇压。哀求君主制让步，以革命（自由派自己既恨革命又怕革命）相威胁，一贯背叛解放斗争投靠敌人，这就是自由派立宪民主党由其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必然归宿。俄国农民证明，只要无产阶级发动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农民是能够参加斗争的，同时也证明了他们本身固有的始终在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之间摇摆的特性。俄国的工人阶级证明，在争取自由（即使是资产阶级的自由）的斗争中，它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的领导者。现在继续争取自由的伟大任务，也只有在无产阶级引导被剥削劳动群众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中才可能完成，而且才一定会完成。工人阶级在新的情况下活动，在更加自觉更加团结的敌人的包围之中，就必须重建自己的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它正在从工人中选拔领导者来代替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者。社会民主党新型的工人党员正在成长，他们可以独立主持党的各项事业，并且能够团结、联合和组织相当于以往十倍、百倍的无产阶级群众。

我们的《工人报》首先就要面向这批新型的工人。这批工人已经长大成人，不再喜欢别人把他们当小孩子哄，也不再喜欢别人给他们喂奶糊了。他们需要了解有关党的政治任务、党的建设和党内斗争的一切情况。他们正在从事党的巩固、恢复和重建的工作，决不害怕党的不加掩饰的真情。他们在《前进》文集或托洛茨基的《真理报》上读到的泛泛的革命词句和令人腻味的调和主义高论，对他们没有好处，只有害处，因为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准确清楚、直截了当地阐述党的路线和党的状况。

党目前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主要困难不在于党被严重削弱和组织经常遭到完全破坏，也不在于党内派别斗争激化了，而在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中的先进阶层对这一斗争的实质和意义还认识得不够清楚，还没有好好地团结起来卓有成效地进行这一斗争，还不够积极不够主动地干预这一斗争，以便建立、支持和巩固党的核心，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摆脱混乱、瓦解和动摇，走上坚定的道路。

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的各项决定（1910年中央全会的各项决定对此作了发挥）完全指明了这条道路。这个核心由正统的布尔什维克（召回主义和资产阶级哲学的反对者）和护党派孟什维克（取消主义的反对者）的联盟组成，这个联盟现在主持着，实际上而不仅是形式上主持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工作。

有人对工人说，这个联盟只是助长和激化派别斗争，即向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而“不是”去同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作斗争。这是空话，这是哄小孩子的，不把工人当成年人，而把他们当小孩子。在党被削弱、组织被破坏、国外基地必不可少的情况下，任何思潮都容易形成事实上完全脱离党而独立的国外派别，这个真相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隐瞒这个真相是可笑的（甚至是犯罪的），因为这些工人要根据党的一定的、明确的路线来重建自己的党。现在最令人厌恶的派别斗争形式在我们这里占统治地位，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正因为要改变这种斗争形式，先进工人才不应该对改变不愉快的斗争的不愉快形式这个不愉快的（对肤浅的门外汉，对在党内作客的人来说）任务嗤之以鼻，托词回避，而应该理解这一斗争的实质和意义，安排好各地的工作，以便在有关社会主义宣传、政治鼓动、工会运动、合作社工作等等每个问题上都确定一个界限（越过这个界限就开始偏离社会民主党，而转向自由主义的取消主义或半无政府主义的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等等），并且遵循这些界限所确定的正确路线进行党的工作。我们提出的《工人报》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工人对目前俄国现实生活中的每个最重要的具体问题确定这些界限。

有人对工人说，正是1910年1月的中央全会（全体会议）的统一尝试，证明了在党内进行派别斗争是徒劳无益的，是无出路的，他们说党内的派别斗争“破坏了”统一。说这种话的人不是不了解情况，就是根本不善于思考，再不然就是想用这样那样的响亮动听但言之无物的词句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对全会感到“失望”的只是那些害怕正视现实和以幻想自我安慰的人。不管“调和主义的杂烩”在全会上有时多么厉害，但是结果恰恰达到了唯一可能和唯一需要的统一。如果说取消派和召回派在关于同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斗争的决议上签了字，而第二天却又“更加卖力地”重操旧业，那么这只是证明了党不能指望这些非护党分子，这只是更清楚地揭穿了这些人的真面目。党是自愿的联盟，只有当实行统一的人们愿意并且能够抱有一点诚意来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时候，确切些说，只有当他们（在自己的思想上、自己的倾向上）愿意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时候，统一才是可能的和有益的。当统一是企图混淆和模糊对这条路线的认识的时候，当统一是企图用虚假的纽带把那些坚决要把党拖向反党方向去的人联结在一起的时候，统一就是不可能的，就会带来危害。全会使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各主要集团之间达到了统一，并且使统一得到巩固，这即使不是全会的功劳，也是全会的结果。

凡是不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小孩子哄的工人都不会不了解，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就象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一样，决不是偶然的倾向，它们都有自己很深的根源。只有那些“为工人”编造奇闻的人才说这些不同的派别是“知识分子的”争吵造成的。这两种倾向给俄国革命的全部历史和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最初年代（从许多方面来看是最重要的年代）都打上了自己的印记，事实上这些倾向是俄国从农奴制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国家这一经济改造和政治改造过程本身的产物，是各种资产阶级的影响给无产阶级造成的后果，确切些说，是无产阶级所处的存在着资产阶级各阶层的那种环境造成的后果。由此可见，采取只消灭两种倾向中的一种的办法是不可能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的，因为这两种倾向是在工人阶级在革命中活动最公开、最广泛、最有群众性、最自由、最有历史意义的时期形成的。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两个派别实际接近的基础，并不在于说些呼吁统一、呼吁消灭派别等等的好话，而只在于这两个派别的内在发展。1909年春天我们布尔什维克最后埋葬了“召回主义”，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护党派孟什维克也开始同取消主义进行同样坚决的斗争，从那时起，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在实现这种接近。两个派别中的觉悟工人大多数都站在反对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的一边，这是无疑的。因此，基于这一点，无论党内斗争怎样严重，有时又是那样困难，而且又总是使人不快，我们都不应该看到现象的形式就忘掉现象的实质。谁要是看不见在这个斗争（在当时党所处的情况下这个斗争不可避免地表现为派别斗争）的基础上社会民主党的觉悟工人所形成的党的基本核心的团结过程，谁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我们布尔什维克创办《工人报》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达到这种真正的社会民主党核心的团结。我们事先已征得护党派孟什维克（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同意，他们答应给予我们支持。本报不得不作为布尔什维克创办的派别刊物、派别事业而问世。也许有人在这里又会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叫嚷这是“后退”到派别活动。但是只要我们详细阐明我们对实际上正在进行的、真正重要而又必需的党的统一的实质和意义的看法，我们也就指出了这类反对意见的价值，事实上这类反对意见只不过意味着混淆关于统一的问题和掩饰这些或那些派别性的目的。我们衷心地希望《工人报》能够帮助工人们十分清楚十分透彻地理解党的整个现状和党的各项任务。

《工人报》就要出版了，我们希望，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也好，地方组织也好，现已与党失去联系的一些觉悟工人小组也好，都给予帮助。我们希望得到中央委员会的帮助，尽管我们知道，好几个月来，它未能在俄国正常地安排好自己的工作，之所以未能做到，正是因为除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外，它无从得到协助，反而常常遭到其他派别的直接反对。中央委员会面临的这个艰难时期是会过去的，为了使这个时期快些过去，我们决不应该一味“等待”中央委员会恢复和巩固等等，而应该根据一些小组和一些地方组织的倡议，立即着手安排工作（即使一开始规模很小很小），也就是把巩固党的路线和争取党的真正的统一抓起来，为此中央委员会也作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希望得到地方组织和一些工人小组帮助，因为唯有他们积极参与办报，唯有他们给予支持，写评论，写文章，提供材料，反映情况和发表意见，才能使《工人报》站稳脚跟并保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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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这是列宁起草的《工人报》出版通告。



《工人报》（《Раб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不合法的通俗机关报，1910年10月30日（11月12日）—1912年7月30日（8月12日）在巴黎不定期出版，共出了9号。创办《工人报》的倡议者是列宁。出版《工人报》则是在1910年8月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护党派、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代表等）的联席会议上正式决定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亚·米·柯伦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尼·古·波列塔耶夫、伊·彼·波克罗夫斯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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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报》完成了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巨大工作。这次代表会议在特别决定中指出《工人报》坚定不移地捍卫了党和党性，并宣布《工人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正式机关报。——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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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教训

（1910年10月30日〔11月12日〕）


从1905年10月俄国工人阶级给沙皇专制制度第一次强大打击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无产阶级在那些伟大的日子里，发动了千百万劳动者起来进行反对压迫者的斗争。无产阶级在1905年的几个月之内就争得了工人等了数十年、“上司”还是没有赐给的那些改善。无产阶级为全俄人民争得了（虽然只是暂时地争得了）俄国从来没有过的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它从自己的前进道路上扫除了冒牌的布里根杜马，迫使沙皇颁布了立宪宣言，并且一举造成了非由代表机关管理俄国不可的定局。

无产阶级所争得的伟大胜利并不是彻底的胜利，因为沙皇政权尚未被推翻。十二月起义以失败告终，于是沙皇专制政府就在工人阶级的进攻逐步减弱，群众斗争逐步减弱的时候把工人阶级的胜利果实相继夺走了。1906年工人的罢工、农民和士兵的骚动，虽然比1905年减弱了许多，但终究还是很强大的。在第一届杜马时期，人民的斗争又发展了起来，于是沙皇解散了第一届杜马，但不敢马上修改选举法。1907年工人的斗争更加减弱了，这时沙皇解散了第二届杜马，举行了政变（1907年6月3日）沙皇违背了他所许下的非经杜马同意决不颁布法律的一切冠冕堂皇的诺言，修改了选举法，使地主和资本家、黑帮政党及其走狗在杜马中能够稳占多数。

革命的胜利也好，失败也好，都给了俄国人民以伟大的历史教训。在纪念1905年五周年之际，我们要力求弄清楚这些教训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而且是主要的教训是：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无论有教养的人们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枪匹马的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的无限权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只要这个斗争一减弱，工人所争得的成果立刻就要被夺走。俄国革命证实了工人国际歌中的一段歌词：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第二个教训是：仅仅摧毁或限制沙皇政权是不够的，必须把它消灭。沙皇政权不消灭，沙皇作出的让步总是不可靠的。沙皇在革命进攻加强的时候就作些让步，进攻减弱的时候他就把这些让步统统收回。只有争得民主共和国，推翻沙皇政权，政权归于人民，才能使俄国摆脱官吏的暴力和专横，摆脱黑帮－十月党人杜马，摆脱农村中地主及其走狗的无限权力。如果说现在，也就是在革命后，农民和工人的灾难比以往更加深重的话，那么这就是当时革命力量薄弱，沙皇政权没有被推翻种下的苦果。1905年，在此之后的头两届杜马的召开及其被解散，都给人民许多教益，首先教会了他们要用共同斗争来实现政治要求。人民觉醒起来参与政治生活，开始是要求专制政府让步：要沙皇召集杜马，要沙皇撤换大臣，要沙皇“赐予”普选权。但是专制政府没有作出这种让步，也不可能作出这种让步。专制政府用刺刀回答了请求让步的行动。于是人民开始认识到必须进行斗争反对专制政权。现在斯托雷平和老爷黑帮杜马，可以说是更加有力地把这种观念灌进农民的脑袋里。他们正在灌而且一定会灌进去。

沙皇专制制度本身也从革命中吸取了教训。它已经知道不能指靠农民对沙皇的信任了。现在它和黑帮地主以及十月党工厂主结成联盟来巩固自己的政权。现在要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就要有比1905年强大得多的革命群众斗争的进攻。

这种强大得多的进攻是否可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谈谈第三个而且是最主要的革命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俄国人民中的各阶级是怎样行动的。在1905年以前，有很多人以为全体人民都同样追求自由，都想得到同样的自由；至少是当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俄国人民中的各阶级对争取自由的斗争所持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并且它们所争取的自由也是各不相同的。革命吹散了迷雾。1905年底，以及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俄国社会的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了。他们实际上是公开亮相，亮出了他们的真实意图，他们究竟能为什么而斗争，他们斗争的实力、顽强精神和能量究竟有多大。

工厂工人即工业无产阶级，同专制制度进行了最坚决最顽强的斗争。无产阶级1月9日开始了革命，举行了群众性罢工。无产阶级发动1905年12月武装起义，奋起保护了惨遭枪杀、鞭笞拷打的农民，从而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1905年罢工工人约300万（如加上铁路员工、邮政职工等等大概有400万人），1906年——100万，1907年——75万。这样强大的罢工运动在世界上还未曾有过。俄国无产阶级表明，在革命危机真正成熟起来的时候，工人群众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世界上最大的1905年罢工浪潮还远远没有消耗尽无产阶级的全部战斗力。例如在莫斯科工厂区，567000工厂工人罢工64万人次，而在彼得堡工厂区，30万工厂工人罢工达100万人次。可见，莫斯科区的工人还远远没有发挥出象彼得堡工人那样的顽强斗争精神。在里夫兰省（里加市）5万工人罢工达25万人次，就是说，每个工人1905年平均罢工5次以上。目前全俄工厂工人、矿工和铁路工人起码有300万，而且人数逐年都在增加，如果运动有1905年里加那样强大，那他们就能派出1500万人次的罢工大军。

任何沙皇政权也经不起这样的进攻。但是，谁都知道，这样的进攻不可能按照社会党人或先进工人的愿望人为地呼之即出。这样的进攻只有当全国都卷进危机、风潮迭起、爆发革命的时候才可能出现。要为这种进攻作好准备，就必须把最落后的工人阶层都吸引到斗争中来，必须长年累月地进行顽强的、广泛的、坚持不懈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的各种团体和组织。

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实力是居于俄国人民的其余一切阶级之首的。工人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工人具备了斗争能力，并推动他们去进行斗争。资本把大批工人集中在大城市，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训练他们同心协力。工人经常与他们的主要敌人资本家阶级发生直接冲突。在同这个敌人斗争的过程中，工人也逐渐成为社会党人，从而认识到必须彻底改造整个社会，必须彻底消灭一切贫困和一切压迫。工人逐渐成为社会党人，他们奋不顾身地同阻挡他们前进的一切障碍作斗争，首先是反对沙皇政权和农奴主－地主。

农民在革命中也起来同地主，同政府作斗争，但是他们的斗争力量太弱了。据统计，工厂工人参加过革命斗争即罢工的占多数（达到3／5），而农民参加过革命斗争的无疑只占少数，大概不超过1／5或1／4。农民斗争不够顽强，比较分散，不够自觉，往往仍然指望慈父沙皇发善心。实际上，1905年和1906年农民只是把沙皇和地主吓唬了一下。应该消灭他们，而不是吓唬他们，把他们的政府——沙皇政府连根拔掉。现在，斯托雷平和地主黑帮杜马竭力把富农培植成为新的地主－独立农庄主，作为沙皇和黑帮的同盟者。但是，沙皇和杜马愈是帮助富农掠夺农民群众，农民群众的觉悟就愈提高，而他们对沙皇的信任（农奴制下奴隶的信任，闭塞无知的人们的信任），也就愈少。农村中农业工人一年比一年多，他们除了与城市工人结成联盟共同斗争外找不到别的自救办法。农村中遭到破产、一贫如洗、忍饥挨饿的农民一年比一年多，——一旦城市无产阶级发动起来，这些农民中就会有千百万人更坚决地、更齐心协力地起来同沙皇和地主作斗争。

自由派资产阶级，即自由派地主、工厂主、律师和教授等等，也参加过革命。他们成立了“人民自由”党（立宪民主党）。他们在自己的报纸上向人民大许其愿，高喊自由。他们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占有多数代表席位。他们许诺“用和平手段”去争取自由，而责备工农的革命斗争。农民和许多农民代表（“劳动派”）相信了这种许诺，驯服地跟着自由派走，而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采取回避态度。这是农民（和许多城里人）在革命时期所犯的一个极大错误。自由派一只手帮助（即使如此，也是很少有的）争取自由的斗争，而将另一只手始终伸给沙皇，向沙皇保证要保持并巩固他的政权，使农民同地主和解，“安抚”“好闹事的”工人。

当革命进入同沙皇决战，进入1905年十二月起义的时候，自由派就全体一致地卑鄙地背叛了人民的自由，离开了斗争。沙皇专制政府利用自由派这种背叛人民自由的行为，利用对自由派高度信任的农民的无知，击溃了起义的工人。当无产阶级被击溃之后，任何杜马，立宪民主党的任何甜言蜜语，他们的任何许诺都拦不住沙皇去消灭残留的一点点自由，去恢复专制制度和恢复农奴主－地主的无限权力。

自由派受了骗。农民获得了沉痛然而有益的教训。当广大人民群众还信任自由派，还相信可能同沙皇政权“讲和”，回避工人的革命斗争的时候，在俄国是不会有自由的。当城市无产阶级群众起来斗争，推开那些动摇和叛变的自由派，领导农业工人和破产农民前进的时候，世界上便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俄国自由的到来。

俄国无产阶级一定会奋起进行这种斗争，一定会重新来领导革命，俄国全部经济状况以及革命年代的全部经验就是保证。

五年前，无产阶级给予沙皇专制制度第一次打击。俄国人民见到了第一道自由的曙光。现在，沙皇专制制度又重整旗鼓，农奴主又卷土重来，作威作福，工人和农民依然处处横遭暴力蹂躏，到处可以看到当局亚洲式的专横跋扈和人民惨遭凌辱。然而沉痛的教训是不会不起作用的。俄国人民已经不是1905年以前的人民了。无产阶级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斗争训练。无产阶级将带领他们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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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自由派的思想体系》报告的提纲

（《路标》的成就及其社会意义）

（1909年11月13日〔26日〕以前）

一、《路标》和立宪民主党人卡拉乌洛夫的杜马演说攻击的是什么哲学。

二、被《路标》一笔抹杀的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

三、为什么自由派仇恨俄国“知识分子”革命及其法国的“相当长久的”范例？

四、俄国的《路标》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俄国资产阶级的“神圣事业”。

五、俄国民主革命在失去了自己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同盟者”之后赢得的是什么？

六、《路标》和米留可夫在彼得堡竞选大会上的演说。米留可夫在这些大会上是怎样批评秘密的革命报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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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及其意义》报告的提纲

（不晚于1910年9月11日〔24日〕）

1．国际资本，它的国际组织，工人运动的国际性。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第一国际

1864—1872年。

3．第二国际

1889年——巴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1910年——哥本哈根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33个国家；约1000名代表。

4．各次国际代表大会在团结工人阶级和确定其路线方面的意义：阿姆斯特丹[182]。

5．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捷克人和奥地利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无产阶级的政策。

6．合作社

（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观点

（A）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

（B）合作社在实现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剥夺

（C）社会党人在合作社里的所作所为）。

7．支持波斯革命运动——抗议对芬兰的进攻。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428页

















[182]列宁指的是1904年8月14—20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各国社会党代表476人。大会谴责当时正在进行的日俄战争，指出它从双方来说都是掠夺性的战争。大会讨论了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党的统一、总罢工、殖民政策等问题。大会通过了茹·盖得提出的谴责修正主义和米勒兰主义的决议。但是，大会通过的关于每一国家的社会党人必须统一的重要决议中，没有包含承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原则基础和防止革命派受制于机会主义派的必要条件等内容；大会关于殖民主义问题的决议没有谈到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而建议社会党人努力使殖民地人民获得符合他们发展程度的自由和独立；在关于群众罢工的决议中把群众罢工而不是把武装斗争看作“极端手段”。——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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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提纲

（1910年9月23日或24日〔10月6日或7日〕）

（1）对待农民的态度。“上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学校”。

（2）抵制主义。抵制布里根杜马。

（3）共和国和自由主义。

（4）俄国无产阶级的“特殊任务”及其“起决定作用的力量”（第909页）。

（5）法国—布朗基的。

（6）1905年12月武装起义的“人为性”。

（7）卡·考茨基是“孟什维克”等。

《呼声报》的马尔丁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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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1909年6月—1910年10月底）


1909年


1909年6月—1910年10月


列宁侨居巴黎。


不晚于6月7日（20日）


主持《无产者报》编辑部成员和各地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的非正式会议，在会上通报了党内和布尔什维克派内的状况。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成了《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决议的基础。


6月8日—17日（21日—30日）


主持《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在讨论中发言谈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以及对杜马活动的态度等问题；对某些决议提出修正案，并针对一系列主要问题提出决议草案。


6月8日（21日）


出席《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第一次会议，在会上被选为主席；在讨论《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鼓动》决议时两次发言。


6月9日（22日）


主持扩大编辑部会议第二次会议，在讨论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问题时两次发言；在维·列·尚采尔发言时，要求将他关于召回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联系的话记入记录；提出《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决议草案。

同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成员阿·瓦尔斯基（阿·绍·瓦尔沙夫斯基）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工作。


6月10日（23日）


上午，出席扩大编辑部会议第三次会议，在讨论造神说问题时发言。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决议草案。列宁提出《关于在国外某地创办的党校》的决议草案。

晚上，出席扩大编辑部会议第四次会议，在讨论关于卡普里党校问题时发言。会议通过了列宁的《关于在国外某地创办的党校》的决议草案。


6月11日（24日）


出席扩大编辑部会议第五次会议，在讨论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问题时发言。


6月12日（25日）


出席扩大编辑部会议第六次会议，在讨论布尔什维克派的统一问题时发言。

晚上，出席扩大编辑部会议第七次会议，在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时发言。会议通过了列宁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的决议草案。


6月13日（26日）


上午，出席扩大编辑部会议第八次会议，在会议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时再次发言，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建议公布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的决议提纲，并被选入该决议起草委员会。

晚上，出席扩大编辑部会议第九次会议，建议解决关于杜马党团协助委员会的问题，并提出关于出版中央委员会的通俗机关报的决议草案。


6月13日和15日（26日和28日）之间


对《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的决议作补充。


6月15日（28日）


出席扩大编辑部会议第十次会议，在讨论关于党的刊物问题和关于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哲学文章问题时发言；被选进杜马党团协助委员会；就调解委员会的报告两次发表意见。


6月16日（29日）以前


在给罗·卢森堡的复信中告知，由于知识出版社完全落到马赫主义者手中，布尔什维克同它断绝了一切关系。


6月16日（29日）


晚上，出席扩大编辑部会议第十一次会议，建议延长调解委员会职权期限，紧缩布尔什维克中央的预算，给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报纸拨款；对阿·伊·李可夫提出的关于改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决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在讨论这个草案时发言。


6月17日（30日）


上午，出席扩大编辑部会议第十二次会议，在讨论关于改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决议草案时发言，建议对建立《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国外执行委员会这一条进行表决，还对关于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书记处的人数和任命办法提出建议；再次被选入《无产者报》编辑部。


6月17日和7月3日（6月30日和7月16日）之间


写《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公报》。


6月17日（30日）以后


收到卡·胡斯曼1909年6月30日（公历）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要求把给戈尔的短信寄去，并附去《每日邮报》的剪报。


6月18日（7月1日）


把出席《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莫斯科地区代表、身患重病的弗·米·舒利亚季科夫送到巴黎郊区的疗养院，布尔什维克尼·亚·谢马什柯在那里当医生。


6月18日和7月11日（7月1日和24日）之间


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名义，为发表马·尼·利亚多夫1909年7月1日（公历）的来信写按语，利亚多夫在这封信中反对《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议。


6月20日（7月3日）


给布尔什维克中央经济委员会写收到给病人弗·米·舒利亚季科夫30法郎的收据。


6月22日（7月5日）


写收到布尔什维克中央经济委员会200法郎的收据。


6月23日和7月11日（7月6日和24日）之间


写《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一文。


6月26日（7月9日）以前


写信给在莫斯科省米赫涅沃的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谈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得病和即将手术治疗一事，并征求他对此事的意见；建议不要把动手术的事告诉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和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


6月29日和7月7日（7月12日和20日）之间


收到卡·胡斯曼1909年7月12日（公历）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请求把寄给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法译文看一遍，并请他把党章的译文寄去。胡斯曼通知说，社会党国际局准备出版的第二国际各党的纲领和章程汇编要用这些文件。


6月底—7月


同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书记亚·巴·哥卢勃科夫谈话，就同混入党内的奸细进行斗争的问题作指示。


1909年上半年


在索邦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阅读哲学和自然科学书籍。


7月3日（16日）


列宁写的《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公报》同会议决议一并发表在《无产者报》第46号的附刊上。


7月3日和11日（16日和24日）之间


写《取消取消主义》一文。


7月6日（19日）


收到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从阿卢普卡寄来的印有克里木风景的明信片。

写信给在阿卢普卡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说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告知打算去布列塔尼休养，并附去自己的新住址。


7月7日（20日）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批评社会党国际局所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译文很不完善，说已把它交给沙·拉波波特去校订和修改；建议社会党国际局在11月开会；附去自己的新住址。


7月11日（24日）


列宁的文章《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社论）、《取消取消主义》和《为〈无产者报〉编辑部发表马·利亚多夫的信加的按语》发表在《无产者报》第46号上。


7月12日（25日）以前


同来到巴黎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菲·伊·戈洛晓金谈话，了解戈洛晓金对《无产者报》政治路线的态度、对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态度。


7月14日（27日）


警察局在科洛姆纳进行搜查时，发现并没收了列宁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告贫苦农民》等著作。


7月15日或16日（28日或29日）


收到卡·胡斯曼1909年7月27日（公历）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请求寄去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的名单和他们的地址。


7月16日（29日）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将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名单通知社会党国际局，并附去杜马的地址。


7月17日（30日）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向他介绍出狱的布尔什维克季·博格达萨良，并请求给他找工作。


7月21日（8月3日）左右—9月1日（14日）


列宁偕全家（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她的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以及列宁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在距离巴黎50公里的邦邦村（塞纳－马恩省）休养。

在休养期间继续进行工作，审阅寄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来的材料。


8月5日（18日）以前


收到卡普里党校组织者的来信，信中邀请列宁去卡普里岛（意大利）为这个学校的学员讲课。


8月5日（18日）


从法国邦邦村致函卡普里党校组织者，回绝去该校讲课的邀请；告知在《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和第46号发表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关于在国外某地创办的党校》的决议和《取消取消主义》一文反映了他对党校的态度；邀请党校学员到巴黎来听布尔什维克讲演人的讲演。

致函在巴黎的阿·伊·柳比莫夫，告知给列瓦（米·康·弗拉基米罗夫）寄去自己给卡普里党校组织者的信；坚决反对资助列·达·托洛茨基在维也纳出版法文《真理报》，反对在《无产者报》印刷所印刷《真理报》。


8月10日（23日）


收到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锡涅利尼科沃车站寄来的信，信中询问玛·伊·乌里扬诺娃手术后的情况，并询问一个月后她能否回俄国。


8月10日和13日（23日和26日）之间


收到卡·胡斯曼1909年8月23日（公历）从布鲁塞尔寄来的信，信中附有波·赫尔齐克信件的抄件，信中还建议在8月17—18日（30—31日）胡斯曼来巴黎参加国际工会代表会议期间讨论赫尔齐克被指控充当奸细的案件问题。


8月11日（24日）


致函在巴黎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收到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第7—8号；拟定《无产者报》下一号（47—48号合刊）的计划；说明他打算为下一号报纸写哪些文章；对列·达·托洛茨基的行为表示愤慨，认为托洛茨基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

致函在锡涅利尼科沃车站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玛·伊·乌里扬诺娃的健康状况和自己在邦邦村的休养情况。


8月11日和16日（24日和29日）之间


写《谈谈彼得堡的选举（短评）》一文。


8月12日和17日（25日和30日）之间


收到阿·伊·柳比莫夫1909年8月25日（公历）寄来的信，信中附有卡普里党校委员会给《无产者报》编辑部的信的抄件。

阅读卡普里党校委员会1909年8月16日（公历）给《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的信，信中请求布尔什维克中央在教材和经费方面对党校给予支援，并说委员会将毫不反对布尔什维克中央对党校的思想监督。

列宁在布尔什维克中央给卡普里党校委员会的信的草稿中指出，党校委员会应寄来关于党校组织和经费、讲课人和学员的组成、教学大纲和学习期限等情况的详细而准确的报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解决布尔什维克中央对党校实行“思想监督”的问题；说给党校委员会寄去了《无产者报》第39—46号、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决议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关于党校的铅印的信。


8月13日（26日）


用法文复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告知收到了他1909年8月23日（公历）的来信以及波·赫尔齐克信件的抄件，说明自己对赫尔齐克的案件以及对他在审判后的行为的态度；对8月17日（30日）和18日（31日）不能在巴黎会见卡·胡斯曼表示遗憾。


8月13日和17日（26日和30日）之间


收到卡普里党校委员会1909年8月26日（公历）以党校学员和讲课的名义写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的抄件。


8月14日（27日）


致函在法国阿尔卡雄的列·波·加米涅夫，告知收到了他的两封信和他给《无产者报》的文章，指出这篇文章需要删节；告知自己打算给《无产者报》写一篇关于彼得堡选举的文章；说打算在9月2日（15日）以后返回巴黎；建议加米涅夫来巴黎并恢复《无产者报》俱乐部的工作。


8月16日和9月5日（8月29日和9月18日）之间


写《谈谈彼得堡的选举（短评）》一文的附言。


8月17日（30日）


从邦邦村复函卡普里党校学员，告知收到了他们寄来的党校的教学大纲和两封信，指出这个党校的反党性质和派别性质，说明党校的讲课人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重申自己拒绝去党校讲课，而邀请学员来巴黎。


8月17日和9月5日（8月30日和9月18日）之间


写《被揭穿了的取消派》一文。

写短评《关于莫斯科郊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公开信》。


8月20日—25日（9月2日—7日）


写《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一文。


8月20日和25日（9月2日和7日）之间


致函在巴黎的阿·伊·柳比莫夫，同意发表给卡普里党校学员的复信和柳比莫夫在报告中引用它；告知正在写《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一文，批驳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等召回派。


8月21日和26日（9月3日和8日）之间


从邦邦村致函在巴黎的阿·伊·柳比莫夫，提醒柳比莫夫把写作《被揭穿了的取消派》一文所需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9期寄来，并说必须从以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写给卡普里人的复信草稿中删掉关于邀请代表的那一节。


8月25日（9月7日）


致函在巴黎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秘书，告知把自己的《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一文的最后一部分寄给了《无产者报》编辑部，并说打算写论普列汉诺夫的文章。


8月29日（9月11日）


收到卡·胡斯曼1909年9月10日（公历）从布鲁塞尔寄来的信，信中询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和章程尚未译成的原因，请求尽快翻译出来。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答应尽快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和章程的译文，说明自己对波·赫尔齐克案件的意见，并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地址。


8月31日（9月13日）


列宁寄赠彼得堡公共图书馆一批书刊，其中有38种社会民主党的小册子和传单，以及第43号《无产者报》和《黎明报》。


8月下半月


写《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的工贼》一文（该文没有找到）。


不早于8月


收到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扬·安东诺维奇·别尔津）从瑞士寄来的信，信中谈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拉脱维亚国外委员会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通报》第1期的反应，告知再过半月他将迁到巴黎来，请求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记录。


夏天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去巴黎附近的德拉韦尔拜访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列宁同保·拉法格谈自己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寄给在叶卡捷琳堡的伊·阿·泰奥多罗维奇。


不晚于9月1日（14日）


从邦邦村回到巴黎。


9月1日和4日（14日和17日）之间


出席布尔什维克的非正式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中央对卡普里党校的态度、关于维也纳《真理报》、关于中央机关报创办通俗报纸的条件等问题。


9月1日和7日（14日和20日）之间


复函在莫斯科的米·巴·托姆斯基，尖锐批判卡普里岛的召回派党校，强调必须引导该校学员来巴黎听课，揭露列·达·托洛茨基的派性。


9月2日和14日（15日和27日）之间


写《再论党性和非党性》一文。


9月3日—4日（16日—17日）


收到卡·胡斯曼1909年9月15日（公历）从布鲁塞尔寄来的信，信中感谢列宁催促沙·拉波波特翻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和章程，说书已经大致准备好，但还需要写篇评论。


9月4日（17日）


以《无产者报》编辑部名义，就召回派在国外散发署名“萨沙”的传单一事，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这份传单对布尔什维克中央进行了粗暴的、诽谤性的攻击。列宁要求审查传单中提出的诬告，并对这些诬告作出正式决议。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说写评论的事过几天就能完成。


9月5日（18日）以前


收到自彼得堡的来信，信中说彼得堡布尔什维克撤销了1909年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当前选举运动的最后通牒派的决议。


9月5日（18日）


列宁的《谈谈彼得堡的选举（短评）》、《被揭穿了的取消派》和《关于莫斯科郊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公开信》三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47—48号合刊上。


9月7日（20日）


警察局在卢茨克中学进行搜查时，没收了列宁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小册子。


9月11日（24日）


列宁的《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一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47—48号合刊附刊上。


不早于9月11日（24日）


收到卡·胡斯曼1909年9月23日（公历）从布鲁塞尔寄来的信，信中说社会党国际局大多数成员组织寄来了他们的纲领和章程的法译文，还谈到给译者稿酬的问题和俄国议会小组在社会党国际局中的代表问题，要求提交给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不要迟于1910年2月。


9月11日和17日（24日和30日）之间


致函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代表伊·彼·波克罗夫斯基，说卡·胡斯曼提出关于议会小组在社会党国际局中的代表问题（这封信没有找到）。


9月11日和10月3日（9月24日和10月16日）之间


写《寄语彼得堡布尔什维克》一文。


9月14日（27日）


列宁的《再论党性和非党性》一文发表在《新的一日报》第9号上。


9月17日（30日）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告知给他寄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和章程的译文；对胡斯曼提出关于议会小组在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问题表示惊讶，说已就这件事致函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代表；答应尽一切可能准备好提交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


9月19日（10月2日）


在巴黎作关于彼得堡第三届国家杜马补选（9月选举）的专题报告。


不早于9月19日（10月2日）


阅读卡普里党校委员会1909年9月28日（公历）的来信，信中答复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请卡普里党校学员来巴黎的建议。列宁在信上作记号。

在答复卡普里党校委员会9月28日（公历）来信的复信草稿中，对来信的口气表示不能容忍，这封来信的目的是要反对《无产者报》编辑部提出的建议：组织和领导在国外建立宣传员学校的工作移交给党中央委员会或《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列宁在信中说，感到回答卡普里人是不必要的，建议他们把来信公之于众。

致函马尔克（阿·伊·柳比莫夫），请他给《无产者报》编辑部寄一封公开信来，谴责多莫夫（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取消派立场。


9月21日和10月3日（10月4日和16日）之间


写《〈彼得堡选举〉一文的按语》，该文是为阐明彼得堡第三届国家杜马补选结果而写的。


9月27日（10月10日）


收到犹太工人总联盟（崩得）国外委员会1909年10月7日（公历）的来信，信中邀请列宁去日内瓦参加法庭审判工作（大概是审理波·赫尔齐克案件）。列宁在复信中以工作忙为由回绝了这一邀请。

复函约诺夫（费·马·科伊根），告知自己不能参加崩得国外委员会组织的法庭，建议吸收英诺森（约·费·杜勃洛文斯基）或其他人参加法庭。


9月下半月—10月5日（18日）以前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询问格·阿·库克林图书馆从日内瓦迁至巴黎的问题是怎样决定的，请求把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图书馆的目录寄来，责备维克多（维·康·塔拉图塔）迁居日内瓦。


10月以前


在准备回俄国进行党的工作的工人小组里，领导学习土地问题。


10月2日（15日）


写便函给布尔什维克中央经济委员会，请求付给沙·拉波波特翻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补充部分的稿酬。


10月3日（16日）


列宁的《寄语彼得堡布尔什维克》一文和《〈彼得堡选举〉一文的按语》发表在《无产者报》第49号上。


10月4日或5日（17日或18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参加10万人游行示威，抗议处死被指控策划巴塞罗那起义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弗朗西斯科·费雷尔。


10月6日（19日）


收到维·阿·卡尔宾斯基1909年10月18日（公历）从日内瓦寄来的信，信中告知同意将格·阿·库克林图书馆迁往巴黎，条件是图书馆保持其独立性，不隶属于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而是将它并入巴黎的一个图书馆。


10月10日和31日（10月23日和11月13日）之间


写《沙皇对芬兰人民的进攻》一文。


10月12日（25日）


收到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从莫斯科寄来的信，信中说她和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仍然没有租到寓所，还说自己身体不好，打算治病。

写信给在莫斯科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已收到她和妹妹的来信、《批判评论》杂志以及出版人给他的汇款，请求德·伊·乌里扬诺夫告知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健康情况。


10月15日（28日）


在列日给一些社会民主党小组的党员作《论党内状况》的报告。


不晚于10月16日（29日）


在列日逗留期间同布尔什维克Д．И．查索夫尼科夫谈话，告诉他卡普里党校分裂、米哈伊尔（尼·叶·维洛诺夫）及其他5名学员被学校开除，反对同孟什维克在原则问题上作任何妥协。


10月16日（29日）


在列日作公开报告，题为《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


10月21日（11月3日）以前


写《关于巩固我们的党和党的统一的方法》一文（这篇文章没有找到）。


10月21日（11月3日）


起草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的决议。


10月21日—22日（11月3日—4日）


参加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

由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拒绝把列宁的《关于巩固我们的党和党的统一的方法》一文作为编辑部文章发表，列宁提出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草案被编辑部中的取消派和调和派以多数票否决。


10月22日（11月4日）


由于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拒绝把列宁的《关于巩固我们的党和党的统一的方法》一文作为编辑部文章发表，还否决了他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决议草案，列宁发表关于退出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

致函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要求在最近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登他的关于退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声明及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并要求告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是否在最近一期上将采用他的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的方法问题的讨论文章。

写信给在莫斯科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收到了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的信和一套《俄国报》，询问他们新居安排得怎样，告知即将去布鲁塞尔几天，并说已经收到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的来信。


10月23日（11月5日）


从巴黎去布鲁塞尔出席社会党国际局第十一次常会会议。

在布鲁塞尔收到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卡·胡斯曼转给他的电报，电报要求在共同讨论之前暂缓发表关于退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声明。


10月23日和26日（11月5日和8日）之间


在布鲁塞尔会见伊·费·波波夫。波波夫将自己的一篇关于比利时工人党的内阁主义的文章交给列宁，以便在《无产者报》或《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


10月24日（11月6日）


通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收回自己关于退出编辑部的声明。

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社会党新闻工作者第三次国际代表会议的工作，发布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新闻工作者组织的消息。


10月25日（11月7日）


在社会党国际局第十一次常会会议上就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分裂问题发言，赞成吸收从该党机会主义多数派中分裂出来并采用“社会民主党”作为名称的革命派加入第二国际。


10月26日（11月8日）


参加社会党国际局国际议会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工作。


10月26日（11月8日）以后


从布鲁塞尔返回巴黎。


10月31日（11月13日）


列宁于10月25日（11月7日）在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上作的关于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分裂问题的发言发表在《莱比锡人民报》（德文）第264号附刊4上。

列宁的《沙皇对芬兰人民的进攻》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9号上。


10月


代表《无产者报》编辑部给卡普里党校部分学员复信，告知收到了他们寄来的两封谈到党校中发生分裂的信，表示欢迎部分学员同波格丹诺夫分子划清界线，对脱离召回派的学员提出许多建议和指示，答应对他们在巴黎继续学习给以物质帮助和其他方面的帮助。

同派往敖德萨的工人布尔什维克Ｂ．Ａ．杰戈季谈话，请他向敖德萨的同志们转告一系列指示，说工人稿件对《无产者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很重要的。


不早于10月


就准备1909年6—9月份决算问题给布尔什维克中央经济委员会写书面指示，拟制决算概算表。


10月和1911年4月之间


读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909年圣彼得堡版）一书，在书上作记号，并将该书同普列汉诺夫1890年在文学政治评论杂志《社会民主党人》上发表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作比较。

读尤·米·斯切克洛夫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生平和活动（1828—1889）》（1909年圣彼得堡版）一书，并在书上作记号。


11月1日（14日）


同英诺森（约·费·杜勃洛文斯基）以及其他一些中央委员一起提出必须在近期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的问题。


11月3日（16日）


同工人布尔什维克米哈伊尔（尼·叶·维洛诺夫）谈话，他是在卡普里党校发生分裂后来巴黎的。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告知自己同尼·叶·维洛诺夫在巴黎会见和谈话的情况；感谢高尔基用自己的艺术天才给俄国（不仅仅是俄国）的工人运动带来了巨大的益处；希望他摆脱沉重的心情；表示深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


不早于11月3日（16日）


在《无产者报》编辑部同被卡普里党校开除而来到巴黎的伊·伊·潘克拉托夫等人结识并同他们谈话，向他们了解俄国各个组织的工作情况、工人的情绪，同他们一起安排讲课和座谈的日程。


11月3日和28日（11月16日和12月11日）之间


写短评《可耻的失败》。


11月3日（16日）以后


收到阿·马·高尔基的回信，信中邀请列宁去卡普里岛。高尔基在信中对卡普里党校的活动以及布尔什维克同召回派、造神派分裂的原因作了错误的估价。


11月6日（19日）


审阅《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出纳员的决算。


不早于11月7日（20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认为高尔基对布尔什维克同召回派和造神派分裂的原因和性质的看法是错误的，指出导致分裂的起因是对目前整个形势的看法不同；拒绝接受去卡普里岛的邀请。


11月13日（26日）以前


写《〈反革命自由派的思想体系〉报告的提纲（《路标》的成就及其社会意义）》。


11月13日（26日）


在巴黎作题为《〈反革命自由派的思想体系〉报告（《路标》的成就及其社会意义）》。


11月17日和21日（11月30日和12月4日）之间


阅读刊登在《柏林每日小报》上的一篇诽谤性的文章《高尔基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和在巴黎的《闪电报》上的同一题目的通讯。


11月19日（12月2日）


复函在彼得堡的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简要说明党内的状况，指出新的一般民主主义对沙皇制度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联系这个问题分析了俄国革命的道路和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分析了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


11月19日或20日（12月2日或3日）


阅读刊载在1909年11月19日（12月2日）《前进报》上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一文，该文驳斥了资产阶级报纸编造的阿·马·高尔基被俄国社会民主党开除的谣言。


不晚于11月20日（12月2日）


出席巴黎布尔什维克会议；发言批判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维护亚·亚·波格丹诺夫的观点。


11月21日（12月4日）以前


给被卡普里党校开除的学员讲课，题目是《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


11月21日（12月4日）


致函在莫斯科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谈国外和俄国资产阶级报刊凭空捏造的关于阿·马·高尔基被社会民主党开除的谣言；询问家里的情况和母亲的健康；说自己常去图书馆，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学习法文；请妹妹把列宁留在萨布林诺的书寄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的会议，作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第十一次常会的报告；被选为小组委员会委员。


11月24日或25日（12月7日或8日）


致函在莫斯科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说收到了她和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的信；担心住所寒冷会影响母亲的健康；请妹妹给他弄到一份莫斯科省1907—1909年农业的新统计资料。


11月24日和28日（12月7日和11日）之间


写短评《资产阶级报界关于高尔基被开除的无稽之谈》。


11月26日（12月9日）


致函俄国地方自治局、市政机关和政府机关的统计工作者，请求给寄一些统计资料，以便继续研究土地问题特别是俄国农业资本主义问题。


11月26日和12月24日（12月9日和1910年1月6日）之间


写《俄国自由主义的新发明》一文。


11月27日或28日（12月10日或11日）


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请她利用即将在莫斯科召开俄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机会，通过熟人弄到他所需要的统计出版物：关于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特别是目前的统计和按户调查的材料；关于手工业者和工业的材料；关于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和份地分配的材料。


11月28日（12月11日）以前


阅读涅·切列万宁的《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展望》（1908年莫斯科版）一书，并在书上作记号、画着重线和写批语；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与切列万宁》一文中批判了切列万宁的书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对他的偏袒。

读谢·伊·古谢夫的来信。古谢夫受《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委派，去彼得堡、敖德萨和其他城市向各地的布尔什维克传达《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议。列宁在《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上的涣散和混乱》一文中引用了这封信。

写《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上的涣散和混乱》一文。


11月28日（12月11日）


列宁的《论目前思想混乱的某些根源》、《取消派的手法和布尔什维克的护党任务》、《〈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与切列万宁》、《资产阶级报纸关于高尔基被开除的无稽之谈》等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50号上。

列宁的《可耻的失败》一文以《无产者报》第50号的单行本的形式发表。


11月下半月—12月13日（26日）


写《论〈路标〉》一文。


11月—12月


列宁在国立图书馆里从事研究工作。


秋天


积极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协助小组的工作，为党团写《关于八小时工作制法令主要根据的草案说明书》。


12月2日（15日）以后


收到伊·费·波波夫1909年12月15日（公历）从布鲁塞尔寄来的信，信中请求回答为什么《无产者报》或《社会民主党人报》没有刊登他在布鲁塞尔交给列宁的关于比利时工人党的内阁主义的文章。


12月3日（16日）


复函在彼得堡的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详细分析俄国现阶段资本主义农业发展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


12月11日（24日）


出席欢迎第二批来巴黎的卡普里党校学员的会议。


12月12日（25日）


警察局在梯弗利斯进行搜捕时，发现了列宁的《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和《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小册子。


12月12日和30日（12月25日和1910年1月12日）之间


给第二批来巴黎的卡普里党校学员讲课，题为《论目前形势》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


12月13日（26日）


列宁的《论〈路标〉》一文发表在《新的一日报》第15号上。


12月20日（1910年1月2日）以前


收到自梁赞寄来的关于统计资料的信，这封信是对列宁寄往莫斯科给地方自治局、市政机关和政府机关的统计工作者的信的回答。

列宁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参观博物馆和蜡像陈列馆并去看戏。


12月20日（1910年1月2日）


写信给在莫斯科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向她祝贺新年，说自己在学习法语，感谢寄来莫斯科市的统计资料，请求再寄来有关莫斯科市的第一、二、三届杜马选举的统计资料。


12月20日（1910年1月2日）以后


去巴黎近郊观看飞行表演。


12月24日（1910年1月6日）


列宁的《俄国自由主义的新发明》和《社会党国际局第十一次常会》等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号上。


12月25日和29日（1910年1月7日和11日）之间


在巴黎观看保尔·布尔热的剧本《街垒》。


12月30日（1910年1月12日）


写信给在莫斯科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说即将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过几天就要忙起来；感谢寄来关于统计资料的书籍。


12月底


同原卡普里党校学员就党的任务和“前进”集团在党内的地位问题进行总结性的谈话。

写短评的大纲《论“前进”集团》。

复信在莫斯科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说从瑞维西回来时出了车祸，正同肇事者打官司。


12月


为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做准备工作，出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每周的联席会议，参加讨论并发言。


年底


收到母亲作为纪念品送给他的象棋，这副象棋是列宁的父亲伊·尼·乌里扬诺夫制作的。

同从巴库来到巴黎的罗·萨·捷姆利亚奇卡谈话，听她讲述关于巴库、关于巴拉哈内工人、关于同取消派进行斗争等情况。

在巴黎会见爱沙尼亚小提琴家——布尔什维克爱德华·尤利乌斯·瑟尔姆斯，建议他继续学习音乐，以自己的艺术为革命事业服务。


1909年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结识伊·费·阿尔曼德。从那时起就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1910年


1月2日—23日（1月15日—2月5日）


参加在巴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工作，在中央全会上多次发言；提出谴责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批判全会上孟什维克对这个决议提出的修正，并就此提出一系列的书面声明；被全会选为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


1月9日（22日）以前


收到古斯塔夫·迈尔的来信，信中建议列宁为《社会政治科学手册》写一篇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概述。


1月9日（22日）


用德文复函古斯塔夫·迈尔，说由于繁忙，无法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概述；介绍有关这个问题的参考材料；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存在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而托洛茨基则站在中派立场。


1月17日或18日（30日或31日）以前


收到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的来信，得知弟弟摔伤腿的不幸消息。


1月17日或18日（30日或31日）


写信给在莫斯科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告知收到了她的几封来信和莫斯科市的统计资料；谈到巴黎发大水的情况；关心母亲和弟弟的身体。


1月19日（2月1日）


写信给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中央全会工作的结果。


1月23日和2月1日（2月5日和14日）之间


出席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中央全会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委托列宁写一篇评价中央全会的文章。

写《论统一》一文，阐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中央全会的工作。


1月23日和2月17日（2月5日和3月2日）之间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会议上作关于一月中央全会的报告，会议就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月23日和4月22日（2月5日和5月5日）之间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组织，建议把全体护党派的力量联合起来。


不早于1月28日（2月10日）


抄录关于《俄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农业经济统计资料汇编》和《财政部年鉴》的书目资料。


1月31日（2月13日）以前


会见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工作的奥·巴·涅夫佐罗娃。


1月31日（2月13日）


写信给在莫斯科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收到了她和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寄来的信和象棋，建议母亲离开莫斯科去度夏。


1月底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讨论尔·马尔托夫的《在正确的道路上》一文时，坚决反对文章的取消主义内容，建议在报上刊登这篇文章时要加编辑部按语或将文章转给《争论专页》。


2月1日（14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讨论列宁的《论统一》一文，同取消派发生激烈争论。


2月4日（17日）


写信给在米赫涅沃车站的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说他寄来的棋题很容易就解开了，建议他解一盘有趣的排局；探问他的健康情况。


2月9日（22日）


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其他中央委员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其他成员一起在祝贺奥古斯特·倍倍尔70寿辰的信上签名。


2月13日（26日）以前


阅读“前进”集团1909年出版的小册子《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并在小册子上作记号和画着重线。

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翻译的罗·卢森堡的《奥古斯特·倍倍尔》一文作修改。

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出版不定期争论专集的决议作文字加工。


2月13日（26日）


列宁评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中央全会决议的文章《论统一》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上。


不早于2月24日（3月9日）


审阅《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第二版（1908年版）。


2月—3月初


在《给“保管人”（卡·考茨基、弗·梅林和克·蔡特金）的一封信的草稿》中，提到1906—1909年党内斗争中的最重要的阶段和事件，说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一月中央全会后对待党的统一问题所持的立场，提出同孟什维克合作的条件。


3月2日和11日（15日和24日）之间


阅读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以及中央委员维·巴·诺根从俄国寄来的信，这些来信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三个委员（取消派分子）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3月4日（17日）


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的身分收到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的来信，信中通知说，俄国政府要求比利时引渡一个叫B．И．加伊瓦斯的人，此人被控告在俄国犯了抢劫罪；来信还强调了加伊瓦斯案件的政治性质。


3月5日（18日）


将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的信转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并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和巴黎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协助小组执委会，要求搜集证明B．И．加伊瓦斯案件属于政治性案件的材料。

签署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撰稿人参加在彼得堡出版合法报纸的合同草案。文件强调指出，这一报纸必须执行党的路线。


3月6日（19日）


列宁的《政论家札记》一文的第一部分《论召回主义的拥护者和辩护人的〈纲领〉》发表在《争论专页》第1号上。


3月7日（20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讨论一月中央全会的会议上，发言批判取消派和召回派分子，主张和孟什维克护党派联合，争取党的统一。


3月8日（21日）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说没有关于B．И．加伊瓦斯的材料，答应打听有关他的消息，并将所得到的情况转告加伊瓦斯的律师。

致函在维也纳的列·波·加米涅夫，说在一月中央全会后，由于孟什维克编委的派性行为，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内造成了困难局面；请他尽快写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告知拟于近期着手出版合法杂志；严厉批判列·达·托洛茨基发表在《真理报》第10号上的文章。


3月11日（24日）以前


读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我们中央委员会最近的一次全体会议》一文，该文刊登在1910年《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1期上。


3月11日（24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布尔什维克编委的会议。会议研究关于组织反击孟什维克取消派对中央机关报和党的统一的攻击问题。列宁在这次会议上写《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答《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一文。


3月12日（25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研究他的文章《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答《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在讨论文章时，同孟什维克编委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发生尖锐冲突。


3月12日—14日（25日—27日）


列宁的《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答《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一文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2号的单行本。


3月14日（27日）


致函在瑞士达沃斯的尼·叶·维洛诺夫，认为必须加强布尔什维克同反对取消派的护党派孟什维克的联合，因此提出开展宣传鼓动，使普列汉诺夫分子退出取消派，并以普列汉诺夫分子代替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中的取消派分子；随信寄去刊载《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答《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一文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2号的单行本。


3月15日（28日）以前


同阿·瓦尔斯基一起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更换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成员。


3月15日（28日）


拜访阿·瓦尔斯基，同他谈话时，念扬·梯什卡赞扬列宁的《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答《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一文的来信。

致函在柏林的扬·梯什卡，坚决反对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派弗·列德尔代替阿·瓦尔斯基任该党驻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代表；告知收到了罗·卢森堡的几篇文章。


3月16日（29日）


致函在意大利圣雷莫的格·瓦·普列汉诺夫，表示赞同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1期中所提出的关于在反对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斗争中一切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联合起来的主张；建议同普列汉诺夫会面，商谈党内状况。


3月16日和23日（3月29日和4月5日）之间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决定把从梯弗利斯收到的文章（指约·维·斯大林的《高加索来信》）和对这篇文章的答复交付《争论专页》刊印。


3月20日（4月2日）以后


收到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来信，信中同意会见列宁（由于普列汉诺夫生病，这次会见没有举行）。


3月23日（4月5日）以前


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其他布尔什维克代表共同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询问国外局有多大权限解决由于孟什维克取消派编委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的派性行为而引起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内部冲突。


3月23日（4月5日）


签署并寄出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关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内部冲突问题的声明。

列宁的《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答《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和《为什么而斗争？》两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2号上。


3月24日（4月6日）


复函在维也纳的列·波·加米涅夫，认为布尔什维克同护党派孟什维克在思想上联合起来是重要的；对列·波·加米涅夫3月18日（31日）在维也纳《真理报》上发表的《为统一而斗争！》一文提出批评意见。


3月25日（4月7日）


致函在瑞士达沃斯的尼·叶·维洛诺夫，告知给他寄去了巴黎护党派孟什维克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中央全会的决定通过的必须停止出版取消派报纸《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决议；对他脱离马赫主义表示高兴。


不晚于3月26日（4月8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的秘密会议，提出关于将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三名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开除出党的决议案。决议案被通过。


3月27日（4月9日）


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就反对取消派的护党斗争问题交换意见。


3月28日（4月10日）


签署给波兰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的信，信中斥责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取消派分子的斗争中所表现的动摇立场。

致函阿·伊·柳比莫夫，批评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支持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中的取消派分子。

签署给阿·伊·柳比莫夫的信，信中对前一封信不公正地指责他支持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中的取消派分子表示歉意。

写信给在莫斯科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非常高兴同她以及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在斯德哥尔摩会面，并就去斯德哥尔摩的旅行路线提出建议，同时告知自己在巴黎的生活情况。


3月29日（4月11日）


复信给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认为必须同孟什维克中的普列汉诺夫分子联合起来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强调指出，党将不断认真地克服各种危险倾向，清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

列宁将载有他的《政论家札记》一文第一部分的1910年《争论专页》第1号寄给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


3月


致函扬·梯什卡，谈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内的分歧问题。


4月4日（17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委托列宁为下一号报纸撰写文章，评论杜马关于基本法第96条的辩论。列宁在《他们在为军队担忧》一文中阐述了这一问题。


4月7日（20日）以前


在寄往俄国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的信中，通知维·巴·诺根说：很快将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三名编委的名义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寄去正式信件，建议改选编辑部，因为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在编辑部内进行反党活动。


4月8日（21日）


出席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讨论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下一号——第13号报纸所写的文章。


4月13日（26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讨论列宁为下一号——第13号报纸所写的一篇文章。


4月14日（28日）以后


阅读由扬·梯什卡寄来的罗·卢森堡和安·潘涅库克论总罢工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的文章。


4月17日（30日）以前


得知尼·叶·维洛诺夫病重的消息后，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提出申请，要求为维洛诺夫的治疗提供物质帮助。


4月17日（30日）


致函在达沃斯的玛·米·佐林娜，告知正在为她的丈夫尼·叶·维洛诺夫治病，争取党内补助；建议维洛诺夫留在达沃斯直到痊愈。


4月19日（5月2日）以前


在巴黎会见布尔什维克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


4月19日（5月2日）左右


以中央机关报三名编委的名义写信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说编辑部内取消派分子的反党行为给编辑部造成了困难，主张以护党派孟什维克来代替取消派分子，以建立有工作能力的党的编委会。


4月19日（5月2日）


写信给在萨拉托夫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谈自己在巴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说由于党内斗争激化自己的写作工作大大减慢；还谈到俄国侨民的困难状况。


4月23日（5月6日）以前


致函在俄国国内的维·巴·诺根，谈党内工作问题。


4月26日（5月9日）


列宁的《对芬兰的进攻》、《他们在为军队担忧》、《党在国外的统一》、《党的统一的障碍之一》等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号上。


4月27日（5月10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名编委受列宁委托，写声明交给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中央全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代表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维·巴·诺根、列·波·加米涅夫，声明中揭露孟什维克破坏全会通过的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的条件。


4月—5月8日以前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参加议会竞选活动的集会，听法国统一社会党活动家让·饶勒斯和爱德华·瓦扬等人的讲演。


5月13日（26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讨论下一号报纸的有关事宜。

签署证言记录，证明没有任何根据指控布尔什维克中央成员维·康·塔拉图塔（维克多）从事奸细活动。


5月24日（6月6日）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报告和第八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和就大会议题提出的建议尚未拟好；随信给卡·胡斯曼寄去两份关于举行5月1日游行示威的号召书，一份是在俄国出版的，另一份是在国外出版的。


5月25日（6月7日）


列宁的《政论家札记》一文的第二部分《我们党内的“统一的危机”》发表在《争论专页》第2号上。


6月2日（15日）


收到卡·胡斯曼的来信，信中要求寄去有关被指控犯有抢劫罪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于1907年初在国外被捕的文件和材料。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告知无法找到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于1907年初在国外被捕的文件和材料，说他可以托一个同志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6月5日（18日）


写短信给在莫斯科省米赫涅沃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说自己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骑自行车去巴黎近郊郊游，并向母亲以及姐姐和弟弟问候。

写信给在芬兰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告知收到她的来信并将给她写信和寄去新出的书刊。


6月10日（23日）以前


拟定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出席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这个名单经报纸编辑部中的布尔什维克通过，以后交孟什维克编委表决。


6月15日（28日）


自巴黎启程去卡普里岛会见阿·马·高尔基。


6月15日和18日（6月28日和7月1日）之间


自马赛乘轮船去那不勒斯。


6月18日（7月1日）


从那不勒斯写信给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讲述乘船旅行情况，告知自己要去卡普里岛。


6月18日—30日（7月1日—13日）


在卡普里岛住在阿·马·高尔基处，同高尔基谈话，指出马赫主义召回派分子的观点的派别性质；讨论高尔基出版杂志的问题；会见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亚·亚·波格丹诺夫等人。此外，还详细了解了关于渔民生活、学校、宗教等各种社会问题。


7月1日（14日）


自卡普里岛启程返回巴黎。


7月6日或7日（19日或20日）


在巴黎出席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布尔什维克代表举行的会议。会议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由于3名布尔什维克委员在俄国被捕而造成的严重局势。


7月7日（20日）


致函在柏林的扬·梯什卡，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由于3名布尔什维克委员被捕而形势危急；请求派一个波兰人中央委员和雅·斯·加涅茨基一起到俄国去召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


7月9日—8月10日（7月22日—8月23日）


列宁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岳母在比斯开湾沿岸小城波尔尼克休养。


7月15日（28日）


写信给在芬兰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询问母亲的健康情况，询问能否在斯德哥尔摩或哥本哈根同她们会面；告知自己在波尔尼克休养。


7月19日（8月1日）


从波尔尼克致函在巴黎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行部主任Д．М．科特利亚连科，请求为该报编辑部预订下列书籍：《人民自由党党团在第三届国家杜马第三次会议（1909年10月10日—1910年6月5日）上。总结报告和代表发言》和《纪念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用平信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是不谨慎的；询问这个报告的附录的出版情况。

通过Д．М．科特利亚连科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寄去组织委员会关于召开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材料和信件，信中请求把代表大会的消息通知崩得中央委员会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列宁的这封信没有找到）。


7月20日（8月2日）


从波尔尼克致函在巴黎的阿·伊·柳比莫夫，请求转告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秘书：关于准备提交代表大会报告的问题可以直接同卡·胡斯曼联系。


7月23日（8月5日）以前


校订弗·姆格拉泽（特里亚）的报告，这篇报告将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的附件。


7月26日（8月8日）以前


从波尔尼克致函在巴黎的Д．М．科特利亚连科，指出务必在8月23日（公历）以前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法文本。


7月26日（8月8日）


致函在巴黎的Д．М．科特利亚连科，请求给他寄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校样。列宁随信给Д．М．科特利亚连科寄去自己的《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一文，以便在下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

从波尔尼克致函在哥本哈根的米·韦·科别茨基，告知想趁参加代表大会之便在哥本哈根国立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研究丹麦农业问题的资料。


7月27日或28日（8月9日或10日）


收到卡·胡斯曼的来信，信中提出要尽快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第二国际第八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寄去。


7月28日（8月10日）


用法文复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告知已采取必要措施及时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并在代表大会开会之前将报告寄到哥本哈根；感谢他提供情况和寄来社会党国际局公报第3号。


7月28日和8月10日（8月10日和23日）之间


致函在巴黎的Д．М．科特利亚连科，告知没有收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给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条样，请求把报告的校样寄来。


7月30日和8月10日（8月12日和23日）之间


收到米·韦·科别茨基从哥本哈根寄来的信，信中告知关于哥本哈根图书馆的情况，并说愿意帮忙。

致函在哥本哈根的米·韦·科别茨基，感谢他提供的情况和愿意给予帮助，说自己将于8月26日（公历）晨抵达哥本哈根并打算同他会见；请他代租一间便宜的房间；还谈到想去斯德哥尔摩。


7月底


收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来信，信中就列宁关心的弗·姆格拉泽（特里亚）的报告问题通知说，这个报告已经中央机关报编委通过、译成法文，并将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给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的附件刊印出来。


7月


列宁的《致〈斗争报〉纪念号》一文发表在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斗争报》第100号上。


8月1日（14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玛·费·安德列耶娃，说中央机关报决定把弗·姆格拉泽的报告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的附件刊印出来；向阿·马·高尔基等人问好。


8月10日（23日）


从波尔尼克去哥本哈根出席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


8月11日（24日）


在去哥本哈根的途中，在巴黎会见格·瓦·普列汉诺夫。


8月13日（26日）


抵达哥本哈根出席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

用法文给从俄国来的伊·彼·波克罗夫斯基开证明，证明他是第三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


8月13日—15日（26日—28日）


用德文在代表证上填写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名字，证实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代表；给其他代表也办了同样的证明。

参加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组的工作，审查新提出的委托书；以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国组代表的身分，签署给雷瓦尔党委会出席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代表М．马尔特拉的委托书。

写信给米·韦·科别茨基，随信寄去两张出席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会议的出入证：一张是给米·韦·科别茨基的，另一张请他填上伊涅萨·阿尔曼德的姓名。


8月13日和30日（8月26日和9月12日）之间


在哥本哈根皇家公共图书馆进行工作，主要是研究有关丹麦农业生产方面的书刊。


8月15日—21日（8月28日—9月3日）


参加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工作，参加代表大会的主要委员会之一合作社问题委员会，出席各次全体会议，同大会代表交谈。

参加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组的工作，分组会讨论代表大会全体会议的许多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关于合作社的决议、关于工会运动统一的决议的修正案、关于仲裁法庭和裁军决议等。


8月15日和21日（8月28日和9月3日）之间


同第二国际中的社会民主党左派（茹·盖得、罗·卢森堡、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进行磋商，以便团结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分子，同国际机会主义进行斗争。

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尼·古·波列塔耶夫、伊·彼·波克罗夫斯基等人商谈创办《工人报》和《明星报》的问题。

同代表大会俄国组内机会主义派别的代表进行斗争。

参加为大会代表组织的郊游和其他游览活动。


8月16日（29日）


出席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各国小组代表会议，会议议程包括下列问题：（1）审查代表委托书；（2）任命各委员会。


8月16日—19日（8月29日—9月1日）


参加代表大会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参加合作社问题委员会下设的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拟关于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对代表大会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决议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列宁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同茹·盖得商谈表决关于合作社的决议的问题。


8月19日（9月1日）


在代表大会上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组会议。会议通过决议：请格·瓦·普列汉诺夫作为党的代表之一参加社会党国际局。


8月20日（9月2日）


函告社会党国际局：根据1910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除列宁外，还有格·瓦·普列汉诺夫。

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和阿·瓦尔斯基一起，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发出抗议书，抗议《前进报》第201号发表列·达·托洛茨基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情况的诽谤性文章。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代表举行的会议，参加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8月21日（9月3日）


参加在哥本哈根市政大厅内为庆祝代表大会工作结束而举行的聚餐；同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共同签署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妇女运动的女活动家季娜·基尔科娃的贺信。


8月21日和30日（9月3日和12日）之间


读1910年9月3日刊登在《莱比锡人民报》第204号上的关于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文章，并在上面作记号。

在哥本哈根写《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讨论》一文，并将文章寄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以便刊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7号上。


8月22日（9月4日）


写信给在芬兰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已经结束，告知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的时间。


不晚于8月29日（9月11日）


在启程去斯德哥尔摩之前，收到斯德哥尔摩社会民主党小组一个布尔什维克组员的地址。列宁利用这个地址同社会民主党小组建立了联系。


8月30日（9月12日）


列宁的《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一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5—16号合刊上。


8月30日—9月1日（9月12日—24日）


在斯德哥尔摩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协助小组会议，并在会上作关于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会议请列宁为斯德哥尔摩社会民主党人作关于党内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公开报告。


8月30日—9月12日（9月12日—25日）


在斯德哥尔摩同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和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会见，同她们一起游览该市名胜古迹和郊区。

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研究有关农业合作社问题的书籍并写书评。


8月31日（9月13日）


在码头迎接从芬兰亚波坐轮船来斯德哥尔摩的母亲和妹妹。


9月2日（15日）


在斯德哥尔摩社会民主党各小组联席会议上作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批判取消派。


9月3日（16日）


从斯德哥尔摩致函米·韦·科别茨基，说自己将于9月26日（公历）抵哥本哈根，请求为他在当日晚组织一次关于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公开的或党内的报告会。


不晚于9月11日（24日）


写《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及其意义》报告的提纲。


9月11日（24日）


作《关于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公开报告。


不晚于9月12日（25日）


从斯德哥尔摩致函罗·卢森堡，这封信涉及到正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上展开讨论的关于政治总罢工的问题（这封信没有找到）。


9月12日（25日）


送母亲和妹妹乘轮船从斯德哥尔摩去芬兰；列宁启程去哥本哈根。


9月13日（26日）


清晨抵达哥本哈根。晚上给俄国侨民工人小组作关于第八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报告。


9月14日（27日）


从哥本哈根启程前往巴黎。


9月15日（28日）


返抵巴黎。


9月15日（28日）以后


利用德国农业统计资料写《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文。


9月17日（30日）以前


致函卡·考茨基，询问能否在《新时代》杂志上刊登列宁的一篇批驳尔·马尔托夫和列·达·托洛茨基在报刊上进行诽谤的文章（这封信没有找到）。


9月17日（30日）


致函卡·伯·拉狄克，答应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内讨论下一号报纸刊登他关于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文章的问题；指出拉狄克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有理论错误，告知自己打算写一篇文章驳斥尔·马尔托夫和列·达·托洛茨基，回答他们最近在关于俄国革命运动的几篇文章中所进行的无耻诽谤（列宁就这一问题写了《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


9月20日（10月3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会议。会议讨论同普列汉诺夫派共同出版《工人报》的问题。列宁在发言中号召研究党内斗争的阶级根源和联合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力量。列宁和会议的多数参加者赞成出版《工人报》。


9月21日（10月4日）


致函在法国巴黎近郊夏提荣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布尔什维克代表尼·亚·谢马什柯，提议同他会面，商谈尽快召开布尔什维克会议，以便解决出版《工人报》的问题。


9月23日（10月6日）


收到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的来信，信中说布尔什维克必须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尔·马尔托夫。列宁于同日收到《新时代》杂志编辑艾·武尔姆的来信和他转来的马尔赫列夫斯基准备在杂志上发表的批判尔·马尔托夫的文章。


9月23日或24日（10月6日或7日）


对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批判尔·马尔托夫的文章写补充意见。


9月23日（10月6日）以后


收到卡·胡斯曼的来信，信中要求把参加社会党国际局国际议会委员会的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名单寄去，并要求向社会党国际局交纳党费。

致函在彼得堡的伊·彼·波克罗夫斯基，说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要求把参加社会党国际局国际议会委员会的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名单寄去。


9月24日（10月7日）


致函在柏林的尤·马尔赫列夫斯基，告知收到了他的来信和文章；说自己正在写一篇长文章（《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驳斥尔·马尔托夫和列·达·托洛茨基；说打算写一本关于俄国革命及其教训、关于阶级斗争的小册子；询问能否在德国出版这本小册子；对马尔赫列夫斯基的文章提出补充意见；激烈批判马尔托夫歪曲无产阶级在1905年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和任务。


9月24日（10月7日）以后


就尔·马尔托夫和列·达·托洛茨基的关于俄国革命运动的几篇荒谬文章致函在柏林的卡·考茨基，说希望能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文章驳斥托洛茨基（这封信没有找到）。


9月25日（10月8日）


列宁的《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讨论》和《谈谈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是如何向国际介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情况的》两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7号上。


9月26日（10月9日）


用德文致函卡·拉狄克，告知《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已经写了约三分之一或者一半了；询问能否在《莱比锡人民报》发表这篇文章或就这个题目发表几篇小品文。


9月底—11月


研究俄国罢工统计；研究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瓦·叶·瓦尔扎尔编写的一些著作。

写《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和《论俄国罢工统计》两篇文章。


9月—10月30日（11月12日）


会见从俄国来的谢·伊·霍普纳尔，向她了解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党的工作情况和工人革命斗争情况；建议霍普纳尔在布尔什维克报刊上阐述这几个问题。


9月—11月


同瓦·瓦·沃罗夫斯基和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商谈在莫斯科安排出版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杂志——《思想》杂志的问题。


不早于9月


对列·波·加米涅夫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给尼·亚·罗日柯夫的信作补充，批判罗日柯夫在建立合法政党的设想中所反映的取消主义观点。


1910年9月—1913年


从有关俄国、德国和匈牙利土地统计和俄国罢工统计的书籍中作摘录。


10月1日（14日）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表示完全赞成同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派接近；告知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商谈出版通俗报纸的情况；说正在竭尽全力在俄国创办合法杂志，以及自己打算到瑞士一些城市去作报告。


10月4日（17日）


用法文致函卡·胡斯曼，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参加国际议会委员会的杜马代表向社会党国际局交纳党费的问题。


10月11日（24日）以前


收到布尔什维克尼·古·波列塔耶夫从彼得堡寄来的信，信中要求寄去出版合法报纸的钱款。


10月11日（24日）


把尼·古·波列塔耶夫信中关于要求寄款出版合法报纸的一段摘录出来转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10月13日（26日）


签署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信，声明支持尼·古·波列塔耶夫根据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委托所提出的关于寄钱办报的要求，并且表示布尔什维克同意为此拨出1000卢布。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讨论下一号——第18号报纸的内容。会议委托列宁写《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一文。


10月15日和11月7日（10月28日和11月20日）之间


写《两个世界》一文。


10月16日和25日（10月29日和11月7日）之间


写《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一文。


10月24日（11月6日）


在巴黎会见从俄国来的社会民主党人A．A．里亚比宁（彼得罗夫），向他了解农民的状况和情绪；委托里亚比宁转交给卡·胡斯曼一封信，信中要求把各党交给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各转来一份，以便在俄国散发这些报告。


10月25日（11月7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讨论列宁的《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一文。列宁反对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对文章提出的修改；退出会场；在致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会议主席弗·列德尔的声明中说，退出会场的原因是马尔托夫发表反党的诽谤性的言论，支持召回派分子。


10月26日（11月8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讨论第18号报纸。

致函在彼得堡的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说听到了关于筹备出版《明星报》的消息，但没有收到他本人寄来的任何消息；主张报纸应该刊登布尔什维克作者从国外寄去的全部材料；请他更加经常地、详细地报告有关出版报纸的消息。


10月28日（11月10日）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给尼·古·波列塔耶夫的信上写附言，告知寄去出版《明星报》的钱款，并对出版报纸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

致函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对拖延出版《明星报》表示不安；谈编辑部的组成问题；请他协助组织出版《思想》杂志。

致函《明星报》编辑部，就编辑部组成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10月30日（11月12日）以前


写《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告》。


10月30日（11月12日）


列宁的《革命的教训》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工人报》第1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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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9月1日〔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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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派工党的宣言》的报告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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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　］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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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的是列宁在1910年11月至1911年11月即俄国无产阶级由退却开始转入进攻时期的著作。

这一年俄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结束了，新的革命高涨开始出现。这是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1910年，俄国工业发展从停滞转向高涨，重要工业部门的产量回升，生产和资本更趋集中，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加强。经受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残酷迫害和镇压之后，俄国无产阶级开始振作起来，重新聚集力量，投入了新的斗争。与此同时，斯托雷平土地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千百万农民破产，富农大发横财，农村中的阶级矛盾日益加深。六三体制加剧了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为代表的民主阵营同贵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联盟的对立。全民政治危机的因素日益增长。

1910年夏季爆发了莫斯科工人大罢工。11月，彼得堡工人为哀悼俄国大文豪列·尼·托尔斯泰的逝世举行了游行示威，发动了政治罢工，提出了“废除死刑”的口号。与此同时，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罢工浪潮波及全国很多工业城市。无产阶级的斗争对全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唤起了农民和其他民主阶层，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形成。本卷中《转变不是开始了吗？》、《游行示威开始了》、《立宪民主党人谈“两个阵营”和“合理妥协”》、《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论危机的意义》和《斯托雷平与革命》等文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列宁称颂彼得堡示威游行是“民主运动高涨开始之时”，指出黑帮反动派实行绝对统治的时期结束了，新的革命高涨时期开始了。列宁阐明，沙皇专制的反动统治和反革命政策不可能阻止新的革命，“斯托雷平企图旧皮囊里装新酒，把旧的专制制度改造为资产阶级君主制，因此，斯托雷平政策的破产，也就是沙皇制度在最后这条路上，在沙皇制度最后可能走的这条路上的破产”（本卷第329页）。俄国人民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或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推翻沙皇君主制度而获得自由，或者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继续受反动地主政权的奴役。

在《列·尼·托尔斯泰》、《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有保留”的英雄们》和《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等文中，列宁结合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面临的革命形势，对托尔斯泰的思想作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高度评价他对剥削压迫制度和专制统治的无情鞭挞，同时指出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揭穿了沙皇政府和自由派企图利用托尔斯泰思想的消极面来诱骗人民放弃革命斗争的险恶用心。列宁指出，托尔斯泰作为艺术家的世界影响和作为思想家的世界声誉都各自反映了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托尔斯泰的天才艺术作品非常突出地反映了1861—1904年这个历史时代，体现了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历史特点、力量和弱点。托尔斯泰以其卓绝的艺术作品，激烈地抨击了沙皇俄国的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表达了千百万俄国农民自发的反抗和愤怒的情绪。但是，他不理解俄国所遭遇的危机的根源和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鼓吹不问政治、放弃革命和自我修养，宣传用新宗教代替旧宗教。他的学说带有空想的反动的性质。列宁写道，俄国人民不应该向托尔斯泰学习如何求得美好的生活，不应该把托尔斯泰的学说理想化。俄国无产阶级要接受并研究托尔斯泰的遗产，向被剥削劳动群众阐明托尔斯泰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批判的意义，其目的不是使群众局限于自我修养、憧憬圣洁生活、诅咒资本和金钱势力，而是使群众振奋起来对沙皇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进行新的打击，使群众团结成一支社会主义战士的百万大军，摧毁托尔斯泰所憎恨的旧世界。

收入本卷的《农奴制崩溃五十周年》、《关于纪念日》、《“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等三篇文章，是列宁在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五十周年时写的。列宁把1861年农奴制的改革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联系起来并作出结论说，农奴主所进行的任何资产阶级改革都不能防止革命，党和工人阶级的斗争目的仍然是推翻沙皇制度。列宁还分析了俄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两种历史倾向——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指出这两种倾向、两种力量的较量将最终决定为建立俄国新型社会制度而进行的斗争的结局。自由主义倾向发展的结果，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君主派的政党——立宪民主党。民主主义倾向分为民主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农民群众的代表劳动派是民主主义倾向的继承者。创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俄国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倾向的代表。列宁把自由主义倾向和民主主义倾向同俄国可能的两条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联系起来，指出前者要使新的资本主义的俄国适应于旧的农奴制的制度。后者要完全消除阻碍新事物的旧障碍，摧毁农奴主地主统治的旧制度。列宁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坚持彻底的民主主义，揭露自由主义的动摇性，使农民摆脱它的影响，并领导农民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新的革命形势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增强领导作用，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仍然没有摆脱取消派和其他反党分子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和组织分裂的状态。本卷中大部分文献反映了列宁为反对取消派、召回派和调和派的反党派别活动，争取党在原则基础上的统一而进行的艰苦斗争。《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的信》、《论党内状况》、《致中央委员会》等文献，分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对克服党内危机的明确立场和观点。列宁揭露了呼声派和前进派不执行1910年1月中央全会关于解散派别的决议，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党活动的事实，谴责了托洛茨基拼凑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反党联盟的冒险行为和分裂活动，指出托洛茨基派是孟什维克所有派别中最有害的一个派别。列宁号召全党：要加强并千方百计地支持所有真正护党力量的联合，以便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要争取尽快召开中央全会，以便摆脱党内危机；要同托洛茨基拼凑反党联盟的分裂活动和无原则的冒险行为进行斗争。

俄国国内的取消派搞垮了国内的中央，国外的取消派竭力破坏国外中央会议的召开。布尔什维克为召开中央全会同取消派进行了半年的斗争。列宁和他的拥护者于1911年5月28日—6月4日（6月10—17日）在巴黎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侨居国外的中央委员会议。列宁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中央委员会议的信》、《三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向九个中央委员的非正式会议的报告提纲》、《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等文献中指出，召开国外中央全会是摆脱由于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的破坏活动使党陷入的那种困境的惟一可能和惟一正确的出路。列宁起草的《对关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的建议》和《声明》提出了建立俄国组织委员会的问题，反对呼声派和前进派参加负责筹备党代表会议的国外组织委员会。六月会议通过了旨在恢复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谴责了取消派把持的中央国外局的路线，声明与它完全断绝关系，并且成立了筹备中央全会的委员会和筹备全俄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中央委员六月会议开始了护党斗争的新阶段。

列宁特别重视巩固俄国国内的党组织，团结在国外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无原则的调和和妥协。在《合法派同反取消派的对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两个政党〉小册子的序言》和《对〈两个政党〉小册子的补充》等文献中，列宁把合法独立派和呼声派准备建立的新的公开的党称为斯托雷平“工党”，指出同这个新党的活动家是不能达成任何协议的，因为这个新党只能阻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恢复。中央委员六月会议以后，调和主义是团结党和巩固党的严重障碍。列宁认为：“现在党内危机的关键，无疑在于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同取消派（也包括呼声派）完全分离，还是继续实行同他们妥协的政策的问题。”（本卷第338页）在《党内状况》、《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献给我们的“调和派”和“妥协派”）》、《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人的新派别》等文章中，列宁揭露了调和派特别是托洛茨基调和派的危险性。列宁指出：托洛茨基是取消派的奴仆，巴黎的调和派是托洛茨基的地地道道的应声虫；调和派是一个最坏的最无原则的派别，它的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现在首要的决不是组织问题，而是关于党的整个纲领、整个策略、整个性质的问题，是关于两个党即社会民主工党和斯托雷平工党的问题。

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在组织问题上的分歧导源于重大原则的分歧。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的整个世界观以及我党的全部纲领和策略的‘原则基础’现在被提到党的整个生活的首要地位，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本卷第59页）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曙光〉杂志》、《我们的取消派（关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弗·巴扎罗夫）》、《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关于前景和取消主义》、《论战性的短评》、《合法派同反取消派的对话》、《关于旧的但又万古常新的真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自由派工党的宣言》等文章中指出，取消派不执行党的纲领，公开否认党的革命的最近目的——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宣传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完全滚到改良主义道路上去。列宁评述了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对1908—1910年俄国向资本主义演变这个特殊阶段的政权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最近将来的前途所得出的不同结论，批判了取消派的机会主义论点。列宁从理论上指明，取消派同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完全决裂，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

本卷中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一文深刻地揭示了改良主义的产生根源。列宁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转而采取新的策略，用改良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即企图用不彻底的让步和不大的社会改革来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保持资产阶级的政权。西欧各国工人运动内部的改良主义就是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除了这个一般的原因，俄国的改良主义由于俄国比欧洲落后和众多小资产阶级群众最容易动摇而显得特别顽强。列宁认为，取消派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改良主义的最露骨的表现，而他们的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的论调则是用空话来掩饰他们放弃一切革命的企图。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是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写的。文章分析了1905—1910年俄国的社会政治形势，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危机的产生原因和发展深度，要求以科学的态度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只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政治形势，才能正确规定党和工人阶级的任务。在1905—1907年革命时期，策略问题被提到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地位。在1907—1910年反动时期，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反对理论方面的动摇成了迫切的任务。克服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的危机，是一场反对“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哲学基本原理的斗争，反对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而一味重复背熟了的口号的教条主义者的斗争，反对用马克思主义词句作掩护而实际却在鼓吹自由派资产阶级思想的改良主义的斗争。列宁指出：“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本卷第88页）

本卷中的《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两个世界》和《英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等文章，反映了列宁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所进行的斗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一文中，列宁对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流派——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作了剖析，阐明了机会主义的根源和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策略分歧的主要原因。列宁认为，必须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性质中寻找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根源。一批批“新兵”和新的劳动群众被吸收到工人运动中来，他们往往只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某几个方面，还受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这是引起工人运动分歧的原因之一。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的直接产物，它们都把工人运动在各个不同时期所固有的特点说成是相互排斥的。修正主义者否认革命即飞跃的学说，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在群众中开展经久的耐心的工作，特别反对利用议会讲台。列宁写道：“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阻碍了这样一件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把工人团结成为规模巨大、坚强有力、很好地发挥作用的、能够在任何条件下都很好地发挥作用的组织，团结成为坚持阶级斗争精神、明确认识自己的目标、树立真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组织。”（本卷第67页）列宁还阐明这两种倾向同资产阶级的策略的关系：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采取暴力方法，会引起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增长；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行让步政策，则会引起右倾机会主义的增长。《两个世界》这篇总结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的文章，用具体例子指出机会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列宁批判了机会主义者完全相信资产阶级法制，认为这种法制会永世长存，社会主义可以装在这种法制的框子里的错误观点。列宁指出，机会主义者为了一时的眼前利益而牺牲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可以在资产阶级法制的基础上进行，但最终必然导向面对面的搏斗，面临最后的抉择：或者是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或者是自己被粉碎、被扼杀。列宁在《英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一文中揭露了机会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社会沙文主义。

本卷还收入列宁悼念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伊·瓦·巴布什金、保尔·辛格尔、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文章或演说。

《纪念公社》一文分析了巴黎公社的产生原因和真正意义。列宁指出，巴黎公社由于1871年的法国不具备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准备成熟这两个胜利的社会革命应有的条件而遭到失败，但是，巴黎的炮声对加强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起了推动作用。列宁写道：“公社的事业是社会革命的事业，是劳动者谋求政治上和经济上彻底解放的事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事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社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本卷第224页）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了10篇，其中有：《〈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讲授提纲》、《对弗·维·阿多拉茨基的文章〈论新自由主义。评帕·诺夫哥罗德采夫《现代法律意识的危机》一书〉的意见》、《声明》、《对〈两个政党〉小册子的补充》。此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材料中增收了《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在讨论确定会议性质问题时的发言》。《附录》中的文献也是新增加的。





《列宁全集》第20卷


转变不是开始了吗？

（1910年11月16日〔29日〕）

这一号的报纸[1]已经排好版了，我们才收到彼得堡和莫斯科11月12日的报纸。尽管合法报刊上登的消息不多，但无疑从中还是可以看出：许多城市举行了大学生集会、示威和街头游行，要求废除死刑，发表反政府的演说。就连完全同十月党人唱一个调子的《俄罗斯新闻》[2]也报道说，在11月11日彼得堡的游行示威时，在涅瓦大街上聚集了不下1万人。这家报纸还报道说，在彼得堡区，“在民众文化馆附近有许多工人加入了游行队伍。在土奇科夫桥前游行队伍停了下来。警察怎么也阻止不了游行，人群唱着歌，打着旗，向瓦西里耶夫岛大街行进。只是在大学附近，警察才把人群驱散”。

不用说，警察和军队是按照真正俄国方式行动的。

对于这一次无可置疑的民主运动的高涨，我们将在下一号再作评论，但在这里我们不能不稍微谈谈各个党派对待这次游行示威的态度。《俄罗斯新闻》在11日刊登了一条假消息，说游行示威取消了；在12日又报道说，社会民主党并没有通过任何决定，而个别的社会民主党代表甚至表示反对，只有劳动派[3]在所通过的决议中认为不可能阻止游行示威。我们确信，这个败坏我们社会民主党代表声誉的消息是假的；这大概也是《俄罗斯新闻》恶意捏造的，如同它昨天捏造说游行示威取消了一样。《莫斯科呼声报》[4] 12日报道说，“除了社会民主党，所有党派的代表都反对大学生上街游行”。

很明显，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和十月党的机关报在极力“回避事实”，它们被“游行示威是由塔夫利达宫操纵的”这种极端荒谬可笑的右派叫嚣吓坏了。

立宪民主党人[5]的行为很不体面，这是事实。《言语报》[6]在11日，即游行示威那一天，刊登了立宪民主党代表请求不要组织游行示威的呼吁书。无论是这篇呼吁书，还是《言语报》的社论，提出的理由实在卑鄙可耻：“不要玷污”哀悼的日子！“举行示威，把示威和悼念托尔斯泰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表明“对神圣的悼念缺乏真诚的爱”！！以及诸如此类道地的十月党人的论调（参看《莫斯科呼声报》11日那篇几乎字句都完全相同的社论）。

幸而立宪民主党人对民主运动施展的卑鄙伎俩没有成功。游行示威仍然举行了。警察当局的《俄国报》[7]继续把一切都归罪于立宪民主党人，竟然把他们的呼吁书都看成是“煽动”，而在杜马[8]中，用《莫斯科呼声报》的话来说，十月党人[9]和极右派（舒利金）却称赞立宪民主党人的功绩，认为他们是“游行示威的反对者”。

只要人们还在受立宪民主党人的领导，只要人们还没有本领对付立宪民主党人的背叛，俄国的解放运动事业就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俄国革命的整个进程还没有教会人们认识这一点的话，那么就让人们从当前的政治事件中，从11月11日的游行示威的历史中去反复吸取教训吧。

民主运动高涨开始之时，也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开始干卑鄙勾当之日。

再谈一谈《莫斯科呼声报》上的一则消息，这则消息说，工人曾经建议大学生在14日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也许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今天（11月15日（28日））巴黎的报纸报道说，在圣彼得堡有13名总工会委员因企图组织工人示威而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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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8号。



《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于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1]。



[2]《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1]。



[3]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1]。



[4]《莫斯科呼声报》（《Голос　Москвы》）是俄国十月党人的机关报（日报），1906年12月23日—1915年6月30日（1907年1月5日—1915年7月13日）在莫斯科出版。十月党人领袖亚·伊·古契柯夫是该报的出版者和第一任编辑，也是后来的实际领导者。该报得到俄国大资本家的资助。——[2]。



[5]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2]。



[6]《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2]。



[7]《俄国报》（《Россия》）是一份反动的黑帮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914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从1906年起是内务部的机关报。该报接受由内务大臣掌握的政府秘密基金的资助。列宁称《俄国报》是“卖身求荣的警察报纸”。——[2]。



[8]指第三届国家杜马。



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据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在当年秋天选举、当年11月1日（14日）召开的，存在到1912年6月9日（22日）。这届杜马共有代表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1910年3月起）和米·弗·罗将柯（1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代表联盟11名，进步派28名，穆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派14名，社会民主党人19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的大国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用改良的办法诱使群众脱离革命。



第三届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政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政策。它拨巨款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并通过了一个大大扩大了军队员额的兵役法案。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在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个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3年，直到1911年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保险条件比1903年法案的规定还要苛刻。1912年3月5日（18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法案，甚至不许把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第三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于1910年批准了以1906年11月9日（22日）法令为基础的土地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一切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通过一连串的法律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它主张沙皇政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在最初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2]。



[9]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1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同立宪民主党等组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2]。





《列宁全集》第20卷


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

（短评）

（1910年11月16日〔29日〕）

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就黑帮杜马第四次常会第一次会议写道：“本届杜马在今天彻底而坚决地背弃了人民情绪和民族意识。”这当然是针对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拒绝追悼第一届杜马主席穆罗姆采夫而讲的。

这句话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我国自由派对整个争取自由的斗争的看法，特别是对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游行示威的看法，是极其虚伪的。

毫无疑问：由于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游行示威来反对沙皇政府，反对专制制度，反对黑帮杜马，这是必要的；这样的游行示威已经举行过了；参加游行示威的有各种不同的、最广泛的居民阶层，有各种不同的政党，从社会民主党直到立宪民主党、“进步派”[10]和波兰的十月党人（波兰代表联盟[11]）。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对这次游行示威的评价千百次地表明，他们和民主派是多么不同，如果让他们来领导俄国的民主事业，或者哪怕只是让他们参与领导，对这个事业将会有多大的危害。

所有的民主派和所有的自由派当时都参加了而且也都应当参加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因为在黑帮杜马的黑暗制度下，这样的游行示威能够公开地、比较广泛地表达出对专制制度的抗议。沙皇专制政府拼命反对在俄国建立代表机构。当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用群众斗争的办法迫使专制政府不得不在俄国召开第一届议会时，专制政府就在召开议会的问题上弄虚作假，肆意歪曲。当人民的声音，民主派的声音在第一届杜马[12]中响起的时候，专制政府就对民主派，对人民加以嘲弄和侮辱。现在就连回忆一下民主派在第一届杜马中无力地提出的那些要求，也要遭到专制政府的追究（民主派在第一届杜马时期从杜马讲坛上提出的那些要求与1905年秋从公开的群众斗争浪潮建立起来的讲坛上提出的要求相比，要无力得多，贫乏得多，涉及面要窄得多，生命力要小得多）。

正因为如此，民主派和自由派过去才能够而且也应当取得一致的看法：利用一切可以提醒群众进行革命的机会，举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游行示威。但是，他们尽管在共同举行游行示威方面的看法一致，却不能不对民主派任务的评价，特别是对第一届杜马的历史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他们一着手进行这种评价，马上就表明了我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极端无知，在政治上的软弱和低能。

真没有想到，黑帮杜马“在今天”即在1910年10月15日这一天才“彻底而坚决地背弃了”人民！这就是说，在此以前它并没有坚决地背弃人民。这就是说，参加追悼穆罗姆采夫，就消除了，或者说能够消除“背弃”“人民情绪”的现象，即消除我国某些反革命分子背弃民主派的现象。热中于民主派这一崇高称号的先生们，你们要知道，当你们这样提出问题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而不是别人在把游行示威的意义贬得最低最庸俗。《言语报》写道：“对第三届杜马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评价即使再低，那种认为它会拒绝履行起码的义务，拒绝追悼这位如此辉煌卓越地开创了杜马〈！！〉并使之神圣化了的人的想法，也是荒谬的。”真会奉承，原来穆罗姆采夫开创了“杜马”、第三届杜马，并使之神圣化了！立宪民主党人这句话无意中道出了痛苦的真相，这就是，俄国自由派和俄国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斗争和1905年底的起义，而“开创了”整个反革命时期，特别是第三届杜马时期，“并使之神圣化了”。《言语报》写道：“我们认为，一小撮政治捣乱分子是不能够压倒杜马中多数人的温文尔雅的声音的。”原来如此！过去和现在谈的都是“温文尔雅”的问题，而不是反对专制制度的问题。现在提出的不是民主派同反革命“决裂”的问题，而是自由派同反革命联合的问题。自由派正在采取反革命的立场，它邀请反革命代表十月党人一同来追悼穆罗姆采夫，不是为了表示对专制制度的抗议，而是为了做到“温文尔雅”。穆罗姆采夫“开创了”由沙皇召开的第一届所谓议会，“并使之神圣化了”（竟有这样令人作呕的话！）；十月党人先生们，你们坐在由沙皇召开的第三届所谓议会中，却拒绝履行这个“起码的义务”，岂不是“粗暴无礼”吗？从这个很小的例子中，仅仅从立宪民主党正式机关报的这一论断中，可以异常清楚地看出，我国自由派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腐朽极了。他们的路线就是劝说专制政府、黑帮地主及其同盟者十月党人，而不是启发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因此他们的下场就是永远做君主制度和封建主的奴隶，永远受到君主制度和封建主的蹂躏，这是这种资产阶级自由派在一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然的下场。

如果立宪民主党的代表们对民主派的任务稍有了解，他们在第三届杜马中所关心的就不会是十月党人履行“起码的义务”的问题，而是面对人民举行游行示威的问题。那就不需要向主席呈递声明（根据议事规则第120条规定，这种声明是否宣读要由主席来裁夺），而是要通过某种方式把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

如果立宪民主党的作家们对民主派的任务稍有了解，他们就不会去责备十月党人无礼，而会阐明第三届杜马的所作所为恰恰突出地表明了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的意义，恰恰不是去讲“温文尔雅”这种庸俗的、市侩的废话，而是把问题提到对现行制度和各个政党的作用从政治上进行评价的高度。

但是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不能不同时提出另一个问题，即关于第一届杜马的历史意义的问题。立宪民主党人把穆罗姆采夫捧成“民族英雄”，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们当时在杜马中占多数，他们那时指望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指望用“和平的”办法取得自由，指望加强他们在民主派中间的领导权。以日尔金先生为代表的劳动派竟然也堕落到附和自由派的这种论调的地步，他们干脆把穆罗姆采夫当作各左翼政党的政治上的“教导者”来纪念。

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对第一届杜马的这种评价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明了俄国“社会”的政治觉悟水平极端低下。俄国“社会”既然赞扬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的政治作用，他们就没有权利抱怨斯托雷平和第三届杜马，因为他们只配有这么一个政府。自由派在俄国解放运动中取得领导权，必然意味着运动软弱无力和野蛮的地主的统治无法排除。只是由于无产阶级摆脱了自由派，实行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使革命一再取得胜利，并且能够使革命继续取得胜利。

第一届杜马时期就是在12月遭到失败的无产阶级为新的冲击聚集力量的时期。在12月以后低落下去的革命罢工这时又蓬勃地高涨起来；继工人之后，农民也跟上来了（1906年春的农民骚动席卷了欧俄46％的县份）；士兵“暴动”也更趋激烈。这时自由派资产阶级必须作出抉择：或者是帮助群众实行新的革命冲击，这样，就有可能战胜沙皇制度；或者是脱离革命，从而促使沙皇制度获得胜利。群众斗争又一次高涨，资产阶级又一次动摇，沙皇政府犹豫不决、伺机而动，——这就是第一届杜马时期的实质，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这个时期的阶级基础。

无论是操纵第一届杜马的政党立宪民主党，或者是该党的首领之一穆罗姆采夫，都表现出对政治形势的完全无知，都又一次背叛了民主派。他们背弃革命，谴责群众斗争，给群众斗争设置种种障碍，并且竭力利用沙皇政府的犹豫不决，拿革命来恐吓它，以革命名义要求进行交易（即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显然，这样的策略对民主派来说是一种背叛，对沙皇政府来说是一种软弱无力的、似乎是鼓吹“立宪的”夸夸其谈。显然，沙皇政府一面“玩弄”同立宪民主党人谈判的“把戏”，一面为解散杜马、实行政变作准备，以便赢得时间来积聚力量。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农民在1906年春已经起来进行新的斗争，他们的过错或者说不幸就在于，他们斗争得不够坚决，他们的人数不够多。自由派在1906年春陶醉于玩弄立宪把戏和同特列波夫谈判，同时对那些唯一能够推翻特列波夫之流的人横加指责，并阻碍那些人的工作。

资产阶级的伪君子喜欢讲的一句名言是：对死者要么一言不发，要么称道几句（de mortuis　aut　bene　aut　nihil）。无产阶级需要了解政治活动家的真相，不管他们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因为凡是真正配得上被称作政治活动家的人，即使他们的肉体已经死去，他们在政治上是不会死去的。关于穆罗姆采夫，讲些程式化的谎言，就是危害无产阶级事业和民主事业，就是腐蚀群众的意识。而讲出关于立宪民主党人和那些让立宪民主党人来领导（和欺骗）自己的人的痛苦的真相，就是纪念俄国第一次革命中伟大的事物，就是帮助第二次革命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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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进步派”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集团，由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和平革新党和民主改革党的代表联合组成。出于害怕爆发新的革命的动机，“进步派”批评沙皇政府的“极端行为”，认为政府不肯让步造成了左派革命力量活动的条件。在1912年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进步派”同立宪民主党结成了联盟。“进步派”杜马代表在第三届杜马初期是28名，末期增加到37名，到了第四届杜马又进一步增至48名。



1912年11月11—13日，“进步派”在彼得堡召开代表大会，组成独立政党——进步党。该党纲领的要点是：制定温和的宪法，实行细微的改革，建立责任内阁即对杜马负责的政府，镇压革命运动。列宁称这个纲领为民族主义自由派纲领，认为进步党人按其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是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该党将成为德国也有的那种“真正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党。进步党的首领中有著名的大工厂主亚·伊·柯诺瓦洛夫、帕·巴·里亚布申斯基、弗·巴·里亚布申斯基，大地主和地方自治人士伊·尼·叶弗列莫夫、格·叶·李沃夫、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德·尼·希波夫、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步党人支持沙皇政府，倡议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1915年夏，进步党同其他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成“进步同盟”，后于1916年退出。1917年二月革命后，进步党的一些首领加入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后又加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这时进步党本身实际上已经瓦解。十月革命胜利后，原进步党首领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4]。



[11]波兰代表联盟是俄国国家杜马中波兰代表的联合组织，它的领导核心是波兰地主资产阶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党员。波兰代表联盟在杜马策略的一切主要问题上都支持十月党。——[4]。



[12]第一届杜马（第一届国家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



在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1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和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之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就分得的复选人数额来说，各选民团的权利不是平等的。地主的1票相当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工人选民团的复选人只占国家杜马全部复选人的4％。选举不是普遍的，全体妇女、不满25岁的青年、游牧民族、军人、学生、小企业（50人以下的企业）的工人、短工、小手工业者、没有土地的农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也不是直接的。一般是二级选举制，而为工人规定了三级选举制，为农民规定了四级选举制。



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的权力。1906年2月20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案的权力。1906年4月23日（5月6日）又颁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1906年2—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终究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被选入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代表共478人，其中立宪民主党179人，自治派63人（包括波兰、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的成员），十月党16人，无党派人士105人，劳动派97人，社会民主党人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



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题，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占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它要求建立全民土地资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均使用土地。



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政府的愿望。1906年7月9日（22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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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界

（1910年11月16日〔29日〕）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13]的文章在各个报纸上已经发表了很多，这次代表大会的一切主要事件和斗争的各种曲折，大家都十分清楚。修正主义者同正统派斗争的表面现象和代表大会的一些戏剧性的插曲，过多地吸引了读者的注意，这对认清这场斗争的原则意义和认清分歧的思想政治根源是不利的。然而马格德堡的争论——主要围绕着巴登人投票赞成预算的问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有两个思想世界和两种阶级倾向。投票赞成预算，只不过是这两个思想世界分歧的表现之一。这种分歧非常深刻，今后无疑还会由于更加严重、更加深刻和更加重要的原因而表现出来。现在，当大家都清楚地看到德国伟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候，必须把马格德堡的争论看成是一小部分军队在作战前的一次小检阅（因为关于投票赞成预算的问题只是社会民主党基本策略问题的一小部分）。

关于无产阶级大军各个部分怎样了解自己的任务的这次检阅，表明了什么呢？关于大军各个部分将如何行动的这次检阅，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想谈的问题。

我们先从一个局部的（初看起来是局部的）冲突说起。修正主义者的领袖弗兰克象一切巴登人一样，竭力强调说，冯·博德曼大臣最初否认社会民主党同其他政党即资产阶级政党“平权”，后来似乎又收回了这种“侮辱”。倍倍尔在他的报告中曾就这个问题说道：

“……现代国家的大臣是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代表，而现代国家这个政治机构的目的，就是防止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进攻以保卫和支持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必要时还要通过暴力来保卫。如果这样的一位大臣说他不承认社会民主党有平权，那么从他的角度来看，他这样说是完全对的。”弗兰克打断倍倍尔的话喊道：“没有听说过！”倍倍尔接着回答他说：“我觉得这是十分自然的。”弗兰克又大叫：“没有听说过！”

弗兰克为什么这样激愤呢？因为他对资产阶级“法制”和资产阶级“平权”信服得五体投地，而不懂得这种法制的历史局限性，不了解事情一旦涉及保存资产阶级所有制这个基本的和主要的问题时，这全部法制就一定会而且必然会化为乌有。弗兰克满脑子小资产阶级的立宪幻想；所以他不懂得，即使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实行立宪制度也有历史条件性；他相信德国资产阶级的（更确切地说：资产阶级的封建的）宪法的绝对作用和绝对效力，所以当立宪大臣不愿承认他弗兰克这位奉公守法的议员的“平权”时，他从内心感到受了侮辱。弗兰克陶醉于这种法制，竟然忘记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是不可调和的，他不自觉地站到那些认为这种资产阶级法制永世长存、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装在资产阶级法制框子里的人的立场上去了。

倍倍尔使问题摆脱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固有的这种立宪幻想，把问题放到阶级斗争的实际基础上去。能否因为资产阶级制度的维护者不承认我们这些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反对者有资产阶级权利上的平等，就感到自己是“受了侮辱”呢？如果认为这样就能侮辱我，那就足以说明我的社会主义信念是多么的不坚定了！

倍倍尔还尽量利用明显的例子来使弗兰克理解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倍倍尔对弗兰克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4]并不能“侮辱”我们；我们当时是义愤填膺，满腔仇恨，“如果那时我们有可能，我们就会象我们内心所希望的那样投入战斗，我们就会彻底粉碎我们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暴风雨般的赞许声——在速记记录中此处是这样记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成为我们事业的叛徒。”（对！）“但是我们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弗兰克说，立宪大臣不承认社会党人的平权，就是侮辱我。倍倍尔说，这种人否认平权，未必就是侮辱你，因为不久以前他践踏一切“原则”，压迫着你；他维护资产阶级制度，本来就要压迫你，而且今后还会压迫你（倍倍尔并没有这样说，但是他明显地暗示了这一点；倍倍尔为什么这样慎重，只作了暗示，我们下面再谈）。如果我们有可能去压迫无产阶级的这些敌人而不去这样做，那我们就是叛徒。

有两个思想世界：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可以在资产阶级法制的基础上进行，但是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最后的结局，要导致面对面的搏斗，要面临最后的抉择；或者是“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或者是自己被粉碎、被扼杀。另一方面是改良主义者、小资产者的观点，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虚有其表的立宪法制，不见残酷的阶级斗争，呆在某个小国的穷乡僻壤，忘记了当代伟大的历史问题。

改良主义者自以为是现实的政治家，是从事有益工作的人，是治国之才。让无产阶级保持这些幼稚的幻想，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主宰者是有利的，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无情地粉碎这些幻想。倍倍尔说道，关于平权的言论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倍倍尔在党代表大会全场笑声中说道：“谁能让整个社会主义党派上这些空话的当，谁就是治国之才，但是谁让自己去上当，那就根本不是什么治国之才。”这些话对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者，即让自己去上德国民族自由党人[15]的当、去上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当的那些人，真是切中要害。倍倍尔说道：“持否定态度的人往往比那些所谓从事有益工作的人所争得的要多得多。尖锐的批评、严正的反对，总会产生好的结果，只要这种批评是公正的，而我们的批评无疑是公正的。”

机会主义者所说的有益工作，在许多情况下指的是替自由派工作，一般是替那些掌握政权、左右这个国家、社会和集体的活动的人工作。倍倍尔也直截了当地作出这种结论说：“在我们党内有不少执行民族自由党政策的民族自由党人。”他举出所谓的（倍倍尔用的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16]颇有点名气的主编布洛赫作为例子。“在我们党内是不该有民族自由党人的地位的。”——倍倍尔在代表大会全场赞许声中直截了当地这样说。

请看《社会主义月刊》撰稿人的名单。他们全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代表。他们对我们的取消派的行为赞不绝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宣布这个机关刊物的主编是民族自由党人，难道这不是说明有两个思想世界吗？

全世界的机会主义者都想采取同自由派结成联盟的政策，有的直截了当地公开宣布并实行这种政策，有的则鼓吹同自由派缔结的选举协定，支持自由派的口号，等等，并为此一再辩解。倍倍尔一次又一次地彻底揭露了这种政策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了解和记住他的这些话。


　　“我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去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联盟，那可以打赌：十之八九占便宜的不会是社会民主党人，而将是资产阶级政党，我们则要吃亏。这是政治规律，任何时候，只要右派和左派结成联盟，左派总是吃亏，右派总是占便宜……我如果同在原则上和我敌对的政党建立政治联盟，那我就必须根据需要来改变我的策略即我的斗争方法，使它不会导致这个联盟的破裂。这样，我就再也不能展开无情的批评，再也不能进行原则的斗争，因为否则我就会触犯我的盟友；我只好默不作声，把许多事情掩盖起来，对那些无法辩解的事情进行辩解，对那些无法掩饰的事情进行掩饰。”





　　机会主义之所以是机会主义，就因为它为了一时的利益或从最眼前的、最表面的打算着眼而牺牲运动的根本利益。弗兰克在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巴登的大臣们“想吸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共事！”眼睛不应往上看，而应往下看，——在革命时期，我们曾对我们那些一再被立宪民主党许诺的种种前景所诱惑的机会主义者说过这样的话。倍倍尔在马格德堡所作的报告的结束语中针对弗兰克之流说道：“有些社会民主党人投票支持群众最希望彻底推翻的政府，这是群众所不理解的。我常常得到这样一种印象：我们有一部分领袖已经不再了解群众的疾苦了（暴风雨般的赞许声），他们毫不关心群众的境况。”而“在德国各地，群众的积怨很深了”。

倍倍尔在他的讲话的另一个地方说道：“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特别不能容忍腐败的妥协行为。阶级矛盾不是日趋缓和，而是日益尖锐。我们正在迎接非常非常严重的时期。这一届选举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等着瞧吧。如果形势发展到在1912年爆发欧洲战争，那时你们就能看到，我们将会有什么遭遇，将会处在什么地位。想必不会是目前巴登人所处的地位。”

正当有些人沾沾自喜地满足于在德国已经习以为常的现状的时候，倍倍尔却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必将发生的变化上，而且建议党也这样做。倍倍尔在结束语中说道：“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只是前哨小冲突，小插曲。”主要的斗争还在后头。而从这个主要斗争的角度看，机会主义者的全部策略是最无气节和最近视的。

倍倍尔在谈到未来的斗争时，只是作了暗示。他一次也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德国就要发生革命，虽然他的意思肯定是这样的。倍倍尔指出，矛盾在尖锐化，普鲁士进行改革有困难，政府和统治阶级走投无路，民怨鼎沸，欧战间不容发，由于生活费用昂贵和资本家联合成托拉斯和卡特尔而造成了更加深重的经济压迫，等等，等等，——他的用意显然总是为了使党和群众了解革命斗争的不可避免。

倍倍尔为什么这样慎重，他为什么只作了一些启示？这是因为日益成熟的德国革命遇到了一种特别的、特殊的政治形势；这种形势不同于其他国家革命前的时代，因而要求无产阶级的领袖完成某种新的任务。这种特殊的革命前的形势的主要特点在于，即将发生的革命必然比过去的一切革命深刻得多，严酷得多，它必然会把更加广大的群众卷入更艰巨、更顽强、更持久的斗争中去。此外，这种革命前的形势的特点还在于，法制取得了极大的（和以前比较）统治地位，它已经变成了实施这种法制的人的绊脚石。这就是形势的特点，这就是任务的困难和新颖之处。

历史真会捉弄人，德国的统治阶级在19世纪下半叶建立了最强大的国家，加强了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和建立最牢固的立宪法制的条件，而现在，他们十分明显地正在走向事情的反面：为了保存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不得不毁掉他们的这种法制了。

近半个世纪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出色地利用了资产阶级的法制，建立了最优秀的无产阶级组织，创办了卓越的刊物，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程度和团结精神提到了最高的水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现在，德国历史上的这半个世纪的时代，由于客观原因很快就不得不被另外一个时代所代替。利用资产阶级建立的法制的时代正在被伟大的革命战斗的时代所代替，并且这些革命战斗将在实质上摧毁全部资产阶级法制，摧毁整个资产阶级制度，而在形式上必将是资产阶级为摆脱它所建立的、如今成了它不能忍受的法制而进行垂死挣扎的开始（现在已经开始）。“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1894年恩格斯用这句话说明了形势的特点和革命的无产阶级策略任务的特点[17]。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时时刻刻都要记住，它所面临的、必然会面临的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斗争，这场斗争将摧毁注定要灭亡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法制。党过去极好地利用了资产阶级的半个世纪的法制来反对资产阶级，现在，当敌人被自己的法制束缚住，不得不“先开枪”，不得不破坏自己的法制的时候，党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斗争中的这种便利条件，放弃搏斗中的这种有利地位。

这就是现时德国革命前的形势的特点。这就是老倍倍尔如此慎重的原因。他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行将到来的伟大斗争上，他用自己的巨大天才、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威信的全部力量来抨击近视的、无气节的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不了解这场斗争的意义，他们不适合当这场革命斗争的领袖，看来他们在革命期间将不得不由领袖变为被领导者，否则就会被抛弃。

在马格德堡，人们曾经同这班领袖进行争论，谴责他们，向他们提出正式的最后通牒，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伟大革命队伍里的一切不可靠的软弱分子，这些人深受资产阶级法制的熏染，他们由于迷信这种法制，崇拜一个奴隶占有制时代即一个资产阶级统治时代的整个局限性而麻木不仁。德国无产阶级谴责了机会主义者，并以开除相警告，从而也就谴责了自己强大组织中的一切停滞不前、丧失信心、萎靡不振以及不能与垂死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心理决裂的人。先进阶级谴责了自己队伍中的不好的革命者，在踏上社会革命之路以前，最后一次检阅了自己的力量。

正当全世界所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在十分关注德国工人如何准备投入斗争、如何选择斗争时机、如何严密监视敌人并克服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弱点的时候，全世界的机会主义者却在幸灾乐祸，庆幸卢森堡和考茨基对当前时机的估计存在意见分歧，庆幸他们对象俄国革命中的1月9日那样一个转折点什么时候到来，是现在到来还是不是现在，是立即还是以后到来这个问题存在意见分歧。机会主义者在幸灾乐祸，他们既在《社会主义月刊》，又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马尔丁诺夫）、《生活》杂志、《复兴》杂志[18]等取消派的机关刊物上，也在《新时代》杂志[19]（马尔托夫） 
［注：在《新时代》杂志上，马尔托夫曾受到卡尔斯基同志的坚决驳斥。］

 上大肆渲染这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见分歧。马格德堡代表大会表明，全世界机会主义者的这些手法是无济于事的，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发生什么显著的作用。机会主义者幸灾乐祸得太早了。马格德堡代表大会通过了罗莎·卢森堡提出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在这一部分直接指出了群众性的罢工是斗争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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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于1910年9月18—24日举行。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关于巴登邦议会的社会民主党代表违反党纪的问题；为争取普鲁士的普选权而斗争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实质在于：巴登邦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不顾历届党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对资产阶级政府的预算投了赞成票。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以289票对80票的压倒多数谴责了巴登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巴登社会民主党人随即声明他们今后仍将保留不服从代表大会决定的权利。针对这个声明，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宣布：任何人如违反党代表大会关于表决预算的决定将立即予以开除出党。在通过这项决议前巴登代表示威性地退出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关于为争取普鲁士普选权而斗争的问题的讨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以罗·卢森堡为一方和以卡·考茨基为另一方进行的一场争论的继续。1910年春天，由于普鲁士争取实行普选权的群众运动的高涨，德国社会民主党遂面临着关于斗争策略和宣布群众罢工的可能性问题。卢森堡主张无产阶级采取进攻策略，认为它已成熟得足以举行群众性政治罢工了。考茨基则建议不采取开展群众运动的方针，而采取在当时即将举行的帝国国会选举中竞选和开展党的议会活动的方针。代表大会通过了卢森堡提出的对党执行委员会决议的补充，承认政治总罢工是为争取普鲁士实行选举改革而斗争的手段。——[10]。



[14]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12]。



[15]民族自由党人是德国资产阶级政党民族自由党的成员。该党是1866年由分裂出来的进步党的右翼组成的，起初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1871年起成为全德资产阶级的政党。民族自由党是容克-资产阶级联盟的支柱之一。它的纲领规定实行公民平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德国工人运动加强的情况下，该党就不再为这些要求而斗争，仅满足于奥·俾斯麦的不彻底的改革。它积极支持殖民扩张和军备竞赛以及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力求实现德国垄断组织的掠夺纲领。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该党不复存在。在它的基础上成立了德国人民党。——[13]。



[16]《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3]。



[17]这句话引自恩格斯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2页）。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重复了这一思想（同上，第610—611页）。——[16]。



[18]《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Голос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国外机关报，1908年2月—1911年12月先后在日内瓦和巴黎出版，共出了26号（另外还于1911年6月—1912年7月出了《〈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小报》6号）。该报编辑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从创刊号起就维护取消派的立场，为他们的反党活动辩护。普列汉诺夫于1908年12月与该报实际决裂，1909年5月13日正式退出该报编辑部。此后该报就彻底成为取消派的思想中心。



《生活》杂志（《Жизнь》）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1910年8月和9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两期。



《复兴》杂志（《Возрождение》）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刊物（双周刊），1908年12月—1910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为该杂志撰稿的有费·伊·唐恩、亚·尼·波特列索夫、亚·马尔丁诺夫等。——[17]。



[19]《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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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尼·托尔斯泰

（1910年11月16日〔29日〕）


列夫·托尔斯泰逝世了。他作为艺术家的世界意义，他作为思想家和说教者的世界声誉，都各自反映了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

早在农奴制时代，列·尼·托尔斯泰就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出现了。他在自己半个多世纪的文学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天才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主要是描写革命以前的旧俄国，即1861年以后仍然处于半农奴制下的俄国，乡村的俄国，地主和农民的俄国。在描写这一阶段的俄国历史生活时，列·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提出这么多的重大问题，能达到这样巨大的艺术力量，从而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第一流的地位。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描述，一个受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成了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迈进的一步。

甚至在俄国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艺术家托尔斯泰。为了使他的伟大作品真正成为所有人的财富，就必须进行斗争，为反对那种使千百万人受折磨、服苦役、陷于愚昧和贫穷境地的社会制度而进行斗争，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托尔斯泰不仅创造了群众在推翻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并为自己建立人的生活条件后将永远珍视和阅读的艺术作品，而且能够用非凡的力量表达被现存制度所压迫的广大群众的情绪，描绘他们的境况，表现他们自发的反抗和愤怒的情感。托尔斯泰主要是属于1861—1904年这个时代的；他作为艺术家，同时也作为思想家和说教者，在自己的作品里异常突出地体现了整个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这场革命的力量和弱点。

我国革命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非常高度发展并在俄国比较高度发展的时期的农民资产阶级革命。它之所以是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它的直接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沙皇君主制度和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而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特别是农民没有意识到这后一项任务，没有意识到后一项任务同更迫切更直接的斗争任务之间的区别。它之所以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客观条件把改变农民的根本生活条件的问题，把摧毁旧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问题，把给资本主义“清扫土地”的问题提到了第一位，是因为客观条件把农民群众推上了多少带点独立性的历史行动的舞台。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表现出来的正是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弱点、它的威力和局限性。他对国家、对警方官办教会的那种强烈的、激愤的而且常常是尖锐无情的抗议，表达了原始的农民民主运动的情绪，在这种原始的农民民主运动中，积聚了由于几世纪以来农奴制的压迫，官吏的专横和掠夺，以及教会的伪善、欺骗和诡诈而迸发出来的极大的愤怒和仇恨。他对土地私有制的坚决反对，表达了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农民群众的心理状态，在这个历史时期里，旧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即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官家的“份地”占有制，完全变成了不可忍受的、阻挡俄国今后发展的障碍，这种旧的土地占有制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最剧烈的、无情的破坏。他满怀最深沉的感情和最强烈的愤怒对资本主义进行的不断的揭露，充分表现了宗法制农民的恐惧，因为在他面前出现的是一个看不见的和不可理解的新敌人，这个敌人不知来自什么城市或者什么外国，它破坏了农村生活的一切“基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产、贫困、野蛮、卖淫、梅毒以及死于饥饿的惨境这些“原始积累时代”的一切灾难，而这一切灾难又由于库庞先生[20]所创造的最新的掠夺方法被移植到俄国土地上而百倍地加重了。

但是，这位强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同时也在自己的作品里暴露了他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面临的危机的原因和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这种不理解只是天真的宗法制农民的特性，而不该是一个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作家的特性。反对农奴制的和警察的国家的斗争，反对君主制度的斗争，在他那里竟变成了对政治的否定，形成了“对邪恶不抵抗”的学说，结果完全避开了1905—1907年的群众革命斗争。一方面反对官办的教会，另一方面却鼓吹净化了的新宗教，即用一种净化了的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否定土地私有制，结果却不去集中全力反对真正的敌人，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制度，而只是发出幻想的、含糊的、无力的叹息。一方面揭露资本主义以及它给群众带来的苦难，另一方面却对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全世界解放斗争抱着极其冷漠的态度。

托尔斯泰的观点中的矛盾，不是仅仅他个人思想上的矛盾，而是一些极其复杂的矛盾条件、社会影响和历史传统的反映，这些东西决定了改革后和革命前这一时期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的心理。

所以，只有从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才能对托尔斯泰作出正确的评价，因为无产阶级在第一次解决这些矛盾的时候，在革命的时候，已经以自己的政治作用和自己的斗争，证明它适合于担当争取人民自由和争取把群众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的斗争的领袖，证明它是忘我地忠诚于民主事业的，而且是能够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包括农民民主派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进行斗争的。

请看一看政府的报纸对托尔斯泰的评价。它们流着鳄鱼的眼泪，硬说自己尊崇这位“伟大的作家”，同时又维护“最神圣的”正教院[21]。而最神圣的神父们刚刚干了一桩特别卑鄙龌龊的事情，他们派几个神父到这个濒危的人那里去，目的是欺骗人民，说托尔斯泰“忏悔了”。最神圣的正教院开除了托尔斯泰的教籍。这样倒更好些。当人民将来惩治这些身披袈裟的官吏、信奉基督的宪兵、支持沙皇黑帮匪徒的反犹太大暴行和其他功绩的居心叵测的异端裁判官的时候，对正教院的这一功绩也要加以清算的。

再看一看自由派的报纸对托尔斯泰的评价。它们用一些官方自由主义的、陈腐不堪的教授式的空话来支吾搪塞，说什么“文明人类的呼声”、“世界一致的反响”、“真和善的观念”等等；然而正是因为这些空话，托尔斯泰才痛斥了（而且公正地痛斥了）资产阶级的科学。这些报纸所以不能直接而明确地评价托尔斯泰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看法，并不是因为书报检查机关妨碍它们这样做，恰恰相反，正是书报检查机关在帮助它们摆脱困境！这是因为托尔斯泰的每一个批评意见，都是给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记耳光；这是因为托尔斯泰无畏地、公开地、尖锐无情地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最该死的问题，光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就给了我国自由派（以及自由主义民粹派）政论界千篇一律的空话、陈腐的谬论以及闪烁其词的“文明的”谎言以当头一棒。自由派竭力维护托尔斯泰，竭力反对正教院，但同时他们又维护……路标 派[22] ，认为同路标派“可以进行争论”，但“应当”同他们在一个党内和睦相处，“应当”在写作方面和政治方面同他们一起工作。而路标派现在正受到安东尼·沃伦斯基的亲吻。

自由派强调的是：托尔斯泰是“伟大的良心”。这难道不是《新

时报》[23]这类报纸重复过千百遍的废话吗？这难道不是回避托尔斯泰所提出的那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具体问题吗？这难道不是强调那种表现托尔斯泰的偏见而不表现他的理智的东西吗？不是强调他的属于过去而不属于未来的东西吗？不是强调他对政治的否定和关于道德上的自我修身的说教而忽略他对一切阶级统治的激烈抗议吗？

托尔斯泰逝世了，革命前的俄国也已成为过去，它的软弱和无力已被这位天才艺术家表现在他的哲学里，描绘在他的作品中。但是在他的遗产里，还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俄国无产阶级正在接受这份遗产，研究这份遗产。俄国无产阶级要向被剥削劳动群众阐明托尔斯泰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的批判的意义，——这样做不是为了让群众局限于自我修身和对圣洁生活的憧憬，而是让他们振奋起来对沙皇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进行新的打击，这种君主制和土地占有制在 1905年只是受了些轻伤，必须把它们消灭干净。俄国无产阶级要向群众阐明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样做不是为了让群众局限于诅咒资本和金钱势力，而是让他们学会在自己的生活和斗争中处处依靠资本主义的技术成就和社会成就，学会把自己团结成一支社会主义战士的百万大军，去推翻资本主义，去创造一个人民不再贫困、人不再剥削人的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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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库庞先生（库庞是俄文　　　　的音译，意为息票）是19世纪80—90年代俄国文学作品中用来表示资本和资本家的借喻语，这个词是俄国作家格·伊·乌斯宾斯基在随笔《罪孽深重》中用开的。——23。



[21] 正教院是俄国管理正教事务的最高国家机关，建立于1721年，当时称圣执政正教院，与参议院的地位相等。正教院管理的事项有：纯粹宗教性质的事项（解粹教义、安排宗教仪式和祈祷等），教会行政和经济事项（任免教会负责人员，管理教会财产等），宗教法庭事项（镇压异教徒和分裂派教徒、管理宗教监狱、检查宗教书刊、审理神职人员案件等）。正教院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宗教人士中任命，另外从世俗人士中任命正教院总监，对正教院的活动进行监督。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撤销了正教院。正教院后来作为纯教会机构重新建立，是莫斯科和全俄总主教下的咨询机关。



列·尼·托尔斯泰于1901年被正教院革除教籍，原因之一是他在小说《复活》中对教会礼仪作了尖锐的批判。——24。



[22] 路标派是指俄国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政论家、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申宗、亚·索·伊兹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和谢·路·弗兰克。1909年春，他们把自己的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一批文章编成文集在莫斯科出版，取名为《路标》，路标派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在这些文章中他们妄图诋毁俄国解放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贬低维·格·别林斯基、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德·伊·皮萨列夫等人的观点和活动。他们诬蔑1905年的革命运动，感谢沙皇政府“用自己的刺刀和牢狱”把资产阶级“从人民的狂暴中”拯救了出来。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对立宪民主党黑帮分子的这一文集作了批判分析和政治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167—176页）。——25。



[23] 《新时报》（《　　　　》）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



HoboeBpem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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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体社会民主党护党派的公开信

（1910年11月22日〔12月5日〕以后）

在1910年中央一月全会[24]上，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解散了我们的派别，并把属于我们这个派别的款项和其他财产都交给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三个著名活动家。交出财产和解散派别这两个步骤当时都是有条件的。我们采取这些步骤的条件，大家从我们在那次全会上的声明中可以看到，这个声明曾由全会通过，并且发表在全会闭幕后出版的中央机关报第1号上。

简单地说，这些条件是要求其他派别（首先是呼声派，即出版和支持《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孟什维克）忠诚地，即诚心诚意地和彻底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1）同被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中确认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25]作斗争；（2）解散自己的派别。

根据一年来的经验，在等待了一年之后，现在我们终于完全确信，无论哪一个条件呼声派和前进派[26]都没有履行。

由于确信这一点，我们这方面作了两件事，第一是出版了《工人报》[27]，第二是现在申请发还款项和财产，这项申请我们几天前即1910年12月5日已交给中央委员会。

这项申请提出以后，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情况还是这样：我们有条件地交出了全部财产并全力支持反取消派和反召回派的工作，以求党的恢复和完全统一。由于呼声派和前进派违背了他们所接受的条件，这就破坏了我们的协定。我们虽然废除了这个已为取消派和召回派所破坏的协定，但是仍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以求党的恢复和完全统一，贯彻反取消派和反召回派的路线，不过我们将不同那些曾经被全会允许（由于相信他们的诺言）参加党的中央机关的同盟者一起干这项工作。既然在全会上，在党的其他会议上，在代表会议等等上都公认，而且各民族组织的代表也屡次声称，我们布尔什维克派始终对党内状况负有最大的责任，所以我们认为有责任公开说明我们对党内状况和我们所采取的步骤的意义的看法。

1910年一月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次全会把1908年12月的决议[28]加以发展，认定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都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从而最终地确定了党在反革命时期的策略路线。其次，全会联系党对当前历史时期所规定的思想政治任务，进而提出了消除我们党内派别的问题，即必须使社会民主工党达到真正统一的问题。

我们确信，1910年一月全会所作的这两件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们的成果要比肤浅的旁观者所感觉到的重大得多、切实得多和牢靠得多。

然而，这些成果被围绕着它们的一片空谈严重地破坏了。没有什么比空谈对社会民主党的精神更不相容，更为有害的了，而“调和主义的”空谈也同召回派和取消派的空谈同样有害，同样使人思想混乱。这种“调和主义的”空谈模糊了问题的实质，用感叹和善良祝愿来代替对党内的实际趋向和实际力量对比的估计，企图玩弄联合的把戏，同那些现在不愿意而且不可能联合的人搞联合，从而妨害那些可以而且应当接近的人接近。

一月全会闭幕后这一年间，这种空谈已经说尽了，并且显示了它的效果。如果党现在能够从空谈“调和主义”的英雄们的痛苦经验中体会到，为什么不应该承担起“调和”和消除派别的工作，那么全会后的这一年便不算白过了。

空谈的主要论调是：只要取得消除派别的“诺言”，只要把各种各样的人凑合成中央机关，只要使互相对立的人“保持均势”，那就是向消除派别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

一年的经验已经表明而且也不能不表明，空谈家的办法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依靠“诺言”是根本办不了事情的，依靠那些各不相同和无法联合的人的联合来办事是可笑的。全会的决定和措施中凡是建筑在空谈上的东西，第二天就都化为泡影。无论是决定、决议或是勉强凑合起来的机关，实际上都已成为一纸空文或者根本不起作用的机关。而全会工作中凡是切合实际的东西，则都得到发展和巩固，在工作上显示了效果，撇开决议，在决议之外找到了新的存在形式。

很难想象再有什么别的教训能够比全会后一年中所发生的事件的这种教训更明显、更有教益的了，这是给那些崇尚空谈、一味作空洞的善良祝愿、热中于玩弄分配机关职位等等把戏的人的教训。

在全会的工作中，究竟哪些是切合实际的呢？指出党的工作的思想政治内容同消除派别之间的联系是切合实际的。一些派别或思潮的接近是切合实际的，因为这些派别或思潮不是在廉价的调和主义空谈上，在诺言和许愿上，在玩弄分配中央机关职位的把戏上相一致，而是在工作上，在对当前思想政治任务的认识上，在实际地提出这些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上相一致。

有些人，他们既不了解产生意见分歧的客观根源，又不了解使某些著作家集团（如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集团或马赫主义者[29]和召回派的著作家集团）能够实际上离开党而独立的现实环境，只要这些人还在唱关于消除派别的廉价的高调，那么这种高调就仍然是无聊和无用的空谈。但是，随着两个基本的和主要的派别（它们对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甚至对俄国革命的全部历史都有过很大的影响）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在工作上日益接近，在对这些客观条件的认识上日益接近，无论那些企图破坏这种接近或者散播对这种接近的怀疑的阴谋家怎样不遗余力，都阻挡不了这个业已开始的进程。

全会后形成的党内实际状况一年来已经十分清楚了。事实就是：呼声派和前进派签署了关于同取消派和召回派作斗争的决议，而实际上他们过去和现在所进行的全部宣传鼓动，全部实际工作一直都是在支持和维护取消派和召回派。

这个事实使每个有眼可看的人都能看到，满足于一纸决议的政策多么站不住脚，脱离实际的空谈多么有害。

其次，另一个事实就是：无论是呼声派或是前进派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派别独立活动。这两个派别和以往一样实际上完全离开党而独立，有自己的会计处，自己的机关报，自己的代办机构。召回派的派别组织形式是国外的所谓“党校”（实际上这是一个系统地挑选代办人员、有计划地撇开党进行反对党的组织工作的机关）。[30]除“党校”外还有单独的出版社和交通联络。呼声派的派别组织比较松散（比较“自由”，形式比较不固定），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完全离开党而独立的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集团，16人集团，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及其同伙的集团。[31]呼声派积极参加这些集团，他们一方面将全部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都用来反对党，另一方面又不拒绝参加党的中央机关，以便不断地破坏它们的作用，从内部来瓦解它们。

每一个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都不会看不到，这种状况会造成什么后果。

在书刊工作方面，这一年的经验表明，中央机关报实际上是由布尔什维克加上普列汉诺夫派[32]在主办，同盘踞在编辑部的呼声派是针锋相对的。现实冲破了调和主义空谈制造的框子。那些许下诺言的“调和派”，担任职务的“调和派”，受取消派中央机关委托的“调和派”都成了不折不扣的工作上的绊脚石；而在全会上没有许下任何诺言，也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普列汉诺夫及其同志，实际上却成了党的路线的执行者。

在形式与实质之间，在空谈与行动之间，在所谓的党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显然名不符实的存在与中央机关报撇开这个委员会所做的实际工作之间，存在着非常突出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党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陷于瓦解。为了制止这种瓦解，为了使正式的党的机关不再遭到党的敌人的嘲笑并不使他们高兴，就必须戳穿这种假象，公开说出实际情况，公开承认有两个派别在进行党的工作。

在国外组织的联合方面，一年来根本没有做出任何事情。以前各个集团四分五裂的地方，现在仍然是四分五裂。孟什维克取消派集团公开变成支持《呼声报》的集团。只有在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之间才有接近的迹象并且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近。负责联合国外社会民主党人工作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33]，变成了前进派和呼声派理所当然的嘲笑对象，他们正在非常得意地看着党的一个中央机关怎样起着挑拨是非和拖拖拉拉处理谁都不需要的公务的委员会的作用。

在最重要的方面，即俄国各地的组织工作方面，一年来根本没有做出任何有利于党的事情。根据对全会许下的“诺言”，中央委员会应当邀请米哈伊尔之流、罗曼之流、尤里之流参加工作，它热心地进行了这项会有成效的、不愧为革命者做的工作——邀请那些嘲笑党并且继续危害党的人参加党，但是一年来却没有“邀请到”任何人。与此同时，反党派别却加强了自己的组织来反对党：前进派的代办机构加强了，派别组织扩大了，波特列索夫先生的集团和其他的取消派组织都加强了，这些取消派组织继续在许多俱乐部和合作社等等中进行反党说教，继续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中进行反党的阴谋活动。中央委员会在这期间忙于“邀请”取消派，或者忙于批复呼声派和前进派制造的“扯皮”事件，这种作用简直有失体面。我们不能允许党的敌人把中央委员会的作用降低到这种地步。

只有那些完全丧失思考能力或者乐于搞小阴谋的人才会看不到，党的中央机关的这种状态要是继续下去，必然会使取消派和召回派得逞。他们正在非常得意地看着中央委员会不但过去纠缠于调和主义空谈，纠缠于同那些不愿与党和解的人讲调和的把戏，而且现在还在继续纠缠下去。

取消派和召回派出色地理解这种调和主义空谈，并且也出色地利用这种空谈来反对党。这样的空谈英雄托洛茨基，十分自然地成了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英雄和辩护人；他在理论上同取消派和召回派没有什么一致的地方，但在实践上却完全一致。

于是，取消派和前进派就在这位辩护人的好心帮助下，出色地掌握了一项策略：只管赌咒发誓，说自己是护党派。《呼声报》以及“前进”集团的纲领都一再这样说，而实际上却继续在瓦解党，继续进行各种反党的工作。“调和主义”的形式和词句，已经成为《呼声报》的取消派以及前进派手中的工具了。

显然，我们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不能扮演这类被愚弄的角色。我们等待了整整一年，尽了一切力量在中央机关报上说明前进派、呼声派和托洛茨基的反党性质，因此，在那些忙于“邀请”取消派和批复前进派“事件”的机关的所作所为上，我们对党不能负任何责任。我们所希望的是工作，不是扯皮。

我们愿意同那些愿意工作而且实际上证明自己能够以护党精神工作的人协力工作，就是说首先同护党派孟什维克和真正非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协力工作。我们不愿意对那些不愿与党协力工作却愿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召回派一起工作的人制造的扯皮负责。

俄国局势迫切要求党的国外各组织同心协力，加紧工作。反革命势力的三年黄金时期（1908—1910年）看来就要结束，代替它的是正在开始的革命高涨时期。今年的夏季罢工和追悼托尔斯泰的游行示威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国内的党的组织工作已被削弱到极点，而前进派和呼声派却恬不知耻地利用这个弱点，在国内和国外各派别中心的协助下加紧进行自己的反党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玩弄同这些派别中心搞调和的把戏，假装看不到它们的独立存在，“邀请”它们的代表来一起同它们自己的政策作斗争，用吸收它们的成员参加中央机关的做法向党掩盖它们的存在，如果这样做，就是使自己陷入无穷无尽扯皮的境地。这样做就是阻挠国外中央机关的工作，而它们的工作本来就已受到重重阻挠，以致在俄国一年当中竟没有举行过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不仅没有举行过一次代表会议，就连党的地方工作人员的非正式会议也未能举行（而召回派的“党校”和取消派的各种合法机关报却不止一次召开了各种会议、杂志代办员和通讯员会议等等来反对党）。

纠缠于玩弄同呼声派搞调和的把戏的中央机关使工作完全陷于停滞，我们对此概不负责，并且立即开始用全副精力主动进行工作，把正统派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孟什维克和非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团结起来举行各种会议，举行代表会议，建立区域局，建立党的出版物联系小组等等。我们号召全体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都来进行这项工作，因为只有这项工作才能实际上使党摆脱困境，使中央机关不再去“讨好”呼声派。

早在全会以前，1909年春天，我们就以布尔什维克派的名义宣布了同护党派孟什维克接近的政策，并且从那时起，这一政策就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这与那种相信呼声派的“诺言”并把他们看作护党派的未能奏效的做法是相违背的。从那时起，我们为真正加强党的路线（而不是加强前进派的说教和呼声派为取消派的辩护），为两个主要派别的基本核心的真正接近所做的一切，都与这些要同呼声派搞调和的未能奏效的做法毫不相干。所以我们决不对今后的这些做法负责，我们坚信，通过《工人报》，通过合法出版物，通过《工人报》拥护者集团和普列汉诺夫拥护者集团在国外的活动，我们一定能在工作上取得更多的接近。

全会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关于派别和消除派别的问题，使这个问题第一次同这些派别本身的思想政治路线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第一次使这个问题有了现实的基础，考虑到真正的接近要表现在工作上，而不是表现在空洞的许愿和形式上作出诺言等等空谈上，因此，在全会之后，在全会的成果受到一年来的检验之后，不能再继续玩弄那种伪善的捉迷藏的老把戏了。

应当开诚布公，应当有勇气说出实际情况。如果中央委员会愿意直截了当地、开诚布公地向党说出实际情况，那么仅仅这一项声明就将成为中央委员会手中的强大的工具，比任何决议、愿望、谴责、开除等等都有力百倍。

说出实际情况，就是说要承认：消除所有派别的尝试不幸已被呼声派和前进派破坏，但是基本核心的接近，两个主要派别中的真正护党派的接近，他们同民族代表中和非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护党派的接近，都有了进展。如果托洛茨基以及托洛茨基之流的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辩护人声称这种接近“在政治上是空洞的”，那么，这些话只能证明托洛茨基毫无原则，证明他的政策实际上是同真正（而不只是许诺）消除派别的政策完全敌对的。在全会的成果受到一年来的检验之后还只是许诺消除派别，这简直是欺骗。但是，如果说消除派别只是空谈，那么两个主要派别中的基本流派的接近却是事实。在这个事实里，找不到任何“联盟”，找不到任何花言巧语的保证，找不到任何消除意见分歧的诺言，但是却存在着依靠部分孟什维克和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合作来实际上建设党的现实可能。

如果中央委员会愿意彻底地承认这种情况，全力贯彻这项工作，如果中央委员会愿意把所有中央机关变成促成这种接近的机构，使它们完全不再干那种不体面的有害的“讨好”呼声派或“邀请”呼声派的事情，使大家能够工作，不再扯皮，那么我们一定全心全力地支持这项政策。实际上我们从1909年春天起就在执行这项政策，就是说我们执行了差不多已经整整两年了。

如果中央委员会不愿意从全会及其成果的教训中作出这个必然的结论，那么它尽可以把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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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恢复统一的工作交给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的联盟去做。这样更干脆些，更诚实些，不过我们是不会参加这个实际上已被证明为反党的联盟的。

我们当然一点也不会看错，对于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有些人（其中一定会有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老练的辩护人）是会大叫大嚷“分裂”的。不管这类叫嚷多么荒唐，多么伪善，但是为了告诫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还必须谈谈这些可能产生的反对意见。

从形式方面看，我们的步骤（申请发还款项，废除我们根据非常明确的条件签订的协定）是绝对合理的。我们同中央委员会签订的协定的条件曾公开宣布过，在中央机关报上刊登过，并且由中央委员会在全会上一致接受。中央委员会既然代表全党接受这些条件，把它们刊登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就是十分明确地承认，只有在切实履行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它才能要求我们采取一定的行动。谁也不能否认，呼声派和前进派违背他们自己签署的决议，没有履行这些条件。因此，我们有废除这个协定的合法权利是不容争议的。我们废除这个协定是为了主动进行护党斗争，主动进行建党工作，撇开那些一年来实践证明不愿意进行这种工作的人，联合那些证明愿意这样做的孟什维克和非派别组织分子一起进行这种工作。既然这个直截了当和明确地以呼声派和前进派转到护党立场为条件的协定已经被他们撕毁，那么废除同那些嘲弄党的人签订的协定，寻求一切可行的形式来接近维护党的人，就是我们的充分权利和我们的责任。

但是实际情况比问题的形式方面更重要得多。从这方面看，那些在全会上、全会后一直在报刊上声明自己是维护党的呼声派和前进派的伪善面目就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类人的这类誓言显然是伪善的，他们关于分裂的叫嚷显然纯属捏造，因此，用不着多费口舌来证明这一点了。正是呼声派和前进派在全会之后立即制造（确切些说：他们违背自己在全会上许下的诺言，没有停止制造）实际的分裂，正是他们在整整一年中继续进行这种分裂，加剧这种分裂，支持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的集团和开办“马赫主义”党校的著作家集团以及诸如此类的集团离开党而独立。如果再让这些分裂分子继续盘踞在党的各中央机关里，那就会彻底毁灭党的事业。如果维持原状，也就是让这些分裂分子利用自己盘踞在党的各中央机关的机会来阻挠各项工作，从内部瓦解党，以讨好波特列索夫先生或者“马赫主义”党校的领袖们，那就会使党的联合事业受到巨大的和不可弥补的损失。

常言道，不是每一个满口“上帝，上帝”的人都能进天国。而我们有了全会的经验之后也可以跟着说：不是每一个满口护党的廉价空谈的人都是实际上的护党派。呼声派和前进派在全会之后分裂了党，这是事实。托洛茨基在这方面是他们的辩护人，这也是事实。

为了制止分裂，不使分裂扩大，除了加强、巩固那些在全会之后实际上进行护党工作的人，即护党派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接近，并从形式上把这种接近固定下来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把自己对党的状况的看法通知所有护党派孟什维克、非派别的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和布尔什维克，以及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所有组织，我们号召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立即团结在《工人报》周围，着手筹备召开各种会议和代表会议，这些会议是恢复党所必需的；这些会议由于目前情况，开始时不可避免地要以非常小型的、非正式的、非正规的形式召开。关于召开这些会议的性质，就不便在报刊上细谈了。

我们号召国外布尔什维克组织这样调整工作：同完全证明自己是反党的前进派断绝一切联系；排除这些召回派卫士制造的障碍，开始进行有步骤的工作来巩固党，接近其他派别的护党派，共同举办俱乐部、讲演会、报告会等等；为把国外一切不跟《前进》文集和《呼声报》跑的人真正联合起来开始作准备。既然凡是有呼声派的地方就一定有两个平行的集团，那么布尔什维克再容忍反党的前进派留在布尔什维克组织里就很不体面了。他们可以在呼声派那里找到栖身之所。






	　　《工人报》编辑部载于1932年1月21日《真理报》第2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25—37页


















[24]指1910年1月2—23日（1月15日—2月5日）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即所谓“统一的”全体会议。



关于巩固党及其统一的途径和方法问题，1909年秋天就特别尖锐地提出来了。1909年11月，列宁根据《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定，提出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和结成联盟以便共同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计划。调和派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违抗列宁的计划，力图使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和维·巴·诺根也表现出调和主义的动摇。由于党内和俄国国内的既成局势迫切要求解决与联合党的力量有关的各项问题，布尔什维克于1909年11月1日（14日）致函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声明必须在最近期间召开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出席这次全体会议的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取消派、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前进派等派别和集团的代表。列·达·托洛茨基代表维也纳《真理报》出席。格·瓦·普列汉诺夫托词有病没有到会，因此，会上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的代表。



全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工作报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工作报告；各民族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内状况；关于召开下届全党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章程；其他问题。



在这次全会上，反对列宁立场的人占多数。列宁和他的拥护者经过紧张斗争，在有些问题上达到了目的，但由于调和派搞妥协，也不得不作一些局部的让步，包括组织问题上的让步。会议的决议最终具有折中性质。



在讨论党内状况问题时，孟什维克呼声派同前进派结成联盟并在托洛茨基分子支持下，竭力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列宁在会议上对机会主义和调和派进行了顽强斗争，坚决谴责取消派和召回派，贯彻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路线。在他的坚持下，全会通过的《党内状况》这一决议，乃是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关于谴责取消主义、无条件地要求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的决议的继续。尽管调和派和各民族组织的代表因受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压力而同意不在决议中提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名称，全会决议仍然谴责了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承认这两个派别的危险性和同它们斗争的必要性。



全会关于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反映了一些取消派的观点，但是承认必须召开代表会议，因此仍具有重要意义。布尔什维克根据这个决议展开了筹备召开代表会议的工作。



在全会上，调和派违反列宁的意旨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把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而不是把孟什维克护党派安排进党的中央机关。全会还决定资助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并派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加米涅夫参加该报编辑部，担任第三编辑。全会决定解散布尔什维克中央，《无产者报》停刊，布尔什维克将自己的部分财产移交中央委员会，其余部分交第三者（卡·考茨基、弗·梅林和克·蔡特金）保管，并由第三者在两年内将它移交给中央会计处，条件是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自己的派别中心并停止出版自己的派别机关报。在《关于派别中心的决定》中，全会指出“党的利益和党的统一的利益要求在最近停办《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然而全会也只限于得到呼声派和前进派的口头允诺而已。



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我行我素，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因此，1910年秋天，布尔什维克宣布他们不受一月全会上各派通过的协议的约束，开始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工人报》，争取召开新的全体会议并要求归还交由中央暂时支配的他们自己的财产和资金。



一月全会的记录已经失落。关于全会的工作以及会上同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调和派的斗争，详见列宁的《政论家札记》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36—300页）。——[27]。



[25]召回主义是1908年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出现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亚·亚·波格丹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马·尼·利亚多夫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掩护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停止在合法和半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宣称在反动条件下党只应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召回主义的变种是最后通牒主义。最后通牒派主张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党团必须无条件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否则即将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召回。召回派的政策使党脱离群众，把党变成为没有能力聚集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宗派组织。



同召回派的斗争是从1908年春天开始的。1908年3—4月在讨论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头5个月工作总结时，莫斯科的一些区通过了召回主义的决议。5月，在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上，召回派提出的决议案仅以18票对14票被否决。1908年6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31号发表了莫斯科党代表会议的材料，并根据列宁的建议从这一号起开始讨论对杜马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态度问题。与此同时，在各个党组织的内部都同召回派展开了斗争。1908年秋，在彼得堡党组织选举出席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时，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制定了一个特别纲领，作为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案。由于这个决议案在各个党组织得不到广泛支持，召回派才未敢在代表会议上公开提出自己的特别纲领。在代表会议以后，根据列宁的意见，《无产者报》登载了召回派的这个纲领。列宁并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召回主义进行批判。



召回派的领袖人物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一起在报刊上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卢那察尔斯基并宣扬必须建立新的宗教，把社会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



1909年，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组成发起小组，在意大利卡普里岛创办了一所实际上是反党派别中心的党校。1909年6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通过决议，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个派别，同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并号召布尔什维克同这些违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反党派别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召回派的鼓舞者波格丹诺夫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27]。



[26]指“前进”集团的成员。



“前进”集团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党集团。它是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由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1909年12月在它们的派别活动中心卡普里党校的基础上建立的。该集团出版过《前进》文集等刊物。前进派在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上与取消派－呼声派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紧密配合行动。他们设法使全会承认“前进”集团为“党的出版团体”，并得到中央委员会对该集团刊物的津贴，在全会以后却站在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立场上尖锐抨击并且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1912年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后，前进派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起来反对这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



由于得不到工人运动的支持，“前进”集团于1913年实际上瓦解，1917年二月革命后正式解散。——[27]。



[27]《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不合法的通俗机关报，1910年10月30日（11月12日）—1912年7月30日（8月12日）在巴黎不定期出版，共出了9号。创办《工人报》的倡议者是列宁。出版《工人报》则是在1910年8月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护党派，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代表等）的联席会议正式决定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亚·米·柯伦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尼·古·波列塔耶夫、伊·彼·波克罗夫斯基等。



列宁是《工人报》的领导者。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积极为该报撰稿的有谢·伊·霍普纳尔、普·阿·贾帕里泽、尼·亚·谢马什柯、斯·格·邵武勉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是编辑部秘书。马·高尔基曾给该报巨大的物质上的帮助。在国外的各布尔什维克团体中成立的《工人报》协助小组给予该报极大的物质支援，并协助运送报纸到俄国。该报登载过11篇列宁的文章。该报很受俄国工人欢迎，印数达6000份。工人们纷纷为该报募捐，并积极给该报写稿。该报在《党的生活》、《各地来信》两栏经常刊登工人和地方党组织的来信和通讯。



《工人报》完成了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巨大工作。这次代表会议在特别决定中指出《工人报》坚定不移地捍卫了党和党性，并宣布《工人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正式机关报。——[27]。



[28]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08年12月21—27日（1909年1月3—9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24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6名：布尔什维克5名（中部工业地区代表2名，彼得堡组织代表2名，乌拉尔组织代表1名），孟什维克3名（均持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委托书），波兰社会民主党5名，崩得3名。布尔什维克另有3名代表因被捕未能出席。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的议程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以及一些大的党组织的工作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因政治情况变化而发生的组织问题；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的统一；国外事务。



在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就所有问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也同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召回派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代表会议在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里，根据列宁的提议建议中央委员会维护党的统一，并号召同一切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不定形的合法联合体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代表会议须规定党在反动年代条件下的策略路线，讨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孟什维克企图撤销这一议程未能得逞。会议听取了列宁作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稿没有保存下来，但其主要思想已由列宁写入《走上大路》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29—339页），并稍作修改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在讨论列宁的决议草案时，孟什维克建议要在决议里指出，专制制度不是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制，而是在变成财阀君主制，这一修改意见被绝大多数票否决；召回派则声明他们不同意决议草案的第5条即利用杜马和杜马讲坛进行宣传鼓动那一条，但同意其他各条，因此投赞成票。关于杜马党团问题的讨论集中在是否在决议中指出杜马党团的错误和中央委员会对党团决定有无否决权这两点上。孟什维克对这两点均持否定态度，并且援引西欧社会党的做法作为依据。召回派则声称俄国本来不具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活动的条件，杜马党团的错误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因此不应在决议中指出。列宁在发言中对召回派作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是改头换面的取消派，他们和取消派有着共同的机会主义基础。代表会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对党团活动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指出了纠正党团工作的具体措施。在组织问题上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其中指出党应当特别注意建立和巩固秘密的党组织，而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团体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在关于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统一的问题上，代表会议否定了崩得所维护的联邦制原则。此外，代表会议也否决了孟什维克关于把中央委员会移到国内、取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以及把中央机关报移到国内等建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把党引上了大路，是在反革命胜利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28]。



[29]马赫主义者即经验批判主义者。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里说：“马赫主义者这个名词比较简短，而且在俄国的著作中已经通用，我将到处把它作为‘经验批判主义者’的同义语来使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3页）



经验批判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欧广泛流行，创始人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和德国哲学家理查·阿芬那留斯。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出现了一些马赫主义者，其代表人物是孟什维克中的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和布尔什维克中的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俄国马赫主义者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幌子，实际上在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揭露了经验批判主义的反动实质，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免遭修正主义者的歪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30]。



[30]指俄国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1909年在意大利卡普里岛办的一所学校。



190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就以“给工人办一所党校”为名，着手建立他们自己的派别中心。1909年春，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的领袖亚·亚·波格丹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组成了创办这所“学校”的发起人小组。他们援引代表会议关于必须“从工人中培养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和思想工作的领导者”这一指示作幌子，把马·高尔基和著名工人革命家尼·叶·维洛诺夫拉进他们的小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揭露了召回派办的这所学校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性质，指出这所学校的组织者所追求的“不是作为党内一个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维克派的目的，而是自己小集团的特殊的思想政治目的”，坚决谴责卡普里学校是“一个脱离布尔什维克的派别的新中心”（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38—39页）。



尽管如此，波格丹诺夫派还是利用了那几年工人强烈要求接受党的教育的愿望，通过一些党的中央机关负责人同俄国的一些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取得联系，在召回派，特别是召回派在莫斯科的领袖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的协助下，由各地方组织给它派了13名学员入校。这所学校于1909年8月开学。在该校讲课的有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马·尼·利亚多夫、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和瓦·阿·杰斯尼茨基。列宁回绝了该校的组织者要他到卡普里去当讲课人的建议。



1909年11月该校发生了分裂。以学校委员会成员维洛诺夫为首的一部分学员同波格丹诺夫派划清界限，向《无产者报》编辑部揭露该校讲课人的反党行为，因而被开除。他们于11月底应列宁的邀请来到巴黎，听了一系列讲座，其中有列宁讲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



1909年12月，该校的讲课人和留在卡普里的学员一起组成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前进”集团。



列宁在《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和《可耻的失败》两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73—107和130—132页）中详述了该校的历史，并对它作了评论。——[30]。



[31]16人集团是指在一封公开信上签名的16名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这封公开信是为答复格·瓦·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9期（1909年8月）上对取消派及其首领亚·尼·波特列索夫的批评而写的，发表于《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1910年1—2月）。列宁称它是“将象赫罗斯特拉特那样有名的”文件（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06—207页）。



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及其同伙的集团是指以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约·安·伊苏夫（米哈伊尔）、康·米·叶尔莫拉耶夫（罗曼）、彼·阿·勃朗施坦（尤里）为首的集团。伊苏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叶尔莫拉耶夫和勃朗施坦是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候补委员。1910年初，他们拒绝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布尔什维克委员请他们参加俄国局的工作的建议，并且声称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是有害的。——[31]。



[32]即孟什维克护党派。



孟什维克护党派是孟什维克队伍中的一个在组织上没有完全形成的派别，于1908年开始出现，为首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1908年12月，普列汉诺夫同取消派报纸《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决裂；为了同取消派进行斗争，1909年他恢复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日志》这一刊物。1909年在巴黎、日内瓦、圣雷莫、尼斯等地成立了孟什维克护党派的小组。在俄国国内，彼得堡、莫斯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基辅，巴库都有许多孟什维克工人反对取消派，赞成恢复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普列汉诺夫派在保持孟什维主义立场的同时，主张保存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为此目的而同布尔什维克结成了联盟。他们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地方党委员会，并为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报》、《明星报》撰稿。列宁的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策略，扩大了布尔什维克在合法工人组织中的影响。



1911年底，普列汉诺夫破坏了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他打着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别活动”和分裂的旗号，企图使布尔什维克党同机会主义者和解。1912年普列汉诺夫派同托洛茨基派分子、崩得分子和取消派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31]。



[33]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是由1908年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成立的，是从属于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全党的国外代表机构，由三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任务是与在俄国国内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和在国外工作的中央委员保持经常联系，监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协助小组以及代表它们的国外中央局的活动，收纳国外组织上缴中央委员会会计处的钱款，并为中央委员会募捐。为了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协助小组联合起来，使其服从全党的统一领导，1908年8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责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开这些小组的专门代表大会。但是由于孟什维克取消派所控制的国外中央局的阻挠，在1909年整整一年内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未能召集起这个代表大会。1910年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改组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限定它的职能为领导党的一般事务，同时相应地加强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权力。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改由5人组成，其中有各民族组织中央委员会的代表3人，布尔什维克代表1人和孟什维克代表1人。后来取消派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成员中占了多数。他们极力破坏党中央机关的工作，阻挠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布尔什维克代表尼·亚·谢马什柯被迫于1911年5月退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1911年6月在巴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作出了谴责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政治路线的决议，指出国外局走上了反党的、维护派别策略的道路，决定把国外局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提交最近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解决。1911年11月，波兰社会民主党从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回了自己的代表，随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也召回了自己的代表。1912年1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自行撤销。——[32]。





《列宁全集》第20卷


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34]


（1910年11月28日〔12月11日〕）

几乎俄国所有大城市的工人都已经对列·尼·托尔斯泰的逝世作出了反应，他们用各种方式对这位曾经写了许多最卓越的艺术作品从而置身世界大文豪之列的作家，对这位曾经以巨大的力量、信念和真诚提出许多有关现代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特点问题的思想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们的态度大体上由在报上登载的第三届杜马工人代表所发的电报[35]表明了。

列·托尔斯泰是在农奴制还存在的时候开始自己的文学活动的，但那时的农奴制显然已经是末日临头了。托尔斯泰的主要活动，是在俄国历史的两个转折点之间即1861年和1905年之间的那个时期进行的。在这个时期，俄国整个经济生活（特别是农村经济生活）和整个政治生活中处处可见农奴制的痕迹和它的直接残余。同时，这个时期正好是资本主义从下面蓬勃生长和从上面得到培植的时期。

农奴制的残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最主要和最明显的表现是：在俄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这个时期的农业是由破产的、贫困的农民经营的，他们用陈旧的和原始的方法，耕种1861年为了地主利益而分割的旧时农奴制的份地。另一方面，农业又是由地主经营的，他们在俄国中部用农民的劳动、农民的木犁和农民的马匹来耕种土地，而农民所得的代价是使用一些“割地”、割草场和饮马场等等。实质上，这还是旧的农奴制经济制度。这个时期的俄国政治制度也彻头彻尾体现了农奴制精神。这既可以从1905年开始初步变动以前的国家制度中看出来，也可以从贵族－土地占有者对于国事具有绝对影响中看出来，还可以从那些主要也是由贵族－土地占有者出身的官吏，特别是高级官吏拥有无限权力中看出来。

这个古老的宗法制的俄国，在1861年以后就开始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影响下迅速崩溃了。农民忍饥挨饿，大批死亡，遭到前所未有的破产，他们抛弃了土地，跑到城市里去。由于破产农民的“廉价劳动”，铁路和工厂在加紧修建。巨大的金融资本、大规模的工商业在俄国得到了发展。

艺术家托尔斯泰的作品，思想家托尔斯泰的观点反映的正是旧俄国的一切旧“基础”的这种迅速、激烈而急剧地被摧毁。

托尔斯泰非常熟悉乡村的俄国，熟悉地主和农民的生活。他在自己的艺术作品里对这种生活作了世界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才有的十分出色的描绘。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这种急剧地被摧毁，使他对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加强了注意，加深了兴趣，从而使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托尔斯泰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他在自己的后期作品里，对现存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这些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对群众的奴役，就是群众的贫困化，就是农民以至所有小业主的破产，就是从上到下充斥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

托尔斯泰的批判并不新。他所说的，没有不是那些支持劳动者的人早就在他之前很久在欧洲文献和俄国文献中说过的。但是托尔斯泰的批判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在于，他的批判是用只有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表现了这一时期的俄国，即乡村的、农民的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的急剧转变。托尔斯泰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同现代工人运动的代表们对这些制度的批判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托尔斯泰是用天真的宗法制农民的观点进行批判的，他把农民心理表现在自己的批判中、自己的学说中。托尔斯泰的批判所以这样感情强烈，这样热情奔放，这样有说服力，这样清新、真诚、具有力求“追根究底”找出群众苦难的真正原因的大无畏精神，是因为他的批判真正反映了千百万农民的观点的转变，这些农民刚刚摆脱农奴制获得自由，就发现这种自由不过意味着破产、死于饥饿和城市的“希特罗夫人”[36]流离失所的生活等等新灾难罢了。托尔斯泰如此忠实地反映了农民的情绪，甚至把他们的天真，他们对政治的疏远，他们的神秘主义，他们逃避现实世界的愿望，他们的“对邪恶不抵抗”，以及他们对资本主义和“金钱势力”的无力诅咒，都带到自己的学说中去了。千百万农民的抗议和他们的绝望，就这样在托尔斯泰学说中融为一体。

现代工人运动的代表们认为，他们要抗议的东西是有的，但是没有什么可绝望的。绝望是那些行将灭亡的阶级的特性，而在一切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俄国在内，雇佣工人阶级必然是在成长、发展和壮大。绝望是那些不了解产生邪恶的根源、看不见出路和没有能力斗争的人的特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并不是这样的阶级。





	载于1910年11月28日《我们的道路报》第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38—41页














[34] 《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一文发表于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半合法报纸《我们的道路报》第7号，该报于1910年5月30日（6月12日）—1911年1月9日（22日）在莫斯科出版。——39。



[35] 这里说的是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唁电，电报是发往列·尼·托尔斯泰的逝世地阿斯塔波沃、给托尔斯泰的密友和信徒弗·格·切尔特科夫的。电文说：“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谨表达俄国的和整个国际的无产阶级的情感，对天才的艺术家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这位艺术家是反对官方教会观点的毫不调和的无敌战士，是曾大声疾呼反对死刑的专横与奴役之敌和被迫害者之友。”——39。



[36] “希特罗夫人”意为流动工人，因莫斯科希特罗夫市场而得名，那里从19世纪60年代起是季节工人待雇的处所。——41。















《列宁全集》第20卷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的信

（不晚于1910年12月15日〔28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生活中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清楚地表明，党的“统一危机”的结局即将到来。因此我认为我有义务告诉你们（仅仅是为了通报），最近的事件具有什么意义，即将到来的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就整个事态发展来看），正统派布尔什维克正在采取什么立场。

马尔托夫在《呼声报》第23号上的一篇《到了什么地步？》的文章中嘲笑中央全会，嘲笑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37]一年来一次会也没有开成，没有为贯彻决定做过任何事情。显然他“忘记”补充说，正是波特列索夫先生们的取消派集团把俄国的中央委员会搞垮了，因为米哈伊尔、罗曼、尤里拒绝出席俄国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他们声明说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本身是有害的，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俄国中央委员会被搞垮了。马尔托夫因此欢天喜地。至于前进派也欢天喜地，那就不用说了（《前进》文集第1集已经令人感到这种欢天喜地的心情了）。马尔托夫在欢天喜地的同时，却过分匆忙地说漏了嘴。他兴高采烈地叫喊道，“合法性把他们〈布尔什维克或“波兰人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置于死地了”。他这句话是说，由于取消派把中央委员会搞垮了，党摆脱现在处境的合法出路就没有了。对于取消派来说，自然没有比使党处于毫无出路的境地更痛快的事情了。

但是马尔托夫过分匆忙了。布尔什维克手中还掌握着全会专门规定的、中央机关报第11号（以全会的名义）曾经报道过的一种完全合法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我们因呼声派和前进派公然不履行解散派别组织、不履行同取消派和召回派进行斗争等条件可以提出发还款项的申请。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预先明确规定的条件，布尔什维克才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中央委员会的。

请看，在全会上签订上述条件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在1910年12月5日（公历）提出了发还款项的申请。按规定，只要提出这一申请，就要召开中央全会。全会的决定规定，如果在提出申请后3个月内“不能”（原文如此！）召开中央全会，就要召开由5名中央委员（3名民族代表、1名布尔什维克、1名孟什维克）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会议。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09—310页。——编者注］



这时呼声派一下子就露出了马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委员呼声派分子伊哥尔对国内取消派的政策心领神会，他声明反对召开全会。他说，他主张召开特别委员会会议。在这一点上，呼声派破坏合法性是很明显的，因为在3个月之内是可以把全会召开起来的。在申请提出之后，就不应该再提召开特别委员会的问题了。

取消派分子伊哥尔是叛党分子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忠实奴仆，他的打算很简单：全会拥有最高权力，因此召开全会就有可能摆脱党的整个危机。特别委员会则没有这种最高权力，它除了审查申请中提出的要求（裁决这种要求的是3个德国人），没有任何权力。这就是说，取消派（以及他们的国外奴仆——呼声派）在搞垮了国内的中央委员会之后，现在又在搞垮一切中央。这第二次的破坏活动能否得逞，我们且等着瞧吧。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中的波兰人[38]是主张召开全会的。现在，问题取决于还没有作出答复的拉脱维亚人和崩得分子[39]。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代表[40]提交并散发了坚决反对伊哥尔的抗议书（伊哥尔的声明和我们的抗议书的副本都随信附上）。

问题已经很清楚。主张召开全会就是维护合法性，就是维护党。呼声派反对召开全会，就是反对党摆脱危机，就是反对合法性。

我们把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通知了普列汉诺夫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完全同意我们关于必须召开全会的意见。他们也主张召开全会；现在正在讨论我们在这方面的共同表态的草稿。最近，或者我们同普列汉诺夫派一起发表一个声明，或者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

其次，1910年11月26日（公历），托洛茨基在所谓维也纳党的俱乐部（一伙侨居国外的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手下的一批走卒）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他已印成了单页。现将该单页随信附上。

这个决议向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的机关报《工人报》公开宣战。论据并不新鲜。说什么现在没有同呼声派和前进派进行斗争的“原则基础”——这种说法是极其滑稽极其伪善的。大家知道，呼声派和前进派根本不想解散自己的派别组织，呼声派实际上完全支持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这些取消派分子，前进派在国外用众所周知的那笔钱办了一所派别党校来讲授马赫主义，宣扬召回派是“一种合理的色彩”（他们纲领中的原话），等等，等等。

托洛茨基发出的要求党同呼声派和前进派“同心协力地”工作的号召，是令人愤慨的伪善和空谈。大家知道，在全会后的整整一年中，呼声派和前进派（在托洛茨基的秘密支持下）是在“同心协力地”反党。在整整一年中，真正同心协力地一起进行党的工作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无论在中央机关报，也无论在《工人报》，无论在哥本哈根[41]，也无论在俄国各合法机关报刊，都是如此。

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联盟的攻击并不新鲜，新鲜的倒是他的决议的结尾部分：维也纳俱乐部（即托洛茨基）筹集了一笔“用作筹备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的全党基金”。

真是新鲜。这是公开主张分裂。这是公然破坏党内合法性，这是托洛茨基将因此碰得头破血流的冒险行为的开始。很明显，这就是搞分裂。托洛茨基采取的步骤，托洛茨基的“基金”，只得到呼声派和前进派的支持。至于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则根本不会参与这件事。苏黎世的取消派（呼声派）已经支持托洛茨基了，——这很容易理解。前进派的“众所周知的”那笔“基金”很可能为托洛茨基大开方便之门。你们都明白，这样做，只会使托洛茨基的阴谋具有更大的冒险性。

很清楚，这个阴谋正在破坏党内合法性，因为这里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央委员会。而能够召开代表会议的只有中央委员会。不仅如此，托洛茨基于1910年8月赶走了驻《真理报》[42]的中央委员会代表之后，把《真理报》从中央委员会代表支持的机关报变成了纯粹派别组织的机关报，他本人也就丧失了一切合法性。

总之，问题已经清楚，情况已经明白。前进派筹集了“众所周知的”那笔“基金”来同党进行斗争，来保护“一种合理的色彩”（召回派〉。托洛茨基在最近一号《真理报》上（并在苏黎世的专题报告中）拼命向前进派卖弄风情。国内的取消派已经搞垮了国内的中央委员会。国外的取消派又想搞垮国外的全会，即搞垮一切中央。托洛茨基利用这种“合法性被破坏”的时机，进行组织上的分裂活动，筹集用作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的“自己的”基金。

他们是分了工的。呼声派把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当作“一种合理的色彩”加以保护。前进派把召回派当作“一种合理的色彩”加以保护。托洛茨基则想“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对两者都加以保护，并想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大概是用前进派的钱）。三角联盟（波特列索夫＋托洛茨基＋马克西莫夫）反对双边联盟（布尔什维克加普列汉诺夫派）。部署就绪。斗争开始。

你们都明白，为什么我把托洛茨基采取的步骤叫作冒险行为。从各方面讲，它都是冒险行为。

这是思想方面的冒险行为。托洛茨基联合波特列索夫和马克西莫夫这些仇视“列宁—普列汉诺夫”（用他们喜爱的说法）联盟的分子，纠集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敌人。托洛茨基联合一切酷爱在思想上搞分裂的人；联合一切对捍卫马克思主义毫不关心的人；联合一切不知道为什么进行斗争，不愿意学习、思考并探索产生分歧的思想根源的庸人。在涣散、分裂和动摇的今天，托洛茨基可能很容易成为“一时的英雄”，把一切下流货色都纠集在自己的周围。但是这种尝试愈露骨，它就愈将遭到惨败。

这是党内政治方面的冒险行为。现在一切迹象表明，只有真诚地、坚决地屏弃取消派和召回派，才能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真正的联合。很清楚，波特列索夫（和呼声派）以及前进派既没有屏弃前者，也没有屏弃后者。托洛茨基则把这两者纠集在一起，用欺诈的手段欺骗自己，欺骗党，欺骗无产阶级。实际上，托洛茨基除了加强波特列索夫和马克西莫夫这两个反党集团以外，什么结果也得不到。这种冒险行为遭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这是组织方面的冒险行为。撇开中央而用托洛茨基的“基金”来召开代表会议，这就是搞分裂。让托洛茨基去倡议召开代表会议吧。让他承担责任吧。

下面三个口号概括了目前党内状况的实质：

（1）巩固并用一切办法支持普列汉诺夫派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和结合，以捍卫马克思主义，抵制思想上的分裂，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

（2）争取召开全会，以便通过合法途径使党摆脱危机。

（3）同联合波特列索夫和马克西莫夫来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托洛茨基的无原则的分裂冒险行为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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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俄国活动的机构，其成员是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俄国委员会起初于1908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上成立，由5人组成（1名孟什维克、1名布尔什维克、3名民族组织代表）。根据1910年中央一月全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章程，俄国委员会改由7人组成（4名中央委员和3名民族组织代表）。章程还规定，俄国委员会拥有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权力和自行增补委员的权利，中央一月全会后，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俄国局尽一切努力召集俄国委员会，但由于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怠工而始终未能成功。——[42]。



[38]这里说的是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成员中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提出与布尔什维克相近的斗争口号，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持不调和的态度，但该党也犯了一些错误。列宁曾批判该党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指出它对波兰革命运动的功绩。1906年4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44]。



[39]这里说的是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和崩得的代表。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原称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于1904年6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1905年6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1905年该党领导了工人的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在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



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44]。



[40]指尼·亚·谢马什柯。——[44]。



[41]指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0年8月28日—9月3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南北美洲、南部非洲和澳洲33个国家的896名代表。同奥地利、英国、德国、法国一样，俄国在大会上拥有20票，其中社会民主党（包括立陶宛和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10票，社会革命党7票，工会3票。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亚·米·柯伦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



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合作社与党的关系、国际团结和工会运动的统一等问题。为了预先讨论和草拟各项问题的决议，大会成立了5个委员会——合作社问题委员会；工会、国际团结和奥地利工人运动统一委员会；反战委员会；工人立法和失业问题委员会；关于社会党统一，关于死刑，关于芬兰、阿根廷、波斯等各种问题的决议制订委员会。



列宁参加了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代表大会就合作社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和任务以及合作社与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展开了争论，并通过了一项决议，“对无产阶级合作社的任务作了一个基本正确的规定”（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346页）。



代表大会通过的《仲裁法庭和裁军》这一反战问题的决议重申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军国主义与国际冲突》决议，要求各国社会党人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推翻资产阶级。决议还责成各国社会党及其议员在议会中提出下列要求：必须把各国间的一切冲突提交国际仲裁法庭解决；普遍裁军；取消秘密外交；主张各民族都有自决权并保护它们不受战争侵略和暴力镇压。决议号召各国工人反对战争的威胁。



为了团结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大会期间倡议召开了出席代表大会的各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与会者有法国的茹·盖得和沙·拉波波特，比利时的路·德·布鲁凯尔，德国的罗·卢森堡和埃·武尔姆，波兰的尤·马尔赫列夫斯基（卡尔斯基），西班牙的巴·伊格莱西亚斯，奥地利的阿·布劳恩，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



代表大会期间，还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护党派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代表——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列宁、普列汉诺夫和尼·古·波列塔耶夫等。在会议上达成了关于出版合法的和非法的机关报以及孟什维克护党派为两者撰稿的协议。



鉴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在大会期间刊出了列·达·托洛茨基诽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匿名文章，普列汉诺夫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阿·瓦尔斯基（阿·绍·瓦尔沙夫斯基）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代表名义，列宁以中央委员会代表和社会党国际局委员名义，联名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抗议。——[45]。



[42]《真理报》（《Правда》）是托洛茨基派的派别报纸，1908—1912年出版，开头3号在利沃夫出版，后来在维也纳出版，共出了25号。除前两号作为斯皮尔卡（乌克兰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出版外，该报不代表俄国的任何党组织，按照列宁的说法，它是一家“私人企业”。该报编辑是列·达·托洛茨基。



该报以“非派别性”的幌子作掩护，从最初几号起就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宣扬革命者同机会主义者共处于一党之中的中派理论。1910年中央一月全会后，该报采取赤裸裸的取消派立场，支持反党的“前进”集团。中央一月全会决定派遣列·波·加米涅夫为中央代表参加该报编辑部。由于该报根本不理会全会决议，双方不断发生摩擦和冲突，加米涅夫被迫于1910年8月退出。1912年，托洛茨基及其报纸成了反党的八月联盟的发起人和主要组织者。——[45]。





《列宁全集》第20卷


论党内状况

（不晚于1910年12月15日〔28日〕）

我们党内的危机问题又被国外的社会民主党报刊提到了首要地位，从而使广大党员群众更加议论纷纷、困惑不解和动摇不定。因此，党的中央机关报有必要全面地阐明这一问题。马尔托夫在《呼声报》第23号上发表的文章和托洛茨基的印成单页的、以1910年11月26日“维也纳俱乐部”“决议”的形式发表的言论，向读者提出了这个危机问题，并且完全歪曲了问题的实质。

在马尔托夫的文章和托洛茨基的决议后面，既隐藏着某种实际活动，也隐藏着反党活动。马尔托夫的文章只是一种文字形式，它掩盖着呼声派为搞垮我党中央而从事的活动。托洛茨基的决议号召各地方组织撇开中央来筹备反对中央的“全党代表会议”，这个决议所表明的也正是呼声派所要达到的目的：破坏取消派所仇视的中央机关，同时也破坏作为组织的党。对呼声派和托洛茨基的这些反党活动，光揭露是不够的，还要与之斗争。凡是珍视党、珍视恢复党的工作的同志，都应该最坚决地反对一切纯粹从派别组织、小集团的角度和利益出发而竭力破坏党的人。

马尔托夫的《到了什么地步？》一文是掩饰得并不高明的对全会决定的嘲笑和取消派因党遭受挫折而欢天喜地的表现。“在俄国，人数不多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连一次会也没有开成”，马尔托夫就是这样写的，黑体也是他用的，好象他抑制不住在向全体取消派宣布这个事实时的得意心情。

遗憾的是，马尔托夫说得对。俄国中央委员会的会议确实没有开成。不过马尔托夫企图回避是谁搞垮了俄国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问题是毫无道理的。使中央委员会会议没有开成的原因，除了警察的阻挠，还有一种不是警察的而是政治上的阻挠。这就是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拒绝出席即使只为增补委员而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这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这就是这些人发表的“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本身是有害的”声明。

毫无疑问，即使拒绝出席一次增补委员的会议，拒绝那些在警察的重重阻挠下进行工作的人的邀请，都是搞垮中央。毫无疑问，这种持有原则理由的政治行动，是那些加入《呼声报》“最知名的”俄国撰稿人集团的人（《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上的16人的信）、加入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合法的取消派集团的人干出来的。所有这些都是事实。独立合法派集团即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就是搞垮俄国中央委员会的人。

阿克雪里罗得硬说（见《呼声报》第23号）取消派分子这个“绰号”现在正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乱用；他甚至大放厥词，说我们会把那些为了一块面包而疲于奔命或者因此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个人叫作取消派分子；而他在讲这种故作天真的荒唐话的时候，却避而不谈被党中央机关报一一点了名的取消派分子的各个集团，既然如此，这种遁词的毫无诚意也就无须证明了。既然马尔托夫和其他呼声派分子在《呼声报》上似乎同俄国的取消派“进行争论”，说他们的行为是“轻举妄动”（！！），“规劝”他们再等一等（马尔托夫在《呼声报》第23号上谈到列维茨基的时候说的），而同时又完全同他们一起进行工作，齐心协力地在国外建立单独的派别组织，以便反对党，支持党的敌人，即支持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只能认为这是许多种政治伪善表现中的一种表现。当米留可夫先生同路标派“进行争论”，说他们“轻举妄动”，同时又在政治上同他们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时，任何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说，米留可夫先生是在认真地反对路标派；大家都会认为，米留可夫先生的这种做法只能表明他的伪善，决不能推翻他在政治上同路标派勾搭在一起的事实。当斯托雷平先生同黑帮“进行争论”（在《俄国报》上），责备黑帮“轻举妄动”，同时又同它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时，任何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说，斯托雷平先生和他的政府是在认真地反对黑帮；大家都会认为，斯托雷平先生和沙皇政府的这种做法只能表明他们的伪善，决不能推翻他们在政治上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勾搭在一起的事实。

如果说大家对于《呼声报》政治上的伪善还能看得清楚的话，那么对于马尔托夫所说的“合法性”正在把党的正式代表“置于死地”这种暗示，1000个读者中有999个搞不清楚，因为这种暗示是故意放烟幕。

中央机关报的责任就是驱散在党内状况方面放的烟幕，使所有的人都了解分歧实质的所在。

马尔托夫说的是，除了中央的决定，党没有任何摆脱危机的合法出路。因此，既然俄国的取消派已经搞垮了国内的中央委员会（既然国外的取消派就连在国外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也能破坏），那么，现状就将是没有合法的出路了。于是马尔托夫就预先欢呼起来，说什么中央被彻底搞垮了，合法的出路没有了，取消派赢了。

马尔托夫太性急了。他过早地讲出了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党的其他敌人所想的东西。

是的，马尔托夫说得对！只有中央委员会才能找到摆脱党的危机的唯一出路。因此，如果警察的阻挠和上面所说的政治上的阻挠使中央委员会不能在俄国召开会议，那就应当在国外召开。这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办法。在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上，党内各派别签订了一个超越派别组织共同进行党的工作的协定，布尔什维克也是签订协定的一个派别，他们曾经采取措施来加速找到这条摆脱党的危机的唯一出路。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把自己派别组织的财产交给党支配，条件是在撤销布尔什维克派别组织的中央的同时，孟什维克（呼声派）和召回派（“前进派”）等派别组织的中央也要撤销。这个条件没有履行。不仅如此，呼声派的指导性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还公开包庇和掩护党内那些敌人，而中央全会曾经一致责成我们同这些敌人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就象同离开社会民主党、仇视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倾向进行斗争那样。由于党内各派别各集团在全会上签订的协定遭到公然破坏，由于签订协定的一方实行明显的反党政策，所以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要求把他们在一年前有条件地交给党的那笔款项发还他们。关于这一点，他们在1910年12月5日向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提出了相应的申请。布尔什维克在这一点上做得对不对，这要由全会规定的机构来判断。问题的实质是，现在，即从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提出申请的时候起，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已经不仅对找到摆脱党内危机的出路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1910年1月6日签订协定的所有派别和集团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它们责无旁贷的义务，是它们自己一致通过的决议 
［注：事情是这样的：中央委员会同布尔什维克派的某些代表关于布尔什维克派有条件地把自己的财产交给党的协定，是在中央全会上签订的，已被承认为党的规定、党内合法性的基础。这个协定公布在中央机关报第11号上，同时还公布了全会规定的与该协定有关的全部程序。主要的规定是：如果布尔什维克提出呼声派和前进派破坏联合条件的声明，就要召开全会（在国外）。中央机关报第11号上所登载的全会的决定还说：“如果在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提出自己的要求以后的3个月内，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召开全会，就要召开特别委员会会议。”］

 。召开中央全会不仅是党的需要，而且成为法律上的义务了。我们再次看到，除了召开中央全会，不可能有摆脱现状的其他合法出路……

在这里，呼声派的政策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

根据中央委员会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的决定，既然布尔什维克提出了申请，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除了召开全会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召开全会的尝试在三个月内不能成功的时候，才能采取中央委员会规定的另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呼声派的做法却不是这样。

12月12日，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委员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提出书面声明说，他反对召开全会，他只同意召开特别委员会会议！

这句话的用意是很清楚的：全会拥有最高权力，如果召开全会，就能找到摆脱危机、摆脱俄国难堪的现状的合法出路。特别委员会则没有这种最高权力，它除了审查布尔什维克提出收回那笔款项的要求，没有任何权力，不可能找到摆脱危机的任何合法出路。

结果正象一句谚语所说的：莫给他人挖陷阱，当心自己掉进去！

马尔托夫还没有来得及殷勤地向党指点那个取消派非常乐意看到正式的党掉进去的似乎毫无合法出路的“陷阱”，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就已经掉进这个陷阱了！

俄国的取消派搞垮了国内的中央委员会。现在国外的取消派又在破坏在国外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了。取消派欢天喜地，预感到极大的愉快（对于斯托雷平和取消派说来）：一切中央都不存在了。这对于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对于“前进派”的派别组织真是太美满了！

我们在这里不准备谈论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的遁词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一位布尔什维克委员 
［注：这位同志写信给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请求我们帮助他把呼声派破坏全会的企图告诉党。］

 在反声明中对这些遁词的驳斥。我们只想指出，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考虑得很周到，他竟直接声明他反对召开全会，不仅反对在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根据专门决定召开的全会，甚至反对根据总的党章召开的全会（为此需要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一致同意）。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认为召开全会是件“麻烦的”事情，如此等等。很明显，在取消派看来，就连我们秘密党的存在本身也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全会将主要由侨居国外的人组成，这是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的第二个“理由”。但是这并不妨碍呼声派全力支持那个纯粹侨居国外的人的计划，即托洛茨基撇开中央召开反对中央的“全党”代表会议的计划……呼声派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搞垮一切中央！

其次，我们应当请党员们注意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状况的问题。我们的党也同一切革命政党一样，只有革命者在进行共同工作的时候至少具有起码的相互帮助的愿望，才能存在和发展。

如果党章和党的决定（党内的“合法性”）不是促进这种共同的工作，而是为从党的一些最重要的委员会内部来阻碍这种工作制造困难，那党的工作就变成毫无价值的滑稽可笑的事情了。在任何别的政党内，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有困难，马上就会想出几十种躲避警察阻挠的方式和方法，并找到许多新的工作方法。可是我们党内的派别分子却有的为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效劳，有的为公开的召回派和党外的半无政府主义者效劳。在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这些人的手里，“合法性”正在变成从党内来危害党、阻碍工作、帮助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破坏党的一种手段。 
［注：马尔托夫在嘲笑党的正式机关时说，“合法性把他们置于死地了”。仅就下面一点而论，他这样说是对的：这些机关的某些“合法的”。（即根据党章或全会的决定而产生的）形式使米哈伊尔、罗曼、尤里和呼声派（通过伊哥列夫）等等可以阻碍工作，从而把卓有成效的工作“置于死地了”。］

 这样的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充满善良愿望的决议”无济于事，那位马尔托夫理所当然地嘲笑了这些决议。要对事情有帮助，首先应当懂得它。应当懂得，为什么制定同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进行共同工作的那些充满善良愿望的决议是荒谬的，可笑的，不足取的。一旦党懂得这里是两种互不相容的政策，这里的问题是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问题，党就会很快找到出路。那时我们就能树立起一种不会被取消派变成阻挠党前进的绊脚石的“合法性”了。

必须承认，应当感谢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朋友们和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及其朋友们，因为他们有效地帮助党懂得了这一点。

托洛茨基的言论尽管表面上同马尔托夫嘲笑党遭受挫折、同呼声派搞垮中央没有什么联系，实际上却同这两者有密切的联系，有“利害”关系。党内许多人还不懂得这种联系在什么地方。1910年11月26日维也纳的决议大概会帮助他们懂得问题的实质。

这个决议包括三部分：（1）向《工人报》宣战（号召对该报“给以坚决的反击”，因为用托洛茨基的说法，这家报纸是一家“新的派别的小组的企业”）；（2）抨击布尔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联盟”的路线；（3）宣布“维也纳俱乐部〈即托洛茨基及其小组〉会议决定：筹集一笔用作筹备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的全党基金”。

对于第一部分我们根本不准备谈。托洛茨基说得完全对：《工人报》是一家“私人企业”，它“无权代表全党讲话”。

不过，托洛茨基忘记了他和他的《真理报》也无权这样做，却是毫无道理的。他在谈到全会承认《真理报》的工作是有益的时候，避而不谈全会曾经委任了一名驻《真理报》编辑部的中央代表这件事实，也是毫无道理的。在提到全会关于《真理报》的决定的时候，避而不谈这一点，这只能说是对工人进行欺骗。托洛茨基的这种欺骗行为尤其恶毒的是，他已经在1910年8月赶走了驻《真理报》的中央代表。在这个事件之后，在《真理报》断绝了同中央的联系之后，托洛茨基的报纸只是一家“私人企业”，再不能履行它所承担的义务了。在下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还未召开的情况下，只有全会委任的中央代表才能评判《真理报》对中央的态度，而中央代表认为托洛茨基的行为是反党的。

这就是从托洛茨基非常适时地提出的关于谁“有权代表全党讲话”的问题得出的结论。

不仅如此。既然取消派－独立合法派在搞垮国内的中央委员会，既然呼声派在搞垮国外的中央委员会，只要他们还在那样做，那么只有中央机关报才是唯一有权“代表全党讲话”的机关。

因此，我们代表全党声明：托洛茨基在执行反党的政策，他在破坏党内合法性，他走上了冒险和分裂的道路，因为他在自己的决议中只字不提中央（好象他同呼声派已经商量好了，中央将被搞垮！），而以一个国外集团的名义宣布要“筹集一笔用作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的基金”。如果取消派拼命搞垮中央的活动得逞，那么我们这个唯一有权代表全党讲话的机关就要立即宣布：我们决不参与托洛茨基的“基金”和阴谋，我们认为，可以称作全党代表会议的只能是中央机关报所召开的代表会议，而不是托洛茨基的小组所召开的代表会议。 
［注：必须尽快地由党中央召开真正全党代表会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现在事态尚未最终表明中央已被搞垮，还有希望使党找到完全合法的出路。

我们要号召党员为了使党找到合法的出路而进行坚决斗争，同时要弄清分歧的“原则基础”。呼声派和托洛茨基却急于要把这种分歧弄成分裂：呼声派要搞垮中央，托洛茨基则无视中央的存在，并且要“筹集一笔基金”由他的小组来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会议”（别当是玩笑！）。

托洛茨基在他的决议中写道：“列宁派和普列汉诺夫派”（托洛茨基用个人来代替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这两个派别的称呼，想以此表示自己对这两派的蔑视，可是他只表明了自己的无知）所进行的斗争“现在没有任何原则基础”。

中央机关报号召全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来弄清这些原则基础时说：当由于召开全会而引起的这个“毫无意义的”斗争还在进行时，让我们正好来研究一下这个颇有意义的问题。

现在我们把托洛茨基宣布中央机关报进行的斗争没有任何原则基础时所持的那些理由，全部摘录如下：


　　“……党内所有的〈黑体是托洛茨基用的〉派别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必须恢复秘密组织，必须把合法工作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必须执行彻底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这些基本方针是最近一次全会一致拟定的。现在，在全会闭幕一年以后，困难不在于宣布这些人所共知的道理，而在于加以贯彻。贯彻的方法就是党的各个部分，即‘呼声派’、‘普列汉诺夫派’、‘列宁派’、‘前进派’以及非派别组织分子同心协力地进行共同的工作，因为党在精神上已经度过了童年时代，现在全体党员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应该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忠诚于自己党的党员身分从事活动，不要再有什么派别的名称。这种合作应该在全党的范围内进行，而不应该围绕着各派别组织的机关报进行。”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如果好话是掩盖弥天大谎，是掩盖对陶醉于说空话的人本身、对全党的极大的欺骗，这种好话就会被糟蹋成空话。说党内所有的派别都有必须恢复秘密组织的根深蒂固的信念，这简直是弥天大谎。每一号《呼声报》都表明，呼声派认为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集团是党内的一个派别，他们不仅这样“认为”，而且还经常参加这个集团的“工作”。现在，在全会一年以后，当问题在于“贯彻”而不在于空谈的时候，还在玩捉迷藏，既欺骗自己，又欺骗工人，用各种遁词来支吾搪塞，这不是可笑而又可耻吗？

是不是这样呢？托洛茨基认为中央机关报点了名的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是“党内的一个派别”呢，或者不是一个派别？这个问题正是“贯彻”全会决定的问题，这个问题，中央机关报提出来已经一年了，而且提得明确尖锐，毫不含糊，用任何遁词都无法推托！

托洛茨基一再企图用沉默或空谈敷衍过去，因为他要向读者、向党隐瞒这样一个真相：波特列索夫先生的集团和16人集团等等是绝对离开党而独立的集团，是完全独立的派别组织，他们不仅不恢复秘密组织，反而破坏恢复秘密组织的工作，他们根本不执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托洛茨基要向党隐瞒这样一个真相：呼声派是同样离开党而独立的、实际上为俄国取消派效劳的国外派别组织。

那么“前进派”呢？托洛茨基很清楚，在全会之后，“前进派”也加强和发展了自己的独立的派别组织，他们有不受党支配的经费，有独立的派别党校；这个党校根本不讲授“彻底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而讲授“召回派是一种合理的色彩”，讲授召回派对第三届杜马作用的看法，即“前进派”派别组织的纲领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看法。

托洛茨基对这个不容争辩的真相之所以默不作声，是因为这个真相同他的政策的实际目的不相容。而这些实际目的愈来愈明显，甚至连那些最没有远见的护党派分子都看清楚了。这些实际目的就是托洛茨基所支持和组织的波特列索夫之流同前进派结成的反党联盟。呼声派接受托洛茨基的决议（如“维也纳”决议）。《真理报》向前进派卖弄风情，胡说什么在俄国各地活动的只有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替前进派的派别党校吹嘘，以及托洛茨基公然支持这个党校——所有这一切事实，长期隐瞒下去是办不到的。口袋里藏不住锥子。

托洛茨基政策的内容就是《真理报》同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和前进派的派别组织“同心协力地进行工作”。这个联盟有明确的分工：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继续离开党独立地进行他们的合法工作，继续破坏社会民主党；“呼声派”构成这个派别组织的国外分部；而托洛茨基自己担任辩护人的角色，硬要天真的公众相信，“彻底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党内所有的派别中都是根深蒂固的”。前进派得到的也是这位辩护人，他为他们派别党校的自由进行辩护，用伪善的陈词滥调为他们的政策打掩护。这个联盟当然要支持托洛茨基的“基金”和他要召开的反党的代表会议，因为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和前进派从这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的派别组织的活动自由，派别组织的神圣化，对派别组织的活动的掩护，在工人面前为这种活动所作的辩护。

正是从“原则基础”的观点来看，我们不能不认为这个联盟是千真万确的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不敢说他认为波特列索夫和召回派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性的真正维护者。冒险主义者的立场实质也就在于他不得不经常躲躲闪闪。这是因为任何人都看到也都知道，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和召回派都有自己的路线（反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并且在执行这条路线，而《呼声报》的外交家和《前进》文集只不过起了打掩护的作用。

不管新联盟在庸人中取得的成绩多么巨大，不管托洛茨基依靠前进派和波特列索夫之流这两个“来源”能筹集多少“基金”，这个新联盟是注定要垮台的，其最深刻的原因就在于这个联盟没有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的整个世界观以及我党的全部纲领和策略的“原则基础”现在被提到党的整个生活的首要地位，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在革命遭到挫折之后，社会的所有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整个世界观（直到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直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原则）的深刻基础都发生了兴趣，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被革命卷入由策略问题引起的尖锐斗争中来的群众，在缺乏公开言论的时代，提出了对一般理论知识的要求，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应当重新对这些群众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又提到日程上来了。托洛茨基宣称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的接近“在政治上是空洞的”和“不稳固的”，这只能表明他自己极其无知，只能说明他自己十分空洞。在布尔什维克同“前进派的”非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在护党派孟什维克同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和呼声派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基础。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基础问题上的这种接近，才是全会后整整一年来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真正同心协力地工作的实际基础。这是事实，不是空话，不是诺言，不是“充满善良愿望的决议”。不管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过去和将来有什么分歧（只有冒险主义者才会用分歧不存在了，分歧被某项决议“消除了”等诺言来吸引公众），这个历史事实总是抹杀不了的。只有那些主要派别组织本身的内部发展，只有它们自己的思想演进，才能保证通过它们的相互接近和它们在共同工作中的考验来在实际上消除派别组织。这种情形在全会后已经开始了。至于波特列索夫同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同心协力地工作，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小组的外交手腕、文字游戏和串通一气的支吾搪塞。一年来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同心协力地工作，党是看到了的。任何一个能够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人，任何一个珍惜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基础”的人都丝毫不会怀疑，这两个派别的十分之九的工人将拥护这种接近。

正是从“原则基础”的观点来看，托洛茨基同波特列索夫和前进派的联盟是一种冒险行为。从党内政治任务的观点来看，这样说也同样是对的。这些任务确实是全会一致指出的，但决不能把它们归结为这样一句陈腐的空话：把合法工作同秘密工作统一起来（要知道，连立宪民主党人也是把合法的《言语报》同秘密的“立宪民主党”中央“统一”起来的）。托洛茨基故意挑出这句话来，是为了讨好根本不反对陈腐空话的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和前进派。

全会的决议说：“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资产阶级反革命时代所处的历史环境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两种表现：一方面是否认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企图削减革命社会民主党在纲领和策略方面的任务和口号等等；另一方面是否认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进行工作和利用合法的机会，不懂得这两种工作的重要性，不善于使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去适应当前时局的特殊历史条件等等。”

有了这一年的经验，再不能避不直接回答关于这些指示的现实意义的问题了。不能忘记，在全会上所有民族代表（总是向任何时候的任何多数靠拢的托洛茨基当时是靠拢他们的）曾经提出书面声明说：“实质上是完全可以把决议中所指出的、必须与之斗争的那个思潮叫作取消主义的”。

全会后一年来的经验用事实表明：体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这种影响的正是波特列索夫集团，正是前进派这一派别组织。回避这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冒险主义，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敢公然说：波特列索夫之流及其同伙的路线不是取消主义的路线，承认召回派是“一种合理的色彩”的看法是符合党的路线的。我们没有虚度全会后的这一年。我们有了更丰富的经验。我们在实际上看到了当时指出的那些倾向的表现。我们看到了体现这些倾向的派别组织。用这些反党的派别以所谓的“党的”精神进行“同心协力的工作”这种空话来欺骗比较广泛的工人阶层，现在已经办不到了。

最后，第三，托洛茨基的政策是组织上的冒险行为，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它破坏党内合法性，而且以一个国外集团的名义（或者以呼声派和前进派这两个反党的派别组织的联盟的名义）筹备代表会议，直接走上分裂的道路。我们既然有权代表全党讲话，就有责任坚决捍卫党内合法性。但是我们决不希望我们的党员只看到“合法性”的形式而看不到问题的实质。相反，我们正是要社会民主党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问题的实质上来，而问题的实质就是呼声派和前进派的联盟保护了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进行取消派活动的充分自由和召回派破坏党的充分自由。

我们号召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为党内合法性进行坚决斗争，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基础，为清除社会民主主义中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同反党联盟进行斗争。

附言：上面这篇文章印成抽印本发表（这样做是根据编辑部多数——两名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和一名波兰组织的代表——的表决），引起了另外两名编委（呼声派分子）的抗议，他们把自己的抗议书也印成了单页。该抗议书的作者们在这个单页中并没有谈到《论党内状况》一文的内容，而是指责编辑部的多数：（1）侵犯了他们这两名编委的合法权利；（2）进行“警察性的告密”。既然争论的不是原则和策略，而是涉及组织纠纷和人身攻击，我们认为最正确的做法就是把这样的争论完全交给中央委员会处理。我们认为，不等到中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全体护党派同志就会对这两位编委——马尔托夫和唐恩的“论战”方法作出应有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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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0卷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

（1910年12月16日〔29日〕）


一

欧美现代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的策略分歧，归结起来就是同背离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个运动中的主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流派作斗争。这两个流派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在半个多世纪的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历史上，这两种背离工人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倾向，在一切文明国家里，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各种不同的色彩表现出来的。

单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两种倾向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由某些个别人或集团的错误造成的，甚至也不是由民族特点或民族传统的影响等等造成的。应该有一些由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性质所决定的、经常产生这两种倾向的根本原因。去年出版的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安东·潘涅库克所著《工人运动中的策略分歧》（Anton　Pannekoek．《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Hamburg，Erdmann　Dubber，1909）这本小册子，是用科学态度研究这些原因的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下面我们就要向读者介绍潘涅库克所作出的那些不能不认为是完全正确的结论。

工人运动的发展这个事实本身，是周期性地产生策略分歧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根据某种虚幻的理想的标准来衡量工人运动，而是把这一运动看成是一些普通人的实际运动，那就会很清楚，一批批“新兵”被吸收进来，一个个新的劳动群众阶层被卷入运动，就必然会引起理论和策略方面的动摇，重犯旧错误，暂时回复到陈旧观念和陈旧方法上去等等。为了“训练”新兵，每个国家中的工人运动，都要周期性地耗费或多或少的精力、注意力和时间。

其次，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国民经济部门是不一样的。在大工业最发达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它的思想家领会马克思主义最容易、最迅速、最完整、最扎实。落后的或发展上落后的经济关系，往往使那些拥护工人运动的人只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只能领会新世界观的个别部分或个别口号和要求，而不能坚决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的一切传统决裂。

再其次，处在矛盾中的并通过矛盾来实现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性质，是经常引起分歧的根源。资本主义是进步的，因为它消灭了旧的生产方式，发展了生产力，而同时，在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又阻碍生产力的提高。资本主义一方面培养和组织工人，加强他们的纪律性，另一方面又压制和压迫工人，使他们走向退化和贫穷等等。资本主义本身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本身创造了新制度的因素，而同时，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总的局面，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善于把握住实际生活中的、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实际历史中的这些矛盾。但群众当然是从生活中学习而不是从书本上学习的，因此个别人或集团常常把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或那种特点、这个或那个“教训”加以夸大，发展成片面的理论和片面的策略体系。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那些自由派和民主派，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现代工人运动，所以他们经常从一个荒谬的极端跳到另一个荒谬的极端。他们一会儿说一切都是由于心怀叵测的人“挑唆”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结果，一会儿又以工人政党是“和平的改良政党”来自我安慰。应当认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都是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的直接产物，因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都只抓住工人运动中的某一方面，把片面观点发展为理论，把工人运动中形成工人阶级在某一时期或某种条件下活动的特点的那些趋向或特征说成是相互排斥的东西。而实际生活和实际历史本身却包含这些各不相同的趋向，正好象自然界的生命和发展一样，既包含缓慢的演进，也包含迅速的飞跃即渐进过程的中断。

修正主义者认为，所有关于“飞跃”、关于工人运动同整个旧社会根本对立的议论，都是空话。他们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细小的工作”，特别是拒绝利用议会讲坛。其实，这种策略就是坐等“伟大日子”的到来，而不善于聚集力量，来创造伟大的事变。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阻碍了这样一件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把工人团结成为规模巨大、坚强有力、很好地发挥作用的、能够在任何条件下都很好地发挥作用的组织，团结成为坚持阶级斗争精神、明确认识自己的目标、树立真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组织。

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误会，我们要稍微离开本题附带说明一下，潘涅库克仅仅引用了西欧各国特别是德国和法国历史中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分析，而根本没有提到俄国。即使有时觉得他是在暗示俄国，那只是因为我们这里也出现某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基本趋向，虽然俄国在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历史和经济各方面都与西欧大不相同。

最后，引起工人运动参加者彼此分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策略的改变。如果资产阶级的策略始终是一个样子，或者至少始终是一个类型，那工人阶级就能很快学会同样用一个样子或者一个类型的策略去对付它了。其实，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都必然要规定出两种管理方式，两种保护自己利益和捍卫自己统治的斗争方法，并且这两种方法时而交替使用，时而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第一种方法就是暴力的方法，拒绝对工人运动作任何让步的方法，维护一切陈旧腐败制度的方法，毫不妥协地反对改良的方法。这就是保守主义政策的实质，这种政策在西欧各国愈来愈不成其为土地占有者阶级的政策，而成为整个资产阶级政策的一个变种了。第二种方法就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即采取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等措施的方法。

资产阶级从一种方法转而采用另一种方法，并不是由于个别人用心险恶的算计，也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而是由于它本身地位的根本矛盾性。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要顺利发展下去，就不能没有稳固的代表制度，就不能不给予在“文化”方面必然有较高要求的人民以一定的政治权利。这种一定程度的文化要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连同它的高度技术、复杂性、灵活性、能动性以及全世界竞争的飞速发展等等条件所造成的。因此，资产阶级在策略方面的动摇，从暴力方式向所谓让步方式的转变，是一切欧洲国家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的特点，而各个不同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又总是主要采用某一种方法。例如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采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策的典型国家，而德国在70年代和80年代则始终采取暴力方法等等。

当这种方法盛行于德国的时候，对这种资产阶级管理方式的片面反应，就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发展，或者按当时的说法是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的发展（90年代初的“青年派”[43]，80年代初的约翰·莫斯特）。1890年转而采取了“让步”，这种转变照例对工人运动更加危险，因为它引起了一种同样片面的、对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反应，即引起了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潘涅库克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策的积极的实际的目的就是把工人引入歧途，在工人中间制造分裂，把工人的政策变成软弱的、始终是软弱的和昙花一现的所谓改良运动的一种软弱的附属品。”

资产阶级利用“自由主义”政策，往往能在一定时期达到自己的目的，潘涅库克正确地指出，这种政策是一种“更加狡猾的”政策。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有时被表面上的让步所欺骗。于是修正主义者就宣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或者开始实行实际上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资产阶级策略的曲折变化，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猖獗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引向公开的分裂。

所有上述一类原因，在工人运动内部，在无产阶级内部，引起了策略上的分歧。况且，在无产阶级与那些同它关系密切的小资产者阶层（包括农民在内）之间，并没有隔着而且也不可能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个别人、个别集团和阶层从小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自然也就不能不引起无产阶级本身策略方面的动摇。

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帮助我们根据具体实践问题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实质，帮助比较年轻的国家更清楚地认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的真正阶级意义，并比较顺利地去同这些背离倾向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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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产生于1890年。核心成员是一些大学生和年轻的著作家，主要领导人有麦克斯·席佩尔、布鲁诺·维勒、保尔·康普夫麦尔、保尔·恩斯特等。青年派奉行“左”倾机会主义，否定议会斗争和改良性的立法活动，反对党的集中制领导，反对党同其他阶级和政党在一定条件下结成联盟。恩格斯同青年派进行了斗争。当青年派机关报《萨克森工人报》企图宣布恩格斯和反对派意见一致的时候，恩格斯给了他们有力回击，指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从此结束了青年派在党内的活动。——[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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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

（1910年12月18日〔31日〕）

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笞了统治阶级，十分鲜明地揭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会、法庭、军国主义、“合法”婚姻、资产阶级科学——的内在的虚伪。但是，他的学说同现存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作和斗争是完全矛盾的。列夫·托尔斯泰的说教究竟反映了什么人的观点呢？他说的话是代表整个俄罗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人民群众已经憎恨现代生活的主宰者，但是还没有达到去同他们进行自觉的、一贯的、坚持到底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的程度。

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历史和结局表明，介于觉悟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旧制度的坚决维护者之间的群众，正是这样的。这些群众——主要是农民——在革命中表明，他们对旧制度的仇恨是多么深刻，他们对现存制度带来的一切苦难的感受是多么痛切，他们向往摆脱这些苦难并找到美好生活的自发愿望是多么强烈。

同时，这些群众在革命中也表明，他们的仇恨还不够自觉，他们的斗争还不够彻底，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还只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

托尔斯泰的学说反映了直到最底层都在掀起汹涌波涛的伟大的人民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长处。

俄国工人阶级研究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会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敌人；而全体俄国人民分析托尔斯泰的学说，一定会明白他们本身的弱点在什么地方，正是这些弱点使他们不能把自己的解放事业进行到底。为了前进，应该明白这一点。

阻碍这一运动前进的，是所有那些把托尔斯泰称为“公众的良心”、“生活的导师”的人。这些说法是自由派故意散布的谎言，他们想利用托尔斯泰学说中与革命相抵触的一面。某些过去的社会民主党人，也跟着自由派重复这种谎言，说托尔斯泰是“生活的导师”。

只有当俄国人民懂得，他们要求得美好的生活，不应该向托尔斯泰学习，而应该向无产阶级这个托尔斯泰所没有了解其意义的、唯一能摧毁托尔斯泰所憎恨的旧世界的阶级学习，只有这个时候，俄国人民才能求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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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示威开始了

（1910年12月18日〔31日〕）

俄国经历了1905—1907年三年革命时期以后，又经历了1908—1910年三年反革命时期。在这三年中，黑帮杜马当政，暴力肆虐，法纪废弛，资本家对工人展开猛烈进攻，工人已经获得的成果被夺走。在1905年仅仅受到挫折而未被消灭的沙皇专制制度，这时又聚集起力量，同第三届杜马中的地主和资本家勾结起来，在俄国重新建立起旧秩序。于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变本加厉，官吏在城市中尤其在农村中违法乱纪，胡作非为，更加肆无忌惮，争取自由的战士受到更为残暴的迫害，动辄处以死刑。沙皇政府、地主和资本家出于对革命的仇恨而向革命阶级首先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报复，他们正急于利用群众斗争的暂时中断来消灭自己的敌人。

但是往往有这样一种敌人，他们可以在几次战役中被击溃，可以暂时受压制，却是消灭不了的。革命的彻底胜利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胜利将完全推翻沙皇君主制度，彻底消灭农奴主－地主，把他们的土地不经赎买交给农民，用民主自治和政治自由来代替官吏的管理。这样的改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20世纪每一个国家所必需的，这样的改革在欧洲各国经过比较长期和顽强的斗争已经比较全面地实现了。

但是不论是反动派的任何胜利，即使是最彻底的胜利，还是反革命的任何成功，都不能够消灭沙皇专制制度的敌人，即反对地主和资本家压迫的人，因为这些敌人是愈来愈聚集在城市中、大工厂中和铁路上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这些敌人是破产的农民，他们的艰难生活现在每况愈下，因为地方官[44]和富裕农民勾结起来，在一切地主政权和军事当局的庇护下，经地主杜马的同意，对农民依法进行掠夺，夺取他们的土地。象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这样的敌人是消灭不了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最受压迫、最受压制、最受折磨和被各种各样迫害吓坏了的人民群众，经过三年反革命极其猖獗的时期以后，重新开始抬起头了，又觉醒过来了，并且开始投入斗争。在这动辄处以死刑、加紧迫害和野蛮镇压的三年中，专制制度的“敌人”被消灭的就有几万人，被监禁和流放的有几十万人，受到恫吓的还有好几十万人。但是千百万人现在已经和革命以前不同了。他们在俄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受过如此富有教益和鲜明生动的教训，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公开的阶级斗争。现在，这千百万人又一次暗中开始掀起深刻的骚动，这从今年夏季的罢工和不久以前的游行示威中可以看得出来。

在俄国，无论在革命准备时期，还是在革命进行时期，工人罢工都是无产阶级这个先进阶级，这个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最普遍采用的斗争手段。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时而互相更替，时而交织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两种罢工使工人群众团结起来去反对资本家阶级和专制政府，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使农民纷纷起来斗争。

当1895年发生了连绵不断的群众罢工的时候，这就是人民革命准备时期的开始。当1905年1月这个月的罢工人数超过了40万人的时候，这就是革命进行时期的开始。在整个这三年革命期间，罢工人数虽然在逐年下降（1905年将近300万人，1906年是100万人，1907年是75万人），但是其人数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从未有过的。

当1908年罢工人数急剧下降（176000人）和1909年进一步急剧下降（64000人）的时候，这就是第一次革命的结束，或者确切些说，是革命的第一阶段的结束。

然而从今年夏季以来，高潮又重现了。经济罢工的人数在增加，而且在极其猛烈地增加。黑帮反动派实行全面统治的时期结束了。新的高潮时期开始了。在1905—1909年间实行退却（虽然中断时间很长）的无产阶级又在聚集力量，开始转入进攻。某些工业部门的复苏，马上导致无产阶级斗争的活跃。

无产阶级首先行动了。其他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和居民阶层跟着也行动起来了。与民主派格格不入的温和自由派分子，第一届杜马主席穆罗姆采夫的去世，引起了示威游行的战战兢兢的第一个回合。列夫·托尔斯泰的逝世则引起了长期中断以后的第一次街头游行示威，参加这次游行示威的主要是大学生，此外还有一部分工人。在安葬托尔斯泰那一天，许多工厂停了工，这表明示威性罢工的开始，虽然开始的规模不大。

最近一个时期，沙皇狱吏在沃洛格达和泽连图伊残酷折磨我们服苦役的同志（他们由于进行英勇的革命斗争而遭到迫害）的暴行，在大学生中引起了更大的骚动。俄国现在到处都在举行集会和群众大会；警察用武力冲进各个大学，殴打学生，逮捕学生，许多报纸由于对风潮稍微讲了几句实话就受到迫害，而这一切只能使风潮更加扩大。

无产阶级首先行动了，民主青年跟着也行动起来了。俄国人民正在觉醒起来投入新的斗争，迎接新的革命。

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再一次向我们表明，在1905年曾经动摇了沙皇政权而在这次行将到来的革命中将要摧毁沙皇政权的那些力量依然存在。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再一次向我们表明了群众运动的意义。既然群众已经起来，既然千百万人已经开始行动起来，那么任何迫害和任何镇压都不能阻挡运动前进。迫害只能激化斗争，使一批又一批的战士卷入斗争。恐怖主义者的任何暗杀活动都不能帮助受压迫的群众，而群众一旦起来，世界上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他们。

现在群众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这个高潮也许发展得快，也许发展得慢，而且还会有中断，但不管怎样，它是在走向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曾经领导大家前进。回顾这个光荣的过去，它现在就应当尽一切努力来恢复、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我们的党现在正经历着困难的时期，但它是不可战胜的，正象无产阶级是不可战胜的一样。

同志们，投入工作吧！在一切地方建立组织，成立和巩固工人的社会民主党支部，开展经济和政治鼓动工作。在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教会了人民群众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在第二次革命时期，它应当引导人民群众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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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地方官是沙皇俄国农村中管理行政和司法的公职人员，其职权是监督农民社会管理机关的活动和农民案件的初审。按照1889年7月12日的法令，地方官由省长从拥有不动产的世袭贵族中任命，并由内务大臣批准。实行地方官制度是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反动措施之一，目的在于加强领地贵族在废除农奴制后的农村中的作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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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生了什么事情？

（1910年12月18日〔31日〕）

各报正就前农业大臣叶尔莫洛夫的新著《俄国当前火灾频繁发生》一书展开争论。自由派报刊指出，革命后农村的火灾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反动派报纸随声附和叶尔莫洛夫关于“纵火者逍遥法外”、关于“农村恐怖”等等的叫嚣和哀号。农村中的火灾的次数增加得非常快，例如：从1904年到1907年，坦波夫省增加了一倍，奥廖尔省增加了一倍半，沃罗涅日省增加了两倍。在政府面前奴颜婢膝的《新时报》写道：“稍微富裕一点的农民愿意经营独立农庄，他们打算采用新的耕作方式，但是，好象在敌人的国家里一样，他们遭到野蛮的农村游民的游击式的围攻。对他们又是放火又是折磨，又是折磨又是放火，‘只好抛弃一切纷纷逃跑’。”

沙皇政府的拥护者不得不作出这种不愉快的供认！这些再一次证实了政府谎言和自由派政策软弱无力的新材料，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说来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1905年的革命充分证明，俄国农村的旧制度已经由历史作了最后的判决。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巩固这种制度了。怎样改造这种制度呢？农民群众用自己1905年的起义回答了这一点，通过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45]中自己的代表回答了这一点。应该从地主那里把地主土地无偿地夺过来。当3万个地主（以尼古拉·罗曼诺夫为首）占有7000万俄亩土地，而1000万农户差不多占有同等数量土地的时候，整个国民经济中除了盘剥、极端的贫困、破产和停滞以外，是不可能有别的结果的。社会民主工党号召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全俄的工人用自己1905年的群众罢工联合和指导了农民的斗争。自由派用“按合理估价赎买”的办法使农民与地主“调和”的计划，是一种空洞的、可怜的和背信弃义的花招。

斯托雷平政府想怎样改造农村的旧制度呢？它想加速农民的彻底破产，保存地主土地，帮助一小撮富裕农民“经营独立农庄”，尽量夺取更多的村社土地。政府认识到全体农民群众是反对它的，于是便力求从富裕农民中找到自己的同盟者。

有一次，斯托雷平亲口说过：为了实现政府的“改革”，需要有“20年的安定”。他所说的“安定”是指农民俯首听命，不对暴力作斗争。然而，如果地方官和其他当局不施加暴力，不到处施加暴力，不对千百万人施加暴力，不对他们刚一露头的主动精神立即进行镇压，斯托雷平的“改革”是不能实行的。不要说20年的“安定”，就是连3年的“安定”，斯托雷平都没有造成，而且也不可能造成，——这就是前大臣关于农村火灾一书提醒沙皇奴仆们注意的一个不愉快的真实情况。

农民要想摆脱政府给他们造成的那种极端穷苦、贫困和死于饥饿的状况，除了和无产阶级一起进行群众斗争来推翻沙皇政权以外，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准备无产阶级的力量来进行这种斗争，建立、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的组织，——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当前任务。





	载于1910年12月18日（31日）《工人报》第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76—78页

















[45]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间的界限比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各民族代表76名，无党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主党65名。



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一样，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法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法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除土地问题外，第二届国家杜马还讨论了预算、对饥民和失业工人的救济、大赦等问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沙皇政府在弄清革命力量不强之后，便决定解散杜马。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杜马，同时颁布了保证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能在国家杜马中占绝对多数的新选举法。这一政变标志着俄国历史上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开始。——[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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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悼文）

（1910年12月18日〔31日〕）

我们生活在可诅咒的条件下，所以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个杰出的党的工作者、党的骄傲，一个把自己的一生忘我地献给了工人事业的同志，忽然下落不明。连妻子和母亲这些最亲近的人，以及最亲密的同志几年来都不知道他的下落：他是在苦役营中受折磨呢，还是已经死在狱中，或者是在同敌人搏斗时英勇牺牲了。被连年坎普夫枪杀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情况就是这样。他的噩耗，我们只是最近才知道的。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名字不只使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感到亲切和珍贵。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热爱他和尊敬他，热爱和尊敬他的毅力、不说空话的作风、极其坚定的革命精神和对事业的赤胆忠心。1895年，当他还是彼得堡的一个工人时，就和其他一些有觉悟的同志一起，在涅瓦关卡外谢米扬尼科夫工厂、亚历山德罗夫工厂、玻璃工厂的工人中间积极地进行工作，组织小组，筹建图书馆，并且自己总是在勤奋学习。

他全神贯注的是如何开展工作。他积极参加编写1894年秋天在圣彼得堡出版的第一份鼓动传单，即告谢米扬尼科夫工厂工人书，并亲自散发传单。当圣彼得堡成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46]的时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成了协会最积极的成员之一，并且在协会里一直工作到自己被捕。和他一起在彼得堡工作的老同志即《火星报》[47]的创办者，曾经同他讨论过在国外创办一份为统一和巩固社会民主党的事业服务的政治报纸这种设想，他对此给予了最热烈的支持。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被捕以前，《火星报》从来没有感觉到纯粹工人通讯稿稿源不足。翻阅一下《火星报》的最初20号，所有那些寄自舒亚、伊万诺沃－沃茲涅先斯克、奥列霍沃－祖耶沃和俄国中部其他地区的通讯，几乎全都经过致力于建立《火星报》同工人之间最密切联系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之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是《火星报》最热心的通讯员和最热烈的拥护者。巴布什金从中部地区转移到南方，即转移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他在这里被捕并被关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监狱里。他和另一个同志一起锯断了窗栏，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越狱逃跑。他在不懂得任何一种外语的情况下，辗转到了当时《火星报》编辑部所在地的伦敦。在那里我们在一起交谈了很多事情，共同讨论了许多问题。但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没有能够参加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监狱和流放迫使他长期离开了队伍。在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中涌现了大批新的工作人员、新的党的活动家，但巴布什金这时却与党的生活隔绝，住在遥远的北方，住在上扬斯克。他并没有虚度光阴，他进行学习，准备迎接新的斗争，他教育一同流放的工人难友，努力把他们培养成为有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布尔什维克。1905年遇上了大赦，于是巴布什金启程回俄罗斯。但是当时西伯利亚的斗争也如火如荼，那里也需要象巴布什金这样的人。他参加了伊尔库茨克委员会，一心一意地投入了工作。他常常在集会上发表演说，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鼓动并组织起义。当巴布什金和其他5个同志——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把装在单独一节车厢中的大批武器运往赤塔时，火车遭到连年坎普夫讨伐队的袭击，他们6人全部未经任何审判就立即被枪杀在一个匆忙挖成的大墓坑边上[48]。他们死得非常英勇。目击的士兵和同车的铁路员工追述了这6个人的遇难情况。巴布什金在沙皇爪牙的残暴镇压下牺牲了，但是他临死时知道，他所献身的事业不会泯灭，几十、几十万、几百万人将继承这个事业，其他工人同志将为这个事业而献身，他们将继续斗争，直到取得胜利……

有人编造并且散布无稽之谈，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知识分子的”党，工人同它是隔绝的，俄国工人是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党人，说这种情况在革命前特别严重，而在革命期间仍旧相当严重。自由派散布这种流言蜚语是出于他们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领导的1905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仇恨，而社会党人中有些人由于无知或轻率也跟着散布这种谬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的经历，这个火星派工人10年来进行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就是对自由派的谬论最有力的驳斥。伊·瓦·巴布什金是在革命前10年就开始创建工人社会民主党的先进工人之一。没有这样的先进分子在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不倦的、英勇顽强的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别说10年，就是10个月也存在不下去。只是因为有这样的先进分子的活动，只是因为有他们的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到1905年才成长为一个在十月和十二月伟大的日子里同无产阶级融合为一体的党，它后来不仅通过第二届而且通过第三届黑帮杜马中的工人代表保持了这种联系。

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想把不久前去世的第一届杜马主席谢·安·穆罗姆采夫说成是人民英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错过这个机会来表示对沙皇政府的鄙视和憎恨，因为它连穆罗姆采夫那样温和的不得罪人的官员也加以迫害。穆罗姆采夫只是一个自由派官员。他甚至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害怕群众的革命斗争。他指望能给俄国带来自由的不是这种斗争，而是沙皇专制政府的善良意愿，是同俄国人民的这个最残酷无情的敌人达成的协议。把这种人看成是俄国革命的人民英雄，那是可笑的。

但这样的人民英雄是有的。这就是象巴布什金那样的人。这种人在革命前不是一两年，而是整整十年把自己完全献给了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这种人不搞单枪匹马的无益的恐怖活动，而是坚忍不拔、始终不懈地在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活动，帮助提高他们的觉悟，发展他们的组织，发扬他们的革命主动性。这种人在危机到来的时候，在革命爆发的时候，在千百万人投入运动的时候，就成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群众性武装斗争的领导者。从沙皇专制制度那里赢得的一切东西，完全是由象巴布什金这样的人所领导的群众斗争夺取来的。

没有这样的人，俄国人民就会永远做奴隶，当奴仆。有了这样的人，俄国人民就能摆脱一切剥削而得到彻底的解放。

1905年十二月起义已经五周年了。在纪念起义五周年的时候，我们怀念那些在对敌斗争中牺牲了的先进工人。我们请工人同志们搜集关于当时的斗争的回忆和关于巴布什金以及其他在1905年起义中牺牲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的补充材料，并寄给我们。我们准备出版一本记述这些工人生平事迹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对于一切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信心不足和贬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用的人都将是最好的回答。这本小册子对于青年工人将是最好的读物，他们从这本小册子里可以学习到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应当怎样生活，怎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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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1895年11月创立的，由彼得堡的约20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1895年12月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它的领导机构是中心小组，成员有10多人，其中5人（列宁、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领导核心。协会分设3个区小组。中心小组和区小组通过组织员同70多个工厂保持联系。各工厂有收集情况和传播书刊的组织员，大的工厂则建立工人小组。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1895年和1896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印发了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人事业报》。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好几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它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全市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协会一成立就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895年12月8日（20日）夜间，沙皇政府逮捕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协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共57人。但是，协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它组成了新的领导核心（米·亚·西尔文、斯·伊·拉德琴柯、雅·马·利亚霍夫斯基和马尔托夫）。列宁在狱中继续指导协会的工作。1896年1月沙皇政府再次逮捕协会会员后，协会仍领导了1896年5—6月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896年8月协会会员又有30人被捕。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协会的领导成分发生了变化。从1898年下半年起，协会为经济派（由原来协会中的“青年派”演变而成）所掌握。协会的一些没有被捕的老会员继承协会的传统，参加了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80]。



[47]《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



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克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因此，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它为新《火星报》。——[80]。



[48]后来查明，伊·瓦·巴布什金等6位革命者是在从赤塔运出武器时，遭到亚·尼·美列尔－扎科梅尔斯基讨伐队的袭击而牺牲的。——[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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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1910年12月23日〔1911年1月5日〕）

恩格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他那位著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性的论点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

正是现在，在那些关心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命运的人们中间，往往有一些人恰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然而谁都知道，俄国近年来发生的急剧变化异常迅速、异常剧烈地改变了形势，改变了迫切地、直接地决定着行动条件，因而也决定着行动任务的社会政治形势。当然我所说的并不是总的基本的任务，只要各阶级间的根本的对比关系没有改变，这样的任务是不会随着历史出现转折而改变的。非常明显，俄国经济（不仅是经济）演进的总趋势，也象俄国社会各个阶级间的根本的对比关系一样，近几年，比如说近六年来并没有改变。

但是在这一时期，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

为了说明这个意思，我们且看看近六年来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马上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个时期划分为两个三年，前三年大约在1907年夏季结束，后三年大约在1910年夏季结束。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前三年的特征是俄国国家制度的基本特点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的进展很不平衡，向两边摆动的幅度很大。“上层建筑”的这些变化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俄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在各个不同舞台上的活动（杜马内外的活动、出版、结社、集会等等），这些活动的形式之公开，力量之雄厚，规模之巨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反之，后三年的特征（我们再说一遍，这里也是只从纯理论的“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则是演进十分缓慢，几乎等于停滞不动。在国家制度方面没有发生任何比较显著的变化。前一时期各个阶级展开各种公开的和多方面的活动的“舞台”，现在大多数都完全没有或者几乎完全没有这种活动了。

这两个时期的相同之处在于：俄国的演进在前后两个时期都仍旧是先前的、资本主义的演进。这种经济演进同现存的许多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这个矛盾还是同从前一样，并没有因为某种局部的资产阶级的内容渗入这些或那些个别制度而缓和，反而更加尖锐了。

这两个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一时期摆在历史活动的舞台最前面的问题，是上述那些迅速的、不平衡的变化究竟会引起什么结果。由于俄国的演进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些变化的内容也就不能不是资产阶级的。但是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采取某种温和的自由主义立场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地位而害怕剧烈的变化，力求在土地制度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方面保存大量旧制度的残余。农村小资产阶级是同“自食其力”的农民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它不能不力求实现另一种资产阶级的改革，给一切中世纪的旧东西保留的余地要少得多。雇佣工人既然自觉地对待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就不能不对这两种不同趋向的冲突采取明确的态度，因为这两种不同的趋向虽然都仍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但是它们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形式及其发展速度和进步影响所波及的广度是完全不同的。

可见在过去的三年，通常称作策略问题的那些问题被提到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形形色色的路标派分子认为，由这些问题所引起的争论和分歧，似乎是“知识分子的”争论，是“争取对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施加影响的斗争”，是“知识分子适应无产阶级”的表现，没有再比这种意见更其错误的了。恰恰相反，正因为无产阶级已经成熟，它才不能对俄国整个资产阶级发展中的两种不同趋向的冲突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个阶级的思想家才不能不提出适应（直接地或间接地适应，正面地或反面地反映）这两种不同趋向的理论公式。

在后三年，俄国资产阶级发展中的两种不同趋向的冲突没有成为迫切问题，因为这两种趋向都被“死硬派”压下去了，被推到了后面，被逼了回去，被暂时湮没了。中世纪的死硬派不仅挤满了舞台的最前面，而且使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广大阶层的内心充满了路标派的情绪，充满了沮丧心情和脱离革命的思想。这时呈现出来的不是改革旧制度的两种方式的冲突，而是对任何改革的丧失信心、“顺从”和“悔罪”的心情、对反社会学说的迷恋、神秘主义的风行等等。

这种异常剧烈的变化，既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单是“外界”压力的结果。前一个时期使那些几辈子、几世纪以来一直不关心政治问题、不过问政治问题的居民阶层受到了极其剧烈的震动，这就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重新估计一切价值”，重新研究各种基本问题，重新注意理论，注意基本常识和初步知识的趋向。千百万人骤然从长梦中觉醒过来，一下子碰到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他们不能在这个高度长久地坚持下去，他们不能不停顿一下，不能不回头去研究基本问题，不能不作一番新的准备工作，这有助于“消化”那些极其深刻的教训，使无比广大的群众能够更坚决、更自觉、更自信、更坚定地再向前进。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前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在国内生活的各方面实现直接改革，后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总结经验，使更广大的阶层掌握这种经验，使这种经验深入到所谓底层，深入到各阶级的落后群众中去。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反映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坚决地反对这种瓦解，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在规定自己的任务时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阶级的最广大阶层，在前一时期极片面地、极反常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死记硬背了某些“口号”和某些策略问题的答案，而并不理解这些答案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准则。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结果就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哲学基本原理的“修正”。带着各种唯心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马赫主义的流行病上。重复那些背得烂熟、但并不理解、也没有经过思考的“口号”，结果就使得空谈盛行，这种空谈实际上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如露骨的或者羞羞答答的“召回主义”，又如把召回主义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合理的色彩”。

另一方面，遍及资产阶级最广大阶层的路标主义精神和脱离革命的思想，也渗透到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纳入“温和谨慎”的轨道的那个思潮中去了。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所剩下的已经只是用来掩盖浸透了自由主义精神的关于“等级制度”和“领导权”等等议论的词句了。

本文的目的当然不是研究这些议论。仅仅指出这些议论，就足以说明前面讲到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经受的危机的深重，以及这种危机同现在整个社会经济形势的联系。对这种危机所引起的问题避而不谈是不行的。企图用空谈来回避这些问题，是最有害的、最无原则的。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

前三年唤起了广大阶层自觉地投入社会生活，这些阶层往往是现在才第一次开始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针对这种情况，资产阶级的刊物炮制了比过去多得多的荒谬言论，而且散布得也更加广泛。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瓦解是特别危险的。因此，弄明白目前必然发生这种瓦解的原因，并且团结起来同这种瓦解进行彻底的斗争，的的确确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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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0卷


“有保留”的英雄们

（1910年12月）

我们刚刚收到的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所编的《我们的曙光》杂志[49]第10期，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评价是一个惊人的轻率的典型，确切些说，是惊人的毫无原则的典型，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立刻来谈一谈，哪怕是简单地谈谈也好。

这期刊登了波特列索夫队伍里的新战士弗·巴扎罗夫的一篇文章。编辑部不同意这篇文章的“个别论点”，当然，并没有指出是哪些论点，因为这样来掩饰混乱要方便得多！至于我们，倒很难指出这篇文章中有哪些论点会使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稍微有一点尊重的人不感到愤怒。弗·巴扎罗夫写道：“我们的知识分子萎靡不振，精神沮丧，已经变成一堆不成形的思想和道德的烂泥，并且已经濒于精神堕落的最后边缘，他们一致认为托尔斯泰——整个托尔斯泰——是他们的良心。”这是胡说，这是空话。我们所有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我们的曙光》杂志的知识分子，看起来很象是一些“精神沮丧”的人，但是，他们在评价托尔斯泰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而且也不可能表现出任何“一致”，他们从来没有正确地评价过而且也不可能正确地评价整个托尔斯泰。他们说的那些非常伪善的、十足的《新时报》腔调的关于“良心”的空话，正是为了用来掩盖这种不一致。巴扎罗夫不是在同“烂泥”作斗争，而是在鼓励烂泥。

巴扎罗夫“想提醒大家注意对待托尔斯泰的某些不公正〈！！〉态度，这是所有的俄国知识分子的罪过，特别是我们，各种派别的激进分子的罪过”。这里只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巴扎罗夫、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确实是“各种派别的激进分子”，他们是这样依赖着整个的“烂泥”，以至在人们对托尔斯泰世界观的根本的不彻底性和弱点采取不可原谅的缄默态度的时候，他们就跟着“所有的人”跑，喊叫说对托尔斯泰“不公正”。他们不想“用我们中间广泛流行的、被托尔斯泰称为‘争论得怒火中烧’的麻醉剂”来麻醉自己，——这些话，这种论调，正是庸人们所需要的，庸人们总是抱着万分轻蔑的态度避开由于坚决而彻底地捍卫任何原则而引起的争论。

“托尔斯泰的主要力量在于：他经历过现代有教养的人所特有的分解的一切阶段，而找到了综合……”这是胡说。托尔斯泰无论在自己世界观的哲学基础方面，还是在自己的社会政治学说方面，都恰恰没有找到，确切些说，不能够找到综合。“托尔斯泰第一个〈！〉把纯粹人的（黑体都是巴扎罗夫自己用的〉宗教客观化了，也就是说，他不仅为自己而且为别人创造了这种宗教，关于这种宗教，孔德、费尔巴哈和其他现代文化的代表者过去只能从主观上〈！〉去幻想”等等，等等。

这样的话，比普通的庸人论调还要坏。这是用虚幻的花朵来装饰“烂泥”，这只能用来骗人。半个多世纪以前，费尔巴哈由于不能从他那在许多方面代表德国古典哲学“最新成就”的世界观里“找到综合”而纠缠在“主观的幻想”里，对这些幻想的消极作用，真正进步的“现代文化的代表者”早就作出了评价。现在宣称托尔斯泰“第一个把”这些“主观的幻想”“客观化了”，这就是加入开倒车的人们的阵营，这就是迎合庸人的论调，这就是附和路标派的主张。


　　“不言而喻，托尔斯泰所创始的运动〈！？〉，如果真正应当起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作用，就必须经历深刻的变化：对宗法制农民生活方式的理想化，对自然经济的倾心，以及托尔斯泰主义的其他许多空想的特点，这一切在目前都被推到〈！〉第一位，看起来好象是最主要的东西，其实这恰好是同托尔斯泰‘宗教’的基础没有必要联系的主观因素。”



　　总之，托尔斯泰“把”费尔巴哈的“主观的幻想”“客观化了”，而托尔斯泰在他的天才的艺术作品里和他的充满矛盾的学说里反映的那些巴扎罗夫所指出的上个世纪俄国的经济特点，都“恰好是”他的学说里的“主观因素”。这真是胡说八道。不过也可以说：对于“萎靡不振”、“精神沮丧”的“知识分子”（如此等等，象上面引证的那样）来说，没有什么比赞扬托尔斯泰所“客观化了的”费尔巴哈的“主观的幻想”，比不去使人注意“在目前都被推到第一位”的那些具体的历史经济政治问题，更舒服、更称心、更惬意、更能纵容他们消沉颓废的了！显而易见，巴扎罗夫特别不喜欢对邪恶不抵抗学说所引起的“来自激进知识分子方面”的“尖锐的批评”。对于巴扎罗夫，“显然，这里谈不到消极思想和寂静主义”。巴扎罗夫为了说明自己的思想，引用“傻子伊万”这个著名的故事[50]，他要读者“想象一下：派兵去打傻子们的不是蟑螂国的国王，而是他们自己的变得聪明起来的统治者伊万。伊万想利用这些正是从傻子中间招募来的、因而在气质方面同他们近似的士兵，去强迫他的臣民执行一些不公正的要求。十分明显，这些几乎手无寸铁、又不懂得作战队列的傻子，休想在体力上战胜伊万的军队。即使傻子们拼命地‘用暴力抵抗’，他们也不能靠体力，而只能用精神的影响，即只能用所谓使伊万军队的士兵‘士气沮丧’这一点去战胜伊万……”“傻子们用暴力抵抗所造成的结果和不用暴力抵抗所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不过只是更坏，并且会有更大的牺牲）……”“不用暴力抵抗邪恶，或者，更概括地说，使手段与目的和谐〈！！〉，这决不是超社会的道德说教者所特有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任何完整的世界观的必要组成部分。”

这就是波特列索夫队伍里的新战士的高论。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分析他的议论，看来，这回只要把他的议论的主要内容简单地重复一下，再补充说一句这是地道的路标派论调，也就够了。

下面是以耳朵不会高过额头为题材的颂歌的尾声中的一段话：“用不着把我们的软弱说成有力，说成胜过托尔斯泰的‘寂静主义’和‘狭隘的理智’〈胜不胜过议论的不连贯性呢？〉。这种话之所以不该说，不仅因为它违反真理，而且因为它妨碍我们向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学习。”

对的。对的。先生们，如果伊茲哥耶夫之流给你们喝采，给你们捧场，并且跟你们亲吻，你们用不着生气，用不着报以可笑的逞勇和谩骂（象波特列索夫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8—9期合刊里那样）。无论波特列索夫队伍里的老战士或新战士，都洗不掉这些亲吻的痕迹。

这个队伍的总参谋部给巴扎罗夫的文章加上了一个“外交式的”保留条款。可是未加任何保留条款发表出来的涅韦多姆斯基先生的社论也好不了多少。这位现代知识分子的雄辩家写道：“吸收了并且完整地体现了俄国奴隶制灭亡的伟大时代的基本渴望和憧憬，列夫·托尔斯泰也就成了全人类的思想原则——良心的原则——的最纯粹、最完整的化身。”

咚咚咚……吸收了并且完整地体现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政论所特有的基本的唱高调作风，米·涅韦多姆斯基也就成了全人类的思想原则——说空话的原则——的最纯粹、最完整的化身。

下面还有最后一段奇谈：


　　“所有这些欧洲的托尔斯泰崇拜者，所有这些各种名称的阿纳托尔·法朗士，以及不久以前以大多数票反对废除死刑而现在却为这个伟大的、完整的人物起立默哀的国会议员们，这整个采取中间立场的、不彻底的、有保留的王国——在他们面前站着这个托尔斯泰，这个唯一的原则的活的化身，他的那个完全、纯粹由金属铸成的身躯是多么庄严，多么雄伟。”



　　嘿！说得多漂亮——可是，这都是胡说。托尔斯泰的身躯不是完全由，不是纯粹由，也不是由金属铸成的。而且“所有这些”资产阶级崇拜者恰恰不是因为“完整”，而是因为不完整才为悼念他“起立默哀”的。不过涅韦多姆斯基先生无意中漏出了一个好字眼。这个字眼——有保留——很恰当地评价了《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先生们，就象上面引用的弗·巴扎罗夫对知识分子特征的分析恰当地评价了他们一样。在我们面前完完全全是些“有保留”的英雄们。波特列索夫有保留地说，他不同意马赫主义者，虽然他在替他们辩护。编辑部有保留地说，他们不同意巴扎罗夫的“个别论点”，虽然谁都明白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个别论点。波特列索夫有保留地说，伊茲哥耶夫诽谤了他。马尔托夫有保留地说，他不完全同意波特列索夫和列维茨基，虽然他在政治上正是为他们忠实地服务。他们都一起有保留地说，他们不同意切列万宁，虽然他们对他的深入发挥了自己第一部著作的“精神”的第二部取消主义著作更加赞赏。切列万宁有保留地说，他不同意马斯洛夫。马斯洛夫有保留地说，他不同意考茨基。

他们大家都同意的只有一点，就是他们不同意普列汉诺夫，说他诬蔑他们搞取消主义，而且仿佛普列汉诺夫自己也不能解释现在他为什么同他昨天的对手接近起来。

解释有保留的人们所不了解的这种接近，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在我们有了机车的时候，引起我们最大的意见分歧的就是：这个机车的强度、储煤量等等，是否适应每小时比如说25俄里或者50俄里的速度。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象关于别的令人激动的问题的争论一样，是很热烈的，而且有时争论得怒火中烧。这场争论——包括引起争论的每一个问题在内——是大家都看到的，是公开在大家面前的，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没用什么“有保留”来掩饰。而且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要收回什么，或是因为“争论得怒火中烧”而抽泣。但是当机车遭到毁坏，躺在泥潭里的时候，“有保留的”知识分子围在四周，卑鄙地窃笑，他们说：“没有什么可取消的了”，因为机车已经没有了。这时候，共同的事业使我们这些昨天的“怒火中烧的争论者”接近起来了。我们什么也不否认，什么也不忘记，也不作什么许诺说不会再有意见分歧，而是一起来进行共同的事业。我们把全部注意力和全部精力用来扶起机车，把它修复，加固和加强，再把它放到轨道上——至于运行速度以及在这个道岔还是在那个道岔上转弯，我们到了适当的时候再来争论。在我们困难的时期，当前的任务是创造一种东西，它要能够反击那些直接或者间接支持遍地“烂泥”的“有保留的”人们和“精神沮丧的知识分子”。当前的任务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要挖矿石，炼生铁，铸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及与这一世界观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纯钢。





	载于1910年12月《思想》杂志第1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90—95页

















[49]《我们的曙光》杂志（《Наша　Заря》）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成了俄国取消派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90]。



[50]指列·尼·托尔斯泰的童话《关于傻子伊万和他的两个哥哥军人谢明和大肚子塔拉斯、哑巴妹妹玛拉尼娅以及关于老魔鬼和三个小鬼的故事》。童话情节之一是蟑螂国国王派兵劫掠傻子伊万的国家。——[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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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杜什卡·托洛茨基羞红了脸

（1911年1月2日〔15日〕以后）

犹杜什卡·托洛茨基[51]在全会上竭力表白自己是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他赌咒发誓，说自己是护党的。他得到了资助。

全会闭幕后，中央委员会削弱了，前进派加强了，他们搞到了钱。取消派也巩固了，他们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唾骂秘密党，以取悦于斯托雷平。

犹杜什卡把中央代表赶出了《真理报》，而且在《前进报》[52]上写了一些取消主义的文章。由全会任命的党校委员会[53]作出明确的决定：任何党员讲师都不得到前进派的派别党校去。而犹杜什卡·托洛茨基却违反这个决定，不但到那里去了，而且还同前进派讨论了召开代表会议的计划。现在“前进”集团已经用传单公布了这个计划。

现在这个犹杜什卡又在捶胸大叫，说自己是护党的，要人相信他决没有向前进派和取消派卑躬屈膝。

犹杜什卡·托洛茨基就是这样羞红了脸。





	载于1932年1月21日《真理报》第2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96页

















[51]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谢德林笔下的犹杜什卡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列宁在这里用犹杜什卡这一文学形象来比喻列·达·托洛茨基。——[96]。



[52]《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96]。



[53]指1910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一月全会任命的党校委员会，其任务是在国外筹建党校。该委员会由9人组成，其中布尔什维克2人，孟什维克2人，前进派2人，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各1人。——[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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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黄腾达的一生

（1911年1月13日〔26日〕）

这是社会革命党[54]的代表人物鲁巴诺维奇先生写的关于卡拉乌洛夫之死一文的副标题，该文刊登在法国社会党的报纸《人道报》[55]上。确实是大有教益的飞黄腾达的一生。

1881年3月1日以后，卡拉乌洛夫来到了巴黎：他建议“民意党”[56]的首领委托他恢复组织。《民意导报》杂志[57]的编辑，即后来成了叛徒的吉霍米罗夫授予他全权。卡拉乌洛夫同洛帕廷、苏霍姆林等人回到了俄国。1884年，卡拉乌洛夫在基辅被捕，被判处4年苦役，而他的同伙却被判处死刑或终身苦役。

这种“奇怪的宽大处理”——按鲁巴诺维奇先生的说法——原因何在呢？鲁巴诺维奇先生告诉我们：据说军事法庭庭长因卡拉乌洛夫长得和他的惨死的儿子相象而大为惊讶。鲁巴诺维奇先生又补充说：“这种奇怪的宽大处理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但是他没有说明这些其他原因是什么 
［注：大概是指传说中的猜疑：卡拉乌诺夫提供了“坦白的供词”。］

 。

然而，卡拉乌洛夫最近的“飞黄腾达”，并未引起任何怀疑。1905年，他公开反对革命者，因此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选举时选民们没有选他。卡拉乌洛夫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经这样说过（据《交易所新闻》[58]报道）：“如果在我面前有两个阵营：一个是政府的军队，另一个是高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臭名远扬的口号的革命者，那我将毫不犹豫地同前者一起反对后者。”怪不得维特为恢复这样一个人物的权利而奔走。怪不得卡拉乌洛夫在第三届杜马中成了满嘴都是伪善词句的最卑鄙的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中的一员大将。

奇怪的是，居然有一些自认为同情民主派的人，现在在卡拉乌洛夫去世的时候，竟把他当作一位“民主派”，一位“战士”等等来纪念。

奇怪的是，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人物鲁巴诺维奇先生居然会在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上写出这样的活：“这位投奔温和派阵营的过去的社会革命党人，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拨动了最动听的琴弦”（这是指在一次杜马会议上，当右派称卡拉乌洛夫是一个苦役犯的时候，他回答说，这正是他引为骄傲的地方）。

由于一句装腔作势的空话而“原谅”叛徒的飞黄腾达的一生，这是合乎社会革命党人的精神的。在各个革命政党和各个国家里，总有叛徒，而在这些叛徒中，总有一些装腔作势的能手。但是，革命者、“革命”政党的代表人物居然公开宣称：这个叛徒“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喊的一句话很机智，——这倒是少有的事。除非在所谓的“革命”政党内有大量的拿炸弹的自由派。除非这些不再拿炸弹的自由派能够安然呆在根本不关心坚持革命原则、革命传统、革命荣誉和义务的“革命”政党内。

从“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黄腾达的一生”中可以吸取另一个更深刻的教训。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教训，这个实例说明，现在在俄国只有革命的阶级才能成为哪怕多少是真正革命的政党的支柱。现在离开民主派和离开革命向后倒退的，不是卡拉乌洛夫一个人，而是大批不久前还是民主派甚至是革命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俄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俄国资产阶级根据经验已经看出，君主派“阵营”和革命阵营互相交锋的时刻即将到来，——根据经验已经看出，它这个资产阶级这时应当作出什么样的抉择。

谁要是想从俄国革命的伟大教训学到东西，谁就应当了解，只有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有把这个阶级组织起来，只有把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清洗出去，清除他们特有的无原则性、动摇性和软弱性，才能而且一定能重新引导人民去战胜罗曼诺夫王朝。





	载于1911年1月13日（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20号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97—99页

















[54]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于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97]。



[55]《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后，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97]。



[56]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97]。



[57]《民意导报》杂志（《Вестник　Народной　Воли》）是流亡国外的俄国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们于1883—1886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刊物，共出了5期。该刊编辑部设在巴黎，参加者有列·亚·吉霍米罗夫、玛·尼·奥沙尼娜和彼·拉·拉甫罗夫。该杂志阐述有关俄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以及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刊登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97]。



[58]《交易所新闻》（《Биржевы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报纸，1880年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每周出两次，后来出四次，从1885年起改为日刊，1902年11月起每天出两次。这个报纸的特点是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没有原则。1905年该报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曾改用《自由人民报》和《人民自由报》的名称。从1906年起，它表面上是无党派的报纸，实际上继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1917年二月革命后，它恶毒攻击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1917年10月底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被查封。——[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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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1911年1月22日〔2月4日〕）

列·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他的天才艺术作品和他的学说中非常突出地反映出来的时代，是1861年以后到1905年以前这个时代。诚然，托尔斯泰文学活动开始得要比这个时期早，其结束则要比这个时期晚，但是列·托尔斯泰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正是在这个时期完全成熟的。这个时期的过渡性质，产生了托尔斯泰作品和“托尔斯泰主义”的一切特点。

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托尔斯泰借康·列文之口非常清楚地道出了这半个世纪俄国历史所发生的转变。


　　“……关于收成、雇用工人等等的谈话，列文知道，这种谈话通常都被认为是很庸俗的……现在在列文看来有些却是重要的话题了。‘也许这在农奴制度下并不重要，或者在英国也不重要。在这两种场合，条件本身是确定了的；可是现在在我们这里，当一切都颠倒过来，而且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这些条件将怎样形成的问题，倒是俄国唯一重要的问题了。’——列文想道。”（《托尔斯泰全集》第10卷第137页）



　　“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颠倒过来，而且刚刚开始形成”，——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能恰当地说明1861—1905年这个时期特征的了。那“颠倒过来”的东西，是每个俄国人都非常了解的，至少也是很熟悉的。这就是农奴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那“刚刚开始形成”的东西，却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完全不熟悉的，陌生的，不了解的。托尔斯泰模模糊糊地看到的这个“刚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制度是一个象英国那样的吓人的怪物。的确是一个吓人的怪物，因为关于这个“英国”的社会制度的基本特点，这种制度同资本的统治、同金钱的作用、同交换的出现和发展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托尔斯泰是根本不想弄明白的。他象民粹派一样，闭起眼睛，根本不愿意看到，甚至拒绝去想在俄国“开始形成”的东西正是资产阶级制度。确实，从俄国整个社会政治活动的迫切任务来看，这个在“英”、德、美、法等国采取了极不相同的形式的制度，即资产阶级制度“将怎样形成”的问题，对于1861—1905年这个时期（甚至现代）来说，即使不是“唯一重要的”问题，那也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但是这样明确地、具体地、历史地提出问题，对于托尔斯泰来说，却是一件完全陌生的事情。他总是抽象地发议论，他只承认“永恒的”道德原则和永恒的宗教真理的观点，而没有认识到这种观点仅仅是旧的（“颠倒过来的”）制度，即农奴制度、东方各民族的生活制度在思想上的反映。

在《卢塞恩》（写于1857年）中，列·托尔斯泰宣称：把“文明”认作幸福，是一种“想象出来的知识”，它会“消灭人类天性中那种本能的最幸福的原始的对于善的需要”。托尔斯泰感叹地说：“我们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毫无罪过的指导者，那就是深入我们内心的世界精神。”（《托尔斯泰全集》第2卷第125页）

在《当代的奴隶制》（写于1900年）中，托尔斯泰更热心地重复着这种对世界精神的呼吁，称政治经济学是“假科学”，因为它把“处在最特殊的状况下的小小的英国”当作了“典型”，而没有把“全世界的人们在整个历史时期中的状况”当作典型。这个“全世界”是什么样子，《进步和教育的定义》一文（写于1862年）给我们作了揭示。托尔斯泰引证“整个的所谓东方”（第4卷第162页）来反驳那种说进步是“人类一般规律”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托尔斯泰说道：“人类前进的一般规律是没有的，静止不动的东方各民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托尔斯泰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内容，正是这种东方制度的即亚洲式制度的思想体系。因此也就有禁欲主义，也就有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也就有深沉的悲观主义调子，也就有“一切都是虚无，一切东西都是物质上的虚无”（《论生活的意义》，第52页）的信念，也就有对“精神”、对“万物本源”的信仰，而人对于这个本源不过是一个“被派来进行拯救自己灵魂的事业的”“工作者”等等。托尔斯泰在《克莱采奏鸣曲》里以及在1862年写的一篇文章里，也是笃信这种思想体系的。他在《克莱采奏鸣曲》里说：“妇女的解放不在学校里，不在议会里，而在卧室里。”他在1862年写的那篇文章里说：大学不过是培养了一些“易怒的病态的自由主义者”，这些人是“人民完全不需要的”，他们“无目的地脱离了以前的环境”，“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等等（第4卷第136—137页）。

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是这样一个时代必然要出现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时代，整个旧制度已经“颠倒过来”，而群众是在这个旧制度下教养出来的，他们从吃母亲奶的时候起就接受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他们看不出也不可能看出“开始形成”的新制度是什么样子，是哪些社会力量在“形成”这种新制度以及怎样“形成”这种新制度，哪些社会力量能够消除“变革”时代所特有的无数特别深重的灾难。

1862—1904年这一时期，俄国正处于这样的变革时代，这时旧的东西无可挽回地在大家眼前崩溃了，新的东西则刚刚开始形成，而且形成这些新东西的社会力量，直到1905年才第一次在辽阔的全国范围内、在各种场合的群众性的公开活动中真正表现出来。继俄国1905年的事变之后，正是在东方，在托尔斯泰于1862年所引证的那个“静止不动的”东方，有许多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事变。1905年是“东方的”静止不动状态结束的开端。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一年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历史终点，是那个可能和本该产生托尔斯泰学说的整个时代的终点，而托尔斯泰学说不是什么个人的东西，不是什么反复无常和标新立异的东西，而是由千百万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所处的一种生活条件产生的思想体系。

托尔斯泰的学说无疑是空想的学说，就其内容来说是反动的（这里是就反动一词的最正确最深刻的含义来说的）。但是决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学说不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学说里没有可以为启发先进阶级觉悟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在一切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里，有一种社会主义，它代表着将代替资产阶级的那个阶级的思想体系，也有另一种社会主义，它是同那些被资产阶级所代替的阶级的思想体系相适应的。例如，封建社会主义就是后一种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性质，早在60多年以前，马克思在评价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的时候就评价过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1—493页。——编者注］

 。

其次，列·托尔斯泰的空想学说正象许多空想学说体系一样，是具有批判成分的。但是不要忘记马克思的深刻的见解：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成分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 
［注：同上，第501页。］

 。正在“形成”新俄国和消除现代社会灾难的那些社会力量的活动愈发展，它们的活动愈具有确定的性质，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就会愈迅速地“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

在25年以前，尽管托尔斯泰主义具有反动的和空想的特点，但是托尔斯泰学说的批判成分有时实际上还能给某些居民阶层带来好处。比如说，在最近10年中，就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了，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末，历史的发展已经前进了不少。而在我们今天，当上述许多事变已经结束了“东方的”静止不动的状态以后，在我们今天，当“路标派”的自觉的反动思想，即在狭隘的阶级意义和自私自利的阶级意义上的反动思想在自由派资产阶级中间得到这样广泛传播的时候，当这些思想甚至传染了一部分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并造成了“取消主义”思潮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候，任何想把托尔斯泰的学说理想化，想袒护或冲淡他的“不抵抗主义”、他的向“精神”的呼吁、他的“道德上的自我修身”的号召、他的关于“良心”和博“爱”的教义、他的禁欲主义和寂静主义的说教等等的企图，都会造成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危害。





	载于1911年1月22日《明星报》第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100—104页
















《列宁全集》第20卷


致中央委员会

（1911年1月22日〔2月4日〕以后）

对我们的申请，流传着（取消派－呼声派也在故意散布）一些谣言。我们认为有责任针对这些谣言简单地谈谈事情的实质和我们的看法。

从形式上看，情况是这样的：在1910年1月全会上，布尔什维克派和党签订了协定。根据协定，如果其他派别解散，我们布尔什维克派也保证解散。但是这个条件没有实现。于是我们就重新有了同“调和派”领袖托洛茨基所鼓励的自由派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的自由。对我们来说，款项的问题倒是次要的，虽然，我们肯定不准备把我们这派的款项交给取消派＋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的联盟，也决不放弃自己向国际社会民主党揭露这个联盟，揭露它的财政“基础”（即托洛茨基和呼声派加以保护而不让揭露的臭名远扬的前进派“基金”）等等的权利。 
［注：我们出席全会的6人受权代表布尔什维克派。6名代表当中，我们现在有4名：3名在巴黎，1名是梅什科夫斯基的（书面）委托人。如果梅什科夫斯基突然想要收回委托书，那么我们就要征询在伦敦当选的其他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59]的意见，也要征询在工作中有威望的布尔什维克的意见。］



实质上，我们对促使党瓦解的行动概不负责，因为党的瓦解是“调和主义的”（即纵容呼声派－自由派和前进派－无政府主义者的）政策促成的。还在中央机关报第12号出版以前，我们就正式地和公开地向党发出警告，在《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这个单页中指出了反党阴谋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01—209页。——编者注］

 。

如果有人觉得这些话言过其实，那么种种事实已经充分地、确凿地证明我们是对的。取消派－自由派从党外得到了加强，建立了同社会民主党完全敌对的派别（《我们的曙光》杂志、《复兴》杂志、《生活事业》杂志[60]），这个派别正准备破坏党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的工作。呼声派从中央机关内部破坏和阻挠工作，从而帮助了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来瓦解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这个唯一的常设的实际机构之所以落到取消派手里，部分原因是崩得和拉脱维亚人的软弱无能，部分原因是这些民族组织中的取消派分子直接帮助了呼声派。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不仅没有做过一点事情来联合国外的护党派，不仅没有做过一点事情来帮助反对呼声派和前进派的斗争，反而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党“基金”和自由派的各种勾当打掩护。

前进派由于托洛茨基和《呼声报》的“调和主义的”支持而形成了一个有交通联络、代办机构的派别，并且从1910年1月全会以后加强了好多倍。

在全会上已经非常明显地露出苗头的东西（例如托洛茨基＋呼声派对无政府主义党校的袒护）充分发展起来了。自由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盟在调和派的帮助下，无耻地从外部破坏残存的党，并从内部促使它瓦解。玩弄“邀请”呼声派和托洛茨基分子参加中央机构的把戏，是要彻底削弱本来已经削弱了的护党派。

我们对这种把戏概不负责，我们将不管它而执行我们接近普列汉诺夫派并同上述联盟进行无情斗争的护党路线。不言而喻，如果中央委员会能在俄国国内召开全会，在俄国国内恢复中央机构，在国外建立一个党的组织基地（来代替取消派操纵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并且开始反对自由派和无政府主义者，那么，我们一定会千方百计支持中央的一切步骤。

最后就“调和派”用以吓唬人的分裂问题谈两句。现在事实上已经完全分裂了，因为波特列索夫派和前进派完全分离出去了，并且任何人也不会使他们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如果中央委员会坚决谴责他们这些自由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法律上就不会分裂，因为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路线辩护。如果中央机构不再玩弄“邀请”波特列索夫的奴才自由派（呼声派）和前进派的把戏，那么法律上就不会分裂，并且工人最终会把前进派和波特列索夫派统统抛弃。其他政策只能鼓励波特列索夫派和前进派，而使分裂延续下去。至于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派的全权代表（其领导作用受到了1910年一月全会的承认），则完全不能奉行这种“其他”政策。

在全会上同中央委员会签订了协定、

也有全权（并受梅什科夫斯基委托）

废除这个协定的布尔什维克派代表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105—107页

















[59]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1907年4月30日—5月19日（5月13日—6月1日））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委员和候补委员。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共12人，其中布尔什维克5人：约·彼·戈尔登贝格、尼·亚·罗日柯夫、约·费·杜勃洛文斯基、伊·阿·泰奥多罗维奇、维·巴·诺根；中央候补委员共24人，其中布尔什维克10人：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克拉辛、伊·阿·萨美尔、阿·伊·李可夫、维·列·尚采尔、加·达·莱特伊仁、维·康·塔拉图塔、瓦季姆。——[105]。



[60]《生活事业》杂志（《Дело　Жизни》）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机关刊物，1911年1—10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9期。——[106]。









《列宁全集》第20卷


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曙光》杂志
[61]



（1911年1月22日〔2月4日〕以后）

《明星报》[62]第4号的报刊评论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很关心取消派以及与之有关的对领导权问题的评价；关于这个重要问题的争论要取得成效，就应当是原则性的争论，“而不应当是《我们的曙光》杂志所进行的那种针对个人的恶意的争论”。

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而对这份杂志发出的似乎只谈人，而不谈事才是可以理解的那种奇谈怪论（《我们的曙光》杂志第11—12期合刊第47页）根本不予理睬。我现在直接来谈谈一年来的《我们的曙光》杂志（这正好纪念该杂志创刊一周年），力求弄清它谈的是些什么事。

《我们的曙光》杂志创刊号是1910年1月出版的。波特列索夫先生在2月的第2期上就宣布：无论是马赫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还是取消派问题，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波特列索夫先生写道：“因为在1909年，当取消派所要取消的东西已经用不着取消，而且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请问读者，这取消派怎能不是病态的想象中的幻影，而是真正的现实呢？”（第61页）

波特列索夫先生这种想回避问题的企图并未得逞，反而极有力地、出人意料地、以赫罗斯特拉特[63]的勇敢精神证实了他要反驳的观点是正确的。正是在1910年1月和2月间，波特列索夫先生不会不知道，他的对手是不会同意他对实际情况的估计的。就是说，企图用所谓“没有”、“真要没有那也只好没有”来支吾搪塞，是不行的。问题并不在于1/10、1/20、1/100或随便一个分数实际上等不等于零。问题在于有没有一个流派认为这个分数是不需要的。问题在于，对分数值、分数比以及分数的增大等等的看法有没有原则性的分歧。波特列索夫先生说“没有”、“零”、“零还是零”，等等，实质上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这样，他就完全反映了他所否认的取消主义流派。在他的奇谈怪论中有的只是极端的“恶意”（按《明星报》第4号报刊评论的中肯说法），缺乏的只是坦率和政论家的明确态度。但是正因为问题不是涉及个人，而是涉及流派，莫斯科才来帮助彼得堡。1910年3月30日莫斯科的《复兴》杂志第5期在满怀同情地引用波特列索夫先生的话时写道：“没有什么可取消的，并且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幻想恢复这个等级制度的旧的……形式，简直是有害的反动的空想。”（第51页）

问题恰恰不在于旧的形式，而在于旧的实质，这是非常明显的。“取消”的问题同“恢复”的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非常明显的。《复兴》杂志比波特列索夫先生稍稍前进了一步，稍微明确、坦率、诚实地表达了同一思想。这里谈的不是个人，而是流派。个人的特点可以是不坦率，支吾搪塞，而流派却要通过各种场合、形式和方式把自己表现出来。

举个例子来说，巴扎罗夫先生有一个时期曾是布尔什维克，他现在也许还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如今，什么样的怪事都有。可是，他在4月那期《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却那样成功地、那样幸运地（对波特列索夫来说）反驳了波特列索夫先生，说“臭名远扬的领导权问题”完全是“最大的最微不足道的误会之一”（第87页）。请注意：巴扎罗夫先生说这个问题是“臭名远扬的”，就是说，早在1910年4月，这个问题就已经提出，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我们指出这个事实，是因为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巴扎罗夫先生说，在城乡小资产阶级“满怀反对政治特权的激进情绪，”等等，“但又充满激烈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情况下，“是谈不上领导权问题的”（第88页）。我们要指出，巴扎罗夫先生的这种说法事实上是完全不懂领导权思想，是否认领导权思想。“领导者”的事情正是要反对“民族主义”，正是要从中清除巴扎罗夫所假设的那种“情绪”。这件事的成效不能用今天立即获得的直接成果来衡量。常有这样的情况：反击民族主义、反击泥潭精神、反击取消主义（顺便提一下，取消主义象有时吸引了一部分工人的民族主义一样，也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一种表现）的成果，往往只有经过几年，有时要经过许多年，才能看出来。也常有这样的情况：一点火星阴燃了几年，而小资产阶级却认为、声称、宣布这点火星已不存在，已经熄灭，已经消失，等等，事实上这点火星还在燃烧，还在反击颓丧精神和脱离革命的思想，它经过很长时期以后还会显现出来。机会主义总是只会抓住瞬间，抓住当前，抓住今天，而不善于了解“昨天”和“明天”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则要求明确地认识到这种联系，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认识到这种联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就同取消主义流派，尤其同否认领导权的思想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继彼得堡之后是莫斯科。继孟什维克波特列索夫先生之后是过去的布尔什维克巴扎罗夫先生。继巴扎罗夫之后是比波特列索夫先生坦率、诚实的对手弗·列维茨基先生。弗·列维茨基先生在7月那期《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写道：“如果说过去的形式〈团结觉悟工人的形式〉是全国争取政治自由斗争中的领导者，那么将来的形式就是参加自己的历史运动的群众的阶级的〈黑体是列维茨基先生用的〉政党。”（第103页）

单是这句话，就把列维茨基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和巴扎罗夫之流先生们以及整个《复兴》杂志、整个《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整个《生活事业》杂志的全部作品的精神活龙活现地反映出来，集中起来，刻画出来了。对上面引证的弗·列维茨基的这句话，可以再引用几百句来加以补充、代替、发挥和阐明。这句话也和伯恩施坦名言“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64]，或者和普罗柯波维奇的话（1899年的《信条》）“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65]一样，是句“经典性的”警句。

列维茨基先生把领导权同阶级政党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仅仅这个对立就足以说明，《我们的曙光》杂志实际上所信奉的那个政党，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由自由主义者组成的。在全世界，只有自由派的理论家（只要回想一下桑巴特和布伦坦诺就行了）象列维茨基“理解”的那样来理解工人的阶级政党。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否认或不了解领导权思想的阶级就不是阶级，或者还不是阶级，而是行会，或者是各种行会的总和。

但是，列维茨基先生虽然不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却完全忠实于《我们的曙光》杂志，即取消主义流派。关于这一流派的实质，他说出了一个神圣的真理。过去（在这一流派的拥护者看来）是有“领导权”的，将来不会有，也不应该有。那么现在呢？现在有一个不定形的混合体，它是由《我们的曙光》杂志、《复兴》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的一群作者和读者之友组成的，现在，即1911年夏，它恰恰在宣扬从过去的领导权过渡到将来的布伦坦诺式的阶级的政党（也可以说是司徒卢威式的或伊茲哥耶夫式的阶级的政党）[66]的必要性、必然性、有益性和规律性。至于说这种不定形是取消派的一个原则，早在1908年即《我们的曙光》杂志创刊前一年，它的对手就公开指出了。既然马耶夫斯基先生在1910年12月就问过什么是取消派，那就请他去看一下恰好在两年以前就已正式作出的答复吧。[67]在这个答复中，他可以看到对《我们的曙光》杂志（它是在这个答复作出一年以后出版的）所作的极其准确、极其全面的评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问题涉及的都不是个人，而是流派。这个流派在1907年开始形成（只要读一下切列万宁先生论1907年春季事件的那本小册子的最后一部分就可以知道[68]），1908年崭露头角，1908年底它的对手就对它作出了评价，1910年它创办了自己的公开的机关报并建立了各种机构。

说过去有领导权，而将来应该是“阶级的政党”，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取消派和放弃领导权之间的联系，表明了取消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决裂。马克思主义认为，既然过去有“领导权”，那就可见，从各种职业、行业、行会的总和中已经生长出阶级，因为正是认识到领导权思想，正是通过自己的活动把这种思想体现到实际生活中去，才把各种行会的总和变成阶级。既然发展成为“阶级”，那么不管任何外部条件，任何压力，任何化整数为分数的做法，也不管路标派分子如何欣喜若狂，机会主义者如何无动于衷，都不能扼杀这棵幼苗。即使从表面上“看”不到它（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没有看到或者装作没有看到，是因为他们不愿看到），但它还存在，还活着，它现在还保存着“过去”，并把这“过去”带到将来。既然过去有领导权，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就与形形色色的脱离革命的人相反，现在和将来都必须坚持领导权思想；这种思想任务完全适应目前的物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把行会建立成阶级，并且正在继续建立、扩大和巩固这个阶级，正在加强这个阶级对一切“资产阶级影响的表现”的反击。

《我们的曙光》杂志在整整一年期间，恰恰集中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取消主义不仅作为愿意支持资产阶级的人们中间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它还是几个阶级共同的滚滚“逆”流中的一个支流。这个逆流是1908—1910年整整三年期间所特有的，也许还是今后几年所特有的。在这篇文章中，我只引用了《我们的曙光》杂志第2—7期的一些话来评论这个支流。在以后几篇文章中，我打算探讨一下该杂志的第10、11、12期，并比较详细地论证一下如下的思想，即取消主义这个支流只是路标主义洪流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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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曙光〉杂志》一文是应斯·格·邵武勉的请求而写的，发表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联合组织的合法机关刊物《现代生活》杂志第3期。——[108]。



[62]《明星报》（《Звез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10年12月16日（29日）—1912年4月22日（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每周出版一次，从1912年1月21日（2月3日）起每周出版两次，从1912年3月8日（21日）起每周出版三次，共出了69号。《明星报》的续刊是《涅瓦明星报》。它是因《明星报》屡被没收（69号中有30号被没收）而筹备出版的，于1912年2月26日（3月10日）即《明星报》尚未被查封时在彼得堡创刊，最后1号即第27号于1912年10月5日（18日）出版。根据在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会议上的协议（参看注41），《明星报》编辑部起初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代表布尔什维克）、尼·伊·约尔丹斯基（代表孟什维克护党派）和伊·彼·波克罗夫斯基（代表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组成。尼·古·波列塔耶夫在组织报纸的出版工作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这一时期，《明星报》是作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机关报出版的，曾受孟什维克的影响。1911年6月11日（24日），该报出到第25号暂时停刊。1911年10月复刊后，编辑部经过改组，已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参加。该报就成为纯粹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了。



列宁对《明星报》进行思想上的领导。他在《明星报》和《涅瓦明星报》发表了约50篇文章，用过的笔名有：弗·伊林、威·弗·威廉·、弗雷、弗·尔—科、克·土·、特·、勃·克·、姆·什·、普·普·、尔·西林、尔·西·、勃·格·、一个非自由主义怀疑论者、克·弗·、弗·弗·、姆·姆·等。



积极参加该报编辑和组织工作或为该报撰稿的还有尼·尼·巴图林、康·斯·叶列梅耶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安·伊·叶利扎罗娃－乌里扬诺娃、瓦·瓦·沃罗夫斯基、列·米·米哈伊洛夫、弗·伊·涅夫斯基、杰米扬·别德内依、马·高尔基等。《明星报》刊登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多篇文章。



在列宁的领导下，《明星报》成了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报纸。该报与工厂工人建立了经常的密切联系，在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12年春，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明星报》的作用大大增强了。



以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为读者对象的《明星报》，还为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的合法报纸《真理报》作了准备。它宣传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日报的主张，并从1912年1月开始，为筹办这种报纸开展募捐，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支持。——[108]。



[63]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108]。



[64]爱·伯恩施坦的这一修正主义公式，最早是在他1898年1月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来的。——[111]。



[65]这是叶·德·库斯柯娃在1899年所写《信条》中提出的论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尖锐地批判了这一经济派的纲领性文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111]。



[66]所谓布伦坦诺式的政党即实行布伦坦诺主义的改良主义政党。布伦坦诺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约·布伦坦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学说，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的一个变种。它宣扬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会和平”以及不通过阶级斗争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可能性，硬说可以通过组织改良主义的工会和进行工厂立法来解决工人问题，调和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



在俄国传播类似布伦坦诺主义的理论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彼·伯·司徒卢威。司徒卢威企图利用马克思主义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他抽取马克思主义中一切可以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它的革命性。他同国外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沆瀣一气，硬说资本主义的目的是无微不至地满足人的一切要求，号召“向资本主义学习”，公开宣扬马尔萨斯主义。



司徒卢威的追随者之一亚·索·伊茲哥耶夫，也和司徒卢威一样，是地主资本家阶级豢养的政论家。——[112]。



[67]指1908年12月21—27日（1909年1月3—9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6—260页）。——[112]。



[68]列宁指的是涅·切列万宁的小册子《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在这本小册子的最后一章中，作者从取消主义立场出发，批评了代表大会就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问题通过的决议。——[112]。









《列宁全集》第20卷


《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讲授提纲

（1911年1月27日〔2月9日〕以前）


第四讲

1．从同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上其他生产方式的对比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

2．在存在阶级压迫方面的相同点和在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条件方面的差别。

3．工人因工作日长而同资本家进行的斗争。出卖“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条件。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4．使用“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正常”条件取决于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

5．在争取缩短工作日斗争史上的罢工斗争、工会和工厂法。

6．现代史（19—20世纪）上的半个世纪期间缩短工作日方面的一些总结。考茨基的“综合材料”[69]。“社会进步”的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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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在卡·考茨基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劳动的立法保护和八小时工作制》中引用了各国限制工作日的资料。——[114]。









《列宁全集》第20卷


我们的取消派

（关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弗·巴札罗夫）

（1911年1—2月）

常有这样一些著作，它们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们是赫罗斯特拉特性质的。例如，象爱德·伯恩施坦的名著《前提》这样一部最平凡的作品，却具有显著的政治意义，它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的宣言。波特列索夫先生在去年2月那期《我们的曙光》杂志上的那篇论微不足道的小事的文章以及弗，巴扎罗夫在4月那期《我们的曙光》杂志上的答复，按其赫罗斯特拉特的性质来说，无疑也具有这种显著的意义。当然，这些文章涉及的问题，远远没有伯恩施坦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是跟着资产阶级提出的）问题那样深刻，那样广泛，那样具有国际意义，但是，对1908—1909—1910—？年期间的我们俄国人来说，这些问题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此，波特列索夫先生利弗·巴扎罗夫的文章并没有过时，谈谈这些文章是必要的，责无旁贷的。


一

爱用生造的、奇特的、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字眼的波特列索夫先生，在他的文章中阐述了“我国各种社会政治派别的现代悲剧”。实际上，他在论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后的演进时，并没有指出，也不可能指出任何悲剧性的东西。然而，在波特列索夫先生的议论中喜剧性的东西却不胜枚举。

波特列索夫先生写道：“正是自由主义这个思潮呈现了一幅极端腐败和极端无能的图画。不妨看一看实践的自由主义同理论化的自由主义之间”，即米留可夫《言语报》的“经验主义”同路标派的理论之间的“日益加深的裂痕”。

别再说了，最亲爱的！你们以及类似你们的半自由派在1905—1906—1907年期间就立宪民主党人的问题所谈的和所想的东西，同你们在1909—1910年不得不颠三倒四、自相矛盾地承认下来的东西之间有了日益加深的裂痕。自由派实践家的“经验主义”同司徒卢威之流先生们的理论之间的矛盾，早在1905年以前就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了：请回忆一下，当时的《解放》杂志[70]在每次作“理论化”的尝试时是怎样乱说一气的。如果你们现在才开始明白，自由派“原来”似乎“已经分裂”（这又是矫揉造作的话语，空洞的词句，因为路标派恰恰没有同《言语报》分裂，《言语报》也没有同路标派分裂，而是和睦相处，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还会这样），“毫无成果”，“悬在空中”，他们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最不稳定的部分”（原文如此！）、“不坏的投选票的人”等等，那你们大叫什么自由派的“悲剧”，就只证明是一出你们的幻想遭到了破灭的悲喜剧。自由派“原来”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最不稳定的部分，恰恰不是现在，不是1908—1910年这三年的情况，而正是前三年的情况。“最不稳定的”是给公众饭后送芥末的冒牌社会党人。据波特列索夫先生对问题的分析，前三年的特点是自由派“悬在空中”，成了“毫无成果的”“投选票的人”等等。在当时，承认自由派的这种性质是迫切的政治任务，提醒群众注意这一点不仅是社会党人的，而且是彻底的民主派的迫切义务。在1906年3月，而不是在1910年2月，当时重要的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下面的情况：立宪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悬在空中，毫无成果，客观条件使“不坏的投选票的人”成为毫无价值的人物、滑稽可笑的小丑；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象一条不稳定的曲线，在希波夫之流或古契柯夫之流的“真正的”立宪（应读作：所谓立宪）同那些不是悬在空中的、不只是对选票倾心的分子争取民主的斗争之间摆动。请回忆一下，最亲爱的，是谁在1906年3月就及时说出了自由派的这种真相的呢？[71]

我们现在所说的三年（1908—1910年）的特征和特点，完全不是“悬在空中”等等的自由派“毫无成果”。恰恰相反，自由派的阶级软弱性，它对民主派的畏惧，它在政治上的贫乏，统统没有丝毫的变化，但是一旦有机会显示力量，一旦有条件使自由派哪怕在某一活动场所完全占优势的时候，这种软弱性就达到了顶点。比如说，当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占多数的时候，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多数既为民主派服务，又阻挠民主派的事业，既协助民主派（即使在组织地方土地委员会这样的小事情上），又从背后打击民主派。因此，这个时期的特征是，立宪民主党人“悬在空中”，“不坏的投选票的人”成了未来的十月党杜马议事规则的起草人，如此而已。

而在下一个三年中间，立宪民主党人除了保持他们一直具有的特点外，他们“悬在空中”的时候少于从前。波特列索夫先生，您倒很象民间故事中那个不合时宜地大声说出自己的愿望和意见的人物。1909年的路标派“悬在空中”的时候少于1906年的穆罗姆采夫，因为路标派为俄国国民经济中有很大势力的阶级，即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认真效劳，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路标派帮助这些极可尊敬的人物收集大量武器，来同民主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思想政治斗争。这种活动决不会因任何解散杜马、因现时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任何政治风浪而遭到破坏。只要有土地占有者－地主和资本家阶级，就会有他们的奴仆政论家：伊茲哥耶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弗兰克之流及其同伙。而穆罗姆采夫之流和第一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活动”倒会由于解散杜马而遭到“破坏”（因为他们没有进行过什么活动，只是说了一些腐蚀人民，而不是服务于人民的空话）。

第三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同第一届杜马中的一样：还是那个党，那种思想，那个政策，而且成员也大部分还是那些人。正是因为这样，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悬在空中”的时候才大大少于第一届杜马。亲爱的波特列索夫先生，您连这都不明白吗？你还在白费力气地谈论什么“我国各种社会政治派别的现代悲剧”！我甚至可以秘密地告诉您，今后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都不会是“毫无成果”的，这不只是因为路标派会取得反动的“巨大成果”，而且是因为只要民主派中还有政治鲫鱼，自由派的狗鱼就有吃的。只要还有波特列索夫之流的人物十分鲜明地反映出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那种不稳定性、民主主义运动中的那种萎靡不振，自由派的“经验论者”就有足够的本事来捕捉这些鲫鱼。别发愁，立宪民主党人：只要波特列索夫之流还活着，你们就有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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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列索夫先生在谈到民粹派的时候，更加不能自圆其说。他把立宪民主党人叫作“过去的民主派”，甚至叫作“过去的自由派”。他在谈到农民时说道：“投入政治生活的农民〈在波特列索夫先生看来，农民还没有投入这种生活〉会揭开历史的崭新的一章，揭开农民民主派的历史，从而会结束旧的知识分子的民粹派的历史。”

这样说来，立宪民主党人是过去的民主派，而农民是未来的民主派。那么现在的民主派在哪里呢？难道1905—1907年的俄国不曾有过民主派，不曾有过群众性的民主派吗？1908—1910年的俄国也没有吗？现在的东西被波特列索夫用各种回避问题本质的“转弯抹角”的话语掩盖起来了，因为直截了当地承认无可置疑的现在存在的东西，就是给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的全部取消主义哲学一记耳光。直截了当地承认现在完全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就是承认立宪民主党人在俄国从来不是多少带有群众性的民主派，从来没有实行民主政策，而农民，即波特列索夫先生所说的“千百万农民”，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尽管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切局限性）。波特列索夫先生避而不谈这个根本问题，正是为了挽救取消主义哲学。你是挽救不了的！

波特列索夫先生竭力回避农民民主派的过去和现在，只是信心十足地谈论未来，因而又陷入了窘境。你又晚了，最亲爱的！你自己谈到“11月9日法令[72]可能产生的后果”，就是说，你自己承认这个法令可能（当然是完全抽象的可能）获得成功。如果获得成功，“历史的新篇章”就可能不仅是农民民主派历史的篇章，而且是农民大土地占有者历史的篇章。

俄国的农民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农民的土地占有制和农民政策的发展，只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进行。民粹派的土地纲领，例如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104个代表的著名纲领[73]，就其实质来说，不但不与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相抵触，反而意味着为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迅速的发展创造条件。而当前的土地纲领恰恰相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最缓慢、范围最狭窄、承受农奴制残余的负担最沉重。在这两个纲领中，究竟由哪个最终来确定新俄国的资产阶级土地关系的形式，客观的历史经济条件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被取消派的代表人物弄得颠三倒四的一些简单事实。

波特列索夫先生在谈到知识分子的即民粹主义的民主派的变化时写道：“在一切都在变化的情况下唯独不变的是：具体的农民至今〈！〉没有对内涵是农民思想的知识分子思想体系提出自己的修正。”

这是十足路标派的弥天大谎。1905年，最“具体”、最普通、最广泛的农民就已登上了公开的历史舞台，对民粹派和民粹主义政党的“知识分子思想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并不是所有这些修正都为民粹派所理解，但农民提出了这些修正。1906年和1907年，最“具体的”农民创立了劳动团，拟订了104人法案，从而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这些修正有一部分甚至是民粹派指出过的。例如，大家都公认，“具体的”农民表露了自己经营的要求，同意用个人的和协作社的土地占有制来代替“村社”[74]。

路标派把1905—1907年的运动说成是知识分子运动，断言具体的农民没有对知识分子思想体系提出过自己的修正，这就把自由派从民主派中清除出去，把他们不断地变成财主的奴仆，从而准确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取消派的悲喜剧也就在于：他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论断简直变成了路标派思想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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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特列索夫先生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这种变化就更加明显。他写道，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党的小组建设……把无产阶级排挤掉了”。你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资产阶级通过《路标》文集和一切自由派刊物广泛地散布这种思想，用它来反对无产阶级。阿克雪里罗得在那篇提出这种思想的小品文中谈到“捉弄人的历史”，说这个历史可能从马克思主义学派中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物色领袖[75]。捉弄人的历史利用了阿克雪里罗得热心地要给布尔什维克挖的陷井，把阿克雪里罗得自己推了进去！

假如你能看看客观历史事实，那么所有这些事实，1905—1907年这一整个时期，即使是第二届杜马的选举（如果拿最普通的而不是最重大的事实来做例子），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小组建设”并没有把无产者“排挤掉”，而是直接变成了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党的和工会的建设。

我们还是来谈谈波特列索夫先生的赫罗斯特拉特式著作的主要之点，谈谈它的“症结”所在。他断言，马克思主义思想“用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这种大麻素”（同马赫主义以及同取消主义进行的斗争）“来麻醉自己”，“想谈什么就谈什么，但就是不谈马克思主义这个社会政治派别的神经中枢是什么，就是不谈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波特列索夫先生叫道，这种问题多得很啊！“俄国的经济在怎样发展，这种发展在反动势力掩护下悄悄地使力量对比发生了哪些变化，农村和城市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发展使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成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或初步答案在哪里？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派在哪里？”

“等级制度”本身已经提出了答案，至少是初步答案，虽然波特列索夫先生恶意地伪善地否认“等级制度”的存在。俄国国家制度最近三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向我们表明，这个制度已经在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改变自己的阶级性质。17世纪的贵族杜马君主制不同于18世纪的官僚贵族君主制。19世纪上半叶的君主制不是1861—1904年的君主制。1908—1910年又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标志朝着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那个方向又迈了一步。第三届杜马和我国当前的土地政策都与这一步有密切联系。这样看来，这个新阶段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我国资本主义演进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新阶段没有解决老问题，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因而也没有消除这些问题，于是就要求采取新的准备手段，以便用老办法解决老问题。这就是这个不愉快的、乏味的、沉重的但又不可避免的阶段的特殊性。从这个阶段的经济政治特点的这种特殊性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各种思想派别的特殊性。那些承认新的准备手段，以便用老办法解决老问题的人，就在共同的扎实的基础上，在这个时期的总任务方面接近起来，尽管他们在上一时期的某个时候应该怎样采用老办法或改进老办法的问题上还有分歧。那些否认（或不了解）新的准备手段，或者否认我们面临的是老问题，否认我们准备用老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实际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实际上成了自由派的俘虏（象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等人那样）或唯心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俘虏（象弗·巴扎罗夫等人那样）。

无论是波特列索夫，还是巴扎罗夫，以及他们的同道者，成了别人和别的思想的俘虏之后，就必然颠三倒四，陷入滑稽可笑和极端虚伪的境地。波特列索夫先生捶胸大叫：“这个初步答案在哪里，这个答案是怎样的？”马尔托夫虽然也很清楚这个答案，却试图硬要公众相信这个答案是承认“资产阶级执政”。利用对方被迫的暂时缄默，这是自由派的惯技！于是就摆出一副受到凌辱的样子质问我们：什么叫取消派？最尊敬的，有人自称是“整体”的一员，却利用整体被削弱的机会，硬要公众相信没有“答案”（其实正是“整体”已经作出了“答案”），这种手法也就是取消派（即使不说是叛徒）的一种手法。

波特列索夫先生写道，取消派是“病态的想象中的幻影”，因为不能取消“已经用不着取消，而且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的东西”。

我不可能把我对这几句话的看法全部告诉读者；为了把这个看法大致讲一下，我要问一问读者：假如有个人，当他的最亲密的伙伴和同事接受了“整体”（正是“整体”）提出的对他们有利的建议，而这个人第二天竟在报刊上声明没有“整体”，——这个人应该叫作什么呢？

这一点就说到这里。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原则问题：认为必须采用老办法解决老问题的看法，能不能随着“整体”瓦解的程度（甚至可以说随着“整体”的消逝）而改变呢？谁都知道：不能。要是客观条件，要是当前的经济根本特点和政治根本特点要求采用老办法，那么，瓦解得愈厉害，“整体”剩下得愈少，就愈应当关心“整体”，政论家就愈应当热情地宣讲“整体”的必要性。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应当承认新的准备手段，但应当由谁来采取新的准备手段呢？显然，是“整体”。显然，在那些了解目前时期的意义，了解这个时期的政治上的基本特点的人看来，政论家的任务是与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的整个路线截然相反的。当然不会有人真的想要否认我上面所作的“答案”（关于当前经济政治问题）同反取消派斗争之间的联系。

我们谈了问题的一般原则提法，现在来谈谈问题的具体历史提法。在1908—1910年期间，马克思主义中那个鼓吹必须采用老办法并执行相应路线的流派完全显现出来了。在这整整三年中间一直反对承认“老办法”、反对建立整体的老的基本形式的另一个流派也显现出来了。否认这个事实是可笑的。在这整整三年中间一直不了解新的准备方式，不了解第三届杜马中的活动的意义等等的第三个流派也显现出来了。这种人把承认老办法变成了空话，背得烂熟，但是没有领会，只是习惯于重复，而不是自觉地深思熟虑地使之适应于已经改变了的情况（至少杜马工作方面的情况已经改变，当然不只这一方面）。

取消派同普遍的庸俗的“疲惫”情绪的联系是很明显的。“疲惫的人们”（特别是由于没有做什么事情而疲惫的人）不去考虑如何确切地回答关于从经济上政治上估计目前时局的问题。他们都不同意上面提到的正式公认的以整体的名义作出的估计，但是，他们却想都不敢想把自己的确切的估计，哪怕是把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生活》等杂志的撰稿人的估计与之对比一下。“疲备的人们”翻来复去地说，旧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旧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已经失去知觉，等等，等等，但是他们却不想动脑筋回答，纯粹从政治上、用确切的表述来回答一定要（每个忠实的政论家一定要）回答的问题：究竟应当用什么来代替旧的东西，是否需要恢复“用不着〈好象是〉取消已被取消”的东西（波特列索夫的话）？——他们对这个问题根本不想动动脑筋。三年来，他们在抨击和辱骂旧的东西，特别是在禁止旧东西的维护者登场的舞台上抨击和辱骂旧的东西；他们同伊茲哥耶夫之流亲热拥抱[注；见他在1910年《俄国思想》杂志[76]上发表的论路标派波特列索夫的文章。波特列索夫先生是永远也挣不脱这种拥抱的。］，大声喊道：关于取消派的议论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是幻影！

谈到这种“疲惫的人”，谈到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时候，可不能重复那首著名的诗：“他们没有背叛，他们被十字架压得疲惫不堪；愤怒和悲伤的心情，半道就离开了他们身畔。”[77]

这些走上政论家的讲坛并在讲坛上为自己对旧的东西感到“疲惫”、不愿致力于旧的东西而辩护的“疲惫的人”，正是那些不仅“疲惫”而且背叛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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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者即马克思主义者同马赫主义者即唯心主义者的哲学斗争，波特列索夫先生也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波特列索夫先生对“这种杂乱无章的〈——“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别说得那么漂亮吧！”[78]〉哲理之谈”非常愤慨，而且从唯物主义者方面点了我和普列汉诺夫的名，把我们称之为“昨天的政治家”。我对这种说法笑了好一阵。这种自吹自擂真是太露骨，太可笑了，真该分给我们的兔子一块熊耳朵[79]。普列汉诺夫等等是“昨天的政治家”！今天的政治家显然就是波特列索夫和他那些“好汉们”了。多可爱，多坦率。

只要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偶而例外地说出一句不矫揉造作和不装腔作势的话来，他就狠狠打了自己的耳光。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请你加把劲，不妨考虑一下：你否认取消派是一个把非孟什维主义同布尔什维主义区别开来，把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为一方同普列汉诺夫和布尔什维克合在一起为另一方区别开来的政治派别。你一方面这样否认，一方面又把普列汉诺夫和某人叫作“昨天的政治家”。请你看看，你蠢到了什么地步：要知道，我和普列汉诺夫之所以能够一起被称为昨天的政治家，正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作为昨天的（按其基础是昨天的）运动的形式的昨天的组织，今天也是必要的。在这个昨天的运动的基础上的这个昨天的组织应该在某个时机采取哪些措施的问题上，我和普列汉诺夫有过极大的分歧，现在也还有分歧，但是同那些今天正是否认昨天运动的基础（我马上就要谈到的领导权问题也包括在内）、正是否认昨天组织的基础的人的斗争，却使我们接近起来。

怎么样，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你现在还不懂取消派是怎么回事吗？你现在还认为，是什么马基雅弗利式的计划[80]或者是想用“两条战线的斗争”来代替“战胜”取消派这样一种恶毒愿望使我和普列汉诺夫接近起来的吗？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谈谈“杂乱无章的哲理之谈”。

波特列索夫先生写道：“我们知道，恩格斯反对杜林的斗争当时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识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一些似乎是最抽象的论点实际上对德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具有多么生动的具体的意义……”最抽象的论点具有生动的具体的意义！这又是空话，并且仅此而已。假如“你知道”的话，请你不妨解释一下，恩格斯所说的杜林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哲学论断是错误的这样一个论点，具有什么“生动的具体的意义”！你的不幸也就在于，你象小学生一样把“恩格斯和杜林的争论具有伟大意义”这句话背得烂熟，而没有深刻考虑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你背出来的东西也就错误百出、残缺不全。不能说“最抽象的论点〈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论点〉实际上对德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具有多么生动的具体的意义”。恩格斯的最抽象的论点的意义在于它们向工人阶级的思想家说明了为什么离开唯物主义走向实证论和唯心论是错误的。因此，如果你能这样论述，即从哲学上稍微明确地论述恩格斯的观点，而不是说些有“深刻的影响”、“最抽象的论点具有生动的具体的意义”等等响亮然而空洞的词句，那你马上就会看到，援引恩格斯和杜林的争论对你是不利的。[81]

波特列索夫先生接着写道：“……我们知道，反对主观社会学的斗争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历史中所起的作用……”

难道就不知道拉甫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的实证论和唯心论学说在主观社会学的错误中所起的作用吗？你瞧，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你的每一枪都打偏了。如果要作历史类比，那就应当分清并且确切指出不同事件的相同点，否则就不是作历史对比，而是信口开河。如果拿你所作的历史类比来说，那就要问：要是别尔托夫没有阐明哲学唯物主义的原理以及这些原理对反驳拉甫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的意义，那么俄国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形成”呢？[82]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有一个，而这个答案——如果把从历史类比中得出的结论用于同马赫主义者的争论的话——对波特列索夫先生是不利的。

“……但正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当然罗！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波特列索夫先生写的“我们知道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我们也就希望，在我们进行的哲学争论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流派及其任务和要求之间能终于建立起真正的现实的联系。而现在……”——接着引证了考茨基信中的话，说马赫主义是私事（Privatsache），关于马赫主义的争论是“海市蜃楼”，等等。

引证考茨基的话，是庸俗论断的一个典型。问题不在于考茨基“没有原则”，象波特列索夫先生挖苦（伊茲哥耶夫式的挖苦）的那样，而在于考茨基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俄国马赫主义的情况。考茨基在自己的信中承认普列汉诺夫精通马克思主义，深信唯心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调和的，并认为马赫主义不是唯心主义（或者说：不是任何马赫主义都是唯心主义）。考茨基在最后一点上，特别在关于俄国的马赫主义这一点上是错误的，这是无疑的。但他的错误完全可以原谅，因为他并没有研究过整个马赫主义，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夸大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作家再来引证考茨基的话，就表现出他在思想上的十足庸俗的懒惰和在斗争中的怯懦。考茨基1908年写那封信的时候，可以指望马赫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同唯物主义“调和”，但在1909—1910年的俄国，再在这个问题上引证考茨基的话，就是想把俄国马赫主义者同唯物主义者调和起来。难道波特列索夫先生或别的什么人真想这样做吗？

考茨基不是没有原则的，而想把马赫主义说成“私事”的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才是当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没有原则的典型。考茨基在1908年没有读过俄国马赫主义者的著作，而建议他们同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讲和，他完全是真诚的，一点也不是没有原则的，因为他一直是赞成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就在那封信中也是这样。而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在1909—1910年拿考茨基作掩护，就没有一点诚意，一点也不尊重原则性。

波特列索夫先生，你没有看到哲学争论同马克思主义派别之间的生动的现实的联系吗？那就让我这个昨天的政治家恭恭敬敬地至少向你指出下面几种情况和看法：（1）什么是哲学唯物主义，为什么离开它是错误的、危险的、反动的，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流派”有“生动的现实的联系”，否则这个流派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不是社会政治的，也就不成其为流派了。只有改良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那些目光短浅的“现实的政治家”才会否认这种联系的“现实性”。（2）既然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那么在俄国也同在其他国家一样，不同的历史时期时而特别突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时而特别突出马克思主义的那一方面，那就不足为奇了。在德国，在1848年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在1848年，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俄国，在革命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我国实际中的运用；在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在革命以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时候可以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这只是说，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并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总的历史条件。（3）社会政治反动时期，“消化”丰富的革命教训的时期，对于每个生气蓬勃的派别说来，是把包括哲学问题在内的基本理论问题放在一个首要地位的时期，这并不是偶然的。（4）在俄国先进的思想流派中，没有象法国那种同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有联系的或者德国那种同从康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时期有联系的伟大的哲学传统。因此，正是对俄国的先进阶级来说，这种哲学上的“清理”是必不可少的，至于这种稍晚了些的“清理”，是在这个先进阶级完全成熟到在不久前的伟大事件中起了自己独立的历史作用之后才开始进行，那是不足为奇的。（5）世界其他国家早就为进行这种哲学上的“清理”做好了准备，因为例如新物理学提出了许多应由辩证唯物主义“处理”的新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照波特列索夫的说法）哲学争论就不仅具有一定的即俄国的意义。欧洲为“更新”哲学思想提供了材料，而落后的俄国在1908—1910年这个被迫沉寂的时期，特别“渴望”求助于这种材料。（6）不久前，别洛乌索夫把第三届杜马称为拜神杜马。他正确地抓住了第三届杜马在这方面的阶级特点，公正地痛斥了立宪民主党人的伪善。

我们的一切反动派，特别是自由派的（路标派的，立宪民主党的）反动派，“求助于”宗教并非偶然，而是出于必然。单靠棍棒和鞭子是不够的；棍棒毕竟已被折裂。路标派帮助先进的资产阶级搞到一种最新式的思想棍棒即精神棍棒。马赫主义这个唯心主义的变种在客观上是反动派的工具，反动派的宣传手段。因此，在1908—1910年这个历史时期，既然我们看到“在上面”不仅有十月党人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拜神杜马”，而且还有拜神的立宪民主党人、拜神的自由派资产阶级，那么“在下面”进行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就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

波特列索夫先生“附带说明”，他“现在没有涉及到”“造神说”。这就是无原则的庸俗的政论家波特列索夫不同于考茨基的地方。考茨基既不了解马赫主义者的造神说，也不了解拜神的路标派，因此他可以说不是任何马赫主义都是唯心主义。而波特列索夫是了解这些的，他“没有涉及到”主要的东西（对用狭隘的“政论家”的眼光观察问题的人来说是主要的），那就是伪善了。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把同马赫主义的斗争说成是“私事”，那就在“社会政治”方面成了路标派的帮凶。


五

我们在谈了波特列索夫先生转而来谈巴扎罗夫的时候，首先应当指出，我们在关于哲学争论问题上驳斥前者的同时，也就回答了后者。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弗·巴扎罗夫对波特列索夫先生采取容忍的态度，竭力想从波特列索夫那里找到“一点真理”，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波特列索夫先生（和一切取消派一样）在口头上和形式上同马赫主义划清界限，实际上却在最本质的方面向它让步。马赫主义作为一个流派，一个有“纲领”的派别，也无非是决意要求承认它同马克思主义决裂是“私事”！因此，波特列索夫和巴扎罗夫互送秋波，不是偶然的。取消派著作家集团和马赫主义著作家集团在这一点上确实是一致的：在目前这个分裂时期，要保卫同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捍卫者“分裂的自由”。而这种一致不仅仅限于哲学问题，这一点甚至弗·巴扎罗夫自己的文章也表明了。

我之所以说“甚至”，是因为正是巴扎罗夫向来以非常慎重的态度对待严肃的政治问题。之所以必须提到这一点，是为了评价这个人极端动摇的意义，而不只是为了强调这位追求赫罗斯特拉特桂冠的著作家过去进行的极其有益的活动。

例如，巴扎罗夫声称，“我认为，臭名远扬的‘领导权’问题，是当前最大的最微不足道的误会之一”，他的这句话就具有赫罗斯特拉特精神。我们中间的马赫主义者头上好象要降临某种厄运：有些人要保卫“分裂的自由”，说召回派是一种合理的色彩；另一些人了解到召回派是愚蠢的和有害的，干脆在政治上支持取消派。正是取消派无论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在《生活》杂志上，还是在《社会运动》文集[83]上，都直接间接地反对领导权思想。我们遗憾地认定，巴扎罗夫投到他们营垒里去了。

从实质上说他的论据是什么呢？五年以前，领导权是事实。“目前，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这种领导权不仅已经消逝，而且完全变成了它的对立面。”证据：“目前，侮辱马克思主义是在社会上的民主分子中间获得声誉的必要条件。”例子：丘科夫斯基。

你读到这里，都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曾经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巴扎罗夫，竟变成了同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挽着手的落魄的人。

弗·亚·巴扎罗夫，你就不怕上帝。丘科夫斯基之流和其他自由派，以及许多民主派－劳动派，一直在（特别是自1906年以来）“侮辱”马克思主义，但是，“领导权”在1906年没有成为“事实”吗？请从自由派著作家的贮藏室里探出头来，哪怕看一看第三届杜马的农民代表对工人代表的态度吧。只要把说明他们三年来的政治态度的一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对比一下，甚至只要把他们的过渡方案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方案对比一下，更不用说把他们在杜马中的政治声明同这段时期的广大居民阶层的生活条件拿来对比，——就可以确凿地证明，领导权现在也是事实。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是工人阶级（及其代表）对其他居民的政治影响，即把他们的民主主义（在有民主主义的时候）中的非民主主义的杂物清除出去，对任何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局限性和近视性展开批判，同“立宪民主主义”（如果这样来称呼自由派的演说和政策的起腐蚀思想作用的内容的话）进行斗争，等等，等等。巴扎罗夫竟能写出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而一些也自命为工人的朋友和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的新闻工作者还宽厚地拍着他的肩膀叫好，没有比这更能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的了！

巴扎罗夫硬要取消派杂志的读者相信：“要预言下一个高潮到来以前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城乡民主派的精神面貌还是同五年以前相类似，那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又将成为事实……但是，设想民主派的面貌将会发生本质的变化，那也并不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比如，俄国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将会对统治阶级的政治特权怀有相当激进的反对情绪，将会相当团结，相当积极，可是充满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由于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同民族主义或反犹太主义作出丝毫妥协，很明显，在上述情况下，就根本谈不到什么领导权了。”

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端荒谬的。如果某些阶层把反对特权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那么难道说明这种结合会妨碍消除特权不正是领导者的事情吗？难道反对特权的斗争能够不同受民族主义之害的小资产者反对受民族主义之惠的小资产者的斗争结合起来吗？任何小资产阶级反对任何特权的任何斗争，总是带着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的痕迹，而消除这些痕迹也正是“领导者”的事情。巴扎罗夫是按立宪民主党人的方式、路标派的方式推论的。更确切地说，巴扎罗夫投到了早就这样推论的波特列索夫之流及其同伙的营垒里去了。

表面上没有的东西，是决不存在的。丘科夫斯基之流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看不到的东西，是不真实的。这就是巴扎罗夫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推论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小资产阶级群众就必然受到反民主的特权的迫害（这种特权从理论上讲，在纯粹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资本主义的净化则要持续到它灭亡的时候），受到经济压迫。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领导者”的任务就永远是：说明这种特权和这种压迫产生的原因，指出这种现象的阶级根源，作出反对这种现象的斗争范例，揭露自由派斗争方法的虚伪，等等，等等。

马克思主义者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对于因生活条件而不能同特权妥协的阵营，即不仅包括无产者而且包括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群众的阵营的“领导者”的任务，是这样看的。而丘科夫斯基之流却认为，既然这个阵营被排挤、被压抑、被打入地下，那就是说，“领导权已经消逝”，那就是说，“领导权问题成了最微不足道的误会”。

当我看到发表这些可耻言论的巴扎罗夫同硬要工人阶级相信需要的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的波特列索夫之流、列维茨基之流及其同伙挽着手的时候，当我看到普列汉诺夫发现有人由于领导权问题露出严重动摇的蛛丝马迹而“大吵大闹”（堂堂的波特列索夫的轻蔑说法）的时候，我告诉自己，布尔什维克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有一分钟动摇，哪怕有一秒钟怀疑他们的责任即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传统、它的学说和它的政策的全部精神的责任，不向普列汉诺夫伸出手去，对他表示深切的同志式的同情，那布尔什维克就会正象他们的敌人所描绘的那样，成为派别言论的狂热信徒。对“领导者”在什么时候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我们和普列汉诺夫过去和现在一直是有分歧的，但在分裂时期，在反对那些认为领导权问题是“最微不足道的误会”的人的斗争中，我们是同志。而波特列索夫之流、巴扎罗夫之流等等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如同丘科夫斯基之流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一样。

有些好心人以为同普列汉诺夫接近的政策是“派别性的”、狭隘的政策，他们打算把这个政策“扩大”到同波特列索夫之流、巴扎罗夫之流等等实行调和，而且怎么也不想了解我们为什么把这种“调和”看作是极端的蠢事或是可鄙的阴谋，希望这些好心人能够清楚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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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116]。



[71]列宁指的是他的《立宪民主党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篇著作写于1906年3月，同年4月出了单行本（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2—319页）。——[117]。



[72]指沙皇政府于1906年11月9日（22日）颁布的《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令的几项补充决定》（这项法令由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通过后称为1910年6月14日法令）。作为对这项法令的补充，沙皇政府于1906年11月15日（28日）又颁布了《关于农民土地银行以份地作抵押发放贷款的法令》。根据这两个法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地。村社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建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土地。独立田庄主和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土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购买土地。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制定这些土地法令的目的是，在保留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强制破坏村社的条件下，建立富农这一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的支柱。列宁称1906年斯托雷平土地法令是继1861年改革以后俄国从农奴主专制制度变为资产阶级君主制的第二步。



尽管沙皇政府鼓励农民退出村社，但在欧俄部分，九年（1907—1915）中总共只有250万农户退出村社。首先使用退出村社的权利的是农村资产阶级，因为这能使他们加强自己的经济。也有一部分贫苦农民退出了村社，其目的是为了出卖份地，彻底割断同农村的联系。穷苦的小农户仍旧象以前一样贫穷和落后。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并没有消除全体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只是导致了农民群众的进一步破产，加剧了富农和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119]。



[73]指劳动派1906年5月23日（6月5日）在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第十三次会议上提出的有104位杜马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法案提出的土地立法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部土地及地下矿藏和水流属于全体人民、农业用地只给自力耕种者使用的制度。法案要求建立全民地产，全部官地和皇室土地、皇族土地、寺院土地、教会土地都应归入全民地产，占有面积超过当地规定的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也强制转归全民地产，对私有土地的转让给予某种补偿。法案规定，份地和小块私有土地暂时保留在其所有者手里，将来也逐步转为全民财产。土地改革由经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地方委员会实施。——[120]。



[74]俄国的村社是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苦农民这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三分之二的农户和五分之四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120]。



[75]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一文（载于1903年12月5日和1904年1月15日《火星报》第55号和第57号）。文中说：“既然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半马克思主义给我国自由派提供了一个文坛上的领袖，为什么捉弄人的历史就不能从正统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给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提供一个领袖呢？”这里说的自由派的文坛领袖是指彼·伯·司徒卢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是暗指列宁。——[121]。



[76]《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125]。



[77]这些诗句引自俄国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的《抒情喜剧〈熊猎〉中的几场》（见《涅克拉索夫全集》1965年俄文版第2卷第207页），是剧中人物贵族米沙为自由派贵族辩护的话。——[125]。



[78]这句话引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是书中主人公、平民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巴扎罗夫对他的同学、喜欢讲所谓典雅语言的贵族子弟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基尔萨诺夫说的。——[125]。



[79]分给我们的兔子一块熊耳朵意为给自我吹嘘者以奖赏，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兔子打猎》。寓言说，一群野兽正在分它们猎获的一只熊，没有参加猎熊的一只兔子却伸出前足来撕熊的耳朵，并且说是它把熊从树林里赶到空地上，野兽们才得以把熊逮住杀死的。野兽们感到兔子的话虽系吹牛，却十分有趣，于是分给它一块熊耳朵。——[126]。



[80]马基雅弗利式的计划是指按照尼·马基雅弗利的政治策略精神制定的一种计划。马基雅弗利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1498—1512年曾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历任要职。他反对意大利政治分裂，主张君主专制，认为君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背信弃义、欺骗、暗杀等。——[126]。



[81]列宁指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7—351页）。——[127]。



[82]列宁指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该书是用恩·别尔托夫这一笔名于1895年出版的。——[127]。



[83]指孟什维克的文集《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该文集由尔·马尔托夫、彼·巴·马斯洛夫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彼得堡公益出版社1909—1914年出版，原计划出5卷，实际上出了4卷。格·瓦·普列汉诺夫起初曾参加编辑部，后因不同意把波特列索夫的取消主义文章《革命前时期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编入第1卷而于1908年秋退出。——[132]。







《列宁全集》第20卷


立宪民主党人谈“两个阵营”和“合理妥协”

（1911年2月5日〔18日〕）

《言语报》就第四届杜马选举“口号”和目前政治派别组合的问题对内阁的半官方刊物的答复，是很有意思和意味深长的现象。

《言语报》同意《俄罗斯新闻》的看法，认为“第四届杜马选举只是在进步派和右派两个阵营之间进行”。“不是为党，不是为个别候选人投票，而是为巩固或反对俄国立宪制度投票。〈“巩固”这个词太动听了！〉这个口号的政治意义……就是客观上承认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政府的方针又把比立宪民主党人右或左的所有反对派联合起来了。”立宪民主党人将是“这个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集团的中心”，而且他们在加入这个集团时，“将不会抛弃自己过去的纲领和策略，就象社会民主党人加入十月前联盟时没有抛弃自己的纲领和策略一样”（1月21日的社论）。


　　“我们可以回答一切半官方刊物和官方刊物说，先生们，不是别人，正是你们自己把我们联合起来了……目前在俄国，各种政治流派愈来愈融合起来，成为拥护立宪或反对立宪的两大阵营……目前我们的任务象10月17日以前一样，只有一个，仍旧只有一个……”（同上）



　　在评价这些议论时，应当把第四届杜马选举的条件问题同所讨论的变化（“口号”和派别组合）的社会政治意义问题区别开来。一般的选举条件，特别是外省的选举条件，大概会使“反对派”比从前更广泛地运用“进步派”这个含糊不清的非党名称。甚至象立宪民主党这样的党的合法化都遭到拒绝，就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结果，而内阁半官方刊物竟对此困惑不解，显然纯属伪善。就在这篇社论中，立宪民主党人自己也承认，各大城市将要提出“更左的〈《俄罗斯新闻》的说法〉集团”的独立候选人。由此可见，关于两个阵营的说法是谈不到的。其次，关于由目前选举法划分出来的工人选民团的存在问题，《言语报》想完全忘掉。最后，在谈到农村（农民的）的选举问题时不能不指出，在这里，就连“进步派”这个字眼无疑都要避免使用，而“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或政治态度不明确的集团的实际“中心”想必不会是立宪民主党。

谈论两个阵营的用意何在呢？用意在于立宪民主党人在谈目前政治形势时想把自己的视野只局限在形成第三届杜马多数的那些分子身上。只有这些分子所代表的那一小撮居民，立宪民主党先生们才乐于承认为政治“阵营”。到目前为止，这个不大的六三角落，基本上可以分为右派、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大家知道，第三届杜马的面貌归根到底是由右派十月党人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两个多数确定的。）现在，这三种分子将（根据《言语报》赞同的《俄罗斯新闻》的预言）分为两个“阵营”：右派和进步派。

我们完全承认，自由派的这种预言不仅以自由派的愿望为依据，而且以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情绪的变化这些客观事实为依据。不过有一点不能忘记，就是只有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第三届杜马中的多数的范围内，才可以谈两个阵营的问题。不能忘记，所有这些议论的现实意义，不过是表明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两个“阵营”相互接近、融合和联合为进步派“阵营”的趋势（当然，十月党阵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声不响、配合默契地跑到右派阵营去了）。立宪民主党人说把“我们”联合起来了，“我们的”任务仍旧只有一个，等等，这些“我们”、“我们的”用词实际上就是指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仅此而已。

在什么基础上把“他们”联合起来了呢？“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他们”为第四届杜马选举提出的口号是什么呢？《俄罗斯新闻》和《言语报》回答说：“巩固立宪”。这个回答只是看起来明确，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明确，还是那样十分空洞地指出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存在那么一个并不明确的“中间物”。这是因为不论是米留可夫，还是古契柯夫，都同意“谢天谢地，我们立宪了”，但他们幻想在“巩固”不是“我们”已有的东西，而是我们没有的东西这点上取得一致。如果以为，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即今天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明天的“进步派”，会在确定所希望的立宪的内容上取得一致，那也是一种幻想，而且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幻想。无论在体现立宪的法律条文上，还是在确定这个立宪应当满足和维护哪些现实阶级的哪些现实利益上，他们都不会取得一致。所以，这个共同口号的实际意义归结起来就是：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虽然由于“反对共同敌人这个消极任务”（《言语报》在同一篇社论中的说法）而接近起来，但也不可能确定自己的积极任务，不可能从自己的阵营中找到一支能够摆脱僵局的力量。

承认僵局实际已经形成，承认无论是十月党人还是立宪民主党人都必须摆脱这种僵局；承认前者和后者本身都根本无力摆脱这种僵局，——这种承认在《言语报》有关“合理妥协”的一个局部性论据的议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言语报》1月20日的社论写道：“如果在杜马关于彼得堡下水道的争论期间，争论的不健康的内在原因稍微被掩盖了，如果连中派〈即十月党人〉都可能接受人民自由党党团提出的并由市自治机关接受的合理妥协，那么彼·阿·斯托雷平的干涉就粗暴地扯下了掩盖物〈而你们，立宪民主党先生们，还想把棘手问题掩盖起来吗？〉，把那个旧的早使大家所厌恶的国家同自治机关的政治斗争内幕又揭示出来了。”

自由派资产阶级摆出一副幻想在事务性的非政治性的领域里实行“合理妥协”的十分天真烂漫的姿态，而那些主张“非立宪的”老原则的代表人物则起着扯下掩盖物、揭示阶级基础的政治上的教导者的作用！自由派感叹道，合理妥协也就是使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和无党派的资本大亨（彼得堡市自治机关）取得一致的东西得到满足。政府回答说，要我们向你们让步是一点也不合理的，只有你们向我们让步才是合理的。

关于彼得堡的整顿，自治机关同专制政府之间的作用和权利的分配这种小问题，却为说明意义不小的道理提供了论据。究竟什么“比较合理”，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愿望、幻想、要求呢，还是比如贵族联合会[84]的权力？

在《言语报》和整个立宪民主党看来，妥协的“合理”标准，就是事业家、实业家、大亨、十月党人自己、彼得堡市自治机关的头头自己赞同这种妥协。但是不管怎样用诸如“谢天谢地，我们立宪了”这样的话作掩盖来粉饰现实，现实的实际情况还是非常粗暴地破坏了这种妥协，扯下了这种掩盖物。

总结：《言语报》对内阁的半官方刊物说，你们把我们联合起来了。“我们”是谁？原来是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的基础是什么？是共同的任务：巩固立宪。对立宪和巩固立宪应该怎样理解？应理解为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合理妥协。这种妥协的合理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诸如彼得堡的杜马代表这样的俄国“科卢帕耶夫的”资本主义[85]的蹩脚的代表人物赞同这种妥协。这种合理妥协的实际结果是什么？就是彼·阿·斯托雷平，或国务会议，或托尔马乔夫等等，等等，“粗暴地破坏”这种妥协……啊，真是一些精明的政治家啊！……

……那么，在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中会不会有认识到立宪民主党的“合理妥协”政策是不合理的、可笑的、幼稚的第三个阵营呢？关于这一点，《言语报》和《俄罗斯新闻》的先生们，你们是怎样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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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贵族联合会是农奴主－地主的反革命组织，于1906年5月在各省贵族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存在到1917年10月。成立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贵族联合会的领导人是阿·亚·鲍勃凌斯基伯爵、H．Ф．卡萨特金－罗斯托夫斯基公爵、Д．Ａ．奥尔苏菲耶夫伯爵、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人。列宁称贵族联合会为“农奴主联合会”。贵族联合会的许多成员都参加了国务会议和黑帮组织的领导中心。——[139]。



[85]“科卢帕耶夫的”资本主义是列宁创造的一个术语；科卢帕耶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特写集《蒙列波避难所》（1878—1879）中的人物，农奴制废除后的新兴资产者的典型。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篇著作中对“科卢帕耶夫”资本主义作了评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388—389页）。——[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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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制崩溃五十周年

（1911年2月8日〔21日〕）

1911年2月19日是俄国农奴制崩溃的五十周年。到处都在筹备庆祝这个纪念日。沙皇政府正在采取一切措施，要教堂、学校、兵营、公开演讲会都宣扬所谓“解放”农民这些十足的黑帮观点。彼得堡急忙向全国发出命令，要求所有机关除了“民族俱乐部”[86]即第三届杜马的最反动政党之一所出版的书和小册子外，不要订购其他任何书和小册子在人民中间散发。有些地方，热心的省长已经在解散未经警察“领导”批准而成立的（例如地方自治机关成立的）庆祝农民“改革”纪念日委员会，理由是这些委员会没有按黑帮政府要求的那样做好进行这项庆祝活动的充分准备。

政府忐忑不安。它看到，任何一个工人或农民，尽管他们备受压抑，总是胆战心惊，尽管他们没有觉悟，愚昧无知，但是只要一想起半个世纪以前农奴制已被宣告废除了，这些受到地主老爷们的杜马压迫的人民，现在遭到地主－农奴主及其警察和官吏较前更为厉害的蹂躏、暴力和压迫的人民，就不能不有所感触，不能不激动万分。

西欧各国农奴制的最后残余，在法国已被1789年的革命消灭了，在其余的大多数国家则被1848年的革命消灭了。在俄国，给地主当了几百年奴隶的人民，在1861年还没有力量为争取自由而开展广泛的、公开的、自觉的斗争。当时的农民起义还是孤立的、分散的。自发的“骚动”，它们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了。实现废除农奴制的不是起义的人民，而是政府，因为政府在克里木战争[87]失败以后，看到农奴制度根本不可能再保存下去了。

在俄国，“解放”农民的是地主自己，是专制沙皇的地主政府和它的官吏。这些“解放者”是这样安排的：农民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才获得“自由”，他们虽不再当地主的奴隶，却仍然受同样一些地主和地主走狗的盘剥。

高贵的地主老爷们“解放”俄国农民的结果，把五分之一以上的农民土地割给了地主。农民为了赎买用血汗灌溉过的农民自己的土地，必须交纳赎金，也就是向昨天的奴隶主交纳贡赋。农民向农奴主交纳的这笔贡赋达几亿卢布，因而他们日渐破产。地主不仅掠夺了农民的土地，不仅把较坏的土地，有时甚至把根本不能耕种的土地分给了农民，而且步步设下圈套，就是说他们这样划分土地：农民不是没有牧场，就是没有草地，不是没有森林，就是没有饮马场。在俄国内地的多数省份，农民在农奴制废除以后，依旧受着地主原先的无止境的盘剥。农民就是在解放以后，也仍然是“卑微的”等级，仍然是纳税的贱民、平民，他们受着地主委派的长官的摆布、横征暴敛、鞭笞、殴打和凌辱。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农民象俄国的农民这样，在“解放”之后还遭到这样的破产、陷于这样的贫困、受到这样的欺侮和这样的凌辱。

可是，农奴制的崩溃震动了全体人民，把他们从几百年的沉睡中唤醒，教会他们自己去寻找出路，自己去为争取完全的自由而斗争。

在俄国，农奴制崩溃以后，城市的发展、工厂的增加、铁路的修建愈来愈迅速了。农奴制的俄国被资本主义的俄国代替了。定居的、闭塞的、在自己农村生根的、相信神父、害怕“长官”的农奴，被新一代的农民代替了；这新一代农民常常外出做零工，他们在城市里从流浪生活和雇佣劳动的痛苦经历中学会了一些东西。在大城市中，工厂里的工人人数日益增加。工人渐渐联合起来，展开反对资本家和反对政府的共同斗争。俄国工人阶级在进行这种斗争的同时，帮助千百万农民抬起头来，挺起胸膛，丢掉农奴的习气。1861年，农民只能进行“骚动”。

在1861年后的几十年期间，俄国革命者英勇地竭力唤起人民进行斗争，但他们还是孤立的，常常受到专制制度的打击而牺牲。直到1905年，经过长期的罢工斗争，经过社会民主党长期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俄国工人阶级才成长壮大起来。于是，它就领导全体人民，领导千百万农民起来进行革命。

1905年革命动摇了沙皇专制制度。在俄国，这场革命第一次把一群对农奴制压迫抱有刻骨仇恨的庄稼人，变成了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的人民。1905年革命第一次向沙皇政府、俄国地主、俄国资产阶级表明，千百万人已经成了公民，成了战士，不再容许把他们当成贱民、平民任意压制了。而在世界上，不论哪个地方哪个时候，群众要摆脱压迫和专横获得真正解放，无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

1905年革命只是动摇了专制制度，并没有把它消灭。现在，专制制度正向人民进行报复。地主杜马的压迫和压制更加厉害。不满和愤懑的情绪又在到处滋长。既然有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既然斗争已经开始，就会继续下去。1905年革命以后，接着是新的第二次革命。庆祝农奴制崩溃纪念日，使人们想到新的第二次革命并召唤人们去进行这一革命。

自由派抱怨说：我们需要“第二个2月19日”。不对。只有资产阶级的懦夫才这样说。1905年以后，不可能有第二个“2月19日”。不可能“从上面解放”人民，因为人民已经学会了（并且正在学习，正在从地主的第三届杜马的经验中学习）从下面进行斗争。不可能“从上面解放”人民，因为人民已经有了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哪怕只领导了一次。

黑帮了解这一点，因而害怕纪念1861年。沙皇黑帮的忠实警犬缅施科夫在《新时报》上写道：“1861年没有能够防止1905年。”

黑帮杜马和沙皇政府迫害自己敌人的猖狂暴行不会防止而只会加速新的革命的到来。1908—1910年的沉痛经验教育人民如何进行新的斗争。继1910年夏季的工人罢工之后，冬季的大学生罢课开始了。新的斗争正在发展，发展的速度可能比我们希望的要慢一些，但是，发展是肯定的，必然的。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清洗了背叛革命、背叛工人阶级的秘密党的不坚定分子，正在集合自己的队伍，团结起来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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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民族俱乐部”（“全俄民族俱乐部”）于1910年2月成立，加入了俄国民族主义政党——全俄民族联盟。关于全俄民族联盟，见注114。——[141]。



[87]克里木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同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王国之间为争夺近东统治权而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以俄国战败、双方于1856年3月签订巴黎和约而结束。沙皇政府的失败使它在国际上和国内威信扫地，加速了俄国1859—1861年革命形势的成熟和俄国农奴制的崩溃。——[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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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辛格尔

1911年1月18日（31日）逝世

（1911年2月8日〔21日〕）

今年2月5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安葬了自己最老一辈领袖之一的保尔·辛格尔。柏林全体劳动居民有几十万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送葬游行，悼念这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整个一生献给了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人。300万人口的柏林，从来没有这样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不下100万人参加或观看了送葬游行。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一个权势显赫的人物有幸举行过这样的葬礼。为了护送某个国王的灵柩或者某个因残杀国内外敌人而闻名的将军的灵柩，可以命令几万名士兵列队街道两旁，但是，如果在成百万的劳动群众的心里没有热爱自己的领袖的感情，没有热爱他们自己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压迫的革命斗争事业的感情，是不能把偌大一个城市的居民发动起来的。

保尔·辛格尔本人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他出身于商人家庭，当了相当长时间的富有的厂主。他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初期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辛格尔不同于许多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自由派，这些人因工人运动取得胜利就惊恐害怕，很快忘却了自己对自由的热爱，而辛格尔则是一个热情、真诚、彻底和无畏的民主派。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怯懦和背叛没有使他迷惑，反而引起了他的反抗，使他更加坚信：只有革命工人阶级的政党才能把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在上世纪60年代，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怯懦地离开了德国正在发展的革命，同地主政府搞交易，同国王的无限权力搞调和，而这个时候，辛格尔却坚定地转向了社会主义。在1870年，整个资产阶级沉醉于对法国的胜利，广大人民群众迷恋于卑鄙的、仇恨人类的、“自由派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说教，而这个时候，辛格尔却在反对强占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抗议书上签了名。在1878年，资产阶级帮助反动的地主的（德国人叫作“容克的”）大臣俾斯麦执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解散工会，封闭工人报纸，千百次疯狂地迫害觉悟的无产阶级，而这个时候，辛格尔却最终地加入了社会民主党。

从那时起，辛格尔的生活经历就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他全心全意地献身于艰巨的革命建设事业。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财产、全部杰出的组织才能、全部从事实际工作和领导工作的才干都献给了党。在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人当中，经历过自由派的漫长的历史，经历过资产阶级政客的叛变、怯懦、同政府勾结、阿谀逢迎的历史，没有因此变得软弱、堕落，而是从中得到锻炼，成为彻底革命家的，为数不多，可以说为数甚少，辛格尔就是其中的一个。这种出身于资产阶级而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人是少有的，而无产阶级如果想锻炼出一个能够推翻现代资产阶级奴役制度的工人政党，应当信赖的就正是这些少有的、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人。辛格尔无情地反对德国工人政党队伍中的机会主义，他直到逝世前始终坚定不移地忠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不调和政策。

辛格尔既不是理论家，也不是政论家，也不是出色的演说家。他首先是和主要是实行非常法时期的秘密党的实践家和组织者，在这项法令废除后，是柏林市议会议员和国会议员。这位实践家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处理细小的、日常的、国会技术性的以及各种各样“事务性”工作上，但他的伟大之处，却在于他并没有完全陷入细小事务，没有屈从于极端平常、极端庸俗的倾向，即没有借口这种所谓“事务性”工作或“正常”工作而回避尖锐的原则斗争。相反，毕生献身于这一工作的辛格尔，每当出现关于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根本性质、这个政党的最终目的、同资产阶级建立联盟（联合）、向君主制让步等等问题的时候，他总是站在同机会主义各种表现进行最坚定最坚决斗争的前列。在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辛格尔同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一起，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否认议会斗争的半无政府主义者“青年派”，又反对温和的“顽固不化的合法派”。后来，辛格尔同修正主义者也进行了同样坚决的斗争。

资产阶级对他的仇恨不共戴天。仇恨辛格尔的资产阶级分子（德国的自由派和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幸灾乐祸地说，随着他的去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英雄”时期的，即领导人对革命具有非常强烈的鲜明的直接的信心并坚持原则的革命政策的时期的最后几个代表人物中的一个进入了坟墓。这些自由派说，代替辛格尔的将是一些温和谨慎的领导人——“修正主义者”，将是一些要求不高的爱打小算盘的人物。当然，工人政党的发展往往把许多机会主义者吸引到自己队伍中来。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人带给无产阶级的多半是畏缩不前、思想狭隘或爱说空话，而不是坚定的革命信念。但是，敌人不要高兴得太早！无论是德国还是其他国家的工人群众，现在都愈来愈团结成为一支革命大军；这支大军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示自己的力量，因为无论在德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革命都在发展。

老一辈的革命领袖逝世，年轻的革命无产阶级大军在成长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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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缅施科夫、格罗莫博伊和伊茲哥耶夫

（1911年2月26日〔3月11日〕）

据莫斯科某家报纸计算拥有5亿卢布资本的莫斯科66个工业家，发表了一项声明[88]，从而引起各种刊物发表了许多极有价值、极有特色的文章。这些文章除了非常鲜明地阐述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外，还在有关俄国20世纪整个演进的许多基本的原则的问题上提供了很有意义的材料。

缅施科夫先生在《新时报》上叙述右派政党和政府的观点时写道：


　　“里亚布申斯基之流、莫罗佐夫之流等所有这些人，怎么不懂得，一旦发生革命，他们都要被绞死，至少也要变成穷人？”据缅施科夫先生说（《新时报》第12549号），“这句有力的话”，他“是从一个极其革命的学院的一位大学生的信中”引来的。他自己还补充说，“尽管1905年提出了严厉警告，俄国的上层阶级，包括商人在内，还是十分不了解日益逼近的灾难”。“是的，里亚布申斯基之流、莫罗佐夫之流等先生们！尽管你们对革命卖弄风情，尽管你们有你们急于得到的自由派的一切证书，但正是你们将首先成为酝酿中的革命的牺牲品。你们将被首批绞死——这不是因为你们犯了什么罪，而是因为你们自认为的美德——只是因为你们拥有你们所夸耀的5亿卢布。”“自由派资产阶级，包括中等贵族、官吏和商人，带着自己的封号、官衔和资本，无忧无虑地走向革命深渊的边缘。”“待到煽动暴动的自由派被拖上绞架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旧政权对他们多么温和，多么彬彬有礼地倾听了他们的呼声，多么体贴他们，很少宣称要他们空洞的脑袋。让他们到那个倒霉的时刻，把激进制度的善行同旧的宗法制度作番比较吧。”



　　这就是政府非正式的半官方刊物2月17日发表的议论；同一天，正式的半官方刊物《俄国报》在《莫斯科呼声报》的协助下，竭力证明66个工业家的“狂言”“不能算是莫斯科商界舆论的反映”。《俄国报》写道：“贵族代表大会是一个组织，而66个商人不是一个组织，因为他们自己说他们是以个人身分进行活动的。”两种半官方刊物同时存在是麻烦的！一个揍另一个。一个证明说，66个商人的“狂言”不能看作哪怕是莫斯科商界舆论的反映。另一个证明说，“狂言”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它不仅是莫斯科的、不仅是商界的、而且是整个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舆论的反映。缅施科夫先生代表“旧政权”提醒这个自由派资产阶级说：我们不正是为你们着想吗？

在19世纪的欧洲，大概没有一个国家的“旧政权”以及贵族和反动政论界不是成百次向自由派资产阶级发出这种“不要进行煽动”的号召的……可是，这种号召始终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尽管“自由派资产阶级”不仅不想“进行煽动”，相反，他们也象66个商人谴责罢工一样，积极地认真地反对“煽动者”。整个社会生活条件使得这个或那个阶级感到处境不堪忍受并且谈论这种处境，既然问题涉及这整个社会生活条件，那么，不论是谴责还是号召，都是软弱无力的。缅施科夫先生正确地反映出政府和贵族的利益和观点，用革命来吓唬自由派资产阶级，责备他们轻率从事。66个商人正确地反映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观点，责备政府，谴责“罢工者”。但是，相互指责只是一种标志，它确凿地证明了“机械论的”重大“缺点”，证明了尽管“旧政权”打算竭力满足资产阶级，迎合它，使它在杜马中占有很有权势的位置，尽管资产阶级强烈地真诚地希望安定平稳、和睦相处、互相谅解、彼此协调，但总是“协调”不了！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事情的基本轮廓，而相互指责只不过是表面现象。

格罗莫博伊先生在《莫斯科呼声报》上向“政府”提出了必要的警告（2月17日第38号《必要的警告》一文）。他写道：“‘坚固的’政权的任何表现，任何意志冲动，只要不同旷日持久的改革携手前进，就不会使祖国得到安宁。”（格罗莫博伊先生写得不大通顺，但他的话意思还是十分清楚的。）“而旷日持久的危机所带来的混乱状态，不能说成是不支付期票的‘不可抗拒的理由’。”（十月党大商人的政论家先生，这种比拟是不妥当的：第一，这种期票没有签字；第二，即使已经签字，你能起诉的那个商业法庭在哪里？充当法警和其他能够执行追偿的人是谁？格罗莫博伊先生，只要你仔细考虑一下，你就会看到，不仅十月党，就连立宪民主党，在政治上也都是开空头支票的党。）“在这种情况下，混乱状态只会加剧……继学潮以后将会发生许多已经经历过的事情。调转船头，你们就会看到行驶过的路程。”“依靠弱者的打算落空了，依靠强者的打算也会落空的。政权什么也拿不出来。不论进行怎样的选举，政权指望安宁的打算，都会变成泡影。”（格罗莫博伊先生指的是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如果反对派的商队开始穿过只是萦绕着政权迷雾的峭壁，如果政权屏弃温和分子而陷于孤立，选举就会使它遭到惨败，整个制度就会由于不是合法制度而发生动摇。”

缅施科夫责备资产阶级“煽动”“革命”，资产阶级又责备缅施科夫之流“加剧了混乱状态”。“这是一个旧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故事。”

叛徒伊茲哥耶夫在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上企图就这个问题作出一些社会学的结论，却没有认识到由立宪民主党人，特别由叛徒来谈这个问题是多么不慎重。他在《对比》（2月14日）一文中，把贵族联合会代表大会同66个莫斯科商人的声明作了一番比较。他写道：“贵族联合会降到了普利什凯维奇的水平，莫斯科工业家开始用国家的口吻讲话了。”伊茲哥耶夫先生接着写道，在过去，“贵族在文化上给了人民很大帮助”，但“从事文化工作的只是少数，多数对人民进行了迫害”。“但是一般说来，历史规律就是这样：从事进步活动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

“一般说来，历史规律就是这样”，——妙极了。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言语报》通过伊茲哥耶夫先生之口发表的言论。可是，如果进一步细细观察，我们就会惊奇地看到，“一般历史规律”超出封建贵族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范围就不发生作用。确实如此。我们不妨回想一下《路标》文集：这位伊茲哥耶夫先生就在它上面写过文章，最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也同它进行过争论，不过谈的只是枝节问题，而没有涉及到基本的主要的本质的东西。一切立宪民主党人表示赞同的、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讲过几千次的《路标》文集上的本质的东西，就是除了反动贵族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外，俄国其他阶级在本世纪的头10年中，是通过自己爱“胡闹”崇拜“知识分子出身的”“首领”、不能提高到“国家”观点的少数人的行动来表现自己的。伊茲哥耶夫先生在《路标》文集中写道：“最后，应该敢于承认，在我们国家杜马中，除了三四十个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大多数代表都没有表露出能够管理和改造俄国的知识。”谁都明白，这是指农民代表、劳动派和工人代表说的。

总之，“一般历史规律”就是：“从事进步活动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如果从事活动的是资产阶级的少数，那这就是为“一般历史规律”所证实的进步的少数。伊茲哥耶夫先生教导我们说：“只要少数有机会进行工作，道义上的权威就会普及到整个阶级。”但是，如果从事进步活动的是农民或工人的少数，那就决不符合“历史规律”，决不是“本阶级的进步的少数”，这个少数就决没有“道义上的权威”来代表“整个”阶级说话——绝对没有；这个被“知识分子习气”弄糊涂了的少数，就象《路标》文集上写的那样，是反国家的、反历史的、毫无基础的，等等。

立宪民主党人，特别是路标派分子，他们着手进行总结是冒风险的，因为每当他们着手进行总结的时候，都必然要暴露立宪民主党人的论断同缅施科夫之流的论断之间有着最充分的内在的血缘关系。

《俄国报》和《庶民报》[89]的论断是：66个商人是少数，决不代表阶级，他们既没有表现出“管理和改造俄国”的知识，也没有表现出“管理和改造俄国”的才能，他们甚至根本不是商人，而是被引入歧途的“知识分子”，等等，等等。

伊茲哥耶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论断是：劳动派和工人代表，在我们的，比如在我们的国家杜马中，只是少数，他们决不代表自己的阶级即十分之九的居民，他们被“知识分子习气”弄糊涂了，他们既没有表现出“管理和改造俄国”的知识，也没有表现出“管理和改造俄国”的才能，等等，等等。

为什么《俄国报》和《庶民报》同《言语报》和《俄罗斯新闻》的论断会有这种最充分的内在的血缘关系呢？因为尽管它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存在种种区别，但不论前两种刊物还是后两种刊物，它们所代表的阶级，都已经没有从事任何本质的、独立的、创造性的、决定性的进步历史活动的才能了。因为不仅前两种刊物，而且后两种刊物，不仅反动派，而且自由派，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都害怕其他更广泛的阶层、集团和人民群众即其他人数更多的阶级的历史的主动性。

伊茲哥耶夫先生这位“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叛徒，想必会在这里发现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一方面，承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也承认这种发展使资产阶级不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中都占有最充分的、最纯粹的统治地位的内在趋势；另一方面，又说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从事独立的、创造性的历史活动的才能了！

这种“矛盾”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而不是错误论断的矛盾。资产阶级必然居于统治地位，决不等于自由派资产阶级有那种表现历史主动性的才能，使他们能够摆脱普利什凯维奇的“奴役”。第一，历史决不是沿着那样笔直平坦的大道前进的，历史上任何成熟了的改革并不因此就意味着首先得到改革好处的那个阶级十分成熟和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这种改革。第二，除了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外，还有其他的资产阶级，比如全体农民就其总体来说是民主派资产阶级。第三，欧洲历史告诉我们，有些按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的改革，根本不是由资产阶级分子实现的。第四，俄国近半世纪以来的历史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自由派的思想家和领袖们开始发表同路标派、卡拉乌洛夫之流、马克拉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一样的论断，这就意味着：一系列历史条件在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中引起了“竭力倒退”、害怕运动向前推进的心理，他们害怕这种运动将撇开自由派资产阶级、越过他们、不管他们是否担心而向前推进。缅施科夫和格罗莫博伊相互指责 
［注：自由派商人指责贵族，贵族指责自由派商人。］

 “加剧了混乱状态”，这种对骂只是一种征兆，说明所有的人都开始感到了这种历史运动在向前推进……

伊茲哥耶夫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深深扎根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现代社会是阶级社会，而且目前也不可能是别的社会。另一个阶级总是竭力占有没落阶级的地位。”

米留可夫先生在自己的《言语报》上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一定会想到：他多聪明啊！有这样一位立宪民主党人还是值得高兴的，他在25岁时是社会民主党人，而到35岁时“变聪明了”，后悔自己误入迷途。

伊茲哥耶夫先生，你作的这种结论是不慎重的。现代社会是阶级社会，很对。但在阶级社会里，会有超阶级的政党吗？想必你猜得到，这是不会有的。那你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蠢事，在这样一个恰恰把宣称自己是超阶级政党看作自己的骄傲和功绩（在那些不仅在口头上，不仅是以小品文的空谈承认现代社会是阶级社会的人看来，这是表现了自己的伪善和自己的近视）的政党的刊物上大谈“阶级社会”呢？

当你面向贵族联合会和莫斯科自由派商人的时候，你就大叫什么现代社会是阶级社会。而当你不得不在不愉快的（啊，真是骇人听闻的不愉快！）事件迫使你哪怕在短暂的时间面向农民或工人的时候，你就开始大肆攻击狭隘的、无生气的、僵化的、不道德的、唯物论的、无神论的、不科学的阶级斗争“学说”。唉，伊茲哥耶夫先生，你最好还是不要作社会学的总结吧。唉，格利莎，你还是不要去参加晚会吧！[90]

“……另一个阶级总是竭力占有没落阶级的地位……”

伊茲哥耶夫先生，并不总是这样。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两个阶级，不管是没落阶级还是“竭力”阶级，都已相当腐朽了，当然一个程度重些，另一个程度轻些，但毕竟两个都已相当腐朽了。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感到自己已经腐朽的“竭力”进步的阶级，害怕前进一步，即使前进了一步，也必定急忙同时倒退两步。常常有这样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比如在德国，尤其是在普鲁士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形），他们害怕“占有”没落阶级的“地位”，而尽一切努力去“分享地位”，或者更确切地说，哪怕在奴仆的下房中得到一席之地，但就是不去占有“没落”阶级的地位，不去把没落阶级弄到“没落”的地步。伊茲哥耶夫先生，这样的情形是常有的。

在发生上述情形的历史时期，如果自由派真能装成民主派，他们就会给（而且正在给）整个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因为这两者之间，即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区别，恰恰在于前者害怕“占有地位”，而后者不怕。两者都在实行历史上成熟了的资产阶级改革，但一个害怕实行这种改革，由于自己害怕而阻止这种改革；另一个对资产阶级改革的后果往往抱有许多幻想，因而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整个身心都投到实行这种改革中去。

为了说明这个一般性的社会学论点，我想举一个自由派为例。这个自由派不是竭力“占有”而是害怕“占有”没落阶级的“地位”，因而（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恶毒地欺骗人民，自命为“民主派”。这个自由派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第三届杜马代表地主亚·叶·别列佐夫斯基第一。他于1908年辩论土地问题时在杜马中发表了下面的演说，这次演说得到党的首领米留可夫先生的赞扬，说它“很精采”。我们认为，由于选举即将举行，不妨重提一下这次演说。

1908年10月27日，别列佐夫斯基先生在国家杜马中为土地法案辩护时说道：“……我深信，这个法案对土地占有者也非常有利，先生们，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熟悉农业，我自己一生就是从事农业，并且占有土地……不应当光是抽出强制转让这一事实，对这一事实感到气愤，说这是暴力，而应当研究一下，这个建议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比如第一届国家杜马42位代表的法案提出的是什么建议。这个法案只是认为，必须首先转让占有者自己没有经营的、用农民的农具耕种的以及出租的土地。其次，人民自由党主张在各地成立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应该工作一定时期，甚至可能工作若干年后弄清楚哪些土地应当转让，哪些不该转让，农民要有多少土地才能满足。这种委员会的成员应当是一半农民，一半非农民；我认为，在各地这种一般具体情况下，应当弄清楚可以转让多少土地，农民需要多少土地；最后农民自己也会相信，他们的正当要求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他们想要得到很多土地的愿望往往是多么错误，多么没有根据。然后这份材料交回杜马修改，接着这份材料转给国务会议，最后才由陛下批准。程序本来就是这样，可是不知为什么政府害怕这个程序，因而解散了杜马，使我们落到现在这步田地。进行了这种有计划的工作以后，居民的真正需要就一定会得到满足，同时，文明田庄就会安定下来，保存下来，而这种田庄，人民自由党除非迫不得已是决不愿意破坏的。”（速记记录第398页）

既然和别列佐夫斯基先生同属一个党的伊茲哥耶夫先生在《对比》一文中写道：“俄国是民主国家，对任何寡头政治，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都是不能容忍的”，那么，这类话的意义，我们现在就十分清楚了。俄国决不是民主国家，而且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比较广泛的居民阶层还把立宪民主党这样的党看作是民主政党，就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这是痛苦的真相，人民非常需要知道这种真相，而不需要犹豫不决的、无气节的、无原则的自由派寡头政治的代表人物立宪民主党先生们所说的甜蜜的谎言。象缅施科夫之流同66个商人与格罗莫博伊之间这样的“争论”发生得愈多，就愈需要提起这种痛苦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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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指66个莫斯科工商业资本家代表发表的声明（载于1911年2月11日（24日）《俄罗斯新闻》第33号）。声明说：“我们是必须同大学生罢课进行坚决斗争的坚定不移的拥护者，但我们认为，不能采用触及我们的高等学校存在本身的手段来进行这种斗争。”声明谴责政府采取的“安抚青年”的措施，强调指出对学潮参加者的处罚与他们的“实际罪过”不相当。——[149]。



[89]《庶民报》（《Земщина》）是俄国黑帮报纸（日报），国家杜马极右派代表的机关报，1909年6月—1917年2月在彼得堡出版。——[153]。



[90]这是乌克兰民歌中的一句歌词，意思是说：格利莎太年轻，缺乏社交经验，去参加晚会可能会被人诱入歧途。——[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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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

（1911年2月）

鉴于国内可能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我们认为有义务对涉及我们党的负责人员的情况的一些重要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1．在1910年1月的全会上，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派的负责代表同中央委员会签订了协定，这个协定发表在中央机关报第11号上。由于呼声派和前进派没有遵守这个协定明确规定的条件，我们的三个负责代表（并受梅什科夫斯基委托）提出了一项申请，正式废除这个协定。显然，由于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已不存在并在国外开始分裂，我们不得不提出这项申请，如果中央委员会能够召开会议，恢复被上述派别破坏的党的工作和党的路线，我们当然愿意撤回这个声明，或同意重新审查这个协定。

2．党的这条路线是全会明确规定了的，呼声派、托洛茨基及其同伙企图把它搞得模糊不清是徒劳的。这条路线认为，无论取消主义还是召回主义，都是对无产阶级产生有害影响的资产阶级理论。全会后，这两种思潮为了破坏全会的决定，发展和形成了两个反党派别：一方面是波特列索夫派和呼声派，另一方面是前进派。孟什维克中间只有所谓护党派或普列汉诺夫派，即一贯坚决反对波特列索夫派和呼声派的人，走上了全会指出的护党道路。

3．因此，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坚决反对呼声派对英诺森的攻击，他们攻击英诺森，是因为英诺森在1910年夏季拒绝承认那些仍然是呼声派或者没有用行动充分证明自己的护党立场的孟什维克为增补候选人。英诺森这位布尔什维克中间的一个与我们不同色彩的主要代表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有文件证明，他正是作为特别色彩的代表，用上述办法确定了联合一切布尔什维克的护党原则（波兰社会民主党可以作证）。

4．国外的呼声派企图以国外进行分裂活动的派别的名义提出增补“自己的”候选人进中央委员会，这是极大的嘲弄。如果说，在全会上，有人还真挚地相信孟什维克要同取消派进行斗争的诺言，那么过了一年就非常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相信呼声派的。我们坚决反对把国外取消派的候选资格提付表决，并要求向无疑会从孟什维克护党派中提出候选人的国内普列汉诺夫派征求意见。

5．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进行的是分裂活动，这一点现在不仅布尔什维克派和波兰人[91]（中央机关报的）完全承认，而且普列汉诺夫派也完全承认（见巴黎普列汉诺夫派的决议）。我们确认，导致分裂的决定性的第一步，是托洛茨基1910年11月26日所作的撇开中央委员会召开代表会议和为代表会议筹集“基金”的声明。我们1910年12月5日的申请是对此所作的迫不得已的答复。前进派的党校成了这种分裂活动的一个中心，因为托洛茨基违反党校委员会的直接决定加入了这个党校。呼声派在报刊上指责我们“瓦解了”这个党校。而我们认为瓦解国外反党派别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们要求委派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这个党校的“基金”和托洛茨基与呼声派支援这个党校的情况。呼声派大肆宣扬我们在全会上已经完全取消了的剥夺办法，这不仅是进行讹诈，而且是用这种宣扬来掩饰自己在精神上（不仅是精神上）支持破坏全会决议的人的行为。

6．普列汉诺夫派奥尔金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唐恩公开解释说，呼声派之想把中央委员会迁回俄国，是因为中央委员会可能（或一定）瓦解。党的法庭必定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谁留意了呼声派一年来的政策，谁就不会怀疑，他们实际上在不断破坏和阻挠中央的工作。伦敦选出的呼声派候选人不但活着，而且都在工会和报刊上进行反党的政治活动。他们不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以此证实了自己的取消派立场。因此，我们应当提醒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国内的中央委员同志（因为他们全都是警察熟知的），在党内还有内部敌人在威胁着他们。不能没有那么一个国外基地，否则就要冒风险，只要遭到一次破坏，进行分裂活动的波特列索夫分子就会为所欲为。不能让现在正在执行帮助前进派、呼声派和托洛茨基的政策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在国外继续存在下去。不能凭空相信诺言或在决议上的“签字”，如果想成为现实的政治家和不一味受形式主义的诱惑，就应当看看从工人运动中以及从对工人运动的反革命影响中成长起来的思想政治流派。

这些流派从1908年起成长壮大起来了，从而使普列汉诺夫派同布尔什维克接近起来，使拥护和掩盖分裂的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结成了联盟。我们党的最近前途（对这一点，闭眼不看是不行的）必然取决于这方面的斗争，引起这场斗争的不是个人和集团的意志，而是全会决议所指出的时代的客观条件。

1910年1月同中央签订协定的布尔什维克派代表（三名代表，并受第四名代表梅什科夫斯基的委托） 
［注：接下去是列宁、列·波·加米涅夫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签名。——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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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见注3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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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纪念日

（1911年2月）

所谓农民改革的五十周年纪念引起了很多发人深思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能谈谈其中某些经济问题和历史问题，把比较狭义的政论性话题留到另外的场合去谈。

10—15年前，当民粹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初次公诸于众的时候，对所谓农民改革的评价方面的意见分歧，就屡次成为这一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民粹主义的理论家们，例如著名的瓦·沃·先生或尼古拉·—逊先生认为，1861年农民改革的原则，是一种在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并在根本上同资本主义相敌对的东西。他们说，2月19日的法令[92]使“生产资料分配给生产者”合法化，批准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人民生产”。2月19日的法令被看作是俄国非资本主义演进的保证。

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就针对这种理论提出了原则上相对立的另一种观点。2月19日的法令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农奴制的（或封建制的）生产方式过程中的一个插曲。从这个观点来看，法令中没有任何别的历史经济因素。“生产资料分配给生产者”只是一句动听的空话，它掩盖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农民作为农业中的小生产者，他们已从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生产者转变为商品生产者了。至于那个时代俄国各个地区农民经济中的商品生产发达程度如何，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被解放了的”农民所进入的正是商品生产，而不是什么别的生产。所以，代替 
［注：因为这种代替事实上已经在实现，所以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这种代替进行得远比初看起来复杂得多。］

 农奴劳动的“自由劳动”，只不过是意味着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下的雇佣工人或独立的小生产者的自由劳动。赎金更加明显地突出改革的这种性质，因为赎金推动了货币经济，即加剧了农民对市场的依附。

民粹主义者认为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是非资本主义的原则，是他们称之为“人民生产”的“开端”。他们认为，农民不带土地的解放是资本主义的原则。民粹主义者（特别是尼古拉·—逊先生）把马克思的学说作为这种观点的根据，他们引证了下面这一点，即劳动者脱离生产资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一个奇特的现象是：马克思主义从80年代开始（也许还要早些），就已经是西欧先进社会学说中如此无可争辩的实际的主导力量，以致在俄国，那些同马克思主义敌对的理论也不能长期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进行诡辩，伪造（往往是无意识地）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好象本身是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并且企图“按照马克思”来推翻马克思理论在俄国的应用！尼古拉·—逊先生的民粹主义理论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880—1890年），后来，司徒卢威先生、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及其同伙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理论，也是从“几乎”完全承认马克思开始的。他们在“进一步批判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来发展自己的观点，来推行自己的自由主义。对于19世纪末以来的俄国社会理论发展的这个特征（直到现代机会主义，即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掩饰反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的取消主义），我们大概不得不再三提到。

目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民粹派对“伟大改革”的评价。有一种观点认为，1861年剥夺农民土地的意图是资本主义的意图，把土地分给农民的意图则是反资本主义的即社会主义的意图（民粹派中的优秀人物把“人民生产”这个术语看成是由于书报检查的障碍而被迫采用的社会主义的别名）。这种观点是根本错误的，这种观点是极端违反历史的，这是把马克思的“现成”公式（只能用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生产上的“公式”）搬到农奴制的基地上来。实际上，1861年农民土地的被剥夺，在多数场合下所造成的不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自由工人，而是在同一个“老爷的”即地主的土地上受盘剥的（就是说，实际上是半农奴式的，甚至几乎是农奴式的）佃农。实际上，1861年的“份地”，在多数场合下所造成的不是自由的独立农民，而是把受盘剥的佃农束缚在土地上，他们由于使用牧场和草地，使用必要的耕地等等，事实上不得不仍然在用自己的农具替地主耕种土地的形式下服徭役。

既然农民是实际上，而不只是名义上从农奴制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工役地租”，即拥有份地的农民要为地主干活）中解放出来，那他也就进入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之中了。但是，这种从农奴制关系中的实际解放，比民粹派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拥护剥夺土地的人同拥护“分地”的人之间的斗争，当时往往只是表现两个农奴主阵营的斗争，他们所争论的问题是：完全没有土地的佃农（或“工役”农民）对地主更有利呢，还是“拥有份地”，即被固定在一个地方、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而又不能借此维生、必须寻找“外水”（＝受地主盘剥）的佃农对地主更有利。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毫无疑问，农民在解放时获得的土地愈多，他们获得的土地愈便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愈迅速、愈广泛、愈自由，农奴制关系和盘剥制关系的残余消失得也就愈迅速，国内市场也就会愈扩大，城市、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就愈有保障。

民粹派的错误在于，他们空想地、抽象地、离开具体历史情况来看问题。他们把“份地”说成是独立的小农业的基地：如果确是如此，那么“拥有份地的”农民也就变成了商品生产者，而处于资产阶级的条件下了。事实上，“份地”往往非常小，担负的税款过重，地界划得不利于农民，而“利于”地主，以致“拥有份地的”农民不可避免地要陷于毫无出路的受盘剥的地位，实际上仍然处在农奴制关系中，从事同样的徭役（采取工役租佃制等等形式）。

因此，民粹主义包含了两重倾向，马克思主义者在谈到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观点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评价等等时，也就说明了这两重倾向的特点。民粹派由于粉饰1861年的改革，忘记“分地”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就是使地主经济拥有廉价的和被束缚在一个地方的劳动力，拥有廉价的盘剥性劳动，所以他们就滑到了（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自由主义的观点，滑到了自由派资产者以至自由派地主的观点；——所以他们客观上就成了这样一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演进的捍卫者，这种资本主义演进受地主传统的牵累最重，同农奴制旧东西的联系最密切，并且在摆脱农奴制旧东西时也最缓慢、最困难。

民粹派没有把1861年的改革理想化，而是热烈真诚地主张农民交纳最少的税款，不受任何限制地分得最大的“份地”，以及农民在文化、法律和其他方面享有最大的独立性，因此民粹派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的民主主义还远不总是很彻底、很坚决的，而且这种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始终不理解。顺便说说，在我们这里，甚至直到现在，极“左的”社会民粹派分子把上面词组中的“资产阶级”这个词往往理解成某种类似……“政策”的东西，其实，资产阶级民主这个术语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是唯一精确的科学的说法。

民粹主义的这两重倾向，即自由主义倾向和民主主义倾向，在1861年改革的时代就已经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来了。我们不能在这里比较详细地分析这些倾向，特别是分析空想社会主义同后一种倾向的关系，而只限于简单地指出思想政治派别的差别，比如卡维林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的差别。

如果总的看一看1861年俄国国家整个结构的改变，那就必须承认，这种改变是在由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这不仅从经济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且从政治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只要回忆一下法院、管理、地方自治等方面的改革的性质，以及1861年农民改革后所发生的各项改革的性质，就会相信这种论断是正确的。对这“一步”的大小和快慢可以展开争论，但是，这一步的方向却是这样明确，并且被后来发生的全部事件说明得这样清楚对它未必能有不同的意见。现在经常可以听到一种不加思索的论断，说什么俄国仿佛是在最近几年才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几步”，因此，对这个方向加以着重说明就更有必要了。

上面谈到的民粹主义的两种倾向中的民主主义倾向，它所依据的是非地主的、非官吏的、非资产阶级的自觉性和主动精神，这种民主主义倾向在1861年是非常微弱的。因此，事情的发展只限于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极小的“一步”。但是，这种微弱的倾向在那时已经存在了。后来在改革后的整个时期内，无论在社会思想范围内，还是在社会运动范围内，它都时强时弱地表现出来。这种倾向在这个时期的每10年当中都在增长，它是由国内经济演进的每一步所促进的，因而也是由社会、法律、文化等条件的总和所促进的。

1861年只是初露轮廓的两种倾向，在农民改革之后过了44年，就在社会生活各种极其不同的活动场所内，在社会运动的各种变动中，在广大居民群众以及各大政党的活动中，都相当充分地和相当公开地表现出来了。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从最广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两个术语——是半个世纪前就初露轮廓的两种倾向的直系后裔、继承者和直接的传播者。1861年同过了44年后发生的事件之间的联系，是无可怀疑的，显而易见的。在半个世纪里，这两种倾向的生存、巩固、发展以及成长的情况，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它们有力量，证明了它们深深扎根在俄国整个经济结构中。

《新时报》的作家缅施科夫用下面一段独出心裁的话说明了农民改革同不久前发生的事件的这种联系：“1861年没有能够防止1905年，——因此，对于遭到如此惨败的改革，还有什么伟大可叫唤的呢？”（1月11日《新时报》第12512号。《不必要的纪念日》）

缅施科夫的这段话无意中触及了极其发人深思的历史科学问题，第一是关于改革和整个革命的相互关系，第二是关于1861年同1905—1907年的社会历史思潮、意愿、倾向之间的联系、依存和血缘关系。

改革的概念，无疑是同革命的概念相对立的；忘记这种对立，忘记划分两种概念的界线，就会经常导致在一切历史问题的论述上犯最严重的错误。但是，这种对立不是绝对的，这条界线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可变动的，要善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确定这条界线。1861年的改革，由于那些因本身的利益而要求改革的社会成分极其软弱、缺乏觉悟、涣散，结果只是改革而已。

因而在这一改革中，农奴制的特征才这样突出，官僚主义的丑恶现象才这样繁多，农民遭受的灾难才这样深重。我国农民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足而遭受的痛苦，远比遭受资本主义的痛苦大得多。

这一改革虽然由于一定的社会成分软弱而只是改革，但是它不顾重重障碍和阻力为这些社会成分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条件扩大了旧的矛盾所赖以爆发的基础，扩大了能够自觉参加这些矛盾“爆发”的居民集团、阶层和阶级的范围。因此，结果是，1861年改革中自觉地敌视自由主义的、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当时（并且在以后很长的时期内）好象是些没有基础的单枪匹马的个人，但当那些在1861年几乎还只处于萌芽状态的矛盾成熟了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具有非常广大的“基础”了。1861年改革的参加者是从改良主义者的观点来看 
［注：此处恐系笔误，按意思似应为“不是……来看”。——俄文版编者注］

 这次改革的，他们比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者更有“基础”。历史将永远铭记：前一种人是时代的先进人物，而后一种人则是不彻底的、无气节的、在旧的衰亡的势力面前软弱无力的人物。

民粹派从1861年起（而他们的前辈则还要早些，即在1861年前），并在后来半个多世纪的时期里，一直在自己的理论中鼓吹俄国发展的另一条道路，即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历史完全驳斥了他们的这种错误。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而1905—1907年的事件即俄国社会各阶级在这个时期的行动特别鲜明地证实了，俄国正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并且不可能有另一条发展道路。但是，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直到现在还没有从这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弄明白，这些在错误的思想体系中表现出来的要祖国走“另一条”道路的半个世纪的宿愿有什么现实的意义，那他就是一个蹩脚的马克思主义者。

把1861年同1905—1907年加以比较，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民粹派的思想体系的现实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把两条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对立起来：一条道路是使新的资本主义的俄国适应于旧的俄国，使前者服从后者，延缓发展的进程，另一条道路是用新的代替旧的，完全排除阻挡新事物的旧障碍，加速发展的进程。立宪民主党人的纲领是自由主义的纲领，劳动派的纲领是民主主义的纲领，这两个纲领虽然都是不彻底的，有时是混乱的和不自觉的，但是它们明显地表现出了两条现实道路的这种发展，这两条道路都属于资本主义的范围，在半个多世纪的时期里都在力求得到实现。

当前的时代，特别迫切地要求我们明确地了解这两条道路发展的条件，要求我们对1861年的两种倾向以及对它们后来的发展有明确的概念。我们正经历着俄国国家整个结构的进一步变动，即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这新的一步，仍象过去那样没有把握，动摇不定，不能令人满意，不够扎实，它向我们提出的还是老问题。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中，哪条道路将最后地确定俄国的资产阶级结构，历史对此还没有作出决定，因为这个决定所依赖的那些客观力量还没有发挥净尽。不能预料，在没有经历社会生活中的全部摩擦、冲突、纷争之前，这个决定将是什么样的。不能预料，从1861年起就有所表现的两种倾向的合力将是怎样的。但是可以而且应当做到对这两种倾向有明确的意识，做到使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瓦解、涣散、缺乏信心、醉心于一时的成就这种混乱状态中作为“领导人”，这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把自己的活动投入这种合力中去，不起消极作用（象取消主义和一瘸一拐地一味追随各种颓废情绪的行径那样），而起积极作用，即维护整个演进的利益，维护整个演进的根本的和最本质的利益。

民主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正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但他们经常动摇不定和处于对自由主义的依赖状态。反对这种动摇不定，消除这种依赖状态，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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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月19日法令即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签署的《关于脱离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条例》，与法令同时签署的是废除农奴制的宣言。——[163]。









《列宁全集》第20卷


“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

（1911年3月19日〔4月1日〕）

罗曼诺夫老爷们的王朝对之如此胆战心惊，俄国自由派为之如此动情的纪念日，已经庆祝过了。沙皇政府是这样来庆祝这个纪念日的：加紧“向人民”推销“民族俱乐部”出版的黑帮的纪念小册子，加紧逮捕一切“嫌疑分子”，禁止那些可能发表即使有一点类似民主主义思想的演说的集会，对报馆处以罚款，予以查封，迫害“叛乱的”电影院等。

自由派是这样来庆祝这个纪念日的：一再哭诉必须要有“第二个2月19日”（见《欧洲通报》杂志[93]），表白自己的忠君感情（沙皇肖像登在《言语报》的最显著地位），诉说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诉说祖国的“立宪”不稳固、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毁灭性地破坏了”“历来的土地原则”，等等。

尼古拉二世在给斯托雷平的诏书里说，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即把农民的土地交给一小撮豪绅、富农、富裕农民去任意掠夺，把农村交给农奴主－地主去支配，恰恰就是1861年2月19日的“伟大改革”的完成。

应当承认，血腥的尼古拉这个俄国的头号地主，比我们那些好心肠的自由派要更接近历史的真理。这个头号地主和农奴主头头懂得，更确切些说是从贵族联合会的教导中领会到这样一个阶级斗争的真理，即农奴主实行的“改革”，按其全貌来说，不能不是农奴制的改革，并且不能不是随之施行各种暴力的制度。只有群众的革命运动能够彻底消灭农奴主－地主和他们在俄国的无限权力，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以至我国全体自由派害怕这种运动；这种害怕心理妨碍他们懂得这样一个真理：只要农奴主没有被推翻，任何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只能具有农奴制形式，带有农奴制性质和采用农奴制方法。害怕革命，幻想改革，而又抱怨“改革”实际上是由农奴主按照农奴制方式进行的，这就是极端卑鄙极端愚蠢的表现。尼古拉二世的做法正确得多，对俄国人民的教诲有效得多，他用实例“让”人民去选择：或者是农奴制的“改革”，或者是推翻农奴主的人民革命。

1861年2月19日的改革是农奴制的改革，我国的自由派所以能够美化这个改革并把它描绘成“和平的”改革，只是因为当时的俄国革命运动薄弱到了微不足道的程度，而在被压迫的群众中还根本没有革命的阶级。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和1910年6月14日的法律也同1861年的改革一样，都是同样的资产阶级内容的农奴制改革，但是，自由派不能把它看成是“和平的”改革，不能随随便便地去美化它（虽然他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例如在《俄国思想》杂志上），因为人们可以忘记1861年的单枪匹马的革命家，却不能忘记1905年的革命。1905年在俄罗斯诞生了一个能够把农民群众也发动起来进行革命运动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革命阶级一诞生，它就不可能被任何迫害镇压下去，它只能随着整个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它只能在取得胜利以后才死亡。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861年农民改革的基本特点。臭名远扬的“解放”，是对农民的无耻掠夺，是对农民施行一系列的暴力和一连串的侮辱。由于“解放”，黑土地带各省农民的土地被割去了1/5以上。有些省份的农民被割去的、被夺走的土地达到1/3，甚至2/5。由于“解放”，农民的土地同地主的土地是这样划分的：农民迁到“沙地”上去，而地主的土地却象楔子一样插在农民的土地中，从而使名门贵族们更容易盘剥农民，把土地按重利盘剥的价格租给他们。由于“解放”，农民被迫“赎买”他们自己的土地，而且被勒索走了高于实际地价一两倍的金钱。总之，60年代的整个“改革时代”使农民仍旧贫困，受人欺压，愚昧无知，无论在法院还是在管理机关，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地方自治机关，农民都得听从地主－农奴主的摆布。

“伟大改革”是农奴制的改革，而且不可能是别的改革，因为它是由农奴主实行的。是什么力量迫使他们搞改革的呢？是把俄国拉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发展的力量。地主－农奴主不能阻挠俄国同欧洲商品交换的增长，不能保持住旧的、崩溃的经济形态。克里木战争表明了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农民的“骚乱”在解放前每10年都要高涨一次，使得头号地主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认，与其等待从下面来推翻，不如从上面来解放。

“农民改革”是由农奴主实行的资产阶级的改革。这是俄国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道路上迈出的一步。农民改革的内容是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土地被割去的愈少，农民的土地从地主的土地中分出的愈多，农民交给农奴主的贡赋（即“赎金”）数目愈小，各地农民摆脱农奴主的影响和压迫的程度愈大，这种资产阶级的内容就暴露得愈明显。农民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农奴主的统治，他就在多大程度上处于金钱势力的支配之下，处于商品生产的条件之下，处于对产生的资本的依附地位。1861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样的迅速，只用数十年就完成了欧洲某些老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完成了的转变。

我国自由派的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历史学家们大肆渲染和美化的臭名远扬的农奴主同自由派之间的斗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主要是地主内部的斗争，完全是让步程度和让步形式引起的斗争。自由派也同农奴主一样，站在承认地主所有制和地主政权的立场上，愤怒地谴责鼓吹消灭这种所有制、彻底推翻这种政权的一切革命思想。

这些革命思想不能不在农奴制农民的头脑中滋长。虽然几个世纪的奴隶制严重摧残和压制农民群众，以致他们在改革的时候，不能有所作为，只能进行分散的、零星的起义，进行甚至可以说是缺乏任何政治意识的“骚乱”，但就在那时，俄国已经出现了站在农民方面的革命家，他们十分了解臭名远扬的“农民改革”的狭隘贫乏、它的农奴制性质。当时这些为数极少的革命家是以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

1861年2月19日标志着从农奴制时代中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俄国的开端。19世纪60年代的自由派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两种历史倾向、两种历史力量的代表，这两种倾向和力量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都决定着为建立新俄国而斗争的结局。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庆祝2月19日五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觉悟的无产阶级必须尽量明确地认清这两种倾向的本质和它们的相互关系。

自由派希望“从上面”来“解放”俄国，既不摧毁沙皇的君主制度，也不摧毁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政权，只是唤醒他们向时代精神“让步”。自由派过去是现在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而资产阶级是不能容忍农奴制的，可是它又害怕革命，害怕能够推翻君主制和消灭地主政权的群众运动。因此，自由派只限于进行“争取改革的斗争”，“争取权利的斗争”，也就是只限于在农奴主和资产阶级之间瓜分政权。在这种力量对比之下，除了农奴主实行的改革外，不会有其他任何“改革”，除了被农奴主的专横所限制的权利外，不会有其他任何“权利”。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幻想通过旧的、半封建的农民村社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没有认识到而且也不可能在上世纪的60年代认识到：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同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他越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和种种刁难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政权的群众斗争的思想。他把自由派起初加以美化、而后甚至加以歌颂的1861年的“农民改革”称之为丑事，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农民改革的农奴制性质，清楚地认识到那些自由派解放者老爷们正在把农民搜刮得一干二净。车尔尼雪夫斯基把60年代的自由派叫作“空谈家，吹牛家和傻瓜”[94]，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自由派在革命面前胆战心惊，在当权者面前毫无气节和奴颜婢膝。

这两种历史倾向在2月19日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发展起来了，而且愈来愈清楚、愈来愈明确、愈来愈坚决地分道扬镳了。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力量增长起来了，这个阶级鼓吹满足于“文化”工作，逃避革命的地下工作。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增长起来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初在民意党人和革命民粹派的空想思想体系和知识分子的斗争中是混合在一起的，而从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从恐怖分子和单枪匹马的宣传家的革命斗争向革命阶级本身的斗争的转变，就开始分道扬镳了。

从1895年到1904年这革命前的十年向我们表明，无产阶级群众已经公开行动起来并在不断成长，罢工斗争日益扩大，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鼓动工作、组织工作和党的工作日益发展。特别从1902年起，革命民主主义的农民也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先锋队开始进行群众性的斗争。

1861年才在生活中出现并刚刚在出版物上显露出来的两种倾向，在1905年革命中发展和壮大起来了，在群众运动中，在各个党派的种种不同场合的斗争中，在报刊上，在群众集会上，在工会、罢工、起义以及国家杜马中都有所反映。

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建立了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它们起初在一个地方自治自由派运动中和睦相处（1905年夏季以前），后来就形成两个单独的党，它们彼此激烈地竞争起来（现在还在竞争），各自展示了自己的“面貌”：一个基本上是自由派的，另一个基本上是君主派的。但是，它们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却始终是一致的，如责难革命者，侮辱十二月起义，把专制制度的“立宪”遮羞布当作旗帜来顶礼膜拜。这两个党过去和现在都坚持“严格立宪的”观点，也就是说，把自己限制在沙皇和农奴主的黑帮所规定的活动范围之内，而黑帮既不交出自己的政权，也不放弃自己的专制制度，既不牺牲自己“千百年来神圣的”奴隶占有制收入中的一个戈比，也不舍弃自己“理所应得的”权利中的丝毫特权。

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倾向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倾向，彼此界线分明。无产阶级已经组织起来，他们团结在自己的社会民主工党周围，与农民分开行动。农民在革命中组织得非常差，他们的行动涣散得多，软弱得多，他们的觉悟更是低得多，而君主制的幻想（以及与此紧密联系着的立宪的幻想），又常常使他们失去力量，使他们去依附自由派，有时去依附黑帮，使他们不去对贵族－土地占有者进行冲击以求彻底消灭这个阶级，而是对“上帝的土地”产生了空想。但是总的说来，农民，作为群众，正是同地主作了斗争的，行动是革命的，并且在各届杜马中，甚至在代表资格极反常地有利于农奴主的第三届杜马中，组成了劳动团，劳动团虽然常常摇摆不定，但是他们代表真正的民主派。1905—1907年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在群众运动中表现出的、并且在政治上形成的立场和倾向，一方面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另一方面是革命民主派资产阶级的。

1861年产生了1905年。第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改革的农奴制性质使发展受到了阻碍，使农民遭到了无限恶劣的和痛苦的折磨，但是它改变不了发展的方向，防止不了1905年的资产阶级革命。1861年的改革打开了一定的阀门，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某些发展，因而延缓了结局的到来，但是却消除不了必然的结局，这个结局1905年时在无比广阔的范围里，通过群众对沙皇和农奴主－地主的专制制度的冲击而出现了。农奴主在被压迫群众极不开展的时期所实行的改革，一旦这些群众中的革命分子觉悟成熟，就引起了革命。

第三届杜马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是农奴主实行的第二次资产阶级改革。如果说，1861年2月19日是在由纯粹的农奴制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那么，1908—1910年这个时期向我们表明在同一条道路上迈出了更为重要的第二步。从颁布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起，几乎已经过去四年半了，从1907年6月3日起，也已经过去三年半多了，现在已经不只是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连十月党资产阶级也确信，六三“宪制”和六三土地政策是“失败”了。那位“极右的立宪民主党人”——不久以前，人们这样公正地称呼半十月党人马克拉柯夫先生——有充分权利于2月25日在国家杜马中既代表立宪民主党人又代表十月党人说：“现在，表示不满的是那些最希望长治久安、害怕爆发新的革命浪潮的国家要人。”马克拉柯夫先生接着说，共同的口号只有一个：“大家都说，如果我们继续沿着人们带领我们走的那条道路前进，那么我们就会被导向第二次革命。”

1911年春天立宪民主党－十月党资产阶级提出的这一共同的口号证实了我党在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决议中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这个决议指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曾经引起了1905年革命的那些基本因素仍在起作用。在这样的经济政治状况下，新的革命危机必然成熟起来。”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8页。——编者注］



不久以前，黑帮沙皇政府的御用文人缅施科夫在《新时报》上宣称，2月19日的改革已经“遭到惨败”，因为“1861年没有能够防止1905年”。如今，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御用辩护士和议员们又宣布1906年11月9日和1907年6月3日的“改革”失败了，因为这两次“改革”在导向第二次革命。

这两个声明，如同1861—1905年间自由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全部历史一样，对于阐明改革同革命的关系、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在社会斗争中的作用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材料。

革命的敌人，有的咬牙切齿，有的悲伤灰心，但他们都一致承认，1861年和1907—1910年的“改革”是失败了，因为这些改革没有能够防止革命。社会民主党，当代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代表针对这种承认回答说：革命者在社会斗争中和在一切社会危机中，甚至在这些危机只是直接导向不彻底的改革的时候，都起了极重要的历史作用。革命者是那些进行一切改造的社会力量的领袖，改革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

1861年的革命者是一些单枪匹马的人物，而且他们看来都彻底失败了。实际上，正是他们才是那个时代的伟大活动家，我们离开那个时代愈远，就愈清楚地感到他们的伟大，就愈明显地感到当时的自由主义改良派的渺小和平庸。

1905—1907年的革命阶级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看来彻底失败了。无论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还是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取消派，都喋喋不休地叫喊说，无产阶级似乎走得“太远了”，走“过头了”，说它热中于“自发的阶级斗争”，被“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一有害思想迷惑住了，等等，等等。实际上，无产阶级的“过错”只在于它走得还不够远，但是，这个“过错”可以用无产阶级当时的力量状况来辩解，并且可以用无产阶级在反动势力最猖獗的时期不断进行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同一切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表现进行的坚韧不拔的斗争来补偿。实际上，从敌人那里夺来的一切东西，作为战果而保持住的一切东西，能够夺得和保住的程度如何，要看革命斗争在无产阶级进行工作的一切场所表现出的力量和活力而定。实际上，只有无产阶级才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民主主义，彻底揭露自由主义的动摇性，使农民摆脱它的影响，英勇果敢地发动武装起义。

谁也不能预言，俄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真正民主的改革可以实现到什么程度，但是，毫无疑问，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决定改革的程度和成就。软弱无力、无气节、无思想原则的自由派和机会主义改良派，只能在以资产阶级精神实行的农奴制“改革”同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之间摇摆不定。

总的回顾一下俄国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回顾一下1861年和1905年，我们可以更加深信不疑地来重述我党决议中的一句话：“我们斗争的目的仍然是由无产阶级来推翻沙皇制度和夺取政权；无产阶级所依靠的是农民中的革命阶层，并且通过召开全民立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注：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9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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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欧洲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172]。



[94]列宁引用的是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序幕》的主人公沃尔根的话（见该书第1部分《序幕的序幕》第3章）。——[176]。









《列宁全集》第20卷


党的破坏者扮演着“传说的破坏者”角色

（1911年3月19日〔4月1日〕）

整整一年以前，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公布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下面一封极其重要的信：


　　“……我们〈即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曾经向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同志提出建议，希望他们参加工作，但他们回答说，他们不仅认为全会的决定是有害的，而且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本身也是有害的。根据这个理由，他们甚至拒绝出席一次增补委员的会议。”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07页。——编者注］





　　事情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我们是在同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这伙公开的叛徒打交道，他们认为象《呼声报》那样采取“外交手腕”和支吾搪塞是多余的，并直言不讳地声称自己要同我们党决裂。于是两种“策略”发生了冲突：一种是马尔托夫、唐恩及其同伙的策略，另一种是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米哈伊尔、罗曼、尤里及其同伙的策略；前者是从内部瓦解“旧”党，使旧党处于不健康的状态，以便使斯托雷平的“社会民主党人”即取消派巩固起来；后者的出发点是：从内部暗害旧党是得不偿失的，必须立即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公开决裂。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等先生发表的声明大大搅乱了他们《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中的朋友们和庇护者的把戏。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唐恩、马尔托夫及其同伙只得继续消痕灭迹，“一方面”对上面提到的三个叛徒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又稍稍同他们“划清界限”。马尔托夫甚至有勇气在他的三位朋友声明同党脱离关系（《呼声报》前一号即第23号上）以后过了10个月来责备三位先生“轻率”……

但是“历史”（取消派的历史）车轮又转了一圈。许多情况——主要是一些在公开场所进行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团体对取消派的反击——迫使波特列索夫之流、列维茨基之流、米哈伊尔之流、罗曼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减慢速度，迫使他们采取近似唐恩和马尔托夫的“英明的”和比较慎重的消痕灭迹的“策略”。这就成了能够出现——经过一年以后！——对上面引用的文件进行“反驳”的原因。

不用说，在《呼声报》上出现的“反驳”（用了引人注目的标题：《被破坏了的传说》），是彻头彻尾虚伪的。原来，上面提到的三个叛徒只是“由于个人原因”“正式”拒绝加入中央委员会，或者拒绝参加哪怕是一次增补委员的会议。而只是“后来在私人的〈当然完全是“私人的”〉谈话中向他〈即中央委员会代表〉[95]说出了迫使我们〈即罗曼、米哈伊尔和尤里〉对向我们提出的建议持否定态度的一些看法〈已经是政治性的看法〉”。

总之，“反驳”的第一点是：中央机关报所引用的声明只是在非正式的“私人谈话”中作出的。这种大大“减轻罪过的情节”正在根本改变事情的本来面目，难道不是这样吗？……

可是根据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等先生自己的说法，他们在这次“私人谈话”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他们并没有说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有害的，他们只是不揣冒昧地指出“全会所指明的道路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中央委员会的立场”，中央委员会向党推荐的那个利用合法机会的办法“已经和正在破坏合法的工人组织”，中央委员会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公布关于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就已经是“掩护政府”来破坏工人组织。这和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说法完全不同，据中央委员会代表说，伦敦选出的候选人中的三位取消派“认为，中央委员会对目前合法组织中社会民主党力量的自发组合过程进行干预，就好象硬要把两个月的胎儿从娘肚子里拖出来一样”，难道不是这样吗？这真是“驳倒了”！

其次，他们根本没有说过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是有害的，决没有说过！他们只是提出意见（当然完全是以“私人的”方式），认为要是以“发起小组”取代中央委员会，那就好得多。“谁也不会向”这个小组“要求出示身分证”（即党证），正象过去谁也没有向《火星报》和《曙光》杂志[96]集团要求出示它（即“身分证”）一样 
［注：见《呼声报》第24号附刊第3版。］

 。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对主要责难所作的“反驳”，几乎象他们的同事伊哥列夫不久前在孟什维克护党派同志普列汉诺夫和阿·莫斯科夫斯基责难这位伊哥列夫从事反对中央委员会和党的阴谋活动时所作的“反驳”一样成功……请看，需要的不是中央委员会，而是象“《火星报》和《曙光》杂志集团”这样的“发起小组”。可是很明显，《火星报》和《曙光》杂志集团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集团，而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这班先生所需要的却是取消派的发起小组。但是现在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马尔托夫和唐恩的三个同盟者——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建议以私人的发起小组取代中央委员会，谁也不会向这个小组要求出示可鄙的“身分证”，这个小组就可以在“取消活动”方面为所欲为了。真是“驳倒了”！……

罗曼、米哈伊尔和尤里的“反驳”的一个“关键”就是还有这样的话：中央委员会代表在邀请他们出席“即使是一次”委员会的“会议”时，诱惑他们说，他（即中央委员会代表）和其他“国内布尔什维克”深切希望“摆脱列宁小组的领导影响”。《呼声报》编辑部特别欣赏这个由三个取消派转述的国内布尔什维克的声明，希望以此为某人和某事辩解。然而，“呼声派”先生们显然是搞糊涂了，他们说的话是自己在反对自己。请原谅，尊敬的《呼声报》编辑们。假定代表中央委员会到你们朋友那里去的布尔什维克，是反对你们所说的“列宁小组”的，那对你们就更不妙了，因为正是这位布尔什维克写信说你们的三位朋友同党脱离了关系，这封信我们已在中央机关报第12号上发表了。要是这位布尔什维克不拥护你们所说的“列宁小组”，那他的证词在你们眼里应该更为公正了。假定邀请你们的中央委员们是反对“列宁小组”的 
［注：呼声派对另一位“国内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责难说：请看，他“阻碍增补呼声派进中央委员会，他声明说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们……只允许增补那些预先签字同‘取消派’脱离关系的候选人”。被呼声派如此横加责难的这位中央委员[97]，现在不能自己回答取消派先生们。因此我们要代他说话：要是你们所说的关于他的那些话是事实，那从党的观点来看，他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根据全会的精神办事的。］

 ，那么从你们的观点看来就更应该是三位取消派的过错了，因为他们甚至在对他们如此有利的情况下都不愿加入中央委员会。“呼声派”先生们怎么啦？他们通常消痕灭迹……是比较巧妙的。先生们，你们这次根本不能自圆其说！这次甚至比斯托雷平的“情报局”的“反驳”还要拙劣。

“呼声派”先生们，你们的“反驳”也象你们最近发出的“扯皮的”传单一样不走运。你们想“证明的东西太多了”——想证明似乎社会民主党人都是护党派——因而什么也没有证明。你们可以稍微想一想：你们昨天发出了58人的传单（58人中有多少是伪善者和受愚弄者呢？），在传单上把自己的对手（“列宁小组”）描绘成万恶的魔鬼、“匪帮”等等。而明天你们（《呼声报》编辑部）又会发出载有“改良纲领”的传单，声称要是我们（即呼声派）能在党的一切中央机关里同这些魔鬼，同这些“罪行”累累的人处于平等地位，如此等等，那就一切都好了。先生们，你们究竟什么时候“为党的利益”工作，什么时候使劲为自己工作呢？——是在前一种情况还是在后一种情况？关于《呼声报》这些……芬芳吐香的传单以及它的“一切手段都用上了”的附刊，直到自命为“布尔什维克思想小组”的日内瓦召回派，如果它们不是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呼声派的全部政策……都是不值一提的。

使劲吧，“传说的破坏者”先生们，再使点劲吧！你们的确在帮助我们破坏一种关于你们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似乎还有什么共同之处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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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委员维·巴·诺根。——[183]。



[96]《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184]。



[97]这里说的是约·费·杜勃洛文斯基。他在同德·费·斯韦尔奇科夫的谈话中声明，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在投票表决增补问题时，会同意一个取消派分子成为中央委员的（见本卷第261页）。列宁写本文时，杜勃洛文斯基正在被流放中。——[185]。









《列宁全集》第20卷


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关于前景和取消主义

（1911年3月）

标题中所指出的问题，就重要性来说，在一个愿意研究周围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整套观点中即使不占首要地位，也占首要地位之一。1908—1910年这个时期，无疑是一个特殊时期。社会的和政权的社会结构的特征就是变化，不弄清这些变化，在社会活动的任何方面都寸步难行。弄清这些变化，就能了解前景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前景当然不是指那些谁也不懂的凭空猜测，而是指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这些趋向的合力决定着国家最近将来的前途，这些趋向决定着每一个自觉的社会活动家的任务、活动方向和性质。但是后面这个问题，即关于任务、活动方向和性质的问题，又同取消主义问题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因此，毫不奇怪，在1908年，当时一经弄清楚或者开始弄清楚我们面临着俄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就恰恰已经把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关于前景和取消主义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指出了这些问题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其次，他们不仅仅限于讨论，——如果仅仅限于讨论，这就是糟糕的文人习气，这只可能在认识不到自己的责任和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的辩论小组中发生，——不，他们还对讨论的结果作出了确切的表述，使它成为不仅这个著作家小组的成员、不仅同某一类知识界有某种联系的人可以遵循的指南，而且任何一个、每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自觉的阶级代表也可以遵循的指南。到1908年年底，这种必要的工作已经完成。

这种工作的主要结果如何，我已经在我们的杂志[98]第2期上说过了。我现在从中引用几行文字，以便使后面的叙述好懂一些。


　　“俄国国家制度最近三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向我们表明，这个制度已经在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改变自己的阶级性质。17世纪的贵族杜马君主制不同于18世纪的官僚贵族君主制。19世纪上半叶的君主制不是1861—1904年的君主制。1908—1910年又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标志朝着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那个方向又迈了一步。第三届杜马和我国当前的土地政策都与这一步有密切联系。这样看来，这个新阶段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我国资本主义演进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新阶段没有解决老问题，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因而也没有消除这些问题，于是就要求采取新的准备手段，以便用老办法解决老问题。”（第2期第43页）再过几行又说：“那些否认（或不了解）……我们面临的是老问题，否认我们准备用老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实际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实际上成了自由派的俘虏（象波特列索夫先生、列维茨基先生等人那样）。”（第44页）
［注：见本卷第122—123页。——编者注］





　　不管谁怎样对待上述论点中所表明的一些想法，然而对于这个时期所作的这种估计中各个部分的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依赖性，却是未必可以否认的。比如，就拿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1910年6月14日的法律）来说：毫无疑义，这个法令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它标志着“上层人士”对村社和份地占有制所早已采取的那个土地政策中发生的原则性的转变。但是直到现在，就连诸如立宪民主党人这样一些最无原则的、随风倒的人也不敢断定：这个原则性的转变是否已经解决了问题，是否已经建立了资本主义农民经济的新基础，是否已经消除了老问题。1910年6月14日的法律同第三届杜马选举办法及其社会构成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除非中央政权同封建（我们现在采用这个不完全确切的、全欧洲通用的说法）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结成联盟，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这个法律，就不可能采用种种办法来施行这个法律。这就是说，我们所面临的，是我国整个资本主义演进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阶段是不是排除封建式土地占有者保持“政权和收入”（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呢？不，并不排除。就是在这一方面，也如同在其他各方面一样，已经发生的那些变化并不排除旧制度的基本特点，并不排除各种社会力量旧的相互关系的基本特点。因此，自觉的社会活动家的根本任务也就清楚了：要估计到这些新的变化，“利用”它们，把握住它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同时不要随波逐流，不要抛弃旧有的东西，要保存基本的东西，这不仅在理论方面、在纲领方面、在政治原则方面要这样做，就是在活动形式方面也要这样做。试问，那些集结在《复兴》杂志、《生活》杂志、《生活事业》杂志、《我们的曙光》杂志等等这类刊物周围的“思想领导者”波特列索夫和马尔托夫、唐恩和阿克雪里罗得、列维茨基和马尔丁诺夫先生，他们对于这种对“该死的问题”作肯定回答，对于这种对一定观点作直接明白的叙述，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们采取的态度，恰恰不象政治家，不象“思想领导者”，不象负责任的政论家。而象著作界，象知识分子小集团，象自由作家团体的自由射手。他们这些善于估计自由派沙龙中形成的时髦风尚和时代精神的人，故作宽容地讥笑这种爱对该死的问题作出肯定回答的陈旧过时的怪癖。既然不论在哪里，无论什么事，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可以写；既然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和司徒卢威之流先生们作出卓越的榜样表明，只要回避直接回答问题，回避确切地叙述观点和肯定的纲领等等，就可以得到一切利益、方便和好处；既然健忘的伊万[99]之流（尤其是不爱回忆过去肯定过的东西的伊万之流）在最广大的“社会”人士中受到推崇和敬重；还要这样去肯定又是干什么呢？

这样，在整整三年中，我们没有看见这整个著作界稍微尝试对“该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肯定的回答。转弯抹角的说法和空洞的假设不可胜数，可是直接的回答一个也没有。这整个著作界的特点就是爱好不定形，也就是爱好这样一种特征，这种特征正是在对该死的问题作出直接回答的时候，被人们最明确、最确切、最肯定地公认为取消主义这一概念的组成部分。不定形地随波逐流，欣赏自己的不定形，“否定”与不定形的现状相反的东西，——这也就是取消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机会主义者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消极地随波逐流，满足于“敷衍了事”的回答，从一个代表大会（禁酒的）跑到另一个代表大会（工厂的）[100]，满足于从一个“团体”（虽然是最值得尊敬的和最有益的，如工会，消费合作社，文化团体，戒酒协会等）联合到另一个团体等等。取消主义是一切机会主义所固有的、在俄国历史的一个时期内在我国一个社会政治派别中以一定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倾向的总和。

在历史上，取消派对上述的“直接回答”（对该死的问题的回答）只有过两个确切的意见。第一个意见是：应当用“财阀的”这个形容词来代替“资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可是这种代替是完全不对的。1861—1904年这个时期向我们表明，在生活的各方面，财阀统治制的影响在增大，而且这种影响往往占优势。在1908—1910年这个时期，我们看到不同于“财阀统治制”的另一种情形：资产阶级由于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考虑到过去三年对它的阶级自觉所给予的教训，正在建立一种原则上既仇视社会主义（不是全欧洲的社会主义，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而正是俄国的社会主义）、又仇视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了，就是说，它成为一个阶级了，它的某一部分在第三届杜马中有经常的代表（并且是很有势力的代表）。最后，在1908—1910年的土地政策中，已有一套实行资产阶级土地制度的一定计划的办法。这个计划至今“没有成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失败是一套资产阶级办法的失败，同时财阀统治制在农村中却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功”：就是说，农村财阀统治制从1908—1910年的土地政策中肯定得到了好处，但是，资产阶级制度尽管造成了很大牺牲，还是不能“确立”。总之，提出用“财阀的”这个术语的建议，在各方面都是十分不妥当的，以至大概连取消派本身也宁愿忘掉这个建议了。

另一个意见是：上述回答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这个回答等于叫人“钻到……”失败过“一次的地方去”[101]。这个简短有力的意见很值得重视，因为它清楚地概括了取消派的一切著作的内容，从波特列索夫的《社会运动》一书，到列维茨基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这个意见的内容完全是否定的；它只是斥责“钻到……地方去”的意图，而对于应当“钻到”哪里去，并没有作出任何肯定的指示。它只是说，你们漂吧，怎么漂都行，“大家”怎么漂你们就怎么漂吧；至于漂的结果怎样，应当怎样漂，是不值得去总结的。

但是，不管机会主义者多想安安稳稳地不作任何总结，避开关于对“该死的问题”作直接回答这一“不愉快的”谈话，这毕竟是办不到的。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102]历史的讽刺在于，正是那些爱把自己称作与“保守主义”格格不入的“先进”人物、在1908年对必须作出直接回答问题的指示嗤之以鼻的取消派，过了差不多一年半以后，在1910年夏天，却不得不对这些指示加以考虑了。而他们自己阵营中的事件，也迫使他们这样做。取消派过去根本回避直接回答，认为这不知是从什么可鄙的、陈腐的、毫无生机的、无用的、有害的“鬼地方”提出来的要求；可是，过了一年半之后，突然在他们中间产生一种也要求直接回答、并且大胆地作出直接回答的“思潮”！

正如所意料的那样，尤·拉林来扮演“大胆者”的角色了，但是这一次已经不单是他一个人了。大家知道，拉林是机会主义者中的一个不知进退的孩子。在机会主义者看来，拉林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他认真地、真诚地、深思熟虑地去领会他们中间出现的倾向，努力把这些倾向联结成一个整体，追根究底，作出直接的回答，得出实际的结论。读过拉林著的关于广泛的工人政党一书（该书在三四年前出版了）的人，大概会记得拉林是怎样用他的热烈的拥抱扼杀了阿克雪里罗得臭名远扬的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的。

从1910年3月起，拉林开始在《复兴》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正是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关于前景和取消主义问题的文章。附和拉林的有皮列茨基先生。这两位作家以一种新信徒的热忱研讨这些问题，他们徒劳地在自己的取消主义阵营中寻找对这些问题的直接答案，草率从事，不加思索。他们说当前的俄国根本谈不到什么农奴制度，政权已经变为资产阶级的了。拉林撇开著名的“第三种分子” [103]说道：“第一种分子和第二种分子都可以高枕无忧，因为1905年10月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复兴》杂志第9—10期合刊第20页）“如果杜马被取消，它的恢复就会比革命后的奥地利还要快；奥地利曾于1851年废除宪法，而在1860年，即过了9年以后，宪法就重新得到了承认，当时并没有经过任何革命，这样做只是出于统治阶级中那部分最有势力的、已经把自己的经济改造成资本主义的人的利益。将来，在资产阶级关系的社会制度扎根以后，统治阶级各阶层之间的斗争就会迫使这些阶层（在俄国也象其他各国一样）去扩大选举权的范围……”（同上，第26页）“俄国加入资本主义世界的过程……在政治方面也正在完成。这种完成说明，在目前这个阶段，不可能发生1905年那样的全国革命运动。”（第27页）


　　“可见，既然政权〈按照拉林的结论〉根本没有‘几乎完全’掌握在土地封建主手里，那么，‘农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反对封建主的斗争，也就不能变成反对现存政权的全国性斗争……”（第11期第9页）“靠指望即将到来的‘全国性高潮’来制定自己的策略路线，就必定要使自己陷于毫无结果的期待中。”（同上，第11页）“脚踏两只船是不行的。如果政权的社会性质没有丝毫变化，那么无论是任务还是活动形式都应该照旧不变，那么就只有‘同取消派作斗争’。如果谁想继续前进，谁想建设新事物来代替、继续和提高那个已瓦解的、已成为不中用的旧事物，那就请他彻底弄清楚建设的条件吧。”（同上，第14页）



　　这个拉林岂不是幼稚吗？他居然要求机会主义者“彻底”，居然要求他们“不脚踏两只船”！《复兴》杂志编辑部弄得张皇失措。它在第9—10期合刊上声明不同意拉林的意见，它写道：“思想”（拉林的思想）“新颖”，但是“尤·拉林的文章没有说服我们”。在第11期上，弗·米罗夫大概是代表编辑部出来反对拉林的，他承认拉林和皮列茨基“代表一定的思潮，这种思潮在理论上还不成熟，可是使用的语言却很明确”（在机会主义者看来，这是最大的缺点了！）。米罗夫先生写道：“拉林顺便地而且是完全出人意料地〈原来如此！这个不安分的拉林总是使用“很明确的语言”搞得他的朋友们不痛快！〉提到了另一个关于取消主义的问题。我们认为，党的建设的形式同俄国政府的性质之间，是没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我们保留单独来谈这个问题的权利”。（1910年7月7日出版的那一期，第22页）

在《生活》杂志第1期上（1910年8月30日），尔·马尔托夫已经代表这个“我们”“单独地谈过了”，他声明说：“只能同意”（第4页）弗·米罗夫和编辑部的意见而不同意拉林的意见。这样看来，取消派中间这整个辩论的结论，已由尔·马尔托夫说出来了。

现在我们就来仔细看看取消派的这个结论吧。

马尔托夫办事，同往常一样，非常机敏，非常……“巧妙”。他一开始就说：“1907年6月3日以后，在我们这里，人们就立刻开始细心地寻找掌权的资产阶级或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六三制度是俄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统治的制度。这个公式，无论是上述的那班孟什维克作家（拉林，皮列茨基），还是他们的对立面——正统派布尔什维克，都同样接受了；正统派布尔什维克在1908年“写文章谈过“俄国资产阶级君主制的产生”。

请看，这岂不是“巧妙”之至吗？拉林责备马尔托夫，说他脚踏两只船，并且直截了当地、不支吾搪塞、不耍花招地承认，如果不重新改变“正统派”对该死的问题所作的回答，那就应当同取消派作斗争。

而马尔托夫却“巧妙地”在空中翻斤斗，企图使读者相信（这些读者在1910年8月完全没有可能听到另一方面所说的话）：“这个公式”，无论是拉林，还是“正统派”，“都同样接受了”！！

这种巧妙手段就是布勒宁式或缅施科夫式的巧妙手段[104]，因为不可能设想还有比这更无耻的……违背真理的行为了。

马尔托夫在同一个地方还写道：“在书刊上的辩论中，人们往往忘记了究竟是谁先‘开始的’。”不错，在著作家的辩论中，常有这种情形，因为那里谈不上对该死的问题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但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恰恰不是著作家的也不仅仅是在书刊上的“辩论”。这一点，这位把《生活》杂志的读者引入迷途的尔·马尔托夫知道得很清楚、很详细、很确实、很透彻。马尔托夫很清楚，“正统派”所作出的和拥护的肯定回答是什么。马尔托夫很清楚，拉林所反对的恰恰就是这种回答，他把这种回答称为“僵化的公式”，“建造空中楼阁”等等。马尔托夫很清楚，他自己和他的一切同道和同事都曾经驳斥“正统派”所作的肯定的回答。马尔托夫很清楚：“究竟是谁先开始的”；谁开始（和最后）作出确切的回答；谁只是讥笑和表示不同意，而没有作出并且现在还没有作任何的回答。

不能想象出有比尔·马尔托夫这个诡计更可恶更下流的诡计了！拉林以自己的直率和坦白刺痛了取消派外交家，因为他承认（虽然过了一年半才承认），没有确切的回答是不行的。真理的光芒是刺眼的。于是尔·马尔托夫企图欺骗读者，把事情说成似乎拉林和正统派接受了“同样的公式”；其实前者的公式和后者的公式是相互对立的：从拉林的公式中得出袒护取消主义的结论，而从“正统派的”公式中却得出痛斥取消主义的结论。

为了掩盖自己的诡计，马尔托夫从“公式”中抓住一个字眼，断章取义（这是布勒宁和缅施科夫的拿手好戏）。马尔托夫硬说：正统派写文章谈过“俄国资产阶级君主制的产生”；而拉林则写道：在俄国根本谈不到什么农奴制度，政权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了，“就是说”，拉林的公式和正统派的公式是“同样的”！！戏法变完了。相信马尔托夫的读者被愚弄了。

实际上，正统派的“公式”，确切些说，正统派的回答却是这样：俄国的旧政权“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而且捍卫的恰恰是这样一条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要想保持的正是封建式土地占有者的政权和收入”，——由于这种实际情况，“引起”20世纪初叶第一次危机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正在继续发生作用”。

拉林说：政权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了，因此只有赞成“僵化的公式”的人，才说封建主“还保持着政权”，因此过去的高潮的“基本因素”就不继续发生作用，因此应该建设一种新事物“来代替‘已成为不中用的旧事物’”。

“正统派”说：政权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不是一般的政权，而是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而实际的政权却仍旧保持在封建主手里，所以从前的趋势、从前类型的演进的“基本因素”“正在继续发生作用”，因此，那些说什么“已成为不中用的旧事物”的人，就是取消派，他们事实上就是自由派的俘虏。

两个公式，两种回答的对立性是明显的。我们面前有两个不同的完整的回答，从中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马尔托夫象布勒宁一样在变戏法，他借口说，两种回答都“说到”什么“资产阶级君主制的产生”。同样有理由可以借口说，两种回答都承认俄国的资本主义正在继续发展！在共同承认（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共同承认）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正在发生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形式、条件的争论。而马尔托夫却搅乱争论的问题，把无可争论的问题作为争论的对象！在共同承认（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共同承认）旧政权正沿着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发展的基础上，正在发生关于这个转变的程度、形式、条件、进程的争论，而马尔托夫却搅乱争论的问题（过去的因素是不是在继续发生作用？是不是容许放弃旧的形式？等等），把无可争论的问题作为争论的对象！

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国的政权，一般地是“沿着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发展的，这一点拉林没有否认，任何一个有责任能力的、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至今都没有否认过。建议用“财阀的”这个形容词来代替“资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是由于不正确地估计了转变的程度，但是在原则上却不敢否认：实在的“道路”，现实演进的道路，恰恰就在于这种转变。让他去说，1861—1904年的君主制（也就是说，同当前的君主制相比，它无疑带有较少的资本主义性质），同尼古拉的农奴制时代相比，不是“沿着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迈了一步！

马尔托夫不但没有打算这样说，而是相反，他“附和”弗·米罗夫的意见，而弗·米罗夫反驳拉林时所援引的，恰恰是认为维特的改革以及60年代的改革[105]，都带有资产阶级性质！

现在让读者来判断米罗夫和马尔托夫的“巧妙手法”吧。起初，他们重复着“正统派”一年半以前用来反对马尔托夫和米罗夫的最亲近的朋友、同道和同事的理由来反对拉林；——而后，他们又硬要读者相信，拉林和“正统派”的“公式”是同样的。

这不仅是反对政治的文人习气的典型（因为政治要求肯定的直接的回答，而文人往往只是转弯抹角地说话），而且是把文风降低到布勒宁风格的典型。

马尔托夫引证了上面援引的拉林的话，即“如果……没有丝毫变化……那么就只有同取消派作斗争”，然后回答他说：


　　“我们至今认为：我们的任务是由我们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而我们的活动形式是第一由这些任务，第二由政治条件所决定的。因此，政权的社会性质对于决定我们的任务和活动形式，并没有直接的〈黑体是马尔托夫用的〉关系。”



　　这不是回答，而是空洞的遁词。马尔托夫又企图搅乱问题，企图把争论引向不发生争论的地方去。问题不在于政权的社会性质同任务以及活动形式有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联系。就算这个联系是间接的，——既然承认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问题就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变。可是马尔托夫又不敢说一句话来否认有密切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援引“政治条件”是为了蒙蔽读者。把“政权的社会性质”同“政治条件”对立起来，就好比我如果把人造的胶皮套鞋同雨鞋对立起来一样毫无意义！雨鞋，这也就是胶皮套鞋。除了人造的胶皮套鞋以外，就不会有其他的胶皮套鞋。政权的性质，这也就是政治条件。除了社会性质以外，政权就不会有其他性质。结果我们看出：马尔托夫“说话”转弯抹角，避而不答拉林的问题。他所以避而不答，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回答。拉林认为，对于“政权的社会性质”（说得更确切些，对于政权的经济性质）的见解同对于“任务以及活动形式”的见解有着密切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这一点上拉林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拉林，还是“正统派”，都意识到这种关系，并对此作了阐述。而马尔托夫（及其奴仆）却没有意识到这两种见解间的联系。因此马尔托夫不得不拿“雨鞋”来支吾搪塞、敷衍了事。

请听下去吧：


　　“这些孟什维克〈马尔托夫援引科甘在1907年《教育》杂志上的文章做例子〉多少明显地露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工人阶级正逐渐地、可以说是有机地‘长入’那个已得到立宪制度萌芽的‘法治国’
［注：这个从法语借用来的字眼也许不是所有读者都能懂得的，在我看来，这个字眼用得极不妥当。“法治国”——pays　légal的直译，它是指那些在国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并享有民众甩不能享有的宪法特权的阶级或者集团、居民阶层而言的。顺便说说，这对估计马尔托夫的动摇有特殊意义。他不愿承认1908－1910年的俄国，“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但是，他承认，“资产阶级”（而不是“财阀”）在1907年6月3日“已得到”“立宪制度萌芽”。谁能摸得着头脑啊！］

 ，就是说，资产阶级〈不是“财阀”吗？啊？〉六三特权正逐渐推广到广大的民主派中来。如果当前的带引号的‘取消主义’或当前的‘合法主义’的实际的原则基础果真如此，那么，这就是真正取消我们的传统，就是真正的、奉为原则的合法主义，就是在原则上同我们过去的一切决裂。我们也就应当同这种取消主义作认真的斗争了……难道我们一定会看到爬入革新的托尔马乔夫制度的改良主义者吗？”在这个地方马尔托夫又加了注释：“我当然〈！！〉不怀疑拉林有改良主义的倾向。”



　　我们所以需要作这段长篇摘录，为的是使读者弄清楚马尔托夫的“手法”。他承认，科甘（经常同马尔托夫共同撰写重要“著作”的孟什维克）“多少明显地露出了”改良主义。他承认，如果改良主义真是取消主义的原则基础，那么，这就是“同过去决裂”。他喊出响亮的、引人注意的、娓娓动听的话来反对“爬入……的改良主义者”。末了，他要别人相信（你们猜他要别人相信些什么？）：他当然“不怀疑”拉林有改良主义的“倾向”！！要知道，这和爱德华·伯恩施坦的言论，让·饶勒斯的言论，或者拉姆赛·麦克唐纳的言论如出一辙。他们都“承认”，有些“极端派”“露出”……一种不好的东西，改良主义，自由主义。他们都承认，如果自由主义真是他们的政治的“原则基础”，那么，这就是“同过去决裂”。他们都喊出响亮的、引人注意的、娓娓动听的话来反对“爬入……的自由派”。末了，他们都要别人相信：……他们“不怀疑”拉林之流……（我讲错了，请原谅），“不怀疑”他们的那些更公开的、更“右的”同志、同道、朋友、同事、同仁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倾向。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拉林在上述论文中，叙述了最确凿、最真实的改良主义的观点“体系”！否认这一点，就等于反对明显的事实，等于抽掉改良主义这一个概念的全部含义。但是，如果你们要“驳斥”拉林，“斥责”“原则上的”改良主义，喊出响亮的话来反对“爬入……”，同时又几乎要别人相信你们“不怀疑”拉林有改良主义，那么，这样一来，你们就完全自我揭露了。这样一来，你们就完全证明，你们说你们“原则上”仇视“原则上的改良主义”，这就象小商人卖货时发誓说：“请相信吧，凭良心说，这是亏本买卖”。

请相信吧，凭良心说：我斥责原则上的改良主义，但是，我不“怀疑”拉林有改良主义（这些可疑的正统派，真是令人厌恶！），并且在取消主义的实践方面我完全同意拉林。

当代俄国机会主义的“展开的公式”就是如此。

马尔托夫至今还被幼稚的人（或者不懂新的重新组合的底蕴的人）认作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非取消派，请看他本人是怎样应用这个公式的吧：

马尔托夫在第9页和第10页上写道：“在所谓的‘取消派’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策略，就是这样的‘策略’，它以公开的工人运动作为中心，力求在一切可能的方面扩大这个运动，在这个公开的工人运动内部〈黑体是马尔托夫用的〉并且只在那里〈请注意：只在那里！〉寻找恢复党的生活的因素。”

这是尔·马尔托夫说的话。而这也就是爬入革新的托尔马乔夫制度的改良主义。“爬入”这两个黑体字，我是向同一个马尔托夫借用来的，因为重要的是：在上面所引的几句话里，他马尔托夫事实上鼓吹的恰恰就是爬行。不论你在进行这种鼓吹的同时怎样发誓说你反对“原则上的改良主义”，但是，问题并不因此而改变。事实上，马尔托夫既然说过：“只在那里”，既然说过：“作为中心”，那么，他执行的恰恰就是改良主义路线（在1908—1910年的俄国的特殊环境下）；至于赌咒，许诺，担保，发誓，那就让政治上的毛孩子去相信吧。


　　“……19世纪50年代初期，马克思同维利希—沙佩尔的争论恰恰〈！！〉是围绕着关于秘密团体的意义和是否可能由这些团体来领导政治斗争的问题……布朗基主义者〈在60年代的法国〉‘准备’应付这些事变〈应付波拿巴主义的破产〉，建立秘密团体，把单个工人封闭在这些团体里；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支部……却跑到工人组织中去，建立工人组织，用一切手段‘争取合法性’……”



　　无论前一个例子还是后一个例子，恰恰都文不对题。50年代马克思同维利希的争论，60年代布朗基主义者[106]同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完全不在于是否应当“仅仅”在“和平的和可以被容许的”（马尔托夫的文章，《生活》杂志第1期第10页）组织中寻找“恢复党的生活的因素”。这一点马尔托夫很清楚，他企图把读者引入迷途是枉费心机的。这两种争论都不涉及“恢复”工人政党的问题，因为当时不能争论关于恢复那时候还根本没有的东西。这两种争论恰恰是关于是否需要以工人运动为基础的工人政党，阶级的政党。维利希和60年代的布朗基主义者否认的恰恰是这一点，这是马尔托夫很清楚的，他企图谈论现在无可争论的问题，以此来掩盖现在正在争论的问题，这是枉费心机的。马克思不仅在50年代和60年代从来没有主张过“仅仅”在和平的和可以被容许的组织中寻找恢复或者产生党的生活的因素；而且甚至在70年代末，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发展处于更高得多的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德国的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因为这些机会主义者取消了德国的“党的生活”的最近的历史，他们担忧“极端行动”，谈论“更文明的”运动形式（用当前俄国取消派的话来说就是“欧化”），维护“仅仅”应当在“和平的和可以被容许的”组织中去“寻找恢复……因素”的思想。
　　马尔托夫写道：“我来总结一下。要给仍旧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现在所做的事情找到理论上的根据和政治上的理由，只要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就足够了：现时的制度就是专制制度同立宪制度的内部矛盾的结合；俄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成熟，它可以象西欧先进国家的工人一样，抓住这个制度中这些矛盾的阿基里斯之踵。”



　　马尔托夫这些话（“足够”）——足够使我们也来作出自己的总结了。马尔托夫认为“足够”的东西，无论立宪民主党人，还是一部分十月党人都是承认的。1911年1月《言语报》对问题的提法，就同1910年8月马尔托夫建议的提法一样：立宪制度同反立宪制度的矛盾的结合；两个阵营——一个拥护立宪，一个反对立宪。对于《言语报》足够的东西，对于马尔托夫也“足够了”。这里连一点点儿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这里马克思主义完全烟消云散，由自由主义代替了。我们有“矛盾的结合”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够”的。这种说法是不够的，它含有一点点真理和一大堆谬误，它掩盖了矛盾的底蕴，粉饰了现实，否认了摆脱现状的惟一可能的办法，——只有认识和了解这些以后，才算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旧制度同立宪制度的“矛盾的结合”，这不仅在现时的俄国存在，而且在现时的德国，甚至在现时的英国（上院；在对外政策方面国王不受国民代表的约束等等）也存在。试问，如果政治家说，一个俄国人承认对于德国和对于英国都是正确的东西就“足够了”，那么，这个政治家实际上（就是说不管有多么良好的愿望和善意的言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呢？这个政治家实际上就是站在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上。就连我国的稍微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不能而且也没有站在这样的立场上。马尔托夫的结论，即他用以概括取消派全部辩论的总结性公式，非常确切、异常清楚、详尽无遗地表示出这是打着冒牌马克思主义旗帜偷运私货的自由派见解。

如果自由派（不仅是立宪民主党人，而且还有一部分十月党人）说：要给我们的活动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和政治上的辩解，只要承认旧制度同立宪制度的内部矛盾的结合，就足够了；那么，自由派仍旧完全忠于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这些说法提出了真正确切的自由派的公式，即1908—1910年（即使不是1906—1910年）自由派政治的公式。至于马克思主义者，当他阐明这个公式由于抹杀了俄国“矛盾”同英国矛盾、德国矛盾之间的原则性的、根本性的区别而是不充分的和虚伪的，只有这个时候，也只有这样，他才表明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自由派说：“承认在我们这里有许多东西是同立宪制度相矛盾的，就足够了。”马克思主义者回答说：“这种承认是完全不够的。必须认识到，对于‘立宪制度’根本不存在起码的、基本的、重要的、本质的、必要的基础。自由主义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承认存在这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基础，这种错误说明自由主义的软弱无力，而产生这种错误则是由于资产阶级好心肠的软弱无力。”

把政治上的这种自相矛盾译成经济语言，可以表述如下。自由派认为：经济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已经提出了，确定了，完成了；问题在于扫除这条道路上的障碍和矛盾。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尽管在经济演进方面有了这些无可怀疑的资产阶级的进步，如1906年11月9日（或1910年6月14日）的法令，如第三届杜马等等，这条已经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至今还没有使人走出绝境；还有另外一条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能够把我们引上康庄大道，不管自由主义怎样动摇不定，怎样缺乏信心和怯懦畏缩，我们都要指出这条道路，都要说明、准备、坚持和实现这条道路。

马尔托夫同拉林争论，似乎他比拉林“左”得多。许多幼稚的人也就受了他的欺骗，他们说：当然，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拉林都是取消派，当然，他们都是极右派，象我们的鲁阿内之流一样，可是马尔托夫，马尔托夫嘛，却不是取消派！然而事实上，马尔托夫反对拉林、反对爬行的改良主义者的那些娓娓动听的话，只是为了转移视线，因为马尔托夫在自己的论断中，在自己的结论中，在自己的总结中，恰恰是支持拉林的。马尔托夫一点也不比拉林“左”，他只是比拉林更圆滑，更无原则，在用冒牌“马克思主义的”五花八门的陈词滥调来掩饰自己方面做得更狡猾。马尔托夫的论断是：承认矛盾的结合就“足够了”。这个结论正是拉林所需要的那种对取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确认。但是，拉林想把这个结论加以证实，加以证明，追根究底，使它成为原则性的结论。于是马尔托夫便对拉林说，正象福尔马尔、奥尔和其他机会主义的“老麻雀”对年轻的机会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所说的那样：“亲爱的拉林！……不，亲爱的爱佳（爱德华的小名）！你是头笨驴！可以这样做，但不能这样说。”“亲爱的拉林！我们两个人有取消主义的实际行动就‘足够了’，我们只要以自由主义的态度来承认旧制度同立宪制度之间的矛盾就‘足够了’，但是，请你千万别再前进一步，别‘深入下去’，别去寻找原则上的明确性和完整性，别对‘目前形势’作什么估计，因为这样就把你我都揭露了。我们可以做，但不要说。”

马尔托夫在教拉林怎样做机会主义者。

拉林对马尔托夫说：脚踏两只船是不行的；他要求对他们两人都珍视的取消主义作原则上的说明和辩护。

马尔托夫回答说：好了！要是你不会脚踏两只船，那你还成什么机会主义者呢？要是你力求对实际行动作明确的、直接的、清楚的原则性辩护，那你还成什么机会主义者呢？真正的机会主义者正是应该脚踏两只船，正是应该拥护“策略－过程”[107]（请回忆一下1901年时期的马尔丁诺夫和克里切夫斯基），正是应该随波逐流，消痕灭迹，绕过任何原则性。现在伯恩施坦（在接受了福尔马尔、奥尔等人的教训以后）已经有做修正主义者的本领了，他并不建议对正统派的爱尔福特纲领[108]作任何修改。我和你也应当有做取消派的本领，不建议对正统派关于目前形势的“该死的问题”的正式回答（1908年）[109]作任何修改。亲爱的可爱的拉林！要做一个真正的机会主义者，就应当在行动上，在自己的实践中，在自己的工作性质上爬行，而在口头上，在群众面前，在发言中，在报刊上，不但不要寻找袒护爬行的理论，而且相反，要大声叫喊说反对爬行者，要热烈地赌咒发誓说，我们不是爬行者。

拉林默不作声了。他的心灵深处大概不能不承认马尔托夫是一个更老练的外交家，是一个更精明的机会主义者。

还应当从另一方面来研究马尔托夫的总结性公式：承认旧制度同立宪制度结合的矛盾就“足够了”。请把这个公式同弗·列维茨基的著名公式比较一下吧：“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我们的曙光》杂志第7期）。列维茨基（——《我们的曙光》杂志的拉林）在这个公式中，只是更直接地、更公开地、更有原则地说出了波特列索夫用矫揉造作的话语所搅乱、掩饰和遮盖了的东西，在普列汉诺夫的最后通牒的影响下把自己那篇反对领导权的文章加以整理和修改。

马尔托夫的公式和列维茨基的公式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向假装不懂得领导权思想同取消主义问题的联系的马尔托夫解释这一情况，将是下一篇文章的主题。

附言：当我们收到载有尤·拉林《向右——向后转》一文结尾部分的《生活事业》杂志第2期时，本文已经付排了。尔·马尔托夫“当然不怀疑”尤·拉林有改良主义，可是拉林却在新的取消派的杂志上照旧明确地阐述改良主义。现在，我们只能把改良主义纲领的要点摘引如下：


　　“当人们简直不知道明天究竟如何，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处于张皇失措和犹豫不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一种犹豫不定的等待情绪，就是模模糊糊地不知是希望革命重演，还是希望‘等着瞧’。当前的任务，不是在海边白白地坐等好天气，而是向广大阶层灌输这样的指导思想：在俄国实际生活已经进入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工人阶级应当组织起来，不是‘为了革命’，不是‘等待革命’，而只是为了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坚决地和有计划地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了通过这种多方面的复杂的活动来聚集和训练自己的力量；为了用这个方法来培养和积蓄社会主义意识；特别是为了在封建反动势力在经济上必然自取灭亡以后即将到来的俄国立宪革新时期，在俄国各社会阶级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善于确定方向〈辩明方向〉和保卫自己！”（第18页）



　　这一段话，确切地表达了拉林“纲领”的整个精神和整个含义，也确切地表达了《我们的曙光》杂志、《复兴》杂志、《生活事业》杂志等刊物、包括我们已经分析得“足够了”的尔·马尔托夫的一切取消主义著作的整个精神和整个含义。这一段话，就是最纯粹的、最完整的改良主义。我们现在不能来着重研究这一段话；我们在这里不能对这一段话作应有的详细分析。因此，我们只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非党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人民社会党人”[110]）和那些愿意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中间的改良主义者，都向工人们鼓吹这样的纲领：聚集自己的力量，培养自己，训练自己，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只是为着在即将到来的立宪革新时期保卫自己。这样的纲领大大削减、缩小、阉割工人阶级1908—1911年的政治任务，正如“经济派”阉割了1896—1901年的这些任务一样。旧“经济派”自欺欺人，喜欢援引比利时的例子（德·曼和布鲁凯尔的卓越著作不久以前说明了比利时人中间改良主义占优势的情况；关于这些著作，我们以后再谈）；新经济派即取消派，喜欢援引奥地利在1867年以和平方式实行立宪的例子。无论是旧“经济派”，还是我们的取消派，都从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历史中挑出这样一些由于某些原因而造成工人软弱、不觉悟、依赖于资产阶级的例子、情形、事件，——并且拿这些例子来作俄国的榜样。无论是“经济派”还是取消派，都是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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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指《思想》杂志。



《思想》杂志（《Мысл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哲学和社会经济刊物（月刊），1910年12月—1911年4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5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加强对取消派合法刊物的斗争和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先进工人和知识分子而创办的。该杂志的正式编辑和出版者是П．К．皮罗日柯夫，实际编辑是列宁，他从国外领导这一杂志，经常与编辑部通信。积极参加杂志工作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等人，为杂志撰稿的还有孟什维克护党派格·瓦·普列汉诺夫、沙·拉波波特等人。《思想》杂志头4期刊载了6篇列宁的文章。《思想》杂志最后一期即第5期被没收，杂志也被查封。不久《启蒙》杂志在彼得堡出版，它实际上是《思想》杂志的续刊。——[188]。



[99]在革命前的俄国，潜逃的苦役犯和逃亡的农奴一旦落入警察之手，为了不暴露真实姓名和身分，常常自称“伊万”（俄国最常见的名字），并声称忘记了自己的身世。因此在警厅档案中，他们便被登记为“忘记身世者”。这些人就被统称为“健忘的伊万”。后来人们就用“健忘的伊万”来形容那些忘记自己过去或六亲不认、数典忘祖的人。——[190]。



[100]列宁指的是1909年12月28日—1910年1月6日（1910年1月10—19日）在彼得堡举行的全俄第一次禁酒代表大会和1909年4月1—6日（14—1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工厂医生和工厂工业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190]。



[101]列宁引自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费·伊·唐恩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1908年）上就“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所作的发言。——[191]。



[102]“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是法国作家让·拉封丹所写寓言《变成女人的牝猫》的结束语，意思是事物的本性不能改变。寓言说，一个男人养了一只牝猫，经过日夜祈祷，牝猫终于变成了女人，做了他的妻子。可是一天夜里，老鼠来咬席子，新娘又象猫一样捉起老鼠来。——[192]。



[103]“第三种分子”是对在地方自治机关里受雇担任农艺师、统计人员、技术员、医生、兽医、教师等职务的平民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呼，以区别于政府与行政当局的人员（第一种分子）和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第二种分子）。“第三种分子”这个词是俄国萨马拉省副省长Ｂ．Г．康多伊迪于1900年首次使用的，在20世纪最初10年里流行于俄国。据统计，19世纪末俄国34个省共有65000—70000名地方自治机关职员。“第三种分子”的队伍中有不少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和民粹派分子，也有社会民主党人。地方自治机关的文化经济活动，特别是医疗卫生和学校事业，靠着“第三种分子”而得到广泛发展。“第三种分子”作用的增强，遭到了沙皇行政机关和保守的贵族地方自治人士的反对。关于“第三种分子”，可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93—301页。——[193]。



[104]布勒宁式或缅施科夫式的巧妙手段是指俄国君主派黑帮报纸《新时报》撰稿人维·彼·布勒宁和米·奥·缅施科夫所特有的不诚实的论战方法。——[195]。



[105]维特的改革是指1892—1906年谢·尤·维特担任沙皇俄国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大臣委员会主席和大臣会议主席期间在财政、关税政策、铁路建设、工人立法等方面实行的改革。维特还在土地政策方面提出一些意见，为后来彼·阿·斯托雷平所采用。



60年代的改革指19世纪60—70年代沙皇政府实行的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1860—1864年的财政改革；1863年的废除肉刑；1862—1864年的国民教育改革；1864年的地方自治改革和司法改革；1865年的出版和书报检查改革；1870年的城市改革；1874年的军事改革。——[198]。



[106]布朗基主义者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由杰出的革命家路·奥·布朗基领导的一个派别。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者期待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202]。



[107]“策略－过程”是一种崇拜自发性的机会主义理论，它宣称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这种理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44—47页）。——[205]。



[108]爱尔福特纲领是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组织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为基础的。——[206]。



[109]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这些决议宣布要同取消主义进行斗争。——[206]。



[110]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茲、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该党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同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207]。









《列宁全集》第20卷


论战性的短评

（1911年3月）

波·波格丹诺夫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2期上发表的《手工业代表大会的总结》一文中作出了如下的结论：


　　“力求终止旧的地下工作而进入真正公开的社会政治活动阶段——这是标志着我国工人运动的最新阶段的新特征。”（第73页）“在社会生活尖锐化的时候，在莫斯科进行补选和第四届杜马进行普选的前夜，特别强烈地感到缺乏无产阶级政治上有组织的部队的影响。最近几年来，有组织的工人所进行的全部工作，都是沿着恢复这种独立政治力量的道路前进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个运动的所有参加者都在日渐成为正在恢复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代理人。因此，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的任务，与其说是加速这个运动，过早地使这个运动形成和固定下来，不如说是按照这个运动的发展方向行动，使这个运动具有尽可能大的规模，吸收尽可能广大的群众参加进来，坚决终止无所事事的地下工作，终止地下工作的令人昏迷的状态。”（第74—75页）



　　直到现在，象“令人昏迷的”状态这类哀号，象“终止”这一状态的这类歇斯底里的叫喊和号召，我们只能在《新时报》这类报纸上看到，也许还能在诸如司徒卢威先生及其同伙这些凶恶的自由主义叛徒的著作中看到。直到现在，凡是稍微正派的、正直的政治报刊，都把下面这一点当作准则：不从一个舞台上攻击在这一舞台上无法保护的东西。一群取消派，其中包括波·波格丹诺夫、列维茨基、波特列索夫等等先生们，一年多来在有效地“克服”这种过时的民主主义的偏见，为自己的“坚决终止……”这类号召不断挑选的正是这种而且仅仅是这种保证取消派在这个问题上处于垄断地位的舞台。而我们只能把这种向“令人昏迷的状态”展开的“有装甲保护的”战争记录下来，并把这些斗士钉上耻辱柱。波·波格丹诺夫之流、列维茨基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指出工人力求公开活动，并作出自己的关于工人力求终止“令人昏迷的状态”的结论，这是在颠倒黑白。他们敢于这样颠倒黑白，是指望我们这些反对取消派的人无法说出波·波格丹诺夫之流这些先生们都知道的、证明工人在各种代表大会上都义愤填膺地公开反对那些主张“终止”的知识分子的事实。工人们在1911年初，正象在1905年初一样，坚决力求——可以说这是他们无上的光荣——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但不论那时或现在，工人都没有起来反对“令人昏迷的状态”，他们过去和现在都不愿“终止”这种状态。至于说到力求“坚决终止”，正确的说法只能是说那些变节的知识分子在力求这样做。

的确，还是让读者好好思索一下下面这个事实吧。一伙著作家大谈特谈——特别是从1910年1月起——“力求终止旧的”而“进入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阶段”。这伙人光是在上述时期内就出版了20多期自己的杂志（《我们的曙光》、《复兴》、《生活》、《生活事业》），至于单行本、小册子和在不是专门的取消派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那就不用说了。可是，那些在政论界如此起劲地进行活动、如此坚定地说必须“坚决终止旧的”而“进入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阶段”的著作家，他们自己、自己的集团直到现在还不敢、还没有勇气“坚决终止旧的”而“进入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阶段”，那么提出“坚决终止”“令人昏迷的状态”这种纲领、政纲和策略，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一出什么样的闹剧？这是什么样的伪善行为？说什么要“恢复政治力量”，而且要铲除“令人昏迷的状态”，要求终止旧的，鼓吹“进行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而同时又不提出任何纲领、任何政纲、任何策略、任何组织来代替这种旧的！彼舍霍诺夫之流先生们和《俄国财富》杂志[111]的其他政论家先生们在很早以前（从1905—1906年起）就谈起了令人昏迷的状态和必须“进入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阶段”这一问题，而且说到做到，真正“坚决终止旧的”，真正提出“公开的”纲领、政纲、策略、组织，而为什么我国这些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合法主义者连彼舍霍诺夫之流先生们的这种政治上的诚实都没有呢？

政治上的诚实，是强大有力的结果；政治上的伪善，是软弱无力的结果。彼舍霍诺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在民粹派中强大有力，所以他们能真正“公开地”行动。而波·波格丹诺夫之流、列维茨基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软弱无力，处处遭到有觉悟的工人的反击，所以他们伪善，躲躲闪闪，不敢公开提出“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的纲领和策略。

彼舍霍诺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在民粹派中间强大有力，所以他们能打着自己的旗帜来贩卖自己的货色。而波·波格丹诺夫之流、列维茨基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马尔托夫之流先生们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软弱无力，所以他们不得不打着别人的旗帜来贩卖自己的货色。他们在知识分子的杂志（《我们的曙光》）上装得很勇敢并且不时喊叫：不要“等级制度”，“坚决终止旧的”，“进入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阶段”。而我国的取消派在工人面前的行径却如谚语所说的：“碰见好汉是绵羊”。

我们那些热情地崇拜“公开的政治活动”的英雄们，在工人面前恰恰不公开活动，不提出任何公开的纲领、策略、组织。由此可见，替手工业代表大会作“总结”的波·波格丹诺夫先生是在耍聪明的外交手腕，他建议“不要加速”运动向着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发展，不必“过早地使这个运动形成”。看来，波·波格丹诺夫先生打算在工人面前形成自己的取消派计划的尝试失败了。变节的知识分子遭到了工人的反击，工人就是犯错误也比较直率，他们要求直接的回答（“终止旧的吗？那就公开而诚实地提出你们的新的来吧！”）。而波·波格丹诺夫先生却象克雷洛夫寓言中的狐狸一样自我安慰说：葡萄是酸的！[112]不必过早地形成——要终止旧的，不过终止时要在工人中间挥动这种旧的旗帜——不要急于建立新的。

你们会说这就是脚踏两只船。但这恰恰是一切机会主义的本质。这恰恰表露了玩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司徒卢威先生在1894—1898年玩弄马克思主义。波·波格丹诺夫之流、列维茨基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在1908—1911年玩弄马克思主义。当时的“经济派”和现在的取消派，都是对无产阶级传播同样的资产阶级影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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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　Бог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1906年该杂志逐渐成为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211]。



[112]这里说的是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和葡萄》：狐狸想吃葡萄够不着，就宽慰自己说：“这葡萄看上去挺好，其实都不熟，全是酸的！”——[212]。









《列宁全集》第20卷


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

（1911年4月2日〔15日〕）

臭名昭著的“内阁危机”和选举国家杜马新主席这件事[113]，一再提供了关于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社会性质和政治作用问题的材料。俄国的所谓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千百次现了原形。读者从每天的报纸上，从上一号《明星报》上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原形。但是作些总结不会是多余的，因为我们这里发行最广的立宪民主党报纸情愿“攻击”十月党人，而不愿对自己本身的行动进行总结。

让我们回想一下“人民自由”党在选举国家杜马新主席时所采取的行动。《言语报》在3月21日匆匆报道说：“人民自由党党团已作出决定，如果米·阿列克先科被提名为国家杜马主席候选人，那就投票赞成。如果罗将柯被提名为候选人，党团就投票反对。”立宪“民主党人”是在为“左派”十月党人效劳。不仅如此。同一天的《言语报》社论还宣布阿列克先科是“受到大家尊敬的人”，并且竭力拥护整个国家杜马的如下观点：如果右派支持多数十月党人的候选人（即候选人阿列克先科），那么，国家杜马也许会象起先接受候选人霍米亚科夫那样，“重新取得一致意见”。“这种一致意见就会表明，整个杜马都懂得当前的时机特别重要。”

《言语报》是这样写的。是“整个杜马”，正是如此。在第四届杜马选举时倒是应当常常想起这句话的！

立宪民主党人很清楚，右派在原则上主张杜马无权，民族党人[114]维护斯托雷平和破坏第87条的行为并为之辩护。然而，只是为了投票赞成阿列克先科，立宪民主党人情愿忘记一切，宣称“整个杜马”会取得一致意见，尽管他们也很清楚，工人代表决不会被第三届杜马“取得一致意见”这种说法所打动，就象他们在选举霍米亚科夫时没有被打动一样。

事情很清楚：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工人代表和劳动派都算不了什么。不要他们，但是要同右派、同马尔柯夫第二和普利什凯维奇在一起，第三届杜马就是“整个杜马”。《言语报》的结论就是这样。而它的这种议论倒是正确地划出一条经常被许多人曲解了的界限，这就是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甚至是最“自由派的”即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为一方同农民和工人即民主派为另一方之间的界限。立宪民主党人说：我们不要民主派，但是要同右派在一起，这就是“整个杜马”。这就是说，立宪民主党人自命为民主派，他们在欺骗人民。这就是说，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封建主和资产阶级就是“我们”，而其他一切都算不了什么。

选举国家杜马新主席这个小问题，一再提醒我们注意一个相当重要的真相：立宪民主党人并不是民主派，而是渴望死硬派和十月党人的“整个”议会“取得一致意见”的自由主义温和派资产者。同十月党人竞争——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进行“斗争”的实质。立宪民主党人在同十月党人作斗争，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们同十月党人进行斗争，不是作为阶级的代表，不是作为比较广泛的居民阶层的代表，不是为了推翻十月党人所巴结的那个旧政权，而是作为十月党人的竞争者，想巴结的是同一个政权，想效劳的是同一个阶级的利益，想防止的是比较广大的居民阶层（一般民主派，特别是无产阶级民主派）的苛求。不过巴结同一个政权的办法稍有不同——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力求做到的事情，这就是他们的政策即自由派资产者的政策的实质。而同十月党人的这种竞争，为争夺他们的席位而进行的斗争，使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变得特别“尖锐”。这是因为右派和十月党人对立宪民主党人怀着特别的仇恨，特种的仇恨：“那些人”（民主派）要消灭他们，“这些人”（立宪民主党人）要把他们从主要地位降到次要地位；第一种前途引起的是势不两立的你死我活的战争；第二种前途引起的是争夺地位的斗争，是耍阴谋的竞赛，是笼络同一个土地占有者－资本家的多数或者博得同一个旧政权的信任的手段的竞赛。

在选举新主席的时候，第三届杜马的情况清楚地表明了这个区别。

立宪民主党的“议会活动”的大事记录员在3月23日的《言语报》上继续赞扬阿列克先科，说他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这就是那位对6月3日津津乐道的十月党人！），“自尊心很强”等等，等等。

请看，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严格遵守的法制标准：不要反对6月3日，要反对3月14日。这使人想起美国的一句谚语：你偷一块面包，就让你蹲监狱，你偷一条铁路，就任命你当议员。

主持《言语报》的“议会活动”栏的利托夫采夫先生，在3月23日写道：对左派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来说，“整整半天都在惊慌中度过：也许突然会表示同意”（罗将柯假装他拒绝提名）。

既然“也许罗将柯突然会表示同意”这个问题对整个第三届杜马如此密切、如此直接，那么立宪民主党人同他们对手的斗争怎么能不尖锐呢！

罗将柯表示同意了。选举的结果使得右派和民族党人笑逐颜开，拍手称快。“左派”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则一言不发，一直保持沉默。他们在自己选择的舞台上竞赛失败了；他们不可能兴高采烈；他们不得不保持沉默。立宪民主党人投票赞成民族党人沃尔康斯基“以示抗议”。民主派，只有民主派，才响亮地、直截了当地、明白无误地声明，他们不参加第三届杜马新主席的选举，他们对“第三届杜马的全部活动”（沃伊洛什尼科夫的话）不负任何责任。

在选举的那一天，在杜马第八十六次会议上，在竞争者的竞赛会上，讲话的只有第三届杜马的首领罗将柯、布拉特和沃伊洛什尼科夫。其余的人都默不作声。

沃伊洛什尼科夫代表自己党团的全体同事公正地指出，立宪民主党人“由于自己政治立场的特点，总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杜马内部的联合上”，并且嘲笑立宪民主党人是轻信的自由派。

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治立场和它的特点，取决于这个党的阶级本性。这是个反民主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所以他们也就“总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杜马内部的联合上”。这从下面两种意义来说是对的：第一，从杜马内同杜马外的对立的意义上，第二，从代表“整个”第三届杜马的那些社会成分、那些阶级的“联合”的意义上。

在标志民族党人取得胜利的选举罗将柯的问题上，只有工人代表和劳动派发表了不是指望“杜马内部的”联合的声明，这个声明表明了一般民主派，特别是无产阶级民主派对整个第三届杜马、对六三政变、对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一伙的态度。这个声明是给罗将柯和所有“他的”多数的一篇很好的就职祝词，是那些向另外某些人“负责的”政党给那个向第三届杜马和六三派“负责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一个很好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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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911年3月，沙皇俄国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提出的在西部各省实行地方自治的法案被国务会议所否决。斯托雷平为此提出辞职，但被尼古拉二世拒绝。斯托雷平遂将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解散了3天（3月12日（25日）—14日（27日）），并在此期间援用《国家根本法》第87条（该条规定，在立法机关停止活动期间，如遇非常情况，政府可不经立法机关迳行颁布法律）在西部各省实施关于地方自治的法令。1911年3月14日（27日），关于在西部各省推行地方自治机关条例的法令由尼古拉二世签署并在《政府法令汇编》上正式公布。为抗议政府回避立法机关而援用第87条，国家杜马主席亚·伊·古契柯夫提出辞职。右派十月党人米·弗·罗将柯被选为新任杜马主席。——[213]。



[114]民族党人是指全俄民族联盟的成员。全俄民族联盟是俄国地主、官僚的反革命君主主义政党。该党前身是1908年初从第三届国家杜马右派总联盟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派别，共20人，主要由西南各省的杜马代表组成。1909年10月25日，该派同当年4月19日组成的温和右派党的党团合并成为“俄国民族党人”共同党团（100人左右）。1910年1月31日组成为统一的党——全俄民族联盟，党和党团主席是彼·尼·巴拉绍夫，领导人有П·H·克鲁平斯基、弗·阿·鲍勃凌斯基、米·奥·缅施科夫和瓦·维·舒利金。该党以维护贵族特权和地主所有制、向群众灌输好战的民族主义思想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该党的纲领可以归结为极端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和要求各民族边疆区俄罗斯化。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该党即不复存在。——[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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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公社

（1911年4月15日〔28日〕）

从巴黎公社宣告成立以来已经过去40年了。法国无产阶级按照惯例举行了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来纪念1871年3月18日革命的活动家们；而5月底，无产阶级又要向被枪杀的公社战士、惊心动魄的“五月流血周”的牺牲者的墓地敬献花圈，在他们的墓前再次宣誓，誓作不懈斗争，直到他们的思想完全胜利，他们的未竟事业彻底完成。

为什么无产阶级，不仅法国的无产阶级，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把巴黎公社的活动家推崇为自己的先驱呢？公社的遗产是什么呢？

公社是自发产生的，谁也没有有意识地和有计划地为它作准备。对德战争的失利，被围困时期的痛苦，无产阶级的失业和小资产阶级的破产；群众对上层阶级和对表现出十足无能的长官的愤慨，在对自己处境不满和渴望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工人阶级中产生的模糊的激愤情绪；国民议会的反动成分（这种反动成分令人为共和国的命运担忧），——所有这一切和其他许多原因交织在一起，推动了巴黎居民举行3月18日的革命，这场革命出乎意料地把政权转到了国民自卫军手中，转到了工人阶级和追随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手中。

这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事件。以前，政权通常掌握在地主和资本家手中，即掌握在他们那些组成所谓政府的代理人手中。3月18日革命后，梯也尔先生的政府连同自己的军队、警察和官吏都逃出了巴黎，这时人民就掌握了局势，政权也就转归无产阶级了。但是在当代社会中，经济上受资本奴役的无产阶级如果不砸断使它受资本束缚的锁链，就不能在政治上实行统治。正因为如此，公社的运动必然带上社会主义的色彩，即开始力图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推翻资本的统治，摧毁当代社会制度的基础本身。

起初，这个运动是一个成分极其混杂的、不定型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也有那些希望公社恢复对德战争并把它进行到最后胜利的爱国者。支持这个运动的还有那些如果不延期交付期票和房租（政府不愿给他们延期，而公社却给他们延期）就要遭到破产危险的小店主。此外，在初期，在一定程度上同情这个运动的还有那些担心反动的国民议会（“乡下佬”，野蛮的地主）会复辟君主制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但是在这个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当然是工人（特别是巴黎的手工业者），因为在第二帝国的最后几年在他们中间进行了积极的社会主义宣传，而且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甚至参加了国际[115]。

只有工人始终是忠于公社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小资产者很快就离开了公社：一些人被运动的革命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吓坏了；另一些人看到运动注定要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就离开了公社。只有法国无产者才无所畏惧地、不知疲倦地支持了自己的政府，只有他们才为了这个政府，也就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为了全体劳动者的美好未来而战斗、而牺牲。

被昨天的同盟者抛弃的、无人支持的公社必不可免地要遭到失败。法国的整个资产阶级、所有的地主、交易所经纪人、工厂主、所有大大小小的盗贼，所有的剥削者都联合起来反对公社。受俾斯麦（他释放了10万名被德国俘虏的法国士兵来征服革命的巴黎）支持的这个资产阶级同盟得以唆使愚昧落后的农民和外省的小资产阶级来反对巴黎的无产阶级，铁桶般地围住了半个巴黎（另一半被德军包围了）。在法国的一些大城市中（马赛，里昂，圣艾蒂安，第戎等），工人们也作了夺取政权、宣布成立公社和解救巴黎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很快都以失败告终。于是第一个举起无产阶级起义旗帜的巴黎只得依靠本身的力量，结果遭到了必然的失败。

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充分准备。但是在1871年，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法国的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法国当时主要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农民、小店主等）的国家。另一方面，还没有工人政党，工人阶级还没有准备和长期的训练，大多数工人甚至还不完全清楚自己的任务和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既没有无产阶级的严格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广泛的工会和合作社……

但是公社最缺少的是观察形势和着手实行自己纲领的时间和自由。公社还没有来得及着手工作，盘踞在凡尔赛的政府就在整个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对巴黎开始了军事行动。于是公社不得不首先考虑到自卫。一直到5月21—28日的最后时刻，公社始终没有时间来认真考虑别的事情。

尽管条件这样不利，尽管公社存在的时间短促，但是公社还是采取了一些足以说明公社的真正意义和目的的措施。公社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了常备军这个统治阶级手中的盲从工具；公社宣布教会同国家分离，取消了宗教预算（即国家给神父的薪俸），使国民教育具有纯粹非宗教的性质，这就给了穿袈裟的宪兵以有力的打击。在纯粹社会方面，公社来得及做的事情不多，但这些不多的事情毕竟足以清楚地揭示公社这样一个人民的、工人的政府的性质：禁止面包坊做夜工；废除了罚款这种法律规定的掠夺工人的制度；最后，颁布了一项著名的法令（指令），规定把所有被业主抛弃或停业的工厂和作坊转交给工人协作社以恢复生产。也许公社是为了强调自己真正民主的、无产阶级的政府的性质，决定行政机关和政府全体官员的薪金不得高于正常的工人工资，一年的薪金无论如何不得超过6000法郎（每月不到200卢布）。

这一切措施足以清楚地说明，公社对于建立在奴役和剥削之上的旧世界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因此，当巴黎市议会上空飘扬着无产阶级的红旗时，资产阶级社会是不能安然入睡的。当有组织的政府力量终于对组织得不好的革命力量占了上风的时候，被德国人打败而对战败的同胞大耍威风的波拿巴的将军们，这些法国的连年坎普夫之流和美列尔－扎科梅尔斯基之流进行了一次巴黎空前未有的大屠杀。大约3万巴黎人被野兽般的兵士杀死，大约45000人被逮捕，其中许多人后来被处死，成千的人被流放服苦役和当移民。巴黎总共大约失去了10万个儿女，其中包括各个行业的优秀工人。

资产阶级心满意足了。资产阶级的头头、嗜血成性的侏儒梯也尔在他和他的将军们血洗巴黎无产阶级之后说道：“现在社会主义永远完蛋了！”但是这些资产阶级乌鸦的哇哇叫喊是徒劳的。公社被镇压后过了不过6年，当公社的许多战士还在苦役和流放中受折磨时，新的工人运动又在法国兴起了。新的社会主义的一代，用他们前辈的经验丰富了自己，但丝毫没有因为前辈的失败而垂头丧气，他们抓起了从公社战士手中倒下的旗帜，在“社会革命万岁！公社万岁！”的呼喊声中举起这面旗帜，满怀信心地奋勇前进。又过了两三年，新的工人政党和它在国内掀起的鼓动，迫使统治阶级释放了被俘的、还被政府监禁的公社战士。

不仅法国工人，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在纪念公社的战士。这是因为公社不是为某种地方性的或狭隘的民族的任务而斗争，而是为全体劳动人类、全体被损害和被侮辱的人的解放而斗争。作为社会革命的先进战士的公社，在无产阶级遭受痛苦和进行斗争的一切地方都得到同情。公社兴亡的情景，夺取了世界上一个首都并把它控制了两个多月的工人政府的面貌，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场面以及它在失败后所遭受的苦难——这一切都振奋了千百万工人的精神，燃起了他们的希望，取得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巴黎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无产阶级中还在酣睡的最落后的阶层，到处推动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的开展。因此，公社的事业并没有消亡；公社的事业至今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公社的事业是社会革命的事业，是劳动者谋求政治上和经济上彻底解放的事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事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社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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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指第一国际。



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建立。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规定其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为完全解放工人阶级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领导机关是总委员会，马克思是总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积极支持了1871年的巴黎工人起义。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工人运动处于低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在费城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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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危机的意义

（1911年4月16日〔29日〕）

各报一直连篇累牍地谈论的臭名昭著的内阁危机和政治危机，提出了一些比最爱喧嚷的自由派所设想的更为深刻的问题。有人说：危机提出了破坏立宪的问题。实际上危机提出的问题是：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对立宪的理解是不正确的，两个党在这个问题上是根本错误的。这种错误散布愈广，就愈要坚持不懈地说明这种错误。立宪民主党人愈是力图以自己对十月主义的责难作掩护来散布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所共同持有的危机带有“立宪”性质的不正确想法，那么弄清楚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这种共同性就愈加重要了。

让我们回忆一下《言语报》和《俄罗斯新闻》不久前关于第四届杜马选举口号的议论。立宪民主党的这两家主要机关报都硬要人们相信，将要面临和已经面临的问题是：拥护立宪还是反对立宪。

现在，请看一看十月党人的议论。格罗莫博伊先生在《莫斯科呼声报》（3月30日）上发表的《被掘开的蚂蚁窝》一文是一篇代表作。这位十月党的政论家，说服那些“害怕变成反对派”的、他认为是忠心耿耿地维护斯托雷平先生的人们，证明他们“走错了几步”。格罗莫博伊先生感叹地说：“对立宪主义者来说，破坏立宪是弥天大罪。”实际上能说些什么呢？格罗莫博伊先生问道，并回答说：


　　“又说什么燧发枪、民族主义、意志冲动、国家需要吗？唉，这一切都听过了，后来没有应验的诺言也听过了。”



　　对于十月党人（以及对于那些对立宪民主主义精神理解最深、表达最清楚的《路标》文集作者们）来说，斯托雷平的政策曾经是诱人的“诺言”。十月党人承认，“诺言”并没有应验。这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斯托雷平的政策并不是诺言，而是近四年来（甚至五年来）俄国生活中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实际措施。1907年六三政变和1906年11月9日（1910年6月14日）法令不是诺言，而是实际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的贵族大土地占有者和工商业资本上层的代表，贯彻了和实现了这种实际措施。既然十月党的、莫斯科的（也就是说全俄国的）资本的呼声现在都说“没有应验”，那么，这也就是对政治史的一定阶段的总结，对通过第三届国家杜马、通过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等等来“应验”时代要求即发展俄国资本主义的要求的一系列企图的总结。十月党的资本家曾经认认真真、不遗余力、不惜生命、甚至不惜金钱来帮助实现这些企图，可是现在不得不承认：没有应验。

这就是说，问题完全不在于违背诺言，不在于“破坏立宪”，——因为把1911年3月14日法令同1907年六三政变截然分开是可笑的，——而在于通过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所说的“立宪”是不能实现时代的要求的。

时代的这些要求通过“立宪”是不能实现的，尽管“立宪”使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二届杜马中）占了多数，使十月党（在第三届杜马中）起了决定作用。既然现在十月党人说“没有应验”，那么，这种承认的意义，迫使作出这种承认的危机的意义，就在于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立宪幻想再次非常彻底地破灭了。

民主派推动了旧东西向前发展。立宪民主党人责备民主派“过火”，许诺通过和平“立宪”来实现新东西。可是没有应验。于是斯托雷平先生这样来实现新东西了：用改变了的形式来巩固旧东西，用死硬派地主和资本巨头的组织来巩固旧东西，用土地私有制代替村社来造就保卫旧东西的新阶层。“没有受到”暂时被压制的民主派“威胁”的十月党人，多年来都在同斯托雷平先生一起为实现这个任务而操劳。

可是没有应验。

那些说在俄国20世纪初这样迅速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里立宪幻想是徒劳而有害的人的话却应验了。

十月党人的第三届杜马、十月党人的“立宪”、十月党人同斯托雷平“和睦亲切相处”的三年并没有白白地过去；国内经济已向前发展，“右的”——各式各样“右的”——政党也发展了，扩大了，各自大显身手（并且已经竭尽全力）。

第三届杜马的土地政策，确实在俄国许多农村和穷乡僻壤发挥了作用，激发了长期积压下来的动荡不安情绪，大大揭露了并加剧了现存的矛盾，使富农变得横行霸道，使反对富农的人开了窍。第三届杜马起了作用。前两届杜马也起了作用，它们提出了许多美好的、善良的、天真的、微小的愿望。透过1911年的“立宪”危机的表面现象，可以看出1906—1910年的立宪幻想的破灭比以前要深刻得多。

实际上，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臭味相投，因为他们都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这种幻想的基础上。这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幻想，中派的幻想——中派“左翼”（立宪民主党人）和中派“右翼”（十月党人）的差别是非本质的，由于客观情况，两者都是注定要破产的。旧东西已被推向前进。不论中派左翼，还是中派右翼都没有实现新东西。至于谁来实现以及如何实现这种不能摆脱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新东西，——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立宪”危机的意义在于，掌握局势的十月党人承认这个问题又成了“悬而未决”，他们承认，甚至连自己的、看来最“稳重的”、商人式稳重的、小贩式清醒的、莫斯科式要求不高的期望也“没有应验”。“立宪”危机的意义在于，十月党人先生们的经验暴露了立宪民主党人提出的口号（谁拥护立宪，谁反对立宪）的极端狭隘、极端贫乏和极端软弱无力。

民主派证明这个口号是不够的。十月党用俄国历史的又一个阶段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人不能使俄国的历史倒退到过去的那种天真的立宪幻想中去。

格罗莫博伊先生写道：“正统的十月党人焦急不安，声明退出常务局，他们不知如何对付自己的拥护立宪的同志。激动是没有用的。他们应当心平气和地认识到，真理在他们这边，这种真理是最基本的，是大家都承认的，维护这种真理不需要哥白尼之流和伽利略之流。他们应当心平气和地做自己的事，——承认非法行为是非法的，一定要不作任何妥协，否决非法的法律。”

格罗莫博伊先生，这是幻想！没有“哥白尼之流和伽利略之流”是不行的。你们的幻想“没有应验”，没有这样的人是不行的。


　　“……看一看这被掘开的、蠕蠕而动的蚂蚁窝——殷勤的报刊，殷勤的演说家，殷勤的代表〈格罗莫博伊先生，请讲完吧：还有殷勤的、奴颜婢膝的资产阶级〉，只能人道地怜悯他们，温和地提醒他们：为彼·阿·斯托雷平效劳已经不行了，——只能对他曲意逢迎。”



　　可是，彼·阿·斯托雷平并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类型，他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同贵族联合会在一起的“两位一体”。十月党人先生们曾经试图在存在杜马、实行“立宪”、执行托尔马乔夫式的破坏村社的资产阶级政策的条件下，用新的方式同斯托雷平和睦相处。如果说这种试图未能得逞，那完全怪不得斯托雷平。
　　“……可是要知道，人民代表的全部力量在于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如果他们〈右派十月党人〉由于这种支持〈支持斯托雷平和支持斯托雷平破坏立宪的行为〉的事实本身丢掉了自己的‘面子’，那么他们还会有什么价值呢？”



　　真是活见鬼了！十月党人竟说起“同人民的联系”是“人民代表的力量”来了！这当然是可笑的！但更可笑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发言，他们一面说“同人民的联系”，一面又说什么反对地方土地委员会。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说的可笑的话，本身并不可笑，而是意味深长的。这些话同现在说这些话的人的意愿相反，它们一再表明，立宪幻想的破灭是“立宪”危机的有益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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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1911年4月16日〔29日〕）

许多欧洲的社会党都利用复活节（公历4月16日）举行自己的代表大会，如法国社会党、比利时社会党、荷兰社会党（它的机会主义部分）、英国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116]。我们想提请读者注意后两个党的代表大会所讨论的几个问题。

英国社会民主党（S．D．P．）第三十一届年会是在考文垂举行的。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关于“军备和对外政策”的问题。大家知道，近几年来英国和德国都在大大扩充军备。这两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愈演愈烈。军事冲突愈来愈迫在眉睫。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报刊对人民群众发表了无数煽动性的文章，教唆他们去反对“敌人”，号叫必不可免地要遭到“德国侵略”或者“英国进攻”的危险，大叫必须扩充军备。英国、德国以及法国（英国特别想把法国拖入战争，以便有一支大陆上的陆军去对付德国）的社会党人，非常注意战争的危险，全力反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反对扩充军备、想方设法向无产阶级的最落后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最落后阶层说明这种完全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战争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在社会党人中间，英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杰出领袖，其中包括海德门，是可悲的例外。海德门被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关于“德国的危险”的喊声吓坏了，竟然主张英国必须扩充军备以防御敌人，声称英国需要强大的海军，认为威廉会发动进攻。

诚然，海德门在社会民主党内部遭到了反击，而且是强烈的反击。各地方小组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坚决反对他。

在考文垂举行的代表大会——或者用意义上与俄国说法不相当的英国说法“代表会议”——不得不来解决争论的问题。哈克尼（Hackney，伦敦东北部的一个区）小组的决议代表了坚决反对一切沙文主义的观点。这个决议要求坚决反对任何的扩充军备，反对一切殖民的和金融的侵略政策。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正义报》[117]在关于代表大会的报道中只引用了这个（据说是“很长的”）决议的结尾部分。拥护这个决议的泽尔达·卡恩强调指出，近40年来正是英国执行了侵略政策，德国要把英国变成自己的一个省份是无利可得的，这种危险是不存在的。“英国海军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帝国。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犯过象现在这样重大、这样严重的错误，人们现在把党同用战争吓人的沙文主义者同等看待了；卡恩说，由于犯了这种错误，英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已把自己置于国际运动之外了。”

为海德门辩护的是整个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其中也包括——这一点真是不好意思说出来——哈·奎尔奇。他提出的“修正意见”就是这样说的：“代表会议现在认为最近的目的就是维持足够的（adequate）海军来进行民族自卫”！……此外，当然也重弹了反对帝国主义政策、向资本主义宣战等等一切“动听的老调”。但是，不言而喻，这一切都被一勺焦油[118]毁坏了，即被资产阶级转弯抹角的、同时也是纯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那种承认必须维持“足够的”海军的论调毁坏了。这是发生在1911年，这时，英国的海军预算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一种无限增加的趋势；这又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这个国家的海军“捍卫和保护着”“帝国”，就是说其中也包括印度，可是在印度，有近3亿居民受着英国官僚的掠夺和蹂躏，在那里，诸如自由派和“激进派”莫利（Morley）之流的“有教养的”英国国家要人，以政治罪流放和鞭笞土著居民！

奎尔奇是怎样进行卑劣的诡辩的，只要看看他发言中的下面一段话就可以知道了（根据登在《正义报》上的为海德门辩护的报道）！……“既然我们承认民族自治，我们就应当有民族自卫，——而这种自卫应当是充分的，否则它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不论是英帝国主义还是德帝国主义我们都反对；普鲁士统治下的各弱小民族憎恨它的专制，而受它威胁的各弱小国家，则把英国海军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看作是自己唯一的希望……”

请看，走上机会主义斜坡的人往下滑得多快啊！帮助奴役印度（并不是很“小的”民族）的英国海军居然同保卫各族人民自由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相提并论……泽·卡恩说得对，英国社会民主党还从来没有这样丢脸出丑过。英国社会民主党的被恩格斯早就指出和指责过的宗派主义性质[119]，还从来没有暴露得这样明显，这一次甚至象奎尔奇这样的人也轻率地转到沙文主义者方面去了。

投票表决的结果相等：28票赞同“执行委员会”，28票反对。为了取得不光彩的胜利，海德门和奎尔奇只得采取按小组表决的办法。表决结果是47票对33票。

社会民主党中有些人发出了最坚决的呼声，抗议自己队伍中的沙文主义；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少数派在进行严肃认真的斗争。“独立工党”的情况就要糟一些：这里的机会主义不足为奇。在这里，关于社会党人和工人是否应当拥护扩充军备的问题，人们在党的正式机关报《工人领袖》[120]（1911年4月21日第16号）上发表的“讨论”文章里，完全是心平气和地在进行讨论。

伦敦的《前进报》的记者公正地指出，登在彻头彻尾沙文主义的报纸《每日邮报》[121]上的一篇赞扬社会民主党领袖英明的文章，是对社会民主党立场的最好批评。英国沙文主义报纸上的文章开头这样写道：“令人高兴地看到，不管我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思想是多么荒谬，不管它的某些理想是怎么也不能实现，但是至少存在着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这个党所遵循的是理智，是人的健全的理性。”

在伯明翰举行的“独立工党”代表大会上，真正令人高兴的事情是：从这个党的队伍中发出了强硬的、坚决的呼声，抗议这个党特别是这个党的首领拉姆赛·麦克唐纳所采取的机会主义政策即依附于自由派的政策。当有人指责工人代表在下院很少谈论社会主义时，拉·麦克唐纳以处女般的、机会主义的天真对这种指责作了回答，他说“宣传性的讲话”在议会中是不大合适的。麦克唐纳声称：“下院的伟大作用，在于把我们在国内宣传的社会主义变成法律。”讲话人忘记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同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他准备等待资产阶级的议会带来社会主义……

伦纳德·霍尔（Hall）在自己的讲话中指出：“1892年成立独立工党时有一个特殊目的，就是要使只是自由派一翼的‘劳动选举同盟’（“Labour　Electoral　League”）的政策威信扫地，要同这种政策作斗争并取消它。我们埋葬了尸体（消灭了这个同盟），可是看来，它的阴魂在现代‘工党’中复活了。这个党的领袖在自己的讲话、信件、著作里宣扬的正是这个同盟的政策。”

独立工党的另一个党员，议员乔治·兰斯伯里（Lansbury），对议会的“工人”党团的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它对自由派的依赖性，指出它害怕“损害”自由派政府。兰斯伯里说：“我多次对工人代表的行动感到非常难为情，因此时时想辞去代表职务。自由派总想使议院忙于细小问题，而工人代表却不善于争取独立地位。”兰斯伯里又说：“我不知道，无论自由派还是托利党人，有什么时候不提出某个‘重要’问题来挤掉群众的穷苦、贫困问题。我呆在下院里，在我眼前呈现出在博乌和布朗利〈伦敦东部的两个贫民居住区〉贫民窟里日复一日地劳动着的男女工人的形象，是他们把我选进议会的。他们进行了工作，选我当代表，因为他们认为我不象自由派和托利党人。他们派我来，是要我再三提出贫困的问题……我向你们呼吁——讲话人对代表大会说——在下院成立坚强的政党，成立绝对不向自由派和托利党人作任何让步的政党。当自由派行为恶劣的时候，我们对他们应当象对待保守党人（托利党人）一样不加宽恕。从事劳动、受苦受穷的工人既不对自由派抱什么希望，也不对托利党人抱什么希望；他们唯一的希望，他们唯一的救星是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我们必须向伦敦贫民窟的工人表明，我们甚至在议会里也是忠于我们在议会外所讲的话的，这就是，自由派和托利党人是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是人民唯一的希望。”

兰斯伯里的讲话多次被代表大会的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讲话结束时全场对讲话人报以真正的欢呼。这种讲话在德国是司空见惯的，在英国却是新鲜事。而当开始发表这种讲话的时候，当“独立（遗憾的是，常常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派依赖）工党”代表大会上的工人代表鼓掌欢迎这种讲话的时候，我们就有权作出结论说，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在英国也战胜了诸如麦克唐纳这样的机会主义者议员的外交手腕。（附带说说，这个麦克唐纳不久前曾向准备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意大利改良主义者表示他完全同情他们，并表示自己嫌恶“枯燥的理论”。）

霍尔、兰斯伯里等人的讲话并没有改变“独立工党”的政策。这个党的首领还是麦克唐纳，它的政策照旧是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是强大的，特别在各民主国家中是如此。可是这些讲话并不是不留任何痕迹的，它们在消除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的影响。只有英国人创办起日报（两个党都在认真地考虑这一点），——这样的而且只有这样的讲话才会赢得工人阶级的同情。现在，包括俄国在内的各国自由派看到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都兴高采烈，笑逐颜开。但是——“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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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英国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民主联盟后来的称呼。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参加联盟的除改良主义者（亨·迈·海德门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外，还有一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哈·奎尔奇、汤姆·曼、爱·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等），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主义的左翼。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联盟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脱离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忽视这一运动的特点。1907年，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英国社会民主党。1911年，英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工党的左派一起组成了英国社会党。1920年，社会党的大部分党员参加了创立英国共产党的工作。



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尔－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派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230。



[117]《正义报》（《Justice》）是英国一家周报，1884年1月—1925年初在伦敦出版。最初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从1911年起成为英国社会党的机关报。自1925年2月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继续出版，1933年12月停刊。——231。



[118]一勺焦油来源于俄国俗话“一勺焦油坏了一桶蜜”，意思相当于中国俗话“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饭”。——231。



[119]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06页，第39卷第54—55、236—237、293—294页。——232。



[120]《工人领袖》（《The　Labour　Leader》）是英国的一家周报，1891年创刊，1893年起成为英国独立工党的机关报。1922年该报改称《新领袖》；1946年又改称《社会主义领袖》。——233。



[121]《每日邮报》（《Daily　Mail》）是英国报纸（日报），1896年起在伦敦出版，反映英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极右翼的观点。——233。







《列宁全集》第20卷


合法派同反取消派的对话
[122]



（1911年4月29日〔5月12日〕）


合法派
 ：我觉得，社会民主党报刊上同取消派的斗争和争论的极端尖锐化，使人们感情过分激动，并且有点模糊了分歧的实质。


反取消派
 ：难道不是相反吗？斗争的尖锐化不是由深刻的思想分歧引起的吗？莫非你们也转到企图用空话和冠冕堂皇的庸俗论调来填平鸿沟的“动摇分子”（也可以说是“调和分子”）的阵营里去了？


合法派
 ：噢，不，我丝毫不愿意搞“调和”。恰恰相反。我的意思是说，取消派的觉悟不够，因此坚定性也不够。他们还在摸索前进，还在自发地（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成长。他们还不敢拿定自己的主意。因此，造成了他们的不彻底、自相矛盾和动摇不定，而对方则认为这是伪善，是同秘密党进行斗争的欺骗手段，等等。于是，就吵起架来了，广大群众也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尽管这场争论是为他们进行的。假如取消派中少一些老练的外交家，多一些自信心，他们就会更快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而把你们彻底击溃。


反取消派
 ：梦是可怕的，但……很想听听你的论证。


合法派
 ：我深信，取消派是正确的。他们应当接受给他们起的合法派的绰号。我们接受这个绰号，并且表明，正是合法派对俄国当代工人运动的该死的问题作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是唯一正确的回答。你承认不承认，目前这个时期是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个独特阶段？


反取消派
 ：承认。


合法派
 ：你只是口头上承认，就象你们臭名昭著的“十二月”（1908年）决议那样。如果认真考虑一下这样的承认，那么它就意味着，第三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公开存在不是偶然的，而是“目前形势”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前政治条件的全部总和，工人运动的条件的全部总和就是：公开的合法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是可能的、必然的，公开的合法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也是可能的、必然的。


反取消派
 ：这种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跳到工人社会民主党的飞跃，不有点儿冒险吗？


合法派
 ：一点儿不冒险。全部问题只是在于，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的存在形式是外界提供我们的，我们只好接受，也可以说是走进一个现成的房间，而合法的工人党的存在形式，就要自己去寻找了。这就需要主动精神，需要为创造新的形式而斗争。你们轻蔑地称之为取消派的那些人，已开始了这个斗争，走上了新的道路，但遗憾的是，只用一条腿走。遗憾的是，他们还胆怯，总是回头张望，只采取一些不彻底的办法。在开始走上新的道路的时候，这是不可避免的，随它去好了，既然开始走了，就要继续走下去。头几步的犹豫不决就会消失，错误就会得到纠正。


反取消派
 ：妙极了。是否费心说明一下，这是些什么错误，怎么个纠正法？


合法派
 ：我很愿意说明。不能预料，明天的合法的工人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但是不能不看到工人运动发展的总趋向。我认为这种总趋向就是这样，我可以大胆地描绘一下合法党的情景，我也知道实际情况不会完全是这样，但大致会是这样。为了给你描绘这个情景，我根本没有必要去进行“创作”。我只要仔细看看实际生活的教训，看看在革命后的新的条件下的工作经验。我只要总结一下这个经验，去掉细枝末节，抓住基本线索就够了。杜马中有合法的工人代表。有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这个党团遭到迫害，受到密探监视，不能集会，它的有经验的人被抓走，它的成员或许明天就被投进监狱和发配流放地，——合法党决不会如你们那些目光短浅的拥护者所想的那样能排除法庭和警察的迫害。然而，尽管遭到迫害，合法党团还是存在。合法的工会、俱乐部、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杂志和周刊，都还存在，——它们受到的迫害更加厉害，屡遭查封，被罚款压得难以维持，它们的编辑做一个月的编辑工作可能要坐一个半月的牢，工会经常被解散，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存在。请深思一下这个事实吧。没有合法工会、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报刊、合法的社会民主党代表，是一回事；那是1905年以前的情况。有它们存在，尽管不断受到迫害，尽管经常遭到查封，则是另一回事；这是1907年以后的情况。这就是新情况。要善于抓住这个“新情况”，把它扩大，加强，巩固。


反取消派
 ：你一开始就答应要比以前发表议论的那些合法派更勇敢、更彻底，但是，你现在还只不过在重复一切取消派早已讲过的那些话。


合法派
 ：我已经说过，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实际生活的经验，自然就会很清楚彻底的、坚定的合法主义的情景。实际上，合法的工人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各个因素都已经存在。应当大声地、直截了当地说出实际存在的东西。应当无所畏惧地承认，这些分散的因素虽然不会今天明天就集合起来，但一定会集合起来，这样的党一定会出现。应当把它建立起来，它也一定会建立起来。它将遭到迫害，但它一定会存在下去，——没有合法的工人政党的年代过去之后，是合法的工人政党不稳定的存在（由于受到重重迫害而中断存在）的年代就要来到，而后，在俄国，纯欧洲式的合法的社会民主党的年代就会来到。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存在的年代已经来到了，它已经比你们百分之九十九遭到破坏的地下组织现实些。为了把合法派彻底团结起来，使他们的活动更有信心，更有秩序，更加坚定不移，应当敢于说出实际存在的东西，敢于如实地说出这个现实，敢于提出口号，举起旗帜。任凭法庭和警察把它从我们手里夺去，哪怕夺去几十次，也不能把它消灭，不能把它长期夺去，因为它概括了实际存在的、正在成长的、不能不成长的东西。


反取消派
 ：别离题，别离题。不然我要提醒你注意一句俗话：唱得倒好听，可是天晓得做不做。你答应直截了当地说话。那么好吧，你就直截了当一点、具体一点地说吧：你们的旗帜上要写些什么？


合法派
 ：我正要说这个。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合法的工人运动促进协会。这个协会的原则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协会的目标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改造社会生活条件，消灭阶级，消灭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等等。合法党即我们协会的最近目标，是实行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彻底民主化；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沿着民主方向促进土地问题的解决；实现最广泛的工人立法。最后，新协会的活动手段，是采取一切合法的宣传、鼓动和组织手段。


反取消派
 ：你是否设想，我们的政府会准许这种协会登记吗？


合法派
 ：别担心，我决不至于幼稚到去作这样的设想。当然，我们的协会是登记不上的，但也不能认为它是不合法的，我们的任务也就在这里。在每个省，工人将一个接着一个地去草拟这种协会的章程并呈请当局批准。这将是为争取合法地位进行的彻底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不能因为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党的纲领中的“可怕”条文而去迫害这种协会的创办人和成员，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目前只是所谓的党，它纲领中的诸如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等“可怕”条文（更不用说许多决议中的关于武装起义等等的“可怕”条文）吓不倒任何人，没有任何意义，不起任何作用，如果说起了什么“作用”，那就只是起了使一些实际上没有做任何违法事情的人去服苦役的“作用”。这就是问题关键之所在，这就是目前党内状况的悲喜剧。僵死的东西抓住活的东西。各种决议和旧党纲中陈旧的、实际上被生活否定的、不再使用的和事实上已经送到档案馆里去的“条文”，只是为我们的敌人服务，只是有助于扼杀我们，而对目前的现实运动、对现在正在进行的，即在第三届杜马中，在合法的报刊上，在合法的工会、合法的代表大会等等上进行的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却根本没有任何好处，绝对没有任何好处。正因为如此，我们合法派认为，问题的实质决不在于摆脱最可怕的迫害和惩治（就象你们的——请原谅我这样说——在迫害取消派方面训练有素的拥护者所要断定的那样），而在于第一是公开的工人运动的原则意义，第二是利用现存制度的矛盾的原则意义。是的，旧教徒先生，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决不在于背诵词句的多少，不在于必须永远遵守“正统的”公式，而在于促进广泛的工人运动，促进群众的组织和主动性。即使有些话“没有全说出来”，但我很清楚，你和你的拥护者们是会专门把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合法杂志等等没有全说出来的话“全说出来的”，——即使有些话“没有全说出来”，但事业将会向前发展。更广泛的工人阶层将被卷入运动。对于总结公开行动，将会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每个觉悟的工人将会抓住恰恰是压迫他们的制度所固有的、当前对它最突出的那个矛盾，即在形式上承认法制和实际上否认法制之间、在“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存在和“不准”社会民主党存在的尝试之间、在正式声明中承认工会和在实际生活中迫害工会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抓住压迫无产阶级的这个制度的矛盾，而不在于僵化了的公式。这也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甚至可以说是基本原因之一，即它能够随时为运动而牺牲公式。它能够在1871年以后建立一个在纲领中只承认“合法”政治活动方式的党。它能够开展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而它的社会民主党纲领比我们的要“合法”得多，因为纲领没有提并且从来没有提过共和国。而你们，你们却准备在典型激进的没有群众性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没有群众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情况下，向全世界显示“典型激进的”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样板。


反取消派
 ：如果在每个省，每个觉悟工人都把你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协会”的草案抄录下来并呈请批准的话，那么，到现在为止，你的计划所产生的，实际上只是处理协会团体事务的机关里的一个收发公文的“群众运动”。既然你自己也说，这个协会不会得到批准，那么任何公开的运动，甚至任何“公开的”协会，除了只能在你们合法派的幻想中出现以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出现。但在详细回答你以前，我想再问一下，你是否设想这个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协会”是代替旧的即现在的党而存在，还是同它并存？


合法派
 ：对，对。你涉及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这也就是取消派的正式领袖们的一个可悲的错误。他们不敢沿着绝对正确的道路迈出一大步，同时却又向机会主义方面迈出极其冒险的、对事业毫无用处的许多步。我要说：可以做合法派，不要当取消派。应当做合法派，不要当机会主义者。必须承认合法的运动形式，不是承认一半，不是只在口头上承认，而是切实地、在行动上承认，就是说，立即建立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但放弃革命是不能容忍的机会主义，而我们许许多多（即使不是大多数）取消派，却都流露出这种放弃革命的情绪。放弃领导权就是机会主义，这是我坚决斥责的。我们不需要放弃什么东西，不需要取消什么东西。新的、合法的党应当和旧的同时并存。它们将会互相补充。

你笑什么？这没有什么可笑的。你一定会说，这是“骑墙态度”。我倒要问问你：难道合法报刊和秘密报刊同时并存，不是与我的计划，确切些说，与我从目前经验的一切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完全类似的现象吗？如果说在1905年以前，侨民不能在合法报刊上发表文章，当时一些刊物由于登载了侨民即使是用笔名发表的文章而被查封，那么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侨民用自己的名字在秘密报刊和合法报刊上发表文章了，这不是很能说明我们这个矛盾的时代吗？这种“骑墙态度”你是容许的啊！这种态度不会产生任何“骚乱”。仅仅由于墨守成规，完全由于墨守成规在妨碍你懂得这种“骑墙态度”是我们时代的一切条件决定的；应当掌握时代的矛盾，应当善于站到发生目前重大事变的这个基础上来，只有站到这个基础上来。“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相结合”，你们口头上都承认。你们也要在行动上加以承认。说了一，就不要怕说二。既然在策略上和一般组织上承认基本论点，就不要怕在党的组织上承认这个论点。最后，你们要坚决地、认真地、真诚地放弃这种荒谬的、反对合法地位的无政府主义偏见。


反取消派
 ：这也正就是你们不幸之所在：你们在玩弄合法地位，你们“在搞合法化”，而德国人依据的是真正存在的合法地位。合法报刊和秘密报刊的例证非常鲜明地反驳了你们。秘密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合法报刊上发表合法报刊允许发表的东西，他不是在玩弄合法地位，而是真正利用在某个狭小范围内确实存在的合法地位。而你们的合法的工人政党，或马克思主义协会（和取消派的“公开的工人政党”一样，你们实质上同取消派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是合法的幻想，因为你们自己承认，谁也不会批准这种组织，这种所谓的“合法”协会实际上是不可能合法存在的。正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都在做“革命体操”一样，你们都在做“合法体操”。如果立宪民主党人那里合法地存在着一个并非合法存在的党，那原因并不在于立宪民主党人掌握了矛盾的形式，而在于他们的工作内容没有丝毫革命性，他们没有在群众中进行任何民主组织活动。他们的工作内容是自由主义君主派的，因此专制制度能够批准、能够容忍这种政治活动。而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阶级中间的活动，专制制度就不能容忍，企图用改头换面的手法来促进事业是天真的想法。而你们的“合法协会”也和取消派的“公开的工人政党”一样，正是冒名的协会，是玩弄化装把戏，因为实际上，你们指靠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你们为了确定你们“协会”的目标、纲领和策略而选用的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提法，是口头上的掩饰，是纸上的自卫，同样还是那种合法的体操。我们党应当在杜马中发表演说，建立合法工会，在合法的代表大会上进行活动，否定这些，就是无政府主义或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估计到新时代的新条件就要承认这种活动。但是，政治活动的合法地位还谈不到（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除外），因为还没有争得这种合法地位的条件，想“爬入”合法地位的幻想是枉费心机的。在1871年以前，德国人那里的这种合法地位已经完全形成，对国家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全部完成，直接革命运动的条件已经完全消失：正是由于这些客观条件，而不是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手腕高明，真正合法的而不是玩弄合法地位的、不是做“合法体操”的社会民主党才能建立起来。

从这种合法党的纲领、决议等等抄录这些或那些合法条文，把这种“合法地位”搬到俄国来——这是天真的幻想，无聊的游戏，因为你们不能把德国业已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德国彻底实现了的民主主义的历史、德国60年代的“来自上面的革命”[123]、德国实际上的合法地位搬到俄国来。在有些君主制国家里，共和党是合法存在的；在我们俄国，在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成了欧洲那样的资产阶级制度以后，合法地位实际上将是个什么样子，这要在行将到来的战斗结束以后才能看得出来，这要取决于这些战斗的结果。而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是善于在六三制度时期这种特殊条件下，使自己和群众做好迎接革命的准备。

在这种条件下，合法的工人阶级政党，公开的工人政党，是句空话，这种空话的实质是机会主义合法派集团的……合法化。“人民社会党”的这种合法化是事实。我们合法的、取消派的报刊工作者集团的这种合法化是事实。抱有脱离革命、不要领导权思想的机会主义分子倾向于这些集团，不得不倾向于这些集团，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不是由于某些取消派的“错误”，而是由于所有知识分子取消派集团的社会成分。把合法派和这些人区别开来，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实际上他们是分不开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客观条件就是这样：“人民社会党”的合法化，取消派著作家集团的合法化是可能的，必然的，而工人政党的合法化只是一句空话。

工人阶级的秘密党是存在的，即使现在它遭到严重的、极其严重的削弱，它的大部分组织遭到瓦解，这也没有危及它的存在。一些小组和集团一次又一次地在把革命的地下组织恢复起来。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组织力量，什么样的思想传统，什么样的党，能够影响而且将会影响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工会工人、俱乐部工人和各种合法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的公开行动：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是机会主义的取消派著作家集团。这就是“同取消派作斗争”的现实内容，这就是在这场冲突中在双方之间形成一条鸿沟的客观基础。任何善良愿望，合法派和取消派之间的任何字面上的区别，都填不平这条鸿沟。





	载于1911年4月29日（5月12日）《争论专页》第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234—244页

















[122]《合法派同反取消派的对话》一文是针对尼·亚·罗日柯夫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必要的创举》一文而写的。罗日柯夫在文章中阐述了他自己的关于在斯托雷平制度下建立合法工人政党的取消主义方案。列宁曾于1911年2月23日（3月8日）在别人给罗日柯夫的信里附笔，表示希望他放弃自己的观点（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592页），可是罗日柯夫坚持发表自己的文章，因此列宁便在《社会民主党人报》附刊《争论专页》第3号上发表了自己的这篇对话体文章。——[236]。



[123]指奥·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通过一系列战争实现德国的统一。——[244]。









《列宁全集》第20卷


对弗·维·阿多拉茨基的文章《论新自由主义。评帕·诺夫哥罗德采夫〈现代法律意识的危机〉一书》的意见
[124]



（不晚于1911年4月）

我认为，文章应按如下方针修改：

（1）要向读者更确切地、更具体地阐明问题在哪里，诺夫哥罗德采夫说了些什么（不要以为这一点大家都清楚了）。

（2）要更认真地、更详尽地评论诺夫哥罗德采夫的现代自由主义——人民主权论（即它在历史上的革命意义；教授们抹杀这个意义；现在否定这个理论是反动的）。

（3）大大压缩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对比的一般理论部分。

（4）作文字上的润色（文章的有些地方简直象草稿、提纲、笔记）。

（5）考虑篇幅。

文章中有些部分极不相称。不象文章，也不象书。

在《思想》杂志上至多发表两篇各为10—12印刷页的文章。

写成书，就要象阐述历史唯物主义那样详细阐述所有其它的章节。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15页















[124]弗·维·阿多拉茨基的文章是为《思想》杂志写的，但没有在该刊登载出来。文章所评论的帕·伊·诺夫哥罗德采夫的《现代法律意识的危机》一书是1909年出版的。诺夫哥罗德采夫是立宪民主党人，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法学家，1896—1913年在莫斯科大学讲授法哲学史。——[246]。









《列宁全集》第20卷


“遗憾”和“羞耻”

（1911年5月7日〔20日〕）

任何危机都揭示现象或过程的本质，扬弃表面的、细微的、外部的东西，暴露所发生的事情的更深刻的基础。例如，就拿经济现象方面最平常、最不复杂的危机——各种罢工来说。这种危机最能暴露各阶级间的实际关系、当代社会的真正性质、最广大的居民群众屈从于饥饿的影响，少数有产者为维持自己的统治而诉诸有组织的暴力。再拿工商业的危机来说，这种危机最明显不过地驳斥了“利益协调”的辩护士和传道者的各式各样的言论，最突出不过地彻底暴露了当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机制，即彻底暴露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者的分散状态以及一人反对大家和大家反对一人的战争。最后，拿战争这种危机来说，一切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都要受“火与剑”的检验和考验。每一个民族的制度和秩序的强大和虚弱，可以由战争的结局和后果来判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公然掠夺弱者，这已经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了。

我国臭名远扬的“议会”危机的意义，也在于它揭示了俄国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深刻矛盾。遗憾的是，这次危机的多数参加者和当事人——部分是有意识地，部分是由于考虑不周或受因循守旧的习惯和传统的支配——不仅没有打算解释这次危机，指出危机的真正原因和意义，反而空话连篇地竭力掩饰这次危机。第三届杜马的“重大日子”，即4月27日同斯托雷平进行辩论的日子，成了“议会”空谈的重大日子。但是，不管斯托雷平本人、他的朋友和对手的空话怎样滔滔不绝，还是没有能够掩盖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国的各种日报愈是重复自由主义的空话，登载一些细枝末节，玩弄法律程序，来转移读者的注意力，再一次总的回顾一下4月27日展示出来的危机情景就愈为合适。

斯托雷平的演说的基调，是维护“君权”，不让它有任何的“缩小”。斯托雷平说：“第87条的意义就在于它确定了君权，缩小它的意义，就要开创令人不快的先例。”斯托雷平起来反对“损害最高当局在议会解散前发生非常情况时运用第87条的权利”。斯托雷平说：“这种权利不容否定，它是以现实条件为依据和以现实条件为基础的。”“对这种权利的任何其他解释都是不能容许的，这会损害法律的意义和观念，使君主应用非常法令的权利化为乌有。”

所有这些话都非常清楚，而且都不是空话。问题提得很无耻——“很现实”。君主和缩小……的企图。如果发生该由谁最后解释权利的意义的争论，那么，解决这一争论的是力量。所有这些话都非常清楚，而且都不是空话。

与此相反，马克拉柯夫的“激动的、热烈的、充满激情的、充满自信的”责备，倒是纯粹的空话和卖弄，是法律上的虚构。他说他听到一些人以君主作借口，“感到非常遗憾，非常羞耻”（4月28日《言语报》第4版的报道）。马克拉柯夫以整个所谓“立宪中派”的名义（即以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名义）维护通常虚构的立宪君主制。但是立宪民主党的或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的“维护”无非是空谈。既然问题在于力量，那为什么又要感到遗憾和羞耻呢？希望立宪的资产阶级感到遗憾的是君主不让立宪，并为此而“感到羞耻”。君主“感到羞耻”的是有人竟会强迫他立宪，他认为这是“缩小”他的权利，同时对旨在“缩小”他的权利的任何法律所作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解释都使他“感到遗憾”。

有两个方面。有两种对权利的解释。两方面都感到遗憾和羞耻。所不同的只是，一方面光是感到“遗憾和羞耻”，另一方面既不说感到遗憾，也不说感到羞耻，而说缩小“是不能容许的”。

实际上对这种形势“感到羞耻”，对自己的软弱无力感到羞耻的正该是马克拉柯夫之流先生们，正该是我国的整个立宪民主党的和十月党的资产阶级，这不是很清楚吗？贵族联合会的代表厚颜无耻地谈论他们厚颜无耻地制造出来的危机，发出挑战，用武力进行恫吓。而自由派资产阶级，却象个被市长吓住了的小商人一样，怯懦地一味后退，而且一面后退，一面喃喃地说：您对我这样瞧不起……我感到遗憾，我感到羞耻！

马克拉柯夫竭力剖白道：“我认为，我是个比大臣会议主席高明的立宪派〈我在想象，斯托雷平听了这些话在自己家里不知要怎样暗自发笑呢：亲爱的，问题不在于自己宣布自己是立宪派，而在于谁有力量来决定要不要立宪，要什么样的立宪！〉，但又是个不比他差的君主派。〈斯托雷平笑得更加得意了：这才是先威吓，后求饶！嘿，这个马克拉柯夫真是个好斗士！〉我认为，在没有根基的地方建立君主制是不明智的，但在历史根基巩固的地方屏弃君主制同样是不明智的……”

先威吓，后求饶，现在又开始引用有利于斯托雷平的论据。啊，好一个出色的自由派议员！啊，好一个无与伦比的“立宪”（lucus　a　non　lucendo [125]：没有宪法的“立宪”）中派即立宪民主党－十月党中派的领袖！

我们的“人民自由”（应读作：我国历史性的人民奴隶制）的代言人大声说道：“大臣会议主席还会继续掌权的，是对他的代理人制造的那种革命所产生的恐惧心理使他掌权的（右边有人喊道：“可耻”；吵闹声）……是开创先例的危险使他掌权的”！！

有这么个故事：伊万·伊万诺维奇羞辱了伊万·尼基佛雷奇，而伊万·尼基佛雷奇也羞辱了伊万·伊万诺维奇[126]。伊万·伊万内奇对伊万·尼基佛雷奇说：不遵守立宪制的常规是可耻的。伊万·尼基佛雷奇对伊万·伊万内奇说：用你自己害怕、不相信、不支持的革命来进行威吓是可耻的。

读者们，在你们看来，这两个争论的人当中，究竟哪个更厉害地“羞辱了”对方呢？

格格奇柯利十分正确地说明了：自由派报刊把危机看作“立宪”危机是不正确的，立宪民主党人“通过自己的发言人支持了关于立宪中派的罪恶幻想”，对于立宪还缺少某种运动（只是格格奇柯利在他发言的末尾提到“无政府状态”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个词不该在这里说）。在格格奇柯利发言后，“立宪中派”的代表李沃夫第一发了言。

就李沃夫第一的发言来看，可以认为甚至某些地主从格格奇柯利的说明中也明白了某种事情。李沃夫第一说：“已发生的事情确实表明，我国没有宪法，没有议会制，但是我国也没有主要的法律，也根本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制度〈竟是这样！难道地主的存在不是表明有组织的地主制度吗？“立宪中派”的先生们，祸从口出〉，有的只是专横暴虐〈这正是有组织的地主制度的主要的、最本质的标志之一〉和蛊惑宣传。”

“进步派”地主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李沃夫第一所说的蛊惑宣传是指某种最不愉快的事情。请听下去：


　　“当权者利用这种蛊惑宣传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权力。其他一些想夺取这种权力的人也会利用这种蛊惑宣传……〈唉呀呀……多么可恶的、多么不道德的意图！俄国自由派资产者可决没有这种意图。只有在腐朽的西欧，不道德的资产阶级才力图夺取权力，甚至制造一种邪说，似乎只有资产阶级的权力才能保障资产阶级的宪法。我们俄国自由派，受过司徒卢威、别尔嘉耶夫及其同伙的唯心主义的道德说教的教育，因此我们认为，权力应该继续由托尔马乔夫之流掌握，而关于真正按照宪法行使这个权力的训令，应该由马克拉柯夫之流签署〉……蛊惑宣传是这些人更加有效的工具。当心这种蛊惑宣传吧，因为它会把一切都葬送掉，无论是你们的尊严，还是你们的财产，或者你们的荣誉以及俄国的文明，都统统葬送掉。”



　　“进步派”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李沃夫第一说得真好。关于“财产”，他说得甚至十分清楚：例如，一个地主昨天有1万俄亩土地，今天却只剩下了50俄亩，这就是说，9950俄亩土地被“蛊惑宣传”“葬送了”。这很清楚。这不是空话。但是关于“尊严”和“荣誉”说得却不那么清楚；我们的进步派是不是想说，只有当地主拥有1万俄亩土地的时候，他才是“有尊严”、“有荣誉”的人，如果他失去了9950俄亩土地，他一定会成为没有尊严、没有荣誉的人呢？或者李沃夫第一想说，如果没有公平的价格，比如说，每俄亩500卢布上下，那么尊严和荣誉就会被蛊惑宣传葬送了吗？关于“俄国的文明”，“进步派”李沃夫第一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他说，我国既没有宪法，也没有议会制，也没有主要的法律，如果这话说得对，那就是说我国也没有文明，而没有的东西，是无法葬送的。如果李沃夫第一的话说得对，那就是说我国的文明是为我国的“有组织的〈地主的〉制度”葬送了。我们的“进步派”是不是说漏了嘴？他是不是想说，我国的有组织的地主制度将要为俄国的文明葬送？他是不是想把这种假定的事变称之为蛊惑宣传？当他说“当心这种蛊惑宣传”的时候，他是不是想说，第三届杜马的多数应该当心这种假定的事变？

有这么个故事：伊万·伊万内奇谴责伊万·尼基佛雷奇搞了蛊惑宣传，而伊万·尼基佛雷奇反过来谴责了伊万·伊万内奇。伊万·伊万内奇对伊万·尼基佛雷奇说，你是个蛊惑者，因为你掌权，并利用这一点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权力，而且拿居民的国民利益作为借口这样做。伊万·尼基佛雷奇对伊万·伊万内奇说，不对，你才是个蛊惑者，因为你在公共场所高声喊叫，说什么我国只有专横暴虐，而没有什么宪法，也没有什么主要的法律，同时你还十分粗鲁地暗示要把我们的财产葬送掉。

究竟是谁揭穿了谁进行蛊惑宣传，还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两贼相争，好人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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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Lucus　a　non　lucendo是一句拉丁话，大意是：（树林被称为）光明的，是因为它里面黑暗（在拉丁语中“树林”和“光明”谐音）。这句话常被用来讽刺某种事物名不副实。——[250]。



[126]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佛雷奇（伊万·尼基佛罗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佛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这两个地主本是莫逆之交，后来为一支猎枪的争端而反目，打了十几年的官司。——[251]。









《列宁全集》第20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文献
[127]



（1911年5—6月）


1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中央委员会议的信

（5月19日和23日〔6月1日和5日〕之间）

伊哥列夫1911年6月1日的通知，再次表明了他在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的问题上玩弄令人愤慨的把戏，即玩弄拖延和破坏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几个月来早被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揭露了。

伊哥列夫硬说，尤金和科斯特罗夫现在构成临时局[128]或者至少构成临时局的一个部分，这完全是撒谎。好几个月以来，马卡尔和林多夫（在英诺森之后）一直在组建临时局的组织，他们挑选了代办员，就中央组织的工作组织了多次巡视，同代办员和增补的候选人（马卡尔同卡察普等；同米柳亭等）举行了会议，同社会民主党杜马工作的全党中心、同选举时（莫斯科）的首都社会民主党小组进行联系，等等，等等。

无论尤金，还是科斯特罗夫都没做过任何类似的工作。他们当中无论谁都根本没有、绝对没有进行过这种活动。

关于“增补”尤金和科斯特罗夫进临时局去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外的党的正式机关（无论中央机关报，还是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都没有收到过一个正式的通知。

在马卡尔和林多夫被捕以后的两个多月以来，关于尤金和科斯特罗夫、关于他们在临时局里工作的情况，谁也没有接到过一个通知、一封信，也没有听到过什么消息。不仅没有人承认尤金和科斯特罗夫是临时局的成员（而全体一致承认马卡尔和林多夫），甚至尤金和科斯特罗夫也没有要过一个戈比的钱，甚至没有通知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而马卡尔和林多夫却通知了）关于他们组建临时局的事。

我们断言，在这种情况下，伊哥列夫说什么科斯特罗夫和尤金在组建“临时局”，就是对党的嘲弄，对党进行欺骗。我们要揭穿这一骗局。

其次，我们认为，在英诺、马卡尔等人的尝试后，在奥尔金的揭露[129]等等以后，现在一切想由原来伦敦选出的中央委员在俄国恢复中央委员会的企图，都是直接为斯托雷平效劳。我们提醒党防备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不熟悉情况的人设下圈套，派中央委员到条件不好的地方去完成实现不了的任务而直接落入警察的虎口。

最后，关于伊哥列夫向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没有提出的、但他在1911年6月1日的通知中谈到的一个月后召开全会的“计划”，我们提请党注意取消派在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方面的新阴谋。

一个月后不是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而是只能把那些徒有其名的中央委员“凑集在一起”——呼声派这个阴谋的实质就在这里！

在全会召开以后，布尔什维克在中央工作岗位上失去了四个中央委员（梅什科夫斯基＋英诺森＋马卡尔＋林多夫）。孟什维克则一个也没有失去，因为他们一个也没有进行过工作！！

而现在呼声派竟敢提出一个月的期限，打算把那些整整一年半（全会召开以后）连一次工作也没有做过、甚至连一次也没有到过临时局的诸如“彼得”之类的先生们凑集在一起。呼声派知道，在一个月的期间内要把那些被法庭或行政当局流放的布尔什维克“召集起来”是办不到的！！

他们把中央委员会移到俄国，“为的是让它在那里垮台”！

他们已经如愿以偿，看到所有布尔什维克都遭逮捕了。

他们保全了所有没做过工作的徒有其名的孟什维克中央委员。

他们想指定一个月的期限，为的是把诸如彼得之类的徒有其名的中央委员能够偷运进来，同时为的是使做过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甚至不能够得到通知！

如果以为取消派在召开全会问题上玩弄的这种把戏始终不会在党面前被揭露，那是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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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向九个中央委员的非正式会议的报告提纲

（5月19日和23日〔6月1日和5日〕之间）

1．试图在俄国恢复中央委员会的经过。

两个时期：

（一）1910年1月—1910年8月（或9月）。

两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因试图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被捕。他们多次确定了召开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不论米哈伊尔＋尤里＋罗曼，任何一个孟什维克，都没有露过一次面。

（二）1910年底—1911年春天。

由两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建立起新的临时局。没有一个孟什维克参加过他们的任何工作（同代办员、同杜马党团联系、同选举时莫斯科的社会民主党人进行联系等等）。

为了“投票”，一个孟什维克（科斯特罗夫）到临时局来过一次或者两次！

两个布尔什维克被捕。

总结：所有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都为了中央的工作，并在进行这种工作时被捕了。

一部分孟什维克（米哈伊尔＋尤里＋罗曼）拒绝参加任何工作，有一个人（彼得）在一年半期间没有参加过一点工作，另外一个人（科斯特罗夫）在一年半期间到临时局来过两次（在1911年！），也丝毫没有参加过中央的工作。在两个布尔什维克被捕后的两个半月以来，这个孟什维克一点事也没有做，甚至也没有写过一封信说他在恢复中央委员会。

因此我们认为，伊哥列夫声称这个孟什维克＋崩得分子现在在组建临时局（甚至没有正式通知过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并且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承认！），这简直是一种嘲弄。

2．现在是否可能恢复国外全会[130]呢？

在法律上：15人中现在有9人。形式上他们可以（一）宣布9人会议为全会。这种做法在形式上是无可非议的，大概只要有一票的优势，就是说，在这9票中是5票对4票，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实际上，这种形式上无可非难的做法的意义是不足道的，因为不容置疑，在这种条件下是不能起到中央委员会的作用的。

（二）从形式上看，现有的这9个中央委员开始从俄国把有权的候选人都凑集来，这也是可能的。这实际上将意味着什么呢？孟什维克或者可以把自己的取消派（米哈伊尔＋尤里＋罗曼等等）“凑集来”，而在米哈伊尔＋尤里＋罗曼有名的声明以后，没有一个正直的护党派承认这些人是中央委员；孟什维克或者可以把参加过1910年一月全会并从那时起在一年半当中没有做过任何中央工作的两个中央委员“凑集在一起”。至于要多长时间可以把他们凑集在一起，这无法确定。

除现有的三个布尔什维克以外，布尔什维克也可以再凑集两个自己的候选人。要凑集这些候选人，需要进行好几个月的工作去同流放的人联系，组织逃跑，安排家属的生活费等等，等等。进行这种“工作”究竟需要几个月，很难说。

把实际上现在不能在俄国进行中央工作的“形式上的”候选人凑集来，是一种说不定要花多长时间的工作，这种工作对党的实际意义不仅等于零，甚至还不如零，因为在上面分配席位的把戏会使地方党小组看不到悲惨的、要求发挥积极的主动精神的现实。

在进行了一年半的毫无成效的恢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以后，还一再向党“空许诺言”，说明天“你们”就会有中央委员会——这是对党的嘲弄。我们不打算参与这种嘲弄。

3．不用说，只有斯托雷平的拥护者才企图现在在俄国召集候选人，在那里恢复中央委员会。警察熟悉所有的候选人，并监视着他们，英诺森和马卡尔三番两次被捕就证明了这点。这是第一点，也是主要的一点。而第二点，召集候选人的真正目的——增补国内的人，现在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现在候选人都不在（他们都在最近一次同马卡尔一起被捕了），而在增补孟什维克的时候，要取得章程所要求的一致意见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关于这一点英诺已经向斯韦尔奇科夫讲过）会同意一个取消派（呼声派同样如此）当选。

4．现在党的实际状况是：各地几乎到处都有完全非正式的、极小的、不定期开会的党的工人小组和支部。它们在工会、俱乐部等等中到处同合法取消派进行斗争。它们彼此并无联系。它们难得看到文件。它们在工人中间享有威信。在这些小组中，布尔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派，以及“前进派”中一部分读过“前进派的”著作或听过前进派的演说、但还没有加入在国外建立的独立的前进派派别的人，团结起来了。

在一部分彼得堡工人中间，这个反党派别的影响虽然不大，但无疑是有某些影响的。已经完全证明，它不服从任何中央委员会，并竭力妨碍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直到目前，它没有公开号召参加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并在继续同召回派调情）。

独立合法派这一派别（《我们的曙光》杂志＋《生活事业》杂志＋《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是严重得多的反党的和反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已经完全证明，它们不服从任何中央委员会，公开嘲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他们不能执行全会的决议（“不贬低”秘密党的意义等等），因为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不能不执行相反的路线。

任何一个诚实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不会怀疑，“独立合法派”正在进行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准备工作，他们将撇开党进行这次反对党的选举。

护党派的任务是明确的：要对独立合法派采取直接行动，不容许再有丝毫拖延，一天也不能拖延；要公开地、坚决地号召国内的党的工人小组开始准备选举，并且警告工人在选举中要反对“独立合法派”，同他们进行斗争，只选举那些认识到这一派别的危险性的人、只选举那些真正的护党派工人。

这就是我们党当前的任务。对生活（和独立合法派）实际地提出的问题采取任何回避态度、作任何支吾搪塞、拖延、以及想重复合法派玩弄“诺言”和“保证”的把戏的企图，对党都是极其危险的。

5．我们的实际结论是：9人会议应当建议一定立即向党发出号召，如实地、充分地说明在国内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已遭失败，号召各地方小组发挥主动精神并建立省的委员会，然后建立中央组织委员会，并坚决地、直接地、不屈不挠地同“独立合法派”进行斗争。

只应当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通过中央全会的正式表决来加强这个号召，即不是9个中央委员中的5个人，而是9个中央委员中的绝大多数都同意承认9人会议是全会，并起来同独立合法派集团（派别）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言而喻，要进行这种斗争，就不能让这些合法派参加中央机关，因为一年半以来他们破坏了中央机关，干扰了它们的工作，使它们软弱无力，“处于不健康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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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131]

（5月19日和23日〔6月1日和5日〕之间）

1910年1月中央全会以后，布尔什维克曾竭尽全力来补充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恢复中央委员会的活动。中央委员马卡尔和英诺森同各地方党组织和护党派——公开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取得了联系，同他们一起商定了增补候选人进中央委员会等等。可是，这两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的这些尝试因他俩的被捕而告终。在国内工作中，他们没有得到过呼声派的任何帮助。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当选的孟什维克代表米哈伊尔、尤里、罗曼现在已经转入独立合法派的行列，他们不仅拒绝在中央工作，而且声明说，他们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本身对工人运动是有害的。

间断了几个月之后，在1910年，为了召开中央委员会，从流放地逃出来的马卡尔同志和维亚泽姆斯基同志重新组建临时局 
［注：这个临时局不仅得到各民族组织的承认，而且得到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和中央机关报的承认。］

 。临时局的委员，崩得分子尤金参加过他们的工作。在6个月内，他们重新同各地方组织进行联系，商定中央委员会候选人，派出代办员，在莫斯科举行的补选中同杜马党团一起参加选举运动的组织工作。

在孟什维克代表中，他们得以联系上的只有科斯特罗夫同志一人，而科斯特罗夫也只是当问题涉及到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为了行使自己的表决权才来过一两次。

活动6个月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同几个增补的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秘书同志以及与临时局的活动有某种关系的其他许多人员一起被捕了。中央委员同志们在被捕后从监狱寄出的信中断定，几个月来宪兵一直不断地监视他们，并且知道了他们的全部行动，就是说，对国内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的筹备工作肯定搞了奸细活动。临时局的两个委员（马卡尔和维亚泽姆斯基）被捕以后，未遭逮捕的中央委员尤金和科斯特罗夫在两个半月内没有进行过任何活动，甚至既没有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也没有给中央机关报寄过一封信。

在国内恢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进行了一年半，其结果是4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梅什科夫斯基、英诺森、马卡尔、维亚泽姆斯基）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投入监狱。从宪兵的侦查和一连串的拘捕中无疑可以看出，当局对在伦敦选出的所有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都了解得极为详细，并且对他们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在这种情况下，再要尝试在国内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就意味着毫无成功的希望，必然要失败。

摆脱业已形成的局面的唯一可行出路，就是召开国外全会。在国外，有权参加全会的有9人。这就超过了它的全部成员（15人）的半数。在法律上他们可以，而且实际上也应该宣布9人会议为全会。

如果建议在全会其他成员到齐之前推迟确定为全会，就等于要继续拖延几个月。

除了公开声明自己同中央委员会脱离关系并赞同取消党的米哈伊尔、尤里、罗曼以外，孟什维克可以把科斯特罗夫和彼得“凑集在一起”。布尔什维克可以把梅什科夫斯基、英诺森、罗日柯夫和萨美尔凑集在一起。做到这一点究竟需要几个月，很难说。

把形式上的候选人“凑集在一起”，是一种说不定要花多长时间的“工作”。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工作”对党的实际意义不仅等于零，甚至还不如零，因为在上面分配席位的把戏会使地方组织和小组看不到悲惨的、要求发挥积极的主动精神的现实。在进行了一年半的毫无成效的恢复中央委员会活动的尝试以后，还用新的无止境的拖延来敷衍党，这是对党的嘲弄。我们不打算参与这种嘲弄。

现在党的实际状况是：各地几乎到处都有小的、不定期开会的党的工人小组和支部。它们在工人中间到处享有很高的威信。它们在工会、俱乐部等等中到处同合法取消派进行斗争。它们彼此目前并无联系。它们难得看到文件。在这些工人小组中，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护党派和“前进派”中一部分没有加入在国外建立的独立的“前进派”派别的人，团结起来了。

“前进”集团把全会以后的所有时间都用来从国外巩固自己的派别，并在组织上使它独立。它的代表退出了《争论专页》[132]编辑部和隶属中央委员会的党校委员会。“前进”集团没有执行上次全会的决定，反而竭力妨碍社会民主党全党的工作。在党的合法的和秘密的书刊中，早已开始为行将到来的选举作准备了。然而，“前进”集团在这次对党非常重要的政治行动中不仅没有帮助党，而且甚至也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明，它究竟是主张参加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呢，还是反对参加选举？甚至“前进”集团的国外领导人最近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言论中，还在继续同召回派调情。

独立合法派这一派别（《我们的曙光》杂志、《生活事业》杂志以及为这些杂志打掩护的呼声派，如唐恩、马尔托夫及其同伙），是严重得多的反党的和反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已经完全证明，它们不服从任何中央委员会，公开嘲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执行上次全会的决议（“不贬低秘密党的意义”等等）。他们不能不执行相反的路线。

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不会怀疑，可以预料“独立合法派”将撇开党进行反对党的独立的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

社会民主党护党派的任务是明确的：必须公开地、坚决地号召国内的党的工人小组立即开始选举的准备工作。必须只提那些真正的护党派、只提那些认识到取消派的危险性的同志为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对独立合法派采取直接行动，一天也不能拖延，必须立即警告工人在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有受到来自独立合法派方面的威胁的危险。

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对生活（和独立合法派）实际地提出的问题，采取任何回避态度、作任何拖延、以及想再搞合法派玩弄“诺言”和“保证”的把戏的尝试，对党都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的实际结论是：9人会议应当一定立即向党发出号召，如实地、充分地说明在国内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已遭失败，号召各地方小组发挥主动精神并建立地方的和区域的委员会，建立并支持中央组织委员会，建立并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就象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参加并支持下出版的《明星报》中一样，在这些机关报中不应有取消派分子存在），号召坚决地、不屈不挠地同“独立合法派”进行斗争，使真正的护党派的代表不分派别地在工作中接近起来。如果不仅仅是9个中央委员中的5个人，而是9个中央委员中的绝大多数同意承认9人会议是中央全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这一会议就应该立即增补新成员，成立召开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并且着手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实际准备工作。应该立即吸收孟什维克护党派的代表参加组织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这次会议应该起来同独立合法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言而喻，要进行这种斗争，就不能让独立合法派参加党的中央机关，因为一年半以来他们破坏了中央机关，干扰了它们的工作，使它们软弱无力，“处于不健康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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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确定会议性质问题时的发言

（5月28日〔6月10日〕）


（1）[133]

既然一年半以来党由于拖延召开全会而遭到损失，那么，各民族组织早就应该选出代表。一位拉脱维亚同志提出的问题与一个崩得分子完全不同。他说，虽然他也不是选出来的，但是由于召开全会的条件，他认为自己应该参加会议，然后向拉脱维亚边疆区中央委员会提出报告；决定只有在拉脱维亚边疆区中央委员会确认以后才能对拉脱维亚边疆区生效。


（2）

这的确是对同志们的愚弄[134]。我们知道，马卡尔和林多夫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他们曾同各组织联系，指派代办员，同候选人联系。他们被捕了。从那时起，我们就没有从任何一个未被捕的人那里得到任何消息。他们甚至既不通知中央机关报，也不通知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什么工作也没做。继续用俄国局和俄国中央委员会来欺骗党是不行的。在国内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这是一句为斯托雷平效劳的空话。

约诺夫在声明中说，他将把自己接到的邀请书寄给崩得中央委员会[135]。他究竟什么时候转寄呢？从那时起过去多少时间了？为什么没有答复？约诺夫写道，他没有全权证书，不能出席中央委员会议。那为什么李伯尔来了呢？我建议对约诺夫的回答作出一项决议，因为从这一回答中可以清楚看到，这里有阴谋。


（3）

我们来归纳一下对临时局的意见。原来都是对未被捕的临时局的委员的。论工作，他们什么也没做。阿德里安诺夫同志是著名的孟什维克，如果他干过工作的话，孟什维克是必然会知道的。然而连他的亲密伙伴也一无所知。继续玩弄某地有一个临时局的把戏，就是对党的欺骗。由于大逮捕，伯尔未能同崩得中央取得联系。党该怎么办？党不能等待。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发挥主动精神。


（4）

伯尔高喊法律，同时又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为了取消派的利益坚决反对法律。[136]这种行为使我怀疑他的声明的诚意，并预料他将一再尝试破坏全党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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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确定会议性质的决议草案

（5月28日〔6月10日〕）

会议指出，所有住在国外的中央委员都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除1人外，全体出席；会议认为，这次会议是住在国外的中央委员的会议，并根据党的整个状况把恢复中央委员会的问题提到自己的日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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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关于召开中央全会问题时的发言

（5月30日〔6月12日〕）


（1）[137]

我确认，半年以来，下级机关（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违反决定并且拒绝召开最高机关的会议。我不得不确认这一点，为的是提请大家注意：对那个企图阻止党恢复它的中央机关已达半年之久的机关，不能给予任何信任。


（2）

我要指出，早在1910年春天，我们从英诺的来信中就获悉，中央委员们已受到监视。我们曾采取一切办法反对国内的冒险行为[138]。1910年马卡尔恢复了活动，汇款一事立即表明这种尝试是没有希望的。一下子可以看出，在国内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就等于把中央委员投入监狱。从1908年春到1910年全会，在国内，中央委员会会议一次也没有开成。在国内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的经过，表明了这个任务是完成不了的。除非要把中央委员投入监狱，否则就不应该把中央委员派到俄国去。


（3）[139]

一年半以来，四个在中央工作的布尔什维克被捕了。孟什维克则一个也没有被捕，因为他们在创建一个斯托雷平党。为了保密，没有给我们写过信，并且停止了通信。孟什维克不仅没有去创建中央委员会，甚至拒绝参加增补（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彼得连临时局的门坎都没有迈过，科斯特罗夫则住在附近。只有布尔什维克在工作，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


（4）

关于柳比奇，我们有英诺的来信，信中指出柳比奇同意工作。至于彼得，我们只知道他连临时局的门坎都没有迈过。中央委员当然理应到中央委员会来工作。马尔丁诺夫同波格丹诺夫和尼基塔一样流亡国外。如果邀请马尔丁诺夫，那么也就应该邀请波格丹诺夫和尼基塔以及维克多。米哈伊尔、尤里和罗曼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都同中央无关。这些创建斯托雷平工党的人正在从事受到一月全会坚决斥责的活动。我们无论同斯托雷平工党的创建者，还是同帮助他们的那些人，都毫无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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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的建议

（6月1日〔14日〕）

组织委员会[140]应吸收国内各地方组织的代表、有威信的做群众工作的同志参加召开代表会议的工作，使他们尽快地组成俄国委员会。俄国委员会在组织委员会的总的监督下进行有关召开代表会议的一切实际工作，即执行全会决议中和来信中所作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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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6月1日〔14日〕）

我们赞成整个决议[141]是为了尽可能使所有护党派无例外地接近起来，我们坚决反对邀请国外的呼声派和前进派，即在国外已经形成为特殊派别的反党集团的代表参加组织委员会，他们在全会后的一年半中证明他们自己所能做的只是反对党、只是干扰党的工作，只是帮助独立的合法工人政党或召回派。






	　　尼·列宁

［注：在声明上签字的，除列宁外，还有格·叶·季诺维也夫。——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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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这是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的一组文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中央委员会议）于1911年5月28日—6月4日（6月10—17日）在巴黎举行。这次会议是在列宁领导下撇开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筹备和召开的，因为该局的取消派多数一直在阻挠中央全会的召开。会议的筹备工作于1911年4月开始。1911年5月上半月，布尔什维克根据1910年中央一月全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章程，由自己在中央国外局的代表尼·亚·谢马什柯再次向中央国外局提出必须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结果再次遭到拒绝。1911年5月14日（27日）谢马什柯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同一天，以布尔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方面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名义，向国外的中央委员发出了参加会议的邀请书。



会议于1911年5月28日（6月10日）开幕。有权参加会议的9个人除崩得分子约诺夫外，都出席了会议，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列宁、格·叶·季诺维也夫、阿·伊·李可夫，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扬·梯什卡、费·埃·捷尔任斯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马·奥佐林，呼声派分子波·伊·哥列夫，崩得分子米·伊·李伯尔。



鉴于当时党内的状况，列宁在第一次会议上建议应承认这次中央委员会议不仅有权对某些问题提出意见，而且有权通过党必须执行的决议。呼声派分子哥列夫和崩得分子李伯尔则企图证明会议无权就召开中央全会和筹备全党代表会议采取任何实际措施。当会议通过关于确定会议性质的决定（会议根据这个决定把关于恢复中央的问题列入了议程）以后，哥列夫退出了会议，并指责会议的参加者“侵权”。



会议讨论了召开中央全会的问题。当讨论到有权参加全会的人选问题时，列宁声明说，孟什维克约·安·伊苏夫（米哈伊尔）、康·米·叶尔莫拉耶夫（罗曼）和彼·阿·勃朗施坦（尤里）是斯托雷平“工”党的组织者，无权参加全会。崩得分子李伯尔则为他们辩护，并退出了会议，以示对列宁声明的抗议。



会议通过了近期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的决议，并为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会议拟出了制订党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中的策略和拟订选举纲领草案的措施。



会议议程上的主要问题是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会议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第四届杜马选举的临近，工人运动的活跃以及党内的状况，使召开党代表会议刻不容缓。鉴于不可能立即召开中央全会，会议主动承担了发起召开代表会议的责任，并成立了筹备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成立俄国委员会以开展筹备代表会议的实际工作的建议（见本卷第274页）。会议的决议规定邀请在国外的党组织一道参加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在表决时，列宁对这项决议总的表示同意，同时声明反对邀请反党集团呼声派和前进派的代表参加组织委员会（见本卷第275页）。



会议谴责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反党的派别政策，并决定把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存在问题提交中央全会解决。列宁在表决决议案的最后一部分时弃权，因为他坚持立即改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会议成立了执行技术职能（为党的出版工作服务、组织运输等）的技术委员会，归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领导。



为了筹备全党代表会议，列宁把富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布尔什维克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谢尔戈）、波·阿·布列斯拉夫（扎哈尔）和伊·伊·施瓦尔茨（谢苗）派回国内。到1911年9月，赞同会议决议的已有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巴库和罗斯托夫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选出的领导小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市区小组代表大会以及乌拉尔许多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等。1911年9月，组成了有许多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俄国组织委员会。该委员会筹备了1912年1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254]。



[128]这里说的临时局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临时俄国局。——[254]。



[129]指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英诺）和维·巴·诺根（马卡尔）整顿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工作的尝试。这种尝试以在俄国工作的全体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捕而告终。



关于奥尔金（孟什维克护党派瓦·巴·佛敏）的揭露，见本卷第161页。——[255]。



[130]1910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一月全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章程中说：“全体会议（15个中央委员组成的）由下列人员参加：（1）在俄国活动的委员会委员；（2）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委员，但不是中央委员的国外局委员除外；（3）如果这两者加起来还不足15人时，则按下列次序吸收其他候补委员参加全会的工作：（一）伦敦代表大会选出的并在俄国从事党的某种工作的候补委员；（二）住在国外并从事中央委员会所委托的工作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04页）——[258]。



[131]这个文件是按费·埃·捷尔任斯基的手抄本刊印的。列宁的报告手稿已经失落。



在中央委员六月会议的记录中并未指明报告是列宁在会上作的。看来，报告是在会前提交与会者的。——[264]。



[132]《争论专页》（《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Листо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附刊，根据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会的决议创办，1910年3月6日（19日）—1911年4月29日（5月12日）在巴黎出版，共出了3号。编辑部成员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最后通牒派、崩得分子、普列汉诺夫派、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争论专页》刊登过列宁的《政论家札记》、《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合法派和反取消派的对话》等文章。——[266]。



[133]列宁是就下述情况发言的：孟什维克呼声派分子波·伊·哥列夫（戈尔德曼）在会上反对各民族组织代表（崩得代表米·伊·李伯尔、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马·奥佐林）在没有相应中央委员会的全权证书的情况下出席会议。李伯尔声明说，各民族组织的代表还没有来得及和自己的中央取得联系，并说，他虽然出席会议，但不代表崩得。——[269]。



[134]列宁指的是波·伊·哥列夫（戈尔德曼）和米·伊·李伯尔的发言，他们断言，在俄国国内有俄国局的委员，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以前，必须与这些委员取得联系。——[269]。



[135]崩得分子约诺夫（费·马·科伊根）在声明中说，没有崩得中央的全权证书，他不能出席会议，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把他接到的出席会议的邀请书转寄给崩得中央委员会。——[270]。



[136]列宁指的是米·伊·李伯尔（伯尔）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声称：没有必要通过紧急召开中央委员会议的办法来解决关于中央全会的问题，而应通过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来寻求“合法的出路”。——[270]。



[137]这个发言是由米·伊·李伯尔的声明引起的，他说，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多数赞成召开全会并准备就这个问题通过正式决议。——[272]。



[138]指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取消派多数建议在国内召开中央全会。——[272]。



[139]这个发言和下一个发言都与讨论有权参加中央全的人选问题有关。——[273]。



[140]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国外组织委员会）于1911年6月1日（14日）在六月中央委员会议上成立，由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被邀参加委员会的其他国外组织和团体没有派出自己的代表。组织委员会派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为全权代表回国进行筹备全党代表会议的工作，并印发《告社会民主党各组织、团体和小组书》，号召它们着手选举俄国组织委员会。然而，国外组织委员会从成立时起就由调和派分子以及支持他们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占了多数，这一调和派多数执行了同拒绝派代表参加国外组织委员会的前进派和列·达·托洛茨基继续谈判的无原则方针。调和派在自己的刊物上指责布尔什维克搞派性。他们利用自己在国外组织委员会中的优势，迟迟不把党的经费寄回俄国，阻挠筹备代表会议。



由于布尔什维克进行工作的结果，成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1911年10月底，国外组织委员会讨论了俄国组织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它的成立的《通知》和决议，根据决议，俄国组织委员会完全拥有召开代表会议的一切权力，而组织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均须服从俄国组织委员会。国外组织委员会的调和派多数拒绝服从这些决议，布尔什维克代表乃退出了国外组织委员会。10月30日（11月12日），由国内来到巴黎的奥尔忠尼启则在国外组织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俄国组织委员会活动的报告，在这以后，国外组织委员会不得不承认俄国组织委员会的领导作用。然而，国外组织委员会不久就开始公开反对俄国组织委员会，11月20日（12月3日）它印发了《致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公开信》，指责俄国组织委员会搞派性。奥尔忠尼启则在1911年12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5号发表的《给编辑部的信》中，揭露了国外组织委员会的反党行为。俄国组织委员会把在俄国的秘密党组织团结在自己周围，一手完成了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全部筹备工作。——[274]。



[141]指六月中央委员会议《关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决议》。——[275]。







《列宁全集》第20卷


谈谈杜马会议的结果“共同做的事”

（1911年5月28日〔6月10日〕）

在4月27日“具有历史意义的”杜马会议上，捷斯连科先生反驳了斯托雷平先生，下面就是其中的一段：


　　“大臣会议主席对国家杜马说：是的，先生们，我将在最短时期内来帮助你们。你们大概会这样对待旧教规，即在休会以前不得不否决它，而在休会的时候它将被通过。我甚至从这句话里感觉到了某种放肆口吻，这里好象是对我们说：这是我和你们共同做的事呀。先生们，请原谅，我不由得想起《钦差大臣》一场戏中市长讲的话：‘啊！你们埋怨我吗？！请想想，是我和你们共同做了某某事情的呀。’先生们，我认为，也许从前有谁指望过这种帮助，也许今后有谁还要指望这种帮助，我想，他们一定会感到尴尬，也许他们想过（要是他们想过，那很好）：愿上帝使我们摆脱这些朋友，至于敌人，让我们自己来对付吧。”



　　正象速记记录中所记载的，捷斯连科先生由于这段冗长的发言博得了“从左面来的掌声”——显然是人民自由党党团的掌声。立宪民主党人认为这是对十月党人的恰到好处的讽刺。但是，这一次也象其他许多次一样，他们鼓了掌，但是没有深思一下他们这位演说家所说的话的深刻含义。他们鼓了掌，以为这些话只是刺痛十月党人，只损坏他们特别憎恨的这个竞争者的名誉。他们不了解，捷斯连科先生这段恰到好处的话（如果认真分析一下这段话的意义）无论对十月党人还是对立宪民主党人都是一个光芒刺眼的真理。应当谈谈这个真理，因为它涉及俄国近五六年（这是怎样的五六年啊）政治历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是我和你们共同做的事”，——捷斯连科先生说得真好。但是也许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重复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通常非常鄙视的“左派”“群众大会”上多次说过的话，重复得真好。“这是我和你们共同做的事”——这句话决不只是指第三届杜马的一些法案，决不只是指人所尽知的“鸡毛蒜皮”。它指的是1905年底以来，斯托雷平之流先生们同所有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或者自由主义化的资产阶级“共同做的”一切事情。不只是立宪民主党的演说家“感觉到了”斯托雷平先生的“放肆口吻”，因为这种口吻确实是斯托雷平的所有演说、斯托雷平之流对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拥有第三届杜马的多数代表，即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代表）的整个政策所特有的。

放肆口吻（在事态发生重大转折时，这种口吻就会变成粗暴的藐视，甚至会变成暴力）是由以下的情况引起的，即不仅仅十月党人，而且立宪民主党人都只是为了哗众取宠，特别是为了博得掌声（这一点斯托雷平之流很清楚）才说出这样一些话来：“愿上帝使我们摆脱这些朋友〈即摆脱斯托雷平之流〉，至于敌人，让我们自己来对付吧〈就是说，既要对付右派反动派，又要对付左派的……怎样才能说得更委婉一些呢？……“苛求”〉”。

要是这些话不只是空话，俄国会早就彻底地、坚决地摆脱了“这些朋友”。但是问题的关键正在于，立宪民主党人只是在“反对派”大发议论的时候才说出这种话来——而在全国性讲坛上发表反对派言论，又不能不作一些民主主义攻击，哪怕是最轻微的攻击。于是一些民主的声明不攻自破了，把这些声明和同样这些立宪民主党人的行动比较一下，是很有益处的。玩弄民主主义（或是用民主主义来威胁右面的敌人）把戏的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也正在于：对于人民下层中的某些人，这种耍嘴皮子的“把戏”有时能起很大作用，能唤起真诚的、出自内心的民主思想。“上面一拉提琴，下面就想跳舞。”有句拉丁谚语说：littera　scripta　manet——笔写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而口说的东西也并不总是会消失的，哪怕只是为了放空炮，为了装腔作势。

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立宪民主党人伪善的空话可以信以为真，可以称为或认为是民主主义。但是，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立宪民主党人一切主张民主主义的伪善空话都应当加以利用，第一，是为了指出说话人的言行不一；第二，是为了对那些听到塔夫利达宫演说家的花言巧语的“下层”指出民主主义的真正的、切实的直接意义。

上面引证的捷斯连科先生的议论所以是伪善的，并不是因为捷斯连科先生本人伪善：他可能只是醉心于滔滔不绝地发表反对派宏论。这些议论是伪善的，因为立宪民主党代表的言论同该党在俄国现代历史上一切重要关头的行动不一致。

请回忆一下1905年8月的事件吧。斯托雷平先生的前任当时干了什么呢？安排了布里根杜马[142]和布里根杜马的选举。捷斯连科先生和他的同伙当时干了什么呢？他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社会工作的“专业”安排了同一场选举。布里根先生（和斯托雷平先生）有权向捷斯连科先生说：“这是我和你们共同做的事。”而捷斯连科先生之所以“共同做了”，正是因为他当时有点害怕失去自己那些“朋友”，关于这些朋友，他现在这样庄严地、这样骑士般勇敢地说道：“愿上帝使我们摆脱这些朋友……”

请回忆一下关于布里根杜马的法律颁布以后3个月中所发生的事件吧。当时斯托雷平先生的前任干了什么呢？他反对了例如邮电运动[143]和无数类似的零星运动。捷斯连科先生，或者至少是他那个以司徒卢威、卡拉乌洛夫等先生为代表的党，按照自己的方式也反对了同一个运动。维特先生（和斯托雷平先生）有权向捷斯连科之流先生们说：“这是我和你们共同做的事。”1906年5月1日在对待工人节的问题上，稍后在对待“地方土地委员会”的问题上，1907年在始终一贯地对待第二届杜马中工农代表的问题以及其他等等问题上，都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作家伊茲哥耶夫先生在《路标》文集上给自己的党许多年来执行的这种政策作了正确的总结，他写道：“最后，应当敢于承认，在我们历届国家杜马中，除了三四十个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以外，大多数代表都没有表现出能够管理和改造俄国的知识。”

伊茲哥耶夫先生的“敢于承认”之所以勇敢，是因为作者抛开了一切表面做法和种种外交手腕，在这里无意中道出了真相。立宪民主党人“在我们历届国家杜马中”所依据的确实是地主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不能使“大多数代表”，特别是从左面来的代表满意的。当然用不着说，斯托雷平正是依据“三四十个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知识”（更确切些说，是依据他们的利益和观点）来同这些大多数代表进行斗争的。斯托雷平先生有权向整个立宪民主党说，同工人和农民的笨拙无能、没有经验、愚昧无知进行斗争，“这是我和你们共同做的事”。

今年杜马会议的主要总结是，斯托雷平对第三届杜马的多数（正是杜马的资产阶级的、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的多数）过于“放肆”，甚至使得这个长久忍耐的多数也忍无可忍了。旧政权放肆地藐视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对自己在新的、当前的经济条件下的作用十分清楚，渴望得到独立，甚至渴望得到政权。关于第87条的插曲突出地暴露了这种放肆行为，同时非常粗暴地触犯了这个集团中的某些权势显赫的人物，以至连那些最有耐心的人都开始发起牢骚来了。但是，他们除了牢骚以外，就不能前进了。他们的手脚被束缚住了，所以不能前进。他们之所以被束缚住，是由于在最近几年当中，在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关头，他们胆怯地脱离了广大的人民运动，心怀敌意地离开了民主派，即离开了真正的、生气勃勃的、采取了行动的、群众性的民主派，并且象斯托雷平进攻民主派那样，从背后进攻民主派。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因此被束缚住了，现在正在受到应得的惩罚；要是斯托雷平放肆地藐视他们，对他们说：如果我是民主派的敌人，那么，亲爱的，你们也害怕民主派，“这是我和你们共同做的事”，这个时候，他们实际上就没有话可以反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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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布里根杜马是俄国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召开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由以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拟定，于1905年8月6日（19日）和沙皇的诏书一起公布。按照法令和条例，多数居民，包括工人、妇女、军人、学生等，没有选举权；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278]。



[143]看来是指1905年11月15日（28日）—12月15日（28日）的全俄邮电职工罢工。罢工的起因是政府当局下令禁止组织邮电工会并开除参与组织工会的一些邮电部门的职员。——[279]。









《列宁全集》第20卷


关于旧的但又万古常新的真理

（1911年6月11日〔24日〕）

使工人代表不能出席莫斯科举行的工厂医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事件，读者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144]。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细叙述这些事件和阐明这些事件的意义。我们只指出《言语报》于4月14日，即代表大会开幕那一天刊登在这些事件发生前夕所写的社论中的一些大有教益的论述。

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写道：“很遗憾，这种参加〈工人代表的参加〉正受到外界的阻碍。很清楚，一些过分激烈的演说家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因此工人代表想谈的是：他们很难去关注专门性问题，他们不可能在代表大会上制定公正的选派代表的规定，他们的组织受到了种种阻碍，以及许多与代表大会议程无关的、如果进行讨论就会离开预定题目的、有时还会造成令人不快后果的问题。工人代表对‘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对政府的一切措施和对同其他社会团体的代表进行合作的可能性采取毫不容忍的态度，也是由紧张气氛造成的。”

这整个一大段话，是一种出于无奈的抱怨的典型，这种无奈并不是由这个自由派政党、这个问题的偶然成分或某些特点等等造成的，而是由深刻得多的原因，即20世纪整个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所处的客观条件造成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所渴望的“秩序”，就是它与之打交道的工人不“发表过分激烈的演说”，对资产阶级、对同资产阶级进行合作的思想、“对政府的一切措施”采取十分“容忍的态度”。它所渴望的秩序，就是这些恭顺的、同它“合作”的工人能够去“关注”社会政治的“专门性问题”，恭顺地同意补缀资产阶级关心“小兄弟”的特里什卡的外套[145]。总之，俄国自由派所渴望的是近乎现在我们在英国或法国看到的那种不同于普鲁士的秩序。在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掌握着完全的而且几乎是直接的（有一小部分例外）统治权，而在普鲁士，占统治地位的却是封建主、容克、君主制军国主义。在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特别经常、自由、广泛地采用的方法，就是把出身于无产阶级或背叛无产阶级事业的人（约翰·白恩士、白里安）吸引过去，使他们充当心安理得地“关注专门性问题”和教导工人阶级“容忍”资本的统治的“合作者”。

毫无疑问，英国和法国的秩序比普鲁士的秩序要民主得多，给予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要好得多，在消灭那些使工人阶级看不到自己的主要的真正的敌人的中世纪旧制度方面要彻底得多。因此，毫无疑问，为了俄国工人的利益，应当支持按照英法类型而不是按照普鲁士类型改造我们祖国的一切意愿。但是，决不能象人们常常做的那样，仅仅限于得出这个无可争辩的结论。争论的问题或者各种争论（同各种各样的民主派争论）的问题，在这里只是才开头。

支持这些意愿是必要的，但是要支持一个软弱的、动摇的人，就必须使他有一个比较坚强的依靠，必须消除妨碍看到弱点、妨碍了解产生弱点的原因的幻想。谁助长这种幻想，谁同情软弱无力的、不彻底的、动摇的民主派的那种出于无奈的抱怨，谁就是不支持追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意愿，而是在削弱这些意愿。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在当时，即在17世纪中叶或18世纪末，并没有对小兄弟的“不容忍态度”有所抱怨，并没有因为这个小兄弟中有“过分激烈的演说家”而神情懊丧，而是自己提供了最激烈的演说家（不光是演说家）来激起人们对于宣传“容忍”、对于出于无奈的抱怨、对于动摇不定和犹豫不决的鄙视情绪。于是在这些激烈的演说家中出现了几百年来成为启蒙者和导师的人物，尽管他们当时所想象的摆脱各种灾难的手段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常常是天真的。

德国资产阶级象俄国资产阶级一样，也抱怨过“小兄弟”的演说家“过分激烈”，——而在人类历史中，德国资产阶级是卑鄙、下流、奴颜婢膝、饱尝“容克”拳打脚踢的典型。这个或那个资产阶级的区别，当然不在于各个“种族”的“特性”不同，而在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程度不同，就是这种发展程度迫使资产阶级害怕“小兄弟”，迫使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地摇摆不定，时而指责封建制度的暴力，时而又指责工人的“不容忍态度”。

所有这一切都是旧的真理。但是，当你读到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出版物中写出下面这些话的时候，这些真理又是万古常新的而且始终是新的。


　　“1905—1906年运动的失败，不是由左派的‘极端行为’造成的，因为这些‘极端行为’本身也是由一系列原因的总和决定的；它也不是由资产阶级的‘叛变行为’造成的，虽然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曾经在紧要关头‘叛变过’。失败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已经定形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个政党要能够执掌政权来代替业已过时的官僚政权，它在经济上要强大有力，在民主方面要充分，以取得人民的支持。”过了几行又写道：“……应该成为吸引民主派农民的政治中心的是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它软弱无能……”（《我们的曙光》杂志第3期第62页，弗·列维茨基先生的文章）



　　弗·列维茨基先生自己对“领导权”思想的否定（“应该成为吸引……中心的是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它软弱无能……”（《我们的曙光》杂志第3期第62页，弗·列维茨基先生的文章）弗·列维茨基先生自己对“领导权”思想的否定（“应该成为吸引……中心的是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不是别的人！）要比波特列索夫先生（他在普列汉诺夫的最后通牒影响下修改了《社会运动》一书中的自己的文章）考虑得更深入，在清楚地表达这一思想方面也更勇敢，更肯定。

弗·列维茨基先生的议论完全象个自由派。不管他用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他还是一个不彻底的自由派。他丝毫不了解，应该成为“吸引民主派农民的中心”的是完全不同于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另外的社会范畴。他忘记了，这种“应该”，无论在英国、还是法国或者俄国的重大历史时期都曾经是事实，——而在俄国，这些时期意义重大，但时间短暂，而在前两个国家中，大部分民主的、极端民主的、“过分激烈的”平民阶层把各种不同的“下层”分子联合起来了。

弗·列维茨基先生忘记了，这些“下层”即使在那些短暂的时期内，即当他们在历史上起了“吸引民主派农民的中心”作用的时候，当他们从自由派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这种作用的时候，也对国家在以后几十年的所谓平静发展时期的民主化程度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些“下层”在自己掌握领导权的短短的时期内教育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改造了资产阶级，后来资产阶级虽然竭力后退，但是在这后退运动中没有能够退得太远，比如说在法国只是退到参议院，或者退到选举中出现的违背民主的行径，等等，等等。

但是这种为所有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证实了的思想是：在资产阶级改革（或者确切些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每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这样还是那样形成的，它具有这种还是那种面貌，养成这种还是那种传统，承认这种还是那种最低程度的民主主义，这要看领导权在一国历史中决定性关头在多大程度上不是转入资产阶级手中，而是转入“下层”，即转入18世纪的“平民阶层”，19世纪和20世纪的无产阶级手中，——这种思想是同弗·列维茨基先生格格不入的。这种领导权思想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取消派同这些基本原理决裂（或者即使是对这些基本原理漠不关心），是取消派同反对取消派的人发生一连串不可调和的原则性分歧的最深刻的根源。

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要经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这种时代，要形成这种或那种程度的民主主义，这种或那种结构的立宪制度或议会制度，这种或那种程度的“下层”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精神、爱好自由精神和首创精神，这种或那种在整个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传统。这将是什么程度的民主和什么样的传统，那就要看领导权在决定性关头是属于资产阶级还是属于它的反对者，是前者还是后者（还是在这决定性关头）将成为“吸引民主派农民”和所有民主主义中间集团和阶层的“中心”。

弗·列维茨基先生是一个制造出色的公式的能手，他的公式一下子就尖锐而鲜明地揭示了取消派的思想基础。他的有名公式是：“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译成俄语的意思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布伦坦诺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同样，在本文提到的两个公式：“应该成为吸引民主派农民的中心的是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失败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已经定形的资产阶级政党”，大概也会闻名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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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这里说的是1911年4月13日（26日），在全俄工厂医生和工厂工业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前来参加大会的工人代表被捕的事件。——[281]。



[145]特里什卡的外套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同名寓言。这则寓言说，特里什卡用挖东墙补西墙的办法补缀自己的外套，结果愈弄愈糟，把外套改得比小坎肩还短一截。——[282]。









《列宁全集》第20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
[146]



（1911年6月18日〔7月1日〕）


序言

下面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是布尔什维克，少数是“前进派”和“调和派”）的决议，指出了全体布尔什维克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在党内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对纲领、策略、组织方面的一些根本问题阐述实质性的看法，是特别重要的。象托洛茨基这样一些人，一面用夸张的言词谈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面奴颜婢膝地对待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毫无共同之处的取消派，这现在成为“流行病”了。他们为了飞黄腾达，廉价地宣扬同所有人，不管是谁，包括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召回派“妥协”！然而对于这个奇怪的所谓“妥协”的政治条件，又由于需要而完全保持沉默。实际上，这是些宣扬向取消派，向斯托雷平工党的创立人投降的分子。

现在，全体布尔什维克应当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巩固自己的派别，更确切清楚地规定这个派别（与千方百计掩盖自己“面目”的派别不同）的护党路线，把分散的力量聚集起来，为捍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清除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而战斗。


　　尼·列宁


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会议，讨论了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的状况，以及社会民主党人同企图自封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分子之间在国外展开激烈斗争的最近表现，认为：

首先必须重提上次中央全会（1910年1月）一致批准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规定了真正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性质。这个基本原则说明，“否定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企图缩小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性和策略性任务和口号”，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影响的表现。只有认识到这种倾向的危险性，以及一切“召回主义的”，或者为召回主义辩护的思想政治流派的危险性，只有真正克服这些倾向的工作，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

其次，会议确认，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及其拥护者呼声派的集团，违背全会一致通过的上述决议，违背《呼声报》代表在全会上许下的同取消派脱离关系并同它进行斗争的庄严的诺言，而在全会以后一年半多的时间里，恰恰奉行了这种取消派的资产阶级政策，支持、维护并捍卫了这样一些独立于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俄国合法派的刊物，如《我们的曙光》杂志、《复兴》杂志、《生活事业》杂志等刊物。正如党中央机关报代表党一再认定，而且以普列汉诺夫同志为首的护党派孟什维克也多次认定，这些刊物的活动家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这些刊物的活动家不但贬低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和意义，而且公然否定它，用叛徒的口吻诬蔑“地下工作”，否定俄国现代工人运动的活动的革命性质和这个运动的革命任务，散布自由派资产阶级关于日渐成熟的危机是“立宪”性质的主张来欺骗工人，抛弃（不只是压缩）例如承认工人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和民主革命的斗争中的领导权这种历来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口号。这些人在宣扬和建立他们所谓的合法的或“公开的”工人政党，实质上是在建立斯托雷平“工”党，是在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的影响，因为他们宣扬的实际上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内容，而在斯托雷平时代，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无非是表明那些背弃同沙皇专制制度、同第三届杜马和整个斯托雷平政策进行群众革命斗争的任务的人的公开叛变。

会议确认，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技术机关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完全处于取消派的影响之下。 
［注：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受到了护党派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的充分揭露和斥责）和公开为波特列索夫先生和斯托雷平工党的其他活动家辩护的崩得分子李伯尔，都是这个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领导者。］



一年半以来，国外局没有完成中央委员会交给它的任何一项任务（如使各国外集团在承认和执行全会决定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或者帮助各地方组织，或者争取停办《呼声报》和制止“前进”集团的独立的派别活动），也就直接帮助了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取消派。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多数派为了嘲弄党，从1910年12月起，就不断破坏全会的召开（按照党章必须召开）。在布尔什维克第一次要求召开这次全会以后，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竟花了7个星期来专门“表决”是否召开全会的问题。经过7个星期的表决，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才承认布尔什维克要求召开全会是“合法的”，但实际上它却又破坏了全会的召开，正象1911年5月底第二次破坏全会的召开一样。这样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实际起的作用，是从国外和从党中央机关内部来帮助米哈伊尔、尤里和罗曼这样一些宣布中央委员会存在本身是有害的合法派首领和斯托雷平工党活动家（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2号和第21—22号合刊 
［注：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207—208页和本卷第182—186页。——编者注］

 ）。会议确认，让取消派担任党的职务，简直是欺骗党，因为全会的决定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指出，只有那些认真履行自己许下的同取消主义断绝关系并同它进行斗争的诺言的孟什维克，才能担负这些职务。 
［注：至于说到国外取消派在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方面所采取的政治讹诈、给保安处提供情报这样一些手法，即马尔托夫先生在《呼声报》编辑部帮助下所采取的手法[147]，会议对此十分鄙视，这种手法只要一经指出，就足以引起一切正派人的厌恶。］



因此，会议认为：布尔什维克同中央国外局这个置规定于不顾、置党于不顾的机关彻底决裂是绝对必要的，代表大多数在俄国真正进行工作的护党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团体和小组的中央委员会议（见会议《通告》）认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采取了反党的派别政策，从而破坏了1910年全会的明确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会议决定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断绝一切关系，支持中央委员会议的决定，这些决定制定了一些最必要的措施来使取消派阻挠全党工作的活动失去作用，来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和依靠地方工作人员的力量恢复党的秘密组织和支部。会议号召各地全体护党派同志立即（按照会议的决定）进行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和代表的选举工作，为此，必须同组织委员会、同中央机关报和《工人报》建立经常的联系。


二

会议提请社会民主党各派工人注意，“前进”集团的国外的首领们和《真理报》的编辑托洛茨基正采取支持取消派并同他们结成联盟反对党和党的决定的政策。这种政策一定会受到更坚决的反击，因为它大大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同那些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秘密团体的活动完全背道而驰，这些团体虽然同《真理报》或“前进”集团有联系，但对党的决定却绝对忠诚，并且坚决反对取消派，随时随地捍卫具有革命纲领的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会议特别提醒社会民主党工人警惕呼声派一贯施展的骗人手法，他们把所有的合法运动的活动家都说成是老党的反对者，是新的波特列索夫式的“公开”党的拥护者。例如，在6月25日《呼声报》出版的最近一号单页上（载有合法运动活动家“会议”的消息），《呼声报》编辑部就隐瞒了那次会议曾经否决了取消派提出的抵制一家因有反取消派倾向的合法报纸[148]的建议这一事实。又如，《呼声报》编辑部隐瞒了那次会议曾经否决了《呼声报》拥护者提出的公开合法派的、明显是背叛性的决议这一事实。连参加那次会议的一个崩得分子也不得不承认“波特列索夫分子”提出的建议的反党性质。许多公开运动的活动家都已经走上同斯托雷平“工”党进行坚决斗争的道路。只要所有的护党派同心协力，这样的活动家的人数一定会增多。


三

当社会民主党人同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的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所有的无原则的人总是竭力用廉价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和丑闻来掩盖重大的原则问题，而国外呼声派现在卖力地把这种事件和丑闻提供给酷爱腐朽的精神食粮的取消派会议的听众。

这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提醒大家注意被取消派遗忘的、作为我们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基础的旧真理。

因此，会议提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回忆一下我们党的纲领。在国际机会主义日益嚣张和它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决斗日益迫近的时期，这个纲领确切地、清楚地、坚定不移地表述了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革命目标，表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革命目标——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共和国。我们的合法派和我们的呼声派的全部宣传表明，他们实际上不但不同意、不执行我们的纲领，而且公然维护改良主义，——这是护党派孟什维克也承认的（见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日志》[149]和《争论专页》第3号），——公开背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近革命目标。

会议提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注意，要成为真正的护党派，只这样称呼自己还不够，只“按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精神”进行宣传还不够，还必须根据党的策略决定来进行全部实际工作。在我国反革命时期，在人们（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纷纷背叛、脱离革命、消沉的时期，只有党的策略决定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出发，对当前形势作出了估计，对实际行动路线作出了估计。真正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不是呼声派借以掩盖取消主义的那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除了1908年12月的策略决议，再也没有对社会民主党的当前时期的任务作出过另外的党的决定。

取消派，也包括一部分“前进派”，之所以闭口不谈这些决议，或者只是简略地提几点意见，大喊几声，表示反对这些决议，正是因为他们感到，这些决议规定的工作路线根本屏弃了机会主义的和半无政府主义的动摇性，不顾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思潮而举起了革命的旗帜，说明了当前这个俄国资产阶级发展中的新时期的，即引向必须完成旧任务的革命的时期的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真正执行党的策略路线的人，才是护党派。而党的策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策略，就是而且仅仅是既忠诚于革命旗帜又考虑到当前新情况的1908年12月决议所阐述的策略。1908年12月决议谴责了取消派、无条件地要求承认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活动以及要求利用合法机会，1910年一月全会通过的决议反对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后一个决议是前一个决议的直接结论、必然的继续和终结。在目前这个瓦解和崩溃的时期，往往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借口统一无产阶级大军这一伟大原则，来为同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联合”或“接近”这种无原则的或者是卑劣外交式的尝试辩护。会议最坚决地谴责了和驳斥了所有这些尝试（不管是什么人的尝试），而且声明说，如果不同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彻底划清界限、进行无情的斗争，那么，联合和巩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大军这个伟大事业，就不可能实现。

真正帮助建立符合社会民主党原则的组织的人，才是护党派。除了1908年12月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1910年一月全会关于同一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央委员会在全会后立即印发的信[150]以外，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再也没有对组织工作的性质和任务作出过另外的、党的决定。只有全面协助秘密组织的重建和巩固，才是护党的工作，而且只有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能而且应当在自己的周围建立起合法组织网，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组织，根据我们的革命原则来指导这些组织的全部工作。凡是不真正进行这种工作的人，凡是和反革命特别是自由派一起攻击“地下活动”、攻击秘密工作的人，要说自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那就是在欺骗工人。

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临近了。国外的党的上层的危机愈尖锐，就愈迫切需要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工作人员发挥主动性，就愈要他们严格坚持并坚决做到由工人的每个团体、每个支部、每个小组真正按照党的方式来进行选举工作。谁到现在还认为“召回主义”是“我们党内的一种合理的思潮”，谁就徒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虚名。不同这些人最坚决地划清界限，就无法进行党的第四届杜马选举工作。谁到现在还说只利用“合法组织”的人力和物力，利用“公开的工人政党”的人力和物力来进行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谁不真正考虑、贯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党的决议中所阐述的关于秘密组织、关于策略的决定，谁就徒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虚名。谁在进行选举工作的时候，不遵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定，而去依据《我们的曙光》杂志、《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生活事业》杂志上的文章，谁就是建立斯托雷平“工”党的人，而不是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人。

在即将到来的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中，我们党的任务首先是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党的利益首先是开展群众性的鼓动，以便依靠无产阶级和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首先是革命农民）的力量来实现革命的民主主义变革。

为了进行这种宣传鼓动，我们党在选举中必须组织社会民主党的独立行动，不仅在工人选民团、而且在各地的城乡选民当中提出我们党的候选人。

党在选举中的全部鼓动应当分两条战线进行，就是说，既反对政府和公开支持政府的政党，也反对反革命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

只有真正彻底贯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政策、不仅忠于党的纲领和党的策略决议、并且反对新的斯托雷平“工”党的人，才能成为党的候选人。

在订立选举协议问题上，党的伦敦代表大会和1907年7月的党的代表会议[151]的原则指示应当仍然有效。

第四届杜马选举必须通过党的工人团体进行，必须遵循党的决定的精神和严格遵照这些决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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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于1911年6月18日（7月1日）在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主持下举行会议，讨论了党内状况问题，以27票的多数通过了列宁起草的这个决议。会上有10票赞成小组中少数提出的调和主义决议。列宁于1911年7月3日写信给阿·伊·柳比莫夫和米·康·弗拉基米罗夫，对他们在会上的调和主义发言作了尖锐的批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于1908年11月5日（18日）成立。它是布尔什维克从与孟什维克合组的巴黎小组退出后组成的，后来孟什维克护党派和前进派分子也加入了这个小组。1911年参加巴黎第二协助小组的有：布尔什维克列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尼·亚·谢马什柯、弗拉基米尔斯基、伊·费·阿尔曼德、柳·尼·斯塔尔、谢·伊·霍普纳尔、维·康·塔拉图塔、尼·瓦·库茲涅佐夫、亚·西·沙波瓦洛夫等；调和派柳比莫夫、弗拉基米罗夫等以及一些前进派分子。全组共有40余人。它同俄国的党组织发生联系，协助其工作，同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斗争，并在俄国侨民工人中开展工作。——[286]。



[147]这里说的是尔·马尔托夫写的一本小册子：《拯救者还是破坏者？（谁毁坏了又是怎样毁坏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于1911年春在巴黎出版。小册子大谈布尔什维克同乌拉尔“尔博夫分子”战斗队以及1907年梯弗利斯剥夺国库事件组织者的组织关系，并且提出一系列无中生有的指责，来证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所谓“涅恰耶夫主义”。小册子还带有明显的政治讹诈性质。



同乌拉尔“尔博夫分子”战斗队有联系的是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这些战斗队进行了多次剥夺，同时把剥夺得来的钱寄到国外，交给以亚·亚·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分裂派支配。前进派的第二所学校，主要就是使用这种剥夺来的资金办的。——[290]。



[148]这里说的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明星报》（见注62）。——[291]。



[149]《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期。1916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1期。在第1—8期（1905—1906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谴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9—16期（1909—1912年）中，普列汉诺夫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1916年该杂志出版的第1期里则明显地表达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292]。



[150]指《给各个党组织的信》，发表于1910年2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294]。



[15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1907年4月30日—5月19日（5月13日—6月1日））在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同民粹派政党的共同行动，“决不应当违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而只服务于向反动势力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叛卖性策略进行总攻击的目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1907年7月21—23日（8月3—5日））通过了和其他政党达成选举协议的下列方案：



“1．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应独立活动，在第一阶段不参加任何选举协议。



2．在决选时，允许同一切比立宪民主党左的政党达成协议。



3．在第二阶段和以后各阶段，允许同一切革命政党与反对党直至立宪民主党（以及与之相类似的集团，如穆斯林集团、哥萨克集团等等）达成协议。



4．在达成协议时，社会民主党应当按照非社会主义政党的民主主义程度加以区别，其顺序为：（1）社会革命党，（2）人民社会党，（3）劳动派，（4）立宪民主党。



5．在工人选民团里，除了同未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某些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和波兰社会党达成协议外，不得同其他政党和组织达成任何协议。



6．协议的性质只能是技术性的。”——[295]。









《列宁全集》第20卷


声明

（1911年7月17日〔30日〕）

我们下列署名的与会成员获悉技术委员会[152]不拨给党校[153]经费的决定后发表声明，我们认为这一决定是完全违反规定的，并提请会议成员表决如下建议：会议成员决定从现款中（或者从保管人那里的款项中）拨给党校所必需的——根据党校委员会的决定（用于路费和1911年9月1日前的生活费）——款子。






	　　尼·列宁

［注：在声明上签字的，除列宁外，还有格·叶·季诺维也夫。——俄文版编者注］



1911年7月30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294页

















[152]技术委员会（国外技术委员会）是1911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六月会议在6月1日（14日）会议上成立的，执行有关党的出版、运输等工作的技术职能。技术委员会作为在举行中央全会之前的临时机构，由出席六月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领导。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各有一名代表参加这一委员会。该委员会中调和派多数（米·康·弗拉基米罗夫和支持他的弗·L．列德尔）拖延支付国外组织委员会用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款项以及出版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的拨款，并企图阻止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出版。技术委员会在自己的机关刊物——《情报公报》中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10月19日（11月1日）委员会会议讨论俄国组织委员会的《通知》和决议时，布尔什维克代表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提议服从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这一提议被否决，因而弗拉基米尔斯基退出了技术委员会，从此布尔什维克和该委员会断绝了一切联系。——[296]。



[153]指设在离巴黎数公里的一个小镇——隆瑞莫的党校。这所党校是为俄国一些无产阶级中心地区党组织的工作人员开设的，是1911年春在列宁领导下由布尔什维克筹办的。根据1910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一月全会的决定成立的党校委员会在建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该校学员由各地方党组织选派，并经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党校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批准。该校共收13名学员和5名旁听生。学员中多数是布尔什维克，也有一些孟什维克护党派和1名前进派分子。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伊·伊·施瓦尔茨等都在该校学习过。学校讲课人名单是党校委员会和学员共同拟定的。党校委员会把讲课邀请信分送给党内各派代表，但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费·伊·唐恩等拒绝应邀讲课，因此在学校中授课的主要是布尔什维克。



列宁是该校的思想领导者和主要讲课人。他除给学员讲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以外，共讲课56次，包括政治经济学29讲，土地问题12讲，俄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12讲，唯物史观3讲。列宁还应党员要求作了关于时局和党内状况的专题报告。



学校还开设了下列课程：工人立法（尼·亚·谢马什柯——7讲）、议会斗争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尼·亚·谢马什柯——3讲）、俄国和西欧的工会运动（达·波·梁赞诺夫——11讲）、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史（沙·拉波波特——8讲）、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史（伊·费·阿尔曼德——4讲）、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沙·拉波波特和弗·L．列德尔——11讲）、文学和艺术史（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此外，学校还组织了关于国家法、民族问题、波兰政党和波兰社会主义、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等题目的讲演。



8月17日（30日）学校结业。学员们分别返回俄国参加党的秘密工作。——[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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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政党》小册子的序言

（1911年7月20日〔8月2日〕）

加米涅夫同志的小册子是对布尔什维主义以及继它之后的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反革命时期同取消派进行斗争的材料的系统综合。加米涅夫同志象1908—1911年《无产者报》[154]和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做法一样，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社会民主党同取消派之间的原则分歧，这是非常自然的。

加米涅夫同志充分证明了，取消派集团实际上是一个单独的党，而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的这种证明总结了主要是1909—1911年间的经验，这一经验说明了1908年十二月决议是正确的。在这项布尔什维克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出并通过的决议中已经声明，取消派力图以“不定形的”合法团体来“代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现在，波特列索夫、拉林、列维茨基及其同伙（国外的马尔托夫先生和呼声派先生也追随他们）的这种不定形的合法团体已经完全原形毕露了。这是一个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毫无共同之处的、执行的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策，而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著作家集团。这是些斯托雷平“工”党的活动家。

从马克思主义转变为自由主义，而且转变得非常迅速、有时非常“突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的特征。从“经济派”和《信条》到司徒卢威先生及其同伙，再到取消派先生们，这全是一架梯子上的各个梯级，一个演进过程的各个阶段，一种倾向的各种表现。俄国工人政党是在1905年革命以前不久开始形成的；这个党在反革命时期进行了改组，一部分在更为牢固的基础上重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认识到俄国尚未经历民主主义变革时期而投身革命，他们成批成批地向无产阶级靠拢，而当他们根据经验确信他们接受不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真正的位置是在社会民主党之外的时候，他们又成批成批地离开了无产阶级。我国的取消派也是这样的，其中一部分人已经在十分明确地、公开地、坦率地谈论他们正在建立的新党了。

无论是召回派，还是取消派，它们的相同点是两者都是非社会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流派，但是它们各自的政治发展的前途根本不同。召回派被布尔什维克及时削弱了，它没有作出建立自己政党的尝试；它现在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外小集团，它的活动是帮助取消派搞阴谋和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与此相反，取消派在俄国有自己的中央（首先是政治上的，后来是组织上的）；它建立了单独的、虽然是不定形的（暂时是不定形的）党——这就是为什么加米涅夫同志要那么详细地谈取消派，而只是顺便提一下召回派的缘故。

在拥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人们中间，能够真心诚意地维护取消派的是不多的 
［注：显然，要说国外呼声派是真心诚意的，那是可笑的。这是一些在马尔托夫之流先生们指导下进行讹诈和诽谤的专家。考茨基、梅林和蔡特金决定把引起争执的款项不拨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而拨给技术委员会（见组织委员会1911年8月1日小报），就是完全承认亚历山德罗夫同志和所有同亚历山德罗夫完全一致的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就是对马尔托夫、唐恩、马尔丁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先生们的无耻诽谤的彻底谴责。还要请读者注意登载在《附录》上的维克多同志的来信[155]，这封信说明了马尔托夫先生及其帮凶同政敌作斗争时采取了何等卑鄙的手段。］

 。但遗憾的是，真心仇视取消派而又不了解同它斗争的条件的人却不少。当然，这些人会说，既然取消派是社会民主党内的资产阶级流派，那么为什么不象德国人同伯恩施坦派斗争那样，在统一的党的队伍中同它进行斗争呢？为什么不试一试同取消派“妥协”呢？

我们的“妥协派”不懂得一个很重要而又很简单的道理：取消派不仅是机会主义者（同伯恩施坦及其同伙一样），他们还在建立一个单独的政党，他们宣布自己的口号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存在了，他们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定根本不予理会。这就是和“欧洲”的不同之处，只有没有仔细考虑问题或者不了解俄国情况的人才会引用“欧洲”的例子。在欧洲，任何一个机会主义者，只要他反对自己的党、反对党的决定，即使他们做的只有波特列索夫之流、伊哥列夫之流、伯尔之流、马尔托夫之流、唐恩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过去和现在做的十分之一，那他就连一个月也不会被容许留在党内。在欧洲，党是公开的，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某人是不是在组织内，是不是服从组织。

在我国，党是秘密的。不能“看出”，也不能（如果不是保安处的帮凶的话）公开说，某某、某某是不是在组织内。但是，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和呼声派的做法完全一样，他们不在组织内，并且对组织的一切决定根本不予理会，这是事实。既然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认定党对于他们是不存在的，那么怎么能同他们“妥协”呢？怎么能同那些也是这样认定的马尔托夫之流、唐恩先生之流先生们“妥协”呢？除了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什么可以同取消派妥协呢？

请“妥协派”试把同取消派妥协的条件、监督履行这些条件的手段和证明履行这些条件的事实指出来吧。无论是第一点，还是第二点，或者第三点，一点也指不出来。因此毫无疑问，关于“妥协”的言论是空洞而愚蠢的言论。这种言论只会有助于那些完全证明他们对党的决定根本不予理会、完全不限制自己支持取消派的“自由”的国外小组（如前进派、呼声派、托洛茨基派等小组）的阴谋活动。

在俄国，秘密的工人小组同取消派划清了界限，而且日益划清界限，它们正在慢慢地、艰苦地建设着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帮助这些小组，切实贯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定，不同国外那些无聊之徒（呼声派是国外各集团中最有力量的一个，但也是无聊透顶的一个）玩妥协的把戏——这就是社会民主工党的拥护者的任务。为捍卫党而斗争，就是党性。说什么同正在建立非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取消派“妥协”，就是违背党员义务的犯罪行为。






	　　尼·列宁1911年8月2日











附言：必须补充一点：《附录》上发表的对布尔什维克中央所受到的“谴责”的分析，是我们集体的意见，是根据布尔什维克中央掌握的材料和文件，以及根据亲自做过布尔什维克中央某些工作的同志的报告整理出来的。






	　　尼·列宁载于1911年8月《工人报》编辑部在巴黎出版的该小册子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295—298页

















[154]《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20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但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21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21—40号在日内瓦、第41—50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20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发表了列宁的100多篇文章和短评。《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上发表了1909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297]。



[155]指布尔什维克维·康·塔拉图塔（维克多）因1906年谣传他参与奸细活动一事而写的一封长信《致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一月全会委任的调查委员会，对这一案件进行了详细调查。鉴于没有任何可资指控的依据，委员会一致决定了结此案，并恢复塔拉图塔的党员权利。塔拉图塔在信中叙述了这一案件的详情。——[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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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个政党》小册子的补充

（1911年7月20日〔8月2日〕以后）

在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合法独立派政党之间必须作出选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个小组、各个团体应该把这一点告诉工人，并且贯彻执行。

我们知道，有些人一方面承认同取消派的斗争是必要的，一方面又起来反对彻底划清界限，并且还在继续（甚至到现在！）谈论“调和”或“妥协”。属于这种人的不仅仅有托洛茨基（尊重他的人已为数不多了）的“忠实奴仆”。调和派和妥协派正在犯一个极大的错误：一年半的时间实际上证明了合法派没有履行任何义务。怎么能够同这种不履行任何义务的人去讲妥协呢？？当讲妥协的人既不能指出妥协的条件，又不能指出保证实现任何条件的手段的时候，讲妥协岂不可笑吗？？





	载于1911年8月《工人报》编辑部在巴黎出版的该小册子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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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状况

（1911年7月）

我们党无疑到了它发展中的一个危急关头。全体布尔什维克都应当努力彻底阐明自己的原则路线，团结起来，并象以前一样重新把党引上正道。

国外刚刚（1911年6月和7月）发生了一些表明党中央机关的危机的事件。几乎所有派别和流派的许多传单中所谈论和阐述的这些事件，归结起来就是取消派（通过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彻底破坏了全会的召开。布尔什维克同这个置规定于不顾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断绝了关系，并联合“调和派”和波兰人成立了“技术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以便召开代表会议。

这些事件的原则意义是什么呢？

取消派脱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却从中央机关（例如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内部干扰党的全部工作。同取消派决裂，就意味着消除这种干扰，就有可能同心协力地着手恢复秘密的和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这是首要的事情、主要的事情。其次，同破坏党的一切法规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决裂（以及接着发生的从1910年2月起就根本没有参加过中央机关报工作的马尔托夫和唐恩退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就意味着纠正全会（1910年1月）的错误，由于这个错误，参加中央机关的不是护党派孟什维克，而是呼声派，即取消派。全会的原则路线（清洗工人政党中的取消派和召回派这些资产阶级流派）现在摆脱了隐瞒这条路线的取消派中央机关的束缚。

幸而，对呼声派和托洛茨基捍卫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伪善的号叫，已由仲裁人作出了评价。三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梅林、考茨基和蔡特金）当时本来要解决关于布尔什维克有条件地交给中央委员会的款项问题，但是他们却决定，在代表会议以前，预先把款项交给技术委员会，而不是交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这个决定等于仲裁法庭承认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是不对的。

国外的其他派别抱什么样的态度呢？托洛茨基当然是竭力维护取消派的，前进派也一样（这一点他们在报刊上还没有说明，但是从他们同组织委员会的正式谈判中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抱“观望”态度，同时又鼓吹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暂时达成妥协（见普列汉诺夫派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企图在托洛茨基、“前进”集团及其同伙的帮助下自行召开代表会议。这种“联盟”的结局如何，还不知道。原则上的瓦解是必不可免的。这个联盟甚至连一点类似党的工作也不可能做出来。这个由过去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组织的“联盟”，除了为波特列索夫先生、米哈伊尔、尤里、罗曼及其同伙的反党、反社会民主主义的阴谋活动打掩护外，别无其他。

布尔什维克现在的任务就是团结起来，给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敌人以反击，给一切动摇的人树立榜样，帮助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站稳脚跟。

有人说这是分裂。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先生们的这些叫喊，甚至连不熟悉俄国事务的德国人也承认是伪善的。马尔托夫那本送交保管人的德文小册子，受到了克拉拉·蔡特金的批评，说它是“低劣的作品”。

在俄国，秘密组织没有分裂，没有并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有的只是护党派和已经分离出去的、独树一帜的取消派。呼声派、托洛茨基、崩得、“前进”集团等国外集团想为取消派的分离行为打掩护，帮助他们藏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之下，帮助他们破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恢复。我们的任务是坚决给取消派以回击，并且不顾他们的反对而重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如果把不顾已脱离的合法派的反对而重建和巩固秘密党叫作“分裂”，那就是嘲弄真相，就是（不自觉地或伪善地）支持取消派。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想搞派别。“调和派”现在（在巴黎）就根据这一点分离出去成为单独的派别。他们不希望有“派别组织”，却成立了新的派别（在技术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里都有单独的代表，这也就是派别的基本标志，“调和派”的内部纪律）。

关于派别组织的问题是怎样的呢？1910年1月布尔什维克解散了自己的派别，条件是一切派别也都要解散。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条件并没有实现。无论“呼声派”，还是“前进”集团或者托洛茨基及其同伙都加强了自己独立的派别活动。于是我们布尔什维克在1910年12月5日公开声明，条件被破坏了，我们关于解散派别的协定被废除了，因而我们要求收回自己派别的款项。

不仅反党流派是派别，而且普列汉诺夫派也是派别；他们有自己的机关刊物（《日志》），有自己的纲领，有自己派别参加中央机关的候选人，有自己派别的内部纪律。

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别组织”的叫嚷，而且是来自刚刚成立了自己派别的人的这种叫嚷，是多么无聊。现在应该懂得，反对派别组织的叫嚷，就是要在真正重要的问题，即关于各个派别的工作内容是护党的还是反党的问题上转移人们的视线。我们布尔什维克联合“调和派”和波兰人这两个派别组成了技术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波兰人支持“调和派”，我们成了少数，我们对技术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中的调和派的错误不负责任。“调和派”的全部历史（我们将会在刊物上谈论这一点，如果调和派迫使我们这样做的话）显然证明了它的错误。布尔什维克应该了解这一点，不再重犯这些错误。

“调和派”不了解同取消派划清界限的思想根源，因此给取消派留下许多可乘之机，并且往往成了（不自觉地）他们手中的玩物。“调和派”在1910年1月的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同波兰人一起）决中的一条愚蠢的条文：“第一次”等等（见《争论专页》第2号上的列议宁的文章[156]；普列汉诺夫的《日志》，他承认这一条条文是冗长的、拼凑起来的，也就是说是荒谬的）。调和派信赖呼声派；“呼声派”却以肮脏的接吻公开地羞辱了调和派。

调和派信赖那个明显地完全转向取消派的托洛茨基。俄国的调和派（掌握了一年多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即掌握了全部权力和全部款项）同取消派搞交易，邀请他们，“等待”他们，因此什么也没有做。

现在，调和派进入技术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就走到了十字路口：一方面，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决裂这一事实就是承认和纠正调和派的错误；另一方面，成立单独的派别反对布尔什维克，同最不稳定的波兰人建立联盟，这就是继续犯老错误。

我们的义务就是提醒全体布尔什维克注意这种危险，号召他们团结一切力量为召开代表会议而斗争。为了这一斗争应当动员一切力量。布尔什维克必须取得胜利，以便把党引上正道。

在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这一派犯过两个错误：（1）召回主义前进派思想和（2）调和主义（倾向于取消派）。该是摆脱这两个错误的时候了。

我们布尔什维克断然决定：现在无论如何决不重犯（也决不允许重犯）调和主义的错误。这个错误会意味着干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恢复，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卷进同呼声派（或者同他们的仆从，如托洛茨基之流）、前进派等等的新纠葛中。时机危急，不能拖延。

全体布尔什维克都应该团结起来，无论如何要迅速地举行代表会议，应该在代表会议上取得胜利，或者采取公开的、明确的、有原则的反对派立场。只有不左右摇摆的布尔什维主义才能把党引上正道。





	载于1956年《共产党人》杂志第5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300—304页

















[156]指列宁的《政论家札记》一文第2部分第4节《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的第1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66页），本节是专门批评调和派在1910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一月全会上的立场的。——[305]。









《列宁全集》第20卷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

（1911年9月1日〔14日〕）

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长足进步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过去的那种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欧美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代表，不再为了维护私有制的绝对不可侵犯和竞争自由而同社会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进行公开的、原则的、直接的斗争，而是日渐主张用所谓社会改良来反对社会革命的思想。不是用自由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用改良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现代“先进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公式。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愈发展，资产阶级的统治愈纯粹，政治自由愈多，“最新的”资产阶级口号运用得就愈广，这个口号就是：用改良反对革命，为了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为了保持住资产阶级政权，用对行将灭亡的制度局部修补的办法来反对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

从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发展来看，上述的变化不能不认为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起初，社会主义运动是为生存而斗争，而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是相信自己的力量、大胆地和一贯地维护自由主义这整套经济政治观点的资产阶级。后来，社会主义运动壮大了，它在整个文明世界已经保住了自己的生存权利，它现在是在为争取政权而斗争；而日渐腐朽的、看到自己必然要灭亡的资产阶级，则竭力用不彻底的、伪善的让步来延缓这种灭亡，以求在新的条件下保住自己的政权。

工人运动内部的改良主义同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的尖锐化，是世界各文明国家的整个经济政治环境中发生的上述变化的完全必然的结果。工人运动的发展，必然把一定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吸引到工人运动的拥护者的队伍中来，他们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奴役，正在艰难地摆脱这种思想，但又经常重新受这种思想的束缚。没有工人运动内部的这种斗争，没有社会主义“山岳派”和社会主义“吉伦特派”[157]在这场革命来临之前明确地从根本上划清界限，没有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同代表新的历史力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在这个革命时期彻底决裂，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能设想的。

俄国的情况实际上也是这样，不过由于我们比欧洲落后（甚至比亚洲先进部分落后），我们还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以情况就更加复杂，变得模糊不清，有了种种变化。因此，俄国的改良主义的特点异常顽固，成为一种可以说是更恶性的病症，给无产阶级事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也就更大。我国的改良主义同时有两个来源。第一，俄国同西欧各国相比，是一个小资产阶级要多得多的国家。因此，我国特别经常出现那些对社会主义采取矛盾的、不坚定的、动摇态度（时而是“炽烈的爱”，时而是卑鄙的背叛）的人、集团和派别，而这种态度是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特点。第二，我国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每当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某个阶段受到挫折时就最容易、最迅速地变得灰心丧气，产生叛变情绪；他们最迅速地背弃彻底的民主主义变革的任务，即背弃全部肃清俄国一切中世纪和农奴制残余的任务。

对第一个来源，我们不准备作详细分析。只想提醒一点：世界上大概找不到这么一个国家，那里会发生象我们的司徒卢威之流、伊茲哥耶夫之流和卡拉乌洛夫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先生们这样迅速地由同情社会主义“转到”同情反革命自由主义的事情。不过这些先生决不是例外，决不是绝无仅有，而是代表着传播甚广的流派！心地善良的人在社会民主党党外有很多，而在社会民主党内也不少，他们总喜欢鼓吹反对“过火的”争论和“划清界限的狂热”等等，这就暴露了他们根本不懂得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使俄国产生从社会主义跳到自由主义的“过火的”“狂热”的。

现在来谈谈俄国改良主义的第二个来源。

我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专制制度企图采取新的办法来完成革命遗留下来的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迫切要求完成的任务，但它完成不了这些任务。无论是旧的沙皇制度在向革新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转变这条道路上迈的新的一步，还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组织（第三届杜马），或者地方官实行的资产阶级土地政策，——所有这些“极端”手段，沙皇制度在仍旧属于它的最后活动场所即适应资产阶级发展的活动场所做的所有这些“最后”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样做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用这种办法“革新的”俄国不但不能赶上日本，甚至还会落到中国后面去。由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还未完成，革命危机还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危机又在日渐成熟，我们又在迎着这个危机前进，用新的方式前进，不象过去那样，不是用过去的速度，不是只采取旧的形式，但是我们无疑是在前进。

这种形势十分明确地、明白无误地确定了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应当成为全体人民在争取彻底的民主主义变革的斗争中、全体被剥削劳动者在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只有当它意识到并实现这个领导权思想的时候，才是革命的。意识到这个任务的无产者，就是起来反对奴隶制的奴隶。没有意识到本阶级的领导权思想的或是背弃这个思想的无产者，就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的奴隶，至多也不过是为改善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不是为推翻奴隶制而斗争的奴隶。

由此可见，我国改良派的一位年轻首领即《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列维茨基先生声称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他的这个著名公式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的公式。不仅如此，而且是十足背叛行为的公式。说“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就等于投到资产阶级方面，投到自由派方面去，因为自由派正是向现代的奴隶即雇佣工人说，你可以为改善自己的奴隶地位斗争，但要把推翻奴隶制的想法看作是有害的空想！把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个有名公式同列维茨基的公式对照一下，就会看到，这是同一种思想的两种说法。两种说法都是只承认改良，而否认革命。伯恩施坦的公式要广一些，因为它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民主党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政党的最终目的）。列维茨基的公式要窄一些，因为它在脱离革命的同时，特别要脱离自由派在1905—1907年间最仇恨的东西，即无产阶级从自由派手里夺去的那个在争取彻底的民主主义变革的斗争中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领导权。

向工人鼓吹他们需要的“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就是把无产阶级事业出卖给自由派，就是鼓吹用自由派的工人政策来代替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策。

放弃领导权思想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的最露骨的表现，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取消派都敢用这样明确的方式公开表露自己的思想的。其中有些人（如马尔托夫先生）为了嘲弄真相，甚至企图否认放弃领导权和取消主义之间的联系。

为改良主义观点“找根据”的一个更“精巧”的企图是这样一种论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1905年以后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即第二次争取民主主义变革的全民斗争是不会发生的；因此，俄国行将到来的不是革命危机，而是“立宪”危机，工人阶级只要在这个“立宪危机”的基础上，设法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就行了。取消派尤·拉林在《生活事业》杂志上（先前还在《复兴》杂志上），就是这样说的。

拉林先生写道：“当前不会发生1905年十月事件。谁解散杜马，他就要比革命后的奥地利更快地恢复杜马；奥地利曾于1851年废除宪法，而到1860年，即过了9年以后，没有经过任何革命〈请注意这一点！〉，只是为了统治阶级中最有权势的、已经把自己的经济改造成资本主义的那部分人的利益，便重新承认了宪法。”“在目前这个阶段上，不可能发生1905年那样的全国性革命运动。”

拉林先生的所有这些议论，不过是在冗长地复述唐恩先生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当有人提出一个决议说，“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曾经引起了1905年革命的那些基本因素仍然在起作用”，又在日渐成熟的危机正是革命危机，而不是“立宪”危机，那时，取消派的《呼声报》编辑就反对这个决议，大叫大喊说：“他们〈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竟想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

又“钻到”革命里去，在形势已经改变的情况下始终不倦地鼓吹革命，使工人阶级的力量为进行革命作好准备，——这在改良主义者看来，竟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罪行，成了革命无产阶级的过错。不要“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这就是叛徒和每遭失败以后就灰心丧气的一些人的明智之处。

但是，那些比俄国更老、更“有经验的”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就善于两次、三次以至四次地“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善于（例如在法国）在1789—1871年间举行四次革命，遭受惨败以后一次又一次掀起斗争并建立共和国，在这种共和国中，革命无产阶级同它的最后一个敌人——先进资产阶级相对峙；也只有这种共和国才能成为与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最后斗争的条件相适应的国家形式。

这就是社会党人同自由派即维护资产阶级的人的不同之处。社会党人教导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应该利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矛盾，利用它的敌人或中间阶层的一切弱点来为新的革命斗争作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在人民更加觉悟的条件下，重新举行革命。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则教导说，革命是工人所不需要的，是对工人有害的，工人不应当“钻到”革命里去，而应当象好孩子那样乖乖地搞改良。

因此，改良主义者这些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为了使俄国工人离开社会主义，总是拿19世纪60年代的奥地利（以及普鲁士）来做例子。为什么他们喜欢举这些例子呢？尤·拉林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因为这些国家在1848年革命“没有成功”之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改革“没有经过任何革命”就完成了。

关键就在这里！这就是他们内心充满了喜悦的原因。你看，资产阶级改革没有经过革命也可以实现！！既然这样，那我们俄国人为什么自找麻烦要想搞什么革命呢？为什么我们不让地主和厂主也对俄国进行这种“没有经过任何革命”的资产阶级改革呢！？

由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无产阶级的软弱，因此它没有能够阻止地主和资产阶级不顾工人利益、以最不利于工人的形式、在保存君主制度和贵族特权、保存农村的无权状况和其他许多中世纪残余的条件下实现改革。

我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已经显示出西方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中空前未有的力量以后，俄国的改良主义者竟然还拿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四五十年以前力量薄弱的例子来为自己的背叛行为辩护，为自己的背叛的说教“找根据”！

我们的改良主义者喜欢拿60年代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做例子，就最好地证明了他们的议论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他们在政治实践上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事实上，既然奥地利恢复了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废除的宪法，既然普鲁士在60年代进入了“危机时代”，那么这证明了什么呢？首先证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改革并未完成。一方面说俄国政权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政权（象拉林说的那样），目前我国政权已经谈不上什么农奴制性质（见同一个拉林说的话），同时，又拿普鲁士和奥地利来做例子，这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一般说来，否认俄国的资产阶级改革并未完成，是可笑的：就连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这些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都再明显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拉林本人（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也放弃了自己的立场。毫无疑问，君主制度在适应资产阶级发展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这是我们已经说过，并由党的决议（1908年12月）承认了的，但更无疑问的是：就连这种适应，就连资产阶级的反动，无论是第三届杜马，还是1906年11月9日（以及1910年6月14日）的土地法，都不能完成俄国资产阶级改革的任务。

我们接着往下谈。为什么奥地利和普鲁士60年代的“危机”是“立宪”危机，而不是革命危机呢？因为当时许多特殊情况缓解了君主制度的困境（德国“来自上面的革命”，用“铁血”手段实现德国的统一），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时还非常软弱，极不开展，而自由派资产阶级也象俄国立宪民主党人一样，卑鄙怯懦，背叛变节。

为了让我们看一看亲身经历过这个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己是怎样评述这种形势的，我们现在摘引倍倍尔去年发表的《回忆录》的第一部分的某些评论。后来得知，俾斯麦在讲到普鲁士发生“立宪”危机的1862年时说过，当时国王心情非常忧郁，向他俾斯麦诉苦，说他们两人有上断头台的危险。俾斯麦耻笑了这个懦夫，说服他不要害怕斗争。

关于这点，倍倍尔说道：“这些事变表明，自由派如果善于利用当时的形势，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但他们已经害怕站在他们后面的工人。俾斯麦说：‘如果把我逼得走投无路，我就掀起阿刻戎河’〈也就是把下层群众发动起来投入人民运动>。——这句话可把自由派吓破了胆。”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在那次“没有经过任何革命”就把他的国家改造成为资产阶级容克君主国的“立宪”危机过去半个世纪以后，指出了自由派由于害怕工人而没有利用当时那个革命形势。俄国改良派的领袖们却向俄国工人说：既然德国资产阶级当时那样卑鄙，在胆怯了的国王面前表现胆怯，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也来仿照德国资产阶级的这种漂亮策略试一下呢？倍倍尔斥责资产阶级，斥责它的害怕人民运动的剥削者心理，因为它没有“利用”“立宪”危机来实现革命。拉林及其同伙则斥责俄国工人企求领导权（即违反自由派的意志，吸引群众参加革命），并劝他们“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俄国立宪革新时期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组织起来。取消派居然把腐朽的德国自由派的腐朽观点当作“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献给俄国工人！试问，怎能不把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叫作斯托雷平的社会民主党人呢？

倍倍尔在估计普鲁士60年代的“立宪”危机时，不仅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而不敢同君主制进行斗争，而且还指出了当时工人中间发生的情况。他说：“工人愈来愈清楚地感到政治形势不堪忍受，这自然也反映到工人的情绪上。大家要求改革。但由于没有充分觉悟的、明确认识到所要达到的目的并能获得信任的领导人，由于没有能把力量团结起来的坚强组织，这种情绪也就毫无结果地消失了（verpuffte）。从来没有一个实质上非常出色的（in　Kern　vortreffliche）运动这样毫无成果地结束。每次会议都挤满了人，谁说得最激烈，谁就是当时的英雄。这种情绪特别在莱比锡工人自修会中十分普遍。”1866年5月8日，莱比锡5000人大会一致通过了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提出的决议，决议要求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办法召集得到普遍的人民武装所支持的国会，并“希望德国人民只选反对任何世袭的中央政权的人当代表”。可见，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提出的决议具有十分明确的共和的、革命的性质。

总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在“立宪”危机时期在群众大会上提出了具有共和的、革命的性质的决议。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当他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并向新一代叙述早已过去的那个时期的事情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使他感到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充分觉悟的、认识到革命任务的领导人（也就是没有一个认识到领导权任务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没有一个强大的组织，革命情绪“毫无结果地消失了”。而俄国改良主义者的领袖们却象伊万努什卡[158]那样深思熟虑地援引60年代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例子来证明可以“没有经过任何革命”！这些中了反革命的毒、思想上受自由主义奴役的庸人，竟敢败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声！

当然，在同社会主义决裂的改良主义者中间，也有人在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用转弯抹角的外交手腕来代替拉林的真诚的机会主义。这种人混淆问题的实质，搅乱思想上的争论，败坏这些争论，例如马尔托夫先生曾设法在合法报刊上断言（即在受斯托雷平庇护而不会遭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公开反驳的情况下），似乎拉林和“正统派布尔什维克在1908年的决议中”提出的“公式”相同。这完全是歪曲真相，只有下流作品的作者才干得出来。同一位马尔托夫又装作同拉林争论的样子，在报刊上声明说，“他当然不怀疑拉林有改良主义的倾向”。马尔托夫竟不怀疑发表十足改良主义观点的拉林有改良主义观点！！——真是一个玩弄改良主义外交家手腕的典范。 
［注：参看护党派孟什维克德涅夫尼茨基在《争论专页》（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的附刊）第3号上发表的关于对拉林的改良主义和马尔托夫的遁词的正确评论。］

 有些傻瓜把马尔托夫看作比拉林“左”些、可靠些的革命家，而就是这位马尔托夫把他同拉林的“分歧”总结如下：


　　“我来总结一下。要给仍旧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现在所做的事情找到理论上的根据和政治上的理由，只要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就足够了：现时的制度就是专制制度同立宪制度的内部矛盾的结合；俄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成熟，它可以象西欧先进国家的工人一样，抓住这个制度中这些矛盾的阿基里斯之踵。”



　　不管马尔托夫怎样支吾搪塞，但他刚刚企图总结，他所有的支吾搪塞的手法就都失灵了。我们引的这段话表明，他完全背弃了社会主义，偷偷用自由主义来代替它，马尔托夫所说的“足够了”，只是对自由派，只是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够了。一个无产者，如果以为承认专制制度和立宪制度的结合是矛盾的就“足够了”，那他就是站在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立场上。他就不是社会党人，他就是不了解本阶级的任务是：为了反对各种形式的专制制度，要发动人民群众，发动被剥削劳动群众去独立干预国家的历史命运，而不管资产阶级的动摇或反抗。摆脱资产阶级领导权的群众所进行的独立的历史性活动，会把“立宪”危机变成一场革命。资产阶级（特别是1905年以后）害怕革命和仇视革命，无产阶级却教导人民群众忠于革命思想，阐明革命任务，使群众做好进行接二连三的革命战斗的准备。革命会不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在什么情形下发生，这不以某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但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工作永远不会是徒劳的。只有这样的工作才是使群众做好迎接社会主义胜利的准备的活动。这些社会主义的起码道理，拉林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的先生们都忘记了。拉林反映了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彻底决裂的俄国取消派的观点，他公然把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和盘托出。下面就是他在《生活事业》杂志（1911年第2期）上发表的一段话，这段话，每个珍重社会民主党原则的人都应该牢记不忘。


　　“当人们简直不知道明天究竟如何，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处于张皇失措和犹豫不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一种犹豫不定的等待情绪，就是模模糊糊地不知是希望革命重演，还是希望‘等着瞧’。当前的任务，不是在海边白白地坐等好天气，而是向广大阶层灌输这样的指导思想：在俄国实际生活已经进入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工人阶级应当组织起来，不是‘为了革命’，不是‘等待革命’，而只是〈请注意这“只是……”〉为了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坚决地和有计划地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了通过这种多方面的复杂的活动来聚集和训练自己的力量；为了用这个方法来培养和积蓄社会主义意识；特别是为了在封建反动势力在经济上必然自取灭亡以后即将到来的俄国立宪革新时期，在俄国各社会阶级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善于确定方向〈辨明方向〉和保卫自己！”



　　这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坦率的、自命不凡的、地道的改良主义者。向革命思想宣战，向革命“希望”宣战（改良主义者觉得这种“希望”是模模糊糊的，因为他不懂得当代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的深刻性），向为革命组织力量和进行思想准备的任何活动宣战，在受斯托雷平庇护而不会遭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公开反驳的合法报刊上宣战，代表已经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彻底决裂的合法派宣战，——这就是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拉林及其同伙先生们建立的斯托雷平工党的纲领和策略。上面这段话确切地反映了这些人的真正纲领和真正策略，这不同于他们伪善的官场声明，他们说他们“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也”属于“不调和的国际”。这些声明是装饰门面的空话。这个完全用自由派的工人政策来代替社会主义的纲领，是他们的行动，是他们的实际的社会本质。请看改良主义者纠缠不清的可笑矛盾吧！既然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了（象拉林说的那样），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对每个不是为了用流行的称号来欺骗工人而自称社会党人的人来说是很清楚的。那么，我们应当组织起来，正是“为了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正是“等待”革命，正是为了“希望”（不是模模糊糊的希望，而是以准确的、日益增加的科学资料为依据的希望，有信心的“希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关键在于改良主义者妄谈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象马尔托夫妄谈阿基里斯之踵等等一样），只是为了用空话来掩盖脱离任何革命的行为。他背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借口是说这个革命已经完成，——或者借口说承认专制制度和立宪制度之间的矛盾就“足够了”，——而他脱离社会主义革命的借口是说我们“此刻”应当组织起来“只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俄国立宪革新”！

但是，既然你这位可敬的、用社会主义者的羽毛打扮着的立宪民主党人承认俄国“即将到来的立宪革新”是不可避免的，那你就是承认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你就是打自己的耳光。你说“封建反动势力自取灭亡”是必然的，同时又唾弃无产阶级关于通过人民革命运动不仅要消灭封建反动势力，而且要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这一思想，你就一再暴露了你的资产阶级本性。

不管我们的斯托雷平工党的英雄们怎样进行自由派的说教，俄国无产阶级都要始终不渝地本着忠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来进行反革命时代注定要它进行的全部困难的、艰苦的、日常的、细小的、看不见的工作；它要组织起来，积蓄力量去进行革命，它要给变节者和叛徒以无情的回击；它要依据的是相信革命还会重新爆发这种有科学根据的信心，而不是“模模糊糊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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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山岳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其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山岳派，即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而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列宁经常强调指出，孟什维克就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308]。



[158]伊万努什卡是俄国民间故事里的傻瓜。他经常说不合时宜的话，并因此而挨打。——[316]。









《列宁全集》第20卷


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

（献给我们的“调和派”和“妥协派”）

（1911年9月1日〔14日〕）

K．同志的通讯[159]应当引起一切爱护我们党的人的极大关注。再没有比这篇通讯对“呼声派的”政策（和呼声派的外交手腕）的揭露更彻底、对我们的“调和派和妥协派”的观点和希望的驳斥更有力的了。

K．同志描述的事件是绝无仅有的吗？不，这是斯托雷平工党活动家的典型事件，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的曙光》杂志、《生活事业》杂志等刊物的许多著作家系统地散布这种取消主义思想已经不是第一年了。这些取消派同工人党员的接触并不经常，有关他们的无耻滥言，党很少得到这样准确的报道（我们应当为得到这种报道感谢Ｋ．同志），但是独立合法派集团随时随地宣传的正是这种取消主义思想。只要有《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这类刊物，就不能怀疑这个事实。闭口不谈这个事实，只会对那些特别胆小、特别卑鄙的取消派辩护人有利。

请把叫喊“妥协”、叫喊仇视取消主义的托洛茨基这类人所惯用的手法同这个事实对比一下。这些手法已经被大家识透了：一方面大叫我们“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孟什维克，而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虔诚地赌咒发誓说，我们反对取消主义，竭力拥护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另一方面又大骂那些揭露取消派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人，说反取消派把问题“夸大了”，一句话也没有谈到反对明显的取消派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列维茨基、唐恩、拉林等等先生们。

这种手法的实际用意是很清楚的。用空话来掩护真正的取消派，千方百计地阻挠反取消派的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上以自己的无原则性著称的《工人事业》杂志[160]推行的全是这种政策：它赌咒发誓说，我们根本不是“经济派”，我们完全赞成政治斗争，实际上，它在掩护《工人思想报》[161]和“经济派”，把整个斗争指向揭露和驳斥“经济派”的人。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托洛茨基以及类似他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妥协派”比任何取消派都更有害，因为死心塌地的取消派直截了当地说明自己的观点，工人很容易看出他们的错误，而托洛茨基之流先生们却在欺骗工人，掩盖邪恶，使邪恶不能被揭露和根除。谁支持托洛茨基小集团，谁就是支持造谣和欺骗工人的政策，支持掩护取消派的政策。在国内，使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在国外，用“革命的”空谈来掩饰他们的活动——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政策的实质。

由此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回避关于国内取消派的中心这个问题，即《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的活动家的问题，而同呼声派作任何“妥协”，无非是那种欺骗工人和掩盖邪恶的行为的继续。1910年一月全会以来，呼声派完全证明了，他们可以在任何决议上“签字”，而他们的取消主义活动的“自由”却丝毫“不受”任何决议的“约束”。在国外，签署决议，承认任何贬低秘密党的意义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但在国内，却帮助那些不仅不参加秘密工作、而且嘲笑这种工作和破坏秘密党的波特列索夫之流、拉林之流和列维茨基之流先生。

现在，托洛茨基同李伯尔先生（极端取消派，在演讲中曾公开维护波特列索夫先生，现在为了掩盖这个事实，正在制造纠纷和争吵）这类崩得分子一起，同施瓦尔茨这类拉脱维亚人等等一起策划的正是这种同呼声派的“妥协”。但愿任何人也别上这个当，因为他们的妥协是掩护取消派的妥协。

附言：报刊上发表了呼声派同托洛茨基、崩得分子和拉脱维亚取消派“妥协”的消息的时候，本文已经付排了。我们的话完全被证实了：这是掩护国内取消派的妥协，是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仆从们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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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列宁提到的通讯载于1911年9月1日（1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号。通讯中说，彼得堡一个著名的取消派著作家在维堡区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会议上建议不必恢复党的组织，而要成立种种“发起小组”来进行合法的教育工作。他的发言遭到包括孟什维克护党派在内的与会者的一致反对，没有一个人投票赞成这个取消主义的建议。——320。



[160]《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　Дело》）是俄国经济派的杂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321。



[161]《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经济派的报纸，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头几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5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工人思想报》赤裸裸地鼓吹机会主义观点，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和《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第6卷第1—183页）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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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召集委员会的声明加的附注
[162]



（1911年9月1日〔14日〕）

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早在1910年12月就已提醒党说，呼声派正在破坏全会 
［注：见本卷第48—62页。——编者注］

 。现在，事实俱在：呼声派首先破坏了国内的全会，随后又破坏了国外的全会。

国内全会是米哈伊尔、尤里和罗曼等先生破坏的。他们的“天才的反驳”只是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邀请他们出席哪怕只是为了增补成员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不是邪恶的、“派别的”、“列宁派的”布尔什维克，而是调和派，尽管如此，这些先生还是拒绝出席。他们拒绝出席，也就搞垮了国内的中央委员会，因为所有回国出席全会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回国的全是做实际工作的人），在这三人团拒绝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把所有成员召集齐就“被捕了”。

现在，不管呼声派怎么说，怎么保证，怎么发誓，不管他们怎么企图用谩骂、吵闹和讹诈来掩盖和混淆问题，事实毕竟是事实。作为合法派的主要首领的“三人团”即米哈伊尔＋尤里＋罗曼这些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和斯托雷平工党其他英雄们的最亲密的同事，搞垮了国内的中央委员会。

现在，呼声派又搞垮了国外的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曾经要求在1910年12月召开国外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取消派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竟借口有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而加以拒绝（借口是捏造的，因为国外全会并不排斥国内全会）。

这次失败后，布尔什维克再次要求在1911年4—5月召开国外全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借口“俄国局”的一半人平安无事而再次拒绝了。

从那时起过了4—5个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骗人的借口被彻底揭穿了：4个月以来，“俄国局”这“一半人”没有来过一封信，他们没有采取一次行动，没有闪现出一点生命之光！！李伯尔之流、伊哥列夫之流和施瓦尔茨之流欺骗了党：他们以不存在的俄国局为借口，拒绝召开国外中央委员会会议。而中央委员六月会议证明，有9名中央委员在国外。

谁没有被叫喊、谩骂、吵闹和讹诈弄糊涂而还有思考能力，他就不能不看到，中央委员会被呼声派彻底搞垮了。

呼声派尽了一切所能来消灭党。党也要尽一切所能来消灭呼声派。





	载于1911年9月14日（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322—323页

















[162]这是列宁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六月会议委任的中央全会召集委员会的声明（载于1911年9月1日（1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号）写的附注。召集委员会的声明列举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中的取消派进行破坏活动以阻挠召开中央全会的种种事实。——[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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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与革命

（1911年10月18日〔31日〕）

头号刽子手斯托雷平的遇刺，正是在许多迹象表明俄国反革命历史上第一阶段已告终结的时候发生的。因此，本身意义很小的9月1日事件，又把我国反革命的内容和意义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反动派在肉麻地吹捧斯托雷平或者探究左右俄国的黑帮匪徒的倾轧史，自由派则对“野蛮和愚蠢的”枪杀（《生活事业》杂志中使用这里加了引号的陈词滥调的前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也要算作自由派）不以为然，在这一片大合唱声中，可以听到一些真正有重要原则内容的调子。人们试图把俄国历史上的“斯托雷平时期”当作一种完整的事物来考察。

斯托雷平是1906—1911年将近五年的反革命政府的首脑。这是一个真正独特的、发人深省的事件层出不穷的时期。从表面上看，可以把它称为酝酿和实行1907年六三政变的时期。这次政变，正是在1906年夏季，斯托雷平以内务大臣身分对第一届杜马发表演说时开始酝酿的。现在，这次政变已经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示出它的一切后果来了。试问，发动这次政变的人物究竟是依靠了哪些社会力量，或者说，究竟是哪些力量推动了这些人物？“六三”时期的社会经济内容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斯托雷平本人的“飞黄腾达”，提供了大有教益的材料和有趣的例证。

1902年，在普列韦当权时代，一个地主兼贵族代表因残酷迫害和折磨农民（在萨拉托夫省）而博得沙皇及其黑帮奸党的“青睐”，当上了省长；1905年，组织了黑帮匪徒和大暴行（巴拉绍夫大暴行）；1906年，当了内务大臣，并从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起成了大臣会议主席。简略地说，斯托雷平的政治经历就是如此。反革命政府首脑的这个经历，也就是在我国从事反革命活动的那个阶级的经历，斯托雷平只不过是这个阶级的代表或奴仆。这个阶级就是以第一号贵族、最大的地主尼古拉·罗曼诺夫为首的俄国的名门贵族。这个阶级就是3万个农奴主－土地占有者，他们拥有俄国欧洲部分7000万俄亩土地，即等于1000万农户拥有的土地。这个阶级拥有的大地产，就是在俄罗斯人历来居住的俄国中部盛行的各种形式、各种名目的农奴制剥削（工役制、盘剥制等）的基础。俄国农民“土地少”（用自由派和民粹派惯用的讲法来说），无非是反过来说这个阶级土地多。作为我国1905年革命的中心的土地问题，就是让地主土地占有制保存下去，还是让大多数居民能够争得多少象人过的生活条件、多少象欧洲那样的自由生活条件的问题。如果是前者，就必然使农民这些大多数居民的贫穷、困苦、饥饿、闭塞、被压迫的处境还要保持许多年；如果是后者，那么，不采取革命手段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以及同它有密切联系的地主君主制，这样的生活条件就实现不了。

斯托雷平的政治经历，是沙皇君主制的生活条件的确切反映和表现。在君主制面对革命时，斯托雷平不能不那样做。当情况十分清楚地表明，并根据1905年杜马以前以及1906年杜马存在时期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表明，绝大多数居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同地主阶级的存在是不可调和的、并力求消灭这个阶级的时候，君主制也不能不那样做。立宪民主党著作家硬说攻击君主制是我国“知识分子”革命主义的表现，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肤浅更虚假的了。恰恰相反，客观情况正是：农民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斗争必然提出了我国地主君主制的存亡问题。沙皇制度不得不进行殊死的斗争，不得不在虚弱不堪的官僚制度以及由于军事失败和内部分崩离析而削弱了的军队之外另找自卫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沙皇君主制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组织居民中的黑帮分子，策划大暴行。我国自由派说到大暴行时满口仁义道德，表示义愤，特别是他们一面满口仁义道德地谴责大暴行，一面又总想同大暴行制造者进行谈判和妥协，这就不能不给每个革命者留下一种极卑劣极胆怯的印象。君主制不能不镇压革命，而半亚洲式的、农奴制的、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君主制又不能不用最龌龊、最可恶、最下流、最残酷的手段来镇压，因此，每个社会党人，每个民主主义者反对大暴行的唯一适当的、唯一合理的手段，就不是满口仁义道德地进行谴责，而是从各方面忘我地促进革命，组织革命来推翻这个君主制。

大暴行制造者斯托雷平所以能够爬上大臣职位，正是用了只有沙皇的省长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残酷折磨农民，策划大暴行，巧妙地用“欧洲式”的仪态和辞令、风度和举止来为这种亚洲式的“行径”打掩护。

我国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地谴责大暴行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同大暴行制造者进行了谈判，不但承认他们有权存在，而且承认他们有权领导建立新俄国和管理新俄国！斯托雷平的遇刺引出了许多有关这个问题的很有意思的揭露材料和供词。例如，请看维特和古契柯夫关于维特在1905年10月17日以后同“社会活动家”（应读作：温和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领袖）谈判组阁问题的来往书信。参加同维特谈判的有希波夫、特鲁别茨科伊、乌鲁索夫、米·斯塔霍维奇，也就是既有立宪民主党未来的活动家，也有“和平革新”党未来的活动家，还有十月党未来的活动家。这次谈判看来持续了很久，因为古契柯夫在信里说到“谈判旷日持久，令人疲惫不堪”。谈判破裂，原来是由于杜尔诺沃的问题引起的：“自由派”不同意杜尔诺沃当内务大臣，而维特却非要他当不可。同时，第一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头子乌鲁索夫，“热烈地主张提名杜尔诺沃”。当奥博连斯基公爵提名斯托雷平时，“有的赞成，有的说不了解”。古契柯夫写道：“我记得很清楚，谁也没有象维特伯爵信中写的那样提出过反对意见。”

现在，立宪民主党的报刊想强调自己的“民主精神”（不要开玩笑！），也许特别是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在彼得堡第一选民团[163]选举时同十月党人有过斗争，企图借当时的谈判来攻击一下古契柯夫。9月28日的《言语报》写道：“古契柯夫率领的十月党人先生们，往往为了讨好当局而和杜尔诺沃先生一伙同流合污！他们往往眼睛盯着当局，不顾社会舆论！”同一天的《俄罗斯新闻》的社论，也用各种不同的调子重复立宪民主党人对十月党人的这种指责。

然而请问，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既然你们那些甚至支持过杜尔诺沃的人都参加了这次谈判，你们还有什么权利指责十月党人呢？难道当时，即1905年11月，不光是乌鲁索夫，全体立宪民主党人不也都是处于“眼睛盯着当局”和“不顾社会舆论”那种人的境地吗？夫妻吵嘴，只当开心；不是什么原则斗争，而是一些同样无原则的政党之间的竞争，——这就是对立宪民主党人现在借1905年年底的“谈判”来责难十月党人必须说的话。这种吵嘴，只会模糊历史上无可争论的真正重要的事实：从我国革命真正具有人民性，即按积极参加革命的人的成分来说已成为民主革命的时候起，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一切派别，从十月党人到立宪民主党人，一直都是“眼睛盯着当局”，“不顾”民主运动的。俄国反革命的斯托雷平时期的特点，也就在于自由派资产阶级背离了民主运动，因此，斯托雷平能够时而向这个资产阶级的这个代表人物，时而向那个代表人物请求援助，请求同情和征求意见。否则，斯托雷平就不可能在这个具有反革命情绪的资产阶级的协助、同情、积极或消极的支持下，实现贵族联合会对这个资产阶级的领导了。

事情的这一方面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因为我国自由派的报刊，以及象《生活事业》杂志这种主张实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机关刊物，正是忽略了或者故意忽视了这一方面。斯托雷平——不仅是农奴主－地主专政的代表人物；仅仅这样估计，就是根本不了解“斯托雷平时期”的特点和意义。斯托雷平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大臣，在这个时代，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反革命情绪都十分强烈；农奴主可以依靠并且已经依靠了这种情绪，可以向这个资产阶级的领袖们“求婚”，并且已经“求了婚”，甚至可以把其中最“左的”领袖也当作“陛下的反对派”[164]，可以指望并且已经指望了自由派的思想领袖转向他们，转向反动派，转向反对民主派和唾弃民主派。斯托雷平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大臣，在这个时代，农奴主－地主竭尽全力、以最快速度在农民农业生活方面推行资产阶级的政策，抛弃了指靠农民“宗法观念”的一切浪漫主义幻想和期望，而从俄国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特别从乡村的俄国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中间去寻找同盟者。斯托雷平企图旧皮囊里装新酒，把旧的专制制度改造为资产阶级君主制，因此，斯托雷平政策的破产，也就是沙皇制度最后这条路上，在沙皇制度最后可能走的这条路上的破产。亚历山大三世的地主君主制企图依靠“宗法式的”农村和俄国生活中的“宗法观念”；这个政策被革命彻底粉碎了。革命后，尼古拉二世的地主君主制企图依靠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情绪和地主自己实行的资产阶级土地政策；现在甚至连立宪民主党人，连十月党人也深信不疑这些企图已经破产，这些企图的破产，是沙皇制度最后能够采取的政策的破产。

斯托雷平时期农奴主－地主专政的对象，并不是包括整个“第三等级”即全体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不，实行这个专政时条件对它十分有利：十月党的资产阶级真心实意地为它效劳；地主和资产阶级拥有保证他们的联盟占多数的代表机构，他们能够正式同君主进行谈判和协商；司徒卢威之流先生们和其他路标派分子狂热地向革命泼脏水，并创立了博得安东尼·沃伦斯基欢心的思想体系；米留可夫先生宣布立宪民主党反对派是“陛下的〈农奴主余孽陛下的〉反对派”。尽管有这些对罗曼诺夫王朝比较有利的条件，尽管这些条件从20世纪资本主义俄国的社会力量对比的观点看来，真是绝无仅有的、最有利的条件，尽管如此，斯托雷平的政策还是遭到了破产；斯托雷平是在沙皇专制制度的新的掘墓人（确切些说，是积蓄了新的力量的掘墓人）叩门时遇刺的。


※　　　　　※　　　　　※

斯托雷平对资产阶级领袖的态度以及后者对斯托雷平的态度，在第一届杜马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言语报》写道：“1906年5—7月的时期，是对斯托雷平的飞黄腾达有决定意义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重心是什么呢？

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声称：“那个时期的重心，当然不是杜马中的发言。”

真是难能可贵的自供！当时，我们为了能否把“杜马中的发言”作为那个时期的“重心”的问题，同立宪民主党人不知有过多少争论！在1906年春夏，社会民主党人曾说过那个时期的重心不是杜马中的发言，当时，立宪民主党的报刊怒气冲冲地谩骂社会民主党人，高傲地学究般教训他们不知多少回！当时，俄国“社会”幻想“国民公会”[165]而对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的“议会”舞台上获得的胜利没有表示十分高兴，《言语报》和《杜马报》[166]因此不知对整个俄国“社会”进行了多少责难！过了5年，到了必须对第一届杜马时期作个总的估计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却象换付手套那样轻松地宣称：“那个时期的重心，当然不是杜马中的发言。”

先生们，当然不是啊！那么重心究竟在哪里呢？

《言语报》写道：“……两派代表在幕后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一派谋求同人民代表机关取得妥协，即使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也不怕。另一派则要求采取强硬步骤，解散国家杜马，修改选举法。拥有强大势力作后盾的贵族联合会实行了这个纲领……斯托雷平一度动摇过。有消息说，他曾两次通过克雷让诺夫斯基向穆罗姆采夫建议，讨论成立由斯托雷平任内务大臣的立宪民主党内阁的可能性问题。但与此同时，斯托雷平分明是同贵族联合会有来往的。”

富有教养、学识渊博、见多识广的自由派领袖先生们就是这样编写历史的！原来，“重心”不是发言，而是黑帮沙皇奸党内部的两派斗争！毫不迟延、立刻实行“攻击”政策的是贵族联合会，——就是说，不是个别人，不是尼古拉·罗曼诺夫，不是“上层”中的“一派”，而是一定的阶级。从右边来的对手，立宪民主党人是看得很清楚的。但是从左边来的东西，立宪民主党人却没有看到。历史是由“上层”即贵族联合会和立宪民主党创造的，而庶民百姓当然没有参加创造！当时，同一定阶级（贵族）对立的是超阶级的“人民自由”党，而上层（即慈父沙皇）则动摇不定。

但是，能否设想，还有比这更加自私自利的阶级失明症吗？还有比这更严重地歪曲历史和忘记历史科学的起码常识的吗？还有比这更明显地混淆阶级、政党和个人、比这更可怜的糊涂观念吗？

不愿看见民主运动及其力量的人，比瞎子还要瞎。

第一届杜马时期的重心，当然不是杜马中的发言。重心是杜马外的阶级斗争，即地主－农奴主及其君主制同人民群众即工人农民之间的斗争。群众革命运动正是在这个时期重新高涨起来：1906年春夏，一般罢工、政治罢工、农民骚动以及军队暴动风起云涌。立宪民主党的历史学家先生们，这就是“上层”动摇不定的原因：沙皇匪徒内部各派的争执在于，能否在目前的革命形势下立刻举行政变，或者要再等待一下，再把资产阶级愚弄一下。

第一届杜马已使地主们（罗曼诺夫、斯托雷平及其同伙）完全确信，他们同农民群众和工人们和平相处是办不到的。而他们这种看法是符合客观现实的。当时，还有一个次要问题需要解决：在什么时候和怎么样修改选举法，是一下子修改还是逐步修改。资产阶级动摇不定，但它的所作所为，甚至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都表明，它害怕革命比害怕反动派要超过百倍。所以地主也就愿意拉拢资产阶级的领袖（穆罗姆采夫、葛伊甸、古契柯夫及其同伙）来磋商可否共同组阁的问题。而整个资产阶级，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都去同沙皇、同大暴行制造者、同黑帮首领们商讨对付革命的手段问题。然而，资产阶级从1905年底起，从来没有派过它的一个政党去同革命的领袖们商量如何推翻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的问题。

这就是俄国历史上“斯托雷平”时期的基本教训。当革命还强大的时候，沙皇政府就拉拢资产阶级来磋商问题；当革命不再从下面施加压力的时候，沙皇政府就用士兵的靴尖把资产阶级所有的领袖相继踢开：先踢穆罗姆采夫和米留可夫，再踢葛伊甸和李沃夫，最后踢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之流、李沃夫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的区别完全是非本质的，不过是先后次序问题——这些资产阶级领袖都把自己的脸颊凑近罗曼诺夫—普利什凯维奇—斯托雷平去求得……“一吻”并博得了这样……“一吻”。

斯托雷平恰巧是在黑帮君主制度已经把整个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情绪中一切有利于它的东西尽量利用完了的时候下台的。现在，这个资产阶级已被抛开，已被唾弃，已因脱离民主派、脱离群众斗争、脱离革命而弄得身败名裂，它一看见革命新高潮起来的征候，就张皇失措，困惑不解。斯托雷平给俄国人民上了很好的一课：或者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推翻沙皇君主制度而获得自由，或者在米留可夫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的思想和政治领导下，去受普利什凯维奇之流、马尔柯夫之流和托尔马乔夫之流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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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根据1907年6月3日《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城市选民按照财产状况分为两个等级，城市选民团从而分成第一、第二两个选民团。第一选民团由大资产阶级组成。——[328]。



[164]陛下的反对派一词出自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帕·尼·米留可夫的一次讲话。1909年6月19日（7月2日），米留可夫在伦敦市长举行的早餐会上说：“在俄国存在着监督预算的立法院的时候，俄国反对派始终是陛下的反对派，而不是反对陛下的反对派。”（见1909年6月21日（7月4日）《言语报》第167号）——[329]。



[165]国民公会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于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建立。国民公会的代表由年满21岁的全体男性公民普遍选举产生。——[331]。



[166]《杜马报》（《Дума》）是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报（每天出版的晚报），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6月13日（26日）在彼得堡出版。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参加者有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弗·伊·维尔纳茨基、谢·安·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帕·伊·诺夫哥罗德采夫、伊·伊·彼特龙凯维奇、费·伊·罗季切夫、列·尼·雅斯诺波尔斯基等。——[331]。









《列宁全集》第20卷


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人的新派别

（1911年10月18日〔31日〕）

国外技术委员会的《情报公报》[167]（1911年8月11日第1期）和几乎同时也是在巴黎出版的署名为“一群布尔什维克护党派”的传单《告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书》，内容都是攻击“正式的布尔什维克派”的言论，或者换种说法都是攻击“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言论。这些言论非常激愤（其中激愤的惊叫和夸张的言语多于实际内容），然而还是应当加以论述，因为这些言论涉及到我们党的最重要问题。我要评论这个新派别是十分自然的，因为第一，在整整一年半以前我恰恰就是写了这些问题，而且恰恰是代表全体布尔什维克写的（见《争论专页》第2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47—300页。——编者注］

 ）；第二，我完全意识到自己对“正式的布尔什维克派”所负的责任。至于说到“列宁派”这个用语，它不过是枉费心机的挖苦讽刺——似乎这里只指某一个人的追随者而言！——其实大家都很清楚，问题决不是说有人赞成我个人对布尔什维克派某些方面的观点。

传单的作者署名为“布尔什维克护党派”，还自称是“非派别的布尔什维克”，他们附带说：“这里”（即在巴黎）称他们调和派“是很不妥当的”。其实，这个称号早在一年零三个多月以前，不但在巴黎，不但在国外，而且在国内就已经出现了，它是唯一正确地表达了新派别的政治实质的称号，读者从下面的叙述中可以确信这一点。

调和主义就是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8—1911年反革命时期所面临的历史任务的本质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情绪、意图、观点的总和。因此，在这个时期，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从各种非常不同的前提出发，“陷入了”调和主义。托洛茨基所表现出来的调和主义比任何人都彻底，几乎唯独他企图给这个派别建立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就是：派别和派别活动是知识分子“为了影响未成熟的无产阶级”而作的斗争。无产阶级日渐成熟，派别活动也就逐渐自行消亡。作为派别合并过程的基础的，不是各阶级间关系的变更，也不是两个主要派别根本观念的演进，问题在于是否遵守一切“知识分子”派别间的协议。托洛茨基早已一个劲地鼓吹在一切和各种各样的派别之间订立这种协议（或妥协），同时他却一会儿动摇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一会儿又动摇到孟什维克方面去。

与此相反的观点（见《争论专页》第2号和第3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53—254页和第364—365页。——编者注］

 ）是：各个派别都是由俄国革命中各阶级间的关系产生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只不过对1905—1907年客观现实向无产阶级提出的问题作出了答复。因此，只有这两个“强大”派别（它们所以强大，在于它们有深刻的根源，在于它们的思想同客观现实的某些方面相符合）内部的演进，只有这两个派别的纯粹内部的演进，才能保证派别间的实际的合并，就是说，才能保证在俄国建立真正完全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政党。由此得出实际的结论是：只有使这两个强大派别在工作中接近起来，而且只有它们清除取消派和召回派这些非社会民主党的派别，才是真正的护党的政策，真正实现统一的政策，——虽然这样做是不容易的、不顺利的、远不是转瞬之间可以完成的，但却是现实的、同许多所谓“一切”派别能够容易地、顺利地、转瞬之间实行合并的骗人诺言是不同的。

这两种观点早在全会以前就出现了，当时我在谈话中提出一个口号：“两个强大派别接近起来，而不是哀求解散派别”。关于这个口号，《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在全会以后立刻向公众作了报道。这两种观点，我在1910年5月，即一年半以前作了直率的、明确的和系统的阐述，而且是在“全党的”论坛《争论专页》（第2号）上阐述的。从1909年11月以来，我们就同“调和派”争论过这些问题；既然“调和派”至今一次也没有打算答复这篇文章，一次也没有试图稍微系统地来分析这个问题，稍微公开地完整地来阐明自己的观点，那么这只能全怪他们了。他们把自己在传单上以特别集团名义发表的派别言论叫作“公开的回答”：一年多来一直默不作声的人们的这个公开的回答，并不是对这个在两个根本不同的派别中早已提出过、早已讨论过、早已解决了的问题的回答，而是荒唐之极的糊涂话，是把两种不可调和的回答混淆起来荒诞不经的说法。传单的作者提出的论点，没有一个不是立刻打了自己的耳光的。冒牌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不彻底的托洛茨基分子）提出的论点，没有一个不是在重复托洛茨基的错误的。

真的，请看一看传单的基本意思吧。

传单的作者是些什么人呢？他们说，他们是“不同意正式的布尔什维克派的组织观点的”布尔什维克。似乎仅仅是组织问题上的“反对派”，对不对呢？请读一读下面这句话吧：“……现在和一年半以前一样，正是组织问题、党的建设和恢复问题被提到了首位。”这根本不对，这正是一年半前我所揭露的托洛茨基的原则错误。在全会上，组织问题能够使人觉得是首要问题，只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无论呼声派还是前进派，为了“安慰”党而“签署了”反取消派和反召回派的决议，各派放弃取消主义才被看成是实在的事情。托洛茨基的错误就在于：《我们的曙光》杂志从1910年2月起最终举起取消派的旗帜，而前进派在其臭名远扬的某党校最终举起拥护召回派的旗帜，在此之后，他还把上面这种假象看作实在的事情。在全会上，把假象看作实在的事情，可能是自我欺骗的结果。在全会以后，从1910年春天起，托洛茨基还非常无原则地、非常无耻地欺骗工人，硬说对统一的障碍，主要是（即使不是唯一的话）组织上的。1911年，巴黎调和派继续进行这种欺骗，因为现在说组织问题居于首位，就是对真相的嘲弄。实际上，现在居于首位的决不是组织问题，而是关于党的整个纲领、整个策略、整个性质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关于两个党即社会民主工党同波特列索夫之流、斯米尔诺夫之流、拉林之流、列维茨基之流先生们的斯托雷平工党的问题。巴黎调和派在全会以后足足睡了一年半，在此期间，无论我们还是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取消派的全部斗争已从组织问题转到了社会民主（而不是自由派）工党能否存在的问题。如果现在同《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先生们去争论组织问题，争论合法组织和秘密组织的关系问题，那就是装模作样，因为这些先生完全能够承认为取消派效劳的《呼声报》这种“秘密”组织！我们早就说过，我国立宪民主党人承认并运用的，就是这种为君主主义自由派效劳的秘密组织。调和派自称布尔什维克，是为了要在一年半以后重犯那些被布尔什维克揭露了的（而且特别声明，这是以整个布尔什维克派的名义做的！）托洛茨基的错误。难道这不是滥用已有确定含义的党内称呼吗？既然如此，难道我们不应该向大家声明，调和派决不是布尔什维克，他们同布尔什维克毫无共同之点，他们不过是不彻底的托洛茨基分子吗？

再稍往下读：“可以不同意正式的布尔什维克派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多数对于反取消派斗争这一任务的理解……”难道可以真的断定“反取消派斗争这一任务”就是组织任务吗？调和派自己说，他们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不仅仅在组织问题上！那么究竟还在什么地方呢？他们闭口不谈。他们的“公开的回答”，仍旧是默不作声的……或者是漠不关心的（？）……人们的回答。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一次都没有准备来修正“正式的布尔什维克派”，或者阐述自己对于反取消派斗争这一任务的理解！而这个斗争，正式的布尔什维克派从1908年8月以来已经进行了整整三年。拿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日子来对照，我们不由得要去寻找调和派的离奇的“默不作声”的原因，而这一寻找使人不由得想起托洛茨基和约诺夫来了，因为他们曾经硬要人们相信，他们也反对取消派，不过对于反取消派斗争这一任务的理解不同。同志们，在斗争开始了三年以后，才说你们对于这个斗争的理解不同，这岂不可笑。这种不同的理解，跟完全不理解是一模一样的！

再往下谈。现在党内危机的关键，无疑在于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同取消派（也包括呼声派）完全分离，还是继续实行同他们妥协的政策的问题。凡是稍微熟悉一些情况的社会民主党员，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否认，现在整个党内状况的实质就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调和派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呢？

他们在传单上写道：“有人对我们说，这样一来〈拥护会议〉，我们就破坏了党的形式，就是闹分裂。我们不认为是这样〈原来如此！〉。但是，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我们也不会害怕这一点。”（接着就指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破坏全会，指出“人们拿中央作赌注”，指出“党的形式中已开始充斥派别内容”，等等。）

这个回答，实在可以称得上是思想上和政治上无能的“典型”范例！真了不得，有人竟提出了分裂的罪名。于是，新派别妄想给党指出道路，在报刊上公然宣称：“我们不认为是这样”（就是说，你们不认为现在有分裂而且将来会有分裂吗？），“但是”……但是，“我们也不会害怕这一点”。

可以保证，在各个政党的历史上找不出这样糊涂的例子来。如果你们“不认为”现在有分裂而且将来会有分裂，那就请你们说清楚这一点！请你们说清楚为什么可以同取消派共同工作！请你们直截了当地说可以（也就是说应当）同他们共同工作。

我们的调和派不仅没有说这一点，而是说了相反的话。《公报》第1期的编辑部文章（注释直言不讳地提到有一个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纲领——巴黎第二小组决议的布尔什维克曾反对这篇文章）写道：


　　“……在国内，同取消派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这是事实。”而在稍前的地方又承认：在呼声派和取消派之间，“哪怕划分最细微的界限都愈来愈困难了”。



　　谁能搞得懂啊！一方面，用技术委员会（其中调和派加上现在拥护他们的波兰人已形成反对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多数）的名义，非常正式地声明说，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照俄文意思，这就是宣告分裂。分裂这个字眼，根本没有别的意思。另一方面，同一个《公报》第1期又说，设立技术委员会“不是为了分裂，而是为了防止分裂”；而且同是这些调和派又写道，他们“不认为是这样”（不认为现在有分裂而且将来会有分裂）。还有比这更糊涂的话吗？

如果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那么，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可以解释清楚的，这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也是有正当理由的：或者因为一些人的某个集团令人不能容忍地违反党的决定和不履行党的义务（这样，同这个集团的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因为根本的原则分歧使某个流派的全部工作脱离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样，同整个流派的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大家知道，我们这儿这两种情况都存在：1910年全会宣布同取消主义的流派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现在则同不履行一切义务而最终倒向取消派的呼声派集团分裂了。

谁自觉地说“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谁稍微思考过这个声明并懂得了它的原则基础，他必定会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来向最广大的群众解释这些基础，使群众尽量迅速地彻底地放弃继续要同那些不可能与之共同工作的人发生不管什么样的关系的徒劳无益的、有害的尝试。如果谁发表这个声明，同时又说：“我们不认为”将来会有分裂，“但是，我们也不会害怕这一点”，那么他这种颠三倒四、吞吞吐吐的语言就暴露出他害怕他自己，害怕他所采取的步骤，害怕既成的局面！调和派的传单不能不造成这种印象。调和派想替什么作辩护，想在什么人面前充“好人”，在向什么人使眼色……我们马上会看见，他们同《前进》文集和《真理报》彼此使眼色有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应当先结束一下关于调和派如何理解“全会以后这个时期的总结”，即中央委员会议所作的总结这一问题的讨论。

的确必须懂得这个总结，懂得为什么它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不然，我们参加事变将是自发的、无奈的、偶然的。请看调和派是怎样理解的吧。他们对为什么全会的工作、全会的决定（主要是关于统一的决定）会导致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即取消派）同反取消派之间的分裂这个问题是怎样回答的呢？我们的不彻底的托洛茨基分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完全是抄袭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的，所以现在我不得不再重复去年5月我在反驳这些彻头彻尾的调和派时所说的话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47—300页。——编者注］

 。

调和派的回答是：过错在于派别活动，在于孟什维克、前进派、《真理报》（我们按传单上的次序列举派别集团）以及“布尔什维克派的正式代表”的派别活动，后者的“派别活动的意向大概超过了前面所有的集团”。传单作者直率而肯定地唯独把他们自己即巴黎调和派称作非派别的。大家都是不道德的人，我们是道德高尚的人。对于造成上述现象的任何思想上的原因，调和派没有指出来。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各集团的任何组织上的特性或者不论什么样的其他特性，他们也没有指出来。没有，根本没有作任何解释，仅仅说派别活动是不道德的，非派别活动是道德高尚的。巴黎调和派同托洛茨基的差别，仅仅在于前者认为托洛茨基搞派别活动，自己不搞，而托洛茨基的说法恰恰相反。

我不能不承认，这样提问题，即仅仅拿一些人的不道德和另一些人的道德高尚来解释政治现象，总使我联想到那些金玉其外的人，一见到他们就不由得产生一种想法：“大概这是骗子。”

请想一想下面的对比：我国调和派是非派别的，是道德高尚的人。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活动的意向超过了所有的集团，就是说，我们是最不道德的人。因此，道德高尚的人的派别曾经支持了最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派去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斗争！！同志们，你们不能自圆其说了！你们所作的声明愈来愈糊涂了。

你们同托洛茨基象把球扔来扔去那样，互相指责对方搞派别活动，因此使自己变得滑稽可笑。你们连想都不愿意想一下，什么叫作派别？你们来下个定义试试看，而我们可以预先告诉你们，你们会搞得更糊涂，因为你们自己就是一个派别，一个动摇的、无原则的、不懂得全会上和全会后发生过什么事情的派别。

派别就是党内的组织，它不是由工作地点、语言或其他客观条件联合起来的，而是由反映了对党内问题的观点的特殊纲领联合起来的。传单的作者们就是一个派别，因为这份传单就是他们的纲领（很蹩脚的纲领，不过纲领不对头的派别有的是）。他们就是一个派别，因为他们也同任何组织一样，是受内部纪律约束的：他们派到技术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去的代表，是由他们集团根据多数票指派的，他们的集团还起草和印发纲领性的传单，等等。这就是谴责那些空喊反对派别活动的伪善行为的客观事实。无论托洛茨基，还是“不彻底的托洛茨基分子”，都硬说他们没有派别，因为……团结（团结成为派别）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派别，鼓吹派别合并等等，但是所有这些说法都不过是自吹自擂，怯懦地玩捉迷藏的把戏，原因很简单：不管派别抱有怎么样的（即使是最道德高尚的）目的，都与派别存在这一事实不相干。任何派别都确信，它的纲领和政策就是消灭派别的最好途径，因为谁也不认为派别的存在是一种理想。所不同的只是，拥有鲜明、彻底、完整的纲领的派别公开维护自己的纲领，而那些无原则的派别，则用自己道德高尚、自己不搞非派别活动这类廉价的吆喝来掩饰自己。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各个派别存在的原因在哪里？在于这些派别是1903—1905年分裂的继续。这些派别是各地方组织软弱的产物，这些组织无力阻止那些反映形形色色新思潮的著作家集团变为新“派别”，即变为把它们的内部纪律放在第一位的组织。消灭派别的保证在哪里？仅仅在于彻底消除革命时期的分裂（要做到这点，只有两个主要派别肃清取消派和召回派），在于建立那种强有力的、能够迫使少数服从多数的无产阶级组织。在这种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只有一切派别妥协才能够加速派别消灭的过程。由此可见，全会无论在思想上的功绩还是它的调和主义的错误都是很清楚的：功绩就是消除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思想；错误就是同那些个人和集团妥协时没有加以分析，没有拿他们的行动去对照他们的诺言（“他们签署了决议”）。以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为基础的思想上的接近，尽管存在着种种障碍和重重困难，仍然获得进展。全会的调和主义的错误 
［注：参看《争论专页》第2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47—300页。——编者注］

 ，使它的调和主义的决定必然破产，也就是使同呼声派的联盟必然破产。布尔什维克（以及后来的中央委员会议）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决裂，就是对全会的调和主义错误的纠正：现在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各个派别的接近，将不经过全会的形式，因为这些形式已经同内容不相适应了。整个调和主义以及全会的调和主义都已破产，因为工作的内容使取消派同社会民主党人分裂了，而且无论什么形式，无论调和派耍什么外交手腕和把戏，都没有能够阻止这种分裂的进程。

从这个我在1910年5月发挥的观点来看，而且只有从这个观点来看，全会以后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可以理解的，不可避免的，它们的产生不取决于一些人的“不道德”和另一些人的“道德高尚”，而取决于事变的客观进程，这种进程使取消主义流派独立出去，使大大小小的中间集团一扫而光。

调和派为了掩饰调和主义完全破产这个不容置疑的政治事实，不能不走到公然歪曲事实的地步。请听：“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派别政策带来的危害所以更大，是因为他们在党的最主要的机关中占多数，因此，他们的派别政策就使其他各派有正当理由各自进行组织上的独立活动，唆使这些派别去反对党的正式的机关。”

这段话不过是胆怯地和为时过晚地为取消派找“正当理由”……因为正是这个流派的代表始终以布尔什维克搞“派别活动”作借口。找这种理由为时过晚了，因为每个真正的护党派（不同于利用护党口号作幌子的人）的责任，是在这个“派别活动”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出来发表意见，而不是在一年半以后才出来讲话！调和派——取消派的维护者不能而且也没有早些出来讲话，因为他们没有事实。他们利用目前这个“混乱时期”来发表取消派的毫无根据的空论。可是事实却清楚明确地告诉我们：全会刚开过，即1910年2月，波特列索夫先生就立即扯起了取消派的旗帜。在2月或3月，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三位先生立即背叛了党。呼声派立即起来为《呼声报》作宣传（见普列汉诺夫的《日志》，它在全会后的第二天就谈到了这一点），并恢复了《呼声报》。前进派立即开始建立自己的“党校”。与此相反，布尔什维克采取的第一个派别步骤是在1910年9月，即在托洛茨基同中央代表破裂以后才创办《工人报》。

调和派为什么要歪曲人所共知的事实呢？为的是要向取消派使眼色，为的是向他们献殷勤。一方面说，“同取消派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又说，是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活动在为取消派提供“正当理由”！！我们要问任何一个没有沾染上国外的外交手腕习气的社会民主党人：纠缠这些矛盾的人们该得到哪种政治上的信任呢？他们得到了《呼声报》当众赏给他们的接吻，如此而已。

调和派把我们论战时的无情态度（由于这种态度，他们在巴黎全体大会上口头斥责了我们千百遍），把我们揭露取消派时的无情态度（他们反对揭露米哈伊尔、尤里和罗曼）说成是我们的“派别活动”。调和派向来都是维护和掩护取消派的，但是，无论在《争论专页》上，还是在任何一个印发的公开宣言上，他们一次都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维护谁。而现在，他们却拿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怯懦来干扰已经开始同取消派坚决划清界限的党。取消派说：并不存在取消主义，是布尔什维克把它“夸大了”（见高加索取消派的决议[168]和托洛茨基的演说）。调和派说：和取消派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但是……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活动使取消派有了“正当理由”。主观判断上的这种可笑的矛盾的真正用意有一个，而且仅仅有一个：怯懦地维护取消派，又力图暗算布尔什维克并支持取消派，这难道不清楚吗？

但是，这远不是事情的全部。对事实最糟糕最恶劣的歪曲，莫过于断言我们“在党的最主要的机关中”占“多数”。撒这种弥天大谎的目的只有一个：掩饰调和派的政治上的破产。这是因为实际上在全会以后，无论在哪一个“党的最主要的机关”中，布尔什维克都没有占多数，占多数的恰恰是调和派。下列事实有谁能反驳呢？在全会以后，“党的最主要的机关”只有三个：（1）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主要由调和派 
［注：当然，调和派与调和派不同。何况决不是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所有以前的委员都能够（和愿意）替巴黎调和派（只不过是托洛茨基的应声虫）干的一切蠢事负责的。］

 组成：（2）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从1910年1月到1910年11月，其中代表布尔什维克的是一个调和派；因为无论崩得分子还是拉脱维亚人都正式采取了调和主义立场，所以在全会后11个月当中，占多数的是调和派；（3）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里是两个“布尔什维克派别分子”对两个呼声派；没有波兰人，也就没有多数。

调和派为什么要撒弥天大谎呢？原来是为了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逃避现实；为了掩饰调和派政治上的破产。调和派在全会上占了优势，它在全会以后，在党的所有最主要的做实际工作的中央机关中占了多数，而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它遭到了彻底破产：它谁也“调和”不了，它什么也建立不起来，它无可奈何地从一边动摇到另一边，因此完全应该得到呼声派的亲吻。

尤其是在国内，调和派彻底破产了，——巴黎调和派愈是热中于蛊惑人心地提到国内，那么强调指出这一点就愈加重要。同国外相反，国内是调和派的——这是调和派的基调。把这些空话同事实对照一下就可以明白，这是最空洞的最不值钱的蛊惑。事实说明，在全会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中只有调和派，只有他们作了关于全会情况的正式报告，正式同合法派协商，只有他们指派代办员到各个机关去，只有他们支配由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源源不断汇去的一切经费，只有他们同那些在糊涂思想方面（即在调和主义方面）大有发展前途的“俄国”著作家谈判，等等。

结果怎样呢？

结果等于零。没有一张传单，没有一次行动，没有一份机关报，没有一次“调和”。而布尔什维克“派别分子”则有国外的《工人报》，这份报纸出版两号以后就站稳了脚跟（这里且不说只有帮助保安处的马尔托夫先生才会公开说出的那些东西）。调和主义等于零，等于空谈，等于空洞的愿望（以及根据这些“调和的”愿望而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的暗算）；“正式的”布尔什维克派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它恰恰在国内占有绝对的优势。

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偶然的吗？是逮捕的结果吗？但是，逮捕能够“宽恕”在党内不做工作的取消派，而对于布尔什维克和调和派，是同样要斩尽杀绝的。

不，这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个人的侥幸或成功的结果。这是出发点就错了的政治派别破产的结果。调和派的基础即想在联合一切派别，包括反社会民主党的、非无产阶级的派别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的努力是错的；调和派的无原则的、什么也办不成的空洞的“统一”计划是错的；反对“派别”（事实上是在成立新派别）的话也是错的，——这些话无助于解散反党派别，却削弱了在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中占9/10。比重的布尔什维克派。

托洛茨基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无原则的空洞的“统一”计划的例子。你们只要回忆一下（我举一个最新的例子）他是如何称赞巴黎调和派和呼声派共同领导的巴黎《工人生活报》[169]的就行了。托洛茨基写道：“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孟什维克，而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这种说法多妙啊！可怜的空谈英雄却没有注意一件小事：只有那种懂得这一国家这一时期反革命的假社会民主主义的危害的，即懂得俄国1908—1911年的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危害的社会民主党人，只有那种善于同这类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作斗争的社会民主党人才是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工人生活报》（该报对俄国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作任何斗争）接吻，只是暴露了他所忠心耿耿地为之效劳的取消派的计划，因为在中央机关报内实行平等，就意味着停止同取消派斗争；取消派实际上有同党斗争的充分自由，而让中央机关报内（和中央委员会内）呼声派和护党派实行“平等”，就是要以此来束缚党的手脚。这时，取消派的胜利也就完全有了保证，因此只有取消派的走狗才会实行或维护这样的计划。

无原则的空洞的“统一”计划许诺不经过同取消派作长期的、不屈的、殊死的斗争就能得到和平与幸福，这种计划的例子，我们在全会上从约诺夫、英诺森和其他调和派那里看见过。这种例子，我们在那些拿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活动”来为取消派作辩护的调和派的传单中也看见过。还有一个例子：他们说布尔什维克“同其他站在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立场上的思潮〈《前进》文集，《真理报》〉隔绝而孤立了”。

这段精采的话中的黑体是我们用的。这段话就象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一样，彻底反映了调和派的无原则性——它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基础。

第一，《真理报》和《前进》文集是否代表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呢？不，不代表，因为《前进》文集代表非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召回主义和马赫主义），而《真理报》则代表一个对于革命和反革命的任何重要原则问题都没有提出过独立完整的回答的小集团。所谓思潮，只是指这样一种政治思想的总和，这些政治思想无论在革命（因为我们离革命很近，而且我们在各方面都是以革命为转移的）还是反革命的一切最重要问题上都是观点明确的，此外，这些政治思想由于在工人阶级广大阶层中得到传播而证明自己有权作为一种思潮而存在。无论孟什维主义，还是布尔什维主义，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这已经由革命的经验，即由8年工人运动的历史证明了。至于不代表任何思潮的小集团，在这个时期如同以前一样，比比皆是。把思潮同小集团混为一谈，就是注定要在党的政策上搞阴谋活动。这是因为无原则的小集团的出现、它们昙花一现般的存在、它们拼命发表“自己的意见”、它们象独立的国家一样互相“往来”，这就是国外阴谋活动的基础；要排除这种阴谋活动，除了坚持严格的、坚定的、经工人运动长期历史经验检验过的原则性以外，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其他办法。

第二，——就在这里我们也立即可以看到，调和派的无原则性实际上变成了阴谋活动，——巴黎人的传单公然撒谎，宣称“在我们党内，召回主义已经找不到公开的支持者和维护者了”。大家都知道，这是谎话。《前进》文集第3集（1911年5月）公开说，召回主义是“我们党内一种完全合理的思潮”（第78页），这就证据确凿地驳斥了这种谎言。或许我们绝顶聪明的调和派要断定这种说法不是维护召回主义的吧？

你看，当人们不能从原则上来为自己同某个小集团的接近辩护时，他们就只能采用这样的政策：散布小小的谎言、献小小的殷勤、点头示意、挤眉弄眼，就是说，上述活动加起来构成阴谋活动这一概念。《前进》文集称赞调和派，——调和派称赞《前进》文集，又假惺惺地安慰党不必防范召回主义。结果却是同召回主义的维护者，同破坏全会一切决定的人大做大小席位的交易。暗中帮助取消派，暗中帮助召回派，——这就是调和派的命运，这就是软弱的卑劣的阴谋活动。

第三，“在俄国，同取消派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连调和派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真理。试问，《前进》文集和《真理报》这两个小集团是否承认这个真理呢？不仅不承认，而且公然说出相反的话，公开要求同取消派“共同工作”，公然进行了共同工作（只需看看前进派第二党校的报告）。试问，宣布同那些对于基本问题（因为全会一致通过的明确的决议，认为取消派问题是基本问题之一）作公然相反的回答的小集团接近的政策，是否有哪怕一点儿的原则性和诚实态度呢？显然没有，显然在我们面前有一条思想上的鸿沟，如果企图用言语和外交手腕架起一座横跨鸿沟的桥梁，那么不管伊万·伊万内奇或伊万·尼基佛罗维奇抱有多么善良的意向，这种企图必然使他们注定要搞阴谋活动。

只要人们还没有根据可靠的材料和对最重要问题的探讨来向我们指出并证明，《前进》文集和《真理报》是代表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在全会后一年半当中，这一点谁也没有打算证明，而且也证明不了），我们就要不懈地向工人解释，调和派所宣传的同《前进》文集和《真理报》接近的这种无原则的阴谋诡计，是完全有害的。同这些帮助取消派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和无原则的小集团隔绝而孤立，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义务。越过《前进》文集和《真理报》，反对《前进》文集和《真理报》，而向同它们有联系的俄国工人提出要求，——这就是布尔什维克过去、现在和将来越过重重障碍贯彻执行的政策。

我已经说过，调和派在党的各中央机关中占优势的一年半时间里，已经在政治上遭到了彻底破产。通常对这一点的回答是：对的，但这是因为你们这些派别分子妨碍我们啊（见《真理报》第20号上发表的调和派——而不是布尔什维克——格尔曼和阿尔卡季的信）。

是啊，一种思潮和一个小集团的政治上的破产就在于一切都“妨碍”它，一切都反对它，——因为它把这个“一切”估计错了，因为它把空话、感慨、惋惜、诉苦作为自己的基础。

可是，先生们，一切的一切都帮助了我们，我们胜利的保证也就在这里。波特列索夫之流、拉林之流、列维茨基之流先生们帮助了我们，因为他们不证实我们对取消派的见解就无法开口。马尔托夫之流和唐恩之流先生们帮助了我们，因为他们迫使大家同意我们的下列见解：呼声派和取消派是一丘之貉。普列汉诺夫帮助了我们，正因为他揭露了取消派，指出了全会决议中留下的（由调和派留下的）“取消派的可乘之机”，讥笑了这些决议中（调和派为了反对我们而塞进去的）“累赘的”和“堆砌的”地方。国内的调和派帮助了我们，他们“曾邀请”米哈伊尔、尤里和罗曼，并对列宁破口大骂（见《呼声报》），从而就证实了取消派的拒绝同“派别分子”的阴险无关。亲爱的调和派！不管你们多么道德高尚，大家都妨碍了你们，不管我们搞派别活动多么不道德，大家都帮助了我们，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你们小集团的政策仅仅是靠空谈，这种空谈虽然往往是十分好心善意的，但毕竟是空谈。而真正促进统一，只有由两个强大派别的接近：这两个派别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有完整的思想，有对群众的影响，有经过检验的革命经验。

你们反派别活动的叫喊直到现在仍是空话，因为你们自己就是一个派别，而且是最坏的、最不可靠的、无原则的派别之一。你们大声疾呼、大吹大擂的声明（在《情报公报》上）——“不给派别一分钱”——尽是空话。如果你们认真地谈这一点，你们还能花“好几分钱”去出版传单——新的小集团的纲领吗？如果你们认真地谈这一点，你们在看到派别的机关报——《工人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日志》时，你们还能默不作声吗？——你们还能不公开要求停办这些机关报吗？ 
［注：说句公道话，现在印发自己传单的巴黎调和派，曾经反对创办《工人报》，而且退出了该报编辑部邀请他们参加的第一次会议。可惜他们没有用公开反对《工人报》的行动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揭露调和派的无聊）。］

 如果你们要求这一点，煞有介事地提出这样的条件，你们就会遭到人们的嘲笑。如果你们明显地感到这一点而只好无精打采地唉声叹气，难道这不是一再证明你们的调和主义是悬在半空中吗？

解除各派别的武装，只能在共同执行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它就是反动的、对无产阶级事业有莫大危害的蛊惑人心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只便于取消派进行不调和的反党斗争。在全会采用这个口号失败以后，在呼声派和前进派破坏（各派别）合并以后，现在谁提出这个口号，甚至不想也不敢再提出共同执行这个条件，不想也不敢明确地提出这个条件，规定监督切实执行这个条件的方法，他简直就是自我陶醉在甜言蜜语之中。

布尔什维克，团结起来，你们是同取消派和召回派进行彻底而坚决的斗争的唯一堡垒。

实行真正经过考验并由经验证实了的同反取消派的孟什维克接近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口号。这就是这样一种政策：它并不许诺在崩溃和瓦解时代能有实现不了的“普遍和平”的人间天堂，然而它却能真正推动各个代表无产阶级运动中一切强大的、健康的、生气勃勃的因素的流派在工作中接近起来。

调和派在反革命时代的作用可用这样的图画来描绘。布尔什维克费了好大力气把我们党的车子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上推。取消派－呼声派却拼命把车子往下拉。一个调和派坐在车子上。他的神态非常温顺，面容非常亲切，简直同耶稣基督一样。全身好似高尚道德的化身。这位调和派一面持重地低眉垂目，一面双手高举，祷告说：“上帝啊！蒙你恩佑，我不象这些——指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阻挠任何前进步伐的险恶的派别分子。”可是车子在渐渐地前进，调和派还是坐在车上。当布尔什维克派别分子粉碎了取消派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从而清理出一块地基来建造新屋，来建立护党的各派别的联盟（或者至少是暂时的联合）的时候，调和派就走进这座新屋（一面骂着布尔什维克派别分子），给新居洒上……非派别活动的甜言蜜语的圣水！

如果旧《火星报》不发动彻底的、不调和的、有原则的运动去反对“经济主义”和“司徒卢威主义”，而去同一切大大小小的集团（当时这些集团在国外不比现在少）搞什么联盟、联合或“合并”，那么旧《火星报》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事业还有什么呢？

而我们这个时代和旧《火星报》时代是不同的，因此，无原则的和空谈的调和主义的危害也就严重好多倍。

第一个不同点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大大发展了，阶级斗争也明显得多了。对于波特列索夫之流、列维茨基之流、拉林之流先生们主张的自由派工人政策，现在已经有了（这在俄国是首次）一定的客观基础。立宪民主党人的斯托雷平式的自由主义和斯托雷平工党已经日渐形成。所以调和主义的空谈以及同国外那些支持取消派的小集团搞阴谋活动，实际上危害更大。

第二个不同点是：无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的觉悟和阶级的团结都达到空前的高度。所以调和派人为地对社会民主党内没有形成和不能形成任何思潮的昙花一现的国外小集团（《前进》文集，《真理报》等等）的支持也危害更大。

第三个不同点是：在《火星报》时代，俄国曾经有过“经济派”的秘密组织，当时必须打垮和粉碎这些组织，以便把反对经济派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起来。现在没有同时并存的秘密组织，问题只是同已经独立出去的合法集团作斗争。而这种独立的过程（甚至调和派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过程）受到了调和派同国外那些不愿意和不能够按这种划清界限的路线进行工作的派别一起玩弄政治把戏的阻碍。

布尔什维主义“克服了”召回主义的毛病、革命的空谈、“左的”把戏、离开社会民主主义而向左的动摇。召回派是在已经不能“召回”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团的时候作为派别出现的。

布尔什维主义定将克服“调和主义的”毛病和向取消主义方面的动摇（因为实际上调和派始终是取消派手中的玩具）。调和派也是毫无希望地落在后头了，他们是在调和主义在全会以后占了一年半的优势而已经失去了势头并且谁也调和不了的时候作为派别出现的。

附言：本文是在一个多月以前写成的。它是批评调和派的“理论”的。至于在充斥于调和派和波兰人的《公报》第2期上的没完没了的、荒谬的、无聊的、可耻的争吵中表现出来的调和派的“实践”，那是不值得浪费笔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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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情报公报》（《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是国外技术委员会的出版物，调和派借以进行反布尔什维克斗争的机关报，1911年8月11日和10月28日在巴黎先后出版了两号。——[334]。



[168]列宁指的是1911年春天外高加索取消派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取消主义的决议》。决议说：“代表会议认为‘取消主义’这个词的意思是拒绝我们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继承性和遗产，因此除那些本来就已取消了同党的任何联系的个别一些人以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队伍中并不存在这种取消主义的完整派别。而所谓‘护党派’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领导者们之间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论战，代表会议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夸张了的。”1911年10月18日（3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4号刊登的《高加索来信》，揭露了这次代表会议的反党性质。——[345]。



[169]《工人生活报》（《Рабочая　Жизнь》）是呼声派和调和派的机关报（月刊），1911年2月21日（3月6日）—4月18日（5月1日）在巴黎出版，共出了3号。该报编辑部由呼声派和调和派各2人组成。——[347]。









《列宁全集》第20卷


关于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

（1911年10月18日〔31日〕）

明年即将举行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社会民主党应当立即开展选举运动。由于即将举行选举，各党派内部已经呈现了“活跃景象”。反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显然结束了：去年的游行示威、学生运动、农村饥荒以及罢工浪潮（次序虽列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这一切都明确地指出了转折的开始，反革命时期的新阶段的开始。加强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在这些工作中，即将到来的选举是一个自然而又必然的、引人关注的“环节”。（我们顺便提一下，有些人，象社会民主党中的“前进”小集团，在对这些被生活、经验和党完全证实了的浅显易懂的真理的认识上，直到如今还是动摇不定；象那些认为“召回主义”是“一种合理的色彩”（1911年5月《前进》文集第3集第78页）的人，——这些人已经干脆把自己从社会民主党内比较严肃的派别或流派中勾销了。）

首先，就组织、安排和进行选举运动谈几点意见。为了立即开展选举运动，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支部必须在全国各地、在一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组织里、在一切大工厂、在人民的各阶层和各集团中间立即主动地进行活动。必须正视丑恶的现实。在许多地方，还根本没有完全定形的党组织。现在只有一支忠实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先锋队。只有个别的人，只有一些规模不大的小组。因此，主动地建立支部（这个词很好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规模不大的、很灵活的团体、小组和组织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应当成为全体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哪怕两三个人，只要能够“挂上钩”，就应该建立某种联系，开始经常的哪怕是最平凡的工作。

在我们党的目前情况下，再没有什么比“等待”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国内中心的时机这样的策略更危险的了。全体社会民主党人都知道，成立国内中心的工作正在进行，对这个工作首先负有责任的人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但是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也应当知道，警察制造的困难非常之多（决不能在遭到一次、两次、三次失败之后就灰心丧气！）；大家应当知道，当这样的中心一成立，它必须用很长时间来建立同各个地方的牢固的联系网，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进行一般的政治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的发起支部，应该是有严格党性的秘密支部，它要能立即开始进行选举的筹备工作，立即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开展宣传和鼓动工作（秘密印刷所、传单、合法机关报、“合法的”社会民主党人护党派小组、交通联络，等等，等等）——如果推迟成立这样的支部，那就是损害工作。

对于把选举当作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的事业而予以非常重视的社会民主党来说，基本问题当然是有关选举的全部宣传鼓动的思想政治内容问题。这也就是选举纲领问题。对一切多少名副其实的政党来说，纲领在选举以前很久就已经有了，它不是故意“为了选举”而臆想出来的，而是由党的一切事务、党的工作的全盘安排、党在当前历史时期的整个方针所必然产生的。而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来说，纲领早已提出，纲领早已存在，它是由党的原则，由党已经规定、已经实行并且正在人民政治生活的整个时期实行的策略自然而又必然地决定的，而选举始终是对这样的时期的某些方面所作的“总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是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忠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工人阶层在1908—1911年时期、在反革命猖獗时期、在“斯托雷平”“六三”制度时期所进行的工作的总结。

这个总结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1）党的纲领；（2）党的策略；（3）党对这个时期占优势的、或者说散布最广的、或者说对民主对社会主义最有害的思想政治流派的估计。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纲领，就不可能成为政治上比较完整的、能够在事态发生任何转折时始终坚持自己路线的有机体。一个理论家小组可以没有以对当前政治形势的估计为基础的、能够确切回答当前的“该死的问题”的策略路线，但是一个正在行动的政治团体就不能没有这样的策略路线。如果不对那些“积极的”、轰动一时的或“时髦的”思想政治流派作出估计，纲领和策略就会变成死的“条文”，就不可能根据对问题本质的了解、对问题的“来龙去脉”的了解去贯彻和运用这些“条文”以解决成千上万细致而具体的、非常具体的实践问题。

至于说到1908—1911年时期一些有代表性的、并且对于了解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特别重要的思想政治流派，那么在这方面占首位的是“路标主义”和取消主义。“路标主义”是反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不管立宪民主党的外交家们怎么说，这种思想体系都是同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完全一致的）；取消主义则是同样的腐朽的资产阶级影响在同工人运动有接触的人们中间的表现。离开民主派向后倒退，远离群众运功，远离革命，这就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派别的主导思想。远离秘密的党，放弃无产阶级领导解放斗争的任务，放弃捍卫革命的任务，这就是混迹于马克思主义者之中、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这两份机关刊物上筑了巢穴的“路标派”的主导思想。不管狭隘的实际主义者或者那些在我们艰难的时代里已经感到厌倦、不愿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艰苦斗争的人怎么说，如果不透彻了解上面指出的斯托雷平时期的“思想派别”的实质和意义，那就不可能就任何一个“实践”问题、就社会民主党任何工作部门中的任何一个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问题对宣传员和鼓动员作出确切而圆满的回答。

提出体现社会民主党选举纲领的简明的共同口号即选举口号常常是有益的，而且有时是必要的，因为这种口号提出了当前政治实践中最根本的问题，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提供最方便、最迫切的理由和材料。我们时代的这种选举口号、这种共同口号只能是以下三点：（1）建立共和国，（2）没收地主全部土地，（3）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第一点的基本精神是要求政治自由。如果在这类问题或者在其他一些与“民主化”等等相类似的问题上，也只限于用政治自由这个术语来表述我们党的立场，那就是错误的，因为在宣传和鼓动工作中我们应当考虑到革命的经验。解散两届杜马，组织大暴行，支持黑帮和赦免黑帮英雄，“利亚霍夫”在波斯建树的丰功伟绩[170]，六三政变，以及以后在这一基础上发生的许多“小政变”（第87条等等）——这就是还远没有完全列举出来的我国罗曼诺夫—普利什凯维奇—斯托雷平及其同伙的王朝的业绩。君主制同诸如普选权这些重大的民主改革同时并存的历史条件过去出现过，现在也可能出现。君主制根本不是形式单一和一成不变的制度，而是非常灵活的和能够适应各阶级的统治关系的制度。然而根据这些无可争辩的抽象理由就对20世纪的具体的俄国君主制作出结论，那就意味着对历史批判的要求的嘲弄和对民主事业的背叛。

我国的情况和我国政权的历史（特别是最近10年这段时间）向我们清楚地表明，正是沙皇君主制成了那群黑帮地主（他们的头子就是罗曼诺夫）的中心，他们把俄国变成了一个不仅使欧洲，而且现在使亚洲也感到害怕的怪物，他们横行霸道，大肆掠夺，贪污受贿，对“百姓”一贯施加暴力，对政治犯残酷折磨、严刑拷打，等等，如今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在我国君主制的这种具体情况下，即在具体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特征的情况下，如果把例如普选权的要求作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的中心，那与其说是机会主义，不如说是荒谬无聊。既然现在讲的是选择中心的要求来作为选举运动的共同口号，那就必须把各种不同的民主要求按比较现实的前景和恰当的位置加以安排；如果要求普利什凯维奇承认对妇女应当有礼貌，不应使用“淫秽的”语言，要求伊利奥多尔有耐性，要求古尔柯和雷因博特正直无私，要求托尔马乔夫和杜姆巴泽遵守法律和法制，要求尼古拉·罗曼诺夫实行民主改革，那实际上就不能不使识字的人哈哈大笑，不能不使文盲莫名其妙。

请从所谓一般历史的角度来提出问题。毫无疑问（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毫无疑问的，拉林和一小撮取消派除外），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完成。俄国正在走向革命危机。我们应当来证明革命的必要性，宣传革命的合理性和“好处”。既然如此，就应当这样来进行争取政治自由的鼓动：要把问题提得尽量广泛，要为胜利的而不是半途而废的（如1905年）运动指出目标，提出一个能够激发群众热情的口号，因为他们为俄国的现实生活而苦恼，为做一个俄国人受到的耻辱而痛心，他们渴望有一个真正自由的、真正更新的俄国。请从宣传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角度来提出问题。那就不能不向甚至是最愚昧的庄稼人说明，国家应当由全体人民更自由地（比第一届杜马更自由地）选出的“杜马”来管理。究竟怎么办才能使“杜马”不被解散呢？不推翻沙皇君主制就办不到这一点。

可能会有人反对说：把建立共和国的口号当作整个选举运动的口号提出来，就意味着排除合法地进行选举运动的可能性，意味着不是真正承认合法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种反对意见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取消派的诡辩。虽然不能合法地谈论建立共和国（在杜马讲台上是例外，在那里可以而且应当完全在合法的基础上进行关于建立共和国的宣传），但是为了捍卫民主主义，要这样来写文章和发表言论：对民主主义同君主制调和这种思想决不姑息，对自由主义的和民粹主义的君主派进行反驳和嘲笑，让读者和听众弄清楚君主制（正因为是君主制）同俄国存在的无权和专横之间的关系。啊，俄国人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奴隶制的磨炼，他们会懂得字里行间的意思，会忖度讲演人的言外之意。对于那些会推说“没有可能”把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当作我们宣传和鼓动的中心任务的社会民主党的合法活动家们，应该这样回答他们：“不要说‘我不能’，而要说‘我不想’。”

至于没收地主全部土地的要求的重要性，恐怕就不需要特别发挥了。现在在俄国农村中，由于实行斯托雷平的“改革”而怨声载道，“新地主”、乡警同居民群众之间的最残酷斗争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愤怒情绪正在增长（最保守的和敌视革命的人都可以作证），在这种时候，没收地主全部土地的要求就应当成为整个民主的选举纲领的中心任务。我们只是指出，正是上述要求把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不仅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地主自由主义明确地区别开来，而且同知识分子官僚所说的关于“份额”、“消费土地份额”、“生产土地份额”、“平均分配”等等谬论明确地区别开来。这些谬论是民粹派喜欢讲的，也是一切明白道理的农民加以讥笑的。我们没有必要说，“庄稼汉需要多少土地”，因为俄国人民要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使自己在国家整个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摆脱农奴制压迫的枷锁。做不到这一步，俄国永远不会自由，俄国农民永远不会稍微吃饱肚子和成为有文化的人。

对于第三点即八小时工作制，就更不需要说明了。反革命疯狂地夺取工人们1905年的成果，因此工人群众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斗争正变得愈来愈猛烈；而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首先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总之，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表明社会民主党选举纲领的实质和真髓，这就是：干革命！列夫·托尔斯泰在逝世前不久曾经说过，而且是以一种表现出“托尔斯泰主义”最糟糕的特色的遗憾口吻说过，俄国人民快得出奇地“学会了搞革命”。我们遗憾的只是，俄国人民还没有把这门学问学到手，没有这门学问，他们还会世世代代当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奴隶。然而，俄国无产阶级由于渴望对社会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确实把这门学问中必不可少的功课教给了全体俄国人民，特别是俄国的农民。不管斯托雷平用什么样的绞架，不管“路标派”怎样费尽心机，都不能强迫他们忘掉这些功课。功课已经教了，功课正在学，功课还要复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旧纲领，是我们的选举纲领的基础。我们的纲领确切地表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而且这种表述都特别强调反对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目前，在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在内，改良主义正在抬头；另一方面，又有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在一些最先进的国家，所谓“和平的议会活动”时期即将结束，群众的革命骚动时期已经开始，——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的旧纲领就具有了更大的（如果是可以比较的话）意义。就俄国来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向党提出了最近目标：“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代之以民主共和国”。纲领有专门的章节谈到国家管理问题、财政、工人立法和土地问题，这为每一个宣传员和鼓动员展开全部的多方面的工作，为对某些听众就某一原因、某一题目具体阐述我们的选举纲领，提供了明确肯定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材料。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1911年时期的策略是由1908年十二月决议规定的。这些决议得到了1910年一月全会的确认、经过了整个“斯托雷平”时期的经验的验证，对形势和根据形势产生的任务作了准确的估计。旧的专制制度仍然是主要敌人，革命危机象过去一样必然重现，俄国正重新走向革命危机。但是，情况已经不是老样子了，专制制度“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它企图通过资产阶级的新土地政策来巩固农奴主的领地占有制；它正在黑色的和黄色的杜马中建立农奴主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它正在利用自由派资产阶级中的广泛的反革命的（＝“路标派的”）情绪。资本主义向前迈了几步，阶级矛盾尖锐化了，民主派分子同立宪民主党“路标”自由派的分裂已变得更加明显，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发展到新的领域（杜马和利用“合法机会”），这就使它有可能（与反革命的意愿相反）甚至在秘密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扩大宣传鼓动的活动范围。革命的旧任务，经受过考验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旧方法——这就是我们党在瓦解和崩溃时期所坚持的东西，这时我们往往不得不“从头开始”，在已经改变了的环境中，不仅要按旧的方式，而且要按新的方式，采取新的手段来进行准备工作，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战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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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指1908年沙俄军队在弗·普·利亚霍夫上校的指挥下对波斯革命运动的镇压。——[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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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

（1911年10月18日〔31日〕）

《我们的曙光》杂志第6、7、8期主要是谈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的。在议论这个题目的一些文章里，取消派观点的实质被大量华而不实、牵强附会和卖弄词藻的空话掩盖起来了：说什么“无产阶级的战斗动员”、“广泛的公开的动员群众”、“独立行动的工人的群众性政治组织”、“自治的集体”、“自觉的工人”等等，等等。尤里·查茨基甚至说出什么对纲领不仅应当“深入思考”，而且应当“深入感受”……这些大概会使男女中学生欣喜若狂的空话，旨在迷惑读者，“施放烟幕”，从而也就不难偷运私货。

例如，尤里·查茨基先生对纲领的意义和统一的纲领的重要性是这样颂扬的。他写道：“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认可〈纲领〉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同时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不能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去认可国外小组强加于它的纲领。”

这些话居然这样刊登出来了。而这些话不是刊登在唆使人们迫害“犹太佬”和侨民的黑帮机关报上，而是刊登在“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上！这些先生们竟然堕落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不是说明他们的纲领同“国外小组”的纲领之间的原则分歧，而是叫喊反对国外！

而且尤里·查茨基竟然如此笨抽，他泄露了他是代表哪一个小组来推行自己取消派的路线的。他写道：“实行可能的集中化的因素，是同公开的工人运动有密切联系的〈通过《我们的曙光》杂志，是吗？〉并且日益具有稳定性的……〈和日益具有自由主义面貌的〉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集团……我们特别是指彼得堡……”

先生们，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躲躲闪闪是不体面的和不明智的：你们认为（这是很自然的）“集中化的因素”，干脆说中心（取消派的）是彼得堡《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工作人员集团。口袋里藏不住锥子。

尔·马尔托夫企图把锥子藏起来，一再说社会民主党纲领中关于合法性的条文是选举纲领的基础。他在这一点上话说得很漂亮：无论什么都不要“放弃”，无论什么都不要“阉割”。这些话刊登在第7—8期合刊第48页上。而在第54页文章结尾的一段上却写道：


　　“我们〈？显然是指《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应当在无产阶级为争取自己的政治自决的自由、争取拥有本阶级的政党和自由开展自己的活动的权利、争取作为独立的组织力量参加政治生活而斗争的旗帜下〈原文如此！〉进行整个选举运动。无论选举的鼓动内容，还是选举的策略方法和竞选的组织工作方法，都应当服从这个原则。”



　　这真是对自由派工人的纲领的绝妙说明！工人社会民主党人“是在”争取全体人民的自由和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下进行运动的”。工人自由派是“为争取拥有本阶级的〈从布伦坦诺的社会自由主义的意义上理解的〉政党的权利”而斗争的。服从这个原则，这就等于背叛民主派事业。无论自由派资产者，还是政府中的狡猾市侩，都只希望工人为“自己的政治自决”的自由而斗争，而不希望他们为全国的自由而斗争，——马尔托夫重复了列维茨基的公式：“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马尔托夫提出了一个纯粹“新经济主义”的口号。“经济派”说：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新经济派”即取消派说：选举鼓动的全部内容，要服从工人为争取拥有本阶级的政党的权利而斗争这个原则。马尔托夫是否意识到自己这些话的意思呢？他是否意识到这些话就等于让无产阶级脱离革命呢？他说：“自由派先生们，在1905年，我们反对你们，发动了群众特别是农民起来革命，我们为人民的自由而斗争，不管自由派如何拼命想使革命事业在得到半自由之后就停止下来。可是今后我们不再‘迷恋’这些，我们要为本阶级的政党的自由而斗争。”“路标主义的”、反革命的自由派要求于工人的正是这一点（请特别同伊茲哥耶夫写的东西比较一下）。自由派并不否认工人拥有本阶级的政党的权利。他们否认的是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有违背自由派的意愿、甚至与自由派针锋相对地发动下层进行斗争的“权利”。

马尔托夫许愿说不“放弃”、不“阉割”，可是他就这样阉割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以使这个纲领完全满足了拉林、波特列索夫和伊茲哥耶夫的要求。

请看一看，马尔托夫是怎样批评党的策略决议（1908年12月）的。他在谈到“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的时候说，“这是一个不妥当的公式”，因为“在这个公式中，见不到向专制制度的代表同土地贵族之间瓜分政权倒退一步这一现实”，“在这个公式中，各阶级发生激烈的冲突的因素不存在了”——这里说的各阶级的冲突显然是指自由派资产者同农奴主的冲突！马尔托夫忘记了（象谴责工人“过火行为”的自由派一样忘记了），自由派资产者在1905—1907年害怕同封建主发生“激烈的冲突”，而宁愿同工人和农民发生“激烈的冲突”。马尔托夫看到了专制制度向农奴主“倒退一步”（党的决议准确地指出了这倒退的一步：“保持农奴主的政权和他们的收入”）。但是，马尔托夫没有看到自由派资产者从民主向“秩序”、向君主制、向接近地主“倒退一步”。马尔托夫没有看到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道路上迈了一步”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路标主义的联系。他所以没有看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本人就是“混迹于马克思主义者之中的路标派分子”。尽管自由派动摇不定，尽管他们甚至转向秩序党，马尔托夫还是象自由派那样幻想自由派资产者同农奴主发生“激烈的冲突”，而抛弃工人和农民同农奴主发生革命冲突的历史现实。

在这里也只能得出同样的结论：马尔托夫是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观点来反对党的决议的，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提出自己的任何策略决议（虽然马尔托夫不得不承认策略必须以对“六三时期的历史意义的”估计为基础！）。

因此，可以完全弄清楚马尔托夫为什么要写如下一段话了，他说：“……工人政党应当竭力……促使有产阶级采取某种步骤，逐步实现立法的民主化和扩大宪法的保障……”一切自由派都认为工人竭力“促使有产阶级”采取某种步骤是完全理所当然的，但是自由派有一个条件：就是工人不得促使无产者采取自由派所不喜欢的“步骤”。严重腐蚀了英国工人的英国自由派的全部政策，就是让工人去“促使有产阶级”，而不让工人夺取全民运动中的领导权。

同样可以完全弄清楚查茨基、马尔托夫、唐恩为什么这样痛恨“左派联盟的”策略。他们对“左派联盟的”策略的理解不是指选举中的“左派联盟”，而是指伦敦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共同策略：使农民（和全体小资产者）摆脱立宪民主党人的影响；迫使民粹派集团在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作出选择。拒绝这个策略就是同民主派脱离关系：现在，在“斯托雷平时期”以后，在“立宪民主党的斯托雷平自由派”建立了功勋以后（米留可夫在伦敦提出了一个口号：“陛下的反对派”！），在《路标》文集出版以后，只有斯托雷平的社会民主党人才看不到这一点。

不要给自己制造幻想：我们有两个选举纲领，——这是事实。这个事实用空话、牢骚和愿望是搪塞不了的。一个是上面提到的那个以党的决定为基础的选举纲领。另一个是被列维茨基、尤里·查茨基及其同伙所发展和补充了的和被马尔托夫润色过的波特列索夫—拉林的选举纲领。这后一个所谓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实际上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纲领。

谁不懂得这两个工人政策的纲领的差别，不可调和的差别，他就不能自觉地进行选举运动，谁就经常要感到失望，“产生误会”，犯喜剧性的或悲剧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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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1911年10月23日〔11月5日〕）

《言语报》和《俄罗斯新闻》为了进行选举鼓动，都全力投入维特同古契柯夫的论战中去了。论战的性质，从《言语报》下面一段话中看得很清楚：


　　“古契柯夫率领的十月党人先生们，往往为了讨好当局而和杜尔诺沃先生一伙同流合污！他们往往眼睛盯着当局，不顾社会舆论！”



　　这段话是针对下面情况说的：1905年10—11月，维特同乌鲁索夫、特鲁别茨科伊、古契柯夫和米·斯塔霍维奇磋商组阁问题，后三人坚决不同意提名杜尔诺沃当内务大臣的候选人。然而，立宪民主党先生们责备十月党人的时候，也暴露出他们对自己的过去非常健忘。“十月党人和杜尔诺沃一伙同流合污”。这话说得很对。这无疑证明了，说十月党人是民主派是可笑的。不过十月党人并不自以为是民主派。而立宪民主党人则自称是“立宪民主主义者”。但是，难道在同维特磋商时赞成提名杜尔诺沃当候选人的乌鲁索夫这样的“民主派”，不是“和杜尔诺沃一伙同流合污”吗？难道在头两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作为一个政党，不是“眼睛盯着当局，不顾社会舆论”吗？

决不可以忘记或者歪曲众所周知的事实。请回忆一下第一届杜马中地方土地委员会的历史。立宪民主党人当时所以反对，正是“为了讨好当局”。立宪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第一届杜马时期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无疑是“眼睛盯着当局”和“不顾社会舆论”的。这是因为代表俄国十分之九的居民的劳动派和工人代表，当时都赞成地方土地委员会。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无论在第一届还是在第二届杜马中，也曾数十次表现出了各个政党的这种相互关系。

很难想象，立宪民主党人能怎样反驳这些事实。难道可以说，他们在头两届杜马中没有同劳动派和工人代表发生分歧，同时也没有同葛伊甸之流、十月党人和当局携手合作吗？难道由于选举制度的原故，劳动派和工人代表就不代表居民的大多数了吗？或者说，我们的“民主派”要把“有教养的〈从官方颁发的证书来看〉人士”的意见，而不把多数居民的意见叫作社会舆论吗？

如果对斯托雷平担任首席大臣的时期，即1906—1911年的五年作个历史的评价，那就不能否认，无论是十月党人还是立宪民主党人都不是民主派。只因为立宪民主党人追求这个称号，他们的自我欺骗和欺骗“社会舆论”，即欺骗群众舆论，在这里就显得特别突出，特别有害。

当然我们并不想说，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是“一个反动帮派”，十月党人的自由主义同立宪民主党人不相上下。我们只想对他们说，自由派是一回事，民主派又是另一回事。自由派自然是把资产阶级的意见，而不是把工人和农民的意见当作“社会舆论”的。民主派是不会这样看的，不管他们有时对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抱什么幻想，他们却相信群众，相信群众的行动，相信群众的情绪是合理的，群众斗争的方法是适当的。

民主派这个字眼愈是被滥用，就愈要坚持不懈地提醒人们注意自由派同民主派的这个区别。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里，选举对各资产阶级政党来说都是为宣传目的服务的。对于工人阶级来说，选举和竞选应该为进行政治教育、说明各政党的真正性质这种目的服务。判断政党，决不能根据它们的名称、声明和纲领，而要根据它们的行动。

但是，维特同古契柯夫的涉及斯托雷平怎样开始当大臣的问题的论战（顺便提一下，古契柯夫证明，1905年秋，没有一个“社会活动家”反对提名斯托雷平当大臣候选人），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更重要、更有意思的问题。

第一次提名（1905年秋）斯托雷平为内务大臣候选人，是在维特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的会议上。甚至在第一届杜马时期，身为内务大臣的斯托雷平就“曾两次通过克雷让诺夫斯基建议穆罗姆采夫讨论立宪民主党组阁的可能性问题”，——9月6日《言语报》的编辑部文章就是这样写的，而且还谨慎地、转弯抹角地加上一句：“有消息说”，斯托雷平是这样做的。只要回忆一下立宪民主党人起初是对这类“消息”表示沉默或进行谩骂的情形就够了。现在，他们自己引用这些消息，显然也就证明这些消息是真实的。

我们接着往下谈。第一届杜马垮台后，斯托雷平当了首席大臣，曾经直接建议葛伊甸、李沃夫、米·斯塔霍维奇加入内阁。这种“勾结”失败后，即“杜马第一次休会期间，斯托雷平同古契柯夫开始有了密切的政治关系”，而大家知道，这种关系一直继续到1911年。

结果怎样呢？提名斯托雷平当大臣的问题，是同资产阶级的代表在一起讨论的；斯托雷平在他当大臣的整个任期内，即从1906年到1911年，接二连三地向资产阶级的代表提出“建议”，他始而同立宪民主党人、后来又同和平革新党人[171]、最后同十月党人建立或试图建立政治关系。最初，人们“建议”“社会活动家”即资产阶级的领袖提名斯托雷平当大臣，后来斯托雷平当了大臣，在他整个任期内，不断向穆罗姆采夫之流、葛伊甸之流、古契柯夫之流提出“建议”。一旦再也物色不到可以向之提“建议”的资产阶级各政党和各派别的各种人士，斯托雷平的官运也就告终（大家知道，斯托雷平辞职是早就定了的）。

由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是很清楚的。如果说，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现在的争论，是关于在组阁谈判或同大臣们谈判时他们中间谁更卑躬屈膝，是乌鲁索夫还是古契柯夫，是穆罗姆采夫还是葛伊甸，是米留可夫还是斯塔霍维奇，等等，等等；那么这种争论是不足道的，它只会分散群众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关心重大的政治问题。而这个重大的问题显然就是要了解俄国国家制度史上的这个特殊时代的条件和意义，在这个特殊时代，大臣们不得不向资产阶级领袖们提出一系列的“建议”，大臣们能够找到同这些领袖进行谈判和恢复谈判的共同的基础，哪怕是某一点共同的基础。重要的不是当时谁的态度最坏，是卡尔普还是西多尔[172]；重要的是，第一，旧地主阶级不向资产阶级领袖提出“建议”就已经不能发号施令了，第二，野蛮的地主同资产者有谈判的共同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反革命性。

斯托雷平不仅仅是经历过1905年的地主们的大臣；不，他还是资产阶级具有反革命情绪时代的大臣。由于共同敌视“1905年”，地主应当而且可以向这个资产阶级提出建议。资产阶级（即使现在只就立宪民主党这个最左的“自由派”政党来说）的这种情绪，无论在《路标》文集向民主派和群众运动泼脏水的宣传中，或者在米留可夫的“伦敦”口号中，在卡拉乌洛夫的许多祈祷式的演说中，在别列佐夫斯基第一关于土地问题的演说中等等，都已表现出来了。

我国的一切自由派，一切自由派报刊，包括自由派工人政客在内，总想忘掉问题的这一方面。然而，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最为重要，因为它向我们说明19世纪或20世纪初和1905年以后，地主当了省长和当了大臣的那些条件的历史特点。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9月30日《言语报》）在同古契柯夫争论时写道：“俄国社会清楚地记得十月党的经历。”

噢，是的！自由派是清楚地记得“自己人”乌鲁索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同葛伊甸之流、李沃夫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的小小的对骂的。但是，俄国民主派，特别是工人民主派，是清楚地记得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包括立宪民主党人）的“经历”的；他们清楚地记得，1905年的大变动使得地主和地主官僚们不得不寻求资产阶级的支持，而这个资产阶级也非常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地位。这个资产阶级完全同意地主的看法，认为地方土地委员会是不需要的和有害的，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同地主在杜尔诺沃还是斯托雷平这个非常重要的、真正原则性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





	载于1911年10月23日《明星报》第2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369—373页

















[171]和平革新党人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君主立宪主义组织和平革新党的成员。和平革新党是左派十月党人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和平革新派”基础上组织的，1906年6月成立。该党持介乎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主要是在策略上与它们有所不同，而其纲领则十分接近于十月党。在第三届国家杜马（1907年选出）中，和平革新党同民主改革党联合组成“进步派”。该派是1912年成立的进步党的核心。和平革新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是《言论报》和《莫斯科周刊》。——[372]。



[172]卡尔普、西多尔是俄国常见的人名，此处是泛指某某人，相当于汉语中的张三李四。——[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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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中派

（1911年11月5日〔18日〕）

第三届杜马最近一次会议刚一开始，就马上提出了对这个机构的工作的总结问题。我们可以用《言语报》下面一段话来表明极其重要的总结之一。

不久以前《言语报》的社论写道：“有几次投票，实际上再现了‘中派左翼’在杜马中的优势……杜马所从事的同生活的迫切需要和要求有关的实际活动，从会议一开始就肯定不变地按照中派左翼（当然，它是不存在的）的一贯方针进行。”

该报好象捉住了首席大臣“本人”似的，兴高采烈地大声说：“科科夫佐夫先生曾经三次毫无拘束地〈在他的第一次发言里〉声明，他完全支持斯捷潘诺夫〈立宪民主党人〉的论点。”

“中派左翼”的存在，是无须争论的事实。问题只是在于，这个事实的存在是说明“生活”呢，还是说明停滞不前？

第三届杜马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两个多数。早在1907年年底即在这届杜马的“工作”开始以前，马克思主义者就提出，承认“两个多数”和说明两者的性质是自己估计形势和评价第三届杜马的关键。

第一个多数是黑帮－右派十月党人多数，第二个多数是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第三届杜马的选举法就是为了要搞出这么两个多数来。我们的自由派假装看不见这一点是枉费心机的。

促使政府必然走上这条道路的，并不是什么偶然原因或个别人的某种阴谋诡计，而是1905—1907年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事变表明，“指望”居民群众是不行的。先前，在“事变”以前，官家的“人民政策”这种幻想还能够存在；事变粉碎了这种幻想。现在不得不公开地、赤裸裸地、恬不知耻地指望一个统治阶级即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马尔柯夫之流的阶级，并指望资产阶级的同情或恐惧。一类资产阶级偏重于主张给予经常的支持（如十月党人），另一类资产阶级偏重于同情或者惧怕所谓的秩序（如立宪民主党人），——这种差别没有什么重大意义。

俄国的整个政治体系所发生的上述变化，早从1905年年底起，在维特、特列波夫、斯托雷平同乌鲁索夫、特鲁别茨科伊、古契柯夫、穆罗姆采夫、米留可夫的会谈中就已初露端倪。这种变化在具有两个多数的第三届杜马中终于确定下来了，并形成了国家立宪的形式。

当前的政治制度为什么需要第一个多数，是无须说明的。但是，人们往往忘记了第二个即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也是这种制度所需要的，因为没有“资产阶级原告”，政府也就不能成为现在的政府；不同资产阶级勾结，政府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不试图让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马尔柯夫之流容忍俄国的资产阶级的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发展，无论财政部还是所有各部，都不能维持下去。

现在，“中派左翼”尽管很谦逊，但也表示不满，当然这就证明，整个资产阶级愈来愈坚信它是白白地为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作了牺牲。

但是，“生活的迫切需要和要求”能够得到满足，并不是通过“中派左翼”的叹息和诉苦，而只是由于整个民主派认识到了中派的软弱无能和可怜处境的原因。这是因为整个中派，包括中派左翼在内，都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他们抱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但是，他们不想不要而且也不能不要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命运多舛，为什么这个中派左翼连一次胜利、甚至连少许的胜利也得不到的原因。

《言语报》所说的“中派左翼”是死，而不是生，因为这整个中派在俄国历史上的紧要关头害怕民主派并背离了民主派。而在俄国，民主派的事业是有生气的事业，是最有生气的事业。

生活的迫切需要和要求，正在备受立宪民主党人关注的“中派左翼”所不在意的那些领域里逐步实现。细心的读者在读到例如杜马关于“治安”问题讨论的报道的时候，当然不会不注意到，波克罗夫斯基第二、特别是格格奇柯利在发言中对问题的提法，同罗季切夫及其同伙对问题的提法相比，真有天壤之别，生死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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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和新的

（一个报纸读者的短评）

（1911年11月5日〔18日〕）

只要一拿起报纸，就马上沉浸在“旧的”俄国的氛围中。阿尔马维尔地区大暴行事件。这种当局事先知情并认可的屠杀，是官长设下的圈套，是“某些人怂恿主使的”（居民原告人的话）“屠杀俄国知识分子（广义上的）”的事件。俄国生活中这一旧的但又万古常新的现实，是对“立宪”幻想的一个辛辣的嘲笑。

这是一个辛辣的但是有益的嘲笑！很清楚，俄国年轻的一代也愈来愈清楚，任何谴责、任何决议都无济于事。在这一点上，问题关系到整个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历史的真理穿过骗人的幻想烟幕（好象可以旧皮囊里装新酒）正在得到证明。

饥饿……出卖牲畜，出卖少女，乞丐成群，伤寒流行，死于饥饿。一个记者写道：“居民只有一个特权，无声无息地死去。”


　　“老实说，地方自治人士担惊受怕的是，他们连同他们的田庄将处在忍饥挨饿的、心怀仇恨的、对任何希望都丧失信心的人们的包围之中。”（引自喀山省的通讯）



　　看来，不管目前的地方自治机关多么可靠，可是地方自治机关同政府为了贷款的数目正在展开一场争论。申请600万卢布（喀山省），国库拨给100万。申请了60万（萨马拉省），国库只拨给了25000卢布。一切照旧！

在普斯科夫省霍尔姆县的地方自治会议上，甚至地方官也反对地方自治机关的农艺措施（单为独立农庄主服务的！）了。在库班召开了哥萨克村镇阿塔曼代表大会，全体一致反对第三届杜马通过的加强份地私有制的计划。

察里津县会审法庭决定，不把拷打一个妇女（“为了搜捕罪犯”）的头领交付法院审判。省会议撤销了这个决定。

在彼得堡近郊，工人把工厂经理雅柯夫列夫先生装进麻袋，拖向涅瓦河。乡警驱散了工人。18名工人被捕。

难怪连《言语报》面对这种生活图景也不得不认为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不平现象”。而康杜鲁什金先生在从萨马拉寄来的一些谈到饥荒的信件中发牢骚说 
［注：满怀“对全俄国的不平的忧虑”。］

 ，“我觉得，它，这个俄国社会柔和得象块橡皮，象个面团。可以用言语和行动揉搓它，挤压它。但是一放手，一切又恢复原样。”

“他们，这些富裕而又贫困的俄国庸人和知识分子，生活得非常安逸。当别人饿得要‘浮肿’的时候，他们却兴高彩烈，高兴得流泪。他们去援助别人的时候一定要流着眼泪，怀着‘崇高的’感情。这时，他们将得到一个抚慰自己灵魂的绝好机会。如果没有感情，没有眼泪，那么工作就不成其为工作，援助也不成其为援助了。如果流不出眼泪，他们就不会认为问题重大，就不会尽点力。因而，你首先要感动他们，使他们哭起来，用洁白的手帕擤鼻涕。至于严肃地估计和健全冷静地认识国家需要——这太枯燥了，这里没有丝毫柔和的性情。”

对，对，在“面团”和“橡皮”的世界里，宣传“严肃性”并不是无益的。只是我国的自由派没有发觉，他们是从什么角度进行这种宣传的，说什么“健全冷静地认识国家需要”，康杜鲁什金先生，这莫非是你从缅施科夫那里抄袭来的？要知道，正是在“面团”和“橡皮”的基础上，正是在柔和与好哭的性情的基础上，才可能发表关于国家制度之类的言论。正因为有面团般的人，“健全冷静的国家制度”的代言人才会那样自信。

康杜鲁什金先生照旧说：“俄国社会柔和得象块橡皮。”社会是有各种各样的。曾经有一个时期，“社会”一词包罗万象，囊括一切，它是指居民中各种觉醒过来的人士或者只是指所谓“有教养的”人。

但正是在这一方面，俄国的情况已经不再照旧了。在只可以谈论社会的时候，这个社会的优秀人物宣扬的是严肃的斗争，而不是“健全冷静地认识国家需要”。

而目前不能一般地谈论“社会”了。在旧的俄国，各种新的力量的差异已经表现出来了。饥荒等旧的灾难还是照旧威胁着俄国，使旧的问题更加尖锐，这就要估计一下20世纪头10年这些新的力量是怎样表现自己的。

“社会”所以柔和与好哭，是因为这个“社会”所倾向的并占社会十分之九的那个阶级软弱无力和优柔寡断。宣扬“严肃地估计和冷静健全地认识国家需要”，只不过是替“官长”对这个萎靡不振的社会的统治进行辩护。

而过去的10年表明，居民中的一些人士并不属于这个“社会”，也没有柔和与好哭的特性……

在俄国，在上层，一切“照旧”，但是在下层，却有某种新东西。谁在“对全俄国的不平的忧虑”的帮助下看到、感觉到和找到这个坚强的、不好哭的、不是面团一样的新东西，他就会找到摆脱旧东西的道路。

谁要是把对这种忧虑的牢骚同关于“健全冷静地认识国家需要”的言论掺和在一起，那么他恐怕就会永远是可以“揉搓和挤压”的“面团”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为了“健全冷静的”国家制度，这种人才被“揉搓和挤压”的——这也是自作自受。

如果这个“社会”中有100个人受到这种待遇，其中有一个人竟能变硬一点，那就会得到有益的效果。不划清界限，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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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
[173]



对整个案件的介绍

（1911年11月6日〔19日〕以后）

自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全体代表——我国政府卑鄙阴谋的牺牲品——被送交法庭，并作为重大罪犯被流放服苦役以来，已经过去四年了。俄国无产阶级很清楚，自己的代表受到的控告全是捏造。可是，当时反动势力非常猖獗，审判又是秘密进行，因此没有沙皇政府所犯罪行的足够证据。只是最近保安处的暗探布罗茨基供认了的一些确凿事实，才使我国当局的卑鄙龌龊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下面就是这整个案件的经过：

尽管选举权受到种种限制，俄国无产阶级还是派了55名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第二届杜马。

这个社会民主党党团，不但人数很多，而且思想水平极高。这个党团在革命中诞生，打上了革命的烙印，而且它的发言——从中还可听到席卷全国的伟大斗争的反响——不仅对提交杜马审核的法案，而且对整个沙皇的和资本主义的统治制度作了深刻而有充分根据的批判。

这个社会民主党党团是以当代社会主义这个不可战胜的武器武装起来的，它是一切左派党团中最革命、最彻底、阶级意识最强的。它带动了一切左派党团，给杜马打上了自己的革命烙印。我国的当局认为，社会民主党党团是革命的最后发源地，是革命的最后象征，是社会民主党对无产者群众发生巨大影响的活生生的证据，因此，它对反动派是一种经常的威胁，是反动派胜利行进中的最后障碍。所以政府认为，不仅必须摆脱极其革命的杜马，而且必须把无产阶级和具有民主情绪的农民的选举权减少到最低限度，以阻止将来再选出这样的杜马来。实行这种政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摆脱社会党党团，使它在全国人的心目中名誉扫地，因为砍掉脑袋，就可毁灭全身。

可是，要这样做，就要有个借口，比如说，找个机会控告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政治上犯了什么大罪。警察和保安处诡计多端，他们很快就设法找到了这种借口。他们控告社会党议会党团同社会民主党的战斗组织和社会民主党的军事组织有密切联系，决意以此败坏它的声誉。为了这个目的，保安处处长格拉西莫夫将军（所有这些材料都引自布尔采夫主编的在巴黎圣雅克林荫道50号出版的《未来报》（《L’Avenir》）[174]第1号）派遣自己的暗探布罗茨基打入上述组织。布罗茨基钻进这些组织以后，起初是一个普通成员，后来成为书记。军事组织的某些成员想派遣一个士兵代表团去会见社会党议会党团。保安处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已经取得了军事组织信任的布罗茨基就来负责执行这个计划。选上了几名士兵，草拟了申述士兵要求的委托书，而且事先甚至不通知社会党党团，就确定了代表团要在党团办公室会见党团的日期。由于士兵穿了军装是进不去的，于是就要他们换装，而且这是在保安处的一个暗探家里干的，在那里，这些士兵穿上了保安处为他们购置的服装。按格拉西莫夫的卑鄙计划，布罗茨基要和士兵同时进入社会党党团的办公室，并且带上革命文件，从而更进一步败坏我们代表的声誉。约定好下一步就是把布罗茨基同其他人一起逮捕，然后保安处就给他提供假逃跑的机会，从而使他得到自由。可是，布罗茨基到得太晚了，当他正想带着败坏声誉的文件混进党团办公室的时候，门口已经开始搜查，不允许他进去了。

这就是保安处精心策划的一出好戏，它使反动派不仅有可能判处无产阶级的代表服苦役，而且有可能解散第二届杜马，实现自己的1907年6月3日（16日）政变。政府果然在这一天发表了自己的宣言（这个宣言和沙皇的其他宣言一样，其可耻的伪善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说它解散杜马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杜马不但不支持和帮助政府设法恢复国内安宁，反而反对政府的一切建议和意图，而且不肯批准镇压国内革命分子的措施。此外（我引用原话）：“干出了编年史上闻所未闻的事情。国家杜马的一伙人反对国家和沙皇政权的阴谋已被司法当局揭露了。我国政府要求在判决前暂时撤销被控犯有这一罪行的55个杜马代表的资格，并把其中罪行最大的人监禁起来，可是，国家杜马并没有立即执行当局的这个刻不容缓的合理要求。”

顺便提一下，沙皇罪行的证据，不仅仅政府及其密友们知道。我们那些始终不懈地空谈什么法制、公正、真理等等，等等，并用“人民自由党”这个冠冕堂皇的称号来粉饰自己党的可爱的立宪民主党人，四年来对这个龌龊勾当讳莫如深的一切卑鄙细节也都很清楚。可是在漫长的四年中，对我们代表被非法判刑、在苦役监狱里受折磨、有些人死去和神经失常等等，他们却冷眼旁观，而且……谨慎地保持沉默。其实他们完全有可能发表意见，因为他们在杜马里有代表，并且掌握了许多日报。他们夹在反动派和革命派之间，但是他们更害怕革命派。因此，他们向政府献媚，在漫长的四年中一直用沉默来包庇政府，从而成了政府罪行的同谋。只是最近（1911年10月17日的杜马会议上），在讨论有关保安处的质询的过程中，他们的一个代表捷斯连科终于泄露了这个严加保守的秘密。下面是他的部分发言（根据正式速记记录的原文）：“当谈到对第二届国家杜马53个代表[175]提出起诉时，杜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得到了要证明53个国家杜马代表密谋通过武装起义在俄国建立共和国的一切文件。第二届国家杜马所属的这个委员会（我当时是该委员会的报告人）确信，而且一致确信，问题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所策划的叛国阴谋，而是彼得堡保安处所策划的反对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阴谋。当委员会根据这些文件准备好报告时，在所有这些材料正要在这个讲坛上陈述的前一天，国家杜马被解散了，因而已经揭露的事情也就无法在这个讲坛上谈了。开始审讯的时候，这53个被控告的国家杜马代表曾要求公开审判，让舆论界知道，罪犯不是他们，而是彼得堡保安处；可是，审判是秘密进行的，社会上从来不知道这种情况。”

事实就是这样。四年来，我们的代表一直在受折磨，被戴上了镣铐，关在俄国暗无天日的监狱里，这些监狱的残暴冷酷的情景，你们当然都是知道的。许多人在那里已经死去。其中一个代表已经神经失常，其他许多人被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毁坏了健康，生命危在旦夕。俄国无产阶级再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坐视自己的代表仅仅因为他们能够坚决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这个惟一的罪名而死在沙皇的监牢里。尤其当布罗茨基的自供使真相大白，从而在法律上有充分理由要求重新审理的时候，他们更不能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一情况。因而，在俄国已经展开了要求释放我们代表的运动。

彼得堡出版的工人报纸《明星报》，在1911年10月29日这一号上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这家报纸向报刊、自由派代表和左派代表、社会团体、而且主要是向无产阶级，发出了呼吁。它大声疾呼：“任何地方，只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听到那些仅仅因为敢于在全国面前履行自己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的义务而被监禁、失去自由、失掉一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人的镣铐锒铛声，那里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安宁和心绪平静。在令人发指的真相被揭穿以后，社会的良心不能而且不应当处之泰然。尽管困难重重，我们必须加以克服，并且要求重新审理对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诉讼程序！……但是无产阶级首先应当说出自己铿锵有力的话，因为他们的代表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目前正在苦役监狱中受折磨。”

俄国无产阶级在开始进行这个斗争的时候，请求各国社会党人支援他们，同他们一起向全世界高声宣布自己对目前统治我国的、戴着卑鄙伪善的假面具、而其野蛮和不文明程度甚至超过亚洲各国政府的专制政府的残酷和无耻行为表示愤慨。

在法国，沙尔·迪马同志已在《未来报》发表的文章中发起运动，要求在这艰难的时刻大力支援俄国无产阶级。希望各国社会党人以此为榜样；希望他们在议会中、在自己的报刊上和自己的人民集会上，在一切场合，表示自己的愤慨，要求重新审理第二局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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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关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对整个案件的介绍）》是列宁写的一篇报告。它同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案件的材料一起，由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作为第21号通报的附件，分别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发表于《社会党国际局定期公报》第8号。



1912年3月17日（30日）《工人报》第8号的编辑部短评中说：“在社会党国际局把我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列宁同志关于这一案件的报告分发给各党并发出号召以后，外国各社会民主党大大加强了宣传鼓动。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典、芬兰、奥地利等国的社会民主党议员，都已提出了抗议。”——[381]。



[174]《未来报》（《Будушее》（《L’Avenir》））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1911年10月22日—1914年1月4日在巴黎用俄文出版（有些材料用法文刊印），编辑是弗·李·布尔采夫，撰稿人中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382]。



[175]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共有55人受审，其中2人被拘留后不久即死去，所以1911年10月17日（30日）的杜马会议上说是53名代表。——[384]。







《列宁全集》第20卷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葬礼上发表的演说

（1911年11月20日〔12月3日〕）

同志们！

现在我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早在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俄国的觉悟工人和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就懂得十分敬重拉法格，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才能的、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而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俄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阶级斗争得到了出色的验证。在这一思想的旗帜下，俄国工人的先进队伍团结起来了，用自己的有组织的群众斗争打击了专制制度，不顾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背叛和动摇，过去和现在都在捍卫社会主义事业、革命事业和民主事业。

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认为，拉法格体现了两个时代的结合：一个是法国革命青年同法国工人为了共和制的理想向皇朝发动进攻的时代；一个是法国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进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坚定的阶级斗争、为争取社会主义、为同资产阶级进行最后斗争作准备的时代。

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受到一贯使用亚洲式野蛮手段的专制政府的种种压迫，有幸从拉法格和他的朋友们的著作中直接汲取欧洲工人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现在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拉法格毕生捍卫的那个事业的胜利时刻很快就要到来。俄国革命揭开了全亚洲的民主革命的时代，现在有8亿人参加了整个文明世界的民主运动。而在欧洲，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所谓和平的资产阶级议会活动统治的时代即将结束，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战斗的时代就要到来。无产阶级一定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共产主义制度。





	载于1911年12月8日（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387—388页














《列宁全集》第20卷


海德门谈马克思

（1911年11月26日〔12月9日〕）

英国的“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亨利·迈尔斯·海德门的一本篇幅很大的回忆录最近出版了。这本书将近500页，书名叫作《冒险生活记事》 
［注：海德门的《冒险生活记事》，1911年伦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

 ，是一本生动地描述作者的政治活动和他所认识的“著名”人士的回忆录。海德门的这本书，为评述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评价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某些最重要的问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材料。

因此，我们认为，写几篇短文来评论一下海德门的这本书是适时的，特别是由于自由派季奥涅奥在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的《俄罗斯新闻》（10月14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些问题作了异常典型的自由主义阐述，或者确切些说作了异常典型的掩饰。

我们先谈谈海德门对马克思的回忆。亨·海德门在1880年才认识马克思，当时，他显然对马克思的学说和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了解得很少。海德门生于1842年，在1880年以前，他一直是一个同保守党（托利党）有联系并对它抱同情的、色彩不明的“民主主义者”，——这带有英国的特点。海德门在1874年和1880年之间曾多次去美国，在一次旅途中读了《资本论》（法文译本）以后，他就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了。

海德门在卡尔·希尔施的陪同下拜访了马克思，他当时在脑海中把马克思同……马志尼相比！

从下面的情况可以看出海德门是从什么角度来作这番比较的：海德门认为，马志尼对他周围的人的影响是“个性的和个人伦理上的”影响，而马克思的影响，“差不多完全是理性的和科学的”影响。海德门去拜访马克思，是去拜访一个“伟大的分析天才”，渴望向他请教；而马志尼吸引海德门的，是他的性格，“思想和行为的崇高形象”。马克思是“有更高智慧的人，这是不容争辩的”。而海德门在1880年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了解很差（就是现在也不完全懂得——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这也是不容争辩的。


　　海德门写道：“当我见到马克思时，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个刚劲有力、头发蓬松、倔强不驯的老人，随时准备（且不说是渴望）与人冲突，而且总是有点疑心他似乎会马上受人攻击。但他亲切地同我打招呼，他开头讲的几句话也很亲切。我告诉他，我能同《资本论》的作者握手，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他回答说，他很高兴地读了我的谈印度的文章
［注：海德门在他最近转向沙文主义以前，曾经坚决反对过英帝国主义，从1878年起，他搞了一个高尚的揭露运动，揭露各个党派的英国人（包括“有教养的”和“激进的”作家约翰·莫利（Morley）在内）在印度所干的那些早已使他们声名狼藉的可耻的迫害、暴行、掠夺和欺骗行径（直到鞭笞政治“犯”）。］

 ，并在他为报纸写的通讯中称赞过这些文章。”“当马克思非常愤慨地谈到自由党的政策，尤其是自由党对爱尔兰的政策的时候，这位老战士的一双深邃的小眼睛炯炯发光，浓眉紧锁，宽大的鼻子和脸颊也颤动起来，口若悬河地进行了严厉激烈的斥责。这使我感到他是个激情满怀容易冲动的人，也看出他精通英语。他由于愤怒而十分激动时的讲话姿态，同他叙述他对某一时期的经济事件的看法时的面部表情，形成十分分鲜明的对照。他从先知者和大雄辩家毫不费力地一变而为冷静的哲学家，所以我马上感到，要经过很多年以后，我才不会在这些经济问题上感到自己在他面前象一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那样。

当我读《资本论》，特别是读他的论巴黎公社和《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这种小部头著作的时候，我很惊奇，他是那么善于把对经济原因和社会后果的最精确最冷静的研究，同对某些阶级以至个人如拿破仑第三或梯也尔的最强烈的憎恨结合在一起。按照他自己的理论，拿破仑第三或梯也尔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札格纳特车轮[176]上的苍蝇罢了。不要忘记，马克思是个犹太人，我觉得，在他的身上，在他的性格中，外貌上——宽大的前额，下垂的浓眉，充满热情的、炯炯发光的双眼，敏感的大鼻子，灵巧的嘴巴，连鬓的胡子，蓬松的头发——既有犹太种族的伟大先知者的义愤，又有斯宾诺莎和犹太学者的冷静的分析才智。这是我还没有见到过的各种才能在一个人身上非凡的结合。

我和希尔施告别马克思出来时，这位伟大人物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尔施问我对马克思的看法怎样，我回答说：‘我认为，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可是，话一出口，我立刻觉得这个评语并不能充分说明整个‘对象’。首先，不能设想，马克思会一方面充当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廷臣，另一方面又写出对后人有极大影响的深湛的科学著作。其次，马克思从来没有为了象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那样以冷静无情的眼光观察事实及其环境，而同人类的直接利益完全脱节（尽管有人一再说他脱节了）。毫无疑问，马克思对他周围的剥削制度和雇佣奴隶制的憎恨，不仅是理智上的和哲学上的憎恨，而且是他个人感情上的憎恨。

记得有一次我对马克思说，当我上了年岁，我想我会变得比较能够容忍。当时马克思说：‘比较能够容忍？比较能够容忍吗？’很明显，他是不会变得比较能够容忍的。我认为，正是马克思对现存制度的深恶痛绝和对敌人的致命的批判，妨碍富裕阶级中许多有教养的人正确估计他的伟大著作的全部意义，而仅仅因为柏姆－巴维克之流曲解了马克思并企图‘驳倒’马克思，就把这些学识浅薄、玩弄辞藻的三等货看作英雄。我们现在总是习惯于在剑锋上装上大软球来交战，在英国尤其是如此。马克思手持出鞘的剑，向敌人猛攻，在我们那些具有绅士派头的伪善的学术斗士看来，是不成体统的，所以他们不能相信，这位无情的辩论家和资本及资本家的死对头，就是当代真正最渊博的思想家。”





　　在1880年，英国公众差不多都不知道马克思。当时他的身体已经明显衰弱了，紧张的工作（每昼夜16小时以上的脑力劳动！）损坏了他的身体，医生禁止他在夜间工作。海德门说，从1880年底到1881年初，他是利用马克思的空闲时间进行交谈的。
　　“我们谈话的方式是很别致的。马克思有一种习惯，当他争论得兴奋起来的时候，他就在房间里快步来回踱着，好象在海船甲板上散步一样。我自己在长途旅行中（到美国、澳大利亚等等）也养成了这种习惯，当我的脑子特别集中思考某个问题的时候，也是来回踱着。当时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师生两人在房间里绕着桌子来回踱上两三个钟头，讨论当代的问题和过去的事情。”



　　马克思在同海德门讨论的各种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海德门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没有作过稍微详细的叙述。从上面援引的话可以看出，海德门的大部分注意力，几乎是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猎奇方面；他这本书的所有其他内容，也是如此。海德门的自传，是一个英国资产阶级庸人的传记；他虽然是本阶级的最优秀的分子，最终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从来没有完全抛弃资产阶级的传统，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成见。海德门重复那些庸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责难，说他们似乎是“貌似民主的”国际这个组织中的“专制君主”，说他们不懂得实践，不了解人等等，然而海德门从来没有打算在精确地、具体地叙述相应时期的形势的基础上评价一下其中任何一个责难。

我们看到的是猎奇，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反对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同拉萨尔派[177]的统一）工作，而统一是必要的！海德门所说的仅此而已。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在原则上是万分正确的这一点，海德门却只字未提。海德门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在国际展开活动的时代提出“民主”（组织上的），是不是资产阶级宗派瓦解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的建设的挡箭牌，这个问题海德门甚至对自己都没有提出过。

因此，海德门在叙述他同马克思决裂的经过时，除了诽谤（季奥涅奥之流先生们式的诽谤）就根本没有什么别的了。瞧，恩格斯原来是一个“吹毛求疵、疑虑重重、忌贤妒能的”人；仿佛马克思夫人曾对海德门夫人说过，恩格斯是马克思的“魔星”（！！）；恩格斯（海德门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而季奥涅奥先生在《俄罗斯新闻》上却说见过）愿意“同他帮助过（用金钱；恩格斯很富，而马克思很穷）的那些人交往，是要利用他的金钱取得充分的交换价值”；似乎是恩格斯使马克思同海德门闹翻的，因为恩格斯害怕当时有钱的海德门会取代恩格斯做马克思的有钱的朋友！！

当然，自由派先生们很乐意抄袭这些庸俗不堪的下流东西。哪怕读一下海德门自己提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给左尔格的那些信[178]，搞清一下须要搞清的事情，自由派的下流作家对此显然完全不感兴趣！他们是不管这些的！但是，只要参考一下这些书信，把这些书信同海德门的“回忆录”对照一下，问题就会立刻解决。

1881年，海德门出版了《大家的英国》这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虽然正在转向社会主义，但依旧是个糊涂之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本小册子是为当时出现的“民主联盟”[179]（不是社会主义联盟）写的，“民主联盟”中有许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海德门在自己的小册子中有两章是复述和转抄《资本论》的，但却不提马克思的名字，只在序言中很含糊地提到他非常感谢某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有创见的作家”，等等。海德门说，由于这个缘故，恩格斯就使我同马克思“闹翻”了，同时他引证马克思1880年12月8日写给他的一封信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56—457页。——编者注］

 。据海德门说，马克思在这封信里写道，他，海德门，“不同意我〈马克思的〉党对英国的观点”。

分歧在哪里是很清楚的，但海德门却不懂得，不觉察，不认识分歧就在海德门当时（如马克思1881年12月15日写给左尔格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的）是个“温情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是个“半资产者，半无产者”。显然，如果一个人认识了马克思，和他接近，自称是他的学生，后来竟又组织了一个“民主”联盟，并为这个联盟写了一本歪曲马克思主义又不提马克思名字的小册子，那么马克思就不能不对这一点提出“强烈”抗议。显然他抗议过，因为马克思在给左尔格的那封信中援引了海德门致歉信中为自己辩护的话：“英国人不喜欢向外国人学习”，“马克思的名字非常令人憎恨”（！！），等等。（海德门自己说，他把马克思写给他所有的信，差不多都销毁了，所以从这方面来揭露事情的真相是毫无希望的。）

这真是绝妙的道歉！当时海德门同马克思发生意见分歧的问题现在已经完全弄清楚了，甚至海德门现在的这本书也证明他的观点中有许多庸俗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例如请看海德门是用一些什么理由来替刑事犯的死刑作辩护的！），证明有人在用那位40年来同马克思一起坚持共同的原则路线的恩格斯的“阴谋”来解释自己同马克思的决裂。即使海德门这本书的其余部分是满满一桶蜜，那么只要弄上这一勺焦油也就够了……

从海德门转述马克思对亨利·乔治的评价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当时同海德门的意见分歧。这个评价我们是从马克思1881年6月20日写给左尔格的信中看到的。海德门在马克思面前为亨利·乔治辩护，他的理由是：“乔治灌输错误所给人的教训，比别人充分阐明真理所给人的教训还要多。”

海德门写道：“对于这种理由的可信性，马克思连听都不愿听。他的意见是，传播错误对人民决不会有什么好处。‘不把错误驳倒，就等于鼓励理性上的不诚实。这样，有10个人走得比乔治还远，也许就会有100人坚持乔治的观点，而这个危险太大了，不能去冒这个险。’”马克思就是这样说的！！

然而，海德门告诉我们说，他一方面至今坚持他以前对乔治的看法，而另一方面又说乔治象个小孩子，手里拿着一支小小的蜡烛，同一个掌着探照灯的人在一起逗乐。

绝妙的比喻，不过……不过海德门既作了这个绝妙的比喻，又对恩格斯进行了卑鄙的诽谤，未免有点冒险。





	载于1911年11月26日《明星报》第3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389—395页

















[176]札格纳特是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化身之一，崇拜它的教派称札格纳特派，是印度教毗湿奴教派的一个支派。该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该派举行大祭时，用大车载着札格纳特神像游行，往往有教徒如疯似狂地投身车下，让车轮压死。马克思常用“札格纳特车轮”来比喻资本主义的剥削（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61页，第23卷第311页和第708页）。——[390]。



[177]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订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主义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1875年，拉萨尔派同爱森纳赫派合并成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391]。



[178]指马克思于1881年6月20日和12月15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90—194页和第238—241页）。——[392]。



[179]民主联盟是在亨·迈·海德门领导下建立的半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性质的大不列颠的各种激进派团体的联合组织，1881年6月8日成立。联盟的纲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包括：成年人享有选举权，议会任期三年，各选区平等，取消作为立法机构的上院，爱尔兰在立法方面独立自主，土地国有化等等。



在民主联盟的成立会议上，向与会者散发了海德门的小册子《大家的英国》。海德门在小册子第2章《劳动》和第3章《资本》里，把《资本论》第1卷的许多章节作为联盟的纲领条文来加以阐述，但既没有提到原作者，也没有提及这一著作本身，并且作了许多歪曲。



1884年8月，民主联盟改组成为社会民主联盟。——[392]。







《列宁全集》第20卷


自由派工党的宣言
[180]



（1911年12月3日〔16日〕）


一

给《我们的曙光》杂志第9—10期合刊上尼·罗—柯夫的文章加上这样一个标题是合适的。

无论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失去象尼·罗—柯夫这样一个在革命高潮时期曾经忠心耿耿、精力充沛地为工人政党服务过的人而感到多么难受，但是事业的利益应当高于任何私人关系或者派别关系，高于任何“美好的”回忆。事业的利益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位新取消派的宣言直率地、明确地、全面地说出了他的观点，这是很有好处的。尼·罗—柯夫使我们可能并且不得不纯粹从思想的角度提出关于“两个政党”这个极其重要的根本问题，而不去管任何“冲突的”材料，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必去划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罗—柯夫这篇文章发表后，再不能只象过去那样谈论取消主义了，因为他已经把问题完全提到了更高的基础上。在罗—柯夫这篇文章发表后，不能只谈取消主义了，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只能想象的最完整的直接的实际行动计划。

尼·罗—柯夫首先阐述“俄国基本的客观任务”，然后对革命作出估计，接着就分析当前形势，明确地谈到每一个阶级，最后非常清楚地描绘出新的“公开的工人政治协会”的整个面貌，据他说，这种协会必须立即创立并“发挥实际作用”。总之，罗—柯夫自始至终一直象一个多少意识到对自己的言行应负重大政治责任的人那样在行动。应当为罗—柯夫说句公道话，他自始至终都在最彻底地用自由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

就看看他的议论的出发点吧。他认为“完全不容怀疑和不容争论的”是：“目前俄国基本的客观任务是彻底完成以文明的资本主义来代替野蛮掠夺的、半农奴制的经营方式。”他认为，引起争论的是：俄国是否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虽然没有排除发生社会风暴的可能性，但是在最近的将来这种风暴却不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我们认为完全不容怀疑和不容争论的是：这纯粹是自由派对问题的提法。自由派只提出，“文明的资本主义”会不会出现，“风暴”会不会发生。马克思主义者不允许只提出这一点，而要求分析什么阶级，或者说什么阶级的阶层在争取解放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执行着某种具体明确的路线，来实现这种解放，来建立比如说所谓“文明的资本主义”的某种政治形式。无论在“风暴”时期或分明没有风暴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执行着原则上不同于自由派的路线，来建立真正民主的而不是一般“文明的”生活形式。自由派硬装成超阶级的党派，说我们大家都追求“文明的资本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和所有民主派说，我们不应当象自由派所说的那样来理解“文明”。

罗—柯夫在批评那些“认为我国革命没有成功”的“肤浅的观察家”的时候，在我们面前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一次更加突出的、典型“教授式的”歪曲。罗—柯夫写道：“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时时处处抱怨诉苦，然后就精神消沉，背叛变节，沉湎于神秘主义。”“而深思熟虑的观察家”知道，“反动派的狂暴行为常常反映出最深刻的社会变化”，“在反动时期新的社会集团和新的社会力量正在形成和成熟起来”。

罗—柯夫就是这样议论的。他居然会如此从庸人的角度（虽然用的是学者的口吻）提出“背叛变节”的问题，以致俄国的反革命情绪同一定阶级的地位和利益的联系完全不见了。没有一个路标派分子即最激烈的反革命自由派会否认在反动时期新的力量正在成熟起来；没有一个参加撰写五大卷遭到孟什维克中的优秀人物屏弃的取消主义著作的人会拒绝同意这一点。在我们这位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我国反革命的具体面目和阶级性质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陈腐的和空洞透顶的词句，说什么一些知识分子神经衰弱，另一些知识分子有深思熟虑的观察力。至于对我国革命是怎样表现出各个阶级的不同的行动方法和不同的意图的，为什么这引起了其他的资产阶级对争取“文明”的斗争采取了“背叛变节的”态度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罗—柯夫却没有提到。

现在我们来谈谈主要的东西即谈谈罗—柯夫根据对各个阶级的地位的估计所作出的对时局的估计。作者首先从“我国大土地占有制的代表”谈起，他说：“不久前，他们中大部分曾经是〈曾经是！〉真正的农奴主，典型的贵族地主。现在这种人还剩下少数，是最后的莫希干人[181]。他们一小撮人还聚集在普利什凯维奇先生和马尔柯夫第二先生的周围，软弱无力地〈！〉满嘴飞溅绝望的毒沫……杜马中民族党人和右派十月党人所代表的我国大多数大土地占有者（贵族和非贵族）正在逐步地坚定地转变为农业资产阶级。”

罗—柯夫就是这样“估计时局”的。不用说，这种估计是对现实的嘲笑。事实上，“聚集在普利什凯维奇先生和马尔柯夫第二先生周围的一小撮人”并不软弱无力，而是势力极大的。正是这一小撮人的政权和收入在得到俄国目前的社会机构和政治机构的保证，正是他们的意志在起最后的决定作用，正是他们才构成决定所谓自下而上的官僚机构的整个活动方针和全部性质的因素。所有这一切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正是这一小撮人在俄国占有统治地位的事实非常明显和寻常，所以需要有自由派那种真正没完没了的自我安慰才会忘掉这些事实。罗—柯夫的错误就在于，他可笑地过高估计了农奴制经济向资产阶级经济的“转变”，这是一。第二，他忘记了一个“细节”（正是这个“细节”把马克思主义者同自由派区别开了），那就是：他忘记了政治上层建筑适应经济转变的过程的复杂性和飞跃性。只要举出普鲁士的例子，就足以说明罗—柯夫的这两个错误。在普鲁士，尽管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旧地主经济向资产阶级经济的转变已经达到非常高的阶段，但是直到现在，奥登堡家族和海德布兰德家族仍然势力极大，他们掌握着国家政权，并且使自己的所谓社会成分充斥整个普鲁士君主国和整个普鲁士官僚机构！在普鲁士，尽管资本主义得到了无比迅速的发展，但是直到现在，从1848年过去了63年以后，邦议会的选举制度仍然是保障普鲁士的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极大势力的选举制度。可是在1905年过去了6年以后，罗—柯夫就把俄国描绘成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已经“软弱无力”的一幅阿尔卡迪亚的田园生活美景[182]！

但是问题正在于，对阿尔卡迪亚的田园生活美景，即对普利什凯维奇式的转变的“坚定性”和“十分温和的资产阶级进步主义的胜利”的描绘，是罗—柯夫全部议论的主旨。就拿他关于现代土地政策的议论来说吧。罗—柯夫说，“没有”比这个政策“更明显、更广泛的材料可以证明”转变（农奴制经济向资产阶级经济的转变）了。土地零散插花现象正日渐消除，而“消除20个黑土地带农业省的少地现象也不会有多大困难，并且这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之一，看来，这个任务将通过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妥协来完成”。

“这种在土地问题上预先呈现出来的不可避免的妥协，现在已经有许多先例……”

你们看，这就是罗—柯夫政治推论方法的完整标本。他先从消除极端现象说起，而且不用任何资料，仅仅根据自己的自由派的好心肠！他接着又说，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妥协是不困难的、也是可能的。最后他说，这一类的妥协“是不可避免的”。用这样的方法也许可以证明，无论在1788年的法国还是在1910年的中国，发生“风暴”是不可能的和不必要的。当然，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妥协是不困难的，如果承认马尔柯夫第二并不是单单在罗—柯夫的好心肠的幻想中被消除掉的。但是承认这一点，就等于转到自由派的观点上去了，而自由派担心没有马尔柯夫第二之流也能对付下去，而且认为大家永远都会担心这一点。

当然，妥协“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第一个“如果”）没有马尔柯夫之流；如果（第二个“如果”）工人和破产的农民在政治上还是沉睡不醒。但是，还是要作出这样的假定：承认第二个“如果”，这是否等于把愿望（自由派的）当作了现实？


二

我们不赞同把自由派的愿望或者自由派的假定当作现实，我们作出了另一个结论：目前的土地政策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正因为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仍旧是生活的主宰，他们在掌握这个资产阶级政策，正因为这样，结果就使矛盾大大尖锐起来，因此应当承认，至少在最近期间，妥协的可能性简直是不存在的。

罗—柯夫继续往下分析：另一个重要的社会过程是大工商业资产阶级集中的过程。作者正确地指出了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互相让步”的情况，同时却作出结论说：“不要抱什么幻想，十分温和的资产阶级‘进步主义’的胜利即将来到。”

在哪里胜利？对谁的胜利？是罗—柯夫刚才说的选举第四届杜马的胜利吗？如果指的是这一点，那么这种“胜利”将是1907年的六三选举法所规定的那些狭小的框框里的胜利。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这种“胜利”不会引起任何浪潮，丝毫不会改变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实际上的统治；或者这种“胜利”将间接反映出民主主义运动的高潮，而这个高潮不能不同上述“狭小的框框”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统治发生剧烈的冲突。

在这两种情况下，温和主义从在温和的框框里进行的选举中得到的胜利，决不会使实际生活中的温和主义获得丝毫的胜利。问题正在于罗—柯夫已经成了“议会迷”，这使他混淆了六三选举和实际生活！为了向读者证明确有这种难以置信的事实，必须全文援引罗—柯夫如下一段话：


　　“这种胜利之所以非常可能，是因为一大批看到‘破木盆’[183]幻想不能实现而象庸人那样垂头丧气的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无可奈何地向往温和的进步主义。而农民在选举中又太软弱，这是由我国选举制的特点造成的，因为这种选举制使省复选人委员会中占优势的土地占有者有可能选‘右派’当农民代表。如果暂且把工人阶级搁在一边不谈，那么这就是目前俄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变化的情景。俄国决没有停滞不前或者向后倒退。新的资产阶级的俄国无疑日益巩固并在向前迈进。从政治上批准温和进步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保守的农业资产阶级的即将到来的统治〈只有英国才是这样！〉的，是根据1907年6月3日制定的选举规则成立的国家杜马〈我们先不同法国和普鲁士作比较，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可见，把刚才所说的一切综合起来，就不得不承认，俄国已经具备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缓慢的、使群众极为痛苦的、但无疑是向前发展的一切前提。当然，发生风暴和动荡的可能性并没有被排除，但是这种可能性不会象革命前那样变成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了。”



　　真是了不起的哲学。如果由于农民“在选举中太软弱”而把他们搁在一边不谈，又把工人阶级干脆“暂且搁在一边不谈”，那么，发生风暴的可能性当然就完全被排除了！而这就是说，如果用自由派的眼光来看俄国，那就除了自由派的“进步主义”以外什么也看不到。摘下你的自由主义的眼镜，你就会看到另一种情况。因为农民在实际生活中所起的完全不是在六三选举制中的那种作用，所以，“在选举中的软弱”就使所有农民同整个制度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而根本没有为“温和的进步主义”敞开大门。因为无论在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俄国，特别是在经历了20世纪头10年的俄国，决不能把工人阶级“搁在一边不谈”，所以，罗—柯夫的议论毫不中用。因为统治我国的（无论在第三届杜马之内，或者在第三届杜马之上）是普利什凯维奇派，他们受到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怨言的制约，所以，关于温和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即将到来的统治”的空谈，纯粹是自由派的催眠曲。因为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除了用怨言就不能用别的什么来对抗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统治，所以，新的资产阶级俄国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冲突的动力正是被追随自由派的罗—柯夫“搁在一边不谈”的那些人。正因为米留可夫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互相让步”，以迎合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所以，区别民主派同自由派的任务就日益迫切地落在工人身上。尼·罗—柯夫既不懂得俄国发生风暴的条件，也不懂得刚才指出的这个甚至在分明没有风暴的情况下也是必要的任务。庸俗的民主派会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有没有发生风暴。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关于划分各阶级政治界限的路线，这条路线不管有没有风暴发生都是一个样的。如果罗—柯夫现在声明说，“工人应当在争取民主制度的斗争中担负起政治领导的任务”，那么，他在他宣言中写下所有那些话以后再说这种话，只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这就等于说：罗—柯夫要资产阶级签字画押，承认工人的领导权，而自己却向资产阶级签字画押，保证工人放弃构成领导权内容的任务！罗—柯夫挖空了这个内容，然后又天真地重复空洞的字句。罗—柯夫首先对时局作了估计，从这个估计可以看出，他认为自由派掌握领导权是已经形成的、不可改变的、不可抗拒的事实，可是后来他又硬要我们相信，他是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

罗—柯夫说道，杜马的“现实”意义“并不小于第二帝国末期法国立法团的意义，或者说，不小于上世纪80年代普鲁士所特有的介于德意志帝国国会和普鲁士邦议会之间的那种机构的意义”。

这种比较法是玩弄历史上的类似事件的典型例子，作这种比较是太不严肃了。在60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早已完全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面对面的搏斗即将来到，波拿巴主义就是政权在这两个阶级之间进行周旋的表现。把这种情况拿来同当代俄国比较是可笑的。第三届杜马更象1815年的无双议院[184]！在80年代的普鲁士，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全部完成的时代（这次革命在1870年以前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因此，所有的资产阶级，直到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都满足了，都反动了。

也许罗—柯夫觉得，可以把法国立法团和帝国国会中的民主派和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作用，拿来同第三届杜马中相应的代表的作用加以比较吧？这样比较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比较恰恰驳斥了罗—柯夫，因为格格奇柯利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彼得罗夫第三 
［注：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里，“格格奇柯利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彼得罗夫第三”这段话改为：“社会民主党代表，以及一定程度上还有劳动派”。——俄文版编者注］

 的行为，表明了他们所代表的那些阶级的力量、自信和斗争的决心，以致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妥协”不仅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被完全排除了。


三

应当特别详细地谈谈罗—柯夫对各阶级的作用的估计，因为我们绝对分歧的思想根源正在这里。罗—柯夫（应当给他说句公道话）十分大胆地、坦率地作出的实践结论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这些结论如何把作者的“理论”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的。罗—柯夫把关于建立公开的工人政治组织的可能性问题同对时局的估计和对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的估计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但是糟糕的是，他避而不谈实际生活中的这些改变，只能向我们提出善良无比的教授式的三段论法：要向“文明的资本主义”过渡，必须以建立公开的工人政治组织“为前提”。在纸上写下这种话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俄国的政治制度决不会因此而变成“文明的”制度。

“进步主义，哪怕是最温和的进步主义，无疑一定会扩大现存的过于狭小的框框。”我们对这一点的回答是，只要决不是立宪民主党人的分子还没有用决不是杜马的方式活动起来，第四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的进步主义就一定不会也不能“扩大”任何东西。

罗—柯夫在谈到公开的和广泛的工人政治组织时说道：“没有这种组织，斗争就必然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这不仅对工人阶级是有害的，对文明的资产阶级也是有害的。”

这段话的后一部分我们就不谈了，以免由于进行评述而冲淡了“妙论”。至于前一部分，从历史上看是不正确的：1878—1890年的德国没有无政府主义，尽管当时并没有“公开的和广泛的”政治组织。

其次，罗—柯夫提出建立公开的工人政治“组织”的具体计划，并且建议首先建立“保障工人阶级利益政治协会”，这也是做得十分正确的。说他做得正确，是因为只有好说空话的人才会长年累月地空谈建立“公开的”政党的可能性，而不采取任何简单的正常的步骤来公开政党。罗—柯夫自始至终都象是一个实干家，而不象是一个讲空话的人。

但是，他的所谓“行动”是自由派的行动，他“展开”的“旗帜”（上引文章，第35页）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旗帜。在罗—柯夫要创立的协会的纲领中，是用不着写上“新社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的”等等的。其实承认这一伟大的原则，过去没有妨碍上世纪60年代一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执行“君主制普鲁士式的工人政策”，现在也没有妨碍拉姆赛·麦克唐纳（英国的对社会主义运动“独立的”工党领袖）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而罗—柯夫在谈到我国当前时期的政治任务时，恰恰系统地说明了自由派的原则。罗—柯夫现在“展开”的“旗帜”早就被普罗柯波维奇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拉林之流先生们展开了，而且这面旗帜愈“展开”，每一个人就愈明白，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派的一块破烂不堪的脏抹布。

罗—柯夫一再说服我们，“这里没有一点点空想”。这就不得不改写一句名言来回答作者：你是个大空想家，但是，你的空想很小。的确，如果不用玩笑来回答这种显然不严肃的话，那也许是不严肃的。在绝对和平的、循规蹈矩的、非政治性的工会都遭到查封的时期，居然认为建立公开的工人政治协会不是空想！对各阶级的作用从“头”到“尾”作了自由派的估计，却硬说这一点上没有爬入改头换面的托尔马乔夫主义的制度！善良的罗—柯夫热心地说道：“这里没有鼓吹任何暴力，既没有一句话、也没有一个主张谈到暴力变革的必要性，因为实际上也决没有这种必要性。如果有人受了反动的疯狂行为的蒙蔽，居然想控告这个‘协会’的成员有进行暴力变革的意图，这种无意义的、无根据的、法律上不能成立的控告所构成的全部严重后果，就会落到控告者本人头上！”

尼·罗—柯夫说得多娓娓动听！完全象彼·伯·司徒卢威先生一样，这位先生在1901年曾把同样可怕的响雷猛击到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的“头上”[185]。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尼·罗—柯夫向控告他的杜姆巴泽之流证明，由于他现在没有任何“主张”，所以法律上不能成立的控告所构成的严重后果，就会落到杜姆巴泽之流自己头上。对，对，在我国还没有议会，但是议会迷却比比皆是。很明显，如果由于出了差错，没有把与会者在开会前分别发送到各个凉快的地方去，那么象马克思主义者格格奇柯利 
［注：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里，“马克思主义者格格奇柯利”这一语词已改为：“马克思主义者波克罗夫斯基和格格奇柯利”。——俄文版编者注］

 ，或者甚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忠诚的民主派彼得罗夫第三这样的会员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就会立刻被清除出新协会……

《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取消派”感到高兴的是，罗—柯夫站在他们一边。兴高彩烈的取消派没有充分估计到变成取消派的尼·罗—柯夫拥抱他们的热烈程度。他的拥抱非常热烈，非常有力，以至可以担保：取消主义将会被罗—柯夫的热烈拥抱扼杀，就象工人代表大会过去被尤·拉林的热烈拥抱扼杀一样。尤·拉林当时能用这种扼杀的办法干下这种不流血的谋杀，仅仅是因为在他的小册子出版后，人们都已提心吊胆（其实由于怕难为情），再也不敢维护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这一主张了。罗—柯夫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发表了取消派的新“宣言”后，人们也会提心吊胆（其实由于怕难为情），不敢维护建立公开的取消派政党这一主张。

而在这种主张中（最后应当多少同意一点罗—柯夫的意见！），只有“一点点”非空想的东西。亲爱的，摘下你的教授眼镜，你就会看到你准备“真正建立”（在你的训诫的严重后果“落到”梅姆列佐夫[186]之流的“头上”之后）的“协会”已经建立了两年。你已经是这个协会的一员了！这个“保障工人阶级利益协会”就是《我们的曙光》杂志（作为思想集团，而不是作为印刷装订的概念）。建立公开的和广泛的工人组织是空想，但是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公开的”和坦率直言的杂志绝对不是、绝对绝对不是空想。他们根据自己的观点来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每一个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会亲眼看到，他们的“协会”是按自由派的方式保障自由派所理解的工人阶级利益的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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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这是列宁于1911年11月14日（27日）以《自由派工党的宣言》为题在巴黎公开作了专题报告后写成的文章，该报告提纲见本卷第410—411页。——[395]。



[181]最后的莫希干人一语源出美国作家詹·菲·库伯的小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小说描写北美印地安土著中的莫希干人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奴役和欺骗下最终灭绝的故事。后来人们常用“最后的莫希干人”来比喻某一社会集团或某一组织、派别的最后的代表人物。——[399]。



[182]阿尔卡迪亚的田园生活美景是人们用来描绘宁静、闲适的牧歌式生活的一种比喻，含有讽刺的意味。阿尔卡迪亚是古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一个山区，居民主要从事牧畜，终年丰衣足食，生活无忧无虑。在古希腊的文学作品中，阿尔卡迪亚被描绘为世外桃源。——[400]。



[183]出自俄国诗人亚·谢·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童话里的老渔婆由于贪欲永无止境，结果失去了金鱼给她的一切，只剩下自己原有的破木盆。——[403]。



[184]无双议院是指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初期于1815年8月选出的议会众议院，当选的议员几乎清一色是贵族和教士。——[405]。



[185]指彼·伯·司徒卢威（署名：尔·恩·斯·）为《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1899年）》一书写的序言。列宁在《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一文中分析批判了这篇序言。——[408]。



[186]梅姆列佐夫是俄国作家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特写《岗亭》中的人物——俄国某县城的岗警。在沙皇军队的野蛮训练下，他丧失人的一切优良天性，“抓走”和“不准”成了他的口头禅。梅姆列佐夫这个形象是沙皇俄国专制警察制度的化身。——[408]。









《列宁全集》第20卷


《自由派工党的宣言》的报告提纲

（不晚于1911年11月14日〔27日〕）

1．为什么要给《我们的曙光》杂志第9—10期合刊上尼·罗日柯夫的文章加上这样一个标题，并且要非常认真地加以分析？在不去管一切“冲突的”材料、不去管“纠纷”的情况下搞清工人运动中两条路线和“两个政党”问题的可能性。

2．“自由日子里的社会民主派”的典型。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罗日柯夫是一个典型；他的文章通篇都是用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

3．从自由派（罗日柯夫）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当代俄国农奴主的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十二月决议”（1908年）。

4．民主派对（斯托雷平）“通过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妥协”来解决土地问题的态度。

5．在俄国，“十分温和的资产阶级进步主义的胜利”是否即将来到？

6．当代俄国和第三届杜马同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同立法团以及同80年代的普鲁士相比较。

7．“旧的口号”已经变成“僵化的字眼”了吗？

8．为什么罗日柯夫建立的“保障工人阶级利益协会”是按自由派的方式保障自由派所理解的工人阶级利益的协会？

9．对比：尤·拉林对工人代表大会的态度同尼·罗日柯夫对合法的取消派政党的态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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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0卷


《列宁全集》第20卷

年表

（1910年11月—1911年11月）


1910年


1910年11月—1911年11月


列宁侨居巴黎。


11月1日（14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告知给他寄去《工人报》第1号以及拟好的《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知》和为报纸募捐的签名簿；告知准备同格·瓦·普列汉诺夫联合出版合法的《思想》杂志；指出《工人报》是必需的，但不能同列·达·托洛茨基这个为维护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利益而搞阴谋活动的人共事。


11月1日和29日（11月14日和12月12日）之间


收到阿·马·高尔基的来信，信中赞成出版《工人报》并为支持该报寄来500法郎。


11月3日（16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讨论列宁的《两个世界》一文。会议拒绝费·伊·唐恩和尔·马尔托夫提出的关于从列宁的文章中删掉反对机会主义的一段文字的要求。


11月7日（20日）以后


收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秘书的来信，信中请求列宁写一篇关于列·尼·托尔斯泰的文章。


11月9日（22日）


复函格·瓦·普列汉诺夫，征求他对《工人报》第1号的意见。

致函阿·马·高尔基，不赞成他为《同时代人》杂志撰稿，并尖锐批评该杂志脱离马克思主义，脱离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倾向。


11月15日（28日）


写《转变不是开始了吗？》一文。


11月16日（29日）


列宁的《转变不是开始了吗？》、《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两个世界》和《列·尼·托尔斯泰》等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8号上。


11月20日（12月3日）以前


收到“前进”集团创办的博洛尼亚学校邀请去讲课的来信。


11月20日（12月3日）


鉴于博洛尼亚学校组织者采取反党方针和分裂行动，列宁在致该校学员的信中拒绝到该校讲课的邀请，打算请这些学员来巴黎，说自己准备给他们就策略问题、党的状况以及土地问题作一系列报告。

在巴黎观看布尔什维克侨民互助会会员演出的阿·马·高尔基的戏剧《怪人》。


11月21日（12月4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尼·古·波列塔耶夫，告知给《明星报》寄去了自己的《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一文以及其他作者的文章；询问报纸编辑部内的摩擦是否已经消除。


11月22日（12月5日）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局，建议立即为出版《明星报》再寄1000卢布。

同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列·波·加米涅夫一起签署提交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声明，要求尽快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归还布尔什维克过去委托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三位著名活动家保管的款项和其他财产的问题，因为取消派破坏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中央全会通过的协议。


11月22日（12月5日）以后


以《工人报》编辑部的名义，写《致全体社会民主党护党派的公开信》，分析了党内的状况。列宁在公开信中指出，为了制止分裂，除了加强和巩固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的接近，并从形式上把这种接近固定下来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11月24日（12月7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尼·古·波列塔耶夫，告知寄去了出版《明星报》用的钱款，并表示坚决反对取消派参加报纸工作。


11月25日（12月8日）以前


写《我们的取消派（关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弗·巴扎罗夫）》一文。


11月26日（12月9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请他尽快出版《明星报》，并及时报告报纸出版工作的进展情况。


11月28日（12月11日）


列宁的《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一文发表在《我们的道路报》第7号上。


秋天


在巴黎会见赤塔1905年革命的领导人维·康·库尔纳托夫斯基，向他了解赤塔1905年革命的情况；关心库尔纳托夫斯基，去医院看望他，给他以同志般的支持和帮助。


11月—12月21日（1911年1月3日）以前


给彼得堡出版的《现代世界》杂志编辑部寄去自己的一篇关于土地问题的文章（篇名不详，原文没有找到）。


11月或12月


在《工人报》协助小组会上发言，宣读关于对待召回主义的态度的决议草案。


11月—1911年1月3日（16日）以前


抵达柏林，会见卡·考茨基，同他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状况以及其他问题进行交谈。


12月1日（14日）以后


收到博洛尼亚学校委员会的来信，信中说只有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支付有关活动的一切费用的条件下，学员才能来巴黎学习补充课程。


12月4日（17日）


收到社会党国际局1910年12月15日（公历）给第二国际各党的通告，通告中要求审议对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关于仲裁法庭和裁减军备问题的决议的一项修正案。

在社会党国际局的通告上作记号，并将通告送交《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发表。

致函《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建议把社会党国际局的通告和布尔什维克的声明一起刊登出来。列宁还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冲击才能防止战争，而罢工作为孤立的反抗行动是不能防止战争的。


12月5日（18日）


把卡·胡斯曼关于1910年12月15日（公历）社会党国际局给第二国际各党的通告的来信和自己给胡斯曼的复信草稿寄给格·瓦·普列汉诺夫（列宁的复信草稿没有找到）。


12月9日（22日）


在巴黎意大利同盟大厅举行的纪念俄国1905年十二月武装起义五周年的群众大会上发言。这次大会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组织的。


12月13日（26日）以前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委托列宁写一篇文章，答复尔·马尔托夫于1910年11月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23号上的《到了什么地步？》一文。


不晚于12月15日（28日）


写《论党内状况》一文。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谈党内状况问题。


12月15日（28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讨论他的《论党内状况》一文。


12月16日（29日）


列宁的《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1号上。


12月18日（31日）


列宁的《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游行示威开始了》、《农村发生了什么事情？》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悼文）》等文章发表在《工人报》第2号上。列宁在《游行示威开始了》一文中指出，俄国人民正在觉醒起来投入新的斗争，迎接新的革命。


12月20日（1911年1月2日）以前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来信，信中告知同出版人格·费·李沃维奇谈判出版列宁的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没有成功。


12月20日或21日（1911年1月2日或3日）


致函《明星报》编辑部，称赞格·瓦·普列汉诺夫发表在《明星报》第1号上的文章，对编辑部为该文加的按语提出批评。


12月21日（1911年1月3日）以前


列宁的《“有保留”的英雄们》一文发表在《思想》杂志第1期上。


12月21日（1911年1月3日）以前和1911年1月18日（31日）以后


列宁的《论俄国罢工统计》一文发表在《思想》杂志第1期和第2期上。


12月21日（1911年1月3日）


收到从莫斯科寄来的《思想》杂志第1期。

致函在萨拉托夫的马·季·叶利扎罗夫，说还没有找到出版自己关于土地问题的书的出版人。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对《同时代人》杂志持否定态度；认为孟什维克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对列·尼·托尔斯泰的评价是错误的；阐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关于资本主义及其殖民政策问题的观点；请高尔基帮助找一位出版人出版列宁的关于土地问题的书；谈了对《明星报》和《思想》杂志的看法。


12月23日（1911年1月5日）


列宁的《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2号上。


12月31日（1911年1月13日）夜—1911年1月1日（14日）凌晨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与朋友们在一起迎接新年。


12月—1911年1月11日（24日）以前


把《我们的取消派（关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弗·巴扎罗夫）》一文的修改意见和与出版《思想》杂志有关的信寄往莫斯科《思想》杂志编辑部（修改意见和信都没有找到）。


12月—1911年4月


领导在莫斯科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合法杂志《思想》（第1—5期）的出版工作，定期同编辑部通信。


12月—1912年4月22日（5月5日）


领导在彼得堡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合法报纸《明星报》的出版工作，同编辑部通信。


1910年底


会见从俄国来的布尔什维克М．Г．菲利亚，向他了解外高加索的工人运动情况以及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的斗争情况。


1910年


委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同在伊朗的格·康·奥尔忠尼启则通信，告诉他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和召回派进行斗争的情况。


1911年


年初


作笔记，记下要办的事：必须就吸收尼·亚·罗日柯夫等人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等机构的候补成员一事写信给阿·伊·李可夫。


1月2日（15日）以后


写短评《犹杜什卡·托洛茨基羞红了脸》。


1月5日（18日）


在巴黎科学协会大厅作题为《列·尼·托尔斯泰和俄国社会》的专题报告。


1月6日（19日）


收到母亲玛·亚·乌里杨诺娃的来信，信中对列宁的经济状况表示担心。列宁复信母亲，请她不必寄钱来；告知已寄信给阿·马·高尔基，商谈出版关于土地问题的书；说最近还要去瑞士各地作关于列·尼·托尔斯泰的专题报告。


1月6日和21日（1月19日和2月3日）之间


收到尼·古·波列塔耶夫的来信，信中说：由于《明星报》第4号发表了尼·伊·约尔丹斯基的短评《矛盾》，引起了取消派新的攻击。


1月11日（24日）


收到《思想》杂志编辑部的来信，信中告知收到了列宁的信和《我们的取消派（关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弗·巴扎罗夫）》一文的修改意见，说这篇文章已排好版了，无法修改。信中还谈到《思想》杂志很受欢迎，发行量正在增加。


1月11日和2月8日（1月24日和2月21日）之间


写《农奴制崩溃五十周年》一文。


1月13日（26日）


列宁的《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黄腾达的一生》一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20号上。


1月14日（27日）以后


收到波·伊·哥列夫的来信，信中就列宁等布尔什维克要求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开中央全会解决退还款项一事作了答复。


1月18日（31日）以前


收到卡·考茨基的妻子的来信，信中说考茨基病了。


1月18日（31日）


初次会见巴库党组织派到巴黎进党校学习的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向他了解社会民主党在高加索的工作以及其他情况。

签署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信（该信是答复中央委员会国外局1911年1月14日（27日）的来信的），信中对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破坏召开中央全会的做法提出抗议，同意召开小范围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同意从保管人保管的款项中只借因为进行全党事业开支不足的部分。

致函在柏林的卡·考茨基，请他为《思想》杂志写文章；询问能否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论俄国罢工统计》等文章。


1月18日（31日）以后—2月


列宁的《我们的取消派（关于波特列索夫和弗·巴扎罗夫）》一文发表在《思想》杂志第2期和第3期上。


1月18日（31日）以后


在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概念的混淆（列·尼·托尔斯泰的学说）》一文的结尾部分中画重点和标线，该文发表在《思想》杂志第2期上。


1月21日（2月3日）


收到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来信，信中告知保·辛格尔逝世了。

致函在意大利圣雷莫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告知在尼·伊·约尔丹斯基的短评《矛盾》在《明星报》第4号上发表以后，取消派采取了新的攻势。


1月21日和2月5日（2月3日和18日）之间


写《立宪民主党人谈“两个阵营”和“合理妥协”》一文。


1月22日（2月4日）


列宁的《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6号上。


1月22日和4月22日（2月4日和5月5日）之间


写《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曙光〉杂志》一文。


1月22日（2月4日）以后


以布尔什维克的全权代表的名义写《致中央委员会》的声明，揭露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破坏1910年一月全会上布尔什维克同中央委员会签订的解散派别的协定，揭露这些派别的反党活动，宣布布尔什维克将同它们继续进行无情的斗争。


1月23日和2月8日（2月5日和21日）之间


写悼念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保尔·辛格尔的文章。


1月27日（2月9日）以前


写《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第四讲的讲授提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


1月27日（2月9日）


出席巴黎社会科学讲习班开学典礼；讲《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第一讲。


1月27日—4月27日（2月9日—5月10日）


每星期四在巴黎社会科学讲习班讲授《政治经济学原理》，每次都有100多人出席，其中有许多工人。


1月29日（2月11日）以后


致函阿·伊·李可夫，尖锐批判以波兰社会民主党为一方，以布尔什维克和调和派为另一方于1911年1月29日（2月11日）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党的中央机构的组成和当前任务问题的协议条文。


1月


同来到巴黎的弗·维·阿多拉茨基多次交谈；审阅他的论国家的著作的手稿。

在巴黎就雅·阿·日托米尔斯基（“奥佐夫”）被怀疑是奸细一事同康·彼·皮亚特尼茨基谈话。


2月4日（17日）


同马·尼·利亚多夫谈话，说必须去俄国同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成员维·巴·诺根和加·达·莱特伊仁商谈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的问题。

致函阿·伊·李可夫，告知给他寄去波·伊·哥列夫1911年2月4日（17日）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声明的抄件和其他材料；建议立即派马·尼·利亚多夫去俄国同维·巴·诺根和加·达·莱特伊仁商谈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的问题；说关于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宣言的提纲将于第二天寄去。


2月5日（18日）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人谈“两个阵营”和“合理妥协”》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8号上。


2月5日（18日）以后


在2月5日《明星报》第8号刊载的《立宪民主党人谈“两个阵营”和“合理妥协”》一文的剪报上作批注和写补充。


2月8日（21日）


列宁的《农奴制崩溃五十周年》一文和悼念文章《保尔·辛格尔》发表在《工人报》第3号上。


2月12日（25日）


收到阿·伊·李可夫从柏林的来信，信中对关于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宣言提出许多修改意见，说派马·尼·利亚多夫去俄国商谈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问题是徒劳无益的，请列宁写信给伊·阿·萨美尔，让他准备好到国外来。

致函阿·伊·李可夫，指示伊·阿·萨美尔出国参加即将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批评李可夫对待前进派的调和主义路线，要求他坚决同前进派划清界限；主张在全会的决议中着重指出前进派和呼声派的反党立场。

收到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说维·巴·诺根建议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出版选举纲领。


2月17日和26日（3月2日和11日）之间


写《评论。缅施科夫、格罗莫博伊和伊茲哥耶夫》一文。


2月21日（3月6日）以后


收到圣彼得堡市联合委员会常务委员会1911年2月21日（3月6日）关于学生罢课的宣言书，宣言书中提出要求：人身不受侵犯，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让被开除和被驱逐的同学返校，高等学校自治。


2月22日或23日（3月7日或8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尼·古·波列塔耶夫，揭露取消派的讹诈策略，指出必须坚决地、持续不断地同他们作斗争；请求告知《明星报》编辑部内的状况；要他立即把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参加莫斯科的国家杜马补选的纲领寄来。


2月25日（3月10日）


致函在柏林的阿·伊·李可夫，揭露崩得分子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为争取多数票而斗争的情况，提出召开中央全会和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具体措施。


2月25日（3月10日）—3月初


收到阿·伊·李可夫的来信，信中建议致电维·巴·诺根和加·达·莱特伊仁，叫他们出国来准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


2月25日和3月19日（3月10日和4月1日）之间


写《“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一文。


2月26日（3月11日）


列宁的《评论。缅施科夫、格罗莫博伊和伊茲哥耶夫》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11号上。


2月


以在1910年一月全会上同中央委员会签订协定的布尔什维克派代表的名义，写《致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的信，揭露呼声派、前进派以及列·达·托洛茨基的分裂活动。

列宁的《关于纪念日》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思想》杂志第3期上。


3月5日（18日）


在巴黎纪念巴黎公社成立四十周年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大会是在劳动总联合会（“劳动介绍所”）所在地举行的。


3月5日和4月15日（3月18日和4月28日）之间


写《纪念公社》一文。


3月6日（19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


不晚于3月13日（26日）


启程去柏林，同保管布尔什维克款项的卡·考茨基、克·蔡特金和弗·梅林商谈给《明星报》拨款的问题。参加商谈的有《明星报》编委尼·古·波列塔耶夫。


3月上半月


致函在柏林的阿·伊·李可夫，严厉批评他在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的工作方面行动迟缓。


3月19日（4月1日）


列宁的《“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和《党的破坏者扮演着“传说的破坏者”角色》两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22号上。


3月22日和4月6日（4月4日和19日）之间


在巴黎会见阿·马·高尔基。


3月23日和4月2日（4月5日和15日）之间


写《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一文。


3月26日（4月8日）


写信给在萨拉托夫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询问她们打算在何处过夏天并谈了自己在巴黎的生活情况。

会见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


3月30日和4月16日（4月12日和29日）


写《论危机的意义》一文。


不晚于3月


收到博洛尼亚前进派党校的一名工人学员的来信，信中批判前进派的纲领，说他自己想来巴黎了解布尔什维克的立场。


3月


致函阿·伊·李可夫，说如果他要退出中央委员会，就是在困难时刻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背叛；建议从俄国调来维·巴·诺根和伊·阿·萨美尔以保证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上占多数；告知已派尼·亚·谢马什柯去博洛尼亚前进派党校，邀请学员来巴黎学习补充课程。

收到尼·古·波列塔耶夫和尼·伊·约尔丹斯基的来信，信中请求寄去出版《明星报》的钱款。

致函某某人（可能是阿·伊·李可夫），请求从物质上帮助尼·古·波列塔耶夫和尼·伊·约尔丹斯基出版《明星报》。

列宁的《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关于前景和取消主义》一文和《论战性的短评》发表在《思想》杂志第4期上。


4月2日（15日）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16号上。


4月6日（19日）以前


抵达柏林。根据杜马党团的委托，同从俄国来的尼·古·波列塔耶夫商谈出版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报告的问题。

从尼·古·波列塔耶夫那里收到经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讨论过的出版党团的报告的计划。

致函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同意党团拟订的关于出版它的报告的计划，同时告知出版党团的报告的编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及其职责。


4月6日（19日）以后


收到阿·马·高尔基的夫人玛·费·安德列耶娃的来信，信中说高尔基已从巴黎返回，还谈到高尔基的健康情况。


4月8日和16日（21日和29日）之间


写《英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一文。


4月12日（25日）


参加起草给在柏林的扬·梯什卡、阿·瓦尔斯基和阿·伊·李可夫的信的初稿，信中建议他们参加中央委员会的磋商会议，解决立即召开中央全会的问题。


4月15日（28日）


列宁的《纪念公社》一文发表在《工人报》第4—5号上。


4月16日（29日）


列宁的《论危机的意义》和《英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两篇文章发表在《明星报》第18号上。


4月17日（30日）


致函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告知关于出版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报告的谈判已正式结束；建议从“保管人”保管的款项中拨款给出版党团的报告的编辑委员会。


4月21日（5月4日）以前


致函尼·亚·罗日柯夫，谈罗日柯夫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必要的开端》一文，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发挥了取消派关于在斯托雷平制度条件下建立广泛的工人合法政党的设想。


4月22日（5月5日）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曙光〉杂志》一文发表在《现代生活》杂志第3期上。


4月28日和5月7日（5月11日和20日）之间


写《“遗憾”和“羞耻”》一文。


4月29日（5月12日）


列宁的《合法派同反取消派的对话》和《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两篇文章发表在《争论专页》第3号上。

在巴黎庆祝五一节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谈到新的革命高潮的开始，认为俄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这次集会是由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召集的。出席集会的约有300名俄国政治流亡者。


4月底和5月之间


同从俄国来的彼得堡工人、未来的隆瑞莫党校学员谈话，向他们了解彼得堡的情况和他们的工作情况，从他们的谈话中预感到了工人运动即将出现新的高涨的征兆。


不晚于4月


为《思想》杂志写对弗·维·阿多拉茨基的文章《论新自由主义。评帕·诺夫哥罗德采夫〈现代法律意识的危机〉一书》的意见。


5月初


拜访尤·米·斯切克洛夫。斯切克洛夫是从彼得堡派来同社会民主党党团建立联系的，他请求列宁协助出版美国极地探险家罗·彼利的《北极旅行》一书的俄译本。

致函阿·马·高尔基，告知《思想》杂志被查禁，请高尔基协助找一位出版人，以便在彼得堡创办一个新的杂志；询问能否出版1911年2月《新时代》杂志第18、19和20期上发表的卡·考茨基批判彼·巴·马斯洛夫的《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的俄译文；谈到尤·米·斯切克洛夫请求协助出版罗·彼利的《北极旅行》一书的俄译本一事。


5月7日（20日）


列宁的《“遗憾”和“羞耻”》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21号上。


5月14日（27日）以前


收到尼·古·波列塔耶夫的来信，信中说阿·马·高尔基建议以某一机关报为中心联合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


5月14日（27日）


致函阿·马·高尔基，强烈反对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联合，告知自己对以某一机关报为中心联合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建议持否定态度，因为孟什维克在党团中占优势；批评《明星报》编辑部缺乏一条坚定的政治路线；告知有人说斯托雷平要发布通令，查封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说巴库的布尔什维克合法杂志《现代生活》已被查封；认为必须加强秘密工作。

签署给在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的信，信中邀请他们参加中央委员会议，讨论于1911年6月5日（公历）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的问题。


5月17日和20日（5月30日和6月2日）之间


致函马·奥佐林，请他作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出席即将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这封信没有找到）。


不早于5月19日（6月1日）


收到孟什维克呼声派分子波·伊·哥列夫关于召开中央全会问题的来信。


5月19日和23日（6月1日和6月5日）之间


鉴于波·伊·哥列夫1911年5月18日（6月1日）的声明，列宁写信给在国外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揭露取消派破坏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

写《三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向九个中央委员的非正式会议的报告提纲》。

写《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提交即将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


不早于5月23日（6月5日）


收到崩得分子米·伊·李伯尔的来信，信中说他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只是为了了解情况。


5月24日（6月6日）


由于原中央委员会国外局3名成员就关于“保管人”保管的款项问题发表声明，列宁用德文致函卡·考茨基，谈关于“保管人”保管的款项问题。


5月26日（6月8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的预备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央委员会议推迟两天开幕。


5月28日—6月4日（6月10日—17日）


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研究尽快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和全党代表会议的措施。


5月28日（6月10日）


在中央委员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就确定会议的性质问题发言10次。

就会议进行的程序问题发言。

起草关于确定会议的性质的决议草案以及其他决议草案。中央委员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这些决议草案。

列宁的《谈谈杜马会议的结果。“共同做的事”》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24号上。


5月29日（6月11日）


出席布尔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会上就必须把呼声派开除出党一事同费·埃·捷尔任斯基交换便条。


5月30日（6月12日）


出席中央委员会议第三次会议，在讨论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问题时发言9次。


5月和6月之间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迁居巴黎南郊隆瑞莫。

在隆瑞莫党校正式开学之前，同学员一起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


5月和7月之间


在隆瑞莫同列·波·加米涅夫讨论他的小册子《两个政党》。


春天


在巴黎同从俄国侨居国外的Ｔ．Ф．柳德温斯卡娅谈话，询问彼得堡党组织的工作；听她讲述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的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人积极学习已经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情况。

出席布尔什维克巴黎支部会议，在会议选举领导机构之前发言，强调要选举那些与国内实际工作有联系的人，有实践经验的人。


春天和8月17日（30日）之间


领导隆瑞莫党校的筹建和实际工作，该校是为俄国各无产阶级大中心的党组织的工作者举办的。


5月和8月17日（30日）之间


在隆瑞莫党校讲授政治经济学、土地问题以及俄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等课程。

根据隆瑞莫党校学员的要求，作关于目前形势和党内状况的报告。


5月和夏天之间


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中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弗·列德尔谈话，批评让·饶勒斯的改良主义观点，这些观点促使饶勒斯走上机会主义道路。


6月1日（14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表决关于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决议的第二部分时弃权。该决议认为应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存在问题转交最近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解决，而列宁主张立即改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在中央委员会议的上午会议上签署并提出关于不承认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是党的机关的专门意见；声明赞成尼·亚·谢马什柯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行动，认为没有把谢马什柯选入技术委员会是不公正的；起草关于成立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建议，并在讨论关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时提出了这一建议。

起草关于不能邀请呼声派分子和前进派分子参加筹备全俄党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的声明。这一声明是在讨论关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时提出来的。


6月2日（15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上提出关于会议记录办法的声明。

谢马什柯为了抗议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中的孟什维克多数拒绝他的关于召开中央全会的建议，于5月14日（27日）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并就这一问题向中央委员会议提出书面声明。列宁起草声明，支持尼·亚·谢马什柯。


6月4日（17日）以后


在有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费·埃·捷尔任斯基和扬·梯什卡参加的布尔什维克会议上，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的报告。

赞同隆瑞莫党校学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伊·伊·施瓦尔茨和波·阿·布列斯拉夫关于在党校课程结束前返回俄国进行全俄党代表会议筹备工作的决定。


6月4日（17日）和7月上半月之间


鉴于隆瑞莫党校学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伊·伊·施瓦尔茨和波·阿·布列斯拉夫即将回俄国进行全俄党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列宁多次会见他们并同他们谈话。

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启程回俄国时，根据列宁的指示，写抗议书交国外组织委员会，抗议国外组织委员会内调和派进行派别活动和阻挠党的工作者去俄国筹备全俄党代表会议。列宁审阅并修改了这一抗议书。


不晚于6月6日（19日）


就国外组织委员会的组成问题致函国外组织委员会（这封信没有找到）。


6月6日（19日）以后


签署给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的抗议书，抗议扬·梯什卡破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六月中央委员会议决议的行动，要求采取措施制止此类行动。


6月11日（24日）以前


致函《明星报》编辑部，谈该报的财务问题（这封信没有找到）。


6月11日（24日）


列宁的《关于旧的但又万古常新的真理》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25号上。


不晚于6月14日（27日）


启程前往斯图加特，就“保管人”保管的款项问题同克·蔡特金商谈。


6月18日（7月1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会议，提出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会议通过了这一决议。


6月18日（7月1日）和7月之间


为7月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写序言。


6月20日（7月3日）


致函阿·伊·柳比莫夫和米·康·弗拉基米罗夫，认为不能同调和派采取一致行动，因为他们同呼声派、托洛茨基派和前进派分子结成了同盟；说如果调和派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布尔什维克就要退出技术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讨论下一号报纸的内容以及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关于他们退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声明。列宁建议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一通告，说明马尔托夫和唐恩退出编辑部，并在一篇短评中对他们的行动予以评论。


6月20日（7月3日）以后


在用征询意见的方式进行表决时，列宁赞成必须召开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同中央机关报撰稿人的联席会议，讨论为选举第四届国家杜马而进行的选举运动出版传单和小册子的问题。


6月22日（7月5日）


用德文从隆瑞莫致函克·蔡特金，说自己于7月5日（公历）去巴黎银行，近日就把给蔡特金的款项寄出。


6月25日（7月8日）


致函技术委员会，谈它增加1911年6—7月的预算问题。


7月4日（17日）


收到社会党国际局给各国社会党总书记和代表的信，信中征询是否有必要召开各社会党代表磋商会议，研究德国政府决定派遣巡洋舰去摩洛哥的问题。列宁在原信上作批注、画重点和标线。


7月14日（27日）


签署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六月中央委员会议参加者的信，信中提议表决一项决议草案：认为技术委员会决定扣留拨给组织委员会的1万法郎是不合法的，建议技术委员会立即把钱交给组织委员会全权处理。


7月17日（30日）


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六月中央委员会议参加者的名义写声明，抗议技术委员会拒绝给隆瑞莫党校拨款；提议表决通过关于从现有的款项或从“保管人”保管的款项中拨出党校所需经费的决定。


7月20日（8月2日）


给列·波·加米涅夫的小册子《两个政党》写序言。


7月20日（8月2日）以后


审阅列·波·加米涅夫的小册子《两个政党》的校样；写对该小册子的补充，谈反对同取消派划清界限的人的反党行为，谈在1910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一月全会以后反对同合法派完全划清界限的调和派和妥协派所犯的重大错误。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告知给他寄去了他的小册子《两个政党》的校样，认为《两个政党》中有一节必须进行一系列原则性的修改，同时寄去自己写的对该小册子的补充意见；要他务必把修改过的关于调和派的一节的校样寄来。


7月21日（8月3日）


列宁和其他中央委员，作为中央委员六月会议的多数，决定向其余有表决权的会议参加者费·埃·捷尔任斯基和扬·梯什卡，就技术委员会把钱款转交组织委员会全权处理的问题征求意见。


7月29日（8月11日）以后


收到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Г．E．别洛乌索夫从伊尔库茨克省乌索利耶寄来的信，信中请求给他寄去《工人报》和党的其他刊物。信中还告知苦役期限已满，征求对他未来的工作的意见。


7月底和9月上半月之间


读调和派的《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书》并画重点和作记号，在后来写作《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人的新派别》一文时参考了这一材料。


7月


同马·亚·萨韦利耶夫谈话，谈关于出版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启蒙》以及自己参加该杂志的编辑工作的问题。

列宁拟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印成单页发表。

写《党内状况》一文。


8月7日（20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去法国北部塞纳－马恩省的枫丹白露休息一天。


8月10日和23日（8月23日和9月5日）之间


收到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从布鲁塞尔寄来的一份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的名单，胡斯曼请列宁审阅并加以修改。


8月11日（24日）以前


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和《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献给我们的“调和派”和“妥协派”）》两篇文章。


不晚于8月17日（30日）


由于格·瓦·普列汉诺夫不能来隆瑞莫党校讲哲学课，列宁根据学员的请求，就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讲了三讲。


8月23日（9月5日）


复函卡·胡斯曼，告知给他寄去已作修改的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的名单。


8月30日（9月12日）以前


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信给即将召开的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信中特别强调同取消派进行斗争（这封信没有找到）。


8月


列宁作序的列·波·加米涅夫的小册子《两个政党》在巴黎由《工人报》编辑部出版。


9月1日（14日）


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献给我们的“调和派”和“妥协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召集委员会的声明加的附注》等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号上。


9月2日（15日）


收到从彼得堡寄来的信，信中说取消派打算买下乌克兰资产阶级报纸《基辅戈比报》并将它迁往彼得堡。

致函阿·马·高尔基，赞成他出版杂志和报纸的计划，说取消派打算在彼得堡出版《基辅戈比报》，必须组织对他们的反击；请求高尔基给《明星报》写稿；说卡·考茨基和克·蔡特金严厉地批评了尔·马尔托夫的小册子《是拯救者还是破坏者？》；还谈了党内的状况。


9月7日（20日）以后


收到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的来电，电报中说拟定在苏黎世举行社会党国际局会议。


不晚于9月8日（21日）


从隆瑞莫写信给在德国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说由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伊·瓦·克鲁普斯卡娅生病，他不能去意大利，而要返回巴黎。


9月8日（21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从隆瑞莫迁回巴黎。


9月9日（22日）以前


收到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的便函，弗拉基米尔斯基说格·瓦·普列汉诺夫要求寄给去苏黎世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路费，询问列宁是否需要这种路费。


9月9日（22日）


致函克·蔡特金，要求从“保管人”保管的党的款项中拨出1万法郎，转交俄国组织委员会会计处，作筹备和召开党代表会议的费用。


9月9日或10日（22日或23日）


启程去瑞士出席在苏黎世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


9月10日—11日（23日—24日）


在苏黎世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发言支持罗·卢森堡的立场，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政策。


9月12日（25日）


致函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告知在苏黎世将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的报告；说打算去日内瓦和伯尔尼；询问能否在伯尔尼会见布尔什维克小组的成员。

在苏黎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小组会议上就党内状况问题发表讲话。


9月13日（26日）以前


致电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请他给安排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的报告。


9月13日（26日）


在苏黎世俄国侨民会议上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的报告。


9月13日和15日（26日和28日）之间


致函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说在伯尔尼和日内瓦举行报告会的收入归《工人报》；请给弄到作报告所需要的材料；同意布尔什维克与护党派孟什维克举行座谈。


9月14日—15日（27日—28日）


在去伯尔尼途中，到达卢塞恩，登上海拔2122米的皮拉特山。


9月15日（28日）


从卢塞恩写信给住在萨拉托夫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说他是趁社会党国际局在苏黎世举行会议的机会到瑞士来的，还说要在瑞士的一些城市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的报告。


9月中


写《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人的新派别》一文。


不早于9月15日（28日）


在伯尔尼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的报告。

在伯尔尼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小组成员谈党内的状况。


9月19日（10月2日）


在日内瓦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的报告，有150人左右出席了报告会。


9月24日（10月7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建议他去同弗·哥林和维·阿·卡尔宾斯基商量组织报告会的事情。

列宁于9月19日（10月2日）在日内瓦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的报告一事，被巴黎的特务官员报告给警察司司长。


9月26日（10月9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决定委托列宁写《斯托雷平与革命》一文。


9月30日和10月23日（10月13日和11月5日）之间


写《总结》一文。


9月


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寄去波斯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致国际无产阶级的贺信的法译文，请求发表这一贺信并转发给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各个政党。


10月10日（23日）


致函卡·胡斯曼，请求寄来国际工会代表大会的报告和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这封信没有找到）。


10月12日（25日）


委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信中建议同莫斯科组织取得联系，说尼·古·波列塔耶夫受到警察监视，请求另外寄一个通信地址来，答应使彼得堡组织同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成员取得联系。


10月13日（26日）


致函格·叶·季诺维也夫，对进行关于“保管人”保管的款项问题的谈判作指示。


10月18日（31日）


在巴黎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的报告。

列宁的《斯托雷平与革命》、《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人的新派别》、《关于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和《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等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4号上。


10月19日（11月1日）


致函在莱比锡的约·阿·皮亚特尼茨基，建议他去布拉格筹备党的代表会议（这封信没有找到）。

用德文致函在布拉格的捷克社会民主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安·涅梅茨，询问是否可以在布拉格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并请他协助筹备这次代表会议。


10月20日（11月2日）


致函卡·考茨基，谈交出“保管人”保管的党的款项一事，说在仲裁法庭垮台和卡·考茨基和弗·梅林退出仲裁法庭之后，布尔什维克将不再重建法庭。

出席国外组织委员会会议并作报告。


10月21日（11月3日）


委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在彼得堡的伊·施瓦尔茨，信中说明调和派在关于服从俄国组织委员会决议的问题上表现动摇以及仲裁法庭垮台的详情。信中还简要复述给“保管人”的信的草稿（草稿中要求把款项移交给俄国组织委员会）和请求来信详细谈谈俄国组织委员会会议的情况。


10月22日（11月4日）


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的身分致函在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人伊·弗里穆，请他帮助两名俄国政治流亡者尼·帕舍夫和伊·杰米多夫斯基。


10月23日（11月5日）


列宁的《总结》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26号上。


10月23日或24日（11月5日或6日）


抵达布鲁塞尔，在那里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的报告。出席报告会的约100人。


10月23日和11月5日（11月5日和18日）之间


写《旧的和新的（一个报纸读者的短评）》一文。


10月24日或25日（11月6日或7日）


抵达安特卫普，在布尔什维克安特卫普小组书记Ａ．Ｈ．马卡连科的寓所停留。


10月25日（11月7日）


参观安特卫普博物馆和港口。

晚上，在安特卫普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的报告。出席报告会的约200余人。报告之后，列宁同会议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座谈。


10月25日或26日（11月7日或8日）


自安特卫普启程去伦敦。


10月25日和11月5日（11月7日和18日）之间


写《两个中派》一文。


10月26日和28日（11月8日和10日）之间


抵达伦敦。


10月28日（11月10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说他很喜欢在英国博物馆工作，研究斐·拉萨尔的追随者、德国作家约·施韦泽的作品；请加米涅夫了解一下巴黎国立图书馆有哪些上一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者的书籍。


10月29日（11月11日）


晚上7时，在伦敦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的报告。


10月30日（11月12日）以前


写关于瑞典农民状况的文章（这篇文章没有找到）。


10月31日（11月13日）


伊·施瓦尔茨从彼得堡寄信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信中请求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写一篇关于沙皇政府陷害和审判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文章，因为《明星报》于10月29日（11月11日）已经提出修改判决的问题。


11月5日（18日）


列宁的《两个中派》和《旧的和新的（一个报纸读者的短评）》两篇文章发表在《明星报》第28号上。


11月6日（19日）以后


写《关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对整个案件的介绍》一文。这篇文章同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案件的材料一起，由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分别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发表在《社会党国际局定期公报》第8期上。


不晚于11月7日（20日）


自伦敦返回安特卫普。


11月7日（20日）


抵达列日。

在列日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的报告。


11月8日（21日）


在列日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小组成员交谈。


11月12日和12月10日（11月25日和12月23日）之间


写《旧的和新的》一文。


不晚于11月14日（27日）


起草《自由派工党的宣言》的报告提纲。


11月14日（27日）


在巴黎作题为《自由派工党的宣言》的报告。报告会是由《工人报》协助小组组织的。


11月16日（29日）以后


收到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的来信，信中请求寄去俄国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受审的材料。胡斯曼随信还附去致社会党议员沙尔·迪马的信的抄件，迪马曾发言反对迫害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人代表。


11月17日（30日）


致函在伦敦的费·阿·罗特施坦，告知给他寄回了亨利·迈尔斯·海德门的回忆录《冒险生活记事》。列宁根据这本书写了《海德门谈马克思》一文。


11月19日（12月2日）


访问法国社会党报纸《人道报》编辑部，表示愿意在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葬礼上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演说。


11月20日（12月3日）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葬礼上发表演说。演说发表在12月8日（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5号上。


11月22日（12月5日）


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告知给他寄去了自己的文章《关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对整个案件的介绍》以及其他材料。


11月24日（12月7日）


收到波斯民主党中央委员会1911年12月5日（公历）的来电，电报中抗议沙皇俄国和英帝国主义干涉波斯人民的内政。抗议沙皇俄国和英帝国主义干涉波斯人民的内政。

把波斯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来电寄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在致胡斯曼的附信中说，这份电报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并希望将电报内容通知参加第二国际的各个政党。


11月26日（12月9日）以前


写《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一文。


11月26日（12月9日）


列宁的《海德门谈马克思》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31号上。


11月26日（12月9日）以后


收到伊万·格拉德涅夫（萨·马·扎克斯）从彼得堡寄来的信，信中报告以下情况：《明星报》的资金很困难；读者同情《明星报》的政治立场；《明星报》就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案件所采取的行动很成功；《明星报》打算在该报第31号上发表列宁关于自由派工党的文章；《明星报》编辑部对列宁的《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一文给予很好的评价；国内警察专横行为日益猖獗，编辑部打算就此问题发表一系列文章。


1911年11月和1912年3月之间


翻阅《我们的曙光》杂志1911年第11期，在弗·奥·列维茨基（策杰尔包姆）的《我国的“宪法”和争取权利的斗争》一文中和《编者的话》一栏里写批注和画重点。


秋天


同尼·古·波列塔耶夫一起在柏林会见奥·倍倍尔，请倍倍尔在资金方面支援《明星报》。


12月3日（16日）


列宁的《自由派工党的宣言》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32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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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立宪民主党和大臣们谈判的揭露开始了
 （1911年12月）


· 三项质询
 （19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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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
 （1912年1月）


1．关于确定代表会议性质的决议草案（不晚于1月5日〔18日〕）

2．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不晚于1月12日〔25日〕）

3．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同饥荒斗争的任务的决议草案（不晚于1月8日〔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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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2月19日〔3月3日〕）


· 给社会党国际局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
 （1912年2月26日〔3月10日〕以前）


· 反对同取消派的联合
 （1912年3月2日〔15日〕以后）


· 第三届杜马五年来的各政党
 （1912年3月4日〔17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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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牌摊到桌面上来
 （1912年3月12日或13日〔25日或26日〕）


· 关于捷·奥·别洛乌索夫代表退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问题
 （1912年3月13日〔26日〕）


· 《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
 （1912年3月13日〔26日〕以后）


序言

· 饥荒
 （1912年3月17日〔30日〕）


· 农民和第四届杜马的选举
 （1912年3月17日〔30日〕）


· 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胡斯曼的信
 （1912年3月17日和23日〔3月30日和4月5日〕之间）


· 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的联盟及其意义
 （1912年3月29日〔4月11日〕）


· 为自由派工人政策作的拙劣辩护
 （1912年4月1日〔14日〕）


· 俄国的决选投票和工人阶级的任务
 （1912年4月3日〔16日〕）


· 自由派和民主派
 （1912年4月8日和19日〔4月21日和5月2日〕）


· 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1912年4月25日〔5月8日〕）


· 反党的取消派
 （1912年4月25日〔5月8日〕）


· 纪念赫尔岑
 （1912年4月25日〔5月8日〕）


· 欧俄土地占有情况
 （1912年5月6日〔19日〕）


· 劳动派和工人民主派
 （1912年5月8日和9日〔21日和22日〕）


· 论俄国各政党
 （1912年5月10日〔23日〕）


· 关于大资本组织的调查
 （1912年4—6月）


· “俄国土地问题”的实质
 （1912年5月22日〔6月4日〕）


· 关于竞选鼓动的几点总结
 （1912年5月22日〔6月4日〕）


· 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
 （1912年5月31日〔6月13日〕）


· 移民问题
 （1912年6月3日〔16日〕）


· 革命的高涨
 （1912年6月4日〔17日〕）


·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口号和五月运动
 （1912年6月4日〔17日〕）


· 取消派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
 （1912年6月4日〔7日〕）


· “联合者”
 （1912年6月4日〔17日〕）


· 我们同自由派论战的性质和意义
 （1912年6月10日〔23日〕）


· 资本主义和“议会”
 （1912年6月17日〔30日〕）


· 选举和反对派
 （1912年6月24日〔7月7日〕）


· 选举为期不远了，大家行动起来吧！
 （1912年6月30日〔7月13日〕）


· 彼得堡选举的意义
 （1912年7月1日〔14日〕）


· 斯托雷平土地纲领和民粹派土地纲领的比较
 （1912年7月1日〔14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和党的当前任务
 （1912年7月3日〔16日〕）


· 答取消派
 （1912年7月11日〔24〕以前）


· 在瑞士
 （1912年7月12日〔25日〕）


· 半年工作总结
 （1912年7月12—14日〔25—27日〕）


·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1912年7月15日〔28日〕）


· 意大利社会党人代表大会
 （1912年7月15日〔28日〕）


· 俄国的“言论自由”
 （1912年7月15日〔28日〕）


· 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
 （1912年7—9月）


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7月17日〔30日〕）

　　1912年1月以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

　　至今中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所谓组织委员会采取什么态度？

　　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

　　关于取消派的影响同党的影响相比较的可以正式核对的材料

　　关于取消派和党同俄国工人群众的联系的公开的、可以核对的材料

　　结论

为《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小册子写的附言（9月2日〔15日〕）

*《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小册子的附言初稿（8月20日和24日〔9月2日和6日〕之间）

· 资本主义和人民的消费
 （1912年7月20日〔8月2日〕）


·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
 （1912年7月22日和29日〔8月4日和11日〕）


· 自由派和教权派
 （1912年7月25日〔8月7日〕）


· 立宪民主党和民主派
 （1912年7月26日〔8月8日〕）


· 自由派的进攻
 （1912年7月28日〔8月10日〕）




附录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材料
 （1912年1月）


1．对《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草案的意见（1月5日〔18日〕以前）

2．关于确定代表会议性质的发言提纲（1月5日〔18日〕以前）

3．对党的组织章程的修改草案（不晚于1月11日〔24日〕）

4．对《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草案的意见（1月11日〔24日〕）

5．关于“请愿运动”的决议的材料（不晚于1月17日〔30日〕）

· 《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涨》的专题报告提纲
 （1912年5月31日〔6月13日）以前）


· 《列宁全集》第21卷年表（1911年12月—1912年7月）




插图

· 1912年1月列宁拟的《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的决议草案的手稿

· 1912年3月列宁《把牌摊到桌面上来》一文手稿第1页

· 1912年7月1日载有列宁《彼得堡选举的意义》和《斯托雷平土地纲领和民粹派土地纲领的比较》两文的《涅瓦明星报》第15号第1版

· 1912年8月1日载有列宁《半年工作总结》一文第3节的《真理报》第80号第1版

· 1912年6月13日列宁作《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涨》的专题报告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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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

LIENING　QUANJI

第二十一卷

（1911年12月—1912年7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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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1卷


前言

本卷收载的是列宁1911年12月至1912年7月即俄国新的革命高涨初期的著作。

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三年黑暗统治之后，从1910年起，俄国政治形势出现了明显的转变。群众中消沉和涣散的状态正在消失，革命情绪渐渐增长，罢工运动和游行示威开始重新活跃起来。俄国无产阶级由退却转为进攻。黑帮反革命势力猖獗的时期结束了。1912年3月，沙皇政府血腥镇压西伯利亚勒拿金矿工人的罢工斗争，打死打伤工人群众500多人，激起了各地工人的强大抗议浪潮。勒拿惨案成了群众的革命情绪转变为革命运动的导火线。从这年“五一”节开始，全国各地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性罢工和游行示威。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俄国已进入了革命高潮时期。面临革命运动新高涨的形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须尽快克服取消派和其他反党派别的破坏活动所造成的党内危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实现组织统一、实行统一的纲领和策略，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成为群众革命斗争的坚强领导力量，才能引导革命运动走向胜利。本卷所收文献，主要反映了列宁为恢复和巩固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制订和贯彻党在新形势下的革命策略而进行的斗争。

1912年1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是布尔什维克近四年来反对取消派、召回派和调和派的斗争的一次总结，是列宁为重整队伍、恢复和巩固党组织的努力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本卷中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一组文献，集中反映了列宁这个时期的主要思想和观点。

为了争取召开和具体筹备这次代表会议，列宁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在他领导下，布尔什维克于1911年6月在巴黎召开了国外中央委员会议，会议确认立即召开党代表会议是非常必要的。10月，在俄国国内各地方组织参加的巴库会议上，成立了党代表会议的筹备机构——俄国组织委员会。列宁在《党内危机的结局》一文中高度评价俄国组织委员会成立的意义，认为这是在四年的瓦解和涣散以后，第一次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内中心，是使党能够得到良好发展的新的重大转折点。12月，列宁又在巴黎召开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会议把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组织，选出了国外组织委员会，声明全力支持俄国组织委员会。列宁采取的这些重要步骤为布拉格代表会议的胜利召开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列宁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草拟了许多重要的决议草案，对提交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草案都作了仔细审订。

确定代表会议的性质，是同取消派等反党派别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列宁在专门为此草拟的决议草案中，针对认为这次会议只是部分党组织的代表会议的错误意见，充分论证了召开代表会议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明确指出这是全党的代表会议，是党的最高机关。

列宁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至今没有见到。从本卷收载的列宁在代表会议前夕发表的《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外的行动。口号和工作方法》和《党内危机的结局》两篇文章以及列宁根据自己的报告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可以看出，列宁对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阐明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和变化，指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正在增长。列宁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夺取政权的任务仍是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对先进的无产阶级群众进行长期的社会主义教育、组织和团结的工作”（本卷第146页）。列宁坚持执行秘密活动同公开活动相结合的方针，要求各地社会民主党组织在利用一切办法恢复和巩固秘密党组织的同时，要比以前更加广泛地利用一切合法机会，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成为唯一能够领导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力量。列宁认为，秘密的党组织的周围应当有各种各样的合法工人团体，形成公开活动网，作为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据点。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将会有助于党在新的环境下开展工作。

在《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关于党的工作性质和组织形式》等一系列决议中，也贯串着秘密活动同合法斗争相结合的精神。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绝对必须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运动，建立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1908年党代表会议确定的利用杜马讲坛的路线仍然应当是今后党的杜马工作的指导路线。列宁还制定了党在选举运动中总的策略路线，规定了党的杜马党团的具体任务，提出了党在选举运动中的口号。这些口号是：（1）建立民主共和国，（2）实行八小时工作制，（3）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

代表会议《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的决议是恢复党的统一的关键性文献。决议谴责取消派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破坏中央委员会，破坏党的决议和纪律，否认秘密的党，否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决议声明，取消派的所作所为已使自己完全置于党外。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这个决议，这意味着把机会主义分子清洗出党。

代表会议还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至此，结束了布尔什维克为反对孟什维克、为重建党而斗争的整个历史时期。列宁在1914年评价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意义时指出：“自从1912年以来，俄国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已经有两年多没有派别活动，在统一的组织中、在统一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的那种关于策略问题的争论没有了。现在的情况是，党同取消派已经完全决裂，党在1912年1月已经正式声明：取消派已不再属于党。”（《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196页）

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取消派清除出党，但是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调和派、崩得分子联合攻击布尔什维克和布拉格代表会议，指责布尔什维克“篡权”、在党内“搞政变”，煽动各地方组织拒绝执行全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列宁给予他们的诽谤和破坏以有力的回击。在《反对同取消派的联合》、《把牌摊到桌面上来》、《反党的取消派》、《取消派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联合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和党的最近任务》、《答取消派》、和《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等文中，列宁彻底揭露了取消派和托洛茨基调和派的反党实质。列宁指出，取消派不承认秘密形式的党，而要建立一个新的合法政党，这已经不是在党内闹派别斗争，而是背离党、破坏党的行为；他们由于政治上组织上坚持机会主义的立场和政策而自绝于工人阶级，早在1910年他们就同原来的政治集体决裂了；两年多的经验已经证明，同取消派实行任何联合都是不可能的，任何诡辩和遁辞都无济于事，任何漫骂都不会改变取消派已置身于党外这一事实。列宁蔑视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派和崩得分子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认为这种联盟早就注定要遭到可耻失败，因为这个联盟是建立在无原则、虚伪、说空话上面的。

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在国外竭力散布谎言，混淆视听。他们的反党言论和活动得到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支持。托洛茨基接二连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诽谤布尔什维克的文章。为了澄清事实，使第二国际领袖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广大党员明白真相，列宁在《给社会党国际局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胡斯曼的信》中，在印成德文散发的《〈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两本小册子中，反复叙述了反对取消派斗争的意义、过程和结局，揭露了取消派和托洛茨基的卑劣欺骗手段和恶意诽谤。列宁驳斥了所谓取消派得到大多数党组织拥护的谎言，他以无可争辩的材料证明：“取消派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完全等于零”，得到绝大多数拥护的是布尔什维克，是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列宁指出，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是党的合法的最高机关，已经自外于党的取消派既不能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不能以党的名义发表意见。

列宁在同取消派的斗争中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不是通过同机会主义的艰苦斗争和多少次分裂才建立起来的。在本卷所收的《意大利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一文中，列宁赞赏该代表大会关于把以党的前领袖比索拉蒂为首的机会主义集团开除出党的决议。列宁认为，分裂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但有时是必需的。他写道：“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他们犯了错误，党就去纠正这些错误。德国工人党甚至纠正过象倍倍尔这样伟大的领袖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但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如果他们为了维护错误而组织集团，践踏党的一切决定，破坏无产阶级大军的全部纪律，那么就有必要分裂。”（本卷第435页）他认为，意大利社会党清除了机会主义者以后，就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本卷中很大一部分文献是论述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问题的。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在选举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向人民解释，各种不同政党的实质是什么，谁有什么主张，左右每个政党的是哪些真正的切身利益，各个政党所代表的是哪些阶级。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的联盟及其意义》、《第三届杜马五年来的各政党》、《自由派和民主派》、《劳动派和工人民主派》、《论俄国各政党》等文中，列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选举运动的形势和参加选举的各个政党的本质作了详尽的具体分析。他指出，参加竞选的不是两个阵营而是三个阵营，即：代表农奴主－地主的阶级利益的黑帮，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民主派。立宪民主党和各民粹主义政党以及孟什维克取消派都用笼统的所谓反对派来混淆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区别，实行自由派的路线和政策。列宁指出，民主派同自由派的斗争比同右派的斗争更加深刻，更能教育和团结群众。因此，他着重揭示自由派和民主派的界限，深入剖析立宪民主党的阶级本质，指出俄国资产阶级无论同旧的经济制度或官僚制度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它害怕人民运动远远超过害怕反动势力。列宁认为，这就是立宪民主党经常随风转舵、背叛民主派而投靠反动派的原因。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列宁也透彻分析其特点。他指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有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它和一心想与农奴主－地主瓜分政权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不同，它要求解决的是生存问题，是力求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和一切政治特权的问题。但由于小业主的经济特性和地位，决定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组织上必然软弱涣散，在思想上必然在立宪民主党人与工人民主派之间动摇不定。列宁认为工人民主派的任务应当是：促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摆脱自由派的影响，团结民主阵营去反对右派和立宪民主党。

根据对各政党的阶级分析，列宁确定了党在选举运动中的策略，强调必须在布拉格代表会议提出的口号下独立地进行选举活动。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机关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和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等著作中，列宁阐明了党在选举运动中执行“左派联盟”策略的意义。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必须同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人民社会党人达成暂时的协议，结成“左派联盟”。他写道：左派联盟是个值得注意的和重要的原则问题，“‘迫使’国内人数最多的民主群众（农民以及和农民相近的非农业小资产阶级阶层）‘在立宪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选择’，采取工人和农民民主派‘共同行动’以反对旧制度和反对摇摆不定的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路线，这就是‘左派联盟’策略的基础和实质”（本卷第117页）。

列宁尖锐批评取消派对左派联盟策略的抵制和咒骂。他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在共同反对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必须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的多次论述和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明取消派背弃左派联盟就是背叛民主派的事业。他指出，不论哪个工人政党在任何一次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中都必须采取“左派联盟”的策略，民主解放运动的一切成就总是与正确运用“左派联盟”的策略分不开的。

《革命的高涨》和《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两篇文章，分析了新的革命高潮的特点及其社会经济政治原因，论证了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相互关系。列宁指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决不是偶然的，它是俄国整个前一阶段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点燃革命烈火的是俄国人民所处的普遍无权状况，是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性和腐败性。1912年的革命运动与1905年不同之处在于无产阶级具有更强的组织性和更高的政治觉悟。列宁批驳了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取消派歪曲工人运动性质和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割裂开来的谬论。他强调指出，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是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没有这两种罢工的紧密联系，真正广泛的、大规模的而且具有全民意义的运动是不可能产生的。列宁还根据1905年革命的经验指出，俄国工人不屈不挠的群众性罢工是同武装起义密切联系的。他同时告诫说，在俄国要取得起义的胜利，必须具备民主派农民起来支援工人阶级以及军队积极参加起义这样的条件，过早的起义尝试是极不明智的。

在《三项质询》、《饥荒》、《欧俄土地占有情况》、《“俄国土地问题”的实质》、《移民问题》和《斯托雷平土地纲领和民粹派土地纲领的比较》等文中，列宁深刻分析了俄国土地问题的特点和实质。他列举土地占有情况的官方资料，说明导致农民挨饿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制。列宁指出，俄国的土地问题与西欧不同，西欧早已消灭了农奴制，俄国农民还在受中世纪残余的蹂躏和压迫。同农奴制作斗争是俄国土地问题的特点。列宁认为，农民只有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才能找到出路，只有推翻沙皇君主制这个地主的支柱，才能真正摆脱极端贫困和饥饿。

在本卷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列宁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深切关怀和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高度评价。布拉格代表会议《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声明俄国无产阶级以极大的热忱和深切的同情注视着中国革命的成就，并斥责俄国自由派对沙皇政府掠夺政策的支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列宁称颂孙中山这位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本卷第428页），指出孙中山的纲领“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的体现。列宁写道：中国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本卷第427页）。列宁对孙中山的思想和纲领作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既指出其主观社会主义的空想倾向，又充分肯定其反封建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列宁指出，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振兴”中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在发挥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从中正确地寻找振兴中国的道路。列宁寄希望于中国未来的无产阶级。他认为：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起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并加以保护和发展。

本卷还收载了列宁在赫尔岑诞生一百周年时写的文章《纪念赫尔岑》。列宁在文中对赫尔岑曲折的一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阐明“这位在为俄国革命作准备方面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的真正历史地位”（本卷第261页）。列宁认为赫尔岑是第一批俄国革命民主派中的一个，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本卷第262页）。列宁指出赫尔岑的社会主义学说的错误和空想，分析他一度产生的怀疑论和悲观论。列宁写道：赫尔岑不能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俄国的条件下看见革命的人民，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当他在60年代看见了革命的人民时，他就无畏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反对自由派，举起革命的旗帜反对沙皇制度了；在临终的前一年，他的视线已转向国际，转向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

本卷所收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增加7篇：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的提纲》、《关于国外组织章程的建议》、《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大纲》，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报告》、《表决关于反饥荒斗争的决议时的发言》和《关于组织问题的发言》、《选举为期不远了，大家行动起来吧！》。其中《选举为期不远了，大家行动起来吧！》一文是苏联1984年新发表的。《附录》中的文献都是新增加的。





《列宁全集》第21卷


党内危机的结局

（1911年12月8日〔21日〕）

两年前，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可以看到关于党内“统一的危机”的言论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47—300页。——编者注］

 。反革命时代的瓦解和涣散，引起了新的改组和分裂，引起了国外斗争的进一步尖锐化，于是不少缺乏信心或意志薄弱的人，一看到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严重情况，就灰心丧气了。现在，随着俄国组织委员会[1]的成立，很明显，即使危机没有结束，至少也出现了使党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新的重大的转折点。因此，总的回顾一下党内演变的已经过去的阶段和最近将来的前景，是切合时宜的。

革命后留存下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包括三个单独的、自治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两个俄国国内派别。这些派别的深刻根源存在于无产阶级发展的趋势之中，存在于无产阶级当前所处的这种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生活环境之中，这一点已由事件层出不穷的非常重要的1905年、1906年和1907年的经验证明了。反革命又把我们从业已登上的高山推下深谷。无产阶级不得不在斯托雷平的绞架下和在路标派[2]的哀诉声中，重整队伍和重新积蓄力量。

新的环境引起社会民主党内各种趋势的重新组合。最不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分子，无产阶级的各种资产阶级同路人，在艰难时期的压迫下，开始离开两个新的派别。有两个流派最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离开社会民主党的情况，这就是取消派和召回派[3]。它们又必然造成两个派别内部的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核心互相接近的趋势。这就是促使1910年一月全会[4]召开的实际形势，这次全会是导致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发展中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前进和倒退的起点。

对于全会所树立的不可磨灭的思想上的功绩，以及它所犯的重大的“调和主义”错误，至今还有许多人没有很好地理解。而不理解这一点，就根本不能理解党内现状。因此，我们应当再次说明目前危机的起点。

下面从一个“调和派”在全会前夕写成并在全会之后立即发表的文章中援引的一段话，比任何长篇大论或者从更直接更丰富的“文件”摘引来的任何材料，都更能帮助我们说明这一起点。在全会上占优势的“调和主义”的首领之一、崩得分子[5]约诺夫同志，在《争论专页》[6]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党的统一有可能吗？》的文章（1910年3月19日，在第6页上有编辑部加的附注：“本文是在全会以前写成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不管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本身对党多么有害，它们对各派的有益影响，看来是毫无疑义的。病理学上有两种脓肿：恶性的和良性的。良性脓肿是一种对身体有益的病。这种脓肿在形成过程中吸收全身的一切毒素，因而也就可以促进身体的康复。我认为，取消主义对孟什维主义，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对布尔什维主义，就起了这种作用。”



　　这就是一个“调和派”在全会期间对事情的估计，这个估计把在全会上取得胜利的调和派的心理和思想不折不扣地描绘出来了。这一段话的基本思想是对的，是十二万分对的，正因为它是对的，所以布尔什维克（他们还在全会以前，就同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全面展开了斗争）在全会上未能同调和派分道扬镳。他们未能分道扬镳，就因为在基本思想上有一致的地方；分歧只在于贯彻这个思想的形式；形式是服从内容的，——布尔什维克当时这样认为，而且他们是正确的，虽然由于调和派的错误，这个“形式对内容的适应过程”使党差不多“虚度了”两年的光阴。这个错误在哪里呢？在于调和派不是只把清除了“脓肿”（仅仅视其清除程度）的流派合法化，而是把一切空口许诺清除脓肿的流派都合法化了。无论前进派[7]、呼声派[8]或托洛茨基都“签署了”反对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的决议——就是说，许诺了“清除”——就算完事了！调和派“相信了”诺言，把党同不是护党的“脓肿式的”（用他们自己的说法）小集团纠缠在一起。从实际政治的观点看来，这是幼稚行为，从更深刻的观点看来，这是无思想性，无原则性，这是阴谋手段，因为实际上，谁要是真正相信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是脓肿，谁就不能不懂得，脓肿一旦成熟，就要吸收全身的毒素，就要把毒素排出体外，谁也就不会试图把“脓肿的”毒素压回去，使全身中毒。

全会之后的第一年从实际上揭露了调和派的无思想性。在这整个一年内，实际上进行党的工作（清除脓肿，恢复健康）的是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9]。无论《社会民主党人报》[10]或《工人报》[11]（在托洛茨基驱逐中央代表[12]以后）都可以证明这个事实。1910年的一些人所共知的合法出版物[13]，也可以证明这个事实。他们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共同工作，这不是空话，而是事实。

这一年（1910年），无论呼声派、“前进派”或托洛茨基，实际上都离开了党，恰恰跑到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方面去了。“良性脓肿”依然是脓肿，而且并非良性，因为它没有把“毒素”排出党的机体，却让这些毒素继续感染全身，使身体仍然处在不健康状态之中，以致不能进行党的工作。进行党的工作（在对外公开的出版物方面）的是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他们并没有理会“调和主义的”决议和全会成立的各委员会，他们反对了呼声派和前进派，而不是同他们在一起（因为同取消派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在一起工作是不可能的）。

而国内的工作怎么样呢？一年来，中央委员会竟没有开过一次会！为什么？因为国内的中央委员（即那些理应受到“取消派的呼声报”亲吻的调和派）总是“邀请”取消派。可是，过了一年，过了一年零三个月，还是一次也没有把他们“请来”！可惜，我们的好心的调和派在全会上没有规定传唤到中央委员会去的“拘传”制度。结果恰恰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在全会上反对调和派的轻信和幼稚态度时所预见到的那种对党来说可耻的荒唐局面：国内工作陷于停顿，党被束缚住手脚，而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前进》文集[14]上却掀起一股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向党进攻的浊流！一方面是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另一方面是召回派和造神派[15]，他们都竭力破坏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持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们却在“邀请”取消派和“等候”他们！

布尔什维克在1910年12月5日的“申请”中，公开并正式地声明，他们废除同其他一切派别订立的协定。《呼声报》[16]、“前进派”、托洛茨基破坏了在全会上缔结的“和约”，这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了。

大约有半年时间（1911年6月以前），一直在尝试召集按协定规定要在三个月内召集的国外全会。取消派（呼声派—崩得分子—施瓦尔茨）把国外全会也破坏了。这时，三个集团（布尔什维克、波兰人[17]、“调和派”）的联盟作了最后一次挽救局面的尝试：召开代表会议，成立俄国组织委员会。布尔什维克仍然是少数：从1910年1月到1911年6月，取消派一直占优势（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18]有呼声派—崩得分子—施瓦尔茨：在国内有“邀请”取消派的“调和派”）；从1911年6月到1911年11月1日（保管人仲裁法庭[19]规定的期限），调和派占优势，波兰人已转到他们方面。

当时的情况是：经费和派代办员的权利都掌握在梯什卡和马尔克（巴黎调和派的首领）手中；布尔什维克得到的保证仅仅是：答应也派他们去工作。全会上产生的意见分歧最后归结到不能回避的一点上来：是不“等候”任何人，不“邀请”任何人（谁愿意和能够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工作，谁就用不着邀请！）而尽力工作，还是继续同托洛茨基、“前进”集团等等讨价还价。布尔什维克选择了第一条道路，关于这一点，他们在巴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议[20]上已经公开明确地声明过了。梯什卡一伙则选择了（也强迫技术委员会[21]和国外组织委员会[22]选择）第二条道路，这条路客观上不过是一种无聊而卑劣的阴谋手段，关于这一点，《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4号上的一篇文章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334—354页。——编者注］

 已经详细指出了。

结果如何，现在大家都已看到。到11月1日俄国组织委员会已经成立起来了。事实上，它是布尔什维克和国内孟什维克护党派建立起来的。头脑不健全的人们在全会上和在全会以后所疯狂反对的“两个强大的〈它们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有坚定的思想，是因为它们进行了清除“脓肿”的工作〉派别的联盟”（见《呼声报》、《前进》、《崩得评论》[23]、《真理报》[24]等等）已经成为事实。在1910年和1911年的俄国模范的先进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如巴库和基辅等组织[25]中，这种联盟差不多已经变成完全的合并，变成社会民主党护党派的统一的不可分离的机体，这是使布尔什维克极为高兴的事。

两年来的经验证明：关于解散“一切”派别的哀诉，原来是受波特列索夫先生们和召回派先生们愚弄的头脑简单的人们的无聊空谈。“两个强大的派别的联盟”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并且已经达到（在上述的先进组织中）完全合并为统一的党的地步。国外孟什维克护党派的动摇，已经无力改变这个既成事实。

全会以后的两年，在社会民主党内许多缺乏信心的人或不愿理解任务的极端艰巨性的思想浅薄的人看来，是充满无聊的、没完没了的、无谓的争吵的年代，是涣散和瓦解的年代。其实，这两年是社会民主党离开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动摇的泥潭走上大路的年代。1910年，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在党的一切领导机关中（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公开的或秘密的机关）共同工作，这是建立“两个强大的派别的联盟”的第一步，是在反取消主义、反召回主义的统一旗帜下进行思想准备和积聚力量的一步。1911年迈出了第二步：成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护党派孟什维克在该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担任主席[26]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实，因为第二步，即建立实际行动的国内中心，现在已经做到了。火车头已经被放到轨道上了。

尽管警察进行了难以置信的迫害，尽管呼声派、前进派、调和派、波兰人和其他一切人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捣乱”，在四年的瓦解和涣散以后，第一次成立了社会民主党的国内中心。第一次在俄国由这个中心印发了给全党的传单[27]。第一次系统地全面地在两个首都、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高加索、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罗斯托夫、尼古拉耶夫展开了（仅仅在1911年7—10月三个月的时间里）恢复各地秘密组织的工作——因为俄国组织委员会的会议是在视察了所有这些地方以后召开的，因为在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的同时，彼得堡委员会恢复起来了并且组织了多次工人群众大会，莫斯科各地区通过了护党的决议等等。

当然，如果一味盲目乐观，那是不可宽恕的幼稚；今后的困难还会非常之大；自社会民主党中心在俄国发出第一份传单以后，警察的迫害加紧了十倍；可以预见，前面还有漫长的艰苦的岁月，还有新的挫折，工作会再度中断。但是，主要的已经做到了。旗帜已经树立起来了；全国各地的工人小组都已经倾向它了，现在不管反革命怎样进攻，这面旗帜也是倒不了的！

对于国内工作这样巨大的进步，国外“调和派”、梯什卡和列德尔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又大耍卑劣的阴谋手段。全会前夕约诺夫颇有先见之明所预言的“脓肿形成过程”，不用说是令人讨厌的。但是，谁不懂得这个令人讨厌的过程会使社会民主党康复起来，谁就不必去做革命工作！技术委员会和国外组织委员会拒绝服从俄国组织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当然就鄙夷地抛弃了国外的阴谋家。于是动摇开始了。在11月初国外组织委员会残余分子（两个波兰人加上一个调和派）收到一个关于召集俄国组织委员会会议的报告。这个报告非常详尽地叙述了全部工作，以至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即《呼声报》所称赞的调和派也不得不承认俄国组织委员会。1911年11月13日，国外组织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说：“以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为指南”。国外组织委员会将它现有经费的4/5交给俄国组织委员会会计处，这就是说，波兰人自己、调和派自己也不能怀疑，整个工作的安排是严肃认真的。

然而，过了几天，无论技术委员会还是国外组织委员会又都拒绝服从俄国组织委员会了！！这是耍的什么花招？

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手里有一份将要提交给代表会议的文件[28]，从中可以看出，梯什卡鼓动人们不要参加俄国组织委员会，不要参加代表会议。

难道会有比这更卑鄙的阴谋手段吗？在技术委员会和国外组织委员会内，他们曾答应帮助召集代表会议和成立俄国组织委员会；他们大肆吹嘘说，他们要邀请“一切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请来（虽然他们作为多数有权发出邀请和提出任何条件）；他们除了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外，没有找到任何工作人员；他们在自己选择的舞台上完全失败了；他们居然堕落到对这个一度被他们当作全权中心而自愿把4/5经费交给它供召集代表会议之用的俄国组织委员会进行“捣乱”！！

不错，脓肿，尤其是脓肿“在形成过程中”，是令人讨厌的东西。为什么形形色色的国外小集团的联盟的理论家们除了耍阴谋手段就无所事事，这一点，中央机关报第24号已经说明了。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可以毫不费力地作出选择：他们是捍卫自己的俄国组织委员会和代表会议，还是让梯什卡和列德尔之流玩弄阴谋手段来阻挠他们的代表会议。阴谋家自己害了自己，这是事实，梯什卡和列德尔已经作为罪人被载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史册，可是他们阻挠代表会议的阴谋未能得逞，破坏俄国组织委员会的阴谋也未能得逞。

取消派又怎样呢？从1910年1月到1911年6月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内，他们一直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占居多数，而且在中央委员会俄国局[29]有了调和派这样可靠的“朋友”，但是他们在国内工作方面，却没有做出什么事情，一点也没有做！当他们占多数的时候，工作陷入了停顿。而当布尔什维克摧毁了取消派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并着手召集代表会议的时候，取消派却活跃起来了。这种“活跃”表现在什么地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贯忠心为取消派效劳的崩得分子，不久前曾想利用一下目前的“混乱时期”（例如在拉脱维亚人[30]中间，两个流派即取消派和护党派的斗争还没有结局），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高加索人，于是，这伙人一起到Z城去替托洛茨基和唐恩在布本贝尔格咖啡馆（伯尔尼城，1911年8月）起草的决议[31]征集签名。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拉脱维亚的领导机关，没有搞到签名，而且任何带有“三个最强大的组织的组织委员会”这块响亮招牌的文件，也没有制造出来。事实就是如此 
［注：除了从不灰心的崩得分子外，前进派也跑来破坏决议。这个小集团（老天在上！决不是召回主义的小集团！）的一个著名的召回派[32]也跑来，他“跑到”基辅、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去同调和派“调和”，他走遍各地，但是一无所获。有人说，“前进”集团责怪卢那察尔斯基所造出的坏上帝不中用，所以该派一致决定要臆造出一个好一点的上帝来。］

 。

要让俄国工人了解一下，崩得分子是如何企图破坏国内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真没想到，当筹备代表会议的工作人员巡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罗斯托夫、梯弗利斯、巴库等地的时候，崩得分子却“弄来”“一个高加索人”（大概属于那些掌握高加索区域委员会[33]“印信”，并于1908年12月派唐恩和阿克雪里罗得为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34]的代表的人物！）并且到拉脱维亚人那里去“征集签名”。差一点就要使这一帮为取消派效劳而在国内根本不做任何工作的阴谋家真的以“三个组织”（包括两个“最强大的”掌握印信的组织）的“组织委员会”的身分出现了！也许崩得先生们和这个高加索人要告诉党，他们巡视了国内哪些组织，什么时候巡视，在哪里恢复了工作，在哪里作了报告？请你们说说看，亲爱的先生们！

但是，国外的老练的外交专家俨然以行家姿态议论纷纷：“不能让自己孤立”，“应当同崩得和高加索区域委员会进行谈判”。

啊，真是一些滑稽演员！

让那些现在摇来摆去并为布尔什维克“孤立”惋惜的人学习一下，深入思索一下党在这两年中的历史的意义吧。唉，其实我们自己觉得，这样孤立倒比任何时候都要好受，因为我们已经把国外一帮渺小的阴谋家打垮，而且帮助彼得堡、莫斯科、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南方等地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团结起来了！

谁要是哀叹孤立，谁就是丝毫没有懂得全会在思想上所完成的巨大工作，也丝毫没有懂得它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在全会以后一年半当中，国外仅有形式上的统一，国内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完全陷于停顿。在1911年的半年或四个月当中，布尔什维克表面上的极端孤立，第一次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推动起来了，第一次把社会民主党的国内中心恢复起来了。

谁要是还没有弄清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这些“脓肿”思想上的腐朽和麻木，谁现在就该从“呼声派”和“前进”小集团的历史中得到教训：这些小集团为了把一切曾经试图拥护它们的人们拉过去——和他们一起堕落——竟闹到进行无益的争吵和耍卑鄙的阴谋手段的地步。

社会民主党护党派同志们，行动起来吧！把你们同非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不顾党的决议而追随这些思潮的小集团之间的最后一点联系完全割断吧。团结在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周围，帮助它召集代表会议和加强各地方的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害的一场重病过去了，危机正在结束。

统一的、秘密的、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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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国组织委员会是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国内组织委员会，它是根据1911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六月会议的决议成立的，于当年9月底在各地方党组织代表会议上组成。



这次各地方党组织代表的会议，由国外组织委员会全权代表格·康·奥尔忠尼启则领导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巴库、梯弗利斯、叶卡捷琳堡、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等地党组织的代表，包括斯·格·邵武勉、苏·斯·斯潘达良、伊·伊·施瓦尔茨等，列席会议的有叶·德·斯塔索娃等。



会议总共开了三次会。第一次会是在巴库开的，听取了国外组织委员会全权代表的工作总结报告，讨论了各地方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会议组成为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由于会议开幕后第二天邵武勉即被捕，出于安全的考虑，已组成为俄国组织委员会的会议随即转移到梯弗利斯继续举行。第二次会讨论了俄国组织委员会同国外组织委员会和国外技术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国外组织委员会应服从担负着召开代表会议全部筹备工作的俄国组织委员会，国外组织委员会和国外技术委员会除非通知俄国组织委员会，并经它的同意和指示，不得通过文字或其他方式发表意见和支用党的经费。这次会还制定了出席党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程序。会议通过的关于合法组织参加党代表会议的代表权问题的决议说，俄国组织委员会邀请所有承认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争取同它建立思想联系的合法的工人组织派代表出席党的代表会议，他们在代表会议上的权利问题由代表会议本身解决。会议通过的《关于民族组织的决议》呼吁各民族组织派代表参加俄国组织委员会，并着手进行出席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第三次会讨论并通过了告各地党组织书草案。告各地党组织书（即《通报》）以及俄国组织委员会各项决议在梯弗利斯以单页形式印了1000份，分发给了各地的和国外的组织。



到1911年底，在俄国组织委员会周围已团结了20多个地方组织：彼得堡、莫斯科、巴库、梯弗利斯、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叶卡捷琳堡、萨拉托夫、喀山、尼古拉耶夫、维尔诺等。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活动到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时结束。——1。



[2]路标派即俄国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政论家、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申宗、亚·索·伊兹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和谢·路·弗兰克。1909年春，他们把自己的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一批文章编成文集在莫斯科出版，取名为《路标》，路标派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在这些文章中，他们妄图诋毁俄国解放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贬低维·格·别林斯基、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德·伊·皮萨列夫等人的观点和活动。他们诬蔑1905年的革命运动，感谢沙皇政府“用自己的刺刀和牢狱”把资产阶级“从人民的狂暴中”拯救了出来。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对立宪民主党黑帮分子的这一文集作了批判分析和政治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167—176页）。列宁把《路标》文集的纲领在哲学方面和政论方面同黑帮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纲领相比拟，称该文集为自由派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是泼向民主派的一大股反动污水。——1。



[3]召回派是1908年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出现的一种机会主义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有亚·亚·波格丹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马·尼·利亚多夫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掩护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停止在合法和半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宣称在反动条件下党只应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召回主义的变种是最后通牒主义。最后通牒派主张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党团必须无条件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否则即将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召回。召回派的政策使党脱离群众，把党变成为没有能力聚集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宗派组织。



同召回派的斗争是从1908年春天开始的。1908年3—4月在讨论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头5个月工作总结时，莫斯科的一些区通过了召回主义的决议。5月，在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上，召回派提出的决议案仅以18票对14票被否决。1908年6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31号发表了莫斯科党代表会议的材料，并根据列宁的建议从这一号起开始讨论对杜马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态度问题。与此同时，在各个党组织的内部都同召回派展开了斗争。1908年秋，在彼得堡党组织选举出席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时，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制定了一个特别纲领，作为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案。由于这个决议案在各个党组织得不到广泛支持，召回派才未敢在代表会议上公开提出自己的特别纲领。在代表会议以后，根据列宁的意见，《无产者报》登载了召回派的这个纲领。列宁并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召回主义进行批判。



召回派的领袖人物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一起在报刊上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卢那察尔斯基并宣扬必须建立新的宗教，把社会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



1909年，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组成发起小组，在意大利卡普里岛创办了一所实际上是反党派别中心的党校。1909年6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通过决议，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个派别，同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并号召布尔什维克同这些背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反党派别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召回派的鼓舞者波格丹诺夫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2。



[4]指1910年1月2—23日（1月15日—2月5日）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即所谓“统一的”全体会议。



关于巩固党及其统一的途径和方法问题，1909年秋天就特别尖锐地提出来了。1909年11月，列宁根据《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定，提出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和结成联盟以便共同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计划。调和派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违抗列宁的计划，力图使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和维·巴·诺根也表现出调和主义的动摇。由于党内和俄国国内的既成局势迫切要求解决与联合党的力量有关的各项问题，布尔什维克于1909年11月1日（14日）致函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声明必须在最近期间召开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出席这次全体会议的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取消派、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前进派等派别和集团的代表。列·达·托洛茨基代表维也纳《真理报》出席。格·瓦·普列汉诺夫托词有病没有到会，因此，会上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的代表。



全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工作报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工作报告；各民族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内状况；关于召开下届全党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章程；其他问题。



在这次全会上，反对列宁立场的人占多数。列宁和他的拥护者经过紧张斗争，在有些问题上达到了目的，但由于调和派搞妥协，也不得不作一些局部的让步，包括组织问题上的让步。会议的决议最终具有折中性质。



在讨论党内状况问题时，孟什维克呼声派同前进派结成联盟并在托洛茨基分子支持下，竭力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列宁在会议上对机会主义和调和派进行了顽强斗争，坚决谴责取消派和召回派，贯彻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路线。在他的坚持下，全会通过的《党内状况》这一决议，乃是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关于谴责取消主义、无条件地要求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的决议的继续。尽管调和派和各民族组织的代表因受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压力而同意不在决议中提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名称，全会决议仍然谴责了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承认这两个派别的危险性和同它们斗争的必要性。



全会关于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反映了一些取消派的观点，但是承认必须召开代表会议，因此仍具有重要意义。布尔什维克根据这个决议展开了筹备召开代表会议的工作。



在全会上，调和派违反列宁的意旨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把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而不是把孟什维克护党派安排进党的中央机关。全会还决定资助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并派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加米涅夫参加该报编辑部，担任第三编辑。全会决定解散布尔什维克中央，《无产者报》停刊，布尔什维克将自己的部分财产移交中央委员会，其余部分交第三者（卡·考茨基、弗·梅林和克·蔡特金）保管，并由第三者在两年内将它移交给中央委员会会计处，条件是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自己的派别中心并停止出版自己的派别机关报。在《关于派别中心的决定》中，全会指出“党的利益和党的统一的利益要求在最近停办《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然而全会也只限于得到呼声派和前进派的口头允诺而已。



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我行我素，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因此，1910年秋天，布尔什维克宣布他们不受一月全会上各派通过的协议的约束，开始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工人报》，争取召开新的全体会议并要求归还交由中央暂时支配的他们自己的财产和资金。



一月全会的记录已经失落。关于全会的工作以及会上同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调和派的斗争，详见列宁的《政论家札记》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36—300页）。——2。



[5]崩得分子即崩得的成员。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崩得从1901年起，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2。



[6]《争论专页》（《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Листо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附刊，根据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会的决议创办，1910年3月6日（19日）—1911年4月29日（5月12日）在巴黎出版，共出了3号。编辑部成员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最后通牒派、崩得分子、普列汉诺夫派、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争论专页》刊登过列宁的《政论家札记》、《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合法派和反取消派的对话》等文章。——2。



[7]指“前进”集团的成员。



“前进”集团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党集团。它是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由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1909年12月在它们的派别活动中心卡普里党校的基础上建立的。该集团出版过《前进》文集等刊物。前进派在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上与取消派－呼声派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紧密配合行动。他们设法使全会承认“前进”集团为“党的出版团体”，并得到中央委员会对该集团刊物的津贴，在全会以后却站在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立场上尖锐抨击并且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1912年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后，前进派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起来反对这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



由于得不到工人运动的支持，“前进”集团于1913年实际上瓦解，1917年二月革命后正式解散。——3。



[8]呼声派即围绕着《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形成的取消派集团。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Голос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国外机关报，1908年2月—1911年12月先后在日内瓦和巴黎出版，共出了26号（另外还于1911年6月—1912年7月出了《〈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小报》6号）。该报编辑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从创刊号起就维护取消派的立场，为他们的反党活动辩护。普列汉诺夫于1908年12月与该报实际决裂，1909年5月13日正式退出该报编辑部。此后该报就彻底成为取消派的思想中心。——3。



[9]指孟什维克护党派。



孟什维克护党派是孟什维克队伍中的一个在组织上没有完全形成的派别，于1908年开始出现，为首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1908年12月，普列汉诺夫同取消派报纸《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决裂；为了同取消派进行斗争，1909年他恢复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日志》这一刊物。1909年在巴黎、日内瓦、圣雷莫、尼斯等地成立了孟什维克护党派小组。在俄国国内，彼得堡、莫斯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基辅、巴库都有许多孟什维克工人反对取消派，赞成恢复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普列汉诺夫派在保持孟什维主义立场的同时，主张保存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为此目的而同布尔什维克结成了联盟。他们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地方党委员会，并为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报》、《明星报》撰稿。列宁的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策略，扩大了布尔什维克在合法工人组织中的影响。



1911年底，普列汉诺夫破坏了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他打着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别活动”和分裂的旗号，企图使布尔什维克党同机会主义者和解。1912年普列汉诺夫派同托洛茨基派分子、崩得分子和取消派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3



[10]《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80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3。



[11]《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不合法的通俗机关报，1910年10月30日（11月12日）—1912年7月30日（8月12日）在巴黎不定期出版，共出了9号。创办《工人报》的倡议者是列宁。出版《工人报》则是在1910年8月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护党派，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代表等）的联席会议正式决定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亚·米·柯伦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尼·古·波列塔耶夫、伊·彼·波克罗夫斯基等。



列宁是《工人报》的领导者。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积极为该报撰稿的有谢·伊·霍普纳尔、普·阿·贾帕里泽、尼·亚·谢马什柯、斯·格·邵武勉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是编辑部秘书。马·高尔基曾给该报巨大的物质上的帮助。在国外的各布尔什维克团体中成立的《工人报》协助小组给予该报极大的物质支援，并协助运送报纸到俄国。该报登载过11篇列宁的文章。该报很受俄国工人欢迎，印数达6000份。工人们纷纷为该报募捐，并积极给该报写稿。该报的《党的生活》、《各地来信》两栏经常刊登工人和地方党组织的来信和通讯。



《工人报》完成了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巨大工作。这次代表会议在特别决定中指出《工人报》坚定不移地捍卫了党和党性，并宣布《工人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正式机关报。——3。



[12]指中央委员会代表被排挤出维也纳《真理报》编辑部一事。1910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关于《真理报》作了如下决议：“中央委员会决定：资助《真理报》并派自己的代表加入其编辑部任第三编辑。



《真理报》编辑部组成的任何变动均须通过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协议。



关于把《真理报》变为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问题延至最近一次代表会议决定。”



根据这一决议，列·波·加米涅夫作为中央委员会代表参加了《真理报》编辑部。由于该报根本不理会全会决议，双方不断发生摩擦和冲突，加米涅夫被迫于1910年8月退出该报编辑部。——3。



[13]指《明星报》和《思想》杂志。



《明星报》（《Звез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10年12月16日（29日）—1912年4月22日（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每周出版一次，从1912年1月21日（2月3日）起每周出版两次，从1921年3月8日（21日）起每周出版三次，共出了69号。（明星报》的续刊是《涅瓦明星报》，它是因《明星报》屡被没收（69号中有39号被没收）而筹备出版的，于1912年2月26日（3月10日）即《明星报》尚未被查封时在彼得堡创刊，最后1号即第27号于1912年10月5日（18日）出版。根据在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会议上的协议，《明星报》编辑部起初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代表布尔什维克）、尼·伊·约尔丹斯基（代表孟什维克护党派）和伊·彼·波克罗夫斯基（代表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组成。尼·古·波列塔耶夫在组织报纸的出版工作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这一时期，《明星报》是作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机关报出版的，曾受孟什维克的影响。1911年6月11日（24日），该报出到第25号暂时停刊。1911年10月复刊后，编辑部经过改组，已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参加。该报就成为纯粹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了。



列宁对《明星报》进行思想上的领导。他在《明星报》和《涅瓦明星报》发表了约50篇文章，用过的笔名有：弗·伊林、威·弗·、威廉·弗雷、弗·尔－科、克·土·、特·、勃·克·、姆·什·、普·普·、尔·西林、尔·西·、勃·格·、一个非自由主义怀疑论者、克·弗·、弗·、姆·姆·等。



积极参加该报编辑和组织工作或为该报撰稿的还有尼·尼·巴图林、康·斯·叶列梅耶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安·伊·叶利扎罗娃－乌里扬诺娃、瓦·瓦·沃罗夫斯基、列·米·米哈伊洛夫、弗·伊·涅夫斯基、杰米扬·别德内依、马·高尔基等。《明星报》刊登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多篇文章。



在列宁的领导下，《明星报》成了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报纸。该报与工厂工人建立了经常的密切联系，在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12年春，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明星报》的作用大大增强了。



以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为读者对象的《明星报》，还为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的合法报纸《真理报》作了准备。它宣传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日报的主张，并从1912年1月开始为筹办这种报纸开展募捐，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支持。



《思想》杂志（《Мыслъ》）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哲学和社会经济刊物（月刊），1910年12月—1911年4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5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加强对取消派合法刊物的斗争和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先进工人和知识分子而创办的。该杂志的正式编辑和出版者是H．K．皮罗日柯夫，实际编辑是列宁，他从国外领导这一杂志，经常与编辑部通信。积极参加杂志工作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等人，为杂志撰稿的还有孟什维克护党派格·瓦·普列汉诺夫、沙·拉波波特等人。《思想》杂志头4期刊载了6篇列宁的文章。《思想》杂志最后一期即第5期被没收，杂志被查封。不久《启蒙》杂志在彼得堡出版，它实际上是《思想》杂志的续刊。——3。



[14]《我们的曙光》杂志（《Наща　Заря》）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成了俄国取消派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前进》即《前进。当前问题文集》（《Вперёд.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оочередным　вопросам》）是“前进”集团的刊物，在巴黎出版，共出了4集。——4。



[15]造神派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分知识分子中形成的宗教哲学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弗·亚·巴扎罗夫等。造神派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使科学社会主义带有宗教信仰的性质，鼓吹创立一种“无神的”新宗教，即“劳动宗教”。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就是宗教哲学，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本身是“新的伟大的宗教力量”，无产者应成为“新宗教的代表”。马·高尔基也曾一度追随造神派。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以及1908年2—4月、1913年11—12月给高尔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45、46卷）中揭露了造神说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4。



[16]指《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见注8。——4。



[17]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提出与布尔什维克相近的斗争口号，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持不调和的态度。但该党也犯了一些错误。列宁曾批评该党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指出它对波兰革命运动的功绩。1906年4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5。



[18]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是由1908年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成立的，是从属于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全党的国外代表机构，由三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任务是与在俄国国内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和在国外工作的中央委员保持经常联系，监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协助小组以及代表它们的国外中央局的活动，收纳国外组织上缴中央委员会会计处的钱款，并为中央委员会募捐。为了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协助小组联合起来，使其服从全党的统一领导，1908年8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开这些小组的专门代表大会。但是由于孟什维克取消派所控制的国外中央局的阻挠，在1909年整整一年内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未能召集起这个代表大会。1910年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改组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限定它的职能为领导党的一般事务，同时相应地加强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权力。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改由5人组成，其中有各民族组织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3人，布尔什维克代表1人和孟什维克代表1人。起初组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是：阿·伊·柳比莫夫（布尔什维克）、波·伊·哥列夫（孟什维克）、扬·梯什卡（波兰社会民主党），约诺夫（崩得）和扬·安·别尔津（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但是不久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改为尼·亚·谢马什柯，崩得代表改为米·伊·李伯尔，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改为施瓦尔茨，后二人是取消派。这样，取消派就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成员中取得了稳定的多数。他们极力破坏党中央机关的工作，阻挠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布尔什维克代表谢马什柯被迫于1911年5月退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1911年6月在巴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作出了谴责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政治路线的决议，指出国外局走上了反党的、维护派别策略的道路，决定把国外局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提交最近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解决。1911年11月，波兰社会民主党从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回了自己的代表，随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也召回了自己的代表。1912年1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自行撤销。——5



[19]参看《“保管人”仲裁法庭的总结》一文（见本卷第35—37页）。——5。



[20]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中央委员会议）于1911年5月28日—6月4日（6月10—17日）在巴黎举行。这次会议是在列宁领导下撇开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筹备和召开的，因为该局的取消派多数一直在阻挠中央全会的召开。会议的筹备工作于1911年4月开始。1911年5月上半月，布尔什维克根据1910年中央一月全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章程，由自己在中央国外局的代表尼·亚·谢马什柯再次向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提出必须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结果再次遭到拒绝。1911年5月14日（27日）谢马什柯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同一天，以布尔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方面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名义，向国外的中央委员发出了参加会议的邀请书。



会议于1911年5月28日（6月10日）开幕。有权参加会议的9个人除崩得分子约诺夫外，都出席了会议，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列宁、格·叶·季诺维也夫、阿·伊·李可夫，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扬·梯什卡、费·埃·捷尔任斯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马·奥佐林，呼声派分子波·伊·哥列夫，崩得分子米·伊·李伯尔。



鉴于当时党内的状况，列宁在第一次会议上建议应承认这次中央委员会议不仅有权对某些问题提出意见，而且有权通过党必须执行的决议。呼声派分子哥列夫和崩得分子李伯尔则企图证明会议无权就召开中央全会和筹备全党代表会议采取任何实际措施。当会议通过关于确定会议性质的决定（会议根据这个决定把关于恢复中央的问题列入了议程）以后，哥列夫退出了会议，并指责会议的参加者“侵权”。



会议讨论了召开中央全会的问题。当讨论到有权参加全会的人选问题时，列宁声明说，孟什维克约·安·伊苏夫（米哈伊尔）、康·米·叶尔莫拉耶夫（罗曼）和彼·阿·勃朗施坦（尤里）是斯托雷平“工”党的组织者，无权参加全会。崩得分子李伯尔则为他们辩护，并退出了会议，以示对列宁声明的抗议。



会议通过了近期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的决议，并为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会议拟出了制定党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中的策略和拟订选举纲领草案的措施。



会议议程上的主要问题是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会议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第四届杜马选举的临近，工人运动的活跃以及党内的状况，使召开党代表会议刻不容缓。鉴于不可能立即召开中央全会，会议主动承担了发起召开代表会议的责任，并成立了筹备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成立俄国委员会以开展筹备代表会议的实际工作的建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274页）。会议的决议规定邀请在国外的党组织一道参加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在表决时，列宁对这项决议总的表示同意，同时声明反对邀请反党集团呼声派和前进派的代表参加组织委员会（同上，第275页）。



会议谴责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反党的派别政策，并决定把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存在问题提交中央全会解决。列宁在表决决议案的最后一部分时弃权，因为他坚持立即改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会议成立了执行技术职能（为党的出版工作服务、组织运输等）的技术委员会，归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领导。



为了筹备全党代表会议，列宁把富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布尔什维克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谢尔戈）、波·阿·布列斯拉夫（扎哈尔）和伊·伊·施瓦尔茨（谢苗）派回国内。到1911年9月，赞同会议决议的已有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巴库和罗斯托夫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选出的领导小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市区小组代表大会以及乌拉尔许多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等。1911年9月，组成了有许多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俄国组织委员会。该委员会筹备了1912年1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5。



[21]技术委员会（国外技术委员会）是1911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六月会议在6月1日（14日）会议上成立的，执行有关党的出版、运输等工作的技术职能。技术委员会作为在举行中央全会之前的临时机构，由出席六月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领导。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各有1名代表参加这一委员会。该委员会中调和派多数（米·康·弗拉基米罗夫和支持他的弗·Ｌ．列德尔）拖延支付国外组织委员会用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款项以及出版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的拨款，并企图阻止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出版。技术委员会在自己的机关刊物——《情报公报》中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10月19日（11月1日）委员会会议讨论俄国组织委员会的《通报》和决议时，布尔什维克代表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提议服从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这一提议被否决，因而弗拉基米尔斯基退出了技术委员会，从此布尔什维克和该委员会断绝了一切联系。——5。



[22]国外组织委员会于1911年6月1日（14日）在六月中央委员会议上成立，由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被邀参加委员会的其他国外组织和团体没有派出自己的代表。组织委员会派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为全权代表回国进行筹备全党代表会议的工作，并印发《告社会民主党各组织、团体和小组书》，号召它们着手选举俄国组织委员会。然而国外组织委员会从成立时起就由调和派分子以及支持他们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占了多数，这一调和派多数执行了同拒绝派代表参加国外组织委员会的前进派和列·达·托洛茨基继续谈判的无原则方针。调和派在自己的刊物上指责布尔什维克搞派性。他们利用自己在国外组织委员会中的优势，迟迟不把党的经费寄回俄国，阻挠筹备代表会议。



由于布尔什维克进行工作的结果，成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1911年10月底，国外组织委员会讨论了俄国组织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它的成立的《通报》和决议，根据决议，俄国组织委员会完全拥有召开代表会议的一切权力，而组织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均须服从俄国组织委员会。国外组织委员会的调和派多数拒绝服从这些决议，布尔什维克代表乃退出了国外组织委员会。10月30日（11月12日），由国内来到巴黎的奥尔忠尼启则在国外组织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俄国组织委员会活动的报告，在这以后，国外组织委员会不得不承认俄国组织委员会的领导作用。然而国外组织委员会不久就开始公开反对俄国组织委员会，11月20日（12月3日）它印发了《致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公开信》，指责俄国组织委员会搞派性。奥尔忠尼启则在1911年12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5号上发表的《给编辑部的信》中，揭露了国外组织委员会的反党行为。俄国组织委员会把在俄国的秘密党组织团结在自己周围，一手完成了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全部筹备工作。——5。



[23]《崩得评论》（《Отклики　Ъунда》）是崩得国外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不定期），1909年3月—1911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5期。——6。



[24]《真理报》（《Лравда》）是托洛茨基派的派别报纸，1908—1912年出版，开头3号在利沃夫出版，后来在维也纳出版，共出了25号。除前两号作为斯皮尔卡（乌克兰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出版外，该报不代表俄国的任何党组织，按照列宁的说法，它是一家“私人企业”。该报编辑是列·达·托洛茨基。



该报以“非派别性”的幌子作掩护，从最初几号起就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宣扬革命者和机会主义者共处于一党之中的中派理论。1910年中央一月全会以后，该报采取赤裸裸的取消派的立场，支持反党的“前进”集团。1912年，托洛茨基及其报纸成了反党的八月联盟的发起人和主要组织者。——6。



[25]巴库和基辅的党组织都是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最积极的地方党组织。在巴库，原来存在着两个平行的组织：布尔什维克的巴库委员会和“孟什维克的领导集体”。1911年初，两个组织在反对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争取恢复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基础上合并成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巴库党组织拥护1911年中央委员六月会议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并积极参加了建立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在基辅，1910—1911年间，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一起工作。基辅党组织第一个支持1911年中央委员六月会议关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决定以及建立俄国组织委员会来召开党代表会议的主张，并派遣了基辅委员会一名委员去协助国外组织委员会的代表进行工作。——6。



[26]在俄国组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担任主席的是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组织的代表、孟什维克护党派分子Я．索柯林。——6。



[27]指1911年11月以单页形式印发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通报》和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23—328页）。——7。



[28]指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信。这封信发表于1911年12月8日（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5号，署名尼·。——8。



[29]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其任务是领导俄国国内地方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从1908年起，俄国局由在俄国活动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选出，在两次全体会议之间负责处理俄国委员会的一切事务。在1910—1911年间，即在1910年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之后，俄国局由布尔什维克方面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组成，起初是约·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英诺森），他们被捕以后是维·巴·诺根（马卡尔）和加·达·莱特伊仁（林多夫）。孟什维克取消派方面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不参加俄国局的工作，约·安·伊苏夫（米哈伊尔）、彼·阿·勃朗施坦（尤里）和康·米·叶尔莫拉耶夫（罗曼）不仅拒绝参加工作，而且宣称他们认为中央委员会存在的本身是有害的。俄国局尽一切努力召集俄国委员会，但始终未能成功。1911年3月，在诺根和莱特伊仁被捕以后，俄国局即不复存在。列宁对俄国局整顿国内工作和召集俄国委员会的尝试给予积极评价，同时对俄国局成员的调和立场给予了尖锐的批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重新建立了俄国局，其成员有中央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苏·斯·斯潘达良、斯大林，候补中央委员米·伊·加里宁、叶·德·斯塔索娃等。——9。



[30]指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原称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于1904年6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1905年6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1905年该党领导了工人的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9。



[31]这里说的是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开的会议所通过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开的会议于1911年8月在伯尔尼的布本贝尔格咖啡馆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取消派多数米·伊·李伯尔、彼·伊·哥列夫和施瓦尔茨外，还有列·达·托洛茨基（维也纳《真理报》）、费·伊·唐恩（《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和卢吉斯（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国外委员会）。李伯尔还代表崩得国外委员会。扬·梯什卡接到了邀请，但没有出席会议。拒绝出席这次会议的不仅有《工人报》编辑部，而且还有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以及《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编辑部和“前进”集团。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国内组织委员会、关于对技术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的态度等问题的决议，企图干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但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



会议发表的《告全体党员书》说，“三个最强大的党组织”——高加索区域组织、崩得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给自己提出了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骤以成立国内的组织委员会这一任务，会议对它们的倡议表示欢迎。但是，这个倡议是在所谓“三个最强大的党组织”之一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尚未表态时就宣扬出去的。因此，1911年秋，李伯尔同取消派的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一位代表一道前往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国外委员会的所在地布鲁塞尔（“ｚ城”），企图取得该委员会在决议上的签名，同时签订“三个最强大的组织的倡议书”。——9。



[32]指召回派分子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9。



[33]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外高加索区域委员会）是高加索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派别中心。该委员会是在1908年2月外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组织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5名孟什维克和1名布尔什维克。



委员会没有经过任何选举，也不顾各个党组织的意志，就任命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和诺·维·拉米什维里为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1912年该委员会参加了托洛茨基组织的反党的八月联盟。——9。



[34]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08年12月21—27日（1909年1月3—9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24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6名：布尔什维克5名（中部工业地区代表2名，彼得堡组织代表2名，乌拉尔组织代表1名），孟什维克3名（均持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委托书），波兰社会民主党5名，崩得3名。布尔什维克另有3名代表因被捕未能出席。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的议程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以及一些大的党组织的工作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因政治情况变化而发生的组织问题；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的统一；国外事务。



在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就所有问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也同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召回派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代表会议在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里，根据列宁的提议建议中央委员会维护党的统一，并号召同一切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不定形的合法联合体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代表会议须规定党在反动年代条件下的策略路线，讨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孟什维克企图撤销这一议程未能得逞。会议听取了列宁作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稿没有保存下来，但其主要思想已由列宁写入《走上大路》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29—339页），并稍作修改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在讨论列宁的决议草案时，孟什维克建议要在决议里指出，专制制度不是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制，而是在变成财阀君主制，这一修改意见被绝大多数票否决；召回派则声明他们不同意决议草案的第5条即利用杜马和杜马讲坛进行宣传鼓动那一条，但同意其他各条，因此投赞成票。关于杜马党团问题的讨论集中在是否在决议中指出杜马党团的错误和中央委员会对党团决定有无否决权这两点上。孟什维克对这两点均持否定态度，并且援引西欧社会党的做法作为依据。召回派则声称俄国本来不具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活动的条件，杜马党团的错误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因此不应在决议中指出。列宁在发言中对召回派作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是改头换面的取消派，他们和取消派有着共同的机会主义基础。代表会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对党团活动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指出了纠正党团工作的具体措施。在组织问题上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其中指出党应当特别注意建立和巩固秘密的党组织，而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团体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在关于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统一的问题上，代表会议否定了崩得所维护的联邦制原则。此外，代表会议也否决了孟什维克关于把中央委员会移到国内、取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以及把中央机关报移到国内等建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把党引上了大路，是在反革命胜利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10。





《列宁全集》第21卷


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外的行动口号和工作方法

（1911年12月8日〔21日〕）

暗探们为阴谋使第二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代表被判处苦役而进行卑鄙的挑衅，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对此提出了质询[35]，这显然标志着我们党的全部活动、整个民主派的地位以及工人群众的情绪都发生了某种转变。

在第三届杜马[36]的讲坛上，几乎是第一次对“六三政变头子”提出了在措辞和内容上如此坚决的革命的抗议，这个抗议获得了所有反对派，包括最温和的、自由主义君主主义的、路标派的“陛下的反对派”即立宪民主党[37]，以至“进步派”[38]的支持。在1908年以来的动乱时期，全国几乎是第一次看到、感到和觉察到：由于革命无产阶级在黑帮杜马中的代表提出革命的抗议，工人群众情绪激昂，首都工人住宅区的风潮不断发生，工人纷纷举行群众大会（又是群众大会！）并发表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演说（如普梯洛夫工厂、电缆厂和其他工厂的群众大会），到处传说举行群众性政治罢工的消息（见11月19日十月党人[39]的《莫斯科呼声报》[40]上的彼得堡消息）。

无疑，第三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代表过去也曾不止一次地发表过革命演说，例如我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同志们不止一次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在黑色和黄色的普利什凯维奇“议会”的讲坛上，直率地、明确地、尖锐地谈到君主制的崩溃，谈到共和国，谈到第二次革命。对这些演说不满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或《生活事业》[41]杂志的冒牌社会民主党人愈是经常发表卑鄙的机会主义言论，就愈要明确地强调第三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代表们的这个功绩。

可是，象所有反对派向社会民主党靠拢，自由主义君主派的、“忠诚的”、“负责的”和胆小的《言语报》[42]发表关于冲突情况的声明，杜马中的质询引起群众风潮，受检查的报刊登载农村“情绪不稳”的消息等等这些政治上的转变征兆，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结合在一起过。经过去年“悼念穆罗姆采夫”和“悼念托尔斯泰”的几次游行示威，经过1910年和1911年的罢工，经过去年的大学生“事件”，上述现象无疑更加使人确信，俄国反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即完全沉寂、死气沉沉、绞架林立、自杀频仍、反动派猖獗、各种叛变特别是自由派叛变成风的时期已经结束了。现在开始了反革命历史上的第二个时期：这时十足颓废的情绪和经常的“极度的”恐惧正在消失；最广泛的、各个不同的阶层显然日益深刻地认识到（或者说感觉到）“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变革”是需要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一种不是完全本能的、往往还不明确的支持抗议和斗争的倾向开始出现了。

当然，如果夸大这些征兆的意义，以为高潮已经到来，那就太轻率了。高潮还没有到来。反革命现在表现出来的不是它第一个时期所具有的那些特点，但反革命还占统治地位，还自以为是不可动摇的。提上议事日程的依旧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12月决议所说的那样是对无产阶级进行“长期的教育、训练和组织的任务” 
［注：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9页。——编者注］

 。但是，由于转变已经开始，我们不能不特别认真地考虑社会民主党对其他政党的态度和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

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在内的“陛下的反对派”，似乎暂时承认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并且跟随工人代表们退出了地主和十月党人的杜马，即尼古拉·罗曼诺夫的黑帮－大暴行制造者的君主派所建立的杜马，他们是在多数派害怕把挑衅事件声张出去而进行捣鬼的时候退出杜马的。

这究竟说明什么呢？是不是说立宪民主党不再是反革命政党，或者象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他们从来不是反革命政党呢？我们是否应当把“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作为自己的任务和考虑接受“全国反对派”之类的口号呢？

可以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历来运用的手法就是把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弄得荒谬绝伦，并且为了便于进行论战而把马克思主义弄得面目全非。例如，在19世纪90年代后5年，当社会民主党作为群众运动在俄国诞生的时候，民粹派就曾炮制出“罢工主义”这种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而作弄人的历史真的使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现了，这就是“经济派”。不同“经济主义”[43]进行无情的斗争，就挽回不了社会民主党的声誉。又如，1905年革命后，布尔什维主义，即运用于当时特殊条件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巨大胜利，取得了连它的敌人现在也都承认的胜利，我们的反对者则炮制出“抵制主义”、“战斗主义”等等这种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而作弄人的历史偏偏又使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克出现了，这就是“前进派”。

这些历史教训应当提醒人们，不要那么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对待立宪民主党人方面的观点歪曲得面目全非（例如，见《前进》文集第2集）。立宪民主党无疑是反革命政党，只有愚昧无知或不诚实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而在各种场合，包括在杜马讲坛上，阐明这一点是社会民主党人不可推委的义务。但是立宪民主党是反革命自由派的政党，他们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本性，正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1907年）通过的关于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44]所强调指出的，却使我们必须“利用”特殊的情况和这种情况所产生的特殊的冲突或摩擦，例如利用他们的假民主主义来宣传真正的、彻底的和无私的民主主义等等。

既然在国内出现了反革命自由派，那么民主派，特别是无产阶级民主派，就不能不同他们区分开来；民主派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自己同他们的界限。但绝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可以混淆反革命自由主义同反革命封建主义之间的界限，可以忽视它们的冲突，回避和撇开这些冲突。反革命自由派正因为他们是反革命的，就永远不能在胜利的革命中起领导作用；但又正因为他们是自由派，就一定会同王权、同封建主义、同非自由派资产阶级发生“冲突”，而且有时通过自己的行动间接反映出国内“左的”民主情绪或高潮的到来等等。

我们来回忆一下法国的历史。资产阶级自由派还在大革命时期，就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性（参看库诺那本关于法国革命报刊的十分出色的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但是不仅在资产阶级大革命后，甚至在1848年革命后，当自由派的反革命性导致工人遭到共和派枪杀的时候，这些自由派也还在第二帝国末期，在1868—1870年，通过自己的反政府行动反映出情绪的变化，反映出民主的、革命的、共和的高潮的到来。

如果现在立宪民主党人象十月党人所嘲弄的那样，正在耍“向左看齐”的把戏，那么这就是全国逐渐“向左转”、革命民主派在母体中躁动准备再度出世的一个标志、一个结果。普利什凯维奇—罗曼诺夫的俄国就是这样一个不能不产生革命民主派的母体！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实际结论呢？结论就是，必须密切注意这个新的革命民主派的成长。正因为它是新的，是在1905年以后，在反革命时期以后，而不是在反革命时期以前诞生的，它就大概会以新的姿态成长起来；为了很好地接近这个新事物，很好地影响它，很好地帮助它顺利成长，就不应当只限于采取一些旧的方法，还要寻找新的方法，要深入群众，摸到生活脉搏的跳动，有时不仅要深入群众，甚至还要深入自由派的客厅。

比如，布尔采夫先生的小报《未来报》[45]，很象自由派的客厅，因为那里用自由派的观点为自由派的愚蠢口号，即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重新审查六三条例”的口号辩护，那里津津有味地空谈什么暗探、警察、挑衅者、布尔采夫、炸弹之类。尽管如此，当马尔托夫先生急急忙忙钻到这个客厅里的时候，如果……如果他在那里的举止言谈不象自由派一样，就只能责备他过分急躁，而不能说他犯原则性错误。这是因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在自由派客厅里，只要象个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发言，他的发言是可以得到认可的，有时甚至是值得称赞的。可是马尔托夫先生在自由派客厅里散布的却是自由派的谬论，说什么“在选举期间”“为争取选举以及选举宣传的自由而采取一致行动”（《未来报》第5号）！！

新的民主派在新的环境中以新的姿态成长起来。必须学会怎样接近它，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接近它应当是为了坚持和宣传真正民主派的口号，而不是为了象自由派那样同它胡扯。社会民主党应当向新的民主派宣传三个口号，这是唯一无愧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唯一符合俄国争得自由的现实条件的口号：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全部土地。

这就是为建立自由俄国而奋斗的唯一正确的全民纲领。谁不懂得这个纲领，那他还不是个民主派。谁否定这个纲领而又自称民主派，那他一定是非常清楚地懂得，必须欺骗人民才能实现自己反民主的（即反革命的）目的。

为什么说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是俄国争得自由的现实条件呢？因为经验证明，没有无产阶级奋不顾身的斗争，就不可能得到自由，而这种斗争是同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改善的典范，这种改善的旗帜就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为什么说争取没收地主全部土地是俄国争得自由的现实条件呢？因为千百万农民被普利什凯维奇、罗曼诺夫和马尔柯夫之流逼得倾家荡产、痛苦不堪、饥饿而死，不采取根本措施援助这些农民而侈谈什么民主、“人民自由”，那是彻头彻尾的荒谬和虚伪。不没收地主土地来分给农民，就谈不上什么援助庄稼汉的有效的措施，谈不上什么真正下决心推翻“庄稼汉”的俄国，即农奴制的俄国，以及建立自由农民的俄国，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俄国。

为什么说争取建立共和国是俄国争得自由的现实条件呢？因为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几个10年之一即20世纪头10年的伟大的不可磨灭的经验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我国君主制决不会为政治自由提供任何起码的保障。俄国的历史，沙皇制度许多世纪以来的历史，使我国在20世纪初，除了黑帮－大暴行制造者的君主制，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君主制。在当前的社会环境和阶级形势下，俄国君主派所能做到的无非是搜罗一批杀人匪徒来暗杀我国自由派和民主派的代表，或者纵火焚烧民主派集会的场所。俄国君主派所能做到的无非是组织一帮暴徒来对付人民争取自由的游行示威，这帮暴徒抓起犹太儿童的双脚，把他们的脑袋往石头上碰撞，强奸犹太和格鲁吉亚的妇女并剖开老人的肚子。

自由派的傻瓜空谈象英国那样的立宪君主制范例。如果说在英国这样的文明国家，在这个从来没有受过蒙古人蹂躏，没有官僚制度压迫、没有军阀飞扬跋扈的国家，只要把一个戴王冠的强盗斩首就可以教会国王做“立宪”君主，那么在俄国就至少要把100个罗曼诺夫斩首，才能教训他们的继承者不再去组织黑帮屠杀和制造反犹大暴行。

如果社会民主党从第一次俄国革命中学到了一些东西，那它现在就应当力求做到：无论在我们的任何一次演说中或在任何一张小报上，都不要提出“打倒专制制度”这个已被证明不适用的和不明确的口号，而只提出这样一个口号：“打倒沙皇君主制，共和国万岁”。

请不要对我们说，建立共和国的口号不符合工人和农民的政治发展的现阶段。10—12年前，“打倒专制制度”这个口号，不仅有些“民粹派”连想都不敢想，甚至有些社会民主党人（所谓“经济派”）都起来反对，认为这个口号不合时宜。但是到1903—1904年，“打倒专制制度”这个口号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民间口头语”了！丝毫不用怀疑，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进行有关建立共和国的宣传，在俄国现在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因为最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无疑在反复深思：解散两届杜马[46]的作用是什么，沙皇政权同老爷们的第三届杜马、同马尔柯夫之流破坏农村经济有什么联系。撒在地里的宣传建立共和国的种子将以什么样的速度成长起来，现在谁也不能确定，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要正确地、真正象民主派那样去播种。

在研究即将到来的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的口号和我们在杜马外全部活动的口号的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提到社会民主党代表库兹涅佐夫在第三届杜马中的一次非常重要而又非常错误的发言。1911年10月17日，俄国革命第一次胜利[47]六周年纪念日，库兹涅佐夫在杜马就工人保险法草案问题发了言。应当为他说句公道话，他的发言总的说来是很好的，坚决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仅当着黑帮杜马多数的面，而且当着立宪民主党人的面，直截了当地说出了真情实况。在完全承认库兹涅佐夫这一功绩的同时，也应当坦率地指出他的错误。


　　库兹涅佐夫说：“我认为，工人如果注意听取一下讨论所有这些问题时以及讨论本法案个别条款时所发生的争论，就会得出一个结论：现在，在目前，他们的当前口号应该是‘打倒六三杜马，普选权万岁’。为什么呢？我说，是因为对工人阶级说来，只有在它利用普选权把自己足够数量的代表派到立法机关去的时候，它的利益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只有这些代表才能正确解决工人阶级的保险问题。”



　　在这里，库兹涅佐夫遇到了不幸，这大概是他没有意料到的，但我们早就提醒过，这个不幸就是他正好又犯了取消派和召回派所犯过的错误。库兹涅佐夫在杜马讲坛上提出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所宣扬的口号的时候，竟没有发觉这个口号的前一部分（也是最根本的部分），即“打倒第三届杜马”，完全是重复三年前召回派公开提出的和只有“前进派”即胆小的召回派一直间接地暗中坚持的口号。

三年前，1908年11月1日（14日）《无产者报》[48]第38号针对召回派提出的这个口号写道：


　　“‘打倒杜马’这种口号在什么情况下才有意义呢？假定我们是处在革命危机最尖锐而且已经成熟到要爆发公开内战的时期，而杜马却是自由派的、改良派的妥协的杜马，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提出‘打倒杜马’的口号，即不同沙皇和平谈判，不要骗人的‘和平’机构，号召进行直接的冲击。相反，假定我国的杜马是根据过时的选举法选出的反动透顶的杜马，而国内又没有尖锐的革命危机，这时‘打倒杜马’的口号就可以成为争取选举改革的口号。而我国现在无论第一种情况或第二种情况都根本不存在。”
［注：接着《无产者报》为“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进行了辩解。这个口号，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现在应当换成“打倒沙皇君主制，共和国万岁”的口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252—253页。——编者注）］





　　《无产者报》第44号（1909年4月4日（17日））的附刊引用了彼得堡召回派的决议，这一决议公然决定“在群众中开始进行打倒第三届国家杜马这一口号的广泛宣传”。《无产者报》抨击了这个建议，它写道：“这个一度迷惑了某些反召回派工人的口号是不正确的。这要么是立宪民主党人要求在专制制度下进行选举改革的口号〈结果，1909年初写的这段话恰恰是针对库兹涅佐夫在1911年底对问题的提法的！〉，要么就是重复在自由派杜马掩饰反革命的沙皇制度、力图妨碍人民看清自己的真正敌人的那个时期里背熟了的词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76—377页。——编者注］

由此可以清楚看出库兹涅佐夫的错误在什么地方。他把立宪民主党要求选举改革的口号当作总括性的口号提出来，但是在保留罗曼诺夫君主制的其他一切精华如国务会议[49]、官吏的无限权力、沙皇匪徒的黑帮－大暴行制造者的组织等等的情况下，这个口号是毫无意义的。假定按库兹涅佐夫过去那样来看待问题，假定他的发言的基调不变，接下来的话大致就是：

“正是从保险法草案的例子中，工人再一次确信，不进行象实行普选权、保证结社和出版的完全自由等等这样一些改革，不论是本阶级的直接利益，还是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要求，都是无法得到保护的。只要俄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不改变，只要任何一届杜马的任何一项决定都可以被推翻，只要国家哪怕还保留一个未经选举的政权机关，那就根本不能指望实行这些改革，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

我们很清楚，社会民主党代表在第三届杜马讲坛上曾经就共和国问题作过多次极为直率和明确的声明（这也是他们的功绩）。杜马代表能够完全合法地在杜马中进行关于共和国的宣传，而且他们应当这样做。我们对库兹涅佐夫的发言作了示范性的修改，只不过想以此说明，他在保持整个发言的基调、指出和强调实行普选权和结社自由等等这样一些绝对必要的改革的重大意义的同时，怎样才能避免犯错误。

每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论在什么场合发表政治演说，始终应当谈到建立共和国的问题。但是还要善于谈论建立共和国的问题：在工厂群众大会上和哥萨克农村中，在大学生集会上和农民小屋里，在第三届杜马讲坛上和国外机关报上等等不同的场合谈论建立共和国的问题，决不能千篇一律。每个宣传员和每个鼓动员的艺术就在于，用最有效的方式影响自己的听众，在阐明某个真理时，要尽可能对他们有更大的说服力，使他们更容易领会，并且给他们留下更鲜明更深刻的印象。

我们一分钟也不应该忘记主要的一点：俄国新的民主派正在觉醒，正在走向新的生活，投入新的斗争。觉悟的工人——俄国革命的这个先锋队和人民群众争取自由斗争的领导者——的责任就是阐明彻底民主派的任务：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全部土地。





	载于1911年12月8日（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1—21页

















[35]关于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案件的审判，参看列宁的《关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对整个案件的介绍》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381—385页）。第三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的质问，在1911年11月15日（28日）杜马会议上讨论过，后来又秘密讨论过三次；质问提交委员会后被否决。——12。



[36]第三届杜马（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据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在当年秋天选举、当年11月1日（14日）召开的，存在到1912年6月9日（22日）。这届杜马共有代表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1910年，3月起）和米·弗·罗将柯（1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代表联盟11名，进步派28名，穆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派14名，社会民主党人19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的大国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用改良的办法诱使群众脱离革命。



第三届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政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政策。它拨巨款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并通过了一个大大扩大了军队员额的兵役法案。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在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个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3年，直到1911年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保险条件比1903年法案的规定还要苛刻。1912年3月5日（18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法案，甚至不许把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第三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于1910年批准了以1906年11月9日（22日）法令为基础的土地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一切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通过一连串的法律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它主张沙皇政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在最初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12。



[37]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



“陛下的反对派”一词出自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帕·尼·米留可夫的一次讲话。1909年6月19日（7月2日），米留可夫在伦敦市长举行的早餐会上说：“在俄国存在着监督预算的立法院的时候，俄国反对派始终是陛下的反对派，而不是反对陛下的反对派。”（见1909年6月21日（7月4日）《言语报》第187号）本卷里的“伦敦口号”也是指米留可夫的这句话。——12。



[38]“进步派”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集团，由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和平革新党和民主改革党的代表联合组成。出于害怕爆发新的革命的动机，“进步派”批评沙皇政府的“极端行为”，认为政府不肯让步造成了左派革命力量活动的条件。在1912年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进步派”同立宪民主党结成了联盟。“进步派”杜马代表在第三届杜马初期是28名，末期增加到37名，到了第四届杜马又进一步增至48名。



1912年11月11—13日，“进步派”在彼得堡召开代表大会，组成独立政党——进步党。该党纲领的要点是：制定温和的宪法，实行细微的改革，建立责任内阁即对杜马负责的政府，镇压革命运动。列宁称这个纲领为民族主义自由派纲领，认为进步党人按其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是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该党将成为德国也有的那种“真正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党。进步党的首领中有著名的大工厂主亚·伊·柯诺瓦洛夫、帕·巴·里亚布申斯基、弗·巴·里亚布申斯基，大地主和地方自治人士伊·尼·叶弗列莫夫、格·叶·李沃夫、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德·尼·希波夫、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步党人支持沙皇政府，倡议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1915年夏，进步党同其他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成“进步同盟”，后于1916年退出。1917年二月革命后，进步党的一些首领加入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后又加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这时进步党本身实际上已经瓦解。十月革命胜利后，原进步党首领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12。



[39]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俄国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反·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同立宪民主党等组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12。



[40]《莫斯科呼声报》（《Голос　Москвы》）是俄国十月党人的机关报（日报），1906年12月23日—1915年6月30日（1907年1月5日—1915年7月13日）在莫斯科出版。十月党人领袖亚·伊·古契柯夫是该报的出版者和第一任编辑，也是后来的实际领导者。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尼·斯·阿夫达科夫、亚·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尼·谢·沃尔康斯基、弗·伊·格里耶、费·尼·普列瓦科、亚·阿·斯托雷平等。该报得到俄国大资本家的资助。——12。



[41]《生活事业》杂志（《Дело　Жизни》）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机关刊物，1911年1—10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9期。——13。



[42]《言语报》（《Речъ》）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的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13。



[43]经济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的主要报刊是《工人思想报》（1897—1902年）和《工人事业》杂志（1899—1902年）。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14。



[44]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6—207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于1907年4月30日—5月19日（5月13日—6月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342名，代表约15万名党员，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30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39名。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布尔什维克89名，孟什维克88名，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45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26名，崩得代表55名。列宁作为卡马河上游地区（乌拉尔）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并被选入了主席团。



代表大会讨论了以下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组织；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国家杜马；“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工会和党；游击行动；组织问题；军队中的工作。列宁作了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报告和总结发言，并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等问题发了言。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用革命的纲领团结了他们，因而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取得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胜利。在一切主要问题上，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被确定为全党的统一的策略。代表大会选举了由5名布尔什维克、4名孟什维克、2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人、1名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鉴于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分不一，中央的领导不可靠，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15。



[45]《未来报》（《Ъудушее》）（《L’Avenir》）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1911年10月22日—1914年1月4日在巴黎用俄文出版（有些材料用法文刊印），编辑是弗·李·布尔采夫，撰稿人中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16。



[46]指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



第一届国家杜马（即所谓维特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共有代表478名，其中立宪民主党人占三分之一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布尔什维克抵制了这一届杜马的选举。



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向杜马提出了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力图保持地主土地占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提出了以“104人法案”著称的土地立法草案，要求建立全民土地资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土地份额平均使用土地。沙皇政府于6月20日（7月3日）发表声明，断然表示地主土地占有制不可动摇，并于7月9日（22日）宣布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



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的界限比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



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仍然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拥护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立法草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做法减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草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



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发动反革命政变，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18。



[47]指1905年10月17日（3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迫于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而颁布《关于完善国家制度的宣言》，许诺给予居民以“公民自由”和召开“立法杜马”一事。参看列宁《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和《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两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6—33页和第65—74页）。——19。



[48]《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20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但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第21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21—40号在日内瓦、第41—50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20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发表了列宁的100多篇文章和短评。《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上发表了1909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20。



[49]国务会议是俄罗斯帝国的最高咨议机关，于1810年设立，1917年二月革命后废除。国务会议审议各部大臣提出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它本身不具有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的主席和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官员中任命。在沙皇亲自出席国务会议时，由沙皇担任主席。国家杜马设立以后，国务会议获得了除改变国家根本法律以外的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成员半数改由正教、各省地方自治会议、各省和各州贵族组织、科学院院士和大学教授、工商业主组织、芬兰议会分别选举产生。国务会议讨论业经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21。





《列宁全集》第21卷


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走狗

（1911年12月8日〔21日〕）

我们收到《未来报》第9号的时候，本号报纸已差不多完全编好了。我们把《未来报》叫作自由派的客厅。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走狗有时在这个客厅里发表议论，企图叫革命者跟着他们走。该报第9号上的一篇欢迎立宪民主党人决定同十月党人结成联盟的社论，就是这样一个走狗写的！！[50]拿炸弹的自由派写道：“我们很希望一切左派政党，包括社会主义政党和革命政党在内，都能以同样的精神发表意见，并遵循同样的原则！！”

一个反革命自由派怎能不这样希望！不过应该让群众知道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未来报》的社论作者所说的“我们社会主义者”、“我们革命者”，都应当读作“我们自由派”。

刚才收到的报纸报道说，沃伊洛什尼科夫被取消参加15次会议的资格[51]。立宪民主党人曾经赞成取消参加5次会议的资格！！为取消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参加10次会议的资格而结成的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的联盟万岁！！





	载于1911年12月8月（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22页

















[50]这里说的是1911年12月17日《未来报》第9号登载的《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格·叶·别洛乌索夫》一文。关于“拿炸弹的自由派”一词，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98页。——23。



[51]第三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阿·阿·沃伊洛什尼科夫在1911年12月2日（15日）第三十五次杜马会议上讨论关于修改兵役条例的法律草案时发言，把沙皇军队叫作警察军队，并号召用全民武装来代替常备军。由于这个发言，杜马主席提议取消沃伊洛什尼科夫参加5次会议的资格。沃伊洛什尼柯夫在这次会议上作了第二次发言以后，取消参加会议资格的次数又增至15次。对杜马主席的第一次提议，立宪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23。







《列宁全集》第21卷


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

（1911年12月8日〔21日〕）

尼·罗—柯夫的文章[52]发表在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9—10期合刊上，是这个阵营的一个重大事件。这篇文章是自由派工党的真正的“信条”或宣言。罗—柯夫从文章一开头，从评价革命和各阶级的作用，一直到叙述合法工（？）党的计划，在所有的议论中，自始至终都在用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

摆在俄国面前的客观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以“文明的资本主义”代替半农奴制经济，——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而是司徒卢威之流或自由派的说法，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各阶级对于什么是“文明的”资本主义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不同的——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劳动派[53]和无产阶级各有各的理解。

评价革命的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罗—柯夫指责那些叫喊革命“失败”的人的怨声载道和背叛变节，并针锋相对地向他们提出……一个学究式的伟大真理：在“反动”时期新的社会力量也在成熟。显然，罗—柯夫的这种回答掩盖了问题的实质，这正有利于反革命自由派，他们完全承认罗—柯夫新发现的真理。实质在于究竟哪些阶级在革命中能够进行直接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哪些阶级直接或间接地站到反革命一边，从而背叛了革命。罗—柯夫掩盖了这个实质，以此为抹杀革命民主派和自由主义君主主义“进步”反对派的区别作了准备。

罗—柯夫讲到地主阶级的作用问题时一开口就胡言乱语。他说，不久以前，这个阶级的人“曾是”道地的农奴主，现在，“他们的一小撮人还聚集在普利什凯维奇和马尔柯夫第二的周围，软弱无力地〈！！〉唾沫横飞，说出绝望的恶毒话来”。大多数贵族－地主“正在逐步地坚定地转变为农业资产阶级”。

实际上任何人都知道，马尔柯夫第二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在我国是握有左右一切的力量的，在杜马中是这样，在国务会议中更是这样，在沙皇黑帮匪徒内部更是这样，在对俄国的统治中更是这样。沙皇制度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这种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正是“他们的政权和他们的收入”（见1908年12月代表会议的决议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7页。——编者注］

 ）的保障。农奴主经济转变成资产阶级经济，决不会直接消灭这些黑帮的政权，这从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来看是显而易见的，从普鲁士60年“转变”（1848年起）后的经验来看也是一目了然的。而罗—柯夫却认为，俄国既没有专制制度，也没有君主制度！罗—柯夫采用了中小学生那种自由主义的做法：好心地去掉（在纸上）社会极端现象，以“证明”“妥协是必然的”。

按罗—柯夫的说法，目前的土地政策意味着“将会出现的必然的〈！〉妥协”。谁和谁的妥协？“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妥协。”是什么社会力量——我们要请问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者”——迫使掌握整个政权的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同意妥协的？罗—柯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既然他同时还指出了大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结合过程，指出“温和的进步的”资产阶级“将占统治地位”，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罗—柯夫指望温和的进步的资产阶级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罗曼诺夫王朝手里和平夺取政权。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罗—柯夫的主张所依据的正是这种庸俗透顶的自由主义空想，尽管他吹嘘说他没有“一点点空想”。极端取消派和尼·罗—柯夫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从拉林到切列万宁、唐恩和马尔托夫，所有的极端取消派用各种稍加变化的形式和词句提出的，正是资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最多是在“从下面”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这个基本思想。

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不是在自由主义的空想中）看到的却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统治，他们因为受到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之流的抱怨而有所节制。“温和的进步的”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是要使这种统治永世长存，而不是要破坏它。这个统治同无疑是在前进的俄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而不是象持“必然的妥协”论点的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愈来愈缓和）。只有群众，即领导农民阶级前进的无产阶级，才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动力。

这位过去的布尔什维克，现在的取消派，这样轻易地把这些群众抛到一边，好象是斯托雷平的绞架和路标派滔滔不绝的咒骂不仅从公开的政治舞台上，从自由派的出版物上，而且从实际生活中把他们排挤掉了。我们的自由派在“分析”时说：农民在选举中是软弱无力的，至于工人阶级，他有条件地把他们“搁置一旁”！！

罗—柯夫居然证明说，俄国的革命（“风暴”）即使是可能的，也不是必然的。如果把工人阶级和农民“搁置一旁”，即使是有条件地、即使是“暂时地”、即使是由于“在选举中软弱无力”而“搁置一旁”，那么，不言而喻，革命不仅不是必然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但是，无论是普利什凯维奇和罗曼诺夫的无限权力，还是日益成熟的无产阶级和忍饥挨饿、备受折磨的农民日益加强的革命反抗，都不会由于自由派的好心肠而从实际生活中消失掉。整个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即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路线是在各种情况下，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无论是在群众大会的演说中，在第三届杜马的讲坛上，在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或是在最和平的合法工人团体中，都要坚持支援、加强和发展这种革命反抗，并正确地把它引向完全的胜利，而尼·罗—柯夫在自己的议论中却处处都把这条路线偷换成自由派的路线，而自由派是不愿看到被迫转入地下的东西的，除了“正在转变为”“文明的容克”的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或“温和的进步的”米留可夫之流，它什么都不想去看。

这正是整个《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整个斯托雷平工党所特有的一种失明症。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工党的合法化上面的做法，就是与这种由自由派的偏见引起的失明密切相联的。既然“妥协是必然的”，那同必然的东西作斗争就没有必要了，工人阶级也和已经完全确立的资产阶级制度下的其他阶级一样，只要在这个制度下有一席之地，为自己营造一个小小的小市民安乐窝就行了。这就是合法派的说教的现实意义，不管马尔托夫在波特列索夫、尤里·查茨基、拉林、唐恩之流的先生们的授意下，用什么样“革命的”词句来掩饰这种说教。

在罗一柯夫的文章中，合法的“工人阶级利益保障协会”的这种现实意义，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这种协会——即使是在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领导下——“当局”不会批准，也不会容许它“事实上的存在”，这是很清楚的。只有自由派的瞎子才会看不到这一点。但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向工人群众进行自由主义说教的知识分子的协会，事实上已经成立了。这个“协会”也就是《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的一伙撰稿人；尼·罗—柯夫就是“打着”他们的旗帜，即自由主义的思想旗帜，他硬说，没有公开的组织，斗争必然（！！）带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旧的口号已经变成僵死的字眼，不能把策略变成“撕打”，新的“协会”“连想都没有想到〈！〉暴力变革的必要”，等等。知识分子的这种自由主义的叛徒的说教是客观现实，而公开的工人团体不过是句空话。按自由派的方式保障自由派所理解的工人阶级利益的协会是客观现实，这个“协会”也就是《我们的曙光》杂志，而在目前俄国建立工人的“公开的广泛的政治组织”，不过是天真的、空洞的、虚伪的自由主义的幻想。

建立合法的工会（明知这种工会在目前既不能成为广泛的，也不能成为“政治性的”，也不能成为巩固的组织），这是有益的事情。鼓吹放弃暴力思想、建立工人政治协会这一套自由派主张，这是毫无意义的有害的事情。

最后，有两个怪论。第一个怪论。罗—柯夫写道：“假如有人受了反动的丧失理智行为的蒙蔽，想要控告这个协会的成员蓄意进行暴力变革，那么这种无意义、无根据的、法律上不能成立的控告所构成的全部严重后果，就要由控告者本人承担。”结果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法律上不能成立的控告所构成的严重后果，就由舍格洛维托夫之流承担，根据这个“严重后果”把他们处死的是尼·罗—柯夫，而不是罗季切夫……

第二个怪论。罗—柯夫写道：工人们“在争取民主制度的斗争中应担负起政治领导的任务”。罗—柯夫是在抽出领导权的全部内容之后承认领导权的。罗—柯夫说，工人们，你们不应该反对“必然的”妥协，但你们应该自称为领导者，——然而成为领导者，恰恰是要说明关于妥协的“必然性”的思想是虚假的，要按无产阶级和无产者农民反对资产阶级非民主的妥协的路线进行斗争。

尼·罗—柯夫会给反对取消派的斗争事业带来好处，就象尤·拉林曾给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这一错误主张[54]的斗争事业带来好处一样。尼·罗—柯夫和尤·拉林都有勇气……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罗—柯夫是个诚实的取消派。他的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使人不能不考虑取消派的思想根源。他会一再证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的十二月决议是正确的，因为他系统地提出（并完全错误地解决）的那些问题，正是这些决议正确地加以分析和解决了的。罗—柯夫会使《我们的曙光》杂志（或《呼声报》）的编辑之类的取消派外交家们在工人的眼里变得特别渺小，因为他们转弯抹角，支吾搪塞，左一个保留，右一个保留，以便推卸对罗—柯夫文章的“个别地方”或他的计划的“具体化”的责任。似乎问题是在个别地方等等，而不是在统一的、完整的、一贯的路线——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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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指尼·亚·罗日柯夫的《俄国的现状和当前工人运动的基本任务》一文。列宁在《自由派工党的宣言》一文中已批判过罗日柯夫的这篇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395—395页）。——24。



[53]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有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劳动派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十月革命后，劳动派站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方面。——24。



[54]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1905年夏首次提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召开各种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专门就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实质上要导致以长期性的非党工人组织代替社会民主党，而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党的瓦解，并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8页）。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有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对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的批判，见《革命界的庸俗习气》、《孟什维主义的危机》、《知识分子斗士反对知识分子的统治》、《气得晕头转向（关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43—53页和第147—171页，第15卷第165—168页和第243—256）等文。——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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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托洛茨基的外交和护党分子的一个纲领

（1911年12月8日〔21日〕）

托洛茨基的《真理报》在长期停刊之后，不久前又出了第22号。这一号鲜明地说明了那些企图靠同取消派和召回派这些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流派玩弄外交把戏来维持生存的国外小集团的消亡过程。

这号报纸出版于公历11月29日，即在俄国组织委员会的通报发表了将近一个月以后。关于这个通报托洛茨基却只字未提！

对托洛茨基来说，俄国组织委员会是不存在的。托洛茨基自称护党分子，理由是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所建立的党的国内中心对他来说等于零！也许恰恰相反，同志们，是托洛茨基及其国外小集团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来说等于零吧？

托洛茨基用最粗的字体刊印自己的保证（干吗要这样起誓呢？），说他的报纸“不是派别性的，而是护党的”。只要稍微细心地观察一下第22号的内容，立刻就会看出他同不是护党的前进派和取消派所玩弄的拙劣把戏。

请看一篇署名斯·沃·的大肆宣扬“前进”集团的彼得堡通讯。斯·沃·指责托洛茨基没有把早就寄给他的彼得堡人反对请愿运动[55]的决议发表出来。被前进派指责有“狭隘派别观念”（真是忘恩负义啊！）的托洛茨基借口他的报纸缺乏经费和不经常出版来回避问题，支吾搪塞。可惜这种把戏露出了马脚：我们帮你们的忙，你们也帮我们的忙。我们（托洛茨基）不提护党派同召回派的斗争，反过来，我们（托洛茨基）帮助你们吹嘘“前进”集团，你们（斯·沃·）也要在“请愿运动”问题上向取消派让步。用外交手腕维护两个不是护党的派别，难道这不是真正的党性吗？

请看那篇以响亮的《前进！》为题的空话连篇的社论。这篇社论说：“觉悟的工人们！你们现在再没有比结社、集会和罢工自由更重要〈原来如此！〉更能包括一切〈可怜虫胡说起来了〉的口号了。”接着又说：“社会民主党号召无产阶级为争取建立共和国而斗争。但为了使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不致成为少数优秀分子的空洞的〈！！〉口号，你们觉悟的工人必须使群众通过切身的经验认识到结社自由的必要，并为这切身的阶级要求而斗争。”

高喊革命词句，是为了掩盖取消派的骗人行径，并为之辩护，从而模糊工人的意识。既然建立共和国意味着不可能解散杜马，意味着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意味着农民从马尔柯夫、罗曼诺夫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暴力和掠夺下解放出来的自由，建立共和国这个口号又怎么会是少数人的空洞的口号呢？恰恰相反，不同建立共和国这个口号联系起来而作为“包括一切的”口号提出来的“结社自由”这一口号，才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口号，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不向群众阐明“结社自由”同沙皇制度势不两立，不阐明为实现这种自由而建立共和国的必要性，却向沙皇君主制要求这种自由，那是毫无意义的。向杜马提出关于结社自由的法案，就这类问题提出质询和发表讲话，恰恰应当作为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建立共和国的宣传的根据和材料。

“觉悟的工人必须使群众通过切身的经验认识到结社自由的必要！”这是“经济派”早就唱烂了的俄国老机会主义的老调！群众的经验是：大臣们取缔他们的社团，省长和巡官每天都在施加暴力，这确实是群众的经验。而针对建立共和国提出“结社自由”这个口号，不过是与群众格格不入的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漂亮话。这是知识分子的漂亮话：他们以为“请愿”（有1300人签名的“请愿”）的经验或者被束之高阁的法案的“经验”，可以教育“群众”。实际上，能够教育他们的是是一种经验，是活生生的经验，而不是纸上的经验；启发他们的正是觉悟的工人进行的建立共和国的宣传。这在政治民主的意义上，是唯一能包括一切的口号。

托洛茨基很清楚，取消派在合法出版物上正是把“结社自由”的口号，同打倒秘密党、反对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的口号结合起来的。托洛茨基的任务也就在于蒙蔽工人，为取消派打掩护。

同托洛茨基无法就问题的实质进行争论，因为他没有任何见解。同有一定信念的取消派和召回派可以而且应该进行争论，而同玩弄花招来掩饰这两个派别的错误的人则不必进行争论，只要把他这个最蹩脚的……外交家揭露出来就行了。

同那些在《真理报》第22号上发表纲领的提要的作者们，倒是应该争论一番。他们犯错误，或者是由于没有看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十二月决议（1908年），或者是由于还没有完全克服取消派和“前进派”的某些思想上的动摇。

第1条说，六三制度是“封建型贵族－地主事实上的不受限制的统治”；接着又指出，他们“用事实上无权的国家杜马这个假立宪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统治的专制官僚性质”。

既然地主杜马“事实上无权”（确实如此），那地主的统治又怎么能是“不受限制的”呢？

作者们忘了，沙皇君主制的阶级性质丝毫也不排斥从尼古拉二世到每个巡官的沙皇政权和“官僚制度”的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忽视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把它直接归结为上层阶级的“纯粹”统治，——召回派在1908—1909年犯了这样的错误（见《无产者报》第44号附刊[56]），拉林在1910年犯了同样的错误，现在某些作家（如米·亚历山德罗夫）在犯这样的错误，那个投靠取消派的尼·罗—柯夫也在犯这样的错误。

十二月决议（1908年）对封建主在资产阶级支持下的统治所作的分析，恰恰挖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

第2条援引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并把结社自由和没收地主土地等许多要求摆到“特别显著的地位”，但没有提到建立共和国。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完全承认，宣传结社自由是绝对必要的，同时我们也认为，建立共和国的口号应当摆到最显著的地位。

第3条：“广大人民群众的新的革命行动是必要的”，不然就不能实现我们的要求。

最后一点非常正确，但这只是真理的一半。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只限于指出群众的新的行动是“必要的”，他们应该首先指出，促使（如果能促使的话）新的革命危机到来的原因是什么。没有这种危机，“行动”是不可能的，尽管“行动”也可以说永远是“必要的”！

作者们有非常良好的革命愿望，但他们的思想方法却有一定的缺陷。十二月决议（1908年）得出关于新的行动的“必要性”的结论不那么简单，但却比较正确。

第4条：“在最近的将来，迟早有可能发生这种新的群众革命行动，必须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作用进行无情的批判”等等。

不管“行动”有无“可能”，甚至在群众行动显然不可能的时候，批判也永远是必需的。把行动的可能性与批判联系起来，就等于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永远不可或缺的路线与一种斗争形式（特别是高级形式）混同起来。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就是，“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光说行动的可能性没有用，应当用事实来证明这种可能性。在纲领中，只要指出高潮的开始，只要强调进行宣传和为群众行动作准备的重要性就行了。群众的行动是在最近的将来或者不是在最近的将来出现，事态会证明这一点。

第5条非常之好，因为它强调了国家杜马作为宣传讲坛的巨大意义。

我们不知道，这个纲领是谁起草的。如果是国内的前进派分子（从某些迹象看，可以这样设想），那应当对他们克服了“前进”小集团的一个错误表示热烈祝贺。这些前进派分子还有护党派的良知，因为他们对一个“棘手”问题，作了直截了当的毫不含糊的回答。而“前进”集团却完全昧着良心欺骗党：他们为召回派辩解，打掩护，直到现在，直到1911年12月，对是否参加第四届杜马的问题还没有作出直截了当的回答。承认这个集团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集团，就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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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请愿运动是取消派和列·达·托洛茨基围绕着彼得堡取消派于1910年12月起草的《请愿书》而掀起的宣传运动。这份要求结社、集会和罢工自由的《请愿书》，准备以工人的名义提交第三届国家杜马，因此曾被发到各企业去征集工人的签名。但是请愿运动在工人中间没有取得多大成功，征集到的签名仅有1300个。布尔什维克对“请愿运动”的看法，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关于“请愿运动”的决议》（本卷第491—492页）。——30。



[56]指彼得堡召回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夕提交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案。1909年4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44号附刊发表了这个决议案。列宁在同期附刊上发表了《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一文，对召回派的这个决议案进行了批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67—379页）。——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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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人”仲裁法庭的总结

（1911年12月8日〔21日〕）

大家知道，在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上，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全会全体成员一致公认的该派代表）同我们党所有其他派别签订了协定。这个协定发表在中央机关报第11号上，大意是：在所有其他派别自行解散和执行党的路线即反取消派和反召回派路线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解散自己的派别，并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协定明确规定，这些条件一旦被破坏，就要把款项归还给布尔什维克（见发表在中央机关报第11号上的决议）。

人所共知的其他派别破坏这个协定的事实，使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在一年以前，即在1910年12月5日提出申请，声明废除这个协定，并要求把款项发还给他们。

这个要求须由考茨基、梅林和蔡特金组成的“保管人”仲裁法庭审理。仲裁法庭决定：在1911年11月1日以前，先把一部分款项交给由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和波兰人的代表组成的技术委员会和国外组织委员会使用，用后上报帐目。

1911年10月间，梅林和考茨基这两个仲裁人辞去了自己的职务。这样一来，第三个仲裁人一个人就无权进行工作，所以他犹豫一阵之后也辞去了自己的职务。

于是，1910年12月5日废除了同其他派别的协定的布尔什维克派，从1911年11月2日起，就同前保管人解除了协定关系。因此，它就开始掌管自己的印刷所和掌管本派的其他财产。

不言而喻，布尔什维克派同取消派、召回派和纯粹搞阴谋活动的—些国外集团断绝“联系”以后，正象它的成员在建立俄国组织委员会方面的活动已经证明了的，就会竭力把所有护党分子团结在俄国组织委员会和它所召集的全党代表会议的周围。

在1910年一月全会上签订 协定的布尔什维克派代表 
［注：接着是列宁、列·波·加米涅夫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签名。——俄文版编者注］



附言：当我们看到载有两个前仲裁人1911年11月18日的来信的所谓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传单的时候，上述声明已经送交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拉脱维亚人，甚至梯什卡都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伊哥列夫和李伯尔还把自己装扮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这是想骗谁呢？他们为什么不提这些人已经退出的事实呢？为什么不提，到11月18日法庭解体已有两个半星期，因而1911年11月18日的信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了呢？或许是伊哥列夫先生和马尔托夫先生在1911年11月1日以前不承认仲裁法庭？请你们说说看，并证明这一点吧，先生们！或许是你们在1911年11月1日以后才承认仲裁法庭？1911年11月1日以前，大家公认的仲裁法庭谴责了你们，既没有给你们，也没有给托洛茨基一文钱，尽管你们提出请求、要求和“抗议”。受到大家公认的合法的仲裁法庭谴责的先生们现在企图为自己打掩护，借口说这是前仲裁人的个人意见，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力。1911年11月1日以后，仲裁法庭就不存在了，就这点说，我们又都恢复到了全会以前的状况。如果还由前保管人来保管布尔什维克的款项，那就是违法的了。

然而，问题就在于，伊哥列夫先生和李伯尔先生只想“哗众取宠”，而不敢根据精确的文件来叙述仲裁的经过。不行骗，货就卖不出去，这就是他们的箴言。





	载于1911年12月8日（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34—36页














《列宁全集》第21卷


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

（1911年12月10日〔23日〕—1912年1月6日〔19日〕）


一　一些基本原则问题

在所谓反对派政党之中，立宪民主党在公开活动方面处于最优越的地位，它刚刚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确定了它在选举运动中的政策。从我们最容易得到的、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资料中可以看到，立宪民主党的政策是这样确定的：

（1）立宪民主党人在自己的候选人可以保证当选的地方，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2）在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不能指望获得绝大多数选票的地方，立宪民主党人支持任何政党的可能得到最多选票的进步派候选人；

（3）在反对派候选人毫无当选希望而又存在着黑帮危险的情况下，可以支持十月党候选人，只要他是真正的立宪主义者，这种情况有时是会出人意料地发生的；

（4）立宪民主党既不同右派十月党人，也不同民族党人和君主派[57]缔结任何选举协定。总之，他们既不能忘记党的利益，也不能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广义的反对派的最高利益。

这就是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工人民主派应当十分密切地关注这个政策，分析它那被通常的暗语掩盖起来的真正的阶级本质和真正的含义。只要读一下立宪民主党的决定，马上就会碰到“反对派的最高利益”之类的话。问题的实质在于，立宪民主党的政策，现在已经完全最后确定为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政策。必须懂得这个实质，必须剥去它的官方自由派辞藻的外衣，让它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

（1）只字未提同左派、同民主派的联盟；（2）只禁止同右派十月党人结成联盟，而这是十月党中极少数人——“戈洛洛博夫派”[58]；（3）所谓“广义的反对派的最高利益”，实际上只能有一种含义：照例是事实上准许（并且推荐！）同十月党人结成联盟。

这三个关于立宪民主党的真正政策的结论，应当牢牢记住。

这些结论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中派左翼”已把自己的政策确定为同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主义的中派右翼结盟的政策，公开声明反对黑帮，同时不提同劳动派、左翼无党派人士和工人候选人结成任何联盟，以表示反对左派，反对民主派。

我们在《明星报》第28号上的《两个中派》一文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374—376页。——编者注］

 中所谈到的情况，完全得到了证实。

在俄国，有三个主要政治力量，因而也就有三条主要政治路线：黑帮（代表农奴主－地主的阶级利益）和跟他们站在一起并以他们为依托的“官僚制度”；其次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中派”左翼（立宪民主党人）和“中派”右翼（十月党人），最后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民粹派、左翼无党派人士）和无产阶级民主派。正是这样划分，也只有这样划分才是正确的，这已由20世纪头10年的全部经验所证实，而这10年正是异常重要的事件层出不穷的10年。

当然，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上，任何界限都是可变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条件的，是不稳定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处在主要分界的“交接线”上的政党和集团的过渡形式和动摇状态是必然的，但是20世纪初俄国阶级力量对比所产生的问题实质，无疑正是由上述一分为“三”的状态所决定的。混淆资产阶级自由派（以立宪民主党为首）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曾使俄国解放运动受害不浅；必须尽一切努力使伟大10年（1900—1910年）的经验能够帮助所有民主派彻底了解这种混淆的错误和极大危害。因此，当代的工人民主派正面临着两个相互密切联系的任务：第一，建立一个雇佣工人阶级的独立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不要任何业主即使是最民主的大小业主参加，而且服从于本阶级的整个国际运动即世界性运动；第二，发展和巩固俄国民主派的各种力量（他们的首领也必然是工人，就象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首领必然是立宪民主党人类型的社会分子一样）。要完成后一个任务，就必须经常地向最广大群众阐明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等）之间的界限的阶级根源和政治意义。

自由派资产阶级不愿意也不可能离开马尔柯夫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它只是竭力抑制他们的统治。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却不能不比较彻底地和自觉地要求消灭这种统治的一切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

从工人民主派的观点来看，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基本内容就是这样。正是应当把这个内容提到首要地位，以对抗故意用些关于“进步性”和“反对派立场”这类泛泛的词句来混淆一切根本原则问题的立宪民主党政策。

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的联盟不是什么新东西。马克思主义者早就预见到会有这种联盟，早在1905—1907年就指出了这个联盟两个组成部分的内在的阶级血缘关系。在第三届杜马中一开始就形成了两个多数，早在1907年底，马克思主义者就把这个结论作为自己政策的基石。第三届杜马5年来的事实证实了这个结论。这届杜马的组成大致如下 
［注：这个统计数字是根据1910年官方《参考手册》（第2分册）的资料计算出来的。右派：道地的右派——51；民族党人——89；右派十月党人——11；加上二分之一的无党派人士——9；自由派进步人士——39；立宪民主党人——52；所有民族集团——27；加上二分之一的无党派人士——9；民主派：劳动派——14；社会民主党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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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派………………………160
	｝284——第一个多数



	十月党人…………………124



	自由派……………………127
	　　　｝——第二个多数



	民主派……………………29
	　



	　　共　计
 ………………440
	　







第三届杜马始终依靠这两个多数，而这两个多数是整个六三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第一个多数意味着政权完全保持“旧制度”；第二个多数意味着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迈了一步”。六三体制需要第一个多数，是为了使马尔柯夫、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及其同伙保持自己的“政权和收入”，它需要第二个多数是为了抑制这种统治和按资产阶级步法前进（按进一步、退两步的程式）。实际经验在清楚地表明，这种前进等于停滞，而普利什凯维奇的统治并没有被“抑制”。

第三届杜马的一系列表决都是“第二个多数”的表决。《言语报》前不久就明确承认了这一点，它说：最近一次会议一开始的“几次表决”“实际上再现了中派左翼〈应读作：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的联盟〉在杜马中的优势”。这样的表决之所以会出现，完全是因为第二个多数也和第一个多数一样，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只要回忆一下《路标》文集，或是卡拉乌洛夫的虔诚的演说，或是“伦敦”口号，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第二个多数的这些“胜利”的成果又在什么地方呢？十月党人中间有“真正的立宪主义者”，这是立宪民主党的真正惊人的发现，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事实又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发现难道不是证明，“真正的立宪主义”这个概念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意识中已经被大大贬低了吗？

选举运动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是这个运动的政治内容和它所反映的思想路线的问题。立宪民主党的决定一再表明它的反民主的本质，因为立宪民主党的选举运动的内容，就是在群众的意识中进一步贬低“立宪主义”这个概念。教育人民，让他们知道“左派”十月党人中间可能有真正的立宪主义者，这就是立宪民主党的打算，这就是它的选举政策的含义。

民主派的任务则不同，不是贬低立宪主义这个概念，而是说明，只要政权和收入还继续掌握在马尔柯夫之流手里，立宪主义就是完全虚假的。工人民主派的选举运动的内容是由下列任务决定的：阐明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区别，把民主派的力量联合起来，把全世界的雇佣工人队伍团结起来。

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决定使这个党距离民主派更远了。我们的任务是把民主派的力量集中起来去反对一切中世纪制度的表现，去对抗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的联盟。


二　工人复选人在选举运动中的作用

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已经开始了。政府颁布了关于协助“民族”党的公告，采取了规定政府候选人的资格限制和排挤一切反对派特别是民主派的候选人的“措施”，从而开始了这个运动。

反对派的报刊也开始了选举运动。立宪民主党作出了关于同“左派”十月党人结成联盟的决定，从而也开始了这个运动。

因此，工人民主派应当立即对选举问题给予极大的注意，事先（一个星期也不能拖延）就有条不紊地讨论自己的策略，事先就训练各种各样的民主派拥护者去完成他们的重大的使命。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想详细谈谈工人复选人的作用问题。不用说，在这个问题上，象在一切问题上一样，提到首位的还是活动的内容，即运动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把他们联合成与西欧政党团结一致的独立政党，向工人阶级阐明它的历史目标是改造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根本条件，坚决划清工人阶级的政党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所有派别，甚至“左派”、民粹派等等的界限，——这就是基本任务。

这个基本任务对所有国家的工人民主派都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目前把它运用到俄国一个国家的时候，就必须估计到——为了完成这个共同的任务——当前的一些特殊的具体的任务。在俄国工人民主派的这些任务中间，现在——由于客观条件——提到首位的是两个彼此密切联系的任务。这两个任务是：第一，清楚地认识到取消派这个流派（大家知道，它是以《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为代表的）同流传甚广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流派“路标派”的联系。清楚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危害，是克服这种影响的必要条件，是达到取消派所否认的涉及工人民主派本身存在的当前的最近目标的必要条件。第二，在明确地划清（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界限的情况下把左派民主派组织起来。做不到这一点，工人民主派的领导权就不能实现，而工人民主派的领导权是整个解放运动取得任何进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把自由派（立宪民主党）和民主派（劳动派、左派“民粹派”[59]等）混淆起来，在原则上是根本错误的，在实践上会导致对民主派的利益的背叛。工人复选人的任务是：坚持对解放运动的正确理解，阐明各个政党的阶级实质（不为“招牌”、响亮字眼和动听名称所蒙蔽），明确区分右派（从黑帮到十月党人）、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宪民主党及其同伙）和民主派（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劳动派和同他们血缘相近的各种流派，其次，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无产阶级民主派）。

根据1907年六三法令规定的选举制度[60]，工人复选人在省选举大会上起着特殊的作用。争取使所有这些复选人都成为工人民主派的忠实可靠的代表，——这就是当前的实际任务。

大家知道，有6个省可以从工人复选人中各选1名杜马代表。这些省就是：彼得堡省、莫斯科省、弗拉基米尔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科斯特罗马省和哈尔科夫省。但是，代表是由省选举大会的全体成员选举的，就是说，几乎总是由右派复选人（土地占有者和大资产者）即十月党人选举的。为了保证工人民主派当选杜马代表，就必须使所有的工人复选人无一例外地都是工人民主派，都坚决支持自己的一个固定的候选人。只要有一个“倒戈分子”或一个自由派的、“右派分子”复选人，十月党人就会不顾大多数工人复选人的意愿而把他选出来！

但是，不仅仅是这6个省的省选举大会的成员中有工人复选人。53个省中的44个省一共有112名工人复选人。

这些复选人的作用是什么呢？第一，他们应当始终贯彻思想路线，组织民主派（尤其是农民民主派），使他们摆脱自由派的影响。这方面的活动领域是极端重要的。第二，工人复选人在右派和自由派的选票分散的情况下，能够（也应当争取）选入杜马。

让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这后一项任务。在第三届杜马中，维亚特卡省有两个社会民主党代表：阿斯特拉汉采夫和普佳京。但按法律规定，维亚特卡省一个工人选民团的代表也不应该有。在维亚特卡省的选举大会上，有109个复选人，其中4个是工人复选人。4个（109人中的）工人是怎样把其中2个选入杜马的呢？显然是省选举大会上的选票分散了，自由派没有工人的援助就战胜不了右派了。被迫同工人结成联盟的自由派，只好同工人分占席位，于是就把两个社会民主党人选入了杜马。维亚特卡省选出的杜马代表的构成是：1个进步派，3个立宪民主党人，2个劳动派，2个社会民主党人，也就是说，4个自由派，4个民主派。假如在民主派复选人多于自由派复选人的条件下前者能同后者分开，工人在该省甚至可以得到3个席位。假定109个复选人中有54个是右派（土地占有者的53个复选人中的50个，加上第一城市选民大会[61]选出的17个复选人中的4个），再假定其余的55个复选人中有20个是自由派（3）个土地占有者，13个第一等市民和4个第二等市民），35个是民主派（23个农民复选人，8个第二等市民和4个工人）。在这种条件下，民主派就应当得到8个席位中的5个，工人在取得农民民主派的信任的情况下本来有可能获得3个席位。

在乌法省，所有的代表席位都被自由派（穆斯林也包括在内）夺去了。民主派一个席位也没得到。可是，假如乌法省的3个工人复选人在有30个农民复选人的情况下能把民主派更好地组织起来，本来肯定是可以为劳动派和为自己争得席位的。

在第三届杜马中，彼尔姆省有6个自由派代表，3个民主派代表，其中只有1个社会民主党人。而农民复选人在这里有26个，其中有1个劳动派被在省选举大会上占多数的自由派选为代表，就是说，农民选民团可以说完全是劳动派的选民团（只要有1个农民倒戈，从民主派投向自由派，自由派就会选这个倒戈分子！）。第二等选民团（有13个复选人）也是一样，其中也有一个劳动派被自由派选为代表。就是说，复选人中的民主派人数是：26人＋13人＋5个工人＝44人。一共120个复选人，其中59个是土地占有者的复选人，17个是第一等市民的复选人。即使除了民主派全是自由派，也只有76人，还不到2/3。当然，很可能有一部分复选人是右派。这就是说，自由派没有2/3的复选人，却夺得2/3的杜马席位。由此就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如果民主派能够更自觉更好地组织起来（而首先应当关心这一点的是工人！），就不会受自由派的欺侮。社会民主党人叶戈罗夫是由彼尔姆省全体复选人大会即由自由派选出的，这就是说，自由派需要工人的援助，而工人在给予这种援助时，没有为民主派争得合乎比例的代表席位，这就直接犯了错误，直接违反了民主派的利益。

我们引用这些统计数字，强调这些数字是粗略的，是为了说明问题的，因为我们没有全体复选人和每个选民团复选人的党派成分的确切材料。实际情况要比我们这些粗略的材料所描绘的纷繁复杂得多。但是，工人应当掌握我们的六三选举的“巧妙把戏”中的基本力量对比，而掌握了主要东西，他们也就能够弄清各个细节了。

有两个选民团是最民主的（当然是不算工人选民团，工人选民团可以而且必须是彻底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反取消派的），这就是农民选民团和第二等城市选民团。其中前者比后者更民主，尽管与城市居民比较起来，农村的选举自由要少得多，农民的宣传和组织的条件要差得多。

实际上，第二城市选民大会的特派代表[62]是从28个省选入第三届杜马的。选出了16个右派、10个自由派、2个民主派（萨拉托夫省的罗扎诺夫和彼尔姆省的彼得罗夫第三）。农民的特派代表，所有的53个省都有：选出了23个右派、17个自由派、5个民主派和8个无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中右派和反对派各算一半，可以得出下列对比数字：






	第三届杜马代表
	第二等城市选民团选出的
	农民选民团选出的



	右派……………
	16
	27



	反对派………
	12＝43％
	26＝49％







第二等城市选民团选出的代表中反对派占43％，而农民选民团选出的代表中反对派占49％。如果注意到，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第三届杜马的农民代表提出了土地法案，这个法案就其内容来说比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法案要民主些，而且无党派的和右派的农民都在这个法案上签了名，那就很清楚，实际上，农民选民团的民主超过第二等城市选民团的民主的程度比我们从上述材料看到的还要大些。[63]

这就是说，全体工人，尤其是工人复选人，应当特别重视的正是农民选民团和农民复选人。工人作为民主派的组织者，应当首先在农民中间活动，其次才是在第二等市民中间活动。在这两个选民团中，混淆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情况特别严重、特别经常，这是立宪民主党人特别精心地培植起来的；他们利用自己那“行家里手”的“议会”经验，利用自己那掩盖了反民主的、路标派的、反革命的本质的“民主”称号（“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来直接欺骗政治上不成熟的人。

在俄国解放运动的现阶段，工人的思想政治任务就是组织民主派。选举的技术工作必须服从这个任务。因此，主要注意力应该放在农民选民团上，其次放在第二等城市选民团上。在省选举大会上，工人复选人的首要任务是团结民主派。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就必须有3票：必须物色两个农民民主派，至少要说服两个自由派，使他们相信他们提出工人候选人是不会冒任何风险的。民主派在省选举大会上要同自由派结成联盟来反对右派。如果这种联盟不能立即形成（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可能就是这样，因为复选人彼此都不认识），民主派就应当首先联合自由派去击败右派，然后，再联合右派去击败自由派。这样，他们两者就都不能当选（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无论右派，或是自由派单独都不占绝对多数。没有这个条件，民主派就不会被选入杜马）。根据选举条例第119条的规定，大会宣布休会。这时，民主派计算出投票结果以后，就同自由派结成联盟，因为它掌握了确切材料，并且争取到按比例分配代表席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让自由派先选举民主派，而不是相反，因为欧洲的全部历史和全部经验都已证明：自由派经常欺骗民主派，而民主派则从来没有欺骗过自由派。

工人复选人既然知道哪些选民团会选民主派，并且能把民主派和自由派分开，那么，无论在组织整个民主派方面或是在把大量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选入杜马方面，他们在44个省中都能发挥巨大的作用。现在，工人民主派有15个，资产阶级民主派有14个。如果工人的策略正确，搞得好，就可以使这两者的数字增加一倍。自由派在第四届杜马中必定会有一个强大集团，一个人数在100人以上、能够同十月党人结成联盟的“负责的反对派”（伦敦式的）的集团。必须努力使真正的民主反对派，而不是路标主义的反对派组成一个几十人的集团，而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

法律规定，工人有权在44个省选出复选人。每个工厂的觉悟工人应当立即熟悉这个法律，认真考虑自己的任务和自己的地位，设法使自己选出的复选人是真正的工人民主派，而不是取消派。

如果112个工人复选人就是这样有意识地、想方设法地、有条不紊地选出的话，他们就会在团结争取在欧洲各地实现伟大的世界目标的工人阶级方面和在组织俄国民主派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

时不待人。每个觉悟的工人都肩负着艰巨的但大有可为的任务。


三　选举运动中的农民和农民复选人

在上一篇文章中（《明星报》第3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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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谈到了工人复选人在选举运动中的作用。我们的结论是，工人民主派的主要任务有两个：团结雇佣工人阶级，提高他们的觉悟和对自己的伟大历史目标的认识；其次是组织民主派。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非无产阶级民主派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问题。他们在俄国的主要阶级支柱是什么？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的当前任务是什么？他们在选举中的作用怎样？

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阶级支柱是农民。广大农民群众的处境极为艰苦，地主土地占有制对他们的压迫非常残酷，经济条件十分恶劣，无权状况异常严重，因此，在他们中间就不知不觉地、自发地必然产生民主主义的情绪和要求。自由派资产阶级（以立宪民主党为首）所描绘的摆脱这种处境的出路，就是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瓜分政权，让普利什凯维奇和古契柯夫之流（或米留可夫之流）共同统治群众。这条出路对千百万农民来说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农民的阶级地位和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必然使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产生重大的区别。

上述两种政治派别通常都没有完全的明确性和完全的自觉性，但农民倾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倾向君主派自由主义，却是事实，这是俄国事件层出不穷的20世纪头10年所完全证明了的事实。不仅在1905年的解放运动中，不仅在最初两届杜马中，农民群众表现出了民主主义倾向，而且就在地主老爷的第三届杜马中，包括右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43个农民代表，也提出了比立宪民主党的法案更为民主的土地法案。

一般说来，土地问题是目前俄国农民的主要问题。在俄国欧洲部分，不到3万个地主占有7000万俄亩的土地，而1000万最贫困的农户差不多也只有这么多的土地。前者每户平均有2300俄亩，后者平均只有7俄亩。在俄国历史发展的现阶段上，这种现象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就只能是各种类型的“工役”经济即旧徭役制残余极其普遍的存在。在欧洲早已绝迹的对农民的盘剥制和赤贫现象，以及中世纪式饥荒的出现，——就是这种后果。

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想用自由派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按“公平价格”购买一部分土地，在实施“改革”的机关中让地主比农民占优势。农民不能不倾向于用民主派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这种民主派的解决办法丝毫不触及也不可能触及（即使是把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货币的权力、商品生产和市场的统治地位。农民对问题的看法多半是相当模糊的，于是，民粹派就制定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完整的学说，把这种模糊看法说成是“社会主义”。其实，就连最激进的土地变革也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

但是，农民运动愈广泛、愈壮大，这种模糊看法在实践上的影响就愈小，农民对土地的愿望和要求中实际的民主的内容就愈明显。在这方面，尤其是在政治问题方面，工人民主派的作用、他们反对农民服从于自由派领导的斗争是最为重要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整个俄国民主运动的一切成就，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与对农民的政治领导从自由派向工人民主派的转移密切联系着的。没有这种转移，俄国的民主运动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的成就。

大家知道，1907年的六三选举法“摧残”得最厉害的就是农民的选举权。只要提出以下几点，就可以说明问题了：这个法令把土地占有者的复选人从1952人增到2594人，即增加了32．9％；而农民和哥萨克的复选人却减少一半多，从2659人减到1168人，即减少了56．1％。此外，根据六三法令，农民选民团（正式名称是“乡初选人大会”）产生的杜马代表，不是象从前那样只由农民复选人选举，而是由省选举大会的全体成员，即由占多数的地主和大资本家选举。

根据这种规定，农民民主派（劳动派）只有在农民的复选人全体无一例外都是劳动派的条件下，才能保证得到杜马的席位。这样，右派地主将不得不从农民选民团选出劳动派，就象他们曾不得不从工人选民团选出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但是，农民的团结性、组织性和自觉性当然要比工人差得多。这里还是一个尚待开展严肃的大有可为的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域。所有民主派和所有“到居民的其他阶级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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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应该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领域，而不应该同反革命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眉来眼去、勾勾搭搭、干《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取消派所喜爱的那一套，等等。

我们上次已经指出，农民选民团在第三届杜马选举中，是非无产阶级选民团中最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选民团。从农民选民团选入第三届杜马的53个代表中，有26个是反对派代表，占49％，而从第二等城市选民团（“第二城市选民大会”）选出的28个代表中，只有12个是反对派代表，占43％。从农民选民团选入第三届杜马的53个代表中，有5个是民主派，占10％，而从第二等城市选民团选出的28个代表中，只有2个民主派，占7％。

考察一下农民选民团中选入第三届杜马的反对派代表是从多少个省选出的，各个省的代表构成情况又是怎样，那是很有意义的。在从农民选民团各选1名法定代表参加杜马的53个省中，有23个省从农民选民团选了右派（包括十月党人），其次，有17个省选了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进步派和穆斯林），只有5个省选了民主派（劳动派）。还有8个省选了无党派农民。

我们把情况仔细考察一下就会看到，没有一个右派代表占优势的省从农民选民团选出一个民主派去参加第三届杜马。民主派（劳动派）完全是从一个右派代表也没有的省份中选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维亚特卡、彼尔姆、斯塔夫罗波尔和托木斯克这5个省，共选入第三届杜马15个自由派、8个劳动派和3个社会民主党人。毫无疑问，如果这些省的农民和工人的自觉性和组织性高一些，还可以通过减少自由派的名额，把民主派的名额增加一些。

在这里，指出下列一点也许是适宜的，这就是一共有24个省在第三届杜马中反对派代表比右派代表多；在这24个省中有18个省选入杜马的完全是反对派代表。这24个省选入杜马的有9个右派代表、2个无党派人士、55个自由派、14个劳动派和8个社会民主党人。读者可以看到，要用减少自由派代表名额的办法来增加民主派代表的名额，要把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从自由派的影响下解脱出来，那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其次，指出下面一点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从农民选民团选出自由派参加杜马的有17个省，其中10个省是右派代表比反对派代表多。可以设想：这些省的农民复选人中通常是根本没有右派的，否则省选举大会上占多数的右派就会把他们选出来……

工人民主派在选举中对农民所担负的任务是很明显的。应当向正在无产阶级化的农民进行纯阶级宣传。应当帮助农民在选举中团结起来，使他们能够按照六三选举法，排除来自旧制度的卫道者方面和自由派方面的障碍，建立自己的尽可能强大的第四届杜马代表团。应当竭力巩固工人民主派的领导权，彻底阐明农民民主派倒向自由派的危害。


四　从第三届杜马选举的实践得出的结论

为了具体规定工人民主派在选举运动期间的任务，我们认为，尽可能详细地考察一下几个省份的第三届杜马选举的资料，是有好处的。考察这些资料，首先有助于更清楚地理解和更正确地掌握复杂而混乱的六三选举制度；其次，可以使所有参加选举运动的工作人员对他们作为民主派所处的地位和开展活动的“环境”有个最具体的了解。各地民主派研究一下每个省份的资料，就会补充我们的材料，修正这些材料，并立即唤起所有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参加选举、以便从政治上教育雇佣工人和组织民主派的人们的注意。

就拿喀山省为例来说。它在第三届杜马中有10个代表，右派和反对派各半：5个右派（其中有4个十月党人和1个民族党人）和5个自由派（其中有1个进步派、2个立宪民主党人和2个穆斯林）。既没有劳动派，也没有社会民主党人。

与此同时，喀山省的资料又使人不能不承认民主派在这里当选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选出的右派，1个是土地占有者大会选出的（萨宗诺夫），3个十月党人是第一和第二城市选民大会选出的（其中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卡普斯京先生是第二城市选民大会选出的），1个十月党人是全体复选人大会选出的。选出的自由派，1个是土地占有者大会选出的，1个是农民选出的（立宪民主党人卢宁），3个是全体复选人大会选出的。

全体复选人大会选出3个自由派和1个右派，从这一情况来看，自由派在省选举大会上占了多数，但这个多数是不稳固的，不然全体复选人大会1个右派也不会选上。土地占有者选出了1个进步派和1个右派，这一情况显然也说明了自由派多数是不稳固的，因为假如自由派的多数稳固的话，这个右派就不会当选。

喀山省的复选人的成分按选民团划分如下：总共117人，其中农民33人，土地占有者50人，第一城市选民大会18人，第二城市选民大会14人，工人2人。可见，土地占有者和第一选民团的市民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多数（50＋18＝117中的68）。大家知道，根据六三法令，在一切省份都保证了或者这样的多数，或者更“可靠的”多数，即清一色的土地占有者组成的多数（只有土地占有者选民团有可能在选入省选举大会的复选人中占绝对多数）。

自由派争得了杜马中的一半席位，因为他们在土地占有者中间的代表显然是很强大的。相反，在市民中间，好象是右派几乎占了绝对优势。不这样设想，就很难解释，当自由派在省选举大会上占多数时，两个城市选民大会怎么都选了右派。立宪民主党人是不得不选举右派的。上面已经指出，自由派在复选人中的多数地位是不稳固的，所以工人民主派就有了一个有利的活动场所：利用地主和资本家的纠纷来组织整个民主派的力量，特别是把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选入杜马。

即使在复选人中有57个右派和同样多的自由派，而只有3个民主派（其中有2个社会民主党工人和1个劳动派农民），这3个人甚至也可以把社会民主党人选入杜马，更不用说在有33个农民复选人的情况下这3个人所面临的把民主派力量联合起来这一大有可为的任务了。我们提出3个人：这是按法律（选举条例第125条）规定在推举候选人的提名单上所必需的最少人数，提名单上不足3票的候选人不得参加选举。不言而喻，选举法所要求的这3票也可以由两个自由派加上一个民主派凑成，如果这两个自由派没有“进步”（朝“路标派”的方向）到甚至在省选举大会上也选举十月党人而不选举社会民主党人的话。

在右派和自由派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甚至只有1个民主派，也可以在投票的时候联合右派去反对自由派，联合自由派去反对右派，使他们谁也不能选入杜马，从而（根据选举条例第119条的规定）达到休会的目的（休会时间的长短，根据上述条款的规定，由大会自行决定，但不得超过12小时），然后，安排自由派和民主派达成协议，条件是把民主派选入杜马。

喀山省的例子可以说明第四届杜马选举中可能存在的两条工人政策的路线（从而也可以说明整个工人政策的路线，因为选举中的政策只是总的政策在个别场合的运用）。第一条路线是：通常是投票支持比较进步的候选人，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规定。第二条路线是：组织民主派，利用右派和自由派的对立来达到这一目的。第一条路线从思想上说是对立宪民主党的领导的消极屈服；这条路线如果成功，它的实际后果就是，通过削弱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在民主派的少数可能减少的同时）使第四届杜马中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扩大。第二条路线从思想上说是反对立宪民主党对农民和对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这条路线如果成功，它的实际后果则是，第四届杜马中的民主派集团将得到扩大、团结和加强。

第一条路线在实践中可能导致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路线。第二条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策。关于这两条路线的作用，我们以后还要不止一次地更详细地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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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民族党人是指全俄民族盟的成员。全俄民族联盟是俄国地主、官僚的反革命君主主义政党。该党前身是1908年初从第三届国家杜马右派总联盟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派别，共20人，主要由西南各省的杜马代表组成。1909年10月25日，该派同当年4月19日组成的温和右派党的党团合并成为“俄国民族党人”共同党团（100人左右）。1910年1月31日组成为统一的党——全俄民族联盟，党和党团主席是彼·尼·巴拉绍夫，领导人有П．Н．克鲁平斯基、弗·阿·鲍勃凌斯基、米·奥·缅施科夫和瓦·维·舒利金。该党以维护贵族特权和地主所有制、向群众灌输好战的民族主义思想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该党的纲领可以归结为极端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和要求各民族边疆区俄罗斯化。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该党即不复存在。



君主派是指俄国君主党。该党于1905年秋在莫斯科最终形成，参加者是一些大土地占有者、沙皇政府的大臣和高级僧侣，首领是反动政论家弗·安·格林格穆特、大司祭И．沃斯托尔戈夫、Д．Н．多尔戈鲁科夫公爵、Г．Г．罗森男爵等。该党的机关刊物是《莫斯科新闻》和《俄罗斯通报》。该党奉行与俄罗斯人民同盟相近的方针，维护沙皇专制制度、等级制度以及正教和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1911年该党改名为“俄罗斯君主主义同盟”。——38。



[58]指以Я．Г．戈洛洛博夫为代表的极右翼十月党人。——39。



[59]指社会革命党。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于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44。



[60]指沙皇尼古拉二世1907年6月3日（16日）颁布的解散第二届杜马和修改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新的选举条例大大增加了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杜马中的代表权。按照新的选举条例，地主选民团每230人选出1个复选人，第一城市选民团每1000人选出1个复选人，第二城市选民团每15000人选出1个复选人，农民选民团每60000人选出1个复选人，工人选民团每125000人选出1个复选人。地主和资产阶级共选出65％的复选人（其中地主选出49．4％的复选人），农民选出22％的复选人（原为44％），工人只选出2％的复选人（原为4％）。新的选举条例还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阿斯特拉罕省和斯塔夫罗波尔省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29席减为10席，波兰王国由37席减为14席）。在整个俄国，所有不会俄语的人都被剥夺了选举权。根据这个选举条例选出的第三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44。



[61]根据1907年6月3日《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城市选民按照财产状况分为两个等级：第一等城市选民大会和第二等城市选民大会（或第一城市选民团和第二城市选民团）。第一等城市选民大会是由大资产阶级组成的。——45。



[62]指各省选举大会首先从各选民团复选人中选出的杜马代表。1907年6月3日的选举条例规定了每个省所选杜马代表总名额，同时还规定每个省的选举大会首先从哪些选民团的复选人中分别选举杜马代表各1名（由土地占有者选民团和第一城市选民团复选人占多数的省选举大会来选举，并非由该选民团复选人自己推举），然后再来选举名额中余下的代表。——47。



[63]列宁对无党派和右派农民代表提交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土地法案的评价，见《新土地政策》和《第三届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两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433—436页，第17卷第283—297页）。——48。









《列宁全集》第21卷


旧的和新的

（1911年12月10日〔23日〕）

尼·尼科林在《明星报》第29号上以非常醒目的标题《旧中有新》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对阐明俄国工人民主派的精确的、鲜明的、确定的活动方针，无疑是有好处的。

尼·尼科林这篇文章的主要缺点是他的许多论点极不明确。这位作者说，他“可能在许多问题上都不同意”我的看法，可没有说明为什么，其实我倒应当说，尼·尼科林没有什么论点会引起分歧，因为他根本没有完整的论点。

例如，尼·尼科林坚决反对那些认为“我国目前的情况……近似于1900年代初期的情况”的人。他说，抱有这种看法的人就是否认旧中有新。当然，如果他们否认这一点，那是不正确的。当然，尼·尼科林认为，旧中有新，应该很好地估计和很好地利用这种新事物，这是万分正确的。但是，这新事物究竟是什么，究竟应该怎样估计它等等，尼科林都没有谈到；另一方面，从他的引文中也看不出，他的对方所说的“近似于”指的是什么。如果象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正好在三年以前估计三年狂飙突进时期之后（即1905—1907年以后）所形成的政治形势那样来估计旧中有新的话，那我认为，说“我国目前的情况近似于1900年代初期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在提出这个论点之前没有先对时局作出精确的、鲜明的、确定的估计，没有对任务作出估计，那这个论点当然是不正确的。

旧的任务及其旧的完成办法、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新的准备手段——在我看来，这些大致可以包括在三年前作出的回答中。从这个回答来看，参加第三届杜马是绝对必要的，而尼·尼科林是非常热烈非常正确地拥护参加的。如果哪个“流派”反对参加，或者至今还犹豫不决，不敢公开地、明确地、直截了当地表示赞成参加第三届杜马，那它就是徒有其名的工人民主派。这种流派实际上已经置身于工人民主派之外，成为属于无政府主义思想范畴的，而决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范畴的“一种合理的色彩”了。

就拿“上层建筑”的问题来说。尼·尼科林写道：“从前可能以为，官僚制度是‘全俄’唯一的主要的敌人，现在谁也不再这样认为了……我们很清楚，马尔柯夫、克列斯托夫尼科夫、沃尔康斯基、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霍米亚科夫、阿夫达科夫等等之流，都是官僚制度从中汲取力量、据以活动的那个社会阶层的代表。”

尼·尼科林在这里强调“官僚制度”同工商业资产阶级上层的联系，是完全正确的，并且是非常可贵的。只有那些根本没有仔细思考20世纪头10年所产生的新情况、根本不理解俄国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相互依赖以及第三届杜马的意义的人，才会否认这种联系，才会否认目前土地政策的资产阶级性质，才会根本否认这是“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

但是只承认联系还是不够的，还应当确切指出这种联系的具体性质。向某种新制度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丝毫不会消除旧制度，比如消除“官僚”制度及其极大的自主性、独立性、托尔马乔夫—雷因博特（等等，等等）式的“特点”、财政上的不受监督的状况。官僚制度虽然从资产阶级上层的支持中“汲取力量”，但并不吸收他们参加，而是吸收旧的、非常旧的、不仅是革命前的（1905年以前的），而且是改革前的（1861年以前的）领地贵族和担任公职的贵族参加。官僚制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从资产阶级上层“获得活动的根据”，却使资产阶级的活动具有纯粹农奴制的，彻头彻尾农奴制的方向和形式。这是因为，如果说普鲁士的容克和美国的农场主的资产阶级性有所区别（尽管他们二者无疑都是资产者），那么，普鲁士容克的资产阶级性和马尔柯夫及普利什凯维奇的“资产阶级性”的区别也同样很明显，同样很大。与马尔柯夫及普利什凯维奇比较起来，普鲁士的容克简直就是“欧洲人”了！

忽视“官僚制度”的极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是米·亚历山德罗夫在他那本名著中所犯的主要的根本性的致命的错误，而尼·罗—柯夫在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9—10期合刊上又把这个错误弄到十分荒谬的地步。在所谓“官僚”制度方面旧的究竟保存下来多少，“新的”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确切些说，哪些形式上的变化，关于这些，只有上面谈到的三年以前作出的回答作了确切的阐述。

我决不是否定“寻找其他的途径和手段”，我认为讨论和反复讨论一些该死的问题的直接答案是有巨大意义的，但我也不能不反对例如取消派在“寻找”的幌子下所干的偷天换日的勾当。显然，“寻找者”尼·罗—柯夫和“寻找者”波特列索夫、叶若夫、查茨基之流的分歧，是涉及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细节的分歧。所有这些“寻找者”都是站在自由派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人政策的立场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在书刊杂志等等上“寻找途径”，进行讨论，是一回事，在实际起领导作用的机关报刊上作出明确的回答，就是另一回事了。

再拿“浪漫主义”的问题来说。尼·尼科林斥责了浪漫主义，说它是完全过时了的“旧的东西”，还举例说：“自由派以为，他是一切被压迫者的维护者，而社会主义者以为，他领导着俄国整个思想界和劳动界”。这个例子只能说明是不懂得阶级斗争；当然，如果尼科林说，这种“社会主义者”（显然是民粹主义者）实际上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用假社会主义的词句把自己的民主主义掩盖起来的民主主义者，那就完全正确了。但是，说到浪漫主义，就不能不提到在销路最广的刊物也就是自由派刊物上流行的对这个术语所作的路标派的解释，即反革命的解释。对这种解释不能不表示反对。不能不指出一个“新情况”：自由派在俄国建立了自由主义的路标派的方针，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只是口头上，只是用外交辞令屏弃这个方针，而实际上却在执行路标派的政策。

由此可以得出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实际结论：根据20世纪头10年的“新”经验，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界限应该划得更加清楚了。“把自由主义反对派和反动派混同起来”，当然是荒谬的，但没有我刚才指出的结论，只有这个结论（尼科林作出的）是根本不够的。

总之，尼·尼科林的结论恰恰反映了他的基本错误是含混不清、吞吞吐吐。就拿他的第一个结论来说：“不管是荒唐地迷恋于旧的行动方式，还是对这种方式持断然否定的态度，都同样是有害的。”我认为，这个结论不是辩证的，而是折中主义的。荒唐就是荒唐，因而无疑永远是有害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想赋予这一部分结论以生动的即辩证的意义，那就应当大致这样说：企图借口是旧的行动方式而为自己拒绝参加第三届或第四届杜马进行辩护，那是极大的错误，是讲空话，是毫无意义的叫喊，尽管必须（确切些说，正是因为必须）对这种旧的方式采取坚决肯定的态度。

顺便说一下，对这个问题我不可能作更详细的论述，所以我指出，我上面援引的结论的第二部分，我认为应当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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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文献
[64]



（1911年12月）


1

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的提纲

（不晚于12月14日〔27日〕）


提纲

关于党内状况

1．出发点：反革命时期的客观条件。

2．全会和“调和主义”。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

3．全会后的一年。“两个强大的派别的联盟”。

4．全会后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所作所为。

5．“协定”及其两个组成部分：政治部分和“财务部分”[65]。

6．1910年12月—1911年6月。[66]“传唤到中央委员会去的拘传”。

7．“在巴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议”。出路：国内代表会议。三个派别的联盟。“诺言”和履行。[67]

8．1910年1月开始的多数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两个时期：调和派＋取消派（1910年）；调和派和波兰人（1911年的半年）。[68]

9．俄国组织委员会与一些国外小集团。布尔什维克—波兰人联盟“垮台”了吗？

10．国外的“孤立”＋或－？

11．建党派。

（1）米哈伊尔＋尤里＋罗曼。

（2）在国外召开全会12月—6月。

（3）国内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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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的决议草案

（不晚于12月14日〔27日〕）


把国外社会民主党护党派力量组织起来和布尔什维克的任务

社会民主党国外组织目前的状况极不正常。

从1908年社会民主党的出版机关逐步迁到国外时起，直到全会召开前，国外一切最重要的中心，由于孟什维克小组完全脱离了党而陷于完全分裂的状态。

全会（1910年1月）曾经试图根据会上一致通过的反取消主义和反召回主义的路线实现统一，并且十分坚决地号召在国外确立完全的统一。

可是，实际上，由于取消派和召回派没有履行全会的规定，全会以后，各个国外小组并没有实行联合。相反，分裂更加严重，因为事实上，前进派脱离了布尔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派脱离了孟什维克。这些平行的小组，“前者”和“后者”，或孟什维克小组和布尔什维克小组都一如既往存在下来，实际上，根本没有把意见比较一致并且能够共同进行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分子联合起来。

目前，在国外实际上存在的是一些各成一派的小组，它们之间只有纯粹形式上的联系，而常常是根本互不联系，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派、“调和派”、前进派、“呼声派”和“普列汉诺夫”派，它们各自为政，实行不同的思想路线，而且同国内的这些或那些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单独保持联系。

在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的努力下，在国内成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积极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党代表会议，这就使党的历史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并且指出了实际生活所决定的摆脱瓦解和涣散状态的唯一可行的出路。

事实上，在全会以后进行真正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特别是在1910年期间，他们更是同心协力地工作。呼声派只不过是置身于党外的《生活事业》杂志和《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国内取消派集团的国外分支，而国外的“前进”集团仍在掩护召回派和通过自己的首领卢那察尔斯基进行宗教宣传，干的完全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

现在，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建立的、得到国内社会民主党的几乎所有地方组织支持的俄国组织委员会，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进行工作的唯一的和拥有全权的中心。

会议在把布尔什维克联合成统一的国外社会民主党组织时，也就把国外继续分裂的责任归之于那些不愿支持国内中心即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小组，或者那些继续同脱离俄国的分子“玩弄协议把戏”的小组，因为它们这样做，就是支持脱离了国内工作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小组。

布尔什维克的国外组织会一如既往，竭力争取一切流派中所有愿意支持俄国组织委员会和愿意执行党的路线即反取消主义和反召回主义的（以及反神的）路线的社会民主党人，［让他们］加入这个组织，并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党组织。

同取消派和召回派作斗争，同缺乏思想性的国外小组的涣散现象作斗争，促进一切真正的社会民主党护党派、特别是护党派孟什维克的团结，协助俄国组织委员会，——这就是国外党组织的实际任务。我们认为，中央机关报和《工人报》同是护党派应当支持的机关报，（国外的）护党派孟什维克摆脱它们是毫无道理的，上述机关报丝毫没有改变根据党的决定所制定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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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外组织章程的建议[69]

（12月16日〔29日〕）

会议选出了主持国外组织的工作的国外组织委员会，把章程草案连同全部意见转交给该委员会，责成它向各小组征询意见，以便对章程作出最后的确定。






	　　列宁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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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70]

（12月17日〔30日〕）

会议确认，党很久以来，至少有两年多以来，就认为召开党代表会议是刻不容缓的。现在，尽管遇到种种阻碍，终于在实现这项任务方面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俄国组织委员会已经在国内成立，并得到所有地方组织（基辅、巴库、梯弗利斯、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叶卡捷琳堡、圣彼得堡、莫斯科、尼古拉耶夫、萨拉托夫、喀山、维尔纳、德文斯克、下诺夫哥罗德、索尔莫沃、萨马拉、秋明、罗斯托夫和其他等地的组织）的支持。

会议祝贺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成立，并且声明，全力支持该委员会是每个护党分子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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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这是有关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的一组文献。



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于1911年12月14—17日（27—30日）在列宁领导下于巴黎举行。会议是由布尔什维克《工人报》巴黎协助小组发起召开的，目的是团结国外的布尔什维克力量，对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加以协助。出席会议的有1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巴黎、南锡、苏黎世、达沃斯、日内瓦、列日、伯尔尼、不来梅和柏林的布尔什维克小组，其他地区的布尔什维克小组由于各种困难，未能派代表出席会议。有些布尔什维克小组给会议寄来了书面报告。列入会议日程的有以下问题：组织局和各地代表的报告；关于党内状况；关于国外状况和对各派别的态度；组织问题；关于国外工作的任务；对代表会议的态度。



列宁致开幕词并作了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尼·亚·谢马什柯和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分别作了关于国外状况的报告。列宁提出的决议草案构成了会议通过的关于这三个报告的总决议的基础。会议确认呼声派和前进派已彻底离开了党。会议赞同中央委员六月会议就召开党代表会议所采取的措施。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支持俄国组织委员会及其召开的代表会议的决议。



会议决定在贯彻真正的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包括各地的支部），而不容许同取消派妥协。会议选出了国外组织委员会。会议的《通报》和决议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委员会于1912年1月12日以单页形式出版（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29—339页）。——63。



[65]这里说的是1910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一月全会上布尔什维克同其他派别签订的“条约”，即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派别中心的决议》和所附的《布尔什维克的宣言》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按》（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07—310页）。——63。



[66]“1910年12月—1911年6月”是指从1910年11月22日（12月5日），由于孟什维克、前进派及其他派别不履行协议和执行1910年中央一月全会的决议，列宁及其他布尔什维克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提出声明，要求召开中央全会以解决关于把交给“保管人”的钱款归还给布尔什维克的问题起，到1911年5月28日—6月4日（6月10—17日）在巴黎召开中央委员会议止的这段时间。——63。



[67]指1911年在巴黎召开的中央委员六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三个派别的联盟”）通过了关于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和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的决议，并成立了召开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会后不久，调和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就在组织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里进行反对执行会议决议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护党派在他们的阻挠下共同执行了这些决议（“诺言”）。——63。



[68]多数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时期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一月全会（1910年）以后一个时期，那时调和派中央委员徒然试图吸收孟什维克取消派（彼·阿·勃朗施坦，康·米·叶尔莫拉耶夫，约·安·伊苏夫等）参加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实际工作，结果严重地妨碍了工作，而为取消派效了劳。这一时期由于4名中央委员（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加·达·莱特伊仁和维·巴·诺根）被捕而结束。多数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第二个时期是指1911年中央委员六月会议以后的时期，那时调和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负责召开代表会议的国外组织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里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63。



[69]列宁的这个建议是在1911年12月16日（29日）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上提出的，当时会议正在审议是在这次会议上详细讨论国外组织章程草案还是把它移交给国外组织委员会去同各小组协商并最后批准这一问题。列宁的建议以8票对1票获得通过。——68。



[70]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由列宁提出，在1911年12月17日（30日）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巴黎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委员会的《通报》公布了这个决议，并附有以下说明：“会议通过这一特别决议告诫一切护党同志必须竭力支持俄国组织委员会及其召开的代表会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37页）——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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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和黑帮杜马

（1911年12月22日〔1912年1月4日〕）

就在不久以前，一些卖身求荣的下流作家由于去年丰收留下的印象，傲慢地声称，“新农业政策”有了良好的后果；某些天真的人也跟着他们欢呼我国农业中已经出现转机和全俄国农业欣欣向荣。

现在，正好是1906年11月9日法令[71]颁布的5周年，几乎蔓延半个俄国的饥荒和歉收极其明显地和不容反驳地证明，这种寄托在斯托雷平土地政策上的希望，掩盖了多少明摆着的谎话或天真的无知。

甚至根据政府的统计资料来看（这些统计资料的精确程度和“谦虚程度”已为历次饥荒所证实了），歉收的灾难已经遍及20个省；有2000万个居民“有权要求给予粮食救济”，就是说，他们已因饥饿而浮肿，他们的经济已陷于破产。

科科夫佐夫说：你们看见的不是什么歉收，这不过是“收成差一点”而已；饥饿“并不会引起疾病”，相反，“有时还能治病”；关于饥民遭受灾难的传说纯系报纸捏造，省长们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相反，“收成差一点的地区的经济情况决不是那么坏”；“免费供应居民食品的主张是有害的”；最后，政府采取的措施是“足够的，也是及时的”。如果科科夫佐夫不这样“鼓舞士气”，他就不能算是财政大臣和反革命政府的首脑了。

立宪政府的首脑还忘记提到他那同饥荒斗争的天才发明，即授予密探组织“赈济饥民”事宜的全权。

现在，甚至来自合法的自由派团体的“社会救济”也被取消了，于是，萨拉托夫省的密探这个饥民的唯一保护者，就能在小酒店里自由自在地喝掉他所经手的赈济饥民的贷款了。

当然，右派农奴主听到“大臣会议主席先生的详细的、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演说”（引自维什涅夫斯基代表在11月9日会议上的发言）就欣喜若狂；当然，奴颜婢膝的十月党人就急忙在自己转入下项议程的杜马议案中证明，“政府及时注意到采取措施以消除歉收的后果”；而他们的首领（不是些普通的凡人！）之一就大发宏论，说什么“让鱼类罐头自由流通，以供应居民适宜的食品”。

斑疹伤寒、坏血病、食用从狗嘴里夺来的烂肉或在国家杜马会议上展示过的由乌七八糟的东西制作的面包——这一切对十月党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对他们来说，大臣的一句话就是法律。

而立宪民主党人呢？甚至在这样的问题上，他们也没有对政府的卑鄙行为作出公正的评价，反而认为再好不过的办法是通过自己的发言人库特列尔“根据大臣会议主席的内容广泛的演说得出安定人心的结论”（11月9日的会议）；而在他们转入下项议程的议案中委婉地把政府的行动说成只是“缺乏〈！〉计划性的，不够的和绝非总是〈！〉及时的……”

正如社会民主党代表别洛乌索夫同志在自己的讲话中正确指出的，赈济粮食的方法和组织赈济事宜这个问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每次谈到饥荒问题都会产生的一个基本问题，即饥荒产生的原因和同歉收作斗争的措施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同样重要的。

在右派农奴主看来，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要强迫“懒汉”庄稼汉干更多的活，这样“他们总是能够弄出东西来的”。库尔斯克的死硬派马尔柯夫第二认为，“庄稼汉在365天中只干55—70天活，300天什么也不干”，躺在俄式炉顶上“要求国家发给口粮”，是件“可怕的”事。

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当中的半农奴主看得“更深刻”，由于有义务赞扬当局，他们还打算要人们相信，“饥荒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要等到土地从弱者和醉汉手里转到强者和头脑清醒的人手里的时候”，“要等到已故的彼·阿·斯托雷平拟订的改革方案实现的时候，要等到寄托在强者身上的希望如愿以偿的时候”。（克列波夫斯基在11月9日杜马会议上的发言）

但是，在不久前还拥护11月9日法令的人中间，一些比较有远见的人已经开始感觉到，这项“伟大的改革”死期临近了。萨拉托夫省的代表尼·李沃夫虽然过去赞成，“现在也赞成11月9日法令”，但是他向杜马讲述了“同现实接触后”得到的下列印象：“你们在国家杜马这里谈到的一切，同你们亲眼看到的急需解决的贫困相距太远了。”“要非常慎重地行事，要怜悯某些人想要加以蔑视的那些居民。由于11月9日的法令，在某些省，其中也包括萨拉托夫省，出现了许多新人物，土地价格上涨了，贫苦的居民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在农民中间，贫苦农民的可怕的仇恨和诅咒愈来愈厉害了，应当采取某些措施来消除这些现象……要知道，把希望寄托在强者身上根本不是说要把贫苦的人置于死地，听任他们在贫困中死亡”等等，等等。

总之，“同现实接触后得到的”印象开始擦亮了这位“过去赞成11月9日法令的”地主的眼睛。

今年的饥荒已经使右派农民的心里深深地怀疑，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是不是能消灾弭祸；所以右派农民安德列丘克提出了建议，“要求政府在最近期间向国家杜马提出规定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数量的最大限额的法律草案”，这个建议得到所有右派农民甚至农村神父的支持，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农民，即使是右派农民，是怎样理解“同饥荒作斗争”的。

安德列丘克提出的庄稼汉“发自内心的”要求又一次（我们回想一下右派和左派农民要求采取强制地主转让土地的手段把土地分配给少地的农民的声明，回想一下在讨论11月9日法令时农民的发言等等）证明，甚至右派农民也深刻认识到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他们所理解的同饥荒的斗争是同“争取土地”的斗争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不消灭农民缺少土地的现象，不减轻农民肩上的赋税重担，不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不彻底改变他们的法律地位，不没收地主的土地，也就是说，不进行革命，就不可能真正同饥荒作斗争。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的歉收是整个现存制度和整个六三君主制面临死亡的新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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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906年11月9日（22日）法令即沙皇政府颁布的《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令的几项补充决定》（这项法令由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通过后称为1910年6月14日法令）。作为对这项法令的补充，沙皇政府于1906年11月15日（28日）又颁布了《关于农民土地银行以份地作抵押发放贷款的法令》。根据这两个法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地。村社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建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土地。独立田庄主和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土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购买土地。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制定这些土地法令的目的是，在保留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强制破坏村社的条件下，建立富农这一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的支柱。列宁称1906年斯托雷平土地法令是继1861年改革以后俄国从农奴主专制制度变为资产阶级君主制的第二步。



尽管沙皇政府鼓励农民退出村社，但在欧俄部分，九年中（1907—1915年）总共只有250万农户退出村社。首先使用退出村社的权利的是农村资产阶级，因为这能使他们加强自己的经济。也有一部分贫苦农民退出了村社，其目的是为了出卖份地，彻底割断同农村的联系。穷苦的小农户仍旧象以前一样贫穷和落后。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并没有消除全体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只是导致了农民群众的进一步破产，加剧了富农和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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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宪民主党和大臣们谈判的揭露开始了

（1911年12月）

在5年半—6年以前，那些曾经敲起警钟要人们密切注意立宪民主党和大臣们的谈判，特别是关于大臣职位的谈判的人，现在不能不非常满意了。历史真相总要大白于天下，有时甚至会从最出人意料的方面暴露出来。现在，揭露已经开始了，尽管“有关”人士（和政党）竭力遮掩，揭露也不会停止。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这种揭露将会证实，而且一定会证实，我们当时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抨击是完全正确的。

维特的揭露是从他同古契柯夫的争论开始的。维特采取行动的目的和他的行动的性质极其恶劣；搞卑鄙的阴谋，想陷害别人，从而爬上大臣职位，——这就是他的动机。可是，大家知道，两贼相争，好人总会从中得到某些好处，如果是三贼相争，好处一定会更多。

维特的信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不管愿意与否，他不得不肯定某些事实，这就使人们有可能（和有必要）通过对所有的当事人的询问来核对这些事实。维特的信中列举的基本事实如下：

（1）参加同维特举行的会谈的有希波夫、古契柯夫、乌鲁索夫、叶·特鲁别茨科伊和米·斯塔霍维奇，也就是立宪民主党、和平革新党[72]和十月党的活动家们。

（2）“在维特伯爵和上述社会活动家举行会谈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们引用他的信的原话〉，在所有的主要问题上，都取得了原则上一致的意见，只有内务大臣的任命问题除外。”

（3）“维特伯爵坚持任命杜尔诺沃，而社会活动家们除乌鲁索夫公爵外，都反对这项任命。乌鲁索夫公爵就说服参加会谈的同僚，同意任命杜尔诺沃，因为时局困难，不能再拖，并且为了作出表率，他声明愿意接受杜尔诺沃的副大臣的职务……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上，希波夫、古契柯夫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声明，他们不能加入有杜尔诺沃参加的内阁……”

（4）斯托雷平曾被提为候选人，但大家意见不一致：有的赞成，有的反对。

试问，古契柯夫对上面这种叙述，作了些什么样的更正呢？他断言，“热烈拥护杜尔诺沃为候选人的是乌鲁索夫公爵，他后来是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代表”。据古契柯夫说，维特是摇摆的，有一个时候，曾想放弃杜尔诺沃，因为报刊正在准备揭露他，准备发表抨击他的文章。古契柯夫补充说：“10月17日宣言发表以后，到处都有最广泛的也可以说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出版自由以后，所有上述事件就立即发生了。”

谈判拖了很久。古契柯夫写道，“谈判旷日持久，令人疲惫不堪”。他说，对斯托雷平，“谁也没有做过维特伯爵所指出的那种否定的评价”。古契柯夫在评述当时整个情况的时候说：“现在出现了许多‘救国志士’……当时他们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当中许多人当时还拿不定主意，不知到底站在街垒的哪一边好。”

这就是维特和古契柯夫的揭露的主要几点，一些细节当然就不去管它了。历史真相已经十分清楚地暴露出来了：（1）在俄国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是没有任何重大区别的；（2）“许多人〈资产阶级活动家当中的，按古契柯夫“微妙的”暗示，也许还有大臣当中的〉当时还拿不定主意，不知到底站在街垒的哪一边好。”但事实是，参加会谈而且不止一次参加会谈的，都是站在“街垒”的某一“边”的人。大臣也好，十月党人也好，立宪民主党人也好，在各次会谈中都是站在街垒的同一边的。历史真相是不容怀疑，不容歪曲的：这是政府和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会谈和谈判。

现在，我们来看看立宪民主党的所作所为。在维特和古契柯夫的揭露发表（这两人的信件，在彼得堡是俄历9月26日发表的，在莫斯科是27日发表的）以后，立宪民主党对自己参加会谈的事实完全保持沉默，而只想“嘲弄”古契柯夫。不论是9月28日的《言语报》，还是同一天的《俄罗斯新闻》[73]，都“嘲弄了”古契柯夫，说他随后就成了同杜尔诺沃意见一致的同伙，但是对历史事实既没有发表更正，也没有提出反驳。第三个贼以为，他躲在维特和古契柯夫的争论的后面就不会被人发觉了！

这时，十月党人又马上向维特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报复”。10月14日（在十月党人进行调查和立宪民主党人胆怯地、卑鄙地保持沉默两个星期以后！）的《莫斯科呼声报》上，出现了以《维特伯爵、彼·尼·杜尔诺沃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同盟》为题的“调查报告”。新的揭露材料可归结如下：（1）叶·特鲁别茨科伊当时是立宪民主党党员。（2）“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不想使维特伯爵产生任何误解，所以他认为自己有责任预先告诉维特伯爵，关于后者同社会活动家的一切谈判〈显然，无论是十月党人，还是立宪民主党人，都没有把工人和农民民主派看作“社会活动家”：1905年10月，工人和农民显然都是社会外的“活动家”！〉，他——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将通告自己党的执行局，该执行局每天在彼得拉日茨基教授家里开会讨论当前问题”。（3）特别激烈反对提名斯托雷平为候选人的是彼特龙凯维奇先生，他认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原文如此！〉，应当劝告维特伯爵宁可任命杜尔诺沃，也不要任命斯托雷平为内务大臣。立宪民主党的其他活动家完全同意彼特龙凯维奇的意见，于是就委托特鲁别茨科伊公爵把在彼得拉日茨基家里开会的社会活动家们作出的结论转告维特伯爵”。第二天早晨，特鲁别茨科伊就去见维特伯爵，如实转述了立宪民主党执行局对这两个候选人的意见。

叶·特鲁别茨科伊是否证实了对他的这种说法呢？他完全证实了，他既向《新时报》[74]（10月15日的一号）的记者，又向《言语报》（10月19日的一号）的记者声称，《莫斯科呼声报》的消息是“完全确实的”。特鲁别茨科伊说：“不过，‘执行局’这个词是不恰当的，应当说是党〈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人。”特鲁别茨科伊的另一个同样无关紧要的“更正”是，他去见维特“可能不是第二天早晨，而是两三天以后”。最后，特鲁别茨科伊对《言语报》的记者说：

“对古契柯夫的一个说法是应该提出异议的。他说，社会活动家们只是因为杜尔诺沃的缘故才没有参加内阁。对我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希波夫来说，不完全是这样〈不完全是这样！〉。我和希波夫曾经表示同意参加内阁，条件是预先制定纲领，但是维特劝我们参加内阁，却不要我们提出这个条件。我们和古契柯夫的分歧也就在这里，据我的记忆，他就没有提出这个条件。”特鲁别茨科伊先生关于这一点讲得非常谨慎：什么“不完全是这样”，什么“据我的记忆”！

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在10月19日（开始揭露已经三个星期以后！！）的《言语报》上讲话了。现在，就来看看他是怎么讲的吧。

他一开头就发表了长篇议论（达27行），说什么凭记忆是不行的，而且又是希波夫一个人记下来的。

发表这种议论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把真相立即和盘托出呢？如果是这样，那最容易的办法就是，说出所有参加者的名字，并向他们询问。如果你不想公开自己党的真相，就不必把希波夫搬出来，玩这套捉迷藏的把戏。

接着，又用27行文字议论十月党人对“造谣生事”的爱好。既然《莫斯科呼声报》已经说出了证实这个消息的人的名字，还发表这套议论干什么呢？？彼特龙凯维奇先生显然是想用著作家和外交家的一大套废话把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掩盖起来。这种手法是不诚实的。

接着，又用20行的篇幅来挖苦特鲁别茨科伊先生：“个人的回记”——除了个人的回记，就没有其他什么回忆！——公爵对此“跟任何人一个字都没有提过”，黑体是彼特龙凯维奇用的，他这显然是指责特鲁别茨科伊不谦逊。立宪民主党人不去直接回答问题，竟互相指责起对方不谦逊来了！这种手法除了说明立宪民主党人由于被揭露而流露出懊丧情绪，说明他们企图把事情压下来（他说，公爵，你以后再不要不谦逊了！），还能有什么意义呢？

写了74行的开场白以后，终于就实质问题提出了反驳意见：（1）立宪民主党的执行局当时是在莫斯科，因此就不可能在彼得拉日茨基家里开会；（2）彼得拉日茨基“当时并不是党内工作的领导人”；（3）“当时在彼得堡的某些成员〈立宪民主党执行局〉没有权力进行任何谈判，更谈不上同维特伯爵、杜尔诺沃或其他什么人缔结同盟”；（4）“我个人〈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到彼得拉日茨基家里去过一次〈黑体是彼特龙凯维奇先生用的〉，那一次，确实谈过能否提名叶·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为国民教育大臣候选人的问题，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表示确信，只有为整个内阁制定一个完全符合政治局势的明确纲领，同时这个内阁是‘社会’〈请记住，所有参加争论的人所说的“社会”指的是什么：工人和农民不属于“社会”〉可以信赖的内阁，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公爵才会担任这个职务。很可能同时还对各个不同的候选人（包括杜尔诺沃和斯托雷平在内）的个人品质和政治品质进行了评价，但无论是我，还是我所询问过的在场人，都不记得有人用热情的讲话说服了所有在场的人。”

这就是彼特龙凯维奇先生的全部实在的“反驳意见”；他还用了48行的篇幅来大肆挖苦特鲁别茨科伊，说什么他的记忆不中用了，什么立宪民主党没有同杜尔诺沃缔结同盟，“也没有容许自己的党员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参加该党不会支持的内阁”。

10月27日《言语报》上发表的特鲁别茨科伊和彼特龙凯维奇的信，也没有补充什么新东西：前者坚持说，正是彼特龙凯维奇“曾劝告别人宁可支持杜尔诺沃，也不要支持斯托雷平”，而后者则否认这一点。

结论是什么呢？

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声明说，当时在彼得堡的执行局的某些委员没有权力进行任何谈判，但他又情不自禁地确认了谈判的事实！彼特龙凯维奇先生本人写道（10月27日《言语报》）：“在彼得拉日茨基家里的会谈中，我们讨论了提名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为候选人的问题。”

这就是说，谈判是举行过的。如果“党”象这位彼特龙凯维奇先生所说的那样“没有容许”特鲁别茨科伊，那就是说，谈判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

彼特龙凯维奇先生用绝妙的手法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没有举行谈判，不过……不过举行了“有关候选人的会谈”。没有举行党执行局的会议，不过……不过作出了党的决定。这些可怜的遁辞勾画出那些妄图隐瞒真相的人的嘴脸。实际上，说出所有参加会谈的人的名字，援引“执行局”的或者党的或者领导人的确切决定，阐明（据说是）立宪民主党人要求维特内阁制定的所谓明确的纲领，这不是更简便易行吗？可是，我国自由派的不幸也就在于，他们不能说出真相，他们害怕真相，真相会把他们置于死地。

于是，就出现了卑鄙下流的诡计、遁辞和借口，这些都妨碍（至少是对不够细心的读者来说）弄清1905年10月自由派对政府的态度这个意义重大的历史问题。

为什么真相会把立宪民主党人置于死地呢？因为谈判的事实，谈判的情况和条件，会把关于立宪民主党人的“民主”的神话驳倒，证明他们搞的自由主义是反革命的。

一个真正的民主党一般说来能不能同维特这样的人在1905年10月这样的时候进行谈判呢？不，不能。要进行这样的谈判，必然要有一定的共同基础，也就是要有反革命的要求、情绪和意图这样的共同基础 
［注：参看收入《闪电》文集（1907年圣彼得堡版）的尤·加·的《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片断》一文中根据米留可夫先生本人的文章（《斗争的一年》）对这个共同基础所作的出色说明。米留可夫先生在1906年4月18日这样写道：“维特伯爵的辞职等于失掉达成协议的最后一个机会”，就是说，他完全明确地承认，有过协议，有过机会，有过想再次达成协议的念头。］

 。同维特的谈判除了谈制止民主的群众运动以外，不会涉及什么别的内容。

其次，即使暂且假定，立宪民主党进行谈判不是没有民主目的的，那么当这个谈判中断的时候，一个民主党能不能向人民避而不谈这个谈判呢？绝对不能。这也就是反革命自由派和不应得到这种评语的民主派的区别。自由派希望扩大自由，但采取的方法是使民主派不要因此得到加强，使同旧政权的谈判和接近能够继续下去，得到加强和巩固；因此，在谈判中断以后，自由派就不能把谈判公布出来，因为这样一来，他就难以恢复谈判，就会在民主派面前“露出马脚”，就会同旧政权决裂，而自由派正是不能同旧政权决裂的。相反，如果一个民主派处于同维特进行谈判的地位，看出谈判是徒劳的，他就会把谈判立刻公布出来，从而使维特先生们声誉扫地，揭露他们的把戏，使民主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

同时，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内阁的纲领和它的成员问题。对第二点，所有参加的人都谈到了，并且谈得非常明确：把某些大臣职位给某某人，而对第一点即对纲领，却没有讲过一句明确的话！对大臣职位有些什么要求，无论是特鲁别茨科伊，还是彼特龙凯维奇都记得很清楚，也谈得很清楚。但“纲领”是什么样的，他们当中却没有一个人谈到！！这是怎么回事，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这是由于（无疑也是证明）“纲领”在自由派先生们那里处于极不重要的地位，成为空洞的招牌和“华丽的辞藻”，实际上，除了巩固政权和削弱民主派，维特是不会有其他任何纲领的；他许下任何诺言，发表任何声明，都只是执行这样的政策；对他们来说，瓜分大臣职位才是“有现实意义的”事情。只是因为这样，象维特这样的人才会把纲领忘得一干二净（维特说过，关于纲领问题，甚至已经取得了原则上完全一致的意见！），而关于杜尔诺沃和斯托雷平这两个人谁好（或谁坏？）的争论他们都记得，都在谈论，都在引证这个人或那个人的讲话或论据。

口袋里藏不住锥子。历史真相甚至从三四个人故意粉饰过的谈话中也十分明显地表露出来了。

整个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从古契柯夫到米留可夫（他在政治上无疑是要对特鲁别茨科伊负责的），在10月17日以后马上就离开民主派而转向维特。这并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个别人的叛变，而是一个阶级向符合自己经济利益的反革命立场的转变。立宪民主党人只有站在这个立场上，才能在1905年通过特鲁别茨科伊同维特进行谈判，在1906年通过穆罗姆采夫同特列波夫进行谈判，等等。不了解反革命的自由派同民主派的区别，就根本不能理解民主派的历史，也根本不能理解它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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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和平革新党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君主立宪主义组织，由左派十月党人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和平革新派”基础上组建，1906年7月成立。该党持介乎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主要是在策略上与它们有所不同，而其纲领则十分接近于十月党。和平革新党维护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地主的利益，列宁曾称之为“和平掠夺党”。在第三届国家杜马（1907年选出）中，和平革新党同民主改革党联合组成“进步派”，该派是1912年成立的进步党的核心。和平革新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是《言论报》和《莫斯科周刊》。——75。



[73]《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76。



[74]《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一度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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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质询

（1911年12月）

国家杜马的速记记录，甚至是第三届杜马的速记记录，也是极有意思和大有教益的政治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聊的《俄国报》[75]的附刊要比所有自由派报纸更有价值，因为自由派报纸总是替自由派涂脂抹粉，把“右派”和真正的人民群众代表双方在问题提法上的棱角磨掉，对我国“国内政策”的实质一贯作不真实的评价。可是现代一切社会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的重心，正在于提出相应的问题，正在于评价问题的实质。

我们想尽可能地说明一下在讨论关于保安机关、饥荒和1881年“暂行”条例的三项质询[76]时的发言。

本届杜马常会的第一次会议首先由十月党人主席作了关于斯托雷平的发言。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用十月党人的这位领袖的话来说，“他〈斯托雷平〉密切关心的是沿着俄国政治社会生活发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然而是小心谨慎地前进”。这不是很好吗？斯托雷平成了“进步派”了！为什么在实行这整个管理制度的情况下，在存在这种国家制度的情况下，在保存那个以斯托雷平为政策执行人的阶级的情况下，除了现有的那种连十月党人都不满意的“进步”以外，不可能有别的“进步”呢？大概不止一个看到过罗将柯发言的民主派读者想到了这个问题。遗憾的是，那些出席会议听到这个发言 
［注： 我们从马尔柯夫第二的发言中知道，工人代表没有出席会议。马尔柯夫第二对工人代表说：“你们刚才让你们的席位空着……这就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们退出了会场……你们这么做，我虽然不尊敬你们，但我是理解你们的。”马尔柯夫第二在杜马中的表现常常象个十足的流氓。但是上面引证的他的那段话，也同他的同事的很多声明一样，可以从中看出是根据一定阶级的观点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的。这种直截了当的态度，对于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往往要比妄想站在“超阶级”立场上的自由派的陈词滥调有益百倍。］

 并且以民主派自居的杜马代表中，谁也不愿意说明一下斯托雷平式的“进步”的阶级根源。

讨论保安机关问题的时候，正是说明这一点的好机会。

马尔柯夫第二大声说：斯托雷平“信任值得尊敬的亚·伊·古契柯夫和他那些同样值得尊敬的杜马中间派的朋友们。他因为轻信而受到了死的惩罚。我们感受到的宁静，是坟墓中的宁静。其他的宁静是没有的（左边有人喊道：对呀）。有的是革命的高涨……没有宁静，而革命即将到来。应当同革命搏斗，挺胸搏斗，面对面地搏斗（左边有人发出笑声），要把这帮恶棍、暴徒、坏蛋绞死。因此，我反对把这项质询作为紧急问题提出来”。

地主代表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在马尔柯夫第二之后发言的是罗季切夫，他已经谈到了质询的实质。他象往常一样说得娓娓动听。但是，这位善于辞令的自由派提出的问题却空洞得令人难以想象。只有自由派的空话，除了空话什么也没有。罗季切夫先生感叹地说：“中央委员会〈十月党人的〉在谈到反对派时说，反对派力图谋杀自己的政敌，这是无耻的谎话。不过，如果你们发誓要消灭掌握俄国政权的毒蛇，消灭特务统治制度，我就决心饶恕你们说这种谎话。”（参看《俄国报》速记记录第23页，在第24页上也有“发誓”的字样）

说得多么动听啊，动听得“不得了”！如果十月党人“发誓”要消灭上述祸害，罗季切夫就决心饶恕他们！饶舌的先生，别再撒谎了，不仅十月党人，就连你们立宪民主党人，不管怎样“发誓”，都不会消灭任何重大的祸害。你们在如此重大问题上用“发誓”的空话来模糊群众的政治意识，而不是启发他们的政治意识，你们用耸人听闻的词句来搅乱人们的头脑，而不是心平气和地说明、简单明了地论述：为什么这条“毒蛇”掌握了、能够掌握和必然掌握现有的政权。

罗季切夫先生没有说明这一点，他不敢径直地正视问题的根源和实质，他同十月党人的区别根本不在问题的提法上，不在原则上，而只是在动听词句使用得多少上。只要稍微用心地看看他的发言，稍微考虑一下他的发言，就可以看出，他所持的观点实际上是十月党人的观点，仅仅因为如此他才会答应，如果他们“发誓”就“饶恕”他们。所有这些饶恕，所有这些誓言不过是那些害怕稍微彻底一点的民主主义的自由派演出的一幕滑稽剧。由此就产生了我们从罗季切夫关于“均衡”的言论，从给洛普欣所作的辩护词等等中看到的那种对问题的提法。十月党人和自由派的立场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另一方面，请仔细考虑一下波克罗夫斯基第二的发言。他首先指出，他和他的同事的质询同十月党人的质询“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尽管波克罗夫斯基第二和他的同事的质询有不完全恰当的地方，但是正确地指出了这种本质上的区别。波克罗夫斯基第二说：“我们感到不安的不是保安机关会招致政府灭亡，而对此你们是感到不安的。我们感到不安的是在你们协助下由政府扶植起来的保安机关会招致国家灭亡……”

于是波克罗夫斯基第二就极力说明（他不是夸夸其谈，而是说明），为什么当局需要保安机关，这类机关的阶级根源是什么（“发誓”和“饶恕”都没有接触到阶级根源）。波克罗夫斯基第二说：“政府成了完全同社会格格不入的政府，它在社会中没有任何支柱，因为它成了民主派的敌人，政府中只有已经死亡的贵族阶级的很少的一些余孽。它必然〈黑体是我们用的〉同社会隔绝、脱离社会而孤立起来，所以它建立了保安机关……所以，随着广泛的社会运动日益发展，随着日益广泛的民主派阶层卷入这个运动，保安机关的作用和影响也日益扩大。”

波克罗夫斯基第二显然自己也感觉到，在这里用“社会”这个字眼是不确切的，所以他接着就把它换成民主派这个确切的字眼。不管怎样，他总算试着说明了保安机关的实质，讲清了它的阶级根源以及它同整个国家制度的联系，他的巨大功绩也就在这里。

即使把罗季切夫先生离题万里、枯燥无味的空话放在一边不谈，波克罗夫斯基第二和格格奇柯利对问题的提法同罗季切夫之流对问题的提法也有天壤之别，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其实，工人代表提出问题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始终运用民主主义，只运用民主主义。阐明真正的民主主义同徒有民主派之名的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即“社会”的自由主义）之间的重大区别，是整个第三届杜马期间，也是1906—1911年这一时期以后，特别是第四届杜马选举之前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我们现在来谈谈第二项质询即关于饥荒的质询。第一个发言的是久宾斯基先生，他的发言糟透了。这不是因为他没有可靠的事实，不，他收集到了绝对可靠的事实，并且对这些事实作了简单、明了、正确的阐述。也不是因为他对饥民没有同情心，不，他无疑是有这种同情心的。也不是因为他忽视了对政府的批评，不，他一直在批评政府。但是，他的发言不象一个民主派的发言而象一个自由派官僚的发言，这就是他的发言的主要缺点，这也是劳动派“知识分子”的整个立场的主要缺点，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记录中这个缺点表现得更加明显。久宾斯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区别只有一点，就是他的发言没有反革命的腔调，而这种腔调是任何一个细心的人随时都能从立宪民主党人那里听出来的；在对问题的提法上，久宾斯基没有超出自由派官僚的观点。因此，他的发言极其软弱无力，十分枯燥，十分贫乏，特别是同他的一个党内同志农民彼得罗夫第三的发言比较起来更是如此，人们可以感觉到，彼得罗夫第三（也象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几乎所有的农民劳动派分子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本能的、“有根基的”民主派。

请看久宾斯基先生是怎样开始发言的。在谈到饥荒的时候，他提到首位的——你们认为是什么呢？——是“1900年6月12日暂行条例”这个粮食条例！！你们马上就可以感觉到，这个人，这个政治活动家对饥荒的最鲜明的印象，不是从亲身的经历，从对群众生活的观察，从对群众生活的明确认识中得来的，而是从警察法教科书中得来的，而且，不用说，他所使用的是一位纯粹自由派的，一位彻头彻尾自由派的教授写的最新最完善的教科书。

久宾斯基先生批评了1900年6月12日条例。请看他是怎样批评的，他说：“几乎从1900年6月12日条例颁布的时候起，无论政府本身或者社会本身都认为这个条例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政府本身也认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就是说，民主派的任务是修改1900年6月12日条例，使这个条例能够被政府本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俄国省政府机关的情景吧。那里空气污浊，官气十足。坐在那里的是省长、检察官、宪兵上校、一名常任官员和两名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一个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证明说，应该提出关于修改1900年6月12日条例的申请，因为这个条例“政府本身认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久宾斯基先生，得了吧！如果我们把30年前在省机关，在小市民的舒适的“安乐窝”里，即在自由派工程师、律师、教授和地方自治人士的办公室里可以得到人们谅解的（如果是可以谅解的话）语言和作风，“政治”思维方法和问题的提法都带到杜马中来，那我们民主派还需要杜马干什么呢？这样做是不需要任何杜马的！

谚语说得好：“你告诉我，你同谁相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人。”只要读一下杜马的速记记录，就很想针对某个代表，把这个谚语改成：“你让我看看，你走上国家杜马讲坛时你是同谁讲话的，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人。”

例如罗季切夫先生就象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总是同政府和十月党人讲话。罗季切夫先生就象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要他们“发誓”，并同意在这个条件下“饶恕”他们。实际上罗季切夫的这个天才的警句（无意中道出了真实情况！）把立宪民主党人在各届杜马中以及在议会、报刊或者大臣的前厅发表的一切重要言论中的整个政治立场的精神出色地彻底表达出来了。“如果你们发誓要消灭掌握俄国政权的毒蛇，我就决心饶恕你们说这种谎话”。——这句话应当刻在纪念碑上，现在已经到了给罗季切夫先生竖立纪念碑的时候了。

不过久宾斯基先生不是立宪民主党人，他不是那种把立宪民主党当作民主派政党的政治上无知的人。他自称劳动派分子，民粹派分子。可是他没有一点民主主义的嗅觉，登上国家杜马讲坛还继续同官僚们讲话。他没有一点嗅觉，竟不对千百万忍饥挨饿的农民讲话（这一点在俄国要在杜马中，而且目前恐怕只有在杜马中才可能做到），而对几百个熟悉1900年6月12日条例的官僚讲话。


　　久宾斯基先生说：“6月12日条例具有纯粹的政治意义；这个条例旨在排除地方自治社会团体并把向居民赈济粮食的事宜全部移交给政府办理。”



　　“6月12日条例具有纯粹的政治意义……”这是什么话？它散发出多么陈腐的古董气！在25—30年前，即在该诅咒的上世纪80年代，《俄罗斯新闻》用地方自治人士的观点批评政府时，说的就是这种话。久宾斯基先生，醒醒吧！20世纪的头10年你尽在睡大觉。在你安睡的这段时间，旧的俄国已经死亡，新的俄国已经诞生。不可以同这个新的俄国说这种话，指责政府说它的条例具有“纯粹的政治”意义。这句话虽然意图善良，彬彬有礼，十分友好，但它还是比第三届杜马反动分子说的话反动得多。这是那些认为“政治”高深莫测，并幻想“脱离政治”来进行粮食运动的人（或者是被吓得不敢接近任何政治的地方官吏）说的话。只有放弃一种政治而择取另一种政治，放弃一个阶级的政治而择取另一个阶级或另几个阶级的政治，放弃一种政治制度而择取另一种政治制度，才能同当代俄国讲话。这不仅是民主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而且甚至是最狭隘的自由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这里指的是这些政治术语的真正意义来说的。久宾斯基的发言通篇都贯穿他发言的开头部分的精神。他谈到征税的公告，谈到捐税的不断增加，谈到割禾者和短工的优惠税率，谈到播种期过后才得到种子的情况，谈到以奶牛作抵押的贷款（因为在政府看来，养人不如养牲口），谈到农民宁愿向私人银行以12％的利息借75000卢布，也不愿通过各种繁琐手续向国库借70000卢布的无息贷款，最后他引用了来自地方的几封描绘极度贫困状况的颇有教益的信。但是，在这整篇充满善良意图的发言中，既没有一点民主主义的情感，也没有丝毫对民主主义“政治”任务的理解。从这个发言中无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制度是腐朽的——这也是好心的久宾斯基先生想证明的。但不幸的是，发言人甚至没有发觉，从他的发言中同时也可以“得出”腐朽的自由派官僚的道德品质也是腐朽的这个结论。

继久宾斯基之后另一个人发言，再接着讲话的是乌法省的代表托尔斯泰伯爵，他的思想虽然同劳动派相距甚远，但是他的发言同久宾斯基极其相似，他说：“政府出于某些政治考虑，不断排挤地方自治机关，不让它们参与粮食工作，这就使大部分平民遭受苦难……”在20年或者50年以前，也可以出现象久宾斯基和托尔斯泰伯爵这样的发言。他们的发言散发着幸而已经死亡了的旧俄国的气息；在旧的俄国，没有一个阶级意识到或开始意识到不同居民成分的“政治”的区别，没有一个阶级学会或开始学习为各自截然相反的利益而进行公开和直接的斗争；在旧的俄国，下层是“平民”，上层是处于大多数是非自由派官僚统治之下的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当时无论“平民”或者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害怕“某些政治考虑”都比害怕火还要厉害。

请把速记记录再往下翻两三页。我们又看到一些发言，如果把这些发言综合起来看的话，无论在50年前，或者在20年前，甚至在7年前，都不可能在俄国作这样的发言。马尔柯夫第二和彼得罗夫第三在决斗，他们的姓后面都带有第几的字样，就好象故意要表明，站在我们面前的是相应阶级的典型代表，象他们这样的人有很多。马尔柯夫第二是用旧方式进攻，彼得罗夫第三是防御，并由防御转入不是用旧方式的进攻。

马尔柯夫第二说：“……对于根本不是由实际情况引起的无端攻击，当然……只能这样解释：不论俄国政府做什么，总是要激起我国人民暴动的”……“在西部各省……人们在田地上劳动，做着你们伏尔加河流域的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你们伏尔加河流域”一语，发言人是对谁说的，不十分清楚，因为在他之前发言的只有一个维亚特卡省的劳动派克罗波托夫；很明显，“你们伏尔加河流域”一语不是指杜马代表，不是指杜马过去或现在存在的东西，而是指其他某种东西〉，因为伏尔加河流域懒汉太多了，这一点是应当记住的……我们知道，你们那里的饥民中间有许多人确实应该挨饿，这样才能促使他们去工作，而不再游手好闲。”

彼得罗夫第三虽然不是来自伏尔加河流域，而是来自彼尔姆省，但是他回答说：“先生们，我再提醒一点：如果马尔柯夫第二不是懒汉，他就应当回忆一下1905年和1906年，在这两年以后，地主老爷们从国库得到了千百万补助金。这又说明什么呢？首先应当回忆一下这一点，至于向农民挑衅，你们是没有权利的。”

马尔柯夫第二（在座位上）说：“小声点，亲爱的。”

这些“第二”和“第三”的举止多么粗鲁啊，不是吗？

放肆之至！对比之下，久宾斯基在向贵族代表证明1850年……不，1900年的粮食条例不完善的时候，用的却是彬彬有礼的、得体的国语。好象我们从体面的“社会活动家”的体面的办公室来到了某个广场，来到了街头，来到了人群拥挤、忙乱不堪的地方。真是不成体统，真是一片混乱！可是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是怎样恢复了“秩序”，请不要以为是会议主席恢复的，不是的，是体面的社会活动家立宪民主党党员盛加略夫先生。不过，我们要先把这幅现代风俗画画完。

彼得罗夫第三说：“……有人说，如果你们发放一笔买粮食的钱，他们就会把这笔钱花在小酒店里。先生们，这是不正确的。要防止这一点，取决于谁呢？其实，现在有许多省的居民请求取缔小酒店，可是小酒店仍然没有取缔。是的，也许居民要喝掉一定数量的钱。但是，马尔柯夫第二等人也应当看一看自己，你们贵族老爷喝掉多少钱？如果我们按每人平均计算，也许你们要比农民喝得多得多……只要理应属于农民的土地还在马尔柯夫、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手里，饥荒自然就会继续不断地发生。这帮老爷居然说，由于农民都是懒汉才发生饥荒的。”

马尔柯夫第二（在座位上）：“我们的农民没有挨饿。”

彼得罗夫第三：“先生们，我认为，消灭一切饥荒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把土地从不耕种土地的所谓‘不是懒汉’的这帮老爷的手里拿过来，交给耕种土地的人。只要你们不交出土地——你们是不会交出的，我知道一定是这样——农民就会挨饿。不言而喻，1905年发生过的战争现在又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是你们引起的，因为饥饿的人民就象野兽一般，而在这方面，是你们挑起居民进行革命，挑起他们用暴力夺取他们有权拥有的东西的。”

假如第三届杜马的主席是穆罗姆采夫，他大概会打断发言人，因为他在第一届杜马就曾打断过这种不恰当的发言。由于穆罗姆采夫不在了，恢复“秩序”的是下一个发言人盛加略夫。他公然耻笑马尔柯夫第二满口都是“江湖艺人的腔调”，并教导彼得罗夫第三应当怎样同马尔柯夫之流论战。盛加略夫说，马尔柯夫的同一党团的同志维什涅夫斯基“发言很真诚”，并赞成通过这项质询。他盛加略夫“希望政府会比马尔柯夫代表的发言聪明些……俄国人民代表有责任对这帮先生说：你们可耻。”

罗季切夫和盛加略夫狠狠地奚落了马尔柯夫，而盛加略夫通过他同马尔柯夫的模范论战完全击败了这位“第三”。




本文要谈的最后一项质询，是对1881年8月14日“暂行”条例，即对30年来一再恢复实行的事实上等于俄国宪法的有名的保安条例提出的质询。就这项质询作主要发言的是捷斯连科和米留可夫，而最后的插曲是“取消耶利内克的资格”，也就是，捷斯连科由于引用了耶利内克的话而被取消参加15次会议的资格，尽管捷斯连科声明，他的发言“决没有现在要投票赞成”取消资格“的人们显然想硬加上去的那个意思”[77]。

我们不再详细评价这个有趣的插曲了，我们只指出：甚至在这个政治上如此简单明了的关于1881年8月14日条例的问题上，立宪民主党的首领米留可夫先生居然也能非常“出色地”表现出立宪民主党人所特有的在问题提法上的狭隘性和虚伪性。米留可夫感慨地说：“先生们，再没有什么问题比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更迫切的了，因为这是俄国生活的主要的、基本的矛盾〈可以把一纸公文和俄国生活之间的矛盾叫作俄国生活的矛盾吗？〉，因为这是国家制度的现有形式和国家管理方法之间的矛盾……”

这是不对的，米留可夫先生。正是1881年8月14日条例，正是它的三十周年纪念，正是它的“独特的”“法律本质”证明，“国家制度的现有形式”和管理方法是完完全全相适应的，决不是“矛盾”的。米留可夫先生认为在这里有矛盾，试图在“制度”和“管理”之间制造出一条鸿沟，从而把自己对祸害的批评从民主派的斗争的水平降低到自由派的善良愿望的水平。米留可夫给生活中密切相联系的东西之间凭空制造出一条鸿沟，他正是以此来支持法律和国家法制的空架子，从而便于替祸害辩护，模糊其真实的根源。这样一来，米留可夫就站到十月党的立场上去了，因为十月党也不否认祸害，但是他们竭力消除形式上的矛盾，而不消除上上下下普遍存在的官僚制度的现实的无限权力。

米留可夫这位真正的立宪民主党人，不仅没有发觉他这位“民主派”在胡乱搅和，没有发觉他象十月党人那样在发表议论，而且甚至还以自己是从“国家”观点出发提出问题而感到骄傲。紧接着上面引用的那段话之后，他说：


　　“……先生们，这个矛盾非常明显，甚至在你们中间〈米留可夫先生当然只是在同“第三届杜马的领导政党”即十月党人谈话〉也有人不止一次地、极为经常地指出这个矛盾，但是很少象我们今这样接触到本质，接触到根源，接触到基本原因。通常你们是怎样谈论制度和管理之间的矛盾问题的？你们推说行政机关的风气不可能一下子改掉〈说得对——如果……如果不消除全部“行政机关”的话，而要消除全部“行政机关”，立宪民主党人也是不会干的〉，你们借口地方行政机关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颁发的指示，你们敢于做的最多不过是指责中央没有颁发适当的指示。过去你们总是把这方面的问题当作事实问题提出来，而现在我们是把它们当作权利问题提出来的。”



　　米留可夫先生，你非常出色地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十月党人指出中央同地方行政机关有密切的，不可分的联系，有极为密切、决不可分的联系，他们是正确的，是完完全全正确的。由此应当得出民主主义的结论，因为在俄国出现托尔马乔夫、杜姆巴泽、雷因博特、伊利奥多尔以及杀害赫尔岑施坦的凶手等等人之后还否认这种联系，那就太可笑了。可你们由于自己的不彻底性，却由此得出了天真的“权利问题”。这权利的范围将由谁来决定呢？你们在这方面怎样才能达成“协议”呢？政治权利如果不是力量对比的表述、记录，那又是什么呢？你们的权利的定义是从西欧的教科书上抄下来的，而西欧教科书所记载的是作为西方长期战斗的整个时期的结果的东西，是作为已经确定的（在根本不同的另一种工人阶级的运动出现以前）西方资产阶级、西方农民、西方地主－封建主和政权等等的各种成分之间的力量对比的结果的东西。在俄国，这一时期还刚刚开始，我们现存的问题——现时的历史环境就是如此——就是“事实”问题，而你们向后退，不肯直接地、明确地提出问题，你们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戴上用虚构的“权利”做成的隐身帽。你们所持的观点是自由派官僚的观点，而不是民主派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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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俄国报》（《Россия》）是一份反动的黑帮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914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从1906年起成为内务部的机关报。该报接受由内务大臣掌握的政府秘密基金的资助。——83。



[76]关于保安机关的质询即因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被暗杀而对保安机关和警察司的活动提出的质询。这一质询是由以十月党人与民族党人这两个党团为一方，社会民主党党团为另一方分别提出的，曾在1911年10月15日（28日）第三届国家杜马会议上讨论。



关于饥荒的质询即就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对歉收省份的居民给予粮食救援一事提出的质询。这一质询由劳动派提出，在1911年10月15日（28日）的杜马会议上通过。



关于1881年“暂行”条例的质询即就延长1881年8月14日沙皇批准的维护国家秩序和社会安定的措施的条例的有效期一事提出的质询。这一质询是由立宪民主党杜马党团54名成员签名提出的，曾在1911年10月17日（30日）的杜马会议上讨论。——83。



[77]立宪民主党代表尼·瓦·捷斯连科在发言的结尾说：“……你们认为可以通过行政程序而不通过法律程序来继续实施非常状态，但是请允许我提醒你们，伟大的国家法学家耶利内克曾就此说过：‘不要忘记，这种行动程序已把王冠加给了两位国君，一位英国的和一位法国的。’”为此他被取消了参加15次会议的资格。——93。







《列宁全集》第21卷


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

（1911年12月和1912年1月）


一

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已经临近，选举运动的问题自然也就提到日程上来了。不用说，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必须参加选举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任何动摇，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只有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属于工人政党的人，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属于工人政党的人才会认为，对参加选举“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可以”采取否定的或模棱两可的甚至是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个浅显的道理在许多年以前（从1907年底起）就已为经验所证明和确认了，再来重复似乎有点不恰当，但还是不得不重复一下，因为现在对我们来说，最大的祸害就是涣散和混乱。而现在，不仅有些人对浅显的问题作出了模棱两可或含糊其词的回答，而且有些人由于喜欢玩弄外交手腕，由于缺乏思想性等等，竟替模棱两可和含糊其词的态度进行辩护，他们的这些做法都起了加剧这种混乱和涣散的作用。

国家杜马的选举自然迫使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有参加工人运动的人竭尽全力，在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最积极最顽强最主动地进行工作。近几年来对这个工作在原则性纲领、政治、组织方面的内容和方针问题拟出的那些答案，现在应该在“选举”活动这个特别领域里得到直接的实际的运用。

我们特意提到已经拟出的答案，因为实际上，要是以为现在在选举前的短短几个月，或哪怕是在选举前的一年以内，就可以“找到”几年来都没有找到、没有考虑出来、没有经过实践经验检验的答案，那是可笑的。这里所说的答案是指对一切“该死的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既涉及到整个世界观，也涉及到对于俄国过去一段事件层出不穷的历史时期的估计，涉及到对目前时期（大体上至迟是从1908年形成的）的估计，涉及到比如最近四年来工人运动的每个参加者这样或那样完成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把已经拟出的答案和活动方式运用到这一特殊的工作领域，运用到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中去，现在能谈的只有这一点；说什么“在选举运动的过程中即在一个活动领域，就可以对涉及一切活动领域，即不仅涉及1912年而且涉及从1908年起的整个时期的问题拟出答案”，这就等于用幻想来安慰自己，或者是掩饰普遍的混乱和涣散，并为之辩护。

这里说的首先是对纲领性问题的答案。俄国近四年来的实际生活在这方面提供了些什么呢？所有的人都应当承认，近四年来，并没有人试图重新审查或修正或进一步详细拟定马克思主义者旧纲领的原则部分。“目前时期”（从许多方面来看，叫作“停滞”时期或“腐朽”时期要更确切些）的特点是，对纲领采取置之不理的轻蔑态度，千方百计地加以缩小和削减，根本不想进行直接地坚决地加以重新审查。“修正主义”，就它用资产阶级观点阉割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特殊作用来说，在目前的特点不是举着“起义旗帜”的战斗的修正主义（哪怕是象大约10年前德国的伯恩施坦，15年前俄国的司徒卢威或稍后一些时候的普罗柯波维奇所做的那样），而是怯懦的、隐蔽的背弃，往往用些“实际的”，主要是所谓实际的理由来为这种背弃行为进行辩护。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维奇的“事业”的继承人和接班人波特列索夫、马斯洛夫、列维茨基之流先生们，对于造成普遍的混乱“也有一份功劳”，他们支持混乱，其方法多半是小心翼翼地、时断时续地试图抛弃“旧的”马克思主义，代之以“新的”资产阶级学说（尤什凯维奇、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则从另一方面去支持）。近四年来，理论问题被提到一个首要地位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集团”的随心所欲的要求。把这些问题，哪怕是其中某一部分，看成“无谓之谈”的，只有那些胆怯地背弃旧东西的人。而如果现在，结合选举运动，在选举运动等等的“过程”中，谈到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世界观，如果说这种话不仅仅是为了履行“公”事，不是为了说空话，那么应该考虑的就不是言词、诺言、保证，而恰恰是过去四年的经验。这四年又一次用事实向我们表明，在我国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不可靠的同路人”；这四年告诉我们不要信任这种同路人；这四年使思考问题的工人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意义。

在某一方面的问题上，纲领接近策略，并且变为策略。不言而喻，这些问题在选举运动时期具有更大的直接的实际的意义。在这些问题上，背弃和混乱的气息表现得无比强烈。有些人说，旧任务已经消失了，因为在俄国，政权实质上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了。另一些人说，今后俄国的发展可能象1848年以后的德国或奥国那样，不经过任何“飞跃”。还有人说，工人阶级领导权思想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争取的“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等等。

不用说，不分析这些被公正地称为“取消主义”的思想，不分析这些同背离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舆论巨流有密切联系的思想，要解决和要比较完满地、全面地、有条理地阐明哪怕是一个策略问题，都是不可能的。谁稍稍观察过实际生活，谁就知道，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混乱状态，比从书刊上看到的要严重百倍。当然，在1905年底和1906—1907年那些事件发生以后的几年中间，情况也只能是这样。但是，这种涣散“愈是自然”（在资产阶级环境下），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同这种涣散进行全面的顽强的斗争的任务也就愈是紧急和迫切。

在象俄国近四年来这样的时期，各个国家都有涣散和背弃的情况发生。还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连集团都不存在了，只有个别的人在10年或更多的时间内，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高举旗帜”，保持继承性思想，并且后来在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剧变的情况下加以运用。俄国的情况还没有这样坏，因为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既有纲领，又有对“当前”基本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的确定答案。取消派屏弃这个答案，但又不能提出任何近乎确切明了的答案来与之相抗衡。

选举运动就是把解决政治问题的一定办法用到复杂的宣传、鼓动、组织等等活动方面去。没有一定的解决办法是不能着手进行这个运动的。马克思主义从1908年作出的确定的答案，已为四年来的经验完全证实了。政府的土地政策的新的即资产阶级的内容，第三届杜马中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组织，甚至最“左的”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行为（“伦敦”之行——而且远不只是这一次——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它的行为），在“有教养的”社会中间受到极大欢迎的“路标”派思潮，——所有这些都明显地表明，旧任务并没有完成，但现在要着手在新的更资产阶级化的环境中，在资产阶级有步骤地离开民主派转向负责的、组成政党的、“忠诚的”等等的“反对派”的情况下完成这些旧任务。新的环境，采取新的准备手段，以便用旧办法解决旧问题，民主派和反民主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分裂更加表面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当前根本的政治问题的确定答案的主要特征。

对组织问题的答案，是同马克思主义者的整个世界观，同他们对“六三”时期的政治意义和作用的估计密切联系着的。基本上保存旧的，使旧的（各种所谓的“机会”：公开的社团组织等等）适应新的环境。要有支部以及同支部有联系的、受支部领导的外围组织网。这些“支部”要有更大的灵活性，采取更机动的与旧形式不完全相同的形式，不仅必须利用杜马讲坛，而且必须利用各种类似的“机会”。这个答案决不受任何划一的规定，任何必要的形式的束缚，它为制定适当的结合方式和方法留有广阔的余地，它在原则上是“坚定”不移的，也就是说，它不仅口头上宣布忠于旧的，而且用能够体现思想上的坚定性的基本组织原则来对抗普遍的混乱、背弃和惊慌失措。那些“积蓄了力量的”人——虽然为数不多——正在联合起来，不断地维护“等级制度”，当然是维护它的精神、它的学说、它的原则、它的传统，而不是它的形式。

相反，取消派面对普遍的无组织状况（决不仅是我们有，不仅是工人阶级有，其他阶级和政党还更厉害）感到灰心丧气，不再为旧的进行工作，在探索“新”的幌子下使混乱合法化。在资产阶级社会反对民主运动，特别是反对群众运动，尤其是反对这个运动不久前的组织形式和领导形式的巨大思潮中，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取消派不过是一股小小的支流。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当前的任务和问题的态度。再说一遍，这种态度不是昨天才确定的，现在需要的是把它的整个内容——思想内容、纲领内容、策略内容、组织内容——贯彻到“选举运动”中去。


二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取消派的主要刊物《我们的曙光》杂志在选举运动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

再没有什么比空谈更违背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了。《我们的曙光》杂志第6期和第7—8期合刊上最令人厌恶令人吃惊的，就是通篇都是达达兰[78]的空话。这种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习以为常的、甚至在俄国也已大规模举行了两次的选举运动，在我们取消派的达达兰们口中竟变成了令人简直无法忍受的漂亮动听的滔滔不绝的空话。

尤里·查茨基先生在《是开始的时候了》一文中，开始叙述了取消派的观点，而且实质上是以主人的身分结束这一叙述的，他把美化、修饰、润色工作留给了尔·马尔托夫先生。

请看尤里－达达兰的大作中的一段典型的话：


　　“……未必可以有把握地指望，选举运动在组织上会完全集中地进行，虽然应当采用我们已经谈到的一切办法争取做到这一点……从组织上巩固社会民主党工人在政治运动过程中政治联合的成果……”



　　别再胡说八道了，托洛茨基的最可敬的竞争者！为什么要用政治运动过程中政治联合的成果这种文字堆砌来迷惑读者，特别是工人！说什么巩固这种成果！这是文字堆砌，这是用费解的话来装腔作势地重复浅显的道理。组织上的“巩固”始终是需要的，无论是选举以前还是选举以后都是需要的。你把选举称为政治运动，并且“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还谈到“许多〈！〉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你用这种响亮的词句，把怎样组织起来这个真正迫切的重大的实际问题掩盖起来了。是否需要“支部”和这些支部周围的或多或少公开的不稳固的社团网？需要还是不需要？如果需要，那这在选举以前和选举以后都需要；选举只是一项工作，只是许多项工作中的一项。如果长期以来没有进行系统的工作，你在选举运动过程中就什么也“巩固”不了。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这是废话。这里用一些响亮的词句掩盖了一个事实：对应该怎样组织起来进行一切活动（不仅仅是选举活动）这一基本问题没有作出确切的回答。在谈选举的时候，提到什么“无产阶级的战斗动员”（原文如此！第49页），“工人群众的广泛的和公开的动员”（第54页），等等，——这不仅是毫无分寸的，而且直接损害必要的平常的工作，助长与“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等性质完全相同的空谈习气。在“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看来，应当用抵制来特别强调，“精神”还没有被断送（而工作“精神”是应当贯穿到包括选举在内的一切工作领域的），在取消派空喊家看来，选举会产生一切，既会产生“战斗动员”（俄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竟好意思写出这样的东西来！），也会产生“从组织上巩固在政治运动过程中政治联合的成果”！我们都很清楚，1912年的选举（如果没有出现会从根本上改变1908年和1911年的情况的条件的话）既不会产生“群众的”“广泛的动员”，也不会产生“群众的”“公开的动员”，而且也不可能产生这种“动员”。它只会为不广泛的和不很公开的工作提供小小的机会，必须利用这种机会，而不应该学托洛茨基那样夸夸其谈。

在谈选举的时候，叫喊“公开”组织，简直是愚蠢，我们说，工友们，我们最好还是不很公开地干吧，这比空谈“公开的”存在要正确些，适当些，明智些，更便于影响更广泛的阶层。在目前这样的时期，只有十分愚蠢或十分轻率的人才会叫喊和吹嘘“我一切都能公开”。


　　“……党（阶级的党）只会作为独立行动的工人先锋队的有组织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出现。”（第41页）



　　够了！别折磨人了！要知道，在世界上，党是由先进工人和完全转到工人方面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建立和培育出来的。我国也不会例外，用什么“创造性活动”（在需要反复说明基本道理，需要搬运普通的小石头打基础的时候），“独立行动的”先锋队等等之类说得天花乱坠的胡话来吓唬俄国工人读者，是毫无用处的。马尔托夫先生也迷恋于查茨基－达达兰的空话，说什么代替旧人员的“自我消失”（第7—8期合刊第42页）的是“工人阶级的自觉分子”（同上）。真是过甚其词！“独立行动的”，“自觉的”，“创造性的”，“战斗动员”，“最广泛的”，“最公开的”……这种——用谢德林的话说——大唱高调怎能不叫人作呕呢？

问题是，作者不能简单、直率、明确地回答简单、明确、浅显的问题，因此才不得不玩弄冠冕堂皇、牵强附会的辞藻来迷惑和愚弄工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因为工人们嘲笑尤里·查茨基之流的文风，而中学生对此却十分“迷恋”）。在选举纲领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特别明显地证明这个真理：不明确的思想会变成不明确的、夸夸其谈的漂亮空话。


三

尤里·查茨基先生在谈到选举纲领的重要性时，也是十分慷慨激昂的。纲领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好极了！“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对它〈纲领〉充满感情〈！！〉，周密考虑，把它看作自己的纲领。”（黑体是尤里·查茨基用的）

说工人应当对纲领周密考虑，这是对的。在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杂志上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也更不妨周密考虑考虑纲领。但对纲领“充满感情”是什么意思，却是难以理解的。也许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和卢那察尔斯基先生要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下一期上发表一些“充满感情的”文章，来论述自觉动员起来的群众的独立行动的先锋队对选举纲领的“充满感情”？

不妨看看费·唐恩先生的文章中的一段妙论：“……选举策略的意义和政治内容因策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不同而完全不同，这要看它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先锋队及其全部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力量的自治集体，还是某些虽然也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但不是由这样的集体推举出来并在它的监督和压力下进行活动的知识分子小集团……”实际上，谁会怀疑波特列索夫和唐恩根本不是“知识分子小集团”，而是“先锋队的自治集体推举出来”并“在它的监督下进行活动的”人呢！唉，这些取消派的达达兰们！

尤里·查茨基、尔·马尔托夫和费·唐恩周密考虑过纲领没有？其中的尤里·查茨基写道：“有一点我们不好意思承认，但又不应该隐瞒，就是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情况：纲领是纲领，竞选演说和文章讲的却是另一套，真是各唱各的调。”

真的，的确如此。这样的情况，“在我们这里”时有发生。

例如，尤里·查茨基曾就充满感情的纲领说了一些充满感情的话，接着又就统一的纲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发表了一大套同样充满感情的话。这些充满感情的话把一个简单问题有意地掩盖起来了，这个问题就是：政治观点不一致，能有统一的纲领吗？如果观点一致，那又何必白费唇舌，去敲敞开的大门呢，要知道纲领就是观点的论述！

尤里·查茨基“转弯抹角地”谈了谈“统一的”纲领之后，竟非常笨拙地泄露了自己的“秘密”。他写道：“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认可（对纲领）具有极大的意义，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不要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去承认国外小组强加给它的纲领……”（第50页）

这叫作：如果国王实现我们的意志，他的权威将至高无上（der　K?nig　absolut，wenn　er　unseren　Willen　tut）。纲领最好是个统一的，如果“国外小组强加的”纲领没有得到认可的话。这不就是说纲领现在有两个吗？一个是被你骂成是“国外强加的”（只有普利什凯维奇才能使用这样的语言！真想不到，尤里·查茨基竟和马尔托夫、唐恩携起手来，在波特列索夫的杂志上大谈国外的强加！真是堕落到了极点，才会采用这种手段去唆使不开展的人反对“国外”！）。另一个纲领显然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己被动员的群众的广泛而公开的组织组成的自治集体。说得简单一些，不转弯抹角，那就是：“实行可能的集中化的其他因素是同公开的工人运动有密切联系的、并且在进行政治运动的过程中日益稳定而又有威信的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集团。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彼得堡和它在近一年来的政治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尤里·查茨基就是这样写的。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大家从波特列索夫先生的杂志上已很熟悉的彼得堡取消派“集团”，就是“实行集中化的因素”。清楚了，十分清楚了，可敬的尤里·查茨基！

纲领应当是统一的，但是……它不应当是“国外小组强加的”，而应当是使彼得堡取消派“集团”感到满意的……这位尤里·查茨基真是“统一”的热烈拥护者！


四

现在，我们来看看尔·马尔托夫的“选举纲领的基本论点”……他的选举纲领的基础是党纲，这是理所当然的。马尔托夫用自己的话一部分一部分地转述了这个党纲。现在还不清楚，马尔托夫宣扬的是不是他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7—8期合刊上叙述过的那个党纲：旧党纲的这一部分，不论是拉林，还是列维茨基，还是普罗柯波维奇，显然都会同意的。或者马尔托夫是同意整个旧党纲？

要公正地指出，马尔托夫的文章有一个地方说明他是同意整个旧党纲的；这是在第48页上，他在那里写道，有时需要“把话说得含蓄一点”（这是对的），但是，他又说不应当放弃。“我们不会被迫”“削减我们的要求的内容”。这话说得很好。遗憾的是，这些话与事实不符，因为我们很清楚，例如“没有被〈马尔托夫〉怀疑为搞改良主义”的拉林就削减了和放弃了。我们很快就会确信，连马尔托夫也在他自己的那篇文章中，一面答应“不削减”和“不放弃”，一面又在事实上削减和放弃了。

可见，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在作为选举纲领的组成部分和基础的党纲问题上，现在有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选举纲领：一个是没有削减和放弃什么的；一个是有所削减和放弃的，这种削减和放弃的趋向，已为拉林、列维茨基和波特列索夫的说教的性质明显地表明了。

接着谈到了策略问题。对六三时期的历史意义应当作出估计，我们任务的一切规定，我们对当前政治的任何一般问题和个别问题发表的一切“意见”，都应当以这个估计为依据。马尔托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虽然取消派分子总是对“时局的估计”抱着取消派所特有的嘲笑态度）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下面就是马尔托夫对这个问题的“旧的”已经确定的答案发表的高论：


　　“某些人试图用一个不恰当的——因为会使人产生误解——公式来说明‘六三’时期的历史意义，说：什么是‘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确切的原文是“在向……转变……的道路”〉……”



　　“不恰当的”公式……说得多么委婉！马尔托夫的同伙是不是早就看出，这个公式从原则上完全否定了他们认为是唯一救星的那种观点呢？费·唐恩是不是早就说过，“竟想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呢？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对六三时期的历史意义问题，有没有根本性的分歧呢？请再往下听：


　　“……在这个公式中，见不到向专制制度的代表同土地贵族之间瓜分政权倒退一步这一现实。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1905年事件以后才能实现这种瓜分的那些形式，为动员和组织以致力于建立‘资产阶级君主制’为历史使命的社会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种社会力量，按马尔托夫的说法，就是六三时期“被授权成为公开的或者说是可以容许的反对派”的资产阶级。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马尔托夫的论调。他责备“不恰当的公式”，似乎只是因为这一公式忽略了政权倒退一步。首先，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马尔托夫在1908年的“公式”问题上很不走运：他一谈到这个公式，就立刻表现出惊人的无能，不善于（还是不愿意？）确切地转述他十分熟悉的“公式”。“公式”直截了当地准确地谈到农奴主－土地占有者（而不是象拉林讲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还继续保持着“他们的政权和他们的收入”！就是说，假如这种瓜分政权叫作“倒退一步”，那这种倒退在我们的公式中，不但没有消失，而且相反，被极其确切地肯定下来了。其次，这一点是主要的，就是马尔托夫在讲到政权倒退一步的时候，把自由派资产阶级倒退一步这个事实掩盖和抹杀了。关键就在这里！被马尔托夫弄得含混不清的议论的实质就在这里。

自由派资产阶级倒退的一步，就是这个阶级的路标主义，就是它背弃民主主义，靠拢“秩序党”，支持（直接和间接，思想上和政治上）旧制度以“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最小的“一步”为代价来保持自己地位的尝试。没有反革命的（路标派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君主制就不仅不能形成，甚至不能开始形成。马尔托夫“忘记”这一点，首先而且主要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他本人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一个“路标派分子”。

自由派评价六三时期的时候，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政权向普利什凯维奇们“倒退一步”上：假如同一个政权，在保留制度（和对民主派的压制）的同一些最基本的特点的条件下，向他，向自由派倒退“一步”，那这就是他所要求的一切。说什么我已经用《路标》文集和路标派的政策（米留可夫的“伦敦口号”）证明，我这个自由派是“反国家的”、背纸的、幼稚的、犯罪的、“盗窃的”、不道德的和无神论的以及《路标》文集中还以其他形容词谈到的民主派的坦率的真正的无情的敌人。尽管如此，政权并没有分给我，而是分给普利什凯维奇！——这就是六三时期自由派政策的含义，这就是司徒卢威和米留可夫先生之流的“斯托雷平自由主义”的含义。自由派眼巴巴地望着政权说，我对你一片忠心，可你却觉得普利什凯维奇比我好！

相反，无产阶级民主派对六三时期的看法，在原则上是根本不同的。政权向普利什凯维奇们“倒退一步”，是在比过去高得多的另一个发展阶段上的倒退。在80年代，就曾经向贵族“倒退一步”[79]，但那是在俄国刚改革后的阶段上的倒退，当时离开尼古拉时代[80]已经很远了，在尼古拉时代，贵族－地主是在没有“财阀统治制”、没有铁路、没有日益增长的第三种分子[81]的情况下发号施令的。现在也是这样，向普利什凯维奇们倒退一步是在资产阶级土地政策的基础上，在资产阶级有组织地长久地参加代表机关的基础上的倒退。这就是普利什凯维奇在向反对民主派、反对群众运动、反对所谓“破坏社会秩序”、反对所谓“知识分子〈路标派语〉革命”等等方面的整个转变（既是普利什凯维奇的又是米留可夫的转变）中保持领导权。

自由派的任务是“吓唬”一下普利什凯维奇，要他“自己挤一挤”，给自由派多让出点地盘，但这决不会完全铲除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一切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整个民主派的任务，特别是无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利用尖锐的冲突把下层群众引上舞台，目的恰恰是要铲除这种基础。从改造俄国这一任务来看，六三时期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这新的一步，就是在一切方面更明确地划分阶级的界限，特别是更明确地划分自由派（对普利什凯维奇们“负责的”反对派）和民主派（铲除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一切基础）的界限。

由此可以看出，马尔托夫表面上只是批评“不恰当的公式”，实际上却提出了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纲领。他看到了旧政权向普利什凯维奇们“倒退一步”，而没有看到自由派资产阶级向旧政权倒退一步。他看到，1905年的事件为“动员和组织”自由派资产者去反对普利什凯维奇们或同普利什凯维奇们站在一起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没有看到，这些事件为动员和组织路标派的反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去反对民主派、反对群众运动也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从所援引的马尔托夫的话中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人在自由派同普利什凯维奇们的斗争中应当“支持”自由派，应当把领导权交给自由派；而决不会得出另一种结论：工人应当不管自由派的路标主义，不管米留可夫之流想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平起平坐的意图，而去发动下层群众彻底铲除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最深厚的根基（和最上层）。

其次，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马尔托夫在基本问题上可能而且必然会同拉林一致，而只是在一些细节上，只是在对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任务的提法上同他有分歧。拉林说，我们已经有资产阶级君主制了，我国的土地占有者现在已经不是“农奴主”，而是大地主即资产阶级的农业企业主了。因此，现在提上我们的日程的不是历史性的“飞跃”，我们所需要的“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列维茨基），我们的任务是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注：拉林写道：“在即将到来的立宪革新时期保卫自己。”］

 的同时，支持自由主义立宪派。马尔托夫反驳说，我们还没有资产阶级君主制，但我们了解到下面这样一点就“足够了”：专制制度和立宪主义的结合是矛盾的，我们应当“抓住旧制度的矛盾的要害”。争论的双方都没有看到已经产生的或正在产生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之间的联系，双方都没有提到“领导者”在确定俄国资产阶级改造的范围以至类型方面的活动，双方都认为（不管他们是否这样说），是工人阶级在新的资产阶级俄国“得到安排”，而不是由它率领能够否定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一切基础的民主派去安排俄国。


五

值得注意的是，马尔托夫下面的议论更明显地打了自己的耳光。


　　马尔托夫接着说道：“……比如，1815年复辟的波旁王朝没有建立资产阶级君主制，却不得不使自己的统治和他所领导的贵族的统治采取了那些能加速资产阶级的组织、使这个阶级发展成为能够建立1830年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力量的政治形式……”



　　妙极了。在1815年波旁王朝以前，在1789年以前，法国的君主制是封建的、宗法制的。1830年以后，君主制是资产阶级的。那么，马尔托夫自讨没趣地谈到的君主制，即1815—1830年的君主制，是什么样的君主制呢？显然，它是“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马尔托夫举出的例子绝妙地驳倒了他自己！其次，法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早在1789—1793年的运动中，就开始暴露出它对彻底民主派的仇视。当时，民主派的任务根本不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君主制，这一点马尔托夫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法国民主派，不顾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动摇、叛卖和反革命情绪，经过长期的艰苦“战役”，建立了在1871年以后得以巩固的政治制度。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最初阶段，法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是君主派；在漫长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最后阶段，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左派联盟”分子，请尔·马尔托夫不要对此生气！）的行动日益坚决和主动，整个法国资产阶级才改变成共和派，才重新得到培养、教育和新生。在普鲁士以至整个德国，地主在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都没有放弃自己的领导权，他们按自己的模样“培育了”资产阶级。在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整整80年中间，无产阶级大约有4次同小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分子结成各种形式的联合，夺取了领导权，结果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建立比较适合于它的对立者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向我们表明，资产阶级本身的和工人阶级的各种集团、阶层和分子的结合是多种多样的。从狭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笼统概念”中“吸取”对20世纪头10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具体问题的答案，就等于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使之变为自由主义。


　　马尔托夫接着写道：“比如，普鲁士政权在制止了1843年革命以后，不得不实施宪法和建立对土地占有制有利的立法代表机关；资产阶级就在立宪议会制度的这些微不足道的萌芽的基础上，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了。可是直到现在它还未能完成国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转变。可见，上述公式的错误在于，它没有提到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这个因素，而没有这个因素，六三式行动所表现的客观趋势就不能得到实现！”





　　这话真是妙不可言！难道不是吗？马尔托夫用冠冕堂皇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冠冕堂皇的革命的词句掩饰改良主义的议论、理论和纲领，他在这方面真是个能手！费·唐恩在讲到马尔托夫所批评的那个“公式”时，曾猛烈抨击那些竟想“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的人。尤·拉林写道，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不应当是为了“等待革命”，而只是“为了坚决地和有计划地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现在马尔托夫竟发现：公式的错误在于，它没有提到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这个因素。真是妙不可言！但是，马尔托夫的这句话除了可笑之处外，还包含一些别的东西。马尔托夫真是一个支吾搪塞的能手。他没有说他指的是哪些阶级。他前面曾谈到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可以假设，马尔托夫这里讲的只是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只有从这种假设出发，才能“认真对待”马尔托夫上面这段话。但是，这种假设却十分明显地暴露出马尔托夫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宣扬者或辩护士。

我们的公式“没有提到”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这个因素”！对不起：我们的公式直截了当地、明确地、准确无误地谈到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小纠纷”。在我们看来，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纠纷是很小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是这两个阶级的冲突，而是“公式”中同样直截了当、同样明确讲到的其他阶级的冲突。

可见，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凡是采取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只能期望俄国通过“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从“六三时期”解脱出来。必须弄清楚“六三时期”的历史意义，以便了解目前俄国哪些阶级可能而且必定（指客观上必然，不是指主观上必定）发生决定性冲突。马尔托夫显然认为——所有取消派也同样认为——在俄国，领地贵族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将会发生决定性冲突。（附带说一下，如果《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的纲领草案直截了当地谈出这个观点，取消派就会向工人讲清问题的所在，从而给工人运动帮了大忙；如果这两个刊物的纲领不直截了当地谈出这个观点，那就是说，起草纲领是为了掩盖观点，纲领与这两个杂志所作的宣传的真实思想内容是不一致的。）

我们认为，我们的“公式”也直截了当地谈到，在俄国，旧式的领地占有制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不会发生决定性冲突，这两个阶级的冲突是必然的，但以“小纠纷”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纠纷”对俄国的命运根本“不会发生什么决定性作用”，也不会带来任何重大的决定性的好转。 
［注：由此当然不能得出结论说，自由派资产阶级同领地占有制是“反动的一帮”，前者同后者的冲突在政治上不会发生任何作用，不会为民主运动造成机会，因此可以忽视这种冲突。这样的结论是把正确的论点弄到荒谬的地步，是不了解这个论点在什么范围内是正确的。谁都知道，“最大的公正”由于不了解公正和不公正的范围和条件而被弄到荒谬的地步，变成“最大的不公正”：summum jus-summa injuria。我们要提到俄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就是著名的伦敦代表大会对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作了正是正文里讲到的评价，并且承认必须“利用这些政党的活动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07页。——编者注］



真正决定性冲突将要发生在其他阶级之间，这种冲突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的冲突。

这种看法所根据的是什么呢？根据的是理论上的考虑和1905—1907年的经验。在这三年中间，俄国经历了十分尖锐的阶级冲突，这种冲突在世界阶级尖锐冲突史上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可是，就在这三年中间，在资产阶级自由还没有得到最起码的条件和保障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环境中，领地占有制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冲突，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旧政权的冲突既不是尖锐的，也不是决定性的。相反，尖锐的和决定性的——比较尖锐和比较具有决定性的——是农民同地主、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首先是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同领地占有制在经济上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他们的利益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对前者来说，最安全和最好的办法是只改革后者，而决不消灭它。最好是极缓慢的、甚至是难以觉察地缓慢的改革，而不是消灭，——绝大多数自由派资产者就是这样议论的，而且在当前的俄国经济和政治情况下，这个阶级也不能不这样议论。

其次，再以罢工运动为例，我们看到，俄国在上述三年中间罢工运动发展到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都未曾有过的高度。因此，自由派资产阶级才必然发出这样的议论，说最好是极缓慢地、难以觉察地缓慢地改革陈旧的劳动条件，而不要同旧的一套彻底决裂；最好是保存旧的一套，而不要同它决裂。相反，对农民和工人来说，他们的经济地位使他们不可能发出这样的议论；经济状况在这里引起了真正尖锐、真正决定性的冲突。如果象民粹派对农民的看法，托洛茨基对工人的看法那样，认为这些冲突超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那是错误的。可是，毫无疑问，通过这些冲突，而且只有通过这些冲突，一切旧的、陈腐的、资产阶级出现以前的东西才会（当冲突有一定结局的时候）消除干净，彻底消灭。

俄国的地主，从普利什凯维奇到多尔戈鲁科夫，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用历史上还未曾有过的奴颜婢膝、因循守旧和害怕变化的心理培育我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俄国的农民在俄国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下，是一个资产阶级居民阶层；“冲突”的时代，资产阶级革命（就“革命”这个词的历史方法论的意义来说）的时代，在参与其中的工人发挥主导作用的情况下，正在把这个阶层培育成没有上述讨人喜欢的品质的资产阶级。能不能培育成那样呢？对这个问题只有到俄国资产阶级运动的时代结束时才能作出回答。在此以前，俄国政治思想界的一切进步派别必然分为两大基本类型：或是倾向于极力用对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无害的方式来改造、革新俄国的自由派掌握领导权，或是倾向于率领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前进的工人阶级掌握领导权。

我说“倾向于”，是因为还不能设想所有的进步派别都已经意识到也就是说理解到这种或那种政策的阶级根源。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没有找到这些根源，没有懂得下面这一点，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就是：由于客观的社会力量的对比，维护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和训练工人阶级使它将来在资产阶级俄国发挥作用，必然沿着下面两条主要道路进行：或者跟着自由派走（自由派是跟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后面或是同他们站在一起的），或者不管自由派的动摇、背叛和路标主义，率领民主分子前进。


六

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涉及到尽人皆知的“左派联盟”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尤里·查茨基和费·唐恩是暴跳如雷地反对左派联盟的；对这两个政治家中的后一个来说，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总得用点什么来掩盖他1907年春在彼得堡为了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而背叛工人事业和分裂工人组织的行为！但是左派联盟的问题是个值得注意的和重要的原则问题，因为这里谈的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选举协定（在实行目前的选举法的情况下，“左派联盟”在实践中是极少实现的），而是整个选举宣传和鼓动的一般性质和内容问题。“迫使”国内人数最多的民主群众（农民以及和农民相近的非农业小资产阶级阶层）“在立宪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选择”，采取工人和农民民主派“共同行动”以反对旧制度和反对摇摆不定的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路线，这就是“左派联盟”策略的基础和实质。1905年的事态发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劳动”团和工人团在头两届杜马中的投票、各党报刊对民主派的根本问题的态度，甚至第三届杜马中的“农民团”（在该集团中有大量右派分子的情况下！）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都说明了这个策略。大家知道，就连立宪民主党人自己也承认，第三届杜马中43个农民提出的土地法案要比立宪民主党的自由派提出的法案民主得多！

毫无疑问，取消派正是在这方面，在一般原则问题上反对“左派联盟”的。同样毫无疑问，取消派背弃左派联盟就是背叛民主派的事业。世界上没有一次资产阶级解放运动没有提供“左派联盟”策略的范例，并且这些运动的一切胜利总是与这个策略的成功联系着的，与不顾自由派的动摇和背叛而引导斗争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方针联系着的。正是“左派联盟的策略”，正是城市“平民”（＝现代无产阶级）和民主派农民的联盟，使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达到了那样的规模和威力。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已讲过多次，不仅在1848年讲过，在这之后很久也讲过。为了不再引用已经多次引用过的话，我们只提一下马克思和拉萨尔1859年的通信。马克思在谈到拉萨尔写的悲剧《济金根》的时候写道：剧本所描写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马克思在概括地指出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82]的未来分歧的全部线索时，责备了拉萨尔，说他陷入“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的错误。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72、574页。——编者注］



我们这里谈的不是马克思的指责是否正确的问题，因为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尽管拉萨尔竭力反驳这个指责。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把“路德式的骑士”（译成20世纪初的俄文，就是自由派－地主）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译成上述时期的俄文，就是无产阶级－农民）反对派，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对于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取消派咒骂左派联盟的策略，企图用喧嚣声来盖住由此产生的关于任何工人政党在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必须结成“左派联盟”这一根本原则问题。他们不能从原则上提出问题，从而陷入了可笑的矛盾，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例如，害怕“左派联盟”就象害怕鼠疫一样的尔·马尔托夫，在“纲领的基本论点”中草拟土地纲领时写道：“最可靠、痛苦最少、最有利的文明发展办法，仍然是把地主土地从现在的占有者手中收回，交给人民。”他竟无意中谈到了（真可怕！）国有化！这是第一。第二，马尔托夫既然讲出了正确见解，他也就讲出了（与他的同伙切列万宁相反：参看切列万宁1908年的路标主义著作《当前的形势》）左派联盟的见解，因为他制定的土地纲领就是既反对旧制度又反对类似立宪民主党的自由派政党的左派联盟行动纲领！！真是“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83]！！

尔·马尔托夫制定的土地纲领是这样一个纲领，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工人和农民劳动派同他们的思想领袖——民粹派联合起来了（事实上联合起来了，就是说，不管任何“协定”而走到一起来了）。相反，这个土地纲领把工人和农民劳动派一起同立宪民主党人（和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分开了。如果除了这个根本不用争辩的政治结论以外，你还考虑到土地问题（民主土地改革的问题）是我们解放运动的中心问题，那你就会发现，马尔托夫不得不就当代的中心问题制定了“左派联盟的”策略！

我们这位“左派联盟”的反对者是怎么会和为什么会这样倒霉的呢？原因十分简单。他要么是直截了当地斩钉截铁地同旧党纲一刀两断（他还没有这样的决心，他还没有“赶上”勇敢的（在背叛方面）切列万宁和拉林），要么就得转述（虽然是大致正确地）旧党纲，而从旧党纲必然得出“左派联盟”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取消派的可悲命运。


七

我们还必须指出马尔托夫文章中的两个重要的地方。他写道：“在六三体制内部发生任何这样的冲突〈指使这个体制瓦解和破坏的冲突和摩擦〉的时候，工人政党应当竭力促使有产阶级采取某种步骤，来实现立法民主化和扩大宪法的保障，以及扩大人民力量的不受限制的组织的范围（这对我们的独立活动是最宝贵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7—8期合刊第50页）

马尔托夫的这个提法很妙。但这恰恰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任务和方针的提法。“促使有产阶级采取步骤”，“扩大劳动的不受限制的组织的范围”，——世界上所有多少有点教养、受点“欧洲”精神熏陶的自由派资产者，都在一字不差地重复马尔托夫的这些话。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人政策的区别，只有在向工人说明刚才引证的自由派的提法的缺陷、不足和欺骗性的时候和在这样做的地方，才会开始显露出来。促使无产阶级采取步骤来改变自由派许诺“扩大”的那个“范围”，用原则上不同的另一种“范围”取而代之——如果不想建立自由派工人政党的话，就是应当这样（大致上）确定工人政党的任务和要求。

有件可笑的事应该提一下，尔·马尔托夫在给上述引文加的注释中谈到了自己的提法，他说：“这个提法当然无论如何不会被人指责为机会主义和合法主义。”你们想想看，他究竟是用什么来反驳这种指责的呢？他竟引用了尼·罗日柯夫发表在《鄂毕生活报》[84]第171号上的一篇文章。马尔托夫从这篇文章引了5行提法极不恰当的莫名其妙的论述“公开政治同盟”的文字。我们没有读过这篇文章。就算罗日柯夫是主张“公开党”的吧。可是这里讲的是马尔托夫对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提法，那为什么要引证这样一篇文章呢？？从什么时候起竟可以用另一个作者的另一个错误来为自己的一个错误进行辩解呢？

但是最明显最巧妙地表述了马尔托夫文章的全部精神的是他这篇文章最后一节最后一段中的几句慷慨激昂的话：


　　“整个选举运动应当由我们在无产阶级争取自己的政治自决的自由、争取拥有本阶级的政党和自由开展自己的活动的权利、争取作为独立的组织力量参加政治生活的斗争旗帜下来进行。无论选举的鼓动内容，还是选举的策略和竞选组织工作的方法，都应当服从〈请注意！〉这个原则。”



　　正是这几句话正确地反映了确定取消派的整个选举鼓动（和整个政策）的“内容”的“原则”！马尔托夫用来安慰马克思主义读者的“什么也不削减，什么也不放弃”的这些美妙的词句，在这个对“原则”的提法中不过是句空话。所谓原则原来就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原则，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自由派资产者对工人说：你们有权利进行斗争，你们必须为争取自己的政治自决的自由、为争取拥有本阶级的政党和自由开展自己的活动的权利、为争取作为独立的组织力量参加政治生活而进行斗争。马尔托夫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奉献给工人的就是自由派的、有教养的、激进的——用英国或法国的术语来说——资产阶级的这些原则。

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说：为了真正有成效地争取“自己的”政治自决的自由，你们就应当争取全体人民的政治自决的自由，向人民指出他们的国家生活的彻底的民主的形式，把群众和劳动人民中的落后阶层从自由派的影响下争取过来。为了使你们的政党真正充分了解到阶级的任务，使它的活动真正成为阶级的活动，而不是行会式的活动，就应当使它不仅参加政治生活，而且——不管自由派怎样动摇——把广大阶层的政治生活和独立活动引上比自由派指出的那个舞台更高的舞台，引向更重要更根本的目标。谁要在由自由派规定的或经他们允许的范围、形式和外貌的舞台上给阶级划出一个“独立的”“活动”角落，谁就是不懂得阶级的任务。只有那些集中注意力（包括意识和实际工作等）去进行对这个舞台本身、它的整个形式和整个外貌的改造而不受自由派标准的限制的人，才能懂得阶级的任务。

这两个提法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在于：前者排除了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而后者特意确定的正是这个思想；前者是旧“经济主义”（“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的当代的最新的变种，后者则极力从思想中根除旧“经济主义”和“新经济主义”的一切基础。

现在还要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列维茨基和马尔托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前者是个摆脱旧的传统和怀旧思想的年轻的新一代的取消派。他带着年轻人所特有的热情和坦率，直截了当地说：“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而马尔托夫是“见过世面”的，有个时期曾经是旧火星派，他身上混杂有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旧传统 
［注：确切些说，这些传统的内容，这些传统的思想核心，在马尔托夫身上已经完全消失了，但词句还保留着，打“不调和的国际主义者”的“体面幌子”的习惯还时时表现出来。］

 ，以及还不是全无顾忌的新的取消主义；因此，他极力对天起誓：“什么也不削减，什么也不放弃”，可是后来他兜了很大很大的圈子以后还是脱口说出，整个选举鼓动的“原则”应当是取消派的原则。

而全部问题恰恰是在选举运动的“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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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达达兰是法国作家阿·都德的小说《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中的主人公，一个惯于说大话、吹牛皮的人物。——101。



[79]指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期（1881—1894年），当时曾进行反动的“反改革”。——109。



[80]指沙皇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1825—1855年）。——109。



[81]“第三种分子”是对在地方自治机关里受雇担任农艺师、统计人员、技术员、医生、兽医、教师等职务的平民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呼，以区别于政府与行政当局的人员（第一种分子）和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第二种分子）。“第三种分子”这个词是俄国萨马拉省副省长Ｂ．Г．康多伊迪于1900年首次使用的，在20世纪最初10年里流行于俄国。据统计，19世纪末俄国34省共有65000—70000名地方自治机关职员。“第三种分子”的队伍中有不少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和民粹派分子，也有社会民主党人。地方自治机关的文化经济活动，特别是医疗卫生在学校事业，靠着“第三种分子”而得到广泛发展。“第三种分子”作用的增强，遭到了沙皇行政机关和保守的贵族地方自治人士的反对。关于“第三种分子”，可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93—301页。——109。



[82]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是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



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定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派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大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



爱森纳赫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该党是在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领导下，于1869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曾参加第一国际。由于经常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爱森纳赫派执行了比较彻底的革命政策，尤其是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一贯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于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18。



[83]“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是法国作家让·拉封丹所写寓言《变成女人的牝猫》的结束语，意思是事物的本性不能改变。寓言说，一个男人养了一只牝猫，经过日夜祈祷，牝猫终于变成了女人，做了他的妻子。可是一天夜里，老鼠来咬席子，新娘又象猫一样捉起老鼠来。——119。



[84]《鄂毕生活报》（《Обская　Жизнъ》）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日报，1909—1912年在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现称新西伯利亚）出版。——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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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大纲

（1911年底）


政治形势

　　1．歉收——和饥荒。“粮食”运动——利德瓦尔案件[85]。2．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把资产阶级的酒装进农奴制的皮囊。皮囊破裂[86]。

3．1908年12月关于斯托雷平的改革[87]以及取消派和前进派的不理解。

4．军需诉讼案：有人偷盗。

5．无人负责状态和无秩序现象。

——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报刊。圣彼得堡—莫斯科间的飞行，载重汽车的行驶，铁路的建设，外国市场上的俄国工业，国民教育和卡索的“扫帚”———到处都是唉声叹气、懊丧。

6．资产阶级痛哭资产阶级制度。他们想“不把皮（毛）放进水中就把它洗干净”。

7．革命是唯一的手段。害怕、仇恨、缺乏信心都不合潮流。

8．“不合潮流。”拥护革命。工人阶级和革命。概括政治形势和确定党的宣传鼓动全部内容（特别是在第四届杜马召开前夕）的口号就是拥护革命。（不是“普选权”。）[88]


　　等等

　　　　歉收　　军需诉讼案

　　波斯

　　卡索和摧毁

　　犹太人和“贸易国有化”


工人阶级和革命

1．大家所说的“活跃”是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2．对上次革命的态度：愤怒、恐惧、仇恨，——胆怯、缺乏信心、灰心丧气——工人阶级的态度（“给你们再来一个1905年”）。3．在新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活动的任务

（α）＞群众的觉悟（δ）

（β）＞资本主义的发展（α）

（γ）＞资产阶级的敌对态度（β）

（δ）＞敌人的联合（γ）

4．宣传鼓动的性质。

不需要秘密党

不需要宣传革命（不是领导权）

等等，等等取消主义。

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表现。

5．“了如指掌”＝第三届杜马。（立宪民主党人）扮演的角色。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479—480页















[85]利德瓦尔案件是指1906年瑞典大奸商埃·莱·利德瓦尔和沙皇俄国副内务大臣弗·约·古尔柯利用饥荒盗窃公款的案件。利德瓦尔在古尔柯帮助下，同政府签订了一项合同，规定在1906年10—12月为俄国南方饥荒省份提供1000万普特黑麦。利德瓦尔从古尔柯那里支取了巨额的国家预付款，然后向古尔柯及其他官员行贿。结果，直到12月中旬运达铁路线的粮食还不及总量的十分之一。这一盗窃国库和利用饥荒进行投机的罪行被揭露后，沙皇政府不得不把案件提交法庭审理。但是古尔柯除被撤职外，未受其他处分。——124。



[86]这里是借用基督教圣经里的话。耶稣曾用装酒的譬喻来说明新旧难合：“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若是这样，皮囊就会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囊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囊里，两样就都保全了。”——124。



[87]指1908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对斯托雷平土地政策的性质所作的分析（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7—249页）。关于斯托雷平的改革，见注71。——124。



[88]这里说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124。







《列宁全集》第21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

（1912年1月）





	
1 关于确定代表会议性质的决议草案（不晚于1月5日〔18日〕）

2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不晚于1月12日〔25日〕）



3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同饥荒斗争的任务的决议草案（不晚于Ｉ月8日〔21日〕）



4 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的决议草案（不晚于1月17日〔30日〕）



5 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1月7日〔20日〕）



6 表决关于同饥荒斗争的决议时的发言（1月8日〔21日〕）



7 关于组织问题的发言（1月11日〔24日〕）



8 代表会议的决议（1月5日和17日〔18日和30日〕之间）


　·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


　·关于确定代表会议的性质


　·关于各民族中央机关没有代表出席全党代表会议的问题


　·关于各地的报告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


　·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


　·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同饥荒斗争的任务


　·关于对杜马提出的工人的国家保险法案的态度


　·关于“请愿运动”


　·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


　·关于中央机关报


　·关于《工人报》


　·关于《真理报》


　·对党的组织章程的修改


　·关于前保管人掌管的财产和关于帐目


　·关于“红十字会”


　·关于国外的党组织


　·关于俄国政府对波斯的进攻


　·关于中国革命


　·关于沙皇政府对芬兰的政策


　·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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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确定代表会议性质的决议草案

（不晚于1月5日〔18日〕）


关于确定代表会议性质的决议

鉴于：

（1）反革命情绪的普遍泛滥和沙皇制度的疯狂迫害所造成的多数党组织的涣散和瓦解，再加上长期没有党的实际中心——中央委员会，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2）目前，随着工人运动的活跃，各地的先进工人都更迫切地要求恢复党的秘密组织，同时，在此基础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多数地方组织对恢复党和召开全党代表会议表现了高度的和卓有成效的主动精神；

（3）工人运动和反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领导经济斗争、政治鼓动和无产阶级的群众大会，第四届杜马的选举等等）要求必须立即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恢复拥有全权的和与地方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党的实际中心；

（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上次代表会议闭幕三年多以来，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曾经多次试图召开所有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直到现在，才终于把20个国内组织团结到召集这次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周围。俄国组织委员会早在几个月以前，就把召开代表会议一事通知了所有社会民主党人，毫无例外地邀请了我们党的所有组织出席代表会议，并使所有的组织都有可能参加这次会议；

（5）尽管代表会议有所推迟和遭到一些严重破坏，但在俄国进行活动的所有党组织，除极个别的以外，都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代表会议被确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党代表会议，它是党的最高机关，并有责任建立拥有全权的中央机关。





	载于1937年1月18日《真理报》第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21—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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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

（不晚于1月12日〔25日〕）

代表会议首先确认1908年十二月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代表会议指出这个决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中有关整个六三制度的历史意义和阶级实质、有关革命危机增长的论点，已为三年来的事件所完全证实。

代表会议从这些事件中特别指出下列几点：

（一）沙皇制度的土地政策（无论是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党或是反革命的自由派，都把自己的反革命利益与这个政策联系起来），不但没有在农村建立稍许稳定的资产阶级关系，而且没有使农民摆脱严重的饥荒；这种饥荒表明了居民状况的极端恶化和生产力的巨大损失。

（二）在现代资本主义各国的世界竞争中仍旧软弱无力，而且在欧洲愈来愈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专制政府，现在与黑帮贵族和日益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企图对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芬兰、波兰、西北边疆区）实行粗暴的“民族主义”政策，对为争取自由进行革命斗争的亚洲各国人民（波斯、蒙古）进行殖民占领，来满足自己的强盗利益。

（三）农民经济状况的极端恶化、专制政府的掠夺性的预算政策和官僚机构的彻底腐败，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业已开始的经济高涨，同时，日益昂贵的生活费用也使工人阶级和广大居民群众的贫困日趋严重。

（四）因此，在第三届杜马存在的5年中，广大居民群众日益看清第三届杜马不愿意、不能够而且也没有力量为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做点什么事情，日益看清在第三届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的各个政党的反人民性质。

（五）广大的民主派，首先是无产阶级，已开始在政治上活跃起来。1910—1911年的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和无产阶级群众大会的开始举行，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运动（大学生罢课）的开展等等，——这一切都标志着群众反对六三制度的革命情绪的日益增长。

代表会议根据所有这些情况，确认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的决议所详细规定的党的当前任务，并请同志们特别注意：

（1）当前的首要任务和以前一样，就是对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进行长期的社会主义教育、组织和团结的工作；

（2）必须加紧进行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组织的工作，使它能比以前更加广泛地利用一切合法机会，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成为唯一能够领导无产阶级日益频繁的政治行动的力量；

（3）必须组织并扩大经常性的政治鼓动工作，从各方面支持方兴未艾的群众运动，并在彻底贯彻党的口号的旗帜下使这一运动不断扩大。

应当特别强调反对沙皇君主制政策、争取建立共和国的宣传，以对抗目前广泛进行的删削口号和迁就现有的“合法地位”的宣传。





	载于1941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25—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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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同饥荒斗争的任务的决议草案

（不晚于Ｉ月8日〔21日〕）

鉴于：

（1）俄国2000万农民遭受的饥荒又一次表明，受到沙皇制度和农奴主－地主阶级压迫的农民群众，处于完全无法忍受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不可想象的悲惨境地；

（2）这次饥荒再一次证明，政府的土地政策已经破产，在控制第三届杜马、国务会议和尼古拉二世宫廷的右派政党所代表的农奴主－地主阶级左右俄国的一切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的情况下，俄国资产阶级的稍许正常的发展不可能得到任何保证；

（3）黑帮政党（以马尔柯夫等等之流先生们为首）在杜马中的声明，以及它们把责任推到“懒汉农民”头上的做法，充分暴露了掠夺俄国的沙皇地主匪帮的无耻行径，擦亮了最愚昧的人的眼睛，激起了最不关心时局的人的愤怒；

（4）政府阻挠赈济饥民的工作，警察当局无端指责地方自治机关，指责开展募捐和组织赈食委员会等等工作的人员，这甚至在资产阶级中间也引起了普遍的不满，甚至在十月党这样落后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中间也激起了抗议的呼声；

（5）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刊物向社会报道饥荒的情况和政府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又通过第三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库特列尔采取温和的反对派立场，这种立场决不能使民主派感到满意，就象不能同意多数自由派将赈济饥民问题作为慈善事业提出一样；

（6）尽管由于饥民和失业者人数的增加，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趋于恶化，他们还自发地要求为饥民募捐和提供其他援助；这是每个民主派都有的自然要求，更何况社会党人；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支持这种要求，并以阶级斗争的思想来加以引导，代表会议决定，必须：

（一）集中一切力量扩大在广大居民群众，特别是在农民中间的宣传鼓动工作，说明饥荒同沙皇制度及其整个政策之间的联系；为了进行鼓动，在农村中不仅要散发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在杜马中的发言，而且要散发象马尔柯夫第二那样一些沙皇朋友的发言；宣传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要求，首先是推翻沙皇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其次是没收地主的土地；

（二）支持工人尽力帮助饥民的要求，建议他们把捐款全部交给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工人报刊或工人的文化教育等等团体，参加饥民赈济小组和委员会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民主派应成立特别支部；

（三）极力把饥荒激起的民主义愤引向举行游行示威、群众大会、群众集会和其他反对沙皇制度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最初形式上去。





	载于1937年1月18日《真理报》第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28—129页















4

　　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的决议草案

（不晚于1月17日〔30日〕）


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

鉴于：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近4年来一直在同取消派进行坚决的斗争，1908年的十二月党代表会议确定该派为“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246页。——编者注］

 ；

（2）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继续同这个流派进行斗争，一致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并且以同取消主义完全决裂、彻底克服这种背离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倾向作为实现党内的真正统一、使原有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组织合并的条件；

（3）集结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周围的一部分孟什维克，违背党的一切决定和孟什维克代表在1910年一月全会上提出的保证，拒绝帮助恢复中央委员会（米哈伊尔、尤里和罗曼不但在1910年春拒绝加入中央委员会，而且甚至连一次增补新成员的会议也拒绝参加）；

（4）上述出版物正是在1910年全会以后坚决地全面转到取消主义方面去了：它们不但“贬低〈违背全会决议〉秘密党的意义”，而且公开否认党，宣称党已被取消，宣称恢复秘密党是“反动的空想”，并在受过书刊检查的杂志上对秘密党大肆嘲笑和谩骂，要工人把党的支部和党的等级制度看作“衰亡的东西”，等等；

（5）为数不多的、主要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取消派地方小集团，在继续进行破坏党的活动的同时，不但拒绝1911年再次提出的关于帮助恢复秘密党和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号召，而且形成了完全独立的小集团，在工人中进行反对秘密党的公开鼓动和反对恢复秘密党的公开斗争，——在护党派孟什维克占优势的地方（如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巴库、基辅等地）也是如此，

代表会议声明：上述集团的所作所为已使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

代表会议号召一切护党分子，不分派别和色彩，与取消主义进行斗争，说明它对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全部危害，竭力恢复和巩固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载于1929—193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1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30—131页















5

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90]

（1月7日〔20日〕）

社会党国际局[91]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日常工作，如通信、委员分工等等；另一部分是大会，如哥本哈根代表大会[92]和苏黎世会议[93]。俄国社会民主党自伦敦代表大会起便有一名［代表］参加［社会党国际局］。全会还选出了普列汉诺夫，但他表示拒绝，说有一个人参加工作就够了。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我和普列汉诺夫接近起来，我们友好地交谈；当时我已不可能同呼声派分子讲话，我不赞成托洛茨基，特别是在信的问题[94]上。普列汉诺夫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接受了全会的建议。我们两人共同拥有一票。直到最近我们之间还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在哥本哈根期间，我参加合作社委员会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关系极度紧张，表面上统一，但内部有两个不同的流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一半是代表党的，一半是代表工会的。人们发现，德国代表团人数愈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作用就愈下降。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95]上，他们投票赞成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结果弄得名誉扫地……例如有个代表竟说剥夺资本家是不可能的。原来他们纲领中涉及这个问题的部分并没有剥夺一词。实际上他们执行的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在这方面不能抱幻想，愈往后，斗争将会愈激烈愈尖锐；当然无产阶级群众是不会动摇的。在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他们退出了会场，然而这吓不倒任何社会民主党人。[96]

捷克人闹分裂。[97]我们曾反对这种分裂，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受任何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宣传的影响。在奥地利，许多争吵不休的事都是由文件应该用哪种文字书写等类问题引起的。普列汉诺夫曾就这次分裂问题作过报告，他的决议案以大多数票通过。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也曾企图进行调和，说这是阿德勒的过错，说他是最“温和的”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

毫无疑问，德国社会民主党正面临一个新时代——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经济危机、军事危机、世界各种纠葛，这一切也在促使新时代的征兆提前到来。在此以前是做准备工作。现在才是同资产阶级搏斗的时代。这时改良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区别便显露出来了。社会党国际局就摩洛哥问题在苏黎世召开会议。这里还发生了一件事。莫尔肯布尔以个人名义写信，要求不要召开会议。罗莎·卢森堡把这封信发表了，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98]在上次代表大会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胜利。倍倍尔说，他要追究罗莎·卢森堡的责任。法国人曾想把罢工作为反对战争的斗争手段写入决议。所有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表示反对，指出不能向政府暴露我们将使用什么武器，在什么场合使用什么武器合适。建议未被采纳。倍倍尔提出了不发表文件的问题，并暗指罗莎·卢森堡，要求作出决议。我替罗莎·卢森堡说了话。我引了奎尔奇的话，这使倍倍尔大为恼怒。倍倍尔这时以调和者面目出现。罗莎·卢森堡发表的那封信，根本不能同［其他］文件相提并论。最多也不过是要在党内批评她，而且已经批评过了；把问题提交社会党国际局是不公正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分歧日益表面化，党内沸腾了。那里迫切需要采取果断的行动。改良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57—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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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关于同饥荒斗争的决议时的发言

（1月8日〔21日〕）

党应当积极进行干预，要作出一个决议。经过交换意见我们深信，工人对饥荒非常关注，他们正积极进行干预，赈济饥民。赈济饥民并非慈善行为。只有用资产阶级观点提问题，赈济才是慈善行为。不仅如此。立宪民主党人确实接受了内阁里的官员们的观点。参加那些为消除饥荒而建立的委员会是必要的。我指的是非党的工人委员会。不必强行规定要建立这类委员会，但参加是必要的。捐款最好交给社会民主党党团，交给工人的联合会、俱乐部及其他团体。传单也应当印发，不过最好是写给工农。要着手散发马尔柯夫第二的发言，他把受灾农民叫作懒汉。这个发言妙极了，要让人们看看。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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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问题的发言

（1月11日〔24日〕）

我想谈谈问题的另一方面。这就是灵活性……决议是正确的[99]。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一下，哪一方面是重要的。就拿合法团体作例子来说吧。我不敢说整个俄国的情况如何，但有5个城市则可以说……是可能的。那么，合法团体首先能干些什么呢？组织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讲座，看来是准许的。我从报刊上看到，大城市里准许这样做。有人说讲课人难找……工人应该自己推举讲课人，自己支付报酬。再就是，有图书馆和阅览室。不知是否准许有《明星报》。此外，合法团体还可以组织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这从财政角度看是重要的，而且从另一角度看，由于有这些娱乐活动，就可以形成俱乐部之类的团体。如果这类团体不是虚构而是现实的——而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我们就该问问：我们过去［是否］为扩大这样的团体做过工作？我们［是否］在工厂作过关于这些团体的报告？是否去努力组织过这类团体？还有，应该怎样利用这些团体？我们现在着手建立的是类似非常法[100]时代的德国的那种组织。但对我们来说既比较困难也比较容易。说对我们比较困难，是因为他们那里有合法活动的机会。中央委员会是议会党团成员组成的，可以公开集会，邀请秘密成员参加。而我们这里群众是很同情、很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我们应当在每个团体中建立起同党保持密切联系的不大的支部，使每个问题都按照党的决定的精神去解决……这些支部不应象区和分区那样庞大臃肿。彼得堡、里加正着手建立这种［合法］团体。在莫斯科，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少。正是因为有这种支部，使得党的建设有可能采取另外的方式。以前，我那个时候，一切都得我们自己干。如今工会和行业组织担负起一部分工作。根据可能，政治斗争也经常由合法的杜马党团来进行；假如这样组织起来的合法团体能多一些，革命就是不可战胜的。这便是组织的灵活性问题。这是改造我们组织的理想方案。这些由合法支部网为外围的秘密支部，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基地。要把各种交往减少到最低限度，使组织若有若无。不要搞集会。党的工作采取了另一种形式。新的形式已经渗入旧的形式里。尽管形式上不够严谨，但是通过合法团体的活动，党的工作还是不断地开展。要使文化方面的每一个措施都体现着社会民主党的精神、社会民主党的文化。这将是同取消主义作的一场坚决的斗争……有支部，同中央机关报[101]有联系，每年联系一次，工作比过去做的多一百倍。我们在合法团体中的工作做得不够。要从自由派手中夺下合法团体，［夺下］整个合法运动。要推广并扩大合法团体。要切实注意合法团体的工作情况。无论哪里都要在秘密支部的外围建立起合法支部网。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59—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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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会议的决议

（1月5日和17日〔18日和30日〕之间）





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

代表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俄国组织委员会的代表所作的关于俄国组织委员会召集全党代表会议的工作报告，

认为必须指出，俄国组织委员会在不分派别地团结国内所有的党组织和把我们党恢复为全国组织方面所做的工作，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特别值得赞许的是，布尔什维克和国内孟什维克护党派进行友好合作的俄国组织委员会，是在警察迫害的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在党内状况所造成的许多障碍和困难的情况下开展活动的。





关于确定代表会议的性质

鉴于：

（1）反革命情绪的普遍泛滥和沙皇制度的疯狂迫害所造成的多数党组织的涣散和瓦解，再加上长期没有党的实际中心——中央委员会，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8—1911年间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2）目前，随着工人运动的活跃，各地的先进工人都更迫切地要求恢复党的秘密组织，进行社会民主党的有条不紊的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同时，在此基础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多数地方组织对恢复党和召开全党代表会议表现了高度的和强烈的主动精神；

（3）工人运动和反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领导经济斗争、整个政治鼓动、无产阶级的群众大会和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运动等等）要求必须立即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恢复拥有全权的和与地方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党的实际中心；

（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上次代表会议闭幕三年多以来，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曾经试图召开所有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直到现在，才终于把20多个国内组织（圣彼得堡、莫斯科、萨拉托夫、喀山、萨马拉、下诺夫哥罗德、索尔莫沃、罗斯托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基辅、尼古拉耶夫、卢甘斯克、巴库、梯弗利斯小组、维尔纳小组、德文斯克小组、叶卡捷琳堡、乌法、秋明和中部地区一些地方等等）团结到召集这次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周围。俄国组织委员会早在几个月以前，就把召开代表会议一事通知了所有社会民主党人，毫无例外地邀请了我们党的所有组织出席代表会议，并使所有的组织都有可能参加这次会议；

（5）尽管代表会议遭到警察当局的一些严重破坏，但在俄国进行活动的所有党组织，除极个别的以外，都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6）俄国许多大城市（彼得堡、莫斯科、高加索）的社会民主党合法工人运动活动家小组应邀出席了代表会议，并对代表会议表示了赞同，代表会议被确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党代表会议，它是党的最高机关。





关于各民族中央机关没有代表出席全党代表会议的问题

代表会议认为，加强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统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建立与各地“民族集团”的统一，加强各民族组织与全俄中心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以下几点：

（1）经验完全证明，党内不能容许出现以下状况：完全脱离俄国组织单独进行活动的“民族集团”实行最坏类型的联邦制，并且（往往不管他们的意愿如何）使最重要的俄国组织处境困难——各民族中央机关实际上根本不参加俄国的工作，但缺了这些民族中央机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又无法进行党最必需的最重要的工作。

（2）有一个民族中央机关（崩得）一年来公开帮助取消派，并试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制造分裂，而其他的民族中央机关（拉脱维亚人和波兰社会民主党[102]的中央机关）在紧要关头回避了对党内破坏分子取消派的斗争。

（3）民族组织中的护党分子，首先是所有的工人护党分子，得到俄国组织还存在的消息后，坚决主张同俄国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统一起来，主张支持俄国组织委员会，主张同取消派进行斗争。

（4）三个民族组织的中央委员会曾三次被邀请（国外组织委员会、俄国组织委员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的邀请）参加党的代表会议，并保证它们完全有可能派遣自己的代表。

鉴于上述一切，并考虑到不能因为各民族中央机关不愿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全党代表会议而耽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工作，代表会议认为，“民族代表”没有出席会议，应由他们的中央负完全责任，并责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极力同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民族组织实现统一和建立正常的关系。

代表会议相信，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将会排除一切障碍，同心协力为无产阶级的事业、为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敌人而并肩奋斗。





关于各地的报告

代表会议听取了各地的报告，确认：

（1）在各地，在社会民主党工人中间，都在为巩固社会民主党的地方秘密组织和小组大力进行工作；

（2）各地都认为必须把社会民主党的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各地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我们的秘密党组织应当有各种各样的合法工人团体，作为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据点。但是，从社会民主党在工会、合作社和俱乐部等等中进行实际工作来看，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出版物，利用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发表的讲话等等来看，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在这方面无疑必须加强社会民主党秘密小组的活动；

（3）在各地（毫无例外）同心协力进行护党工作的主要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护党派，还有国内的前进派（在有前进派的地方）和其他所有认为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必要存在的社会民主党人，同时整个工作是本着捍卫党和反对取消主义的精神进行的。

代表会议相信，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始活跃，将要继续大力巩固旧的组织形式和建立新的相当灵活的组织形式；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将会有助于社会民主党在新的环境下为实现旧有的革命目标和革命方法而进行的斗争。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

代表会议首先确认1908年十二月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六三制度和党的任务的决议。代表会议指出这个决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中有关整个六三制度的历史意义和阶级实质、有关革命危机增长的论点，已为三年来的事件所完全证实。

代表会议从这些事件中特别指出下列几点：

（一）沙皇制度的土地政策（无论是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党或是——从实际上看——反革命的自由派，都把自己的反革命利益与这个政策联系起来），不但没有在农村建立稍许稳定的资产阶级关系，而且没有使农民摆脱严重的饥荒；这种饥荒表明了居民状况的极端恶化和全国生产力的巨大损失。

（二）在现代资本主义各国的世界竞争中仍旧软弱无力，而且在欧洲愈来愈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沙皇政府，现在与黑帮贵族和日益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企图对边疆地区、对一切被压迫民族，特别是对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芬兰、波兰、西北边疆区）实行粗暴的“民族主义”政策，对为争取自由进行革命斗争的亚洲各国人民（波斯、中国）进行殖民占领，来满足自己的强盗利益。

（三）农民经济状况的极端恶化、专制政府的掠夺性的预算政策和官僚机构的腐败，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经济高涨，同时，日益昂贵的生活费用也使工人阶级和广大居民群众的贫困日趋严重。

（四）因此，在第三届杜马存在的5年中，广大居民群众日益看清第三届杜马不愿意、不能够而且也没有力量为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做点什么事情，日益看清在第三届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的各个政党的反人民性质。

（五）广大的民主派，首先是无产阶级，已开始在政治上活跃起来。1910—1911年的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和无产阶级群众大会的开始举行，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运动（大学生罢课）的开展等等，——这一切都标志着群众反对六三制度的革命情绪的日益增长。

代表会议根据所有这些情况，确认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的决议所详细规定的党的当前任务，同时特别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夺取政权的任务仍是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代表会议请同志们特别注意：

（1）当前的首要任务和以前一样，就是对先进的无产阶级群众进行长期的社会主义教育、组织和团结的工作；

（2）必须加紧进行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组织的工作，使它能比以前更加广泛地利用一切合法机会，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成为唯一能够领导无产阶级日益频繁的政治行动的力量；

（3）必须组织并扩大经常性的政治鼓动工作，从各方面支持方兴未艾的群众运动，并在彻底贯彻党的口号的旗帜下使这一运动不断扩大。应当特别强调反对沙皇君主制政策、争取建立共和国的宣传，以对抗目前广泛进行的删削口号和把工作局限在现有的“合法地位”范围内的宣传。





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


一

代表会议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绝对必须参加即将到来的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运动，提出我们党的独立候选人，并建立第四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这个党团将作为我们党的一部分而从属于整个党。

党在选举中以及未来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马内部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阶级宣传和组织工人阶级。其余所有的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任务。

我们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的主要选举口号应该是：

（1）建立民主共和国

（2）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3）没收地主全部土地。

在我们的一切竞选鼓动中，必须根据第三届杜马的经验和政府在中央管理和地方管理方面的全部活动，尽量清楚地阐明这些要求。

在宣传上述三个要求时，必须密切配合宣传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中的其他一切要求，如普选权、结社自由、法官和官吏的民选制、工人的国家保险、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等。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中的总的策略路线应该是：党应当对沙皇君主制和支持它的地主资本家政党进行无情斗争，同时坚决揭露资产阶级自由派（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反革命观点和它们的假民主。

在竞选斗争中，应该特别注意划清无产阶级政党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的界限，阐明民主派（主要是劳动派、民粹派、社会革命党）的假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实质，以及由于它们在彻底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问题上的动摇而给民主事业带来的危害。

至于选举协定，党仍然以伦敦代表大会的决定为依据，应当：

（1）在各地的工人选民团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在这方面不容许同其他政党或集团（取消派）订立任何协定；

（2）鉴于提出社会民主党独立的候选人这个事实本身就有很大的鼓动意义，必须尽力使党不论在第二城市选民大会上，或是尽可能在农民选民团中，都有自己的候选人；

（3）在为第二城市选民大会选举复选人的决选投票阶段（选举条例第106条[103]），容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订立协定来反对自由派，然后再同自由派订立协定来反对一切政府党。协定的形式之一，可以是提出一个或几个城市的共同复选人名单，名额根据初选所得票数按比例分配；

（4）在实行直接选举[104]并且可以进行决选投票的5个城市（彼得堡、莫斯科、里加、敖德萨和基辅），在初选时，必须为第二等城市选民团提出社会民主党的独立候选人。在这些城市进行决选投票时，由于显然没有黑帮危险，只容许同民主派订立协定来反对自由派；

（5）任何选举协定，都不能算作提出共同的纲领，既不应用任何政治上的义务来约束社会民主党候选人，也不应制止社会民主党对自由派的反革命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进行坚决批判；

（6）在选举的第二阶段（在县的初选人大会和省的选举大会上，等等），凡是有必要使十月党－黑帮的名单或整个政府的名单通不过的地方，都必须首先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等），然后同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无党派人士、进步派等订立分配代表席位的协定。

三

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立即开始进行选举运动的准备工作，为此，必须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必须即刻在各地建立社会民主党的秘密支部，让这些支部毫不迟延地进行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的准备工作；

（2）对加强和扩充工人合法报刊的工作给予应有的注意；

（3）整个选举工作应当同工人的工会和所有其他工人团体密切配合进行，而且在选择这些团体参加的形式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合法性；

（4）特别注意做好6个省（彼得堡、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科斯特罗马、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选民团选举的组织准备和鼓动准备工作，因为在这些省可以保证从工人选民团中选出一个杜马代表。全体工人复选人，无论是这些省的或其他省的，毫无例外都应当是社会民主党护党分子；

（5）工人初选人大会应当依据秘密党组织的决定，确定究竟应该选谁为工人的杜马代表，并责成所有复选人为了使党的候选人当选而放弃自己的候选资格，否则就要受到抵制和以背叛论处；

（6）由于政府迫害、逮捕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等等，必须特别沉着地、有条不紊地和谨慎小心地进行工作，针对警察的各种策略手段，迅速采取一切办法来制止沙皇政府的一切诡计和暴力行为，使社会民主党人进入第四届国家杜马，然后主要就是加强本届杜马内的民主派代表小组；

（7）党的秘密地方组织和小组批准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和发布有关选举的指示，要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总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

（8）如果经过一切努力，仍然不能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以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或新的代表会议，则本次代表会议授权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指定的机关，对各地进行选举运动的问题或根据可能发生的特殊情况等等，作出具体的指示。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

代表会议认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根据党的十二月（1908年）代表会议确定的路线，利用了杜马讲坛；这条路线今后还应当是确定党的杜马工作方向的指导路线。

代表会议特别强调指出，根据无产阶级的任务，党团活动的特点是：最坚决地捍卫工人的利益和一切能够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措施（例如工人法案），同时竭力从无产阶级领导的解放运动的总任务出发，阐明一切局部的任务，指出群众运动是使俄国摆脱沙皇制度所造成的灾难和耻辱的唯一途径。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在黑帮杜马中举起了社会民主党第二届杜马代表的旗帜，向全世界工人彻底揭露了制造1907年政变的沙皇黑帮匪徒的无耻挑衅行为，——由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这些恰当的行为而开始的工人公开行动，代表会议表示欢迎。代表会议号召俄国所有觉悟的工人从各方面支持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的上述行动和彼得堡工人已经开始的无产阶级群众集会运动。

代表会议认为，由于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运动即将到来，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应当更加注意向人民说明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实质（特别是揭穿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的和背叛的实质），并以伦敦（1907年）代表大会的决议 
［注：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6—207页）。——编者注］

 为指针，——这个决议的所有最重要的部分已为反革命势力的活动所证实。同时，理应把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行动统一起来、指导它的工作的性质、把一切局部的要求和改革集中在主要之点上的中心口号，应当是下面这三个口号：（1）建立民主共和国；（2）实行八小时工作制：（3）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并分给农民。





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

鉴于最近三年来的经验完全证实了十二月（1908年）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的基本论点，鉴于工人运动已经开始活跃，有可能通过建立以支系繁多的各种合法工人团体网为外围的社会民主党秘密支部来进一步发展党的工作的组织形式，代表会议认为：

（1）必须使秘密的党组织最积极地参加经济斗争（罢工、罢工委员会等等）的领导，并使秘密党支部同工会，特别是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支部以及工会运动中的一些活动家在这方面实行合作；

（2）最好是——同时要考虑到当地的条件——把工会中按行业组织的社会民主党支部和按地区建立的党支部结合起来；

（3）必须在安排社会民主党在工会、阅览室、图书馆、各种工人文娱团体等合法团体的工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主动性；推广工会出版的报刊，以马克思主义精神指导工会报刊；利用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演说；从工人中培养合法的讲课人；成立（在第四届杜马选举时）工人选举委员会和其他的区、街道选举委员会等等；社会民主党在选举城市自治机关时进行鼓动，等等；

（4）必须大力巩固和发展秘密的党支部，找到这种支部的新的尽量灵活的组织形式；在每个城市建立和巩固党的秘密领导组织，宣传“介绍所”、工厂党员大会等等群众性的秘密组织形式；

（5）最好吸收宣传小组参加日常实际工作：散发秘密的社会民主党出版物和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等等；

（6）必须注意到，通过社会民主党出版物进行经常性的鼓动，特别是按时散发定期和经常出版的党的秘密报纸，对建立秘密支部之间以及合法工人团体中的社会民主党支部之间的组织上的联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同饥荒斗争的任务

（1）俄国2000万农民遭受的饥荒又一次表明，受到沙皇制度和农奴主－地主阶级压迫的贫苦农民群众，处于完全无法忍受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不可想象的悲惨境地；

（2）这次饥荒再一次证明，政府的土地政策已经破产，在控制着六三杜马、国务会议和尼古拉二世宫廷的右派政党所代表的农奴主－地主阶级左右俄国的一切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的情况下，俄国资产阶级的稍许正常的发展不可能得到任何保证；

（3）黑帮政党（以马尔柯夫等等之流先生们为首）在杜马中的声明，以及它们把责任推到“懒汉农民”头上的做法，充分暴露了掠夺俄国的沙皇地主匪帮的无耻行径，擦亮了最愚昧的人的眼睛，激起了最不关心时局的人的愤怒；

（4）政府阻挠赈济饥民的工作，警察当局无端指责地方自治机关，指责开展募捐和组织赈食委员会等等工作的人员，这甚至在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资产阶级中间也引起了普遍的不满；

（5）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刊物向社会报道饥荒的情况和政府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又通过第三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党团，以温和的反对派的姿态出现，他们的做法决不能使民主派感到满意，就象不能同意多数自由派将赈济饥民问题作为慈善事业提出一样；

（6）尽管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由于饥民和失业者人数的增加而趋于恶化，他们还自发地要求为饥民募捐和提供其他援助。这是每个民主派都有的自然要求，更何况社会党人；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支持这种要求，并以阶级斗争的思想来加以引导。

鉴于上述一切，代表会议决定，必须：

（一）集中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力量扩大在广大居民群众，特别是在农民中间的宣传鼓动工作，说明饥荒同沙皇制度及其整个政策之间的联系，为了进行鼓动，在农村中不仅要散发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在杜马中的发言，而且要散发象马尔柯夫第二那样一些沙皇朋友的发言，宣传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要求：推翻沙皇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的土地；

（二）支持工人尽力帮助饥民的要求，建议他们把捐款全部交给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工人报刊或工人的文化教育等等团体，参加饥民赈济小组和委员会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民主派应成立特别支部；

（三）极力把饥荒激起的民主义愤引向举行游行示威、群众大会、群众集会和其他反对沙皇制度的群众斗争的形式上去。





关于对杜马提出的工人的国家保险法案的态度



一


　　1．雇佣工人以工资形式取得的那一部分自己创造的财富，非常之少，刚能满足工人的最迫切的生活需要，因此，无产者根本不能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些钱去储蓄，以便在因伤残、疾病、年老、残废而丧失劳动力时，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造成的失业时使用。因此，在出现上述一切情况时对工人实行的保险，完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所决定的一种改革。2．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工人的 国家
 保险；它是根据下列原则建立的：（一）在工人丧失劳动力的 一切
 情况（伤残、疾病、年老、残废；还有女工的怀孕和生育；供养人死亡后所遗寡妇和孤儿的抚恤）下，或在他们因失业而失去工资的情况下，国家保险都应给工人以保障；（二）保险应包括 一切
 雇佣劳动者及其家属；（三）对一切被保险人都应按照偿付 全部
 工资的原则给予补偿，同时 一切
 保险费应由企业主和国家负担；（四）各种保险应由 统一的
 保险组织办理，这种组织应按 区域
 和按被保险人 完全
 自行管理的原则建立。

3．国家杜马通过的政府法案是与合理化的保险制度的所有这些基本要求根本抵触的，这个政府法案（一）只提到 两种
 保险——不幸事故保险和疾病保险；（二）只包括一小部分（最多也只有1/6）俄国无产阶级，许多地区（西伯利亚，政府的修改方案中还有高加索）和许多特别需要保险的部门的工人（农业工人、建筑工人、铁路工人、邮电工人、店员等等），都被置于保险范围之外；（三）规定的补偿费少得可怜（ 完全
 致残的最高补偿费也只有工资的2/3，并且计算的工资低于实际工资），同时保险费用的大部分都由工人负担：草案规定，不仅疾病的保险费要由工人负担，而且“轻度”——实际上是最经常的——伤残的保险费也由工人负担。这个新办法比现行的法律还要坏：现行法律规定，伤残的补偿费完全由企业主负担；（四）使保险机关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处于官吏（“政府机关”和“保险事务委员会”的官吏）、宪兵、警察（他们除了一般监视，还有权指挥保险机关的重要活动，对它们的人员组成施加影响等等）、企业主（实行不幸事故保险的公司的所有企业主；实行疾病保险的工厂型的伤病救济基金会；企业主有规章保证的对它们的影响，等等）的重重监视之下。

4．在目前反动势力猖獗的时刻，在反革命势力统治的时期，经过政府同资本家的代表的多年预备性的谈判和取得协议，也只能产生这种极端粗暴地嘲弄工人的最迫切利益的法律。必须彻底推翻沙皇制度，争得无产阶级自由进行阶级斗争的条件，才能实现真正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保险改革。



二


　　鉴于上述一切，代表会议决定：（1）秘密的党组织和在合法组织（工会、俱乐部、合作社等等）中工作的同志们的迫切任务，是开展最广泛的鼓动工作，来反对触犯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并极其粗暴地损害这种利益的杜马保险法案。

（2）代表会议认为必须着重指出：社会民主党针对保险法案进行的一切鼓动，都应当同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同对社会改良主义者所散布的资产阶级空想的批判，同我们整个的社会主义基本任务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在这种鼓动中，应当把杜马“改革”的性质同目前的政治形势，同我们整个的革命民主任务和口号联系起来。

（3）代表会议对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投票反对杜马法案表示完全赞同，并请同志们注意杜马辩论这一问题时所提供的、便于了解各个阶级对工人改革的态度的大量有价值的材料；代表会议特别着重指出落后资本的代表十月党人在辩论中明显表现出来的公然敌视工人的倾向，以及立宪民主党用社会改良主义的“社会和平”的辞藻掩饰起来的伪善的发言；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对工人阶级的主动性实际上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并以仇视的态度反对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对杜马草案所作的主要修改。

（4）代表会议极坚决地要工人们提防缩小和完全歪曲社会民主党的鼓动，把它局限于反革命统治时期法律所容许的范围内的种种企图；相反，代表会议着重指出，这个鼓动的基本点应当是向广大无产阶级群众说明一个真理，就是没有新的革命高涨，工人的生活状况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改善；谁想实现真正的工人改革，谁就应该首先为争取新的胜利的革命而斗争。

（5）如果不顾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反对，杜马法案仍然付诸实施，代表会议则请同志们利用这个法案规定的新的组织形式（工人伤病救济基金会），在这些基层组织中大力宣传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从而把这个为了更进一步奴役和压迫无产阶级而炮制出来的法律，变成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巩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加强无产阶级争取政治上的完全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武器。





关于“请愿运动”

1．以政府和第三届杜马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把工人运动看作自己最主要的敌人，因此，对各种形式的工人运动横加迫害，甚至对工人阶级在革命后保留下来的“合法机会”也不断进行破坏。

2．这个制度使广大工人群众经常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不彻底推翻沙皇君主制，他们连起码的权利（首先是结社自由）也得不到。

3．圣彼得堡取消派1910年冬提出的请愿书和他们与此相配合所进行的鼓动，从工人阶级的全部革命要求中抽出了结社自由的要求。取消派不但不向工人指出，在俄国，要争取结社的完全自由，必须进行争取基本民主要求的群众革命斗争，反而在实际上宣扬所谓的“争取权利的斗争”，即自由派争取通过局部改善来“革新”六三制度的斗争。

4．由于俄国政治生活的具体条件和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上述运动必然变成纯形式的和毫无意义的纸上签名运动，在群众中得不到任何反应，也不会激起他们对政治的关心。

5．这个请愿运动的结局明显证实了整个这一活动是错误的，是脱离工人群众的；请愿书一共征集到1300人的签名，而且请愿运动在所有不分派别和流派的党组织中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支持，连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也认为不能参加这个运动。

6．由第二届杜马代表的遭遇引起的工人群众集会运动以及一些城市1912年1月9日的工人游行示威都表明：工人群众的独立活动决不是朝请愿运动这类办法的方向发展，也决不是为了争取“部分权利”。

根据上述一切，代表会议

（1）号召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向工人说明结社自由对无产阶级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必须经常把这个要求同我们总的政治要求和对群众的革命鼓动密切联系起来；

（2）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群众性的工人请愿可能是一种最有利的抗议形式，但在俄国，在目前这个时期，请愿却是社会民主党进行鼓动工作的一种最不利的方式。





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

鉴于：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近4年来一直在同取消派进行坚决的斗争，1908年的十二月党代表会议确定该派为“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

（2）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继续同这个流派进行斗争，一致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并且以同取消主义完全决裂、彻底克服这种背离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倾向作为实现党内的真正统一、使原有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组织合併的条件；

（3）集结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周围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违背党的一切决定和各派代表在1910年一月全会上提出的保证，公开为这个被全党一致认为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产物的流派进行辩护；

（4）前中央委员米—尔、尤里和罗曼不但在1910年春拒绝加入中央委员会，而且甚至连一次增补新成员的会议也拒绝参加，并公开声明说，他们认为党中央的存在本身都是“有害的”；

（5）取消派的上述主要出版物《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正是在1910年中央全会以后坚决地全面转到取消主义方面去了：它们不但“贬低〈违背全会决议〉秘密党的意义”，而且公开否认党，宣称党是一具“死尸”，宣称党已被取消，宣称恢复秘密党是“反动的空想”，并在公开的杂志上对秘密党大肆诽谤和谩骂，要工人把党的支部和党的等级制度看作“衰亡的东西”，等等；

（6）当全国的护党分子不分派别地联合起来，致力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当前任务的时候，取消派却形成了完全独立的小集团，甚至在孟什维克护党派占优势的地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基辅）也脱离了党，完全拒绝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组织保持任何党内联系，代表会议声明，《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集团的所作所为已使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

代表会议号召一切护党分子，不分派别和色彩，与取消主义进行斗争，说明它对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全部危害，竭力恢复和巩固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关于中央机关报[105]

代表会议听取并讨论了中央机关报代表的报告，赞同中央机关报的原则路线，——

希望中央机关报更多地发表宣传性的文章，文章要写得更加通俗，使工人也能看懂。





关于《工人报》

鉴于《工人报》始终坚定地捍卫党和党性，并得到地方上不分派别的党的工作人员的完全同情，代表会议

（1）号召地方上的全体同志从各方面支持《工人报》；

（2）确认《工人报》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





关于《真理报》

代表会议废除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和《真理报》编辑部订立的协议。[106]





对党的组织章程的修改[107]

第2条补充如下：

根据十二月（1908年）代表会议的决定，认为增补是容许的。第8条原有条文删去，并改为：

中央委员会尽量经常召开有所有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

第9条第3段，关于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作如下修改：

今后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中央委员会同各地方组织预先联系后确定。





关于前保管人掌管的财产和关于帐目

代表会议获悉布尔什维克全权代表（1910年1月，中央全会同他们签定了关于布尔什维克把本派的财产有条件地交给中央委员会会计处的协定）的声明，认为：

（1）由于取消派破坏了协定，由于保管人拒绝做仲裁人，所以，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有一切法定权利支配他们手里掌管的和前保管人蔡特金同志掌管的财产；

（2）布尔什维克代表提出声明以后，代表会议认为，蔡特金同志掌管的全部钱款，应该无条件地归党所有，即归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所有；

（3）赞成中央委员会采取一切措施，立即从蔡特金同志那里取得党的财产。

检查委员会审查了现在被代表会议批准为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工人报》的编辑部和中央全会曾为之拨款出版社会民主党刊物的布尔什维克小组的帐目和单据，认为报告无误，并建议代表会议予以批准。





关于“红十字会”

代表会议建议地方上的全体同志尽力恢复为援助被监禁者和被流放者所非常必需的“红十字会”。





关于国外的党组织

代表会议认为，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的监督和领导下协助进行党的工作的统一的党组织，是绝对必要的。

代表会议批准国外组织委员会[108]为党的一个国外组织，并号召一切站在秘密党一边同反党流派（取消派）进行不调和斗争的护党分子，不分派别和流派，团结在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协助进行国内的党的工作，并建立统一的国外组织。

所有的国外小组，毫无例外只能通过中央委员会与国内组织进行联系。

代表会议认为，国外小组如果不服从进行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国内中心即中央委员会，不通过它而单独同国内进行联系，因而造成组织上的瓦解，它就不能享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称号。





关于俄国政府对波斯的进攻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公然扼杀波斯人民自由，并且为此不惜采取最野蛮最无耻的行动的沙皇匪帮的强盗政策表示抗议。

代表会议确认，受到俄国自由派大肆吹嘘和支持的俄国政府同英国政府的联盟，其锋芒首先指向亚洲民主派的革命运动，这个联盟使英国自由派政府成了沙皇制度的血腥暴行的帮凶。

代表会议对波斯人民的斗争，特别是对在反对沙皇暴徒的斗争中作出重大牺牲的波斯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表示深切的同情。





关于中国革命

鉴于政府的报纸和自由派的报纸（《言语报》）为了俄国资本家的利益，掀起一场宣传运动，叫嚣要乘中国发生革命运动之机占领与俄国接壤的中国的几个地区，代表会议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代表会议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派，表明俄国无产阶级怀着极大的热忱和深切的同情注视着中国革命人民获得的成就，并斥责俄国自由派支持沙皇政府掠夺政策的行为。





关于沙皇政府对芬兰的政策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沙皇政府和反革命杜马通过剥夺芬兰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法律之后第一次召开的代表会议，对兄弟的芬兰社会民主党表示深切的同情，并且强调指出，在反对践踏人民权利的俄国反革命政府和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芬兰工人和俄国工人的任务是一致的，同时表示深信，只要俄国工人和芬兰工人共同努力，就能推翻沙皇政府，使俄国人民和芬兰人民获得自由。





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贺电

根据代表会议的委托，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发出了如下贺电：

俄国组织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向在竞选中击败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而取得辉煌胜利的兄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致以热烈祝贺。[109]

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德国社会民主党万岁！





	载于1912年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巴黎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小册子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32—156页

















[89]这是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一组文献。有关这次代表会议的另外一些材料，收在本卷《附录》中（见第486—492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在布拉格举行，会址在布拉格民众文化馆捷克社会民主党报纸编辑部内。



这次代表会议共代表20多个党组织。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彼得堡、莫斯科、中部工业地区、萨拉托夫、梯弗利斯、巴库、尼古拉耶夫、喀山、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德文斯克和维尔诺的代表。由于警察的迫害和其他方面的困难，叶卡捷琳堡、秋明、乌法、萨马拉、下诺夫哥罗德、索尔莫沃、卢甘斯克、顿河畔罗斯托夫、巴尔瑙尔等地党组织的代表未能到会，但这些组织都送来了关于参加代表会议的书面声明。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工人报》编辑部、国外组织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运输组等单位的代表。代表会议的代表中有两位是孟什维克护党派分子Д．М．施瓦尔茨曼和雅·达·捷文），其余都是布尔什维克。这次代表会议实际上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



出席代表会议的一批代表和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全权代表曾经写信给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以及国外各集团，请它们派代表出席代表会议，但被它们所拒绝。马·高尔基因病没有到会，他曾写信给代表们表示祝贺。



列入代表会议议程的问题是：报告（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报告，各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报和其他单位的报告）；确定会议性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杜马党团；工人国家保险；罢工运动和工会；“请愿运动”；关于取消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在同饥荒作斗争中的任务；党的出版物；组织问题；党在国外的工作；选举；其他。



列宁代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出席代表会议，领导了会议的工作。列宁致了开幕词，就确定代表会议的性质讲了话，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并在讨论中央机关报工作、关于社会民主党在同饥荒作斗争中的任务、关于组织问题、关于党在国外的工作等问题时作了报告或发了言。他起草了议程上所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也都经过他仔细审订。



代表会议共开了23次会议，对各项决议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这一决议，是议程上的组织问题与罢工运动和工会这两个问题的共同决议）。会议的记录至今没有发现，只保存了某些次会议的片断的极不完善的记录。会议的决议由中央委员会于1912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在巴黎出版。



布拉格代表会议恢复了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并由它重新建立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是：列宁、菲·伊·戈洛晓金、格·叶·季诺维也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苏·斯·斯潘达良、Д．М．施瓦尔茨曼、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发现是奸细）。在代表会议结束时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决定增补伊·斯·别洛斯托茨基和斯大林为中央委员。过了一段时间又增补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为中央委员。代表会议还决定安·谢·布勃诺夫、米·伊·加里宁、亚·彼·斯米尔诺夫、叶·德·斯塔索娃和斯·格·邵武勉为中央候补委员。代表会议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委员会，并选举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



这次代表会议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决定把取消派开除出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新型政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党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126。



[90]这篇报告和下面两篇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是依据这次代表会议某几次会议的片断记录整理出来的。方括号里的文字是俄文版编者根据文意增补的。——135。



[91]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的执行和通讯机关，根据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执行主席是埃·王德威尔得，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从1905年10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1914年6月，根据列宁的建议，马·马·李维诺夫被任命为社会党国际局俄国代表。社会党国际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停止活动。——135。



[92]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0年8月28日—9月3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南北美洲、南部非洲和澳洲33个国家的896名代表。同奥地利、英国、德国、法国一样，俄国在大会上拥有20票，其中社会民主党（包括立陶宛和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10票，社会革命党7票，工会3票。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亚·米·柯伦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



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合作社与党的关系、国际团结和工会运动的统一等问题。为了预先讨论和草拟各项问题的决议，大会成立了5个委员会：合作社问题委员会；工会、国际团结和奥地利工会运动统一委员会；反战委员会；工人立法和失业问题委员会；关于社会党统一，关于死刑，关于芬兰、阿根廷、波斯等各种问题的决议制定委员会。



列宁参加了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他在《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讨论》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338—346页）中分析了代表大会合作社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围绕着合作社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和任务与合作社同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等问题展开的斗争。



代表大会通过的《仲裁法庭和裁军》这一反战问题的决议重申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要求各国社会党人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推翻资产阶级。决议还责成各国社会党及其议员在议会中提出下列要求：必须把各国间的一切冲突提交国际仲裁法庭解决；普遍裁军；取消秘密外交；主张各民族都有自决权并保护它们不受战争侵略和暴力镇压。决议号召全国工人反对战争的威胁。



为了团结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大会期间倡议召开了出席代表大会的各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与会者有法国的茹·盖得和沙·拉波波特，比利时的路·德·布鲁凯尔，德国的罗·卢森堡和埃·武尔姆，波兰的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卡尔斯基），西班牙的巴·伊格莱西亚斯，奥地利的阿·布劳恩，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135。



[93]指1911年9月23—24日在苏黎世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135。



[94]1910年9月2日，在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刊登了列·达·托洛茨基匿名攻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文章，俄国代表团成员列宁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以及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阿·瓦尔斯基（阿·绍·瓦尔沙夫斯基）曾联名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表示抗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列宁还在1910年9月25日（10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发表《谈谈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是如何向国际介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情况的》和在1911年4月29日（5月12日《争论专页》第3号上发表《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以反驳来自托洛茨基的诽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347—349页和第350—368页）。——135。



[95]指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8月18—24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886名社会党和工会的代表，其中英国123名，奥地利75名，匈牙利25名，波希米亚41名，意大利13名，波兰23名，法国78名，美国20名，德国289名，俄国65名。德国代表团中工会代表占多数。俄国代表团包括社会民主党人37名、社会革命党人21名和工会代表7名。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有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维什科夫斯基）、波·米·克努尼扬茨、马·马·李维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尼·亚·谢马什柯、米·格·茨哈卡雅等人。列宁是第一次出席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审议了下列问题：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殖民地问题；工人的侨居；妇女选举权。



在代表大会期间，列宁为团结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力量做了大量工作，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的主要工作是在起草代表大会决议的各个委员会中进行的。列宁参加了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个委员会讨论奥·倍倍尔提出的决议草案时，列宁同罗·卢森堡和尔·马尔托夫一起对它提出了许多原则性的修改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决议草案的最后一段的修改意见：“只要存在战争的威胁，各有关国家的工人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有责任各尽所能，以便利用相应的手段来阻止战争的爆发。这些手段自然是根据阶级斗争和一般政治形势的尖锐化程度的不同而改变和加强。如果战争仍然爆发了的话，他们的责任是迅速结束战争，并竭尽全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唤醒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决议中，这条修改意见除了个别文字改动外被完全采纳。这条修改意见末尾的著名论点还为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所重申并写进了1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



代表大会在殖民地问题上也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以荷兰社会民主党人亨利克·万科尔为首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的多数派，不顾少数派的抗议，提出了一份决议草案，认为代表大会不应在原则上谴责一切殖民政策，因为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万科尔把荷兰的殖民政策说成典范，宣称即使在将来，社会党人也不但要带着机器和其他文化成就，而且要手持武器到“野蛮民族”那里去。这一机会主义决议草案得到德国代表团多数的支持。只是由于俄国、波兰的代表，德国、法国、英国的部分代表以及没有殖民地的各小国的代表的共同努力，才推翻了委员会的决议，通过了在实质上改变了决议内容的修正案。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谴责了一切殖民政策。



在草拟工人侨居问题决议案的委员会中，一部分机会主义者反映了美国和澳大利亚工人贵族的狭隘行会利益，要求禁止中国和日本的无产者移居这些国家，说他们没有组织能力。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全体会议上没有公开发言。因此，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的决议符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要求，也符合对各国工人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要求。



在关于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相互关系问题委员会中，卢那察尔斯基捍卫了关于工会应具有党性的列宁主义路线。代表大会就此问题通过了确认工会的党性原则的决议。



列宁在两篇题为《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文章中对这次代表大会及其意义作了扼要的介绍和评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64—75页和第79—85页）。——135。



[96]指巴登邦议会的社会民主党代表退出1910年9月18—24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一事。巴登邦议会社会民主党党团不顾历届党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对资产阶级政府的预算投了赞成票。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以289票对80票的压倒多数谴责了巴登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巴登代表随即声明他们今后仍然保留不服从代表大会决定的权利。针对这个声明，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宣布：任何人如违反党代表大会关于表决预算的决定将立即予以开除出党。在通过这项决议前巴登代表示威性地退出了代表大会。——136。



[97]指捷克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会统一问题上的分歧。1905年12月，在奥地利工会非常代表大会上，捷克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成立其权限可及于奥地利全境的民族工会的问题。捷克人的建议被绝大多数票否决。但是捷克社会民主党代表拒绝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1910年把这个问题提交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解决。大会否决了捷克人的分立主义的建议，一致主张工会组织统一。——136。



[98]说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总书记、机会主义者赫·莫尔肯布尔给该党执行委员会的信。信中建议，鉴于帝国国会选举临近，对德国政府的殖民政策不要进行批判。罗·卢森堡公布了这封信。——136。



[99]指1908年12月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54—256页）。——139。



[100]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139。



[101]指《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10。——140。



[102]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提出与布尔什维克相近的斗争口号，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持不调和的态度。但该党也犯了一些错误。列宁曾批评该党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指出它对波兰革命运动的功绩。1906年4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143。



[103]1907年6月3日的选举条例第106条规定：选民大会选举复选人，得票过半数者当选；如得票数相等，以抽签决定；如当选的复选人不足额，则举行补充选举。这里说的决选投票，即是指的补充选举。——148。



[104]按照1907年6月3日的选举条例，彼得堡、莫斯科、里加、敖德萨和基辅这5个城市实行杜马代表的直接选举，办法是：每个城市的第一、第二两个城市选民团分别按分配给自己的名额直接选举杜马代表，得票过半数者当选；如得不出结果，则另订日期选举不足额的代表，得票最多者即当选。——148。



[105]指《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10。——160。



[106]参看注12。——161。



[107]这里说的组织章程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通过的，全文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15—217页。——161。



[108]国外组织委员会是1911年12月在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巴黎会议上选出的。这次会议决定“在拒绝同取消派－呼声派达成任何直接或间接协议的基础上”，“在执行真正的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会议还“决定在各地设立这一国外组织的分部，并认为必须吸收一切同意支持俄国组织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和《工人报》的护党分子参加这些分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37页）。会议选出的国外组织委员会成员有：尼·亚·谢马什柯、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伊涅萨·阿尔曼德等人。国外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国外组织委员会在团结党的力量，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调和派、托洛茨基派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进行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外组织委员会于1917年停止活动。——162。



[109]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1月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巨大胜利，共有110名社会民主党人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他们共得到450万张选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贺电发表于1912年1月27日《前进报》第22号。——164。





《列宁全集》第21卷


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机关报

（1912年2月19日〔3月3日〕）

我面前放着三号彼得堡周报《现代事业报》[110]，该报是今年1月开始出版的。

我建议读者仔细研究一下该报所宣传的内容。

当前的主要政治问题是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在第2号上有马尔托夫一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他提出的口号是：“必须努力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而唐恩在第3号上随声附和：“削弱它〈国务会议〉的极为有害的影响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

口号很清楚。当然，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都不难看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甚至也不是民主派的口号，而是自由派的口号。这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口号。

请看马尔托夫是怎样替这个口号辩护的：“在实行现有的选举法的情况下，这个任务能不能实现呢？无疑是能够的。诚然，这个选举法预先保证了土地占有者和第一城市〈资本家的〉选民团的复选人在很大一部分〈？〉省的选举大会上占多数……”

为坏事辩护，立刻使马尔托夫作出错误得令人吃惊的论断。不是在“很大一部分”省的选举大会上，而是无例外地在所有（欧俄部分的）省的选举大会上，土地占有者复选人加上第一城市选民团都占绝对多数。不仅如此。在53个省中，有28个省，单是土地占有者复选人就已经在省的选举大会上占绝对多数。在总数442名杜马代表中，这28个省选出255名，就是说，又是一个绝对多数！

为了替“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这个自由派的口号辩护，马尔托夫只好一开始就把俄国土地占有者美化成自由派。这个头开得可真不坏！

马尔托夫接着说：“但是，过去的选举表明，无论在土地占有者中间还是在城市大资产阶级中间，都有仇视黑帮、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反动派的分子。”

这是没有疑问的。甚至一部分土地占有者复选人也是反对派，也是立宪民主党人。但是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能是：要使根据1907年六三法令选出来的杜马的多数，从地主“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立场再前进一步，是办不到的。地主决定一切。马尔托夫试图回避的这个事实终究是事实。这就是说，只有地主转变为反对派，才能使（地主）“反对派”占优势。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不变成自由派，能不能说（地主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能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呢？

第一，不应该粉饰我国选举法的地主性质。第二，不应该忘记，地主“反对派”具有所谓“左派十月党”的一切特点（立宪民主党人在它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已经允许同这个“左派十月党”结成联盟！——马尔托夫闭口不提这一点也是枉费心机的）。只有可笑的自由派政客才会借口“左派十月党人”可能取得胜利，而谈论什么“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或“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

工人民主派的任务是利用自由派同目前杜马中的多数的冲突来加强杜马中的民主派，而决不是助长自由派那种似乎可以“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的幻想。

我们的作者在转而谈到如果“‘全体反对派’打垮了杜马中的黑帮－十月党人多数”会有什么意义这个原则问题的时候，他陷入了更为不妙的境地。

马尔托夫说：“工人的切身利益是使阶级国家的政权从野蛮的地主手中转到比较文明的资产者手中。”

真是妙论！不过忘记了一件小事……很小很小的小事：俄国的“比较文明的资产者”、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的“切身利益是”不要破坏野蛮地主的政权。自由派的“切身利益是”怎样同野蛮地主瓜分政权而不破坏野蛮地主的政权，也不使民主派得到任何一个武器。

关键就在这里！为了回避重大的问题，你就煞有介事地来回来去重复一些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但这是徒劳无益的。

马尔托夫说：“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增加了他们在杜马中的代表，他们还不能取得政权，但这会使他们便于取得政权。”是的，是这样的。不过为什么德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党人从1848年起，曾经多次“增加了他们”在国会中的“代表”，而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政权”呢？为什么他们在64年中一直是并且现在还是听凭容克掌握政权呢？为什么俄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增加了他们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代表”，却没有“使他们便于取得政权”呢？

马尔托夫只承认任何一个有教养的自由派都会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工人的切身利益是怎样使政权从地主手中转到比较文明的资产者手中，——世界上所有的自由派都同意这样来“理解”“工人的利益”。但这还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接着还要说：（1）自由派的切身利益是不要破坏地主的政权，而同地主坐在一起；（2）自由派的切身利益是同地主瓜分政权，而又使工人和民主派都毫无所得；（3）只有民主派违反自由派的意志取得胜利，政权才会真正“离开”地主的手而“转到”自由派“手中”。证据是什么？法国的整个历史和中国的现代历史就是证据：如果中国民主派不是违反袁世凯的意志取得胜利，那么政权决不会，即使是暂时地，即使是有条件地转到自由派袁世凯的手里。

但是，如果说自由派比黑帮好这个平庸的道理就是司徒卢威，伊兹哥耶夫这一伙先生所能接受的全部“马克思主义”，那么在自由派看来，在马尔托夫看来，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就是无法理解的。

总而言之，正是为了使俄国的政权真正从地主手中“转”到资产者手中，就不应该用“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这个骗人的口号来欺骗和削弱整个民主派，特别是工人。我们在选举中的实际任务决不是“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而是加强整个民主派，特别来工人民主派。这个任务有时会同增加自由派人数的“任务”发生冲突，因为5名额外增加的民主派要比50名额外增加的自由派对我们更重要，对无产阶级也更有利。

由此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虽然马尔托夫似乎也承认立宪民主党人是自由派而不是民主派，但是他不喜欢下列结论：（1）在5个大城市进行决选投票时，只准许同民主派缔结协定来反对自由派；（2）在第二阶段，在进行任何投票和缔结任何协定的时候，首先应当同民主派缔结协定来反对自由派，然后才可以同自由派缔结协定来反对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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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现代事业报》（《Живое　Де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周报），1912年1月20日（2月2日）—4月28日（5月11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号。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尔·马尔托夫、费·伊·唐恩、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等。接替《现代事业报》出版的是《涅瓦呼声报》。——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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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社会党国际局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
[111]



（1912年2月26日〔3月10日〕以前）

近几年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直处于动摇和瓦解的状态。三年来，党一直没有能够召开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近两年来，中央委员会未能开展任何活动。诚然，党还继续存在，但它是以单个小组的形式存在于各个比较大的城市中的，这些小组在没有中央委员会的情况下，各自处于多少有些互相隔绝的状态。

不久以前，由于俄国无产阶级重新觉醒，党才开始重新得到巩固，直到最近，我们才终于有可能召开代表会议（1908年以来，一直没有能够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两个首都、西北地区、南俄、高加索和中部工业区的组织的代表。大体上，有20个组织，也就是说，几乎是俄国现有的一切组织，不管是孟什维克组织，还是布尔什维克组织，都与召集这次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取得了密切联系。

确认自己具有党的最高机关的权利和义务的代表会议，举行了23次会议，讨论了议程上的一切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极其重要的。例如，代表会议对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政策作了深刻的和非常全面的估计，这个估计与1908年代表会议的决议和1910年中央全会的决议完全一致。代表会议对几个月后就要举行的杜马选举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由三部分组成的决议；这项决议非常清楚非常详尽地说明了我国混乱的选举法，分析了同其他党派签订选举协定的问题，全面阐明了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运动中的立场和策略。会议对反饥荒斗争、工人保险、工会和罢工等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决定。

代表会议还研究了“取消派”的问题。该派否认秘密党的存在，宣称这个党已被取消，宣称恢复秘密党是反动的空想，并且断言，党只能以合法形式恢复。然而，该派与秘密党断绝关系以后，直到现在，并没有建立起什么合法的党。代表会议确认，党同该派已经进行了4年的斗争，1908年的代表会议和1910年的中央全会都反对过取消派；尽管党作出一切努力，该派仍然保持着派别的隔绝状态，并在合法刊物上反对党。因此，代表会议宣布，集结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现在还要加上一个《现代事业报》）周围的取消派，已使自己置身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外了。

最后，代表会议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另外，代表会议特别着重指出：国外还有许多小组，这些小组具有程度不同的社会主义性质，但不管怎样，它们已经完全脱离了俄国无产阶级及其社会主义活动，因而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这些小组无论如何既不能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不能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义发表意见；党对这些小组不负任何责任或作任何担保；要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取得一切联系，只有通过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国外地址是：巴黎（XIV）玛丽·罗斯街4号，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转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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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列宁给社会党国际局的这个报告，作为关于已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正式通知，由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于1912年3月18日分发给了各国社会党。与通知一起发出的社会党国际局第4号通报，请求各国社会党在自己的机关报上发表这一通知。通知曾刊载于1912年3月23日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人民报》，1912年3月2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第27号（附刊第1号）。《前进报》给通知加了由列·达·托洛茨基写的诽谤性的注释（参看本卷第204—214页《〈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一文）。——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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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同取消派的联合

（1912年3月2日〔15日〕以后）

取消派的《现代事业报》第7号刊载了一篇编辑部的文章《拥护联合，反对分裂》。这篇文章谈的无疑是每个有头脑的工人正在考虑的一个极有意义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就《现代事业报》对自己读者所作的几点显然错误的阐述，发表一下自己的哪怕是不全面的、哪怕是简短的意见。

《现代事业报》根据《土地呼声报》、《俄罗斯言论报》和《基辅思想报》[112]的报道（“同《现代事业报》掌握的材料没有出入的”报道）证实了一个事实：在国外举行了全党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把某个选举运动策略强加给俄国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宣布《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集团已置身于党外（黑体是《现代事业报》用的）。在这一点上，《现代事业报》（它的文章对反取消派一贯极尽诽谤诬蔑之能事）在竭尽全力，第一，贬低代表会议的意义，第二，为《我们的曙光》杂志及其一伙进行辩护，说他们不能被“置于党外”，说这个派别的“著作家”“对这种决议耸耸肩膀表示蔑视”，等等。

我们首先要指出，《现代事业报》这篇文章的整个内容，它的整个歇斯底里的腔调，它的一切“拥护联合”的叫嚷，都确凿地证明，取消派被触到了痛处，他们企图掩盖事情的实质的手法太不高明。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个事情的实质。

当然，我们既不会为代表会议进行辩护，也不会补充或更正上述报纸（现在还应该加上《莫斯科呼声报》）所引用的材料。况且这也不是我们的任务。只要把《现代事业报》的哪怕是一句话只字不差地重复一下就够了。取消派叫道：“我们要问，是谁选举他们〈代表会议的代表〉的，是谁给他们权利代表莫斯科、彼得堡等地的马克思主义者讲话和决定问题的？”假如公开提出这个“问题”的比如说是普利什凯维奇先生或扎梅斯洛夫斯基先生，那倒是十分自然的。既然取消派在《现代事业报》上向公众提出这个问题，那单单这个问题就把他们的取消派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使他们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我们只要指出取消派的手法就行了。

再说一遍，我们所以要谈谈这里提到的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有责任对报刊的所有见解作出反应，并指出同工人选举运动有关的东西。应该使读者了解真相。既然取消派说“拥护联合，反对分裂”，我们就有责任揭露这里面的假话。第一，用不着捉迷藏，泛泛地讲“联合”，因为这里实质上讲的只是同取消派的联合。为什么《现代事业报》要捉迷藏呢？它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讲，它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的观点呢？第二，谈论“分裂”为时尚早，因为现在还没有在一个整体内进行活动的两个有组织的完整的政治集体。

《现代事业报》倒是应该讲讲这个事情的实质，叫嚷和谩骂是无济于事的。

同取消派联合不是个新问题，而是个很老的问题了。两年多以前，在1910年1月曾经下了最大的决心正式试图实行这种联合，当时不但达成了协议，而且通过了一致的决定。这次尝试没有成功，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其中也包括取消派（见1911年《我们的曙光》杂志第11期第130页）。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对这个问题，凡是真心想要找出答案的人都应该根据文件自己去进行分析。我们现在只是援引少数几个（但能说明问题的）文件。

因参与同取消派联合的尝试而出名的“联合派分子”或“调和派分子”约诺夫先生恰恰是在这一尝试期间写道：


　　“不管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本身对党多么有害，它们对各派〈指孟什维克派和布尔什维克派〉的有益影响，看来是毫无疑义的。病理学上有两种脓肿，恶性的和良性的。良性脓肿是一种对身体有益的病。这种脓肿在形成过程中吸收全身的一切毒素，因而也就可以促进身体的康复。我认为，取消主义对孟什维主义，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对布尔什维主义，就起了这种作用。”



　　这里有一个材料证明，同取消派联合的条件是取消派完全放弃取消主义。这是1910年1月的事。1910年2月，波特列索夫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2期上写了下面一段话：
　　“因为在1909年，当取消派所要取消的东西已经用不着取消，而且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这取消派怎能不是病态的想象中的幻影，而是真正的现实呢？”（1910年《我们的曙光》杂志第2期第61页）



　　所有的实际工作者都知道，取消派实际上正是按照波特列索夫先生的指导行事的。取消派另一个有名的刊物《复兴》杂志[113]（参加编辑的还是马尔托夫、拉林、列维茨基先生之流）在1910年3月30日颇有同感地援引了波特列索夫先生上面一段话，并以编辑部的名义写道：“没有什么可取消的，并且我们〈即《复兴》杂志编辑部〉还要补充一句，幻想恢复这个等级制度的旧的秘密的形式，简直是有害的反动的空想……”（1910年《复兴》杂志第5期第51页）除了我们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人和其他派别把这些话看作是取消派同旧的、原来的政治集体的决裂呢？无疑是有的。证据是：（1）伊兹哥耶夫先生在1910年《俄国思想》杂志[114]第8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路标派分子》。伊兹哥耶夫先生总是用彻底的“路标派的”观点来评价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发生的事件。伊兹哥耶夫先生写道：“回答〈波特列索夫先生对工人运动问题的回答〉同遭他痛骂的《路标》文集上所写的以及《俄国思想》杂志的政论家所说的完全一致。”（1910年《俄国思想》杂志第8期第67页）（2）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在1910年5月谈到波特列索夫先生的上述言论时写道：“但是毫无疑问，在我们党看来，那个认为我们党不存在的人本身就是不存在的〈黑体是普列汉诺夫用的〉。现在，我们党的全体成员应该说，波特列索夫先生不是他们的同志，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许不会因为我早就不认为他是同志而再责怪我了。”

事实俱在。任何诡辩和遁词在这里都无济于事。取消派早在1910年就同原来的政治集体决裂了。没有一个研究俄国政治生活历史的人能够回避这个事实，除非他想违背真理。而在1911年，列维茨基、马尔托夫、唐恩、拉林、查茨基之流先生们不止一次地重复完全是“波特列索夫式的”内容的声明。我们只要提一下拉林在《生活事业》杂志（1911年第6期第15页）上怎样教导工人就够了：他说，“在每个城市，凑成……几百人的小组”并不困难，但这是一种“弄虚作假的”手法！

我们深信，从这里，从两年多的经验中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同取消派实行任何联合都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缔结任何协定也是不可能的。在这里，缔结协定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里说的是被取消派轻蔑地称为“等级制度”的东西究竟存不存在的问题。《现代事业报》——同一个派别的同一批取消派的机关报——的任何谩骂，都不会使事情有任何改变。取消派置身于……外——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这个事实意味着分裂。不，所谓分裂是指一个政治集体分成了两个。而现在，1912年3月，用最好的天文望远镜从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纽约或随便什么地方观察我国政治生活的人，都只能看到一个有组织的完整的政治集体，而取消派的谩骂只会使这个集体在工人中间壮大起来。

取消派的不幸也就在于，他们确实取消了自己同旧的东西的关系，但又没有把新的东西建立起来。什么时候他们建立起来，那时我们再看看，并且为了履行政治评论家的职责，我们定会把情况告诉给读者。而现在，事实终究是事实：没有第二个完整的政治集体，也就是说，没有分裂。

取消派早就答应建立一个“公开的”政治协会。但是，诺言不是事实。波特列索夫和马尔托夫的最亲密的同道者列维茨基先生“本人”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11期（1911）的社论中，曾遗憾地写道：“我们没有看到过一次多少象样的组织合法政治〈黑体是列维茨基先生用的〉协会的尝试。”列维茨基先生在这里既责怪了“群众”，又责怪了“领导”。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责怪谁，而是肯定事实。如果列维茨基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创立起合法的政治协会，如果这个协会事实上实施马克思主义者的（而不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那时……那时我们再看看。不过你们要快一点，先生们，到进行选举，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用赫拉克勒斯之力[115]才能把几年忽略了的工作，在几个月之内补上（或者把以前做的完全改成相反的方向）。

取消派自己把自己的头砍掉了。头都掉了，何必怜惜头发。

观察俄国政治生活的人在我们所谈到的范围内只能找到一个政治集体。在这个集体的周围，是一些个别的人和一些没有组织起来的、甚至对最迫切的政治问题都没有完整答案的集团。换句话说，周围处于涣散状态。同一切涣散状态一样，这里也有人摇摆，也有人希望（唉，这是枉然的！）促使取消派同取消主义真正决裂。但是，在选举前的短短半年中间，只有毫无希望的政治家才试图靠希望过活。

就拿选举运动的口号、策略、缔结协定等问题来说，在这方面，只有一个正式确定的、清楚的、精确的、完全的、目前为俄国各地所有工人领导者所熟悉的答案。没有第二个答案。再说一遍，取消派先生们：头都掉了，何必怜惜头发。

附言：托洛茨基大概也把自己归入“希望”纠正取消派的这类人之中，他在《现代事业报》上通俗地转述了1908年12月关于六三制度的实质的决定的开头部分。如果托洛茨基能够说服比如拉林和马尔托夫，使他们能对我国目前的“立宪”实质问题的一个明确的、精确的、清楚的答案取得一致意见，那我们就太高兴了。人们只是高喊“联合”的好处和“小组习气”的害处，可是竟不能在我们整个工作的原则问题以及实践问题上拿出哪怕是“自己的”小组的统一意见！然而话是可以随便说的。托洛茨基写道：“社会民主党不仅会把自己的伟大任务用公式的形式写在脑壳里面……”托洛茨基写得多漂亮，他并不比波特列索夫和涅韦多姆斯基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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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土地呼声报》（《Голос　Земли》）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日报，于1912年1月10日（23日）—3月10日（23日）在彼得堡出版。



《俄罗斯言论报》（《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是俄国报纸（日报），189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第1号为试刊号，于1894年出版）。出版人是伊·德·瑟京，撰稿人有弗·米·多罗舍维奇（1902年起实际上为该报编辑）、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彼·德·博博雷金、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瓦·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等。该报表面上是无党派报纸，实际上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曾拥护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家公开的反革命报纸。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查封，其印刷厂被没收。1918年1月起，该报曾一度以《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的名称出版，1918年7月最终被查封。



《基辅思想报》（《Киевская　Мыслъ》）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文学报纸（日报），1906—1918年在基辅出版。1915年以前，该报每周出版插图附刊1份；1917年起出上午版和晚上版。该报的编辑是Ａ．尼古拉耶夫和F．塔尔诺夫斯基。参加该报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孟什维克，其中有亚·马尔丁诺夫、列·达·托洛茨基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该报采取护国主义立场。——171。



[113]《复兴》杂志（《Возрождение》）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刊物（双周刊），1908年12月—1910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为该杂志撰稿的有费·伊·唐恩、亚·伊·波特列索夫、亚·马尔丁诺夫等。——173。



[114]《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Мыслъ》）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右翼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宣传民族主义、“路标主义”、僧侣主义，维护地主所有制。——174。



[115]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主神宙斯和阿尔克墨涅的私生子，因婴儿时吸过宙斯的妻子天后赫拉的几口神奶，后来变得力大无比。——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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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杜马五年来的各政党

（1912年3月4日〔17日〕）


一

《1912年〈言语报〉〈年鉴〉》这部自由派的小政治百科全书登载了米留可夫先生的一篇文章：《五年来国家杜马中的各政党》。这篇出自公认的自由派领袖和杰出的历史学家之手的文章非常值得注意，因为这篇文章是专门谈主要的所谓竞选问题的。各政党活动的政治总结、它们的作用问题、关于社会力量对比的科学结论、当前选举运动的口号，——所有这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出现在米留可夫先生的笔下，尽管他力求只是简单地叙述一下杜马的“表面历史”事实，可是他既然选上了这个题目，就不能不谈到所有这一切。

这样，就呈现出一幅有趣的图画，这幅图画所表现的是一个老的但又万古常新的题材：俄国的政治生活在自由派眼中是如何反映的。

米留可夫先生写道：“在第一届杜马中在数量上占优势，而在第二届杜马中在道义上占优势的人民自由党，在第三届杜马中只有56—53名代表。它从起领导作用的多数地位转到了反对派的地位，然而在反对派的行列中，它无论在自己的人数或者在自己成员的质量上以及在发言和投票时严格遵守党团纪律上，都还保持着优势。”

一个政党领袖在谈论各政党的文章中说自己的党在“党的成员的质量”上占“优势”。这倒不坏。不过吹嘘也可以吹得含蓄些……说立宪民主党人在严格遵守党团纪律上占优势，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大家都还记得，例如独树一帜、脱离立宪民主党党团向右转的马克拉柯夫先生的许多次讲话。米留可夫先生讲话很不谨慎：吹嘘自己党的“质量”还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这种估计完全是主观的，可是吹嘘党的纪律，马上就会被事实所推翻。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正是立宪民主党的右翼，无论在杜马中（以马克拉柯夫为代表）还是在报刊上（以《俄国思想》杂志的司徒卢威先生之流为代表），都是各行其是，他们不仅破坏了立宪民主党的严格的纪律，甚至破坏了它的一切纪律。

米留可夫先生继续写道：“立场比人民自由党党团左的只有14个劳动派和15个社会民主党人。劳动团只保留了它在前两届杜马中所起的那种作用的一点影子。组织得稍好一些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有时特地发表一些激烈揭露‘阶级矛盾’的言论，但实际上它除了实行‘资产阶级’反对派所实行过的策略以外，未能实行任何其他策略。”

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长达20页的文章里谈到比立宪民主党左的党派的，就是这一点，确实就是这一点。但是这篇本来要论述国家杜马中的各政党的文章，却极其详细地研究了地主内部的一切最细微的变动，那里的各式各样的“温和的右派的”或“右派十月党人的党团”，研究了这些党团的各个步骤。为什么要抹杀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呢？——象米留可夫先生这样描写他们，分明就是抹杀他们。

对这个问题的唯一可能的回答就是：因为米留可夫先生特别不喜欢这些政党，甚至简单地确认有关这些政党的人所共知的事实，也是违背自由派的利益的。事实上米留可夫先生非常清楚，怎样打乱了复选人的成分才使劳动派在杜马中成为“过去那种作用的一点影子”的。克雷让诺夫斯基先生和1907年六三政变的其他英雄们打乱了复选人的成分，从而破坏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但是，难道这能证明可以无视甚至歪曲那些论述在地主杜马中席位很少的政党的作用的材料吗？劳动派在第三届杜马中的席位非常非常少，但是5年来他们所起的作用却很大，因为他们代表了千百万农民。地主的利益要求削减的正是农民的代表席位。试问，是谁的利益迫使自由派撇开劳动派的呢？？

或者再来看看米留可夫先生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气势汹汹的攻击。难道他不知道，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不同于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不仅在于无产阶级反对派立场不同于资产阶级反对派立场，而且还在于民主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吗？当然，这一点米留可夫先生非常清楚，也许他还能用欧洲各国现代历史中的例子来说明民主派和自由派有什么不同。全部问题在于，一谈到俄国的事情，俄国的自由派就不愿意看到自己同俄国的民主派有什么不同了。在俄国读者面前，把自己装扮成整个“民主反对派”的代表，对俄国自由派是有利的。但是，实际情况同这种利益毫无共同之处。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实行的完全是另一种策略，既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更不同于立宪民主党（自由主义）反对派。假如米留可夫先生想向读者提出任何具体的政治问题，那么可以保证，他是找不到任何一个说明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实行原则上不同的另一种策略的问题的。米留可夫先生在谈第三届杜马中的各政党这个题目的时候，歪曲了主要的和根本的东西：三个主要的政党集团实行三种不同的策略，这三个集团就是政府党（从普利什凯维奇到古契柯夫）、自由派政党（立宪民主党、民族党人和进步派）、民主派政党（劳动派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工人民主派）。对前两类，米留可夫先生是很清楚的，他清晰地看到普利什凯维奇和古契柯夫同所有自由派相类似的本质。但是他看不到自由派同民主派的区别，因为他不愿意看到。


二

在各政党的阶级基础问题上，也重复了同样的情况。向右看的时候，米留可夫先生看到并且揭示了这一基础，向左看的时候，他马上就变成了瞎子。他写道：“六三法令本身就是按联合起来的贵族的旨意拟订的。杜马多数的右翼担负起保卫贵族利益的责任。这个多数的左翼同时还要保卫城市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话难道不是很有教益吗？当立宪民主党人向右看的时候，他着重指出“阶级矛盾”的界限：哪里是贵族，哪里是大资产者。自由派的眼光一转向左方，“阶级矛盾”这几个字马上被打上了讽刺性的引号。阶级区别消失了：自由派就以整个“民主反对派”的身分出现，既代表农民，又代表工人，又代表城市民主派！

不，先生们，这不是科学的历史，这不是严肃的政治，这是政客手腕和自我吹嘘。

自由派既不能代表农民，也不能代表工人，它只能代表一部分资产阶级，即城市资产阶级和占有土地的资产阶级等等。

第三届杜马历史上的一些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以致米留可夫先生也不能不承认十月党人同自由派时常联合投票，不仅投反对票（反对政府），而且对某些积极措施投赞成票。这些事实再加上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的共同历史（它们在1904—1905年，在10月17日以前是合併在一起的）向任何一个多少重视历史现实的人证明，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是一个阶级的两翼，是摇摆于政府和地主同民主派（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资产阶级中派的两翼。从“第三届杜马中的各政党”的历史中作出的这个基本结论，米留可夫先生之所以看不到，纯粹是因为看到这个结论对他不利。

第三届杜马从新的方面，在新的环境中，证实了俄国政治力量和俄国政党的基本划分是正确的，这种划分在19世纪中叶就十分明确地形成了，在1861—1904年更加定形了，在1905—1907年又出现在公开的群众斗争舞台上并且固定了下来，到1908—1912年还是没有改变。为什么这种划分到现在还依然有效呢？这是因为俄国历史发展中的那些客观任务，那些作为所有国家——从1789年的法国到1911年的中国——的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在这个基础上，“官僚”和地主必然会顽强抵抗，而资产阶级必然会摇摆不定，因为资产阶级认为改革是必要的，但又害怕一般民主派特别是工人利用这些改革。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第三届杜马的十月党人，也就是说，当这些政党是“起领导作用的”多数的时候，它们在杜马政策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恐惧心理。立宪民主党人虽然同十月党人进行斗争，但他们是站在和十月党人同样的原则立场上的，他们同十月党人是竞争多于斗争。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瓜分政权中的席位，好同地主坐在一起，这就产生了当权者同立宪民主党人这个最近的竞争者的冲突的表面尖锐化。

米留可夫先生无视民主派同自由派的区别，同时又异常详细地，可以说是兴致勃勃地研究地主内部的变动：右派、温和的右派、一般的民族党人、独立的民族党人、右派十月党人、普通的十月党人、左派十月党人。这些划分和在这些范围内的变动没有丝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里最多不过是在行政方面把某个特韦尔多昂托换成某个乌格留姆－布尔切耶夫[116]，人员有所变动，某些团体或派别取得胜利。在这里，政治路线方面一切比较重要的东西，都是完全一样的。

米留可夫先生反复地说，所有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也不知疲倦地反复地说：“将要进行斗争的〈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是两个阵营。”不对，先生们。正在进行斗争的和将要进行斗争的是三个主要的阵营：政府阵营、自由派阵营和作为整个民主派中心的工人民主派。分成两个阵营是自由派政策的诡计，遗憾的是，这个诡计有时还会把工人阶级的某些拥护者弄得糊里糊涂。工人阶级只有懂得分成三个主要阵营的必然性，才能真正实行自己的而不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利用第一个阵营和第二个阵营的冲突，但是一分钟也不受自由派的所谓民主主义的漂亮话的蒙蔽。不仅自己不受蒙蔽，还要使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支柱农民也不受蒙蔽，这就是工人的任务。这也是从第三届杜马各政党的历史中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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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特韦尔多昂托和乌格留姆－布尔切耶夫都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笔下的人物。前者是特写集《在国外》里的一个出国游历的俄国官吏，他文化水平不高，头脑糊涂，却经常谈论所谓“治国之道”，“驭民之术”。后者是讽刺作品《一个城市的历史》中的愚人城市长，他是一个野蛮无知、专横凶残的恶棍，一个阴森可怕、毫无理性的白痴。“把某个特韦尔多昂托换成某个乌格留姆－布尔切耶夫”，意思是换汤不换药。——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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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
[117]



（1912年3月初）

工人同志们和俄国全体公民们：

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最近就要举行了。各个政党和政府本身正在竭尽全力进行选举的准备工作。曾经以自己1905年的光荣斗争给予沙皇政府第一次重大打击并迫使它成立代表机构的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号召一切有选举权的人和大多数“无权者”积极参加选举。一切期望使工人阶级摆脱雇佣奴隶制的人，一切珍惜俄国自由事业的人，都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利用第四届地主杜马选举的机会，团结并加强争取自由的战士的力量，提高俄国民主派的觉悟性和组织性。

1907年六三政变已经过去了5年。当时血腥的尼古拉，这个霍登卡沙皇[118]，这个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胜利者和杀戮者”，把自己的誓言、诺言和宣言都抛在一边，同地主黑帮，同十月党商人勾结起来，向俄国工人阶级和一切革命分子，即向大多数人民进行报复，以雪1905年之恨。

向革命进行报复，是第三届杜马整个时期的特点。沙皇政府这样疯狂地进行迫害，在俄国还从来没有过。这5年来设立的绞架，打破了俄国300年来的历史纪录。流放地、苦役所和监狱里监禁的政治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多，从来也没有象在尼古拉二世统治下这样残酷地折磨和拷打失败者。官吏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肆无忌惮地侵吞公款、胡作非为和横行霸道（他们由于平定“叛乱”卖力，得以逍遥法外），任何的当权者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嘲弄居民，特别是农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狂暴地、狠毒地、蛮横地迫害犹太人以及其他不属于统治民族的民族。

反犹太主义和最粗暴的民族主义成了各政府党的唯一的政治纲领，而普利什凯维奇则成了唯一全面地、完整地、正确地体现目前沙皇君主制的一切统治方法的人物。

反革命的这些疯狂行为的后果是什么呢？

就连社会的“上层”阶级剥削阶级也深深地意识到，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十月党人本身，第三届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的政党，这个对革命吓得要死而在当局面前摇尾乞怜的地主和商人的政党，在他们的报刊上日益明显地表示，他们深信十月党人忠心为之效劳的沙皇和贵族已经把俄国引上绝路。

过去有一个时期，沙皇君主制是欧洲的宪兵，它保护俄国的反动派并且帮助用暴力镇压欧洲一切争取自由的运动。尼古拉二世则更进了一步，沙皇现在不仅是欧洲的宪兵，而且是亚洲的宪兵，他力图用阴谋、金钱和最野蛮的暴力，把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一切争取自由的运动镇压下去。

但是，沙皇政府的任何野蛮行径也不能阻止俄国的发展。不管普利什凯维奇、罗曼诺夫和马尔柯夫之流这些农奴主余孽怎样糟蹋和摧残俄国，俄国还是在前进。随着俄国的每一步发展，对政治自由的要求也日益迫切。俄国也象20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没有政治自由是不能生存的。既然沙皇解散了前两届杜马并践踏了他自己的1905年10月17日宣言，难道还可以指望沙皇君主制实行政治改革吗？既然官吏们知道沙皇及其仆从会掩盖一切，因而都在嘲弄一切法律，难道可以设想在目前的俄国会实行政治改革吗？难道我们没有看到，昨天的伊利奥多尔和今天的拉斯普廷，昨天的托尔马乔夫和今天的赫沃斯托夫，昨天的斯托雷平和今天的马卡罗夫，怎样在沙皇本人或其亲属的庇护下践踏一切法律吗？难道我们没有看到，连地主杜马旨在革新和巩固沙皇政权的微不足道的、小得可笑的“改革”，都遭到国务会议或者血腥的尼古拉的个人手谕的拒绝和破坏吗？难道我们不知道，黑帮匪徒暗杀当局所不称心的杜马代表，把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送去服苦役，随时准备大屠杀，到处厚颜无耻地抢劫国家财产，可是他们却受到沙皇的特别厚爱，并且得到他掩饰得并不巧妙的帮助、指示和指导吗？为了实现俄国人民的基本政治要求，人民的优秀代表进行了七八十年的英勇斗争，千百万人在1905年奋起反抗，请看一看，在尼古拉·罗曼诺夫的统治下，这些要求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就连选举第一、二两届杜马的非普遍、非平等、非直接的选举权都遭到沙皇政府的践踏，难道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能为罗曼诺夫君主制所容许吗？就连反动的、荒谬的1906年3月4日的法律[119]都被省长和大臣们一笔勾销，难道结社和罢工等自由能为沙皇君主制所容许吗？难道在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的关于“公民自由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人身的真正不可侵犯”、“信仰、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等等的词句不是一种嘲弄吗？沙皇的每个“臣民”每天都亲眼看到这种嘲弄。

不！什么自由和旧政权可以结合，什么在沙皇君主制下可以实行政治改革，这类自由主义的谎话我们已经听够了。俄国人民因为这些幼稚的幻想而受到了反革命的沉重的教训！谁要真心诚意地要求政治自由，谁就应该自豪地、勇敢地举起共和国的旗帜，而沙皇地主匪帮的政策一定会促使俄国民主派的一切有生力量集合在这个旗帜之下。

前不久有个时期，“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对俄国似乎还是个过于先进的口号。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出了这个口号，先进部队的工人接受了这个口号，并把它传播到全国；两三年内这个口号就成了“民间口头语”了。工人同志们和俄国所有不想让我们国家完全陷于停滞、野蛮、千百万人无权和极端贫困的状态的公民们，行动起来吧！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俄国工人一定会使“打倒沙皇君主制！俄罗斯民主共和国万岁！”的口号成为全国流行的民间口头语。

工人们！请回想一下1905年，那时你们通过罢工斗争唤起千百万劳动者去争取新的生活，去提高觉悟，去争取自由。沙皇数十年的改革使你们的生活得到的改善没有达到而且也不可能达到你们那时通过群众斗争所取得的改善的1C10。被地主杜马（在立宪民主党人参与下）弄得面目皆非的工人保险法案的结局，再一次表明工人能够指望“从上面”得到的是些什么。

反革命差不多夺去了我们的全部成果，但是它没有夺去也不可能夺去青年工人和日益成长壮大的全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锐气和对自己事业的信心。

争取改善不愿再在苦役工厂里做奴隶的工人们的生活的新斗争万岁！八小时工作制万岁！谁要想在俄国得到自由，谁就应该帮助那个在1905年给沙皇君主制掘好坟墓并在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中要把俄国各族人民最大的敌人埋葬在这个坟墓里的阶级。

农民们！你们派遣自己的代表劳动派到第一、二届杜马中去，你们相信沙皇，希望用和平办法使他同意把地主的土地交给人民。你们现在可以确信，沙皇这个俄国最大的地主，为了庇护地主和官吏，不惜作出任何背信弃义和破坏法纪的事情，不惜制造任何暴力行为和流血事件。是忍受农奴主余孽的压迫，默默地忍受官吏们的愚弄和侮辱，让几十万几百万人被饥饿的痛苦、被饥饿和极度贫困引起的疾病活活地折磨致死呢，还是为了给我们的孩子们争取多少象人一样的生活而在反对沙皇君主制和沙皇地主杜马的斗争中牺牲呢？

这就是俄国农民所面临的问题。社会民主工党号召农民为完全的自由、为把地主的全部土地无偿地转到农民手里而进行斗争。施舍医不好农民的贫困，解救不了农民的饥饿。农民要求的不是恩赐，而是他们多少世纪以来用自己的血汗灌溉的土地。农民需要的不是当局和沙皇的保护，而是不受官吏和沙皇摆布的自由，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自由。

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一定会表明群众的政治觉悟，再次吸引他们投入决定性的斗争。在这次选举中互相斗争的三个主要党派是：（1）黑帮，（2）自由派，（3）社会民主党人。

属于黑帮的有右派、“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他们都拥护政府，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差别不可能有什么重大意义。同所有这些黑帮政党进行无情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自由派就是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党或“人民自由”党）。这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它不想彻底破坏沙皇和农奴主－地主的政权，也不想把政权交给人民，而想同沙皇和农奴主－地主瓜分政权。自由派虽然也仇恨把他们排斥在政权之外的政府，也帮助揭露政府，动摇和瓦解它的队伍，但是他们更为仇恨革命，害怕群众的任何斗争，对人民的解放斗争更加动摇更加不坚定，一到决定关头就叛变，投到君主制方面去。在反革命时期，自由派附和沙皇政府的“斯拉夫式的”幻想，扮演“负责的反对派”的角色，以“陛下的反对派”的姿态向沙皇摇尾乞怜，诬蔑革命者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愈来愈远地离开争取自由的斗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过去在第三届黑帮杜马中，也能举起革命的旗帜，也能从那里促进对工人的组织工作和革命教育工作，促进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无产阶级政党是能够为俄国争得自由的先进阶级的唯一的政党。现在我们党参加杜马不是为了去那里玩弄“改革”的把戏，也不是象欺骗人民的自由派所说的那样，为了“保护宪制”，“说服”十月党人或者“把反动派”从杜马中“赶出去”，而是为了从杜马讲坛上号召群众进行斗争，阐明社会主义学说，揭穿政府和自由派的一切欺骗，揭露人民中落后阶层的君主主义偏见和各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根源，——总之，是为了给新的俄国革命培养一支自觉战士的队伍。

沙皇政府和黑帮地主已经充分估计到，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革命力量。警察局和内务部现在竭力设法不让社会民主党人被选入第四届杜马。工人们和公民们，联合起来！团结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周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经从动荡年代的瓦解状态中恢复过来了，它在最近召开的代表会议上又重新集聚了力量，举起了自己的旗帜。人人都来参加这次选举和选举的鼓动工作吧！政府的努力一定会被粉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红旗一定会从杜马的讲坛上升起，在警察统治的、无权的、洒满鲜血的、受压制的和饥饿的俄国上空高高飘扬！

俄罗斯民主共和国万岁！

八小时工作制万岁！

没收地主土地万岁！

工人们和公民们，都来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鼓动工作吧！都来选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候选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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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选举纲领》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为基础于1912年3月初在巴黎写的，经中央委员会批准后，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梯弗利斯印成单页，运到包括最大的无产阶级中心的18个地点。《社会民主党人报》根据在俄国出版的单页在第26号附刊予以转载。列宁于1912年3月13日（26日）把纲领的一份手抄件寄给《明星报》编辑部，并写了附言，要求停止制定其他纲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184。



[118]1896年5月18日（30日），在莫斯科附近的霍登卡，官方为庆祝尼古拉二世加冕礼而举办一次民众游乐会。由于当局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结果当天挤死了1389人，挤伤致残1300人。这件事引起了社会上的普遍愤慨。尼古拉二世被称为“血腥的尼古拉”和“霍登卡的沙皇”，就是由此而来的。——184。



[119]1906年3月46（17日）的法律是指沙皇政府在这一天颁布的两个法令：关于结社和关于集会的暂行条例。这两个法令允许组织社团和集会，但同时又设置许多障碍，实际上使之成为一纸空文。法令授权内务大臣可以酌情查封社团，并拒绝新社团的登记注册。——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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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牌摊到桌面上来
[120]



（1912年3月12日或13日〔25日或26日〕）

摩纳哥公国的语言[121]，是我国的显贵即大臣先生们和国务会议成员们等等精通的语言。是谁使这种语言在我们的国务会议里通用起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因此，在《现代事业报》第8号上出现作为本文标题的这种用语，我们感到有些惊奇。

但是问题不在于表达方式。使用这种用语的人（尔·马尔托夫）在取消派中间的威信，所谈的问题的重要性（在选举运动及其原则和策略等等问题上“把牌摊到桌面上来”），——这一切使我们不得不把这个口号接过来，不管它是用什么语言表达的。

“把牌摊到桌面上来”，这是一个绝妙的口号。我们首先希望这个口号能用于《现代事业报》。先生们，把牌摊到桌面上来！

凡是有文字工作经验的人，根据撰稿人的成分，甚至根据表明报刊方针（如果方针是比较确定的、比较为人所知的话）的个别用语，马上就能断定刊物的性质。这样的人只要对《现代事业报》看上一眼，就能断定它是属于取消派的。

但是广大群众并不是这样容易识别各种报刊的方针的，特别是在谈实际政策而不是理论根据的时候。在这里提一提尔·马尔托夫那么适时地提出来的“把牌摊到桌面上来”这个口号，是非常重要、非常适宜的。这是因为把牌藏在桌子下面的正好是《现代事业报》！

《现代事业报》现在开始提出的思想，是《我们的曙光》杂志、《生活》杂志[122]、《复兴》杂志、《生活事业》杂志等刊物近两年来才比较彻底和系统地探讨出来的思想。两年来这里收集到的材料相当多。缺乏的只是综合材料，特别是两年来探讨这种思想的人所作的综合材料。缺乏的是取消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对《我们的曙光》杂志两年来的“工作”总结所作的公开的说明。

那些爱谈“公开的工人政党”的人原来正好是爱搞非公开的把戏的人！例如，在第8号的社论里就可以读到：“争取总目标，争取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一般改善和根本改变的斗争道路”，要通过“捍卫部分的〈黑体是原作者用的〉权利”才能达到。在同一号的一篇谈论某些“彼得堡的公开工人运动活动家”的短文里可以读到：他们还会“象以往那样”，“把他们以往坚持的恢复和建立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方法，在社会民主党内推广”。

把牌摊到桌面上来！这个部分权利捍卫论究竟是什么呢？在任何明文规定的、正式的、经工人组织或这些组织的代表承认的、公开宣布的原理中，都没有提出过这样的理论。这是不是弗·列维茨基先生在1911年《我们的曙光》杂志第11期上告诉我们的那个理论[123]？其次，报纸的读者怎么会知道，某些没有指出名字的公开运动的活动家为了“恢复党和建立党”（显然是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即还不存在的党），究竟坚持了哪些方法呢！？如果他们的确是“公开”运动的活动家，如果这些话不只是一句暗语，那为什么不说出这些活动家的名字来呢？

要知道“恢复党和建立党的方法”问题，并不是什么在谈论任何报纸都感兴趣的其他政治问题时可以顺便提及和解决的局部问题。不，这是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什么党的选举运动、党的选举策略、党的候选人。这个问题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真正的解决，因为在这里除了需要明确的理论答案外，还需要实际的解决。

往往听到一些议论，说什么在选举运动的过程中，恢复党和建立党的因素将产生出来或团结起来，等等，等等，这完全是诡辩，而且是最坏的一种诡辩。说这是诡辩，因为党是一种有组织的东西。没有整个工人阶级或者至少是它的先进阶层的统一的决定、统一的策略、统一的纲领、统一的候选人，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工人阶级的选举运动。

这种诡辩，这些以匿名的、无产阶级所不知道和无从捉摸的公开活动家（有谁不自称是“公开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有哪一个资产者不用这种称号来掩饰自己！）的名义发表的含糊不清的声明，都具有极大的危险，务必要提醒工人谨防这种危险。危险就在于：谈论“公开”行动仅仅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实际上却是在实行最坏的一种非公开的小团体独裁！

有人叫嚣反对“地下组织”，尽管那里已经作出了公开的决定，现在这些决定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资产阶级报刊的宣传（由于《土地呼声报》、《基辅思想报》、《俄罗斯言论报》、《莫斯科呼声报》、《新时报》等等的宣传，现在有数十万读者已公开得知那些表明选举运动的真正一致的十分明确的决定）。但是叫嚣反对地下组织或者赞成“公开政治活动”的人，正好以例证说明他们已离开此岸，但还没有靠近彼岸。旧的已抛弃了，新的还只是在议论之中。

《现代事业报》所谈的“恢复和建立的方法”，我们知道的（也是大家公开知道的）只是《我们的曙光》杂志所发挥和维护的那一些。其他的我们既不能公开知道，也不能通过别的什么方式知道。各小组的代表既没有试图公开地或通过别的方式讨论这些方法，也没有对这些方法作任何形式上的、明文规定的、正式的说明。在公开来公开去的词句的掩盖下，隐藏着某种完全非公开的东西和名副其实的小团体的东西、著作家小团体的东西。

某些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同资产阶级报刊的自由射手没有任何区别的著作家，我们是知道的。他们的关于“方法”、关于取消旧东西的言论，我们是知道的。

关于公开的政治活动方面的更多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上面提到的那些发行最广的资产阶级报刊，使群众知道“非公开的”政治活动、决定、口号、策略等等，比知道“公开运动的活动家”的并不存在的决定要更准确、更迅速、更直接，这真是件怪事！——看起来是件怪事，实际上却是俄国现实生活各种条件的直接的和自然的产物。

或许有人硬说，没有明文规定的决定，选举运动也能进行？？没有明文规定的决定，也能确定（由全国各地数万数十万名选民来确定）策略、行动纲领、协定、候选人？？

马尔托夫说出“把牌摊到桌面上来”这种话，竟碰到了取消派的最痛处，因此必须尽力提醒工人注意。没有明文规定的决定，没有对实践问题作出任何明确的回答，没有在先进分子（哪怕是几十个几百个也好）参与下讨论重要决定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却把没有公开指名的“公开运动的活动家”即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查茨基、叶若夫和拉林之流先生们的意图和草案……送到工人群众的面前。

现在牌是藏起来的，因为只要在工人面前把这些牌摊开一下，他们就会一清二楚：这里谈的并不是工人政党，并不是工人政策，而是自由派政论家的说教，这些政论家以自由派的方式关怀工人，他们取消旧的东西但又无力用什么新的东西来代替。

危险是很大的。空谈“公开的”……明天，却使工人不仅没有公开地解决，而且一点也没有解决今天选举运动中、今天党的生活中的一些最迫切的实际问题。

要让觉悟的工人好好地想想这种危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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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把牌摊到桌面上来》一文是1912年3月列宁在巴黎为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明星报》写的，但当时没有刊登出来。列宁于3月12日或13日（25日或26日）寄发文章时给《明星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191。



[121]“摩纳哥公国的语言”意为赌徒的语言。摩纳哥公国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小国，以赌场收入为其国民收入主要来源之一。——191。



[122]《生活》杂志（《Жизнъ》）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1910年8月和9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两期。——192。



[123]指弗·列维茨基在《我们的“宪法”和争取权利的斗争》一文中提出的“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这一“理论”。——192。







《列宁全集》第21卷


关于捷·奥·别洛乌索夫代表退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问题

（1912年3月13日〔26日〕）

我们读了《现代事业报》第7号从《言语报》转载的别洛乌索夫先生的恶意声明[124]，感到非常惊奇。”至于《言语报》刊载新倒戈分子的这个声明，倒是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前社会民主党人叫喊什么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对他的逃跑发表评论是出自所谓“报复心”，《言语报》把这种话发表出来，是很自然的。可是，《现代事业报》却为什么转载这些话呢？同一号《现代事业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别洛乌索夫代表退出的问题》的文章，文中散布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论，说什么“我们不要因为已经发生的逃跑事件而感到惶惑不安”，这怎能不使人奇怪呢？

一方面，《现代事业报》“认为，在别洛乌索夫退出的理由没有宣布以前，我们没有权利评论他的这种做法”。另一方面，它还是……半吞半吐地评论了，装腔作势地谈到了“这种逃跑行为”！

为什么要耍这种把戏呢？难道现在还不是报刊履行自己的职责，公开讨论有政治意义的事实的时候吗？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一致表示，别洛乌索夫先生应当立即辞去代表职务，因为他是社会民主党投票选进杜马的，他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里已经呆了4年半的时间。

别洛乌索夫先生在《言语报》上作了答复，他完全回避了问题的这一实质。但是，觉悟工人的舆论不能允许以沉默来回避这个问题。即使别洛乌索夫先生打算闭口不提，我们也没有权利沉默。一个工人报刊如果不去讨论对于工人阶级的杜马代表权非常重要的事实，那还要它干什么呢？

从一个民主派应尽的义务来说，能不能容许一个以社会民主党人的身分当选并且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里呆了4年半的代表，在选举前几个月退出党团而不退出杜马呢？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任何一个意识到自己对选民的义务——不是指为地方利益“请愿者”的义务，而是指在选举中在全体人民面前打出一定旗帜的政治活动家的义务——的民主派都不会否认，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希望所有阅读工人报刊和关心工人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权问题的工人，都能十分重视别洛乌索夫先生的退出，都能认真考虑和讨论这个问题。不能保持沉默。觉悟的工人在这种场合是不应当保持沉默的。应当善于捍卫自己的权利，任何选民都有的权利，即要求他们选出的代表始终忠于自己的旗帜，不敢随便逃跑，否则他们将因此受到惩罚。

杜马党团认为，一个在杜马党团里呆了4年半而且是被社会民主党人选进国家杜马的代表，如果现在退出党团，他就必须退出杜马，这种看法对不对呢？对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是完全对的！如果我们不只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主张工人代表团的统一、团结、严整和坚持原则，我们就应当表示自己的意见，我们每个人就应当单独或是联名给《明星报》和杜马党团写信（这些信还应当转给地方报纸），申明我们坚决谴责别洛乌索夫先生的行为，不仅每个工人阶级的拥护者，而且每个民主派都应当谴责这种行为。在一定的旗帜下选举出来的、曾在这个旗帜下参加过9C10的杜马常会的代表竟在选举前夕声明，我要退出党团，但我还是个代表，我愿意继续做“人民”代表，真难以想象，这是什么“人民代表”！

对不起，倒戈分子先生！现在你代表的是什么人民呢？不是把你当作社会民主党人选举出来的人民！不是在9C10的杜马常会期间都看到你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里的人民！你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欺哄人民的骗子，因为现在，在选举前的这段时间，人民不可能，确实不可能（即使他们享有完全的政治自由）根据实际情况，根据你的行为弄清你是什么人，你成了什么人，你滚到哪里去了，你被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吸引过去了。你必须退出杜马，不然所有的人都有权藐视你，把你看作政治上的冒险家和骗子！

有各种各样的退出。有时，观点的改变是非常明显的、明确的、毫不掩饰的，是由人所共知的事实引起的，因而在评价某些退出的做法时不会发生分歧，某些退出的做法没有什么不体面、不光彩的。但是现在，只是现在，只是在上述情况下，杜马党团在报刊上提出抗议，就不是偶然的了！社会民主党党团直截了当地说，别洛乌索夫先生“希望不要把他退出党团的事实公开出来”。别洛乌索夫先生在《现代事业报》所转载的答复中破口大骂，却推翻不了事实。我们要问：一个人退出党团，却希望把自己退出的事实隐瞒起来，对这种人每个工人该怎么想呢？如果这不是欺骗，世界上什么才叫欺骗呢？

社会民主党党团直截了当地说，“它根本无法弄清自己这位过去的成员今后会演变到什么地步”。请读者考虑一下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吧！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这句有分量的话，不是针对所有退出的人说的，而只是针对这个退出的人说的。这是投了完全不信任票（决定是投票通过的）。不仅如此。这是对所有选民，对全体人民的警告：对这样的代表根本不能信任。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一致对所有的人发出这种警告。每个觉悟的工人现在都应当作出回答，表明他已经知道这个警告，懂得这个警告，同意这个警告，他不会默不作声地看着在俄国自称民主派的人们中间形成这样一种议会风气（确切些说：这样一种不道德的议会风气）：代表捞取代表资格，就象猎取猎物一样，是为了“自由”摆布这种猎物。所有的资产阶级议会一向都是这样，而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工人在各地都在同这种风气作斗争，通过斗争来培养自己的工人代表——不是捞取代表资格、玩弄议会欺诈手腕的政客，而是忠于工人阶级的代表。

希望工人不要受诡辩的蒙蔽。《现代事业报》声称：“我们认为，在捷·奥·别洛乌索夫退出的理由没有宣布以前，我们没有权利评论他的这种做法”；这种论调就是诡辩。

第一，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声明说：“别洛乌索夫先生说明他退出的理由是，党团早在两年以前就已经成为与他毫不相干的东西了。”难道这不是宣布理由吗？难道这不是清清楚楚的俄文字吗？如果《现代事业报》不相信党团的声明，就请它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不要支吾搪塞，不要转弯抹角，不要在党团已经作了评论、已经宣布了某些理由或党团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以后，还说它“没有权利评论”。

第二，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和取消派的《现代事业报》所刊载的别洛乌索夫先生的答复中说：“我要说，党团的声明根本〈？？！〉没有谈到我同它决裂的真正理由。我知道，一些无法左右的情况不允许党团宣布我在口头和书面中解释过的我同它的分歧。”

请看，竟出现了这种情况。党团正式宣布了别洛乌索夫先生的理由。别洛乌索夫先生破口大骂（“诽谤、中伤”等等），但又不去推翻这个理由。他声称还有些东西，一些无法左右的情况不允许党团“宣布”出来（如果真是情况不允许宣布，那阁下您为什么还用暗示的办法宣布不能宣布的东西呢？您的这种手法不是近乎诽谤吗？）。而《现代事业报》在转载别洛乌索夫先生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弥天大谎时立即声称：“在……理由没有宣布以前，我们没有权利评论”，而这些理由，一些无法左右的情况又“不允许”宣布！！换句话说，《现代事业报》要等不能宣布（按别洛乌索夫先生本人的说法）的东西宣布出来以后才来评论别洛乌索夫先生的退出。

《现代事业报》不但不去揭露它转载的别洛乌索夫先生的谎话，反而把这个谎话掩盖起来，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不过我们要补充一点。以不宣布不能宣布的东西为借口，就等于自我揭露。而评论已宣布的东西，已为人所共知的东西，是每个重视工人阶级的杜马代表权的人所必须做的。别洛乌索夫先生硬说：“我退出党团，丝毫没有改变我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方针。”这是一切叛徒一再重复的空话。这些话同党团的声明是矛盾的。我们相信的是社会民主党党团，而不是倒戈分子。关于别洛乌索夫先生的“方针”，我们也象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只知道一点，就是这是极端取消派的方针。别洛乌索夫先生的取消主义已经发展到使党团完全“取消了”他同社会民主党的联系的地步。这样对社会民主党、对工人、对工人事业要更好一些。

而别洛乌索夫先生退出杜马，不仅应当是所有的工人，而且应当是所有的民主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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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指登载在1912年2月25日（3月9日）《言语报》上的捷·奥·别洛乌索夫给该报编辑部的信。孟什维克取消派别洛乌索夫是第三届杜马伊尔库茨克省代表，他在1912年2月向社会民主党党团递交一份声明，宣布他退出党团，同时又要求对此不要公开。社会民主党党团讨论了别洛乌索夫的声明，一致认为他应立即辞去杜马代表的职务。党团的决定于1912年2月23日（3月7日）在《明星报》上发表。别洛乌索夫给《言语报》编辑部的信就是针对党团的决定而写的。



几天以后，1912年2月29日（3月13日），伊尔库茨克交易所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致电别洛乌索夫，表示该省“工商界人士恳请他不要放弃杜马代表的称号”。当天别洛乌索夫电复该委员会，对其“支持和信任”表示感谢。列宁写这篇文章时，还不知道别洛乌索夫与伊尔库茨克交易所委员会之间的电报来往。因此，《明星报》编辑部在发表列宁这篇文章的同时，向读者披露了这些电文的内容。列宁的文章发表后，别洛乌索夫又向《明星报》编辑部递交一个声明，其中充满了对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谩骂。——198。







《列宁全集》第21卷


《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
[125]



（1912年3月13日〔26日〕以后）


序言

3月26日的《前进报》[126]发表了一条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的正式消息和一篇匿名文章；该文作者仿效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外集团的决议[127]，对代表会议极尽谩骂之能事。这次代表会议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取消派4年来的斗争的终结；尽管取消派进行了各种阴谋活动，百般阻挠党的恢复，代表会议还是召开了。代表会议宣布取消派已置身于党外。取消派及其一切追随者现在向代表会议展开攻击是很自然的。

由于《前进报》拒绝登载我们对匿名作者那篇谎话连篇、恶意中伤的文章的答复，并且继续进行对取消派有利的活动，因此，为了便于德国同志们了解真相，我们就用小册子的形式发表这个答复。这本小册子主要是简要地叙述一下反对取消派的斗争的意义、经过和结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附言：当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128]第16期（1912年4月）出版的时候，我们的小册子已经付印。这一期《日志》进一步证明，《前进报》受到匿名作者的蒙蔽，而它自己又在混淆德国工人的视听。

普列汉诺夫明确表示，他依旧不赞成1912年1月举行的代表会议，同时他又直截了当地断言，崩得召开的不是现有党组织的代表会议，而是“成立大会”，即要建立一个新党的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的组织者是以“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原则”作为依据的，他们通过的是“取消派的决议”，最近这次代表会议“是取消派召开的”[129]。




某些德国同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外小集团攻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内组织代表会议时所使用的“篡夺”、“政变”等等一切可怕的字眼竟十分天真地信以为真，这只能使人惊奇。不过不应当忘记一句俗语：每一个被判定有罪的人都有权利在24小时之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

3月26日的《前进报》刊载的一篇题为《俄国党内生活所见》的文章，引用了代表会议的正式公报，其中谈到取消派被开除出党一事。问题非常明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国内组织认为，不能再同取消派一起工作了。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另一种看法，如果这样，就应当比较详细地谈一下这种解决办法的动机以及4年来同取消派斗争的全部历史！然而，《前进报》那篇匿名文章的作者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实质只字未提。如果对问题的实质避而不谈，总是装腔作势地讲个不停，这当然说明对读者极不尊重。我们的匿名作者除了谩骂再没有别的办法来反对党和取消派决裂的事实，他真是无能！

从匿名作者夸夸其谈的文章中随便举出几点奇谈怪论，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说，《前进》文集、《真理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等等“流派”或“集团”，没有参加代表会议。如果有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党的代表大会上没有弗里德贝格“集团”[130]或“流派”或《社会主义月刊》[131]的代表而伤心，那对他能够说些什么呢？我们在自己的党内也是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参加代表会议的是在国内进行活动的组织，而不是形形色色的国外“流派”或“集团”。假如这些“集团”同国内组织发生分裂，仅仅根据这一点，就可以对它们进行最严厉的斥责，宣判它们死刑，而这完全是他们罪有应得。俄国侨民史（所有其他国家的侨民史也是一样）上有过很多这样的情况：这些“流派”或“集团”一旦脱离了国内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工作，就必然走向灭亡。

我们这位作者大喊大叫，说参加代表会议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即反取消派）遭到普列汉诺夫本人的否认，这岂不可笑吗？基辅组织当然可以否认国外的“普列汉诺夫派”（即普列汉诺夫的拥护者）；但国外任何一个著作家却不能“否认”基辅组织。彼得堡、莫斯科、莫斯科郊区、喀山、萨拉托夫、梯弗利斯、巴库、尼古拉耶夫、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维尔纳和德文斯克等地的组织，“否认了”所有帮助取消派或向取消派献媚的国外小集团。“被否认者”这样喊叫和谩骂未必能够改变什么。

其次，作者公开声称，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波兰、拉脱维亚、崩得）和外高加索区域委员会是“我们俄国党的最老的、最强大的，实际上构成运动骨干的组织”，这不是笑话吗？外高加索区域委员会是否存在都还是个问题，这是谁都知道的，它出席1908年代表会议的代表的性质也证明了这一点。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以来的最初9年（1898—1907年），处于与党完全隔绝的状态；这种隔绝状态在1907—1911年间，实际上仍继续存在着。崩得在1903年脱离了党，直到1906年（确切些说，是1907年）都置身于党外。直到目前它还没有同各地党组织联合起来，而这种联合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的代表会议正式规定了的[132]。在拉脱维亚组织和崩得内部，有时取消派占上风，有时反取消派占上风。至于波兰人，1903年他们站在孟什维克方面，1905年又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1912年他们曾试图同取消派“和解”，但没有成功。

作者羞羞答答地竭力用下面这句话来掩饰这次失败：“波兰和立陶宛的社会民主党代表最初也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为什么只是最初呢？只要读一下崩得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正式通报，就可以看到对这种羞羞答答的沉默的解释。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波兰人的代表退出了代表会议，并提出了书面解释，说明他所以不能同代表会议合作，是因为会上表现出偏袒和倾向取消派的情绪。

当然，讲一堆空洞的不说明任何问题的有关“统一”（同取消派？）的废话，象作者喜欢做的那样，比研究取消派的真正实质，研究他们如何拒绝帮助恢复党，以及他们如何进行破坏党中央委员会的活动要容易得多。如果同时闭口不提波兰代表拒绝共同工作——不是同布尔什维克或列宁派，绝对不是！而是同崩得分子和拉脱维亚人，因为这种工作是没有益处的——这一事实，那么讲空话就更容易了。

但是，取消主义本身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不得不把1912年的代表会议确认为党的最高机关，并把取消派开除出去呢？

俄国的反革命使我们党的队伍发生了严重的分化。无产阶级遭到空前的疯狂的迫害。资产阶级内部发生了大规模的叛变。曾经自然而然地追随我国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同路人，开始同社会民主党背道而驰了。这种背离表现在两个方面：取消派和召回派。前者的核心由多数孟什维克著作家（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拉林、马尔托夫、唐恩、马尔丁诺夫等）组成。他们宣布秘密党已被取消，恢复党的任何尝试都是反动的空想。他们的口号是：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不言而喻，在俄国目前这种连自由派的政党立宪民主党都不能合法化的政治条件下，建立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必然只能是一种天真的愿望。取消派否定了秘密党，但也没有履行建立公开党的诺言。结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合法的刊物上嘲笑“地下组织”，同自由派一起把它埋葬，并把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主张捧上了天。普列汉诺夫把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比作德国的《社会主义月刊》是完全正确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布尔什维克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宣布向取消派作无情的斗争，拒绝为他们的所有刊物撰稿，同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断绝了关系。普列汉诺夫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谈到波特列索夫的时候写道：“在我们党看来，那个认为我们党不存在的人本身是不存在的。”早在1908年12月，党代表会议就坚决谴责了取消派，说明它是“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代之以〈请特别注意这一点！〉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不言而喻，必须利用一切合法机会，这一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仅不反对，恰恰相反，是最坚持的。然而，建立公开的合法的政党在俄国是不可能的，只有机会主义知识分子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党组织的类型可以——当然只是大体上——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德国党组织相比：合法的议会党团，各种各样的合法工人团体，这是必要的条件；而秘密的党组织终归还是基础。

“召回派”想把社会民主党党团从第三届国家杜马召回，他们提出了抵制这届杜马的口号。一部分布尔什维克投靠了召回派，列宁等人无情地向他们宣战。召回派及其拥护者成立了“前进”集团，该集团的著作家（马克西莫夫、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打着响亮的“无产阶级哲学”的旗号，鼓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鼓吹宗教和社会主义的统一。该集团的影响一直是不大的，它只有依靠同各种各样脱离俄国的和不起作用的国外集团妥协才得以生存。每次发生分裂时必然要产生的这类集团，它们总是摇来摆去，玩弄各种政客手腕，可是，它们并不代表任何派别，而且它们的活动首先表现为耍小阴谋，托洛茨基的《真理报》也属于这种集团。

当然，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很清楚，无论是取消派，还是召回派，都是把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同路人吸引过去的小资产阶级流派。同这些流派“和睦”或“和解”，早就不可能了。社会民主党或是自行灭亡，或是完全摆脱这些流派。

这个理论性的结论是正确的，1910年1月的和解尝试的经验已予以证实。当时，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次全会，在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参加下，一致宣布了一个论点，就是无论这一流派或是那一流派，都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流派。然而，这只不过是天真的愿望。无论取消派或是召回派确实在有关的决议上“签了字”，但他们还是拼命地进行反党宣传，并保存自己的单独的组织。在1910年整整一年中间，同这两个流派的斗争愈来愈尖锐起来。前面引证的普列汉诺夫的话是1910年5月以前讲的，而在5月，列宁已代表所有布尔什维克声明，既然取消派全面破坏了一月决议，就根本谈不上同他们实行和解了 
［注：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47—300页。——编者注］

 。

在国内恢复中央委员会的尝试，由于取消派拒绝协助而失败了。挽救“统一”的最后一个办法，就只有在国外召开中央委员会。1911年5月作了这一尝试。15个中央委员中，有9个在国外，8个出席了会议……其中2个取消派分子——“呼声派分子”（《呼声报》拥护者）伊哥列夫和崩得分子（伯尔）立即退出了会场，这样他们就彻底破坏了党中央委员会。

取消派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表明他们的完全背离和中央委员会的瓦解。当时，国外还有一个中央机关——所谓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中央委员会瓦解以后，布尔什维克就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剩下的是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崩得派和“呼声派”（＝国外取消派），也就是说（读过《前进报》那篇文章的人都会相信），这个人员组成与有名的崩得代表会议的人员组成一模一样，因为外高加索区域委员会早在1908年就把自己的委托书交给了“呼声派”。可是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匿名作者最新发现的这些“最老的、最坚强的国内组织”都干了些什么。他们不但没有能够联合，而且把国外局也解散了！早在1911年秋天，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就声明自行解散，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日志》里为国外局写了以下的告别的话：“永别了！这个曾经成为力图取消党的先生们手中的工具，因而必将给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事业带来巨大危害的党的机关，能为革命无产阶级做的好事只有一件：及时死去。”（《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5期附刊2第1页）根本不能说是赞同代表会议的普列汉诺夫所作的这种估价足以表明，那些大叫“篡夺”等等的人的装腔作势是多么可笑！

要实现党的统一，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召开国内组织的代表会议。由于各民族组织（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崩得分子）完全脱离了俄国工作，他们根本不可能为这次代表会议做什么事情。

1910年11月26日，托洛茨基发出了召开代表会议的呼吁。“前进派”和“呼声派”（＝国外取消派）对这个呼吁表示支持（口头上）。但是，正如所预料的那样，由于这些集团已经不起什么作用，它们的一切努力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1911年6月，布尔什维克、“调和派”（也就是“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和波兰人方面也发出了呼吁。筹备工作是从邀请当时最强大的组织之一——基辅组织开始的。1911年10月，“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即由国内组织建立的在俄国进行工作的）组织委员会”产生了。这个委员会是由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梯弗利斯、巴库和叶卡捷琳堡的组织组成的，很快又有20个组织参加。国内组织的代表参加以后，布尔什维克（所谓“列宁派”）和孟什维克护党派就立即占了绝对的优势。于是“被否认”的国外小集团勃然大怒，因为他们在国内没有拥护者。

1912年1月，俄国组织委员会终于召开了代表会议，所有国内组织毫无例外都被邀请参加。取消派、“民族代表”（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崩得分子）和所有动摇的国外小集团，都没有出席。当时代表会议确信，在党处于空前困难状况的条件下，国内组织具有最充分的代表性；当时代表会议确认，党在国内没有中央机关就要灭亡，国外的涣散日益加剧，即将举行的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要求立即把党恢复起来，因此，代表会议就必须被确认为党的最高机关，它应该选举中央委员会，宣布取消派已置身于党外。

多年来斗争的经过和结局就是这样。取消派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个“公开的”政党，还是在某种腐朽的妥协的基础上搞出一个虚构的党来，将来自会见分晓。

在俄国国内，有没有说明取消派和护党派——赞同代表会议的人——的力量的公开的可以核对的材料呢？有的。俄国有两个而且只有两个全国性的政治刊物，为它们撰稿的有马克思主义著作家和杜马党团的成员。这两个刊物都代表“流派”，但不象国外小报那样极尽谩骂之能事，许多年来它们一直都在进行公开的严肃的写作活动。当然，它们并不是党的机关报；它们完全是合法的，它们只在俄国现行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然而社会民主党内各种各样比较重要的理论思想色彩，总的说来，在这两个刊物上都有绝对正确的反映。除了取消派和反取消派（赞同代表会议的人）这两个“流派”以外，其他任何流派都没有得到反映，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其他任何比较重要的“流派”。象《真理报》小集团、“前进”小集团、“布尔什维克护党派”（或“调和派”，有调和情绪的人）等等所有这些小集团，都等于零。取消派的观点在国内，反映在《我们的曙光》月刊（1910年创办）和《现代事业报》周报（出到第8号）上。护党派（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护党派）的观点，反映在《启蒙》月刊[133]（1911年创办，前身是《思想》杂志）和《明星报》（出到第53号）上。说社会民主党护党派否定“合法”工作，是再错误不过的了，相反，就是在进行合法工作方面，他们也胜过取消派。合法的社会民主党人唯一不容争辩的全国性公开组织，就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它是完全合法的，同党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但它的所有的成员都是众所周知的，他们每个人代表哪个流派，也是众所周知的。

取消派的《现代事业报》的经常撰稿人有两个杜马党团成员——阿斯特拉汉采夫和库兹涅佐夫 
［注：不久以前，还有第三个——别洛乌索夫。现在，这个极端取消派（俄国的比索拉蒂！）已经退出了杜马党团。杜马党团曾公开告诫所有选民，并要求别洛乌索夫退出杜马。这个小小的例子足以说明，彻底的取消主义有时会使人走得多么远！］

 。反取消派的《明星报》上的撰稿人有8个杜马代表：沃罗宁、沃伊洛什尼科夫、叶戈罗夫、扎哈罗夫、波克罗夫斯基、普列德卡林、波列塔耶夫和苏尔科夫。有两个杜马代表——齐赫泽和格格奇柯利，既不为前一个刊物，也不为后一个刊物撰稿。有1个代表（舒尔卡诺夫）是两个刊物的撰稿人。

这是2与8之比！这确实是无可争辩的、可以核对的公开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可以断定取消派和反取消派的力量对比。这样一来，无名作者的那种似乎绝大多数人都赞成取消派等等自吹自擂的说法，就不值一驳了。这些类似塔拉斯孔城的达达兰的词句，同托洛茨基讲的话 
［注：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期间，托洛茨基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通篇都是这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恶毒攻击，因此，不仅列宁，就连俄国代表团代表普列汉诺夫和瓦尔斯基，都不得不向执行委员会提出书面抗议。］

 极其相似，因此就不值得认真争论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斗争有时采取非常激烈的形式。在侨居生活的条件下，只能是这样的，在其他任何反革命势力嚣张、人们被迫逃往国外的国家，也是这样的。

用些过分华丽的辞藻“斥责”这种斗争形式，唾弃这种斗争形式，满足于发表“统一的好处”这种极端庸俗的议论，只能说是轻率。谁要真想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8—1911年这一困难时期的历史，谁就会掌握很多秘密的文献和更多的公开的文献。这些文献里面包括大有裨益的材料，说明各流派的性质、分歧的原则意义、斗争的根源以及斗争发展的情况和条件等等。

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不是通过同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同路人的艰苦斗争和多次分裂才建立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是在同这种同路人的艰苦斗争中，排除一切障碍，于1898年形成，并成长壮大和锻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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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这篇文章是列宁对列·达·托洛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匿名发表的反对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及其决议的诽谤性文章的答复。文章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名义用德文印成小册子，分寄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各刊物编辑部、各地方委员会、各图书馆，共600个单位。



在《列宁全集》俄文各版中，这篇文章是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小册子从德文译成俄文刊印的。——204。



[126]《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204。



[127]指1912年3月12日在崩得国外委员会、“前进”集团、《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列·达·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孟什维克护党派和调和派等单位的代表于巴黎召开的会议上通过的攻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该会议还决定将此决议通报社会党国际局，德国、法国、奥地利三国社会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以及所谓“保管人”。该决议除印成单页外，还刊载于维也纳《真理报》和崩得的《新闻小报》第4号。列宁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的身分，就这个决议发表了一个正式的抗议声明（见本卷第221—224页），并在3月28日以前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写了一封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204。



[128]《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期。1916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1期。在第1—8期（1905—1906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谴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9—16期（1909—1912年）中，普列汉诺夫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1916年该杂志出版的第1期里则明显地表达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205。



[129]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问题》，载于1912年4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6期（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7年俄文版第19卷第395—407页）。文章引用了《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编辑部同取消派组织委员会代表的来往信件。在这些信件里，取消派组织委员会的代表坚持要求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护党派集团参加组织委员会。普列汉诺夫在答复中揭露了正在筹备召开的八月代表会议的取消主义性质，并拒绝参加组织委员会的工作。——205。



[130]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以拉·富里德伯格为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别。——206。



[131]《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06。



[132]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统一的决议》。决议说：“代表会议建议中央委员会采取措施，把违背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决议至今尚未进行统一的各区域内的我党地方组织统一起来。”（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56页）。——208。



[133]《启蒙》杂志（《Просвешение》）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一共出了27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代替被沙皇政府封闭的布尔什维克刊物——在莫斯科出版的《思想》杂志而创办的，受以列宁为首的国外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出版杂志的实际工作，由俄国国内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在不同时期参加国内编辑委员会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列·米·米哈伊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A．A．里亚比宁、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从1913年起，《启蒙》杂志文艺部由马·高尔基领导。《启蒙》杂志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机关刊物，曾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过斗争，登过列宁的28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启蒙》杂志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复刊后，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登载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两篇著作。——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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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

（1912年3月17日〔30日〕）

还是同过去，同1905年以前的旧俄国一样，又发生饥荒了。歉收是任何地方都会发生的，但是只有在俄国歉收才会引起严重的灾难，才会使千百万农民挨饿。而目前的灾难，甚至拥护政府和地主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其规模超过1891年的饥荒。

有3000万居民受灾最严重。农民贱价出卖份地、牲口以及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卖掉少女——万恶的奴隶制时代又回来了。人民所遭受的灾难一下子就暴露出我国整个所谓“文明的”社会制度的真正实质：这个制度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用另一种外壳包着的，处在另一种“文明程度”上的旧的奴隶制度，即千百万劳动人民由于1万个“上层分子”聚敛财富、穷极奢侈、过寄生生活而受奴役的制度。服苦役，就象奴隶们一直都在干的那样，而富人们对奴隶的命运漠不关心。从前，他们公开用饥饿折磨奴隶，公开霸占民女为妾，对奴隶进行人身摧残。而现在，他们用种种诡计、用文明的成就和进步成果来掠夺农民，农民饿得全身浮肿，他们吃不到面包，而以野草、泥块充饥，得了坏血病，在病痛的折磨中奄奄待毙，而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俄国地主和俄国资本家捞到的钱财以千万计，两个首都的娱乐场所的老板说，他们的生意好久没有这么兴隆了，在大都市里，好久没有出现象现在这样的穷奢极侈的生活了。

为什么在俄国，为什么只有在俄国，还有这种中世纪的饥馑同文明的最新的进步成果同时并存的情况呢？这是因为资本这个新吸血鬼扑向俄国农民的时候，农民被农奴主－地主，被农奴主的、地主的、沙皇的专制制度束缚住了手脚。农民受到地主的掠夺，官吏的专横迫害，被警察的重重禁令、无理刁难和暴力行为以及乡警、神父、地方官[134]的最新的警卫束缚住了手脚，他们就象非洲的土人那样没有力量抵御自然灾害和反抗资本。现在只有在未开化的国家里，才会看到20世纪的俄国发生的这种大量饿死人的情景。

但是，在沙皇政府发表了大量吹嘘新土地规划的好处、独立农庄经济的进步性等等的言论之后，现代俄国发生的饥荒肯定会教会农民许多东西。饥荒会葬送千百万条生命，但也会葬送残留的那种愚昧野蛮的、奴隶式的对沙皇的迷信，这种迷信使人们难以理解反对沙皇君主制、反对地主的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农民只有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才能找到出路。只有推翻沙皇君主制这个地主的支柱，才能过上稍微象人的生活，才能摆脱饥饿和极端贫困。

讲明这一点，是每个觉悟工人的责任，是每个觉悟农民的责任。这是我们在对付饥荒方面的首要任务。无论任何地方只要有可能，就要向工人募捐来救济挨饿的农民，并且通过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把这笔钱转送出去，——这当然也是一件必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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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地方官是沙皇俄国农村中管理行政和司法的公职人员，其职权是监督农民社会管理机关的活动和农民案件的初审。按照1889年7月12日的法令，地方官由省长从拥有不动产的世袭贵族中任命，并由内务大臣批准，实行地方官制度是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反动措施之一，目的在于加强领地贵族在废除农奴制后的农村中的作用。——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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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和第四届杜马的选举

（1912年3月17日〔30日〕）

政府已经开始了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准备”工作。地方官在省长和大臣的通令的催促下正在卖力地干着，区警察局长们和黑帮分子正在热心地忙着，奉命全力为“右派”政党张罗的“神父们”正在拼命地奔走。农民也该考虑一下选举问题了。

选举对农民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农民在选举中的处境是很困难的。农民的政治组织性最差，既比工人差，也比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差。而没有政治组织，农民这个由于生活条件而最分散的居民阶层就根本不能反击那些现在还在压迫他们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粗暴地凌辱他们的地主和官吏。如果第四届杜马中有一个农民代表小组，他们真正忠于农民的事业，有觉悟，有能力在各个问题上捍卫农民的利益，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坚定不移地扩大和巩固同各地农民的联系，那么这个小组就能够大大促进农民群众在争取自由、争取生存的斗争中的团结。

在第四届杜马中能不能组成这样一个小组呢？在第三届杜马中有过一个14人组成的劳动团，它捍卫过农民民主派的利益，遗憾的是，他们与此同时过多地依赖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人，而立宪民主党人用农民同地主、同地主沙皇君主制“和平相处”的幻影来欺骗农民，牵着农民的鼻子走。此外，大家都知道，就是第三届杜马中的“右派”农民，在土地问题上所发表的言论也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加民主。第三届杜马43名农民代表的土地法案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不久前普利什凯维奇反对右派农民代表的“发言”表明，黑帮分子十分不满意“右派”农民代表是有理由的。

可见，在第三届杜马期间，农民已经从新的土地政策，从“土地紊乱”，从饥荒这一极严重的灾难中得到沉痛的教训，从农民的情绪看来，他们完全能够把民主派的代表选入第四届杜马。全部关键在于选举法！地主制定的这个有利于地主的、经地主沙皇批准的法律，不是把选举农民杜马代表的权利交给农民复选人，而是交给地主。地主喜欢哪个农民复选人，就把哪个选入杜马作农民代表！很清楚，地主总是要选黑帮农民的。

这就是说，农民要把自己的代表，把真正可靠的、坚决维护农民利益的代表选入杜马，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象工人那样做，只选有党性的、有觉悟的、完全忠于农民的和可信赖的人作复选人。

工人的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代表会议上决定：工人在初选人（选举复选人的人）大会上就必须确定，究竟应该选谁为工人的杜马代表。其余的复选人应该弃权，否则就要受到抵制和以背叛论处。

农民也要这样做。应该马上开始选举的准备工作，向农民讲清他们的处境，每一个村庄，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要把有觉悟的农民团结成哪怕人数很少的领导选举的小组。农民在自己的初选人大会上，在选举复选人之前，必须确定究竟应该选谁为农民的杜马代表，要求所有其余的农民复选人都不接受地主的提名，都必须弃权以利于农民候选人当选，否则就要受到抵制和以背叛论处。

所有的觉悟工人，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所有的真正民主派都应该帮助农民进行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要记取饥荒和农民土地遭到掠夺的沉痛教训。第四届杜马中忠于农民的真正民主派的农民代表小组必将加强和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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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胡斯曼的信
[135]



（1912年3月17日和23日〔3月30日和4月5日〕之间）

亲爱的同志：

我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分，现在就某些自称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国外集团和两个（也是国外的）报纸的编辑部成员通过的决议，声明如下：

（1）几年来，既没有能够召开国内组织的代表会议，也没有能够建立或恢复能把这些组织统一起来的中央委员会，可是刚刚结束的党代表会议却把在国内进行工作的23个党组织联合起来了。

多数国内党组织已听取过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报告，所有这些报告受到各地热烈的赞同，而且所有这些组织都表示，它们将给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以支持。我们在1912年3月30日的《工人报》（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上，就公布了彼得堡（瓦西里耶夫岛区）、莫斯科、基辅、萨马拉和尼古拉耶夫等组织通过的一些决议，这些决议都对代表会议表示了热烈的赞同，并答应给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以支持（在这号报纸出版后，我们还收到了梯弗利斯寄来的一个同样决议）。因此，我们就不能认为，那些不依靠国内任何党组织的、人数不多的国外小集团的抗议有任何意义了。

（2）在国内工作的党员举行的这次引起所有这些人数不多的国外小集团抗议的代表会议，专门研究了国外小集团的瓦解组织的活动和这些小集团使国内党的工作经常处于混乱状态的问题。这些同国内任何一个组织都没有联系的小集团，利用自己可以完全不负任何责任的地位，竟以党的名义发表议论。这种早已侵入我们党的机体的疾病，是俄国政治制度的后果：这个制度一方面使我们党转入地下，一方面使大量党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流亡和侨居国外。

代表会议严厉谴责了这些小集团的瓦解组织的活动，这些小集团都是呆在国外的和完全不负任何责任的。因此，这些小集团对谴责他们的行为的代表会议进行百般攻击，企图使代表会议威信扫地，这对党来说，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3）在决议上签字的还有《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集团。这个签字向我们说明了很多问题，向我们表明了国内取消派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以至某些国外刊物向代表会议所发起的这整个敌对运动的真正意义。

问题在于，在总结近4年来我们党内各种流派的斗争的决议中，代表会议特别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所代表的流派。为了更全面地阐明这个问题，我认为在这里援引一下这个决议是有益处的。

决议写道：


　　“鉴于：（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近4年来一直在同取消派进行坚决的斗争；1908年的十二月党代表会议确定该派为‘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

（2）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继续同这个流派进行斗争，一致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并且以同取消主义完全决裂、彻底克服这种背离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倾向作为实现党内的真正统一、使原有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组织合併的条件；

（3）集结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周围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违背党的一切决定和各派代表在1910年一月全会上提出的保证，公开为这个被全党一致认为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产物的流派进行辩护；

（4）前中央委员米—尔、尤里和罗曼不但在1910年春拒绝加入中央委员会，而且甚至连一次增补新成员的会议也拒绝参加，并公开声明说，他们认为党中央的存在本身都是‘有害的’；

（5）取消派的上述主要出版物《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正是在1910年中央全会以后坚决地全面转到取消主义方面去了：它们不但‘贬低〈违背全会决议〉秘密党的意义’，而且公开否认党，宣称党是一具‘死尸’，宣称党已被取消，宣称恢复秘密党是‘反动的空想’，并在公开的杂志上对秘密党大肆诽谤和谩骂，要工人把党的支部和党的等级制度看作‘衰亡的东西’，等等；

（6）当全国的护党分子不分派别地联合起来，致力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当前任务的时候，取消派却形成了完全独立的小集团，甚至在孟什维克护党派占优势的地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基辅）也脱离了党，完全拒绝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组织保持任何党内联系，代表会议声明，《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集团的所作所为已使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

代表会议号召一切护党分子，不分派别和色彩，与取消主义进行斗争，说明它对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全部危害，竭力恢复和巩固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4）由此可见，这里的问题决不是什么“篡夺”、不是什么“分裂”等等，取消派大发雷霆的原因决不在这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所反对的流派，实际上早已完全抛弃了党的一切工作，竭力反对恢复中央委员会，并把仅剩的一个党的机关（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也变成了“力图取消党的先生们手中的工具”（这是并不赞同代表会议的普列汉诺夫同志说的话）。（5）至于各民族组织，我应当指出，在1906年（或更确切地说：1907年）以前，即在各民族组织加入我们党（崩得1903年退出了党，后来也是在1907年又重新加入）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存在的。鉴于民族组织没有出席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已委托中央委员会同各民族组织举行会谈，以便恢复同他们的正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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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社会党国际局于1912年4月12日把列宁的这封信随第7号通报分发给各国社会党，通报建议各国社会党在报刊上公布列宁的这封信。——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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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的联盟及其意义

（1912年3月29日〔4月11日〕）

几天以前，报纸就报道了“非党进步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双方于3月18日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的消息。

半官方的《言语报》（3月21日）的半官方社论，证实了召开会议的事实，并且对会议作出了评价。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很容易地从这一评价中分辨出，哪些是煞费苦心掩盖起来的问题实质，哪些是用以保持外表上的体面的薄纱。

问题的实质在于，进步派和立宪民主党人虽然都是反对派，但是“他们属于反对派中被称为‘负责的’反对派的那一部分”。《言语报》就是这样说的。可见，立宪民主党人也不能不承认，反对派内部有两“部分”：一部分可以称为“负责的”反对派，另一部分是不可以这样称呼的。立宪民主党人既然承认这一点，这就一下子使我们接触到了问题的中心。

立宪民主党人谈到“负责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更经常和更好的表述形式是米留可夫关于陛下的反对派的有名的“伦敦”口号），是要把自己和与他们类似的派别同民主派区别开来，即同劳动派和工人区别开来。所谓“负责的”反对派，其实就是站在民主派和实行农奴主土地占有制的专制制度之间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中派。这个害怕彻底的民主派甚于害怕所谓“反动派”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中派，很早就出现在俄国政治舞台上了。它已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期，并给了人们足够的教训，再对它的真正本质认识不清是决不容许的，更不用说回避问题或用不了解来推托了。

这个中派在农奴制崩溃时代已经具有十分明显的轮廓。从那个时代到1905年大约有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内，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无论在地方自治机关还是在城市代表机关，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出版界，都成长起来了，并且成为一支十分确定的力量。1905年旧制度的危机和俄国各阶级的公开行动，使这个拥有右翼（十月党人）和左翼（立宪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中派最终形成，并以政党的形式固定下来了。这个中派异常迅速地脱离民主派，这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在1905—1907年各个“急剧的转折关头”，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民主派，甚至也不是所有的工人民主派都理解这一脱离的实质和意义。

俄国资产阶级无论同旧的领地占有制或者同旧的官僚制度，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此外，俄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相当独立自主的阶级，是一个能够自卫甚至能够领导民主派与自由派抗衡的阶级。这就是我国资产阶级成为反民主、反人民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原因。这就是它害怕民主派甚于害怕反动派的原因。这就是它经常摇摆不定，随风转舵，背叛民主派而投靠反动派的原因。这就是它在1905年后成为反革命的阶级，并在六三体制中取得“一席之地”的原因。十月党人成了政府党（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许可和监督下），而立宪民主党人则成了可以容许的反对派。

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通过准许同“左派”（请不要笑！）十月党人结成联盟的决定，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又同“非党进步派”实行“非正式的”联合，——所有这些不过是一根长链条上的几个环节，不过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中派纠合过程中的几个阶段。

但是，反对派在选举前不能不披上“民主的”外衣。立宪民主党人不仅想捞取大中资产阶级的选票，还想捞取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店员等等的选票，所以不得不强调，他是“人民自由党”的党员，是“立宪民主主义者”，不要开玩笑了！立宪民主党实际上是温和的君主主义自由派政党，当然要在选举前和为了选举而用民主的外衣乔装打扮起来，用一层遮人耳目的薄纱来掩盖他们同“非党进步派”和“左派”十月党人的接近。

所以《言语报》就作出了无数丑态，施展了无数外交诡计，发表了一些动人的声明，说什么“人民自由党将不会迁就环境”等等，等等。当然，这只是逗人的笑料。立宪民主党的全部历史只不过是对它的纲领的嘲弄，只不过是在最坏的意义上的“迁就”环境。《言语报》写道：“在另外一些政治条件下，人民自由党本来能在立法机关中亮出自己的全部纲领，而所谓‘进步派’当然会成为它的反对者，就象不久前在几次比较紧急的时刻那样。”

第二届杜马时期是比较紧急的时刻，对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未必会提出异议。可是在那个时期，不仅进步派，就连还要右得多的分子，都不是立宪民主党人的反对者，而是他们反对民主派的同盟者。后来，民主派在第三届杜马中发表了比立宪民主党纲领中任何一条都要进步得多的声明，——这就是说，立宪民主党甚至在第三届杜马这样的“立法机关”中，也是完全“能亮出自己的全部纲领”的！立宪民主党人没有这么做，决不能归咎于“政治条件”——不要说“我不能”，而要说“我不想”吧！——而要归咎于立宪民主党人完全脱离民主派的事实。立宪民主党人本来完全能亮出自己的全部纲领的，但是他们背离了民主派，他们本身的右倾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言语报》的社论作者关于同进步派联盟的议论，是许多典型例子之一，这说明米留可夫之类的立宪民主党领袖是多么容易牵着为数不多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鼻子走。他们用空话哄骗左派立宪民主党人，他们用关于“民主”的冠冕堂皇的字眼来抚慰科柳巴金之流，其实他们完全是按照反民主的精神、按照同进步派和左派十月党人接近和结合的精神指导自己的政策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分工”和西欧一切资产阶级议员一样：让科柳巴金之流及其他“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对人民大谈其“自由”，而在议会中，在实际政策上，立宪民主党同最温和的自由派步调完全一致。

取消派在谈到进步派时写道：“新的派别只会巩固，只会加强资产阶级选民所处的那种政治上不定形和政治上紊乱的状态，而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完全无能为力正是这种状态造成的。”

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无能为力，决不是“资产阶级选民”的“不定形”造成的（只有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幻想家才能这样以为），而是经济条件造成的，是那些使资产阶级成为工人的敌人，成为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只会发发牢骚和表示一下善良愿望的奴隶的经济条件造成的。

左派立宪民主党人议员或者从唯心主义的政治理论出发，或者从害怕失掉为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所激怒的左倾选民的选票这种庸俗恐惧心理出发，是能够同正式的立宪民主党展开斗争的，他们所持的理由就是现在已经到了恢复理智的时候了，到了记起我们的纲领的时候了，到了反对不定形状态、小市民习气、无原则性的时候了等等，这都是一些通常听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

马克思主义者从唯物主义的政治理论出发，同各种色彩的立宪民主党人展开斗争，同时说明促使资产阶级制定自由主义君主派纲领并同进步派及“左派”十月党人接近的整个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因此，我们的结论不是向立宪民主党人的“理智”、向立宪民主党人的“记忆力”、向立宪民主党人的“原则”呼吁，而是向人民说明，为什么自由派会成为反革命的派别并且同民主派决裂。我们不会惊叫：立宪民主党人会不会终于恢复理智，他们会不会记起自己的纲领？我们要说：民主派会不会终于明白他们同反革命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是有极大区别的？那些经济利益既不同领地占有制拴在一起，也不同官僚、律师等等的地位和收入拴在一起的人，会不会终于明白，为了真正人民的自由，必须同工人民主派一起反对右派和立宪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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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由派工人政策作的拙劣辩护

（1912年4月1日〔14日〕）

马尔托夫在《现代事业报》第8号上对《明星报》第11号上我的《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机关报》 
［注：见本卷第165—168页。——编者注］

 一文作了答复。问题涉及到工人在选举运动中的基本路线，所以值得特别注意。

我把《现代事业报》叫作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机关报，同时作了如下的论证：（1）马尔托夫和唐恩提出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的口号，不是民主派的口号，而是自由派的口号。在俄国反对“反动派”的斗争，不仅不局限于把杜马从反动派的手中夺过来，而且重点也不在这方面。（2）马尔托夫谈到他提出的目标能够实现的时候，一开始就粉饰我国的选举法。马尔托夫声称：“土地占有者和第一城市选民团的复选人在很大一部分省的选举大会上占多数”是有保证的。我指出如下事实：他们在所有省的选举大会上占多数都是有保证的；在53个省中，有28个省，单是土地占有者就已经占多数（在省的选举大会上），而且，在440名杜马代表中，这些省份要选出255名。（3）马尔托夫谈到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的时候，他忘记了，要使杜马从地主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立场再前进一步，是办不到的。马尔托夫和唐恩的口号是把地主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的口号。（4）马尔托夫在谈到工人的切身利益是使政权转到“文明的资产者手中”的时候，他“忘记”指出一件事，就是：自由派的切身利益是怎样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瓜分政权，而又使民主派得不到“一件武器”！（5）马尔托夫谈到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得到加强，从而“使他们便于取得政权”的时候，他忘记了俄国1905—1906年的经验，忘记了法国1789年及以后几年的经验，忘记了中国1911年的经验。这些经验表明：只有民主派违反自由派的意志取得胜利，政权才会转到自由派（或者比自由派左一些的派别）手中。（6）可见，马尔托夫只承认任何一个有教养的自由派都会接受的马克思主义。

在这6点上，马尔托夫回答了一些什么？什么也没有回答。他保持绝对的沉默。既然你决心闭口不谈，那又何必挑起论战呢？

马尔托夫避而不谈我提出的所有的理由，同时又想用我下面这段话“抓住”我：


　　“我们在选举中的实际任务决不是‘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而是加强整个民主派，特别是工人民主派。这个任务有时会同增加自由派人数的‘任务’发生冲突，因为5名额外增加
［注：文中此处印错了：“额外增加的”印成了“坚强的”。马尔托夫本来不难看出，把“坚强的”民主派同“额外增加的”（即补充的）自由派加以对比是荒谬的。不过争论的实质不在这里。］

 的民主派要比50名额外增加的自由派对我们更重要，对无产阶级也更有利。”



　　马尔托夫引用了这段话，得意洋洋地（说是他抓住了“反动派的一个支持者”！）叫道：“我建议读者深入思考一下这段话。”我衷心支持这个深入思考一下的建议。马尔托夫开始深入思考了，并且终于想出这样的三段论法。现在法律已规定在各地进行决选投票。这就是说，“可能有的唯一情况”就是我们抛弃50名自由派而选出5名民主派。这种“情况”就是把民主派的选票出卖给黑帮以换取杜马的席位。

于是马尔托夫在整整50行文字中欢呼雀跃起来，他说：看，打死了黑帮的一个帮凶，并且在打死弗·尔—科之后，又“打伤了”威·弗雷，据说弗雷“也是倾向于那一方面的”。

马尔托夫把自己的读者估计得太幼稚了！这位写文章不动脑筋的作者，居然请读者深入思考一下，他是多么不谨慎啊。

我这段使马尔托夫深为不满的话，向善于思考的人提出两个问题：（1）杜马中5名民主派是不是真的比50名自由派对工人更有利？（2）实际上会不会有这些任务“发生冲突”的情况？

第一个问题，善于思考的马尔托夫完全避开了。这是枉费心机的。取消派先生们，你们自己回避政治，是为了指责我们偏爱算术。杜马中50名自由派给予人民的是一大堆腐蚀人民的虚伪的民主主义演说，以及一星半点的“改革”，而这种“改革”，第一，只限于脸盆之类的问题；第二，在国务会议里搁浅等等。5名民主派给予人民的是在杜马讲坛上从许多方面说明民主主义的道理（工人还要说明社会主义的道理）。什么对无产阶级更有利呢？

再看看第二个问题。马尔托夫说，选出5名民主派（“额外增加的”，即增加进现有代表名额中的）的任务同选出50名自由派的任务只有在他上面指出的那种情况下才可能发生冲突，这种说法正确吗？因为马尔托夫在请别人深入思考后，曾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可能有的唯一情况。”

如果马尔托夫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读者就应当指责我弗·尔—科，为什么指出的是不可能有的情况，或者为什么暗中打算把民主派的选票出卖给黑帮以换取杜马的席位（我再秘密地补充一句：愚蠢的暗中打算是，普利什凯维奇想收买彼得罗夫第三和沃伊洛什尼科夫的朋友们的选票，代价是把沃伊洛什尼科夫选入第四届杜马。这一点，“善于思考”的马尔托夫写得象真有那么回事情似的）。

如果可能有这两个任务发生冲突的另外一种情况，那马尔托夫的说法就不正确。

总之，可能不可能有发生这种冲突的另外一种情况呢？毫无疑问是有的，这种情况就是，在决选投票的时候，民主派没有同自由派缔结协定，而是既同右派斗争，又同自由派斗争。

情况就是如此。 
［注：我产生一个“可怕的”想法：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决选投票是一次新的选举，而不是两个候选人的斗争，难道马尔托夫的全篇文章是由于不了解这种情况写出来的？那么在选举中“同反动派斗争”之前，就应当先同不了解选举法的现象作斗争！］



善于思考的马尔托夫也同所有的取消派分子一样，被两个阵营的思想迷住了，看不到第三个阵营进行的既反对第一个阵营又反对第二个阵营的斗争！

紧接着我那段使马尔托夫恼怒的话的后面，我还说过这样的话：


　　“由此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可爱的马尔托夫，是“由此”得出的！〉，虽然马尔托夫似乎也承认立宪民主党人是自由派而不是民主派，但是他不喜欢下列结论：（1）在5个大城市进行决选投票的时候，只准许同民主派缔结协定来反对自由派；（2）在第二阶段，在进行任何投票和缔结任何协定的时候，首先应当同民主派缔结协定来反对自由派，然后才可以同自由派缔结协定来反对右派。”



　　马尔托夫提到的只是第二点，他说我说得不对，因为马尔托夫是同意这一点的（我们且看一看，是不是所有的取消派都同意！），至于第一点，马尔托夫却一字不提！再说一遍：或者默不作声，或者进行争论。

在5个城市进行决选投票问题上，总的路线是：联合民主派来反对自由派。同自由派缔结协定是禁止的（因为经验表明，总的说来这里没有黑帮危险）。

你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条禁令？请直截了当地说吧。

其次，这些决选投票可能有怎样的实际结果呢？选票可能几乎均等地分给三个阵营。相对的多数将起决定作用。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100张选票中，右派得33票，自由派得33票，民主派得34票。民主派就当选了。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减少一票，黑帮多得一票，黑帮就可能当选！

工人政策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自由派的路线，认为最可怕的是黑帮当选，因此应当不经战斗就把领导权交给自由派！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认为不应该被自由派关于黑帮危险的叫嚣吓倒，要勇敢地投入“三角”（用英国人的说法）战斗。一般说来，黑帮危险是没有的，如果黑帮例外地当选了，那民主派也会在有的地方当选！……

要学会游泳，就必须下水。世界上没有可以预先料到一切可能性的斗争。如果工人被自由派关于黑帮危险的叫嚣吓倒，那就永远学不会怎样进行“三角”战斗。在世界各地，反动派阵营和自由派阵营都要比工人阵营团结得更早，组织得更好（当然，这是在反动法律的庇护之下）。在世界各地，自由派反复对工人讲的正是马尔托夫一再重复的话。

我们还要做最后的一件事，好向“善于思考的”马尔托夫指出思考这个词的意义。

在5个城市进行决选投票的时候，同自由派缔结协定是禁止的。而在其他城市进行决选投票的时候，并不禁止缔结这种协定。这是不是说，这种协定将来总是可以缔结的呢？似乎没有这个意思，对不对？

如果没有协定，那在任何一次决选投票的时候，选票是不是可能几乎均等地分给三个阵营？

似乎是可能的，如果认真“深入思考一下”的话！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工人政策有两条路线。

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全国正向左转；“因此”……最可怕的是黑帮危险；口号是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而能够把反动派从杜马阵地中赶出去的只有自由派；因此，不要“威胁”自由派，不要向自由派“强行索取”席位——“文明的”工人向自由派这样的好人强行索取是不是体面呢？——也就是说，在同自由派缔结协定的时候要作一切让步，要避开“三角”战斗。

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策：全国正向左转；因此不要相信自由派关于黑帮危险的鬼话；在同自由派缔结协定的时候，要竭尽全力威胁他们，向他们强行索取杜马中的席位；工人同志们，要使你们的威胁有力量，就不要害怕“三角”战斗；勇敢地投入这一战斗，在人民面前揭露自由派的反革命性；当然，没有失败的可能性的战斗是没有的，黑帮可能在有的地方当选，可是民主派也可能在有的地方当选；在杜马中，增加5名民主派比增加50名自由派更好；一般说来，黑帮是不会当选的，因为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是太出名了，自由派是故意用黑帮危险来吓唬人民，以保证自己的领导权（尽管马克拉柯夫之流同黑帮差不了多少），并使自己避开“左派”的危险。

结论是：他对我上面提出的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6点中的任何一点都没有作出回答。他“隐瞒了”关于在5个城市中禁止同自由派结成联盟的问题。关于决选投票时的三角选举的问题，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尽管他答应要深入思考。但是他做了两件事：（1）庇护自由派，使他们不受到“威胁”；（2）揭露沃伊洛什尼科夫的朋友们勾结普利什凯维奇的阴谋：他们想出卖选票给普利什凯维奇，代价是由普利什凯维奇把沃伊洛什尼科夫等人选入第四届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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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决选投票和工人阶级的任务

（1912年4月3日〔16日〕）

现在有愈来愈多的例子说明，对我国选举法中的决选投票的错误看法流传得多么广泛。唐恩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1—2期合刊上说，我们在决选投票中的策略和西欧的完全一样。马尔托夫在《现代事业报》第8号上直接把“德国工人”搬出来，当作俄国人在决选投票时期策略问题上的学习榜样。托洛茨基就在前不久写了一篇专门谈决选投票的短文，其中也是从头到尾都贯穿着这样的错误。

屡次三番地重复这种错误，不禁使人产生一种想法：某些集团中这种“普遍”爱犯实际错误的“倾向”，是不是由于不愿意理解工人民主派在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中的任务而造成的呢？

根据1907年六三法令，俄国没有德国式的决选投票，也根本没有名副其实的“决选投票”，只有补充选举或新的选举。德国人在决选投票时只是就初选中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的问题进行投票。德国人在决选投票时投票解决的纯粹是应该在这两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中选谁的问题。

我国就不是这种情况。我国法律规定，决选投票时可以随便提多少候选人，提什么人都可以。严格地说，这不是决选投票，而是一次新的选举或改选。因此，一切搬用德国例子的做法都是完全不正确的！

我国法律中的关于决选投票的基本条文是《选举条例》第106条。这一条说：“预选大会选出的初选人以及选举大会选出的复选人是指在预选大会或选举大会上获得超过半数的与会者的选票的人……”

这里清楚地说明，在初选中要求获得绝对多数。接着这一条又说，如果得不到绝对多数的选票，“就要进行不足额的复选人〈即除了获得绝对多数的选票的当选人以外的全部余额〉的补充选举”。

什么人才被认为是“补充选举”的当选人呢？这一条的结尾部分说：“获得相对多数的选票的人可被认为是当选人。”

关于直接选举即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基辅和里加等城市的选举中的决选投票，1907年六三法令也作了同样的规定。不过第140条没有用“相对多数的选票”这种说法，而是说“选票最多”。此外，对省选举大会的杜马代表的选举，也规定了决选投票（如果候选人得不到“超过半数的选票”，即绝对多数的选票），并且规定“获得相对多数的选票的人可被认为是当选人”（第350条）。

总之，我国选举法中根本没有同德国的决选投票相类似的东西。把德国工人的做法当榜样是再错误不过的了。在官方出版的《国家杜马选举条例》（1912年圣彼得堡内务部版）中第106条的第14项说明中说：“准许未参加初选的人参加补充选举。”很明显，这里不仅指新的选民，而且指新的候选人。从法律观点看来，决选投票时提出初选中没有提出的候选人是允许的。

试问，从六三选举条例的这个特点，应当得出什么样的关于选举策略的政治结论呢？

第一个结论，也是基本的和最一般的结论是：我国的法律为决选投票时缔结选举协定留下了比德国法律更广阔的余地。在德国，只能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种选举，因为初选中的失败者不能给自己提出什么别的任务（而且不能参加决选投票的人应当算是失败者）。可是在俄国，如果初选中没有胜利者，那么严格地说来，也就没有失败者，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再一次同这个或那个同盟者缔结各种各样的协定，在新的战斗中碰碰运气。

而且在德国，工人候选人不能在决选投票中利用右派资产阶级政党同反对派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来壮大自己，即直接利用这场斗争。这是因为如果自由主义反对派和右派几乎势均力敌的话，工人候选人可以支持前者而反对后者，但是他不能在他的自由派对手和他的反动派对手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自己去取得胜利。而在俄国这却是可能的。

由此得出第二个结论：俄国选举法为工人民主派在决选投票时进行反对自由派的斗争留下了比德国选举法更广阔的余地。俄国的情形也象多数西欧国家一样，在选举中占优势的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的两个派别（或者说两个政党集团）：“保守派”和自由派，即黑帮和“反对派”。工人既反对前者，也反对后者。同时，人民中的落后阶层在开始投入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的斗争的时候，在还没有开始意识到反对资本的斗争任务的时候，通常在相当长的期间内是跟着自由派走的。因此，不断加强自己影响的工人政党，从自由派方面争取到的追随者往往比从右派方面争取到的要多。因此，各国的“立宪民主党人”时常发出虚伪的号叫，说什么工人政党为反动派效劳，削弱“整个进步力量”等等，等等。

在德国，只有当右派在初选中遭到失败，根本不能参加决选投票的时候，工人候选人在决选投票中才可能投入反对自由派的战斗。在俄国，只要右派在初选中得票少于自由派，工人候选人在决选投票中就可能而且也应该投入反对自由派的战斗。换句话说，在德国的决选投票中，工人只能“一对一”地同自由派进行斗争；而在俄国，决选投票中也可能有“三角”战斗，也就是右派、自由派、工人候选人都参加的战斗。因此，在俄国的决选投票中，会更多地出现工人群众关心自己的候选人当选的情况。

我们再来谈第三个结论。在俄国目前政治分类的情况下，在自由派强于黑帮（当然，算作黑帮的是全部右派，既包括民族党人，也包括十月党人，即所有的政府党都毫无例外地包括在内）的一切选民团中和一切选举阶段上，所谓左派联盟在决选投票中都有非常广阔的活动余地。既然在初选中自由派强于黑帮，而工人候选人又弱于自由派，那么无论从组织整个民主派这个政治任务的角度来说，或者从使工人候选人能够当选为杜马代表的角度来说，工人都必须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民粹派、劳动派等等）来反对自由派。

这种情况会常常出现吗？

在省的选举大会上不常出现。无疑，这里最常见的情况是：自由派弱于黑帮，因而需要有全体反对派的联盟来击败黑帮。

在农民选民团中，政治分类最不明确和最不固定；这里的警察迫害非常厉害，初选人、复选人甚至杜马代表的候选人，都非常有必要“隐藏”自己的真“面目”，工人候选人（指有党籍的候选人）在这里是不多的。在这个选民团中，政治任务无疑是组织民主派和展开清除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偏见的斗争。对于决选投票中这种或那种情况是否经常出现以至决选投票（实际上）是否普遍，都很难作出明确的结论。

在土地占有者和第一城市选民团中，民主派，尤其是工人民主派的作用太小了，因此不值得一提。

再有就是第二城市选民团。这里有不少工人和近似工人的选民，如店员，工人房客，领取抚恤金或养老金者等等。这里至少有某种类似政治报刊的东西和某种集会之类的东西。总之，这是选民亲自参加下的决选投票的主要场所。这里选民的党派组合情况是怎样的呢？

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第二城市选民团复选人的党派成分的资料，对这个问题作了虽然是间接的，但是十分准确的回答。根据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1907年第241号）对欧俄51个省的全部5161名复选人中的4897名所作的统计资料，第二城市选民团的533名复选人按党派划分的情形如下：属于反对派的有405名（100名“左派”，209名立宪民主党人，96名进步派），属于右派的有101名（17名温和派，19名十月党人，65名右派），还有21名无党派人士和6名所属党派不明的人。当前选举中互相斗争的3个主要政党集团在这里壁垒分明：100名民主派，305名自由派，101名右派。

自由派要比同民主派几乎势均力敌的右派强2倍多。很明显，按一般情况说来，这里根本谈不到什么黑帮危险。其次，很明显，工人民主派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就是同自由派进行斗争；目前，在自由派、十月党人、普利什凯维奇之流都承认的国家无疑普遍向左转的时候，这种斗争就特别被提到首要地位。当然，在第一阶段，工人候选人应当提出清一色的名单，投入完全独立自主的斗争。而在第二阶段，即在决选投票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民主派同自由派进行斗争。

为了进行这一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在决选投票中应该联合所有的民主派（即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民粹派、劳动派等等）来反对自由派。臭名远扬的“负责的反对派”，即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的所作所为，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一切政策和策略，以及目前在店员中展开的运动，都为工人所组织的民主派进行这场反对自由派即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提供了特别有利的基础。只要第二城市选民团还是进行决选投票的主要选民团，工人在决选投票中的主要路线就是：联合民主派，反对右派和反对自由派。

结果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取消派和他们的拥护者在决选投票问题上既犯了“技术”错误，也犯了政治错误。“在技术上”他们的错误是，把德国的决选投票同俄国的“补充选举”或新的选举混为一谈。在政治上他们的错误是，用支持反对派反对右派的泛泛言论来敷衍搪塞而滑到自由派工人政策方面去。其实，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目前俄国的总任务（即组织作为民主派先进部队的工人，既反对右派，也反对反革命的自由派），或者是我们在主要的“进行决选投票的”选民团中所处的地位的特点，都迫使我们提出另外的口号。在决选投票中，首先是在第二城市选民团的决选投票中，最经常要做的是，联合所有的民主派来反对自由派和反对右派；其次才需要在决选投票中结成共同的反对派联盟来反对黑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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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和民主派

（1912年4月8日和19日〔4月21日和5月2日〕）


一

我们已经谈到的而且一些报纸（其中包括3月28日的《言语报》）也报道过的劳动派代表会议[136]，对于明确各党派在整个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中的态度，是特别重要的。在温和的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和“非党进步派”）结成联盟以后，在工人民主派作出关于他们的选举策略的决定以后，只有劳动派“表明态度”，情况才会全面。

现在，俄国社会的一切阶级，都通过所有比较重要的和值得重视的政党，确定了自己在选举运动中的立场。对资产阶级的政党，特别是对那些在六三制度的大厦里建立了“巩固”地位的政党来说，选举主要是加强宣传的时机；而对工人民主派，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选举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向人民解释：各种不同政党的实质是什么，各有什么主张，左右这个或那个政党的是哪些真正的切身利益，躲在这个或那个招牌下的是社会上哪些阶级。

我们不得不一再从这个角度来谈劳动派代表会议，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恰恰应当特别注意上面指出的这个原则问题。而一些黑帮的即右派的政党和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总是不谈这个问题，或者千方百计曲解这个问题的提法和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且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个别人缺乏理智或者怀有恶意，而是因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迫使他们曲解农民和工人政党的实质。

对于主要是农民党派的劳动派来说，虽然没有故意不谈哪怕是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区别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他们解决得不正确。从农民即小业主的观点出发，是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从雇佣工人的观点出发，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一点不仅为理论、科学所证实，而且也为欧洲各国的经验，特别是19世纪欧洲一些政党的整个经济和政治的历史所证实。

我们就来看一看自由派是怎样谈论劳动派和劳动派又是怎样谈论自己的。自由派的《言语报》即立宪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说，因为1907年的六三选举法的修改而受害最大的是劳动派，又说劳动派的策略和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因为立宪民主党人（请注意）可能“重复”而且几乎正在重复劳动派所讲的一切。《言语报》写道：“最后，在选举中同劳动派缔结协定可能是需要的，不过只是在一些地区，而且为数不多。”

仔细想想这个估计，你们就会发现，这是自由派资产者的估计，六三法令把他们从首位（过去根据1905年12月11日的法律[137]选举时他们所占有的首位）上挤了下来，但是同时给予他们一个保护他们不受民主派侵犯的很有分量的反对派地位。劳动派先生们，在我们看来，你们是不重要的，我们并不重视你们，这就是《言语报》声明的真正含义。为什么是不重要的呢？因为六三法令削弱了你们在选举中的力量。

在任何民主派，特别是任何工人看来，重要的不是那些按现行选举法享有垄断权或者特权的政党，而是那些代表广大居民群众，特别是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政党。六三法令恰恰保护自由派资产者不受这些群众的侵犯，因此对他们说来，这些群众是不重要的。自由派律师和记者需要杜马的席位，自由派资产者需要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瓜分政权，——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而增强农民群众的独立政治思想，增强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独立性，对自由派说来，不仅是不需要的，而且简直是危险的。自由派需要选民，自由派需要信任自己并跟着自己走的群众（好强迫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自己挤一挤），但是自由派害怕群众的政治独立性。

劳动派作为一个“独立的”党派，它特别接近农民即绝大多数居民，它所代表的不是自由派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为什么自由派不怕劳动派呢？正因为劳动派是个对自由派不够独立，不善于同自由派争夺对群众的影响的民主派！如果采取严肃的、诚实的、有原则性的态度对待俄国现代政治，而不是采取追逐代表资格的诈骗的（也就是自由派的）手法对待这种政治，那就不能不千百次地谈论俄国现代政治上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只要俄国当前时代的历史任务还是按民主方针对俄国实行政治改革，那这种改革问题的整个关键必然还是在于，使十分广泛的，最广泛的居民群众成为觉悟的民主派，即成为十分明确地、彻底地、坚决地反对自由派的狭隘性、局限性、不彻底性和胆怯心理的一切表现的民主派。不能领会和实现这个当前的政治任务，就无法成为消灭雇佣奴隶制的彻底的战士，不懂得这一点的工人，还不能算是觉悟的工人。

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人说他们的“策略”和劳动派的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这是最惊人的愚昧无知，或者是最无耻的谎言。俄国近10年的政治史每一页都有成百成千个驳斥这种谎言的事实。俄国的现代史根据我们俄国的经验向我们指出，自由派和农民民主派之间的差别比任何“策略”问题要深刻得多，——因为，尽管事态发展屡次引起“策略”的急剧变化，这种差别在最近8年来总是毫无例外地显现出来——这种差别比一切“纲领”要深刻得多，因为纲领只是表明一个阶级的先进人物对本阶级的任务和地位的一些想法。不是先进人物的意见，而是千百万群众的行动向我们表明了自由派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农民阶级之间在现代经济和政治的地位上的根本差别。由此产生了在对待现代俄国的“统治力量”方面的阶级利益上的根本差别。由此产生了政治积极性在各种出发点和程度上的根本差别。

无论自由派或者劳动派都可能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志同道合者，因为二者都“反对普利什凯维奇”。但撇开政治活动家的这些意见而再稍微深入一点看看群众的阶级地位，你们就会发现，自由派资产阶级在实际生活中是在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瓜分政治特权；他们争论的只是这样一点：是让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拥有2/3的政治特权而让米留可夫之流拥有1/3呢，还是与此相反。看看“实际生活”，看看目前俄国农民即农业中的小业主阶层的经济地位，你们就会发现，这里的问题决不在于瓜分政治特权，决不在于政治特权，这里的“实际生活”一词是带引号的，因为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千百万这样的小业主要饥饿而死。

在现代俄国有两个资产阶级。一个是成熟而且过分成熟的资本家这一非常狭小的阶层，他们以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为代表，实际上干着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瓜分现在的政权、现在的政治特权的勾当。对“现在”一词应当作相当广泛的理解，例如，这里既包括今天1907年六三法令所保护的特权，也包括昨天1905年12月11日法律所保护的特权。

另一个资产阶级是极不成熟的，但力求走向成熟的小业主和一部分中等业主，主要是农民这一非常广泛的阶层，他们实际上要解决的决不是俄国现代历史生活中的特权问题，而是不要因为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而被饿死的问题。而这也就是涉及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整个权力基础本身的问题，涉及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一切权力的根源的问题。

俄国政治解放的全部历史就是第一种和第二种资产阶级趋向斗争的历史。无数关于自由和平等、关于“平均”分配土地和关于“民粹主义”的漂亮词句的全部意义，可以归结为这两种资产阶级趋向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必然会产生一个纯粹资产阶级的俄国，完全是或者主要是染上这两种“色彩”中的一种“色彩”的俄国。不用说，雇佣工人对这一斗争决不会漠不关心；相反，如果他们是有觉悟的，他们就会毅然决然地干预这一斗争，争取使农民跟着他们走而不是跟着自由派走。

劳动派代表会议不能不提到的那些问题，也可以归结到这一点。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准备在以后几篇文章里再详谈。现在我们把前面讲的话作一个小结。关于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的问题是俄国整个政治解放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把这个问题归结为这个或那个党在六三体制中的“实力”问题，归结为根据六三体制进行的选举中缔结某种协定的“合算程度”问题，是再庸俗不过了。恰恰相反，只有理解了这个党和那个党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进步派”等等）的阶级根源，才能以雇佣工人的观点正确地解决关于协定、决选投票等等的局部问题。


二

劳动派代表会议提出了许多非常有趣的和很有教益的政治问题。现在我们这里有对代表会议的决定的绝妙解释，即瓦·沃多沃佐夫先生的论述《劳动团的选举纲领》的文章，这篇文章刊载在柯瓦列夫斯基和布兰克先生直接参加下出版的彼得堡《生活需要》周刊[138]第13期上。说沃多沃佐夫先生的解释是“绝妙”的，当然不是从我们的观点来说的，而是因为它正确地表达了劳动派的观点和意图。一切关心俄国民主派社会力量的作用的人，都应当特别注意沃多沃佐夫先生的文章。


　　他写道：“劳动团所依据的信念是：在目前历史情况下，农民、工人阶级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利益，不仅不互相矛盾，而且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一个政党完全能够为这三个社会阶级的利益服务。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力量，工人阶级找到了社会民主党作为自己的代表，因此，劳动团自然应当主要是农民的政治代表。它过去就是这样的代表。”



　　在这里，马上就清楚地看出一切民粹派，直到最“左的”民粹派都犯过的一个主要错误。他们所依据的“信念”违反经济科学的全部原理，违反经历过类似俄国当前这样的时代的国家的一切经验。甚至当俄国历史经验迫使他们承认，这些信念在我国也被事态发展所推翻的时候，他们还在继续坚持这些“信念”。劳动派的第二句话反驳了第一句话。假如一个政党能够既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为农民的利益服务，那么工人阶级的单独的政党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它在俄国历史上特别重要特别危急的时期（1905年）建立并巩固起来了，如果连劳动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工人阶级“由于历史条件的力量”而“找到了”自己的政党，那么，这就是说，劳动派的“信念”被“历史条件的力量”推翻了。

既然劳动派成了农民的党派，而根据他们的信念，他们是不应当只成为农民的党派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信念是不正确的，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正是欧洲一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在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时期曾经产生过的那种幻想。“非阶级的政党”的思想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占优势，但“历史条件的力量”总是推翻这种思想，打破这种幻想。企图或拼命要用“一个政党”囊括各个阶级的做法，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点，在这个时代，他们必定认为自己的主要敌人是在后面，而不是在前面，是农奴主，而不是无产阶级。

这种“囊括”各个阶级的妄想使劳动派同立宪民主党人接近起来，因为立宪民主党人也想成为一个超阶级的政党，也断言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利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把马克拉柯夫先生之流也当成劳动知识分子！觉悟工人将永远反对一切关于超阶级的政党的思想，反对一切抹杀雇佣工人和小业主之间的阶级鸿沟的做法。

如果说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抱有各个阶级可以融为一体的资产阶级偏见，那么，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事态的发展使这个和那个政党违反本政党的愿望，有时还违反它的个别成员的意识而趋向某个阶级。历史使劳动派学会了更接近真理，说他们是农民的党派。立宪民主党人继续自称为民主派，而实际上他们是反革命的自由派。

遗憾的是，上面这个道理劳动派还远没有认识清楚，——他们的认识极不清楚，以致他们的代表会议的正式决定都没有对立宪民主党人作任何评论。在正式决定中只谈到“首先同社会民主党人，然后才同立宪民主党人”缔结协定。这是不够的。只有完全弄清楚缔结协定的政党的阶级本质，它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和利益的暂时一致，才能正确地、彻底地、有原则地解决关于选举协定的问题。

只有沃多沃佐夫先生的解释谈到了这一点。《言语报》在提到和讨论他的文章的时候，竭力对读者完全隐瞒起来的恰恰是这些论点。我们认为必须着重讲一讲这些论点。

沃多沃佐夫先生写道：“劳动团很清楚，俄国的现存制度是专制制度和专横制度，因此，他们坚决谴责立宪民主党想向世界宣布俄国存在着立宪制度的一切做法。不同意英法议会代表为宣扬俄国的立宪制度而举行的隆重的欢迎会。在劳动派看来，无疑只有在整个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实行根本的深刻的改革才能使俄国走上正确而健康的发展的道路。因此他们对这种信念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表现表示同情。正是这种信念使他们和立宪民主党之间产生一条很深的鸿沟……”稍往下又重复了同样的思想，说“立宪民主党的和平演进主义和以这种演进主义建立起来的立宪民主党的策略”，“总是使劳动派离立宪民主党比离社会民主党更远一些”。

为什么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一定要设法把这个论点向读者隐瞒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段文章里，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想在民主派和自由派之间划出一条界限的愿望。界限无疑是存在的，但是沃多沃佐夫先生虽然也谈到“很深的鸿沟”，可是对这条界限却了解得很不深刻。他认为区别其实是在策略上，是在对时局的估计上：劳动派主张根本变革，立宪民主党人是和平演进论者；劳动派认为我国是专制制度，而立宪民主党人说，谢天谢地，我国有了宪制。这种区别在同一个阶级的右翼和左翼之间也是可能有的！

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区别仅限于这一点吗？沃多沃佐夫先生本人是不是承认过劳动派是农民的党派呢？农民的阶级地位，即使拿对待普利什凯维奇和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态度来说，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地位竟没有一点区别吗？

如果没有，那么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差别，甚至从对待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态度来看，也是不大的。如果有，那么应当提到首位的正是阶级利益的区别，而不是对专制制度和宪制或者对和平演进的“看法”上的区别。

劳动派想比立宪民主党人更激进。这很好。但是，如果他们很清楚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如果他们在自己的纲领里直截了当地谈到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自由主义，那么他们的激进主义就会更彻底、更深刻一些。

因此，沃多沃佐夫先生以外部障碍为借口，说什么由于外部障碍劳动派“只好写出这样的决议，其中一些最重要论点因为引用了多数读者不大清楚的、他们很难理解的‘劳动团纲领’而被掩盖起来了”，他以这种借口“为自己辩护”是枉费心机的。第一，劳动派不该局限在上述障碍所限制的范围内；他们正象我们的取消派一样局限在这种范围内，这就表明他们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区别是不大的。第二，要说明立宪民主党自由派的阶级实质及其反革命性，在任何范围内都是完全可能的。

由此可见，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农民所处的非常深刻的和根本的条件造成的。脱离资产者和无产者的直接斗争而居于中间地位，就会产生关于非阶级的和超阶级的政党的幻想。业主和小业主所特有的一般资产阶级偏见使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接近起来。由此产生了劳动派这一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甚至表现在他们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政权的基础进行的斗争中。

觉悟工人的任务就是，帮助农民民主派团结起来，使他们尽可能摆脱自由派，尽可能少受自由派的影响，尽可能彻底些、坚决些。广大农民群众的地位使得沃多沃佐夫先生所说的进行“根本和深刻的改革”的意愿非常有基础，它蔓延到各处，并且深深扎根于土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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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劳动派代表会议于1912年3月底在彼得堡举行。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一些问题。——243。



[137]1905年12月11日（24日）的法律是指沙皇政府在莫斯科武装起义高潮中作为对工人的某种让步而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法。与1905年8月6日颁布的关于“咨议性”布里根杜马的条例不同，这个法律规定成立“立法”杜马。除原定的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和农民选民团外，增添了工人选民团，并在维持城市选民团复选人总数不变的情况下稍许扩大了城市选民的组成。按照这个选举法，选举不是普遍的，有大量男性工人（200多万）、无地农民、游牧民族、军人、不满25岁的青年以及妇女没有选举权。选举不是平等的，土地占有者选民团每2000名选民摊到1名复选人，城市选民团每7000名选民摊到1名复选人，农民选民团每3万名选民摊到1名复选人，工人选民团每9万名选民才摊到1名复选人。这就是说地主的1票等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工人选民团产生的复选人只占国家杜马复选人总数的4％。在工人选民团中，50人以上的企业的工人才允许参加选举。选举不是直接的，而是多级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是二级选举，工人是三级选举，农民则是四级选举。选举事实上也不是秘密的。



根据这个法律选举出来的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都由立宪民主党人占首位。——244。



[138]《生活需要》杂志（《Запросы　Жизни》）是彼得堡的一家周刊，1909—1912年出版。为它撰稿的有立宪民主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和孟什维克取消派。列宁称它是“取消派－劳动派－路标派的”杂志。——248。







《列宁全集》第21卷


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1912年4月25日〔5月8日〕）

勒拿屠杀事件[139]引起的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表明俄国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正在发展。这种革命气氛的日益浓厚，清楚地说明了党的任务和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作用。

危机正在新的局势下发展。黑帮杜马就是这种局势下的必然产物。它使地主得到了政权，使资产阶级得到了进行各种交易的场所，使无产阶级得到了一个小小的讲台。为了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工作，我们需要这个讲台，需要选举运动。无论是在塔夫利达宫，在喀山广场，在工人群众的集会上，在罢工的时候，在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的全区会议上，或是在工会公开的会议上，我们都需要一个秘密的党来领导这全盘的工作。只有不可救药的瞎子才会在今天还看不见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这些反革命得势时期涣散和瓦解的产物是多么荒谬，对工人阶级有多么大的危害。民粹派的例子清楚地告诉我们，“劳动派”的以及《俄国财富》杂志[140]和《同时代人》杂志[141]的合法著作家的取消主义同社会革命“党”的召回主义加在一起得到了一个多么可耻的零。

现在我们把各种政治力量的竞选动员所表明的情况，作个一般的总结。三个阵营的表现都很清楚：（1）右派，从普利什凯维奇到古契柯夫，都拥护政府。黑帮地主和守旧商人拼命拥护政府。（2）自由派资产者（“进步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各“民族代表”集团）既反对政府，又反对革命。自由派的反革命性是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谁看不到“文明的”资产阶级的这种反革命性，谁就是什么都忘掉了，什么也没有学到，是个徒具其名的民主派，更谈不上是什么社会党人了。而劳动派和“我们的”取消派就是看不清这一点，也不大懂得这一点！（3）民主派阵营，在这个阵营里，只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反取消派，才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坚定地、鲜明地举起了自己的革命旗帜。劳动派和我们的取消派则在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在合法的反对派和革命派之间摇摆不定。

区别第一个阵营同第二个阵营的阶级根源是很明显的。但是，区别第二个阵营同第三个阵营的阶级根源，有许多人，从沃多沃佐夫到唐恩，都被自由派弄糊涂了。布兰克在《生活需要》杂志上天真地泄露出来的自由派的“战略”并不怎么奥妙：立宪民主党人是反对派的中心，是辕马；还有两匹拉边套的马（“侧翼”）——进步派在右，劳动派和取消派在左。米留可夫之流的先生们就想坐在这辆“三套马的车”上，扮演“负责的反对派”的角色，“走”向胜利。

如果俄国解放运动的领导权落在自由派手里，那无论过去或将来，都意味着运动的失败。自由派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君主制和工农的革命之间看风使舵，每到严重关头，总是出卖革命。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利用自由派同政府的斗争，同时消除自由派的动摇和叛变的影响。

一方面用革命来恐吓，以达到同普利什凯维奇、罗曼诺夫瓜分政权的目的，同时又镇压革命，这就是自由派的政策。这种政策是由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因此，立宪民主党人才会玩弄廉价的“民主”，才会在实际上同叶弗列莫夫、李沃夫、里亚布申斯基之流的最温和的“进步主义”合流。

为了开展、加强和巩固群众为推翻君主制、彻底消灭普利什凯维奇和罗曼诺夫之流而进行的革命冲击，就必须利用自由派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瓜分政权的斗争，同时又绝对不要在人民当中造成对自由派的“信任”，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在选举时要团结民主派，对付右派又对付立宪民主党人，同时在决选投票时，在报刊上，在会议上要“利用”自由派同右派的斗争。因此，必须制定一个立刻越出“合法”范围的革命纲领。因此，必须提出建立共和国的口号，来同自由派所玩弄的“立宪”口号，同“拉斯普廷—特列先科夫宪制”口号相抗衡。我们的任务是：时时处处，通过各种工作方式，在各个活动场所，在反动派的胜利、自由派的叛变或危机的延续等等使我们碰到任何周折的情况下，我们都要训练革命战士的大军。

请看一看劳动派。他们是货真价实的民粹主义取消派。沃多沃佐夫先生“暗示说”：我们是革命者。他接着又补充说：但是……总不能违反第129条[142]啊。在赫尔岑诞生100年之后，千百万农民的“政党”甚至不能违反第129条去出版一份小报，哪怕是胶版印刷的！！劳动派很想“首先”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但是它不能清楚地说明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性，不能去创建一个共和派的农民政党。而1905—1907年和1908—1911年的教训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或者为建立共和国而奋斗，或者跪在普利什凯维奇的脚下，躺在地上听凭马尔柯夫和罗曼诺夫的鞭笞。除此之外，农民别无选择。

请看一看取消派。不管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之流怎样支吾搪塞，怎样兜圈子，任何一个正直的、头脑清醒的读者都会认为罗—柯夫的话正好总结了他们的看法，他说：“不要抱幻想，因为极端温和的资产阶级进步主义就要胜利了。”这句名言的客观意思就是说：革命是幻想；支持“进步派”才是现实。唐恩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所讲的也正是这个意思，只不过话稍微有点不同，比如：他们提出了“把杜马〈第四届杜马，地主的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取过来”的口号，他们几百次地在两个阵营这一思想上迷失方向，他们高喊“不要破坏”自由派资产者的进步性工作，他们拼命反对“左派联盟”，他们在《现代事业报》上扬扬得意地对“无人阅读的国外出版物”嗤之以鼻，他们实际上满足于合法的纲领，满足于合法地去破坏组织，他们成立了取消派的“发起小组”[143]，而同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决裂。所有这一切，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的人，难道有谁还看不到吗？列维茨基之流从哲学上发挥了为争取权利而奋斗的自由派思想，涅韦多姆斯基之流企图重新“修正”杜勃罗留波夫的思想，从民主主义倒退到自由主义，斯米尔诺夫之流向“进步主义”频送秋波，所有这些人以及《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现代事业报》的所有其他勇士，唱的都是上面那同一个调子，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实际上，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即使想“破坏”，也永远不能“破坏”“进步派”在地主和资产者当中取得的胜利！这完全是空话。重大的分歧不在这里。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策的区别不在这里。“支持”进步派，把他们的“胜利”看成是“文明的资产者向取得政权接近”，这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进步派的“胜利”是民主高潮的间接反映。应当利用进步派同右派的斗争，光喊支持进步派的口号不行。我们的任务是推进民主的高潮，培养正在新的俄国以新的方式成长起来的新的革命民主派。如果这个革命民主派不能违反自由派的意愿而得到巩固和胜利，那么，进步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在选举中的任何“胜利”都不能使俄国的局势在实际上有任何重大的改变。

至于民主高潮已经来到，这是无可争辩的。这个高潮的到来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困难一些，缓慢一些，复杂一些，但是在到来。应当通过选举和其他各种工作来“支持”和推进这个高潮。组织革命民主派，——通过对民粹主义的取消派和对民粹主义的召回派进行无情的批评，缔造一个共和派的农民政党，——而首先最应当做的是清洗“自己家里的”取消派和召回派，加强在无产阶级中间进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巩固秘密的社会民主工党，——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正在发展着的革命危机将如何结局，这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千百种原因，取决于亚洲的革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却要取决于我们，也只有这种工作才永远不会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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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指1912年4月4日（17日）沙皇军队枪杀西伯利亚勒拿金矿工人的事件。勒拿金矿的老板是英国资本家，俄国资本家、皇室成员和高官是他们的合伙人。金矿的业主们每年获得利润达700万卢布。而由于金矿处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之中，远离铁路线达2000公里，资本家及其爪牙们对工人特别霸道。他们驱使工人从事苦役般的劳动而仅支付微薄的工资，给工人们吃腐烂的食品，并侮辱其妻子儿女。工人们不堪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于1912年2月底开始举行罢工。3月4日（17日）工人们选举了领导罢工的总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帕·尼·巴塔绍夫当选为总委员会主席。3月中旬，罢工席卷了各矿，参加者达6000余人。罢工者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10—30％、取消罚款、提供医疗救护、改善供应和居住条件等要求。勒拿采金工业公司管理处拒绝了这些要求，并决定解雇罢工工人，断绝其食宿，企图把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饿死。罢工工人们表现得异常坚定，他们不受挑拨和恐吓。沙皇当局根据有势力的英国和俄国股东的要求，决定调动军队镇压罢工。4月3日（16日）夜，按照警察司的命令逮捕了几乎全部罢工委员会成员。4月4日（17日）2500名工人前往纳杰日金斯基矿向检察机关的官员递交申诉书，控告当局的非法行为，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士兵们根据宪兵大尉H．B．特列先科夫的命令，向工人开枪，当场死270人，伤250人。勒拿屠杀事件激起了全俄工人的愤怒，抗议罢工和游行示威遍于全国。俄国革命运动从此迅速地向前发展。——253。



[140]《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　Ъ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97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1906年该杂志逐渐成为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253。



[141]《同时代人》杂志（《Современник》）是俄国文学、政治、科学、历史和艺术刊物，1911—1915年在彼得堡出版，原为月刊，1914年起改为半月刊。聚集在杂志周围的有孟什维克取消派、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和自由派左翼。1913年以前该杂志事实上的编辑是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以后是尼·苏汉诺夫（尼·尼·吉姆美尔）。撰稿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叶·德·库斯柯娃、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维·米·切尔诺夫等。《同时代人》杂志自称是“党外社会主义刊物”，实际上是取消派和民粹派的刊物。该杂志同工人群众没有任何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253。



[142]指俄罗斯帝国刑法第129条。该条规定了对公开发表反对沙皇政府的言论者或传播反对沙皇政府的著作者的各种刑罚，直到把他们流放边远地方服苦役。——255。



[143]发起小组（社会民主党公开工人运动活动家发起小组）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为与秘密的党组织相抗衡而从1910年底起先后在彼得堡、莫斯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建立的组织。取消派把这些小组看作是他们所鼓吹的适应斯托雷平六三制度的新的广泛的合法政党的支部。这些小组是一些人数不多、同工人阶级没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小集团，其领导中心是取消派在国外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和他们在俄国国内出版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256。







《列宁全集》第21卷


反党的取消派

（1912年4月25日〔5月8日〕）

形形色色的取消派在俄国合法的报刊上攻击党的代表会议，这种攻击的极端无耻，连布尔加林和布勒宁之流都会自叹不如。《现代事业报》上的文章公开质问代表们是谁派来的，并且在书报检查机关的庇护下，攻击那些无法在合法报刊上加以辩护的东西。这些文章是不顾起码的文德的典型，它们不仅会引起代表会议拥护者的反对，而且会招致所有正直的政治家的厌恶。而《前进报》上一个匿名知情人的文章却散发出一股厚着脸皮吹嘘和用花言巧语骗人的气味，毫无疑问，这些文章是取消派向一位老手预约的。 
［注：为了让德国同志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真相，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专门出版了一本德文的小册子，其中顺便揭露了《前进报》的匿名作者所用的手法。（见本卷第204—215页。——编者注）］



然而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取消派的集团和小组不仅仅限于对党大肆诬蔑。他们企图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当然，他们用尽了种种办法，要把召集这次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144]打扮成有“党性”、“非派别性”和“联合”的样子。这是因为用这些词句来叫所有那些因某种缘故而对党代表会议不满的人上取消派的圈套……那是再便当不过了。他们委托托洛茨基来歌颂组织委员会和即将举行的取消派代表会议的种种德行：不委托“职业的联合者”，还能委托谁呢？于是托洛茨基就动用了维也纳印刷所里的全部铅字……歌颂起来：“前进派、呼声派、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所谓的取消派和非派别分子（俄国国内的和国外的）都坚决支持”组织委员会的“工作”……（《真理报》第24号）

可怜的人又在……撒谎，而且又打错了算盘。为了反对1912年的代表会议而热热闹闹张罗起来的以取消派为领导的联盟，现在已经土崩瓦解，它之所以土崩瓦解，是因为取消派明显地露出了马脚。波兰人拒绝参加组织委员会。普列汉诺夫同组织委员会的代表通信以后，弄清了几个有趣的细节：（1）代表会议预定为“成立”会议，就是说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会议，而是一个新党的代表会议；（2）作为召开这次会议的基础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3）“代表会议由取消派召开”。在普列汉诺夫同志弄清了这些情况以后，我们对于所谓的布尔什维克（？！）调和派鼓起勇气并决定揭露托洛茨基，说他……把他们算作组织委员会的拥护者是在撒谎等等，已经不感到奇怪了。“这个组织委员会现在的成员，有一种很明显的趋向，就是硬要全党采取组织委员会对取消派所采取的态度，他们补充组织委员会成员所依据的原则，是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原则，——这个组织委员会丝毫也不能保证召开一个真正全党的代表会议”，——我们那些鼓起勇气的“护党分子”现在是这样评论组织委员会了。我们那些左派当中的左派，过去急急忙忙地表示自己同情组织委员会的前进派，现在到哪里去了，我们不知道，但这也无关重要，重要的是，组织委员会所召开的代表会议的取消派性质已被普列汉诺夫万分清楚地确定了，“调和派”的旷世奇才们不得不在这个事实面前低头。剩下的还有谁呢？只有赤裸裸的取消派和托洛茨基……

这个联盟的基础很清楚：取消派有充分的自由“依旧”在《现代事业报》和《我们的曙光》杂志上推行自己的路线，托洛茨基则从国外用最最革命的词句来掩护他们，而这些词句他讲起来不费什么气力，对取消派也没有任何约束力。

国外那些为统一而唉声叹气、最近办起巴黎小报《护党报》[145]的人，从这个事件里可以吸取一个小小的教训。要建设党，光会叫喊“统一”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政治纲领，政治行动的纲领。取消派、托洛茨基、前进派、波兰人、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巴黎的孟什维克等等等等的联盟是早已注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的，因为这个联盟是建立在无原则、虚伪、说空话上面的。最后，那些唉声叹气的人倒不妨给自己解答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他们希望同谁统一？如果是同取消派，那为什么不直率地讲出来；如果他们反对同取消派联合，那么叹息的又是什么样的统一呢？

唯有一月代表会议和它所选出的机构，目前能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国内的全体工作人员真正联合起来。在一月代表会议之外，只剩下崩得分子和托洛茨基要召开组织委员会的取消派代表会议的诺言，以及被取消派灌醉以后正在头痛的“调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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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指在1912年1月崩得、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举行的取消派会议上成立的组织委员会。积极参加这个组织委员会的工作的，除了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外，还有维也纳《真理报》编辑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前进”集团以及彼得堡取消派“发起小组”的代表。组织委员会的事实上的领导人是列·达·托洛茨基。组织委员会是召集1912年八月反党代表会议的正式机关。——258。



[145]《护党报》（《За　Партию》）是俄国孟什维克护党派和调和派的小报，1912年4月16日（29日）—1914年2月在巴黎不定期出版，共出了5号。参加该报工作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索·阿·洛佐夫斯基、阿·伊·柳比莫夫等。小报大部分在国外销售，主要反映在巴黎的普列汉诺夫集团的观点。——260。







《列宁全集》第21卷


纪念赫尔岑

（1912年4月25日〔5月8日〕）

赫尔岑诞生一百周年了。全俄国的自由派都在纪念他，可是又小心翼翼地回避重大的社会主义问题，费尽心机地掩盖革命家赫尔岑与自由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右派报刊也在悼念赫尔岑，但是撒谎骗人，硬说赫尔岑晚年放弃了革命。至于侨居国外的自由派和民粹派纪念赫尔岑的言论，则满篇都是漂亮的空话。

工人的政党应当纪念赫尔岑，当然不是为了讲些庸俗的颂词，而是为了阐明自己的任务，为了阐明这位在为俄国革命作准备方面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的真正历史地位。

赫尔岑是属于19世纪上半叶贵族地主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俄国贵族中间产生了比龙和阿拉克切耶夫之流，产生了无数“酗酒的军官、闹事的无赖、嗜赌成性的败类、集市上的好汉、养猎犬的阔少、寻衅打架的暴徒、掌笞刑的打手、淫棍”以及温情的马尼洛夫[146]之流。赫尔岑写道：“但是在他们中间，也出现了12月14日的人物[147]，出现了象罗慕洛和瑞穆斯[148]那样由兽乳养大的一大群英雄……这是一些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勇士，是一些顶天立地的战士，他们自觉地赴汤蹈火，以求唤醒年轻的一代走向新的生活，并洗净在专横暴虐和奴颜婢膝的环境中出生的子弟身上的污垢。”

赫尔岑就是这些子弟中的一个。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唤醒了他，并且把他“洗净”了。他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1844年写的《自然研究书简》（第一封信。——《经验和唯心主义》），向我们表明，这位思想家甚至在今天也比无数现代经验论的自然科学家和一大群现时的哲学家即唯心主义者和半唯心主义者高出一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

正因为赫尔岑这样“停住”了，所以他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精神上崩溃了。赫尔岑当时已经离开俄国，亲眼目睹了这场革命。当时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革命家、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社会主义”是盛行于1848年时代而被六月事件彻底粉碎了的无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形式和变种的一种。其实，这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温情的词句，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尚未脱离其影响的无产阶级用来表示他们当时的革命性的一种善良的愿望。

1848年以后，赫尔岑的精神崩溃，他的十足的怀疑论和悲观论，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幻想的破产。赫尔岑的精神悲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欧洲）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这是现在那些用华丽词藻大谈赫尔岑的怀疑论来掩盖自己反革命性并大唱俄国自由派高调的骑士们不理解而且也无法理解的。在这些出卖了1905年俄国革命、根本不再想到革命家的伟大称号的骑士们那里，怀疑论就是从民主派到自由派，到趋炎附势、卑鄙龌龊、穷凶极恶的自由派的转化形式，这种自由派在校1848年枪杀过工人，恢复过已被摧毁的皇朝，向拿破仑第三鼓过掌，正是这种自由派遭到过赫尔岑的咒骂，尽管他还没有识破他们的阶级本质。

在赫尔岑那里，怀疑论是从“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到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无往不克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赫尔岑在1869年即逝世前一年写给巴枯宁的几封《致老友书》就是证明。赫尔岑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决裂了。诚然，赫尔岑把这种决裂还只是看作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而不是看作相信本阶级定会胜利的无产者的世界观同绝望的小资产者的世界观之间的一道鸿沟。诚然，赫尔岑在这里又重复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词句，说什么社会主义应当“向工人和雇主、农民和小市民同样作宣传”。但是，赫尔岑与巴枯宁决裂时，他的视线并不是转向自由主义，而是转向国际[149]，转向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转向已经开始“集合”无产阶级“队伍”、团结“抛弃了不劳而获者的世界”的那个“劳工世界”的国际！

赫尔岑既然不理解1848年整个运动的以及马克思以前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质，也就更加无法理解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赫尔岑是“俄国”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赫尔岑把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土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他把他在这一方面的得意想法反复发挥了无数次。

其实，赫尔岑的这一学说，也象一切俄国民粹主义——一直到现时的“社会革命党人”的褪了色的民粹主义——一样，是没有一点社会主义气味的。它也象西欧“1848年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一样，是一种表示俄国的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的革命性的温情的词句和善良的愿望。1861年农民得到的土地愈多，得到的土地愈便宜，农奴主－地主的权力也就会被破坏得愈厉害，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会愈迅速，愈自由，愈广泛。“土地权”和“平分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追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

1905年的革命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无产阶级创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完全独立地领导了革命斗争；另一方面，革命农民（“劳动派”和“农民协会”[150]）力求用各种方式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直到“废除土地私有制”，他们正是以业主的身分，以小农场主的身分进行斗争的。

现在争论什么土地权的“社会主义性”等等，这只能模糊和掩盖真正重要而严肃的历史问题，即自由派资产阶级和革命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利益的区别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关于这场革命中自由主义倾向和民主主义倾向、“妥协主义”（君主主义）倾向和共和主义倾向的问题。如果我们是看问题的实质，而不是看词句，如果我们是把阶级斗争当作“理论”和学说的基础来研究，而不是相反的话，那么，赫尔岑的《钟声》杂志[151]所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

赫尔岑在国外创办了自由的俄文刊物，这是他的伟大功绩。《北极星》杂志[152]发扬了十二月党人的传统。《钟声》杂志（1857—1867年）极力鼓吹农民的解放。奴隶般的沉默被打破了。

但是，赫尔岑是地主贵族中的人。他在1847年离开了俄国，他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可能相信革命的人民。由此就产生了他对“上层”发出的自由主义呼吁。由此就出现了他在《钟声》杂志上写给绞刑手亚历山大二世的无数封充满甜言蜜语的书信，这些信现在读起来不能不令人厌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是新的一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代表，他们责备赫尔岑从民主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这种退却，这是万分正确的。可是，说句公道话，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

当卡维林这个极其卑鄙无耻的自由派代表人物——他先前正是由于《钟声》杂志带有自由主义倾向而大加赞赏——反对立宪，攻击革命鼓动，反对“暴力”，反对号召使用暴力，开始宣传忍耐时，赫尔岑就同这位自由派的哲人决裂了。赫尔岑抨击了卡维林为了“替玩弄自由主义手腕的政府暗中策划”而写的那篇“空洞的、荒谬的、有害的杂文”，抨击了卡维林硬说“俄国人民蠢笨如牛，政府则聪明绝顶”的那些“充满政治感伤的格言”。《钟声》杂志发表过一篇以《祭文》为题的文章，这篇文章痛斥了“那些把自己高傲而浅薄的思想编成一整套陈腐谬论的教授，那些一度表现仁慈宽厚、后来看见健全的青年不理会他们的腐败思想就勃然大怒的退职教授”。卡维林一看到这种描绘，就知道说的是他。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时，卑鄙的自由主义者卡维林写道：“逮捕并不使我感到愤慨……革命政党认为可以采取一切有效的手段来推翻政府，而政府也就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自卫。”赫尔岑在谈到审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时候，正好答复了这位立宪民主党人：“这里有一些可怜的人，草芥不如的人，软骨头，却说不应当咒骂这一伙统治我们的强盗和恶棍。”

当自由主义者屠格涅夫私人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于皇朝，并且捐了两个金币来慰劳那些因镇压波兰起义[153]而受伤的士兵时，《钟声》杂志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圣女马格达琳娜（男性）上书皇上，陈诉她夜不成眠，焦虑皇上不知道她诚心忏悔”。屠格涅夫也是一看就知道说的是他。

当整个一群俄国自由派的乌合之众由于赫尔岑为波兰辩护而纷纷离开他时，当整个“有教养的社会”弃绝了《钟声》杂志时，赫尔岑并没有张皇失措。他继续捍卫波兰的自由，痛斥亚历山大二世手下的镇压者、刽子手、绞刑手。赫尔岑挽救了俄国民主派的名誉。他写信给屠格涅夫说：“我们挽救了俄国人的名誉，因此才遭到占多数的奴才们的非难。”

当有消息说一个农奴打死了一个侮辱他的未婚妻的地主时，赫尔岑就在《钟声》杂志上补充说：“干得好！”当听说沙皇政府准备派遣军官去进行“和平的”“解放”时，赫尔岑写道：“如果有一个聪明的上校带着他的队伍，不是去绞杀农民，而是去归附农民，那他就会登上罗曼诺夫王朝的宝座。”当雷特尔恩上校不愿做刽子手的帮凶而在华沙自杀时（1860年），赫尔岑写道：“如果要开枪，那就应该把枪口对准那些下令枪杀手无寸铁的人的将军们。”当别兹德纳村的50个农民被杀死，而他们的首领安东·彼得罗夫也被处以极刑时[154]（1861年4月12日），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写道：

“啊，俄罗斯大地上的劳动者和受苦的人，但愿我的话能够传入你们的耳鼓！……我要教导你们鄙视彼得堡的正教院和德意志血统的沙皇派来管你们的那些神父……你们恨地主，恨官吏，怕他们，这完全是对的；但是你们还相信沙皇和主教……不要相信他们吧。沙皇是跟他们一道的，他们都是沙皇手下的人。你们现在认识他了，你们是别兹德纳村被杀少年的父兄，你们是奔萨城被杀老人的子弟……你们的神父也同你们一样无知，也同你们一样贫穷……为了你们而在喀山城遇害的安东（不是安东主教，而是别兹德纳村的安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们的这些圣徒的尸体不会作出48种奇迹，向他们祷告也不会治好牙痛；但是，你们时刻纪念着他们，这就能创造出一种奇迹——获得解放。”

由此可见，那些藏身于奴才式的“合法”刊物中的自由派，只颂扬赫尔岑的弱点而隐瞒他的代点，这种对赫尔岑的诬蔑该是多么卑鄙无耻。赫尔岑不能在40年代的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当他在60年代看见了革命的人民时，他就无畏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反对自由派了。他进行斗争是为了使人民战胜沙皇制度，而不是为了使自由派资产阶级去勾结地主沙皇。他举起了革命的旗帜。

我们纪念赫尔岑时，清楚地看到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三代人物、三个阶级。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开展了革命鼓动。

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155]的英雄们。战士的圈子扩大了，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赫尔岑称他们是“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航海长”。但是，这还不是风暴本身。

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起来领导群众了，并且第一次唤起了千百万农民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第一次风暴是在1905年。第二次风暴正在我们眼前开始扩展。

无产阶级纪念赫尔岑时，以他为榜样来学习了解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学习了解，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和向人民进行的革命宣传，即使在播种与收获相隔几十年的时候也决不会白费；学习判定各阶级在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中的作用。吸取了这些教训的无产阶级，一定会给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道路，粉碎沙皇君主制恶棍，而赫尔岑就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恶棍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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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后人常用马尼洛夫来形容耽于幻想的人物。——261。



[147]指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是俄国贵族革命家，因领导1825年12月14日（26日）的彼得堡卫戍部队武装起义而得名。在起义前，十二月党人建立了三个秘密团体：1821年成立的由尼·米·穆拉维约夫领导的、总部设在彼得堡的北方协会；同年在乌克兰第二集团军驻防区成立的由帕·伊·佩斯捷利领导的南方协会；1823年成立的由安·伊·和彼·伊·波里索夫兄弟领导的斯拉夫人联合会。这三个集团的纲领都要求废除农奴制和限制沙皇专制。但是十二月党人害怕发生广泛的人民起义，因而企图通过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军事政变来实现自己的要求。1825年12月14日（26日），在向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的当天上午，北方协会成员率领约3000名同情十二月党人的士兵开进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他们计划用武力阻止参议院和国务会议向新沙皇宣誓，并迫使参议员签署告俄国人民的革命宣言，宣布推翻政府、废除农奴制、取消兵役义务、实现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会议。但十二月党人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尼古拉一世还在黎明以前，就使参议院和国务会议举行了宣誓。尼古拉一世并把忠于他的军队调到广场，包围了起义者，下令发射霰弹。当天傍晚起义被镇压了下去。据政府发表的显系缩小了的数字，在参议院广场有70多名“叛乱者”被打死。南方协会成员领导的切尔尼戈夫团于1825年12月29日（1826年1月10日）在乌克兰举行起义，也于1826年1月3日（15日）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



沙皇政府残酷惩处起义者，十二月党人的著名领导者佩斯捷利、谢·伊·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孔·费·雷列耶夫、米·巴·别斯图热夫－留明和彼·格·卡霍夫斯基于1826年7月13日（25日）被绞死，121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数百名军官和4000名士兵被捕并受到惩罚。十二月党人起义对后来的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261。



[148]罗慕洛和瑞穆斯是罗马神话中的人物，西尔维亚和战神马尔斯结合而生的一对孪生兄弟。他们生下不久被国王阿穆利乌斯投入台伯河，但河水把这对婴儿漂到岸边。战神马尔斯派一只母狼把他们带入山洞，用狼奶喂养他们。他们长大后体格健壮，膂力过人，性格刚强，见义勇为，深得人民的爱戴。两人中的罗慕洛是罗马城的建造者。——261。



[149]指国际工人协会。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建立。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规定其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为完全解放工人阶级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领导机关是总委员会，马克思是总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积极支持了1871年的巴黎工人起义。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工人运动处于低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在费城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263。



[150]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264。



[151]《钟声》杂志（《Колокол》）是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国外（1857—1865年在伦敦，1865—1867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革命刊物，最初为月刊，后来为不定期刊，共出了245期。该刊印数达2500份，在俄国国内传播甚广。《钟声》杂志除刊登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文章外，还刊载各种材料和消息，报道俄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斗争，揭露沙皇当局的秘密计划和营私舞弊行为。在1859—1861年俄国革命形势发展时期，来自俄国国内的通讯数量激增，每月达到几百篇。尼·亚·杜勃罗留波夫、米·拉·米哈伊洛夫、尼·伊·吴亭等担任过它的记者，伊·谢·阿克萨科夫、尤·费·萨马林、伊·谢·屠格涅夫等为它供过稿。《钟声》杂志最初阶段的纲领以赫岑创立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极力鼓吹解放农民，提出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和肉刑等民主主义要求。但它也有自由主义倾向，对沙皇抱有幻想。1861年农民改革以后，《钟声》杂志便坚决站到革命民主派一边，登载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尖锐谴责农民改革的文章以及俄国地下革命组织的传单、文件等。《钟声》杂志编辑部协助创立了土地和自由社，积极支持1863—1864年的波兰起义，从而与自由派最终决裂。——264。



[152]《北极星》（《Полярная　Звезда》）是一种文学政治文集，1855—1862年由亚·伊·赫尔岑创办的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在伦敦出版，最后一集于1868年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8集。前3集由赫尔岑主编，后几集由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主编。赫尔岑把文集取名为《北极星》并在文集封面上印了五位被判处死刑的十二月党人的画像，都意在强调他和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继承关系（十二月党人亚·亚·别斯图热夫和孔·费·雷列耶夫曾在1823—1825年出版了一种叫作《北极星》的文学丛刊）。《北极星》文集刊登了大量有关十二月党人的资料、被检查机关查禁的亚·谢·普希金、雷列耶夫、米·尤·莱蒙托夫的诗，维·格·别林斯基致尼·瓦·果戈理的信，赫尔岑的文章和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奥格辽夫的文章和诗等。《北极星》对俄国进步文学和社会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264。



[153]指波兰1863—1864年起义。这次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起义，是由波兰王国的封建农奴制的危机和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加剧而引起的。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沙皇政府决定于1863年1月在波兰王国强制征兵，企图用征召入伍的办法把大批怀有革命情绪的青年赶出城市。领导起义的是代表小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红党”所组织的中央民族委员会。它同俄国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社中央委员会以及在伦敦的《钟声》杂志出版人建立了联系。它的纲领包含有波兰民族独立、一切男子不分宗教和出身一律平等、农民耕种的土地不付赎金完全归农民所有、废除徭役、国家出资给地主以补偿等要求。起义从1863年1月22日向俄军数十个据点发动攻击开始，很快席卷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并波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部分地区。参加起义的有手工业者、工人、大学生、贵族知识分子、部分农民和宗教界人士等各阶层的居民。代表大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白党”担心自己在社会上声誉扫地，也一度参加了斗争，并攫取了领导权。马克思对波兰起义极为重视，曾参与组织国际军团，支援起义。1864年5月，起义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数万名波兰爱国者被杀害、囚禁和流放西伯利亚。但是，起义迫使沙皇政府于1864年3月颁布了关于在波兰王国解放农奴的法令，因而在波兰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66。



[154]指喀山省斯帕斯基县别兹德纳村农民起义。关于废除农奴制的条件的1861年2月19日宣言和条例的颁布，引起了农民的失望和愤怒。他们不相信宣读的条例文本是真的，认为地主和官吏把真正的宣言和条例藏起来了。1861年春，在许多省都发生了农民骚动，而以别兹德纳村农民的暴动规模最大。领导这次运动的是别兹德纳村青年农民安东·彼得罗夫。在他的号召下，农民拒绝服徭役，拒绝向地主交纳代役租，拒绝在确定份地数量和义务范围的“规约”上签字，抢夺地主仓库里的粮食。骚动波及到喀山省斯帕斯基、奇斯托波尔、拉伊舍沃三县以及相邻的萨马拉省和辛比尔斯克省各县共75个村庄。别兹德纳村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1861年4月12日（24日），根据阿普拉克辛将军的命令，向4000名手无寸铁的农民群众开枪，据官方报告，被打死和因伤而死的共91人，伤350人以上。4月19日（5月1日），安东·彼得罗夫被枪决。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16个农民中，5个被判处笞刑和不同期限的监禁。别兹德纳惨案在俄国社会各进步阶层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亚·伊·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对别兹德纳惨案作了详细报道。——266。



[155]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列宁批判了民意党人的乌托邦式的纲领，但十分敬重他们同沙皇制度英勇斗争的精神。——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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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俄土地占有情况

（1912年5月6日〔19日〕）

由于3000万农民挨饿，俄国农民生活状况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通常在谈论这一问题时，人们往往忽略了主要的一点，即大地主（主要是贵族地主）占有土地的情况同农民生活状况的对比关系。我们现在想请读者注意的正是这主要的一点。

1907年内务部公布了《1905年土地占有情况统计》。根据这个不会被认为是偏袒农民的官方材料，可以相当确切地了解到造成饥荒的一个主要原因。

政府的统计确定欧俄50个省的土地共有39500万俄亩。但是这个数字并不能说明真实的情况，因为其中包括远北方地区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奥洛涅茨省及沃洛格达省的1亿俄亩以上的官地在内。这些土地大部分不适于农业；这些都是遥远的北部地区的冻土带和森林。通常把这些土地计算在内，只是为了掩盖那些适于农业的土地的实际分配情况。

减去这部分土地后，可耕地总数为28000万俄亩（凑成整数）。其中私有地占10100万俄亩，份地占13900万俄亩。应该把大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小农的土地占有情况分开。

关于大地产，政府的统计提供了这样的材料：





欧俄个人私有的地产



	占有面积
	占有者
	土地面积（单位俄亩）


	每个占有者的平均占有数（单位俄亩）





	500-2000俄亩
	21 749
	20 590 708
	947



	2000-10000俄亩
	5 386
	20 602 109
	3 825



	10 000俄亩以上
	699
	20 798 504
	29 754



	
总计

	27 833
	61 991 321
	2 227







这些材料是不完全的，因为其中既不包括皇族的土地，也不包括大商业公司等等的土地。但是，我们从这些材料中仍然能够了解到俄国地主占有土地的主要情况。700个地主拥有土地2100万俄亩，也就是说，几乎每个地主平均拥有3万俄亩。

不到28000个地主，却拥有土地6200万俄亩，也就是说，每个地主平均拥有2200俄亩。这里必须加上皇族的土地——共计500万俄亩以上。其次，350多万俄亩土地属于272个“工商业、工厂及其他”团体。这无疑是大地产，——其主要部分集中在彼尔姆省；在这里，差不多有150万俄亩土地（确数是1448902俄亩）属于9个这样的团体。

因此，总计起来，属于最大地主的土地决不会少于7000万俄亩，而一定会多于7000万俄亩。这种大地主，为数不到3万人。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农民占有土地的情况。根据政府的统计材料，份地最少的农民拥有份地的情况如下：





份地



	份地面积
	农户
	土地面积（单位俄亩）


	每个农户的平均占有数（单位俄亩）





	5俄亩以下……
	2 857 650
	9 030 333
	3.1



	5一8俄亩……
	3 317 601
	21 706 550
	6.5



	8-15俄亩……
	3 932 485
	42 182 923
	10.7



	　　总　计
 …
	10 107 736
	72 919 806
	7.0







可见，1000万农户（在将近1300万农户总数中）只有7300万俄亩土地。平均每户7俄亩。这里应当加上小的私有地产：10俄亩以下的土地占有者为409864户，他们共有土地1625226俄亩，也就是说每户不到4俄亩。因此，将近1050万农户只有土地7500万俄亩。

现在我们可以把在讨论农民问题时常常被忘记或理解得不正确的这些基本材料综合起来：

大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是：3万个地主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

小农的土地占有情况是：1050万户小农拥有7500万俄亩土地。

当然，这是总的材料。为了更详细地研究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大地产的意义，应该收集不同的地区的材料，有时甚至要收集个别省份的材料。然而，无论政府的或自由派的经济学家，甚至一部分民粹派的经济学家，往往总是拿个别地区或问题的个别方面来掩盖土地问题的实质。为了弄清楚土地问题和农民生活状况问题的根本意义，就不应该忽视上述基本材料，也不容许以局部的东西来掩盖基本的东西。

我们将在下面一篇文章 
［注：见本卷第312—316页。——编者注］

 里援引一些这种掩盖问题实质的例子。现在我们可以作出第一个基本结论。欧俄的土地分配情况如下：拥有500俄亩土地以上的大地主共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而他们的人数却不到3万人。

大多数农民，即1300万农户总数中的1050万户，总共才拥有7500万俄亩土地。

每个大地主的地产平均为2200俄亩。每户小农的土地平均为7俄亩。

如果3万个大地主的土地转到1000万农户手中，那么这些农户的土地就几乎可以增加1倍。

关于这种土地分配情况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形成怎样的经济关系，我们下次再谈。





	载于1912年5月6日《涅瓦明星报》第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263—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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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派和工人民主派

（1912年5月8日和9日〔21日和22日〕）

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运动带来了一些活跃景象，并且提高了人们对政治问题的兴趣。勒拿事件所激起的广泛运动使这种活跃景象更加明显，使这种兴趣更加浓厚。现在我们来讨论劳动派即农民民主派同工人民主派的关系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适宜。

瓦·沃多沃佐夫先生为了回答我在《明星报》上发表的文章《自由派和民主派》 
［注：见本卷第243—252页。——编者注］

 ，他在《劳动团和工人政党》（《生活需要》杂志第17期）一文中阐述了劳动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争论涉及到代表俄国十分之九的居民利益的两个政治派别的本质。因此，一切民主派分子都应该密切注意这次争论的问题。


一

工人民主派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雇佣工人在现代社会中是一个固定的阶级。这个阶级的状况与小业主阶级即农民阶级的状况根本不同。因此谈不到把二者结成一个政党。

工人的目的是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来废除雇佣奴隶制。农民的目的是要实现民主要求，这些要求能够消灭农奴制及其一切社会基础和表现，但是根本不能触动资产阶级的统治。

工人和农民的共同任务正在使目前俄国的农民民主派和工人民主派互相接近起来，他们虽然不能不各走各的路，但是他们能够，而且为了取得胜利也应该采取一致行动来反对一切反民主的现象。如果这种一致行动或共同行动不能实现，如果农民民主派不能摆脱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的监护，那俄国就谈不上真正的民主改革。

这就是我在以《自由派和民主派》为题的两篇文章中阐述的工人民主派即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劳动派想成为一个“超阶级的”政党，沃多沃佐夫先生阐明了他们的观点。按照他们的信念，一个政党“完全能够为三个社会阶级的利益服务”，这三个阶级就是农民、工人阶级和“劳动知识分子”。

我说，这种“信念”违反（1）经济科学的全部真理，（2）经历过类似俄国当前这样的时代的国家的一切经验，（3）俄国历史上特别重要特别危急的时期——1905年的经验。我嘲笑了真正立宪民主党人要“囊括”各个阶级的野心，同时提起了立宪民主党人把马克拉柯夫之流的先生们称作“劳动知识分子”的事。

沃多沃佐夫先生对我的论据断章取义，企图钻空子反驳。例如，他反驳第1条论据说：“农民是自食其力的群众；他们的利益就是劳动的利益，因此，他们组成了劳动大军中的一支队伍，正象工人组成了劳动大军中的另一支队伍一样。”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科学，而是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因为这里用所谓劳动利益的空话掩盖了小业主同雇佣工人的状况的根本差别。工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他们出卖自己，出卖自己的双手，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农民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自己的或租佃的土地，并且出卖自己的农产品，他们是小业主、小农场主、小资产者。

俄国农民现在为了经营自己的农场至少雇用200万农业雇佣工人。如果全部地主土地无偿地转归农民所有，农民就会雇用更多的工人。

把土地转归农民所有，是全体农民、全体雇佣工人、全体民主派的共同利益，因为地主土地占有制是地主政权的基础，是普利什凯维奇、马尔柯夫第二和其他“第三届杜马代表”、民族党人、十月党人等等使俄国很好领教过的那种类型的地主政权的基础。

由此可见，农民和工人现在的共同目的，丝毫也不包含任何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与不学无术的黑帮分子、有时也与自由派分子的意见相反的。农民和工人的共同目的只是实现民主要求。达到了这个目的，俄国就获得了自由，但是还消灭不了雇佣奴隶制。

为了认真做到使不同阶级采取一致行动，为了使这种行动取得真正巩固的成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在哪些地方是一致的，在哪些地方是有分歧的。在这方面的任何错误、“误解”、任何用空话掩盖事实的做法，都不能不带来极大的危害，不能不破坏我们的成就。


二


　　“农业劳动和工厂劳动不同；但是，工厂劳动和小店铺里的店员的劳动也不同，而《明星报》却竭力向店员证明，他们跟工人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应该把社会民主党看作自己的代表……”



　　沃多沃佐夫先生就是这样来反驳小业主和雇佣工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阶级差别这个论据的！沃多沃佐夫先生的议论在这一点上也充满了通常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气味。农民小业主同工厂主、小手工业主或小商人同属一个阶级；他们的差别不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差别。农业雇佣工人同工厂的或商业的雇佣工人同属一个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都是最起码的真理。而沃多沃佐夫先生毫无道理地以为，只要他把“我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极端简单化的”，他就可以掩盖问题的实质，即劳动派常常迷失方向，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滑向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沃多沃佐夫先生试图用有时几个政党代表一个阶级或一个政党代表几个阶级的说法来反驳我所引证的世界各国的经验和俄国的经验（关于小业主和雇佣工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阶级差别），他在这方面也表现了同样的迷误。在欧洲，工人有时跟着自由派和无政府主义者走，跟着教权派走，等等。地主有时也分布在各个不同的政党里。

但是，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除了阶级的差别以外，还有宗教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的差别影响着各个政党的组成。

这个事实不错。但是，它同我们的争论有什么关系呢？沃多沃佐夫先生是否能指出俄国在这方面除了阶级差别还有哪些宗教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的特殊历史条件呢？

沃多沃佐夫先生根本没有指出而且也指不出这样的条件。争论仅仅在于，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为三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超阶级的”政党（而且把“劳动知识分子”看作一个阶级也是可笑的）。

理论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不可能！1905年的经验也作了同样明确的回答。1905年是俄国历史上一个极重要的转折时期，当时一切阶级的、集团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的差别，都通过极公开极广泛的行动特别突出地暴露了出来。1905年的经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证明了在俄国建立农民和工人的统一政党是不可能的。

所有三届杜马也证明了这一点。

说欧洲各国有时是一个阶级分成几个政党或者是几个阶级在一个政党领导下联合起来，扯这些同我们这里所谈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沃多沃佐夫先生只是想用这个借口回避（并且企图把读者引开）我们所讨论的问题。

俄国民主派要想取得胜利，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力量，冷静地观察局势的发展，明确地知道自己能够依靠哪些阶级。迷恋于幻想，用空话掩盖阶级差别，靠善良的愿望逃避阶级差别，这都是极端有害的。

应该坦白承认，俄国工人和农民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阶级差别，这种差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市场统治的范围内是无法避免的。应该坦白承认，目前他们的利益在哪些方面是一致的。应该联合每个阶级，团结它的力量，提高它的认识，从而确定这个共同任务。

组织一个“激进的”（我用的是沃多沃佐夫先生的说法，虽然我并不认为这种说法是恰当的）农民政党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尝试建立一个“超阶级的”政党，尝试使农民和工人结成一个政党，尝试把并不存在的所谓“劳动知识分子”看作一个单独的阶级，对于争取俄国的自由是极端不利、极端有害的，因为这些尝试除了使人悲观失望、丧失力量、认识模糊以外，不会带来任何结果。

我们完全同意建立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农民政党，我们必须同上述种种尝试进行斗争。工人还必须起来反对自由派对民主派农民的影响。


三

关于自由派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宪民主党人同劳动派的关系，劳动派代表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说明。劳动派显然不懂得，1905—1906年的解放运动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民主派农民依附了自由派，他们也不懂得，如果农民的广大领导阶层不了解民主主义同自由主义的区别，不摆脱自由派的监护和统治，这次解放运动要获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沃多沃佐夫先生谈到了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重要问题，但是谈得极其肤浅，不能令人满意。他说，“立宪民主党主要是为城市居民服务的。”这种说法不对。对立宪民主党的阶级根源和政治作用作出这样的论断是根本不行的。

立宪民主党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政党。这个党的社会基础（同“进步派”一样）是经济上比较进步的（同十月党人比较）一些资产阶级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是由于传统（即单纯的习惯、盲目的因循守旧）以及直接受了自由派的欺骗，一部分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现在还追随着这个政党。

立宪民主党人自称民主派，这是在欺骗自己和欺骗人民。实际上立宪民主党人是反革命的自由派。

俄国的全部历史，特别是20世纪的历史和1905—1906年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而《路标》文集尤其明确、清楚、彻底地表明了这一点，揭穿了这一点。立宪民主党的外交家们提出的关于《路标》的任何“保留意见”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一阶段即20世纪的头10年表明，广大居民群众虽然倾向于民主派，但是还没有充分的觉悟，还分不清自由主义同民主主义的区别，还屈从于自由派的领导。只要这种情况还没有改变，由于这种情况还没有改变，就谈不上什么俄国的民主改革，因为这都是空谈。

沃多沃佐夫先生是怎样来反驳我的文章所依据的这些前提的呢？他写道：“劳动派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过多地谈论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性是非常不策略的〈！！〉……”

竟然是这样！这同“策略”有什么关系呢？这同“过多”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立宪民主党人确实是反革命的自由派，那就应该说实话。至于谈论反革命的右派和反革命的自由派时，应该多谈还是少谈，这并不是一个重大问题。这是因为一个政论家每当谈到右派和自由派的时候，他必须说实话。关于右派，劳动派说了实话。因此我们称赞他们。关于自由派，劳动派自己已经谈起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把实话谈出来！

只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责备劳动派。

至于谈得“过多”还是过少，这丝毫没有关系。即使劳动派关于右派谈了1000行，而关于自由派只谈了5行，我们也不反对。我们并不是因为这一点而反对劳动派的。我们反对的是，在这“5行”中（责怪你自己，沃多沃佐夫先生！因为你在争论中用了“过”这个不恰当的字眼的）关于自由派什么实话也没有谈。

沃多沃佐夫先生实际上是避而不答立宪民主党人是不是反革命这个问题。

劳动派回避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错误，这说明一部分民主派和一部分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还没有摆脱自由主义。

这个问题是20世纪头10年的全部历史必然要提出来的。

目前，在俄国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中，新的民主主义因素正在普遍增长。这是事实。应该在这些民主主义因素增长的时候，把它们培养成彻底的民主主义。如果不揭露自由派的真正本质，这种培养就无法进行。因为自由派掌握了几百个机关刊物和100个杜马代表的席位，经常用假民主主义倾向影响一些人，这些人的数目比我们的宣传所能影响的要多得多。

民主派应当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我们会始终称赞劳动派在谈到右派时所发表的民主主义言论。但是，如果他们谈到自由派时，不用无愧于民主派的语言，而用自由派的口吻，那么，他们的民主主义就是不彻底的。

参加竞选斗争的不是两个阵营而是三个阵营。劳动派的先生们，不要把第二个（自由派的）阵营同第三个（民主派的）阵营混淆起来。不要把它们之间的差别掩盖起来——对于这件恶劣的事情，自由派分子是操心得“过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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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国各政党

（1912年5月10日〔23日〕）

国家杜马的选举迫使各政党加强自己的鼓动，集合自己的力量，以求“自己的”党的代表能够多多当选。

同时，在我国，也象在其他各国一样，极不体面的广告式的竞选活动正在开展。各资产阶级政党，即那些保护资本家经济特权的政党，都在极力吹嘘自己的党，就象各个资本家吹嘘自己的商品一样。只要看一下任何一张报纸的商业广告，你就可以看到，资本家为自己的商品想出了种种最“动听”、最响亮、最时髦的名称，他们厚着脸皮，不顾一切地捏造谎言来大吹特吹自己的商品。

人们，至少是各大城市和各商业地区的人们，早已看惯了这种商业广告，知道它的价值。遗憾的是，政治广告却能迷惑更多的人，揭穿它要困难得多，而且它的欺骗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一些政党选择名称，无论在欧洲或在我国，常常直接抱着作广告的目的，它们制定“纲领”，也往往专门为了欺骗群众。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政治自由愈多，民主即人民和人民代表的权力愈大，政党的广告式的宣传也往往愈恬不知耻。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弄清政党斗争中的情况呢？这种带有广告欺骗性质的斗争，是不是说明代表机构、议会、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无益甚至有害，象顽固的反动分子、议会制度的敌人极力要人们相信的那样呢？不是。没有代表机构，欺骗、政治谎言和各种骗人的勾当会多得多，而人民揭穿骗局、查明真相的办法也会少得多。

要弄清政党斗争中的情况，就不要相信言词，而要研究各政党的真实历史，主要不是研究各政党关于自己所说的话，而是研究它们的行动，研究它们是怎样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是怎样处理与社会各阶级即与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等等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

一个国家的政治自由愈多，它的代表机构愈健全、愈民主化，人民群众就愈容易弄清党派斗争，愈便于学习政治，即愈便于揭穿骗局和查明真相。

任何一个社会分化成各种政党的现象，都是在震动全国的深刻危机发生时表现得最为明显。那时政府不得不在社会各阶级中寻找支柱；严重的斗争会把各种空话以及一切微不足道、无关大局的东西一扫而光；各政党会竭尽全力向人民群众表白，而受可靠的本能支配并具有公开斗争经验的群众，则会跟着代表这个或那个阶级利益的政党走。

这种危机时期总是决定着一国的社会力量在几年甚至几十年间党派的组合。例如在德国，这种危机是1866年和1870年的战争；在俄国，这种危机是1905年的事变。不回顾一下这一年的事变，就不能理解我国各政党的实质，就不能认清俄国各政党代表的是哪些阶级。

在这篇简述俄国各政党的文章中，我们先从极右的政党说起。

在极右翼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人民同盟”[156]。

这个党的纲领在亚·伊·杜勃洛文所出版的“俄罗斯人民同盟”通报《俄国旗帜报》[157]上是这样说明的：


　　“俄罗斯人民同盟遵奉沙皇1907年6月3日圣谕，应成为皇朝忠实的支柱，在遵守法制和秩序方面应处处成为人人效法的榜样，兹特宣布，为了实现沙皇的意旨，必须：（1）充分发挥与按教规建立的俄国正教会血肉相连的沙皇专制制度的权力；（2）保证俄罗斯民族不仅在内地省份而且在边疆地区占统治地位；（3）保证纯粹由俄罗斯人组成的国家杜马的存在并使之成为专制君主在从事国家建设方面的主要助手；（4）完全遵循俄罗斯人民同盟对待犹太人的基本原则；（5）革除一切反对沙皇专制政权的官吏的公职。”



　　我们把右派这篇庄严的宣言原封不动地照抄下来，一方面是为了使读者能直接看到原文，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所阐述的基本主张，对于在第三届杜马中占多数的各个政党即“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也是适用的。这从以下的说明中可以看出来。俄罗斯人民同盟的纲领，实际上是在重提农奴制时代的老口号——正教、专制和民族性。在谈到通常用来区别俄罗斯人民同盟与跟着它走的各个政党的那个问题，即承认还是否认俄国国家制度的“立宪”原则时，必须特别指出，俄罗斯人民同盟丝毫不笼统反对代表机构。从上面所引的纲领中可以看出，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主张国家杜马作为“助手”而存在的。

杜勃洛文分子说明了俄国立宪（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特点，而且说得很正确，即说得符合实际情况。无论民族党人或十月党人，在实际政策方面都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这些政党在“立宪”问题上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字面上的争论：“右派”并不反对杜马，只是特别强调它应当成为没有丝毫确定权利的“助手”；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则并不坚持任何严格确定的权利，更不想有实现权利的实际保障。所以十月党内的“立宪派”也就在六三宪制的基础上同“反立宪派”和睦相处。

在黑帮的纲领中，赤裸裸地、明确地规定了摧残异族人特别是犹太人的政策。他们在这里也象平常一样，把其他政府党多少“羞羞答答地”掩饰起来或是用外交手腕隐藏起来的事情更粗暴地、更无顾忌地、更横蛮地直说了出来。

其实，凡是多少了解一点第三届杜马的活动，多少了解一点《新时报》、《光明报》[158]和《莫斯科呼声报》一类报刊的人，都知道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也参与了对异族人的摧残。

试问，右派政党的社会基础究竟是什么？它代表的是哪个阶级？它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

重提农奴制的口号，捍卫俄国生活中一切中世纪的旧东西，完全满足于六三宪制即地主宪制，保护贵族和官吏的特权，——这一切都对本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右派是农奴主地主的政党，是贵族联合会[159]的政党。正是这个联合会在解散第二届杜马、修改选举法以及在六三政变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甚至起了领导的作用。

为了说明这个阶级在俄国拥有的经济实力，只须举出由政府当局即内务部公布的1905年土地统计中的数字所证实了的下列基本事实就够了。

在俄国的欧洲部分，人数不到3万的地主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份地最少的1000万个农户的全部土地也只有这样多。大地主每人平均约有2300俄亩土地；而贫苦农民每户只有7俄亩土地。

农民靠这种“份地”决不能维持生活，只能奄奄待毙，这是很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每次歉收，都有千百万人忍饥挨饿（比如今年的饥荒），这使俄国农民经济不断遭到破坏。农民只得以各种工役形式向地主租佃土地。农民用自己的马匹和农具替地主干活，作为租地的代价。这仍然是徭役制，不过不正式称为农奴制罢了。地主的2300俄亩土地，大部分只能用盘剥方式，用工役即徭役方式经营，只有很少一部分才雇工经营。

其次，国家绝大多数高级和中级官吏都出身于这个地主－贵族阶级。俄国官吏的特权是贵族－地主的特权和土地权力的另一方面。由此可见，贵族联合会和“右派”各政党坚持农奴制旧传统的政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并不是出于个别人的“恶意”，而是由一个极强大的阶级的利益所驱使的。旧的当权阶级，即地主余孽，仍然是当权阶级，并且建立了相应的政党。这个党也就是“俄罗斯人民同盟”或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中的“右派”。

但是，既然有代表机构存在，既然群众象在1905年所做的那样，已公开地走上政治舞台，每个政党也就必须在某种限度内向人民表白。而右派各党又能向人民表白些什么呢？

当然，公开说保护地主利益是不行的。于是就说什么凡是旧东西都要保存，拼命煽动不信任异族人特别是犹太人的心理，唆使那些最不觉悟最愚昧的人去蹂躏、摧残“犹太佬”，大谈俄罗斯人受异族人的“压迫”，以此来掩盖贵族、官吏和地主的特权。

“右派”政党就是如此。它的党员普利什凯维奇，第三届杜马中最著名的右派演说家，煞费苦心而且很有成效地向人民表明了右派所要求的是什么，他们怎样活动，他们为谁服务。普利什凯维奇真是一个天才的鼓动员。

与在第三届杜马中占46席的“右派”并肩站在一起的，是占91席的“民族党人”。他们同右派的差异很小，实质上，这并不是两个政党，而是在摧残异族人、摧残“立宪民主党人”（自由派）和民主派等方面分“工”合作的一个政党。他们干着同样的事情，不过作法上有的粗野些有的巧妙些罢了。让那些能干出各种丑事和暴行，能杀害赫尔岑施坦、约洛斯和卡拉瓦耶夫们的“极”右派站开一点，让人们以为他们是从右面来“批评”政府的，这对政府是有利的……右派和民族党人的区别，并不能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十月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占131席，其中当然包括“右派十月党人”。十月党人的现行政策与右派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他们与右派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党不仅为地主服务，而且还为大资本家、守旧的商人即资产阶级服务，这个资产阶级由于工人以及跟在其后的农民觉醒过来要求独立生活而惶恐不安以至完全转到捍卫旧制度的立场上去了。俄国有不少资本家，他们完全象地主对待先前的农奴那样对待工人；他们把工人和店员看作是家奴、仆从。在维护这种旧制度方面，谁也比不上右派政党、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还有一些资本家，他们虽然在1904年和1905年举行的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上要求“立宪”；但是他们为了对付工人，总是甘愿听凭六三宪制的肆虐。

十月党是地主和资本家的主要反革命政党。这是第三届杜马中起主导作用的党：132个十月党人与137个右派分子和民族党人合在一起，就组成了第三届杜马中的相当大的多数。

1907年的六三选举法保证了地主和大资本家在杜马中的多数地位：在选举杜马代表的一切省选举大会上，都是地主和第一城市选民团（即大资本家选民团）的复选人占多数。在28个省选举大会上，甚至土地占有者复选人独占多数。六三政府的全部政策都是在十月党帮助下实行的，第三届杜马的一切罪恶都应由该党负责。

在口头上，在自己的纲领中，十月党人主张“立宪”，甚至主张有……种种自由！在行动上，这个党拥护一切反对工人（例如保险法案，——请回忆一下杜马工人问题委员会主席季津高津男爵当时的态度吧！）、反对农民以及反对限制专横暴虐和无权状况的措施。十月党人和民族党人一样，都是政府党。这种情况并不因为十月党人有时（特别是在选举以前！）发表“反对派”言论而有丝毫改变。凡是有议会的地方，老早就看到而且现在也经常看到资产阶级政党玩弄这种反对派把戏，这种把戏对于它们没有害处，因为任何政府都不会认真看待它，而且有时在面对需要涂上反对派“圣油”的选民时，这种把戏还不无益处呢。

但是，玩弄反对派把戏的行家和老手却是第三届杜马中的主要反对派政党即立宪“民主党”，也就是“人民自由”党。

这个党的名称就是一种把戏，其实它根本不是民主党，也绝对不是人民的、不是主张自由的党，而是主张半自由的党，甚至是主张1/4自由的党。

其实，这个党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害怕人民运动远远超过害怕反动势力。

民主派相信人民，相信群众运动，极力帮助群众运动，虽然他们往往错误地理解这一运动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劳动派就是如此）。民主派想摆脱整个中世纪制度的愿望比较真诚。

自由派害怕群众运动，阻碍群众运动，自觉地捍卫某些中世纪制度，而且是主要的中世纪制度，以求获得反对群众尤其是反对工人的支柱。自由派力求达到的目的是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分享权力，而决不是铲除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权力的一切基础。民主派小资产者（包括农民和劳动派在内）则主张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人民，他们真诚地想铲除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一切基础，但是他们不懂得雇佣工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意义。与此相反，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真正目的，则是要与普利什凯维奇分享统治工人和统治小业主的权力。

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占多数或占统治地位。他们利用这种地位玩弄无聊而不光彩的把戏：向右边表示忠诚，表示愿意组阁（他们说，我们能够和平解决一切矛盾，既不会伤害庄稼汉，又不会得罪普利什凯维奇），向左边表示拥护民主主义。由于玩弄这种把戏，立宪民主党人从右边终于挨了一脚，从左边则恰如其分地获得了人民自由事业的叛徒这一称号。在前两届杜马中，他们不仅一直同工人民主派作斗争，而且一直同劳动派作斗争。我们只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就够了：立宪民主党人破坏了劳动派在第一届杜马中提出的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计划，破坏了这个起码的民主主义计划、初步的民主主义计划，从而维护了地主和官吏在土地规划委员会内对农民的支配地位！

在第三届杜马内，立宪民主党人玩弄“负责的反对派”即陛下的反对派的把戏。为了玩弄这一把戏，他们屡次投票赞成政府预算（好一个“民主派”！），他们向十月党人解释说，他们所主张的“强制”（强制农民）赎买的办法是没有危险的，没有害处的（请回想一下别列佐夫斯基第一的发言），他们派卡拉乌洛夫上台去发表“虔诚的”演说，他们背弃群众运动，求告“上层”而压制下层（立宪民主党人在讨论工人保险问题时反对工人代表），如此等等。

立宪民主党是反革命自由派的政党。由于它野心勃勃地想充当“负责的反对派”，即充当政府认可的、合法的、被准许去与十月党人竞争的反对派，不是反对六三制度而是承认六三制度的反对派，结果就把自己的“民主党人”的称号彻底葬送了。罗扎诺夫和安东尼·沃伦斯基所崇拜的立宪民主党思想家司徒卢威和伊兹哥耶夫之流先生们无耻地鼓吹路标主义思想，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充当“负责的反对派”的角色，这实际上是同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所能容忍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很想同普利什凯维奇并肩坐在一起。

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在现今第四届杜马选举时结成联盟，这再一次证实了立宪民主党人十足的反革命性。进步派一点也不想做民主派，也没有说过一句关于反对整个六三制度的话，根本没有想到要什么“普选权”。这是一些温和的自由派，他们并不掩饰他们与十月党人的亲密关系。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结成联盟，应该使那些最昏聩的“立宪民主党应声虫”也能看清立宪民主党的本质。

代表俄国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是形形色色的民粹派，从最左的社会革命党人，直到人民社会党人[160]和劳动派。他们都爱讲“社会主义”词句，但是，这些词句的含义骗不了觉悟的工人。其实，什么“土地权”，什么“平分”土地，什么“土地社会化”，都不包含丝毫社会主义成分。任何人都懂得这一点，只要他知道，在废除土地私有制和重新分配土地甚至最“公平地”分配土地的情况下，商品生产，市场、货币和资本的权力不但不会受到损害，反而会更加扩大。

但是，关于“劳动原则”和“民粹派的社会主义”的词句，也表明民主派深信（并且真诚地希望）能够消灭而且必须消灭土地占有制方面以及政治制度方面的一切中世纪特权。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力图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分享政治权力和政治特权，而民粹派则力求消灭而且在目前不得不力求消灭土地占有制方面以及政治方面的一切特权，也正因为如此，民粹派才是民主派。

俄国极大多数农民所处的地位，使他们根本不可能设想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作任何妥协（这对自由派来说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办到而且是合乎心意的）。因此，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有群众基础的，而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这种对付庄稼汉的资产阶级政策，直到现在，除了……使3000万庄稼汉挨饿以外，没有作出任何成绩来！

千百万挨饿的小业主不能不力求另一种土地改革，即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这种改革虽然不能跳出资本主义范围，不能消灭雇佣奴隶制，但是它能够彻底消灭俄国的中世纪制度。

劳动派在第三届杜马中虽然非常软弱，但是他们代表着群众。由于小业主的阶级地位，劳动派必然在立宪民主党人与工人民主派之间动摇不定，同时，由于团结、组织和教育小业主特别困难，劳动派作为一个政党也就显得极不明确极不定形。因此，劳动派受到左派民粹派那种愚蠢的“召回主义”影响，就呈现出一个被取消了的政党的悲惨景象。

劳动派与我们的那些准马克思主义者取消派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是由于软弱而成为取消派，后者是由于居心险恶而成为取消派。工人民主派的任务，就是帮助软弱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使他们摆脱自由派的影响，团结民主派阵营去反对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而不仅仅反对右派分子。

关于这个在第三届杜马中拥有自己党团的工人民主派，我们在这里只能稍微谈一谈。

工人阶级政党在欧洲各地都已经建立起来，它们摆脱一般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学会把雇佣工人反对资本的斗争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区别开来，而这样做也正是为了加强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为了使这一斗争摆脱一切动摇行为和畏缩思想的干扰。在俄国，工人民主派已经完全与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划清界限，这对整个民主事业有莫大的益处。

工人民主派内的取消派（《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现代事业报》）也具有劳动派那样的弱点，它赞美不定形，力图做一个“可以容许的”反对派，它放弃了工人领导权思想。只是空谈“公开的”组织（责骂不公开的组织），鼓吹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这一流派显然是同反革命时代的那种涣散状态和悲观失望情绪联系着的，它背离工人民主派的事实已经非常明显了。

觉悟的工人什么也不会取消，他们排除自由派的影响而团结起来，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发展工会等多种多样的团结形式，既代表雇佣劳动去反对资本，又代表彻底的民主派去反对俄国整个旧制度，反对向旧制度作任何让步。




现在我们借用正式公布的1912年杜马《参考手册》中的材料，把第三届国家杜马党派成分列表如下。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党派成分




地主


地主右派……………………………………………46

民族党人……………………………………………74

独立民族党人………………………………………17

右派十月党人………………………………………11

十月党人……………………………………………120

　政府党总计
 …………………………………268




资产阶级


进步派………………………………………………36

立宪民主党人………………………………………52

波兰代表联盟………………………………………11

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

穆斯林集团……………………………………………9

　自由派总计
 …………………………………115




资产阶级民主派


劳动团………………………………………………14




工人民主派


社会民主党人………………………………………13

　民主派总计
 …………………………………27

无党派人士…………………………………………27

　共　计
 ………………………………………437







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有两个多数：（1）右派和十月党人在437个席位中占268席；（2）十月党人和自由派在437个席位中占235席（120＋115）。这两个多数都是反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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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俄国群众性的黑帮组织，于1905年10月在彼得堡成立。该组织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代表、地主、部分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城市无业游民、一部分富农以及某些不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创始人为亚·伊·杜勃洛文、弗·安·格林格穆特、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1905年12月23日（1906年1月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同盟的代表团，接受了同盟成员的称号和徽章。同盟纲领以维护俄国的统一和不可分、保持专制制度、沙皇和人民通过咨议性的国民代表会议取得一致、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等为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一些蛊惑性的条文，如批评官僚制、保持村社土地所有制、各等级权利平等、国家对工人实行保险等。同盟的中央机构是由12人组成的总委员会，设在彼得堡。全国各城市、村镇所设的同盟分部在1905—1907年间达900个。同盟通过宣传鼓动几次掀起俄国反犹太人大暴行的浪潮，同时也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它刺杀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米·雅·赫尔岑施坦、格·波·约洛斯，并两次对谢·尤·维特行刺。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同盟于1908—1910年分裂为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俄罗斯人民同盟、彼得堡全俄杜勃洛文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几个互相敌对的组织。1917年二月革命后同其他黑帮组织一起被取缔。——283。



[157]《俄国旗帜报》（《Русское　Знамя》）是黑帮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的机关报，1905—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284。



[158]《光明报》（《Свет》）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报纸（日报），1882—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285。



[159]贵族联合会是农奴主－地主的反革命组织，于1906年5月在各省贵族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存在到1917年10月。成立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贵族联合会的领导人是阿·亚·鲍勃凌斯基伯爵、Н．Ф．卡萨特金－罗斯托夫斯基公爵、Д．А．奥尔苏菲耶夫伯爵、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人。列宁称贵族联合会为“农奴主联合会”。贵族联合会的许多成员参加了国务会议和黑帮组织的领导中心。——285。



[160]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该党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列宁曾称之为“社会立宪民主党人”、“小市民机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六三政变后，该党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恢复组织。该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290。







《列宁全集》第21卷


关于大资本组织的调查

（1912年4—6月）

俄罗斯帝国技术协会[161]工业经济处作了一次关于“俄国工商业阶级的社会组织”的调查——说得更确切一些，即关于大资本组织的调查。这次调查的结果，在古什卡先生的《俄国工商业阶级的代表组织》一书（1912年圣彼得堡版）中已有说明。这本书中提供的材料以及作者所作的相当肯定的结论，都值得特别注意。


一

技术协会的调查其实是在资本家的“代表”组织中进行的，这种“代表”组织约占全部资本家组织的80％。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约占15％；雇主联合会约占5％；其余部分为交易所委员会[162]及代表大会委员会等等。后面这些组织最喜欢把自己叫作“代表”组织。它们的任务是对政权机关施加影响。

根据古什卡先生的意见，雇主联合会是同雇佣工人进行“直接的”阶级斗争，而代表组织则是进行“间接的”阶级斗争，即“通过对国家政权和社会舆论施加压力的办法同其他阶级进行斗争”。

这种用语当然是不正确的。它使我们立即看到古什卡先生同“教授式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多数代表所共有的一个基本缺点。表面看来，仿佛阶级斗争的概念被接受了，仿佛这一概念已被作为调查研究的基础。而实际上，这一概念被缩小了，被歪曲了。的确，古什卡先生所得的结论就是：资本家同雇佣工人在现存政治制度范围内所进行的斗争是“直接的”阶级斗争，而为政治制度本身所进行的斗争却是“间接的”阶级斗争！那么，为夺取“国家政权”所进行的斗争应该属于哪一类呢？

然而，关于古什卡先生“世界观”方面的这一基本谬误，我们只有找到适当机会时再谈。他的这本书的意义并不在于理论，而在于汇总了事实。这种包括了最主要类型的组织的材料，无论如何都是很有意思的。

1910年俄国大资本的“代表”组织的总数为143个。其中71个是交易所协会和它们的委员会。其次是14个工商业委员会，3个商会，51个“联合性”组织（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委员会、咨询办事处等等）及4个不固定性组织。对调查作了答复的组织共计62个，即不到一半。在51个最使人感兴趣的“联合性”组织中，对调查作了答复的有22个。

关于这些组织产生的时间的材料是能说明问题的。在对调查作了答复的32个交易所委员会中，在1800到1900年的100年间产生的有9个；在1901—1904年的4年间产生的有5个；在1905—1906年的两个革命年头内产生的有9个；从1907年到1910年产生的有9个。

古什卡先生写道：“这里十分明显地表明，暴风雨般的1905年的社会运动，推动了资本代表自我组织的进程。”

在22个联合性组织中，1870到1900年间产生的只有7个；1901到1904年间产生的有2个；在1905—1906年革命的两年内产生的有8个；1907到1910年产生的有5个。所有这些由整个工业代表即采矿工业家、石油工业家等等组成的“代表大会委员会”，主要是革命时期和反革命时期的产物。

按照工业部门划分，这些组织各有如下特点。在交易所委员会这一类中，混合部门占优势；这些委员会通常把当地工商业的一切部门都联合起来。在工商业委员会这一类中，纺织业占第一位。在最主要的一类中，即联合性组织中，差不多有一半不是属于商业，而是属于工业，即属于采矿业和冶金业。

有以“高雅的文笔”来叙述自己所研究对象的小小癖好的古什卡先生写道：“这类部门（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恰恰构成了俄国现代工业‘近卫军’组织的经济基础。”

只有一部分组织能够确定该组织中整个工商业部门的周转额或生产额。总计为157000万卢布，其中属于组织成员的为131900万卢布。也就是说，组织起来的占84％。3134个组织成员的周转额为112100万卢布，每个组织成员平均为358000卢布。685个组织成员拥有的工人人数约为219000名（作者在第111页中错误地计算为319000名），即平均每个组织成员拥有工人300名以上。

显然，这里讲的正是大资本的组织，更确切些说，甚至是最大资本的组织。古什卡先生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了这点，例如，他指出：交易所委员会以及工商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一些大的和最大的工业家和商人；工商业代表大会的组织，也是由“最大的”资本主义企业组成的。

因此，作者在该书书名上标明“俄国工商业阶级”的组织是毫无道理的。这是不对的。这又是把阶级概念缩小了。事实上，古什卡先生这里所谈的是阶层，而不是阶级。诚然，最大资本家阶层当然在经济上统治着所有其余的阶层，必然用自己的周转规模来压倒这些阶层；这一切都是没有疑问的。然而这毕竟是阶层，而不是阶级。例如，这个阶层的代表组织的政治作用同这个阶层的政治统治之间就有很长的距离，这个阶层的政治统治同工商业阶级的政治统治之间又有很长的距离。

因此，应当指出古什卡先生的下述论断。他写道：“在俄国我们在确定什么是大企业或小企业时习惯于使用很大的尺度，因为大家知道，我国资本非常集中，甚至超过德国资本的集中……”

同德国比较是不对的。例如，在我国乌拉尔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中，没有小企业或者很少有小企业，这是由于完全特殊的原因，——由于工业没有充分自由，由于存在着中世纪的残余。而我国官方（或者民粹派，反正都是一样）对工厂工业和“手工”工业的划分，难道不是使我国的工业统计完全无法同德国的工业统计相比较吗？难道这样的划分没有把大量农民小企业的“非常”分散的真相掩盖起来，而使这位说俄国资本“非常集中”的观察家总是上当吗？


二

指出关于最大资本代表组织活动的某些调查材料是很有意思的。例如，作者把有关这些组织的预算材料作了综合。22个联合性组织的预算收入为395万卢布，而所有组织的收入，总计为725万卢布。古什卡先生写道：“如果把未经调查的其他组织的财务报告也包括进去的话，我国56个组织的这个725万的年度预算，大概会增加到1．5—2倍。”

然而，这一预算的一大半，即450万卢布是用在经济和慈善事业方面的。56个组织在纯粹代表职能方面花费了270万卢布。“绝大多数答复或财务报告都把雇用职员的费用列为代表机构开支项目中的第一项，其次是房租。其中有64．4％的组织把最大部分开支用作雇用职员的费用，有26．7％的组织把最大部分开支用作房租。”

被调查的资本家同盟共有131900万卢布的周转额，在这种情况下，上述数字说明这方面的支出为数甚微，因此古什卡先生的言过其实的结论——支出预算是“俄国工商业资产阶级代表组织的财政实力的标志〈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又一次向我们表明这位作者过分爱说“大话”。

作者在自己这本书的第9章里专门介绍了“第三种分子”，即为资本家同盟服务的知识分子。结果是，在29个交易所委员会中，第三种分子的代表，即在这些委员会中供职的职员，有77人；其次，在22个联合性组织中这样的职员有180人。大多数材料说，每个组织有2—4个第三种分子的代表。由于资本家同盟往往过分缩小这类数目字，作者认为可以得出结论：“在资本代表组织中服务并担任要职的知识分子大军〈！！〉为数不下千人”，他们是秘书、会计、统计人员、法律顾问等等。

古什卡先生所说的“大军”，是不需要很多人的。

资本家同盟的出版业可以从下列数字得到说明。对于调查的答复，除所填的表格以外，还有228册根本不曾出售的图书——代表大会汇编、总结报告、条例、报告书等。

有9个组织出版定期刊物：《采矿工厂事业》杂志、《石油事业》杂志、《工商业》杂志、《俄国酿酒厂主协会消息通报》杂志[163]等等。根据作者统计，已出版各期刊物的总数为2624“册”，再加上452册《汇编》、年度总结报告等等以及333册不定期出版物，共计3409“册”，古什卡先生认为这个数字“相当可观”。各种出版物总数大概为4000—5000册。

古什卡先生赞叹说：“在这些书刊中——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埋藏着全部宝藏，埋藏着研究俄国大资产阶级解剖学和生理学（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极其丰富的材料……不研究这一有价值的材料，就不可能对俄国占统治地位的那些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特别是对1905年前后俄国国家政权的社会本质和作用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古什卡先生经常对俄国国家政权的社会本质和作用问题发表类似的谬论。由于这一问题特别重要，由于这位过分夸大事实因而才赶忙发誓说“毫不夸大”的作者把这个问题肆意歪曲，所以对他这些谬论就需要单独加以考查。


三

古什卡先生写道：“被调查的组织既然是代表性组织，即代表工商业阶级的利益的组织，它们的活动的重心，自然就在于表述这个阶级的代表在涉及它的利益的各种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并利用各种方法来维护这种立场。”

毫无疑义，“重心”正是在这里。在调查表中非常注意资本家组织讨论了哪些问题和提出了哪些申请。作者综合了已有的资料，列了一个自己认为是“一般性质的问题”的长长的单子。几类最重要的问题如下：（一）工人保险、节日休假等等；（二）所得税、营业税等等；（三）关税政策；（四）交通；（五）股份公司、信贷等等；（六）驻外领事馆、统计工作、矿业管理局的组织；（七）商人参加地方自治机关、参加国务会议、参加政府立法草案的预先审议等等。

古什卡先生关于这点作出的结论是：“从上述列举的各类问题和申请中可以看出，我国这些组织的活动范围至少是很广泛的……”读了这样的结论，你会不由得停下来看一看，是不是偶然漏掉了一个“不”字，因为很明显，作者列举的活动范围是很不广泛的。然而这里问题决不在于失言，而在于作者的根本“思路”。他认为“很难举出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哪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不包括在资本代表组织的活动范围内的”。

这种论断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古什卡先生十分认真地说出这种令人愤慨的谎话，并用几十种不同的调子加以重复！

“很难举出……”可是，选举法呢？土地问题呢？难道这都不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吗？

古什卡先生是以商人立场的一孔之见来观察“社会政治生活”。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他的武断的叙述决不能证明他的见解广阔，而恰恰证明他的见解狭隘。商人提出的问题一般都很狭隘，因为这些问题只涉及到商人。资本家还没有达到过问一般政治问题的程度。“容许工商业代表”参加这些或那些地方机关或中央机关，——这就是他们所提出的申请的“勇敢”限度。至于这些机关一般应当怎样组成，他们是不善于思考的。他们承认那些按别人指使组成的机关并乞求在里面占一席之地。他们奴颜婢膝地站在不是由本阶级建立的国家基地上，并在这一基地上“为”自己等级的、自己集团的、自己阶层的利益提出“申请”，甚至在这方面也没有达到广泛理解整个阶级利益的地步。

恣意歪曲事情真相的古什卡先生，最后竟然唱起了颂歌。他写道：“坚决而顽强地对政权机关施加压力”，“我们的组织”“本身非常清楚地〈！！〉了解这点……”“大资本的组织已变成真正的预备杜马，它对立法的影响实际上恐怕比国家杜马的影响还大，况且”——作者故意俏皮地说——“第87条[164]不适用于资本家的议会，资本组织从来还没有被有意地解散过三天……”

这种俏皮话极其明显地证明工业巨头先生们及其吹捧者古什卡的极端的狭隘和自负。一件小事情，一件很小的事情被忽略了：杜马作为全国性的机关，提出有关整个国家管理问题以及有关一切阶级的问题，可是商业大王的组织却认为仅仅提出商人问题，仅仅提出商人的权利问题才算是勇敢。

古什卡先生竟然引录了乌法省交易所委员会1905—1906年的总结报告中的话：“政府本身在根本改革交易所机构的同时就选定了……得力的助手”，并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把它用黑体标出来，还说这是“同政府的生动的积极的合作”。

读了这些东西，你会不禁想起德语中的一个词：Lobhudelei——阿谀地奉承或奉承地阿谀。在1905—1906年，作者竟然洋洋得意地大谈起“交易所机构的根本改革”来了！可是要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奴仆观点，老爷只是让奴仆去同厨师“商量”准备午餐之类的事情，并且只在这时才把他们称为“得力的助手”。

古什卡先生的观点究竟同这种观点接近到什么程度，从该书第15章关于各资本组织申请的结果那一节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一节的标题是《失败的阵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能否认，有这样几个方面，资本代表的申请和要求在那里的确遭到了政府方面的反对。”依次举例如下：（1）官方的森林方面；官方自己即木材商；（2）铁路运价方面；官方自己即企业主；（3）关于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权问题；（4）关于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中的代表权问题。关于最后两点，作者说：“在这两种场合，官僚机构同另一个统治阶级即领地占有者阶级亲密无间的关系当然发生了作用。”

洋洋得意的古什卡先生继续说：“然而，如果把这里指出的为数不多的问题放在一边，那就不得不说，在其余一切方面……我们的调查材料所描述的工商业阶级的阵地都是胜利的阵地……”

您看，这真是妙论！失败的阵地是森林、铁路、地方自治机关和议会。“然而，如果把这里指出的为数不多的问题放在一边”，那就都是胜利的阵地！

在自己这本书的“结束语”中，古什卡先生在拼命反对关于工商业阶级低下无权的“传统偏见”时，可以说达到了惊人的阿谀奉承的地步：


　　“工商业资产阶级并不是作为低下无权的阶级来参加俄国的国宴的，它是以一位受人欢迎的的贵宾和合作者，以国家政权的‘得力的助手’的资格出现的，无论是根据已有的习惯，还是根据法律，根据成文法，它都占据显著地位，而且也不是从昨天起才这样的。”



　　这完全可以作为某某克列斯托夫尼科夫、阿夫达科夫、季津高津之流在款待大臣的宴席上用的一篇正式讲话。正是这样的讲话，正是用这种语言起草的讲话，所有俄国人都很熟悉。不过请问一下，这个妄图对重要的调查作“科学的”探讨，然而却把奴颜婢膝的商人们的席间致词当作“调查结论”写入著作的人，怎么能称作学者呢？
　　古什卡先生继续说：“我们从旧时代承袭了一种象偏见那样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俄国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矛盾：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仍然处在受奴役的地位。我们的全部调查材料在这一传统概念上打开了一个重大缺口。”



　　卖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古什卡先生，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无限庸俗化，才会认为关于资本家组织的调查能够提供有关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受专制制度和地主奴役的问题的材料。能够给这一问题提供实际答案的材料，作者几乎不曾涉及到，由于局限在这次调查的范围内，也就不可能涉及到。这次调查由于只涉及到我国资产阶级生活的一个方面，反而证实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受奴役的地位。调查表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在前进，资产阶级某些私人的权利在扩大，它的组织正在成长为阶级，它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在增强。然而，正因为发生了这些变化，两方面的矛盾，即一方面百分之九十九的政权保持在专制政府和地主手中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日益加强的矛盾，才变得更加深刻起来。

古什卡先生虽然在卖弄马克思主义术语，事实上却赞同庸俗的社会自由主义的观点。用马克思主义词句来粉饰这种自由主义，是俄国的一个特点，或者可以说，是俄国的一种痼疾。古什卡先生由于抱着自由主义观点来谈俄国国家政权的社会本质问题，甚至不能大致地理解这一问题的全部范围和全部意义。

俄国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在1905年后起了重大变化。这是向资产阶级方面发展的变化。第三届杜马、“路标派”自由主义、一系列其他特征，都证明我国旧政权“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然而，即使在这一新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政权却仍然是旧的，而政治矛盾的总数却因此增加了。古什卡先生碰到了这个重大问题，也就暴露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完全无知。


四

在研究十分专门的调查材料时，古什卡先生还涉及到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应该特别谈一谈。这就是关于“1905年的作用”问题，古什卡先生书中第13章有一节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标题。

调查表的第41个问题，即关于最近每5年中各组织的执行机关举行会议的次数问题，是为了弄清各组织在1905年加强活动的程度。根据调查所得的材料，按照古什卡先生的说法，“在我们的组织的生活中并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即没有发现活动显著加强。

古什卡先生指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究竟他是怎样来解释这种现象的呢？

他推断：由于罢工斗争的加强，“雇主”联合会在1905年势必要加强自己的活动。

古什卡先生继续说：“而纯粹代表性的组织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却处于相反的状况：它们的主要订约人——政府当局——正是在1905年这一年中处于最缺乏自信又最不能取得别人信任的守势。在那‘上司已下台’的‘疯狂的’一年中，所有的人，包括工业家在内，都觉得（特别是在年底）旧的‘上司’再不会回来了。

所以，资本的代表组织，当时就没有理由加强自己在政权机关面前的代表作用的积极性。”

这种解释是完全要不得的。如果“上司”真的“下台了”，那么，旧的政治上司的下台必然会加强新的经济上司的积极性，把它变成新的政治上司。如果政权主要是处于守势，那么这个政权的“合作者和得力的助手”（这是古什卡先生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评语）怎能不加强自己的活动来守住这个政权和自己本身呢？我们的作者完全没有考虑一下他所说的话，只是把最流行的、最习惯用的说法拼凑起来。他也许感到，这里谈的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回答资产阶级的政治作用这个更一般的问题有决定意义或者有密切关系，——可是他好象害怕认真接触这个重要问题，好象是在逃避这个重要问题。

请考虑一下作者下面一段同样是关于1905年作用的议论：


　　“……资本组织并不觉得需要经常聚在一起阐述它们对当时激荡全国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态度，因为它们被人民运动的巨大浪潮抛到了后面，宁愿暂时观望等待，直到周围沸腾的斗争有个水落石出；最后，当‘上司’明确地表现了重新‘登台’的愿望的时候，工商业阶级的组织才开始逐渐地恢复了自己的代表活动的通常形式和紧张程度。”



　　“资本组织被人民运动的巨大浪潮抛到了后面……”好极了！不过古什卡先生又没有思考一下他所讲的东西。人民运动的巨大浪潮是反对谁的呢？是反对旧政权的。这个政权的“合作者和得力的助手”怎么会被抛到了后面呢？他如果真正是合作者和得力的助手，他的不依赖旧的政权组织的经济力量愈是强大，他就愈是应该努力站在前面。旧政权的“合作者和得力的助手”怎么会陷于“宁愿观望等待”的状况呢？

古什卡先生本打算反对关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却处在受奴役地位的理论，但是从一开头他就把自己弄糊涂了！他所要推翻的那种“理论”，反而被1905年事态的发展证实了。

无论是大的工商业资本，还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在1905年不仅是“观望等待”，而且采取了极其明确的反革命立场。事实证明了这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毫无疑问，同专制政府和地主阶级的力量相比较，最大的资本在某种强度上是“被抛到了后面”。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民运动浪潮”的最大高涨把资产阶级抛到最后面，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这种情况是能够发生的，因为只有把“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完全曲解了，才会得出这样的看法：好象资产阶级一旦退出，资产阶级革命就削弱了。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动摇的情况下，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动力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受地主和专制政府的奴役，可是另一方面，它在工人运动加强时却采取反革命的立场，这就发生了资产阶级的动摇，发生了资产阶级的向“后面”退却。它既反对旧制度，又拥护旧制度。它愿意帮助旧制度反对工人，然而在没有任何地主和旧政治制度的任何残余的情况下，它又完全能够“自行安排”，甚至能够加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人民运动巨大浪潮”的最大高涨以及旧政权的极度削弱，能使工商业资产阶级加紧向“后面”退却。这正是那个在新制度同旧制度的斗争中，在民主制度同中世纪制度的斗争中能够保持中立的阶级；因为这个阶级一方面感到自己同旧制度在一起比较习惯，比较安稳，比较方便，另方面在新的制度完全胜利的时候它也能取得统治地位。


五

谈到俄罗斯帝国技术协会的调查，便不能不谈到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1—2期合刊和第3期上发表的阿·叶尔曼斯基先生的文章。叶尔曼斯基先生非常详细地转述了古什卡先生的著作，然而，从来没有附带说明自己不同意他的意见！这样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能赞同工商业巨头颂扬者的软弱无力的自由主义！

叶尔曼斯基先生在奉行用马克思主义色彩稍加粉饰的布伦坦诺和桑巴特式的社会自由主义方面，甚至比古什卡先生走得更远。

叶尔曼斯基先生写道：“代表性的组织，是在全国范围内（甚至部分地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组织。调查材料表明这些组织所讨论的问题的范围几乎是无边无际的。我们这些组织的活动，正如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交易所委员会正确指出的那样，几乎涉及到具有全国意义的一切任务。”这就是叶尔曼斯基先生在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杂志上发表的议论！这种议论是彻头彻尾的、令人气愤的捏造。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在这里被偷换成自由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这里所宣称的全民性的和全国性的东西恰恰缺乏全民性的和全国性的东西的基本特征：国家政权的机构以及“全国性”管理、全国性政策等的所有方面。

请看一下，叶尔曼斯基先生的狂热使他达到了怎样荒谬绝伦的地步。在反驳“俄国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他想说的是大工商业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不够发达的等等的看法时，他在寻找能够表达“俄国大资产阶级实际状况”的“现代公式”。

结果怎样呢？叶尔曼斯基先生拿来当作这种公式的是阿夫达科夫在矿业主代表大会委员会争论（请听吧！）关于过渡到有一个被选任的主席的矿业主代表大会的新组织时所讲的话。阿夫达科夫说：实际情况（俄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到目前为止，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方面都没有限制我们”。

叶尔曼斯基先生写道：“这就是最适合于当前时代的公式。”

那是当然啦！在矿业主代表大会组织中愚蠢而驯服地忍受地主的国家特权压迫的商人没有受到限制！叶尔曼斯基先生不去讥笑那位言词夸张的基特·基特奇·阿夫达科夫，却拼命要人相信阿夫达科夫不是基特·基特奇[165]，是他提出了表达“俄国大资产阶级实际状况”的“现代公式”！基特·基特奇·阿夫达科夫却完全象一个吃得肥胖的奴仆，他根本不敢想代替老爷成为真正的主人，他由于老爷容许他在下房里同侍女、厨师等商量事情而受宠若惊。

从叶尔曼斯基先生文章中摘录的下面一段冗长议论表明，他恰恰不想理解奴仆地位和老爷地位之间的这一区别：

他写道：“在这里作一番比较并不是多余的：大家都记得，人们曾经多么坚决地、可以说全民一致地把地方自治人士‘参加国内管理事务’的愿望称作‘荒谬的幻想’；另一方面，彼得堡交易所委员会还在立宪以前宣称‘尽可能广泛地扩大交易所协会〈请注意这点！〉参加管理事务的权利’的必要性的同时，就曾有充分根据地补充说：‘交易所协会的这种权利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交易所协会已经部分地在行使这种权利了。’对其他人是‘荒谬的幻想’的东西，对大资本的代表来说并不是幻想，而是现实，是实际的立宪的一个因素。”

对不上“号”，叶尔曼斯基先生！你的“比较”暴露出你不能或者不愿把两种愿望，即地主阶级自己要成为真正老爷的愿望和发了财的管家费吉卡或万卡同老爷的其他仆人商量事情的愿望区别开来。这是“两个很大的区别”。

叶尔曼斯基先生的结论在精神上和拉林的完全一样，这是十分自然的。叶尔曼斯基先生写道：大资本的代表“在俄国早已占据了名副其实的统治阶级的地位”。

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这里他既忘记了专制制度，也忘记了政权和收入仍旧是在土地占有者和农奴主手里。叶尔曼斯基先生毫无根据地以为：“只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的专制制度“才不再是独特的农奴制度。”同尼古拉一世时代相比较，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已经没有这种“独特性”了。然而，把失掉独特的农奴制性质而向资产阶级君主制前进的农奴制度同“大资本代表的完全统治”混为一谈，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六

《我们的曙光》杂志编辑部照例给叶尔曼斯基先生的文章加了一个“附带说明”，说什么，作者“过低估计了直接参加政权对于它〈大资产阶级〉的意义”。

这种加附带说明的做法，在取消派那里是屡见不鲜的。叶尔曼斯基在好多篇文章里极其详尽地以自由主义精神来发挥阶级斗争的观点。这家杂志的宣传是自由主义的宣传……只是在两行注释之中伏了一笔对马克思主义“美好日子的回忆”！《我们的曙光》杂志用暗中替换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精神影响读者，而它的编辑部却用附带说明“为自己打掩护”，这种做法同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的做法完全一样。

问题决不仅仅在于叶尔曼斯基先生“过低估计了”问题的某一方面，而在于他对阶级斗争的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问题在于他对专制制度的社会结构的估计是根本错误的。我们早已指出，并且还要不倦地指出，对于“1908年的答复”（或1912年的）等等无论怎样讥笑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只要是一篇比较象样的政论，那就不能避开这个问题。

叶尔曼斯基和拉林同《我们的曙光》杂志编辑部之间的分歧，是直言不讳的、别具一格的诚实的取消派同有外交手腕的取消派之间的分歧。关于这一点，不应该抱有任何幻想。

拉林写道：我们的政权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权。因此，工人应当组织起来，不是等待革命（也不是“为了革命”，——他补充说），而是为了参加国家的立宪革新。叶尔曼斯基从另一方面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实质上是重复了拉林的第一个前提，并且暗示了他的结论，只是没有直说罢了。

马尔托夫“修正”拉林的话，正象《我们的曙光》杂志编辑部修正叶尔曼斯基的话一样：说政权还不是资产阶级的，工人只要抓住立宪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矛盾“就够了”。

可见在结论上，马尔托夫（以及《我们的曙光》杂志编辑部）同拉林—叶尔曼斯基之间的意见是一致的，这种一致也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他们对工人政策都采取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的基本前提是一致的。

我们却依旧认为，这种观点是根本不正确的。问题不在于叶尔曼斯基“过低估计”或马尔托夫“过高估计”古契柯夫和里亚布申斯基之流的“左倾”。问题也不在于叶尔曼斯基“过低估计”或马尔托夫“过高估计”“直接参加政权对于资产阶级的意义”。问题在于，他们两人不仅“过低估计”，而且简直不理解“直接参加政权”对于工人阶级以及对于摆脱了目前的自由主义动摇而跟着工人阶级走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意义！他们两人所考虑的只是一个“政权”，而忘记了另一个政权。

他们两人只看着上层而看不见下层。但是，如果10个里亚布申斯基和100个米留可夫都在唠唠叨叨，自由主义地发泄不满，这就是说，千百万小资产者和一切“小人物”都感到自己是忍无可忍了。这千百万人也是“政权”的可能来源。只有这样的民主分子团结起来既反对右派，也不受自由主义动摇的影响，才能“解决”历史在20世纪初期向俄国提出的问题。





	载于1912年4—6月《启蒙》杂志第5—7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合刊第21卷第288—305页

















[161]俄罗斯帝国技术协会（俄国技术协会）是以在俄国发展技术和工业为宗旨的科学团体，1866年在彼得堡成立。该协会共有15个部，在全国各地设有数十个分会。协会活动包括出版刊物、举办学校、资助实验、举行普及科技知识的讲座及展览会等。1917年十月革命后，协会改组了自己的活动，于1923年通过了新的章程和《关于工业基本需要》的纲领。参加协会的有敌视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技术知识分子和前企业主。1929年协会被查封。——294。



[162]交易所委员会是附属于交易所的常设机构，由大商人、工厂主、银行家选举产生，因而是俄国资产阶级的“代表组织”的形式之一。俄国第一个交易所委员会于1816年成立于彼得堡，以后各城镇陆续成立，到1917年全国共有101个交易所委员会。交易所委员会的活动主要限于讨论经济问题。1905年交易所委员会被许可派工商界代表参加国务会议。1917年十月革命后，交易所委员会停止活动。——294。



[163]《采矿工厂事业》杂志（《Горнозаводское　Дело》）是俄国南方采矿工业家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刊物，于1910—1918年在哈尔科夫出版。



《石油事业》杂志（《Нефтяное　Дело》）是石油工业家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刊物，于1899—1920年在巴库出版。



《工商业》杂志（《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　Торговля》）是工商界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刊物，于190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



《俄国酿酒业主协会通报》杂志（《Изве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шества　Винокуренных　Заводчиков》）是俄国酿酒业主协会理事会的刊物，于1908—1915年在彼得堡出版。——299。



[164]指沙皇俄国《国家根本法》第87条。该条规定，在立法机关停止活动期间，如遇非常情况，政府可不经立法机关迳行颁布法律。1911年3月，沙皇俄国大臣会议主席被·阿·斯托雷平曾将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暂时解散3天，以便援用该条来颁布被国务会议否决了的在西部各省推行地方自治条例的法令。——301。



[165]基特·基特奇（季特·季特奇·勃鲁斯科夫）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这是一个未受过教育的野蛮愚钝而刚愎自用的人物形象。——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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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土地问题”的实质

（1912年5月22日〔6月4日〕）

“土地问题”——如果使用这个通常流行的名词——是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存在的。然而在俄国除了一般资本主义的土地问题以外，还存在着另一种“真正俄国的”土地问题。为了简要地说明这两种土地问题的区别，我们可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看不到小土地占有者为了把大土地占有制的土地转归他们所有而展开比较广泛的民主运动的情形。

在俄国就有这样的运动。因此，除了俄国，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里，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提出和支持把土地转归小土地占有者的要求。俄国土地问题必然使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承认这种要求，尽管对于如何组织转手土地的占有和支配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分配、地方公有、国有）。

“欧洲”和俄国之间的不同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不就是由于俄国发展的独特性，由于俄国没有资本主义或者俄国资本主义特别没有指望、没有发展前途而产生的吗？形形色色的民粹派正是这样想的。但这种观点根本不对，现实生活早已驳倒了这种观点。

“欧洲”和俄国之间的不同是由于俄国极端落后产生的。在西欧，资产阶级土地制度已经完全建立，农奴制早已消灭，农奴制残余微不足道，起不了什么重大作用，西欧农业方面的主要社会关系是雇佣工人对农场主或土地占有者的关系。小农在那里处于中间状态，一方面，是向被雇用者即劳动力出卖者阶级（农民的所谓副业或外水形式繁多）转化，而另一方面，是向雇主阶级（小农雇用的工人人数比人们通常所想象的要多得多）转化。

毫无疑问，在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农业制度也已经确立，并且在不断发展。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正向这方面演进。但是在我国，纯资本主义关系还在广大范围内受到农奴制关系的压制。居民群众，首先是全体农民群众正在同这种关系作斗争——这就是俄国土地问题的特点所在。在西欧，这样的“问题”当时曾普遍存在，但早已解决了。在俄国，这个问题迟迟没有解决，1861年的土地“改革”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目前条件下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欧俄土地占有情况》 
［注：见本卷第269—272页。——编者注］

 （载于《涅瓦明星报》[166]第3号）一文中，我们援引了说明现代俄国土地问题实质的最主要材料。

3万个大地主约有7000万俄亩土地，而1000万农户大致也有这么多土地——基本背景就是如此。这个情景说明了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呢？

3万个大地主主要是旧贵族的和旧农奴制经济的代表。在27833个有500俄亩以上土地的田庄主中，就有18102个贵族，占将近2/3。他们手中的大地产（这些大地主平均每人拥有土地2000俄亩以上！），用土地占有者的农具和雇佣工人是耕种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下，旧徭役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在大地产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小规模耕作、小规模经营，也就是说不可避免地要用小农的农具来耕种地主的土地。

大家知道，正是这种徭役制在欧俄的中部的、俄罗斯本土各省，即在我国农业的心脏地区流行得特别广。所谓工役制无非是徭役制经济的直接继续和残余。象冬季雇佣制、为赎回割地而劳动、“全包制”[167]等等盘剥性的经营手段，也都是徭役制。在这种经济制度下，农民的“份地”是保证地主获取劳动力的手段，而且不仅是保证获取劳动力，也是保证获取农具的手段，尽管这种农具少得可怜，仍然可以用来耕种地主的土地。

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被束缚在自己的份地上而又不能靠它为生的农民群众极端贫困，农业技术极其原始落后，工业的国内市场极不发达。这种情况到目前为止基本上仍未改变，现在有3000万农民正在挨饿，就是最明显的证明。在农业技术迅速发展并且具有较高水平（在一些最好的资本主义农场中）的时代，只有广大被奴役的小业主还在受着农奴制时代那样的压迫，听天由命，任人摆布，才会造成许多人挨饿这样可怕的景象。

造成西欧农民中世纪以来未曾见过的这种可怕的灾难的根本矛盾，就是在我国工业中高度发达、在我国农业中也相当发达的资本主义和仍旧是中世纪的、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不坚决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就不能摆脱这种状况。

不但地主的土地占有制是农奴制的，而且农民的土地占有制也是农奴制的。前者很明显，不会引起什么怀疑。我们要指出的只有一点：消灭农奴制大地产，譬如说，消灭拥有500俄亩以上的农场，并不会破坏农业大生产，反而会加速它的发展，因为农奴制大地产是盘剥性小农业的支柱，决不是大生产的支柱。在500俄亩以上的大块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即用地主的农具和自由雇佣劳动来耕种全部土地，在俄国大部分地区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极为困难的。缩小这种地产的面积，是消灭盘剥性小农业和向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大生产过渡的条件之一。

另一方面，俄国农民的份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纪的，农奴制的。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占有制的法律形式现在由于村社遭到极粗暴的破坏和土地私有制的推行而有所改变，——问题还在于这种占有制的实际面貌无论村社遭到怎样的破坏也还是没有被触动。

农民的大量小的和极小的、多半是零散插花的“小块土地”都是一些土质极坏的土地（这是1861年在农奴主－地主主持下给农民的土地划地界的结果，也是地力耗尽的结果）。这种实际情况必然使农民处于受世袭的大地产占有者、从前的“老爷”奴役的地位。

请具体想想这样一种情景吧：3万个大地产占有者各拥有2000俄亩土地，而1000万农户“平均”每户才有7俄亩土地。显然，无论怎样破坏村社，怎样建立土地私有制，都还不能改变盘剥、工役、徭役、农奴制时代的贫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农奴制依附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土地问题”是消灭严重地阻碍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农奴制残余的问题。俄国的土地问题是坚决摧毁旧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即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份地占有制的问题，由于这种土地占有制极端落后，由于这种土地占有制与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的国民经济的整个体制极不适应，这种摧毁已成为绝对必要的了。

摧毁应该是坚决的，因为不适应的情形太严重了，因为旧的太旧了，“病入膏肓”。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形式的这种摧毁，就其内容来说，都不能不是资产阶级的，因为俄国整个经济生活已经资产阶级化了，土地占有制也必定要服从整个经济生活，必定要受市场的支配，必定要屈从于我国当前社会中主宰一切的资本的压力。

既然摧毁不能不是坚决的，不能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那就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在地主和农民这两个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阶级中，究竟应该由哪个阶级来进行这种改造，或者指导这种改造，确定这种改造的形式。这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在《斯托雷平土地纲领和民粹派土地纲领的比较》 
［注：见本卷第388—394页。——编者注］

 一文中来加以论述。





	载于1912年5月22日《涅瓦明星报》第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306—310页

















[166]《涅瓦明星报》（《Невская　Звез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12年2月26日（3月10日）—10月5日（18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7号。《涅瓦明星报》最初与《明星报》同时出版，以备《明星报》被查封或没收对可资替补。1912年4月22日（5月5日）以后即接替被查封了的《明星报》出版。参加该报编辑工作的有尼·尼·巴图林、维·米·莫洛托夫、米·斯·奥里明斯基等。列宁从国外对报纸实行思想领导。该报发表了20篇列宁的文章和360多篇工人通讯。报纸经常遭到政府的迫害，在所出的27号报纸中有9号被没收，两号被罚款，编辑曾不止一次被法庭审讯。——313。



[167]“全包制”是俄国1861年改革后的一种工役制形式。实行“全包制”的农民须用自己的农具和耕畜替地主包种土地，即种一俄亩春播作物，一俄亩秋播作物，有时还要割一俄亩的草，以换取货币，或冬季的贷款，或租地。——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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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竞选鼓动的几点总结

（1912年5月22日〔6月4日〕）

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各种政治力量，差不多已经完全组织起来了。各个党派基本的组合情况至少已经十分明确，不会再有什么重大的本质的改变了。

政府早就开始了选举运动。右派、民族党人、十月党人都在行政当局的公然协助下“进行活动”。最近《言语报》公布的和许多报纸转载的省长们下令各县警察局长采取“措施”，不准“左派”候选人参加初选人（特别是农民的初选人）和复选人的竞选，这一指令把内务部“选举”机器上面遮盖的帷幕稍稍揭开了一点。政府方面无疑会采取一切可行的（和不可行的）措施来反对反对派。首席大臣科科夫佐夫在对莫斯科商人讲话的时候，那样强调“为反对而反对”的危害，不是没有原因的。

但是，如果对政府和警察当局在选举中的热心可以不必怀疑，那同样不必怀疑的是选民的情绪已经发生而且还在发生普遍“向左”的转变。政府的任何诡计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相反，诡计和“措施”只能加深不满。不难理解，如果大资产阶级的这种不满表现为舒宾斯科伊发表“反对派”言论，或者里亚布申斯基“谨慎地”暗示希望有一个“文明的管理方式”，或者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对内阁冷嘲热讽，那么，依附于里亚布申斯基、戈洛文之流等等的广大“小人物”的不满就要强烈得多、严重得多了。

在政治上表现出这种不满的反对派的阵营里，已经形成了哪些政治派别呢？已经形成了由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组成的“负责的”反对派即自由主义君主主义反对派。他们的联盟清楚地说明立宪民主党人比他们给人的假象要“右”得多。

已经形成了工人民主派，它的任务不是“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组成的反对派，而是利用他们同右派（包括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的冲突来教育和组织民主派。最后，还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劳动派的代表会议上，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首先同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然而却不提出任何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自由主义作斗争的明确口号，也就是说，实际上依旧动摇于两者之间。

从这次各党派竞选的“政治动员”情况可以总结出一些什么呢？第一点和基本的一点，是工人民主派早就作出了的，就是在斗争中有三个阵营，而不是两个阵营。自由派尽量想把事情说成是实质上只有两个阵营在进行斗争，而取消派（正如多次表明的那样）也总是滑向这样的观点。赞成立宪还是反对立宪？——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这样来说明两个阵营的分歧点的。实际上这种说法等于什么也没有确定，因为连十月党人也硬说自己是主张立宪的，而且，根本不应当去谈什么可以叫作立宪，什么不可以这样叫，而应当谈自由派或民主派的某些要求的确切内容。

这三个阵营正是根据这些要求的内容，根据在阶级倾向上的实际区别而确定下来的：右派阵营或政府阵营；自由派阵营或站在反革命立场上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阵营，以及民主派阵营。这里的问题倒不在于在这种选举制度下面的“机会”如何，——不，问题要深刻得多，它所涉及的是关于选举时期的政治宣传的整个性质，关于选举运动的整个思想政治内容。

自由派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战略”是每天都在设法夺取“整个”反对派运动的领导权。自由派的《生活需要》杂志泄露了《言语报》小心隐瞒起来的这个战略的“秘密”。鲁·布·先生在《生活需要》杂志第13期上写道：“进步派以大有希望的一步〈！〉开始了自己的运动，它们组成了一个所谓‘非党的进步同盟’，这个同盟从最初的几天起就显示出它对于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右的反对派政治集团有巨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劳动团的“选举纲领虽然模糊不清，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模糊不清，才符合于广大民主派知识分子的要求”。“在一定条件下，劳动团能够充当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左的角色，正如进步派集团在充当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右的角色一样。于是，反对派的阵线就可能由变动的、动摇的但是灵活的两个极侧翼和不变的但是坚强的中心所组成，从战略上来说，这在政治斗争中也有其有利的方面。”

鲁·布·嘴上所说的，正是米留可夫和盛加略夫之流的先生们脑子里所想的！立宪民主党人正好需要两个“灵活的”侧翼：用进步派来笼络资产阶级的六三选民，用“模糊不清的”民主派来笼络怀有民主情绪的公众。这个“战略”确是由立宪民主党的本性决定的。这个政党是反革命自由派的政党，它用欺骗方式使得一些民主阶层如部分店员、小职员等等跟着它走。这样的党正好需要“非党的进步派”来作真正的阶级支柱，需要模糊不清的民主派来作时髦的招牌。

地主叶弗列莫夫和百万富翁里亚布申斯基可说是进步派的典型。民粹主义阵营中的劳动派和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取消派可说是模糊不清的民主派的典型。翻开立宪民主党的全部历史，你就可以看出，这个政党始终是这样行事的：口头上说的是民主主义，行动上做的是“叶弗列莫夫式的而且合乎里亚布申斯基心意的”自由主义。从1906年地方土地委员会的计划失败，到在第三届杜马投票赞成预算或者到米留可夫提出的“伦敦”口号等等，我们看到的都正是立宪民主党的这种本性和假民主的外衣。

《生活需要》杂志的鲁·布·先生真是太笨了，他竟在无意之中说出了自由派搅混了的并竭力对民主派隐瞒的真相。他承认：进步派的纲领“把问题摆在坚固而现实的基础上”！可是在这个纲领里，除了纯粹十月党人式的泛泛的空话（例如，“全部实现10月17日宣言”）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们所说的坚固而现实的基础是指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基础，可是这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如此温和、如此唯命是听、如此软弱无力，以至对它抱任何希望都是太可笑了。那些在1907年曾是“和平革新党人”的人，那些在第三届杜马里站在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之间的人，就是所谓坚固而现实的基础！

百万富翁里亚布申斯基是进步派。这些进步派或这类进步派的机关报是《俄国晨报》[168]。不是别人，正是同进步派结成联盟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言语报》写道：“莫斯科工业家的机关报《俄国晨报》比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对科科夫佐夫的话〉……《俄国晨报》随声附和克列斯托夫尼科夫的话说：‘工商界的莫斯科有权认为自己已经满意了。’”《言语报》补充说：“既然这取决于《莫斯科呼声报》和《俄国晨报》，那他们就准备不推行任何路线了，他们已经感到满意了。”

试问，有什么材料能够证明叶弗列莫夫或别的进步派有“路线”呢？这种材料没有。民主派只要支持这种进步主义（不管叫作进步主义或立宪民主主义都是一样），就等于放弃阵地。而利用资产阶级同地主之间、自由派同右派之间的冲突，却是另一回事。民主派只能这样提出自己的任务。

必须明确地认识到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的自由主义的反革命性，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才能对那些在经济上依赖于叶弗列莫夫和里亚布申斯基之流的最广大的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劳动派和取消派共同的一个主要缺点，就是缺乏这种明确的认识。劳动派对于自由主义根本缺乏阶级分析，取消派则讲些什么“把杜马从反动派手里夺过来”，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快要取得政权，他们正在完成历史性的进步的工作等空话（见马尔托夫和唐恩的言论），所有这些总括起来，也不过是起了鲁·布·所十分满意的立宪民主党“侧翼”的作用。

劳动派和取消派的主观愿望当然不是这样的，但是，问题不在于他们主观的设想，而在于社会力量的客观组合。尽管有人认为只有两个阵营，尽管有人幸灾乐祸地叫喊工人民主派的瓦解（见鲁·布·先生的同一篇文章），但这一组合却向我们清楚地表明第三个阵营已经形成。它的路线已经明确地提了出来，这是人所共知的。工人反取消派执行这条路线，团结所有的民主派，既反对右派，又反对自由派。工人对于软弱无力的、在所有根本问题上都拜倒在反动派面前的立宪民主党自由主义不抱任何幻想，而要利用它同反动派的冲突，以壮大自己，壮大自己的阶级组织，壮大自己的民主派，这个民主派正在那些被叶弗列莫夫和里亚布申斯基之流奴役的广大人民群众中悄悄地成长起来。

由于工人的反取消主义策略，右派同“负责的”反对派的斗争应当提高并且一定会提高那个并不追求不甚光彩的“负责的”反对派称号的“反对派”的觉悟，并帮助它独立地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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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俄国晨报》（《Утро　России》）是俄国的一家日报，1907年9月—1918年4月在莫斯科出版（1908年未出版）。该报自称“非党民主派报刊”，实际上代表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曾是进步党人的机关报，接受里亚布申斯基家族银行的津贴。1918年4月初，该报因诽谤苏维埃政权而被查封。1918年4月中旬—6月底曾以《俄国曙光报》的名称出版。——320。







《列宁全集》第21卷


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

（1912年5月31日〔6月13日〕）

从1905年起，工商业部所作的官方的罢工统计中，经常把罢工分为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两类。他们这样分类，是因为生活中产生了罢工运动的一些特殊形式。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结合，就是这种特殊性的主要特点之一。现在，罢工运动日趋活跃，为了进行科学分析，为了对事件采取自觉态度，就要求工人仔细认清俄国罢工运动的这个特点。

首先让我们从政府的罢工统计中引用几个主要的数字。在1905—1907这3年中，俄国的罢工运动达到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政府的统计只是计算了工厂的罢工，而矿业企业、铁路、建筑工程以及使用雇佣劳动的许多其他部门的罢工并未计算在内。但是，即使单算工厂罢工的人数，1905年就有2863000人，即将近300万人之多；1906年有1108000人，1907年有740000人。而从1894年到1908年整个这15年当中，即在欧洲已开始有系统地编制罢工统计的时期，一年之内罢工人数最多的是美国，也只有660000人。

可见，是俄国工人第一次在世界上开展了我们在1905—1907年所看到的那样大规模的罢工斗争。现在英国工人在经济罢工方面又给了运动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俄国工人所以起了先进作用，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西欧的工人更强大、更有组织、更成熟，而是因为西欧还不曾发生过有无产阶级群众独立参加的全国性的大危机。将来这些危机到来时，欧洲群众性的罢工会比1905年的俄国还要强烈。

这个时期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对比情况怎样呢？政府的统计对这一点作了如下回答：





罢工人数（单位千）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经罢工………………
	1439
	458
	200



	政治罢工………………
	1424
	650
	540



	　　共　计………
	2863
	1108
	740







由此可见两种罢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05年运动达到了最高潮，其特点是斗争具有最广泛的经济基础：这一年的政治罢工是以经济罢工作为坚实牢固的基础的。参加经济罢工的人数超过了政治罢工的人数。

我们看到，在1906年和1907年，随着运动的低落，经济基础削弱了：1906年参加经济罢工的人数降低到罢工总人数的4/10，1907年降低到3/10。可见，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是相互支持的，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这两种罢工的紧密联系，真正广泛的、大规模的、而且具有全民意义的运动是不可能产生的。在运动初期，经济罢工往往带有一种唤起和推动落后、使运动普遍发展、把运动提到更高阶段的性质。

例如，在1905年的第一季度，经济罢工显然超过了政治罢工，参加经济罢工的有604000人，参加政治罢工的只有206000人，而在1905年第四季度，情况就相反了：参加经济罢工的有430000人，而参加政治罢工的有847000人。这就是说，在运动初期，许多工人把经济斗争放在第一位，而当运动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情况就相反了。但是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联系，始终都是存在的。再说一遍，没有这种联系，就不可能产生真正伟大的、能实现伟大目标的运动。

在政治罢工的时候，工人阶级是作为全民的先进阶级出现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不单纯起着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一个阶级的作用，而且起着领导者、先驱者、领袖的作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思想具有全民的性质，也就是说触及到全国政治生活的根本的最深刻的条件。正如所有对1905—1907年这个时期进行科学研究的人所指出的，政治罢工的这种性质，使得所有的阶级，当然特别是居民中最广大的、人数众多的民主阶层即农民等等卷到运动中来。

另一方面，如果不提出经济要求，不直接而迅速地改善劳动群众的状况，劳动群众是永远也不会同意去考虑什么全国的共同“进步”的。只有在改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的条件下，群众才会投入运动，积极参加运动，高度重视运动，发扬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坚定不移的精神，并对伟大事业忠心耿耿。事情只能是这样的，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平”时艰苦到了极点。工人阶级在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在精神上、思想意识上、政治上也成长起来了，变得更具有实现自己伟大的解放目的的能力了。

工商业部公布的罢工统计，完全证实了工人在全面活跃时期的经济斗争的这种巨大意义。工人的冲击愈猛烈，他们争得生活的改善就愈多。“社会的同情”和生活的改善都是斗争高度发展的结果。如果自由派（和取消派）对工人说：“社会”同情你们，你们就强大了，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则对工人说：你们强大了，“社会”就会同情你们。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居民当中的各种民主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农民、同工人生活有密切接触的知识分子、职员等等。

1905年的罢工运动规模最大。结果怎样呢？我们看到，正好是这一年，工人争取到的生活改善最多。政府的统计表明，1905年，100个罢工者当中，只有29人在斗争结束时什么也没有争得，就是说完全失败了。而1895—1904年这10年当中，100个罢工者中间有52人在斗争结束时什么也没有争得！就是说，运动的群众性使斗争的成功率大大地提高了，几乎提高了1倍。

当运动开始减弱时，斗争的成功率也就开始降低：1906年，在斗争结束时什么也没有争得的，确切些说，失败了的，100个罢工者当中有33人，而在1907年有58人，1908年100个罢工者中甚至达到69人！！

可见，许多年来的科学统计资料完全证实了每个自觉的工人的亲身体验和观察：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必须结合起来，而在真正广泛的全民的运动中，这种结合也是必然的。

同样，现在罢工运动的浪潮也完全证实了这个结论。1911年参加罢工的人数比1910年增加了1倍（10万比5万）。但是这个数目毕竟非常小；纯粹的经济罢工在当时依然是一种涉及面比较“狭小”的事情，还不具有全民的意义。相反，现在每个人都看得清楚，今年的罢工运动在著名的四月事件以后正好具有了这种意义。

因此，极为重要的是一开始就要对自由派和自由派工人政客（取消派）力图对运动性质作的歪曲进行反击。自由派谢韦里亚宁先生在《俄罗斯新闻》上刊载的一篇文章中反对把经济“要求”或“其他什么〈居然说出这种话来！〉要求”同五一罢工“搅在一起”，而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表示同意这种看法，转载了这篇文章的主要之点。


　　这位自由派先生写道：“把这种罢工偏偏同5月1日这个日子联系起来，这往往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在庆祝全世界工人节日的时候，乘机要求把织某几种细平布的工资增加10％，更是有点奇怪。”（《言语报》第132号）



　　工人完全明白的东西，自由派却感到“奇怪”。只有捍卫资产阶级及其巨额利润的人才会嘲笑“增加工资”的要求。而工人却知道，正是这种增加工资的要求的广泛性，正是罢工的全面性，最能吸引大量新的参加者，最能保证冲击的力量并赢得社会的同情，最能保证工人本身的成功和工人运动的全民意义。因此，应当坚决反对谢韦里亚宁先生、《俄罗斯新闻》和《言语报》所散布的自由派的歪曲，要尽一切力量不让工人上这种劣等参谋的当。取消派弗·叶若夫先生在取消派报纸《涅瓦呼声报》[169]第1号上也散布了同样的纯粹自由派的歪曲，虽然他是从另一个稍微不同的方面来谈这个问题的。弗·叶若夫先生特别谈到了五一罚款所引起的罢工。作者公正地指出了工人的组织性不够，但是他从这个公正的指责出发作出了最错误的也是对工人最有害的结论。叶若夫先生认为，一个工厂单纯为了抗议而罢工，而另一个工厂又把经济要求结合进来等等，这就是没有组织性。实际上，罢工形式的多种多样根本不是什么没有组织性：一定要形式千篇一律才算有组织性，那就未免太愚蠢了！没有组织性根本不表现在叶若夫先生所找的地方。

而他的结论就更糟糕得多了：


　　“因此〈就是说，因为罢工的多种多样以及经济和政治相结合的各种不同形式〉在相当多的场合下，抗议的原则性（要知道，不是为了25个戈比而罢工）模糊了，被经济要求弄得复杂了……”



　　这是真正令人愤慨的、彻头彻尾荒谬的、彻头彻尾自由派的议论！以为“25个戈比”的要求能够“模糊”抗议的原则性，那就是堕落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水平。恰恰相反，叶若夫先生，对25个戈比的要求不应该嘲笑，而应该完全承认！恰恰相反，叶若夫先生，这种要求不会“模糊”，只会加强“抗议的原则性”！第一，改善生活的问题也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并且是极为重要的原则性问题，第二，如果我们所反对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三种或更多的压迫的表现，那我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加强我的抗议。任何一个工人都会愤怒地批驳叶若夫先生对事实进行的这种令人愤慨的自由派的歪曲。

叶若夫先生决不是说错了话。他后面写的东西还要可恶：


　　“亲身的经验一定会提醒工人，用经济要求把自己的抗议弄得复杂化，正如用原则性的要求把平常的罢工弄得复杂化一样，是不适当的。”



　　不对，一千个不对！《涅瓦呼声报》刊登了这种言论，真是可耻。叶若夫先生觉得不适当的，倒是完全适当，每个工人亲身的经验和俄国很大一部分工人最近的经验所说明的，正好同叶若夫先生的指教完全相反。只有自由派才会反对用“原则性的要求”来把最“平常的”罢工弄得“复杂化”，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的取消派用“平常的”罢工的尺度来衡量现在的运动，是大错而特错了。

叶若夫先生企图用别人的旗帜来掩盖自己的自由派私货，真是枉费心机，他把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相结合的问题同为这两种罢工作准备的问题混为一谈，也是枉费心机！当然，要准备一切并作好自身的准备，而且要准备得尽量扎实一些、齐心一些、团结一些、周密一些、坚定一些，这样做是最好不过的；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但是，同叶若夫先生的看法相反，应当准备的正好是把这两种罢工结合起来。


　　叶若夫先生写道：“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经济罢工的时期。如果把经济罢工同工人的政治行动交织在一起，那就犯了无法挽回的错误。这样混在一起，对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都是有害的。”



　　看来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从这些话里再清楚不过地看出一个取消派堕落到了一个平庸的自由派的水平。每一句话都错了！必须把每一句话都完全颠倒过来，才能得到正确的东西！说我们面临的是经济罢工的时期，这不对。正好相反。我们面临的不仅是经济罢工的时期。我们面临的是政治罢工的时期。叶若夫先生，事实胜过你们自由派的歪曲，如果你们能够看到工商业部所收集的罢工统计卡片，那么，就连政府的这个统计也会完全把你们驳倒。

说“交织在一起”是错误，这不对。正好相反。如果工人不懂得这种“交织在一起”的整个特殊性、整个意义、整个必要性、整个在原则上的重要性，那才是无法挽回的错误。幸好工人们很懂得这一点，而且对自由派工人政客的宣传嗤之以鼻。

最后，说这样混在一起对两种形式的罢工“都是有害的”，这也不对。正好相反。这样混在一起，对两种形式的罢工都有利，会使这两种形式的罢工都得到加强。

叶若夫先生对他所发现的某些“激烈人物”教训起来了。请听吧：

“必须在组织上巩固工人群众的情绪……”——颠扑不破的真理！——“……必须加强拥护工会的宣传，为工会征求新的会员……”

完全对，但是……但是，叶若夫先生，把“组织上的巩固”仅仅归结为巩固工会，那是不能容许的！取消派先生，请记住这一点！


　　“……这一点尤其必要，因为工人当中现在有不少激烈人物热中于群众运动，在群众集会上反对工会，好象工会是无益的、不必要的。”



　　这是自由派对工人的诽谤。工人并没有“反对工会”，从工人那里吃到了苦头，并且今后还会吃到苦头的是取消派。工人反对的是叶若夫先生在上面那段话里明确表达的意思：把组织上的巩固仅仅归结为巩固“工会”。工人并没有“反对工会”，而是反对充斥于叶若夫先生文章中的自由派对工人斗争性质的歪曲。

俄国工人在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了，他们懂得自己的运动的伟大的全民意义。俄国工人已经相当成熟了，他们懂得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荒谬和贫乏，他们对这种政策总是嗤之以鼻。





	载于1912年5月31日《涅瓦明星报》第1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317—324页

















[169]《涅瓦呼声报》（《Невский　Голос》）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周报），1912年5月20日（6月2日）—8月31日（9月1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9号。该报由Д．Ф．科斯特罗夫出版，为该报撰稿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尤·查茨基等。该报的前身是《现代事业报》。——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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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问题

（1912年6月3日〔16日〕）

大家知道，政府和各反革命政党对于迁移农民曾经寄予很大希望。按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想法，迁移农民即使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至少也能使土地问题大大缓和一下，而不致造成危害。这就是为什么正是在欧俄农民运动即将开始和发展的情况下移民事业受到大肆鼓吹和百般鼓励的原因。

库尔斯克的死硬派马尔柯夫第二这样一些露骨的反动派嘴上所说的，正是政府的代表和象十月党人这样比较有远见的政治家脑子里所想的。这位代表在杜马讨论移民问题时，公开地、非常直率地说：“是的，政府应该用移民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第一次常会）

毫无疑问，如果正确地组织移民工作，那是会对俄国的经济发展起一定的作用的。当然，不应该过高估计这个作用，即使现在，当农民处境不堪忍受，以致俄国庄稼汉不仅下决心逃往西伯利亚，而且逃到天涯海角的时候，即使现在，当正在竭力鼓励少地和无地农民移居和迁出，免得他们对地主的大地产眼红的时候，当11月9日法令特别有助于移民处理他们在故乡的剩余财物的时候，也不应该过高估计这个作用；对于这一点，甚至现在那些以人口自然增长作辩护的辩护士也不得不承认；因为只有在迁出者的百分比最高的几个省份（俄国的南部、西部和中部黑土地带），移民人数才等于人口自然增长数，或者稍微超过一些。

但是，在西伯利亚还有大量可供移民用的空地。不过，由于调查工作做得太少，即使大致准确地确定这种空地有多少也是不可能的。早在1896年，库洛姆津曾把待垦土地的数量确定为13万人的份额。从那时起，已经分配出去10倍于这个数额的土地，但是这些土地还没有分配完。相反，根据移民管理署的统计，到1900年，可供移民用的土地数量就有300万人的份额，可供600万移民使用。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大小悬殊，上下的幅度也很大。

无论怎样，即使考虑到官僚主义总要好心夸大而把以上数字打一定的折扣，西伯利亚无疑还是有可以开垦的土地的，因此，只要把移民工作合理地加以组织，向那里移民，无论对西伯利亚还是对全俄国来说，都会有一定的意义。

就连这个必要的条件现政府也不能实现。现在的移民事务办理情况再一次表明和证明，我国的“旧制度”绝对不能满足居民最起码的经济要求；移民工作的安排不当再一次证明，现在当权的老爷们没有能力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一点好事。

社会民主党代表每年在讨论移民管理署预算时所作的发言，也都是为了使人弄清移民政策的方针、性质和执行情况。

政府在迁移农民这件事情上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是决定其他一切问题的基本问题，因为政府的移民政策的整个性质是由这一政策的目的决定的。

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马第二次常会上发言的沃伊洛什尼科夫代表，是这样说明政府在迁移农民这件事情上给自己提出的任务的。沃伊洛什尼科夫代表说：“移民政策是政府整个土地政策的一个环节。过去地主需要贫弱的农民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所以政府曾经极力阻止移民，把多余的人口留在当地。但这还不算；政府还加紧反对擅自迁移，竭力关紧这一安全阀；但是当时人口的自然增长在继续进行，时代已经改变了！无产阶级和饥饿农民以及由于饥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的威胁象乌云般地涌来。政府和地主赶忙抓住移民问题，把它和11月9日法令共同作为自己土地政策的基础，但是在执行11月9日法令时所注意的是殷实的农民，是要剥夺贫弱农民的土地并把它交给殷实的农民，而抓移民问题时则是尽量把贫弱农民排挤到西伯利亚去；尽管最近移民的平均富裕程度有提高的趋势，但是，主要群众——用斯托雷平的术语来说——仍旧是贫弱农民。土地规划委员会也参与了或者说是被吸引来参加了这种加紧排挤的活动。

土地规划委员会负责分给移民土地，并进行登记，从而结束从前的土地混乱现象。可见，先生们，11月9日的法令、加紧鼓吹移民、加紧把贫弱农民排挤到西伯利亚去以及成立土地规划委员会，是同一个问题、同一个政策的两个紧密相联的方面。不难看出，11月9日法令的实施，可以使殷实的农民靠牺牲贫弱农民而定居在份地上，从而可以把这些贫弱的，这些在垦殖开发方面不太适宜的人赶到人生地疏的边疆地区。无论在村社方面还是在移民方面，政府的移民政策都只是根据一小撮农奴主－地主的利益以至一切压迫工人群众和劳动农民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制定的。政府根本不了解国家的基本要求和国民经济的需要。”（第二次常会，第七十七次会议）

齐赫泽代表在国家杜马第二次常会上的发言中最充分地揭露了事情的这个方面，他详细地描述了移民政策在高加索执行的情况。

这位社会民主党发言人首先用事实和数字证明，官方关于高加索的空闲土地的所有报道，都与实际情况极不相符。我们要特别着重指出，齐赫泽代表为了避免被别人指责他偏袒和歪曲，在发言中总是利用官方材料和政府官员的报告。根据前国家产业部大臣早在80年代搜集的材料，“仅仅在高加索官地上定居的国家农民中间，在外高加索4个省里，完全没有土地的计22000人，每人有份地不足1俄亩的计66000人，有份地1—2俄亩的计254000人，有份地2—4俄亩的计5013人，——份地少于在高加索定居的移民的份地最低定额的共约100万人。在库塔伊西省29977户中，无地和份地不足1俄亩的计2541户，有份地1—2俄亩的计4227户，有2—3俄亩的计4016户，有3—5俄亩的计5321户。根据最近的材料，外高加索4个省完全没有官地或官地很少的村落约占46％，而库塔伊西省无地农户约占33％。从巴库农业生产需要委员会的报告中我们知道，这些官地很少的村落中还有一些无地的农民，他们迁移到拥有大量份地的农民近旁去住，因而多年来一直处于这种依附地位。而参议员库兹明斯基在其奏章中说：‘可以看出，有时移民完全是由那些放弃农业和把以垦殖开发的名义获得的土地租给同村人或邻村土著农民的人组成的。’可见，早在25年以前，外高加索就有数十万本应比其他各类农民得到更多保证的国家农民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作雇农了。早在25年以前，当地农民就不得不租佃交给移民的土地。”

根据这些材料就可以判断对高加索国家农民的土地保证情况。

这位发言人继续说：“至于所谓暂时义务农，根据开列出的文件可以看出，梯弗利斯省完全没有土地的就有1444户，甚至连宅旁地都没有的就有386户。这占梯弗利斯省地主农民总数的13％。库塔伊西省在改革时无地农民还更多。即使按梯弗利斯省农奴总数的比例来计算，在库塔伊西省也有5590户农奴或25000个农奴在高加索农民解放时连一小块土地也没有得到。”报告的作者继而谈到义务关系的解除时说：“改革后经过了20年，到1895年，伊丽莎白波尔省的无地农民有5308户或25000个男女。巴库省的无地农民有3906户或11709个男女。以下材料是关于那些没有赎买自己的份地但也多少有点田地的暂时义务农拥有土地的情况。梯弗利斯省每人平均为0．9俄亩，库塔伊西省为0．6俄亩。梯弗利斯省赎回份地的农民每人平均为1．7俄亩，库塔伊西省为0．7俄亩。这就是那些多少有点田地的农民在土地方面所得到的保障。库塔伊西省农业生产需要委员会的报告对高加索农民经济状况作了总的描绘。根据从各种官方调查中得来的材料，库塔伊西省极端贫困的农民人数达70％。此外，这里也提到，库塔伊西省有25％的贵族也很穷。”

报告中继续谈道：“这些土地占有者只有在找到外水的情况下才能保持自己的经济独立，他们完全没有可能把钱用在改善经营上，用在购买农具和肥料上。大量的需求不能不影响到租佃份地的代价，在实行对分制的情况下地租往往达到总收入的60％，而在必须交纳土地的一定数量产品的情况下，歉收年份地租往往超过总收入。采用货币地租的很少，租金每俄亩每年达30卢布。这是库塔伊西省的情况。下面是关于伊丽莎白波尔省4个县的农民拥有土地情况的一些材料。根据有关一切靠地主土地为生的农民的资料，我们看到，在伊丽莎白波尔省的4个县，即吉布拉伊尔县、赞格祖尔县、舒申斯克县和杰万希尔县，平均每人有地0．6俄亩。根据参议员库兹明斯基的统计，巴库省连科兰县在地主土地上落户的移民每个男人平均有份地0．5俄亩。在库巴县为0．9俄亩。”这位发言人最后说：“先生们，这就是外高加索农民拥有土地的情况。”

既然在缺少土地方面高加索农民的状况与俄罗斯农民的状况没有多大区别，那么试问，高加索还能有什么待垦土地呢，为什么不是适当分散当地的农民反而还要向那里迁入移民呢？

移民用的土地是靠疯狂地侵犯土著居民的土地权而得来的，从俄罗斯向外移民则完全为了贯彻“边疆地区俄罗斯化”这一民族主义原则。

齐赫泽代表引用了许多仍然是来自官方的材料，说明为了准备待垦土地，怎样把整村整村的土著居民从他们的故土上赶走，为了证明剥夺山民土地是正确的，怎样策划了一系列的诉讼（见贵族代表策列铁里公爵向内务大臣作的关于库塔伊西县基克纳韦列季山村情况的报告），等等。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个别的、例外的事实，而是正如参议员库兹明斯基所确认的那样，是“典型的事件”。

结果在移民和土著居民之间简直形成了敌对的关系。例如，当阿拉尔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被赶走，象参议员库兹明斯基所说的那样，“被迁出去而得不到土地保证，只好听天由命”的时候，掠夺他们土地的移民却靠国库的开支武装起来：这些县的地方官奉命“要设法给在穆甘新建村庄的农民（其中包括波克罗夫人）以武器——每100户10支别旦式步枪”。这是说明现行政策的“民族主义方针”的很有意思的例证。

虽然如此，国家杜马中的右派代表们还是洋洋得意地指出，据高加索总督的报告，可以移民的土地有170万俄亩。但是，也正如这个总督所证明的那样，几乎有一半这样的土地已经被移民占去，而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仍如这个总督所确证的那样，是那些人生地疏的农村业主在体力上无法经营的地带。

齐赫泽代表还讲了政府如何安置各地新移民的情况。“根据总督的报告，主要在外高加索东部地区，移民土地上水源不足和难以灌溉，这是使已定居在那里的移民重又迁走的主要原因之一。新移民从黑海沿岸地区纷纷逃走，因为不但在各个居民点之间，而且在每一块移民土地上，都没有适于车辆通行的道路。关于这点，应该再补充一下：移民所不习惯的恶劣的气候条件，加上高加索许多地区发生危害人畜的疟疾，至少也象没有道路一样，迫使立脚未稳的新移民纷纷逃出边疆地区。在上述原因的影响下，不断发生移民从伊丽莎白波尔省、巴库省和达吉斯坦州以及从梯弗利斯省和黑海省迁出的现象。”

因此，总督本人是这样评价向高加索移民的结果的。总督说：“至今对高加索居民的土地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已经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因为这种态度对于农村居民中出现革命情绪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政府和统治阶级在迁移农民到西伯利亚去这件事情上抱着完全相同的目的；由于追求政治目的，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既不考虑移民的利益，也不考虑当地居民的权利。

在迁出地，即在俄罗斯，移民事宜现在由土地规划委员会、地方官和省长掌管。疏散当地少地和无地的农民，根据大土地占有制的需要把一部分这样的农民留在当地（作为提供雇佣劳动力的来源），对于土地规划委员会极为重要，同时它们却用大力把贫苦农民“迁出”，以至引起了移民管理署的怨言。有一个移民官抗议说：“土地规划委员会弄来了一批批一贫如洗的人，他们急需路费补助，急需贷款，但不是为了安家，而是为了糊口；即令有个别的移民有一些钱，那也只够路上吃用。”

这些被标榜“寄希望于强者”的土地政策遗弃的“弱者”，挤在毫无设施的运牲畜的车厢里，老人、孩子和孕妇人满为患，一群一群地被运到西伯利亚去。移民们就在这些运牲畜的车厢（上面标上“40个人、8匹马”）里做饭，洗衣服；在这里往往还躺着患传染病的人，移民们总是把他们藏起来，因为害怕他们被撵下车去而掉队。在各车站和终点站，移民下车了，碰得巧，可以在专门设置的帐篷下呆一呆，碰得不巧，就得在露天下受日晒雨淋。沃伊洛什尼科夫代表在杜马中说，他本人在斯列坚斯克居民点就看到过一些患伤寒病的人露天躺在雨地上，没有遮盖。就是上面所引的这样一些移民旅行条件，两位大臣（斯托雷平和克里沃舍因）还认为“并不算坏”。他们禀报说：“移民在旅途上的卫生条件并不算坏，许多人在旅途上甚至非常舒服。”官僚们真是功德无量！

贫困不堪的移民虽然在“到乐土去”的道路上受尽了千辛万苦，但他们在西伯利亚并没有找到幸福。例如，沃伊洛什尼科夫代表就曾经引用官方报告来描述他们在新地方的生活状况。

有一位官员（移民管理署的特派员）写道：“大多数移民区分散在针叶林地带，缺水，缺少耕地，缺少牧场。”另一位官员补充说：“贷款完全失掉了作为安家费用的性质；贷款数目对于真正帮助安家来说本来就太少。现行的贷款发放制度把贷款这件事变成了纯粹的慈善事业，因为两年左右靠150个卢车的贷款安家糊口是不可能的。”

请看，下面就是这些官方报告中对新移民的卫生状况的描写。

一位官员写道 
［注：《报告》第8页。］

 ：“在伤寒病之后，这里又有坏血病流行；几乎在所有村落和农舍里都有患这种病的或者将要患这种病的人。往往在一间农舍里躺着患这两种病的人。在奥库尔－沙斯克移民区，我曾看到这样的情景：一家的男主人患伤寒病，正处在脱皮期，他那怀孕的妻子因营养不良而极端虚弱，儿子是个12岁左右的孩子，淋巴腺肿大，并且患着坏血病；他的妻妹也患坏血病，不能行走，还要带一个吃奶的孩子；她的10岁的男孩也患坏血病，鼻子流血，双腿发软，只有她丈夫是全家唯一健康的人。

随着坏血病和伤寒而来的是夜盲症。有的村落简直可以说所有移民无一例外地都是瞎子。叶姆纳河沿岸有许多地区完全是稠密的针叶林，这里既没有耕地，也没有割草场，两三年来新移民勉勉强强地耕种自己宅旁的土地，盖起简陋的小茅舍。根本谈不到粮食自给，完全靠借贷度日。借来的钱用完了，粮食奇缺；许多人确实是在挨饿。不仅粮食缺乏，而且饮水也缺乏。”

这样的报告屡见不鲜。不管这些官方报告怎样耸人听闻，显然，还是没有完全说出真相，这样也就粉饰了现实。例如，曾访问过远东的地方自治机关全国性组织的全权代表李沃夫公爵——大家知道，这是一个见解温和的人——就对阿穆尔河沿岸边疆区的移民情况作了如下的描写：

“与世隔绝，如在荒岛，周围是原始森林中的沼地草丘、布满沼泽的河谷和山丘，这种野人般的生活、劳动和谋生条件，自然会对那些意志薄弱的贫困移民有很大压力。他们为了安置简陋的住所，刚一开始同严酷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就耗尽了自己原有的一点点精力，因而变得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坏血病和伤寒侵袭着疲惫不堪的机体并将它送进坟墓。1907年，许多村落的死亡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竟达25—30％。这些村落里有多少户人家就有多少个十字架，不少村落的居民注定要全体迁往新的地区，不然就得进坟墓。在那些不幸的家庭里不知流了多少悲痛的眼泪，在这遥远的边疆，国家的钱用来举行如此耗费钱财的葬礼，而不是用来垦殖开发！被去年的巨大移民浪潮卷来、在原始森林中弄得筋疲力尽的残存者并不是很快就能站稳脚跟的。许多人还会死去，许多人还会逃走，回到俄罗斯，诉说自己的灾难，诅咒这个地区，使人不敢再来，为今后的移民工作造成障碍。难怪今年在滨海州发生了空前规模的移民倒流，而流入这个州的移民减少了4/5。”

在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里，特别是在西伯利亚这种交通闭塞的地方，移民被隔绝和被遗弃的情况使得李沃夫公爵也大吃一惊，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可以想象，现在那里正在怎样有成效地推行独立农庄经济并划分独立田庄的地块，因为那些土地政策的指导者已经宣布：“必须坚决改变〈！〉西伯利亚的土地政策”，“建立和巩固私有制”，“根据1906年11月9日法令确保个体农民土地”，“拨给移民土地，尽可能把土地划分成独立田庄” 
［注： ①《报告》第60、61、62页。］

 ，等等。

很自然，在这种移民条件下，根据移民管理署的材料，在1903—1905年已安置好的移民中，一头役畜也没有的占10％，只有一头役畜的占12％，没有奶牛的占15％，没有犁的占25％（引自盖达罗夫代表在第一次常会上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所作的发言）。因此沃伊洛什尼科夫代表依据这些官方报告，完全有理由对1906—1908年的移民政策作出如下的结论：

“在1906年、1907年和1908年这3年期间，就有1552个男女被迁往乌拉尔以东地区，其中有一半是穷人，他们听信了政府的宣传，来到这人迹罕至的边远地区，听凭命运的摆布。按照移民管理署提供的材料，其中已安居下来的有564041人，已返回的男女有284984人。这就是说，根据移民管理署的材料，有下落的为849025人，那么其余的人到哪儿去了呢？那703414人究竟在哪儿呢？先生们，政府分明知道他们的悲惨命运，但它就是不说；其中一部分人已加入当地居民村，另一部分加入到西伯利亚无产阶级的行列，到处行乞。

但是有一大部分人政府给举行了代价很高的葬礼，这就是政府闭口不提这些人的原因。”

马尔柯夫第二用移民办法“解决土地问题”的愿望就是这样实现的。在这些事实面前，就连大资本的代表十月党人也不得不承认“移民工作的缺陷”。早在举行第一次常会时，十月党人就表示了自己的愿望（而且杜马也接受了这种愿望），即“改变和改善移民旅途条件”，“在定居地区创造发展这些地区的文化经济所必需的条件”，“在给移民划分土地和安置他们时要尊重当地农民和异族居民的利益和权利”。自然，这些小心翼翼表达出来的和故意闪烁其词的愿望迄今仍是“旷野里的呼声”[170]。十月党的啄木鸟年复一年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种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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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旷野里的呼声”一词来源于基督教圣经（见《旧约全书·以塞亚书》），意思是得不到人们响应，因而是徒劳的号召或呼吁。——341。







《列宁全集》第21卷


革命的高涨
[171]



（1912年6月4日〔17日〕）

全俄无产阶级的声势浩大的五月罢工，以及罢工引起的游行示威、散发革命宣言和向工人群众发表革命演说，都清楚地表明俄国已进入了革命高涨时期。

这次高涨决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早已由俄国生活的一切条件酝酿好了。由勒拿惨案和纪念五一所引起的群众性罢工，只不过最终决定了这次高涨的到来。反革命的暂时得势，过去是与工人的群众性斗争的低落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参加罢工的人数，使我们对于这一斗争的规模有了一个虽是大致的却又是绝对客观而真实的了解。

革命以前的10年，即1895—1904年，参加罢工的人数每年平均为43000人（凑成整数）。1905年为275万人；1906年为100万人；1907年为75万人。这3年革命的特点是，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达到了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的高涨程度。这一斗争的低落，开始于1906年和1907年，到1908年就已非常明显：参加罢工的人数只有175000人。1907年的六三政变使与黑帮地主和工商业巨头的杜马相勾结的沙皇专制制度重整旗鼓，这次政变是群众革命热情低落的必然结果。

1908—1910年这3年，是黑帮反革命势力猖獗、自由派资产阶级背叛以及无产阶级消沉瓦解的时期。参加罢工的人数日益减少，1909年减到6万人，1910年减到5万人。

但从1910年底起开始有明显的转变。因穆罗姆采夫这个自由派分子和列夫·托尔斯泰的逝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以及学生运动，清楚地表明风向已经转变，民主派群众的情绪有了一定的转变。1911年，工人群众渐渐转为进攻：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10万人。各方面的情况都表明，因反革命的得势而产生的疲惫麻木状态正在消失，群众又趋向于革命。1912年1月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在总结它对时局的估计时指出，“广大的民主派，首先是无产阶级，已开始在政治上活跃起来。1910—1911年的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和无产阶级群众大会的开始举行，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运动（大学生罢课）的开展等等，——这一切都标志着群众反对六三制度的革命情绪的日益增长”（见代表会议的《通报》第18页 
［注：见本卷第146页。——编者注］

 ）。

到今年第二季度，这种情绪已经大大增长，进而表现为群众的行动并造成革命的高涨。最近一年半来的事态发展，清楚地表明这次高涨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完全合乎规律的，是由俄国整个前一阶段的发展所必然引起的。

勒拿惨案是群众的革命情绪转为群众革命运动高涨的导火线。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真理报》上跟着取消派重复自由派的谎话，说什么“争取结社自由的斗争是勒拿惨案及其在国内的强烈反应的基础”，——这真是弥天大谎。在勒拿罢工中，根本没有提出结社自由作为特殊的或主要的要求。在勒拿惨案中暴露出来的，并不是缺乏结社自由，而是缺乏反对奸细告密行为、反对普遍无权状况、反对专横暴虐……的自由。

正如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6号上所说明的，勒拿惨案是整个六三君主制最确切的反映。勒拿事件的特点决不表现在要争取某一种权利，即使这种权利是无产阶级最根本最重要的权利。这次事件所表明的一点，是在一切方面都完全缺乏最起码的法制。勒拿事件表明，奸细、侦探、特务以及沙皇的奴仆走上了不要任何政治借口便大批枪杀人民的道路。在勒拿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因而把群众的革命烈火点燃起来的，正是俄国生活中的这种普遍无权状况，正是争取某种权利已经毫无希望毫无可能的现状，正是沙皇君主制及其整个政治制度已经不可救药的现状。

自由派总是拼命想证明勒拿事件和五月罢工带有工会运动和争取“权利”的性质，但凡是没有被自由派的（和取消派的）争论所蒙蔽的人，都很清楚不是这么回事。群众性罢工的革命性质是很明显的，五一节前夜彼得堡各社会民主党小组（甚至还有一个社会革命党工人小组！）共同发表的宣言[172]，就特别强调了这种性质；我们把这篇宣言全文转载在纪事栏里，宣言重申了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所提出的口号。

而且勒拿罢工和五月罢工具有革命性质的主要证据也不在口号上。口号只不过是对种种事实的概括。群众性罢工从一个区域蔓延到另一个区域，罢工大大发展和迅速蔓延，工人表现出勇敢精神，群众大会和革命演说增多，要求取消庆祝五一的罚款，我们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所熟悉的那种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的结合，——所有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地表明运动的真正特点是群众运动的革命高涨。

我们来回顾一下1905年的经验。事态告诉我们，工人还保持着群众性革命罢工的传统，而且迅速发扬了这种传统。1905年的罢工高潮是世界上从未见过的，这一年的第一季度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81万人，第四季度达到1277000人，当时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结合起来了。根据大致的计算，参加勒拿罢工的工人达30万人，参加五月罢工的达40万人，而且罢工运动还在不断发展。每天的报纸，甚至包括自由派的报纸在内，都报道罢工火焰不断扩大的消息。现在，1912年的第二季度还没有完全过去，但是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就是1912年革命高潮开始时罢工运动的规模比1905年革命高潮开始时的规模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

俄国革命第一次在广泛的规模上发展了这种无产阶级的鼓动、激励、团结和吸引群众参加斗争的方法。现在无产阶级又采用，而且更坚决地采用这种方法。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运用这种方法所实现的事情。一个幅员辽阔、拥有15000万人口的国家，人民散居各地，彼此分离，备受压迫，没有权利，愚昧无知，在一大群官吏、警察和侦探包围下接受不到“不良影响”，——现在这个国家整个都动起来了。工农中的最落后阶层也与罢工者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下子就有数十万革命鼓动员出现在舞台上，他们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因为他们与下层群众有密切联系，他们始终生活在群众中间，他们为每个工人家庭最迫切的需求进行斗争，并且把政治抗议和反对君主制的斗争同这种直接争取实现迫切经济要求的斗争结合起来。由于反革命已经激起数百万、数千万群众对君主制的切齿痛恨，使他们对君主制的作用有了初步了解，现在首都先进工人提出的口号——民主共和国万岁！——正随着每次罢工，通过千万条渠道流传到落后阶层，流传到穷乡僻壤，流传到“民间”，流传到了“俄国的腹地”。

自由派分子谢韦里亚宁对于罢工的议论值得特别注意。他的这种议论受到《俄罗斯新闻》的热烈欢迎，《言语报》也抱着同情的态度予以转载。

谢韦里亚宁先生问道：“工人们是否有什么理由把经济要求或其他什么〈！〉要求同五一罢工搅在一起呢？”接着他自己答道：“我敢断言，他们是没有这种理由的。任何一次经济罢工，只有在认真估量到胜利的希望之后，才能够开始，才应当开始……所以把这种罢工偏偏同5月1日这个日子联系起来，这往往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在庆祝全世界工人节日的时候，乘机要求把织某几种细平布的工资增加10％，更是有点奇怪。”

这就是自由派的议论！可是那些一心想得到民主派报纸称号的自由派“最佳”报纸，却对这种卑鄙透顶、下流恶毒的议论表示同意！

资产者最无耻的贪婪，反革命分子最卑劣的胆怯，这就是这位自由派分子的动人言论中所隐藏的东西。他想保全主人的钱袋。他想要一种为“结社自由”而举行的“规规矩矩的”和“毫无害处的”游行示威！但无产阶级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吸引群众参加把政治和经济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罢工，这种罢工可以通过立刻改善工人生活的斗争的胜利来吸引最落后阶层，同时可以唤醒人民起来反对沙皇君主制。

是的，1905年的经验创立了深刻而伟大的群众罢工传统。而且决不应忘记，这种罢工在俄国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在我国，不屈不挠的群众性罢工是同武装起义密切联系的。

请不要曲解我这段话的意思。这里说的决不是号召起义。在目前号召起义是极不明智的。这里说的是要确立俄国罢工和起义之间的联系。

1905年的起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第一，群众性罢工、游行示威和群众大会使群众与军警间的冲突日益增多。第二，群众性罢工激发农民去举行许多次局部的、零散的和半自发的起义。第三，群众性罢工非常迅速地蔓延到陆海军中去，引起了基于经济要求的冲突（“豌豆暴动”等等），继而引起了起义。第四，反革命自己用蹂躏、毒打民主派等方法来挑起内战。

1905年的革命之所以遭到失败，决不是因为它走得“太远”，决不是因为十二月起义是“人为的”，象自由派的叛徒们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它遭到失败的原因，是起义走得不够远，是必须起义的思想在各革命阶级中间还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和充分领会，是起义还没有做到步调一致、坚决果断、组织严密、同时发动和一往无前。

现在我们来看看，目前是否有起义发展的征兆呢？为了不致陷于革命狂热，我们拿十月党人说的话作证明。彼得堡的德意志族十月党人协会大半是所谓“左派”和“立宪派”十月党人，他们是立宪民主党人最喜爱的人物，并且最能（与其他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相比）“客观地”观察事件，而不抱有以革命恐吓上司的目的。

这些十月党人的机关报（《圣彼得堡报》[173]）在5月6日（19日）的每周政治评论上写道：


　　“5月到了。不管天气怎样，5月对于首都居民通常总是不很愉快的，因为5月的头一天就是无产阶级的‘节日’。今年，工人对勒拿示威运动记忆犹新，所以5月1日这天特别危险。到处流传着关于罢工和示威的种种传闻的首都充满了火药味。我们忠实的警察当局显然很不安，它进行了搜查，逮捕了一些人，并派出了大批巡逻队以防止上街游行示威。警察当局除了搜查工人报纸的编辑部和逮捕它们的编辑以外，并没有想出其他妙法，这证明它对于那些操纵大批工人木偶的线不甚了然。而这些线是存在的。罢工的纪律性以及其他许多情况都表明了这一点。因此，这次五月罢工非常可怕，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大罢工，参加罢工的有各大小工厂的10万以至15万工人。这只是一次和平的检阅，但是这支大军的团结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何况与不久以前的工人怒潮同时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令人惊慌的现象。在我国海军的各种舰艇上，有些水兵因进行革命宣传而被捕。根据报刊上所透露的消息看来，我们本来为数不多的军舰上的情形是不很妙的……铁路工人也使人感到惊慌不安。诚然，任何地方都还没有举行罢工的尝试，但是一连串的逮捕事件，特别是象逮捕尼古拉铁路副站长A．A．乌沙科夫这样惹人注目的事件，表明铁路上也相当危险。幼稚的工人群众的革命尝试，对于杜马选举的结局，当然只能产生有害的影响。这种尝试是轻率的举动，何况……沙皇委任了马努欣，国务会议通过了工人保险法！！”





　　这就是德意志族十月党人的议论。我们要指出，关于水兵的问题，我们已经从各地得到许多确凿的消息，证明《新时报》夸大事实。暗探机关显然在干着奸细告密的“工作”。过早的起义尝试是极不明智的。工人先锋队应当明白，在俄国举行适时的即胜利的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是民主派农民起来支援工人阶级，以及军队积极参加起义。革命时期的群众性罢工有其客观的逻辑。它把数以百万计的火星撒到各个方面，而到处都有易燃物：极度的怨恨，空前的饥荒折磨，暗无天日的专横暴虐，对“穷人”、“庄稼汉”和士兵的横加凌辱。再加上黑帮肆无忌惮地蹂躏犹太人的暴行，而这种暴行则是由昏庸暴虐的尼古拉·罗曼诺夫的宫廷近臣暗中策划和指挥的……“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174]——大臣马卡罗夫的这句有预见性的话，对他自己和他的阶级以及他的地主皇帝倒是说中了！

群众运动的革命高涨，使所有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和一切忠实的民主主义者肩负起重大的责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认为这些责任就是：“从各方面支持已经开始的群众运动〈现在已经应该说：已经开始了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并扩大这个运动，以便彻底实现党的口号。”党的口号——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全部土地——应成为整个民主运动的口号，人民革命的口号。

为了支援和扩大群众运动，需要的是组织，更好地组织。没有秘密的党，就不可能进行这种工作；空谈这种工作是毫无意义的。在支援和扩大群众的冲击时，必须仔细考虑1905年的经验，既要说明起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也要预防和阻止过早的起义尝试。群众性罢工运动增长的情况，吸引其他阶级参加斗争的情形，各组织的状况，群众的情绪，——这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表明，在什么时候一切力量应当联合起来向沙皇君主制进行步调一致、坚决果断、一往无前和奋不顾身的革命冲击。

没有胜利的革命，俄国就不会有自由。

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起义来推翻沙皇君主制，俄国就不会有胜利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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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革命的高涨》一文是列宁1912年4月26日（5月9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巴黎支部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内情况的报告和5月31日（6月13日）作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涨》的专题报告以后写的。专题报告的详细提纲，载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巴黎支部印发的海报上，同本文的基本论点一致（见本卷《附录》第495页）。——342。



[172]列宁提到的这个宣言于1912年“五一”前在彼得堡印刷并散发到各工厂。宣言号召工人于5月1日这一天，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所提出的“召开立宪会议，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下，在涅瓦大街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宣言以“打倒沙皇政府；废除六三专制宪制；民主共和国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结束。宣言署名为：“圣彼得堡全体有组织工人代表会议”：“社会民主党‘联合’小组”，“社会民主党城市中心小组”，社会革命党工人小组，“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工人小组”，“五月委员会代表”。



1912年6月4日（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7号在纪事栏里全文刊载了这个宣言。——344。



[173]《圣彼得堡报》（《St．-Petersburger Zeitung》）是1727—1914年在彼得堡用德文出版的日报，德意志族十月党人的机关报。——347。



[174]“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这句话是内务大臣亚·亚·马卡罗夫1912年4月11日（24日）在国家杜马会议上答复社会民主党党团就勒拿惨案提出的质询时说的。——348。







《列宁全集》第21卷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口号和五月运动

（1912年6月4日〔17日〕）

在这一号报纸的另一个地方，读者可以看到彼得堡工人在现在已闻名的五一游行示威之前印发的宣言全文。这个宣言很值得一谈，因为它是俄国工人运动史和我们党史上的一个极重要的文件。

宣言反映出首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遭到破坏的某种情况，因为在宣言上署名的不是彼得堡委员会，而是单个的社会民主党小组，甚至还有一个社会革命党工人小组。在俄国大部分地区，我们党的状况正是这样：领导委员会和领导中心经常遭到破坏，也经常重新产生，因为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工厂的、工会的、分区的和区的社会民主党小组，还存在自由派和取消派总是对之痛恨的“支部”。在这些先生出版的最近一期杂志（《我们的曙光》杂志，1912年第4期）上，读者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弗·列维茨基先生是如何借机大发雷霆和骂不绝口，反对所谓“通过人为地复活政治上已经僵死的支部的办法来恢复党”。

由于彼得堡委员会被破坏，那些借助警察当局的迫害而脱离了取消派所痛恨的“领导中心”的支部不得不登上舞台，正是这种情况使这个宣言具有特殊的典型意义和重要意义。由于这种对每个革命者说来都很悲惨的情况，各支部的独立生存能力也就表现出来了。在警察大肆迫害下（五一前简直是疯狂到了极点），各支部不得不匆匆集聚自己的力量，重新建立联系，恢复“地下组织”。在宣言上署名的小组、代表等等，都正是自由派和取消派所痛恨的地下组织。当这个取消派领袖列维茨基先生以《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现代事业报》的名义，唾沫四溅地猛烈攻击“崇拜地下组织”（见上述一期杂志第33页）的时候，我们得到了彼得堡的宣言这样一个确切而完整的文件，这个文件使我们看到了这种地下组织的存在，看到了它的生命力、它的活动内容和它的作用。

彼得堡委员会由于逮捕被摧毁了，人们立刻就可以看到，地下支部本身的情形究竟怎样，他们在做些什么和能够做些什么，什么思想是他们真正接受和领会了的，而不是仅仅从党的上级机关搬来的，也就是说，什么思想真正得到了工人的拥护。

从宣言中可以看到各支部所做的事情：它们在继续进行暂时被破坏（这使得一切形形色色反对地下组织的人称心如意）的彼得堡委员会的工作。它们在继续准备五一游行示威。它们在尽快恢复各种秘密的社会民主党小组之间的联系。它们也吸引社会革命党工人，因为它们清楚地懂得在实际的革命事业中实行无产阶级联合的意义。它们用明确的斗争口号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社会民主党小组，甚至还有一个“社会革命党工人小组”团结在一起。这就正好说明了运动的真正性质，说明了无产阶级的真正情绪，说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它的一月全国代表会议的真正力量。

由于逮捕，那种可以下令提出一定口号的等级制机关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只有群众真正公认的那些口号，只有不是从“上级命令”（象煽动者和取消派所说的那样）而是从革命工人自身的信念中获得力量的口号，才能把无产阶级群众联合起来，把社会民主党工人，甚至把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联合起来。

而结果究竟怎样呢？

结果是：在彼得堡委员会被破坏之后，在它不可能立即恢复的情况下，在一个工人小组不是从组织上而是完全从思想上去影响另一个工人小组的条件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提出的口号被人们接受了。这次会议是于1912年1月召开的，它引起了自由派、取消派、李伯尔、托洛茨基及其同伙的简直是疯狂的仇恨！

彼得堡工人在自己的宣言中写道：“我们的口号应当是：召开立宪会议，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接着，他们在宣言中高呼：“打倒沙皇政府！废除六三专制宪制！民主共和国万岁！社会主义万岁！”

我们从这个颇有教益的文件中看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所提出的全部口号都为彼得堡无产阶级接受了，这些口号表明新的俄国革命已经起步了。所有诽谤和指责一月代表会议的人可以为所欲为，继续干自己的肮脏勾当，但是彼得堡的革命无产阶级现在正在对他们反击。尽管警察当局经常横加迫害，尽管五一节前革命者横遭追捕，尽管自由派和取消派报刊谎话连篇，骂声不绝，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这次代表会议召开前很久就已经进行的工作，即号召无产阶级要在人民革命中担任领袖的工作，还是取得了成果。

成千上万的彼得堡无产阶级，以及紧跟其后的俄国各个角落的工人，相继举行了罢工和游行示威，但他们不是以资产阶级社会各个阶级中的一个阶级的身分出现的，而是以领导者的身分出现的，他们不是仅仅提出“自己的”工会运动的口号，而是为了全体人民、代表全体人民、为了唤醒和吸引一切需要自由和能够取得自由的阶级投入斗争而高举起革命的旗帜。

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上升到高级阶段。如果说1905年的运动是从群众罢工和加邦请愿阴谋开始的，那么在1912年，尽管我们党的许多组织被警察破坏了，但运动一开始就采取了群众罢工的方式，并举起了共和国的旗帜！尽管环境非常艰苦，各个“支部”，分散于各处的工人“小组”，还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无产阶级成立了自己的“五月委员会”，提出与负有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使命的阶级相称的革命纲领，投入了斗争。

五月运动还向我们表明，关于“联合”的有些言论究竟有什么意义，而工人的联合实际上又是怎样实现的。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人物鲁巴诺维奇在巴黎出版的布尔采夫主编的《未来报》上写道：“应当指出这次五一游行示威有以下值得注意的一点：在预备会上，彼得堡工人拒绝承认划分各社会党人小组的现有的界限；……达成协议的趋向占了压倒优势。”我们所转载的宣言清楚地表明，这种结论所根据的事实是什么。这个事实就是：已失掉领导中心的社会民主党各支部，恢复了同所有一切小组的联系，吸引了具有各种不同思想方式的工人，并向他们所有的人宣传自己的党的口号。正因为党的这些口号正确，符合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包括了全民革命的任务，所以才为全体工人所接受。

联合得到实现，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抛弃了谋求同国外小组取得一致的劳而无功的做法，不再对革命党中的取消派作徒劳的追求，并及时提出了明确的斗争口号。无产阶级能联合起来进行革命行动，并不是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同非无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达成了协议，并不是由于同脱离社会民主党的取消派取得了一致，而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各组织的工作人员团结一致，由于他们正确地估计了当前的任务。

这对那些一味听信崩得自由派和维也纳托洛茨基派的空谈，从而还相信可以同……取消派“联合”的人，是个很好的教训。李伯尔、托洛茨基和取消派的臭名远扬的“组织委员会”大肆宣扬“联合”，但实际上它没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提出任何一个真正能把工人的革命斗争联合起来的口号。取消派提出了自己的非革命的口号，实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口号，——但运动却不顾他们而向前发展。这就是托洛茨基之流空喊“联合”的实质所在！

4月23日（5月6日），托洛茨基在维也纳对天发誓，说他主张“联合”，同时百般咒骂代表会议，要好心人相信，“争取结社自由的斗争是”勒拿事件及其反应的“基础”（！！），“实现这种要求，不论现在或将来，都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动员的中心任务〈！！〉”。可是只经过那么一个星期，取消派应声虫的这些可耻言论就象灰尘一样，被“圣彼得堡所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的代表”，“社会民主党‘联合’小组”、“社会民主党城市中心小组”、“社会革命党工人小组”、“社会民主党工人小组”以及“五月委员会代表”一扫而光了。

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懂得，开始进行新的革命斗争，不应当是为争取一种权利，哪怕是对工人阶级来说最主要最重要的权利，而应当是为争取全体人民的自由。

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懂得，他们应当把各种要求概括起来，而不应当把它们分散开；建立共和国包括了要求结社自由，而不是排除结社自由；必须击中要害，铲除祸根，摧毁沙皇黑帮俄国的整个体系、整个制度。

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懂得，向尼古拉·罗曼诺夫，向黑帮杜马提出结社自由的要求，是可笑而愚蠢的，认为可以把俄国现行国家制度，把我们的“六三专制宪制”同结社自由联系起来，也是可笑而愚蠢的；他们懂得在这个普遍完全无权的国家里，在这个政府当局专横暴虐、奸细到处告密的国家里，在这个甚至连对千百万饥民进行一般救济的“自由”都没有的国家里，在这样的国家里，只有自由派空谈家和自由派工人政客才会把结社自由当作“革命动员的中心任务”。

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懂得这一切，并且高举起共和国的旗帜，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地主土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具有真正的民主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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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派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

（1912年6月4日〔7日〕）

当我们收到取消派的《涅瓦呼声报》第1号的时候，这一号的社论已经付排。《我们的曙光》杂志的著名取消派弗·叶若夫在这个新办的机关报上马上就发表了如此高论，真是令人吃惊！请看：


　　“因此〈就是说，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罢工，有的罢工只是为了对五一游行示威罚款表示抗议，有的罢工则在这种抗议之外又加上经济要求等等〉在相当多的场合下，抗议的原则性（要知道，不是为了25个戈比而罢工）模糊了〈！？？！〉，被经济要求弄得复杂化了……亲身的经验一定会提醒工人，用经济要求把自己的抗议弄得复杂化，正如用原则性的要求把平常的罢工弄得复杂化〈！？〉一样，是不适当的〈！！〉。

必须在组织上巩固工人群众的情绪。必须加强拥护工会的宣传，为工会征求新的会员。这一点尤其必要，因为工人当中现在有不少激烈人物热中于群众运动，在群众集会上反对工会，好象工会是无益的，不必要的。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经济〈仅仅是经济吗？〉罢工的时期。如果把经济罢工同工人的政治行动交织在一起，那就犯了无法挽回的错误〈！！！〉。这样混在一起，对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都是有害的〈！！？？〉。”





　　这些话完全是这位取消派从自由派分子谢韦里亚宁先生那里抄来的！他根本不理解，群众性的革命罢工必须既包含经济罢工，也包含政治罢工；他思想狭隘，对高潮的革命性质恣意歪曲，企图用“平常的罢工”尺度来衡量它；他提出“不要”用经济把政治“弄得复杂化”，不要把它们“交织在一起”这个非常反动的主张；他就象司徒卢威和马克拉柯夫一样，在合法刊物上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工人进行攻击，说他们这些“激烈人物”“反对工会”！自由派不可能理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只能说他是“反对工会”的。可是，工人们在群众大会上当然不是“反对工会”，而是反对叶若夫先生之流所干的用自由主义口号偷换革命口号的勾当。工人们说，我们的口号不是结社自由，不是单单或者主要用“工会”就可以“在组织上巩固”我们的运动。我们的口号是建立共和国（见彼得堡工人的宣言），我们要建立能领导群众向沙皇君主制进行革命冲击的秘密党。这就是工人们在群众大会上既讲的话。

而李伯尔和托洛茨基之流的先生们却硬要工人相信，好象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可能同叶若夫、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的自由派“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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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1卷


“联合者”

（1912年6月4日〔17日〕）

取消派正在竭力“联合起来”。几天前他们险些同所谓的“左派”波兰社会党人[175]“联合起来”，后者是波兰社会民族主义派别之一。

波兰社会民主党同波兰社会党的社会民族主义进行了10多年的斗争。结果，一部分波兰社会党人（“左派”）的许多民族主义偏见被清除了。但是斗争还在继续。波兰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把波兰社会党的这个派别看作一个组织并同它联合起来，认为这样做对事业有害。“左派”中的某些个别的工人和个别的集团，由于不愿意仅仅限于对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原则作不彻底的修正，现在正脱离“左派”而加入了社会民主党的队伍。我们的取消派正是在这个时候竭力要同波兰社会党“左派”“联合”！

这就好比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避开崩得而同所谓“锡安社会党人”[176]“联合”，或者避开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而同所谓“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177]（实际上是社会革命党人同盟）“联合”……

我们且不谈那些形式上的问题。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波兰社会民主党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波兰的任何团体只要加入了波兰社会民主党组织，就可以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78]而1908年12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甚至以压倒多数否决了就同“左派”联合的问题进行讨论。

非常明显，托洛茨基和他的伙伴取消派虽然经常叫喊“联合”，实际上却在加深波兰的分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幸运的是，这伙取消派分子和跟着他们走的“调和派”，实际上根本干不了什么，这在波兰也是如此。不然，取消派同波兰社会党联合，自然就会造成波兰的严重分裂。

取消派为什么要公然冒险呢？这显然不是“由于日子好过”，而是由于他们需要同某些人联合，需要建立某种“政党”。社会民主党人，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不跟着他们走，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社会民主党人而抓住与我党毫无共同之点的波兰社会党人。在俄国的城市中，我们的那些老的党组织不跟着他们走，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支部而抓住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毫无共同之点的、取消派的那些所谓“发起小组”。

“日子好过，就不会去飞”……取消派先生们，现在是否到了你们也同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取消派？）“联合”的时候了？要知道，这些先生也拼命想“联合”。那时你们就能建立一个“大”党。拉林本人就会感到满意了……

现在取消派正在同“外国列强”“联合”，他们在这个取消派一调和派阵营本身的“联合”条件问题上还在同“调和派”讨价还价。弗·列维茨基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向“所有”同意跟不久前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进行斗争的“流派”发表了一篇宣言式的文章。

列维茨基先生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拥护联合，反对分裂》。请看，有哪一点不象托洛茨基呢？自从护党派在各方面的工作中给了取消派以强有力的回击以来，列维茨基之流已经非常熟练地掌握了“调和派的”语言。看啊，他们完全拥护“统一”。他们只不过提出了以下4个起码的“联合”条件：

（1）同联合了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一小部分动摇分子除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进行斗争。

（2）建立一个代替党的“中央发起小组”（黑体是列维茨基先生用的，见《我们的曙光》杂志第4期第31页）。（关于什么是取消派“发起”小组，不久前普列汉诺夫在他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6期上有过解释。崩得和托洛茨基为了替取消派效劳，都对读者隐瞒了普列汉诺夫的解释。先生们，你们是隐瞒不住的！）

（3）不要复活那些“政治上已经僵死的支部”（同上，第33页）。

（4）赞同“反对崇拜地下组织”的口号（同上，第33页）。

纲领已经拟好了，虽然不象过去那样直截了当那样信心十足，但是仍然相当清楚。列维茨基也在这里极其详尽地向所有托洛茨基分子表明：先生们，要知道，你们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接受我们的条件吧，这样，我们（也就是列维茨基之流）也乐意同意这样做：你们（也就是托洛茨基之流），为了“自慰”可以说，不是你们投靠取消派，而是取消派投靠你们。

在同一期《我们的曙光》杂志上，马尔托夫事先威胁未来的社会民主党第四届杜马常团说，如果它也象它的狡诈的前辈一样反对取消派，那么“类似别洛乌索夫的事件就不会只是一种例外，而会成为常规”，简单说来，就是取消派必将分裂杜马党团。梦是够可怕的……取消派先生们。假如你们有力量，你们早就组成了你们自己的取消派杜马党团……

“联合”的事业是有把握的——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取消派－托洛茨基分子演的这出可耻的“联合”滑稽剧，连那些最不喜欢挑剔的人都感到厌恶。联合正在实现，不过不是同取消派联合，而是联合起来反对他们。

我们认为，对于那些愿意按照文件严肃认真地来检查争论的问题而不愿意轻信空话的读者，只须指出下列事实，就足以证明托洛茨基、李伯尔（“崩得”）和取消派及其臭名远扬的“组织委员会”的骇人听闻的赫列斯塔科夫[179]式的行径：

1911年6月，在李伯尔和伊哥列夫退出中央委员的会议以后，在巴黎成立了国外组织委员会。国外组织委员会在国内找到的第一个组织是基辅组织。甚至托洛茨基也承认这个组织是无可争议的。1911年10月，在基辅组织参加下成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1912年1月，该委员会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

1912年1月，崩得、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和高加索区域委员会（三者都是取消派集团）也举行了会议。波兰人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取消派在捣鬼，他们宣布了这个看法以后便立即离去。接着“调和派”和普列汉诺夫也拒绝参加会议，普列汉诺夫曾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6期上声明，这次代表会议是取消派召开的。直到现在——1912年6月，除了呼声派和前进派以外，崩得和托洛茨基没有“联合住”任何人，没有吸引住任何一个在俄国被公认为重要的组织，他们既没有从实质上回答普列汉诺夫一句话，也没有丝毫改变取消派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其他刊物上的宣传！

关于“联合”的空谈和吹嘘却没有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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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指波兰社会党—“左派”。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该党内占了优势。他们反对皮尔苏茨基分子的民族主义及其恐怖主义和密谋策略，认为只有在全俄革命运动胜利基础上才能解决波兰劳动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问题。1906年11月在维也纳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弗腊克派）。



波兰社会党—“左派”主张同全俄工人运动密切合作，可是它力图把波兰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除民族主义派别外的所有派别机械地联合起来。在1908—1910年期间，它主要通过工会、文教团体等合法组织进行活动。它不接受孟什维克的在反对专制制度斗争中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的论点，可是与孟什维克合作，支持他们反对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1915年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1916年的昆塔尔代表会议。该党欢迎俄国十月革命。1916年12月，该党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



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在战争期间，以皮尔苏茨基为首一批领导骨干脱离该党。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该党转而对德奥占领者采取反对立场，开展争取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斗争。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1919年同原普鲁士占领区波兰社会党以及原奥地利占领区的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358。



[176]锡安社会党人是1904年成立的俄国小资产阶级的犹太民族主义组织锡安社会党的成员。在一般政治问题上，锡安社会党人要求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时坚持抵制策略。但锡安社会党人认为，犹太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为取得自己的领土并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斗争。锡安社会党人的民族主义活动模糊了犹太工人的阶级意识，给工人运动带来很大危害。1908年10月，社会党国际局决定不再同锡安社会党往来。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锡安社会党同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合并为犹太社会主义统一工人党。——358。



[177]“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是1900年秋天在国外建立的。这个组织就其提出的要求来说接近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并具有相当程度的民族主义倾向。1905年在部分农民中暂时有些影响，但很快被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排挤，以后再未起过什么明显的作用。——358。



[178]指俄国社会民主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的条件》。这个文件的第1条注1规定：“波兰的社会主义组织只有加入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后才能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9页）。——359。



[179]赫列斯塔科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他是一个恬不知耻、肆无忌惮地吹牛撒谎的骗子手。——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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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自由派论战的性质和意义

（1912年6月10日〔23日〕）

修正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著名代表人物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在《俄罗斯新闻》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面临危险》的文章。这位政治家认为，危险在于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一定会被各县警察局长操纵。防止这种危险的办法是：“把国内一切立宪分子联合起来”，也就是说，把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统统联合起来。

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的《俄罗斯新闻》编辑部特地写了一篇评论，对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文章表示“满意”。该报写道：“我们现在认为，反对派力量的这种联合，是当前的迫切需要。”

立宪民主党人的正式报纸《言语报》，在引述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文章的内容和《俄罗斯新闻》的评论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然而，要是读一读社会民主派的机关报刊，看到它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主要用来同反对派作斗争，那就未必会认为这种号召〈即“联合”的号召〉具有什么实际意义。”



　　于是，关于竞选策略以及工人对自由派的态度这个重要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出了。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自由派并不是象严肃的政治家，而是象媒婆那样提出这个问题的。他们的目的不是弄清真相，而是掩盖真相。的确，请想一想下面的这种情况吧。自由派所说的“联合”是不是指各党派的合并呢？绝对不是。不论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俄罗斯新闻》或《言语报》，都异口同声地说：不是。

那就是说，他们所说的联合，是指采取一致行动来反对从普利什凯维奇到古契柯夫等右派了？看起来似乎是这样！

试问，“左派”中有没有人否定这种一致行动呢？

谁也没有否定。这是人所共知的。

同自由派达成协议投票反对右派，这也就是民主派和自由派在选举时的“联合”。自由派究竟有什么不满意呢？为什么他们避而不谈“左派”已极其明确而肯定地承认协议了呢？为什么他们羞羞答答地回避正是自由派丝毫没有明确地、肯定地、正式地说到同左派、同民主派、同马克思主义者达成协议这个事实呢？为什么他们在谈选举策略的时候，却对认为可以同“左派十月党人”结成联盟的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的著名决议只字不提呢？

先生们，事实俱在，任何的支吾搪塞都无济于事。正是左派，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才明确而正式地主张同自由派（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达成协议去反对右派。正是立宪民主党人在对待左派的问题上避而不作十分确切而正式的答复！

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对这些事实非常清楚，因此对于他歪曲真相的做法是绝对不能原谅的，也就是说绝对不能原谅他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明确决定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含糊其辞保持沉默。

这种沉默是由什么引起的呢？这从上面援引的《言语报》上说的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主要用来同反对派作斗争”那句话，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言语报》上的这句话必然会得出下面的结论：为了同自由派联合，民主派就不应当“把全部力量用来”同反对派作斗争。先生们，请把这说得明白些！请明确地、正式地提出你们的条件来！糟糕的是你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假如你们试图提出这种条件，就会引起人们哈哈大笑。你们提出这种条件就等于自己反驳自己，因为你们都一致承认自由派同民主派（更不用说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着“深刻的意见分歧”。

既然有意见分歧，既然意见分歧是深刻的，那怎么可以避免斗争呢？

自由主义的谬误在于：一方面拒绝合并，认为有深刻的意见分歧，强调不可能使“每个政党放弃其纲领中的基本论点”（《俄罗斯新闻》），另一方面却又抱怨“同反对派作斗争”！！

可是我们再进一步看看这个问题。第一，《言语报》提到的那些报刊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主要用来同反对派作斗争，这是不是事实呢？不，这完全不是事实。自由派举不出任何一个问题来说明民主派没有把全部力量主要用来同右派作斗争！！谁要想检验一下这些话是否正确，那不妨做个试验。比如说，请随便拿一种马克思主义者的报纸，从中任意挑出相连的三号，然后提出三个你要检验的政治问题，对照一下文件材料，看看根据你所选的报纸和你所选的问题，究竟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主要是“用来”反对谁的！

自由派先生们，你们是不会去做这种谁都能做的简单试验的，因为任何这种试验，都会证明你们错了。

不仅如此。第二点，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可以更令人信服地驳斥你们。整个民主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怎样同自由派作斗争的呢？他们的斗争是这样进行的而且完全是这样进行的：他们对自由派的每一次（绝对是每一次）责备或责难，本身一定包含着对右派更坚决、更严厉的责备或责难。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下面几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我们的想法。

我们指责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人是反革命。请你们指出，我们的这种责难有哪一次不是更沉重地打击了右派。

我们指责自由派主张“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请你们指出，我们的这种责难有哪一次不是更厉害地指向右派。

我们指责自由派，说他们害怕群众运动。这又怎么啦？你们能在我们的报纸上看到我们不是这样去责难右派的吗？

我们指责自由派，说他们维护“某些”能够“用来”反对工人的中世纪制度。这样指责自由派，也就是同样指责并且是更厉害地指责一切右派。

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你们随时随地毫无例外地都会看到，工人民主派指责自由派完全是因为他们接近右派，因为他们反对右派不坚决，甚至是做做样子，因为他们不彻底，然而对右派的指责就不是什么他们要负“一半罪责”，而是说他们“罪恶十足”。

民主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同自由派的斗争”比同右派的斗争更加深刻，更加彻底，更加富有内容，更加能够教育群众和团结群众。先生们，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为了在这方面不致产生丝毫怀疑，为了防止粗暴歪曲我们同自由派斗争的意义和作用，为了防止出现“反动的一帮”这种谬论（即政治上把自由派同右派混为一谈，把他们看作一个反动联盟，是反动的一帮），我们在自己的正式声明里，对同右派的斗争的提法，总是与对同自由派的斗争的提法有所不同。

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象任何有教养的自由派一样，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例如，他知道，我们在确定各个政党的社会本性、阶级本性的时候，总是强调指出右派的中世纪性质和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属性。这是“两个很大的区别”。中世纪性质可以（而且应当）消灭，即使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能做到，可是，资产阶级属性在这种范围内就无法消灭，但可以（而且应当）向资产阶级农民，而不是向资产阶级地主“呼吁”；向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不是向资产阶级自由派“呼吁”；“呼吁”资产阶级的完全自由，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半自由。我们对俄国当前的自由派的批评，即我们根据当前迫切任务所提出的批评，正是这种呼吁，而且仅仅是这种呼吁。

请看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下面的一句话：“为人民群众创造正常的政治生活条件，这就是目前既能把左派也能把反对派联合起来的最近的目标。”

再没有比这更无内容、更空洞、更不可信的话了。十月党人和狡猾的“民族党人”都会同意这句话，因为它没有任何明确的内容。这纯粹是诺言，是唱高调，是用外交辞令来掩盖自己的思想。可是，既然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象其他许多自由派一样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那我们就要试试来履行我们的义务：把这里所掩盖的东西揭露出来。为了慎重起见，我们来举一个浅显的例子。

两院制是不是正常的政治生活条件呢？我们认为不是。进步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却认为是。由于自由派有这种看法，我们指责他们反民主反革命。而当我们对自由派提出这种指责的时候，我们也就更严厉地指责了一切右派。

其次，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左派和反对派的联合”会怎样呢？是不是由于这种意见分歧，我们就拒绝同自由派联合起来反对右派呢？不，我们决不会拒绝。自由派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在一切类似的、重要得多的政治自由问题上的反革命观点，我们早在1905年或更早的时候就知道了，可是我们在1912年还一再说：不论在决选投票时或在选举的第二阶段，都容许同自由派达成协议去反对右派。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君主主义自由派尽管不彻底，但它毕竟不同于农奴制的反动派。不利用这种区别，那就是非常糟糕的工人政策。

再进一步看。如何利用呢？在什么条件下“左派和反对派的联合”才是可能的呢？自由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果左派同反对派作坚决斗争，那就谈不上什么联合了。而且自由派还对自己的想法作了这样的解释：要求愈低，赞同的人就愈多，联合的面就愈广，能够实现这种要求的力量就愈大；如果实行“尚可将就的”两院制的（以及其他的……怎样才说得更委婉一些呢？……稍微背离民主主义的）宪制，一切民主派和一切自由派都会拥护；这样就不错了；如果坚持“纯粹的”民主主义，进步派就会离开，还会把许多立宪民主党人“推开”，结果就会分裂和削弱“立宪分子”。

这就是自由派的推论。而我们的推论则不同。没有群众的觉悟，情况就不可能有任何好转。这是我们的基本前提。自由派眼睛盯的是上层，而我们看的是“下层”。如果不去说明两院制的害处，或者哪怕是稍微削弱同这个问题上的一切反民主观点的“斗争”，那我们就会把自由派的地主、商人、律师、教授“吸引”过来，而他们都是普利什凯维奇的亲兄弟，他们是决不会真正反对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我们“吸引”他们，就会推开群众，这就是说，在群众看来，民主并不是外交招牌，不是漂亮的空话，而是休戚相关的事情，是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定会丧失对两院制拥护者的信任；这也就是说，削弱对两院制的抨击，就表示群众的觉悟程度不够，而如果群众没有觉悟，昏昏沉沉，不坚决行动，那情况就不可能有任何好转。

立宪民主党人和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对我们说，你们同自由派论战，就使得左派和反对派分裂了。我们回答说，彻底的民主派就是要推开那一小撮最动摇不定、最不可靠、对普利什凯维奇的统治最能容忍的自由派，而吸引千百万正在觉醒的、向往新的生活、向往“正常的政治生活”的群众，同时我们对“正常的政治生活”这个字眼的理解，与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理解相距甚远，完全不同。

除了两院制，还可以以土地规划委员会的构成为例：是应该象立宪民主党人主张的那样，给地主、农民、官吏各1C3的权力，还是应该在充分享有民主选举权的情况下举行完全自由的选举呢？请问，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就这一点来说，应怎样理解“人民群众正常的政治生活条件”呢？在这个问题上实行彻底的民主会推开谁和吸引谁呢？

请《俄罗斯新闻》不要忙着反驳我们，说“各个纲领中现在压倒其他各条的是一切进步政党所共认的一条，即要求实现政治自由”。正因为这一条压倒一切——这完全是无可争辩的铁的事实——才必须使最广大的群众，使千千万万的人民分清半自由和自由，并了解政治上的民主同土地改革中的民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要是群众漠不关心，没有觉悟，缺乏朝气，无所作为，态度不坚决，没有自主性，那无论在任何方面都将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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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1卷


资本主义和“议会”

（1912年6月17日〔30日〕）

民主运动的真实情况不应当使我们看不到资产阶级民主派经常忽略的一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代表机构必然会产生资本对国家政权施加影响的种种特殊形式。我国没有议会，但是自由派中间的议会迷和所有资产阶级代表中间表现出的议会腐化现象却比比皆是。

工人如果想学会利用代表机构来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发挥工人阶级的真正作用，就应该很好地懂得这个真理。一切敌视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官僚”、地主和资本家——都利用这些代表机构来对付工人。我们应该了解他们是怎样对付工人的，以便学会保卫工人阶级的自身利益和它的独立发展。

第三届杜马决定给本国的机器制造业者发奖金。本国的机器制造业者是指谁呢？是指在俄国“开业的人”！

但是，只要考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里指的正是那些把自己的工厂搬到俄国来的外国资本家。关税虽高，利润很大，因此外国资本就流入俄国。例如，美国的一家托拉斯（拥有百万财富的资本家的同盟）在莫斯科附近的柳别尔齐建造了一个大型农机厂。资本家梅尔霍瑟和约翰·格里夫斯也分别在哈尔科夫和别尔江斯克制造农业机器。在这些企业主中，不是有不少“真正的俄国人”、“本国人”吗？

当然，没有俄国资本家的全面援助，他们绝对不可能在俄国活动。这是狼狈为奸。美、英、德三国的资本家靠俄国资本家的帮助攫取利润，而俄国资本家也从中分得优厚的一份。以勒拿金矿或乌拉尔矿业企业为例，那里就有千百万的利润被外国和俄国的资本家瓜分了！

杜马在这方面对工业家先生们很有用处。无论在杜马里还是在国务会议里，资本家都有自己的相当数量的代表，况且，在我们这个时代，地主若没有资本就等于零。资本家和地主都依靠杜马这个现成的机构来通过“奖励”法（自己奖励自己）、关税保护法（自己奖励自己的另一种形式）、租让法（自己奖励自己的第三种形式）等等数不完的法律。

关于这一点，一位自由派“怀疑论者”在自由派的《言语报》上写得很不坏。他这样充满感情地写文章反对“民族党人”（因为民族党人为了鼓励格里夫斯、梅尔霍瑟和艾尔沃特诸先生以及其他公司的“本国”机器制造业，决定自己发给自己“奖金”），连我也有些受到怀疑论的感染了。

的确，这位自由派“怀疑论者”先生巧妙地揭穿了“民族党人”。但是他为什么不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呢？例如，戈洛文在谋求承租权的时候，难道不是他的杜马代表和前任杜马主席的地位在这个有好处的、有利可图的活动中帮了他的忙吗？

马克拉柯夫捞了“塔吉耶夫的”一大笔酬金，难道不是他的杜马代表的地位使他便于受理如此“赚钱的”案件吗？[180]

此外，又有多少立宪民主党的地主、商人、资本家、金融家、律师以及生意人，利用代表的身分和这种身分所给予的好处和方便，扩大了他们的业务，巩固了他们的“联系”，完成了他们的“事业”呢？

如果对杜马代表的和有杜马代表参加的金融业务进行一次调查，好不好呢？

很好，但是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都采取各种措施保守“商业秘密”，使任何一个“议会”都无法进行这种调查。

然而工人代表显然对这个问题知道得很多，如果他们花点工夫，想想办法，去搜集情报，汇集材料，查阅报纸，向交易所打听等等，他们自己也能够对杜马代表的和有这些代表参加的工商业活动进行很有教育意义和很有益处的“调查”。

在欧洲各国议会中，这种活动是众所周知的，工人也经常指名道姓地揭露生意人的这种活动，以此来教育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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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说的是下述事实：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费·亚·戈洛文于1910年10月声明辞去自己的代表职务，过了不久就积极参加了铁路的承租。



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律师瓦·阿·马克拉柯夫于1912年3月担任了塔吉耶夫案件的辩护人。塔吉耶夫是巴库大石油工业家，他被控告折磨自己的职员、工程师别布托夫。——371。







《列宁全集》第21卷


选举和反对派

（1912年6月24日〔7月7日〕）

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在原则上确定了自己对选举的态度。从普利什凯维奇到古契柯夫的右派政党、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和民主派（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劳动派）——这就是选举中的三个基本阵营。这三个阵营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它们代表不同的阶级，各有各的纲领和策略。只有清楚地了解每个阵营的政策的原则基础，才能对选举运动作出正确的实际结论。

约在半年前，马克思主义者就完全确定了这些论点 
［注：见本卷第38—43页。——编者注］

 ，从那时起，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言行特别明显地证明了这些论点是正确的。我们“右面的邻居和敌人”虽然决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是他们以值得称道的勤奋为我们更好地证实了这些观点的正确性。立宪民主党的政治活动的开展和政治观点的发挥，能最好地证实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可以说是一条规律。换句话说，只要立宪民主党人一开口，就可以使人相信，他在反驳自由派工人政客的观点方面不亚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正因为如此，工人们如能仔细看一看立宪民主党的政策，那就会得到双重好处：首先，可以认清自由派资产者，其次，可以学会更清楚地识别工人阶级的某些拥护者的错误。

不久以前，《言语报》就《俄罗斯新闻》上刊登的一些有关竞选的重要声明所发表的言论，大概就会带来这种双重好处。这是一位旧“经济派”，即1897—1902年的机会主义者阿基莫夫先生（弗拉·马赫诺韦茨）的声明。这些声明直接拥护“进步同盟”，想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的阿基莫夫先生，认为这个同盟的“纲领”（顺便说一下，这个纲领没有公布！）“可以完全被社会民主党接受”。

许多政治上幼稚的人（从巴黎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老练的外交家（从维也纳到维尔纳）[181]一直对我们说，自由派工人政策是个“稻草人”。可尊敬的论敌，请你们看一看阿基莫夫先生吧！你们在这里大概是不能否认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真面目的。你们也不能说，阿基莫夫是“稀世奇才”，即单枪匹马，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人。这是因为，不管阿基莫夫先生有多少无与伦比的品质，说他单枪匹马是完全不对的。他是在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之后发表意见的，并且意见和普罗柯波维奇的一致。他给自己找到了一家广泛发行的自由派机关报——能广泛传播他的言论的方便讲坛。他认为自由派新闻工作者是“高明的报界”。看，他并不是单枪匹马。尽管他早已不属于任何集团，尽管他完全没有权利取得社会民主党人的称号，他却是一种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这条路线根子很深，虽然它常常不露锋芒却还存在，当政治稍一活跃时这条路线就必定要表现出来。

《言语报》“充分肯定”阿基莫夫先生的意见中的“冷静的现实主义”，并且特别有好感地强调了他的如下意见：“社会民主党人目前应当提出必然会得到广大的、政治上强有力的人民集团的支持的那一部分政治任务”。

当然，《言语报》还能不为此高兴！《我们的曙光》杂志说话时总是装模作样，支吾搪塞，左一个预先声明，右一个附带说明，一面消灭痕迹，一面用早就过时的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字眼来炫耀，而阿基莫夫先生却直言不讳，直率、粗鲁、笨拙、幼稚……到了极点。

表面看来，《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涅瓦呼声报》当然完全可以对阿基莫夫先生的话不负任何责任。但实际上，不了解细节而且对这些细节也不感兴趣的广大读者，从这些取消派报刊上接受的恰恰是，而且也只能是“阿基莫夫精神”。马尔托夫写道：“不要破坏”进步派的活动。阿基莫夫写道，“提出”必然会得到进步派支持的“那一部分任务”。他自然要附带说明，由于进步派是无党派，任何政党因此都易于（在纸面上）维护这些任务的独立性。如果提出的任务超出了进步派感到愉快的范围，也就等于“破坏”他们的活动。这就是实际政治斗争以及阿基莫夫所能完全代表的那一部分人对马尔托夫的口号所作的解释。

阿基莫夫深信，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是“广大的、政治上强有力的人民集团”。这正是《涅瓦明星报》不久前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同自由派论战的性质和意义的文章 
［注：见本卷第363—369页。——编者注］

 已谈到的自由派的错误。其实，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等等在内的整个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远远不是广大的和政治上强有力的人民集团。

资产阶级永远不会成为人民中的广大集团。它可能在政治上是强大的，而且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也确实是这样，但在普鲁士不是这样，在俄国不是这样。在这里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无能是惊人的，是出奇的，是几乎难以令人相信的，这完全是由于资产阶级害怕革命远甚于害怕反动派。由此必然会造成政治上的软弱无能。所以，一切有关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的议论，由于回避了俄国现状这个基本特点，就都是根本上错误的，因而也是毫无用处的。

阿基莫夫先生是最直爽最温和的自由派，他说：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先生们，我们认为你们是一支力量，我们完全承认你们的纲领（虽然这个纲领还没有制定出来！），目前我们自己提出的是得到你们支持的那一部分任务，我们对你们的要求只有一个：“希望也把社会民主党人列入〈进步〉同盟的名单。”阿基莫夫就是这样写的，的确是这样，一字不差！一切我全都同意，只要能列入自由派名单！

《言语报》简直不够宽宏大量，连这样温和的要求也拒绝了。要知道现在谈的是六三选民，——立宪民主党人这样提醒阿基莫夫说。而社会民主党人在他们中间算得了什么呢？只能算零——“大城市除外，可是谈的并不是大城市”。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也以宽容的口吻教训唯命是从的阿基莫夫说：“除开边疆地区，他们〈社会民主党人〉几乎在各处都必须遵循这样一点：不计较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而是考虑使进步同盟战胜压迫人民的黑帮联盟。”

自由派对自由派工人政客卑躬屈节地伸出的手根本置之不理！这就是拒绝在大城市进行争斗所应得的奖赏。立宪民主党人说，大城市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强有力的，而俄国其他地区也属于我们，因为六三派及其保证我们处于反对派的垄断地位的六三法令也是强有力的。

回答得不错。阿基莫夫得到的教训是沉痛的，但却是有益的。





	载于1912年6月24日《涅瓦明星报》第1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369—372页

















[181]“政治上幼稚的人”是指在国内外都有自己的小集团的布尔什维克调和派。



“老练的外交家”是指维也纳《真理报》的取消派小集团和崩得的领导人。——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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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为期不远了，大家行动起来吧！

（1912年6月30日〔7月13日〕）

从现在到第四届杜马选举只有两个来月了。所剩时间不多了。因此，一切同情工人民主派的人、一切理解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任务的人都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全力以赴地做好选举的准备工作。

必须系统地、充分地利用工人和所有住宅租赁人的合法权利。

参加彼得堡第二等城市选民团选举的有几万公民。其中不少是工人、职员、店员以及无疑属于民主派的各类不富有的人。必须做到使彼得堡的每一个有选举权的居民都去参加选举。

迄今为止，彼得堡一直是立宪民主党人的“地盘”。很多人认为要在彼得堡同立宪民主党人较量，是没有取胜的希望的。这种看法大大削弱了选举运动的势头。

然而，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

首先，工人重视选举，完全不是仅仅为了得到一些代表席位。对于工人来说，选举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把选举作为政治上教育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手段。谁参加选举，谁就会意识到自己是个公民；他就势必会投身到政治生活中去，就会更自觉地对待政治生活，就会更加有兴趣地阅读自己的工人民主派的报纸，就会更加理解报上所讲的问题，就会更加慎重地对待自己参加各种工人团体的义务。

其次，决不能同意那种认为在彼得堡第二城市选民团中同立宪民主党人较量没有取胜希望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极其不正确的！

立宪民主党人占优势是由于选举权不是普遍的，而是有财产资格限制的，也就是说，是有限制的，因为只有住宅租赁人才有选举权[182]，而工人群众中的无权者要比自由派资产阶级中的多得多。另外，立宪民主党人占优势还由于他们结社和办报比工人结社和工人办报所受到的迫害要少得多。

此外，立宪民主党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即富人的政党。这些富人为选举不惜花费巨款和大量的空闲时间。

但是，自由派资产者的所有这些优势在选举中是可以并且应当用始终属于工人的力量来压倒的。这种力量就在于人数——工人多，穷人的数量大，而富人的数量微乎其微——这种力量还在于对工人事业的忠诚。

彼得堡的工人已经卓有成效地用这种力量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了对抗。

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是怎么办起来的呢？《言语报》和《现代言论报》[183]是靠什么扶持的呢？是靠他们花费了几十万卢布。

而《涅瓦明星报》、《真理报》[184]这些工人报纸又是怎么办起来的呢？是靠成千上万工人募集的几个钱办起来的。

成千上万的忠实于工人民主派利益的、自觉捍卫自己权利的工人听做到的事情，任何其他政党不花费一大笔钱就无法做到。

如果所有工人都齐心协力地行动起来，那么他们在选举中就能够胜利，就一定会胜利。同志们，你们不会忘记，我们的朋友和同情我们的人甚至在第二等选民团中也占多数。支持民主派的是大多数，而支持自由派的则仅仅是富豪势力、盲目的习惯势力以及许多店员、职员的消极落后、无所作为的势力，等等。

这种习惯势力、消极落后势力我们是可以打破的，而且我们应当用我们齐心协力的工作来打破它。

大家行动起来吧！让每个工人在这两个月内都来为选举奔忙、出力、操心和贡献才智吧！胜利属于工人民主派！





	载于1912年6月30日《真理报》第53号译自1984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4期

















[182]1907年6月3日《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关于第二等城市选民资格的规定中，有一项是：“在本市界内用自己名字占用单另住宅一年以上者。”——379。



[183]《现代言论报》（《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лово》）是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日报），1907年9月—1918年8月3日（16日）在彼得堡出版。——379。



[184]《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在不同时期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有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尼·尼·巴图林、维·米·莫洛托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康·斯·叶列梅耶夫、米·伊·加里宁、尼·伊·波德沃伊斯基、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马·康·穆拉诺夫等。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积极参加了《真理报》的工作。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3年先后改称《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1914年相继改称《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报》。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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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选举的意义

（1912年7月1日〔14日〕）

据一些报纸报道，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马召开日期和选举时间问题，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许多疑虑。有些人主张把国家杜马召开的日期延到1月，有些人主张在10月召开。现在，据说问题已按照第二种意见解决了。

这就是说，选举已近在眼前，离现在只有7至9个星期。因此必须考虑如何鼓足十倍干劲去进行全部选举工作。

我想在本文中谈谈一个专门性的、然而又是对工人民主派有极其重大和普遍意义的问题。这就是彼得堡选举的作用问题。

彼得堡第二城市选民团的选举，是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整个选举运动的中心。

只有彼得堡有一家办得还算可以的工人报纸，这家报纸经常遭受疯狂迫害和罚款，编辑遭到逮捕，它的处境极不稳定，并且受到书报检查机关的严厉控制，但是它还能够稍许反映一点工人民主派的观点。

如果没有一家日报，选举仍旧会是漆黑一团，它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作用就会减少一半，甚至减少得更多。

因此，彼得堡的选举就具有工人民主派在俄国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选举运动的示范作用。在其他任何地方，工人都不能进行另外一种大家都看得见的选举运动。工人选民团的选举当然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工人在这里不能同其他阶级的居民接触，因而不能相当广泛地阐明先进的无产阶级民主派为领导整个民主运动而提出的全民性要求和对总的政治任务的看法。

在彼得堡是进行直接选举的。因此，这里的竞选斗争能比其他地方开展得更加明确，党派界限更加分明。其他各大城市本来也会象彼得堡一样具有同样的重大意义，但外省的行政压力还是比首都大得多，因此工人民主派很难打开局面，使人们听取他们的意见。

最后，在彼得堡，斗争一定会在第二选民团中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开展起来。立宪民主党认为第二选民团是自己的财富。代表彼得堡的是米留可夫、罗季切夫和库特列尔。

不用说，由自由派代表相当广泛的民主派选民群众这种情况，决不能认为是正常现象。第二届杜马的选举表明，立宪民主党在民主派城市选民中的“统治地位”远远不是稳固的。在彼得堡，如果当时孟什维克如唐恩之流没有分裂工人的选举运动，没有因此使得民粹派产生对取得成功极为有害的动摇，那么在第二届杜马选举时，“左派联盟”即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民粹派）的联盟，不仅能够取得胜利，甚至一定会取得胜利。只要指出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甚至“社会革命党人”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直到最后时刻还是跟着孟什维克一起维护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

根据目前选举法的规定，可以进行决选投票，因此在第一阶段就不需要也不能容许结成任何联盟。

彼得堡的斗争将在工人民主派和自由派之间进行。民粹派未必有力量独立进行活动，因为他们遵照我们的取消派的路线，已经不遗余力地“取消了”自己。因此，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和民粹派）几乎肯定会支持工人民主派，如果不是在选举的第一阶段，至少在决选投票时是会支持的。

自由派在彼得堡有自己的领袖米留可夫先生。直到如今大多数人都拥护他们。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供给他们经费，有两家日报作为宣传工具，还有一个实际上被允许存在的、几乎事实上合法的组织，——这一切都使立宪民主党人拥有巨大的优势。

在工人方面则有工人群众，有彻底的真正的民主主义，还有极大的干劲以及对社会主义和工人民主事业的耿耿忠心。依靠这些力量，再加上拥有工人的日报，工人就能够取得胜利。工人争取彼得堡代表席位的斗争，无疑会在整个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中具有巨大的全俄的意义。

喜欢谈论所有反对派“团结一致”的人——从进步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到小心谨慎、支吾搪塞的取消派马尔托夫和愚蠢幼稚的普罗柯波维奇和阿基莫夫——都竭力回避或撇开彼得堡的选举问题。他们绕过政治中心，甘愿一头扎进可以说是政治上的穷乡僻壤。他们关于在选举的第二阶段，即在选举运动的基本的、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已经结束时怎样做是合适的这一点谈得很多，很热烈，很动听；可是对被立宪民主党人霸占而必须从他们手中夺下交还给民主派的彼得堡却“意味深长地绝口不谈”。

不论根据1905年12月11日的法律，或是根据1907年的六三法令，都没有选出过彼得堡的民主派代表，因此，“交还”这个字眼似乎是用得不恰当的。但是，从整个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态势来看，彼得堡是属于民主派的，而在运动发展的某个阶段，甚至连六三选举法这条高得出奇的拦河坝也阻挡不住“民主洪流”的冲击。

第二选民团的多数选民无疑都是来自居民中的民主阶层。立宪民主党人公然欺骗他们，把自己这个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政党打扮成民主派，使他们跟着自己走。在各种议会选举时，世界上一切自由派一直都在耍这种骗局。因此，各国的工人政党衡量自己成就的尺度，就是看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摆脱自由派的影响。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应当给自己明确而肯定地提出这项任务。因此，他们在自己著名的一月决议中公开指出，由于显然没有黑帮危险，在各大城市只容许同民主派联合起来对付自由派。 
［注：见本卷第148—149页。——编者注］

 这项决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对选举策略的一个最重要问题作了直接回答，确定了整个选举运动的精神、方针和性质。

相反，喜欢谈论立宪民主党人是“城市民主派”的“代表”的取消派，却犯了大错误。取消派的这些言论歪曲了事实，因为这样就是把自由派在选举中战胜民主派、自由派对民主派选民所玩弄的选举骗局，当成是立宪民主党奉行“民主主义”的证据。只要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尤其是社会民主派，还没有使各种民主阶层摆脱性质同它们完全相反的政党的影响，这些民主阶层就会受反民主派政党多年的摆布，这种例子在欧洲是屡见不鲜的。

彼得堡的选举斗争，是自由派和工人民主派在俄国整个解放运动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彼得堡选举所起的这种极重要的作用，可以使我们作出两个实际的结论。谁得到的多，谁负的责任也要多。彼得堡工人势必代表全俄整个工人民主派进行彼得堡第二城市选民团的选举运动。他们肩负着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他们要作出榜样。他们应当发挥最大限度的主动性、干劲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他们在办工人日报方面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在选举中也应当继续进行已经出色地开始了的事业。

整个俄国都注视着彼得堡的选举斗争。整个俄国也应当竭力支援这里。如果没有来自全俄各地对彼得堡工人的各方面的支援，单枪匹马是无法打败“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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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1卷


斯托雷平土地纲领和民粹派土地纲领的比较

（1912年7月1日〔14日〕）

在前两篇文章里（见《涅瓦明星报》第3号和第6号） 
［注：见本卷第269—272页和第312—316页。——编者注］

 我们援引了欧俄土地占有情况的基本材料，阐述了俄国土地问题的实质。消灭土地占有制中的中世纪制度的表现——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在全世界以及我们俄国都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同地主和份地农民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旧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必须摧毁；这种摧毁愈是坚决、无情和果断，对于俄国的整个发展就愈有好处，对于除了受资本主义蹂躏和压迫还受无数中世纪残余蹂躏和压迫的工人和农民也就愈有好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把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和民粹派的土地纲领加以比较呢？这两个土地纲领不是完全对立的吗？

是的，但这种对立并不排斥两者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这就是两者都承认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的必要性。斯托雷平的“土地规划”人员说，必须摧毁旧的东西，而且要更快更坚决地加以摧毁。但是这种摧毁所带来的一切重荷要由极端贫困和备受压迫的多数农民来承受。地主在这种摧毁中不应有丝毫损失，如果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失掉自己的一部分土地，那么这部分土地应当完全根据地主的自愿，并按照他们认为“公道的”价格转让。富裕农民应得到支持，广大“弱者”的破产则不必考虑。

这就是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的实质。授意斯托雷平制定这个纲领的贵族联合会，是反动派——不是爱说漂亮话的而是实干的人——的真正代表。贵族联合会把希望寄托在强者身上，是完全忠于本阶级的利益的。的确，在1905年以后事情已经很明显，单靠警察机关、官僚机关来防范农民是不够的。

贵族联合会究竟在哪儿还能找到自己的同盟者呢？只能在为数极少的富裕农民、“富农”、“寄生虫”中间找到。它在农村中不可能再找到别的同盟者。为了把“新地主”吸引过来，反动派竟不惜把所有农村交给他们，任他们去洗劫。

既然摧毁不可避免，那就让我们按照有利于我们和有利于新地主的办法来摧毁份地占有制，——这就是贵族联合会授意斯托雷平执行的土地政策的实质。

但是，从纯理论上来说，必须承认从另一方面加以摧毁也是可能的，而且这种摧毁同样坚决甚至要坚决得多。问题有两个方面。比方说，假如3万个地主的7000万俄亩土地转入1000万农户手中，再加上他们的7500万俄亩土地，假如把这些土地合在一起，然后在富裕农民和中等农民中进行分配（贫苦农民反正是不可能进行土地的耕耘、播种、施肥和保养的），那么这样改造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如果从纯经济观点来提出这个问题，从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条件的角度来看这种原则上的可能性，那就可以看出，我们设想的那种改造，其结果将是使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遭到比斯托雷平纲领中所谈的更彻底、更坚决、更无情的摧毁。

为什么要摧毁的正是而且仅仅是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呢？因为，就问题的本质来说，无论土地怎样转手，甚至所有土地都转入国家手里（即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土地“国有化”），资本主义的土地占有制还是不会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土地占有制就是由那些拥有资本并最能适应市场的人去占有土地。土地不论归谁所有，归旧的地主、国家或是份地农民所有，反正逃不出总是可以租用它的业主之手的。租佃制在存在着各种各样土地占有形式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在日益发展。既然市场支配整个社会生产，也就是说，既然这种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则任何禁令都不能阻止资本家，即拥有资本和熟悉市场情况的业主把土地攫为己有。

不仅如此，土地租佃制甚至比土地私有制更便于发展纯粹的资本主义，更便于最充分地、灵活地、“理想地”适应市场。为什么？因为土地私有制妨碍土地的转手，使土地的使用不能顺利地适应市场的情况，而把土地固定在某家族或个人及其继承人的手里，即使他们是经营不善的业主。租佃制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形式，采取这种形式就能最简单、最容易、最迅速地使土地的使用同市场相适应。

因此，正如马克思在批判洛贝尔图斯时所指出的那样，就连英国也不例外，只不过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它的土地制度比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来是最完善的而已。[185]英国土地制度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旧的土地占有制，即大地主占有制，和新的、自由的、纯资本主义的租佃制同时并存。

假如这种大地主占有制存在而没有大地主，也就是说，假如土地不归大地主所有，而归国家所有呢？那么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土地制度就会更加完善，土地的使用就会更加灵活地适应于市场，作为经营对象的土地就会更加容易转移，一切资本主义土地占有制所固有的阶级斗争就能更加自由地、广泛地、明确地展开。

可见，一个国家愈是落后于世界资本主义，愈是急需赶上邻国，愈是“耽误了”自己的“疾病”——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和盘剥性的小经济的疾病，愈是急需从根本上摧毁这个国家的一切土地占有关系及其整个农业生活，各种各样的土地国有化主张和方案也就愈能自然而然地在这个国家的农业居民中产生和广泛传播。

1905年和头两届杜马都非常明显地证明了，第三届杜马通过它的“农民”（经地主的筛子筛过的农民）代表也间接地证实了：各种各样的土地国有化主张和方案已在俄国农业居民中得到非常广泛的传播。在表示赞同或者反对这些主张以前，应该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主张会得到广泛的传播，它们是由什么样的经济必然性产生的？

对这些主张单从它们内在的严整性或理论的正确性来加以评论是不够的。必须从这些主张所反映的经济必然性的角度来加以评论，不管这种反映有时是多么“多变”，多么不正确，多么“歪曲”。

20世纪初在俄国农民中产生土地国有化主张的经济必然性，就是坚决摧毁旧土地占有制的必然性。“平分”全部土地的主张是一种平等思想，这种平等思想是同农奴制残余作斗争时所必然产生的，因为在3万“农奴主余孽”有7000万俄亩土地，而1000万受奴役的农民只有7500万俄亩土地的情况下，这种平等思想必然要反映到土地问题上来。

把前一类土地变为后一类土地，或者更确切地说，转到后一类所有者的手中，这丝毫也不是空想。在市场支配一切的情况下向往土地经营者之间的平等，或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向往全体“男女公民”（包括不独自经营者）的“土地权”，才是空想。但我们不应该因这些主张的不切实际而忘掉这些主张中实际上包含的东西具有最真实的、最切合需要的现实性。

消灭各种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地主土地占有制、份地占有制等等，这丝毫也不是空想。与一切旧的土地关系决裂也丝毫不是空想。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迫不及待地要求这种决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平分”土地或使土地“社会化”都是不可能的。这是空想。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土地国有化从经济上看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不论是怎样实行的，由谁实行的，在什么条件下实行的，是巩固的和长期的还是不巩固的和短期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的实际意义都在于最大限度地消灭俄国土地占有制中和俄国农业生活中的一切中世纪残余，在于使新的土地使用和土地占有制最灵活地适应于世界市场的新情况。

暂且假定左派民粹派提出的全体男女公民平分全部土地的计划实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样分配土地是极其荒谬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样分配土地连一年也维持不了，而且也不可能维持得了。但这是不是说这样做的结果等于零或者等于负数呢？

绝对不是！这样做的结果会是一个巨大的正数——根本不是左派民粹派所期待的正数，而是最实际的正数。这个正数就是：现有各种阶层的和等级的土地占有形式之间的任何差别都要被摧毁。这对整个国民经济、对资本主义和对无产阶级都是极其有利的，因为对俄国的发展来说，没有什么比我国现在旧的土地占有制更有害不过的了。地主土地占有制和份地占有制完全是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形式。

左派民粹派的土地平分是维持不下去的，但要恢复旧的也是不可能的！地界既已被摧毁，就怎么也“修复”不了！世界上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阻碍那些符合市场新要求的新的地界、界限和土地使用形式的确立。

记得在第二届杜马中有一位左派民粹派说过“要废除地界”。[186]他以为这样就能做到“平均使用土地”。他错了。但通过他的嘴——这是历史的讽刺！——却道出了资产者最彻底、最勇敢、最激进的观点，他们感到我国“份地的”、“贵族的”、“教会的”以及其他等等土地占有制的旧的、中世纪的“界限”是不合理的，必须摧毁这一切界限，以便实行新的土地分配。只是不会象民粹派所幻想的那样“按人”分配，而是象市场所迫使的那样按资本分配。

民粹派的建设性方案是一种空想。但在这些建设性方案中含有对中世纪制度的破坏性因素。这种因素决不是空想。这是活生生的现实。不论从资本主义还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这都是最彻底最进步的现实。

现在我们来简略地概括一下我们的观点。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和民粹派的土地纲领的一个实际的共同点，就是两个纲领都要从根本上摧毁旧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这点非常可贵。对于这种土地占有制除了摧毁不能采用别的办法。《言语报》和《俄罗斯新闻》的一些立宪民主党人之所以最反动，是因为他们斥责斯托雷平不该摧毁这种土地占有制，而不去证明必须更彻底更坚决地摧毁这种土地占有制。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看到，斯托雷平的摧毁不能消灭盘剥制和工役制，而民粹派的摧毁却能够做到这一点。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18—23页。——编者注］



我们暂且指出一点：斯托雷平的摧毁所产生的唯一完全现实的后果就是3000万人挨饿。斯托雷平的摧毁能不能教会俄国人民应当怎样进行更坚决的摧毁，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这种摧毁无疑正在进行这样的教育。能不能教会呢，——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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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262—266页。列宁在《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中对马克思的这些原理作了说明（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108—120页）。——390。



[186]指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革命党党团领袖伊·瑙·穆申科在第二届国家杜马第四十七次会议上的发言。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中曾对穆申科的这一发言作过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50—251页和第369—370页）。——393。







《列宁全集》第21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和党的当前任务

（1912年7月3日〔1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渡过了反革命猖獗的空前艰难年代，现在已经走上了恢复自己的组织、巩固自己的力量、加强对俄国无产阶级的领导的正确道路。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曾给予专制制度以沉重打击，它在未来的革命中将摧毁这种制度。

1908—1911年这些艰难的年代是分裂的年代；正是在这一时期，现在的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脱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是在1906年加入我们党的，曾经同我们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过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

波兰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应当以批判的态度来评价现在的总执行委员会脱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行为。因此我很愿意接受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委员会的建议，在《工人报》[187]上简要地说明一下党内分裂的原因和现在的总执行委员会在这方面所起的令人痛心的作用，并指出全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最近任务。


一

波兰工人同志们都知道1905年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许多杰出代表，如罗莎·卢森堡，最初，在1904年是站在孟什维克方面的，但是革命很快地表明孟什维克是错误的，清楚地证明孟什维克是机会主义者。

1908—1911年的反革命产生了俄国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旧的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君主制又迈了一步。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杜马产生了。沙皇制度还没有失去农奴制的性质，但它实行了资产阶级的土地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以千百万农民遭到前所未闻的破产与毁灭为代价来尽快地推行土地私有制。资产阶级自由派急剧地转到反革命方面去了，他们度过了地地道道的背弃信念的狂饮节。

在整个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出现前所未有的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遭到向革命进行报复的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并受到叛变者的大肆诽谤。

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就是：保存工人阶级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以适应新的工作情况。

在最初完成这项任务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就暴露出一些新的反无产阶级流派，这些流派在破坏党的本身存在。它们是在我国反革命猖獗的历史形势下产生的。这些资产阶级流派就是取消派和召回派。

取消派受资产阶级逃跑主义浪潮的冲击而背弃了革命。他们对秘密的党表示绝望，在6月3日（16日）的所谓“立宪”政治制度中为自己寻找唯一合法的根据，鼓吹这个政治制度的立宪革新。他们的政策的实质就是建立一个“公开的工人政党”和实现立宪改良的口号。这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而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

显然，把取消派和西欧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等同起来（象在梯什卡影响下现在的总执行委员会所做的那样）是非常可笑的。我们的取消派不承认秘密形式的党即现在这样的党，而要建立一个新的合法政党。这就不是在党内闹派别斗争，而是脱离党了。取消派这种公然背离党和破坏党的行为，招致了孟什维克本身的猛烈攻击。在俄国，孟什维克工人没有跟着取消派走，而在国外，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则领导了“护党派”孟什维克（反取消派）。普列汉诺夫现在在报刊上已公开、明确地承认取消派正在建立新的政党。[188]

为了使波兰工人了解情况，我们再补充一点：取消派的主要机关刊物在国外是《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马尔托夫、唐恩、阿克雪里罗得和其他“呼声派”），在俄国是《我们的曙光》杂志（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和切列万宁等）。“召回派”（因要求从第三届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代表而得名）抵制了第三届杜马，因为他们不了解为了进行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工作必须利用杜马讲坛和一切“合法机会”。他们把1905年的革命策略口号变成了空洞的词句。经验很快就证明，抵制第三届杜马是荒唐的，这甚至与社会民主党的国内抵制派的愿望相违背，使他们走上了无政府主义的道路。1907年夏季多数布尔什维克主张抵制，但是1908年春季他们已经接受了经验教训，并且给了“召回派”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鼓动以极沉重的打击。召回派在俄国遭到这种彻底失败以后，他们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就苟安于国外，形成了一个毫无力量的“前进”小集团（卢那察尔斯基、阿列克辛斯基等）。

由于国内多数组织软弱无力，由于国外的一些集团脱离国内的工作，多数这些集团就充分“自由地”破坏和瓦解党，它们根本不承认任何纪律，没有受俄国任何一个组织的委托而擅自领导机关刊物，去刊印小册子和宣言，这一切都无须赘述。除了这些在原则问题上持有种种不同观点的小集团以外，照例还产生了一些毫无原则的小集团，它们充当掮客，耍弄卑鄙的外交手腕，在“调解”党内纠纷和促进党内“联合”的幌子下施展阴谋诡计，力图从中捞取小小的政治资本。这方面的能手就是托洛茨基和他在维也纳出版的《真理报》，梯什卡和他的总执行委员会。


二

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前的是怎样恢复党的问题。

显然，不能和那些想取消党的人一起来恢复党，也不能和那些抵制杜马和一切合法机会的人一起来恢复党。要么是奉行这种资产阶级政策的国外小集团放弃这种政策来服从俄国绝大多数组织、团体和小组；要么是俄国国内组织不顾这些国外小集团自己来恢复党。

1910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了最后一次中央全会，这次会议曾经试图挽救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去的取消派和召回派，引导他们走上为党工作的道路。但由于这两种倾向太荒谬，它们的反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太明显，以致谁也不愿意为它们辩护。会上一致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潮，只有排除这种思潮，才能创造恢复党的条件。

但是一致通过决议还不够，因为会后没有一致的行动。取消派和召回派无视中央全会的决议，不但没有放松反而加强了他们的破坏活动。事实证明，一年半以来（1910年1月—1911年6月）进行护党斗争的是在布尔什维克和某些波兰人领导下的党中央机关报，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也竭力帮助了反对取消派的斗争。

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和崩得拚命进行反党的“工作”。拉脱维亚人则动摇不定，常常站到取消派方面去。

取消派的破坏活动竟把党中央委员会搞垮了！全会决定恢复国内中央委员会，增补新的委员，但是取消派竟宣布秘密的党和秘密的中央委员会是“有害的”，连一次会议也不愿出席。既然如此，把取消派和西欧机会主义者等同起来，除了耍阴谋诡计，还能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党没有了中央委员会。党的瓦解已不可避免。只有俄国的组织，即在国内活动的组织，才能恢复党。梯什卡的搞阴谋诡计的两面派政策也就在这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他在总执行委员里利用多数压制那些主张执行原则性较强的政策的人，使总执行委员会脱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使它处于党与党的取消派之间。

为了认清这种给波兰社会民主运动带来危害的政策，让我们首先举一件我们党内思想斗争方面的事实。

象我们前面所说的，中央全会一致谴责了取消派。但是在极其重要的决议中，有一部分（即所谓它的第一条）被删改得与原意完全相反；这部分就变得对取消派有利了。在这一条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意见：社会民主党在目前，即在反革命时期，第一次充分运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方法。这一条为叛徒理论留下了可乘之隙，它是由梯什卡提出的，他企图在取消派和党之间投机取巧。自然，取消派热烈赞同这一条，帮助梯什卡“取得胜利”；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即所谓“调和派”集团（实际上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也滚到取消派方面去了。

在全会以后，普列汉诺夫用绝妙的话狠狠地嘲笑了这一条（他并不知道这一条是谁提出的），认为这一条是“华而不实”、模糊不清、笼笼统统。[189]我继普列汉诺夫之后发表意见，陈述了我对梯什卡同“调和派”、取消派的联盟进行的斗争，谈到这一斗争没有什么结果。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66—271页。——编者注］



两年来总执行委员会中的许许多多著作家没有一个人写过一句为这一条辩护的话。

梯什卡这种投机取巧的伎俩只能使他用取消主义来歪曲党的观点。

在组织问题上，这种政策的结局更为悲惨。

中央委员会已不存在。只有召开俄国国内组织的代表会议才能恢复党。但是怎样召开代表会议呢？显然，不能和那些正在取消党的人共同召开，而只能不要他们。

梯什卡采取中间立场，看风使舵，玩弄使党和正在取消党的人“联合”的把戏。最初，梯什卡和“调和派”小集团（这是一个毫无力量的国外小集团，在整整一年内没有一个俄国国内组织订过一份他们的刊物）靠拢布尔什维克，负责监督代表会议的召开，资助召集代表会议的代办员，派送这些代办员到各地去，并且断言，他们是在使党“联合”起来（这一断言引得取消派和我们都捧腹大笑）。

这些代办员从基辅出发到各地去，而基辅的组织那时无疑是孟什维克的组织，这一点连我们的真正敌人托洛茨基和拉脱维亚人也在报刊上承认过。由于取消派对我们的代表会议进行了猖狂攻击，波兰工人应当知道，正是在上述组织的参与下成立了（1911年10月）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而且正是这个（基辅）组织的代表担任了代表会议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190]

显然，俄国组织委员会内布尔什维克和一部分“护党派”（即反取消派）孟什维克占多数。其中没有其他小集团的代表，因为那只是一些与国内没有什么联系的有名无实的国外组织。

这时梯什卡感到悲观失望，因为已没有可能充当调停人，进行阴谋活动和玩弄联合取消派的把戏了。他退出了俄国组织委员会，虽经三次邀请也没有出席代表会议。

然而他却参加了取消派关于召开另一个代表会议（取消派的代表会议）的会议[191]，又……退出了会议，声称那里有取消派！！这样的“调停人”不是很滑稽吗？ 
［注：在《前进报》上总执行委员会说托洛茨基是取消派的代理人，在《红旗报》[192]上则证明不但不能与波兰社会党左派取消派联合，而且不能与波兰的崩得取消派联合！！但梯什卡却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与俄国取消派联合。］




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联合了国内大部分组织——彼得堡、莫斯科、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南方和西部边疆区等地的组织。代表会议肯定地认为取消派（《我们的曙光》杂志）已置身于党外。代表会议对那些以自己的行动来瓦解党的国外小集团不再负任何责任。

代表会议在前后23次会议上详细地研究了一切策略问题，通过了与过去四年内中央机关报及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工作精神相一致的各项决议。代表会议被确定为党的最高机关，并选出了中央委员会。

取消派以及同他们一起的一切软弱无力的国外小集团唾沫四溅地攻击党代表会议，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代表会议谴责了他们。每个被判罪的人都有权利在24小时之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

但是在俄国没有另一个中央委员会，也没有另一个社会民主党。梯什卡和总执行委员会回避这次代表会议，硬要波兰工人相信，有可能（在某些中间人参与下）使党和取消派“联合”起来，这是对工人的欺骗。这种欺骗使波兰工人在4、5月间革命高涨以及第四届杜马选举那样极其紧要的关头，失去与俄国同志互相磋商并一起讨论策略和口号的机会。

显然，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在日益增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目前正在执行的迫切任务就是：促使革命情绪进一步增长，巩固秘密组织，给运动提出正确的革命口号，给合法派－取消派的机会主义以回击，使合法组织充满反取消主义的精神，并依据这种方针来进行第四届杜马选举。全俄一月代表会议已经为这些任务确定了理论根据。

波兰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在工作上是和我们方向一致的。因此，在结束本文时，我相信：不管现在的总执行委员会在原则上怎样动摇，波兰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够在组织上和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合起来。





	载于1912年7月16日《工人报》（波兰文）第15—16号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387—394页193

















[187]《工人报》（《Gazeta Robotnicza》）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06年5—10月先后在克拉科夫和苏黎世出版，由亨·卡缅斯基主编，出了14号以后停刊。1912年波兰社会民主党分裂后，出现了两个华沙委员会。两个委员会所办的机关报都叫《工人报》，一家是由在华沙的总执行委员会的拥护者办的，出了4号，另一家是由在克拉科夫的反对派华沙委员会办的，出了11号（最后两号是作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机关报在苏黎世出版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两派合并后，《工人报》在1918年8月还出了1号。关于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见列宁的《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



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和党的最近任务》一文发表于反对派华沙委员会出版的《工人报》第15—16号合刊。在《列宁全集》俄文版中，这篇文章是根据《工人报》从波兰文译成俄文刊印的。——395。



[188]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一文。见注129。——397。



[189]指普列汉诺夫的《我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召开的一次全体会议》一文，载于1910年3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1期（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7年俄文版第19卷第99—121页）。——400。



[190]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是基辅组织的代表、孟什维克护党派Д．Ｍ．施瓦尔茨曼。——401。



[191]指1912年1月中旬在俄国国内举行的取消派会议。会议是在崩得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的倡议下召开的，通称“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2人、崩得代表1人、高加索区域委员会代表1人、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1人（只参加了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筹备召开1912年托洛茨基－取消派八月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参看注144）。——401。



[192]《红旗报》（《Czerwony Sztandar》）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02—1918年先后在苏黎世、克拉科夫、华沙、柏林出版（1914—1917年暂时停刊），共出了195号。——401。







《列宁全集》第21卷


答取消派
[193]



（1912年7月11日〔24〕以前）

《涅瓦呼声报》的取消派竭力破坏彼得堡工人选举的统一。他们是不会得逞的。假惺惺地要求“统一”的叫喊（出自取消派之口！！），是谁也欺骗不了的。

工人民主派的统一是有保证的。

有些人想取消工人民主派，只许诺建立实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公开的“政党”来代替它……但是工人并没有跟着他们走。觉悟的工人所要求的是工人群众的统一，而不是同从事分裂活动的取消派知识分子集团达成“协议”，来损害这种统一。《真理报》就是按照这个口号行动的。

取消派公然问道，哪里能“找到”“公开”的东西不被赞美的呢……取消派这种恬不知耻的言论，是迷惑不了我们的。先生们，去草拟你们的“公开的”纲领吧，去建立你们的新的“公开的”政党吧，请便吧！

附言：我坚持要求马上或尽快回答我在这里提出的问题。不应该保持沉默。如果对此保持沉默，就会把一切弄糟，就会遭到工人从左面来的抗议。必须给取消派以回击。把为谁进行选举（不是为取消派吗？）掩饰起来，就不能进行选举。假如你们不愿意把“左面”的一切弄得很紧张很糟糕，就请你们刊载《答取消派》这篇文章。如果不刊载，请立即退还给我。这对我是很重要的。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395—396页

















[193]《答取消派》这篇评论是列宁为《真理报》写的，该报编辑部于1912年7月11日（24日）收到，但没有刊登。——404。







《列宁全集》第21卷


在瑞士

（1912年7月12日〔25日〕）

瑞士的社会党人把瑞士叫作“奴仆共和国”。旅馆业早已成为该国最重要的部门之一，这个小资产阶级国家过多地依靠那些夏天到这里来游山玩水、挥金如土的财主寄生虫。在游客财主面前卑躬屈节的小业主——这就是长期以来瑞士资产者最普遍的典型。

现在情况变了。瑞士的大工业日益发展。直接利用瀑布和山间河水发电，大大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人们通常把这种代替工业用煤的水力称作“白煤”。

瑞士的工业化，即瑞士的工业、大工业的发展，结束了工人运动先前的停滞状态。资本同劳动的斗争日趋尖锐。以往常常笼罩着瑞士的一些工会的那种萎靡不振的市侩习气正在消失，意识到自己的力量的、觉悟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抬头了。

瑞士工人非常清楚他们的共和国是维护雇佣奴隶制（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这种制度）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同时瑞士工人真正学会了利用共和制度的自由来教育和组织广大的工人群众。

7月12日（俄历6月29日）苏黎世总罢工时这项工作的成果就表现得很突出。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苏黎世的油漆工和钳工的罢工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厂主发怒了，决定制服顽强的罢工工人。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为了向资本家献殷勤，就来帮助厂主，开始把外籍罢工工人（在瑞士做工的有许多外籍工人，特别是意大利工人）驱逐出境！但是这种粗暴的做法无济于事。工人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了。

这时资本家就使用了下面这种手段。在德国汉堡有一个专门提供工贼的路德维希·科赫公司。苏黎世的资本家（可别闹着玩，他们是爱国者、共和派！）通过该公司招募了一些工贼，其中显然有在德国因流氓教唆、斗殴等而被判罪的形形色色的刑事犯。资本家把手枪交给这些流氓或无赖汉（流氓无产者）。这帮厚颜无耻的工贼分头在工人区的一些饭店里进行骇人听闻的捣乱活动。当工人集合起来要赶走这帮流氓时，一个流氓开枪打死一名罢工工人。

工人忍无可忍，痛打了凶手，并决定就流氓的暴行问题向苏黎世市议会提出质询。市政管理委员会为了保护资本家而禁止罢工纠察队活动，因此工人决定举行一天总罢工表示抗议。

所有工会一致同意罢工。只有印刷工人是不光彩的例外，他们反对罢工。苏黎世所有工人组织的425位代表参加的会议愤怒地谴责了印刷工人的这个决定，高呼这个决定“可耻！”。虽然一些政治组织的领袖反对罢工（这是瑞士庸俗的机会主义者领袖的老风气！），罢工还是决定举行。

工人们看到资本家和行政当局力图破坏和平罢工，于是就按照“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这句格言行动。在战争中不能告诉敌人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工人们故意在星期四宣布，罢工将在下星期二或星期三举行，但实际上确定在本星期五举行。结果给资本家和行政当局来了个措手不及。

罢工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清晨起共散发了30000张德文和意大利文传单。大约有2000个罢工工人占领了电车场。一切都停顿了。全城的正常生活停止了。本来星期五是苏黎世的集市日，但是这一天全市象一座死城。罢工委员会禁止饮各种酒精饮料，工人都严格遵守了这项决定。

下午2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游行示威。一些人的演说完毕以后，队伍没有唱歌，平静地解散了。

政府和资本家本来想引诱工人使用暴力，现在眼看自己遭到失败，简直象发了疯那样狂暴起来。政府发布了一道特别命令，在全苏黎世州内不但禁止罢工纠察队活动，而且禁止露天集会和游行示威。警察侵占了苏黎世民众文化馆，并逮捕了许多工人领袖。资本家为了对总罢工进行报复，宣布实行同盟歇业三天。

工人们沉着应战，严格遵守抵制饮酒的决定。他们说：“有钱人整年休息，工人为什么不能一年休息三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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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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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7月12—14日〔25—27日〕）

彼得堡工人出版了工人日报，也就完成了一项巨大的工作，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工人民主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团结了起来，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当然，现在还不能说我们工人民主派的报纸已经巩固了，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工人报纸现在经常遭到种种迫害。

但是，不管怎样，《真理报》的创刊仍然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它证明俄国工人是有觉悟、有毅力和团结一致的。

回顾并考察一下俄国工人半年来在创办自己的报纸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很有益处的，因为正是从今年一月起，彼得堡工人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对创办自己的报纸的兴趣，当时在与工人有关的各种色彩的报章杂志上都出现了很多谈论工人日报的文章。


一

俄国的工人日报是由谁创办和如何创办的，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好在是相当完整的。这就是关于为工人日报捐款的材料。

现在我们就从创办《真理报》的捐款谈起。我们有从今年1月1日至6月30日这整整半年的《明星报》、《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报道的帐目。这些帐目是公开的，所以能保证内容绝对正确，个别的错误都根据有关方面的意见及时加以更正了。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和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捐款的总额，而是捐款者的成分。比如《涅瓦明星报》第3号上公布了为工人日报捐款的总额是4288卢布84戈比（从1月开始到5月5日截止，但从4月22日《真理报》创刊时起直接寄给该报的捐款未计算在内），于是我们马上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工人本身和各个工人团体在筹集这笔捐款中起的作用如何？这笔钱是由同情者的大笔捐款凑起来的呢，还是工人自己对工人报纸表现了极大的关心，由大量的工人团体筹集的巨额捐款凑起来的？

从工人本身的创举和力量的观点来看，比方30个工人团体捐献了100卢布，那就要比几十个“同情者”捐献的1000卢布重要得多。依靠工厂工人的小团体以许多个5戈比硬币凑起来的捐款创办的报纸，比依靠知识分子中的同情者提供的几十个和几百个卢布创办的报纸要扎实、巩固和有分量好多倍，这不论是从财政观点来看，或更为重要是从工人民主派的发展来看，都是这样的。

为了掌握这一根本的、最重要的问题的精确材料，我们对上述三种报纸所登载的有关捐款的材料作了下面的统计。我们这里只是把工人团体或职员团体的捐款抽出来看。

目前我们所关心的只是工人自己的捐款，而且指的不是单个工人的捐款，因为他们也许是偶尔碰上了某个募捐人，在思想上，也就是在观点和信仰上同他并没有联系，我们指的是工人团体的捐款，他们一定都预先讨论过应不应当捐款，捐给谁，捐款的目的何在。

凡是《明星报》、《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说明了为工人日报捐款的正是工人团体或职员团体的每一次报道，都被算作是工人自己的一次团体捐款。

那么，在1912年上半年这样的工人团体捐款究竟有过多少次呢？

有504次团体捐款！

工人为创办和支持自己的报纸团体捐款500多次，他们有的是拿出一天的工资，有的是同时一次捐款，有的是有时一捐再捐。504个工人团体（单个工人和同情者除外）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创办自己的报纸的活动，这个数目无疑说明了，工人群众已经开始自觉地极其关心工人报纸，并且他们关心的不是什么一般的工人报纸，而是工人民主派的报纸。既然群众有这种自觉性和积极性，任何困难和障碍就都不可怕了。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困难和障碍是工人群众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参与感所不能克服的。

504次团体捐款按月分布情况如下：





	1912年1月……………………………………………141912年2月……………………………………………18

1912年3月……………………………………………76

1912年4月……………………………………………227

1912年5月……………………………………………135

1912年6月……………………………………………34

半年总数………………………………………504







从上面这张小统计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4—5月的全部意义，这两个月可以说是个转折点。这是从黑暗到光明、从消极到积极、从个别行动到群众行动的转折点。

在1—2月间，工人团体捐款的次数还很少。显然，事情还只是刚开始。3月间可以看出已经增加很多。一个月中有76次工人团体捐款，这至少说明工人真的动了起来，群众不怕任何牺牲，竭力要达到自己的目的。这说明工人群众深信自己的力量，深信整个工作安排，深信已着手创办的报纸的方向等等。3月间工人日报还没有创办起来，工人团体就已经把钱凑集起来，先贷给了《明星报》。

4月份数字立刻大大增加，这起了决定作用。这一个月有227次工人团体捐款，每日平均7次以上！堤坝被冲垮了，工人日报有了保障。每一次的团体捐款，不仅表明5戈比硬币和10戈比硬币的总数，更重要的是说明工人团体同心协力以实际行动支持、宣传、指导、创办工人报纸的决心。

可能产生一个问题：4月份的捐款是不是主要集中在4月22日以后，即《真理报》创刊以后呢？不是。《明星报》在4月22日前登载了188次团体捐款的帐目。而《真理报》从4月22日至月底一共登载了39次团体捐款的帐目。这就是说，4月份的前21天，即在《真理报》创刊前，每日平均有9次团体捐款，而在4月份的后9天每日平均只有4次。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工人正是在《真理报》创刊前尽了最大的努力。工人信任《明星报》，把钱“贷”给了它，正是表示要实现自己主张的决心。

第二，由此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工人在4月间的捐款增加，工人的《真理报》才得以创刊。毫无疑问，工人运动的普遍高涨（不是以狭隘的行会形式出现的，不是以狭隘的工会形式出现的，而是具有全民规模的运动）同彼得堡工人民主派日报的创刊之间有最密切的联系。工会的刊物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自己的政治性报纸——这就是群众在4月间形成的坚定的信念；我们需要的不是随便什么政治性的工人报纸，而是先进的工人民主派的报纸；我们需要创办报纸不仅是为了要它帮助我们工人进行斗争，而且是为了要它给全民树立榜样，成为他们的火炬。

5月份捐款的次数还是很多。团体捐款每日平均4次以上。一方面，从这里可以看到4—5月份的普遍增加。另一方面，工人群众认识到，工人日报虽已开始发行，但它开始时的处境特别困难，因此就特别需要集体的支持。

6月份团体捐款的次数已比3月份减少。当然，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工人日报创刊以后出现了另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赞助报纸的形式，这就是订阅报纸并向自己的同志、熟人、同乡等等推销。《真理报》的一切自觉的拥护者不仅自己是订阅者，他们还把《真理报》作为样板散发介绍到其他工厂、邻舍和农村等等。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把这种集体帮助完全统计出来。


二

仔细看看这504次工人团体捐款在各城市和工业区的分布情况，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俄国有哪些地区的工人响应了创办工人日报的号召，他们响应的热情又是怎样的呢？

在这方面幸好有关于所有工人团体捐款的材料，《明星报》、《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都刊登了这些捐款的帐目。

我们把这些材料汇集在一起时，首先应当提出彼得堡，因为在创办彼得堡工人报纸方面它自然是站在前列的；其次是有两个以上的工人团体的捐款的14个城市及工业区，最后是其余的35个城市，这些城市半年来都只有一次工人团体捐款。于是就得出下面的情况：





	
团体捐款总次数

彼得堡………………………………………………412有2—12次团体捐款的14个城市……………………57

有1次团体捐款的35个城市…………………………35

50个城市的总次数…………………………………504







由此可见，几乎整个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积极参加了创办工人日报的事业。如果注意到在外省发行工人民主派报纸方面所遇到的种种困难，那么看到半年来有许多城市都响应了彼得堡工人的号召，是会令人感到惊奇的。

除首都外，俄国的49个城市 
［注：所有这些城市和地区的名称如下。圣彼得堡郊区有：喀琅施塔得、科尔皮诺、谢斯特罗列茨克。南方有：哈尔科夫——4次团体捐款，叶卡捷琳诺斯拉夫——8次、阿纳尼耶夫——2次、卢甘斯克——3次、赫尔松、顿河畔罗斯托夫、巴甫洛格勒、波尔塔瓦、基辅——12次、阿斯特拉罕——4次、切尔尼戈夫、尤佐夫卡——3次，米纳科沃、谢尔比诺夫卡矿区、雷科沃矿区、别尔哥罗德、伊丽莎白格勒、叶卡捷琳诺达尔、马尔乌波尔——2次、下第聂伯罗夫斯克、纳希切万。莫斯科区有：罗德尼基——2次、梁赞、图拉——2次、别热茨克——2次。北方有：阿尔汉格尔斯克——5次、沃洛格达。西方有：德文斯克、维尔诺、戈梅利、里加、利巴瓦、缪尔格拉宾。乌拉尔有：彼尔姆、克什特姆、明亚尔、奥伦堡。伏尔加河流域有：索尔莫沃、巴拉科沃村。高加索有：巴库——2次、格罗兹尼、梯弗利斯。西伯利亚有：秋明、布拉戈维申斯克。芬兰有：赫尔辛福斯。］

 共有92次工人团体捐款，这至少对于开始来说是个很惊人的数目。这里指的决不是那些偶然的、漠不关心的、消极的捐款者。我们所看到的，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群众的代表，他们虽然分散在俄国各地，但是对于工人民主派的自觉的同情把他们联合起来了。

应当指出，站在外省城市前列的是基辅，有12次团体捐款；其次是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有8次；可是莫斯科却是居第4位，只有6次。莫斯科和整个莫斯科区的这种落后现象，从下列俄国各区的综合材料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1912年1—6月半年中工人团体为工人日报捐款的次数


彼得堡和它的郊区………………………………415

南方…………………………………………………51

莫斯科和莫斯科区…………………………………13

北方和西方…………………………………………12

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6

高加索、西伯利亚、芬兰…………………………7

全俄总计…………………………………………504







对这份材料可以作如下说明。

从俄国工人民主派重趋活跃的程度来看，无产阶级的彼得堡已经觉醒并走上了自己的光荣岗位。南方正在觉醒。而母亲莫斯科和俄国的其他地区还在沉睡。这些地方也已经到了该开始觉醒的时候了。

如果把整个莫斯科区同其他外省地区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莫斯科区的落后状态。南方离彼得堡很远，比莫斯科离彼得堡远得多。南方的产业工人也比莫斯科区少，可是工人团体捐款的次数却几乎是莫斯科区的4倍。

看来莫斯科甚至比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还落后，因为莫斯科和莫斯科区的工人比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人多许多倍，而不是多一倍。可是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团体捐款有6次，而莫斯科和莫斯科区总共只有13次。

自然，莫斯科和莫斯科区的落后状态大概受到了两个特殊条件的影响。第一，这里纺织工业占多数。而纺织工业的经济条件也即市场情况和生产活跃的程度要比别的工业例如冶金工业差一些。因此，纺织工人不大参加罢工，不大关心政治和工人民主派。第二，在莫斯科区工厂大多分散在偏僻的地方，往那里送报纸比往大城市送要困难。

可是不论怎样，我们大家无疑都从上述材料中吸取了教训。必须特别关注在莫斯科发行工人报纸的工作。不能再让莫斯科处于落后状态。每个觉悟工人都懂得，只有彼得堡而没有莫斯科，就象只有一只手而失去了另一只手。

俄国的工厂工人大部分集中在莫斯科和莫斯科区。据官方统计，1905年这里的工厂工人有567000人，即占全俄工厂工人（1660000人）的三分之一以上，大大超过彼得堡区（298000人）。因此，在工人报纸的读者和拥护者的数目方面，在工人民主派的有觉悟的代表的数目方面，莫斯科区本应占第一位。当然，莫斯科一定会创办起自己的工人日报的。

目前彼得堡应当帮助莫斯科。《真理报》的读者每天早上都应当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说：“工人们，要想到莫斯科人！”


三

从另一种极其重要的、实际上非常现实的观点来看，上述材料也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任何人都了解，政治性的报纸是现代社会任何一个阶级参加国内政治生活，特别是参加选举运动的一个基本条件。

因此，一般来说，工人需要报纸，为了进行第四届杜马的选举更是如此。工人很清楚，不论第三届杜马，还是第四届杜马，都不能指望它们做出什么好事来。但是我们应当参加选举，首先是为了在选举时，也就是在党派斗争和整个政治生活活跃起来的时候，在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政治的时候，去团结工人群众，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其次是为了把自己的工人代表选进杜马。即使在十足的黑帮杜马即纯粹的地主杜马里，工人代表也给工人事业带来过而且还会带来不少好处，只要这些代表是真正的工人民主派，只要他们能够联系群众，而群众也学会指导和监督他们。

在1912年上半年，俄国的一切政党开始了、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所谓选举前动员党内力量的工作。动员是个军事术语，就是说使军队作好战斗准备。正象战争前军队要进入战斗准备，召集预备役士兵，分发武器和装备一样，各党派在选举前要总结自己的工作，重申关于本党的观点和口号的决定，聚集自己的力量，准备同其他一切党派进行斗争。

再说一遍，这项工作实际上已经结束了。离选举只剩下几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可以而且应当竭力设法加强对选民、对群众的影响，但是，如果党本身（每个阶级的政党）半年来还未作好准备，那就什么也帮不了它的忙了，它在选举中就等于零了。

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统计所包括的半年是第四届杜马选举前大力动员工人力量的半年。这半年是动员工人民主派一切力量的半年，当然不只是为了杜马斗争，不过我们暂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方面。

这里又产生一个不久前在《涅瓦明星报》第16号和《真理报》第61号上曾经提到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所谓取消派的问题。取消派从1912年1月起在彼得堡出版《现代事业报》和《涅瓦呼声报》，因为他们有了自己单独的报纸，就说什么为了工人民主派在选举中的“统一”，必须同他们取消派“达成协议”，否则他们就用“双重候选人名单”这种无中生有的东西相威胁。[195]

这种试图吓唬人的手法，到现在为止看来很少产生效果。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那些被公正地称为取消派和称为自由派工人政策传播者的人，怎么能够认真看待呢？

可是，对这部分知识分子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观点，也许还有许多工人赞成吧？那么是不是应当特别注意这些工人呢？目前，我们有客观的、公开的和完全确切的材料来回答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在1912年的整个上半年，取消派特别激烈地攻击《真理报》、《涅瓦明星报》、《明星报》以及一切反对取消派的人。

取消派在工人中间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呢？这一点可以由取消派的《现代事业报》和《涅瓦呼声报》所登载的为工人日报的捐款来说明。关于创办日报的必要性，取消派很早就承认了，如果不是从1910年起，至少也是从1911年起就已承认，而且对自己的拥护者大力宣传这种思想。1912年1月20日创刊的《现代事业报》从2月就开始登载关于它为此而募集到的捐款的帐目。

现在我们完全象对非取消派的报纸所做的那样，从这些捐款（1912年上半年为139卢布27戈比）中抽出工人团体的捐款来谈。把所有16号《现代事业报》和5号《涅瓦呼声报》（第6号《涅瓦呼声报》出版时已是7月份了）作一总结，甚至加上对《现代事业报》本身的捐款（虽然我们并没有把非取消派报纸上的这种捐款计算在内），我们就可以得到半年来工人团体捐款的总次数：





1912年上半年工人团体为工人日报捐款的次数



	　
	为非取消派的报纸
	为取消派的报纸



	1月………………………………
	14
	0



	2月………………………………
	18
	0



	3月………………………………
	76
	7



	4月………………………………
	227
	8



	5月………………………………
	135
	0



	6月………………………………
	34
	0



	
共　计
 ……………………………
	504
	15







总之，半年来一小撮知识分子取消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共才得到15个工人团体的支持！

可以设想比取消派从1912年1月起遭到的失败更加彻底的失败吗？可以设想比这更加确切的证据来证明我们面前的这一小撮知识分子取消派虽然能够出版半自由派杂志和报纸，但是根本得不到无产阶级群众任何象样的支持吗？

下面还有按地区划分的工人团体为取消派捐款的材料：





1912年上半年工人团体为工人日报捐款的次数



	　
	为非取消派的报纸
	为取消派的报纸



	彼得堡和郊区……………………
	415
	10



	南部…………………………………
	51
	1



	莫斯科和莫斯科区…………………
	13
	2



	北部和西部…………………………
	12
	1



	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
	6
	0



	高加索、西伯利亚和芬兰…………
	7
	1



	共　计…………………
	504
	15 ①









［注：①莫斯科——2次，纳希切万、新尼古拉耶夫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各1次。］



总之，半年来取消派在南部遭到的失败甚至比在彼得堡还要惨重。

整整半年来在针锋相对的两派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这些确切的工人统计材料，完全解决了“取消主义”的问题。尽可以任意辱骂甚至诬蔑反对取消主义的人，但是关于工人团体捐款的确切材料却是铁证如山。

现在可以完全理解，为什么《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都没有认真看待取消派的所谓“双重候选人名单”的威胁。如果认真看待那些在半年公开斗争中已经证明自己是比零强不了多少的人的威胁，那是可笑的。取消主义的一切维护者都被《现代事业报》和《涅瓦呼声报》联合起来了。而半年来他们总共只争取到15个工人团体！

取消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它只是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


四

一般说来，《真理报》上关于各种工人捐款的材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材料。我们从这里第一次得到有关工人运动和俄国工人民主派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最确切的材料。对这些材料，我们希望不止一次地再来分析研究。

现在，在概述了工人团体为日报的捐款之后，我们就应当作出一个实际结论。

工人们为了创办自己的报纸而向《明星报》和《真理报》提供了504次团体捐款。除了创办和支持自己的工人报纸以外，他们决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正因为这样，把半年来的这些材料真实地汇集起来，就勾画出一幅有关俄国工人民主派的生活的极其珍贵的图画。把5戈比或10戈比的硬币聚集起来并标上“某工厂的工人团体捐”，就使我们能够判断工人的情绪，判断他们的觉悟程度、团结程度以及对工人事业的同情程度。

正因为这样，必须继续保持、发扬并扩大4—5月的高涨中养成的这种工人团体捐款的习惯，当然也必须象《真理报》那样经常刊登关于这些捐款的帐目。

不论从巩固工人抵纸的观点出发，或是从工人民主派的共同利益的观点出发，这种习惯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必须使工人报纸不断发展，日趋巩固。这就需要钱。只有在工人经常不断地大量捐款的条件下，经过顽强的努力，才能把俄国工人报纸办得象个样子。美国有一家工人报纸（《向理智呼吁报》[196]）拥有50多万订户。让我们稍微修改一下一句常用的口头语说：不想赶上和超过自己的美国同行的俄国工人，是没有出息的人。

但是更重要得多的还不是钱的方面，而是另一方面。假定一个工厂各部门的100名工人每人每次领取工资时为工人报纸捐1个戈比，那每月总共不过2个卢布。再假定有10名挣钱多的工人，偶然相遇，一下子就凑了10个卢布。

前者的2个卢布比后者的10个卢布更宝贵。这一点每个工人都很清楚，是不需要详细说明的。

必须使每个工人养成这样的习惯：每次领取工资时捐一个戈比给工人报。报纸的订阅工作可以照往常一样进行，谁能多付，就依旧多付一些。但除此以外，最重要的是保持并发扬“为工人报捐一戈比”的习惯。

这种捐款的全部意义在于能够不间断地在每次领取工资时正常地进行，在于能够使愈来愈多的工人参加这种经常性的捐献。捐款帐目可以简单地刊登：“多少多少戈比”——这也就表明某某工厂有多少工人捐款给工人报，——除此之外，如果有大笔捐款，就可以这样刊登：“此外，多少工人捐款多少。”

如果养成了为工人报捐一戈比的习惯，那俄国工人就会很快地把自己的报纸提到应有的高度。工人报应当更多地提供多种材料，出版星期日副刊等等，在杜马中，在俄国的一切城市以及国外各大城市中都应当有自己的记者。工人报应当经常不断地发展和改进，可是如果没有尽可能多的工人经常为自己的报纸捐款，那就不可能办到这一点。

每月汇集工人捐献戈比的材料，就能使所有人都看到，俄国各地的工人是在怎样改变自己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和摆脱沉睡的状态，他们是在怎样觉醒过来投入正当的文化生活，当然并不是官方和自由派所理解的那种文化生活。从这里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工人民主派的关心日益增长的情况，莫斯科和一切大城市创办自己的工人报纸的日子日益临近的情况。

资产阶级的《戈比报》[197]的统治时代应当结束了！无原则的商人小报的统治时代应当结束了。彼得堡工人在这短短的半年里表明，工人的集体捐款能收到多么大的成效。希望他们的榜样和创举能发扬光大。希望工人为工人报捐献一戈比的习惯日益发展和巩固！





	载于1912年7月29日和31日、8月1日和2日《真理报》第78、79、80、8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427—440页

















[194]《半年工作总结》一文是专为《真理报》写的。1912年7月15日或16日（28日或29日），列宁在寄发文章的同时，给《真理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就如何刊登这篇文章，详细地谈了自己的意见（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编辑部遵照列宁的意见将该文分四次在《真理报》上刊出。——409。



[195]指孟什维克取消派威胁要在第四届杜马工人选民团选举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对抗布尔什维克的候选人一事。列宁在这篇文章以及以后的一些著作——《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见本卷第440—457页），《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前夜》（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中都指出，所谓“双重候选人名单”的谈论，不过是脱离了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小团体的吓人企图罢了。这一点完全被工人选民团选举的实践所证实。——420。



[196]《向理智呼吁报》（《Appeal to Reason》）是美国社会党人的报纸，1895年在美国堪萨斯州吉拉德市创刊，但与美国社会党没有正式关系。该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很受工人欢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国际主义立场。——423。



[197]《戈比报》（《Газета-Копейка》）是俄国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报纸（日报），1908年6月19日（7月2日）—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者是M．戈罗杰茨基。该报零售每份1戈比，并且免费赠送哄动小说丛书之类的附刊，因而在下层市民中颇为流行，在彼得堡工人中也有不少读者，发行数达25万份。——424。







《列宁全集》第21卷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1912年7月15日〔28日〕）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一篇文章[198]（我们是从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199]上转载来的）使我们俄国人非常感兴趣。

俗话说：旁观者清。孙中山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旁观”者，因为他虽然是个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但是显然完全不了解俄国。可是这位受过欧洲教育的人，这位代表已经争得了共和制度的、战斗的和胜利的中国民主派的人，在完全不管俄国、不管俄国经验和俄国文献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些纯粹俄国的问题。这位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简直象一个俄国人那样发表议论。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

旁观者清。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孙中山的文章正是这样的纲领），迫使我们，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方便的机会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态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俄国在从1905年开始的俄国革命时期所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纲领中，特别是把这个纲领同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事态的发展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不仅俄国面临这个问题，整个亚洲也面临这个问题。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从它的早期的单枪匹马的先驱者贵族赫尔岑起到它的群众性的代表——1905年农民协会会员和1906—1912年的头三届杜马中的劳动派代表止，都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现在我们看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具有完全同样的民粹主义色彩。这里我们试就孙中山的例子来考察一下，目前已经完全卷入全世界资本主义文明潮流的几万万人的深刻革命运动所产生的思想的“社会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

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问题，或者说，丝毫没有轻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

人们自然可以把亚洲这个野蛮的、死气沉沉的中国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与欧美各先进文明国家的共和国总统比较一下。那里的共和国总统都是受资产阶级操纵的生意人、是他们的代理人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污垢和鲜血——不是国王和皇帝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们的鲜血。那里的总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资产阶级则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经完全变得寡廉鲜耻了，已经完全把自己出卖给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主等等了。

这位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则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一个向上发展而不是衰落下去的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这个阶级憎恨过去，善于抛弃过去时代的麻木不仁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时代。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不是说唯物主义的西方已经腐朽了，只有神秘的、富有宗教色彩的东方才光芒四射呢？不，恰恰相反。这是说，东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还会有几万万人为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理想而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18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亚洲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农民旁边还有一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它的活动家如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他们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民主派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时，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某个老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

没有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涨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的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涨。

但是在这位中国民粹主义者那里，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后面这两种思想政治倾向正是构成具有独特含义的（即不同于民主主义的、超出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因素。

这两种倾向是怎样产生的？它们的意义如何？

如果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这种高涨以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及剥削者的最强烈憎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这种同情和憎恨。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经历过这种高涨的中国人，从欧美吸收了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提到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摆脱资产阶级而求得解放，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由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

他们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对群众的压迫和剥削。但是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5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中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封建主，以皇帝为整个制度首脑的封建主整体和单个的封建主。

因此，这位中国民主主义者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全部法权根据”的纲领，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

孙中出的民粹主义的实质，他的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纲领以及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就在这里。

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这是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的看法，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孙中山可以说是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动的民粹主义理论，承认了生活迫使他承认的东西：“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即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中国“商业〈即资本主义〉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50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即拥有几百万人口的资本家发财和无产阶级贫困的中心城市。

试问，孙中山有没有用自己反动的经济理论来捍卫真正反动的土地纲领呢？这是问题的全部关键所在，是最重要的一点，被掐头去尾和被阉割的自由派假马克思主义面对这个问题往往不知所措。

没有，——问题也就在这里。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

孙中山在文章的开头谈得如此娓娓动听而又如此含糊其辞的“经济革命”归结起来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即通过亨利·乔治式的某种单一税来实行土地国有化。孙中山所提出和鼓吹的“经济革命”，决没有其他实际的东西。

穷乡僻壤的地价与上海的地价的差别，是地租量上的差别。地价是资本化的地租。使地产“价值的增殖额”成为“人民的财产”，也就是说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权交给国家，或者说使土地国有化。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这种改革有没有可能呢？不但有可能，而且是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了这一点，在《资本论》第3卷中详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与洛贝尔图斯论战时非常清楚地发挥了这一点。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80—191页，第21卷第904—917页和第26卷第2册第163—176页。——编者注］



土地国有化能够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化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式的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最容易适应市场。历史的讽刺在于：民粹派为了“防止”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竟然实行一种土地纲领，它的彻底实现会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

是什么经济上的必要性使得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纲领能够在亚洲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国家中得到推行呢？是把各种形式各种表现的封建主义摧毁的必要性。

中国愈落在欧洲和日本的后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体的危险。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振兴”中国，才能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华民国，在土地方面实行国有化以保证资本主义最迅速的发展。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是另一个问题。不同的国家通过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政治方面和土地方面的民主主义，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而且情况是错综复杂的。这要看国际形势和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而定。看来皇帝大概会把封建主、官僚、僧侣联合起来，准备复辟。刚刚从自由主义君主派变成自由主义共和派（能长久吗？）的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将在君主制和革命之间实行随风倒的政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在发挥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高度主动性、坚定性和果断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振兴”中国的道路。

最后，由于在中国将出现更多的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大概会细心地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并加以保护和发展。





	载于1912年7月15日《涅瓦明星报》第1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400—406页

















[198]指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见《孙中山全集》1982年中华书局版第2卷第324—326页）。该文是孙中山1912年4月1日《在南京中国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的前半部分，译成法文后载于同年7月11日《人民报》，又从法文转译成俄文，同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一起载于1912年7月15日（28日）《涅瓦明星报》第17号。——426。



[199]《人民报》（《Le Peuple》）是比利时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85年起在布鲁塞尔出版。在比利时工人党改称为比利时社会党后，是比利时社会党的机关报。——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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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社会党人代表大会

（1912年7月15日〔28日〕）

最近意大利社会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艾米利亚省雷焦城闭幕了。

近几年来，意大利社会党内部的斗争具有特别尖锐的形式。最初有两个主要派别：革命派和改良派。革命派坚持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表现，象温和精神、同资产阶级勾结、否认工人运动最终的（社会主义的）目的，等等。阶级斗争是这一派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基础。

改良派在争取改良即争取局部改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时，常常忘记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同资产阶级结成集团和联盟，以至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抛弃彻底的共和主义信念（在君主制的意大利，宣传共和主义并不违法），为“殖民政策”，即侵占殖民地、压迫、掠夺和屠杀土著居民的政策辩护，等等。

这两个主要派别，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于各国社会党内，但在意大利还分化出了两个极端派，它们完全离开了社会主义，因而走上了脱离工人社会党的道路。非社会主义的极端派之一就是工团主义，这种思潮曾一度在意大利成为“时髦”。工团主义者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沉溺于革命空谈，破坏工人斗争的纪律，放弃社会党人利用议会讲坛的机会或为这种行为进行辩护。

无政府主义者在各地的影响是很小的，所以工人运动很快就克服了这种毛病。

以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为首的意大利工团主义者，目前已置身于社会党之外。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意大利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象在其他国家的一样，对瓦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无政府主义情绪和倾向毫不姑息。

极右改良派由于滑向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泥潭，最后一定会投到自由派营垒，并且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改良派对这种极右改良派的态度却不甚坚定。因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一切改良主义者作极尖锐的斗争，这些出卖工人事业的叛徒就往往不可能从社会党中清洗出去。比如在法国，当机会主义者和改良派分子米勒兰最终走上同资产阶级勾结的道路，参加了资产阶级内阁时，就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

意大利目前的情况也是这样。那里的改良派分裂为左倾改良派（以屠拉梯为首）和右倾改良派（以比索拉蒂为首）。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标志着这次分裂的收场。

在代表大会上有三派：（1）革命派（按党内拥护他们的人数计算，在代表大会上他们大约拥有12500张票）；（2）左倾改良派（大约拥有9000张票）；（3）右倾改良派（大约拥有2000张票）。革命派提议把比索拉蒂和其他3个极右改良派分子开除出党。左倾改良派有1/3的人也同意开除他们，但所举的理由比较“温和”；有2/3的人反对开除，主张只加以谴责。

从上面所举的数字中可以看出，革命派占多数，所以他们取得了胜利，比索拉蒂之流被开除了。

究竟比索拉蒂有什么思想和行为使党非开除他不可呢？原来比索拉蒂不顾党的多次决定，为了支持资产阶级内阁，竟然自己几乎变成一个“不管部部长”（这就是说，他虽然没有当部长，但他的行为却象资产阶级内阁的一个伙伴和成员）。

比索拉蒂背弃意大利社会党人所始终坚持的共和主义信念，到奎里纳尔山去觐见国王，并同他会谈！比索拉蒂甚至为目前意大利同土耳其的战争辩护，虽然全党严厉谴责这场战争，认为这场战争是可耻的资产阶级掠夺行为，是利用改良了的杀人武器屠杀的黎波里非洲土著居民的肮脏勾当。

比索拉蒂之流被开除以后，所有右倾改良派分子都退出了社会党，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他们把这个政党叫作“改良社会党”。实际上在这块招牌后面隐藏着一个自由主义君主派“工人”政客的“政党”。

分裂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但是有时它是必需的，在必须分裂时，任何软弱、任何“温情”（我国同胞巴拉巴诺娃在雷焦所用的字眼）都是犯罪。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他们犯了错误。党就去纠正这些错误。德国工人党甚至纠正过象倍倍尔这样伟大的领袖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

但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如果他们为了维护错误而组织集团，践踏党的一切决定，破坏无产阶级大军的全部纪律，那么就有必要分裂。意大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在清洗了工团主义者和右倾改良派分子以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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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言论自由”

（1912年7月15日〔28日〕）

《有何吩咐报》[200]（这是通常对《新时报》的叫法）转载了它的尊敬的同行《彼得堡新闻》[201]的一篇来自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的通讯。


　　这家报纸的通讯说：“在我们这个工厂城，街头巷尾听到的都是脏话，听不到人的言语。工厂的工人骂骂咧咧；马车夫、衣冠楚楚的人和执行公务的巡警也都满口不干不净。”



　　《新时报》对于这种风气评论说：
　　“这是一座幸运的工人城市，在那里实现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最大胆的愿望，即没有任何束缚的言论自由。”



　　这种下流的中伤手段不是也能给人很大教益吗？效忠政府的报纸的编辑先生们，谁不知道正是那些最亲近政府的第三届杜马中的右派政党“实现了”说脏话的言论自由呢？谁不知道，普利什凯维奇、马尔柯夫先生之流和他们的同伙因此而名扬全国呢？

《新时报》干得太不小心了，的确，太不小心了！它本来能够更巧妙地起到自己的奴才作用……可是这家死心塌地忠于政府的报纸却突然提醒人们：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实行的是什么样的“言论自由”，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实行的又是什么样的言论自由。

地主杜马中的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言论自由和工人大会上的言论自由……卖力讨好得如此笨拙的《新时报》触及了这么好的一个竞选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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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有何吩咐报》最初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给向专制政府奴颜婢膝的自由派报刊取的绰号（见他的特写《莫尔恰林老爷们》）。“有何吩咐？”原是沙皇俄国社会中仆人对主人讲话时的用语。——436。



[201]《圣彼得堡新闻》（《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1703年创办的第一家俄国报纸《新闻报》的续刊，1728年起在彼得堡出版。1728—1874年由科学院出版，1875年起改由国民教育部出版。1917年底停刊。——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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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
[202]



（1912年7—9月）

德国同志们常常看到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斗争激烈和意见根本分歧的消息。可惜这些消息是从个别侨民团体中传出来的；传播这些消息的人，大多数不是根本不了解俄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就是有意片面地解释党的政策，使德国同志们产生误解。每一个这样的侨民团体都各自形成一个“派别”，但实际上，它们是由一些同正在进行斗争的俄国工人政党失去任何实际联系或者从来就根本没有联系的人组成的。遗憾的是，这样的“情报员”当中的一个人竟能取得《前进报》的信任。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居然允许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对俄国党发出接二连三的闻所未闻的诽谤，而这些诽谤都出自这位情报员之手，又似乎都有“客观的”根据。

事实上，这些根据是彻头彻尾“主观的”和彻头彻尾捏造的。既然《前进报》不刊登我们的事实更正，我们就不得不出版以《〈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 
［注：见本卷第204—215页。——编者注］

 为题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印了好几百本，并且分发给了所有较大的德国党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和党的重要报刊的编辑部。

对于这本小册子中的事实材料，《前进报》没有能够提出任何异议，也就是说，对它们加以默认了。

为了使我们德国党的同志们能够判断他们所得到的某些消息是否可靠，我们在这里援引一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信。拉脱维亚人建议执行委员会举行11个“中心”的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给予选举运动物质支援的问题，后来，执行委员会曾询问这些中心对这个问题采取什么态度。这封信就是中央委员会的答复，全文如下：


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



［注：这里援引的这封信，在文字上略有修改。］



1912年7月30日

尊敬的同志们：

不久以前，我们收到了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国外委员会6月24日寄给你们的信的副本。我们认为无须向你们解释这些拉脱维亚人的奇怪的计划，因为我们坚信任何一个有见识的人都不会认真看待这个计划。可是，从你们7月22日给我们的来信中获悉你们打算接受这个计划，我们对此甚为惊讶。为此，我们不得不向你们提出坚决的抗议。执行委员会的用意，客观上无非是要促进我们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和组织一个与我们为敌的新党。这在整个国际中是前所未闻的事情。现在，让我们来向德国同志们详细说明这一点。


1912年1月以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

1912年1月，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彼得堡、莫斯科、莫斯科郊区、喀山、萨拉托夫、梯弗利斯、巴库、尼古拉耶夫、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维尔纳和德文斯克等党组织的代表。这次代表会议恢复了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来代替已被取消派消灭了的中央委员会，同时代表会议不得不宣布这些取消派已置身于党外（见送给执行委员会的小册子《〈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这本小册子曾谈到取消派以及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崩得这些民族组织和国外集团的抗议）。

1月份同时还举行过一次会议，目的在于建立组织委员会，以便召集新的代表会议，即取消派及其同伙所谓的“全党代表会议”。

拉脱维亚人在6月24日给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曾断言，组成这个“组织委员会”的将有下列这些组织和派别：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维也纳的《真理报》和“前进”集团。

这样一来，一方面是由国内组织即在俄国进行工作的组织在代表会议上选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反对派称之为列宁派）；另一方面是声称要召集“全”党代表会议的所谓组织委员会。


至今中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所谓组织委员会采取什么态度？

坚决反对取消派的消灭党的行为的最有名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没有出席一月的党代表会议，尽管他接到了邀请。1912年4月，他公布了他同组织委员会代表的通信（见他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6期）。

普列汉诺夫拒绝参加所谓组织委员会，据他说是因为崩得召开的不是现有党组织的代表会议，而是一个旨在建立新党的“成立大会”。普列汉诺夫断定说，唯一真正支持组织委员会的所谓发起小组，就是取消派集团，他们并不属于党，他们是想成立新党。普列汉诺夫在1912年4月写道：“新的代表会议是由取消派召集的。”

7月间，这个组织委员会的《小报》[203]第3号出版了。其中没有对普列汉诺夫作出只字的回答。根据这一点可以判断，拉脱维亚人，即那些埋怨“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对组织委员会的来信不予答复的拉脱维亚人，是怎样给执行委员会提供情况的。

党的中央委员会，即旧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回答那些建立新党的人（按照至今中立的普列汉诺夫的说法），难道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组织委员会首先应该向中立的普列汉诺夫证明，它不组织新党，也不取消旧党。

6月24日，即在取消派的这个组织委员会同党进行了半年之久的斗争后，参加组织委员会的拉脱维亚人在给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本应用事实和文件来说明这一斗争的结果；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把取消派的波将金村[204]展示给了执行委员会。

拉脱维亚人曾建议执行委员会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11个“组织”中心、组织和派别的会议。原话就是这么说的（见拉脱维亚人6月24日给执行委员会的信第4页）。

在全世界，政党从来就是由地方组织组成的，而地方组织则是由一个中央机关联合在一起的。但是，俄国和拉脱维亚的取消派在1912年却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发明。——从今以后可以由“中心、组织和派别”来建立政党了。

根据拉脱维亚取消派的最新的选举几何学，属于11个组织中心、组织和派别的有：第一，组织委员会；第二，组成这个组织委员会的6个派别或者组织和中心。在拉脱维亚人的信中这样写道：“由第2—7项组成组织委员会。”

这样一来，要取消党的知识分子集团就象衰败城镇[205]的贵族一样取得了三重选举权：

（1）高加索区域委员会——虚构的组织；

（2）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即巴黎《呼声报》，尽管《呼声报》没有高加索的长期委托书；

（3）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即“组织委员会”。

我们肯定地说，俄国工人将以愤怒的心情和蔑视的态度拒绝关于讨论双重候选人名单问题的主张，即拒绝取消派企图会同国外小集团一起闹分裂的主张，尤其是因为这些集团只是一些瓦解组织的知识分子。

我们断然肯定地说，近半年来，无论哪一个同党进行斗争的国外集团，都没有从俄国某个组织方面得到出版自己的机关报或发表自己的传单的委托书。拉脱维亚人想向执行委员会证明与此相反的情况；那就让他们在俄国报刊上至少指出一个7月22日以前提出的这样的委托书吧。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并不是俄国某个组织的机关报。

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也不是俄国某个组织的机关报。3年以前，《真理报》是乌克兰“斯皮尔卡”[206]（南俄）的机关报，但是，“斯皮尔卡”早就宣布自己的委托书无效了。

无论是“前进”集团，无论是普列汉诺夫，无论是“布尔什维克护党派”，都没有出版任何机关报，作为俄国某个组织的党的机关报。

援引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集团非常容易。登载“表示同情的”通讯也不困难。——但是，要出版一个在俄国进行活动的组织的机关报，即使是持续出版半年，也必须有经常的联系，必须得到当地工人群众的完全信任，必须有统一的策略观点，而这只有在长期的共同工作以后才能做到。被拉脱维亚和崩得的瓦解组织分子策动起来进行反党的国外小集团所缺少的正是这一切。

关于波兰社会党，我们简单地谈一谈。它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它从来不属于社会民主工党。要吸收它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它“答应”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并归附于取消派！——在瓦解组织分子和喜欢搞分裂活动的人看来，有这一点当然就够了！既然应该吸收波兰社会党来共同讨论问题，那为什么不同时吸收参加杜马选举的社会革命党人、锡安社会党人、拉脱维亚社会革命党人同盟以及诸如此类的“派别”呢？


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

执行委员会把一些国外小集团都列为组织中心，相反，却没有邀请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俄国工人如果能够知道托洛茨基及其同伙是怎样把我们国外的同志们搞糊涂的，那是有好处的。拉脱维亚人在6月24日给执行委员会的信中写道：


　　“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是根本谈不上它能在给予选举运动物质支援的问题上充当中间人的，因为杜马的常会即将结束，杜马党团也将会同时失去它的代表资格。”（不止一次提到的信的第2页）



　　说这种话不是有意进行欺骗，就是政治上极端无知，布鲁塞尔的拉脱维亚人对俄国选举情况的熟悉程度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无知。信是6月24日发出的。6月9日即公历6月22日，第三届杜马已正式宣告无限期休会，而全体代表，其中也包括社会民主党人，都保留着自己的代表资格。这些社会民主党人至今还是杜马代表，——这是俄国任何一个识字的工人都知道的。可是国外那些诽谤党的人却不清楚。

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成员，正是俄国唯一公开的社会民主党人，不管他们在国内什么地方，他们都是唯一正式的组织。

所有的取消派都憎恨这个党团。取消派的小报（《我们的曙光》杂志）咒骂它和中伤它，国外一切瓦解组织分子都诽谤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孟什维克护党派始终占着优势的党团的多数人，向来就是坚决反对取消派的，并且曾经促使彼得堡的取消派完全失去危害作用。

我们在《〈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这本小册子中，公布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对这个事实谁也没有能够说出半句反对的话。只有2个党团成员经常为取消派的报纸撰稿，而8个党团成员则经常为反取消派的报纸撰稿。 
［注：见本卷第213—214页。——编者注］



拉脱维亚人和托洛茨基都建议执行委员会把这个保持了统一的全俄唯一的团体从会议中排除出去！——即使拉脱维亚人是一时错了，在6月24日并不知道俄国的一切工人都知道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他们直到7月22日，即经过整整一个月以后，还不设法改正自己的错误呢？有些错误，对于犯错误的人是很有益处的。

对执行委员会进行欺骗的拉脱维亚人和取消派的用意在于：不顾俄国党内多数人的意志，不顾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多数人的意志，在虚构的国外小集团联盟的帮助下，硬要塞进取消派的候选人，并且骗取德国工人的钱。——这就是长篇大论（拉脱维亚人、崩得分子、托洛茨基及其同伙的长篇大论）的简要含义。

但是，这种欺骗是不会不受到制裁的。


关于取消派的影响同党的影响相比较的可以正式核对的材料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懂得，关于假想的、同情取消派的秘密“组织”的空谈，是根本不可信的。

我们肯定地说，取消派在俄国的一切组织都是虚构的。

凡是没有亲自掌握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情况的确切材料的人，都难以判断真相。但是，如果能根据文件去探求真相并且核实它们的内容，而不相信空话，那仍然是可以了解到真相的。我们已经引用了第一个可以核对的众所周知的事实，这就是取消派和反取消派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中的力量对比。

但是，现在，在取消派同党进行了半年的斗争之后，又有了以下一些十分客观的和更加令人信服的事实。

拉脱维亚人在6月24日的信中（第5页和第6页）提到了彼得堡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报纸。他们举出了执行孟什维克方针（《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方针）的《现代事业报》和《涅瓦呼声报》，并且把它们同《明星报》和彼得堡《真理报》（请不要把它同托洛茨基的维也纳取消派《真理报》混为一谈）对立起来；后两种报纸，据拉脱维亚人说，是“由列宁派掌握和领导的”。

即令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但是，拉脱维亚人在这里却无意中举出了一个不利于取消派的重要事实。

如果说“公开的政党”仅仅是取消派的自由主义空谈，那么，杜马中和报刊上的公开的活动就是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主要活动了。在这里，而且只是在这里，才能找到客观上证明取消派和反取消派的力量的事实。

除了拉脱维亚人指出的以外，就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全俄政治机关报了。取消派有《现代事业报》和《涅瓦呼声报》，反取消派有《明星报》，以及后来的《涅瓦明星报》和（彼得堡的）《真理报》。在俄国，无论是在报刊上，还是在群众社会活动领域中，再没有其他什么派别了；拉脱维亚人所举出的一切国外集团，完全等于零。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半年来两派活动的结果。

在这半年中（1912年1—6月），俄国的一切政党开始了并且已经结束了选举的准备工作。现在，离选举只有6个或8个星期了。选举名单大部分已经拟订。事实上，选举的结果正是根据这半年的准备预先就确定了。

赞成取消派的是拉脱维亚人所列举的第1—7“项”（组织委员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呼声报》、维也纳《真理报》、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前进”集团），赞成反取消派的是联合了俄国各个组织即在国内活动的各个组织的中央委员会（正象取消派所说的，只有一个“列宁派”）。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两派都做了些什么。

取消派从1912年1月1日至6月30日（俄历）在彼得堡出了16号《现代事业报》和5号《涅瓦呼声报》，一共出了21号报纸。反取消派在这半年内出了33号《明星报》，14号《涅瓦明星报》和53号《真理报》，一共出了100号报纸。

21比100。

取消派和党在俄国的力量对比就是这样。关于报纸的材料是公开的材料，任何人都可以加以核对和论证。

报纸的发行数怎样呢？拉脱维亚人说，取消派发行了3万份。我们就假定这个数字没有夸大。关于反取消派的报纸，有人（哈阿兹同志和其他委员见到过这个人）对执行委员会说，发行数是6万份。从这个比数可以得出取消派的影响和党的影响的对比是1比10。

如果说关于发行数字的材料是没有发表过的，因而可能被认为是夸大的，那么，其他更重要、更有说服力的材料却是发表过的。

这就是关于取消派和党同俄国工人群众的联系的材料。


关于取消派和党同俄国工人群众的联系的公开的、可以核对的材料

关于报纸的出版号数和发行份数的材料，还没有充分证明党对取消派的优势。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小集团也可以出版报纸。任何“亲近工人的”报纸，或者甚至带有激进派色彩的自由派报纸，在俄国总是可以找到许多读者的。除了工人以外，自由派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会阅读这些报纸。

然而，还有一些可以更简单和更明确地证明取消派和党同俄国工人群众的联系的事实。

这就是关于出版工人报刊的经费的材料。

为募集工人报纸出版经费的宣传鼓动，很早以前就在俄国工人中间进行了。大家都很了解，没有这样的报纸，要参加选举几乎是空想。报纸是选举运动的主要工具，是在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鼓动的主要手段。

但是，从哪里可以弄到报纸的经费呢？

必须在工人当中组织募捐。这些捐款可成为基金，并且能证明这个或那个集团的联系面。这些捐款可以表明这个或那个集团的威信、工人对它们的信任以及它们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实际影响。

1912年初，这种为工人报纸募捐的活动便在彼得堡开始了。从1月1日到6月30日这半年时间并不算短。关于捐款的统计数字，公布在取消派和反取消派的上述各种报纸上。

从这半年的统计数字中得出的结论是最好的材料，是对取消派和党在俄国的力量对比这个问题所作的公开的、完整的、客观的、彻底的回答。因此，在信的附件中，我们附上了全部上述五种报纸关于半年来为工人日报捐款的所有帐目的全部译文。

我们在这里只把总结材料列举出来。

在半年当中，反取消派报纸公布了关于工人团体的504次捐款的帐目，并且直接把捐过款的工人团体的名称列举出来。这些捐款是在50个俄国城市和工厂区募集的。

在同样的半年当中，即从1912年1月1日到6月30日，取消派报纸公布了关于工人团体的15次捐款的帐目。这些捐款是在5个俄国城市募集的 
［注： 不管取消派怎样散布流言蜚语，正是这笔12000多马克的捐款以及德国同志们先前的资助，构成了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报纸的基金。正文提到的关于半年来各种社会民主党报纸捐款的所有帐目的全部译文，已经送交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倍倍尔。］

 。

下面就是这些确切的帐目。





1912年1月1日一6月30日工人团体为工人日报捐款的次数



	　
	为取消派报纸
	为反取消派报纸



	1月……………………………………
	0
	14



	2月……………………………………
	0
	18



	3月……………………………………
	7
	76



	4月……………………………………
	8
	227



	5月……………………………………
	0
	135



	6月……………………………………
	0
	34



	　
	
15

	
504












同上：俄国主要地区



	彼得堡…………………………………
	10
	415



	南俄……………………………………
	1
	51



	莫斯科…………………………………
	2
	13



	俄国北部和西部………………………
	1
	12



	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
	0
	6



	高加索、西伯利亚、芬兰……………
	1
	7



	　
	
15

	
504








取消派在同党进行了半年的斗争之后，完全被击溃了。

取消派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中完全等于零。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核对的上述统计材料，证明了这一点。不管托洛茨基和取消派怎样吹嘘，而整整半年来在俄国公布出来的事实就是如此。

必须指出，托洛茨基是《现代事业报》的撰稿人。其次，拉脱维亚人自己在6月24日的信中承认，所有6个集团，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孟什维克的《呼声报》、《现代事业报》和《涅瓦呼声报》的领导人，组成了所谓组织委员会。因此，我们的统计材料证明，不仅取消派，而且他们的所有趾高气扬的国外朋友，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中，都完全等于零。

站在他们一边的，每30个俄国工人团体中平均只有1个。

在这里，我们把彼得堡的所有社会民主党报纸的地址和出版日期也加以注明。


取消派：

1．《现代事业报》。彼得堡莫斯科大街16号。第1号出版于1912年1月20日，第16号即最后一号出版于1912年4月28日（停刊）。

2．《涅瓦呼声报》。彼得堡科洛科尔街3号。第1号出版于1912年5月20日，第5号出版于1912年6月28日（出版至今，即1912年7月29日）。


反取消派：

3．《明星报》。彼得堡拉兹叶什街10号14室。第1号（总第37号）出版于1912年1月6日，第33号（总第69号）出版于1912年4月22日（停刊）。

4．《涅瓦明星报》。彼得堡尼古拉耶夫街33号57室。第1号出版于1912年2月26日，第2号出版于1912年5月3日，第14号出版于1912年6月24日（出版至今）。

5．《真理报》。彼得堡尼古拉耶夫街37号18室。第1号出版于1912年4月22日，第53号出版于1912年6月30日（出版至今）。


结论

在即将举行的杜马选举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候选人将由各个地方党组织提名（不分见解和派别）。各地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少数都应服从多数。

臭名远扬的所谓双重候选人名单的说法，简直是一派胡言，其目的不过是要吓唬国外同志和榨取钱财罢了。

要是有10个臭名远扬的“派别”以提出10个候选人名单来吓唬人，并且为每个候选人到国外去要钱，那就太不象话了。

双重候选人名单是不会有的。取消派力量太弱，他们根本不可能提出第二个候选人名单来。我们不同一小撮背叛党的取消派进行任何谈判。无论是俄国的中央委员会，无论是各地方组织，都没有把取消派真正放在眼里。例如，请注意一下彼得堡最近的事件吧。取消派在《涅瓦呼声报》（第6号）上报道说，有人同他们（取消派）在彼得堡开过会，讨论如何进行选举运动。而7月21日和23日的《涅瓦明星报》（第16号）和《真理报》（第61号）都报道说，他们没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会议；此外，一个参加会议的人在《涅瓦明星报》上声明说，全俄国的工人将执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的决定。


　　他针对取消派声明说：“各个派别在社会民主党选举运动中联合起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1912年7月8日（21日）《涅瓦明星报》第16号）



　　世界上任何金钱的资助，都不能为取消派争取到俄国工人的同情。但是，不言而喻，用执行委员会的钱在各个地方提出虚构的第二个候选人名单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执行委员会当然要对这个候选人名单负责，因为这个候选人名单实际上将是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准备拨给取消派的钱，是给没有日报的取消派作为创办参与竞争的机关报之用的。这笔钱将被那些在长期的斗争中证明自己一文不值的人拿去干分裂的勾当，这笔钱将被用作旅费等等，将被用来建立新党。——如果执行委员会现在想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帮助取消派，那我们就不得不向国际控告，尽管我们非常尊重兄弟的德国党。那时，我们将用文件向维也纳国际代表大会[207]证明：执行委员会决心用金钱援助的办法来促进我们的分裂，促成提出双重候选人名单，使已被粉碎的取消派这具僵尸复活。如果德国同志们愿意帮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们就应当把钱交给旧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不应当交给组织新党的人。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撤销了原来打算召开的会议之后，曾通知我们说：“不能给予俄国党内任何一个集团竞选经费，直到所有的集团共同向我们〈执行委员会〉提出一个得到普遍信任的、有权接受和分配经费的机构为止。”

执行委员会的这种假中立的立场，实际上不过是表明它听信国外小集团以及取消派的“代表会议”对俄国工人政党的诬蔑而拒绝给予俄国工人政党支持。

我们认为，除了上述意见之外，还应当再作如下补充：

合法存在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针的俄国报纸，目前已成为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开喉舌。

在国外出版的那些对俄国国内来说是不合法的报纸，实际上是不能指望起到上面所说的那种作用的，尽管它们对于从理论上阐明运动无疑具有非常大的原则性意义。大家都知道，这些报纸是分散在国外的俄国侨民小集团随随便便地、有时是非常轻率地创办起来的；这些报纸就在这些集团本身范围内勉强维持，几乎到不了俄国国内党员的手中。因此，实际上决不能认为它们会对俄国国内党的生活起到什么显著的作用。

在反取消派报纸进行了半年的斗争（1912年1—6月）之后，《涅瓦呼声报》成了取消派唯一的机关报。该报作为政治机关报几乎已经不再存在了，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从6月到8月中旬）只出版了两号（第6号和第7号）。十分明显，任何一种这样的报纸如果不从同工人群众的密切联系中吸取生命力，它是抗拒不了俄国警察的迫害的，俄国警察对所有的工人报纸，甚至对许多完全是温和的自由派报纸也进行穷凶极恶的迫害。

在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和具有直接现实意义的工人报纸现在有以下两种：《涅瓦明星报》（周报）和《真理报》（日报）。这两种报纸都在彼得堡出版；我们那些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的政敌给这两种报纸起了一个带有贬义的绰号：“列宁派”的机关报。我们的德国同志看了上面引证的这些随时可以公开核对的客观材料就应当明白，这个“列宁派”事实上包括绝大多数俄国工人社会民主党人。

由此就可以完全了解，为什么说来自取消派以及同情他们的集团和小集团的一切报道，是一点也不值得相信的。这些小集团，还有那些同俄国运动根本没有直接联系的犹太（崩得）社会民主党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它们一道，到处散布流言，说什么已经召开或者似乎是正在召开一切“派别”的全体代表会议[208]，这纯粹是无中生有。任何一个这样的代表会议，即令是真正召开了，也不会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起什么重大的作用。因此，如果把话说得尖锐一些，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骗局。

为了向我们德国党的同志更好地说明同这一问题有关的一些无疑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实，我们在结尾不妨把取消派的领袖之一阿克雪里罗得发表在最近一期《我们的曙光》月刊上的文章引证几段。

阿克雪里罗得写道：


　　“主张办‘非派别性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在目前是一种空想，而且是……同……党的政治发展的利益背道而驰的空想……在我国，正式形成组织的派别可以说还没有，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和小集团，其中有一些或多或少持有一定的政治观点、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另外一些则摆来摆去，成为前者的绊脚石……党内争执的焦点和主要根源是，一方面，党内不同集团对新的、公开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抱着不同的态度，另一方面，在当前的政治任务方面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方面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这两方面的问题……正是在现在变得……特别迫切和紧急……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两个主要阵营……试问，正在筹办的（由彼得堡的某些工人和国外的许多知识分子筹办的）工人机关报能够在这两个对立的阵营之间采取中立立场吗？这种中立立场在原则上是能够容许的吗？显然不能……在党内目前这种情况下，把‘非派别性’当作唯一解危救急的手段来谈论，——这样做就是……掩盖社会民主党党内的真实情况，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形成派别和团结是党内改革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革命派〈党内〉不容推委的责任和紧迫的任务。”



　　显然，阿克雪里罗得的最后几句话讲的是取消派……我们只能向我们德国党的同志们建议，如果各方面的人向他们谈到“非派别性”或非派别的代表会议（有取消派参加），那么，为了更好地辨别这些东西，就需要把上面引用的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全文翻译出来，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这样才能对某些谎言有个正确的了解。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保密！只发给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党员！



为《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小册子写的附言

（1912年9月2日〔15日〕）

　　今天，1912年9月15日，我们收到执行委员会经巴黎转来的下面这封信，它一定能特别清楚地向德国的同志们表明，我们当时反对执行委员会那些不负责任的、害怕公开露面的私人“情报员”是正确的。党的执行委员会于本月10日写了下面这封信：


　　1912年9月10日于柏林亲爱的库兹涅佐夫同志：

请您告诉我们，关于各社会民主党集团就国家杜马选举问题达成协议的选区是否确实是以下这些选区：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莫斯科市、莫斯科省、顿河州和敖德萨市。请您尽快把这些情况函告开姆尼茨Ｈ．弥勒。

如果我们在9月17日以前收不到任何消息，那我们就认为上述报告属实。

致党的敬礼！



　　H．弥勒



　　我们对该信作了如下的答复：



　　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不言而喻，向执行委员会所作的一切报告都不是以事实为根据的，这一切纯粹是取消派的捏造。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只有拉脱维亚人，崩得分子或者是不久前刚刚开过“自己的”代表会议并打算把实际上是取消派的代表会议说成是“党的代表会议”的托洛茨基信徒，才会向执行委员会编造出这种荒诞无稽的报告。为了不引用任何无法证实的东西，为了不引证我们组织内的来往信件，我们在这里只限于指出在彼得堡公开发表的一份文件。

1912年8月28日（公历9月10日），在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日报《真理报》第102号上刊登了从哈尔科夫一家最大的工厂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专门谈论杜马选举情况的。信里直接而公开地说“取消派的候选人姓名现在还没有公布”，并且说取消派“否认工人政党的必要性”（《真理报》第102号第4版第1栏）。





德国同志单从这封信中就可以看到，拉脱维亚人、崩得分子、托洛茨基信徒以及所有类似的私人情报员是在如何昧着良心欺骗他们。问题显然在于：他们所有的人，自然还有高加索人，都想借虚构的“组织”的名义骗钱，而这些组织的存在与否，党执行委员会或其他什么人是无从证实和查对的。

拥有90家社会民主主义日报的德国党，如果它不希望因为错误理解俄国党内问题而损害自己声誉的话，难道不能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问题展开一次讨论，公开地迫使所有逃避阳光的情报员站出来，发表署名的文章并拿出文件来吗？

俄国毕竟不象中非洲那么遥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不需要费多大力气就可以弄清真相，从而也可以使德国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不再听信私人的无法核对的谣言了。






	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　　　　　　　　　　　　　尼·列宁

1912年在莱比锡用德文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441—462页










《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小册子的附言初稿

（1912年8月20日和24日〔9月2日和6日〕之间）

上面的文章已经写好并送去付排之后，我们收到了俄历8月17日在彼得堡出版的《涅瓦呼声报》第7号。可见，取消派的这家报纸在休刊一个半月之后又复刊了（这家周报的上一号，即第6号是在俄历7月5日出版的）。

《涅瓦呼声报》第7号上登载的消息，非常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信中对俄国取消派的实际意义所作的评价是正确的。

的确，这家报纸在7月初就暂停出版了。不言而喻，取消派和他们的朋友们在尽一切努力来使它复刊。关于一个半月（7月一个月和8月的半个月）努力的成绩，《涅瓦呼声报》自己在第7号上作了如下的报道：

“报社收到捐助给报纸的款项如下：

7月份：收到14人各自捐来的25卢布（И．Ф．，П．，Г．，М．И．，К．，Л．，К．Ф．，Ъ．，Вш．，ЛъЛ．，в．，Вл．，В．П．，经Ъ．之手从莫斯科转来）；Ｐ．经手转来50卢布；收到Ｍ—я11卢布；Шх．11卢布；收到8人各自捐来的10卢布（Э．，И．，Ис．，Ш．，Рф．，Авг．，Об．，П．О．）；收到Ｘ．И．8卢布；收到Ｃ．7卢布；收到Ｘ．5卢布；Ъ．Ъ．5卢布；收到Ф．6卢布；Ｍ．Ъ．5卢布；收到从利巴瓦交来的5卢布；Гмп．3卢布。共计546卢布。

8月份：收到武尔弗松（苏黎世）10卢布，又收到他3卢布57戈比；本齐亚（苏黎世）15卢布；Г-ая（基什尼奥夫）20卢布；Аз-в（阿斯特拉罕）3卢布；Сп-й（博戈罗茨克）15卢布；Ｂ．Ｂ．6卢布；Ｅ．Ｅ．Ф．59卢布；从杜贝恩经Ｃ．之手转来20卢布；收到Ъ．从莫斯科交来25卢布；收到Е．Л．10卢布；П．Л．12卢布；Ｍ．Гр．3卢布；收到莫斯科发起小组35卢布；Ъ．Ъ．5卢布；Ъ．5卢布；收到Ан．Конст．从圣彼得堡经Л．Л．之手转来6卢布；收到一些朋友从巴黎寄来8卢布54戈比；收到Ъ．从巴甫洛格勒交来20卢布。共计281卢布11戈比。”

这就是取消派自己刊登的帐目。一个半月来，他们的活动和他们同群众联系的情况如下：





	共计募集到…………………………………………827卢布11戈比其中

莫斯科发起小组…………………………………………35卢布

一些朋友从黎寄来………………………………8卢布54戈比

个别人士的私人捐款：

35位捐款总额…………………………………………708卢布

15位捐款总额…………………………………75卢布57戈比

　共　　计………………………………827卢布11戈比







大家都知道，而且普列汉诺夫早在1912年4月就在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6期）上声明过，“发起小组”就是取消派集团。

这样看来，在取消派的机关报暂停出版的最困难时刻援助他们的只有

一个国内取消派集团

一些巴黎朋友

35名平均每人捐款20卢布（每人合40马克以上）的有钱人。

15名平均每人捐款5卢布（每人合10马克以上）的个人。

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断言取消派在俄国工人运动中完全等于零，难道不能这样说吗？

取消派指靠“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可是，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他们没有从高加索的任何一个工人团体募集到一笔捐款。

取消派希望获得崩得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援助。可是，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他们没有从崩得分子和拉脱维亚人的任何一个工人团体募集到一笔捐款。

反取消派的彼得堡机关报《真理报》（日报），也是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内（7月—8月14日），却发表了从俄国各地收到的41个工人团体捐款的帐目，其中包括（捷列克州格罗兹尼）油田工人的捐款（《真理报》第60号）和利巴瓦的犹太工人的捐款（《真理报》第67号）。我们可以认为，工人们的这种援助比“高加索区域委员会”、拉脱维亚人和崩得分子的空话和装腔作势要严肃认真得多。

世界上的任何援助，同拉脱维亚人、崩得分子举行的任何“代表会议”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都不能把俄国工人运动中的取消派这个零变成整数。

请德国同志们费一点心去收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状况的文件，并加以核实吧。俄国毕竟不是中非洲，可以随便讲些什么“猎人的故事”。德国同志们了解意大利、瑞典和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是通过公开刊印的文件，而了解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却是通过私下传闻和流言，看来，德国同志们是想结束这种奇怪的（说得委婉些）现象了。





	载于1948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463—465页

















[202]《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这本小册子写作和出版的原委如下：1912年6月24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国外委员会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建议它召开由组织委员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维也纳《真理报》、“前进”集团、《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编辑部、布尔什维克护党派、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共11个国外的“中心”和“集团”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以“获致”社会民主党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的统一和分配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资助俄国选举运动的钱款。7月22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将这封信分别寄给上述各单位，建议它们对这个计划表示态度，并于9月5日前派自己的代表到柏林来。列宁于7月17日（30日）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复信。信中表示拒绝参加这个会议。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以及格·瓦·普列汉诺夫也拒绝参加这个会议。



这次会议没有开成。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后来把它提供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使用的钱款的一部分拨给了取消派组织委员会、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崩得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支配，从而支持了取消派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为了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更多的人了解布尔什维克拒绝参加这个会议的理由，列宁随后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复信加写了前言和后记，并于1912年9月，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名义，在莱比锡用德文把它印成了小册子。附言是在小册子印好以后写的，以单页印出贴入小册子。《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这本小册子分寄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各地方党部、出席1912年9月举行的开姆尼茨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各重要报纸的编辑部。——438。



[203]《小报》全称是《召集全党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小报》（《Листок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по　созыву　обшепартий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й》）是这个组织委员会的新闻公报，1912年5—8月在布鲁塞尔出版，共出了4号。列宁在这里提到的第3号是1912年7月6日（19日）出版的。——441。



[204]波将金村是指实际上不存在的骗人的东西。据传说，1787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南巡时，当时南方三省总督格·亚·波将金为了显示自己“治理有方”，曾在女皇巡视沿途假造繁荣的村落。——442。



[205]衰败城镇是指英国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一些人口锐减但仍沿袭旧制享有选举议员权利的小城镇和乡村。衰败城镇的议员大多数实际上是由支配着当地居民的大土地贵族指派的。——442。



[206]斯皮尔卡（乌克兰社会民主联盟）是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乌克兰革命党分裂出来的一个组织，于1904年底成立。斯皮尔卡曾作为自治的区域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斗争中追随孟什维克。在反动时期斯皮尔卡陷于瓦解，到1912年还有几个不大的分散的“斯皮尔卡”小组，其大部分成员则都变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列·达·托洛茨基的《真理报》最初两号（1908年10月和12月）是作为斯皮尔卡的机关报出版的。——443。



[207]国际社会党例行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第九次代表大会原定于1913年秋在维也纳召开。由于1912年巴尔干战争爆发和世界大战危险临头，社会党国际局提前于1912年11月24—25日在巴塞尔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452。



[208]指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于1912年8月12—20日（8月25日—9月2日）在维也纳召开，倡议者是列·达·托洛茨基。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9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8名：彼得堡“中央发起小组”2名，崩得4名，高加索区域委员会4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4名，莫斯科调和派小组1名，塞瓦斯托波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黑海舰队水兵组织各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1名：组织委员会代表2名，维也纳《真理报》代表1名，《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代表1名，《涅瓦呼声报》代表1名，莫斯科取消派小组代表1名，波兰社会党—“左派”代表4名和以个人身分参加的尤·拉林。29人中只有3人来自俄国国内，其余都是同地方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侨民。普列汉诺夫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拒绝出席这一会议。前进派代表出席后很快就退出了。代表会议通过的纲领没有提出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而仅仅提出了宪法改革、全权杜马、修订土地立法、结社自由、“民族文化自治”等自由派的要求。八月联盟还号召取消秘密的革命党。代表会议选出了试图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抗衡的组织委员会，但它在俄国国内只得到少数取消派小组、《光线报》和孟什维克七人团的承认。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八月联盟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瓦解了。参看《“八月联盟”的空架子被戳穿了》、《论高喊统一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两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0—33页和第194—216页）。——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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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和人民的消费

（1912年7月20日〔8月2日〕）

不久以前，法国的《科学评论》杂志 
[209]

 发表了关于各国 人造黄油
 生产的材料。这份材料又一次使人想起早已为人发现的事实：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民的饮食更加恶化了。

大家知道，人造黄油是一种用特殊方法加工的脂油（从脂油中提出硬脂）。用这种人造油料再制成人造的黄油。

在欧洲一些主要国家里，人造黄油已达到很高的产量。德国每年生产1250万普特，英国每年生产750万普特，等等。

人造黄油比真正黄油便宜。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数居民买不起真正的黄油。工人收入很少，不得不购买廉价的、劣等的代用食品。而主要消费者又是工人。工人有几百万，资本家只有几百个。于是，廉价的代用食品的产量就迅速增长，一小撮百万富翁也就过着愈来愈穷奢极欲的生活。

资产阶级愈来愈富有。无产阶级及大量正在破产的小业主、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愈来愈贫困。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那些以生产大量优质乳油而驰名的国家里，人造黄油的消费量却最大。要想了解人造黄油的消费量究竟有多大，就要把一个国家的人造黄油总产量（加上输入量和减去输出量）用居民人数除一下。

结果，按人造黄油的消费量来说，丹麦占世界第一位。每人每年平均为16．4公斤（约1普特）。其次是挪威，为15磅，德国为7．5磅，等等。

丹麦是黄油产量最高的国家。丹麦的黄油，是真正的乳油，是公认的一种质量最好的黄油。世界上最大和最富有的城市伦敦（连郊区共约600万人口）宁愿以最高的价格购买丹麦的黄油。

丹麦的富裕农民，尤其是丹麦的资本家靠买卖黄油大发横财。而丹麦按人造黄油的消费量来说，却是占世界第一位的国家！

这如何解释呢？

很简单。这是因为丹麦的大多数居民，正象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居民一样，都是工人和贫苦农民。他们买不起真正的黄油。在丹麦，就连中等农民也由于需要钱用而把自己生产的乳油卖给国外，而自己却购买廉价的人造黄油。丹麦的资本家愈来愈富有，丹麦的工人和农民却愈来愈贫困。

我们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很久以前，大约40年以前，当农村建立干酪作坊和组合之风开始盛行的时候，民主派作家恩格尔哈特就曾发现，农民由于需要用钱而出卖牛奶和黄油，而他们的子女却忍饥挨饿，以至死亡。

从那时起，人们曾多次看到这种现象。干酪生产不断增加，牛奶出售量日益增长，少数富裕农民和商人愈来愈富有，穷人却变得更加贫穷。贫苦农民的子女因喝不到牛奶而大量死亡。俄国儿童的死亡率高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

农民经常把牛奶卖给干酪工厂，自己却取回 脱脂牛奶
 作为食用。

富人得到的是生产增长和商业繁荣带来的收益，工人和农民得到的却是人造黄油和脱脂牛奶。这就是自由派学者和官方学者所竭力加以粉饰的资本主义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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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科学评论》杂志（《La Revue Scientifique》）是法国的一种刊物，1863年起在巴黎出版。——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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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

（1912年7月22日和29日〔8月4日和11日〕）


一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注定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机会主义流派方面起独特的作用。例如阿克雪里罗得的“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就曾轰动一时。他的宣传曾经吸引了并迷惑了一部分工人。但是它宣传的主张散布得愈广泛，问题愈接近实际解决，全盘计谋的凭空虚构的性质就愈明显。计谋是不攻自破了。经验证实了布尔什维克不止一次的论断：阿克雪里罗得的“主张”是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空想，是企图“回避”严酷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幻想。

目前，提出工人出版社和“非派别性的”工人报纸的主张，恰恰是这类事件的重演。彼得堡的工人有谁不记得，取消派就在不久前还是如何醉心于这种主张？他们是如何用“回避”工人民主派内部斗争的幻想来迷惑工人？《明星报》解释说，不能回避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问题（请回忆一下面包师联合会理事会的决定[210]），关于工人监督非派别性报纸的议论只不过是一种蛊惑宣传，对于这种解释，取消派曾是如何令人发笑地大动肝火？

可是现在阿克雪里罗得在取消派的《涅瓦呼声报》第6号上非常出色地揭露了（他不得不揭露）自己的知心朋友的蛊惑宣传。蛊惑宣传，就是许下一大串不能兑现的诺言。所谓扩大的工人代表大会、公开的工人出版社、非派别性的工人报纸这些主张，是够迷惑人的。但是，全部实质在于，如果不先展开顽强和艰巨的斗争，去争取一般的政治自由、争取马克思主义在工人民主派内部的胜利等等，这些迷人的东西就不能兑现。许下蛊惑人心的诺言是轻而易举的，可是生活很快证明它们是不可能兑现的，并且使充满“玫瑰色的幻想”的机会主义暴露出来。

阿克雪里罗得在《涅瓦呼声报》第6号上说了一大堆动听的空话，例如他担保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党的进步代表”，而对方是“反动代表”。自然，阿克雪里罗得非常乐意这样想，取消派也非常乐意这样刊登。不过这种动听的话太没有价值了！自己吹嘘自己的“进步性”……要是说明一下意见分歧的实质和意义不是更好吗？


　　“主张办非派别性的社会民主党的（不折不扣的真正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在目前是一种空想，而且是客观上同无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旗帜下争取党的政治发展和组织团结的利益背道而驰的空想。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穿过缝隙飞进来。”



　　阿克雪里罗得就是这样写的。这种见解挺不坏。这种见解在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这种见解表明阿克雪里罗得的朋友取消派是完全错了，因为他们昨天还在向工人群众灌输阿克雪里罗得现在所谴责的主张。不过我们看不出许下一大串不能兑现的诺言有什么“进步性”……
　　阿克雪里罗得写道：“在我国，正式形成组织的派别可以说还没有，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和小集团，其中有一些或多或少持有一定的政治观点、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另外一些则摆来摆去，成为前者的绊脚石。”



　　前半句话不完全正确。阿克雪里罗得很清楚，完全正式形成的组织是存在的，但只限于目前可能做到的程度。但是，后半句话是正确的，的确有许多摇来摆去、成了绊脚石的小集团。阿克雪里罗得说出事态发展必然导致的这个真情，就再一次揭露了自己的朋友们。谁不知道，阿克雪里罗得的朋友们现在所炫耀的恰恰正是摇来摆去的小集团的装模作样的纸上的“联合”？不也是在《涅瓦呼声报》的这个第6号上他们许诺说，所有取消派同所有摇来摆去的小集团会实现这种装装样子的“联合”吗？
　　阿克雪里罗得继续写道：“争执的焦点和主要根源是，一方面，党内不同集团对新的、公开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抱着不同的态度〈可爱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不是对公开的党吗？不应当歪曲意见分歧的实质！〉，另一方面，在当前的政治任务方面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方面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这两方面的问题正是在现在，当新的社会政治运动开始的时候，变得特别迫切和紧急。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两个主要阵营。试问，正在筹办的工人机关报能够在这两个对立的阵营之间采取中立立场吗？这种中立立场在原则上是能够容许的吗？显然不能……”



　　完全正确的结论。阿克雪里罗得不仅出色地驳倒了他的那些昨天还在叫喊中立的和非派别性的机关报的朋友，而且也出色地驳倒了那些今天还在要天真的人们相信他们同中立小集团的“一致”、“联合”、团结等等的人。主要阵营确实有两个。其中一个完全正式形成为组织了。它对阿克雪里罗得所列举的各种问题的回答是非常正式、非常明确的，是同某些著作家所写的杂乱无章、矛盾百出的小文章不同的。而另一个阵营，即阿克雪里罗得所属的取消派阵营显然没有正式形成什么组织（代替它的只是一些关于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的诺言。只是一些关于建立比1906—1907年的工人代表大会更不可能实现的各种公开的工人政治协会的议论），也没有对阿克雪里罗得自己所列举的问题作出什么确切的回答（代替这种确切回答的只是叶若夫、列维茨基、克列诺夫、查茨基等人的写作练习）。


　　“……只要工人的出版和写作团体决定发表一定的行动纲领，决定在一些问题上，譬如说，即使是同选举运动有关的问题上采取一定的立场，决定向工人提出这个运动的某些任务和口号，决定主张对不同政党采取这种或那种策略，只要——我说——出版协会想要使自己的出版物在原则上具有无产阶级政治机关报的性质，它就会面临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动荡不安和四分五裂的最棘手的问题和意见分歧。这时，协会本身就可能变成这种争执的新策源地，如果它的成员不能预先协商好，不能就这些问题彼此达成协议的话。”



　　阿克雪里罗得非常正确，非常出色地驳倒了取消派。“协会”需要的东西，《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涅瓦呼声报》就更需要。那它们为什么不就棘手的问题和意见分歧进行协商呢？它们为什么连阿克雪里罗得所列举的最重要问题（对各种不同政党的态度，任务，口号，策略）都不确切地回答呢？“医生，先治好自己吧。”阿克雪里罗得在向工人解释必须确切地回答“棘手的问题”时讲得如此之妙，《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涅瓦呼声报》（也许不限于涅瓦……）的著作家们也应该倾听一下阿克雪里罗得的话。对“棘手的问题”不作出确切的回答是不行的，只限于写几篇文章是不行的——这是小组习气！需要有准确的、正式的、周密考虑过的，明确的决定。难怪阿克雪里罗得在谈论——而且谈得很妙！——什么明确的行动纲领，什么任务和口号等等了。

顺便说一下，取消派所以称为取消派，是因为他们抛弃了旧的，但是提不出新的来。什么建立公开的政党是有好处的，什么建立公开的政治协会又是必需的，所有取消派的这类话我们都听腻了。但这样谈论是不够的，取消派没有行动，没有，丝毫没有。没有的正是阿克雪里罗得要求工人做的！

阿克雪里罗得在《涅瓦呼声报》上分栏线下面的小品文中提出极有力的揭露材料，驳斥了取消派在分栏线上面发表的报纸编辑部写的文章。仔细读一遍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就会发觉，取消派叫喊要就选举纲领“达成协议”，要有“统一的”纲领等等，只不过是自欺欺人。

“《明星报》的拥护者”在《涅瓦明星报》第16号上已经揭露了这个骗局。但是，阿克雪里罗得的揭露更加深刻，更加可贵，因为这是出自阿克雪里罗得之手。

我们完全赞成统一的纲领，正如“《明星报》的拥护者”所公正指出的，这种纲领，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早已通过，并且正在加以贯彻执行。我们完全赞成统一的选举运动，这种运动必须以这个纲领为基础，以这些决定和对所有“棘手的问题”的确切回答为基础。

取消派叫喊“统一”，那是他们企图用响亮的字眼来引诱一些不开展的工人。“统一”非常中听，“非派别性的机关报”更讨人喜欢！但是，即使是读一遍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他也会叫你明白，非派别性是不可能有的，这是空想，因为在工人民主派中有两个阵营，而这两个阵营又是互相对立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取消派莫非想要维护这个“纲领”以掩盖自己的观点？维护这个博得资产阶级如此钟爱的外交式的纲领，——这个对“棘手的问题”没有作出任何回答，而满纸“全是”和“只是”“选入杜马”问题的纲领？

如果要维护这个纲领，那就是毫无原则性。对这种做法工人是绝不会同意的。这样的纲领不管是怎样“公开”，都是连一天也站不住脚的。

不，我们再不要自己骗自己了。应该正视连取消派领袖阿克雪里罗得这次也直截了当承认了的真情了。取消派先生们，如果你们想要坚持“自己的”纲领（虽然你们直到如今并没有提出这种纲领，而对于这个在选举前6周还在炮制的纲领我们是不会相信的！），如果你们想要坚持“自己的”策略（虽然你们直到如今并没有在任何地方确切地、正式地、按照党的方式表述出来！），——那你们就只好怨自己了。那你们就是已经存在的统一的破坏者。破坏统一的全部责任就要落在他们身上。

不。我们再不要自己骗自己了。取消派叫喊“统一”，那是枉费心机的掩人耳目的手法。取消派既然很清楚工人是反对他们的，也会同样很清楚，他们的单独行动将会带给他们怎样彻底的毁灭性的失败。所以他们什么诺言都愿意许下，只要能选入杜马。

这样做是不行的。只有资产者才这样做。工人民主派相信的只是选举前几年就在贯彻执行而在选举时只是第一百次重申的那些纲领、决定、策略和口号。谁如果无视这些决定，只是为了选举而杜撰出空空洞洞的“纲领”，那他就得不到任何信任。

对拆穿掩耳盗铃的骗局来说，对教训各种各种杜撰“新的”、“公开的”、“共同的”纲领的人来说，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是一篇有益的东西。


二

我们在《涅瓦明星报》第18号上谈到的阿克雪里罗得的那篇文章的结尾部分，现在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出现了。总的来说，这个结尾部分完全证实了我们所作的评价，因此，我们只是重申一下：对拆穿掩耳盗铃的骗局来说，对弄清取消主义真正的本质来说，对评价目前某些集团瞎吹一气的臭名远扬的“非派别性”这类无聊话来说，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是一篇有益的东西。

阿克雪里罗得极为有力地和令人信服地驳斥了目前同取消派结盟（是不是牢固的呢？）的托洛茨基。阿克雪里罗得写道：“进步分子〈他把取消派叫作党内进步分子，而把我们叫作党内反动分子来自我安慰〉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联合成独立的派别，在当前情况下这是他们的不容推委的责任和紧迫的任务。”“在党内的这种情况下，把‘非派别性’当作唯一解救危急的手段来谈论，这样做就象鸵鸟在危险逼近时把脑袋埋在沙堆里一样，这样做就是掩盖社会民主党党内的真实情况，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我们的曙光》杂志第6期第15页）

可怜的托洛茨基！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这样攻击取消派的忠实朋友和《我们的曙光》杂志的撰稿人，简直是残忍和刻薄。现在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是托洛茨基发表一篇非常有力的文章来反驳派别活动分子阿克雪里罗得呢？还是马尔托夫按平常的做法，用一打膏药般的附带说明把裂痕粘合起来，使调和派分子托洛茨基同派别活动分子阿克雪里罗得和解呢？

那么，现在可不可以认真地谈论什么托洛茨基、拉脱维亚人和犹太人的准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同阿克雪里罗得结成的臭名远扬的联盟 
［注：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刊登于1912年5月17日，即在托洛茨基分子和取消派分子为了在“非派别性”的旗帜下同反取消派展开斗争而隆重结成联盟5个月之后！］

 呢？

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中有一个论点是值得认真分析的，即我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欧化”问题。但是，在分析这个论点之前，有必要就取消派采取的一种手法说几句话。

在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中，有一页（第16页）字里行间尽是特意挑选的穷凶极恶的谩骂词句，攻击一切反取消派，特别是攻击本文的作者。假如没有证据确凿的材料证明，有一些人专门在利用这种谩骂，另一些人则为此而感到难堪的话，那就完全不值得理睬这种谩骂（因为处在阿克雪里罗得的境地，除了咒骂以外，是别无办法的）。

比如说，切尔诺夫先生在《箴言》杂志[211]上对加米涅夫证明他这个“左派”民粹派领袖正从民主主义滑到自由主义这一点进行答复时，就一边从取消派和反取消派那里收集最激烈的咒骂语句，一边嬉皮笑脸地自鸣得意。切尔诺夫先生的手法非常卑鄙，对于这种手法只需稍加指出，无需予以重视。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各个集团间的任何原则斗争，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避开一系列个人的争执和组织的争执。专门去搜罗“争执的”词句，这是无耻之徒干的勾当。而对这些争执感到难堪，采取绝望或轻蔑态度加以回避，把一切都说成是个人纠纷！——持这种态度的只能是“同情者”中的那些神经脆弱的见识　浅薄的人。真正关怀工人运动的人，即使在研究工人运动的伟大活动家的历史作用时，也总要学会把思想斗争、派别斗争的“争执”部分同原则部分加以区别——这点是能够学会也是应当学会的。人总是人，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同巴枯宁），盖得派同饶勒斯派[212]，拉萨尔派同爱森纳赫派等等的历史上的冲突也不是没有“争执”没有“纠纷”的。

直到现在也还有些无耻的著作家专门搜集“往昔”对不计其数的不忠实行为等等的责难。但是，也有严肃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意见分歧由于各个集团发生分裂、流亡国外等等原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倾轧形式时，他们总是去揭示这些分歧的思想根源。

请读者不要以为，我们想要“吓走”谁，不让他研究阿克雪里罗得在自己文章的极尽谩骂之能事的篇幅中所暗示的——只是暗示——那些资料。完全相反。谁愿意全面了解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我们就请他来研究这些资料。在国外这些资料是非常完备的，不仅有充满激情的责难，而且有文件和中立人士的证词。研究这些文件和这些证词就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1910年1月取消派和反取消派之间达成完全的和解的尝试没有成功。




下面是阿克雪里罗得文章中最引人注意的也是最带原则性的段落之一：


　　“……形成派别和团结是党内改革派，或者更确切地说〈请听！〉是革命派不容推委的责任和紧迫的任务，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他们才能够完成下述任务：把在革命前就形成，并在革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加以欧化，就是说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性质，并且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党内制度所依据的那些原则基础上把它组织起来。”



　　这样说来，取消派就是党内革命派了，阿克雪里罗得的这个难得的老实话是值得加以指出的，因为令人痛苦的真理比“令人鼓舞的”谎言要有益[213]，比外交式的遁词和附带说明要珍贵。可爱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就请进行党内革命吧！我们要看看，您和您的朋友们能不能比不久前在葡萄牙企图实现“革命”（反对共和国）的那些“革命者”[214]获得更大的成就。但是，在上面援引的这段议论中，主要的是臭名远扬的所谓“欧化”，唐恩、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列维茨基和一切取消派分子，都在七嘴八舌地谈论这种“欧化”。这是他们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

“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加以欧化，就是说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性质……”仔细考虑一下这些话吧。是什么决定每个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和它的性质的根本改变呢？无疑，是该国的总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无疑，只有在这些条件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才可能根本改变某个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性质。

这都是最起码的、最不容争辩的真理。但是，正是这些最起码的真理暴露了阿克雪里罗得的机会主义错误！他的不幸就在于他想用根本改变“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质”的幻想来回避为实现尚未完成的俄国政治条件的根本改变而进行的顽强而严酷的斗争。

立宪民主党人兴致勃勃地高谈欧化（取消派既仿效立宪民主党人的字眼，也仿效立宪民主党人的主张），用这个暧昧的字眼来代替对政治自由的牢固基础这一正确概念，并“现弄”“立宪反对派”的把戏，同样，取消派也在玩弄“欧洲式社会民主党”的把戏，虽然在他们以玩弄这种把戏来取乐的国家里还没有宪法，还没有“欧洲主义”的基础，还面临着争取实现这一切的顽强斗争。

赤身裸体的野人把大礼帽往头上一戴，就以为自己成了欧洲人，那是相当可笑的。当资产阶级的追随者米留可夫在第三届杜马断言：“谢天谢地，我们立宪了”的时候，当工人的追随者阿克雪里罗得把一顶上面写着“我是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的大礼帽戴在头上的时候，都会使人想起这种野人来。米留可夫也好，阿克雪里罗得也好，他们俩都天真得令人可笑。他们俩都是机会主义者，因为他们都想用关于“欧洲主义”的富于幻想的空谈，来回避这样一个艰巨和紧要的问题，即在与欧洲不同的环境中，这个或那个阶级应当如何行动，以便为保证欧洲主义的基础而进行顽强的斗争。

正是阿克雪里罗得自己的文章证明了，正是他用富于幻想的空谈来回避活生生的紧要问题。托洛茨基准备了一份完全是欧洲式的草案（确实完完全全是欧洲式的草案），提出要建立“报刊委员会”，作为工人对工人报纸的“由选举产生的集体监督机关”（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第18页）。看来，托洛茨基当时甚至征求过“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作为礼物的祝福，对于这种祝福他是特别珍视的。

“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等待了大约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托洛茨基的那些论述“由选举产生的集体监督机关”的信件引起一片哗笑，使彼得堡的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感到厌恶，这时，“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终于怜悯起托洛茨基来，向他解释道：“报刊委员会”是无意义的，它是不可能实现的，须要用工人同取消派的《现代事业报》的“协议”来代替它（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第18页和第19页）！！

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很遗憾，我们只能举出这么一个例子。但是，这个例子非常说明问题。托洛茨基关于“报刊委员会”的“欧洲式”计划落了个令人耻笑的下场，现在所有取消派关于“公开的工人政党”或“合法的工人政治协会”以及关于“争取结社自由”的“运动”等等的“欧洲式”计划也都要落到这种下场的。

从托洛茨基关于“报刊委员会”，即关于“所有正式形成的工人组织”对工人报纸实行监督的那种“由选举产生的集体监督机关”等等的“欧洲式”计划所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这就是合法派玩弄的“工人出版社”把戏给了工人特别的教训，实际上，无论是“报刊委员会”也罢，无论是工人报刊也罢，取消派都没有搞成！事实就是这样。

“报刊委员会”是这位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幻想，他为了绕过俄国工人运动所处的困难的、与欧洲不同的条件，杜撰了一份绝妙的欧洲式计划，并利用杜撰这个计划的机会向全世界吹嘘自己的“欧洲主义”。

取消派这个悲惨的遭遇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他们的“欧洲式”计划一接近实现，就立刻暴露出这套玩艺只是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虚幻想象和凭空捏造。落到这样下场的还有工人代表大会，有“报刊委员会”，有合法的工人政治协会（马尔托夫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5期上为“挽救”这个“计划”而发表的矛盾百出的附带说明，丝毫也没有使情况好转），有争取结社自由的运动。

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在1871年以后，即正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宣告结束和政治自由的基础已经牢固形成、长期存在的时期进行活动的，取消派把他们当时的活动条件叫作“欧洲主义”。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改变”，第一，是在政治条件根本改变之后，即比较彻底巩固地建立起一定的立宪制度之后出现的；第二，这种改变只是一种暂时的改变，它只适应于一定时期（这个时期恰好目前正接近于结束，这点是欧洲最谨慎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一致承认的）。

在这样一种资产阶级立宪制度完全巩固的条件下，比如说，争取结社自由或争取普选权的运动，以至争取立宪改革的运动，在一定情况下也能成为工人阶级的运动，成为真正的政治运动，成为真正争取立宪改革的斗争。

可是，我国的机会主义知识分子却把这一类“欧洲式的”运动的口号移植到还没有最起码的欧洲立宪制度基础的土地上，企图绕过通常是出现在建立这些基础之前的独特的历史发展阶段。

我国的阿克雪里罗得和他的朋友们（他们把自己装扮成“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同比索拉蒂（这是真正的欧洲人）的改良主义的区别在于，比索拉蒂牺牲阶级斗争的原则，牺牲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原则，是为了真正处于支配地位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实际上正在进行的改革（打了折扣的）。阿克雪里罗得作出与比索拉蒂同样的牺牲，却是为了那些软弱无力的、毫不严肃的、沉溺于幻想的自由派仅仅在口头上空谈的改革。

在我们俄国，只有当国家不顾自由派的怯懦畏缩，不顾他们的不彻底的调和主义口号向前发展的时候，自由派资产阶级才会成为一支现实力量。各国过去的情况也都是这样。只有在民主派违反自由派的意志而获得胜利的时候，自由派才成为一支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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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指彼得堡面包师联合会理事会的决议。决议指出要办所谓“非党的阶级报纸”是徒劳的努力，认为必须出版一种不是“自由派工人政策机关报”的工人日报，因此对《真理报》的即将出版表示欢迎，并号召全体会员为该报组织募捐。1912年4月8日《明星报》第27号报道了这个决议。——465。



[211]《箴言》杂志（《Заветы》）是倾向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合法的文学政治刊物（月刊），1912年4月—1914年7月在彼得堡出版。为杂志撰稿的有P．B．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波·维·萨文柯夫、尼·苏汉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等。——472。



[212]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该派于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犯有片面性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饶勒斯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主义者。饶勒斯派以要求“批评自由”为借口，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473。



[213]引自俄国诗人亚·谢·普希金的抒情诗《英雄》。这首诗采取“诗人”和“友人”对话的形式，诗中的“诗人”认为：拿破仑冒着生命危险去传染病院同患黑死病的士兵握手表示慰问一事，虽经历史学家考证并非事实，但一句“令人鼓舞的谎言”，要比千万个“卑微的真理”更加可贵。此处列宁是反普希金诗原意引用的。——474。



[214]指1912年夏葡萄牙君主派为恢复君主制而组织的叛乱。叛乱以失败告终。——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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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和教权派

（1912年7月25日〔8月7日〕）

僧侣准备涌入第四届杜马。

对僧侣登上政治舞台应该抱什么态度呢？

民主派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主张僧侣不该参加政治生活。这是最反动的观点。这种观点只能引起官方采取伪善的手段，而不会有其他什么结果。在实际生活中，把居民中某个集团或某一部分排斥在政治和阶级斗争之外的任何办法，都是绝对行不通的，都是无法实现的。

我们都记得，倍倍尔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经主张在德国耶稣会士有宣传的自由。我们反对自由派关于“禁止”耶稣会士进行宣传的主张，——社会民主党人这样说过。我们并不害怕耶稣会士。让耶稣会士有宣传的完全自由，但也要保证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有宣传的完全自由。倍倍尔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是这样论述的。

俄国工人民主派反对炮制对地主或僧侣等有利的选举法（和其他一切法律），但决不反对僧侣有参加政治生活的自由。我们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我们要求居民中任何阶级、等级、性别、民族、阶层或集团都有参与政治的完全自由。

自由派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不正确的，不民主的。例如，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不久前曾在《言语报》的喝采声中写道：

“把教会变成政治工具，它的内部就要崩溃。”他把僧侣涌入杜马的计划称之为“反基督教和反教会的”计划。

这是一派胡言。这是伪善。这是反动透顶的观点。

特鲁别茨科伊和其他自由派在同教权派斗争时主张不民主。他们是打着僧侣不参加政治斗争的招牌，让僧侣更加隐蔽地（因而危害也就大得多）参加政治斗争。

工人民主派则主张所有的人，包括僧侣在内，都有参加政治斗争的自由。我们并不反对僧侣参加选举斗争、参加杜马以及其他活动，而只是反对赋予僧侣以中世纪特权。我们并不害怕教权派，我们很愿意在一律平等的自由讲坛同他们论争。僧侣一向是隐蔽地参与政治的；僧侣公开参与政治，只会对人民有利，而且非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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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和民主派

（1912年7月26日〔8月8日〕）

《言语报》的社论作者写道：“我们一向以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立宪民主党是民主派政党，尽管前面还加上了令人难堪的‘资产阶级’这样的字眼”（即资产阶级民主派）。

很难想象，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有教养的人”，在政治上竟会这样无知。人们不禁会问：是不是假装无知有时是出于打个人小算盘呢？

从1906年起，我们就千百次地说明过，立宪民主党不是民主派，而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每个政治上有教养的人都知道的、1907年春俄国各地马克思主义者作出的正式决定，就肯定了这一点，并且大声宣布：立宪民主党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政党，他们的民主是“假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跟着立宪民主党走“纯粹是由于习惯〈对常见的陈旧的事物的盲从〉和直接受自由派的欺骗” 
［注：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6—207页）。——编者注］

 。

从那时起，这些看法曾经千百次地被重复过，发挥过。

而立宪民主党人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硬说他们“一向以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是民主派！真是：充耳不闻比聋子还糟。

自由派所不同于保守派（黑帮）的，就是他们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资产阶级所必需的是进步和实行比较井井有条的法律制度，是遵守法制和宪法，是保证一定的政治自由。

但是，这个进步的资产阶级害怕民主派和群众运动，比害怕反动派还要厉害。因此，自由派老是倾向于向旧制度让步，向旧制度妥协，维护旧制度的许多基础。这就使自由派软弱无力，畏缩不前，不彻底，总是摆来摆去。

民主派代表着广大的人民群众。民主派不害怕群众运动，而是信赖群众运动。在俄国，民主派就是劳动派以至整个左派“民粹派”。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叫作资产阶级民主派，决不是为了使他们“难堪”，而是因为重分土地也好，国家的民主化也好，都还没有消灭资本的统治和资产阶级制度的统治。

工人民主派的政策是很明确的。我们只是在选举的第二阶段，只是在同民主派一起战胜不了自由派的地方，才赞成同自由派达成协议来反对右派。只要资产阶级民主派还忠实于自己的民主主义，我们就同他们一道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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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的进攻

（1912年7月28日〔8月10日〕）

自由派行动起来了，他们一致对《真理报》施加压力了。立宪民主党《言语报》的社论作者，《生活需要》杂志的无党派进步人士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鲁·布兰克先生，都因为工人报纸决定在彼得堡进行独立的选举运动而向它开火了。

《生活需要》杂志断言：“《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的一切努力都要落空。它们不能真的指望工人政党的候选人会在彼得堡城市选民团中获胜，因为参加该选民团的工人的人数是微不足道的！”

这就是自由派的典型论断，这就是对那些还没有摆脱庸俗习气、还没有为自己制定出完全自觉的政策的选民进行恫吓的手段。

有一个时期，自由派曾直截了当地用黑帮会在选举中获胜的话来恫吓人。而现在，这套笨拙的谎言已经“不中用”了。大家知道，在彼得堡的选举中，任何一点点黑帮的危险都不存在。于是又采取了另一种恫吓手法说：“别指望工人会获胜。”

不，自由派先生们，在过去艰难的五年中间，全体民主派选民，特别是工人选民，经历了许多事情，思考了许多问题，学会了许多东西。你们用这种恫吓手法是什么也捞不到的。

无论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工人在大城市中开始进行自己的选举运动时都要遇到一些强大的自由派政党的反对。无论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工人民主派都要经过顽强的斗争，才能取代自由派对小公务员、店员、手工业者、小商人等等群众施加影响。

谁反对彼得堡的工人现在就开始进行这个斗争（确切些说：继续1906年、1907年、1909年开始的事业），谁就是徒具虚名的民主派，谁就实际上仍然是自由派的奴隶。

成千上万的民主派新选民现在就要参加彼得堡的选举了。

彼得堡的工人创办了自己的工人日报，完成了这样一项伟大的事业，这就使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期望他们在选举斗争中也获得同样大的成就。

数以千计的旧选民已奋起投入新的更自觉的政治生活，在自己的工人报纸的帮助下，学习如何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斗争，培养进行共同的政治活动的习惯，不断提高对工人民主派正在完成的伟大全民任务的认识。

战胜彼得堡的自由派，这是能够做到的。自由派的不安和寻衅吵架，他们的恫吓和叫喊，只会使彼得堡的民主派更加相信，他们在沿着正确的道路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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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材料

（1912年1月）


1

对《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草案的意见[215]

（1月5日〔18日〕以前）

这与感谢无关。

这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事。

我建议不要“感谢”，而是（郑重地）承认所做的工作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并说明条件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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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确定代表会议性质的发言提纲

（1月5日〔18日〕以前）

1．瓦解和没有中央委员会。

2．地方组织对恢复党的主动精神。

第四届杜马选举。

3．迫切的实际工作任务使恢复党的任务特别突出。

4．所有的组织都被邀请，只有那些不愿意帮助党的组织不出席。

5．在俄国进行活动的所有组织都派代表参加。

——确认代表会议为党的最高机关，它有责任建立有全权的中央机关并帮助各地恢复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

（1）各民族组织曾被邀请三四次

——（一）确认脱离俄国组织的过错完全应由各民族组织承担；

（2）对公开的取消派（崩得）企图的部分支持；

在党要不要存在这个问题上极其动摇不定；

（3）如果那些担负最重要的运动中心的全部工作的俄国组织拒绝这项工作，拒绝恢复党，那将是极不正常的。

4（1）三年中没有；

（2）两年半中一直认为有必要并且作了准备；

（3）毫无例外地通知和邀请了所有的组织并为它们的出席提供了可能；

（4）有20个国内组织团结在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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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党的组织章程的修改草案



［注：该章程见本卷第153页。——编者注］



（不晚于1月11日〔24日〕）


组织章程

第1条——照旧。

第2条——补充容许增补这一点，作为临时措施（根据1908年12月决议）。

第3条——照旧。

第4条——照旧。

第5条——照旧。

第6条——照旧。

第7条——照旧。

第8条——全部删去。授权中央委员会＋地方。

第9条——把1000名选举人改为30名或50名，取消（暂时）比例代表制。

附注：鉴于情况紧急，1912年的代表会议被确认为党的最高机关（见关于代表会议的决议）。 
［注：手稿上这一段已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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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草案的意见



［注：该决议见本卷第151—152页。——编者注］



（1月11日〔24日〕）

将下列两点放进开头部分：（ａ）确认1908年12月的决议或确认决议的正确性已被三年来的经验所证实；（β）承认地方社会民主力量的工作为我们创造了近似1878—1890年德国那种类型的党。[216]还应该照这种办法做下去这代替第1条。

在第5条中删去形成，“扩大”改为巩固。

第7条——象1908年12月那样，讲得谨慎些。

第9条——应该这样叙述：按时散发定期和经常出版的社会民主党的秘密报纸，无论对政治鼓动，或对领导革命斗争，还是对联系所有的秘密组织和各种社团中的秘密支部，都是特别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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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请愿运动”的决议的材料



［注：文件的手稿部分损坏。方括号里的词语是根据意思和通过的决议复原的。——俄文版编者注］



（不晚于1月17日〔30日〕）


关于请愿运动的决议

题目：

（1）著作家脱离群众的杜撰，［不是］从群众中来［的］；

（2）毫无意义的签名运动，没有明确的［口号］，没有在［群众］中进行鼓动，没有得到［群众的］关心；

（3）请愿书的文字和性质都不能令人满意；

（4）当形势把全体人民［获得］自由的全部基本要求提上日程的时候，却抽出部分要求；

（5）失败：1300人的签名。没有得到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高加索等地的支持；

（6）对无产阶级群众集会的关心表明，接近群众的“［途径］”不应该到取消派喜欢的地方去找。

结论：

承认彻底失败。

从［时代］的具体条件来看，请愿是进行鼓动工作的一种最不［利的］方式。

号召进行争取［结社］自由的鼓动，把这一鼓动与总的［政治］要求和对群众的革命鼓动联系起来。

决议草案

承认：

（1）已经开始的……［所］谓“请愿运动”是由取消派［彼得堡著作家集团］发起的，决不是［群众斗争］的产物……和工人组织或先进工人的积极创举……也无关；

（2）［由于］请愿的［性质］，由于总的政治条件，上述［运动］［必然变成纯形式的］、毫无意义的、群众不感兴趣的［纸上］签名运动，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集会上都［没有］工人亲自广泛参加讨论……请愿书；

（3）提出的上述请愿书和取消派为此所作的解释，为一个［最］先进的、最革命的阶级抽出一个政治自由的要求，［不］把这个要求［同］［全体人民］政治自由的［全部的］基本条件［联系起来］，因而歪曲了无产阶级，全体人民的［领袖］……反沙皇制度的斗争的任务，并使“运动”必然遭到［失败］；

（4）这个［请愿运动］的结局明显证实了［整个］这一活动是错误的，是脱离［工人群众］的：请愿书一共征集到1300人的签名，［而且］这个显然不被［群众］支持的请愿运动在所有的党组织中，其中包括［高加索］、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基辅等地的党组织，甚至在同情取消派的……党组织中，［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支持，［我们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也不支持这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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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列宁的这个意见是针对有人建议对俄国组织委员会在团结所有俄国党组织方面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并给俄国组织委员会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以表决权而提出的。——485。



[216]指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秘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参看注10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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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涨》的专题报告提纲
[217]



（1912年5月31日〔6月13日）以前）

1．勒拿事件和俄国的五一。群众性罢工及其作用。

2．革命高涨的规律性，革命高涨的前奏和前景。

3．群众性罢工在现代革命中的意义。1905年的经验。

4．面临新的革命的自由派和民主派。

5．为什么立宪民主党人向“革命情绪”宣战并谴责“俄国需要一次新的革命”的思想？

6．当前革命高涨的新形势。各个政党、第三届杜马、选举。农民和新的民主派知识分子。

7．“结社自由”和人民革命的口号——为争取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全部土地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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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这个报告提纲载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巴黎支部印发的海报上。海报样式如下：



“1912年6月13日



星期四



在舒瓦西林荫路190号阿尔卡扎大厅



列宁同志



作专题报告



题目：《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涨》。”



提纲中所列举的问题，在1912年列宁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在《革命的高涨》一文（见本卷第342—349页）中有所反映。1955年苏联《历史档案》杂志第2期刊登了这个海报。——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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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1卷

年表

（1911年12月—1912年7月）


1911年


1911年12月—1912年7月


先后侨居在巴黎和克拉科夫，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主持这次会议；编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等。


12月8日（21日）


列宁的《党内危机的结局》、《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外的行动口号和工作方法》、《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走狗》、《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论托洛茨基的外交和护党分子的一个纲领》和《“保管人”仲裁法庭的总结》等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5号上。


12月10日（23日）


列宁的《旧的和新的》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33号上。

列宁的总标题为《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文章《一些基本原则问题》发表在《明星报》第33号上。


不晚于12月14日（27日）


筹备在巴黎举行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起草《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的提纲》和《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的决议草案》。


12月14日—17日（27日—30日）


在巴黎主持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列宁是作为《工人报》编委出席会议的。


12月14日（27日）


宣布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开幕，致欢迎词，提议选举会议主席团。

下午，出席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作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并回答问题。


12月15日（28日）


上午，出席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提议在听取三个报告之后，对所有问题展开全面讨论。这三个报告是：列宁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尼·亚·谢马什柯关于六月中央委员会议以前国外状况的报告、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关于六月中央委员会议以后国外状况的报告。

根据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5号的材料，回答主持会议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关于“保管人”掌管的款项的问题。

下午，出席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作总结发言；被选入决议起草委员会。


12月16日（29日）


上午，出席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提出就《把国外社会民主党护党派力量组织起来和布尔什维克的任务》的决议展开全面讨论；在讨论关于国外布尔什维克的作用问题、关于支持俄国组织委员会问题和关于即将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问题时发言。

下午，出席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将《把国外社会民主党护党派力量组织起来和布尔什维克的任务》的决议及其修正案提付表决。该决议被通过。会议选举国外组织委员会。列宁建议委托国外组织委员会最后审订并通过国外组织章程。列宁在讨论关于国外组织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工人报》编辑部的问题时发言。


12月17日（30日）以前—1912年6月


参加在彼得堡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合法杂志《启蒙》的前7期的编辑工作。


12月17日（30日）以前


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杂志《启蒙》第1期在彼得堡出版，列宁的《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文章的结尾部分发表在1912年1月《启蒙》杂志第2期上）、《对立宪民主党和大臣们谈判的揭露开始了》和《三项质询》等文章发表在这一期上。


12月17日（30日）


出席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提出关于同意成立召集全国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决议被一致通过）；就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对召开党代表会议的态度问题发言，发言中提出的问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关于各民族中央机关没有代表出席全党代表会议的问题》的决议中得到反映。

在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上被推选参加了解布尔什维克派财务状况的委员会。

列宁的总标题为《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一组文章中的第二篇文章《工人复选人在选举运动中的作用》发表在《明星报》第34号上。


12月19日（1912年1月1日）以前


致函在莱比锡的奥·阿·皮亚特尼茨基，谈出席布拉格代表会议的莫斯科代表可能被捕，请他安排选举另一名代表（这封信没有找到）。


12月22日（1912年1月4日）


列宁的《饥荒和黑帮杜马》一文发表在《工人报》第7号上。


12月31日（1912年1月13日）


列宁的总标题为《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一组文章中的第三篇文章《选举运动中的农民和农民复选人》发表在《明星报》第36号上。


12月


致函在彼得堡的《明星报》编辑部，说我们的路线是不妥协的，即报纸必须贯彻无产阶级政党独立的政治路线（这封信没有找到）。


12月—1912年1月5日（18日）


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


年底


写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大纲。这个大纲是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的基础。


1911年


出席布尔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在巴黎共同举行的联席会议，在会上发表讲话，谈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以及同前进派之间发生分歧的原因，还谈了《前进》文集的立场以及其他问题。


1912年


1月3日（16日）


用德文写信询问米·韦·科别茨基的健康状况。


1月5日（18日）以前


在给出席布拉格代表会议的部分代表的信中希望能就代表会议的议事日程以及其他问题同他们初步交换意见（这封信没有找到）。

抵达布拉格。

同出席布拉格代表会议的部分代表谈话，向他们介绍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的要点。

写讲话提要和关于确定代表会议的性质的决议草案，以及关于各民族中央机关没有代表出席全党代表会议问题的决议的提纲草稿。

在《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草案上作批注。


1月5日—17日（18日—30日）


以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代表的身分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并主持各次会议；起草议事日程中各项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审订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

经常同代表交谈，同他们一起度过休息时间。


1月5日（18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开幕时致开幕词，就确定代表会议的性质问题发言；就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代表雅·达·捷文的发言写提要并发言；把关于确定代表会议性质的决议草案提交会议讨论并就草案的修正案发言。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及列宁的修正案。


1月5日（18日）以后


收到萨·马·扎克斯（格拉德涅夫）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告知《明星报》第36号发表了列宁关于农民复选人的文章，说收到了列宁谈我们的路线是不妥协的信件，以及编辑部通过了关于吸收瓦·瓦·沃罗夫斯基、阿·马·高尔基、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普·恩·德涅夫尼茨基等人撰稿的办法。信中还谈到《明星报》编辑部由于选举第四届国家杜马而产生的情绪以及其他问题。


1月6日（19日）


审阅并修改7位代表关于全俄组织其中包括各民族组织必须遵守代表会议的一切决议的声明；修改维克多（Д.施瓦尔茨曼）对关于确定代表会议的性质的决议草案提出的修正案。

提出讨论《关于各民族中央机关没有代表出席全党代表会议的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一决议以10票对1票通过。

列宁的总标题为《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一组文章中的第四篇文章《从第三届杜马选举的实践得出的结论》发表在1912年《明星报》第1号上。


1月6日、7日和10日（19日、20日和23日）


在代表会议的5次会议上，记录各地的报告，特别注意各组织的人数和成分、各组织存在时间、组织中是否有专职党的工作人员、党组织是否同各工人区有联系、怎样散发布尔什维克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明星报》和《思想》杂志等情况。


1月6日和12日（19日和25日）之间


作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这份报告没有找到）。


1月6日和17日（19日和30日）之间


对代表会议《关于前保管人掌管的财产和关于帐目》的决议进行修改。

同其他中央委员一起签署一项声明：应将布尔什维克的财产移交给被确定为党的最高机构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和经它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支配。


1月7日（20日）


出席代表会议的第五次会议，发言谈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作，论证该报编辑部的政治路线，谈同孟什维克护党派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相互关系。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决议，赞成中央机关报的原则路线。列宁被选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在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并回答代表们提出的问题。列宁在回答波里斯（戈洛晓金）提出的“东方革命对国际关系有何影响？”问题时说：“在亚洲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在欧洲则是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并且将会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出席代表会议的第六次会议，宣布开始讨论他自己所作的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就任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的程序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言；提出讨论关于各地的报告的决议草案，在讨论中作解释性发言。


不晚于1月8日（21日）


起草《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反饥荒斗争中的任务》的决议草案。


1月8日（21日）


出席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参加讨论《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反饥荒斗争中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就党在赈济饥民工作中的任务问题发言。会议一致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


1月9日（22日）以前


就工人失业保险法案问题写批语和作摘录。

审订尼·亚·谢马什柯起草的《关于对杜马提出的工人的国家保险法案的态度》的决议草案。


1月9日（22日）


出席代表会议的第九次会议，在讨论奥·阿·皮亚特尼茨基关于代表会议会址必须保密的声明时发言，要求在通信时不要透露代表会议的任何情况。会议委托列宁起草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贺信，祝贺它在德国国会选举中的胜利。


1月9日和10日（22日和23日）


参加讨论关于社会民主党对杜马提出的工人的国家保险法案的态度的决议。


1月9日和13日（22日和26日）之间


受代表会议的委托，草拟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贺信，祝贺它在德国国会选举中的胜利。贺信发表在1912年1月27日（公历）《前进报》第22号上。


1月10日（23日）


出席代表会议的第十一次会议，在讨论关于党在国外的工作问题时批评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和苏·斯·斯潘达良的错误发言，他们否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在革命斗争中的积极作用。会议通过《关于国外的党组织》的决议。


不晚于1月11日（24日）


写《对党的组织章程的修改草案》。


1月11日（24日）


出席代表会议的第十二次会议，就组织问题发言；对《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草案提出修改意见。会议批准列宁提出的《对党的组织章程的修改草案》。


1月12日和17日（25日和30日）之间


校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决议草案。

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列宁选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并选他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

在代表会议期间多次出席新选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


不晚于1月17日（30日）


写《关于“请愿运动”》的决议草案。代表会议通过列宁提出的这一决议草案。

写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的决议草案。代表会议通过这一决议草案。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关于〈工人报〉》、《关于〈真理报〉》、《关于“红十字会”》、《关于俄国政府对波斯的进攻》、《关于中国革命》和《关于沙皇政府对芬兰的政策》等决议草案。


1月17日（30日）


在代表会议闭幕会议上致闭幕词。列宁的闭幕词充满了对党的力量、对工人阶级的力量的坚定信心。

出席在布拉格民众文化馆举行的代表会议参加者告别晚会，出席晚会的还有捷克社会民主党人。


1月18日（31日）


离开布拉格，途中在莱比锡停留；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莱比锡小组的会议上作关于列·尼·托尔斯泰的报告。


1月19日（2月1日）


在莱比锡地方社会民主党报纸编辑部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有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参加），向他们通报布拉格代表会议所作出的各项决议。

在莱比锡会见尼·古·波列塔耶夫，同他讨论在春季以前出版《真理报》的问题。


1月19日（2月1日）以后


自莱比锡去柏林，根据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定，向前“保管人”取回党的款项。

在柏林弗·维·阿多拉茨基处停留。

在柏林4次会见罗·卢森堡。


1月底—2月26日（3月10日）以前


校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全国代表会议》小册子。小册子于2月下半月在巴黎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


2月初


返回巴黎。

在巴黎同来自芬兰的亚·瓦·绍特曼就芬兰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工作问题进行谈话，指出目前在芬兰发动武装起义不合时宜。


不早于2月初


出席巴黎布尔什维克小组会议，发言反对同孟什维克进行辩论，认为在侨居条件下这种辩论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致函巴黎布尔什维克小组成员，说明自己拒绝在侨居条件下同孟什维克进行辩论的理由：在国内，许多无党派工人都很仔细地倾听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的辩论，这种辩论有助于他们在政治上得到提高，走上革命的道路。而在国外，参加会议的一般是各派的人，他们对争论的问题了如指掌，他们立场早已确定，不可能被说服。如果进行这种毫无意义的辩论等于把精力浪费在空谈上。


2月2日（15日）


签署《工人报》编辑部的决议，决议中认为安东诺夫（A．B．卡扎科夫）是一位革命者，他的名誉从未因任何事情受过丝毫的玷污。


2月9日（22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受列宁委托，写信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介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前后国内外许多党组织的情况，说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可能承认代表会议决议，还愤怒地提到列·达·托洛茨基正在网罗代表参加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


2月12日（25日）


致函阿·萨·叶努基泽，告知收到了他的来信，希望他呆在巴库中心监狱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请他向熟人转达自己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问候。


2月13日（26日）


就“保管人”卡·考茨基和克·蔡特金掌管的党的款项问题致函卡尔·茨格拉根，还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已于1月举行，并选出了党中央委员会。


2月19日（3月3日）


列宁的《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机关报》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11号上。


2月24日或25日（3月8日或9日）


写信给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感谢她寄来食品；介绍郊游的印象；询问她度夏的打算。


2月25日（3月9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去剧院观看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埃勒克特拉》。


2月26日（3月10日）以前


给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局写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

用法文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告知寄去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希望能在社会党国际局的公报上发表这篇报告，还谈到自己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

领导布尔什维克合法报纸《涅瓦明星报》的出版工作，经常为该报撰稿。


2月28日（3月12日）以前


在巴黎出席国外组织委员会召集的会议，在讨论关于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报告时发言。


2月28日（3月12日）


致函在瑞士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说必须到瑞士各城市作关于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报告，还谈到这次代表会议的成员和会议进程、同取消派的决裂、在俄国开展向各党组织传达代表会议各项决议的工作、崩得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打算召开一次有取消派参加的代表会议以及杜马社会民主党团的立场等问题。


2月29日（3月13日）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为了使他要作的关于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报告不致产生错误，告知取消派在巴黎召开会议的情况和这次会议通过的对抗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表示相信取消派及其拥护者不可能联合起来。


2月底—3月初


经常同格·李·什克洛夫斯基通信，就什克洛夫斯基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报告问题作指示（这些信没有找到）。


2月


致函在意大利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答应给寄去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请高尔基写一篇五·一传单；谈《明星报》出版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


2月—3月


致函阿·马·高尔基，告知寄去了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认为《明星报》发表的高尔基的童话非常精彩；抨击取消派报纸《现代事业报》和取消派分子尼·亚·罗日柯夫。


3月初


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纲领以中央委员会名义于1912年3月在俄国印成单页出版，4月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6号附刊在国外出版。


3月2日（15日）以后


写《反对同取消派的联合》一文。


3月4日（17日）


列宁的《第三届杜马五年来的各政党》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14号上。


3月5日（18日）


列宁给社会党国际局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由社会党国际局分寄给各社会党，以便在各社会党报刊上发表。


3月9日和4月1日（3月22日和4月14日）之间


阅读《现代事业报》第8号刊登的《关于代表会议的召开》和《社会民主党和选举》两篇文章并作批注，在《为自由派工人政策作的拙劣辩护》一文中利用了第一篇文章。


3月11日（24日）


写信给在萨拉托夫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说孟什维克取消派在进行反对布拉格代表会议及其决议的活动。


3月12日或13日（25日或26日）


写《把牌摊到桌面上来》一文。

致函《明星报》编辑部，指示不要肯定任何一种选举纲领；询问出版工人日报的筹备工作情况、报纸的版面大小等方面的问题；主张必须同取消派报纸《现代事业报》展开尖锐的争论。


3月13日（26日）


给《明星报》编辑部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的抄件，同时写附言，建议不要接受取消派拟定的任何选举纲领草案，而只遵循中央委员会批准的纲领草案。

列宁的《关于捷·奥·别洛乌索夫代表退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问题》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17号上。


3月13日（26日）以后


写《〈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小册子。该小册子于1912年在巴黎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以单行本印行出版。


3月15日（28日）以前


用法文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感谢胡斯曼给寄来1912年3月12日（公历）取消派巴黎会议的决议；说布拉格代表会议谴责了取消派和瓦解党的工作的各种国外集团；告知已把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寄给了格·瓦·普列汉诺夫，但他没有答复，对他是否有全权参加社会党国际局表示怀疑。


3月15日（28日）


致函在梯弗利斯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成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苏·斯·斯潘达良和叶·德·斯塔索娃，指示必须加强各地方党组织同国外中央的联系；主张尽快巡视各组织并作关于代表会议的传达报告；对1912年3月26日（公历）《前进报》第72号发表列·达·托洛茨基的诽谤性文章表示愤怒。


3月15日（28日）以后


收到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复信，信中报告了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后俄国党组织内的情况。


3月16日（29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授权，致函巴黎屠格涅夫图书馆管理委员会，要求将它保存的党的图书交给中央委员会；提出讨论移交图书的条件和手续。


3月17日（30日）


列宁的《饥荒》和《农民和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两篇文章发表在《工人报》第8号上。


3月17日和23日（3月30日和4月5日）之间


鉴于国外反党集团反对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写抗议声明交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


3月17日和4月5日（3月30日和4月18日）之间


写便函给阿·马·高尔基，约高尔基星期六下午2时30分或晚上来。

会见阿·马·高尔基。


3月21日和29日（4月3日和11日）之间


阅读《现代事业报》第10号上发表的《庸人政策》一文并作批注，在《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的联盟及其意义》一文中引用了这篇文章。

写《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的联盟及其意义》一文。


3月23日（4月5日）


用法文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说随信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的抗议声明，并请胡斯曼将这一抗议声明转交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党书记。


3月25日（4月7日）


写信给居住在萨拉托夫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说自己打算在夏天迁居巴黎近郊。列宁未能实现这次迁居，而于1912年6月迁至克拉科夫。


3月28日（4月10日）以前


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在梯弗利斯印成单页发行。


3月29日（4月11日）以前


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


3月29日（4月11日）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的联盟及其意义》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23号上。

莫斯科保安处向警察司报告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布拉格代表会议，俄国相当多的工人赞成列宁的观点，社会党国际局承认布拉格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承认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


3月


列宁的《反对同取消派的联合》一文发表在《启蒙》杂志第3—4期合刊上。


4月初


致函在梯弗利斯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成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苏·斯·斯潘达良和叶·德·斯塔索娃，指示必须对国外取消派展开顽强和系统的斗争；建议巡视各地方党组织并揭露取消派；建议用传单形式翻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一切重要决议；强调指出，办《消息报》要非常小心（这份报纸没有出版）。


4月1日（14日）


列宁的《为自由派工人政策作的拙劣辩护》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24号上。


4月2日（15日）以前


据一则海报说，列宁将在4月2日（15日）纪念亚·伊·赫尔岑的晚会上发表讲话（没有关于讲话的确切资料）。


4月3日（16日）


致函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成员，指出必须巩固同国外布尔什维克中央的联系，建立同中央联系的区域委员会或受委托的代办员小组；建议翻印布拉格代表会议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的决议，同时以传单的形式印发列宁的《农民和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一文；说列·达·托洛茨基在《前进报》上进行反对布拉格代表会议及其各项决议的诽谤性宣传。

列宁的《俄国的决选投票和工人阶级的任务》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25号上。


4月6日（19日）以前


用法文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对并不代表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国外集团直接同社会党国际局联系提出抗议，不同意胡斯曼提出的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代表会议的建议。


4月8日和19日（4月21日和5月2日）


列宁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27号和第32号上。


4月9日（22日）以前


审阅小册子《选民手册（我国的选举法）》。


4月9日（22日）


致函《明星报》编辑部，告知奇去了《选民手册》的材料，并建议翻印他的《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一文的第二、三部分；指出必须对取消派的攻击进行回击；认为不应给格·瓦·普列汉诺夫反对代表会议的“特权”，如果普列汉诺夫写文章，应把他的文章的条样寄来。列宁还询问了《真理报》第1号的出版日期、版面大小和可以寄去多大篇幅的文章。


4月17日（30日）以前


起草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工作报告。


4月17日（30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函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说列宁工作过于繁重，生病了；告知《真理报》即将出版、《前进报》编辑部拒绝发表列宁对列·达·托洛茨基的文章的答复以及其他情况。


4月22日（5月5日）以前


领导出版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日报《真理报》的组织工作。

就出版《真理报》问题写信给尼·古·波列塔耶夫（这封信没有找到）。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在巴黎拜访苏·斯·斯潘达良的父亲，了解苏·斯·斯潘达良在巴库被捕的详细情况。


4月22日（5月5日）


致函在柏林的沃·阿·捷尔－约翰尼相，说苏·斯·斯潘达良已在巴库被捕，请求给斯潘达良父子以物质帮助。

列宁创办的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日报《真理报》第1号在彼得堡出版。


4月25日（5月8日）


列宁的《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反党的取消派》、《纪念赫尔岑》等三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6号上。

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6号的附刊上，署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4月25日和5月31日（5月8日和6月13日）之间


阅读《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6号，在社论《勒拿惨案和六三君主制》的标题上作记号。


4月26日（5月9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巴黎支部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勒拿惨案、俄国罢工及党对这些事件的策略的报告。报告结束后回答了提出的问题。


4月和5月24日（6月6日）之间


致函波·尼·克尼波维奇，谈对克尼波维奇的《关于俄国农民分化问题（农业经济领域中的分化）》一书的意见（这封信没有找到）。


5月6日（19日）


列宁的《欧俄土地占有情况》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3号上。


5月8日和9日（21日和22日）


列宁的《劳动派和工人民主派》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3号和第14号上。


5月8日（21日）以后


阅读阿·叶·洛西茨基的《公社的瓦解》一书，并作记号和写批语。


5月8日和8月12日（5月21日和8月25日）之间


从《1912年统计年鉴》中摘录有关俄国各省和各工业部门工厂工人人数的资料，在《莫斯科省的工作日和工作年》一文中部分地使用了这些资料。


不晚于5月10日（23日）


离开巴黎去德国数日。


5月10日（23日）


列宁的《论俄国各政党》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5号上。


5月10日和6月10日（5月23日和6月23日）之间


写《我们同自由派论战的性质和意义》一文。


不晚于5月13日（26日）


在柏林曾去俄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

在柏林与收集俄国解放运动史料的И·Д·别布托夫公爵相识，并就能否将他收藏的文献和图书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转交给俄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问题交换意见。


5月13日（26日）


晚上，回到巴黎。

收到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从萨拉托夫的来信，信中告知玛·伊·乌里扬诺娃和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被捕。


5月13日和6月4日（5月26日和6月17日）之间


写《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口号和五月运动》一文。


5月14日（27日）


写信给居住在萨拉托夫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建议通过在彼得堡的熟人打听姐姐和妹妹被捕的情况，相信她们不会被拘留很久。


5月17日和31日（5月30日和6月13日）之间


为下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社论《革命的高涨》。


5月19日（6月1日）


用法文致函乔治·迪科·德拉埃律师，告知给他寄去关于“保管人”掌管的款项一案的文件，并要求约定同他会晤的时间。


5月20日（6月2日）


写信给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对她的健康表示担忧，并告知自己的生活情况。


5月20日和31日（6月2日和13日）之间


写《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和《取消派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两篇文章。


5月21日（6月3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受列宁委托，写信给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信中请卡尔宾斯基了解对俄国侨民的监视情况和克拉科夫的生活条件。


5月22日（6月4日）


列宁的《“俄国土地问题”的实质》和《关于竞选鼓动的几点总结》两篇文章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6号上。


5月24日（6月6日）


致函波·尼·克尼波维奇，说他非常满意地读完了克尼波维奇的《关于俄国农民分化问题（农业经济领域中的分化）》一书，同时对该书也提出一些意见。


5月28日（6月10日）


把一份由自己用法文起草的关于办理“保管人”掌管的款项一案的协议草案寄给乔治·迪科；在附信中说自己即将离开巴黎，建议不迟于6月1日（14日）签订协议。


5月31日（6月13日）以前


起草《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涨》的专题报告提纲。这个报告提纲登载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巴黎支部发布的关于报告的海报上。


5月31日（6月13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巴黎支部召开的会议，作《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涨》的专题报告。列宁的《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10号上。


春天


同即将去俄国的弗·维·阿多拉茨基谈话，表示希望在喀山举行的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中，工人的代表能获得通过。

在巴黎经常拜访俄国最老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之一维·康·库尔纳托夫斯基。


6月2日（16日）


致函乔治·迪科，告知自己将于星期一（6月4日（17日））晚上离开巴黎，要求在动身的那天早上同他会晤。


6月3日（16日）


列宁的《移民问题》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11号上。


6月4日（17日）


偕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以及她的母亲伊·瓦·克鲁普斯卡娅离开巴黎前往克拉科夫。

列宁的《革命的高涨》、《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口号和五月运动》、《取消派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和《“联合者”》四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7号上。


6月4日和9日（17日和22日）之间


在前往克拉科夫途中在莱比锡逗留数天。

同奥·阿·皮亚特尼茨基谈话，评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状况。在莱比锡作关于俄国革命高涨的讲演。


6月9日（22日）


抵达克拉科夫。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会见波兰侨民谢·尤·巴戈茨基并同他谈话，在谈话中列宁弄清楚了地方当局对待政治侨民的态度以及与俄国进行秘密联系的可能性问题。


不早于6月9日（22日）


会见雅·斯·加涅茨基以及其他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波兰社会民主党内发生分裂的详细情况。


6月9日或10日（22日或23日）


会见应邀从博伊滕来到克拉科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赫尔辛，同他商谈用他的住址往俄国转寄邮件的问题。


6月9日和26日（6月22日和7月9日）之间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寄去一份他为《真理报》撰稿所用的书报和参考书清单（这封信没有找到）。


6月9日和7月3日（6月22日和7月9日）之间


应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委员会的请求，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和党的当前任务》一文。


6月10日（23日）


列宁的《我们同自由派论战的性质和意义》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12号上。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谢·尤·巴戈茨基陪同下，去克拉科夫郊外兹韦日涅茨工人居住处租了一套房间。


6月15日（28日）以前


致函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请他经常写信和采取措施使国外组织委员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支部的工作开展起来。


6月15日（28日）


致函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告知Ｅ．П．伊格纳季耶娃的地址，以便将这一地址迅速转给乔治·迪科律师；询问是否已把关于“保管人”掌管的款项的文件寄给了迪科；介绍自己对克拉科夫的初步印象和建立联系的情况。


6月16日或17日（29日或30日）


由列宁参加编写和审订的小册子《选民手册（我们的选举法）》出版。


6月16日和24日（6月29日和7月7日）之间


写《选举和反对派》一文。


6月17日（30日）


列宁的《资本主义和“议会”》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13号上。


6月18日（7月1日）


写信给在萨拉托夫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说他已迁居克拉科夫，告知新住址。


6月19日（7月2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说“前进”集团出版的《当前问题》杂志已经收到，认为该杂志完全是胡闹，请求把在巴黎出版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创举》杂志寄来。


6月19日和26日（7月2日和9日）之间


收到《真理报》编辑部的来信，信中建议在报上开辟“劳动与资本斗争栏”并请求列宁给报纸寄文章。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请求经常给他寄报纸、新书、参考资料以及新出版的有关土地问题的材料；指出类似《涅瓦明星报》第13号刊登《资本主义和“议会”》一文时出现的印刷错误是不能容许的。


6月22日（7月5日）


俄国驻巴黎的侦探机关向警察司密告列宁迁居克拉科夫的消息。告密信中说列宁此次迁居是为了更靠近俄国，并有可能通过在彼得堡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机关报《明星报》和《真理报》来领导即将举行的选举。告密信中还担心列宁迁居克拉科夫会给监视列宁及其派别的工作造成困难，所以建议封闭《明星报》和《真理报》，以迫使列宁返回巴黎。


6月22日或23日（7月5日或6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告知从克拉科夫火车站到列宁住地的路线，并请把这条路线转告给国外组织委员会成员和所有要到克拉科夫来的人；说联系已经安排好，第一个代办员将于日内赴俄国。


6月23日（7月6日）


列宁的《关于大资本组织的调查》一文发表在《启蒙》杂志第5—7期合刊上。


6月23日（7月6日）以后


写《彼得堡选举的意义》一文。


6月24日（7月7日）


列宁的《选举和反对派》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14号上。


6月25日（7月8日）


彼得堡高等法院判决：将1906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列宁的小册子《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连同铅版和其他出版工具一起予以销毁。


6月28日和7月15日（7月11日和28日）之间


写《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并将该文与刊登在1912年6月28日（7月11日）布鲁塞尔社会党报纸《人民报》上的孙中山的《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的译文一起寄给彼得堡的《涅瓦明星报》编辑部。


6月30日（7月13日）


列宁的《选举为期不远了，大家行动起来吧！》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53号上。


7月1日（14日）


列宁的《彼得堡选举的意义》和《斯托雷平土地纲领和民粹派土地纲领的比较》两篇文章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15号上。


7月1日和8月5日（7月14日和8月18日）之间


写《最后一个气门》一文。


7月2日（15日）


去克拉科夫普尔夫谢区派出所，向他们报告自己的年龄、出身、离开俄国的原因和生活来源等情况，说自己是彼得堡出版的《真理报》和巴黎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记者。


7月3日（16日）


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和党的当前任务》一文发表在《工人报》第15—16号合刊上。


7月6日（19日）以前


收到费·阿·罗特施坦从伦敦的来信，信中说列·达·托洛茨基来信指责布尔什维克用“属于”维也纳报纸《真理报》的名称来命名自己的报纸。罗特施坦在信中还告诉列宁：他回答托洛茨基说，对于彼得堡出版的《真理报》，他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7月6日（19日）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要求按时寄送工作所必需的书报；建议在《真理报》上开辟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进展情况的专栏；对于应如何回答列·达·托洛茨基反对《真理报》的卑鄙行为，提出了具体建议。


7月6日和20日（7月19日和8月2日）之间


阅读《生活需要》杂志第27期上刊载的鲁·马·布兰克的《彼得堡的选举》一文并作记号，在《自由派的进攻》一文中对布兰克的这篇文章进行了批判。


7月8日（21日）


用德文致函在赖兴贝格的约·施特拉塞尔，要求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工人报》编辑部寄去赖兴贝格出版的《前进报》和施特拉塞尔的小册子《工人与民族》。


7月8日和15日（21日和28日）之间


写短评《俄国的“言论自由”》。


7月8日和22日（7月21日和8月4日）之间


写《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一文的第一部分。


7月9日和16日（22日和29日）之间


收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来信，信中说打算在柏林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各派别代表的联席会议，以便在即将举行的杜马选举中统一行动。


7月10日（23日）以前


写《事实经过》证明材料，其中谈到“保管人”掌管的款项的来源、仲裁人（卡·考茨基、弗·梅林、克·蔡特金）破坏协定的非法行为和他们1911年11月5日（18日）就此问题写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信以及其他问题。

委托伊·费·阿尔曼德将《事实经过》证明材料译成法文；在证明材料的法文本上签字，并将它寄给巴黎的乔治·迪科律师。


7月11日（24日）以前


写《小花招（答布兰克）》和《永不熄灭的希望》两篇文章，并将文章寄给彼得堡的《涅瓦明星报》编辑部（文章未刊登，迄今没有找到）。

写短评《答取消派》，并将此文寄给《真理报》编辑部（短评未在《真理报》上刊登）。

接待自巴黎去俄国途经克拉科夫的伊·费·阿尔曼德。阿尔曼德是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派去彼得堡为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运动进行准备工作的。她在克拉科夫逗留两天，与列宁商讨了今后的工作计划。


7月11日（24日）


致函《涅瓦明星报》编辑部，批评《真理报》和《涅瓦明星报》缺乏战斗力；指出必须同取消派进行尖锐的论战，独立提出问题；提出把报纸变为战斗机关报的设想，强调报纸应当走在大家前面。

致函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对取消派报纸《涅瓦呼声报》第6号刊登的造谣中伤的报道表示气愤；指出自己这次从巴黎迁居克拉科夫的意义。


7月11日—15日（24日—28日）


同来自卢布林的尼·瓦·克雷连柯商讨组织从俄国到克拉科夫和从克拉科夫返回俄国的人员的越境计划。列宁委托克雷连柯去彼得堡为《真理报》编辑部成员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会晤进行准备，并帮助筹备在彼得堡举行的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工作。


7月11日和20日（7月24日和8月20日）之间


为《工人报》写《陆海军中的起义》一文。


7月12日（25日）


列宁的《在瑞士》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63号上。


7月12日—14日（25日—27日）


为《真理报》写《半年工作总结》一文。


7月14日（27日）


为了配齐《真理报》、《明星报》、《涅瓦明星报》和《现代事业报》，开列所缺报纸份数的清单，并将此清单寄给《真理报》编辑部。


7月14日或15日（27日或28日）


写《关于竞选纲领》一文，并将此文寄给彼得堡的《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未刊登，迄今没有找到）。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告知已寄去《关于竞选纲领》一文，提出只同意对该文作个别小的修改；指出在选举前6—8个星期内制定公开的纲领是有害的；认为在同取消派的斗争中必须保持《真理报》的领导作用。


7月15日（28日）


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17号上。

列宁的《意大利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和《俄国的“言论自由”》两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66号上。


7月15日或16日（28日或29日）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告知已寄去《半年工作总结》一文；感谢编辑部给寄来“右派”报纸；建议在《真理报》上刊登一些使这份工人报纸生动活泼起来的材料。


7月15日—17日（28日—30日）


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复信，以答复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为达到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的统一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个中心、组织和派别的联席会议的建议。此信是列宁的《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的主要内容。


7月15日和25日（7月28日和8月7日）之间


写《自由派和教权派》一文。


7月16日（29日）以前


为《工人报》写《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前夜》和《“结社自由”的口号可以成为目前工人运动的基础吗？》两篇文章。


7月16日或17日（29日或30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说自己正起草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复信，拒绝参加它提出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个中心、组织和派别的联席会议；还说正为下一号《工人报》准备材料，认为必须同《真理报》编辑部放纵取消派的行为作斗争。


7月17日（30日）


将自己起草的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复信稿寄给在巴黎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国外组织委员会的成员，以便使他们了解内容。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问他为什么不给《启蒙》杂志写文章；要他对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发表在《基辅思想报》上的论科学神秘主义的文章进行批判。


7月19日（8月1日）以前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请他把为《启蒙》杂志写的文章的手稿寄来，并询问下一号《工人报》的出版情况。


不晚于7月19日（8月1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建议出版下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来代替下一号《工人报》，因为必须尽快刊登《在选举之前》一文，而就这篇文章的性质而言，在《工人报》上刊登是不适宜的。


7月19日（8月1日）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指出必须同取消派进行坚决的斗争；询问能否在《真理报》上发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答复，拒绝该党提出的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个中心、组织和派别的联席会议的建议。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谈1908—1912年间发生的思想斗争，对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和它们的刊物进行评价，把社会民主党内部各种思潮之间所进行的原则性斗争同其他党派内发生纠纷进行对比。列宁告诉高尔基，俄国正在出现革命的高潮。


7月19日和26日（8月1日和8日）之间


写《立宪民主党和民主派》一文。


7月19日和28日（8月1日和10日）之间


写《自由派的进攻》一文。


7月20日（8月2日）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指出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之前必须同立宪民主党报刊展开斗争；对选举运动在彼得堡的顺利开始，对《真理报》和《明星报》所起的领导作用表示满意。

列宁的《资本主义和人民的消费》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70号上。


7月20日（8月2日）以后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派加米涅夫出席在开姆尼茨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并要他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信转交给阿·弗·波波夫。列宁还提出必须保存《工人报》的全部底稿和校样。


7月22日（8月4日）


列宁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一文的第一部分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28号上。


7月22日和29日（8月4日和11日）之间


写《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一文的第二部分。


7月25日（8月7日）


列宁的《自由派和教权派》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74号上。


7月25日和31日（8月7日和13日）


写《一些原则问题》一文。


7月26日（8月8日）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和民主派》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75号上。


7月27日和8月26日（8月9日和9月8日）之间


阅读《生活需要》杂志第30、31期上刊登的叶·德·库斯柯娃的《团结的价值》和尼·伊·科罗布卡的《蛊惑行为》两篇文章并作记号，在以后写的《谈谈“吃掉立宪民主党人”》一文中对这两篇文章进行了批判。


不早于7月27日（8月9日）


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的名义写《给瑞士工人的信》。


7月28日（8月10日）


列宁的《自由派的进攻》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77号上。


7月29日（8月11日）


列宁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一文的第二部分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19号上。


7月29日—8月2日（8月11日—15日）


列宁的《半年工作总结》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78—81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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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劣的辩解
 （8月21日〔9月3日〕）


· 取消派和“统一”
 （8月24日〔9月6日〕）


· 谈谈“吃掉立宪民主党人”
 （8月26日〔9月8日〕）


· 工人和《真理报》
 （8月29日〔9月11日〕）


· 从前和现在
 （8月30日〔9月12日〕）


· 国际法官代表大会
 （8月30日〔9月12日〕）


· 在瑞士
 （8月31日〔9月13日〕）


· 僧侣和政治
 （9月1日〔14日〕）


· 罗莎·卢森堡和波兰“党”总执行委员会步马尔托夫的后尘
 （9月1日和4日〔14日和17日〕之间）


· 向民主派的又三次进攻
 （9月2日和9日〔15和22日〕）


· 立宪民主党人和新时报派的一致
 （9月5日〔18日〕）


· H.C．波良斯基来信读后
 （9月15日〔28日〕）


· 论政治路线
 （9月16日〔29日〕）


· 立宪民主党人带着什么参加选举？
 （9月17―18日〔9月30日－10月1日〕）


· 美国工人的胜利
 （9月18日〔10月1日〕）


· 工人的统一和选举
 （9月18日〔10月1日〕以后）


· 对《莱比锡人民报》所载取消派文章的答复
 （9月26日〔10月9日〕）


· 意士战争的结局
 （9月28日〔10月11日〕）


· 孤注一掷
 （10月4日〔17日〕）


· 两种乌托邦
 （10月5日〔18日〕以前）


· 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争论
 （10月5日〔18日〕以前）


· 选举中的僧侣和僧侣的选举
 （10月5日〔18日〕）


· 米留可夫先生的“立场”
 （10月6日〔19日〕）


· 告俄国全体公民书
 （10月10日〔23日〕以前）


· 彼得堡工人的代表
 （10月16日〔28日〕）


· 巴尔干人民和欧洲外交
 （10月16日〔29日〕）


· 谈谈政治上的动摇性（给编辑部的信）
 （10月17日〔30日〕）


· 论狐狸和鸡窝
 （10月18日〔31日〕）


· 可耻的决议
 （10月28日〔31日〕）


· 一位立宪民主党教授
 （10月19日〔11月1日〕）


· 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
 （10月21日〔11月3日〕）


· 立宪民主党人和民族党人
 （10月24日〔11月6日〕）


· 战争的惨状
 （10月28日〔11月10日〕）


· “给社会党国际局的报告《第四届杜马的选举》
 （10月29日〔11月11日〕）


· 立宪民主党人和大资产阶级
 （11月1日〔14日〕）


· 地道的俄国习气
 （11月4日〔17日〕）


· 改良派的纲领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11月5日〔18日〕）


· 秘密的党和合法的工作
 （11月5日〔18日〕）


· 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胜利的社会意义
 （11月7日〔20日〕）


· 新生的中国
 （11月8日〔21日〕）


· 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和意义
 （11月9日〔22日〕）


· 关于工人代表的某些发言问题
 （11月11日〔24日〕以后）


· 关于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和他们的宣言问题
 （不晚于11月13日〔26日〕）


· 关于11月15日事件问题（没有发表的讲话）
 （11月16日和19日〔11月29日和12月2日〕之间）


· 关于民主派大学生中的党派问题
 （11月23日和29日〔12月6日和12日〕之间）


· 美国在选举以后
 （11月25日〔12月8日〕以前）


· 不明智的热心
 （11月25日〔12月8日〕以前）


· 再论第四届杜马中的农民代表
 （11月27-28日〔12月10—11日〕）


· 改良主义病
 （11月29日〔12月12日〕）


· 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
 （11月30日〔12月13日〕）


· 我们党的“迫切的难题”“取消派”问题和“民族”问题
 （11月）


· 在美国
 （12月7日〔20日〕以前）


· 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团
 （12月12日〔25日〕）


· 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团第三篇文章
 （12月上半月）


· 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团第五篇文章
 （12月上半月）


· 民族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调和”
 （12月15日〔28日〕）


· 民族主义自由派
 （12月22日〔1913年1月4日〕）


· 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统一
 （12月）


· *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通报和决议
 （1912年底—1913年初）




1913年

· 1912年的英国工人运动
 （1月1日〔14日〕）


· 欧仁·鲍狄埃(为纪念他逝世25周年而作)
 （1月3日〔16日〕)


· 德国工人合唱团的发展
 （1月3日〔16日〕以后）


· 迟做总比不做好
 （1月6日〔19日〕）


· 关于布尔什维主义
 （不晚于1月12日〔25日〕）


· 革命罢工和街头游行示威的发展
 （1月12日〔25日〕）


· 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
 （1月12日〔25日〕）


· 彭加勒当选的意义
 （1月15日〔28日〕）


· 坦率
 （1月17日〔30日〕）


· 白里安内阁
 （1月18日〔31日〕）


· 生活在教导人们
 （1月19日〔2月1日〕）


· 新民主派
 （1月19日〔2月1日〕）


· 论民粹主义
 （1月20日和22日〔2月2日和4日〕）


· 告社会民主党人
 （1月22日〔2月4日〕）


· 在阿捷夫之流的圈子里
 （1月25日〔2月7日〕


· 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
 （1月29日〔2月11日〕）


· 论公开的党
 （1月30日〔2月12日〕）


· 选举结果
 （1月31日〔2月13日〕）


· 俄罗斯人和黑人
 （1月底—2月初）


· 立宪幻想的破灭
 （1月底—2月初）


· 关于预算问题的发言提纲
 （1月—5月上半月）


· 农民土地的转移
 （2月1日〔14日〕）


· 谈谈罢工
 （2月2日〔15日〕）


· 一个发现
 （2月5日〔18日〕）


· 英国工党代表大会
 （2月6日〔19日〕）


· 日益扩大的矛盾政论家札记
 （2月6-9日〔19-22日〕）


· 感谢坦率
 （2月12日〔25日〕）


· 统一问题
 （2月16日〔3月1日〕）


· “土地规划”的某些结果
 （2月23日〔3月8日〕）


· 民粹派内部的情况怎样?农村中的情况又怎样?
 （2月）




附录

· *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材料
 （1912年底—1913年初）


· *《革命罢工和街头游行示威的发展》一文的附言初稿
 （1913年1月12日〔25日〕以前）


· 《列宁全集》第22卷年表（1912年7月—1913年2月）




插图

· 1912年10月18日载有列宁《论狐狸和鸡窝》和《可耻的决议》两文的《真理报》第146号的第1版

· 1912年11月5日（18日）载有列宁《改良派的纲领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文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8-29号合刊的第1版

· 1924年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4号封面和该刊所载列宁《新生的中国》一文的中译文，

· 1912年列宁《关于工人代表的某些发言问题》手稿第1页

· 1913年列宁关于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通报》手稿第1页

· 1913年列宁《立宪幻想的破灭》手稿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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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

LIENING　QUANJI

第二十二卷

（1912年7月—1913年2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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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的是列宁1912年7月至1913年2月的著作。

随着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结束，俄国工人运动逐渐恢复生机。1912年3月勒拿惨案激起了工人阶级的强大抗议浪潮，俄国各地罢工斗争风起云涌。俄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时期。为了更靠近俄国，便于领导革命斗争，列宁于1912年6月从巴黎移居当时已并入奥匈帝国的波兰古城克拉科夫。列宁在这里同国内的《真理报》编辑部、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以及俄国各地区的党组织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在这里经常接见来自国内的党的工作者，了解各地斗争情况，给他们以具体指示。在这里，列宁还召开了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克拉科夫成了布尔什维克思想和组织中心。列宁非常关注国际和俄国国内形势的发展，经常在党的合法报纸上发表文章，对重大事件迅速作出反应，及时回答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分析和评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阐述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揭露自由派的反动实质，批判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调和派的机会主义立场。本卷所收的著作，除克拉科夫会议的通报和决议及另几篇非公开文献外，绝大部分是在《真理报》或其它合法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少数是为报纸撰写但当时未刊登的文章。

在《陆海军中的起义》、《关于11月15日事件问题》、《革命罢工和街头游行示威的发展》、《生活在教导人们》、《谈谈罢工》等文章中，列宁分析了俄国新的革命高潮的性质和特点，批评自由派和取消派对群众革命运动的错误态度。1912年是俄国罢工斗争突出发展的一年，是俄国工人运动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罢工人数达150万，参加政治罢工的有100万人。罢工运动的规模超过了西方各国。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既有经济罢工，也有政治罢工，这种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互相结合、互相交替的形势，使运动具有强大的威力。列宁认为，这不是一般的罢工，这是群众性的革命高潮，这是工人群众对沙皇君主制进攻的开始。列宁高度评价11月15日彼得堡工人在第四届国家杜马开幕日发动的游行示威。他指出，这表明从罢工向游行示威的过渡已经完成，群众运动已经上升到了更高的阶段；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游行示威时机的选择，“有本领用首都街头上的红旗飞舞来回黑帮‘议会’的开幕式相对照，相比较，这真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本能！”（本卷第224页）列宁在评述海军士兵中的起义事件时指出，“俄国的群众性的罢工同武装起义是紧密联系着的，罢工发展了，起义也就发展”（本卷第3页）。不过列宁认为号召起义为时尚早，还必须为胜利的即适时的起义创造条件。同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夕的罢工运动比较，列宁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具有如下特点，无产阶级人数增加了，分布更集中了，运动中的纯无产阶级的支柱加强了，农业和手工业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多了，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提高了，经验丰富了，革命性更强了。同西欧各国那些目的在于争取局部改良的罢工相比较，列宁指出1912年俄国的革命罢工具有全民意义，因为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是新的革命浪潮的历史特点。列宁还指出，更加明确地划清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界限，乃是这场新的运动的一大优点。

取消派对1912年的罢工和起义都持非议、指责的态度，认为经常举行罢工是“危险地浪费力量”，“是罢工游戏”，士兵起义是被迫所作的绝望抗议。列宁批驳了这种对待群众性革命运动的非马克思主义态度。他指出，虽然起义尝试开始是不顺利、不适时、不正确的，但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群众只能从不成功的起义经验中学习举行成功的起义，我们应该做的是向群众解释：为了什么和应当怎样准备成功的起义。个别的罢工也可能遭到失败或时机不当，但是，人为地制造罢工办不到，而当几十万人已经被卷进罢工浪潮时，想阻止罢工也是办不到的。党应当积极支持、加强和发展那种自发兴起的罢工，为农民和军队的起义作好准备。列宁指出，取消派对罢工和起义的立场表明他们是自由派的奴仆和走卒，群众自己朝气蓬勃的、规模壮阔的运动正在清除一切迂腐的东西而不断向前发展，这就是新的革命高潮的历史意义所在。

为了总结1912年1月布拉格代表会议以来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根据新的形势进一步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列宁于1912年12月26日至1913年1月1日在克拉科夫召开了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除中央委员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彼得堡、莫斯科、乌拉尔和高加索等地的党组织的代表。列宁在会上作了《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统一》两个报告，并为会议草拟了决议和通报。列宁的报告没有保存下来，本卷只收载议的《通报》和决议。

克拉科夫会议的《通报》和关于《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的决议对1912年罢工斗争的形势和特点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全面支持群众的公开的革命斗争，组织这种斗争，扩大、加深和加强这种斗争，——这就是当前的基本任务”（本卷第270页）。列宁在决议中要求各党组织把举行游行示威作为迫切任务对待，既可以使它同政治罢工相结合，也可以单独举行。列宁强调从实际出发对罢工进行具体领导的重要性，要求党组织必须考虑到每次罢工、每个部门、每个地区的不同经济条件，根据其特殊性寻找新的斗争方法。

建设党的秘密组织是克拉科夫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通报》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坚决利用一切合法机会，但绝不是高唱无原则的合法主义，而是要把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逐渐聚集到秘密党的周围。关于《秘密组织的建设》的决议明确表述了秘密党组织的性质和意义：“当前组织建设的唯一正确形式是秘密的党，它是有各种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工人团体作外围的许多党支部的总和。”（本卷第278页）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也表现出列宁一贯反对脱离实际生搬硬套和因循守旧的实事求是精神，他要求党的工作者根据实际条件在既定原则下发挥创造性。他指出：“秘密建设的组织形式适应当地的条件是绝对必要的。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掩护秘密的支部，使工作形式尽可能灵活地适应当地生活条件，是秘密组织具有生命力的保证。”（本卷第278页）列宁在决议中还就秘密组织建设的任务和方法方式提出了具体要求。

克拉科夫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同取消派的斗争和争取实现党的统一。取消派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上被逐出党以后，其力量和影响已大大削弱。但他们还在用“统一”的虚伪口号欺骗工人，继续鼓吹公开的党，反对秘密活动，宣扬改良主义的纯合法的策略。1912年8月托洛茨基同取消派结成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八月联盟，声称要通过同各派别的领袖进行“外交”谈判和达成协议的途径来实现党的统一。列宁在克拉科夫会议之前写的《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前夜》一文中就指出，取消派是一具死尸，任何吓人的国外集团、中心、派别的同盟都不能使这具死尸复活。在克拉科夫会议的《通报》和《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统一》的决议中，列宁揭露了取消派破坏党的统一的分裂活动，指出继续同取消派斗争的必要性，提出了自下而上实现党的统一的方针。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统一的问题不是在合法报刊上空谈或以外交手腕进行派别谈判所能解决的，只能自下而上地，即在承认秘密组织和革命策略的基础上从基层组织做起，由工人自己来实现。本卷中在克拉科夫会议前后所写的一些文章，如《秘密的党和合法的工作》、《改良主义病》、《论公开的党》、《彼得堡工人的代表》等，也揭露和批判了取消派的机会主义观点和破坏活动。

克拉科夫会议《关于“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决议，同本卷所收的《致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我们党的“迫切的难题”》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等文一起，都表明列宁为波兰以及其他民族的社会民主党队伍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统一所进行的原则性斗争。列宁号召俄国各民族的工人最坚决地反击反动派的黩武的民族主义，反对劳动群众中民族主义情绪的任何表现；号召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紧密团结起来，组成当地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

1912年在彼得堡创刊的《真理报》在革命宣传和组织秘密工作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列宁非常重视《真理报》的工作，认为它是“团结和开展运动的必要的组织手段”（《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1913年2月9日《致维·米·斯维尔德洛夫》）。鉴于《真理报》编辑部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弱点和错误，克拉科夫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批评编辑部没有坚定不渝地贯彻党的精神，对揭露取消主义没有足够的重视，决议中提出了改组编辑部并改进其工作的措施。在此之前，列宁所写的《工人和〈真理报〉》一文也体现了列宁对《真理报》工作的关注。

克拉科夫会议使党有了一个在群众斗争高涨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纲领。列宁认为“会议开得好极了。它的意义不亚于1912年的一月会议”（《列宁文稿》第6卷第4页）。

本卷中一批文章是论述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以及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活动的。列宁揭示了参加选举的各个政党的纲领的实质，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任务和策略。列宁认为俄国选举运动的政治舞台上有三个政治营垒，即执政的黑帮反动势力、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民主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取消派不承认民主派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把斗争格局归结为拥护宪制和反对宪制两个阵营。列宁在《谈谈“吃掉立宪民主党人”》一文中指出，两个阵营的论点是俄国整个自由派的阶级本质所决定而必然产生的。在经济上，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为了保持俄国式的超额利润，决不容许第三个阵营独立存在；在政治上，资产阶级害怕劳动群众甚于害怕反动势力，为了维护自己的一些政治特权，也不容许第三个阵营存在。列宁反复阐述自由派与民主派的区别，在《一些原则问题》、《立宪民主党和土地问题》、《米留可夫先生的“立场”》、《两种乌托邦》等文中，揭开自由派冒充“民主派”的面纱。他指出，俄国的自由派是指立宪民主党以及“进步派”和第三届杜马中的大多数民族集团，他们代表着上层资产阶级，同大地主贵族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本能地倾向于同右派结成联盟。他们主张政治自由和“立宪”是有条件的，目的是要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权，同大地主贵族和平共处，瓜分特权。因此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在斗争中极其软弱无力。代表着居民大多数的民主派包括无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前者指工人阶级，后者是形形色色的民粹派和劳动派。民主派都主张彻底消灭一切中世纪特权，都相信群众运动的力量和正义，但无产阶级民主派是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动摇的。

列宁还在《两种乌托邦》、《新民主派》、《论民粹主义》和《民粹派内部的情况怎样？农村中的情况又怎样？》等文中对动摇于自由派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作了分析和评述。列宁批判了民粹派和劳动派的乌托邦，批评他们以为可以用公平合理地重分土地的办法来消除资本的权力和统治的幻想，同时指出，它不同于自由派的乌托邦，民粹派的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派乌托邦中的糟粕，细心剥取它所包含的农民群众的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康而宝贵的内核”（本卷第133页）。

在《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前夜》、《立宪民主党人带着什么参加选举？》、《改良派的纲领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等文中，列宁阐述了无产阶级对于杜马选举的鲜明态度。他认为，对社会民主党来说，选举不是一种特殊的政治交易，不是捞取代表资格的交易，而只是宣传无产阶级的基本要求和政治观点的特殊机会，是争取革命原则和争取把群众团结在革命政治纲领周围的斗争。不是为了“竞选”而制定纲领，而是要通过竞选来贯彻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的政纲。列宁批评取消派利用第四届杜马选举来鼓吹立宪改革，宣扬合法主义，实际上是做了自由派的尾巴。在《给社会党国际局的报告〈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和《选举结果》两篇文献中，列宁对选举结果作了评述，指出布尔什维克对选举运动的分析是正确的，选举结果表明了取消派政治上的破产，而布尔什维克却获得一大胜利。

在《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团》一组文章中，列宁总结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在第二届和第三届杜马中的工作经验，确定了它在第四届杜马中的任务。《关于工人代表的某些发言问题》、《关于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和他们的宣言问题》和《关于预算问题的发言提纲》，是列宁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杜马中发言而写的。列宁同布尔什维克代表保持着密切联系，直接领导着他们在杜马党团中的活动，教导他们要善于利用杜马讲坛，把合法活动同秘密活动结合起来，坚决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收入本卷的一部分文章是评论国际政治问题，特别是论述帝国战争危险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反战斗争的。在《孤注一掷》、《巴尔干人民和欧洲外交》、《论狐狸和鸡窝》、《可耻的决议》、《战争的惨状》和《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等文中，列宁揭露了奥匈帝国、意大利、俄国、德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痛斥帝国主义者的血腥冒险罪行，阐明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号召劳动者团结起来回击侵略者。列宁揭露和批判了以“争取独立的神圣斗争”的冠冕堂皇口号作掩护实则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辩解的沙文主义者。

《告俄国全体公民书》、《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胜利的社会意义》等文评述了巴尔干战争的实质，揭露了沙皇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巴尔干的掠夺行径，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工人阶级支持巴尔干劳动群众为摆脱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而斗争的立场。列宁指出，东欧存在着的专制制度、封建制度和民族压迫，是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和无产阶级成长的顽强的中世纪残余；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胜利，意味着马其顿封建统治的垮台；尽管在巴尔干建立的是君主国的联盟，而不是共和国的联盟，整个东欧在摧毁中世纪残余方面，还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列宁阐明了民族解放同经济解放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彻底摆脱地主和专制制度的压迫，民族解放才会必然到来。列宁号召俄国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起来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沙皇制度，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俄国和整个东欧的自由发展。《意土战争的结局》一文抨击意大利帝国主义在非洲对阿拉伯人的大杀戳，指出这是所谓“文明”的国家发动的一场典型的殖民战争。

《美国工人的胜利》、《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和意义》、《美国在选举以后》、《彭加勒当选的意义》和《白里安内阁》等文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作了评述。列宁揭穿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骗人实质，指出英美的两党制是诱使劳动人民离开同资本主义的斗争，阻止独立的工人政党产生的一种手段。

《在瑞士》、《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争论》、《在美国》等一批文章是为批判国际机会主义而写的。列宁揭示了英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根源。他指出，长久以来的政治自由以及同其他国家相比特别有利于资本主义向深广方面发展的条件，使工人阶级中出现了贵族，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跟在资产阶级后面亦步亦趋。

本卷收入了一些阐述土地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文章。《最后一个气门》一文是上一卷《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和民粹派的土地纲领的比较》一文的续篇。列宁在文中阐明了斯托雷平对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破坏为什么不能消灭奴役制和工役制，指出斯托雷平的“改革”只是延缓了频于死亡的农奴制的末日，使它以另一种形式生存下来，使农村中旧的危机在新的环境下以新的形式加深起来。《俄国的生产集中》一文分析了俄国大工厂在20世纪头10年中的发展情况，说明大企业在整个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比企业本身的数量增长得更快，俄国资本主义生产愈来愈集中，工人也愈集中到少数大企业中去，千百万工人所创造的全部利润落入一小撮百万富翁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一文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以难于置值的速度增长着，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却日益贫困化，“工人的贫困化是绝对的”，而“工人的相对贫困化，即他们在社会收入中所得份额的减少更为明显”（本卷第239、240页）。在《俄国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莫斯科省工厂的工作日》、《莫斯科省的工作日和工作年》等文中，列宁根据俄国工厂统计资料，说明资本家如何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延长工作日，如何竭力压榨工人的血汗，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列宁指出，工人阶级为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而进行的斗争，阻碍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群众贫困化和物质状况恶化趋势向前发展。1905年的革命斗争使俄国工人工资的增长超过了平常几十年的增长幅度。

本卷中的《新生的中国》一文评述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分析了中国各个党派的性质。列宁在文中批评俄、日、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怀好意，把中国视为一块可以伺机瓜分的肥肉。列宁热情称颂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他指出，4亿中国人争得了自由，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沉睡中觉醒，投入斗争，走向光明。

《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一文阐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由来和它走过的道路，指出了它同孟什维主义的主要分歧以及彼此斗争的几个重要阶段。此文对于研究苏联共产党早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所收文献增加10篇，其中编入正文的有：《罗莎·卢森堡和波兰“党”总执行委员会步马尔托夫的后尘》，《对〈莱比锡人民报〉所载取消派文章的答复》，《告俄国全体公民书》，《谈谈政治上的动摇性（给编辑部的信）》，《再论第四届杜马中的农民代表》，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一项决议《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关于预算问题的发言提纲》。《附录》中的3篇文献都是新收载的。





《列宁全集》第22卷


陆海军中的起义

（1912年7月30日〔8月12日〕）

最近，就连我国的合法报刊也透露了军队中发生革命风潮的一些消息。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三则主要的报道。

黑海舰队方面。6月27日，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军事法庭对“约翰·兹拉托乌斯特号”装甲舰的机电兵捷列宁案件进行了秘密审判。捷列宁同卡尔皮申和西利亚科夫一起被控犯有书写和散发号召武装起义的传单的罪行。捷列宁、卡尔皮申和西利亚科夫被判处死刑，7月10日被枪决。

7月2日，该法庭又审理了涉及这艘装甲舰全体水兵的一起案件。16名水兵被控犯有煽动劫持这艘装甲舰的罪行。10人被判处死刑，5人被判处6年苦役。据7月4日官方电讯报道，似乎10名被判处死刑的水兵曾请求赦免。

波罗的海舰队方面。喀琅施塔得港海军军事法庭定于7月16日开庭审讯“德维纳号”教练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和“光荣号”装甲舰的65名水兵的案件。十月党人[1]的《莫斯科呼声报》[2]7月3日接到从圣彼得堡发来的电讯说，那里对这次轰动一时的审讯议论纷纷。据说，这65名水兵被控是社会革命党人[3]，“参加一个策划公开起义和谋杀上级军官的秘密社团”。同一条电讯说，事件的起因是1912年1月22日“德维纳号”上一名水兵被捕。

此外，众所周知，5月间在赫尔辛福斯，还发生过几起逮捕波罗的海舰队水兵的事。

最后，7月1日，在塔什干附近的特罗伊茨科耶村，工兵曾举行起义[4]。波赫维斯涅夫上尉被起义者用刺刀挑死。这条电讯没有被准许发表。直到7月10日，彼得堡才出现从官方报纸《土耳其斯坦新闻》[5]转载来的一则消息，承认同起义者发生过战斗。步兵和哥萨克骑兵击溃了共约100—130名的起义工兵。据官方报道，起义是在晚间开始的，到次日凌晨就结束了。大约有380名工兵被捕，其中“有一半多〈政府的报纸这样断定〉无疑〈？？〉没有参加”起义。除波赫维斯涅夫外，还有克拉索夫斯基和科谢涅茨2名少尉和2名士兵被起义者击毙，5名军官和12名士兵受伤。起义者的死亡人数，官方报纸没有透露，

这就是我们现在手头所掌握的有限的、很不完全的、显然被警察当局歪曲和缩小了的消息。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

这些事实完全证实了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全国代表会议[6]的决议所指出的，和一个月以前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7]第27号更详细地阐述了的情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342—349页。——编者注］。

在俄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4—5月的群众性罢工标志着俄国无产阶级已开始转入进攻，既反对资本，也反对沙皇君主制，既要求改善受尽1908—1911年反革命势力的迫害和压迫的工人的生活，也要求全体人民的自由，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

自由派散布一种无稽之谈（《涅瓦呼声报》[8]的取消派也跟着他们鼓噪），说什么4—5月运动的基础是争取结社自由的斗争。事实驳倒了这种无稽之谈。在奴隶制的俄国，只为一种政治权利而斗争是不行的；在沙皇专制制度下，为立宪改革而斗争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罢工浪潮已席卷全国，既有经济罢工，也有政治罢工。两种罢工的结合，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运动的力量之所在。这不是一般的罢工，这是群众性的革命高潮，这是工人群众对沙皇君主制进攻的开始。

群众性的罢工不会不到处点燃革命的火焰。军队中爆发的起义就证明火焰已经点燃起来了，到处都有易燃物，到处都在酝酿群众的、包括那些因兵营的野蛮训练而备受压抑的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情绪。

俄国的群众性的罢工同武装起义是紧密联系着的。罢工发展了，起义也就发展。

本文开头列举的事件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事件的教训，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7号已经指出了。现在，号召起义是极不适当的。举行起义，还为时过早。只有工人群众、农民以及军队中最优秀的那部分力量的联合冲击，才能为举行胜利的即适时的起义创造条件。

因此，先进工人应当尽全力来巩固、恢复、发展工人阶级的秘密的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只有这样的党，通过工人报刊和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利用一切合法的宣传手段进行革命鼓动，才能够防止把力量耗费到毫无成功把握的零零星星的起义上去，才能够帮助无产阶级大军准备举行伟大的胜利的起义。

革命的陆海军士兵万岁！

祝为展开千百万群众的广泛的革命冲击，为发展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而进行的同心协力、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革命工作取得胜利！俄国军队中的革命力量只有站在千百万人民冲击的最前列，同他们最紧密地不可分离地联合在一起，才能战胜而且一定能够战胜沙皇君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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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 •伊 •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 •弗 •罗将柯，活动家有彼 •亚 •葛伊甸、德•尼 •希波夫、米•亚 •斯塔霍维奇、尼 •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1。



[2] 《莫斯科呼声报》（《　　　　》）是俄国十月党人的机关报（日报），1906年 12月23日—1915年 6月30日（1907年 1月5日—1915年 7月 13日）在莫斯科出版。十月党人领袖亚 •伊 •古契柯夫是该报的出版者和第一任编辑，也是后来的实际领导者。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尼 •斯 •阿夫达科夫、亚 •弗 •博勃里舍夫－普希金、尼 •谢 •沃尔康斯基、弗 •伊 •格里耶、费•尼 •普列瓦科、亚 •阿•斯托雷平等。该报得到俄国大资本家的资助。——1。



[3] 社会革命党人是社会革命党的成员。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 •安 •纳坦松、叶•康 •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 •谢 •鲁萨诺夫、维 •米 •切尔诺夫、米 •拉•郭茨、格 •安 •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 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



[4] 1912年7月1日（14日）在塔什干爆发的起义，是由于兵营生活条件恶劣和军官对士兵态度横暴引起的，有两个工兵营的士兵参加。起义失败后，有 228人受到军事法庭审讯，其中14人被判处死刑，112人被判处服苦役。——2。



[5] 《土耳其斯坦新闻》（《　　　　　　》）是俄国官方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以前是土耳其斯坦总督府的机关报；1870年4月—1917年 12月在塔什干出版。初期每周出一次，1893年起改为两次，1904年增加到四次，从 1907年第 97号起改出日报。——2。



[6] 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全国代表会议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于 1912年 1月5—17日（18——30日）在布拉格举行。这次代表会议共代表俄国国内20多个党组织。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工人报》编辑部、国外组织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运输组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代表中有两名孟什维克护党派，其余都是布尔什维克。被邀请的各国外集团和民族组织的领导人没有出席。这次代表会议实际上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



列宁作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领导了代表会议的工作。他在代表会议开幕时就确定会议性质问题讲了话，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并就中央机关报的工作、社会民主党在同饥荒作斗争中的任务、组织问题、国外党组织的工作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他还起草了议程上所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



代表会议对俄国政治形势作了深刻分析，肯定新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代表会议讨论了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的问题。会议强调，党在选举中和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马中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的阶级的宣传和组织工人阶级，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主要口号就是党的最低纲领的基本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代表会议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从党内清除机会主义者。当时取消派聚集在两家合法杂志——《我们的曙光》和《生活事业》——的周围。代表会议宣布“《我们的曙光》和《生活事业》集团的所作所为已使它们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决定把取消派开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谴责了国外反党集团——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认为必须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协助党的工作的统一的党组织，并指出，凡不服从中央委员会、不通过中央委员会而与俄国国内保持特殊联系以进行瓦解组织活动的国外集团，均不得使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批准了列宁提出的党的组织章程修改草案。这次代表会议恢复了党，批准了《社会民主党人报》为中央机关报，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并由中央委员会重新建立了领导国内党组织实际工作的机关——中央委员会俄国局。



关于这次代表会议，参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列宁全集》第 2版第21卷第 126—164页）。——2。



[7] 《社会民主党人报》（《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 33—58号（1914年 11月—1917年 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 •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 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1907—1914年），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2。



[8] 《涅瓦呼声报》 （《　　　　》）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周报），1912年5月20日 （6月2日）—8月31日 （9月1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9号。该报由 （ ． ）科斯特罗夫出版，为该报撰稿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尔•马尔托夫、亚 •马尔丁诺夫、尤 •查茨基等。该报的前身是 《现代事业报》。——2。















《列宁全集》第22卷


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前夜[9]


（1912年7月30日〔8月1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尽管受到重重迫害，遭到大规模的逮捕，但在选举以前，还是发表了比其他任何政党都要鲜明精确的纲领、策略和政纲。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在反革命势力猖獗的艰难年代所进行的思想政治工作。代表会议的决议对运动的所有迫切问题，都作了充分的回答。选举纲领只是根据这些决议作出的简要概括。这个纲领由中央在俄国出版，随后好些地方组织把它翻印出来。[10]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都报道了代表会议的情况并摘引了会议的一些决议。

代表会议闭幕后的半年间，党的刊物，在工厂小组及4—5月的群众集会上所作的几十次报告、几百次演说，都解释和贯彻了代表会议的决议。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党的这些口号传遍了整个俄国，并为先进的无产者所接受。群众的革命高潮，从罢工和群众大会到军队中的起义，都证明了这些口号的正确和重要。

我们党已经利用了并且广泛利用了选举。警察当局的任何“说明”[11]，在第四届杜马问题上的任何舞弊（不管是神父的还是其他方面的），都抹杀不了这个成果。严格按照党的指示进行的宣传鼓动已经深入到各个角落，并为社会民主党的整个选举运动确定了基调。

各资产阶级政党也在急急忙忙地起草“用于竞选的纲领”，作出许诺，欺骗选民。取消派跟着自由派亦步亦趋，现在也在炮制一个合法的“用于竞选的纲领”。取消派在经过书报检查的合法的报刊上大谈其纲领，想用经过当局检查的、得体的“用于竞选的纲领”来掩饰自己情绪上的惊慌、组织上的涣散和思想上的空虚。

不是制定“用于竞选的”纲领，而是要通过竞选来贯彻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的纲领！——工人阶级的政党就是这样看问题的。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已经利用了选举，并且要利用到底，连最反动的沙皇杜马我们也要加以利用，用来宣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的纲领、策略和政纲。有价值的纲领只是那种对充分回答了运动中所有问题的长期革命鼓动工作加以总结的纲领，而不是取消派那种为了堵塞漏洞和大吹大擂而匆忙编造出来的（特别是合法的！）纲领。

党恢复已经有半年了；在这半年中间，尽管要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尽管经常遭到疯狂的迫害，尽管中央机关和全国的中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不时被迫中断，党还是在群众中开展工作，扩大影响，不断前进。工作的开展是按新的方式进行的：除了不合法的、秘密的、狭小的、比以前更隐蔽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外，还开展更广泛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这种在新的条件下进行新的革命准备工作的特殊性，正是党早就指出和确认了的。

这样，我们现在就可以对威胁要提出“双重候选人名单”[12]的取消派的大吵大嚷作出充分的回答了。这是谁也吓不倒的不起作用的恫吓！取消派已经被打得一败涂地，毫无力量，任何援助都不能挽救他们。他们对提出“双重候选人名单”连想都不敢想，——假如他们真要这样做，就只会得到寥寥无几的少得可笑的选票。他们知道会这样，所以不会去尝试。他们叫嚷只是为了转移视线，掩饰真相。

我们说的是“任何援助”。取消派在指望国外的援助。他们的同伙，特别是拉脱维亚人[13]、崩得[14]和托洛茨基，声称要召集10个“中心组织和派别”开会！[15]你们瞧瞧！国外可是实力雄厚，人多势众。整整“10个中心”呢！！这种手法同政府对待第四届杜马的手法一模一样：拼凑代表，把一堆零打扮成一个个“大数目”。第一，是托洛茨基（在国内，他是个零，不过是《现代事业报》[16]的撰稿人，他的喽罗们不过是取消派“发起小组”[17]的保护人）。第二，是《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18]，也就是那些毫无力量的取消派。第三，是“高加索区域委员会”[19]，也是个零，不过是第三种打扮。第四，是“组织委员会”[20]，还是那些取消派，不过是第四种打扮。第五和第六，拉脱维亚人和如今完全成了取消派的崩得……够了吧！

不用说，我们党对国外无聊之徒的这种把戏只能一笑置之。他们不能使死尸复活，而国内的取消派就是一具死尸。

事实就是这样。

半年来，取消派和他们所有的同伙同党展开了疯狂的斗争。有一种公开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它被压得不敢动弹，以至对建立共和国的要求、我们党的情况、起义的消息、沙皇匪帮的罪行，连提都不敢提一下。想通过这种刊物来宣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口号，是可笑的。

但是，俄国的工人已经不象从前那样了。他们已经成为一支力量。他们为自己开辟了一条道路。他们有了自己的报刊；这种报刊虽然受到压制，却是他们自己的，并且在理论上捍卫着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公开的舞台上，谁都可以看到取消派对反取消派斗争的“成就”。前进派分子斯·沃·[21]在维也纳托洛茨基办的取消派《真理报》[22]上已经指出过这些成就，——他写道，工人的捐款几乎都是给反取消派的。可是他却自我安慰说：这并不是因为工人同情“列宁派。

噢，是的，当然“并不是因为这样啰”，可爱的取消派朋友！

但，不管怎样，还是看看事实吧。

先来看看半年来为办工人日报[23]而进行的公开斗争。

取消派从1910年起，就一直在叫喊为这种报纸募捐。他们的成绩如何呢？从1912年1月1日到7月1日的半年中间，他们的《现代事业报》和《涅瓦呼声报》总共才公布了工人团体为工人的日报募集的15次（是一十五次）捐款的帐目！！半年中间只有15个工人团体捐款！

再看看反取消派的报纸。请看一下在同样的半年中间给工人日报捐款的帐目吧。计算一下工人团体捐了多少次款吧。可以算出504次工人团体的捐款！

下面就是按月和按俄国各地区的精确统计：［统计表见第9页。——编者注］





	　　　　　　　　　　　　　　　　　1912年上半年为工人日报　　　　　　　　　　　　　　　募集的工人团体捐款次数

　　　　　　　　　　　　　　　反取消派报纸　取消派报纸

1月……………………………………… 14　　　　　　0

2月……………………………………… 18　　　　　　0

3月……………………………………… 76　　　　　　7

4月………………………………………227　　　　　　8

5月………………………………………135　　　　　　0

6月……………………………………… 34　　　　　　0

　　共　计…………………　　　　504　　　　　　15

彼得堡及其附近地区…………………415　　　　　　10

南俄…………………………………… 51　　　　　　 1

俄国其他地区………………………… 38　　　　　　 4

　　共　计…………………　　　　504　　　　　　15







取消派在俄国工人团体面前已经一败涂地。他们是一具死尸，任何吓人的（噢，可真吓人啊！）国外“集团、中心、派别、思潮和流派的同盟”，都不能使这具死尸复活。

不论国外发表多少大吵大嚷的宣言，不论“发起小组”勾结取消派伪造多少次代表会议，这一切都不能消除也不能减轻取消派在俄国几百个工人团体面前的彻底失败。

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在选举运动中的统一行动是有保证的。取得这种保证，不是由于同取消派“妥协”，而是由于取消派已经暴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面目，因而被彻底打败了。请看社会革命党取消派分子萨温是怎样适时地迎合《我们的曙光》杂志[24]的。请看尔·马·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小报》[25]上是怎样赞赏那些（由于召回主义的醉后昏！〉一再陷于取消主义泥潭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创举”的。请想一下，同一张小报还捧出社会革命党的著名“活动家”阿夫克森齐耶夫作为普列汉诺夫的榜样，这个事实该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请回忆一下，所有取消派是怎样亲吻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波兰社会党“左派”[26]的。所有政党的取消派，联合起来！

每个人最后都会找到自己的归宿。由昔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昔日拿炸弹的自由派27组成的知识分子取消派集团，都随着形势的发展纠合在一起了。

而工人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摆脱了要把它取消的那些人的羁绊之后的半年中间——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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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参看《选举结果》一文 （见本卷第343—371页）。



第四届国家杜马是根据 1907年 6月3日 （16日）颁布的选举法于1912年秋天选举、当年11月15日（28日）召开的，共有代表442人，主席是十月党人米·弗·罗将柯。在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和民族党人 185名，十月党人98名，立宪民主党人59名，进步党人和民族集团69名，劳动团10名，社会民主党人 14名，无党派人士7名。这就是说，和上届国家杜马一样，这届杜马也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和自由派－十月党人的多数。第四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中有6名布尔什维克、7名孟什维克和1名附和孟什维克而不享有完全权利的党团成员 （华沙代表，波兰社会党—“左派”的叶·约·亚格洛）。1913年10月，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成立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布尔什维克代表为了揭露沙皇制度的反人民政策，就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不断向第四届杜马提出对政府的质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尔什维克代表坚决反对战争，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并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14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被捕，随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5年8月，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党团组成了所谓 “进步同盟”，一半以上的杜马代表参加了这个同盟。列宁认为，这是自由派和十月党人为了同沙皇在实行改革和动员工业力量战胜德国这一纲领上达成协议而结成的同盟。



1917年2月26日 （3月11日），二月革命爆发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命令第四届国家杜马停止活动。2月27日（3月12日），国家杜马代表为了反对革命和挽救君主制度，成立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3月1日（14日）该委员会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达成协议，通过了关于建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决议。1917年10月6日 （19日），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迫发布了解散国家杜马的法令。——5。



[10]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选举纲领》。这个文件是列宁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为基础于1912年3月初在巴黎写的，经中央委员会批准后，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梯弗利斯印成单页，运到包括最大的无产阶级中心的18个地点。《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6号根据在俄国出版的单页作为附刊予以转载，列宁于1912年3月13日 （26日）把纲领的一份手抄件寄给 《明星报》编辑部，并写了附言，要求停止制定其他选举纲领 （见《列宁全集》第 2版第46卷）。——5。



[11] 指沙皇政府当局通过解释选举法来剥夺工人、农民的选举权或宣布已进行的选举无效的行为。“说明”一词可能是由参议院解释法律的文件称为“参议院说明”而来的。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时，参议院曾通过解释选举法，剥夺了成万名工人、农民的选举权。——5。



[12] 指孟什维克取消派威胁要在第四届国家杜马工人选民团选举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对抗布尔什维克的候选人一事。列宁在一些文章里指出，所谓 “双重候选人名单”的谈论，不过是脱离了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小团体的吓人企图罢了。这一点完全被工人选民团选举的实践所证实。——6。



[13] 指当时对取消派持调和态度的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原称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是 1904年6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1905年6月，该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关于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的决议。1905年该党领导工人的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在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 （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



[14] 崩得 （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于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 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 （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 （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俄国共产党 （布）。——7。



[15] 指取消派筹备召开的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于1912年8月12—20日（8月25日—9月2日）在维也纳举行，在会议上成立了八月联盟，倡议者是列·达·托洛茨基。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9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8名：彼得堡 “中央发起小组”2名，崩得4名，高加索区域委员会4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4名，莫斯科调和派小组 1名，塞瓦斯托波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黑海舰队水兵组织各 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 11名：组织委员会代表2名，维也纳 《真理报》代表1名，《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代表1名，《涅瓦呼声报》代表1名，莫斯科取消派小组代表 1名，波兰社会党—“左派”代表4名和以个人身分参加的尤·拉林。29人中只有3人来自俄国国内，其余都是同地方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侨民。普列汉诺夫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拒绝出席这一会议。前进派代表出席后很快就退出了。代表会议通过的纲领没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而仅仅提出了宪法改革、全权杜马、修订土地立法、结社自由、“民族文化自治”等自由派的要求。八月联盟还号召取消秘密的革命党。代表会议选出了试图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抗衡的组织委员会，但它在俄国国内只得到少数取消派小组，《光线报》和孟什维克七人团的承认。八月联盟成立后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瓦解了。关于八月联盟的瓦解，可参看列宁的 《“八月”联盟的瓦解》、《“八月联盟”的空架子被戳穿了》、《论高喊统一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 25卷第1—4、30—33、194—216页）。——7。



[16] 《现代事业报》 （《　　　　》）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周报），1912年 1月20日—4月28日 （2月2日—5月11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号。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尔·马尔托夫、费·伊·唐恩、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等。接替 《现代事业报》出版的是 《涅瓦呼声报》。



[17] 发起小组 （社会民主党公开工人运动活动家发起小组）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为与秘密的党组织相抗衡而从 1910年底起先后在彼得堡、莫斯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建立的组织。取消派把这些小组看作是他们所鼓吹的适应斯托雷平六三制度的新的广泛的合法政党的支部。这些小组是一些人数不多、同工人阶级没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小集团，其领导中心是取消派在国外出版的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和他们在俄国国内出版的 《我们的曙光》杂志和 《生活事业》杂志。发起小组反对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和革命的游行示威，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反对布尔什维克。——7。



[18]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 （《　　　　　　　　》）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国外机关报，1908年2月—1911年 12月先后在日内瓦和巴黎出版，共出了26号。该报编辑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从创刊号起就维护取消派的立场，为他们的反党活动辩护。普列汉诺夫于 1908年 12月与该报实际决裂，1909年5月13日正式退出该报编辑部。此后该报就彻底成为取消派的思想中心。——7。



[19] 高加索区域委员会 （外高加索区域委员会）是高加索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派别中心。该委员会是在 1908年2月外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组织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出席代表大会的有 15名孟什维克和1名布尔什维克。



委员会没有经过任何选举，也不顾各个党组织的意志，就任命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和诺·维·拉米什维里为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1912年，该委员会参加了列·达·托洛茨基组织的反党的八月联盟。——7。



[20] 指在 1912年 1月崩得、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举行的取消派会议上成立的组织委员会。积极参加这个组织委员会工作的，除了这几个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外，还有维也纳 《真理报》编辑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前进”集团以及彼得堡取消派 “发起小组”的代表。组织委员会的事实上的领导人是列·达·托洛茨基。组织委员会是召集 1912年八月反党代表会议的正式机关。——7。



[21] 指 “前进”集团的组织者之一斯坦尼斯拉夫·沃尔斯基 （安·弗·索柯洛夫）。



“前进”集团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党集团。它是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由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1909年12月在它们的派别活动中心卡普里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的。该派出版过 《前进》文集等刊物。



前进派在 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上与取消派－呼声派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紧密配合行动。他们设法使全会承认 “前进”集团为“党的出版团体”，并得到中央委员会对该集团刊物的津贴，在全会以后却站在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立场上尖锐抨击并且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1912年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后，前进派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起来反对这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



由于得不到工人运动的支持，“前进”集团于 1913年实际上瓦解，1917年二月革命后正式解散。——8。



[22] 《真理报》（《　　》）是托洛茨基派的派别报纸，1908—1912年出版，开头3号在利沃夫出版，后来在维也纳出版，并出了25号。除前两号作为斯皮尔卡 （乌克兰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出版外，该报不代表俄国的任何党组织。按照列宁的说法，它是一家“私人企业”。该报编辑是列·达·托洛茨基。



该报以“非派别性”的幌子作掩护，从最初几号起就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宣扬革命者同机会主义者共处于一党之中的中派理论。1910年中央一月全会后，该报采取赤裸裸的取消派立场，支持反党的 “前进”集团。1912年，托洛茨基及其报纸成了反党的八月联盟的发起者和主要组织者。——8。



[23] 指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日报 《真理报》。



《真理报》（《　　》）是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 （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的。《明星报》在筹备出版 《真理报》的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在不同时期参加 《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有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尼·尼·巴图林、维·米·莫洛托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康·斯·叶列梅耶夫、米·伊·加里宁、尼·伊·波德沃伊斯基、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马·康·穆拉诺夫等。第四属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积极参加了 《真理报》的工作。列宁在国外领导 《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仅在创办的第一年，编辑们就被起诉过36次，共坐牢48个月。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3年先后改称 《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1914年相继改称 《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报》。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 《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 （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 （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 （18日）被士官生捣毁。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 （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8。



[24] 《我们的曙光》杂志 （《　　　　》）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 （月刊），1910年 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成了俄国取消派的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9。



[25]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小报》（《　　　　　》）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机关报，1911年6月—1912年7月在巴黎出版，共出了6号。



这里说的是尔·马尔托夫在《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小报》第6号上发表的《好 “创举”》一文。这篇文章是评论一些社会革命党人办的取消主义刊物 《创举》杂志第1期的 （关于这个杂志，见注226）。文中摘引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等人承认社会革命党已被取消的文章，然后加注说：“还未听说，社会革命党内有普列汉诺夫那样富于才智的人物，能够因为这些话而要求把其作者们 ‘开除’的。”——9。



[26] 指波兰社会党—“左派”，它是1906年波兰社会党分裂后成立的。



波兰社会党 （P．P ．S ．）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 （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 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 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该党内占了优势。他们反对皮尔苏茨基分子的民族主义及其恐怖主义和密谋策略，认为只有在全俄革命运动胜利基础上才能解决波兰劳动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问题。1906年 11月在维也纳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 （弗腊克派）。



波兰社会党—“左派”主张同全俄工人运动密切合作，可是它力图把波兰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除民族主义派别外的所有派别机械地联合起来。在1908—1910年期间，它主要通过工会、文教团体等合法组织进行活动。它不接受孟什维克的在反对专制制度斗争中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的论点，可是与孟什维克合作，支持他们反对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1915年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1916年的昆塔尔代表会议。该党欢迎俄国十月革命。1916年 12月，该党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



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 （成立波兰军团）。在战争期间，以皮尔苏茨基为首一批领导骨干脱离该党。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该党转而对德奥占领者采取反对立场，开展争取建立预立的民主共和国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斗争。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1919年同原普鲁士占领区的波兰社会党以及原奥地利占领区的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 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 10月由于拒绝同推行 “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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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的口号可以成为目前工人运动的基础吗？

（1912年7月30日〔8月12日〕）

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取消派在合法报刊上证明说，这是可以的。他们竭尽全力歪曲工人运动的真实性质。但这是一种白费力气的尝试。快要淹死的取消派想抓住一根稻草，目的是要挽救他们的非正义事业。

1910年，一些知识分子小集团就搞了一个要求结社自由的请愿运动。这是个臆想出来的运动。工人群众漠然置之。这种无聊的把戏是不会燃起无产阶级的斗争热情的。只有自由派才会相信，可以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实行政治改革。工人立刻就看出这是一个骗局，因而未加理睬。

工人并不反对为改革而斗争，他们曾为争取制定保险法斗争过。他们通过自己的代表，在第三届杜马[28]中利用一切机会，以求得到最微小的改善。但问题正在于，第三届杜马和保险法不是臆想的东西，而是政治事实。而要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六三君主制下实行“结社自由”，那是腐朽的自由派的空洞诺言。

自由派是革命的敌人。就是现在，他们也在露骨地反对革命，——第三届黑帮杜马也没有使他们消除对革命的恐惧。他们由于害怕革命，就把希望寄托在各种名目的立宪改革上，以此来安慰自己，并对工人宣扬其中一种改革——结社自由。

但是，工人是不会相信在第三届杜马期间，在普遍无权、专横肆虐的情况下实行“立宪”这种鬼话的。工人是真正要求结社自由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为争取全体人民的自由，为推翻君主制度和建立共和国而斗争。

4—5月的罢工实际上证明了，无产阶级已经起来举行革命的罢工。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结合，革命的群众集会，彼得堡工人5月1日提出的建立共和国的口号，——所有这些事实完全证明，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俄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是：无产阶级已经开始了推翻沙皇君主制的群众革命斗争；与这个斗争相呼应，军队中的风潮在扩大；农民民主派的优秀分子正在甩开自由派，听从工人先锋队的指引。

而自由派，这帮革命的敌人，却一味坚持“立宪”道路，搬出要在俄国沙皇君主制度下实行“结社自由”的诺言（空洞而虚伪的诺言）来反对革命！

实际的政治形势就是这样。现实的社会力量就是：（1）践踏一切“宪制”的沙皇君主派（2）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者，他们由于害怕革命，假装相信“自由”可以同沙皇政权并存；（3）革命民主派，他们中间已经出现了领袖——工人群众，从赫尔辛福斯到塔什干士兵和水兵们都在响应工人群众的号召。

请看，取消派在这种形势下宣扬“结社自由”是多么愚蠢！这些支持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聪明人从所有的“改革”中选中了完全行不通的立宪改革这一空头诺言，玩起“欧洲式的”立宪来寻开心。

不！工人要把自由派和自由派工人政策一脚踢开。不论在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凡是真正列上议事日程的一切改革，从保险法到增加公务奴隶的薪水，工人都要加以支持和推广，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运动的内容。

但是，对于那种要在专制制度下实行立宪政治改革的空洞而荒谬的诺言，工人只有嗤之以鼻。已经开始的推翻君主制、争取建立共和国的群众革命斗争一定会扩大和加强！斗争将表明，一旦新的革命遭到失败，将会出现一些什么样子的半截子的立宪改革，然而现在，正当革命冲击开始的时候，就向群众鼓吹非革命的道路，鼓吹和平的立宪改革，那只有“套中人”[29]才做得出来。

已经开始的革命冲击要求提出革命的口号。打倒君主制！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建立，八小时工作制一定要实行，地主的土地一定要全部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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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第三届杜马（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据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在当年秋天选举、当年11月1日（14日）召开的，存在到1912年6月9日（22日）。这届杜马共有代表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1910年3月起）和米·弗·罗将柯（1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代表联盟11名，进步派28名，穆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派14名，社会民主党人19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的大国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用改良的办法诱使群众脱离革命。



第三届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政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政策。它拨巨款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并通过了一个大大扩大了军队员额的兵役法案。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在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个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3年，直到1911年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保险条件比1903年法案的规定还要苛刻。1912年3月5日（18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法案，甚至不许把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第三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于1910年批准了以1906年11月9日（22日）法令为基础的土地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一切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通过一连串的法律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它主张沙皇政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在初期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11]。



[29]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改革的典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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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原则问题

（1912年7月31日〔8月13日〕）

选举运动稍微有些活跃，——立宪民主党[30]的正式机关报《言语报》[31]就（终于鼓起了勇气！）谈起了它同左派的一些原则分歧来了。


　　《言语报》写道：“我们从来没有打算，现在也不打算同六三制度讲和。”



　　说的是假话。立宪民主党先生们，你们有过而且现在还有这样的打算。证据就是你们那些谈论“负责的”反对派和御用的反对派[32]的讲话。这已经不止是讲和的“打算”，而且是同六三制度“讲和”的政策了。还有，卡拉乌洛夫在拜神教的第三届杜马作的那些拜神教的发言呢？立宪民主党人对预算和它的庞大的开支项目投的赞成票呢？别列佐夫斯基第二 
［注：见本卷第51页脚注②。——编者注］

 就土地问题作的那些发言呢？《言语报》上重申的格列杰斯库尔不久以前发表的那些声明呢？所有这些，难道不正是同六三制度基本原则讲和的政策的表现吗？毫无疑问，正是这样。


　　《言语报》写道：“5年来，我们没有发现，在杜马范围内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同其他反对党的策略有什么两样。何况这里是在谈杜马选举问题。”



　　真是诡辩和歪曲真相的典型！在任何一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的策略都同立宪民主党的策略毫无相似之处。在所有问题上，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都有原则上的不同：它不是“讲和”的策略，不是自由派的策略；它一直是民主派的策略，阶级斗争的策略。难道《言语报》想叫人相信，只要都“投反对票”，就可以说是策略相同，而不需要在杜马发言人的发言中，在程序提案中，对问题的原则提法也相同吗？

难道《言语报》真的敢说，在杜马内说一套，在杜马外说另一套，是容许的吗？这岂不是为了把立宪民主党在杜马外宣传的非民主内容问题掩盖起来吗？


　　《言语报》写道：“我们不能否认，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民主派’有权提出独立的任务和主张。”



　　不对，有学识的自由派先生们！请把你们自己对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区别的原则观点讲一下吧。请用英国、法国或德国历史上的实际例子——且不去说专门是工人的即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民主派——来解释一下这些观点吧。你们要想否认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对待旧制度的态度上的区别，是办不到的。我们随时都能够向你们证明，你们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政党，决不是民主派的政党。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那是形形色色的劳动派[33]和民粹派。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谈起了立宪民主党和左派的原则，就要认认真真地把原则讲个明白。只有这样，才能把竞选宣传提高一点，使它多少超出某个警察局长、某个省长或是某个行政当局干了多少多少非法勾当之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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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4]。



[31]《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14]。



[32]御用的反对派即陛下的反对派，是人们对自由派这种专制制度“反对派”的讽刺性称呼。“陛下的反对派”一语出自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帕·尼·米留可夫的一次讲话。1909年6月19日（7月2日），米留可夫在伦敦市长举行的早餐会上说：“在俄国存在着监督预算的立法院的时候，俄国反对派始终是陛下的反对派，而不是反对陛下的反对派。”（见1909年6月21日（7月4日）《言语报》第167号）——[14]。



[33]劳动派是指劳动团的成员。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团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劳动团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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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瑞士工人的信
[34]



（1912年7月）

亲爱的同志们：

我谨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向所有的瑞士同志说明一个事实：我党1912年1月全国代表会议已经在专门的决议中声明，对各个国外俄国人集团不承担任何责任。

此外，我还要说明，我党中央委员会到现在为止，只批准过唯一的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外组织，那就是国外组织委员会[35]和它的苏黎世支部。随信附上我党中央机关报出版的一本德文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详细叙述了那些从事分裂活动的国外俄国人小集团的所作所为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438—457页。——编者注］

 。

致党的敬礼！






	俄国社会民主党驻社会党国际局[36]代表　　　　　　　　　列宁（弗·乌里扬诺夫）

1912年8月在苏黎世用德文印成单页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15页

















[34]《给瑞士工人的信》是用德文写的。1912年7月，孟什维克取消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黎世联合组织常务局给“和睦”这一瑞士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和瑞士工人联合会写了一封信，声称自己是在苏黎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团体的唯一代表。7月27日（8月9日）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瑞士支部在苏黎世举行了会议。会议决议中有一项是对取消派常务局的信提出抗议。列宁的这封信和这项用德文写的决议一起在苏黎世印成了单页。在《列宁全集》俄文版里，这封信是根据单页从德文译成俄文刊印的。——[17]。



[35]国外组织委员会是1911年12月在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巴黎会议上选出的。这次会议决定“在拒绝同取消派－呼声派达成任何直接或间接协议的基础上”，“在执行真正的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会议还“决定在各地设立这一国外组织的分部，并认为必须吸收一切同意支持俄国组织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和《工人报》的护党分子参加这些分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37页）。会议选出的国外组织委员会成员有：尼·亚·谢马什柯、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伊·费·阿尔曼德等人。国外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国外组织委员会，认为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党组织是完全必要的。



国外组织委员会在团结党的力量，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调和派、托洛茨基派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国外组织委员会于1917年停止活动。——[17]。



[36]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的执行和通讯机关，根据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执行主席是埃·王德威尔得，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从1905年10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1914年6月，根据列宁的建议，马·马·李维诺夫被任命为社会党国际局俄国代表。社会党国际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实际上不再存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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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气门

（1912年8月5日〔18日〕）

我们上一篇论述俄国目前土地问题的文章（见《涅瓦明星报》[37]第15号），是以这样两段话结尾的：


　　“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和民粹派的土地纲领的一个实际的共同点，就是两个纲领都要从根本上摧毁旧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这点非常可贵。对于这种土地占有制除了摧毁不能采用别的办法。《言语报》和《俄罗斯新闻》[38]的一些立宪民主党人之所以最反动，是因为他们斥责斯托雷平不该摧毁这种土地占有制，而不去证明必须更彻底更坚决地摧毁这种土地占有制。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看到，斯托雷平的摧毁不能消灭盘剥制和工役制，而民粹派的摧毁却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暂且指出一点：斯托雷平的摧毁所产生的唯一完全现实的后果就是3000万人挨饿。斯托雷平的摧毁能不能教会俄国人民应当怎样进行更坚决的摧毁，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这种摧毁无疑正在进行这样的教育。能不能教会呢，——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394页。——编者注］





　　这样，我们现在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为什么斯托雷平对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摧毁[39]不能消灭盘剥制和工役制，而农民劳动派或民粹派的摧毁却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一些最流行的论断，也就是自由派、民粹派的论断和部分是修正主义者（彼·马斯洛夫）的论断中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抽象地提出问题，忘记了正在实际发生的具体的历史“更替”。在俄国，正在发生西方一些先进国家早已发生的那种更替，就是农奴制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所更替。

现在谈的是而且也只能是这种更替的形式、条件、速度和环境，因为其他一切往往被放在首要地位来考虑的内容，都不触及问题的本质，也就是不触及这种更替，而只是在那里无意识地兜圈子。

目前俄国农业中主要的农奴制形式是盘剥制和工役制。自然经济还相当大量地保存着，就是说，还存在着小农，他们在小块贫瘠土地上，用陈旧简陋的工具和生产方法从事经营而不能糊口；这种小农在经济上从属于邻近的大地产占有者，后者不仅把他们当雇工来剥削（这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开始），而且把他们当小农来剥削（这是徭役制的继续），——这就是产生盘剥制和工役制的条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构成这两种制度的特征的条件。

在俄国欧洲部分，最大的地主和最贫困的农户是3万与1000万之比。平均起来大致是：每有一个拥有2000俄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就有将近300个农户依附于他；这些农户每户只有将近7俄亩贫瘠的坏地，使用的是极其落后的原始的（这是从欧洲的角度来看，更不用说从美国的角度看了）农具。

一部分富裕农民“出人头地”，也就是说，成了小资产阶级，靠雇佣劳动力耕种土地。地主也有使用这种劳动力来耕种一部分土地，做一些农活的，这种地主多半是过去的贵族－农奴主或者是他们的后代。

但是，除了这种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欧洲部分的俄罗斯内地各省，还存在着把这种资本主义关系挤到次要地位的、由农民自备农具为地主耕种土地的制度，即昔日的徭役制的继续——工役制；还存在着“利用”小农（本身是耕作者，又是小业主）走投无路的贫困状况，来为邻近的地主“农庄”“效劳”的制度，即盘剥制。什么以工换贷，贷粮，冬季雇工，出租土地，允许使用道路、饮马场、草场、牧场、森林，贷放农具，如此等等，就是目前花样繁多的盘剥制形式。事情有时竟荒谬到这样的地步：农民要把自己的粪肥上到主人的地里去，“农家主妇”还要奉送鸡蛋，——而且这不是发生在公元18世纪，而是发生在公元20世纪！

只要把目前俄国农业中的这些中世纪和农奴制残余的问题明确而如实地摆出来，就足以判断斯托雷平的“改革”起了什么作用。这种“改革”当然是延缓了濒于死亡的农奴制的末日的到来，正象臭名远扬的、自由派和民粹派大加赞扬的1861年的所谓“农民的”（实际上是地主的）改革[40]延缓了徭役制的末日的到来，使它以另一种形式保存到1905年一样。

斯托雷平的改革“延缓了”旧制度和旧农奴制农业的死亡，这表现在打开了又一个气门，并且是在不废除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条件下可以打开的最后一个气门。打开了气门，放出来一些气，就是说，使得一部分完全破产的农民“巩固了”自己份地的私有权，又把这些份地卖掉，从有份地的无产者变成纯粹的无产者；其次是，使得一部分富裕农民巩固了自己份地的私有权，有的还经营起独立田庄，建立了比以前更为稳固的资本主义家业。

最后，打开了气门，放出了气，还使得有些地方消灭了特别难以容忍的土地零散插花现象，为实现资本主义制度下必不可免的农民土地的转移提供了方便。

但是，这种延缓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农村的矛盾？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农奴制大地产的压迫？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气”的总量？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是：增加了。

3000万人挨饿实际上就证明了，在目前只能是这个答案。这是小业主在挨饿。这仍然是那种旧的、盘剥制的、贫困的和受尽农奴制大地产压榨的农民经济发生危机的图景。在欧洲，在有大片非农奴制的领地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的大地产的条件下，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多人挨饿。

为数众多的农民，除了那些完全摆脱了土地束缚的无产者（他们“巩固”土地私有权是为了把土地卖掉）和极少数富裕农民以外，他们的处境依然如故，甚至每况愈下。任何巩固土地私有制的办法，任何消灭土地零散插花现象的措施，都不会使为数众多的贫苦农民——那些守着贫瘠的坏地，只使用已经破烂不堪的祖传农具，养着没有草料的役畜和牛羊的农民，变成有点文化的有点家业的业主。

对于那些依附于拥有2000俄亩土地的地主（马尔柯夫或普利什凯维奇这一类型的）的、只有7俄亩小块土地的农民，无论是把他们分散到各处，把他们从村社解放出来，还是“巩固”他们少得可怜的土地的私有权，他们都仍然是免不了受盘剥的贫民。

斯托雷平的改革既不能消灭对众多农民实行的盘剥制和工役制，也不能消除他们忍饥挨饿的现象。斯托雷平的改革要“成功”，也就是说，要在我国农村建立起已经成型了的一般欧洲式的资产阶级制度，还需要在几十年里经过一次又一次这样的周期性的饥荒，还得使大批现有的农户死于非命才行。可是，在目前，在斯托雷平的“改革”经过了6年的试验，“巩固土地私有权”的人数等等6年来已有“辉煌”增长以后，已经不可能有任何怀疑：这种改革并没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危机。

对目前以至最近将来的俄国来说，完全无需争辩的是，我们面临的还是保留着许多农奴制经济残余的旧的危机，即贫困的、受着马尔柯夫和普利什凯维奇类型的大地产盘剥的小农业的旧的危机。

而且，这种已经由3000万人挨饿的事实十分鲜明地证实了的危机就在我们眼前明摆着，——尽管斯托雷平打开了马尔柯夫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仅有的最后一个气门。他们（以及同他们一道的贵族联合会[41]）除了想由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自己来推行资产阶级政策以外，没能想出［当然，应当理解“想出”一词的“实质”：统治阶级的“妄想”是受全世界和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限制和制约的。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俄国的目前阶级力量对比情况下，贵族联合会要想保持自己的权力，也不会有别的办法。］，也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来保持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土地和权力。

目前俄国农村的矛盾归结起来就是：由过去的农奴主在完全保持他们的土地和权力的条件下，来推行资产阶级的土地政策。在土地问题上，这也是“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42]

走向新制度的这一步，是由还保持着自己的无限权力、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特性、自己的环境的旧势力自己迈的。这是旧势力能迈出的唯一的最后一步。这是最后一个气门。操纵着资产阶级国家的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手里再没有也不可能再有别的气门了。

正因为走向新制度的这一步，是由还保持着自己的无限权力的旧势力自己迈的，所以这一步就无法造成、确也未曾造成什么稳定的局面。相反，正象目前一切迹象向我们清楚地表明的那样，这一步使旧的危机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上更加加深。

旧的危机在新的环境下，在阶级关系明确得多的情况下，以新的形式加深起来；但是危机加深的同时，它的社会性质和经济性质（也不仅是经济性质）实际上仍然和从前一样。

屈指可数的几座农民资产阶级的出色的独立田庄；与此同时，有份地的无产者日益减少；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还保持着自己的无限权力；大批受盘剥的中等农民一贫如洗，活活饿死；失去份地的无产者日益增多，——这就是今天俄国农村的景象。

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不能够消灭盘剥制和工役制，而民粹派（指这个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意义）的土地纲领却能做到这一点，这难道还需要加以证明吗？目前的农村情况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就是在土地完全可以自由转移的条件下，出色的独立田庄一定能够使所有中世纪式的饥饿现象以及各式各样的盘剥制和工役制立即结束，如果这些田庄根据农民的自由选择建立在所有目前还不包括在“土地规划”以内的那7000万俄亩地主的土地上的话，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斯托雷平之流的土地措施要在“劳动派的”俄国才适用，历史的讽刺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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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涅瓦明星报》（《　　　　》）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12年 2月26日—10月5日 （3月10日—10月18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7号。《涅瓦明星报》最初与 《明星报》同时出版，以备 《明星报》被查封或没收时可资替补。1912年4月22日 （5月5日）以后即接替被查封了的《明星报》出版。参加该报编辑工作的有尼·尼·巴图林、维·米·莫洛托夫、米·斯·奥里明斯基等。列宁从国外对报纸实行思想领导。该报发表了20篇列宁的文章和360多篇工人通讯。报纸经常遭到政府的迫害，在所出的27号报纸中有9号被没收，两号被罚款，编辑曾不止一次被法庭审讯。——18。



[38] 《俄罗斯新闻》（《　　　　》）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 1901年曾经停刊。从 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18。



[39] 指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实行的土地改革。1906年11月9日 （22日），沙皇政府颁布了 《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令的几项补充决定》，这个法令由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通过后称为1910年6月14日法令。1906年 11月 15日 （28日），又颁布了 《关于农民土地银行以份地作抵押发放贷款的法令》。根据这两个法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地。村社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建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土地。独立田庄主和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土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购买土地。斯托雷平土地法令的目的是，在保留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强制破坏村社的条件下，建立富农这一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的支柱。



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通过最痛苦的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在保留农奴主－地主的政权、财产和特权的条件下，加速了农业的资本主义演进，加剧了对农民基本群众的强行剥夺，加速了农村资产阶级的发展。



列宁称 1906年斯托雷平土地法令是继 1861年改革以后俄国从农奴主专制制度变为资产阶级君主制的第二步。尽管政府鼓励农民退出村社，但在欧俄部分，9年中 （1907—1915年）总共只有250万农户退出村社。首先使用退出村社的权利的是农村资产阶级，因为这能使他们加强自己的经济。也有一部分贫苦农民退出了村社，其目的是为了出卖份地，彻底割断同农村的联系。穷苦的小农户仍旧象以前一样贫穷和落后。



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并没有消除全体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只是导致了农民群众的进一步破产，加剧了富农和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19。



[40] 俄国1861年的农民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和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19日（8月3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和改革法令。这次改革是在有利于农奴主－地主阶级的情况下进行的，共“解放了”2250万地主农民，但地主土地占有制仍保存了下来。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粗略统计，在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7150万俄亩，农民则只有3370万俄亩。改革中地主把农民土地割去了15，甚至25。



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赎买土地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5亿多卢布。这就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象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20。



[41] 贵族联合会是俄国农奴主－地主的反革命组织，于 1906年 5月在各省贵族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存在到1917年10月。成立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贵族联合会的领导人是阿·亚·鲍勃凌斯基伯爵、H ．A ．卡萨特金－罗斯托夫斯基公爵、 ． ．奥尔苏菲耶夫伯爵、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人。列宁称贵族联合会为“农奴主联合会”。贵族联合会的许多成员都参加了国务会议和黑帮组织的领导中心。——22。



[42] 这句话引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决议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7页）。列宁在《走上大路》一文中对决议中的这一点作了分析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29—339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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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考证

（1912年8月8日〔21日〕）

我国立宪民主党是民主派还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政党，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学术意义。

大家记得，在这个问题上，就连劳动派（资产阶级民主派）沃多沃佐夫也曾颇费踌躇。

《真理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提到了《言语报》上重申的格列杰斯库尔先生不久以前发表的那些声明。 
［注：见本卷第14页。——编者注］



《言语报》回答说：“我们不知道，《真理报》指的是格列杰斯库尔先生的哪些声明。”

这可真怪了，不是吗？《真理报》说得很明确，它指的是《言语报》上重申的那些声明。这是怎么回事？莫非《言语报》不知道《言语报》上登了些什么吗？？不，自由派为了在选举前玩弄民主把戏，很想把自己前不久做过的某些事情忘掉，这样的推测不是更合乎情理吗？

不管怎样，为了把这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弄清楚，我还是援引一下格列杰斯库尔先生的话，这些话是他在一系列公开讲演中说过的，又在《言语报》第117号（总第2071号）上加以重申的，而编辑部对此并未加注任何保留意见。


　　格列杰斯库尔先生写道：“我在讲演的最后部分，针对‘路标派’[43]关于俄国解放运动（似乎由于知识分子的过失）没有成功的论断进行了争辩，把这一论断同那些比彼·伯·司徒卢威还要左得多，但也认为这个运动没有为我们带来任何成果的人的意见作了对照；我支持了与此对立的另一种论断，认为恰恰相反，这个运动取得了很多成果，奠定了未来的立宪制度的基础，而且这基础打得极深极牢，深入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为了指出这两种论断的关个键性分歧所在，同时阐明我也认为是当前政治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我从未来的角度来考察这两种论断，我说，从前一个论断出发（即如果说1905—1906年没有得到任何成果），一切就要从头开始，换句话说，就要组织第二次运动；从后一个论断出发（即认为1905—1906年奠定了俄国立宪制的基础），那就相反，用不着进行第二次人民运动，需要的只是平静的、顽强的、有信心的立宪工作。刚说到这里，利巴瓦（事情发生在利巴瓦）的警察局长就打断了我的话。这样一来，在利巴瓦，警察当局也就跟着表了态，反对公开否认在俄国有举行新的革命的必要。”（1912年《言语报》第117号（总第2071号））





　　格列杰斯库尔先生充分证明，利巴瓦的警察局长先生是搞错了。但另外，格列杰斯库尔先生还证明了两个重要的事实：（1）格列杰斯库尔先生和他的一伙同“路标派”的争论只是装腔作势，毫无意义。实际上，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整个立宪民主党都是“路标派”。（2）马克思主义就立宪民主党在学术、经济和政治上的特征所作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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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路标派是指俄国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政论家、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申宗、亚·索·伊兹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和谢·路·弗兰克。1909年春，他们把自己的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一批文章编成文集在莫斯科出版，取名为《路标》。路标派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在这些文章中，他们妄图诋毁俄国解放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贬低维·格·别林斯基、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德·伊·皮萨列夫等人的观点和活动。他们诬蔑1905年的革命运动，感谢沙皇政府“用自己的刺刀和牢狱”把资产阶级“从人民的狂暴中”拯救了出来。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对立宪民主党黑帮分子的这一文集作了批判分析和政治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167—176页）。列宁把《路标》文集的纲领在哲学方面和政论方面同黑帮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纲领相比拟，称该文集为自由派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是泼向民主派的一大股反动污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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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

（1912年8月8日〔21日〕）

1908年，对俄国工厂作过一次调查。[44]毫无疑问，这次调查提供的工人工资的数字是夸大了的，生产规模和资本家利润的数字则是缩小了的，因为在我国诸如此类的调查都纯粹是通过官方途径进行的，而且只向资本家了解情况，对工人则认为没有必要去询问。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对资本家极为有利的统计资料说明了什么吧。

根据迄今已经公布的仅有的初步资料，在俄国一共有将近2万个工厂（确切的数字是19983个；下面我们在括号内注的是确切的数字，正文中则刨去尾数，以便阅读时比较容易明了和记住主要的数据）。

男女工人的总数是225万人（2253787人）。其中还包括矿工和交纳消费税的生产部门的工人。

所有这些工人的工资总额是5亿多卢布（55570万）。

要想知道每个工人的平均工资，就要用工人总数去除工资总额，结果得出的数字是246卢布。

这样，俄国225万工厂工人1908年所得的报酬总的平均起来，大体上每人每月只有20卢布50戈比！

假如考虑到，要靠这点钱养活一家人，而且目前房租和粮价这样昂贵，那就不能不说，这点工资实在少得可怜了。

现在再来看看，资本家得了多少利润。要得出利润的数字，就要从生产总额即从所有工厂的进款总额中减去资本家的全部支出。

生产总额超过45亿卢布（465100万卢布）。资本家的全部支出是40亿卢布（408200万卢布）。

这就是说，资本家的利润是5亿多卢布（56870万卢布）。

平均每个工厂的利润是285000卢布。每个工人平均一年为资本家赚得252卢布的利润。

现在，我们再把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比较一下。每个工人平均一年领到工资246卢布，而给资本家一年赚得的利润是252卢布。 
［注：每个工人一年创造的全部新价值是498卢布。］



由此可见，工人为自己工作的时间不到半天，而半天多的时间是在为资本家工作。假定一个工作日平均为11小时，那么工人得到的就只相当于5个半小时，甚至还不到5个半小时的报酬。其余的5个半小时，工人就白白劳动，得不到任何报酬，工人在这半天生产的全部产品就都变成了资本家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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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指1908年沙皇俄国政府财政部工业局对俄国工厂企业的调查。调查的初步资料，由瓦·叶·瓦尔扎尔发表于《1909年初以前的帝国加工工业》一文，该文载于1911年12月11日（24日）《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第50期。列宁利用了此文的综合统计表中的数字。——[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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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斗争和工资

（1912年8月9日〔22日〕）

大家知道，俄国工人1905年有名的罢工斗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获得了非常巨大的胜利。现在，从工厂视察员的报告资料[45]中，就可以对这些胜利的程度，得出一个相当确切的概念。

根据这些资料，俄国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如下：





	1901年……　201卢布　　　　　 1906年……231卢布1902年……　202卢布　　　　　 1907年……241卢布

1903年……　208卢布　　　　　 1908年……242卢布

1904年……　213卢布　　　　　 1909年……236卢布

1905年……　205卢布　　　　　 1910年……242卢布

5年平均…… 206卢布　　　　　5年平均……238卢布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905年是发生转折的一年。也就是说，在1905年以后，一年的工资一下子就从205卢布提高到了231卢布，即增加了26卢布，提高了10％还多。

至于1905年的工资比1904年减少了8卢布，关于这个情况，应该注意到以下两点：第一，1905年是经济萧条的年头，即工业衰退的年头；第二，根据商业部的资料，这一年工人由于少领了罢工期间的工资而损失了1750万卢布，即平均每个工人一年损失了10个卢布以上。

因此，可以说，1905年一年的实际工资本应是215卢布，但工人从这215卢布中为1905年那场出色的、世界上罕见的斗志顽强、波澜壮阔的罢工斗争献出了10个卢布。

总之，我们现在通过对1901—1910年整整10年的资料的研究，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革命前和革命后两个时期之间的惊人的差别。

1905年以前，俄国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是206卢布，1905年以后，是238卢布，即每年多了32卢布，增加了15．5％。

工资在一年当中就有了那么大的增长，以至资本家以后的任何努力（大家知道，资本家曾经把1905年的全部成果一个一个地夺走）都无法使工人的生活再降到从前那样低的水平。1905年这一年使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是平常几十年也达不到的。

根据官方统计，工人在1905年的罢工中，由于少领了罢工期间的工资而损失了1750万卢布。根据同一统计，1905年资本家损失的产值是12730万卢布。

由于1905年以后工资的提高，工人在5年中（1906—1910年），平均每人每年多得32卢布，以180万工人计算，一年就多得5760万卢布，或者说，5年一共多得28600万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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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这些资料载于《1910年工厂视察员报告汇编》1911年圣彼得堡版第37页。——[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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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省工厂的工作日

（1912年8月11日〔24日〕）

И．М．科兹米内赫－拉宁工程师出了一本关于莫斯科省工厂工作日和工作年长度的著作。

作者收集的材料反映的是1908年年底的情况，涉及的工人有219669人，即占莫斯科省工厂工人总数307773）的7／10强。

作者根据这些材料算出的平均工作日是：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是9个半小时，童工是7个半小时。

必须指出，这些材料完全没有把加班劳动计算进去（关于加班劳动，作者准备出一专著），其次，作者的材料仅仅是根据《企业主和工人厂内守则》整理的。

这个守则实际上是否得到遵守，这是我们这位工程师连提都没有提到的问题。只有工会来编制自己的统计，才会同时收集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

就各个企业来说，这9个半小时的工作日是有很大出入的。

从作者的统计表可以看出，有33466名工人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他们占被调查的工人总数的15％以上。

有13189名工人每天工作超过11小时，75名工人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受这种超长工作日折磨的工人，大部分是在纺织工业部门。

如果注意到，将近1／3的工人没有列入作者的调查范围，那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莫斯科省有2万多工厂工人的工作日是长得不象话了。

最后，科兹米内赫－拉宁工程师的资料表明，就连极陈旧的、允许实行11个半小时（！！！）工作制的俄国1897年法令，厂主都没有遵守。这个法令规定，在两班制的情况下，每个工人的工作时间，按两周计算，每昼夜不得超过9小时。

事实上，在作者调查的83990名两班制工人中，有14376人工作超过9小时。他们占两班制工人总数的17％。而做修理工和辅助工的3733名两班制工人中，就有2173人，即几乎占到3／5，每昼夜要工作9小时以上！即使按照官方的统计数字，也总共有16500名工人被迫工作得超过法律允许的长度！

1908年，莫斯科省所有被调查的219669名工人中，只有4398人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这就是说，八小时工作制现在也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只是还得让那215000名工人向这4000名工人看齐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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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省的工作日和工作年

（1912年8月12日〔25日〕）

科兹米内赫－拉宁工程师用这个标题出版的著作（1912年莫斯科俄罗斯帝国技术协会莫斯科分会劳动促进博物馆常务委员会出版，定价1卢布75戈比），是一本反映1908年年底情况的资料汇编。

资料涉及219669名工人，即占全省工厂工人总数（307773）的71．37％。作者说：“材料是按工厂逐一仔细研究过的，综合进去的那部分材料都是翔实可信的。”

按说这类统计，如果资料综合得比较得当，哪怕发表得很迟，也会是非常有用的。但我们不能不表示遗憾，因为科兹米内赫－拉宁先生的统计表编得非常细致，他用了很多精力计算各种总数和百分比，可是精力用得不是地方。

丰富的材料看来把作者的头都搞昏了。他做了几百个、几千个完全多余的、只会使著作冗杂不堪的计算，而几十个绝对必需的数字，他却没有去计算，可是没有这些数字，就勾画不出事物的全貌。

的确，在作者的几乎布满全书的主要统计表中，列出了这样一些详细的数字，例如，把按连续两周的工时数（109—120小时）计算的每昼夜工作9—10小时的工人分为16类，又算出每类工人每昼夜的平均工时数！而且都是算了两遍：生产工人一遍，辅助工人一遍。

不能不认为，这样详细分类，第一，是完全多余的，看来象是为统计而统计，玩弄数字游戏，这会妨碍看清全貌，使得材料很难适用于研究工作。第二，作者以误差不及百分之一的精确度计算出来的这些“平均数”，十分之九都是白费力气，因为可以担保，这本书的1000个读者（未必会有1000个读者）中，未必会有一个感到需要这种“平均数”（即使这一个读者不巧碰上了这种倒霉透顶的需要，他自己也能够把它算出来！）。

同时，一些十分必需的、作者稍微花点气力就可以计算出来的，而且对于想要透彻了解这一调查资料又是非有不可的综合数字，这本书里却一个也没有。例如没有这样几项综合数字：（1）按生产行业综合的一班制、两班制和三班制工人的数字；（2）生产工人和辅助工人的数字；（3）按生产行业综合的平均工时数；（4）成年工人和童工的总工时数；（5）按工人人数划分工厂类别的数字。

我们来谈谈最后一项。看来，作者是很勤勉的（如果从他已发表的和准备发表的著作目录来看，他占有的材料非常丰富、很有意义，也许对他的方法作批判性的分析，就能够不仅在理论上，而且直接在实践上，有所补益。我们已经引过作者的话，他说，收集的“材料是技工厂逐一仔细研究过的”。

就是说，即使按照我国官方统计资料划分的工厂类别（20名工人以下的，21—50名工人的，51—100名工人的，101—500名工人的，501—1000名工人的，1000名工人以上的），把这个材料综合一下，也是完全可能的。作这样的综合是否需要呢？

无疑是需要的。统计工作不是把数字随便填到几个格格里去，而应当是用数字来说明所研究的现象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充分呈现或正在呈现的各种社会类型。有50名工人和有500名工人的工厂，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的两个极不相同的社会类型，所有文明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正在扩大这些类型之间的差别，使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挤掉，这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就拿工作日的材料来说。如果我们自己来做一下这本书所没有做的一些必要的统计工作，我们就可以从作者的总计表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调查过的22万名工人中，有33000名工人每昼夜工作10小时以上，而所有22万名工人的平均工作日是9个半小时。试问，受着超长工作日折磨的不就是小工广雇用的工人吗？

产生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也是必要的，它决不是随便提出的。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使我们不能不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因为小工厂延长工作日是极常见的事情。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使小业主必须延长工作日。

实际上，在作者的材料中，可以用来回答这个极重要的问题的资料是有的，只是作者把它综合掉了！传者在资料汇编中给我们画了一长串不说明任何问题的格格，列了一大堆极详尽的“平均数”，而没有按工人人数把工厂作必要的划分。

对莫斯科省来说，作这样的划分比其他地方更加需要（如果这方面可以比较的话），因为在莫斯科省除了生产大量集中，小工厂的数量也相当大。根据1910年的统计，莫斯科省共有1440个工厂，335190名工人。其中有一半工人（167199人）集中在66个工厂里，而另一方面，有669个工厂总共只有18277名工人。显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类型，统计资料不把它们区分开来，就会毫无用处。

作者热中于统计连续两周工作94、95直到144个小时的工人人数这样的一些数字，以致完全忽略了工厂的数字。这方面的数字，他这本著作的第二部分，即关于工作年长度的那部分，是提到了，可是第一部分，即关于工作日部分，却根本没有举出工厂的数字，尽管作者手头显然有这样的材料。

莫斯科省那些规模最大的工厂，不仅是独特的工厂类型，而且是一些具有特殊的生活条件和文化条件（或确切些说，没有文化的条件）的独特的居民类型。把这类工厂划分出来，把按工人人数划分的每类工厂的材料分别加以详细分析，是进行合理的经济统计的必要条件。




现在我们从科兹米内赫－拉宁先生的著作中提出几个最主要的总计数字来谈谈。

我们已经说过，作者关于工作日长度的调查涉及莫斯科省219669名工厂工人，占全省工厂工人总数的71．37％，而他的统计所涉及的纺织工人要多于其他生产部门的工人。被调查的纺织工人占纺织工人总数的74．6％，其他生产部门的工人中被调查的只占49—71％。看来，小工厂的材料调查得比较少。他所作的年工作日数的统计至多只涉及58％的工厂（1908年1394个工厂中的811个）和75％的工人（307773人中的231130人）。显然，在这里被忽略的恰恰是那些较小的工厂。

作者提供的工作日长度的总计数字，只是把全体工人合在一起计算出来的。得出的平均数是：成年工人每昼夜9个半小时，童工7个半小时。必须指出，童工人数不多，只有1363人，成年工人却有218306人。这就使人会想到，是不是特地把童工“藏了”起来，不让视察员看见呢？

219669名工人中，一班制的有128628人（58．56％），两班制的有88552人（40．31％），三班制的有2489人（1、13％）。在纺织工业中，两班制工人多于一班制工人：两班制工人（仅“生产”工人，不包括辅助工人）有75391人，一班制工人有68604人。如把修理工人和辅助工人都算在内，两班制工人就有78107人，一班制工人就有78321人。相反，在五金工人中，一班制工人（17821名成年工人）要比两班制工人（7673人）多得多。

我们把每昼夜工时数不同的工人总计一下，就可以得出如下的数字：






	　
	每昼夜工时数
	工人数



	8小时以下………………
	4398
	　



	8—9小时………………
	87402
	　



	9—10小时………………
	94403
	　



	10—11小时……………
	20202
	

｝

 33466



	11—12小时………………
	13189



	12小时以上………………
	75



	
　总　计
 …………………
	219669
	　







由此可见，在俄国每昼夜工作不超过8小时的工人是多么少：219669人中，只有4398人。相反，每天工作时间长得不象话的工人却非常多：22万名工人中，竟有33466人，也就是说，有15％以上的工人每昼夜工作10小时以上！这还没有包括加班时间。

其次，从下面的数字可以看出一班制工人和两班制工人的工作日长度的差别：这些数字只涉及成年“生产工人”，即不涉及占工人总数8％的修理工人和辅助工人。






	工作日长度
	每昼夜做左列工时数工作的工人的百分数



	　
	一班制工人
	同班制工人



	8小时以下……………
	1.3
	1.0



	8—9小时………………
	13.3
	81.9



	9—10小时……………
	60.7
	14.7



	10—11小时……………
	15.2
	1.4



	11—12小时……………
	9.5
	1.0



	12小时以上……………
	—
	—



	　总　计
 ……………
	100.0
	100.0







由此可见，有17％的两班制工人每昼夜工作9小时以上，就是说，比拉宁先生公正地认为过分落后的我国1897年法令所准许的工时数还要长。这项法令规定，两班制工人每昼夜的工时数不得超过9小时，——这是按两周计算的。而拉宁先生的所有计算和表格正是以“连续两周”为期的。

既然连这样明确的法令都被破坏，那么我国工厂法其余大部分规定给弄成什么样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个一班制工人（只指成年“生产工人”）每昼夜的平均工时数是9．89小时。就是说，主要实行的是不折不扣的十小时工作制，星期六也不例外，加班时间还不在内。不用说，这样的劳动时间无疑是过长的，是不能容忍的。

一个两班制工人每昼夜的平均工时数是8．97小时，就是说，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是根据上述法令对他们的要求，实行九小时工作制。把工作日缩短到8小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两班制的情况下，所谓“夜间”是指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4点（！！），就是说，夜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工人来说，实际上都成了“白天”。实行九小时工作制，把夜间变成白天，工人经常夜间工作，——这就是莫斯科省的普遍现象！

我们在结束对科兹米内赫－拉宁先生的资料的评论时要指出，他把工作年的平均长度确定为270天。纺织工人的短些——268．8天，五金工人的长些——272．3天。

这些有关工作年的长度的资料，科兹米内赫－拉宁整理得也极其不能令人满意。一方面，完全没有必要的过分详细的分类，——一张工作年长度的综合统计表，竟有整整130道横格！在这里，工厂、工人等等的数字，都是按照每个实际存在的工作日数（一年的），从22天到366天逐一列出的。做这样的“详细分类”倒更象是根本“没有消化”原始材料。

另一方面，这里，一些绝对必需的综合数字，不管是按工厂工人人数的多少，还是按动力的不同情况（手工工厂和使用机器的工厂）综合的数字，也都没有。因此，就根本无法让人了解工作年的长度对各种条件的依从关系。作者收集的极其丰富的材料，由于综合得十分糟糕，都白费了。

我们即使根据作者的材料，只要稍加整理，也就可看出（大体上，远不精确！）大生产和小生产之间的差别的意义。现在，我们按工作年的长度划分四个工厂类别：（1）一年工作不到200天的；（2）200—250天的；（3）250—270天的；（4）270天以上的。

我们把上述每一类的工厂数和男女工人数综合一下，便可得出如下的情况：






	工作年长度
	一年平均工作日数
	工厂数
	工人数
	每个工厂的平均工人数





	200天以下
	96
	74
	5676
	76



	200—250天………
	236
	91
	14400
	158



	250—270天………
	262
	196
	58313
	297



	270天以上………
	282
	450
	152741
	339



	　总　计
 ………
	270
	811
	231130
	285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工厂愈大，工作年就愈长（总的来说）。可见，小企业在实际生活中的社会经济意义比之比如这些企业的工人数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比重的意义来，还要小得多。这些企业的工作年比大企业短得多，所以它们的生产量也就是微不足道的。此外，在工作年很短的情况下，这些（小）工厂不可能造就无产阶级的固定骨干，——就是说，这里的工人还更多地受土地的“束缚”，看来，他们的工资比较少，文化程度也比较低，等等。

大工厂加重剥削，把工作年延长到极限，从而造成与农村断绝一切联系的无产阶级。

如果看到工作年的长度是取决于工厂的技术装备（手摇发动机和机器发动机等等）的话，那就无疑会找到说明居民的生活条件、工人状况、我国资本主义的演进等等许多极有意义的数字。但是，所有这些问题，作者可以说根本没有触及到。

他仅仅提供了不同生产行业的工厂工作年平均长度的数字。总平均数的相差幅度并不很大：从第9类（矿物加工）的一年246个工作日到第12类（化学生产）的一年291个工作日。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些差数比一般大工厂和小工厂（不管属哪个生产行业）的工作年长度的差数要小得多。

从社会经济统计的角度来看，按生产类别算出的差数没有按生产规模算出的差数能够说明问题。这当然不是说，前一种差数就可以忽视，而是说，不考虑到后一种差数，就绝对不可能编出象样的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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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

（1912年8月12日〔25日〕）

英国的自由派执政已有6年半了。英国的工人运动日益发展壮大。罢工正在变为群众性的罢工，并且不再是纯粹的经济罢工，而是在向政治罢工转化。

不久以前显示了这种群众斗争威力[46]的苏格兰煤矿工人的领袖罗伯特·斯迈利宣称，煤矿工人在下一次大战斗中，将要求把煤矿收归国有。而这下一次的大战斗一定会到来，因为英国所有煤矿工人都充分地认识到，臭名昭著的最低工资法不可能真正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英国的自由派眼看就要失去立足之地，于是便想出新的战斗号召，来争取选民群众在一定时期内对自由派的再度信任。不行骗，货就卖不出去——这是资本主义的经商口号。不行骗，就当不上议员——这是自由国家的资本主义政治的口号。

自由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想出的“时髦”口号，就是要求实行“土地改革”。自由派及其愚弄群众的行家劳合－乔治提出的这个口号究竟指的是什么，还不清楚。看来，是指增加土地税，别无其他。再搜刮几百万用于军事冒险，扩充舰队，——这就是用“土地归还人民”等等冠冕堂皇的词句掩饰起来的实际内容。

英国的农业完全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场主－资本家租用大地主（土地占有者）的面积适中的土地，雇用工人耕种。

在这种情况下，实行任何“土地改革”，都丝毫不能改变农业工人的生活状况。在英国，赎买地主土地甚至可能成为对无产阶级的更进一步的掠夺，因为地主和资本家掌握国家政权，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土地高价卖出。而出钱的还是纳税人，就是说，依然是工人。

自由派在土地问题上的喧嚷有一个好处，就是促使农业工人考虑必须组织起来的问题。

而当英国农业工人觉醒过来，组成工会的时候，自由派再用“改革”或分给雇农和日工份地的骗人的“诺言”，就蒙混不过去了。

不久以前，英国一家工人报纸的撰稿人访问了农业工人的老领袖约瑟夫·阿尔奇。阿尔奇做过很多工作，来唤醒农业工人走向自觉的生活。这个事业未能立即取得成功，阿尔奇提出的给每个农业工人“3英亩〈1英亩合1O3俄亩多一些〉土地和1头奶牛”的口号也未免幼稚；他建立的工会垮了，但是他的事业没有垮，英国农业工人组织起来的问题又提上日程。

阿尔奇现在已经83岁。他还住在他出生的那个乡村，他出生的那幢房子里。他告诉来访的人说，农业工人工会曾经使每周的工资提高到了15、16、17先令（1先令合将近48戈比）。但目前，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又下降了，——在阿尔奇所在的诺福克，降到了每周12—13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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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指1912年春苏格兰煤矿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约有100万人参加，是英国工业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政府立即对这次罢工作出让步，议会匆忙通过了最低工资法。有关这次罢工的情况和最低工资法的问题，列宁在本卷第289—290页《1912年的英国工人运动》一文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评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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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生产集中

（1912年8月12日〔25日〕）

俄国也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生产正在集中，就是说，愈来愈向少数大企业和特大企业集中。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一个企业都完全受市场支配。在市场支配下，企业愈大，愈能低价出售自己的产品。大资本家购进原料价格较低，消耗原料较省，又使用精良的机器，等等。小业主则在破产，在垮台。生产愈来愈集中到少数百万富翁手里。这些百万富翁往往通过股份公司吸收中等业主和“小鱼们”的资本，加强自己的势力。

就拿俄国工厂工业1910年的资料同1901年的来比较一下。[47]






	按工人人数的工厂分类
	工厂数
	工人数（单位千）



	　
	1901年
	1910年
	1901年
	1910年



	50人以下的……
	12740
	9909
	244
	220



	51—100人……
	2428
	2201
	171
	159



	101—500人……
	2288
	2213
	492
	508



	501—1000人……
	403
	433
	269
	303



	1000人以上的……
	243
	324
	526
	713



	
共计
 ………
	18102
	15080
	1702
	1903







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情况都是这样。小工厂的数量在逐渐减少：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在破产，在垮台，变为职员，有的成为无产者。

特大企业的数量在迅速增加，而且这类企业在整个生产中的比重增长得更大。

从1901年到1910年，有1000名工人以上的特大工厂几乎增加了1/2，从243个增加到324个。

1901年，这类工厂的工人约50万（526000人），即不到工人总数的1/3，而到1910年，就超过了70万，即超过了工人总数的1/3。

特大工厂把小工厂挤垮，使生产愈来愈集中。愈来愈多的工人向少数企业集中，而千百万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全部利润则落到一小撮百万富翁手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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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下面的数字材料，列宁摘自《1910年工厂视察员报告汇编》1911年圣彼得堡版第15页。——[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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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黄腾达之路

（1912年8月18日〔31日〕）

不久以前去世的百万富翁、《新时报》[48]的发行人阿·谢·苏沃林，他的一生，反映了和代表了整个俄国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

他步入生活之初，是个贫民，自由主义者，甚至还是个民主主义者；到了晚年，却成了百万富翁，成了一个扬扬得意的恬不知耻的资产阶级的吹鼓手，每逢当权者的政策发生变化，他都要出来献上一番殷勤。这对许许多多“有学识”、“有知识”的所谓上流社会人士来说，难道不是颇为典型的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玩弄变节伎俩都能这样飞黄腾达，变为百万富翁，但至少有十分之九的人（如果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话）正是在玩弄这种变节伎俩，从激进派的学生开始，最后谋得某个公务部门或某种投机活动中的“肥缺”的。

贫苦学生，由于交不起学费，没有进大学；县城中学的教员，兼做贵族代表的秘书，有时也在知名的富有的农奴主家里授几堂课；刚刚起步的、自由派的甚至是民主派的新闻工作者，倾向于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仇恨反动派，——苏沃林在上世纪50—60年代就是以这样的身分开始他的生涯的。

同情英国资产阶级和英国宪制的自由派地主卡特柯夫，在俄国第一次民主高潮时期（19世纪60年代初），转向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参加了猖狂的黑帮活动。

自由派新闻工作者苏沃林，在俄国第二次民主高潮时期（19世纪70年代末），转向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堕落到向当权者卑躬屈膝的地步。靠了俄土战争，这个追求飞黄腾达的人“大显身手”，找到了一条卖身投靠的捷径——他的《有何吩咐报》[49]因此获得了大量的犒赏。

《有何吩咐报》这个雅号，苏沃林的《新时报》保持了几十年。这份报纸在俄国成了卖身求荣的报纸的典型。“新时报主义”成了背叛、变节和吹牛拍马的同义语。苏沃林的《新时报》是做“零沽零饮，均所欢迎”[50]的兴隆买卖的典型。在这里，他们什么买卖都做，从政治见解一直到色情广告。

而目前，在俄国第三次民主高潮过去以后（20世纪初期），又有多少自由主义者沿着“路标派的”道路，转向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向民主派大泼污水，向反动派阿谀奉承！

卡特柯夫—苏沃林—“路标派”，这就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从民主派转向维护反动派，转向沙文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几个历史阶段。

觉悟的工人会愈来愈坚定自己的信念，他们懂得：资产阶级的这种转变是不可避免的，——正象劳动群众转而拥护工人民主派的思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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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新时报》（《НовоеВремя》）是俄国的一家报纸（日报），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一度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45]。



[49]《有何吩咐报》是对《新时报》的一种蔑称。“有何吩咐？”原来是沙皇俄国社会中仆人对主人讲话时的用语。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他的特写《莫尔恰林老爷们》中首次把对专制政府奴颜婢膝的自由派报刊称为《有何吩咐报》。——[46]。



[50]“零沽零饮，均所欢迎”一词出自革命前俄国小酒店的招贴用语，意思是“在本店就饮或外沽均所欢迎”。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蒙列波避难所》里曾用它来描写俄国新兴资产者，说“他对科学毫无兴趣，对艺术珍品漠然置之，在他的旗帜上赫然写着的只有这么一句话：‘零饮零沽，均所欢迎！’”。——[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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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

1912年8月31日

尊敬的同志：

您寄来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51]总执行委员会关于该组织发生分裂的第15号（1912年7月）通报[52]，已经收到。

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我不能不对这个通报表示强烈抗议，理由如下：

1．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声称，华沙委员会“不属于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作为自治部分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然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没有任何权利决定或宣布谁属于我所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本身现在就不属于我们党，因为它在组织上既同我所代表的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关系，也同与这一中央委员会对立的取消派中心（所谓“组织委员会”）没有关系。

2．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声言，分裂是“在国家杜马选举前突然”发生的，这不符合事实。

据我个人了解，这个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本身，早在两年前就同其前任委员马列茨基和加涅茨基发生了激烈争执，并把加涅茨基从执行委员会开除出去了，——这个总执行委员会那时就该预见到会发生分裂的。

3．总执行委员会的声明是在撒谎，说什么：

第一，华沙组织，“也和沙皇俄国的其他一切革命组织一样”，钻进了奸细；

第二，分裂是在“保安机关的积极配合”下发生的，——尽管总执行委员会不能指名道姓地说出一个人来，不敢说出一个明确的疑点！

为了从道义上打垮政治上的对手，竟公然无耻地诬陷对方有“保安机关的配合”，但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哪怕指名道姓地说出一个人，说出一个明确的疑点，这该有多大的撒谎本领啊！

我相信，国际的每个委员都会愤怒地驳斥这种前所未闻的斗争手法。

我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的两位前任委员马列茨基和加涅茨基相识多年，他们是公开同华沙委员会携手并进的。正好我接到的华沙委员会的正式通报证明了这一事实。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附上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委员会的抗议书转给社会党国际局[53]。

鉴于总执行委员会的声明已分发给社会党国际局全体委员，我就不得不请您，尊敬的同志，把我的这项声明，连同华沙委员会的抗议书，也分发给加入国际的各党代表。

致党的敬礼！






	　　尼·列宁载于1912年11月21日《工人报》第1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第45—46页

















[51]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6年4月，该党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由于党的领导成员扬·梯什卡等人在策略问题上发生动摇，1911年12月该党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在国外的总执行委员会，称为总执委会派；另一派拥护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称为分裂派（详见本卷第309—314页《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一文）。分裂派主要包括华沙和罗兹的党组织，同布尔什维克密切合作，赞同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1916年该党两派合并。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47]。



[52]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给社会党国际局的信。这封信是罗·卢森堡写的，刊载于1912年7月14日总执委会派《工人报》第16号。——[47]。



[53]华沙委员会的抗议书分发给了社会党国际局全体委员，后来刊载于1912年9月11日（24日）分裂派《工人报》第17—18号合刊。——[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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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和土地问题

（1912年8月19日〔9月1日〕）

立宪民主党在同《真理报》的论战中，尽管费尽心机，也未能回避他们是民主派政党还是自由主义君主派政党的问题。

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它不仅仅具有一般原则上的意义，能为澄清基本的政治概念提供材料。此外，这一涉及妄图领导整个反对派的立宪民主党的本质的问题，是同整个俄国解放运动的所有根本问题密切相关的。因此，任何人，只要他自觉地对待选举运动，重视这一运动在群众的政治教育中的意义，他就应当十分关心这场有关立宪民主党的本质的问题的争论。

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现在企图抹杀这场争论，用遁词和谩骂（“造谣”，“歪曲”等等）把原则问题掩盖起来，把取消派在发泄由于组织上的激烈争执引起的私愤时辱骂我们的某些词句搬了出来。这都是在原则争论中感到无能为力的那些人所采用的司空见惯的、陈腐不堪的手法。因此，为了答复立宪民主党人，我们应当把原则问题重新阐述一下。

民主派和自由派，一般说来，有哪些区别呢？不论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还是自由派（所有的自由派都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但并不是所有的民主派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都反对旧制度，反对专制制度、农奴制度、最高等级的特权等等，都拥护政治自由和立宪的“法”制。这是他们共同的地方。

他们的区别是：民主派代表大多数居民。它赞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偏见，例如，期望通过重新“平均”分配全部土地，不仅可以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这种想法还是有根据的），而且可以摧毁资本主义的基础（这种想法就完全没有根据，因为任何重分土地的办法，既不能消除市场和货币的统治，也不能消除资本的统治和无限权力）。但是，民主派相信群众运动，相信群众运动的力量和正义，决不害怕这种运动。民主派坚决主张把一切中世纪特权统统消灭干净。

自由派不是代表大多数居民，而是代表少数居民，也就是大中自由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害怕群众运动和彻底的民主派甚于害怕反动势力。自由派不仅不致力于完全消灭一切中世纪特权，反而维护某些最重要的特权，竭力想要由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来瓜分这些特权，而不是加以全部消除。

自由派主张政治自由和实行宪制时，总要打些折扣（如两院制和许多别的主张），而每打个折扣都是为了保留农奴主的特权。自由派总是这样摇摆于农奴主和民主派之间；因此，自由派在一切稍微重大一点的问题上，总是显得极端软弱无力，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俄国的民主派，是指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民主派）和形形色色的民粹派、劳动派（资产阶级民主派）。俄国的自由派，是指立宪民主党以及“进步派”[54]和第三届杜马中的大多数民族集团。

俄国民主派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胜利，俄国自由派没有取得任何胜利。前者善于斗争，它的失败也总是整个俄国的重大的历史性的失败，而且即使遭到失败，民主派的要求也总有一部分得到了实现。后者即自由派，不善于斗争，在俄国历史上，它总是受农奴主的蔑视，就象奴仆受老爷的蔑视一样，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记载。

我们拿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来验证一下这些总的看法和基本的原则前提。《真理报》曾向立宪民主党人指出，他们的非民主性通过立宪民主党人别列佐夫斯基第二在第三届杜马中就土地问题所作的发言 
［注：见本卷第14页。——编者注］

 得到了证明。

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在第208号上回答道：“大家知道，别列佐夫斯基第二的发言是对立宪民主党土地问题纲领的肯定。”

瞧，这个回答多么狡黠！我们说，别列佐夫斯基第一 
［注：《真理报》和《言语报》说的别列佐夫斯基第二，是都弄错了。那个立宪民主党人是别列佐夫斯基第一，叫亚历山大·叶利扎罗维奇，是辛比尔斯克的地主。］

 的发言是非民主地提出问题的典型。《言语报》很清楚，我们认为的自由派不同于民主派的特征究竟是什么。但它根本不想认真研究问题，不想明确说出，它《言语报》认为自由派不同于民主派的哪些特征是确实的，并且检查一下，别列佐夫斯基第一的发言有没有这些特征。所有这一切，《言语报》都没有做。《言语报》竭力回避问题，从而暴露了它在原则上的弱点和心术不正。

但是，就连《言语报》也没敢否认整个立宪民主党对别列佐夫斯基第一的发言应负的责任。它把别列佐夫斯基单一的发言称为“对立宪民主党土地问题纲领的肯定”，就是承认，而且不得不承认立宪民主党应承担这一责任。

好极了。我们现在就来引一下第三届杜马代表亚·叶·别列佐夫斯基这位辛比尔斯克的地主的这篇无疑是立宪民主党的正式发言的几个主要地方。我们将通过分析发言人的论点来看看，他所持的是民主派观点还是自由派观点。我们还要看看，立宪民主党先生们在他们数量很大的刊物上或是会议上，能不能驳倒我们。


　　1908年10月，亚·叶·别列佐夫斯基在第三届杜马中说（我们是根据《俄国报》[55]上的速记记录引证的）：“我深信，这个法案〈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法案〉对土地占有者也非常有利〈不仅对农民〉，先生们，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熟悉农业，我自己一生就是从事农业，并且占有土地。从建立文明的农业的角度来看，人民自由党的法案无疑要比现行制度更有益处。不应当光是抽出强制转让这一事实，对这一事实感到气愤，说这是暴力，而应当研究和考虑一下，我们的法案建议实行的办法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制转让的办法是怎样实现的……”



　　我们把亚·叶·别列佐夫斯基先生的这些货真价实的金玉良言用黑体标出，说这些话是金玉良言，这是因为它道出了难得的实情。谁要是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在第一届杜马[56]时期批驳立宪民主党人的发言和文章，或是现在花点工夫把这些文章浏览一下，他就会承认，亚·叶·别列佐夫斯基在1908年出色地证实了布尔什维克1906年的论断是正确的。而且我们可以预言：凡是客观一些的历史记载都将再三证实他们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在1906年说过：不要听信“强制转让”这些铿锵的话语。全部问题在于：谁强制谁。如果是地主强制农民用高价购买坏地，象臭名昭著的1861年的赎买那样，那么这种“强制转让”就是对地主有利、而使农民破产的地主的改革。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00—103页。——编者注］



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提出强制转让的问题，是在地主与农民之间，黑帮与民主派之间随风转舵。1906年，他们向民主派解释“强制转让”的时候，竭力把这说成是某种民主性的东西。到1908年，他们向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死硬派”解释的时候，又向“死硬派”证明，应当研究一下“这种强制转让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是怎样实现的”。

我们来听听立宪民主党的这位正式发言人是怎么说的吧：


　　亚·叶·别列佐夫斯基说：“就拿第一届国家杜马的42位代表的法案来说吧。这个法案只是〈一点不错，别列佐夫斯基先生！〉认为，必须首先转让占有者自己没有经营的土地。其次，人民自由党主张在各地成立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应该在一定期间弄清楚哪些土地应当转让，哪些不该转让，农民要有多少土地才能满足。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应当是一半农民，一半非农民。”



　　亚·叶·别列佐夫斯基先生还有一点没有说出来。谁要是想查对一下载于立宪民主党出版的《土地问题》文集第2卷的库特列尔（立宪民主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公认代表）的土地法案，就会看到，这个法案规定，委员会的主席是由政府任命的，就是说，这些主席还是地主的代表。但是，即使假定亚·叶·别列佐夫斯基比库特列尔更确切地反映了立宪民主党的观点，假定亚·叶·别列佐夫斯基全部都说出来了，而且立宪民主党人真的要求成立由农民和“非农民”各半组成的、没有阶级政府的代表参加的委员会，那又怎样呢？是不是就有人敢断定，这样的法案是民主性的呢？？

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只有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才可以说是民主的选举。只有根据普选制，由全体居民选出的委员会才是民主的委员会。从民主制的一般的、基本的、起码的道理出发，无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还要我们来向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唠叨，简直有点离奇。

立宪民主党人在纸上是承认普选权的。而实际上，在俄国解放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土地问题上，他们就不承认普选权了！任何遁词和诡辩都不能抹杀这个头等重要的事实。

不要以为立宪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只是离开了普选权原则，离开了民主原则。不，他们依据的是另一个原则，即旧与新、地主与农民、黑帮与民主派“妥协”的原则，把一半给这部分人，把另一半给另一部分人，——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宣扬的货色。

这恰恰是动摇不定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典型原则。他们要求的不是消灭中世纪特权，而是由地主和资产阶级来瓜分这种特权。使“非农民”（说穿了就是地主）与占人口7/10的农民平等，就是保留和肯定中世纪特权，这难道真的还有什么可以争论的吗？中世纪特权就是一个地主在政治上相当于几百个几千个农民，否则中世纪特权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地主和农民的平等，客观上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瓜分特权。1861年的情况正是这样：地主把自己千分之一的特权让给了新兴的资产阶级，而农民群众却不得不遭受半个世纪（1861＋50＝1911）的痛苦：无权，备受凌辱，慢慢饿死，交纳苛捐杂税，等等。此外，不应当忘记，地主在1861年把自己千分之一的政治特权让给资产阶级（地方自治改革，城市改革，司法改革，等等）的同时，他们自己在经济上也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开办起酿酒厂、甜菜制糖厂，参加股份公司董事会，等等。

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亚·叶·别列佐夫斯基先生本人根据一小撮地主和众多农民的这种“平等”，指出了一条什么样的最终出路。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先来着重谈一下别列佐夫斯基下面这些话的全部意义：这些臭名昭著的委员会应当“弄清楚哪些土地应当转让，哪些不该转让，农民要有多少土地才能满足”。

关于给农民分土地的各种“份额”的一切议论，都不过是些空话，——顺便提一下，我们的民粹派知识分子，甚至最“左的”也不例外，往往用这种空话来迷惑自己和农民。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是全部土地都应当转让呢，还是并非全部？如果是后者，那由谁来决定，“哪些不该”转让呢？（我就不必说，由谁来决定赎金的多少，因为赎买中世纪特权本身是一种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办法，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绝对不民主的、反民主的办法。）

立宪民主党土地法案里所有那些繁琐罗列的、四平八稳的条款，完全是空洞无物的官样文章。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谁来决定哪些土地应当转让，在什么条件下转让？即使一个最理想的法案，如果回避了这个问题，也只能是一种骗局。

那么，别列佐夫斯基先生是怎样来解决这个唯一重要的问题的呢？其实很明白，即使在农民与“非农民”平等的情形下，也多半不会有什么妥协可言的，况且农奴主同昨天的农奴的友好妥协，根本就不需要制定什么法令。即使没有任何法令，农奴主也总是赞成同农奴“友好妥协”的。

所以，别列佐夫斯基先生向第三届杜马中的死硬派，明确回答了这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再听听他下面是怎么讲的吧：


　　“这样，各地进行了这项一般的具体的工作以后，当然会弄清楚‘可以’〈请听！〉转让多少土地，农民需要多少土地〈为什么需要？为服劳役吗？对此，农奴主向来都是赞成的！〉，最后农民自己也会相信，他们的公正〈哼！哼！上帝保佑，千万别使老爷发怒，不要老爷的爱怜[57]，也不要地主的“公正”）要求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然后，这一切再提交给国家杜马和〈请听，请听！〉国务会议，经它们修改以后〈哼！哼！〉，才由陛下批准〈即批准为法律〉。进行了这种有计划的工作以后〈这真是再“有计划”不过的了！〉，居民的真正需要就一定会得到真正满足，同时，文明田庄就会安定下来，保存下来，而这种田庄，人民自由党除非迫不得已是决不愿意破坏的。”



　　“人民自由党”的代表就是这样说的，这个党实在应当叫作地主放心党。从这里可以明显不过地看出，立宪民主党的所谓“强制转让”是地主对农民的强制。谁要想否认这一点，他就应当证明，在国务会议[58]里，是农民比地主占优势！开头讲地主与农民“平等”，而到最后，要是没有友好妥协，就由国务会议来“修改”法案。

“人民自由党除非迫不得已是决不愿意破坏文明田庄的”，地主亚·叶·别列佐夫斯基先生这样说，他一定以为他的田庄是“文明的”。我们要问：由谁来决定，谁的田庄是文明的，哪些部分是“文明的”，什么时候才是“迫不得已”呢？答案就是：开头由地主和农民各半组成的委员会决定，然后由国务会议……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立宪民主党是民主派政党呢，还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党？是“人民自由”党呢，还是地主放心党？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形形色色的劳动派和民粹派，他们的严重过错就在于，他们以为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就可以实现“平均制”，就可以普及“劳动原则”，等等；他们的过错还在于，他们空谈土地占有的各种“份额”，把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应不应该继续存在的问题搁在一边，不过，这个民主派还是帮助了新制度排除旧制度，它并没有编造一套为旧制度保留一系列特权的法案。

不，立宪民主党不是民主派政党，而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党，——要想否认这一点，简直就是拿众所周知的事实开玩笑。




最后，我们来简单谈一谈其他一些幼稚的立宪民主党人可能提出的一个问题。既然立宪民主党的“强制转让”是地主对农民的强制，那为什么大多数地主又反对这种强制呢？

米留可夫先生1908年10月31日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以历史学家的姿态作的发言中，已经不由自主地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历史学家米留可夫不得不承认，1905年年底以前，政府和地主都认为农民是一种保守力量。在1905年7月19—26日彼得戈夫的会议（这次会议筹备了布里根杜马[59]）上，未来的贵族联合会的台柱阿·亚·鲍勃凌斯基和纳雷什金等人，都主张让农民在杜马中占优势。维特当时也认为，专制制度的支柱应当（而且可以）不是贵族，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农民民主派”。 
［注：见《人民自由党党团演讲录》（在第三届国家杜马第二次常会期间）（1909年圣彼得堡版）第43页。遗憾而且万分遗憾的是，立宪民主党人没有把别列佐夫斯基的发言编进去……］




　　米留可夫先生说：“先生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政府想出了强制转让的主意（有人喊：是库特列尔想出来的）。是的，是库特列尔，先生们……库特列尔起草了关于强制转让的法案。……他拟订了这个法案，先生们；这项工作进行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我不知道，反正是直到1905年年底。在众所周知的莫斯科事件发生以前，这项工作一直毫无阻碍地进行着；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气氛就起了显著的变化。”





　　1906年1月4日，贵族代表的代表大会开会了。这次大会根据一些传闻和个别报道，否决了库特列尔的法案。大会通过了自己的土地纲领（就是后来的“斯托雷平”纲领）。1906年2月，库特列尔大臣辞职。1906年3月30日，提出“农民”纲领的维特内阁就为提出“斯托雷平的”贵族资产阶级纲领的古尔柯—哥列梅金内阁所取代。这就是历史学家米留可夫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从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是很明显的。“立宪民主党的”强制转让法案，本是幻想依靠农民来维护专制制度的维特内阁库特列尔大臣的法案！当农民民主派得势的时候，他们就想用“和平的”、“强制转让的”、“第二次解放的”法案，用“地主”官僚式地“强制农民”的法案，来收买、腐蚀和欺骗这个民主派。

这就是历史事实所告诉我们的。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法案，就是维特内阁的大臣“玩弄”农民凯撒主义[60]的法案。

农民民主派有负众望。他们表明，而且在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比在1905年似乎更为明显地表明，他们从1861年起，就开始觉悟了。在这样的农民面前，库特列尔－立宪民主党法案就成了荒谬的了：农民不仅不会再象从前那样受蒙蔽，而且会利用立宪民主党的地方土地委员会来组织新的冲击。

贵族代表1906年1月4日正确地断定，自由派地主（库特列尔之流）的法案只是一张废纸，并且把它扔掉了。国内战争胜过自由派官僚的空洞计划。阶级斗争屏弃了“社会和平”的幻想，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要么是斯托雷平的办法，要么是劳动派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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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进步派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集团。这一集团在国家杜马选举中以及在杜马中，试图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地主政党和派别的成员在“非党”的旗号下联合起来。



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进步派组成了一个有和平革新党和民主改革党代表参加的集团。出于害怕爆发新的革命的动机，进步派批评沙皇政府的“极端行为”，认为政府不肯让步造成了左派革命力量活动的条件。在1912年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进步派同立宪民主党结成了联盟。进步派杜马代表在第三届杜马初期是28名，末期已增加到37名，到了第四届杜马又进一步增至48名。



进步派于1912年11月11—13日在彼得堡召开代表大会，组成独立政党——进步党。该党纲领的要点是：制定温和的宪法，实行细微的改革，建立责任内阁即对杜马负责的政府，镇压革命运动。列宁称这个纲领为民族主义自由派纲领，认为进步党人按其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是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该党将成为德国也有的那种“真正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党（见本卷第264—266、348—353页）。进步派的首领中有著名的大工厂主亚·伊·柯诺瓦洛夫、帕·巴·里亚布申斯基·弗·巴·里亚布申斯基，大地主和地方自治人士伊·尼·叶弗列莫夫、格·叶·李沃夫、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德·尼·希波夫、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进步派在不同时期出版的报刊有《莫斯科周刊》、《言论报》、《俄国评论报》和《俄国晨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步党人支持沙皇政府，倡议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1915年夏，进步党同其他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成“进步同盟”，后于1916年退出。1917年二月革命后，进步党的一些首领加入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后又加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这时进步党本身实际上已经瓦解。十月革命胜利后，原进步党首领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50]。



[55]《俄国报》（《Россия》）是一份反动的黑帮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914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从1906年起成为内务部的机关报。该报接受由内务大臣掌握的政府秘密基金的资助。——[52]。



[56]第一届杜马即维特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



在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1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和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之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就分得的复选人数额来说，各选民团的权利不是平等的。地主的1票相当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选举不是普遍的，全体妇女、不满25岁的青年、游牧民族、军人、学生、小企业（50人以下的企业）的工人、短工、小手工业者、没有土地的农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也不是直接的。一般是两级选举制，而为工人规定了三级选举制，为农民规定了四级选举制。



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的权力。1906年2月20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案的权力。1906年4月23日（5月6日）又颁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1906年2—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最终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被选入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代表共478人，其中立宪民主党179人，自治派63人（包括波兰、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的成员），十月党16人，无党派人士105人，劳动派97人，社会民主党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



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题，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占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它要求建立全民地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均使用土地。



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政府的愿望。1906年7月9日（22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52]。



[57]这里是套用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2场中女仆莉莎的独白：“哎！最好别让我呆在老爷身旁，在他身旁时刻都会遭殃；老爷发怒也罢，老爷爱怜也罢，都是最可怕的灾难，可千万别落到我们头上！”——[55]。



[58]国务会议是俄罗斯帝国的最高咨议机关，于1810年设立，1917年二月革命后废除。国务会议审议各部大臣提出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它本身不具有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的主席和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官员中任命。在沙皇亲自出席国务会议时，由沙皇担任主席。国家杜马设立以后，国务会议获得了除改变国家根本法律以外的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成员半数改由正教、各省地方自治会议、各省和各州贵族组织、科学院院士和大学教授、工商业主组织、芬兰议会分别选举产生。国务会议讨论业经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56]。



[59]布里根杜马是指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因为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而于1905年7月19、21、26日（8月1、3、8日）由沙皇主持在新彼得戈夫举行会议审议批准的，所以这个拟成立的国家杜马被人们称作布里根杜马。根据这些文件的规定，在布里根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包括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主张在杜马选举中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布里根杜马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选举，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就迫使沙皇颁布了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布尔什维克的抵制策略获得了成功。——[57]。



[60]凯撒主义是个人独裁和形式上承认人民即平民的权利相结合的政治制度，由其创始者古罗马统帅和政治家尤利乌斯·凯撒得名。所谓农民凯撒主义是指沙皇政府笼络农民，使之充当专制制度的主要支柱的政策。——[58]。





《列宁全集》第22卷


拙劣的辩解

（1912年8月21日〔9月3日〕）

我们在8月9日《真理报》第86号上发表的《罢工斗争和工资》 
［注：见本卷第28—29页。——编者注］

 一文中，援引了我国官方关于20世纪头10年俄国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的统计资料。

结果表明，工人通过1905年著名的罢工斗争，使自己的工资从206卢布（一个工人一年的平均工资）提高到了238卢布，即增加了32卢布，或者说增加了15．5％。

我们这个结论，官方的《俄国报》是不喜欢的。该报8月15日发表了一篇社论，详细转述了我们引用的统计资料（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明确指出，这些资料是从哪张报纸引来的），企图推翻我们的结论。

《俄国报》写道：“工人的工资1906年有了急剧的上升，这当然是事实，但与此同时，就在同一时期内，所有物价也骤然上涨了，这也是事实……”接着，《俄国报》计算了一下，按它的算法，工资提高了20％，而生活费用上涨了24％。《俄国报》的算法在一切方面都是很不正确的。实际上，工资并没有提高那么多，而生活费用上涨得还要多些。

但是，我们暂且不去纠正《俄国报》的错误。只就它的数字谈一谈。


　　《俄国报》写道：“……这些数字根本不能说明工人赢得了什么。从他们常常抱怨日子难过的情况来看，倒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未必赢得了什么。”



　　你看，《俄国报》的推论多么离奇！既然工资的提高没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得那么多，那就是说，还必须大大提高工资！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而工人不进行经济斗争，不举行罢工，又怎么能够提高工资呢？《俄国报》难道见过这样的资本家，在生活必需品涨价的时候，他们会自己提出给工人提高工资吗？

《俄国报》承认，工资急剧上升是在1906年，那就是说，是进行广泛的、大规模的、世界上罕见的斗志顽强的罢工斗争的结果。而食品价格早在1905年以前就开始上涨了。例如粮价，从1903年起就未下降过，而是一直在上涨。畜产品的价格从1901年起就未下降过，而是一直在上涨。

这就是说，工人只是通过罢工斗争才争取到使工资随着粮价和其他食品价格的上涨也开始有所提高。既然工资提得还不够高，——连《俄国报》也承认这一点——那就必须继续提高。





	载于1912年8月21日《真理报》第9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5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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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派和“统一”

（1912年8月24日〔9月6日〕）

前几天出版的《涅瓦呼声报》第7号，只能叫作歇斯底里的狂吠。差不多有两个版面，本来应该登载工人新闻，却充斥着对《真理报》和《涅瓦明星报》的恶毒谩骂。可笑的是，这种谩骂竟是在工人阶级的“统一”和选举运动的“统一”这一口号下进行的。

我们要回答取消派说：先生们，工人阶级的统一是一个伟大的原则。但象你们那样，一面叫喊“统一”，一面想把自由派知识分子取消派集团的纲领和候选人强加给工人阶级，那就未免太可笑了。

《真理报》已经用确切的数字证明，“取消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它只是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1912年8月1日《真理报》第80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416—422页。——编者注］现在，8月17日《涅瓦呼声报》第7号咒骂《真理报》的这些文章是什么“小品文式的”、什么“赫列斯塔科夫[62]式的”，等等。不过，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真理报》在半年内得到了504次工人团体捐款，而取消派报纸总共才募集到15次，——这是《涅瓦呼声报》连辩驳也不敢辩驳的。

从这里可以证明，叫嚷、喧嚣、谩骂和高喊统一，都不过是一种掩盖取消派在工人阶级中极端软弱的表现，除此之外还能得出什么别的结论来呢？

任凭《涅瓦呼声报》怎样咒骂我们，我们还是要平心静气地向工人指出确凿的事实。请看看《涅瓦呼声报》第7号上列举的7、8两月“为增加报纸经费”（直截了当地说，是为了恢复由于得不到工人群众的支持而暂时停刊的取消派报纸）募集的捐款数吧。这些捐款的帐目载明：募集到52次，共827卢布11戈比。其中仅有两次是团体捐款：一次是“莫斯科发起小组”的35卢布，另一次是“巴黎的一些朋友”的8卢布54戈比。其余的50次个人捐款中，有35次共708卢布，就是说，平均每次捐款20多个卢布。

让《涅瓦呼声报》老羞成怒，破口大骂去吧，但是事实总归是事实。“发起小组”是从工人阶级政党中分裂出去的取消派集团，这是人所共知的。这点就连普列汉诺夫也早在1912年4月公开地直截了当地承认过。

分裂出去的取消派集团靠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捐助，恢复了自己的报纸，为的就是同工人报纸展开斗争！！可是连这个集团也在叫喊“统一”，这怎能不叫人感到好笑呢！





	载于1912年8月24日《真理报》第9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59—60页
















[62] 赫列斯塔科夫是俄国作家尼 •瓦 •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他虽一个恬不知耻、肆无忌惮地吹牛撒谎的骗子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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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吃掉立宪民主党人”

（1912年8月26日〔9月8日〕）

《真理报》和《涅瓦明星报》对布兰克、科罗布卡、库斯柯娃几位先生之流攻击工人报刊的种种卑劣的自由派行径，给予了严厉的但完全是必要的反击。

尽管对“抵制工人的先生们”的答复已经十分完满，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须要探讨一下。布兰克和库斯柯娃几位先生之流极力用笨拙的谎言来抹杀和模糊这个问题。但我们不应该允许掩饰原则问题，我们应该揭示这些原则问题的全部意义，透过布兰克和库斯柯娃之流的一大堆歪曲、诽谤和咒骂，挖掘出每个觉悟的工人都关心的意见分歧的根源。

其中一个根源可以用“吃掉立宪民主党人”一语来表达。只要听听取消派孤单的但却是执拗的声音，听听还没有完全明确党派关系的公众的议论，往往就会看到，他们对《真理报》和《涅瓦明星报》即使不是指责，也至少要摇头，理由是两报要“吃掉立宪民主党人”。

我们就来研究一下所谓“吃掉立宪民主党人”这个原则问题吧。

对《真理报》所以会有这样一种指责，首先和主要是由于这样两个情况：（1）不了解在选举运动中和总的说在当前政治上的“两个和三个阵营”的问题的实质；（2）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报刊即工人民主派的报刊现在所处的特殊条件。

先谈谈第一个问题。

所有的自由派都主张所谓两个阵营——拥护宪制的阵营和反对宪制的阵营——的论点。从米留可夫到伊兹哥耶夫，从普罗柯波维奇到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在这点上都是一致的。不能不看到，两个阵营的论点是由我国整个自由派的阶级本质所决定而必然产生的。

从经济上来看，这种本质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自由派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资产阶级是害怕农民群众运动，尤其是害怕工人运动的，因为这种运动（在目前，在最近的将来，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还未改变的情况下）会限制资产阶级的经济特权的范围和形式。而资产阶级的经济特权就是对资本的占有，在俄国这种占有能带来比欧洲多一两倍的利润。

为了保持这种“俄国式的”超额利润，就不能容许第三个阵营独立存在。

例如，即使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资产阶级也完全可以保持自己的统治。而且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的统治甚至会比在实行十至十一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下更彻底、更纯粹、更广泛、更加随心所欲。但是，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偏偏是这样：除非万不得已，迫于无奈，资产阶级是决不会用八小时工作制来代替稳妥可靠的、习以为常的和可以大量获利（奥勃洛摩夫[63]式的获利）的十小时工作制的。

对八小时工作制的上述态度，也可用以说明对参议院、对地主土地占有制以及对许多其他事物的态度。

资产阶级是不会放弃俄国旧有的稳妥可靠的、得心应手的和可以大量获利的剥削形式，而代之以完全欧洲式的，完全民主的剥削形式的（因为民主——请《箴言》杂志[64]的肝火旺盛的英雄们听了不要动气——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我们说，除非万不得已，迫于无奈，他们是不会这样干的。

这种万不得已的局面，只有群众运动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发挥了一定的威力，才会形成。于是资产阶级为了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就极力反对这种运动，也就是反对第三个阵营独立存在。

从政治上来看，自由派的阶级本质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害怕上述社会阶层的运动，因为这种运动会断送资产阶级所珍惜的政治特权。自由派害怕民主派甚于害怕反动势力。这是1905、1906和1907年这几年的事实证明了的。

为了维护他们某一方面的政治特权，就不能容许第三个阵营独立存在，就要把一切反对派限制在不是拥护宪制就是反对宪制的公式所反映的这个立场上，而且只能限制在这个立场上。

这个公式所反映的完全是立宪的立场。这个公式并未超出立宪改革的框框。这个公式的实质，无意中说漏了嘴的格列杰斯库尔先生已经在他的声明中绝妙地、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出来，他的那些声明《言语报》曾毫无保留地重申过，前不久《真理报》也转引过 
［注：见本卷第24—25页。——编者注］

 。

这个公式的实质完全是“路标派”的观点，因为“路标派”需要的也就是这些，他们宣扬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的东西。“路标派”决不反对宪制，也不反对立宪改革。“路标派”“只是”反对民主派以及民主派对各种立宪幻想的批判。

俄国自由派是相当“机灵的”政客，他们自称“民主派”，以便同民主派作斗争，不许民主派独立存在。这也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自由派资产阶级通常采取的正常活动方式：打着民主派的招牌迷惑群众，使群众离开真正民主的理论和真正民主的实践。

而世界各国的经验，包括俄国的经验在内，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这样的实践才能够带来真正的进步，而自由派由于害怕民主派，由于遵循路标派和格列杰斯库尔之流的理论，必然会一筹莫展，就象1861—1904年的俄国自由派和1849—1912年的德国自由派一筹莫展一样。

第三个阵营，即民主派阵营，了解自由派的局限性，没有他们那种不彻底性和不果断性，不象他们那样动摇不定和畏首畏尾，这个阵营如不系统地、一贯地、经常不断地对自由派进行批判，就形成不了，也存在不下去。

如果对这种批判采取轻视的或敌对的态度，把这种批判说成是“吃掉立宪民主党人”，这就正是有意无意地宣扬自由派的观点。这是因为实际上，单从问题的提法就可以看出，对立宪民主主义的整个批判本身，就是对反动势力的批判，对右派的批判。《涅瓦明星报》第12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365—366页。——编者注］

 说得十分正确：我们同自由派的论战“比同右派的斗争更加深刻，更加富有内容” 
［注：《言语报》反对这种说法，它说：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右派还情愿援引《真理报》来反对《言语报》呢？《言语报》在这里把意思曲解了，如果右派给《真理报》的自由比给《言语报》还多，那才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重大论据了。但谁都知道，事情恰恰相反。我们报纸的自由比《言语报》要少百分之九十九，地位的稳固要差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受到的“宪法的”保护要少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任何一个有点文化的人都清楚，《俄国报》和《新时报》拿《真理报》来奚落《言语报》，而他们对《真理报》是要扼杀，对《言语报》只是埋怨和责骂而已。这是“两个重大的差别”。］

 。

事实上，俄国每有一百种自由派报纸，也未必会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报纸，因此说我们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批判“太过分”了，那简直太可笑。为了用反自由派的、明确而自觉的民主派情绪来替代社会上和人民中间占主导地位的“一般反对派”情绪，我们需要做的连百分之一都还没有做。

没有这种“替代”，在俄国，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井然有序和条理分明的局面出现。

指责“吃掉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对“吃掉立宪民主党人”嗤之以鼻，都不过是玩弄辞藻的一种手法，是宣扬自由派观点的一种方式，而如果这是在对工人宣扬或者还涉及到工人的事情，那就恰恰是宣扬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观点的一种方式了。

从多少是彻底的、经过周密考虑的取消派观点来看，指责“吃掉立宪民主党人”，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这种指责恰恰反映了取消派的本质。

请看看取消派的整个观点，看看这些观点的内在逻辑，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各个命题的相互依存关系：“结社自由”是立宪改革；经济罢工加上一点“政治活跃”，仅此而已；把富有远见的选举纲领说成是“发疯”；把任务规定为争取党的公开存在，即依然规定为争取立宪改革；把俄国的政权说成已经是资产阶级的政权（拉林），把工商业资产阶级说成已经是统治阶级；对工人说，“只要”抓住专制制度与立宪制度的矛盾“就行了”（马尔托夫）。

整个说来，这就是改良主义，这就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一整套观点。问题决不会因为某个伊万或彼得在维护这些观点（或者说其中某一部分，因为取消派正处在“日益增长的任务的增长过程中”）的同时，又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有所改变。

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善良愿望（如果他们有这种愿望的话），而在于他们的政策客观上起的作用，即在于这个政策。cuipro-dest——对谁有利，实际上帮谁的忙。

这是在自由派同右派进行“斗争”（莫非是争吵？）的基础上来维护工人的利益，而不是为建立民主派反自由派的、削弱右派的基础而斗争。取消派站在工人一边，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他们对工人利益的理解，使他们不是在民主派不顾自由派的反对、昨天建设过、明天还要建设（今天也在用看不见的方式建设）的那个俄国范围内，而是在自由派答应建立的这个俄国范围内来维护这些利益的。

整个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新的俄国还不存在，还没有建立起来。工人是应当在米留可夫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正在建设的那样一个俄国里营造自己“阶级的”（其实是行会的）安乐窝呢，还是应当自己动手，按照自己的意愿，不顾米留可夫之流的反对，建设一个完全没有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新俄国呢。

这个新俄国不管怎样都是资产阶级的，但从斯托雷平的资产阶级政策（土地政策和非土地政策）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政策，是有“很长的距离”的。

俄国目前这个时期的全部实质，就是确定这个距离的长度。

我们说“不顾米留可夫之流的反对”。这个“不顾”，也就是“吃掉立宪民主党人”。因此，我们决不害怕这样的字眼，我们不论现在和将来原则上都是“吃掉立宪民主党人派”，一分钟也不忘记工人阶级的特殊任务——既要反对米留可夫，又要反对孙中山们。

指责“吃掉立宪民主党人”，不过是（有意无意都是一样）要工人在建立新俄国的时候，跟着米留可夫之流跑，而不是不顾米留可夫之流的反对去率领俄国的小孙中山们……

我们还要简单谈一下那些谈论“吃掉立宪民主党人”的人所忽略了的第二个情况。

他们说：为什么不正面发挥自己的观点呢？为什么要过分地进行论战呢？说这种话的人似乎是这样推断的：我们并不反对与立宪民主党迥然不同的特殊路线，我们并不反对三个阵营，我们只是反对“用论战代替政治”，才用上取消派的一位朋友的这么个辛辣的说法的[65]。

要回答说这种话的人并不困难：第一，新的观点只有通过论战才能发挥出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自由派的观点相比，不论是从出现的时间，还是从传播的范围来说，都是新的）。第二，《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现在活动的这个场所，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场所。如果把这个场所看成某种作用更大的东西，那就错了：这里有的仅仅是理论上的“abc……”、起码常识、理论入门、对工作方针的指示，还不是工作本身。

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某些客观原因”，不可能在上述场所“从正面”提出自己的实际结论。因此，夸大这一场所的作用，就会犯取消派的错误。这里，至多也不过是指出方针，并且只能用批判立宪民主党人的形式指出来。

《新时报》和《庶民报》[66]为了奚落立宪民主党人，把情况说成这样：你看，人家要吃掉你们立宪民主党人了，没有什么好说的。《言语报》由于某些十分明显的原因，装出赞同这种“解释”的样子。科罗布卡和库斯柯娃之流，有的由于极端愚蠢，有的由于十足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奴才气”也装出这副样子。

但是，凡是政治上能够分辨是非的人都很清楚，就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每一点批判来说，马克思主义者的“吃掉立宪民主党人”的做法指出的全都是另一种“反对派”（如果我可以用这个不太恰当的字眼的话）的方针。

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卡拉乌洛夫的“拜神派的”发言而“吃掉”立宪民主党人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正面发挥自己的观点。但任何一个能分辨是非的人都会明白：民主派如果是拜神派，就不成其为民主派。

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格列杰斯库尔的发言而“吃掉”立宪民主党人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正面发挥自己的观点。但任何一个能分辨是非的人都会明白：民主派如果同意格列杰斯库尔的观点，就不成其为民主派。

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要把我们之所以“吃掉立宪民主党人”的所有问题、所有论点都这样列出来，那永远也没有个完。仅仅举出上面两个例子，就足以充分说明我们关于第二个情况的命题：指责吃掉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表现了一种庸俗的、有害的、恶劣的偏见，似乎某个场所就等于一切场所。

不妨再说一句，我们还是要做“吃掉立宪民主党人派”，这也正是为了同这种有害的偏见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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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和《真理报》

（1912年8月29日〔9月11日〕）

《真理报》已经对半年来的工作作出了一个总结。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409—425页。——编者注］



这一总结最突出最充分地表明，只是由于工人自己的努力，只是由于他们在斗争中热情高涨，大大发扬了果敢顽强的精神，只是由于4—5月的运动，彼得堡的工人报纸《真理报》才得以问世。

《真理报》的这个总结，开头只是列举了工人团体为工人日报捐款的数字。这些数字向我们表明的只是工人的一小部分支援，从这些数字还不能直接看出难能可贵得多的支援，也就是精神上的支援，例如亲自参加工作，支持报纸的方针，提供材料，进行讨论，推销报纸，等等。

但是，就是《真理报》掌握的这些有限的数字就已表明，有数目相当可观的工人团体与《真理报》直接建立了联系。现在，我们总的来看一下这个统计数字：





	

工人团体为《真理报》捐款的次数


1912年1月…………………………………14

1912年2月…………………………………18

1912年3月…………………………………76

1912年4月…………………………………227

1912年5月…………………………………135

1912年6月…………………………………34

1912年7月…………………………………26

1912年8月（至19日）……………………21

共计………………………………………551









总计有551个工人团体为《真理报》捐了款。

如果把工人其他方面的许多募捐和捐款数字也统计一下，那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在《真理报》上经常看到为支援某次罢工的捐款帐目。我们看到为“受害者”、“勒拿惨案遇难者”、《真理报》的个别编辑捐款的帐目，也看到为选举运动以及赈济饥民的募捐，等等。

由于这些募捐名目繁多，在这里作出统计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我们还很难说，统计数字是不是能把情况反映得令人满意。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名目繁多的募捐显然在工人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一页。

《真理报》的读者大多由于俄国生活艰难的外在条件而散居各地，彼此隔绝，他们如果把工人捐款的帐目跟俄国各地职工的来信联系起来读一读，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各行各业和各个地区的无产者在怎样进行斗争，怎样觉醒起来，捍卫工人民主派的利益。

工人生活新闻栏在《真理报》上刚刚开始办起来并有所加强。毫无疑问，今后，除了登载有关工厂的营私舞弊、新的无产阶级阶层的觉醒、为工人事业的某一方面募集捐款等情况的来信以外，工人报纸还将发表有关工人的见解和情绪、选举运动、工人初选人的选举以及工人在读什么和他们对什么问题特别感兴趣等等的报道。

工人报纸是工人的讲坛。应该在这里向全俄国不断地提出工人生活问题，特别是工人民主的问题。彼得堡的工人开了一个头。俄国无产阶级对他们经过灾难深重的年月以后办起第一张工人日报的努力表示感激。我们一定要继续他们的事业，同心协力地支持和发展首都的这份报纸，因为它是第一只报春的燕子，预示着工人组织及各种工人报纸将要遍布全俄国。

这样一个俄国有待我们工人去建立，我们一定能建立这样一个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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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和现在

（1912年8月30日〔9月12日〕）

18年前，1894年，彼得堡的工人运动刚刚开始以其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光辉照耀下的群众性的崭新面貌出现。

70年代只触动了工人阶级的极少数上层人物。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当时就已经显示出，他们是工人民主派的伟大活动家，但是群众还在沉睡。只是到了90年代初，群众才开始觉醒，整个俄国民主派才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更为光荣的历史时期。

很遗憾，我们在这一个小小的对比中，只能谈一下工人运动的一种表现——即经济斗争和经济“揭露”——的一个方面。

当时，1894年，只有少数几个先进工人小组热烈讨论提供揭露工厂内幕材料的计划。由工人自己向他们的同伴说出有分量的话，揭露资本家骇人听闻的营私舞弊行为，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稀罕事。至于公开谈论这类事情，那就根本不可能。

但是，正在觉醒的工人群众，尽管遇到种种困难和障碍，还是能够设法了解到向他们提供的揭露工厂内幕的材料的。罢工斗争开展起来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其他更高级的斗争形式之间的联系不可遏止地加强了。俄国民主派的先进部队觉醒起来了，——经过了10年，它就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威力。俄国正因为有了这支力量，才冲破了旧事物的束缚。

谁要是还记得彼得堡的先进工人在1894年最初向群众提供的揭露工厂内幕的材料，谁就会感到把这些材料同《真理报》揭露的工厂内幕材料比较一下，那是很有意义、大有教益的。对工人斗争的一种表现作这样一个小小的比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工人斗争的整个规模，它的广度、深度及威力等等的发展情况。

当时，只有那么五六种揭露工厂内幕的材料，印成几十份，由工人秘密散发。

现在，每天发行几万份的《真理报》，登载着几种涉及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揭露工厂内幕的材料。

当时，只有那么五六个所谓“小组”，在某个知识分子出身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参加下讨论（当然是秘密讨论）工厂里的制度，确定哪几点应该作为“公布”的内容。

现在，千百个自发成立的工人小组，讨论自己的迫切需要，主动地把自己写的信件、揭发材料、要求反抗和联合的呼吁书送到《真理报》来。

起初不过是点点星火，开始时行动还相当胆怯，但仅仅过去了18个年头，工人们便向真正的群众运动跨进了一大步。

很遗憾，我们只能把揭露工厂内幕的情况比较一下。但是，这种比较已足以说明，走过的路程有多么伟大，这条道路要导向什么目标。

18年，对负有解放人类这一最伟大的世界任务的整个阶级来说，是个不长的历史时期。

这段路程的一大半是在摸索中走过的。现在大路已经找到了。让我们更勇敢地更步调一致地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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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官代表大会

（1912年8月30日〔9月12日〕）

现在，在维也纳，正在举行国际法官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德国法学家第三十一次代表大会。

与会的达官显宦代表发表的演说，反动气焰极为嚣张。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和法官先生们大兴讨伐，反对人民参与审理案件。

现代国家通常有两种参与审案的主要形式：（1）陪审法庭，——陪审员只能裁断是否有罪；专职法官才有权判刑并主持诉讼程序；（2）舍芬庭[67]，——舍芬庭陪审员类似我们的“等级代表”，与专职法官有同等权利参与决定一切问题。

各立宪国家的“开明”法官就这样声色俱厉地发表演说，反对人民代表参与审理案件的一切做法。有个代表，叫埃尔斯纳，他猛烈抨击陪审法庭和舍芬庭，说这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无政府状态”，他主张废止这类形式，实行法官的终身制。

对此我们要指出，这是用自由派的要求来代替民主的要求，掩盖彻底背叛民主的行径。人民的代表参加法庭，这无疑是民主的开端。要把这一做法坚持下去，首先就不能对陪审员的选举加以资格限制，就是说，不能用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年限等条件来限制选举权。

在目前的陪审员中间，由于工人被排斥，往往是特别反动的小市民占多数。医治这种弊病的办法，就是发扬民主，采取彻底的完整的民主形式，而决不是卑鄙地弃绝民主。大家知道，在法庭体制方面，实行彻底民主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一切文明国家所公认的法官民选制。

各国的自由派资产者，其中包括我们俄国的自由派资产者如此热中的法官终身制，不过是一种由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农奴主和资产阶级来瓜分中世纪特权的制度。事实上，终身制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况且为不中用的、漫不经心的、恶劣透顶的法官去维护这种终身制，也是荒谬的。在中世纪，法官完全由封建主和专制政权委任。现在，到了资产阶级有很多机会涌进法官界的时候，他们就提出“终身制原则”（由于多数“有学识的”法学家都是资产阶级，所以委任的法官多半也必然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来维护自己，排斥封建主了。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在主张法官委任制，排斥封建主的同时，也就排斥了民主派。

其次，值得指出的是德累斯顿的法官金斯贝格博士演说中的下面一段话。他谈到了阶级司法，即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在目前审理案件中的表现。


　　金斯贝格博士感慨地说道：“谁要是以为人民的代表参加法庭会排除阶级司法，他就完全错了……”



　　说得很对，法官先生！民主决不会排斥阶级斗争，而只会使阶级斗争成为自觉的、自由的、公开的斗争。但这不能作为反对民主的理由。这倒是要把民主贯彻到底的理由。
　　萨克森的这位法官（萨克森的法官在德国以对工人判刑严酷而著称）接着谈道：“……阶级司法无疑是实际存在的，但决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所说的那样，袒护富人，歧视穷人。不是的，阶级司法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碰到过这样一桩案件。我们三个人审判：我，还有两个舍芬庭陪审员。其中一个是公开的社会民主党人，另一个也是那一类人物。一个罢工工人被指控打了一个工贼〈“一个愿意去上工的工人”——萨克森的这位法官先生其实是这样讲的〉，抓住这个工贼的脖子喊道：‘我们现在可该收拾你了，你这个该死的坏蛋！’对这种野蛮行为通常要判4—6个月的徒刑，这还是最轻的惩罚。可你瞧，我却不得不花很大的气力使被告不致被宣判无罪。舍芬庭陪审员（社会民主党人）说我不了解工人的心理。我就回答他说：我非常了解挨打人的心理……”





　　援引金斯贝格法官的演说的德国报纸在这个地方注明：“大笑”。法学家先生和法官先生们都大笑起来。老实说，如果我们有机会听到这位萨克森法官的演说，我们也会忍不住笑起来的。阶级斗争学说这个东西，有人总是从学术上（所谓学术上）使劲地反对它。但是，只要你实际地对待问题，留心看看日常的现象，那么，看吧！——就连最疯狂反对这个学说的人，也可能象萨克森法官金斯贝格先生这样，成为极有才干的阶级斗争的宣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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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舍芬庭 是西欧某些国家的陪审法庭。舍芬 （德语Schoffe）即陪审员。——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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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

（1912年8月31日〔9月13日〕）

我们在7月12日《真理报》第63号上，向读者介绍了6月29日（公历7月12日）苏黎世总罢工的情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406—408页。——编者注］

 值得注意的是，决定这次罢工是违背一些政治组织的领袖们的意愿的。苏黎世所有工人组织的425名代表集会，主张罢工，高呼反对罢工的印刷工人的声明“可耻！”

现在，报刊上出现了揭露这种机会主义的材料。

实际上，瑞士工人的政治领袖的机会主义已经到了直接背叛党的地步。瑞士和德国工人的优秀刊物正是用这种尖锐而又公正的字眼来说明现任苏黎世市政局（市政管理局）委员的那些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的性质的。苏黎世市政管理局为了维护资本家，禁止罢工纠察队的活动（于是，工人就决定举行一天总罢工来表示抗议）。

苏黎世市政局有9个委员，其中4个是社会民主党人：埃里斯曼，普夫吕格尔，福格尔赞格尔，克勒蒂。

这样，现在就很清楚，禁止纠察队活动是市政管理局一致通过的，也就是说，埃里斯曼和他的3个社会民主党同事也投了赞成票！！！苏黎世州政府要求市政管理局禁止所有纠察队活动，而4条绝顶聪明的鮈鱼[68]——不，是4位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只禁止已经停工的两个使用机器的作坊附近的纠察队活动。

当然，这种部分禁止纠察队活动的办法本来就是资产阶级所要求的，所以“社会民主党人”（？！）的建议就被市政管理局的资产阶级多数采纳了！

不仅如此。不久以前，苏黎世市政管理局公布了与总罢工有关的事件的报告。资本家宣布同盟歇业3天对罢工进行报复。苏黎世市政管理局在4个社会民主党委员全都参加的情况下，一致通过决定：为了维持秩序，必须召集军队来支援警察。

事情还不至于此。资产阶级的苏黎世市政管理局还对参加罢工的市属企业职工，进行了一系列的疯狂迫害。管理局开除了13名工人，给116名工人以纪律处分（降职、减薪）。市政管理局的这些决定也是在埃里斯曼及其两个同事的参与下，一致通过的。

埃里斯曼及其同伙的所作所为只能说是对党的背叛。

既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能够在工人面前批判社会主义政党容忍这类机会主义叛徒留在党内的行为，那么这些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能在瑞士取得一定的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埃里斯曼之流的叛变正因此而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他们的叛变向我们鲜明地表明了，内部分裂的危险来自何方，是怎样威胁工人运动的。

埃里斯曼之流决不是投到敌人营垒中去的普通逃兵，这纯粹是一伙温顺的小市民，是满脑子立宪民主幻想的、习惯于议会的“鸡毛蒜皮”的机会主义者。阶级斗争一激化，立宪“制度”和“民主共和国”的幻想立即化为泡影，我们这些担任市政管理局委员的社会民主党庸夫俗子就张皇失措，滚到泥潭里去了。

觉悟的工人从这个可悲的事例中可以看到，机会主义在工人政党中泛滥，会导致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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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绝顶聪明的鮈鱼出典于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同名讽刺故事。故事说，一条鮈鱼感到处处有丧生的危险，便常常东躲西藏，提心吊胆地度日，却自以为绝顶聪明。——[80]。







《列宁全集》第22卷


僧侣和政治

（1912年9月1日〔14日〕）

大家知道，目前，政府正竭尽全力，要在这次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把整个僧侣阶层发动起来，使他们结成一股坚实的黑帮势力。

最值得注意的是，整个俄国资产阶级——不论是拥护政府的十月党人，还是反对政府的立宪民主党人，都同样竭力地、激愤地揭露和谴责政府的这个计划。

俄国商人和俄国自由派地主（更确切地说，是正在自由主义化的地主）担心不负责任的政府会由于“收罗”到百般顺从的神父们的选票而得到加强。不言而喻，民主派在这一点上是比自由派坚决得多的反对派（这还是委婉的、不确切的说法）。

我们已经在《真理报》上指出，自由派在僧侣问题上的立场是不民主的；他们不是为僧侣“不干预”政治的反动透顶的理论公开辩护，就是同这一理论调和妥协。［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478—479页。——编者注］

对选举法和选举的最小的舞弊，民主派都无条件地表示反对，但他们无条件地主张直接地公开地吸引最广泛的僧侣群众参与政治。僧侣不参与政治斗争，是极为有害的谎言。事实上，僧侣一向是隐蔽地参与政治的，而僧侣公开参与政治，对人民只会有利。

最近在《言语报》上发表的旧教派主教米哈伊尔的文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特别有意思。这位作者的观点十分可笑，比如他说，“教权派对〈我们〉俄国来说是陌生的”，革命前，他们（僧侣）关心的只是天国的事情，等等。

但是，看看这位想必深谙世道的人士对一些事件的实际估价，是很有裨益的。


　　米哈伊尔主教写道：“……选举的胜利不会是教权派的胜利，这在我看来是无庸置辩的。僧侣在联合起来（虽然是人为地联合起来）的同时，由于自己的选票和良心受人操纵当然感到屈辱，他们会发觉自己被夹在两大势力之间……因此，就必然会发生骤变、危机，恢复同人民的自然联合。如果教权派这个反动派别……自己能够巩固和成熟起来，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了。现在，一旦僧侣带着残存的叛逆本性脱离平静生活，就会继续写自己的历史。而僧侣的民主，则是这一历史的必然的最后的阶段，这一阶段是同僧侣争取自己地位的斗争联系着的。”



　　实际上，不应该象作者可笑地认为的那样，说是“恢复自然联合”，而应该说是斗争着的各阶级之间的实力分配。吸收僧侣参与政治，大概会使这一分配变得明确起来，广泛起来，并具有自觉的性质。深谙世道的观察家们承认，就连僧侣这样一个俄国社会阶层也保留着“残存的叛逆本性”，而且还有生命力，还相当有力量，——这一事实，很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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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卢森堡和波兰“党”总执行委员会步马尔托夫的后尘[69]


（1912年9月1日和4日〔14日和17日〕之间）

罗莎·卢森堡在9月14日的《前进报》[70]上发表文章，袒护所谓波兰总执行委员会，并指责拉狄克同志。我本来完全无意干预这件事，可是这篇文章使我不得不拿起笔来。既然有人利用反对俄国党内取消派的斗争来为取消派的拙劣伎俩辩解，那就不能保持沉默。

拉狄克同志左右摇摆，先是袒护极左派，继而袒护俄国取消派，这我是亲眼观察到了的。在政治上我过去一直反对，今后仍将反对所有替取消主义辩护的人。但是正因为如此，我必须反对所谓波兰总执行委员会在拉狄克“案件”[71]中玩弄的卑鄙伎俩。

偏巧罗莎·卢森堡提到了马尔托夫的“著名的”（bekannt）小册子[72]。那么这本小册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1910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党全体党员一致郑重地通过了谴责取消主义的决议[73]，并在此基础上宣告了党内和平，而一年之后，当取消派破坏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并脱离了党的时候，取消派分子的领袖马尔托夫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指责他的对手犯了一千零一次不名誉的而且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罪过。当时，波兰人把这本小册子叫作“恶臭炸弹”，就连（sogar，而不是selbst）考茨基都说它“令人作呕”。

如今，以罗莎·卢森堡为首的所谓波兰总执行委员会所干的也正是这种勾当。

正是这个总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1909年和1910年向我本人推荐拉狄克同志参加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74]工作，并在哥本哈根国际代表大会[75]上亲自介绍他同我认识，对他赞不绝口。

但后来，在1911年，拉狄克同志在政治上反对这个总执行委员会，支持党的华沙委员会，支持许多党员和党的两位著名领袖马列茨基和加涅茨基对这个总执行委员会瓦解组织的行径的揭露。拉狄克同志帮助人们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原来波兰党总执行委员会是个没有党的总执行委员会。在波兰首都华沙，这个总执行委员会所代表的已经不是华沙委员会，而是他们自己那个徒有其名的小集团。德国同志不久便会更详细地了解到这件事的真相。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员都知道，关于这件事已经有了大量的文字材料，而罗莎·卢森堡想在第二国际面前避而不谈这些材料（totzuschweigen），那是枉费心机的！

正是在拉狄克在政治上反对所谓党的（没有党的）总执行委员会之后，这个“党”的总执行委员会才拼凑一个“法庭”来整拉狄克，而根据的竟是——请注意！——1906年的“案件”！

整个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罗莎拼命胡诌的就是这么回事！

如今，罗莎·卢森堡及其“党”总执行委员会正在对自己党内的优秀干部进行空前疯狂的讨伐，而且堕落到了极点，竟然怀疑他们同保安机关有勾结。罗莎·卢森堡及其“党”总执行委员会，在对自己的政治上的对手进行这种讨伐的时候已经丧失了理智。

我之所以对“拉狄克案件”的实质不作深入分析，就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这一案件的实质是罗莎·卢森堡及其“党”总执行委员会在进行政治报复，现在难道不是很清楚了吗？

在俄罗斯文学中，屠格涅夫早就描绘过人们熟知的一些手法。他写道，一个诡计多端的老家伙，有一回给人出了一些高明的点子：当你干坏事的时候，你就大喊大叫，叫得比任何人都响，说这种事如何下流，尽管这种事正是你干的；当你盗窃公款的时候，你就大喊大叫，叫得比任何人都响，说盗窃公款如何可耻……

当波兰“党”总执行委员会堕落到袭用马尔托夫老谱来反对拉狄克同志的时候，这个“党”总执行委员会竟派罗莎·卢森堡在《前进报》上大喊大叫，说马尔托夫卑鄙无耻！……这是故伎重演，但遗憾的是对我们俄国侨民来说，这一手丝毫也不“新鲜”……

罗莎·卢森堡企图使德国读者相信，拉狄克同志“从来没有起过一点作用”等等，等等。为了答复这种妇道人家的可悲的流言蜚语，我有责任指出下述确凿的事实：1909年和1910年这两年，拉狄克同志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工作人员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我曾是中央机关报的编辑之一，所以对罗莎·卢森堡的恶意中伤不能置之不理。

罗莎·卢森堡为了败坏拉狄克同志的名誉，竟然以“波兰发言人”的名义进行自我吹嘘。她含沙射影地指责拉狄克同志的“策略”思想摇摆不定。

我要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这种摇摆不定，这种要同俄国取消派“讲和”的情绪，是拉狄克同志的一大过错。不过我以为一个不对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负责的工作人员有这种过错，同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的委员们比起来，还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在声名狼藉的“波兰发言人”中，象梯什卡一类有目共睹的“阴谋家”一直起着主要作用，倒是他们的摇摆不定严重地危害着全党。

为了不致毫无根据，我举两个例子。1910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一致谴责取消主义。决议中为机会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的唯一的一条（所谓第1条），就是由梯什卡提议而通过的。关于这件事，罗莎·卢森堡能说什么呢？她是否打算以“激进派”的观点为这个第1条辩解呢？

1911年春，由于取消派破坏了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便退出了所谓中央委员会国外局[76]；可是波兰人却继续留在这个机关里，同崩得分子和拉脱维亚人共事了几个月[77]。当时，关于这些人，就连（sogar）普列汉诺夫都说过这样的话：“这个曾经成为力图取消党的先生们手中的工具，因而给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事业带来巨大危害的党的机关，能为革命无产阶级做的好事只有一件：及时死去。”（见《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5期附刊2第1页。这段话在《〈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一文中引过。这篇文章已分发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各报编辑部。）

罗莎·卢森堡吹嘘说，波兰人“挥起铁拳帮助人们压倒了俄国的取消派”。读者可以根据上述事实判断一下，罗莎·卢森堡的这种大话究竟有几分是真的。

其实，波兰人玩弄的各种阴谋恰恰是更严重地妨碍了同这个“派”的斗争。如今，取消派的一个集团（《我们的曙光》杂志）被正式开除出党已经8个月了[78]，声名狼藉的“波兰发言人”仍然不能直截了当地回答，他们是否想同这个集团“讲和”。当然，要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可就不象今天剽窃反取消派的话，明天抄袭取消派的话，而又以此来自诩“超乎”两“派”之上”那么容易了！

罗莎·卢森堡想利用“拉狄克案件的机会”使德国读者相信，似乎“俄国党除去残渣余孽之外”已经一无所有。

对于这种说法，我应该用触凿的事实来回答。波兰“党”总执行委员会才是“残渣余孽”，因为它已经整整一年不属于党了。有一年之久，它既没有同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选出的党中央发生组织联系，也没有同取消派的所谓“组织委员会”发生组织联系。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摆脱了取消派和波兰“党”总执行委员会的阴谋家之后，同残渣余孽毫无共同之处，正是从1912年1月起它才发展得特别顺利。既然德国党的某些同志——遗憾的是，有时包括有影响的同志——听到的往往是置身于党外的波兰“党”总执行委员会发言人的带有偏见的议论和流言蜚语，我就只好扼要地指出一些事实了。

衡量社会民主党人在俄国的影响和他们同工人群众联系如何的唯一公开标志（Maβstab），就是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报纸。现在俄国只有两“派”：党和取消派。其余的所有派别——都是骗人的鬼话。

1912年上半年，取消派出了21号报纸，反取消派出了100号。下半年头2个月（7月和8月），前者出了4号，后者出了60号。在8个月里（1912年1—8月），取消派在报上宣布得到16个工人团体的直接支持，而反取消派得到551个工人团体的直接支持。［参看1912年在莱比锡发表的《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一文。这篇文章现已送到开姆尼茨，准备分发给党的代表。］

让大谈其“残渣余孽”的罗莎·卢森堡来反驳一下这些事实吧！

波兰“党”总执行委员会对俄国党的议论，比起他们对拉狄克的议论来，更不会有人相信。






	　　尼·列宁载于1964年《社会史国际评论》杂志第9期第3部分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61—366页
















[69] 《罗莎•卢森堡和波兰 “党”总执行委员会步马尔托夫的后尘》一文是为德国 《不来梅市民报》写的，由亚 •马列茨基译成了德文，但当时没有刊登出来。——84。



[70] 《前进报》（《Vorwa 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 （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 •李 卜克内西和威 •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把 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 《柏林人民报》改名为 《前进报》 （全称是 《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 •李 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 《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将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84。



[71] 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所组织的党的法庭指控卡•拉狄克有若干不道德行为一事。根据该法庭的决定，拉狄克被开除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国外分部委员会 （“分裂派”）倡议下，1913年9月初在巴黎成立了重新审议法庭决定的委员会。列宁支持重新审理此案，他认为总执行委员会对拉狄克的指控同它对“分裂派”的尖锐斗争有关联。该委员会经过5个月的工作得出了如下结论：把拉狄克交给党的法庭和开除出党是没有根据的，因此应继续承认拉狄克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84。



[72] 指 1911年尔•马尔托夫在巴黎出版的小册子 《是拯救者还是破坏者？（谁毁坏了又是怎样毁坏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小册子大谈布尔什维克同乌拉尔“尔博夫分子”战斗队以及1907年梯弗利斯剥夺国库事件组织者的组织关系，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无中生有的指责，来证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所谓 “涅恰耶夫主义”。小册子还带有明显的政治讹诈性质。——84。



[73] 指1910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一月全会通过的《党内状况》决议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97—300页）。——84。



[74] 指 《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7。——85。



[75] 指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0年8月28日—9月3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南北美洲、南部非洲和澳洲33个国家的896名代表。



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合作社与党的关系、国际团结和工会运动的统一等问题。



列宁参加了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他在《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讨论》一文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338—346页）中分析了代表大会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围绕着合作社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和任务与合作社同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等问题展开的斗争。代表大会通过的 《仲裁法庭和裁军》这一反战问题的决议重申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 《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要求各国社会党人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推翻资产阶级。决议还责成各国社会党及其议员在议会中提出下列要求：必须把各国间的一切冲突提交国际仲裁法庭解决；普遍裁军；取消秘密外交；主张各民族都有自决权并保护它们不受战争侵略和暴力镇压。决议号召各国工人反对战争的威胁。



为了团结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大会期间倡议召开了出席代表大会的各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与会者有法国的茹•盖得和沙 •拉波波特，比利时的路•德 •布鲁凯尔，德国的罗•卢森堡和埃 •武尔姆，波兰的尤 •约 •马尔赫列夫斯基 （卡尔斯基），西班牙的巴•伊格莱西亚斯，奥地利的阿•布劳恩，俄国的列宁、格 •瓦 •普列汉诺夫等。



代表大会期间，还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护党派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代表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列宁、普列汉诺夫和尼 •古 •波列塔耶夫等。在会议上达成了关于出版合法的和非法的机关报以及孟什维克护党派为两者撰稿的协议。——85。



[76]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是由1908年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成立的，是从属于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全党的国外代表机构，由三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任务是与在俄国国内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和在国外工作的中央委员保持经常联系，监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协助小组以及代表它们的国外中央局的活动，收纳国外组织上缴中央委员会会计处的钱款，并为中央委员会募捐。为了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协助小组联合起来，使其服从全党的统一领导，1908年8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责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开这些小组的专门代表大会。但是由于孟仆维克取消派所控制的国外中央局的阻挠，在1909年整整一年内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未能召集起这个代表大会。1910年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改组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限定它的职能为领导党的一般事务，同时相应地加强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权力。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改由5人组成，其中有各民族组织中央委员会的代表3人，布尔什维克代表1人和孟什维克代表1人。后来取消派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成员中占了多数。他们极力破坏党中央机关的工作，阻挠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布尔什维克代表尼 •亚 •谢马什柯被迫于 1911年 5月退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1911年6月在巴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作出了谴责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政治路线的决议，指出国外局走上了反党的、维护派别策略的道路，决定把国外局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提交最近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解决。1911年 11月，波兰社会民主党从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回了自己的代表，随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也召回了自己的代表。1912年 1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自行撤销。——87。



[77] 这里是指当时参加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扬 •梯什卡、崩得代表米 •伊 •李伯尔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施瓦尔茨 （K•．埃利亚斯）。——87。



[78] 这里说的是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 《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决议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 159—160页）。——87。















《列宁全集》第22卷


向民主派的又一次进攻

（1912年9月2日和9日〔15日和22日〕）

臭名昭著的《路标》文集，在一心想要叛变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人士中间，曾大受欢迎，而在民主派中间，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反击和足够深刻的评论。

这种情况的发生，部分是由于《路标》文集受欢迎的时候正好是民主派的“公开”报刊几乎完全被封闭的时候。

现在，舍彼捷夫先生在《俄国思想》杂志[79]（8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改头换面的“路标主义”文章。这对叛徒首领彼·伯·司徒卢威先生主编的路标派刊物来说，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民主派，特别是工人民主派现在来偿还欠“路标派”的债，哪怕只偿还一小部分，也是很自然的。


一

舍彼捷夫先生以一封普通的“法国来信”的形式，谈到在巴黎的俄国人。但这个普通形式所包含的，实际上是对1905年俄国革命以及对俄国民主派的十分明确的“议论”。


　　这个路标派分子写道：“大家都还记得这个人心惶惶〈原来这样！是谁感到人心惶惶，可敬的自由派先生？〉、动荡不安、混乱不堪的1905年……”



　　“动荡不安，混乱不堪”！一个人要有多么卑鄙肮脏的心灵，才写得出这样的词句。德国1848年革命的敌人曾经诬蔑1848年是“丧失理智的”一年。这位俄国立宪民主党人从《俄国思想》杂志上所反映的也是同样的思想，或者更确切说，也是同样的愚蠢而卑鄙的惊慌情绪。我们只需举出几个最客观最“简单”的事实来驳斥这个立宪民主党人。这一年，工人的工资空前提高。地租下降。工人（以至仆役）的各种组织形式空前发展。人民、群众、大众、“下等人”贪婪地阅读着几百万册廉价的政治书刊，这种情形在俄国也是空前未有的。

涅克拉索夫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所感慨地写道：


　　……这样的时辰会不会来临？（快来吧，快来，期望的时辰！）

那时候，人民从集市上买回的

将不再是布吕歇尔的画像，

也不是描写愚蠢贵族的小说，

而是别林斯基和果戈理的作品。[80]





　　这位俄国老一辈民主主义者所期望的“时辰”终于来临了。商人不再做燕麦生意，而开始做更能赚钱的买卖——出售民主派的廉价小册子了。民主派的书刊成了集市上的货品。渗透在这些集市新书中的是博得涅克拉索夫和俄罗斯每个正派人敬重的别林斯基和果戈理的那些思想…………多么“动荡不安”啊！——自命为有学识，实则卑鄙龌龊、脑满肠肥、自鸣得意的自由派蠢猪，当他赢的看到这些“人民”从集市上买回……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81]的时候，竟这样惊叫起来。

老实说，这不过是一封“知识分子的”信，——《路标》文集在新时报派罗扎诺夫和安东尼·沃伦斯基的雷鸣般的掌声中这样宣称。

多么可耻的表演啊！——优秀的民粹派中的民主主义者会这样说。多么有教益的表演啊！——我们会这样补充说。这种表演对多愁善感地看待民主派问题的人是多好的清醒剂，它使民主派中一切有生气有力量的东西受到了多好的锻炼，它又是那么无情地屏弃了腐朽的奥勃洛摩夫老爷式的幻想！

对自由派感到失望，这对曾经迷恋过自由派的人来说，是很有好处的。谁只要愿意回顾一下俄国自由派早期的历史，他就会从自由派卡维林对待民主派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态度中看到自由派资产者的立宪民主党对待俄国民主派的群众运动的态度的最准确的原型。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显示了自己的天赋”，或者更确切地说，显示了自己的尾巴。那么现在，俄国民主派难道还不应该显示一下自己的头脑吗？

特别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象舍彼捷夫、司徒卢威、格列杰斯库尔、伊兹哥耶夫等这帮立宪民主党的家伙们，经常抓住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等人的片言只语来大作文章。涅克拉索夫由于个人的软弱，曾经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自由派之间摇摆不定，但他的心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边的。也正是由于个人的这种软弱，涅克拉索夫曾经弹出自由派那种阿谀逢迎的调子，但他也因为自己犯下的“罪过”而深深悔恨，并且公开表示忏悔：


　　我没有用竖琴做过买卖，但有时候，由于执拗的厄运的威胁，

我的手在竖琴上弹出了

不正确的音响……[82]





　　“不正确的音响”——涅克拉索夫本人对自己所犯的自由派的那种阿谀逢迎的罪过，就是这样说的。而谢德林则无情地嘲笑自由派，用“同流合污”[83]这个说法来痛斥他们。这个说法用到舍彼捷夫、格列杰斯库尔之流以及其他 
［注：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格列杰斯库尔以及米留可夫之流同“路标派”是有争论的。是的，但即使有争论，他们也还是路标派。参看《真理报》第85号（见本卷第24—25页。——编者注）。］

 路标派身上，是太过时了！现在，根本不是这些先生同流合污的问题。何止于此！他们已经发挥自己的首创精神，采用自己的方法，根据新康德主义[84]和其他一些时髦的“欧洲”理论，亲自创立了自己的“下流污秽”的理论。


二

“混乱不堪的1905年”，——舍彼捷夫先生这样写道，“在杂乱无章和毫无秩序的局势中一切都被搅得乱七八糟，乱作一团了”。

对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只作几点理论上的批驳。我们认为，评价历史事件的依据，应当是群众和各阶级的整个运动，而不是个别人和小集团的情绪。

俄国绝大多数的居民是农民和工人。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些居民的“杂乱无章和毫无秩序”呢？完全相反，客观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正因为在大多数居民中进行了一次空前广泛、卓有成效的分化调整，才永远结束了“杂乱无章和毫无秩序”的局面。

在此以前，在“平民”中，受宗法制压抑的人和民主派分子确曾“在杂乱无章的局势中”“被搅得乱七八糟、乱作一团”。祖巴托夫政策和“加邦请愿”[85]这些客观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正是1905年彻底结束了这种“毫无秩序”的局面。在俄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能够这样明明白白地，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使长期停滞和长期存在农奴制残余而弄得一团混乱的关系得到澄清。没有一个时期，能够这样分明、这样“有条理地”使各阶级划清界限，使大多数居民的地位得到确定，使“知识分子”的理论和纲领在千百万人的行动中受到检验。

这些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究竟怎样会在《俄国思想》杂志有学识的自由派作家的脑子里，遭到这样歪曲的呢？问题十分简单：这位路标派分子要把自己的主观情绪强加到全体人民头上。他本人以及他的整个集团——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时完全陷入了“毫无秩序”和“混乱不堪”的境地。自由派把自己由于这种毫无秩序以及群众揭发自由派的一切劣根性而自然产生的不满归咎于群众，真可谓嫁祸于人。

自由派在1905年6月的处境，难道实际上不就是毫无秩序的吗？在8月6日以后，当他们呼吁人民参加布里根杜马，而人民实际上没有理睬杜马，并且越过杜马前进的时候；在1905年10月，当自由派不得不“跟着跑”，并宣称罢工“光荣”（虽然他们昨天还在反对罢工）的时候；在1905年11月，当司徒卢威拜访维特这个十分鲜明的事实把自由派的一副软弱无能的可怜相暴露出来的时候，——在这些时候，自由派的处境难道实际上不就是毫无秩序的吗？

如果路标派分子舍彼捷夫愿意读一读路标派分子伊兹哥耶夫议论斯托雷平的书，他就会看到，伊兹哥耶夫也不得不承认，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86]里的“左右为难”的地位就是“毫无秩序”的。而自由派的这种“毫无秩序”和软弱无能是必然的，因为他们无论是在上层——资产阶级那里，或是在下层——农民那里，都得不到群众性的支持。

舍彼捷夫先生以下面这段高见结束了他对俄国革命史的议论：


　　“但是，这种混乱局面没有继续多久。上层人士慢慢摆脱了控制他们的几乎是张皇失措的恐惧情绪，并得出一个并不复杂的结论——一整连士兵比所有革命辞藻都要管用，于是，他们就装备了‘讨伐队’，实行了就地正法的法令。战果完全出乎意料。只有那么两三年的时间，革命就被消灭得干干净净，以至某些暗探性质的机构都不得不在一些地方排演起革命来了……”



　　如果说对作者前面的那些议论，我们还可以作一些理论上的评述的话，那么，现在连这种可能也没有了。我们只能把这段高论牢牢地高高地钉到柱子上去，使它传之久远……不过，我们还可以问一下读者：十月党的《莫斯科呼声报》以及搞民族主义的犹杜什卡[87]的《新时报》引证舍彼捷夫的高见，并且高兴得喘不过气来，这奇怪吗？事实上，“立宪民主党”的杂志所作的“历史”评价，同这两种报纸所作的评价，又有什么区别呢？


三

舍彼捷夫先生的这封信大部分篇幅是描述侨民生活的。类似的特写只有到卡特柯夫时期的《俄罗斯通报》杂志[88]里去发掘，从那里可以找到描写高尚的贵族代表、心满意足的善良农夫、贪得无厌的恶棍、坏蛋以及革命怪物等等的小说。

俄国刚一出现大众化民主书刊，仇恨民主的庸人就只看到一片“动荡不安”，舍彼捷夫先生正是用这样的庸人的眼光来观察（如果观察了的话）巴黎的。

谁都知道，每个人在国外看到的是他想看到的东西。或者说，每个人在新的环境中看到的是自己本身。黑帮分子在国外看到的是最好的地主、将军和外交官。密探在那里看到的是最高尚的警官。俄国的这位自由派叛徒在巴黎看到的是心地善良的女看门人和“能干的” 
［注：舍彼捷夫先生的文章第139页（1912年《俄国思想》杂志第8期）。］

 店铺掌柜，他们教导俄国革命家说，他们的“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情感已经把个人要求过分压抑下去，并且往往使我们全国的普遍进步和文化发展受到损失” 
［注：同上，第153页。］

 。

一个奴仆最感兴趣的自然莫过于奴仆房里的是非和争吵。在巴黎的讲演会上和巴黎的俄文报刊上所探讨的各种思想问题，店铺掌柜或看门奴仆当然不会去注意。他们怎么会看到这种报刊早在1908年就提出了诸如六三制度的社会实质、民主运动中的新流派的阶级根源等等问题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247—259页。——编者注。］

 呢？这些问题在很久以后，经过删削窜改才在强化警卫“所保护的”报刊上出现（且已面目全非）。

一个店铺掌柜或奴仆，不管他穿上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服装，只要是有这种心理的人，都不可能发现和理解这些问题：即使这个奴仆自称是自由派杂志的“政论家”，这位“政论家”也会以沉默的态度回避这些除了巴黎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公开明确提出的重大思想问题。不过，这位“政论家”倒是会把人们从奴仆房里得知的事情，详详细细地告诉你的。

这位高尚的立宪民主党人会在最高尚的司徒卢威先生所办的杂志上告诉你说：从“一个在巴黎很有名望的女革命家的房间”里，“在并非没有警察的协助下”，撵走了一个不幸的侨民妓女；在一次慈善募捐舞会上，“失业者”又胡闹起来；一个抄写员在舍彼捷夫先生熟悉的一幢房子里，“预支了一大笔钱，以后就玩忽职守了”；侨民“都是12时起床，夜里2—3时才上床，整天都是接待客人，吵吵嚷嚷，争论不休，乌七八糟”。

所有这些情况，立宪民主党人司徒卢威先生的奴仆杂志，会给你讲得详详细细，绘声绘色，添油加醋，头头是道——讲得决不比《新时报》的缅施科夫和罗扎诺夫逊色分毫。


　　“拿钱来，不然就赏你一记耳光，——侨民中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关系已经采取了这样截然分明的敌对形式。诚然，这种方式还没有流传开来，‘下层的极端派’〈这位有学问的立宪民主党人在司徒卢威先生的杂志上就是这么写的！〉总共才有一二十个形迹极为可疑的分子，就是这些人，也可能是受了来自……的老手的指使。”



　　读者，请你研究一下这些议论，考虑一下普通奴仆和奴仆政论家有什么不同。普通奴仆——当然是指大多数，那些已经有了阶级观点并正在设法摆脱奴仆地位的觉悟分子除外——是幼稚的，缺乏教养的，往往是文盲，不开化；他幼稚地热中于唠叨他最容易接受、最容易理解和最合心意的东西，那是情有可原的。奴仆政论家却是“有学识的”人，是出入华厅雅座的人物。他知道，刑事敲诈分子在侨民中是为数极少的（几千个侨民中才有“一二十个”）。他甚至知道，这些敲诈分子“可能是”受了“老手的指使”，受了俄罗斯人民同盟[89]的茶社派来的老手的指使。奴仆政论家是知道这一切的，于是，他就“以有学识的姿态”行动起来。你看，他是很会消痕灭迹，装正经的！他不是卖身投靠的黑帮文痞，绝对不是。他甚至“自己”指出，可能有人在指使一二十个敲诈分子，但同时，他一味讲述的却正是这些敲诈分子的事，一些吵架以及抄写员的玩忽职守一类事情！

《俄国思想》杂志的“著作家们”并没有枉受新时报派的教育。新时报派分子苏沃林吹嘘说，他从来没有领过津贴，——他只是“自己会”说得中听。

《俄国思想》杂志没有领取津贴——老天在上！它只是“自己会”说得新时报派和古契柯夫式的“好汉们”中听。


四

是的，侨民是有很多苦衷的。在灾难深重和沉寂的年代，正是在他们中间，而且只是在他们中间，提出了整个俄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他们比其他人更艰苦，更贫困。在他们中间，自杀的比重特别大，神经完全错乱的人的比重真是大得惊人。受尽折磨的人不这样又会怎么样呢？

不同的人侨居以后，兴趣会各不相同。有些人感兴趣的是公开提出一些最重要的原则性的政治问题，有些人感兴趣的是议论舞会上的丑闻，议论不好好工作的抄写员，议论女看门人和店铺掌柜如何不满意侨民的生活方式……各有所好。

可是，如果你能尝尝使人痛苦、厌倦、神经失常的侨民生活的味道，再来考虑一下舍彼捷夫、司徒卢威、戈洛文、伊兹哥耶夫之流先生们的生活，你就不禁会说：我们没有加入这个“正人君子”的社会——如果有人加入这个社会，他们是会双手欢迎的——该是多么幸运啊！

在这个“正人君子的社会”里，大概是不会有什么丑闻的。妓女不会差点闯进这些先生的房间，成为他们的同道。不会的，她们总是呆在别的房间里。

失业者是不会到这些人士的舞会上去胡闹的。他们的舞会，秩序井然。他们那里界限分明：妓女们（失业者中的）在一个房间，舞会在另一个房间。即使他们雇用抄写员，也绝不会闹出让抄写员预支一笔钱，或者还敢玩忽职守这种荒唐事来的。

他们决不会为钱闹起来。他们身边没有人挨饿，受折磨，神经失常，打算自杀。既然“百万资本”今天同司徒卢威先生之流的“科学界人士”，明天同杜马代表戈洛文先生之流，后天又同杜马代表兼辩护师马克拉柯夫先生之流“握手言欢”，[90]那么这里还会有什么丑闻呢？？

这里一切都高尚极了。即使是司徒卢威、格列杰斯库尔、舍彼捷夫之流先生们的反民主的作品，使里亚布申斯基等人感到满意，那有什么不好呢？要知道，司徒卢威并没有领取津贴，他是“自己”会说得中听的！谁也不能说《俄国思想》杂志是里亚布申斯基之流先生们的姘头。谁也不会想到要把里亚布申斯基之流先生们从某些“政论家”那里得到的满足，比作从前地主叫农奴女儿给他捏脚所得到的满足。

事实上，即使司徒卢威先生或是格列杰斯库尔、舍彼捷夫等先生在文章和言论中反映了自己的信念，而这些文章和言论又确乎给俄国仇恨革命的商人和地主捏了脚，那又有什么不对呢？

即使是前任杜马代表戈洛文先生为自己弄到了有利可图的租让企业，那又算什么丑闻呢？他是已经卸去了代表的头衔的啊！！就是说，在他当代表的时候，租让企业还不存在，还刚在筹划。当他弄到租让企业以后，就不当杜马代表了。这事情很干净，这不是很明显吗？

只有诽谤分子才会对马克拉柯夫指指点点，这不是很明显吗？要知道，他为塔吉耶夫辩护，正象他自己在《言语报》上的信中宣称的那样，是“出于自己的信念”！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巴黎的女看门人，任何一个巴黎的店铺掌柜，都不会从这些可敬的立宪民主党人士的生活方式和行动中，发现什么而且根本不会发现什么不体面、不象话的丑闻来的。


五

舍彼捷夫先生的一段总的原则性的议论，值得全文照录：


　　“直到目前，特别是在参与革命工作的人中间，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情感已经把个人要求过分压抑下去，并且往往使我们全国的普遍进步和文化发展受到损失。对‘社命利益’和‘全民福利’的向往，使人过分忘掉自己，忘掉自己个人的需要和要求，以至于社会情感和向往本身也不能通过真正〈！！〉创造性的、完全自觉的工作得到实现，结果必然采取自我牺牲的消极形式。而且不仅在这方面，就是在一般的日常生活方面，个人要求也往往受到各种压抑，这一方面是由于‘病态良心’常使渴望立功和自我牺牲的心情过分强烈，另一方面是由于对生活本身因受到我国极低的文化水平所限而认识不足。结果，往往产生双重人格，经常感到自己生活得不对头，甚至是‘犯罪’，总想牺牲自己，去帮助无产者和受压迫的人，最后进入‘死亡者的行列’——这一事实在我国的出版物中得到了非常充分、非常鲜明的反映。这种情况，在法国人民的观点和习俗中，是看不到的……”





　　这就是对格列杰斯库尔先生的政治性和纲领性声明的注解，——《言语报》曾未加任何保留意见地刊登过格列杰斯库尔先生的声明，而当《言语报》想要将其忘掉的时候，《真理报》（第85号）还曾提醒人们注意过。这就是《路标》文集的续编和复述。通过这段议论，人们可以而且应该更加深信：“路标派”只是表面上向“知识分子”开火，而实际上是向民主派开火，是完全背叛民主派的。

现在，在选举期间，当立宪民主党人竭力玩弄民主，企图掩盖和抹杀一切真正重大的、根本原则性的政治问题时，应当特别地强调指出《路标》文集、格列杰斯库尔和《言语报》的这种一致。民主派的一个迫切的实际任务，就是要在选举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就是要向尽量广泛的群众说明舍彼捷夫之流先生们以及所有路标派分子的言论的含义和作用，就是要在《言语报》和米留可夫之流企图推脱自己对《俄国思想》杂志应负的责任（尽管在上面发表文章的是立宪民主党党员）的时候，揭穿他们的伪善面目。

格列杰斯库尔和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同路标派分子进行“争辩”、“论战”，不过是为了转移视线，不过是把整个立宪民主党同“路标派”在原则上的完全一致掩盖起来的花招。实际上，怎么能够同前面引文里的基本论点进行“争辩”呢？怎么能够同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留在一个党内，而对这种坚决背弃一切民主派的基本原则的宣传不负任何责任呢？

那些愿意象《路标》文集一样，用那套把“个人主义”同“利他主义”等等对立起来的说法提出问题的人，把问题弄模糊了。这些说法的政治含义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要转到反对民主派的方面去，转到反革命的自由派方面去。

应该了解，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应该由此作出必要的政治结论，划清民主派和自由派的界限。不懂得这些道理，不向大多数居民广泛宣传这些道理，就根本不能真正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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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90]。



[80]这几句诗出自俄国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的叙事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第1部第2章《集市》。诗中的布吕歇尔是指参加过滑铁卢大战的普鲁士元帅格布哈德·莱贝雷希特·布吕歇尔。——[91]。



[81]维·格·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是1847年7月写的，长期秘密流传，1855年由亚·伊·赫尔岑第一次发表在《北极星》杂志上。这封信提出了俄国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纲领，同时也是别林斯基一生革命文学活动的总结，在当时俄国进步知识界影响很大。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也谈到了路标派对别林斯基这封信的意义的曲解（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169—170页）。——[92]。



[82]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这些诗句出自他的《给寄给我〈不可能〉一诗的一位不认识的朋友》。



1866年发生了莫斯科大学学生德·弗·卡拉科佐夫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沙皇政府于是对进步人士和进步报刊加紧迫害。涅克拉索夫为了保全他任主编的《同时代人》杂志免遭封闭，违心地写了一些对反动派阿谀逢迎的诗，这引起了进步思想界的惶惑和责难。有一位读者写了一首题为《不可能》的诗寄给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在悔恨交加的心情下，于1867年写下了这首诗来回答那位不认识的朋友。——[93]。



[83]引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故事《自由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唱着“任何社会都必须以自由、保障和独立三要素作为基础”的高调，却没有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决心和勇气。他“始而请求长官‘尽可能地’实行改良，继而央求‘哪怕一点儿也行’，最后则采取了永远不变的‘同流合污’的立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26页）。——[93]。



[84]新康德主义是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流派，19世纪60年代产生于德国，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特别流行。创始人是奥·李普曼和弗·阿·朗格等人。1895年李普曼首次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新康德主义因此而得名。新康德主义者从右边批判伊·康德，屏弃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而进一步发展它的认识论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观点。他们宣称自然科学已证明物质可以归结为抽象的数学公式，因此科学所研究的并不是现实世界，而是数学和逻辑这种“思维结构”，康德的“自在之物”只是人的思维的“极限概念”。他们认为，自然界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在自然界和社会中都不存在客观规律性。新康德主义者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不应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应是康德的伦理学。他们鼓吹所谓“伦理社会主义”，宣布社会主义是人类竭力追求但又无法达到的一种共同生活的“道德理想”。新康德主义曾被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等人利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谢·尼·布尔加柯夫是新康德主义的信徒。——[93]。



[85]祖巴托夫政策是20世纪初沙皇政府在工人问题上采取的一种政策，因其倡议者莫斯科保安处处长、宪兵上校谢·瓦·祖巴托夫得名。祖巴托夫政策是在俄国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变、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亲政府的合法工人组织，以诱使工人脱离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祖巴托夫分子力图把工人运动引入纯粹经济要求的轨道，并向工人灌输政府准备满足这些要求的想法。祖巴托夫在制定和实行这一政策时利用了伯恩施坦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思想。



1901年5月，保安处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个祖巴托夫组织——机械工人互助协会。同年夏季，祖巴托夫代理人（原为崩得成员）在明斯克和维尔诺建立了犹太独立工党。在1901—1903年间，彼得堡、基辅、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彼尔姆、敖德萨等地都建立了祖巴托夫组织。这些组织开会讨论过必须争取提高工人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等问题，甚至还提出过让工人购买企业的建议，革命报刊因此称祖巴托夫政策为“警察社会主义”。



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揭露祖巴托夫政策的反动性，同时也利用合法工人组织来吸引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在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宣传鼓动的影响下，祖巴托夫组织发起的多次罢工都转变成了反政府的政治行动。1903年爆发的南俄总罢工特别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沙皇政府于是屏弃了祖巴托夫建议的同革命运动斗争的方法。而祖巴托夫政策也为工厂主所反对。1903年夏，祖巴托夫组织被全部撤销。



加邦请愿是指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怀着挑衅的目的，建议彼得堡工人于1905年1月9日（22日）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一事。在请愿那天，沙皇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1000多人被打死，2000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月9日成了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起点。——[94]。



[86]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的界限比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各民族代表76名，无党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主党65名。



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一样，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仍然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立法草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法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除土地问题外，第二届国家杜马还讨论了预算、对饥民和失业工人的救济、大赦等问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沙皇政府在弄清革命力量不强之后，便决定解散杜马。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同时颁布了保证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能在国家杜马中占绝对多数的新选举法。这一政变标志着俄国历史上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开始。——[95]。



[87]犹杜什卡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彼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此人满口仁义道德，经常引用《圣经》上的格言，实际上灵魂十分肮脏，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95]。



[88]《俄罗斯通报》杂志（《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是俄国文学和政治刊物，1856年由米·尼·卡特柯夫在莫斯科创办，起初为双月刊，1861年起改为月刊。该杂志初期持温和自由派立场，期待自上而下的改革，1862年起变成了反动势力的喉舌。它的文学栏登载过一些长篇小说，把当时的革命青年描写成杀人凶手、盗贼、纵火犯、疯子和恶棍，而与之相映衬的则是贵族阶层和宗法制生活中的“正面”的英雄。1887年卡特柯夫死后，该杂志曾迁到彼得堡出版，1906年停刊。——[96]。



[89]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俄国群众性的黑帮组织，于1905年10月在彼得堡成立。该组织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代表、地主、部分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城市无业游民、一部分富农以及某些不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创始人为亚·伊·杜勃洛文、弗·安·格林格穆特、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1905年12月23日（1906年1月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同盟的代表团，接受了同盟成员的称号和徽章。同盟纲领以维护俄国的统一和不可分、保持专制制度、沙皇和人民通过咨议性的国民代表会议取得一致、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等为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一些蛊惑性的条文，如批评官僚制、保持村社土地占有制、各等级权利平等、国家对工人实行保险等。同盟的中央机构是由12人组成的总委员会，设在彼得堡。全国各城市、村镇设的同盟分部在1905—1907年间达900个。同盟的主要机关报是《俄国旗帜报》。同盟通过宣传鼓动几次掀起俄国反犹太人大暴行的浪潮，同时也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它刺杀了第一届杜马代表示·雅·赫尔岑施坦和格·波·约洛斯，并两次对谢·尤·维特行刺。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同盟于1908—1910年分裂为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俄罗斯人民同盟、彼得堡全俄杜勃洛文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几个互相敌对的组织。1917年二月革命后同其他黑帮组织一起被取缔。——[98]。



[90]说的是下面几件事：



1908年11月和12月，大工业家尤·彼·古容、格·亚·克列斯托夫尼科夫等曾同立宪民主党活动家彼·伯·司徒卢威、亚·阿·曼努伊洛夫、亚·亚·基泽韦捷尔等人一起在莫斯科举行讨论“当前问题”的秘密会议。



1910年10月，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费·亚·戈洛文声明辞去自己的代表职务，过了不久就积极参加了铁路的承租。



1912年3月，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律师瓦·阿·马克拉柯夫不顾自己的代表身分，担任了塔吉耶夫案件的辩护人。加·泽·阿·塔吉耶夫是巴库大石油工业家，因被控折磨本公司一名职员而受审。——[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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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人和新时报派的一致

（1912年9月5日〔18日〕）

在我国，人们总爱把选举运动看作是争代表名额，即争杜马席位的斗争。

在觉悟的工人看来，这个运动首先是而且主要是一种宣传原则即宣传基本观点和政治信念的斗争。这种斗争面向群众，能够把群众吸引到政治生活中来，这就是代表制度的一个主要优点。

我国立宪民主党人在回答我们提出的关于自由派和民主派、关于“讲和”政策和阶级斗争政策这些原则问题的时候，总是回避实质的争论，而一味嘀嘀咕咕，埋怨我们似乎在“吃掉立宪民主党人”。

然而，立宪民主党人和新时报派对俄国生活中的最重要问题的看法，在原则上是非常一致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俄国思想》杂志第8期已经出版。这个杂志由立宪民主党人司徒卢威主编，撰稿人有立宪民主党人伊兹哥耶夫、谢韦里亚宁、加利奇和其他许多人。

在这期杂志上，A．舍彼捷夫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巴黎的俄国人》的诽谤革命和革命者的卑鄙的黑帮文章。《新时报》立刻和着《俄国思想》杂志的调子唱了起来，摘引了其中的许多“妙论”，乐不可支地喊道：“瞧，这些可怜的人类代表〈指《俄国思想》杂志笔下的革命者〉居然想当俄国生活的革新家了。”

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报纸《言语报》会对我们怎么说呢？是说这与选举也就是与争席位的斗争“无关”呢？还是说它对《俄国思想》杂志“不负责”，也就是说，立宪民主党对它的党员，任何一次党的代表会议都没有谴责过的党员不负责呢？

让《言语报》支吾搪塞去吧，让无原则无骨气的家伙对我们要“吃掉立宪民主党人”一事困惑不解吧，我们还是要不断地告诉俄国公民们：当“立宪民主党人”恣意诬蔑民主派时，请深切注意立宪民主党人的原则，而不要保持可耻的漠不关心的态度。

请看立宪民主党黑帮分子舍彼捷夫先生文章中一段不长的、但是最鲜明的、并且是表明原则的而不是造谣中伤的话：


　　“直到目前，特别是在参与革命工作的人中间，人道主义〈即博爱〉和利他主义〈不顾个人生命的大公无私〉的情感已经把个人要求过分压抑下去，并且往往使我们全国的普遍进步和文化发展受到损失。对‘社会利益’和‘全民福利’〈《俄国思想》杂志加上引号，为了表示讽刺〉的向往，使人过分忘掉自己，忘掉自己个人的需要和要求……结果，往往产生双重人格，经常感到自己生活得不对头，甚至是‘犯罪’，总想牺牲自己，去帮助无产者和受压迫的人，最后进入‘死亡者的行列’——这一事实在我国的出版物中得到了非常充分、非常鲜明的反映。”（《俄国思想》杂志第8期第152—153页）



　　自命为民主派的党，竟容忍这些对整个民主派最起码最基本的前提、信念和原则恣意诬蔑的先生留在自己党内，实在可耻。自由派资产阶级憎恨民主派——《路标》文集证明了这一点，《俄国思想》杂志每月都在证明这一点，卡拉乌洛夫之流和格列杰斯库尔之流也证明了这一点。

自由派亲自在自己和民主派之间划了一条界限。





	载于1912年9月5日《真理报》第10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9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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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波良斯基来信读后

（1912年9月15日〔28日〕）

这一号《真理报》上登载的H．C．波良斯基的农村来信，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希望农民们自己能够更经常地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以下几点。

H．C．波良斯基说得十分正确，只有“游手好闲的人”才会认为乡会[91]是一帮蠢人。只有农民自己才能够决定在某个地方采用什么样的土地使用形式和土地占有形式比较合适。法律和行政当局对农民自由支配土地的任何干涉，都是农奴制的残余。这种干涉只能使事情受到损害，使民受到凌辱。

有个农民出身的工人在《真理报》第38号上发表的信[92]中极好地说明了这种干涉造成了多么荒唐的拖拉作风。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数千万长期劳动、长期受剥削的人们该怎样看待选择独立农庄还是村社[93]的问题。

这些人要考虑的根本不是选择独立农庄还是选择村社。他们必须考虑的是谁在剥削他们，怎样才能减轻这种剥削和消灭这种剥削。

比如说，在俄国欧洲部分，3万大地主就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而1000万贫苦农民也只拥有同样数量的土地。这些农民无论是呆在独立农庄还是呆在村社，他们的贫困生活都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变。既然我一家只有7俄亩坏地，而邻近的地主却有2000俄亩好地，那么独立农庄也好，村社也好，结果同在农奴制度下几乎一样。

有人用是独立农庄好还是村社好、是吃面饼还是吃菜饼这些话题来转移挨饿的人们的视线。可他们现在吃的是萝卜叶子，住的是沼地或沙地，要想使用饮马场、牧场和耕地，就得给人服徭役。

有人想通过独立农庄培植“小地主”以便保护大地主。然而千百万农民因此只会更加挨饿。

在西欧，只有一切农奴制压迫的残余都被彻底消灭的地方，农业才得到了真正迅速的顺利的发展。

在真正自由的、农业搞得很好的国家里，压迫农民和工人的只有一种势力，那就是资本的势力。有助于反对这一势力的只有雇佣工人和破产农民结成的自由联盟。这种联盟会发展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到那时耕地、精良的机器、蒸汽和电力将为改善劳动者本身的生活服务，而不再为一小撮百万富翁发财致富服务。





	载于1912年9月15日《真理报》第1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97—98页

















[91]乡会是俄国1861年改革后设立的地方农民管理机关，由乡长、村长等地方公职人员和农民代表（每10户选一人）组成，每年开会两三次。乡会选举乡长等地方公职人员，解决本乡的一些行政和经济问题。—[106]。



[92]指1912年6月13日《真理报》第38号刊载的一封寄自特维尔省科尔切瓦县的来信，题为《退出村社》，署名为“一个农民出身的工人”。—[106]。



[93]独立农庄原指开垦新土地时建立的独户农业居民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后来通常指拥有农业建筑物和供个人使用的地段的独立庄园。在俄国，独立农庄最早于18世纪前半期出现在顿河军屯区，农庄主是富裕的哥萨克。到19世纪，独立农庄在波兰王国地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以及西部各省得到了发展。1906年以后，随着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实行，独立农庄的数量增加较快。到1910年，独立农庄和独立田庄在欧俄农户中所占比重为10．5％。十月革命后，在农业全盘集体化的过程中，多数独立农庄被取消，某些地区保存到1940年。



村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实行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和贫苦农民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2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2/3的农户和4/5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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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路线

（1912年9月16日〔29日〕）

《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无疑具有十分鲜明的特性；这种特性不仅工人，而且俄国的所有政党都很熟悉，——这多亏了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俄国报》、《新时报》、《莫斯科呼声报》等等）以及自由派（《言语报》、《生活需要》杂志[94]等等）对《真理报》和《涅瓦明星报》进行的攻击。

从竞选运动的角度来看，对上述两报执行的政治路线作出评价，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根据这种评价必然可以检验人们对各种基本的原则问题的看法。因此，我们想谈一下尼·尼科林在《涅瓦呼声报》第9号上评论《真理报》和《涅瓦明星报》的路线的文章。正如读者看到的，这篇文章有不少火气十足的用语，但是鉴于作者试图触及一些重要问题的实质，我们对这一点可以（而且应当）不予介意。


　　尼·尼科林写道：“我应当承认，《真理报》在执行它作为俄国无产阶级的愿望、需要、要求和利益的表达者的使命时，在许多方面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可惜，它由于对政治现实作了极其荒谬的、极不真实的和后果极端有害的描绘，大大降低了自己这一有益工作的意义。”



　　我们把火气话撇开不谈，只谈一谈主要的，即对政治现实的描绘问题。既然作者这样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而且真正是从根本上提出问题，我们很乐意原谅他的怒火。让我们就问题的实质展开争论吧。的确，如果对我国的“政治现实”究竟怎样的问题没有坚定的看法，就会在实际工作方面寸步难行。尼·尼科林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以后，对问题作了这样的回答：


　　“《真理报》在这方面效法《涅瓦明星报》，硬要自己的读者相信，工人阶级应当不顾自由派的反对而建设新俄国。这种话说得当然很神气，但这不过是一派胡言乱语。新俄国谁也不能建设，它是在各种不同利益互相斗争的复杂过程中建设的〈黑体是尼·尼科林自己用的〉，因此，工人阶级的任务不是给自己提出那种为了其他人又不顾所有这些其他人的反对而建立新俄国的空想计划，而是要在新俄国的范围内为自己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这里，我们同样很乐意原谅作者的“火气”，原谅他的不可压抑的怒火，因为他是在试图抓住要害。尼·尼科林在这里比许多取消派分子更公开、更坦白、更周密地谈到了造成我们深刻的意见分歧的一个最深刻的原因。“……新俄国谁也不能建设，它是在……过程中建设的。”从这种出色的议论中，谁还听不出全部取消主义（甚至还要广一点，是全部机会主义）乐曲中的基本的、不变的主旋律呢？

我们就来略为仔细地分析一下这种议论吧。

如果新俄国是在各种不同利益互相斗争的过程中建设的，这就是说，具有各种不同利益的各个阶级在按各种不同的方式建设新俄国。这真是再清楚也没有的了。尼·尼科林的“新俄国谁也不能建设，它是在……建设的”这种反驳，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从最起码的逻辑来看，这是废话。

但是这种废话却有自己的逻辑，即机会主义的逻辑；机会主义企图“按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捍卫自己的立场，必然（而不是偶然）犯尼科林的错误。因此也就应当谈一谈这种机会主义的逻辑。

谁说某些阶级在建设新俄国，谁就是牢牢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以至不仅尼·尼科林的气话，甚至……甚至连“统一的取消派”代表会议以及这些代表会议无论怎样“大发雷霆”，都不能使他发生动摇。

谁说“新俄国谁也不能建设，它是在……建设的”，谁就是从阶级斗争的客观主义（即从马克思主义）滚到资产阶级为现实辩护的“客观主义”。尼·尼科林从马克思主义堕落为机会主义（他本人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的根源，正是在这里。

如果我说，应当这样，比如以真理、正义、劳动平均制等等为目标来建立新俄国，那这将是一种使我陷入空想的主观主义。其实，新俄国的建立是要由阶级斗争，而不是由我的最良好的愿望决定的。我的建立新俄国的理想，只有代表真正存在的、受生活条件的驱使而朝着一定方向行动的阶级的利益，才不是空想。既然我持有这种阶级斗争的客观主义观点，我就决不为现实辩护，相反，我要指出这个现实本身就包含着改造它的最深刻的（虽则初看起来是不明显的）源泉和力量。

如果我说，“新俄国谁也不能建设，它是在各种利益互相斗争中建设的”，那我就是给某些阶级互相斗争的明晰图景一下子蒙上一层遮布，我就是向那些只看到统治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表面活动的人让步。我就是不自觉地滑到了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立场，把最显眼的或者获得暂时胜利的资产阶级方向当作标准去代替阶级斗争的客观主义了。

现在，我们举历史上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新德国（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是在各种不同利益互相斗争的过程中“建设的”。任何一个有学识的资产者都不会反驳这一点，也超不过这一点。

请看马克思在建立新德国的最“危急”的时期是怎样说的。

马克思在1848年写道：“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即害怕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一分钟也没有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农民阶级。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连，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保存封建权利……这就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结果。真是雷声大雨点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73页和第331页。——编者注］

从马克思的话中可以立刻看到那些建设新德国的活生生的阶级。

假借“客观主义”为现实辩护的资产阶级学者说：俾斯麦战胜了马克思，俾斯麦考虑到了“新德国是在各种不同利益互相斗争的复杂过程中建设的”。而马克思却“给自己提出了”不顾自由派的反对而依靠工人的力量和民主派（不同反动派勾结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来“建立”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空想计划”。

资产阶级学者谈得唇焦舌烂的正是这一点。我们如果单从理论方面考察这个问题，也会问问自己：他们错在哪里？错就错在掩盖和抹杀阶级斗争。错在他们（用德国是在……过程中建设这个似乎是意味深长的说法）抹杀这样一个真相：俾斯麦的德国是由那个因为“叛变和出卖”而“无力反对贵族”的资产阶级建立的。

而马克思呢，阶级斗争的客观主义使他能异常深刻地准确地理解政治现实，他绝不为政治现实辩护，相反，他从中指出并区分出了那些建设民主的德国的阶级，那些甚至在事态变得十分有利于俾斯麦的形势下，依然充当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支柱的阶级。

马克思对政治现实理解得十分正确，十分深刻，在1848年，即半个世纪前，就对俾斯麦的德国的实质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是“无力反对贵族”的资产阶级的德国。在1912年选举时，即在马克思作出这个评价64年后，自由派的行为充分证明这个评价是正确的。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1848年以来同自由派进行了无情的、空前尖锐的、引起自由派一片狂吠的（亲爱的尼科林，恕我措辞尖刻！）斗争，他们一贯坚持建立大德意志民主国家的“计划”，然而他们绝不是什么“空想”家。

相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这个“计划”、不断宣传这个“计划”、抨击背叛这个“计划”的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时候，正是在培养一个孕育“新德国”的新生力量的阶级，这个阶级由于马克思一贯的、忠诚的、坚定的宣传，现在已作好充分准备来发挥自己的历史作用：不仅充当俾斯麦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而且充当一切资产阶级的掘墓人。


※　　　　　※　　　　　※

德国历史的例子向我们说明了尼科林观点中的机会主义的逻辑，他所以怒气冲冲地骂我们“狠狠吃掉立宪民主党人”，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他自己怎样陷到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取消主义思想中去了。

尼·尼科林（而且不止他一个！）愈冒火，愈回避问题，我们作为政论家就要愈清楚愈仔细地向他反复说明，我们同立宪民主党和取消派斗争所根据的理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是在5年多（确切些说是10年多）的时间内，一再在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正式决议中申明了的。尼·尼科林和他所维护的取消派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拿不出任何稍微定型的、明确的东西来同这么多早已作出的、确切的、正式的策略决议相抗衡。

至于说到“工人应当不顾自由派的反对而建设新俄国”，这根本不是什么“神气”话。尼·尼科林很清楚，这个主张在得到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的许多策略决议中都提出过。实际上，这至少是近10年来的俄国政治经验的简单总结。最近10年，俄国的工人阶级一直“不顾自由派的反对”而建设新俄国，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不管俄国那些以俾斯麦自居的人物取得多少暂时的“胜利”，这种“建设”工作是永远不会落空的。

俄国的机会主义，也同其他国家的机会主义一样暧昧不明，类若游蛇，无法肯定而明确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无法正式地说工人阶级不应当不顾自由派的反对而建设新俄国，而应当做什么做什么。机会主义如果能够作出明白的直截了当的回答，也就不成其为机会主义了。但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满工人的政策，表明自己倾向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说：“新俄国谁也不能建设，它是在各种利益互相斗争过程中建设的。”

然而，从正在建设的东西里面，最明显、最引人注意的，最能获得暂时胜利和“人群”尊敬的，是经过自由派修改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建设”。“由什么阶级建设、怎样建设，这还有什么可以分析的呢，这是空想；应当接受的是正在建设的东西”，——这就是尼科林的议论的真正用意，这就是真正的“机会主义的逻辑”。

这也就是忘记阶级斗争。这也就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原则基础。正是这种“逻辑”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即真正的、彻底的、无私的民主派的领导者的作用，贬为自由派的粗工的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俄国人十分清楚的一个事实，就是：机会主义者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的政党和“独立”路线，尼科林当然也承认要有“独立”路线。而他在行动上所捍卫的恰恰不是独立路线，而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路线。

尼科林使我们明白并看清，宣布工人阶级的独立性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涅瓦呼声报》第8号上登载的取消派的纲领[95]也宣布过独立性，尼科林本人也宣布过独立性，但是就在他宣布“独立性”的同时，他却宣传起不独立政策来了。

尼科林否认工人阶级可以在目前政策上，在民主主义的一切问题上不顾自由派的反对而实行自己的路线（或者说“建设新俄国”），实际上，就是号召工人阶级做自由派的尾巴。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机会主义的逻辑”。至于说什么不应该使工人阶级“孤立”，“争取政治自由的担子不应当由工人来承担”，需要“统一力量，而不要分散力量”等等，这一切全是空洞的漂亮话。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叙述和解释同一个意思；不要孤立起来（不要脱离自由派），“要统一自己的力量”（根据自由派的政策），要承认自由派政策是真正要求政治自由而不是要求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勾结，等等。

我们没有详细研究这些漂亮话，因为要争论实质问题，就要抓住意见分歧的真正出发点即根源，而不必去抓那些粉饰根本不正确的路线的漂亮话。





	载于1912年9月16日《涅瓦明星报》第2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99—106页
















[94] 《生活需要》杂志（《　　　　》）是彼得堡的一家周刊，1909—1912年出版。为它撰稿的有立宪民主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和孟什维克取消派。列宁称它是“取消派—劳动派—路标派的”杂志。—— 108。



[95] 指 1912年 8月24日（9月6日）《涅瓦呼声报》第8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我们的彻底的民主派》。——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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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人带着什么参加选举？

（1912年9月17—18日〔9月30日—10月1日〕）

《言语报》星期六（9月15日）的社论是一篇真正表述了立宪民主党的基本政治原则的文章。目前，这个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的基本政治原则归纳起来是什么呢？

可以归纳为三点：（1）“扩大选举权”，（2）“根本改革国务会议”，（3）“内阁对人民代表负责”。显然，这里包括有组织社团（结社）的自由和其他一切自由，民族平等，“阻止和延缓”农村的分化等等，等等。

请读者拿自由派的这“三点”同对政治问题、工人问题、农民问题作了真正回答的工人民主派的“三点”比较一下。工人民主派的“三点”最清楚不过地指出了一切灾难和不幸的真正根源、真正“焦点”和摆脱这些灾难和不幸的办法。

立宪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纲领（如果不是从形式上看，而是从实质上看，这也就正是他们的选举纲领），只是一种温和的立宪改革的愿望而已。这种愿望与十月党人的愿望差别很少。

主要的东西被忽视了；关于主要的东西，这个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政党是讲不出什么来的。假如立宪民主党人想“用温和的办法取得”什么的话，那么古契柯夫之流先生们其实已经试验过温和的办法了，结果怎样呢？结果等于零！

立宪民主党人夸耀说：我们的要求不高。可是先生们，这张“王牌”十月党人早就玩过了。在所有三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都争先恐后地要使“政府”和“社会”相信，他们的要求不高，是温和的、最低限度的欧洲式的要求。结果等于零！

不，先生们，不管你们把立宪改革列为三点还是二十点，你们的纲领总是死气沉沉的。只有在政治自由的基础和柱石已经具备，已经形成，得到保证，得到巩固的地方和时候谈立宪改革，才不致使自己成为笑柄。

你们自己知道，俄国还没有这样的条件，因此你们的善良愿望并不能给民主运动指明出路，而是以一种虚幻的前景欺骗这个运动！





	载于1954年《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107—108页














《列宁全集》第22卷


美国工人的胜利

（1912年9月18日〔10月1日〕）

据欧洲收到的最近一号美国工人周报《向理智呼吁报》[96]报道，该报发行量已达984000份。编辑部写道（公历9月7日总第875号）：从各地的来信和提出的要求来看，可以肯定，我们的发行量在最近几个星期就要超过100万份。

一家社会主义的报纸受到美国法院的无耻攻击和迫害，却能在备受摧残的情况下日益发展和巩固，发行到100万份，——这个数字要比什么长篇大论都清楚地表明，美国即将发生怎样的变革。

不久前，惯于阿谀奉承的报纸，卖身投靠的无耻文人的机关报《新时报》谈到美国的“金钱势力”，幸灾乐祸地历数了塔夫脱、罗斯福、威尔逊等所有由资产阶级政党提出的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的龌龊透顶的贿买事实。瞧，这就是自由的民主共和国了吧，——俄国的这家卖身求荣的报纸嘟嘟囔囔地说。

觉悟的工人会冷静而骄傲地回答说：我们丝毫不会弄错广泛民主的意义。世界上任何民主都不能消灭阶级斗争和金钱万能。民主的意义和好处根本不在这里。民主的意义在于它使阶级斗争成为广泛的、公开的和自觉的斗争。而这一点不是猜想，也不是愿望，而是事实。

当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已经达到97万人的时候，当美国的一家社会主义的周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984000份的时候，任何一个有眼可看的人，都会承认：无产者单枪匹马是无能为力的；无产阶级的百万大军才是万能的。





	载于1912年9月18日《真理报》第12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109—110页

















[96]《向理智呼吁报》（《Appcal　to　Reason》）是美国社会党人的报纸，1895年在美国堪萨斯州吉拉德市创刊，但与美国社会党没有正式关系。该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很受工人欢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国际主义立场。——[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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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统一和选举

（1912年9月18日〔10月1日〕以后）

取消派报纸《光线报》[97]充斥着关于“统一”的言辞，但是，正如《真理报》的一位撰稿人公正地指出的那样，这份报纸在选举的日子里创刊，目的就是要破坏统一。

再过几天，10月5日（星期五），将是彼得堡省工人选民团选举的决定关头。这一天，工人初选人将选出6名复选人。正是这一次的选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如果不是所有的复选人都是坚定的、彻底的工人民主派和反对取消派的人，那就没有任何可靠的保证把符合多数觉悟工人心意的代表选进国家杜马。

为了不致在决定关头不知所措，应该清楚地了解工人民主派的任务和初选人进行活动的环境。

当前，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取消派以叫喊统一为幌子破坏彼得堡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强迫多数工人接受进行分裂活动的少数知识分子即取消派知识分子的候选人。

资产阶级国家中的任何选举总是在空洞的言辞和骗人的许诺的喧嚣鼓噪中进行的。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是不相信空话，而要分析问题的实质。

取消派分子在他们的报纸《光线报》上发表的关于统一的种种言论，完全是假话。事实上，由于多数觉悟工人反对取消派，由于五月行动，由于支持《真理报》的有550个工人团体，而支持取消派的只有16个团体，在彼得堡已经实现了统一。

这不是空话，而是事实。550个团体团结起来反对16个团体，这就叫作统一。而16强迫550接受“自己的”候选人，则是分裂。

取消派在叫喊统一的同时搞分裂，这正如一个小偷一边跑一边喊“捉贼呀！捉贼呀！”一样。

觉悟的工人不应该受空洞的叫喊和漂亮的言辞所欺骗。

不要相信空话，要清醒地注视局势。大多数工人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取消主义。拥护取消派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少数工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是取消派的“实力”，他们能在选举的日子里出版杂志，创办新的报纸，能给知识分子选举委员会拉“关系”、拉人，等等。

这些事实是彼得堡的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了解的。

由此可见，取消派叫喊统一的作用是什么。支持取消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想在这些叫喊的掩饰下破坏工人的统一，强迫工人接受取消派的候选人。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取消派的《光线报》玩弄的“巧妙的把戏”。

凡希望工人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统一的人，都应该帮助所有反取消派的复选人进行选举。

凡希望真正统一的人，都应该帮助实现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

凡帮助少数人破坏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的人，不管他叫喊统一叫得多么响亮，都是最恶毒的分裂分子！





	载于1954年《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111—112页

















[97]《光线报》（《Луч》）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2年9月16日（29日）—1913年7月5日（18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37号。该报主要靠自由派捐款维持。为该报撰稿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弗·叶若夫（谢·奥·策杰尔包姆）、诺·尼·饶尔丹尼亚、弗·科索夫斯基等。对该报实行思想领导的是组成原国外取消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尔·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亚·马尔丁诺夫和唐恩。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鼓吹建立所谓“公开的党”的机会主义口号，反对工人的革命的群众性罢工，企图修改党纲的最重要的论点。列宁称该报是叛徒的机关报。



1913年7月11日（24日）起，《光线报》依次改用《现代生活报》、《新工人报》、《北方工人报》和《我们的工人报》等名称出版。——[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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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莱比锡人民报》所载取消派文章的答复[98]


（1912年9月26日〔10月9日〕）

《人民报》 
［注：指《莱比锡人民报》。——编者注］

 今年9月28日第226号发表了一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组织代表会议”的短评，可惜这篇短评所依据的事实是片面的，未经核实的。

我们认为必须指出，短评提到的代表会议实际上根本不能算是俄国党各组织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根本没有俄国各工人中心区的代表参加。代表彼得堡出席的是所谓发起小组的取消派分子，这些人不属于社会民主党，而且在自己的报刊上激烈地反对社会民主党。代表莫斯科出席的只有一名代表，他只代表党组织的一小部分人，而且奉命执行1912年1月党代表会议的政治路线。俄国其他地方（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伏尔加河流域与乌拉尔地区、中部工业区、顿河区以及许多地方）根本没有派代表出席会议，如果不算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塞瓦斯托波尔的话，——据说这两个城市存在一些组织，关于这一点，党只是从取消派杂志和“代表会议”公报中才知道的。

当然，一批取消派正是在崩得的协助下试图召开代表会议，这对党早已不是秘密了：崩得同真正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其实毫无关系。（为了使德国读者了解内情，应该提醒一下，人们讲到俄国党的工作时，并不把“崩得”包括在内，因为它的活动范围仅仅限于犹太无产阶级。）然而这一尝试的实质是十分清楚的，就连普列汉诺夫同志接到参加“代表会议”的邀请时也答复说，他不参加，理由不仅是因为他认为这次“代表会议”是单方面的，而且因为无论“护党派分子”还是“反党分子”都不参加。取消派代表会议组织委员会1912年9月发表的公报原文照登了这个声明。可是中立的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些话，在今年9月28日《人民报》第226号上发表的德文报道中却不见了。我们现在要问各位德国同志：能够认为这个报道是诚实的吗？甚至连在那些正式表示同意与取消派共同召开代表会议的国外集团中，“前进”集团的代表，曾经当过第二届杜马代表的阿列克辛斯基，也退出了会议，表示公开反对取消派的党代表会议，因为他认为这个会议并不是具有合法权力的党代表会议。

我们有责任——即使三言两语也好——再指出下述事实。半年来（1912年1月1日至6月30日）彼得堡反取消派的《明星报》[99]和《真理报》联合了550个工人团体，而取消派只联合了16个。取消派新办的《光线报》刚一出版，彼得堡工人就怒目以对，认为这是分裂党的尝试。今年9月16日（29日）选举杜马的工人初选人（即选举杜马工人选民团）时，取消派遭到彻底的失败。召开反党的取消派分子这次单方面代表会议的集团，虽然想尽办法制造声势，结果还是未能把国内各地的组织引入歧途。现在他们正在进行绝望的挣扎，妄图用同样的鼓噪手法作不正确的报道，至少欺骗一下德国同志。

我们坚决抗议这种行径，同时指出，只要德国同志不要求“报道人”公开自己的真名实姓，拿出真凭实据，他们就会继续受到取消派匿名报道的蒙蔽。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载于1912年10月9日《莱比锡人民报》第23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66—368页

















[98]这篇文章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对1912年9月28日《莱比锡人民报》第226号所载的一篇报道的答复。取消派提供的这篇报道是介绍1912年8月举行的取消派代表会议的，但它歪曲了代表会议的真相，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受到了蒙蔽。



列宁的文章发表于1912年10月9日《莱比锡人民报》第235号。列宁随后把它寄给了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并在附信中说，这篇文章可供他了解这个假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情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



《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日报），1894—1933年在莱比锡出版。该报最初属于该党左翼，弗·梅林和罗·卢森堡曾多年担任它的编辑。1917—1922年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22年以后成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22]。



[99]《明星报》（《Звез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10年12月16日（29日）—1912年4月22日（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每周出版一次，从1912年1月21日（2月3日）起每周出版两次，从1912年3月8日（21日）起每周出版三次，共出了69号。《明星报》的续刊是《涅瓦明星报》。它是因《明星报》屡被没收（69号中有30号被没收）而筹备出版的，于1912年2月26日（3月10日）即《明星报》尚未被有封时在彼得堡创刊，最后1号即第27号于1912年10月5日（18日）出版。根据在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会议上的协议（参看注75），《明星报》编辑部起初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代表布尔什维克）、尼·伊·约尔丹斯基（代表孟什维克护党派）和伊·彼·波克罗夫斯基（代表社会民主党第三届国家杜马党团）组成，尼·古·波列塔耶夫在组织报纸的出版工作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这一时期，《明星报》是作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机关报出版的，曾受孟什维克的影响。1911年6月11日（24日），该报出到第25号暂时停刊。1911年10月复刊后，编辑部经过改组，已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参加。该报就成为纯粹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了。



列宁对《明星报》进行思想上的领导。他在《明星报》和《涅瓦明星报》发表了约50篇文章。积极参加该报编辑和组织工作或为该报撰稿的还有尼·尼·巴图林、康·斯·叶列梅耶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安·伊·叶利扎罗娃－乌里扬诺娃、瓦·瓦·沃罗夫斯基、列·米·米哈伊洛夫、弗·伊·涅夫斯基、杰米扬·别德内依、马·高尔基等。《明星报》刊登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多篇文章。



在列宁的领导下，《明星报》成了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报纸。该报与工厂工人建立了经常的密切联系，在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12年春，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明星报》的作用大大增强了。



以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为读者对象的《明星报》，还为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的合法报纸《真理报》作了准备。它宣传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日报的主张，并从1912年1月开始为筹办这种报纸开展募捐，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支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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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土战争的结局

（1912年9月28日〔10月11日〕）

大家从电讯中知道，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全权代表已经签订了初步和约。

意大利“战胜了”。一年以前，它悍然出兵掠夺土耳其在非洲的属地，从今以后，的黎波里就要属意大利了。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20世纪的一个“文明”国家发动的这场典型的殖民战争。

这场战争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由意大利的金融巨头和资本家的贪婪引起的，因为他们需要新的市场，需要意大利帝国主义得势。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呢？是一场技术精良的、文明的人类大厮杀，是用“最新式的”武器对阿拉伯人的大杀戮。

阿拉伯人进行了殊死的抵抗。战争开始的时候，意大利的海军将领们贸然派遣1200名水兵登陆，阿拉伯人袭击了他们，击毙了将近600人。意大利人“为了惩罚”，屠杀了将近3000名阿拉伯人，许多家庭被斩尽杀绝，妇女和儿童也惨遭杀害。意大利是一个文明的立宪国家。

将近1000名阿拉伯人被绞死。

意大利损失了2万多人；其中17429人患病，600人失踪，1405人被击毙。

意大利人为这场战争耗费了8亿多里拉，合32000多万卢布。战争带来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失业现象和工业停滞。

阿拉伯人将近有14800人被杀害。尽管签订了“和约”，战争实际上还将继续下去，因为居住在非洲内陆远离海岸的阿拉伯部落不会屈服。他们还将长期被人用刺刀、枪弹、绳索、奸淫、烧杀来“开化”。

意大利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当然谈不上更好，也谈不上更坏。所有这些国家都同样受资产阶级所控制，而资产阶级为了取得新的利润来源，是不惜进行任何屠杀的。





	载于1912年9月28日《真理报》第12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113—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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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注一掷

（1912年10月4日〔17日〕）

《新时报》完全暴露了俄国民族党人[100]的计划。只要读一读这份在民族党人以及十月党人中间“很有影响的”报纸，就能清楚地看到他们执意推行的掠夺土耳其的计划。

为了推行这种沙文主义和侵占别国领土的政策，照例首先要唆使公众攻击奥地利。《新时报》写道：“巴尔干各国人民已经武装起来进行神圣的争取独立的斗争。奥地利外交官正在窥伺时机，以求对巴尔干各国人民进行掠夺。”

奥地利割走了一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意大利也割走了一块（的黎波里），现在该轮到我们捞一把了，——这就是《新时报》的政策。“神圣的争取独立的斗争”，不过是为了欺骗头脑简单的人的空话，因为在我们俄国，谁都没有象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那样践踏一切民族的真正独立的真正民主原则。

为什么民族党人认为现在是推行掠夺政策的良机呢？这一点从《新时报》上能看得很清楚。它说：意大利不会打；奥地利有千百万和巴尔干斯拉夫人同一血统的居民，对巴尔干斯拉夫人开战有些冒险；德国也不会为了土耳其的溃败而去打一场欧洲战争。

民族党人的打算真是露骨和无耻透顶。他们冠冕堂皇地谈论各国人民的“神圣的争取独立的斗争”，自己却冷酷无比地拿千百万人的生命当儿戏，唆使各国人民去为一小撮商人和工业家的利润进行一场大厮杀。

三国同盟（德国、奥地利、意大利）[101]目前削弱了，因为意大利在同土耳其人的战争中花掉了8亿法郎，而意大利和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利益”又不一致。意大利还想再捞一把——侵占阿尔巴尼亚，这是奥地利所不能容许的。我国的民族党人估计到这种情况，又满以为有三国协约[102]的两大国（英国和法国）的实力和财富作后盾，以为“欧洲”不会由于海峡问题或者由于我们用土耳其亚洲部分来“补足”“我国的”领土而愿意发动全面战争，于是，他们就不惜孤注一掷了。

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中，每个商人，每个老板都在下赌注——“不是我破产，就是我发财，叫别人破产”。每年都有几百个资本家破产，有几百万农民、手工业者破产。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下同样的赌注，以千百万人的鲜血下赌注，把他们今天派到这里明天派到那里，去为侵占别国领土和掠夺弱小邻国而大厮杀。





	载于1912年10月4日《真理报》第13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115—116页

















[100]民族党人是指全俄民族联盟的成员。全俄民族联盟是俄国地主、官僚的反革命君主主义政党。该党前身是1908年初从第三届国家杜马右派总联盟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派别，共20人，主要由西南各省的杜马代表组成。1909年10月25日，该派同当年4月19日组成的温和右派党的党团合并成为“俄国民族党人”共同党团（100人左右）。1910年1月31日组成为统一的党——全俄民族联盟，党和党团主席是彼·尼·巴拉绍夫，领导人有n．Ｈ．克鲁平斯基、弗·阿·鲍勃凌斯基、米·奥·缅施科夫和瓦·维·舒利金。该党以维护贵族特权和地主所有制、向群众灌输好战的民族主义思想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该党的纲领可以归结为极端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和要求各民族边疆区俄罗斯化。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该党即不复存在。——[127]。



[101]三国同盟是指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三国的帝国主义联盟。德国是三国同盟的发起者，它在1879年首先同奥匈帝国缔结了军事同盟条约，此后又乘法意两国因突尼斯问题发生冲突之机把意大利拉入该同盟。1882年5月20日，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在维也纳缔结了矛头主要指向法国和俄国的秘密同盟条约，三国同盟至此最终形成。意大利由于在财政上依赖英国，所以它参加三国同盟时提出如下附带条件：只有同盟的敌人不包括英国时，意大利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宣布中立，1915年退出了三国同盟而转到了协约国一边。三国同盟从此不复存在。——[128]。



[102]三国协约是指与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的英、法、俄三国的帝国主义联盟。这个联盟的建立，始于1891—1893年缔结法俄同盟，中经1904年签订英法协定，而由1907年签订英俄协定最终完成。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20多个国家加入协约国。——[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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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乌托邦

（1912年10月5日〔18日〕以前）

乌托邦是一个希腊语词，在希腊文中，“ον”意为“没有”，“γσπо”意为“地方”。乌托邦的意思是没有的地方，是空想、虚构和神话。

政治上的乌托邦就是一种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决不能实现的愿望，是一种不以社会力量为依托，也不以阶级政治力量的成长和发展为支撑的愿望。

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

在现代俄国，有两种政治乌托邦最根深蒂固，并且由于具有诱惑力而对群众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这就是自由派的乌托邦和民粹派的乌托邦。

自由派的乌托邦，就是妄想用和平的、和谐的办法，不得罪任何人，不赶走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不经过激烈的彻底的阶级斗争，就能够在俄国，在俄国的政治自由方面，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这是一个自由的俄国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睦相处的乌托邦。

民粹派的乌托邦，就是民粹派知识分子和劳动派农民所抱的幻想，他们以为可以用公平地重分全部土地的办法来消除资本的权力和统治，消除雇佣奴隶制，或者以为在资本的统治下，在金钱的支配下，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可以维持“公平的”、“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

这两种乌托邦是怎样产生的呢？为什么在现代俄国相当根深蒂固呢？

这两种乌托邦的产生反映了这样一些阶级的利益，它们进行反对旧制度、反对农奴制、反对政治压迫，一句话，“反对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斗争，而在这种斗争中，它们又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乌托邦、幻想，就是这种不独立性，这种软弱性的产物。沉迷于幻想是弱者的命运。

自由派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不追求自由和法制，因为没有自由和法制，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不彻底，不完整，没有保证。但是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甚于害怕反动势力。因此，自由派在政治上就表现出惊人的、不可思议的软弱和十足的无能。因此，自由派的全部政策永远是模棱两可、虚伪不堪、假仁假义、躲躲闪闪的，他们必须玩弄民主的把戏才能把群众争取过去，同时他们又极端反对民主，极端仇视群众运动，仇视群众的创举和首倡精神，仇视他们那种如马克思形容19世纪欧洲一次群众运动时所说的“冲天”的气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7页。——编者注］



自由派的乌托邦是俄国政治解放事业中的软弱无能的乌托邦，是那些唯利是图，想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平”分享特权并把这种高贵的愿望诡称为俄国民主派“和平”胜利论的富豪们的乌托邦。自由派的乌托邦是这样一种幻想，既要战胜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而又不使他们遭受伤害，既要摧毁他们而又不使他们感到痛苦。很明显，这种乌托邦之所以有害，不仅由于它是乌托邦，而且由于它腐蚀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相信这种乌托邦的群众，永远也不会争得自由！这样的群众不配享受自由；这样的群众完全应该受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嘲弄。

民粹派和劳动派的乌托邦，是处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小业主的一种试图不通过阶级斗争而消灭雇佣奴隶制的幻想。当经济解放问题也如现时政治解放问题这样成为俄国当前的迫切问题的时候，民粹派的乌托邦的害处就不亚于自由派的乌托邦的了。

但是，现在俄国所处的时代还是资产阶级改革的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改革的时代；彻底成熟了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经济解放的问题，而是政治自由即（就其实质来说）充分的资产阶级自由的问题。

即使在后面这个问题上，民粹派的乌托邦也起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作用。这种乌托邦在重分土地应有（和将有）什么经济结果的问题上虽然是一种空想，但是它却是农民群众，即在资产阶级农奴制的现代俄国占人口多数的群众的波澜壮阔的民主主义高涨的产物和征兆（在纯粹资产阶级的俄国，也象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欧洲一样，农民是不会占人口多数的）。

自由派的乌托邦腐蚀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民粹派的乌托邦则腐蚀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但它却是群众民主主义高涨的产物和征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高涨的表现。

民粹派和劳动派在俄国土地问题上，用来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手段的是，他们提出并推行最彻底最坚决的资本主义办法。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重分土地的“平均制”是乌托邦，但是重分土地必须与一切旧的，即地主的、份地的、“官家的”土地占有制完全决裂，这却是最需要的、经济上进步的、对于俄国这样的国家最迫切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办法。

应该记住恩格斯的名言：


　　“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编者注］





　　恩格斯的这个深刻论断是针对空想社会主义说的：这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这种社会主义所以是“错误的”，因为它认为从交换规律的观点来看，有剩余价值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家反对这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则是正确的，因为由交换规律产生剩余价值是完全“自然的”，完全“公平的”。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却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级的征兆、表现和先声；现在，在20世纪初，这个阶级已成长为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并且正在为此坚决奋斗的巨大力量。

在评价俄国的（也许不仅是俄国一国的，而且是在20世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许多亚洲国家的）现代民粹派或劳动派的乌托邦的时候，必须记住恩格斯的这个深刻论断。

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

自由派的乌托邦教农民群众放弃斗争。民粹派的乌托邦则反映了农民群众斗争的愿望，答应胜利以后让他们享受千万种福利，尽管这种胜利实际上只能给他们一百种福利。但是，世世代代处在闻所未闻的黑暗、匮乏、贫困、肮脏、被遗弃、被欺压的境遇中的奋起斗争的千百万民众，把可能得到的胜利果实夸大十倍，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

自由派的乌托邦是对新剥削者企图与旧剥削者分享特权的这种私欲的掩饰。民粹派的乌托邦是千百万小资产阶级劳动者要求根本消灭封建旧剥削者的愿望的反映，也是他们要把资本主义新剥削者“一并”消灭掉的虚幻的冀望。




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乌托邦，应当坚持本阶级的独立性。这个阶级之所以能够奋不顾身地反对封建制度，正是因为它丝毫没有“落入”那种使资产阶级不可能彻底反对封建主，而且往往同封建主结成联盟的私有制的“网”。而农民“落入了”小商品生产的“网”；他们在顺利的历史情况下，能够做到完全消灭封建制度，但他们永远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却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派乌托邦中的糟粕，细心剥取它所包含的农民群众的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康而宝贵的内核。

从19世纪80年代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可以看到为取得这种宝贵的民主主义内核一贯所作的努力。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10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





	载于1924年《生活》杂志第1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117—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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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争论

（1912年10月5日〔18日〕以前）

大家知道，英国有两个工人政党：一个是现在称作“英国社会党”[103]的社会民主党，另一个是所谓“独立工党”[104]。

英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出现这种分裂不是偶然的。它由来已久，是由英国的历史特点造成的。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最早，在很长时间内这个国家曾经是世界的“工厂”。这种特殊的垄断地位为英国的工人贵族，即少数受过训练、收入高的工人创造了比较不错的生活条件。

因此，在这种工人贵族中就产生了市侩的、行会的习气，他们脱离了本阶级，跟着自由派走，嘲笑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独立工党”也就是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党。人们说得有道理，这个党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派则非常依赖。

最近，英国的垄断地位彻底垮台了。早先比较不错的生活由于生活费用飞涨变得极端贫困。阶级斗争大大尖锐起来，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机会主义的基础日渐崩溃，过去自由派工人政策思想在工人阶级中得以传布的那种基础也在崩溃。

当很大一部分英国工人还有这种思想的时候，是谈不上消除工人中的分裂的。只要社会民主党还在反对自由派工人政策，靠空话和愿望是建立不了统一的。但是现在，这种统一开始真正成为可能的了，因为就在“独立工党”内部，反对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呼声也愈来愈高了。

我们手头有一份该党关于它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即1912年5月27日和28日在梅瑟（Merthyr）召开的“第二十届年会”的正式报告。这份报告中关于“议会策略”问题的辩论非常值得注意；这实际上是关于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即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策和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辩论，虽则发言人没有这样提。

代表大会上的这场辩论是由议会议员乔伊特引起的。他提出了反对支持自由党[105]的提案（关于这个提案我们马上会详细谈到），同他意见一致的康韦支持他的提案，康韦坦率地说，“普通工人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工党[106]在议会中有没有自己的独立路线？”工人愈来愈怀疑工党成了自由党的“俘虏”。“国内日益流行这样的看法：工党只不过是自由党的一翼”。应当指出，议会中的“工党”，其成员不仅有“独立工党”议员，而且有工会选出的议员。后者自称工人议员和“工党”党员，但又不加入“独立工党”。英国的机会主义者做到了其他国家的机会主义者常常想要做的事情：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议员同所谓无党派的工会议员联合起来了。我国某些孟什维克在1906—1907年议论过的臭名远扬的“广泛工人政党”[107]在英国实现了，并且只在英国实现了。

乔伊特为了切实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纯粹是“英国式”的，即没有任何一般原则（英国人是以“实用主义”和不喜好一般原则自豪的；这也就是那种行会习气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现）。提案要求下院的工人团无视（不去理会）自由党内阁可能落到少数地位而不得不提出辞职的种种危险，要求对每个问题都要坚定不移地（steadfastly）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on　the　merits　of　the　questions）来投票。

乔伊特的提案“抓住了要害”。英国的自由党内阁和整个自由党竭力怂恿工人说，应当把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反动派（即反对保守党[108]）；应当保住自由派的多数地位，如果工人不投和自由派一样的票，自由派的多数地位就会丧失；工人不应当孤立起来，他们应当支持自由派。而乔伊特则把问题提得很明确：“坚定不移地”投票，不要顾及自由党内阁垮台的危险，不要根据自由党的利益，而要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来投票，——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就是要实行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而不要实行自由派工人政策。

（在“独立工党”的队伍中，马克思主义原则上不被接受，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是根本不用的。）

在党内占优势的机会主义者立刻攻击乔伊特。而且——也算一个特点！——他们攻击时正象机会主义者那样躲躲闪闪，支吾搪塞。他们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支持自由党。他们用泛泛的言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必然地提到工人阶级的“独立性”。瞧，跟我国的取消派一模一样，每当他们在实际上准备用自由派工人政策来代替工人阶级独立性的时候，总是要格外响亮地叫嚷工人阶级的“独立性”。

机会主义多数派的代表默里提出了“修正案”即反提案，内容如下：


　　“代表会议认为，工党为了更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仍然应当估计到自己的策略可能产生的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后果。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左右它的决定只能是它作为一个政党的自身利益以及谋求增加有利的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愿望。”



　　请把两个提案比较一下。乔伊特的提案明确地要求同支持自由派的政策决裂，默里的提案则空洞无物，冠冕堂皇，乍看起来无可争辩，而实际上恰恰是在掩盖其支持自由派的政策。如果默里熟悉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在对崇敬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发表演说，他就会毫不费力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美化他的机会主义，会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要求估计到每个事件的一切具体情况，什么我们不要束缚自己的手脚，什么我们在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同时要“利用冲突”、“抓住”现存制度中“各种矛盾的阿基里斯之踵[109]”等等，等等。机会主义可以用随便哪一种学说的术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遭遇”的全部特点正在于，不仅工人政党的机会主义，而且自由派政党的机会主义（如伊兹哥耶夫之流）都爱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把自己打扮起来！但这些术语是打了引号的。我们还是回过来谈谈梅瑟的第二十届年会吧。

麦克拉克伦表示赞同乔伊特的话。


　　他说：“一个政党的利益是什么呢？是否仅仅在于保住自己在下院的议员席位呢？如果真是考虑党的利益，那就应当象重视议会内的议员一样，重视议会外的男女工人。我们是社会主义的组织。我们应当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贯彻自己的原则。”



　　麦克拉克伦援引了关于赫斯威尔监狱事件（关押在狱中的一个小孩被拷打致死）的投票情况。议会中有人提出质询。自由党内阁面临垮台的危险，——英国不是普鲁士，内阁如果只得到少数支持票就要提出辞职。于是，工党议员为了挽救内阁，就投票为拷打者开脱罪责。麦克拉克伦说，工党老是考虑它的票会对政府的命运产生什么影响。他说，内阁垮台，就要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但是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内阁垮台和重新选举的结果，将会是两个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麦克拉克伦光说“两个政党”，没有用“资产阶级”的字样——英国人不喜欢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然而，这两个党联合得愈快，对我们的运动就愈有好处。我们的宣传员所说的，也就是我们的议员应该在议会中贯彻的。否则，托利党工人（即保守党人）就永远不会相信自由党和工党有什么区别。即使我们失去议会中的全部席位，但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原则，那也比为了取得自由党政府的让步而对它竭力奉承要有利得多！

工党领袖，议会议员凯尔－哈第躲躲闪闪，转弯抹角……说：


　　“其实我们在议会中并不处于钟摆那样的地位，——自由派同爱尔兰人在议会中比托利党人和工人的联盟强大……我在赫斯威尔监狱拷打事件上投政府的票，是因为确信这样投票实质上是正确的，而不是为了支持政府。拷打当然是事实，因此我们大家去议会时本来是决心投票反对政府的。但是，我们在议会中听取了对方的意见，原来，虽则监狱长这样残忍是有过错的，但是一般说来，这个监狱还是王国里比较好的监狱。在这种情况下，投票反对政府就错了……〈请看，英国的机会主义者把工党搞成什么样子了：对这位领袖的这种言论没有嘘一声，而竟泰然地听了下去！〉过错不在‘独立工党’党员身上。煤矿工人联合会加入了工党，可是当煤矿工人议员加入工人团后，便暴露出他们原来是自由派。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他们只是名义上加入了工党……

乔伊特的提案会使全套议会制度变得荒唐可笑。任何一次投票都必须考虑后果。

……我建议还是将这个提案和修正案搁下为好。”（！！！）





　　兰斯伯里支持乔伊特的提案说：
　　“凯尔－哈第毫无根据地把提案说成是愚蠢可笑的，似乎它建议对个别问题投票时不必考虑事情的各个方面。提案建议不要考虑的仅仅是，投票的结果对政府的稳定性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赞同社会主义，厌恶那些通过非正式会议和‘操纵’议员来控制下院的政客们的手腕。我的经验告诉我，过去讨论任何一个提出来的问题总是从这个问题的投票结果对政府的命运会有什么影响着眼的。工党几乎完全不能使自己同自由党划清界限。我从来没有见过在什么立法问题上工党曾经同自由党划清了界限。我们作为一个党，过去在工人保险问题上一直是政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工党过去一向投票赞成政府和政府的计划。

在赫斯威尔感化院问题上的投票情况，使我感到惭愧。明明是一个孩子被拷打，而且是被拷打致死，我们却投票支持政府，为拷打者开脱罪责！我们的‘督办’〈“whips”——监督自己党团投票的指挥者或全权代表〉在议会中四处奔走，要求工人议员不要使政府遭到失败……教人们违心地投票，就意味着要使我们祖国的民主制的未来遭受致命的打击……”





　　议会议员菲力浦·斯诺登，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象游蛇那样圆滑，他说：
　　“我的斗争本能要我投票赞成提案，但是我的良知、我的理智、我的经验提醒我投反对票。我同意，现在的议会制度对那些抱着理想主义和政治热情进入议会的人产生了腐蚀作用，但我并不认为，通过了乔伊特的提案就会产生根本的变化。讨论一件事情的实质，决不能只限于考虑当时的情况。有些问题对于工党，比起任何投票对政府的后果还更重要，例如关于妇女的选举权问题就是这样，然而是否可以忽视对任何小问题的投票的后果呢？如果采取这种政策，就会造成必须经常举行普遍选举，而对公众来说，没有比这更讨厌的了……政策就是妥协。”



　　投票结果，赞成提案的有73票，反对的有195票。机会主义者取得了胜利。这种情况在英国“独立工党”这样的机会主义政党中，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机会主义使这个党的队伍中产生了反对派，这是现在完全肯定了的事实。

反对机会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比他们的德国同志经常采取的做法要正确得多，因为后者维护那些同机会主义者妥协的腐朽行径。由于公开提出自己的提案，引起了一场极端重要的原则争论，这场争论对英国的工人阶级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自由派工人政策是靠机会主义首领们的传统习惯、因循守旧和狡诈圆滑维持的，但是，这个政策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的破产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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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1911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党内国际主义派（威·加拉赫、约·马克林、阿·英克平等）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2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主义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年4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1916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1919年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135]。



[104]独立工党（I．L．P．）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于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135]。



[105]自由党是英国的一个反映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于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形成。自由党在英国两党制中代替辉格党的位置而与保守党相对立。19世纪至20世纪初，自由党多次执政，在英国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16—1922年，自由党领袖戴·劳合－乔治领导了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联合政府。20世纪初，在工党成立后和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下，自由党力图保持它对工人的影响，推行自由派改良主义的政策，但也不惜公然动用军队来对付罢工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由党的势力急剧衰落，它在英国两党制中的地位为工党所取代。——[136]。



[106]工党成立于1900年，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由英国的工联、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等组织联合组成，目的是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1906年改称工党。工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同工联总理事会、合作党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所谓全国劳动委员会。工党成立初期就成分来说是工人的政党（后来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但就思想和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组织。该党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就采取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领导机构多数人持沙文主义立场，工党领袖阿·韩德逊等参加了王国联合政府。——[136]。



[107]指孟什维克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召开非党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1905年夏首次提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召开各种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专门就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实质上要导致以长期性的非党工人组织代替社会民主党，而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党的瓦解，并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8页）。——[136]。



[108]保守党是英国大资产阶级和大土地贵族的政党，于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基础上形成。在英国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保守党继续维护土地贵族利益，同时也逐步变成了垄断资本的政党。保守党在英国多次执掌政权。——[137]。



[109]阿基里斯之踵意为致命弱点，出典于希腊神话。阿基里斯是希腊英雄珀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所生的儿子。他的母亲为了使他象神一样永生不死，在他出生后曾捏着他的踵部即脚跟把他放进冥河的圣水里浸过。他的脚跟因没有沾上圣水就成了他唯一可能受到伤害的部位。后来阿基里斯果然被暗箭射中脚跟而死。——[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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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中的僧侣和僧侣的选举

（1912年10月5日〔18日〕）

据报纸报道[110]，俄国欧洲部分46个省小土地占有者和主持司祭的代表大会选出了7990名初选人，其中6516名是司祭，占82％。

50个省全部统计出来也不大会改变这个结果。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一选举的意义。

按照法律规定，由若干小土地占有者和若干教区选出一名有完全选举资格的初选人参加土地占有者代表大会。就是说，初选人的人数应当同选民的土地数量成正比。

根据1905年的统计，俄国欧洲部分50个省的数字如下：





	　　教会土地………………………………………………190万俄亩僧侣的私有地…………………………………………30万俄亩

僧侣土地总计…………………………………………220万俄亩

小市民私有地…………………………………………370万俄亩

农民私有地……………………………………………1320万俄亩

其他人私有地…………………………………………220万俄亩

“世俗”的小地产总计………………………………1910万俄亩









这里，小地产的统计可能不如僧侣土地的统计完全。但是依旧可以看出，私有小地产的总数为2130万俄亩，其中僧侣的土地220万俄亩，即占1/10多一点！而僧侣初选人的却占8/10以上！！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的呢？原因非常简单。小土地占有者去参加选举的很少，因为没有钱，又没有多大兴趣，况且警察还对选举自由设置了重重障碍。而神父则全被“授意”去参加选举。

神父将投政府合意的候选人的票。正因为如此，甚至地主（更不用说资产阶级了）也满腹牢骚。十月党人和民族党人也都满腹牢骚。大家都责备政府，说它“制造”选举。而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自己也想制造选举。

于是，专制制度同地主和资产阶级巨头之间发生了冲突。而政府原本是想依靠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上层的，——大家知道，1907年的整个六三法令[111]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结果，政府甚至同十月党人也不能和睦共处了。甚至封建资产阶级君主制也不能具有使这些阶级“满意的”性质了。

这个失败，政府无疑是实际承认了，因为政府开始安排唯命是从的僧侣作为自己的亲信官了！

在历史学上，一个保存了专制制度主要特点的政府所采取的这种方法被称为波拿巴主义。这就是不依靠一定的阶级，或者不光依靠、不主要依靠这些阶级，而是依靠经过人为选择的、主要从各个受支配的阶层中挑选出来的分子。

从“社会学”来说，即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

原因在于，要使敌对的或者相互竞争的阶级势均力敌。例如，如果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同古契柯夫之流和里亚布申斯基之流竞争，那么政府在这些对手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就比其中有一个阶级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能够得到更大的独立性（当然是在一定的十分狭小的范围内）。而如果这个政府由于传统等等关系，同特别“明显的”专制形式有着历史的联系，如果国内表现在法官和官吏非民选制这方面的军阀制度和官僚主义的传统很深，那么这种独立性的范围就更广，它的表现就更……露骨，“选择”选民和“选择”奉命投票的复选人的方法就更粗暴，更专横。

现代俄国所经历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这一点由于仿效波拿巴主义的方法而复杂化了。在法国，资产阶级君主制和波拿巴帝国彼此的区别很清楚很明显，而在德国，俾斯麦已经提供了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典范，它所具有的那些被马克思称为“军事专制”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页。——编者注］

 的特点（更不用说波拿巴主义了）异常突出。

据说，鲫鱼喜欢在酸奶油中煎。不知道居民是喜欢在资产阶级君主制中，在旧的农奴制专制制度中，在“最新的”波拿巴主义中“煎”呢，还是喜欢在军事专制制度中，或者在所有这些“方法”的某种混合体中“煎”。不过从居民的观点和从所谓“法制”即从纯法律的、形式上立宪的观点来看，区别可能很小，但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这里的区别是重大的。

一个居民，如果他认识到有人不仅用旧方式、而且在用新的方式打击他们，那不会因此感到好受些吧。但是，一种压迫居民的制度是否巩固，这个制度的发展条件和瓦解条件，这个制度能否迅速……垮台——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定阶级的统治是采取相当明显、公开、稳固、直接的形式呢，还是采取各种间接的、不稳定的形式。

阶级统治的消灭比充斥着陈腐旧习的、不稳定的、得到挑选出来的“选民”支持的上层建筑的形式的消灭要困难。

萨布列尔和马卡罗夫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组织”僧侣的试验，无论就“社会学”或就政治实践来说，都是值得每个人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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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指1912年9月23日（10月6日）《言语报》第261号发表的简讯《选举的第一阶段》。——[142]。



[111]指沙皇政府发动六三政变时颁布的法令。



六三政变是沙皇政府发动的反动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的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1907年6月2日（15日）晚逮捕了他们。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6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政府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农民复选人由占总数44％减到22％，工人复选人由4％减到2％），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复选人占总数65％，其中地主复选人占49．4％），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杜马中居统治地位。新的选举条例还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某些省份的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29席减为10席，波兰王国由37席减人14席）。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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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留可夫先生的“立场”

（1912年10月6日〔19日〕）

立宪民主党的领袖遇到三棵松树就迷了路[112]。他写了一些缅施科夫式的冗长文章来谈论“三个立场”、“一个立场”，而他写得愈多，就愈使人明白，原来他是在对读者进行疲劳轰炸，用枯燥无味的空话来把问题的实质掩盖起来。

可怜的博学的历史学家！他不得不装作不懂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区别。先生们，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个区别上！不论在一般的杜马投票中，在对待“改革”的态度上，在预算案的表决中，还是在“议会外的策略”问题上，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同民主派之间都有着深刻的区别，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实质却一样。

让我们作第一千零一次的重复，简略地告诉“不懂的”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这种区别在哪里吧。

自由派——维护一系列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权（第二院，等等）。民主派——同一切特权作不调和的斗争。

自由派——同社会生活中的旧势力妥协。民主派——实行消灭这些势力的策略。

自由派——害怕群众的自主精神，不信任它，否定它。民主派——同情、信任、支持、发扬这种自主精神。

暂且举这些就够了。

难道米留可夫先生真的“不懂”这种甚至从历史教科书上就能知道的区别吗？

立宪民主党的纲领并不是民主派的纲领，而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纲领；只有自由派（而且是糟糕的自由派）才会在第三届杜马中投票赞成预算案，才会宣布自己是忠顺的反对派，如此等等。这一切难道他都“不懂”吗？

米留可夫先生很懂得这些，他是在“支吾搪塞”，装作他忘记了区别自由派同民主派的起码常识。

为了把立宪民主党人这种可鄙的支吾搪塞的行为在报刊上明文记录下来，我们特向米留可夫先生指出：社会民主党（当然不包括取消派，这些人我们宁愿奉送给米留可夫先生）的一切正式报刊，社会民主党领导机关的一切决议，第三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整个路线，总是经常以千百种形式在捍卫米留可夫先生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似乎已经抛弃了的那个旧策略。

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博学的历史学家先生！

既然立宪民主党人试图在如此基本的并且为俄国各个政党的历史确凿地证明了的问题上欺骗公众，我们就应当在报刊上记上一笔，指出他们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最后，为了总结并简要地复述一下前面讲的意思，我们对米留可夫先生提出一个小小的问题：当你们这些立宪民主党人先生赞成取消沃伊洛什尼科夫参加5次会议的权利[113]的时候，你们的行动象自由派呢，还是象民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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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遇到三棵松树就迷了路一语出自俄国民间笑话，常被用来形容那些连最简单的问题都弄不清楚的笨伯。——[146]。



[113]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成员阿·阿·沃伊洛什尼科夫在1911年12月2日（15日）第三十五次杜马会议讨论关于修改兵役条例的法律草案时发言，把沙皇军队叫作警察军队，并号召用全民武装来代替常备军。由于这个发言，杜马主席提议取消沃伊洛什尼科夫参加5次会议的资格。沃伊洛什尼科夫在这次会议上作了第二次发言以后，杜马主席又提议把取消他参加会议资格的次数增加至15次。对杜马主席的第一次提议，立宪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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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告俄国全体公民书[114]


（1912年10月10日〔23日〕以前）

俄国工人同志们和全体公民们！

巴尔干爆发了四国反对土耳其的战争[115]。全欧战争迫在眉睫。同政府的一切骗人的辟谣相反，俄国和奥地利正在准备战争。意大利在推行掠夺土耳其领土的政策时愈来愈厚颜无耻。在维也纳和柏林，在巴黎和伦敦，交易所里的惊慌混乱表明，整个欧洲的资本家都不认为欧洲能保持和平。

整个欧洲都想插手巴尔干事件！大家都主张“改革”，甚至主张“斯拉夫人的自由”。而实际上俄国想从土耳其亚洲部分捞一把，占领博斯普鲁斯，奥地利对萨洛尼卡，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英国对阿拉伯，德国对安纳托利亚都虎视眈眈。

危机在激化。为几个头顶王冠的强盗的王朝的利益，为处心积虑想掠夺别国领土的资产阶级的利润，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受资本雇佣的奴隶和受农奴主压榨的农民正在去大厮杀。

20世纪开始以来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加剧了阶级矛盾和国际矛盾，引起了战争和革命，巴尔干危机就是这一连串事件的总链条中的一环。日俄战争、俄国革命、亚洲一系列革命、欧洲各国互相竞争和敌对的加剧、摩洛哥事态对和平的威胁[116]、意大利出兵掠夺的黎波里——这些事件酝酿了当前的危机。

战争及其带来的全部灾难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资本主义奴役千百万劳动者，加剧各国间的争斗，把资本的奴隶变为炮灰。唯有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大军才能终止这种压迫群众和奴役群众的现象，才能终止奴隶为奴隶主利益进行的大厮杀。

在西欧和美国，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日趋激烈。面对数以千百万计的工人阶级不可阻挡地向胜利前进，这些政府愈来愈想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他们在准备战争，而同时又害怕战争，他们懂得，世界大战就是世界革命。

在东欧——在巴尔干、奥地利和俄国，除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地区外，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封建制度、专制制度以及形形色色的中世纪残余势力对群众的压迫。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那里的农民同俄国中部数千万农民一样，直到现在还被农奴主－地主踩在脚下。为了巩固君主制政权，为了永远奴役各民族，哈布斯堡强盗王朝和罗曼诺夫强盗王朝支持这一农奴制压迫，竭力煽起民族间的仇恨。在东欧，直到现在君主之间还在分割各民族，讨价还价，进行交换，为各自王朝的利益把一个个分割得七零八落的不同民族拼凑成一个个国家，完全象在农奴制下地主分割他们所管辖的农户，把它们拼凑成一个个家庭一样！

建立巴尔干联邦共和国——这是我们的兄弟，巴尔干各国的社会党人为了捍卫民族自决和民族充分自由，以便给广泛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扫清道路，向群众发出的号召。

面对全世界最凶恶的反动堡垒之一的俄国沙皇君主制，我们应该特别支持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工人阶级的真正朋友的这个号召。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就是一连串反对民族自由、反对民主、反对工人阶级的最骇人听闻的罪行和暴力，最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沙皇政府在英国“自由派”执政者的支持下压迫和扼杀波斯，沙皇政府暗中破坏中国建立的共和国，沙皇政府阴谋夺占博斯普鲁斯海峡，侵吞土耳其亚洲部分以扩张“自己的”领土。沙皇君主制曾经是19世纪的欧洲宪兵，那时由农奴制俄国的农民组成的军队镇压了匈牙利起义[117]。现在，在20世纪，沙皇君主制既是欧洲宪兵，又是亚洲宪兵。

血腥的尼古拉沙皇，他解散了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血洗俄国，奴役波兰和芬兰，勾结坏事做尽的黑帮推行压迫犹太人和一切“异族人”的政策；这个沙皇，他的忠实伙伴在勒拿河地区枪杀工人[118]，迫使农民破产以致俄国到处有人挨饿。就是这个沙皇，现在竟以斯拉夫人自由和独立的保卫者自居！

俄国人民从1877年起就学到了某些东西，现在他们知道，我国“国内土耳其人”[119]——沙皇及其走狗，比任何土耳其人都坏。

然而地主和资产阶级，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却竭力支持所谓沙皇政府爱好自由这种卑鄙的挑拨者的谎言。《莫斯科呼声报》、《新时报》这样一些站在整个官方报纸大军前列的报纸对奥地利进行无耻诽谤，煽动对它的攻击，似乎俄国的沙皇政府不比哈布斯堡王朝血腥百倍，肮脏百倍！

不仅是右派政党，甚至反对派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也竭力在勉强用外交辞令和转弯抹角的伪善语句遮遮掩掩地进行沙文主义、帝国主义的宣传。不仅无党派的自由派《俄罗斯言论报》[120]，甚至“立宪民主”党（实际上是自由派反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言语报》也在起劲地攻击沙皇大臣萨宗诺夫的所谓“妥协”，攻击他对奥地利的“让步”，攻击他“维护”俄国“大国”利益不力。立宪民主党人不是指责极端反动的民族党人的帝国主义，而是恰恰相反，指责他们削弱了由沙皇政府侵占君士坦丁堡的“伟大”主张的分量和意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为了全体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坚决抗议这种卑鄙的沙文主义行为，并痛斥这种行为是对自由事业的背叛。一个有3000万农民挨饿的国家，一个当局专横暴虐到成百成百地枪杀工人的国家，一个数以万计的自由战士横遭严刑拷打和苦役折磨的国家，这个国家最迫切需要的是摆脱沙皇制度的压迫。俄国农民应当考虑从农奴主－地主和沙皇君主制的压迫下解放自己的问题，切不要为地主和商人的什么俄国的“斯拉夫人的使命”那种花言巧语所动而置这一迫切问题于不顾。

既然帝国主义自由派企图同沙皇制度妥协而坚持“和平立宪”工作，向人民许诺说，这样既可以取得对外的胜利又能在保存沙皇君主制的条件下进行立宪改革，那么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就要愤怒地揭穿这一骗局。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沙皇制度才能保证俄国和整个东欧自由发展。只有在俄国建立共和国的同时在巴尔干建立联邦共和国，才能使亿万人民免遭战祸，并在所谓“和平”时期免受压迫和剥削的苦难。

1912年前5个月里有50多万俄国工人举行政治罢工，——他们经历了最困难的反革命年代之后正在恢复自己的力量。在许多地方，陆海军士兵举行起义，反对沙皇制度。我们号召进行革命的群众斗争，为工人、农民和部队中的优秀分子的决定性的共同行动作更顽强、更扎实、更广泛的准备！这是拯救被沙皇制度破坏和蹂躏的俄国的唯一办法。

巴尔干各国社会党人强烈谴责战争。意大利、奥地利以及整个西欧的社会党人齐心协力地支持他们。我们也要和他们同声谴责战争，更广泛地开展反对沙皇君主制的宣传。

打倒沙皇君主制！俄罗斯民主共和国万岁！

巴尔干联邦共和国万岁！

打倒战争，打倒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万岁，国际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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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告俄国全体公民书》写于1912年10月初，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以传单形式印发。10月10日（23日），列宁把它寄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请他通知各国社会民主党书记并刊登这一文件。不久，《告俄国全体公民书》被《莱比锡人民报》和《前进报》用德文，比利时《人民报》用法文，社会党国际局定期公报用法文、德文和英文刊登了出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委员会也印发了这份号召书。号召书还作为1912年11月5日（1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8—29号合刊的特别附刊刊出。——148。

[115]指1912年10月—1913年5月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战争在土耳其和巴尔干同盟各国——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希腊——之间进行，以土耳其战败告终。双方于1913年5月签订了伦敦和约，根据条约，土耳其几乎全部丧失了它在巴尔干的属地。阿尔巴尼亚人民获得独立。——148。



[116]指1905年和1911年由于德法两国争夺摩洛哥而引起的战争危机。——149。



[117]指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军队镇压1848—1849年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一事。匈牙利当时处在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奥地利皇帝就身兼匈牙利国王。匈牙利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以1848年3月15日佩斯起义为开端，得到全国广泛响应。1849年4月14日，在匈牙利革命军队战胜奥地利帝国的入侵军队之后，匈牙利议会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成立匈牙利共和国。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于4月21日向俄国求援。5月，俄国干涉军14万人侵入了匈牙利。匈牙利革命受到两面夹击而遭到失败。8月13日，匈牙利军队向俄国干涉军司令伊·费·帕斯凯维奇投降。——150。



[118]指1912年4月4日（17日）沙皇军队枪杀西伯利亚勒拿金矿工人的事件。勒拿金矿工人因不堪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于1912年2月底开始举行罢工。3月中旬，罢工席卷了各矿，参加者达6000余人。罢工者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取消罚款、提供医疗救护、改善供应和居住条件等要求。布尔什维克帕·尼·巴塔绍夫是领导罢工的总委员会主席。沙皇当局调动军队镇压罢工，于4月3日（16日）夜逮捕了几乎全部罢工委员会成员。4月4日（17日），2500名工人前往纳杰日金斯基矿向检察机关的官员递交申诉书。士兵们奉命向工人开枪，当场死270人，伤250人。勒拿惨案激起了全俄工人的愤怒，俄国革命运动从此迅速向前发展。——150。



[119]“国内土耳其人”系暗指沙皇政府、农奴主以及他们的精神奴仆，出典于俄国文艺批评家尼·亚·杜勃罗留波夫为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写的评论文章《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前夜》的主人公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决心把自己的祖国从土耳其占领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指出：俄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需要象英沙罗夫那样的革命家，但他们应是俄国式的英沙罗夫，因为俄国现在有许多国内的“土耳其人”；俄国需要有同大量的“国内土耳其人”作斗争的英雄。——150。



[120]《俄罗斯言论报》（《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是俄国报纸（日报），189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第1号为试刊号，于1894年出版）。出版人是伊·德·瑟京，撰稿人有弗·米·多罗舍维奇（1902年起实际上为该报编辑）、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彼·德·博博雷金、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瓦·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等。该报表面上是无党派报纸，实际上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曾拥护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家公开的反革命报纸。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查封，其印刷厂被没收。1918年1月起，该报曾一度以《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的名称出版。1918年7月最终被查封。——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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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工人的代表

（1912年10月16日〔29日〕）

首都的无产阶级要选派一名代表[121]参加黑帮的、地主的和神父的杜马。这名代表的岗位是光荣的。他应当代表千百万人发言和行动，他应当高举伟大的旗帜，他应当表达马克思主义和工人民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多年来正式地、明确地表达过的观点。

把一个人选到这个岗位上去，这件事情十分重要，如果害怕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谈论它，害怕“得罪”某个人或者某个小组等等，就是谨小慎微，就是畏首畏尾，十分可耻。

选举应当符合多数觉悟的即马克思主义的工人的意志。这是很显然的。这是谁也不敢公开否认的。

大家知道，自1908年到1912年，彼得堡工人中间的反取消派和取消派，在千百次的会议上、争论中、谈话中，在各种机关刊物上，进行了斗争。有人象笨鸟那样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企图“忘掉”这个事实。那是很不光彩的。

现在在选举一名代表的问题上叫喊“统一”的那些人，是要把事情搞乱，因为他们在偷换问题，用叫喊来模糊问题的实质。

既然要选的只是一名代表，而且大家都同意他应当表达多数觉悟的工人马克思主义者的意志，那和“统一”又有什么相干呢？？

取消派不敢公开说他们想选举取消派分子或者“无派别分子”（即动摇分子），不敢公开捍卫自己的观点，于是他们叫喊“统一”，用欺骗的方法来贩卖这些观点。

我们的义务就是揭露这种混乱。如果觉悟的工人中取消派占多数，那么世界上谁也阻挠不了他们选举取消派。应当尽可能准确地、冷静地、坚定地、慎重地、真实地确定，谁占多数；不要被那些搞了5年斗争之后为了掩盖自己的观点，又来宣传（在选举前的几天！）“统一”的人们的叫嚷弄得惶惑不安。

工人不是小孩子，竟会相信这种神话。只能从下面三个解决办法中择取其一：（1）选举取消派；（2）选举反取消派；（3）选举动摇分子。在1908—1912年的5年中，社会民主党中间再也没有另外一类人，就是现在也没有！

工人如果想成为成熟的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就不应当允许他们中间出政治上的工贼。工人应当使人尊重和执行多数觉悟的工人的意志。

工人需要的是一名能够表达多数人的意志并且深知自己在杜马内外将进行什么工作的代表。

多数人的意志已经表明，因此彼得堡选出的代表应当是一名坚决的反取消派，是一名彻底的工人民主派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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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这里说的是应从圣彼得堡省工人选民团复选人中产生的一名杜马代表。根据1907年6月3日（16日）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应从圣彼得堡、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科斯特罗马和哈尔科夫六个省的工人选民团复选人中各产生一名杜马代表。——[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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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人民和欧洲外交

（1912年10月16日〔29日〕）

现在，巴尔干问题引起了普遍的注意。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整个东欧，人民自己自由地、坚定地表示意见的时刻可能已经来到了。资产阶级“列强”和它们那些极尽耍阴谋、施诡计、互相倾轧之能事的外交家们，现在再也不能玩弄把戏了。

巴尔干人民会说出往日我国农奴常说的那句话：“老爷发怒也罢，老爷爱怜也罢，都是最可怕的灾难，可千万别落到我们头上。”的确，欧洲“列强”充满敌意的干涉也罢，貌似友好的干涉也罢，对巴尔干的农民和工人来说，都只意味着在普遍的资本主义剥削之外又增加了阻挠自由发展的各种桎梏。

因此，我们既要反对政府当局的“外交”，也要反对自由派的“外交”。例如，《言语报》的议论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它前几天竟然请求“俄国社会”（即资产阶级）记住英国内阁机关报的话：欧洲不能容许在巴尔干出现“恶劣的统治”！《言语报》大声疾呼：“我国的外交界不可袖手旁观。”

我们回答说，即使是最“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欧洲，除了对腐朽势力和停滞现象的支持，除了给自由增添的官僚主义障碍以外，什么也不会带给巴尔干。正是“欧洲”在阻碍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的建立。

巴尔干的先进工人和巴尔干的整个民主派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群众的觉悟程度、民主精神和自主精神的增长上，而不是寄托在资产阶级外交家的阴谋诡计上，不管这些外交家们用什么自由主义词句来为自己乔装打扮！





	载于1912年10月16日《真理报》第14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142—143页














《列宁全集》第22卷


谈谈政治上的动摇性

（给编辑部的信）

（1912年10月17日〔30日〕）

我作为《真理报》的一个经常的读者，对复选人帕·苏达科夫的行为，不能不表示极大的愤慨。

10月5日举行选举。苏达科夫未被列入《真理报》的名单。虽然如此，苏达科夫还是得到《真理报》拥护者的选票而当选了，这一点可以从选举结果中看出。还可以看出，除了《真理报》拥护者的选票（50票中的27—31票），苏达科夫还得到了10来名想必是动摇分子的选票。

于是，苏达科夫开始动摇起来。选举后的第二天，10月6日，《真理报》登了他的一篇报道，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所有当选的人除彼得罗夫同志外，都是《真理报》和《明星报》的拥护者。”

看来，这话说得很明确了吧？

可是又过了一天，苏达科夫竟然出现在《光线报》上了！苏达科夫承认他去过《真理报》编辑部，但是据他说，他是把它“完全当作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部”才去的！！这个苏达科夫莫非是个黄口小儿？谁相信他会不知道社会民主党有两张报纸？他自己了解取消派，而竟会不知道有取消派？


　　苏达科夫在取消派的《光线报》上写道：“即使我说过，我读《真理报》，而且支持它〈请注意，苏达科夫声明，他支持《真理报》！〉，我的意思也仅仅是〈！！〉，我一般〈！！〉是支持〈原来如此？〉社会民主党的。”



　　这可真叫人糊涂了！一个知道有两张报纸，而且承认说过“支持《真理报》”的人，事隔一天却到取消派的报纸上去作“参议院式的说明”，声称“意思也仅仅是，我一般是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比这更为惊人的出尔反尔和动摇不定的情况，我们还没有见到过。

朝三暮四的“图希诺的倒戈分子”[122]总是有的，但倒戈分子得不到工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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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图希诺的倒戈分子”一语源出于俄国历史故事。1608年俄波战争时，波兰傀儡伪德米特里二世率军攻入俄国，驻扎在莫斯科西北的图希诺，与在莫斯科的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两军对峙。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俄国领主和贵族象候鸟随气候变化而迁飞那样奔走于两个营垒之间：当莫斯科情况危急时，他们纷纷投弃图希诺营寨；当战局有利于沙皇时，他们又返回莫斯科，重新归顺沙皇。这些人便被称为“图希诺的倒戈分子”。后来人们常用这一称号来形容反复无常的投机分子。——[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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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狐狸和鸡窝

（1912年10月18日〔31日〕）

关于巴尔干战争和“欧洲”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的问题，是当前政治中最令人关切的问题。对整个民主派，特别是对工人阶级来说，弄清楚各个政党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什么阶级利益，是很重要的。

十月党人、民族党人、无党派“爱国人士”，——从《新时报》到《俄罗斯言论报》，他们的政策都是简单明了的。攻击奥地利，挑起人们同它开战，叫喊俄国负有“斯拉夫人的使命”——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想转移人们对俄国内政问题的注意、想从土耳其“捞一把”的欲盖弥彰的图谋。对内支持反动派，对外支持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掠夺——这就是这个粗暴的“爱国主义的”“斯拉夫的”政策的实质。

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伪装得比较圆滑巧妙，但是他们的政策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大国政策。了解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自由派狡猾地用民主词句来掩盖自己的观点。

请看一下《言语报》吧。起初（在米留可夫同萨宗诺夫“亲切的会晤”[123]之前）有人责备萨宗诺夫“妥协”，责备民族党人削弱了占领君士坦丁堡的“伟大主张”。现在，在会晤以后，《言语报》同意《俄国报》的意见，痛骂《新时报》“糊涂好斗”。

那么，《言语报》现在的政策是怎样的呢？

开始时不应当提出傲慢的要求，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失去支持（法国和英国的支持），“最后甚至会被迫得不到应得之数”（第278号）！！

因而，《言语报》反对沙文主义者，是因为嫌他们“最后会得不到应得之数”。就是说，你们沙文主义者大吹大擂却一无所得，我们则主张心平气和，不声不响，在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大捞一把！

《言语报》写道：“为了我们巴尔干的被庇护者的利益，我们需要得到”支持（三国协约的支持），请注意这一点：《言语报》也主张由俄国来“庇护”（保护）斯拉夫人，主张由狐狸来保护鸡窝，不过主张要更狡猾地保护！


　　《言语报》说：“凡是可以争得的一切都靠这个唯一的方法——欧洲外交的协作。”



　　问题很清楚：立宪民主党的政策的实质也就是《新时报》所鼓吹的那种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只不过更狡猾更巧妙罢了。《新时报》粗暴地愚蠢地发出战争威胁，用的是俄国一国的名义。《言语报》“圆滑巧妙地”发出的也是战争威胁，不过用的是三国协约的名义，因为说“不应该得不到应得之数”，也就是发出战争威胁。《新时报》主张由俄国来庇护斯拉夫人，《言语报》主张由三国协约来庇护斯拉夫人，就是说《新时报》主张只要我们一只狐狸进鸡窝，而《言语报》则主张三只狐狸协同行动。整个民主派，特别是工人，反对由狐狸或狼来对斯拉夫人进行任何“庇护”，主张各国人民完全自决，主张完全的民主，主张斯拉夫人摆脱“大国”的任何庇护。

自由派和民族党人的争论是关于欧洲资产阶级对巴尔干各国人民进行掠夺和奴役的不同方法的争论。只有工人是在实行真正民主派的政策——争取在一切地方实行自由和民主，彻底反对各种“庇护”、掠夺和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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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帕·尼·米留可夫同外交大臣谢·德·萨宗诺夫的会晤是1912年9月底或10月初举行的。会晤时讨论了沙皇政府的巴尔干政策。据当时报纸报道，“外交大臣对交谈者发表的一切观点都非常满意。”——[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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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耻的决议

（1912年10月18日〔31日〕）

彼得堡市杜马10月10日的决议引起了社会的注意。

决议谈的是巴尔干战争这一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事件。它是由权威的（资产阶级中的权威）公共机关作出的。决议由臭名昭彰的反动派和自由派一致通过。

法尔博尔克，一个准“民主派”（！？）兼立宪民主党人的自由派，在他“热情的发言”中论证了作出这种决议的必要性；他参加了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并对这个决议投了赞成票。

这个决议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典型，是资产阶级向“当权派”卑躬屈膝的典型，是资产阶级支持把各国人民变成炮灰的政策的典型。


　　在这个致巴尔干各参战国首都的决议中这样说道：“彼得堡同你们在一起，对你们为之流血战斗的、各国被压迫的人民的独立自由的光明未来充满希望。”



　　请看，用来掩饰沙文主义的是些什么词句！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各国被压迫的人民都不是靠一国人民对另一国人民进行战争来获得“自由”的。各国人民间的战争，只会加重各国人民所受的奴役。巴尔干的斯拉夫农民，土耳其农民也一样，他们的真正的自由，只有在那里有了每个国家内部的充分自由，并且有了一个由各个完全彻底民主的国家组成的联邦，才能得到保证。巴尔干的斯拉夫农民和土耳其农民是兄弟，他们同样都受着本国地主和本国政府的“压迫”。

这才是真正的压迫，这才是“独立”和“自由”的真正障碍。

反动派的和自由派的沙文主义者在彼得堡市杜马中公开联合起来了（正如他们已经在报纸上遮遮掩掩地联合起来一样，因为《言语报》和《新时报》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实质上相同，不同的只是口气和细节）——这些沙文主义者在鼓吹把各国人民变成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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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立宪民主党教授

（1912年10月19日〔11月1日〕）

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之一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教授先生属于这样一类俄国经济学家，这些人年轻时是准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很快就“变聪明了”，他们用资产阶级理论的片言只语“修正”马克思主义，并且凭着变节的汗马功劳坐稳了自己的大学讲席，在学术上愚弄学生。

前几天，这位由马克思主义者变成自由派的杜冈先生，在《言语报》上就生活费用飞涨这个令人关切的问题发表了如下一番议论：


　　“在我〈？〉看来，生活费用飞涨的主要〈原来如此！〉原因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人口的增加使耕作更加集约化，这样，根据农业劳动生产率递降的著名规律，单位产品的劳动价值就提高了。”



　　杜冈先生喜欢叫嚷“我”，“我的”。其实，他不过是在重复早已被马克思驳倒了的资产阶级学说的片言只语。“劳动生产率递降的著名规律”是资产阶级的不学无术之徒和雇佣学者用来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资产阶级陈词滥调。马克思早就推翻了这个“规律”，——这个“规律”把罪过推在自然界身上（据说，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势所必然，对之毫无办法！），而实际上，罪过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农业劳动生产率递降的规律”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地租即土地占有者的收入增加的规律，才是事实。

生活费用飞涨的原因之一，是土地的垄断，即土地的私人占有。土地占有者因此从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中获得愈来愈多的贡赋。只有把工人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消除生活费用飞涨的现象。

只有象立宪民主党人杜冈先生这样的资产阶级的奴仆，才会替农业劳动生产率递降的“规律”这种神话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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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

（1912年10月21日〔11月3日〕）

全欧洲的资产阶级报刊，从反动的私利出发，主张在巴尔干维持臭名远扬的statusquo（现状），可是现在就连这类报刊也一致承认，世界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一章。

土耳其的溃败是毫无疑问的。结成四国联盟的巴尔干国家（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门的内哥罗、希腊）的胜利是巨大的。这四个国家结成联盟已成事实。“巴尔干属于巴尔干人民”——这一口号已经实现。

那么，世界历史的这新的一章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在东欧（奥地利、巴尔干、俄国），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和无产阶级成长的顽固的中世纪制度的残余至今还未消灭。这些残余就是专制制度（不受限制的专制政权）、封建制度（农奴主－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特权）和民族压迫。

巴尔干各国觉悟的工人首先提出了用彻底民主的办法解决巴尔干民族问题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建立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由于目前巴尔干各国的民主阶级力量薄弱（无产阶级的人数少，农民闭塞、分散、没有文化），巴尔干君主国的联盟就成了经济上和政治上必不可少的联盟。

巴尔干民族问题的解决有了重大的进展。在整个东欧，现在只有一个俄国是最落后的国家了。

尽管在巴尔干建立的是君主国的联盟，而不是共和国的联盟，尽管这个联盟的形成是由于战争，而不是由于革命，——尽管如此，整个东欧在摧毁中世纪制度的残余方面，还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民族党人先生们，你们高兴得太早了！这一步是冲着你们来的，因为俄国的中世纪制度的残余保留得最多！

至于西欧，无产阶级正在更加有力地喊出这样的口号：反对任何干涉！巴尔干属于巴尔干人民！





	载于1912年10月21日《真理报》第14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155—156页














《列宁全集》第22卷


立宪民主党人和民族党人

（1912年10月24日〔11月6日〕）

每当我们指出，立宪民主党人就其基本观点来看是民族主义自由派，他们根本不是从民主主义的立场提出民族问题的时候，《言语报》总是怒气冲冲地、十分傲慢地回驳我们，指责我们无知和歪曲事实。

下面是许多文件中的一个。请读者和选民去判断吧。

10月18日，在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先生处举行了“斯拉夫问题关心者小组”的第二次会议。会上宣读了由叶·阿尼奇科夫、卡列耶夫、隆·潘捷列耶夫（曾经是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亨·法尔博尔克，当然还有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人签署的告社会书。

《言语报》还想逃避自己对卡列耶夫、潘捷列耶夫之流应负的责任吗？

自由派告社会书的内容归结起来就是：


　　“俄国人的心普遍振奋……充满对斯拉夫人的同情，希望俄国的民族自觉意识有助于保障斯拉夫人的胜利果实。”



　　这同《新时报》那帮人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有什么不同呢？不同的只是戴上了白手套，讲得更加委婉。但是，戴上白手套也好，讲得非常文雅也好，沙文主义毕竟是丑恶的。当身旁（和上面！）站着千方百计压迫许多民族的俄国民族党人的时候，民主派决不会说什么“普遍振奋”。

当斯拉夫和土耳其的农民应该一起对抗斯拉夫和土耳其的地主和杀人强盗的时候，民主派决不容许斯拉夫人随便同土耳其人对立起来。

当波兰人、犹太人、一切“异族人”受到压迫和蹂躏的时候，民主派决不容许用“俄国的民族自觉意识”来偷换一切民族中拥护自由和反对压迫的人们的自觉意识。

任何正直的民主主义者，任何真心诚意地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的人都不应当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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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惨状

（1912年10月28日〔11月10日〕）

交战双方都竭力对“局外人”，也就是对全世界，隐瞒巴尔干发生的情况。记者受到欺骗、阻挠，只有在会战结束很久之后，才被允许进入战场。

因此，只有遇到非常特殊的机会才能偶尔打听到战争的真相。大概就是这种非常特殊的机会帮了英国《每日纪事报》[124]记者多诺霍（Donohoe）先生的忙。他有机会随土耳其军队目睹了吕莱布尔加兹会战；之后，他乘汽车到了君士坦丁堡，从那里经由海路又到了康斯坦察（罗马尼亚）。从康斯坦察，他可以自由地向伦敦拍发电讯。

土耳其人遭到了惨败。他们牺牲了将近4万（！）人。这一次灾难不亚于奉天那一次[125]——这位英国人写道。土耳其人的四分之三的大炮被保加利亚人缴获。保加利亚人让土耳其人靠近，放他们过来拼刺刀，然后自己迅速后撤，并且……用机关枪扫射，把他们成百成千地打死。

土耳其人的退却成了一群失魂落魄、饥饿不堪、精疲力竭的乌合之众的仓皇逃窜。这位记者的汽车陷入逃窜的人群之中。饥饿的土耳其人向他要东西吃。伤员不得不自己包扎。医生很少。敷料也没有。给养断绝了。英国人写道：我曾经目睹过许多次战争行动，但是这样惨重的灾难，这样大批大批地杀戮安纳托里亚（土耳其亚洲部分）忍饥挨饿、受尽折磨、精疲力竭、束手待毙的农民的情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象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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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每日纪事报》（《The　Daily　Chronicle》）是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1855—1930年在伦敦出版。——[172]。



[125]指日俄战争中1905年3月日军在沈阳击溃俄军主力的战役。——[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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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社会党国际局的报告《第四届杜马的选举》
[126]



（1912年10月29日〔11月11日〕）

由于1907年6月3日（16日）的政变，俄国开始了一个反革命猖獗时期。众所周知，沙皇制度是怎样通过在法律和行政方面专横肆虐，对苦役犯人迫害折磨才最终取得了这一胜利的。

被革命吓得心惊胆战的资产阶级上层支持了反革命的贵族。沙皇政权本来就相信，它是会得到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分子的帮助和支持的。

1907年6月3日（16日）的选举法是无耻的冒牌法律的样板。下面这些材料可以说明这个法律的性质：

居民被划分为几个“选民团”：地主、第一等和第二等市民、农民、哥萨克、工人。各选民团分别选出的复选人（有时不是直接选举，而是由初选人选举），由政府分配参加各省的选举大会，再由这些选举大会选出杜马代表！

选举法在分配复选人名额上，预先就使（50个省中的）28个省的选举大会只能是地主占多数，其他省份则是第一城市选民团的复选人（大资本家）占多数。

总的情况如下：20万贵族选进53个省选举大会的复选人为2594名，占复选人总数的49．4％；50万或大约50万第一城市选民团的资本家有788名复选人（15％）；将近800万第二城市选民团的市民有590名复选人（11．2％）；将近7000万农民和哥萨克有1168名复选人（22．2％）；将近1200万工人有112名复选人（2．1％）。

这种选举法产生出“黑帮的”、反革命的杜马——地地道道的“无双议院”[127]，是不足为奇的。奇怪的倒是，不仅资产阶级自由派，就连社会民主党人都到底使自己的代表当选，进了这届杜马。

工人选民团的所有复选人都是社会民主党人。在省选举大会中占多数的最反动的贵族不得不容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选举法规定有6个省必须从工人中选出1名代表；在其他省，社会民主党人通过和自由派达成协议获得了代表资格）。

第三届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十月党——对沙皇制度俯首听命的反动贵族和大资本家的政党。但是即使是这些“奴隶”也不能使尼古拉二世的奸党们——这伙对持反对派立场的代表进行迫害和谋杀的黑帮——感到满意。

政府过去搞假选举把十月党人塞进第三届杜马，现在又搞假选举以便把更加“忠顺的”党派——“民族党人”和“极右派”塞进第四届杜马。

高压胜过一切。神父得到命令集体参加选举并且要选举右派；反对派的候选人被逮捕，报社被罚款，报纸被查封，受怀疑者被从选民名单上勾掉——所有这一切是干得如此无耻，连右派以至贵族都提出了抗议。

结果产生了一个更“黑的”、更右的杜马，不过今天失败的是十月党人。自由主义反对派和革命民主派（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和农民资产阶级民主派）几乎维持了现状。

根据最新的关于第四届杜马438名已当选的代表（预定代表为442名）的材料，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比较：






	　
	第三届杜马
	第四届杜马
	　



	民主派：
	　
	　
	　



	　　社会民主党人……………
	13
	14
	　



	　　劳动派……………………
	14
	11
	25



	自由派：
	　
	　
	　



	　　立宪民主党人………
	52
	61
	　



	　　进步派……………………
	36
	33
	　



	　　波兰人……………………
	18
	14
	　



	　　穆斯林……………………
	9
	5
	113



	右派：
	　
	　
	　



	　　十月党人…………………
	131
	79
	　



	　　民族党人…………………
	91
	74
	　



	　　极右派……………………
	46
	140
	293



	　　无党派人士………………
	27
	7
	　



	　　　　　　共　计…………
	437
	438
	　







为了把政党的名称和分类解释得清楚一些，我们再说几句：

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劳动派：农民民主派，即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其纲领主张剥夺贵族。立宪民主党人：名为立宪民主党，实际上是反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进步派：也就是自由派，只不过稍许温和一些。波兰人和穆斯林——也是自由派，不过是民族集团。反对派大体上包括25名民主派和113名自由派，或者说，共有138名代表（第三届杜马是142名）。

几个政府党：十月党人偶尔私下里谈谈立宪；民族党人从来不谈立宪。右派公开主张恢复专制，反对立宪。假选举不仅正在把十月党人，而且正在把部分民族党人推向反对派。

至于社会民主党人，到目前为止当选的情况是：

工人选民团的6名代表是社会民主党人：圣彼得堡的巴达耶夫，莫斯科的马林诺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的萨莫伊洛夫，科斯特罗马的沙果夫，哈尔科夫的穆拉诺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彼得罗夫斯基。6名全是工人。还有3个省由于民主派（社会党人和劳动派）同自由派达成协议反对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获得成功。当选的是乌法的豪斯托夫，塔夫利达省的布里扬诺夫，顿河州的图利亚科夫。其次还有3名社会民主党人在高加索当选：齐赫泽、契恒凯里和斯柯别列夫，最后1名是由高加索的俄罗斯居民选出的。

有2名社会民主党人在西伯利亚当选：鲁萨诺夫和阿穆尔州的雷斯列夫。

还要补充一点，在伊尔库茨克省（西伯利亚）本来几乎可以肯定有1名社会民主党人当选（20名复选人中有11名社会民主党人）。但省长认为伊尔库茨克市选出6名社会民主党人是无效的。选举尚未举行。

还必须补充的是，在华沙由于崩得和波兰社会党结成联盟，选出了亚格洛，他是波兰社会党的党员。

所有这些材料都是初步的。第四届杜马各派的全部成员，包括社会民主党的，要到11月15日（28日）杜马开幕时才会明确。

1912年11月11日于克拉科夫





	载于1912年11月20日《人民报》第32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69—372页

















[126]《给社会党国际局的报告〈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发表于1912年11月20日比利时《人民报》第325号。1963年巴黎出版的《列宁与卡米耶·胡斯曼通信集（1905—1914）》一书重新刊载了列宁的这个报告。1965年，《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首次用俄文予以刊印。——[174]。



[127]无双议院是指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初期于1815年8月选出的议会众议院，当选议员几乎清一色是贵族和教士。——[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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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人和大资产阶级

（1912年11月1日〔14日〕）

立宪民主党人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第一城市选民团中的胜利，以及随后他们在参加国务会议的工业界代表的选举中的胜利，还有反动分子帮助立宪民主党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确凿事实——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我国社会各阶级的非常值得注意的政治动向。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社会民主党人1907年关于立宪民主党的实质的主要决议：“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各政党以及其中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现在已经明确地背弃了革命，并且力求同反革命勾结起来阻止革命；这些政党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中经济上较进步的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一部分城乡小资产阶级还跟着这些政党走，纯粹是由于习惯〈盲从〉和直接受自由派的欺骗。”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47页。——编者注］



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已被许多事件充分证实了。民主派正把立宪民主党人从第二城市选民团（其中有许多民主派选民）排挤出去。立宪民主党人则把十月党人从第一城市选民团排挤出去。

反动派愈猖獗，选举舞弊愈露骨，大资本就愈倒向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在1906年和1907年指出的立宪民主党的阶级本质，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地展示在群众面前了。

那些把立宪民主党看成是城市民主派政党的人，他们的错误愈来愈明显了。立宪民主党人同反动分子的勾结已经逐渐由秘密转为公开：反动分子唆使立宪民主党人曼瑟列夫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普列德卡林，唆使立宪民主党人尼古拉耶夫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波克罗夫斯基。[128]

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之所以有力量和不可战胜，正是因为这个政策的正确性愈来愈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发展所证实。立宪民主党人同大资产阶级讲团结（后者由于自己的全部反动性，是不会满足的）。民主派则向左靠拢，远离立宪民主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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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这里说的是里加和叶卡捷琳诺达尔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的情形。在这两个地方，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政党一起投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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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的俄国习气

（1912年11月4日〔17日〕）

前几天，《庶民报》在发表普利什凯维奇的诗的同时，刊登了一篇评论《俄国报》的“著名”御用政论家古里耶夫的文章（从此他的著名就不用带引号了）。《庶民报》断定，这是一位“带有犹太自由派色彩的政论家”。真奇怪！莫非官方的《俄国报》也是犹太自由派的机关报？

然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彼得堡纺织厂的股东大会一致决定免去古里耶夫担任的该厂董事的职务。此外，还决定提请检察长就古里耶夫的不正当行为向法庭起诉。

原来，古里耶夫入股1000卢布就得到了分享三分之一利润的权利，可是两个厂主股东的股金是10万卢布！资本家为什么对古里耶夫这样慷慨呢？

因为，此人是四等文官，官方的《俄国报》的撰稿人，如此等等。他当过维特的私人秘书，他有“特殊的关系”。他许诺过……政府的津贴！

于是，资本家先生就给这种政府“关系”作了一个相当高的“估价”：等于49000卢布。你出货，我们出钱。你有“政府关系”，能弄到津贴，我们有钱。这是一笔买卖。“政府关系”值几千卢布，给津贴的诺言值多少卢布，为官方的《俄国报》撰稿值多少卢布。请收下吧，古里耶夫先生！

古里耶夫收了钱，又骗了人。诺言没有兑现，却要求三分之一以上的利润，还进行敲诈，即要挟要停发企业贷款。

这是一件很说明问题的事情，一个典型的事例，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它给政府关系、政府津贴同资本之间的瓜葛这样一个题目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不过，《庶民报》先生们，这与“犹太自由派色彩”有什么相干呢？这是地道的俄国色彩，地道的保守色彩！你们不要过分谦虚了，普利什凯维奇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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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派的纲领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1912年11月5日〔18日〕）

1912年上半年，俄国革命显然进入了高潮。5个月内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据厂主方面的统计达到515000人。至于这些罢工工人的口号是什么，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他们举行的游行示威、群众大会等等的政治内容是什么，所有这些，中央机关报第27号全文转载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文件，即彼得堡工人的五月宣言[129]已经加以说明。

在这些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彼得堡工人提出的不是改良派的口号，而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召开立宪会议，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推翻沙皇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

陆海军士兵的起义和起义尝试（在土耳其斯坦，在波罗的海舰队和在黑海），再一次客观地证明，在俄国，经过了多年反革命猖獗和工人运动的沉寂以后，革命又开始进入高潮。

这次高潮到来的时候，第四届国家杜马正在进行选举，各政党、各政治派别都不得不对政治形势作出这样或那样的总的估计。因此，如果我们想认真研究我们的政治任务——作为工人阶级的任务，而不是作为某些小集团的善良愿望，如果我们想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检验各种纲领和政纲，把它们同群众斗争的事实和当前社会各阶级的活动对照一下，那么我们也就应当用这次群众革命高潮作试金石对各种选举纲领进行检验和鉴别。这是因为对社会民主党来说，选举不是一种特殊的政治交易，不是靠任意许愿或胡乱发表声明来捞取代表资格，而只是宣传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基本要求和政治世界观的基本观点的特殊机会。

所有的政府党，从黑帮到古契柯夫，他们的纲领和政纲非常明确，反革命性质昭然若揭。大家都知道，这些政党不但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甚至在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中都得不到稍微有点分量的支持。那些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几乎完全离开了十月党人。

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政纲，有的几乎是正式公布了（如穆斯林集团的纲领），有的从“大的”政治性报刊上，也可以完全确切地了解到了（如“进步派”、立宪民主党人的纲领）。所有这些纲领和政纲的实质，说漏了嘴的立宪民主党人格列杰斯库尔，在他那些由《言语报》转载的、后来又被马克思主义报刊引证过的声明中，已经作了绝妙的表述。

“公开否认在俄国有举行新的革命的必要”——这就是格列杰斯库尔先生对自己观点所作的概括（参看《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7号第3版），而且他还同革命者针锋相对，说出了自由派（以立宪民主党人为首）的真正的纲领：“需要的只是平静的、顽强的、有信心的立宪工作。”

我们所以要强调真正的纲领这几个字，是因为俄国也象其他一切资产阶级国家一样，大多数纲领是装门面的。

问题的实质正是格列杰斯库尔先生在他偶然流露真情时所承认的那样。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反对进行新的革命，仅仅主张立宪改革。

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民粹派）都主张并宣传有“必要”进行新的革命，但是前者是坚定的，后者是动摇的。群众斗争的高潮已经开始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正在努力促使这个高潮更加波澜壮阔，一浪高过一浪，直至发展成为革命。改良派则把这个高潮看成仅仅是某种“活跃”，他们的政策旨在求得立宪让步，立宪改革。于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在俄国历史的这一“阶段”展开了一场争取“人民”、争取群众的斗争。谁也不能预言斗争的结局，但同样谁也不能怀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这场斗争中应当占有的地位。

这样，而且只能这样去评价党的选举纲领和取消派的代表会议选出的“组织委员会”最近公布的选举纲领。

中央委员会在一月代表会议之后公布的党的选举纲领是在4—5月的事件[130]以前拟订的。这些事件证明了这个纲领是正确的。整个纲领都贯穿了这样一个思想：批判俄国当前要实行立宪改革这种毫无指望的、空想的主张，宣传革命。纲领的口号正是十分明确地反映了革命的任务，并使这些任务与立宪改革的诺言截然分清。党的纲领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数十万政治罢工者和上百万农民军队中的先进分子直接发出的宣言，向他们解释了起义的任务。对一个革命政党来说，象5月罢工和6—7月武装起义尝试这种对党的解释的直接反应，正是它所希望的生活对它的纲领的最好的检验和最有力的肯定。

现在再来看看取消派的纲领。托洛茨基的革命空话巧妙地掩盖了这个纲领的取消主义实质。这种掩盖，有时会迷惑那些幼稚的毫无经验的人，甚至使人觉得取消派同党“调和”了。但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很快就会打消这种自我欺骗的想法。

取消派的纲领是在5月罢工和夏季起义尝试以后起草的。因此，为了给这个纲领的实质的问题找到一个切实的答案，我们首先要问：这个纲领对这些罢工和起义尝试是怎样评价的？

“经济高涨……”，“无产阶级罢工运动的发展表明了新的社会高潮即将到来……”，“无产阶级声势浩大的4月运动提出的是结社自由的要求”，——这就是取消派在他们的纲领中对4—5月罢工所说的一切。

然而这是撒谎！是不可容忍的歪曲！这里，主要的东西即这场政治罢工的革命性质给抹杀掉了。这场政治罢工恰恰不是为了争取某一种立宪改革，而是为了推翻政府，即为了革命。

一个秘密的、革命的、通篇都是“红色”词句的宣言，怎么会撒这种谎呢？这是必然的，因为自由派和取消派就是这样看的。他们从罢工中看到的是他们愿意看到的东西——争取立宪改革。他们看不到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这就是革命高潮。为了改革，我们自由派是愿意斗争的；为了革命么，可不行，——这就是取消派的谎话中反映出来的真实的阶级立场。

关于起义尝试，他们说：“……暴力、凌辱和饥饿，导致军营的士兵中爆发了绝望的抗议，但随后这些抗议就被用枪弹、绞索镇压下去了……”

这是自由派的评价。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从这些起义尝试中看到的则是群众起义的开始，虽然这个开始并不成功，时机不对，是错误的，但是我们知道，群众只能从失败的起义经验中学习举行胜利的起义，正象俄国工人从1901—1904年许多次失败的、有时甚至特别不成功的政治罢工中，学会了在1905年10月举行成功的罢工一样。我们说，备受兵营压制的工农开始起义了。因而我们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直接的结论：必须向他们解释，为了什么和应当怎样准备胜利的起义。

自由派的判断却不同。他们说：“导致”士兵中“爆发了绝望的抗议”。在自由派看来，起义的士兵不是革命的主体，不是起义群众的先驱，而是政府摧残的客体（“导致绝望”），起着展示这种摧残的作用。

自由派说：瞧，我们的政府多么糟糕，它导致士兵绝望，然后又用枪弹镇压他们（结论是：要是我们自由派执政，士兵就不会起义）。

社会民主党人则说：瞧，广大群众的革命劲头多足，连受着严厉的兵营纪律压制的陆海军士兵都举行起义了，而且从失败的起义中，学习举行胜利的起义。

正如大家看到的，取消派对春夏两季的俄国革命高潮已经作了“说明”（参议院式的说明）。

他们接着又来“说明”我们党的纲领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写道：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代之以民主共和国，共和国的宪法应保证（1）建立人民专制……”等等，——接着列举了各种“自由”和“权利”。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427页。——编者注］



看来，这段话是不难理解的。“最近的”任务是推翻专制制度，建立保证各种自由的共和国。

取消派把这段话完全篡改了。


　　他们的纲领写道：“社会民主党号召人民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为了达到人民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的这一目标，社会民主党在目前的选举运动中〈请注意！〉号召劳动群众为实现下列迫切的要求团结起来：（1）选举国家杜马要实行普遍的……选举制……”





　　社会革命党取消派分子彼舍霍诺夫先生在1906年秋创建“公开的党”时（差一点要建成了……只是警察妨碍了他，把他抓进了监牢！）曾经写道：共和国是一种“遥远的前景”，“关于共和制的问题，必须极端慎重”，目前迫切的要求是改革。不过，这位社会革命党取消派分子的确幼稚、简单和愚蠢，说话不拐弯。难道“欧洲的”机会主义者会这样吗？不，他们要狡猾得多，机灵得多，巧妙得多……

他们不反对建立共和国的口号，——说反对，简直是诽谤！他们不过是用每个小市民都可以明白的道理，以适当的方式“说明”这个口号。革命会不会发生，这还是一个问题，——小市民这么随随便便地说，托洛茨基就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5期第21页）上以学者派头加以转述。共和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建立，而“在目前的选举运动中”，“迫切的”是立宪改革！

真是面面光：既承认要建立共和国，又把它推到遥远的未来。说了一大堆革革革……命的话，而实际上，“在目前的选举运动中”（全部纲领都只是为了这个目前的运动而写的！）提出的“迫切的”要求却是改革。

是的，是的，在取消派的代表会议上是坐着一些大“外交行家”……可这些行家又是多么渺小！小集团外交家可以被他们弄得得意忘形，头脑简单的“调和分子”可以被他们弄得糊里糊涂，而马克思主义者则会给他们以截然不同的回答。

小市民满足于那种不容争辩的、神圣的、空洞的真理：革命会不会发生，预先无法知道。马克思主义者则不满足于这一点；他们说：我们的宣传和一切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宣传是革命会不会发生的决定因素之一。几十万政治罢工者，各部队中的先进分子，都问我们，问我们党，他们前进的方向是什么，为什么要起义，要达到什么目的，把已经开始的高潮推向革命呢还是引向为改革而斗争？

这些问题比托洛茨基的小市民式的“漫不经心”（革命会不会发生，又有谁知道？）有意思一些、重要一些。对这些问题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已经作了回答。

我们的回答是：批判立宪改革的空想，解释寄希望于改革是错误的，要尽量从各方面促使革命高涨，并为此而利用选举运动。革命会不会发生——这不仅仅取决于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决不会落空的。通过我们的工作，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独立性的种子将被深深地埋在群众之中，这些种子一定会在明天的民主革命中或者在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发芽成长。

而那些向群众宣扬知识分子那种陈腐的、崩得—托洛茨基式的怀疑主义（“革命会不会发生，不得而知，但‘迫切’的是改革”）的人，他们现在就已经在腐蚀群众，向群众宣扬自由派的空想。

他们那些人，正当50万工人举行革命罢工，正当农民军队中的先进分子向贵族军官开枪射击的时候，不是使选举运动充分体现这种既成的、现实的、“当前的”政治形势的精神，他们不是这样，而是专作那种所谓“欧洲人的”（在我国，他们就是这样的欧洲人，这些取消派就是这样的欧洲人！）“议会式的”考虑，完全撇开这种现实的形势（其中“欧洲的”东西很少，“中国的”东西，即民主革命的东西却很多），并且用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抹杀这种形势，把改良主义的选举运动称作真正的运动！

社会民主党需要一个第四届杜马选举的纲领，既是为了以选举为理由，又是趁选举的机会，又是通过选举的争执，再一次向群众解释革命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必然性。

他们取消派需要一个纲领，是“为了”选举，也就是说，为了把关于革命的考虑当作一种没有把握的可能性客客气气地撇开，而把他们那种只是为了开列一张立宪改革清单的选举运动宣布为“真正的”运动。

社会民主党想利用选举，是为了不断推动群众去考虑革命的必要性，去考虑已经掀起的革命高潮。因此，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纲领中简单明了地对第四届杜马的选民说：不要立宪改革，要共和国；不要改良，要革命。

取消派利用第四届杜马选举来鼓吹立宪改革，削弱主张革命的思想。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就把士兵的起义说成是“导致”士兵中“爆发了绝望的抗议”，而不把它看成是群众性起义的开始（顺便说一下，这种起义是壮大起来还是偃旗息鼓，还得看俄国全体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是否立刻用全部力量、全副精力、满腔热忱去支援它）。

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把革命的五月罢工“说明”成改良的罢工。

为了这个目的，他们“说明”党的纲领的时候，不是把建立保证自由的共和国作为“最近的”任务，硬说争取各种自由是“目前的选举运动中”的迫切要求（这是对第四届国家杜马说的呀，可不是闹着玩的！）。

在俄国的生活中，有这么多旧中国的东西！在俄国沙皇制度中，有这么多旧中国的习气！在我国取消派中有这么多旧中国的习气！他们竟企图把议会斗争和改良主义的“礼仪”用到上有普利什凯维奇和特列先科夫之流，下有群众革命尝试的环境中去！在知识分子为防御赫沃斯托夫和马卡罗夫之流而进行的这种挣扎中，有这么多旧中国的东西，他们竟靠亮出麦克唐纳和饶勒斯、比索拉蒂和伯恩施坦、科尔布和弗兰克等人的保荐书来自卫！……

托洛茨基在取消派的代表会议上，对取消派的观点同党的观点所作的外交式的“调和”，实际上什么也“调和”不了。这种调和勾销不了决定当今俄国全部社会政治形势的重大政治事实。这就是改良派的纲领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之间的斗争；这就是几十万无产者举行革命罢工，号召群众投入争取自由的真正斗争，而与此相反，资产阶级以其政党的自由派领袖为代表出来否认在俄国有举行新的革命的必要，主张纯粹进行立宪“工作”。

向改良派鞠一个躬，再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鞠一个躬，这并不意味着能够勾销这个客观的政治事实，并不意味着多少减弱这个事实的意义和作用。想消除这一事实所引起的意见分歧的各种善良愿望（即使这种愿望真是完全“善良的”，真挚的），是无力改变由整个反革命的形势所造成的、不可调和地敌对的政治倾向的。

无产阶级已经举起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旗帜，那么，在第四届黑帮杜马产生的前夜，它决不会在自由派面前放下这面旗帜，决不会为了迎合改良派而卷起这面旗帜，决不会为了迁就小集团外交家们的考虑而磨掉自己的纲领的锋芒或使它黯然失色。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同改良派的纲领针锋相对——五月罢工是在这个标志下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现在又在这个标志下参加地主神父杜马的选举，党在这个杜马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中间的全部工作将来也会在这个标志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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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这个宣言于1912年“五一”前在彼得堡印刷并散发到各工厂。宣言号召工人于5月1日这一天，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所提出的“召开立宪会议，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下，在涅瓦大街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宣言以“打倒沙皇政府！废除六三专制宪制！民主共和国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结束。宣言署名为：“圣彼得堡全体有组织工人代表会议”：“社会民主党‘联合’小组”，“社会民主党城市中心小组”，社会革命党工人小组，“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工人小组”，“五月委员会代表”。



1912年6月4日（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7号在纪事栏里全文刊载了这个宣言。——[182]。







《列宁全集》第22卷


秘密的党和合法的工作

（1912年11月5日〔18日〕）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秘密的党和合法的工作这个问题，是党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在革命后的整个时期，一直是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感到关切的问题，在党的队伍中引起了最激烈的内部斗争。

取消派同反取消派的斗争主要是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而这个斗争之所以激烈，完全是因为它归根到底关系到我们老的、秘密的党是否要存在下去的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131]痛斥了取消派，在专门的决议中明确了党对组织问题的观点：党是由各个秘密的社会民主党支部组成的，各支部应当建立“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据点”，使各种合法工人团体形成一个尽可能广泛而又有许多分支机构的工作网。

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132]和1912年一月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完全肯定了党的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十分明确坚定，这一点从普列汉诺夫同志最近一期的《日志》[133]（1912年4月第16期）也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出。我们说再清楚不过，是因为普列汉诺夫当时正是采取了中立立场（在关于一月代表会议的意义的问题上）。但是，他虽站在中立立场上，却完全肯定了党的这个既定观点，他说，如果没有各秘密支部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的专门决定，不能认为从党组织中分裂出去的，或从党组织中逃跑的，或在党组织之外建立的所谓“发起小组”是党的组织。普列汉诺夫写道，如果让“发起小组”自己来决定是否属于党，这在原则上就是无政府主义，在实践上就是支持取消派并使他们合法化。

看来，有了中立的普列汉诺夫上面的解释，这个已由党多次十分明确地作了回答的问题应当认为是完全解决了。但是，由于取消派最近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又要把已经澄清的明显的问题搞乱，我们就不得不再一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涅瓦呼声报》（第9号）在大骂反取消派的同时宣称，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不是取消派代表会议。但是，这个代表会议就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即秘密的党和合法的工作的问题所作的决议，十分清楚地证明它是彻头彻尾的取消派代表会议。

因而，必须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个决议，为此要援引这个决议的全文。


一

取消派代表会议的决议名为“关于党的建设的组织形式”，而实际上，决议的第1条就表明所谈的不是建设的“形式”，而是要“建设”什么党，是老党还是新党的问题。下面就是这个决议的第1条：


　　“代表会议讨论了党的建设的形式和方法问题，得出了如下的结论：1．改组社会民主党使之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自我管理组织，这只有随着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在吸引工人群众参加各种形式的公开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中的形成，才能实现。”





　　这样，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一开头就断然认为必须改组社会民主党。这至少是奇怪的。当然，每个党员都有权要求“改组”党，但是4年来所谈的分明是承认不承认老党的问题！这又有谁不知道呢？党的决议（1908年12月）十分明确地谴责取消派企图以新党“代替”老党。普列汉诺夫在1912年4月质问那些替召集（已经召开了）取消派代表会议的“发起小组”辩护的人们，直截了当地质问他们：“我们的老党还存在不存在？”（1912年4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6期第8页）

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这个问题是在4年斗争中提出来的。所谓的党内“危机”尖锐就尖锐在这个问题上。

当有人就这样一个问题回答我们说：“改组社会民主党……这只有……才能实现”，我们立刻就看出这不是回答，而是支吾搪塞。

老党党员可以谈改组党。而先生们，你们回避老党是否存在的问题，径直下命令（在非党的“发起小组”的参加下）实行“改组”，只能完全证实你们是站在取消主义的立场上！当决议（在所谓“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自我管理组织”这种毫无内容的漂亮辞藻之后）把事情归结为“改组”“这只有随着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在吸引工人群众参加……公开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中的形成，才能实现”（我们就不必谈那种可笑的、夸张的和糊涂的措辞了）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奇怪决议的起草人是不是把罢工和游行示威叫作“吸引群众参加公开的”……生活呢？从逻辑上看，是这样的！既然如此，决议就完全是空话，因为每个人都清楚，就是不经过罢工和游行示威，“组织”也在“形成”。聪明透顶的先生们，组织是经常存在的，而群众的公开行动只是有时候才出现的。

取消派先生们说的“公开的社会政治生活”（人们用的竟然是这种官方自由派的文体——同30年前《俄罗斯新闻》上的一模一样！）是指工人运动的合法形式，而决不是罢工、游行示威等等。妙极了。既然如此，决议就是一篇空话，因为我们的组织根本不是“只”在吸引群众参加合法运动的过程中“形成起来”和形成了的。我们在许多不允许任何合法运动的形式存在的地方都有组织。

因此，决议的主要一条（“只有随着”……组织在……形成）就毫无用处。简直是胡诌一气。

但是从这种胡诌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出取消主义的内容。只有在吸引群众参加合法运动的过程中才能实行改组——这就是第1条令人费解的文字的真正内容。而这正是地地道道的取消主义。

我们的组织是由各秘密支部组成的，这些秘密支部的外围是有尽可能多的分支机构的合法团体网，这些话，党已经说了4年。

4年来，取消派一直否认自己是取消派，4年来，他们反复说，只有在吸引群众参加合法运动的过程中才能实行改组。至于对我们党是由什么组成的和这个老党是怎样的党的问题则避而不谈，正如合法派所需要的那样避而不谈。谈来谈去还是老一套。普列汉诺夫在1912年4月问道：我们的老党还存在不存在？取消派代表会议回答说：“改组只有随着吸引群众参加合法运动才能实现！”

这是从党内分裂出去的合法派的回答，他们昨天神气十足，向党挑衅，而今天（遭受失败以后）变得胆怯了，靠花言巧语来诡辩。


二

决议的第2条写道：


　　“2．鉴于社会政治条件较之革命前有了改变，现有的和新建的秘密的党组织应当适应公开的工人运动的新形式和新方法。”



　　又是绝妙的逻辑。决议从社会条件的改变所得出的只是要作组织形式的改变，而对这种改变的方向却未作任何论证。决议为什么要提到“社会政治条件有了改变”呢？显然是为了证明、论证、引出自己的实际结论：秘密组织应当适应合法运动。但是从上述前提根本得不出这种结论。“鉴于条件有了改变”，合法运动应当适应秘密组织——这种结论不也同样是合理的嘛！

取消派为什么会这样胡诌呢？

原来是他们害怕道出真相，尽量脚踏两只船。

而真相就是，取消派所持的观点是对“时局”的取消主义的（列维茨基、拉林、叶若夫等人所作的）估计，因为说明“社会政治条件有了”怎样的“改变”，这也就是对时局的估计。

但是，他们害怕直接谈出这种估计。他们的代表会议甚至不敢提出对时局的估计问题。代表会议偷偷摸摸地贩运这样的观点：情况有了（某些）改变，秘密组织需要“适应”合法运动。

这种观点同立宪民主党的观点毫无区别，对此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立宪民主党人完全承认，他们的党“整个组织被迫处于秘密状态”（见取消派的决议第3条），鉴于条件有了改变，秘密的党应当适应合法的运动。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党被取缔、他们的党处于秘密状态是偶然的，“不正常的”，是一种残存的现象，而他们的合法工作才是主要的、本质的和基本的。他们这个观点的逻辑根据，是格列杰斯库尔先生所作的“对时局的估计”：不需要新的革命，只需要“立宪工作”。

立宪民主党进行秘密工作是偶然的，在整套“立宪工作”中是个例外。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秘密组织应当“适应合法运动”。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就是这样。

社会民主党的看法则不同。从我们党对时局的估计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革命是需要的，并且即将到来。向革命发展的形式虽然有了改变，但革命的旧任务依然存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组织形式应当改变，“支部”的形式应当灵活，发展支部将往往不是靠发展支部本身，而是靠发展它的合法的“外围组织”，等等。所有这些在党的决议中已经讲过多次了。

但是，秘密组织形式这样改变，决不能因此提出这样的公式：使秘密组织“适应”合法运动。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合法组织是把秘密支部的思想贯彻到群众中去的据点。就是说，我们改变施加影响的形式，是为了通过秘密的途径继续发挥早先的那种影响。

就组织形式来说，是秘密“适应”合法。就我们党的工作内容来说，是合法活动“适应”秘密思想。（顺便指出，“革命的孟什维主义”反对取消派的整个斗争就是由此引起的。）

请想一想，我们的取消派是多么深思熟虑呀，他们承认第一个前提（工作的形式），竟忘了第二个前提（工作的内容）！！他们给自己的立宪民主党的高见加上的标题是议论党的建设的组织形式，结果，他们的议论就是：

“应当这样来建设党：通过吸引群众参加合法运动来改组〈党〉，使秘密组织适应合法运动。”

试问，这象党的回答（建设党就是巩固和发展秘密支部，在秘密支部周围建立合法据点网）？

——还是象重复立宪民主党人和人民社会党人[134]的思想，而使取消派的可乘之隙合法化呢？——人民社会党人彼舍霍诺夫先生在1906年8月建立“公开的党”的时候，维护的正是这种思想；见1906年《俄国财富》杂志[135]第8期和《无产者报》[136]第4号《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一文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91—401页。——编者注］

 。


三

决议第3条写道：


　　“3．目前，社会民主党在整个组织被迫处于秘密状态的情况下，就应当竭力使党的工作的某些部分公开进行，并为此建立相应的机关。”



　　我们已经指出，这段话从头到尾十分贴切地描绘出了立宪民主党的真情实况。只是，“社会民主党”的字眼放在这里不对头。的确，立宪民主党“整个组织”“被迫”处于秘密状态，的确，他们在目前情况下（谢天谢地，我们总算立宪了……）“就”竭力使自己党的工作的各部分公开进行了。

在这个取消派决议的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讳莫如深的前提，正是认为“立宪工作”是唯一的，至少是主要的、持久的、基本的工作。

这是根本错误的。这也就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观点。

社会民主党无论“整个组织”也好，每个支部也好，或者——最主要的——宣传革命和酝酿革命的工作的全部内容也好，都是秘密的。因此，不能认为社会民主党的最公开的支部进行最公开的工作就是“党的工作的公开进行”。

例如，在1907—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公开的”支部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它能够比一切组织都“公开地”谈问题。它是唯一合法的，它能够公开谈很多问题。

但不是一切问题！不仅“不是”笼统的“一切问题”都能公开谈，而且，尤其在涉及自己的党和自己党的工作方面，更“不是一切问题”以及最主要的问题都能公开谈的。因此，即使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来说，我们也不能同意取消派决议的第3条。至于党的其他“某些部分”就更不用说了。

取消派是赞成搞“公开的”、合法的党的。他们现在害怕（工人们迫使他们害怕，托洛茨基劝告他们害怕）直接说出这一点。他们就吞吞吐吐地谈论这一点。他们口里不说要党合法化。他们鼓吹党一部分一部分地合法化！

中立的普列汉诺夫在1912年4月对取消派说，从党内分裂出去的合法派的“发起小组”是反党的。取消派的代表会议回答说：从党内分裂出去的合法派的“发起小组”，这就是“党的工作”的某些部分的公开进行，这就是秘密的党所应当“适应”的那种“公开运动”，这就是“公开的生活”，而“吸引”群众参加这种生活是党实行必要“改组”的准绳和保证。

如果事实确实是取消派说的那样，似乎这些观点已被托洛茨基召来的“反取消派”所赞同，那么取消派碰上的该是头脑多么简单的对手啊！


四

决议的最后一条写道：


　　“4．社会民主党组织由于处于秘密状态，不可能把自己影响所及的广大工人群众都吸引过来，因此应当同无产阶级的政治上积极的阶层取得联系并通过它们同群众取得联系，其方法就是建立各种比较固定的合法的或秘密的政治组织，各种合法的外围团体（如选举委员会、根据3月4日法令[137]建立的政治团体、地方自治机关选举组织、反对物价上涨的团体等等），而且使自己的行动适应非政治性的工人组织。”



　　这里，关于合法外围团体的不容争辩的议论不仅掩饰了可以争辩的内容，而且掩饰了简直是取消主义的内容。建立合法的政治组织，这也就是列维茨基和尼·罗—柯夫所鼓吹的内容，这也就是要使党一部分一部分地合法化。

我们对取消派已经讲了一年多了，话说得够多了，你们还是建立你们的诸如“工人阶级利益保障协会”之类的“合法政治团体”去吧。别再空话连篇了，你们行动吧！

但是他们行动不起来，因为现在的俄国不可能实现自由派的空想。他们只能用这种掩饰的手法维护自己的“发起小组”，让这些小组针对“合法政治组织”高谈阔论、相互鼓励、提出种种建议和设想。

他们维护自己的“发起小组”，在决议中正式宣称，秘密组织应当“同无产阶级的政治上积极的阶层取得联系并通过它们同群众取得联系”！！！就是说，“政治上积极的阶层”是在支部之外！这难道不是在简单地重复人所共知的所谓一切积极分子都从“僵化的党”跑到“发起小组”去了的叫嚣吗？

《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138]咒骂秘密的党时直截了当地说出的话，托洛茨基同被开除出党的取消派说得“委婉一些”：在狭隘的秘密的党以外，似乎有更“积极的”分子，应当同他们“取得联系”。我们——从党内分裂出去的取消派，是积极分子；“党”应当通过我们同群众取得联系。

党十分明确地说过，在领导经济斗争中，社会民主党的支部必须同工会、同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小组、同工会运动的各个活动家合作。或者，在选举杜马的选举运动中，使工会同党的步调一致。这是很明确很清楚的。取消派却相反，他们鼓吹使党的工作整个地糊里糊涂地“适应”“非政治性的”即非党的工会。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把取消主义的思想传授给了托洛茨基。当阿克雪里罗得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遭到惨败后，托洛茨基就劝他用他们自己也会被搞糊涂的词句来掩饰这种思想。

这伙人是欺骗不了谁的。取消派代表会议必将使工人学会更严格地探究模棱两可的空话的含义。除了这种苦涩的、乏味的，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不无用处的“学问”以外，这次代表会议不会使工人得到什么。

我们研究了套上列维茨基的便装的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思想，这些思想即使套上托洛茨基的五光十色的华丽外衣也是不难识破的。

党的关于秘密组织和它的合法工作的思想，正在比所有这些伪装的冒牌货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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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指由勒拿事件引发的1912年4、5月的罢工运动。4月7—8日（20—21日），彼得堡许多企业中的工人举行集会，要求惩办凶手。4月14—22日（4月27日—5月5日），彼得堡有14万工人罢工；4月12—30日（4月25日—5月13日），莫斯科的罢工人数达7万人；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北部和中部工业区、伏尔加河中游区、白俄罗斯、立陶宛和波兰等地共约30万工人参加了抗议罢工。5月1日（14日）又开始举行大规模罢工，参加的人数将近40万。大学生同工人们站在一起。工人的罢工也激发了波罗的海水兵的斗争情绪，各舰艇组织的代表通过了起义的决定。——[186]。



[131]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08年12月21—27日（1909年1月3—9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24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6名：布尔什维克5名（中部工业地区代表2名，彼得堡组织代表2名，乌拉尔组织代表1名），孟什维克3名（均持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委托书），波兰社会民主党5名，崩得3名。布尔什维克另有3名代表因被捕未能出席。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的议程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以及一些大的党组织的工作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因政治情况变化而发生的组织问题；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的统一；国外事务。



在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就所有问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也同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召回派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代表会议在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里，根据列宁的提议建议中央委员会维护党的统一，并号召同一切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不定形的合法联合体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代表会议须规定党在反动年代条件下的策略路线，讨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孟什维克企图撤销这一议程未能得逞。会议听取了列宁作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稿没有保存下来，但其主要思想已由列宁写入《走上大路》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29—399页），并稍作修改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在讨论列宁的决议草案时，孟什维克建议要在决议里指出，专制制度不是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制，而是在变成财阀君主制，这一修改意见被绝大多数票否决；召回派则声明他们不同意决议草案的第5条即利用杜马和杜马讲坛进行宣传鼓动那一条，但同意其他各条，因此投赞成票。关于杜马党团问题的讨论集中在是否在决议中指出杜马党团的错误和中央委员会对党团决定有无否决权这两点上。孟什维克对这两点均持否定态度，并且援引西欧社会党的做法作为依据。召回派则声称俄国本来不具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活动的条件，杜马党团的错误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因此不应在决议中指出。列宁在发言中对召回派作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是改头换面的取消派，他们和取消派有着共同的机会主义基础。代表会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对党团活动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指出了纠正党团工作的具体措施。在组织问题上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其中指出党应当特别注意建立和巩固秘密的党组织，而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团体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在关于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统一的问题上，代表会议否定了崩得所维护的联邦制原则。此外，代表会议也否决了孟什维克关于把中央委员会移到国内、取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以及把中央机关报移到国内等建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把党引上了大路，是在反革命胜利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194]。



[132]指1910年1月2—23日（1月15日—2月5日）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即所谓“统一的”全体会议。



关于巩固党及其统一的途径和方法问题，1909年秋天就特别尖锐地提出来了。1909年11月，列宁根据《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定，提出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和结成联盟以便共同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计划。调和派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违抗列宁的计划，力图使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和维·巴·诺根也表现出调和主义的动摇。由于党内和俄国国内的既成局势迫切要求解决与联合党的力量有关的各项问题，布尔什维克于1909年11月1日（14日）致函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声明必须在最近期间召开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出席这次全体会议的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取消派、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前进派等派别和集团的代表。列·达·托洛茨基代表维也纳《真理报》出席。格·瓦·普列汉诺夫托词有病没有到会，因此，会上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的代表。



全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工作报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工作报告；各民族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内状况；关于召开下届全党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章程；其他问题。



在这次全会上，反对列宁立场的人占多数。列宁和他的拥护者经过紧张斗争，在有些问题上达到了目的，但由于调和派搞妥协，也不得不作一些局部的让步，包括组织问题上的让步。会议的决议最终具有折中性质。



在讨论党内状况问题时，孟什维克呼声派同前进派结成联盟并在托洛茨基分子支持下，竭力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列宁在会议上对机会主义和调和派进行了顽强斗争，坚决谴责取消派和召回派，贯彻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路线。在他的坚持下，全会通过的《党内状况》这一决议，乃是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关于谴责取消主义、无条件地要求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的决议的继续。尽管调和派和各民族组织的代表因受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压力而同意不在决议中提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名称，全会决议仍然谴责了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承认这两个派别的危险性和同它们斗争的必要性。



全会关于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反映了一些取消派的观点，但是承认必须召开代表会议，因此仍具有重要意义。布尔什维克根据这个决议展开了筹备召开代表会议的工作。



在全会上，调和派违反列宁的意旨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把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而不是把孟什维克护党派安排进党的中央机关。全会还决定资助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并派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加米涅夫参加该报编辑部，担任第三编辑。全会决定解散布尔什维克中央，《无产者报》停刊，布尔什维克将自己的部分财产移交中央委员会，其余部分交第三者（卡·考茨基、弗·梅林和克·蔡特金）保管，并由第三者在两年内将它移交给中央会计处，条件是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自己的派别中心并停止出版自己的派别机关报。在《关于派别中心的决定》中，全会指出“党的利益和党的统一的利益要求在最近停办《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然而全会也只限于得到呼声派和前进派的口头允诺而已。



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我行我素，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因此，1910年秋天，布尔什维克宣布他们不受一月全会上各派通过的协议的约束，开始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工人报》，争取召开新的全体会议并要求归还交由中央暂时支配的他们自己的财产和资金。



一月全会的记录已经失落。关于全会的工作以及会上同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调和派的斗争，详见列宁《政论家札记》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36—300页）。——[194]。



[133]指《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16期。1916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1期。在第1—8期（1905—1906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谴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9—16期（1909—1912年）中，普列汉诺夫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1916年该杂志出版的第1期里则明显地表达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194]。



[134]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该党赞成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1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不复存在。——[200]。



[135]《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1906年成为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200]。



[136]《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20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但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21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21—40号在日内瓦、第41—50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20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发表了100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上发表了1909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200]。



[137]3月4日法令是指沙皇政府在1906年3月4日（17日）这一天颁布的关于结社和关于集会的两个暂行条例。这两个法令允许组织社团和集会，但同时义设置了许多障碍，实际上使之成为一纸空文。法令授权内务大臣可以酌情查封社团并拒绝新社团的登记注册。——[202]。



[138]《生活事业》杂志（《Дело　Жизни》）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机关刊物，1911年1—10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9期。——[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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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胜利的社会意义

（1912年11月7日〔20日〕）

“对马其顿来说，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对它的征服，意味着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意味着一个1789年或1848年”，——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的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巴尔干目前事态的主要实质。

1789年法国的革命，1848年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使一个国家摆脱专制制度和地主、农奴主的特权，实际上是为资本的发展提供了自由。但是，不言而喻，这种革命也是工人阶级的利益所迫切要求的，因此就连那些“无党派的”、还没有组成阶级的1789年和1848年的工人，也成了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先进战士。

马其顿同所有的巴尔干国家一样，经济上非常落后，在那里，还保留着大量农奴制、中世纪那种农民对地主封建主的依附关系的残余。这些残余包括：农民向地主交纳代役租（货币或实物），以及对分制（按对分制，马其顿的农民通常把收成的三分之一交给地主，比俄国少些）等等。

马其顿的地主（所谓斯帕吉）是土耳其人，伊斯兰教徒；农民则是斯拉夫人，基督教徒。因此，阶级矛盾由于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而更加尖锐。

所以说，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胜利，就意味着马其顿封建统治的垮台，意味着农民土地占有者这一比较自由的阶级的形成，意味着巴尔干各国曾经受到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关系阻碍的整个社会的发展有了保证。

各种资产阶级报纸，从《新时报》到《言语报》，都在谈论巴尔干的民族解放，却避而不谈经济解放。而实际上，后者恰恰是主要的。

只有彻底摆脱地主和专制制度的压迫，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的充分自由才会必然到来。相反，如果地主和巴尔干各君主国对人民的压迫仍然存在，民族压迫也就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存在。

如果马其顿的解放是通过革命，即通过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农民共同反对所有这些民族的地主（以及反对巴尔干各国的地主政府）的斗争而实现的，那么巴尔干人民为争取解放献出的生命，也许不到现在这场战争所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百分之一。这样，为争取解放而付出的代价会轻得多，解放也会彻底得多。

试问，究竟是哪些历史原因使得这个问题是通过战争而不是通过革命解决的呢？主要的历史原因就是：巴尔干各国的农民群众软弱、分散、落后和愚昧，还有工人数量太少，——虽然工人对形势了解得很清楚，并且提出了建立巴尔干联邦（联盟）共和国的要求。

因此，很明显，欧洲的资产阶级和欧洲的工人对待巴尔干问题的态度根本不同。资产阶级，甚至象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这样的自由派资产阶级都在大喊“斯拉夫人”的“民族”解放。这就是直接歪曲巴尔干目前事态的真相和历史意义，给巴尔干各国人民的真正解放事业增添困难。这就是赞成在某种程度上保存地主特权、政治压迫和民族压迫。

工人民主派则相反，只有它才坚决主张巴尔干各国人民的真正的、彻底的解放。只有彻底实现巴尔干各民族的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才能根本消除一切民族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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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中国

（1912年11月8日〔21日〕）

先进文明的欧洲对中国的新生不感兴趣。4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开始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说已经从沉睡中醒来，走向光明，投身运动，奋起斗争了。

文明的欧洲却不加理会。直到现在，甚至法兰西共和国都还没有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法国众议院不久将就这一点提出质询。

为什么欧洲这样冷漠呢？这是因为在西方各国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这个阶级已经腐烂了四分之三，准备把自己的“文明”全部出卖给任何一个冒险家，以便换取对付工人的“严厉”办法，或者说，以便从每个卢布多赚5戈比的利润。在这个资产阶级眼里，中国不过是一块肥肉。现在，当俄国“温柔地拥抱了”蒙古以后，日本人、英国人、德国人等等也都要来捞上一把了。

但是，中国新生的进程仍在继续。目前，正在开始选举国会——专制制度推翻以后的第一届国会[139]。众议院将由600名议员组成，“参议院”将由274名议员组成。

采用的选举制既不是普选制也不是直接选举制。只有年满21岁、在选区内居住两年以上、交纳约合2卢布的直接税或拥有约合500卢布财产的人才有选举权。先选出复选人，再由复选人选举议员。

这样的选举制就已经表明，在没有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完全没有力量的情况下富裕农民和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

中国各政党的性质也表明了这种情况。主要的政党有三个[140]：

（1）“激进社会”党。这个党实际上同我国的“人民社会党”（以及十分之九的“社会革命党人”）一样，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它的主要要求是：实现中国的政治统一，发展“面向社会”（这种用语同我国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惯用的“劳动原则”和“平均制”一样含糊不清）的工商业，维护和平。

（2）第二个政党是自由派。它与“激进社会”党联合，共同组成“国民党”。这个党很可能在中国第一届国会中占多数。它的领袖就是著名的孙中山博士。现在他正忙于制订大规模的铁路网计划（请俄国民粹派注意：孙中山这样做是为了使中国“越过”资本主义！）。

（3）第三个政党叫作“共和派联盟”。这是一个在政治上招摇撞骗的典型！事实上它是保守党，主要依靠中国北方也就是中国最落后地区的官僚、地主和资产者。“国民”党则主要依靠有较多工业的、较先进、较发达的中国南方。

“国民党”的主要支柱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它的一些领袖是曾在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

农民民主派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联盟使中国争得了自由。没有得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究竟能否坚持民主主义立场对付那些伺机向右转的自由派，——这在不久的将来便会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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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指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召开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根据1912年8月10日袁世凯政府公布的经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国会组织法，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员274名由各省议会推举，众议员596名由各省按人口比例选出。1912年底至1913年初在全国进行了国会议员选举，结果国民党获得大胜，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占45％强，而拥护袁世凯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等合计仅占26％弱。第一届国会于1913年4月8日开幕。



1913年10月6日，在袁世凯威逼下，国会经过三次投票把袁世凯捧上正式大总统宝座。1913年11月4日袁下令解散国民党，收回国民党议员的证书，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1914年1月袁又通过政治会议这一御用组织停止了参、众两院议员的职务，并将各党派议员遣送回原籍。第一届国会遂告结束。——[208]。



[140]列宁1912年11月写这篇文章时住在波兰的克拉科夫，看来没有可能直接研究中国材料，而只能通过俄国的和西方各国的报刊了解中国，因而文中提到的政党名称大多与实际情况不符。



辛亥革命后，中国一时政党团体林立。1912年，为了迎接国会选举，在它们的基础上组成了一些大的政党，主要是：1912年8月，以孙中山的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组成了国民党；1912年5月，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一个小政党，不是上面说的国民党）组成共和党；1912年10月，由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促进会、共和俱进会、共和统一党和国民新政社合并组成民主党。文中说的“激进社会”党看来是指同盟会，自由党可能是指与同盟会合组国民党的统一共和党等政党团体，“共和派联盟”可能是指民主党或共和党。——[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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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和意义

（1912年11月9日〔22日〕）

“民主党人”威尔逊当选北美合众国总统。他得了600多万张选票，罗斯福（新成立的“民族进步党”[141]）得了400多万张选票，塔夫脱（“共和党”[142]）得了300多万张选票，社会党人尤金·德布兹得了80万张选票。

美国这次选举的世界意义主要并不在于社会党[143]的选票激增；这次选举的意义在于各资产阶级政党陷入最大的危机，在于出现了一股使它们土崩瓦解的惊人的力量。最后，这次选举的意义还在于非常明显地出现了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工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中，主张资本主义的政党即资产阶级政党在很久以前就形成了，而且政治自由愈多，资产阶级政党就愈稳固。

在美国，自由是最充分的。因此，在这里，奴隶占有制引起的1860—1865年内战[144]以后，整整半个世纪中，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十分稳固和强大。一个是先前的奴隶主的政党，就是所谓的“民主党”[145]；一个是赞成黑人解放的资本家政党，现在发展成了“共和党”。

在黑人解放以后，这两个政党之间的区别愈来愈小。两个政党的斗争主要是在关税率高低的问题上。这种斗争对人民群众没有多大意义。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利用它们之间的虚张声势的毫无内容的决斗来欺骗人民，转移人民对切身利益的注意。

美国和英国推行的这个所谓“两党制”，是阻止独立的工人政党即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产生的最强大的工具之一。

而现在在美国，在这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两党制破产了！为什么会破产呢？

这是由于工人运动的力量，由于社会主义的发展。

老的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面向过去，面向解放黑人的时代。新的资产阶级政党“民族进步党”则面向未来。它的全部纲领围绕着资本主义的存亡问题，即围绕着工人保护的问题和“托拉斯”（美国对资本家联合组织的称呼）问题。

老的政党是时代的产物，那个时代的任务是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政党之间的斗争归根到底是如何更好地加速和促进这种发展。

新的政党是现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提出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存亡问题。在最自由最先进的国家美国，这个问题最明显最广泛地提到日程上来了。

罗斯福和“进步党人”的全部纲领、全部鼓动工作都是围绕着这样一点：怎样通过……资产阶级的改良来拯救资本主义。

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老的欧洲是作为自由派教授们的空谈出现的，而在自由的美国一下子就作为拥有400万张选票的政党出现了。这是美国方式。

这个党说：我们要用改良来拯救资本主义。我们要制定最先进的工厂法。我们要对全部托拉斯实行国家监督（在美国，这就是对全部工业实行监督！）。我们要对托拉斯实行国家监督，是为了消灭贫困，使大家都得到“相当不错的”工资。我们要确定“社会公平和工业公平”。我们发誓实行一切改良……我们不愿意实行的只有一种“改良”——剥夺资本家！

在美国，现在全部国民财富是1200亿美元。将近合2400亿卢布。其中将近三分之一即800亿卢布属于洛克菲勒和摩根两家托拉斯，或者受这两家托拉斯控制！组成这两家托拉斯的不到4万个家庭，却主宰着8000万名雇佣奴隶。

显然，只要这些现代奴隶主存在，一切“改良”都是无聊的骗局。罗斯福分明是被狡猾的亿万富翁雇来宣传这种骗局的。他所许诺的“国家监督”，在资本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情况下，只会成为反对罢工和镇压罢工的手段。

但是，美国无产者已经觉醒了，并且站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他们用有力的讽刺来回答罗斯福的成就：亲爱的无赖罗斯福，你不是用改良主义的诺言迷惑了400万人吗？妙极了！明天，这400万人就会看出，你的诺言原来是骗局，要知道，这400万人现在所以跟着你走，只是因为他们感到再也不能按老样子生活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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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民族进步党是由美国共和党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成员在1912年夏天美国总统选举前夕建立的。该党在1912年8月5日芝加哥代表大会上提名西·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并制定了一个包含要求选举制度民主化、对托拉斯进行监督、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障工人的最低生活费用等内容的党纲。在1912年秋天的总统选举中，罗斯福得4119000张选票，居第二位。民族进步党存在到1916年。——[210]。



[142]共和党是美国两大政党之一，1854年由辉格党（自由党）等政治势力组成。初期代表美国东北部资产阶级利益，反对南方奴隶主的叛乱。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该党长期同民主党轮流执政。——[210]。



[143]社会党是由美国社会民主党（尤金·维·德布兹在1897—1898年创建）和以莫·希尔奎特、麦·海斯为首的一批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联合组成的，1901年7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立。该党社会成分复杂，党员中有美国本地工人、侨民工人、小农场主、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该党重视同工会的联系，提出自己的纲领，参加选举运动，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开展反垄断的斗争方面作出了贡献。后来机会主义分子（维·路·伯杰、希尔奎特等）在党的领导中占了优势，他们强使1912年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屏弃革命斗争方法的决议。以威·海伍德为首的一大批左派分子退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党内形成了三派：支持美国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只在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中派，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少数派。1919年，退出社会党的左派代表建立了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社会党的影响下降。——[210]。



[144]1860—1865年内战是美国北部资本主义发达的各州和发动叛乱的南部各蓄奴州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也称南北战争。1860年11月，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林肯当选总统。同年12月，南卡罗来纳州率先退出联邦，其他蓄奴州纷纷响应，它们于1861年2月正式组成南部同盟，并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南部军队于4月12日发动了武装叛乱。林肯政府于4月15日对南部同盟宣战。战争初期，由于资产阶级不坚决，政府军连连失利。在群众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林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性措施，特别是1862年5月通过《宅地法》和1862年9月颁布解放黑奴宣言，动员了广大工人、农民和黑人参加战争，从而扭转了战局，并保证了北部在内战中的胜利。1865年4月南部军队战败投降。这场战争的结局为美国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210]。



[145]民主党是美国两大政党之一，1828年成立，前身是民主共和党。在美国国内战争时期，该党主要代表南方奴隶主的利益。内战后与共和党的差别很快趋于消失。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它长期与共和党轮流执政。——[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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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人代表的某些发言问题
[146]



（1912年11月11日〔24日〕以后）

杜马中的工人发言人的第一次发言应当以哪些根本思想为基础呢？

当然，工人们都会十分焦急地、十分关切地等待第一次发言。当然，他们希望发言人在第一次发言中就能对大家特别关心的那些问题扼要地、集中地阐明看法，因为那些问题在国内政治中尤其是在工人运动（既包括政治运动，也包括经济运动）的实践中是居于首要地位的。

这些问题包括：

（1）社会民主党第四届杜马党团的活动的继承性。所谓继承性，应该理解为保持同历届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不可割裂的联系，而特别要强调的是同社会民主党第二届杜马党团的联系，因为社会民主党第二届杜马党团曾经受到来自反革命方面的人所共知的攻击。

强调继承性很重要，因为工人民主派同各资产阶级政党不同，它把自己在第一、二、三、四届杜马中的工作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允许因为任何事变（甚至象六三政变[147]这样的事变）而放弃自己的任务，不再追求自己坚定不移的目的。

（2）工人代表的第一次发言必须讲的第二点是社会主义。其实这里包括两个题目。一个题目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队伍。波克罗夫斯基在第三届杜马中也确曾这样说过（见他的声明，官方出版的速记记录第328页，1907年11月16日第七次会议）。指出这一点显然是绝对必要的。

但是在现在，还有极为重要的另一点要指出。这就是指出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和任务。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的特点是什么呢？（一）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极端尖锐化（生活费用飞涨；群众性的罢工；各大国的帝国主义，它们为争夺市场而进行疯狂竞争，它们在走向战争）；（二）社会主义即将实现。全世界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是为了使自己组织社会主义政党的权利得到承认，而是为了夺取政权，为了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在杜马讲坛上讲明这种情况，告诉俄国工人欧洲和美洲争取社会主义的伟大战斗已经开始，社会主义在文明世界即将胜利（必然会胜利），——这是极端重要的。

（3）第三点是关于巴尔干战争、国际形势和俄国的对外政策。这个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决不能避而不谈。这个题目包括下列几个问题：

（一）巴尔干战争。俄国工人代表也应该宣布建立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的口号。反对斯拉夫人同土耳其人互相敌视。争取巴尔干一切民族的自由和平等。

（二）反对其他强国干涉巴尔干战争。必须响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48]召开时在巴塞尔举行的那种维护和平的游行示威。以战争对付战争！反对一切干涉！保卫和平！这就是工人的口号。

（三）反对俄国政府的整个对外政策，要特别提到它侵占（并且已经开始侵占）博斯普鲁斯海峡、土耳其属亚美尼亚、波斯、蒙古的“野心”。

（四）反对政府的民族主义，指出芬兰、波兰、乌克兰、犹太等是被压迫民族。为了抵制一切不彻底的提法（例如单单提出“平等”），极端重要的是要确切地提出一切民族政治自决的口号。

（五）反对自由派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虽不那么粗暴，但是由于它的虚伪、由于它对人民进行“巧妙的”欺骗而特别有害。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这种自由派（进步党－立宪民主党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呢？从关于“斯拉夫人”的使命的沙文主义言论，从关于俄国的“大国使命”的言论，从主张俄国为了掠夺其他国家而同英国和法国达成协议的言论可以看出来。

（4）第四点是俄国的政治形势。在这个题目下主要是描述人民无权、专横肆虐的情形，说明政治自由的极端必要性。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

（一）必须提到库托马拉和阿尔加契等地的监狱的情况[149]。

（二）指出选举舞弊，波拿巴主义的手法，政府甚至丧失了六三政变所依靠的那些阶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信任。

司祭被迫违心投票。

杜马向右转，全国向左转。

（三）对取消派臭名远扬的“结社自由”的口号同一般政治自由的任务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说明，是特别重要的。指出下面这一点也极端重要：出版、结社、集会、罢工的自由对工人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正是为了实现这种自由，就应当懂得这种自由同政治自由的总的基础、同整个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的密切联系。不是要在六三制度下实现自由派的结社自由的空想，而是要为了自由，尤其是结社自由而同这个制度展开全面的斗争，反对这个制度的基础。

（5）第五点：农民的难以忍受的处境。1911年有3000万人挨饿。农村破产和贫困。政府的“土地规划”只是使情况更加恶化。财政稳定虚有其表，是靠强征赋税、鼓励人民酗酒取得的表面的稳定。甚至第三届杜马中的右派农民（“43个农民”）提出的温和的土地法案[150]也被束之高阁。农民必须摆脱地主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

（6）第六点：第四届杜马选举时的三个阵营和国内的三个阵营：

（一）政府阵营。力量虚弱。选举舞弊。

（二）自由主义阵营。这里极端重要的是指出（哪怕用一两句话指出）自由派的反革命性：他们反对新的革命。可以原原本本地援引《真理报》第85号（8月8日）转引的格列杰斯库尔的话 
［注：见本卷第24—25页。——编者注］

 ：“用不着进行第二次人民运动〈即第二次革命〉，需要的只是平静的、顽强的、有信心的立宪工作。”格列杰斯库尔就是这样说的，《言语报》转载了这些话。

自由派希望在保存现行制度的基础的情况下，不经过广大的人民运动而实行立宪改革，这是空想。

（三）第三个阵营是民主派。它以工人阶级为首。可以用第三人称谈过去，指出连《莫斯科呼声报》也讲过的事实，即工人阶级是在这样三个口号下参加选举的：（1）建立民主共和国；（2）实行八小时工作制；（3）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交给农民。

（7）第七点：说明1912年的政治运动和罢工。

（一）极端重要的是指出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达到了100万。整个解放运动很活跃。

（二）极端重要的是说明工人的政治罢工具有全民的目的，它提出的不是局部的而是全民的任务。

（三）必须指出，正是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相结合才使运动具有了力量和生气。

（四）指出工人抗议判处水兵死刑。

（8）第八点是很重要的一点，它是由上述各点产生的，并且同上述各点有密切的联系，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它的领袖地位。它领导全体人民，领导整个民主派。它要求自由并且领导群众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它是榜样和典范。能鼓舞人心。能造成新的情绪。

（9）第九点也是最后一点，简短的复述和综合。应当用第三人称讲讲觉悟的工人，指出他们“坚定不移地忠于”三个原则：第一，忠于社会主义；第二，忠于“在战斗中久经考验的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原则”，——工人们都忠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事实应当谈一谈；第三，忠于工人“自己的共和制的信念”。这里指的不是号召，不是口号，而是对信念的忠诚。（在英国、瑞典、意大利、比利时等许多君主制的国家中都有公开的共和党。）




附言：可能还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专门提出“结社自由”的必要性的问题。应当指出，取消派常常在这个幌子下提出在毫不触动六三体制基础的情况下实行立宪改革的自由主义的要求……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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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列宁起草的这份《关于工人代表的某些发言问题》提纲，成了社会民主党第四届国家杜马党团宣言的基础。



在党团通过这篇宣言之前，布尔什维克代表同孟什维克七人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布尔什维克终于争取到把布尔什维克的基本要求列入宣言，使宣言几乎包括了最低纲领的一切重要内容。同时，孟什维克也争取到把他们的一项关于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写进宣言。该宣言曾在1912年12月7日（20日）的杜马会议上宣读。1912年12月8日（21日）《真理报》公布了包括宣言全文的杜马会议速记记录，报纸因此被没收，编辑也受到法庭审讯。——[213]。



[147]指俄国沙皇政府在1907年6月3日（16日）发动的政变。见注[111]——[213]。



[148]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即巴塞尔代表大会）于1912年11月24—25日举行。这是第二国际在巴尔干战争爆发、世界大战危险日益迫近的形势下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555名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有6名。



代表大会只讨论了一个问题，即反对军国主义与战争威胁问题。在代表大会召开的当天，来自巴登、阿尔萨斯和瑞士各地的工人及与会代表在巴塞尔明斯特教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战集会。11月25日，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决议，即著名的巴塞尔宣言。宣言揭露了正在酝酿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侵略目的，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号召全世界工人积极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并建议社会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214]。



[149]指俄国库托马拉和阿尔加契监狱的政治犯骚动。1912年8月发生的这些起骚动，是由于外贝加尔州督军下令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苦役区各监狱的政治犯待遇方面实行军事规则引起的。这一决定宣布后，库托马拉监狱的政治犯绝食15天以示抗议，而为回答这一点，典狱官竟对不服从粗暴命令的犯人严刑拷打，以致一些犯人因绝望而自杀。阿尔加契监狱也发生了同类事件。1912年夏秋间，在其他俄国监狱中也时有政治犯骚动发生。为抗议对政治犯的虐待，彼得堡、莫斯科、华沙和里加等地的工人曾举行罢工。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和劳动派曾就侮辱犯人的问题在第四届杜马中提出质询。——[217]。



[150]指无党派和右派农民代表于1908年5月10日（23日）提交第三届杜马讨论的土地法案。该法案主张强制地主按市场平均价格出让自己不耕种的土地，并由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来进行土地改革。列宁在《新土地政策》和《第三届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两篇文章中，给了上述土地法案以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433—436页和第17卷第283—297页）。——[218]。







《列宁全集》第22卷


关于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和他们的宣言问题

（不晚于1912年11月13日〔26日〕）

社会民主党党团在第四届国家杜马的讲坛上发言时，要声明自己的活动同历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活动，特别是国受到反革命闻所未闻的政治报复的社会民主党第二届国家杜马党团的活动，有着不可割裂的继承关系。俄国社会民主党是伟大的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解放大军中的一支队伍。现在，这支解放大军在全世界发展特别迅速；生活费用普遍飞涨，已经结成联合组织即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的资本的压迫和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使工人群众的处境愈来愈难以忍受，使资本同劳动的斗争愈来愈尖锐；资本主义的末日快要来到了，千百万团结一致的无产者不久就会建立一种不再有群众的贫困、不再有人剥削人的现象的社会制度。

社会民主党党团要响应在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坚决反对战争的全世界工人的呼声。工人要求和平。工人反对对巴尔干事务的任何干涉。只有巴尔干各国人民得到充分的自由和完全的独立，只有建立巴尔干联邦共和国，才能够保证找到摆脱目前危机的最好办法并通过承认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和有政治自决的绝对权利的途径使民族问题得到真正解决。

社会民主党第四届国家杜马党团尤其要反对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要痛斥它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土耳其属亚美尼亚、波斯、中国强占别国的土地来扩张领土的企图，痛斥它强占蒙古这种破坏我国同伟大的兄弟之邦中华民国的友好关系的行为。

一切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不论是政府对芬兰、波兰、乌克兰、犹太和一切非大俄罗斯民族进行镇压和摧残的粗暴野蛮的民族主义，还是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用来替俄国的大国使命和俄国同其他大国达成的掠夺他国土地的协议辩解的精心伪装的民族主义，都要受到社会民主党党团无情的反对。

统治阶级枉费心机地竭力用民族主义的叫嚣转移人民对不堪忍受的俄国内部状况的注意力。第四届杜马选举的空前舞弊，很象冒险家拿破仑第三的波拿巴主义手法，它千百次表明了政府在居民中没有任何一个阶级可以依靠。这个政府就连1907年六三政变所谋求的同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也不能保持了。杜马在全国向左转的时候向右转了。

整个俄国在无法无天、专横暴虐的压迫下呻吟。整个文明世界听到政治犯在专事摧残我国优秀人物的库托马拉、阿尔加契等监狱中被拷打和折磨的情形，都感到无比愤怒。俄国正象人需要空气一样需要政治自由。没有出版、集会、结社和罢工的自由，俄国就不能生存和发展，首先和特别需要这些自由的是无产阶级，因为俄国现实中的无权状态束缚住它的手脚，使它不能进行它必需的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和改善生活的斗争。资本的压迫、生活费用的飞涨、城市中的失业和农村的贫困，使工人特别须要联合成工会，进行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而没有政治自由，就会使工人继续处于奴隶或农奴的地位。工人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将不惜任何牺牲，因为他们很清楚，只有根本改变俄国生活的一切政治条件，只有充分保证政治自由的基础和支柱，才能保障工人同资本作斗争的自由。

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和有将近100万工人参加的1912年群众性的工人政治罢工表明，工人重新领导整个民主派去争取自由的日子就要到来。三个阵营在选举斗争中比试了自己的力量。执政的反革命阵营十分虚弱，甚至在按六三法令进行的选举中也要舞弊，强迫受压制的农村神父违心地、违背信念地去投票。自由派阵营愈来愈远离民主派而倒向大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在里加、叶卡捷琳诺达尔、科斯特罗马，以及在彼得堡的第一选民团中同黑帮结成联盟反对社会民主党，证明了自己的反革命性质。自由派想在保存现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经过强大的人民运动就实行立宪改革，这种空想在民主派中间愈来愈失去支持。自由派的口号是：“用不着进行第二次革命，需要的只是立宪工作。”而工人阶级认识到这一口号的谬误，把整个民主派的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选举中展开了自己的斗争。

大家知道，甚至政府报刊也说，工人阶级在选举运动中提出三个口号：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交给农民。

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确信，这三个要求是实现一切民主主义者都同意的普选权，出版、集会、结社和罢工自由，由人民选举法官和官吏，取消常备军、建立民兵，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等等要求所必需的基础。

在俄国，农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愈来愈难以忍受。政府的所谓“土地规划”只是使多数人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使农村破产，导致去年有3000万人挨饿，没有给整个农业带来任何稳定的改善。表面上的财政稳定是靠强征赋税、鼓励人们酗酒来维持的，政府则依靠一次又一次举债来推迟自己的破产。甚至第三届杜马中43个右派农民的温和的土地法案也被束之高阁。难怪农民中的优秀分子都愈来愈把目光转向工人阶级，把它当作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唯一领袖。难怪整个民主派从同工人阶级的经济运动密切联系着的1912年的政治罢工中，看到了新生活的曙光，看到了新的、更强大的解放运动的曙光。

社会民主党第四届杜马党团将捍卫这个运动的利益和需要。它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对第四届杜马中的多数人隐瞒俄国一切觉悟工人的思想和感情。觉悟的工人始终坚定不移地忠于社会主义。他们始终坚定不移地忠于在战斗中久经考验的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原则。他们始终坚定不移地为了这些原则而忠于自己的共和制的信念。





	载于1948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02—206页

















[151]这是列宁写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宣言草稿，经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转抄后，于1912年11月13日（26日）从克拉科夫寄给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宣言草稿因被沙皇警察截获而未能寄到。——[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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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1月15日事件问题

（没有发表的讲话）

（1912年11月16日和19日〔11月29日和12月2日〕之间）

11月15日，第四届杜马开幕了。11月15日，彼得堡发生了工人游行示威。[152]由于有了以前的各次政治罢工，有这些罢工作基础，这次游行示威便起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的作用。从罢工向游行示威的转变已经完成。群众运动已经上升到了更高的阶段——政治性的罢工发展成了街头游行示威。这是前进了一大步，它应该受到无产阶级的一切自觉的领导者的强调、重视和应有的评价。

这一步正好是在地主的、黑帮的、六三体制的第四届杜马开幕的时候实现的，因而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游行示威选择的时机真是好极了！有本领用首都街头上的红旗飞舞来同黑帮“议会”的开幕式相对照，相比较，这真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本能！

有本领用真正人民的、真正民主派的、纯工人的真正游行示威（可惜，如果相信报纸的说法，知识分子没有参加）来同谄媚者的、奴才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宫廷“示威”（指罗将柯关于“宪制”的几句可怜话[153]）相对照，这真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本能。

一边是黑帮杜马中的谄媚者关于“宪制”的空话（或者类似罗将柯的姜汁鲟鱼[154]），一边是杜马外面的正在展开的争取自由和人民代表制度（不带引号的）、争取共和制的斗争的范例，——这一对照，深刻而如实地显示出了革命群众的本能。

自由派—取消派的《光线报》提出防止这次游行示威的“警告”，这是与工人事业的叛徒的身分相符的。

但是社会民主党党团怎么可以提出“警告”呢？它怎么可以堕落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水平，堕落到奴才的水平呢？这个党团的某些成员怎么可以在那里唯命是从，做出这么可耻的事情呢？？

现在有人作出（有时是“非正式地”作出）这样一种推测：是不是曾经担心某一个“发出号召的”团体在进行挑拨？

姑且假定有过这种推测。但是这种推测能不能证明社会民主党党团是对的呢？不能。或者更确切些说，这种推测可以证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这一做法就个人方面来说是对的，但是不能证明这一做法在政治上是对的。这种推测可以证明社会民主党党团没有背叛工人事业的嫌疑，但是不能证明它在政治上并没有犯错误，因而可以不受谴责。

实际上，一个工人代表，一个真正的工人代表，如果一连三天都听到准备举行这种游行示威的消息，只在最后一天听到“是不是有人在挑拨？”的“谣传”（说不定也是挑拨者散布的！），他究竟会怎么做呢？

这个工人代表就会去找一些有威信的工人。他会明白，在这种时刻他应该同优秀的工人在一起，同工人在一起要比参加杜马党团的会议重要百倍。这个工‘人代表会从优秀的工人那里，从两三个（甚至四五个）首都有威信的工人那里了解到情况是怎样的，工人们是怎样想的，群众的情绪是怎样的。

这个工人代表会了解到这些情况，他能够了解这些情况，他会知道工人是要举行罢工（据资产阶级报刊报道，有15000—50000人参加！！），是要举行游行示威，工人并不想使用暴力和进行扰乱，——也就是说，关于挑拨的谣传完全是胡说八道。

这个工人代表了解了这些情况，就不会上卑鄙的“发起小组”中那些惊慌失措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当。

就假定有过关于挑拨的谣传。难道在加邦请愿时不曾有过这样的谣传吗？哪有一个好工人，一个好的工人领袖居然不能把加邦请愿时群众开始表现的独特的觉醒同挑拨者加邦和怂恿加邦的警察挑拨者区别开来！！

就假定，11月15日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中有警察和奸细插手。就假定这样（虽然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证实，而且是不可能的；关于挑拨的谣传倒很有可能是奸细捏造的）。

但是，假定是这样，那又怎样呢？在根本谈不到采取暴力的时候，就不应该采取暴力。而应该提出防止采取暴力的警告。但是，在群情沸腾的时候，难道应该提出防止和平罢工的警告吗？难道应该提出防止游行示威的警告吗？？

整个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犯了一个令人非常痛心的错误。如果能知道，并不是全体都犯了这个错误，许多犯这个错误的人都已认识错误而不会再重犯，那该多好！

俄国无产阶级运动（不管警察在什么地方搞了些什么名堂）已经上升到了更高的阶段。





	载于193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07—209页

















[152]这次游行示威是根据彼得堡一些企业和区里的布尔什维克的倡议组织的。第四届杜马开幕的前几天，他们没有事先通知彼得堡委员会，而在各企业散发传单，号召工人在11月15日（28日）举行一天政治罢工和去国家杜马所在地塔夫利达宫举行示威。取消派在《光线报》上反对游行示威，一再提出“警告”。11月13日（26日），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召开了一次有彼得堡委员会、《真理报》编辑部、取消派的领导中心——组织委员会和取消派《光线报》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支持工人要求在杜马开幕那一天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的建议，认为这是他们的权利，而取消派则坚决反对。会后，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光线报》和《真理报》上发表了一个有政治性错误的声明，对罢工持否定的态度，号召工人不要参加。尽管如此，在杜马开幕那一天仍然有几万名工人举行了罢工。许多企业的工人在厂内举行了飞行集会。在塔夫利达花园和其他一些街道上举行了有一二百人参加的游行示威。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事后在工人集会上承认了错误。——[224]。



[153]指十月党人米·弗·罗将柯当选第四届国家杜马主席后发表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宣称自己是“依据立宪原则的代表制度的坚定不移的拥护者”，同时又声明自己要“毫不动摇地忠于”沙皇。在演说结束时，支持罗将柯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代表为他欢呼。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在1912年11月16日（29日）的社论中把投票选举罗将柯说成是一次“政治示威”，并对他的“宪制宣言”大加赞扬。——[224]。



[154]这里是借用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话。姜汁鲟鱼是俄国上层社会享用的名贵菜肴。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文明人》等作品中曾用它来嘲讽俄国自由派人士，说他们不知要宪法好，还是要姜汁鲟鱼好。所谓罗将柯的姜汁鲟鱼就是指他的宪制空谈。——[225]。







《列宁全集》第22卷


关于民主派大学生中的党派问题

（1912年11月23日和29日〔12月6日和12日〕之间）

我们几天前在《真理报》（见第号）上提到了大学生Ｍ．所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大学生的情绪”问题提供了极宝贵的材料。作者谈到大学生的党派问题时说：


　　“当然，加入左派组织的是大学生中比较有限的一部分人。在目前的条件下，情况不能不是这样，而且总的来说，各组织的力量不是决定于成员的人数，而是决定于它们对群众的影响。预测将来是困难的，但是应该指出，目前左派组织同大学生群众的步调是完全一致的。”（《生活需要》杂志第47期）



　　作者说得完全正确，在我们俄国，特别是在当前的政治条件下，“各组织的力量不是决定于成员的人数，而是决定于它们对群众的影响”。这对欧洲来说，是不正确的，对1905年秋天的俄国来说，也是不正确的，但是对现在的俄国来说，却是很正确的，以至我们可以大胆地发表这样一种表面上看来极其荒谬的言论：为了使组织能够给群众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组织的人数不应当超过某种最低限度！大学生中这些“左派”组织的党派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大学生Ｍ．写道：


　　“特别应当指出，看不到各左派组织之间争吵。大约在三年以前，在停滞和沉寂时期，这种争吵非常厉害。当时伙食等等委员会的选举是根据各党派提出的不同名单进行的。现在这种纠纷几乎绝迹了，这部分是由于大家都明白了必须联合力量一致行动，部分是由于各种旧的党派立场已经动摇，而新的立场还没有确立。”



　　毫无疑问，也正是在这方面，在大学生身上反映出了全俄范围的现象。在整个民主派中，甚至也在工人中，到处都是“各种旧的党派立场已经动摇，而新的立场还没有确立”。什么是取消主义呢？这就是或者向时势，向各种旧的党派立场“动摇”的时势胆怯地让步，或者让自由派幸灾乐祸地利用这种动摇。整个民主派的任务就是要竭尽全力反对这种“动摇”，力求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深思熟虑地去“确立”“新的立场”。把对党的（和党内的）纲领的争辩同“纠纷”相提并论是极大的错误。

“联合力量一致行动”，包括，比如说，把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的力量联合起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排除明确的党派立场，而是正需要这种明确立场。只有在大家真正一致确信有必要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才能采取联合行动。这个道理清楚明白，犹如白昼。俄国的民主派在同非民主主义者，同自由派“联合力量”采取民主主义行动的试验中，是吃过苦头的！

不妨将拥护政治罢工的人的“力量”和反对政治罢工的人的“力量”“联合”起来试试吧！很明显，结果一定会有害于“行动”。不能这样，要力求首先在“立场”、政纲和纲领方面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深思熟虑地划清界限，然后再把那些根据他们的信念和社会本质来看能够一道前进的力量联合起来，并且只能在那些可以取得一致看法的行动中把他们联合起来。这样，只有这样，联合的倡议才是有益的。





	载于1954年《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10—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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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选举以后

（1912年11月25日〔12月8日〕以前）

我们已经在《真理报》上指出，美国共和党的分裂和罗斯福的“进步”党的成立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注：见本卷第210—212页。——编者注］



现在选举结束了。“民主派”取得了胜利，社会党人所预料的一切后果立刻开始出现了。罗斯福的进步党以及该党获得450万张选票，是广泛存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以美国式的规模登上舞台的一个例证。

这一思潮的兴衰之所以引起普遍的关注，是因为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有这种思潮，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任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都包含着两个基本方面，这就是用改良的诺言来欺骗群众的资产阶级的首领和政客，以及那些感到再也不能按老样子生活下去而上了许愿最多的骗子手的当的群众。所以，在美国，刚刚成立的进步党在选举后的第二天，就四分五裂了。

用罗斯福那套招摇撞骗的伎俩欺骗群众的资产阶级政客，现在已经在高喊同共和党合并。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很简单：政客们需要肥缺，在美国，获胜的政党往往会特别厚颜无耻地把肥缺分配给自己的拥护者。共和党人的分裂使“民主党人”获得了胜利。民主党人现在欣喜若狂地要来分享官家的大馅饼了。于是不言而喻，他们的竞争对手就准备背弃“进步”党，回到有一切可能战胜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共和党中去了。

这岂不是拿“党派关系”做交易的拙劣而无耻的行为吗？但是我们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看到的情况都是这样。国家愈不自由，资产阶级投机分子拿党派关系做交易的行为就愈卑鄙无耻，在谋取承租权、津贴和包揽有利可图的（对律师先生们来说）官司等等方面，幕后密谋和私人“关系”的作用就愈大。

任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另一翼——上了当的群众——现在也以美国的方式独特地、自由地、鲜明地显示了自己。纽约工人的《呼吁报》 
［注：《呼吁报》即《向理智呼吁报》，见本卷注96。——编者注］

 写道：“几十个投票支持进步党的人现在来到社会党的报纸编辑部和办事处，了解各种情况，打听消息。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易于轻信和没有经验的人。这是一些被罗斯福剪了毛的、对政治和经济学一窍不通的小羔羊。他们本能地感到社会党及其获得的100万张选票比支持罗斯福的450万张选票的力量强大得多，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能否实现罗斯福所答应的最低限度的改革。”


　　《呼吁报》补充说：“不用说，我们乐于向所有这些‘进步党人’提供一切情况和消息，我们把社会主义的书刊发给他们每一个人。”



　　那些老奸巨滑和善于投机钻营的人的“活动”……偏偏却有利于社会主义，——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命运！



	载于1954年《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12—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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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智的热心

（1912年11月25日〔12月8日〕以前）

无产阶级在谈论和平的必要性，资本家在谈论巴尔干战争中的“爱国”榜样，各谈各的。各有各的喜好。工人证明说，为巴尔干革命所要付出的牺牲也许不及巴尔干战争的百分之一，却能带来上千倍的更广泛更持久的民主成果。

资本家——无论是“右派的”还是自由派的资本家直到我国的进步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都竭力证明说，你们看，巴尔干的资产者联合起来捞到了多少多少东西，而如果英国、法国和俄国的资产者联合起来，那就会“同心协力地”捞到更多更多的东西。

有位美国的“爱国者”——大财主们的爱国者，不知从哪里得来消息，说希腊舰队中有一些军舰是用希腊豪绅巨富的私人资金建造的。

我们这位美国的古契柯夫，或者说美国的马克拉柯夫，急忙大肆宣传这种伟大的爱国榜样。他写道：“如果我国的海岸和我国的全部海外贸易能够受到以‘摩根’、‘阿斯特’、‘万德比尔特’、‘洛克菲勒’命名的海上巨型军舰的保护，那该有多好！人民看到这种榜样，对资本集中在亿万富翁手里和财富分配不均的怨言就会减少！”

美国工人嘲笑说：这种建议爱国，但不切实际。先生们，去实现你们的宏伟计划吧，我们完全赞同。直到现在，在我们美国，洛克菲勒、摩根之流一直是雇用私人的武装队伍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并且同罢工者进行斗争的。但愿亿万富翁现在就能让人民看得更清楚一点，一切保卫“国家”不受“外敌”侵犯的措施，都是保卫我国托拉斯统治者的垄断和利润的措施。我们倒要看看，美国工人在看到以“摩根”、“洛克菲勒”等人命名的超级军舰以后，会受到什么教育：产生的是爱国的激情呢，还是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们是对资本家更加卑躬屈膝呢，还是更坚决地要求把所有托拉斯（工厂主的联合组织）和托拉斯的全部财产转归全社会和工人自己所有？

……美国的“爱国者”是过于热心了……





	载于1954年《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14—215页














《列宁全集》第22卷


再论第四届杜马中的农民代表

（1912年11月27—28日〔12月10—11日〕）

《新时报》不久前报道，第四届杜马中独立的农民团体终于组成。据这则报道，该团体有40名成员。参加该团体核心小组的有叶夫谢耶夫、卡拉乌洛夫、伊恰斯、菲尔索夫和梅尔希。


　　《新时报》写道：“卡拉乌洛夫（哥萨克）被认为是新团体中的最积极的工作人员之一。他在填写警察机关发给杜马代表的表格时对自己的党派关系作了一个独特的说明，因而引人瞩目。在‘参加何种党派’一栏中卡拉乌洛夫写道：‘我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我属于任何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人应该是的那种人，我是君主主义民主派。’”



　　能不能同意这种党派关系的说明是“独特的”呢？既能又不能。能，因为卡拉乌洛夫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许多人不肯坦白说出的话。不能，因为事实上持有卡拉乌洛夫代表这种自我评价的分明还有很大数量的农民和哥萨克。顺便提一下，卡拉乌洛夫代表认为，“任何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人”都应该是民主派。卡拉乌洛夫代表显然错了。请他看一看杜马中整个右面这一半或者甚至占杜马三分之二的“右派”：难道在所有这些“右派”——“民族党人”——十月党人中间就没有“真正热爱祖国的”人吗？想必是有的，这一点卡拉乌洛夫是不能不同意的。

其实，右派也好，民族党人也好，十月党人也好（老实说，还有立宪民主党人）分明都不是“民主派”。他们无疑都是君主派，但不是民主派。他们或者完全不赞成民主选举法，不赞成关于出版、集会和结社的民主法令，不赞成对土地所有权的民主分配，或者用空洞的词句回避这些严肃的民主问题。

怎么办？即使地主和农民都是“君主派”，但地主，比方说，对“真正热爱祖国”的理解和农民就不同，这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可以保证，第四届杜马的工作将使卡拉乌洛夫以及和他类似的人不得不对此加以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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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主义病

（1912年11月29日〔12月12日〕）

《我们害了什么病？》——不久前《光线报》上发表了一篇有感于11月15日罢工而写成的颇有教益的小品文，作者用这样的标题发问道。

答案可以从以下两段引文中看得很清楚：


　　“那些妄想当领袖的人似乎应该明白，只有要求解除戒严状态、实现结社自由，才是今天和最近将来的斗争任务，而宣言中所说的改变现存制度则是另外一回事。这个要求决不是玩弄我们现在常看到的罢工游戏所能达到的，而是需要进行顽强的有计划的工作，一个又一个地夺取阵地，拿出全部力量，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组织性，不仅把工人阶级而且把广大人民群众吸引到这一斗争中来……我们要自觉地对待自己的任务，有计划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要忽冷忽热，要给我们建立起任何人也不敢来插手的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和公开的政党。”





　　仅仅根据这两段引文，我们就可以对作者说：亲爱的，最好还是问一问“您自己害了什么病”吧。我们可以回答您：您害了改良主义病，这是很明显的。您有一种“念念不忘的主张”，即斯托雷平工党的主张。这种病是危险的。《光线报》的医生们会完全把病治坏的。作者反对政治自由的总的要求，而十分明确和自觉地宣传“公开的政党”。比较以上两段引文，就会对这一点确信无疑。在这里支吾搪塞是徒劳无益的。

我们要问作者：为什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机会主义者（1906年的“人民社会党人”）和大资产阶级自由派中的机会主义者（1906—1907年及以后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公开的政党”都已经成了空想，而您的“公开的”工人政党就不是空想呢？

您承认（或者至少选举时的“公开”活动使您不得不承认），立宪民主党人是反革命的，他们不是民主派，他们的党不是一般群众的党，而是富裕资产阶级的党，是“第一选民团的”党。可是您这位“冷静的、实际的政治家”，反对“爆发和挥舞拳头”的人，却假借工人名义提出这样一种空想的、立宪民主党人无法达到的“最近的”要求！！您是一个大空想家，但您的空想却是渺小的、浅薄的、微不足道的。

您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您感染上了灰心、胆怯、绝望、丧失信念的流行病（现在这种病流行得可厉害哩！）。这种病在把您往机会主义泥坑里推，人民社会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就是因为陷入这种机会主义的泥坑而受到大家嘲笑的。

您认为解除戒严状态和实现结社自由是当前迫切的和实际的、“有计划的”和“自觉的”要求。您和社会民主党是根本背道而驰的，因为社会民主党知道实现这些改革的总的条件（和重要性）。您同进步党人和十月党人本质上倒是一致的，因为正是这些人空谈……目前形势下的改革和“自由”来自欺欺人。意大利改良主义者比索拉蒂为了自由派大臣卓利蒂许诺的在各个阶级的政党“公开”存在的情况下实行的改革而背叛了工人阶级。而您是为了就连伊兹哥耶夫和布尔加柯夫之流也不期待马卡罗夫实行的那些改革而背叛工人阶级！

您用轻蔑的口吻谈到“罢工游戏”。关于这一点，我不可能在这里对您作充分的答复。我只简单地说一句：把深刻的、有历史意义的运动称为“游戏”简直是愚蠢。您也象《新时报》（见11月17日涅兹纳莫夫的文章）、伊兹哥耶夫和布尔加柯夫之流一样，对罢工很恼火。您恼火是因为生活无情地粉碎了您的自由主义幻想。工人群众完全承认必须有组织、有步骤、有准备、有计划，但是对于您的言论他们现在和将来都是蔑视的。

您害的重病是由散布得很广的杆菌引起的。这种杆菌就是自由派工人政策，或者叫作取消主义。这种杆菌就在空中飘动。但是不管您对事态发展，特别是对11月15日的事件怎样恼火，事态发展还是要使这种杆菌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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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

（1912年11月30日〔12月13日〕）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社会民主党队伍里的某些机会主义者硬说，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发生群众的贫困化。所谓“贫困化的理论”是不正确的：群众的物质福利虽然增长很慢，但是在增长着；有产者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不是在加深，而是在缩小。

近来，这类论断的谬误已经在大众面前暴露无遗了。生活费用在不断飞涨。即使在工人进行了最顽强而且非常成功的罢工斗争的情况下，工人工资的增加还是比劳动力必要费用的增加慢得多。与此同时，资本家的财富却在飞速地增长着。

就拿德国的某些材料来说吧。——那里工人的生活状况远胜于俄国，那是由于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有罢工和结社的自由，有政治自由，以及由于有几百万工会会员和几百万工人报纸的读者。

根据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家从官方得来的材料，德国工人的工资，在最近30年中平均增加了25％。而在同一时期，生活费用至少上涨了40％！！

食品、衣服、燃料和住房的费用都涨了。工人的贫困化是绝对的，就是说，他们确实愈来愈穷，不得不生活得更坏，吃得更差，更吃不饱，更多的人栖身在地窖里和阁楼上。

但是，工人的相对贫困化，即他们在社会收入中所得份额的减少更为明显。工人在财富迅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比重愈来愈小，因为百万富翁的财富增加得愈来愈快了。

在俄国没有所得税，没有关于社会富裕阶级财富增长情况的材料。我国更为悲惨的实际情况被一层帷幕，一层愚昧无知、没有公开性的帷幕遮盖起来了。

在德国有关于有产阶级财富的确切材料。例如，在普鲁士被列为第一等的、总数为100亿马克（50亿卢布）的应纳税财产，在1902年属于1853人所有；而在1908年则属于1108人所有。

最大富翁的数目减少了，他们的财富却增加了。1902年，他们每人的平均财产是500万马克（250万卢布），而1908年达到了900万马克（450万卢布）！

人们常谈到“1万个上层分子”。普鲁士“21000个上层”富翁拥有财产135亿马克，而其余130万个应纳税的财产所有者总共只拥有30亿马克。

普鲁士4个特大的百万富翁（1个公爵、1个大公、2个伯爵）1907年共有财产14900万马克，而1908年竟达48100万马克。

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以难于置信的速度增长着，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却日益贫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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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的“迫切的难题”
[155]



“取消派”问题和“民族”问题

（1912年11月）

1912年8月，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召开了波兰社会民主党“边疆区代表会议”[156]。大家知道，这个波兰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现在是一个没有党的总执行委员会。在波兰的首都华沙，社会民主党的地方组织痛斥了总执行委员会瓦解组织的政策，而总执行委员会对此的答复是，采取卑鄙的匿名方式诬控别人搞奸细活动，建立只有空架子的华沙组织，赶紧召开“自己的”、以同样方式炮制的边疆区代表会议。

后来，华沙工人选民团的国家杜马选举，完全证明了所谓总执行委员会的拥护者是空架子：66个初选人中有34个社会民主党人，其中只有3个（而且还不一定）是拥护总执行委员会的。

所以要预先这样说明，是为了使读者把我们打算谈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代表会议的决议，只看作梯什卡的总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而决不要看作波兰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决议。


一

波兰社会民主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态度问题是非常重要和令人关切的。因此，梯什卡的代表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值得比较仔细地研究，尽管这个决议令人很难认真对待。

通篇都是谩骂的梯什卡决议之所以令人很难认真对待，这至少是由于这个决议对一个主要问题，即取消派问题所采取的态度。

这是1908—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主要问题。党受到了反革命的严重破坏。党在竭力恢复自己的组织。即使是在反革命势力十分猖獗的整整4年当中，党同社会民主党人中那些要取消党的小集团也一直在进行不懈的斗争。

因此，谁对取消派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的解答而要自称党员，那是枉然的，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梯什卡的代表会议在关于对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态度的决议中，谈得最多的是取消派问题。代表会议承认，取消派是“阻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展的最大障碍，对党的存在本身是严重的威胁”。

决议写道：“公开的彻底的取消派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是势不两立的。”

看来，梯什卡之流大胆地坚定地提出了问题——却又避而不答！

到底谁是“公开的彻底的”取消派？同取消派4年斗争的经验得出了什么实际结论呢？

对这些自然而且必然会提出的问题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作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取消派就是《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现代事业报》集团。这个集团把自己置于党外。

可以认为这个回答正确，或是不正确，但是不能不承认这个回答很明确，也不能不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

而梯什卡的代表会议正是企图回避问题，躲躲闪闪，活象个小偷。如果我们在1912年1月明确指出的《我们的曙光》杂志是公开的彻底的取消派这一点不符合事实，为什么梯什卡之流在1912年8月不在波兰社会民主主义工人面前揭露我们的错误呢？如果《我们的曙光》杂志把自己置于党外这一说法不符合事实，如果你们，梯什卡、罗莎·卢森堡、瓦尔斯基先生们都认为它是在党内，你们又为什么不干脆说出来呢？这本是你们对波兰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应尽的直接义务啊！

不管你们对1912年“列宁的”一月代表会议怎样斥责、诅咒、谩骂，你们这种喧嚣鼓噪除了那些甘愿受骗的人以外，是谁也骗不了的，因为在一月代表会议以后，对于《我们的曙光》杂志是不是取消派，这个集团置身何处——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这样的问题，不明确地加以回答，就不能算是觉悟的忠诚的社会民主党人，就不能谈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情况。


二

梯什卡的代表会议大骂“列宁派”，骂得花样百出、滔滔不绝，总起来无非是指责我们搞分裂。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认为，置身党外的只有《我们的曙光》集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就连梯什卡和他的朋友们也能得出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结论：指责我们搞分裂，就是承认《我们的曙光》集团是属于党内的。

就连小孩子也懂得必然会得出这个结论，何况梯什卡及其同伙早已不是小孩子了……

谁指责我们搞分裂，谁就应当有一点起码的勇气、起码的诚实，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曙光》集团不是取消派”，“它不应该置身党外，它的位置在党内”，“它是党内的一种合理的色彩”，等等。

问题的全部实质恰恰在于指责我们搞分裂的象梯什卡先生之流是偷偷摸摸地、羞羞答答地、转弯抹角地谈及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是很自然地包含在关于分裂的叫嚣中的），而不敢直说！

要说明和证明《我们的曙光》杂志应该是在党内的，那是不容易的。谁这样说，谁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就要解决一定的原则问题，就要公开为取消派头子辩护。这种人可以（并且应当）说是取消派的拥护者，但是不能不认为他是有信念的人，不能不承认他至少在某个取消派集团是否属于党这个狭小的问题上，政治上是诚实的。

如果整个组织（姑妄称之）或整个边疆区[157]的所有组织都转弯抹角地、偷偷摸摸地、羞羞答答地和吞吞吐吐地为取消派辩护，指责那些把取消派开除出党的人搞分裂，又不敢直说“这个取消派集团应该是在党内的”，那么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面对的不是持有如此这般的观点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而是力图“利用”取消派同反取消派的斗争捞取一小笔政治资本的阴谋家小集团。

对于了解1907年以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情况的人来说，跟着崩得分子走的梯什卡及其同伙，是社会民主党人中通常被称为“按重量计算的马克思主义者”、“图希诺的倒戈分子”这类阴谋家的典型，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梯什卡也同某些崩得分子一样，他在党内的整个“立场”的基础是在取消派和反取消派之间耍把戏，做调停人，利用“天平砝码”的地位捞油水，因为没有这个砝码，不论取消派还是反取消派，都得不到多数！

1911年秋天，当梯什卡耍的这个大家厌恶的老“把戏”使他垮台的时候，两个对立的派别——取消派和反取消派的机关报都在报刊上公开称他是阴谋家[158]。

其实，只要从“天平砝码”的角度来看，梯什卡的代表会议的不合逻辑的、孩子般天真的、软弱无力到可笑程度的决议立刻就可以完全理解了。阴谋家应当这样说，也正应当这样说：我谴责取消派……但我不直说谁是公开的彻底的取消派！我承认取消派对党的存在本身是一种威胁……但我不直说这个集团应当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我在任何情况下总能从这种“立场”得到好处，捞到“政治资本”，因为没有我，反取消派不能战胜取消派，没有我，取消派就不能在党内得到可靠地位！！

“梯什卡的”政策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在分裂时，一般说来，在各个派别展开残酷的斗争时，必然会出现这样的集团，它们存在的基础就是不停地从一边跑向另一边，施展小小的阴谋诡计。这是我们党的生活的可悲的、令人不快的特点，由于侨居国外开展革命工作的条件而使这一特点更加突出。阴谋集团，某些同国内联系特别差的集团的政策的阴谋特点，——这是一种现象，要使自己不受蒙蔽，不做各种“误解”的牺牲品，就应当了解这种现象。


三

当然，“统一”的口号在广大工人群众中“深受欢迎”，因为他们不知道应当同谁统一，这种统一意味着对某个集团要作出哪些让步，把取消派保留在党内还是开除出去的政策是根据什么原则制定的。

当然，煽动性地利用这种对事情实质的不了解来叫骂“分裂”，是最容易不过的了。用“统一”那些已经永远分离出去的派别的要求来掩饰小集团的外交手腕，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不管“统一”的口号在没有觉悟的人们中间多么“深受欢迎”，不管现在各种各样的煽动家、阴谋家、小集团的外交家用这个口号进行掩饰多么方便，我们还是要求每个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对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解决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1912年8月召开的取消派代表会议清楚地表明，一切争论的中心正是关于取消派的问题，关于取消派集团是属于党还是不属于党（甚至是反党）的问题。谁回避问题的这个实质，谁就是自欺欺人。

但是要知道，胡说一月代表会议有“派别性”等等，正是回避问题的实质。好吧，先生们，对你们这些胡说八道的人可以这样来回答：就算一月代表会议带有极端的派别性，分裂性，是无权代表的，等等。但是要知道，你们这样“危言耸听”只不过是自己欺骗自己罢了。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不要管是哪一部分）在1月说，《我们的曙光》杂志是置身党外的反党的取消派。这个意见在根据党的4年历史作出的详尽的、充分说理的决议中得到了论证。

谁要真心阐明并驳斥这些所谓“一月代表会议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错误，谁就应当分析并推翻这个决议，说明和证明：《我们的曙光》杂志应该是在党内，它的思想对党没有危害，应当对这个集团作某些让步，应当要求它履行某些义务，履行这些义务的保证应当是什么什么，这个集团在党内的影响的大小应当如何如何确定。

这样谈问题，才是老老实实地驳斥一月代表会议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信念，才是向工人阐明你所认为不正确的东西。但是问题的实质正在于：在现在廉价地叫骂分裂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是设法这样来谈问题的！！

因此，我们要鄙夷地撇开煽动家和阴谋家，泰然地重复说：我们关于开除取消派的决议没有被推翻，也是推翻不了的。新近的事实，例如同托洛茨基的腔调相似的取消派的《光线报》的出版，只会百倍地增加我们决议的力量。五月行动、成百个工人团体团结在反取消派报纸的周围、工人选民团进行的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等事实，彻底证明了我们反对取消派的立场是正确的。

叫骂“分裂”动摇不了这个信念，因为这种叫骂就是用虚伪的手法胆怯地、遮遮掩掩地维护取消派。


四

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还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即关于我们党在民族方面的结构问题。限于篇幅，我只简略地谈谈这个问题。

是完全的联邦制还是不完全的联邦制，是“最坏类型的联邦制”还是完全的统一？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摆着。

梯什卡的代表会议对这个问题也只是用谩骂和叫喊什么“捏造”、“歪曲事实”等等来回答。他们——这位梯什卡及其随从，是多么无聊的空喊家啊！

拉脱维亚、波兰、犹太（崩得）社会民主党人彼此完全隔绝，这是事实。每个波兰社会民主党人都知道，在波兰，过去和现在同崩得都谈不上有任何统一。俄国人同崩得的情况也是如此。“民族集团”有自己单独的组织、自己的中央机关、代表大会，等等。俄国人却没有这些，而且没有互相斗争的和不熟悉俄国情况的崩得分子、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参加，俄国人的中央委员会就不能解决俄国人的问题。

这是事实。无论怎样谩骂也推翻不了这个事实。自1907年以来，我们党内的全体同志都看到了这一点。大家都感到这种情况不正常。我们的代表会议甚至把这称为“最坏类型的联邦制”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43—145页。——编者注］

 。

对于问题的这种提法，忠诚老实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就问题的实质作出回答。

八月代表会议最确凿地证实了这种提法是正确的，就连普列汉诺夫也承认这个代表会议是用它的臭名远扬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决议来“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

崩得和梯什卡的总执行委员会都同样用尽神圣的字眼发誓，说他们赞成统一，但是在华沙、罗兹等地，他们之间搞的却是最彻底的分裂。

“取消派问题”同“民族问题”的联系不是我们杜撰出来的，而是生活本身暴露出来的。

让一切认真思考的社会民主党人把“民族问题”也摆出来讨论讨论吧。是联邦制还是统一？是“各民族”有单独的中央而俄国人没有单独中央的联邦制，还是完全的统一？是各地崩得的名义上的统一和实际上的分裂（或破裂），还是从下到上的实际上的统一？谁认为可以回避这些问题，谁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谁指望简单地恢复1907—1911年的“最坏类型的联邦制”，谁就是自欺欺人。这种联邦制已经不可能恢复了。这个非驴非马的东西已经不能复活了。党已经永远离开它了。

党往何处去？是实行“奥地利”式的联邦制[159]，还是完全拒绝这种联邦制而实行实际上的统一？我们赞成后者。我们反对“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

请大家都来全面考虑，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吧。





	载于1913年8月《争论专页》杂志第1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23—230页

















[155]《我们党的“迫切的难题”》一文最初刊载于1913年8月《争论专页》第1期。《争论专页》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分裂派）的机关刊物，由该党华沙委员会和罗兹委员会在克拉科夫出版，只出了这一期。在《列宁全集》俄文版中，这篇文章是根据该刊从波兰文译成俄文刊印的。——241。



[156]波兰社会民主党“边疆区代表会议”于1912年8月11—17日召开。会议参加者全都属于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的拥护者（总执委会派），他们对取消派采取了调和主义的立场，而反对坚持布尔什维克立场的“分裂派”。代表会议赞同总执行委员会的活动，决定解散支持“分裂派”的党组织，并赞成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同崩得和波兰社会党—“左派”达成策略性协议。代表会议通过了本文所分析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态度的决议。——241。



[157]指维斯瓦河沿岸边疆区，它是波兰王国的别称，辖10个省。——244。



[158]指取消派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1911年12月第26号刊载的亚·马尔丁诺夫的文章《在布尔什维克—波兰人联盟的废墟上》和反取消派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1911年12月8日（21日）第25号发表的列宁的文章《党内危机的结局》（《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11页）。——245。



[159]“奥地利”式的联邦制是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按民族划分的组织结构。该党在1897年维姆堡（维也纳）代表大会上，把一个统一的党划分成德意志、捷克、波关、卢西人、意大利、南方斯拉夫6个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这些团体仅通过共同的代表大会和共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彼此联结起来，而形成联邦式的联盟。在1899年的布隆代表大会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被改组成一个由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组成的联邦机关。统一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遂因实行组织上的联邦制而瓦解。——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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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

（1912年12月7日〔20日〕以前）

“美国劳工联合会”[160]（各种工会组织的联合会）第三十二届年会在罗切斯特市闭幕了。这个联合会和迅速成长的社会主义政党同时并存，它是现在还存在着的旧行会传统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传统这些旧事物的残余，这些传统目前还完全支配着美国的工人阶级贵族。

1911年8月31日，劳联的会员为1841268人。塞缪尔·龚帕斯这个社会主义的死敌再次当选为主席。社会主义工人的候选人麦克斯·海斯（Hayes）得到了5074票，龚帕斯得到了11974票，而过去龚帕斯当选是一致通过的。美国工会运动中社会主义者同“工会工作者”的斗争虽然进展缓慢，但是结果必定是前者战胜后者。

龚帕斯不仅完全相信“劳动同资本协调”的资产阶级神话，而且直截了当地在劳联中奉行资产阶级政策以反对社会主义政策，尽管他在口头上维护工会政治上的完全“中立”！不久以前，美国选举总统的时候，龚帕斯在劳联的正式机关报上转载了所有三个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共和党和进步党）的纲领，而却没有刊登社会党的纲领！！

就连拥护龚帕斯的人，在罗切斯特代表大会上对他的这种行为也提出了抗议。

美国工人运动的现状同英国工人运动的现状一样向我们表明，纯工会趋向和社会主义趋向之间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分歧，这也就是资产阶级工人政策和社会主义工人政策的分歧。这是因为，尽管这些话听起来多么奇怪，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如果工人阶级忘记了自己解放的目标，同雇佣奴隶制妥协，为了使自己的奴隶地位得到虚假的“改善”，只顾一会儿同这个资产阶级政党联合，一会儿又同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联合，那么，工人阶级也是有可能奉行资产阶级政策的。

造成英国和美国资产阶级工人政策特别突出和（暂时）有影响的主要历史原因，是长久以来的政治自由以及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特别有利于资本主义向深度和广度方面发展的各种条件。由于这些条件，工人阶级中出现了贵族，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跟在资产阶级后面亦步亦趋。

在20世纪，英国和美国的这种特点正在迅速消失，因为别的国家正在追赶盎格鲁撒克逊的资本主义，工人群众正在从生活经验中学习社会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得愈快，社会主义在美国和英国胜利的日子就会来得愈早。





	载于1954年《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31—232页

















[160]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是美国的工会联合组织，成立于1881年。劳联主要联合工人阶级的上层——熟练工人。参加劳联的工会基本是按行会原则组织的。劳联的改良主义领导人否定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原则，鼓吹阶级合作，执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政策，并积极支持美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1955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同1935年建立的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称作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劳联—产联）。——[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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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团
[161]



（1912年12月12日〔25日〕）

俄国觉悟的工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同国家杜马中的工人阶级代表团打交道了。在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这里不涉及社会民主党内多数人抵制的第一届杜马）的这种代表团形成的时候，每次都可以看到社会民主党内多数人和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团在意见、观点和方针上不一致的情形。

我们有说明与第二届国家杜马有关的这种不一致情形的确凿的材料。1907年春天，曾经正式地、无可争辩地明确了，在社会民主党内是哪一种观点、方针、思潮或派别占优势，而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是哪一种观点、方针、思潮或派别占优势。

当时每500个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产生1名代表，结果布尔什维克有105名代表，孟什维克有97名代表，此外还有无派别分子的代表4名。[162]

优势显然是在布尔什维克派方面。

在“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中，波兰人有44名代表，崩得分子有57名代表，拉脱维亚人有29名代表。当时在拉脱维亚人中反对机会主义即反对孟什维克和崩得的人占了极大优势，因此在“民族党员”中，各“思潮”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民主党“俄国”部分各思潮的比例关系是一致的。

可是当时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有36个孟什维克和18个布尔什维克，而其中由工人选民团选出的代表有12个孟什维克和11个布尔什维克。显然，占优势的是孟什维克。

总之，在社会民主党内和在杜马党团内，各“思潮”的力量的分配情形不是一致的，而是截然相反的。

这是偶然的吗？

不是的。世界各国工人政党的议会代表团照例总要比各工人政党本身具有更多的机会主义成分。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不难看出的：第一，资产阶级国家，哪怕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各种选举制度，实际上不是用年龄（在俄国要年满25岁），就是用居住地和工作地点固定的期限（在俄国是半年）等等来限制工人的选举权利。通常最受这种条例限制的正是无产阶级中年轻的、更觉悟、更坚决的阶层。

第二，工人政党中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如工会官僚、小业主、职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任何选举制度下，都更容易（由于他们的职业、“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等）精通“议会”职业。

从这个事实应该得出什么结论，第三届、第四届杜马的情形和第二届杜马的情形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我们将另写文章论述。





	载于1912年12月12日《真理报》第19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33—234页

















[161]《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团》是列宁为《真理报》撰写的一组论述第二、三、四届杜马内社会民主党党团工作经验的文章中的第一篇。《真理报》只发表了这一篇。1954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移交给苏共中央一批在克拉科夫找到的列宁文稿，其中有这组文章的第三篇和第五篇（见本文之后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随即发表于1954年4月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并编入《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二篇和第四篇文章至今尚未找到。——[252]。



[162]列宁在这里说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代表的组成情况。列宁依据的是代表大会统计委员会提供的336名代表（未区分有表决权和有发言权的代表）情况的资料，与后来发表的数字稍有出入（参看注20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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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团

第三篇文章

（1912年12月上半月）

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是第一个存在了数年之久并经受了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同工作的“考验”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们不能在这里叙述这项工作的历史。我们能够而且应当指出的，只是最主要的东西：党的发展是怎样影响杜马党团的？党团对党的态度是怎样改变的？

首先需要肯定一个事实，就是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起初的行动曾经引起党内多数人的极大不满和严厉谴责。当时在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内，占显著优势的是对1907年党的决议[163]持反对立场的孟什维克，而党团也就承袭了或者说照搬了这种“反对立场”。

在党与党团之间开始了一种特殊的斗争。党团的宣言的机会主义受到谴责（这是完全公正的）。代表党内多数人意见或者说全党意见的机关报，多次批评党团的机会主义做法，并指出党团在各种问题上没有表明或者说没有正确地阐述党的观点。

第三届杜马党团的一系列必须纠正的错误和不正确的做法在1908年12月被正式确认下来了[164]。自然，当时党也正确地指出，错误不应当只由党团负责，全党也要负责，党应当多研究自己杜马代表团的情况，同它一道工作。

这项工作的成果是大家都看到的。从1908年到1912年，党内的孟什维克右翼发展成了取消派。不管《光线报》多么不乐意，布尔什维克[165]和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取消派进行的4年斗争，是不能从历史上一笔勾销的。

就在这4年中，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由一个对党采取反对立场、受党批评和受孟什维克保护（有时其机会主义甚至受到直接鼓励）的党团，变成了反取消派的党团。

到1912年为止，第三届杜马党团的成员按参加报纸工作划分的情况，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阿斯特拉汉采夫和库兹涅佐夫在取消派的《现代事业报》工作。别洛乌索夫也在那里工作，但是他很快就完全脱离了党团，给党团寄出了一封极端取消主义的信，信中用同情态度引证了马尔托夫和《我们的曙光》杂志的话（别洛乌索夫先生的这封有历史意义的信大概很快就要在报刊上发表）。

其次，舒尔卡诺夫既参加了取消派报纸的工作，也参加了反取消派报纸的工作。格格奇柯利和齐赫泽两边都没有参加。党团中的其余8个人（沃罗宁、沃伊洛什尼科夫、叶戈罗夫、扎哈罗夫、波克罗夫斯基、普列德卡林、波列塔耶夫和苏尔科夫）则都是反取消派机关报的撰稿人。

《我们的曙光》杂志在1911—1912年期间曾经多次表示了自己对社会民主党党团的不满，——取消派对孟什维克党团转到反取消派方面来，是不会感到高兴的。

在黑帮杜马中工作的经验，同滚到取消主义泥潭中去的孟什维克右翼斗争的经验，——这一切都把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推向左转，使它向党靠拢，脱离了机会主义。

党为维护党团的党性（当然，这里指的只是思想方向和工作路线）而进行的这4年斗争的光辉历史，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对这段历史感到不快的人，总是喜欢把它忘记掉。但是这段历史是事实。应当把它记住。应当根据这段历史来评价第四届杜马党团。关于第四届杜马党团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再谈。





	载于1954年《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35—237页

















[163]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的策略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30—232页）——[254]。



[164]指190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50—253页）。——254。



[165]指孟什维克护党派。



孟什维克护党派是孟什维克队伍中的一个组织上没有完全形成的派别，于1908年开始出现，为首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孟什维克护党派反对取消派，在保持孟什维主义立场的同时，主张保存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为此目的而同布尔什维克结成了联盟。1911年底，普列汉诺夫破坏了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他打着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别活动”和分裂的旗号，企图使布尔什维克同机会主义者和解。1912年普列汉诺夫派同托洛茨基分子、崩得分子和取消派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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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团

第五篇文章

（1912年12月上半月）

社会民主党第四届杜马党团第一个使人们对它的成分和行动方针有一定了解的措施，就是它关于亚格洛问题的决议[166]。从报纸上知道，决议是以孟什维克七票对布尔什维克六票通过的。因此很明显，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决议，是不顾党内多数人的意见通过的，因为来自六个主要工业省份的六位工人代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代表工人政党的大多数的。

但是，也许这个决议的内容可以使我们相信它是正确的？

我们就来看看决议的内容吧。

第1条指出，“没有确切的材料说明华沙无产阶级究竟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推选”亚格洛“为复选人”。

这就是说，在这七位社会民主党代表看来，问题是不清楚的。但是，他们毕竟肯定地说是华沙无产阶级，而不是象取消派和崩得所说的那样，是整个波兰无产阶级（见《光线报》和《我们的曙光》杂志）。而我们确切地知道，“华沙无产阶级”“推选的复选人”是两名社会民主党人和一名波兰社会党人（亚格洛）。

二比一，前者是多数。就是说，有非常确切的材料说明亚格洛是由少数人推选出来的。不仅如此，多数工人复选人（两名社会民主党人）是反对选举亚格洛的，关于这一点他们曾经正式作了声明。取消派口口声声说亚格洛取得了多数票，但是这并不能抹杀被选为复选人的是两名社会民主党人和一名波兰社会党人这一事实。

不管怎样，七人团既然在决议中回避了两名社会民主党复选人曾经代表华沙的整个波兰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抗议，他们的行动就是反党的，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只有波兰社会民主党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党。

但是，决议的第2条更要糟糕得多。这一条说，“犹太资产阶级复选人”也选举亚格洛一事，“表明甚至在资产阶级人士中间〈！？在犹太资产阶级人士中间？〉认识也提高了，他们认识到只有社会党人才能成为为被压迫民族的合理〈？！〉利益而斗争的真正战士”。

大家都知道，犹太资产者丝毫没有表现出这样的“认识”。他们宁肯选举波兰资产者，只是因为找不到别的拥护平等权利的人，他们才不得不选举社会党人的。不是“认识提高了”，而是民族斗争在资产者内部所引起的困难增加了，正是这种因素使亚格洛取得了代表资格！

为了把好人选进杜马，工人复选人是可以（而且应当）利用相争的两贼的“困难”的。这是不容争辩的。一小部分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即失去了主体——华沙——的所谓“总执行委员会”）所持的相反的观点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如果一个好人由于两贼相争而被选进了杜马，于是就说其中的一个贼“认识提高了”，那是十分可笑和奇怪的。正是这种对犹太资产阶级复选人的赞扬，这种即使为亚格洛的代表资格作辩护也根本用不着的赞扬，证明了党团中的七个成员的机会主义，证明了他们对民族问题所持的非无产阶级态度。

本来，七人团应当在决议中谴责和痛斥一切民族仇恨，特别是谴责和痛斥波兰资产者掀起反犹太人的运动，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硬说犹太资产者的“认识提高了”，那就正好证明自己没有认识。

第3条是要证明亚格洛是个社会民主党人。证据是什么呢？（1）“他的一篇声明”。这不能算作证据。护党的人们重视的是某某人所参加的组织，而不是他的“声明”。这样的常识只有取消派才会忘记。 
［注：这句话在手稿中被勾掉了。——俄文版编者注］

 （2）“崩得和波兰社会党的联盟拥护提名亚格洛为候选人”。

可是波兰社会民主党又在哪里呢？这个联盟既然没有波兰社会民主党参加，而且又是和它对立的（华沙的两名社会民主党人复选人已经退出），也就证明了崩得的反党立场，这一点连有浓厚调和主义情绪的普列汉诺夫也承认了！

第4条说：“波兰社会党还没有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合并。”这只说对了一半！为什么七人团避而不谈党曾经通过决议（1908年12月）[167]拒绝同波兰社会党合并的事实呢？只是为了讨好党内的取消派吗？

从整个这个蹩脚的、倒霉的决议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内部生活问题”同“杜马的政治活动问题”分开。这种分法是再糟糕不过的了。护党的人们是不能把这两个问题分开的。把这两个问题分开，也就等于把杜马党团和党分开。这是最糟糕的机会主义，会引起极度的思想混乱。策略取决于党的“内部”决定：在“杜马政治活动”中，是应当执行这种策略呢，还是 执行另一种“没有党性的”策略？？

希望被看成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的崩得候选人，在“社会民主党的内部生活问题”上被剥夺了表决权。这是被取消派弄得思想混乱不堪的七位代表通过的混乱不堪的决议的唯一优点。

觉悟的工人应当用各种办法帮助他们澄清混乱，指明他们所犯的错误，坚持不懈地使（在第四届杜马中也要象在第三届杜马中一样）杜马党团走上正道。错误在刚犯的时候还不太可怕，——柯·斯大林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168]——重要的只是，工人民主派要公开地和坦白地承认错误，并且要真正做到承认错误。这样，以后的情况就会比开头好些。

文章收到后，一定要告诉我，万一决定不发表，请立即寄回，好在别处发表。





	载于1954年《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38—241页

















[166]指社会民主党第四届杜马党团关于接收叶·约·亚格洛为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的决议。这一决议于1912年12月1日（14日）在《真理报》第182号和《光线报》第64号上全文公布。决议在党团内是以7票对6票强行通过的。决议规定：亚格洛作为党团成员在杜马工作问题上有表决权，在党内问题上有发言权。列宁对这个决议的评论，还见克拉科夫会议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决议（本卷第279—281页）。



亚格洛是波兰社会党—“左派”的党员，不属于社会民主党。在华沙工人选民团的选举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本已取得初选人的多数，在选举复选人时，可以获得全胜，但由于该党处于分裂状态，支持该党总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初选人拉拢两个持动摇立场的初选人对属于该党分裂派的候选人投弃权票，所以该党不得不与波兰社会党和崩得的联盟缔结协议，最后选出该党两名分裂派的成员（尤·布罗诺夫斯基和扎列斯基）和一名波兰社会党的成员（亚格洛）为复选人。接着在选举杜马代表时，占华沙城市选民团复选人多数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又与波兰社会党和崩得的联盟达成协议支持亚格洛，亚格洛乃当选为华沙杜马代表。社会民主党的两名复选人反对这种做法，在投票选举杜马代表时退出会场表示抗议。——[257]。



[167]指1908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同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问题的决议，决议说：“代表会议听取了孟什维克同志们关于同波兰社会党—‘左派’统一的建议后，没有讨论就转入下一议程。”（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57页）——[259]。



[168]指斯大林在1912年12月1日《真理报》第182号上发表的文章《亚格洛是社会民主党党团内不享有充分权利的成员》。——[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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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调和”

（1912年12月15日〔28日〕）

杜马辩论政府宣言的最大的政治结果，就是民族党人、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动人的联合。我们俄国的所谓“社会人士”太容易受响亮而廉价的空话的影响，因此必须特别谈谈各个政党就原则性政治问题发表评论的这个实际结果。


　　民族主义的《新时报》（第13199号）写道：“政党消失了。马克拉柯夫代表的精彩发言（12月7日会议上的发言）把整个国家杜马联合起来了，整个国家杜马都给他鼓掌，忘掉了一切政党的恩恩怨怨和思想分歧。”



　　凡是密切关心政治的人，都应该记住并且仔细想想这家民族主义的报纸，这家擅长阿谀奉承、专事陷害犹太人和异族人的主要机关报的上述评语。十月党人和民族党人，古契柯夫派和新时报派，给马克拉柯夫鼓掌，并不是由于“忘掉了”政党的思想分歧，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民族党人地主之间深刻的思想一致。

马克拉柯夫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根本问题上，发现了这种思想一致。这位立宪民主党人在民族党人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喊道：“俄国不寻求战争，它也不害怕战争。”他们怎么能不鼓掌呢？凡是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很清楚，立宪民主党人的这些话表明了他们赞成战争威胁政策，赞成武装陆海军、压迫人民群众、盘剥人民群众的军国主义政策。

反动派是不会害怕支持军国主义的自由派的，因为反动派判断得十分正确：支持军国主义是行动，而自由主义的叫喊是空话，在反动派统治下这种空话是决不可能实现的。“你给我们几百万卢布扩充军备，我们为你的自由主义空话鼓掌”，这就是每一个聪明的农奴主－地主对杜马中的巴拉莱金[169]之流所说的而且一定会说的话。

可对于马克拉柯夫在对内政策上的主张呢？右派司祭“心满意足”了（据《言语报》证实），《新时报》手忙脚乱地转载马克拉柯夫的“但愿俄国不会分裂为两个阵营——国家和政府”这个“主导思想”，——难道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

不，这不是偶然的，因为马克拉柯夫大叫大嚷最好是“调和”，实际上却是在附和科科夫佐夫。科科夫佐夫也是希望“调和”的！

科科夫佐夫不希望社会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马克拉柯夫丝毫不懂得必须有什么样的变化和用什么办法才能实现这种变化。“调和”这个词恰好掩盖了这种变化的条件和手段这个唯一重要的问题，——所以能掩盖这个问题，是由于这种陈词滥调言之无物，只会模糊群众的公民意识，使他们麻木不仁。

为马克拉柯夫之流大谈“调和”的发言拼命鼓掌的“社会人士”应该受到鄙视。

至于工人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就内阁宣言所作的发言，民族党人也好，立宪民主党人也好，都竭力不去注意其中民主派对问题的提法。不过马林诺夫斯基的发言根本就不是讲给这一批听众听的。





	载于1912年12月15日《真理报》第19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42—243页

















[169]巴拉莱金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温和谨慎的人们》和《现代牧歌》中的人物，一个包揽词讼、颠倒黑白的律师，自由主义空谈家、冒险家和撒谎家。巴拉莱金这个名字后来成为空谈、撒谎、投机取巧、出卖原则的代名词。——[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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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自由派

（1912年12月22日〔1913年1月4日〕）

近几年来，可以明显地看到俄国自由派内部的某种分化。“真正的”资产阶级开始脱离整个自由派的阵营。自由派资产阶级在建立自己单独的政党，许多过去与十月党人为伍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加入（而且正在加入）这个党，另一方面，最温和的大资产阶级分子，即立宪民主党的“头面人物”，也在加入这个党。

第三届杜马和第四届杜马中的“进步派”集团以及国务会议中的“进步”集团，很快就会成为这个民族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在议会舞台上的正式的政党代表。不久前召开的“进步党”代表大会[170]，实质上已经制定了《俄国评论报》[171]现在所奉行的那个民族主义自由派纲领。

所谓的“进步党人”想要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把他们叫作民族主义自由派呢？

他们不希望地主和官僚完全独占统治权。他们追求（并且直言不讳）的是温和的、以两院制和反民主的选举法为基础的、严格限制选举资格的立宪制度。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执行以火与剑替“祖国工业”夺取新市场的“爱国”政策的“强有力的政权”。他们希望官僚象器重普利什凯维奇之流那样地器重他们。如果能那样，他们愿意不同反动派算“旧帐”，而同他们携起手来建设“伟大的”资本主义俄国。

这些人离开十月党，是因为地主分子在这个党内的势力太大，是因为这个党太温顺软弱。他们离开立宪民主党，是因为他们看不惯立宪民主党人蛊惑人心地同民主派调情。在这些“真正的”立宪主义者看来，立宪民主党人关于普选权，关于强制转让土地（虽然要付赎金）的种种谬论，是完全多余的和不能容忍的。

民族主义自由派直截了当地说：不必害怕人们责备我们“纵容反动势力”，必须公开地反对“号召侵占地主的土地”，反对“挑起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在“军事实力”的问题上既不应当有右派，也不应当有左派：


　　“我们回到了祖国……俄国军队是……我们的军队……俄国的法庭不是舍米亚卡[172]的法庭，而是我们的……俄国对外的威力，这不是官僚好大喜功的怪癖，这是我们的力量和欢乐。”（见《俄国评论报》纲领性的声明）



　　民族主义自由派在俄国无疑是有一定的“前途”的。它将成为德国也有的那种“真正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党。纯粹的知识分子，即“根基”薄弱的自由派分子，仍然和立宪民主党人一道。民族主义自由派自会得到象司徒卢威、马克拉柯夫、普罗托波波夫、柯瓦列夫斯基等这样一些早就一只脚站在反动阵营里的思想家。最温和的“希波夫”分子即地方自治派地主分子也无疑会和民族主义自由派同流合污，因为他们也赞成实行严格限制选举资格的立宪制度，即富人的“立宪制度”。（难怪不久以前，司徒卢威先生那么一往情深地怀念希波夫先生……）“进步党人”想望有一个执行自由主义政策的“强有力的政权”，当然，这在近期是不会实现的。赫沃斯托夫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仍然是风云人物。很可能，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党目前还不会完全形成，而且他们的报纸将会破产，正象曾经提出基本上相同目标的《言论报》[173]在三年前遭到破产一样（不过，在杜马中，“进步党人”的力量和立宪民主党人比起来是相对地增强了）。但是，民族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公开出场至少说明俄国的阶级矛盾已经相当成熟。

工人们应当在自己的组织和自己的阶级自决方面百倍努力，去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自决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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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进步党”的这次代表大会于1912年11月11—13日（24—26日）在彼得堡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进步派改组问题。大会通过的政治纲领决议提出了根除行政专横、建立法制、制定新选举法、扩大人民代表机关权利、改革国务会议、实行政治自由、废除等级限制和特权、扩大城乡自治机关权利、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等要求，并认为建立立宪君主制和各部大臣对人民代表机关在政治上负责是实现所有这些要求的先决条件。会议通过了把“进步派”改组为进步党的决议，并决定以上述政治纲领中的要求为基础制定新的纲领（参看注54）。——[264]。



[171]《俄国评论报》（《Русская　Молва》）是进步党的机关报（日报），1912年12月9日（22日）—1913年8月20日（9月2日）在彼得堡出版。——[264]。



[172]舍米亚卡是17世纪俄国讽刺作品《舍米亚卡判案的故事》中的人物，一个糊涂和贪婪的法官。——[265]。



[173]《言论报》（《Слово》）是俄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03—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是右翼地方自治人士的报纸，1905年11月起是十月党的机关报。1906年7月起停刊。1906年11月19日（12月2日）复刊后，是同十月党无实质区别的和平革新党的机关报。——[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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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统一

（1912年12月）


提纲

1．4年来反对取消主义的斗争。

1908年12月党给取消主义所下的定义。谴责取消主义，不是因为它主张进行合法工作，而是因为它破坏党。1912年反取消派在合法活动方面（《真理报》和选举）取得的胜利。

2．取消派搞分裂。取消派脱离党。他们的发起小组是分裂的产物和表现。

3．1912年的八月代表会议是反党分子的会议，甚至调和派分子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不能容许没有受到俄国社会民主党某一组织的直接委托，在行动上又不同它协调一致的国外小集团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进行活动。

4．八月代表会议就运动的各项基本问题所作的决议，尤其是就是否完全而真诚地承认秘密的党这个基本问题所作的决议，用最客气的说法，是在玩弄“外交辞令”，即回避对问题作正面答复。实际上这是取消主义的决议。

5．代表会议（八月代表会议）后，取消派集团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上的政治态度表明了这个集团彻头彻尾的反党性质，这表现在：（一）鼓吹公开的党；（二）在合法报刊上嘲笑“地下组织”；（三）反对革命的罢工和一切群众性的革命斗争。

必须同这个反党集团展开坚决的斗争。

6．在合法报刊上鼓吹统一，回避和模糊事情的实质，即回避和模糊是否真正承认秘密的党的问题，就是欺骗工人。

7．秘密组织中的各种思潮和倾向绝对必须统一起来。号召实现这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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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通报和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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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底—1913年初）





	· 通报（1913年1月1日和8日〔14日和21日〕之间）
· 决议（1912年12月26日—1913年1月1日〔1913年1月8—14日〕）



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



秘密组织的建设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



关于秘密书刊



关于保险运动



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统一



关于“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



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














通报

（1913年1月1日和8日〔14日和21日〕之间）

今年2月召开了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到会的有彼得堡（5人）、莫斯科地区（2人）、南方地区（2人）、乌拉尔和高加索的秘密的党组织的成员。各地方组织无法进行选举产生代表，因此这次会议不能算作代表会议。部分中央委员由于警察方面的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几乎全体与会者都积极参加了各种合法的工人团体，并利用了各种所谓“合法机会”。因此，会议的成员能够正确地反映俄国各主要地区党的整个工作状况。

会议共开了11次，就下列各项议程制定了决议（不包括未宣读的） 
［注：手稿中勾掉了括号内的这句话，出于秘密工作的考虑在小册子中省略了。——俄文版编者注］

 ：（1）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2）秘密组织的建设；（3）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4）党的报刊；（5）保险运动；（6）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关于统一问题；（7）关于“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

上述决议，除一个同志对“保险”决议中的两条和另一个同志对“民族”决议中的部分条文弃权外，是一致通过的。

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这次会议的决议，总结了党的经验，并就社会民主党在当今俄国的工作中的一切最重要问题制定了领导路线。


※　　　　　※　　　　　※

系统地估计1912年的经验是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因为这一年是俄国工人运动发生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变的一年。仅仅说活跃正在代替低潮和涣散，是不够的。工人阶级已经转入对资本家和沙皇君主制的大规模进攻。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浪潮大大高涨，使俄国在罢工方面又走在世界各国，甚至走在最发达的国家的前面。

当然，这个事实不会使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忘记，自由国家的无产者在群众的组织和群众的阶级教育方面是远远超过我们的。但是这个事实表明，俄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革命的高涨时期。

工人阶级所承担的伟大任务是要启发一切民主群众的革命意识，在斗争中教育他们，领导他们进行猛烈的冲击，以便推翻罗曼诺夫王朝，使俄国得到自由和建立共和国。全面支持群众的公开的革命斗争，组织这种斗争，扩大、加深和加强这种斗争，——这就是当前的基本任务。谁意识不到这个任务，谁不在某一个促进革命事业发展的秘密组织、小组或支部中工作，谁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　　　　　※　　　　　※

1912年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潮是民主派情绪发生公认的变化的基本动力。社会民主党无论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或者在创办合法的、哪怕只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初步原理的工人报刊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沙皇政府不能阻止这些成就，完全是因为群众的公开的革命斗争已经改变了整个的社会政治状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方面要坚决利用一切“合法机会”，从黑帮杜马的讲坛到任何一个戒酒协会都要加以利用，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有步骤的工作；同时一分钟也不要忘记，只有真正按照党的决议的精神，即按照那些不是从六三“合法性”着眼，而是从日益高涨的革命着眼经过周密考虑后作出的决议的精神，在群众中进行一切工作的人，才配得上党员的崇高称号。我们的任务不是迁就1908—1911年这段时期遗留下来的混乱和涣散状态，而是要同这种状态作斗争。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不是随波逐流，跟混乱的无原则的合法主义跑，而是利用一切合法机会，把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逐渐聚集到秘密党的周围。我们的口号是决不同那些滥用合法主义的人讲和，因为他们以此来散布怀疑论，引导人们漠视群众的革命斗争，或者甚至直接阻挠这一斗争。

实现我们的要求的保证，不在于降低这种要求，不在于删削我们的纲领，不在于执行那种高呼在俄国沙皇制度下可以轻而易举地实行某种立宪改革的骗人口号来引诱觉悟不高的人的策略。不是的。这种保证在于以彻底的民主主义精神教育群众，使他们认清立宪幻想的欺骗性。这种保证在于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在于群众的伟大的革命热情。

反革命猖獗时期留给我们的后果是：思想上的混乱和瓦解，许多工人运动的中心组织涣散，手工业方式，一些人与党失去了联系，另一些人对维护革命传统、制定革命策略的“地下组织”抱蔑视的甚至深恶痛绝的态度。取消派从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去，他们实际上另树一帜，许多地方的组织忘记了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一些“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陷于瓦解，所有这一切，使人们对统一的要求显得特别迫切了。

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统一是这个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统一，这个无产阶级也就不可能统一。

从这里我们一下子就可以看到，如果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不首先解决秘密的党的必要性问题，那么这个统一问题也就不能得到解决。谁一方面高谈统一，同时又宣传“公开的工人政党”，谁就是欺骗自己，欺骗工人。谁一方面高谈统一，同时又装模作样地说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可以澄清，甚至可以只在合法的范围内提出来，谁就是欺骗自己，欺骗工人。

不，统一问题并不是在合法的刊物上空谈“统一”，同“各奔东西的”各种知识分子小集团妥协，在国外谈判中使用外交手腕所能解决的，只有所有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工人在各地实现联合，真正合并成一个统一的秘密组织，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统一问题。

工人们已经自己从下面着手实行这种唯一严肃认真、唯一实事求是的解决统一问题的办法了。会议号召全体社会民主党党员都来这样做。

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正在各地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秘密组织，即工厂支部、工厂委员会、区分部、市总部和一切合法机关中的社会民主党小组等等。谁不愿意陷入单枪匹马、毫无力量的处境，谁就参加这些组织吧。这些地方，在工人亲自监督下，秘密的党得到了承认，群众的革命斗争得到了支持。


※　　　　　※　　　　　※

瓦解时期就要过去。聚集力量的时期已经到来。让我们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组织中团结起来。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只要他愿意在秘密组织中工作，愿意帮助无产阶级的组织，支援他们反对资本的斗争和已经开始的对沙皇君主制的革命冲击，这些秘密组织是不会拒绝他的。

俄国全国性的政治危机正慢慢地然而不断地发展着。六三体制是挽救黑帮的沙皇君主制的最后尝试，是勾结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振兴这种君主制的尝试，但是这个尝试也破产了。新生的民主力量在俄国农民和城市资产阶级中间不是每日而是每时地在增长、壮大起来。城乡无产者的人数比过去增加得更快，他们的组织性、团结性日益提高，群众性罢工的经验使他们的必胜信心日益增强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须把这个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组织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领导无产阶级为实现我们老的革命要求而投入革命的搏斗。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1913年2月















决议

（1912年12月26日—1913年1月1日〔1913年1月8—14日〕）





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

1．在1912年这一年里，工人运动史和俄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事实，是无产阶级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斗争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达到100万人。

2．1912年罢工斗争的性质值得特别注意。在很多情况下工人同时提出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此起彼伏，互相交替。为了夺回被反革命剥夺了的1905年的胜利果实而同资本家进行的斗争以及生活费用的不断飞涨，唤醒了一层又一层的工人群众，以最尖锐的形式向他们提出了政治问题。这种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互相结合、交叉穿插的形势，是使运动具有威力，使群众性的革命罢工得以形成的条件和保证。

3．成了1912年突出特点的陆海军中的不满情绪和起义的爆发，一开始就同工人的群众性的革命罢工有明显的联系，它表明广大民主派，特别是作为主要兵源的农民的骚动和愤懑与日俱增。

4．所有这些事实，同全国普遍向左转的形势（尽管黑帮的沙皇政府十分无耻地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舞弊，这次选举还是表明了普遍向左转的形势）联系起来看，充分证明了俄国又进入了群众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的时期。刚刚开始的这场新的革命，是沙皇政府六三政策破产的必然结果。这种政策甚至没能使最会巴结讨好的大资产阶级满意。人民群众沦于更加无权的地位，被压迫民族的人民群众尤其是这样；农民则再次有成百万成百万人挨饿。

5．在这种情况下，群众性的革命罢工所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还因为这种罢工是克服农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冷漠、绝望情绪和涣散状态，激发他们的政治主动性，吸引他们参加尽可能齐心协力、步调一致、声势浩大的革命行动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6．党组织一方面必须扩大和加强为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近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交给农民）而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同时必须把全面支持群众性的革命罢工，发展和组织群众的各种革命行动放在自己工作的首要地位。特别是必须把举行街头革命示威游行（同政治罢工相结合，或者单独行动）这个迫切的任务提出来。

7．某些资本家采取同盟歇业（大批解雇）来对付罢工工人，这就使工人阶级面临一个新的任务。必须仔细地估计每个地区、每个工业部门、每一次的罢工的经济条件，寻找反击同盟歇业的新的斗争方法（例如意大利式罢工[175]），以及用革命的群众大会和革命的街头示威游行来代替政治罢工。

8．某些合法的机关报刊，无论它们如何评价这次或那次罢工，它们总的宣传鼓动都是反对群众性革命罢工的。例如，除自由派的报刊外，《光线报》取消派集团也违背这样或那样支持这份报纸的大部分工人的心愿，进行着这种宣传鼓动。因此，全体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的任务是：（1）同这个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2）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不分派别地向全体工人解释上面所说的那种宣传的全部危害性；（3）团结一切无产阶级力量来进一步推进革命的宣传鼓动和群众的革命行动。





秘密组织的建设

1．会议总结了1912年的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认为：

已经开始涌现的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新浪潮，完全证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过去通过的关于建党问题的决议（尤其是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1912年罢工斗争的进程、社会民主党在第四届杜马选举时进行的选举运动、保险运动的进程等等，都清楚地表明了当前组织建设的唯一正确形式是秘密的党，它是有各种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工人团体作外围的许多党支部的总和。

2．秘密建设的组织形式适应当地的条件是绝对必要的。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掩护秘密的支部，使工作形式尽可能灵活地适应当地生活条件，是秘密组织具有生命力的保证。

3．目前组织建设方面的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是：在所有的工厂中建立由工人中最积极的分子组成的纯粹是党的秘密的工厂委员会。工人运动的巨大高涨正在创造条件，使大部分地区有可能恢复党的工厂委员会和巩固现有的党的工厂委员会。

4．会议指出，现在已经迫切需要在每个中心由分散的地方小组建立领导组织。

例如，在彼得堡，通过由各区支部选举的原则同增补的原则相结合的办法产生的市领导委员会，就是这样一种全市性的组织形式。

这种组织形式能够使领导机关和基层支部之间建立起最密切、最直接的联系，同时又能够建立一个人员不多、机动灵便、极其秘密、有权随时代表整个组织进行活动的执行机关。会议向其他各个工人运动中心推荐这种组织形式，并建议根据当地的生活条件作某些改变。

5．为了建立地方组织同中央委员会的密切联系，同时为了指导和统一党的工作，会议认为绝对必须在工人运动的各主要地区建立区域中心。

6．在建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组织之间的经常而有活力的联系方面，以及在大的工人运动中心建立灵活的地方工作领导形式方面，最重要的实际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受托人制度。受托人应当从担任地方工作的工人领导人员中选拔。只有这些先进的工人才会用自己的力量使各地以至全俄国的党的中心机构得到加强和巩固。

7．会议希望中央委员会尽可能经常地召开有从事社会民主党各部门工作的党的地方工作者参加的会议。

8．会议请大家注意党屡次通过的决议：工人政党只有依靠党员定期交纳的党费和工人的捐款才能生存。没有这种捐款，尤其在目前情况下，即使最精简的党的中心机关（地方的和全国的）也绝对不可能生存。

9．（不公布。）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

1．会议肯定，尽管政府进行了空前的迫害和在选举中舞弊，尽管黑帮和自由派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联盟在许多地方已经完全形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还是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几乎所有地方第二城市选民团中拥护社会民主党的选票都增加了，社会民主党正逐渐把第二城市选民团从自由派手中夺取过来。而在对我们党说来是主要的工人选民团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照旧保持了绝对的优势，同时工人阶级十分一致地通过使选民团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全部当选的行动有力地表明了他们是毫不动摇地忠于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及其革命传统的。

2．会议对于社会民主党第四届杜马代表所进行的有力的活动，如在杜马中的许多发言、提出的质询、宣读的基本上正确地反映了社会民主党主要原则的宣言等，表示欢迎。

3．会议承认我们党内树立起来的传统是唯一正确的，这个传统就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是服从以党的各个中心机关为代表的整个党的一个机构；同时会议认为，为了从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和合理安排党的杜马工作，必须注意社会民主党党团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从而实现党对党团的监督。

4．会议不能不认为，社会民主党党团通过关于亚格洛的决议，是直接违背党团对党所承担的义务的。这个决议助长了崩得的分裂行动，而崩得勾结了非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党）反对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违反了在工人复选人中占多数的所有社会民主党复选人的意志，选举了非社会民主党人亚格洛。党团通过这一决议就扩大了波兰工人中间的分裂，妨碍了全党的统一事业。

5．契恒凯里同志以党团的名义，为打着“建立每一个民族的自由发展所必要的机构”旗号的民族文化自治辩护，这是公然违背党纲的行为。[176]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批准党纲时曾专门投票否决了本质上与此相似的条文。[177]无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容许向民族主义情绪让步，即使对以这种隐蔽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一样。

6．社会民主党党团投票赞成了进步党人（实际上是十月党人）就内阁宣言提出的程序提案，而没有提出社会民主党的独立的提案，这是一种失误；[178]党必须指出这一点，因为自由派的报刊正对此进行恶意的解释。

7．8．9．（不公布。）[179]





关于秘密书刊

会议在讨论了必须全面发展秘密出版事业的问题并就这个问题拟订了若干具体指示之后，坚决号召各级地方党组织、一切工人支部和工人个人在运输工作和同中央局[180]取得联系方面发挥更大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以传播秘密书刊。





关于保险运动

会议肯定，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不顾一切迫害，在实行保险法[181]方面为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作了巨大的努力，同时认为：

1．必须进行最坚决的、齐心协力的斗争，反对政府和资本家企图强迫工人不经过工人大会糊里糊涂地推选参加伤病救济基金会的受托人。

2．各地工人都应当力争做到通过私下碰头的办法，把工人理想的受托代表候选人预先确定下来。

3．工人们应当举行革命的群众大会，抗议在实行保险法过程中所发生的暴力和刁难行为。

4．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预先确定工人的受托代表的候选人名单，候选人要从最孚众望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中提出，而且要做到使不能召开任何会议的地方也能一致通过这个名单。

5．会议认为，抵制受托人的选举是不适当而且有害的。当前资本家正以最大的努力企图使工人不能掌握工厂中某些无产阶级基层组织，而工人伤病救济基金会就是这样的基层组织。抵制的办法，在目前会使工人分散力量，从而只会有利于资本家的上述企图的实现。

6．争取合理地选举伤病救济基金会代表的斗争一分钟也不应当停顿。要千方百计，全力以赴，利用一切有利时机，扩大和发展工人的斗争，一分钟也不让企业主以为生产的正常进行有了保证；同时，不管有多少障碍，都要坚持使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得到通过。选举不会排斥斗争的进一步发展。相反，我们把坚定的社会民主党工人选为代表，将会有助于今后的争取正常选举的斗争，因为在这个斗争中代表们将尽力帮助工人。

7．在没有开会就进行选举的地方，必须采取工人们能够接受的一切方式进行鼓动，争取根据真正自由选举的原则开会重选受托人。

8．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必须立即就禁止工人开会进行选举一事再次提出质询。

9．必须把关于实行保险制度的整个鼓动工作同说明沙皇俄国的全部实际状况这一内容密切地结合起来，同时要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原则和革命要求。





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统一

1．4年来党同取消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证明，190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二月全党代表会议所作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决定说：

“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

由此可见，取消派受到谴责，决不是因为他们提出必须进行合法的工作，而是因为他们背弃秘密的党，破坏秘密的党。

俄国第一份马克思主义工人日报的创办和工人选民团中布尔什维克代表候选人的全部当选，充分证明了我们党在排除取消派之后，已经掌握了合法活动。

2．取消派脱离秘密的党，脱离地方组织单独组织小集团，制造分裂，而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彼得堡成立所谓发起小组，就更扩大了分裂。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断定：《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的取消派文人集团是这些发起小组的核心，“已使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60页。——编者注］

 ，这只是肯定取消派制造了分裂。

3．1912年八月代表会议自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组织的代表会议”，其实是取消派的代表会议，因为会议的主要成员和领导成员是从党内分裂出去的、脱离俄国工人群众的取消派文人集团。

4．绝大多数的先进工人是忠于秘密的党的，这就使八月代表会议不得不向党性作表面的让步，表面上承认秘密的党。其实，这次代表会议的所有决议都彻头彻尾贯穿着取消主义，代表会议结束后，《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马上声明赞成八月决议，更加卖力地展开了取消主义的宣传，内容是：

（一）主张成立公开的党；

（二）反对地下组织；

（三）反对党的纲领（维护民族文化自治，修改第三届杜马土地法，把建立共和国的口号挪到次要地位等等）；

（四）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

（五）主张实行改良主义的、纯粹合法的策略。

因此，同《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的取消派集团作坚决斗争，向工人群众说明取消派集团的宣传的严重危害性，仍然是党的任务之一。

5．取消派在合法刊物上掀起“统一”运动，回避和模糊关于加入秘密的党并在其中工作这个主要问题，这样会把工人引入迷途，因为这个问题甚至不能在合法报刊上提出。实际上取消派照旧在进行分裂活动，彼得堡的选举特别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复选人分成势均力敌的两部分的时候，正是取消派反对抽签的建议，而当时抽签是唯一能够避免工人在资产阶级政党面前发生分裂的办法。[182]

6．各种思潮和倾向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在承认并且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组织的条件下实现统一，是绝对必要的，是工人运动的一切利益坚决要求的。

在彼得堡纳尔瓦区组织以及许多外省组织内部正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实行联合的。

7．会议大力支持这样的联合，并建议各地立即自下而上地，即从工厂委员会、区分部等开始实行这样的联合，同时由工人同志认真检查：是不是承认秘密的组织了，有没有支持群众的革命斗争和革命策略的决心。只有实际建立起这种自下而上的统一，才能实现党的完全的团结和全国范围的十分巩固的统一。





关于“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

1．1912年的经验完全肯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1912年）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43—145页。——编者注］

 是正确的。崩得违反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支持非社会民主党人候选人亚格洛，取消派、崩得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八月代表会议（1912年）违背党纲、助长民族主义的行为，都十分明显地表明社会民主党建党中的联邦制原则彻底破产了，表明“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处于互相隔绝的境地对于无产阶级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2．因此，会议坚决号召俄国各民族工人坚决反击反动派的黩武的民族主义，反对劳动群众中民族主义情绪的任何表现，号召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紧密地团结起来，组成当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组织；这些组织要象高加索早就实行的那样，用当地无产阶级的每一种语言进行工作，并且真正实现自下而上的统一。

3．会议对于波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发生分裂一事表示十分遗憾，因为这种分裂严重地削弱了波兰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斗争。会议不得不指出，波兰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现在并不代表波兰无产阶级的波兰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多数人，它采取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手段反对这些多数人（例如毫无根据地猜疑华沙整个组织在搞奸细活动）。会议号召一切同波兰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有接触的党组织协助波兰社会民主党建立真正的统一。

4．会议特别指出崩得最近一次（第九次）代表会议决议中的极端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这次代表会议取消了建立共和国的口号，把秘密工作挪到次要地位，并且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置于脑后。崩得阻挠各地（在华沙、罗兹和维尔纳等地）全体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联合，即1906年以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一再坚持的联合，这种行为也应当受到同样的谴责。

5．会议欢迎拉脱维亚组织中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不懈地进行的反取消主义的宣传，并对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支持取消派的反党行动的倾向表示遗憾。

6．会议坚信，已经开始的革命高潮、群众性的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街头示威游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群众的公开革命斗争，都将有助于各地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不分民族的、亲密无间的团结和打成一片，从而加强对压迫俄国各民族的沙皇制度的冲击，加强对联合起来的俄国各族资产阶级的冲击。





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

1．编辑部贯彻党的精神不够坚定。坚决要求编辑部更严格地遵守和执行党的一切决议。合法办报的方针必须遵循。

中央委员会要采取措施改组编辑部。

2．编辑部对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党的生活反应不力。转述党的决议或者提及这些决议必须无条件地用合法的形式。

3．编辑部应该更重视阐明整个取消主义的错误和危害，尤其是《光线报》宣传的错误和危害。

4．编辑部应该更重视在工人中间进行征求订户和募捐的宣传。

5．布尔什维克的杜马代表都应该加入扩大的报纸编辑委员会，并且经常地、坚持不懈地分担写作和经营方面的工作。

6．编辑部对它的前进派撰稿人应该采取特别审慎的态度，以免妨碍刚开始的互相接近，以免犯原则性的路线错误。

7．必须全力缩减出版费用和建立一个人员有限的领导委员会（主持整个工作），这个领导委员会必须有六人团[183]的至少一名代表参加。

要有一个同样的领导委员会（经营委员会）来掌管经营方面的工作，该委员会也必须有六人团的一名代表参加。

8．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刊登的文章，应该（署上商定的署名）立即刊登。

9．在严格保持报纸合法性的同时，必须吸收彼得堡及外省的工人团体、协会、委员会、小组和个人积极参加为报纸写稿和推销报纸的工作。

10．支持圣彼得堡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出版反取消派的总的工会机关报的倡议，事先要就地仔细检查一下工作的安排。

11．采取措施使报纸和杂志[184]在写作和经营方面相互密切配合。

12．必须积极着手在莫斯科创办一份工人日报作为彼得堡工人日报的分支。为此应当使莫斯科小组同莫斯科地区三位杜马代表在组织上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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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49—270页














[174]这是列宁起草和审订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文件。本卷《附录》还收有关于这次会议的其他一些材料（见第425—428页）。



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于1912年12月26日—1913年1月1日（1913年1月8—14日）在波兰的克拉科夫举行，出于保密考虑定名为二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列宁、斯大林、格·叶·季诺维也夫、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发现是奸细），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阿·叶·巴达耶夫、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尼·罗·沙果夫，党的工作人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波·加米涅夫、Ｂ．Ｈ．洛博娃以及由彼得堡、莫斯科地区、南方、乌拉尔和高加索的秘密的党组织选派的代表。



会议的筹备工作是由列宁直接主持的。他就组织会议的问题同俄国各地党的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通信联系，并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发出了指示。会议也是在列宁主持下进行的。他作了《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和《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统一》这两个报告（报告稿没有保存下来），起草和审订了会议的全部决议，并草拟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这次会议的《通报》。



会议就工人运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通过了决议。这些决议对党的巩固和统一，对扩大和加强党同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对创造党在工人运动不断高涨条件下新的工作方式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克拉科夫会议的决议获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并在会议之后不久胶印出版。1913年2月（公历）上半月，在巴黎出版了会议决议和中央委员会关于会议的《通报》的单行本。《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这一决议可能也在会议结束后在中央委员会秘密会议上讨论过，当时为保密起见没有发表。这个决议只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手抄件保存了下来，1956年在首次在苏联的《历史问题》杂志第11期上发表，1961年收入《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22卷（见本卷第286—288页）。



克拉科夫会议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留存的只有列宁在会议讨论某些问题的过程中随手作的一些简要笔记和他关于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的报告的简单提纲。——[269]。 [175]意大利式罢工即消极罢工或留场罢工，因首先流行于意大利而得名。——[277]。



[176]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成员孟什维克阿·伊·契恒凯里在1912年12月10日（23日）国家杜马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280]。



[177]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否决的条文是崩得分子弗·达·麦迭姆（戈尔德布拉特）对党纲一般政治部分的第8条的补充。草案中该条是：“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决权”。麦迭姆建议增加：“并建立保障它们充分自由发展文化的机关”。这一修改意见被大会以多数票对3票所否决（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190—192页）。——[280]。



[178]1912年12月15日（28日）杜马第十四次会议结束了关于政府宣言的讨论之后，立宪民主党人、进步党人、劳动派和民族党人都提出了程序提案。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进步党人的提案。该提案中说，确信政府会实行1905年10月17日的宣言。社会民主党人也对这个提案没了赞成票。后来他们承认投赞成票是错误的。——[281]。



[179]未公布的第7、8、9条的条文没有保存下来，但可根据收在本卷《附录》中的《〈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决议初稿》（见第425—426页）来判断其内容大意。——[281]。



[180]中央局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是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其任务是领导俄国国内地方党组织的实际工作，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建立，最初在基辅，1904年设在莫斯科，从1905年起设在彼得堡。俄国局下设组织组、技术组、财务后勤组、军事组和一个协调各组工作的执行委员会。1905年11月，由于领导中央国外部分的列宁回国，俄国局的职能改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在1907—1910年反动时期，俄国局的活动曾一度恢复，但由于许多成员的被捕和俄国局内的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怠工，很快又陷于停顿。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重新建立了俄国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局做了大量工作，把布尔什维克团结在列宁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周围。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俄国局和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一起领导了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二月革命后，它又领导了消灭旧制度和巩固革命成果的斗争。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会议选出了在俄国公开活动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后，俄国局不再存在。——[281]。



[181]指1911年秋天第三届杜马通过的政府所制定的保险法案。列宁在他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对杜马提出的工人的国家保险法案的态度》中分析了这个法案的内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55—156页）。——[281]。



[182]彼得堡工人选民团初选人选举于1912年9月16日（29日）举行。10月5日（18日）进行了复选人选举。由于当局搞了所谓“说明”，选举结果被撤销（参看注212）。10月17日（30日）召开第二次初选人代表大会选举复选人，到会的82名初选人有26名布尔什维克，15名取消派，其余41名是非党分子。代表大会通过了斯大林按照列宁的选举纲领起草的给代表的委托书（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以245—247页）。取消派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他们既不对布尔什维克的委托书表示异议，也不提出自己的委托书。结果代表大会选出的6名复选人中取消派和布尔什维克各占了一半。布尔什维克建议用抽签办法从这6名复选人中确定1人为工人选民团杜马代表的候选人，被取消派所拒绝。于是只得让所有复选人都作为候选人。10月20日（11月2日）在彼得堡召开的省复选人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阿·叶·巴达耶夫最终当选为工人选民团的杜马代表。——[284]。



[183]指第四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6名布尔什维克代表。——28



[184]指《启蒙》杂志。



《启蒙》杂志（《Просвещение》）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7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代替被沙皇政府封闭的布尔什维克刊物——在莫斯科出版的《思想》杂志而创办的，受以列宁为首的国外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出版杂志的实际工作，由俄国国内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在不同时期参加国内编辑委员会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列·米·米哈伊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Ａ．Ａ．里亚比宁、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从1913年起，《启蒙》杂志文艺部由马·高尔基领导。《启蒙》杂志作为布尔什维克机关刊物曾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过斗争，登过列宁的28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启蒙》杂志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复刊后，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登载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两篇著作。——[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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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的英国工人运动

（1913年1月1日〔14日〕）

过去一年中最突出的事件是煤矿工人的罢工。如果说1911年铁路工人的罢工[185]已经显示了英国工人的“新精神”的话，那么煤矿工人的罢工简直可以说构成了一个时代。

不论统治阶级怎样准备“战争”，不论资产阶级怎样竭力压制不听话的资本奴隶的反抗，罢工还是胜利了。煤矿工人的组织性堪称典范。没有出现一个工贼。想靠士兵或者毫无经验的粗工采煤，是根本办不到的。经过这场6个星期的斗争之后，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看到的是，国内整个工业生活停顿了，工人歌曲中所唱的“一切轮子都要停止转动，只要你那强壮的手要它停止……”[186]变成了事实。

政府让步了。

“曾经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的首相，出席了煤矿业主的罢工奴隶的代表们举行的会议，恳求他们妥协”。一位熟悉情况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斗争的结果作了这样的描述。

年年总是给工人开“空头支票”许愿改革的英国政府，现在可真的手忙脚乱了。只用了5天时间议会就通过了一项新法律！这项法律规定了最低工资，即明文规定了一种工资额，工资下降不得低于这个数额。

诚然，这项法律也象资产阶级的其他一切改革一样，是不足道的、不彻底的，在某种程度上纯粹是欺骗工人的，因为尽管规定了最低工资额，业主照旧可以虐待他们的雇佣奴隶。但是一切了解英国工人运动的人都会肯定地说，在煤矿工人罢工之后，英国的无产阶级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工人们学会了斗争。他们看到了引导他们走向胜利的道路。他们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不再是那种长期以来使一切维护和讴歌雇佣奴隶制的人称心如意的唯命是从的小绵羊了。

英国社会力量的对比发生了用数字无法表明，但人人都能感觉到的变化。

然而遗憾的是，英国在党的事业方面进展不大。“英国社会党”（前社会民主联盟）同“独立”（独立于社会主义的）“工党”还继续处在分裂状态。“独立工党”的议员的机会主义行为照例会在工人中间产生一种工团主义的倾向。好在这种倾向还不严重。

英国工会现在正缓慢地然而坚定地转向社会主义，——这是违背议会中许多工人议员的心愿的，他们还在顽固地坚持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老办法。但是，这最后的莫希干人是无法把这些老办法再维持下去的！





	载于1913年1月1日《真理报》第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71—272页

















[185]1911年8月的全英铁路工人大罢工是由利物浦、曼彻斯特和其他几个城市的自发性罢工发展起来的，约有20万铁路工人参加。这次罢工使铁路运输陷于瘫痪，给了英国工业以严重打击。政府调集大批军队到曼彻斯特、拉内利等地去对付罢工者。在冲突中，有数名工人牺牲，许多工人受伤。这在国内激起了抗议怒潮。铁路公司的老板被迫作出一些让步，同意和工会进行谈判，并成立了由工会代表出任书记的调解委员会，实际上承认了铁路工会。——[289]。



[186]“一切轮子都要停止转动，只要你那强壮的手要它停止……”出自德国诗人格·赫尔维格的诗歌《祈祷！工作！》。这首诗是诗人应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斐·拉萨尔之约而写的该会会歌歌词。——[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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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仁·鲍狄埃

（为纪念他逝世25周年而作）

（1913年1月3日〔16日〕）

去年，1912年11月，是法国的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即著名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作者逝世25周年。

这首歌已经译成欧洲各种文字，而且不仅仅是欧洲文字。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世界各国的工人相继唱起自己的先进战士、无产者诗人的这首歌，并且使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

世界各国的工人现在都在纪念欧仁·鲍狄埃。他的妻子和女儿还活着，但都过着贫困的生活，就象《国际歌》的作者一生所过的一样。他在1816年10月4日生于巴黎。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才14岁，这首歌叫作《自由万岁！》。1848年，他作为一个街垒斗士参加了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战斗。

鲍狄埃出身于贫穷的家庭，他一生中一直是一个穷人、一个无产者，起先靠包装箱子，后来靠绘制印花布图样维持生活。

从1840年起，他就用自己的战斗诗歌对法国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作出反应，唤起落后的人们的觉悟，号召工人团结一致，鞭笞法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

在伟大的巴黎公社（1871年）时期，鲍狄埃被选为公社委员。在3600张选票中，他得了3352票。他参与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公社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公社失败后，鲍狄埃被迫逃到了英国和美国。著名的《国际歌》就是他在1871年6月，也可以说，是在流血的五月失败之后的第二天写成的……

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在今天公社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

1876年，在流亡中，鲍狄埃写了一首长诗《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在这首长诗中，他描绘了在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工人生活，描绘了他们的贫困，他们的苦役劳动，他们遭受的剥削，以及他们对自己的事业的未来的胜利所抱的坚定信念。

公社失败以后过了9年鲍狄埃才回到法国，回来后立即参加了“工人党”[187]。1884年他的第一卷诗集出版了。1887年出版了第二卷，题名为《革命歌集》。

这位工人诗人的其他一些歌，是在他死后才出版的。

1887年11月8日，巴黎的工人把欧仁·鲍狄埃的遗体送到拉雪兹神父墓地，在那里埋葬着被枪杀的公社战士。警察大打出手，抢走红旗。无数群众参加了这次没有宗教仪式的葬礼。四面八方都在高呼：“鲍狄埃万岁！”

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真正非人工所建造的纪念碑。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当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工人中社会主义者最多不过几十人。而现在知道欧仁·鲍狄埃这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的，却有千百万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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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指法国工人党。



法国工人党是茹·盖得及其支持者根据1879年10月马赛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建立的法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章程。1880年5月，盖得赴伦敦同马克思、恩格斯和保·拉法格一起制定了法国工人党的纲领草案。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最低纲领）。纲领的理论部分是马克思起草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1880年11月召开的勒阿弗尔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纲领，并正式成立法国工人党。法国工人党后来与一些团体联合组成法兰西社会党。——[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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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工人合唱团的发展

（1913年1月3日〔16日〕以后）

德国工人歌咏团体不久前举行了一个独特的庆祝会，庆祝工人歌手的人数已经达到100000人，——工人歌咏团体的总人数是165000人。参加这些团体的女工有11000人。

工人合唱团有自己的报纸《工人歌手报》[188]，这份报纸从1907年起才开始正常出版。

工人歌咏团体最初开始活动是在1860年。当时在莱比锡的“手艺人教育协会”里组织了一个歌咏组，顺便提一下，奥古斯特·倍倍尔也参加过这个组。

斐迪南·拉萨尔对组织工人合唱团非常重视。由于他的坚持，“全德工人联合会”[189]的会员于186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组织了一个工人团体，取名为“歌咏团”。这个歌咏团在法兰克福一家小酒馆的一间昏暗的、充满了油烟的偏屋里集会。屋里用脂油蜡烛照明。

当时歌咏团团员有12人。当拉萨尔在一次巡回宣传途中不得不在法兰克福过夜时，这12个工人歌手为他合唱了著名诗人赫尔维格作词的一首歌，拉萨尔曾经一再恳求赫尔维格为工人的合唱歌曲作词。

在非常法[190]废除以后，到1892年工人合唱团在德国已经组织了180个歌咏团体，共有团员4300人。1901年团员人数达到39717人，1907年达到93000人，而1912年则增加到了165000人。柏林工人歌咏团体的人数是5352人，汉堡是1628人，莱比锡是4051人，德累斯顿是4700人，等等。

不久前，我们报道了法国工人和其他罗曼语国家的工人纪念著名的《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1816—1887年）逝世25周年的情形。 
［注：见本卷第291—293页。——编者注］

 在德国，用工人歌曲宣传社会主义的历史要短得多，而且德国的“容克”（地主的、黑帮的）政府采取了更多的卑鄙的警察手段来阻碍这种宣传。

但是，任何警察的无端寻衅，都不能阻止在世界各大城市，在所有的工厂区，以及愈来愈多地在雇农们的茅舍里，响起和谐的歌唱人类不久即将从雇佣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歌声。





	载于1954年《共产党人》第6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杂志第22卷第275—276页

















[188]《工人歌手报》即《德国工人歌手报》（《Deutsche　Arbeiter　S?ngerzeitung》），是德国工人歌咏团的机关报，倾向社会民主党，1907—1933年在柏林出版，每月出一次。——[294]。



[189]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德国工人的政治组织，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联合会的成立是德国工人运动走向组织独立和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的重要一步，对德国工人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斐·拉萨尔把它引上了机会主义的道路。他为联合会制定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的领导执行了一条适应奥·俾斯麦政治制度的策略路线，支持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主义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875年5月召开的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294]。



[190]非常法通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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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做总比不做好

（1913年1月6日〔19日〕）

我现在才来驳斥尔·马尔托夫在《光线报》（1912年10月28日第37号）上所写的东西[191]是太晚了。可这有什么办法呢？说谎是容易的。而要弄清真相往往需要很多时间。

尔·马尔托夫在《光线报》第37号上用一些经过字斟句酌的话骂我，采取的是这位作者惯用的“恶毒的”诽谤伎俩。10年来，我对尔·马尔托夫的这套斗争手法已经看惯了，所以我连他的文章都没有读完。但是同事们告诉我，尔·马尔托夫硬说“列宁欺骗国际”这句话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哈阿兹同志讲的。

要弄清真相，就应当查找马尔托夫这样说的根据。他说是引自某《矿工报》第225号。这份报纸我没有找到。在《前进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上没有这样的话。只有在《不来梅市民报》[192]（社会民主党不来梅机关报）上我才找到了这样的话。

我不能象尔·马尔托夫那样草率从事，应当问问哈阿兹本人。

于是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书面的询问。

下面就是哈阿兹的复信：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

　　1912年12月31日于柏林敬爱的同志们：为答复你们的询问，特向你们说明：你们谈到的《光线报》对我在社会党国际局的发言所作的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会上曾经讨论过组织委员会是不是可以要求派遣代表驻社会党国际局的问题。我当时表示，这是不行的，因为即使根据组织委员会自己的声明来看，它也不是一个组织，它只是想成为一个恢复组织统一的集团的联盟。因此我提出了在俄国党的目前状况下究竟谁有权代表这个党的问题，并且指出，如果认为中央委员会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国际局联系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名称就可能引起误解。

可见，这里根本没有攻击列宁的意思，提出这种意见决没有侮辱的性质。我只是想说明同上面提到的说法有关的情况，我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采取措施把俄国和波兰的一切集团联合起来的时刻是不是来到了。列宁没有出席会议，我感到十分遗憾。

为了说得更明确，我要指出，“欺骗”这个字眼不是出自我的口。

致同志的敬礼！



哈阿兹



由此可见，尔·马尔托夫是为了千次万次地咒骂我而重复了（跟在什么人的后面）关于哈阿兹的谣言。

哈阿兹是反对组织委员会有代表权的，哈阿兹对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权并没有提出异议。

哈阿兹并不认为中央委员会是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因为他把“民族集团”和取消派都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可是据我所知，中央委员会自己也从未有过要代表他们的想法。

“民族集团”（波兰人、崩得、拉脱维亚人）另有他们自己的代表。

我仅仅根据事实作如上的驳斥……






	　　尼·列宁1913年1月19日（公历）

载于1913年1月11日《真理报》第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77—278页

















[191]指尔·马尔托夫的《国际局论社会民主党的统一》一文。俄国社会民主党驻国际局的代表当时是列宁和格·瓦·普列汉诺夫。取消派的组织委员会根据取消派八月代表会议的有关决议向国际局提出了派出自己的代表的问题。为此1912年10月16日（29日）社会党国际局布鲁塞尔会议讨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国际局的代表问题。马尔托夫在自己的这篇文章里摘引胡·哈阿兹在国际局布鲁塞尔会议上的发言说：“统一的尝试不应当由于以下情况而受阻，这就是某些个人竟然代表全俄国社会民主党讲话，列宁就是如此，他的这种做法使国际受了欺骗。”



马尔托夫后来在给费·伊·唐恩的信中承认自己没有准确翻译哈阿兹的话，把“产生误解”译成了“受了欺骗”，并且由于“漫不经心”把《贝吉施工人报》弄成了《矿工报》。——[296]。



[192]《不来梅市民报》（《Вremer　Bürger-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日报），1890—1919年出版。1916年以前是不来梅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后来转入社会沙文主义者手里。——[296]。







《列宁全集》第22卷


关于布尔什维主义
[193]



（不晚于1913年1月12日〔25日〕）

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是同1897—1902年期间所谓的“经济主义”[194]（即否定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它的领导作用的机会主义）反对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那场斗争有密切联系的。旧《火星报》[195]（1900—1903年在慕尼黑、伦敦和日内瓦出版）发动的著名的运动击败了并清除了崩得所支持的经济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了社会民主党（它成立于1898年，后因遭受逮捕而被破坏）。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6]（1903年8月）上，火星派发生了分裂：其中的多数派拥护旧《火星报》的原则和策略，少数派则转向机会主义，得到《火星报》从前的敌人“经济派”和崩得分子的支持。由此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名称。在1903—1904年，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从1904年年底起，策略上的分歧逐渐成为主要的分歧。转到孟什维克手中的新《火星报》[197]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1904年秋天），维护起“不要恫吓自由派”的策略来了。[198]在1905年，策略上的分歧彻底形成了（1905年5月布尔什维克在伦敦召开了代表大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9]，同时孟什维克在日内瓦也举行了“代表会议”[200]）。孟什维克使工人阶级的策略迁就自由派。布尔什维克则提出，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目标是：带领民主派农民，不顾自由派的背叛，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两派在实践上的主要分歧是：1905年秋天，布尔什维克主张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马。1906年春天，对待维特杜马的态度也是如此。在第一届杜马，孟什维克赞成支持杜马（立宪民主党）内阁的口号，布尔什维克赞成成立左派（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执行委员会，以组织群众进行直接斗争的口号等等。要作更详细的阐述，只有在国外的刊物上才有可能。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201]（1906年）上取得胜利的是孟什维克，在伦敦代表大会[202]（1907年）上取得胜利的是布尔什维克。在1908—1909年，“前进派”（哲学上的马赫主义[203]和政治上的“召回主义”[204]或对第三届杜马的抵制，如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从布尔什维克中分裂出去。在1909—1911年，布尔什维克同他们进行了斗争（参看弗·伊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年莫斯科版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编者注］

 ），同取消派（即否定秘密的党的孟什维克）进行了斗争，而同那些宣布同取消派作坚决斗争的护党派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等人）接近了。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有：《前进报》[205]和《无产者报》[206]（1905年，日内瓦）、《新生活报》[207]（1905年，圣彼得堡）、《浪潮报》[208]、《回声报》[209]等（1906年，圣彼得堡），以及在芬兰（1906—1907年）、日内瓦（1908年）和巴黎（1909年）出版的《无产者报》，在巴黎（1909—1912年）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一些主要的布尔什维主义著作已经收入弗·伊林编的《十二年来》文集（1908年圣彼得堡）[210]，书中较详细地谈到了各种著作。主要的布尔什维克著作家有：格·季诺维也夫、弗·伊林、尤·加米涅夫、普·奥尔洛夫斯基等人。最近几年，布尔什维克是下列报刊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圣彼得堡的《明星报》（1910—1912年）、《真理报》（1912年）和莫斯科的《思想》杂志[211]（1910年）、圣彼得堡的《启蒙》杂志（1911—1913年）。





	载于1913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尼·亚·鲁巴金《书林概述》第2版第2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79—280页

















[193]《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一文是为尼·亚·鲁巴金的《书林概述》第2卷写的。1913年1月12日（25日），列宁把文章寄给住在瑞士克拉伦的鲁巴金时，在附言中提出了“不能有任何的改动”的刊印条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文章全文发表于该书第772—773页。——[298]。



[194]经济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的主要报刊是《工人思想报》（1897—1902年）和《工人事业》杂志（1899—1902年）。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298]。



[195]旧《火星报》是指第52号以前的《火星报》。



《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298]。



[196]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召开。7月24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24次会议。



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订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国外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有些代表有两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



列宁被选入了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整个纲领（有1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了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的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代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委，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委员。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的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的音译）。——[298]。



[197]新《火星报》是指第52号以后被孟什维克篡夺了的《火星报》。《火星报》第52号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该报原来的编辑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1905年5月《火星报》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1905年10月，《火星报》停刊，最后一号是112号。关于《火星报》，见注195。——[298]。



[198]列宁在《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这本小册子里对此有详细的论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59—78页）。——[298]。



[199]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27日（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的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8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21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列宁就大会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发了言。



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领袖和领导者，为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



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1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代表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为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298]。



[200]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孟什维克于1905年4月举行了日内瓦代表会议。由于参加的人数很少（只有9个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孟什维克宣布自己的这次会议为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就武装起义、农民中的工作、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对其他革命党派和反对派的态度等问题通过了决议。列宁在《倒退的第三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第11卷第1—124页和第151—157页）等著作中揭露了日内瓦代表会议决议的机会主义性质，并对这些决议作了非常有力的批判。——[298]。



[201]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62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还有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和崩得的代表各3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1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代表1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参加大会的共有157人。



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1905年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导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了两派分别制定的政纲，并按300名党员产生1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织遭摧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112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则拥有62票，而且拥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



代表大会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党的章程等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



大会是在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种纲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对这一纲领作了一些修改。大会还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和武装起义的决议，大会未经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和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区各民族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局面。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名孟什维克和3名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清一色的5名孟什维克组成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299]。



[202]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4月30日—5月19日（5月13日—6月1日）在伦敦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342名，代表约15万名党员，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30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39名。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布尔什维克89名，孟什维克88名，崩得代表55名，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45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26名。列宁作为卡马河上游地区（乌拉尔）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并被选入了主席团。马·高尔基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用革命的纲领团结了他们，因而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取得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胜利。在一切基本问题上，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被确定为全党的统一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态度的问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这一决议对所有非无产阶级政党都作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并规定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对它们的策略。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规定了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各项任务，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的活动应该服从杜马外的活动，应该首先把杜马作为揭露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妥协政策以及宣传党的革命纲领的讲坛。代表大会就“工人代表大会”问题通过的决议是以列宁为代表大会写的决议草案《关于非党工人组织和无产阶级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别》为基础写成的。在《工会和党》决议中，代表大会批驳了工会“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认为必须做到党对工会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按照修改过的党章，在代表大会上只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任命，并在中央委员会监督下工作。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的会议来讨论党内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布尔什维克5人、孟什维克4人、波兰社会民主党2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另外3名中央委员由崩得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后选派）。鉴于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分不一，中央的领导不可靠，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无产者报》编辑部也加入布尔什维克中央。——[299]。



[203]马赫主义即经验批判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欧广泛流行，创始人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和德国哲学家理查·阿芬那留斯。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受了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其代表者是孟什维克中的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和布尔什维克中的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俄国马赫主义者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幌子，实际上在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揭露了经验批判主义的反动实质，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免遭修正主义者的歪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99]。



[204]召回主义是1908年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出现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亚·亚·波格丹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马·尼·利亚多夫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掩护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停止在合法和半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宣称在反动条件下党只应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召回主义的变种是最后通牒主义。最后通牒派主张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党团必须无条件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否则即将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召回。召回派的政策使党脱离群众，把党变成为没有能力聚集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湖的宗派组织。



同召回派的斗争是从1908年春天开始的。1908年3—4月在讨论社会民主党第三届国家杜马党团头5个月工作总结时，莫斯科的一些区通过了召回主义的决议。5月，在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上，召回派提出的决议案仅以18票对14票被否决。1908年6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31号发表了莫斯科党代表会议的材料，并根据列宁的建议从这一号起开始讨论对杜马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态度问题。与此同时，在各个党组织的内部都展开了同召回派的斗争。1908年秋，在彼得堡党组织选举出席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时，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制定了一个特别纲领，作为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案。由于这个决议案在各个党组织内得不到广泛支持，召回派才未敢在代表会议上公开提出自己的特别纲领。在代表会议以后，根据列宁的意见，《无产者报》登载了召回派的这个纲领。列宁并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召回主义进行批判。



召回派的领袖人物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一起在报刊上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卢那察尔斯基并宣扬必须建立新的宗教，把社会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



1909年，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组成发起小组，在意大利卡普里岛创办了一所实际上是反党派别中心的学校。1909年6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通过决议，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个派别，同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并号召布尔什维克同这些背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反党派别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召回派的鼓舞者波格丹诺夫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299]。



[205]《前进报》（《Вперед》）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机关报（周报），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1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8号。列宁是该报的领导者，《前进报》这一名称也是他提出的。该报编辑部的成员是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秘书，负责全部通信工作。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一文中写道：“《前进报》的方针就是旧《火星报》的方针。《前进报》为了捍卫旧《火星报》正在同新《火星报》进行坚决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17页）《前进报》发表过列宁的40多篇文章，而评论1905年1月9日事件和俄国革命开始的第4、5两号报纸几乎完全是列宁编写的。《前进报》创刊后，很快就博得了各地方党委会的同情，被承认为它们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反对孟什维克、创建新型政党、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名为《无产者报》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因此停办。——[299]。



[206]《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1905年5月14日（27日）—11月12日（25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6号。根据1905年4月27日（5月10日）党的中央全会的决定，列宁被任命为《无产者报》的责任编辑，编委会的委员有瓦·瓦·沃罗夫斯蔓、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维·米·韦利奇金娜、维·阿·卡尔宾斯基、尼·费·纳西莫维奇、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莉·亚·福季耶娃等。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谢·伊·古谢夫、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负责为编辑部收集地方通讯稿。克鲁普斯卡娅和福季耶娃负责编辑部同地方组织和读者的通信联系。《无产者报》发表了大约90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印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该报的发行量达1万份。1905年11月初列宁回俄国后不久停刊，报纸的最后两号是沃罗夫斯基编辑的。——[299]。



[207]《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合法报纸，实际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905年10月27日（11月9日）—12月3日（16日）在彼得堡出版。从1905年11月第9号起，该报由列宁直接领导。参加编辑部的有：列宁、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彼·彼·鲁勉采夫。马·高尔基参加了《新生活报》的工作，并且在物质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新生活报》发表过列宁的14篇文章。该报遭到沙皇政府当局多次迫害，在28号中有15号被没收。1905年12月2日该报被政府当局封闭。最后一号即第28号是秘密出版的。——[299]。



[208]《浪潮报》（《Волна》）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06年4月26日（5月9日）—5月24日（6月6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5号。该报从第9号起实际上由列宁领导。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撰稿人有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等。该报刊登过27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其中有不少篇是作为社论发表的。《浪潮报》屡遭沙皇政府的迫害。5月26日（6月8日）起，布尔什维克出版了合法日报《前进报》以代替《浪潮报》。——[299]。



[209]《回声报》（《Эхо》）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06年6月22日（7月5日）—7月7日（20日）接替被政府查封的《前进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的编辑实际上是列宁，撰稿人有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瓦·瓦·沃罗夫斯基等。该报刊登过列宁的20多篇文章。该报不断遭到政府的迫害，已出14号中有12号被没收。1906年7月10日被查封。——[299]。



[210]《十二年来》是列宁的文集，由彼得堡种子出版社出版。按照出版社的计划，该文集应出3卷，但实际上只出了第1卷和第2卷第1分册。



《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于1907年11月中旬出版（封面上印的是1908年）。这一卷不久即被没收，但有很大一部分被抢救出来，并继续秘密流传。第1卷包括下列著作：《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以及《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预定编入第2卷的是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鉴于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第2卷改称《土地问题》文集而不再用《十二年来》文集这一书名。第2卷分两册出版，第1分册于1908年初问世，收有《评经济浪漫主义》、《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以及《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第1—11章）。第2分册是列宁刚刚写成而尚未发表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一分册未能问世，在印刷厂就被警方没收并销毁了。



第3卷也因当局的查禁未能出版。按计划，编入该卷的将是列宁在《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等布尔什维克机关报上发表过的一批纲领性和论战性文章。——[299]。



[211]《思想》杂志（《Мысл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哲学和社会经济刊物（月刊），1910年12月—1911年4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5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加强对取消派合法刊物的斗争和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先进工人和知识分子而创办的。该杂志的正式编辑和出版者是П．Ｋ．皮罗日柯夫，实际编辑是列宁，他从国外领导这一杂志，经常与编辑部通信。积极参加杂志工作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等人，为杂志撰稿的还有孟什维克护党派格·瓦·普列汉诺夫、沙·拉波波特等人。《思想》杂志头4期刊载了6篇列宁的文章。《思想》杂志最后一期即第5期被没收，杂志也被查封。不久《启蒙》杂志在彼得堡出版，它实际上是《思想》杂志的续刊。——[300]。





《列宁全集》第22卷


革命罢工和街头游行示威的发展

（1913年1月12日〔25日〕）

1912年是罢工斗争突出发展的一年，这是人们早已指出并一致公认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看清了这个现象并对它作出了正确的估计。

就拿这一年前11个月的政治罢工的统计材料来分析一下。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1905年………………………………1052000人1906年……………………………… 642000人

1907年……………………………… 540000人

1912年………………………………约900000人









前9个月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据最保守的统计，是70万人。在彼得堡，因对初选人资格的解释不满而引发的罢工[212]，有将近5万工人参加；抗议塞瓦斯托波尔死刑判决的罢工和11月15日杜马开幕日举行的罢工，据莫斯科厂主协会的统计，有188000人参加。这是11月20日以前的统计材料。很明显，90万这个数字是最低的。即使减去同1905—1907年不可比的（没有实行工厂检查制度的工厂的）10万人，也有80万人。

总之，运动的规模肯定是超过了1906年和1907年，不过稍稍落后于1905年。

这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目前时期的运动远没有达到1905年那样的全民规模。可见，现在的革命高潮一开头就比第一次革命前夕不知高出多少。可见，未来的第二次革命现在就已经显示出在无产阶级中蕴藏着雄厚得多的革命潜力。无产阶级的人数至少增加了20％。无产阶级更加集中了。纯无产阶级的基本的运动支柱，由于加速摆脱同土地的联系而加强了。“手工业”和农业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人数大大增多了，而这是无法统计的。

最后，先进的民主阶级的觉悟程度提高了，经验丰富了，坚定性增强了。这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敢于好好想一想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不是所有的人都敢于面对真理，承认我们面对的是群众性的革命罢工，是革命高潮的开始。

表明这一点的，首先是运动的规模这个基本的、最客观的、最不容许主观任意解释的事实。如果没有革命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各种条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发动数十万工人在一年之内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组织若干次政治行动。而在我国，这种高潮是自发地来到的，这是因为几千万半无产者和农民把他们抑制不住的满腔怒火传染给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的先锋队。

1912年俄国工人的革命罢工，具有真正的全民性质。所谓全民的运动，根本不应该理解为整个资产阶级或者至少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下）所支持的运动。只有机会主义者才这样认为。不是的。全民运动是反映全国的客观要求，对阻碍国家发展的敌人的中心势力给以沉重打击的运动。全民运动是得到大多数人民赞同的运动。

这一年的工人政治运动正是这样的运动，它得到了全体被剥削劳动者，整个民主派的赞同，尽管民主派还很软弱，受压制，而且是分散的和孤立无援的。更加明确地划清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界限（这一点当然是同那些幻想“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的人进行了斗争才达到的），是这场新的运动的一大优点。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尽可能确切地了解：可以同谁一起战斗，谁是不可靠的同盟者，真正的敌人在什么地方。

所以说，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反对新革命的公开表演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所以说，建立共和国的口号恰恰是现在在俄国具有十分特殊的（同欧洲比起来）重要性，这个口号可以清除愿意斗争的民主派的意识中那种曾大大削弱了1905年的冲击力量的君主制幻想（以及“立宪”幻想）。俄国新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有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关头：第一，四五月份的罢工，当时彼得堡的工人，甚至在他们的领导组织——彼得堡委员会的人员被逮捕了的情况下还是提出了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第二，11月的罢工和游行示威（见里加和莫斯科的来信[213]；彼得堡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件，不过我们的记者全被逮捕了）。这些游行示威的口号不仅有“废除死刑！打倒战争！”，还有“革命的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军队万岁！”。

在彼得堡、里加、莫斯科的街头，无产阶级向农民军队中英勇奋起反对君主制的先进分子伸出了双手。


※　　　　　※　　　　　※

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新的革命，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但是自由派绝非笼统地反对政治罢工，如果这种罢工只是证明“气氛活跃”并且只是支持自由派的立宪改革口号的话，他们就不反对。我们的取消派，不论他们的愿望如何“善良”，客观上都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走卒，因为他们在革命高潮的两个历史关头的“表演”都是……反对革命罢工！！在1912年5月20日《涅瓦呼声报》第1号上，令人难忘和出类拔萃的弗·叶若夫曾反对用政治罢工使经济罢工“复杂化”以及用经济罢工使政治罢工“复杂化”，反对把两种罢工“有害地混在一起”（参看《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7号第4版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356—357页。——编者注］

 ）。

1912年11月，取消派的《光线报》也对罢工进行攻击。后来它企图把一些粗心的人“引入迷途”，就借口说社会民主党党团也反对过11月15日的罢工。不过，谁要是稍微思考一下事件的意义，就不难看穿《光线报》偷梁换柱的伎俩。

不错，社会民主党党团也好，彼得堡委员会也好，都曾经认为在11月15日举行罢工不适当。他们曾经警告不要在那一天举行那一次罢工。工人的报刊有义务报道这方面的消息。《光线报》和《真理报》都这样做了。

但是，《光线报》不仅做了这一点。

在11月15日事件发生以后（当时正是一向同孟什维克的关系最密切的维堡区罢工搞得最起劲的时候），在运动已经发展为游行示威以后，英明绝顶的《光线报》一再发表文章（11月17日的社论和这篇社论之后11月21日的小品文），叫嚣反对“危险地浪费力量”，并武断地说“由于经常举行罢工，人们将不再同情罢工了”，提出了“我们要另找别的办法”，“爆发〈！？！〉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的口号，并且大喊大叫反对“玩罢工游戏”。

取消派先生们，这就是你们的那一套“哲学”——彼得堡的工人们早就从《涅瓦呼声报》上和你们的“发起小组”成员的言论中领教过了，正是这套“哲学”激起了彼得堡工人对你们的正当的憎恨和蔑视。个别的罢工可能遭到失败或者时机不当。但是只有自由派和反革命分子才会把使将近百万的无产者行动起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一次运动说成是“玩罢工游戏”！

经常罢工是会使工人过分疲倦的。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应当号召举行时间比较短的罢工，举行更有准备的游行示威。但是11月15日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由于它是游行示威运动的一个新的前进步骤！

你们取消派不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你们对11月15日的意义作了十分明显的错误估计），反而象厚颜无耻的自由派一样，大谈什么革命宣言“缺乏政治常识”，你们是在重弹自由派政策的老调！

让工人们来判断吧，既然取消派在革命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出现和发展的时代鼓动人们反对革命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在合法的报刊上大肆诽谤秘密的宣言，那么他们关于同党“统一”的甜言蜜语还会有什么价值呢！！


※　　　　　※　　　　　※

其实，取消派攻击罢工，是有更深刻的原因的。取消派是自由派的奴仆。而顽强的革命罢工已经确实使自由派感到很不自在。“进步党人”厂主开始愤愤不平，甚至暴跳如雷。米留可夫之流开始担心他们同罗将柯结成的“联盟”能不能平安无事。

取消派的政策是让工人们服从自由派。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是把工人提高为农民的领导者。取消派先生们，这个问题不能公开地谈，但是一切想成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人都应当想到这个问题，谈论这个问题。

在自由的立宪的欧洲，政治罢工暂时（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还只是服务于争取个别改革的斗争。奴隶制的、亚细亚式的沙皇俄国正面临着一场即将掀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那里，政治罢工是一种推动、激励、唤醒和发动农民和农民军队中的优秀分子参加革命斗争的唯一重要的手段！值得俄国庆幸的是，除了单枪匹马的民粹派英雄再没有人“到民间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孤军奋战的恐怖分子能够谈论用恐怖手段来“唤醒”人民的时代快要过去了。俄国已经度过这些可悲的时代前进了。在1905年，革命的无产阶级已经给自己找到了另一条“到民间去的道路”，另一种吸引群众参加运动的手段。

这种手段，就是革命罢工——顽强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国家的一端到另一端此起彼伏，反复不断的罢工，是通过争取改善经济条件的斗争唤醒落后的人们走向新生活的罢工，是痛斥和抨击沙皇政府一切明显的暴力、专横和罪恶行为的罢工，是在两个首都的街头挥舞红旗，向人群、向人民群众发表革命演说和提出革命口号的罢工和游行示威。

人为地制造这样的罢工是办不到的，但是当几十万人已经被卷进罢工浪潮的时候，想阻止罢工也是办不到的。

就让那位因为能坐在罗将柯“本人”身边的沙发椅上而感激涕零的自由派去向工人们这样说吧：“弟兄们！不要爆发，要另找办法，从事和平的工会运动，认真地作好准备以便建立一个欧洲式的公开政党，不要鼓动农民造反，不要把精力浪费在罢工上，否则‘我们’可不同情你们了！”

工人们是会评价这种言论的，是会识破这种言论的，即使这些言论是用《光线报》的任何一位撰稿人的“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伪装起来的。

工人将集中精力注意有意识地支持、加强、发展、巩固那种自发兴起的革命罢工，为农民和军队的起义作好准备。如果罢工使工人过分疲倦，那就应该交替地进行，让一些人休整，让经过休整的或“新锐的”力量投入斗争。应当举行时间比较短的罢工。有时应当用游行示威来代替罢工。可是最重要的是：让罢工、群众大会、游行示威不间断地进行；让全体农民和整个军队都知道工人的顽强斗争的情形；让农村，甚至最偏僻的农村都看到城市里不平静，看到“自己人”已经行动起来，正在进行殊死的斗争，争取美好的生活和较高的工资，制止当局专横暴戾的行为，要求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推翻沙皇的地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应该做到使工人的革命罢工成为集中农村中潜伏的愤恨和勉强克制着的不满以及兵营中的怒火的焦点。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这项工作，将来一定会有这么一天，无产阶级同农民和军队一起打倒地主，用人民起义推翻沙皇君主制。

附言：《光线报》还在进步：在直言不讳的弗·阿·（第56号）之后，又来了个外交家费·唐·（第65号）。尽管玩弄了“外交手腕”，费·唐·的言论的主旨还是一样：反对革命罢工！这是一位纯粹的自由派分子，他根本没有想到罢工正在唤醒农民，引导他们起义，促进群众中的革命鼓动工作，唤醒军队，也没有想到应当从罢工（因为它使工人过分疲倦）转到街头游行示威等等。

费·唐·所谓“争取组织权的斗争”是“迫切的任务”（这是在特列先科夫时“提到日程上来的”立宪改革！）这样的自由主义庸俗词句，是《光线报》反对革命罢工的斗争的唯一的辩护词。太少了，取消派先生们！





	载于1913年1月12日（2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81—287页















[212]在彼得堡省工人选民团初选人代表大会将于1912年10月5日（18日）召开以选举第四届杜马复选人的前夕，当局的县选举委员会于10月4日（17日）就21家企业（参加选举的工厂共44个）提出所谓“说明”，宣布这些企业的初选人的选举无效。这激起了彼得堡工人的愤怒。在10月5日（18日）这一天，普梯洛夫工厂率先举行政治罢工以示抗议，其它许多工厂也相继参加了这场斗争。这次罢工波及到彼得堡所有各区，同时工人还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



慑于工人群众的压力，10月8日（21日）省选举委员会撤销了县选举委员会的“说明”，但同时也宣布10月5日（18日）的复选人选举无效。——301。



[213]指1913年1月12日（2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0号登载的里加通讯和莫斯科通讯。1912年11月11日（24日）里加工人举行了游行示威，抗议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军事法庭对“约翰·兹拉托乌斯特号”装甲舰一批水兵的死刑判决，抗议监狱虐待政治犯和巴尔干战争的爆发。这次游行示威有1500多名工人参加，而且得到了市民的支持。11月12日（25日），里加许多大工厂开始举行政治罢工。与此同时，莫斯科许多工厂的工人也于11月8日（21日）举行了罢工，并试图组织游行示威，但被警察驱散了。——303。









《列宁全集》第22卷


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

（1913年1月12日〔25日〕）

波兰社会民主党现在的分裂，是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的冲突的结果。早在190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214]上，以总执行委员会为一方同以华沙组织和栋布罗瓦区组织为另一方之间就有了十分尖锐的矛盾，以至代表大会否决了对总执行委员会表示信任的提案。冲突是组织问题上的冲突，然而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地方组织要求能够影响党的政治立场，坚持必须让各级组织广泛地讨论党的一切措施。

总执行委员会还是掌握在那些人手里。以不无名气的梯什卡为首的总执行委员会多数派，乘党被削弱、革命遭到挫折和反革命势力猖獗之机，拒不改变自己的策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梯什卡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名义独断专行，玩弄权术，根本不顾是否符合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意志。在党的政策方面，开始出现一个毫无原则的和动摇不定的时期，例如工会问题，对待波兰社会党的态度，波兰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策略，在这些问题上都是如此。总执行委员会不允许那些揭露总执行委员会政策中的矛盾、要求执行彻底的原则路线的同志说话，不允许在报刊上展开讨论，更糟糕的是，总是答应说“最近”就要举行讨论，到时候会把同志们对这一策略的抗议书一并刊印出来的。总执行委员会中反对梯什卡的人，一些全党知名的老工作人员，都一个个地被排挤掉了。有一位早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拒绝参加改选，宣布不能同梯什卡共事；另一位在1909年被排挤出去；还有一位在1911年拒绝参加总执行委员会。[215]

但是，随着运动的高涨和气氛的活跃，自1911年初起地方上也开始出现不满情绪。为首“造反”的是华沙组织，这个组织最重要，最有力量，而更主要的是，它革命态度最坚定，从1905年到今天一直是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左翼。

总执行委员会当然焦急不安起来，下决心加以“制止”。1911年12月华沙区际代表会议[216]是进攻的信号。这个代表会议竟敢于要求在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上要有一个比较有力量的“边疆区”代表团，也就是说，要以此（真是胆大妄为）削弱总执行委员会在代表会议上的影响。不过这还不算什么，罗兹代表会议[217]也通过了这样的决议。华沙组织的做法更不能容忍：它表明，它这样要求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政治目的的。它通过了几项使梯什卡感到不快的政治决议，其中还对总执行委员会不向它报告自己的工作表示不满，要求总执行委员会向党交代自己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活动，不得对波兰工人隐瞒“俄国”政策等等。

于是一场公开的斗争展开了。梯什卡散发了许多“通报”和“解释”。他“解释”说：（1）华沙组织践踏了党章，搞分裂；（2）其决议是抵制主义、召回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表现；（3）它同总执行委员会没有任何思想分歧，也就是说，分裂毫无政治基础；（4）华沙组织并不存在，代表会议是一个空架子，因此不论现在和过去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分裂；（5）华沙组织连一张小报都不能独立出版，一切报刊工作都让总执行委员会去做；华沙组织非法地掌握了自己的搞分裂的技术设备和出版自己的小报。他本人还不厌其详地形容了华沙两位“爱闹摩擦的知识分子”，说他们制造了分裂，而又从来不在组织中工作。

最后，梯什卡看到华沙组织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决定采取……“果断的”措施。他决定召开一个是空架子的代表会议，不准许反对派即在边疆区工作的大多数同志出席这次代表会议。为此，华沙组织这个最有力量的组织被梯什卡宣布……“解散”，由梯什卡的两三个代理人另行组成一个分裂主义的“华沙组织”。

但是，最可恶的是梯什卡“解散”华沙组织的所谓“理由”。梯什卡宣称，这个不听他话的组织无非是警察局搞奸细活动的工具。任何一个哪怕是非常小的、能够证明这一点的重要事实，梯什卡直到现在也没有举出来过。任何一个哪怕只是有点嫌疑的人的名字，他也没有公布过。而且为了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梯什卡在给国际局的声明中怯生生地写道，在华沙，就象在任何一个在目前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组织中一样，很有可能潜伏着奸细。

但是，梯什卡认为，“解散”华沙组织，甚至宣布它已经不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有好处的。读者可以看出，这已经不是派别斗争，简直是某种犯罪行为了。

不难理解，梯什卡做过了头，因此人们对他更加义愤填膺。梯什卡亲自指定的调查奸细行为的委员会也反对他。梯什卡的回答是开除了三位有多年党龄并深得党员信任的波兰社会民主党活动家。44位老工作人员发表了极强烈的抗议书，反对“总执行委员会”这种有辱一切革命家的行动。不论在边疆区或国外，到处都要求追究“总执行委员会”的责任。当然，华沙组织并没有为了迎合梯什卡而解放，而是继续进行自己在目前条件下极为困难的工作。在华沙工人选民团的选举中取得辉煌成绩的正是这个“反对派”。在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取得了压倒其他一切政党的绝对多数。在34名社会民主党初选人中，拥护反对派的有31人，动摇分子2人，拥护梯什卡的只有1人。可是在总执行委员会及其拥护者进行“工作”的外省，选举运动到处都遭到了失败。

应该相信，梯什卡的行为引起的不体面的小小的内讧，很快就会过去，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会明确地显露出来。波兰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希望在组织上同俄国同志有更密切的联系的愿望，同样会更具体地表现出来。梯什卡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行为使总执行委员会完全脱离了全党的生活，使它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没有一个同盟者，双方（取消派和反取消派）都同样地对梯什卡及其“总执行委员会”的奇怪的毫无思想性的“策略”感到莫名其妙。

波兰社会民主党现在正经历着困难的时刻。但是结局已经显示出来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中的一切健康因素正在团结起来。波兰社会民主党成为具有自己的原则和策略的、护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组织，而不是毫无原则的阴谋家手中的玩物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关于波兰社会民主党分裂情形的报告作一点补充，谈谈谴责“奸细行为”这件事的进一步演变情况。关于这件事，我们得到的消息说：

罗莎·卢森堡（代表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党国际局委员）给社会党国际局写了一个文件，说华沙委员会是保安机关控制的分裂分子组成的，并且说不要把这件事公布出去！

而就在这个时候，梯什卡本人在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刊物上把这些无耻谰言公布出来了！！

列宁在收到社会党国际局书记胡斯曼寄来的梯什卡的文件的副本之后，当然就给胡斯曼写了回信，指出：这是“极其奸险的”报复行为，前中央委员马列茨基和加涅茨基是党内大家都了解的人；梯什卡亲自指定的调查委员会没有找到任何奸细行为的事实；公布在政治上的对手中间有人当奸细，却又不指出名字，这是最卑鄙无耻的做法 
［注：见本卷第47—48页。——编者注］

 。

总执行委员会的回答是破口大骂。

巴塞尔代表大会召开了[218]。华沙委员会的代表团得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体代表，包括取消派分子、拉脱维亚人、前进派分子、崩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的一致承认！

在华沙的选举中，有两个拥护华沙委员会、反对梯什卡之流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复选人当选了。

现在大家已经看清梯什卡的这个平行组织是个空架子。采取诚实的办法，收回对奸细行为的谴责，梯什卡及其总执行委员会是办不到的。

但是，我们的酷爱“统一”的取消派和他们的组织委员会却比所有其他的人做得更妙。正式参加八月代表会议的《光线报》，两次报道了梯什卡的可耻的谎话！！[219]

第一次干这种事的是一位只署了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的先生。第二次是奥古斯托夫斯基先生。

多么勇敢的人啊！他们躲在总执行委员会的背后，散布无耻谰言。他们说：这一切同我们毫无关系，我们用不着负责，我们不是在散布无耻谰言，我们“只是”把那个用总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印发文件（无耻谰言）的事实告诉人们！！

马尔托夫、托洛茨基、李伯尔、拉脱维亚人之流，躲在梯什卡的背后，在不能把文件刊登出来的合法刊物上匿名散布梯什卡的无耻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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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08年12月5—13日在普拉加举行。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华沙区、罗兹区、栋布罗瓦区、琴斯托霍夫区和比亚韦斯托克区党组织的代表。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总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国和波兰的政治形势；党的策略和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马中的活动；工会和合作社运动；对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波兰社会党—“革命派”的态度；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立场；党的土地纲领和民族纲领等。



大会就总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华沙区代表批评了总执行委员会的组织政策。他们指出，总执行委员会脱离地方组织，限制批评自由，没有充分吸收党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的实际领导工作，并犯有其他许多严重的错误。栋布罗瓦区和罗兹区党组织代表支持华沙区代表的发言。辩论结果，总执行委员会的拥护者们所提出的对总执行委员会表示信任的决议案没有得到通过所必需的票数，大会只通过了转入下一议题的决议。



代表大会谴责了取消派和召回派倾向，提出了巩固和扩大党的秘密组织、为工人阶级组织的利益而利用一切合法机会的任务。——[309]。



[215]这里说的先后离开的三位总执行委员会成员是亚·马列茨基、雅·加涅茨基和弗·L．列德尔。——[310]。



[216]华沙区际代表会议是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组织于1911年12月10日召开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指出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的错误，要求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或者至少召开一次扩大的代表会议，把华沙组织的代表名额从1人增至3人。代表会议谴责了总执行委员会机关报《红旗报》的机会主义方针，决定出版华沙组织机关报《工人报》。新的华沙委员会选入了许多分裂派领导人。针对上述情况，总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对华沙组织的决议和通报。1912年3月1日它向华沙组织各区委发出通报，宣告解散华沙委员会。——[310]。



[217]罗兹代表会议是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罗兹组织于1911年12月17日召开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效法华沙组织，也提出召开扩大代表会议的要求。在关于该党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关系的决议中，罗兹代表会议要求总执行委员会考虑边疆区党组织的意见，立即讨论有关取消主义的问题。——[310]。



[218]指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见注148。——[313]。



[219]指1912年11月6日（19日）《光线报》第43号刊载的文章《华沙选举真相》署名：Г．A．）和1912年11月21日（12月4日）《光线报》第56号刊载的文章《亚格洛同志和社会民主党党团》（署名：坎·奥古斯托夫斯基）。——[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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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勒当选的意义

（1913年1月15日〔28日〕）

人们正在起劲地祝贺法兰西共和国的新总统。请看一看黑帮暴徒的《新时报》和自由派的《言语报》吧：他们在向彭加勒总统表示祝贺时，在表达自己的满意心情时，那种一条心的情形多么令人感动啊！

对西欧各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内状况问题的估计，十分清楚地揭示出我国黑帮分子和自由派的深刻的、内在的血缘关系。当这两种人都在祝贺法国大资产阶级和封建教权反动派的联盟选出的“全国的”总统彭加勒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明白，黑帮分子和自由派只是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方法的看法上有些分歧罢了。

但是，彭加勒当选的意义远比这些热心的“祝贺者”所想到的要大得多。觉悟的工人们在认真地考虑这次选举的意义时，注意到三点。

第一，彭加勒当选意味着法国面临的阶级斗争还要进一步加剧。彭加勒曾是激进党[220]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时期的总理。而他击败了激进党候选人庞斯，当选为总统，他是在封建教权反动派的帮助下当选的，是由右派联盟选出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在法国掌权的是最后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激进党。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同“反动派”的差别愈来愈小。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整个资产阶级，从激进的到反动的，勾结得愈来愈紧密，两者之间的界限在逐渐消失。在彭加勒当选这件事情上，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这种勾结是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化的确凿的标志。

第二，彭加勒的官运亨通是意味深长的，——这是把自己相继在政治上出卖给一切政党、在政治“之外”出卖给一切富豪的资产阶级投机分子的典型的飞黄腾达史。就职业说，彭加勒20岁当律师。26岁当办公厅主任，33岁当部长。各国的富豪和金融巨头很重视这类狡猾的野心家的政治关系。“杰出的”律师兼议员——狡猾的政客，这在“文明”国家中是同义语。

第三，在彭加勒竞选的时候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示威是值得注意的。投瓦扬的票就是一种纪念巴黎公社的表示。瓦扬勾起了人们对公社的深切的怀念。只要看一看发白如银的瓦扬在讲坛上出现的时候，巴黎的工人是怎样欢迎他的，就足以了解这一点了。

请看，就在1871年资产阶级法国为了镇压无产阶级起义而把祖国出卖给俾斯麦的那个凡尔赛，就在42年前总想让国王登基的法国黑帮地主狂吠乱嚎过的那个大厅里，工人阶级的代表们给一位巴黎公社的老活动家投了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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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指法国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



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是法国最老的资产阶级政党，成立于1901年6月，作为派别则形成于1869年。该党宗旨是一方面保卫议会制共和国免受教权派和保皇派反动势力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它基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党内大资产阶级影响加强了。该党的领袖曾多次出任法国政府总理。——[315]。







《列宁全集》第22卷


坦率

（1913年1月17日〔30日〕）

杜马关于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设置地方自治机关的法令草案在国务会议遭到否决一事，我们的报纸已经作了报道。尽管这个事实完全无足轻重，但却十分典型，对于它的意义还是应当再谈一谈。

将近50年来存在着的是一种保证封建地主（按俄国的说法，就是农奴主地主）占绝对优势的贵族地方自治机关。仅仅在某些省里，如在几乎没有贵族地产的维亚特卡省，地方自治机关才有较多的农民性质；然而正是在这里，有更加名目繁多的官僚禁令、障碍、限制、解释把地方自治机关团团围住。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为了设置这样一个看来不足为害的、打了折扣的地方自治机关，也已经奋斗了50多年了。

可是黑帮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第三届杜马关于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设置地方自治机关的决定，被国务会议否决了。这件“小事”多么清楚地说明了我国“革新”制度的实质！给我们上了多么生动的一课，说明政治是有阶级根源的！

在国务会议里，反对设置地方自治机关的人所持的理由很坦率：要知道那里没有贵族。国务会议的报告人斯季申斯基先生感叹地说：全省“私有”地产总共才有2660俄亩。

总之，如果没有贵族地主，“人民”就连修道路、办医院的资格也没有。而既然没有地主，那就应当直接地或间接地安插些地主。

从哪里抽人来安插呢？从地主绰绰有余的俄国中部地区。黑土带中部地区的地主，那里农奴制遗留的痕迹最鲜明，保留的“徭役制”（工役经济制度）的成分最多，类似库尔斯克省的死硬派在独家统治、主宰和管理着的地方的地主，——在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上可以依靠的正是这些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务会议对阿尔汉格尔斯克设置地方自治机关问题的态度，是说明我国国家制度的极有教益、极为生动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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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里安内阁

（1913年1月18日〔31日〕）

曾经做过超革命者和“总罢工”倡导人的臭名昭著的叛徒白里安，现在又当上了法国的内阁首脑。他也跟英国的约翰·白恩士一样，背叛了工人阶级，卖身投靠了资产阶级。

他的新内阁成员是值得令人玩味的。在内阁中主宰一切的是三个人：若纳尔——艾蒂安——博丹。这是一些什么人物呢？

请看一看自由派的报纸，例如《言语报》第11号吧。那上面十分详细地叙述了部长们的学历和从政的经历。那上面有的是恬不知耻的吹捧和费尽心机的巴结：若纳尔是爱德华国王的朋友！博丹是巴黎公社活动家的侄子！

“口口声声只讲若米尼、若米尼，白酒的事情却只字不提。”[221]对问题的本质，《言语报》保持沉默。而问题的本质是很简单的：这三个人是一伙老奸巨猾的恬不知耻的金融投机分子和骗子。艾蒂安参加过从巴拿马事件[222]开始的千千万万件肮脏的勾当。他是在类似我国的巴什基尔地区的殖民地搞金融投机活动的人……若纳尔参加过争夺开采温扎山（非洲）富铁矿的承租权的同样“相当干净的”勾当。他有几位亲戚是几家最大的股份公司的董事。博丹是造船厂资本家、承包商和厂主的管事人。海军部的职位对他正合适……承包海军的工程和物资供应更近便！

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政府是资本家阶级的管事人[223]，法国的情形最明显不过地证实了这句话。而法国伟大的进步就在于工人阶级剥掉了一切伪装，使模糊的东西清楚起来，“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戴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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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口口声声只讲若米尼、若米尼，白酒的事情却只字不提”出自俄国诗人杰·瓦·达维多夫的诙谐短诗《老骠骑兵之歌》。诗句讽刺年轻的骠骑兵总把军事理论家昂·若米尼挂在嘴边，而对他们自己的放荡生活则加以掩盖。——[319]。



[222]巴拿马案件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一个大的贪污贿赂案。1879年法国为开凿穿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而成立了巴拿马运河公司，由苏伊士运河建筑师斐·莱塞普斯任董事长。1881年工程开工，由于管理不善和贪污舞弊，公司发生资金困难。公司负责人乃向政府和有关人员行贿，以进行股票投机。1888年公司破产，几十万股票持有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1893年议会大选前，这一贿赂事件被揭露，受贿者有总理、部长、议员等多人，结果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潮。为掩盖真相，法国政府匆忙宣告被控的官员和议员无罪，只有一些次要人物被判罪。1894年该公司改组；1903年公司把运河开凿权卖给了美国。后来“巴拿马案件”一词就成了官商勾结进行诈骗的代名词。——[319]。



[223]指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下述论点：“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8页）——[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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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教导人们

（1913年1月19日〔2月1日〕）

谁真心诚意地关心我国解放运动的成败，谁就不能不首先关心我国的工人运动。革命高涨时期就象反革命猖獗时期一样，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工人阶级走在所有解放力量的最前头，因此工人运动的成败是同俄国整个社会运动的成败息息相关的。

请看表明最近八年来工人罢工运动情况的曲线！再画上一条表明这几年俄国整个解放运动的高涨和低落情况的曲线。这两条曲线完全吻合。整个解放运动同工人运动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请仔细看一看1905年以来的俄国罢工运动的统计材料。






	年份
	罢工次数
	参加人数（单位千）



	1905
	13995
	2863



	1906
	6114
	1108



	1907
	3573
	740



	1908
	892
	176



	1909
	340
	64



	1910
	222
	47



	1911
	466
	105



	1912年约有近150万人（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







难道上列统计材料还不能最清楚地说明，俄国工人的罢工运动是俄国整个全民解放斗争的最好的气压表吗？

在革命最高涨时期（1905年），罢工人数将近300万人。在1906和1907两年，运动逐渐低落，但是还保持着很高的水平，罢工人数平均有100万人。后来，运动开始急速下降，一落再落，一直到1910年。1911年是转变的一年。曲线开始上升了，虽然还不很显著。1912年是新的大高涨的一年，曲线扶摇直上，达到了1906年的水平，并且大有达到以300万人的数字打破了世界纪录的那一年的趋势。

新的时期开始了。对于这一点现在不应该有任何怀疑。1913年的开头就是最好的证明。工人群众已经从提出个别的局部的问题进而提出总的问题。最广大的群众的注意力现在已经不是仅仅集中在我们俄国生活中的个别的混乱现象上了。现在提出的是关于所有这些混乱现象的总和的问题，所谈的不是一项项零星的改革，而是总的改革。

生活在教导人们。现实斗争最完满地解答了那些不久以前还在争论不休的问题。现在，在1912年之后，请至少回顾一下我们关于“请愿运动”和“结社自由”的口号的争论吧。实际经验说明了什么呢？

征集哪怕只是几万名工人在十分温和的请愿书上签名，都没有能够办到。可是光是政治罢工就有100万人参加，这却是事实。有人说，不要超出“结社自由”的口号，不然群众就会不理解我们，就会动员不起来，这些话原来是一些脱离实际生活的人的空洞无聊的议论。而生气勃勃的、实实在在的数百万群众却正是被涉及面最广的、一点没有打过折扣的老口号动员起来了。只有这些口号才激起了群众的热情。现在事实令人十分信服地说明了：究竟谁真正同群众在一起，谁失去了群众，在和群众对着干。

群众自己朝气蓬勃的、强大的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把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杜撰出来的方案一扫而光，正在奔腾向前。

这就是我们眼前发生的这场规模壮阔的运动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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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派

（1913年1月19日〔2月1日〕）

坦先生在《言语报》新年号的《杂谈会》中谈到了一个工人应当特别注意的重要问题。这就是新民主派的发展问题。


　　坦先生写道：“大约一年以来或者说一年多来，生活的河道又开始改变并渐渐看不清了。低落的河水开始上涨了，天知道是从哪儿来的水，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还是从遥远的源头流下来的。三年来，一切都是寂静的和空荡荡的。现在出现了人群，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从各个角落和穷乡僻壤钻了出来…………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从下面来的农民出身的人。他们数不胜数。他们占据了生活的中间领域，甚至还要侵占上层领域，尤其是在外省。这是一些技术人员、统计人员、农艺师、教师以及地方自治机关的各种职员。他们彼此都很相似：面色苍白、骨架粗大、外表笨拙；他们反应不敏捷，却象猫儿一样耐活……生活显然又跨上了一级台阶，因为我们平民知识分子同他们比起来，就象当年贵族同我们相比一样。”





　　说得恰如其分，很正确，不过不应当忘记，不论旧平民知识分子或“农民出身的”新平民知识分子即民主派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与贵族－农奴主不同的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有各种不同的阶层，这些阶层各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机遇。上层资产阶级和富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律师、教授、记者和杜马代表等等，几乎总是本能地倾向于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结成联盟。这个资产阶级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相反，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民出身的”新知识分子却同无权的、被践踏的、愚昧的、挨饿的农民群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出于自己的一切生活条件，同任何普利什凯维奇主义以及它缔结的任何联盟都是不共戴天的。

这个人数更多、更接近千百万人的生活的新民主派，正在迅速地学习，巩固，发展起来。新民主派中的大部分人都具有模糊的反对派情绪，他们把自由主义糟粕当作精神食粮。觉悟的工人现在肩负的伟大而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这个民主派克服自由主义偏见的影响。只有克服这种偏见，抛弃贫乏的自由主义幻想，同自由派决裂，同工人携起手来，俄国的新民主派才能为自由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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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粹主义

（1913年1月20日和22日〔2月2日和4日〕）

阿·瓦·彼·先生在《俄国财富》杂志第12期上写了一篇谈论“当前”问题的“指导性”文章，题目是：《人民社会主义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这篇文章本身极不严肃，言之无物。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在自命严肃的民粹主义杂志的所谓“指导性”文章中，有这样空洞无聊的文字堆砌，这样放肆的拐弯抹角的空论，这样拼凑起来的（折中主义的）观点的大杂烩了。

但是这篇文章是有其特点的，那就是它接触到一个目前人人都注意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民粹主义解体的问题。民粹主义是俄国农民民主派的思想体系（观念体系）。因此，任何一个觉悟工人都应当密切注意这一思想体系的演变。


一

民粹主义由来已久。人们公认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民粹主义的创始人。70年代革命者提出“到民间去”（到农民中去），那时候颇有影响的民粹主义盛极一时。19世纪80年代，瓦·沃·（沃龙佐夫）和尼古拉·—逊最完整地制定了民粹派的经济理论。20世纪初，社会革命党人最周全地表述左派民粹派的观点。

1905年的革命通过各阶级的群众性的公开行动展示了俄国的各种社会力量，也对民粹主义进行了一次总的检验，确定了它的地位。农民民主主义——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唯一的实际内容和社会意义。

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而不得不追求的，不是消灭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特权，而是要在农奴主和资本家之间瓜分这些特权。与此相反，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农民不得不追求的，是消灭所有这些特权。

民粹派关于“社会主义”、关于“土地社会化”、关于平均制等等的议论，都不过是掩盖农民追求政治上的完全平等以及彻底消灭农奴主土地占有制这一事实的空话。

1905年的革命彻底揭示了民粹主义的这种社会实质和它的这种阶级本质。群众运动，不论是以1905年的农民协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还是以1905年和1906年各个地方的农民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或者是通过头两届杜马的选举形式（成立“劳动”团）表现出来的，都是向我们表明千百万农民行动起来了这一伟大的社会事实。这些事实象打扫尘土似地把貌似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空话一扫而光，揭示出民粹主义的核心，即拥有巨大的尚未耗尽的后备力量的农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谁要是没有从新的现代俄国的伟大时代的经验中学会识别什么是民粹主义的实际内容和什么是它的辞藻的外壳，谁就是不可救药的人，就是不该受到重视的人，谁就只可能是玩弄辞藻的撰稿人（象《俄国财富》杂志的阿·瓦·彼·那样），而不可能是政治家。

我们在下一节就来仔细研究民粹主义的解体和这位撰稿人。


二

1905年的经验之所以特别重要，正是因为它强迫人们根据群众运动检验了民粹派的理论。这一次检验立即引起了民粹主义的瓦解和民粹派理论的破产。

早在1905年12月的社会革命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人民社会党人”就开始同社会革命党人分裂，到1906年秋天便最终同社会革命党人分道扬镳了。

这些“人民社会党人”比我们的取消派先走了一步。正是他们唱出了“公开的党”的调子，正是他们取消了彻底的民主派的口号并发表了叛徒言论（例如，彼舍霍诺夫先生在1906年《俄国财富》杂志第8期上的文章）。这是一些农民立宪民主党人；第二届杜马（民粹派，甚至社会革命党人都没有抵制它）证明，大部分农民代表追随《俄国财富》杂志的机会主义者，小部分代表追随社会革命党人。第二届杜马完全证实了早从“自由日子”[224]（1905年秋天和1906年春天）的民粹派报纸中就可以看出来的事实：社会革命党人无非是农民民主派的左翼，离开这个左翼他们就等于零。

民粹主义的解体日益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在反革命猖獗时期，这一解体过程进行得很快，左派民粹派[225]把他们的人从杜马的劳动派中“召回了”。旧的党实际上已经取消，新的党还没有建立起来。叛变风（直到出现罗普申的可耻著作《一匹瘦弱的马》和《未曾有过的东西》的地步）甚至在“左派”民粹派中间也盛行起来了。他们中间有一部分（“创举派”[226]）放弃了抵制。一部分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尼·苏汉诺夫，尽管他还有一大堆糊涂思想）。一部分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整个说来，他们的瓦解情形要比社会民主党厉害得多，因为他们虽然有几个正式的中心，但是没有一条明确的、坚定的、能够同颓废主义斗争的原则路线。

阿·瓦·彼·先生给我们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思想上的颓废主义的范例。民粹派曾经有过自己的理论。现在只剩下一些胡乱抓来七拼八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意见”了。八面玲珑的资产阶级小报的任何一个无原则的小品文作者都会在阿·瓦·彼·先生的维护“人民”社会主义的文章上签名，而不必冒任何风险，受任何约束，不必信奉任何东西。这是因为“人民”社会主义是一套毫无内容的空话，只是用来回避关于在世界各地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是哪一个阶级或社会阶层这样的问题。

只要从阿·瓦·彼·先生的空谈中举出两个小例子就够了。


　　他写道：“……原来，掌握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的政党，实际上也准备依靠其他阶层——‘半无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阶层，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难道这种反驳不是只配由一个中学四年级的学生提出来吗！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政党里既有半无产者，也有资产者……这意味着什么呢？照阿·瓦·彼·先生的结论，这意味着可以不顾这样的事实：全世界只有无产阶级（1）才进行反对资本家阶级的一贯的斗争；（2）才是社会民主党的群众支柱。第二个例子：


　　机灵的阿·瓦·彼·先生写道：“就以大学生为例，要知道他们是最地道的资产阶级，可是他们中间的社会主义者，我不知道现在怎样，但在不久前几乎占了一大半。”



　　难道这种说法不是举世无双的吗？难道这种论据不是只配由一个天真的社会革命党人女中学生提出来吗？在1905—1907年之后居然还看不到几千万农民和几百万工人在一切政治行动的舞台上彼此划清了界限的情况，反而认为俄国自由派和民主派的青年学生同情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个事实具有重大意义（当作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论据！）！阿·瓦·彼·先生，请你听着，……也要有个限度……觉悟的工人应当采取直截了当的、明确的政策对待民粹派。要无情地嘲笑貌似社会主义的词句，不许他们用这类词句把彻底民主主义这个唯一重要的问题掩盖起来。

什么“人民”社会主义、平均制、土地社会化、合作制、劳动原则？这些东西简直不值一驳。实际生活和革命早已把这些东西从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的领域中清除出去了。你们不过是想用这些空话把关于民主主义的重要问题掩盖起来罢了。你们应当明确地、直截了当地回答：你们是不是忠于彻底的民主派的口号？你们是不是愿意、是不是能够在确定的社会阶层的群众中进行经常性的工作来实现这些口号？如果是，那么在反对民主的一切敌人时，工人民主派就是你们的同盟者和朋友。如果不是，那就请你们滚开，你们不过是空谈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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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自由日子”是俄国革命者对沙皇尼古拉二世1905年颁布10月17日宣言以后的一个短暂时期的讽刺性称呼。——[328]。



[225]左派民粹派即社会革命党人。见注3。——[328]。



[226]“创举派”是指以《创举》杂志为中心的一批社会革命党人。



《创举》杂志（《Почин》）是民粹主义取消派刊物，由一群社会革命党人主办。仅于1912年6月在巴黎出了一期。——[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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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社会民主党人

（1913年1月22日〔2月4日〕）

现在我们把彼得堡《光线报》最近一号（1913年1月19日，第15号，总第101号）的社论全文转载如下：



工人群众和地下组织

“五金工人工会又被拒绝登记。尽管工人们愿意作各种让步，当局还是一口咬定全部条款都不能接受。真的象有个时期报纸报道的那样，是厂主协会坚持不让五金工人成立新的工会呢？还是当局本身决定不许这样的工会存在，——这都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彼得堡这一部分最先进的、文化水平最高的工人连根据社团暂行条例应该享有的一点最起码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为了争取现在被当局一笔勾销的这一点点权利，曾经花费了多少力量，牺牲了多少生命！

最奇怪不过的是广大工人群众对于权利被剥夺一事毫无反应。最近在合法组织横遭迫害的影响下，一部分工人重又喜欢起‘地下组织’甚至愈来愈喜欢了。我们对于这个我们认为令人痛心的事实决没有熟视无睹。但是我们没有崇拜自发性的习惯，我们正尽力认清这一事实的意义。

目前关于‘地下组织’的议论，在很大程度上使人想起了旧时的、现在看来完全被人忘掉了的关于恐怖手段的争论。当时有许多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用，也曾‘崇拜过’恐怖手段。他们说，好在有一些英雄，我们好歹可以跟在他们后面慢慢走。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懒得考虑，懒得寻找新的途径，我们在等待地下组织为我们作出决定，那时我们将在别人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行动。成功了固然很好，失败了我们也可以把过错推到别人身上。

我们并不否认，这样一种心理在我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中是有其根源的，可以说是由于为公开的运动作出了惨重的牺牲而产生的。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心理，一种下意识地想一旦失败就‘推说不在场’的心理，促使工人群众的某些阶层复活对地下组织的推崇。我们说推崇地下组织，而不是说逃到地下组织中去，因为实际上地下组织往往只有少数几个人（群众在地下组织中无事可做），就是这几个不对任何人负责的人在指挥群众性的行动。

可是有人说，一切‘合法机会’都已用尽，结果我们的合法组织几乎全部被消灭。正是一切机会都已用尽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其实，有一个主要机会还利用得很差，而不利用这个机会，工人阶级要想取得任何胜利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曾经说过，应当有计划地发动群众捍卫自己的组织。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既缺乏计划性，发动的群众也不够多。有几千人在结社自由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这同几十万个工厂工人比起来是太少了。我们的工会、教育团体以及其他各种团体，只有几十个会员，很少有几百个会员的，如果跟同一行业、同一住宅区等等的大量工人比起来，简直是沧海一粟。而实际上真正关心工会并且在其中工作的人还要少些。

如果推举一部分优秀的工人知识分子担任合法组织中最危险的职务，那么一旦这些先进战士被抓走，群众就很有可能垂头丧气，马上会不干工作。这正是目前工人运动软弱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一方面，还需要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不懈地进行无穷无尽的工作。”








很难想象，有哪一份阐述我国社会民主党迫切的一些难题的文件比这篇文章更全面、更确切、更有说服力的了。《光线报》第101号的这篇社论，给整整100号的《光线报》以及取消派分子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唐恩、弗·叶若夫、列维茨基、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马尔丁诺夫等人5年来的全部宣传，作了一个非常正确的总结。

要想详细地评论这篇社论，就得写上一本书，把各派马克思主义者在1909—1912年的报刊上反对取消派的言论重复一遍。

我们现在只谈几点。工人群众重又喜欢起地下组织并且愈来愈喜欢了，他们复活对地下组织的推崇。如果认为这个事实是令人痛心的，那他就是自由派，而不是社会民主派，就是反革命派，而不是民主派。把地下组织同恐怖手段相提并论，就是对革命的群众工作进行闻所未闻的嘲弄。只有地下组织才能提出并解决在日益增长的革命中的各种问题，推进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并且正是通过这一工作来吸引群众。

过去和现在参加地下组织的总是最觉悟、最优秀、最受群众爱戴的先进工人。现在地下组织和群众的联系，可能是而且也确实是比过去更广泛、更密切了，这主要是由于群众的觉悟更高了，部分地也正是由于有了“合法机会”。关于公开的党的种种议论都是愚蠢的，卑鄙的议论。对我们的社会民主党的各支部说来，对各支部的群众工作说来，“合法机会”根本没有用尽，而且也不可能“用尽”。

难道《光线报》第101号的这篇社论没有震动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吗？难道在社会民主党内可以找到哪怕一个能够容忍这种说教的“流派”吗？

难道这篇总结性的社论对社会民主党的统一这个迫切的难题的解决不会有帮助吗？

取消派的外交家在《光线报》第101号上原形毕露了。他们的假面具被撕下了。现在，只有伪君子才会同《光线报》和《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取消派集团讲统一了。

有些社会民主党人出于各种原因，一直动摇不定，不肯明确地回答问题，态度暧昧地同《光线报》“妥协”，用“统一”的词句掩盖同《光线报》联合的行为。现在是他们最终停止动摇，直截了当地表明态度的时候了。

同《光线报》的统一是不可能的，统一起来反对《光线报》却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迫切需要的。这是因为现在谈的是“地下组织”的统一，是秘密的社会民主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是它在群众中的革命工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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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捷夫之流的圈子里

（1913年1月25日〔2月7日〕）

民族主义报刊以阿廖欣“事件”为由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天呀！奥地利人侮辱了俄国，他们平白无故地逮捕了一个俄国工程师，说他有间谍嫌疑，并对这个被捕者大肆凌辱！于是反对奥地利的“爱国主义”骚动闹个没完。

可是，现在真相已经大白——这一事件并没有什么奥妙，不过是司空见惯的老一套。阿廖欣先生成了奥地利警察局的“工作人员”魏斯曼的牺牲品；魏斯曼为了每月2000克郎（800卢布）而干着跟踪在奥地利的俄国间谍的勾当。

不懂德国话的——显然还是半开化的——这位俄国工程师，天真地上了这个领他去参观兵工厂的奸细的当。

《新时报》以及我国其他黑帮派和政府派的报纸，是竭力维护俄国的阿捷夫之流的。但是一旦知道阿捷夫原来是在替奥地利效劳的时候，这些心地善良的俄国同胞都“义愤”填膺了。

然而，问题还不仅如此，原来魏斯曼以前当过俄国的间谍和奸细。这个魏斯曼的往上爬的经历是很耐人寻味的。

他父亲是妓院老板。做儿子的经过这种环境的熏染，成了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俄国间谍，而且还监视俄国政治流亡者。1901—1905年，魏斯曼就这样给俄国警察局效劳——既当军事间谍，又是政治特务。

后来魏斯曼同俄国警察局闹翻了，就投效奥地利警察局了。

如此而已。

可怜的阿廖欣做了一个前俄国间谍的牺牲品。奥地利采用这种“阴险的手段”，俄国的奴才报纸怎么会不因此感到愤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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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

（1913年1月29日〔2月11日〕）

《言语报》对当前罢工问题的议论，很值得工人们注意。

这家自由派报纸引证了关于罢工运动的官方统计材料：






	年份
	罢工次数
	参加人数（单位千）



	1905
	13995
	2863



	1906
	6114
	1108



	1907
	3573
	740



	1908
	892
	176



	1909
	340
	64



	1910
	222
	47



	1911
	466
	105



	1912
	1918
	683







我们顺便指出，1912年的数字显然是被缩小了的，因为政治罢工参加者的统计数字总共才511000人，而实际上要比这大约多一倍。我们再提醒一点，就在1912年5月，《言语报》曾经否认我们工人运动的政治性质，并且断言整个运动仅仅具有经济性质。不过，我们现在想谈的是问题的另一方面。

我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是怎样估计这一现象的呢？


　　《言语报》写道：“‘俄国公民’政治意识的〈为什么仅仅是意识的呢？？〉基本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在任何地方，工人阶级都是城市民主派中最活跃、最敏感的阶层……人民中最积极的阶层……要是在立宪条件下……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中……就不会在这样一个由于对外关系上的一些麻烦事现在显得非常重要的生产部门里丧失掉〈由于普梯洛夫工厂罢工〉几万个工作日。”（该报第19号）





　　这显然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我们”要帝国主义政策，要掠夺别国的领土。“我们”受到罢工的干扰。“我们”会由于“丧失掉”工作日而损失剩余价值。“我们”也要象欧洲那样“正常地”剥削工人。好极了，自由派先生们！你们的愿望是必然的，我们准备支持你们的意图……如果……如果这种意图不是凭空的、非现实的！

《言语报》接着说：“普鲁士的国家要人〈应当说是普鲁士地主〉让‘社会民主党合法化’并不是出于同情自由。如果改良进行得及时，那就会带来应有的效果。”

这就是我国资产阶级的完备的改良主义。资产阶级只是唉声叹气，它想说服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而不是得罪他们，想同他们讲和而不是排斥他们。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应当明白，“社会民主党合法化”这个口号，就其客观意义（即不管个别小集团的善良愿望如何）来说，是空虚贫乏、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我们只指出一点。俾斯麦的改良成功，就是因为他越出了改良主义的范围，大家都知道，他完成了一系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他从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个国家掠夺了50亿法郎，他可以给那些被大量黄金和空前未有的军事胜利弄得如醉如痴的人民以普选权和真正的法制。

自由派先生们，你们是不是认为，在俄国也有类似的可能呢？？可你们为什么甚至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设置地方自治机关（这算是“改良”吧！）的问题上，也宣称俄国的改良是毫无希望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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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开的党

（1913年1月30日〔2月12日〕）

《光线报》是很善于在知识分子中间“叫嚷”的，工人愈不爱读它，它就叫得愈厉害。现在，它正在卖力地，好象在做一件莫大的好事似地继续进行它的主张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的宣传。

在该报的新年社论里，我们又读到了那个老谎话，说什么在1912年，“俄国工人提出了争取结社自由的问题以及争取社会民主工党公开存在的问题作为自己当前的口号和战斗旗帜”。

凡是真正接触过1912年的群众性工人运动并且仔细考察过这一运动的政治面貌的人都非常清楚，《光线报》取消派是在撒谎。工人们作为当前的口号和战斗旗帜提出的是另外的东西。这一点，比如从5月的运动来看，是特别明显的，当时各个派别的先进工人（多数是社会民主党人，甚至还有少数民粹派参与）自己就提出了另外的口号，举起了另外的“战斗旗帜”。

《光线报》的知识分子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他们硬把自己的信心不足，自己的孤陋寡闻，自己的机会主义立场强加在工人头上。这种情形是我们早已见惯了的，一点都不新鲜！而在俄国，炮制类似的歪曲宣传的人很容易逃脱惩罚，因为这种歪曲宣传享有在一定的场合“公开”出现的特权。

但是《光线报》的谎话毕竟是谎话。而且谎话愈说愈荒唐，《光线报》接着竟说：


　　“1913年，作为工人群众政治动员的中心口号，将正是这一口号……”



　　换句话说，《光线报》的知识分子违反已经提出了另外的口号的工人群众的意志，要对工人群众的口号加以阉割，把它大打折扣！悉听尊便，不过，先生们，你们干的根本不是社会民主党的事业，而是自由派的事业。请读者回忆一下前不久《光线报》同《真理报》关于公开的党的争论吧。《真理报》问，为什么连立宪民主党人也没能建立公开的党呢？ 
［注：见本卷第237页。——编者注］

 费·唐·却在《光线报》上回答道：


　　“立宪民主党人承认了自己的愿望是空想”，因为他们的党章没有被批准；而取消派则进行了“顽强的有计划的工作，一个又一个地夺取阵地”。（见《光线报》第73号）



　　大家看：费·唐·对问题不作正面回答！就是立宪民主党人也进行了顽强的工作，他们也在合法刊物上以及许多合法团体中“夺取过阵地”。但是连立宪民主党人也没有一个公开的党。立宪民主党人为什么还在幻想和谈论公开的党呢？因为他们的党是反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同意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解，条件是对自由派作出某些小小的让步，包括对“和平的”公开的立宪民主党作一次小小的让步。

这就是在六三制度时期发表的关于公开的党的言论的客观意义，即不是善良愿望和美丽词句所能改变的意义。这些言论所表明的是：背弃彻底的民主派，鼓吹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解。

取消派鼓吹公开的党，他们所抱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企图和指望是什么，这些都不重要。这是主观上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地狱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重要的是，在六三制度时期，在自由派的政党也不能公开等等情况下鼓吹公开的工人政党，具有什么客观意义。

取消派关于公开的党的言论的客观意义就是，背弃民主派提出的全民的、基本的条件和要求。

因此，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都对取消派所鼓吹的那一套持否定态度，因为“公开的党”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直接涉及工人阶级政党存亡的问题。取消派鼓吹的那一套正是要从根本上破坏真正工人政党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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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结果

（1913年1月31日〔2月13日〕）

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自1911年以来对历史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这个估计概括地说就是：俄国历史中的反革命猖獗时期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以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轻部队”的觉醒（学生运动）、工人的进攻性经济运动特别是非经济运动等等为特点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经济萧条，反革命的悍然进攻，民主派的退却和涣散，“进步阵营”中“路标派的”、取消派的变节思想的泛滥，——这些就是第一阶段（1907—1911年）的特点。而第二阶段（1911—1912年）无论在经济、政治、思想方面，都具有相反的特点：工业繁荣，反革命不能用以前那样的力量或精力等等继续进攻，民主派的觉醒使路标主义、投降变节、取消主义的情绪不得不隐藏起来。

这就是正确评价1912年的选举运动时所必须注意到的总的背景情况。


一 “制造”选举

第四届杜马选举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政府有步骤地在这次选举中舞弊。我们不打算在这里给“制造选举”作总结，关于这一点，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所有报刊已经谈得够多的了；立宪民主党人在第四届杜马提出的详细质询也说明了这一点；等将来把大量的而且愈来愈多的材料收集起来，我们也许能写一篇专论来谈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要谈的只是制造选举的基本结果和这种“制造”的主要的政治意义。

动员僧侣去对付自由派地主和十月党地主，变本加厉地进行迫害和肆无忌惮地破坏法律去对付城乡资产阶级民主派，试图用同样的手段从社会民主党那里夺走工人选民团，——这些就是制造1912年选举的基本手法。整个这一政策很象波拿巴主义的政策，其目的是要在杜马中形成一个右派－民族党人的多数。大家知道，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但是，我们下面就会看到，政府毕竟还是在我国的议会（请原谅我的用词）中“维持住了”以前的、第三届杜马那样的状况：在第四届杜马中仍旧有两个多数，一个是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一个是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

1907年的六三选举法“建立”的是以农奴主－地主同资产阶级上层的联盟为基础的国家管理（并且不仅仅是管理）制度，而且前一种社会成分在这个联盟中保有很大优势，而这两种成分支撑的实际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旧政权。这个由农奴制等等的几世纪历史造成的政权，其特性过去如何、现在怎样，对于这一点，我们就不必谈了。不管怎么说，1905年的变动、旧事物的崩溃、群众和一些阶级的公开的强大行动，毕竟迫使这个政权谋求同这种或那种社会力量结成联盟。

1905—1906年指望过“乡巴佬”、庄稼汉（布里根选举法和维特选举法），这种指望现在已经破灭了。六三体制“把赌注押在强者身上”，即押在地主和资产阶级大亨身上。现在，第三届杜马总共大约5年的经历，已经开始连这个“赌注”也输掉了！再没有比1907—1912年间的十月党人更会拍马的了，可是就连十月党人也“没有拍上”。甚至就本性来说同他们有着血缘关系的旧政权（所谓“官僚制度”），同他们也不能和睦共处。资产阶级在农村中的政策（11月9日的法令[227]）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措施，还是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掌握之下，因此结果非常可悲。普利什凯维奇主义虽然用新的土地政策和新的一套代表机构来改头换面、装饰一新，但它仍继续压制着一切，阻碍着发展。

六三体制出现了裂痕。在没有坚强的、牢固的、受过考验的完整的社会支柱的时候，在不得不在各种不同的成分中间随机应变的时候，“制造”选举是不可避免的，正象波拿巴主义的手法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样。如果民主阶级力量薄弱，或者被一些暂时的原因大大削弱了，这些手法就可能在许多年中获得“成效”。但是，就连19世纪60年代俾斯麦或拿破仑第三的“经典”范例也都证明，没有一些最急遽的转变（在普鲁士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和几次非常成功的战争）是不行的。


二 新的杜马

为了说明选举的结果，我们要把关于第四届杜马党派成分的官方材料拿来，不仅同第三届杜马末期（1912年）而且同初期（1908年）的材料加以比较。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大可注意的情况 
［注：这些材料来自以下杜马出版物：1908年《一览表》，1912年《参考手册》和1912年12月2日出版的《国家杜马（第四届）参考手册》1912年第14期，材料订正截至1912年12月1日，三个民族集团系指波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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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材料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在第四届杜马中仍旧有以前的两个多数：占283席（65＋120＋98）的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以及占226席（98＋48＋59＋21）的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

对于专制政府，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杜马中“自己的”多数。在这方面，第三届杜马和第四届杜马没有多大差别。在第三届杜马中，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最初占292席，最后占268席。现在获得的票数是在这两个数字之间，283席。

由于右派多数从第三届杜马开始到最后票数这样明显地减少，以致仍旧是专制的政府不能不采取制造选举这种非常措施。这种制造并不象梅延多夫、马克拉柯夫之流所喜欢描述的那样，是什么偶然的现象，是什么违反制度的现象，而是为了维持“制度”而必然要采取的措施。

以马克拉柯夫之流为首的自由派先生们，你们不是在谈论“当局同全国调和”（即同资产阶级调和）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你们的关于调和的言论不是空话，那你们就应当接受“制造选举”，因为这是同现实当局调和的现实条件。你们本来就是那么爱好“现实政策”的人嘛！或者你们对“制造选举”的抗议不是空话，那你们谈的就不应该是调和，而应该是同调和完全不同的别的什么东西……

六三体制的第二个多数是自由派－十月党人的多数，在第三届杜马初期占252席，末期占235席，而在第四届杜马中则降到226席。可见，政府的“选举运动”实际上是成功了；政府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又一次实际地确立了自己的专制。关于右派－民族党人要占居多数的叫嚣，只不过是做交易要高价而已。实际上两个多数政府都需要，因为这两个多数都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

无论怎样强调这一点都不为过分，因为自由派为了愚弄民主派正在掩饰这一点，而自由派工人政客（取消派）由于轻率也在掩饰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的联盟在选举罗将柯时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言语报》就罗将柯的演说所写的不堪入耳的阿谀奉承的词句，大概更加明显地说明了这种联盟的存在），这种联盟决不只是“技术上的”事情。这种联盟说明从古契柯夫到米留可夫，整个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情绪是一致的；只是由于有这种情绪，这种联盟才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政府从六三制度的整个体制出发，也是需要自由派－十月党人的多数的，因为第三届（以及第四届）杜马决不象那些陷入罗普申的心情[228]和“召回派的”空话的泥潭里不能自拔的“左派”民粹派常常瞎扯的那样，是什么“纸糊的”机关。不是的。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是专制制度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是它们经历了1905年的胜利和失败后企图真正接近起来的一次必要的尝试。这次尝试如果惨败，就将不仅是斯托雷平和马卡罗夫的惨败，不仅是马尔柯夫第二和普利什凯维奇的惨败，而且是“调和者”马克拉柯夫之流的惨败！

政府需要自由派－十月党人的多数，是打算在保持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无限权力的情况下推动俄国前进。至于用来约束和缓和自由派－十月党人的异常急速的、过激的“进步主义”的工具，政府手里有的是，如国务会议和许多其他的东西……


三 六三体制内部的变化

上面引用的数字是关于反革命猖獗时期地主和资产阶级各政党、团体和派别的演变问题的很有意思的材料。在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的成员中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和工人民主派，原因很简单：六三体制就是为了排除民主派而特意建立的。“民族”政党，即不属于“主导”民族的各政党，也同样受到六三体制特殊的压迫和摧残。

因此，我们只把右派、十月党人和俄国自由派这些在六三体制中占有牢靠地位并受其保护而同民主派隔绝的政党挑出来，看一看这些政党内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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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特权阶层中的所谓“中派”明显变弱了，而这些阶层的右翼和自由派一翼却明显增强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府为了帮助右派采取了极其非常的措施在选举中舞弊，但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中的自由派人数增加得还是比右派快。

有一些人看到这些事实，喜欢讲一些什么六三体制的矛盾尖锐化了，什么温和资产阶级的进步主义要获胜了等等冠冕堂皇的话。第一，这些人忘记了，地主中间特别是资产阶级中间自由派人数虽然增加了，但是增加得最快的是把自己的全部政策完全建立在同右派“调和”的基础上的自由派右翼。关于这一点我们等一会还要详细说明。第二，这些人忘记了，轰动一时的所谓“资产阶级向左转”不过是民主派的真正向左转的征兆而已，只有民主派才是唯一能够促使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动力。第三，这些人忘记了，六三体制专门的目的是要在很大的范围内利用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反动地主之间的对抗性的，尽管这两者同整个民主派特别是同工人阶级有着深刻得多的共同的对抗性。

其次，我国的自由派喜欢把事情描写成这样：十月党人的垮台是“制造选举”引起的，是“制造选举”使这个“最后一个听命于政府的党”失去了支持等等。自然，这时自由派本身是以正直的反对派、不依附于人的人、甚至“民主派”的姿态出现的，但实际上任何一个马克拉柯夫同十月党人都根本没有什么区别。

请看一看第三届杜马和第四届杜马之间发生的变化，并且把这个变化同第三届杜马的初期和末期之间发生的变化比较一下。大家会看到，在第三届杜马中十月党减少的代表人数（28）比在第四届杜马选举时减少的（22）还要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没有搞过“制造选举”的勾当；这种勾当当时搞得肆无忌惮，——特别是为了对付民主派。但是这意味着，不管怎样制造了选举，也不管政府的作用和总的“政策”怎么样，俄国有产阶级中党派划分的过程仍在进行，反革命派当中的右的、反动农奴主一翼和同一个反革命派当中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一翼划分开来的过程仍在进行。

杜马中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中间的各个集团和派别组织（右派、民族党人、温和右派、“中派”、右派十月党人，等等）之间的差别，也同十月党人－自由派的多数（左派十月党人、进步派、立宪民主党人）内部的差别一样，是不固定的，不明确的，偶然的，往往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当代的特点决不是依附于政府的十月党人受到了据说是不依附于政府的（就是马克拉柯夫！）立宪民主党人的排挤。这是自由派的蠢话。

当代的特点是：真正的阶级政党的形成过程正在进行，特别是一个反革命自由派的政党正在一片甚嚣尘上的鲜明的反对派呼声和侈谈“当局同全国调和”的甜言蜜语声中结成。

俄国发行最广的自由派报纸用全部力量来掩饰这个过程。因此，我们要再一次看看杜马统计材料的确切数字。应当记住，评论政党也象评论个人一样，不是根据他们的言论，而是根据他们的行动。实际上，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在一切最重要的问题上都是一致行动的，而这两种人无论是在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中，或者是在最近结束的选举中，在一系列问题上又都是同十月党人一致行动的（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罗将柯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我们来看一看关于这三个政党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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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十月党人明显地和不断地减少；立宪民主党人稍有减少，随即又略有增加；进步派则明显地和不断地增加，他们在5年内几乎增加了一倍。

如果我们把米留可夫先生在1912年《〈言语报〉年鉴》第77页上公布的1908年的数字拿来看一看，那么情况还要明显得多。据米留可夫先生统计：1908年在第三届杜马中有154个十月党人，23个进步派，56个立宪民主党人。拿这个数字同第四届杜马相比较，那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人数的增加微不足道，进步党人的人数则增加了一倍多。

1908年进步派不到立宪民主党人的一半。现在进步党人的人数是立宪民主党人人数的80％强。

由此可以看到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反革命猖獗时期（1908—1912年）俄国自由派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进步派有了很大的发展。

什么是进步党人呢？

按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进步党人就是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

在第三届杜马中，进步派当时还被称作和平革新派[229]，他们的领袖之一反革命贵族李沃夫在第一届杜马中曾是立宪民主党人。我们看到，在第三届杜马中进步派的人数从25人增加到36人，即增加了11个人；在这11个代表中，有9个来自别的政党，即：1个来自立宪民主党，2个来自温和右派，1个来自民族党人，5个来自十月党。

进步党人在俄国自由派政治代表中间的迅速增长和“路标”派在“社会”中取得的成功，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进步党人在政治实践中实现了“路标”派在理论中所宣扬的东西，即诽谤革命，背弃民主派，赞美资产阶级龌龊的牟利行为，把这种行为说成是人间的神圣事业等等。

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拉柯夫谈到当局同全国调和时，他所讴歌的只是进步党人所做的事情。

布尔什维克曾经在立宪民主党人完全陶醉于他们的“胜利”的时候揭露了立宪民主党人，指出了他们的党的真正本质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2—319页。——编者注］

 ，现在这一本质在整个事态的发展中已经愈来愈清楚地暴露出来，因此，我们离开1905年和1906年愈远，就愈清楚地看到当时布尔什维克所说的是多么正确。

俄国民主派如果不坚决地破坏立宪民主党人在群众中的“威信”，任何胜利也不可能取得。反过来说，立宪民主党人同路标派和进步党人实际上合流，是民主派能够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和加强的条件之一和征兆之一。


四 选举斗争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关于选举的议论和文章中往往被推到了次要的地位，甚至被完全抹杀了。然而这是关于选举运动的思想政治内容的问题，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其余一切问题，一切关于“反对派的百分比”等等的普通统计数字就会完全失掉价值。

对这个问题的最流行的答案是：斗争是为了要不要立宪。右派是这样看的。自由派也是这样看的。右派和自由派的一切报刊都贯穿着这样一种观点：实际上进行斗争的是两个阵营，一个赞成立宪，另一个反对立宪。立宪民主党的领袖米留可夫先生和该党的正式机关报《言语报》曾直接提出这种两个阵营的论点，而且是以立宪民主党的代表会议的名义提出来的。

就请从选举的结果来看一看这种“理论”吧。它经得起现实的考验吗？

新杜马的第一个表现是，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甚至同部分右派）结成联盟拥戴罗将柯为“立宪派”的候选人；罗将柯的包含准立宪纲领的演说，受到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热烈欢迎。 
［注：除《言语报》当时的文章外，还可以参看米留可夫先生1912年12月13日在杜马中的声明：“主席〈罗将柯〉发表了演说……他发表了他的宣言，我们承认这个宣言是我们的！！”（《言语报》12月14日第343号）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宪（可不是闹着玩的！）宣言就是这种货色！］



大家知道，十月党人的领袖罗将柯是右派十月党人，他和“中派”或保守的立宪派的领袖克鲁平斯基一样，都认为自己是立宪派。

说斗争是为了立宪，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马上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指的是什么样的宪制？是克鲁平斯基式的宪制？还是罗将柯式的宪制？还是叶弗列莫夫—李沃夫式的宪制？还是马克拉柯夫—米留可夫式的宪制？接着还会提出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关于愿望、声明、纲领等等的问题（这些都是纸上的东西），而是关于达到愿望的实际手段的问题。

就这最重要的（也是唯一严肃的）一点来说，1912年《言语报》第117号转载的格列杰斯库尔先生的声明也是驳不倒的，也是绝对正确的；他的声明说，不需要新的革命，需要的“只是立宪工作”。这个声明从思想政治上使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更紧密更深刻地联结在一起，任何忠于宪制甚至……似乎是忠于民主的保证也不能把他们分开。

在俄国读到的报纸大概有近90％是十月党人和自由派出版的。所有这些报纸都在向读者灌输两个阵营的思想，说其中有一个是赞成立宪的，这样一来也就使群众的政治意识受到了极大的腐蚀。只要想一想：整个这一运动是以米留可夫接受罗将柯的“立宪”宣言结束的！

由于这种情况，必须十分坚持反复强调政治科学中一些被许多人早已忘光了的老道理。什么是立宪？这才是俄国当前令人关注的问题。

立宪就是旧社会（贵族的、农奴制的、封建的、专制的社会）的历史势力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交易。这种交易的实际情况，即旧势力让步的多少或自由派资产阶级胜利的大小，都取决于民主派，即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对各种旧势力取得的胜利。

我国的选举运动能够以米留可夫接受罗将柯的“宣言”而结束，只是因为实际上自由派争取的并不是取消旧势力的种种特权（经济的、政治的等等），而是（简单地说）由地主和资产阶级瓜分这些特权。自由派害怕民主派的人民群众运动甚于害怕反动势力，——这就是从资本的经济力量方面来看自由派在政治上显得惊人的较弱的原因。

在六三体制中，自由派取得了可以容忍的、半合法的反对派的垄断地位，新的政治活跃（用过于温和的和不确切的字眼来说）的开始使得新的、正在成长的民主派的广大阶层受到这些垄断者的影响。因此，现在俄国政治自由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于认清互相斗争的不是两个阵营，而是三个阵营，因为只有被自由派抹杀的这后一个阵营才真正具有实现政治自由的力量。

1912年选举中的斗争决不是“为了立宪”，因为主要的自由派政党，主要攻击并一再击败十月党人的政党——立宪民主党，是同意罗将柯的宣言的。在六三体制的警察压制下进行的这场斗争，是为了唤醒、加强和团结独立的、不受自由派的动摇和“十月党人的同情”的影响的民主派。

这就是为什么说从纯“议会”的角度来考察选举运动的真正思想政治内容是根本错误的。要比一切“立宪”纲领和政纲更实际百倍的，是各个政党和集团怎样对待作为1912年的标志的政治罢工运动的问题。

要把任何一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同无产阶级政党区别开，有一个最好的检验方法，就是看它们对经济罢工的态度。一个政党如果在自己的报刊上，在自己的组织内，在自己的议会活动中不是同举行经济罢工的工人一起进行斗争，这个政党就是资产阶级政党，不管它怎样拿自己的“人民性”、“激进社会主义”等等来赌咒发誓。在俄国，同样应该对那些想要被人称作民主主义政党的政党——mutatis　mutandis（作相应的改变）——说：不要拿你们在纸上写的立宪、普选权、结社自由、各民族平等之类的东西来赌咒发誓，这些话一文不值，让我们看看你们对1912年的政治罢工运动所采取的行动吧！这个标准虽然还不完全，但它毕竟是实在的标准，而不是空洞的诺言。


五 现实生活对选举口号的检验

选举运动使一切自觉的政治活动家非常感兴趣，是因为这一运动提供了说明社会的各个不同阶级的观点、情绪以及利益的客观材料。在这一方面，可以把代表机构的选举比作人口普查，——选举提供的是政治统计材料。当然，这种统计材料有好的（如果实行的是普遍的……选举制），但也有坏的（我国的议会——请原谅我的用词——选举）；当然，对于这种统计材料也同对于其他一切统计材料一样，应该学会批评它并批判地加以利用。最后，当然，必须把这种统计材料同一般社会统计材料联系起来看。例如，在那些没有得议会迷病的人看来，罢工统计材料往往要比选举统计材料重要和深刻百倍。

尽管预先作了这些说明，但是选举提供的材料是客观的这一点毕竟是无疑的。用计算各个不同阶级居民群众的投票来检验主观愿望、情绪和观点的方法，对一个多少有点象样的政治家来说，始终应该是很宝贵的。各个政党在选民面前展开的实际斗争和选举结果，总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材料来检验我们对国内社会力量对比和对这些或那些“口号”的意义了解得是不是正确。

我们试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选举的结果。

关于政治统计材料问题，在这里必须提到的主要的一点是：由于政府极卑鄙地采取了“解释”、镇压、逮捕、流放等等无穷无尽的行政“手段”，这种统计材料有一大部分显然是无用的。例如，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9—10期合刊上切列万宁先生根据各选民团的数百名复选人的材料作出结论时不得不承认，把第二城市选民团和农民选民团中反对派复选人百分比的下降（同第三届杜马选举相比）当作向右转的证据“是很可笑的”。梅姆列佐夫[230]、赫沃斯托夫、托尔马乔夫、穆拉托夫之流不能搞舞弊的唯一的一个选民团，就是第一城市选民团。这个选民团表明“反对派的”复选人人数从56％增加到67％，而十月党人却从20％降到12％，右派从24％降到21％。

但是，即使“解释”使得关于复选人的选举统计材料变得毫无意义，即使完全被排斥于有特权的六三分子之外的各民主阶级都尝到了这些解释的种种好处，自由派对民主派的态度还是在选举中表现出来了。在这一点上仍然得到了客观材料，使我们可以根据现实生活的经验来检验各个不同的“流派”在选举前的思想和言论。

自由派对民主派的态度问题决不“仅仅是政党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决不是只从某一条严格的政党的路线的角度来看才显得重要。不。这个问题对于任何一个追求俄国的政治自由的人说来，都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也就是怎样才能达到俄国一切正直诚实的人共同追求的目标的问题。

1912年的选举运动一开始，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把彻底民主主义口号放在首要地位来同自由派工人政策相抗衡的。这些口号可以从两方面来检验：第一，别的国家的议论和经验；第二，1912年的运动的经验。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对还是不对，这一点现在应当从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实际形成的关系看出来。这种检验的客观性就在于，检验这些口号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群众，而且不仅仅是一般群众，其中也有我们的反对者。

由于选举和选举结果而形成的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关系，是象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料的那样呢，还是象自由派所预料的那样呢，还是象取消派所预料的那样呢？

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要回忆一下这些“预料”。1912年初，选举问题刚刚提出来，立宪民主党人（在他们的代表会议上）打起了统一的反对派（即两个阵营）和允许同左派十月党人联盟的旗帜，这时工人报刊就通过马尔托夫和唐恩的文章（发表在《现代事业报》第2、3、8号上，）以及弗·尔—科等人的文章（发表在《明星报》第11号（总第47号）和第24号（总第60号）上）提出了口号的问题。

马尔托夫提出的口号是：“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唐恩提出的口号是：“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马尔托夫和唐恩责备《明星报》不该威胁自由派，不该企图向自由派强行索取杜马中的席位。

这里三种立场都表现得很明显：

（1）立宪民主党人赞成统一的反对派（即赞成两个阵营）和允许同左派十月党人联盟。

（2）取消派赞成“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的口号，即帮助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党人“取得政权”（《现代事业报》第2号上马尔托夫的话）。不要替民主派向自由派强行索取席位。

（3）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的口号，因为这意味着把地主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我们在选举中的实际任务决不是‘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而是加强整个民主派，特别是工人民主派”（《明星报》第11号（总第47号）上弗·尔—科的话）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68页。——编者注］

 。必须威胁自由派，向他们强行索取席位，同他们进行战斗，不要怕关于什么黑帮危险的叫嚣的恫吓（同一作者在第24号（总第60号）上的话 
［注：同上，第235页。——编者注］

 ）。自由派只有当民主派不顾自由派的动摇去赢得胜利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

马克思主义者和取消派之间的分歧是极其深刻而且不可调和的，不管那些好心肠的人觉得用言词把不可调和的东西调和起来是多么容易。“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这是一套完整的思想，一套完整的政策，客观上意味着把领导权交给自由派。“把民主派从自由派手中夺过来”，这是相反的一套政策，它的根据是下述论点：民主派只有摆脱对自由派的依赖才能真正打垮反动派。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场在开始以前人们就议论纷纷的较量究竟结果怎样。

我们就把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9—10期合刊）上对这场较量的结果作评判的弗·列维茨基先生作为证人，——大概任何人也不会怀疑这位证人偏袒《明星报》和《真理报》的路线吧。

大家知道，第二城市选民团是唯一一个多少有点象“欧洲式”选举的选民团，它多少有些可能对自由派和民主派的“遭遇战”作出结论。那么这位证人是怎样评判第二城市选民团的较量结果的呢？

据这位证人统计，社会民主党人共进行了63次活动，其中有5次不得不放弃候选资格，5次同其他政党订立协定，53次是独立活动的。这53次中，有4次是在4个大城市里[231]进行的，49次是在选举复选人时进行的。

在这49次中，有9次不清楚社会民主党人是同谁斗争；有3次是同右派斗争（3次都是社会民主党人获胜）；有1次是同劳动派斗争（社会民主党人获胜）；其余36次是同自由派斗争（社会民主党人胜21次，败15次）。

单就俄国的自由派而言，社会民主党人同他们进行21次斗争，结果如下：






	　
	社会民主党人胜
	社会民主党人的敌人胜
	总次数



	社会民主党人对立宪民主党人…………
	7
	8
	15



	社会民主党人对其他自由派①……………
	4
	2
	6



	
共　计
 …………………
	11
	10
	21









［注①：即进步党人和加上进步党人或劳动派的立宪民主党人。］



可见，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敌人是自由派（36次比3次）；使社会民主党人遭到主要失败的是立宪民主党人。

其次，在订立协定的5次中，有2次是反对派一致取得协议来反对右派的，有3次“可以说是左派联盟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黑体是我用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9—10期合刊第98页）。可见，订立协定的次数还不及活动总数的1/10。60％的订立协定是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

最后，4个大城市的投票结果如下：






	　
	投票数（最大数字）



	　
	圣彼得堡
	莫斯科
	里　加



	　
	　
	　
	第一次选举
	决选投票



	立宪民主党人得票…………
	19376
	20310
	3754
	5517



	社会民主党人得票…………
	7686
	9035
	4583
	4570



	十月党人得票………………
	4547
	2030
	3674
	—



	右派得票……………………
	1990
	1073
	272
	—



	劳动派得票…………………
	1075
	—
	—
	—







可见，在所有这4个大城市里都是社会民主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斗争，其中有一次立宪民主党人是在决选投票中靠了十月党人（“波罗的海沿岸立宪党”的候选人也是十月党人）的帮助才获胜的。

这位证人的结论是：


　　“立宪民主党人对城市民主派代表权的垄断快要结束了。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的最近任务就是从自由派那里夺取所有5个有独立代表权的城市的代表权。做到这一点的心理的〈？？〉和历史的〈经济的呢？〉前提，即民主派选民的‘向左转’、立宪民主党人政策的破产和无产阶级自主精神的再度复活，——都已经具备。”（《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引一期合刊第97页）




六 对立宪民主党的幻想的“结束”

1．事实证明，立宪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反对派”或者“两个阵营”的口号的实际作用是欺骗民主派，让自由派骗取民主派觉醒的果实，让自由派使这支唯一能够推动俄国前进的力量的觉醒变得不全面、不彻底、没有力量。

2．事实证明，这场唯一多少有点象“公开的”、“欧洲式的”选举斗争，就是要把民主派从自由派手中夺过来。这个口号是生气勃勃的，它表现了新的民主派走向新的运动的实际觉醒。而取消派“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的口号是自由派知识分子集团的陈腐不堪的臆想。

3．事实证明，只有对立宪民主党人进行的“狂暴”的斗争，只有“吃掉立宪民主党人”（自由派的下贱的奴仆取消派曾以此责难我们），才体现了真正群众运动的真正要求，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实际上比我们所描绘的还要坏。立宪民主党人是黑帮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普列德卡林和波克罗夫斯基的直接同盟者！

这可是俄国的一次历史性转折：黑帮本来对立宪民主党人恨得发狂，把立宪民主党人当作主要的敌人，可是事态发展却使他们为了对付社会民主党人而帮助立宪民主党人当选。这个似乎很小的事实反映了党派关系上的巨大变动；这种变动表明，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互相攻击实际上是表面现象，普利什凯维奇和米留可夫实际上很容易地发现了自己的志趣，发现了自己在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方面是一致的。

现实生活表明，我们布尔什维克不仅没有忽视同立宪民主党人可能建立的联盟（在第二阶段等等），而且应该说是过于重视这种联盟，因为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在很多场合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事情！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在很多场合，例如在省的选举大会上拒绝（象昨天的某些狂热的召回派及其同伙所要求的那样）利用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的联盟来反对右派。而是说，实际生活肯定了并且更加巩固了我们的总方针（三个阵营；民主派反对立宪民主党人）。

顺便说一点。列维茨基先生、切列万宁先生和《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其他撰稿人为我们的选举统计收集了宝贵的材料，他们搞得那么热心，那么努力，是值得大大称赞的。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把关于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以及右派结成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直接和间接的联盟次数的材料拿出来，——他们显然是有这种材料的。

普列德卡林和波克罗夫斯基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省的选举大会上还有过很多类似的情况。这些情况不应该忘记。对它们应该更加注意。

其次，我们的“证人”是被迫作出上面引用的关于立宪民主党人的结论的，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些结论证实了对立宪民主党的一种什么样的评价。是谁把立宪民主党称为城市民主派政党的？又是谁从1906年3月起甚至更早些就证明了这个自由派政党是靠欺骗民主派选民来维持的？

现在取消派象健忘的伊万[232]一样，开始唱道：“立宪民主党人的垄断快要结束了……”可见，曾经“垄断”过？这意味着什么呢？垄断就是排斥竞争。是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竞争在1906—1907年比在1912年被排斥得更厉害呢？？

弗·列维茨基先生重复着庸俗的空话，他没有考虑他所说的话的意思。他“不过是”从这个意义来理解垄断：立宪民主党人过去占优势，现在这种情况结束了。但是先生们，既然你们自认为懂得马克思主义，那就应该思索一下政党的阶级性问题，哪怕稍微思索一下也好，不要这样漫不经心地对待你们昨天说的话。

如果说立宪民主党是城市民主派的政党，那么他们的优势就不是“垄断”，而是城市民主派的阶级利益的结果！如果过了两三年，他们的优势变成了“垄断”，即出现了从资本主义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种偶然的和不正常的现象，那么就应当说，那些把立宪民主党看作城市民主派政党的人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屈服于立宪民主党人一时的胜利，拜倒在立宪民主主义显赫一时的声势面前，放弃了对立宪民主党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转而向立宪民主党人作自由主义的谄媚逢迎。

弗·列维茨基先生的结论完全地、确凿地证实了布尔什维克说明立宪民主党阶级本性的1907年伦敦决议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93—217页。——编者注］

 是正确的，而这个决议曾遭到孟什维克疯狂反对。如果说城市民主派跟着立宪民主党人走，如决议所说，是“由于传统和直接受到自由派的欺骗”，那么很明显，是1903—1911年的沉痛教训消除了“立宪幻想”，破坏了“传统”，揭穿了“欺骗”，从而结束了“垄断”。

现在，有意无意地忘掉过去的东西，对一切重要的政治问题的正确的、率直的、明确的答案，对1905—1907年和1908—1912年的丰富经验为这些答案所作的检验采取极端轻率的态度，——这些现象太普遍了。对于正在觉醒的民主派说来，没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健忘和这样的态度更有害的了。


七 关于“威胁到贵族土地所有制”的一个“大危险”

切列万宁先生在总结选举斗争时认为：反对派被“纯粹人为地、用完全特殊的手段夺走了49个席位。”在他看来，这些席位同实际获得的加在一起，就会有207个席位，即只比绝对多数少15席。作者得出结论说：“在六三体制的基础上，贵族－农奴主的反动势力在选举中如果不采取特殊的人为手段，本来会遭到完全的和决定性的〈？？！〉失败。”


　　作者继续说：“在威胁到贵族土地所有制的这个大危险面前……”僧侣和地主的冲突也就算不得什么了。（上引一期合刊第85页）



　　这就是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这个口号的后果！切列万宁狠狠地惩罚了马尔托夫，——他把马尔托夫的口号的荒谬绝伦全说穿了，而且可以说，他把取消主义的幻想结果同“选举斗争的结果”一起记录在案了。第四届杜马中进步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会是“威胁到贵族土地所有制的一个大危险”！这真是妙论。

但这并不是口误，而是自由派和取消派往选举运动中拼命贯注的整个思想内容的必然结果。

同立宪民主党人比较起来，进步党人的作用大为提高，这些进步党人在政策中体现了立宪民主党人所有的变节行为（路标主义），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实际上也偷偷地转到了进步党人的立场上，——这一切，取消派都不愿意看到，也就是这一切，使他们得出了“切列万宁式的”妙论。“不要过多地谈论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性”——劳动派分子（民粹主义取消派分子）沃多沃佐夫先生曾经这样或大致这样写过。我们的取消派也正是这样看的。

他们甚至忘记了第三届杜马的教训：立宪民主党人别列佐夫斯基曾在第三届杜马中正式发言“解释”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并证明这个纲领有利于贵族－地主。而现在，在1912年，竟期望“反对派的”地主杜马，期望进步党人这些稍微改头换面的十月党人会成为“威胁到贵族土地所有制的一个大危险”……

切列万宁先生，请你听着，……空想也要有个限度！

针对切列万宁对取消派的策略所作的总结，我们可以举出一个说明选举结果的很好的例证。第四届杜马以132票对78票通过了进步党人的程序提案。

正式发表声明对这个最可鄙、最无聊的提案就象对十月党人的提案一样表示完全满意的不是别人，正是十月党人安东诺夫！当然，安东诺夫先生是对的。进步党人提出的是地道的十月党人的提案。进步党人充当了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调停者。

十月党主义被打垮了，十月党主义万岁！古契柯夫的十月党主义“被打垮了”，叶弗列莫夫和李沃夫的十月党主义万岁。 
［注：12月16日的《言语报》断言，社会民主党人也投票赞成进步党人的卑鄙的提案，这是难以置信的。《真理报》对这一点默不作声。可能是把那些坐着的（或站起来要退席的？）社会民主党人“算作”投赞成票的了。］




八 对失败的掩盖

我们还要看一看工人选民团这个最重要的选民团的选举结果。

这个选民团站在社会民主党方面，对于这一点过去和现在任何人都没有怀疑。这里的斗争已经不是以民粹派为对手，在民粹派中间已经再也看不到对民粹派取消主义（巴黎的《创举》杂志和彼得堡的人民社会党人）和民粹派召回主义的反击了，而不对这些没落的思潮作反击，左派民粹派就等于零。

工人选民团中的斗争只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工人政客即取消派之间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者于1912年1月曾坦率和明确地、公开和毫不隐讳地宣布，在工人选民团中（仅仅在工人选民团中）不容许同工人政党的破坏者订立协定。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48页。——编者注］



这个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也知道，就连调和派分子普列汉诺夫也把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称作“可鄙的”、取消主义的会议（不管《我们的曙光》杂志怎样发誓否认），把这次会议的决议称作“外交手腕”，说得更直率一点，也就是欺骗。

选举的结果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选举的结果是不是提供了说明一月声明和八月声明同现实的关系问题的客观材料？工人阶级选出的人到底是跟着谁走的？

这方面是有最确切的统计材料的，而取消派却竭力（徒劳无益地！）用叫嚷和谩骂来掩盖，抹杀和勾销这种材料。

从第二届杜马开始（对第一届杜马多数社会民主党人是抵制的），就有了表明工人选民团的杜马代表在社会民主党各“流派”之间分配情形的确切统计数字。这些数字如下：

工人选民团选出的国家杜马代表：






	　
	孟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
	后者所占的百分比



	第二届杜马…………（1907年）
	12
	11
	47



	第三届杜马…（1908—1912年）
	4
	4
	50



	第四届杜马…………（1912年）
	3
	6
	67







这些数字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根据正式统计，1907年在党内占多数的是布尔什维克（105名布尔什维克代表，97名孟什维克代表）。也就是说，在工人选民团中占47％（在整个党团中则是18个布尔什维克＋36个孟什维克＝54个），相当于在工人政党内占近52％。

在1912年，破天荒第一次，选民团所有6个代表都是布尔什维克。大家知道，这6个省份是主要的工业省份。大家知道，这些省份集中了大部分无产者，这是别的省份所不能相比的。由此可见，——而且同1907年相比也完全证明——在工人选民团中，占67％也就相当于在工人政党内占70％以上。

在第三届杜马时期，当知识分子从工人政党中逃跑而取消派为此辩护的时候，工人离开了取消派。取消派分子别洛乌索夫从第三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中逃走[233]以及整个这个党团（有3/4是孟什维克）从孟什维主义转向反取消主义 
［注：取消派分子奥斯卡罗夫很可笑地承认了这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布尔什维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最紧要的关头，他们即使不是正式地、但实际上使党团分裂了”（《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引一期合刊第Ⅲ页），——使第三届杜马党团分裂了。这里所谓的“分裂”，或是指取消派分子别洛乌索夫的逃跑，或是指党团中有2名参加了取消派的报纸，8名参加了反取消派的报纸，其余的中立这一事实。］

 ，这就是一种征兆和可靠的标志，说明在工人中也有一个同样的过程在进行着。而且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也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奥斯卡罗夫、马尔托夫、切列万宁、列维茨基等人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大发雷霆，他们向据说是宗派主义的、据说是列宁的所谓小圈子倾吐了一大堆十足普利什凯维奇式的“恭维话”。

好一个小圈子和宗派主义！1908—1912年，工人选民团中站在这方面的代表却不断增加，一直增加到在第四届杜马中占这个选民团的67％！取消派是笨拙的论战家。他们把我们骂得非常厉害 
［注：取消派避而不谈工人选民团的选举结果，却喜欢对彼得堡的选举大喊大叫说：可耻！当然罗，先生们，是可耻！那些预先发表的、即经组织通过的委托书所反对的人是可耻的。叫人反对委托书是可耻的。一看到出现了3比3的情况而反对抽签，则更是可耻。彼得堡很有名声的“真理派分子”波·直接向取消派分子马·建议抽签，但遭到了他的拒绝！！彼得堡选举时的取消派可耻！］

 ，结果却成了对我们最大的恭维。

用叫喊、谩骂和强词夺理来解决争论的问题，正是知识分子集团的一贯手法。工人喜欢用另一种办法，即根据客观材料。在俄国，在俄国现在的政治形势下，除了工人报刊和杜马的工人选民团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衡量这个或那个流派在工人群众中的力量和影响的客观尺度。

因此，取消派先生们，你们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上叫骂得愈厉害，我们就愈放心地向工人提出问题：请他们来指出，除了工人报刊和杜马中的工人选民团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能够表明同群众的联系的客观标志。

那些受关于“列宁的”“宗派主义的”“小圈子”等等的叫嚣所蒙蔽的读者，可以好好地想一想这些关于工人报刊和杜马的工人选民团的客观材料。这些客观材料表明，取消派叫嚷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完全失败。

但是，把由于个人的倡议而在选举那天出版的《光线报》的创刊情况同《真理报》的创刊情况比较一下是特别有教益的。4月工人运动浪潮，是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中有历史意义的最大的浪潮之一。甚至据厂主的统计，也有几十万工人参加了这次运动。这次运动本身的一个副产品是产生了《真理报》，——这次运动起初是使《明星报》得以加强，从周刊改为双日刊，后来使工人为《真理报》捐款的次数增加了，从3月的76次提高到4月的227次（仅工人团体捐款）。

这是一种根本没有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的典范，改良、让步或者放宽限制等等是它带来的副产品。

改良主义者针对规模壮阔的工人运动提出改良主义的口号（正象我国取消派所作的那样），是对工人运动的背叛。改良主义的反对者则不仅忠实于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口号，而且还是最好的“实践家”，因为正是宏大的规模，正是不打折扣的口号保证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会带来让步、改良、放宽限制以及上层至少暂时必须容忍使它感到不快的下层的活跃这样一些副产品。

取消派在1908—1912年辱骂“地下组织”，替从地下组织“逃跑”的行为辩护，喋喋不休地谈论“公开的政党”，结果整个工人选民团都离开了他们，而他们也就无法利用4—5月的浪潮这第一次的、巨大的高涨！

马尔托夫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承认了这种对他说来是可悲的情况，但是他承认的时候采取了特别有趣的形式。他痛骂普列汉诺夫集团和前进派集团，认为这些集团都是零，而取消派自己过去曾经不顾我们提出的只承认俄国国内组织的要求，把这些集团说成是“中心”，是流派。马尔托夫痛苦地、怨恨地、以大量恶毒的（布勒宁[234]式的恶毒的）字眼承认道，“列宁的”“宗派主义小圈子”“在完全不同于地下组织的舞台上站稳了脚跟”，“挺住了”，“甚至转入了进攻”（《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引一期合刊第74页）。

但是马尔托夫的这种承认，使人觉得好笑。人的天性就是这样：敌人做错了，我们就幸灾乐祸，而敌人做对了，我们有时会孩子般地发怒。

自由主义取消派，感谢你们不得已而对我们说的恭维话！从1908年年底起，我们就坚决主张利用公开的运动形式，到1909年春天，由于这一点我们同许多朋友决裂了。[235]如果说我们在这种“舞台”上已成为一种力量，则只是因为我们没有为了形式而牺牲实质。为了适时地利用形式，为了抓住4月高潮的时机，为了得到马克思主义者所珍视的工人选民团的同情，就必须不抛弃原来的一套，不背叛原来的一套，而是要坚定地捍卫原来的思想、原来的传统、原来的物质实体。贯穿整个4月高潮的正是这些思想，1912年在工人选民团中占主要地位的也正是这些思想，只有那些在各种舞台上和各种形式中都忠实于这些思想的人，才能够同这个高潮和这个选民团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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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指《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令的几项补充决定》。参看注39。——[345]。



[228]指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并在波·维·萨文柯夫（罗普申）的文学作品中得到最明显表现的反动思想和颓废情绪。——348。



[229]和平革新派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君主立宪主义组织和平革新党的成员。和平革新党于1906年6月成立，是左派十月党人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和平革新派”基础上组织的。该党持介乎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主要是在策略上与它们有所不同，而其纲领则十分接近于十月党。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和平革新党同民主改革党联合组成“进步派”，该派是1912年成立的进步党的核心。和平革新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是《言论报》和《莫斯科周刊》。——[352]。



[230]梅姆列佐夫是俄国作家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特写《岗亭》中的人物——俄国某县城的岗警。这个形象是沙皇俄国专制警察制度的化身。——[357]。



[231]这里是指根据1907年6月3日选举条例实行杜马代表直接选举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共5个，即圣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敖德萨和里加。——[360]。



[232]健忘的伊万意为忘记自己身世者或六亲不认、数典忘祖的人。在革命前的俄国，潜逃的苦役犯和逃亡的农奴一旦落入警察之手，为了不暴露真实姓名和身分，常常自称“伊万”（俄国最常见的名字），并声称忘记了自己的身世。因此在警厅档案中，他们便被登记为“忘记身世者”。这些人就被统称为“健忘的伊万”。——[363]。



[233]关于此事可参看列宁的文章《关于捷·奥·别洛乌索夫代表退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98—203页）。——[368]。



[234]这里说的布勒宁是指黑帮君主派报纸《新时报》撰稿人维·彼·布勒宁。此人以论战手法极不老实而著称。——[371]。



[235]指1908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和1909年6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6—260页和第269—295页）。——[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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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和黑人

（1913年1月底—2月初）

读者会这样想：这是多么奇怪的比较？怎么可以把一个种族和一个民族相提并论呢？

是可以比较的。黑人摆脱奴隶制度最晚，你们身上至今还带有奴隶制度留下的极深的痕迹，即使在先进国家也是如此，因为资本主义除了法律上的解放以外，不可能“容纳”其他方面的解放，就是法律上的解放也打了种种折扣。

至于俄罗斯人，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在1861年“差不多”算是摆脱了农奴制度。北美的黑人大致也是在这个时候，在经历了反对美国奴隶主的内战以后，摆脱了奴隶制度。

比起俄国奴隶的解放来，美国奴隶所走的解放道路是一条“改良”比较少的道路。

因此，在过了半个世纪以后的现在，俄罗斯人身上留下的奴隶制度的痕迹比黑人多得多。如果我们不单是谈痕迹，而且也谈制度的话，那甚至会更确切些……但是我们在这篇短短的文章里，只能举出一个说明上述情况的小小的例证——文化程度问题。大家知道，文盲是奴隶制度的痕迹之一。在一个受帕沙、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压迫的国家里，多数居民是不可能有文化的。

——在俄国，不算9岁以下的儿童，文盲占73％。

在北美合众国的黑人当中，文盲占44．5％（1900年）。

对文明先进的北美共和国来说，文盲的百分比这样高，是一种耻辱。并且谁都知道，美国黑人的总的状况是同文明国家不相称的——资本主义不可能使人们彻底解放，甚至也不可能使人们完全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的白人当中，文盲只占6％。但如果我们把美国划分为原奴隶制地区（美国的“俄罗斯”）和非奴隶制地区（美国的非俄罗斯），那么白人当中的文盲在前一地区占11—12％，在后一地区占4—6％！

在原奴隶制地区，白人当中的文盲百分比要高一倍。奴隶制不仅在黑人身上留有痕迹！

黑人的状况是美国的耻辱！……





	载于1925年《红色田地》杂志第3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345—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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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幻想的破灭

（1913年1月底—2月初）

米留可夫先生在1907年6月3日以后感叹说：“谢天谢地，我们总算立宪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首领用这样的宽心话来安慰自己，以掩饰自由派资产阶级不相信人民，不愿而且害怕离开“立宪”道路的心理。

尤其意味深长的是，现在，正当同一个米留可夫先生或者他的循规蹈矩的官方的自由派《言语报》承认“社会运动开始高涨”（第26号）的时候，这些立宪幻想的破灭就愈来愈明显了。企图回避令人不快的现实（和回避令人不快的走同“立宪”的道路完全不同的道路的必然性），企图用“立宪”的字眼安慰自己和别人，就是这些幻想的基础。

请看自由派对目前形势的评论！


　　“杜马的空气很沉闷，因为没有斗争。”（第25号）



　　先生们，可当初你们何苦要宣称我们总算立宪了呢！
　　“话都说尽了。现在需要的是行动，可是对行动没有信心。因此就消沉了。”（同上）



　　你们用对空话的信心安慰自己，而这些空话主要是说给十月党人听的。现在你们承认了，你们是用这些空话掩饰对行动缺乏信心的事实自由派先生们，你们自己谴责了自己。

整个民主派——特别是工人——对空话（立宪的空话）是不相信……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48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349—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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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算问题的发言提纲
[236]



（1913年1月—5月上半月）

Ⅰ．基本矛盾：“令人印象深刻的”、“出色的”预算与群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困，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从未见过的饥荒！

可见：是“粉饰的坟墓”[237]，是掠夺群众，榨取赋税；用经济学的说法是：俄国的资本主义仍然只是靠资产阶级的上层在维持，与盘剥制和徭役制相比，它在地主经济中仍然只占从属的地位，仍然保持着地主经济的色彩，而不是象西欧那样使经济制度得到改善和促进全体群众生产力的发展。

这个基本矛盾也就说明了俄国的革命形势，而我们应该对这个基本矛盾详加阐述。

Ⅱ．出色的预算俄国已经有过（维特时期）。也有过“现金库存量”，也向欧洲夸耀过，也得到过欧洲资产阶级加大数额的贷款。但结果怎样呢？破产。

Ⅲ．当然，目前的预算是“向前进了”（就象俄国资本主义一样），可不是吗！要不是龟式爬行的话，财政体制恐怕连一年也维持不了！但是这种乌龟式的步子也正是“你们”地主的“进步”的步子。

同样是把大笔款项（3/4）拨给了军阀、警察等等，即拨给了当权的农奴主阶级。

同样是对庄稼汉的榨取（8亿），同样有间接税的压迫（57％）。关于间接税要加以说明。

Ⅳ．有人说，在欧洲几乎也都是如此。是“几乎”，先生们！

第一，欧洲通过英勇的革命手段摆脱农奴主等的压迫已近100年了，而俄国还没有摆脱。

第二，欧洲的生产力不是这样的。

国家用于每个俄国居民的开支—13卢布农产品的价值—34卢布　 ［3208—1000］

（2208∶172）。

［＞1/3］

34％（12％）

美利坚

（合众国）—14卢布。

（约12％）—136卢布。

Ⅴ．还有关于工人的比较。

工厂工业

在俄国

　　　　1908年

工资55560万卢布÷225．3万工人＝246卢布。

　　　　1910年

在美国

　　　342700万美元÷660万工人＝518美元

　　　　　　　　　　　　　　＝1036卢布

　　　　　　　　　　　　　　　多3倍

劳动生产率：

在俄国

　　　465080万卢布÷225万工人＝2063卢布。

在美国

　　　2067200万美元÷661万工人＝3125美元

　　　413400万卢布　　　　　　＝6250卢布

　　　　　　　　　　　　　　　　多2倍

还有关于铁路工人的比较：

在俄国　32150万卢布÷844218＝381卢布。

在美国　114370万美元÷1699420＝673美元

　　　　　　　　　　　　　　＝1346卢布

　　　　　　　　　　　　　　　　多3倍。

Ⅵ．俄国（1905—1909）小麦收成：

《〈言语报〉年鉴》第651页

　　　　每俄亩43普特

奥地利：每俄亩89普特

东印度：　　　55

英国：　　　　156

小麦的消费量：

《〈言语报〉年鉴》第654页

在俄国1904/5—1908/9…………3．8普特

在美国（1910）　　　　　　约13．3普特

俄国全部粮食消费量………………17普特

1蒲式耳约等于2普特

美国　　　　　　　　　　　　约40普特

Ⅶ．生铁的消费量：

《统计汇编》第570页

在俄国每个居民＝1．25普特

在美国1910年　　17．5普特

Ⅷ．美国是怎样摆脱奴隶占有制的？

Ⅸ．农民的收入和支出

　　农业委员会，

　　第二届杜马，第1212页。[238]

贫困、肮脏、饥荒、榨取赋税。

材料过时了吗？没有。1911年的饥荒。

　　　　　　　　　　1912年许多省份的饥荒。

Ⅹ．原因何在？

农奴主－地主的压榨。　　30000—7000万俄亩

　　　　　　　　　　10000000—7000万俄亩

大地主土地占有制。

乌拉尔。

对比

1—2000俄亩

300户每户7俄亩[239]

Ⅺ．国务会议与大地主土地占有制。

Ⅻ．否决预算。程序提案

第二届杜马，959，

注意

第三届杜马，662。[240]

（1）是农奴制国家的一种侵注意吞人民生产力，导致人民群众破产、贫困和饥饿，把资本主义文明限制在一小撮上层人物范围内的预算

（2）间接税，——关税——榨取

（3）支持专制官僚制度和农奴主－地主

（4）3月8日条例[241]

ⅪⅠⅠ．俄国处于欧洲和先进的民主的亚洲之间。

［民主变革的英勇手段。］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397—400页















[236]这一文献是列宁为第四届杜马中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代表起草的关于1913年国家预算问题的发言稿的提纲。发言稿的全文没有找到。



这一预算问题发言的提纲是社会民主党党团代表在1913年5月13日（26日）杜马第四十五次会议上的发言的基础。——[378]。



[237]粉饰的坟墓意思是虚有其表或表里不一，典出于圣经《新约全书》。传说耶稣指责言行不一的犹太教律法师和法利赛派是伪善者，说他们象粉饰的坟墓一样，外表富丽堂皇，而里面充满尸骨和污秽之物（见《马太福音》第23章）。——[378]。



[238]指第二届国家杜马第二次常会的速记记录第1卷第1212页。在此页上有一位代表在发言中列举了库尔斯克省和奥廖尔省农民破产的材料。——[381]。



[239]列宁在《最后一个气门》一文里对这里引用的数字作了分析（见本卷第19页）。——[381]。



[240]指第二届国家杜马第二次常会的速记记录第1卷第959页和第三届国家杜马第一次常会速记记录第1册第662页。在这两处都有社会民主党党团代表就预算问题提出的程序提案。——[381]。



[241]指沙皇政府1906年3月8日（21日）批准的关于国家收支预算审查程序的条例。按照该条例的规定，国家预算的某些支出项目，如沙皇宫廷的一大部分花费、国债的付款以及战时所需的预算外非常拨款，均不在杜马审查之列。——[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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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土地的转移

（1913年2月1日〔14日〕）

土地所有权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叫作土地转移。直到现在，无论在法律上或者在“社会的”（甚至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人中间的）舆论中，对我国农民还保持着一种农奴主的看法，认为农民土地的转移是有害的，应当加以禁止或者限制。

在民主派看来，单是有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可以禁止或者阻挠农民——一些成年人和有充分权力的公民——出卖自己的土地，就是极无耻地侮辱他们。只有在俄国这样的国家，才会对土地转移持有这种态度，因为俄国的所有官吏和大批自由派分子还完全以农奴主的旧眼光来看待受监护的、愚昧的、没有平等权利的“庄稼汉”。

从经济的观点来看，任何禁止和限制土地转移的做法都有莫大的害处。只要生活还勉强过得去，农民决不会出卖自己的土地。而如果由于贫困或者其他情况（迁徙、干活的人死亡等等）不得不出卖时，那是任何法律也制止不住的。人们总会规避法律，禁止只会使出卖土地的条件更加恶化。

有一个B．奥博连斯基公爵，他显然是同意黑帮自由派对土地转移的通常看法的，连他也不得不在1月份的《俄国思想》杂志（这是自由派同黑帮的混合体——极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刊物）上列举出种种事实证明限制土地转移的做法是愚蠢的和有害的。禁止非农民购买份地。购买者就登记为农民！禁止一个人购买六口人以上的份地。购买者就借亲属等等的名义订立假的欺骗性的契约！禁止抵押份地。这种办法正好便利了投机者的勾当，而使中农更难获得土地！

只有农奴主和伪君子才会期望用限制土地转移的办法来“帮助”农民。觉悟的农民决不会从这里寻找出路。





	载于1913年2月1日《真理报》第2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351—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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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罢工

（1913年2月2日〔15日〕）

《光线报》发表了许多文章来反对群众性的罢工。

当然，我们不可能在这里给《光线报》以它应该受到的那种驳斥。

我们只想就《光线报》的说教的性质，提出几点纯理论性的意见。《光线报》的撰稿人竭力引证西欧各国的例子，千百次地重复“无政府工团主义”等等字眼，这就暴露出他们完全不懂得俄国1912年罢工的历史特点。

20世纪欧洲任何一个地方的罢工，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象我们俄国目前这个时期的罢工所具有的那样的意义。为什么呢？

因为在整个欧洲，深刻的民主改革时期早已完全结束，而在俄国，现在摆在日程上的，（从这个词的历史含义来看）正是这种改革。

因此，俄国的经济罢工，尤其是非经济罢工，都具有全民性质。而欧洲的罢工已经没有这种全民性质（从一个国家民主改革的角度来看），现在欧洲的罢工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些改革的先声。其次，俄国的罢工同农业小生产者（农民）所处的地位的关系，也完全与西欧各国的不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光线报》的说教要抹杀的恰恰是俄国1912年的经济罢工和非经济罢工的全民意义即民主意义。无产阶级不顾自由派的反民主情绪，以领袖（领导者）的姿态出现，这是我国罢工的最重要的历史特点。这一特点，正是《光线报》的撰稿人不懂得而且从他们的取消主义观点出发也不可能弄懂的。

当然，这里谈的根本不是估计某一次具体的罢工是否恰当的问题。全然不是必须作最有计划的准备，有时甚至必须用同类的行动来代替罢工的问题。这里谈的是取消派完全不懂得整个罢工所具有的那种意义，——正是这种意义表明了，“结社自由”或“公开的党”的口号是不适当的，是不符合当前情况的。

取消派不是否定个别罢工，而是否定运动的整个性质，在这方面，凡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觉悟工人肯定的他们都否定。因此，工人过去和现在都对《光线报》的说教感到愤慨是理所当然的。





	载于1913年2月2日《真理报》第2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353—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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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发现

（1913年2月5日〔18日〕）

资产阶级社会完全是靠千百万人的雇佣劳动生存和维持的。没有雇佣劳动，不论地主的收入，或者资本家的利润以及诸如稿酬、薪俸之类的一切保证优裕生活的“派生”财源，都是不可能有的。而饥饿才是把千百万人赶到雇佣大军中去的力量。

这是人人皆知的老生常谈的事实。资产阶级公众对这个事实已经习以为常，也就“视而不见”了。但是贫困与奢华并存这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情况，有时候——特别是威胁到资产者先生们的健康和安宁的时候！——就会迫使人们有所“发现”。在每个大城市中，在任何一个偏僻的乡村里，有人会突然“发现”可怕的、令人厌恶的、有损人的尊严的肮脏、贫穷和荒芜的景象。有人“发现”了，在“大”报上向公众报道了，谈上一两天而又忘掉了。饱汉不知饿汉饥……

不久以前，有一个姓科兹洛夫斯基的医生，他在巡视了罗日杰斯特沃区的251套合租的住房以后，向彼得堡大众介绍了这样一个“发现”。


　　“阴暗潮湿的房间，令人窒息的空气，肮脏污秽，人睡在箱子上、地板上，拥挤得可怕（在251套住房里住着3578个人），墙壁上沾满被掐死的臭虫，真是一幅极其可怕的景象。”（《新时报》第13236号）



　　人民健康协会听了这个报告后，决定研究这个问题……提出申请……请求调查……也就是做到了所能做的一切。这里有圣彼得堡市1911年的几个统计数字。有16960个乞丐交给“调查和救济乞丐特别局”处理。其中1761人送交法院——可不要打搅穿戴整洁的老爷们了！——1371人遣返原籍（乡村已经“习惯了”同贫穷打交道），1892人留下来由特别局各机构救济，9694人获得自由。

特别局的人毕竟出了力，进行了“调查”，没有白拿薪水。

就在1911年，有43158名粗工向市劳动介绍所（莫斯科关卡外的）申请工作。有6076人得到了工作。

“获得自由的人”（得不到“救济”的乞丐，找不到工作的粗工）在马路上、在小客栈里、在合租的住房里过夜……这都是可供发现的材料。





	载于1913年2月5日《真理报》第2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355—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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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党代表大会

（1913年2月6日〔19日〕）

公历1月29—31日在伦敦召开了英国工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500名。

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对战争的决议，还以相当大的多数通过了另一个决议，要求党的议会代表投票反对任何不给妇女选举权的选举改革草案。

英国“工党”，同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英国社会党”并立，也是泛工党一类的组织。它是社会主义的政党和非社会主义的工会之间的一个折中的东西。

这种折中的东西是由英国历史的特点造成的，是由于工人阶级的贵族分离出去组成一些非社会主义的、自由派的工会而造成的。这些工会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于是引出了许多模棱两可的混乱的情形。

例如，关于党的纪律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警告说，凡违反党和议会党团的决定的都要开除出党。

于是发生了在任何其他国家不可能有的争论：这项决议是对付谁的？是对付自由派的，还是对付社会主义者的？

问题在于，在议会的40名工人议员中竟有27名非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威尔·索恩在反对这项决议时说：13名社会主义者愿意服从非社会主义者，受他们的约束。连拥护这项决议的独立工党党员布鲁斯·格莱西尔也承认，大约有5—6名这样的工人议员是保守党那边的人。

决议被通过了。

而要求各个党的机关不要光是张贴机会主义……日报《每日先驱报》[242]的决议，却以643000票对398000票被否决了。这里的票数是按各代表所代表的党员人数计算的。

在代表大会上占多数的是非社会主义者和糟糕透顶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也有人发出了明确的呼声，表示工人群众不满意这样的党，要求代表们少玩弄立法游戏，多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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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看来《真理报》此处漏了一行。这里谈的决议草案是要求每个党的机关除张贴机会主义分子所掌握的《每日公民报》以外，也要张贴《每日先驱报》。



《每日先驱报》（《The　Daily　Herald》），是英国社会党的机关报，1912年4月起在伦敦出版。英国社会党在1916年作为集体党员加入了英国工党。从1922年起该报成为工党的机关报。——[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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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扩大的矛盾

政论家札记

（1913年2月6—9日〔19—22日〕）


一

不久前，立宪民主党杜马代表召开了有该党地方活动家参加的例会。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会上讨论了当前政治形势的特点。自由派对这一形势的估计是：


　　“注意到，全国对根本法的要求和这种要求由于立法机关现在的制度以及当局目前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态度而不能得到满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日益扩大。”



　　话说得乱七八糟，正象被小猫玩了好久的一团线。我们的自由派真是不幸，他们竟然无从把自己的思想说清楚！但是请读得仔细一点——自由派的不幸，与其说是无从说清楚，不如说是无话可说。不但全国的要求和……“现在的制度”的不可救药之间的矛盾在日益扩大，而且全国的要求和自由派的一筹莫展之间的矛盾也在日益扩大。

自由派政治家先生们，全国的要求为什么不能得到满足呢？立宪民主党人的答复是：由于立法机关现在的制度和当局目前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态度从中作梗。

结论就是：必须有另一种制度和当局的另一种态度。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和态度，在下文分析了立宪民主党会议的“四点意见”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但首先我们必须提出一个主要问题：为什么会有“现在的”“制度和态度”？怎样才能出现另一种制度和态度？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默不作声，不外出于那种守旧的、亚细亚式的庸俗观点，什么过去出主意的人不好，以后会有好的出主意的人……

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现在的”一切同某一个阶级的利益，例如同大地主阶级的或者最富有的资产者阶级的利益就没有联系？“现在的”一切同一定的阶级的利益就不是完全一致？不考虑到各个阶级间的相互关系而谈论政治形势，就等于说空话，这不是很明显吗？

真可悲！立宪民主党人除了空话，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掩盖他们的政策和全国的要求之间“日益扩大的矛盾”。


二

我国所有的自由派分子，还有跟在他们后面的自由派工人政客（取消派），都喜欢大谈特谈俄国的“欧化”。这是在用一句小小的真话来掩盖大大的谎言。

一般说来，俄国无疑是在欧化，也就是说是在按欧洲的面貌改造自己（而且现在只好撇开地理概念，把日本和中国也算进“欧洲”）。但是这种欧化，总的说来，从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甚至从彼得大帝时代就开始进行了；革命高涨时期（1905年）在进行，反革命猖獗时期（1908—1911年）也在进行，警察局在进行，马尔柯夫类型的地主也在进行，他们正在“欧化”自己同民主派作斗争的方式。

“欧化”这个字眼原来是那么笼统，因此可以用来混淆事实，模糊重大的政治问题。

自由派希望俄国欧化。但是贵族联合会也力图用自己1906年11月9日（1910年6月14日）的法令使俄国欧化。

自由派希望俄国有欧洲式的宪制。但是欧洲各国的宪制，是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农民、工人之间长期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结果。自由派用来“羞辱”我国反动派的各国成文的和不成文的宪制，只不过是新事物经过百般周折取得对旧事物的一系列胜利和旧事物使新事物遭到一系列挫折之后得到的斗争结果的记录。

自由派希望我国出现的结果没有构成这一结果的一切长处和短处！自由派的纲领和策略就是：希望我国建立起欧洲式的制度，却不要经过那种在欧洲建立了这一制度的严酷斗争！

我们的科贝林斯基之流以一种对付“小铺老板”和“庄稼汉”的轻蔑态度来回答自由派的愿望和论据，这是可以理解的。科贝林斯基之流说：“自由派先生们，你们是想把你们在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取得的胜利记在纸上。”


三

立宪民主党会议在策略问题上通过了四点意见。第一点意见是：


　　“整个反对派阵线联合行动的策略，虽然是实现国家杜马当前实际活动的必要条件，但是既不能保证为反对派的法律草案取得国家杜马中稳定的多数，也不能保证真正实施反对派依靠杜马中派有可能使国家杜马通过的那些法律草案。”



　　把这段艰涩难懂的话译成普通的俄语，就是：自由派只有和十月党人一起才能成为国家杜马中的多数。这个多数是不稳定的，它的决议是无法实施的。

这样说是正确的。但是由此得出结论，把这些决议称为“必要的”、“当前的”、“实际的”（！？？）活动，那就是自欺欺人。

如果立宪民主党人不仅仅在口头上想成为民主派，他们就应当对人民这样说：我们和十月党人一起投票否决右派，但是我们不会主张在第四届杜马中进行立法工作，不会散布立宪幻想。

立宪民主党会议的第一点“意见”惊人地不合逻辑。靠第四届杜马中不稳定的多数使实际上无法实施的法律草案得到通过，这竟被称为“实际的”活动！！立宪民主党人自己也曾经好几百次地把这叫作烦琐、无聊的活动，这是正确的。

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从逻辑的观点来看是极端荒谬的，但是从阶级利益的观点来看却是可以理解的。不妨回忆一下1907年以来社会民主党人关于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所说的话。他们说：在杜马中有两个多数，一个是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一个是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两个多数都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参看1913年《启蒙》杂志第1期第13页）。 
［注：见本卷第346—347页。——编者注］



立宪民主党人1913年的二月会议印证了我们1907年以来在自己的正式决议中所说过的话。

对立宪民主党人来说，“整个反对派阵线联合行动的策略……依靠杜马中派”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他们也同十月党人一样，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他们有内在的血缘关系，因此他们自然都醉心于共同的“实际的”活动，尽管这种活动现在就毫无希望。

十月党人在自己的报刊上无休止地抱怨，谩骂革命，谩骂政府、右派、国务会议，——而在杜马里他们仅满足于有改革的愿望，并且跟着政府走。

立宪民主党人在自己的报刊上抱怨得更加厉害，谩骂革命，谩骂政府、右派、国务会议和十月党人，——而在杜马里他们仅满足于有改革的愿望，并且尽力使自己的反对派观点迁就十月党人。


四

立宪民主党会议的第二点意见是：


　　“只有实现三个基本条件，即选举法的民主化（普选制），国务会议的根本改革和责任内阁，才能大大加强国家杜马这一立法因素和政治因素。”



　　这里阐述的策略的实质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来表达：改良主义。历史科学告诉我们，一般说来，某一政治制度的改良主义的变革和非改良主义的变革的差别在于：实行前一种变革，政权仍然留在原先的统治阶级手中，实行后一种变革，政权从原先的阶级手中转到新的阶级手中。立宪民主党人不懂得历史变革的阶级基础。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立宪民主党人的基本错误就在这里。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上述理论上的差别可以归结为：是局部的东西有所改变而总的和基本的东西毫无改变，还是总的和基本的东西也改变了。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国家内，有过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但也有过不满足于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从不认为通过改良就能够实现根本的变革，但是也决不拒绝在一定条件下提出改良式的当前要求。

这就是说，问题在于，立宪民主党人把维持现在的统治阶级即封建类型的大土地占有者的统治地位看成是无可争议的。立宪民主党人仍然抱着御用的反对派的观点，仍然坚持“谢天谢地，俄国总算立宪了”的看法。

换句话说，立宪民主党人的“三个基本条件”，就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提出的由封建土地占有制同资本和睦地瓜分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的条件。

十月党人也抱着这样的观点（“当局同全国调和”，这不知是十月党人的说法，还是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拉柯夫的说法），同时十月党人提出了更“讨好”土地占有制的瓜分条件。

十月党人的大讨好已经遭到破产。有什么根据指望立宪民主党人的小讨好会有别的结果呢？从改良主义的观点来看，十月党人要彻底得多，因为坚持改良主义观点的人必须考虑到改良是不是可行，而十月党人的“改良”是“可行”得多的。

结论只有一个：自由派的改良主义和全国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在日益扩大。


五

立宪民主党会议的第三点意见是：


　　“应当把创造这些条件作为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的基本任务，同时当前的立法活动，同其他反对派集团以及中派一起，如果可能实现的话，也应当加以利用，但是这种活动不得妨碍这些基本任务的实现。”（2月4日《言语报》第34号）



　　前一点“意见”原是对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让步，或者更确切地说，原是对民主派的诱饵：支持我们立宪民主党人吧，因为我们是“民主派”，我们赞成普选制！刚向左点完头，就急剧地向右转。把第三点意见的艰涩难懂的话译成普通的俄语，就是：我们立宪民主党人承认同进步党人以及十月党人共同进行的当前的立法活动！

但是要知道，在第一点意见中不是已经承认这种“当前的”立法活动只能产生一些无法实施的法律草案吗？立宪民主党人有一个附带条件，“如果可能实现的话”。说得直截了当一点就是，我们要做这种烦琐事，可是这样做的责任要让十月党人来负！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真是一些爱开玩笑的人……

其次，进步党人也好，十月党人也好，都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彻底地坚持改良主义的观点，都不同意象普选制、国务会议的根本改革等等“过分”自由主义的要求。仍旧以民主派自居的立宪民主党人怎么能宣布同这些人所共知的民主派的敌人共同进行当前的立法活动呢？

这里立宪民主党人又有一个附带说明：我们立宪民主党人忙于为实现普选制作准备，通过和十月党人共同进行的活动来作准备，而这种活动“不得妨碍”普选制的“实现”！

办法很简单：我们宣布罗将柯的演说是“拥护宪制的”演说，我们投票赞成（不是象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由于犯错误，而是出于信念）十月党人就内阁宣言提出的程序提案，因为这一切并不妨碍实现普选制的“准备”工作！！

这里已经不能说立宪民主党人是爱开玩笑的人了。这里应该用另外的字眼……

欧洲各国背弃了民主派的反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还在要人们相信，它是在进行（在普鲁士是同民族主义自由派共同进行，在法国是同一切进步派共同进行）实现“根本的”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

完全走上了改良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是腐朽的资产阶级，这样的阶级由于自由主义而软弱无力，不能指望它实行民主变革，它敌视工人，背弃人民，投奔了右派。


六

立宪民主党会议的最后一点即第四点意见是：


　　“会议认为，除了提出上述三个口号，同时提出采取更积极的议会斗争的策略手段问题，是适时的。”



　　仅仅是议会斗争吗？仅仅是提出问题吗？“更积极的议会斗争的策略手段”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只有天知道。立宪民主党会议完全是故意用最难理解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论点。

立宪民主党人说什么更积极的手段，显然是想表明他们正在向左转。但这只不过是摆摆样子罢了，因为从这里看不到任何具体的东西。

一般说来，哪些议会斗争的“手段”可以称为更积极的呢？

不投票赞成十月党人和进步党人提出的程序提案。

不发表“当局同全国调和”的言论。

当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通过反民主的措施时决不沉默。

不同意停止和缩小普遍性的、原则性的争论。

我们建议每一个同立宪民主党人有接触的人不要忘记问问他们：他们是不是已经“提出了”更积极的手段的问题？既然他们打算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际上他们是怎样采取“更积极的手段”的？

全国正在向左转。新的民主派已经出现在实际生活中。立宪民主党人装模作样地稍稍向左转，这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意义，就是欺骗这个新的民主派，使它跟着走，冒充它的代表。

民主派的首要任务，就是不让这种骗局得逞。要知道，即使立宪民主党人局部地领导了民主派分子，也必然会导致动摇、背叛和不战而败的可耻结局。谁不能从过去的沉痛教训得出这个结论，谁就是什么也没有学到。必须把这样的人看作民主派的敌人。


七

总的来看，立宪民主党会议拿出来的是一份说明我国“中派”政治生活的很有意思的文件。对于这样的文件，对于有组织的政党的一些确实的正式决议，我们的报刊通常很少注意。人们不大喜欢“决议”，而喜欢访问记和流言蜚语。

但是对待政治的严肃态度要求极仔细地分析各政党的决议，马克思主义者将尽其所能来进行这种分析。

我们曾把立宪民主党人称为“中派”。这通常是对站在右派和反对派之间的十月党人的称呼。

但是，不论从各政党的阶级基础来看，还是从当代政治的实质来看，对各政党的分析都不能仅仅局限于杜马内的情况，都不能单单把十月党人算作是“中派”。

请看一看我国各政党的阶级基础：右派和民族党人，总的来说，都是农奴主－地主。他们主张保持并“加强”现行制度。

我们看到，十月党人、进步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无疑是比较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以及一批大资产阶级分子。所有这些政党都希望实行改良。它们形成了介于地主－农奴主和民主派（农民民主派和工人民主派）之间的真正的“中派”。

资产阶级害怕民主派甚于害怕反动派；进步党人是这样，立宪民主党人也是这样。当然，在日常政治的实际任务中，必须估计到这两个党的反对派立场，但是我们不应当因此而忽视这两个党和十月党人的阶级血缘关系。

农奴主－地主实行统治时既单独干，也同资产阶级上层勾结起来干。农奴主反对改良。资产阶级一般说来是赞成改良的，而且仅限于采取改良主义的立场。对于农民民主派，特别是对于工人民主派，就不能这样说了。

立宪民主党会议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是他们唯一的策略。最重要的是弄清楚这个策略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联系，这个策略的缺点，它同全国的要求之间的“日益扩大的矛盾”。最重要的是弄清楚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根本的血缘关系，弄清楚在立宪民主党人领导下民主派决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


八

在《莫斯科呼声报》第30号上有一篇评论立宪民主党会议的编辑部文章，题目是《今后怎样？》。在我收到这份报纸时，我的短文已经写好了。

这篇编辑部文章由于同2月6日杜马的表决（通过就卡索的说明提出的程序提案）[243]一事有关而显得十分重要，它十分明确地阐述了立宪民主党人对待十月党人的态度问题，因此非常有必要再谈谈他们的关系问题。

十月党人的正式机关报《莫斯科呼声报》，把立宪民主党会议（不知道为什么它把这次会议称为代表会议）说成是以米留可夫为首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对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


　　《莫斯科呼声报》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决议作了这样的说明：“立法活动只有在同这些基本任务〈即普选制、国务会议的改革和责任内阁〉不矛盾的情况下，才能加以利用。”“简单地说，通过这个提案无异是拒绝了在实际可行的范围内的一切立法活动，而立宪民主党这个反对派从此就具有了一种公然不负责任的性质。”





　　《莫斯科呼声报》由此得出结论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解散杜马，因为十月党人决不会采取立宪民主党人如此“不调和的〈可不是闹着玩的！〉立场”，杜马中根本没有多数，“毫无希望”……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这里清楚地暴露了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极密切的血缘关系，以及他们“争吵”的真实性质，那是：夫妻吵嘴，只当开心。

我们已经知道，2月6日十月党人的正式机关报在莫斯科宣布，在2月4日前召开的立宪民主党会议（2月4日《言语报》发表了关于会议的消息）以后，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完全瓦解了。

就在同一个2月6日，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圣彼得堡，在第四届杜马中，一起以173票对153票使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就卡索的说明提出的程序提案得到通过——这个提案后来在复决时偶然被否决了！！

这不是很好吗？

我们眼前清清楚楚摆着一个说明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如何搞自己的政治“勾当”的典型例证。老天在上，他们决没有结成任何“联盟”！可是他们为了欺骗公众，十分“巧妙地”分摊角色，甚至任何形式上的联盟都不可能使他们得到这样的“方便”。立宪民主党人看到，全国正在向左转，新的民主派已经出现，因此他们玩弄左倾把戏，通过自己的会议说出一些毫无意义、毫无内容而象是左倾的空话。十月党人支持公众中这样一种情绪或印象，似乎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向左转；他们采取的办法是郑重其事地在《莫斯科呼声报》的编辑部文章中宣布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是不调和的，声称通过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形成杜马中的多数是不可能的，攻击立宪民主党人左倾，叫嚷解散杜马等等，等等。

实际上，他们在悄悄地和立宪民主党人讨价还价，而且正是在自己最猛烈地攻击立宪民主党人左倾的时候，在共同的提案上同他们谈妥了！！

“既要狼吃饱，又要羊完好。”民主派被愚弄了，被欺骗了，被牵到立宪民主党那一群人中去了（立宪民主党人不是十分左吗……看，十月党人不是在大骂他们左倾吗！），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在黑帮杜马中保留下来了，巩固了，发展了。

这使人不禁要长叹一声：啊，天呀！俄国的民主派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懂得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的这套简单的骗人把戏呢？其实，欧洲各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客变换花样玩弄的正是这一套把戏：在人民面前，为了选举，他们在正式的言论中大叫大嚷，赌咒发誓，说他们是民主派，是激进派（德国的“自由思想派”[244]，英国的劳合－乔治之流），甚至是社会党人（法国的激进社会党人）。而实际上，在自己真正的政策方面，他们却同极力反对民主的政府和政党，同各种不同色彩和不同民族的十月党人走在一起。

这是陈腐的老一套，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这么没完没了地在重复着这老一套！


九

《莫斯科呼声报》硬说，在选举前立宪民主党人


　　“同左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证明在现实条件范围内进行立法工作的必要性。这就使人有理由指望杜马中派和反对派可能达成协议。但是选举后，立宪民主党领导者的看法有了重大改变。米留可夫提出的经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杜马策略问题的决议，根本违反了选举时显然是为了争取城市大资产阶级的选票而说的一切。城市大资产阶级未必肯支持立宪民主党人采取现在代表会议提出的政纲”。



　　这真是一种典型的怪论，简直不知道值得惊奇的究竟是其中天真的狡猾还是天真的无知。立宪民主党人的看法没有任何改变。他们始终是以欺骗手段引导民主派的自由派政党。1912年选举时，立宪民主党人在大资产阶级面前突出表明了自己的“真”面目，自己的投机分子的“团结感”，资本家阶级奴仆的“冷静”。而在同一个时期，这些立宪民主党人却在民主派选民面前再三说，他们是民主派，他们在杜马中的策略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毫无重大差别。

立宪民主党政策的这两个方面是各文明国家的每个自由派政党必定有的“服饰”。当然，某些党员往往各有专长，有的玩弄民主，有的给“狂热的人”泼冷水，执行着“慎重的”资产阶级政策。要知道，各国的情况往往就是这样的。例如，英国著名的自由党骗子劳合－乔治，在向人民演说时把自己描绘成十足的革命者，几乎是社会党人，而实际上这个部长在政策方面是跟着自己的领袖，比保守党人毫不逊色的阿斯奎斯走的。

《莫斯科呼声报》的文章把米留可夫先生描绘成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代表，这只能引人发笑。事实上，米留可夫先生是玩弄正式的立宪民主党外交辞令，使立宪民主党的不民主实质同民主词句调和起来的代表人物。

《莫斯科呼声报》写道：


　　“米留可夫先生的这个‘选举后的’新主张远没有得到代表会议的一致赞同。代表会议的相当一部分代表坚持和杜马中派达成协议的策略，以便使某些草案和文化改革得以通过。拥护这种观点的人表示，在讨论各种法律草案时，党团应该妥协，竭力使这些草案按自由主义精神得到通过，而决不应该使这些草案成为不可接受的。”于是出现了反对“著名的立宪民主党的纪律”，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绝对服从”米留可夫先生的“专制意志”的越轨举动。



　　显然是一种把戏。破绽百出。十月党人在“激”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竭力把他们描绘成失败者，促使他们去更坚决地反对左派立宪民主党人。但是十月党人的这个把戏（如果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不是同一个小家族的成员，这个把戏也就玩不成了），并没有消除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之间，即我国自由派中的劳合－乔治之流和阿斯奎斯之流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请看《俄国评论报》。这个进步党人的机关刊物，鼓吹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妥协的刊物，在大量地搜罗立宪民主党的正式党员。曼瑟列夫、马克拉柯夫、奥博连斯基、格列杰斯库尔和亚历山德罗夫都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渐地跟着“路标派的”首领司徒卢威跑过去的。这一伙人过去就想更加接近十月党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情况只能是这样。但是，米留可夫正在使他们在打着民主派招牌而实际包藏着十月党实质的纲领的基础上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调和起来，这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


十

杜马中各个政党就卡索的说明提出的程序提案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这些提案为我们进行政治分析提供了准确的，已由各个政党的杜马代表正式确认了的材料。我们通常做得最不够的，正是对这种材料的分析。这种材料都隐没在每天的报刊评论或杜马的一大堆速记记录中。为了弄清楚各个政党的真正本质，很有必要研究一下这种材料。

在通过不信任案的第二天，《言语报》的编辑部文章宣称：“这样，俄国社会从国家杜马那里得到了有权指望得到的东西。”（2月7日第37号）这似乎是说，“社会”只要知道杜马是不是信任卡索先生，就够了！

这不对。人民和民主派应当知道不信任的理由，以便了解被认为政治上不正常的现象产生的原因，以便能够找到正常化的办法。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仅仅根据“我们不信任”这样一句话就联合起来，这是远远不能说明这些重大问题的。下面就是十月党人提出的程序提案：


　　“国家杜马……认为：（1）任何吸引中等学校学生参加政治斗争的做法，都对俄国青年力量的精神发展有极大的害处，对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也有害处；（2）当局及时获悉中等学校中的不良现象后，必须采取预防措施，而不是坐待这些现象具有不正常的性质
［注：这个文本是在1月25日的会议上提出的。在2月1日的会议上，第2点被改成这样：“从这一具体事件可以看出，中等学校中对学生普遍采取形式主义的冷漠态度，教师同家庭隔阂，因此必须确立善意看待正在成长的一代的共同观点。”］

 ；（3）坚决反对对学生使用1912年12月10日使用过的办法，即不通知学校校长，用警察措施来代替正常的教育影响；（4）迟迟不决定被开除的学生的命运是违反教育原则的，希望善意地对待学生，立即消除这种现象，现在转入下项议程。”



　　这个提案的政治思想是什么呢？学校里谈政治是有害的。学生是有过错的。但是惩罚他们的应该是教师，而不是警察。我们对政府不满的是它缺少“善意”和办事迟缓。

这是反民主的思想。这是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立场：让旧政权的制度继续存在，但在运用它时要温和一些。打吧，但是要适可而止，并且不要声张。

请看进步党人提出的程序提案：


　　“……杜马认为：（1）国民教育部获悉最近在圣彼得堡中等学校中发生的事件后，对自己的职责采取了冷漠的态度，没有制止警察局侵入中等学校；（2）警官任意采取了搜查学校，逮捕孩子并把孩子拘禁在警察局，用不能容许的方法审讯学生等等措施，这些措施决不能认为是正当的，何况这里的问题还不涉及维护国家的安全，而在于恢复中等学校中的秩序，可是国民教育部并未对此提出抗议；（3）国民教育部的一整套旨在使学校同家庭隔阂的办法，因为是以死板的形式主义压制青年一代的精神和智力的发展，也就为学校生活中不正常现象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杜马认为国民教育大臣的说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在转入下项议程。”



　　这一提案是在1月30日提出的，当时进步党人就声明，如果十月党人提出不信任，他们就投票支持十月党人。这次交易的结果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了。能够进行这次交易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意见基本上一致。

进步党人也认为学校里谈政治是不正常的，也要求“恢复秩序”（农奴制的秩序）。他们采取的也是御用的反对派的立场，他们反对的不是旧政权的制度，而是运用这个制度时的“冷漠的、死板的”方法等等。皮罗戈夫在19世纪60年代也同意要打，但是他要求，不要冷漠地打，不要死板地打。进步党人不反对由当今的社会人士来“恢复秩序”，但劝他们做得“留情些”。半世纪来我们有多么大的进步啊！

下面是立宪民主党人提出的程序提案：


　　“杜马在听取国民教育大臣的说明后认为：（1）这个说明完全把教育观点和警察观点混淆起来了；（2）这个说明完全否定了学校和家庭借以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的正常基础；（3）该部的政策引起学生的极大不满，在社会上也引起了理所当然的愤慨，这一政策本身就促成了一种过早地吸引青年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气氛，而这种气氛又造成了一些本应防止的情况的发生；（4）采取象对待国事犯那样的办法来对待学生，摧残了正在成长的一代中最有才能的人的生活，使其中许多人成了牺牲品，从而构成了对俄国未来的威胁。杜马认为教育大臣的说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在转入下项议程。”



　　这里也非常温和地、闪烁其词地指责了“过早地”吸引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做法。这是反民主的观点。十月党人也好，立宪民主党人也好，他们指责警察措施，只是因为要求用预防措施来代替，现行制度要做的不应当是解散集会，而应当是防止集会。显然，这样的改良只会粉饰而不会改变制度本身。立宪民主党人说：我们不满意国民教育部的政策。但是他们完全象十月党人一样，认为可以希望这种政策有所改变而不必经过某种深刻得多的变革。立宪民主党人说的反对政府的话比十月党人说的尖锐得多，政治上不开展的人听了这种尖锐的话，会看不出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在对问题的自由主义的、反民主的提法上是完全一致的。

杜马应当认真地教人民学习政治。谁向立宪民主党人学习政治，谁就会在思想上受到毒害，而不会得到提高。

十月党人、进步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共同的提案上讨价还价，而且谈妥了，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他们在思想政治方面基本上一致的结果。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是最可怜不过的了，——他们为了承认说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同意直接指责在学校中进行政治活动。但是立宪民主党人之所以同意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自己反对“过早地”吸引学生从事政治活动。

下面是劳动团提出的提案：


　　“国家杜马注意到：（1）1912年12月9日对中等学校的青年学生采用蛮横的暴力，可耻地让保安机关参与对中等学校学生的教育监督工作，这种做法使社会震惊，但国民教育大臣卡索先生在说明中，却完全赞同这种做法，而且幸灾乐祸地嘲笑社会舆论；（2）搜查和密探制度是联合内阁的全部政策特别是国民教育大臣卡索的全部政策的产物，它会导致极大的混乱，有在将来引起正在成长的一代严重波动的危险。国家杜马要求立即恢复12月9日全体被开除学生的学籍，同时认为国民教育大臣卡索的说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要求立即撤销他的职务，现在转入下项议程。”



　　这个提案，严格说来是一个激进自由派的提案，但是，民主派所应该说的、不同于自由派的话在这个提案中却没有。自由派也会承认让保安机关参与教育监督工作是可耻的，但是民主派则还应当说（而且应当教会人民懂得），任何“监督”都无权侵犯成立小组和组织政治座谈会的自由。自由派也会指责“联合内阁的全部政策”，但是俄国民主派则还应当阐明，有某些共同条件使任何一个部都不得不实行实质上相同的政策。劳动团提出的提案的民主性只表现在它的语气上，表现在起草者的情绪上。不用说，情绪是政治上的一种征象。但是要求程序提案不仅要有“高昂的”情绪，而且要有缜密的思想，这并不算过分。

社会民主党人的程序提案是：


　　“国家杜马听取了国民教育大臣的说明，从说明中看出：（1）决心反对青年学生通过自学来增长见识和增进同学间交往这一合理而可喜的意图；（2）为官僚的形式主义办法、密探和警察搜查制度辩护；这种办法和制度正在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初级学校中推行，残害着青年的心理和精神，无情地压制任何一点独立思考和个性独立的表现，使学生中间自杀流行。因此，国家杜马认为这个说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同时，国家杜马认为：（1）警察观点在国民教育事业中的统治，是同密探对俄国全部生活的控制、同公民各种有组织的独立活动受到镇压以及他们的无权地位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2）只有根本改造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制度，才能把公民从警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把学校从警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现在转入下项议程。”



　　这个提案未必能说是无可挑剔的。不能不说它还可以表述得更通俗、更透彻些，也不能不对它没有指出从事政治活动的合理性这一点表示遗憾，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对一切提案的批判，决不是针对着它的表述的细节，而纯粹是针对着起草者的基本政治思想。民主派不得不说出主要的一点：成立小组和组织座谈会是合理而可喜的事情。实质就在这里。用任何理由指责吸引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即使指责“过早地”吸引学生参加政治活动，都是虚伪和蒙昧主义的表现。民主派不得不把问题从“联合内阁”提到国家制度的高度。民主派不得不首先指出“同密探的控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其次指出同封建大地主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统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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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1912年12月14日（27日），44名杜马代表就彼得堡34名中学生在私立维特美尔中学开会被捕一事提出质询。这些学生是由于沙皇保安处怀疑他们参加了秘密小组而被捕的。国民教育大臣列·阿·卡索在第四届杜马中就这个问题作了说明。杜马的第十二、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次会议讨论了这一质询。1913年2月6日（19日）进行表决。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议案先由会议通过，后在复决中被否决。会议最后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认为沙皇教育大臣的说明不能令人满意而转入下一议题的提案。——[401]。



[244]自由思想派是指德国自由思想党的成员。1884年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进步党同从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组成德国自由思想党。1897年，自由思想党分裂为自由思想同盟和自由思想人民党两个集团。1910年这两个自由思想派组织又合并为进步人民党。自由思想派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主要敌人。——[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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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坦率

（1913年2月12日〔25日〕）

我们要感谢黑帮报纸《新时报》发表了国务会议右派领袖科贝林斯基坦率的言论。我们也要感谢这位“领袖”本人。


　　科贝林斯基先生感叹地说：“国家杜马的代表们往往暴露出对立法事务的无知和无能……只有小铺老板才这样制定法律。……有人因为我们否决了关于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设置地方自治机关的法令草案而攻击我们……国家杜马根本没有想到，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由于缺乏有文化的人才和人口稀少，也许不得不象我们这里有人开玩笑说的那样，把一个庄稼汉、一只鹿和一只熊选进地方自治局。

……成立象第三届国家杜马所筹划的那种庄稼汉的地方自治机关，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瞧，这位国务会议的右派领袖，亦即国务会议的领袖这么坦率，怎么能不感谢他一番呢？自由派的那些反对国务会议的言之无物的陈词滥调，我们且不去管它；我们要衷心地向读者推荐这种鲜明而老实的拥护国务会议的提法。

国家杜马中的小铺老板……地方自治机关中的庄稼汉、熊……我们不能容忍小铺老板和庄稼汉。这就是一个地主－农奴主的直率的语言。

请注意：他这个农奴主说得对，在国家杜马中没有“小铺老板”用觉悟的工人（而不是野蛮的地主）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资产阶级，就不会有多数。他这个地主说得对，自治实际上就是农民的自治（觉悟的工人喜欢用农民的一词；而不喜欢用野蛮的地主用惯的“庄稼汉的”一词）。农民就是多数。

国务会议决不是偶然出现的政治机构，而是某个阶级的机关，这就是科贝林斯基老实的演说表明的事实。这个阶级就是大地主。他们不能容忍“小铺老板和庄稼汉”。

俄国自由主义的“小铺老板”先生们，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请向科贝林斯基学习学习怎样严肃地提出政治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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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问题

（1913年2月16日〔3月1日〕）

科斯特罗马工人的代表沙果夫给《真理报》的信（第22号，总第226号）非常清楚地指出，工人认为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工人选民团的其他许多代表的来信（《真理报》第21—28号）肯定了这种看法。工人自己应当“自下而上地”实现统一。取消派分子不应当反对地下组织，倒应当自己也参加地下组织。

令人惊异的是，在问题这样明确、这样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后，我们竟在《光线报》第27号（总第113号）上读到托洛茨基华而不实、言之无物的陈词滥调。一个字也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一点也没有列举确切事实并对这些事实作出全面分析的打算！一点也没有提出实现统一的切实条件的迹象！空洞的感叹，夸张的言词，对于没有指明姓名的对手的狂妄攻击，装腔作势的保证，——这就是托洛茨基的全部货色。

先生们，这是没有用的。你们象同小孩子说话那样“同工人”说话，一会儿用非常可怕的字眼（“小组习气的束缚”，“骇人听闻的论战”，“我党历史上的封建农奴制时期”）吓唬他们，一会儿又象哄小孩子一样“劝导”他们，既不进行说服，也不讲清问题。

工人既不会被你们吓倒，也不会听你们的劝导。他们自己会把《光线报》同《真理报》加以对比，例如，他们只要读一遍《光线报》第101号的社论（《工人群众和地下组织》），就会干脆不理睬托洛茨基的豪言壮语。

托洛茨基用黑体写了如下一段话：“在实践上，社会民主党各个部分对地下组织这个臆想的原则问题所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完全一样的……”　彼得堡工人根据经验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俄国任何一个角落的工人，只要读了《光线报》的这篇社论，马上就会看出，托洛茨基在回避事实。

他写道：“硬说《光线报》的政治倾向和《真理报》的政治倾向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可笑的和荒谬的。”亲爱的作者，要知道，工人不会被“荒谬的”和“可笑的”这些字眼吓倒，他们会要求您象同成年人说话那样同他们说话，要触及实质——说明一下这两种倾向！证明一下《光线报》第101号的社论和社会民主党是“可以调和”的！

不，您用空话，即使是“调和的”空话，即使是最甜蜜的空话，也哄骗不了工人。


　　托洛茨基写道：“我们历史上的派别，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按出身来说，都是纯知识分子的构成物。”



　　这是在重复自由派的鬼话。事实上俄国的整个现实向工人提出了对待自由派和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即使没有任何知识分子，工人也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跟着自由派走，还是领导农民反对自由派。把分歧的根源说成是“知识分子”造成的，这对自由派有利。但是托洛茨基重复自由派的鬼话，只会使自己出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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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规划”的某些结果

（1913年2月23日〔3月8日〕）

新土地政策的结果怎样？对于这个问题，所有的工人理所当然地都很关心。政府的统计搞得很糟糕而且失之偏颇，简直叫人无法相信。毫无疑问，新的土地政策是资产阶级的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完全是在普利什凯维奇、马尔柯夫之流那一伙老爷们，即旧式的农奴主的掌握之下。在他们的“掌握”下，除了彻底失败，是很难有其他结果的。

不妨留意看看最近一期《俄国思想》杂志（1913年第2期）上Ｂ．奥博连斯基先生的结论。这份杂志是黑帮－立宪民主党的刊物。文章的作者也是反对革命的，就是说，是个十分偏袒地主的见证人。这个作者在萨马拉省找到了一个“土地规划”取得“巨大”成就的县份（新乌津斯克县），那里大半农户主分得的土地都是连成一片的。

然而作者还是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


　　“……至于新的土地改革的直接后果……未必可以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喜的……大量份地从半无产者农民那里贱价地转到了富裕农民和包买主投机商人手中……地租上涨了……在占有整块土地和占有村社的零散插花土地之间，其耕作能力上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新法律……使经济生活的条件和经济生活的内容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现在农民的思想可能比上次革命高涨时活动得更厉害。”



　　农民的思想朝什么方向活动？关于这一点，还是别问《俄国思想》杂志的这位自由派吧。他根本不谈地主土地上的农奴制经营问题，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是这个自由派地主的结论很值得深思。所有的矛盾尖锐化了，剥削加重了，地租上涨了，经营上的进步微不足道。农民的思想不是“可能”而是肯定在活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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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派内部的情况怎样？农村中的情况又怎样？

（1913年2月）

《俄国财富》杂志使我们看到的正是俄国生活中民粹派或劳动派的巨流或潮流中的那两股支流；这两股支流，根据其他更为明显、更为直接的政治知识史料也是可以研究清楚的。

例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争论。可惜现在这两届杜马的速记记录已经停止出售了。但是不管怎样，这些记录中可以用来研究俄国农民和俄国劳动派的观点、意向的大量政治材料，一部分已为一切有学识的人所掌握，另一部分也必将为他们所掌握。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知识分子劳动派（包括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农民劳动派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政治派别。

知识分子民粹派爱讲调和的或“全人类的”词句。这些词句总令人感觉到他们是自由主义者。阶级斗争的观点，他们是根本不能接受的。他们是空谈家。他们拖民主派农民倒退，使农民不再向阶级敌人作生气勃勃的面对面的斗争，而去附和含糊不清、牵强附会、软弱无力的准社会主义的词句。

在头两届杜马中，农民民粹派是一团火，热情奔放。他们满心渴望采取直接的坚决的行动。他们愚昧、没有知识、幼稚，但是当他们奋起反对自己的阶级敌人的时候，却表现得那么直截了当、毫不调和、切齿痛恨，使您感到这是一支极其重要的社会力量。

换句话说，知识分子民粹派是最糟糕的社会主义者和最差劲的民主主义者。农民劳动派决不玩弄他们十分陌生的社会主义，但他们是“本能的”、真诚的、热情有力的民主主义者。俄国农民民主派会不会取得胜利，这一点谁也不能预言，因为这要受非常复杂的客观条件所制约。但是毫无疑问，劳动派农民只有抛弃民粹派知识分子带进他们运动中来的那些倾向，才可能取得胜利。在有利的历史条件下，生气勃勃的新生的真诚的民主派是可能取得胜利的，而“社会主义的”词句，民粹主义的空谈，则永远不可能取得胜利。

这个结论，我认为是俄国革命最重要的教训之一，我希望我将来能够通过对民粹派在头两届杜马中的发言作详尽分析，并运用1905—1907年的其他政治材料，来论证这个结论。而现在我想指出，民粹派的主要的最有份量的机关刊物《俄国财富》杂志的最近一期（1912年第12期）精彩地证实了这个结论。

这一期杂志上的两篇文章给人印象无疑是很典型的。阿·瓦·彼·先生的文章（《人民社会主义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是“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典型的知识分子议论。

如果俄国农民的群众力量一定要按照阿·瓦·彼·之流的先生们的推论所“得出的”结论那样行动，那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事业便无可指望地输定了，因为花言巧语和夸夸其谈是不可能产生历史性的行动的。这种民粹主义是极端软弱无力的。

在克留柯夫先生的文章《无火》中，通过某个甜言蜜语的小神父的嘴谈到农民、农民生活以及农民心理，这个小神父把农民描述得正象农民自己过去和现在所表现的那样。如果这种描述是真实的，那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其代表正是农民），肯定会有大规模的历史性行动，这种行动在包含着随之而来的各种现象的比较有利的形势下，是很有可能取得胜利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要简单地介绍一下阿·瓦·彼·先生的“思想”，并且引证那个甜言蜜语的神父对俄国农民的几段描述。

阿·瓦·彼·先生是在捍卫民粹主义的原则，反对《箴言》杂志的撰稿人苏汉诺夫，因为苏汉诺夫把民粹主义的一系列根本性理论前提出让给马克思主义，同时还鼓吹一种类似要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主义者联合的主张。

阿·瓦·彼·先生不反对联合，但是并不打算“出让”民粹主义的原则。于是，正是阿·瓦·彼·先生这样一位无疑很有权威、很有名气的民粹主义者对民粹主义原则的纯洁性和坚定性所作的这种捍卫，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他的立场是完全没有前途的，这种民粹主义是绝对没有生命力的。

苏汉诺夫先生甚至说到，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才是天生的社会主义的阶级。如果对此稍微深入地推想一下，这当然意味着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全盘否定民粹派社会主义。

阿·瓦·彼·先生反驳苏汉诺夫先生，可是他的论据却是些十分可怜的东西：他只能提出一些保留意见，修正意见，打上一些问号，发表一些折中的看法，比如说修正主义“不适当地宣扬”生活对理论的修正，而正统派又白费力气地反驳这种修正。阿·瓦·彼·先生的这类糊涂议论，和欧洲各国流行的“人道的”资产者反对阶级斗争和阶级社会主义的言论如出一辙。

阿·瓦·彼·先生不敢否认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基本事实：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每天都在进行反对资本的一贯的斗争，无产阶级才是社会主义政党的群众支柱。阿·瓦·彼·先生不会不知道，国家在政治方面愈自由，农民就愈少表现出哪怕是微弱的社会主义性。为了模糊问题，他一味玩弄欧洲资产阶级教授和机会主义者的支离破碎的思想，甚至没有打算提出哪怕是某种类似完整的、直截了当的、明确的社会理论的东西来反对马克思主义。

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比阿·瓦·彼·先生的文章更枯燥乏味的了。没有任何东西更能说明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死亡。这种社会主义已经死亡。阿·瓦·彼·先生的全部“思想”，你们在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改良派的任何刊物中都可以找得到。连驳斥这种思想都没有什么意思了。

然而，如果说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已经死亡，它已经被1905年革命处死并由阿·瓦·彼·先生之流埋葬了，它剩下的只是陈词滥调，那么俄国农民民主派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派，而是同1860年美国的民主派、18世纪末法国的民主派、19世纪上半叶德国的民主派等等一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民主派还活着。

克留柯夫先生转述的那个甜言蜜语的小神父关于农村的谈话，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顺便指出，克留柯夫的报道，也许比民主派的著名敌人路标派分子布尔加柯夫根据多方面的观察在《俄国思想》杂志（1912年第11期：《在选举中》）上写出来的还要鲜明，还要准确。


　　克留柯夫文章中的那个小神父在谈到俄国的僧侣时说道：“自卑和怯懦，这是任何时候都有的！……但不同的是，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象现在这种平静得出奇地、不声不响地脱离教会的现象。仿佛教会的生气消失了。我再说一遍：不单是知识分子离开了，人民也离开了……必须承认这一点。要知道，我已经在农村当了两年司祭。”



　　这个甜言蜜语的小神父回想起1905年的情形。当时这个小神父曾向农民解释过宣言。
　　他哭诉说：“我曾经希望人们醒悟、紧密联合、博爱、戒酒、思想健康、朝气蓬勃、精力充沛……醒悟倒似乎是醒悟了，然而代替团结和联合的却是敌意和内讧。在农村首当其冲地受到触动的正是我，而且触动得很厉害。我觉得，我是一心一意维护农村的……我对这些自由以及其他一切问题都作了解释。人们听得多么入神啊！我曾以为，已经不可能比我说出更多的东西了，可情况并不是这样……还有另外一些议论流传到农村中来了。另一些解释者把问题弄得一团糟，他们谈到土地、平等、地主老爷。当然，庄稼汉对这些话马上就心领神会了。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来对我说，他们以后不给我200卢布的薪水，只给100卢布了…………但是，特别使我伤心的不是100卢布这件事，而是所有那些忽然之间构成农村新面貌的现象。真可以说人们是从各个方面努力使农村打开眼界，摆脱束缚，摆脱这种愚昧状态！说实在的，他们是成功了。失明的人一旦能看见一丝光亮，他就不再是瞎子了……即使他还没有完全复明。但是这种半复明状态只会使他认识到最痛苦的事情，产生最恨之入骨的敌意……有时他也许会为自己一无所见而叹息。这种敌意在农村里已经愈来愈深，现在似乎整个空间都充斥了这种敌意……动辄挥刀舞棒，动辄付之一炬。明显的无能为力，有冤无处申的痛苦情绪，斗嘴吵架，不分青红皂白的仇恨，对一切生活得较为优裕安逸的有产者的嫉妒。从前，当然也有嫉妒，也有敌意，也有不幸和万恶的罪孽，但是人们听天由命，承认世俗的幸福是空虚的，相信死后的善报，并从中得到一种忍耐的力量。现在这种信仰已经不存在了。现在那里存在着这么一种信仰：我们是奴役者，他们是被奴役者。一切关于自由的解释在农村的土壤上产生出各种毒草……现在请看这个新的土地法，——兄弟反对兄弟，儿子反对父亲，邻居反对邻居！敌意和混乱十分严重，农村会因此憋死，一定会憋死。”





　　我们给这个甜言蜜语的小神父（彻头彻尾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关于农村状况的出色描述的某些特别值得注意的字眼用黑体标出。这个小神父是“博爱”的拥护者，是“仇恨”的敌人。在这方面，他完全同意我国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准立宪民主党人正在不断发挥的托尔斯泰的（也可以说基督教的）反动透顶的观点。幻想一下什么“土地社会化”，空谈一下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意义、“土地份额”，这个小神父大概是不反对的，但是一旦仇恨代替了“博爱”，他马上就招架不住，软作一团，痛哭流涕。

口头上的、空谈的“社会主义”（“人民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不论多少，欧洲每一个有知识的小市民都赞成。而一旦“仇恨”代替了“博爱”，那就通不过了。人道词句的社会主义——我们赞成；革命的民主——我们反对。

实际上，甜言蜜语的小神父关于农村中“胡闹行为”的老一套的说法，丝毫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从他的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胡闹行为”只不过是农奴主提出的概念。“有冤无处申的痛苦情绪”，这才是这个甜言蜜语的小神父肯定的事实。而这毫无疑问，远远不是什么“胡闹行为”。




马克思主义者向来认为自己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的任务是，摧毁马尼洛夫精神[245]、甜言蜜语、多愁善感的超阶级观点，摧毁对法国任何一个善于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激进社会党人”也很合适的庸俗的“人民”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向来认为，取出民粹主义观点中的民主主义核心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民粹派社会主义，是腐烂发臭的尸体。如果克留柯夫文章中的那个甜言蜜语的小神父对俄国农民民主派的描述合乎实际情况，那么俄国农民民主派就是一支有生气的力量。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还在横行霸道的时候，在还有3000万人挨饿的时候，它也不可能不是一支有生气的力量。

有人对我们说什么“不分青红皂白的仇恨”。首先，这说得不完全正确。看不见“青红皂白”的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是官僚，是好心肠的知识分子。其次，要知道，就是在俄国工人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也出现过一定的“不分青红皂白的仇恨”的因素，例如19世纪60—80年代罢工时破坏机器的现象。这种现象很快就消失了。这不是主要的。要求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失去耐心的人“带着白手套行动”是卑鄙的。

最主要的是，要彻底同旧的、反动透顶的世界观决裂，深刻领会关于“被奴役者”的学说，这个学说保证的不是沉沉酣梦，而是朝气蓬勃的生活。

民粹派社会主义，包括最左的民粹派社会主义，都完全腐烂了。在自觉地同“博爱”、“忍耐”等等说教决裂的基础上，净化、启发、唤醒、团结民主派，则是一项朝气蓬勃的、有生命力的任务。甜言蜜语的小神父感到忧心忡忡。我们则有充分理由为规模宏大的朝气蓬勃的工作而兴高采烈。





	载于1913年2月《启蒙》杂志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363—369页

















[245]马尼洛夫精神意为耽于幻想，无所作为。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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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材料

（1912年底—1913年初）


1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决议初稿


［注：决议见本卷第279—281页。——编者注］

导言（一）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的胜利

　　（二）指出宣言和有力的活动

　　（三）党的监督和批评的必要性。

否定方面

1．亚格洛。

2．民族文化自治（契恒凯里）。

3．对进步党人的提案投赞成票。

不公布

（α）6和7：代表权和表决权的平等

（β）退出《光线报》……

（γ）六人团的集体的有组织的活动。

注意：有了印刷所和技术，人们开始重视党。

（α）40卢布

（β）铅字

　（α）中央机关报> 
［注：较为。——编者注］

 通俗

柯巴：（β）报道组。


2

《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统一》决议初稿


［注：决议见本卷第283—285页。——编者注］

（1）八月代表会议　成员

　　　　　　　　　 决议

（2）《光线报》（α）公开的党

　　　　　　　 （β）反对罢工。

1．4年来同取消派进行斗争不是因为它主张合法主义，而是因为它破坏党。

增补（在第1点中？？）1912年护党派在合法工作中，即在马克思主义派的工人日报方面和在工人选民团的国家杜马选举方面取得完全的胜利。

2．取消派分裂分子及其组织和独立的发起小组。

3．八月代表会议及其成员分裂分子（“前进”集团和普列汉诺夫）

“国外中心”和俄国国内工人组织。

4．八月代表会议决议——这些决议的“耍外交手腕的”性质和取消主义性质。

5．《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的态度

（α）公开的党

（β）实际上反对地下组织

（γ）反对革命的罢工[把第9点增补在此处。］

是否需要补充关于彼得堡选举这一点？

6．合法报刊宣传“统一”，回避秘密党的问题并以此欺骗工人。

7．秘密组织的统一是绝对必要的，并号召全体工人建立秘密组织。

8．圣彼得堡纳尔瓦区及省里许多地方的创举

——欢迎和支持

——正确的途径。

9．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的取消派集团及其支持分裂、支持（独立的发起小组的）口号和支持旨在取消群众中的革命工作和取消秘密党的宣传的行为。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393—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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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罢工和街头游行示威的发展》一文的附言初稿



［注：见本卷第301—308页。——编者注］



（1913年1月12日〔25日〕以前）

附言：

我们请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注意费·唐·在《光线报》上发表的《策略意见》。托洛茨基式的装潢门面的调和主义和“联合的”词句，销声匿迹得多么快呀！《光线报》的实际方针——露骨的取消主义，暴露得多么明显呀！

费·唐·在合法的机关报上经常进行笔战，他不仅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至于起义，那就更不用说了），而且反对在群众中进行任何革命鼓动工作。实际上，费·唐·比弗·阿·（《光线报》第56号）走得远得多，他暴露出他同崩得的所谓“勾销”革命的主张在思想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请看取消派拒绝对“形势”作公开的、明确的、正式的“估计”造成了怎样的结果。实际上费·唐·采用的正是拉林式的估计，即否定要求工人为了革命、为了吸引一般群众特别是农民参加革命运动而组织起来的客观条件。

关于费·唐·的文章，我们以后还会谈到的。





	载于1948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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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2卷

年表

（1912年7月—1913年2月）


1912年


1912年7月—1913年2月


列宁居住在克拉科夫，同俄国国内保持更紧密的联系，指导党组织的工作，领导《真理报》，领导布尔什维克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中的活动和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活动。


7月30日（8月12日）


列宁的《陆海军中的起义》、《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前夜》、《“结社自由”的口号可以成为目前工人运动的基础吗？》三篇文章发表在《工人报》第9号上。


7月31日（8月13日）


列宁的《一些原则问题》（社论）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79号上。


7月


写《给瑞士工人的信》。


8月1日和8日（14日和21日）之间


写《小小的考证》一文。


8月3日和19日（8月16日和9月1日）之间


写《立宪民主党和土地问题》一文。


8月5日（18日）


列宁的《最后一个气门》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20号上。


8月8日（21日）


列宁的《小小的考证》和《俄国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两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85号上。


8月8日和26日（8月21日和9月8日）之间


写《谈谈“吃掉立宪民主党人”》一文。


8月9日（22日）


列宁的《罢工斗争和工资》（社论）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86号上。


8月10日（23日）以前


致函B．H．洛博娃，请她告知为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作准备的情况（这封信没有找到）。


8月10日或11日（23日或24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告知决定在莱比锡印刷小册子《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建议他在代表大会开幕前一两天到达开姆尼茨，以便为同取消派进行严肃斗争做好充分准备；委托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小组作专题报告。


8月11日（24日）


列宁的《莫斯科省工厂的工作日》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88号上。


8月11日和18日（24日和31日）之间


写《飞黄腾达之路》一文。


8月12日（25日）以前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说必须向群众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和其他政党内部斗争的性质和思想根源；认为高尔基在《生活需要》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是不恰当的。


8月12日（25日）


列宁的《莫斯科省的工作日和工作年》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21号上。

列宁的《在英国》、《俄国的生产积聚》两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89号上。


8月14日（27日）以前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指出必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期间同左派接近，以便共同进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建议加米涅夫为《真理报》写一些通俗的文章，并要他将《箴言》杂志寄来。


8月14日（27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告知已收到出席取消派八月代表会议的邀请信，布尔什维克决定不参加这次代表会议。


8月15日和21日（8月28日和9月3日）之间


写《拙劣的辩解》一文。


8月17日（30日）


致函卡·胡斯曼，告知对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通告信的正式抗议将在晚些时候寄出，该通告信向社会党国际局宣布波兰社会党人内部已告分裂（这封信没有找到）。


8月17日和24日（8月30日和9月6日）之间


从《涅瓦呼声报》第7号上摘录关于为了这张取消派报纸募集经费的报道，对七、八两个月的捐款数作统计，后来在《取消派和“统一”》和《〈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小册子的附言初稿》两篇文章中使用了这些资料。


8月18日（31日）以前


为自己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信写前言和附言，这封信是对执行委员会提出的为达到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的统一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个党的中心、组织和派别会议的建议的答复。由这些文件汇编成小册子《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

与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成员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代表团的策略以及它的代表的发言内容。


8月18日（31日）


列宁的《飞黄腾达之路》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94号上。

写声明《致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抗议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的通告信，并将声明连同华沙委员会的抗议一起寄给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


8月19日（9月1日）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和土地问题》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22号上。


8月19日和29日（9月1日和11日）之间


写《工人和〈真理报〉》一文。


8月20日（9月2日）


迁居至克拉科夫卢博米尔斯基耶戈街47号。


8月21日（9月3日）


列宁的《拙劣的辩解》（社论）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96号上。


8月21日和30日（9月3日和12日）之间


写《国际法官代表大会》一文。


8月23日和9月1日（9月5日和14日）之间


写《僧侣和政治》一文。


8月24日（9月6日）


列宁的《取消派和“统一”》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99号上。

致函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告知他到开姆尼茨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和到其他城市去作报告所需的旅费已寄出，并说出席代表大会的委托书将给他寄到开姆尼茨。


8月24日和9月5日（9月6日和18日）之间


写《立宪民主党人和新时报派的一致》一文。


8月25日（9月7日）


致函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告知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委任书已经寄出，并要他把1907年杜马选举期间的全套《言语报》和第三届国家杜马的所有速记报告寄去。


8月26日（9月8日）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请求把自己缺少的几号《明星报》、《涅瓦明星报》、《真理报》、《现代事业报》寄去；建议刊登《真理报》每月发行份数的统计材料；对米·斯·奥里明斯基的文章《文明的人和不纯洁的良心》给予肯定的评价。

列宁的《谈谈“吃掉立宪民主党人”》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23号上。


8月26日和9月2日（9月8日和15日）之间


写《向民主派的又一次进攻》一文。


8月29日（9月11日）


列宁的《工人和〈真理报〉》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03号上。


8月30日（9月12日）


列宁的《从前和现在》和《国际法官代表大会》发表在《真理报》第104号上。


8月31日（9月13日）


列宁的《在瑞士》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05号上。


8月


两次去克拉科夫附近的马库夫村，同谢·尤·巴戈茨基医生去山里散步，一起登上塔特拉山脉的一座山顶。


9月1日（14日）


列宁的《僧侣和政治》（社论）发表在《真理报》第106号上。


9月1日和4日（14日和17日）之间


写《罗莎·卢森堡和波兰“党”总执行委员会步马尔托夫的后尘》一文。


9月2日（15日）


为《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小册子写附言。

致函在开姆尼茨的列·波·加米涅夫，告知将给他寄去《为〈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小册子写的附言》；说有必要把这个附言和小册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的代表中间广为散发；告知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已经失败。


9月2日和9日（15日和22日）


列宁的《向民主派的又一次进攻》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24号和第25号上。


不早于9月4日（17日）


致函在开姆尼茨的列·波·加米涅夫，告知自己为《不来梅市民报》写的《罗莎·卢森堡和波兰“党”总执行委员会步马尔托夫的后尘》一文已经寄去，《为〈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小册子写的附言》已在莱比锡出版。


9月5日（18日）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人和新时报派的一致》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09号上。


9月12日（25日）


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谈自己对在维也纳召开第二国际代表大会日期的意见。


9月15日（28日）


列宁的《H．C．波良斯基来信读后》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18号上。


9月16日（29日）


列宁的《论政治路线》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26号上。


9月16日和26日（9月29日和10月9日）之间


写《对〈莱比锡人民报〉所载取消派文章的答复》一文。


9月17日—18日（9月30日—10月1日）


写《立宪民主党人带着什么参加选举？》一文。


9月18日（10月1日）


列宁的《美国工人的胜利》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20号上。


9月18日（10月1日）以后


写《工人的统一和选举》一文。


9月20日（10月3日）以前


致函卡·胡斯曼，说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参加第四届杜马选举活动，他不能于10月19日和27日（11月1日和9日）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


9月20日（10月3日）以后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询问彼得堡第四届杜马选举中第二选民团候选人的情况；指示编辑部在选举运动中必须积极开展同取消派的斗争；批评《真理报》的文章缺乏热情；要求报上的文章应该是进攻的、激烈的、有战斗力的。


9月25日（10月8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说在没有读到和平大会的材料之前，不能对这些大会作出评价；表示愿意在冬天去瑞士做报告。


9月26日（10月9日）


列宁的《对〈莱比锡人民报〉所载取消派文章的答复》一文发表在《莱比锡人民报》第235号上。


9月28日（10月11日）


列宁的《意土战争的结局》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29号上。


9月


收到阿·马·高尔基从卡普里岛寄来的报告健康情况的信。


10月初


致函阿·马·高尔基，询问他的健康情况；对他没有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表示遗憾；要求他支持《真理报》；告知第四届杜马选举的情况。


10月4日（17日）


致函阿·马·高尔基，以《真理报》编辑部的名义建议他经常为报纸撰稿；告知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同取消派的斗争已日趋激烈，在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对取消派的斗争已经获胜。

列宁的《孤注一掷》（社论）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34号上。


10月5日（18日）以前


写《两种乌托邦》、《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争论》和一篇批判抵制主义的文章（最后一篇文章没有找到）。


10月5日（18日）


列宁的《选举中的僧侣和僧侣的选举》（社论）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27号上。


10月5日（18日）以后


致函《真理报》和《涅瓦明星报》，指出必须在同取消派的斗争中执行明确坚定，前后一贯的政策。

致函在彼得堡的马·亚·萨韦利耶夫，要他寄回未被《明星报》刊登的三篇文章：《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争论》、《两种乌托邦》和一篇批判抵制主义的文章。


10月6日（19日）


列宁的《米留可夫先生的“立场”》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36号上。


10月7日（20日）


会见工人布尔什维克B．Г．舒姆金，他是受布尔什维克莫斯科组织的派遣来取秘密刊物的。


10月8日（21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B．Г．舒姆金出席在克拉科夫举行的群众大会。


10月10日（23日）以前


由于发生了巴尔干战争，列宁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号召书《告俄国全体公民书》。

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号召书的德文译文寄给卡·胡斯曼，并请他把号召书的全文转告加入社会党国际局的各社会民主党的书记和社会党的报刊。


10月11日（24日）


给卡·胡斯曼寄去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分裂派”的华沙委员会驳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对华沙委员会成员的指责的声明。列宁在附言中要求把这份声明通知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各党。


10月12日（25日）


致函尼·古·波列塔耶夫，建议《真理报》编辑部在彼得堡工人选民团初选人代表大会之前出版专号来宣传布尔什维克的选举纲领，公布布尔什维克全体复选人候选人的名单，并同取消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告知他将把自己写的有关这些问题的文章寄给编辑部。


10月13日和14日（26日和27日）


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号召书《告俄国全体公民书》发表在《莱比锡人民报》第250号和《前进报》第252号上。


10月16日（29日）


列宁的《彼得堡工人的代表》和《巴尔干人民和欧洲外交》两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144号上。


10月17日（30日）以前


致函阿·马·高尔基，对搜集革命史资料的计划表示欢迎。


10月17日（30日）


列宁的《谈谈政治上的动摇性（给编辑部的信）》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45号上。


10月18日（31日）


列宁的《论狐狸和鸡窝》和《可耻的决议》两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146号上。


10月19日（11月1日）


列宁的《一位立宪民主党教授》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47号上。


10月20日（11月2日）


两次致函《真理报》编辑部，告知他已得到关于彼得堡工人选民团选举情况的报告；对编辑部已经开始的研究选举运动的工作表示满意；指出必须进一步研究第四届杜马选举的总结和发表选举工人复选人的结果，写明他们所得的票数，同时也要发表工厂工人投票情况的调查材料。


10月20日（11月2日）以后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告知阿·马·高尔基已同意为该报撰稿；要求编辑部把某几号《真理报》和《涅瓦明星报》给他寄去；询问编辑部是否打算回击取消派报纸《光线报》的恶毒无耻的行为。信中还要求编辑部告知《真理报》和《光线报》的发行量。


10月21日（11月3日）


列宁的《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49号上。


10月24日（11月6日）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人和民族党人》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51号上。


10月26日（11月8日）


致函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指出必须赶快出版下一号（28—29号）的《社会民主党人报》。


10月28日（11月10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告知即将在巴塞尔召开第二国际代表大会；要求他为参加代表大会做如下的准备工作：收集一切反战宣言，设法搞一本1912年《新时代》杂志第6期；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将有一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决议起草委员会；提醒必须赶快出版下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

用法文致函卡·胡斯曼，说将派代表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和派全权代表参加决议草案起草委员会；要求告知社会党国际局最近一次会议的情况。信中还介绍了第四届杜马选举的情况。

列宁的《战争的惨状》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55号上。


10月28日（11月10日）以后


致函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询问在1912年10月15日—16日（28日—29日）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是否可以要求派遣代表驻社会党国际局”这一问题时，胡·哈阿兹的发言中是否有攻击列宁的话（这封信没有找到）。


10月28日和11月5日（11月10日和18日）之间


致函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通知派他担任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向他指出为参加代表大会作好准备应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坚持要求迅速出版下一号（28—29号）《社会民主党人报》。


10月29日（11月11日）


给社会党国际局写关于第四届杜马选举的报告。


10月下半月


在克拉科夫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活动、关于第四届杜马中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工作、关于巴尔干战争等问题。


11月1日（14日）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大资产阶级》（社论）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57号上。


11月1日（14日）以后


收到卡·胡斯曼的来信，信中要列宁迅速指定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草案起草委员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信中还告知委员会将在星期六，即11月10日（23日）上午10时开会。


不晚于11月4日（17日）


在约·维·斯大林写的《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的清样上写批示，并把它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11月4日（17日）


列宁的《地道的俄国习气》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60号上。

致函卡·胡斯曼，告知列·波·加米涅夫被指定为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这封信没有找到）。

致函在圣雷莫的格·瓦·普列汉诺夫，要求通知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草案起草委员会，布尔什维克不同意刊登在《新时代》杂志第6期上的卡·考茨基的文章《战争和国际》，因为这篇文章否定革命的群众罢工的必要性。

致函A．埃克（穆欣），感谢他愿意对翻译工作提供帮助。至于他的案件，列宁建议他去找国外组织委员会。


11月4日和10日（17日和23日）之间


致函在维也纳的亚·安·特罗雅诺夫斯基，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的任务（这封信没有找到）。

致函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告知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草案起草委员会的开会日期；建议他早些时候到达那里，以便同卡·胡斯曼和格·瓦·普列汉诺夫见一次面。


11月5日（18日）


列宁的《改良派的纲领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秘密的党和合法的工作》两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8—29号上。


11月5日和11日（18日和24日）之间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告知已给他寄去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委托书和第四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抗议巴尔干战争的呼吁书；要求立即开始准备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0号。


11月7日（20日）以前


致函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告知寄往巴塞尔由他收的文件有：给社会党国际局的报告《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和《俄国工人反对战争》（大概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号召书《告俄国全体公民书》），以及初选人的决议；要求在社会党国际局中分发这些材料；指示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哪些问题应该首先着重加以阐明。


11月7日（20日）


列宁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胜利的社会意义》（社论）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62号上。

列宁给社会党国际局的报告《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发表在《人民报》第325号上。


11月8日（21日）


列宁写的声明《致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发表在“波兰反对派”即“分裂派”的机关报《工人报》上。

列宁的《新生的中国》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63号上。


11月9日（22日）


列宁的《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和意义》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64号上。


11月10日（23日）以前


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谈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情况；告知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人选，还告知收到了格·瓦·普列汉诺夫关于因健康状况不佳拒绝参加代表大会决议草案起草委员会的来信。


11月11日（24日）以前


致电扬·安·别尔津，要求他向卡·胡斯曼查问“分裂派”未接到参加代表大会的邀请的原因。

同秘密到达克拉科夫的第四届杜马代表马·康·穆拉诺夫就今后在杜马中的工作和哈尔科夫的选举问题进行谈话。


11月11日（24日）


将斯大林写的《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寄给《真理报》编辑部，并建议务必把这个委托书用大号字登载在显著的地位，对报纸迟迟不刊登委托书表示愤慨，指出：工人报纸轻视工人所关心的东西是存在不下去的。

致电在巴塞尔的列·波·加米涅夫，通知他在第四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抗议巴尔干战争的呼吁书上应加上马·康·穆拉诺夫的署名。


11月11日（24日）以后


写《关于工人代表的某些发言问题》的提纲，该提纲是第四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宣言的基础。


11月12日或13日（25日或26日）


在克拉科夫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即将举行的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关于在彼得堡的中央代表和中央委员监督《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权利等问题。


不早于11月12日（25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对他没有将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工作情况写信告诉《真理报》表示不满；询问为什么在第四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抗议巴尔干战争的呼吁书上仍然没有马·康·穆拉诺夫的署名。


11月13日（26日）以前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要求寄给他第8号《真理报》；问及米·斯·奥里明斯基的健康状况。

写社会民主党党团宣言草案，题目是《关于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和他们的宣言问题》。


11月13日（26日）


把自己写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宣言草案寄给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指出第166号《真理报》上有两点疏忽：没有登载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开幕的文章，没有登载第四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阿·叶·巴达耶夫给代表大会的贺词；建议巴达耶夫更多地关心《真理报》的工作。


11月16日和19日（11月29日和12月2日）之间


写《关于11月15日事件问题（没有发表的讲话）》一文。


11月17日（30日）


致函在哈尔科夫的弗·伊·涅夫斯基，感谢他来信告知第四届杜马选举的情况；建议他到克拉科夫来参加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


11月18日（12月1日）


加入克拉科夫援助俄国政治犯联合会。


不晚于11月19日（12月2日）


致函在萨拉托夫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感谢她寄来照片和信，并请她在到达流放地后来信。


11月20日（12月3日）


致函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对他没有给《真理报》写过一篇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报道，表示愤怒。


11月21日（12月4日）


致函在哈尔科夫的弗·伊·涅夫斯基，要他务必来克拉科夫参加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还要他写信给在彼得堡的约·维·斯大林，叫他和其他会议参加者在12月12日（25日）到达克拉科夫。


11月22日（12月5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杰米扬·别德内依，对他重又为《真理报》撰稿感到高兴；要他详细报告《真理报》编辑部的情况以及《真理报》本身的工作情况。


11月23日（12月6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约·维·斯大林，建议他印发传单，号召在1月9日纪念日罢工一天，举行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还对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同取消派斗争的策略作了指示，指出必须对刊登反对罢工文章的《光线报》进行尖锐的批判。


11月23日和29日（12月6日和12日）之间


翻阅1912年11月23日（12月6日）《生活需要》杂志第47期并作记号，在写作《关于民主派大学生中的党派问题》一文时引用了这些材料。


11月25日（12月8日）以前


写《美国在选举以后》和《不明智的热心》两篇文章。


11月25日（12月8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指示必须赶快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登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材料；对加米涅夫的巴塞尔之行和提名他为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代表后的所作所为提出批评；告知于11月12日或13日（25日或26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情况。


11月27日—28日（12月10日—11日）


写《再论第四届杜马中的农民代表》一文。


11月28日（12月11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约·维·斯大林，信中为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提出几个决议草案：关于拒绝接纳非社会民主党人、波兰社会党（左派）党员叶·约·亚格洛作为有表决权的代表参加社会民主党党团、关于对11月15日（28日）杜马开幕那天的罢工的态度和关于取消派在彼得堡工人选民团产生第四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过程中的破坏行为。


11月29日（12月12日）


列宁的《改良主义病》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80号上。


11月30日（12月13日）


列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81号上。


11月


写《我们党的“迫切的难题”。“取消派”问题和“民族”问题》一文。


秋天


写信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告知自己在克拉科夫的生活情况以及从高尔基那儿得到的消息。


12月1日（14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约·维·斯大林，谈关于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把《真理报》出版社和编辑部的现金转到马·康·穆拉诺夫名下、关于克服《真理报》编辑部的财政危机、关于同取消派作斗争、关于必须在彼得堡委员会中通过反对叶·约·亚格洛的决议等问题。列宁还要求设法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所有参加者尽快到达克拉科夫。


12月1日（14日）以后


编写笔记《民族问题。Ⅱ》的目录。


12月3日（16日）


致函约·维·斯大林，指出要召开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要他们在《真理报》上发表声明，并给列宁每周写两次信等等。


12月4日（17日）


致函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们，提出整顿《真理报》财政状况的方法；要求他们大力开展征订《真理报》运动，并尽快给他寄去第四届杜马的材料。


12月6日（19日）


致函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对拟定第四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宣言提出建议；对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对待孟什维克七人团的问题上的策略作说明；要求来信更详细地谈谈《真理报》的情况和报纸的财务情况。


12月7日（20日）以前


写《在美国》一文。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指出在《真理报》上对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情况介绍不够；告知关于《启蒙》杂志和《真理报》两个编辑部的财政困难，并指出各国外支部必须给予多方面的支持；谈到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的结果和秘密工作有所改善。


12月7日（20日）


致函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抗议孟什维克代表在杜马党团的宣言中塞进有关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对布尔什维克代表在这一问题上保持沉默感到愤慨；相信俄国局会作出反对《真理报》和《光线报》合并决议；要求6个布尔什维克代表全部到克拉科夫来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


12月9日（22日）


用法文致函卡·胡斯曼，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权问题。


12月9日或10日（22日或23日）


致函阿·马·高尔基，谈到关于《真理报》财政困难的情况，请他参加征求订户的宣传；告知布尔什维克在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中取得胜利和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工作的情况；尖锐地批评了社会革命党的《箴言》杂志编辑部。


12月11日或12日（24日或25日）


写信给在沃洛格达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询问她的生活和健康状况；要她设法医治贫血症；询问她的翻译工作的情况。


12月11日（24日）以后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对孟什维克代表把“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塞进杜马党团宣言一事表示愤慨。


12月15日（28日）


列宁的《民族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调和”》（社论）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94号上。


12月上半月


列宁以《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团》为题写了一组文章（共5篇）。第一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191号上。其余的几篇当时没有发表（其中的第二篇和第四篇文章至今没有找到）。


12月17日（30日）


致函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说必须尽快地采取措施，以加速出版下一号即第30号《社会民主党人报》；提到应把他的《革命罢工和街头游行示威的发展》一文的校样寄来。


12月20日（1913年1月2日）以后


致函国外组织委员会，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审理指控A．埃克行为不端的案件。


12月21日（1913年1月3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告知供《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0号用的文章校样已经收到；要求立即把关于罢工问题的文章的校样寄出。信中还要求把排好的报纸版样和出版后的这一号报纸寄来。

写信给在萨拉托夫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向她祝贺新年；告知她和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来信以及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的印有沃洛格达河风景的明信片都已收到。


12月22日（1913年1月4日）


列宁的《民族主义自由派》（社论）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200号上。


不晚于12月25日（1913年1月7日）


写《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统一》（提纲）。该提纲后来成为他在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这次会议通过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决议的基础。


12月25日（1913年1月7日）


收到阿·马·高尔基的来信，信中认为前进派分子将逐渐摆脱马赫主义、召回主义和造神说。信中还表示同意参加《真理报》文艺栏的工作。


不晚于12月26日（1913年1月8日）


为召开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拟订初步的议事日程和准备其它材料。


12月26日（1913年1月8日）


致函阿·马·高尔基，向他祝贺新年；告知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和从俄国来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党的工作者已经到达克拉科夫；告知《真理报》编辑部存在的财政困难及其解决办法；谈到工人中间革命情绪的不断增长以及必须加强同取消派的斗争。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告知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于12月26日（1913年1月8日）召开；谈到将在一月中旬出版下一期《启蒙》杂志；还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来信中建议的统一会议谈了自己的意见。


12月26日—1913年1月1日（1月8日—14日）


主持有代表彼得堡、莫斯科、乌拉尔、高加索党组织的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会上作题为《关于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和《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统一》的报告；起草和修改会议的下列决议：《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秘密组织的建设》、《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关于秘密书刊》、《关于保险运动》、《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统一》、《关于“少数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

记录会议参加者的发言，并在会议休息时同他们交谈；同会议的参加者一起观剧。


12月28日（1913年1月10日）


到函列·波·加米涅夫，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进程和会议的组成情况；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来信邀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会议的事；指示必须尽快地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0号，并把校样寄来。


12月30日（1913年1月12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告知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进程，并说将寄去会议的第一个决议。


12月31日（1913年1月13日）


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参加者一起迎接新年。


1912年12月底—1913年1月初


同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一起开会。会议讨论代表的工作计划、在杜马中的发言内容和群众工作、强调必须把代表的工作同党的工作和党的秘密活动密切地结合起来。


12月


致函卡·胡斯曼，确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指定列·波·加米涅夫为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


1912年底—1913年初


阅读安·潘涅库克的小册子《阶级斗争和民族》，作笔记并写意见。


不早于1912年


阅读卡·拉狄克的小册子《德国帝国主义和工人阶级》，用德文作摘录并写意见。


1912年—1913年


写文章揭露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这篇文章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仅保存着手稿的第4页即最后一页。


1913年


1月初


同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谈话，对他们在各选区中的工作表示关心。在同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的谈话中了解俄国南方工人运动的状况。

在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结束之后，主持中央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的组成、《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活动、中央委员会的预算、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民族组织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1月1日（14日）


列宁的《1912年的英国工人运动》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号上。


1月1日（14日）以后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告知已寄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决议；说自己对这次会议总的印象非常好；谈到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立场和严重的财政状况。

致函在巴黎的约·阿·皮亚特尼茨基，批评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作出的《关于“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决议的意见；阐述布尔什维克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


1月1日和8日（14日和21日）之间


写关于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通报，修改会议的各项决议。


1月3日（16日）


列宁的《欧仁·鲍狄埃》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2号上。


1月3日（16日）以后


写《德国工人合唱团的发展》一文。


1月5日（18日）以后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通过的《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决议中未公布的条文加以说明；告知即将改组《真理报》编辑部，并要他开列一份1912年社会民主党秘密书刊的清单。


1月6日（19日）


写《迟做总比不做好》一文。


1月8日（21日）


致函阿·马·高尔基，要求他对《启蒙》杂志给予帮助，并对他被宣布为取消派报纸《光线报》的撰稿人表示惊奇。


不晚于1月9日（22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告知收到了卡·胡斯曼关于社会党国际局建议召开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问题会议的信件；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代表已经离去。


1月9日（22日）以后


致函在柏林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馆长Г．M．维亚兹缅斯基，告知将尽量满足他提出的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党秘密书刊的要求；请他寄来190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通报》。


1月11日（24日）


列宁的《迟做总比不做好》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8号上。


1月11日（24日）以后


用德文致函《不来梅市民报》编辑部，请给寄来两份评论罗·卢森堡的《资本的积累》一书的报纸。


不晚于1月12日（25日）


写《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一文。

写《革命罢工和街头游行示威的发展》一文的附言初稿。


1月12（25日）


列宁的《革命罢工和街头游行示威的发展》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两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0号上。

在格·叶·季诺维也夫给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信上写附言，说由于没有得到《真理报》编辑部改组情况的消息而感到不安；批评编辑部的错误；要求对报纸的经费进行监督。


1月12日（25日）以后


致函阿·马·高尔基，告知已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决议；谈到在莫斯科创办一张合法工人报纸的计划；强调必须加强和扩大《启蒙》杂志。

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通报和决议寄给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以便在那里出版单行本。


1月15日（28日）


列宁的《彭加勒当选的意义》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1号上。


1月17日（30日）


列宁的《坦率》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3号上。


1月18日（31日）


列宁的《白里安内阁》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4号上。


1月19日（2月1日）


列宁的《生活在教导人们》（社论）和《新民主派》两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15号上。


1月20日和22日（2月2日和4日）


列宁的《论民粹主义》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6号和17号上。


1月22日（2月4日）


写反对取消派的《告社会民主党人》，这份号召书于1913年1月底在克拉科夫印成胶印版单页分发。


1月25日（2月7日）


列宁的《在阿捷夫之流的圈子里》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20号上。


1月27日（2月9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雅·米·斯米尔德洛夫，强调《真理报》的作用；批评编辑部工作的缺点；要求尽快改组《真理报》编辑部。


1月29日（2月11日）


列宁的《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23号上。


1月30日（2月12日）


列宁的《论公开的党》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24号上。


1月31日（2月13日）


致函在克拉伦的尼·亚·鲁巴金，不同意对《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一文进行修改。

列宁的《选举结果》一文发表在《启蒙》杂志第1期上。


1月31日或2月1日（2月13日或14日）


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今后工作、关于《启蒙》杂志、关于《真理报》出版社会民主党丛书的必要性等问题。


1月底—2月初


写《俄罗斯人和黑人》和《立宪幻想的破灭》两篇文章。


1月—5月上半月


为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写关于预算问题的发言提纲。


2月初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告知已寄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通报的校样；对如何出版这本小册子作了具体指示。


2月1日（14日）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抗议编辑部在第24号上刊登亚·亚·波格丹诺夫一封关于为《真理报》撰稿的条件的信，责备《真理报》编辑部破坏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合作的条件。

列宁的《农民土地的转移》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26号上。


2月1日和12日（14日和25日）之间


致函阿·马·高尔基，对他同意编辑《启蒙》杂志文艺栏表示高兴；告知关于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活动、关于他们辞去《光线报》撰稿人职务一事、关于亚·亚·波格丹诺夫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马赫主义—唯心主义的言论、关于必须认真研究民族问题和约·维·斯大林正在为《启蒙》杂志写一篇论民族问题的文章以及其他情况。


2月2日（15日）


列宁的《谈谈罢工》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27号上。


2月5日（18日）


列宁的《一个发现》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29号上。


2月6日（19日）


列宁的《英国工党代表大会》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30号上。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祝贺报纸开始进行改革，并预祝成功；询问他草拟的关于预算的发言草稿是否收到；对发表在《真理报》上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们的一些信件表示赞赏。

寄给《真理报》编辑部《日益扩大的矛盾。政论家的札记》一文的第一、二部分。


2月8日（21日）以前


写《答马耶夫斯基》、《布尔加柯夫论农民》两篇文章和写论伦理的两篇文章，并把这些文章寄给《真理报》编辑部（这些文章没有找到）。


2月8日（21日）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指出它所取得的进步；指示在马克思逝世30周年的时候出版专刊，并登一张马克思的大幅照片；要求把《真理报》未发表的他的一些文章转寄给《启蒙》杂志编辑部，给他准时寄去《真理报》，寄几号《光线报》和一些新出版的书籍和杂志；对编辑部的工作提了一些建议。


不早于2月8日（21日）


拟订出版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小册子或文集的计划。


2月9日（22日）


寄给《启蒙》杂志编辑部《日益扩大的矛盾。政论家的札记》一文的第三——六部分。

致函在彼得堡的马·亚·萨韦利耶夫，要他寄回《明星报》没有发表的列宁的《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争论》、《两种乌托邦》和批判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抵制主义的文章；提出把一些未被《真理报》采用的文章编成《政论家短评》并对大致内容作了安排，希望用“特”的署名在《启蒙》杂志上发表这些文章。


2月11日（24日）


致函在萨拉托夫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和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对她们寄来包裹表示感谢；谈自己在克拉科夫的生活情况；告知因门牌号码的更动，通讯地址有所改变；打算由《真理报》出版社会民主党的小册子。


2月12日（25日）以前


致函在彼得堡的杰米扬·别德内依，询问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和《启蒙》杂志的情况，以及他对马赫主义者和前进派的态度；指出《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必须集体进行（这封信没有找到）。


2月12日（25日）


致函在柏林的威·普凡库赫，说他寄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建议召开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统一会议的信已经转交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它不久即将作出答复；还告知自己在克拉科夫的住址。

致函在彼得堡的尼·古·波列塔耶夫，指出他对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光线报》编辑部的评论是不正确的；对波列塔耶夫没有当《真理报》的撰稿人表示遗憾；赞同他出版一张“大报”和出版一些书籍及小册子的计划；建议经常通信和会晤来讨论这个计划。

致函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高度评价约·维·斯大林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批评亚·安·特罗雅诺夫斯基打算把这篇文章作为讨论性的文章发表；告知关于《真理报》编辑部进行改组的情况，关于彼得堡、莫斯科省和俄国南方等地的社会民主党秘密组织得到巩固的情况。

列宁的《感谢坦率》（社论）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35号上。


2月16日（3月1日）


列宁的《统一问题》（社论）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39号上。


2月21日（3月6日）以后


致函阿·马·高尔基，说为纪念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国内颁布了大赦诏书，建议他利用大赦的机会回国一次。


2月23日（3月8日）


列宁的《“土地规划”的某些结果》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45号上。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要他以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的名义抗议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的错误行动。


2月和4月24日（5月7日）之间


致函柏林俄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馆长Г．M．维亚兹缅斯基，要他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的《关于1907年7月21、22、23日党的代表会议的通报》。


2月


列宁的《民粹派内部的情况怎样？农村中的情况又怎样？》一文发表在《启蒙》杂志第2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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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凡例


· 前言




1913年

·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1913年3月1日〔14日〕）


· 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信
 （1913年3月2日〔15日〕）


· 俄国地主的大地产和农民的小地产
 （1913年3月2日〔15日〕）


· 虚伪的论调
 （1913年3月7日〔20日〕）


· “问题的症结”
 （1913年3月8日〔21日〕）


· 自由派在粉饰农奴制
 （1913年3月9日〔22日〕）


· 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
 （1913年3月13日〔26日〕）


· 我们的成就
 （1913年3月14日〔27日〕）


· 达成协议还是分裂？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意见分歧问题（1913年3月15日〔28日〕）


· “库存现金”
 （1913年3月15日〔28日〕）


· 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
 （1913年3月22日〔4月4日〕）


· 老问题和自由派的衰老
 （1913年3月26日〔4月8日〕）


· 论“石油荒”
 （不早于1913年3月26日〔4月8日〕）


· 立宪民主党的集合法案
 （1913年3月27日〔4月9日〕）


· 巴尔干战争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
 （1913年3月29日〔4月11日〕）


·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1913年3月）


· 一次谈话
 （1913年3—4月）


· 今天的俄国和工人运动
 （1913年4月9日〔22日〕）报道


· 有教养的代表们
 （1913年4月10日〔23日〕）


· “对谁有利？”
 （1913年4月11日〔24日〕）


· 在英国
 （1913年4月12日〔25日〕）


· 几个争论的问题
 　公开的党和马克思主义者（1913年4—6月）


一　1908年的决定

二　1910年的决定

三　取消派对1908年和1910年的决定的态度

四　取消主义的阶级意义

五　“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

六

· 文明的欧洲人和野蛮的亚洲人
 （1913年4月14日〔27日〕）


· 商人的算盘
 （1913年4月20日〔5月3日〕）


· 一个伟大的技术胜利
 （1913年4月21日〔5月4日〕）


· 《真理报》创刊一周年纪念
 （工人对工人报纸的支持）（1913年4月23日〔5月6日〕）


· 谈谈总结和事实
 （1913年4月23日〔5月6日〕）


· 资产阶级的国际政策
 （1913年4月26日〔5月9日〕）


· 俄国的分离主义者和奥地利的分离主义者
 （1913年4月26日〔5月9日〕）


· 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
 （对国民教育问题的补充）（1913年4月27日〔5月10日〕）


· 资本主义和妇女劳动
 （1913年4月27日〔5月10日〕）


· 移民工作的意义
 （1913年4月27日和5月1日〔5月10日和14日〕）


· 中国各党派的斗争
 （1913年4月28日〔5月11日〕）


· 地主关于“安抚”农村的声音
 （1913年4月28日〔5月11日〕）


· 路标派和民族主义
 （书刊评述）（1913年4月）


· 资产阶级与和平
 （1913年5月2日〔15日〕）


· 比利时罢工的教训
 （1913年5月2日〔15日〕）


· 工人阶级和民族问题
 （1913年5月3日〔16日〕）


· 自由派和结社自由
 （1913年5月4日〔17日〕）


· 建筑工业和建筑工人
 （1913年5月4日〔17日〕）


· 再谈移民工作
 （1913年5月4日〔17日〕）


· 请《光线报》和《真理报》的读者注意
 （1913年5月5日〔18日〕）


· 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
 （1913年5月5日〔18日〕）


· “英国社会党”代表大会
 （1913年5月5日〔18日〕）


· 对第四届杜马的评价
 （1913年5月5日〔18日〕）


· 亚洲的觉醒
 （1913年5月7日〔20日〕）


· 农民是在恢复起来还是在贫困下去？
 （1913年5月10日〔23日〕）


·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1913年5月10日〔23日〕）


· 地主谈外流的农业工人
 （1913年5月10日〔23日〕）


· 关于第189号《光线报》社论
 （不早于1913年5月10日〔23日〕）


· 地主的土地规划
 （1913年5月16日〔29日〕）


· 扩充军备和资本主义
 （1913年5月16日〔29日〕）


· 束手无策和张皇失措
 （1913年5月16日〔29日〕）


· 物价上涨和资本家的“艰难”生活
 （1913年5月17日〔30日〕）


· 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扩充军备
 （1913年5月17日〔30日〕）


· 自由派的政客手腕
 （1913年5月17日〔30日〕）


· 不好！
 （再次提请《光线报》和《真理报》的读者注意）（1913年5月19日〔6月1日〕）


· 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
 （1913年5月19日〔6月1日〕）


· 德国天主教徒在组织群众
 （1913年5月20日〔6月2日〕）


· 论工人休假
 （1913年5月20日〔6月2日〕）


· 一个自由派分子的坦率言论
 （1913年5月21日〔6月3日〕）


· 厂主谈工人罢工
 （1913年5月23—25日〔6月5—7日〕）


· 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
 （1913年5月25日〔6月7日〕以前）


对政治形势和社会民主党的一般策略任务的估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问题

对取消主义的态度

关于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支持取消派的代表会议和取消派的组织委员会的问题

民族问题

· 1912年和1905年的经济罢工
 （1913年5月25日〔6月7日〕）


· 1912年同往年比较取得的罢工成果
 （1913年5月25日〔6月7日〕）


· 一项“历史性”提案的意义
 （1913年5月27日〔6月9日〕）


· 究竟得到谁的支持？
 （1913年5月27日〔6月9日〕）


· 工人政党和自由派骑士们
 （关于波特列索夫）（1913年5月27日〔6月9日〕）


· 《真理报》是否证明了崩得分子的分离主义？
 （1913年5月28日〔6月10日〕）


· 自由派扮演了第四届杜马的维护者的角色
 （1913年5月28日〔6月10日〕）


· 法国通讯
 （本报记者）（1913年5月30日〔6月12日〕）


· 扩充军备与德意志帝国国会
 （寄自德国）（1913年5月30日〔6月12日〕）


· 农民和工人阶级
 （1913年5月30日〔6月12日〕）


· 论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
 （1913年5月）


· 资本主义与税收
 （1913年6月1日〔14日〕）


· 关于波格丹诺夫先生和“前进”集团问题
 （致《真理报》编辑委员会）（1913年6月3日〔16日〕）


· 不正确的评价
 （《光线报》论马克拉柯夫）（1913年6月4日〔17日〕）


· 议员弗兰克主张群众性罢工
 （1913年6月5日〔18日〕）


· 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
 （1913年6月6日〔19日〕）


· 资产阶级的金融资本家和政治家
 （1913年6月6日〔19日〕）


· 论现政府的（一般的）土地政策问题
 （不晚于1913年6月7日〔20日〕）


· 关于土地政策问题
 （不晚于1913年6月7日〔20日〕）


· 关于一则谎话
 （给编辑部的信）（1913年6月7日〔20日〕）


· 农业中的小生产
 （1913年6月7日〔20日〕）


· 农民经济中的童工
 （1913年6月8日〔21日〕）


· 一次值得注意的代表大会
 （1913年6月8日〔21日〕）


· 在澳大利亚
 （1913年6月8日〔21日〕）


· 为“人民”供应廉价肉
 （1913年6月8日〔21日〕）


· 资本家和扩充军备
 （1913年6月12日〔25日〕）


· 革命无产阶级的五一游行示威
 （1913年6月15日〔28日〕）


· 政论家札记
 （1913年6月15日〔28日〕）


· 谈谈自由派关于支持第四届杜马的号召
 （1913年6月20日〔7月3日〕）


· 民族问题提纲
 （1913年6月26日〔7月9日〕以前）


· 颇有教益的言论
 （1913年7月初）


· 实际生活中的情景
 （1913年7月2日〔15日〕）


· 杜马休会和自由派茫然失措
 （1913年7月5日〔18日〕）


· 国际反对卖淫第五次代表大会
 （1913年7月13日〔26日〕）


· 言论和行动
 （1913年7月16日〔29日〕）


· 立宪民主党人论乌克兰问题
 （1913年7月16日〔29日〕）


· 关于德国各政党的最新材料
 （1913年7月16日〔29日〕）


· 揭露英国机会主义者
 （1913年7月16日〔29日〕）


· 一个先进的资本家的思想
 （1913年7月17日〔30日〕）


· 为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
 （1913年7月18日〔31日〕）


· 一个“时髦的”工业部门
 （1913年7月21日〔8月3日〕）


· 死的取消主义和活的《言语报》
 （1913年7月24日〔8月6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与“波涛”小组关于承认波涛出版社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社的协议草案
 （1913年7月25日〔8月7日〕）


· 份地的转移
 （1913年7月26日〔8月8日〕）


· 怎样增加俄国人均消费量？
 （1913年8月3日〔16日〕）


· 奥古斯特·倍倍尔
 （1913年8月8日〔21日〕）


· 自由派同民主派的分离
 （1913年8月11日〔24日〕）


· 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1913年8月18日〔31日〕）


· 犹太学校的民族化
 （1913年8月18日〔31日〕）


· 农民经济中的铁
 （1913年8月21日〔9月3日〕）


· 1912年五金工人的罢工
 （1913年8月24日—10月25日〔9月6日—11月7日〕）


· 俄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改良主义
 （1913年8月27日〔9月9日〕）


· 各等级和各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1913年8月28日〔9月10日〕）


· 都柏林的阶级战争
 （1913年8月29日〔9月11日〕）


· 土地“改革”的新措施
 （1913年8月29日〔9月11日〕）


· 商人萨拉兹金和著作家费·唐·
 （1913年9月1〔14日〕）


· 为马克思主义而斗争
 （1913年9月3日〔16日〕）


· 都柏林流血事件一星期后
 （1913年9月3日〔16日〕）


· 政治上的原则问题
 　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1913年9月4日〔17日〕）


· 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
 （1913年9月5日〔18日〕）


· 数字的语言
 （1913年9月8日和10日〔21日和23日〕）


· 资产者先生们论“劳动”农业
 （1913年9月11日〔24日〕）


· 哈利·奎尔奇
 （1913年9月11日〔24日〕）




附录

·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提纲
 （1913年3月）


· 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
 （1913年6月26日〔7月9日〕以前）


· 《列宁全集》第23卷年表（1913年3月—9月）




插图

· 1913年3月载有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的《启蒙》杂志3期的扉页

· 1913年3—4月列宁《一次谈话》手稿1页

· 1913年6月列宁《论现政府的（一般的）土地政策问题》手稿1页

· 1913年7月16日载有列宁《言论和行动》（社论）、《立宪民主党人论乌克兰问题》和《关于德国各政党的最新材料》三篇文章的《工人真理报》3号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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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

LIENING　QUANJI

第二十三卷

（1913年3月—9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　］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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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13年3月至9月即在俄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以后所写的著作，其中绝大部分是在《真理报》和《启蒙》杂志上发表过的短篇文章。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是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而写的两篇文章。

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列宁首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的一点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然后针对当时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一些人对革命的失望情绪，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的发展过程，指出从那时起世界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预言马克思主义在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会获得更大的胜利。

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列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渊源、体系和实质，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严整的科学体系和完整的世界观，说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封闭的僵化的学说，它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在哲学方面，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认识人类社会，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列宁写道：“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本卷第45页）在经济学方面，马克思利用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创立了新的经济理论。列宁写道：“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本卷第46页）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在社会主义学说方面，列宁高度评价了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说明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指出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出路，指出马克思的功绩在于他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找到了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彻底地贯彻了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列宁写道：“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本卷第48页）

本卷中的许多文章分析和评述了新的革命高潮时期俄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阐述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揭露了自由派的反动实质，批判了取消派的机会主义立场。

在《怎样增加俄国人均消费量？》、《我们的“成就”》、《论“石油荒”》、《农民经济中的铁》等文章中，列宁用工业生产的一些统计数字，对比了俄国同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指出俄国是经济极其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困的国家，说明俄国经济落后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同农奴主勾结在一起阻碍了俄国经济的发展。在《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一次值得注意的代表大会》等文章中，列宁从政府教育经费、学校教育、教师薪金等方面说明俄国是欧洲教育最落后、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的野蛮国家。列宁指出，俄国存在占人口近五分之四的文盲是同地主政权的愚民政策相适应的，农奴主的统治造成俄国人民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贫困。

在《论现政府的（一般的）土地政策问题》、《农民是在恢复起来还是在贫困下去？》、《地主的土地规划》、《份地的转移》、《土地“改革”的新措施》、《移民工作的意义》、《再谈移民工作》等文章中，列宁揭示和论述了沙皇政府新土地政策的破产。列宁指出，这个政策的两张主要王牌——移民和独立农庄，不仅没有使农民状况好转，反而使基本农民群众丧失更多的土地和更加贫困，使“新式地主”即富裕的农民私有主更加富裕。摆脱新土地政策使俄国陷于绝境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使农村从农奴制的大地产的压迫下解脱出来，把地主的全部土地无偿地转交给农民。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阶级要引导农民积极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

在《自由派在粉饰农奴制》、《立宪民主党的集会法案》、《自由派和结社自由》、《自由派扮演了第四届杜马的维护者的角色》、《杜马休会和自由派茫然失措》、《俄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改良主义》、《政治上的原则问题》等文章中，列宁揭露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粉饰俄国的农奴制和农奴主的国家制度，批驳了他们关于一般改革特别是结社自由的言论。列宁指出，整个资产阶级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十月党人总是想用结社自由之类的个别立宪改革来削弱工人阶级提出的革命要求，他们颂扬和维护国家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十月党联盟，妄图与农奴主-地主分享政权来防止革命的发展。列宁要求工人阶级和一切民主派揭穿杜马的内部腐朽性，指明任何一项根本政治改革都不可能在沙皇俄国实现，自由派有关政治改革的改良主义是非常愚蠢和毫无作为的，因为重大的改革只能是那种完全摆脱了改良主义狭隘性的运动的附带结果。

《今天的俄国和工人运动》一文指出，沙皇政府实施的反革命制度依靠的是地主和资产阶级，这个反革命制度和它的社会力量已经枯竭，任何改革在这样的俄国是不可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要任务是利用一切合法机会教育群众进行民主革命。在《革命无产阶级的五一游行示威》一文中，列宁提出了关于革命形势的重要论点：“在多数情况下，对于革命来说，仅仅是下层不愿象原来那样生活下去是不够的。对于革命，还要求上层不能象原来那样统治和管理下去。”（本卷第313页）列宁认为，俄国已具备这种革命形势，全国性的危机已经形成，自由派和取消派都不能够指出一条摆脱目前状况的出路，只有工人阶级才能真正发动群众起来革命。

在《厂主谈工人罢工》、《1912年和1905年的经济罢工》、《1912年五金工人的罢工》、《数字的语言》等文章中，列宁详细地分析了关于罢工的统计材料，指出了这些罢工的巨大规模和进攻性质，说明了1913年五月罢工的重大意义。列宁说，1912年以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里都看不到象俄国那样多、那样顽强、那样形形色色和那样有毅力的政治罢工。这表明，俄国工人阶级不是用语言，而是用政治和经济要求相结合的群众性的罢工运动唤起并吸引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

《工人阶级和民族问题》一文指出，得到资产阶级支持的沙皇政府的政策中充斥着黑帮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上层分子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来腐蚀和分化各民族的工人，这种情况要求一切觉悟的工人对民族问题应有明确的提法和解答。觉悟的工人主张各民族的工人应当有完全的统一，并正以各民族劳动者团结一致的新世界，即以不允许有任何特权、任何人剥削人现象的世界来代替充满民族压迫，民族纠纷或民族隔绝的旧世界。

在《民族问题提纲》中，列宁对民族问题提出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和解答。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应当坚持各民族的自决权即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但不能把民族自决权的问题同某一民族实行国家分离是否适宜的问题混淆起来。对于后一问题，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作出单独的估计。社会民主党要提醒各民族劳动者提防被本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口号所蒙蔽。列宁说：“所有民族工人要是不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实行最紧密最彻底的联合，无产阶级就无法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捍卫自己日常的经济利益。”（本卷第331页）本卷中的《路标派和民族主义》、《立宪民主党人论乌克兰问题》等文章揭露了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俄国的分离主义者和奥地利的分离主义者》、《〈真理报〉是否证明了崩得分子的分离主义？》等文章揭露了俄国崩得分子的分离主义。

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主张建立彻底民主的国家制度，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只有利于某一或某些民族的任何特权，其中包括所谓国语。社会民主党反对“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其中包括超地域的民族自治、在一个国家内按民族分校等主张，因为这个口号分裂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来看，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日益国际化。各国无产阶级正在创造和发展国际主义文化，这个文化只吸取每个民族文化中彻底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本卷中评述这方面问题的文章还有《犹太学校的民族化》、《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等。

《几个争论的问题》、《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信》、《政论家札记》等文献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之间存在的原则分歧，指出了取消派不仅企图取消现有的地下党组织，用无论如何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来代替它，而且要毁坏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败坏无产阶级的意识，列宁指出，取消派的建立“公开的工人党”的口号是放弃革命的改良主义口号，是反革命的自由派的口号。马克思主义者同取消派的斗争是先进工人为了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训练而同自由派资产者们进行斗争的表现。收入本卷的《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是列宁为帮助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争取使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组织脱离托洛茨基的反党八月联盟而草拟的。

列宁在《论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一文中指出，阶级斗争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资产阶级不敢否认阶级斗争，甚至愿意承认政治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但是力图歪曲和缩小阶级斗争的概念，磨钝它的锋芒，把阶级斗争局限于枝节问题，不把夺取国家政权纳入这一斗争。取消派正是站在这个立场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同那些丧失以革命观点观察社会现象的能力的取消派分子进行的全部争论的思想基础。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发展到政治领域，而且还涉及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的机构时，那才是充分发达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本卷第249页）

本卷中的一部分评论文章论述了资本主义的腐朽、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和殖民地人民的觉醒，批判了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

《资本主义与税收》、《一个先进的资本家的思想》等文章揭露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资本家的阶级私欲和掌握世界霸权的欲望。《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一文批驳了资本主义的教授和辩护士们关于股份公司的发展使私有者的人数增加的论断，指明大资本合并了小股东们的零星资本而变得实力更加雄厚，百万富翁通过股份公司加强了对小股东的控制，增加了自己的收入。《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一文指出，泰罗制被资本家利用来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使工人的身体受摧残，失业的人数增多。《一个伟大的技术胜利》一文认为，英国化学家威廉·拉姆塞所发明的从煤层中直接取得煤气的方法，是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的一个巨大的技术革命。这一发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能产生的影响会远远大于它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生活的影响。

《扩充军备和资本主义》、《资本家和扩充军备》、《“对谁有利？”》、《资产阶级与和平》等文章揭露了欧洲各国政府的资产阶级政客狂热地扩军备战，用保卫祖国、维护和平、保护文化等骗人鬼话欺骗和煽动人民。列宁指出，大炮厂、炸药厂和造枪厂是各国资本家共同欺骗和掠夺人民的国际性企业。欧洲各国政府挑动本国人民去和别国人民作战是为了资本家大发横财。列宁教导说，不要相信那些鼓吹战争的人所编造的辩解理由，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提出某些建议、措施并为之辩护时，那就看看这些建议、措施和观点对谁有利。列宁指出：“和平的唯一保障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自觉的运动。”（本卷第136页）

《文明的欧洲人和野蛮的亚洲人》、《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等文章称颂了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兴起的民主革命运动。列宁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1905年革命唤醒了亚洲，数亿亚洲人民已经成为有民主主义觉悟的人民，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整个亚洲当权的资产阶级同亚洲一切垂死的中世纪反动势力结成了联盟，而欧洲的无产阶级则是亚洲革命人民的可靠同盟者。列宁写道：“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本卷第161页）

列宁在《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中国各党派的斗争》等文章中评述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分析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中国各党派的斗争。列宁高度评价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民主派为唤醒人民、推翻满清政府和建立民主制度所作的贡献，揭示了袁世凯和保守派政党的反动性，指出欧洲资产阶级同中国各反动阶级和反动阶层结成了联盟，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同这个联盟的斗争非常艰巨。列宁认为，孙中山的党只要吸引真正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革命运动，就能逐渐成为亚洲进步和人类进步的伟大因素。列宁写道：“不管各种‘文明’豺狼现在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民国的命运如何，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恢复亚洲的旧的农奴制度，不能铲除亚洲式和半亚洲式国家中的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本卷第3页）

《在英国（机会主义的悲惨结局）》、《“英国社会党”代表大会》、《揭露英国机会主义者》等文章指出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的历史根源和工人组织中的改良主义首领们所推行的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的危险性。列宁说，英国独立工党不依附于社会主义，而完全依附于自由主义，用自由主义来腐蚀工人。列宁希望俄国工人从英国机会主义者的背叛行为中了解机会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危害性。在《比利时罢工的教训》一文中，列宁分析了1913年4月发生的比利时总罢工，指出这次罢工遭受局部失败的原因首先在于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在部分比利时社会党人特别是议会议员中占优势，其次在于比利时工人组织和党的软弱。列宁认为，由此得出的两个教训是：少考虑和信任自由派，多相信无产阶级能够进行独立的斗争；多注意社会主义宣传，多做工作去建立一个坚强的、能坚持原则和忠于社会主义的党的组织。

本卷收有三篇列宁为悼念卓越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而写的文章。《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一文指出，狄慈根的作用在于他表明了工人可以独立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即掌握马克思的哲学，虽然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不够准确，但是整个说来，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是僧侣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敌人。《奥古斯特·倍倍尔》一文首先指出在倍倍尔的发展过程和政治活动过程中体现了德国社会民主运动和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整个历史时期，然后叙述了倍倍尔的生平活动和他对德国和欧洲工人运动的伟大贡献。列宁赞扬倍倍尔为社会主义和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称他是“欧洲最有才干的国会议员”，“最有天才的组织家和策略家”，“国际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运动中最有威信的领袖”。《哈利·奎尔奇》一文介绍了英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哈利·奎尔奇对英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功绩，赞扬他长年不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走在那些不屈不挠地反对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人们的最前列。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所收文献增加了14篇，其中有《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信》、《〈真理报〉创刊一周年纪念（工人对工人报纸的支持）》、《中国各党派的斗争》、《地主谈外流的农业工人》、《关于第189号〈光线报〉社论》、《自由派的政客手腕》、《工人政党和自由派骑士们（关于波特列索夫）》、《扩充军备与德意志帝国国会（寄自德国）》、《关于土地政策问题》、《为“人民”供应廉价肉》、《资本家和扩充军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与“波涛”小组关于承认波涛出版社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社的协议草案》等等以及《附录》中的两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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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1]



（1913年3月1日〔14日〕）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自马克思阐述这个学说以后，全世界的事态发展是不是已经证实了这个学说呢？

马克思首次提出这个学说是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从这时起，世界历史显然分为三个主要时期：（1）从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1871年）；（2）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1905年）；（3）从这次俄国革命至今。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马克思学说在每个时期的命运。


一

在第一个时期的开头，马克思学说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中的一个而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那些基本上同我国民粹主义相似的社会主义：它们不懂得历史运动的唯物主义原理，不能分别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阶级的作用和意义，并且用各种貌似社会主义的关于“人民”、“正义”、“权利”等等的词句来掩盖各种民主变革的资产阶级实质。

1848年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所有这些喧嚣一时、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形式以致命的打击。各国的革命使社会各阶级在行动中显露出自己的面目。共和派资产阶级在巴黎1848年6月的那些日子里枪杀工人，最终证明只有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自由派资产阶级害怕这个阶级的独立行动，比害怕任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百倍。怯懦的自由派在反动势力面前摇尾乞怜。农民以废除封建残余为满足，转而支持现存秩序，只是间或动摇于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

巴黎公社（1871年）最终结束了资产阶级变革的这一发展过程；只是靠无产阶级的英勇，共和制这种最明显地表现出阶级关系的国家组织形式才得以巩固下来。

在欧洲所有的其他国家，比较错综复杂和不那么彻底的发展过程也导致同样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到第一个时期（1848—1871年）即风暴和革命时期的末尾，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一息。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第一国际（1864—1872年）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了。


二

第二个时期（1872—1904年）同第一个时期的区别，就是它带有“和平”性质，没有发生革命。西方结束了资产阶级革命。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

西方进入了为未来变革的时代作“和平”准备的阶段。到处都在形成就其主要成分来说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学习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构、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合作社。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挑选和集结无产阶级的力量、使无产阶级作好迎接未来战斗的准备的过程，正在缓慢而持续地向前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里腐朽的自由派，试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他们把为伟大的战斗准备力量的时期解释成放弃这种战斗。他们把改善奴隶的生活状况以便去同雇佣奴隶制作斗争解释成奴隶们为了几文钱而出卖自己的自由权。他们怯懦地宣扬“社会和平”（即同奴隶制讲和平），宣扬背弃阶级斗争，等等。在社会党人议员中间，在工人运动的各种官员以及知识分子“同情者”中间，他们有很多信徒。


三

当机会主义者还在对“社会和平”赞不绝口，还在对实行“民主制”可以避免风暴赞不绝口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不管各种“文明”豺狼现在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民国的命运如何，世界上的任何力量也不能恢复亚洲的旧的农奴制度，不能铲除亚洲式和半亚洲式国家中的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

有些人不注意群众斗争进行准备和得以发展的条件，看到欧洲反资本主义的决战长时间地推迟，就陷入绝望和无政府主义。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绝望是多么近视，多么懦弱。

八亿人民的亚洲投入了为实现和欧洲相同的理想的斗争，从这个事实中应当得到的不是绝望，而是振奋。

亚洲各国的革命同样向我们揭示了自由派的毫无气节和卑鄙无耻，民主派群众独立行动的特殊意义，无产阶级和一切资产阶级之间分明的界限。有了欧亚两洲的经验，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

欧洲也跟着亚洲行动起来了，不过不是按照亚洲的方式。1872—1904年的“和平”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物价的飞涨和托拉斯的压榨已使经济斗争空前尖锐化，这甚至使那些受自由派腐蚀最深的英国工人也行动起来了。就是在德国这个最“顽固的”资产阶级容克国家里，政治危机也在迅速成熟。疯狂的扩充军备和帝国主义政策，使得目前欧洲的“社会和平”活象一桶火药。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解体和无产阶级的成熟的过程正在持续地进行。

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的这三大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载于1913年3月1日《真理报》第5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1—4页

















[1]《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而写的，发表于1913年3月1日（14日）《真理报》第50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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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信
[2]



（1913年3月2日〔15日〕）

尊敬的同志们：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我们这次由中央委员会代表和在社会民主党各个工作部门工作的俄国地方工作者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了你们1912年12月28日发出的希望“召开会议并组织讨论”的来信。

会议感谢你们对我党事务的关心，同时一致决定拒绝你们的建议。

我们，俄国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非常尊重德国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力求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保持最亲密的兄弟般的关系。我们不愿意引起任何误解，所以我们试图向你们，尊敬的同志们，开诚布公地说明我们拒绝你们的建议的理由。

就从你们建议召开的会议的目的谈起吧！

你们认为会议的目的应该是“制定统一的党纲和组织章程”，并要求我们把我们的党纲和组织章程的草案告诉你们。

但是，我们党早就有了党纲。早在1903年，即10年前，我们党的纲领在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3]上就已经确定了。从那时起，俄国的几十万，在革命年代甚至几百万无产者，在我们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证明他们是忠于这个纲领的。我们现在仍然忠于这个纲领。我们认为修改党纲完全是多余的。

我们可以告诉你们，到目前为止，甚至连取消派也没有要求修改党纲——至少没有公开提出要求。

各个大大小小的集团进行协商制定新党纲的前提是：党还不存在。可是现在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且俄国工人阶级一如既往地在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我们党经历过而且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还在经历着非常艰难的时期。但是，与取消派的种种断言相反，我们党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存在。只有取消派（即那些置身于党外的人）才会同意进行协商来制定什么新党纲——显然，这是为了某个新党制定的。（上面所说的话稍作改变也同样适用于制定新党章的问题。）

其次，我们和取消派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原则分歧——首先表现在俄国新的革命这一问题上。我们党（其中也包括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认为俄国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应该为俄国新的革命而斗争，只有新的革命才能使我国获得真正的政治自由。取消派否定的正是这一点。他们的整个策略是以俄国在一定程度上将沿着和平的立宪道路发展这一假设为出发点的。

由于这样的一些根本分歧，在党的工作的一切问题上也就必然产生一系列分歧。这一点，尊敬的同志们，你们是不难理解的。取消派否定我们现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目前只能秘密存在（尽管它在许多领域能够进行而且正在进行社会民主党的合法工作）。取消派破坏我们现在的组织，指望他们能够在目前的俄国建立一个合法的工人政党。（这里必须指出，甚至连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4]也无法使他们的党合法化。）由此产生了分裂，这个分裂完完全全是取消派一手造成的。

显而易见，能够解决这些争论、这些根本分歧的只有俄国觉悟的工人自己，只有我们自己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俄国工人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不久前结束的第四届杜马[5]的选举表明，俄国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拥护我们原有的党及其革命的纲领和策略。

工人选民团依法选出的所有6名代表都是布尔什维克。

这6名代表代表着十分之九的俄国工人，他们公开宣布自己反对取消派。

俄国的第一家社会民主党工人日报（圣彼得堡《真理报》[6]）就是由工人自己，即同一派（布尔什维克派）工人用他们自己的一个一个戈比创办和维持的。可见，大多数工人的统一，事实上是从底层，即从工人群众的内部形成的。只有这样的统一才具有生命力，只有这样的统一才能使工人的力量完全团结起来。

同志们，无庸讳言，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德国党执行委员会的调解是根本不能接受的。不知是由于对情况了解不够，还是由于某种其他原因，总之，执行委员会对我们和对取消派的态度不公正。现在仅向你们举两个事实：

（1）德国兄弟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7]）辟出整栏整栏的版面让取消派十分粗暴地攻击我们党1912年1月的代表会议[8]，可是却拒绝刊登我们的即使纯粹是澄清事实的文章，这就违背了对我们应尽的最起码的义务。

（2）在选举运动期间，执行委员会不顾我们的抗议，资助取消派，却拒绝资助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资助崩得[9]、高加索区域委员会[10]和拉脱维亚人[11]，就等于资助取消派组织委员会[12]，因为大家都知道，取消派组织委员会主要就是由这3个组织构成的。取消派就是靠德国工人的钱开始在彼得堡出版唱对台戏的机关报《光线报》[13]，这家报纸正是在选举的那一天开始出版的，它加深了分裂。

在分裂期间资助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这种做法在整个国际是闻所未闻的。执行委员会采取这一做法，就是向一月代表会议的拥护者挑战，并且表明执行委员会没有能持公正的态度。

我们感到非常遗憾，但是，同志们，我们应该坦率地对你们说，德国同志关于俄国情况的情报是极成问题的。由于这一原因，你们时而无视俄国国内组织的存在，要求召开12个“派别”（国外半大学生小集团）的会议，时而提出召集5个组织开会的计划，等等。由于同一原因，取消派一再厚颜无耻地尝试干脆欺骗你们：例如，他们以所谓1912年夏天布尔什维克已经和取消派在哈尔科夫和莫斯科联合起来为理由，试图弄到你们的钱。而实际上，正是在哈尔科夫和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即取消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被选为代表（穆拉诺夫和马林诺夫斯基两位代表），他们是在与取消派的斗争中被选出来的。仍然由于以上原因，你们在选举期间资助的正是那几个集团（崩得、波兰社会党[14]、波兰社会民主党[15]），他们在选举期间冲突得最厉害，他们中间选出了亚格洛，他是仅仅作为不享有充分权利的成员被吸收进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唯一代表，而且仅以7票对6票的多数被通过。[16]

同志们，这种情况早就该结束了。你们不应该听信那些靠不住的情报员，而应该把你们的机关刊物的版面用来客观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对此作原则性的阐述，具体说就是刊登由一些党内集团的负责代表署名的文章。

假如你们希望了解我们的情况，你们就应该从文件和文献中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正如你们在关注意大利、英国等国家的派别斗争时所做的那样，否则，你们就会不由自主地采取一些往往会被俄国工人看成是极不公道的侮辱性的措施。





	原文是德文载于1960年《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5—9页

















[2]《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信》是受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委托而写的。这封信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提出的召开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的联席会议以求两派统一的建议作了答复。——5。



[3]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召开。7月24日（8月6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24次会议。



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定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国外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有些代表有两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



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单独讨论和单独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整个纲领（有一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有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代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委员。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的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的音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页）——5。



[4]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7。



[5]第四届国家杜马是在1912年秋选举、当年11月15日（28日）召开的，共有代表442人，主席是十月党人米·弗·罗将柯。在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和民族党人185名，十月党人98名，立宪民主党人59名，进步党和民族集团69名，劳动团10名，社会民主党人14名，无党派人士7名。这就是说，和上届国家杜马一样，这届杜马也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和自由派-十月党人的多数。第四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中有6名布尔什维克、7名孟什维克和1名附和孟什维克的没有全权的党团成员（华沙代表，波兰社会党—“左派”的叶·约·亚格洛）。1913年10月，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成立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布尔什维克代表为了揭露沙皇制度的反革命政策，就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不断向第四届杜马提出对政府的质询。这届国家杜马赞成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8月，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党团组成了所谓“进步同盟”，一半以上的杜马代表参加了这个同盟。列宁认为，这是自由派和十月党人为了同沙皇在实行改革和动员工业力量战胜德国这一纲领上达成协议而结成的同盟。



1917年2月26日（3月11日），二月革命爆发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命令第四届国家杜马停止活动。2月27日（3月12日），国家杜马代表为了反对革命和挽救君主制度，成立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达成协议，通过了关于建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决议。1917年10月6日（19日），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迫发布了解散国家杜马的法令。——7。



[6]《真理报》（《Л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加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在不同时期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有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尼·尼·巴图林、维·米·莫洛托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康·斯·叶列梅耶夫、米·伊·加里宁、尼·伊·波德沃伊斯基、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马·康·穆拉诺夫等。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积极参加了《真理报》的工作。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3年先后改称《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1914年相继改称《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报》。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7。



[7]《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7。



[8]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在布拉格举行。这次代表会议共代表俄国国内20多个党组织。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工人报》编辑部、国外组织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运输组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代表中有两名孟什维克护党派，其余都是布尔什维克。被邀请的各国外集团和民族组织的领导人没有出席。这次代表会议实际上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



列宁作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领导了代表会议的工作。他在代表会议开幕时就确定会议性质问题讲了话，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并就中央机关报的工作、社会民主党在同饥荒作斗争中的任务、组织问题、国外党组织的工作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他还起草了议程上所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



代表会议对俄国政治形势作了深刻分析，肯定新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代表会议讨论了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的问题。会议强调，党在选举中和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马中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的阶级的宣传和组织工人阶级，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主要口号就是党的最低纲领的基本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代表会议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从党内清除机会主义者。当时取消派聚集在两家合法杂志——《我们的曙光》和《生活事业》——的周围。代表会议宣布“《我们的曙光》和《生活事业》集团的所作所为已使它们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决定把取消派开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谴责了国外反党集团——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认为必须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协助党的工作的统一的党组织，并指出，凡不服从中央委员会、不通过中央委员会而与俄国国内保持特殊联系以进行瓦解组织活动的国外集团，均不得使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批准了列宁提出的党的组织章程修改草案。这次代表会议恢复了党，批准了《社会民主党人报》为中央机关报，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并由中央委员会重新建立了领导国内党组织实际工作的机关——中央委员会俄国局。



关于这次代表会议，参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26—164页）。——7。



[9]崩得（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于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俄国共产党（布）。——8。



[10]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外高加索区域委员会）是高加索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派别中心。该委员会是在1908年2月外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组织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5名孟什维克和1名布尔什维克。



委员会没有经过任何选举，也不顾各个党组织的意志，就任命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和诺·维·拉米什维里为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1912年，该委员会参加了列·达·托洛茨基组织的反党的八月联盟。——8。



[11]指对取消派持调和态度的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原称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是1904年6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1905年6月，该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关于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的决议。1905年该党领导工人的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在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8。



[12]取消派组织委员会是1912年在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俄国孟什维克的领导中心。1917年8月孟什维克党选出中央委员会以后，组织委员会的职能即告终止。——8。



[13]《光线报》（《Луч》）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2年9月16日（29日）即第四届国家杜马彼得堡工人选民团初选人选举那一天在彼得堡创刊，1913年7月5日（13日）停刊，共出了237号。为该报撰稿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弗·叶若夫（谢·奥·策杰尔包姆）、诺·尼·饶尔丹尼亚、弗·科索夫斯基等。对该报实行思想领导的是组成原国外取消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尔·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亚·马尔丁诺夫和唐恩。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鼓吹建立所谓“公开的党”的机会主义口号，反对工人的革命的群众性罢工，企图修改党纲的最重要的论点。列宁称该报是叛徒的机关报。



1913年7月11日（24日）起，《光线报》依次改用《现代生活报》、《新工人报》、《北方工人报》和《我们的工人报》等名称出版。——8。



[14]指波兰社会党—“左派”，它是1906年波兰社会党分裂后成立的。



波兰社会党（Р.Р.Ｓ.）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该党内占了优势。他们反对皮尔苏茨基分子的民族主义及其恐怖主义和密谋策略，认为只有在全俄革命运动胜利基础上才能解决波兰劳动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问题。1906年11月在维也纳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弗腊克派）。



波兰社会党—“左派”主张同全俄工人运动密切合作，可是它力图把波兰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除民族主义派别外的所有派别机械地联合起来。在1908—1910年期间，它主要通过工会、文教团体等合法组织进行活动。它不接受孟什维克的在反对专制制度斗争中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的论点，可是与孟什维克合作，支持他们反对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1915年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1916年的昆塔尔代表会议。该党欢迎俄国十月革命。1916年12月，该党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



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在战争期间，以皮尔苏茨基为首一批领导骨干脱离该党。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该党转而对德奥占领者采取反对立场，开展争取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斗争。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1919年同原普鲁士占领区的波兰社会党以及原奥地利占领区的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8。



[15]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提出与布尔什维克相近的斗争口号，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持不调和的态度。但该党也犯了一些错误。列宁曾批评该党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指出它对波兰革命运动的功绩。1906年4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由于党的领导成员扬·梯什卡等人在策略问题上发生动摇，1911年12月该党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在国外的总执行委员会，称为总执委会派；另一派拥护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称为分裂派。分裂派主要包括华沙和罗兹的党组织，同布尔什维克密切合作，赞同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1916年该党两派合并。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8。



[16]这里说的是第四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关于接收叶·约·亚格洛为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的决议。这一决议在党团内是以7票对6票强行通过的。决议规定，亚格洛作为党团成员在杜马工作问题上有表决权，在党内问题上有发言权。



亚格洛是波兰社会党—“左派”的成员，不属于社会民主党。在华沙工人选民团的选举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本已取得初选人的多数，在选举复选人时可以获得全胜，但是由于该党处于分裂状态，支持该党总执委会的一个初选人拉拢两个持动摇立场的初选人对属于该党分裂派的候选人投弃权票，该党不得不与波兰社会党和崩得的联盟订立协议，最后选出两名该党分裂派的成员（尤·布罗诺夫斯基和扎列斯基）和一名波兰社会党的成员（亚格洛）为复选人。接着在选举杜马代表时，占华沙城市选民团复选人多数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又与波兰社会党和崩得的联盟达成协议支持亚格洛，亚格洛乃当选为华沙杜马代表。社会民主党的两名复选人反对这种做法，曾在投票选举杜马代表时退出会场表示抗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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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地主的大地产和农民的小地产

（1913年3月2日〔15日〕）

纪念1861年2月19日[17]的日子刚刚过去不久，因此不妨借这个机会谈谈目前俄国欧洲部分土地的分配情形。

内务部公布了欧俄土地分配的最新官方统计材料，这个材料是有关1905年的。

根据这个统计材料，拥有500俄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将近（凑成整数）3万户，他们共拥有土地将近7000万俄亩。

将近1000万贫苦农户拥有的土地也是这么多。





这就是说，每一个大地主拥有的土地平均等于将近330个贫苦农户拥有的土地，而每个农户将近有7（七）俄亩土地，每个大地主将近有2300（二千三百）俄亩土地。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特在上面绘制了一张图。

中间的空白大方块，表示一个大地主的地产。周围的小方格，表示小农的地块。

总共有324个小方格，而空白方块的面积等于320个小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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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1年2月19日（3月3日）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废除农奴制的宣言和农民改革的法令的日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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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的论调

（1913年3月7日〔20日〕）

人们所以对米留可夫先生在国家杜马中关于普选权问题的发言特别感兴趣，是因为发言人谈到了对民主派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一系列问题。

我国所有报刊，包括自由派的报刊在内，愈来愈习惯于这样一种恶劣的无原则的做法：对杜马中的发言不是吹捧一番（《言语报》[18]的利托夫采夫先生）便是大骂一通就算了事，从来不分析这些发言的思想内容！

工人是不相信资产阶级玩弄的政治手腕的。工人希望学习政治。为了满足这种愿望，我们试来分析一下米留可夫先生的发言。


　　米留可夫先生总是对十月党人[19]说：“……你们不仅没有通过明确的义务同当局联系起来，甚至没有通过感激的心情同当局联系起来”——



　　因为据说选举中的舞弊是针对你们的。身为教授、编辑等等的米留可夫先生，一个最有教养的立宪民主党人，十分认真地发挥了这个论点，他甚至补充说：


　　“……显然，俄国没有一个社会阶层是支持政府的现行政策的……”（《俄国报》第2236号）



　　这种言论之虚伪真是令人吃惊。同一个米留可夫先生接着引证了法国人沙尔的话，这个法国人说得对，“问题的症结”“是土地问题”。
　　沙尔说：“为了搞出一个保守的三届杜马，本来应当使多数从农民手中转到地主手中……土地所有者和富有的贵族可以组成一个拥有5/8票数的联盟〈在按照我国选举法进行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时〉，少数则真正被压倒：立者把农民、中产阶级和城市民主派邀请来是要他们看选举而不是进行选举，是要他们出席选举而不是参加选举。”



　　反动分子沙尔说得聪明又正确。我们要感谢米留可夫先生引证了这段有意思的话……这段话粉碎了米留可夫先生的空谈！显然，俄国有一个社会“阶层”（地主阶级即封建主或农奴主阶级）是支持政府的政策的，并且通过阶级利益的纽带“同当局”联系起来。什么通过“义务”和“感激的心情”联系起来都是蠢话，——博学的立宪民主党人先生，请记住这一点！在下一篇文章 
［注：见本卷14—15页。——编者注］

 里，我们将指出，这位博学的立宪民主党人是怎样象猫儿围着热粥那样围着反动分子沙尔所正确指出的“问题的症结”（即土地问题）绕来绕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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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言语报》（《　　》）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12。

[19] 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同立宪民主党等组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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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症结”

（1913年3月8日〔21日〕）

我们已经知道，米留可夫先生引证的那个法国反动分子沙尔正确地认为，土地问题是俄国面临的“问题的症结”。

米留可夫先生引证了这个聪明的反动分子的聪明的言论，可是根本不了解它们的含义！


　　“……能使你们〈即十月党人和政府：米留可夫先生在同他们谈话！〉亲手带到这里来的农民成为不独立的农民吗？要知道，他们在这个讲坛上谈论土地问题，他们所说的同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独立的农民所说的一样。不，先生们，在俄国生活中再没有比俄国农民更独立，更坚定的分子了。”（左边有人鼓掌，有人喊道：“对”）



　　显然，鼓掌叫好的全是虚伪的立宪民主党人，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一，农民在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中所说的同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20]中所说的并不完全“一样”，而是更加软弱无力；第二，在俄国生活中有更独立、更坚定的分子。就是米留可夫先生本人也不得不在自己的发言中承认，工人在争取俄国的政治自由方面做得“最多”。难道衡量“独立”还有别的尺度吗？但是实质并不在这里。实质在于，13万户地主的利益同农民群众的利益现在能不能调和起来？米留可夫先生“围绕”这个问题“乱扯一通”，避免作出答复。

《言语报》雇来吹捧帕·米留可夫的索·利托夫采夫先生写道，他的发言


　　“消除了这个尖锐的、有争论的问题上的模糊看法。直到现在，许多人仍然觉得普选权是洪水猛兽，是革命到了极点。”



　　真是一个又一个空谈的样板！自由派空谈家先生们，向反动分子沙尔学习吧！问题的症结是土地问题。现在在这个问题上13万户地主的利益同1000万户农民的利益能不能调和起来？能还是不能？

米留可夫先生，这就是普选权问题的“症结”，可是你却腐蚀人民的政治意识，用空话掩盖问题的这个实质，而这个实质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一目了然的。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回答说：能，——那么我用你下面的话就能把你驳倒，即：农民在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中所说的同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中所说的“一样”（虽然说得更加软弱无力）。

如果你回答说：不能，——那么你所说的关于目前俄国的普选权具有可以调和的、非“单方面的”性质的全部空话就破产了。

学究式地援引俾斯麦，那纯粹是幼稚行为，因为俾斯麦是在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已经使地主的利益同一切富裕农民甚至部分中等农民的利益调和起来的时候“赐予”普选权的。

洞察一切的读者可能要问：由此是不是应该得出结论说，在俄国不可能实现普选权？我们要回答洞察一切的读者说：不，由此只应该得出一个结论，在俄国改良主义的观点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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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第一届国家杜马（维特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



在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10月17日宣盲，宣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1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和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之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选举不是平等的、普遍的和直接的，并且事实上也不是秘密的。



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的权力。1906年2月20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案的权力。1906年4月23日（5月6日）又颁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1906年2—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终于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被选入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共478人，其中立宪民主党179人，自治派63人（包括波兰、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的成员），十月党16人，无党派人士105人，劳动派97人，社会民主党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



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题，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占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它要求建立全民土地资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均使用土地。



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政府的愿望。1906年7月9日（22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



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间的界限比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各民族代表76名，无党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主党65名。



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一样，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法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成分降低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法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除土地问题外，第二届国家杜马还讨论了预算、对饥民和失业工人的救济、大赦等问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沙皇政府在弄清革命力量不强之后，便决定解散杜马。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杜马，同时颁布了保证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能在国家杜马中占绝大多数的新选举法。



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据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在当年秋天选举、当年11月1日（14日）召开的，存在到1912年6月9日（22日）。这届杜马共有代表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1910年3月起）和米·弗·罗将柯（1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代表联盟11名，进步派28名，穆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派14名，社会民主党人19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做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的大国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用改良的办法诱使群众脱离革命。



第三届国家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政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政策，它拨巨款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并通过了一个大大扩大了军队员额的兵役法案。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反动性在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个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3年，直到1911年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保险条件比1903年法案的规定还要苛刻。1912年3月5日（18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法案，甚至不许把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第三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于1910年批准了以1906年11月9日（22日）法令为基础的土地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一切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通过一连串的法律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它主张沙皇政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在初期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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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在粉饰农奴制

（1913年3月9日〔22日〕）

自由派历史学家，立宪民主党的领袖米留可夫先生，不久前在《言语报》的一篇社论中写道：


　　“俄国的社会不平等〈农奴制〉比文明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显得更加脆弱，形成得更加偶然。它毫无反抗地〈！！！〉就草草让了位。米柳亭和索洛维约夫轻而易举地实现了斯特罗加诺夫伯爵早在亚历山大一世时就预言有可能实现的东西。”



　　所有自由派历史学家和一部分民粹派历史学家都在粉饰俄国的农奴制和农奴主的国家政权，这我们已经看惯了。但是象我们引证的这段话那样可耻的“妙论”，却不是所有这类历史学家都说得出口的。俄国的农奴制和农奴主领主阶层不是脆弱的，也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比文明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要“牢固”得多，坚实得多，强大得多，权力大得多。它不是“毫无反抗地”，而是经过最激烈的反抗才让出了它的一小部分特权。要不然，自由派先生也许会给我们指出“文明世界”中类似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遭遇这样的例子吧？

米柳亭和索洛维约夫本人就维护农奴主的特权，主张为这些特权付出非常重的“赎金”。米留可夫先生闭口不谈这一点，就是在歪曲历史，因为历史证明农奴主的特权、无限权力和无上权势在米柳亭及其同伙以后，在“他们的”农奴制改革以后的半世纪里还是“富有生命力”的。

为什么自由派历史学家要粉饰农奴制和农奴制改革呢？因为他们在实行这种改革的活动家身上看到了他们所喜爱的对农奴主的卑躬屈节，看到了他们引以为快的对民主派的恐惧心理，看到了合乎他们心意的与反动派勾结的意向，看到了他们所熟悉的粉饰阶级斗争的勾当。

这里谈的是遥远的过去。然而自由派（“自由派的仪表，官吏的灵魂”[21]）当时和现在对阶级斗争所采取的态度是同一类性质的现象。

米留可夫先生在粉饰农奴制的同时，也就绝妙地勾画了自己，勾画了自己的党，勾画了自命为民主派以愚弄头脑简单的人的整个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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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这里是套用俄国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摇篮曲》中的诗句：“你有官僚的仪表，无耻之徒的灵魂。”（见《尼·阿·涅克拉索夫选集》1947年俄文版第4页）这首诗通过一个官太太在哼摇篮曲催儿子入睡的形式，对俄国官僚阶层进行了辛辣的嘲讽。——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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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

（1913年3月13日〔26日〕）

美国资本主义走在最前面。技术最发达，进步最快，——这一切都迫使古老的欧洲竭力追赶美国佬。但是，欧洲资产阶级向美国学习的不是民主制度，不是政治自由，不是共和制度，而是剥削工人的最新方法。

目前在欧洲，而在某种程度上在俄国，人们谈得最起劲的是关于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罗的“制度”。不久以前，谢苗诺夫先生在彼得堡交通运输工程师学院的礼堂里作了关于这个制度的报告。泰罗本人把这个制度叫作“科学”制度，在欧洲，人们正在热心地翻译和宣传他的著作。

这个“科学制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同一个工作日内从工人身上榨取比原先多两倍的劳动。迫使最强壮最灵巧的工人工作；用特制的时钟——以秒和几分之一秒为单位——记录下完成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动作的时间；研究出最经济的、效率最高的工作方法；把技术最好的工人的工作情形拍摄成电影等等。

结果，在同样的9—10小时的工作中，他们就能从工人身上榨取比原先多两倍的劳动，无情地耗尽他的全部力量，以三倍于原先的速度把雇佣奴隶的神经和肌肉的点滴能力都榨取干净。但是他过早地死去呢？大门外还有许多人哩！……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意味着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

就拿泰罗著作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

以送去进一步加工的生铁的装车工作来说，旧制度和新的“科学”制度相比较，其情况如下：






	　
	旧制度
	新制度



	装车的工人人数
	500
	140



	平均一个工人所装的吨数（每吨等于61普特）
	16
	59



	工人的平均工资
	2卢布30戈比
	3卢布75戈比



	每装一吨生铁的厂主开支
	14.4戈比
	6.4戈比







资本的开支减少了一半甚至一半以上。利润增加了。资产阶级兴高采烈，对泰罗之流赞不绝口！

开头工人的工资会增加。可是几百个工人被解雇了。谁留下来，谁就要三倍紧张地工作，拼命地工作。资本家把工人的全部精力榨干，然后就把他们赶出工厂。他们只雇用年轻力壮的工人。

他们用一切科学办法榨取血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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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成就”

（1913年3月14日〔27日〕）

不论财政大臣在自己的预算说明书中，还是所有的政府党，都竭力使自己和别人相信，我国的预算扎实可靠。而且他们同时还列举了工业方面的“成就”，无疑，工业在最近几年是上升了。

我们的工业如同俄国的整个国民经济一样，过去和现在都是按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的。这是不容争辩的。这也是无须证明的。但是，如果只是举出有关“发展”的材料，扬扬得意地夸耀“增加了百分之多少多少”，那就是闭眼不看这些材料所暴露出来的俄国的极端落后和贫困。

财政大臣高兴地说，1908年，我国全部工厂工业的产品总值为430700万卢布，1911年则将近489500万卢布。

请考虑考虑这些数字究竟有什么意义。在美国，每10年进行一次调查。要找到同我们相似的数字，就必须回到1860年去，而美国那时还存在着黑奴制。

1860年，美国加工工业的产品总值为377100万卢布，1870年已达到846400万卢布。1910年，美国已达到4134400万卢布，就是说，几乎比俄国多8倍。俄国的人口为16000万，而美国的人口，1910年为9200万，1860年为3100万！

财政大臣高兴地说，1911年，俄国每个工厂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为251卢布，比1910年增加了8.2％（按全部工资总额计算）。

在美国，1910年每个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为1036卢布，即比俄国每个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高3倍多。1860年，美国每个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为576卢布，即比现在俄国每个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高1倍。

20世纪的俄国，实行六三“宪制”[22]的俄国，竟不如奴隶制的美国。

在俄国，1908年一个工厂工人的年产值为1810卢布，而在美国，1860年一个工厂工人的年产值为2860卢布，1910年则为6264卢布。

只举出这几个数字，就足以简要地说明，什么是现代的资本主义，什么是压制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并使广大农民群众处于艰难境地的中世纪农奴制的压迫。

农民的生活状况必然使国内市场十分狭小，使工人的处境每况愈下，工人在1911年所挣的工资比奴隶制时代的美国工人所挣的要少一半。但是，除了其他情况以外，世界市场的情况也要俄国作出抉择：要么被那些用另一种速度并在真正广阔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的竞争者压倒，要么摆脱农奴制的一切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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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指俄国六三政变后的所谓“立宪”制度。



六三政变是俄国沙皇政府在1907年6月3日发动的反动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的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6月2日晚逮捕了他们。6月3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政府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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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协议还是分裂？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意见分歧问题）

（1913年3月15日〔28日〕）

社会民主党的舆论对在7名代表的信中流露出来的党团分裂的危险感到不安。这个问题引起工人的极大关注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必须把情况弄得一清二楚。

一方面是工人选民团的所有6名代表，象大家所理解的那样，他们是俄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人的代表。另一方面则是以1票的优势偶然在党团内占多数的其他7名代表。

从表面上看，引起争论的问题是：7名代表要迫使其他6名代表做《光线报》的撰稿人，主张《真理报》同《光线报》合并。坦率地说，我们认为7名代表的这种要求是极不严肃的。如果一个人不赞同某家报纸的办报方针，难道可以用“多数票”强迫他为这家报纸工作吗？（至于一切自重的编辑部自己也会拒绝这些强迫拉来的非自愿的“撰稿人”，那就更不用说了。）难道当真可以谈论《真理报》同《光线报》合并吗？

当然不可以！我们坦率地声明，我们认为《真理报》如果放弃同取消主义的斗争，也就是说，《真理报》在《光线报》放弃鼓吹取消主义即放弃反对“地下组织”、反对政治罢工等等以前同《光线报》合并，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严肃的社会民主党活动家未必会相信，《真理报》和6名工人代表会单单因为《光线报》要他们自杀就决定自杀。根本谈不上这一点，如果7名代表不再搬出他们那种根本不能令人接受的、根本实现不了的“计划”，他们就是做了好事。

然而，党团的意见分歧问题并不止这一些。每个人都感觉到，表面上争论的是是否可以强迫给《光线报》撰稿，而在这场争论的掩盖下隐藏着另一场更严肃更重要的争论。这场争论就是，党团的两个部分对取消主义采取什么态度。

可以设想：在这方面工人首先有权要求7名代表坦率地、确切地、清楚地、肯定地说明，他们对取消主义采取什么态度。7名代表应当象6名工人代表那样，公开地说明这一点。在第三届国家杜马党团内，绝大多数代表是孟什维克。但是他们对取消主义采取了断然否定的态度。可是现在这7名代表对取消主义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他们自己提出了关于《光线报》即关于取消主义的问题。因此他们更应该公开地、确切地说明：他们对《光线报》鼓吹反对地下组织（见《光线报》第101号及其他各号）、反对政治罢工、反对工人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等等采取什么态度。否则，要想摆脱现状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如果社会民主党党团内哪怕有一个代表在杜马讲坛上发表类似《光线报》第101号上的文章的言论（愈来愈喜欢“地下组织”是件“令人痛心的”事实云云），那么同这样的代表决裂就是必不可免的。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不挺身出来说，这个发言人讲的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意见，那他就是背叛了自己对工人阶级应尽的责任。

我们的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把这个问题交给工人去判断……

在党团的两个各占二分之一的部分之间存在着严重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只有双方同样努力去达成协议，才有可能保持统一。让以一票的优势偶然取得的多数去“决定”纲领性问题，那就会造成分裂。这个道理是大家都清楚的。真正希望统一的人是决不会采取这种“决定”问题的办法的。

在目前的党团构成情况下，党团内是否有可能达成协议？迄今为止是有可能的。党团在第四届杜马开始工作时宣读的宣言[23]就是一个例子。党团屏弃了取消主义的无理要求；这就使两部分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如果有诚意，如果7名代表不制造分裂，那么在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今后也将有达成协议的可能。

宣言的例子说明了，为了避免分裂应当怎么办。而“民族文化自治”[24]的例子则说明，为了避免分裂不应当怎么办。如果象契恒凯里同志那样提出这种要求，那就是要废除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以前取消派一直硬说这个要求与党纲“不抵触”，而现在甚至崩得分子自己也把他们揭穿了，崩得分子（见《时报》[25]第9号）正因为契恒凯里“离开了民族问题上的正式理论所持的僵化观点”才向他表示祝贺的。以7票对6票废除党纲，那就是制造分裂。这是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明白的。

总之，达成协议还是分裂！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

我们要求什么？——要达成协议！

这样达成协议有没有可能？——有可能！

这样达成协议是不是上策？——是上策！

为了达成协议，需要做些什么呢？——不废除党纲，不辱骂“地下组织”，始终忠于原来的旗帜！读者可以看到，我们的要求是很低的。

赞成7名代表同6名代表达成协议，反对分裂！这就是一切觉悟的工人应当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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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这里说的是第四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宣言。这个宣言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孟什维克代表共同拟订的，列宁《关于工人代表的某些发言问题》提纲构成它的基础。宣言通过以前，党团内部曾发生激烈斗争。双方除代表以外，参与拟订宣言的还有当时在彼得堡的党的工作人员。经过同孟什维克的多次激烈交锋，布尔什维克终于争取到把自己的基本要求列入宣言，使宣言几乎包括了党的最低纲领的一切重要内容。同时，孟什维克也争取到把他们的一项关于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写进宣言。该宣言是在1912年12月7日（20日）的杜马会议上宣读的。1912年12月8日（21日）《真理报》公布了包括宣言全文的杜马会议速记记录，报纸因此被没收，编辑也受到法庭传讯。——24。



[24]民族文化自治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鲍威尔和卡·伦纳制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问题纲领。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和崩得分子都提出过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191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讨论党纲草案时否决了崩得分子提出的增补民族文化自治内容的建议。列宁对民族文化自治的批判，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和第25卷）等著作。下面说的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成员孟什维克阿·伊·契恒凯里1912年12月10日（23日）在国家杜马第十次会议上违背党纲、为民族文化自治辩护一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决议对此提出了批评（同上，第22卷第280—281页）。——24。



[25]《时报》（《Цайт》）是崩得的机关报（周报），1912年12月20日（1913年1月2日）—1914年5月5日（18日）用依地文在彼得堡出版。



这里说的是1913年2月21日（3月6日）《时报》第9号刊载的《工人代表和民族问题》一文，作者是Ф.И.利平。——24。







《列宁全集》第23卷


“库存现金”

（1913年3月15日〔28日〕）

政府的报纸，以善于阿谀奉承的《新时报》[26]为首，竭力吹捧我国政府在管理国家经济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真了不起：45000万卢布“库存现金”！不是往外拿钱，而是往里进钱——请看，“我们”是怎样当家的。

因此，《新时报》这家黑帮地主和十月党商人的报纸得出结论说，有了这45000万卢布的储备，就是打仗也一点都不在乎了。

但是，请看一看财政大臣关于1913年预算的说明书吧；在这个说明书中，除了自我吹嘘（这种吹嘘在说明书中要多少有多少！），能不能找到说明这笔出了名的“库存现金”的来源的确切材料呢？

我们翻开大臣先生的说明书，就可以在说明书中（第15页第1部分）看到，1908—1912年这5年中，公债使国库得到33950万卢布。在同一时期内，公债还本付息支出了25210万卢布。

这就是说，公债总共增加了8740万卢布。这就是“库存现金”的第一个“来源”。看来，这是一个容易到手的来源。

再往下看。大家知道，从1908年10月1日起，国家专卖的烧酒价格涨到了最新的高度，每桶由8卢布涨到8卢布40戈比（这是普通酒，好酒则由每桶11卢布涨到12卢布）。

由于采取这一“财政措施”，1908—1912年这5年内国家专卖的烧酒的平均价格变为每桶8卢布48戈比，也就是说，比过去4年（1904—1907年，每桶的价格为8卢布6戈比）整整贵了42戈比。

5年内（1908—1912年）国家共售出44050万桶40度劣质酒。每桶增加42戈比利润，合起来共增加利润18500万卢布。这就是“库存现金”的第二个来源！

第三个来源是国营铁路在4年内（1908—1911年）提供了“纯利润”5300万卢布，如果不算支付国家用于投资的225000万卢布的利息和还本的支出的话！！如果我们把1912年得到的这种“利润”按1911年的数量计算，即算10500万卢布，那么5年内我们得到的“利润”共15800万卢布。显然，“不算”几十亿投资的利息和还本的支出，这样的国家“经营”真象是在变国家魔术。我们要指出，4年内（1908—1911年）国家支付铁路投资的利息和还本的支出为39760万卢布，这并不是某个“左派记者”（根本不是！），而是国家监察总署自己确定的。1908—1912年这5年内，这种支出共达5亿卢布！ 
［注：文中从“我们要指出”至“共达5亿卢布！”这段话，是1941年发现的。新增补的这段话，在首次发表于1913年3月15日《真理报》第62号的文章中以及在《列宁全集》第2、3版中都未刊载。——俄文版编者注］

 这可说是掠夺性经营的典型。

现在我们把“库存现金”的三个来源加在一起：





	　　（1）公债………………………………………………………………… 8740万卢布（2）提高国家专卖的劣酒的价格………………………………………18500万卢布

（3）国营铁路（不算支付投资的利息和还本的支出5亿卢布）…… 15800万卢布

　　　　　总　计
 ………………………………………………………43040万卢布









看来够了吧？一些更细小的“来源”就没有必要指出了。

我们的农奴主-地主是最伟大的天才理财家，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吗？借钱，提高劣质酒的价格，“不算”支付几十亿投资（用于“经营”）的利息和还本的支出——这不是要有些天才的吗？

这不是我国预算“扎实可靠”的证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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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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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

（1913年3月22日〔4月4日〕）

大家知道，亚洲人民群众中先进的民主派不惜重大牺牲建立起来的伟大的中华民国，最近遭到了极其严重的财政困难。算作是文明国家而实际上执行最反动政策的六“大”强国，成立了银行团（协作性组织），一致停止向中国提供贷款！

问题在于，中国革命在欧洲资产阶级中间所引起的不是对自由和民主事业的热忱（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有这种感情，牟取暴利的骑士是不会有这种感情的），而是 掠夺
 中国、开始瓜分中国、攫取中国领土的野心。六个强国（英、法、俄、德、日、美）的“银行团”力图使中国破产，以便削弱和破坏这个共和国。

这个赢得全世界劳动群众同情的年轻共和国所取得的一个巨大胜利，就是这个黑帮银行团的 瓦解
 。美国总统宣称：美国政府将不再支持这个银行团，它在最近的将来要正式 承认
 中华民国。现在美国的银行都已 退出
 银行团。美国即将给予中国十分必要的财政援助，为美国资本开辟中国市场，促进中国的改良事业。

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也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起初日本甚至不愿意让孙中山到日本去！现在他已经去了，日本所有的民主主义者都热烈欢迎同共和制的中国建立联盟；同中国缔结 联盟
 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日本资产阶级象美国资产阶级一样，懂得了实行对中国的和平政策比实行掠夺和瓜分中华民国的政策对自己更有利。

强盗般的银行团的瓦解，自然也是俄国推行的反动对外政策的一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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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问题和自由派的衰老

（1913年3月26日〔4月8日〕）

一位最有名的立宪民主党人盛加略夫代表最近在彼得堡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杜马和老问题》的演说。

这是一个现实的有趣而生动的题目。

我们这位立宪民主党人照例把十月党人攻击一通。他喊道：“十月党人不好意思接近右翼，但是又不敢接近左翼。”（《言语报》第70号）很明显，我们这位勇敢的（在民主派听众面前是勇敢的）立宪民主党人是把进步党人[27]列为“左翼”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这些最亲密的朋友和政治上的战友本身就有3/4是十月党人，关于这一点，盛加略夫先生却避而不谈。

虽然立宪民主党人同处在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之间的进步党人实际上已经结成永久性的、极其密切的联盟，可是他却想要民主派把立宪民主党人看作“左翼”！换句话说，立宪民主党人想笼络民主派，虽然他们自己实际上作了显然是反民主派的进步党人的俘虏。


　　盛加略夫先生在谈到第四届杜马时说道：“现在的这种沉闷正象一列滞留在偏僻车站上的火车里的旅客的心情一样。要想驱散这种心情并使火车开动，旅客就得自己来扫清道路。然而，要想启动沉重的立法机器，单靠旅客的力量毕竟是不行的。在我们的改革工作上挂着3把锁——六三法令、参议院和行政当局缺乏责任心。如何打开这些锁，是平静地、和平地打开呢，还是用别的方法，——历史将会表明这一点。当代的人不能采取完全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应该同心协力，努力向前。”（《言语报》第70号）



　　往历史上推——这很方便！盛加略夫先生和立宪民主党人往历史上推，正象马克思所说的那些人一样，他们为鞭子辩护的理由，就是因为这条鞭子是历史性的[28]。当然，“历史将会表明如何打开这些锁”，这是无可争辩的但也是毫无用处的真理。这是自由派为自己的衰老而作的辩解。一个政治家应该能够回答：是哪个阶级看管着这些锁，是应该由哪些阶级用什么方法打开这些锁。

“历史将会表明”它在7年半以前已经表明的，这就是：自由派的改良主义以及自由派同看管“这些锁”的阶级和睦相处的幻想都是毫无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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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进步党人是俄国进步党的成员。该党是大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地主的民族主义自由派政党，成立于1912年11月，它的核心是由和平革新党人和民主改革党人组成的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进步派”，创建人有纺织工厂主亚·伊·柯诺瓦洛夫、地方自治人士伊·尼·叶弗列莫夫、格·叶·李沃夫等。该党纲领要点是：制订温和的宪法，实行细微的改革，建立责任内阁即对杜马负责的政府，镇压革命运动。列宁指出，进步党人按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是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这个党将成为“真正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步党人支持沙皇政府，倡议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1915年夏，进步党同其他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成“进步同盟”，后于1916年退出。1917年二月革命后，进步党的一些首领加入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后又加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这时进步党本身实际上已经瓦解。十月革命胜利后，前进步党首领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31。



[28]这里说的是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话：“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性的鞭子——的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这个法的历史学派本身如果不是德国历史的产物，那它就是杜撰了德国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4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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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石油荒”

（不早于1913年3月26日〔4月8日〕）

关于“石油荒”、石油价格飞涨、石油大王为了掠夺消费者而缔结罪恶的秘密协定的问题，在杜马内尤其是在杜马外引起了人们完全理所当然的关注和完全可以理解的愤慨。

工商大臣先生用稍微隐蔽的方式为石油辛迪加大王[29]辩护，马尔柯夫第二先生则狂热地表露了贵族农奴主-地主的委屈心情。他们之间的决斗（在3月22日国家杜马会议上），值得工人阶级和全体民主派高度重视。这场决斗清楚地暴露了俄国两个“执政”阶级，两个所谓“高贵的”（其实是很低下的、卑劣的、掠夺成性的）阶级，即农奴主-地主阶级和金融巨头阶级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

石油辛迪加问题乍一看好象是个局部问题。然而并不是这样。实际上这只是有关这两个统治阶级如何管理俄国（或者确切些说是如何掠夺俄国）这个总的基本问题的表现之一。马尔柯夫第二的发言从一个因分赃不均而感到委屈的死硬派的立场出发，对石油“大王”的辩护人作了极好的回答。马尔柯夫第二先生没有能“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没有能用镜子照照自己（和自己的地主朋友们），这是不足为怪的。我将尽力为马尔柯夫第二先生效劳；我要把镜子放在他面前。我要给他画一幅肖像。我要指出：马尔柯夫第二和赫沃斯托夫同石油大王、煤油辛迪加巨头、巴库百万富翁的“争吵”，是家庭争吵，是两个盗窃人民财富的人的争吵。“夫妻吵嘴，只当开心。”大臣先生和诺贝尔先生及其同伙是一方，赫沃斯托夫先生之流和马尔柯夫先生之流同他们在参议院、国务会议[30]等等之中的朋友是另一方。但这些都是“夫妻”。不过由于这种亲密的、热火的结合，俄国数千万工人和破产的农民就不得不大吃苦头！

石油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

首先是石油企业主先生们——这些牟取资本主义暴利的，“骑士们”人为地降低油井和炼油厂的产量，无耻地抬高石油价格。

这方面的主要材料已经在杜马中引用过了，但是为了使我下面的阐述显得十分清楚，我还要简略地将这些材料重复引用一下。1902年石油价格是6戈比1普特。1904年涨到14戈比。后来价格“跃升”得更“欢”，因而在1905年革命以后，到1908—1909年时，1普特的价格已涨到21戈比，1912年竟涨到38戈比。

总之，10年间石油价格上涨5倍多！而石油开采量在这个时期却从1900—1902年的60000—70000万普特减少到1908—1912年的50000—58500万普特。

这些数字值得记住。对这些数字要加以思考。在全世界生产向前大跃进的10年间，我们的开采量却减少了，价格则上涨了5倍多。

工商大臣先生为那些缔结秘密协定的工商业家辩护时所提出的论据简直不值一驳。

他说，燃料的需要量在增长，汽车工业和航空工业的石油需要量在增长。大臣先生安慰我们和俄国人民说，这是“世界性”现象。

我们要问：那么在美国呢？产生这样的问题是很自然的，因为大家知道，美国在石油生产上是俄国唯一的劲敌。1900年俄国和美国的石油开采量合起来占世界石油开采量的9/10强，1910年则占8/10强。

如果说是“世界性”现象，大臣先生，那就是说，美国也应当是这样。为了使那些漫不经心的听众有这样的印象，这位为缔结秘密协定的石油掠夺者辩护的大臣先生也引用了美国的数字……但仅仅是近两年的数字！！近两年来，美国石油价格上涨了1倍，罗马尼亚也是如此。

大臣先生，太妙了！不过，为什么不把这个比较进行到底呢？要比就要好好比。不能玩弄数字。应当拿与所引用的俄国材料同一时期的美国材料来比较。这是一切认真使用统计材料的最主要、最基本、最起码的条件，难道这还不清楚吗？！

俄国10年来的价格同大臣先生自己引用的1902年最低的价格比较起来，上涨了5倍多。而美国呢？那里价格从来没有这样涨过。从1900年到1910年，美国的价格降低了。最近几年的价格是稳定的。

那么，结果怎样呢？美国上涨了1倍，俄国上涨了5倍。1900年美国石油开采量比俄国少，而1910年则比俄国多2倍！！

为石油企业主百万富翁的秘密协定笨拙地辩护的大臣先生，不愿意谈这一点。但事实明明这样摆着。不管你举出什么样的数字，无可怀疑的是：近10年来，美国的价格上涨得比俄国少得多，开采量有极大的增长，而俄国却可耻地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了。

现在我们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大臣说价格上涨是“世界性”现象，这个借口中真话很少，谎话居多。的确，物价到处在上涨。的确，这是由资本主义所共有的一些原因引起的。

然而，俄国的情况所以不堪忍受，正是因为我们这里价格涨得最厉害的恰恰是石油，而且生产没有提高而是停滞了。俄国的情况所以绝对不堪忍受，正是因为这里不是资本主义广泛的、自由的、迅速的发展，而是停滞和腐败。因此，同样的物价上涨在我国就严重百倍。

俄国有17000万人口，而美国是9000万人口，即俄国的一半多一些。现在美国开采的石油比我们多2倍，煤比我们多17倍。美国的生活水平，按工人的工资来说，比俄国高3倍。

大臣先生说这种祸患是世界性现象，真是弥天大谎，这难道还不清楚吗？这种祸患现在要比以往沉重四倍甚至十倍地压在俄国身上。





	载于1940年1月21日《真理报》第2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32—35页

















[29]俄国石油工业处在各大国际股份公司的控制之下。1912—1913年间，几乎所有的石油开采都操在与外国资本（英法的、德国的、英荷的）有联系并且大部分已联合成康采恩的各大公司之手。70％的煤油贸易和重油贸易集中在诺贝尔兄弟公司和“重油”公司这两家商行的手中。——33。



[30]参议院是沙皇俄国最高国家机关，根据彼得一世的诏令于1711年开始设立，管辖立法和国家管理事务。从19世纪上半叶起成为最高司法机关和监察机关。参议员由沙皇从高级官员中任命。



国务会议是沙皇俄国的最高咨议机关，1810年根据米·米·斯佩兰斯基的方案成立，其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官员中任命。从1906年起，随着国家杜马的设立，国务会议同国家杜马一样获得了立法提案权，其成员半数改由选举产生。国务会议是一个反动机关，甚至否决国家杜马通过的一些温和法案。——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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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的集会法案

（1913年3月27日〔4月9日〕）

在立宪民主党向国家杜马提出的自由法案中也有一个集会法案。

立宪民主党人自认为是民主的政党。他们不会不明白，向第四届国家杜马提出的集会法案纯属宣传性质，也就是说，提出的目的是宣传、传播和解释集会自由的原则。

正是应该从这一观点出发来评价立宪民主党的法案：它是否有助于向俄国居民解释集会自由的意义、这种自由的重要性以及获得这种自由的条件？

不。法案是自由派官吏而不是民主派拟订的。法案中有一大堆官腔十足的、荒诞不经的、官僚主义的规章，而没有民主派认为必要的东西。

禁止在铁路线上集会（第3条），禁止在国家杜马会场方圆一俄里内集会等等（第4条）；在城市集会必须预先申请，在农村集会不必申请（第6条和第7条），等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所有这些可怜的、可笑的、内容贫乏的、官僚主义的破烂货究竟有什么用呢？

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欧洲反革命的法律中抄来的，所有这一切都强烈地散发出对民主派怀疑和压制的时代的气味，所有这一切都陈腐到了极点。比如，既然在城市里每次公众集会都要在报上宣布，那为什么还要规定这一套愚蠢的、拖拖拉拉的“申请”手续呢？？这只不过完全是为了向当权者证明，我们立宪民主党人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的，我们是“守规矩的人”（即民主派的敌人），我们“也会尊重”官吏们的刁难的。

而对现代民主说来是重要的和不可轻视的东西在法案中却没有。对群众来说，有集会场所是很重要的。需要有这样一项法律：按照相当的不大一部分公民的要求，一切公共建筑物、学校等等，在晚上以及在一般业余时间，都应排除一切障碍免费地供人民集会使用。在法国就是这样做的。除了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蛮横以外，对于这种民主惯例是不会有别的阻挠的。

但是问题的实质就在于：立宪民主党的自由法案的整个精神、整个内容不是民主的，而是自由派官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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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战争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

（1913年3月29日〔4月11日〕）

巴尔干战争[31]快要结束了。阿德里安堡的攻克，是保加利亚人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问题的重心已经完全从战场转移到所谓强国勾心斗角的舞台上去了。

巴尔干战争是亚洲和东欧中世纪制度崩溃的一系列世界性事件中的一个环节。建立巴尔干各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推翻地方封建主的压迫，使巴尔干各族农民从地主的桎梏下彻底解放出来，——这就是当时摆在巴尔干各族人民面前的历史任务。

这项任务，巴尔干各族人民本来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共和国来完成，这样做比现在要容易十倍，而付出的牺牲也可以比现在少百分之九十九。如果是在完全、彻底的民主的条件下，就既不可能产生民族压迫和民族纷争，也不可能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引起争端。巴尔干各族人民也可以保证得到真正迅速的、广泛的和自由的发展。

是什么历史原因使巴尔干的这些迫切问题要通过由资产阶级和王朝的利益左右的战争来解决呢？主要原因是巴尔干的无产阶级力量薄弱，其次是强大的欧洲资产阶级的反动影响和压力。欧洲资产阶级既害怕本国也害怕巴尔干获得真正自由，它所追求的只是靠牺牲别人来使自己发财致富，它煽起沙文主义情绪和民族仇恨，以便推行掠夺政策，阻挠巴尔干各被压迫阶级的自由发展。巴尔干事件反映出的俄国沙文主义的丑恶程度并不亚于欧洲的沙文主义。而用自由主义词句掩盖、粉饰和装潢起来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沙文主义，则比黑帮报纸上粗野的沙文主义更为丑恶、更为有害。这些报纸明目张胆地嗾使人们攻击奥地利，——顺便提一句，在这个最落后的欧洲国家里，人民享有比俄国多得多的自由。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在谈到攻克阿德里安堡时写道：“新的形势使俄国的外交完全有可能具有更大的坚定性……”

好一个“民主派”！他们假装不懂他们所说的只能是追求沙文主义目的的坚定性。无怪乎在罗将柯3月14日举行的宴会上，米留可夫和叶弗列莫夫、古契柯夫、本尼格森、克鲁平斯基和巴拉绍夫亲密地聚集在一起了。民族党人[32]、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只不过是丑恶的、对自由深恶痛绝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各种不同的流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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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指1912年10月—1913年5月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战争在土耳其和巴尔干同盟各国——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希腊——之间进行，以土耳其战败告终。双方于1913年5月签订了伦敦和约，根据条约，土耳其丧失了它在巴尔干的几乎全部属地。阿尔巴尼亚人民获得独立。——39。



[32]民族党人是指全俄民族联盟的成员。全俄民族联盟是俄国地主、官僚的反革命君主主义政党。该党前身是1908年初从第三届国家杜马右派总联盟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派别，共20人，主要由西南各省的杜马代表组成。1909年10月25日，该派同当年4月19日组成的温和右派党的党团合并成为“俄国民族党人”共同党团（100人左右）。1910年1月31日组成为统一的党——全俄民族联盟，党和党团主席是彼·尼·巴拉绍夫，领导人有П.Н.克鲁平斯基、弗·阿·鲍勃凌斯基、米·奥·缅施科夫和瓦·维·舒利金。该党以维护贵族特权和地主所有制、向群众灌输好战的民族主义思想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该党的纲领可以归结为极端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和要求各民族边疆区俄罗斯化。1915年初，“进步”民族党人从全俄民族联盟分离出来，后来参加了“进步同盟”。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该党即不复存在。——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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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33]



（1913年3月）

马克思学说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科学（官方科学和自由派科学）极大的仇视和憎恨，这种科学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某种“有害的宗派”。也不能期望有别的态度，因为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全部官方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种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期望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里有公正的科学，正象期望厂主在应不应该减少资本利润来增加工人工资的问题上会采取公正态度一样，是愚蠢可笑的。

不仅如此，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现在我们就来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来源以及它的三个组成部分。


一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18世纪末叶，在同一切中世纪废物，同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展开决战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了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及其他等等。因此，民主的敌人便竭尽全力来“驳倒”、败坏和诋毁唯物主义，维护那些不管怎样总是为宗教辩护或支持宗教的各种哲学唯心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最明确最详尽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用黑格尔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主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人类知识是相对的。不管那些“重新”回到陈腐的唯心主义那里去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学说怎样说，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如镭、电子、元素转化，都出色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正如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发展着的物质那样，人的社会认识（即哲学、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观点和学说）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设施 
［注：原文为“DEFGHIGJKG”，是指和一定理论观点相适应的制度、组织和机构。——编者注］

 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看到，例如现代欧洲各国的各种政治形式，都是为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

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二

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

马克思以前的古典经济学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通过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彻底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证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

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表现着各个生产者之间通过市场发生的联系。货币意味着这一联系愈来愈密切，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结成一个整体。资本意味着这一联系进一步发展：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雇佣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土地、工厂和劳动工具的占有者。工人用工作日的一部分来抵偿维持本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开支（工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则是无报酬地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这也就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

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资本压迫工人，使小业主破产，造成失业大军。大生产在工业中的胜利是一眼就能看到的，但是在农业中我们也看到同样的现象：资本主义大农业的优势日益扩大，采用机器愈来愈广泛，农民经济纷纷落入货币资本的绞索，由于技术落后而日益衰败和破产。在农业方面，小生产的衰败的形式虽然不同，但是它的衰败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资本打击小生产，同时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并且造成大资本家同盟的垄断地位。生产本身日益社会化，使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工人联结成一个有条不紊的经济机体，而共同劳动的产品却被一小撮资本家所占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愈来愈严重，危机日益加深，争夺市场的斗争愈来愈疯狂，人民群众的生活愈来愈没有保障。

资本主义制度在使工人愈来愈依赖资本的同时，创造着联合劳动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从商品经济的最初萌芽，从简单的交换一直到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到大生产。

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无论老的或新的）的经验，使工人中一年比一年多的人清楚地看到了马克思这一学说的正确性。

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但是这一胜利不过是劳动对资本的胜利的前阶。


三

当农奴制被推翻，“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时候，一下子就暴露出这种自由意味着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一种新制度。于是反映这种压迫和反对这种压迫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就立刻产生了。但是最初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谴责它，咒骂它，幻想消灭它，臆想较好的制度，劝富人相信剥削是不道德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没有能够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

然而，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法国，导致封建制度即农奴制崩溃的汹涌澎湃的革命，却日益明显地揭示了阶级斗争是整个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战胜农奴主阶级而赢得政治自由，没有一次不遇到拼命的反抗。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才在比较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所提示的结论，并且彻底地贯彻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学说。

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只要那些主张改良和改善的人还不懂得，任何一个旧设施，不管它怎样荒谬和腐败，都由某些统治阶级的势力在支撑着，那他们总是会受旧事物拥护者的愚弄。要粉碎这些阶级的反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找出一种力量，教育它和组织它去进行斗争，这种力量可以（而且按它的社会地位来说应当）成为能够除旧立新的力量。

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在全世界，从美洲到日本，从瑞典到南非，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正在不断增加。无产阶级一面进行阶级斗争，一面受到启发和教育，他们逐渐摆脱资产阶级社会的偏见，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并且学习怎样衡量自己的成绩，他们正在锻炼自己的力量并且在不可遏止地成长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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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而写的，发表于1913年3月《启蒙》杂志第3期。——41。







《列宁全集》第24卷


一次谈话

（1913年3—4月）


第一个局外人：
 我正在尽量仔细地观察“六人团和七人团”[34]在工人中间引起的斗争。我非常注意双方的报纸[35]。我尽可能地对照资产阶级报刊和黑帮报刊的评论。……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在我看来，斗争采取了严重的形式，斗争会变成无谓的纠纷，无谓的争执，结果一定是一团糟。


第二个局外人：
 我根本不懂。世界上哪有因某种严重问题而引起的斗争竟不采取严重形式的？正因为要用斗争来解决严重问题，这里“小小的”“争吵”就无济于事。那些一贯否定并且还在继续否定建党原则的人不经过拼命的反抗是不会投降的。拼命的反抗随时随地都会产生“严重的形式”，都会产生把原则性的争论变成无谓的纠纷的尝试。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因此就要我们放弃为建党的基本原则而斗争呢？


第一个局外人：
 你多少有些离开了我提的问题，而且过分急于“转入进攻”。双方的每个工人小组都忙着“赶写”决议，而且双方都抢着使用厉害的字眼，就好象在进行一场竞赛。这样谩骂，会使那些探索社会主义光明的工人群众不愿意看工人的报刊。他们可能会对社会主义产生疑惑或某种羞愧之感而抛弃这些报纸……他们甚至可能长期对社会主义感到失望。谩骂竞赛会造成一种“非自然淘汰”的局面，使那些“拳斗专家”占上风……双方都在鼓励自己人放肆地侮辱对方。社会主义政党应该这样教育无产阶级吗？这如果不是对机会主义的赞许，至少也是对机会主义的放任，因为机会主义就是为了暂时的胜利而牺牲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双方都在为暂时的胜利而牺牲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社会党人没有使群众由于进行社会主义工作而感到愉快，没有使他们全力以赴地来做这一工作，也没有使他们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反而使他们离开了社会主义。这里不由得使人想起这样一句辛辣的话：无产阶级不管社会党人做得怎样也能达到社会主义。

第二个局外人：我们俩都是局外人，也就是说都没有直接参加斗争。但是局外人在分析他们眼前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对斗争可能抱两种态度。从旁边来观察，只能看到所谓斗争的外表，形象地说，就是只能看到紧握的拳头、扭曲的脸、不雅观的场面；可以斥责这一切，为此而哭泣和悲叹。但是从旁边来观察也可以了解所进行的斗争的意义，这一意义比起斗争中的所谓“过火行为”或“极端行动”的场面和情景来，恕我直言，可要稍微有意思一些，在历史上要稍微重要一些。有斗争就会有激情，有激情就会有极端行动；至于我自己，我最恨那些在阶级、政党、派系的斗争中首先看到“极端行动”的人。我总是激动地——恕我直言——对这些人大声说：“我以为，喝酒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能把事情办好。”[36]

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件大事，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情。这就是建立工人政党。工人要自主，工人要影响自己的党团，工人要自己解决自己政党的问题，——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伟大历史意义，我们所希望的东西正在我们眼前变成事实。“极端行动”使得您惊骇和悲伤，而我却兴奋地观察着这场斗争，因为在这一斗争中俄国工人阶级确实在成熟和壮大。只是由于就是一个局外人，不能投到这一斗争中去，我简直要发狂……


第一个局外人：
 是投到“极端行动”中去吗？如果这些“极端行动”到了炮制决议的程度，那你也宣布“仇恨”那些指出这一点、对这一点感到愤慨并且要求坚决停止这样做的人吗？


第二个局外人：
 请别吓唬人！你吓不倒我！说实在的，你愈来愈象那种对公开揭穿谣言总要横加指责的人了。我记得，有一次在《真理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在政治上不诚实，这条消息过了很久才得到澄清。我在想象，从刊登时起到澄清时止，这位社会民主党人该怀着什么样的心情！但是公开揭穿是一把利剑，它自己可以治疗它所带来的创伤。那炮制决议呢？炮制者一定会被揭穿和被抛弃的。只能是这样。在进行一场严重的会战时，战场附近不可能没有野战医院。但是因为看到“野战医院的”情景就害怕起来或者紧张起来，那是绝对不能原谅的。你怕狼，就别到森林里去。

至于谈到机会主义，即谈到忘却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那你是在委过于人。在你看来，这些根本目的只是某种“完美的理想”，它同为当前的问题，为现时的迫切问题而进行的“罪恶”斗争是没有联系的。这样看社会主义，就是把社会主义曲解为甜言蜜语，脉脉温情。应当把为当前的每一个迫切问题而进行的每一次斗争同根本目的紧紧地联系起来。只有这样理解斗争的历史意义，才有可能在深化和加剧斗争的同时清除那些坏东西，那种“放肆”和“拳斗”。凡是人多、嘈杂、喧嚣和拥挤的地方，这种“拳斗”总是免不了的，但是这种现象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消除。

你谈到了社会主义政党怎样教育无产阶级的问题。当前斗争中的问题恰恰是要捍卫党性的基本原则。现在，每个工人小组都面临着一个尖锐的、丝毫不能含糊的、必须立即直截了当予以答复的问题，这就是：它希望在杜马中执行什么政策？它怎样看待公开的党和地下组织？它是否认为杜马党团在党之上，或者相反？所有这一切都是有关党的存亡的基本问题，因为这是牵涉到要不要党的问题。

社会主义不是将赐恩于人类的现成制度。社会主义是现在的无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根本目标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是从今天的目标走向明天的目标从而日益接近根本目标的斗争。今天，在这个称为俄国的国家里，社会主义正经历着一个阶段，即觉悟的工人不顾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杜马的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对工人政党的建设进行种种破坏而由自己完成这一建设的阶段。

取消派要破坏工人建立自己的工人政党，这就是“六人团同七人团”斗争的意义和重要性所在。但是他们破坏不了。斗争是艰巨的，但是胜利一定属于工人。让那些软弱的、被吓坏的人因斗争的“极端行动”而动摇吧，——他们明天就会看到：不通过这种斗争就休想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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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指第四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里的6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和7名孟什维克代表。——49。



[35]指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见注6）和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光线报》（见注13）。——49。



[36]这是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一篇寓言《音乐家们》的结束语。这篇寓言说，有一个人请客，邀了一批歌手助兴。这些歌手各唱各的调，叫客人实在受不了。主人却解释说，他们唱得有些刺耳，可是个个生活严肃，滴酒不进。作者以讽刺的笔调在寓言的结尾写道：“可是我以为：喝酒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能把事情办好。”——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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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俄国和工人运动
[37]



（1913年4月9日〔22日〕）

报道

几天前，俄国社会民主党一位最杰出的领袖列宁同志在克拉科夫作报告。现将这一报告的简要内容刊登于后，同时请加里西亚的读者了解，列宁是所谓“布尔什维克派的”领袖，也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最激进最不妥协的那一派的领袖。

报告人在描述俄国工人运动的时候，指出俄国工人运动对西方各国也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那里无疑也会发生与俄国相似的现象。报告人指出，相对的平静可以突然转变，爆发群众运动，例如，1895年俄国只有4万人罢工，而到1905年，单是1月份就有40万人罢工；全年罢工人数增长到300万人。

俄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就是由于革命的经验和这一时期所进行的阶级搏斗造成的。有一位日本人把俄国革命叫作“在无能的政府统治下的无力的革命”。然而政府却充分利用了革命的经验。只要回想一下政府对农民采取的态度就够了。起初，在制定第一届杜马选举法的时候，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安分守己的、宗法式的农民身上。可是事实表明，为土地而斗争的俄国农民，按其本性来说，虽然确实不象某些民粹派空想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是社会主义者，但至少是民主主义者，于是，政府搞了一场政变，修改了选举法。

现在的杜马不是傀儡，而是各反动阶层、同农奴主-地主、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相勾结的沙皇官僚的真正权力机关。

俄国自由派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自由派竭力安抚农民，要他们离开革命道路而走所谓立宪道路。然而事情很清楚，立宪民主党人提出要赎买一部分地主土地，这无非是想再一次掠夺和欺骗俄国农民而已。这一企图没有得逞，主要是由于经常推动农民向左转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所采取的策略。

十月罢工[38]对于俄国自由派来说是一个转折点。革命前，自由派曾说“革命应该变成政权”（司徒卢威语）；稍后，他们改变了调子，生怕革命闹得过火，虽然他们很清楚，只有政府方面才有“过火行为”。十月党人脱离了自由派，干脆站到政府一边，做了政府的走狗。就在这时候，十月党人的首领古契柯夫写信给特鲁别茨科伊公爵说，革命的进一步爆发对资产阶级安宁本身会构成威胁。

当前反革命的阶级基础就是如此。种种无法无天的行为都是公开干的，政府的阶级面目暴露无遗。凡无法无天地对待革命分子的人，政府都予以嘉奖，授予勋章。例如不久以前，在对杜马代表彼得罗夫斯基同志那里进行搜查时，竟把他非法地关在房间里，后来在杜马中为此提出质询时，一位大臣却说，对警察的这种热心应当表示感谢。

斯托雷平利用革命时期阶级搏斗的经验，开始实行他的臭名昭彰的土地政策，即把农民分化成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的政策。这一新政策是对卡特柯夫和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旧的“宗法式口号”的一种嘲弄 
［注：见本卷第270页。——编者注］

 。但政府不能不这样做。

可见，政府实施现在的反革命制度时依靠的是地主和被吓坏了的资产阶级。诚然，“贵族联合会”[39]早在1906年就竭力想解放杜马，但是当时政府想看一看自己对农民实行的土地政策的结果，想看一看被革命吓坏了的资产阶级心理上的变化，因此没有马上发动政变。

现在，这个反革命制度已经完蛋了，它已经把自己的社会力量耗尽了。目前的情况是：在今天的俄国，任何改革都是行不通的。杜马在做一些琐碎的事；要是它作出了某项决议，那国务会议和宫廷就会把它撤销，或者把它修改得面目全非。在今天的俄国，没有实行改良主义的可能性。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立宪民主党人向杜马提出许多关于各种自由的“原则性的”草案，是一种蛊惑人心的策略；他们提出这些草案，正是因为他们知道，杜马是无论如何不会通过的。米留可夫惊叹道：“谢天谢地，我们立宪了！”然而在现行制度下，任何改革都是行不通的，虽然俄国国内情况很糟，它甚至明显地落后于亚洲。十月党人的刊物甚至这样写道：“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因此，无产阶级在面临新的革命的情况下，它的任务是很清楚的。情绪逐步高涨起来了。根据官方统计，1910年罢工人数只有4万，1912年已达68万；其中有50万人参加了政治罢工。

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采取的策略是很清楚的。它必须巩固组织，加强报刊工作等等；这是西方社会主义者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已制定的策略中的起码的东西。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首要任务是教育群众进行民主革命。西方所要完成的已经不是这个任务，那里提到日程上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任务——动员广大群众，也就是集结、教育和组织广大群众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任务。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俄国即将到来的革命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任务问题上，那我们就会理解，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营垒内的所谓“取消派”进行争论的实质是什么。取消主义决不是一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发明；“民粹派”是第一个取消派，他们早在1906年就在《俄国财富》杂志[40]上提出打倒地下组织，打倒共和制的口号！取消派企图消灭秘密的党，建立公开的党。这是很可笑的，特别是在考虑到甚至连“进步党人”（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也不敢请求合法化的时候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取消派的各种口号就是公然的叛变行为！当然，秘密的党应当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如利用报刊、杜马甚至保险法[41]等等，但是这只是为了扩大鼓动，扩大组织；而鼓动的实质仍然应该是革命的。应该对认为俄国已经立宪了的幻想进行斗争，应该提出革命的口号、共和制的口号来反对改良主义的口号！

这就是列宁同志报告的内容。会上有人问列宁对民族问题的看法，报告人回答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完全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都有决定自己的命运，甚至可以同俄国分离的权利。这是因为俄国的革命、民主事业，决不象德国过去那样是同联合和集中的事业联在一起的。决定俄国民主化的，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土地问题。

同时，列宁同志强调指出，在争取国家彻底民主化的斗争中，各个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必须完全统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民族问题才能象在美国、比利时和瑞士那样得到解决。报告人批驳了伦纳关于民族问题的提法，坚决反对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俄国有些人断言，俄国今后的发展会走奥地利的道路，即走腐朽缓慢的道路。然而我们必须预防社会民主党内部的任何民族斗争，因为它会使革命斗争的伟大任务化为乌有；在这方面，奥地利的民族斗争[42]应该对我们是一种警告。高加索社会民主党同时用格鲁吉亚文、亚美尼亚文、鞑靼文和俄文进行宣传，它应该是我们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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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913年4月5日（18日），列宁在克拉科夫国民大学作了题为《今天的俄国和工人运动》的报告。这里收载的是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对报告所作的报道，载于1913年4月9日（22日）该报第92号。《前进报》于1892—1943年在克拉科夫出版。——55。



[38]指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的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十月总罢工是这次革命的最重要阶段之一。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00万以上。在各大城市，工厂、交通运输部门、发电厂、邮电系统、机关、商店、学校都停止了工作。十月罢工的口号是：推翻专制制度、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召集立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十月罢工扫除了布里根杜马，迫使沙皇于10月17日（30日）颁布了允诺给予“公民自由”和召开“立法”杜马的宣言。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声势，推动了农村和军队中革命斗争的展开。在十月罢工中，彼得格勒及其他一些城市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罢工是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序幕。关于十月罢工，参看列宁《全俄政治罢工》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页）。——56。



[39]贵族联合会是农奴主-地主的反革命组织，于1906年5月在各省贵族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存在到1917年10月。成立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贵族联合会的领导人是阿·亚·鲍勃凌斯基伯爵、Н.Ф.卡萨特金-罗斯托夫斯基公爵，Д.А.奥尔苏菲耶夫伯爵、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人。列宁称贵族联合会为“农奴主联合会”。贵族联合会的许多成员都参加了国务会议和黑帮组织的领导中心。——57。



[40]《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1906年成为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



这里说的是1906年《俄国财富》第8号上发表的阿·瓦·彼舍霍诺夫的《当前的主题。我们的纲领（它的梗概和范围）》一文。——58。



[41]指1912年6月23日（7月6日）工人保险法。该法律是第三届国家杜马在工人运动压力下通过的。法律仅在20％的产业工人中施行，只包括疾病和不幸事故的保险，而不对残废、年老、失业等实行保险。——58。



[42]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的民族斗争，其结果是统一的党归于瓦解。该党在，1897年维姆堡（维也纳）代表大会上，把一个统一的党划分成德意志、捷克、波兰、卢西人、意大利、南方斯拉夫6个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这些团体仅通过共同的代表大会和共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彼此联结起来，而形成联邦式的联盟。在1899年的布隆代表大会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又被改组成一个由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的联邦机关。——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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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养的代表们

（1913年4月10日〔23日〕）

在4月2日的晚间会议上，十月党人路·戈·柳茨先生在反驳工人代表要求就勒拿事件[43]提出的质问进行讨论时这样说道：


　　“再过两天就是勒拿事件的一周年。很明显，社会民主党人力图激起（будировать）工人的情绪，使他们起来采取某些过火行为……。



　　俄文“будировать”一词来自法文的“bouder”，是“生气”、“发怒”的意思。而柳茨先生显然认为这个词来自“будоражить”（“惊动”），或者“возбудить”（“激起”）。在第一届杜马中，当一个农民把“прерогативы”（“特权”）这个词当“рогатки”（“障碍”）用了的时候，资产阶级代表先生们和资产阶级报刊嘲笑得多么厉害啊！其实这个错误是更可以原谅的，因为统治者的各种“特权”（即专有的权利）实际上是俄国现实生活中的重重障碍。但是，柳茨先生受教养的程度却没有“激起”他的有教养的朋友们和他们的报刊的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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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勒拿事件是指1912年4月4日（17日）沙皇军队枪杀西伯利亚勒拿金矿工人的事件。勒拿金矿工人因不堪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于1912年2月底开始举行罢工。3月中旬，罢工席卷了各矿，参加者达6000余人。罢工者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取消罚款、提供医疗救护、改善供应和居住条件等要求。布尔什维克帕·尼·巴塔绍夫是领导罢工的总委员会主席。沙皇当局调动军队镇压罢工，于4月3日（16日）夜逮捕了几乎全部罢工委员会成员。4月4日（17日），2500名工人前往纳杰日金斯基矿向检察机关的官员递交申诉书。士兵们奉命向工人开枪，当场死270人，伤250人。勒拿惨案激起了全俄工人的愤怒，俄国革命运动从此迅速地向前发展。——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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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谁有利？”

（1913年4月11日〔24日〕）

在拉丁语中有“cui　prodest”（“对谁有利？”）这样一句话。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维护某些提议、措施等等，那总是要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的。

谁直接维护某种政策，这并不重要，因为在现代高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一个富翁随时都可以“雇用”或者收买或者招来任何数量的律师、作家甚至议员、教授、神父等等，让他们来为各种各样的观点辩护。我们生活在商业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资产阶级并不以买卖名誉和良心为耻。还有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他们常常由于考虑不周或者出于盲目的习惯维护在某些资产阶级人物中间占统治地位的观点。

不，谁直接维护某些观点，这在政治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这些提议、这些措施对谁有利。

例如“欧洲”，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家，现在正在进行疯狂的军备障碍赛跑。在成千种报纸上，从成千个讲坛上，用成千种调子就爱国主义、文化、祖国、和平、进步等等狂吠乱吼。——所有这一切无非是要为各种杀人武器、大炮、“无畏舰”（最新型装甲舰）等等再行支出几千万几万万卢布找理由。

对于“爱国者”说的这些话我要说：公众先生们！别相信空话，最好是看看对谁有利！

不久以前，英国著名的“阿姆斯特朗—威特沃思公司”发表了它的年度报告。这家公司主要是生产各种军火的。平衡表上的总额为887000英镑，即将近800万卢布，股息占12.5％！！将近90万卢布拨作预备资本，如此等等……

这里可以看出，从工人和农民身上榨取来用于军备的几百万几十亿卢布究竟到哪里去了。股息占12.5％，这就是说8年内资本就可以增加一倍，而经理等等的各种酬金还没有计算在内。在英国有阿姆斯特朗，在德国有克虏伯，在法国有克勒佐，在比利时有科克里尔，在所有的“文明”国家里，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公司呢？又有多少军火供应者呢？

现在可以看出，鼓吹沙文主义，侈谈“爱国主义”（大炮爱国主义），侈谈捍卫文化（用毁灭文化的武器来捍卫）等等究竟对谁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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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

（机会主义的悲惨结局）

（1913年4月12日〔25日〕）

英国工党[44]是一个极端机会主义的、浸透自由派工人政策精神的工人组织，应当把它同英国的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即英国社会党[45]和独立工党[46]区别开来。

在英国有充分的政治自由，社会主义政党是完全公开存在的。但是“工党”却是一部分非政治性工人组织和另一部分自由派工人组织在议会中的代表：这就是说，工党是我国那些辱骂“地下组织”的取消派所希望的那种大杂烩。

英国工党的机会主义是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工人贵族”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了英国资本特别高的利润。现在这些条件即将成为过去。甚至“独立工党”即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也看到，“工党”已经陷入泥潭。

在“独立工党”的机关报《工人领袖》（《Labour　Leader》）[47]最近一号上，发表了这样一条颇有教益的消息：英国议会正在讨论海军部的预算。社会主义者提议削减预算。资产阶级当然否决这项提案，投票拥护政府。

“工党”的议员怎样呢？

15人赞成削减，即反对政府；21人缺席；4人投票拥护政府，即反对削减！！

这4个人当中有两个人提出的理由是，在他们的选区里，工人恰恰是在生产军火的工业部门谋生。

这是机会主义所造成的背叛社会主义、背叛工人事业的明显例证。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英国社会主义者中间，正在日益广泛地谴责这种背叛行为。俄国工人也应该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从中领悟机会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致命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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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由工联、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等组织联合组成，目的是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1906年改称工党。工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同工联总理事会、合作党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所谓全国劳动委员会。工党成立初期就成分来说是工人的政党（后来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但就思想和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组织。该党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就采取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领导机构多数人持沙文主义立场，工党领袖阿·韩德逊等参加了王国联合政府。——63。



[45]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1911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党内国际主义派（威·加拉赫、约·马克林、阿·英克平等）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2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主义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年4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1916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1919年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63。



[46]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63。



[47]《工人领袖》（《Labour　Leader》）是英国的一家周报，1891年创刊。1893年起成为独立工党的机关报。1904年以前的编辑是凯·哈第。1922年该报改称《新领袖》；1946年又改称《社会主义领袖》。——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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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争论的问题

公开的党和马克思主义者

（1913年4—6月）


一　1908年的决定

许多工人觉得，《真理报》和《光线报》的斗争是没有必要的和难于理解的。自然，某几号报纸上所登载的关于个别问题，有时完全是枝节问题的论战性文章，不能就斗争所围绕的主题和内容给人以完整的概念。因此，工人表示不满意，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引起斗争的取消主义问题，是目前工人运动中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之一。不详细了解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定见，就不能成为觉悟的工人。凡是愿意独立决定自己党的命运的工人，都不会漠视初看起来似乎不甚理解的论战，而会认真地去弄清真相，也一定会弄清真相。

怎样去弄清真相呢？怎样去分清互相矛盾的意见和论断的是非呢？

每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如果某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斗争，那么为了弄清真相，就不要只看争论双方的声明，而要亲自去检查事实和文件，亲自去考察有无证人的证词以及这些证词是否属实。

不消说，这不是任何时候都容易办到的。把凑巧碰到的、偶然听到的、较为“公开地”叫喊的这一类东西信以为真，自然要“容易”得多。但是，人们正是把以此为满足的人叫作“轻浮的”人、轻率的人，对这种人是谁也不会认真理会的。不付出相当的独立的劳动，无论在哪个重大的问题上都是找不到真理的；谁怕付出劳动，谁就没有可能找到真理。

因此，我们这里只是向那些不怕付出这种劳动而有决心独立地去研究并努力去找到事实、文件和证人的证词的工人发表一些意见。

头一个问题是：什么叫作取消主义？这个名词从何而来，它的含义是什么？

《光线报》说，党内的取消主义，即解散党、破坏党和背弃党，这只不过是一种恶意捏造。说这都是“派别分子”布尔什维克为攻击孟什维克而捏造出来的！

《真理报》则说，全党谴责取消主义，与它作斗争，已经四年多了。

究竟谁是对的？怎样弄清真相呢？

显然，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从最近四年来，即从1908年到取消派完全脱离党的1912年这段时期的党的历史中去寻找事实和文件。

恰恰是现在的取消派还留在党内的这四年，是检查取消主义这一概念从何而来和怎样产生的最重要时期。

由此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而且是基本的结论：谁谈取消主义而回避1908—1911年这一时期的事实和党的文件，谁就是对工人隐瞒真相。

这些事实和党的文件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1908年12月通过的党的决定。[48]如果工人不愿让别人把他们当作可以用神话和谎言来欺骗的小孩子看待，那么他们就应当去问问自己的顾问、领导者或代表，在1908年12月，党是否就取消主义问题通过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决定谴责了取消主义，就什么是取消主义作了说明。

所谓取消主义，这就是：“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即解散、毁坏、废除、停止〉现有的党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即“公开”存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即过去的经验〉为代价”。

这就是党在四年多以前通过的关于取消主义的决定。

从这个决定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取消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受到谴责。取消主义的实质就是背弃“地下组织”，取消它，用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来代替它。可见，党所谴责的并不是合法工作，并不是提出这种工作的必要性。党所谴责的（而且无条件谴责的）是用一种不定形的、“公开的”、已不能称之为党的东西去代替原有的党。

党如果不捍卫自己的生存，不坚决同那些要取消它、消灭它、否认它、背弃它的人作斗争，它就不可能生存。这是不言而喻的。

谁借口建立什么新党而背弃现有的党，那我们就应当告诉他：请试试去建立新党吧，但你就不能再当原有的、目前的、现有的党的党员。1908年12月通过的党的决定就是这个意思；显然，关于党的生存问题是不能有别的决定的。

取消主义当然是与叛变行为，与背弃纲领和策略的行动，与机会主义有思想上的联系的。上述决定的结尾就指出了这一点。但取消主义不仅仅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者把党引上错误的资产阶级的道路，引上自由派工人政策的道路，但是他们并不背弃党本身，并不取消党。取消主义则是达到背弃党的地步的那种机会主义。如果党把那些不承认党的生存的人包括在内，那它就不可能生存，这是不言而喻的。在目前情况下，背弃地下组织，那就是背弃原有的党，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试问，取消派对于党在1908年通过的这一决定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呢？

这是问题的关键，这是对取消派是否真诚和在政治上是否忠实的检验。

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只要没有发疯，都不会否认这个事实：党确实有过这样一个决定而且并没有撤销这个决定。

于是取消派便支吾搪塞：或是避开问题不谈，在工人面前不提党在1908年所通过的决定；或是大声叫嚷（往往夹杂着许多骂人的话），说什么这个决定是由布尔什维克通过的。

然而谩骂只能暴露取消派的虚弱。曾经有过由孟什维克通过的党的决定，例如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通过的关于土地地方公有的决定[49]。这是尽人皆知的。很多布尔什维克都不同意这个决定。然而他们当中谁也没有否认这是党的决定。同样，1908年通过的关于取消主义的决定也是党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怎样支吾搪塞都不过是想把工人引入迷途而已。

谁想不仅仅在口头上承认党，那他就不能容许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的支吾搪塞，并且要弄清党关于取消主义的决定的真相。从1909年起，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一切护党派孟什维克都赞同这个决定；普列汉诺夫在他所出版的《日志》[50]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出版物上，曾经不止一次地并且十分肯定地说过：要取消党的人是不能留在党内的。

普列汉诺夫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孟什维克。可见，取消派通常借口1908年的党的决定带有“布尔什维克”性质的这种说法是错上加错。

取消派在《光线报》或在《我们的曙光》杂志[51]上愈是谩骂普列汉诺夫，便愈加明显地证明取消派没有道理，证明他们企图用喧闹、叫喊和吵架来掩盖真相。虽然有时用这些手段也能把一个新来的人一下子弄得茫然失措，但工人们毕竟自己能够分清是非，而且很快就会鄙弃这些骂人的话。

工人的统一是否必要呢？是必要的。

没有工人组织的统一，试问能有工人的统一吗？显然不能。

什么东西妨碍工人政党的统一呢？是取消主义所引起的争论。

这就是说，工人应当弄清这些争论，以便自己决定自己党的命运，捍卫自己的党。

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就必须熟悉党关于取消主义的第一个决定。工人们应当切实了解和细心思索这个决定，而抛弃一切回避问题或岔开问题的尝试。每个工人好好把这个决定思索一番，就会开始了解：取消主义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如此“麻烦”；为什么在四年多的反动时期这个问题总是摆在党的面前。

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将考察党约在三年半以前通过的另一个关于取消主义的重要决定，然后我们再考察说明问题现状的种种事实和文件。


二　1910年的决定

在第一篇文章（《真理报》第289号）里，我们已经援引了第一个，也是基本的文件，这就是党在1908年12月通过的关于取消主义问题的决定；这个文件是那些愿意在目前争论中弄清真相的工人所必须知道的。

现在我们来引证和考察党在三年半以前，即在1910年1月就同一问题所通过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决定[52]。这个决定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是一致通过的：一切布尔什维克，一切所谓前进派分子，加上（这是最重要的）一切孟什维克和现在的取消派，以及一切“民族的”（即犹太的、波兰的、拉脱维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毫无例外地赞成这个决定。

现在我们把该决定的最重要的一段话全部援引如下：


　　“社会民主运动在资产阶级反革命时代所处的历史环境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两种表现：一方面是否认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企图削减彻底的社会民主党在纲领和策略方面的任务和口号等等；另一方面是否认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进行工作和利用合法的机会，不懂得这两种工作的重要性，不善于使彻底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去适应当前时局的特殊历史条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用扩大和加强社会民主党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各个领域内的工作来克服上面这两种倾向，并说明这两种倾向的危险性。”





　　从这个决定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三年半以前，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所有一切派别的代表，都不得不一致承认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策略的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都被认为是危险的。对这两种倾向人们都没有用偶然性或个别人的恶意来解释，而是用现代工人运动所处的“历史环境”来解释。不仅如此，在一致通过的党的决定中，还指出了这两种倾向的阶级根源和意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只限于空空洞洞地指出瓦解和涣散现象。大家看到，许多拥护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们满脑子都是涣散、空虚、消沉情绪和疑虑。仅仅承认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造成这种混乱和涣散的阶级根源是什么，了解无产阶级朋友中间的这种“混乱”状态究竟是由非无产阶级人们中的哪些阶级利益所造成的。

党在三年半以前通过的决定回答了这个重要问题：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这两种倾向是由“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造成的，是由“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造成的。

这两种使无产阶级去接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倾向究竟是什么呢？其中的一种倾向，即与“前进派”[53]思想有联系的、否认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进行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的倾向，几乎完全消失了。在俄国，已经没有二个社会民主党人再鼓吹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了。“前进派”（包括阿列克辛斯基等等）已开始在《真理报》上与护党派孟什维克一起工作了。

党的决定中指出的另一种倾向就是取消主义。这从指出有“否认”地下组织以及“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的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最后，还有一个在三年以前发表的而且谁也没有把它推翻的最明确的文件[54]；这个文件出自一切“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取消派不可能提出比他们更好的证人了）之手；这个文件直截了当地宣称：“实质上完全可以把决议中所指出的、必须与之斗争的思潮叫作取消主义的……”

总之，每一个愿意弄清现在的争论的人所应当知道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事实就是：三年半以前党一致认为取消主义是一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危险”倾向，是一个必须与之斗争的倾向，它表现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

怀有反民主情绪以至怀有反革命情绪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取消即解散原有的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竭力散布和支持一切旨在取消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资产阶级竭力传播背弃原来的任务的思想，力求“削减”、缩小、限制和阉割这些任务，力求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调和或妥协，而不愿彻底铲除他们的政权的基础。

取消主义也就是把这些资产阶级的背叛变节的思想传播到无产阶级中间来。

三年半以前一致通过的党的决定所指出的取消主义的阶级意义就是如此。全党认为取消主义的最大害处和危险性，它对工人运动、对工人阶级独立（实际上的，而不是口头上的）政党的团结事业的致命作用，也就在此。

取消主义不仅是要取消（即解散、破坏）工人阶级的原有的党，而且还要破坏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腐蚀无产阶级的意识。

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将用实际的例证来说明对于取消主义的这种评价，并将把取消派《光线报》上所登载的最重要的言论完全引录出来。现在我们把上面所说的作一简要的总结。“光线派分子”，尤其是费·唐恩先生和波特列索夫先生企图把整个“取消主义”都说成是捏造出来的。这是一种对于完全不了解情况的《光线报》读者欺骗性极大的遁词。其实，除了党在1908年通过的决定之外，还有党在1910年一致通过的决定，这个决定对取消主义作了完整的评价，认为它是一种离开无产阶级道路的、对工人阶级来说是危险的而且是致命的资产阶级倾向。只有工人阶级的敌人才会隐瞒或回避党所作的这个评价。


三　取消派对1908年和1910年的决定的态度

在前一篇文章（《真理报》第95号（总第299号））里，我们已经确切引证了一致通过的党关于取消主义的决定，决定认为取消主义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

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个决定是在1910年1月通过的。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那些至今还敢断言从来不存在取消主义的取消派分子的所作所为吧。

1910年2月，波特列索夫先生在当时刚刚出版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2期上曾直截了当地说：“作为一个完整的和有组织的等级制〈即“机构”的梯级或体系〉的党是不存在的”，对于“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的东西是不能取消的（见1910年《我们的曙光》杂志第2期第61页）。

这是在党的决定一致通过后一个月，也许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说的！！

1910年3月，取消派的另一个杂志即《复兴》杂志[55]（还是那些撰稿人即波特列索夫、唐恩、马尔丁诺夫、叶若夫、马尔托夫和列维茨基之流）又强调了波特列索夫先生所说的话，并对它作了通俗的说明：


　　“没有什么可以取消的，并且我们〈即《复兴》杂志编辑部〉还要补充一句，幻想恢复这个等级制的旧的秘密的形式，简直是有害的反动的空想，它表明一度最富于现实精神的政党的代表人物失去了政治嗅觉。”（1910年《复兴》杂志第5期第51页）



　　事实上没有党，要想恢复它，那就是一种有害的空想，——这说得何等鲜明而肯定。这是何等鲜明而公然地背弃党。背弃党的（并且劝导过工人背弃党的）就是那些抛弃地下组织和“幻想”建立公开的党的人。随后，1912年间，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涅瓦呼声报》[56]（1912年第6号）和《我们的曙光》杂志（1912年第6期）上，十分明确而公开地支持过这种抛弃地下组织的行为。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当时写道：“在这种情况下谈论非派别性，这样做就象鸵鸟，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形成派别和团结是党内改革派，或者确切些说是革命派不容推委的和紧迫的义务。”



　　总之，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公然主张党内革命，即主张消灭原有的党，建立一个新党。《光线报》1913年第101号上所载的一篇没有署名的编辑部社论公然说道，“一部分工人重又喜欢起地下组织甚至愈来愈喜欢了”，这是“令人痛心的事实”。后来，该文作者尔·谢多夫自己承认说，这篇论文甚至在拥护《光线报》策略的人中间也“引起了不满”（1913年《我们的曙光》杂志第3期第49页）。同时，尔·谢多夫自己的解释又引起了一个拥护《光线报》的人即阿恩的新的不满，阿恩在《光线报》第181号上发表文章反对谢多夫。阿恩反对谢多夫的这样一个假设：“地下组织是阻止我们的运动在政治上具有一定形式即建立工人社会民主党的障碍物。”阿恩讥笑尔·谢多夫，说他在要不要地下组织的问题上“态度暧昧”。

《光线报》编辑部在阿恩这篇文章后面加了一篇很长的后记，表示赞成谢多夫，而认为阿恩“对尔·谢多夫的批评是不对的”。

我们在后面还要分析《光线报》编辑部的言论和阿恩本人的取消主义错误。这里暂且不谈。现在我们应当仔细地估计一下从我们引证的文件中得出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结论。 
［注：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中将这段话改变如下（按手稿刊印）：



“在《现代生活报》[57]第8号（1913年7月19日）上，维拉·查苏利奇把取消派的言论重复了数十次，她写道：‘很难断定这个新的组织〈社会民主党〉是帮助了还是妨碍了……工作’。显然，这样说等于背弃党。维拉·查苏利奇认为从党内逃出去是正当的，她说人们纷纷退出组织是‘因为当时那里无事可做了’。维拉·查苏利奇在创造一种纯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即用‘广大的阶层’来代替党。对这一理论的详细分析，见1913年《启蒙》杂志第9期（《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维·查苏利奇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编者注）

从我们引证的文件中得出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结论是什么呢？——俄文版编者注］

无论在1908年或1910年，全党都谴责和驳斥了取消主义，详细而明确地说明了这一派别的阶级根源及其危险性。取消派的一切报纸和杂志——无论是《复兴》杂志（1909—1910年），还是《我们的曙光》杂志（1910—1913年）、《涅瓦呼声报》（1912年）或《光线报》（1912—1913年） 
［注：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中补充了“和《新工人报》[58]（1913—1914年）”一语以及如下一段脚注：



“例如，见1914年《新工人报》第1号所载的新年献词：‘建立行动上公开的党的道路也就是谋求党内统一的道路’〈是说建立公开的党的那些人之间的统一吗？〉。又如1914年第5号上的话：‘克服这些东西〈即克服横在组织工人代表大会这条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也就是真正为结社自由而斗争，即为工人运动的合法性而斗争，而工人运动是与争取社会民主工党公开存在的斗争分不开的。’”——俄文版编者注］ ——在党已作出了最肯定的、甚至一致通过的决定以后，仍然重复那种包含有明显的取消主义的思想和言论。

甚至拥护《光线报》的人也不得不声明说不同意这种言论，不同意这种说教。这是事实。因此，象托洛茨基、谢姆柯夫斯基以及其他许多袒护取消派的人那样叫喊什么“迫害”取消派，这简直是不诚实的，因为这是对真相的令人难以容忍的歪曲。

我所引证的5年多以来（1908—1913年）的文件所证明的事情的真相，就是取消派嘲弄党所通过的一切决定，继续对党，即对“地下组织”大肆辱骂和攻击。

每个愿意自己认真弄清党内有争论的迫切的难题，愿意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工人，都应当首先弄清事情的真相，为此每个工人都要独立地研究和检查上述党的决定和取消派的言论。只有细心研究、思索并独立解决自己党的问题和命运的人，才配称为党员和工人政党的建设者。究竟是党犯了“迫害”（即过分激烈和不正确地攻击）取消派的“罪过”呢，还是取消派犯了公然破坏党的决定，顽固地鼓吹取消党即破坏党的罪过，——对于这个问题是不能漠然置之的。

很明显，党若不竭力去同党的破坏者作斗争，它便不能生存。

上面我们已经引证了关于这个基本问题的各种文件，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将要评价鼓吹成立“公开的党”的思想内容。


四　取消主义的阶级意义

我们在前面几篇文章（《真理报》第289、299、314号）里已经指出：无论在1908年还是在1910年，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毅然决然地谴责了取消主义，认为它是背弃原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向工人阶级说明，取消主义就是把资产阶级影响传播到无产阶级中去。1909—1913年间所有取消派的出版物，都明目张胆地不断破坏马克思主义者的历次决定。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取消派至今还在《光线报》和《我们的曙光》杂志上表示拥护的那个口号：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或“为公开的党而斗争”。

这个口号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口号呢，还是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口号？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应从取消派或其他集团的情绪和计划中去找，而应从对现代俄国社会力量的对比的分析中去找。口号的意义不是由提出口号的人的意图来决定的，而是由国内各个阶级力量的对比来决定的。

农奴主-地主和他们的“官僚”，对于有利于政治自由的一切变更都抱敌视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资产阶级由于它在半农奴制的落后国家内所处的经济地位，不能不追求自由。但是资产阶级害怕人民的积极性甚于害怕反动势力。1905年特别明显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工人阶级非常清楚地领会了这个真理；只有机会主义的和半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才没有领会这个真理。

资产阶级是自由主义的和反革命的。因此就产生了它的那种软弱而可怜得好笑的改良主义。幻想改良，但又害怕同农奴主认真算帐，而农奴主是不但不准许改良，甚至要把已经实行的改良重新收回去的。鼓吹改良，但又害怕人民运动。想要排挤农奴主，但又害怕失去他们的帮助，害怕失去自己的特权。使农奴主拥有无限权力而使资产阶级享有种种特权的六三体制，就是建筑在这种阶级关系基础上的。

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使它绝对没有可能去同任何人“分享”特权或害怕他们中的任何人失去这些特权。因此，那种贪图私利的、狭隘的、鄙俗的、愚钝的改良主义是同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至于农民群众，一方面由于他们受着重重压迫，只有忍饥挨饿而谈不到什么特权，另一方面又由于他们无疑是小资产阶级，所以势必动摇于自由派和工人之间。

客观情况就是如此。

从这一情况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公开的工人政党这一口号，按其阶级根源来说是反革命的自由派的口号。这个口号中除了改良主义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它丝毫没有表示，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民主主义的阶级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就是为了扩大对整个民主派的影响而同自由派作斗争；它一点也没有想要铲除农奴主、“官僚”等等的任何特权的基础本身；也一点没有想要奠定政治自由和民主宪制的一般基础；然而这里却包含着默然背弃原有的东西，也就是背叛和解散（取消）工人政党。

简言之，在反革命时代，这个口号在工人队伍中所鼓吹的恰恰就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在自己队伍中间所实际做的。因此，如果没有取消派，聪明的资产阶级进步党人就一定会寻找或雇用一些知识分子来向工人阶级鼓吹这种东西！

只有没有头脑的人，才会拿取消派的言论去同取消派的动机对照。其实，应当把他们的言论去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行动及其客观地位对照。

请看这些行动吧。1902年，资产阶级是赞成地下组织的。当时它派司徒卢威去出版秘密的《解放》杂志[59]。当工人运动引起10月17日事件[60]的时候，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便抛弃了地下组织，然后就背弃了这个组织，宣布它是不必要的和丧失理智的，说它是在造孽和不怕神灵（《路标》文集[61]） 
［注：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中“《路标》文集”一词省略了，添上了如下一段脚注：



“有一本叫作《路标》文集的极妙的书，一版再版；它是一本集这些反革命自由主义思想之大成的文集。”——俄文版编者注］ 。这时，自由派资产阶级不再提地下组织而提为公开的党而斗争了。这是历史事实，这个事实被立宪民主党人（1905—1907年）和进步党人（1913年）反复要想实现合法化的行为证实了。

在立宪民主党人那里，我们看到“公开的工作和它的秘密组织”；善良的即不自觉的取消派分子Ａ.弗拉索夫，不过是“用自己的话”把立宪民主党人的行动表达出来罢了。

为什么自由派背弃地下组织而采取了“为公开的党而斗争”这个口号呢？是不是因为司徒卢威成了叛徒呢？不是的。恰恰相反。司徒卢威之所以转变立场，是因为整个资产阶级都转过去了。而资产阶级之所以转过去，第一是因为它获得了1905年12月11日的特权[62]，甚至在1907年6月3日还获得了可以容许的反对派的地位；第二是因为它自己被人民运动吓得要命。把“为公开的党而斗争”这一口号从“高深的政治”翻译成简单明了的语言，那就是：

——地主老爷们！不要以为我们想要把你们从人世间撵走。不是的。请你们稍微挪出一点地方，让我们资产者也可以坐下来（公开的党），——那时候我们将比季莫什金之流和萨布列尔派的神父们[63]“聪明”、巧妙、“科学”得多地来保护你们。

小资产者、民粹派，模仿立宪民主党人，接受了“为公开的党而斗争”这一口号。1906年8月，《俄国财富》杂志的彼舍霍诺夫先生及其伙伴们背弃了地下组织，宣布“为公开的党而斗争”，从自己的纲领中删去了那些彻底民主主义的即“地下组织的”口号。

由于这些庸人用改良主义者的腔调空谈什么“广泛的和公开的党”，人人都看得明白，他们失去了任何政党，失去了与群众的任何联系，而立宪民主党人甚至根本不再幻想这种联系了。

这样，也只有这样，通过对各个阶级的地位的分析，通过对反革命的一般历史的考察，才能理解取消主义。取消派就是资产阶级派来向工人传播自由主义腐化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取消派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民主派的叛徒。他们（也象自由派或民粹派一样）提出“为公开的党而斗争”这一口号，是要掩盖他们背弃过去和脱离工人阶级的行为。这是第四届杜马工人选民团的选举以及工人的报纸《真理报》诞生的经过所证明了的事实。大家都看得清楚，只有那些没有背弃过去，能够完全本着过去的精神为加强、巩固和发展过去的东西而善于利用“公开的工作”和一切“可能性”的人，才是与群众有联系的。

在六三体制时代，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关于取消派（即自由派）怎样“削减”纲领和策略的问题，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再谈。


五　“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

在前一篇文章（《真理报》第122号）里，我们考察了“公开的党”或“为公开的党而斗争”这一口号的客观的即由阶级的关系所决定的意义。这个口号是对资产阶级策略的盲目的重复；对于资产阶级说来，这个口号是它背弃革命或它的反革命性的真实流露。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取消派中间特别常见的维护“为公开的党而斗争”这一口号的某些尝试。无论马耶夫斯基、谢多夫、唐恩还是一切“光线派分子”，都力图把公开的党同公开的工作或公开的活动混为一谈。这种混淆是十足的诡辩，把戏，是对读者的欺骗。

第一，就1904—1913年这一时期来说，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公开的活动是事实。公开的党是知识分子用来掩盖背弃党的一个托词。第二，党多次谴责过取消主义，即谴责过公开的党这一口号。但是，党不仅没有谴责过公开的活动，相反，却谴责过忽视这种活动或放弃这种活动的人。第三，在1904—1907年间，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特别广泛地开展公开的活动。但是当时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任何一个流派和任何一个派别组织都没有提出过“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

这是历史事实。对于这个事实，每个愿意了解取消主义的人都应当思索一下。

在1904—1907年间没有提出“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是否妨碍了公开的活动呢？丝毫没有。

为什么当时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没有提出这一口号呢？正是因为当时反革命势力还不那么猖獗，还没有使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滚到极端的机会主义立场上去。“为公开的党而斗争”这一口号是机会主义的言论，是背弃“地下组织”的行为，这在当时是非常明显的。

诸位先生，请深入探讨一下这个历史转变的意义吧：在1905年时期，在公开活动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并没有提出“为公开的党而斗争”这一口号；在反革命时期，在公开活动开展得比较差的情况下，在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却出现了（追随资产阶级之后）背弃“地下组织”而“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

难道这一转变的目的和阶级意义还不清楚吗？

最后，还有第四种情况，即最主要的情况。公开的活动可能有（而且确实有）两种，即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向：一种是为了维护原有的东西，完全本着它的精神，为了它的口号和策略而进行的，另一种是为了反对原有的东西，为了背弃它，贬低它的作用和口号等等而进行的。

这两种原则上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公开活动的存在，是1906年（立宪民主党人和彼舍霍诺夫先生之流）至1913年（《光线报》、《我们的曙光》杂志）这个时期的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因此，当你听到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或一个暂时装作头脑简单的人）说什么既然两者都是进行公开活动，那还何必争论时，你能不发笑吗？亲爱的，这里所要争论的恰恰是究竟应当如何进行这种活动的问题：是维护“地下组织”和本着它的精神呢，还是贬低它的作用，反对它，不本着它的精神！所争论的只是——无非“只是”！——在于：是本着自由派的精神去进行这种公开的工作，还是本着彻底民主派的精神去进行这种公开的工作。所争论的“只是”能否局限于公开的工作：请回忆一下自由派分子司徒卢威先生吧，他在1902年没有局限于这个工作，而在1906—1913年间却完全“局限于”这个工作了！

我们的《光线报》中的取消派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所谓“为公开的党而斗争”这一口号，就是把用“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打扮起来的自由主义的（司徒卢威主义的）思想传播到工人中间去。

或者拿《光线报》编辑部自己在对阿恩的答复中所发挥的议论（第181号）来看吧：


　　“……社会民主党并不只有为实际情况所迫而进行地下工作的少数同志。如果党只是限于地下组织，那么它会有多少党员呢？两三百人吧？而实际上担负全部社会民主主义工作的数千工人，甚至数万工人又到哪里去了呢？”



　　每一个有头脑的人，只要听到这段议论，就足以认定它是出自自由派之口。第一，他们关于“地下组织”所说的话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其中远不止“数百”人。第二，在世界各地，党员人数比起进行社会民主主义工作的工人人数来，总是“有限”的。例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只有100万党员，而投票拥护社会民主党的约有500万，无产者人数将近1500万。党员人数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人数之间的比例，是由各国历史条件的差异决定的。第三，我们没有其他别的东西可以代替“地下组织”。这就是说，《光线报》是搬出非党工人或党外工人来反对党。这也是自由派分子所惯用的手法，他们竭力想使群众离开它的觉悟的先锋队。《光线报》不懂得党与阶级的关系，正象1895—1901年间的“经济派”不懂得这种关系一样。第四，现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只有当它是本着原有的精神、为着原有的口号而进行的时候，才是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光线报》的议论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议论，他们不愿意加入实际存在的党组织，而是唆使那些散漫的觉悟不高的非党群众去反对党组织，企图借以破坏这个组织。德国的自由派也是这样做的，他们硬说社会民主党人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十五分之一的人在“党”内！

再来看看《光线报》上更常见的一种议论：“我们”主张有一个“象在欧洲那样”的公开的党。自由派和取消派想要“象在”今天的“欧洲那样”的立宪和公开的党；可是他们却不愿意走欧洲赖以达到今天地步的那条道路。

取消派分子兼崩得分子科索夫斯基在《光线报》上教训我们要以奥地利人为榜样。可是他忘记了，奥地利人从1867年起就立宪了，如果（1）没有1848年的运动，（2）没有1859—1866年间深刻的国家危机（当时工人阶级很软弱，致使俾斯麦之流借助有名的“来自上面的革命”而解脱出来），那也是不可能立宪的。但是从科索夫斯基、唐恩、拉林以及一切“光线派分子”的教诲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本着只能是“来自上面的革命”的精神来帮助解决我们的危机！但他们的这种工作也就是斯托雷平工党的“工作”。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取消派既背弃马克思主义，又背弃民主主义。

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将详细考察他们认为必须削减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口号的议论。


六

现在我们要考察一下取消派是怎样削减马克思主义的口号的。为此，最好拿他们八月代表会议的决定来作例子，但是，由于种种不言而喻的原因，对这些决定的分析只能在国外刊物上进行。这里只好拿《光线报》来讲一下，该报在尔·谢·的那篇文章（第108号（总第194号））中，对于取消主义的全部精神实质作了极确切的叙述。

尔·谢·先生写道：


　　“……杜马代表穆拉诺夫现在只承认三个局部要求，即众所周知的列宁派的选举纲领所依据的三大要求：国家制度完全民主化，八小时工作制，把土地交给农民。《真理报》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可是我们也象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一样〈应读作：“我们也象那位硬说谢天谢地，我们总算立宪了的米留可夫一样”〉，认为提出局部要求是一种鼓动手段，这种手段只有当它顾及到工人群众的日常斗争时才能产生效果。只有那种一方面对于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具有原则意义，而另一方面又能成为群众的迫切要求的东西，我们才认为可以提出来作为社会民主党目前应当集中注意的那种局部要求。《真理报》所提出的三个要求中，只有一个要求，即八小时工作制，才会在工人的日常斗争中起作用而且也能起作用。其余两个要求在目前只能作为宣传的课题，但不能作为鼓动的课题。关于宣传和鼓动的差别，可参看格·瓦·普列汉诺夫所著《同饥荒作斗争》这本小册子中那精采的几页〈尔·谢·找错了地方：回忆1899—1902年间普列汉诺夫与“经济派”的论战，对尔·谢·来说是“痛苦的”，因为尔·谢·自己的这些言论，就是从经济派那里抄来的！〉。”“除了八小时工作制以外，结社自由，成立各种组织的自由，包括集会和言论（口头的和文字的）的自由在内，都是工人运动的需要和俄国生活的整个进程所提出来的这种局部要求。”





　　你们看，这就是取消派的策略。看吧！尔·谢·用“……完全民主化”这些字眼所描述的以及他所谓的“把土地交给农民”的要求，都不是“群众的迫切要求”，都不是“工人运动的需要”和“俄国生活的整个进程”所提出来的要求！！这是多么陈腐的议论，这对每一个没有忘记俄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历史、没有忘记它同背弃民主主义任务的“经济派”多年斗争的人来说是多么熟悉的议论啊！《光线报》抄袭当时企图把工人引上自由主义道路的普罗柯波维奇和库斯柯娃的观点，是多么高明啊！但我们还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光线报》的议论。在头脑健全的人看来，这种议论简直是一种疯话。难道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硬说上面所说的“农民的”要求（就是说，有利于农民的要求）不是“群众的迫切要求”吗？不是“工人运动的需要和俄国生活的整个进程所提出来的”吗？这不仅是谎话，而且简直是胡说八道。俄国19世纪的全部历史，整个“俄国生活的进程”都提出了这个问题，使它成了迫切的而且是最迫切的问题，这在俄国的全部立法中都反映出来了。《光线报》怎么能说出这样骇人听闻的谎话来呢？

《光线报》也不能不说出这种谎话来，因为它被自由派的政策所束缚，而自由派是一贯反对（或如《光线报》那样撇开）农民的要求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的阶级地位使它不能不迎合地主，反对人民运动。

《光线报》向工人灌输了自由派地主的思想，背叛了民主派农民。

其次，难道只有结社自由才算“迫切”吗？那么人身不可侵犯呢？清除独断专行和专横跋扈呢？普遍的……选举权呢？一院制呢？以及其他等等呢？凡识字的工人，凡记得不久以前的往事的人都很清楚，所有这些都是迫切的。一切自由派分子在成千上万篇文章和演说中都承认所有这些都是迫切的。为什么《光线报》宣称只有一种——即使是极其重要的一种——自由是迫切的，而把政治自由、民主制和立宪制度这些根本条件一笔勾销，搁置一旁，排除在鼓动工作之外，送进“宣传工作”的档案库保管呢？

就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光线报》不接受自由派所不能接受的东西。

从工人运动和俄国生活进程所提出的要求对群众的迫切性来看，穆拉诺夫和《真理报》所说的三个要求（简单说来就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之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无论工人的要求、农民的要求还是一般政治要求，都同样是群众迫切需要的，同样是工人运动的要求和“俄国生活的整个进程”提出来的。从我们那位崇尚温和谨慎的人所喜爱的“局部性”来看，所有这三个要求也是一样的：它们对最终目标来说是“局部的”，但它们对比如说整个“欧洲”来说则是很高的。

为什么《光线报》接受八小时工作制而否定其余的要求呢？为什么它替工人断定说，八小时工作制在他们的日常斗争中“起作用”，而一般政治要求和农民的要求却不起这种作用呢？事实告诉我们：一方面，工人在日常斗争中，既提出一般政治要求，也提出农民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常常为不太高的缩短工作日的要求而斗争。

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问题在于《光线报》持改良主义态度，它把自己的这种自由主义的局限性，照例硬是往“群众”和“历史进程”等等上推。

改良主义就是要人们只局限于为一些不要求铲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一种同保存这种基础相容的变更进行鼓动。八小时工作制是与保存资本的权力相容的。俄国自由派为了引诱工人，自己甘愿赞成（“尽可能地”）这个要求。至于《光线报》不愿意为之进行“鼓动”的那些要求，则是与保存前资本主义时代即农奴制时代的基础不相容的。

《光线报》从鼓动工作中排除掉的，正是自由派所不能接受的东西，自由派不愿铲除地主的政权，而只愿同地主瓜分政权和特权。《光线报》所排除的正是与改良主义观点不相容的东西。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

无论穆拉诺夫、《真理报》还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反对局部的要求。说我们反对局部要求，这是废话。保险运动就是一个例证。我们反对用空谈局部要求，用改良主义来欺骗人民。我们反对现代俄国的自由派改良主义，因为它是一种空想，是一种贪图私利的虚伪的东西，它是建筑在立宪幻想的基础上的，充满着讨好地主的奴才气。《光线报》用泛泛的“局部要求”的空话来混淆和掩盖的实质就在这里，虽然它自己也承认穆拉诺夫和《真理报》并不反对某些“局部要求”。

《光线报》削减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使之适合于改良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狭小尺度，从而把资产阶级思想传播到工人队伍中间去。

马克思主义者同取消派的斗争，正是先进工人为了影响人民群众，为了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训练而同自由派资产者进行斗争的表现。





	载于1913年4月12、26日，5月15、29、31日和6月2日《真理报》第85、95、110、122、124、12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65—88页

















[48]指1908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各个工作报告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6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08年12月21—27日（1909年1月3—9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24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6名：布尔什维克5名（中部工业地区代表2名，彼得堡组织代表2名，乌拉尔组织代表1名），孟什维克3名（均持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委托书），波兰社会民主党5名，崩得3名。布尔什维克另有3名代表因被捕未能出席。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的议程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以及一些大的党组织的工作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因政治情况变化而发生的组织问题；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的统一；国外事务。



在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就所有问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也同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召回派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代表会议在关于各个工作报告的决议里，根据列宁的提议建议中央委员会维护党的统一，并号召同一切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不定形的合法联合体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代表会议须规定党在反动年代条件下的策略路线，讨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孟什维克企图撤销这一议程未能得逞。会议听取了列宁作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稿没有保存下来，但其主要思想已由列宁写入《走上大路》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29—339页），并稍作修改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在讨论列宁的决议草案时，孟什维克建议要在决议里指出，专制制度不是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制，而是在变成财阀君主制，这一修改意见被绝大多数票否决；召回派则声明他们不同意决议草案的第5条即利用杜马和杜马讲坛进行宣传鼓动那一条，但同意其他各条，因此投赞成票。关于杜马党团问题的讨论集中在是否在决议中指出杜马党团的错误和中央委员会对党团决定有无否决权这两点上。孟什维克对这两点均持否定态度，并且援引西欧社会党的做法作为依据。召回派则声称俄国本来不具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活动的条件，杜马党团的错误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因此不应在决议中指出。列宁在发言中对召回派传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是改头换面的取消派，他们和取消派有着共同的机会主义基础。代表会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对党团活动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指出了纠正党团工作的具体措施。在组织问题上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其中指出党应当特别注意建立和巩固秘密的党组织，而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团体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在关于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统一的问题上，代表会议否定了崩得所维护的联邦制原则。此外，代表会议也否决了孟什维克关于把中央委员会移到国内、取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以及把中央机关报移到国内等建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把党引上了大路，是在反革命胜利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67。



[49]指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65页）和《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同上，第16卷第185—397页）这两篇著作中批评了孟什维克的土地纲领。——68。



[50]指《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期。1916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1期。在第1—8期（1905—1906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谴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9—16期（1909—1912年）中，普列汉诺夫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1916年该杂志出版的第1期里则明显地表达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68。



[51]《我们的曙光》杂志（《Наша　Заря》）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成了俄国取消派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69。



[52]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会通过的《党内状况》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97—300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会即所谓“统一的”全体会议于1910年1月2—23日（1月15日—2月5日）在巴黎举行。



关于巩固党及其统一的途径和方法问题，1909年秋天就特别尖锐地提出来了。1909年11月，列宁根据《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定，提出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和结成联盟以便共同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计划。调和派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违抗列宁的计划，力图使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和维·巴·诺根也表现出调和主义的动摇。由于党内和俄国国内的既成局势迫切要求解决与联合党的力量有关的各项问题，布尔什维克于1909年11月1日（14日）致函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声明必须在最近期间召开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出席这次全体会议的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取消派、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前进派等派别和集团的代表。列·达·托洛茨基代表维也纳《真理报》出席。格·瓦·普列汉诺夫托词有病没有到会，因此，会上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的代表。



全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工作报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工作报告；各民族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内状况；关于召开下届全党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章程；其他问题。



在这次全会上，反对列宁立场的人占多数。列宁和他的拥护者经过紧张斗争，在有些问题上达到了目的，但由于调和派搞妥协，也不得不作一些局部的让步，包括组织问题上的让步。会议的决议最终具有折中性质。



在讨论党内状况问题时，孟什维克呼声派同前进派结成联盟并在托洛茨基分子支持下，竭力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列宁在会议上对机会主义和调和派进行了顽强斗争，坚决谴责取消派和召回派，贯彻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路线。在他的坚持下，全会通过的《党内状况》这一决议，是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关于谴责取消主义、无条件地要求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的决议的继续。尽管调和派和各民族组织的代表因受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压力而同意不在决议中提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名称，全会决议仍然谴责了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承认这两个派别的危险性和同它们斗争的必要性。



全会关于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反映了一些取消派的观点，但是承认必须召开代表会议，因此仍具有重要意义。布尔什维克根据这个决议展开了筹备召开代表会议的工作。



在全会上，调和派违反列宁的意旨同列·达·托洛茨基结成联盟，把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而不是把孟什维克护党派安排进党的中央机关。全会还决定资助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并派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列·波·加米涅夫参加该报编辑部，担任第三编辑。全会决定解散布尔什维克中央，《无产者报》停刊，布尔什维克将自己的部分财产移交中央委员会，其余部分交第三者（卡·考茨基、弗·梅林和克·蔡特金）保管，并由第三者在两年内将它移交给中央会计处，条件是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自己的派别中心并停止出版自己的派别机关报。在《关于派别中心的决定》中，全会指出“党的利益和党的统一的利益要求在最近停办《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然而全会也只限于得到呼声派和前进派的口头允诺而已。



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我行我素，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因此，1910年秋天，布尔什维克宣布他们不受一月全会上各派通过的协议的约束，开始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工人报》，争取召开新的全体会议并要求归还交由中央暂时支配的属于他们的财产和资金。



一月全会的记录已经失落。关于全会的工作以及会上同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调和派的斗争，详见列宁的《政论家札记》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36—300页）。——70。



[53]指“前进”集团。



“前进”集团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党集团。它是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由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1909年12月在它们的派别活动中心卡普里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的。该派出版过《前进》文集等刊物。



前进派在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上与取消派-呼声派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紧密配合行动。他们设法使全会承认“前进”集团为“党的出版团体”，并得到中央委员会对该集团刊物的津贴，在全会以后却站在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立场上尖锐抨击并且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1912年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后，前进派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起来反对这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



由于得不到工人运动的支持，“前进”集团于1913年实际上瓦解，1917年二月革命后正式解散。——71。



[54]指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会的列·达·托洛茨基和民族组织的代表在会上发表的声明。列宁在《政论家札记》一文中曾经引用这个声明（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59页）。——71。



[55]《复兴》杂志（《Возрождение》）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刊物（双周刊），1908年12月—1910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为该杂志撰稿的有费·伊·唐恩、亚·尼·波特列索夫、亚·马尔丁诺夫等。接替《复兴》杂志出版的是《生活》杂志。——73。



[56]《涅瓦呼声报》（《Невский　Голос》）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周报），1912年5月20日（6月2日）—8月31日（9月1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9号。该报由Д.Ф.科斯特罗夫出版，为该报撰稿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尤·查茨基等。该报的前身是《现代事业报》。——74。



[57]《现代生活报》（《Живая　Жизнь》）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3年7月11日（24日）起在彼得堡出版，是取消派报纸《光线报》的续刊。该报共出了19号，于8月1日（14日）被查封。《现代生活报》的实际上的编辑是费·伊·唐恩。——75。



[58]《新工人报》（《Новая　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3年8月8日（21日）—1914年1月23日（2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36号。该报前身为《现代生活报》（参看注57）。——75。



[59]《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78。



[60]这里说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1905年10月17日（30日）颁布的宣言。宣言允诺给予“公民自由”和设立“立法”杜马。这是革命从沙皇制度争得的一个让步。沙皇政府则想以此赢得时间，分裂革命力量，破坏全俄政治罢工和镇压革命。布尔什维克揭露了沙皇政府的这种政治手腕。1905年10月18日（31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告俄国人民书》，剖析沙皇宣言的虚伪性，并号召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关于10月17日宣言，参看列宁《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和《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两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6—33页和第65—74页）。——78。



[61]《路标》是俄国立宪民主党政论家的文集，1909年在莫斯科出版，收有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申宗、亚·索·伊兹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和谢·路·弗兰克的文章。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对立宪民主党黑帮分子的这一文集作了批判分析和政治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167—176页）。列宁把《路标》文集的纲领在哲学方面和政论方面同黑帮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纲领相比拟，称该文集为自由派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是泼向民主派的一大股反动污水。——79。



[62]指1905年12月11日（24日）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诏令。这个诏令是沙皇政府在莫斯科武装起义高潮中作为对工人的某种让步而颁布的，但仍保证地主和资本家在杜马中占巨大优势。按这个法令选出的第一届杜马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79。



[63]萨布列尔派的神父们是指根据俄国正教院总监弗·卡·萨布列尔的授意而积极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的神父。萨布列尔组织他们参加选举，是为了保证选出符合沙皇政府心意的代表。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选举中的僧侣和僧侣的选举》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142—145页）。——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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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欧洲人和野蛮的亚洲人

（1913年4月14日〔27日〕）

著名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罗特施坦在德国工人报刊上谈到在英属印度发生的一起颇有教益的典型事件。这个事件比任何言论都更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为什么在这个拥有3亿多人口的国家里，革命发展得这样快。

在仰光（印度一个省[64]的大城市，人口在20万以上）办报的英国记者阿诺德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对不列颠法庭的嘲弄》。文章揭露了当地英国法官安德鲁（Andrew）。阿诺德由于写这篇文章而被判处一年徒刑。可是他不服，提起上诉，因为在伦敦有关系，他一直“告到”伦敦的上级法院。印度政府自动地急忙把刑期“减到”4个月，于是阿诺德恢复了自由。

这场风波是怎样引起的呢？

英军上校麦考密克有个情妇，她用了一个11岁的印度女仆安娜。这位文明民族的体面代表把安娜诱骗到他那里，强奸了她，把她关在家里。

碰巧安娜的父亲病危，派人接女儿回去。这时村子里的人才知道了全部真相。居民们都异常愤怒。警察局不得不决定逮捕麦考密克。

但是法官安德鲁却把他具保释放了，然后玩弄了一套极端无耻的嘲弄法律的手段，宣判麦考密克无罪！体面的上校也象一切出身高贵的老爷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硬说安娜是妓女，并且提出了5个证人。可是对安娜的母亲提出的8个证人，法官安德鲁却连问都不愿意问！

当记者阿诺德因诽谤罪而受审的时候，庭长福克斯“先生”（“阁下”）竟不许阿诺德找证人来对证。

大家都很清楚，这种事情在印度发生过千百万次。这次，只是一些十分特殊的情况才使“诽谤者”阿诺德（一个有势力的伦敦记者的儿子！）得以免受牢狱之苦，并且使案件能够公布于世。

不要忘记，英国自由派是派了自己的“优秀”人物去领导管理印度的。不久以前，担任印度总督，麦考密克之流、安德鲁之流和福克斯之流的上司的是约翰·莫利（Morley），——一位著名的激进派作家、“欧洲科学的明星”、欧洲和俄国所有自由派心目中“最受尊敬的人物”。

“欧洲”精神已经在亚洲苏醒，亚洲人民已经成为有民主主义觉悟的人民了。





	载于1913年4月14日《真理报》第8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89—90页

















[64]指缅甸。缅甸于19世纪被英国占领，在被英国统治期间，1897—1937年是英属印度的一个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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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算盘

（1913年4月20日〔5月3日〕）

百万富翁，我国大工业的巨头们，通过“工商界代表大会委员会”纠合在一起了。这个代表大会委员会出版一种名为《工商业》杂志[65]的定期机关刊物。这个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晦涩难懂、夸夸其谈的、多半是文理不通的文章，都是在维护我国的基特·基特奇[66]之流的利益。

他们对地方自治会议代表名额和地方自治机关税额分配不公感到特别不满。地主-农奴主总是欺侮可怜的基特·基特奇！下面就是关于各县地方自治会议代表成分的一张颇有教益的统计表（1913年《工商业》杂志第3期）：






	　
	代表人数
	百分数



	第一选举大会（贵族-地主）选出
	5508
	53.4



	第二选举大会（工商业企业家等等）选出
	1294
	12.6



	第一选举大会和第二选举大会共同选出
	290
	2.8



	村团选出
	3216
	31.2



	
34个地方自治省总共选出

	10308
	100.0







的确，地方自治会议代表名额分配不公的现象极为惊人。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结论：俄国地方自治机关完全落到了农奴主-地主手中。

这些有趣的材料定将使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去思考产生这种代表名额分配不均现象的条件。

但是，如果指望基特·基特奇之流及其雇用的下流文人能够考虑一般的政治问题并且对政治知识感到兴趣，那当然是可笑的。基特·基特奇感到兴趣的只是他付得“多”了，贵族付得“少”了。一个被基特·基特奇雇用的文人举出了地方自治机关税款（摊派的）总数：34个地方自治省的第一选举大会交了2450万卢布；第二选举大会交了4900万卢布；村团交了4550万卢布。他用代表人数来除这些税款，得出了“每一代表资格的价值”！！结果是：贵族的代表资格“值”4500卢布，商人的代表资格“值”38000卢布，农民的代表资格“值”14000卢布。

请看，这就是商人雇来的辩护士的推论：他们心安理得地把选举权看成一种可以买卖的东西。仿佛交付地方自治机关摊派的税款的人是在购买委派代表的权利！

当然，地方自治机关税款分配不均确实十分惊人。但是这种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全部沉重负担不是落在工业家的身上，而是落在农民和工人的身上。农民为自己劣等的、贫瘠的、耗尽地力的土地交付4550万卢布，而地主只交付2450万卢布，这只能说明以地方自治机关税款的形式从“农夫”手里拿走了数千万卢布的贡赋，其他还不计在内！

基特·基特奇之流看不到这一点。他们只希望不单单贵族拥有特权，商人也能与之“平分秋色”。





	载于1913年4月20日《真理报》第9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91—92页

















[65]《工商业》杂志（《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　Торговля》）是俄国工商界代表大会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8年1月—1917年12月在彼得堡出版。———91。



[66]基特·基特奇（季特·季特奇·勃鲁斯科夫）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这里用作工商界大亨的代称。——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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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技术胜利

（1913年4月21日〔5月4日〕）

举世闻名的英国化学家威廉·拉姆赛（Ramsay）发明了从煤层中直接提取煤气的方法。他已经同一位煤矿主在商谈如何实际实施这一方法。

这样，现代技术的一个重大课题就快要得到解决了。这个课题的解决所能引起的变革将是巨大的。

现在，为了利用煤中蕴藏的能量，人们把煤运送到全国各地，供许许多多的企业和家庭燃烧。

拉姆赛的发明是在这个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的一次巨大的技术革命。

拉姆赛发明的方法是：在煤矿中直接把煤变成煤气，不需要把煤运送到地面上来。采盐时有时也使用类似的方法，不过要简单得多，不必直接把盐送到地面上来，而是先用水把它溶解，然后用管子把盐卤抽出来。

拉姆赛的方法把煤矿变成了象是制造煤气的巨型蒸馏器。煤气发动煤气马达，这种马达使人们利用的煤中蕴藏的能量要比用蒸汽机时得到的多一倍。煤气马达还能把能量变成电力，而现代技术已经能把电力输送到很远的地方去。

由于这种技术变革，电的价格将降低到目前价格的1/5甚至1/10。目前用在采煤和运煤上的大量人力劳动就能节省下来。甚至还有可能利用那些至今尚未开采的极薄的煤层。这样，家庭中用于照明和取暖的开支将会大大减少。

这一发明在工业中所引起的变革将是巨大的。

但是这一变革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与这一发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能产生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采煤的千百万矿工的劳动的“解放”，必将造成工人大批失业，贫困现象大大加重，工人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而这一伟大发明所带来的利润，则将流入摩根、洛克菲勒、里亚布申斯基、莫罗佐夫家族以及他们的随从如律师、经理、教授和其他资本奴仆的腰包。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用拉姆赛的这种能“解放”千百万矿工及其他工人的劳动的方法，就能立刻缩短一切工人的工作时间，例如从8小时缩短到7小时，甚至更少些。所有工厂和铁路的“电气化”，一定能使劳动的卫生条件更好，使千百万工人免受烟雾、灰尘和泥垢之苦，使肮脏的、令人厌恶的工作间尽快变成清洁明亮的、适合人们工作的实验室。家家户户有电力照明和电力取暖设备，就一定能使千百万“家庭女奴”不再把一生中四分之三的时光消磨在乌烟瘴气的厨房里。

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将愈来愈超越那些必然使劳动者处于雇佣奴隶地位的社会条件。





	载于1913年4月21日《真理报》第9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9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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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报》创刊一周年纪念

（工人对工人报纸的支持）

（1913年4月23日〔5月6日〕）

《真理报》创刊号问世已经一年了。它是在1912年俄国工人运动著名的4—5月高涨时期创办的一家工人报纸。

《真理报》同种种难以置信的困难和迫害进行了斗争，由于工人阶级的支持，它终于站稳了脚跟，并且得到了巩固（目前俄国工人报纸所能达到的“巩固”程度）。《真理报》不仅仅在名称上是工人的报纸，因为任何报纸都可以给自己加上一个名称。从《真理报》的方向、从它在工人群众中的读者范围、报纸的总的内容、特别是从大量的工人通讯（在最初出版的99号报纸上有1783篇工人通讯；总共将近有5000篇）以及从工人尤其是工人团体对《真理报》的支持等方面来看，《真理报》实际上也是工人的报纸。

我们已经在《真理报》（见1912年第80号和第103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409—425页和第22卷第71—73页。——编者注］

 上多次指出，工人团体捐款支持《真理报》的材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远远超出了资助的范围，尽管工人的资助对于改进报纸永远是极其重要和必不可少的。

但是工人团体的捐款对一切觉悟的工人，对俄国整个工人阶级在精神、教育和组织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同样重要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

工人们习惯于不仅用订阅报纸和推销报纸的方法，而且还用定期捐款的方法来经常支持自己的工人报纸，从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代表他们的方向的报纸周围，形成一个思想上团结一致的整体，工人们还经常通过某个邻近的或者熟悉的工厂的捐款帐目来检验自己在提高觉悟方面做出的成绩。因此，必须充分强调全力推广和发扬工人团体经常（宁可数目小些但要经常）给工人报纸捐款的习惯做法的必要性。

根据公布的帐目大家知道，《真理报》出版以前，已有500个工67人团体通过《明星报》[67]送来了募集的4000多卢布。从我们报纸问世之日起到4月10日，仅从《真理报》公布的帐目看，这一期间收到的捐款共达3932卢布42戈比。其中79.9％来自各行各业的无产者，20％来自知识分子的各种团体，0.1％来自农民。全部捐款来自下列地区：彼得堡区——66.3％（2605卢布81戈比），其中只有10％是知识分子的捐款；莫斯科区、弗拉基米尔区和科斯特罗马区——4.6％，其中只有莫斯科区有知识分子的捐款（这里应该指出，这三个区给《真理报》的捐款数目不大，除了其他原因以外，是因为这些区给莫斯科报纸[68]捐了款。单是通过我们的报纸寄出的钱就有2000多卢布，其中70％是这三个区捐款的，而25％是彼得堡区捐助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彼得堡工人政治上的成熟性；他们还积极参加了创办莫斯科报纸的工作）；乌拉尔、西伯利亚、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和波兰——10.3％；哈尔科夫区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区——4.4％；其他各地（芬兰、西欧等地）——14.5％。

这些数字十分令人信服地说明谁是《真理报》的主人，它是靠谁的资金维持的，它同工人群众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真理报》在问世后的第一年中，这方面的成绩是很大的。为了不使读者因太多的数字而感到厌倦，我们下面将引用不是按月，而是按季度（即3个月）统计的给《真理报》捐款的工人团体数目的材料。





	　　　　年份　　　　　　　　　　　捐款的工人团体数目　　　　　　　　　　　　给《真理报》　　给莫斯科的工人报纸

1912年第1季度…………………108　　　　　　　　—

1912年第2季度…………………396　　　　　　　　—

1912年第3季度…………………81　　　　　　　　 —

1912年第4季度…………………35　　　　　　　　 5

1913年第1季度…………………309　　　　　　　129

1913年4月上旬…………………93　　　　　　　　43

　　　　 共计：　　　　　1022　　　　　　　 177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真理报》在问世后的第一年中得到了1000多个工人团体的支援，为俄国主要工业区即莫斯科中部地区的工人报纸奠定了基础。

不言而喻，上千个工人团体在资金上支援《真理报》，这就意味着以各种方式支援《真理报》的工人团体的数目要多得多，意味着在《真理报》的周围团结和联合起来的不只是一两万工人。毫无疑问，《真理报》的读者和拥护者的团体数目要比捐款的团体数目多许多倍，他们写信、写通讯支持《真理报》，协助推销报纸，并向工人和劳动群众中的新读者介绍报纸，等等。

工人阶级造就出整整一支“先进分子”的先锋队，他们在首都创办了自己的、与自由派的动摇性相敌对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报纸，并为俄国工业中心的第二张工人报纸奠定了基础。先进的、觉悟的工人为《真理报》和莫斯科的工人报纸所做的一切，使我们能够对工人在教育和组织本阶级方面所完成的全部艰巨工作作出正确的判断，因为《真理报》和莫斯科的报纸虽然是这个伟大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毕竟只是一个部分。

先进工人为自己的工人报纸在第一年中取得的成就所鼓舞，现在将同心协力，以坚持不懈的工作来继续伟大的事业——教育愈来愈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并将他们团结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周围！





	载于1913年4月23日《真理报》第9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96—99页

















[67]《明星报》（《Звез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10年12月16日（29日）—1912年4月22日（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每周出版一次，从1912年1月21日（2月3日）起每周出版两次，从1912年3月8日（21日）起每周出版三次，共出了69号。《明星报》的续刊是《涅瓦明星报》，它是因《明星报》屡被没收（69号中有30号被没收）而筹备出版的，于1912年2月26日（3月10日）即《明星报》尚未被查封时在彼得堡创刊，最后1号即第27号于1912年10月5日（18日）出版。根据在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会议上的协议，《明星报》编辑部起初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代表布尔什维克）、尼·伊·约尔丹斯基（代表孟什维克护党派）和伊·彼·波克罗夫斯基（代表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组成。尼·古·波列塔耶夫在组织报纸的出版工作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这一时期，《明星报》是作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机关报出版的，曾受孟什维克的影响。1911年6月11日（24日），该报出到第25号暂时停刊。1911年10月复刊后，编辑部经过改组，已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参加，该报就成为纯粹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了。



列宁对《明星报》进行思想上的领导，他在《明星报》和《涅瓦明星报》发表了约50篇文章。积极参加该报编辑和组织工作或为该报撰稿的还有尼·尼·巴图林、康·斯·叶列梅耶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安·伊·叶利扎罗娃-乌里扬诺娃、瓦·瓦·沃罗夫斯基、列·米·米哈伊洛夫、弗·伊·涅夫斯基、杰米扬·别德内依、马·高尔基等。《明星报》刊登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多篇文章。



在列宁的领导下，《明星报》成了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报纸。该报与工厂工人建立了经常的密切联系，在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12年春，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明星报》的作用大大增强了。



以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为读者对象的《明星报》，还为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的合法报纸《真理报》作了准备。它宣传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日报的主张，并从1912年1月开始为筹办这种报纸开展募捐，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支持。——96。



[68]指《我们的道路报》。



《我们的道路报》（《НашПут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13年8月25日（9月7日）在莫斯科创刊，9月12日（25日）被沙皇政府查封，共出了16号。早在1912年夏季，列宁就曾指出，必须在莫斯科出版一种合法的工人报纸。1913年7月27日（8月9日）在波罗宁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上讨论过这个问题。《真理报》编辑部曾经组织为莫斯科工人报纸募捐的活动。列宁积极参加了《我们的道路报》的工作。他曾把自己的文章同时寄给《真理报》和《我们的道路报》发表。《我们的道路报》刊登了列宁的《俄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改良主义》、《各等级和各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都柏林的阶级战争》、《都柏林流血事件一星期后》、《政治上的原则问题》、《哈利·奎尔奇》等文。《我们的道路报》的撰稿人有斯大林、马·高尔基、杰米扬·别德内依、米·斯·奥里明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以及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阿·叶·巴达耶夫、费·尼·萨莫伊洛夫和尼·罗·沙果夫。



《我们的道路报》很受工人欢迎，有395个工人团体捐款支持它。该报被查封时，莫斯科工人曾举行罢工表示抗议。——96。







《列宁全集》第23卷


谈谈总结和事实

（1913年4月23日〔5月6日〕）

《真理报》创刊一周年了，一切觉悟的工人（补充一句：还有一切觉悟的民主主义者）都不由得想来总结一下这家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报纸的工作。

总结问题自然是同俄国大多数先进工人是否站在《真理报》方面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对于资产阶级的订阅者来说，重要的是报纸的销售，而不问它是在什么地方销售，不问它是否团结某个阶级以及团结什么样的阶级；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来说，报纸的重要性则在于它是教育和团结真正先进阶级的工具。

我们的报纸在什么地方销售，怎样销售，我们是不能漠不关心的。但对于我们最重要的则是要了解，报纸是不是真正教育和团结了俄国的先进阶级即工人阶级。

为了弄清这一点，就必须找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事实。

不同的人对于事实有不同的理解。资产阶级记者恬不知耻地撒谎，他们从不举出一件确切的、清楚的、经得起核对的事实。

自由派工人政治家即取消派却效法资产阶级记者。他们当中有一位，不是“什么别人”，而是费·唐·本人，在《光线报》第57号（总第143号）上写道：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自豪地感觉到〈请看，这是多么敏感的人！〉，我们的报纸〈《光线报》〉真正是俄国整整十分之九先进的觉悟的工人的机关报，这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



　　对于这个赫列斯塔科夫或者诺兹德列夫[69]只能嗤之以鼻，《真理报》已经这样做了。然而光是嗤笑还不够。工人们必须学会自己来分析事实和核对事实，这样诺兹德列夫才无法欺骗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觉悟不高的同志。究竟怎样去发现事实和核对事实呢？最好是去了解《真理报》和《光线报》在工人中间（而不是在几乎全是取消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的情况。可是没有这样的事实。

让我们来找找别的事实。

就拿工人团体自愿捐款支持《真理报》和《光线报》的材料来说吧。这些材料在这两家报纸上都登载了。这是事实。任何人都可以对这些事实进行核对，任何人一经研究这些事实，都会把诺兹德列夫之流揭露出来，这样的人在新闻界真是多得很。

《真理报》已经把半年来即1912年上半年的这些事实发表过一次（见1912年第80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409—425页。——编者注］

 ），这些事实是谁也驳不倒的。现在我们就来引证1912年全年和1913年年初的事实。





	　　　　年份　　　　　　　　　　　　给各报捐款的工人团体数目　　　　　　　　　　　给《真理报》　　给《光线报》　　　给莫斯科的工人报纸

1912年第1季度…………………108　　　　　　7　　　　　　　　　　　—

1912年第2季度…………………396　　　　　　8　　　　　　　　　　　—

1912年第3季度………………… 81　　　　　　9　　　　　　　　　　　—

1912年第4季度………………… 35　　　　　 65　　　　　　　　　　　 5

1913年第1季度…………………309　　　　　139　　　　　　　　　　 129

1913年4月份10天……………… 93　　　　　 28　　　　　　　　　　　43

　　　　 共计　　　　　　 1022　　　　　256　　　　　　　　　　 177









任何一位读者都可以拿《真理报》和《光线报》来核对这些数字，如果发现这张表上的计算有错误，那就把它纠正过来。

这些都是确凿的事实，不妨拿这些事实同费·唐·先生以及其他“光线派分子”的吹嘘和造谣对照一下。

这些事实难道不是极好地证实《光线报》所说的十分之九是诺兹德列夫式的无稽之谈吗？

所谓《光线报》有“十分之九”的拥护者，显然是毫不掩饰地把崩得分子和拉脱维亚人的“上层分子”也计算在内了，而《光线报》在创办以来半年多时间内（1912年第4季度和1913年第1季度加上4月份的10天）所团结的人数还不及《真理报》和将要出版的莫斯科报纸所团结的人数的一半。试问，这种把明显的少数变成“十分之九”的手法是不是诺兹德列夫式的手法？

工人们被资产阶级报纸上这种汪洋大海般的谎言所包围，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去为真理而斗争，学习辨别谎言，屏弃谎言。对工人政党中取消派的错误观点应当心平气和地进行反驳。但是，对于无耻地腐蚀工人的、诺兹德列夫式的、大言不惭的谎言，则必须加以痛斥，并且把那些撒谎者从工人队伍中驱逐出去。

工人要求统一行动。工人是正确的。没有行动的统一，工人就不可能得到解救。

但是请想一想，如果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话，统一行动怎么可能呢？任何人都懂得，如果不这样，统一行动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说，即使取消派不是取消党的人，工人也必须知道，多数人支持什么样的观点。不知道这一点，工人就不可能取得行动上的统一（因为无论党员工人还是非党工人经常是要一起行动的）。

工人如果不是无情地同涉及党的一切谎言作斗争，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党。要揭露谎言，就必须查找确凿的事实，对这些事实进行核对，并且要好好考虑经过核对的东西的意义。

觉悟的工人，取消派的反对者，在创办工人报刊方面已经争得了无可争辩的优势。他们已经争得了无可争辩的压倒多数。他们定将以愤怒和蔑视的心情去对待在这个严肃而重要的问题上所散布的一切谎言。





	载于1913年4月23日《真理报》第9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100—102页

















[69]赫列斯塔科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他是一个恬不知耻、肆无忌惮地吹牛撒谎的骗子手。诺兹德列夫是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100。







《列宁全集》第23卷


资产阶级的国际政策

（1913年4月26日〔5月9日〕）

政府的报纸和自由派报纸上都大登特登关于“巴尔干”政治的消息、谣传、推测和估计。真是应有尽有！“耸人听闻的消息”一个赛过一个，报道一个比一个“吸引人”。昨天，奥地利同门的内哥罗之间、保加利亚同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仿佛一触即发。今天却竞相辟谣，说“和平有了保证”。

昨天报道了有关埃萨德-帕沙的吸引人的传说，报道了他同门的内哥罗国王的秘密协议，报道了他夺取阿尔巴尼亚政权的阴险计划。今天却给这些传说辟谣，同时又报道了关于奥地利和埃萨德相勾结的新的“吸引人的”消息。

普通公众伸长耳朵听了这些胡言乱语以后，信以为真，于是就盲目地跟着骗子们走，而这帮骗子正是力图用他们自己所要求的东西来吸引“社会舆论的”注意。普通公众没有料到，他们正在受人摆布，也没有料到，有人正在用什么“爱国主义”、“祖国的荣誉和威望”、“列强的集结”等等响亮的词句来故意掩盖金融骗子和一切资本主义冒险分子的勾当。资产阶级大报所热心干的是高利出卖“最新的”和“最吸引人的”报道，它们每天编造的那些吸引人的新闻就是用来转移普通人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真正重要的问题，不去注意“高深的”政治的真正内幕。

欧洲保守派的报纸，我国黑帮的、十月党人的以及无党派的报纸，都在粗鲁地、拙劣地玩弄这套把戏。例如，在俄国，它们每天都在嗾使人们攻击奥地利，把俄国描绘成斯拉夫人的“保卫者”。自由派的报纸，如《言语报》以及同它类似的机关报，也在玩弄同样的把戏，只不过掩饰得比较巧妙、比较高明，对奥地利“挖苦”得也比较谨慎，而把自己装扮成探讨欧洲各国协同行动问题的大政治家。

其次，奥地利同俄国之间、三国同盟同三国协约[70]之间的整个这种纠纷，所有这些巧妙的手腕，都不过是资本主义生意人之间和资本主义政府之间由于分赃而引起的争吵罢了。他们力图把普通人吸引到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怎样才能多捞一些，怎样才能少给“他们”一些。他们力图使普通人去关注由此而引起的争吵。

为了支付战争费用，现在要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的农民和工人身上勒索多少？为了弥补动员费用，要从奥地利的农民和工人身上勒索多少？为了弥补同样的费用和推行大国政策的费用，从俄国的农民和工人身上又要勒索多少？在巴尔干的“新兴”国家中，或者在亚美尼亚，或者在蒙古，民主设施是否有保证以及如何保证？——关于这些问题，他们既不写也不谈。这是他们不感兴趣的。国际豺狼的利润不取决于这个。民主设施甚至会妨碍“安稳地”赚钱。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报纸不去揭穿列强的政策，反而大谈特谈怎样更好地利用这种政策来填满豺狼们的欲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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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三国同盟是指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三国的军事政治联盟。德国是三国同盟的发起者，它在1879年首先同奥匈帝国缔结了军事同盟条约，此后又乘法意两国因突尼斯问题发生冲突之机把意大利拉入该同盟。1882年5月20日，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在维也纳缔结了矛头主要指向法国和俄国的秘密同盟条约，三国同盟至此最终形成。意大利由于在财政上依赖英国，所以它参加三国同盟时提出如下附带条件：只有同盟的敌人不包括英国时，意大利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宣布中立，1915年退出三国同盟而转到了协约国一边。从此，三国同盟不复存在。



三国协约是指与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的英、法、俄三国的帝国主义联盟。这个联盟的建立，始于1891—1893年缔结法俄同盟，中经1904年签订英法协定，而由1907年签订英俄协定最终完成。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20多个国家加入协约国。——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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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分离主义者和奥地利的分离主义者

（1913年4月26日〔5月9日〕）

在俄国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代表者中间，犹太人，更确切些说，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即所谓崩得分子，执行分离主义的政策，即同整体分离或隔绝的政策。大家从工人运动史中知道，1903年当工人阶级政党的多数人拒绝了崩得分子提出的承认他们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的要求时，崩得分子就退出了党。

这种退出党的行为是对工人运动危害极深的分离主义表现。实际上，犹太工人到处都撇开崩得而加入了并正在加入党。与崩得分子的单独的（隔绝的、分离的）组织并存的，一直有工人的共同组织——犹太工人、俄罗斯工人、波兰工人、立陶宛工人、拉脱维亚工人等等的共同组织。

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还可以知道，1906年崩得重新回到党内来的时候，党曾向它提出了一个条件：停止分离主义，即把所有一切民族的工人马克思主义者在当地联合起来[71]。尽管党在1908年12月通过专门的决定对此特别加以确认[72]，但崩得分子还是没有履行这个条件。

这就是俄国崩得分离主义的简史。遗憾的是，工人很少知道这段历史，也很少考虑它。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立陶宛（特别是1907年在维尔纳）、拉脱维亚（同年在里加）、俄国南部和俄国西部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非常熟悉这段历史的。另外，大家知道，高加索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包括高加索的所有孟什维克在内，直到最近还致力于当地各族工人的统一以至使他们打成一片，对崩得分子的分离主义加以谴责。

我们还要指出，著名的崩得分子麦迭姆在他的名著《民族运动的形式》（1910年圣彼得堡版）中，承认崩得分子在各地从来没有实行过统一，这就是说，他们一直是分离主义者。

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分离主义问题在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73]上提得特别尖锐。奥地利的捷克人以分离主义者的姿态出现，破坏了捷克工人和德意志工人的原先的统一。哥本哈根国际代表大会一致谴责了分离主义，但遗憾的是，捷克人直到现在还是分离主义者。

捷克分离主义者感到在无产阶级国际中处境孤立，长期以来在徒劳无益地寻求同道者。现在他们总算找到了，这就是崩得分子和取消派。分离主义者出版的德文小杂志《捷克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人》在第3期（1913年4月15日在布拉格出版）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向好的方面转变》的文章。这种似乎是向“好的方面”的“转变”（实际上是向分离主义转变），捷克分离主义者是从……读者，您以为是从什么地方？……是从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中，是从崩得分子弗·科索夫斯基的文章中看出来的！

捷克分离主义者在无产阶级国际中终于不孤立了！他们甚至乐于抓住取消派，乐于抓住崩得分子，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俄国所有的觉悟工人都应该好好想一想这一事实：受到国际一致谴责的捷克分离主义者正在抓住取消派和崩得分子的衣襟不放。

只有象高加索那样长久而成功地把各族工人完全统一起来（在各地，自下而上），才符合工人运动的利益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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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指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崩得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条件草案》（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62—164页）。——105。



[72]指190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的统一》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56—257页）。——105。



[73]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0年8月28日—9月3日举行。



1905年12月，在奥地利工会非常代表大会上，捷克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成立权限可及奥地利全境的民族工会的问题。捷克人的建议被绝大多数票否决，但是捷克社会民主党代表拒绝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1910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把这个问题提交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解决。代表大会以222票赞成、5票反对、7票弃权的多数通过一项决议，重申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每个国家内工人运动必须统一的决定，并谴责了分离主义的企图。——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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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
[74]



（对国民教育问题的补充）

（1913年4月27日〔5月10日〕）

我们的国民“教育”部——请原谅我用了引号——大吹特吹地说，它的经费增加得特别快。在首席大臣和财政大臣关于1913年的预算说明书中，我们可以找到所谓的国民教育部在革命以后的几年里的预算数字。这个预算从1907年的4600万卢布增加到1913年的13700万卢布。的确增加得很多：在6年里差不多增加了两倍！

不过我们的那些赞扬俄国警察“秩序”即混乱的官方人士不应该忘记，一些小得可笑的数字用百分比来计算它们的增长情况，那它们的增长速度总是“很大的”。如果一个乞丐有3戈比，你又给了他5戈比，那么他的“财产”立刻就有了“很大的”增长：整整增长了167％！

国民教育部如果不是以蒙蔽人民的意识和掩盖俄国国民教育的可怜状况为目的，那么它是否应当举出另外的数字来呢？也就是说，它是否应当举出我们目前的经费同一个文明国家所必需的经费相比较的数字，而不是举出我们今天的5戈比同我们昨天的3戈比相比较的数字呢？任何一个不想欺骗自己和欺骗人民的人，都必须承认，国民教育部有责任举出这样的数字来，要是它不举出这样的数字，它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可是国民教育部并没有向人民和人民代表说明我们国家的需要，而是在玩弄愚蠢的官方数字游戏，官气十足地一再重复一些陈旧的、什么也说明不了的数字，以此来掩盖这些需要。

当然，国民教育部所掌握的了解国民教育事业的手段和资料我连百分之一都没有。但我毕竟设法弄到了一些资料。因此我敢肯定地说，我能够给你们举出一些无可争辩的官方数字，这些数字确实可以说明我国政府“蒙蔽”国民的情况。

这里我举官方的即政府的1910年《俄罗斯年鉴》，这是内务部出版的（1911年圣彼得堡版）。

我在这本年鉴的第211页上看到，俄罗斯帝国的学生总数，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以及其他各类学校的学生在内，1904年是6200172人，1908年是7095351人。学生的人数增加了。1905年是俄国人民群众大觉醒的一年，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人民为争取自由而进行伟大斗争的一年，这一年甚至使我们的官方机构也不得不摆脱停滞状态，向前挪动了一下。

可是请看一看，由于保留了官僚习气，由于农奴主-地主的无限权力，甚至在“主管部门”进步极快的情况下，我们仍旧注定要一贫如洗。

在同一本《俄罗斯年鉴》里载有这样的统计数字：1908年俄国每1000个居民中有学生46.7人（1904年每1000个居民中有学生44.3人）。

这个在内务部的出版物上发表的而国民教育部却懒于向杜马报告的数字说明了什么呢？每1000个居民中只有不到50个学生，这个比例又说明了什么呢？

为政府蒙蔽国民辩护的先生们，这个数字说明了：由于农奴主-地主在我国的无限权力，俄国的落后和野蛮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学龄儿童和少年的人数占俄国居民总数的20％以上，也就是说占1/5以上。这个数字连卡索和科科夫佐夫两位先生也是不难通过他们部里的官员了解到的。

这样，学龄儿童有22％，而学生只有4.7％，也就是说差不多只有1C5！！这就是说在俄国有将近4/5的儿童和少年被剥夺了受国民教育的权利！！

人民群众这样被剥夺了接受教育、获得光明、求取知识的权利的野蛮的国家，在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被弄得这样粗野不是偶然的，这在地主的压迫下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地主强占了数千万俄亩的土地，在杜马和国务会议内窃取了国家政权，而且还不仅仅在这些比较起来还是低级的机构里……

由于俄国农奴制的国家制度，青年一代里有五分之四的人注定要成为文盲。俄国文盲极多的状况是与地主政权的愚民政策相适应的。据同一本政府的《俄罗斯年鉴》的统计（第88页），俄国识字的人只占人口总数的21％，除去（从人口总数里）9岁以下的学龄前儿童，识字的人只占27％。

可是在文明国家里就根本没有文盲，如瑞典和丹麦；或者只有1—2％的文盲，如瑞士和德国。就连落后的奥匈帝国为它的斯拉夫族的居民所创造的生活条件也要比农奴制的俄国文明得多：在奥地利有39％是文盲，在匈牙利有50％是文盲。如果我们的沙文主义者、右派分子、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没有把自己不去思考，也不要人民思考作为自己的“国家的”目标，那么他们就应当思考一下这些数字。但是如果他们自己已经不去思考了，那么俄国人民却愈来愈学会思考，而且还学会思考是哪个阶级以自己对国家的统治造成俄国农民物质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贫困。

从识字的人数来说，美国不算是先进的国家。它差不多有11％的人是文盲，而黑人中有44％是文盲。但是美国的黑人在“国民教育”方面的情况比俄国的农民还是要强一倍以上。美国黑人遭受压迫是美利坚共和国的一个耻辱，但是不管受到什么样的压迫，他们毕竟比俄国的农民要幸福些，这是因为美国人民在整整半个世纪以前就痛击了美国奴隶主，击溃了这些败类，在美国彻底废除了奴隶占有制和奴隶占有制的国家制度，彻底取消了奴隶主在政治上的特权。

卡索之流、科科夫佐夫之流、马克拉柯夫之流的先生们，也将教会俄国人民去仿效美国的榜样。

在美国，1908年有学生1700万人，也就是说每1000个居民中有学生192人——比俄国多3倍以上。在43年以前，也就是1870年，当美国把国内的维护奴隶占有制的死硬派清除掉以后刚刚开始建设自己的自由生活的时候，——美国已有学生6871522人，也就是说比俄国1904年学生的人数要多，差不多等于俄国1908年的学生人数。可是就是在1870年，美国的每1000个居民中已有学生178（一百七十八）人，也就是说差不多等于目前俄国学生的4倍。

先生们，这就是一个新的证据，它证明俄国人民还要进行一次顽强的革命斗争为自己夺得美国人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得到了的自由。

俄国国民蒙蔽部1913年的预算确定为13670万卢布。这样每个居民（1913年是17000万人）只摊到80戈比。财政大臣先生在他的预算说明书第109页上提出的“国库教育经费总数”是20490万卢布，即使采用这个数字，每个居民也不过只摊到1卢布20戈比。在比利时、英国和德国，国民教育经费每个居民摊到2—3卢布，甚至摊到3卢布50戈比。美国1910年在国民教育方面花了42600万美元，合85200万卢布，就是说每个居民摊到9卢布24戈比。在43年以前，即1870年，美利坚共和国在国民教育方面一年就用了12600万卢布，也就是说每个居民摊到3卢布30戈比。

当然，御用文人和官方奴仆会反驳我们，说俄国很穷，没有钱。噢，对了，俄国不仅很穷，而且在谈到国民教育的时候，它简直穷得一无所有。但是俄国在支付由地主管理的农奴制国家的费用，支付警察和军队的费用，支付租金，支付充任“高级”官吏的地主的数以万计的薪俸，支付昨天在朝鲜或鸭绿江，今天又在蒙古和土耳其属亚美尼亚推行冒险和掠夺政策的费用方面，倒是显得很“富”。在人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摆脱农奴主-地主的压迫以前，俄国在国民教育经费开支方面总是会很穷并且是穷得一无所有的。

至于谈到国民教师的薪金，俄国也是很穷的。他们只能领到少得可怜的一点钱。国民教师在没有生火的、几乎无法居住的小木房里挨饿受冻。国民教师同冬天被农民赶进小木房里的牲畜住在一起。任何一个巡官，任何一个农村黑帮分子或甘心当暗探和特务的人都可以陷害国民教师，至于来自上司的各种挑剔和迫害就更不用说了。在支付正直的国民教育工作者的薪金方面，俄国是很穷的，但是在抛掷数百万数千万卢布来供养贵族寄生虫、进行军事冒险、资助制糖厂老板和石油大王等类事情上，俄国倒是很富的。

还可以举出美国生活当中一个最新的数字，先生们，这个数字将向那些受俄国地主和他们的政府压迫的各族人民表明，用革命战争争得了自由的人民是怎样生活的。1870年，美国有教师200515人，薪金总额是3780万美元，这就是说，每个教师的平均年薪是189美元，即377卢布。这是40年以前的情况！可是现在美国有教师523210人，他们的薪金总额是25390万美元，这样，每个教师的年薪是483美元，即966卢布。而在俄国，就是按它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也完全能够在今天就保证那些帮助人民摆脱愚昧无知和受压抑状态的国民教师大军至少得到令人满意的薪金，只要……只要把俄国的整个国家制度从下到上彻底改造得象美国那样民主。

或者是在地主-农奴主拥有无限权力的情况下，在六三秩序即六三胡闹的情况下继续处于贫困和野蛮状态；或者是机智果敢地去争取自由直到得到自由和文明，——这就是国民教育部用自己的预算给俄国公民上的一堂生动的课。

直到现在我所谈的几乎只是问题的物质方面甚至只是财政方面的情况。至于俄国的学生和教师精神上受到的压抑、蔑视和压制以及他们毫无权利的现状，那更是一种极其悲惨或者确切些说是一种极其令人厌恶的景象。国民教育部在这方面的整个活动完全是对公民权利的嘲弄，对人民的嘲弄。警察的搜查、警察的专横、警察对人民教育特别是工人教育的横加阻挠、警察对人民为自身的教育所做的工作的破坏——这就是国民教育部的全部活动；从右派分子起到十月党人止的地主老爷们当然是会赞成国民教育部的预算的。

为了向你们——第四届杜马代表先生们证明我的话是对的，我举出一位连你们地主老爷们也不能不承认的证人。这个证人就是：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十月党人克柳热夫先生，他还是萨马拉第二、第三女子中学管理委员会委员，萨马拉市杜马的学校委员会委员，萨马拉省地方自治机关检察委员会委员，国民学校的前任学监。我列举了（根据第三届杜马的官方文件）这位十月党人的官衔和称号，是为了向你们证明，政府本身和我们的地主地方自治机关里的那些地主本人，让克柳热夫先生在我们的国民欺骗部的“工作”（暗探和刽子手的“工作”）中担任了很多显要的职务。

如果问谁是一个奉公守法、敬畏神灵的官场老手，那当然要推克柳热夫先生。如果问有谁因自己在地方上即在本省忠于职守而博得了贵族和地主老爷们的信任，那当然要推克柳热夫先生。

现在就从这位最可靠的（从农奴主的观点来看）证人在第三届杜马里就国民教育部的预算所作的发言里摘引几段话。

克柳热夫先生在第三届杜马里说道：萨马拉地方自治机关一致采纳了克柳热夫先生的建议——请求把农村里的一些二年制小学改成四年制小学。但是，这位奉公守法、敬畏神灵的克柳热夫先生报告说：学区[75]的督学拒绝了。为什么呢？据官方的解释：“由于学龄儿童的人数不多”。

于是克柳热夫先生作了下面的比较：我们（他说的是受地主压迫的俄国），我们萨马拉的农村里，6000个居民还没有一所四年制小学。可是在谢尔多博尔城（芬兰），2800个居民就有四所中等（和中等以上的）学校。

这位十月党人和功勋卓著的彼列多诺夫 
［注：彼列多诺夫是索洛古布的长篇小说《小鬼》里一个典型的挂着教师的招牌的奸细和蠢汉。］

 先生……请原谅，我说错了……功勋卓著的克柳热夫先生在第三届杜马里所作的比较就是这样的。代表先生们，即使你们不是人民的代表，哪怕你们是地主的代表，也请考虑一下这个比较吧！谁请求开办学校呢？是左派吗？是农夫吗？是工人吗？决不是！！一致提出这个请求的是萨马拉地方自治机关，也就是萨马拉的地主们，其中包括最反动的黑帮分子。而政府，通过督学竟然借口学龄儿童的人数“不多”，拒绝了这个请求！！你们看，我说政府在妨碍俄国的国民教育，政府是俄国国民教育的最大敌人，这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说得不是都完全对的吗？

如果说芬兰有文化，有文明，有自由，人人识字，妇女受过教育等等，那么这只是因为在芬兰没有象俄国政府这样的“社会灾难”。而现在竟有人想把这种灾难强加给芬兰，使芬兰也成为受奴役的国家。先生们，你们绝对办不到！！你们想在芬兰强制实行政治奴役的这种尝试，只会使俄国各族人民更快地从政治奴役下觉醒过来！

我还要引用一段十月党人克柳热夫先生这位证人的证词。克柳热夫先生在发言时问道：“怎样聘请教师呢？”然后他自己又对他的问题作了如下的回答：


　　“一位已故的萨马拉活动家波波夫遗赠一笔资金用来开办女子师范学校。”可是你猜谁被委任为这所学校的校长呢？已故的波波夫的遗嘱执行人这样说：“被委任为校长的是一位近卫军将军的遗孀，她自己承认，她还是第一次听到有叫作女子师范学校这样的学校！！”



　　先生们，不要以为这件事是我从杰米扬·别德内依的寓言集里引来的，是从《启蒙》杂志刊登的寓言中引来的，这本杂志因此受到罚款处分，它的编辑还被送进了监狱。[76]不是的。这件事是从十月党人克柳热夫的发言里引来的，这位先生只是怕（作为一个敬畏神灵、服从警察的人）考虑这件事的意义；因为这件事又一次无可争辩地证明，对俄国的国民教育来说，再也没有比俄国政府更凶恶、更势不两立的敌人了。而那些为国民教育事业捐钱的先生应当明白，他们的钱算是白扔了，甚至比白扔还不如。他们愿意为国民教育事业捐钱，可是事实上却把钱给了近卫军将军和他们的遗孀。这样的捐献者如果不想把钱白白扔掉，他们就必须明白：应当把钱捐给社会民主党人，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会利用这些钱让人民受到真正的教育，受到真正不依赖“近卫军将军”……不依赖胆小怕事、奉公守法的克柳热夫之流先生的教育。同一位克柳热夫先生的发言里还有一段话：


　　“我们的国家杜马（第三届杜马）想使教会学校学生能进入高等学校的愿望算是落空了。国民教育部认为不可能满足我们的愿望。”其实，政府不仅堵塞了教会学校学生受高等教育的道路，而且根本堵塞了农民和小市民阶层的子女受高等教育的道路。这说起来并不好听——这位国民教育部的十月党人官员感叹地说——但这是事实。在中学学习的119000人中，农民只有18000人。在国民教育部管辖的所有学校里，农民总共只占15％。在教会中学的20500个学生中，农民总共有1300人。士官学校和其他类似的学校完全不收农民。”（顺便说一下，我从克柳热夫的发言里引来的这一段话，Ｋ.多勃罗谢尔多夫在1912年5月22日《涅瓦明星报》1912年第6号上的文章里也引用过。）



　　克柳热夫先生在第三届杜马里就是这样说的。连第四届杜马的统治者先生们也驳不倒这位证人的证词。而证人违反自己的意志，违背自己的愿望，完全证实了对俄国的现状特别是对国民教育的现状所作的革命的估价是正确的。既然一位著名的政府官员和政府党十月党的活动家都说政府堵塞了小市民和农民受教育的道路，那么这个政府应当受到怎样的评价呢？先生们，请考虑一下，从这些小市民和农民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政府应当受到怎样的评价吧！

请不要忘记，在俄国小市民和农民占总人口的88％，也就是说将近占全体人民的9/10，而贵族总共只占1.5％。可是政府从9/10的人民那里拿钱来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并且用这些钱使贵族受教育，同时却堵塞了小市民和农民受教育的道路！！这个贵族政府，这个为了保护1％的居民的特权而压迫9/10的居民的政府应当受到怎样的评价，难道还不清楚吗？？

最后，我还要从我的证人——国民教育部的十月党人官员、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代表克柳热夫先生的发言里摘引一段话：


　　克柳热夫先生说：“在1906—1910年这5年中，在喀山区被解聘的中等学校和国民学校的校长有21人，国民学校的学监有32人，城市学校的教师有1054人，而被调动工作的有870人。请想一想吧——克柳热夫先生感叹地说——我们的教师怎么能够睡得安稳呢？他今天在阿斯特拉罕睡，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出现在维亚特卡。请设想一下一个象被人追逐得筋疲力尽的兔子那样的教师的这种心理状态吧！”



　　这不是哪个“左派”教师的感叹，而是十月党人的感叹。这些数字是一个官场老手举出来的。右派分子、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先生们，这是你们的证人！！就连“你们的”这位证人也不得不承认，政府对教师采取的是一种最放肆、最无耻、最令人厌恶的专横态度！！主宰第四届杜马和国务会议的先生们，你们的这位证人还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俄国教师象兔子一样被俄国政府“追逐得筋疲力尽”！！就根据这个事实——这不过是俄国生活中千万件类似的事实中的一件——我们要向俄罗斯人民和居住在俄国的各族人民问一问：我们需要政府是为了保护贵族的特权吗？是为了把国民教师“追逐得筋疲力尽”吗？难道这个政府还不该被人民赶走吗？

是的，俄国的国民教师象兔子一样被追逐得筋疲力尽！是的，政府堵塞了俄国9C10的居民受教育的道路。是的，我们的国民教育部是警察侦缉部，是愚弄青年部，是嘲弄人民求知欲部。可是，第四届杜马的代表先生们，俄国的农民特别是俄国的工人并不都象兔子，而且远不是都象兔子。工人阶级在1905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还能够再一次证明，而且将更令人信服地、更有份量地、更严肃地证明：它有能力为争取真正的自由和争取真正的而不是卡索的、也不是贵族的国民教育进行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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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是列宁为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起草的一篇发言稿。1913年6月4日（17日），在杜马会议讨论预算委员会关于国民教育部1913年支出预算的报告时，阿·叶·巴达耶夫就这个问题发言，几乎是逐字地宣读了列宁起草的这篇发言稿。在讲到“难道这个政府还不该被人民赶走吗？”这句话时，巴达耶夫被剥夺了发言权，因而稿子的末尾没有宣读。——108。



[75]学区是沙皇俄国的教育行政单位。每一学区包括若干个省。学区由督学领导，负责监督本学区内国民教育部学校的活动。20世纪初，全俄划分为12个学区。——114。



[76]布尔什维克的《启蒙》杂志第2期（1913年2月）登载了杰米扬·别德内依的寓言《蜡烛》，为此，该期杂志被没收，杂志编辑被逮捕。——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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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和妇女劳动

（1913年4月27日〔5月10日〕）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包藏着大量不能一下子就看到的贫穷和人压迫人的现象。小市民、手工业者、工人、职员、小官吏这样一些人的分散的家庭，生活极端贫苦，在最好的时候也只能勉强糊口。这种家庭中的千百万妇女过着（或者更确切些说，痛苦地过着）“家庭女奴”的生活，为了用极少的钱使一家人吃上饭穿上衣，她们每天拼命地干活，处处“精打细算”，只是不吝惜自己的劳动。

资本家最乐于从这些妇女当中雇用家庭女工，因为她们甘愿接受低得可怜的工资来给自己和家里人“多挣”一块面包。世界各国的资本家用最“低廉的”价格从这些妇女中买到（象古代的奴隶主和中世纪的农奴主一样）任何数量的姘妇。对于卖淫现象表示的任何“义愤”（百分之九十九是虚伪的），都无助于消除这种妇女肉体的买卖：只要雇佣奴隶制存在，卖淫现象也就必然存在。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从来都是被迫（对他们的剥削也就在这里）首先向压迫者提供无偿的劳动，其次就是把他们的妻女交给“老爷们”当姘妇。

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在这方面都是一样的。改变的只是剥削形式，剥削依然存在。

在“世界的首都”，文明的中心巴黎，现在正在举办一个“被剥削的家庭女工”产品展览会。

在每一项展品上，都有一个标签，上面说明家庭女工制作这件产品能获得多少钱，以及一天和一小时能够赚多少。

结果怎样呢？无论哪一件商品，家庭女工所挣的钱都没有能够超过11/4法郎，即50戈比。而大多数制品的所得还远远低于这个数字。例如灯罩，一打4戈比。纸口袋，1000个15戈比，每小时6戈比。再如带缎带的小玩具等等，每小时21/2戈比。做花，每小时2—3戈比。男女内衣，每小时2至6戈比。如此等等。

我们的工人团体和工会也应该组织类似的“展览会”。这种展览会不会象资产阶级的展览会那样带来巨额利润。把无产者妇女贫穷困苦的处境展览出来，会带来另一种好处：这将有助于雇佣工人和女奴隶了解自己的处境，回顾自己的“生活”，深入思考如何才能摆脱贫穷困苦和卖淫这种终生的压迫，如何才能摆脱对穷人的种种凌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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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3卷


移民工作的意义

（1913年4月27日和5月1日〔5月10日和14日〕）

大家知道，1905年以后，随着“新”土地政策在俄国欧洲部分的推行，政府特别努力开展把农民往西伯利亚迁移的工作。地主认为这样做可以稍稍打开一点气门，使俄国中部地区的农业矛盾趋向“缓和”。

结果怎样呢？范围更广泛地移民，是使矛盾缓和了呢，还是加剧了？

我们首先援引一下关于农民往西伯利亚迁移的一般材料。

1861年到1885年移去将近30万人，即每年12000人；1886年到1905年移去将近152万人，即每年将近76000人；1906年到1910年移去将近2516075人，即每年将近50万人。

反革命时代移民的人数大大增长。毫无疑问，俄国中部地区的气氛必定因此而暂时“冲淡了”。

但是为时多久呢？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

只要看一看从1909年起移民浪潮低落以及倒流的移民人数惊人增长的材料，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下面就是这些材料：





	　　年份　　　　　　　　　　移民人数　　　　　　　　倒流的移民　　　　　　　　　　　 （单位千）　　　　　　　 所占百分数

1905年　　　　　　　　　　39　　　　　　　　　　　　10

1906年　　　　　　　　　 141　　　　　　　　　　　　 4

1907年　　　　　　　　　 427　　　　　　　　　　　　 6

1908年　　　　　　　　　 665　　　　　　　　　　　　 6

1909年　　　　　　　　　 619　　　　　　　　　　　　13

1910年　　　　　　　　　 316　　　　　　　　　　　　36

1911年　　　　　　　　　 183　　　　　　　　　　　　60









由此可见，官方鼓励移民的先生们冲淡气氛为时总共不过四年（1906—1909年）。以后就开始了新的危机，因为移民人数大大下降，而“倒流”人数又急剧增长（36％和60％）。这毫无疑问意味着一场危机，而且是极端严重的、范围要广泛得多的一场危机。

倒流的移民占36％和60％，这说明无论是在俄国欧洲部分还是在西伯利亚危机都在加剧。回到俄罗斯本土来的是那些失掉了一切、怨气冲天的最不幸的贫苦农民。西伯利亚的土地问题本来就十分尖锐，所以，尽管政府拼命努力，还是无法安排好数十万移民。

可见，以上引证的材料无可争辩地说明，用移民的办法来挽救俄国1905年的农业危机，只是使危机推迟一个极短的时期，而其代价是接踵而来的比过去一个时期尖锐得多、范围大得多的危机。

一个曾经在林业部门工作了27年、对西伯利亚移民工作特别熟悉的官员阿·伊·科马罗夫先生写了一本小书《移民工作的真相》（1913年圣彼得堡版，定价60戈比），这本小书很有意思地证实了这个根据政府枯燥的统计材料得出的结论。

这本小书主要是由作者在1908—1910年用笔名在《新俄罗斯报》[77]上发表的小品文编辑而成。在这些小品文中，作者以“善意而诙谐的笔调”叙述了“国家这样地侵吞，或者更确切些说是破坏西伯利亚土地和森林的情况，与此相比，以前对巴什基尔土地的侵吞就实在是微不足道了”。

作者的观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官员的观点，他看到“移民工作的混乱”（这是他在报纸上发表的小品文的标题），看到当地居民和移民被掠夺一空，一贫如洗，看到“所谓合理的林业遭到彻底破坏”，看到移民逃回俄罗斯本土并形成了一支“几十万”“俄罗斯流浪者”大军，看到极端的愚钝、官僚习气、告密制度、侵吞公款、整个工作乱七八糟等等现象，感到非常绝望。

虽然这些小品文是用“善意而诙谐的笔调”写成的，或者确切些说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把这些小品文收集在一起就使人产生一种极强烈的印象，感到旧的、农奴制的官僚习气乌烟瘴气，令人窒息。在这种情况下，用这样一些手段和办法来推行并由这样一些社会人士来指导的资产阶级新土地政策，就只能遭到失败。

下面就是首席大臣斯托雷平与农业和土地规划管理总署署长克里沃舍因先生1910年8月到西伯利亚去巡视的情景。在“泰加”车站，他们在大臣专车的门口发表了演说……“一切都很好，因而一切都很顺利”。


　　这位官场老手写道：“这是一次滑稽的巡视。这次巡视很象女皇叶卡捷琳娜到新罗西亚去的那次巡视；而且，根据彼得堡的命令，波将金的角色由托姆斯克省移民和土地规划署署长舒曼先生扮演……这使我最后决定放弃官职来出版这本小册子。”



　　可怜的心地善良的小官员终于忍耐不住了！下面是移民浪潮达到最高点时移民工作混乱的情景：


　　“移民地段还没有准备好，通向这些地段的道路还没有修好，移民站还在建设中……移民开始在林区随意占据他们所看中的地方，夺取以前划为贵族在西伯利亚的地产的代役租土地和预留地等等；这样当然就要驱逐这些肆无忌惮的迁入者了。于是出现了许多悲惨的而且往往是残酷的情景，这些就用不着再描写了。”移民官员们不得不“把几乎是昨天刚刚建设起来的官有林区分成许多小块”。“他们把这些小块土地拿来，碰上哪一块就是哪一块，——不管好歹只求能把那数十个疲惫不堪、倦怠已极的人安置下来，使他们不再纠缠就行，因为这些人老是呆在移民站，长时间地站在移民管理署的门口，成群结队地闯入省管理署。闹得每个办公的地方都不得安宁。”



　　“多少亿卢布”就这样白白地被侵吞、被糟踏了。作者写道：“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必须把移民工作交给将来的西伯利亚地方自治机关。”这位天真的“正直的”俄国官员满以为……地方自治机关能够补缀这件“特里什卡的外套”[78]。下面是林业的情况：“意想不到的幸福降临到”移民身上，他们取得了出售森林的许可；他们把300俄亩建筑用的处女林按17卢布1俄亩出售。1俄亩建筑用的处女林，即使按西伯利亚的价格，至少也值200卢布。还有这样一个情景：移民们把25000根枕木用材按4戈比1根卖给承包人若戈列夫。他1根付了砍伐费5戈比、运费25戈比、轮船运费10戈比。而他却按80戈比1根卖给国家……这就是十月党人的原始积累时代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以及俄国现实生活中的普利什凯维奇精神牢牢地结合在一起！

下面是土地规划的一些情况。米努辛斯克县是“西伯利亚的意大利”。米努辛斯克的当地居民每人平均分得4俄亩土地，总算“体验到了神圣的所有权”。但他们却被禁止使用数万俄亩良田。


　　“最近由于统一安排国家经济，这个意大利不断地遭到——用官方的话来说——‘歉收’…………在叶尼塞斯克县有一条出名的鄂毕—叶尼塞运河，许多年来它已经耗费了国家数百万卢布，但是至今货物运输还不正常，因为这条运河正好是在不应该开凿的地方开凿的……

库林移民区……设立在阿尔泰制盐厂附近的异族人的土地上。如果说这些异族人在土地被没收以后日子很难过，那么新迁入的人生活就苦透了，——这里的水根本不能喝。掘井也不解决问题。于是移民管理署开始钻井，结果钻出来的水更咸。现在这些居民要到离村子7—8俄里的叶尼塞河去运水，因而‘一切都很顺利’……”





　　……一片珍贵的松林被松毛虫吃得干干净净。虫害一开始，林务官就上书请求拨款。当与彼得堡的公函来往还在进行的时候，松林已经完蛋了……这位老林务官写道：“整个所谓的森林管理，简直等于零。”官场中稍微正直一点的人常常因被告密而遭到排挤（第118页），就连那些服务满35年的林务官也不敢说真话，否则“上级”就会向他们厉声斥责：“住口！”（第121页）“卑鄙的蛮不讲理的时代”——善良的科马罗夫先生愤愤不平地说。他认为坏官代替了“好”官才开始有这样的“时代”。

作者在下面一段话里把他所描绘的作了一个概括：


　　“……我所叙述的一切听起来好象都是笑话，但这毕竟是所谓的俄国立宪生活使我们已经听惯了的现实生活中的笑话；难道俄国全部现实生活不就是一则地道的很不体面的笑话吗？”



　　有一个“大胆的”医生说什么返回来的移民不超过6％，科马罗夫先生嘲笑了他的这种说法。我们在上面已经引证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准确数字。
　　科马罗夫先生写道：“对这一点〈返回来的移民人数〉非常非常关心的不是别人，而是俄罗斯的地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返回来的都是些在将来会起可怕作用的人。返回来的不是那些终生当雇农，已经不习惯于去占有那曾经赋予他们（正象赋予神话里的安泰一样）以难以置信的巨大力量的大地的人。返回来的是不久以前的业主，是那些从来也不会想到可以同土地分开的人。这些人正当地怀着一股强烈的怨气，因为他们不但没有得到好的安排，反而破产了；不但他们自己，而且他们所有的家人，都由从前的业主和农民变成了毫无用处的人——这样的人对于任何国家制度都是危险的。1905年以来已经觉醒了的优秀的、有见识的人物，都考虑到了这一点。”



　　1910年春，作者在俄国欧洲部分拜会了一位非常保守的、受作者尊敬和信赖的贵族代表[79]。
　　“他对我说：咳，我们考虑，确实在考虑：我们从乡村被赶到城市来不是没有道理的。庄稼汉象野兽一样怒视着我们。青年人几乎全是些流氓。而现在从你们西伯利亚回来的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完全豁出去了。”最善良的科马罗夫先生继续写道：“在许多来向我询问‘有关西伯利亚土地情况’的人当中，有一个我已经记不起来的童年时代的朋友。我们曾经在一块玩过羊拐子游戏和打棒游戏，后来又在一块斗过拳。唉，现在他已经不是我过去斗拳时的伙伴了，而是一个秃顶的、长着一大把密密麻麻的花白胡须的稳重的庄稼汉。这次相遇，使我对最亲爱的彼得·费多罗维奇格外了解了。我们一起交谈，回忆往事，我还提到了1905年。这里应该指出，在这个时期，许多县里地主的庄园被烧毁，贵族的领地被毁坏，我们县就是其中被毁坏得特别厉害的一个，所以从我这方面来说，就十分自然地责备起我的朋友来了。记得我对他大致是这样说的：

——天晓得你们在1905年都干了些什么！你们本来可以干得好得多……

在谈这一点的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的土地问题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对于任何一个稍微熟悉一点政治经济学的人来说都是根本不能接受的。我得到的回答是：

——你这话很对……你这样说是对的……我们本来不应该这样做。

——那么，这就对了，——我心平气和地说，为我们终于互相了解而感到高兴。

——对，对……我们真是失算了……我们一个人也不应该放走……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说应该不让一个人漏网……要消灭干净……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脸很和蔼，微笑着；在他那双明亮的、善良的、孩子般天真地微笑着的眼睛外角，出现了一些令人同情的皱纹……

但是我坦白地承认，我真有些不寒而栗，毛骨悚然：如果这些好心肠的人都是这样，那么那些返回来的，那些出卖了自己的份地、要永远颠沛流离的人又会怎样呢？！

啊，已故首席大臣和十月党人先生们向俄国提出的这个‘寄希望于强者’，由于移民工作的混乱，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给现实生活带来许多悲惨的景象。”（第75页）





　　我们就谈到这个心平气和的、最善良的知识分子同这个和蔼的、善良的、天真的、稳重的、秃顶的庄稼汉的这次谈话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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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新俄罗斯报》（《Новая　Русь》）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日报《俄罗斯报》的续刊。《俄罗斯报》于1903年12月在彼得堡创刊，编辑兼出版者是阿·阿·苏沃林。在1905年革命时期，《俄罗斯报》接近立宪民主党，但是采取更加温和的立场。1905年12月2日（15日）《俄罗斯报》被查封，以后曾用《俄罗斯报》、《评论报》、《二十世纪报》、《眼睛报》和《新俄罗斯报》等名称断断续续地出版，1910年停刊。——123。



[78]特里什卡的外套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同名寓言。这则寓言说，特里什卡用挖东墙补西墙的办法补缀自己的外套，结果愈弄愈糟，把外套改得比小坎肩还短一截。——124。



[79]贵族代表是由一省或一县的贵族选举产生的，负责处理本省、本县与贵族有关的一切事务，并担任地方自治会议主席一职。——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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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党派的斗争

（1913年4月28日〔5月11日〕）

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中世纪的旧制度和维护这个制度的政府。在中国建立了共和制，这个伟大的亚洲国家（长期以来，这个国家一成不变，停滞不前，曾使各国黑帮分子感到高兴）的 第一届国会
 ——中国第一届国会已经选了出来，召开了会议，并且已经开了几个星期。

在中国国会的两院中，孙中山的拥护者国民党人[80]在众议院略占多数；要是拿与俄国情况相当的用词来说明这个党的实质，应该把它叫作激进民粹主义共和党，也就是民主派政党。在参议院，拥护这个党的占较大的多数。

和这个党对立的是一些较小的温和派或保守派政党。它们的名称很多，如“进步党”［81］等等。事实上， 所有
 这些政党都是 反动派
 的政党，即官僚、地主和反动资产阶级的政党。它们都倾向于愈来愈摆出一副独裁者架势的中国立宪民主党人——共和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袁世凯的行径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模一样，昨天他是一个保皇派，今天革命民主派胜利了，他成了一个共和派，明天他又打算当复辟后的君主制国家的首脑，也就是打算出卖共和制。

孙中山的党依靠的是中国工商业最发达、受欧洲影响最大、最先进的 南方
 。

袁世凯的党依靠的则是中国落后的 北方
 。

最初几次冲突的结果是袁世凯暂时取得了胜利：他把所有“温和派的”（即反动派的）政党联合起来，分化出部分“国民党人”，使 自己的
 候选人当上国会众议院议长[82]，并且 不顾
 国会的反对，签订了向“欧洲”即向欧洲亿万富翁这些骗子借款的 债约
 [83]。借款的条件很苛刻，简直是重利盘剥，是以盐业专卖收入作为担保的。借款将使中国遭受凶残的、极端反动的欧洲资产阶级的奴役。这个资产阶级只要有利可图，就准备扼杀任何民族的自由。将近有25000万卢布的借款为欧洲资本家提供巨额利润。

对欧洲无产阶级怀着反动的恐惧心理的欧洲资产阶级，就这样同中国各个反动阶级和反动阶层结成了联盟。

对孙中山的党来说，与这个联盟进行斗争是很艰巨的。

这个党的弱点是什么呢？弱点是它还 不能充分地
 吸引中国 广大
 人民 群众
 参加革命。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弱小，所以没有一个能够坚决而又自觉地将民主革命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先进阶级。由于没有无产阶级这个领导者，农民非常闭塞、消极、愚昧、对政治漠不关心。虽然革命推翻了旧的腐朽透顶的君主制，虽然共和制取得了胜利，但是中国却 没有
 普选权！国会选举是有资格限制的，只有那些拥有将近500卢布财产的人才有选举权！由此也可以看出，吸引真正广大的人民群众来积极支持中华民国这件事还做得 很差
 。如果没有 群众
 的这种支持，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坚定的先进阶级，共和国就 不可能是
 巩固的。

尽管中国革命民主派的领袖孙中山有很大缺点（由于缺少无产阶级这个支柱而耽于幻想和优柔寡断），中国革命民主派在唤醒人民、争取自由和建立彻底的民主制度方面还是作出了许多贡献。孙中山的这个党只要能吸引愈来愈广泛的中国农民群众参加运动和参加政治斗争，它就能逐渐成为（与这种吸引程度相适应）亚洲进步和人类进步的伟大因素。不管那些依靠国内反动势力的政治骗子、冒险家和独裁者可能使这个党遭到什么样的失败，这个党的工作是永远不会徒劳无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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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国民党人是我国民国初年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的成员。国民党是由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行会、国民公党等小党派合并组成的，于1912年8月25日成立。该党奉孙中山为理事长，由宋教仁主持党务。“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于1913年11月4日被袁世凯下令解散。——128。



[82]当选国会众议院议长的是汤化龙。——129。



[83]指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政府与英、德、法、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2500万金镑，年息5厘，实收八四折。——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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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关于“安抚”农村的声音

（1913年4月28日〔5月11日〕）

如果说《新时报》完全当之无愧地享有一家极其无耻的报纸的“荣誉”，既迎合赚钱的昧心交易，又讨好政府和发号施令的地主阶级，那么该报的撰稿人缅施科夫就加倍地享有这种荣誉，并且加倍地当之无愧。

根据缅施科夫的文章往往可以确切无误地断定，究竟在官僚的、资本家的或贵族老爷的彼得堡，是哪些“人士”在向他订购这篇或那篇文章。前不久，人们向这个缅施科夫订购了一篇文章，要他维护“贵族的”国务会议，反对所谓的“民主”改造国务会议的计划。这篇文章显然是地主达官显贵的订货。听一听地主就臭名远扬的“安抚”农村问题发出的呼声，那是更有教益的。

“到彼得堡来的外省人、地主和社会活动家经常到我这里来……”——缅施科夫郑重地说。究竟是地主到他那里去，还是他到显赫的地主家的前厅去，那是另外的问题。不管怎样，他唱的是地主的调子，而他的文章的可贵也只是在于介绍了地主的露骨言论。

地主接着发出呼声：“如果相信他们说的话，——怎么能不相信他们呢——1905—1906年的普加乔夫暴动根本没有停止。它沉寂下来了，它采取了其他的不太轰动的形式，但是仍然在继续自己的破坏活动。诚然，农民已经不象过去那样成群结队地赶着马车来抢劫和焚毁地主的庄园，但是纵火事件还是不断发生，不是烧房子，就是烧打谷场、板棚、粮仓和大垛小垛的粮食。最令人愤慨、最肆无忌惮的为非作歹的事情仍在不断发生……在我们建立起议会的7年当中，反对农村无政府现象的斗争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缅施科夫在《新时报》上就是这样写的。显然，人们向他订货，是要他为采取新的措施来镇压和惩治黑帮-十月党人阵营通常所说的“流氓”制造“舆论”。但是，地主的走狗在完成订货时却泄露了地主的真实情绪和他们惶惶不安的真正原因。

地主老爷们正打算用新的惩治法令和条例来对付根本没有停止而是采取了其他形式的1905—1906年的“普加乔夫暴动”[84]，——这一点我们要记录在案并牢记不忘。

只有一点有些奇怪。在1905年和1906年，政府和贵族联合会硬要自己和别人都相信：“普加乔夫暴动”是村社土地占有制造成的结果，是农民中土地私有制不发达的结果。而现在，所有的政府代理人，所有的政府党，所有的政府报纸，都喋喋不休地大谈村社的涣散和崩溃，大谈新的土地规划和在农民中推行土地私有制的“巨大”成就。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那种似乎由村社引起的“普加乔夫暴动”就应该停止了！如果象地主通过缅施科夫之口要人相信的那样暴动“根本没有停止”，那就说明问题根本不在于村社，也就是说，所谓的“新的土地规划”的成就只不过是神话而已。

地主老爷们所吹嘘的政策已经破产，这一点至少是肯定无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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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普加乔夫暴动即1773—1774年顿河哥萨克叶·伊·普加乔夫领导的俄国农民战争，这里用作农民起义的代称。——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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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标派和民族主义

（书刊评述）

（1913年4月）

《俄国思想》杂志[85]是一种乏味的杂志。这个杂志只有一点使人感兴趣。那就是为它写文章的是“路标派”自由主义者，即有名的叛徒文集《路标》的撰稿人和支持者；在这本文集中，昨天拥护自由的人竟诋毁和诬蔑群众争取自由的斗争，并且把民主派工农群众描绘成一群受“知识分子”支配的乌合之众，——这是一切黑帮分子玩弄过的老一套手法。

俄国自由主义的“有教养的社会”转向反对革命、反对民主。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1905年以后必然的趋势。工人的独立精神和农民的觉醒使得资产阶级大吃一惊。资产阶级，特别是最富有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剥削者的地位，拿定主意：宁要反动，也不要革命。

正是财主们的这种自私的阶级利益在自由派中间激起了一股来势汹汹的巨大的反革命潮流，一股反对民主而维护一切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以及一切黑暗势力的潮流。

自由派的这种背叛变节行为并没有使觉悟的工人感到惊奇，因为工人从来就没有对自由派有过特别好的看法。但是留心自由派叛徒在鼓吹些什么，留心他们想用什么样的思想去同民主派特别是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那是有好处的。


　　伊兹哥耶夫先生在《俄国思想》杂志上写道：“俄国知识界过去确信，而且现在大部分人也还确信，欧洲生活中的基本问题是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伊兹哥耶夫先生把这种思想叫作“不正确的偏见”，同时指出，德国的波兰人在为维护自己的民族而同德国人进行斗争时，形成和发展了一个新的中间阶层，即“民主主义的中产阶级”。伊兹哥耶夫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指社会党人和民主派。自由派不喜欢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看作基本问题。自由派竭力煽动和挑起民族斗争，以便转移人们对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些重大问题的注意力。

其实在“欧洲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中，社会主义居于首位，民族斗争不过居于非常次要的地位，而且民主发展得愈彻底，民族斗争就变得愈弱、愈无害。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一世界现象同东欧一个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它的反动资产阶级的斗争相提并论，那简直是可笑的（何况波兰资产阶级很想利用一切合适的机会同德国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





	载于1913年4月《启蒙》杂志第四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110—111页

















[85]《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国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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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与和平

（1913年5月2日〔15日〕）

上星期日，5月11日（俄历4月28日）在伯尔尼召开的法国和德国国会议员代表会议，再次提醒我们注意欧洲资产阶级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问题。

倡议召开这次代表会议的是阿尔萨斯-洛林和瑞士的代表。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党议员一起出席了会议。出席的资产阶级议员中，很多是法国的激进党人和“激进社会党人”[86]（实际上完全是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大部分是仇视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德国只有很少几个资产阶级议员出席会议。民族自由党人[87]于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之间，类似我国的“进步党（介人”）仅仅寄去了贺词。“中央”党[88]（喜欢玩弄民主的德国天主教小资产阶级政党）有两个人曾答应参加……但是……认为还是不出席为妙！

在会上发言的著名的社会党人中，有瑞士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格雷利希，有奥古斯特·倍倍尔。

会上一致通过决议，谴责沙文主义，声明法国和德国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人希望和平，并且要求通过仲裁法庭来解决国际争端。

代表会议无疑是一次拥护和平的大示威。但是如果相信那些出席代表会议并投票赞成这个决议的少数资产阶级议员的花言巧语，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些资产阶级议员如果真正希望和平，那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谴责德国扩充军备（德国军队即将增加14万人；德国各资产阶级政党无疑会不顾社会党人的坚决抗议而通过政府的这个新提案），同样也应该谴责法国政府把服役期限延长到3年的提案。

资产阶级议员先生们是不敢这样做的。他们更不会坚决要求实行民兵制，即以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这个措施虽然还没有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但它却是唯一能够使军队民主化、使和平问题真正有所进展（哪怕只是进展一步）的措施。

不，欧洲资产阶级出于对工人运动的恐惧，慌忙抓住军阀和反动派不放。为数极少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无力坚决要求和平，更无力确保和平。政权掌握在银行、卡特尔和整个大资本的手中。和平的唯一保障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自觉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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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指法国最老的资产阶级政党激进社会党（全称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该党于1901年6月成立，作为派别则于1869年形成。该党宗旨是一方面保卫议会制共和国免受教权派和保皇派反动势力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它基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党内大资产阶级影响加强了。党的领袖曾多次出任法国政府总理。——135。



[87]指德国民族自由党的成员。



民族自由党是1866年由分裂出来的进步党右翼组成的，起初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1871年起成为全德资产阶级的政党。民族自由党是容克-资产阶级联盟的支柱之一。它的纲领规定实行公民平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德国工人运动加强的情况下，该党就不再为这些要求而斗争，仅满足于奥·俾斯麦的不彻底的改革。它积极支持殖民扩张和军备竞赛以及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力求实现德国垄断组织的掠夺纲领。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该党不复存在。在它的基础上成立了德国人民党。——135。



[88]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里的天主教派党团联合而成，因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在会议大厅的中央而得名。中央党通常持中间立场。——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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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罢工的教训

（1913年5月2日〔15日〕）

大家知道，比利时工人的总罢工[89]只获得了一半的胜利。到目前为止工人争取到的只是教权派政府答应任命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要审查的，不仅有地方的选举权问题，而且有全国的选举权问题。最近比利时首相在众议院答应将在5月间任命这个委员会。

当然，首相的诺言（同“上层人物”的一切诺言一样）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总的政治形势没有证明总罢工已经把一个毫不调和的、很难改变的、顽固不化的教权主义的（黑帮僧侣的）旧“秩序”打开了一个缺口的话，那就连一个小小的胜利也谈不上。

罢工的成果与其说是表现在对政府的这一小小的胜利上，不如说是表现在比利时工人阶级群众在组织、纪律和斗争热情方面的成就上。比利时工人阶级证明，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社会党的口号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要来一次罢工！”这是一位工人领袖在罢工期间所说的话，这句话表明群众已经认识到他们牢牢地掌握着罢工这个武器，并准备再一次使用它。而这次罢工向比利时的资本家老爷们证明，罢工会使资本家遭受多么大的损失，如果比利时的资本家不愿意无可救药地落在德国资本家以及其他国家的资本家后面，那么作出让步又是多么必要。

在比利时早就确立了巩固的立宪制度，政治自由早就成了人民的财富。工人有了政治自由，就有了宽广的道路。

那么，造成罢工成绩小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在比利时的一部分社会党人中，特别是在一部分社会党人议员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占优势。这些议员一向习惯于同自由派结成联盟，觉得他们的一切行动都要依赖自由派。因此在决定罢工的时候他们就动摇，这种动摇不能不妨碍整个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不能不妨碍这种斗争的力量和规模。

少效法自由派，少信任他们，多相信无产阶级有独立地、奋不顾身地进行斗争的能力——这就是比利时罢工的第一个教训。

招致局部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比利时的工人组织软弱无力，党软弱无力。比利时的工人政党是政治上有组织的工人同政治上没有组织的工人以及同“纯粹的”合作社工作者和工会工作者等等结成的联盟。这是比利时工人运动的一个大缺点。叶戈罗夫先生在《基辅思想报》[90]上，取消派在《光线报》上，都毫无理由地忽略了这一点。

多注意社会主义宣传，多做工作去建立一个坚强的、能坚持原则并忠于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党的组织——这就是比利时罢工的第二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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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比利时工人于1913年4月14—24日举行总罢工，要求修改宪法并争取普遍平等的选举权。罢工规模巨大，在总数为100多万的工人中，参加者达40—50万人。——137。



[90]《基辅思想报》（《Киев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文学报纸（日报），1906—1918年在基辅出版。1915年以前，该报每周出版插图附刊一份；1917年起出上午版和晚上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该报采取护国主义立场。——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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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和民族问题

（1913年5月3日〔16日〕）

俄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政府的政策，即得到资产阶级支持的地主的政策中，充斥着黑帮民族主义。

这种政策的矛头是指向俄国多数民族的，这些民族在俄国人口中占多数。同时，其他民族（波兰族、犹太族、乌克兰族、格鲁吉亚族等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也在抬头，竭力用民族斗争或争取民族文化的斗争使工人阶级脱离他们伟大的世界性任务。

对于民族问题，一切觉悟的工人必须有明确的提法和解决办法。

资产阶级过去曾同人民一起，同劳动者一起为争取自由而斗争，那时它是维护民族的完全自由和完全平等的。先进的国家如瑞士、比利时、挪威等，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几个自由民族怎样和睦相处或者和平分离的榜样。

现在资产阶级却害怕工人，想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同反动派勾结，出卖民主，维护民族压迫或民族不平等，用民族主义的口号腐蚀工人。

在今天，只有无产阶级才坚持真正的民族自由和各民族工人的统一。

为了使各民族自由地和睦相处，或者自由地和平地分离（如果这样做对他们更合适的话）而组成不同的国家，那就必须有工人阶级所坚持的完全的民主。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得享有任何特权！对少数民族不能有丝毫的压制，不能有丝毫的不公平！——这就是工人民主的原则。

资本家和地主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分化各民族的工人，而这个世界上的强者自己，却相处得很好，这些“收益丰厚”、拥有百万巨资的“企业”（象勒拿金矿之类）的股东——无论是正教徒还是犹太人，无论是俄国人还是德国人，无论是波兰人还是乌克兰人，只要是拥有资本的，都在同心协力地剥削各民族的工人。

觉悟的工人主张在所有一切教育组织、工会组织、政治组织或其他工人组织内，各民族的工人都应当完全统一。让立宪民主党的先生们去否认或者贬低乌克兰人的平等权利而自取其辱吧。让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拿民族文化、民族任务等等的骗人的空话去自我安慰吧。

工人决不允许用民族文化或“民族文化自治”这样的甜言蜜语来分化工人队伍。各民族的工人必须在共同的组织内，同心协力地去维护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平等，——这才是真正的文化的保证。

工人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创造自己的国际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早已由宣传自由的人们和对压迫进行反抗的人们作了准备。工人正在建设一个各民族劳动者团结一致的新世界，一个不容许有任何特权，不容许有任何人压迫人的现象的世界，来代替充满民族压迫、民族纷争或民族隔绝的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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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和结社自由

（1913年5月4日〔17日〕）

矿业代表大会[91]赞成结社自由。自由派资产阶级最大的报纸之一《基辅思想报》就这件事写道：


　　“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功绩就是宣布工人有组织起来的权利，对工人的结社自由的要求加以支持。俄国工人运动在1908—1909年中断以后重新活跃起来了，它所遭受的镇压也就更加厉害、更加频繁，因此，结社自由的要求就愈来愈成为工人阶级群众的要求了。可是直到目前为止，只有工人才承认结社自由的要求是当前的口号。自由派人士对这个口号非常冷漠。现在，这次有不少工业家参加的代表大会对工人阶级的要求不得不表示道义上的支持。”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自由派利用他们发行很广、营私牟利的报刊来削减工人阶级提出的要求和口号。自由派很清楚，工人的“当前的口号”是另外的一些没有被削减的口号。自由派把自己的自由主义狭隘观念强加给工人，硬说这是工人“群众”的意见。自由派资产阶级不愿意考虑造成政治特权和政治上无权的根源，却把责任推到看来好象是不觉悟的群众身上，这是他们一贯使用的老手法！这是“自由派”农奴主的手法，他们在半世纪以前就说完全废除地主的特权不是“群众”的“当前的口号”。值得注意的是，自由派自己暴露了自己。他们说，代表大会的要求是不完全的。为什么呢？请听吧：


　　“代表大会赞成结社的权利，但是它不能不坦白承认：要实现这个权利，首先必须具备一系列法律条件。在没有一般的结社自由的地方，就不可能有成立工会组织的自由。只有在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刊物能够自由出版的地方，工人刊物才能自由出版。在行政当局独断专行而居民群众不能参加立法机构的选举的地方，结社自由就不可能实现。代表大会如果想成为彻底的代表大会，它就应该指出实现这些条件的必要性。”



　　这么说，代表大会是不彻底的了。代表大会的不彻底性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它没有把某些改革提出来，——自由派这样回答。那么，先生们，你们统统都提出来了吗？

当然没有！你们只说到“实现”某些自由“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但是你们并没有把这些条件说出来。你们在这些条件面前裹足不前。你们现在害怕“工人阶级群众”的口号——要“全面改革”，不要某些改革。你们实质上是在坚持司徒卢威的观点。在10月17日之前的那个春天，司徒卢威接受了这个口号，但是现在他又不接受了，因为整个资产阶级，甚至最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都向右转了。

类似的情况在废除农奴制的时候也有过。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公正地嘲笑了自由派的改良主义，说他们总是想用改良主义来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维护地主的一点特权，如赎金等等。

自由派力图把他们推行内容贫乏的改良主义归咎于“工人阶级群众”，那真是枉费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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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指全俄矿业、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第二次代表大会。



全俄矿业、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3年4月17—24日在彼得堡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756人，其中包括各高等技术学校、俄国技术协会各部以及矿业工程师协会等单位的代表。大会设立矿业、机器制造业、冶金业和农机制造业、工艺学等小组。代表大会的工作主要是在小组里进行的。有些问题则在各小组联席会议上讨论。会上共宣读了156篇报告，其中包括《工人的生命和健康保护措施》、《矿工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工厂管理的科学原理》等。——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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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业和建筑工人

（1913年5月4日〔17日〕）

随着最近几年俄国工业的高涨，建筑工业象通常一样也得到[92]了迅速的发展。不久前，《财政通报》杂志就这个问题向俄国158个城市的市政管理委员会进行了调查（询问）。韦谢洛夫斯基先生[93]在《俄罗斯言论报》上引证了这次调查中有关每年建筑和改建的房屋幢数的材料：





	　　1907年……………………119611908年……………………13709

1909年……………………15093

1910年……………………16674









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建筑工业增长了将近50％！在这次工业高涨中，资本家老爷们获得了巨额利润，这从砖的价格上就可以看出来。在彼得堡，每1000块砖的价格达到33卢布，而在工业更发达的莫斯科，则高达36卢布。

有制砖厂的城市仅仅有50—60个，因此，与建筑资本家的贪得无厌作斗争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由于选举资格的限制，由于根本没有选举自由等等，我们的一些城市就完全落到了一小撮巨头的手里，他们认为自己腰包的利益就是城市的利益。

工地上混乱不堪，马虎大意，视人命若儿戏，大家都知道的许多正在建筑的房屋的倒塌就证明了这一点。建筑业繁荣了，也就是说，成千上万的卢布落入了包工头、工程师、资本家的腰包，工人为资本祭坛作出了大量的牺牲，——这就是工业“高涨”的意义。

而几十万建筑工人的境况又怎样呢？

关于他们的工资，我们从调查中可以看到如下情况。建筑工人的日工资按城市大小的不同而不同，具体数字如下：





	　　城市居民数　　　　　　　　　　建筑工人的日工资不满5 000人的…………………………1卢布33戈比

　5 000—10 000人的…………………1卢布36戈比

10 000—25 000人的…………………1卢布41戈比

25 000—50 000人的…………………1卢布53戈比

50 000—75 000人的…………………1卢布56戈比

75 000—100 000人的……………… 1卢布87戈比

100 000人以上的………………………1卢布80戈比









甚至在一些最大的城市里，一个工人一昼夜的工资还不到2卢布！可以想象得到，这些工人在目前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在必须供养往往是住在另一个城市或乡村的家眷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该是多么贫困。此外，建筑作业是季节性的，不是全年都能进行。一个工人必须在几个月的劳动中挣够足以养活家眷和自己的全年费用。

工人生活贫困，完全没有保障——这就是上述数字所说明的问题。

建筑工人要比工厂工人更难于团结和组织起来。因此，先进工人应当更加迫切地关心教育和团结建筑工人的问题。除了向自己的工人报纸、自己的工会、自己的更有觉悟的无产者同志寻求帮助以外，建筑工人是不能从别的地方得到帮助的。





	载于1913年5月9日《真理报》第10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151—152页

















[92]《财政通报》即《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Финансов，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Торговли》）是沙皇俄国财政部的刊物（周刊），1883年11月—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1885年1月前称《财政部政府命令一览》。该杂志刊登政府命令、经济方面的文章和评论、官方统计资料等。——143。



[93]《俄罗斯言论报》（《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是俄国报纸（日报），189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第1号为试刊号，于1894年出版）。出版人是伊德·瑟京，撰稿人有弗·米·多罗舍维奇（1902年起实际上为该报编辑）、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彼·德·博博雷金、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瓦·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等。该报表面上是无党派报纸，实际上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曾拥护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家公开的反革命报纸。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查封，其印刷厂被没收。1918年1月起，该报曾一度以《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的名称出版，1918年7月最终被查封。——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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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移民工作

（1913年5月4日〔17日〕）

在《真理报》第96号（总第300号）上，我引用了关于俄国移民情况的主要材料 
［注：见本卷第121—122页。——编者注］

 。这些材料截至1911年为止，而且不是1911年全年的（只有11个月）。现在考夫曼先生在《言语报》上援引了不久前公布的官方统计材料中关于1911年全年和1912年的材料。

看来，移民人数增加了，但是增加得很少：从19万人（1911年）增加到1912年的196500人。而返乡移民的人数增加得很多：从36000人（1911年）增加到58000人（1912年）。

这种现象向我们更加深刻地揭示了新土地政策的破产。到目34前为止，移民总人数中有3/4到5/4来自小俄罗斯 
［注：即乌克兰。——编者注］

 和中央黑土地带各省。这是俄国的中部地区，在这些地区农奴制残余最严重，工资最低，农民群众的生活特别艰苦。

这个中部地区即俄国的“心脏”地区的群众，迫于破产、贫困和饥饿，纷纷向外迁移（1907—1909年），但结果有60％的移民又倒流了回来，也就是说，他们破产得更严重了，怨气更大了。

现在别的地区，即在此以前绝少向外移民的伏尔加河流域，也开始掀起了向外移民的浪潮。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于“歉收”，在于1911年的饥荒！！……饥荒席卷了俄国新的地区。饥民又掀起了逃往西伯利亚的浪潮。我们已经清楚，逃到西伯利亚去的伏尔加河流域的农民，继俄国中部地区的农民之后，一定会破产得更严重，怨气更大。

换句话说，向西伯利亚移民实际上已经表明，它既不能在当初拯救俄国中部地区的农民，也不能在目前拯救伏尔加河流域的农民。

“新”土地政策使俄国一个接着一个的地区破产，使一个接着一个地区的农民破产，这就逐渐向全体农民表明：这不是一个真正拯救他们的办法。





	载于1913年5月9日《真理报》第10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153—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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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光线报》和《真理报》的读者注意

（1913年5月5日〔18日〕）

《光线报》和《真理报》不止一次地刊载了工人对这两家报纸编辑部提出的要求：冷静地、明确地说明意见分歧的实质。这个要求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很自然的。因此，不妨看一看这两家报纸的编辑部是怎样满足这个要求的。

《真理报》已经刊载了所要求的说明性文章，其标题为《几个争论的问题》 
［注：见本卷第65—73页。——编者注］

 。这些文章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些文章叙述并说明了党关于几个争论的问题的决定。《真理报》通过这些文章的作者声明说：要想确定争论双方谁是谁非，真理在哪一边，就必须从党的历史中寻找事实和文献，就必须消除一切个人的、一切带有偶然性的东西，并了解争论的社会根源。《真理报》谈到同取消派的争论时说道：问题“不在于个别人的恶意，而在于工人运动所处的历史环境” 
［注：同上，第71页。——编者注］

 。谁想认真地弄清这场争论，谁就必须努力了解这一历史环境。

《真理报》说：“必须了解造成这种混乱和涣散的阶级根源是什么，了解无产阶级朋友中间的这种混乱状态究竟是由非无产阶级人们中的哪些阶级利益所造成的。” 
［注：见本卷第71页。——编者注］



这样提出问题才是严肃的。这样提出问题才直截了当地回答了工人的要求——帮助他们弄清《真理报》和《光线报》之间的重大争论。工人们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就能了解党内生活中的种种事实，就能学会把这一争论中的正确的和原则性的东西同琐碎的和偶然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就会去探索造成混乱的阶级根源。

一个工人也许在知道了事实和反复阅读了各种文献等等之后，最终还是不同意《真理报》的见解，——这就是他本身的观点和经验的问题了。但是，不管怎样，他只要按照《真理报》所提出的方法去做，他就能学到很多东西，并能弄清整个争论。

这就是《真理报》对工人要求了解现存的意见分歧的回答。但《光线报》是怎样做的呢？

在《真理报》刊载谈“几个争论的问题”的一些文章的同时，《光线报》也刊载了一篇阐述同一题目的长文[94]。在这篇长文里，连一个事实也没有举出来，作者根本没有去思考这场争论的社会内容，也没有举出一份可供读者参阅的文献。

连载两期的这整篇长文充满了诽谤和人身攻击。文章中不是向工人读者说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易于激怒”和“极其尖刻”，就是说那个马克思主义者有“超人的”派头，或者说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厚颜无耻”。所有的争论都被说成是出于“个人打算”、“闹地位”和在党内“争夺权力”。同时还顺手造了一个只有官方报刊才会登载的谣言，说什么某些“革命行家”完全错了，因为他们害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争论会使他们失去威信。

用诽谤、无谓的争执、人身攻击来搅乱人们的头脑，从而逃避说明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作者和登载他的作品的报纸的目的。如果这单纯是诽谤，那还不那么太糟。问题在于这是凶恶的叛徒的诽谤。请看，他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的开头谈到“被挑拨者和挑拨性的行为”时，谈到“某些超人在党内对群众实行无耻的独裁”时，写了些什么，请看，他还辱骂1905年的忠诚的活动家为“革命行家”，因为他们的行为是“一切多少有些文化的人们所不能容许的”。这真是同《庶民报》[95]和《路标》文集的言论如出一辙！……

而所有这些并不是登在《新时报》上，而是登在自称是工人报的报纸上的；所有这些就是对工人要求这家报纸认真说明自己观点的答复！除此以外，《光线报》竟然还敢反对论战的激烈形式，夸耀自己是讲究礼貌的楷模，以此来羞辱《真理报》。

我们最殷切地建议那些仍然相信《光线报》与《真理报》不同，是一家主张团结和主张停止内部无谓争执的报纸的工人们，读一读上面提到的那篇长文，并把它同《真理报》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比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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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指1913年4月24日和25日《光线报》第93号和第94号登载的《关于一篇可悲的文章》一文，署名：А.Б.。——149。



[95]《庶民报》（《Земщина》）是俄国黑帮报纸（日报），1909年6月—1917年2月在彼得堡出版。——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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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

（1913年5月5日〔18日〕）

25年前，即1888年，制革工人、杰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著作家和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了。

约瑟夫·狄慈根的著作（大部分已译成俄文）有：《人脑活动的本质》（1869年出版）、《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哲学的成果》等等。马克思早在1868年12月5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就已经对狄慈根及其在哲学史上和工人运动史上所占的地位作了极为正确的评价。

马克思写道：“很久以前，狄慈根寄给我一部分关于《思维能力》的手稿，这一部分手稿中虽然有些混乱的概念和过多的重复，但包含着许多卓越的思想，而且作为一个工人的独立思考的产物来说是令人惊叹的思想。”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66—567页。——编者注］



狄慈根的作用在于，他是一个独立地达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即达到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工人。狄慈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学派的创始人，这一点对于评价工人出身的狄慈根是非常重要的。

早在1873年，当时了解马克思的人还不多，约瑟夫·狄慈根就说马克思是一派之首。约·狄慈根着重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必要的哲学教养”。1886年，即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出版后过了很长时间，狄慈根在文章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派的“公认的创立者”。

为了评价资产阶级哲学即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包括“马赫主义”）的一切追随者，记住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这些人正想抓住约·狄慈根观点上的“某种混乱”。约·狄慈根本人是会嘲笑和唾弃这种崇拜者的。

工人们要想成为有觉悟的工人，应该阅读约·狄慈根的著作，但一刻也不要忘记，他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并不总是正确的，只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才能学到哲学。

约·狄慈根是在简单化的、庸俗的唯物主义传播最广的时期从事写作的。所以，约·狄慈根特别强调唯物主义的历史演变，强调唯物主义的辩证性质，即强调必须从发展的观点出发，必须懂得人的每一种认识的相对性，必须懂得世界上一切现象的全面联系和相互依存，必须把自然历史唯物主义提高到唯物主义历史观。

约·狄慈根在强调人的认识的相对性时往往陷于混乱，以至错误地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作了让步。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是在或多或少巧妙地维护僧侣主义，僧侣主义则是一种认为信仰高于科学或者同科学平分秋色，或者总是给信仰让出一席之地的学说。不可知论（来自希腊文，“α”是不的意思，“γιγνωσχω”是知的意思）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摇摆，实际上也就是在唯物主义科学和僧侣主义之间摇摆。康德的拥护者（康德主义者）、休谟的拥护者（实证论者、实在论者等等）和现代的“马赫主义者”都属于不可知论者。因此某些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如彻头彻尾的蒙昧主义者和僧侣主义的公开拥护者，都曾试图“利用”约·狄慈根的错误。

但是整个说来，约·狄慈根是唯物主义者。狄慈根是僧侣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敌人。约·狄慈根写道：“我们同过去的唯物主义者只有一个共同点：承认物质是观念的前提或基原。”这个“只有”也就是哲学唯物主义的实质。

约·狄慈根写道：“唯物主义认识论在于承认：人的认识器官并不放出任何形而上学的光，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反映自然界的其他部分。”这也就是人在认识永恒运动着的和变化着的物质方面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这个理论引起了整个御用教授哲学的仇恨和恐惧，诽谤和歪曲。约·狄慈根怀着多么深厚的真正革命者的热情抨击并痛斥了唯心主义者教授们和实在论者等等这些“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们”啊！约·狄慈根关于哲学的“党派”，即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公正地写道：“在所有的党派中，最卑鄙的就是中间党派。”

《光线报》编辑部和谢·谢姆柯夫斯基先生（《光线报》第92号）就属于这类“卑鄙的党派”。编辑部作了一个“附带声明”：“我们不同意总的哲学观点”，但对狄慈根的阐述是“正确的和清楚的”。

这是弥天大谎。谢姆柯夫斯基先生无耻地捏造和歪曲约·狄慈根的观点，他所抓住的恰恰是约·狄慈根的“混乱”的地方，而关于马克思对狄慈根的评价则避而不谈。然而无论是最通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党人普列汉诺夫还是欧洲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完全承认这种评价。

谢姆柯夫斯基先生歪曲哲学唯物主义，也歪曲狄慈根的观点，在“一个或两个世界”问题上胡说八道（说什么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亲爱的，请学习一下吧，哪怕读一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 
［注：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1—353页。——编者注］

 也好），而且在世界和现象问题上也胡说八道（似乎狄慈根把现实世界仅仅归结为种种现象；这是对约·狄慈根所进行的僧侣主义和教授式的诽谤）。

但要把谢姆柯夫斯基先生的所有歪曲都列举出来，那是不可能的。要让那些关心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们知道，《光线报》编辑部是马克思主义取消派的联盟。一部分人正在取消地下组织即取消无产阶级政党（马耶夫斯基、谢多夫、费·唐·等人），另一部分人正在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波特列索夫、柯尔佐夫等人），第三部分人正在取消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谢姆柯夫斯基先生及其同伙），第四部分人正在取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崩得分子科索夫斯基、麦迭姆等人，即“民族文化自治”的拥护者），第五部分人则在取消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马斯洛夫先生及其地租论和“新”社会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谢姆柯夫斯基先生和替他打掩护的编辑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令人愤慨的歪曲，只不过是这一文人的“取消派联盟”进行“活动”的最明显的事例之一。





	载于1913年5月5日《真理报》第10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117—120页
















《列宁全集》第23卷


“英国社会党”代表大会

（1913年5月5日〔18日〕）

“英国社会党”1911年创立于曼彻斯特。它是由早先称作“社会民主联盟”[96]的原“社会党”以及若干分散的团体和包括维克多·格雷森这个异常狂热，但缺乏原则、好讲空话的社会主义者在内的一些人组成的。

公历5月10—12日在沿海小城布莱克浦（Blackpool）召开了英国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0名，即不到代表总数的1/3。这种情况，加上多数代表对党的旧领导机构进行的激烈斗争，使旁观者产生了十分不快的印象。英国的资产阶级新闻界（正如俄国的资产阶级新闻界一样）竭力搜集该党同它的领导机构进行特别尖锐的斗争的情节，并大肆渲染和宣扬。

资产阶级新闻界是不会关心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斗争的思想内容的。它所需要的只是轰动一时的消息和耸人听闻的丑闻……

而英国社会党内部斗争的思想内容却是非常严肃的。旧的领导机构的首脑是该党的创立人之一海德门。近几年来，他在军备和战争这个重大问题上采取的行动都是无视党甚至反对党的。海德门固执地认为德国要消灭和奴役英国，所以，社会党人应该对建立一支“相当的”（即强大的）舰队来保卫英国的要求加以支持！

社会党人要成为一支“强大”舰队的支持者——而且这里说的是在这样的国家里，它的舰队正帮助这个国家用最无耻的、农奴主式的手段奴役和掠夺3亿印度居民以及数千万埃及和其他殖民地居民。

海德门的这一离奇想法博得了英国资产阶级（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97]）的欢心，这是可以理解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没有与这种卑鄙龌龊的行为妥协（应当说这是他们的可敬之处），而是同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斗争进行了很久而且很顽强；曾试图达成妥协，但海德门不能改悔。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海德门不得不退出领导机构，整个领导机构的成员更换了3/4（以前的8个成员当选的只有2个，奎尔奇和欧文），这种情况应该认为对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是大有好处的。

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反对旧的领导机构的决议。该决议写道：


　　“代表大会向为反对在本国加强军备而进行坚决斗争的法国和德国的同志们致敬，并责成作为国际社会党的组成部分、因而必须服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及后来1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战争的两项决议的英国社会党，在英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力反对扩充军备，力求削减目前用于军备的庞大开支。”



　　决议是严厉的。但是必须把实际情况说清楚，哪怕实际情况非常严峻。英国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起来坚决反对自己的领导机构的种种民族主义罪孽，他们就会丧失同所谓“独立〈即独立于社会主义，但依附于自由党人的〉工党”的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权利。让资产阶级报刊利用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斗争来发泄怒火和装腔作势吧。社会民主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圣人；他们知道，无产阶级往往会从包围着它的资产阶级那里沾染上某种肮脏的病症，——处在肮脏的浑浊不堪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善于运用直率的、大胆的批评来医治自己的党。在英国他们也一定能够把党医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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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一组织是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于1884年8月成立的。参加联盟的除改良主义者（亨·迈·海德门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外，还有一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哈·奎尔奇、汤·曼、爱·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等），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联盟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脱离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忽视这一运动的特点。1907年，英国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英国社会民主党。——155。



[97]指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主要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成员。



保守党是英国大资产阶级和大土地贵族的政党，于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基础上形成。在英国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保守党继续维护土地贵族利益，同时也逐步变成了垄断资本的政党。保守党在英国多次执掌政权。



自由党是英国一个反映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于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形成。自由党在英国两党制中代替辉格党的位置而与保守党相对立。19世纪至20世纪初，自由党多次执政，在英国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16—1922年，自由党领袖戴·劳合-乔治领导了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联合政府。20世纪初，在工党成立后和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下，自由党力图保持它对工人的影响，推行自由派改良主义的政策，但也不惜公然动用军队来对付罢工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由党的势力急剧衰落，它在英国两党制中的地位为工党所取代。——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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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四届杜马的评价

（1913年5月5日〔18日〕）

工人阶级的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对第四届杜马的评价是众所周知的。这一评价既考虑到地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杜马的阶级性质，也考虑到在这届杜马中竭力同统治阶级达成某种协议的政府的性质。

但是，看看右派同时也是地主老爷们自己如何评价本届杜马，也是很有教益的。

在这方面，南方的一些报纸所刊登的同基什尼奥夫市市长西纳季诺先生的谈话是很值得注意的。西纳季诺是个地主，他在第三届杜马里是一个民族党人，而在第四届杜马里则被列入“中派”，也就是说，比十月党人更右些。看来这也是一个最可靠不过的台柱！下面就是他作的评价：


　　“第四届杜马不过是一个空架子，因为坐在国务会议里的人根本不重视人民代表，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说都是违背人民代表意志的。再说一遍，杜马只是一个空架子，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给国家做出什么事情来。我无法用俄语来形容国务会议的所作所为。用法国话来说，这叫作‘怠工行为’……”



　　这位生了气的地主针对杜马和我国政府所说的这番实话值得工人们仔细研究。要知道，一般说来，只有在反动派内部发生争吵的时候，民主派才能从反动派先生们的嘴里听到对于当权的反动势力的制度和“秩序”所作的真实评语。一个地主（或是几个地主）生了气之后，他对国家管理机构和国家制度的地主“秩序”所作的描绘，就象是从社会民主党的传单里搬来的一样！

生了气的右派地主先生，无论是第四届杜马还是第三届杜马都不是空架子，因为它们是为政府做事的，比如说批准政府的预算。但是问题就在于，尽管整个地主阶级和所有资产阶级上层人士都在帮助政府，但是“大车至今还在原地不动”[98]！

政府同地主及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已经具备。杜马正在为这种联盟做可能做的一切。但是仍然一无所成，甚至连一点点象宪制的东西都没有搞出来。旧的国家制度依然如故。大臣们还是那些在“为自己担心”（西纳季诺语）的人，显然，他们不知道他们明天会怎么样，也不知道明天要他们做什么。

无论杜马和国务会议的全部“活动”，还是自由派关于最可怜、最十月党人式的、最细小的改革毫无指望的哀号，以及一个生了气的地主“立法者”的坦率的供词，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当前的俄国，立宪幻想和改良主义的期望都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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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这句话系引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天鹅、狗鱼和虾》。寓言说，天鹅、狗鱼和虾拉一辆大车，天鹅向天上飞，狗鱼向水里拉，虾则向后退，结果大车原地不动。——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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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觉醒

（1913年5月7日〔20日〕）

中国不是早就被公认为是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继俄国1905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席卷了土耳其、波斯、中国。在英属印度，动乱也在加剧。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民主运动现在又遍及荷属印度 
［注：即印度尼西亚。——编者注］

 ，即爪哇岛及其他荷属殖民地，人口共达4000万。

这个民主运动的代表者：第一是爪哇的人民群众，他们在伊斯兰教旗帜下掀起了民族主义运动；第二是资本主义在已经习惯了当地风土人情的欧洲人中间培养的当地知识分子，这些欧洲人主张荷属印度独立；第三是爪哇和其他岛上的数量很多的华侨，他们从本国带来了革命运动。

荷兰马克思主义者万拉维斯泰因在描述荷属印度的这种觉醒时指出，荷兰政府历来的暴政与专横现在正遭到土著居民群众的坚决反击和抗议。

革命前夕常见的现象出现了：各种社团和政党以惊人的速度在产生。政府加以禁止，但却激起更大的怒火，激起运动更加蓬勃的发展。例如，不久前荷兰政府解散了“印度党”[99]，因为该党的章程和纲领提出了争取独立的要求。荷兰的“杰尔席莫尔达”[100]（顺便说说，教权派和自由派都是赞成他们的，因为欧洲自由主义已经腐朽了！）认为这是想脱离荷兰的罪恶要求！当然，被解散了的政党在改换了名称之后又恢复了活动。

在爪哇，产生了土著人的民族协会[101]，这个协会已有8万名会员，并组织了群众大会。民主运动的发展是不可遏止的。

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1905年的运动终于唤醒了亚洲。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工人以关切、兴奋的心情注视着全球各地各种形式的世界解放运动的这种气势磅礴的发展。被工人运动的力量吓坏了的欧洲资产阶级，投到反动势力、军阀、僧侣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怀抱里去了。但是，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以及亚洲各国年轻的、对自己力量充满信心、对群众充满信任的民主派，正在起来代替这些气息尚存但已日趋腐朽的资产阶级。

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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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印度党”即“东印度党”，是印度尼西亚的印尼-欧洲人（印度尼西亚人和欧洲人混血种）的政党，于1912年组成。因其纲领中反映了要求独立的愿望，成立后立即被荷兰殖民者所取缔。——161。



[100]杰尔席莫尔达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这里用作警察专制制度的代名词。——161。



[101]指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联盟。该联盟于1912年成立，前身为“伊斯兰商业联合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联盟发展成为反对殖民统治的群众性组织。——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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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在恢复起来还是在贫困下去？

（1913年5月10日〔23日〕）

一个御用下流文人亚·普—夫先生在官办的《工商报》[102]（第100号）上以《农民是在恢复起来还是在贫困下去？》为题发表了一篇小文章，他自然想证明农民是在恢复起来，并且“无疑地……是在一年年不断地好转”。

特别有教益的是，作者援引的材料恰恰说明了相反的情况！这是御用作家和官方报纸无耻地撒谎的明证！

作者引用的究竟是些什么材料呢？首先要指出的是，他没有明确说明材料的来源。因此我们一分钟也不应相信这个御用下流文人是正确地引用了来源不明的第一手材料。

不过，我们暂且假定他正确地引用了材料。


　　他写道：“有些地方自治机关，例如莫斯科的地方自治机关，为了弄清楚农民是在贫困下去还是在恢复起来，曾经进行了调查（询问）。地方自治机关在各地的通讯员都作了概括性的答复，然后这些答复再被综合起来。”亚·普—夫先生写道：“这许多年（6年）调查的结果，得出了中部地区一个相当有趣的总结数字，这就是：每100个各种不同的答复的情况。”









	

农民经济状况调查答复


 年份　　　上升的　　下降的　保持原有水平的　　答复总数

1907年　　　　15　　　 44　　　　41　　　　　　100

1908年　　　　8　　　　53　　　　39　　　　　　100

1909年　　　　8　　　　64　　　　28　　　　　　100

1910年　　　　21　　　 34　　　　45　　　　　　100

1911年　　　　32　　　 16　　　　52　　　　　　100

1912年　　　　38　　　 15　　　　47　　　　　　100









于是，这位官方报纸的作家得出结论说：“后3年……表明农民的经济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同时《下降的》和《保持原有水平的》两栏内的百分数则相应降低。”

请仔细看一看数字吧。前3年显然有很大的下降。后3年虽然上升了，但是比起前3年的下降来却差得很多！！

亚·普—夫先生自己也承认这种波动是“同收成的波动相符合的”。

为什么他在作总的结论时只提丰收的3年而忘记歉收的3年呢？对于一个在结帐时只说自己的利润而隐瞒亏损的商人，我们叫他什么好呢？我们只好叫他骗子。官方报纸的御用作家先生，这难道不对吗？

现在让我们来做这个并不难做的、除了骗子以外谁都必须这样做的结算工作，即不仅要算利润，而且要算亏损，不仅要算正数，而且要算负数，不仅要算丰收，而且要算“歉收”。为此就要把6年的数字加起来，再用6来除（御用评论家先生，你感到很奇怪，对吗？）。这样就得出反革命的6年的平均数字。

这些数字是这样的，即在100个答复中有：

好的答复（农民“在恢复起来”）20个，不好的答复（农民“在贫困下去”）38个，一般的答复（“保持原有水平”）42个。

结果就是这样。它表明什么呢？

它表明农民正在贫困下去而且正在破产。在反革命的6年内，不好的答复平均几乎比好的答复多一倍！！

如果把这个结论运用到全俄国，运用到2000万农户，那就可以清楚地表明：

6年内有400万农户恢复起来了，760万农户变得贫困了，840万农户仍然保持原有的（即极贫苦的）水平！

而且这是在物价飞涨时期，即在地主和资产阶级攫取大量黄金的时期。

想必农民是会感谢地主杜马和地主政府并为它们祝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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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工商报》（《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Газета》）是1893—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家报纸（日报），1894年以前是《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的附刊。——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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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1913年5月10日〔23日〕）

把标题中的这两个词组作对比，似乎是不合情理的。谁不知道欧洲先进，亚洲落后呢？但是用作本文标题的这两个词组却包含着一个辛辣的真理。

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全面、实行立宪、文明又先进的欧洲，已经进入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时当权的资产阶级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正在衰朽的资产阶级与一切已经衰朽的和正在衰朽的势力联合起来，以求保存摇摇欲坠的雇佣奴隶制。

在先进的欧洲，当权的是支持一切落后东西的资产阶级。当今欧洲之所以先进，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存在，而是由于不顾资产阶级的反对，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使争取美好未来的百万大军日益壮大起来，只有它才能保持和传播对落后、野蛮、特权、奴隶制和人侮辱人现象的无情的仇视心理。

在“先进的”欧洲，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先进的阶级。而活着的资产阶级甘愿干一切野蛮、残暴和罪恶的勾当，以维护垂死的资本主义奴隶制。

欧洲资产阶级为了金融经纪人和资本家骗子的自私目的而支持亚洲的反动势力，这可以说是整个欧洲资产阶级已经腐朽的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

在亚洲，强大的民主运动到处都在发展、扩大和加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在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数亿人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追求自由。这个世界性的运动使一切懂得只有通过民主才能达到集体主义的觉悟工人多么欢欣鼓舞！一切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对年轻的亚洲是多么同情！

而“先进的”欧洲呢？它掠夺中国，帮助中国那些反对民主和自由的人！

请看一笔很简单而又很有教益的帐吧。为了反对中国的民主派，已经签订向中国提供一笔新借款的契约，因为“欧洲”支持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为什么它要支持袁世凯呢？因为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借款数目将近25000万卢布，但要按100卢布折合84卢布的行市计算。这就是说，“欧洲”资产者实际付给中国人21000万卢布；而他们向公众则要去22500万卢布。你看，在几星期内，一下子就赚得1500万卢布的纯利！这岂不确实是一笔很大的“纯”利吗？

要是中国人民不承认这笔借款呢？中国不是建立了共和制而国会中的多数又反对这笔借款吗？

啊，那时“先进的”欧洲就会大喊什么“文明”、“秩序”、“文化”和“祖国”！那时它就会出动大炮，并与那个冒险家、卖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勾结起来扼杀“落后的”亚洲的共和制！

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勾结在一起的。

但整个年轻的亚洲，即亚洲数亿劳动者，却有着一切文明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做他们的可靠的同盟者。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而这一胜利一定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都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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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谈外流的农业工人

（1913年5月10日〔23日〕）

黑帮地主的报纸《新时报》引用了波兰和俄国边境地区的地主关于农业工人外流到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去谋生的值得注意的争论。

外流的人数在迅速增长。据1901年统计，一年中外流218000人。1911年外流74万人，等于1901年的三倍多。1912年外流的人数可能将近80万人。

同时应该指出，除了波兰农民和工人以外，俄国中部地区的俄罗斯工人也开始外流到德国去。“在边境上和在国外遇到图拉人、奥廖尔人和梁赞人现在已经不是罕见的现象。”发给外出从事农业劳动的工人为期10个月的免费出国护照，加剧了这种流动。

这种流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原因是：在受农奴主压制和人民没有权利的情况下，经济生活完全停滞不前，这就使得俄国农民日益破产，俄国的工资愈来愈低。俄国的工资保持在农奴制的低水平上。

俄国农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为62卢布，加上一年粮食的折价46卢布，年工资总共为108卢布。可是在德国，年平均工资为180卢布，差不多比俄国工资高一倍！！（附带说一下，农业工人年工资，在英国为300卢布，而在美国则为500卢布。）

无怪乎有几十万工人从无权、饥饿和贫困的俄国跑到德国去谋生，甚至走得更远，到丹麦、瑞士和法国去。工人们在那里看到了较高的文化、好得多的土地耕作方法，高得多的收成，而主要是看到了政治自由，工人出版和工人结社的自由。

于是，地主老爷们争论不休：一些地主说，我国工人大规模地学习良好的耕作方法，这对业主是有益的。另一些地主则因工人外流使该地的工资提高而表示愤慨。

一般说来，在俄国，特别是在俄国的法令中，后一种地主的意见是占统治地位的，他们希望看到农民能“定居下来”（即束缚在土地上），俯首听命（使他们无处可动），变得粗野无知（使他们看不到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好些，也看不到外国工人是怎样过着较好的生活的）。

幸运的是，不管这些农奴主-地主怎样摧残和毁坏俄国的生活，他们已经无力阻挡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资本主义甚至把俄国的庄稼汉也从他们的穷乡僻壤中拉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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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189号《光线报》社论
[103]



（不早于1913年5月10日〔23日〕）

　　…… 
［注：文章的开头部分没有找到。——俄文版编者注］

 “用一切可用的手段”进行斗争这句话，在任何事情上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约束力。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恰恰相反，这句话倒似乎是故意用来为自由派模棱两可的态度辩护的。什么是“可用的”手段？难道《光线报》社论的作者竟然如此天真幼稚，在政治上如此头脑简单，甚至不知道对俄国自由派来说下流手段是“可用的”吗？？作者是知道的，但是为了美化自由派，他竟闭口不谈。通过对民主派的拙劣欺骗（好一个下流手段！）混进杜马的自由派百万富翁，厂主柯诺瓦洛夫，获准以50万卢布的资金创办“俄国评论”社，创办的目的是通过“进步党人”报纸《俄国评论报》[104]把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纠集在一起。

这是事实。《光线报》是知道这件事的。而且《光线报》同柯诺瓦洛夫之流和他们的雇佣文人一起在关于“用一切可用的手段进行斗争”的决议上匆匆地签了字。我可以问任何一个工人和任何一个识字的农民：在柯诺瓦洛夫之流明明认为只有那些不会使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先生们感到严重不安的手段才是“可用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决议故意用“可用的”这个含糊不清的字眼，就是在欺骗人民，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这是清楚的。柯诺瓦洛夫之流先生们（当然，不仅是柯诺瓦洛夫之流，而且是所有自由派）的全部活动充分证明，他们认为只有那些不破坏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先生们的安宁基础和特权基础的手段才是可用的手段。

本来应该去出席会议，以便第一千次（我们将不厌其烦地这样做）揭露这种骗局，并向天真的、也可以说是无知的或者迟钝的民主派说明，“可用的”这个字眼的“真实含义”何在（或者直言不讳地说，其卑鄙和虚伪何在）。

这是俄国政治词汇中一个最肮脏、最卑劣、最下流的字眼。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来看，“我只承认可用的手段”这种说法是可笑的，因为谁不知道，不可用的东西是不可用的？然而关键恰恰在于这不是一个语言运用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工人们认为可用的，不是柯诺瓦洛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认为可用的。

我举一个反面的例子。工人们认为下面这种“手段”是不可用的：今天宣布罗将柯的发言是“符合立宪精神的”，明天又责骂十月党人（从10月17日甚至更早的时候起一直没有背叛过自己，也没有背叛过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十月党人）是卑鄙的。

我确实知道，工人们认为这种手段和这种手法是“不可用的”下流手段。柯诺瓦洛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则认为这是“可用的”“符合立宪精神的策略”。

现在我举一个正面的例子……可是考虑到……第129条[105]……不，先生们，请允许我在本文、本报或者本杂志上还是不举正面的例子吧！但是，如果我出席会议，如果在会上柯诺瓦洛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答应不告密，我就可以举出生动的、很好的、绝妙的、极有说服力的、既有史实又有统计数字的正面例子！……说真的，要是能够谈谈在一般活动方面，特别是在钱财方面，什么是工人认为可用的，什么是柯诺瓦洛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认为可用的，那一定是很吸引人的……不过，我不这样做……

本来应该去出席会议。那里比“其他场合”可能有更多的言论自由。那里应该建议民主派说出改良主义的害处——从所提问题的角度来看，这正是个机会。这样就会作出两种决议：民主派的决议和自由派的决议，也就是说，对自由派是“不可用的”决议（但对工人和有觉悟的小资产者，至少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则是可用的决议）和对柯诺瓦洛夫之流是“可用的”决议。群众就会看到这两种决议或听到这两种决议，就会对它们仔细地考虑一番，深入分析，开动脑筋。人们就会进行比较和对照。

于是经过一些时候，从被自由派的漂亮话和空话所俘虏的那部分民主派中，就一定会开始分化出一些认为自由派的下流手段“不可用”而可用的则另有某种东西的民主派分子。这同样是一种“共同的行动”，只不过不是和自由派去共同谈论什么自由派“可用的”手段罢了。

的确，《光线报》是由令人厌恶的自由派经营的，但是如果再有几篇象第189号上那样有用的社论，工人们将最终认清这些“坏牧师”。光线报派先生们，继续干吧，悉听尊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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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这篇文章评论了1913年5月7日《光线报》第103号（总第189号）的社论《争取出版自由》。——170。



[104]《俄国评论报》（《Русская　Молва》）是俄国进步党机关报（日报），1912年12月9日（22日）—1913年8月20日（9月2日）在彼得堡出版。——170。



[105]指俄罗斯帝国刑法第129条。该条规定了对公开发表反对沙皇政府的言论者或传播反对沙皇政府的著作者的各种刑罚，直至把他们流放到边远地方服苦役。——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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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的土地规划

（1913年5月16日〔29日〕）

在第四届国家杜马辩论预算时，如往常一样，众说纷纭，废话连篇。马尔柯夫第二拼命同科科夫佐夫捣乱，科科夫佐夫拼命用废话来“祛除”“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预算的农奴制性质，立宪民主党人拼命向轻信的公众证明，似乎科科夫佐夫在第四届杜马里“承认必须重视”的正是立宪民主党人，——所有这一切都是无聊的、虚伪的陈词滥调。

但是在这一大堆废话中，也有点滴的真理。马尔柯夫之流、科科夫佐夫之流、盛加略夫之流力图把它深深地埋藏起来。因此就有必要把它挖掘出来。


　　5月13日科科夫佐夫喊道：“我所以花这样长的时间来谈土地规划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中确实包藏着未来的俄国的全部谜底……”



　　但是现在要谈的不是什么“全部”谜底，也不是笼统的“未来”，而是赋予“官僚”和农奴主-地主以莫大势力的六三体制的未来。在农村旧的结构下我们是保不住政权的，——这些有过痛苦的经验教训的地主就是这样认定的。为了保住政权，必须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把旧农村改造成资产阶级的农村。这就是“土地规划问题”的核心和实质。
　　大臣继续说道：“……政府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它〈土地规划〉能不能带来政府和立法机构所设想的全部益处，未来会表明这一点……”



　　未来会揭示一切和表明一切，这是无须争论的。它会表明农奴主的努力的结果和走在民主运动前列的无产阶级的努力的结果。但是“严肃的”（按照立宪民主党人的尺度来衡量）科科夫佐夫先生的数字根本没有表明任何东西。关于土地规划的申请书在迅速增多，科科夫佐夫对此不胜欣喜，杜马中的右派也不胜欣喜。这类申请书1907年有221000件，1908年有385000件，1909年有711000件，1910年有651000件，1911年有683000件，1912年有1183000件，总共有3834000件。共“安顿了”1592000户。

大臣判断未来的“证据”和材料就是这些。

但是就在5月13日那天，政府的报纸《新时报》引用了1911年萨马拉县的地方自治机关按户调查的材料。在这个县内，“获得地契的农户”数差不多已经达到40％，也就是说已经超过全俄国的平均数。自然，对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县份。

但实际情形是怎样呢？在“获得地契的农户”总数中，真正的独立农庄主不到3％（2.9％），经营独立田庄的只占1C16（6.5％），而拥有零散插花土地的却占9C10以上（90.6％）！！十分之九“获得地契的农户”经营的土地仍然是零散插花的。经营的条件甚至恶化了，因为村社以往还能够通过经常的再分配多少“纠正”一点土地零散插花现象。

仅仅经过了4年，三分之一已立契的土地又转到了别人手中。丧失土地的现象增多了，农民穷得更快了，地界混乱的现象增多了。农村的贫困更加难以想象了。饥荒更加严重了。丧失土地的农民，纯粹的无产者增多了。“也算业主”的贫苦农民增多了，他们既受过去的盘剥之苦，又受声名狼藉的地主的土地规划所带来的土地零散插花现象之苦。

显然，地主对农民的土地的规划解除不了这种盘剥。只有根据广泛的民主原则进行的土地规划才能消除这种奴役。





	载于1913年5月21日《真理报》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5号第23卷第173—174页














《列宁全集》第23卷


扩充军备和资本主义

（1913年5月16日〔29日〕）

英国是世界上最富有、最自由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英国“社会”和英国政府也完全象法国、德国等等国家的“社会”和政府一样，早就在狂热地扩充军备。

现在英国报刊，尤其是工人报刊，引证了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材料来说明资本主义扩充军备的巧妙“把戏”。英国的海军装备特别强大。英国的造船厂（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布朗等等）是世界闻名的。英国和其他国家耗费数亿以至数十亿卢布来准备战争，——当然，这一切都完全是为了和平，为了保护文化，为了祖国和文明等等。

但是，英国的海军将领和保守党、自由党这两个政党的最著名的国务活动家，都是造船、制造火药、代那买特炸药和大炮等等的企业的股东和经理。大量金钱直接流进资产阶级政客的腰包。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国际匪帮，唆使各国人民进行军备竞赛，象剪羊毛似的剥削这些轻信、糊涂、迟钝和顺从的人民！

扩充军备被认为是国民的事业，爱国的事业；原以为大家都会严守秘密。岂不知造船厂和大炮厂、代那买特炸药厂和造枪厂都是各国资本家共同欺骗和尽情掠夺各国“大众”的国际性企业，制造船只或大炮是为了英国能打意大利，同样也是为了意大利能打英国。

真是资本主义的巧妙把戏！文明、秩序、文化、和平——结果却是数亿卢布被造船、制造代那买特炸药等等的企业的生意人和投机者所掠夺！

英国加入了与三国同盟敌对的三国协约。意大利加入了三国同盟。赫赫有名的维克斯公司（英国）在意大利有它的分公司。这个公司的股东和经理通过卖身投靠的报纸以及通过卖身投靠的议会“活动家”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唆使英国反对意大利，又唆使意大利反对英国。他们则从英国工人和意大利工人身上榨取利润，剥削两国人民。

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大臣和议员们几乎都加入了这些公司。真是狼狈为奸。“伟大的”自由党大臣格莱斯顿的儿子就是阿姆斯特朗公司的经理。英国最著名的航海专家和一个“部门”的高级官员海军少将培根，转业到考文垂造炮厂工作，薪金是7000英镑（60000多卢布），而英国的首相只有5000英镑（将近45000卢布）。

当然，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政府就是资本家阶级的管事人。管事人领取优厚的薪金。这些管事人本身就是股东。他们共同在“爱国主义”喧嚣声中悄悄地剪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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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手无策和张皇失措

（短评）

（1913年5月16日〔29日〕）

在现在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准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出现的涣散和瓦解现象，不仅有它的外因（迫害等等），而且有它的内因。在新的形势（六三体制的反革命）下，许多老的“著名的工作者”完全张皇失措了，他们对于这种形势一无所知，束手无策，今天向左明天向右地“摇来摆去”，致使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混乱不堪。

Ａ.弗拉索夫在《光线报》第109号（总第195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是这种张皇失措、束手无策、混乱不堪的典型例子。

Ａ.弗拉索夫的文章既没有一点思想，又没有一点生动的语言。简直是混乱不堪，是束手无策地、一颠一跛地跟着取消派跑，尽管他无力地挣扎着要同他们划清界限。他说我们“以前”有时候“没有工人”也建立过党，又说什么“地下活动多半〈！！？〉可以归结为抽象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他的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制定了党纲和党的策略原则的旧《火星报》[106]的历史（1900—1903年），完全驳倒了这种说法。他还说，现在党的任务是做“公开的工作〈！！？〉，但要秘密地组织这种工作”，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Ａ.弗拉索夫根本不懂得取消派关于“为公开的党而斗争”这个口号的内容是什么，尽管在《真理报》第108号（总第312号）上对于这一点已经第十次作了最通俗的解释。

说《真理报》建议“把原有的党组织的工作作为典范”，这是不对的。Ａ.弗拉索夫以可笑的傲慢态度（“我们是实践家”！）说，“必须规定这种（新的）地下活动的性质，也就是说必须规定策略，哪怕是简单地规定一下也好”。党在1908年12月已经“规定了”自己的策略（而在1912年和1913年[107]又加以确认并作了解释）和自己的组织，从而明确地指出了旧任务和新的准备形式的“典范”。如果Ａ.弗拉索夫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一点，那只好怪他自己，因为他的使命是重复取消派的片言只语，而我们同取消派争论的绝对不是“组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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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农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后的《火星报》为新《火星报》。——178。



[107]指1912年12月26日—1913年1月1日（1913年1月8—14日）在克拉科夫举行的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出于保密考虑定名为二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列宁、斯大林、格·叶·季诺维也夫等，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阿·叶·巴达耶夫、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尼·罗·沙果夫、党的工作者娜·康·克番普斯卡娅、列·波·加米涅夫、Ｂ.Ｈ.洛博娃以及由彼得堡、莫斯科地区、南方、乌拉尔和高加索的秘密的党组织选派的代表。克拉科夫会议是在列宁主持下进行的。他作了《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统一》这两个报告，起草和审订了会议的全部决议，并草拟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这次会议的《通报》。会议通过了关于党在革命新高潮中和罢工运动发展中的任务、关于秘密组织的建设、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工作、关于保险运动、关于党的报刊、关于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关于反对取消主义的斗争和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等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269—288页）。这些决议对党的巩固和统一、对扩大和加强党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对制定在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的条件下党的工作的新方式都起了很大作用。——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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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上涨和资本家的“艰难”生活

（1913年5月17日〔30日〕）

物价不断上涨。资本家联合会不断提高价格，攫取千百万利润，而农民群众则日益破产，工人家庭愈来愈入不敷出，只好节衣缩食，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我国工业界百万富翁的机关刊物《工商业》杂志引用了关于物价上涨的下列材料。根据若干最重要产品的价格的总和而确定的所谓物价指数，表明近几年来物价不断上升。下面就是4月份的材料：





	　　　　　　　　　　　　　　物价指数1908年…………………………2195

1909年…………………………2197

1910年…………………………2416

1911年…………………………2554

1912年…………………………2693

1913年…………………………2729









最近6年来价格由2195上升到2729，也就是说，上升了整整24％！！暗中串通一气的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工人的压榨有了出色的“进步”。

而资本家先生们则在《工商业》杂志上，在政府恩准成立的他们的许许多多的协会和联合会中，继续抱怨对工商业的征税“不合理”！

这真是可笑……只是工人顾不得笑。

可怜的和不幸的工业界百万富翁提出了内阁在关于城市不动产纳税的文件中所引用的以下材料。

1910年，这种财产的收益确定为23900万卢布（当然，这是由官员们以官僚方式确定的，可以想象，可怜的商人阶层隐瞒了多少千万卢布）。1912年，也就是说只过了两年以后，城市不动产的收益已经确定为5亿卢布（只算俄国，不包括波兰王国）。

两年内，城市不动产的纯收益总共增加了25000多万卢布！！据此可以判定，工农极度贫困和饥饿构成的千百万条涓涓细流汇合成一条黄金巨流，源源不断地流进资本家的腰包。

“目前的物价上涨”不外是使一小撮资本家大发横财而使劳动者贫穷、破产和受掠夺的一种现代形式（资本主义的形式）。

可怜的资本家叫苦说，他们担负的税款显然是“不合理的”。真的，请想一想，要收走他们的纯收益的6％。1910年向他们（指俄国，不包括波兰）收税1400万卢布，1912年则为2980万卢布。

两年内从百万富翁身上征收的税款总计大约增加了1600万卢布。

工人同志们，你们想一想：既然纯收入由24000万卢布增加到5亿卢布，也就是说，增加了26000万卢布，那么在两年内难道不应当征收1亿或者2亿卢布的税款吗？难道不应当从得自工人和贫苦农民的26000万卢布的超额利润中，起码拿出2亿卢布来拨给学校和医院以及用于救济饥民和工人保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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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扩充军备

（1913年5月17日〔30日〕）

德意志帝国国会预算委员会一读通过了军事法案。毫无疑问，这个法案是一定会得到批准的。容克（他们同我国的普利什凯维奇和马尔柯夫是一丘之貉）政府和德国资产阶级一起同心协力地“研究”压迫人民的新方法，同时竭力增加杀人武器制造者先生们的利润。军需品和军用装具制造者的生意很兴隆。普鲁士贵族子弟已经在垂涎“增补的”军官肥缺。所有发号施令的阶级都感到满意，要知道，现代议会不就是执行发号施令的阶级的意志的工具吗？

为了替新的扩充军备辩护，通常总是竭力描绘出一幅“祖国”安全遭受威胁的图景。德国首相就是拿斯拉夫危险来吓唬德国庸人，说什么巴尔干的胜利加强了敌视整个“德意志世界”的“斯拉夫民族”！！首相要容克们相信，泛斯拉夫主义，即联合所有斯拉夫人反对德国人的思想，这就是危险的所在。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对这些伪善的、沙文主义的诡计进行了揭露，并且继续不断地在自己的报刊上、在议会的发言中和在各种会议上进行揭露。社会民主党人说，有一个国家，大部分居民是斯拉夫人，它早已享有政治自由并实行了宪制。这个国家就是奥地利。担心这个国家有军事野心简直是荒谬的。

德国首相被社会民主党人逼得没有办法了，就拿泛斯拉夫主义者在彼得堡吵吵嚷嚷地进行示威活动作借口。真是绝妙的理由！制造大炮、装甲、火药以及其他“文明”必需品的工厂主都想发财致富，在德国是如此，在俄国也是如此。而为了愚弄公众，他们又相互以对方为借口。一边拿俄国沙文主义者来吓唬德国人，另一边拿德国沙文主义者来吓唬俄国人！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过是资本家要他们扮演的可怜角色，而资本家很清楚，就连设想俄国会对德国发动战争也是可笑的。

我们再说一遍，德国沙文主义者在帝国国会中肯定占多数。但在德国工人中间愤懑情绪正在增长，他们愈来愈强烈地要求不只是采用议会斗争手段来反对沙文主义者对人民财富的无耻掠夺。值得指出的是，在符腾堡第一选区（斯图加特）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大会对在议会中反对军事法案的斗争不够坚决有力表示遗憾。大会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反抗军火制造者对人民腰包的野蛮进攻。因此，大会期望帝国国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军事法案由预算委员会提交整个帝国国会全面讨论时进行最坚决的斗争，甚至不惜采取阻挠议事的措施。大会认为，迄今为止党在议会外进行的斗争是不够的。大会要求党的执行委员会着手组织能够吸收全体劳动居民参加的活动，包括组织群众性的罢工在内。”



　　工人必须进行更坚决的、进攻性的、群众性的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一点的认识正在缓慢而持续地得到提高。如果说，在议会党团和工人运动的官僚中间有许许多多的机会主义者反对这种斗争，那么，工人群众却愈来愈支持这种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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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的政客手腕

（1913年5月17日〔30日〕）

在预算辩论的多项重要结果中，有一项没有给予足够的评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为我们的政治报刊所注意。这项结果就是：在表决关于结束预算总辩论的提案问题时，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结成了联盟。重要的正是这一联盟的原则性意义。现在回过头来评价这种原则性意义还不算晚，而且应当经常反复给予评价。

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民族党人提出了一项程序提案。《言语报》（第130号）写道：“实质上在这一提案中有着甚至连立宪民主党人也能接受的东西。金融政策、经济政策和铁路政策都遭到强烈谴责。”

这是无耻的谎言。根本谈不上强烈谴责。“不够重视”、“可怕的迟缓”等用语绝对不能算强烈。至于对经济政策等等的谴责——在提案中也是没有的，有的只是黑帮地主对资本家抢夺他们的肥肉抱怨不休而表露的愿望。

认为地主的这个提案是可以“接受的”，同时又分辨不清原则性的批评来自何方——来自右方还是来自左方。这就是自由派卑鄙而又蠢笨的政客手腕的典型。

但是让我们再往下看吧。如果这一提案“实质上”是你们立宪民主党先生可以接受的，那么，你们的政治荣誉和政治良心究竟何在呢？请听他们说的话吧：


　　“但在杜马幕后〈！！〉有人十分明确地〈！！〉说，这一提案是由那些最不支持议会的任何提案的杜马外面的上流社会所授意搞出来的。”（见同一号《言语报》）这一提案是“反对弗·尼·科科夫佐夫而有利于某些宠儿的一种个人斗争的工具”（同上）。



　　要象俄国自由派“社会”那样政治上惊人地缺乏教养，或者更确切些说，要象俄国自由派“社会”那样长期受到粗野教育，才能接受这样的解释！一个自由主义政党，甚至是一个民主主义政党（这可不是开玩笑！）竟然按照幕后消息行事！！而人们竟然不明白自己是在干一桩肮脏的政治勾当，是把自己完全置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新时报派的《有何吩咐报》[108]的水平上，——这真是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

第一，《言语报》自己承认：“民族党人装出有点为难的样子，迫不得已地〈？〉接受了盛加略夫关于用‘政府’一词来代替‘财政部门’一词的建议。”也就是说，提案里没有留下一点点“个人的”痕迹！……

第二，在提案中清楚表述的不是个人的立场，而是黑帮死硬派（说大地主是不确切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原则立场。

第三，一刻也不能怀疑，在马尔柯夫之流、安东诺夫之流（十月党人）到盛加略夫之流的圈子里，个人相互倾轧的现象到处都可以看到。但是如果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认为在马尔柯夫一伙人的政治活动中存在着个人相互倾轧的现象，那么他们当时就应该在杜马讲坛上正式表明态度并对此作出解释。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是杜马中的多数，这就是说他们当时有千百种手段能够做到这一点。有荣誉感和有良心的政治家们本来应当做到这一点！

但是恰恰相反，在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党人以及十月党人和中派127票赞成，右派和民族党人94票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16票弃权的情况下，竟然通过了十月党人“推迟表决”提案的建议！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算马尔柯夫和扎梅斯洛夫斯基是在杜马讲坛的幕后阴谋反对科科夫佐夫，但这是否能证明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讲坛上阴谋拥护科科夫佐夫就正确了呢？这是否能证明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讲坛上胆怯地一言不发，对他们资本家为什么和在哪些方面拥护科科夫佐夫而反对死硬派的问题不作解释就正确了呢？

马尔柯夫是变本加厉地阴谋反对科科夫佐夫还是缓和这种反对，这一点不得而知。

马尔柯夫和扎梅斯洛夫斯基在杜马讲坛上说：打倒科科夫佐夫，因为他欺负地主，把“过分大的”一块肥肉给了资本家。安东诺夫之流和盛加略夫之流则在杜马讲坛上说：马尔柯夫的提案“实质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推迟表决”！

这一事实再好不过地向我们说明了我国玩弄政客手腕的自由派的全部实质。






	　　恩·载于1913年7月14日《工人真理报》第2号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8卷第98—99页

















[108]《有何吩咐报》原来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他的特写《莫尔恰林老爷们》中给对专制政府奴颜婢膝的自由派报刊取的诨名，此处是指《新时报》。“有何吩咐？”是沙皇俄国社会中仆人对主人讲话时的口头语。



关于《新时报》，见注2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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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

（再次提请《光线报》和《真理报》的读者注意）

（1913年5月19日〔6月1日〕）

在《真理报》第102号 
［注：见本卷第148—150页。——编者注］

 上，我曾提请读者同志们注意《光线报》第93号和第94号上的一篇文章。

我把这篇文章与同一时间刊载在《真理报》上的题为《几个争论的问题》 
［注：同上，第65—73页。——编者注］

 的那些文章作了比较。我曾说过：《真理报》在这些文章中给读者提供事实和文献以便解决组织上和策略上的几个争论的问题，而《光线报》在那篇文章中却进行诽谤和人身攻击，这无助于工人明辨争论的是非，而只能搅乱他们的头脑。

我曾说过，那篇文章在谈到1905年的活动家们时所用的语言，同惊慌万状的地主和仇恨工人的自由派的机关报刊上谈到他们时所用的语言一模一样。

《光线报》唆使工人格尔曼来反对我。[109]工人格尔曼是个非常武断而又善于狡辩的人。因此他狠狠地把我责骂了一通，说我“企图把读者同志们引入迷途”，说我讲的都是“明显的谎话”，说我讲的实际上并不存在。工人格尔曼这样把一大堆罪过加在我身上之后，就把《光线报》上刊登过的一系列文章的标题罗列出来，以此作为他的文章的结尾。

好得很！可是，我实际上谈到并引用的《光线报》的那篇文章，他又是怎样对待的呢？关于这篇文章工人格尔曼在他的整篇文章中只字未提；至于我从这篇文章中引用的话是否正确，他也不打算进行争辩；对于我就这篇文章所作的评论，即说它是工人报刊所不能容忍的，他也没有提出任何反驳。怎么能这样呢？我的好人，您痛骂了我一顿，但对我关于《光线报》的那篇文章所讲的任何一句话却不仅没有能够驳倒，而且也不打算这样做。

在第93号和第94号上有没有我谈到的那篇文章呢？有。那么，您有什么权利说“实际上并不存在”呢？

那篇文章是不是充满诽谤和无谓的争执而没有对意见分歧作出冷静的分析呢？您对此不敢提出反驳！那么，您有什么权利怀疑我企图“把同志们引入迷途”呢？

您知道不知道您写了些什么？您有没有考虑过，在您责难一家工人报纸的撰稿人，说他讲的都是“明显的谎话”，说他企图“把读者引入迷途”时，您是应该对您这些话负责的——不是对我负责，而是对所有拥护《真理报》的人，即对它的工人读者们负责。

您出来替《光线报》辩护，反对我指责《光线报》第93号和第94号上刊登的文章没有说明争论的问题，而是用诽谤和“人身攻击”来搅乱读者的头脑。为此，您就在这家《光线报》上进行了一系列毫无根据的责难和明显的诽谤（“一读者”[110]（即我）企图把读者同志们引入迷途），也就是说，您正好做了我因《光线报》第94号上那篇文章而对该报指责的事情。您的文章正好证实了我对《光线报》的指责，而不是驳倒了它。

现在，您可能要说：这全是由于我没有经验。好吧！但是要知道，您的文章是编辑部审查过的。为什么它不向您提出警告呢？为什么它不向您指出，要想责难我，您首先应当驳倒我所谈到的事实，而不应以再一次的沉默来回避这些事实呢？为什么？显然是因为编辑部知道，我就第93号和第94号上的文章所谈的全是事实，要驳倒我是不可能的。于是让您出来一个劲地谩骂，也就是说重新玩弄我在头一篇文章里就指责过的手法。

您——署名“一工人”——在《光线报》编辑部的支配下所扮演的是个好的角色吗？





	载于1913年5月19日《真理报》第11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170—172页

















[109]指1913年5月10日《光线报》第106号刊登的《请工人同志们注意》一文，该文署名是工人格尔曼。——187。



[110]列宁《请〈光线报〉和〈真理报〉的读者注意》一文的署名为《真理报》和《光线报》一读者。——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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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

（1913年5月19日〔6月1日〕）

资本家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收入。他们严守“商业秘密”，外人很难识破财富形成的“秘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谁也不能干预私有者的事情。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原则。

但是，资本早已越出了私有财产的范围，组成了股份企业。数百数千个互不相识的股东合办一个企业；狡猾的生意人总是在“商业秘密”的掩饰下掏自己同伙的腰包，于是私有者先生们就只好屡次吃亏上当。

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必须牺牲自己的一点点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必须用法律来责成股份企业实行正常的报表制度和公布主要的帐目。当然，对公众的欺骗不会因此而中止，只不过采取了另外的形式，变得更加狡猾罢了。大资本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股东们的不大的零星资本汇集起来，变得更加实力雄厚了。现在，百万富翁通过股份公司支配的不仅有自己的百万财产，而且还有追加资本，比如说80万卢布，这些钱可能就是从8000个小业主那里汇集来的。

但是资本主义的丑恶在民众面前却暴露得更加清楚、更加明显了。

例如，我们来看一下俄国保险公司公布的从1902年到1911年这10年间的帐目。

1902年的股份资本为3133万多卢布（在21个股份企业里），1911年的股份资本为3480万卢布（仍在这21个企业里）。通常的情况是：资本的大部分为一小撮百万富翁所有。也许，10个或20个巨头就拥有1800万卢布的股票，由于他们是多数，他们就可以不受限制地支配“小”股东们的其余的1300万或1600万卢布。

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教授们看到小股东的人数在增长就说私有者的人数在增长，而事实上是百万富翁巨头对“小股东”的资本的控制（和他们的收入）在增长。

请看，我们的保险大王们在10年间是怎样发财的。10年间股份资本的股息平均在10％以上！！利润不错吧？10年间，在最坏的年份里，1卢布可以“赚”6戈比，在最好的年份里，1卢布可以“赚”12戈比！

预备资本增加了一倍：1902年预备资本为15200万卢布，1911年为32700万卢布。财产几乎增加了一倍：1902年为4400万，1911年为7600万。

总计，10年内在21个企业里有3200万新财产！

是谁“赚了”这笔财产呢？

是那些不工作的股东，首先是拥有大部分股票的百万富翁巨头。

干工作的是几百个职员，他们东奔西跑，找人参加保险，详细察看他们的财产，忙于算帐。这些职员始终是职员，他们除了薪水以外（大家知道，对多数职员来说，这点薪水连勉强养活一个家庭都不够），什么也得不到。他们无法积蓄任何财产。

如果一位巨头担任了经理“工作”，那他就会因此而另外得到同部长一样的薪俸和奖金。

股东先生们正是由于不工作而发了财。他们“致力”于剪息票，在10年里平均每年得到纯利润300万卢布，并且还积蓄了追加资本3200万卢布。





	载于1913年6月9日《真理报》第13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185—187页














《列宁全集》第23卷


德国天主教徒在组织群众

（1913年5月20日〔6月2日〕）

在广大居民没有权利、没有政治自由、当权者横施暴政的落后国家里，是不会有任何广泛一些的政治组织的。只有一小撮地主或者工业界百万富翁才享有“结社自由”，但是这一小撮人把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上层，集中在“上流社会”，集中在政权上，他们不仅不去组织人民群众，而且象害怕火一样地害怕这种组织工作。

在宪制基础已经奠定、人民参与国家事务已有保障的国家里，竭力组织群众的，不仅有社会党人（他们唯一的力量就在于教育和组织群众），而且有反动党派。既然国家制度已经民主化，资本家就不得不在群众中寻找支持，为此就需要在教权主义（黑帮的反动主张和宗教）、民族沙文主义等等的口号下把群众组织起来。

政治自由并不排除阶级斗争，反而会使阶级斗争更自觉、更广泛地进行，使人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卷入斗争，教他们学习政治，学习如何捍卫自己的观点，捍卫自己的利益。

看一看比如德国反动的“中央”党即天主教党在怎样组织人民群众，是更有教益的。他们在宗教和“爱国主义”的口号下竭力鼓动群众保卫资本主义。德国天主教徒之所以能够利用人民群众的偏见和愚昧，部分是由于德国天主教徒在居民中占少数，并且一度遭到国家的迫害。而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总是本能地同情被迫害者的。反动的天主教徒就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情绪。

天主教徒建立了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即所谓“天主教德国人民联盟”。这个联盟有盟员75万。它严格实行集中领导。它的宗旨是：保卫“基督教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同“破坏性的”（即社会主义的）意向作斗争。

这个联盟的领导机构是一个由24个委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其中9人负责处理执行委员会的日常公文事务，其余的人则是各地区和个别大城市等的代表。每20—40户天主教家庭设一个“代理人”。所有这些代理人都按照执行委员会的指令办事。

天主教徒先生们在同社会民主党人论战时，通常总是叫嚷说，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员是靠工人养活的。其实天主教徒自己在他们的组织里倒真是这样做的：在所有多少重要一点的地方，他们都设有领取报酬的鼓动员。

该党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完全是按照工厂的方式组织的。20个专职人员从事“文献资料”工作：一个人管神学，另一个人管土地问题，第三个人管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第四个人管手工业者等等。有人负责剪贴和摘录报刊上的资料，并且进行登记。他们还有速记员。在特设的图书馆内有4万册图书。他们给报纸写信，这就是数十家天主教报纸登载的那些“通讯”。他们提供专门“社会政治性的”、专门“护教的”（即维护宗教和基督教的）通讯报道。他们出版有关各种问题的丛书。每年分发多达5000份各种学术报告的提要。专门有一个机构利用电影从事宣传工作。问事处对任何询问事项都免费给予解答：1912年全年解答了1800多万个问题。

他们有计划地吸收信仰天主教的大学生做宣传鼓动工作，特别是利用学生们的假期。代理人（他们有数万人）可进各种专门的“社会训练班”学习。为了专门“训练”怎样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该党执行委员会举办为期两个月的训练班。为农民、教员和店员等人则举办为期两周的特别训练班。

德国天主教黑帮分子工作得并不坏。但是他们的全部工作不过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作的拙劣模仿而已。





	载于1913年5月26日《真理报》第12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188—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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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工人休假

（1913年5月20日〔6月2日〕）

德国五金工人象其他国家的五金工人一样，站在觉悟的有组织的无产者的最前列。他们提出了关于建立正常的工人休假制度问题。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工厂主借口开支“负担不了”，竭力反对这一措施。但是，德国五金工人在他们的工会专门出版的小册子中用精确的数字驳倒了这种自私而又伪善的托词。工人们证明，德国冶金工业的93个股份公司从1905年到1910年期间所获得的纯利润平均为13.4％！！

只要把这笔利润减少2％，就足以使所有工人享受正常的休假。

但是现在休假制度还非常不普遍，而且多半被资本家用作奴役工人的手段。德国五金工人就休假问题作过两次调查（两次查询），一次是在1908年，另一次是在1912年。

1908年，有138个企业的工人享受休假。在这些企业内工作的75591个工人中，享受休假的有13579人，占17.9％。

1912年，有389个企业的工人享受休假。在233927个在业工人中，享受休假的有34257人，占14％。

在每1000个冶金工业企业中只有3个企业给予假期！在所有五金工人中，享受休假的只有1.8％，即还不到五十分之一。

大部分给予假期的企业（9/10以上）只准那些在工厂服务过相当长的时间的工人休假。在389个工厂（有233927个工人）中，有84个工厂（有140209个工人）规定工人必须工作5年到10年（！！）才能获得休假的权利。

显然，这种休假对工人生活的改善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可以说是可笑的，这种休假主要是把工人拴在工厂里的诱饵，是反对罢工的手段！

工人的假期大都（占上述企业工人的72％）不超过一周。10％的工人的假期还少于一周，只有16％的工人的假期多于一周（到两周）。

在大部分给予假期的企业（97％）中，工人在休假期间可领到原工资或者平均周工资。

最后我们看到，甚至在先进国家的先进工业中，工人休假的情况也糟糕得很。但是，愈来愈多的工人认识到，必须要有正常的和足够的休息，有组织的工人也一定会以顽强的精神争取在这个方面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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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由派分子的坦率言论

（1913年5月21日〔6月3日〕）

不久前，《俄罗斯新闻》[111]的编辑瓦·米·索博列夫斯基去世了。自由派把他作为“坚强的进步活动家”来悼念。人们都在谈论和报道他的个人品德，但都避而不谈《俄罗斯新闻》的政治方向问题。

对我国的自由派说来，再也没有比“反对派立场”、“进步性”这类老一套的、平淡的、笼统的模糊概念更合口味了。至于这些字眼的内涵是什么，这位或那位活动家持什么样的反对派立场，他是为哪一个阶级服务的，他们却不喜欢进行分析。自由派不高兴这样做。

但是民主派应该弄清真相。把瓦·米·索博列夫斯基作为一个进步人士悼念，这是你们的权利。不过，假如你们想真正教人民学政治，那就不要忘记把右翼立宪民主主义同民粹主义情调独特地结合起来的《俄罗斯新闻》的方向。

隆·潘捷列耶夫先生在《言语报》上发表了一篇悼念瓦·米·索博列夫斯基的文章，他写道：索博列夫斯基是一个“十分怀疑我们进步社会所拥有的力量的人”。

这里一切都说得不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怀疑？指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潘捷列耶夫先生引用的瓦·米·索博列夫斯基的下面这些话把帷幕的一角撩开了：“在总体上彻头彻尾体现农奴制传统和习俗的社会，能提供些什么呢？新制度能从千百万穷困、挨饿、酗酒和无知的半奴隶那里得到怎样的支持呢？”

潘捷列耶夫先生认为发表这些坦率言论是合乎时宜的，但是他却没有注意到这些言论正好说明俄国自由派对民主派的态度。

1905年夏，《俄罗斯新闻》刊登了自由派科学泰斗维诺格拉多夫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证明说，不应该让这些半奴隶走得很远，应该让他们更恭顺些，更安分些。《俄罗斯新闻》恐怕是比其他自由派报纸都早地表现出自己对事态所抱的完全肯定的反革命态度。

怀疑有各种各样。但是对于社会活动家来说，应该问一问他是对哪个阶级抱怀疑态度？对于农民，索博列夫斯基（同他的《俄罗斯新闻》一样）是一个怀疑论者，甚至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于地主，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笔下的地主是能够实行“改革”的，是“衷心支持新制度的”，是“有文化修养的人”等等。这种地主自由主义（不是半奴隶的，而是十足奴隶的自由主义）同民粹主义的混合体，是“文明的”、富足的、吃得饱饱的自由派社会腐朽的标志，这个社会用奴隶道德和奴隶政治来教导正在觉醒的“千百万半奴隶”。这个自由主义社会对地主卑躬屈节到了“彻头彻尾”的地步，《俄罗斯新闻》的民粹主义则最充分地反映了顺从的庄稼汉和自由主义化的老爷的宗法制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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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198。







《列宁全集》第23卷


厂主谈工人罢工

（1913年5月23—25日〔6月5—7日〕）


一

莫斯科帕·巴·里亚布申斯基印刷所出版了一本有趣的书，书名为《1912年莫斯科工业区厂主协会》（1913年莫斯科版）。定价没有标明。厂主先生们是不愿意出售自己的出版物的。

今年3月30日，协会会长尤利·彼得罗维奇·古容在宣布协会的年会开幕时，向工业家们祝贺他们这个组织的“第7个业务年度的开始”，并且高声嚷道：工业家先生们“以自己的团结一致说明了工业家协会的实力，对这样一个协会是不能不重视的”。古容先生说道：“现在巩固这种实力的威信应当是协会新会员的主要任务。”

你们可以看到，这话说得并不很高明，很象一个军队中的文书说的话，可是却十分傲慢。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这本书的实际部分。这本书1/3以上的篇幅（第19—69页）是谈罢工问题的。工业家先生们把1912年罢工工人的总人数确定如下：





	
罢工种类　　　　　　　　　　　　　　　　　　　　　　罢工工人人数

　　　　　　　　　　　　　　　　　　　　　　　　　1912年　 1911年

经济罢工…………………………………………………………　207720　 96730

　包括：

冶金工业……………………………………………………　64200　　17920

纺织…………………………………………………………　90930　　51670

其他工业部门………………………………………………　52590　　27140

政治罢工…………………………………………………………　855000　 8380

　包括：

因勒拿事件而引起的罢工…………………………………　215000

庆祝五一节罢工……………………………………………　300000

秋季政治罢工………………………………………………　340000

　　　　共计
 ………………………………………………　1062720　105110









不难看出，工业家先生们的数字是大大缩小了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想谈这一点（有6000工人参加的勒拿罢工被漏掉了，因为勒拿金矿不受工厂视察机关的监督），而想研究一下厂主们的统计。

1912年罢工工人人数占俄国工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即51.7％。其中加参经济罢工的占1/10（10.1％），参加政治罢工的占4/10（41.6％）。

厂主先生们写道：“去年的特点就是政治罢工的次数特别多。这种罢工常常使正常的工作进程中断，使整个工业处于紧张状态。”现在应该列举一下这一年下半年的一些极重要的罢工：8月在里加为抗议剥夺工人的选举权而举行的罢工；9月在华沙因库托马拉苦役营事件[112]而举行的罢工；10月在彼得堡因宣布初选人选举无效[113]而举行的罢工，在雷瓦尔为纪念1905年事件而举行的罢工，在彼得堡为抗议舰队水兵案件[114]的众所周知的判决而举行的罢工；11月在彼得堡为抗议塞瓦斯托波尔的判决和在杜马开幕日举行的罢工以及为纪念列·托尔斯泰逝世两周年举行的罢工；12月在彼得堡为抗议指派工人参加保险机关而举行的罢工。厂主先生们由此得出结论说：


　　“示威罢工一个接着一个地爆发，工人们认为必须停工的理由异常繁多，而且提出的理由的分量也不同，这就不仅证明政治气氛的极度紧张，而且证明工厂纪律的松弛。”接踵而来的是通常以采取罚款、取消奖金、同盟歇业等“严厉手段”相威胁。厂主声明：“国家生产的利益坚决要求把工厂的纪律提到西欧各国的高度。”



　　厂主先生们愿意把“纪律”提到“西欧的”高度，但是不愿意考虑把“政治气氛”提到同样的高度……按地区、工业部门和罢工成果统计罢工者的材料，我们留待在陆续发表的文章中去研究。


二

莫斯科厂主协会按地区和生产部门统计1912年罢工工人的材料整理得很不好。我们的百万富翁真不妨雇一个助手，哪怕雇一个中学生也好，来帮助自己编写这本书和核对表格。计算上的错误和荒谬之处特别明显，例如把第23、26、48页上的数字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爱谈商人的修养和“实力的威信”，但是不善于差强人意地做一项即使是最简单的工作。

我们试举厂主按地区对1912年全年和这一年的后7个月的罢工（只是经济罢工）所作的统计：





	
　　　　　　　　　　　　　　　　　 1912年全年　　　　1912年后7个月

　　　　　　　　　　　　　　　 罢工工人　 损失的工　　罢工工人　　损失的工

地区　　　　　　　　　　　　　　 人数　　　作日数　　　 人数　　　作日数

　　　　　　　　　　　　　　　　　　　　 （单位千）　　　　　　　（单位千）

莫斯科地区…………………………00070　　　　 799.2　　　　　　48140　　　730.6

圣彼得堡地区………………………56890　　　　 704.8　　　　　　35390　　　545.7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18950　　　　 193.5　　　　　　13210　　　153.6

南方…………………………………23350　　　　 430.3　　　　　　22195　　　427.6

波兰王国……………………………21120　　　　 295.7　　　　　　12690　　　249.9

　　　 共计………………………180380　　　　 02423.5　　　　　131625　　 2107.4









只要看一下关于南方的数字，就可以看出厂主的统计是不能用的，也就是说，是极不完全的。看来，1912年后7个月的数字是比较可靠的，因为在这里（仅仅在这里）按地区、按主要工业部门以及按罢工结果详细地统计了罢工者。

按地区的统计数字向我们表明：彼得堡工人就是在经济斗争方面（更不用说在政治斗争方面了）也走在全体俄国工人的前面。圣彼得堡地区罢工人数（1912年后7个月为35000人）约为莫斯科地区罢工人数（48000人）的3/4，而莫斯科地区的工厂工人比彼得堡地区几乎多3倍。波兰王国的工人比圣彼得堡地区稍微多一点，但是罢工的人几乎少2/3。

至于莫斯科，那当然要注意到纺织工业方面的行情（即市场情况）很坏，但是波兰经济罢工中2/3的罢工者是纺织工人。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波兰纺织工人的这些罢工是特别成功的。

因此，1912年彼得堡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使俄国其他地区的工人也卷入了经济运动。

另一方面，就罢工的顽强精神来说，站在前列的是南方和波兰：那里每个罢工者损失19个工作日，而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每个罢工者则损失15个工作日（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每个罢工者损失12个工作日）。就全俄国来说，平均每个罢工者罢工16天。编制厂主统计表的先生们提供的则是1912年全年平均每个罢工者罢工13.4天的数字。由此可见，工人的坚定性和他们斗争的顽强精神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更加增强了。

接着，统计材料表明了工人在罢工斗争中的坚定性增强的情况。1895—1904年内，平均每个工人罢工的持续时间为4.8天，1909年为6.5天，1911年为7.5天（政治罢工除外，为8.2天），1912年则为13.4天。

总之，1912年表明，工人在经济斗争中的坚定性增强了，就罢工人数（同工人人数比较）来看，彼得堡占第一位。

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将对罢工成果的材料进行研究。


三

厂主们的统计把1912年罢工工人（经济罢工）按生产部门作了如下的划分：





	
　　　　　　　　　　　　　　　　　 1912年全年　　　　1912年后7个月

　　　　　　　　　　　　　　　 罢工工人　 损失的工　　罢工工人　　损失的工

　　　　　　　　　　　　　　　　 人数　　　作日数　　　 人数　　　作日数

　　　　　　　　　　　　　　　　　　　　 （单位千）　　　　　　　（单位千）

五金工人………………………………57000　　 807.2　　　　 40475　　　 763.3

纺织工人………………………………85550　　 1025.8　　　　66590　　　 930.6

其他工人………………………………37830　　 590.5　　　　 24560　　　 413.5

　　　　共计…………………………180380　　2423.5　　　　131625　　　2107.4









这里厂主们所作的统计极不完全和作统计时态度极端马虎的情况更加明显：前5个月的罢工人数（79970）和后7个月的罢工人数加在一起是211595，而不是180000，也不是207000！

厂主先生们自己证明了他们大大缩小了罢工人数。

五金工人无论在罢工工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上或在罢工的持续时间上都走在前面：参加罢工的每个五金工人罢工18天，每个纺织工人罢工14天，其他部门的工人则罢工16天。我们可以看到，冶金工业的市场情况比较好，但这丝毫没有排除工人为增加一点点工资而进行斗争的必要性！

至于罢工的结果，厂主们的统计说明：对于工人来说，1912年不及1911年顺利。据说在1911年有49％的罢工工人遭到失败，而在1912年则有52％的罢工工人遭到失败。但是这些数字是不足凭信的，因为这里互相比较的是：1911年全年和1912年的7个月。

1912年的罢工是进攻性的，而不是防御性的。工人进行斗争是为了改善劳动条件，而不是为了反对劳动条件恶化。也就是说，52％的罢工者没有得到改善，36％的罢工者获得了全部或部分的胜利，得到了改善，12％的罢工者结果不明。可能性比较大的是厂主隐瞒自己在这12％当中的失败，因为资本反对劳动的每次胜利都会使他们特别关心和欢喜。

按地区、按工业部门把1912年后7个月的罢工成果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下面这种情况。

莫斯科地区的罢工最不顺利，75％的罢工者遭到失败（也就是说没有得到改善）；其次，彼得堡地区63％遭到失败，南方33％遭到失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20％遭到失败，波兰11％遭到失败。可见，后3个地区的工人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在这3个地区的48000名罢工者当中，27000人得到了改善，取得了胜利，11000人遭到了失败，1万人的结果不明。

相反，在前两个地区（莫斯科地区和彼得堡地区）的83000名罢工者当中，只有2万人取得胜利，有59000人遭到失败（也就是说没有得到改善），有4000人结果不明。

按工业部门来说，遭到失败的罢工者的百分比是：纺织工人66％，五金工人47％，其他工人30％。

纺织工人的市场情况最坏。在莫斯科地区38000名罢工的纺织工人当中，只有6000人获得胜利，32000人遭到失败；在彼得堡，4000人获得胜利，9000人遭到失败。但是在波兰纺织工人只有400名遭到失败，却有8000名获得胜利。

厂主们的统计对于近两年来罢工（经济罢工）的财务上造成的损失是这样计算的：






	　
	
工业家的直接损失


	
工资损失


	
国家在生产上的损失





	
（单位：千卢布）





	冶金工业
	558
	1145
	4959



	纺织工业
	479
	807
	6010



	其他部门
	328
	529
	3818



	　　1912年共计
	1365
	2481
	14787



	　　1911年共计
	402
	716
	4563







两年总计：厂主损失180万卢布；工人损失300万卢布；生产上损失1900万卢布。

厂主先生们就说到这里为止了。啊！真聪明！但工人赢得的呢？

在两年内，有125000名工人获得了胜利。他们一年的工资是3000万卢布。他们要求增加工资10％到25％，象厂主自己所承认的，有时要求增加到40％。3000万卢布的10％是300万卢布。但缩短工作日呢？

又象“非经工友们同意不得解雇工人”这种“新的”（厂主的说法）要求呢？

不，厂主先生们！就是在经济方面（更不用说政治罢工了），工人的战果也是惊人的。资产阶级既不理解工人的团结精神，也不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条件。

两年内约有30万工人在经济斗争中付出了300万卢布的代价。有125000名工人马上得到了直接的好处。整个工人阶级也前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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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指1912年8月库托马拉监狱政治犯遭虐待而发生骚动的事件。为抗议外贝加尔督军下令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苦役区各监狱的政治犯待遇方面实行军事规则，库托马拉监狱的政治犯绝食15天。为了回答这一点，典狱官竟对不服从粗暴命令的犯人严刑拷打，以致一些犯人因绝望而自杀。该苦役区阿尔加契监狱也发生了同类事件。——201。



[113]指第四届国家杜马彼得堡省工人选民团初选人选举中，彼得堡县选举委员会于1912年10月4日（17日）就21家企业（参加选举的工厂共44个）提出所谓“说明“，宣布这些企业的初选人选举无效一事。在彼得堡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后，10月8日（21日）省选举委员会撤销了这份“说明”，恢复了这些企业工人的选举权。——201。



[114]关于舰队水兵案件和下边提到的塞瓦斯托波尔的判决，参看《陆海军中的起义》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1—4页）。——201。







《列宁全集》第23卷


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
[115]



（1913年5月25日〔6月7日〕以前）

俄国工人运动的革命高涨，国内政治危机的尖锐化，经济危机的即将来临，社会民主党许多团体和小组的动摇和混乱，——这一切都迫使拉脱维亚觉悟的工人号召自己的同志加紧准备召开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仔细讨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任务。

由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各种组织的成员组成的一个小组，就有关我们社会民主工党存在本身和它的整个工作方针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特别是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所一再忽视或者在我们看来处理不当的那些问题，向所有社会民主党组织提出以下纲领，作为讨论的材料。


对政治形势和社会民主党的一般策略任务的估计

反革命统治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了极度的思想涣散和意志动摇，这对任何人都不是什么秘密了。阿恩同志在《光线报》第95号上说得很对，到处都有“各唱各的调”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出现了这样一些观点：工人不必为革命作准备，也不用期待革命；民主革命已经结束了，等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何一个负责的团体或组织从来没有稍微肯定、确切、正式地阐述过这些观点，但是受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支持的所谓取消派（《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却总是把这些观点作为他们一切策略意见的基础。

在有这种倾向的报刊上，时而说什么俄国现在的国家制度同10月以前的国家制度有原则的区别（似乎我们已经用不着进行革命来奠定政治自由的基础），时而又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目前的策略同立宪时期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如19世纪70年代的奥地利人和德国人的策略相提并论（按照米留可夫的说法，似乎俄国已经立宪了），时而又提出公开的工人政党和结社自由的口号（这个口号只有在国内存在政治自由和资产阶级宪制的一般原则和基础的条件下才是可以理解的）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不明确规定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任务，不估计政治形势，或者迟迟不作出这种规定和估计，那就意味着不仅不同缺乏思想性、涣散、意志消沉、信心不足等现象作斗争，而且是在直接助长涣散现象，意味着间接支持取消社会民主党原有的护党的、革命的决定的观点。

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这些迫切的根本问题是有确切的、党性的回答的。1908年十二月决议就作出了这种回答，这个决议是全党必须遵守的，是任何人也取消不了的。

这个决议通过后的几年时间，完全证实了这项决议的正确性——它指出专制制度的性质的变化、自由派的反革命性等等，并且得出结论说，专制制度虽然改头换面，但是仍然存在；引起1905年革命的条件仍然在起作用；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仍然是原来的任务，这些任务需要革命的解决方法，需要革命的策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同一次代表会议（1908年12月）的决定中无条件地要求利用杜马讲坛和一切合法的机会，但是这种利用必须完全符合这种革命策略的精神，必须是为了完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来的革命任务。

因此我们建议所有社会民主党组织再一次仔细讨论这个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所确认的决议，并建议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明确地承认这个决议。

我们提请所有同志认真注意1912年“社会民主党各个组织”的八月代表会议（取消派的代表会议）[116]所采取的非党的做法，这次代表会议从议程上取消了估计形势和规定一般策略任务的问题，从而为一切背弃革命任务的做法（借口对革命的“预测”没有得到证实等等）大开方便之门。

我们特别要对崩得提出抗议，因为它在八月代表会议上起了那么大的作用，并且在自己的第九次代表会议上又在背弃革命任务方面走得太远，竟然取消了建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问题

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开展得愈广泛，他们就愈迫切感到统一的必要。没有工人阶级的统一，就不可能有工人阶级斗争的胜利。

这种统一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拉脱维亚的所有社会民主主义工人都参加社会民主党，他们很清楚这个党是秘密的，是处于地下状态的，只是也只可能是如此。

因此，要实现行动上的（而不是口头上的）统一，除了从下面，由工人自己在他们的地下党组织中来实现外，别的办法都是不可想象的。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应该明确地承认的正是这种对统一的要求，而这种要求，顺便说一下，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1913年二月会议上提出来的。

如果说《光线报》曾用对“列宁的党”的嘲笑来对待这种统一的号召，如果说崩得（即“工人运动中的犹太活动家们”）反对过这个号召，那么“光线派分子”和崩得分子也就以此证明了他们属于取消派。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在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承认秘密的党，那也就决不会被一些侈谈统一的合法的高调所欺骗。谁希望统一，谁就要参加秘密的党！


对取消主义的态度

取消主义问题最初是由党的决定和国外报刊提出来的，现在提请俄国一切有觉悟的工人来评判。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也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绝不支吾搪塞，躲躲闪闪，使这个问题能够明确地提出，并得到全面的讨论和彻底的解决。

有许多无稽之谈，说什么取消派是从事公开运动的活动家。这些无稽之谈早已被事实所驳倒，这些事实证明，那些反对取消派的护党派，那些无条件拥护地下组织的党员，在公开运动的所有领域内都比取消派强得多。

取消主义就是否定或贬低地下组织即秘密的（现在唯一存在的）党。只有地下组织才制定出革命的策略，既通过秘密的报刊也通过合法的报刊把它传播到群众中去。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12月的决定和1910年1月的决定非常明确地指出的正是取消主义的这个内容，并且无条件地加以谴责，这两个决定是任何人也取消不了的，是每个党员必须遵守的。

但是《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仍在继续进行取消主义的说教。他们在《光线报》第15号（总第101号）上说，工人愈来愈喜欢地下组织，是令人痛心的事实。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3期（1913年3月）上，这篇文章的作者（尔·谢多夫）更加强调了自己的取消主义。这一点甚至阿恩在《光线报》（第95号）上都承认了！！而《光线报》编辑部在答复阿恩时仍然替取消派分子谢多夫辩护。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无论如何应该使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坚决谴责《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的取消主义。这些机关报刊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证实而且每天都在继续证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1913年二月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取消主义的决议是正确的。


关于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支持取消派的代表会议和取消派的组织委员会的问题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现在的中央委员会说，它之所以支持八月代表会议和组织委员会，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取消派的机构，而是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

但是这种回答只能哄小孩，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并不是小孩。

八月代表会议的组织者自己既邀请普列汉诺夫也邀请“前进”集团参加会议。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参加一月代表会议，也就是说，他们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词证明他们在派别斗争中是中立的。

这些中立的社会民主党人说了些什么呢？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坚决认为八月代表会议是取消派的会议。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完全证明它的取消派的性质。《光线报》声明赞同八月代表会议的决议，这就是在鼓吹取消主义。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是跟着谁走的呢？

工人选民团的杜马选举和关于工人报刊的材料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第二届杜马中，布尔什维克占工人选民团选出的代表的47％（23个代表中有11个），在第三届杜马中占50％（8个中有4个），而在第四届杜马中则占67％（9个中有6个）。反取消派的工人报刊（《真理报》和莫斯科的报纸）得到1199个工人小组的支持，而《光线报》只得到256个工人小组的支持。

可见，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假借拉脱维亚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名义来支持取消派，反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中的明显的多数！

这种情况必须结束。我们大家都承认地下组织和革命策略。我们应该支持实行这一策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因为无论在进行地下活动还是从事公开运动的时候，俄国绝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工人都是拥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


民族问题

无论是根据社会主义观点从一般原则来看，还是从实际组织方面（我们党自身的建设）来看，这个问题都迫切需要所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加以讨论和解决。

1912年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甚至中立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也承认）是要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违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

事实上，这次代表会议根据崩得分子的提议，竟不顾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承认“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口号（俄国犹太民族主义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都捍卫这个口号）是同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相抵触的。我们作为民主主义者，决不容许对任何民族实行任何哪怕是极轻微的压迫，决不容许任何一个民族享有任何特权。我们作为民主主义者，要求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自决的自由（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即分离的自由。我们要求国内各民族绝对平等，并且要求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我们要求广泛的自治并实行区域自治，自治区域也应当根据民族特征来划分。

所有这些要求是一切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特别是社会主义者所必须坚持的。

但是社会主义者不能局限于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者要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作斗争，不管它是赤裸裸的还是精心打扮过的。要把同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而把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分裂开来的“民族文化自治”口号，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

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和现在都坚持国际主义的立场。我们不许农奴主和警察国家侵犯各民族的平等，但是我们所拥护的并不是“民族文化”，而是国际文化，国际文化只包含每个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即每个民族文化中具有彻底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内容的那一部分。

“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以各个民族在文化上统一的幻觉来欺骗工人，而实际上在每个民族中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文化”。

我们反对民族文化，因为它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口号之一。我们拥护彻底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文化。

在各民族享有最完全的平等和国家实行最彻底的民主制的条件下使所有民族的工人统一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口号，也是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这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口号决不会造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行“民族”统一的虚假幻觉和幻想，而“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就必定会造成这种幻觉，并且在劳动群众中间散布这种幻想。

我们这些生活在民族成分非常复杂的边疆地区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我们这些处在拉脱维亚、俄罗斯、爱沙尼亚、德意志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代表包围之中的人，特别清楚“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的资产阶级虚伪性。因此，已经在我们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受过实际检验的一个口号，即所有民族的所有一切工人组织统一起来的口号，对于我们来说就特别宝贵。

有些人往往引证奥地利的例子来为“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辩护。关于这一引证，我们必须注意到：第一，甚至象卡·考茨基这样谨慎的著作家也承认奥地利主要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奥托·鲍威尔的观点（他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书）夸大了民族因素而极端低估了国际主义因素（见卡·考茨基《民族性和国际性》。有俄译本）；第二，我国现在只有崩得分子以及一切犹太资产阶级政党还坚持“民族文化自治”，其实无论鲍威尔还是考茨基都没有承认犹太人可以实行民族自治，而考茨基（同上）更直截了当地宣称，东欧（加里西亚和俄国）的犹太人是帮会，而不是民族，第三，甚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布隆（1899年）民族纲领[117]也没有完全承认超地域的（按人的民族属性的）民族自治，而只要求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同一民族的各个民族地区组成联盟（布隆纲领第3条）；第四，就是这个显然带有妥协性的（从国际主义的观点看来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纲领，在奥地利国内也完全失败了，因为妥协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导致了捷克分离主义者的分离；第五，这些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受到整个国际一致谴责的捷克分离主义者宣称，崩得的分离主义是同他们接近的（见分离主义者的机关刊物《捷克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3期，该刊物可以从布拉格免费得到。布拉格希贝恩斯卡街7号）；第六，鲍威尔本人要求各地不同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组织统一起来。鲍威尔本人认为奥地利党的那个“民族制度”是矛盾的和不稳定的，这种“民族制度”现在使奥地利党完全分裂了。

总之，引证奥地利的例子对崩得分子不利而不是有利的。

自下而上地统一起来，所有的工人组织中的所有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在各地完全统一和打成一片，——这就是我们的口号。打倒资产阶级骗人的和妥协性的“民族文化自治”口号！

同时在我们党的体制中，我们反对联邦制，我们主张所有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而不仅是中央组织）统一起来。

代表大会应当既拒绝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也拒绝建党的联邦制原则。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应当象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在1898—1912年时期（在党的整整14年的历史中）那样，始终忠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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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是列宁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筹备期间于1913年5月为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写的。



在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几乎全部被沙皇政府监禁、流放，或者被迫流亡国外，该党的一切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国外委员会）都被孟什维克取消派和调和派所夺取。革命高涨年代到来后，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在许多地方组织中站住了脚，成为拉脱维亚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并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了自己的有组织的派别。流亡国外的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成立了国外小组联合会。1912年秋天起，联合会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公报，国外小组联合会出版物》。列宁悉心注意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党内斗争的发展情况，帮助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进行反对取消派领导的斗争。



列宁写的《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于1913年8月发表于《同志斗争报》第4号，并于1913年11月作为《公报》第8号抽印本以《我们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为题出版，随后，又作为1913年11月20日出版的《公报》第9—10号合刊的社论发表。《公报》编辑部受其内部的调和派分子的影响，在发表纲领草案时略去了专门论述民族问题的一节，并对其他几节作了部分删改。在《列宁全集》俄文版中，《纲领草案》是按照保存下来的俄文手稿全文刊印的。——208。



[116]指取消派筹备召开的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于1912年8月12—20日（8月25日—9月2日）在维也纳举行。在会议上成立了八月联盟，倡议者是列·达·托洛茨基。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9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8名：彼得堡“中央发起小组”2名，崩得4名，高加索区域委员会4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4名，莫斯科调和派小组1名，塞瓦斯托波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黑海舰队水兵组织各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1名：组织委员会代表2名，维也纳《真理报》代表1名，《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代表1名，《涅瓦呼声报》代表1名，莫斯科取消派小组代表1名，波兰社会党—“左派”代表4名和以个人身分参加的尤·拉林。29人中只有3人来自俄国国内，其余都是同地方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侨民。普列汉诺夫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拒绝出席这一会议。前进派代表出席后很快就退出了。代表会议通过的纲领没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而仅仅提出了宪法改革、全权杜马、修订土地立法、结社自由、“民族文化自治”等自由派的要求。八月联盟还号召取消秘密的革命党。代表会议选出了试图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抗衡的组织委员会，但它在俄国国内只得到少数取消派小组、《光线报》和孟什维克七人团的承认。八月联盟成立后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瓦解了。关于八月联盟，可参看列宁的《“八月”联盟的瓦解》、《“八月联盟”的空架子被截穿了》、《论高喊统一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1—4、30—33、194—216页）等文。——210。



[117]指1899年9月24—29日在布隆（布尔诺）召开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民族问题纲领。布隆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民族问题。会上提出了代表不同观点的两个决议案，一个是总的说坚持民族区域自治的党中央委员会决议案，另一个是坚持超区域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决议案。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即所谓“布隆民族纲领”，是妥协性的。列宁对这一纲领的分析，还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摘引了这个纲领（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16—317页）。——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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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和1905年的经济罢工

（1913年5月25日〔6月7日〕）

莫斯科地区厂主协会编制的经济罢工统计，使我们有可能对1912年和1905年这两年的经济罢工作某些比较。同时我们不得不只限于三类生产人员——五金工人、纺织工人和“其他工人”，因为厂主协会的统计没有提供更详细的分类。

下面就是这些对比的数字：





	　　　　　　　　　　　　　　　　　　　　　　　罢工工人的人数（经济罢工）　　　　　　　　　　　　　　　　　　　　1905年　　 1911年　　 1912年

五金工人…………………………………………230216　　　17920　　 78195

纺织工人…………………………………………559699　　　59950　　 89540

其他工人…………………………………………230527　　　18880　　 43860

　　　　共计……………………………………1020442　　 96750　　 211595









1905年的材料仅仅涉及纯粹的经济罢工，没有包括既是政治罢工又是经济罢工的混合罢工。1911年和1912年的材料显然是很不完全的。

如果拿1905年运动作出发点，那么这些数字的对比就向我们表明，1911年纺织工人的罢工热情比五金工人和“其他工人”的罢工热情高。1911年纺织工人占罢工总人数的一大半，比五金工人多两倍多。1905年纺织工人罢工人数仅比五金工人罢工人数多一倍半。

至于“其他工人”，1905年和1911年的罢工人数几乎同五金工人的罢工人数相等。

相反，1912年五金工人有惊人的进展，他们把“其他工人”远远地抛在后面，几乎赶上了纺织工人。

1912年五金工人罢工人数比1911年的人数多三倍多。在同一时期，纺织工人的罢工人数只增加了50％（从6万增加到89000），其他工人则增加了一倍半。

可见，五金工人出色地利用了1912年对他们有利的市场条件。他们为1911年的胜利所鼓舞，转入了更广泛、更坚决的进攻。1912年“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也处于有利的地位。他们的经济斗争比五金工人更有成绩。但是他们没有象五金工人那样很好地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

1912年纺织工人的情况是所有生产部门中最糟的；他们经济斗争的成绩最小。与此相适应，他们的罢工人数也增长得最慢。

莫斯科地区的厂主们希望1913年的罢工浪潮会减弱。他们的1912年的报告说：“纺织工业的情况已经十分明朗了；在新的收成情况未了解清楚以前，工厂将缓慢地进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举行罢工，那是极其轻率的。”

我们要看一看这种预测应验的程度如何。不管怎样，1912年和1913年年初的情况表明，经济罢工只占整个“罢工浪潮”的一小部分。





	载于1913年6月8日《真理报》第13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212—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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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同往年比较取得的罢工成果

（1913年5月25日〔6月7日〕）

莫斯科地区厂主协会发表了1912年后7个月罢工成果的统计。这个统计包括1912年全年参加经济罢工的总人数211595名工人（根据协会无疑缩小了的数字）中的131625名工人。

关于以往年份的罢工成果的统计，我们可以从工商业部出版的官方出版物中看到革命前10年（1895—1904年）和革命的3年（1905—1907年）的材料。

很遗憾，这些材料很不一致，而厂主协会所收集的材料则整理得更糟。为了统计罢工成果，官方统计把罢工分成三类：（1）以工人胜利告终的，（2）以业主胜利告终的，以及（3）以妥协告终的。而厂主的统计则把罢工分成（1）以工人失败告终的，（2）以全部或部分满足工人要求告终的，以及（3）结果不明的。

要对上述两类材料加以比较（哪怕是相对的），只有通过以下的方法。把参加以妥协告终的和结果不明的罢工的人数平分后分别加到以胜利告终的和以失败告终的罢工人数上去，这样就只有这两类罢工（当然，这是大致的分类）。下面就是比较的结果：






	　
	罢工人数
	获得胜利的罢工人数
	获得胜利的罢工人数百分比



	　



	
革命前十年


	1895-1904年
	424
	159
	37.5



	
革命的3年


	1905年
	1439
	705
	48.9



	1906年
	458
	233
	50.9



	1907年
	200
	59
	2905



	全年
	1911年
	96
	49
	51.0



	后七个月
	1912年
	132
	55
	41.6







所有这些材料只涉及经济罢工，并且1911年和1912年的材料还不完全。1912年全年的经济罢工人数（212000）已超过1907年经济罢工的人数。

1911年经济罢工的成果看来是创纪录的，它甚至超过了最有成就的革命年份——1906年。当时获得胜利的罢工工人占罢工工人的50.9％，而现在（1911年）则占51％。

按成果来说，1912年的罢工比1905年的差（1905年胜利者占48.9％，1912年胜利者则占41.6％），但却大大地超过1895—1904年这10年的平均成果（37.5％），至于1907年（胜利者占29.5％），那就更不用说了。

把这些材料同西欧的材料比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在20世纪的头10年（1900—1909年），德国罢工的人数达1897000人（相当于俄国革命仅仅两年内单是经济罢工的人数）。其中获得胜利的有698000人或占36.8％，即比俄国革命前10年稍微少一些。在英国，10年（1900—1909年）内罢工人数为1884000人。在1234000人中有588000人或47.5％的人获得了胜利，即比我国革命前10年多得多，但比1905年、1906年和1911年少些。（确定英国和德国获胜工人人数的方法与确定俄国的相同。）

1905年一年内俄国获胜工人人数，比德国或英国10年内获胜的人数还要多些。由此可以判定，在现代无产阶级内部蕴藏着多少还没有动用的潜力。





	载于1913年6月12日《真理报》第13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214—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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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历史性”提案的意义

（1913年5月27日〔6月9日〕）

第四届杜马依靠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票数通过了对政府的所谓不信任案（在内务部的预算问题上）。这件事继续受到新闻界的注意。的确，这项提案正象自由派报刊对它所作的评论那样，是值得认真讨论的。这里提出的确实是一些原则问题，因此必须一再加以提出。

《言语报》社论的作者郑重其事地宣称（在第137号上），通过这项提案的那一天即5月21日，“将永远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我们的自由派都是讲这类响亮的大话的能手，但是一到认真分析杜马这项决定的意义时就显得毫无头脑，束手无策。

自由派不愿意看到决定杜马这项提案意义的最主要的和无可争辩的事实。

第一，在通过这项提案的政党中，无论是十月党人还是进步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同他们事实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都没有提议否决预算。而从立宪民主党人方面来说，否决预算只是引诱民主派的一种花招，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立宪民主党人实际上一定会支持十月党人。

“历史性”提案不过是一句空话，因为多数资产阶级政党甚至连否决预算这一自己享有的无可争辩的“议会”权利都没有下决心去行使。而立宪民主党人如果得不到十月党人和进步党人的同意，无论在杜马内或在国内都等于零。

第二，提案的政治思想内容是什么呢？已通过的十月党人的提案这样写道：“我们坚决主张尽快实行广泛的改革。”进步党人也是这样写的。“中派”（即半十月党人、半民族党人）的提案也是这样写的，甚至写得更厉害：“尽快实行根本性的改革”！立宪民主党人的提案也完全持这种改良主义的观点，只是措辞更激烈些，但是思想纯粹是改良主义的。

第三，在所有的提案中，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十月党人，都明显地表现出反动的观点。

在这方面，与《言语报》骗人的断言相反，十月党人的提案与进步党人的提案甚至与立宪民主党人的提案比较起来，不是右了，而是左了。请大家看一看下面的话并加以判断吧：


　　（1）进步党人：（内务部）“在国内播种着骚乱的种子，这对国家的安全是一种威胁”；（2）立宪民主党人：“这种情况是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的严重威胁”；

（3）十月党人：“内务部正在使人民失去对法律和政权的尊重，从而使反政府的情绪得以加强”。





　　如果把“高深的政治”的语言译成普通人的语言，那说的就是一点：无论是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还是进步党人都答应要比现行制度更好地保护地主的安全，当然是作为阶级的安全，而不是作为个人的安全。第四，上面提到的这三个政党都持有如下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观点：内务部“在削弱俄国的实力”（十月党人和进步党人的提案）或者在削弱“国家的对外实力”（更加清楚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提案）。

自由派掩盖和歪曲的事实就是这样。第四届杜马的这项“历史性”提案就是立宪民主党人靠进步党人的帮助同十月党人达成的协议，其内容就是要在投票赞成预算和清楚地表明反动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观点的条件下指责政府，并表达实行“根本性改革”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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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得到谁的支持？

（1913年5月27日〔6月9日〕）

我们的自由派报刊在解释第四届杜马就内务部的预算通过的一项著名的提案时说：“政府好象是在真空中活动。”“除了领津贴的报纸和一小撮领津贴的政客（只有在他们还领津贴时才忠于政府）外，政府在国内没有朋友。”

这是“严肃的”、摆出一副教授架子的《俄罗斯新闻》的意见，可不是闹着玩的！

“政府完全孤立，甚至得不到它自己所创建的政治团体的支持。”这是《言语报》的意见。

自由派营垒里的教授、律师、著作家和杜马代表们在这些议论中表现得十分幼稚，看来很难找到象这样幼稚的典型。这才是在这个“谢天谢地，没有议会”[118]的国家里出现的真正不可救药的议会迷！

你们说，是在真空中吗？

教授和杜马代表先生们，你们没有听说过贵族联合会吗？没有听说过它支持政府的政策吗？没有听说过地主阶级在俄国的富饶地区有将近一亿俄亩的好地吗？没有听说过所有最重要的文武官职都由这个阶级包揽了吗？没有听说过糖业大王和其他金融大王都出自这个阶级吗？

你们没有听说过吗？啊，英明的自由派国家要人！

你们说，政府完全孤立，它在国内没有朋友吗？

先生们，你们是干什么的？要知道你们同进步党人和十月党人一起投票赞成内务部的预算！

假定有一些熟识的百万富翁，他们可以随便拿出多少钱，同时表示一些不强制任何人接受的“希望”。先生们，你们是否认为我们有权把这些百万富翁称作自己的朋友，并且不感到自己（在百万富翁当中）“孤立”呢？

而你们以自己的提案不仅给了政府以物质上的支持，而且还给了巨大的思想上的支持。这一点很重要，因此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会让你们在公众面前回避这个对你们来说是微妙的问题。

在杜马中争论的是什么呢？民族党人说，钱可以给，但表示希望……改革警察制度和规定“法制的正常界限”。十月党人说，钱可以给，但表示希望进行根本性的或者广泛的改革，同时补充说，他们是无条件地抱有反革命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观点。

而所有的自由派都在玩弄这样的把戏：对这个补充闭口不谈，而对“根本性的改革”的要求却大加赞赏！所缺少的只是根据某个聪明的取消派分子的提示在他们的清单上再加上“结社自由和重新审查土地法令”……

农奴主-地主主张反动。资产阶级主张改革。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提案”给政府以道义上的打击。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同时又强调自己的反革命性，从而给政府以道义上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比数十次“道义上的”打击更具有百倍的实效和分量。

“历史性的”杜马提案第100次地证明，六三体制已经陷入绝境。仍然站在这种立场上的资产阶级是无力摆脱这种绝境的。历史的经验教导我们，如果不采取自由派竭力躲避和畏惧的那种解决危机的办法，那么资产阶级就只能一连几十年幻想改革，在绝境中苟且偷安，并忍受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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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这是沙皇政府财政大臣弗·尼·科科夫佐夫的话。1908年4月24日，他在国家杜马里说：“在我国，谢天谢地，没有议会。”——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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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政党和自由派骑士们

（关于波特列索夫）

（1913年5月27日〔6月9日〕）

…… 
［注：手稿第1页没有找到。——俄文版编者注］

 波特列索夫先生引证了（确切些说，是歪曲了）格·瓦·普列汉诺夫1905年8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那时，在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5月于伦敦）[119]上团结起来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同时在日内瓦召开“代表会议”[120]）已经彻底地、正式地分裂。在1905年以及1906年春天，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有各自的机关报。

这一切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但是骑士波特列索夫先生却利用人们已忘记这些事实进行投机。

他不得不避而不谈这些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会揭穿这位骑士的无耻行径！

社会民主党当时的两个派别（普列汉诺夫当时置身于这两派之外）中哪一派也没有通过任何决定指出格·瓦·普列汉诺夫那篇文章的非党性，指出它的取消主义，指出它是在破坏党或否定党！

这就说明了一切，支吾搪塞、躲躲闪闪的自由派骑士先生。

取消主义是党于1908年12月和1910年1月通过的（所有派别一致通过的）正式决定所谴责的思潮。

任何一次党代表会议（或者别的机构）都从来没有在普列汉诺夫的文章里“看出”取消主义。这就说明了一切！亚·尼·波特列索夫先生抓住过去的这篇文章，摘录一大堆引文，为的是要掩盖全党曾经谴责过他波特列索夫和他的取消主义倾向这一事实。

自由派知识分子当中象波特列索夫先生这样的骑士，对工人政党的决定一贯采取十足的老爷式的蔑视态度。他们这些骑士对党的决定丝毫不感兴趣！

而工人政党对自由派的《光线报》和自由派波特列索夫先生也不感兴趣，因为波特列索夫先生现在在普列汉诺夫过去的文章里“看出了”取消主义，就象维·切尔诺夫先生在李卜克内西的文章里“看出了”民粹主义一样。

波特列索夫先生在枉费心机地逃避党对取消主义的谴责时显得多么可怜而又可笑！

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光线报》都只是空谈要同普列汉诺夫打笔墨官司，目的是为了愚弄读者。他们知道，任何人都将谴责他们，并将嘲笑他们加罪于普列汉诺夫的枉费心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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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27日（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的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8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21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当席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组织委员会的报告；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党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对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对自由派的态度；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宣传和鼓动；中央委员会的和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工作报告等等。列宁就大会讨论的一切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作了发言。



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的领袖和领导者，为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



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1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代表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为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229。



[120]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于1905年4月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举行。由于参加的人数很少（只有9个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孟什维克宣布自己的这次会议为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就武装起义、农民中的工作、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对其他革命党派和反对派的态度等问题通过了决议。列宁在《倒退的第三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第11卷第1—124页和第151—157页）等著作中揭露了日内瓦代表会议决议的机会主义性质，并对这些决议作了非常有力的批判。——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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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报》是否证明了崩得分子的分离主义？

（1913年5月28日〔6月10日〕）

《真理报》第104号（总第308号）上登载了《俄国的分离主义者和奥地利的分离主义者》一文 
［注：见本卷第105—107页。——编者注］

 。现在弗拉·科索夫斯基先生在《光线报》第119号（总第205号）上就这篇文章对《真理报》进行反驳，说得确切些，是骂了一通。我们只能向那些关心自己组织命运的工人指出回避争论的问题的光线派先生们的这种谩骂式的攻击。

《真理报》是用什么事实证明崩得分子的分离主义的呢？

（1）他们于1903年退出了党。科索夫斯基先生的谩骂丝毫也驳不倒这一事实。科索夫斯基先生们所以要谩骂，是因为他们无力驳倒事实。

（2）犹太工人到处都撇开崩得而加入了并正在加入党。

崩得的蹩脚的维护者对此也不能说出一句反对的话！

（3）崩得公开破坏了党关于各民族工人在各地实行统一的决定。这一决定是1906年通过并于1908年特别加以确认的。

科索夫斯基先生对此不能说出一句反对的话！

（4）崩得分子麦迭姆承认，崩得分子在各地从未实现统一，也就是说，他们一向是分离主义者。

科索夫斯基先生一句反驳的话也没有说！

请读者想一想，这位对《真理报》这四大论点不能说任何一句反对话的先生怎么能不叫骂、不发狂呢？

其次，《真理报》准确地引用了奥地利的捷克分离主义者（整个国际曾一致谴责他们的分离主义）的机关报上的话。在这个报上有人赞扬科索夫斯基先生（赞扬他在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对分离主义者的态度在“向好的方面转变”。

科索夫斯基先生，这是怎么一回事？是我们的引文引错了吗？科索夫斯基先生知道引文是对的，因此只好有气无力地恶狠狠地说：这是“一家捷克小报上的一个看法”。

分离主义者兼犹太自由主义者先生，请不要撒谎！撒谎帮不了你的忙，因为你会被揭穿的。

不是“一个看法”，也不是在“一家捷克小报上”，而是在捷克分离主义者的德文机关报上的一篇专门文章。这是事实，你是反驳不了的。

我并不维护分离主义者，——科索夫斯基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说明自己的文章时为自己这样辩解。

是这样的吗？这就是说，捷克分离主义者误解了您？？崩得的可怜的自由派首领们啊！不仅敌人，就连朋友也“不理解”他们！

但是，任何一个工人都非常明白，一个当场被揭穿的卑鄙的撒谎者是想用遁词和谩骂来求得脱身。先生们，你们这样做是吓不倒工人的。

《真理报》证明了崩得分子就是分离主义者。弗拉·科索夫斯基先生是反驳不了这一点的。

弗·科索夫斯基先生和麦迭姆先生之流是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来腐蚀犹太工人。《真理报》为此已经同崩得分子进行过斗争，将来还要同他们进行斗争。

犹太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撇开崩得和反对崩得，正在纷纷加入工人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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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扮演了第四届杜马的维护者的角色

（1913年5月28日〔6月10日〕）

在第三届杜马刚一成立时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指出（并且不是在个别的文章中，而是在正式决定中），六三体制有意识地制造了杜马中的两个多数：右派-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22、125、131—132、160、166页。——编者注］

 。二者都站在反动立场上，政府需要他们，正象地主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一样。

现在我们竟然碰到这样的事情：自由派开始不断维护第四届杜马，并为它要求“人民的和社会的支持”。

这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这些话是《言语报》第139号的社论说的。这篇社论与第四届杜马就内务部的预算进行的表决比起来，更称得上是“历史性的”。这篇社论是真正纲领性的社论。把杜马对国家的关系和国家对杜马的关系问题广泛地提出来，并且很好地加以解释，对民主派是很有教益的。


　　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写道：“让社会民主党人去硬说杜马只是装饰品，杜马的活动是骗人的和虚伪的，而杜马的思想家只是欺骗人民、用立宪的幻想迷惑人民吧。”



　　我们谨向杜马，向第四届杜马的新思想家们表示祝贺！不过可惜得很，他们竟是这样的无知。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说过第三届杜马和第四届杜马只是装饰品，一直都在说明这样想和这样说的左派民粹主义者的错误，一直都在证明第三届杜马和第四届杜马是反革命力量的一个重要的实际的联盟的机构。
　　《言语报》写道：“在等待〈？〉那些只是由于没有出现在社会斗争舞台上才使人注意的社会力量的时候，杜马就是一种社会力量。”



　　自由派先生们，毫无疑问，杜马是一种力量。问题只是在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它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力量。如果立宪民主党人只是“看到”舞台上“没有出现”民主力量，那么我们就只好提醒他们记起那句精辟的格言：不愿看的人比瞎子还要瞎。我们来作一个小小的历史对比，18年以前，即在1895—1896年，几万工人的运动[121]就被自由派社会看到了，并且对它十分注意。而现在这个“社会”只是看到“没有出现”已经增强十倍的民主力量。不愿看的人比瞎子还要瞎。

他们不愿意看到，是因为背弃民主派的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起作用。


　　《言语报》写道：“我们号召舆论把杜马看作自己的力量……看作要造成社会对杜马的关怀的社会意志的直接表现”等等，等等。



　　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这样颂扬十月党人和十月党人的杜马，他们该是堕落到多么可耻、多么卑鄙和肮脏的地步！这也就千百次地向你们证明：立宪民主党人也就是那些为了欺骗头脑简单的人而涂上玫瑰色的十月党人。最后让我们再作一个历史对比。半世纪前，普鲁士的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122]同俾斯麦“斗争”的时候，不仅提出改革的要求，而且拒绝拨款。结果怎样呢？直到现在普鲁士依然实行“第三届杜马式的”选举法。直到现在普鲁士依然是资产阶级惊人的经济实力与他们对地主惊人的卑躬屈节相结合的国家典型。

不是支持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联盟，而是阐明这个联盟的内在腐朽性和民主派的独立任务——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一切民主派的利益所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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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指1895年特别是1896年以纺织工人为主的彼得堡工人罢工。1896年的罢工开始于5月底，起因是工厂主拒绝给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并波及机器、橡胶、造纸、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3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会散发了传单和宣言，号召工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101/2小时，提高计件单价，按时发放工资等。列宁称这次罢工为著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它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1897年6月2日（14日）颁布了将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缩短为111/2小时的法令。——235。



[122]这里是指进步党。



进步党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1年6月成立，创始人和领袖为鲁·微耳和、贝·瓦尔德克、赫·舒尔采-德里奇、汉·维·翁鲁等。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10月，进步党中的右翼分裂出去组成民族自由党。1884年，进步党同民族自由党中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组成德国自由思想党。1893年，该党又分裂成自由思想同盟和自由思想人民党两派。进步党仇视社会主义，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自己的主要敌人。为了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和对工人阶级施加影响，进步党的活动家舒尔采-德里奇、麦·希尔施、弗·敦克尔等人积极进行了建立工会的活动。——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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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讯

（本报记者）

（1913年5月30日〔6月12日〕）

本报已经介绍过古斯塔夫·爱尔威是一个没有气节的极好典型。这位灵活的新闻记者和鼓动员，是一个没有受过社会主义运动锻炼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人。他（作为一个教授）带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切习惯和作风加入了工人政党。他起初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后来他转到“极左派”那边去了，并且长期鼓吹半无政府主义的货色，用反军国主义的叫嚷“吓唬”资产阶级。

不久前，他脱离无政府主义者而回到党内，承认议会斗争和教育组织工作。但是没有多久，我们这位灵活的知识分子又坚持不住，又倒向了机会主义者。爱尔威是一个印象主义者，他太受最后一刻的印象的摆布，毫无气节地摇来摆去，他被法国目前掀起的一股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浪潮所“吓倒”，竟然鼓吹恢复“联盟”政策，即恢复与资产阶级激进派联合的政策，说什么为了拯救法国的共和制，就必须与激进派结成联盟，否则法国的反动派将重新恢复君主制或者帝制！

不用说，除了极端的机会主义者，法国社会党人都在嘲笑没有气节的爱尔威，并坚决反对联盟。不久前，在法国南部出版的一家工人政党的机关报列举了一些著名的社会党人发表的许多反对联盟的言论。

这些著名的工作者说得很对，社会党人发动了并且正在进行着反对反动势力的运动，社会党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反对恢复三年制兵役法（即恢复反动的、粗野的、完全不民主的军队）。社会党人正在实现无产阶级的联盟，即社会党人工人同工团主义者工人的联盟。在激进派和“激进社会党人”（类似我国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中间，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支持社会党人的这一真正民主主义的运动，而且这种支持还是动摇不定的。

何必结成联盟呢？同动摇分子联合会削弱群众的冲击，并且会使动摇加剧！至于说要支持激进派，那么只要激进派在某种情况下反对反动势力，社会党人就从来没有拒绝过。

一个社会党人写道：请你们看看，沙尔·迪蒙先生和阿尔弗勒德·马塞先生都是真正的“激进社会党人”，他们由于想获得部长职位，正在维护三年制兵役法。再看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本人”，他正在领导拥护这个兵役法的运动，而另一个极有名的激进派领袖莱昂·布尔茹瓦也表示拥护这个兵役法。结果，在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中，这项法令以17票对4票获得通过，投反对票的都是社会党人。

这里怎么能同这个由激进派分子和“激进社会党人”组成的无耻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呢？只有在群众中进行反对这个政党的宣传，法国社会党人才能使所有民主分子脱离这个政党，从而迫使该党的相当一部分人向左转，转到民主派方面来。许多激进派分子在选举中是完全依靠群众的（因为在法国自然有普选权并有议会制度），因此在他们最终投票赞成分明在群众中不得人心的反动法令之前，是会非常慎重考虑的。

在法国（象在所有别的地方一样），民主制和共和制的唯一重要支柱就是群众，工人群众，其次是小农群众，而不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议会经纪人、骗子手、野心家和冒险家。这些人今天宣布自己是“激进社会党人”，是为了明天（由于想获得一个部长职位，或是由于想获得某个租让企业的经纪人的肥缺，或者由于想在百万富翁的辛迪加内担任一个职务等等）出卖民主和祖国（就象法国资产者在1871年由于害怕巴黎工人举行反对雇佣奴隶制的起义而把法国出卖给俾斯麦一样）。

对于那些同联盟思想进行斗争并在群众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工作和鼓动的法国社会党人，我们只能表示热烈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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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充军备与德意志帝国国会

（寄自德国）

（1913年5月30日〔6月12日〕）

德国政府正在竭尽全力“迫使”国会通过关于扩充陆军（在和平时期从544000人增至659000人，即几乎增加20％！！）的新法令。制造军用装具和军需品的工厂的厂主们所以能“在人民中”（应该读作：在资产阶级中和在那些谁出钱多就投靠谁的资产阶级报纸上）煽起“爱国主义”情绪，是由于——请相信！——出现了“斯拉夫人的”威胁。

但是，在德国人民本来就由于遭受赋税和昂贵物价的重压而到处是一片呻吟声的情况下，从哪里去弄到这笔新增军备所需的钱呢？而这笔钱又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是整整10亿马克，也就是将近5亿卢布。如果……如果劳动者不是那些靠扩充“爱国主义”军备而大发横财的资本家的雇佣奴隶，用这些钱可以办多少合理的、正当的事啊！例如可以用来救济劳动者、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德国政府看到不可能再增收间接税，便决定征收特别财产税来收集所需的10亿马克。起初，想强迫拥有1万马克（略少于5000卢布）和1万马克以上的人都交税。但是，这种做法不仅遭到向来主张富人交税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而且遭到许多害怕小资产阶级选民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对，因为对于小农或手工业者来说，有5000卢布财产（土地、房屋、作坊及其他）就得交税，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政府稍微作了一些调整：它打算，第一，财产在5万马克以下的（提供的收入达5000马克者除外）免交财产税；第二，对富人采用累进的办法收税。遗憾的是，累进的幅度太小；实际上，财产与税额的比率如下：






	财产（单位：马克）
	税收（单位：马克）



	5000-（将近25000卢布）
	75=0.15%



	100000
	250=0.25%



	500000
	2850=0.57%



	1000000
	7100=0.71%



	10000000
	127100=1.27%



	100000000
	1477000=1.47%







拥有100万马克的富翁只交7100马克，也就是将近3500卢布。然而资本家们却嗥叫起来，反对这些税额。德国反动的资产阶级报纸叫嚷说，这已经不是什么税收，而是没收财产了（？？！），说这样的税额——请注意——将帮助社会民主党实现其最终目标，即剥夺资本家阶级，如此等等。他们说，社会民主党人将从德国政府那里学会用征收真正高额税的办法来减轻富人的负荷！看，这不是滑稽可笑吗？

应该指出，由于德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讨好德国“右派”，容克先生们（在德国这样称呼反动的贵族-地主，我们则把他们称作死硬派或普利什凯维奇分子）毕竟为自己争得了“特惠”。容克坚持他们的财产数额不能根据财产出售价格大小来定，而应根据按5％计算的“纯收入”资本化（也就是纯收入乘以20）来定。显然，目的只有一个：欺骗政府官员。

出售价格是个确定的数额，在这上面做假不那么容易，因为有证人，有契约，还有公证人。

而死硬派自己“确定”的“纯收入”是实际数的十分之一。

甚至政府也害怕贵族先生们的提案，因而提出了按4％计算的纯收入资本化（也就是纯收入乘以25）。这样，就可以多收税款3000万马克。但是德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先生们“解救了”普利什凯维奇弟兄们，并推翻了政府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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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和工人阶级

（1913年5月30日〔6月12日〕）

在民粹派的报纸和杂志上，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说法：工人和“劳动”农民是一个阶级。

在一切现代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也就是资本主宰市场，把劳动群众变成雇佣工人，凡是了解这一点的人都很清楚，认为工人和“劳动”农民是一个阶级的看法是完全不对的。所谓“劳动”农民实际上就是小业主或小资产者，他们差不多总是要么被雇用去为别人做工，要么自己雇用工人。“劳动”农民作为小业主，在政治上也是动摇于业主和工人之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

农业中雇佣劳动的统计材料，是“劳动”农民具有这种业主本性或资产阶级本性的最明显的证明之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民粹派）通常总是颂扬农业中的小生产富有“生命力”，把这种小生产理解为不利用雇佣劳动的经营。而关于农民利用雇佣劳动的确切材料，他们是不大喜欢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农业调查即1902年奥地利的农业调查和1907年德国的农业调查关于这个问题所收集的材料。

国家愈发达，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就愈多。在德国1500万农业工人中有450万是雇佣工人，即占30％；在奥地利900万农业工人中有125万是雇佣工人，即差不多占14％。但就是在奥地利，如果我们看看通常被算作农民农户（或“劳动”农户）即那些拥有2到20公顷（1公顷等于9/10俄亩）土地的农户，那么我们就会看到雇佣劳动是相当发达的。拥有5到10公顷土地的农户有383000个；其中126000个有雇工。拥有10到20公顷土地的农户有242000个，其中142000个（即将近3/5）有雇工。

可见，小农（“劳动”）农业剥削着数十万雇佣工人。农户愈大，则除了有较多的本户劳力之外，雇佣工人的人数也愈多。例如，在德国每10个农户中使用工人的情况如下：





	　　农户类别　　　　　　　本户劳力　　　 雇佣工人　　　　　共计拥有2—5公顷土地者　　　 25　　　　　　4　　　　　　　　 29

拥有5—10公顷土地者　　　31　　　　　　7　　　　　　　　 38

拥有10—20公顷土地者　　 34　　　　　 17　　　　　　　　 51









比较富裕的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和更多“自己的”家庭劳力，此外还雇用更多的雇工。

在完全依赖市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中大量的小生产（农民的生产）不大量使用雇佣劳动是不可能的。“劳动”农民这个甜蜜的字眼不过是把这种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掩盖起来借以欺骗工人而已。

在奥地利，近150万个农户（拥有2到20公顷土地者）雇用着50万雇佣工人。在德国，200万个农户雇用着150多万雇佣工人。

而比较小的业主呢？他们自己就被雇用！他们是有小块土地的雇佣工人。例如：在德国，拥有不足2公顷土地的农户约有330万个（3378509个），其中独立的农民不到50万人（474915人），而雇佣工人则将近200万人）1822792人）！！

由此可见，小农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本身必然把他们变成小资产者。他们永远在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摇来摆去。多数农民贫困破产而变为无产者，少数农民则力求赶上资本家，支持农村居民群众对资本家的依附关系。所以，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农民直到现在仍然置身于工人的社会主义运动之外，而参加各种反动的和资产阶级的党派。只有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的雇佣工人的独立组织，才能使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挣脱出来，并且对他们说明小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境况是毫无出路的。

在对资本主义的关系上，俄国农民的境况和我们在奥地利、德国等国看到的完全相同。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落后：农民面对的还不是资本主义的大土地占有者，而是作为俄国经济和政治落后的主要支柱的农奴制的大土地占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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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

短评

（1913年5月）

　　取消派分子阿·叶尔曼斯基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用大量恶狠狠的话猛烈攻击我对他（和古什卡）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作用问题上的观点的批评（《启蒙》杂志第5—7期合刊）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294—311页。——编者注］

 。叶尔曼斯基先生破口大骂，并且一再回顾以前对他的“侮辱”（包括对1907年在圣彼得堡分裂社会民主党组织遭到失败的唐恩先生及其同伙的“侮辱”在内），力图以此来掩盖问题的真正实质。

但是我们仍然不允许叶尔曼斯基先生以回顾取消派不该受到的侮辱和失败来掩盖目前争论的实质，因为目前的争论涉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经常被人们用各种不同的理由一再提出来。

这就是用自由主义伪造马克思主义，以自由派的观点偷换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观点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取消派分子进行的全部争论的思想基础，我们将不厌其烦地把它阐述清楚。

阿·叶尔曼斯基先生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伊林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我〈叶尔曼斯基〉在自己的文章中把工业组织的活动看成是‘在全国范围内（甚至部分地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的阶级斗争。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缺少全民性的和全国性的东西的基本特征：国家政权的机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55页）



　　这就是那个阿·叶尔曼斯基对问题实质的论述。他用尽一切可能做到的和不可能做到的办法来回避这个实质！不管他怎样责备我歪曲他的观点，骂我罪该万死，不管他怎样兜圈子，甚至以回顾1907年的分裂来“掩盖”自己，但是真理毕竟要占上风。总之，我的论点是清楚的：全民性的东西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政权的机构。

我的愤怒的论敌，您不赞同这一观点吗？您不认为这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吗？

那么您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呢？您为什么不提出正确的观点来反对错误的观点呢？按照您的意见，断定全民性的东西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政权的机构，这只不过是引号里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您为什么不反驳我的错误，不一清二楚地、毫不含糊地说出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呢？

我们引用阿·叶尔曼斯基先生的紧接着上述引文的一段议论，读者就会得到对这些问题的清楚的答案。


　　“伊林希望俄国的大资产阶级以另外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希望它一定要改变整个国家制度。伊林希望这样，但是资产阶级不希望这样——而这一点当然也就是‘取消派分子’叶尔曼斯基的过错，因为他以‘自由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偷换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



　　这就是叶尔曼斯基先生这段议论的全文，这段议论能让人当场看到这个回避问题的取消派分子的真面目。这明摆着是回避问题。

我指出的全民性的东西的“基本特征”对不对呢？

阿·叶尔曼斯基先生本人不得不承认，我指出的正是问题的实质。

而阿·叶尔曼斯基先生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捉住，于是对这个问题避不作答！

“被捉住的”叶尔曼斯基先生为了避开我所指出的基本特征是否正确的问题，就从这个问题跳到伊林“希望”什么和资产阶级“希望”什么的问题上去。但是，不管叶尔曼斯基先生跳得多么勇敢，跳得多么不顾死活，还是掩盖不住他已被捉住这一事实。

我的可爱的论敌，既然我们是在争论阶级斗争概念，这同“希望”又有什么关系呢？！您自己本来应当承认：我是在斥责您以自由主义的概念偷换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我是在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基本特征”，按照这个概念，全民的阶级斗争包括国家政权的机构这个内容。

阿·叶尔曼斯基先生虽然气势汹汹，也不过是一个笨拙的论战家，因为他用自己本身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了取消主义特别是他叶尔曼斯基的错误同自由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的联系！

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因此，正是应该详细地谈谈阶级斗争概念。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5页。——编者注］

 大家知道，对马克思的这句深刻的话，那些受自由主义思想奴役的机会主义者作了错误的理解，并且竭力作出歪曲的解释。例如，取消派的老大哥们“经济派”就属于机会主义者之列。“经济派”认为，阶级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政治斗争。因此，“经济派”承认为争取每个卢布增加5戈比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却不愿看到更高级的、更发达的、全民族的为政治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因此，“经济派”只承认萌芽状态的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更发达的阶级斗争。换句话说，“经济派”只承认阶级斗争中那些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最能容忍的东西，而拒绝比自由派更进一步，拒绝承认更高级的、自由派所不能接受的阶级斗争。“经济派”就这样逐渐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工人政治家。“经济派”就这样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概念。

其次，仅仅认为，只有阶级斗争发展到政治领域，它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发达的阶级斗争，那还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在政治中既可能只涉及细小的枝节问题，也可能深入一些，直到涉及基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发展到政治领域，而且还涉及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的机构时，那才是充分发达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

与此相反，当工人运动稍微巩固起来的时候，自由派已经不敢否认阶级斗争，但是力图缩小、削减、阉割阶级斗争的概念。自由派也准备承认政治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在这个领域内不包括国家政权的机构。是资产阶级的哪些阶级利益造成了这种对阶级斗争概念的自由主义的歪曲，这是不难理解的。

叶尔曼斯基先生在转述温和谨慎的官员古什卡的著作时与他一唱一和，竟没有看出（还是不愿看到？）对阶级斗争概念的自由主义的阉割，这时，我向叶尔曼斯基先生指出了他的这一根本的带有理论性的和一般原则性的过错。阿·叶尔曼斯基先生就大为生气，骂起人来，由于无法驳倒我的意见，他只能支吾搪塞，躲躲闪闪。

原来阿·叶尔曼斯基先生是一个十分笨拙的论战家，这时他已原形毕露！他写道：“伊林希望这样，但是资产阶级不希望这样。”现在我们才明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观点的哪些特点造成了“希望”上的这种差异。

资产阶级“希望”削减阶级斗争，歪曲并缩小阶级斗争概念，磨钝它的锋芒。无产阶级“希望”这一骗局被揭穿。马克思主义者希望，那些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谈论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人，能揭露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概念的狭隘性，而且是出于私利的狭隘性；希望他们不只是引证数字，不只是为“巨大的”数字而高兴。自由派则“希望”这样来评价资产阶级及其阶级斗争：对这一斗争的狭隘性保持缄默，对这一斗争没有包括“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东西保持缄默。

阿·叶尔曼斯基先生是在以自由派的观点议论那些有趣的、但为古什卡先生缺乏思想地或盲目地统计出来的数字时被人捉住的。显然，这点一被揭穿，阿·叶尔曼斯基先生除了骂人和支吾搪塞以外，就别无办法了。

现在让我们从上面引用的阿·叶尔曼斯基的文章的话继续往下引：


　　“显然，事实上这里只有伊林一个人用自己的评定，同时还用〈！！〉法国大革命历史中作为学生学习样板的死板公式来偷换对事物的真实情况的研究。”



　　阿·叶尔曼斯基先生如此乱搅和，以至愈来愈无情地“毁灭”自己！他还没有发觉，这个对法国大革命的“死板公式”的愤怒攻击使他的自由主义暴露无遗！亲爱的叶尔曼斯基先生，你该懂得（不管取消派是多么难以理解），如果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评定、评价事物的真实情况，而是用自由派的观点或者用反动的观点等来作评定和评价，那就无法进行“对事物的真实情况的研究”！

叶尔曼斯基先生，您过去和现在都是用自由派的观点来评定善良的官员古什卡的“研究”的，而我却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评定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此。您的批判的分析在国家政权的机构问题面前停住了，这样您就证明了您的阶级斗争概念的自由主义局限性。

需要证明的正是这一点。

您对法国大革命的“死板公式”的攻击使您露出了马脚，因为任何人都会懂得，问题不在于死板公式，也不在于法国的样板，比如当时在“死板公式和样板”的条件下，并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罢工，特别是政治性的罢工。

问题在于：您成为取消派分子之后，已经不会运用革命的观点来评价社会事件了。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马克思决不用18世纪末的“死板公式和样板”来限制自己的思想，他总是运用革命的观点，评价（善良的叶尔曼斯基先生，要是您喜欢用更富于“学术味的”字眼，那就用“评定”吧！）阶级斗争时总是极其深刻，总是剖析它是否涉及“基本的”东西，总是无情地抨击任何怯懦的思想和任何掩盖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被阉割的、被私利歪曲了的阶级斗争的行径。

18世纪末的阶级斗争向我们表明，它是怎样变成政治性的斗争的，它是怎样达到真正“全民族的”形式的。从那时起，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都有了巨大的发展。旧时期的“死板公式”并没有阻止任何人去研究比如我在上面已经部分地提到的新的斗争形式。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总是要求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评价”，总是揭露自由派的歪曲、闪烁其词、胆怯的掩饰等等的贫乏。

我们向阿·叶尔曼斯基先生致意，因为他以忘我的精神十分精采地说明，取消派由于丧失了用革命观点观察社会现象的能力，是怎样以自由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偷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的。





	载于1913年5月《启蒙》杂志第5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236—241页














《列宁全集》第23卷


资本主义与税收

（1913年6月1日〔14日〕）

在彼·米古林先生出版的、有联合起来的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新经济学家》杂志[123]（1913年第21期）上，我们看到了一篇关于美国所得税的有趣的短评。

按草案规定：未超过4000美元（8000卢布）的收入免交所得税。超过4000美元的收入征税1％，超过2万美元的收入征税2％，以此类推，随着收入的增加而稍微提高税率。因此草案规定的是累进所得税，但是税率的累进非常缓慢，例如一个拥有100万美元收入的人，他所交的税一般不到3％。

草案估计这种税收可以从425000个收入超过4000美元的人那里征得7000万美元（将近14000万卢布），《新经济学家》杂志的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编辑部关于这一点指出：


　　“与7亿卢布的关税收入和5亿卢布的消费税比起来，预期征收的14000万卢布所得税并不多，并且也不会动摇间接税的作用。”



　　可惜我们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口头上愿意承认累进所得税，甚至愿意在纲领中写上累进所得税，但却不想肯定、确切地说明，他们认为必须征收多少所得税。是不是征收到只是动摇间接税作用的数量？究竟要动摇到什么程度？或者是要征收到足以使间接税完全取消？

《新经济学家》杂志所谈到的美国的统计材料对这个问题提供了大有教益的例证。

从草案的材料中可以看出，425000个资本家的收入总数（在纳税7000万美元的情况下）为541300万美元。这一估计显然是过低了，因为收入在100万以上的有100人，他们的收入为15000万美元。大家都知道，10个美国亿万富翁的收入还要多得多。美国财政部长是想对亿万富翁讲点“客气”的……

但就是这些对资本家过分“客气”的统计材料也令人看到一幅精采的图景。根据统计材料，美国共有1600万户。其中资本家不到50万户，其余的是雇佣奴隶或受资本压迫的小农等等。

统计材料相当精确地统计了美国很多劳动群众的收入。例如：6615046个产业工人的收入（在1910年）为342700万美元，即每个工人的收入为518美元（1035卢布）。其次，1699420个铁路工人的收入为114400万美元（每人673美元）。再其次，523210个国民教师的收入为25400万美元（每人483美元）。

把这些劳动群众加在一起，去掉尾数，则得出：880万工人的收入为48亿美元，即每人收入550美元；50万资本家的收入为55亿美元，即每人收入11000美元。

50万户资本家的收入比将近900万户工人的收入还要多。试问，间接税和草案所规定的所得税究竟会起什么作用？

间接税为12亿卢布，即6亿美元。美国每个家庭要交间接税75卢布（37.5美元）。我们把这种税与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比较一下：






	
　


	
户数

（单位百万）


	
总收入

（单位百万美元）


	
间接税总数

（单位百万美元）


	
占收入百分比





	
工人


	
8.8


	
4800


	
330


	
7





	
资本家


	
0.5


	
5500


	
19


	
0.36









我们可以看到，从每一个卢布中工人要交间接税7戈比，而资本家交1/3戈比。工人按比例要比资本家多交19倍。间接税的制度必然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造成这样的“秩序”（十分混乱的秩序）。

假若资本家按照和工人一样的收入百分比来纳税的话，那么应从资本家那里征收的税款就不是1900万美元，而是38500万美元。

美国拟收的这种累进所得税会不会使情况大大改变呢？改变得很少。照那样就是要向资本家征收1900万美元间接税＋7000万美元所得税，即总共征收8900万美元，或者说总共占收入的1.5％！！

如果我们把资本家分成中等资本家（收入为4000—10000美元，即8000—20000卢布）和大资本家（收入在2万卢布以上）两类，那么中等资本家有304000户，收入为181300万美元，大资本家有121000户，收入为36亿美元。

假如中等资本家象目前工人那样按收入的7％交税，这笔税款将近13000万美元。大资本家收入的15％可提供54000万美元税款。这个总数比所有的间接税还多。同时，在扣除所得税后，每个中等资本家的收入还有11000卢布，大资本家的收入还有5万卢布。

我们看到，社会民主党人的要求是完全取消所有的间接税，代之以真正的而不是闹着玩的累进所得税，这种要求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种措施不会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但会立刻大大减轻十分之九的居民的负担。其次，由于国内市场的扩大，由于国家摆脱了为征收间接税而实行的对经济生活的不合理的束缚，这种措施就会大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资本家的维护者通常总是强调统计巨额收入有困难。实际上，由于银行、储蓄所等发展到现代的水平，这些困难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唯一的困难是：资本家的阶级私利以及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方面存在着不民主的设施。





	载于1913年6月7日《真理报》第12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242—245页

















[123]《新经济学家》杂志（《Нсвый　Экономист》）是俄国的经济金融问题刊物（周刊），1913年1月26日（2月8日）—1917年12月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代表俄国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编辑和出版者是彼·彼·米古林教授。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参加该杂志的工作。《新经济学家》杂志的前身是1909—1912年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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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波格丹诺夫先生和“前进”集团问题[124]


（致《真理报》编辑委员会）

（1913年6月3日〔16日〕）

编辑部对波格丹诺夫先生歪曲党史的行为所采取的行动非常令人气愤，真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继续当撰稿人。

事情是怎样的呢？

我的文章没有一句话反对波格丹诺夫先生（不作为“前进”集团的成员[125]），根本就没有一句谴责的话。

我十分慎重地确认了一个事实，全党一致谴责的倾向是“与前进派思想有联系的” 
［注：见本卷第71页。——编者注］



一句话也没有多说。就连波格丹诺夫先生自己也无法引证出别的什么话来！

试问，能否回避这一事实呢？不能，因为党既对取消主义也对召回主义立刻进行了谴责。谁想在谈论党对取消主义的态度的历史时回避这一事实，谁就是骗子。我敢设想编辑部并不要求我行骗。由于编辑部声称同意第95号的看法，我就更应当这样设想了！

这个事实是真的吗？编辑部已经同意这是真的。既然前进派自己已经宣布召回主义是“一个合理的色彩”，那也就很难表示不同意！！

但是，既然事实是真的，又怎么可以（“为了公正起见”）让波格丹诺夫先生在这件事上说谎呢？？除了说明编辑部不熟悉“前进”集团的历史外（假如一个人对于哲学家波格丹诺夫用来教导工人的那种反动的庸俗见解不是完全盲目偏袒的话），我找不出别的解释。

可能编辑部不知道“前进”集团已经完全瓦解。波格丹诺夫先生早已退出——他的“哲学”已经在报刊上受到前进派分子阿列克辛斯基的指责。就是这位阿列克辛斯基在报刊上指责过“无产阶级文化”（前进派纲领里的提法）。这件事编辑部不知道吗？

现在已经退出“前进”集团的有波格丹诺夫、多莫夫、利亚多夫、沃尔斯基和斯捷平斯基（卢那察尔斯基也快要退出——见巴黎新出的小报）。编辑部不知道这些事吗？

编辑部是在支持“前进”集团中的最坏的（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造谣分子去反对已经同波格丹诺夫先生断绝关系的优秀分子（象阿列克辛斯基那样）！！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这简直是对真理、对党的嘲弄。

我坚决要求把我附上的短评全文登出来。我一向给予编辑部以同志式的态度进行修改的权利，但对这篇文章（在波格丹诺夫先生的信发表以后），我不给予修改等等的权利。如果你们不登这篇文章，那就请交给《启蒙》杂志，而我则保留同歪曲党史的行为作战的完全自由。一面向取消主义作斗争，一面又掩盖召回主义——这是十分卑鄙的行径，我深信，这种失误只是由于对事物的无知。

编辑部应该说：大家确信波格丹诺夫先生对“前进”集团纲领的说明是错误的，对事实的转述也是不正确的。

我坚决要求马上答复。由于波格丹诺夫先生的卑鄙谎言，我不能再为《真理报》写文章。






	　　愿为你们效劳的　弗·伊林载于193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1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246—247页

















[124]《关于波格丹诺夫先生和“前进”集团问题》这封信是针对1913年5月26日（6月8日）《真理报》发表的亚·亚·波格丹诺夫的声明而写的。波格丹诺夫在他的声明中企图反驳列宁在《几个争论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的一个事实，即与“前进派”思想有联系的、否定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进行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的倾向。《真理报》编辑部在刊登波格丹诺夫的声明时加了如下的按语：“编辑部完全同意本报第95号所载《几个争论的问题》一文中发挥的观点，但为了公正起见，认为可以刊登我们的经常撰稿人波格丹诺夫同志的下述声明。”这条按语，引起了列宁的激烈抗议，他在给《真理报》寄这封信的同时，还寄了一篇反对波格丹诺夫歪曲党史的短评（这篇短评当时没有发表，而且迄今没有找到）。列宁一再警告《真理报》编辑部，不得允许波格丹诺夫为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撰稿。波格丹诺夫不久被取消了《真理报》撰稿人的资格，理由之一是他寄给编辑部一篇公开宣扬马赫主义观点的文章《意识形态》（系列文章《外来语词汇选释》中的一篇）。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看列宁1913年6月16日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257。



[125]亚·亚·波格丹诺夫于1911年初退出了“前进”集团。——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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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确的评价

（《光线报》论马克拉柯夫）[126]

（1913年6月4日〔17日〕）

…… 
［注：手稿第1页没有找到。——俄文版编者注］

 自由派的纲领和决议。

我们在《光线报》第122号的社论上看到了对这一重要讲话的极不正确的评价。《立宪民主党的学理主义》——这就是《光线报》在这篇讲话里所看到的东西。马克拉柯夫代表象一头牲畜似的，用自己的尾巴来消除自己的足迹。“通过对自己的讲话所作的一系列补充，他把这篇讲话中的反对派的内容完全取消了”，——于是《光线报》便引用瓦·马克拉柯夫先生的这样一段话：“反动是历史的规律”，应该（根据俾斯麦的教诲）善于辨别时机，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实行自由主义的管理，什么时候需要实行专制的管理。

《光线报》最后说：“会发表这种讲话的是教授，而不是捍卫民主派的自决权的政治活动家”（？）。

不对，瓦·马克拉柯夫先生根本不是学理主义者，他的讲话也根本不是教授式的讲话。期待瓦·马克拉柯夫捍卫民主派的权利——那简直可笑。他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投机者，他在大胆地揭露本阶级政治的“本质”。瓦·马克拉柯夫先生责备政府，说它“能够懂得〈当革命平息下来的时候〉用什么东西可以消灭革命”，但是它并没有懂得。

瓦·马克拉柯夫先生高声喊道：“当政府同革命作斗争时，政府是正确的，这是它的职责”，同时他又补充说：“革命的情况也会是如此，一旦革命成功，它将同反革命作斗争”（在这里“老练的”演说家很可笑地说走了嘴，不知为什么只是用将来式）。瓦·马克拉柯夫先生几次重复说，他之所以责备政府，“不是因为它同骚动，同革命作斗争，而是因为它同秩序本身作斗争”。

瓦·马克拉柯夫先生把斯托雷平比成一个正在打破一所起火的房子的玻璃窗的消防队员。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篇值得注意的讲话的基调和主要内容绝对不是教授腔，也不是学理主义，而是狂热的、顽固的反革命精神。报纸就“冲突”的细节掀起的闹剧愈是竭力掩盖问题的实质，就愈是需要谈论这个问题。不了解自由主义政治的这一基本特征，就决不能理解自由主义政治及其阶级根源。

《光线报》对事情的无知已经到了惊人的可笑的地步，它喊道：“不管怎么说，俾斯麦始终是用铁血进行统治的人，崇拜他的治国才能，岂不是一种最糟糕的学理主义？”

先生们，这与学理主义有什么关系？牛头不对马嘴。瓦·马克拉柯夫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赞成“同骚动，同革命作斗争”，赞成“消防队员”，当然，瓦·马克拉柯夫非常明白，这正是指的铁和血。瓦·马克拉柯夫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正是赞成这种有条件获得成功的政治！他教导说，应该打破玻璃窗，不要害怕打破它，我同你们都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不是教授，不是学理主义者，但是应该象俾斯麦那样打破它，也就是说要获得成功，巩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盟。

瓦·马克拉柯夫对政府说：而你们呢，却徒劳无益地打破玻璃窗，象一个流氓，而不象一个消防队员。

俾斯麦是德国反革命地主的代表。他懂得只有同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建立巩固的联盟，才能挽救他们（数十年）。他建成了这个联盟，因为无产阶级的反抗软弱无力，而一场走运的战争又帮助完成了当时的任务：德国民族的统一。

我们这里有反革命的地主，有反革命的自由派资产者，瓦·马克拉柯夫就是其中的第一个。他以自己的讲话证明他准备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面前极尽奴颜婢膝、阿谀奉承之能事。但为了使“联姻”获得成功，这还不够。应当完成当前的历史任务，我们这里的历史任务根本不是民族统一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太多了……），而是土地问题……在无产阶级更猛烈的反抗下，应当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关于这一点，为俄国俾斯麦叹息的可怜的自由派分子瓦·马克拉柯夫竟说不出一句清楚的话来。





	载于193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0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248—250页

















[126]本文在《列宁全集》第1版第19卷中题为《关于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拉柯夫的演说》，这是按《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编者加的标题译出的。1954年，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从波兰得到列宁留在克拉科夫和波罗宁的文稿，其中有一份是列宁为《真理报》所写文章的目录。根据这份目录，列宁这篇文章的标题应当是：《不正确的评价（《光线报》论马克拉柯夫）》。——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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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弗兰克主张群众性罢工

（1913年6月5日〔18日〕）

有名的巴登的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派最著名约代表人物之一弗兰克发表演说，主张群众性罢工，认为群众性罢工是争取在普鲁士实行选举改革的斗争手段，这是德国社会党内的一件大事。

柏林城郊的维尔梅尔村的社会民主党党组织邀请弗兰克就这个题目作一次专题报告。资产阶级报纸以为“巴登”会发出和解的、降温的言论，因而对这次集会大肆渲染，大做免费广告，把这次会议弄得规模很大，特别引人注目。

但是，也许因为弗兰克是在具有激进情绪的柏林工人面前讲话，也因为这位习惯于德国南部较为自由的制度的南方人，在柏林亲眼看到“容克”（德国的贵族黑帮）的无耻统治后极为愤慨，所以他发表了主张群众性罢工的热烈演说。

报告人首先描述了普鲁士的对内政策。他对容克的统治、反动的普鲁士议会选举法（同我们的第三届杜马选举法相似）以及没有起码的民主保障作了无情的抨击。当报告人指出，按照普鲁士选举法，妓院老板享有第一类选举权，而首相只享有第三类选举权，并说这是普鲁士“制度”的特点时，会场发出一片笑声，表示赞同他的这种评价。

弗兰克诙谐地说，柏林工人同亚戈夫（市长，他企图禁止1910年的游行示威，但没有成功）的斗争证明，他们在街头行动方面是有天才的。

报告人提到了历史上群众性罢工的例子：英国宪章运动[127]的群众性罢工，1893年、1902年和1912年比利时人的群众性罢工，1903年瑞典人的群众性罢工，1904年意大利人的群众性罢工和1905年俄国人的群众性罢工；报告人对俄国人的群众性罢工讲得比较详细，着重指出了那时俄国工人给予他们的邻居和兄弟——奥地利工人以怎样的帮助。当时奥地利工人只是威胁说要举行政治罢工，就争得了普选权。

弗兰克高声说道：在普鲁士和德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工人运动，有发行最广的工人报刊。让我们从全世界无产阶级那里学会进行群众性的斗争吧！（与会者热烈拥护，热烈鼓掌）

弗兰克继续说道：当然，新的斗争形式会带来牺牲和危险，但是什么地方看见过政治搏斗没有牺牲和没有危险呢？既然我们认识到斗争的必要性，我们就应当把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就应当把我们的船向前驶去，尽管途中会遇到暗礁。谁害怕暗礁而留在港湾中，谁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他永远也不会到达彼岸，永远也达不到我们所向往的目的地。

弗兰克的演说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这就再次表明，反动派极大地激怒了德国工人。德国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抗议正在缓慢地但却不断地增强。





	载于1913年6月11日《真理报》第13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251—252页

















[127]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1838年5月在伦敦公布。宪章提出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议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于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宪章派在1842年5月2日向议会递交的第二次请愿书里，还提出了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等要求。这份请愿书遭议会否决后，宪章派曾举行总罢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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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

（1913年6月6日〔19日〕）

在皮罗戈夫医生代表大会[128]上，关于堕胎，也就是关于人工流产问题，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报告人利奇库斯引用了在现代所谓文明国家里极为流行的打胎现象的材料。

在纽约，一年内人工流产达8万次，在法国，每月达36000次。在彼得堡，人工流产的百分比在五年内增加了一倍多。

皮罗戈夫医生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决定：母亲因人工堕胎而受到刑事追究是绝对不应当的，至于医生也只是在“图谋私利”的情况下才应当受到追究。

在辩论中多数人发言主张堕胎不应受惩罚，这自然也就涉及到所谓新马尔萨斯主义[129]的问题（人工避孕措施），并且触及到问题的社会方面。例如，根据《俄罗斯言论报》报道，维格多尔契克先生说“避孕措施应该受到欢迎”，而阿斯特拉汉先生的高声发言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说：


　　“我们应当使母亲们相信，生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学校里受摧残，就是为了让他们去参加征兵抽签，就是为了让他们去自杀！”



　　如果报道属实，阿斯特拉汉先生的这种论调果真博得了热烈的掌声，那么这个事实并不使我感到惊奇。这是因为听众都是一些带有市侩心理的中小资产者，从他们那里，除了最庸俗的自由主义以外，又能期待什么呢？但是，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阿斯特拉汉先生上述这番话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社会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极端反动和极端贫乏。

“……生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受摧残……”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吗？为什么不是为了让他们比我们更好地、更同心协力地、更自觉地、更坚定地去同摧残和毁灭我们这一代的现代生活条件作斗争呢？？

这也就是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即一切小资产者的心理同无产者的心理的根本不同之处。小资产者看到和感觉到自己要完蛋了，日子愈来愈难过了，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愈来愈残酷无情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愈来愈没有出路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小资产者对这种情况也表示抗议。

但是他们是怎样表示抗议的呢？

他们是作为必遭灭亡的、对于自己的将来感到绝望的、受压抑的和怯懦的阶级的代表来表示抗议的。于是没有办法，只好少生孩子，免得也象我们那样受苦受难，也象我们那样受穷受屈辱，——这就是小资产者的叫喊。

觉悟的工人远不是这种观点。不管这种叫喊多么恳切动人，他们是不会因此而模糊自己的意识的。是的，不论我们工人，还是小业主群众，都过着充满难以忍受的压迫和苦难的生活。我们这一代比我们的父辈更艰难。但是有一个方面我们要比我们的父辈幸运得多。我们已经学会斗争并且学得很快，而且我们不象我们父辈中的优秀人物那样单枪匹马地斗争，也不是为了资产阶级雄辩家提出的在思想内容上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口号而斗争，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口号，为了自己阶级的口号而斗争。我们比我们的父辈斗争得出色。我们的子女将比我们斗争得更出色，而且他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工人阶级不会在斗争中灭亡，而会在斗争中成长，巩固，壮大，团结起来，受到教育和锻炼。对于农奴制、资本主义和小生产，我们是悲观论者，但是对于工人运动及其目的，我们是竭诚的乐观论者。我们已经在为新的大厦奠定基础，我们的子女将把它建成。

正因为这样——也只是因为这样——我们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死敌；新马尔萨斯主义是落后的利己的市侩夫妇的思潮，他们恐惧地嘟哝说：上帝保佑，让我们自己勉勉强强地维持下去吧，至于孩子最好不要。

当然，这丝毫不妨碍我们要求无条件地废除有关追究堕胎或追究传播关于避孕措施的医学著作等等的一切法律。这样的法律不过是表示统治阶级的伪善。这些法律并不能治好资本主义的脓疮，反而会使这种脓疮变成恶性肿瘤。从而给被压迫群众带来极大的痛苦。医学宣传的自由和保护男女公民的起码民主权利是一回事。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社会学说是另一回事。觉悟的工人永远要进行最无情的斗争来反对把这一反动的怯懦的学说强加到现代社会最先进、最强大、最有决心进行伟大改造的阶级身上的尝试。





	载于1913年6月16日《真理报》第13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255—257页

















[128]这里说的是1913年5月29日（6月11日）—6月5日（18日）在彼得堡举行的第十二次皮罗戈夫医生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约有1500人。



皮罗戈夫医生代表大会即纪念尼·伊·皮罗戈夫俄国医生协会（简称皮罗戈夫协会）的会员代表大会，是革命前俄国医生最有代表性的集会，约两年召开一次。皮罗戈夫是俄国外科学家和解剖学家，战伤外科学和外科解剖学的奠基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265。



[129]新马尔萨斯主义是马尔萨斯主义在19世纪中叶以后形形色色变种的总称。——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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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金融资本家和政治家

（1913年6月6日〔19日〕）

英国的工人报刊在继续揭露金融“业务”同高级政治的联系。这种揭露值得引起各国工人的注意，因为这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管理的基础本身。马克思所说的政府是管理资本家事务的委员会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8页。——编者注］

 这句话，得到了最充分的证明。

《工人领袖》报第24号（公历6月12日）以整整一版的篇幅登载了下列担任股份公司（主要是做军用装具生意的）股东或经理的人的名单：英国大臣（7人）、前任大臣（3人）、主教和修士大司祭（12人）、贵族（47人）、议会议员（18人）、大报老板以及金融家和银行家。

文章作者沃尔顿·纽博尔德是从官方手册如银行手册、工商业手册、金融手册等等以及从爱国团体（如海军协会）的报告等等中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的。

这幅图景非常象鲁巴金有一次根据俄国材料所描绘的那种情景。鲁巴金描述了俄国有多少个最大的地主是国务会议成员、高级官员，——现在可以补充说，是国家杜马代表、股份公司的股东和经理等等。如果用最新的材料，尤其是用有关加入金融企业和工商企业的材料来补充鲁巴金的这些材料，那是非常及时的。

我们的自由派（尤其是立宪民主党人）特别不喜欢阶级斗争“理论”，特别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什么在现代国家中政府能够站在阶级之外或阶级之上。但是，先生们，如果你们所不喜欢的“理论”确实符合实际情况，那又怎么办呢？如果现代法律和现代政治的全部基本原理非常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一切现代国家的制度和管理的阶级性质，那又怎么办呢？如果就连关于杰出的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高级官员等等的个人成分的材料也显示出经济统治同政治统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那又怎么办呢？

否认或者掩盖阶级斗争，这是政治上最恶劣的一种伪善行为，是利用人民中间最不觉悟的阶层即小业主（农民、手工业者等）的愚昧和偏见来进行投机，因为这些人同最尖锐最直接的阶级斗争离得最远，依旧保持着宗法式的观点，然而，正是农民的愚昧和不觉悟，才使自由派知识分子能以巧妙的手法去腐蚀人民，使人民继续处于奴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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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政府的（一般的）土地政策问题
[130]



（不晚于1913年6月7日〔20日〕）

1905年革命以后，政府的土地政策大大改变了它原来的性质。以前，专制政府实行卡特柯夫和波别多诺斯采夫的路线，竭力在人民群众面前显示自己是站在“各阶级之上”的，是保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的，是防止农民失去土地和遭到破产的。自然，这种对庄稼汉假仁假义的“关怀”，实际上是掩盖纯粹农奴主的政策，上述这两位革命以前的旧俄国的“活动家”，在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曾以愚蠢的直率态度实行过这种政策。专制政府当时完全依靠农民群众的极端落后、愚昧无知和没有觉悟。在革命以前，专制政府冒充“禁止转让”份地的保护人和“村社”的拥护者，企图指靠俄国在经济上的停滞和农民群众在政治上的沉睡。那时，整个土地政策是彻头彻尾的农奴主-贵族的政策。

现在，1905年革命引起了专制政府整个土地政策的转变。斯托雷平在切实执行贵族联合会的旨意时，曾决定（用他自己的话说）“寄希望于强者”。这就是说，自1905年革命使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民主派农民阶层猛然觉醒以后，我国政府再也不能冒充弱者的保护人了。人民既然能够在俄国农奴制的旧国家制度上打开第一个缺口（虽然还不够大），那也就证明了：人民已经从政治上的沉睡中觉醒了，所谓政府保护“村社”、保护“禁止转让份地”一类的神话，所谓超阶级的政]府保护弱者的神话，在农民中间完全没有人相信了。

1905年以前，政府还可以指望把全体农民群众的备受压制和停滞不前作为它的支柱，当时农民还摆脱不了他们许多世纪以来所持有的那种甘受奴役、忍气吞声和俯首听命的政治偏见。当农民还是俯首听命和备受压制的时候，政府可以装模作样，似乎它是“寄希望于弱者”的，也就是说是关怀弱者的，虽然实际上它只关怀农奴主-地主，只关怀保持自己的专制制度。

1905年以后，旧的政治偏见被破除得非常彻底，也非常广泛，以致政府和领导它的农奴主-贵族联合会已经认识到不能象从前那样利用庄稼汉的愚昧和绵羊般的顺从来投机了。政府认识到，它同那些被它弄得破产的并且弄到一贫如洗、忍饥挨饿地步的农民群众不可能和平相处了。就是这种不可能同农民“和平相处”的认识，使“农奴主联合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联合会决定无论如何要分裂农民，从农民中培植一个“新式地主”，即富裕的农民私有者阶层，这些人会“真心诚意地”来保护地主大地产的安宁和不可侵犯，使之不受群众的侵害，而这种地主的大地产在1905年毕竟多少受到了革命群众的冲击。

因此，在革命以后政府整个土地政策的转变决不是偶然的。相反，这种转变对于政府、对于“农奴主联合会”来说，是阶级的必然性。政府没有别的出路。政府认识到，它同农民群众不可能“和平相处”，农民已经从长达几世纪的、农奴制的沉睡中觉醒过来了。政府没有其他任何出路，它只好试图作出最大的努力，采取各种使农村破产的办法来分裂农民，把农村交给富农和富裕农民去“任意洗劫”，以便指靠农奴主-贵族同“新式地主”的联盟，即同富人——农民私有者，同农民资产阶级的联盟。

斯托雷平忠心耿耿地为“农奴主联合会”效劳，并且执行它的政策，他自己说：“给我20年的安宁，我就能改革俄国。”他的所谓“安宁”，是墓地的安宁，是要农村默不作声地、绵羊般地忍受所遭到的空前的破产和贫困的安宁。他的所谓“安宁”，是地主的安宁，地主希望看到农民完全停滞不前，忍受压制，毫不反抗，只要地主老爷们感到舒服和愉快，情愿平静而欢快地饿死，情愿变出自己的土地，离开农村，遭受破产，斯托雷平的所谓改革俄国，就是要引起这样一种变化：农村只剩下心满意足的地主，心满意足的富农和吸血鬼，再就是分散的、备受压制的、无依无靠的、软弱无力的雇农。

斯托雷平真心实意地希望俄国有20年这样的墓地的安宁，这在一个地主看来是极其自然和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现在已经完全看到和感觉到，结果是既没有“改革”，也没有“安宁”，有的是3000万农民忍饥挨饿，农民贫穷和破产程度空前的（就是在多灾多难的俄国也是空前的）严重以及他们强烈的怨恨和不满情绪。

有人向国家杜马提议用批准预算的办法来再一次表示赞同（杜马中地主的政党当然会赞同）政府的所谓“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131]，但是这个政策已经破产了，为了弄清这一破产的原因，我想稍微详细地谈一谈我国“新”土地政策的可以说是两张主要的王牌：

第一张王牌是移民。

第二张王牌是声名狼藉的独立农庄。

说到移民，那么，1905年革命已经向地主们表明，农民在政治上已经觉醒，革命迫使地主“稍稍打开”一点气门，使他们不再象从前那样阻挠移民，而是竭力“冲淡”俄国的气氛，竭力把更多的不安分的农民打发到西伯利亚去。

政府是否收到了成效呢？它是否使农民多少安分了一些，使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多少改善了一些呢？恰恰相反。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西伯利亚，政府都使农民的生活状况变得更加紧张、更加恶化了。

现在我就向你们证明这一点。

财政大臣的1913年国家预算草案的说明书中，洋溢着常见的官方的乐观态度和对于政府政策的“成就”的吹捧。

据说：移民正在把荒僻的地区变成“文明的地区”，移民正在发财致富，正在改善他们的经营，等等，等等。一套常见的官方的吹嘘！无非是“天下太平”，“在希普卡平静无事”[132]这类老生常谈。

遗憾的只是，这个说明书绝口不提倒流的移民的数字！！好一个奇怪的、意味深长的沉默！

不错，先生们，1905年以后，移民人数平均每年增加50万。不错，移民浪潮到1908年达到了顶点：一年之内有665000人。可是后来浪潮急速地低落，1911年只有189000人。这不是清楚地说明，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政府“安置”移民的办法已成泡影了吗？这不是清楚地说明，革命后只过了6年，政府又要去守破木盆[133]了吗？

关于倒流的移民人数的资料，即财政大臣先生在他的“说明书”（正确些说，是一个隐瞒书）中故意不提的资料，向我们表明，倒流的人数有了惊人的增加，1910年达到30％或40％，1911年达到60％。这个移民倒流的大浪潮，表明农民遭受到极大的灾难、破产和贫困。他们卖掉了家里的一切到西伯利亚去；而现在又不得不从西伯利亚跑回来，变成完全破产的穷光蛋了。

这个完全破产的移民倒流的大浪潮极其明显地向我们表明，政府的移民政策已经完全破产。只引证关于在西伯利亚定居已久的移民经营情况得到改善的统计表（移民管理署预算的说明书就是这样做的），而对数万倒流的移民已经完全彻底破产的事实却默不作声，这简直是对统计资料的歪曲！这明明是拿纸牌搭成的房子和天下太平的童话来应付杜马代表，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却是破产和贫穷。

先生们，财政大臣在他的说明书中隐瞒关于倒流的移民人数，隐瞒他们绝望的、贫困的生活状况，隐瞒他们完全破产的事实，这就说明政府拼命想隐瞒真相。可是这种尝试是徒劳的！真相是隐瞒不了的！真相是一定要被人们承认的。返回俄罗斯的那些破产的农民的贫穷状况，西伯利亚的那些破产的当地居民的贫穷状况，是一定要被人们谈论的。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这个关于政府移民政策破产的结论，我还要引证一位官员的评论。这位官员在西伯利亚林业部门工作了27年，——先生们，27年！——他熟悉移民工作的全部情况，他不能容忍我国移民主管机关内的种种胡闹行径。

这位官员就是五等文官阿·伊·科马罗夫先生，他工作了27年后不得不承认，1910年首席大臣斯托雷平及农业和土地规划管理总署署长克里沃舍因对西伯利亚那次著名的巡视是一次“滑稽的巡视”——这是工作了27年的五等文官自己说的话！！这位官员不能容忍通过这类“滑稽的巡视”对整个俄国进行的欺骗，因此他弃官而去，出版了一本专门的小册子，真实地叙述我国移民政策执行中的一切盗窃财物、侵吞公款的现象以及这一政策的种种荒唐、野蛮和劳民伤财的情况。

这本小册子叫作《移民工作的真相》，是今年即1913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定价60戈比——书中载有大量揭发性材料，因此价钱不贵。我国政府在移民工作中，也象其他一切“事业”和“管理部门”一样，照例总是尽量隐瞒真相，生怕“家丑外扬”。官员科马罗夫在任职时曾不得不隐姓埋名，不得不用笔名在报上发表揭发性的来信，而当局也曾竭力“缉拿”这位通讯作者。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够抛弃官职和出版说明真相的揭发性小册子！不过只要看一本这样的小册子，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在这个“黑暗的王国”里充满着多么腐朽衰败的现象。

官员阿·伊·科马罗夫绝对不是什么革命者。绝对不是！他自己曾说他如何出自内心地仇视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不，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最心地善良的俄国官员，他会满足于最初步最起码的诚实和正派。这是一个仇视1905年革命并决心为反革命政府服务的人。

连这样的人都弃官出走，坚决洗手不干，这就更加值得注意了。他不能容忍的是，我国的移民政策意味着“所谓合理的林业遭到彻底破坏”（第138页）。他不能容忍“当地居民的可耕地遭到剥夺（即被抢走）”而使“当地居民日益贫困”（第137页和第138页）。他不能容忍“国家这样地侵吞，或者更确切些说是破坏西伯利亚土地和森林的情况，与此相比，以前对巴什基尔土地的侵吞就实在是微不足道了”（第3页）。

下面就是这位官员得出的结论：


　　“移民管理总署对于安排这样巨大规模的工价毫无准备”，“工作完全缺乏计划性，而且工作的质量很差”，“把不宜于耕种的、缺乏水源或水质不宜于饮用的地段分给移民”（第137页）。



　　当移民浪潮高涨时，官员们都张皇失措。他们“把几乎是昨天刚刚建设起来的官有林区分成许多小块”，——“他们把这些小块土地拿来，碰上哪一块就是哪一块，——不管好歹只求能把那数十个疲惫不堪、倦怠已极的人安置下来，使他们不再纠缠就行，因为这些人老是呆在移民站，长时间地站在移民管理署的门口”。（第11页）请看两个例子。官方为移民划出了库林移民区。该区土地是从阿尔泰制盐厂附近的异族人手里夺来的。异族人遭到了掠夺。新迁入的人碰到了不宜饮用的咸水！官方拨款掘井，但白费金钱，毫无成效。新迁入的人要到7—8俄里（七八俄里！）之外去运水！！（第101页）

“维耶兹德诺伊”区是在马纳河上游，迁入了30户人家。新迁入的人过了7个艰苦的年头后最终确信土地不能耕种。几乎所有的人都走了。剩下的几个人则以打猎捕鱼为生。（第27页）

丘纳-安加拉边疆区：官方把该边疆区划分为数百块土地，如900块、460块等等。但没有移民。不能居住。遍地都是山岭和沼泽，水不能饮用。

官员阿·伊·科马罗夫又谈到财政大臣先生避而不谈的那些倒流的移民，说出了政府所不高兴听的真相。


　　关于这些倒流的破产的贫苦移民，他说道：“人数不止10万。返回来的都是些在未来的革命中（如果将来会发生这样的革命的话）会起可怕作用的人……返回来的不是那些终生当雇农的人……返回来的是不久以前的业主，是那些从来也不会想到可以同土地分开的人，这些人正当地怀着一股强烈的怨气，因为他们不但没有得到好的安排，反而破产了，——这样的人对于任何国家制度都是危险的。”（第74页）



　　对革命怀有恐惧心理的官员科马罗夫先生就是这样说的。科马罗夫先生认为只有地主的“国家制度”才有可能存在，那是不对的。在最好最文明的国家里，没有地主也过得去。俄国没有地主也会过得去，而且对人民有好处。科马罗夫揭示了当地居民的破产。由于当地居民遭到这种掠夺，甚至号称“西伯利亚的意大利”的米努辛斯克县也开始“歉收”——照实说是已经开始闹饥荒。科马罗夫先生揭露，承包人如何侵吞公款，官员们如何弄虚作假即写假报告和编假计划，他们的工程，如耗费了数百万卢布的鄂毕—叶尼塞运河，如何毫无用处，数以亿计的卢布如何被白白地浪费掉。

这位敬畏神灵的朴实的官员说道：我国的整个移民运动“不过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丑史而已”（第134页）。

这就是财政大臣先生避而不谈的关于倒流的移民的真相！这就是我国移民政策完全破产的真相！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西伯利亚，到处都遭到破产，一贫如洗。侵吞土地，破坏森林规划——写假报告，官场的弄虚作假。

现在来谈一谈独立农庄问题。

财政大臣先生的说明书在这个问题上也同在移民问题上一样，向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些笼统的、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官方虚假材料（确切些说，是所谓的材料）。

说明书中说，到1912年已有150多万农户完全脱离村社；有100多万农户已建起独立农庄。

至于独立农庄主的实际经营状况究竟怎样，在政府的报告中没有一处讲到，连一句实话也没有！！

然而，根据诚实的观察家（如已故的伊万·安德列耶维奇·柯诺瓦洛夫）关于新的土地规划情况的记述，以及根据自己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观察，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独立农庄主有截然不同的两类。政府把这两类混淆起来，举出一些笼统的数字，那只是为了欺骗人民。

一类独立农庄主为数极少，这就是富裕的庄稼汉，富农；在实行新的土地规划以前，这类人的生活就已经很优裕。这种农民由于退出村社和收买贫苦农民的份地，无疑是在靠损害他人致富，使居民群众更加破产和受盘剥。可是，我再说一遍，这样的独立农庄主为数极少。

占大多数而且占绝大多数的是另一类独立农庄主，即贫穷破产的农民，他们为贫困所迫而建立独立农庄，因为他们走投无路。“既然走投无路，那就干独立农庄吧”，——这种农民就是这样说的。他们依靠穷困窘迫的经营只能挨饿受苦，他们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为的是领取迁移补助金，借得安置费。他们在独立农庄中拼命挣扎；他们卖尽所有的粮食，为的是向银行偿付债款；他们总是靠借债度日，穷困不堪，象乞丐一样生活；他们因不能偿付债款而被人逐出独立农庄，最后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如果官方的统计不是虚构出一幅什么都说明不了的天下太平的图景来供我们欣赏，如果这个统计能够真实地告诉我们这些带着衣衫褴褛的患病的儿女、住在又饲养牲畜又住人的土屋里、过着半饥半饱生活的贫苦的独立农庄主的数目，那么我们就会了解“独立农庄的真相”了。

可是，问题就在于政府竭力隐瞒独立农庄的这一真相。独立自主地考察农民生活的人遭到迫害并被逐出农村。农民向报馆投稿，遭到的警察和当局的欺凌、压制和迫害甚至在俄国也是闻所未闻的。

分明只有一小撮富裕的独立农庄主，却说成有大批富裕的农民！分明是官方制造的关于富农的谎言，却说成是农村的真相！然而政府是隐瞒不住真相的。政府隐瞒农村破产和闹饥荒的真相的做法，只会引起农民理所当然的怨恨和愤怒。去年和前年曾有数千万农民挨饿，这一事实比长篇大论更能揭露关于独立农庄起着良好作用的神话的欺骗性和虚伪性。这一事实最清楚不过地表明：即使是在政府改变土地政策以后，即使是在臭名昭彰的斯托雷平改革以后，俄国农村仍然象在农奴制时代一样受压迫、受剥削、贫穷，没有权利。贵族联合会的“新”土地政策，仍然保护旧农奴主不受侵犯，仍然维护他们的数千俄亩乃至数万俄亩的大地产的压迫。“新”土地政策使旧地主和一小撮农民资产者富了起来，使农民群众更加穷困。

已故的斯托雷平在说明自己的土地政策并为它辩护时，高声喊道：“我们寄希望于强者”。这句话值得注意并且值得记住，因为这是一句出自大臣口中的不可多得的老实话，绝无仅有的老实话。农民很清楚地理解这句老实话，并且根据亲身的经历领会了这句老实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新法律是为了富人并由富人所制定的法律；新土地政策是为了富人并由富人所执行的政策。农民懂得了这么一个“并不奥妙的”诀窍：老爷们的杜马只会制定老爷们的法律，政府是体现农奴主-地主意志的机关，是他们统治俄国的机关。

如果斯托雷平曾想拿他的“著名的”（以卑鄙无耻著名的）格言——“我们寄希望于强者”来教导农民懂得这一点，那么，我们深信，他在破产的怨恨的农民群众中间已经找到并且还会找到好学生，这些学生领悟到政府寄希望于谁以后，就会更好地懂得他们应当寄希望于谁，就是说应当寄希望于工人阶级及其争取自由的斗争。

为了证实我的话，我想引证几个例子。这些例子是一位能干的、矢忠于自己事业的观察家伊万·安德列耶维奇·柯诺瓦洛夫从实际生活中得来的（伊万·柯诺瓦洛夫《现代农村概况》1913年圣彼得堡版，定价1卢布50戈比，页码在引文后标明）。

在奥廖尔省利夫内县，如下的4家大地产已被分成独立农庄：安德列·弗拉基米罗维奇大公5000俄亩，波利亚科夫900俄亩，纳波柯夫400俄亩，科尔夫600俄亩。总计将近7000俄亩。独立农庄的面积确定为9俄亩，12俄亩的只是例外，所以一共有600多个独立农庄。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些数字的意义，我再引证一下关于奥廖尔省的1905年官方统计材料。该省5个贵族共有143446俄亩土地，平均每人有28000俄亩。显然，这样惊人的大地产是不会全由占有者耕种的，而只是用来压迫和盘剥农民的。每户拥有5俄亩以下份地的前地主农民[134]，1905年在奥廖尔省有44500户，共有土地173000俄亩。一个地主平均拥有28000俄亩，而一个“隶属于地主的”贫苦庄稼汉平均只有4俄亩。

奥廖尔省拥有500俄亩以上土地的贵族，在1905年共有378人，共有土地592000俄亩，平均每人有1500多俄亩，而奥廖尔省每户拥有7俄亩以下份地的“前地主”农民，有124000户，共有土地647000俄亩，平均每户有5俄亩。

据此可以判定，奥廖尔省的农民被农奴主的大地产压迫到什么程度，而利夫内县被分成许多独立农庄的4家大地产在贫穷困苦的汪洋大海之中是多大的一滴。但独立农庄主在自己的9俄亩地块上又是怎样谋生的呢？

每俄亩土地的价值为220卢布。农民一年要交付118卢布80戈比（也就是说，每俄亩耕地将近要交付20卢布）。贫苦农民是无力交付这笔钱的。他们为了弄到一点钱，就把一部分土地廉价出租。他们把全部粮食卖掉，为的是向银行交付这笔钱。在他们手里既没有留下种子，也没有留下口粮。要去借，就又得受盘剥。奶牛卖掉了，只剩下一匹瘦马。耕具是旧的。根本谈不上改善经营。“小孩们连牛奶是什么颜色都忘记了，更不用说怎样喝了”（第198页）。这样的业主因到期付不了款而被赶离土地，他也就完全破产了。

财政大臣先生在自己的说明书里竭力泰然自若地掩饰新的土地规划所造成的，或者确切些说，新的土地破坏所造成的这种农民破产的事实。

大臣先生在自己的说明书第2部分第57页上，引用了官方关于截至1911年底出卖土地的农民人数的资料。这个数字是385407户。

大臣先生这样“安慰”人们说：买主的人数（362840人）“与卖主的人数（385407人）十分接近”。每个卖主平均卖出3.9俄亩，每个买主平均买进4.2俄亩（说明书第58页）。

这有什么好安慰的呢？第一，就连这些官方材料也表明买主比卖主少。这就是说，农村破产和贫穷在日益加剧。第二，谁不知道，由于法律规定购买份地不得超过法定的不大的数量，买主便逃避法律，用妻子、亲属或别人的名义购买土地呢？？谁不知道，农民出于需要，不得不假借一切其他的交易形式，如出租等等，来出卖土地（这种方法非常流行）呢？只要看一看半立宪民主党人、半十月党人奥博连斯基公爵在《俄国思想》杂志上写的文章，就可以知道：就连这位持有十足地主观点的地主也承认，富人在大批购买份地并千方百计用种种逃避法律的办法来掩盖这种购买！！

不，先生们，政府和贵族的“新”土地政策就是贵族老爷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收入不受侵犯（甚至常常通过地价暴涨和“农民银行”[135]对贵族多方宽容的办法而增加自己的收入）所能做的一切。

但贵族的这“一切”已经化为乌有了。农村更加破产了，更加怨声载道了。农村的怨恨达到了可怕的程度。所谓流氓行为主要就是农民怨恨达到极点和他们采用原始反抗形式的结果。无论怎样迫害农民，无论怎样加重惩罚农民，都消除不了千百万饥饿农民的这种怨恨和反抗，因为他们目前已被“土地规划者”以空前的速度，以粗暴和残酷的手段弄到破产的地步了。

不，贵族的或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并不是一种出路，而只是重新解决俄国土地问题的一条最痛苦的途径。这种解决办法应当是怎样的呢？这甚至从爱尔兰的命运中可以间接地看出来；在爱尔兰，尽管土地占有者千方百计地拖延和阻挠，土地还是转到了农场主手中。

俄国土地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关于地主大地产的材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问题。1905年官方的即政府的统计资料中就有这些材料；凡是认真地关心俄国农民的命运和我国整个政治形势的人，都一定会注意这些材料。

请看俄国欧洲部分的地主大地产。占地500俄亩以上的地主有27833人，共有土地6200万俄亩！！再加上皇族的土地和乌拉尔工厂主的大地产，总共就有7000万俄亩，但地主人数却不到3万。每个大地主平均有2000多俄亩。699个地主每人拥有1万多俄亩，共计有20798504俄亩，从这里可以看出俄国大地产的规模之大。这些巨头或达官显贵平均每人几乎有3万俄亩（29754俄亩）！！

拥有这样规模巨大的农奴制大地产的国家，在欧洲甚至在全世界都是不容易找到的。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土地只有一部分是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即土地靠雇佣工人和用土地占有者的农具耕种的。而大部分是用农奴制方式经营的，即象100年、300年或500年以前一样，地主盘剥农民，迫使他们用自己的耕马和自己的农具来耕种地主的土地。

这不是资本主义。这不是欧洲的经营方式，右派和十月党人先生们；请注意这一点，你们这些吹嘘自己愿意使俄国农业“欧化”（即按欧洲方式进行改造）的先生们！不，这完全不是欧洲式的。这是古老的中国式的。这是土耳其式的。这是农奴制式的。

这不是经过改良的经营，而是土地的高利贷制。这是陈旧不堪的盘剥制。一个贫穷的农民甚至在收成好的年头还是一个过半饥半饱生活的穷光蛋，只有一匹瘦弱而饥饿的马和几件陈旧而可怜的农具，只好到地主“老爷”那里去受盘剥，因为庄稼汉走投无路。

如果农民不甘愿受“老爷”的盘剥，“老爷”就不租给他土地，不让过路，不给饮马场，也不给草地和木料。如果农民因“非法”砍伐林木而被拿获了，那会怎样呢？巡查员、切尔克斯人等等就把他痛打一顿，然后就是这位在杜马中大谈我国农业的进步以及效法欧洲等等的“老爷”，叫被痛打的庄稼汉作如下的抉择：要么进监狱；要么替他播种和收割两三俄亩！农民的牲口践踏田禾也要这样办理；借粮过冬也要这样办理。借用草地或牧场等等，等等，也都要这样办理。

这不是地主的大规模的经营。这是对庄稼汉的盘剥。这是靠数千俄亩大地产，靠地主的大地产对千百万贫苦农民进行的农奴制的剥削，这些地主从各方面压榨和扼杀农民！！

独立农庄所解救的只是一小撮富人。而大批群众却依旧挨饿。地主老爷们，为什么欧洲早就没有饥荒了呢？为什么那里只在农奴制下才有过象我国1910—1911年那样可怕的饥荒呢？

因为在欧洲没有农奴制的盘剥。在欧洲有富裕农民、中等农民，也有雇农，可是没有千百万完全破产的、一贫如洗的、由于长年累月的劳累和苦役般的生活而变得痴呆的、无权的、备受压制的、依附于“老爷”的农民！

怎么办呢？出路何在呢？

出路只有一条：使农村从这种农奴制的大地产的压迫下解脱出来，把这7000万俄亩土地从地主的手里夺过来转交给农民，并且是无偿地转交给农民。

只有这一条出路能使俄国变得真正象个欧洲国家。只有这一条出路能使俄国千百万农民喘口气并且恢复元气。只有这一条出路能使俄国从一个受地主盘剥而一直挨饿的贫苦农民的国家变成“欧洲式进步”的国家，从一个文化水平很低的国家变成文化水平高的国家，从一个落后的、极端停滞的国家变成能发展能前进的国家，从一个人民没有权利的奴隶制的国家变成自由的国家。

工人阶级的政党认识到，除了自由的民主的设施以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它指出：政府用它的土地政策又使俄国陷于绝境，而摆脱绝境的出路，就是把地主的全部土地无偿地转交给农民，就是进行新的革命来争得完全的政治自由。





	载于193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1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260—277页

















[130]《论现政府的（一般的）土地政策问题》是列宁为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拟的发言稿。1913年6月9日（22日），在杜马讨论预算委员会关于国有地产司的预算问题的报告时，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尼·罗·沙果夫宣读了这篇发言稿。当时，右派代表大声喊叫，杜马主席屡次警告要剥夺发言人的发言权，说他违反了禁止宣读发言稿的议事规则。结果，沙果夫不得不把列宁所拟发言稿中的许多地方省掉，只宣读了大约原稿的一半。——270。



[131]指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所进行的土地改革。1906年11月9日（22日），沙皇政府颁布了《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令的几项补充决定》（这个法令由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通过后称为1910年6月14日法令）。1906年11月15日（28日），又颁布了《关于农民土地银行以份地作抵押发放贷款的法令》。根据这两个法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地。村社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建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土地。独立田庄主和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土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购买土地。斯托雷平土地法令的目的，是在保留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强制破坏村社的条件下，建立富农这一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的支柱。



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通过最痛苦的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在保留农奴主-地主的政权、财产和特权的条件下，加速了农业的资本主义演进，加剧了对农民基本群众的强行剥夺，加速了农村资产阶级的发展。



列宁称1906年斯托雷平土地法令是继1861年改革以后俄国从农奴主专制制度变为资产阶级君主制的第二步。尽管政府鼓励农民退出村社，但在欧俄部分，9年（1907—1915年）中总共只有250万农户退出村社。首先使用退出村社的权利的是农村资产阶级，因为这能使他们加强自己的经济。也有一部分贫苦农民退出了村社，其目的是为了出卖份地，彻底割断同农村的联系。穷苦的小农户仍旧象以前一样贫穷和落后。



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并没有消除全体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只是导致了农民群众的进一步破产，加剧了富农和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274。



[132]“在希普卡平静无事”一语出自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俄军司令部的战报。当时俄军冒着严寒扼守巴尔干的希普卡山隘，大批士兵冻死冻伤。俄军司令部的战报却多次说：“在希普卡平静无事。”——275。



[133]守破木盆一语出自俄国诗人亚·谢·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故事说：一个穷苦的老渔夫放走了他网到的一条会说话的金鱼。金鱼因此给以报答，一次又一次地满足了老渔夫的妻子的要求。可是老渔婆的贪欲永无止境，终于惹怒了大海和金鱼，叫她顿时失去了得到的一切，仍然守着原先的小木房和破木盆。——275。



[134]地主农民即农奴，是俄国16世纪末随着农奴制的确立而形成的一类农民。到1861年农民改革止，地主农民属于贵族地主所有。——282。



[135]农民银行（农民土地银行）是俄国国家银行，1882年设立，在各省有分行。设立农民银行的目的是向农民发放购置私有土地的贷款，其贷款利率为年利7.5—8.5％。1895年农民银行获得了向地主购买土地的权利。1895—1905年共购买100万俄亩。每俄亩地价由1896年的49卢布涨至1901年的111卢布。在1905—1907年革命期间，农民银行抑制了地价的下跌，以每俄亩107卢布的价格买进了270万俄亩止地。在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期间，农民银行的活动促进了独立农庄和独立田庄的成立。1906—1916年农民银行共买进460多万俄亩土地，总价为5亿卢布左右，在此期间卖出380万俄亩给个体农户。从1906年到1915年，农民从农民银行手中以及在它的协助下购买的土地共计1040万俄亩。1917年11月25日（12月8日）苏维埃政权撤销了农民银行，其土地按照土地法令被收归国有并转交给了农民。——284。







《列宁全集》第23卷


关于土地政策问题
[136]



（不晚于1913年6月7日〔20日〕）

在谈到7000万俄亩土地集中在不到3万个大地主手里这个地方（在文章末尾） 
［注： 见本卷第285页。——编者注］

 应作如下补充：






从同一份关于贫苦农民土地占有情况的官方统计材料中可以看出，3万个大地主-农奴主占有7000万俄亩土地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据1905年统计，每户占有土地不到15俄亩的份地农户有1000万户（份地农户总数是1225万户），而他们只占有将近7300万俄亩（7290万俄亩）土地。

由此看出，1000万个农户占有的土地几乎与3万个贵族占有的土地相等。将近330个平均每户只有7俄亩土地的贫苦农户才抵得上1个拥有2000俄亩土地的大地主。

很明显，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只能是农民遭受盘剥和他们对农奴主的依附关系。只要这7000万俄亩土地不从大地主手里转交给农民，任何“土地规划”都不可能使农民摆脱盘剥。假如这些土地转交给农民，就会使1000万农户占有的土地增加一倍。农民就会用地主的这7000万俄亩土地为自己建立“独立农庄”，如果他们认为这样做有必要的话。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9卷第93—94页















[136]本文献是对《论现政府的（一般的）土地政策问题》这篇发言稿（见本卷第270—287页）的补充。——288。







《列宁全集》第23卷


关于一则谎话

（给编辑部的信）

（1913年6月7日〔20日〕）

尔·马尔托夫在《光线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说要分析“当前争论的策略实质”问题，如果不是第一篇文章就撒了一个弥天大谎的话，那么，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应该表示欢迎的。我说过，我们同取消派争论的绝对不是组织问题 
［注： 见本卷第179页。——编者注］

 ，尔·马尔托夫则声称我的话“出乎意料”，他提高嗓门说：“怎么是这样呢！”，“上帝保佑，突然间竟变了卦”等等。

其实尔·马尔托夫十分清楚，这方面根本没有什么变卦，也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出乎意料。1910年5月，也就是3年多以前，我在马尔托夫非常熟悉的一家巴黎刊物上就写过“论独立派-合法派集团”（《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复兴》杂志的思想），认为这些人“已经完全联合起来并完全脱离党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84页。——编者注］

 。

显然，这里争论的也绝对不是组织问题（怎样建党？），而是党的存在问题，是取消派脱离党、同党完全决裂的问题。马尔托夫不会不懂得，这不是关于组织问题的争论。

1911年10月在马尔托夫同样很熟悉的一家刊物上的一篇也是我署名的文章中说道：“实际上，现在居于首位的决不是组织问题”，而是党“能否存在”的问题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337页。——编者注］

 。

马尔托夫不去分析党的历次准确决定，却散布无稽之谈并在报刊上公然撒谎，可见取消派的事情一定很不妙了。





	载于1913年6月15日《真理报》第13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27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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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中的小生产

（1913年6月7日〔20日〕）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问题，最经常地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疑虑和动摇，也最能引起资产阶级的（教授式的）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

马克思主义者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中的小生产注定要灭亡，注定要陷于最受压制、最受压迫的境地。小生产依附于大资本，同农业中的大生产相比较是落后的，因此它只有在大大降低需求和进行苦役般的艰苦劳动的情况下才能维持。人的劳动被分散和掠夺，生产者受到种种恶劣依附形式的支配，农民全家的人力、畜力和地力都消耗殆尽，——这就是资本主义到处给农民带来的恶果。

农民除了参加无产阶级的，首先是雇佣工人的行动以外，别无求生之路。

但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它的未必总是自觉的拥护者民粹派和机会主义者，却竭力证明小生产是有生命力的，比大生产更有利可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地位牢固可靠的农民，不应当靠拢无产阶级，而应当靠拢资产阶级，不应当参加雇佣工人的阶级斗争，而应当巩固自己私有者和业主的地位，——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的实质。

现在我们根据确凿的材料来检验一下无产阶级的理论和资产阶级的理论的正确性。让我们拿奥地利和德国农业中关于女工的材料来看。由于政府不愿意在科学的基础上对一切农场进行调查，俄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整的材料。

在奥地利，根据1902年的调查，在9070682个农业从业人员中，有4422981人是妇女，即48.7％是妇女。在资本主义发达得多的德国，妇女占全体农业劳动者中的多数，即占54.8％。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愈发达，使用女工就愈多，也就是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就愈恶化。在德国工业中妇女占25％，而在农业中则多一倍多。这就是说，工业吸收了强劳动力，而把比较弱的劳动力留给了农业。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已经主要由妇女来干。

但是如果看一看各种不同规模的农户的材料，就会发现正是在小生产中使用女工的比重特别大。相反，资本主义大生产就是在农业中主要也是使用男工，虽然在这方面还没有赶上工业。

下面就是奥地利和德国的对比材料：






	农户类别
	经营规模
	妇女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奥地利
	德国



	无产者农户
	不到1/2公顷①
	52.0
	74.1



	1/2-2公顷
	50.9
	65.7



	农民农户
	2-5公顷
	49.6
	54.4



	5-10公顷
	48.5
	50.2



	10-20公顷
	48.6
	48.4



	资本主义农户
	20-100公顷
	46.6
	44.8



	100公顷以上
	27.4
	41.0



	共计
	　
	48.7
	54.8









［注①：1公顷＝9/10俄亩。］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农业有一个共同的规律。生产规模愈小，劳动力的构成就愈差，妇女在农业从业人员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就愈大。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般情况是这样的：在无产者农户中，即在那些主要靠替别人做工维持生活的“业主”（雇农、日工以及只有很小一块土地的一般雇佣工人）中，女工的人数超过男工，有时超过的数量还很大。

不应当忘记，这些无产者农户或雇农农户的数量是很大的：在奥地利，在280万农户总数中就有130万；在德国，在570万农户总数中甚至有340万。

在农民农户中，男工和女工的人数大致相等。

最后，在资本主义农户中，男工人数超过女工。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小生产中劳动力的构成比资本主义大生产中劳动力的构成要差。

这说明，在农业中，女工（女无产者和农妇）为了尽量赶上资本主义大生产中的男工，必须加倍努力，高度紧张，拼命干活，完全不顾自己的健康和自己子女的健康。

这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生产要维持下去，就只有从劳动者身上榨取比大生产从劳动者身上榨取的还要多的劳动。

同雇佣工人比较起来，农民被盘根错节的资本主义依附关系束缚得更紧，缠得更牢。他自以为是独立的，可以“独自经营”，但是实际上，为了维持下去，他必须比雇佣工人更艰苦地劳动（为了资本的利益）。

关于农业中童工的材料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注：见本卷第296—299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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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经济中的童工

（1913年6月8日〔21日〕）

为了正确估计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生产的条件，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劳动者的状况，即他们的收入、劳动量、生活环境问题，其次是牲畜饲养情况以及照管牲畜的质量问题，最后是土地耕作方法、施肥情况以及地力消耗等问题。

不难理解，如果我们回避这些问题（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常常这样做），我们得到的关于农民经济的概念就会是一种完全被歪曲了的概念，因为农民经济的真正“生命力”正是取决于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牲畜饲养条件和土地保养条件。如果毫无根据地设想小生产在这几方面都与大生产的条件相同，那就是把恰恰尚待求证的东西当作已经证明了的东西，就是一下子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观点。

资产阶级企图证明，农民是名副其实的、有生命力的“业主”，而不是象雇佣工人那样受压迫的资本奴隶，只不过他比雇佣工人被束缚得更紧、被缠得更牢罢了。若要认真地、老老实实地搜寻解决这一争论问题的材料，那就必须探讨有关小生产和大生产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的有系统的、客观的指标。

使用童工的程度，就是这样的一个指标，而且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毫无疑问，童工使用得愈多，劳动者的状况就愈恶劣，他们的生活也就愈艰苦。

奥地利和德国的农业调查，提供了儿童和少年在农业从业人员总数中所占的比重的材料。而且奥地利的材料还单独计算了16岁以下的男女工人的总数。他们在900万人中占120万，即占13％。而德国的材料，则只把14岁以下的儿童分出来计算，他们在1500万（15169549）人中占60万（601637），即占3.9％。

显然，奥地利的材料和德国的材料是不能相比的。但是这些材料所揭示的无产者农户、农民农户同资本主义农户之间的比例数是完全可以相比的。

我们把拥有微不足道的、只能给雇佣工人以副业收入的小块土地（经营不足2公顷，即将近2俄亩土地）的划为无产者农户。我们把拥有2公顷到20公顷土地的划为农民农户；这一类农户的家庭劳动超过雇佣劳动。最后是资本主义农户，这是较大的农户，其中雇佣劳动超过家庭劳动。

下面就是在这三类农户中使用童工的材料：






	农户类别
	经营规模
	每100个农业从业人员中有童工



	16岁以下者
	14岁以下者



	奥地利
	德国



	无产者农户
	不到1/2公顷
	8.8
	2.2



	1/2-2公顷
	12.2
	3.9



	农民农户
	2-5公顷
	15.3
	4.6



	5-10公顷
	15.6
	4.8



	10-20公顷
	12.8
	4.5



	资本主义农户
	20-100公顷
	11.1
	3.4



	100公顷以上
	4.2
	3.6



	
共计

	　
	13.0
	3.9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两国的农民农户中，特别是在中等农户（有5—10公顷，即4.5—9俄亩土地）中对童工使用得最多。

可见，不仅仅是小生产的处境比大生产糟。我们还可以看出，特别是农民农户的处境不但比资本主义农户糟，甚至比无产者农户的处境还要糟。

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

无产者农户是在一小块微不足道的土地上耕作的，其实严格说来，还谈不上是什么“农户”。这类农户种地不过是一种副业，主要是在农业和工业中从事雇佣劳动。工业的影响一般提高了劳动者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减少了对童工的使用。例如，据德国的统计，在工业中14岁以下的劳动者只占0.3％（比农业中的少9/10），16岁以下的只占8％。

在农民农户中，工业的影响最小，但同资本主义农业的竞争却最激烈。农民要是自己不拼命干，不强迫自己的子女加倍苦干，那就无法维持下去。贫困迫使农民靠自己的劳动来弥补资金的不足和技术的落后。既然农民的子女都干着非常繁重的活，那么不言而喻，农民的牲畜一定干得更重，喂得更差，总之，农民在经营的各个方面都必须竭尽一切力量，必须处处“节约”。

德国的统计表明，在资本主义大农户（拥有100公顷以及100公顷以上的土地）中，雇佣工人中的童工为数最多（占3.7％即将近占4％）。而在本户劳力中，农民使用儿童是最多的，约占5％（4.9—5.2％）。在大资本家雇用的临时工中童工的百分比达9％，在农民的本户临时工中童工的百分比竟达16.5—24.4％！！

农民在农忙时苦于劳动力不足，但他只能雇少量的工人。因此他不得不尽量利用自己子女的劳动。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德国整个农业来说，童工在本户工人中的百分比比在雇佣工人中的百分比几乎高出一半。童工在本户工人中占4.4％，而在雇佣工人中则占3％。

农民不得不比雇佣工人更紧张地工作。经过千万次考察所肯定的这一事实，现在已经完全被这两个国家的统计材料所证实。资本主义必定要使农民受最深重的压迫，必定要使农民处于濒临死亡的境地。农民除了参加雇佣工人的阶级斗争，别无生路。但是，农民要懂得这个结论，还得经历漫长岁月，经历对骗人的资产阶级口号的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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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值得注意的代表大会

（1913年6月8日〔21日〕）

昨天，6月12日，一次值得注意的代表大会在哈尔科夫开幕了。说它值得注意，是从两个方面来看的。一方面，这是第一次专门研究国民教育统计工作的全国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另一方面，它受到当局的特别重视。代表大会的主席是当局指定的，那些专家，就象波·韦谢洛夫斯基在《俄罗斯言论报》上所说的，也是经过当局“过滤的”。新闻界的代表不许参加代表大会。

采取这些措施（甚至从“俄罗斯人”的观点来看，这些措施也似乎是过于……小心的），未必是因为这次代表大会是在乌克兰的一个中心召开的。出席全国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不仅有乌克兰的统计学家和地方自治人士，而且还有俄国各民族在这方面的工作者。

或许，当局对代表大会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十分喜欢，虽然问题只是涉及统计工作的安排，也就是讨论过去做了什么，为什么做得少，今后应当做得更多更好。

俄国的国民教育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落后。杜马代表巴达耶夫在他的发言中指出，甚至在美国的黑人中间文盲总共也不过占44％（在欧洲文盲只占1—2％），而在俄国文盲却占79％！

近来，国民教育虽然遇到无数阻碍，但比以前还是发展得快些。了解国民教育状况的真相，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最感兴趣和最关心的事。

如果按照欧洲的方式来安排国民教育的统计工作，那是很容易的。每个教员每年报告一次每个学生的情况（年龄、民族、家庭生活条件、父母经济状况等等）和每个教员的情况（文化程度、工资多少、工作日、民族等等）是不难做到的。少数统计学家每年整理一下这些资料，就能够向国家提供有关年轻一代受教育和受训练的状况以及有关人民生活的许多方面的极其丰富极其宝贵的材料……只要……只要……可是现在新闻界的代表不许参加哈尔科夫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主席是指定的，那些专家，按照波·韦谢洛夫斯基在《俄罗斯言论报》上的话来说，是经过当局过滤的。

我们关于欧洲的国民教育统计工作说了许多蠢话。可是欧洲在这方面是怎样的啊！不如不说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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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

（1913年6月8日〔21日〕）

在澳大利亚，新的议会选举已于不久前结束。工党[137]原在众议院中领先，75个议席中占44席。但是，这次工党遭到了失败。现在它只占75个议席中的36席了。自由派成了多数，但这个多数是很不稳定的，因为在参议院的36个议席中有30席是工人的。

在这个国家里，工人在参议院中占优势，而不久前在众议院中也占优势，可是资本主义制度却没有遭到任何危险，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奇特的资本主义国家呢？

这种情况常常成为资产阶级著作家发表谬论的借口，不久前，德国工人报刊的一位英国通讯员对这种情况作了解释。

澳大利亚工党甚至在口头上也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实际上，这是一个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而所谓的澳大利亚自由派，则是保守派。

这种在党的名称上奇怪而荒诞地滥用字眼的现象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在美国，昨天的奴隶主今天叫作民主党人，又如在法国，昨天的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敌人，今天叫作“激进社会党人”！要想了解政党的真正作用，不要看它的招牌，而要看它的阶级性质和每个国家的历史条件。

澳大利亚是英国的一个年轻的殖民地。

在澳大利亚，资本主义还十分年轻。这个国家才刚刚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国家。大部分工人是英国移民。他们离开英国的时候，正是自由派工人政策在英国几乎完全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当时的英国工人群众都是自由派。直到现在，英国多数熟练的、受过训练的工厂工人都是自由派或半自由派。这种情况是英国在上一世纪下半叶处于特别有利的垄断地位造成的。只是现在，英国工人群众才转向（但转得缓慢）社会主义。

如果说，在英国，所谓“工党”就是非社会主义的工会与极端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的联盟，那么在澳大利亚，工党就是非社会主义的工人工会的纯粹代表机构。

澳大利亚工党的领袖就是工会的官员，这种人到处都是最温和最“顺从资本的”分子，而在澳大利亚则是完全温和的、纯粹自由主义的分子。

使澳洲各国结成统一的澳大利亚的纽带还很不牢固。工党不得不关心这一纽带的发展和巩固，关心中央政府的建立。

澳大利亚工党所推行的正是其他国家的自由派所推行的那一套，即全国统一的海关税率、统一的学校法、统一的土地税和统一的工厂法。

很明显，随着澳大利亚作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最终发展和巩固，工人的生活状况会发生变化，自由主义的“工党”也会发生变化，会让位于社会主义的工党。澳大利亚的例子是说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有可能出现一般规律的例外的一个佐证。这个一般规律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会产生社会主义的工党。这个例外就是，由于特殊的、对整个资本主义来说是不正常的条件，才会在某个时期产生自由主义的工党。

欧洲和俄国的自由派试图拿澳大利亚作例子来“教导”人民，说阶级斗争是不必要的，他们这样说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要想把澳大利亚的条件（这是一个不发达的、居住着英国自由派工人的年轻的殖民地）搬到其他早已形成为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发达的国家去，那是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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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指澳大利亚工党。该党于19世纪90年代创建，有许多工会是它的集体党员。——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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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供应廉价肉

（1913年6月8日〔21日〕）

多么耸人听闻的消息！工人的一项多么迫切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为人民供应廉价肉——什么地方供应？供应什么肉？怎样供应？

《俄罗斯言论报》报道说，莫斯科各市立屠宰场开设了“弗莱班克”，也就是出售经过消毒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供食用的廉价肉的小店铺。

廉价肉，这倒不错。但是，“经过消毒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供食用的”（那么，根据同样的理由也可以说：在一定条件下不能食用的！）肉究竟是什么样的肉？瞧，就是这样的一种肉：

当牲畜出售时，要经过兽医检验。病畜被剔除。病畜不许宰杀，因为食用病畜的肉，人就有感染各种疾病的危险。患结核病的（肺癌病的）和“囊虫病的”（囊尾蚴病的）牲畜特别经常被剔除。

通过莫斯科各个屠宰场宰杀的全部将近45万头牲畜中，有疾病嫌疑而被剔除的大约近3万头。

于是，这种有疾病嫌疑、患囊虫病或结核病的牲畜在兽医的监督下，放在特制的密封设备中煮上3小时左右进行消毒。经过这样一煮囊虫和结核杆菌就会死亡。

这样，大概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虫、菌全被消灭，或几乎全被消灭！就这样制成了经过消毒的、煮得烂熟的廉价肉。

人们对《俄罗斯言论报》的评论发表意见说：“吃了这种肉，死当然不会死，但毕竟会得肺痨病，或者吃了肚子难受。道理很简单，因为牲畜是有病的。”

买主可多极了。工人们甚至从莫斯科城里乘车赶来。要排队等很长时间。早晨排队的多半是家庭主妇，下午排队的多半是工人，主要是建筑工人。

煮得烂熟的、经过消毒的肉，吃了不会死，可是肚子却会难受——这种肉供应人民正合适。好肉老百姓是买不起的。

据说，兽医监督愈严格，剔除的肉也就愈多。《俄罗斯言论报》得出结论说：“这样一来，两方面的居民都关心兽医的严格监督：中产阶级关心的是屠宰场能出售好肉，贫民关心的则是多剔除些牲畜，使弗莱班克的肉类供应有充分保证。”

瞧，我们生活在多么文明、博爱的时代：人们学会了使“两方面的”居民都“关心”。购买廉价肉多么“自由”，要知道“弗莱班克”在德文中就是“自由店铺”的意思。

文明、自由、食品价格低廉、生意兴隆——一切为了人民！您看写着“人民住宅协会”的广告，就知道地下室或阁楼将廉价出租，而且处于医生监督之下，当然死是不会的，不过会得肺痨病。

您看到“人民食堂”的招牌，就大胆地进去。会有廉价的、煮得烂熟的肉供应，这种肉是在监督下通过屠宰场的，没有监督屠宰场是通不过的。

您看到“人民图书馆”的牌子，您尽可以欢欣雀跃。那里有俄罗斯人民同盟[138]或全俄民族俱乐部在精神食粮检查机关医生的监督下出版的廉价的、甚至是免费的小册子。

据说，不久即将开设一种“弗莱班克”——供应“人民”面包……这种面包是用草制成的，它经过消毒，煮得烂熟，并且是在兽医的监督下，不，我是想说，在医生的监督下制成的。

文明、自由、食品价格低廉、生意兴隆——一切为了人民！于是，两方面的居民都变得愈来愈关心：富人关心的是能买到好肉，穷人关心的则是“弗莱班克”能保证供应在一定条件下可供食用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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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俄国群众性的黑帮组织，于1905年10月在彼得堡成立。该组织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代表、地主、部分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城市无业游民、一部分富农以及某些不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创始人为亚·伊·杜勃洛文、弗·安·格林格穆特、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1906年12月23日（1906年1月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同盟的代表团，接受了同盟成员的称号和徽章。同盟纲领以维护俄国的统一和不可分、保持专制制度、沙皇和人民通过咨议性的国民代表会议取得一致、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等为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一些蛊惑性的条文，如批评官僚制、保持村社土地所有制、各等级权利平等、国家对工人实行保险等。同盟的中央机构是由12人组成的总委员会，设在彼得堡。全国各城市、村镇所设的同盟分部在1905—1907年间达900个。同盟的主要机关报是《俄国旗帜报》。同盟通过宣传鼓动几次掀起俄国反犹太人大暴行的浪潮，同时也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它刺杀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米·雅·赫尔岑施坦和格·波·约洛斯，并两次对谢·尤·维特行刺。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同盟于1908—1910年分裂为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俄罗斯人民同盟、彼得堡全俄杜勃洛文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几个互相敌对的组织。1917年二月革命后同其他黑帮组织一起被取缔。——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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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和扩充军备

（1913年6月12日〔25日〕）

英国的工人报刊在继续开展引人注目而又有教益的、揭露国际资本家联合组织辛迪加如何把各国人民推向战争的运动。

请看看诺贝尔代那买特炸药托拉斯（或辛迪加）吧。它的资本为3000万卢布。最近一年的纯利润为330万卢布。纯利润达11％，真不坏，不是吗？

那些贩卖杀人材料的高尚的商人在自己的年度报告中用一句简短的话谦虚地解释自己的成绩：“今年的军火需求量增大了”。

当然啦！资本家的报刊和为资本家服务的政客都在叫嚣战争，要求新的军备——这对生产军火的工业家非常有利！

那么这些工业家是些什么人呢？

他们是联合起来的各国资本家、大臣的弟兄、议员等等！

这家“代那买特炸药”托拉斯（这一托拉斯是德国四家炸药厂的股东，甚至是它们的老板）的股东有：

德军：冯·米尔堡将军、男爵冯·弗里奇少校等等；

英军：Ｊ．唐纳德将军、诺埃尔·芬德利上校等等；

法军：弗朗索瓦·拉法格上校；

英国首相的夫人阿斯奎斯女士的兄弟格伦康纳勋爵、大臣诺思爵士、议员哈罗德·坦南特、“德意志银行”、“汉诺威银行”等等。

在各国议会中，各民族政党的领袖高喊“国家实力”和“爱国主义”（见立宪民主党人、进步党人、十月党人在第四届杜马中的程序提案[139]！）。他们通过武装法国去打德国、武装德国去打英国诸如此类的方法来实现这种爱国主义。他们都是这样一些热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都在如此操心，如此为“国家实力”即为本国实力操心，当然是为了对付敌人。

但是他们却和这些“敌人”一起出席代那买特炸药托拉斯和其他托拉斯（辛迪加）的董事会和股东会议，目的是为了攫取数百万卢布的纯利润并且各自挑动“本国”人民去和别国人民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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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指1913年5月在第四届国家杜马讨论内务部预算时，十月党人、进步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所采取的民族主义的和沙文主义的立场。关于这个问题，参看本卷第223—225页和第226—228页。——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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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无产阶级的五一游行示威

（1913年6月15日〔28日〕）

自勒拿事件和六三政变后掀起的革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决定性的高潮以来已经一年了。沙皇黑帮和地主，一大群官僚和资产阶级庆祝了罗曼诺夫王朝对俄国进行掠夺、鞑靼式袭击和玷辱的三百周年。第四届杜马已经召开并开始进行“工作”，但是这届杜马自己没有信心，它已经失去了先前的反革命劲头。自由派社会茫然失措，百无聊赖，他们无精打彩地反复提出实行改革的号召——同时又认为就连类似改革的事也不可能实行。

现在，俄国工人阶级的五一游行示威宛如闪电一般，在阴暗、颓唐、郁闷的气氛中划破了天空，他们首先在里加进行了演习，然后在俄历5月1日那天在彼得堡转入了坚决的行动。在刽子手的迫害和朋友们的叛卖下得以幸存的数百个老革命家，数百万个新一代的民主派和社会党人，重又面临一个庄严的未来革命的任务，并且看清了领导这一革命的先进阶级的力量。

还在五一前几个星期，政府就简直不知所措，而厂主老爷们则变成了一群好象完全没有头脑的人。他们开始逮捕和搜查，首都所有的工人区都被弄了个底朝天。外省也不亚于中央。厂主东奔西窜，召集各种会议，提出互相矛盾的口号，时而以镇压和同盟歇业相威胁，时而预先作出让步和同意关闭工厂；时而唆使政府采取残暴行动，时而指责政府并吁请政府把五一列为“休假”日。

但是，不管宪兵队怎样卖力，不管他们怎样对工厂区进行“清洗”，不管他们怎样根据最新的“嫌疑犯名单”大肆逮捕，——一切都无济于事。工人们对沙皇匪帮和资本家阶级的这种发泄怒火的无力行径嗤之以鼻，他们嘲笑市长的恫吓性的可怜的“告示”，他们撰写和传递——或者口头传诵——讽刺诗文，他们就好象是从地下弄到了一批又一批小型的、印刷简陋的、简短易懂而又富有教育意义的“传单”，这些“传单”号召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使人重新想起社会民主党原来的没打折扣的革命口号；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曾经领导群众对专制政府和君主制进行第一次冲击。

第二天，政府的报刊报道五一罢工的人数为10万人。资产阶级报纸根据第一批电讯报道说是125000人（《基辅思想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记者从彼得堡发出的电讯说是15万人。又过了一天，所有资产阶级报刊都说人数为20—22万。实际上罢工人数达到25万！

但是，除了五一的罢工人数以外，更加令人激动的、也是更加具有重要意义的就是工人的革命的街头游行示威。在首都各个郊区和市区各个角落，工人群众唱着革命歌曲，高喊革命口号，举着红旗，同政府以十倍的劲头动员起来的警察和警卫部队展开斗争长达数小时之久。工人们使沙皇的最得力的爪牙也感觉到，这场斗争不是儿戏，警察面对的不是斯拉夫主义事件[140]中的一小撮玩偶小人[141]，挺身而出的确实是首都的劳动阶级群众。

无产阶级公开地显示了它的革命意图和它的受过锻炼的并由一代代新人充实起来的革命力量，它向俄国人民和俄国各民族发出了公开的革命号召，这一切干得确实非常出色。如果说在去年，政府和厂主还可以安慰自己说，勒拿事件的爆发是无法预料的，要立刻准备好同它的后果作斗争是不可能的，那么现在，君主政府方面所作的预料是非常准确的，准备的时间也十分充裕，采取的“措施”又极其“有力”，——但结果是，沙皇君主政府面对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觉醒，彻底暴露了自己的软弱无力。

是的，勒拿事件以后的这一年是罢工斗争的一年，尽管自由派及其应声虫可怜地叫喊反对“罢工狂热”、反对“工团主义者的”罢工、反对经济罢工同政治罢工的结合或者反对政治罢工同经济罢工的结合，但这一年还是表明了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革命时代已经为自己锻造出多么伟大而无法替代的武器来鼓动群众，唤醒群众，吸引他们参加斗争。革命的群众性罢工既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也不让敌人有片刻的安宁。罢工还使敌人在经济上受到损失，使貌似“强大的”沙皇政府的政治威信在全世界面前一落千丈。它使愈来愈多的工人阶层能够把1905年的哪怕一小部分胜利成果夺回来，并吸引愈来愈多劳动者阶层包括最落后的人参加斗争。这样的罢工不会耗尽工人的力量，它往往是短时间的示威性行动，同时又酝酿着群众的新的更加有威力更加革命的公开行动，即街头示威游行。

最近一年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发生过象俄国发生的参加人数如此众多、斗志如此顽强、形式如此多样、威力如此巨大的政治罢工。仅仅这一情况就足以表明，自由派和取消派这些聪明人是多么渺小和多么可鄙地糊涂，他们竟想用“欧洲的”宪政时期的标准即主要是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启蒙和教育的准备工作时期的标准来“修正”1912—1913年俄国工人的策略。

要知道俄国的罢工大大超过了欧洲最先进的国家的罢工，这绝不是证明俄国工人具有特殊的品质或特殊的才能，而只是证明现代俄国在具备革命形势和直接的革命危机增长方面条件特殊。一旦欧洲也临近类似的革命发展时刻（在那里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象我国那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定会以巨大得无可比拟的威力举行革命罢工、示威游行和开展反对雇佣奴隶制维护者的武装斗争。

今年的五月罢工正同俄国最近一年半以来的一系列罢工一样具有革命的性质，它不仅不同于通常的经济罢工，而且也不同于示威性罢工和那些提出立宪改革要求的政治罢工（例如最近的比利时罢工就是这样的罢工）。完全由俄国的革命形势所决定的俄国罢工的这一特点，是那些为自由主义世界观所俘虏而再也不会从革命观点来看待事物的人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的。反革命和背叛情绪泛滥的时代甚至在那些想以社会民主党人自居的人们中间也留下了很多这样的人。

俄国正处于革命的状态，这是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民即不仅对无产阶级而且对十分之九的小生产者尤其是农民的压迫，已经加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且这种加剧了的压迫、饥饿、贫困、无权、对人民的凌辱，又是同俄国生产力的状况，同1905年所唤醒的群众的觉悟程度和要求的水平，以及同所有邻国即不但同欧洲的而且同亚洲的邻国的现状极不相称。

但还不止于此。单是压迫这一点，不管它有多么严重，并不总是能造成一个国家的革命形势。在多数情况下，对于革命来说，仅仅是下层不愿象原来那样生活下去是不够的。对于革命，还要求上层不能象原来那样统治和管理下去。现在我们在俄国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一场政治危机正在成熟，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为了支持反革命并在这种反革命的基础上取得“和平的发展”，资产阶级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刽子手和农奴主要多少钱，资产阶级便给多少钱，资产阶级辱骂革命，背弃革命，资产阶级舐着普利什凯维奇的皮靴和马尔柯夫第二的鞭子，变成了他们的奴仆，资产阶级创造了种种以“欧洲式的”论据为基础的理论，把1905年的所谓“知识分子的”革命骂得狗血喷头，宣布这场革命是罪大恶极的、鼠窃狗盗的、祸国殃民的，如此等等。

尽管资产阶级这样牺牲自己的钱袋、荣誉和良心，但它自己，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十月党人，也承认，专制政府和地主已不能保证“和平的发展”，已不能保证“秩序”和“法制”的起码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是不能与德国和新中国一起生存的。

俄国全国性的政治危机已经形成，而且是这样一种危机，它触动的正是国家制度的基础，而绝不是它的某些部分，触动的是大厦的地基，而不是它的某一附属建筑物、某一层楼房。不管俄国的自由派和取消派怎样胡说“谢天谢地，我们立宪了”，胡说某些政治改革已提到日程上来（只有鼠目寸光的人才不懂得前一点同后一点的密切联系），不管他们讲了多少这种改良主义的废话，情况仍然是：没有一个取消派分子和自由派分子能够指明一条可以摆脱目前状况的改良主义的出路。

俄国人民群众的现状，由于新的土地政策（农奴主-地主势必抓住这一政策，把它看作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而使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的事实，国际条件以及我国已经形成的普遍政治危机的性质，——这些就是由于政府和剥削阶级已不可能通过当前的道路和现有的手段来完成资产阶级变革的任务而在俄国出现革命形势的全部客观条件。

这就是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基础，这就是俄国各阶级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使我国发生了目前欧洲不可能发生的独特的罢工，在欧洲，任何叛徒都不希望仿效昨日的资产阶级革命（带有明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闪光），而是想因袭今日的“立宪”局面。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没有一个革命阶级能够把遭受压迫的消极局面变成义愤填膺、举行起义的积极局面，那么无论下层遭受压迫还是上层发生危机都不能造成革命，而只能造成国家的腐朽。

工业无产阶级现在所发挥的作用正是一个真正先进、真正发动群众起来革命、真正能够拯救俄国免于腐朽的阶级的作用。工业无产阶级用自己革命的罢工来实现的正是这一任务。这些为自由派所仇视和为取消派所不理解的罢工，是（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月决议的话来说）“克服农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冷漠、绝望情绪和涣散状态，吸引他们参加尽可能齐心协力、步调一致、声势浩大的革命行动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277页。——编者注］

 。

工人阶级正在吸引被剥夺了最起码权利并且陷于绝望境地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参加革命行动。工人阶级教导他们进行革命斗争，培养他们从事革命活动，告诉他们出路和生路何在。工人阶级不是用言语而是用行动，用实例来教育他们，而且不是用个别英雄的冒险行动作例子，而是用把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结合起来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作例子来教育他们。

对于任何一个哪怕只初步懂得社会主义和民主学说的诚实的工人来说，这些思想是多么简单、易懂和亲切！而对于那些背叛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些思想又是多么格格不入，他们在取消派报纸上咒骂或者讥笑“地下组织”，使那些幼稚的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似乎他们“也是社会民主党人”。

彼得堡无产阶级以及继他们而起的全俄无产阶级的五一游行示威，一次又一次清楚地向一切有眼可看有耳可听的人们表明了当代俄国的革命地下组织的伟大历史意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彼得堡的唯一党组织彼得堡委员会，在五一游行示威前夕，象在1月9日前夕，在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前夕，以及在4月4日[142]一样，使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彼得堡委员会的传单一再在各个工厂里出现。

这些传单是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的。有时候传单的外表并不好看。有些传单，例如举行4月4日游行示威的号召，只是规定游行示威的时间和地点，整张传单只有6行，看样子是在不同的印刷所和用不同的字型秘密地极端匆忙地赶印出来的。我们有些人（“也是社会民主党人”）提到“地下组织”的这些工作条件时，总是要恶毒地窃笑或轻蔑地噘着嘴问道：“如果党只是限于地下组织，那么它会有多少党员呢？两三百人吧？”（见叛徒的机关报《光线报》第95号（总第181号）上为谢多夫先生辩护的编辑部的文章，这位谢多夫先生有着充当公开的取消派分子的可悲的勇气。这号《光线报》是在五一游行示威前5天，也就是恰恰在地下组织准备传单的时候出版的！）

写出了这种可耻的东西的唐恩和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不会不知道，早在1903年党内就已有数千无产者，1907年已有15万，而现在则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出版和散发地下组织的传单，他们都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下支部的成员。但是取消派先生们知道，他们受到了斯托雷平的“合法性”的保护，他们有关地下组织的无耻谎言以及对地下组织表现出来的那种更加无耻的“丑态”是不会受到合法批驳的。

请看，这些可怜虫离开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离开整个革命工作有多么远呀！就拿他们为了讨好自由派而显然捏造出来的标准来说吧。我们暂且假定在彼得堡有“两三百个”工人参加准备和散发这些秘密传单的工作。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这“两三百个”工人是圣彼得堡无产阶级的精华，是一些不仅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而且真正做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人，一些为此而受到俄国整个工人阶级的尊敬和珍视的人，一些不是空谈什么“广泛的党”，而是在实际上组成了唯一存在于俄国的地下社会民主党的人，——就是这些人印制和散发秘密传单。《光线报》的取消派分子却在斯托雷平的书报检查官的保护下对这“两三百个”，对“地下组织”，对“夸大”它的意义，等等嗤之以鼻。

而突然，出现了奇迹！按照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5—7个委员作出的决定，按照“两三百个”人所印制和散发的传单，彼得堡25万人竟万众一心地奋起战斗了。

这些传单所谈的，工人在群众大会上和游行示威时发表的革命演说中所谈的并不是“公开的工人政党”，不是“结社自由”和诸如此类的改革（改革不过是自由派用来欺骗人民的幻影）。这些传单和演说中所谈的是革命，说革命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这些传单和演说中所谈的是建立共和国，说建立共和国是唯一正确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与自由派关于改革的谎言针锋相对，指出只有变革才能保障自由，指出哪些力量能够自觉地起来为自由而战斗。

整个200万人口的彼得堡都看到和听到了这些革命号召，这些号召深深地印入每个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心中。整个彼得堡通过一个活生生的群众运动的实例，看到了出路在什么地方，自由派空谈改革的欺骗性在什么地方。数千条工人联络渠道——和数百家不得不哪怕三言两语地报道彼得堡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报纸——把首都无产阶级顽强的罢工斗争的消息传遍了全俄国。这个关于罢工、关于工人的革命要求、关于工人为建立共和国和为没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而斗争的消息，也传到了农民群众和农民的军队那里。革命罢工正在缓慢地但却不断地鼓动、唤醒、教育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革命。

“两三百个”“地下工作者”表达了几百万几千万人的利益和需要，告诉他们关于他们的毫无出路的处境的真情实况，擦亮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到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培养他们对这一斗争的信心，为他们提出正确的口号，帮助这些群众摆脱资产阶级那些冠冕堂皇但是彻头彻尾骗人的改良主义口号的影响。而“二三”十个知识分子取消派分子为了用从国外和从自由派商人那里搞到的金钱来愚弄没有觉悟的工人，正在把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拿到工人中间去传播。

五月罢工也同1912—1913年所有的革命罢工一样，十分明显地向我们表明了当前俄国分成的三个政治营垒。一个是刽子手和农奴主、君主政府和暗探局营垒。这个营垒的残暴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已经无力对付工人群众。一个是资产阶级营垒。整个资产阶级，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十月党人，又是叫嚷又是呻吟，他们号召实行改革，由于他们认为在俄国能够实现改革，他们就自己把自己宣布为“傻瓜”。一个是革命营垒，这是唯一表达被压迫群众利益的营垒。

这个营垒的全部思想工作和全部政治工作都是由地下的社会民主党进行的，这个党善于按照自己的精神来利用每一个合法的机会，这个党同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谁也不能预言，这个先进阶级能否引导群众达到革命的胜利。但是这个阶级不顾自由派和“也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动摇和背叛，还在履行自己引导群众走向这一出路的义务。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民主运动中一切生动的和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范例并在这一斗争的指引下培育出来的。

今年的五一游行示威向全世界表明，俄国的无产阶级正在沿着自己的革命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进，离开这条道路便无法拯救奄奄一息的、活活在腐烂的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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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指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俄国反动民族主义分子在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战胜土耳其之际，于1913年3月17、18和24日（3月30、31日和4月6日）组织的斯拉夫主义游行示威。反动分子力图利用巴尔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来为俄国沙皇政府在近东的大国政策服务。——311。



[141]玩偶小人一词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同名讽刺故事。故事说，俄国某县城有一位制造玩偶的能工巧匠，他做的玩偶不仅形象生动，而且能象真人一样串演各种戏剧。这些玩偶小人没有头脑，没有愿望，却能横行霸道，使真正的人听其摆布。作家通过这个故事鞭挞了俄国社会中那种没有灵魂却又作威作福、欺压人民的寄生者。——311。



[142]指1913年4月4日，在1912年勒拿枪杀工人事件一周年那一天，彼得堡举行的一天罢工。参加这次罢工的超过85000人。——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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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

（1913年6月15日〔28日〕）

俄罗斯人政治上缺乏教养，表现之一就是他们不善于寻找准确的证据来解决有争议的重要历史问题，他们只是天真地相信当事人的叫喊、保证和誓言。

取消主义问题之所以纠缠不清，就是由于当事人（即取消派自己）勤于发誓赌咒，而“公众”又懒于寻找准确的证据。

问题的实质在哪里呢？在于对革命和地下组织的态度，在于想不想从事群众性的工人运动。

难道就没有准确的证据来回答这些问题的实际方面吗？

当然有的。只要不相信空谈家和自由派的言词就行。

关于地下组织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该不该问一问：谁在地下组织中工作呢？谁参加了地下组织呢？不显示自己的存在的地下组织等于零，等于欺骗，这不是很明显吗？

在彼得堡有两家报纸：一家是反取消派的报纸，另一家是“也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即取消派的《光线报》。其他城市里现在还没有工人报纸。

该不该设想取消派在彼得堡的力量要比其他地方大呢？在彼得堡究竟是哪些人在党内进行工作呢？

就拿资产阶级报刊上提供的证据来说。你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在1月9日前夕，在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的时候，在4月4日前夕，在五一游行示威前夕，都有人散发彼得堡委员会的传单。

你们有理由在这样的事实问题上不相信资产阶级报刊吗？

没有一个明智的人会说不相信的。谁只要稍微接近社会民主党，谁就会看到过彼得堡委员会的传单。

没有一家报纸讲到过彼得堡取消派“发起小组”[143]散发过与彼得堡无产阶级群众开展伟大革命行动的那些伟大日子有关的传单。

不管光线派分子怎样“信誓旦旦”，说他们“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也拥护地下组织”，说“列宁派”和普列汉诺夫无缘无故地“攻击”他们等等，——我们仍然要不厌其烦地用事实来揭穿《光线报》的捏造和谎言。

请给我们找出报道过取消派在1月9日前夕、4月4日前夕和5月5日前夕在彼得堡散发传单的消息的资产阶级报纸吧。没有这样的报纸。没有散发过传单。取消派没有在地下组织中工作。取消派不属于党的地下组织。取消派没有参加彼得堡委员会。取消派置身于党外，因为除了地下党，而在彼得堡除了彼得堡委员会领导的组织以外，不存在其他什么党。

我们有意不说中央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的传单，因为要证明在地方上散发过这些传单是比较困难的。而由组织委员会印发的传单我们在几乎整整一年之中只看到过一张维也纳的五一传单，而这张传单同彼得堡和俄国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

取消派所以要回避就“地下组织”问题作直接的回答，就是因为其中没有他们。发誓赌咒，大声叫骂，都抹不掉这一事实。

忠诚为取消派效劳的托洛茨基，要使自己和幼稚的“欧洲人”（那些属于喜欢亚洲谣言的人）相信，取消派在合法运动中“比较强大”。但事实又把这个谎言驳倒了。

杜马选举。第二届杜马时布尔什维克占工人选民团中的47％。第三届时占其中的50％。第四届时占其中的67％。是相信这些事实呢，还是相信托洛茨基和取消派？

工人报刊。在1912年反取消主义的报纸出现得要早得多，并且拥有的工人团体也多得多（根据关于捐款的公开材料）。《真理报》拥有620个工人团体，《光线报》则拥有89个。

1913年，护党派已经在为两家报纸捐款，而取消派的一家报纸还有赤字，只好靠国外的和来历不明的（资产阶级的）援助维持。《真理报》拥有402个工人团体，有同一倾向的一家莫斯科工人报纸拥有172个，《光线报》则拥有167个。

是相信这些事实呢，还是相信《光线报》、托洛茨基、费·唐·之流的誓言呢？

彼得堡五金工会。按纲领举行的第一次公开选举，14人中有10人是《真理报》的拥护者。[144]正象一个被捉住了的贼喊“捉贼呀！”一样，取消派在喊谨防分裂！

1910年5月我们曾经公开地、明确地对取消派说（《争论专页》[145]第2号），他们是脱离了党的合法派-独立派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78—291页。——编者注］

 。从那时起3年过去了。只有说谎成性或完全无知的人才会否认已经完全证实这些话的事实。

取消派是社会民主党机体上的寄生虫。在“欧洲”面前（组织委员会的德文小册子和谢姆柯夫斯基先生在《斗争》杂志上写的文章[146]），他们拿罢工来夸耀，而在俄国，他们却在《光线报》上写可耻的文章反对罢工，谈论“罢工狂热”，谈论革命罢工的“工团主义”。在欧洲面前，他们是拥护地下组织的（在天真的阿恩面前也是这样）。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参加地下组织。他们在工人阶级中间软弱无力，只是依靠资产阶级精神上的（当然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支持才变得强大起来。需要有阿恩——《光线报》编辑部把他当作小孩来戏弄（见第95号）——的天真幼稚才会一方面维护地下组织，一方面又承认“公开的党”的口号！这就是把内容让给了取消派，而在形式方面则同他们争论不休。请阿恩仔细想想，敌视地下组织的资产阶级完全接受“公开的党”的口号，这是偶然的吗？

“公开的党”这一口号是“改良主义”的口号，在俄国目前的阶级和政治力量对比的情况下是放弃革命的口号。地下组织这一口号是革命的口号。

在目前的俄国，资产阶级不能够直接影响工人。1905年使得工人对资产阶级和它的自由主义嗤之以鼻。在工人中间“立宪民主党人”成了骂人的字眼，于是取消派就在工人中间起资产阶级的作用。他们的客观作用就是传播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机会主义。

费·唐·在《光线报》上的全部文章，取消派的全部策略前提，都是以改良主义、以否定革命为基础的。你们没有证明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取消派常常这样回答我们。你们关于革命的“预测”是片面的，——谢姆柯夫斯基先生这样喋喋不休地说，以此来向取消派摇尾乞怜。

对此只需作一个简单的答复。自由派先生们，革命的到来只能以革命正在到来作证明。而当革命到来的时候，胆小的自由派甚至完全偶然参加进来的人物和冒险分子都能够成为“革命者”。1905年10月和11月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革命者不是那种在革命到来的时候才变得革命的人，而是那种在反动势力极其猖獗、自由派和民主派极其动摇的时刻起来捍卫革命的原则和口号的人。革命者是那种教导群众以革命方式进行斗争的人，而要预见（作出“预测”）这门“科学”的结果是任何人都办不到的。

俄国的形势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只有反取消派才能同它步调一致、协力同心地工作）正在教育群众去进行革命，为革命作准备，为革命而利用所有一切合法机会。在为革命作准备的事业中，也就是在对群众进行彻底的民主主义教育的事业中，在履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职责（因为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起着积极作用，而取消派起着消极作用。

只有反对改良主义，只有反对取消派，才有可能在俄国从事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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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发起小组（社会民主党公开工人运动活动家发起小组）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为与秘密的党组织相抗衡，而从1910年底起先后在彼得堡、莫斯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建立的组织。取消派把这些小组看作是他们所鼓吹的适应斯托雷平六三制度的新的广泛的合法政党的支部。这些小组是一些人数不多、同工人阶级没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小集团，其领导中心是取消派在国外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和他们在俄国国内出版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发起小组反对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和革命的游行示威，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反对布尔什维克。——321。



[144]彼得堡第五金工会理事会选举于1913年4月21日（5月4日）举行，出席大会的达800人，另有400余人因会场容纳不下而未能进去。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理事会候选人名单发表于《真理报》第91号，并在与会者当中散发。多数与会者不顾取消派提出的“不分派别”地进行选举的要求，投票赞成《真理报》提出的人选。理事会的14名理事中，有10名是按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名单选出的。——322。



[145]《争论专页》（《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Листо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附刊，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会的决议创办，1910年3月6日（19日）—1911年4月29日（5月12日）在巴黎出版，共出了3号。编辑部成员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最后通牒派、崩得分子、普列汉诺夫派、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争论专页》刊登过列宁的《政论家札记》、《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合法派和反取消派的对话》等文章。——322。



[146]指组织委员会1912年底在柏林用德文出版的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和谢·尤·谢姆柯夫斯基在1913年5月1日《斗争》杂志第8期上发表的文章《俄国无产阶级的复兴》。



《斗争》杂志（《Ｄｅｒ　Ｋａｍｐｆ》）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月刊），1907—1934年在维也纳出版。杂志的编辑为奥托·鲍威尔、阿道夫·布劳恩、卡尔·伦纳、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等。该杂志在左的词句的掩护下采取机会主义的中派立场。——323。　







《列宁全集》第23卷


谈谈自由派关于支持第四届杜马的号召

（1913年6月20日〔7月3日〕）

报刊上愈来愈经常地讨论国家杜马对政府和国家的态度问题，这个问题正在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六三选举法制造了两个多数：右派-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后一个多数，即所谓“自由派的”多数，在第三届杜马里就曾经不止一次地形成过。

现在，在第四届杜马中，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就更经常出现了。但是决不能忘记，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仅是由于十月党人的“左倾”，而且也是由于立宪民主党人的右倾，这种右倾一方面表现为一部分立宪民主党人转到进步党人方面去；另一方面表现为在进步党人的调解下，十月党人经常与立宪民主党人勾勾搭搭。

毫无疑问，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在第四届杜马中通过的反政府的决定的增多，证明俄国的政治危机日益加深，证明六三体制已经陷入绝境，它甚至没有能使为了这个体制的利益和为了加强反革命势力而情愿牺牲金钱、荣誉和良心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连德国历史学家施曼这个顽固不化的和死硬的反动分子（他懂俄文，常常给德国的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机关报[147]写文章）也得出了俄国的危机已经成熟的结论：不是实行纯普列韦式的体制[148]（我们好象已经进入这一“体制”？），就是来一次象这位德国历史学家所说的震动。

试问，由于杜马作出的自由派决定的增多，人们在实际政治中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关于十月党人对内务部的政策提出的谴责，立宪民主党人已经作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要求给第四届杜马以“人民的和社会的支持”，号召“舆论”“把杜马看作自己的力量、看作社会意志的直接表现”，等等（见《真理报》第128号）。

我们已经指出，这种结论是一钱不值的 
［注：见本卷第231—233页。——编者注］

 。就国民教育部预算进行的投票非常清楚地证实了我们的估计。

杜马通过了三个提案：（1）民族主义的、极端反动的提案，这是由右派和十月党人投票通过的；（2）十月党人的提案，这是由立宪民主党人投票通过的（提案要求国民教育部“不要被一些不相干的政治考虑所分心”，这个要求极其虚伪，不仅民主派甚至连正直的自由派也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最后，（3）农民团体的要求，这个要求大概是不仅在立宪民主党人，而且在民主派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支持下通过的。投票赞成农民的要求的有137票，反对的有134票，弃权的有4票。

毫无疑问，社会民主党人在投票赞成农民的提案时所犯的错误在于没有发表自己的声明或宣言。投票赞成是应该的，但是，必须附带说明自己不同意的地方，例如对农民提案的第5条。这一条谈的是初级学校使用母语的问题。民主派的要求不能只限于初级学校。一般说来，不能认为农民的要求是彻底民主主义的。

投票赞成是应该的，因为农民提案中没有拥护政府的条款，没有虚伪的东西，但是，附带说明自己不同意农民民主主义的不彻底性和软弱性也是必要的。例如，闭口不谈学校与教会的关系，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如此等等。

但这一点只是顺便提一下。

主要的是，在立宪民主党人号召支持第四届杜马以后，第四届杜马通过了民族党人的提案！

只有瞎子才会看不到，支持第四届杜马就是支持动摇的十月党人。

立宪民主党人吹嘘说，由于他们的支持，他们正在把十月党人推向反对派立场。就算是这样吧。但是，这个十月党人反对派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呢？在最好的情况下，即在它反政府的时候，它无疑是持反革命的自由主义观点的。至于它继续仰承大臣们的鼻息，讨取他们的欢心，这一点甚至连“进步党人”尼·李沃夫也加以证实了。李沃夫奉行的无疑是讨好政策，由于舍普金说了比右派通常说的话还要差劲百倍的话，李沃夫曾经两次禁止舍普金参加会议！

立宪民主党人号召人民支持动摇的十月党人，妄想使民主派听命于自由派中最坏的分子。

但是，民主派通过更为重大的事例已经数百次地看清了我们的自由派值几个钱。如果民主派再跟着自由派跑，那么它就会软弱无力，无人领导。

资产阶级与政府的冲突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各个方面都日益成熟的深刻危机的标志。因此，密切关注这种冲突是必要的。但是，民主派只有时时刻刻不忘记自己的职责，即关心人民觉悟的提高，使他们认识到与自由派不同、与自由派对立、与自由派的动摇针锋相对的民主派的任务的独立性，才能为俄国争得某种美好的东西。





	载于1913年6月20日《真理报》第13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311—313页

















[147]指《新普鲁士报》。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6月—1939年在柏林出版。该报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以及后来的德国保守党极右派的喉舌。该报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形，所以又有《十字报》之称。——326。



[148]指沙俄内务大臣维·康·普列韦执行的政策。普列韦残酷地镇压农民运动，摧毁了许多地方自治机关，组织反犹太人的大暴行，并在俄国边疆地区推行反动的俄罗斯化政策。——326。







《列宁全集》第24卷


民族问题提纲
[149]



（1913年6月26日〔7月9日〕以前）

1.对我们纲领中关于民族自决的那一条，除了从政治自决，即从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个意义上来解释以外，我们决不能作别的解释。

2.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这一条，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是绝对必要的：

（1）是为了执行一般民主的基本原则；

（2）是由于在俄国境内，尤其是在它的边疆地区有许多民族，这些民族在经济、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条件差别很大，而且这些民族（也同大俄罗斯人以外的俄国所有民族一样）都受着沙皇君主制的难以置信的压迫；

（3）最后，是由于在整个东欧（奥地利和巴尔干国家）和亚洲，也就是说在与俄国接壤的国家中，对国家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造不是还没有完成就是刚刚开始，而这一改造在世界各地或多或少地都导致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或有着血缘极其相近的和同源的民族成分的国家；

（4）俄国在目前同它周围的所有国家——从西方的奥地利（该国从1867年起就已巩固地建立起政治自由和立宪制度的基础，而现在又在实行普选权），到东方的中华民国——比较起来，是一个在国家制度方面最落后最反动的国家。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在自己的整个宣传工作中，坚持一切民族都有成立单独国家或自由选择他们愿意参加的国家的权利。

3.社会民主党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这就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做到：

（1）无条件地反对统治民族（或占人口多数的民族）对于在国家问题上愿意分离出去的民族使用任何形式的任何暴力；

（2）要求只能根据当地居民的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来解决这种分离问题；

（3）既同黑帮-十月党人也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各个政党（“进步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等）进行不懈的斗争，反对他们袒护和纵容民族压迫，尤其是否认民族自决权的任何行径。

4.社会民主党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决不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对某一民族的国家分离是否适宜的问题不作出独立的估计。相反，社会民主党人正应该作出这种独立的估计，既要考虑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和联合起来的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对各民族的无产者压迫的情况，又要考虑到总的民主任务，首先是而且主要是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应当特别注意如下的情况：在俄国有两个民族，由于许多历史条件和生活条件，它们最有文化，最与其他民族隔绝，能够最容易最“自然地”实现自己的分离权。这两个民族就是芬兰和波兰。1905年革命的经验表明，甚至这两个民族中的统治阶级即地主和资产阶级也因为害怕芬兰和波兰的革命无产阶级而放弃了争取自由的革命斗争，谋求同俄国统治阶级及沙皇君主政府接近。

所以，社会民主党应当竭力提醒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使他们不要被“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口号直接蒙蔽，因为资产阶级正在想方设法用关于“祖国”的花言巧语来分裂无产阶级，使他们不去注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别的民族的资产阶级以及同沙皇君主政府结成联盟的把戏。

所有民族的工人要是不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实行最紧密最彻底的联合，无产阶级就无法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捍卫自己日常的经济利益。

除了用革命斗争的方法来推翻沙皇君主制而代之以民主共和国，无产阶级就不能争得自由。沙皇君主制排斥各民族的自由和平等，而且它还是欧洲和亚洲的野蛮、残暴、反动的主要堡垒。而要推翻这个君主制，只有俄国各民族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做到，因为只有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各民族劳动群众中一切彻底民主主义的、能够进行革命斗争的人前进。

所以，工人如果把同“本”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一看得高于同各民族无产者的完全统一，那就违背了自己的利益，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和民主的利益。

5.社会民主党主张建立彻底民主的国家制度，它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某个民族或某些民族享有任何特权。

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反对所谓“国”语。在俄国，这样的“国”语尤其是多余的，因为俄国7/10以上的人口属于同源的斯拉夫民族，在自由国家的自由教育的条件下，由于经济流转的要求，即使不给某一语言以任何“国家的”特权，他们也会很容易地进行交际。

社会民主党要求取消农奴主专制国家的农奴主-地主和官吏所规定的俄国原有的行政区划，而代之以根据现代经济生活要求和尽可能同居民民族成分相适应的区划。

凡是居民生活习惯特点或民族成分不同的国内的各个区域，都应当享有广泛的自我管理和自治，其机构应在普遍、平等、无记名的投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6.社会民主党要求颁布一项全国性的法律，以保护国内任何地方的任何少数民族的权利。根据这项法律，凡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企图用来为自己建立民族特权或缩小少数民族的权利（在教育事业、使用某种语言、预算等方面）的任何措施，应当一律宣布无效，谁采取这种措施，谁就应当受到惩罚。

7.社会民主党对“民族文化”（或者只是“民族”）“自治”这个口号，对实现这个口号的种种方案均持否定态度，因为这个口号第一，根本违反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国际主义；第二，容易使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第三，会置整个国家的彻底民主改造的任务于不顾，然而只有这样的改造才能保证（一般来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的限度内）民族和平。

由于民族文化自治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之间闹得特别凶，我们应当对这种情况作一些说明。

（1）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来看，无论直接或间接地提出民族文化的口号，都是不能允许的。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因为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经愈来愈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这三方面的生活完全国际化。现在就已经由各国无产阶级系统地建立起来的国际文化，并不是把“民族文化”（不论是哪一个民族集体的）全盘接受下来，而是只吸取每个民族文化中彻底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因素。

（2）在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接近于民族文化口号的唯一例子，大概就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布隆纲领的第3条了，虽然这种接近还不够大胆。这一条写道：“属于同一民族的各自治区域共同组成单一的民族联盟，该联盟完全按自治原则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

这是一个妥协性的口号，因为这里外毫没有提出超地域的（按人的民族属性的）民族自治。但这个口号也是错误的、有害的，因为把罗兹、里加、彼得堡、萨拉托夫的德意志人结成一个民族根本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实行充分的民主制，取消一切民族特权，使在俄国的德意志工人同所有其他民族的工人在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国际文化的事业中联合起来。

超地域的（按人的民族属性的）民族自治并要设立（根据彻底拥护这个口号的人的计划）民族议会和民族事务大臣的口号（奥·鲍威尔和卡·伦纳），是更加错误的。这种违背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经济条件并且在世界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中都没有试行过的制度，是某些人的机会主义幻想，他们对于建立彻底民主的制度感到绝望，而想在某些问题（“文化”问题）上把每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人为地加以隔绝，以求摆脱资产阶级的民族纷争。

情况有时迫使社会民主党人暂时服从某种妥协性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应当向别国效法的不是妥协性的而是彻底社会民主主义的解决办法。所以，今天，当奥地利的妥协尝试甚至在奥地利本国也已经完全破产并且导致捷克社会民主党人的分离主义和分裂行动的时候，效法奥地利的这种不成功的尝试就更是不明智的。

（3）俄国的“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的历史表明：采用这个口号的，是所有（无一例外）犹太的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只是犹太资产阶级政党，不加批判地跟着这些政党跑的是崩得，尽管它不彻底地反对设立犹太民族议会和犹太民族事务大臣。其实，连那些认可或者拥护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妥协性口号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也承认（如奥·鲍威尔和卡·考茨基等）这个口号对于犹太人是完全不能实现的。“在加里西亚和俄国的犹太人与其说是民族，不如说是帮会，而把犹太人组成一个民族的尝试，就是保存帮会的尝试。”（卡·考茨基）

（4）在一些文明国家里，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是在整个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机构方面最大限度地实行民主制（瑞士）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那种十分（相对地说）近似民族和平的局面。彻底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共和国、民兵制，人民选举官吏等等），正在把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以及每个民族中的一切先进分子联合起来，为创造彻底消除民族特权的条件而斗争，而“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则鼓吹各民族在教育事业（以至整个“文化”事业）上互相隔绝，而隔绝是完全符合保持一切特权（其中包括民族特权）的基础的需要的。

彻底民主主义的口号会把所有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先进的民主派（即那些不是要求隔绝，而是要求在一切事业上，其中包括在教育事业上把各民族的民主分子联合起来的人）融为一体，而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则分裂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同各民族的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联在一起。

彻底民主主义的口号是同各民族的反动派和反革命资产阶级势不两立的，而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则完全为某些民族的反动派和反革命资产阶级所接受。

8.俄国的整个经济和政治状况就是这样无条件地要求社会民主党毫无例外地把一切无产阶级组织（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和教育组织等等）中的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在党的体制上不是实行联邦制，也不是成立各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而是实现当地各民族的无产者的统一，并用当地无产阶级使用的各种语言进行宣传和鼓动，进行各民族工人反对任何民族特权的共同斗争，实行地方和区域的党组织的自治。

9.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证实了上述的论点。党在1898年诞生时就是“俄国的”党，即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党。在党代表大会没有接受把崩得看作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的要求以后，崩得便在1903年退出了党，那时党仍然是“俄国的”党。1906—1907年的实际生活充分表明这个要求是没有根据的，许多犹太无产者在许多地方组织中继续同心协力地进行共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于是崩得又回到党内来了。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1906年）把主张地域自治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了起来，而且大会没有接受联邦制的原则，并要求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当地联合起来。这个原则在高加索实行了好多年，在华沙（波兰工人和俄国士兵）、维尔纳（波兰、拉脱维亚、犹太和立陶宛的工人）和里加也在实行，这后三个中心城市实行这个原则是针对按照分离主义分离出去的崩得的。1908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代表会议的名义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确认各民族工人不是在联邦制的原则上统一的要求。崩得分离主义者主张分裂，不执行党的决定，因而使这种“最坏类型的联邦制”[150]完全破产，使崩得分离主义者和捷克人日益接近，或者说使后者与前者日益接近（见《我们的曙光》杂志上科索夫斯基的文章，以及捷克分离主义者的机关刊物《捷克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人》杂志1913年第3期上关于科索夫斯基的文章）：最后，在取消派的八月（1912年）代表会议上，使崩得分离主义者和取消派以及一部分高加索取消派分子对“民族文化自治”没有作实质性的说明就妄图把它偷偷地塞到党纲里去！

无论是波兰或拉脱维亚边疆区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还是高加索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都仍然坚持地域自治和所有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统一的观点。崩得取消派的分裂以及崩得同华沙非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盟，向所有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整个民族问题，把这个问题（无论从它的理论意义的角度还是从党的建设事业的角度）提上了日程。

妥协性的解决办法正是被那些违反党的意志硬来推行这些办法的人所破坏，要求各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统一的呼声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响亮。

10.沙皇君主政府的那种粗暴好战的黑帮民族主义的存在，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抬头——不管这种民族主义是大俄罗斯的（司徒卢威先生、《俄国评论报》、“进步党人”等等）、乌克兰的、波兰的（民族“民主党”[151]的反犹太主义），还是格鲁吉亚的、亚美尼亚的，等等——这一切都特别迫切要求俄国各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比以往更加重视民族问题，并以坚定的国际主义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统一的精神对这个问题制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办法。




（一）民族文化的口号是不正确的，它表现出来的只是对民族问题理解上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国际文化。

（二）民族区分的永久化，精致的民族主义的推行——各民族的联合、接近、混杂和另一种文化即国际文化的原则的表现。

（三）小资产者的绝望（反对民族纷争的毫无希望的斗争）以及对根本性的民主改造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恐惧——只有根本性的民主改造才能在资本主义国家缔造民族和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结束民族纷争。

（四）在教育事业上的民族组合。[152]

（五）犹太人。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314—322页

















[149]《民族问题提纲》是列宁为作民族问题的专题报告而写的。专题报告会于1913年7月9、10、11和13日在瑞士苏黎世、日内瓦、洛桑和伯尔尼等城市举行，前去听报告的不仅有布尔什维克，也有其他社会党侨民小组的代表。在本卷《附录》里载有这个专题报告的提纲（见本卷第469—473页）。在《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载有讨论这一专题报告的详细纪录。——329。



[150]“最坏类型的联邦制”一语见于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是决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自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以来同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相互关系的评定。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43—144页和第22卷第247—249页。——335。



[151]民族民主党是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于1897年，首领是罗·德莫夫斯基、济·巴利茨基、弗·格拉布斯基等。该党提出“阶级和谐”、“民族利益”的口号，力图使人民群众屈服于它的影响，并把人民群众拖进其反动政策的轨道。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该党争取波兰王国自治，支持沙皇政府，反对革命。该党在波兰不择手段地打击革命无产阶级，直到告密、实行同盟歇业和进行暗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曾通过一个专门决议，强调必须揭露民族民主党人的反革命黑帮面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党无条件支持协约国，期望波兰王国同德、奥两国占领的波兰领土合并，在俄罗斯帝国的范围内实现自治。1919年该党参加了波兰联合政府，主张波兰同西方列强结盟，反对苏维埃俄国。——336。



[152]这里说的是按民族分设学校，这是“民族文化自治”这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纲领的基本要求。——337。







《列宁全集》第23卷


颇有教益的言论

（1913年7月初）

众所周知的叛徒伊兹哥耶夫先生，在1905年前曾是社会民主党人，后来很快变“聪明了”……10月17日以后就摇身一变为右翼自由派分子，近来常常在“十月党人的”或反革命自由派的主要机关刊物《俄国思想》杂志上对社会民主党加以关注。

现在只能向希望充分了解工人政治中重大问题的工人介绍一下伊兹哥耶夫先生在今年《俄国思想》杂志最近一期即6月号上的一篇文章。

仔细思考一下伊兹哥耶夫先生乱捧取消派的思想和策略即取消派的基本原则的那些热情洋溢的颂词是很有益处的。自由派怎么能不吹捧自由派工人政治家的原则和策略呢！

仔细思考一下对取消派深表同情的伊兹哥耶夫先生的有独到之处的策略论点是很有益的，因为他终究上过“马克思主义的初级学校”，是懂得必须探索护党派同取消派之间的严重斗争的真正根源的。

可惜我们在这里只能从伊兹哥耶夫先生的这篇颇有教益的文章中摘出十分简短的几段话，并加上一个远不全面的极为简短的说明。

在伊兹哥耶夫先生看来，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取决于“俄国沿着立宪（即使是德国类型的立宪）的方向和平发展有多大希望。现在已经证明，在德国实行一种有各种自由、没有强化警卫、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政党能够广泛发展的君主立宪制是可能的。在俄国实行这种制度是否可能呢？这要看天秤杆往哪一头倾斜：是取消派成功的希望大，还是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希望大……”

“……如果反动派的进攻没有止境，如果俄国的立宪力量不足，难以对国家进行和平改造，那么，无疑布尔什维主义就会胜利，并且会把取消派赶下舞台。”而伊兹哥耶夫先生本人认为布尔什维克是无政府主义者，取消派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取消派把布尔什维克纲领中的头两条去掉，换上结社自由的条文是十分明智的！！

伊兹哥耶夫先生写道：“风暴是要过去的，做正常的工作的时刻是会到来的，取消派也将重新〈！！？〉成为工人阶级的领导者。”这就是伊兹哥耶夫先生的梦想。据他说，当“风暴过去”的时候，取消派的策略将是非常美好的……下面就是他“对策略的见解”：


　　“如果更深入地思考一下布尔什维克的策略，那就必须承认，这个策略是根据这样一个信念制定的，即认为俄国争取君主立宪的斗争……〈省略号是伊兹哥耶夫先生用的〉已经在6月3日结束了。往后也许是争取直接民主或彻底民主的斗争。可是，在俄国的基本历史条件下，除了六三宪制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宪制。俄国立宪派只能指望实行没有自由、只有非常条例的宪制。我们认为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虽然它同黑帮的观点完全对立，但却同出一源。可是不能否认它还是有思想内容的。如果俄国立宪派长时期地无力保证国家建立法制，那么将来甚至会证明布尔什维克的悲观主义是正确的。而在目前，正象《光线报》所正确指出的……〈啊，当然是这样！〉……布尔什维克的悲观主义只能和半无政府主义分子合流……”（接着，为《光线报》高兴得喘不过气来的伊兹哥耶夫先生援引了取消派文章中的几段话）



　　伊兹哥耶夫先生把关于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笼统地称作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同关于首先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小资产者劳动群众的乐观主义是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呢？关于这一点伊兹哥耶夫先生是怕想的。他怎么会不怕呢！这个叛徒同取消派连连亲吻的最奇特之处，这个自由派分子所发表的这些言论的最有教益之处，就是他对取消派深表同情，但又不敢否认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有思想内容！他拥护“和平”发展和取消派的机会主义，但又不能断然肯定正是这种发展会取得胜利！！他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疯狂敌人，他对我们骂不绝口（说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说我们喜欢自吹自擂等等）。他是取消派的亲密朋友，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如果“俄国的立宪力量不足”（就是说如果这种力量还象目前的情况那样……），布尔什维主义就会胜利！！

怒气冲冲的伊兹哥耶夫先生虽然很清楚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但是他不很机灵，他没有察觉，所有这些论点 
［注：下一页手稿没有找到。——俄文版编者注］

 ……………………而且他揭去了费·唐·、尔·谢·、叶若夫、拉林、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之流的遮羞布。

感谢你，衷心地感谢你，生布尔什维克气的伊兹哥耶夫先生！真理的光芒是刺眼的。而你无意中却刺了你的朋友取消派的眼睛。你这样“亲热地”拥抱他们，是会把他们抱得憋死的。

再稍微谈几句一个纯粹历史性的问题。为什么在德国正是实行这种比法国式的立宪更为反革命自由派所欣赏的立宪“是可能的”呢？喜欢生气而又不机灵的伊兹哥耶夫先生，这只是因为这种立宪是害怕工人取得自由的俾斯麦和自由派所作的努力同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争取德国最完全的民主化的工人所作的努力这两者的一种合力。那时德国工人还软弱，因此俾斯麦和普鲁士自由派取得了一半胜利。如果那时德国工人强大些，俾斯麦就只能取得四分之一的胜利。如果德国工人再强大些，俾斯麦就根本不会取得胜利。德国所以能不顾俾斯麦的反对，不顾普鲁士自由派的反对而争得自由，只是由于工人阶级（部分地也是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所占比重很小）为争取最完全的民主化作出了坚定而又顽强的努力。

伊兹哥耶夫先生，你一点也不明白吗？对德国来说，历史也证实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正确的，这难道你不明白吗？对布尔什维克少生些气，同取消派少“亲热”些，这样你可能还会明白的。





	　　弗·伊·（或不署名）











附言：此文如不合用，请交给《启蒙》杂志。我的意见是最好作为小品文交《真理报》发表。





	载于1925年《红色处女地》杂志第1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323—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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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生活中的情景

（1913年7月2日〔15日〕）

当人们谈到俄国生活中，特别是俄国农村中的农奴制的时候，就会引起我国自由派，特别是那些喜欢装得几乎象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由派的抗议。他们说，啊，在20世纪的俄国还有什么农奴制！这不过是一种“鼓动”……

其实，在现代俄国农村中，农奴制的极其鲜明的情景触目皆是，只是由于“已经惯于忍受的”俄国庸人的那种可诅咒的守旧心理，才使他们对这些情景无动于衷。

下面就是其中的一个情景，这我们是从切尔尼戈夫省地方自治会议1900—1909年这10年的官方决议汇编中摘引来的。


　　希日尼亚科夫先生（《俄国财富》杂志）就这个问题写道：“直到今天还用劳役制这个古老的方法来保养乡村道路，这是我们地方自治机关的一个污点……不用说这种劳役完全由农民负担是多么不公平……就是这种服役的方式本身也是令人愤慨的。在冰雪消融或大雨滂沱之后，村长通常按照巡官的森严命令，‘赶着一群人’（象我们平常所说的那样）去修路。工作毫无条理，既不进行水平测量，也没有任何技术指标。我曾经看到过一次非常紧张的劳动，伴随它的是巡官威严的斥责声，干活的人稍一懈怠就要挨鞭打。这是在夏末，在省长的车辆将要路过之前……有将近500名手拿铁锹的男女被赶到大约3俄里的地段内干活。他们遵照巡官的命令挖掘谁也用不着的沟渠，后来只好又把这些沟渠填平了……我们的地方自治机关，在它存在的差不多50年时间里，不但没有想到要取消农民的这个负担，反而加重了这个负担……”



　　这个地方自治机关同俄国所有的地方自治机关一样，是地主的地方自治机关。总之，地主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这种古老的“义务”。巡官和村长遵照地主的指示“赶着一群人”，强迫几百个农民放下自己的活计去“挖掘谁也用不着的沟渠”，工作“毫无条理”，“干活的人稍一懈怠就要挨鞭打”。

这就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马尔柯夫之流等等的政权的根基。同这种根基相对照，我们这些精心谋划的、一本正经的、好心好意的、以改革为目的的自由派纲领该是多么虚伪，多么可憎！





	载于1913年7月2日《真理报》第14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327—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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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休会和自由派茫然失措

（1913年7月5日〔18日〕）

第四届杜马休会[153]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但是报纸上还在发表对它的评论和对它的活动的评价。对第四届杜马普遍表示不满，这已经为大家所公认了。对杜马不满的不仅有自由派，不仅有“负责的”（对地主）反对派[154]，而且还有十月党人。右派也表示不满。

当然，反动地主和反动资产阶级对黑帮杜马表示不满，这是极不寻常的，是特别耐人寻味的。这些阶级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来保证所谓“和平的”“立宪的”发展。

做了一切事情——可是不得不承认，结果毫无收获！因此在地主和资产阶级本身的营垒里也普遍存在不满。现在，无论在右派那里还是在十月党人那里，再也听不到第三届杜马时期所特有的对六三体制的欢呼和赞美了。

我国的所谓“上层”阶级，即社会的和政界的“上层”，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俄国了，尽管俄国的国家制度和管理的全部原则完全是由他们确定的，是完全按照他们的利益安排的。“下层”则渴望改变这种统治。

“上层”不能照旧管理国家事务了，而“下层”又非常不愿意容忍这种管理，这两种情况凑合起来就恰好形成了所谓（即使不十分确切）全国范围的政治危机。

这个危机目前正在增长，这是事实，而且是无庸争辩的事实。

看来，争取好转的重心根本不在于杜马，因为杜马在这方面不过是个不确切的标志，这一点不仅民主派，就是有见识的自由派也应该清楚了。

但是我们的自由派早已涣散了。《言语报》的社论作者写道：“第三届杜马和第四届杜马是对人民代表制的讽刺”，“可是正是它们存在着，hicRhodus，hicsalta”（拉丁格言，直译就是“这里是罗得岛，就在这里跳吧”[155]，这就是说，这里是主要的，这里是关键所在，请在这里证明吧，请在这里斗争吧）。

先生们，你们错了！这里不是“罗得岛”，也不会在这里“跳”，因为这里不是开始跳的地方。

只有地主和财主的奴仆才会把第四届杜马当作民主派的“罗得岛”，才会忘记，除了杜马以外，还“存在着”比如说具有全民意义的工人运动，尽管自由派对工人运动的这种意义绝口不提，尽管自由派工人政治家即取消派缩小和贬低工人运动的这种意义。


　　《言语报》喊道：“我们是否已经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来影响杜马，迫使它遵循和执行我们的要求呢？”



　　这句话有点文理欠通，但是意思很清楚。“我们”是指地主和资产阶级。《言语报》看到的是这个“社会”，只是这个“社会的”舆论，只是它才使《言语报》感到兴趣。迫使最反动的地主“执行”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要求”？但是连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自己也不清楚自己“要求”什么，希望什么，不知道是要进行争取好转的变革呢，还是要削弱正在实现这种变革的全国规模的工人运动。

可怜的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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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指第四届国家杜马第一次常会结束后的夏季休会。这次休会从1913年6月25日（7月8日）开始，到10月15日（28日）结束。——344。



[154]指立宪民主党人。——344。



[155]“这里是罗得岛，就在这里跳吧！”一语出自伊索寓言中的《说大话的人》。这个说大话的人硬说自己曾在罗得岛跳得很远很远，别人于是用这句话揭穿了他。这句话经常被用来讽刺那些喜欢吹牛撒谎或借故推脱、回避问题的人。——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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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反对卖淫第五次代表大会

（1913年7月13日〔26日〕）

“国际反对卖淫 第五次
 代表大会”不久前在伦敦闭幕了。

公爵夫人、伯爵夫人、主教、牧师、拉比[156]、警官和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慈善家都粉墨登场了！多少次隆重的宴会和豪华的官方招待会！多少次慷慨激昂地斥责卖淫的危害和下流无耻！

大会上温文尔雅的资产阶级代表们要求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法呢？主要是两种方法：宗教和警察。据说这是反对卖淫的最正确最可靠的方法。据莱比锡《人民报》[157]驻伦敦记者报道，有一个英国代表夸耀说，他在议会里提议对拉皮条的人处以 肉刑
 。看，这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反对卖淫的“文明的”当代英雄啊！

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女士非常赞赏警察局和用女警察来监视“堕落”女人的办法；关于提高工资问题，她指出女工是不配获得较高的工资的。

一位德国牧师攻击了现代的唯物主义，他说唯物主义在人民中间日益广泛地传播，从而促进了自由恋爱的流行。

当奥地利代表格特纳试图提出关于卖淫的社会原因、关于工人家庭生活穷困、关于使用童工、关于不堪忍受的居住条件等等问题时，充满敌意的喊声迫使发言人停止了发言！

但是各组代表在讨论时却大谈高贵人物的发人深省和令人激动的轶事。例如，当德国皇后参观柏林的某所产院时， 人们让
 一些“非婚生的”孩子的母亲都 戴上指环
 ，以免未行过婚礼的母亲亵渎了这位高贵人物！！

据此可以判断，这些贵族资产阶级的会议充满了多么令人恶心的资产阶级的伪善。假慈善家和嘲弄穷困的警察辩护人开会“反对卖淫”，而支持卖淫的又恰恰是贵族和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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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拉比是希伯来文rabbi的音译，原是犹太人对师长的尊称，后来专指犹太教内负责执行教规、教律和主持宗教仪式的人。——347。



[157]《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日报），1894—1933年出版。该报最初属于该党左翼，弗·梅林和罗·卢森堡曾多年担任它的编辑。1917—1922年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22年以后成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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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和行动

（1913年7月16日〔29日〕）

我们有些人在评价某一党派的口号、策略和它的总方针时，经常错误地拿这个党派自己提出的愿望或动机来作根据。这样的评价实在要不得。俗话说得好，地狱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问题不在于愿望，不在于动机，不在于言论，而在于不依这些东西为转移的客观环境。正是客观环境决定着某一党派的口号、策略或总方针的成败和意义。

现在我们就用这种观点来分析当前工人运动中最重要的问题。彼得堡7月1—3日的罢工有62000多工人参加，这还是根据资产阶级报纸《言语报》和《俄罗斯言论报》的统计数字，这两家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提供缩小了的数字。

因此，有6万多人参加罢工，这是事实。大家知道，这次罢工的直接起因是抗议迫害工人报刊，抗议每天没收这些报刊等等。我们甚至从《新时报》、《言语报》、《现代报》[158]、《俄罗斯言论报》这类报纸的报道中也可以看出，工人通过自己的发言和其他方式着重指出他们的抗议具有全民的意义。

俄国社会的各个不同的阶级是怎样对待这一事件的呢？他们采取了什么立场呢？

我们知道，《俄国报》[159]、《庶民报》之类的报纸都对这一事件发表了照例是措辞激烈的谴责性声明，并且往往带有极粗鲁的谩骂和威胁等等。这并不新奇。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必然的。

比较“新奇的”倒是资产阶级对这一事件采取了非常冷淡的态度，这一点在自由派报纸上已经反映出来了，而且这种冷淡态度往往转变为否定态度。可是，当工人运动在17—18年以前还不太重要，参加的人数还不太多的时候，自由派资产阶级曾对工人运动表示过明显的同情。可见，自由派无疑已经坚决地向右转了，它背离了民主运动并且反对民主运动。

自由派的《俄罗斯言论报》如果不是俄国销路最广的报纸，那也是俄国销路最广的报纸之一，这家报纸在评论彼得堡7月1—3日事件时写道：


　　“指出彼得堡出版的社会民主党报纸对这次罢工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社会民主党的《真理报》专为昨天的〈此文写于7月3日〉罢工辟出很大的篇幅，而所谓取消派集团的机关报《光线报》却只登了一篇关于这次罢工的短评，在此之前，它曾为政治罢工写了一篇社论〈7月2日《光线报》〉，表示反对工人的这类行动。”（1913年7月3日《俄罗斯言论报》）



　　事实就是这样。反动派采取敌视态度。自由派和取消派则采取冷淡和否定的态度。自由派和取消派行动上是统一的。只有反对取消派，工人的群众性行动才能统一起来。无产阶级要想履行自己的民主主义职责，要想尽到先锋队的义务，要想为人民群众服务，对他们进行教育，使他们团结起来，就只有同行动上完全依赖于自由派的取消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自由派同各种各样的貌似马克思主义者的分子或动摇分子一样，也常常在杜马讲坛上表现激进，但是这并不妨碍自由派（在取消派的帮助下）去反对杜马外的群众的民主运动。





	载于1913年7月16日《工人真理报》第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335—336页

















[158]这里说的是《现代言论报》。



《现代言论报》（《Совр　меенное　Слово》）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日报），1907年9月—1918年8月3日（16日）在彼得堡出版。——349。



[159]《俄国报》（《Россия》）是一份反动的黑帮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914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从1906年起是内务部的机关报。该报接受由内务大臣掌握的政府秘密基金的资助。列宁称《俄国报》是“卖身求荣的警察报纸”。——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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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人论乌克兰问题

（1913年7月16日〔29日〕）

在报刊上以及杜马讲坛上，例如在社会民主党人彼得罗夫斯基的发言[160]中，早已指出某些有影响的立宪民主党人（以司徒卢威先生为首）就乌克兰问题发表的言论是非常不体面、反动和无耻的。

近来我们在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言语报》上看到经常为该报撰稿的米·莫吉梁斯基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我们对这篇文章不能保持沉默。

这篇文章以批“分离主义”为名对乌克兰人进行真正沙文主义的攻击。“不顾一切的冒险主义”、“政治上的梦呓”、“政治上的冒险”，——这就是在这位披着“民主主义”外衣的、地地道道的新时报派分子米·莫吉梁斯基先生的文章中使用的字眼！！而立宪“民主”党竟无耻地为这篇文章打掩护，十分推崇地把它登出来，这就无声地赞许了这种赤裸裸的沙文主义。

米·莫吉梁斯基先生本人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利沃夫召开的全乌克兰大学生代表大会[161]上，某些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即居住在俄罗斯的某些乌克兰人也反对乌克兰政治独立的口号，反对社会民主党人顿佐夫，因为他向大会提出了关于“独立自主的乌克兰”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除两票反对外，被一致通过。

可见，根本谈不上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赞同顿佐夫的意见。不过社会民主党人同顿佐夫争论过，提出了自己的论据，并且是在同一个讲坛上为说服同一些听众而争论的。

米·莫吉梁斯基先生完全丧失了起码的政治礼貌，竟用黑帮分子词汇里粗野骂人的字眼来攻击顿佐夫，攻击整个乌克兰大学生代表大会。他很清楚，他的论敌根本没有可能来驳斥《言语报》的观点，根本没有可能在同一个讲坛上面对俄国听众发表同样坚决的、公开的、自由的演说。

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是可悲的民主派！那些对立宪民主党人的这种无礼取闹表示容忍而不作强烈抗议的人，也是可悲的民主派。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能让民族主义口号搞昏自己的头脑，不管这种民族主义口号是大俄罗斯的、波兰的、犹太的、乌克兰的还是其他民族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忘记，一切民主派的起码责任是要反对那种以批“分离主义”为名对任何一个民族进行任何攻击，是要为承认完全的和无条件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权而斗争。

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这种自决在每个具体场合应该怎样表现是可以有不同看法的。同顿佐夫这样的民族社会主义者进行争论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是以批“分离主义”为名进行卑鄙的攻击，对那些不能自卫的人进行攻击，却是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无耻已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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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指布尔什维克代表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在1913年5月20日（6月2日）国家杜马讨论内务部预算时的发言。发言稿是列宁起草的。1913年4月18日（5月1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由克拉科夫寄往彼得堡的信中写道：应当竭尽全力全文宣读这篇发言稿，因为它非常重要。发言稿手稿没有找到。——354。



[161]指1913年6月19—22日（7月2—5日）在利沃夫举行的全乌克兰大学生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安排在伟大的乌克兰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革命民主主义者伊万·弗兰科的纪念日举行。俄国的乌克兰大学生代表也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会上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德·顿佐夫作了《乌克兰青年和民族的现状》的报告，他坚持乌克兰独立的口号。——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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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各政党的最新材料

（1913年7月16日〔29日〕）

德国统计局公布了一批有关1912年议会（帝国国会）选举的很有意思的材料。把各个政党在农村和在城市中的力量加以比较是大有教益的。

德国的统计把不满2000个居民的居住区算作村庄，这和欧洲多数国家的统计是相类似的，但与俄国不同，俄国到目前为止仍然保持着官僚警察的荒唐做法，不管居民多少，任意把一些居住区“称作”城市。

德国的统计把拥有2000到10000个居民的居住区算作小城市，而把拥有10000个以上居民的居住区算作较大的城市。

看来，某个政党的进步性（最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进步性”）同它在城市以至一切较大的居住区中的力量的增长之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在这方面，德国有四类政党特别令人注目：

（1）社会民主党，这是唯一彻底进步的政党，是雇佣工人的真正“人民的”群众性的政党；

（2）“进步人民党”[162]，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党，类似我国的劳动派（只不过不是在农奴制而是在纯粹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

（3）“民族自由党”[163]，这是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德国的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政党；

（4）一切保守党，即黑帮地主、教权派、反动小市民和农民的政党（反犹太主义者，“中央党”即天主教派，本来意义上的保守派，波兰人等等）。






	　
	各政党所得的选票比例（百分比）



	　
	社会民主党
	进步党
	民族自由党
	一切保守派政党
	零散的不定形的党派
	共计



	农村
	19.0
	8.8
	12.8
	58.6
	0.8
	100



	小城市
	35.8
	12.1
	15.0
	36.4
	0.7
	100



	大城市
	49.3
	15.6
	13.8
	20.0
	1.3
	100



	
全德国

	34.8
	12.3
	13.6
	38.3
	1.0
	100







在德国实行了普选制。但上面的统计表清楚地表明，德国农村，德国农民（也象欧洲所有立宪的文明国家的农民一样）直到现在还几乎完全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受到地主和神父的奴役。

在德国农村中，拥护保守党即地主和神父的政党的选票几乎达到3/5（58.6％）！当农民同封建主、农奴主和地主进行斗争时，农民在欧洲各地都曾经是革命的。而在他们争得了自由并获得了一小块土地以后，他们便照例同地主和神父和解，变成反动的了。

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开始使农民离开反动派的怀抱而拥护社会民主党。1912年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农村获得的选票几乎已占农村选票总数的1/5（19.0％）。

因此，当前德国农村的政治状况就是这样：五分之一的人拥护社会民主党，五分之一的人拥护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派的”资产阶级，五分之三的人拥护地主和神父。在农村的政治教育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做。资本主义一方面使小农破产并日益加重对他们的压迫，同时可以说止在用强力迫使小农摆脱反动的偏见。

在小城市中则又是一种情况：社会民主党已经超过自由派资产阶级（35.8％的选票对27％的选票），但还没有完全赶上拥有36.4％选票的保守派。小城市是小市民的大本营，他们主要从事工商业。小市民是最动摇不定的，因此他们既不能给保守派，也不能给社会党人或自由派资产阶级提供稳定的多数。

在大城市，社会民主党取得了胜利。拥护社会民主党的占居民的半数（49.3％的选票），等于保守派和自由党人的选票的总和（15.6＋13.8＋20＝49.4％）。这里拥护保守派的只有五分之一的居民，拥护自由派资产者的只有十分之三的居民，而拥护社会民主党的则占半数。如果拿最大的城市来说，社会民主党就更占有绝对的优势。

大家知道，在所有现代国家甚至在俄国，城市的发展要比农村快得多，城市是人民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中心，是进步的主要动力。社会民主党在城市中的优势，清楚地表明了这个先进的人民群众的政党的作用。

1912年在德国的6500万个居民中，仅有2590万人住在农村，1230万人住在小城市，2680万人住在较大的城市。在近几十年，德国已经成为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比较自由的、拥有可靠的宪制和实行了普选制的国家，因此，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的增加快得多。1882年，在4500万个居民中，住在城市的有1890万人，即占41.8％；1895年，在5200万个居民中，住在城市的有2600万人，即占49.8％；1907年，在6200万个居民中，住在城市的有3600万人，即占58.1％。而在上述这些年份里，住在拥有10万人和10万人以上的最大城市的居民分别为300万——700万——1200万，即占人口总数的7.4％——13.6％——19.1％。25年来人口总数增加了36.5％，城市人口增加了89.6％，而最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了254.4％。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在现代的资产阶级德国只有少数人拥护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1912年，社会民主党人在全德国获得了总票数的1/3强（34.8％），保守派（主要是地主和神父）获得了总票数的2/5弱（38.3％），而所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仅仅获得了1/4的选票（25.9％）。

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为什么在资产阶级德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得特别快的国家里，在革命（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已经过去了60多年的今天，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地主和教权派的政党，而不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

卡·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指出了产生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这就是：德国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的独立精神吓破了胆，它看到工人利用民主设施是为了自己和反对资本家，于是就背弃民主，可耻地背叛它以前曾经维护过的自由，向地主和教权派卑躬屈节。[164]大家知道，从1905年以来，俄国资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更加热中于发展这种卑躬屈节的政治意向和政治思想。





	载于1913年7月16日《工人真理报》第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339—342页

















[162]德国的进步人民党成立于1910年，是由原来的自由思想党分裂成的两个自由思想派组织（自由思想同盟和自由思想人民党）合并组成的。——356。



[163]见注87。——357。



[164]指《新莱茵报》所载恩格斯《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72—74员）。——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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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英国机会主义者

（1913年7月16日〔29日〕）

不久前，在英国的莱斯特市（Leicester）举行了议会补选。

这次选举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任何一个社会党人，只要他关心无产阶级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态度，特别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这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他就应当仔细考虑一下莱斯特市的选举。

莱斯特选区应当选出两名议员，因此每个选民拥有两票。这样的选区在英国并不多，但是正如莱比锡《人民报》驻英国记者所着重指出的那样，它们正好特别有利于社会党人同自由党人暗暗结成同盟（联盟）。所谓“独立”（独立于社会主义，但依附于自由主义的）工党的一些最著名的领袖，就是由这些选区选入议会的。“独立工党”的领袖凯尔-哈第、菲力浦·斯诺登、拉姆赛·麦克唐纳都是由这些选区选出的。

在这些选区内占主导地位的自由党人向自己的选民发出指示（指令）：一票投社会党人，一票投自由党人，——自然，这个社会党人应当是“通情达理的”、温和的、“独立的”，而不是某个不可调和的社会民主党人，英国自由党人和取消派骂（他们骂起来并不亚于俄国人）这些社会民主党人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等等！

可见，自由党人实际上已同温和的、机会主义的社会党人结成同盟。英国“独立党人”（我们的取消派对他们怀有柔情蜜意）实际上是依附于自由党人的。“独立党人”在英国议会里的所作所为，不断地证实他们的这种依附性。

碰巧，莱斯特的“独立党人”的代表、党的领袖麦克唐纳本人，由于个人原因而放弃了代表资格。

怎么办呢？

自然，自由党人就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

莱斯特是一个工业城市，其居民主要是无产者。

“独立党人”的地方组织召集了代表会议，以67票对8票决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说了就干。他们提出了班顿，他是市议会议员，“独立工党”的著名活动家。

当时，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会（它掌握着选举经费开支权，而在英国进行选举的开销是很大的！）拒绝批准班顿为候选人！！

机会主义者的中央委员会反对当地的工人。

另一个英国社会党（非机会主义的、真正独立于自由党人的）的莱斯特组织，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去见莱斯特“独立党人”，要他们支持自己的党员即“英国社会党”党员哈特莱（Hartley）为候选人。哈特莱是工人运动中一个很有声望的活动家，曾经是“独立工党”党员，后来由于这个党坚持机会主义而离开了它。

“独立工党”的莱斯特组织处于困难的境地：虽然它衷心赞成选哈特莱，但是……但是无奈有本党的纪律，有中央的决定！莱斯特人总算找到了一条出路：他们结束了会议，所有的人都以个人名义表示赞成选哈特莱。第二天，工人举行的一个大会表示同意哈特莱为候选人。班顿本人也发电报表示他将投票选哈特莱。莱斯特各工会也表示要选哈特莱。

于是“独立党人”的议会党团出面干涉，并且在自由党人的报刊（就象我国为机会主义效劳的《言语报》和《现代报》）上公布自己的抗议书，抗议哈特莱为候选人，抗议“暗中危害”麦克唐纳！！

选举结果当然是自由党人获得了胜利。他们获得了10863票，保守党人获得了9279票，哈特莱获得了2580票。

各国觉悟的工人常常“迁就”英国独立党人。这是一个大错误。莱斯特的独立党人背叛工人事业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独立工党”整个机会主义政策的结果。一切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站在那些正在对英国“独立”工党用自由主义腐蚀工人的做法进行坚决的斗争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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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先进的资本家的思想

（1913年7月17日〔30日〕）

美国最有名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国际商会代表大会副主席爱德华·阿伯特·菲列纳现在正在巴黎、柏林以及欧洲其他最大的中心城市访问，以便同商界最有影响的人士进行个人接触。

欧洲最富有的人照例要为这位美国富翁举行宴会，在这些宴会上，他发挥了自己关于商人的世界实力的“新”思想。德国交易所资本家的机关报《法兰克福报》[165]详细地转述了这位美国“先进的”百万富翁的思想。

他说：我们正经历着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这个运动的结果将是现代世界的整个统治权转入商业资本的代表手中。我们是世界上责任最重大的人，所以我们在政治上也应当是最有影响的人。

菲列纳先生断定，民主派正在成长，群众力量正在壮大（他想必有一点把这些“群众”看作傻瓜的癖好）。生活费用日益上涨。议会和发行几百万份的日报愈来愈详尽地向人民群众阐明这一点。

群众竭力要求参加政治生活，扩大选举权，征收所得税等等。这位可敬的演说家得出结论说，整个世界的统治权应当转入群众即转入我们的职员手中。

群众的当然领袖应当是企业主和商人，他们愈来愈学会认识自己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的共同性。（我们要顺便指出，机灵的菲列纳先生是一家有2500个职员的大商行的老板，他已经把自己的职员“组织”成一个参与利润分成等等的“民主”组织。菲列纳先生把自己的职员看成一些不可救药的傻瓜，他确信他们一定会心满意足，并对“恩人”感激不尽……）

菲列纳先生说：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这样做就能使职员依附于我们，就能保证我们统治全世界。世界上一切有才能的人都将为我们服务。

这个美国人大声疾呼地说：我们需要的是组织再组织——强大而民主的组织，既需要全国性的组织，也需要世界性的（国际范围的）组织。他号召巴黎、柏林等城市的商界人士改组国际商会。这些商会应当把一切文明国家的商人和企业主联合成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组织。一切重大的国际问题都应当由这个组织讨论解决。

这就是“先进的”资本家菲列纳先生的思想。

读者会看到，这些思想是向60多年前表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作的一种小小的、狭隘的、片面的、出于私利而又内容贫乏的靠拢。“我们”是抨击和驳斥马克思的能手；“我们”这些文明的商人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完全驳倒了马克思！……同时我们在琐碎的细节上盗用马克思的思想，而向全世界夸耀自己的“进步”……

最可敬的菲列纳先生！您莫非彻底相信全世界的工人都已经完全变成傻瓜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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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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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

（1913年7月18日〔31日〕）

在西方国家充斥着不少迂腐的偏见，这些偏见在我们神圣的祖国俄国是没有的。例如，那里的人们认为，藏书几十万册或几百万册的大型公共图书馆，决不应当只成为现在利用这些图书馆的少数学者或所谓学者的财富。那里的人们抱定一种古怪、费解而又荒唐的目标：要使这些巨大宽敞的图书馆不只是对学者、教授和其他专家开放，而且也对群众，对普通人，对市井小民开放。

这是何等亵渎图书馆事业，何等缺乏那种值得我们骄傲的“秩序”！他们所注意的并不是数以十计的官僚委员会所讨论和制定的规章（这些委员会发明了成百上千条使用图书的手续和限制），而是使大量藏书连儿童也能利用；他们关心的是使读者能够在自己家里阅读公家的图书。他们认为一个公共图书馆引以自豪和引以为荣的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珍本书，有多少16世纪的版本或10世纪的手稿，而在于图书在人民中间流传的广泛程度，在于吸引了多少新读者，如何迅速地满足读者对图书的各种要求，在于有多少图书被读者带回家去，有多少儿童来阅读图书，利用图书馆……这些古怪的偏见在西方各国广为流传，于是我们的管理当局就无微不至、小心翼翼地来保护我们，使我们不受这些偏见的影响，使我们藏书丰富的公共图书馆不对市井小民，不对平民开放，这真不能不使人感到高兴啊！

我手头有一份纽约公共图书馆1911年的工作报告。

这一年纽约公共图书馆从两所旧房子迁到该市新建的一座大楼。这时藏书总数将近200万册。很凑巧，读者阅览室开馆后要求借阅的第一本书是俄文版的。这是尼·格罗特的著作——《当代的道德标准》。索书单是上午9时8分送进去的，读者在9时15分就拿到书了。

一年之内来过该图书馆的有1658376人。到阅览室阅读的有246950人，借阅图书达911891册。

但这不过是该图书馆图书流通量的一小部分。能够来该图书馆的人还不够多。衡量教育工作是否安排得合理，要看有多少书被读者借回家去，要看为多数居民提供了什么方便条件。

纽约公共图书馆在纽约的曼哈顿、布朗克斯和里士满这三个区（居民总数将近300万人）共有分馆42个，很快就要成立第43个了。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有步骤地使每个居民在自己的住宅周围方圆3/4俄里以内，即10分钟内就能走到的地方，都可以找到一个分馆，这些分馆就是各种机关和企业的国民教育中心。

1911年出借的图书近800万（7914882）册，比1910年多40万册。一年内平均每100个居民（不分年龄和性别）借回家阅读的图书为267册。

42个分馆当中，每个分馆不仅使读者能在馆内阅读各种参考书和把图书借回家去，而且还为晚间讲座、群众集会、正当的文娱活动提供场所。

纽约公共图书馆收藏的东方语文图书将近15000册，依地文图书约有2万册，斯拉夫文图书将近16000册。在主阅览室里设有开架书橱，陈列了将近2万册图书，供大家随意利用。

纽约公共图书馆为儿童设立了专用的阅览室——中心阅览室，各个分馆也在逐步设立这种阅览室。图书馆工作人员尽量给儿童提供各种方便，并给他们解答问题。儿童借回家去的图书有12859888册，略少于300万册（占出借图书总数的1/3强）。到阅览室阅读的儿童有1120915人。

至于图书遗失问题，纽约公共图书馆每出借10万册书才遗失70—80—90册。

这就是纽约图书馆现行的制度，而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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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髦的”工业部门

（1913年7月21日〔8月3日〕）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跳跃式、爆发式的。时而是工业的“极度”繁荣，时而是破产、危机和失业。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情况只能是这样，因为各个分散的、互不相干的业主凭借私有财产来支配大企业里成千上万名工人的联合劳动，为一个未知的市场“工作”。

“时髦的”工业现在发展得特别迅速，同时也在飞快地走向破产。汽车工业就是这种“时髦的”工业的一个例子。例如在德国，各种汽车（包括摩托车）在1907年有27000辆，在1912年已经达到7万辆。

在法国和英国，汽车使用得更加普遍。请看如下的比较数字：德国有7万辆，法国有88000辆，英国有175000辆。

总之，按人口计算，德国的汽车比英国的汽车几乎少3/4，俄国当然落后得更多了。

在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国民经济的条件下，汽车只是一小撮富翁的财产。工业本来可以提供几十万辆汽车，但是人民群众的贫困却阻碍它的发展，使它在几年“极度”繁荣之后就遭到破产。

顺便说一下，如果汽车业能为多数人服务，它就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联合起来的工人社团将用汽车代替农业和马车运输业中的大量役畜。这种代替能使现在生产马的饲料的几百万俄亩土地用来生产粮食、肉类和奶，以改善人民的饮食。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农业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这只是吓唬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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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取消主义和活的《言语报》

（1913年7月24日〔8月6日〕）

在取消派报纸《现代生活报》第1号上，刊登了尔·马·的《旧题重谈》一文。关于这位忘乎所以的、急于“抓住”同罗莎·卢森堡进行论战的考茨基的“后襟”的作者所耍弄的卑劣手法，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尔·马·使出自由派的故伎——吹嘘这类论战，把它说成是有原则意义的重大论战，而对德国机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的立场，却完全避而不谈！

尔·马·先生当然乐意抓住考茨基的礼服，但是在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文献”时，却宁愿避而不谈——也许是出于谦逊——同尔·马·和《现代生活报》一脉相承的改良主义者的浩繁的真正有原则意义的重要文献。

再说一遍，关于这一点我们另外再谈。

尔·马·可以说硬是拉着德国人来管俄国的事情。而关于这些事情，《现代生活报》第1号通过尔·马·的嘴说道：


　　……不为结社自由而斗争，“俄国工人就无法摆脱不堪忍受的生活处境，只好干那种松鼠蹬轮子的事情，把力气大量花在周期性的同一类的群众性的行动上，结果既不能取得组织上的发展，又不能使夺得的政治阵地得到巩固”。先进无产者的努力（尔·马·在阐述先进的自由派的思想时写道）应当“使工人阶级能够不仅在一天的罢工战场上而且也在其他各种战场上进行战斗和取得胜利”。



　　这些话里包含着工人政党中的取消派的“学说”的实质。“松鼠蹬轮子”这句话将成为一句名言。《现代生活报》每一号都应当把它登出来，使它成为这家报纸整个方针的座右铭。这就是取消派的“口号”！大概，绝顶聪明的尔·马·认为请愿就是“其他战场”和不叫作松鼠蹬轮子吧？先生们，别不好意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好了！

你们看，这就是真正活的，也就是说不是维护取消主义的死教条，而是维护活的阶级利益（当然，只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言语报》。请把上面摘自7月11日《现代生活报》的那段话同7月6日《言语报》的社论比较一下吧。

《言语报》的社论指出1905年的工人运动是“全国性的，而1913年的工人运动则是阶级的”，同时又欣喜若狂地重复了取消派对“罢工狂热”的攻击，重复了取消派的指示，说什么“工人能够而且应当不单单用罢工，还要用其他更加复杂的〈原来如此！〉政治手段为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而斗争”。

不言而喻，自由派也和尔·马·一样，谦逊地不说出这些“复杂的”手段究竟是什么。但是自由派却直截了当地说，结社等等自由一经确立，他们深信，就能够“同混乱的和破坏工业的偶发性罢工进行严肃的斗争”（《言语报》的同一社论）。

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现在大家都承认连纯粹的经济罢工也达到了新的高潮这一事实。再也没什么比在这种情况下讲什么“偶发性”更可笑更可怜的了。

但是，自由派的阶级立场是明显的。任何一个工人一下子就能明白他们的立场，一下子就能从关于“复杂的”手段这种含混的词句里看出资产阶级的利益。活的《言语报》表达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现代生活报》的死的取消主义则束手无策地跟着自由派跑，讲不出任何明确的和直截了当的话来说明什么是“其他战场”，而只是愤愤不平地谩骂所谓“松鼠蹬轮子……”

取消派提出来的是一个有名的但却是可耻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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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与“波涛”小组关于承认波涛出版社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社的协议草案[166]


（1913年7月25日〔8月7日〕）


（（导言Ｘ））功绩和重要作用

Ⅰ　鉴于事业的发展和有必要予以正式承认，根据下列原则正确地组建成中央委员会的出版社：

（ａ）小组自主地进行行政组织工作；

（ｂ）所有书籍和材料，凡是不紧迫的，预先送交中央委员会审查，紧迫的则无须送审即可出版，但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有否决权。

在发生意见分歧并且不能取得一致时，将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全体委员会作出最后决定。

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和波涛出版社社务委员会之间在中央委员会代表经手的小册子问题上发生分歧时，小册子的出版问题也由这一全体委员会决定。

（ｃ）中央委员会任命Ｘ同志负责该出版社的财务工作。






	　　1913年8月7日载于1962年《历史文献》杂志第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72—373页

















[166]这是列宁起草的关于承认波涛出版社为党中央出版社的协议草案。波涛出版社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出版社，1912年11月在彼得堡创办。该社对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作出反应，1913年初在所谓“保险运动”期间，出版了许多有关工人社会保险问题的书刊。同年7月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的出版社以后，遵照中央的指示，着重出版有关社会政治问题和党的问题的宣传鼓动性通俗读物。参加出版社工作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米·斯·奥里明斯基、费·伊·德拉布金娜等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沙皇政府加紧迫害工人出版事业，波涛出版社被迫停止活动。1917年3月复业，1918年并入共产党人出版社。——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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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地的转移

（1913年7月26日〔8月8日〕）

最近官方报纸《俄国报》刊登了1912年夏季内务部就份地的转移问题，即份地的买卖和转手问题进行调查的结果。

内务部选择了维捷布斯克、彼尔姆、斯塔夫罗波尔和萨马拉（尼古拉耶夫斯克县）4个省进行调查。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欧洲部分的大俄罗斯农业“中心”各省，虽然农奴制残余最厉害，农民的生活状况最困苦，农奴主-地主的压迫最严重，但却没有被划入调查范围！显然，内务部并不是想调查，而是想欺骗，并不是想研究情况，而是想歪曲事实。

内务部所收集的并在《俄国报》上发表的统计材料非常潦草、杂乱和粗糙。这是那些连最简单的事情也会弄糟的俄国官吏们所做的一件日常“公事”。他们在整个俄国调查了大约10万农户，但未能制定出一份详细的纲要，未能配备精通业务的统计学家，甚至也未能在各地统一实施即使是不完备的纲要！

调查的总的结果是这样的：在上面提到的那4个省里，到1912年1月1日止，已经有108095农户退出村社，并获得了地契。“获得地契的农户”的总数现在在俄国大概已经达到200万户（农户总数为1200—1300万户），这就是说，大约调查了1/20。当然，就是这样的调查，只要是认真进行的，即只要不是由俄国官吏进行的，不是在俄国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那也是有价值的。

在10万多“获得地契的农户”中，出卖土地的有27588户，即占1/4强（25.5％）。有这样多获得地契的农户出卖土地，这就突出地表明我们俄国的臭名昭著的土地“私有制”首先是使农民失去土地的工具。实际上，在出卖土地的获得地契的农户中，有1万多农户（10380户）完全没有从事农业。是旧的、半中世纪的村社人为地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要求——允许自由退出村社——是唯一正确的要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不受警察、地方官[167]以及其他亲爱的“当权者”干涉的情况下，保证农民得到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所迫切要求的东西。要想把那些无力经营的人束缚在土地上是不可能的，也是很荒唐的。

如果说全俄国获得地契的农户数目已达到200万户，那么上述材料就不能不使我们想到：其中有将近20万户没有从事农业，他们马上就把土地卖掉了。“私有制”顷刻之间就把数十万徒有其名的农民赶出农村！这些贫穷的人的土地卖了什么价钱（大概是少得可怜），关于这一点内务部的统计材料只字未提。真是可怜的统计！

什么原因使得获得地契的农民出卖土地呢？在17260个这样的获得地契的农户中，只有1791户，即只有极少数出卖土地是为了改善经营或购买新土地。其余大部分农户出卖土地是因为不能依靠土地维持下去：4117户出卖土地是为了迁移到西伯利亚；768户出卖土地是为了改行；5614户出卖土地是由于贫困、“酗酒”（官方统计学家的看法！）和歉收；2498户出卖土地是由于疾病、年老、无依无靠；2472户是由于“其他”原因。

那些不诚实的统计学家竭力说“真正失掉土地的”只有5614户！当然，这是那些受命去喊万岁的人的卑鄙手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实际上失掉土地的和破产的是绝大多数出卖土地的人。难怪出卖土地的主要是那些土地少的人。这一点就连官方的统计材料也承认，当然，它不会提供精确的和完全的材料。真是可怜的统计……

在27588户出卖土地的获得地契的农户中，有一半以上（14182户）出卖了全部土地，其余的出卖了部分土地。购买土地的有19472人。只要比较一下购买者人数和出卖者人数，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土地正在集中，土地正在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穷人卖出，富人买进。御用文人竭力掩饰这个事实也是无济于事的。

在斯塔夫罗波尔省有14282个获得地契的农户出卖土地，而购买土地的有7489人。在这些人当中，购买土地在15俄亩以上的有3290人，其中购买土地50—100俄亩的有580人，购买土地100—500俄亩的有85人，购买土地500—1000俄亩的有7人。在萨马拉省尼古拉耶夫斯克县，购买土地50—100俄亩的有142人，购买土地100—500俄亩的有102人，购买土地500—1000俄亩的有2人。

购买土地在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在彼尔姆省有201人，在斯塔夫罗波尔省有2957人，其中562人购买土地5—9次，168人购买土地10次或10次以上！

土地集中在大规模地进行。我们清楚地看到，第三届杜马和政府所进行的并得到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官吏们支持的限制土地转移的一切尝试是多么可怜、无聊和反动。没有什么能比维护反对农民土地转移的“措施”更彻底地暴露出立宪民主党人的保守落后和官僚式的愚蠢的了。

若不是极度贫困，农民决不会出卖土地。企图限制他们的这一权利，就是卑鄙地假装好人，就是要降低农民出卖土地的条件，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回避这种限制。

民粹派不懂得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转移的必然性，他们较多地是站在民主的立场上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只有不学无术的人才会认为这种废除是社会主义的措施。这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英国（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农场主（租佃资本家）是在大地主的土地上经营的。如果这些土地归国家所有，那么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就会更加广泛、更加自由地发展。就不会受到地主的阻碍，就不必从生产中抽出用来购买土地的资本。土地转移，使土地进入商业周转，就会更加容易，因为土地转手会更加自由、更加简单、更加便宜。

国家愈穷，它受农奴制的大土地占有制的压迫和摧残愈厉害，也就愈加迫切地需要（从发展资本主义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废除土地私有制，需要有土地转移的完全自由，需要打破农业中的陈规旧律和停滞现象。

我国的斯托雷平土地法不仅不能使农民免于破产，使农民的土地不转移，而且还会百倍地加剧农民的破产，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更加困苦（其困苦程度比实行“一般的”资本主义措施时还要厉害许多倍），使他们在出卖土地时不得不接受更坏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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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地方官是沙皇俄国农村中管理行政和司法的公职人员，其职权是监督农民社会管理机关的活动和农民案件的初审。按照1889年7月12日的法令，地方官由省长从拥有不动产的世袭贵族中任命，并由内务大臣批准。实行地方官制度是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反动措施之一，目的在于加强领地贵族在废除农奴制后的农村中的作用。——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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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增加俄国人均消费量？

（1913年8月3日〔16日〕）

前几天，我国工业资本暴君的机关刊物《工商业》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怎样增加俄国人均消费量？》的社论。这个刊物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有关俄国经济（和其他各方面）落后原因的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应当予以极大的注意。

我国工商业暴君宣布了一个“乍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按生铁、石油和其他一些产品的产量来说，俄国居先进大国之列，但按人均消费量来说（即按每人平均计算的重要产品的产量来说），它却“和”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西班牙相仿佛”。

例如，1911年人均生铁消费量美国为233公斤，德国为136公斤，比利时为173公斤，英国为105公斤，而俄国仅仅为25公斤（＝1+（1/2）普特）。俄国自农民获得解放后的半个世纪内，铁的消费增加了4倍，但是俄国依然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空前落后的国家，是一个贫穷和半开化的国家，它所装备的现代生产工具比英国少3/4，比德国少4/5，比美国少9/10。

问题在哪里呢？《工商业》杂志不得不承认，全部问题在于农村的生活条件。我国农村每人只消费将近1/4普特的铁，但是“农村人口却占俄国总人口的5/6”。


　　“据某位统计学家计算，只要中国人把自己的民族服装放长一指，英国所有的织纺厂就得整整工作一年。”



　　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为了使数千万俄国农民能把“自己的民族服装放长”，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为了提高农民的消费量，使他们不再穷困，终于稍微象人那样生活，那需要做些什么呢？

我国工业暴君空洞地回答说，需要“使国家的文化普遍得到发展”，使工业和城市等都发展起来，“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等等。

这是空话，是可怜的遁词！半个多世纪以来俄国一直在这样发展和“提高”，而且这是肯定无疑的。各个阶级都竭力主张发展“文化”。甚至黑帮分子和民粹主义者也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了。但是在很久以前就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我国这种资本主义和文化的发展缓慢得象乌龟爬行？为什么我国愈来愈落后？为什么这种愈来愈落后的状态使得以特快速度发展和“罢工”成为必要？

对每个觉悟的工人来说，这个问题是十分清楚的，我国工业暴君所以害怕回答这个问题，正是因为他们是暴君。他们不象美国资本那样是自由的强大的资本的代表，而是靠国家援助和同黑帮地主百般勾结，搞种种诡计的一小撮垄断资本家，正是这些黑帮地主靠自己的中世纪的地产（拥有约7000万俄亩良田）和压榨，使5/6的人民遭受穷困，使整个国家停滞不前，腐化衰败。

и．布—金先生在暴君们的杂志上大声喊道：“必须努力使按人口计算的消费量接近美国，而不是接近西班牙。”这位受暴君们雇用的下流文人不愿意知道，向黑帮地主“讨好”，就不可避免地要“接近西班牙”，而要接近美国，就必须无情地、奋不顾身地同这个阶级作全面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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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特·倍倍尔

（1913年8月8日〔21日〕）

倍倍尔的逝世，不仅仅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失去了一位在工人中间最有威信、最受群众爱戴的领袖，因为倍倍尔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和自己的政治活动过程中不仅体现了德国的而且也体现了国际的社会民主运动的整个历史时期。

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可以分为两大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萌芽的时期。无数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流派进行了长时期的顽强的斗争。社会主义在探索自己的道路，在进行自我探索。刚刚开始从一般小资产阶级“人民”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带有个别爆发的性质，里昂织工的起义[168]就是这样。这个时期的工人阶级也只是在摸索自己的道路。

这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经受了历史考验的社会主义学说酝酿和诞生的时期。这个时期几乎包括19世纪前三分之二的年代，当这个时期结束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取得了胜利，马克思以前的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已宣告破产（特别是在1848年革命以后），工人阶级已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分离出来而走上了独立的历史道路。

第二个时期是由阶级即无产阶级组成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发展和壮大的时期。社会主义广泛传播，各种无产阶级组织空前发展，无产阶级为实现自己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目标而在各方面进行全面准备，——这些就是这个时期的特点。紧接着，在最近几年，第三个时期已经开始，在这个时期，准备好了的力量一定会利用一系列的危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奥古斯特·倍倍尔本身是工人，他通过顽强的斗争才使自己树立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他把自己全部充沛的精力毫无保留地用来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服务，数十年来他一直同日益成长和发展的德国无产阶级携手并进，他成了欧洲最有才干的国会议员、最有天才的组织家和策略家，成了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最有威信的领袖。

1840年2月22日，倍倍尔诞生于莱茵河畔科隆城的一个贫穷的普鲁士士官的家里。还在幼年时代，他就接受了不少荒谬的偏见，直到后来才逐渐地但却是永远地把它们抛弃了。1848—1849年，即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莱茵河沿岸居民都向往共和制。在国民学校里只有两个男孩（其中的一个就是倍倍尔）拥护君主制，他们因此遭到同学们的殴打。倍倍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到童年时代的这件事时，曾得出一个“教训”，如果把它意译成俄语，那就是：“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有挨过打的。”

19世纪60年代，即在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反革命年代以后，德国出现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春天”，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拉萨尔开始了他的出色的、但为时不久的鼓动工作。倍倍尔当时是一个年轻的旋工助手，他贪婪地阅读1848年的老活动家出版的自由主义报纸，并且成了工人教育协会的热心的参加者。倍倍尔虽然摆脱了普鲁士兵营的偏见，却接受了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反对社会主义。

但是生活毕竟起了作用，尽管当时在德国由于十多年的反革命压迫而很难读到马克思的著作，但这位年轻的工人却通过阅读拉萨尔的小册子开始逐渐了解马克思。工人生活的条件，对社会科学的认真严肃的研究，都促使倍倍尔走向社会主义。他自己也是能够走向社会主义的，但李卜克内西（比倍倍尔大14岁，这时刚从伦敦流亡归来）的帮助加速了他的这种发展。

当时马克思的敌人散布了一些恶毒的言论，说什么马克思的党由3个人组成：党的首领是马克思，他的秘书是恩格斯，他的“代理人”是李卜克内西。尽管某些糊涂人对李卜克内西这个侨民或流亡者的“代理人”避之不及，但倍倍尔却从李卜克内西身上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即找到了同马克思在1848年的伟大活动的活生生的联系，找到了同当时建立起来的虽然很小但却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活生生的联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的活生生的代表人物。据说，年轻的旋工倍倍尔是这样评论李卜克内西的：“在这个人身上真能学到点东西！”

在60年代后5年，倍倍尔断绝了同自由派的联系，使工人联合会中的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区分开，并同李卜克内西一起站在爱森纳赫派即马克思主义者的派别的最前列，这个派别同另一个工人派别即拉萨尔派[169]作了多年的斗争。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历史原因，简单说来可以归结为下面这一点。当时德国的统一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在当时的阶级对比条件下，这种统一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或者是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并由革命来建立全德共和国；或者是通过普鲁士王朝战争，由这种战争来巩固普鲁士地主在统一的德国中的领导权。

拉萨尔和拉萨尔派认为走无产阶级的和民主的道路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他们就实行了动摇的策略，迁就容克俾斯麦的领导权。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使工人政党转向波拿巴的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相反，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一贯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反对向普鲁士主义、俾斯麦精神和民族主义作任何微小的让步。

虽然德国按照俾斯麦精神统一起来了，但是历史证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是正确的。只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彻底民主主义的和革命的策略，只有他们对民族主义的“不妥协精神”，只有他们对“自上而下”统一德国和革新德国问题所抱的不调和态度，才有助于为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奠定牢固的基础。而当时的问题也正在于党的基础。

如果说，拉萨尔派向俾斯麦主义献媚或对它“迁就”并没有给德国工人运动带来危害，那只是由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对这些企图作了最有力、最猛烈的反击。

当问题已经获得历史性的解决的时候，即在德意志帝国建立5年以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已把两个工人派别统一起来，并且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在统一的党内的领导地位。

从德国国会刚成立时起，倍倍尔就当选为国会议员，当时他还只是一个27岁的青年。德国（以及国际）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策略就是对敌人不作丝毫让步，不放过能使工人生活状况得到即使是微小改善的任何机会，同时在原则上绝不调和，始终力求实现最终目标，这个策略的原则是由倍倍尔或者在他的直接参与和领导下制定的。

按照俾斯麦精神统一起来的、按照普鲁士方式和容克意旨革新的德国，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70]来对付工人政党的成就。工人阶级政党进行活动的合法条件被破坏了，它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困难时期到来了。当时除了敌人的迫害以外，还有内部危机，即在一些主要策略问题上出现了动摇。起先是机会主义者抬头，他们因合法性被破坏而惊慌失措，并唱起了灰心丧气的调子来，说要放弃不折不扣的口号，责备自己走得太远了，等等。顺便指出，这个机会主义派别的代表之一赫希柏格，在党还很弱小，还不能立即站稳脚跟的时候，曾经在财政上帮助过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伦敦猛烈地抨击了这种可耻的机会主义动摇。这时倍倍尔显示出了自己是党的真正领袖。他及时地看出了危险性，认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是正确的，并把党引上了进行不调和斗争的道路。当时创办了秘密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171]，该报最初在苏黎世出版，后来在伦敦出版，每周发往德国，它拥有1万个订户。机会主义的动摇被彻底消除了。

当时的另一次动摇是在19世纪70年代末由于人们对杜林的迷恋而产生的。倍倍尔也曾一度被杜林所迷惑。杜林的拥护者们（其中最突出的是莫斯特）玩弄“左倾”把戏，很快就滑到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上去了。恩格斯对杜林的理论提出的尖锐的致命的批判，遭到了许多党组织的反对，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甚至有人建议不许中央机关报再登载这种批判。

但是一切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者（当然是以倍倍尔为首）很快就认识到这些“新”理论的十足的腐朽性，并与这些理论和一切无政府主义的意图一刀两断。党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领导下，学会了把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当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多数人在投票赞成拨款补助轮船公司这个有名的问题上[172]持机会主义立场时，秘密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就起来反对党团，经过4个星期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1890年，施行了12年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了。这时其性质与70年代中期相类似的党内危机再一次出现了。一方面，以福尔马尔为首的机会主义者准备利用合法性来抛弃不折不扣的口号和不调和的策略；另一方面，所谓的“青年派”[173]则玩弄“左倾”把戏并滑到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上去了。这次党内危机历时很短，而且也不严重，这正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莫大功劳，因为他们给予了这两种动摇以最坚决的反击。

党开始了向广度和深度迅速发展的时期，不仅无产阶级力量的政治组织，而且无产阶级力量的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教育组织以及其他组织也都得到了发展。身为国会议员、鼓动家和组织家的倍倍尔，在所有这些领域内所进行的巨大的实际工作是无法估量的。正是由于做了这些工作，倍倍尔才赢得了工人群众最亲切的、最受工人群众爱戴的、党的无可争辩的、一致公认的领袖地位。

德国党内的最近一次危机就是所谓“伯恩施坦主义”[174]，对于这次危机倍倍尔也采取了最积极的行动。曾经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在19世纪末采取了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即改良主义的观点。于是有人企图把工人阶级政党变成实行社会改良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新的机会主义思潮在工人运动的官吏中间以及在知识分子中间都找到了很多拥护者。

倍倍尔以全部精力来反对这种思潮，他表达了工人群众的情绪和他们一定要为实现不折不扣的口号而斗争的坚强信心。他在汉诺威和德累斯顿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讲话[175]，将永久地成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培养和集结工人阶级力量的时期，是各国在发展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事业中所必经的一个阶段。没有一个人象奥古斯特·倍倍尔那样明显地体现出这个时期的特点和任务。他本身是个工人，他冲破了一切障碍去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成为工人领袖的典范，成为资本的雇佣奴隶为争取人类社会的美好制度而进行群众斗争的代表者和参加者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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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指1831年11月21日法国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里昂丝织工人不堪残酷剥削，在“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口号下举行起义，经三天战斗，占领了全市。12月3日，起义被政府军镇压了下去。——382。



[169]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是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



爱森纳赫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该党是在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领导下，于1869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曾参加第一国际。由于经常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爱森纳赫派执行了比较彻底的革命政策，尤其是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一贯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



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定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派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



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于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384。



[170]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刊，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386。



[171]《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是反社会党人法施行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周报），1879年9月28日—1888年9月22日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1日—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年9月—1880年1月格·亨·福尔马尔任编辑，1881—1889年爱·伯恩施坦任编辑。该报虽然在初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在恩格斯持续不断的指导和帮助下，坚持了革命策略，在聚集和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起了卓越作用。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德国社会民主党仍以《前进报》为机关报。——386。



[172]1884年底，德国首相奥·俾斯麦为推行殖民掠夺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发给轮船公司补助金，以便开辟通往亚洲东部、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线。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左翼反对发放航运补助金，而以伊·奥尔、约·亨·威·狄茨等为首的党团的右翼多数，在帝国国会就这个问题正式辩论以前，就主张向轮船公司发放补助金。1885年3月，在帝国国会讨论这个问题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投票赞成开辟通往亚洲东部和澳洲的航线，同时以政府接受它的一些要求，包括新的船只在德国造船厂建造，作为它同意俾斯麦提案的条件。只是在帝国国会否决了这一要求后，整个党团才投票反对政府的提案。党团多数的行为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强烈反对。争论极为激烈，几乎造成党的分裂。恩格斯给了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以坚决批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8—259、259—260、265、289.291、314—315、321页）。——387。



[173]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产生于1890年。核心成员是一些大学生和年轻的著作家。主要领导人有麦克斯·席佩尔、布鲁诺·维勒、保尔·康普夫麦尔、保尔·恩斯特等。青年派奉行“左”倾机会主义，否定议会斗争和改良性的立法活动，反对党的集中制领导，反对党同其他阶级和政党在一定条件下结成联盟。恩格斯同青年派进行了斗争。当青年派机关报《萨克森工人报》企图宣布恩格斯和反对派意见一致的时候，恩格斯给了他们有力回击，指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从此结束了青年派在党内的活动。——387。



[174]“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387。



[175]指奥·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1899年10月9—14日）上就《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击》这一问题和在德累斯顿代表大会（1903年9月13—20日）上就《党的策略》和《为资产阶级报刊撰稿》这两个问题发表的讲话。——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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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同民主派的分离

（1913年8月11日〔24日〕）

俄国自由派同民主派分离的问题是整个解放运动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俄国解放运动软弱无力的原因何在呢？是否在于民主派不是很自觉地和毅然决然地同自由派分离，因而感染了自由派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呢？或者在于民主派过早地（或者过于坚决地等等）同自由派分离，因而削弱了“总攻击的力量”呢？

一个关心自由事业的人未必会否认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能十分明确地解答这个问题，就不能成为自觉拥护自由的人。而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哪些社会力量、哪些阶级拥护自由派，哪些拥护民主派，这些阶级的本性又使它们产生哪些政治倾向。

在本文中我们想从对外政策中一些当前大家所关心的事件着眼来阐明这个根本问题。当前大家最关心的事件当然是：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76]；保加利亚的被击败；使保加利亚蒙受耻辱的布加勒斯特和约；俄国指责法国没有支持“我们”并力求重新审查和约条件，但这些尝试均遭失败。

大家知道，这些对法国的指责，这些恢复俄国在巴尔干的“积极”政策的尝试，都是《新时报》和《言语报》所赞同的。这就是说，农奴主-地主和反动民族主义的统治集团同早就倾心于帝国主义政策的最自觉最有组织的自由派资产阶级集团这两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

关于这一点，一家反映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某些阶层的观点的、销路很广的地主报纸《基辅思想报》，在8月1日的一篇发人深思的社论中写道：


　　“不是反对派和民族主义互换了位置〈象米留可夫先生在杜马所作的关于对外政策的有名讲话中所断定的那样〉，而是自由派同民主派分离〈黑体是《基辅思想报》用的〉，起先还是畏畏缩缩、左顾右盼地，后来简直是昂首阔步地继同样打着斯拉夫主义的旗帜的民族主义之后走上了政治冒险的道路。”



　　这家报纸公正地指出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言语报》如何表现了“沙文主义狂热”，这家一般来说充满了“帝国主义倾向”的报纸如何鼓吹向亚美尼亚、向博斯普鲁斯海峡推进。
　　《基辅思想报》写道：“自由派既然情愿冒着风险去支持俄国的对外政策（只要对内方针照旧不变，这种对外政策就不能不是反动的民族主义的政策），也就得对自己的这种支持承担政治上的责任。”



　　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不过应该彻底想一想这一真理。如果说俄国对外政策的方针取决于对内政策的方针（这无疑是对的），那么难道这仅仅同反动派有关吗？显然，不是的。显然这也同自由派有关。如果自由派在对内政策上没有同民主派分离，它在对外政策上也就不会“同民主派分离”。《基辅思想报》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说“自由派所犯的政治错误的性质”“证明了它本身有严重的缺陷”。

正是这样！不过我们不想使用这种有些夸张的和含混不清的说法，我们要说这是资产阶级深刻的阶级利益，自由派的这种阶级利益使它害怕（特别是在1905年）民主运动，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向右转。

谁想要否认今天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同1907年春天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保护杜马的口号之间的联系，否认1906年春天立宪民主党人投票反对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行为同1905年秋天立宪民主党人参加布里根杜马的决定之间的联系，那就太可笑了。这是害怕革命甚于害怕反动势力的同一个阶级的同一个政策。

俄国解放运动之所以软弱无力，主要原因之一是，一般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政治家、著作家和思想领袖不了解这个真理。

自由派总爱责备左派“不调和”，以掩盖他们对右派采取的妥协行动，但不管自由派怎样胡说八道，工人民主派从来没有把自由派和右派混作“反动的一帮”[177]，从来没有放弃利用他们之间的争吵（例如，即使是在杜马选举的第二阶段也没有放弃）来为解放运动服务。但是工人民主派已经（而且始终应该）把制止自由派的动摇性看作是自己的一项任务，因为自由派在斯托雷平或马克拉柯夫时期是会“迷恋于”帝国主义的。

不认识自由派同民主派分离的深刻的阶级根源，不把这种认识在群众中广泛传播，不学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制止自由派对“人民自由”事业的叛变和动摇，俄国民主派就不能大踏步前进。不这样做，就谈不上什么解放运动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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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于1913年6月29日，起因是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的4个战胜国——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之间争夺领土的纠纷。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结成同盟对保加利亚作战，门的内哥罗和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的战败国土耳其也参加了反对保加利亚的战争。保加利亚最终战败，双方于1913年8月10日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保加利亚失去了大片土地。——389。



[177]列宁指的是拉萨尔派的一个著名论点：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这一论点已被写入哥达代表大会（1875年5月22—27日）上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这个论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25页）。——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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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178]


（1913年8月18日〔31日〕）

在神圣的俄罗斯母亲的土地上，还有许多地方就好象昨天一样存在着农奴制。例如拿乌拉尔来说吧。地主在这里拥有数万俄亩土地。工厂（其实还是那些地主）禁止手工业者发展小工业。农民直到今天还依附于地主，直到今天还没有分到土地。

可是乌拉尔并不是一个小“地方”，这是一个极其辽阔极其富饶的地区。

在乌拉尔斯特罗加诺夫各工厂的工人和极其富有的地主斯特罗加诺夫的工厂管理处之间就按照1862（六二！）年的法令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问题已经闹了很多年。

一直到1909年春天，“最高机关”即参议院作出决定，这个问题才算了结。参议院命令彼尔姆省的政府机关执行1862年的法令，把土地分给农民。

总之，在法令颁布了47年以后，参议院才命令地主执行法令。

结果怎样呢？

结果，地主们把官司打到当时任内务大臣的地主斯托雷平那里去了。按照法律，参议院在内务大臣之上，但是斯托雷平“无视法律”，发了一份电报给彼尔姆省省长，要他暂时停止执行参议院的命令！

省长命令暂时停止执行。于是又是公文往返，又是因循拖延。

最后，国务会议同意了参议院的意见，国务会议的决定“得到恩准”，也就是说，已经由最高当局批准了。

结果怎样呢？

结果，地主们又去求当时接替斯托雷平任内务大臣的地主尼·阿·马克拉柯夫去了。乌拉尔地主代表团“说服了”这位大臣。大臣声明说，参议院和国务会议的决定“都不明确”。

于是又是公文往返，又是因循拖延。

参议院再次——1913年5月——发表了不利于大臣的意见。

乌拉尔地主们再次“上书”大臣……

情况就是这样。于是一直到今天，那个把土地分给乌拉尔工人的1862年的法令已颁布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土地还是没有分配。

自由派报纸在谈到这件颇有教益的事情时得出结论说：俄国的“法治”情况很糟糕。这倒是实话。但这不全是实话。

地主们一边颁布法令，一边实际上又在执行或废除法令，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法”是可笑的。这就是说，现在有这样一个阶级，它自己制定“法”，又自己把它废除。这就是说，自由派关于“法”和“改革”的言论，全是空话。

地主们也赞成“法”，但只是赞成地主的法，赞成自己的法，赞成本阶级的法。

既然自由派在这样的一些颇有教益的事实面前依旧抛开阶级斗争“学说”，说它是错误的等等，这就清楚地表明自由派居心不良。难道自由派不想同地主分享特权吗？如果想分享，那就很清楚，他们为什么不喜欢阶级斗争“学说”！

既然工人的“学说”已为生活所证实，那他们有什么过错可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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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本文说的是给巴甫洛夫工厂和奥切尔工厂工人分土地的事。这两个工厂都在彼尔姆省奥汉斯克县斯特罗加诺夫伯爵家族彼尔姆长系领地之内。奥切尔工厂的工人和巴甫洛夫工厂的工人分别从1867年和1884年起开始向谢·格·斯特罗加诺夫伯爵请求将份地归他们所有。而政府机关则分别从1890年和1897年起审议奥切尔工厂和巴甫洛夫工厂提出的这一问题。给巴甫洛夫工厂和奥切尔工厂工人分土地的事又分别于1903年和1904年提到参议院。直到1909年参议院才作出给巴甫洛夫工厂工人分土地的决定，对奥切尔工厂和其他工厂也照此办理。1913年参议院又就这两件事通过了几项命令。然而这两个工厂的工人仍然没有得到土地。——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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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学校的民族化

（1913年8月18日〔31日〕）

政府的政策彻头彻尾地表现出民族主义精神。当局竭力使“统治”民族，即大俄罗斯民族享有种种特权，虽然大俄罗斯人在俄国人口中占少数，即只占43％。

它竭力把住在俄国的一切其他民族的权利削减得愈来愈少，使它们彼此隔绝并煽起它们之间的仇恨。

现代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就是犹太学校民族化的方案。这个方案出自敖德萨学区的督学之手，并且得到国民“教育”部的赞许。这种民族化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想把犹太人分出来去上专门的犹太学校（中等的），想叫其他一切学校，不管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都紧紧地对犹太人关上大门。为了使这个“天才的”计划更加完美，居然有人打算用著名的“百分数的标准”来限制犹太中学的学生人数！

在所有欧洲国家中，这类反犹太人的措施和法律，只是在中世纪的黑暗年代，即在有宗教裁判所，有焚烧异教徒以及其他奇妙行为的那个时代存在过。犹太人在欧洲早就取得了完全的平等权利，并且同他们与之相处的民族日益融合起来。

在我国的整个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上述方案中，除了对犹太人的虐待和压迫以外，最有害的就是力图煽起民族主义情绪，使国内各民族彼此隔绝，使它们进一步疏远，把它们的学校分开。

工人阶级的利益——以及一般政治自由的利益——则要求这个国家的各个民族一律享有最完全的平等权利，消除各民族之间的种种隔膜，使各民族的儿童在统一的学校里打成一片，等等。只有抛弃一切荒谬的和愚蠢的民族偏见，只有使各民族的工人结成一个联盟，工人阶级才能成为一种力量，给资本以反击并争得生活的真正改善。

请看看资本家吧，他们竭力想在“普通人民”中间煽起民族仇恨，而他们自己却巧妙地干着自己的勾当：在同一个股份公司里既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也有波兰人、犹太人和德意志人。为了对付工人，各个民族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资本家已经联合起来了，可是他们却力图用民族仇恨来分裂工人，削弱工人！

犹太学校民族化这个极其有害的方案还表明，所谓“民族文化自治”的计划，即把教育事业从国家手里分出来，分别交给每一个民族的计划是何等的错误。我们应当追求的决不是这种计划，而是要使各个民族的工人在反对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在争取真正民主的共同的学校和一般政治自由的斗争中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先进国家的榜样，即使是西欧的瑞士或东欧的芬兰也向我们表明，只有建立全国性的彻底民主的设施，才可以保证各民族最和平最合乎人道地（不是野蛮地）共同生活，而不是人为地、有害地按民族来割裂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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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经济中的铁

（1913年8月21日〔9月3日〕）

就一些最重要产品按人口计算的消费量来说，俄国和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西班牙相仿佛，——为这件事，不久以前，我国工业百万富翁的机关刊物，即代表大会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工商业》杂志，以某种愚蠢的伪善态度或某种伪善的愚蠢态度叹息不止。

说到铁——现代工业的主要产品之一，也可以说是文明的基础之一，俄国是特别落后和不开化的。


　　百万富翁的机关刊物承认：“铁轮车在俄国农村中还很稀罕。”



　　但是，俄国农村中标志文明的这种“稀罕”现象是否取决于农奴制关系的多少和农奴主-地主（我国资本主义“巨头”对他们是很卑躬屈节的）的无限权力的强度，对这一点百万富翁却谦逊地不发一言。空谈文明，空谈生产力的发展，空谈农民经济的振兴等等，我们都是行家里手和酷爱成癖的人，但是问题一触及排除那块妨碍千百万贫穷的、受压抑的、饥饿的、赤脚的、不开化的农民“振兴”的石头时，我们的百万富翁就哑口无言了。

下面是匈牙利农业方面的统计材料。这份材料清楚地表明，在铁的消费量问题上，也就是在该国文明的铁的基础的强度问题上地主对农民的压迫所起的作用。

如大家所知道的，匈牙利不但在地理上最靠近俄国，而且在从中世纪以来就保留大量土地的反动地主握有莫大势力这一点上也同俄国极其相似。

例如在德国，550万农户中，拥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占23000户，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不到全国土地的1/4，而在匈牙利，280万农户中这种农户就有24000户，其土地占全国土地总数的45％！！在匈牙利，4000个大地主各拥有1000俄亩以上的土地，他们拥有的土地几乎占土地总面积的1/3。可见，这已经离“俄罗斯母亲”不远了。

匈牙利1895年的统计材料特别详细地考察了农民经济中的铁的问题。结果表明，在280万农户中，有150万雇农（或者说无产者）农户（拥有的土地在5约赫以下，也就是说在2.85俄亩以下）以及100万小农户（拥有的土地在20约赫以下，也就是说在11俄亩以下）只能用木制农具。

这250万农户（农户总数为280万）无疑大都只能使用木辕犁和木架耙，几乎有一半农户使用木轮车。

关于俄国还没有完整的材料。根据现有的个别地区的材料可以看出，我国绝大多数农户比起匈牙利的农户来要贫穷、原始和孤苦得多。

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为了使铁轮车不致成为稀罕之物，就必须有自由的、文明的、勇敢的、善于对付奴隶主的农场主，他们能够打破陈规旧俗，管理全国的土地。而期待直到现在还受着马尔柯夫之流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及其地产压迫的农民讲“文明”，那就等于期待萨尔特奇哈能讲人道。

我国工业百万富翁宁愿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分享他们的中世纪的特权，并为“粗国” 
［注：原文是“агечисгво”，是没有文化的人对俄语中“огечесгво”（“祖国”）一词的误读，犹如在汉语中把“祖国”读成了“粗国”。——编者注］

 未能摆脱中世纪的不文明状态而叹息……





	载于1913年8月21日《北方真理报》第1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377—379页
















《列宁全集》第24卷


1912年五金工人的罢工

（1913年8月24日—10月25日〔9月6日—11月7日〕）

莫斯科工业区厂主协会今年出版了（1913年莫斯科帕·巴·里亚布申斯基印刷所）某种类似该协会1912年的活动报告的材料。报告中大概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关于俄国各地区罢工运动的资料。


一

据莫斯科厂主协会统计，1911年在俄国参加罢工的工人总数为96750人，1912年为211595人。这两个数字仅仅指经济罢工而言。据协会统计，参加政治罢工的工人1912年为85万人，1911年为8000人，1910年为4000人。

应当指出，莫斯科巨头们的协会“为了便于同官方资料相对照”，根本没有把6000勒拿罢工工人计算在内，因为官方资料是不包括不受工厂视察机关监督的企业的。自然，就是这种对照我们也不能保证它是正确的，因为厂主先生们打算模仿我国官方统计学中的坏的一面，他们既不关心自己的材料是否完整，又不考虑统计人员的统计是否精确。例如，罢工人数一览表（报告第23页）简直错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我们竭力纠正这些错误，才得出上述的总数。这份一览表写着，在1912年全年波兰王国五金工人罢工人数为2390人，而第56页上却告诉我们说，1912年的7个月内在波兰王国参加罢工的五金工人已达3790人！

这就不能不希望我国的基特·基特奇之流雇用一些有计算专长的文人，或者把自己的统计材料交给工人的工会组织去核实和修正。

我们不妨根据厂主的材料来看一看1912年经济罢工运动中五金工人所起的作用。

根据这份材料，在罢工总人数211595人中，各工种的罢工人数如下：五金工人——78195人，纺织工人——89540人，所有其他工业部门工人——43860人。在俄国，五金工人比纺织工人少得多，因此这份材料使我们可以立即看出，五金工人与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相比，在1912年进行了最顽强和最坚决的罢工斗争。为了更准确地说明这一结论，我们把俄国工人总数与1912年罢工人数作一比较。






	　
	俄国工人总数
	1912年罢工人数（根据厂主协会的资料）





	　
	1908年的资料（包括矿工）


	1910年的资料（不包括矿工）





	五金工人………
	529274
	280194
	78195



	纺织工人………
	823401
	840520
	89540



	其他部门工人…
	901112
	831241
	43860



	　共　计
 …
	2253787
	1951955
	211595







这份材料清楚地表明，参加罢工斗争最积极的是五金工人，其次是纺织工人，再次是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

假使“其他部门”工人也象五金工人那样积极参加罢工，那么罢工人数就可增加9万人。

无疑，1912年对五金工人较为有利的市场条件使他们便于进行罢工斗争。但是，如果就斗争的顽强精神来看五金工人是首屈一指的话，那么就经济罢工的成效来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其他部门”工人的情况最好。


二

罢工斗争的顽强精神还取决于罢工的平均持续时间。工人罢工所损失的全部工作日除以罢工人数，就得出这种平均持续时间。

下面是厂主协会的数字：





	　　　　　　　　　　　　　　　　　　 罢工的平均持续时间1895—1904年………………………………………4.8天

1909年　　 …………………………………………6.5天

1911年　　 …………………………………………8.2天

1912年　　 ……………………………………… 13.4天







报告中写道：“事实表明，1912年工人的反抗性较之1911年几乎增加了一倍。”我们应当补充一句，如果拿1912年后7个月的资料来看（老实说，在我们所分析的这份报告中，只有这些资料整理得还算差强人意），那么罢工的平均持续时间为16天。

可见，工人参加罢工斗争的坚定性无疑是在增长，而且是增长得愈来愈快。

各个生产部门的罢工持续时间如下：






	　
	1911年
	1912年
	1912年后7个月



	五金工人…………
	10.0天
	14.2天
	18.8天



	纺织工人…………
	9.2天
	11.9天
	14.0天



	其他部门工人……
	5.0天
	15.6天
	16.8天



	
各生产部门平均

	8.2天
	13.4天
	16.0天







我们可以看出，就罢工的持续时间来说，1911年和1912年下半年五金工人都占第一位。只是1912年上半年才由“其他部门工人”占第一位，五金工人占第二位。纺织工人在整个这一期间就罢工的持续时间来说都占第二位。


三

厂主先生们确定罢工的总结果，是为了计算罢工给“工业造成的损失”。我国的资本家是根本不愿意计算工人阶级在罢工中所赢得的胜利的！下面是厂主统计的结果：






	工业部门
	经济罢工给工业家带来的直接损失
	工人的工资损失
	国家因减产所受的损失



	　
	（单位千卢布）



	冶金……………………
	558
	1145
	4959



	纺织……………………
	479
	807
	6010



	其他……………………
	328
	529
	3818



	1912全年年共计……
	1365
	2481
	14787



	1911全年年共计……
	402
	716
	4563







由此可见，1912年资本家因罢工所遭到的损失超过1911年两倍。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会反驳我们说：但是要知道，“国家”也遭受了两倍的巨大损失，工人在工资方面也遭受了两倍的巨大损失，而且工人所遭受的损失要比厂主所遭受的损失大得多！

根据厂主的统计材料和根据资产阶级的逻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不识事理的工人闹罢工，只对他们自己有害处；而关心人民疾苦的当局和慈善的资本家们镇压罢工，正是关心工人的利益……

但是，就是这些厂主告诉我们说1911年内有96730人参加的罢工，结果已经弄清楚了。

47369个工人（即占49％）在罢工斗争中遭到了失败，而49361个工人（即占51％）得到了全部的或部分的满足，也就是说获得了胜利。

厂主的统计学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就是不喜欢计算罢工的这种结果！当然这种结果也无法用卢布来计算，因为工人除了在罢工胜利时由于增加了工资而得到直接的好处以外，还有另一种“好处”。整个工人阶级，也可以说是整个国家（劳动群众的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的国家）都由于工人以罢工形式反抗剥削者老爷们而得到好处。如果工人不进行这种反抗，他们就必然会因生活费用上涨而变得极度贫困，如果他们不进行这种反抗，他们就必然会从人变成永世不能翻身的资本奴隶。

据厂主统计，1912年下半年，罢工成功的比率下降了：52％的罢工工人遭到了失败，只有36％的工人获得了胜利，还有11％的工人罢工结果不明。但是，在这里我们应该更仔细地考察在俄国特别是在俄国各个地区罢工的五金工人所起的作用。


四

上面已经说过，莫斯科厂主协会关于罢工的资料中，只有1912年后7个月的资料整理得还算差强人意。这些资料包括俄国的5个地区：莫斯科地区，彼得堡地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南方和波兰王国。

在上述月份中，罢工的五金工人按地区分布的情况如下：






	　
	罢工工人人数（1912年后7个月）



	地区
	总数
	其中五金工人人数



	莫斯科地区……………
	48140
	3760



	彼得堡地区……………
	35390
	15160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13210
	1160



	南　方…………………
	22195
	16605



	波兰王国………………
	12690
	3790



	　　共　计
 ……
	131625
	40475







由此可见，在南方，五金工人在罢工工人的总数中占大多数。在彼得堡地区，五金工人在罢工工人中占很大一部分（40％以上），仅次于纺织工人（在彼得堡地区参加罢工的有16770人）。在莫斯科地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波兰地区，五金工人占罢工工人的很小一部分。

如果拿1912年前5个月同后7个月作比较，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1912年罢工工人人数



	　
	前5个月
	后7个月



	五金工人…………
	37720
	40475



	纺织工人…………
	22950
	66590



	其他部门工人……
	19300
	24560



	　　共　计
 ………
	79970
	131625







下半年五金工人罢工的积极性稍有减弱；纺织工人的罢工斗争大大发展；其他工业部门工人的罢工运动差不多保持原有水平。


五

莫斯科厂主协会在罢工的成果问题上把罢工工人分成三类：遭到失败的，获得胜利的（要求得到了全部或部分的满足）和罢工斗争结果不明的。

这个问题是有关罢工统计的所有问题当中最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一。但是，百万富翁的协会对这个问题研究得是很差的。例如，那里没有关于进攻性罢工（即工人要求改善自己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的罢工）的材料和关于防御性罢工（工人对资本家使工人的生活条件恶化采取反抗行动）的材料。其次，也没有关于罢工原因的详细材料（这样的材料甚至在我国官方统计材料中都可以找到）等等。

此外，莫斯科厂主协会对现有材料的整理也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可以明显地看出公然歪曲材料的情形，例如，在莫斯科地区获得胜利的五金工人人数被确定为只有40人（3420人遭到失败，300人罢工斗争结果不明）。

可是报告的第35页却说，1912年7月初许多工艺五金制品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总人数达1200人以上，包括了15个企业。这次罢工是进攻性罢工：工人要求实行九小时工作制，要求在节日前夕实行七小时工作制，还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卫生条件。厂主试图组织反击，一致决定不作让步，不接受举行罢工的工厂的订货。但是，工人显然看准了时机：这正是施工的紧张时期，“很难找到闲散工人。7月底，大部分工厂的厂主作了让步”。

在报告中就是这样说的！可是在统计表中却写着仅有40名（四十名！）五金工人取得了罢工胜利。这就不由得使人想到，是不是厂方统计学家先生们恰恰对于工人的胜利特别“健忘”呢？是不是他们竭力——当然是“无意地”——缩小获得胜利的工人的人数以博得基特·基特奇之流的欢心？

不管怎样，有组织、有觉悟的工人都必须对厂主的统计持谨慎的不轻信的态度，并要坚定地去尝试进行工人自己的罢工统计。

下面就是厂主协会关于罢工结果的综合资料：






	罢工工人人数
	五金工人
	纺织工人
	其他部门工人
	共计



	遭到失败的…………
	19990
	43085
	7150
	70225



	获得胜利的…………
	17860
	20285
	9520
	47665



	罢工结果不明的……
	2625
	3220
	7890
	13735



	　　共　计
 ……
	40475
	66590
	24560
	131625







由此可见，罢工最成功的是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胜利的人数超过失败的人数。其次是五金工人：胜利的人数也占很大比重——占罢工总人数的40％以上。罢工结果最差的是纺织工人：失败的人数超过胜利的人数一倍以上。


六

总的说来，1912年罢工斗争的结果虽然不如1911年，但仍然是不坏的。为了便于按不同年代进行比较，我们不妨把罢工结果不明的工人的人数分作两半，分别加到获得胜利的和遭到失败的工人人数上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下的数字：1912年后7个月，在132000个罢工工人当中，失败的有77000人（即占58.4％），胜利的有55000人（即占41.6％）。

我们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同过去几年官方统计的资料完全一致。但是，我们仍然要引证这些资料，以便工人能够判断，在工人运动顺利的年代和困难的年代俄国罢工的成果大体上是怎样的。






	　
	罢工工人人数（单位千）



	　
	胜利的
	％
	失败的
	％
	共计



	1895年—1904年
	　
	　
	　
	　
	　



	（10年总计）………
	159
	37.5
	265
	62.5
	424



	1905年……………
	705
	48.9
	734
	51.1
	1439



	1906年……………
	233
	50.9
	225
	49.1
	458



	1907年……………
	59
	29.5
	141
	70.5
	200



	1908年……………
	—
	—
	—
	—
	—



	1909年……………
	—
	—
	—
	—
	—



	1910年……………
	—
	—
	—
	—
	—



	1911年……………
	49
	51.0
	47
	49.0
	96



	1912年（7个月）…
	55
	41.6
	77
	58.4
	132







可见，1912年下半年的罢工结果较之1905年、1906年和1911年要差，但比1895—1904年要好，比1907年也要好。再重复一句，我们手头拥有的各个年代的资料大概没有充分的可比性，但是这些材料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应当指出的是，根据英国的罢工统计，在1900—1909年这10年间，获得罢工胜利的工人平均为26.8％，遭到失败的工人平均为31.7％，以妥协的办法结束斗争的工人平均为41.3％。如果将最后一个数字分作两半，分别加到罢工胜利的和罢工失败的人数上去，我们便可得出这样的数字：胜利的占47.5％，失败的占52.3％。1905年和1906年（以及1911年）俄国罢工取得的成果超过英国罢工平均取得的成果，虽然英国工人在组织性和政治自由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优越性。


七

把俄国各个地区五金工人罢工的成果加以比较，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莫斯科地区和彼得堡地区在这方面的情况与其他各地区都不同。1912年后7个月莫斯科地区和彼得堡地区的五金工人和所有其他部门工人的罢工，一般说来都不太成功。而其他各地区的情况却与此相反。

下面是莫斯科地区和彼得堡地区的材料：






	　
	1912年后7个月五金工人罢工人数



	　
	莫斯科地区
	彼得堡地区



	失败的……………
	3420
	10840



	胜利的……………
	40
	4170



	结果不明的………
	300
	150



	
共　计
 …
	3760
	15160







失败的工人人数大大超过了胜利的工人人数。这两个地区的纺织工人和彼得堡地区的“其他部门工人”也有同样情况。只是莫斯科地区的“其他部门工人”，获得胜利的人数（4380人）多于失败的人数（1230人）。

显然，在莫斯科地区和彼得堡地区，几乎所有工业部门都存在着某些不利于工人罢工的共同条件。

与此相反，在南方、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波兰地区，所有工人的罢工，特别是五金工人的罢工都获得了成功。






	　
	1912年后7个月五金工人罢工人数



	　
	南方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波兰王国



	失败的…………
	4390
	440
	900



	胜利的…………
	10040
	720
	2890



	结果不明的……
	2175
	—
	—



	共　计……
	16605
	1160
	3790







在波兰地区，五金工人的胜利最为显著，而且一般说来，该地区进行罢工斗争的经济条件对工人最为有利。这里一切工业部门的工人都取得了胜利（在南方，“其他部门工人”遭到了失败，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纺织工人斗争的结果是“平局”：胜利的和失败的都是1485人）。在1912年下半年，在全俄国，纺织工人一般说来遭到了最严重的失败（43000人遭到失败，2万人获得胜利），但是在波兰王国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只有390人遭到失败，而获得胜利的有8060人。

俄国西部和南部的工人对资本家采取了攻势，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工人也采取了攻势，但是他们的攻击多半都被击退了。可惜我们考察的资料非常有限，还不能与1911年进行比较，因而不可能得出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差别的明确结论。


八

正如我们看到的，就罢工的顽强精神来说，五金工人占首位，纺织工人占末位。把五金工人在成功的罢工和不成功的罢工中表现出来的顽强精神加以比较，那是很有意思的。下面就是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五金工人罢工人数


	损失的工作日（单位千）


	平均每个罢工者所损失的工作日





	失败的………
	19990
	230.7
	11.5



	胜利的………
	17860
	387.3
	21.7



	结果不明的…
	2625
	145.3
	55.4



	
共　计
 ……
	40475
	763.3
	18.8







我们看到，五金工人在成功的罢工中比在不成功的罢工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精神几乎强一倍（21.7天比11.5天）。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只有拿出巨大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才能击败资本家。结果不明的罢工显然是那些“敌对双方”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势均力敌，因而斗争异常顽强的罢工：这种结果不明的罢工平均持续时间长达55.4天。

应当指出，“其他部门”工人所进行的成功的罢工也是比较顽强的，但纺织工人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他们所进行的不成功的罢工却表现得比较顽强。

将各个地区五金工人在罢工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精神的材料加以比较，便可得出下列结果：






	　
	每个五金工人罢工的平均持续时间



	　
	莫斯科地区
	彼得堡地区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南方
	波兰王国



	失败的…………
	11.5
	12.1
	5.9
	12.0
	5.2



	胜利的…………
	7.5
	37.2
	23.7
	14.9
	22.4



	结果不明的……
	12.0
	261.3
	—
	47.1
	—



	
共　计
 ……
	11.5
	21.4
	17.0
	18.4
	18.3







就五金工人罢工的顽强精神来说，彼得堡地区占第一位；其次是南方地区，再次是波兰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最后是莫斯科地区。除莫斯科地区外，所有其他地区的成功的罢工都比不成功的罢工表现得更顽强。

按斗争的顽强精神（以及按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的百分比）来看，彼得堡五金工人在全俄五金工人中起着先锋队的作用。一般说来，五金工人对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也起着同样的作用。


九

莫斯科厂主协会在报告中描述某些罢工时，只寥寥数语。为了让五金工人能够看到编写厂主报告的先生们是怎样描写他们的斗争的，我们不妨从这些描述中摘引几句。

在莫斯科地区，1200名工艺五金制品厂工人举行的罢工非常出色。这在上面我们已经谈过了。

厂主们认为，西门子与哈耳斯克厂举行的罢工是彼得堡地区最顽强的一次罢工，这次罢工延续了14周，于8月19日才结束。据厂主协会统计，参加这次罢工的有1600名工人。厂方不同意取消参加纪念五一节的罚金，但是“作为交换条件，表示愿意在圣诞节前夕发给工人3卢布奖金。后来，厂方同意把五一节列为节日，如果政府方面不阻挠的话”（报告第38页）。报告中写道，“在罢工期间，几次发生工人袭击新雇用的工人的事件，因为依靠这些工人工厂才部分地恢复了工作”。

在南方五金工人罢工中，尼古拉耶夫造船厂的3886人的罢工最为出色，这次罢工损失了155000多个工作日。工人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50％，废除各种罚金，不再加班加点，建立工人选举工长的制度等等。罢工整整持续了6月一整月。“6月底，工人和厂方达成了协议，其条件是，全体工人回到原工作岗位上去，工厂接受工长制度，开办食堂以及增加工资18％。”罢工工人同工贼之间曾发生过冲突。

11月间，在哈尔科夫爆发的机车制造厂的2000工人的罢工表现得异常顽强。当时工厂承包了官方的一批紧急订货，“由于停工，工厂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在乌拉尔爆发的罢工，厂主协会根本没有统计进去；这些罢九工当中，值得指出的是塞谢尔特的一些工厂举行的一次罢工。工人的工资得到了提高。“在兹拉托乌斯特的官方兵工厂里，罢工的莫斯科厂主协会在报告中描述某些罢工时，只寥寥数语。为导火线是3名工人因被机器轧伤致死。罢工者要求安装安全设备，同时要求提高工资。”


十

只要大致浏览一下厂主统计的有关罢工的贫乏的资料，就不能不指出以下的看法。

对工人来说，一份完整的、精确的、编制合理的、出版迅速的罢工统计材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它能提供宝贵的资料，这些资料能阐明工人运动向其世界目标迈进所应经历的整个伟大道路，也能阐明当前的迫切的斗争任务。

在稍微有点民主和自由的国家里，政府的统计材料是能够搞得差强人意的。但在我国谈不上这一点。我国政府的统计材料很糟糕，它被“各主管部门”弄得支离破粹，而且很不可靠，又出版得晚。厂主们的统计材料要好一些，但更不完整，尽管有时比昏庸的俄国官吏的统计材料出版得早一些。

工人应当考虑搞出工人自己的罢工统计材料。当然，在我国工人团体和工人刊物受到种种迫害的条件下，要搞出这样的统计材料是非常困难的。要一下子克服这些困难是不可能的。但是工人从不惧怕迫害，也从不向困难低头。

即使工人所统计的是部分的罢工材料，就是说只包括个别地区、个别工业部门和比较短的一段时间，那也会很有用处。这样的统计材料能使工人学会更全面地、更好地进行工作，并且有时可以把厂主描述的情景、官吏描述的情景同工人自己描述的情景加以对照。

因此，我们在结束对厂主的统计材料的分析时，希望工人能够克服重重障碍，一次又一次地尝试进行工人自己的罢工统计。只要两三个觉悟的工人就能把每次罢工的情况确切地记载下来，如，罢工开始和结束的日期，参加的人数（如有可能，分别注明性别、年龄），罢工的原因以及罢工的结果等。这样的记载材料应该是一份送交有关的工人团体理事会（工会的或其他团体的理事会，或工会机关报编辑部）；另一份送交全国性的工人机关报刊；最后，第三份送交国家杜马中的工人代表，使他了解情况。

无论是厂主的还是政府的罢工统计材料，总是不仅会有疏漏，而且会有歪曲。甚至在同情工人的报刊上，有时也会遇到极不可信的、荒唐的、充满资产阶级精神的对罢工的评价，如把罢工说成是“狂热”的表现等等。

只有工人亲自动手，才能够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顽强的工作和坚韧不拔的努力）工人更好地了解自己本身的运动，从而保证运动取得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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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3卷


俄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改良主义

（1913年8月27日〔9月9日〕）

萨拉兹金先生在下诺夫哥罗德代表全俄商界向首席大臣发表了“迫切需要”实行根本政治改革的声明[179]，这已经由工人报刊登出来了，并且作了评论。然而，为了指出两个重要情况，现在还应当谈一谈这个声明。

联合起来的贵族和全俄商人多么迅速地互换了角色！在1905年以前的40多年间，贵族一直采取自由主义态度，总是彬彬有礼地提到立宪问题，商人则是满意多于反对。

1905年以后，情况就完全相反了。贵族成了最反动的阶级。它完全满足于六三宪制，如果想要对它进行修改的话，那也只是希望改得右一点。相反，商人却成了明显的自由主义反对派。

俄国似乎顷刻间“欧化了”，即顺应了那种在欧洲常见的封建主和资产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自然，所以会这样，只是因为纯资本主义关系早就成了划分俄国各政治集团的基础。这种关系从1861年开始成熟，而在1905年的烈火中迅速地完全成熟了。一切强调俄国某个根本特点的民粹派言论，一切用超阶级的或非阶级的观点来谈论俄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尝试，都一下子失去了任何意义，变成了枯燥的、荒唐的、陈旧得可笑的、毫无用处的东西。

这是前进了一步。这是从有害的自我欺骗中解脱了出来，是从那种想不经过阶级斗争而取得什么有用的、重大的东西的幼稚希望中解脱了出来。站在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的一边，帮助认识和发展这种阶级政策或那种阶级政策，——这就是1905年革命从正面提出来而为六三体制的经验从反面证实了的严峻而有益的教训。

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的非阶级的空话，已经从历史的道路上被扫除了。能被扫除，那真是太好了。早就应该这样了！

另一方面，请看全俄自由派商人的改良主义吧。他们声明“迫切需要”实行10月17日宣言明文规定的“改革”。大家知道，在那里规定有“公民自由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人身的真正不可侵犯”，“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以及“进一步发展普选权的原则”。

很清楚，我们面对的确实是一张实行根本政治改革的清单。很清楚，即使单独实现其中任何一项改革，也意味着向好的方面的极大转变。

因此，全俄商人，这个资本主义俄国在经济上最有实力的阶级，要求实现所有这些改革。那么，为什么这个要求会受到完全的冷遇呢？为什么所有的人，从首席大臣到那位莫斯科商人都以为这个要求是无关紧要的呢？首席大臣听了听发言，酒足饭饱，回答几句，就致谢告辞；而那位莫斯科商人则说，萨拉兹金的发言好极了，但是不会有什么结果。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俄国正经历着一种独特的历史情况（这种情况在欧洲大国里早已不存在了，不过每个欧洲大国都是在某个时期经历过的），在这种情况下，改良主义是特别愚蠢的、可笑的、软弱无力的，因而也是特别可恶的。毫无疑问，实现商人所要求的任何一项改革，不论是信仰自由也好，结社自由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自由也好，都意味着向好的方面的极大转变。任何一个先进阶级，其中包括工人阶级，而且首先是工人阶级，都会紧紧抓住实行极微小的改革的可能性以完成向好的方面的任何转变。

为自己的绝顶聪明的“部分要求”大吹大擂的机会主义者，是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这个简单道理的，虽然工人过去很好地抓住保险法的“部分的”（但是实际的）改革这一例子对任何人都应该说是有教益的。

但是问题在于，自由派的有关政治改革的改良主义没有一点“实际的东西”。换句话说，大家都非常清楚，不论是商人还是在杜马中占多数的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都非常清楚，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改良主义办法可以用来推行萨拉兹金所要求的任何一项改革，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理解和感觉到的。

因此，老老实实地指出不存在改良主义的办法，这要比把随便什么改良都吹嘘得天花乱坠更符合历史现实主义，更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更有积极的意义。谁坚决相信不存在改良主义的办法，并且把这一点告诉别人，谁实际上在利用保险法或任何的“可能性”以促进民主方面所做的工作要比那些连自己的话都不相信的奢谈改革的空谈家多过千百倍。

对当今的俄国来说，特别适用的是那个被世界历史几百次地证实了的真理，这就是：改革只能作为完全摆脱改良主义的任何狭隘性的运动的附带结果。因此，自由派的改良主义是毫无用处的。因此，民主派和工人阶级对改良主义的唾弃是极其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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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萨拉兹金的发言是指百万富商、下诺夫哥罗德集市和交易所委员会主席阿·谢·萨拉兹金在该委员会于1913年8月16日（29日）为欢迎大臣会议主席弗·尼·科科夫佐夫前来集市而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发表的讲话。萨拉兹金在讲话中代表全俄商业界向科科夫佐夫提出请求，认为“迫切需要”按照1905年10月17日沙皇宣言实行根本的政治改革。他还表示工商业家愿意“积极参加社会自治和国家建设事业”。列宁在《商人萨拉兹金和著作家费·唐·》和《政治上的原则问题》两文（见本卷第432—434页和第443—446页）中也谈到了萨拉兹金的这个发言。——416。







《列宁全集》第24卷


各等级和各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1913年8月28日〔9月10日〕）

有一本法律杂志引用了关于俄国国事罪的一些统计材料。[180]这些材料很有教益，因为它们就不同历史时期各等级和各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问题提供了确切的材料。

遗憾的是材料不完全，只说明了以下几个时期：1827—1846年（农奴制时期）；1884—1890年（“平民知识分子”运动时期；资产阶级自由派运动同自由主义民粹派运动混合时期）。最后是革命爆发前时期（1901—1903年）和革命时期（1905—1908年），即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时期。

关于各等级的作用的统计材料如下。在每100个被控犯有国事罪的人当中，各等级所占的比例是：






	时期
	贵族
	小市民和农民
	僧侣
	商人



	1827—1846年……………………
	76
	23
	？
	？



	1884—1890年……………………
	30.6
	46.6
	6.4
	12.1



	1901—1903年……………………
	10.7
	80.9
	1.6
	4.1



	1905—1908年……………………
	9.1
	87.7
	？
	？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19世纪解放运动的民主化发展得多么迅速，运动的阶级成分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农奴制时期（1827—1846年），贵族占绝对优势。这是从十二月党人[181]到赫尔岑的时期。农奴制的俄国是受压制的、停滞不前的。起来反抗的只是极少数没有得到人民支持的软弱无力的贵族。然而贵族中的优秀人物帮助唤醒了人民。

平民知识分子时期或资产阶级自由派时期（1884—1890年），贵族在解放运动参加者当中已占少数，但是如果加上僧侣和商人，就还占49％，即几乎占一半。运动有一半还是贵族、资产阶级上层这些特权阶级的运动。因此，尽管个别人单枪匹马，十分英勇，运动还是软弱无力的。

第三个时期（1901—1903年）和第四个时期（1905—1908年）是农民和无产阶级民主运动时期。贵族所占的比重极小。小市民和农民在革命前时期占8/10，在革命时期占9/10。群众已经觉醒了。从这里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有可能取得某些重大的胜利；（2）自由派仇视运动（出现了反革命的自由派）。

更有意思的是关于职业的统计，虽然只有后三个时期的材料。下面是每100个解放运动参加者（被控犯有国事罪的）的职业统计：






	时期
	农业
	工业和商业
	自由职业和学生
	没有固定职业和没有职业的



	1884—1890年………
	7.1
	15.1
	53.3
	19.9



	1901—1903年………
	9.0
	46.1
	28.7
	8.0



	1905—1908年………
	24.2
	47.4
	22.9
	5.5







这是一些非常发人深省的数字。从这里马上就能看出平民知识分子在民粹派和民意党人时期（1884—1890年）的作用：多数参加者是学生和自由职业者（占53.3％）。资产阶级自由派运动和自由主义民粹派运动混合在一起，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其中起着显著的作用——这就是当时的各政党和当时的运动的阶级实质。农民（“农业”）和产业工人（“工业和商业”）所占的比重不大（7％和15％）。所谓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人，即脱离本阶级而又没有同一定的阶级发生联系的人，却占了1/5（19.9％），比农民要多，比工人也多！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为什么运动具有特殊的形式——非常英勇但又很软弱。

到了革命前时期（1901—1903年），起首要作用的是城市工人（“工业和商业”）。他们虽然在人民中占少数，但是几乎占参加者的一半（46.1％）。知识分子和学生已经降到第二位（正好揭穿了自由派和取消派关于工人政党的无稽之谈）。农民的比重虽然很小（从事“农业”的占9％），但是在不断增长。

最后一个时期是1905—1908年。城市工人的比重从46.1％增加到47.4％。他们已经唤醒了农民群众。农民参加运动的比重增长得比所有其他阶级都快，从9％增长到24.2％，即几乎增长了两倍。农民已经超过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学生（22.9％）。脱离本阶级而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人的比重更是微不足道了（5.5％）。自由派关于我国革命实质上是“知识分子的”革命的理论，其恶毒诬蔑的性质在这里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农民）——这就是运动的社会力量。农民虽然比工人和市民的人数多得多，但是远远落在后面，只占参加者的1/4（24.2％），因为农民觉醒得还不够。

最后还要赞扬一下六三（斯托雷平）土地政策，因为它也在非常成功地、迅速地、有力地唤醒着其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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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指1913年8月18日（31日）《法学》第33号刊登的雅·别尔曼的《社会法律的和经济的因素对国事犯罪率的影响》一文。



《法学》（《Право》）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由弗·马·盖森和Н·И·拉扎列夫斯基编辑，1898年11月8日—1917年10月10日在彼得堡出版。——420。



[181]十二月党人是俄国贵族革命家，因领导1825年12月14日（26日）的彼得堡卫戍部队武装起义而得名。在起义前，十二月党人建立了三个秘密团体：1821年成立的由尼·米·穆拉维约夫领导的、总部设在彼得堡的北方协会；同年在乌克兰第二集团军驻防区成立的由帕·伊·佩斯捷利领导的南方协会；1823年成立的由安·伊·和彼·伊·波里索夫兄弟领导的斯拉夫人联合会。这三个团体的纲领都要求废除农奴制和限制沙皇专制。但是十二月党人害怕发生广泛的人民起义，因而企图通过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军事政变来实现自己的要求。1825年12月14日（26日），在向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的这一天上午，北方协会成员率领约3000名同情十二月党人的士兵开进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他们计划用武力阻止参议院和国务会议向新沙皇宣誓，并迫使参议员签署告俄国人民的革命宣言，宣布推翻政府、废除农奴制、取消兵役义务、实现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会议。但十二月党人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尼古拉一世还在黎明以前，就使参议院和国务会议举行了宣誓。尼古拉一世并把忠于他的军队调到广场，包围了起义者，下令发射霰弹。当天傍晚起义被镇压了下去。据政府发表的显系缩小了的数字，在参议院广场有70多名“叛乱者”被打死。南方协会成员领导的切尔尼戈夫团于1825年12月29日（1826年1月10日）在乌克兰举行起义，也于1826年1月3日（15日）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



沙皇政府残酷惩处起义者，十二月党人的著名领导者佩斯捷利、谢·伊·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孔·费·雷列耶夫、米·巴·别斯图热夫-留明和彼·格·卡霍夫斯基于1826年7月13日（25日）被绞死，121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数百名军官和4000名士兵被捕并受到惩罚。十二月党人起义对后来的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中评价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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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的阶级战争

（1913年8月29日〔9月11日〕）

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是一个有50万人口、工业不很发达的城市。在那里，渗透到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生活的阶级斗争已经激化，成了阶级战争。警察局简直象发了疯，喝醉了酒的警察殴打和平工人，擅自闯入民宅，折磨老弱妇孺。数百名（400人以上）工人受伤，有两名工人被打死——这就是这场战争的牺牲品。所有杰出的工人领袖都已被捕。发表最和平的言论也要被关进监牢。城市就象一座兵营。

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一个和平的、有文化的、文明的、自由的国家里，怎么会燃起这样的战火来呢？

爱尔兰有点象英属波兰，只是在类型上与其说它象华沙—罗兹—栋布罗瓦，不如说它象加里西亚。民族压迫和天主教反动势力，使这个不幸国家的无产者变得一贫如洗，使农民成了僧侣主义的顽固守旧、愚昧无知的奴隶，使资产阶级成了在民族主义美丽辞藻掩盖下的一支压迫工人的暴君即资本家的队伍，最后，还使行政当局成了惯于采取种种暴力的匪帮。

现在，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即爱尔兰的资产者）取得了胜利：他们即将从英国地主手里赎回自己的土地；他们即将取得民族自治权（为了这个著名的爱尔兰自治[182]，爱尔兰同英国进行了长期而顽强的斗争）；他们将与“自己的”爱尔兰神父们一道自由地来管理“自己的”国土。

现在，这个民族主义的爱尔兰资产阶级便以宣布要同爱尔兰工人运动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来庆祝自己“民族的”胜利和自己“国家的”成熟。

英国的总督住在都柏林。但是他的权力实际上不如都柏林资本家的领袖，一个姓墨菲（Murphy）的人。这位墨菲是《Independent》报（《独立报》[183]——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的出版者，市电车公司的大股东和经理，都柏林许多资本主义企业的股东。墨菲宣称（当然是代表所有爱尔兰资本家），他准备花75万英镑）将近700万卢布）来破坏爱尔兰的工会。

但这些工会已开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继爱尔兰资产阶级坏蛋庆祝自己“民族的”胜利之后出现的是爱尔兰无产阶级的阶级觉醒。爱尔兰无产阶级发现了爱尔兰运输工人工会书记拉金（Larkin）同志是一位很有才干的领袖。拉金赋有卓越的演说才能，具有爱尔兰人的旺盛精力，他在非熟练工人中间创造了奇迹，这一部分不列颠无产阶级群众，在英国常常由于英国“熟练”（skilled）工人具有那种令人诅咒的市侩式的、自由主义的、贵族的情调而不得不处于同先进工人隔绝的状态。

一种新的气象在爱尔兰工会中出现了。非熟练工人群众给工会带来了空前活跃的气氛。连妇女也开始组织起来，这是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未曾有过的现象。就工人的组织情况来说，都柏林很可能成为整个大不列颠的先进城市。这个国家的特点是：天主教神父个个脑满肠肥，而工人则忍饥挨饿、衣衫褴褛，甚至在星期日也穿得很破烂，因为他们买不起节日服装。这个身受双重和三重民族压迫的国家，已开始变成一个拥有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大军的国家。

于是墨菲便宣布向拉金和“拉金主义”进行资产阶级的十字军讨伐。一开始就解雇了200个电车工人，为的是在解雇工人期间挑起罢工，从而破坏整个斗争。运输工人工会举行了罢工，要求让被解雇的工人复工。墨菲组织同盟歇业来对付工人。工人则用罢工来回答他们。战争全面展开，怒火在燃烧。

拉金（附带说说，他是因参加爱尔兰解放运动而于1867年被处死的著名的拉金的孙子）在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他在演说中还指出，反对爱尔兰“自治”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党曾肆无忌惮地号召反抗政府，以革命相威胁，并组织对自治的武装反抗，毫无顾忌地向这个国家散发革命呼吁书。

但是，英国的沙文主义者卡森、伦敦德里、博纳·罗（英国的普利什凯维奇分子，扼杀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这些反动分子可以做的事，却不容许无产者-社会主义者去做。拉金被逮捕。工人集会被禁止。

爱尔兰毕竟不是俄国。剥夺集会自由激起了群众的怒潮。不得不把拉金送交法庭审判。然而在法庭上拉金变成了原告，实际上处于被告地位的倒是墨菲自己。拉金通过同证人的交叉讯问证明，在他（拉金）被捕前夕，墨菲曾同总督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拉金宣称警察是墨菲豢养的，对拉金的这种说法谁也不敢反驳。

拉金被保释出来了（政治自由不能马上取消）。拉金公开表示他无论如何要参加群众大会。果然，他化了装来到会场，并开始向群众发表演说。警察认出是他，就把他抓住并殴打他。开始了为时两天的警棍专政，他们殴打群众，折磨妇女和儿童。警察擅自闯入工人住宅。运输工会会员、工人诺兰被他们活活打死，另一个也因受伤致死。

星期四，即9月4日（俄历8月22日），举行了诺兰的葬礼。都柏林的无产者组成了5万人的游行队伍来给自己的同志送葬。野兽般的警察都躲藏起来了，他们不敢触怒群众，送葬行列秩序井然。一位爱尔兰老人对德国记者说：“这次游行示威比安葬帕内尔〈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著名领袖〉时还要壮观。”

都柏林事件将成为爱尔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转折点。墨菲扬言要破坏爱尔兰工会。但他所破坏的只不过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对爱尔兰无产阶级的最后一点残余影响。他促使爱尔兰独立自主的、毫无民族主义偏见的、革命的工人运动受到了锻炼。

这一点立刻就在9月1日（俄历8月19日）于曼彻斯特召开的工会（工联）代表大会上表现出来了。尽管有充满庸俗习气的、只想讨好上司的机会主义的工会工作者进行阻挠，都柏林事件还是激起了代表们的怒火。都柏林工人代表团受到了热烈欢迎。五金工会都柏林分会主席、代表帕特里奇讲述了警察在都柏林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一位年轻女工刚躺下睡觉，警察就闯进屋里来了。这个姑娘躲到厕所里，但仍被他们揪着头发拖了出来。警察们喝得酩酊大醉。这帮“人”（带引号的）竟连10岁的儿童或5岁的小孩都要痛打一顿！

帕特里奇由于发表了连法官自己也认为是和平的演说而两次被捕。帕特里奇说：我相信，假如我当众念诵“我的主啊”，我也会马上被捕的。

曼彻斯特代表大会派遣自己的代表团去都柏林。当地的资产阶级又抓起了民族主义的武器（同我国波兰、乌克兰或犹太人中间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一模一样！），他们说，“英国人管不着爱尔兰土地上的事”！幸而民族主义者在工人中间已经失去了影响。 
［注：已经可以听到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发出的忧虑，即担心拉金会组织爱尔兰独立工党，对此第一届爱尔兰国民议会也不得不加以注意。］



在曼彻斯特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很久没有听到过的演说。有人提议整个代表大会迁到都柏林举行，并提议在英国各地组织总罢工。矿工工会主席斯迈利说，都柏林的方式将促使英国所有工人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是一定能够学会掌握武器的。

英国工人群众正在缓慢而坚定地走上新的道路——从维护工人贵族的区区特权转到工人群众自己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进行伟大英勇的斗争。通过这条道路，英国无产阶级凭着自己的毅力和组织性，将比任何地方更迅速、更坚决地实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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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这里说的是爱尔兰自由派资产阶级争取在英帝国范围内实行政治自治的斗争。爱尔兰自治法案曾不止一次提交英国议会讨论，均未获通过。1912年，在爱尔兰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爱尔兰自治法案第三次提交议会。该法案于1914年9月18日为英国国王批准。——424。



[183]《独立报》即《爱尔兰独立报》（《Irish　Independent》）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主要机关报（日报），1891年起在都柏林出版。——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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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的新措施

（1913年8月29日〔9月11日〕）

政府拟订了一个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制法律的新草案。这是为了要急速“限制”独立农庄和独立田庄的土地“分散”。地主想“保护小土地所有制”，防止土地过于分散、零碎和变成小块。

这个法律的实质就是禁止农民的中等规模的地块，即独立农庄和独立田庄的土地分散。这样的地块无论是出卖或继承都必须归一人单独所有。其他继承人则按照地主土地规划委员会的估价领取现金“偿付”。

偿付的钱是用土地作为抵押，以特别优惠的条件，由农民银行支付的。中等规模的地块（不可分割的地块）的面积则按照1861年关于法定份地的农奴制法令来确定。

这个法律草案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地主想为农民资产阶级建立一种享有特权的、不受资本主义侵犯的土地所有制。地主感到自己的特权和自己的农奴主土地占有制已在动摇，因此竭力想把农民资产阶级中为数极少但最富裕的阶层争取过去。地主对富农和财主说：我把我的特权分给你们一小部分，我帮助你们靠破产的农民群众发财致富，而你们要保护我不受这群人的侵犯，你们要成为社会秩序的支柱。这就是新法律草案的阶级含义。

这个草案同六三土地政策，即所谓斯托雷平土地政策的总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同样的地主的政策，因为在1905年以后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不可能在俄国实行其他政策，否则他们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特权，甚至无法生存下去。

民主派，无论是工人民主派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大多数农民），都必须认清阶级关系的这种无可争议的实际情况，并由此作出必然的结论。自由派和民粹派害怕农民土地的转移，即害怕土地的自由买卖，他们所抱的这种官吏的观点，是最愚蠢最反动不过的了。例如，《言语报》在两篇评述新法律草案的社论中声称，“保护小土地所有制是必然的现象”。要知道，糟糕的是六三土地政策已被“突然当作锐利的政治工具”采用了。

扮演“超阶级的”官吏角色的绝顶聪明的自由派，谴责地主的首领斯托雷平为地主的利益使用政治工具！懦怯地想要逃避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却用因阶级利益同阶级政策的联系而发出的啜泣声来加以掩盖。无怪乎斯托雷平对这样的对手只好付之一笑了。

“保护小土地所有制”这个自由派（俄国的）和民粹派非常喜欢的提法，是一句反动的空话。只有在农民采取民主的行动，即为着社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着国家摆脱农奴主的压迫和取消他们的特权而行动起来的时候，工人阶级才会支持农民（并领导农民）。而任何限制农民土地转移的做法，第一，是荒谬的，因为这种做法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发展，只会使群众的生活状况恶化，使群众的生活更加困难，迫使群众绕开法律。第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制造享有特权的小资产者的小阶层，即反对进步的、最守旧、最愚钝的人的小阶层。

针对农奴主-地主的阶级政策，工人阶级不是要大谈“超阶级的”空话，而是要讲清占人口十分之九的其他各阶级的利益。作为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农民会长期动摇不定，他们一方面向往无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又指望得到地主的小恩小惠，指望同地主分享特权。

但是，俄国地主为农民提供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在这种条件下千百万人经常忍饥挨饿，因此一切有朝气的、有生命力的和有觉悟的人将跟着谁走，是不会有任何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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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萨拉兹金和著作家费·唐·

（1913年9月1〔14日〕）

商人萨拉兹金的发言，无疑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原始积累”时代，也就是贵族-地主牢骚满腹、要求“信任”，而商人感恩不尽的历史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

六三反革命时代的第一个时期，也就是被群众运动吓得魂不附体的商人兴高采烈、十分感动地盯着斯托雷平的时期，也已经过去了。第二个时期，即工人运动高涨、“社会”复苏和商人自由派兴起的时期开始了。

这个自由派是介乎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的一个派别，这一正确的评价甚至连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不得不（由于事态的发展）愈来愈接受了。不久以前，《北方真理报》[184]援引了《基辅思想报》的一段公正的议论（见8月11日《北方真理报》第9号 
［注：见本卷第389—391页。——编者注］

 ）。这段议论谈到自由派同民主派的分离，谈到立宪民主党人（更不用说“进步党人”了）的自由主义同反动的民族主义的接近。

但是，某些著作家甚至还落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后面，作了自己的机会主义教条的俘虏。当然，这些著作家中为首的是取消派分子费·唐·。

费·唐·在评论萨拉兹金的发言时写道（8月23日《新工人报》）：强烈反对萨拉兹金的黑帮分子是对的，“但是左派的〈应读作：自由派的〉报刊也是对的，因为它们指出了官僚制度天生就不能满足国家的迫切需要。不对的只是《俄国报》”。


　　费·唐·写道：“萨拉兹金的发言不是由于他对激进纲领的热爱，而是由于缺乏秩序和法制。商人开始造反了……既然如此，那么，不管商人如何敌视激进纲领，到头来他迟早还是不得不把他的努力同国内更激进的阶层的努力联合起来。”



　　费·唐·的评论就是这样的。他只谈到自由派同工人的联合，往下就不再谈了。这真是创见！费·唐·竟没有觉察到商人的努力已同黑帮地主的努力联合起来。他竟没有觉察到，萨拉兹金拥护六三制度的“原则”，想要在这种原则的范围内取代普利什凯维奇。

另一方面，他没有觉察到自由派和萨拉兹金的改良主义立场同工人阶级立场之间的区别，而工人阶级立场是同改良主义的可怜的狭隘性格格不入的。民主派同自由派今天的实质性的差别，竟被著作家费·唐·忽略了。

费·唐·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即自由派同工人的“联合”。真是一个有意思的……特长！

请把费·唐·这篇文章作为政治文献，并从“全欧的”观点来看一看吧（要知道，费·唐·和他的朋友们是非常喜欢谈论自己的欧洲主义的……）。您会发现费·唐·完全赞同劳合-乔治和“工党”的极端机会主义者的立场（英国型的），或孔布和饶勒斯的立场（法国型的），或柏林左翼自由派的机关报《柏林每日小报》[185]以及伯恩施坦、科尔布、福尔马尔的立场。

在费·唐·的文章里，没有一点东西是那些忙于把“萨拉兹金之流的努力同国内更激进阶层的努力”“联合起来”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所不能接受的。

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说：要利用萨拉兹金之流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之间的不一致，要使萨拉兹金之流的动摇不发生影响，因为萨拉兹金之流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联合”，要比同反对派的联合紧密得多。自由派对工人说：萨拉兹金之流将不得不把自己的努力同你们的努力联合起来。

为什么著作家费·唐·竟忘记说明一切自由派的改良主义的阶级根源，特别是萨拉兹金的改良主义的阶级根源呢？为什么费·唐·甚至忘记指出萨拉兹金之流的商人的改良主义在俄国的条件下带有极其荒谬的、可笑的、怪诞的狭隘性呢？

是不是由于著作家已经扯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招牌”，而采取了同商人萨拉兹金一样的改良主义立场呢？而萨拉兹金是根据本阶级的利益挂着他的进步党的即半十月党的招牌采取这种立场的。





	载于1913年9月1日《北方真理报》第2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408—410页

















[184]《北方真理报》（《Северная　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1913年8月1日（14日）—9月7日（20日）代替被沙皇政府查封的《真理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31号。——432。



[185]《柏林每日小报》即《柏林每日小报和商业日报》（《Berliner　Tageblatt und Handels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报纸，1872—1939年出版。——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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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马克思主义而斗争

（1913年9月3日〔16日〕）

关于工人为彼得堡工人报刊捐款的问题，近来在报纸上讨论得很热烈。应当认为，极详尽而又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原则性的政治问题。

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呢？取消派（《新工人报》）坚持要平均分配捐款，马克思主义者（《北方真理报》）则要求按捐献工人的意愿分配捐款。工人们通过对这种或那种报纸的方针的讨论，自己来决定他们的捐款是捐给谁的。

第一个谈到这个问题的文件，即维堡区22个支持取消派的人的决议，直截了当地说（见8月9日《新工人报》第2号）：“按平均原则给工人报纸分配捐款。”后来，诺贝尔工厂和普梯洛夫工厂一部分工人的决议（同上，第6、8、9、10号）坚决主张并且实际上已经把捐款平均分为三份：马克思主义者一份，取消派一份，民粹派一份。《新工人报》编辑部默然赞同这种做法，并且在格·拉·的文章里为这种做法辩护（第9号）。

与此相反，《北方真理报》则指出，平均分配的办法是不对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和目标的。

我们再说一遍，一切觉悟的工人都应当仔细地和完全独立地来分析这个问题。

赞成平均分配的论据是什么呢？就是借口“工人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试问，这个口号是否要求工人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员，同追随资产阶级政党的工人联合起来呢？每一个工人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会说“不”的。

在所有国家里，即使是在最先进的国家里，都有追随资产阶级政党的工人：在英国是追随自由党人，在法国是追随“激进社会党人”，在德国是追随天主教派和自由“人民”党，在意大利是追随改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等等，以及在邻国波兰是追随小资产阶级的波兰社会党。

这个伟大的口号号召工人联合成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的政党，而上面列举的所有政党都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就拿我国民粹派的基本原则来说吧！民粹派以为废除土地私有制而进行平均分配就是社会主义或“社会化”，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观点。马克思早已证明，大胆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能够要求并且已经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8—39页。——编者注］

 这是扩大资本主义活动范围的资产阶级改革。我们支持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农民反对农奴主-地主、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

但是，要把雇佣工人的无产阶级组织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民主派统一起来，就是最严重地违背这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口号。实行这种统一的尝试会给工人运动带来极大的害处，并且总是要以迅速失败而告终。

俄国的历史（1905—1906—1907年）证明，除了农民中的左派以外，民粹派找不到而且也不可能找到任何群众性的、阶级的支柱。

这就是说，取消派以及追随他们的工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阶级的道路，走上了雇佣工人同小资产阶级政党实行无党性的统一的道路。这正是无党性的联合，因为他们号召工人：不要区分哪个是无产阶级政党，哪个是小资产阶级政党，来平均分配吧！


［注：某些工人对取消派这种无原则的说教的反应如何，也可以从下面这个载于《新工人报》第21号上的决议来判明：




　　“我们认为这样的决定〈三家报纸平均分配……〉是必要的，是唯一公平合理的，因为第一，这三家报纸都是工人的报纸，它们同样受到处罚和迫害；第二，无论在我们这里或在其他地方，大多数工人还没有完全了解不同党派的特点，不能有意识地只靠拢其中一个党派，而是对三家报纸一视同仁。”





　　取消派的报纸从来没有打算向读者讲清楚，也从来没有使他们有机会弄清楚：是否可以把民粹派的报纸当作工人的报纸，应不应该把民粹派的报纸同马克思主义的报纸，甚至同取消派的报纸混为一谈。《新工人报》宁愿依附“自发势力”，做不了解真相的群众的尾巴，其目的只是为了找马克思主义者的“麻烦”。］


格·拉·在《新工人报》第9号上写道，群众“不能识别问题的实质”。正因为这样，我们就需要用老的、经受过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报纸来提高“没有分辨能力的”群众的觉悟，帮助他们识别事物，分清是非。

格·拉·以及象他一样的著作家为了反对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的联合，借口说（根本不提两党联合的问题！）“群众不能识别问题的实质”，这种做法就是宣扬无党性，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偷偷地采取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实行小资产阶级的政策。

取消派在用这种政策来证明自己是名副其实的取消派，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叛徒和破坏者。

另一个论据（见《新工人报》第6号上格·拉·的文章和该报编辑部自己的论断）是，按各家报纸的方针来分配捐款会破坏大家“同心协力地反击”迫害工人报纸的“反动派”。

每一个觉悟的工人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会看出，这是重弹民主派脱离自由派就是破坏“同心协力地反击反动派”这一自由派的老调。这是资产阶级的论调，是极端错误的论调。

“不能识别问题的实质”（按照取消派分子格·拉·的武断说法）的非党群众，正通过一些实例在出色地学习。只有那些还非常无知和没有觉悟的人，那些不善于或懒于思考和“识别”是非的人，才会挥挥手说：“我也反对，大家平均分配吧”。谁开始思考问题和“识别”是非，谁就除了去听就各种纲领进行的辩论，即对各派观点进行的辩护，还会去听觉悟更高的人的意见，使自己多少学到一点东西，从无所谓、从一视同仁转变为对各报有明确的深思熟虑的看法。

“每个工人都应该知道和记住的”所有这些起码常识，取消派都忘记了。取消派主张“平均分配”，这就证明，说他们是无党性的鼓吹者、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维护者（见1910年1月马克思主义者一致通过的决定），是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组织通过制定共同的纲领、共同的策略以及关于对反动派、资本家、资产阶级民主派（民粹派）的态度的共同的决定等等把觉悟的工人联合起来。所有这些共同的决定，其中包括1908年、1912年和1913年关于改良主义的荒谬性和致命的危害性的决定，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坚决捍卫和不倦地执行的。

关于政党和关于共同的策略的辩论（交谈、讨论、争论）是必要的；不这样，群众就会涣散；不这样，就不会有共同的决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不这样，那些“能识别问题的实质”的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就会瓦解，资产阶级就会更容易影响落后群众。

彼得堡的优秀工人主张按照方针分配捐款，主张分配捐款时对纲领进行辩论，这样做就是反对那些坚持无党性的人，就是为马克思主义而斗争。

所以，我们确信，工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只会全力去捍卫那些能够教育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捐款分配方法和辩论方法。





	载于1913年9月3日《北方真理报》第2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41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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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流血事件一星期后

（1913年9月3日〔16日〕）

9月7日（俄历8月25日）星期日，警察制造流血事件整整一星期之后，都柏林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抗议爱尔兰资本家和爱尔兰警察的行为。

群众大会仍旧在奥康奈尔大街原来预定的地方举行，本来上星期日就决定在这里召开大会，但被警察禁止。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在这里举行群众大会最合适，因而都柏林的群众大会大多在这个地方举行。

警察躲起来了。满街都是工人。到处都是人群，而且秩序井然。一位发表演说的爱尔兰人高声喊道：“上星期日，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没有理性的警棍，今天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没有警棍的理性。”

英国有宪法，因此当局不敢再次动用喝得醉熏熏的警察了。那里搭起了3个讲台。有6位演讲人，其中包括几位英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痛斥了反人民的罪行，号召工人实现国际主义的团结，进行联合斗争。

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并要求对警察在上星期日的罪行立即进行调查（要在与这一事件无关的人士的领导下进行，并要保证公布全部调查情况）。

在伦敦，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了隆重的群众大会。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的团体高举着自己的旗帜参加了大会。有许多宣传画，上面是反映当前重大问题的各式各样的图画和标语。有一张宣传画特别受群众欢迎，上面画着一个警察挥动着一面写着“不准作声”字样的红旗。

演说者当中，特别出色的是本·蒂利特和五金工会都柏林分会书记帕特里奇，前者指出英国“自由党人”政府丝毫也不比反动政府逊色；后者详细地叙述了都柏林警察的无耻暴行。

值得指出的是，伦敦和都柏林的群众大会提出的主要口号是要求结社自由。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般地说，英国有政治自由的基础，有立宪制度。工人所要求的结社自由在那里是许多项改革中的一项，这些改革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在现行的宪制条件下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同样，在俄国，在工人保险方面的部分改革也是可以实现的）。

对英国和俄国的工人来说，结社自由是同样迫切需要的。而英国工人提出他们所必需的政治改革的口号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实现这种改革的途径以及在英国宪法条件下实现这种改革的充分可能性（同样，如果俄国工人提出将保险法作某些修改的局部要求，也是正确的）。

在俄国所缺少的正是这些政治自由的一般基础，没有这种基础而要求结社自由，这简直是笑话，这只不过是自由派所惯用的花言巧语，其目的是欺骗人民，使他们相信在我国可以走改良主义道路。在俄国，如果不把自由派的软弱无力的、骗人的改良主义同对改良主义不抱任何幻想的工人的彻底民主主义加以对比，那就无法进行争取结社自由（这是工人和全体人民最迫切需要的）的斗争。





	载于1913年9月3日《北方真理报》第27号和1913年9月3日《我们的道路报》第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416—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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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原则问题

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

（1913年9月4日〔17日〕）

百万富翁萨拉兹金在下诺夫哥罗德集市上代表全俄商界要求实行广泛的政治改革。在彼得堡有3000个五金工人参加的大会上，改良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他们收罗到的赞成他们提出的理事会候选人名单的选票只有150张。[186]

这两个自然形成鲜明对比的事实，甚至促使那些最没有原则的人也要考虑考虑现代俄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原则问题。在各个阶级中，都有很多人关心俄国的政治，但是只有少数人才意识到从原则上提出政治问题的意义。只有少数人才意识到对这些问题总是给予周密、确切而肯定的回答的那些政党的意义。而当各政党同一定的阶级联系起来的时候，这种回答总是以群众工作的经验为基础并由多年的群众工作来检验。

马克思主义者在四年半以前对六三体制以及自己针对这一体制所提出的任务作估价时，他们的回答正是这样的 
［注：作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298—301页。——编者注］

 。整整一条鸿沟把工人和惊慌失措的知识分子隔开了。前者在各种场合年复一年地、勤勤恳恳地根据这种回答的精神来活动，而后者则害怕出一切明确的回答，一步一步地向改良主义和取消主义滑去。

有些人在观察马克思主义者同取消派的斗争时，只是用一些可怜的空话来敷衍了事。他们说什么争论、纠纷、内讧、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对于这样一些人不能不表示遗憾。而许多“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左翼”民粹派就正是这样的人！

资产阶级的坚决拥护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即《言语报》中的自由派，对于上述事实是回避不了的。在这家报纸编辑部发表的一篇专论（第234号）中，他们重复了老一套的抱怨话，但还不仅仅是这些老一套的抱怨话。

自由派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的斗争到处都在进行”，“这个斗争已经渗入工人机体的每个毛孔”。

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不是……


　　“重大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早就显露出来了，而这些分歧归根结底都可以归结为关于国家今后发展进程这个问题。”



　　到底还是明白过来了！马克思主义者在1908年12月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自由派在1913年8月才开始弄懂这一点。不过迟懂总比不懂好。
　　自由派报纸继续说道：“走改革的道路是可能的，还是‘改革只有作为那种完全摆脱了改良主义任何狭隘性的运动的附带结果才是可能的？’〈引自《北方真理报》〉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



　　正是这样！关于取消主义的问题，只是关于脱离马克思主义的、非党的改良主义者的问题的一部分。但是，看一看自由派即改良主义的坚决拥护者究竟怎样为改良主义辩护，是很有意思的。


　　“当然，在关于改革只有作为‘附带结果’才是可能的这种意见中，有许多形而上学和宿命论的东西。没有改良派和改良主义，也就不会有改革，即使这种改革只是作为‘附带结果’……”



　　又是一个慷慨陈词而企图逃避回答的样版！这同形而上学有什么相干，历史的经验，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的经验，欧洲和亚洲的整个现代史的经验，不是都表明重大的改革只能是那种完全摆脱了改良主义狭隘性的运动的附带结果吗？这同宿命论有什么相干，上述经验不是也清楚地说明，活动得最有成效的正是那些敌视改良主义的阶级吗？

或许在20世纪最初年代的俄国工人阶级的行动中，比在19世纪最后30多年的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人士和资产阶级的行动中有更多的“宿命论”吧？自由派先生们，你们简直把自己弄到了可笑的地步！

难道你们竟无知到看不出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同它的局限于改良主义的意向之间的联系吗？难道你们竟无知到看不出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同它的与之相反的意向之间的联系吗？

不，先生们，你们是改良主义的拙劣的辩护人！也许你们为当前俄国的改良主义会辩护得好一些？


　　《言语报》继续说道：“必须承认，当前形势一再向最谦逊的改良主义者证明，他们的努力完全是徒劳的，这种形势促使人们在思想上、特别是在感情上对改良主义抱否定态度。”



　　你瞧！原来连你们这些改良主义的坚决拥护者也既不能拿历史的经验，又不能拿俄国的“当前形势”来作挡箭牌了。甚至你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形势对你们是不利的！先生们，如果你们不顾历史的经验，不顾“当前形势”的经验，而继续采取改良主义的无原则立场，那你们将成为何等的形而上学者和宿命论者！或者说，你们将成为那些狭隘的、自私自利的、怯懦的财主们的何等盲从的奴隶。既然你们自己也不相信改革，那你们实际上不正是在维护那个竭力想靠剥削别人来发财的资产阶级吗？

俄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彼得堡的五金工人，使自己队伍中的改良派和取消派遭到毁灭性的失败，这是可以理解的。根据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言语报》的材料来看，改良派-取消派在2000人当中只得到150张选票，也就是说，每100个人当中，只有7个半人投他们的票。这难道不是再一次证明（在工人参加第四届杜马选举之后，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报刊出现之后），取消派所代表的只是惊慌失措的、半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吗？这难道不是再一次证明，广大的觉悟工人坚决地、果断地谴责和唾弃了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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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这里说的是1913年8月25日（9月7日）彼得堡五金工会理事会改选一事。出席改选大会的约3000人。尽管取消派企图挑动与会者反对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上届理事会，改选大会仍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对它的工作表示感谢的决议。在选举中，取消派的候选人名单只得到约150张选票。布尔什维克提出的预先登在当天《北方真理报》上的候选人名单，以压倒多数票被通过。——443。







《列宁全集》第23卷


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

（1913年9月5日〔18日〕）

许多报纸都不止一次地提到高加索总督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黑帮反动主张，而在于它的羞羞答答的“自由主义”。顺便提一下，总督表示反对人为的俄罗斯化，即反对非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化。高加索非俄罗斯民族的代表自己就在竭力教儿童讲俄语，例如，在不一定要教俄语的亚美尼亚教会学校里就有这种情形。

俄国发行最广的自由派报纸之一《俄罗斯言论报》（第198号）指出了这一点，并且作了一个公正的结论：在俄国，俄语之所以遭到敌视，“完全是”由于“人为地”（应当说：强制地）推广俄语“引起的”。

该报写道：“用不着为俄语的命运担心，它自己会得到全俄国的承认。”这说得很对，因为经济流转的需要总是要使居住在一个国家内的各民族（只要他们愿意居住在一起）学习多数人使用的语言。俄国的制度愈民主，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愈有力、愈迅速、愈广泛，经济流转的需要就会愈迫切地推动各个民族去学习最便于共同的贸易往来的语言。

但是自由派报纸很快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证明它的自由主义不彻底。


　　该报写道：“就是反对俄罗斯化的人里面也未必会有人反对象俄国这样大的国家应当有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只能是俄语。”



　　逻辑正好相反！瑞士没有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而是有三种语言——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但是小小的瑞士并没有因此吃亏，反而得到了好处。在瑞士居民中，德意志人占70％（在俄国，大俄罗斯人占43％），法兰西人占22％（在俄国，乌克兰人占17％），意大利人占7％（在俄国，波兰人占6％，白俄罗斯人占4.5％）。在瑞士，意大利人在联邦议会经常讲法语，这并不是由于某种野蛮的警察法（在瑞士没有这种法律）强迫他们这样做，而纯粹是由于民主国家的文明公民自己愿意使用多数人都懂得的语言。法语之所以没有引起意大利人的仇视，是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文明的民族的语言，而不是靠令人厌恶的警察措施强迫别人接受的语言。为什么民族成分复杂得多而又极端落后的“庞大的”俄国却一定要保留一种语言的特权，从而妨碍自己的发展呢？自由派先生们，情况不是正好相反吗？如果俄国想赶上欧洲，它不是应当尽量迅速、彻底、坚决地取消一切特权吗？

如果取消一切特权，如果不再强迫使用一种语言，那么所有的斯拉夫人就会很快而且很容易地学会相互了解，就不用担心在联邦议会里使用不同的语言发言这一“可怕的”主张。经济流转的需要本身自然会确定一个国家的哪种语言使用起来对多数人的贸易往来有好处。由于这种确定是各民族的居民自愿接受的，因而它会更加巩固，而且民主制实行得愈彻底，资本主义因此发展得愈迅速，这种确定也就会愈加迅速、愈加广泛。

自由派对待语言问题也象对待所有的政治问题一样，活象一个虚伪的小商人，一只手（公开地）伸给民主派，另一只手（在背后）却伸给农奴主和警察。自由派分子高喊：我们反对特权；但在背后却向农奴主时而要求这种特权，时而要求那种特权。

一切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都是这样的，不仅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它是最坏的，因为它带有强制性，并且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有着血缘关系）是这样，波兰的、犹太的、乌克兰的、格鲁吉亚的以及一切其他的民族主义也是这样。无论在奥地利还是在俄国，一切民族的资产阶级都高喊“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在分裂工人，削弱民主派，同农奴主大做出卖人民权利和人民自由的交易。

工人民主派的口号不是“民族文化”，而是民主主义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文化。让资产阶级用各种“良好的”民族纲领去欺骗人民吧。觉悟的工人将这样回答他们：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世界，在追逐金钱、互相争吵和人剥削人的世界，民族问题能够解决的话），那就是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

证据是：西欧的瑞士是一个具有古老文化的国家，东欧的芬兰是一个具有新兴文化的国家。

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纲领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享有任何特权；采取完全自由和民主的办法解决各民族的政治自决问题，即各民族的国家分离权问题；颁布一种全国性的法律，规定凡是赋予某一民族任何特权、破坏民族平等或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措施（地方自治机关的、市的、村社的等等），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同时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要求取消这种违反宪法的措施，都有权要求给予采取这种措施的人以刑事处分。

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语言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而争吵不休，工人民主派则反对这样争吵，要求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即在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消费合作社组织、教育组织以及其他一切组织中，各民族的工人无条件地统一，并且完全打成一片，以对抗各种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只有这样的统一，这样的打成一片，才能捍卫民主，捍卫工人的利益而反对资本（资本已经成为而且愈来愈成为国际资本），捍卫人类向不容许任何特权、任何剥削现象的新的生活制度发展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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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4卷


数字的语言[187]


（1913年9月8日和10日〔21日和23日〕）


一

大家知道，正是在1905年和1905年以后，全俄国工厂工人的工资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根据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在1901—1905年这5年间，俄国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为206卢布，而随后的5年即1906—1910年为238卢布。

莫斯科省工人的工资较全俄平均工资略低一些。根据工厂视察员科兹米内赫-拉宁的统计，1901—1905年莫斯科省工人的工资为201卢布，而随后的4年即1906—1909年为235卢布。

这样，由于1905年的缘故，莫斯科省工人的工资平均每人增加了34卢布，即将近17％。按莫斯科省30万到35万工厂工人计算，全体工人每年多得工资的总数大约为1100万卢布。

我们看到，工人在1905年罢工中所遭受的牺牲，由于工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改善而得到了补偿。

虽然六三体制即反革命体制得逞以后工人的许多斗争成果都被夺去了，但资本家还是没能把工资降回到以前那样低的水平。在莫斯科省，从1901年到1905年工人的年工资约为200卢布，即在197卢布（1902年）和203卢布（1905年）之间上下。1906年，即当1905年的成果初次显示出来的时候，工资提高到228卢布，后来在1907年又提高到237卢布，1908年略有降低（236.5卢布），1909年重又回复到237卢布。

这些数字表明，如果没有1905—1906年取得的成果，工人就会穷到根本无法忍受的地步，因为近10年来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直在上涨。


二

莫斯科省大工厂的工人工资一般说来要比小工厂的工人工资高些。例如，占我们全省工厂工人总数68％即占2C3以上的纺织工人，在1909年这一年的平均工资为：






	　
	卢布
	百分比



	1000名工人以上的工厂……………………………
	219
	100



	501—1000名工人的工厂…………………………
	204
	93



	101—500名工人的工厂…………………………
	197
	90



	51—100名工人的工厂…………………………
	188
	86



	21—50名工人的工厂…………………………
	192
	88



	20名工人以下的工厂……………………………
	164
	75



	　　　共　计
 …………………………………
	211
	96







工厂愈大，工人的工资就愈高。五金工人的情况也一样。在大工厂里，工人比较容易联合起来，给资本家以回击，共同捍卫自己的要求。小工厂和作坊的工人，为了赶上先进的同行，应该更致力于联合，建立起各种联合组织（工会、教育协会、合作社协会等等），并应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工人报纸周围。

由于大工厂的工人团结性较强，因此那里的工人罢工就比较容易组织，进行得也比较顺利。大工厂比小工厂更多地参加了1905年和1906年的罢工运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工厂的工人在这两年的罢工中得到的好处要多于小工厂的工人。下面就是关于莫斯科省各生产部门的工人的材料：






	按工人人数划分的工厂类别


	每一工人的平均年工资



	5年内（1901—1905年）


	4年内（1906—1909年）


	增加数（单位卢布）





	1000人以上的
	196
	234
	＋38



	501—1000人的
	186
	231
	＋45



	101—500人的
	211
	238
	＋27



	51—100人的
	215
	240
	＋25



	21—50人的
	216
	241
	＋25



	20人以下的
	193
	207
	＋14



	
共　计

	201
	235
	＋34







关于这些数字，首先必须说明一下上述的大工厂工资多于小工厂工资这个规律的一个例外（表面看来的例外）。事情是这样的，五金工人、印刷工人和其他一些部门的工人的工资比纺织工人的工资要高得多（360卢布、310卢布比211卢布，等等）。可是，在大工厂里，纺织工人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大大超过在中小工厂中的比重。因此就出现了表面上的例外，似乎中小工厂的工资高于大工厂的工资。

对于1905年以后大小工厂工资提高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在大工厂（500名工人以上），一年增加工资将近40卢布，即每1卢布将近增加20戈比。

在中小工厂（21—500名工人），增加工资将近25卢布，即每1卢布将近增加12戈比。

在最小的工厂（20名工人以下），只增加工资14卢布，即每1卢布增加7—8戈比。

由此可见，在大工厂里由于工人罢工斗争进行得比较坚决和协同一致，工资就增加得比较多。我们已经指出，小工厂工人如能联合起来，建立各种联合组织，在这方面就能与大工厂工人并驾齐驱。


三

1905年工人罢工斗争的成果不仅仅表现在工资得到了提高。除此以外，工人的整个生活状况一般来说也都有了改善。

工人的生活状况改善到了什么程度，这不能用数字准确表达出来，但在1905—1906年每个工人都清楚地了解到和明显地感觉到了这种改善。

工厂视察员科兹米内赫-拉宁的材料只能使我们确定1905年对工人罚款产生的影响。资本家在给工人课以罚款时总是以审判官自居。因此，在罚款时，总是对工人任意胡来，有时甚至公然侮辱工人。自然，工人总是要求取消罚款，取消资本家在工人自己的事情上充当审判官的权利。

下面就是莫斯科省所有工人历年来被罚款的材料：






	　　年份　　　　　　　　　　　　每个工人平均罚款数　　　　　　　　　　　　　　　 （单位戈比）

1901年……………………………………30

1902年……………………………………27

1903年……………………………………27

1904年……………………………………29

1905年……………………………………17

1906年……………………………………12

1907年……………………………………15

1908年……………………………………18

1909年……………………………………21











我们看到，工人是怎样成功地“缩减了”罚款数目。1905年以前，每个工人平均罚款数达27到30戈比。

1905年来到了。罚款数一下子缩减了几乎一半，即减到17戈比。到了1906年，1905年的成果表现得更加明显：罚款数减到12戈比。

革命一过去，资本家胆子又大了。罚款数又增加到15—18—21戈比。

但就是在1909年（这是最沉闷的一年，沉寂时间最长的一年）资本家也没能把罚款数增加到以前那样荒唐的高度。尽管资本家在普利什凯维奇面前摇尾乞怜，但这一对“亲爱的伙伴”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复到老样子了，因为俄国工人已经不是以前的俄国工人了。俄国工人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

如果把罚款数同工人的工资数比较一下（这种比较是必要的，因为从一个卢布的工资中支出20戈比与从一个半卢布的工资中支出20戈比是不同的），工人在1905年的胜利就更为明显。

工人每100卢布的工资中平均每年要付出的罚款（单位戈比）：






	1901年……………… 151902年……………… 14

1903年……………… 13

1904年……………… 14

1905年………………　9

1906年………………　5

1907年………………　6

1908年………………　8

1909年………………　9











由此可见，由于1905年，莫斯科省的工人使荒唐的罚款减少了三分之二。他们也一定会争取到全部取消罚款。


四

最后，我们稍微谈一谈莫斯科省的工人所得到的工资中现金占多大比重的问题。

莫斯科省的工人在这方面的状况是很糟糕的。在1909年，他们一共得到了7300万卢布的工资；其中6150万卢布即84.2％是用现金发给的。将近十分之一的工资即720万卢布是用工厂小卖部的各种食品和商品支付的。这种工资形式使工人处于对厂主的农奴制式的依附关系，并给厂主提供了“超额利润”。

棉纺织业工人在这方面的状况特别糟：1/5以上的工资（2880万卢布当中有590万卢布）是用各种食品支付的。如果工人能为自己举办自由的工人合作社，那就不仅会为资本的奴隶积攒几十万卢布，而且他们对厂主小卖部的那种半农奴制式的依附关系也会随之消失。

其次，工人要将375万卢布（5％）的工资用来支付从消费合作社小卖部等赊购的物品。最后，要将68万卢布（0.9％）的工资用来支付工人在厂主所办食堂的膳费。

这种必然使工人陷于各种各样的农奴制性质的人身依附的工资形式，在丝织部门和麻织部门，其次在食品加工和畜产品加工部门保存得更为明显。

至于1905年对工资形式的影响，那么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下面就是1901年以来的材料：






	　
	　
	各种支付的百分比



	年份
	工人工资总数（单位百万卢布）


	现金
	工厂小卖部的商品
	消费合作社的赊购
	工人在厂主所办食堂的膳费



	1901年
	53
	81.4
	8.9
	7.3
	2.4



	1902年
	54
	81.5
	9.1
	7.0
	2.4



	1903年
	57
	83.0
	8.3
	6.6
	2.1



	1904年
	55
	82.7
	9.0
	6.5
	1.8



	1905年
	57
	82.8
	9.2
	6.5
	1.5



	1906年
	64
	85.1
	7.6
	5.8
	1.5



	1907年
	71
	83.8
	9.4
	5.3
	1.5



	1908年
	73
	82.9
	10.4
	5.2
	1.5



	1909年
	73
	84.2
	9.8
	5.1
	0.9







1905年以后，用现金支付的工资数额增加极少。同样，工人在厂主食堂用膳所支出的费用缩减也不多。相反，通过工厂小卖部支出的款项甚至有所增加。

整个说来，情况仍然同以前一样糟。莫斯科省的工人必须争取用现金支付工资，必须争取以自由的工人消费合作社来代替工厂小卖部。





	载于1913年9月8日和10日《我们的道路报》第13号和第1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427—432页

















[187]《数字的语言》一文在1913年9月8—10日《我们的道路报》第13—14号上刊载时，该报编辑部声明它对文章作了必要的删改。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中，这篇文章是按照《我们的道路报》的文字刊印的。由于文章的手稿已经失落，《我们的道路报》编辑部作了哪些删改未能确定。——451。







《列宁全集》第24卷


资产者先生们论“劳动”农业

（1913年9月11日〔24日〕）

在基辅农业代表大会上，在来自全俄国的1000个地主面前，科辛斯基教授先生作了第一个报告，证明农业中的“劳动农户”获得了胜利。

“劳动”农户问题是阐明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此外，俄国还有民粹派（包括“左翼”民粹派）资产阶级政党，这个政党硬要工人相信它是社会主义政党，它竭力鼓吹的就是“劳动”农户。因此每一个觉悟的工人就有必要弄清楚所谓“劳动”农户究竟是什么。

资产阶级教授科辛斯基先生根本没有引用任何材料，就断言农民农户正在发展，而剥削雇佣劳动的大农户则正在瓦解和灭亡。同时教授先生


　　“把农民农户分成三类：（1）只有小块土地的农户（极小农户）——农民在某个地方的工厂里做工，而在农村的家里只有一个农舍和一个菜园，在菜园里种植一些东西稍微补充他的收入；（2）自耕自食农户——农民拥有较多的土地，但耕种土地不足以满足家庭的全部需求，因此部分家庭成员要在别处工作：（3）劳动农户；这是一种纯粹的农民农户，全家从事农业劳动。农业的演进（发展）使自耕自食农户逐渐消灭，使这种农户不断遭到劳动农户和只有小块土地的农户排挤。未来主要属于劳动农户。在俄国劳动农户占有的土地面积平均将近50俄亩。劳动农户的胜利决不会带来农村的无产阶级化”（《基辅思想报》第242号）。



　　这就是民粹派所承袭的资产阶级“劳动”农业理论的基础。任何一个工人，只要稍微懂得一点政治经济学，就会马上看出，这位资产者先生是把无产者农户，即雇农农户，雇佣工人“农户”称为只有小块土地的农户或极小农户。他显然是把主要不进行交换、不从事买卖、而是从事自然经济的（为自己提供食物的）小农户称为“自耕自食”农户。我们这位不自觉的资产阶级教授承认这种农户在被排挤，因而也就承认资本主义的胜利，承认交换在发展和小农户在受排挤。被什么农户排挤呢？首先是被无产者农户排挤。不自觉的教授先生，这就叫作无产阶级化！其次是被“劳动”农户排挤，而这种农户的土地面积平均将近50俄亩。

现在我只须向这位不自觉的教授和他的门徒社会革命党人[188]（民粹派）证明，所谓“劳动”农户也就是小资产者农户，资本主义农户。

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使用雇佣劳动。我们的教授和社会革命党人该是弄懂这个真理的时候了！

关于在农民农户中使用雇佣劳动的情况，欧洲的科学的统计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不但拥有50俄亩土地的农户，就是拥有10公顷以上（1公顷将近1俄亩）土地的农户，在多数情况下也不能没有雇佣劳动！

德国。1907年的最新调查。拥有10—20公顷土地的农户数为412741。它们拥有雇佣工人711867名。甚至拥有5—10公顷土地的652798个农户，也有雇佣工人487704名。换句话说，甚至在这里雇佣工人数为农户数的一半以上。而任何人都知道，小农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多只有一个雇佣工人。

奥地利。1902年的最新调查。拥有10—20公顷土地的农户数为242293。其中拥有雇佣工人的占多数，即为142272户，也就是说差不多占总数的3/5。补充说一下，奥地利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发展方面比德国落后得多的国家。在奥地利的整个农业中，雇佣工人的百分数气（14％）比德国的（30％）低一半。

瑞士。1905年的最新调查。拥有10—15公顷土地的农户数为19641。其中有雇佣工人的占11148户，也就是说占多数。拥有5—10公顷土地的农户中，拥有雇佣工人的在瑞士将近占36％，在奥地利占33％。

根据这一点就可以判定，民粹派所追随的这位资产阶级教授不是无知透顶就是极不老实。这位教授否认农村的无产阶级化，却承认“自耕自食”农户首先被无产者农户所排挤，其次被“劳动”农户所排挤，他就是用“劳动”这个甜蜜的字眼来称呼拥有雇佣工人的农户的！

凡是颂扬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农业的成就的人（其中包括我们的左翼民粹派），都是欺骗工人的资产者。首先，这种欺骗是在粉饰资产阶级。雇佣劳动的剥削者被称为“劳动”业主！其次，这种欺骗掩盖了广大的无产者农户和为数极少的资本主义农户之间的鸿沟。

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粉饰资本主义和掩盖阶级鸿沟。无产阶级的利益则要求揭露资本主义和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要求群众正视阶级鸿沟的深度。

下面就是根据1907年的调查关于德国农业中阶级鸿沟的简要材料。农户的总数为570万。其中无产者农户（拥有2公顷以下的土地）有340万。这些“业主”中的大多数都是只拥有一小块土地的雇佣工人。

其次是小农户（拥有2—5公顷土地；共有100万户）。这是最贫苦的农民。其中不到一半（495000户）是不从事副业的独立农民。多数农民需要从事副业，就是说需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些农民最容易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

我们把他们归并为第一类，即无产者农户和小农户。

第二类：中等农户（拥有5—10公顷土地）。正象我们所看到的，其中不少中等农户是剥削雇佣工人的。中等农民是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小资产者。

第三类：其他农户，即资本家（拥有20公顷以上的土地）和大农（拥有10—20公顷土地）。我们看到，大农大部分是剥削雇佣工人的。

综上所述，第一类是无产者农户和小农户；第二类是中等农户；第三类是大农户和纯粹资本主义农户。现在请看各类农户占有多少土地和牲畜：






	　
	各类农户拥有（单位百万）



	类别
	农户数（单位百万）


	工人
	土地（公顷）


	牲畜（折合成大牲畜计算）


	机器



	第一类………
	4.4
	7.3
	5.0
	7.0
	0.2



	二类………
	0.6
	2.5
	4.6
	5.1
	0.4



	三类………
	0.7
	5.4
	22.2
	17.3
	1.2



	
共计
 ………
	5.7
	15.2
	31.8
	29.4
	1.8







这就是现代农业的一幅图景，它不是教授所描绘的那种图景，也不是民粹派所描绘的那种图景，而是一幅真实的图景。大部分土地、牲畜、机器掌握在极少数（占农户总数的1/8弱，即570万农户中的70万户）资本家和农民资产者手中。广大的“业主”（570万户中的440万户）每户拥有不到两个劳动力，不到两俄亩土地，不到两头牲畜。这都是些穷人。他们在整个农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人们愚弄他们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才有生路。

如果把各类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作一比较（就是每一俄亩土地，每一头牲畜分摊的工人数），你们就可以看出，小农户的劳动被野蛮地分散和掠夺。而资本家却拥有几乎全部机器，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是很高的。

如果把各类农户所拥有的牲畜头数同土地数量（包括草地和饲料地等）作一比较，你们就可以看出，小农户只拥有挨饿的牲畜，而一小撮上层分子那里却是一片资本主义的“繁荣景象”。

马克思主义者捍卫群众的利益，向农民说明：你们除了参加无产阶级的斗争以外，别无生路。资产者教授和民粹派则用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小农业的鬼话来欺骗群众。





	载于1913年9月11日《我们的道路报》第15号和1913年9月14日《劳动真理报》第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433—437页

















[188]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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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奎尔奇

（1913年9月11日〔24日〕）

9月17日（俄历9月4日），星期三，英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哈利·奎尔奇（Quelch）同志在伦敦逝世。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成立于1884年，称为“社会民主联盟”。1909年起改称“社会民主党”。而从1911年起，一些单独存在的社会主义团体并入之后，又改称“英国社会党”。

哈利·奎尔奇是英国社会民主党内精力最充沛也是最忠诚的工作者之一。他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即党组织的活动家，而且也是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的活动家。印刷工人工会伦敦分会曾不止一次选他为主席。他还多次担任“职业理事会”（“Trades　Council”）工会联合会伦敦局的主席。

奎尔奇曾是英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正义报》（《Justice》）[189]的编辑，同时也是党的月刊《社会民主党人》杂志[190]的编辑。

他十分热心地参加英国社会民主党的各项工作，经常在党的会议上和民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奎尔奇不止一次代表英国社会民主党出席国际的代表大会和参加社会党国际局。顺便提一下，奎尔奇在出席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时曾遭到符腾堡政府的迫害。符腾堡政府因为奎尔奇在民众集会上称海牙会议为“athief’s　supper”（直译为：强盗会议）而把他驱逐出斯图加特（未经审讯，按警察局命令，作为一个外国人被驱逐）。他被驱逐的第二天，大会又复会了，英国代表让奎尔奇坐过的椅子空着，在这张椅子上挂了一个标语脾，上面写着：“这是昨天被符腾堡政府驱逐出境的哈利·奎尔奇的坐位。”

德国南部的人常常自夸说，他们厌恶普鲁士人的官僚习气、官僚主义和警察制度，但是一旦问题涉及无产者-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他们自己却象最凶恶的普鲁士人那样行动了。

以奎尔奇为领袖的英国社会民主党进行活动的历史条件是极其独特的。在这个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政治自由的程度来说是最先进的国家里，英国资产阶级（它早在17世纪就以相当民主的方式收拾了无限君主制）在19世纪就使英国工人运动分裂了。19世纪中叶，英国几乎完全垄断了世界市场。这种垄断使英国资本获得难以置信的巨额利润。因此有可能从这些利润中拿出一点点给工人贵族——熟练的工厂工人。

这些当时有较为可观的工资收入的工人贵族，封闭在狭隘的、自私的行会性的联合会中，与无产阶级群众隔绝，在政治上站在自由派资产阶级一边。甚至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大概还没有任何地方象英国那样在先进工人中有这么多的自由派。

但是，19世纪最后25年的情况却有了变化。英国的垄断被美国、德国等所破坏。英国工人中的狭隘的、市侩式的工联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基础被摧毁了。社会主义又重新在英国抬头，日益深入人心，而且不顾英国貌似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极其恶劣的机会主义的阻挠，正以不可遏止之势向前发展着。

在那些不屈不挠、满怀信心地反对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人们中间，奎尔奇走在最前列。诚然，脱离群众有时使英国社会民主党人沾染上一些宗派主义的习气。英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创始人海德门甚至滚进了沙文主义的泥潭。但是社会民主党对他进行了反击；同时，在全英国只有英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数十年内一直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进行系统的宣传鼓动。这是奎尔奇及其同志们的极大的历史功绩。马克思主义者奎尔奇的活动的成果将在最近几年的英国工人运动中充分表现出来。

最后，不能不指出奎尔奇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同情和支援。11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191]不得不在伦敦出版。以奎尔奇为首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非常乐意地让出自己的印刷所。奎尔奇本人不得不因此“挤一挤”，在印刷所里用薄木板给他隔出一个小角落作为编辑室。在这个小角落里安放了一张非常小的写字桌，桌子上方的墙上有一个摆满书的搁板，还有一张椅子。当时，当笔者到这个“编辑室”拜访奎尔奇的时候，已经没有地方再摆另外一张椅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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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正义报》（《Justice》）是英国一家周报，1884年1月—1925年初在伦敦出版。最初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从1911年起成为英国社会党的机关报。1925年2月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继续出版，1933年12月停刊。——463。



[190]《社会民主党人》杂志（《The　Social-Democrat）是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刊物，1897—1911年在伦敦出版。——463。



[191]这里说的是《火星报》。该报于1902年6月—1903年春在伦敦出版。关于《火星报》，见注10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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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提纲



［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见本卷第41—48页。——编者注］



（1913年3月）

社会主义，它的内容

　　　　　（被压迫阶级对压迫制度的抗议和斗争）。

空想社会主义。

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法国的发展最清楚地表明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

政治由混乱和欺骗变成了科学，

有可能经受检验等。

有组织的群众运动：

工人的解放是工人

自己的事情。

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接受了阶级斗争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基石。

一般结论：完整的哲学世界观。

分析经济制度，阐明雇佣奴隶制的原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

阶级斗争是谋求出路的手段。结论＝无产阶级的学说。





	载于1959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4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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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



［注：见本卷第329—337页。——编者注］



（1913年6月26日〔7月9日〕以前）


1

导言。民族问题的迫切性。民族主义反动派的好战性。一些社会主义政党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

Ⅰ（Ａ）

1.中世纪的割据。方言——ｎ＋1。民族语和拉丁语。

2.民族国家的经济要求和民主要求。

3.民主集中制是普遍的“正常的”国家的类型。

集中制和地方自治相比较。

“民族国家”

＋“理论”α-ε

（1）-（5）。[192]

（Ｂ）

民族自决的要求，它的意义和必要性。

4.一般民主的要求和俄国历史的要求。

提纲第1—2条

（ａ）（ｄ）

5.它的含义。提纲第3—4条。

6.挪威的例子。

（Ｃ）

7.民族平等和民族特权。

8.国语。瑞士和俄国相比较。

9.地域自治还是按人的民族属性的自治？地域的含义。

10.俄国的各民族地区。

11.民族文化自治。

（α）民族文化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

（β）违反国际主义。

（γ）使……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

（δ）绝对的和精致的民族主义。

（ε）置民主任务于不顾。

（ζ）民族的不同社会成分。

（η）城市和乡村。

（θ）民族文化自治——教权主义。

布隆[193]

和

斯大林[194]

乌克兰人[195]

（ι）人为的性质（“议会”）。

（κ）不能摆脱。

（λ）民族组合。

（μ）民族文化自治的目的——“彼此隔离”，但应该联合。补11。布隆纲领：第3条。

布隆代表大会。民族文化自治的破产。

再补11。犹太人。

袭用。提纲，第13页。[196]　　　 12.全国性法律和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障。

提纲第6条。

有权对违法措施进行追究以及要求取消。

麦迭姆的反对意见和对这些意见的分析。 
［注：见本卷第105—107、231—233页。——编者注］



Ｄ13.奥地利

维姆堡

布隆

摘自奥·鲍威尔著作的引文

捷克人和分离主义

破产

14.俄国。提纲第9条（第17页）。

15.取消派八月代表会议和社会革命党人代表会议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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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部分


Ⅰ

（Ａ）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公设和口号。

（Ｂ）对于民族自决这一权利的要求。

Ⅱ

（Ｃ）民族文化自治。

（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乌克兰：巴钦斯基

乌克兰主义和司徒卢威。[197]

资产阶级制造分裂。

民族斗争的根源。

与乌克兰主义的斗争。

犹太人问题。卡·考茨基。

挪威。

奥地利——土耳其走后的“病人”。

奥地利的人为的性质（1848年）

奥地利的瓦解还是民主主义的民族国家的联盟？

卡·考茨基和伦纳-施普林格、奥·鲍威尔相比较。

巴尔干的斯拉夫民族运动。

亚洲及其民主主义的演进。土耳其——波斯——中国——印度。

民族文化自治和教权主义（布隆）。

各民族的不同社会成分。

资本主义是碾碎民族差别的磨坊。

城市和乡村。不同的民族成分。

命运的讽刺：有地域的民族不接受超地域的民族自治，——而没有地域的民族甚至得不到在原则上拥护民族自治的人的承认。

俄国袭用“民族文化自治”。欧洲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民族文化自治。

挪威及其1905年的分离。

瑞士及其“语言”（相应民族的）秩序。

古怪的现象（法国的普罗旺斯语以及使它复活的尝试）。德国的低地德语也是同样的情况。丧失民族特性。





	载于193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444—448页

















[192]这里是指《民族问题提纲》（见本卷第329—337页）中的有关各条。下面一些地方提到的提纲，也是指这个提纲。——469。



[193]指1899年9月24—29日在布隆召开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参看注117。——470。



[194]看来是指斯大林撰写《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89—358页）对民族文化自治作了批判。斯大林的这篇文章，913年在《启蒙》杂志上发表时，题为《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470。



[195]参看列宁作的Ｃ.Ｈ.晓戈列夫《乌克兰运动是南俄分离主义的现阶段》一书摘录（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0卷第10—21页）。——470。



[196]这里是指《民族问题提纲》手稿第13页，这一页上写的是提纲第7条第（2）节（见本卷第322—333页）。——471。



[197]参看列宁写的笔记《司徒卢威论“乌克兰主义”》（《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0卷第22页）。——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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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3卷

年表

（1913年3月—9月）


1913年3月—9月


列宁侨居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和波罗宁，在这里领导俄国全党的工作。


3月1日（14日）


列宁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50号上。


3月2日（15日）


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函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拒绝它提出的关于召开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的联席会议以求两派统一的建议。

列宁的《俄国地主的大地产和农民的小地产》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51号上。


3月5日（18日）


写信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询问母亲的健康情况，并要她告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出版者Л.克鲁姆比尤格尔的地址。


3月7日（20日）


列宁的《虚伪的论调》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55号上。


3月8日（21日）


列宁的《“问题的症结”》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56号上。


3月9日（22日）


列宁的《自由派在粉饰农奴制》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57号上。


3月10日—13日（23日—26日）


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克拉科夫举行的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报刊和关于《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问题。


3月13日（26日）


列宁的《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60号上。


3月14日（27日）


列宁的《我们的“成就”》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61号上。


3月15日（28日）以前


对自己写的《“库存现金”》一文进行增补。


3月15日（28日）


列宁的《达成协议还是分裂？（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意见分歧问题）》和《“库存现金”》两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62号上。


3月16日（29日）以前


读罗·卢森堡的《资本的积累》一书（1913年柏林版），并写批评意见。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对约·维·斯大林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给予好评并告知斯大林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被捕；指出俄国国内的党的工作有进步；批评罗·卢森堡的《资本的积累》一书。


3月22日（4月4日）


列宁的《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68号上。


3月23日（4月5日）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同意彼得堡委员会关于支持布尔什维克代表六人团、反对孟什维克七人团的决议；对进一步展开支持布尔什维克六人团、反对孟什维克七人团的运动提出具体建议；强调指出，掩盖七人团的取消主义、无气节和无原则性就是犯罪；建议加强争取《真理报》订户的斗争。


不早于3月23日（4月5日）


写关于辛迪加一文的提纲。


3月25日（4月7日）


致函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要他多带一些书来，特别是一些刊有关于土地规划和斯托雷平土地政策的文章和刊有对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评论文章的杂志。


3月26日（4月8日）


列宁的《老问题和自由派的衰老》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71号上。


不早于3月26日（4月8日）


从美国和俄国出版的关于美国石油生产和价格的资料中作摘录，在《论“石油荒”》一文中利用了这些资料。

由于在杜马中要讨论石油辛迪加的问题，写《论“石油荒”》一文。


3月27日（4月9日）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的集会法案》（社论）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72号上。


3月29日（4月11日）


列宁的《巴尔干战争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74号上。


3月31日（4月13日）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受列宁的委托，给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发了一封信，内容是关于五一节、关于保险运动、关于工人刊物、关于国外的各种社会民主主义派别、关于各种民族组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关于秘密组织的建设、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部的状况、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地方上的工作。


3月


写《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提纲，并写这篇文章。


3月—4月


写《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理论所作的失败补充》一文提纲。

写《一次谈话》一文。


不晚于4月1日（14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说他即将去莱比锡作报告。


4月5日（18日）


在克拉科夫国民大学作题为《今天的俄国和工人运动》的报告，这个报告曾刊登在4月9日（22日）的波兰《前进报》上。


4月6日（19日）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和《日益扩大的矛盾。政治家的札记》（开头部分），发表在《启蒙》杂志第3期上。


4月10日（23日）


列宁写的短评《有教养的代表们》发表在《真理报》第83号上。


4月11日（24日）


列宁的《“对谁有利？”》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84号上。


4月12日（25日）以前


读1913年《我们的曙光》杂志第3期，并在尔·谢多夫写的《杂志评论》、《地下组织》两篇文章上作记号，后来在以《几个争论的问题。公开的党和马克思主义者》为题的一组文章和《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中使用了这些材料。


4月12日（25日）


列宁的《在英国（机会主义的悲惨结局）》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85号上。

以《几个争论的问题。公开的党和马克思主义者》为总标题的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1908年的决定》，发表在《真理报》第85号上。


4月13日（26日）


在莱比锡作题为《俄国群众情绪的高涨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专题报告。


4月13日（26日）以后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告知已从莱比锡回到克拉科夫；说给加米涅夫寄去杜马材料；要加米涅夫根据他提出的题目帮助第四届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写发言稿。


4月14日（27日）


列宁的《文明的欧洲人和野蛮的亚洲人》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87号上。


4月上半月


在克拉科夫作题为《俄国革命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告。


4月18日（5月1日）以前


起草关于民族问题的发言稿，并把它寄给格·伊·彼得罗夫斯基，供他在杜马中发言用。


4月18日（5月1日）


出席克拉科夫五一节工人集会。


4月20日（5月3日）


列宁的《商人的算盘》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90号上。

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玛·亚·乌里扬诺娃的信上写附言，告诉她即将迁居比亚韦-杜纳耶茨。


4月21日（5月4日）以前


写信给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告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患病，并同他商量如何给克鲁普斯卡娅治病（这封信没有找到）。


4月21日（5月4日）


致函第四届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要他们给他寄去新的法案、杜马参考材料和提交给杜马的各项声明；指出《真理报》的工作已有所改进；告知他即将离开克拉科夫去比亚韦-杜纳耶茨。

列宁的《一个伟大的技术胜利》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91号上。


4月22日（5月5日）


致电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要他经常给《真理报》写稿（这份电报没有找到）。


4月23日（5月6日）以前


翻阅《光线报》，作记号，并统计发表在该报上的捐款收入数字。在《谈谈总结和事实》一文中采用了这些资料。

致函在柏林的伊·埃·格尔曼，建议他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前草拟一份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并将它公布出来；阐述新纲领的要点；告知自己的新住址。


4月23日（5月6日）


列宁的《〈真理报〉创刊一周年纪念（工人对工人报纸的支持）》和《谈谈总结和事实》两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92号上。


4月23日或24日（5月6日或7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到比亚韦-杜纳耶茨去度夏。


4月23日和10月7日（5月6日和10月20日）之间


在比亚韦-杜纳耶茨同当地的居民交往，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4月25日（5月8日）以前


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健康状况同谢·尤·巴戈茨基医生商量。


4月25日（5月8日）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告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病情；请他了解一下有关外科医生泰·科赫尔的情况，询问克鲁普斯卡娅能否住进科赫尔的诊所治疗。


4月26日（5月9日）以前


研究文集《现代国家中的民族运动的形式。奥匈帝国、俄国、德国》，作摘录，写短评。在自己的《俄国的分离主义者和奥地利的分离主义者》和《〈真理报〉是否证明了崩得分子的分离主义？》两篇文章中以及论述民族问题的讲演提纲中引用了文集的材料。


4月26日（5月9日）


列宁写的《几个争论的问题。公开的党和马克思主义者》一组文章中的第二篇《1910年的决定》，发表在《真理报》第95号上。写《资产阶级的国际政策》和《俄国的分离主义者和奥地利的分离主义者》两篇文章。


不早于4月26日（5月9日）


致函在意大利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很想知道高尔基对《真理报》纪念专号（第92号）的意见；请他为《启蒙》杂志5月号写篇文章或短篇小说；告知在彼得堡五金工会理事会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战胜了取消派。


4月27日（5月10日）


为布尔什维克代表阿·叶·巴达耶夫草拟发言稿《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对国民教育问题的补充）》。

写《资本主义和妇女劳动》一文。


4月27日和5月1日（5月10日和14日）


列宁的《移民工作的意义》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96号和第99号上。


4月28日（5月11日）


写《中国各党派的斗争》和《地主关于“安抚”农村的声音》两篇文章。


4月29日（5月12日）


致函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询问下一号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何时出版，以及关于第四届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发言草稿的情况。


4月29日或30日（5月12日或13日）


致函在沃洛格达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告知自己在比亚韦·杜纳耶茨的生活情况；说他对《真理报》出版纪念专号和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五金工会理事会的选举中战胜取消派表示满意。


4月30日（5月13日）以前


致函在费奥多西亚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健康情况（这封信没有找到）。


5月2日（15日）


写《资产阶级与和平》和《比利时罢工的教训》两篇文章。


5月2日和7日（15日和20日）之间


致函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建议他对孟什维克取消派谢·谢姆柯夫斯基发表在1913年《斗争》杂志第8期上的文章进行回击。


5月3日（16日）


写《工人阶级和民族问题》一文。

列宁的《中国各党派的斗争》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00号上。


5月4日（17日）以前


写便条给在彼得堡的阿·萨·叶努基泽，对同他恢复联系表示满意，要他最详细地通报《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情况。


5月4日（17日）


写《建筑工业和建筑工人》和《再谈移民工作》两篇文章。

列宁的《自由派和结社自由》（社论）、《地主关于“安抚”农村的声音》和《资产阶级的国际政策》三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101号上。

列宁的文章《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争论》和《日益扩大的矛盾。政治家的札记》以及书刊评述《路标派和民族主义》，发表在《启蒙》杂志第4期上。


5月5日（18日）


写《“英国社会党”代表大会》和《对第四届杜马的评价》两篇文章。

列宁的《请〈光线报〉和〈真理报〉的读者注意》、《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和《资本主义和妇女运动》三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102号上。


5月7日（20日）


列宁的《资产阶级与和平》（社论）和《亚洲的觉醒》两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103号上。


5月8日（21日）


列宁的《俄国的分离主义者和奥地利的分离主义者》和《比利时罢工的教训》两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104号上。


5月9日（22日）


列宁的《建筑工业和建筑工人》和《再谈移民工作》两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105号上。


5月10日（23日）


写《农民是在恢复起来还是在贫困下去？》一文。

写《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地主谈外流的农业工人》和《愚蠢的欺骗》三篇文章（最后一篇文章没有找到）。

列宁的《工人阶级和民族问题》（社论）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06号上。


不早于5月10日（23日）


写《关于第189号〈光线报〉社论》一文。


5月11日（24日）


写《几个争论的问题。公开的党和马克思主义者》一组文章中的第三篇《取消派对1908年和1910年的决定的态度》以及《论“外国人的成就”》一文（最后一篇文章没有找到）。

致函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向他了解《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工作情况。


5月12日（25日）以前


收到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从费奥多西亚的来信，信中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所患疾病的治疗提出建议。


5月12日（25日）


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在费奥多西亚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的信上写附言，告诉克鲁普斯卡娅的病情，并对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的来信表示感谢。


不早于5月12日（25日）


致函彼得堡《真理报》编辑部，对争取“10万读者”提出具体建议；主张不要对格·瓦·普列汉诺夫下最后通牒，因为他在和工人运动的敌人作战；希望把报纸办成有思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报纸，而不是马赫主义的。


5月14日（27日）


列宁的《“英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09号上。


5月15日（28日）


列宁写的《几个争论的问题。公开的党和马克思主义者》一组文章中的第三篇《取消派对1908年和1910年的决定的态度》以及《对第四届杜马的评价》（社论）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10号上。


5月16（29日）


列宁的《农民是在恢复起来还是在贫困下去？》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11号上。

写《地主的土地规划》、《扩充军备和资本主义》和《束手无策和张皇失措（短评）》三篇文章。


5月17日（30日）


写《物价上涨和资本家的“艰难”生活》、《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扩充军备》和《自由派的政客手腕》三篇文章。


5月18日（31日）


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和《地主谈外流的农业工人》两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113号上。


5月19日（6月1日）


列宁的《不好！（再次提请《光线报》和《真理报》的读者注意）》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14号上。

写《几个争论的问题。公开的党和马克思主义者》一组文章中的第四篇《取消主义的阶级意义》以及《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一文。


5月20日（6月2日）


写《德国天主教徒在组织群众》和《论工人休假》两篇文章。


5月21日（6月3日）以前


写《几个争论的问题。公开的党和马克思主义者》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第六篇的提纲草稿。


5月21日（6月3日）


写《几个争论的问题。公开的党和马克思主义者》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以及《一个自由派分子的坦率言论》一文。

列宁的《地主的土地规划》（社论）、《扩充军备和资本主义》和《束手无策和张皇失措（短评）》三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115号上。


5月22日（6月4日）


列宁的《物价上涨和资本家的“艰难”生活》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扩充军备》两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116号上。


5月23日（6月5日）


写题为《几个争论的问题。公开的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组文章中的第六篇。


5月23日—25日（6月5日—7日）


写《厂主谈工人罢工》一文。


5月25日（6月7日）以前


写《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

致函扬·鲁迪斯-吉普斯利斯，告知已给伊·埃·格尔曼寄去《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谈自己对扬·安·别尔津的文章《党的统一的基础》的意见；要求把该文的全部译文寄来。


5月25日（6月7日）


致函扬·鲁迪斯-吉普斯利斯，告知已收到扬·安·别尔津写的《党的统一的基础》一文的全文，对该文作肯定的评价；问《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是如何处理的。

写《1912年和1905年的经济罢工》和《1912年同往年比较取得的罢工成果》两篇文章。


5月25日和6月1日（6月7日和14日）之间


根据1913年《新经济学家》杂志第21期提供的资料编制美国所得税的统计表，在《资本主义与税收》一文中使用了这些材料。


5月26日（6月8日）


列宁的《德国天主教徒在组织群众》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20号上。写便函给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建议他就《真理报》和《光线报》代表同自由派报纸的编辑们举行会议的问题，给《启蒙》杂志写一篇文章。


5月27日（6月9日）


写《一项“历史性”提案的意义》（社论）、《究竟得到谁的支持？》（社论）和《工人政党和自由派骑士们（关于波特列索夫）》三篇文章。


5月28日（6月10日）


写《〈真理报〉是否证明了崩得分子的分离主义？》、《自由派扮演了第四届杜马的维护者的角色》（社论）、《资本家的代理人唆使人民参加战争》和《立宪民主党先生们支持普利什凯维奇》四篇文章（后两篇文章没有找到）。


5月29日（6月11日）


列宁写的《几个争论的问题。公开的党和马克思主义者》一组文章中的第四篇《取消主义的阶级意义》，发表在《真理报》第122号上。


5月30日（6月12日）以前


致函布尔什维克巴黎支部，建议他们筹备出版秘密刊物和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给予帮助（这封信没有找到）。


5月30日（6月12日）


写《法国通讯（本报记者）》、《农民和工人阶级》和《在德国》三篇文章（最后一篇文章没有找到）。


5月30日、6月2、5、9日（6月12、15、18、22日）


列宁的《厂主谈工人罢工》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23、126、127、131号上。


5月31日（6月13日）以前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说寄给社会党国际局的钱是由俄国各地的工人为支援正在罢工的比利时工人而募集的。


5月31日（6月13日）


列宁写的《几个争论的问题。公开的党和马克思主义者》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以及《论工人休假》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24号上。


不早于5月


写《论取消主义》一文的提纲。


5月


列宁的《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短评》一文发表在《启蒙》杂志第5期上。


6月1日（14日）


写《资本主义与税收》一文。

列宁的《一个自由派分子的坦率言论》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25号上。


6月2日（15日）


列宁写的《几个争论的问题。公开的党和马克思主义者》一组文章中的第六篇以及《一项“历史性”提案的意义》（社论）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26号上。


6月3日（16日）以前


致函在日内瓦的尼·达·基克纳泽，要求他告诉发表在格鲁吉亚刊物上的诺·尼·饶尔丹尼亚写的一些文章的情况（这封信没有找到）。


6月3日（16日）


致函彼得堡《真理报》编辑部，对扩大报纸版面表示祝贺；建议出版普及性的星期日增刊以增加报纸的发行量；批评编辑部的错误，并要求予以改正；反对在报上发表亚·亚·波格丹诺夫的信；要求刊登格·瓦·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派的文章。

致函在彼得堡的米·斯·奥里明斯基，指出他发表在《真理报》第106号和第123号上的两篇文章写得很成功，但不同意他对诺·尼·饶尔丹尼亚和Ａ.弗拉索夫的文章的评价。

给《真理报》编辑部寄去一篇反对波格丹诺夫歪曲党史的《短评》（这篇短评没有找到）。

写题为《关于波格丹诺夫先生和“前进”集团问题（给《真理报》编辑委员会）》的信。

致函在彼得堡的彼得堡五金工会理事会成员—布尔什维克小组，答应为《五金工人》杂志写文章和组织其他作者写稿；指示要加强同取消派的斗争。

致函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要加米涅夫通过国外组织委员会转告约·马·波隆斯基，说他回俄国时有可能遭逮捕；谈到只要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公开拒绝“前进”派的反党观点，就能请他为《真理报》撰稿；告知为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治病，即将去伯尔尼。


6月4日（17日）


写《不正确的评价（《光线报》论马克拉柯夫）》一文。


6月5日（18日）


列宁的《究竟得到谁的支持？》（社论）、《〈真理报〉是否证明了崩得分子的分离主义？》和《法国通讯（本报记者）》三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127号上。

写《议员弗兰克主张群众性罢工》一文。

写信给在沃洛格达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说他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即将到伯尔尼去，后者可能将在那里接受手术。


6月5日和9日（18日和22日）之间


致函在柏林的弗·米·卡斯帕罗夫，告知已收到他写的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并对如何修改这篇文章作了指示；感谢他寄来载有米·斯·奥里明斯基的文章的那一号《真理报》和告知有关诺·尼·饶尔丹尼亚的情况；请他把饶尔丹尼亚的文章从格鲁吉亚文翻译成俄文。


6月6日（19日）


写《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金融资本家和政治家》两篇文章。

列宁的《自由派扮演了第四届杜马的维护者的角色》（社论）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28号上。


不晚于6月7日（20日）


为布尔什维克代表尼·罗·沙果夫在第四届杜马中的发言草拟讲演稿《论现政府的（一般的）土地政策问题》。


6月7日（20日）


为《真理报》写短评《关于一则谎话（给编辑部的信）》以及《农业中的小生产》和《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两篇文章（最后一篇文章没有找到）。

列宁的《资本主义与税收》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29号上。


6月8日（21日）


写《农民经济中的童工》、《一次值得注意的代表大会》、《在澳大利亚》和《为“人民”供应廉价肉》四篇文章。

列宁的《1912年和1905年的经济罢工》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30号上。


6月9日（22日）以前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了解敖德萨工人报纸的情况；告知他将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去伯尔尼。


不晚于6月9日（22日）


受第四届杜马的6位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委托，邀请格·瓦·普列汉诺夫到波罗宁来为党校学员讲课。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邀请他前来为党校学员讲课；告知学员的组成情况、疗养区扎科帕内的生活状况和自己的住址。


6月9日（22日）


列宁的《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31号上。


6月9日—11日（22日—24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赴伯尔尼，途中在维也纳逗留数小时。


6月11日（24日）


在维也纳逗留时，游览了那里的名胜。

从维也纳写信给在沃洛格达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谈了他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维也纳游览的情况。

列宁的《农民和工人阶级》和《议员弗兰克主张群众性罢工》两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132号上。


6月12日（25日）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抵达伯尔尼，住在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夫妇的寓所里。

列宁的《1912年同往年比较取得的罢工成果》、《资本家和扩充军备》和《农民经济中的童工》三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133号上。


不早于6月12日（25日）


致函彼得堡《真理报》编辑部，对迟迟不发表他的《关于波格丹诺夫先生和“前进”集团问题（致《真理报》编辑委员会）》一文表示惊奇；因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动手术需用钱，要求编辑部把五、六月份的稿费寄往伯尔尼。


6月12日和7月22日（6月25日和8月4日）之间


每天在伯尔尼的图书馆进行工作。

出席俄国大学生互助储金会举办的音乐会。

会见种子出版社原领导人米·谢·克德罗夫，询问出版社和撰稿人的情况；听他演奏贝多芬、肖邦、舒伯特和李斯特的钢琴曲。


6月13日（26日）


致函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说他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已到达伯尔尼；打算在瑞士的4个城市作题为《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告；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会议将推迟到8月召开。

列宁的《一次值得注意的代表大会》和《在澳大利亚》两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134号上。


6月15日（28日）以前


写便条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告知给他们寄去若干张传单。


6月15日（28日）


列宁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五一示威游行》（社论）和《政治家札记》两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1号上。

列宁写的《关于一则谎话（给编辑部的信）》发表在《真理报》第136号上。


6月16日（29日）


写信给在沃洛格达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说他已经到达伯尔尼；告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病情。

列宁的《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和《为“人民”供应廉价肉》两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第137号上。


6月16日和26日（6月29日和7月9日）之间


陪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到外科医生泰·科赫尔处就诊。


6月17日（30日）


致函第四届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收信人是彼得堡的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对他们在准备刊印社会民主党党团报告的问题上如何同孟什维克打交道提出建议。


6月20日（7月3日）


列宁的《谈谈自由派关于支持第四届杜马的号召》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39号上。


6月23日（7月6日）


列宁的《资产阶级的金融资本家和政治家》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42号上。


6月26日（7月9日）以前


为准备关于民族问题的专题报告，写这个专题报告的提纲和《民族问题提纲》。


6月26日（7月9日）


在苏黎世作题为《社会民主党和民族问题》的讲演，并作讨论记录。讲演后，同苏黎世布尔什维克支部成员谈党的工作，说明瑞士工人运动的任务。

就乡村教师的生活问题，同来自特维尔省的乡村女教师Ｂ.Ｃ.库尔巴托娃交谈。


6月27日（7月10日）


到达日内瓦，住在维·阿·卡尔宾斯基处；会见布尔什维克们，同亚·费·伊林-热涅夫斯基进行交谈，详细询问1911—1912年的彼得堡中等学校学生联合组织的工作情况。

作题为《社会民主党和民族问题》的讲演，并作讨论记录。讲演后，向日内瓦布尔什维克支部报告党内状况。


6月27日和7月21日（7月10日和8月3日）之间


在伯尔尼每天去医院看望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6月28日（7月11日）


在洛桑作题为《社会民主党和民族问题》的讲演。


6月30日（7月13日）


在伯尔尼作题为《社会民主党和民族问题》的讲演，并作讨论记录。


6月30日和7月22日（7月13日和8月4日）之间


同来自弗拉基米尔省的女教师Ｅ.Ａ.季德利基莉谈省里工人生活问题，向她询问当局镇压情况以及省里的工厂工人是怎样纪念五一的。


上半年


草拟第四届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发言提纲。


7月初


写《颇有教益的言论》一文。


7月2日（15日）


列宁的《实际生活中的情景》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49号上。


7月5日（18日）


列宁的《杜马休会和自由派茫然失措》（社论）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51号上。


7月7日（20日）


致函格·伊·萨法罗夫，谈自己对乌克兰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写的文章的意见；说他在伯尔尼至少还要呆两个星期，因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治病时间要延长。


7月12日（25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说他打算于1913年7月22日（8月4日）离开伯尔尼，途经苏黎世、慕尼黑和维也纳，建议高尔基在上述的任何地方同他见一次面。


7月13日（26日）


写信给在沃洛格达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手术做得很成功；说他们将很快返回比亚韦-杜纳耶茨，并告知他们打算在哪些城市逗留。

列宁的《国际反对卖淫第五次代表大会》一文，发表在《工人真理报》第1号上。


7月16日（29日）以前


编制1912年德国议会选举结果的统计表，在《关于德国各政党的最新材料》一文中引用了这个统计表。


7月16日（29日）


列宁的《言论和行动》（社论）、《立宪民主党人论乌克兰问题》、《关于德国各政党的最新材料》和《揭露英国机会主义者》四篇文章，发表在《工人真理报》第3号上。


7月17日（30日）


列宁的《一个先进的资本家的思想》一文发表在《工人真理报》第4号上。


7月18日（31日）


列宁的《农业中的小生产》和《为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两篇文章，发表在《工人真理报》第5号上。


7月20日（8月2日）


寄给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的约·维·斯大林120法郎。


7月20日（8月2日）以后


同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谈话，询问他同奥·倍倍尔谈判的情况，并对奥·倍倍尔的健康表示关心。


7月21日（8月3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第二次代表会议，并作《论党内状况》的报告。

列宁的《一个“时髦的”工业部门》一文发表在《工人真理报》第8号上。


7月22日（8月4日）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从伯尔尼动身去比亚韦-杜纳耶茨。


7月23日—24日（8月5日—6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慕尼黑换车，受到波·尼·克尼波维奇的迎接。列宁就土地问题同克尼波维奇进行交谈。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维也纳稍作逗留，他们同亚·瓦·绍特曼见了面，列宁建议他回俄国做党的工作。


7月24日（8月6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回到比亚韦-杜纳耶茨。

列宁的《死的取消主义和活的〈言语报〉》一文发表在《工人真理报》第10号上。


7月25日（8月7日）


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与“波涛”小组关于承认波涛出版社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社的协议草案。

同波涛出版社的工作人员Б.Г.丹斯基和兹·法别尔凯维奇一起商议是否可能出版《保险问题》杂志的问题。


7月26日（8月8日）


列宁的《份地的转移》一文发表在《工人真理报》第12号上。


7月27日（8月9日）


在比亚韦-杜纳耶茨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党内状况和党的当前任务、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党校、在莫斯科创办布尔什维克报纸以及《真理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启蒙》杂志和波涛出版社等问题。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小型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增补新的中央委员和挑选中央委员会代办员的问题。


7月28日（8月10日）


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的信上写附言，建议什克洛夫斯基请И.金克尔把发表在《现代生活报》第8号上的维·伊·查苏利奇的文章译成德文。


7月31日（8月13日）以后


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从波罗宁发电报给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请他去参加奥·倍倍尔的葬礼并献花圈（这份电报没有找到）。


7月31日和8月8日（8月13日和21日）之间


写《奥古斯特·倍倍尔》一文。


7月底


向奥·阿·皮亚特尼茨基介绍筹备下一次党代表大会的计划。


7月底—8月初


同谢·尤·巴戈茨基等人登上塔特拉山脉的顶峰。


8月3日（16日）


列宁的《怎样增加俄国人均消费量？》一文发表在《北方真理报》第3号上。


8月4日（17日）


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为奥古斯特·倍倍尔的逝世写的唁函刊登在《前进报》第211号上。


8月8日（21日）


列宁的《奥古斯特·倍倍尔》一文发表在《北方真理报》第6号上。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请他详细报道奥·倍倍尔的葬礼情况。

致函在柏林的弗·米·卡斯帕罗夫，批评他在完成任务方面表现出来的粗心大意。


8月8日（21日）以后


致函彼得堡《北方真理报》编辑部，告知他写的《维·查苏利奇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一文已寄给《启蒙》杂志，要求把该文也在报上加以刊登；建议不要每天出报纸，而改为每周出一次；要求编辑部把《工人真理报》、《现代生活报》、《北方真理报》和《新工人报》按时寄给他。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告知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工会中布尔什维克战胜了取消派；询问他为什么在献给奥·倍倍尔的花圈上没有写明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送的；尖锐批评格·瓦·普列汉诺夫，因为他在葬礼的致词中赞成与取消派搞统一。


8月11日（24日）


列宁的《自由派同民主派的分离》（社论）一文发表在《北方真理报》第9号上。

致函在阿斯特拉罕的斯·格·邵武勉，说他于1913年6月10日（23日）的来信已经收到，请他多寄一些有关民族问题的资料和高加索各个民族的统计材料来。


8月12日（25日）


致函在柏林的弗·米·卡斯帕罗夫，请他把全套的《北方真理报》、《新工人报》和《我们的道路报》寄来。


8月18日（31日）


列宁的《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和《犹太学校的民族化》两篇文章，发表在《北方真理报》第14号上。


8月20日（9月2日）以后


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日程。


8月21日（9月3日）


列宁的《农民经济中的铁》一文发表在《北方真理报》第16号上。

彼得堡高等法院作出关于销毁列宁的小册子《马尔托夫和切列万宁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的言论》的决定。


不早于8月21日（9月3日）


根据《工人真理报》和《北方真理报》发表的材料，计算工人们对上述布尔什维克报纸的捐款数字。


8月24日、9月18日、10月25日（9月6日、10月1日、11月7日）


列宁的《1912年五金工人的罢工》一文发表在《五金工人》杂志第7、8、10期上。


8月27日和28日（9月9日和10日）


列宁的《俄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改良主义》一文，发表在《北方真理报》第21号和《我们的道路报》第3号上。


8月28日和29日（9月10日和11日）


列宁的《各等级和各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一文，发表在《北方真理报》第22号和《我们的道路报》第4号上。


8月29日和30日（9月11日和12日）


列宁的《都柏林的阶级战争》和《土地“改革”的新措施》两篇文章，发表在《北方真理报》第23、24号和《我们的道路报》第4、5号上。


8月30日（9月12日）


致函在克拉科夫的雅·斯·加涅茨基，说如果他到耶拿去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建议他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亚·阿·别克扎江见一下面，并把别克扎江介绍给安·潘涅库克和弗·梅林。


8月31日（9月13日）


用德文致函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馆长М.格龙瓦尔德，请他允许弗·米·卡斯帕罗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里查阅资料。


8月


列宁的《我们党的“迫切的难题”。“取消派”问题和“民族”问题》一文，发表在《争论专页》杂志第1期上。


不早于8月


为伊·费·阿尔曼德论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短评写评语并作若干增补。


9月1日（14日）


列宁和波涛出版社代表Б.Г.丹斯基、兹·法别尔凯维奇确认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与“波涛”小组关于承认波涛出版社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社的协议草案，同时指示出版党的合法书刊和关于工人保险问题的杂志。

同《启蒙》杂志编辑马·亚·萨韦利耶夫一起商讨如何进一步办好杂志的问题。

列宁的《商人萨拉兹金和著作家费·唐·》一文，发表在《北方真理报》第26号上。


9月3日（16日）以前


从几号《新工人报》上作关于工人为彼得堡工人报刊捐款的材料摘录，在写《为马克思主义而斗争》一文中引用了这些材料。


9月3日（16日）


列宁的《为马克思主义而斗争》和《都柏林流血事件一星期后》两篇文章，发表在《北方真理报》第27号上。第二篇文章同时也刊登在《我们的道路报》第8号上。


9月4日（17日）


列宁的《政治上的原则问题。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一文，发表在《北方真理报》第28号和《我们的道路报》第9号上。


9月5日（18日）


列宁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社论）一文，发表在《北方真理报》第29号上。


9月6日（19日）


彼得堡高等法院作出关于销毁列宁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的决定。


9月7日（20日）


列宁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一文，经书刊检查机关删节后，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对语言问题的态度》为标题，发表在《我们的道路报》第12号上。


9月7日（20日）以后


收到斯·格·邵武勉从阿斯特拉罕的来信，信中告知已寄出诺·尼·饶尔丹尼亚写的小册子和两份关于亚美尼亚情况的报告。信中还答应给列宁寄去高加索各民族的统计材料。


9月8日和10日（21日和23日）


列宁的《数字的语言》一文发表在《我们的道路报》第13、14号上。


9月11、12、14日（24、25、27日）


列宁的《资产者先生们论“劳动”农业》和《哈利·奎尔奇》两篇文章，发表在《我们的道路报》第15、16号和《劳动真理报》第1、4号上。





《列宁全集》
 第24卷（1913年9月—1914年3月）

目录


· 凡例


· 前言




1913年

· 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
 （9月12日〔25日〕）


· 土地规划和农村贫苦农民
 （9月13日〔26日〕）


· 尼孔主教是怎样保护与克兰人的？
 （9月13日〔26日〕）


· 政论家札记
 （9月13日〔26日〕）


一 无党性的知识分子反对马克思主义

二 自由派的盲目无知

三 必要的说明

· 文明的野蛮
 （9月17日〔30日〕）


· 论黑帮
 （9月26日〔10月9日〕）


· 关于俄国的管理和关于俄国的改良
 （9月26日〔10月9日〕）


· 维·查苏利奇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
 （9月）


· 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3年夏季会议的决议
 （9月）


关于目前的鼓动任务

关于组织问题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关于罢工运动

关于党的报刊

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

关于合法社团中的工作

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

关于民粹派

· 也是劳动派分子
 （10月1日〔14日〕）


· 糊涂的无党性分子
 （10月4日〔17日〕）


· 英国的自由党人和土地问题
 （10月12日〔25日〕）


· 十月党人和工人运动
 （10月15日〔28日〕）


· 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纪念日”
 （10月15日〔28日〕）


· 为坏事作的坏辩护
 （10月17日〔30日〕）


· 声明
 （10月18日〔31日〕）


· 各工人组织就取消派诬蔑保险工作者X一事的决议草案
 （不早于10月19日〔11月1日〕）


· 杜马“七人团”
 （10月25日〔11月7日〕）


· 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取消派
 （10月26日〔11月8日〕）


· 资本主义和工人移民
 （10月29日〔11月11日〕）


·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部斗争问题的材料
 （10月29日（11月11日〕）


谁的意志？

俄国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是什么？

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是怎样表明无产阶级的意志的？

谁是代表？

俄国工人报纸表明了什么样的工人意志呢？

给工人报纸捐款表明了什么样的工人意志呢？

彼得堡工会表明了什么样的工人意志呢？

思想上的统

取消派和资产阶级

团结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决定

我们在党团中的工作

六人团要求的是什么？

杜马内的统一和杜马外的统一

· “照马克思那样”发议论的立宪民主党人房产主
 （10月30日〔11月12日〕）


·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10－12月）


1．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

2．“民族文化”

3．民族主义的吓人字眼——“同化”

4．“民族文化自治”

5．民族平等和少数民族的权利

6．中央集权制和自治

· 工人群众和工人知识分子
 （11月初）


·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分裂
 （11月初）


· 左派民粹派论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斗争
 （11月13日〔26日〕）


· 土地问题和俄国的现状
 （政论家札记）（11月15日〔28日〕）


· 争论和斗争的两种方法
 （11月15日〔28日〕）


· 也是“统一派”
 （11月15日〔28日〕）


· 俄国工人对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分裂的看法
 （11月20日和12月1日〔12月3日和14日〕之间）


· 论“民族文化”自治
 （11月28日〔12月11日〕）


· 国外小集团和俄国取消派
 （11月28日〔12月11日〕）


· 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拉柯夫和社会民主党人彼得罗夫斯基
 （11月29日〔12月12日〕）


· 萨韦纳
 （11月29日〔12月12日〕）


· 关于波罗宁会议
 （1913年）的传达报告的要点（11月29日〔12月12日〕）


· 关于国际局即将采取的步骤问题
 （12月1日〔14日〕以前）


· 关于国际局的决定问题
 （12月2日〔15日〕）


· 谈谈工人的统一
 （12月3日〔16日〕）


· 国民教师的贫困
 （12月4日〔17日〕）


· 固执地为坏事作辩护
 （12月7日〔20日〕）


· 俄国工人和国际
 （12月8日〔21日〕）


· 取消派是如何欺骗工人的
 （12月10日〔23日〕）


· 立宪民主党人和“民族自决权”
 （12月11日〔24日〕）


· 好决议和坏发言
 （12月13日〔26日〕）


· 俄国的罢工
 （12月14日〔27日〕）


· 俄国学校中学生的民族成分
 （12月14日〔27日〕）


· 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
 （12月15日〔28日〕）


· 谈谈考茨基的不可容忍的错误
 （12月15日〔28日〕）


· 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决定的决议
 （12月17日〔30日〕）


· 再论按民族分学校
 （12月17日〔30日〕）


· 谈谈我们的学校
 （12月18日〔31日〕）


· 论哥尔斯基先生兼论一句拉丁谚语
 （12月18日〔31日〕）


· 再论社会党国际局和取消派
 （12月19日〔1914年1月1日〕）


· 民族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权
 （12月20日〔1914年1月2日〕）


· 民粹主义和取消主义是瓦解工人运动的因素
 （12月20日〔1914年1月2日〕）


· 谈谈考茨基的信
 （12月20日〔1914年1月2日〕）


· 《新时报》和《言语报》论民族自决权
 （12月25日〔1914年1月7日〕）


· 杜马党团和杜马外的多数
 （12月29日〔1914年1月11日〕）


· 给编辑部的信
 （12月29日〔1914年1月11日〕）


·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
 （1913年底）


一 概述

· 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一文的补充
 （1913年底—1914年初）




1914年

· 一年4000卢布和六小时工作制
 （1月1日（14日〕）


· 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
 （1月10日和20日〔1月23日和2月2日〕之间）


·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
 （1月13—26日〔1月26日—2月8日〕）


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2 总结发言

3 关于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态度的决议草案

· 需要强制性国语吗？
 （1月18日〔31日〕）


· 致社会党国际局的报告
 （1月18—19日〔1月31日—2月1日〕）


· 自由派对工人的腐蚀
 （1月31日〔2月13日〕）


· 给编辑部的信
 （1月31日〔2月13日〕）


· 谈谈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任务问题
 （1月）


· 书评。《1913年圣彼得堡全俄卫生展览会陈列的有关劳动保护的展品》
 （1月）


· 取消派领袖谈取消派的“统一”条件
 （2月4日〔17日〕）


· 关于奥地利和俄国的民族纲领的历史
 （2月5日〔18日〕）


· 一个有爵位的自由派地主论“地方自治的新俄国”
 （2月5日〔18日〕）


· 民粹主义和雇佣工人阶级
 （2月18日〔3月3日〕）


· 再论“民族主义”
 （2月20日〔3月5日〕）


· 农民和雇佣劳动
 （2月20日〔3月5日〕）


· 司徒卢威先生论“健全政权”
 （2月21日〔3月6日〕）


· 民粹派论尼·康·米海洛夫斯基
 （2月22日〔3月7日〕）


· 关于亚·波格丹诺夫
 （2月25日〔3月10日〕）


· 编辑部对老兵的《民族问题和拉脱维亚的无产阶级》一文的意见
 （2月）


· 《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序言
 （2月）


· 自由派中间的政治争论
 （3月1日〔14日〕）


· “劳动”农民和土地买卖
 （3月2日〔15日〕）


· 自由派关心的问题
 （3月6日〔19日〕）


· 工会运动中的民粹派和取消派
 （宝贵的招供）（3月7日〔20日〕）


· 天真的愿望
 （3月9日〔22日〕）


· 自由派教授论平等
 （3月11日〔24日〕）


· 英国自由党人和爱尔兰
 （3月12日〔25日〕）


· 泰罗制就是用机器奴役人
 （3月13日〔26日〕）


· “负责的反对派”和立宪民主党参加的3月1日会议
 （3月14日〔27日〕）




附录

· 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草稿
 （1913年9月）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大纲
 （1914年1月13—20日〔1月26日—2月2日〕）


· 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提纲
 （1914年1月13—20日〔1月26日—2月2日〕）


· 《列宁全集》第24卷年表（1913年9月—1914年3月）




插图

· 191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巴黎出版的小册子《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3年夏季会议的通报和决议》的封面。封面上有列宁的笔迹

· 1913年底列宁制作的表格《圣彼得堡学区的国民学校（1911年1月18日）》

· 1913年底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手稿第1页

· 1914年1月列宁《民族问题（根据回忆写的提纲）》手稿第1页

· 1914年1月31日—2月1日列宁《致社会党国际局的报告》手稿第29—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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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卷

（1913年9月—1914年3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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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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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 ］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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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在1913年9月至1914年3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革命新高涨时期的著作。

这期间，列宁居住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和波罗宁，密切注视着俄国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领导着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经常亲自为党的报刊撰稿。1914年初，列宁一度去西欧，到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的许多城市作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在布鲁塞尔参加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和领导工作，并在会上作了报告。本卷所收文献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党反对取消派、调和派、崩得分子和其他机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为争取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迎接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行的斗争。

本卷中《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3年夏季会议的决议》是对党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一组文件。1913年俄国工人罢工规模愈来愈大，罢工的政治性质愈来愈明显。这一年参加罢工的工人由1912年的146万人跃增至200万人。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工人开始酝酿全国总政治罢工。工人阶级的斗争激发着农民群众和士兵的革命情绪，促使沙皇政府同杜马的矛盾尖锐化，加剧了俄国的政治危机。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条件日趋成熟。为适应这一形势，在列宁领导下召开的党中央1913年夏季会议（波罗宁会议）总结了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肯定布尔什维克党在新的高潮初期提出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根据原来的路线确定了新任务，制定了近期策略。

波罗宁会议《关于目前的鼓动任务》和《关于罢工运动》的决议评述了国内政治局势，要求先进工人通过自己的宣传教育工作使无产阶级在革命口号下联合起来，并进一步唤醒其他劳动群众。决议强调指出：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仍是当前的主要革命口号；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仍然是广泛进行推翻君主制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鼓动；无产阶级应当利用资产阶级和反动阵营之间的分歧，加强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进攻，坚持革命口号，反对改良主义。《关于党的报刊》和《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的决议表明了布尔什维克党在以秘密斗争为依托的同时，充分重视和广泛利用合法斗争手段。《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表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民族问题上的纲领性观点。在本卷的其他许多文章中，列宁对民族问题作了更详尽的阐述。波罗宁会议没有就取消主义问题作出决议，因为取消派已得不到工人组织的支持，在合法组织中愈来愈受到觉悟工人的抵制，而党对取消派坚决斗争的态度一如既往，没有必要再一次专门作出决议。

同取消派斗争是俄国革命低潮时期以来党内斗争的中心问题。本卷中大量文献是为揭露和批判取消派而写的。

《维·查苏利专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一文批驳了取消派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取消派认为党的地下组织是毫无用处、“无活动能力”的，只有在法制已经确立并得到巩固的条件下，党才能成为组织；俄国广大工人阶层要组成政党，所缺少的只是正式参加党的机会，应当把这个阶层“当作一个政党”。列宁指出，没有什么比取消派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更糟糕和更混乱的了。取消派背弃过去的地下组织是为背弃现在的党进行辩护。列宁写道，俄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与西欧不同，俄国的地下党组织仍然具有生命力和活动能力，它不但能在反动时期保存下来，而且善于使自己的形式适应改变了的条件。旧的组织形式、活动条件改变了，但它的方向、思想政治原则和活动内容则保持不变。列宁在批评取消派根本不懂得党和阶级之间的差别时，深刻阐述了党同阶级、群众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10倍，100倍，甚至更多”（本卷第38页）；先进队伍一旦组织起来，就会获得统一意志，这个统一意志就会变成阶级的意志；建立工人阶级先锋队目的在于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为了替群众服务并代表他们的利益，党必须在群众中开展活动，从他们中吸收优秀力量，随时随地检查是否同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只有这样，先进队伍才能教育和启发群众，教育他们组织起来，沿着自觉的阶级政策的道路前进。列宁认为，取消派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是在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斜坡上一直滚向无政府主义的泥坑。

《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政论家札记》等文分析了改良主义的实质及其社会根源和理论根源，揭露了取消派的改良主义面目。列宁指出，改良主义就是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即使是非常真诚的改良主义，也是资产阶级腐蚀和削弱工人的工具。列宁历数了取消派的言行，证明“在俄国，改良主义者就是取消派”（本卷第2页）。他说，尽管取消派口头上否认改良主义，实际上却全面实行改良主义。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斗争策略，否定秘密的党组织，攻击一切起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口号和做法，鼓吹公开的合法的党，力图把欧洲的宪法照搬到俄国来，这就是宣扬改良主义，宣扬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在如何对待改良的问题上，列宁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界限。他说，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并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争取改良和利用改良。但改良不是目的。与改良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争取和利用改良是为了发展和扩大自己为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阶级斗争。

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六人团和七人团的矛盾突出地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的尖锐斗争。杜马党团中的孟什维克代表（七人团）利用一票之差的多数压制和排挤布尔什维克代表（六人团）。列宁起草的波罗宁会议关于杜马党团的决议对此提出了最坚决的抗议，要求党团内两个部分完全平等，保持党团在杜马工作方面的统一。七人团不顾绝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拒绝布尔什维克的平等要求。于是布尔什维克代表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退出原来的党团，单独成立自己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在《为坏事作的坏辩护》、《声明》、《杜马“七人团”》、《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取消派》、《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部斗争问题的材料》、《争论和斗争的两种方法》等文中，列宁彻底揭露了取消派破坏杜马党团统一的分裂行为，阐明杜马党团同党的正确关系和党团活动的原则。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应当是无产阶级意志的贯彻者，必须服从杜马外工人马克思主义者多数人的意志；如果违背阶级的意志，那就丧失代表资格。这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所公认的基本原则，是弄清争论实质所必须首先解决的原则问题。列宁列举大量事实和具体数字，证明拥护布尔什维克六人团的觉悟工人占绝对优势，六人团的活动完全符合无产阶级大多数的意志，七人团是杜马党团的分裂者。

取消派在日益孤立的情况下，力求取得第二国际的支持。社会党国际局一些领导人没有弄清是非，企图从中调和，保护取消主义。在《关于国际局即将采取的步骤问题》、《关于国际局的决定问题》、《好决议和坏发言》、《俄国工人和国际》、《谈谈考茨基的不可容忍的错误》、《再论社会党国际局和取消派》、《致社会党国际局的报告》等文献中，列宁阐明了对待国际局的干预的态度，揭露了取消派自欺欺人、侈谈统一的伪善面目。列宁系统地全面地向社会党国际局报告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的意见分歧和斗争实质，赞同国际局关于首先弄清分歧事实的意见。列宁反对无原则的调和主义，他指出，分歧是无法消除的，其根源在于对俄国所处时代的看法截然不同，这是无产阶级同自由派两种策略、两种政策体系的分歧。列宁尖锐批评考茨基关于俄国旧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消失”，应该加以重建的说法，指出这是骇人听闻、不可容忍的错误。

《谈谈工人的统一》、《取消派领袖谈取消派的“统一”条件》、《俄国工人和国际》、《杜马党团和杜马外的多数》、《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决定的决议》等文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关于争取无产阶级政党统一的观点和具体条件。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统一的基础在于：阶级利益和目标的一致，阶级的纪律，承认多数的意志，同多数人站在一个行列里同心协力地工作。列宁反对貌合神离的形式上的“统一”，强调无产阶级的统一“首先主要是指它的政治组织的统一，它的整体的统一。只有这样的统一才能既保证杜马党团的真正统一，又保证工人阶级的一切行动和整个斗争的真正统一”（本卷第272页）。统一的关键是取消派承认和改正一切错误，彻底抛弃取消主义。

本卷中《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反映了列宁对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和具体帮助。代表大会之前，拉脱维亚党组织被孟什维克取消派所控制，1912年加入了托洛茨基拼凑的“八月联盟”。列宁同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保持密切联系，指导他们进行反取消派的斗争。在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报告，说明了俄国国内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的斗争情况，批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机会主义立场，号召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和取消派断绝关系。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决定同“八月联盟”决裂。

民族问题是本卷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也有原则性分歧。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前夕，资产阶级的“保卫祖国”口号甚嚣尘上，黑帮沙文主义猖獗一时。俄国各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则力图利用日益增长的民族运动争取本民族的特权。工人运动也受到腐蚀，民族主义倾向明显加强。崩得、取消派都公开反对党的民族纲领。这一切使工人运动有分裂和走上歧途的危险。为了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斗争，论证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列宁写了大量文章，作了许多专题报告。本卷所收的波罗宁会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等文以及列宁事后根据记忆写下的民族问题专题报告的提纲，是系统阐述党的民族纲领，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的重要文献。此外，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还有：《论“民族文化”自治》、《立宪民主党人和“民族自决权”》、《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民族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权》、《再论“民族主义”》、《再论按民族分学校》等等。在上述著作中，列宁批判了“强制性国语”、“民族文化”、超地域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等民族主义观点。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原理，首次阐述了在资本主义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有两种历史趋势的问题。列宁说：“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本卷第129页）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主导地位，第二种趋势则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列宁认为，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都是进步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依据这一客观规律来制定民族纲领和政策的。因此，首先要维护民族平等，决不允许在这方面有任何特权。其次要维护国际主义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无产阶级的毒害。

民族平等的核心是民族自决权问题。列宁坚持各民族应有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他认为，如果没有这种权利，承认各民族平等就仍然是假的。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提法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封建的分散状态还没有消除，资产阶级民族和中央集权制国家还未彻底形成的时期提出的民族自决权，是为了把一些大的民族国家团结起来，旨在摧毁封建主义和发展资产阶级民主。而在帝国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主要锋芒是指向大民族沙文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者强制被压迫民族留在“本国”疆界内并使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因此，维护民族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的口号成为区别革命的民族纲领和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民族纲领的试金石。尤其在俄国，由于民族压迫极其严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沙皇专制制度极其反动，承认民族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就更显然有利于消除民族仇恨，使各被压迫民族在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中团结起来，把他们的斗争同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列宁批评取消派分子反对承认民族自决权的错误观点。他指出，承认这种权利，既毫不排斥鼓动和宣传反对分离，也毫不排斥揭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否认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则有利于臭名远扬的大俄罗斯黑帮民族主义，“在当代的俄国否认民族自决权，就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就是拒绝同至今还势力极大的黑帮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作斗争”（本卷第240页）。

在论证民族自决权的口号时，列宁强调指出：“自决权是一回事，而某个民族在某种情况下实行自决即分离是否适宜，——这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一个起码的道理。”（本卷第218—219页）波罗宁会议的决议写道：“不允许把民族自决权问题（即受国家宪法保障用完全自由和民主的方式解决分离的问题）同某一民族实行分离是否适宜的问题混淆起来。对于后者，社会民主党应当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出发，完全独立地逐个加以解决。”（本卷第62页）

针对崩得分子的民族主义错误，列宁阐明了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过程的进步意义。他指出，无产阶级“欢迎民族的一切同化，只要同化不是强制性的或者依靠特权进行的”（本卷第138页）。无产阶级应当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民族间日益紧密联系和促进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列宁认为在一国之内把各民族分开是有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不是把各民族分开，而是用充分的民主来保证各民族的平等，和睦相处。

列宁还提出了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的原理。在资本主义下，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一些哪怕是不发达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也有资产阶级文化，后者往往占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从每个民族的文化中吸取的仅仅是其中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并以此对抗资产阶级的文化。列宁指出，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超出受一定历史范围的严格限制的界限去为笼统的民族发展，为笼统的“民族文化”而斗争，则是绝对不正确的，是站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方面去了。

在波罗宁会议的决议中和《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列宁还阐述了中央集权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他认为中央集权制国家比小民族国家优越，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要求，有利于消除中世纪式的民族隔阂，有利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广泛开展。在各种不同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主张任何联邦制原则，不会实行任何分权制。然而马克思主义者维护的集中制只是民主集中制，绝不能把集中制同专横和官僚主义混为一谈。民主的中央集权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而且要求这种自治。如果不保证每一个在经济上和生活上有较大特点并且民族成分不同等等的区域享有这样的自治，那么现代真正的民主国家就不可设想。集中制原则不仅不会因实行这样的自治而受到破坏，反而因此能够民主地而不是官僚主义地得到贯彻。对纯粹地方性的（区域的、民族的等等）问题实行官僚主义的干预，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特别是在大的、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上实行集中制的障碍之一。

列宁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是以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现代民族生活，以无产阶级观点为依据来制定民族纲领的。机会主义者把民族事业置于无产阶级事业之上，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事业，因为它不仅能保证劳动者的长远根本利益和人类的利益，而且能够保证民主派的利益。解决民族问题只有一种办法，这就是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只有所有民族的无产者和劳动人民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才能战胜资本主义，才能真正消灭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

列宁在1913年底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一文中，高度评价这个集子所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的科学价值和政治价值。列宁写道，全部通信的中心点就是辩证法。运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最重要、最新的贡献的领域，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迈进的天才的一步。

本卷所收的其他文献，有的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有的批评民粹派的小市民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有的揭露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人民性。在《给编辑部的信》和《关于亚·波格丹诺夫》一文中，列宁说明了无产阶级特别是工人报刊对波格丹诺夫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所应采取的态度。在《自由派教授论平等》一文中，列宁驳斥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和攻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他指出，社会民主党所说的平等是社会的平等，社会地位的平等。在政治方面是指权利平等，在经济方面是指消灭阶级。而消灭阶级，就是“使全体公民在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是说，全体公民都同样可以利用公有的生产资料、公有的土地、公有的工厂等进行劳动”（本卷第392页）。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所收的文献增加17篇。其中有：《十月党人和工人运动》、《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纪念日”》、《各工人组织就取消派诬蔑保险工作者Ｘ一事的决议草案》、《俄国工人对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分裂的看法》、《关于波罗宁会议（1913年）的传达报告的要点》、《关于国际局即将采取的步骤问题》、《国民教师的贫困》、《俄国工人和国际》、《取消派是如何欺骗工人的》、《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决定的决议》、《谈谈我们的学校》、《杜马党团和杜马外的多数》、《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一文的补充》、《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以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3个文件。《附录》中的3篇文献都是新增加的。






《列宁全集》第24卷


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

（1913年9月12日〔25日〕）

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即承认争取改善劳动者境况的斗争，尽管这种改善仍然不触动统治阶级手中的政权。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又最坚决地反对改良主义者，反对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用改良来限制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只要存在着资本的统治，尽管有某些改善，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

自由派资产阶级总是一只手搞改良，另一只手又收回这些改良，使之化为乌有，利用这些改良来奴役工人，把工人分成一个个集团，使劳动者永远当雇佣奴隶。因此，改良主义，即使是非常真诚的改良主义，实际上变成了资产阶级腐蚀和削弱工人的工具。各国经验证明，工人相信改良主义者，总是上当受骗。

相反，如果工人掌握了马克思的学说，即认识到只要资本的统治地位保持不变，雇佣奴隶制就不可避免，那么他们就不会上资产阶级任何改良的当。工人们懂得了在保持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改良既不可能是牢靠的，也不可能是认真的，他们就会为争取改善自己的状况而斗争，并且利用这种改善来继续为反对雇佣奴隶制进行更加顽强的斗争。改良主义者竭力用小恩小惠来分化和欺骗工人，使他们放弃他们的阶级斗争。工人们认识了改良主义的欺骗性，就会利用改良来发展和扩大自己的阶级斗争。

改良主义者对工人影响愈厉害，工人就愈软弱无力，就愈依附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愈容易利用各种诡计把改良化为乌有。工人运动愈独立愈深入，目标愈广泛，愈摆脱改良主义狭隘性的束缚，工人巩固和利用某些改善就愈有成效。

改良主义者各国都有，因为资产阶级到处都在想方设法腐蚀工人，使他们甘心当奴隶，不想消灭奴隶制。在俄国，改良主义者就是取消派，他们否定我们的过去，以便用关于新的、公开的、合法的党的幻想来麻痹工人。不久前，迫于《北方真理报》[1]的压力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394—395页。——编者注］

 ，彼得堡的取消派不得不出来为他们搞改良主义作辩解。为了把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弄个一清二楚，应该把他们的议论仔细剖析一下。

彼得堡的取消派写道：我们不是改良主义者，因为我们没有说过改良就是一切，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这样的话；我们是说，运动在朝着最终目的发展；我们是说，通过争取改良的斗争完全实现提出的任务。

我们就来看看，这种辩解是否符合真实情况。

第一个事实：取消派分子谢多夫综合了所有取消派分子的意见，他写道，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三条鲸鱼”[2]中，有两条目前不宜用来鼓动。他保留了八小时工作制这一条，因为这一条从理论上讲是可以作为一项改良实现的。他取消或弃置一旁的恰恰是超出改良范围的东西。可见，他堕入了最明显的机会主义，执行的恰恰是以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这一公式为内容的政策。把“最终目的”（虽然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弃置一旁，使之远离鼓动工作，这就是改良

第二个事实：取消派轰动一时的八月（去年）代表会议[3]也是把非改良主义的要求弃置一旁，使之远离（视为特殊情况）而不是靠近鼓动工作，处于鼓动工作的正中心。

第三个事实：取消派否定和轻视“原有的东西”，不要原有的东西，因此只限于搞改良主义。当前，改良主义同背弃“原有的东西”有明显的联系。

第四个事实：工人的经济运动只要同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口号一挂钩，就会使取消派发火，就会遭到他们的攻击（什么“狂热”、“白费劲”等等）。

那么我们得出什么结论呢？取消派口头上否认原则上的改良主义，实际上却全面实行改良主义。他们一方面要我们相信，改良对他们来说决不就是一切，而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任何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做法，取消派不是进行攻击，就是加以藐视。

与此同时，工人运动各个领域的事态都向我们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在实际利用改良和为争取改良而进行的斗争中，不但没有落在后面，反而明显地走在前列。就拿工人选民团的杜马选举——代表们在杜马内外的行动、工人报纸的创办、保险改革的利用、最大的工会冶金工会的建立等等来说，你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在鼓动、组织、争取改良和利用改良这一直接的、当前的和“日常的”工作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工人都胜过取消派。

马克思主义者不倦地进行工作，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争取改良和利用改良，同时，无论在宣传、鼓动，还是在群众经济活动等等方面，任何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做法他们都不横加指责，而是予以支持，关切地加以发展。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取消派，却攻击马思主义者整体[4]的存在，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纪律，宣扬改良主义，宣扬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这只能瓦解工人运动。

此外，不要忘记，在俄国，改良主义还有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就是把现代俄国和现代欧洲的政治形势的根本条件混为一谈。在自由派看来，这样做是合理的，因为自由派相信并宣扬“谢天谢地，我们立宪了”。自由派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坚决认为10月17日[5]以后，任何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民主措施，都是丧失理智、犯罪、作恶的行为，等等。

但是，我国取消派实际上坚持的正是这些资产阶级阶级观点，他们不断系统地把“公开的党”和“争取合法性的斗争”等等“搬到”（以书面形式）俄国。换句话说，他们同自由派一样，也鼓吹把欧洲宪制搬到俄国而不经过那条曾经使西欧确立宪制并使之经过几代人有时甚至经过几个世纪得到巩固的独特道路。取消派和自由派就像俗话所说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

在欧洲，改良主义实际上就是不要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取代马克思主义。我国取消派的改良主义不仅有这种表现，它还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拒绝实现工人阶级的民主任务而代之以自由派的工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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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方真理报》是《真理报》在1913年8月1日（14日）—9月7日（20日）期间使用的名称。



《真理报》用这个名称共出了31号。《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在不同时期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有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尼·尼·巴图林、维·米·莫洛托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康·斯·叶列梅耶夫、米·伊·加里宁、尼·伊·波德沃伊斯基、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马·康·穆拉诺夫等。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积极参加了《真理报》的工作。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3年先后改称《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1914年相继改称《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报》。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2]。



[2]三条鲸鱼意即三大支柱或三个要点，出典于关于开天辟地的俄国民间传说：地球是由三条鲸鱼的脊背支撑着的。布尔什维克常在合法报刊和公开集会上以“三条鲸鱼”暗指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全部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这三个基本革命口号。——[2]。



[3]指1912年8月12—20日（8月25日—9月2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取消派代表会议。在代表会议上成立了反党的八月联盟，倡议者是列·达·托洛茨基。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代表共29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8名：彼得堡“中央发起小组”2名，崩得4名，高加索区域委员会4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4名，莫斯科调和派小组1名，塞瓦斯托波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黑海舰队水兵组织各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1名：组织委员会代表2名，维也纳《真理报》代表1名，《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代表1名，《涅瓦呼声报》代表1名，莫斯科取消派小组代表1名，波兰社会党—“左派”代表4名和以个人身分参加的尤·拉林。29人中只有3人来自俄国国内，其余都是同地方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侨民。普列汉诺夫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拒绝出席这一会议。前进派代表出席后很快就退出了。代表会议通过的纲领没有提出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而仅仅提出了宪法改革、全权杜马、修订土地立法、结社自由、“民族文化自治”等自由派的要求。八月联盟还号召取消秘密的革命党。代表会议选出了试图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抗衡的组织委员会，但它在俄国国内只得到少数取消派小组、《光线报》和孟什维克七人团的承认。八月联盟成立后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瓦解了。关于八月联盟的瓦解，可参看《“八月”联盟的瓦解》、《“八月联盟”的空架子被戳穿了》、《论高喊统一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等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4、30—33、194—216页）。——[3]。



[4]马克思主义者整体是为应付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而使用的替代语，意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4]。



[5]指1905年10月17日（3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迫于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而颁布《关于完善国家制度》的宣言一事。宣言是由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的谢·尤·维特起草的，其主要内容是许诺“赐予”居民以“公民自由的坚实基础”，即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视可能”吸收被剥夺选举权的阶层的居民（主要是工人和城市知识分子）参加国家杜马选举；承认国家杜马是立法机关，任何法律不经它的同意不能生效。宣言颁布后，沙皇政府又相应采取以下措施：实行最高执行权力集中化；将德·费·特列波夫免职，由彼·尼·杜尔诺沃代替亚·格·布里根任内务大臣；宣布大赦政治犯；废除对报刊的预先检查；制定新的选举法。在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以后，沙皇政府很快就背弃了自己在宣言中宣布的诺言。——[4]。







《列宁全集》第24卷


土地规划和农村贫苦农民

（1913年9月13日〔26日〕）

9月3日，切尔尼戈夫的农学家米宁在基辅召开的全俄农业代表大会上就这个极为重要的题目作了报告。

看来，米宁先生是一个民粹派分子（顺便说一下，他同意资产阶级教授科辛斯基关于“劳动”农户具有生命力的看法），他十分正确地证明，农艺学是帮富裕农民办事的。土地规划只帮有势力的人办事，而置贫民于死地。土地规划是一辆马车，有势力的人坐在车座上，把失败了的人压在车轱辘下。

无庸置疑，所有这一切都是绝对真理。只有不老实的人才会否定这个真理。但是，米宁先生认为什么才是“得救的生路”呢？

他说（根据《基辅思想报》[6]第244号上所载的报道）：


　　“分配土地后，唯一能够拯救最小农户的办法就是：把它们根据自愿组成协作社，共同使用（集体耕种）私有土地。”



　　显然，这个民粹派的处方简直是儿戏。地主和富农把几百万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并且又使另外几百万农民破产。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国际交换的全部力量、各国资产阶级的亿万资本的全部威力，都拖着俄国走，喂养着和支持着俄国城市的和农村的资产阶级，其中包括村社内的资产阶级。而现在有人竟对我们说，这些破产农民共同耕种他们的一小块“私有土地”才是“得救的生路”！！这等于试图用手推车在运送速度和运送数量上去超过火车。不，民粹派先生们！你们说这列火车压着贫苦农民，这当然是对的。不过你们想到的不应当是手推车。

不是向后退——从火车后退到独轮车，而是向前进——从资本主义的火车向联合起来的无产者的火车前进。

民粹派的这种天真的想法不仅是幼稚的，而且简直是有害的，因为它会使贫苦农民不去考虑阶级斗争。离开无产阶级为改造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农村贫苦农民就没有得救的生路。而一切联合会、合作社、劳动组合等等，只有自觉地参加这个阶级斗争，才能是有用的。

但是，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农村的无产阶级化，在俄国也像在全世界一样不可避免，这是绝对无可争辩的，那么以为只有这才是真理，就大错特错了。

资本主义各不相同——既有保留无数特权残余、带给群众苦难最重、最反动的地主半封建的资本主义，也有最民主的、带给群众苦难较轻、保留特权残余极少的自由农场主的资本主义。

例如，在俄国不收任何赎金把全部土地归农民所有，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也不是社会主义。这还是资本主义，不过不是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的资本主义，而是民粹派－农民的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发展会更迅速、更广泛、更自由，带给群众的苦难也会较轻。

这就是俄国目前正在争论的土地问题的实质。这就是以拥护地主的土地规划和资产阶级农艺学的人为一方，同以民粹派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7]为另一方（如沙霍夫斯科伊）在基辅所争论（不了解问题的实质）的内容。他们争论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否应该让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来建成封建资本主义类型的新俄国？或者，资产阶级民主派应该由自己来从事建设，即由群众、由农民来从事建设，不要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而按照自由的，即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方向来进行建设？

觉悟的工人在这场争论中所采取的立场是不难了解的。我们断定，无论是斯托雷平的道路还是民粹派的道路，都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在任何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我们都不会灰心丧气。但是，我们也决不允许出现一个没有我们参加、没有先进阶级实际干预的历史转折关头。工人阶级对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农民民主派之间的冲突决不漠不关心，而是最热忱、最无私地维护农民民主派和全民民主派以最彻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利益。

决不向民粹派的腐朽透顶的假社会主义（其实是小市民的幻想）作丝毫让步，满腔热情地关心农民民主派，启发他们，激励他们团结起来，使他们摆脱所有一切陈腐偏见，——这就是觉悟工人的路线。

你们想要用手推独轮车战胜火车吗？那我们和你们就不同路，我们是庸俗的马尼洛夫精神[8]的死对头。你们要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作斗争吗？那我们和你们就同路，但是，要记住，工人是决不宽恕一丝一毫的动摇的。

而对于奴颜婢膝、急急忙忙肯定斯托雷平土地规划[9]“彻底”成功的人们，工人阶级则不屑一顾，这是先进的、强大的、以改良主义为敌的阶级对待机会主义、对待侥幸一时的骑士的一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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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基辅思想报》（《LYR]lPcMe]ab》）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文学报纸（日报），1906—1918年在基辅出版。1915年以前，该报每周出版插图附刊一份；1917年起出上午版和晚上版。该报的编辑是Ａ．尼古拉耶夫和Ｎ．塔尔诺夫斯基。参加该报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孟什维克，其中有亚·马尔丁诺夫、列·达·托洛茨基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护国主义立场。——[5]。



[7]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



这里说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是指立宪民主党中一些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观点接近的分子。《同志报》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7]。



[8]马尼洛夫精神意为耽于幻想，无所作为。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7]。



[9]指斯托雷平土地改革。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即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为在农村培植富农、建立沙皇制度的巩固支柱而进行的土地改革。1906年11月9日（22日）沙皇政府颁布了关于农民退出村社和把份地确定为个人财产的程序的法令。这个法令经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作了若干修改并批准后，被称为1910年6月14日法令，通称斯托雷平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地。村社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建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土地。独立田庄主或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土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购买土地。这样，富裕农民就有可能掠夺村社土地，得到最好的地段，同时用贱价收买贫苦农民的份地。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加强了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和农民的分化，激化了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85—397页）中评论了斯托雷平政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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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孔主教是怎样保护乌克兰人的？

（1913年9月13日〔26日〕）

《基辅思想报》报道，国家杜马代表，右派尼孔主教在提交国家杜马的关于乌克兰学校和社会团体的法案上第一个签名。

法案的内容是：准许小学用乌克兰语教学；委派乌克兰人任教；设置乌克兰语文课和乌克兰历史课；不得迫害乌克兰各社会团体，不得用“行政命令以及惯用的十足专横手段”取缔这些社会团体。

这样看来，普利什凯维奇的同党尼孔主教，在某些情况下并不喜欢专横手段。

尼孔主教说得对，他所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3700万乌克兰人遭受摧残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富饶、美丽、人才辈出、繁荣兴旺和富有诗意的乌克兰正在退化，逐渐变得愚昧和慢慢消亡”。

抗议大俄罗斯人压迫乌克兰人，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请大家看看，尼孔主教是用什么理由来维护乌克兰人的要求的。


　　“乌克兰人民并不寻求某种臭名远扬的自治制，恢复扎波罗热营寨[10]；乌克兰人不是分离主义者……乌克兰人不是异族人，而是自己人，是我们的亲兄弟，因此，就不应当限制他们的语言，限制他们民族文化的发展；否则，我们自己就把他们，我们的兄弟，和犹太人、波兰人、格鲁吉亚人等等这些真正的异族人等同看待了。”



　　事情原来如此，乌克兰人尼孔主教及其同道者央求大俄罗斯的地主给予乌克兰人以特权，理由就是乌克兰人是兄弟，而犹太人则是异族人！说得更露骨更干脆些：如果政府向我们让步，我们就同意去镇压犹太人以及其他异族人。所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从黑帮民族主义者到自由派民族主义者以至资产阶级民主派民族主义者就这样保护“民族文化”，这是十分熟悉的景象！

尼孔主教根本不想了解：不保护所有的民族免受各种压迫，不从国家生活中根除“异族人”这个概念，不坚持各民族完全平等，就不能保护乌克兰人免受压迫。不彻底实行最广泛的地方自治和区域自治，不坚决贯彻必须根据多数居民的意志解决一切国家问题的原则（即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原则），就不能保护所有的人免受民族压迫。

尼孔主教所说的乌克兰人的“民族文化”的口号，实际上就是用乌克兰文宣传黑帮反动主张的口号，就是乌克兰教权派文化的口号。

觉悟的工人懂得，“民族文化”这个口号是教权派的或者说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欺骗，不管这里指的是大俄罗斯的，乌克兰的，犹太的，波兰的，格鲁吉亚的，还是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125年以前，当民族还没有分裂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民族文化的口号是可以作为号召向封建主义和教权主义作斗争的统一而完整的口号的。但是后来，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到处都白热化起来。“统一的”民族分裂成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已经成了既成事实。

只有教权派或资产者才可能笼统地提民族文化。劳动群众只可能提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国际）文化。只有这样的文化，才标志着各民族之间完全的、真正的、真诚的平等，才标志着民族压迫不复存在和民主已经实现。只有把一切工人组织中各民族工人统一和联合起来向资本作斗争，才能使“民族问题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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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扎波罗热营寨是16—18世纪乌克兰哥萨克在第聂伯河石滩以下地区的社会政治和军事组织。营寨的最高机关为营寨拉达，由它选举最高领导人阿塔曼。扎波罗热营寨长期保持独立，在国际关系中占有显要地位，并在乌克兰地区反对封建农奴制压迫和反对民族与宗教压迫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1654年乌克兰同俄罗斯合并后，营寨与俄国其他哥萨克军一样实行自治，它一方面起屏蔽南部边界的作用，另方面也参加反对封建农奴制的农民战争。在普加乔夫起义被镇压后，扎波罗热营寨于1775年最终被沙皇政府摧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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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

（1913年9月13日〔26日〕）


一　无党性的知识分子反对马克思主义

《新工人报》[11]编辑部曾为主张把捐款平分给取消派、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这种无党性的鼓动作辩护。

人们揭穿了该报编辑部，指出这种分法毫无原则，是破坏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小资产阶级派别的基本原则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411—415页。——编者注］

 ，该编辑部无言以对，想开个玩笑应付过去。他们说，我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捐款办法”。

这些变节分子想以“亲热地开个玩笑”来回避这个事关我们从前的历次决定的问题。

但是，工人是不允许拿这种问题开玩笑的。

《新工人报》第23号还向我们报道说，取消派的鼓动使俄国两个工人团体，即德文斯克城印刷业的工人团体和莫斯科涅米罗夫－科洛德金工厂的工人团体受到鼓舞。这两个工人团体把捐款平分给取消派、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报纸。

让这些变节的知识分子用玩笑来回避问题吧，但是，工人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们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

鼓吹平分捐款，就是鼓吹无党性，就是鼓吹混淆（或者等同看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报纸和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即民粹派立场上的报纸。“亲热地开个玩笑的”取消派报纸的撰稿人根本无法反驳这个起码的道理，虽然他们的玩笑和嘻嘻哈哈大概会使资产阶级人士欣喜若狂。那些在工人中遭到彻底失败的人，嘲笑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当前实际问题这一思想时，常常会博得欣喜若狂的资产阶级的青睐。

取消派可以聊以自慰，因为他们在五金工人大会上[12]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由于他们对工人报纸的立场亲热地开玩笑，人们才在资产者先生们的任何会议上对他们报之以亲热的微笑。

各有各的喜好。让取消派用资产阶级对他们的赞许来自我安慰吧。而工人将会向群众说明这样一个无庸争辩的真理：鼓吹平分工人捐款，就是鼓吹无党性，就是鼓吹混淆或者等同看待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报纸和知识分子的报纸或小资产阶级的报纸，如民粹派的报纸。


二　自由派的盲目无知

西欧的机会主义者，从爱德华·伯恩施坦（德国社会民主党坚决驳斥了他的观点）那时开始，都惯用以下的手法。

伯恩施坦以及其他机会主义者说：请看看实际情形吧，鼓起勇气说出实际情形吧——我们在德国都在为争取改良而斗争，我们实际上都是改良主义者，我们是改良的党。而要在危机不断的情况下消灭雇佣奴隶制，这只是一句空话，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直到现在，机会主义者还在千百次地重复着采用这种手法，整个资产阶级报界（首先是我们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13]）经常用这种机会主义者的论调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凡是真正关心工人运动命运的人，都应当好好了解无产阶级的真正敌人和假朋友的这个老一套的手法。

就在不久前（9月4日），颇有名气的取消派分子唐·在彼得堡的取消派报纸上，以引人注目的笨拙或放肆又一次采用了整个欧洲资产阶级的这个手法。

究竟是怎么回事，请读者判断吧。


　　唐·写道：“我们打开一份工人报纸，哪怕是《北方真理报》，看到的都是些什么呢？上面谈的是关于工人组织——工会、俱乐部、合作社的活动；关于这些组织的成员的会议、它们的理事会的会议、保险事业全权代表的会议，等等；关于工人们组织的讲座和学术报告会；关于罢工和罢工委员会；关于组织各种捐款的情况；关于各种工人团体或者为了维护工人报刊，或者为了纪念倍倍尔，或者为了达到其他某个直接目的而开展政治活动的种种尝试。”



　　这就是唐·以及类似唐·的某些人在《北方真理报》上“看到了的”和“现在看到”的一切。不言而喻，他也象伯恩施坦一样地惊呼：“不妨先看看实际情形”（黑体是唐·本人用的）。他得出的结论是：要知道，这一切正是为结社自由而斗争。“为结社自由而斗争这个口号是当前最迫切的要求”，“它概括了实际情形”（黑体是唐·用的）。伯恩施坦断言：他宣布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争取改良的斗争，这只是“概括了实际情形”。


　　唐·断言：他宣布俄国工人阶级运动是改良主义运动，这是“概括了实际情形”。



　　伯恩施坦硬给工人争取改良的斗争塞进自由主义的内容，尽管这个斗争根本没有改良主义的内容。唐·的做法如出一辙。除了自由派的改良主义，他什么也看不见，他自己盲目无知，却硬说现实就是如此。当然，《北方真理报》曾为工人生活和工人斗争条件微小的改善进行过斗争，但是它并不象唐·之类的先生们那样，采取自由派的方法来进行这种斗争！《北方真理报》有许多东西被他们忽略了，诸如同改良主义作斗争，维护我们的“原有的东西”，维护不打折扣的口号，等等。在唐·先生看来，这些都无关紧要。他们所以“看不到”这点，不愿意看到这点，恰恰因为他们是自由派。正象一切自由派一样，他们看不清楚马克思主义者维护这种微小的改善和维护自己组织的口号之间的那种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看不清楚，正是这种联系决定了自由派（他们也主张结社自由）和工人民主派在世界观上的根本区别。

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同争取最终目的的斗争割裂开来，这就是伯恩施坦的说教实际上将导致的结果。把争取改善状况、结社自由等等的斗争，同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同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方向割裂开来，这就是唐·以及其他取消派分子的说教实际上将导致的结果。

他们想把自由派自身的盲目无知（看不见同过去的联系，看不见过去的方向，看不见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强加给工人阶级。但是，正象8月25日五金工人大会一再证明的，先进工人已经看透了唐·及其小集团的自由派本性。


三　必要的说明

《新工人报》第24号就我们关于都柏林事件的记述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416—418页。——编者注］

 进行了可笑的攻讦。要是取消派报纸当时不涉及对工人来说至关重要和极有教益的说明，对这种可笑的东西本来是不值得理睬的。请你们自己判断吧。我们曾经指出英国和俄国有区别，英国由于存在政治自由的一般基础，工人提出的改革结社法案（结社自由法）的要求，就具有十分重大的实际意义，而在俄国提出类似的要求则是自由派不严肃的、不切实际的空话，但是在俄国，在现有的基础上，保险之类的改革倒是的确能够实现的。

取消派分子不懂得这种区别。我们提出下面两个问题来向他说明这种区别：（1）在英国，为什么不可能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争取政治自由的革命？（2）在俄国，为什么在上个世纪末，比如在1897年完全可以实行工厂法的局部改良，谁也没有反对工人在这方面提出的局部要求，当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那时要求局部的政治改良就是自由派的骗局？

取消派分子只要考虑一下这两个问题，就会领悟到对俄国和英国的不同改革要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取消派报纸的重要说明吧？


　　该报（第24号第2版第1栏）写道：“但是，既然保险法案的部分修改并不需要这些基础〈即政治自由的一般基础〉，那为什么1906年3月4日法令和1905年12月2日罢工法令中某些条款的部分修改需要这些基础呢？”




　　我们庆贺和感谢这样的坦率！正好击中要害：“1906年3月4日和1905年12月2日法令[14]的部分修改”没有什么一般的基础，也是完全可以的！妙极了。只是……你们可知道？……这种“1906年3月4日和1905年12月2日法令的部分修改”不能叫作“结社自由”，只能叫作十月党人对人民的欺骗。

《新工人报》的撰稿人所承认的，恰恰就是需要证明的东西。

对于自由派和取消派用来款待你们的“结社自由”应该理解为：


　　“1906年3月4日和1905年12月2日法令的部分修改”。




　　我们再次表示感谢这种坦率。我们予以记录在案：取消派自己承认，他们的基本的、中心的、主要的、头等重要的……口号，就是要求对1906年3月4日和1905年12月2日法令作部分修改。说《新工人报》巧妙地否认了自己是自由派，这难道不对吗？

难怪人们把取消派叫作社会民主主义的十月党人[15]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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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新工人报》（《Новая　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3年8月8日（21日）—1914年1月23日（2月5日）代替《现代生活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36号。《新工人报》的实际编辑是费·伊·唐恩。关于《现代生活报》，见注19。——[12]。



[12]指1913年8月25日（9月7日）举行的彼得堡五金工会理事会改选大会。出席改选大会的约3000人。尽管取消派企图挑动与会者反对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上届理事会，改选大会仍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对它的工作表示感谢的决议。在选举中，取消派的候选人名单得到约150张选票。布尔什维克提出的预先登在《北方真理报》上的候选人名单，以压倒多数票被通过。——[13]。



[13]《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14]。



[14]1906年3月4日（17日）法令是指沙皇政府在这一天颁布的两个法令：关于结社和关于集会的暂行条例。这两个法令允许组织社团和集会，但同时又设置了许多障碍，实际上使之成为一纸空文。法令授权内务大臣可以酌情查封社团并拒绝新社团的登记注册。



1905年12月2日（15日）法令是指沙皇政府在这一天颁布的一个暂行条例。根据这项条例，参加罢工将被视为刑事犯罪。——[17]。



[15]“社会民主主义的十月党人”一词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他给C．T．阿尔科梅德的小册子《高加索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写的序言里首次使用的。



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17]。







《列宁全集》第24卷


文明的野蛮

（1913年9月17日〔30日〕）

英国和法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伦敦和巴黎分别为拥有600万和300万人口的世界大国的首都，它们之间的距离只有8—9小时的路程。

这两国的首都交易之频繁，商品交流和人员交往之多，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这两个世界上最富有、最文明、最自由的国家现在却在惶恐不安中讨论（远非第一次讨论！）一个“难”题：能不能在拉芒什海峡（隔开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海峡）下面开一条隧道？

工程师们老早就认为这是可行的。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金钱堆积如山，而且对这项事业的投资无疑有利可图。

但是这件事为什么搁浅了呢？

英国担心……入侵。请看，“一有风吹草动”这条隧道便会为敌军入侵英国提供方便！所以，英国的军事权威已经不止一次地否决了开凿隧道的计划。

读到这里，人们不禁会为文明民族的神经失常和丧失理智而感到惊讶。要断绝隧道交通，彻底毁坏隧道，在使用现代技术手段的条件下不过是几秒钟的事情，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文明民族却把自己逼进野蛮人的境地。为了欺骗工人，资产阶级必须用“入侵”的蠢话来吓唬英国人民，这是资本主义干的好事。许多资本家做不成开凿隧道这笔“有利可图的买卖”，就拼命否决这一计划和阻碍技术进步，这也是资本主义干的好事。

英国人的隧道恐惧症就是自我恐惧症。资本主义的野蛮胜过任何文明。

无论往哪里看，到处都有人类完全能够立刻完成的任务。资本主义在干扰。它积聚了成堆成堆的财富，但是又使人变成这些财富的奴隶。它解决了极复杂的技术问题，但是由于千百万人的贫困和无知，由于一小撮百万富翁愚蠢的吝啬，它又阻碍了技术改良的实现。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明、自由和富裕，常常叫人想起一个脑满肠肥的财主，他在活活地腐烂，但又容不得新东西生存。

但是，新东西正在成长，所向披靡，并且一定会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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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黑帮

（1913年9月26日〔10月9日〕）

我国黑帮有一个非常独特、非常重要的特点，没有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这就是愚昧的庄稼汉民主主义，不过是最原始却又最深刻的庄稼汉民主主义。

不管统治阶级怎样竭力用六三选举法[16]和我国国家制度的上千个“特点”把我国各政治派别同人民隔开，然而生活终究会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每一个政治派别，即使是极右派也必然要同人民取得这种或那种联系。

极右派是地主的派别。但是，他们不能只限于同地主联系。对这种联系他们必然要加以掩盖，必然要装模作样地保护全民利益，维护“稳定的”农业生活的“原有的好”制度。他们必然要求助于最闭塞的庄稼汉最根深蒂固的偏见，利用农民的无知。

这种把戏是不会没有危险的。真正庄稼汉生活的呼声，庄稼汉的民主主义将会不时冲破黑帮的种种陈词滥调而表达出来。这样一来，右派就不得不把“碍事的”庄稼汉民主主义者赶走。而极右派把忠心耿耿的争取民主主义的黑帮分子从自己的营垒中赶走或排挤出去，这对群众当然不会不起教育作用。

例如，极右分子尼孔主教就曾经被迫离开杜马工作。为什么呢？

尼孔主教本人在《叶尼塞思想报》[17]上发表的一封信，就是对这一点的明确回答。当然，尼孔主教不敢直接说出自己被排斥的原因。但是，尼孔主教在引述某个农民的信时写道：“土地问题、粮食问题以及我们俄国现实生活和国内的其他至关重要的问题，不知为什么当局也好，杜马也好，都不闻不问。这些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力所能及的解决，都被认为是‘空想’、‘冒险’、不合时宜。他们自己为什么保持沉默？他们在等待什么？在等待那些‘食不果腹的’、挨饿的、不幸的农民情绪高涨举行暴动（这些农民会因此遭到枪杀的）吧？！在我国，人们就是怕干‘大’事，怕搞改良，只做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虽然这些小事也是好事。”

尼孔主教就是这样写的。许许多多黑帮农民就是这样议论的。因此，为什么必须把尼孔主教排斥于杜马事务之外，不许他发表这种言论，这就十分清楚了。

尼孔主教表达他那黑帮民主主义的议论其实是非常非常不正确的。无论是土地问题、粮食问题还是其他一切重要问题，“当局”也好，杜马也好，都完全不是不闻不问，而是关心的（关心腰包）。

“当局”也好，杜马也好，对这些问题作出的“力所能及的”解决，恰恰只是符合地主的利益和力量的力所能及的解决，因为地主无论在当局还是在杜马中都占优势。

尼孔主教感觉到，生活本身正在粉碎他的黑帮观点；他无论在杜马还是在“当局”各个方面所看到的情况正在粉碎这些观点。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尼孔主教却无法理解，或者说不敢去理解。

但是，生活一定会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在任何一个农村中，那些同尼孔主教思想一致的人，对于接受生活的教训，十个有九个最终大概都不会象尼孔主教那样迟钝。





	载于1913年9月26日《劳动真理报》第1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18—19页

















[16]指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时颁布的新的国家杜马选举条例。依照这个选举条例，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与过去相比减少一半（农民复选人由占总数44％减到22％，工人复选人由4％减到2％），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复选人共占总数65％，其中地主复选人占49．4％），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这个选举条例还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某些省份的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29席减为10席，波兰王国由37席减为14席）。——[20]。



[17]《叶尼塞思想报》（《Енисей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12—1915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出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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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国的管理和关于俄国的改良

（1913年9月26日〔10月9日〕）

有份下流杂志叫《公民》[18]，是美舍尔斯基先生编辑的。这位在彼得堡各种高级官“场”饱经世故的公爵，一向在这本下流杂志上鼓吹各种最反动的东西。

这本下流杂志颇惹人注目，首先是由于这位爱多嘴的公爵经常在杂志上泄露俄国最高管理机关的机密，因为真正管理俄国的是美舍尔斯基公爵过去和现在都在与之周旋的身居高位的地主。而这些地主实际上正是本着美舍尔斯基公爵的主张、设想和提议的精神和方法来管理俄国的。

其次，这本下流杂志颇惹人注目，是由于身居高位的杂志编辑确信他的杂志永远不会传到人民手里，他才常常对俄国的管理进行最无情的揭露。

下面就是这位身居高位的公爵的两份很有意思的自供。


　　他写道：“有这样一种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有些对俄国和俄国人深表同情的（有好感的）热情的法国人、比利时人和英国人不时来到我国，住在豪华的旅馆里，接着向某位官员递交推荐信……过了10来天，这些来访的外国人就受到某位大臣的接见，并得到给予某种承租权的许可，他们便满怀希望而归……后来他们又来了，过了一周，就已经在俄国某地获得了承租权，而且一个劲地算计着未来的收入，实现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



　　美舍尔斯基公爵就是这样写的。他破例道出了真情。俄国资本主义中某些特点还表现得非常强烈，这就是亚洲式的原始，官员行贿，同达官显贵瓜分垄断利润的金融资本家捣鬼。当我国的民粹派在同这些卑鄙无耻的捣鬼活动作斗争（他们斗争得对）时，他们却往往认为这就是在同资本主义作战。他们的错误是明显的。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资本主义的民主化而斗争。
　　这位反动已极的公爵在另一处写道：“我在国外与各种不同身分的人打过交道……我不曾记得有过把社会的或国家的改良当作话题的事情……我看报……但是没有见过有关改良的文章……相反，我刚一踏进国土，刚一到家，拿起第一张俄国报纸，就看到第1版、第2版甚至第3版上都刊登着关于某些改良的文章。”



　　观察是正确的。欧洲资产阶级不需要改良，俄国资产阶级则需要。这位身居高位的公爵无法理解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资产阶级需要改良，正好说明工人采取坚决反对改良主义的策略是正确的，对于这个道理，他和有些聪明人一样是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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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公民》（《Гражданин》）是俄国文学政治刊物，1872—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创办人是弗·彼·美舍尔斯基公爵。原为每周出版一次或两次’1887年后改为每日出版。19世纪80年代起是由沙皇政府供给经费的极端君主派刊物，发行份数不多，但对政府官员有影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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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查苏利奇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

（1913年9月）

1913年7月19日，《现代生活报》[19]第8号刊载了一篇维·查苏利奇为取消主义辩护的精采文章（《关于一个问题》）。我们提醒一切关心工人运动和民主问题的人，要特别注意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这位权威作者的坦率态度来说，都是有价值的。


一

维·查苏利奇首先同一切取消派一样，对党进行百般非难，然而作者的坦率却使她自己暴露无遗。维·查苏利奇的文章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是知识分子为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鼓动而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创建但马上又分裂了的地下组织。”实际上，党成立于1898年[20]，以1895—1896年兴起的群众性工人运动为基础。早在1894—1895年就有成百上千的工人（如彼得堡已故的巴布什金）不仅在小组里听讲，而且还亲自做鼓动工作，然后又到其他城市去建立工人组织（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一些组织就是由彼得堡派去的巴布什金等人创建的）。

运动初期，知识分子占较大优势的情况不仅俄国有，而且到处都有。维·查苏利奇把这个事实当作诽谤工人政党的某种口实，这样她就毁掉了取消主义对经历过1894—1896年鼓动和罢工的一切有头脑的工人的影响。


　　查苏利奇写道：“……进行这项工作的各个地下小组1903年联合成一个秘密社团，拟订了等级制章程。很难说这样的新组织究竟是帮助还是妨碍当前的工作……”



　　任何一个不愿当健忘的伊万[21]的人都了解，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小组不仅在1903年，而且从1894年起（有些还更早），就既帮助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鼓动，又帮助罢工和宣传。公开声明，“很难说这个组织究竟是帮助还是妨碍工作”，这不仅是歪曲历史的弥天大谎。这意味着背弃党。确实，既然很难说这个组织究竟是帮助还是妨碍工作，那为什么还要珍视党呢？并非人为安息日而生，而是安息日为人而设，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取消派所以要事后背弃过去的党，就是要为背弃现在的党进行辩护。

维·查苏利奇在谈到这个现在，谈到六三时代的时候写道：“我听到的消息说，各地区的组织部门人都跑光了……”

事实是不容争辩的。无论是地区组织部门还是一切其他组织部门，人都跑光了。整个问题就在于：怎样说明组织中这种开小差的现象，以及怎样对待这种现象？

维·查苏利奇回答说：“人都跑光了，因为当时那里无事可做。”

回答是坚决的，这等于坚决谴责地下组织并为组织中开小差的行为进行辩护。然而，维·查苏利奇是怎样证明她的论断的呢？（1）宣传员无事可做，因为有“许多工人”把自由时期的出版物“组成了自己的许多小书库，它们还没有被警察抄走”。

可笑的是，维·查苏利奇竟然未能察觉她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如果警察“抄走了”这些小书库，那就是说要讨论和领会读过的东西，并进一步加以研究，都得进行地下工作了！维·查苏利奇要想证明“无事可做”，可是从她的自供中却得出有事可做的结论。

（2）“至于在这一期间进行地下政治鼓动工作的可能性，是根本谈不上的。况且提倡这种‘行动’也不属于各地区的权利和义务。”

维·查苏利奇重复取消派的言论，她却并不了解情况。在上面所谈到的时期有困难，比以前更困难，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永远是“困难的”，而他们和自由派的区别恰恰在于：他们不把困难说成无法做到。自由派则把困难的工作说成是做不到的，以便为自己背弃这种工作开脱。困难的工作会使马克思主义者努力把那些优秀分子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去克服困难。

客观事实是，这种工作在上面所谈到的时期是能做到的，而且也做了，只要看看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22]的选举就可以证实这一点。其实，维·查苏利奇也不想想，要是没有地下组织的参与，地下组织的拥护者能够进入国家杜马吗？

（3）“……地下小组内无事可做，而在小组以外却有大量的社会工作要做……”俱乐部、各种社团、代表大会和演讲等等。

这就是一切取消派所作的而为维·查苏利奇所重复的议论。她的文章可以直接推荐给各个工人小组，作为分析取消主义灾难的教材！

除此以外，地下组织所以需要，其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俱乐部、社团和代表大会等方面进行的工作都是同地下组织相联系的。

不妨把我的这个论点和维·查苏利奇的论点作个比较。请想一想，维·查苏利奇把在合法社团进行的工作说成是“在”各地下小组工作“以外”进行的工作，这有什么根据呢？？为什么说“在……以外”，而不是“密切配合”，不是“方向一致”呢？？

维·查苏利奇是没有丝毫事实根据的，因为谁都知道，没有地下小组成员参加的合法的社团和其他组织大概几乎一个也没有。维·查苏利奇的论断唯一的根据，就是取消派的主观情绪。取消派的情绪，就是他们在地下组织内无事可做，他们只支持在地下组织以外的工作，只支持在地下组织思想路线以外的工作。换句话说，维·查苏利奇的“根据”无非是为取消派从地下组织开小差辩护！

可怜的根据。

但是，我们不能只限于指出维·查苏利奇写的这些东西的主观根据，指出她的这篇文章句句都有事实错误和逻辑错误。我们还必须查一查造成“各地区人都跑光了”，即从地下组织开小差这一确凿事实的客观根据。

不必到远处去查。大家知道，在上面所谈到的时期，俄国资产阶级社会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中反革命情绪大肆泛滥。大家知道，在自由时期暴露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严重对抗，而这种对抗便产生了这种反革命情绪，同时又使无产阶级的许多不坚定的朋友思想混乱，苦闷消沉，灰心丧气。

在上面所谈到的时期，各阶级之间的这种客观的相互关系向我们充分说明，为什么资产阶级，特别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由于他们手中的对人民群众的领导权已被夺走）必定要恨地下组织，说地下组织是毫无用处的和“无活动能力的”（维·查苏利奇语），谴责和否定地下的政治鼓动工作，谴责和否定本着地下组织的精神、根据它的口号并且思想上和组织上同它密切配合进行的合法工作。

从地下组织开小差的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受反革命情绪影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同路人”，在我国也和欧洲一样，这些人感兴趣的只是无产阶级（在欧洲是一般平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所起的解放作用。1905年以后，很大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离开了地下组织而分别投入各种合法的知识分子安乐窝，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不管维·查苏利奇的主观愿望如何“善良”，但是她所重复的取消派议论客观上就是和反革命自由派的庸俗见解相呼应。取消派关于“工人独立”等等叫嚷得最厉害，实际上他们所代表和维护的正是那些脱离工人运动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知识分子。

地下组织中开小差的现象，对某些人说来，可能是由疲惫和消沉造成的。对这样的人只能表示遗憾；只要他们不再消沉下去，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抛弃庸俗观念，愿意脱离自由派，放弃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而愿意重新加入工人的地下组织，那就应该给他们以帮助。但是，如果疲惫和消沉的人们爬上了报刊论坛，宣布他们开小差不是疲惫、不是软弱、不是知识分子精神空虚的表现，而是他们的功劳，并且把过错归咎于“无活动能力”、“毫无用处”、“死气沉沉”等等的地下组织，那么，这些逃兵就会变成可恶的叛徒、变节者。那么，这些逃兵就会变成最坏的谋士，因而也是工人运动的危险敌人。

当你看到取消派在替这帮家伙作辩护和唱赞歌，并且赌咒发誓说他们这些取消派是主张统一的时候，那你只能耸耸肩，问自己：他们打算用这些蠢话和这种伪善态度来欺骗谁呢？不同为叛党言论唱赞歌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工人政党就不可能存在，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

取消派（追随他们的还有维·查苏利奇）沾沾自喜，把这些变节者和逃兵称之为“工人阶级的有生力量”。但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这些遁词早就被全俄规模的无可争辩的事实驳倒了。工人选民团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第二届杜马[23]中占47％，在第三届杜马中占50％，在第四届杜马中占67％。这就是1907—1913年时期工人脱离取消派的铁证。而第一家工人日报[24]的出现以及目前在工会中所看到的现象，都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如果看客观事实，而不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那些大言不惭的和毫无根据的声明，那就会发现：工人阶级的有生力量都是拥护地下组织、反对取消主义的人。

但是，维·查苏利奇关于过去的一切议论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为背叛和背弃党的行为辩护，仅仅是为破坏党的行为进行辩护的序曲。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维·查苏利奇文章中的这些最重要的部分。


二

文章写道：“……地下组织始终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最薄弱的一个方面……”（不多也不少，恰恰是“始终”！）我们的取消派是大胆的历史学家。“始终”，就是说1883—1893年，即党有组织地领导的群众性工人运动开始以前就是这样；就是说1894—1904年也是这样。那1905—1907年呢？


　　“……不过，它即使好上10倍，也承受不了革命和反革命。我不记得，欧洲历史上有哪一个革命组织挺过了革命，而在反动关头又是有活动能力的。”



　　这种议论“妙语”连珠，简直叫人不知从何分析起！维·查苏利奇“不记得”欧洲历史上使她感兴趣的事情。但是，查苏利奇记不记得，在邻国已有几十万上百万党员的独立工人政党存在，而本国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形成了团结一致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全国规模的工人运动的情况下，“欧洲历史上”可曾发生过资产阶级革命呢？

维·查苏利奇不可能“记得”这样的事，因为“欧洲历史上”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在20世纪以前的这段历史上，不曾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决定作用的事。

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这位取消派援引“欧洲历史上”的历次资产阶级革命中不曾有过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群众性罢工为例，是为了背弃或者贬低、减少、缩小、削减过去曾经具备，现在仍然具备上述两个根本条件（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的国家所担负的任务！

维·查苏利奇不懂得（这种无知也是取消主义最突出的特点），她用另一种说法，根据另一条理由，从另一个观察问题的方面，把普罗柯波维奇这个自由派的思想重复了一遍。这位自由派恰恰在他还作为极端“经济派”（1899年）[25]而同社会民主党决裂的时候，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自由派搞政治斗争，工人搞经济斗争”。

1895—1913年的俄国工人运动中，整个机会主义都趋向于这种思想，都倒向这种思想。俄国社会民主党只是在向这种思想进行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也只有在这种斗争中才有可能成长起来。同这种思想作斗争，使群众摆脱这种思想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俄国的独立工人运动而斗争。

普罗柯波维奇是针对当前的任务，用请求或者说希望的形式来说出这种思想的。

维·查苏利奇则以似乎是回顾历史、追溯往事的议论形式或评述事态的形式把这个思想重复了一遍。

普罗柯波维奇直接、坦率、明确、不客气地说：工人兄弟们，打消政治独立的念头吧！而维·查苏利奇却不明白取消主义把她带到了什么地方，正在通过曲曲折折的道路走向同一个深渊。她说什么，工人兄弟们，即使仿效欧洲的榜样，你们也不应该有象1905年那种你们原有的、经受过考验的类型的“有活动能力的”组织。自由派从1905年起就抛弃了对“地下组织”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成立了“有活动能力的”、公开的组织，虽然它并未被六三体制承认是合法的，但毕竟得到六三体制的默许，它还保留着自己的议会党团、自己的合法刊物、自己的实际上尽人皆知的地方委员会。而你们呢，工人兄弟们，你们的原有的组织是无活动能力的，而且根据“欧洲历史”的教训，也必定是无活动能力的，而我们取消派则天天都答应和许诺你们建立一个新的“公开的党”。你们还要怎么样呢？你们应该为我们取消派的诺言感到满足了，要狠狠地斥责你们原有的组织，唾弃它，背弃它，在我们关于建立“公开的党”的诺言实现以前不要任何组织！

这就是维·查苏利奇的取消主义议论的真实含义，这种含义不取决于她的意志和意识，而取决于俄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工人运动的客观条件。这也正是自由派所希望的。维·查苏利奇不过是附和普罗柯波维奇罢了！

俄国与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不同，正是它提供了证明原有组织仍然有生命力和活动能力的一个国家的范例。这个组织即使在反动时期也保存下来了，尽管取消派和一批庸人都脱离了它。这个组织保存了自己原来的类型，并且善于使自己的形式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善于根据局势的要求更改这种形式，而目前的局势正标志着“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26]

我们认为，第四届杜马的选举结果就是原有的组织具有这种适应能力的客观证明（如果拿最简单、最明显、最易于为自由派所了解的一个证明来说）。正如已经指出的，拥护原有组织的有22/3的工人选民团的代表，其中包括所有6个主要工业省份的代表。在这些省份中，有近100万各类工厂工人。这些真正的群众，即无产阶级的群众，其中一切有朝气的、一切有觉悟的、一切有威信的都参加了选举，都在改变自己的原有组织的形式，改变它的活动的条件，但保持它的方向、它的思想政治原则和活动内容。

我们的立场是鲜明的。这个立场从1908年起就坚定不移地确定了。而取消派在没有成立新组织以前，是没有任何立场的，这正是他们的悲剧。他们只是对令人厌恶的过去叹息，幻想美好的未来。


三

维·查苏利奇写道：“……组织对党是需要的。”她已经对斯德哥尔摩的（1906年）决议表示不满了，当时孟什维克虽然占优势，还是不得不通过了有名的党章第1条。[27]

如果说这是正确的（而这无疑是正确的），那么，维·查苏利奇就不对了，那她只好背弃孟什维克的斯德哥尔摩的决议。组织不仅“对党是需要的”，——任何一个想“利用”工人政党来执行反工人政策的自由派和资产者都承认这一点。党是联系在一起的各个组织的总和。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这个组织下面又分成密如蛛网的各种地方的和专门的、中央的和普通的组织。

取消派在这方面又没有任何立场。1903年，他们对党员资格采取了这样一种看法：不但加入组织的算是党员，而且在组织监督下工作（在组织以外）的也算是党员。维·查苏利奇回顾这个细节时，显然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她写道：


　　“……10年前，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就感到不可能再把整个党隐藏在地下组织中了……”



　　既然孟什维克在1903年就厌恶地下组织，那为什么在1906年，在党已经处在“公开”得多的时代，他们自己在代表大会上占优势的时候，却撤销了他们1903年通过的孟什维克的决定，而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定呢？维·查苏利奇写的党的历史竟处处都惊人地、难以置信地歪曲事实！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孟什维克接受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党是各个组织的总和这一定义，既然维·查苏利奇及其伙伴再一次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既然他们现在认为他们1906年的那个决议又错了，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一点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呢？总的说来，对这个问题维·查苏利奇看来很重视，因为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是她自己提起1903年的！

读者会看到，没有什么比取消派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更糟糕更混乱的了。根本毫无观点可言。这是优柔寡断和出尔反尔的样板。维·查苏利奇大发脾气，高声叫喊：“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是荒谬的说法。”然而“发脾气”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切列万宁本人就公开说过，1907年孟什维克党团在伦敦召开的几次会议都指出过未来的取消派在“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无论是在当时或者是在现在，取消派的头面人物都落到了毁掉取消派这一如此奇特的境地。


　　维·查苏利奇写道：“……组织对党是需要的。”“但是，要在较长的时期掌握全党，并且和平地〈！〉存在于同一形式之中，遵守同一党章〈什么话！〉，那只有在法制已经确立并得到巩固〈如果法制有朝一日能在俄国得到巩固〉，俄国的社会生活走完了崎岖的山路，终于踏上坦途的情况下才可能办到；俄国的社会生活沿着这条山路加速步伐走了整整一个世纪，时而攀援而上，时而堕入反动的深渊，待到创伤痊愈后，又开始攀登山峰……”



　　这段取消派的宏论作为思想混乱的样板值得给予嘉奖。作者究竟要干什么，谁能懂得呢？要修改“党章”吗？那么，先生们，你们说的修改党章是什么意思，看在上帝的面上，请说吧！不过不要让自己变成笑柄，不要“高深莫测地”去证明党章不是不可修改的东西。

但是，维·查苏利奇含糊其词地谈“同一党章”（顺便指出，党章恰恰在1912年作了修改[28]），并没有提出任何修改。

维·查苏利奇究竟要干什么呢？她要说，在俄国走完崎岖的山路而开始踏上坦途的时候，党才能成为组织。这是自由派和路标派[29]非常值得称道的思想：他们说，在踏上坦途之前，到处乌烟瘴气，党不象党，政策不象政策。踏上“坦途”之后，一切都将“秩序井然”，而走“崎岖的山路”的时候只是一团混乱。

这些议论我们早就在自由派的言论里见到过了。从自由派对地下组织和“崎岖的山路”的仇恨来看，这些议论是可以理解的、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在这里事实被歪曲了（因为在俄国，党的组织有许多是地下组织），但是我们知道，对地下组织的仇恨怎样蒙住自由派的眼睛，使他们对事实视而不见。

但是还要再问一次，维·查苏利奇究竟要干什么呢？她认为在我国，似乎党作为组织所以……是不可能的？思想暧昧，吞吞吐吐，把人头脑搞胡涂了的又臭又长的语句，官样文章，从本丢推给彼拉多[30]。只能使人觉得作者想偷偷否定一切组织。但是，当维·查苏利奇偷偷这样干的时候，终于还是讲出来了……请看她的思想的精粹吧：


　　“我国有一个广大的工人阶层，这个阶层如果在西方不论哪一个社会党里，都有充分的权利占一席地位。这个迅速成长的阶层具有一切力量（它要组成政党，所缺少的只是正式参加党的机会），不管我们给这个阶层定个什么名称，我们想到它和说到它时，都将把它当作一个政党。”



　　因此，在争论取消党的时候，必须明白，取消派把党理解成某种别的东西。他们把党究竟理解成为什么呢？原来：“广大的工人阶层要组成政党〈！！〉，所缺少的只是〈！〉正式参加党的机会”。

这真是妙不可言。党就是那些“缺少正式参加党的机会”的人。党就是站在党外的人。

维·查苏利奇确实为我们搜罗了不少妙语，坦率地说出了一切取消主义者拐弯抹角想说的话。


四

德国现在有近100万党员。在那里，将近425万人是投社会民主党的票的，而将近1500万人是无产者。请看，这个简单而又生动的例子就足以使被取消派弄乱了的问题得到澄清。100万人，这就是党。100万人加入了党的组织。425万人，这就是“广大阶层”。事实上，这个阶层还要大好多倍，因为妇女无权投票，而不具有居住资格、年龄资格等等的许多工人也无权投票。

这个“广大阶层”几乎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他们，党就没有力量。一旦发生任何行动，这个广大阶层都会扩大2－3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大批非社会民主主义者也会跟着党走。

这难道不清楚吗？这个简单道理还要反复加以说明，简直叫人有些难为情！

德国和俄国又有什么不同呢？问题完全不在于我国“党”和“广大阶层”之间没有差别！为了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法国。我们看到（大致情况；数字愈精确只会使我的结论更有分量）法国的情况是：





	　　党员……………………………………………………将近700000人

［注：根据1913年布列斯特最近一次代表大会[31]的报告，准确数字是68903人。］



“广大阶层”（投社会民主党的票的人）…………将近1000000人

无产者…………………………………………………将近10000000人









而在俄国呢？1907年有15万党员（伦敦代表大会统计核实）。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大概减少了很多，但是减少了3万还是5万，不能确定。

我国的“广大阶层”，如果加上投社会民主党的票的人数，是30万到50万。最后，我国无产者大约将近2000万人。我再说一遍，这里也是一个大概数字，但是任何其他数字（如果谁想更准确地论证这些数字），只会更加有力地肯定我的结论。

结论是：在一切国家里，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除了“党”以外，还有靠近党的“广大阶层”和组成党、为党提供成员和养料的这一阶级的广大群众。取消派不懂这个简单明了的事情，因而重犯1895—1901年“经济派”的错误；而“经济派”是根本不能理解“党”和“阶级”之间的差别的。

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10倍，100倍，甚至更多。

这是否可能呢？100人的力量是否能够超过1000人的力量呢？

有组织的100个人，不但可以超过而且一定会超过。

组织能使力量增加10倍。这个道理实在并不新鲜。如果对维·查苏利奇和取消派非得从头讲起不可，那也不是我们的过错。

先进队伍的自觉性也表现为它有组织起来的本领。当它一旦组织起来，就会获得统一意志，而先进的1000人、1万人、100万人的这个统一意志就会变成阶级的意志。党和阶级之间的媒介就是“广大阶层”（比党大但比阶级小），这就是那个投社会民主党的票的阶层，那个帮助和支持社会民主党的阶层，如此等等。

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党与阶级的关系，由于历史条件和其他条件而各不相同。例如，在德国，参加党组织的人数将近占阶级的1/15；在法国则将近占；1/140。在德国，“广大阶层”每4—5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就有1名党员；在法国，14个中有1名。事实上，在法国，即使在组织“公开”和政治自由的情况下，也不曾有过10万人的政党。

每一个明白道理的人都了解，德国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原因允许一个阶级1/15的人组成一个政党，在法国则难以办到，而俄国目前就更难了。

如果有一个法国人忽然间说：我们党是一个小组，不是一个党，党不能关进组织里去。党就是一个广大阶层，其中有一切力量，等等。你们会说他什么呢？也许，你们会为这个法国人没有呆在精神病院而感到惊奇吧。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虽然感到、看到和知道我们走的还是崎岖的山路，也就是说，组织的条件比较困难，但是又声称，“他们想到和说到广大阶层〈没有组织起来的！〉时，都将把它当作一个政党”。但是，在我们俄国，却有人对这些人说的话信以为真了。这些人都是党内惊慌失措的逃兵，是一些丧魂落魄的党外的或者是和党貌合神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在自由派的灰心丧气、苦闷消沉和背弃思想的压力下抵不住了。


五


　　维·查苏利奇在那篇精彩文章的结束语中写道：“为了成为有用的力量，这种地下组织（虽然也只有它称为党）必须象党的负责人对待党那样，来对待这个工人的社会民主党〈即对待维·查苏利奇认为有“一切力量”的那个广大阶层，关于这个阶层，她声称：“我们想到它和说到它时，都将把它当作一个政党”〉。”



　　请琢磨琢磨这段议论吧！在维·查苏利奇这篇妙语连珠的文章中，这段议论是最妙的了。第一，她明明知道，在现代的俄国什么称之为党。而好几十个取消派的著作家过去和现在都要公众相信：似乎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因此，关于取消党的争论就被这些先生弄得混乱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那些反对粗俗、平庸的取消派，关心工人运动命运的读者们应该向维·查苏利奇的这篇文章请教，到她那儿去寻求关于什么是党这个过去和现在都被弄得模糊不清的问题的答案吧。第二，请仔细读读维·查苏利奇的结论。她告诉我们，地下组织应该象党的负责人对待党那样，来对待广大阶层。试问，任何一个社团的负责人同该社团的关系的实质何在呢？显然，实质在于，负责人不是实现他个人的（或集团的或小组的）意志，而是实现这个社团的意志。

用什么方法来确定几十万人或几百万人的广大阶层的意志呢？如果广大阶层没有组成一个组织，要确定它的意志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一点连小孩子也明白。维·查苏利奇以及其他的取消派的悲剧就在于：他们站到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斜坡上，一直滚向最恶毒的无政府主义的泥坑。

维·查苏利奇本人承认“广大阶层”“所缺少的是正式参加党的机会”，因而“没有机会”“组成政党”，她还声称，取消派想到和说到这个广大阶层时，都将把它当作一个政党，而地下组织必须把这个阶层当作上级机关，当作处理有关“负责人”等等问题的最高的决定者。这样的看法才恰恰是最完整最确切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

承认组织这些广大阶层或这些群众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反对组织的时候却又求助于广大阶层或群众，——这就是地地道道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所以是工人运动中危害最大的因素之一，就是因为一方面他们一贯高谈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或者甚至高谈整个被压迫群众），一贯破坏一切社会主义组织的名声，而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又不能建立起什么别的组织来与之抗衡。

至于如何看待没有组织起来的（和长时期、有时是几十年没有组织要求的）群众对党、对组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者有根本不同的看法。正是为了使一定阶级的群众能够学会认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处境，学会推行自己的政策，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必须立即建立而且无论如何也要建立这个阶级先进分子的组织，即使起初这些人只占本阶级的极少部分也无妨。为了为群众服务和代表他们正确地意识到的利益，先进队伍即组织必须在群众中开展自己的全部活动，毫无例外地吸收他们中间的一切优秀力量，并且要随时随地仔细客观地检查：是否同群众保持着联系，联系是否密切。这样，也只有这样，先进队伍才能教育和启发群众，代表他们的利益，教他们组织起来，使群众的全部活动沿着自觉的阶级政策的道路前进。

如果由于直接或间接被吸收参加竞选工作或参加选举的所有群众开展了政治活动，结果所有当选的工人代表就是地下组织和地下组织的政治路线的拥护者，即党的拥护者，那么，我们就获得一个客观事实，足以证明同群众联系密切，证明这个组织有权成为并有权称之为群众的阶级利益的唯一代表者和表达者。任何一个有政治觉悟的工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任何一个工人团体都可以参加选举工作，并且对选举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指导；假使结果正是被取消派嘲笑、责骂和藐视的组织带领群众跟随自己前进，那就表明，我们党对群众所采取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广大阶层要组成政党，所缺少的只是正式参加党的机会”，这种论调就是无政府主义。俄国工人阶级如果不同腐蚀群众、破坏组织的根本概念和根本原则的这种论调作最无情的斗争，就不能巩固和发展自己的运动。

用“广大阶层”代替党，这种论调就是为极端专横和嘲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进行辩护（而且，这些嘲弄者言必称“群众”，口口声声“群众长”，“群众短”）。大家都知道，取消派就是用这种论调把他们自己，把他们的知识分子小组装扮成“广大阶层”的代表者和表达者的。他们说，既然我们代表的是“广大阶层”，那么“狭隘的”党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既然我们代表的是“广大阶层”，想必是代表几百万几千万人，那么领导100万工人参加选举的某个地下组织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论是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还是工人报纸的出现，无论是为这些报纸捐款还是彼得堡五金工会、店员代表大会，[32]——所有这些客观事实都清楚地证明，取消派是一个由脱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团体。而“广大阶层论”使取消派可以不顾种种客观事实，踌躇满志，自以为了不起……


六

从逻辑和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来看，维·查苏利奇的这篇文章笑话百出。读者自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看法：难道这篇胡说八道的文章就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了吗？这里面倒是有一种观点，从这种观点来看，维·查苏利奇的文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合乎逻辑和正确的，如果我们不指出这一点，那我们的分析就不充分了。这就是分裂的观点。

工人运动史上，有过许多失败的、一事无成的甚至是害人的政党的先例。暂且假定我们的党是这样的一个党吧。那么容忍这个党存在，尤其是同它的代表和解，是有害的，是犯罪的。那么，就必须与之斗争，消灭这个党，用新的党来代替它。

如果对地下组织是有害的这个观点深信不疑，那么，她的这篇文章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自然的；那么，“不知道它（党）过去究竟是帮助还是妨碍”，现在究竟是帮助还是妨碍之类的说法，也就可以理解了。我们将为离开党的人辩护并赞扬 
［注：顺便指出，这种为脱离党辩护的言论在维·查苏利奇的下面一段话中也可以找到：“广大阶层要组成政党，所缺少的只是正式参加党的机会”。成千个事实都说明恰恰相反。维·查苏利奇说“缺少机会”，事实上是为庸俗观念辩护，要不然就是为恶劣的品质辩护。］

 他们，将说明这是原有的党“无活动能力造成的结果”。我们将代表这个原有的党向非党人士呼吁，要他们加入新党。

维·查苏利奇没有说出这个分裂的观点。也许，作者主观上认为这个事实是重要的和很有意义的。但是客观上这个事实的意义并不大。既然作者说出俄文字母а，б，в，并且把字母表上所有的字母都一一列出，只是不提最后一个，那可以打赌，1000个读者中有999个自己会把最后一个字母念出来（或出声或不出声）的。一切取消派都处在这样一种可笑的境地：他们举出一大堆分裂的理由，然后要么缄默不语，要么补充说，他们“赞成统一”。

我们无论对维·查苏利奇的文章，还是对尔·谢·、唐恩、列维茨基、叶若夫、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等人的数十篇这类文章，只能作这样的回答：统一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坚决批判“以广大阶层代替党的理论”，批判对地下组织的一切攻讦，批判维·查苏利奇的文章并且概不接受一切类似的言论。党如果不同那些驳斥党存在的必要性的人进行斗争，它就不可能是“统一的”。

从分裂的观点来看，维·查苏利奇的文章是合乎逻辑的和正确的。假如取消派能够创建一个新党，假如这个新党确实比原有的党好，那么，维·查苏利奇的文章（以及取消派的全部著作）就为历史所证明是正确的。创造真正属于工人的好的政党的人有权破坏一个无活动能力的、一事无成的原有的党，否认这一点就是一种愚蠢的脉脉温情。如果取消派任何一个新党也组织不起来，任何别的工人组织也建立不起来，那么，他们的全部著作和维·查苏利奇的这篇文章将会成为记录那些脱离了党的、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惊慌失措的文献，这些知识分子受反革命浪潮的冲击，苦闷消沉，丧失信心，庸庸碌碌，已成为自由派的尾巴。

二者必居其一。中间立场是没有的。在这里没有“调和”的余地；不能说“埋葬一点儿”原有的党或者是“创建一点儿”新党。

顺便提一下，俄国当前经历的历史时期的特点恰恰在于：有一个并不怎么大的党的核心，能够在暴风雨时期坚持下来，尽管同这里那里个别组织会失去联系仍能保存下来，能够确保自己对广大工人群众的（自然不是同现在的欧洲相比，而是同1849—1859年的欧洲相比）强大影响，——而且这个核心处在许许多多反党的、无党性的、党外的以及同党貌合神离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准社会民主党人的包围之中。

我国的情况正是这样的，也必然是这样的，同我国比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依然象勃朗峰一般巍然耸立，而在我们这个国家……在国内甚至连自由派除了“崎岖的山路”以外，什么别的道路也看不见，况且司徒卢威先生之流十几年来还培养出成百上千用准马克思主义词句来表达自由派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就拿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来说吧。他在我国的新闻界和社会活动中是一位知名人物。实际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派。但是，担心他会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反党的社会民主党人，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再拿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先生来说吧。他是一位气质比较忧郁、对工人比较热情的自由派。他无疑也是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无党性的社会民主党人。再拿《基辅思想报》和《我们的曙光》杂志[33]、《光线报》[34]等等中的著作家们来说吧。这是一大批党外的、同党貌合神离的社会民主党人。其中有一些人多半在幻想创建一个新的、公开的党，但是，如果“过早”着手实行天才计划，那是不是太丢脸了，这个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另外一些人则专爱发誓赌咒，硬说他们什么都不想取消，他们主张统一，并且完全赞同……德国社会民主党。

再看一看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吧。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就是齐赫泽；涅克拉索夫仿佛象先知一样预见到了这个人物，他写道：





	　　“……遇到困难棘手的问题，有时要从旁边绕过去……”[35]









在第三届杜马和第四届杜马初期这段时期内，社会民主党人最困难最伤脑筋的年代是1911—1912年。取消派和反取消派的工人刊物逐渐创立。齐赫泽却“从旁边绕过去了”。他既不沾这一边，又不沾那一边。他是一个同党貌合神离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似乎是在期待和观望：一方面，除了原有的党，不存在别的党；另一方面，说不定“他们”会把它埋葬一点儿……你要是听听他的言论，就会拍手叫好：他俏皮而辛辣地抨击右派，他谈得热烈而一针见血，他为原有的传统辩护，——但是当你打开取消派的报纸的时候，你就会捂住鼻子，原来里面在猛批“狂热”，轻蔑地踢开传统，教工人鄙视组织，所有这一切都好象得到齐赫泽的赞同，因为撰稿人名单中就有齐赫泽的大名。当你读到阿恩代表《光线报》编辑部严厉斥责齐赫泽的文章时，不禁会想到：我们这位可怜的齐赫泽和我们这位好心的阿恩在试图推翻唐恩的压制时，是不是遭到了啼笑皆非的失败……

有一些人为了无产阶级统一的伟大原则，劝党同那些同党貌合神离的准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个或那个集团妥协，而这些集团在关于埋葬还是巩固原有的东西的问题上想“从旁边绕过去”，或者是摇摆不定。不难了解，这些人要么是自己摇摆不定，要么是对实际情况不甚了了。一个想生存的政党，在它自己的存亡问题上是不能允许丝毫动摇的，是不能允许同那些要埋葬它的人作任何妥协的。想在这类妥协中充当中介人的不乏其人，但是所有这些人，用一句古话来说，都是白耗灯油，浪费时间。




附言：《现代生活报》第13号（1913年7月25日）上刊登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题为《过去和现在》的结论性文章，极其清楚地证实了我们的话。这篇空空洞洞的文章的真正实质当然并不在于可笑地吹嘘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而在于重新提出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不言而喻，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不愿意重提他在1906—1907年主张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这一痛苦而可悲的经验的：干吗要翻老帐！当前时局的种种特殊条件，如有可能召开所谓专门性的和专题的工人代表大会（今天是店员代表大会，也许明天就是保险业人员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等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也没有提及。店员代表大会的经验，大概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也不中意，因为大多数出席这个代表大会的人（根据取消派自己在《现代生活报》上被迫承认的）都是反对取消派的。

阿克雪里罗得不谈过去的事，也不谈现在的事。他宁愿幻想未来的“解冻”——还好，那些解冻的具体条件我们一无所知！他幻想召开“即使不是全俄国的，也是全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而这个代表大会后来也确实叫作全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了。

总之，原来的天才计划有两点变动：第一，不单是工人代表大会，而且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这是一个进步。我们欢迎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6年中前进了这么一步。如果他确信与左派民粹派实行“联合”的不切实际的计划是有害的，那我们也欢迎。第二，以全俄罗斯的代表大会代替全俄国的代表大会。这就意味着拒绝同俄国境内的非俄罗斯民族的工人实行完全统一（阿克雪里罗得认为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在非俄罗斯民族工人中间已经彻底破产！）这就后退了两步。这是在工人运动中把分离主义奉为准则！

但是，厉害的还在后头哩。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什么一心想要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呢？且看看为什么吧：


　　“……在农奴制国家和等级社会政治制度的落后历史基础上形成的原有的党的规章制度，近年来正经历着取消的过程。而工人代表大会将结束这一过程，同时又将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存在中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即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和西方各社会民主党完全相同的原则上发展的时代。”大家都知道，这些“完全相同的原则”就是合法的党的原则。明确地讲，这就是说，取消派所以需要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是为了“结束取消”原有的党的“过程”，并创建新的、合法的党。



　　这就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长篇大论的简要含义。你们看，这就是同党貌合神离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最新发明！至于党员必须在党内担任工作并且要巩固党，——这个陈旧的、过时的思想，已被阿克雪里罗得送进档案库了。我们什么也不取消，这是诬蔑，我们只是站在“旁边”，大声疾呼“结束取消党的过程”罢了。而且我们赌咒发誓：明天我们将成为未来的合法政党的优秀党员。

这些1913年的热情的、同党貌合神离的社会民主党人，很象1903年的自由派，这些自由派曾经断言，他们完全是社会民主党人，并且一定会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党员……自然，是在党成为合法政党的时候。

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俄国获得政治自由的时刻将会到来，那时我国也会有一个合法的社会民主党。也许，现在的同党貌合神离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一些人会加入这个党。

好吧，我们未来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未来的合法政党的队伍中再见吧！不过，请原谅，同党貌合神离的社会民主党人先生们，目前我们走的并不是一条路，因为目前你们做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而是自由派的工作。





	载于1913年9月《启蒙》杂志第9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22—44页

















[19]《现代生活报》（《Живая　Жизнь》）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3年7月11日（24日）—8月1日（14日）代替《光线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9号。该报被查封后又于8月8日（21日）起继续出版《新工人报》。《现代生活报》和《新工人报》的实际编辑是费·伊·唐恩。关于《光线报》见注34。——[25]。



[20]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1898年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1—日（13—15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倡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早在1895年12月列宁就在狱中草拟了党纲草案，并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由于彼得堡等地的组织遭到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基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担任。出席代表大会的有6个组织的9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1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2名，崩得的代表3名。大会通过了把各地斗争协会和崩得合并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在民族问题上，大会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决权。大会选出了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代表斯·伊·拉德琴柯、基辅《工人报》代表波·李·埃杰尔曼和崩得代表阿·约·克列梅尔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在会后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把争取政治自由列为首要任务，并把它和将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被宣布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而且大会闭幕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遭逮捕，所以统一的党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25]。



[21]健忘的伊万意为忘记自己身世者或六亲不认、数典忘祖的人。在革命前的俄国，潜逃的苦役犯和逃亡的农奴一旦落入警察之手，为了不暴露真实姓名和身分，常常自称“伊万”（俄国最常见的名字），并声称忘记了自己的身世。因此在警厅档案中，他们便被登记为“忘记身世者”。这些人就被统称为“健忘的伊万”。——[26]。



[22]第三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11月1日（14日）召开，存在到1912年6月9日（22日），共有代表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1910年3月起）和米·弗·罗将柯（1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根据六三选举选出的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一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代表联盟11名，进步集团28名，穆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团14名，社会民主党人19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的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的大国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改良的办法诱使群众脱离革命。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在初期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俄国无产阶级以及农民进行政治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关于第三届杜马，可参看列宁的《第二届杜马》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29—138页）。



第四届国家杜马于1912年11月15日（28日）召开，共有代表442人，主席是十月党人米·弗·罗将柯。在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和民族党人185名，十月党人98名，立宪民主党人59名，进步党人和民族集团69名，劳动团10名，社会民主党人14名，无党派人士7名。这就是说，和上届国家杜马一样，这届杜马也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和自由派—十月党人的多数。第四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中有6名布尔什维克、7名孟什维克和1名附和孟什维克的没有全权的党团成员（华沙代表，波兰社会党—“左派”的叶·约·亚格洛）。1913年10月，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成立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布尔什维克代表为了揭露沙皇制度的反人民政策，就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不断向第四届杜马提出对政府的质询。这届国家杜马赞成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8月，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党团组成了所谓“进步同盟”，一半以上的杜马代表参加了这个同盟。列宁认为，这是自由派和十月党人为了同沙皇在实行改革和动员工业力量战胜德国这一纲领上达成协议而结成的同盟。



1917年2月26日（3月11日），二月革命爆发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命令第四届国家杜马停止活动。2月27日（3月12日），国家杜马成员为了反对革命和挽救君主制度，成立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达成协议，通过了关于建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决议。1917年10月6日（19日），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迫发布了解散国家杜马的法令。——[27]。



[23]第二届杜马（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的界限比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各民族代表76名，无党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中党65名。



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仍然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立法草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草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30]。



[24]第一家工人日报是指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真理报》，见注1。——[30]。



[25]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主义的拥护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创办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同上，第6卷第1—183页）一书，从思想上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32]。



[26]这句话引自190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7页），列宁用它来说明沙皇制度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发生变化的实质。——[33]。



[27]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废除了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尔·马尔托夫所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并通过了列宁所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38页）——[34]。



[28]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对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组织章程所作的修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61页。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15—217页。——[36]。



[29]路标派是指俄国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政论家、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申宗、亚·索·伊兹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和谢·路·弗兰克。1909年春，他们把自己的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一批文章编成文集在莫斯科出版，取名为《路标》，路标派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在这些文章中，他们妄图诋毁俄国解放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贬低维·格·别林斯基、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德·伊·皮萨列夫等人的观点和活动。他们诬蔑1905年的革命运动，感谢沙皇政府“用自己的刺刀和牢狱”把资产阶级“从人民的狂暴中”拯救了出来。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对立宪民主党黑帮分子的这一文集作了批判分析和政治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167—176页）。列宁把《路标》文集的纲领在哲学方面和政论方面同黑帮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纲领相比拟，称该文集为自由派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是泼向民主派的一大股反动污水。——[36]。



[30]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意思是推来推去，不解决问题。本丢·彼拉多是罗马帝国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据《新约全书·路加福音》说，犹太教的当权者判处耶稣死刑，要求彼拉多批准。彼拉多在审问中得知耶稣是加利利人，就命令把他送往加利利的统治者希律那里。希律经过审讯，也无法对耶稣定罪，又把他送回到彼拉多那里。据说“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是由“本丢推给希律，希律又推给彼拉多”这句话演化而成的。——[36]。



[31]指法国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1913年3月23—29日在法国的布列斯特市举行。——[38]。



[32]指1913年6月29日—7月3日（7月12—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工商企业职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378名代表，其中几乎有半数代表是靠近布尔什维克的。布尔什维克还领导了大会上的一部分左派民粹主义者，同他们一起形成了大会的多数。取消派的代表只有一小撮人。《真理报》详尽地报道了大会的工作。这个代表大会中途被沙皇政府内务大臣勒令停开。——[42]。



[33]《我们的曙光》杂志（《Наща　Заря》）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成了俄国取消派的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45]。



[34]《光线报》（《Луч》）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2年9月16日（29日）—1913年7月5日（18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37号。该报主要靠自由派捐款维持。为该报撰稿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弗·叶若夫（谢·奥·策杰尔包姆）、诺·尼·饶尔丹尼亚、弗·科索夫斯基等。对该报实行思想领导的是组成原国外取消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尔·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亚·马尔丁诺夫和唐恩。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鼓吹建立所谓“公开的党”的机会主义口号，反对工人的革命的群众性罢工，企图修改党纲的最重要的论点。列宁称该报是叛徒的机关报。



1913年7月11日（24日）起，《光线报》依次改用《现代生活报》、《新工人报》、《北方工人报》和《我们的工人报》等名称出版。——[45]。



[35]此处引自俄国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讽刺诗《40年代的人》，文字略有改动。该诗写道：“我善良，我正直，我决不同意干坏事，做好事我废寝忘食，不过，遇到严重的要害的问题，有时要从旁边绕过去……”——[46]。





《列宁全集》第24卷


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3年夏季会议的决议
[36]



（1913年9月）


关于目前的鼓动任务

1．国内局势日趋紧张。反动地主的统治甚至使最温和的居民

阶层也怨声载道。沙皇君主制度仍然是俄国通向一切真正政治自由的道路上的障碍，它敌视一切重大改良，只保护农奴主的权益，并且特别残酷地镇压工人运动的一切表现。

2．工人阶级仍然是争取全国解放的革命斗争的领导者。群众性的革命罢工继续发展。工人阶级的先进队伍正在革命的口号下进行实际斗争。

群众性的经济运动，开始往往提出一些最初步的要求，后来在整个斗争形势的影响下逐渐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汇合。

先进工人的任务是，通过自己的宣传教育工作使无产阶级在当前的革命口号下尽快联合起来。同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先进的工人也才能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唤醒农民民主派和城市民主派的任务。

3．工人阶级在革命口号下进行的斗争，迫使一部分企业主和自由主义十月党人资产阶级也开始大谈其改良的必要性来了，特别是大谈其打了折扣的结社自由的必要性来了。资产阶级一方面狂热地组织各种企业主联合会来防止罢工，并且要求政府有步骤地镇压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又建议工人不要提革命要求而只提结社自由之类的个别立宪改革。工人阶级应当利用政府一切可能产生的动摇，利用资产阶级和反动阵营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加强自己在经济斗争领域和政治斗争领域的冲击。但是，工人阶级正是为了卓有成效地利用形势，应当坚持不打折扣的革命口号。

4．在这样的总形势下，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照旧在群众中广泛进行推翻君主制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鼓动。必须坚持不懈地用现实的生动例子证明改良主义的全部害处，即证明把局部改善的要求作为中心来代替革命口号这种策略的全部害处。

5．取消派鼓动争取结社自由以至争取各种局部的改良而误入自由派的歧途。他们实际上反对在群众中进行革命鼓动，他们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公开宣扬，“建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土地”的口号不能作为对群众进行鼓动的题目。他们提出结社自由作为当前无所不包的口号，实际上是用这个口号来代替1905年的革命要求。

6．会议提出，要防止取消派进行有害的改良主义的鼓动。同时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早已在自己的最低纲领中提出了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的要求，而且把这些要求同推翻沙皇君主制度的革命斗争密切联系起来。会议认为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37]的决议是正确的，决议说：“代表会议号召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向工人说明结社自由对无产阶级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必须经常把这个要求同我们总的政治要求和对群众的革命鼓动密切联系起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50页。——编者注］



当前的主要口号仍然是：（1）建立民主共和国，（2）没收地主的土地，（3）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结社自由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也包括在这些口号内。


关于组织问题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1．来自各地的报告表明，不仅要巩固每个城市的党的领导组织，而且要把各个城市联合起来，这是当前最重要的组织任务。

2．会议建议，作为地区联合的第一步，举行由工人运动各据点派同志参加的联席会议（有的地方也可以举行代表会议）。同时必须力求党的工作的一切部门，如政治、工会、保险、合作社等部门都有代表参加会议。

3．会议认为，中央委员会代理人制度对于统一全俄的工作是完全必要的。二月会议关于代理人的决定[38]刚开始执行。各地先进工人都应该关心这件事，至少在每个大的工人运动中心要推选出代理人，而且多多益善。

4．会议把召开党代表大会[39]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工人运动的发展、国内政治危机的成熟、在全国范围内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必要性，都表明经过充分筹备之后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是有必要和有可能的。

5．会议请各地同志讨论这个问题，并提出初步议程、召开代表大会的适当日期、决议草案等等。

6．会议指出，代表大会的经费开支问题以及其他困难，都只能靠工人自己来解决。

会议号召同志们着手筹集召开党代表大会所需要的经费。


关于罢工运动

1．会议认为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和1913年二月会议通过的决议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36—138页和第22卷第258—260页。——编者注］

 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决议对罢工运动的估计符合最近几个月的全部经验。

2．革命罢工高涨的新时期的特点是，莫斯科运动兴起，至今尚未参加运动的几个地方的情绪不断高涨。

3．会议欢迎彼得堡委员会和莫斯科许多党组织的创举，欢迎它们提出政治总罢工的问题以及它们今年7月和9月在这方面采取的步骤。 
［注：九月事件是当时受托公布会议决议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添上的，完全证明了会议决议是正确的。］



4．会议认为，运动即将把全俄政治罢工提上日程。必须为这一罢工作准备，立即普遍开展有系统的鼓动工作。

5．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些当前的基本革命要求应当成为政治罢工的口号，必须大力加以注宣传。

6．会议号召各地所有的工作者散发传单展开鼓动工作，建立各城市工人政治组织和其他组织之间尽可能正常尽可能密切的联系。尤其必须注意的是，首先使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达成协议，使种种缘由（迫害报刊、保险罢工等等）诱发的政治罢工尽可能同时在两个首都进行。


关于党的报刊

1．会议确认，合法报刊对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号召党的机关和全体觉悟工人大力支持合法报刊，最广泛地推销这些报刊，组织群众集体订阅，经常募集捐款。同时，会议再次指出，此项捐款就是党员交纳的党费。

2．尤其必须大力巩固莫斯科的合法工人机关报，[40]并且尽快在南方创办工人报纸。

3．会议希望现有各合法工人机关刊物通过交换情报、举行各种会议来尽可能加强联系。

4．会议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希望党和工会出版的一切刊物向工人介绍《启蒙》杂志[41]，号召工人长期订阅并不断给予支持。

5．会议要求党的各个出版社[42]注意，目前急需大量出版有关社会民主党宣传鼓动问题的通俗小册子。

6．最近时期群众革命斗争激化，有必要对这一斗争进行充分全面的阐述，而合法刊物对此又无力承担，因此会议特别强调必须大力发展党的秘密出版社，同时，除了散发秘密传单、小册子等等外，务必更经常地定期出版党的秘密机关报（中央机关报）。[43]


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

会议详细研究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决议，讨论了有关第四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杜马工作的一切材料之后，认为：

1．上述决议完全正确地规定了社会民主党杜马工作的任务和方针，因此今后必须仍以这一决议为指针；

2．对十二月决议第3条最后一部分（第3条第8款）（对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问题是赞成还是弃权）[44]，应作如下说明。如果法案、提案等等直接涉及改善工人、下级职员以至全体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例如，缩短工作日，增加工资，消除工人以至整个广大居民阶层生活中哪怕是不大的弊端等等），那就应该投票赞成包含着这些改善内容的条款。

如果由于第四届杜马提出附带条件而使改善成了问题，党团则应当弃权，并在事先同工人组织的代表就这个问题进行商讨，必须专门说明弃权的理由。

会议认为：

在讨论一切要求、重大法案等等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应该提出自己的程序提案。

社会民主党的提案被否决之后，如果党团和其他党派一致投票反对政府的方案，那么党团在投票赞成别的整个提案或别的部分提案时，必须尽力专门说明一下自己的理由。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

会议认为，社会民主党党团[45]在杜马工作方面采取统一行动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但是会议认为，7个代表的行为严重地威胁党团的统一。

7个代表利用一票之差的偶然多数，侵犯了代表大多数俄国工人的6个工人代表的基本权利。

7个代表从狭隘的派别利益出发，剥夺了6个代表在杜马讲坛上就工人生活最重要的问题发言的机会。有许多次发言，社会民主党党团都推举了2名或2名以上的发言人，但是尽管6个代表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却得不到推举自己发言人的机会。

在分配杜马各委员会（如预算委员会）的席位时，7个代表同样也拒绝把两个席位分一个给6个代表。

在党团选举代表进入对工人运动有重要意义的机构时，7个代表以一票之差的多数剥夺了6个代表的代表权。党团的工作人员也往往是由单方面选定的（例如，否决了任命第二书记的要求）。

会议认为，7个代表的这种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在党团中造成摩擦，妨碍团结一致地进行工作并导致党团分裂。

会议最坚决地抗议7个代表的这种行为方式。

6个代表代表着俄国大多数的工人，他们的行动完全符合大多数工人有组织的先锋队的政治路线。

因此，会议认为，只有党团的这两个部分完全平等，只有7个代表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马工作方面的统一。

尽管不只是在杜马工作的领域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意见分歧，会议仍然要求党团根据上面提出的党团内两个部分平等的原则保持统一。

会议请觉悟工人就这个重要问题发表意见，并且全力促进党团在6个工人代表享有平等权利这个唯一可能的基础上保持统一。


关于合法社团中的工作

1．在目前工人阶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高涨时期，尤其有必要加强一切合法工人社团（工会、俱乐部、伤病救济保险基金会、合作社等等）中的工作。

2．合法工人社团中的一切工作不应按中立精神来进行，而应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和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决议[46]的精神来进行。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尽可能更广泛地吸收工人参加各种工人社团，不分党派观点，一律邀请加入工人社团。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在这些社团的内部建立党的小组，在所有这些社团内部进行长期系统的工作，使这些社团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3．国际工人运动和我们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从这样的工人组织（工会、合作社、俱乐部等等）刚一创立，就必须争取使每一个这样的机构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支柱。会议提请全体党员注意俄国目前这个最迫切的重要任务，因为俄国的取消派一贯企图利用合法社团来反对党。

4．会议认为，在选举保险基金会的全权代表时，在工会等等的一切工作中，都必须坚持在运动中行动完全统一，少数服从多数，贯彻党的路线，把党的拥护者选到所有的负责岗位上去等等。

5．为了总结合法工人社团中实际工作的经验，最好更经常地举行各地合法工人组织工作积极分子联席会议，同时尽量多吸收在合法社团中工作的党的小组的代表出席全党的代表会议。


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

黑帮民族主义的甚嚣尘上，自由派资产阶级中民族主义倾向的日益滋长，被压迫民族上层分子中民族主义倾向的不断加强，目前这一切已把民族问题提到突出的位置上。

社会民主党内部的状况（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崩得[47]、取消派企图取消党纲[48]等等），使党不得不更加重视这个问题。

为了搞好社会民主党关于民族问题的鼓动工作，会议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提出下列各点：

1．在以人剥削人、巧取豪夺、勾心斗角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实现民族和平的条件只能是：建立彻底的民主共和国国家制度，保证一切民族和语言完全平等，取消强制性国语；保证为居民设立用本地语言授课的学校，宪法中还要加一条基本法律条款，宣布任何一个民族不得享有特权，不得侵犯少数民族的权利。与此同时，尤其必须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和完全民主的地方自治，并且根据当地居民自己对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居民民族成分等等的估计，确定地方自治地区和区域自治地区的区划。

2．从民主观点来看，特别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来看，在一国之内按民族分开办学是绝对有害的。在俄国一切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各民族的市侩机会主义分子通过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或“建立保障民族发展自由的机构”的计划中，恰恰就是要这样分开办学。

3．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一国之内各族工人在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合作－教育组织等等中打成一片。只有各族工人在这种统一的组织中打成一片，无产阶级才有可能进行反对国际资本、反对反动派的胜利斗争，粉碎各民族的地主、神父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宣传和意图，因为这些人通常都是在“民族文化”的幌子下，贯彻反对无产阶级的意图的。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正在创造而且正在日益发展各民族共同的（国际的）无产阶级文化。

4．至于在沙皇君主制度压迫下的各民族的自决权，即分离权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49]，无疑是社会民主党应当维护的。这是国际民主派的基本原则的要求，尤其是遭受沙皇君主制度空前的民族压迫的俄国多数居民的要求，因为沙皇君主制度同欧洲和亚洲的邻国相比是最反动最野蛮的国家制度。其次，这也是大俄罗斯居民本身的自由事业的要求，因为不根除黑帮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大俄罗斯居民就无法建立民主国家。黑帮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有一连串血腥镇压民族运动的传统，它不仅受到沙皇君主制度和一切反动政党的不断培植，而且还受到特别是在反革命时期向君主制卑躬屈节的大俄罗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不断培植。

5．不允许把民族自决权问题（即受国家宪法保障用完全自由和民主的方式解决分离的问题）同某一民族实行分离是否适宜的问题混淆起来。对于后者，社会民主党应当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出发，完全独立地逐个加以解决。

同时，社会民主党应当注意到，被压迫民族的地主、神父和资产阶级往往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来掩饰他们离间工人和愚弄工人的意图，暗中同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勾结，损害各民族劳动群众的利益。


※　　　　　※　　　　　※

会议把关于民族纲领的问题列入党代表大会议程。会议请中央委员会、党的报刊和各地方组织对民族问题尽量详细地加以阐述（用小册子、讨论会等）。


关于民粹派

1．伦敦代表大会在总结各民粹主义党派（还有社会革命党[50]）在革命时期的活动时，准确地指出，这些党派经常动摇不定，时而屈服于自由派的领导权，时而坚决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反对农奴制国家；同时还指出，他们进行伪（假）社会主义宣传，抹杀无产者和小业主之间的对立。

2．反动时期使这些特点更加突出：一方面，社会革命党放弃了彻底的民主主义政策，它的某些党员甚至成了追随自由派的批评革命的人。另一方面，它也变成了一个脱离群众生活的纯知识分子团体。

3．社会革命党继续正式采用恐怖手段，但是，在俄国采用恐怖手段的历史证明，社会民主党对这种斗争方法提出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这个历史也以完全破产而告终。同时，由于这个知识分子的组织抵制选举，而且丝毫不能有计划地促进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因此，各地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并不受社会革命党的任何影响。

4．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非就是向工人阶级进行有害的说教，宣传抹杀劳资利益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试图缓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思想：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使人们在合作社问题上产生小市民空想。

5．在维护民主口号方面所表现的动摇、党的小组习气及其小资产阶级的偏见，都极其严重地妨碍着民粹派在广大农民中开展民主共和的宣传。因此，这个宣传的利益本身也首先要求社会民主党坚决地批评民粹派。

会议决不排斥同各民粹主义党派采取伦敦代表大会特别规定的联合行动，因此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应该是：

（一）揭露各民粹主义党派表现出的动摇行为和放弃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行为；

（二）同抹杀劳资间鸿沟的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作斗争；

（三）支持农民群众中的民主共和思潮，同时不断指出，只有彻底奉行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贫苦农民群众在与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进行斗争时的可靠领导者；

（四）更加重视在那些虽然为数不多、但迄今尚未摆脱民粹派的落后理论的工人团体中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





	载于1913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巴黎出版的小册子《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3年夏季会议的通报和决议》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45—61页

















[36]这是列宁起草和审订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在1913年12月出版的小册子《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3年夏季会议的通报和决议》中，略去了关于罢工运动决议的第6条和关于党的报刊的决议的第1—5条。决议全文则用胶印秘密出版。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中，这些决议是根据胶印本刊印的，并参照小册子作了校勘。这次会议的记录已失落，有关这次会议的其他列宁文献尚未发现。



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于1913年9月23日—10月1日（10月6—14日）在波兰扎科帕内附近的波罗宁村举行，列宁当时住在那里。出于保密考虑，会议定名为八月会议或夏季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7人，有发言权的5人。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共16人，几乎占代表总数的3/4（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同时作为地方党组织代表出席）。彼得堡代表为伊·费·阿尔曼德、阿·叶·巴达耶夫和亚·瓦·绍特曼，莫斯科和中部工业地区代表为Ф．A．巴拉绍夫、Я．T．诺沃日洛夫、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和A．И．洛博夫（后2人后来发现是奸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代表为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哈尔科夫代表为马·康·穆拉诺夫，科斯特罗马代表为尼·罗·沙果夫，基辅代表为叶·费·罗兹米罗维奇，乌拉尔代表为C．И．杰里亚宾娜。列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亚·安·特罗雅诺夫斯基等代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启蒙》杂志出席会议。波兰社会民主党“分裂派”的雅·斯·加涅茨基和亨·卡缅斯基以有发言权代表身分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是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后召开的第二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议程除决议所包括的各项问题外，还有各地的报告，关于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报告、关于布拉格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以及关于即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会议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他在会上致了开幕词和闭幕词，作了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将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就议程上几乎所有问题发了言。会议总结了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以来党的工作，决定了党的新任务。就所讨论的问题和通过的决议的重要性来说，这次会议相当于一次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这次会议的《通报》对这次会议作了介绍，并对会议的决议作了补充说明（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88—396页）。——[50]。



[37]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请愿运动”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57—158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即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在布拉格举行。这次代表会议共代表俄国国内20多个党组织。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工人报》编辑部、国外组织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运输组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代表中有两名孟什维克护党派，其余都是布尔什维克。被邀请的各国外集团和民族组织的领导人没有出席。这次代表会议实际上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



列宁作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领导了代表会议的工作。他在代表会议开幕时就确定会议性质问题讲了话，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并就中央机关报的工作、社会民主党在同饥荒作斗争中的任务、组织问题、国外党组织的工作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他还起草了议程上所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



代表会议对俄国政治形势作了深刻分析，肯定新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代表会议讨论了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的问题。会议强调，党在选举中和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马中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的阶级的宣传和组织工人阶级，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主要口号就是党的最低纲领的基本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地主全部土地。代表会议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从党内清除机会主义者。当时取消派聚集在两家合法杂志——《我们的曙光》和《生活事业》——的周围。代表会议宣布“《我们的曙光》和《生活事业》集团的所作所为已使它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决定把取消派开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谴责了国外反党集团——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认为必须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协助党的工作的统一的党组织，并指出，凡不服从中央委员会，不通过中央委员会而与俄国国内保持特殊联系以进行瓦解组织活动的国外集团，均不得使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批准了列宁提出的党的组织章程修改草案。这次代表会议恢复了党，批准了《社会民主党人报》为中央机关报，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并由中央委员会重新建立了领导国内党组织实际工作的机关——中央委员会俄国局。——[53]。



[38]这里说的关于代理人的决定，见克拉科夫会议《关于秘密组织的建设的决议》（《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278—279页）。



波罗宁会议特别强调了由工人自己来建设组织。据阿·叶·巴达耶夫回忆，列宁在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说：“各地报告中谈到了工人们要求巩固和建设自己的组织的意愿和期望。要让工人们知道，只有他们自己能够建立自己的组织。除了他们以外，谁也建立不了。”中央委员会关于波罗宁会议的《通报》也专门谈到代理人问题。《通报》说：“毫无疑问，地方上的工作的领导几乎都已掌握在工人自己手中……区域的和全国的领导工作同样应当掌握在自己手中。工人应当从自己人中间推举出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应当互相磋商。他们应当着手使各个城市联系起来。应当从代理人中间征求党的中央机关的人选。”（《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95—396页）



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于1912年12月26日—1913年1月1日（1913年1月8—14日）举行，出于保密考虑定名为二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列宁、斯大林、格·叶·季诺维也夫等，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阿·叶·巴达耶夫、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尼·罗·沙果夫，党的工作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波·加米涅夫、Ｂ．Ｈ．洛博娃以及由彼得堡、莫斯科地区、南方、乌拉尔和高加索的秘密的党组织选派的代表。克拉科夫会议是在列宁主持下进行的。他作了《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统一》这两个报告，起草和审订了会议的全部决议，并草拟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这次会议的《通报》。会议通过了关于党在革命新高潮中和罢工运动发展中的任务、关于秘密组织的建设、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工作、关于保险运动、关于党的报刊、关于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关于反对取消主义的斗争和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等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269—288页）。这些决议对党的巩固和统一、对扩大和加强党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对制定在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的条件下党的工作的新方式都起了很大作用。——[54]。



[39]指原定于在1914年8月维也纳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例行代表大会。为筹备这次代表大会，在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下面成立了组织委员会，同时还决定在莫斯科、高加索、南方和乌拉尔也成立相应的委员会。到1914年7月底，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预定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有：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各地的工作报告、政治局势、党的组织任务、罢工运动的任务、保险运动的策略、对最低纲领的若干补充、民族问题、同社会党国际局召开的会议有关的取消派问题、参加资产阶级报刊工作以及其他迫切问题。这次代表大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未能召开，但是为筹备代表大会所做的工作对加强与巩固党组织起了很大作用。——[54]。



[40]指《我们的道路报》。



《我们的道路报》（《Наш　Путь》）是在莫斯科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合法报纸（日报）。早在1912年夏季列宁就指出，必须在莫斯科出一张合法的工人报纸（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416页）。同时列宁认为必须首先巩固《真理报》，然后再在莫斯科创办一张报纸。列宁在给阿·马·高尔基的信中称这张报纸为《莫斯科真理报》。关于在莫斯科出版党的机关报的问题，1913年7月27日（8月9日）在波罗宁会议上讨论过。



《真理报》编辑部组织了为莫斯科工人报纸捐款的活动。1912年11月24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群莫斯科工人的来信，指出在莫斯科出版工人报纸是重要而及时的。工人们发出了为报纸筹集基金的号召，得到了支持和响应。由于莫斯科党的工作人员中有人被捕，报纸的出版延迟了。



《我们的道路报》于1913年8月25日（9月7日）在莫斯科创刊，9月12日（25日）被沙皇政府查封，共出了16号。列宁积极参加了该报的工作。他曾把自己的文章同时寄给《真理报》和《我们的道路报》发表。《我们的道路报》刊登了列宁的《俄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改良主义》、《各等级和各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都柏林的阶级战争》、《都柏林流血事件一星期后》、《政治上的原则问题》、《哈利·奎尔奇》等文。《我们的道路报》的撰稿人有斯大林、阿·马·高尔基、杰米扬·别德内依、米·斯·奥里明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以及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阿·叶·巴达耶夫、费·尼·萨莫伊洛夫和尼·罗·沙果夫。



《我们的道路报》在工人中很受欢迎，有395个工人团体捐款支持它。该报被查封时，莫斯科工人曾举行罢工表示抗议。——[56]。



[41]《启蒙》杂志（《Просвещение》）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7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代替被沙皇政府封闭的布尔什维克刊物——在莫斯科出版的《思想》杂志而创办的，受以列宁为首的国外编辑委员会领导。出版杂志的实际工作，由俄国国内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在不同时期参加国内编辑委员会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列·米·米哈伊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A．A．里亚比宁、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从1913年起，《启蒙》杂志文艺部由马·高尔基领导。《启蒙》杂志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机关刊物，曾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斗争，登过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决权》、《论高喊统一、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等28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启蒙》杂志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复刊后，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登载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两篇著作。——[56]。



[42]首先是指波涛出版社。



波涛出版社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出版社，1912年11月在彼得堡创办。1913年初，该社出版了有关工人社会保险问题的书刊。同年7月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的出版社以后，遵照中央的指示，着重出版有关社会政治问题和党的问题的宣传鼓动性通俗读物。参加出版社工作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米·斯·奥里明斯基、费·伊·德拉布金娜等人。波涛出版社于1913年12月出版了袖珍历书《1914年工人手册》其中载有列宁的《俄国的罢工》一文；1914年出版了刊有列宁的文章的《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沙皇政府加紧迫害工人出版事业，波涛出版社被迫停止活动。1917年3月复业，1918年并入共产党人出版社。——[56]。



[43]《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57]。



[44]指1908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决议第3条第8款（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52—253页）。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列宁提出了《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决议草案中有关预算表决部分的两种方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05—306页），其中第二种方案部分地写入了决议。但在已通过的决议中，这一款最后一部分仍不如列宁的方案规定得明确。因此，在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上，对这一部分作了修订，使之更为完善。——[57]。



[45]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中有6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和7名孟什维克代表，通称六人团和七人团。6名布尔什维克代表来自占俄国工人总数五分之四的6个主要工业中心，并且都是工人选民团的代表，他们是彼得堡省选出的阿·叶·巴达耶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选出的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哈尔科夫省选出的马·康·穆拉诺夫，弗拉基米尔省选出的费·尼·萨莫伊洛夫，科斯特罗马省选出的尼·罗·沙果夫和莫斯科省选出的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发现是奸细）。7名孟什维克代表则来自非工业省，他们是外高加索选出的尼·谢·齐赫泽、马·伊·斯柯别列夫、阿·伊·契恒凯里，顿河军屯州选出的伊·尼·图利亚科夫，乌法省选出的瓦·伊·豪斯托夫，塔夫利达省选出的安·法·布里扬诺夫，伊尔库茨克省选出的伊·尼·曼科夫。



在第四届国家杜马初期，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孟什维克代表组成了联合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孟什维克依仗其多数，企图贯彻执行取消派的口号，因而党团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夏季会议讨论了国家杜马党团问题。会议指出：孟什维克利用其偶然得到的多数，侵犯6个工人代表的基本权利，使党团的统一受到了威胁；只有党团两个部分权利完全平等，联合的党团才能继续存在下去。1913年10月1日（14日），在列宁主持下召开了有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小型会议，讨论和确定了布尔什维克代表应采取的具体步骤。根据会议的决定，布尔什维克代表在10月16日（29日）召开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会议上，向孟什维克代表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要求六人团和七人团在解决党团内一切问题上权利平等。由于没有获得满意答复。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了会议。次日，他们把列宁起草并经中央委员会讨论过的一项声明（见本卷第85—87页）交给了七人团。10月25日（11月7日），七人团在正式答复中拒绝承认六人团享有平等权利。布尔什维克代表随即宣布自己组成独立的党团，并向七人团建议双方在杜马讲坛上采取共同行动。根据列宁的建议，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名称确定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



与此同时，根据列宁的指示，《拥护真理报》就杜马党团的问题进行了集中的宣传报道。10月18日（31日），该报发表了由布尔什维克代表署名的上述给七人团的声明。该报引用数字证明多数工人站在布尔什维克代表一边。10月20日和26日（11月2日和8日），该报又发表了六人团的两篇告全体工人书，叙述了分裂的经过，号召工人支持布尔什维克代表。10月29日（11月11日），该报在发表布尔什维克代表关于建立独立党团的声明的同时，刊载了列宁的长篇文章《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部斗争问题的材料》（见本卷第99—117页）。该报还在《工人支持自己的工人代表》的总标题下发表了大量工人集会的决议。列宁的《工人对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反应》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418—426页）对这些决议作了概括性的论述。——[58]。



[46]指1907年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同年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工会“中立”的决议。——[59]。



[47]崩得（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于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60]。



[48]指1912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取消派八月代表会议通过的一个认为“民族文化自治”的机会主义口号可以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相容的决议。实际上早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党纲草案时就否决过崩得分子提出的对民族自决权的条款增补民族文化自治内容的建议。八月代表会议的决议说：“据高加索代表团报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各地组织的最近一次代表会议和这些组织的机关刊物都表达了高加索同志们的一个意见，即必须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代表会议在听取了这个报告以后，对这一要求的实质不表示意见，认定对党纲中承认每一民族均有自决权的条文这样解释和党纲原意并不抵触，并希望把民族问题列入即将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议程。”——[60]。



[49]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关于民族问题的这一基本口号的后半部分，在该党文件中形成文字，这里是首次。——[61]。



[50]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于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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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劳动派分子

（1913年10月1日〔14日〕）

《箴言》杂志[51]是切尔诺夫先生亲自主办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即左派民粹派的杂志，而且是一本很厚很象样的杂志。正是在这里可以找到对所有的劳动派分子[52]以及包括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所有的民粹派分子都在谈论的著名的“劳动原则”的阐述。

有些人甚至断言：“劳动原则”就是社会主义原则，“劳动原则”的理论家也就是社会主义者。

我们就来看看专门研究工业资本主义问题的“左派民粹派”之一的萨·扎克先生是怎样论“劳动”工业的吧。

萨·扎克先生把工业分成三类：（1）“劳动”工业；（2）从劳动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过渡的”工业；（3）资本主义工业。他把50名以上工人的企业算作资本主义工业，11—50名工人的企业算作过渡性工业；不到10名工人的企业算作劳动工业。

为什么最后一类企业是“劳动”企业呢？请注意，是因为“每个企业平均连一个办事员和一个技术人员都摊不上，那就根本谈不上这些企业是资本主义的”。

这只配是一个半文盲的办事员的理论，而不是一个想当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家的理论！在扎克先生和其他民粹派分子还没有发明出“自己的”真正俄国的新政治经济学之前，我们仍然保留原有的看法：所谓资本主义，就是把劳动力变成商品的商品生产。

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不懂得这一点是难为情的。民粹派先生们口头上拥护马克思的理论，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实际上他们是向群众贩卖最庸俗的市侩观点，这样的市侩不学无术，只是重复资产阶级的片言只语，说什么如果有“办事处”，那才算是资本家。既然我的经营很小，那我还算个什么资本家呢，我是个劳动者！

在报刊上为这样一些观点辩护，那就是否认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那就是为无知辩护。

资本家有大有小，有愚蠢的有聪明的，但是资本主义不是由这些东西决定的，资本主义是由商品生产和使用雇佣劳动决定的。

我们的这位民粹派分子还把业主家属参加劳动看作“劳动”经济的一个标志。事实上，任何一个稍微懂得一点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经济的一个标志。美化小资产阶级，称它为“劳动”经济，这说明对社会主义的无知。

下面是扎克先生自己引用的数字。每100个企业中有业主家属参加劳动的企业的平均数如下：（1）工人不到3人的企业为28个；（2）工人为4—5人的企业为34个；（3）工人为6—10人的企业为22个。

我们这位“新的民粹派分子”岂不是太妙了？他自己引证的数字说明雇佣劳动占优势，可是又说这是“劳动”经济！！

扎克先生滥用各种工业调查材料，赞叹有那么“多”的“劳动”业主，硬说这就证实了“正统的〈也就是正宗的——民粹派这样讽刺马克思的学说〉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现在，我们来证实一下扎克先生首先用过的德国的完备的调查材料。就拿包括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在内的广义的工业来说。






	企业类别
	企业数（单位千）


	百分比
	单位百万



	工人
	百分比
	马力
	百分比
	瓩
	百分比



	单干户
	1452
	44.4
	1.4
	10.1
	－
	－
	－
	－



	小企业（2—5名工人）…………
	1524
	46.7
	3.8
	26.2
	0.7
	7.4
	0.1
	7.1



	中等企业（6—50或工人）………
	259
	8.0
	3.5
	24.3
	1.5
	17.3
	0.2
	15.7



	大企业（51名以上工人）………
	31
	0.9
	5.7
	39.4
	6.6
	75.3
	1.2
	77.2



	共计
	3266
	100
	14.4
	100
	8.8
	100
	1.5
	100







请大家看一看工业中资本主义的情景吧。单干户即小资产者非常“多”：150万户。但是他们在生产中占的比重呢？工人只占1/10，至于机器，不论是蒸汽带动的还是使用电力的，都等于零！！

而大资本家呢？他们只占全部企业的1％，但是他们拥有的工人差不多占全体工人的2/5（39％），他们拥有的机器占机器总数的3/4以上（75—77％）！

每一个有头脑的工人从这里会立即看出，他们每天的生活经验已经得到充分的证实：大批可怜的小资产者受到资本的压制，极少数资本主义大企业占绝对统治地位。

其次，被这位“左派”民粹派分子肆意歪曲了的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非常迅速，而小生产正在遭到排挤。我们把德国1882年、1895年和1907年的（最新的）三份调查材料拿来比较一下。我们只举最主要的数字，免得读者疲倦，下面把单干企业和资本主义的大中企业作个对比：






	　
	单干企业
	资本主义大中企业



	年代
	占全部企业的百分比


	占全体工人的百分比


	占全部企业的百分比


	占全体工人的百分比





	1882
	62
	26
	4
	41



	1895
	54
	17
	7
	53



	1907
	42
	10
	9
	63







25年前，单干户占业主的多数（3/5），现在则占少数（2/5）。从前他们拥有的工人占全体工人的1/4，现在占1/10。

相反，资本主义企业的比重在迅速增长。25年前，它们的工人只占少数（2/5），而现在占多数，几乎占工人总数的2/3（63％）。我们已经看到，机器（蒸汽带动的机器，特别是使用电力的机器）积聚（集中）在一小撮资本家手里，比工人的积聚厉害得多。

总之，各个正在迅速发展的自由国家的工业调查，最出色地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到处占统治地位，处处排挤小生产。大批农民和小手艺人、小手工业者到处遭到破产。大资本千方百计压榨和逼迫小业主，关于这方面的统计材料还太少。小业主走投无路。他们只有参加无产阶级的斗争，否则别无出路。

“劳动原则”和“劳动经济”的理论，彻头彻尾是资产阶级旧偏见的老调重弹。各国的经验正在不断地打破这种偏见。

左派民粹派竭力向工人证明，有5名、10名雇佣工人的资本家或小资本家是“劳动”业主，可是这只证明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本性。





	载于1913年10月1日《劳动真理报》第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62—65页

















[51]《箴言》杂志（《Заветы》）是倾向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合法的文学政治刊物（月刊），1912年4月—1914年7月在彼得堡出版。为杂志撰稿的有Ｐ．Ｂ．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波·维·萨文柯夫、尼·苏汉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等。——[65]。



[52]劳动派分子是指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劳动派（劳动团）的成员。劳动派于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劳动派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十月革命后，劳动派站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方面。——[65]。







《列宁全集》第24卷


糊涂的无党性分子

（1913年10月4日〔17日〕）

我国舆论界最普遍、最不正常的现象之一，就是轻视（如果不是公开否认的话）党性。

政治上的单干户、政治上的冒险家和政治上的马尼洛夫们，都本能地否认党性，夸大其词地说党“狭隘”、“墨守成规”、不容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实际上，这些说法所反映的，不过是那些脱离群众但又感到必须掩盖本身弱点的知识分子的既可笑又可怜的自命不凡或自我表白。只有群众才能创造真正的政治，可是，无党性的、不跟着坚强的党走的群众是没有觉悟的，没有自制力的乌合之众，他们会变成那些总是“及时”从统治阶级中冒出来利用“适当”时机的狡猾政客的玩物。

俄国是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国家之一，最不习惯自由的政治活动。因此，而且仅仅是因此，在我国才这样普遍地轻视党性。俄国觉悟工人的任务之一（也是他们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要经常地、坚持不懈地反对这种轻视党性的态度。

下面就是在同党貌合神离的知识分子中存在的自以为是的无党性的一个最新例子。

工人们广泛地为工人报纸捐款。不难懂得，如果群众自觉地去辨别他们应当帮助什么样的报纸，协助什么样的派别，那他们是会通过这样的捐款活动学习富有思想性和原则性的政治的。

常常沉沦于无党性政治的取消派，掀起了一场众所周知的平分捐款运动。指使他们这样做的只不过是一种掩饰自己弱点的愿望，因此，他们仓促上阵，连考虑都来不及考虑一下，无党性原则是否正是这种运动的基础。

现实生活立即揭穿了他们。俄国小资产阶级舆论界的现实生活已经把他们的口号变成自己的口号：取消派有份，民粹派也有份，大家平分！

无党性分子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过去，幻想什么“广泛的”、毫无原则的东西，他们的政治冒险已经暴露无遗，于是便开始支吾搪塞，进行狡辩。在取消派的报纸第24号上，格·拉·断言，他们根本不赞成同民粹派联合，“不断鼓吹”这样的联合的是马克思主义者。

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粗暴地歪曲真相的事了。假如格·拉·之流不是无党性分子，也不以庸人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过去的历史，那他们就会知道，6年多以前，工人对待各个政党的态度问题之所以能正式得到解决，完全是靠了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派”）[53]。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准确地判定了俄国各大政党的阶级基础，这一点取消派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到。在俄国所有的政党中，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在6年前就明确地回答了如何看待各种“流派”的实质和如何对待这些流派这一问题，而不是采取无章法、无原则的（“随风转舵的”）态度来对待各个政党。

从那以后的历史已经出色地无可争辩地证实了这个答案的正确性。

这个答案说得很明确。民粹派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有在对付反动派和对付自由派的时候，才可以同他们采取“共同行动”。

现在，格·拉·之流硬说他们反对同民粹派联合，这是他们想自己脱身，他们说，我们主张“群众性的捐款”由两家报纸平分，但是对于“有觉悟同志的团体的”捐款，我们反对这样做！！（见《新工人报》第24号）

第一，现实生活已经证明，这个无党性的方案正是由于你们宣传平分才出现的。这是事实。就在这张24号报纸上我们读到一个工人团体的决议，决议说：同民粹派也要平分。和往常一样，我们的无党性分子或独立党人本来要进这个门，结果却跑进了那个门！

第二，有觉悟的人组成的团体如果不善于启发群众，那还能不能叫作有觉悟的团体呢？不能，无党性分子先生们！有觉悟的人会对群众说：大家捐款吧，大家联合起来吧，但是还得尽力搞清楚各报的方向。

说捐款要“平分”，这意味着无党性，无觉悟，无所谓。说捐款“给某某派别”，这意味着有觉悟，意味着自觉参与共同行动。

格·拉·曲解了这种最起码的道理！

结论是：格·拉·及其取消派的伙伴们硬说他们反对和民粹派联合，实际上却继续执行无党性地联合民粹派的路线，执行非常有害的、为工人所不能接受的无党性的路线。

工人民主派对这种无党性的说教曾不止一次地给予坚决的反击，今后还必须给予坚决的反击，因为这种说教会使工人在政治上麻木不仁，容易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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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指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6—207页）。这个决议是列宁起草的，并且该议题是在布尔什维克的坚持下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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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自由党人和土地问题

（1913年10月12日〔25日〕）

10月11日（俄历9月28日），星期六，英国自由党[54]大臣劳合－乔治在贝德福德市发表了两篇“出色的”演说，宣告“土地运动”开始。正如我国基特·基特奇[55]·古契柯夫答应要“清算”俄国拥有特权和无限权力的地主一样，这位英国自由党大臣也答应要在土地问题上开展一场运动，要揭露地主，号召人民争取“激进的”（劳合－乔治是非常激进的！）土地改革。

英国自由党的报纸竭力把自己领袖的演说编排得尽可能醒目一些。做广告，无论如何要做广告！演说太长了，我们只好刊登演说的简“述”，我们把这篇演说叫作土地“宪章”，并且从中删去议会投机家的外交辞令，突出长长的改革清单，如工资的最低限额、10万所工人小住宅、以及“按地主规定的净〈！！〉值强制转让土地”。

为了向读者说明英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大臣劳合－乔治是如何在人民中间进行鼓动的，我们从他在贝德福德市发表的演说中摘引几处。

演讲人惊呼：“没有比土地问题更生命攸关更根本的问题了。人民吃的食物，人民喝的水，人民住的房子，为人民提供工资的工业，无一不取决于土地。”可是英国的土地归谁所有呢？归一小撮富翁所有！英国全部土地的1/3是属于上院议员的。“地主土地占有制是我国最大的一种垄断制。”地主的权力是无限的。他们可以赶走佃户，让土地荒芜，——他们比敌人还坏。这位大臣声嘶力竭地说：啊，我既不是攻击个人，也不是攻击阶级，但是能够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吗？

近几十年来，农业人口从200多万减少到150万，而猎场看守却从9000人增加到23000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多荒地，没有一个国家的农场主遭到野物这样大的危害，这些野物都是有钱人为自己消遣而豢养的。

英国的财富在惊人地增长。而农业工人呢？他们当中9/10的人每周收入不到20．5先令（将近10个卢布），这笔钱是每个工人家庭为了不饿死人所必需的。60％的农业工人每周收入不到18先令（约9个卢布）。

保守党[56]人建议小块小块地赎买土地。英国的罗季切夫激动地大叫：但是，谁说赎买，我就问谁按照什么价格赎买？（哄堂大笑）

高价会不会压垮小买主呢？高额捐税会不会压垮他们呢？我们有给工人分配土地的法律。举例来说，一块土地的全部赋税是30英镑（将近270个卢布），有人把这块土地买下来，然后再分成小块转卖给贫苦农民。这时，所付金额已成为60英镑了！

而英国农村的荒芜就要使我们国家失去防御力，因为没有强大的农民就没有强大的军队。难道俄国和英国的自由派不玩弄赤裸裸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能过得去吗？

劳合－乔治高声喊道：土地不是地主创造的，国家应当在地主的权力与工人的福利之间作出抉择。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坚决反对垄断制，而土地私有制就是一种最大的垄断制。必须向佃农保证：不会赶走他们，不会剥夺他们的心血和技能创造的成果（会场上有人喊道：你究竟建议采取什么措施？）。必须行动起来。胆怯的尝试和治标的办法已经够多了。必须象实干家那样果断地行动。修修补补没有用，必须取消垄断制。

要保证工人的最低工资，要缩短工作日，要给他们舒适象样的住宅，要给他们一块土地，以便他们为家庭种植一些东西！应当建立进步的阶梯，“有进取心的”工人才可能沿着这个阶梯往上爬——从一小块份地、一个菜园发展到一个不大的独立农场。而最有进取心的工人则应当继续前进，成为我国的大农场主。侨居美国、侨居澳大利亚的美妙前景正在使你们神往。可是我们希望，不列颠的工人在英国，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谋生，自由地生活，既为自己也为孩子们找到舒适的环境。

掌声如雷……但是可以感觉到，并不傻的听众（象那些叫喊你建议什么呢的人）三三两两发出的声音，似乎在说：唱得倒好听，可是天晓得做不做……

这位英国自由党的大臣，小市民们的宠儿，肆意欺骗工人、破坏罢工的老手，奴役不列颠工人和3亿印度人民的英国资本的忠实奴仆，他唱得倒好听。可是究竟什么力量迫使这个老奸巨滑的投机家，大财主的奴才，说出些“激进的”话呢？

工人运动的力量。

英国没有常备军。用暴力决不能制服人民，只有用欺骗才能制服他们。工人运动的发展势不可挡。必须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必须拿一些冠冕堂皇的改革草案来“吸引住”群众，必须装出一副同保守党人开战的样子，必须搞点小恩小惠，只要群众对自由党人不失去信心就行，只要他们象小绵羊那样跟着牧人、跟着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走就行。

至于那些改革的诺言……不是有一句英国谚语吗，诺言好比馅饼皮，为了撕皮才做皮。劳合－乔治许下诺言，而整个自由党内阁在把诺言付诸实现时要打一个对折。保守党人还要再打一次折扣——扣得只剩下一成了。

英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最清楚不过地表明英国工人阶级深刻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无论是雄辩家还是自由党的骗子，都阻挡不了这个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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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自由党是英国的一个反映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于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形成。自由党在英国两党制中代替辉格党的位置而与保守党相对立。19世纪至20世纪初，自由党多次执政，在英国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16—1922年，自由党领袖戴·劳合－乔治领导了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联合政府。20世纪初，在工党成立后和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下，自由党力图保持它对工人的影响，推行自由派改良主义的政策，但也不惜公然动用军队来对付罢工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由党的势力急剧衰落，它在英国两党制中的地位为工党所取代。——[72]。



[55]基特·基特奇（季特·季特奇·勃鲁斯科夫）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列宁在这里用这个文学形象来比喻十月党领袖亚·伊·古契柯夫。——[72]。



[56]保守党是英国大资产阶级和大土地贵族的政党，于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基础上形成。在英国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保守党继续维护土地贵族利益，同时也逐步变成了垄断资本的政党。保守党在英国多次执掌政权。——[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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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党人和工人运动

（1913年10月15日〔28日〕）

俄国当前的政治局势特别引人注目。一方面是立宪民主党人、进步党人[57]和十月党人谈判在杜马中共同采取“反对派”策略，另一方面是工人运动不断发展，这些情况不仅表明了“气氛活跃”，而且表明了更多的东西。

“十月十七日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告党员书，是我们这个引人注目的时代的极有教益的文献之一，它要求十月党人（根据《言语报》的转述）“丢掉消沉情绪，积极着手工作”。

在十月党中央委员会看来，“目前革命力量又活跃起来，罢工就是一个明证，因此一切真心诚意希望国家向前发展的善良公民，都应该加入‘十月十七日同盟’，从而扩大它的队伍，提高它的威信”。

十月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十月党人的工作应该是“消除破坏分子的影响，这些人又在大喊大叫、喋喋不休地发表主张，号召对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进行一场新的变革。中央委员会指出，如果善良的人们现在无所事事，不参加社会活动，国家和社会必将蒙受损失。中央委员会深信，俄国千百万善良的公民决不会让一小撮革命者葬送俄国”。

《言语报》（第275号）就是这样转述十月党中央委员会这份引人注目的告党员书的内容的，看来，该报不认为这份告党员书有什么背离十月党一贯的政策的地方。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十月党中央委员会的告党员书这一说明当代历史特点的文件。要求十月党人“丢掉消沉情绪”，这岂不等于说，迄今为止消沉情绪是存在的？反动势力猖獗时，十月党人情绪消沉。反动势力似乎还足以……维持“秩序”时，十月党人感到心满意足，并不认为有必要“着手工作”。当反动势力显得力不从心了（与反动势力相对抗的力量“又活跃起来”），于是……于是十月党人就积极着手工作，帮助反动势力。

确实，这个有影响的杜马党团开始攻击左派“大喊大叫、喋喋不休”，攻击他们力图“葬送俄国”，这难道不是在帮助反动势力吗？你们想一想：“一小撮”居然也有“葬送俄国”的危险！左派的报纸（全俄国总计不下10家）几乎每天都被没收，但是，请注意，左派的特点是“大喊大叫、喋喋不休”！其实，这正是一字不差地照搬黑帮政府报刊上每天都可以读到的那些真正大喊大叫、喋喋不休的词句。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按10月17日宣言的精神”鼓吹“进步”思想，实际上造成了什么后果。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刚刚使社会生活普遍活跃起来，我国的资产者“进步党人”就开始凶相毕露，不是对反动势力，而恰恰是对这个工人运动凶相毕露。

俄国现在再次面临着八九年前出现过的力量对比，只是规模更大，范围更广。那时，十月党人、进步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还没有分家，是混为一体，作为一个统一的所谓“进步团体”而存在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似乎是经受了三届杜马和1906—1912年多事之秋的考验的三个成熟的资产阶级政党：十月党、进步党和立宪民主党。这三个政党之间的分工真是妙不可言：十月党公开地、用地道的黑帮方式向左派宣战，进步党人昨天同十月党人协商，今天还在协商，看来将长期干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工作。而立宪民主党人也在同十月党人的朋友进步党人长期“协商”，同时还硬要人民相信他们的——请原谅我用的字眼——民主主义。

即使八年前工人运动忽略了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公开的和隐蔽的背叛和动摇，但一切使人想到，从那时起工人并没有变得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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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进步党人是俄国进步党的成员。该党成立于1912年11月，是大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地主的民族主义自由派政党，其核心是由和平革新党人和民主改革党人组成的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进步派”，创建人有纺织工厂主亚·伊·柯诺瓦洛夫、地方自治人士伊·尼·叶弗列莫夫、格·叶·李沃夫等。该党纲领要点是：制订温和的宪法，实行细微的改革，建立责任内阁即对杜马负责的政府，镇压革命运动。列宁指出，进步党人按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是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这个党将成为“真正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步党人支持沙皇政府，倡议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1915年复，进步党同其他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成“进步同盟”，后于1916年退出。1917年二月革命后，进步党的一些首领加入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后又加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这时进步党本身实际上已经瓦解。十月革命胜利后，前进步党首领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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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纪念日”

（1913年10月15日〔28日〕）

莫斯科自由派报纸的五十周年纪念日引起俄国形形色色的自由派滔滔不绝的一片颂扬声。这是自然的，正常的，也是合情合理的。自由派应当庆祝自由派报纸的纪念日。《俄罗斯新闻》[58]不比别的自由派报纸差，而且在某些方面（例如，在大量刊登学术资料方面），无疑还超过一般自由派的水平。

但是，自由派的吹鼓手柯瓦列夫斯基、米留可夫、曼努伊洛夫、布宁之流的先生们，却以民主派的名义，用所谓民主主义的观点吹捧《俄罗斯新闻》，对这样的无耻谎言，就不能不予以回击。

高贵的赫赫有名的自由派先生们！你们都赌咒发誓，说你们拥护政治自由。但是你们却不想弄懂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对俄国自由派的反革命言论不予回击的自由派人士，本来就不配得到政治自由，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政治自由。

你们不是在纪念《俄罗斯新闻》五十周年吗？好极了。那就请你们不要隐瞒真相。你们不要忘记，俄国最早的自由派报纸之一《俄罗斯新闻》，对以争取政治自由为目的的俄国第一场重大而深刻的群众运动暗中搞破坏。

这是1905年夏天发生的事。当时，自由主义科学界和自由主义政论界的泰斗、历史学家维诺格拉多夫教授先生在《俄罗斯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意义重大、令人刻骨铭心、永志不忘的“历史性”文章。文章的基本思想是：但愿我国的运动不超越德国1848—1849年运动的范围，否则普鲁士值班长[注 ：看来此处“值班长”（“вахтер”）系“卫队长”（“вахмистр”）之误。——俄文版编者注］将不得不在我国建立秩序。

请看，这就是自由派的喉舌《俄罗斯新闻》1905年夏天刊登的东西！！

让每一个希望成为公认的民主主义者的俄罗斯人思考思考这个历史事实吧。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彻底证明了1905年秋天的运动软弱无力。可是这位大名鼎鼎的自由派在1905年夏天就认为运动过猛了，并且横加阻挠。

事实俱在。事实不容争辩。这位自由派和他的所有同道，他的所有——请原谅我用的字眼——自由派政治家，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应该对1905年秋反犹大暴行负责。顺便提一下，因为正是自由派人士的这种“维诺格拉多夫式的”情绪使暴徒们从中获得了力量，变得如此厚颜无耻。

“维诺格拉多夫式的”自由派有他们完全应该有的政府。在《俄罗斯新闻》上撰稿的“维诺格拉多夫式的”自由派同普利什凯维奇即普利什凯维奇集体，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现象。

只要俄国还没有（或者说因为俄国还没有）能洞察《俄罗斯新闻》的“维诺格拉多夫式”自由主义的全部愚蠢、荒谬和卑鄙的群众民主派，俄国就不可能有政治自由。





	载于1913年10月15日《拥护真理报》第1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76—77页

















[58]《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列宁曾指出，《俄罗斯新闻》把右的立宪民主主义同民粹主义情调独特地结合了起来。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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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坏事作的坏辩护
[59]



（1913年10月17日〔30日〕）

有一个叫格·戈洛索夫的，对我在《启蒙》杂志上把齐赫泽称之为“同党貌合神离的社会民主党人” 
［注：见本卷第45页。——编者注］

 特别生气。

格·戈洛索夫大发雷霆，破口大骂，打了一大堆的惊叹号和问号。但是，格·戈洛索夫愈恼火就愈清楚地表明，他大声怒吼是为了掩饰他缺乏论据。

我把齐赫泽称之为同党貌合神离的人。戈洛索夫如果能证明齐赫泽有党性，那他就可以把我驳倒，这一点他是不难理解的。

我曾经指出过这样的事实，在社会民主党党团历史（以及党复兴的历史）上最紧要关头，齐赫泽却“从旁边绕过去了”。取消派刊物和反取消派刊物的创办时期（1911年和1912年初）齐赫泽既不沾这一边，又不沾那一边。

我的这位恼火的对手是否驳得倒这一确凿的事实呢？

不。恼火的格·戈洛索夫没有反驳这个事实，也无法驳倒这个事实。可怜的戈洛索夫很恼火，但是无能为力！他胆怯地回避了一个事实，这就是那个能够证明齐赫泽的行为（尽管他有演说天才和议会活动经验）是同党貌合神离的事实。

如果恼火的格·戈洛索夫善于思考，那他就会明白，最积极、直接、公开地参与自己党的（不仅是它的杜马党团的）各项工作，是一个人有党性的标志。创办取消派刊物和反取消派刊物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现代史上的大事。因此，我证明齐赫泽同党貌合神离，是无可反驳的。

格·戈洛索夫歇斯底里大发作，恶狠狠地喊道：“弗·伊林和格里·季诺维也夫呆在哪里，党就在哪里。”

在这里，好心的戈洛索夫自寻烦恼，提出一个最有意思最重要的问题：党在哪里。如果格·戈洛索夫自己没有思考能力，那么，所有的工人过去思考过，现在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多数觉悟的、参加政治生活的工人马克思主义者在哪里，哪里就有党。

格·戈洛索夫所以会恼火到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地步，是因为他感到自己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反驳不了。

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也好，《真理报》创办和发展的历史也好，五金工会理事会的选举也好，保险运动也好，工人支持6名工人代表的决议也好——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党是站在6名代表一边的，是站在他们的路线一边的。他们提出的口号已被接受，并为工人运动各个领域的工人群众性行动所验证。

恼火的戈洛索夫所以恼火，是因为他推翻不了那些确切、明白、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些事实表明无论是在选举中还是在工会中，无论是在创办日报的工作中还是在保险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都战胜了取消派。

遭到种种事实驳斥的人，除了“发火”和歇斯底里大发作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哪里的多数工人团结在对重大问题给予完整、系统而明确回答的党的决议的周围，哪里就有党。哪里的多数觉悟的工人团结起来，一致拥护这些决议并且同心同德认真贯彻这些决议，哪里就有党。

格·戈洛索夫也和一切取消主义者一样，庇护齐赫泽（和七人团）破坏这些决议，即破坏工人阶级这种意志的“权利”，也就是支持无党性而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组织。

毫无疑问，工人今后仍将支持自己的6名代表的立场，反对七人团同党貌合神离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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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列宁曾在《为坏事作的坏辩护》一文的剪报上给这篇文章加了一个副标题：《（或者：党在哪里？）》。这份剪报保存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这一文集的档案材料中。——[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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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60]



（1913年10月18日〔31日〕）

尊敬的同志们：

在国家杜马中共同工作一年以来，我们和你们也就是和其余7个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之间，出现了一连串冲突和摩擦。事情已经发展到在报刊上公开论战的地步，而1913年6月国家杜马快闭幕的时候（当时部分代表已经离开），你们通过的决定最后表明，当时的局面已无法容忍，不可收拾了。你们以7票对6票所通过的决定就是：拒绝布尔什维克（6名代表）在预算委员会的两个席位中占一席，推选1名代表（而不是2名）到一个重要的机关。

你们已经不止一次以7票对6票剥夺了6名工人代表提1名杜马发言人（共2名）的权利，因此，上述决定使人再也无法忍受了。

你们知道，我们向来完完全全本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行事，而且思想上完全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决定。

同志们，你们知道，有完全客观的事实可以证明，我们说我们完全按照俄国大多数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工人的意识和意志开展活动，这话并不夸大。有下列事实为证：1912年4—5月工人运动高涨时期创办了《真理报》，而这是把多数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的第一张工人报纸；《真理报》的发行量达4万份；工人团体为《真理报》捐款（关于捐款情况，该报总是公开加以报道）；工人选民团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进行了选举——选民团的全体布尔什维克代表都当选了，选举表明俄国觉悟工人拥护马克思主义、反对取消主义的信念与第二届和第三届国家杜马工人选民团选举时期相比大大增强了，这是肯定无疑和无可争辩的；最后一个证明是，圣彼得堡五金工会理事会进行的选举和今年莫斯科创办的第一张工人报纸。不言而喻，我们认为，严格按照俄国多数以马克思主义团结起来的工人的意志办事，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而你们，7名代表却我行我素，违背了工人的意志，反对工人的意志。你们毫无顾忌地通过了违反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的决定。我们不妨提一下，你们根据某些似是而非的原则，把一个非社会民主党人亚格洛拉进来，直到现在波兰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承认他[61]；你们违背多数工人的意志而采纳了所谓民族文化自治[62]这样的民族主义口号等等。我们不知道你们对取消派这个流派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我们认为，与其说你们是取消派的衷心拥护者，不如说你们正在倒向取消派。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们认为不必考虑同我们携手前进的俄国多数觉悟工人的意见和要求，这个事实是否认不了的。

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的任何一个社会党人，任何一个觉悟工人，都会认为你们的下列意图是很荒唐的：以一票之差压倒我们，剥夺我们在杜马的各委员会或其他机关两个席位中的一个席位，不让我们在杜马发言等等，并且硬把遭到俄国多数觉悟工人谴责的策略和政策强加于我们。

我们认为，而且不能不认为，目前无法调和的已不限于我们在杜马活动方面的分歧。我们不能不认为，你们这种压倒我们并且剥夺我们在两个席位中的一个席位的意图，无疑是分裂行为，使共同工作的一切可能性荡然无存。但是，考虑到工人渴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至少在杜马活动中对外保持统一，考虑到我们一年来的经验证明，有可能通过协商在杜马的各项活动中取得统一，我们建议你们明确地、毫不含糊地、一劳永逸地定下来：决不许可以7票来压工人选民团代表中的六人团。只有完全彻底承认六人团和七人团的平等，并且在杜马活动的所有问题上实行相互协商的原则，才能保持社会民主党第四届国家杜马党团的真正统一。





	载于1913年10月18日《拥护真理报》第1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81—83页

















[60]这是列宁为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起草的声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会议上讨论过。关于这个声明的提出和发表，见注45。——[85]。



[61]这里说的是社会民主党第四届国家杜马党团关于接收叶·约·亚格洛为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的决议。这一决议在党团内是以7票对6票强行通过的。决议规定：亚格洛作为党团成员在杜马工作问题上有表决权，在党内问题上有发言权。



亚格洛是波兰社会党—“左派”的成员，不属于社会民主党。在华沙工人选民团的选举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本已取得初选人的多数，在选举复选人时可以获得全胜。但是由于该党处于分裂状态，支持该党总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初选人拉拢两个持动摇立场的初选人对属于该党分裂派的候选人投弃权票，该党不得不与波兰社会党和崩得的联盟订立协议，最后选出该党两名分裂派的成员（尤·布罗诺夫斯基和扎列斯基）和一名波兰社会党的成员（亚格洛）为复选人。接着在选举杜马代表时，占华沙城市选民团复选人多数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又与波兰社会党和崩得的联盟达成协议支持亚格洛，亚格洛乃当选为华沙杜马代表。社会民主党的两名复选人反对这种做法，在投票选举杜马代表时退出会场表示抗议。——[86]。



[62]“民族文化自治”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鲍威尔和卡·伦纳制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问题纲领。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和崩得分子都提出过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列宁对民族文化自治的批判，可参看本卷《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文化”自治》等文以及《论民族自决权》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23—285页）。



在制定社会民主党第四届国家杜马党团宣言时，孟什维克坚持把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写进宣言。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孟什维克阿·伊·契恒凯里还曾在1912年12月10日（23日）的杜马会议上以党团的名义发言为民族文化自治辩护。——[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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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人组织就取消派诬蔑保险工作者Ｘ一事的决议草案

（不早于1913年10月19日〔11月1日〕）

我们，某某联盟或协会理事会，调查了取消派在其《新工人报》上指责保险工作者X一事[63]，并掌握了取消派报纸编辑部和《拥护真理报》编辑部提供的一切情况，认为后者在10月17日刊登的由5个马克思主义机构组成的委员会所作的决定是正确的，而取消派的活动则纯属诽谤活动。

如果诽谤者不公开地坚决地收回他们的诽谤，我们就号召工人们起来抵制他们，保卫自己的组织不受破坏。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73页















[63]这里说的保险工作者X是指Б．Г．丹斯基（康·安·科马罗夫斯基）。丹斯基于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为《明星报》和《真理报》撰稿，并参加保险运动，1913—1914年是布尔什维克的《保险问题》杂志的编辑部成员之一。取消派为了败坏布尔什维克的声誉，对丹斯基提出指责，说他参加资产阶级的报刊。《拥护真理报》、《启蒙》杂志和《保险问题》杂志编辑部，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和波涛出版社等单位的代表组成了党的专门委员会，对此事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肯定丹斯基从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时起就已不再为资产阶级报刊服务，因此是一个正直的党员，取消派的指责纯属污蔑。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405—406页。——[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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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七人团”

（1913年10月25日〔11月7日〕）

国家杜马的7个代表为取消主义辩护的长篇声明和议论，使人产生很奇怪的印象。

七人团一直谈论的仅仅是杜马的工作、社会民主党的杜马活动！

在七人团看来，塔夫利达宫之外，不存在什么有组织的东西！“我们7个人作决定，我们和亚格洛一起表决，我们选派发言人，我们通过宣言”——从七人团那里听到的只有这些话。“我们是杜马代表”，“我们在开展杜马工作”——除此之外，七人团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懂。

七人团感染上取消主义，严重到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都不懂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杜马代表应该贯彻的不是自己的意志，而是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意志，不是自己的决定，而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决定，不是自己的策略，而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策略。连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起码常识都得向杜马代表讲解，多难为情又多丢脸啊！既然杜马代表竟决定站出来充当无党性分子，充当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破坏者，可见他们倒向取消派的严重程度！

正在转向取消派的7个代表甚至害怕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在哪里”这个问题。

而这正是全部问题的关键。

既然避而不谈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组织起来的俄国多数先进的觉悟工人的统一意志、统一决定、统一策略，那么一切关于统一的高调都完全是口是心非的。

《拥护真理报》[64]早已指出，可以（而且应该）根据什么材料判断多数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意志。不服从这种意志就是分裂行为，就是瓦解组织和破坏组织的行为。

这些材料是：（1）工人选民团第四届杜马的选举；（2）工人报纸的历史；（3）工会组织。在欧洲，还有一项最主要的材料，就是一个政党的党员公开注册的人数。大家都知道，俄国不可能有这样的材料；部分地取代这样的材料的，是一切诚实的工人都必须执行的共同决定。

关于这一点，关于马克思主义组织的特征，关于这个组织的决议和策略，取消派和七人团只字未提！取消派和七人团要“统一”，就是要6个工人代表服从7个无党性分子，就是要破坏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意志。

取消派和七人团要杜马中的这批社会民主党代表自己作主，自己负责，不要这个整体并且反对这个整体。他们把这种可耻的瓦解组织的要求叫作统一的要求。

七人团高喊统一真象一个众人皆知的笑话：7个人要和6个人“联合”，就象人和面包“联合”一样。人把面包吃掉。

7个无党性分子要吃掉6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还要把这叫作“统一”。

这个七人团脱离多数工人，这个七人团正在转向取消派，这个七人团忘掉了自己在杜马中只是贯彻多数工人的意志。正是他们在破坏马克思主义组织，——取消派和7个代表就是这么干的！

工人阶级反对那些自高自大的敌视工人阶级组织的人所干的这种闻所未闻的瓦解组织的勾当，并坚决要求杜马的工作也必须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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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拥护真理报》（《За　Правду》）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在1913年10月1日（14日）—12月5日（18日）期间使用的名称。《真理报》用这个名称共出了52号。关于《真理报》，见注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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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取消派

（1913年10月26日〔11月8日〕）

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它的总参谋部有不少受过欧洲教育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欧工人运动缺乏一般了解，就不能算是有教养的人。

在俄国立宪民主党人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数众多，自然，他们是有一般了解的，甚至还有许多人，年轻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准马克思主义者，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聪明”起来，变成了自由派庸人。

所有这一切说明了为什么欧洲老自由派和俄国新自由派对社会民主党采取不同的态度。前者当社会民主党一出现就反对它，否认它有生存的权利，后者则不得不在事实面前表示妥协。如《言语报》第287号的社论写道：“我们深信不疑，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肯定将成为公开的无产阶级政党。”所以，支持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是我国自由派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一种斗争形式。

当我国这些自由派资产者无力阻挡社会民主党的产生和成长的时候，他们就煞费苦心地使社会民主党按自由派的面貌成长。因此，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多年来一贯竭力支持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特别是取消主义）；自由派正确地把这种支持看作维持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并使工人阶级依赖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唯一手段。

所以，自由派对工人代表六人团同正在转向取消派的七人团的斗争的评价，是颇为发人深思的。自由派从旁观察，也不得不坦白地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7个代表是“社会民主党中的议会活动分子”，是“议会工作派”，在他们的队伍中有“杜马内社会民主党的全体知识分子”。这是一条“社会民主党向公开的议会党演进”的路线，是和一种特别的“策略方针”相联系的路线。“《新工人报》是社会民主党议会主义者的机关报。”

相反，《言语报》写道，《拥护真理报》是“不妥协派的机关报”。这不是议会工作派，而是“对立派”。

一批“知识分子代表”反对“工人代表”，这就是《言语报》的评价。《言语报》装腔作势地断言，无从知道多数工人赞成谁，但是，在下面这段十分发人深思的言论中，它马上就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它写道：“向这种正常的状态〈即公开的、合法的状态〉过渡拖得愈久，就愈有理由预料，议会内的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多数将被迫向目前情绪高昂的议会外的工人多数让步。我们1905年底曾看到这种派别分家带来的悲惨结果。现在，无论谁如何看待摆脱当前绝境的未来出路，都未必能有人来替那些没有经验的、群众自发情绪的领导者在那个冬天的几个月里所犯的错误进行辩护。”《言语报》就是这样写的。



　　我们把这段表白中现在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话用黑体标出了。议会外的工人多数反对“议会内的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多 数”，——这就是六人团和七人团争论的实质，连自由派都已察觉。

七人团和《新工人报》——这就是自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反对“议会外的工人多数”的、反党的知识分子多数。

原有的党没有了，原有的党用不着了，可以不要党，只要办一份报纸、在杜马内开展活动，鼓吹鼓吹未来的公开的党就行了，——这就是七人团的立场和所有取消派分子的立场的实质。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由派对七人团和取消派这么亲热，夸他们了解议会情况，称他们的策略为“细致的、深思熟虑的、不是简单化的”策略。七人团和取消派在工人中兜售自由派的口号，自由派怎么会不夸他们呢？自由派别的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组织一个反对原有的党、反对“议会外的工人多数”的知识分子、议员、合法派的堡垒。

“就让这个堡垒自称社会民主党吧（名称不是实质，而它的自由派工人政策才是实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就是这样议论的；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这样的议论完全正确。

一切有觉悟的先进工人早就懂得的东西，自由派也弄懂了（并且已经一语道破了），这就是：《新工人报》集团和跟着它走的七人团是脱离社会民主党、否定社会民主党、漫骂地下组织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堡垒，他们一贯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等实行让步政策。

工人政党如果不对这个知识分子取消派的堡垒进行坚决斗争，那么，真正拥护党、真正不依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议会外的工人多数”就不可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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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和工人移民

（1913年10月29日〔11月11日〕）

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移民方式。工业迅速发展的国家大量采用机器，把落后国家排挤出世界市场，同时又把工资提高到平均工资水平以上，从落后国家招收雇佣工人。

这样，数以万计的工人就奔向几百几千俄里以外的地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强行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使他们离开穷乡僻壤去参加全世界历史性的运动，使他们面对一个强大的联合起来的国际工业主阶级。

毫无疑问，只有极端的贫困才迫使人们背乡离井；毫无疑问，资本家剥削移民工人丧尽天良。但是，只有反动派才会无视当前这种移民的进步意义。不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不在资本主义基地上进行阶级斗争，就谈不到也不可能摆脱资本的压迫。也正是资本主义吸引全世界劳动群众参加这场斗争，不断打破地方生活的沉寂和保守状态，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和偏见，把来到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最大的工厂和矿山的各国工人联合起来。

各国中以美国输入工人最多。下面是向美国移民的人数的材料：





	　　1821—1830年的10年间………………………99000人1831—1840年的10年间…………………… 496000人

1841—1850年的10年间……………………1597000人

1851—1860年的10年间……………………2453000人

1861—1870年的10年间……………………2064000人

1871—1880年的10年间……………………2262000人

1881—1890年的10年间……………………4722000人

1891—1900年的10年间……………………3703000人

1901—1909年的 9年间……………………7210000人









移民增加，十分迅速，并且有增无减。1905—1909年的5年间，平均每年到美洲的移民（这里仅指美国）达100万人以上。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移民（即移居美国的侨民）成分的变化。1880年以前，大部分是所谓老侨民，来自文明古国英国、德国、一部分来自瑞典。即使到了1890年，英德侨民的总数也还超过侨民总数的一半。

从1880年起，来自东欧和南欧即奥地利、意大利和俄国的所谓新侨民开始猛增。这三个国家在美国的侨民人数如下：





	　　1871—1880年的10年间…………………… 201000人1881—1890年的10年间…………………… 927000人

1891—1900年的10年间……………………1847000人

1901—1909年的9年间…………………… 5127000人









因此，在整个生活制度中农奴制残余保留得最多的旧世界最落后的国家，可以说，被强迫去学习文明。美国资本主义使落后的东欧（其中包括俄国，1891—1900年它提供的移民为594000人，1900—1909年则为1410000人）的数百万工人摆脱了半中世纪状态，加入了先进的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行列。

去年出版了一本很有教益的英文书《移民与劳动》，该书作者古尔维奇作了很有意义的考察。1905年革命后，移居美国的人数激增（1905年是100万，1906年是120万，1907年是140万，1908—1909年达190万）。在俄国经历过各种罢工的工人，把更勇敢、更具有进攻性的群众性罢工的精神也带到了美国。

俄国把自己的一部分优秀工人送到国外，而本身却愈来愈落后了；美国由于从世界各国吸收了最积极、劳动力最强的工人而日益迅速向前发展 
［注：除美国外，其他美洲国家也在迅速前进。去年，到美国去的移民将近25万，到巴西去的将近17万，到加拿大去的达20多万，全年共计62万。］

 。

德国和美国的发展水平大体相同，它从一个输出工人的国家变成为招收他国工人的国家。1881—1890年的10年间，自德国移居美国的达1453000人，1901—1909年的9年，就减少到310000人了。1910—1911年，在德国的外国工人是695000人，而1911—1912年就有729000人。如果我们看看这些人的职业和国籍的分布，就会得到下列情况：





1911—1912年德国的外籍工人（单位千）



	　
	在农业方面
	在工业方面
	共计



	来自俄国…………………………
	274
	34
	308



	来自奥地利………………………
	101
	162
	263



	来自其他国家……………………
	22
	135
	157



	
共计
 ……………………
	397
	331
	728







国家愈是落后，它所提供的未经训练的、“干粗活的”农业工人就愈多。先进的民族可以说总是捞取好的工种，把坏的工种留给半开化的国家。欧洲（“其他国家”）总共给德国提供了157000名工人，其中8/10以上（157000人中有135000人）是产业工人。落后的奥地利提供的产业工人只占6/10（263000人中有162000名产业工人）。最落后的俄国总共只提供1/10的产业工人（308000人中有34000名产业工人）。

可见，俄国因为落后到处挨打。但是，俄国工人比起其他国家的人民来，就更加努力地摆脱这种落后和野蛮的状态，更能给祖国的这些“可爱”特征以坚决的反击，更能紧密地同各国工人团结成一支全世界的解放力量。

资产阶级唆使一个民族的工人反对另一个民族的工人，千方百计分裂他们。觉悟的工人懂得，消除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各民族间的隔阂具有必然性和进步性，因此他们正在竭力帮助启发落后国家的同志，并使他们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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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部斗争问题的材料
[65]



（1913年10月29日〔11月11日〕）

国家杜马6个社会民主党工人（选民团的）代表巴达耶夫、马林诺夫斯基、穆拉诺夫、彼得罗夫斯基、萨莫伊洛夫和沙果夫为一方，与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的其余7个成员为另一方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六人团和七人团双方都分别发表了告工人书，要求工人对问题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

彼得堡工人已经开始讨论问题了。为了使讨论能顺利进行，我们提供一些综合性材料和参考意见，这些材料和意见对每个关心自己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命运的工人都是很有意义的。


谁的意志？

当前工人面临的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分裂这个根本问题，是杜马党团同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关系问题。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决议、策略和行动应当由谁的意志来决定呢？

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经验明确而无可争辩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是这个国家觉悟的和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的意志的贯彻者。先进的无产阶级所作出的、并且在自己的一切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贯彻执行的那些决定，对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来说是必须执行的。议会代表如果违背觉悟的、团结一致的先进无产阶级的意志，那就是放弃代表资格，也就是不要代表的称号了。

对于这些全世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致同意的一般基本原则，首先应当弄懂，并且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争论的问题才不致被各种别有用心的人搅乱，弄得是非不清。

谁要是为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背离多数团结一致的觉悟工人的意志闹独立进行辩护，那么这样的人马上就表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敌人，是彻底破坏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统一和齐心协力的工作的人。

现在要问，我们俄国工人应当怎样判明俄国多数觉悟的和团结一致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意志和决定呢？


俄国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是什么？

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团结成了一个政治上的统一整体，可以用下列标志来判明它的意志：

第一，工人报纸。无产阶级支持某种工人报纸，并以此表明自己的政治意志，表明它们拥护什么样的派别。

第二，议会选举。各国的选举法各有不同，但是工人阶级选什么样的代表，这往往是可以准确无误地断定的。工人选出的代表所属的派别就表明无产阶级的意志。

第三，各种各样的工人社团，特别是领导工人同资本作斗争的工会，提供了判断无产阶级意志的可能性。

第四，在西欧，判明无产阶级意志的最准确的依据是社会党的决定。这些党活动公开，谁是党员大家都清楚。

在俄国，大家知道，没有公开的社会民主党，甚至立宪民主党在俄国也算是被禁止的。因此攻击“地下组织”、背弃地下组织的人，或者为反对地下组织进行辩护的人，在俄国就叫作取消派，即工人组织的变节者和破坏者。

让我们来看看可以说明俄国先进工人的意志的材料吧。


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是怎样表明无产阶级的意志的？

俄国选举法规定成立工人选民团，即工人单独进行选举，其反动目的就是把工人和农民分开。但是这样一来倒能够更好地判明工人的意志，因为他们派到杜马中去的都是同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派别一致的人。

因此，无论是第二届、第三届还是第四届杜马，工人选民团的代表全都是社会民主党人。凡是有点知识的人（除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外）都不能不由此得出结论：俄国工人的意志，就是一心一意同社会民主党人一道前进。

但是工人拥护的是社会民主党内的哪个派别呢？

关于工人选民团选出的代表所属派别的统计材料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二届杜马中，工人选民团的代表有23人，其中布尔什维克11人（即47％）。大家知道，就在当时，即1907年春，曾经作过准确的统计和核对，工人政党内多数人是拥护布尔什维克的。

选举法修改后，第三届杜马工人选民团有8个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4人（即50％）。第四届杜马工人选民团有9个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6人（即67％）。

这样，1907年到1912年的6年间，虽然知识分子离开社会民主党，但是工人却愈来愈多地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

2/3以上的俄国工人是同意第四届杜马中6个工人（选民团的）代表巴达耶夫、马林诺夫斯基、穆拉诺夫、彼得罗夫斯基、萨莫伊洛夫和沙果夫所持的观点和所属的派别的。绝大多数参加政治生活的觉悟工人站在他们一边。

知识分子离开马克思主义组织，取消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则离开取消派。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真相。


谁是代表？

6个代表的声明 
［注：见本卷第85—87页。——编者注］

 及其反对者的声明分别见报的同一天，取消派的报纸（第60号）就急急忙忙提出论据来为7个代表辩护，说什么拥护7个代表的工人票数并不少于拥护6个代表的票数。

当时我们的报纸（第13号）发表了一些材料，完全驳倒了取消派，彻底推翻了他们提出的“论据”。

这些材料列举了推选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参加杜马的各省工人人数，清楚地说明在社会民主党党团内，赞成哪一部分的工人选票比较多，而且多多少。

下面就是这些材料：






	省份
	代表姓名
	单位千



	工厂视察员报告中统计的工人人数


	采矿工业
	共计



	莫斯科省…………………
	马林诺夫斯基……
	348
	3
	351



	弗拉基米尔省……………
	萨莫伊洛夫………
	202
	3
	205



	彼得堡省…………………
	巴达耶夫…………
	170
	27
	197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
	彼得罗夫斯基……
	33
	85
	118



	科斯特罗马省……………
	沙果夫……………
	91
	－
	91



	哈尔科夫省………………
	穆拉诺夫…………
	45
	1
	46



	　
	　总　计
 ………
	889
	119
	1008



	华沙省……………………
	亚格洛……………
	78
	－
	78



	顿河州……………………
	图利亚科夫………
	18
	41
	59



	乌法省……………………
	豪斯托夫…………
	6
	31
	37



	塔夫利达省………………
	布里扬诺夫………
	10
	10
	20



	伊尔库茨克省……………
	曼科夫……………
	2
	11
	13



	梯弗利斯省………………
	齐赫泽……………
	5
	－
	5



	卡尔斯省和巴统地区……
	契恒凯里…………
	1
	1
	2



	　
	　总　计
 ………
	120
	94
	214







亚格洛代表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他在涉及6个和7个代表的关系问题上没有表决权，而且，他被选进杜马是违背华沙省多数工人复选人的意愿的，因此，他不包括在7个代表之内，这样，华沙省的工人数就不能算在拥护7个代表的工人票数之内。

因此，在1144000票中，7个代表总共得136000票，或者说占11．8％，约1/10的票数，而6个代表却得1008000票，或者说占88．2％，约9/10的票数。

取消派关于工人票数的相等的断言完全被推翻了。

他们对这一点是怎样反驳的呢？

他们的回答值得完整地重述一遍，作出这样的回答只能说明他们的处境进退维谷。

“关于这些数字的正确性和它们的意义我们暂且不谈，我们认为……”——弗·先生在《新工人报》第61号上写道。

先生们，是你们提到工人票数问题，我们才给你们援引数字，而你们却又暂且不谈了。

他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完，下一号报纸（第62号）上又出现了只能令人莫名其妙的断言：


　　“我们的报纸昨天已经就这个断言中的算法问题发表了意见。”



　　暂且不谈，这就是“表示意见”。取消派先生们指望找个多大的傻瓜呢？我们援引取消派反驳不倒的上述数字时，根本没有涉及选举6个工人代表的那些省份在我们的选举系统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在事实面前不知所措的取消派却企图大谈六三法令给了6个代表种种特权，说我们崇拜斯托雷平选民团，说我们只承认6个代表是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等等。

这样的论断有一个现成的、但并不好听的名字……我们说了会弄脏嘴！……

各省的工人数仍旧不变。比较一下这些数字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

尽管德国妇女被剥夺了选举权，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可以统计自己在选举中取得的成果。

所有这一切是那么简单明了，因此，人们会感到奇怪：取消派到底想用自己的“论据”来迷惑谁呢？


俄国工人报纸表明了什么样的工人意志呢？

大家知道，俄国的工人报纸是经过1908—1910年的苦闷消沉和思想混乱时期后，从1911年才开始创办的，并在1912年巩固下来了。

拿1912年来说，首先创办并坚持下来的是周报《明星报》[66]，后来每周出两次，为日报《真理报》的创办作了准备。《真理报》在工人的大力支持下于1912年4月创刊。这份报纸把多数觉悟工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它的方针就是多数团结一致的觉悟的无产者的方针。

到1913年已经出现了两种同一方针的全国性报纸。在工人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道路报》在莫斯科创刊了，这个报纸也采取同样的方针。

只是从1912年秋开始，持另一种方针的取消派才在出了几期内容贫乏的周报之后，创办了日报《光线报》。

因此，这些事实都无庸置疑地证明，多数工人很早以前就已经团结在《真理报》周围了。创办取消派报纸是后来的事，这是违背多数人意志的行动，是一种分裂行动，也就是少数不愿服从多数的行动。

每一个工人都会懂得，在同一个城市，创办另一种报纸来竭力破坏原来出版的报纸，这就破坏了无产阶级行动的统一。欧洲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都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


给工人报纸捐款表明了什么样的工人意志呢？

资产阶级报纸是靠巨额资本维持的。工人的报纸则靠工人自己捐款来维持。

工人们筹款资助某种出版物或某一报纸的行动，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意志。

因此，俄国工人为工人报纸筹款一事，是表明工人意志的很重要的标志之一。只有完全无知或者别有用心的人（类似立宪民主党人和取消派）才会回避这件事。

下面就是有关工人团体捐款的材料，这个材料已经不止一次地公布过，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可以对这个材料进行核对：





工人团体捐款次数



	　
	给《真理报》
	给莫斯科的报纸
	共计
	给《光线报》



	1912年…………………………
	620
	5
	625
	89



	1913年（4月1日前）……………
	309
	129
	438
	139



	1913年（4月1日到10月）……
	1252
	261
	1513
	328



	2年共计……………
	2181
	395
	2576
	556







这个材料涉及的时间很长。它包括整个1912年和1913年的9个月。它反映了全俄国的情况 
［注：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中，这里附有一个脚注：“截至1914年5月按整数统计，给《真理报》捐款的工人团体是6000个，给取消派捐款的将近1500个。”——俄文版编者注］

 。

这个材料说明了什么呢？毫无疑问，它说明在觉悟工人中，拥护《拥护真理报》的，拥护6个工人代表的，也就是取消派的反对者占绝对优势。

任何不承认这个压倒的多数作出的决定的人，都是违背工人意志的人，都是分裂组织和瓦解组织的人。

彼得堡工会表明了什么样的工人意志呢？

大家知道，五金工人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国，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最开展和最先进的工人。

谁也不能否认五金工人是俄国整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先进部队），这一点连取消派自己在五金工人开会的那天也是承认的。


彼得堡五金工人会议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会上选举了理事会。当时提出两个名单。

一个名单刊登在取消派的报纸上并得到该报的支持，其中列有许多知名的取消派的大名。

另一个名单刊登在《真理报》上，这是反取消派的名单。

取消派撒谎说自己的名单是工会的决定，但是撒谎没有帮他们的忙。

出席五金工人会议的有3000人。其中投票赞成取消派名单的总共不过150人。

显然，觉悟的先进工人的意志已经充分反映出来了。工人对取消派的论调连听都不想听。

在彼得堡所有的工会中，只有一个印刷工会还在跟着取消派跑， 
［注：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中，这里附有一个脚注：“看来，现在连这个工会也开始离开取消派了。”——俄文版编者注］

 因而孤立于彼得堡整个无产阶级之外。而且还应当指出，对取消派来说，这里也并非一切情况都“令人满意”。在商店店员、木器工人、镀金镀银工人、裁缝、面包工人、建筑工人和饭店职员等中间，崇拜取消派的人多吗？有多少？在哪里？在文化教育机关，这种崇拜者多吗？看不到！可是当取消派反对地下组织和“罢工狂热”、拥护在斯托雷平改良的庇护下的合法性时，曾经断言所有合法的组织都是拥护他们的！那么工人知识分子是拥护谁的呢？在上一号报上就有106个工人学生向6个代表致敬而痛斥取消派！

7个代表跟着取消派跑，因而违背了多数工人的意志。不论是杜马的选举，不论是给报纸的捐款，不论是五金工人会议，也不论是合法运动中的全部工作和现在正在开展的保险运动（响应6个工人代表的号召支持保险周报[67]），都证明了这一点。

违背多数工人意志的7个代表应当记住，他们坚持自己的意志而反对多数工人将会引起什么样的必然的后果。


思想上的统一

在取消派的报纸上这样写道：


　　“社会民主党是一定的思想上的统一体，不承认党的思想的人不能算作社会民主党人。”



　　这话说得对，但并不全对，因为社会民主党不仅是思想上的统一体，而且是组织上的统一体。只有取消派，就是那些不愿承认组织整体、不顾整体意志、违背整体决定等等的人，才会忘记这一点。我们的取消派，即那些过去在《光线报》，现在又在《新工人报》上写文章的人，他们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并坚决同它斗争，从而在工人面前暴露了自己。

这个唯一存在的俄国工人政治组织通过了一系列的决定，坚决谴责取消派所采取的不可容忍的瓦解和分裂这个组织的态度。无论是1908年，还是1910年和1912年，都通过了这样的决定[68]。关心本阶级事业的俄国工人都知道这些决定。但是取消派不仅不认为必须服从这些决定，而且在他们自己的一切活动和各种宣传中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些决定。

正因为如此，这份取消派报纸在讨论组织问题时，就向它的读者隐瞒了关于社会民主党不仅是思想上的、而且是组织上的团结一致的组织的问题。取消派完全脱离组织进行活动，破坏组织的决定，对组织的存在本身加以嘲弄，因此，它自然是不愿意向工人谈这个问题的。

取消派作家向自己的读者隐瞒了这个情况，但是他毕竟应当承认，不同意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社会民主党人的。而取消派先生们就正是这样的人。他们的思想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而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思想。机会主义者和合法主义者阉割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口号、鼓吹破坏原有的组织而在六三制度下建立公开的党，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任何人把他们这些人的思想看作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

取消派所进行的组织活动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都表明，他们已置身于社会民主党之外。

社会民主党是一定的组织上的统一体，因此，不服从这个组织的纪律、蔑视这个组织和违犯这个组织的决定的人是不能算作社会民主党人的。这是一条基本准则。

但是这位饶舌的取消派说得也对。他写道：不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的人不能算作社会民主党人。这一点他说对了。一点不错，取消派先生。不过您没有想到，这些话首先和主要是针对你们自己，针对你们的取消派思想说的。


取消派和资产阶级

谁不相信这一点，那首先就应当让他了解了解，资产阶级政治家和资产阶级报刊是怎样对待取消派，怎样对待取消派的思想和取消派同马克思主义工人组织的斗争的。每一个熟悉资产阶级报刊的人，都立即会相信，取消派每一次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动，都使资产阶级称赞不已，欣喜若狂。资产阶级热烈欢迎取消派反对原有的组织的行动，他们热烈支持取消派反对罢工工人、反对“罢工狂热”的行动。

但是，资产阶级报刊尽管对取消派赞不绝口，却仍然无法掩饰一种糟糕的情况。它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自由派如此喜欢的取消派（智者所见略同！），只不过是一个根本不受工人群众欢迎的知识分子派别。这一点使自由派感到很伤心，但是这一点会使每一个觉悟工人感到高兴！

请看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言语报》对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中所发生的事件是怎样评价的。

该报直言不讳地宣称，七人团是“社会民主党中的议会活动分子”，他们属于“议会工作派”，“知识分子代表的立场较为稳重”。总之，自由派先生们对取消派和《新工人报》的立场要比对6个工人代表的立场更加喜欢得多。

自由派在谈论工人代表时说：“他们全都是工人直接选举的”，是一个由“不妥协分子”组成的团体，因此工人群众特别“容易接受”他们的口号。

而自由派先生们恰恰不喜欢工人代表的这种“不妥协性”以及他们同群众的直接联系。自由派先生们抱怨说，“有理由预料，议会内的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多数将被迫向议会外的工人多数让步”。

自由派先生们当然衷心希望“温和的”取消派——“议会”策略的维护者在目前这场争论中取胜，并且束缚住不妥协的工人代表的手脚，以免他们提出“直线式的”口号！

但是连自由派也感到，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忠于不打折扣的口号的表现，使取消派和自由派希望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党内取胜的妄想难以实现。


团结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决定

六人团的行动是符合无产阶级多数人的意志的，违背这种意志的七人团却胆怯地避而不谈这一点。

下面是已经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决定：


　　“会议认为，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马工作方面采取统一行动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是会议认为，7个代表的行为严重地威胁党团的统一。

7个代表利用一票之差的偶然多数，侵犯了代表大多数俄国工人的6个工人代表的基本权利。

7个代表从狭隘的派别利益出发，剥夺了6个代表在杜马讲坛上就工人生活最重要的问题发言的机会。有许多次发言，社会民主党党团都推举了2名或2名以上的发言人，但是尽管6个代表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却得不到推举自己发言人的机会。

在分配杜马各委员会（如预算委员会）的席位时，7个代表同样也拒绝把两个席位分一个给6个代表。

在党团选举代表进入对工人运动有重要意义的机构时，7个代表以一票之差的多数剥夺了6个代表的代表权。党团的工作人员也往往是由单方面选定的（例如，否决了任命第二书记的要求）。

会议认为，7个代表的这种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在党团中造成摩擦，妨碍团结一致地进行工作并导致党团分裂。

会议最坚决地抗议7个代表的这种行为方式。

6个代表代表着俄国大多数的工人，他们的行动完全符合大多数工人有组织的先锋队的政治路线。因此，会议认为，只有党团的这两个部分完全平等，只有7个代表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马工作方面的统一。

尽管不只是在杜马工作的领域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意见分歧，会议仍然要求党团根据上面提出的党团内两个部分平等的原则保持统一。

会议请觉悟工人就这个重要问题发表意见，并且全力促进党团在6个工人代表享有平等权利这个唯一可能的基础上保持统一。”
［注：见本卷第57—59页。——编者注］







　　这一决定通过工人的代表清楚而准确地反映了多数人的意志，这种意志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地谈过了。只有无党性的社会民主党人才会违背这种意志。只有取消派才会奉劝七人团各行其是，去分裂和瓦解工人组织。


我们在党团中的工作

6个代表把杜马党团的偶然多数在党团中压制他们的问题诉诸工人。

他们列举了党团生活中一些令人吃惊的事实。7个代表是怎样回答他们的呢？

7个代表没有直截了当和明确地说明和反驳6个代表提出的关于他们在杜马活动中受限制的情形，而只是列举了一些事实来说明不存在限制和压制。

毫无疑问，党团考虑6个代表的意见的情形是有的，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那简直就是对无产阶级的嘲弄了，而这种状况在党团中是一天也不能维持的。

党团的统一是可能的，而达成协议是必要的，党团存在一年来的经验表明了这一点。

但是，这一经验也表明，倒向取消主义方面、不考虑多数工人代表的意见的7个代表，在党团中束缚了6个代表的手脚。

6个代表所举的事实，清楚地描绘出党团内部的实际情况，这是推翻不了的。

7个代表：（1）企图修改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例如，在杜马讲坛上维护1903年就被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否决了的民族文化自治。

（2）代表亚格洛是另一个组织的成员，并非社会民主党人，却让他参加党团，享有在杜马事务上的表决权，而且还想让他享有在党内事务上的表决权。

（3）不准许6个代表有自己的书记，尽管他们不止一次提出这个要求。

（4）千方百计限制6个代表在杜马讲坛上发言。

（5）不让6个代表在一个重要机构中有代表权。

（6）限制6个代表参加杜马的各个委员会，其中包括预算委员会。

7个代表对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回答——对事业有利。

显然，对代表俄国大多数工人的6个代表的活动实行压制和限制，绝不能说是对工人的事业和社会民主党的事业有利。

6个代表在杜马党团中是怎样受压制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杜马各个委员会的材料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说明。

在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的26个委员会中：

6个代表参加了7个委员会；其余7个代表参加了13个委员会——几乎多一倍。

在20个各有1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参加的委员会中：

6个代表参加了7个委员会；其余7个代表参加了13个委员会——几乎多一倍。

在各有2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参加的委员会中：

6个代表参加了3个委员会；其余7个代表参加了6个委员会——多一倍。

其中有3个委员会，参加的2人都是其余7个代表。

在6个代表中，没有1人参加了2个以上的委员会；而在其余7个代表中：

契恒凯里参加了6个委员会；斯柯别列夫参加了6个委员会；曼科夫参加了4个委员会。


六人团要求的是什么？

六人团要求有自己的书记，要求在预算委员会的两个席位中得到一个，要求选2个而不是1个代表参加一个重要机构。

七人团承认，他们至今没有实现这些要求，而且拒绝实现这些要求。

任何一个工人都可以看到，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如果七人团不愿意实现这些正当的要求，那他们就会失去信任！

七人团必须给予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行动的6个工人代表以平等的权利和完全平等的地位。

只有这样，违背多数人的意志的七人团才能向统一，至少是向杜马工作中的统一迈出一步。

工人们应当迫使七人团考虑多数人的意志！


杜马内的统一和杜马外的统一

实现杜马外的统一只有一种办法，即通过工人支部的统一来实现，通过一切愿意在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领导下真心实意地为工人阶级谋福利的人加入这些工人支部来实现。这些支部向所有的人敞开大门。凡是愿意按照一个组织意图进行工作的人都可以而且应当加入这个支部。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工人运动的统一，实现自下而上的统一，实现实际工作中的、斗争中的和相互监督下的统一。

我们的报纸早就提出这个口号，而且一直坚持这个口号。但是没有听说取消派走上了这条道路，只要他们真正愿意做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希望社会民主党实现统一，这条道路对他们始终是畅通无阻的。

但是应当怎样实现杜马工作中的统一呢？

杜马工作中的统一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只能采取一种办法来实现，这就是：议会代表服从多数有组织的工人。但是我们的7个倒向取消派的代表不愿意考虑这个意志。他们不愿意考虑有组织的工人的明确决定。他们宁愿利用一票之差的偶然多数来压制代表大多数工人的意志并且在思想上完全同马克思主义组织一致的6个代表。

这些置马克思主义者整体于不顾的人的唯一正确出路，就是直截了当地声明这一点。

但是他们宁肯保持自己的似乎不承担责任的地位。他们不仅不顾有组织的工人的决定，而且想利用自己在杜马中的多数，来破坏反映杜马外的无产阶级意志的决定。

只有7个代表放弃这种做法，杜马中的统一才有可能实现。

6个代表其实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要求了。

我们的同志们说，7个代表不受马克思主义者决定的约束，而我们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有思想原则的决定办事的，但是只要他们不再压制我们，杜马工作中的统一是有可能实现的。

在这个基础上，统一是有可能实现的。

但只能是在这个基础上。7个代表不实现这些要求，这就是说，他们自觉地和公开地制造分裂。同六人团站在一起的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前面援引的数字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提供7个代表根据协议进行工作的机会。7个代表拒绝这种协议也就等于完全彻底地同马克思主义工人组织决裂。这种拒绝意味着7个动摇的代表完全站到取消派的分裂立场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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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列宁把《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部斗争问题的材料》一文送交《拥护真理报》编辑部时，建议该报在1913年10月27日（11月9日）星期日出版的那号报纸中出一张插页，专门刊登支持布尔什维克六人团的材料。载有列宁这篇文章的《拥护真理报》第22号不是在星期日，而是在1913年10月29日（11月1日）星期二出版的。列宁得悉这一号报纸被没收后，曾写信给编辑部，建议下几号报纸重登这篇文章。但是报纸没有再次刊载这篇文章。1914年7月，《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转载了这篇文章，标题为：《关于杜马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成立历史的材料》。作为这篇文章的补充，文集还刊载了列宁专门写的《工人对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反应》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418—426页）。——[99]。



[66]《明星报》（《Звез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10年12月16日（29日）—1912年4月22日（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每周出版一号，从1912年1月21日（2月3日）起每周出版2号，从1912年3月8日（21日）起每周出版3号，共出了69号。《明星报》的续刊是《涅瓦明星报》，它是因《明星报》屡被没收（69号中有30号被没收）而筹备出版的，于1912年2月26日（3月10日）即《明星报》尚未被查封时在彼得堡创刊，最后一号即第27号于1912年10月5日（18日）出版。根据在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护党派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上的协议，《明星报》编辑部起初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代表布尔什维克）、尼·伊·约尔丹斯基（代表孟什维克护党派）和伊·彼·波克罗夫斯基（代表社会民主党第三届国家杜马党团）组成。尼·古·波列塔耶夫在组织报纸的出版工作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这一时期，《明星报》是作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机头报出版的，曾受孟什维克的影响。1911年6月11日（24日），该报出列第25号暂时停刊。1911年10月复刊后，编辑部经过改组，已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参加。该报就成为纯粹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了。



列宁对《明星报》进行思想上的领导，他在《明星报》和《涅瓦明星报》上发表了约50篇文章。积极参加该报编辑和组织工作或为该报撰稿的还有尼·尼·巴图林、康·斯·叶列梅耶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安·伊·叶利扎罗娃－乌里扬诺娃、瓦·瓦·沃罗夫斯基、列·米·米哈伊洛夫、弗·伊·涅夫斯基、杰米扬·别德内依、马·高尔基等。《明星报》刊登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多篇文章。



在列宁的领导下，《明星报》成了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报纸。该报与工厂工人建立了经常的密切联系，在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12年春，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明星报》的作用大大增强了。



以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为读者对象的《明星报》，还为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的合法报纸《真理报》作了准备。它宣传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日报的主张并从1912年1月开始为筹办这种报纸开展募捐，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支持。——[105]。



[67]指《保险问题》杂志。



《保险问题》杂志（《Вопросы　Страхования》）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刊物（周刊），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领导，1913年10月26日（11月8日）—1914年7月12日（25日）和1915年2月20日（3月5日）—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63期。参加杂志工作的有列宁、斯大林、瓦·弗·古比雪夫和著名的保险运动活动家尼·阿·斯克雷普尼克、彼·伊·斯图契卡、亚·尼·维诺库罗夫、尼·米·什维尔尼克等。——[108]。



[68]指1908年12月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工作报告》决议、1910年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体会议《关于党内状况》决议和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6、296—300、363—364页）。——[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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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马克思那样”发议论的立宪民主党人房产主

（1913年10月30日〔11月12日〕）

《市政问题》杂志[69]的编辑兼出版人，国家杜马代表和立宪民主党党员韦利霍夫房产主先生，在自己的杂志上批驳“知识分子官僚”，为在基辅召开的市民代表大会进行辩护。

“知识分子官僚”——这个从反动刊物上抄来的辛辣字眼，暗指的是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请注意，他们欺负了可怜的房产主，对“房产主制”乱发议论，还要求政治上的明确性。韦利霍夫先生埋怨说：“知识分子官僚”力图“强迫代表大会首先发挥一般的政治作用”。

韦利霍夫先生把代表大会上的这个派别叫作“政治”派，并把另一个派别即“市政”派同它相提并论。

对“政治”派的观点他作了如下叙述：


　　“城市活动家说，革命已经过去，而最近的将来未必还会发生。革命没有进行到底，这大概是因为革命阶级〈究竟是哪些阶级？韦利霍夫先生，请直截了当地说吧！〉当时缺乏经验和知识，并且没有作好接受国家政权的准备。召开群众大会、提出口号、发表激烈的演说和抗议性的决议，走这条大路现在已经不能令人满意，看来已经过时了。今后将是大规模的实际文化工作。”



　　这位房产主先生就是这样写的。无论从房产主先生得出的教训来看，还是从他力图忘却资产阶级在紧要关头会转向农奴主这一点来看，他坚持的完全是农奴主观点。他还可笑地学舌，搬出了他从某个地方，大概是从取消派那里，窃听来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
　　他写道：“在俄国，工人无产阶级的人数还很少，力量也很弱，甚至按马克思的《资本论》，土地贵族的统治权在历史发展的最近阶段也应当转到城市资产阶级手中。因此，打击资产阶级，蔑视资产阶级，阻碍资产阶级同现行的国家结构和国家制度作斗争的企图，那就是妨碍自然的进步。”（1913年《市政问题》杂志第20期第1341—1342页）



　　完完全全是在“照马克思那样”发议论！最亲爱的、进步的、甚至是立宪民主党党员的房产主！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阻碍过而且现在也没有阻碍“资产阶级同现行的国家结构作斗争的企图”。你永远也说不出，有哪一次“斗争”“力量薄弱的无产阶级”不曾最坚决地参加过。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从未蔑视过资产阶级同农奴主的任何一次“斗争”。

但是，援引马克思著作的先生，1848年以来，历史上资产阶级背叛同农奴主的斗争并转向农奴主方面的例子却层出不穷，这你就没有想起来？

这样的事俄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特别是1904年，1905年秋天更多，1905年冬天还要多，以后是1906年春天，等等，等等。

援引马克思著作的房产主先生，你是否懂得，同农奴主斗争的利益要求揭露、打击那些口头上要斗争、实际上背叛斗争的资产者，并使他们威信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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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市政问题》杂志（《Городское　Дело》）是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一种有关城市公用事业和市政管理问题的刊物（双周刊），1909—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编辑为米·巴·费多罗夫和列·亚·韦利霍夫。——[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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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70]



（1913年10—12月）

在俄国社会生活诸问题中，民族问题目前已经很突出，这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反动派的民族主义气焰嚣张，还是反革命资产阶级自由派转向民族主义（特别是转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其次是转向波兰、犹太、乌克兰以及其他的民族主义），甚至各个不同“民族的”（也就是非大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人中民族主义的动摇思想日趋严重，发展到违反党纲的地步，——这一切都绝对要求我们比以往更加关注民族问题。

本文的目的，就是专门对马克思主义者和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的这些涉及纲领的动摇思想从总的方面进行研究。我在《北方真理报》第29号上（1913年9月5日《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423—426页。——编者注］

 谈过自由派在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犹太机会主义报纸《时报》[71]发表的弗·李普曼先生的文章，对我这篇文章进行抨击。另一方面，乌克兰的机会主义分子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也批评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问题纲领（1913年《钟声》杂志[72]第7—8期合刊）。这两位著作家提到的问题很多，要回答他们，就非得涉及我们这个题目的各个方面不可。因此，我感到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先转载《北方真理报》的那篇文章。


1．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

许多报纸都不止一次地提到高加索总督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黑帮反动主张，而在于它的羞羞答答的“自由主义”。顺便提一下，总督表示反对人为的俄罗斯化，即反对非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化。高加索非俄罗斯民族的代表自己就在竭力教儿童讲俄语，例如，在不一定要教俄语的亚美尼亚教会学校里就有这种情形。

俄国发行最广的自由派报纸之一《俄罗斯言论报》[73]（第198号）指出了这一点，并且作了一个公正的结论：在俄国，俄语之所以遭到敌视，“完全是”由于“人为地”（应当说：强制地）推广俄语“引起的”。

该报写道：“用不着为俄语的命运担心，它自己会得到全俄国的承认。”这说得很对，因为经济流转的需要总是要使居住在一个国家内的各民族（只要他们愿意居住在一起）学习多数人使用的语言。俄国的制度愈民主，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愈有力、愈迅速、愈广泛，经济流转的需要就会愈迫切地推动各个民族去学习最便于共同的贸易往来的语言。

但是自由派报纸很快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证明它的自由主义不彻底。

该报写道：“就是反对俄罗斯化的人里面也未必会有人反对象俄国这样大的国家应当有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只能是俄语。”

逻辑正好相反！瑞士没有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而是有三种语言——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但是小小的瑞士并没有因此吃亏，反而得到了好处。在瑞士居民中，德意志人占70％（在俄国，大俄罗斯人占43％），法兰西人占22％（在俄国，乌克兰人占17％），意大利人占7％（在俄国，波兰人占6％，白俄罗斯人占4．5％）。在瑞士，意大利人在联邦议会经常讲法语，这并不是由于某种野蛮的警察法（在瑞士没有这种法律）强迫他们这样做，而纯粹是由于民主国家的文明公民自己愿意使用多数人都懂得的语言。法语之所以没有引起意大利人的仇视，是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文明的民族的语言，而不是靠令人厌恶的警察措施强迫别人接受的语言。

为什么民族成分复杂得多而又极端落后的“庞大的”俄国却一定要保留一种语言的特权，从而妨碍自己的发展呢？自由派先生们，情况不是正好相反吗？如果俄国想赶上欧洲，它不是应当尽量迅速、彻底、坚决地取消一切特权吗？

如果取消一切特权，如果不再强迫使用一种语言，那么所有的斯拉夫人就会很快而且很容易地学会相互了解，就不用担心在全国议会里使用不同的语言发言这一“可怕的”主张。经济流转的需要本身自然会确定一个国家的哪种语言使用起来对多数人的贸易往来有好处。由于这种确定是各民族的居民自愿接受的，因而它会更加巩固，而且民主制实行得愈彻底，资本主义因此发展得愈迅速，这种确定也就会愈加迅速、愈加广泛。

自由派对待语言问题也象对待所有的政治问题一样，活象一个虚伪的小商人，一只手（公开地）伸给民主派，另一只手（在背后）却伸给农奴主和警察。自由派分子高喊：我们反对特权；但在背后却向农奴主时而要求这种特权，时而要求那种特权。

一切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都是这样的，不仅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它是最坏的，因为它带有强制性，并且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有着血缘关系）是这样，波兰的、犹太的、乌克兰的、格鲁吉亚的以及一切其他的民族主义也是这样。无论在奥地利还是在俄国，一切民族的资产阶级都高喊“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在分裂工人，削弱民主派，同农奴主大做出卖人民权利和人民自由的交易。

工人民主派的口号不是“民族文化”，而是民主主义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文化。让资产阶级用各种“良好的”民族纲领去欺骗人民吧。觉悟的工人将这样回答他们：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世界，在追逐金钱、互相争吵和人剥削人的世界，民族问题能够解决的话），那就是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

证据是：西欧的瑞士是一个具有古老文化的国家，东欧的芬兰是一个具有新兴文化的国家。

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纲领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享有任何特权；采取完全自由和民主的办法解决各民族的政治自决问题，即各民族的国家分离权问题；颁布一种全国性的法律，规定凡是赋予某一民族任何特权、破坏民族平等或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措施（地方自治机关的、城市的、村社的等等），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同时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要求取消这种违反宪法的措施，都有权要求给予采取这种措施的人以刑事处分。

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语言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而争吵不休，工人民主派则反对这样争吵，要求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即在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消费合作社组织、教育组织以及其他一切组织中，各民族的工人无条件地统一，并且完全打成一片，以对抗各种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只有这样的统一，这样的打成一片，才能捍卫民主，捍卫工人的利益而反对资本（资本已经成为而且愈来愈成为国际资本），捍卫人类向不容许任何特权、任何剥削现象的新的生活制度发展的利益。


2．“民族文化”

读者看到，《北方真理报》上的那篇文章通过一个实例即通过全国性的语言问题阐明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和机会主义，说明了自由派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有一只手伸给农奴主和警察。谁都知道，除了全国通用的语言问题外，在其他一系列类似的问题上，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表现也很阴险、虚伪和愚蠢（甚至从自由派的利益来看也是如此）。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任何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都会在工人中起严重的腐蚀作用，都会使自由的事业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事业遭受极大的损失。尤其危险的是，资产阶级的（以及资产阶级－农奴主的）趋向是以“民族文化”的口号作掩护的。黑帮和教权派以及一切民族的资产者，都在大俄罗斯的、波兰的、犹太的、乌克兰的等等民族文化的幌子下，干反动肮脏的勾当。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现代的民族生活，如果把口号同阶级利益和阶级政策加以对照而不是同空洞的“一般原则”、高调和空话加以对照，那么事实就是如此。

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而且常常是黑帮－教权派的）骗局。我们的口号是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

于是崩得分子李普曼先生失去克制而大打出手，写了一大段杀气腾腾的话对我大肆攻击：


　　“凡是对民族问题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各民族共同的（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ая）文化并不是非民族的（ин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注：Интер——在……之间；——非；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ый——各民族间的，国际的；иннациональный——非民族的，非国民的，无民族的，无国民的。］

 文化（没有民族形式的文化）；非民族的文化，即既不应当是俄罗斯的，也不应当是犹太的，更不应当是波兰的，而只应当是纯粹的文化，这种非民族的文化是荒谬的；超越民族的思想只有适合工人的语言、适合工人生活的具体民族条件，才能成为工人阶级所亲近的思想；工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状况及其发展不应当漠不关心，因为通过民族文化，而且只有通过民族文化，工人才有可能参加‘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然而对这一切，弗·伊·却不愿意知道……”



　　请仔细考虑考虑这个典型的崩得分子用来驳倒我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的议论吧。崩得分子先生非常自信，俨然以“了解民族问题”的人自居，把常见的资产阶级观点当作“大家早已知道的”真理奉献给我们。是的，亲爱的崩得分子，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不是非民族的。谁也没有否认过这一点。谁也没有宣布过什么既不是波兰的，也不是犹太的，更不是俄罗斯等等的“纯粹”文化，可见你说了一大堆废话只不过是想转移读者的注意力，想用空话来掩盖事情的本质。

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还是黑帮的和教权派的），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笼统说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崩得分子避而不谈这个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最起码的基本的道理，而“大谈”其空话，这实际上就是反对揭露和阐明阶级鸿沟，把阶级鸿沟掩盖起来，使读者看不清楚。实际上，崩得分子和资产者的表现一样，因为资产者的整个利益要求散布对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的信仰。

我们提出“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这个口号，只是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抽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我们抽出这些成分只是并且绝对是为了对抗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特别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语言平等，不会否认用母语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进行论战、向“本民族的”农民和小市民宣传反教权派的思想或反资产阶级的思想的必要性，这是用不着多说的，但是崩得分子却用这些无可争辩的道理来掩盖争论的问题，也就是掩盖问题的实质。

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可否直接或间接提出民族文化的口号呢，还是说必须“适应”各地方和各民族的特点，用各种语言宣传工人的国际主义口号以反对民族文化这一口号。

“民族文化”这个口号的含义，不取决于这位知识分子的诺言或他想“说明”这个口号“是指通过它来推行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的善良愿望。这样看问题就是幼稚的主观主义。民族文化这个口号的含义，取决于这个国家同世界各国各阶级的客观相互关系。资产阶级的民族文化就是一个事实（而且我还要重说一遍，资产阶级到处都在同地主和神父勾结）。气焰嚣张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麻醉、愚弄和分化工人，使工人听任资产阶级摆布，——这就是当代的基本事实。

谁想为无产阶级服务，谁就应当联合各民族工人，不屈不挠地同“自己的”和别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斗争。谁拥护民族文化的口号，谁就只能与民族主义市侩为伍，而不能与马克思主义者为伍。

举个具体例子。大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能采纳大俄罗斯的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吗？不能。这样的人应当请他到民族主义者那儿去，而不应让他呆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我们的任务是同占统治地位的、黑帮和资产阶级的大俄罗斯民族文化作斗争，完全用国际主义精神并通过同别国的工人结成最紧密的联盟，来培植那些在我国民主工人运动史上出现的幼苗。你的任务是同本国的大俄罗斯的地主和资产者作斗争，反对他们的“文化”，“适应”普利什凯维奇和司徒卢威之流的特点为国际主义而斗争，不是去鼓吹民族文化这一口号，不是让这个口号畅行无阻。

对于最受压迫最受欺凌的民族——犹太民族来说同样如此。犹太的民族文化，这是拉比和资产者的口号，是我们敌人的口号。但是犹太的文化中和犹太人的全部历史中还有别的成分。全世界1050万犹太人中，有一半多一点居住在落后的、半野蛮的加里西亚和俄国境内，这两个国家用暴力把犹太人置于帮会地位。另一半居住在文明世界，那里的犹太人没有帮会式的隔绝。那里犹太文化明显地表现出具有世界进步意义的伟大特征：它的国际主义，它对时代的先进运动的同情（犹太人参加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百分比，任何地方都高于犹太人在居民中所占的百分比）。

谁直接或间接地提出犹太“民族文化”的口号，谁（不管他的愿望多么好）就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谁就在维护犹太的旧的和帮会的一套，谁就是拉比和资产者的帮凶。相反，犹太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同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以及其他民族的工人在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之中打成一片，并且为建立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既用俄语又用依地语），也正是这些犹太人不顾崩得的分离主义，继承了犹太人的优良传统，同时反对“民族文化”这一口号。

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这两个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的口号，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崩得分子维护民族文化这一口号，并且根据这个口号制定出所谓“民族文化自治”的一揽子计划和实践纲领，因此，他们实际上充当了向工人传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人。


3．民族主义的吓人字眼——“同化”

同化 
［注：字面的意思是同类化，一律化。］

 问题，即失去民族特点，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清楚地表明了崩得分子及其同道者的民族主义动摇思想所产生的后　果。

李普曼先生正确地转述和重复了崩得分子惯用的论据，更确切些说，转述和重复了崩得分子的手法，他把本国的各民族工人必须在统一的工人组织之中统一和打成一片的这个要求（见上面提到的《北方真理报》刊载的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叫作“同化的陈词滥调”。

关于《北方真理报》那篇文章的结尾，弗·李普曼先生说：“因此，要是有人问你属于哪个民族，工人就应该回答说：我是社会民主党人。”

我们的崩得分子认为这种说法俏皮极了。其实，这种立意反对彻底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口号的俏皮话和关于“同化”的叫嚣，正是他们的彻底自我揭露。

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

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占主导地位的，第二种趋势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考虑到这两种趋势，因而首先要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允许在这方面存在任何特权（同时维护民族自决权，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谈），其次要维护国际主义原则，毫不妥协地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哪怕是最精致的）毒害无产阶级。

试问，我们的崩得分子向苍天高喊反对“同化”，他指的究竟是什么呢？这里他不会是指对民族采取暴力和某个民族应享有特权，因为“同化”二字在这里根本不适合；因为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个人还是正式的统一整体，都非常明确而毫不含糊地斥责过哪怕是最轻微的民族暴力、压迫和不平等现象；还因为那篇遭到崩得分子攻击的《北方真理报》的文章，也十分坚决地阐明了这个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不。这里含糊其辞是不行的。李普曼先生在斥责“同化”时，他指的既不是暴力，也不是不平等，更不是特权。那么同化这一概念，除了一切暴力和一切不平等现象外，还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呢？

当然有。还有消除民族隔阂、消灭民族差别、使各民族同化等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趋势，这种趋势每过10年就显得更加强大，并且是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最大推动力之一。

谁不承认和不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一切民族压迫或不平等现象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大骂其他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同化”，这样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不过是民族主义的市侩而已，这也是毫无疑问的。所有的崩得分子以及（我们就要看到的）列·尤尔凯维奇和顿佐夫先生之流的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都属于这类不值得尊敬的人物之列。

为了具体说清楚这些民族主义市侩的观点的十足反动性，我们引证三种材料。

反对俄国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同化”喊得最厉害的是俄国的犹太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其中的崩得分子。不过，从上面引证的材料可以看到，全世界1050万犹太人中，约一半人生活在文明世界里，处在“同化”最多的条件下；只有俄国和加里西亚的被蹂躏的、无权的、受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俄国和波兰的）压迫的不幸的犹太人，才生活在“同化”最少、隔绝得最厉害，甚至还有“犹太区”[74]、 “百分比限额[75]”以及其他普利什凯维奇式的种种好处的条件下。

卡·考茨基和奥·鲍威尔说，文明世界的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他们被同化得最厉害。加里西亚和俄国的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很遗憾，他们（不是由于他们的过错，而是由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过错）在这里还是帮会。这就是那些完全了解犹太人历史并且考虑到上述种种事实的人所作的无可争辩的论断。

这些事实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只有犹太的反动市侩才会高喊反对“同化”，他们想使历史的车轮倒转，想让历史不要从俄国和加里西亚的制度走向巴黎和纽约的制度，而是想让历史开倒车。

在世界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犹太优秀人物，其中出现过全世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先进领袖，他们从未高喊过反对同化。只有那些肃然起敬地注视犹太人“后背”[76]的人才高喊反对同化。

在现代先进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同化过程的规模一般究竟有多大，以北美合众国的移民材料为例就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概念。1891—1900这10年，欧洲有370万人去那里，而1901—1909这9年，就有720万人。根据1900年的统计调查，合众国有1000多万外国人。而纽约州活象一个磨掉民族差别的磨坊，根据这份统计调查，这里有78000多奥地利人，136000英国人，20000法国人，480000德国人，37000匈牙利人，425000爱尔兰人，182000意大利人，70000波兰人，166000俄国移民（大部分是犹太人），43000瑞典人等等。在纽约州以巨大的国际规模发生的过程，现在也在每个大城市和工厂区发生了。

谁没有陷进民族主义偏见，谁就不会不把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过程看作是极其伟大的历史进步，看作是对各个偏僻角落的民族保守状态的破坏，对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就拿俄国和大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态度来说吧。自然，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都会坚决反对骇人听闻的对乌克兰人的侮辱，都会要求保证他们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但是，如果削弱目前存在的乌克兰无产阶级同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在一国范围内的联系和联盟，那就是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甚至从乌克兰人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任务”来看，这也是愚蠢的政策。

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自称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幸的马克思！），他就是推行这种愚蠢政策的榜样。尤尔凯维奇先生写道：1906年索柯洛夫斯基（巴索克）和卢卡舍维奇（图恰普斯基）断言，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俄罗斯化了，因此它不需要另立组织。尤尔凯维奇先生根本不打算举出任何一件涉及问题实质的事实，而是抓住这一点对他们二人进行攻击，完全以最低级、愚蠢和反动的民族主义精神，歇斯底里地狂叫什么这是“民族的消极性”，是“对民族的背弃”，扬言这些人“分裂了〈！！〉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尤尔凯维奇先生硬说，现在我们这里，尽管“工人的乌克兰民族意识增强了”，但是有“民族意识的”工人还是少数，多数人“仍然处于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下”。这位民族主义的市侩大声疾呼，我们的任务“不是跟着群众走，而是率领群众前进，向他们说明民族的任务（民族事业）”（《钟声》杂志第89页）。

尤尔凯维奇先生的所有这些议论完全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议论。但是，甚至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他们中一些人想使乌克兰获得完全平等和自治，另一些人想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看来，这种议论也是不值一驳的。反对乌克兰人谋求解放的意愿的是大俄罗斯和波兰的地主阶级以及这两个民族的资产阶级。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有能力抵抗这些阶级呢？20世纪的头10年已经作出实际的回答，只有率领民主主义农民的工人阶级才是这种社会力量。如果真正的民主力量获得胜利，民族暴力就不可能存在，而尤尔凯维奇先生则竭力分裂这种真正的民主力量，从而削弱它，因此他不仅背叛了民主派的利益，而且背叛了本民族即乌克兰的利益。只有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无产者统一行动，才可能有自由的乌克兰，没有这种统一行动，就根本谈不上这一点。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受资产阶级民族观点的限制。在南部即乌克兰，已有好几十年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较快的经济发展过程，乌克兰把数以几万、几十万计的大俄罗斯农民和工人吸引到资本主义农场、矿山和城市中去了。在这些地方，大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和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同化”的事实是无可置疑的。而这一事实肯定是进步的。资本主义把大俄罗斯或乌克兰愚蠢、保守、死守在穷乡僻壤的不开化的庄稼汉变为流动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的生活条件既打破了大俄罗斯特有的民族狭隘性，也打破了乌克兰特有的民族狭隘性。假定说，大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以后要划国界，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俄罗斯工人和乌克兰工人“同化”的历史进步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这和美国的民族界限的磨掉有其进步性一样。乌克兰和大俄罗斯愈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愈广泛愈迅速，那么资本主义将会更加有力地把国内各地区的各民族工人和各邻国（如果俄罗斯成了乌克兰的邻国的话）的劳动群众吸引到城市、矿山和工厂里去。

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的所作所为，活象是一个十足的资产者，而且是一个狭隘愚蠢、鼠目寸光的资产者即市侩，他为了乌克兰的民族事业的一时成就而将两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彼此交往、联合、同化的利益置之脑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跟着他们跑的尤尔凯维奇和顿佐夫先生之流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说，首先是民族的事业，然后才是无产阶级的事业。而我们说，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事业，因为它不仅能保证劳动的长远根本利益和人类的利益，而且能保证民主派的利益，而没有民主，无论是自治的乌克兰，还是独立的乌克兰，都是不可思议的。

最后，在尤尔凯维奇先生层出不穷的关于民族主义的奇谈怪论中，还应当指出下面一点。他说，乌克兰工人中有民族意识的是少数，“多数人仍然处于俄国文化的影响下”（бīльшīсть　перебувае　ще　пīд　впливом　росīйськоǐ　культури）。

在谈到无产阶级时，这种把整个乌克兰文化同整个大俄罗斯文化对立起来的做法，就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最无耻的背叛，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效劳。

我们要告诉一切民族的社会党人：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一种是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还有一种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乌克兰同德国、法国、英国和犹太人等等一样，也有这样两种文化。如果说多数乌克兰工人处于大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下，那么我们就确凿地知道了，除了大俄罗斯神父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外，还有大俄罗斯的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在产生影响。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前一种“文化”作斗争时，总是要把后一种文化区别开来，并且要告诉自己的工人们：“必须用全力抓住、利用、巩固一切机会，同大俄罗斯的觉悟工人相交往，阅读他们的书刊，了解他们的思想，乌克兰的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和大俄罗斯的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都要求这样做。”

一个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大俄罗斯压迫者的仇恨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忘乎所以，以致对大俄罗斯工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事业也仇恨起来，哪怕只有一点儿，哪怕仅仅采取疏远态度，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就会滚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潭。如果一个大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哪怕只是一分钟忘记了乌克兰人对于完全平等的要求，或者忘记了他们享有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那么他同样也会滚入民族主义的泥潭，并且不仅会滚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潭，而且还会滚入黑帮民族主义的泥潭。

只要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他们就应该一同通过组织上最紧密的统一和打成一片，维护无产阶级运动共同的文化或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以绝对宽容的态度对待用何种语言进行宣传的问题和在这种宣传中如何照顾一些纯地方的或纯民族的特点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任何鼓吹把一个民族的工人同另一个民族的工人分离开来的论调，任何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同化”的言论，任何在涉及无产阶级的问题时把某个民族文化当作整体同另一个据说是整体的民族文化相对立等等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应该与之作无情的斗争。


4．“民族文化自治”

“民族文化”这个口号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意义重大，不仅是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整个宣传鼓动工作的思想内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宣传，而且还因为臭名远扬的民族文化自治的一整套纲领是以这个口号为依据的。

这个纲领主要的、根本的缺陷，就在于它竭力要实现最精致、最绝对、最彻底的民族主义。这个纲领的实质是：每一个公民都登记加入某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就是一个法律上的整体，有权强迫自己的成员纳税，有本民族的议会（国会），有本民族的“国务大臣”（大臣）。

这种思想用到民族问题上，正如蒲鲁东思想用到资本主义上一样。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及其基础——商品生产，而是清除这个基础的各种弊端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相反，是“确立”交换价值，使之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公正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也没有弊端的东西。——这就是蒲鲁东思想。

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他的理论把交换和商品生产绝对化，把它当作宝贝，而“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和纲领也是小资产阶级的，同样是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绝对化，把它当作宝贝，清除其中的暴力、不公正等等现象。

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它是最“公正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国际主义代替一切民族主义，这就是各民族通过高度统一而达到融合，我们亲眼看到，在修筑每一俄里铁路，建立每一个国际托拉斯，建立每一个工人协会（首先是经济活动方面的，其次是思想方面、意向方面的国际性协会）的同时，这种融合正在加强。

民族原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重视这个社会，完全承认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然而，不要把这种承认变成替民族主义辩护，因此应该极严格地仅限于承认这些运动中的进步东西，因此不能因为这种承认而让资产阶级思想模糊了无产阶级意识。

群众从封建沉睡状态中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为争取人民主权、争取民族主权而斗争，这是进步。因此，在民族问题的各个方面维护最坚决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项任务多半是消极的。可是无产阶级不能超出这项任务去支持民族主义，因为超出这项任务就属于力图巩固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积极”活动了。

冲破一切封建桎梏，打倒一切民族压迫，取消一个民族或一种语言的一切特权，这是无产阶级这个民主力量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正在为民族纠纷所掩盖和妨碍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绝对利益。然而，超出这些受一定历史范围的严格限制的界限去协助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就是背叛无产阶级而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里有一条界线，这条界线往往是很细微的，而崩得分子和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却把它全忘光了。

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是绝对正确的。为一切民族发展，为笼统的“民族文化”而斗争是绝对不正确的。全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没有充分发展的民族运动的实例，提供了一些由若干小民族组成大民族或损害某些小民族而组成大民族的实例，也提供了一些民族同化的实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原则是笼统的民族发展，由此而产生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局限性，由此而产生了难解难分的民族纠纷。无产阶级不仅不维护每个民族的民族发展，相反，还提醒群众不要抱这种幻想，无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周转的最充分的自由，欢迎民族的一切同化，只要同化不是强制性的或者依靠特权进行的。

在某种“公正”划定的范围内巩固民族主义，“确立”民族主义，借助于专门的国家机关牢固而长期地隔离一切民族，——这就是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基础和内容。这种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是彻头彻尾虚伪的。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它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不这样做就站到反动的民族主义市侩一边去了。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他们的布隆代表大会[77]上（1899年）讨论民族文化自治草案时，几乎没有注意对这个草案从理论上加以评价。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提出了以下两个反对这一纲领的论据：（1）它会加强教权主义；（2）“它导致的后果就是使沙文主义永世长存，把沙文主义搬进每一个小团体，每一个小组”（见布隆代表大会正式德文记录第92页。这个记录有犹太民族主义政党“犹 太社会主义工人党”[78]出版的俄文译本）。

毫无疑问，目前世界各国，一般含义的“民族文化”即学校等等，都处于教权派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的绝对影响下。崩得分子为“民族文化”自治进行辩护，说民族的确立会使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成为不带任何不相干的意图的纯粹斗争，这是很明显很可笑的诡辩。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重大的阶级斗争都首先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进行的。把教育部门从这个领域分出来，首先，这是一种荒谬的空想，因为要学校（以及笼统的“民族文化”）脱离经济和政治是不行的；其次，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每走一步都迫使消除荒谬陈腐的民族隔阂和偏见，而把学校教育这一类事业分出来恰恰会保持、加剧、加强“纯粹的”教权主义和“纯粹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

在股份公司里，不同民族的资本家坐在一起，不分彼此。在工厂里，不同民族的工人在一起工作。当发生任何真正严肃而深刻的政治问题时，人们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来进行组合的。使教育这一类事业“不受国家管理”交给各个民族管理，恰恰是企图把社会生活的可以说是最高的意识形态领域同使各民族打成一片的经济分开，在意识形态这一领域中，对“纯粹”民族文化的存在或教权主义和沙文主义在民族中的培植都是极为有利的。

“超地域的”（非地域的，同某一民族所居住的地域无关的）或“民族文化的”自治计划付诸实施，只能意味着以民族划线分割教育事业，即分民族办教育事业。只要清楚地想想著名的崩得计划的这种真正本质，就足以了解这个计划的十足反动性了，即使从民主派的观点来看这个计划也是极其反动的，更不用说从无产阶级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了。

只要举出学校教育“民族化”的一个例子和一个草案，就可以清楚地说明问题的实质。北美合众国在全部生活中直到现在仍然划分为北方诸州和南方诸州；前者自由传统和反对奴隶主斗争的传统最多，后者奴隶占有制的传统最多，经济上压制黑人、文化上歧视黑人（黑人中44％是文盲，白人中6％是文盲），等等对黑人迫害的残余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在北方诸州，黑人和白人是合校上课的。在南方则有专门的——“民族的”或种族的，怎么称呼都行——黑人学校。看来，这倒是学校“民族化”的唯一实例。

东欧有一个国家直到现在还有可能发生类似贝利斯案件[79]的事情，那里的犹太人被普利什凯维奇先生们贬到比黑人还不如的地位。这个国家的内阁不久前拟了一个犹太学校民族化的草案。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反动的空想未必能够实现，奥地利的小资产者的空想也是如此，这些人对实现彻底的民主主义、对终止民族纠纷已经绝望了，于是就在学校教育方面给各民族重重设防，使各民族不会因为分校而发生纠纷……然而各民族之间却“确定地”要发生一种“民族文化”反对另一种“民族文化”的永无休止的纠纷。

奥地利的民族文化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是著作家杜撰出来的，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自己都没有把它当真。但是俄国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各民族的一些市侩机会主义分子，例如崩得分子、高加索的取消派以及俄国各民族左派民粹派政党代表会议[80]，却都把它纳入了纲领。（顺便说一下，这个代表会议在1907年召开，代表会议的决议是在俄国社会革命党和波兰社会爱国派、波兰社会党[81]弃权的情况下通过的。弃权——这是社会革命党人和波兰社会党人在涉及民族纲领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所采用的一种极其典型的方法！）

在奥地利，正是“民族文化自治”的最主要的理论家奥托·鲍威尔在自己的书中，用专门一章来论证对犹太人不能提出这个纲领。而在俄国，正是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应声虫崩得采纳了这个纲领 
［注：崩得分子常常激动万分地否认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都采纳了“民族文化自治”的事实，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一事实彻底揭露了崩得所起的真正作用。崩得分子之一马宁先生在《光线报》上试图重申其否认，恩·斯科宾则对他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启蒙》杂志第3期）。但是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在《钟声》杂志上（1913年第7—8期合刊第92页）引用《启蒙》杂志（第3期第78页）上恩·斯科宾关于“崩得分子同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集团一起，早就维护民族文化自治”这段话时，竟加以歪曲，删去了这句话中的“崩得分子”几个字，并以“民族权利”一语偷换了“民族文化自治”一语，对此，我们只能感到惊奇！！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不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仅是一个对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它的纲领极其无知的人，而且是一个为了维护崩得利益而干脆捏造引文的人。崩得和尤尔凯维奇先生们的情况不妙啊！］

 。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说，历史用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实践揭露了鲍威尔的荒谬杜撰，同样，俄罗斯的伯恩施坦分子（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别尔嘉耶夫之流）也用自己从马克思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迅速演变的事实揭露了德国伯恩施坦派的实际思想内容。

无论是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还是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没有把“民族文化”自治纳入自己的纲领。然而，一个最落后的国家里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许多冒牌的社会主义市侩集团却采纳了它，以便用精致的形式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中去。这个事实本身很清楚地说明了问题。

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了奥地利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那就不能不恢复常常被崩得分子所歪曲的真相。在布隆代表大会上曾经提出一个纯粹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这是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这个纲领的第2条说：“居住在奥地利的每一个民族，不论其成员所居住的地域，组成一个自治团体，完全独立地管理本民族的（语言的和文化的）一切事务。”维护这个纲领的不仅有克里斯坦，而且还有颇具威信的埃伦博根。但是这个纲领被否决了，没有一票赞成。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是拥护地域原则的，即主张不建立任何“与民族成员的居住地域无关”的民族集团。

已通过的纲领的第3条写道：“同一个民族所居住的各自治区域共同组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完全按自治原则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参看1913年《启蒙》杂志第4期第28页[82]）显然，这个折中的纲领也是不正确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萨拉托夫省的德意志移民村社、里加或罗兹城郊的德意志工人区和彼得堡附近的德意志人的居住区等等合起来组成俄国境内的德意志人“统一民族联盟”。显然，社会民主党人不能要求干这种事，不能巩固这种联盟，虽然他们当然丝毫不否认在这个国家成立任何联盟的自由，包括成立任何民族的任何村社联盟的自由。但是，按国家法律把俄国各地的和各阶级中的德意志人等单独组成统一的德意志民族联盟，这种事只有神父、资产者、市侩等等人才会干，社会民主党人是决不干的。


5．民族平等和少数民族的权利

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在讨论民族问题时最惯用的手法，就是以奥地利作例子。我在《北方真理报》 
［注：见本卷第121—124页。——编者注］

 （《启蒙》杂志第10期第96—98页）上发表的那篇遭到机会主义分子攻击（谢姆柯夫斯基先生在《新工人报》上，李普曼先生在《时报》上）的文章中肯定地说：既然在资本主义世界民族问题一般地说有解决的可能，那就只有一种解决办法，这就是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为了证明这一点，我顺便举了瑞士的例子。

上面提到的那两个机会主义分子都不喜欢这个例子，都企图驳倒这个例子或缩小其意义。据说，考茨基曾经说瑞士是个例外，说瑞士有完全独特的分权制，有独特的历史，有独特的地理条件，说那里操外国语的居民居住分散，情况非常特殊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说法都不过是企图回避论争的实质罢了。当然，瑞士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它是个例外。但是奥地利和俄国也属于这样的例外（或落后，——考茨基补充说）。当然，在瑞士，正是独特的、不寻常的、历史形成的条件和生活条件，才保证了它比那些同它接壤的多数欧洲邻国有更多的民主。

可是，既然我们所谈的是一个应该借鉴的榜样，那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在现代条件下，那些已经根据彻底的民主原则建立了某种机构的国家，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例外。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难道因此就不该坚持一切机构都应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吗？

瑞士的特点在于它的历史、它的地理条件和其他条件。俄国的特点在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从未有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国家的各方面都非常落后，这种落后客观上要求必须冒着种种失利和失败的危险，特别迅速、特别坚决地向前迈进。

我们是以无产阶级的观点为依据来制定民族纲领的；从什么时候起选个榜样必须选坏的而不该选好的？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在彻底实行民主主义的国家里才能实现民族和平（既然一般地说是有可能实现的），这在任何情况下难道不都是不可争辩、不可反驳的事实吗？

既然这是无可争辩的，那么机会主义分子坚持要以奥地利而不以瑞士为例，就是地道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手法，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总是抄袭欧洲的坏宪制，而不是抄袭好宪制。

瑞士通行三种国语，然而法律草案在付诸全民投票时，是用五种文字刊印的，也就是除了用三种国语外，还用了两种“罗马语族的”方言。根据1900年的调查，在瑞士的3315443个居民中有38651人操这两种方言，即占1％强。军队中军官和士官“享有用母语同士兵讲话的最大自由”。在格劳宾登和瓦利斯两个州（各有居民10万多一点），这两种方言是完全平等的。 
［注：见勒内·昂利《瑞士与语言问题》1907年伯尔尼版。］



试问，我们是应该宣传并且维护一个先进国家的这种生动的经验呢，还是应该从奥地利人那里抄袭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试验过的（奥地利人自己也还没有采纳的）象“超地域自治”一类的杜撰出来的东西呢？

鼓吹这种杜撰出来的东西就是鼓吹按民族分校，就是鼓吹非常有害的观点。而瑞士的经验表明，在整个国家实行彻底（仍然是相对而言）民主主义的条件下保证高度的（相对而言）民族和平，在实践上是可能的并且已经实现了。


　　对这个问题有研究的人们说：“瑞士不存在东欧那样的民族问题。这个词汇（民族问题）在这里甚至都无人知晓……瑞士的民族斗争早在1797—1803年间就终止了。”
［注：见爱·布洛赫尔《瑞士的民族》1910年柏林版。］





　　这就是说，法国大革命时代不仅用最民主的方式解决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一些首要问题，同时还顺便地“解决了”民族问题。俄国境内有的县份甚至一个县的一部分的20万居民中就有4万人操两种方言并且希望在本地区享有使用语言方面的完全平等，现在就让谢姆柯夫斯基和李普曼之流先生们以及其他机会主义分子去试试作出论断，说这个“唯独瑞士的”解决办法不适合于这些地方吧！

宣传民族和语言的完全平等，就可以把每个民族的彻底的民主分子（即只是无产者）单独分出来，可以不按民族，而是根据他们对一般国家制度进行深入和重大改善的愿望把他们联合起来。反之，宣传“民族文化自治”（尽管个别人和个别集团出于好意），就是离间民族，并且实际上是促使一个民族的工人同该民族的资产阶级接近（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都采纳了这个“民族文化自治”）。

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同完全平等的原则是分不开的。我在《北方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对这个原则的表述几乎同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召开的会议作出的更确切的正式决定的表述完全一样。这个决定要求“宪法中还要加一条基本法律条款，宣布任何一个民族不得享有特权、不得侵犯少数民族的权利”。

李普曼先生试图嘲笑这个提法，他问道：“怎样才能知道什么是少数民族的权利呢？”民族学校使用“自己的教学大纲”的权利，是否属于这些权利之列呢？少数民族要有多大才有权设自己的法官，自己的官员，开办使用母语的学校呢？李普曼先生想从这些问题中作出必须要有“积极的”民族纲领的结论。

其实，这些问题清楚地表明，我们这个崩得分子用所谓细节问题的争论作掩护，正在偷运着多么反动的货色。

在自己的民族学校里有“自己的教学大纲”！……可亲的民族社会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学校教学大纲，比方说，大纲要求实施绝对的世俗教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允许背离这个共同的大纲（至于用某些“地方性的”课程、语言等等作补充的问题，可由当地居民决定）。可是，根据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而交给各民族管理的原则，我们工人就得允许各“民族”在我们的民主国家中把人民的钱财花在办教权派的学校上！李普曼先生自己不知不觉清楚地说明了“民族文化自治”的反动性！

“少数民族要有多大？”这一点连崩得分子心爱的奥地利纲领也没有确定，这个纲领说（比我们的更简短更不清楚）：“对于少数民族的权利，帝国议会将颁布一项特别法律加以保障。”（布隆纲领第4条）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为什么谁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来质问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呢？这个法律究竟应该保证什么样的少数民族有什么样的权利呢？

因为一切明白事理的人都懂得，纲领中规定细节问题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可能的。纲领只能确定一些基本原则。这里所说的基本原则在奥地利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近举行的一次会议所通过的决定也直接表述了这条原则。这条原则就是不容许存在任何民族特权和任何民族不平等。

为了给崩得分子解释清楚问题，我们举一个具体例子。根据1911年1月18日的学校普查材料，圣彼得堡市国民“教育”部所属的初等学校有学生48076人。其中犹太学生396人，也就是说，不到1％。其次，罗马尼亚学生2人、格鲁吉亚学生1人、亚美尼亚学生3人等等[83]。能不能制定一个包罗这些各种各样的关系和条件的“积极的”民族纲领呢？（自然，在俄国，彼得堡还远不是民族成分最“复杂的”城市。）看来，连崩得分子这样的研究民族“微妙问题”的专家也制定不出这样的纲领。

然而，如果在国家宪法中有一项规定不得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基本法律条款，那么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要求废除这样的命令，例如，规定不得用公费雇专门教员讲授犹太语、犹太史等等的命令，或者规定不向犹太、亚美尼亚、罗马尼亚孩子乃至一个格鲁吉亚孩子提供公家场所听课的命令。在平等的基础上满足少数民族的一切合理公正的愿望决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而且谁也不会说，宣传平等是有害的。相反，宣传按民族分校，例如，宣传在彼得堡专门为犹太孩子办犹太学校，那就是绝对有害的，而且为所有的少数民族，为一两个或两三个孩子办民族学校简直是不可能的。

其次，在任何一项全国性的法律中，都不可能规定究竟什么样的少数民族才有权开办专门学校或聘请讲授补充课程的专门教员等等。

相反，关于民族平等的全国性的法律，完全可以在各地区议会、各城市、各地方自治机关、各村社等等的专门法令和决定中，详细地加以规定并加以发展。


6．中央集权制和自治

李普曼先生在自己的反驳意见中写道：


　　“以我国的立陶宛、波罗的海边疆区、波兰、沃伦、俄国南部等地为例，——你们到处都可以发现杂居的居民；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个大的少数民族。不管分权制实行得怎样广泛，到处（主要在城市公社中）都可以发现各种不同的民族居住在一起，正是民主主义把少数民族完全交给多数民族支配。然而，大家知道，弗·伊·是反对瑞士联邦实行的那种国家联邦制和无限分权制的。试问，他为什么要举瑞士作例子呢？”



　　我为什么举瑞士作例子，上面已经说明了。同时也说明了，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只有在不背离平等原则的彻底的民主国家中，通过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可是在上面的一段引文中，李普曼先生还重复了一条最流行的（也是最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或者怀疑意见），这种意见通常是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纲领的，因此值得加以分析。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发展要求有尽可能大尽可能集中的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始终坚持建立更大的国家。它将始终反对中世纪的部落制度，始终欢迎各个大地域在经济上尽可能达到紧密的团结，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域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广泛地开展起来。

资本主义生产力广泛而迅速的发展，要求有广阔的、联合和统一成为国家的地域，只有在这样的地域里，资产者阶级，还有和它必然同时存在的死对头无产者阶级，才能各自团结起来，消灭一切古老的、中世纪的、等级的、狭隘地方性的、小民族的、宗教信仰的以及其他的隔阂。

关于民族自决权，即关于民族享有分离和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权利，我们还要专门来谈。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23—285页。——编者注］

 但是，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联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然而，决不能忘记，我们维护集中制只是维护民主集中制。在这方面，所有的市侩和民族主义市侩（包括已故的德拉哥马诺夫），把问题搅乱了，这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花时间来进行澄清。

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以及有独特的经济和生活条件、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我们这里人们总是把集中制同专横和官僚主义混为一谈。俄国的历史自然会引起这种混淆，然而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仍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举个具体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罗莎·卢森堡在她的长篇文章《民族问题和自治》 
［注：《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84]1908年和1909年克拉科夫版。］

 中犯有许多可笑的错误（下面将要谈到），其中一个错误特别可笑，这就是她试图说明自治的要求只适用于波兰。

然而，请先看看她是怎样给自治下定义的。

罗莎·卢森堡承认（她既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必须承认），一切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最重要的和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决不应该由各区域的自治议会掌管，而只能由全国性的中央议会掌管。属于这类问题的有：关税政策、工商法、交通和联络工具（铁路、邮局、电报、电话等）、军队、税制、民法 
［注：罗莎·卢森堡在发挥自己的思想时谈得很细，例如，她还谈到（而且谈得很对）离婚法（上述杂志第12期第162页）。］

 和刑法、教育的一般原则（例如，关于绝对的世俗教育、关于普及教育、关于最低教学大纲、关于学校的民主制度等等的法律）、劳动保护法、政治自由法（结社权）等等，等等。

根据全国性的立法，由自治议会掌管的是纯粹地方性的、区域性的或纯粹民族方面的问题。罗莎·卢森堡在发挥这个思想时也谈得十分详细（甚至过于详细），她指出了例如建设地方铁路（第12期第149页）、地方公路（第14—15期合刊第376页）等等。

非常明显，如果不保证每一个在经济和生活上有较大特点并且民族成分不同等等的区域享有这样的自治，那么现代真正的民主国家就不可能设想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集中制原则，不仅不会因为实行这样的（地方的和区域的）自治而遭到破坏，反而会因此能够民主地而不是官僚主义地得到贯彻。没有这种既促进资本集中、生产力发展，又促进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团结的自治，那么，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的发展就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会有极大的阻力。这是因为，对纯粹地方性的（区域的、民族的等等）问题实行官僚主义的干预，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特别是在大的、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上实行集中制的障碍之一。

因此，当读到我们杰出的罗莎·卢森堡非常严肃地用“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竭力证明自治要求只适用于波兰，而且只是作为一种例外的时候，是很难叫人不发笑的！自然，这里并没有一点对“自己教区”的爱国主义，这里只有“实际的”考虑……例如对立陶宛的考虑。

罗莎·卢森堡以维尔纳、科夫诺、格罗德诺和苏瓦乌基四省为例，力求使读者（也使她自己）相信，这些省份居住的“主要”是立陶宛人，她还把这些省份的居民加在一起，结果是立陶宛人占全体居民的23％，如果再把日穆奇人[85]同立陶宛人加在一起，则占居民的31％，就是说不到1/3。结论自然就是关于立陶宛自治的想法是“无根据和人为的”（第10期第807页）。

凡是了解我们俄国官方统计方面存在的人所共知的缺点的读者，立刻就会发现罗莎·卢森堡的错误。为什么要以立陶宛人只占百分之零点二（0．2％）的格罗德诺省为例呢？为什么要以整个维尔纳省而不是只以该省的立陶宛人在居民中占多数的特罗基一县为例呢？为什么要以整个苏瓦乌基省为例，确定立陶宛人占该省居民的52％，而不以该省一些立陶宛人居住的县份，即以7个县中立陶宛人占居民72％的5个县为例呢？

在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和要求时，不用“现代的”，不用“资本主义的”行政区划，而用俄国中世纪的、农奴制的、官方官僚制的行政区划，而且用的是最粗线条的行政区划形式（用省而不是用县），这是很可笑的。非常明显，不废除这些区划，不代之以真正“现代的”区划、真正符合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官家的、不是官僚制度的、不是守旧势力的、不是地主的、不是神父的要求的区划，那么就谈不上在俄国进行什么比较认真的地方改革，同时，现代资本主义的要求，无疑会包括居民的民族成分要尽可能统一的这项要求，因为民族性、语言统一对于完全控制国内市场和经济流转的完全自由是一个重要因素。

崩得分子麦迭姆重犯罗莎·卢森堡的这个明显的错误，他想证明的不是波兰的那些“例外”特征，而是民族地域自治原则行不通（崩得分子是拥护民族超地域自治的！），这实在令人惊奇。我们的崩得分子和取消派分子搜集了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错误和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思想，并且囊括的一定是全世界社会民主党中最坏的东西：从崩得分子和取消派分子的著述中摘录的只言片语凑在一起就能组成一个标准的社会民主主义垃圾博物馆。

麦迭姆用教训的口吻说：区域自治对于区域和“边疆区”是适合的，而对于拥有50万到200万居民、面积相当于一个省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这样的州就不适合了。“这就不是区域自治，而是普通的地方自治……在这种地方自治之上必须建立真正的区域自治……”同时这位作者还斥责了对旧的省和县的“破坏”。[　注：弗·麦迭姆《关于俄国民族问题的提法》，1912年《欧洲通报》杂志[86]第8期和第9期。］

事实上，保留中世纪的、农奴制的、官方行政的区划就是“破坏”和损害现代资本主义条件。只有满脑子是这种区划精神的人，才会“故作博学的专家的姿态”，动脑筋把“地方自治”同“区域自治”对立起来，考虑什么按照死板公式大区域应推行“区域自治”，小区域应推行地方自治。现代资本主义完全不需要这些官僚死板公式。为什么不仅不可能成立拥有50万居民的民族自治州，甚至拥有5万居民的民族自治州也不可能，为什么这一类的州在合适的情况下，在经济流转需要的情况下，不能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同毗邻的大大小小的州联合成统一的自治“边疆区”，——这一切始终是崩得分子麦迭姆的一个秘密。

我们要指出，社会民主党布隆民族纲领完全立足于民族地域自治，它提出“废除历代的皇朝封地”，而把奥地利划成若干“以民族为界”的州（布隆纲领第2条）。我们是不想走这么远的。毫无疑义，统一的居民民族成分，是实现自由的、广泛的、真正现代化的商业周转的最可靠的因素之一。毫无疑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任何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都不会去保护奥地利的皇朝封地和俄罗斯的省和县（后者不象奥地利皇朝封地那样糟糕，但毕竟还是很糟糕的），都不会否认必须尽可能地用按居民的民族成分划分区域的办法来代替这些旧的划分办法。最后，毫无疑义，建立拥有清一色的、统一的民族成分的自治州，哪怕是最小的自治州，对于消灭一切民族压迫都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散居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这个民族的成员都会“倾向”这些州，同它们交往，同它们组成各种自由联盟。所有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辩的，只有从顽固的官僚主义观点出发，才会对这一切提出异议。

居民的民族成分是极重要的经济因素之一，但它不是唯一的，在其他诸因素中也不是最重要的。例如，城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起着极其重要的经济作用，但是任何地方的城市，波兰的也好，立陶宛的也好，乌克兰的也好，大俄罗斯等地的也好，居民的民族成分都是十分复杂的。由于考虑“民族”因素而把城市同那些经济上倾向城市的乡村和州分割开来，这是荒谬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完全绝对地以“民族地域”原则为立足点。

因此，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所规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奥地利的办法要正确得多。这个会议在民族问题上提出了如下的原则：


　　“……必须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当然，不是指波兰一地，而是指俄国各个区域）“和完全民主的地方自治，并且根据当地居民自己对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居民民族成分等等的估计，确定地方自治地区和区域自治地区的区划”
［注：见本卷第61页。——编者注］

 （不是按照现在的省界、县界等）。



　　这里是把居民的民族成分和其他条件（首先是经济条件，其次是生活条件等等）相提并论的，这些条件应该作为确定与现代资本主义相适应而不是与官场习气和亚洲式的野蛮状态相适应的新区划的根据。只有当地居民才能够完全准确地“估计”所有这些条件，而国家的中央议会将根据这种估计来确定自治区域的区划和自治议会的管辖范围。
※　　　　　※　　　　　※

我们还要研究一下民族自决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各民族的一大帮机会主义分子——既有取消派分子谢姆柯夫斯基，也有崩得分子李普曼，还有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尤尔凯维奇——都在“推广”罗莎·卢森堡的错误。下一篇文章，我们将专门探讨这个被这“一大帮”搅得特别混乱的问题[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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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写于1913年10—12月，并于同年11月7日（20日）、12月7日（20日）、12月23日（1914年1月5日）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刊物《启蒙》杂志第10、11、12期上。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列宁曾于1913年夏在瑞士的苏黎世、日内瓦、洛桑和伯尔尼等城市作过关于民族问题的专题报告，并于1913年秋在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上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长篇报告。——[120]。



[71]《时报》（《Di Zait》）是崩得的机关报（周报），1912年12月20日（1913年1月2日）—1914年5月5日（18日）用依地文在彼得堡出版。——[120]。



[72]《钟声》杂志（《Дзвｉн》）是合法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刊物（月刊），倾向孟什维克，1913年1月—1914年在基辅用乌克兰文出版，共出了18期。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B．П．列文斯基、弗·基·温尼琴柯、列·尤尔凯维奇（雷巴尔卡）、德·顿佐夫、西·瓦·佩特留拉、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达·托洛茨基等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停刊。——[120]。



[73]《俄罗斯言论报》（《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是俄国报纸（日报），189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第1号为试刊号，于1894年出版）。出版人是伊·德·瑟京，撰稿人有弗·米·多罗舍维奇（1902年起实际上为该报编辑）、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彼·德·博博雷金、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瓦·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等。该报表面上是无党派报纸，实际上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曾拥护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家公开的反革命报纸。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查封，其印刷厂被没收。1918年1月起，该报曾一度以《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的名称出版。1918年7月最终被查封。——[121]。



[74]“犹太区”是沙皇俄国当局在18世纪末规定的可以允许犹太人定居的区域，包括俄罗斯帝国西部15个省，以及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一些地区，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废除。——[131]。



[75]“百分比限额”是指沙皇政府从1887年起实行的限制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录取犹太人学生的办法。根据规定，在所谓“犹太区”内，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录取的犹太人学生不得超过学生总数的10％，在“犹太区”外限定在5％以内，在莫斯科和彼得堡限定在3％以内。——[131]。



[76]“后背”一词出自圣经中摩西见耶和华只能看到后背的传说（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33章）。——[131]。



[77]指1899年9月24—29日在布隆（现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民族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反映不同观点的两个决议案：一个是总的说来主张民族区域自治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另一个是主张超地域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决议案。代表大会一致否决了民族文化自治纲领，通过了一个承认在奥地利国家范围内的民族自治的妥协决议（参看本卷第339—341页《关于奥地利和俄国民族纲领的历史》一文）。——[138]。



[78]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成立于1906年。该党的纲领基础是要求犹太人民族自治，即建立有全权决定俄国犹太人政治制度问题的超地域的犹太议会（因此该党亦称议会派）。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思想上同社会革命党人接近，并同他们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38]。



[79]贝利斯案件是沙皇政府和黑帮分子迫害俄国一个砖厂的营业员犹太人门·捷·贝利斯的冤案。贝利斯被控出于宗教仪式的目的杀害了信基督教的俄国男孩Ａ．尤辛斯基，而真正的杀人犯却在司法大臣伊·格·舍格洛维托夫的庇护下逍遥法外。贝利斯案件的侦查工作从1911年持续到1913年。黑帮分子企图利用贝利斯案件进攻民主力量，并策动政变。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外国社会活动家则仗义执言，为贝利斯辩护。1913年9—10月在基辅对贝利斯案件进行审判。俄国许多城市举行了抗议罢工。布尔什维克还作好准备，一旦贝利斯被判刑，就在彼得堡举行总罢工。贝利斯终于被宣告无罪。——[140]。



[80]指1907年4月16—20日在芬兰举行的俄国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有社会革命党和各民族内与社会革命党相近的政党的代表。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每年召开一次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大会、关于组织专门的秘书处来执行会议的决议、关于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创办秘书处的定期机关刊物等决议。《1907年4月16—20日俄国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代表会议记录》于1908年由圣彼得堡议会出版社出版。——[140]。



[81]这里说的波兰社会党是指波兰社会党—“革命派”（见本卷第341页）。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该党内占了优势。他们反对皮尔苏茨基分子的民族主义及其恐怖主义和密谋策略，认为只有在全俄革命运动胜利基础上才能解决波兰劳动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问题。1906年11月在维也纳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弗腊克派）。



波兰社会党—“左派”主张同全俄工人运动密切合作，可是它力图把波兰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除民族主义派别外的所有派别机械地联合起来。在1908—1910年期间，它主要通过工会、文教团体等合法组织进行活动。它不接受孟什维克的在反对专制制度斗争中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的论点，可是与孟什维克合作，支持他们反对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1915年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1916年的昆塔尔会议。该党欢迎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12月，该党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



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在战争期间，以皮尔苏茨基为首的一批领导骨干脱离该党。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该党转而对德奥占领者采取反对立场，开展争取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斗争。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1919年同原普鲁士占领区的波兰社会党和原奥地利占领区的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140]。



[82]这里指的是发表在《启蒙》杂志上的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该文第4章引用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布隆代表大会通过的民族纲领的条文（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16—317页）。参看注135。——[142]。



[83]列宁引用的这个材料摘自统计汇编《1911年1月18日进行的帝国初等学校一日普查。第1编，第2册，圣彼得堡学区。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格达省、诺夫哥罗德省、奥洛涅茨省、普斯科夫省和圣彼得堡省》1913年圣彼得堡版第72页。——[146]。



[84]《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Przeglad Socjaldemokratyczny》）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罗·卢森堡积极参加下办的刊物，于1902—1904年、1908—1910年在克拉科夫出版。——[149]。



[85]日穆奇人是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对居住在立陶宛西部的古立陶宛部落热迈特人的称呼。——[150]。



[86]《欧洲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8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培秀列维奇、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152]。



[87]这里列宁说的是他准备写的《论民族自决权》一文。该文写于1914年2—5月，载于1914年4—6月《启蒙》杂志第4、5、6期（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23—285页）。——[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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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群众和工人知识分子

（1913年11月初）

格·拉基京在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9期上用这个标题发表了一篇文章，迫不得已承认了取消派报纸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地加以回避的东西。格·拉基京之所以比形形色色的费·唐·高明，就在于他还多多少少试图思考和分析问题，而不想用令人厌恶的对骂来款待读者。


　　格·拉基京的文章一开始就这样写道：“《真理报》的拥护者在圣彼得堡五金工会大会上所取得的胜利，以及其他一些证明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中（特别是在彼得堡）的影响日益扩大的事实，叫人不禁寻思起来：孟什维克派的，特别是所谓‘取消主义’的据点开始摆脱那个为俄国公开的工人组织奠定了基础，并且近几年来在这些组织中积极工作的唯一派别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让读者了解取消派迫不得已承认事实这一难得的“曝光”，就不能不援引上面那段话。而当别人拿第二届、第三届以及第四届杜马的选举或工人团体捐款等等的确切数字向《新工人报》证明“真理”派在觉悟的（即参与政治生活的）工人中占优势时，该报便索性通过费·唐·及其同伙的文章大发雷霆，破口大骂。格·拉基京是承认事实的。他既承认五金工人大会上的胜利，也承认“其他一些事实”（尽管他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这是些什么事实——这纯粹是知识分子著作家的手法，这样做是为了向工人隐瞒那些可供独立核对的确切数字）。格·拉基京总的承认“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中，特别是在彼得堡的影响日益扩大”，承认取消派“据点”“开始摆脱”这个“派别的影响”。

格·拉基京力图解释这件取消派感到可悲的事实，尽量安慰取消派。

他是怎样作解释的呢？

格·拉基京承认“工人群众”面临“运动的布尔什维克阶段”（第59页）。但是他又说“工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赞成所谓‘取消’派的观点的”（第57页）。当然，由此就作出一个能够“安慰”取消派的结论：“运动的布尔什维克阶段”是“用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暂时诱惑群众和正在成长的青年工人”；这“与其说是意识和算计”的作用，“无宁说是本能和感觉”的作用；这是工人群众尚未“摆脱农民蒙昧无知的世界观”；这是“过高估计自发冲动的意义”；这是不了解“灵活的阶级策略”（取消派的），而以“布尔什维主义的简单化策略”取而代之，等等，等等。

总而言之，《我们的曙光》杂志的撰稿人的解释太精采了：什么真理派多数都是不成熟的、不开展的、自发的、低劣的，而少数取消派则是有知识的、灵活的、有觉悟的，等等。一切反动作家总是用这种口吻来解释群众的民主主义信念，说群众愚蠢，不开展，而贵族和资产者才是开展的和聪明的！

但是，亲爱的拉基京，请问您的证据何在呢？您自己承认，真理派的胜利、“群众面临运动的布尔什维克阶段”，是有事实为证的！而您所说的绝大多数工人知识分子都跟着取消派走有事实证明吗？您所说的关于国家杜马的选举、多少工人团体捐款、以及哪个名单在工会中取得胜利，事实又在哪里呢？

拉基京的确一件事实，甚至连一点线索也没有提供！

因此我们不能同意拉基京的看法。他当然很乐意把布尔什维克的工人群众说成是不开展和有点愚蠢的（“是本能，而不是意识”），而把取消派少数人说成是开展的和聪明的。但是编写历史，解释工人运动的各个阶段，不以事实为根据，而以历史学家个人的好恶为根据，这——请原谅我，拉基京——简直是滑稽可笑的儿戏。当然，我不能说取消派拉基京的“本能和感觉”迫使他把取消派少数人说成是特别有知识、聪明和先进的，但是一个著作家如果受“本能和感觉”的支配，而不是受“意识和算计”的支配，这是否可取呢？





	载于1938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9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151—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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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分裂
[88]



（1913年11月初）

尊敬的同志们！贵报第266号刊登了你们的“俄国通讯员”写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分裂的文章。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同客观事实出入很大，可能在某些方面会使德国读者产生误解。尊敬的同志们，我们相信，你们不会拒绝我们的请求，刊登这一简短的更正，使德国工人和德国兄弟党对这些基本事实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1）俄国通讯员一开头就说，俄国社会民主党“正在为分裂成许多组织、团体和派别而感到苦恼”。单是这一点，就是完全错误的。每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以至每一个关注俄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的人，都了解目前俄国工人运动中，只存在两个派别，两种彼得堡出版的指导性报纸，两条政治路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取消派。前者，即马克思主义者，在圣彼得堡出版日报《拥护真理报》（不久前，政府在莫斯科取缔了他们的另一种日报《我们的道路报》）。后者在彼得堡出版《新工人报》。在俄国工人运动中，再也没有其他什么“派别”，甚至在国外的俄国学生和侨民中，也不再有任何其他中间的所谓“派别”了。每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现在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取消派之间作出抉择。

（2）你们的“俄国通讯员”认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取消派之间的差别，正如德国的激进派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差别，或者正如“倍倍尔或累德堡为一方和弗兰克或大卫为另一方之间的差别”。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俄国的取消派自然是拥护修正主义的。他们从西欧的机会主义那里吸收了一切最糟糕的东西。但是取消派和修正主义者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弗兰克或大卫决不会断言当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组织的存在是“有害的”。而我们的取消派却正是反对党的存在本身，他们实际上是在消灭（“取消”）党的地下组织，他们甚至反对党在罢工（政治罢工）期间所作的决定。这种行动，博得了整个俄国资产阶级的赞许和热烈支持。

（3）你们的通讯员写道，“在杜马党团中”，在6个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和7个倒向取消主义的代表之间，只发生过一次“政治性的意见分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意见分歧经常发生，这是圣彼得堡的工人报刊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的。而且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七人团以一票之差的多数决定废除我们党的纲领。杜马党团在杜马讲坛上宣读的第一个政治宣言，就表明这7个代表在全国公开背弃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他们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党维护所谓“民族文化自治”，使得那些依附取消派的民族主义分子（崩得）兴高采烈。可是党拒绝了这个几乎得到俄国所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支持的要求。在制定党纲时，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否定了这个要求。不久前，普列汉诺夫还说这就是要求“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6个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强烈抗议这种背叛党纲的行为。但是，7个代表仍然坚持自己的反党决定。

（4）你们的通讯员说，证明6个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工人阶级的多数只能用“间接的办法”。这个说法绝对错误。我们仅列举一些确切的数字来说明究竟6个代表代表多少工人，7个代表又代表多少工人。






	省
	马克思主义者代表的姓名
	根据工厂视察机关统计的工人人数



	彼得堡省
	巴达耶夫
	197000



	莫斯科省
	马林诺夫斯基
	351000



	弗拉基米尔省
	萨莫伊洛夫
	205000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
	彼得罗夫斯基
	118000



	科斯特罗马省
	沙果夫
	91000



	哈尔科夫省
	穆拉诺夫
	46000



	　
	
总　计

	1008000



	省
	其余代表的姓名
	根据工厂视察机关统计的工人人数



	华沙省
	亚格洛
	78000



	顿河州
	图利亚科夫
	59000



	乌法省
	豪斯托夫
	37000



	塔夫利达省
	布里扬诺夫
	20000



	伊尔库茨克省
	曼科夫
	13000



	梯弗利斯省
	齐赫泽
	5000



	卡尔斯区
	契恒凯里
	2000



	　
	
总　计

	214000







代表整个工人选民团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代表。6个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所代表的工人人数，按适中的算法，也比倒向取消主义的7个代表所代表的工人人数多达5倍。

难道这是“间接的”证明吗？

再举几个捐款资助马克思主义者的或取消派的合法报刊的工人团体数字：






	　
	《真理报》
	莫斯科的报纸
	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报刊
	取消派的报纸



	1912年
	620
	5
	625
	89



	1913年（4月1日前）
	309
	129
	438
	139



	1913年（4月1日到10月）
	1252
	261
	1513
	328



	　　2年共计

	2181
	395
	2576
	556







这些数字发表在彼得堡的《拥护真理报》第22号上 
［注：见本卷第103页和第106页。——编者注］

 ，而且谁也没有提出过异议。你们的通讯员应当是知道这些数字的。各团体捐款的情形两家报纸一向都是公布的，而资产阶级营垒中的我们的敌人就把这些材料看作两派力量对比的标志。

而且这里的数字也证明，支持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人团体数为支持取消派的5倍。

能把这种情形叫作“间接的”证明吗？

我们与西欧合法的社会民主党不同，目前还不能说出我们党员的准确人数。但是我们是有直接证明材料，可以说明工人是跟谁走的。

第二届杜马工人选民团选出的23个代表（都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中有11个布尔什维克，占47％。第三届杜马8个代表中有4个，占50％。第四届杜马9个代表中有6个，占67％。能说这5年中（1907—1912年）有关三届杜马的选举材料也是“间接的证明”吗？

现在，由于六人团在报刊上公开反对七人团，各个工会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站到6个代表方面反对7个代表。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报纸，每天都要发表许多工人、初选人、工会以及工人文化教育组织支持6个代表的决议。

代表在俄国整个工人阶级的6个工人代表，在杜马中成立了自己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各方面都服从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意志。7个代表则作为一个“独立”团体进行活动。6个工人代表曾经向七人团提出就杜马工作达成协议的建议。直到现在，七人团仍然坚决拒绝这一建议。但是，达成协议势在必行。

这就是真实的情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载于1913年12月24日《莱比锡人民报》第29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154—158页

















[88]《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分裂》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名义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莱比锡人民报》的一封信，信中批驳了该报1913年11月15日刊登的一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分裂的歪曲事实的无署名文章。《莱比锡人民报》编辑部延至12月24日才发表了列宁的这封信。该报解释说，拖延是由于篇幅不够和“其他原因”。——[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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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民粹派论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斗争

（1913年11月13日〔26日〕）

《自由思想报》[89]第3号上登载了一篇标题新颖别致的文章：《一派的统一，两派的统一，还是三派的统一》。


　　这篇文章写道：“我们公开声明，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团妄想控制整个工人运动，正如社会民主党的两个党团妄想体现俄国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一样，都是狂妄而荒谬的。把一切社会主义派别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政党是今后唯一的办法。我们在1900年初提出了这个口号，现在我们仍然忠于这个口号。”





　　这就是关于“统一”的令人发笑的气话的样板！！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的历史性斗争进行了好几十年，这篇文章对这一斗争的原则性内容却只字未提。对1905—1907年运动的历史也只字未提，当时各阶级的居民群众的公开活动，实际上已经表明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的”（即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之间的根本区别。既然俄国有一家激进而严肃的报纸这样提出问题，那么，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迹象，它表明，要奠定原则明确的基础，还必须长期进行顽强的斗争。

至于多数觉悟的工人是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这一点就连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取消派先生们也不得不恶狠狠地、咬牙切齿地予以承认。

感情用事，推翻不了这个事实。喊几声“狂妄而荒谬”，吓不倒工人们，他们只会一笑置之。

从思想上来看，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就是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作斗争，最初就是同“合法马克思主义”[90]和“经济主义”作斗争。这场斗争并不是偶然的。这场斗争一直延读到现在也并不是偶然的。工人政党是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的政党，它正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取消主义和左派民粹主义的斗争中，在俄国六三派横行的艰难时期形成和壮大起来的。

《自由思想报》写道：“我们左派民粹派从来不乘人之危谋取私利。”同时它又断言，分裂活动把“我们社会民主党内部搞得完全软弱无力”！

先生们，写这样的东西正好表明是在“谋取私利”——不过我们不说是乘人之“危”，而是“乘人之思想斗争”而已。要知道自由派政策思想同无产阶级政策思想的冲突，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斗争的基础。工人们并不在乎别人说气话或感情用事，他们已经学会寻求这场斗争的基本原则。

《自由思想报》写道：“欧洲工人运动的各统一政党内部，意见分歧比我们少。”这是一种流传很广但极端错误的论调。欧洲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用关于“广泛的”（受普利什凯维奇赞赏的）政党……等等的议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这样的事。

工人们将从这类争论中学会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建立工人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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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自由思想报》（《Вольная　Мысль》）是俄国左派民粹派（社会革命党）的合法报纸，1913年10月25日（11月7日）—11月19日（12月2日）在彼得堡出版，每周出2号。《自由思想报》是左派民粹派1913年在彼得堡创办的《劳动呼声报》使用过的一连串名称之一，这些名称是：《现代思想报》（1913年）、《神圣思想报》（1913年）、《自由思想报》（1913年）、《北方思想报》（1913年）、《振奋思想报》（1913—1914年）、《正确思想报》（1914年）、《坚定思想报》（1914年）、《劳动思想报》（1914年）、《勇敢思想报》（1914年）和《现代劳动思想报》（1914年）。——[163]。



[90]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谢·尼·布尔加科夫、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来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试图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偷换马克思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起初是社会民主党的暂时的同路人，后来彻底地转向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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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和俄国的现状

（政论家札记）

（1913年11月15日〔28日〕）

不久前，杂志上出现了以《土地问题和俄国的现状》为题的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一篇发表在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上（1913年第6期，作者尼·罗日柯夫），另一篇发表在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的《俄国思想》杂志[91]上（1913年第8期，作者雅·雅·波尔费罗夫）。毫无疑问，这两位作者在写文章时根本互不相识，他们所根据的前提也完全不同。

可是，这两篇文章的相似之处却很惊人。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点也就使这两篇文章具有特别的价值），自由派工人政治家的思想同反革命的自由派资产者的思想原则上是一脉相承的。

尼·罗日柯夫所引用的材料同波尔费罗夫先生所引用的材料完全一模一样，只不过后者较为详尽。1905年革命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有了发展。粮价和地价上涨；农业机器和肥料的输入增加，同时国内农业机器和肥料的生产也增多了。小额贷款机构增加；搞独立田庄[92]的人数也增加了。工资增长（尼·罗日柯夫指出，1890年到1910年，工资增长44．2％，但是他忽视了这一时期生活费用昂贵！），商业性的畜牧业、榨油业、牧草种植业和农业教学事业也都有了发展。

当然，这一切都是引人注目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阻挡，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是无庸置疑的。假如这两位作者仅仅是用新材料来说明这一点，那就不能不感谢他们了。

可是，整个实质却在于对这些材料作何评价和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尼·罗日柯夫在这方面过于仓促了……仓促得令人感动。他说：“地主农奴制的经济已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农业向资产阶级制度的过渡，是完全无可置疑的既成事实……从前那样的土地问题，已经不再是俄国的当务之急了……用不着再企图使旧时的土地问题这具死尸起死回生。”

读者看到，这些结论是十分清楚的，是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的。取消派杂志的编辑部给这篇文章加了一个附带说明（在做无原则交易的编辑部里早就这样干了）：“许多地方我们是不同意的……我们认为，不能像尼·罗日柯夫那样武断地肯定，说什么俄国将恰恰沿着11月9日和6月14日的法令所确定的道路前进……”

取消派“不”像尼·罗日柯夫“那样”武断！对待问题的态度多郑重，多有原则啊！

尼·罗日柯夫的文章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背熟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可是并不理解这些原理。因此，这些原理一下子就从他那儿“跳了出来”。

1861—1904年间，俄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也有发展。罗日柯夫和波尔费罗夫现在指出的种种迹象，当时就已经存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消除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而是酝酿了这种危机，激化了这种危机。为什么呢？因为旧的、半农奴制的自然经济已被摧毁，而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便出现了1905年危机非常尖锐的局面。

罗日柯夫说：类似这样的危机基础已经消失。当然，如果抽象地谈，也就是笼统地谈资本主义，而不是谈俄国，不是谈1913年，那这是可能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不是任何时候，不是任何地方）才承认存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土地问题。

可是，罗日柯夫甚至还不明白：如果他要证实自己的具体结论，那他得证明哪些原理。

农民对自己的境况表示不满意吗？——“可是任何地方的农民还都对自己的境况表示不满呀。”——罗日柯夫这样写道。

西欧农民的农村生活和法律事务是以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制度为基础的，他们已建立起“秩序党”，在这种情况下，把他们的不满与俄国的饥荒相比较，与农村所处的完全低下的地位相比较，与权利等等方面的完全农奴制度相比较，并混为一谈，这简直十分幼稚可笑。罗日柯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他写道：资本主义在发展，徭役制（工役制）在没落。自由主义者波尔费罗夫写道：“大多数地主……愈来愈多地发展定金制和对分制，这种制度完全是农民需要金钱和土地的结果。”

比起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中的前马克思主义者来，《俄国思想》杂志的这位自由主义者还不是那么天真的乐观主义者！

尼·罗日柯夫甚至没有提到对分制、工役制、徭役制和盘剥制在现代农村中普及程度的材料。罗日柯夫以令人吃惊的轻率态度回避了这些制度仍然很普遍的事实。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更加尖锐了。

这位取消派写道，不要使死尸起死回生，这完全是随声附和自由主义者的论调，而自由主义者换了另一种说法，宣布1905年的要求为“死尸”。

对此我们是这样回答的：马尔柯夫和普利什凯维奇并非死尸。产生这些人并且至今还在不断产生这些人的经济，并非死尸。同这个阶级作斗争，是真正的工人的真正的任务，这些工人对自己的阶级目的有真正的了解。

背弃这项任务，是取消派死尸腐烂的迹象，虽然不是所有的取消派都像罗日柯夫一样说得“那么武断”，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忘记了或者抹杀了同土地关系上的（特别是土地占有关系上的）和政治上的普利什凯维奇统治的斗争。

农村中实行工役制、盘剥制、徭役制、农奴制，资产阶级经济最起码的一般条件尚不具备，这些都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在我们生活中统治的另一面。如果高高在上的百万富翁大业主（古契柯夫之流）还牢骚满腹，那就是说，处于底层的数百万小业主（农民）的条件就完全不堪忍受了。

工人把同普利什凯维奇统治的根源作斗争作为自己的任务，这绝对不是偏离“自己的”任务而去“使”某种与这些任务毫不相干的东西“起死回生”。不是的。他们正是通过这种途径使自己弄清楚自己的斗争的民主任务，自己的阶级的民主任务，他们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将民主主义、将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传授给广大群众，因为只有“普鲁士王国的社会主义”[93]（马克思在反对施韦泽时就是这么说的），才能掩护整个普利什凯维奇统治下农奴主的无限权力，特别是土地占有关系方面的普利什凯维奇统治下农奴主的无限权力。

罗日柯夫不知不觉地已经滚到波尔费罗夫那边去了。波尔费罗夫说：如果“仅仅是增加土地”而没有集约化，那是不会“得救”的！好像集约化不会因消灭普利什凯维奇的统治而加快百倍地发展！好像仅仅涉及农民（不论是否给他们“增加”土地），而不涉及全体人民，不涉及遭到普利什凯维奇统治损害和阻碍的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

罗日柯夫道破了取消主义的实质，指出了“结社自由”这个包罗万象的口号（请把1913年10月23日在国家杜马中图利亚科夫发表自由主义演说时和巴达耶夫发表马克思主义演说时对这个口号的提法作一比较[94]）同安于土地问题的现状之间的联系。

这种联系是客观事实；《我们的曙光》杂志用“附带说明”是抹杀不了的。

不用考虑全体人民，不用考虑整个生活中的普利什凯维奇统治，不用考虑农民的饥荒，不用考虑工役制、徭役制和农奴制，而去争取“合法性”，争取作为改良之一的“结社自由”，——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工人中培植的种种思想。罗日柯夫和取消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跟在资产阶级后面当尾巴。

我们却认为，全体劳动群众的先进代表无产者，在自身的解放时，为了有利于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通过同普利什凯维奇统治作全面的斗争，——这就是使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派工人政治家有所区别的思想。





	载于1913年11月15日《拥护真理报》第3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161—165页

















[91]《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右翼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宣传民族主义、“路标主义”、僧侣主义，维护地主所有制。——[166]。



[92]独立田庄是20世纪初俄国实行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从村社土地划出成为退社农民私有财产的地块。按照斯托雷平土地法令，给退社农民划出的独立田庄必须在一个地方。独立田庄与独立农庄不同之处是农民的宅院不须迁移。许多农民得到独立田庄后又将其卖掉。在1907—1916年建立的独立田庄和独立农庄为农户总数的10．3％，占村社份地总额的8．8％。独立田庄比独立农庄多一倍。1917年十月革命后，随着执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和苏维埃农村中土地的重分，独立田庄已不复存在。——[166]。



[93]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约·巴·施韦泽继斐·拉萨尔之后所执行的同俾斯麦政府妥协的政策称为“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8页）。施韦泽是拉萨尔的信徒，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169]。



[94]1913年10月23日（11月5日），沙皇俄国国家杜马讨论了1906年3月4日（17日）集会自由法令被违反的问题。杜马代表伊·尼·图利亚科夫代表孟什维克七人团发言，把问题归结为“结社自由”问题。布尔什维克代表阿·叶·巴达耶夫发言指出，现行制度剥夺了劳动人民的言论自由，迫使工人转入地下活动，然而就象“1904年的地下活动导致1905年的革命”一样，这一次运动也将导致腐朽的沙皇制度连同地主的黑帮杜马一起崩溃，“只有这时工人阶级才会取得它所争取的各种自由”。巴达耶夫的发言被国家杜马主席米·弗·罗将柯三次打断。



巴达耶夫和图利亚科夫的发言载于1913年10月25日《拥护真理报》第19号。——[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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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和斗争的两种方法

（1913年11月15日〔28日〕）

报刊上展开的争论和交锋，有的可以帮助读者更清楚地弄懂政治问题，更深刻地了解这些问题的意义，更果断地解决这些问题。

有的则变成对骂、造谣和无理取闹。

先进工人知道自己对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工作进程责无旁贷，因而应当特别当心，千万不应让那些不可避免的争论和不可避免的交锋变成对骂、造谣、无理取闹和诽谤中伤。

这是关系到工人事业和工人组织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与瓦解组织的哪怕是最小的尝试作斗争的极其严肃、极其重要的问题。回避这个问题是不行的：没有学会根除瓦解组织活动的人，是不配成为组织者的。而没有组织，工人阶级就将一事无成。没有讨论、争论和交锋，就不可能有包括工人运动在内的任何运动。不进行无情的斗争，防止争论变成对骂和无理取闹，就不可能有任何组织。

我们请觉悟的工人都从这一角度来看待社会民主党党团内的六人团和七人团的斗争。

六人团认为考虑马克思主义者会议的意志和决定是自己的职责。无产阶级的杜马代表必须服从杜马外有觉悟有组织的工人马克思主义者多数人的意志。

这是一条总原则。这是我们对待工人运动的任务所持的一切观点的总根据。

如果这个观点是错误的，那就应当推翻它，抛弃它。如果它是正确的并且是最起码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谈不上制定政策，没有这个基础就谈不上任何组织，那么不管别人怎样喧嚷、嚎叫、攻讦、诽谤，都应当接受这个观点，坚决捍卫这个观点。

工人同志们！你们也来争论吧。你们要通过争论、座谈、讨论来彻底弄清这个问题，但是对于那些以对骂来代替争论的人，那就请他们走开。

请看，取消派是怎样回答六人团的第一个基本论点的呢？

他们所作的回答，除了漫骂，什么东西也没有！他们破口大骂那次会议，已经第一百次破口大骂地下组织，仅此而已。

难道这是回答吗？难道这不是存心瓦解和搞垮组织吗？

情况甚至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至费·唐·竟在第70号上一字不差地写了这样一句话：“提出他们的候选人并给他们以指示的责任集体究竟在哪里呢？”

工人同志们，你们只要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意思就会明白，这样的问题是那些……进行审讯……的人提的！费·唐·以及各位取消派先生们，要知道，既然你们提出这类问题，我们就无法同你们争论下去了。

请从本质上来看这个问题：那次会议的决定是否正确呢？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多数工人的利益和观点呢？“真理派”列举了一系列确切的数字（1913年10月29日，星期二，《拥护真理报》） 
［注：见本卷第99—117页。——编者注］

 来回答这一点。这些数字表明，无可争辩的绝大多数觉悟工人即参与政治生活的工人，是跟着“真理派”走的。

这些数字既包括选举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杜马的工人选民团的投票比较数，也包括六人团和七人团所代表的工人人数，还包括公开为这家或那家报纸捐款的工人团体的数字等等。

对这个实质上说明多数问题的论点，取消派究竟是怎样回答的呢？

他们没有回答，只是漫骂一通。取消派连一个数字，的的确确连一个数字也反驳不了，甚至也不想去修正这些数字，或者代之以别的数字！！！

事情再明显不过了：谁回避说明多数的确切材料，谁就是破坏多数人的意志，谁就是瓦解组织分子。

杜马中的七人团已经倒向取消主义方面，因为他们容忍辱骂地下组织，因为他们参与破坏多数人意志的勾当。这也就是七人团无党性的标志。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发疯，都不会允许七个无党性分子靠多一票来凌驾于党的决定和决定的拥护者之上。

取消派不管怎样漫骂，也都推翻不了这个简单明了的事实。

六人团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取消派愈起劲地叫喊和漫骂，全体工人和全体马克思主义者就会愈迅速地认识到六人团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认识到必须取得同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杜马中无党性的代表平等的权利并且同他们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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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统一派”

（1913年11月15日〔28日〕）

遭到波兰社会民主党工人坚决唾弃的波兰社会民主党柏林小组（罗莎·卢森堡，梯什卡之流）并不罢休。这个小组继续自封为波兰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虽然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这个脱离党的可悲的“执行委员会”“执行”的究竟是什么。[95]

华沙和罗兹的社会民主党工人早已声明，他们同上述柏林小组毫无关系。华沙国家杜马的选举，以及华沙开展的保险运动都向所有的人表明，波兰只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这个组织断然表示，它不承认“总执行委员会”的那些瓦解组织分子和诽谤分子。只要提一下这个“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功绩就足够了：这些先生们毫无根据地宣布波兰社会民主党工人的主要堡垒——华沙委员会——正处于“保安局的掌握中”。一年过去了。“执行委员会”没有拿出任何事实来证明它的令人愤慨的责难。当然，仅此一点就足以使凡是忠诚的工人运动活动家都不愿意同梯什卡小组的绅士们保持任何关系。读者看到，在斗争的方式上，这些先生同我国的马尔托夫、唐恩之流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这些遭到在波兰从事工作的各个派别痛斥的人组成的小组，现在决定来拯救俄国的工人运动。罗莎·卢森堡向社会党国际局[96]提出一项关于研究在俄国恢复统一的问题的建议。其理由之一就是：“列宁集团”使波兰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分裂。

这个声明立即使柏林小组的面目暴露无遗。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是同唾弃了阴谋家集团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工人携手并进的。这就使臭名昭著的“执行委员会”坐卧不安，——于是掀起了以攻击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为发端、以支持俄国取消派为宗旨的整个“统一”运动。

“日子好过”，罗莎·卢森堡是不这么干的。当初甚至连她的小组也拒绝同取消派举行“八月”和谈。

但是，由于丧失原则和搞阴谋而既在波兰又在俄国工人运动中失去任何作用的这一小撮政治破产者，到现在还抓住取消派的后襟不放。当然，因为一切滔天罪行都有“列宁集团”的份，……所以，无论如何应该同这个集团联合。还是那个老调！……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党国际局分析俄国人的意见分歧这一问题究竟持什么态度呢？

据我们所知，如果能叫西欧的同志们弄清楚我们争论的实质，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会十分高兴。我们听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已向社会党国际局提出了一项建议：讨论波兰社会民主党内分裂的问题，以及梯什卡小组对波兰真正的工人组织所采取的可耻行为的问题。如果国际局对6个代表和7个代表之间的意见分歧也要进行讨论，那马克思主义者将会十分高兴。这样一来，就给外国的同志们出了一个题目：议会党团应该服从工人政党，还是相反，工人政党应该服从杜马党团。

如果罗莎·卢森堡关于把俄国的统一问题列入1914年即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97]议程的建议被通过，那马克思主义者将会感到更加满意。

新的国际在国际代表大会上曾两次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次是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提出的是关于法兰西的统一问题。[98]大会研究了盖得派（马克思主义者）和饶勒斯派（修正主义者）[99]之间争论的原则实质。大会谴责了饶勒斯派的路线，谴责了他们参加资产阶级内阁，与资产阶级勾结等等，并建议争论双方以这个实质性的决定为基础，求得统一。

另一次是1910年在哥本哈根，提出的是关于捷奥的分裂问题。[100]大会同样抓住了争论的实质。大会表示反对捷克分离主义者的“崩得民族主义”原则，并且认为，在一国之内，不应该根据民族原则来建设工人工会。大会根据对争论所作的这一实质性的决定，建议争论双方求得统一（但是，捷克的崩得分子没有服从国际）。

如果在维也纳召开的大会上提出俄国的问题，大会无疑将阐明“地下组织”在目前俄国这样的国家的意义，将阐明在目前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该从“演进”的前景出发还是从“不打折扣”的道路出发等等。关于这一切，听取国际的意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并非没有意义……

但是很遗憾，这一点还远远没有做到。目前我们看到的只是罗莎·卢森堡和梯什卡柏林小组气势汹汹却软弱无力的发言。我们建议费·唐·先生好好利用一下这个反对马克思主义者而为取消派辩护的发言。虽然取消派的报纸也曾谈到过这个柏林小组在同波兰工人作斗争中搞的可耻勾当，不过，费·唐·先生已渴不可耐，一定会从这个……新的源泉痛饮一番的。

但是俄国的工人们说：我们自己要建立自己的俄国工人组织的统一。至于对那些软弱无力的阴谋，我们只有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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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波兰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同该党华沙组织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从1908年该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开始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罗·卢森堡和扬·梯什卡等为首的总执行委员会，由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采取无原则的立场等原因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大会并对总执行委员会表示了不信任。



1912年，总执行委员会对华沙委员会提出毫无根据的怀疑，说它同保安机关有联系，并宣布解散华沙委员会这一“分裂的”（“分离的”）组织，而从自己的拥护者中任命了新的华沙委员会。该党从此陷于分裂。



列宁始终关注波兰社会民主党内部斗争的进程。他不仅在俄国党内刊物上，而且在波兰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论述波兰社会民主党分裂的文章，同时还在社会党国际局公开发言，反对总执行委员会对华沙组织的攻击。



“分裂派”在许多基本论点上同意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并极力从组织上靠近布尔什维克，虽然它们两者之间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分裂派”参加了1913年9月召开的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派别重新合并成统一的党。——[174]。



[96]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的执行和通讯机关，根据1900年9月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执行主席是埃·王德威尔得，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从1905年10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再次选举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在国际局内，列宁对第二国际领袖们的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14年6月，根据列宁的建议，马·马·李维诺夫被任命为社会党国际局俄国代表。社会党国际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实际上不再存在。——[175]。



[97]指原定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1913年12月社会党国际局会议讨论了维也纳代表大会的问题，决定于1914年8月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并且安排在大会开幕那天庆祝第一国际成立五十周年。代表大会议程包括以下问题：生活费用腾贵；帝国主义和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这个问题包括三个小问题：东方问题，各国之间的强制性仲裁法庭，欧洲联邦）；酗酒；失业；俄国被囚禁和流放的政治犯的处境；其他问题。



各国的代表人数不得超过该国所拥有的表决票数的6倍。俄国有20票，因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和左派民粹派的代表以及工会的代表名额加起来不能超过120名。在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上，列宁就维也纳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问题作报告时，建议采取一切措施使社会民主党工人在出席维也纳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占多数。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次代表大会未能召开。——[176]。



[98]这里说的是1904年8月14—20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各国社会党代表476人。大会讨论了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党的统一、总罢工、殖民政策等问题。在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中，代表大会建议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饶勒斯派和盖得派以及其他国家的不同社会主义派别联合成为统一的社会党，以便同资本主义进行胜利的斗争。决议说：“必须做到，在每一国家，以统一的社会党同资产阶级各政党相抗衡，如同无产阶级本身是统一的一样。”但是这一决议没有包含承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原则基础和防止革命派受制于机会主义派的必要条件等内容。——[176]。



[99]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订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犯有片面性和教条主义错误。



饶勒斯派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主义者。饶勒斯分子以要求“批评自由”为借口，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分子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分子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



1905年，盖得派和饶勒斯派联合成为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76]。



[100]这里说的是1910年8月28日—9月3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南北美洲、南部非洲和澳洲33个国家的896名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合作社与党的关系、国际团结和工会运动的统一等问题。



代表大会讨论了捷克社会民主党脱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问题，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统一的决议。这一决议提及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类似决议，并举法国两个社会党的统一为例来维护统一的原则。



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工会运动的统一即每一国家的工会组织统一的决议。这一决议主要是针对捷克代表团的分离主义的，该代表团坚持在一个国家内按民族组织工会的观点，而奥地利人以及同他们站在一起的奥地利其他民族的代表都赞成工会统一而反对按民族分裂工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统一的决议未能在奥地利贯彻执行。——[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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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工人对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分裂的看法

（1913年11月20日和12月1日〔12月3日和14日〕之间）

彼得堡的两种分别反映取消派观点和护党派观点的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刊登了俄国各地工人团体的声明。在这些声明中，工人对两个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1）社会民主党党团（7个代表＋亚格洛），（2）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即6个社会民主党工人代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根据这两种报纸刊载的俄历10月20日至11月20日整整一个月的材料，我们现在有可能对工人的决定作出准确的总结。

任何一方从未提出过异议的最准确的工人声明就是有明确的签名人数的决议。全俄国的（不仅高加索，而且崩得和拉脱维亚人在社会党国际局里都有单独的代表权）总结表明：4850人拥护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6个代表），2539人拥护社会民主党党团（7个代表＋亚格洛）。

工会通过理事会表明（为了应付警方，不发表俄国工会的名称）：9个工会（13500个会员）拥护6个代表，1个工会（会员人数不详）拥护7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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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文化”自治

（1913年11月28日〔12月11日〕）

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换句话说：“建立保障民族发展自由的机构”）计划或纲领，其实质就是按民族分学校。

一切公开的和隐蔽的民族主义者（崩得分子在内）愈要掩盖这一实质，我们就愈要坚持讲这一实质。

每个民族，不论其所属成员的居住地点（不论地域：“超地域自治”、非地域自治一语源于此），组成一个统一的得到国家承认的联盟，管理各种民族文化事业。其中主要的是教育事业。每个公民（不分居住地点）自由登记加入一个民族联盟，通过这种办法来确定民族成分，这就保证了绝对准确和绝对彻底地按民族分学校。

试问，按照一般民主观点，特别是按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利益的观点，是否允许这样的划分办法呢？

只要弄清“民族文化自治”纲领的实质，就可以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个问题：绝对不允许。

只要不同的民族住在一国之内，它们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能把学校教育与这种联系割断呢？是否可以按照崩得的经典性（就其特别强调毫无意义的空话而言）提法所说的那样，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呢？既然经济生活使居住在一国之内的各民族结合在一起，那么，企图在“文化”问题特别是在学校教育问题方面把这些民族一劳永逸地分开的做法就是荒谬和反动的。相反，必须努力使各民族在学校教育中联合起来，以便把实际生活中要做的事在学校中先准备起来。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和发展水平不齐；在这种情况下按民族分学校的做法实际上必然会使那些较落后的民族更加落后。美国南方过去实行奴隶占有制的各州，黑人的孩子至今仍在单独办的学校念书，而北方的白人和黑人则合校上课。不久以前，在俄国搞了个“犹太学校民族化”方案，就是说，给犹太儿童单独办学校，把他们和其他民族的儿童分开。用不着多说，这个方案是出自最反动的普利什凯维奇分子之手。

坚持按民族分学校的原则，就不能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请注意，我们仅仅是从一般民主的，即资产阶级民主的角度来谈的。

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那就必须极其坚决地反对按民族分学校。一个国家的各民族的资本家都在股份企业、卡特尔、托拉斯、工业家协会等组织中最紧密、不可分地合在一起来反对任何民族的工人，这一点谁不知道呢？任何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从大型的厂矿到贸易公司乃至资本主义土地占有者的农场）中的工人的民族成分，无一例外，从来都比偏僻、宁静而沉寂的农村中更为复杂，这一点谁不知道呢？

一个对发达的资本主义最熟悉，阶级斗争的心理最强的城市工人，他从自己的整个生活中，甚至可能从吃母亲奶的时候起就接受了这种心理，自然会考虑而且必然会考虑按民族分学校不仅是害人的花招，而且简直是资本家行骗蒙人的花招。鼓吹这种思想，尤其是按民族分国民学校，就会分裂、瓦解和削弱工人的队伍；而任何“民族文化自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使资本家受到任何分裂和任何削弱的威胁，资本家的子弟有优越的保障条件，他们可以进私立贵族学校，可以专门雇用教师。

其实，“民族文化自治”，即绝对彻底地按民族分学校，并不是资本家杜撰出来的（他们目前还在用更粗暴的方法来分裂工人），而是奥地利的机会主义知识分子市侩杜撰出来的。无论哪个民族成分复杂的西欧民主国家，都根本不存在这种绝妙的市侩思想和绝妙的民族主义思想。只有在欧洲东部，在落后的、封建的、教权派的、官僚化的奥地利这个任何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都由于语言引起的无谓争吵（更糟糕的甚至是破口大骂，大打出手）而处于停滞状态的国家，才出现了这种绝望的小资产者的思想。既然不能让猫和狗和睦相处，那就在学校教育上用纯而又纯的彻底办法一劳永逸地把所有的民族隔开，分成“民族集团”吧！——这就是产生糊涂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心理。无产阶级意识到并且珍视自己的国际主义，因此决不会同意这种精致的民族主义的糊涂观念。

在俄国，接受“民族文化自治”的，仅仅是犹太人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其次（1907年）是各个民族的小资产阶级的左派民粹派政党的代表会议，最后是貌似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市侩、机会主义分子，即崩得分子和取消派（后者甚至还不敢直截了当、完全明确地表示接受），这不是偶然的。在国家杜马的讲坛上，谈论“民族文化自治”的，只有沾染了民族主义意识的半取消派契恒凯里和小资产者克伦斯基，这也不是偶然的。

总之，取消派和崩得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援引的奥地利的材料，读起来很可笑。第一，为什么要从民族成分复杂的国家中拿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做样板呢？为什么不拿一个最先进的国家呢？要知道，这种方法同那些糟糕的俄国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人所使用的方法很相似；他们在寻找立宪的样板时，总是到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些落后国家中去找，而不是到法国、瑞士和美国这些先进国家中去找！

第二，俄国的民族主义市侩们，即崩得分子、取消派分子、左派民粹派分子等以奥地利为例，却把它弄得更不象话。在我国的宣传鼓动中首先兜售“民族文化自治”计划并且最为卖力的正是崩得分子（还有犹太人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崩得分子跟着这些政党跑，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完全有意识的）。其实，就在“民族文化自治”思想的发源地奥地利，这一思想的创始人奥托·鲍威尔也曾在自己的著述中专门写了一章来论证不能把“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用于犹太人！

这比那些长篇大论都更有力地证明：奥托·鲍威尔是不怎么坚持，也不怎么相信自己的思想的。他把唯一超地域的（没有自己区域的）民族排除在超地域的民族自治计划之外了。

这证明，崩得分子仿效欧洲过时的计划，并且把欧洲的错误扩大了10倍，甚至使错误“发展”到荒唐的地步。

这是因为——这是第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布隆代表大会（1899年）上不接受向他们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他们只采纳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实行国内按民族划分的各区域的联盟。这个折中方案既没有提超地域，也没有提按民族分学校。根据这个折中方案，在最先进的（在资本主义关系上）居住区、城市、工厂、矿山、大庄园等地方都不按民族分学校！

俄国的工人阶级过去曾经同反动的、有害的、市侩的、民族主义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作斗争，今后还要同这种思想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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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小集团和俄国取消派

（1913年11月28日〔12月11日〕）

《新工人报》第86号登载了一篇谩骂社会民主党的下流文章，这篇文章尽管是骂人的，尽管采取了令人讨厌的诽谤手法，但还是值得重视的。

这篇下流文章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谈分裂》。此文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俄国工人至今还不了解，然而又是应当了解的事情。

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国外的小集团正在搞些什么阴谋来反对在国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这是应当了解的，因为不了解这一点，就必然会使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常常犯一些滑稽的和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

取消派的下流文章的开头就用了黑体字：“没有一个人”主张分裂（取消派先生们把建立马克思主义组织以反对取消派叫作“分裂”），“到目前为止，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情况就是如此”。

请注意文章第一句话中的黑体字：“没有一个人”！

这是资产阶级下流文人的惯技，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把一张报纸读完，但是文章开头的精彩动人的字眼却是每个人都能看见的……

取消派的文章接着介绍了法兰克福报纸的评论。显然是赞成取消派的。可就是不提这张报纸是机会主义的！！

好心的取消派分子！莫非你们把俄国工人当傻瓜，以为他们不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不知道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机关刊物所谓的《社会主义月刊》[101]一贯支持《我们的曙光》杂志？

接着是德累斯顿报纸的评论。笼统地谴责分裂。但是这张报纸对俄国的事是否同情，对德国的事采取什么态度，都不清楚。取消派需要的并不是教育俄国工人，而总是采取讳莫如深的办法来欺骗他们。

接着说的是：莱比锡社会民主党机关报


　　“大约两星期前刊登了一篇俄国通讯，这篇通讯写得对分裂者相当有利”。



　　这是一字不差的取消派报纸的原话。当然根本没有用黑体。当然，关于这篇“令人不愉快的”文章，就半句实质性的话也没有了！！啊，我们真是施小诡计耍小阴谋的大行家！

一面是，“没有一个人”用黑体字。一面是，唯一的一篇写得对取消派的敌人“相当有利的”俄国通讯。

我们再往下看。


　　“在11月15日的一号〈莱比锡社会民主党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内容丰富的编辑部〈黑体是取消派用的！！！〉文章……”



　　从这篇文章中只摘录了对取消派有利的段落。俄国的工人们！你们该学会揭穿取消派的谎言了。

“编辑部”文章——黑体是取消派用的。这是谎言。文章上有尤·卡·的字样，这恰恰不是编辑部的文章，而是一位撰稿人的文章！！！

取消派最无耻最卑鄙地欺骗俄国工人。

不仅如此。取消派还隐瞒了一个情况：那篇文章把不顾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而接纳了亚格洛的七人团称为“无耻的分裂者”！！

不仅如此。取消派还隐瞒了一个凡是有政治头脑的人都很清楚的事实。尤·卡·的文章是梯什卡分子写的。所有的一切都证明了这一点。“梯什卡分子”——这是罗莎·卢森堡和梯什卡一伙人的柏林小组，这个小组在华沙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队伍中散布有人搞奸细活动的极其卑鄙的谣言。甚至《光线报》（确实，是在把亚格洛拉进去之后！）也承认这是卑鄙的。甚至《新工人报》也不止一次地承认，“梯什卡分子”并不代表华沙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工人，他们反对有崩得、社会党左派[102]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当然是华沙分子，而不是梯什卡分子）参加的工人保险中心。

而现在，取消派为了欺骗俄国工人就抓住梯什卡分子的后襟不放。快要淹死的人连一根稻草（甚至是一根脏的烂稻草）也要抓住。

在梯什卡分子尤·卡·的文章和梯什卡分子的所有言论中都流露出一种野心：要趁分裂之机搞阴谋活动，趁此为自己大捞“政治资本”。“脱离”俄国工人运动的小集团争夺领导权，从而搞阴谋活动，对俄国的时局不加研究而尽说些花言巧语，——这就是“梯什卡主义”的实质，这就是十分之九的自主的和“独立的”国外小集团的本事。

现在他们似乎又重获生机，期待着“利用”六人团和七人团的分裂……

这是徒劳的期待！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已经成熟了，他们自己足以根据多数来决定自己组织的前途，鄙视并且粉碎国外个集团的种种阴谋。这些小集团的成员都经常用这些小集团的观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上写文章，但是“从耳朵上”认出[103]这伙人是一点也不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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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86]。



[102]波兰社会党—“左派”原来是波兰社会党内的左派，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1906年波兰社会党分裂后成为独立的政党。见注81。——[187]。



[103]“‘从耳朵上’认出”出典于俄国诗人亚·谢·普希金的一首短诗《Ex ungue leonem》。短诗的题目借自拉丁文俗语“Ex ungue leonem，exauribus asinum”，意思是“从趾爪上可以认出狮子，从耳朵上可以认出驴子。”短诗回答一位匿名作者攻击普希金匿名发表的一首诗说：“他从趾爪上马上认出是我，我从耳朵上也一丝不差地认出他来。”——[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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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拉柯夫和社会民主党人彼得罗夫斯基

（1913年11月29日〔12月12日〕）

社会民主党人彼得罗夫斯基曾在国家杜马中就议事规则问题作了发言[104]，主席以对大臣使用“激烈措辞”等为理由剥夺了他的发言权，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从狭义的“当前要闻”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也许已经成为过去。但实际上彼得罗夫斯基和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拉柯夫的发言比一般的“新闻”更加值得注意。

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拉柯夫在国家杜马中就新议事规则问题作过发言。这位先生就是议事规则的起草人，也是议事规则委员会的报告人。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拉柯夫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反对立宪民主党党团，并且在十月党人和右派的帮助下通过了针对反对派的反动透顶的议事规则。

这不是新鲜事。大家早就知道，瓦·马克拉柯夫是十月党人的宠儿，他实质上是十月党人。但是，大家早就知道的这个情况所揭露的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最重大的事实，却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我们看到，一位最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杜马在这个问题上不象在其他问题上那样软弱无力），借助于右派和十月党人，亲自扼杀了杜马的自由！！社会民主党人彼得罗夫斯基对这样一个施展政客伎俩的行家的尖锐批评，一千个正确。

可是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里呢？由于瓦·阿·马克拉柯夫先生本人虚伪，瓦·马克拉柯夫的行为也就虚伪吗？当然不是！也就是说问题不在这里。

贝利斯案件之所以值得注意和重视，是因为它特别令人信服地揭露了我国国内政治生活的内幕，揭露了政治生活的幕后“底细”等等，同样，瓦·马克拉柯夫所作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反对杜马自由的发言这个小小的（相对而言）事件也值得注意和重视，它第一百次和第一百零一次地揭露了我们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的真实内幕。

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之间的斗争则是竞争者之间的斗争，因此这种斗争十分激烈，但毫无原则。十月党人的宠儿、杜马自由的扼杀者瓦·马克拉柯夫能够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明星”，正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一起站在同一个阶级立场上。他们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两翼或者说是自由派资产阶级不同色彩的代表人物，这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害怕民主派甚于害怕普利什凯维奇之流。

这一点是关键。这一点很重要。这是政治的实质。这也是我国资产阶级虽然经济上很强大，但政治上极端软弱的根源。

社会民主党人彼得罗夫斯基履行了民主主义者的职责，同扼杀杜马自由的瓦·马克拉柯夫先生进行了斗争。广大的民主派群众不学会蔑视瓦·马克拉柯夫先生之流以及产生这类骑士的政党，俄国就不可能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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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指杜马代表、布尔什维克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在1913年11月22日（12月5日）国家杜马会议上就新的国家杜马议事规则草案所作的发言。这一由瓦·阿·马克拉柯夫任主席的委员会拟订的议事规则草案，建议把发言人就新的杜马法案发言的时间限制在10分钟之内。委员会的这一建议以128票对85票的多数被通过。——[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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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韦纳

（1913年11月29日〔12月12日〕）

政治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件事物的实质，由于一个小小的缘由突然暴露得异常突出，异常清楚。

萨韦纳是阿尔萨斯的一个小城。40多年前，取得胜利的普鲁士人从法国手中夺走了阿尔萨斯（在德国惟独社会民主党表示强烈抗议）。40多年来，普鲁士人强迫阿尔萨斯的法国居民“德意志化”，并以各种高压手段“迫使”他们遵守普鲁士王国的、军曹的、官僚的、所谓“德国文明”的纪律。然而，阿尔萨斯人以抗议的歌声作了回答：“你们夺走了我们的阿尔萨斯、我们的洛林，你们尽可以把我们的田野变成德国的领土，但是你们永远得不到我们的心——永远得不到。”

一个普鲁士贵族，年轻的军官福斯特纳终于使火山爆发了。他骂了阿尔萨斯的居民一句粗话（“混蛋”，这是粗野的骂人话）。这些德国的普利什凯维奇在兵营里成百万次地用这种话骂人，一点没有事。而这第一百万零一次……却出事了！

数十年来的压迫、刁难和凌辱，数十年来强迫普鲁士化而积下的怒火都爆发出来了。这不是法国文明反抗德国文明——当年的德雷福斯案件[105]表明，任何荒唐、野蛮、残暴、罪恶的事都能干得出来的粗野的军阀，在法国并不比在别的国家少见。不，这不是法国的文明反抗德国的文明，而是法国的许多次革命培育起来的民主力量起来反抗专制制度。

民众的激昂情绪，酷爱自由、倔强的法国老百姓对普鲁士军官的愤恨和嘲弄；普鲁士大兵的穷凶极恶，任意逮捕和毒打民众——所有这一切使萨韦纳（后来几乎使整个阿尔萨斯）陷入资产阶级报刊所描绘的“无政府状态”。地主、“十月党人”、神父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以多数通过了一项反对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决议。

“无政府状态”——这是胡说。这样说要有一个前提：德国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个“确定的”民法制度，现在发生了违犯这个制度的越轨行为（由于什么恶毒的煽动！）。“无政府状态”这个字眼散发出那种对地主和军阀卑躬屈节、对德国异乎寻常的“法制”一味歌颂的德国御用的学院式“科学”（姑且称作科学）的味道。

萨韦纳事件表明，马克思在将近40年前把德国国家制度称为“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页。——编者注］

 是十分正确的。就对德国“宪制”的真正实质的评价来说，马克思比数以百计的颂扬“法制国家”的资产阶级教授、神父和政论家要深刻十万倍！他们向横行一时的德国人所取得的成功和胜利顶礼膜拜。马克思在评价政治的阶级实质时，遵循的不是事件的某些“曲折细节”，而是国际民主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全部经验。

不是萨韦纳“突然出现”“无政府状态”，而是德国真正的制度即普鲁士半封建土地占有者的军刀统治的强化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假如德国的资产阶级有荣誉感，假如他们有头脑和良心，假如他们相信自己说的话，假如他们言行一致，——总之，假如他们不是与数以百万计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相对立的资产阶级，那他们就会借萨韦纳“事件”的“机会”成为共和派了。而目前只限于由资产阶级政客们提出空洞的抗议——在国会里提出。

然而，在国会之外，就不限于这一点了。在德国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情绪已经变了，并且还在变。条件变了，经济情况变了，普鲁士贵族军刀“太平”统治的全部基石已被冲垮。事态的发展正在不顾资产阶级的意愿把它卷入深刻的政治危机。

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德国米歇尔”[106]在普鲁士的普利什凯维奇们的卵翼下高枕无忧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总的、根本性的崩溃已经不可避免，正在日益迫近……





	载于1913年11月29日《拥护真理报》第4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184—186页

















[105]德雷福斯案件是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191]。



[106]米歇尔是德国人的代称，通常用来表示粗笨和愚昧无知的德国庸人。——[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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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波罗宁会议（1913年）的传达报告的要点
[107]



（1913年11月29日〔12月12日〕）

向各地作传达报告的要点

12月12日

总题目——1913年夏季以来的罢工运动以及党内生活中的种种事件。会议的决议。尤其要着重提出以下几点：

1．定于1914年1月9日举行的总罢工。会议的决定。罢工的必要性。罢工的口号（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加紧罢工准备。

2．保险运动。大力推销《保险问题》杂志。——在所有的基金会和所有的理事会中建立党支部。在理事会（同样在工会、俱乐部等等）中形成自己的多数即党的多数。

3．六人团和七人团。分裂的主要根源：（1）取消主义＝毁坏党。由此而引起的斗争。七人团倒向取消主义；（2）七人团不承认党的决定；（3）已经证明，党的多数支持六人团。《真理报》公布的基本数字。要掌握一些刊载关于分裂问题材料的报纸。（必须大力继续坚持拥护六人团的决议。）

4．党代表大会。它的必要性。所有的秘密党支部都参加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筹备：主要是钱。筹集代表大会的经费（主要是通过代表）。任务——每个小组或几个小组联合在春天之前筹集好开支的两倍款额（一名代表开支150卢布。一个小组或几个邻近小组联合筹集300卢布）。

5．必须发展联系，——巩固联系（学习同圣彼得堡局以及国外局通信）。通信不正常：因此运输不畅。各地都应当有代理人。

6．会议决议主要内容概述。例如，关于民族问题：（1）同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甚至精致的民族主义（民族文化自治）作斗争；（2）各民族工人的统一；（3）同大俄罗斯的黑帮民族主义作斗争。（关于其余的决议也作一简述。）

7．秘密刊物和合法刊物。加强募捐。合法刊物势必灭亡：全力以赴办秘密刊物（见《通报》，特别是第9—10页）。





	载于1923年《1911—1914年〈明星报〉和〈真理报〉时代》一书第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380—381页

















[107]《关于波罗宁会议的传达报告的要点》是为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写的，于1913年11月29日（12月12日）寄往彼得堡，供他们在圣诞节杜马休假期间到地方上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的传达报告时使用。——[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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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局即将采取的步骤问题
[108]



（1913年12月1日〔14日〕以前）

国外许多大大小小的团体，对即将在12月1日（14日）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议论纷纷。可能在本报星期二的一号出版时，就会有一些关于国际局决定的电讯。所以，我认为有责任说明情况，以免出现对事实的曲解，并且便于大家立即掌握正确的口径。

国外那些在俄国失去了任何支柱的大大小小的团体（诸如罗莎·卢森堡和“梯什卡分子”，不久前在法国一家小报上唱同一个调子的沙尔·拉波波特、阿列克辛斯基和巴黎的“前进”集团[109]等等，等等）都拼命要国际局表决赞成“统一”。

我们当然也赞成统一！！这些小团体徒劳的举动，无非是为取消派辩护而玩弄的可怜把戏。他们搞的这套把戏成不了什么气候：热闹一阵就会收场。

国际局将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呢？不用说，这一点现在还不得而知。不过，我们从一位很有名望的委员（甚至是从几个委员）那里获悉，国际局打算接纳取消派的组织委员会以取代普列汉诺夫，并且打算以正式理由只接纳杜马党团的七人团，或者确切些说是八人团。这些正式理由是：各国的议会小组所代表的都不是派别，而仅仅是它们自己；即使有8个社会革命党人和7个社会民主党人，那也只派8个社会革命党人。既然如此（这一点还有待核实），暂时当然毫无办法。就让取消派把普列汉诺夫赶走吧，我们倒要瞧瞧，这对他们是否会有好处！！！我相信，是不会有的。

因此我坚决奉劝大家，对取消派散布的流言蜚语也好，对国际局可能作出的决定也好，都不要焦躁不安。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俄国国内问题的伦敦通讯通过我们来写（非俄国问题的通讯直接发给你们）——你们平心静气地等待这些通讯吧，你们就会知道，去一趟是没有必要的，“快要淹死的人”（取消派）无论靠吵吵嚷嚷还是靠“国际局”都救不了自己。

根据非正式的消息，普列汉诺夫不会去。

这个消息暂不要发。我再重复一句：请平心静气地等待自己的记者写的通讯吧。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187—188页















[108]这篇文献是列宁给《拥护真理报》编辑部的信。——[196]。



[109]“前进”集团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集团。它是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由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1909年12月在它们的派别活动中心卡普里党校的基础上建立的。该集团出版过《前进》文集等刊物。



前进派分子在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上与取消派分子一呼声派分子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紧密配合行动。他们设法使全会承认“前进”集团为“党的出版团体”，并得到中央委员会对该集团刊物的津贴，在全会以后却站在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立场上尖锐抨击并且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1912年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后，前进派分子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起来反对这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



由于得不到工人运动的支持，“前进”集团于1913年实际上瓦解，1917年二月革命后正式解散。——[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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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局的决定问题

（1913年12月2日〔15日〕）

今天，12月2日（15日），星期一，获悉（暂时是从一份简短的电讯中得知的）国际局昨天就俄国问题通过了一项决定。普列汉诺夫发表了书面辞职声明，也就是说，他自己提出了辞职申请。

组织委员会（取消派的领导机关）[111]加入了国际局，也就是说，取得了在国际局中的代表资格。

（对这一点应当指出，根据章程，不仅最机会主义的政党，甚至半党派性的工人组织也可以加入国际局。英国人的最机会主义的集团已经加入，所以，也不能不让组织委员会加入。）

结果是怎样的呢？普列汉诺夫被取消派排挤出去了！如果取消派打算借此庆祝一番，那就应当对他们说：你们是假惺惺的拥护统一的人。取消派先生们终于达到了目的，他们取代了普列汉诺夫。实际结果就是如此。让所有的工人，尤其是孟什维克工人去评说吧，取消派是真心诚意地谋求统一吗？真心拥护统一的人，能不让普列汉诺夫代替自己吗？难道真能找到一个天真的人，会相信取消派取代普列汉诺夫是向统一靠近一步，而不是离统一更远一步吗？

既然取消派自以为得计，那我只好建议编辑部发表一篇这样的短评。还可以再补充（以后）一点，组委会分子（＝取消派）加入国际局，就担负起成为整体即成为党的义务。先生们，大概是成为公开的党吧？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

最后，这则电讯称：“统一事宜已经委托执行部办理。”这就是说，国际局执行委员会（＝王德威尔得＋贝尔特朗＋安塞尔＋书记胡斯曼）受托采取措施或者说采取步骤来恢复统一。

看来（或者说大概），这样做并不是责难我们的意思。既然如此，我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应当说，国际局执行委员会有责任无条件地随时关心统一问题。还在两年前，国际局书记胡斯曼已经就实现统一应当采取哪些步骤的问题同列宁书面交换过意见。因此，执行部（＝执行委员会）受托办理这件事，我再重复一遍，我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取消派散布的种种流言蜚语纯属欺人之谈。

关于七人团和六人团，电讯中只字未提。但从来信中了解到，国际局会议开始点名时叫到过一位取消派分子。当时我们的代表声明，六人团并未选他，而对此胡斯曼按章程作了如下的解释：大多数人，不论是属于哪个党派的，都是按章程规定取得代表资格的（代表社会党议会党团）。因此，大概就造成这样的局面：一个取消派分子代表七人团或者八人团。章程既然如此（这一点我们还将核实；国际局书记在正式会议上对国际局章程所作的正式解释暂且还不能说无法令人满意），那我们做得对，没有白花力气，“没有冒失行动”，没有去奔走，没有提出要求。这样做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关于这个情况也不便刊登出来。如果取消派要沾沾自喜，那我们又得对他们说：你们是假惺惺的拥护统一的人，是破坏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的人。

这就是说，结果是和上面所写的一样。

从我们代表的来信中还可以看出，取消派在鼓动考茨基（他代表德国人），要求指派一个关于统一问题的委员会。考茨基却反对罗莎·卢森堡攻击列宁，并且认为在国外什么事都干不成，应当由俄国国内工人提出统一的要求。

这些话能否得到证实，我们将拭目以待。我们主张的统一正是符合俄国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的。

从目前的消息看来，情况就是如此。





	载于1948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9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189—191页

















[110]《关于国际局的决定问题》是列宁在获悉社会党国际局十二月会议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问题通过了一些决议的最初消息后给《拥护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问题是根据罗·卢森堡（她代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倡议提交会议讨论的。卢森堡在1913年11月1日（14日）给社会党国际局的信中不正确地反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情况，把造成分裂的责任推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身上。卢森堡还指责列宁把分裂也带进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她建议把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问题列入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议程。



社会党国际局十二月会议于1913年12月13日和14日在伦敦举行。会上讨论了英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政党统一的问题，以及维也纳代表大会和俄国事务等问题。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问题是在会议快结束时提出来讨论的。由于时间已晚，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详细的讨论，社会党国际局只通过了卡·考茨基代表德国代表团提出的决议案。决议案责成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由“俄国（包括俄属波兰）工人运动的所有承认党纲或其纲领符合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派别”的代表就各派意见分歧的问题“交换意见”。考茨基在他12月14日说明决议案的理由的发言中声称：俄国旧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消失。必须按照俄国工人渴望统一的心愿把它重新建立起来。列宁在《好决议和坏发言》一文中批评了考茨基的发言（见本卷第220—223页）。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看列宁1913年12月18日以后和1914年1月26日以前给伊·费·阿尔曼德的两封信（《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



在12月14日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上还宣读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信。他在信中指出，由于取消派的罪过而造成的杜马党团的分裂，是对工人运动的统一的打击，因此，他将辞去作为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全党代表的职务。取消派组织委员会的代表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取代普列汉诺夫参加了社会党国际局。——[198]。



[111]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是1912年在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俄国孟什维克的领导中心。1917年8月孟什维克党选出中央委员会以后，组委会的职能即告终止。——[198]。





《列宁全集》第24卷


谈谈工人的统一

（1913年12月3日〔16日〕）

近来《新工人报》同6名工人代表的论战，愈来愈不实事求是，愈来愈缺少思想性，愈来愈“意气用事”了。因此，尤其需要使这场论战重新回到认真分析所争论的问题上来，——大概，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会同意我们这个看法的。

拿我们看到的受取消派指使的“大名鼎鼎的人物”来说吧。策列铁里和格格奇柯利谴责六人团，八月代表会议（1912年）的“领导机关”也谴责六人团。他们已经第一千零一次把6名代表斥之为分裂分子，并且宣布了“统一”。

谩骂和叫嚷我们并不在乎，我们将第一千零一次平心静气地号召工人去思考和研究问题。

工人阶级需要统一。但是，统一只能靠统一的组织来实现，而统一的组织的决议又是靠全体觉悟工人自觉自愿地去贯彻的。探讨问题，发表和倾听各种意见，了解多数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在他们缺席时作出的 
［注：“缺席时作出的”（“заочном”）似应为“切合实际的”（“точном”）——俄文版编者注］

 决定中反映这种观点，认真负责地执行这项决定，——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一切明白人都把这些做法称为统一。而这样的统一对于工人阶级则是无限宝贵无限重要的。一盘散沙的工人一事无成，联合起来的工人无所不能。

一切愿意独立研究有争议的问题的觉悟工人要判断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近年来是否已经实现统一，试问，有这方面的材料吗？

必须尽力搜集这样的材料，加以检验，当作教育、团结、组织工人的资料公布出来。

《真理报》从1912年4月起就已经存在，它的方向始终（这是任何一个反对这张报纸的人都不否认的）同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机关此后三次（一次在1912年，两次在1913年）作出的决定是完全保持一致的。究竟有多少工人承认并且贯彻了这些决定（有关工人生活的一切问题，总共约40个决定）呢？

对这个显然很重要而又很有意思的问题只能作一个大致的答复，但是，这个答复是以十分准确的、客观的、非单方面搜集的事实为根据的。1912年和1913年，主要有两种工人报纸向工人群众阐述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两种报都刊登了有关工人团体捐款资助这家或那家报纸的帐目。工人团体为某某报提供捐款，也就是用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头上）来证明它们是支持这张报纸的方向，坚决捍卫这张报纸所赞同的决定的，这一点是用不着说的。

在这两家开展争论的报纸上公布这些材料，是防止犯错误的最好保证，因为与之利害相关的工人自己会纠正这些错误。这些材料都登载过多次，也从来没有一次被谁推翻，或者用其他材料代替过，几乎在两年中，从1912年1月至1913年10月底，为《光线报》捐款的有556个工人团体，为《真理报》捐款的有2181个，为莫斯科工人报纸捐款的有395个。

可以大胆地说，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没有一叶障目，就会毫无疑问地承认多数人（而且是大多数）是拥护“真理派”的。真理派正在建立——虽然是缓慢地，但是坚持不懈地——工人自己的真正统一，统一的决定团结了工人，而工人则认真负责地贯彻决定。马克思主义的日报精心维护唯一切合实际的决定，并且第一次在俄国，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把分散在四面八方的工人团体愈来愈有条不紊而又紧密地联合起来了。

这是行动上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工人的统一！当然，这还远不能说已经大功告成，但这是事实，不是空话，不是空洞的广告。

但是，策列铁里、格格奇柯利、“八月联盟的领导机关”，象一切其他取消主义者一样，顽固地避而不谈这些事实！！

他们一面高喊“统一”，一面却回避这个事实：正是在觉悟工人中明明占少数的取消派在破坏统一，践踏多数人的意志。

惊叹也好，哀号也好，骂街也好，都推翻不了这个简单明了的事实。“八月联盟的领导机关”举出各种不同的“机关”和团体，我们对此只能一笑置之。先生们，请你们想一想：如果根本没有工人拥护这些“机关和团体”或者明明是少数工人拥护这些“机关和团体”，那么，它们又算得了什么？如果这些“机关和团体”不号召全体工人去实现多数人的意志，那么它们就是成了搞分裂的机关。

工人运动两年来日益活跃的经验，更加证实了真理派的观点。把俄国工人团结在马克思主义者明确的决定周围的经验，愈来愈清楚地显示出我们组织的成就、成长和力量。当然，我们将更勇敢、更迅速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谩骂、叫喊以及任何其他东西我们都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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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教师的贫困
[112]



（1913年12月4日〔17日〕）

在12月份行将召开全俄国民教育代表大会之际，对国民教师的贫困这个永远是新的老问题予以关注，将是适合时宜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帝国初等学校一日普查》第1卷。该卷是国民——恕我用这个词——教育部出版的。署名的是著名统计学家瓦·伊·波克罗夫斯基先生。

这本官吏资料的官方性质（应从最坏的词义来理解“官方”和“官吏”二词）十分引人注目。普查是1911年1月18日进行的。整整两年过去了，只出了第1卷，内容仅仅涉及彼得堡学区[113]的几个省！在我国，显然只有在贯彻诸如取缔出版物之类的法令时，才没有那种难以忍受和令人心烦的拖拉作风。

按照惯例，1910年一年之内，普查大纲在许多官吏办公室里和会议上讨论了多次，被逐一糟蹋一番。于是，例如关于学生的母语问题，只有“俄罗斯”语笼统的一栏：公然禁止再分为白俄罗斯语、小俄罗斯语（乌克兰语）和大俄罗斯语。于是，许多学校，例如按1872年条例建立的市立学校以及一二等私立学校等，均未列入帝国学校的普查。

禁止收集完整的材料。禁止了解学生在家里使用何种语言的真实情况。禁止将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进行对比。

自由派大肆吹捧的统计材料的编著人波克罗夫斯基先生，自己使普查资料变得更加不成样子。例如，对每个教师多少薪俸都分别收集了材料。自然，对国民教师的贫困状况这样的迫切问题，了解真相是很重要的；薪俸极端微薄、非常微薄、很微薄，一般微薄……的男女教师究竟各有多少，了解这些情况是很重要的。

这方面的材料是收集了的。这方面的资料是有的。但自由派的统计学家先生为了掩盖令人不愉快的真相对材料进行了“加工”。

统计学家先生告诉我们的只是各省和各等级的学校中男女教师的平均薪俸，严格遵守官方的分类。但是想了解真实情况的人，感兴趣的不是哪一省、哪一等级学校的教师在挨饿，而是有多少教师在挨饿、受穷。根据普查收集的材料来确定有多少教师正在领取不足温饱的薪俸（例如360卢布以下的、360—400卢布的，等等），是完全可以办到，而且无疑应该这样做。但是没有这样做。问题的真相都隐藏在数十万张卡片库中。

公之于众的仅仅是经官方篡改和官方粉饰过的各种等级和各省学校薪俸的平均数……至于自由派的统计学家想对公众隐瞒挨饿的教师中有多少已婚者，那就不用提了。

从“平均”数字中可以看出，女教师的年薪（在圣彼得堡区）是433卢布，男教师是376卢布。但是大部分教师在农村。那里女教师的“平均”年薪是347卢布，男教师是367卢布。（要指出的是，女教师的人数一般说大约为男教师人数的2倍。）

圣彼得堡学区多数教师在彼得堡省以外地区。女教师的薪俸是：奥洛涅茨省375卢布，诺夫哥罗德省358卢布，沃洛格达省320卢布，阿尔汉格尔斯克省319卢布，普斯科夫省312卢布。

即使从这些粉饰现实的数字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多数女教师领取的是不足温饱的薪俸。当前物价昂贵，女教师的月薪是26—30卢布——她们当中（仍按平均数计）已婚的占11．5％，寡妇占4．4％——无疑这些工钱是少得可怜的，靠这些钱教师是注定要挨饿、受穷的。

从“按等级统计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教区单一班级制小学校女教师有2180人（圣彼得堡学区女教师总数为7693人）。因此，我们面对的是教师人数很可观的一种“等级”的学校。这一等级的学校女教师的收入又是多少呢？

城市平均是302卢布，农村平均是301卢布。

俄罗斯国家把亿万资金花在官吏的薪俸、警察经费、军事开支等等方面，而叫国民学校的教师挨饿。资产阶级“同情”国民教育，但是有个条件，教师要比贵族和富翁家里的奴仆过得更差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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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国民教师的贫困》一文是因将在1913年12月底学校放寒假期间在彼得堡举行全俄国民教育代表大会而写的。布尔什维克打算利用这次教师的代表大会作为传播布尔什维主义思想和革命要求的合法机会。本文内容与列宁的《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一文有密切关联（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108—118页）。——[204]。



[113]学区是沙皇俄国的教育行政单位，每一学区包括若干个省。学区由督学领导，负责监督学区内国民教育部学校的活动。20世纪初，全俄划分为12个学区。——[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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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执地为坏事作辩护

（1913年12月7日〔20日〕）

取消派先生们固执地为那条“出现在”他们的自由法案中的十月党式的条文进行辩护。这就是第5条，这一条故意刁难地限制结社自由，它提到，“只要工人的行动一般不构成受刑事处分的行为”，就不应该受到处分。

这一条的反动性是显而易见的。很清楚，如果要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谈这种故意刁难的做法，那他们就会说出相反的意见，也就是，他们或者会说因罢工和援助被压迫的同志而采取的行为不应受处分，或者至少会说，对这些行为的处分应该从轻。

很明显，取消派将不得不把他们草案中的这一反动条文删去，因为工人会迫使他们这样做。

可是，取消派（在布勒宁—伽马领导下的）不直截了当地承认错误，而是支吾搪塞，闪烁其词，造谣中伤。哥尔斯基先生在《新取消派报》[114]上硬说，国外召开的各次会议（三四年前）[115]，“在尼·列宁的直接参加下”，在罢工草案中通过了类似条文。

所有这一切都是弥天大谎。

国外召开的各次会议的工作是这样进行的，分委员会拟定各项草案，总委员会就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关于罢工问题的分委员会，列宁从未参加过（他参加的是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分委员会）。而在总委员会上，列宁是反对任何关于允许和承认刑事处分的条文的！！

哥尔斯基先生想把某位费·唐·先生（以前是罢工问题分委员会的成员！）的草案加到列宁的身上。先生们，这你们办不到。

布勒宁—伽马先生还举出一个不高明的理由来为坏事作辩护。


　　他写道：“他们〈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这不是为了尊重‘资产阶级法制’，而是为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和法的意识。”



　　瞧，这就是小市民的所谓理由！取消派先生，我们出于是否适宜的考虑，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但是我们不允许别人（在一定的条件下）瓦解我们的队伍，不允许别人在只对他方有利等等的时候去帮助敌人对我们猛烈攻击。取消派由于不了解这些真正的原因，就爬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什么是广大人民群众呢？这就是不开展的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他们有很多小市民的、民族主义的、反动的、教权主义等等的偏见。

我们怎么能去“尊重”例如反犹太主义这种“道德和法的意识”呢？大家不是不知道，反犹太主义，即使是在维也纳（比许多俄国城市都文明的城市）“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中，也常常成为一种主要特征。

在维护为增加不足温饱的工资而罢工的激烈行动中，工贼会受到打击，那时广大小市民群众的“道德和法的意识”就要对这类打击进行谴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鼓吹使用暴力，因为从我们的斗争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不适宜的。但是，我们也不会“尊重”这种小市民意识，而要使用一切说服、宣传、鼓动的手段来同这种“意识”进行不懈的斗争。

布勒宁—伽马先生号召“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和法的意识，这是小市民号召尊重小市民的偏见。

对证明取消派先生的小市民习气的论据，已不需要再作补充（对一千个论据的补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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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列宁讽刺地称孟什维克的《新工人报》为《新取消派报》。关于《新工人报》，见注11。——207。



[115]指社会民主党第三届国家杜马党团拟定法律草案协助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09年在巴黎组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有代表参加。委员会下成立了关于起草八小时工作制法案、罢工自由法案、工会法案等分委员会。布尔什维克草拟了若干法案，例如八小时工作制法案（这个法案的《说明书》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158—164页），但是由于孟什维克的抵制，这些法案被搁置下来。罢工法案是孟什维克费·伊·唐恩起草的，他把允许因参加罢工而受刑事处分的条款列入了草案。列宁在讨论这项法案的委员会会议上坚决反对这一条款。——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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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工人和国际

（1913年12月8日〔21日〕）

在本报[116]这一号里，工人同志们将读到关于不久前在伦敦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详细报道，以及这次会议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党力量的统一问题的决议。

全俄觉悟的工人应当十分认真地讨论这项决议。

一个觉悟的工人会感觉到并且意识到，他不仅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大家庭中的一员，他懂得，他也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大家庭中的一员。他对工人国际也承担了义务。他应该重视工人国际的意见和希望。他一分钟也不应该脱离国际工人大军。

工人国际渴望认真了解在我们俄国工人运动中起着十分显著作用的原则性争论，俄国工人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不能不表示欢迎。俄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条件，使我们的同志对我国运动情况的了解远远不如对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运动情况的了解。对俄国的实际情况十分不了解，以致就在不久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还建议召集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小组（12个国外“派别”）来制定新的党纲。可是众所周知，这样的纲领俄国无产阶级早在1903年就已经制定出来了……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时期就要结束了。俄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进行的伟大的英勇斗争，使得整个文明世界对它议论纷纷。俄国工人阶级在工人国际中占有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而且可以有把握地说，它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将会一年比一年突出，一年比一年大。

国际局的决定第一次使俄国工人可以有充分根据地向我们的西欧同志们介绍我们争论的实质。国际局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它可以为达成统一提供同志式的帮助，（2）它认为有必要弄清实际的意见分歧，（3）为此，它委托自己的执行委员会同一切承认社会民主党纲领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纲领与社会民主党纲领接近的人们建立联系，并安排交换意见事宜。

所有这些都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完全可以接受的。

弄清意见分歧确实十分必要。甚至不但要弄清马克思主义者同取消派之间的意见分歧，而且还要弄清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同锡安社会党人[117]（我们认为，他们还不及崩得或波兰社会党）等等之间的意见分歧。如果国际局能清楚准确地阐明这些问题，判明政治分歧的实际根源，这就是很大的成绩了。

但是，弄清分歧当然还不等于消除分歧。分歧的根源在于对俄国当前所处的时代看法截然不同。这是两种策略，两种政策体系：无产阶级的和自由派的。这个分歧是无法消除的。

不过，准确清楚地弄清每一方为联合而提出什么样的条件，这也是十分必要的。

工人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一项重要任务：他们应该仔细地讨论国际局的建议，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一建议并拟定自己的统一条件。

这些条件很清楚。它们是根据工人运动的整个进程提出来的。取消派应当在实际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者整体，承认原有的三项基本要求是在群众中进行鼓动的主要口号；他们应该收回修改纲领的意见（民族文化自治）；不再大叫“罢工狂热”；谴责崩得分子的分离主义企图并要求各地融为一体；谴责危害思想斗争的恶毒人身攻击；等等。在杜马工作方面，七人团应该无条件地承认服从马克思主义者整体并收回自己的反党决定（亚格洛，取消纲领等等）。甚至在许多问题上不赞同我们的普列汉诺夫同志，在给国际局的信中也写道：“由于我们的取消派同志以7比6的多数通过了一些令人遗憾的决定，我们杜马党团发生了分裂。”

为安排共同交换意见事宜，国际局究竟同谁联系为好，这个问题还不明确。显然，这里有两种办法：一种是邀请两个主要派别的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和取消派分子；一种是邀请“一切社会民主党人”，以及所有自称和社会民主党观点相近的人，那么，亚格洛代表的政党（波兰社会党）也好，形形色色的犹太社会主义团体也好，民粹派中自称和社会民主党纲领观点相近的人也好，都应邀请。

国际局提出的问题应该引起每个觉悟工人的关注。我们号召全体工人在自己的各种会议上，在小组会上，在座谈会上，在群众大会上等场合，把这个问题提上日程，进行讨论，作出自己的决议并且把自己的意见交本报发表。

不能说似乎这件事太遥远，与我们无关。如果这个问题能在维也纳国际代表大会上提出来（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将会十分高兴），那就应该让国际了解俄国工人和在国内活动的无产阶级组织的意见，而不只是了解那些脱离国内工作的国外小组的意见。

同志们！请讨论这个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决定并把决定告知你们的报纸《无产阶级真理报》。全世界觉悟的工人都会倾听你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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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指《无产阶级真理报》。



《无产阶级真理报》（《Пролетарская　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在1913年12月7日（20日）—1914年1月21日（2月3日）期间使用的名称。《真理报》用这一名称共出了34号。关于《真理报》，见注1。——[210]。



[117]锡安社会党人是锡安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锡安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俄国小资产阶级的犹太民族主义组织，于1904年成立。在一般政治问题上，锡安社会党人要求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时坚持抵制策略。但锡安社会党人认为，犹太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为取得自己的领土并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斗争。锡安社会党人的民族主义活动模糊了犹太工人的阶级意识，给工人运动带来很大危害。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锡安社会主义工人党同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合并为犹太社会主义统一工人党。——[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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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派是如何欺骗工人的

（1913年12月10日〔23日〕）

社会党国际局决定采取步骤弄清俄国社会党人之间的分歧，并且决定提供善意的帮助促使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

取消派利用这个决定干了些什么呢？

他们迫不及待地利用这个决定来欺骗俄国工人。

《新工人报》第97号的一篇郑重其事的编辑部文章写道：


　　“国际局拒绝了‘六人团’提出的关于准许他们在各国议会工作小组取得单独代表资格的要求，不但毫不含糊地谴责了‘六人团’脱离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行为，而且对主要要求之一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6个代表则以这些要求被拒绝为借口，企图为自己的退出作辩解。”



　　所有这些，从头至尾都是不真实的。这一点我们在本报第1号上就指出过。[118]

被当场揭穿的取消派妄图继续用谎言来迷惑工人。

我们再说一遍，国际局并没有拒绝六人团的要求。它没有谴责六人团的“脱离行为”。它甚至并未对6个代表和7个代表的争论作过研究。

这不过是取消派的一种手法。

这种犯罪手法取消派先生们还在去年国际局会议后就使用过，当时，马尔托夫先生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哈阿兹从未说过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话强加到他的头上，后来哈阿兹在报上发表声明戳穿了马尔托夫。

国际局中有关代表们的代表资格问题就是如此。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只声明了一点：七人团的代表仅仅是七人团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不承认他是自己的代表。国际局书记胡斯曼同志作了如下解释：关于各国议会工作小组有一个专门的章程。根据这个章程，如果一个议会中有若干独立的社会党党团，那么只有代表最多的一个党团才可以获得代表资格；与此同时，章程并不考虑该议会党团属于哪个派别，得到多少工人支持，因为各个派别都有自己单独的代表资格。

根据这个章程，如果杜马中有两个党团，比如说6个社会民主党人和7个民粹派分子，那么进入各国议会工作小组的代表资格只能给民粹派分子。

或者再以保加利亚为例。那里选进议会的有19个“宽广派”[119]社会党人（机会主义者）和18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分别形成了独立的派别，并在议会里有两个独立的党团。在国际局里这两个派别也有单独的代表。但根据章程能够获得议会工作小组的代表资格的只有19人的“宽广派”党团。当然，这并不等于国际局“谴责了”18个马克思主义者代表。

从形式上看，事情就是如此。对这个章程可以持任何看法。但在目前它就是这个样。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要求甚至连提都没法提。

假如七人团想老实办事的话，它该怎么办呢？它就应该自己抛弃形式主义。支持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有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要比支持七人团的人多好几倍，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证明并为大家所公认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清楚的，谁愿意考虑工人的意见，谁大谈统一问题，谁就不会在这里一味坚持形式主义的观点。

可是，七人团却利用了自己在章程上的“运气”。他们再次向俄国工人挑战。不仅如此，取消派先生们还撒谎，说什么国际“谴责”六人团等等。

这就是取消派先生们对社会党国际局决议的第一个回答。

对取消派的这种勾当，工人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将是：公开痛斥这些先生。

同志们，请你们继续严肃认真地讨论国际局的决定，说出自己对这个决定的意见，对取消派欺骗俄国工人的行径作出应有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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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指刊载在1913年12月7日（20日）《无产阶级真理报》第1号上的и．韦特罗夫（马·亚·萨韦利耶夫）的《国际和统一问题》一文。文中写道：“最后我们不能不指出，取消派断言所谓国际局拒绝了六人团关于取得单独代表资格的要求，从而指责了社会民主党党团中六个工人代表提出的‘联邦制’原则，这是取消派在撒谎。由于纯形式上的原因，根本没有向国际局提出给六人团单独代表资格的要求。因此，《新工人报》上关于所谓国际局谴责六人团的声明，也是取消派别有用心的谎言，他们一贯竭力用这种谎言来模糊工人阶级的意识。”——[214]。



[119]宽广派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1903年在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成为独立政党，称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宽广社会党人）。该党领导人是扬·伊·萨克佐夫。宽广派力求把党变成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生产阶层”的宽广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宽广派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1923年宽广派领袖曾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和灿科夫法西斯政府。——[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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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人和“民族自决权”

（1913年12月11日〔24日〕）

今年夏天，俄国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言语报》刊载了米·莫吉梁斯基先生的一篇论述在利沃夫召开的全乌克兰学生代表大会[120]的文章。《工人真理报》[121]指出，莫吉梁斯基先生采取了一种完全不能容许的（对一个民主主义者或希望被称为民主主义者的人来说不能容许的）方式谩骂乌克兰的分离主义（顺便说明一下，是顿佐夫先生所宣扬的分离主义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337—338页。——编者注］

 ）。该报并立即指出，问题完全不在于是否同意顿佐夫先生的意见，因为也有很多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他的。问题在于，大骂“分离主义”是“梦呓”和冒险主义，是不能容许的，这是沙文主义的手法，而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在批判某种分离（分立）的计划时，务必宣传分离自由，宣传分离的权利。

读者看到，这是一个涉及整个民主派职责的、具有原则性和纲领性的问题。

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米·莫吉梁斯基先生又在《言语报》（第331号）上就这一点发表了文章，但他不是回答我们，而是回答顿佐夫先生的，因为顿佐夫先生在利沃夫的《道路报》[122]上尖锐地抨击了《言语报》，并且同时指出，“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刊物才对《言语报》的沙文主义攻讦进行了应有的反击”。

莫吉梁斯基先生反驳顿佐夫的时候，三次声明说：“批评顿佐夫先生所提出的办法与否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

自由派的《言语报》撰稿人的这个声明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请各位读者特别注意这个声明。自由派的先生们不再散布流行的政治反对派的流言蜚语而转向查明和分析民主派的基本主要论点，这种情况愈少，我们就愈要坚决地号召对这种转变的每一个事例进行认真评价。

我们的立宪“民主”党是否承认民族自决权呢？这就是莫吉梁斯基先生无意之中触及的一个有趣的问题。

他三次修正自己的意见，但是对这个问题不作直接的回答！他明明知道，无论是在立宪民主党的纲领中，还是在这个党平常的政治说教（宣传和鼓动）中，都找不到对这个问题的直接、准确、明白的回答。


　　莫吉梁斯基先生写道：“应当指出，‘民族自决权’也不是什么不容批评的偶像：民族生活的不良条件能引起民族自决问题上的不良倾向，而揭穿这种不良倾向并不就是否认民族自决权。”



　　这就是自由派的典型遁词，你们也可以在取消派的报纸上看到谢姆柯夫斯基先生之流的同样论调！啊，是的，莫吉梁斯基先生，任何一种民主权利都不是“偶像”，但是也不能忘记任何一种民主权利所包含的，比如说，阶级内容。所有的一般民主要求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但是，只有无政府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才会由此得出那种反对无产阶级彻底维护这些要求的结论。不言而喻，自决权是一回事，而某个民族在某种情况下实行自决即分离是否适宜，——这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一个起码的道理。向群众（特别是向大俄罗斯的群众）宣传这种权利的重大意义及其迫切性是民主主义者的义务。但是，这种义务莫吉梁斯基先生承认吗？俄国的自由派承认吗？立宪民主党承认吗？

不会承认，根本不会承认。这正是莫吉梁斯基先生所要回避的，所要隐瞒的。这正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根源之一，这里所指的立宪民主党人，不仅有司徒卢威、伊兹哥耶夫和其他直言不讳的立宪民主党人，而且还有立宪民主党的外交家们，如米留可夫和这个党的庸人，如……不过姓名是无关紧要的！

俄国的觉悟工人不会忘记，我国除民族主义反动派外，还有民族主义自由派，而民族民主主义也正在萌生（请回忆一下彼舍霍诺夫先生在1906年《俄国财富》杂志第8期上关于“谨慎对待”大俄罗斯庄稼汉的民族主义偏见的号召吧[123]）。

为了同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祸害进行斗争，宣传民族自决权的意义非常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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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指1913年6月19—22日（7月2—5日）在利次夫举行的全乌克兰大学生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安排在伟大的乌克兰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革命民主主义者伊万·弗兰科的纪念日举行。俄国的乌克兰大学生代表也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会上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德·顿佐夫作了《乌克兰青年和民族的现状》的报告。他坚持乌克兰独立这一口号。——[217]。



[121]《工人真理报》（《Рабочая　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在1913年7月13日（26日）—8月1日（14日）期间使用的名称。《真理报》用这一名称共出了17号。关于《真理报》，见注1。——[217]。



[122]《道路报》（《Шляхи》）是乌克兰大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持民族主义立场，1913年4月—1914年3月在利沃夫用乌克兰文出版。——[217]。



[123]这里说的是发表在1906年8月《俄国财富》杂志第8期上的阿·瓦·彼舍霍诺夫的文章《当前问题。我们的纲领（它的梗概和范围）》。这篇文章认为在民族问题上“也必须考虑人民在千百年历史中养成的心理”，因此“必须向群众提出的，不是民族独立的口号”，“而是实际生活提出的要求，即民族自治的要求”。列宁对这篇文章的批判，见《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91—401页）。



《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后来成为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和历届国家杜马中的劳动派的著名成员的政论家。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展开理论上的争论。1906年成为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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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决议和坏发言

（1913年12月13日〔26日〕）

毫无疑问，俄国一切觉悟的工人，对国际局关于俄国问题的决议都很关心和重视。大家都知道，这个决议的要害，就是决定组织或安排俄国“工人运动的一切派别”“共同交换意见”，这里既指承认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派别，也指那些纲领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相一致的”（或者说“相吻合的”——im Einklange）派别。

后一种规定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括亚格洛的拥护者，而且也包括任何愿意声明自己的纲领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相吻合”或“相一致”的团体。不过，这个广泛的规定倒也没有任何害处，因为要“交换意见”，自然是把参加的成员规定得广泛一些为好，甚至不排斥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集团可能愿意与之联合的那些人。社会党国际局的会议上提出的两个方案是不能忽视的：（1）考茨基的方案，即只“安排共同交换意见”。当着公正无私的委员会的面，即当着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的面交换意见，就会弄清楚情况如何和意见分歧的严重程度。（2）另一个方案是罗莎·卢森堡提的，这一方案提出举行一次“联合代表会议”（Einigungskonferenz）“以便重建统一的党”，考茨基对此提出异议，于是罗莎·卢森堡收回了这一方案。

当然，后一个方案是不足取的，因为首先必须收集确切的材料，更何况罗莎·卢森堡企图在这里偷偷塞进来的只是“重建”声名狼藉的“梯什卡小组”。

考茨基的方案通过了，这是一个较为慎重的方案，它主张通过事先“交换意见”和研究确切材料，比较有步骤地处理统一问题。因此，考茨基的决议案得到一致通过，也是十分自然的。

但是，必须把已经成为国际局决议的考茨基的决议案同考茨基的发言区别开，他在发言中有一处，竟说出了荒唐话。这一情况我们已经简要地指出过，可是，现在《前进报》（德国党的主要机关报）[124]上关于考茨基发言的报道，却使我们不能不较详细地来谈谈这个重要的问题。

考茨基在反驳罗莎·卢森堡时说：“旧党已经消失，——虽然仍然保留了旧名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im Laufe der Jahre——近年来），这些名称已经获得新内容。对于老同志，决不能仅仅因为他们的党（ihre Partei）不再采用旧名称，就干脆排除他们。”

罗莎·卢森堡反对这种说法，她认为“考茨基说俄国的党已经死亡（sei tot），是一种轻率的说法”，这时，考茨基只提出“抗议，否认他说过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死亡的话。他说他只讲过旧形式已被摧毁，必须创造新形式”。

这就是正式报道中几段涉及我国问题的叙述。

考茨基没有说过而且也不会说社会民主党已经死亡，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说过，党已经消失，而且尽管有人反驳他，他也没有收回这句话！

这真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却是事实。

考茨基暴露出来的糊涂观念是十分严重的。他所谓要排除的“老同志”是哪些人呢？是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吗？他是不是把一些不定形的取消派称为“他们的党”了呢？

或者说考茨基指的是在罗莎·卢森堡的说法里没有包括的“波兰社会党左派”？不过要是这样，“老同志”这种说法就是令人费解的，因为自从有社会民主党以来，即从1898年起，波兰社会党的党员从来就根本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党内同志！

在我们看来，这两种解释是一样的，因为就统一问题“交换意见”而排除取消派（问题的整个关键在于他们），这实际上同排除波兰社会党左派一样可笑（抽象地说，取消派——必须料到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是会坚决维护他们同波兰社会党这个非社会民主派结成的分裂联盟的）。但是，无论如何都应当确切地了解，取消派的先生们，还有他们的同盟者，究竟想要党怎么样。

在国际局中，考茨基竟然说俄国的党已经消失，这一事实是不容置辩的。

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荒唐话呢？为了弄清楚这一点，俄国工人应当了解，是谁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刊物报道俄国的事情的？德国人写文章一般都回避意见分歧的问题。而当俄国人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刊物写文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要么是国外各小集团和取消派联合起来，用最下流的话谩骂“列宁派”（1912年春天在《前进报》上就是如此），要么是梯什卡分子、托洛茨基分子或国外小组中其他蓄意掩饰问题的人的大作。多少年来，就没有刊登过一个文件，没有出版过一本决议汇编，没有进行过任何思想分析，没有任何搜集实际材料的尝试！

我们真可怜德国党的领袖们，他们（他们研究理论的时候，是善于搜集和研究材料的）竟听信并且重复取消派提供情况的人的谎言，而不感到难为情。

国际局的决议将付诸实施，而考茨基的发言始终是可悲的笑话。





	载于1913年12月13日《无产阶级真理报》第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211—213页

















[124]《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编辑部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221]。









《列宁全集》第24卷


俄国的罢工
[125]



（1913年12月14日〔27日〕）

西欧大部分国家正式的罢工统计建立的时间不长，才10—20年，而俄国仅仅从1895年才开始有罢工统计资料。我国官方统计的主要缺陷是压低罢工人数，统计对象也仅仅是工厂视察机关所属的各企业的工人。至于铁路工人、采矿工人、电车工人、纳消费税的企业和采矿等企业的工人、建筑工人、农业工人均不在统计之列。

下面就是俄国建立罢工统计以来的一般材料：






	年代
	罢工次数
	罢工工人人数



	　
	共计
	占企业总数的百分比
	共计
	占工人总数的百分比



	1895
	68
	0.4
	31195
	2.0



	1896
	118
	0.6
	29527
	1.9



	1897
	145
	0.7
	59870
	4.0



	1898
	215
	1.1
	43150
	2.9



	1899
	189
	1.0
	57498
	3.8



	1900
	125
	0.7
	29389
	1.7



	1901
	164
	1.0
	32218
	1.9



	1902
	123
	0.7
	36671
	2.2



	1903
	550
	3.2
	86832
	5.1



	1904
	68
	0.4
	24904
	1.5



	1905
	13995
	93.2
	2863173
	163.8



	1906
	6114
	42.2
	1108106
	65.8



	1907
	3573
	23.8
	740074
	41.9



	1908
	892
	5.9
	176101
	9.7



	1909
	340
	2.3
	64166
	3.5



	1910
	222
	1.4
	46623
	2.4



	1911
	466
	2.8
	105110
	5.1



	1912
	1918
	？
	683361
	？







从下面一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出，这些数字被压得多么低。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这位小心谨慎的作家援引了1912年的另一个数字：683000个罢工工人，“按另一种算法得出，工厂企业中有1248000人，此外不属工厂视察机关监督的企业中还有215000人”，也就是说总共有1463000人，差不多达到1500000人。

经济罢工（从1905年起）的数字如下：





	　　年　代　　　　罢工次数　　　　 工人数1905　　　　　 4388　　　　　 1051209

1906　　　　　 2545　　　　　　457721

1907　　　　　　973　　　　　　200004

1908　　　　　　428　　　　　　 83407

1909　　　　　　290　　　　　　 55803

1910　　　　　　214　　　　　　 42846

1911　　　　　　442　　　　　　 96730

1912　　　　　　702　　　　　　172052









由此可见，俄国罢工的历史很明显地划分为4个时期（且不谈80年代，当时爆发了著名的莫罗佐夫工厂罢工，就连反动的政论家卡特柯夫也说那次罢工是在俄罗斯出现的“工人问题”[126]）：





	　　　　　　　　　　　　　　　　　　　　　 每年平均罢工人数第一时期（1895—1904年），革命前时期　　　　　　　 43000

第二时期（1905—1907年），革命时期　　　　　　　 1570000

第三时期（1908—1910年），反革命时期　　　　　　　 96000

第四时期（1911—1912年），开始活跃的当前时期　　　394000









总的说来，整个18年间，我国每年平均罢工人数是345400人。德国在14年间（1899—1912年）平均罢工人数是229500人，英国在20年间（1893—1912年）平均罢工人数是344200人。为了具体地说明俄国罢工同政治历史的联系，我们列出1905—1907年的材料，一年分四个季度：





从下面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俄国各个地区工人参加罢工的情况：






	　
	　
	罢工人数（单位千）



	各工厂区
	1905年各工厂工人的人数（单位千）


	10年（1895—1904年）的总数
	1905年一年的人数



	圣彼得堡区……………………
	299
	137
	1033



	莫斯科区………………………
	567
	123
	540



	华沙区…………………………
	252
	69
	887



	三个南方地区…………………
	543
	102
	403



	共计
	1661
	431
	2863







由此可见，彼得堡和彼得堡区（包括里加）以及波兰明显地占首位，莫斯科较为落后，南方则更为落后。

各主要的工业部门罢工工人分布情况如下：






	　
	罢工人数（单位千）



	生产类别
	1904年各工厂工人的人数

（单位千）


	10年（1895—1904年）的总数


	1905年一年的人数





	五金工人………………
	252
	117
	811



	纺织工人………………
	708
	237
	1296



	印刷工人、木器工人、制革工人和化学工业工人…………………
	277
	38
	471



	陶器工业工人和食品制造业工人……………
	454
	39
	285



	
共计
 ………
	1691
	431
	2863







由此可以看出五金工人所起的先进作用，纺织工人较为落后，其他部门工人更为落后。

按罢工的原因，可进行下列分类（1895—1908年这14年中）：参加政治罢工的占59．9％；为工资而罢工的占24．3％；为工作日而罢工的占10．9％；为劳动条件而罢工的占4．8％。

我们根据罢工的成功与否作了如下分类（其中参加以妥协告终的罢工的人数平分后分别加到胜利者和失败者的人数上去）：





参加经济罢工的人数（单位千）10年（1895—1904年的总数



	　
	10年（1895—1904年）的总数
	百分比
	1905年
	百分比
	1906年
	百分比
	1907年
	百分比
	1911年
	百分比
	1912年
	百分比



	胜利者……
	159
	37.5
	705
	48.9
	233
	50.9
	59
	29.5
	49
	51
	55
	42



	失败者……
	265
	62.5
	734
	51.1
	225
	49.1
	141
	70.5
	47
	49
	77
	58



	共　计
	424
	100.0
	1439
	100.0
	458
	100.0
	200
	100.0
	96
	100
	132
	100







1911年到1912年这段时间的材料不完全，因此同上面的材料不完全可比。

最后，我们还要列出一些有关罢工分布情况（按企业的规模和企业所在地点）的简略材料：





	

在各类企业每100个工人中的罢工人数


　 企业类别　　　　　1895—1904年　　　 1905年一年的数字

　　　　　　　　　　 即10年的总数

20个工人以下的　　　　　　2.7　　　　　　　　 47.0

21—50个工人的　　　　　　7.5　　　　　　　　 89.4

51—100个工人的　　　　　 9.4　　　　　　　　108.9

101—500个工人的　　　　 21.5　　　　　　　　160.2

501—1000个工人的　　　　49.9　　　　　　　　163.8

1000个工人以上的　　　　 89.7　　　　　　　　231.9













	

城市内和城市以外所举行的罢工的百分比


　　　　　　　　　　　　城市内　　　　　 城市以外

1895-1904年……………　　75.1　　　　　　　24.9

1905年 …………………　　85.0　　　　　　　15.0









从这些数字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罢工运动中大企业居多数，而农村工厂则比较落后。





	载于1913年12月14日（27日）圣彼得堡波涛出版社出版的历书《1914年工人手册》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214—218页

















[125]《俄国的罢工》一文是为袖珍历书《1914年工人手册》写的。历书由布尔什维克党的波涛出版社于1913年12月14日（27日）出版，刊载了一些有关俄国工人立法、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政党、社会团体和联合会以及报刊等等方面的必要信息，提供了马克思、奥·倍倍尔、斐·拉萨尔、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小传（附有画像）。历书被沙皇政府当局宣布查禁，但是警察局还没有来得及没收，初版5000册就在一天之内销售完了。1914年2月出了《手册》的修订第2版。为了应付书报检查，第2版作了一些删改，并增加了新的材料——自修书目索引。《工人手册》总共发行了20000册。——[224]。



[126]指反动政论家米·尼·卡特柯夫写的关于审判1885年1月莫罗佐夫工厂即尼科利斯科耶纺织厂的罢工参加者的文章。这次审判暴露了工人们所受的骇人听闻的剥削和压迫。法庭将关于被告人是否有罪的101个问题提交陪审员解决，这些问题被一一给予了否定的回答。1886年5月29日卡特柯夫在《莫斯科新闻》第146号上写道：“昨天，从平安无事的古城弗拉基米尔传来了101响礼炮声，庆祝在俄罗斯出现的工人问题。”——[226]。









《列宁全集》第24卷


俄国学校中学生的民族成分

（1913年12月14日〔27日〕）

“民族文化自治”计划，归纳起来就是实行按民族分学校，为了对这个计划有一个更确切的认识，看看一些有关俄国学校中学生的民族成分的具体材料是有好处的。关于彼得堡学区的这种材料，是通过1911年1月18日的学校普查搜集来的。

下面是国民教育部所属的初等学校按学生的母语而划分学生的材料。这是一份有关整个圣彼得堡学区的材料，括号内我们援引的是有关圣彼得堡的数字。官员们总是把大俄罗斯语、白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官方称为“小俄罗斯语”）混为一谈，统统名之为“俄语”。学生共265660（48076）人。

俄罗斯人——232618（44223）人；波兰人——1737（780）人；捷克人——3（2）人；立陶宛人——84（35）人；拉脱维亚人——1371（113）人；日穆奇人——1（0）人；法兰西人——14（13）人；意大利人——4（4）人；罗马尼亚人——2（2）人；德意志人——2408（845）人；瑞典人——228（217）人；挪威人——31（0）人；丹麦人——1（1）人；荷兰人——1（0）人；英吉利人——8（7）人；亚美尼亚人——3（3）人；茨冈人——4（0）人；犹太人——1196（396）人；格鲁吉亚人——2（1）人；奥塞梯人[127]——1（0）人；芬兰人——10750（874）人；卡累利阿人——3998（2）人；楚德人[128]——247（0）人；爱沙尼亚人——4723（536）人；拉普人[129]——9（0）人；济良人[130]——6008（0）人；萨莫耶德人[131]——5（0）人；鞑靼人——63（13）人；波斯人——1（1）人；中国人——1（1）人；民族成分不明者——138（7）人。

这是比较准确的材料。这些材料表明即使在俄国的一个最富有大俄罗斯特征的地区，居民的民族构成也是很复杂的。一望而知，圣彼得堡这样一个大城市的民族构成极其复杂。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世界各国和各地区资本主义的规律。大城市、工厂区、矿区、铁路区以至一切工商业区，其特点是居民必然具有非常复杂的民族构成，而正是这种居住地区发展得最快，并且不断地从偏僻乡村夺走愈来愈多的居民。

民族主义市侩们有一种极不现实的空想，这种空想叫作“民族文化自治”，或者说是（照崩得分子的说法）“使”民族文化问题，即首先是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现在你们不妨把这种空想拿来同上面说的实际生活的材料作一比较。

“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而交给23个（指彼得堡的）正在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民族联盟”去管理！！

要为证实这种“民族纲领”的荒谬性和反动性而去花费口舌，这甚至是可笑的。

非常清楚，宣扬这种计划，实际上就是贯彻或者支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教权主义的思想。民主派的利益，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利益所要求的恰恰相反：应当竭力使各民族的儿童在当地统一的学校里打成一片；应当让各民族的工人共同贯彻无产阶级在学校教育方面的政策，这个政策已经由弗拉基米尔省工人代表萨莫伊洛夫以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工人党团的名义作了透彻的阐述[132]。

我们应当最坚决地反对任何按民族分学校的做法。我们应当关心的不是在学校教育上想方设法来隔离各民族，恰恰相反，我们应当关心的是，为各个民族在平等基础上和睦相处创造基本的民主条件。我们不应当鼓吹“民族文化”，而应当揭穿这一口号的教权主义性质和资产阶级性质，以维护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国际的）文化。

有人会问我们，能不能在平等基础上对彼得堡48076个小学生中的1个格鲁吉亚儿童的利益给予保障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按格鲁吉亚“民族文化”的原则在彼得堡单独办一所格鲁吉亚学校是不可能的，而宣扬这种计划，就是向人民群众灌输有害的思想。

但是，我们不会去坚持任何有害的东西，也不会去做任何办不到的事，我们仅仅要求让这个儿童免费利用公家场所来听格鲁吉亚语文课，听格鲁吉亚历史课等等，要求从中央图书馆借给他一些格鲁吉亚文书籍，要求用公款支付格鲁吉亚教师的部分工资等等。只有实行真正的民主，彻底铲除学校中的官僚主义和“彼列多诺夫习气”[133]，居民才能完全获得这一切。而除非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否则就不可能获得这种真正的民主。

鼓吹为每一种“民族文化”单独办民族学校，这是反动的。但是在真正实行民主制的条件下，则完全可以保障用母语授课，讲授本民族的历史等等，不必按民族分学校。而完全的地方自治，也就是意味着不能用强迫手段把什么事情强加给别人，比如说，强加给凯姆县的713个卡累利阿儿童（那里只有514个俄罗斯儿童），或者强加给伯朝拉县的681个济良儿童（153个为俄罗斯儿童），或者强加给诺夫哥罗德县的267个拉脱维亚儿童（那里有7000多个俄罗斯儿童），如此等等。

宣扬实现不了的民族文化自治，是一种荒谬的行为，只能如目前这样，造成工人的思想分裂。宣传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就会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而这种团结则能够保证各民族的平等和最为和睦的相处。





	载于1913年12月14日《无产阶级真理报》第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219—222页

















[127]奥塞梯人是俄国一个民族，操奥塞梯语，现居住在苏联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以及其他一些地区，人口542000人（1979年）。——[230]。



[128]楚德人是古代俄国史书上对居住在奥涅加湖以东直到奥涅加河与北德维纳河一带的爱沙尼亚人和与他们有亲缘关系的一些乌戈尔－芬人部落的统称。——[231]。



[129]拉普人亦称拉普兰人，自称萨阿米人，是北欧的一个民族，主要居住在瑞典、挪威、芬兰的北部和苏联的科拉半岛，操萨阿米语。——[231]。



[130]济良人是科米人的旧称，现主要居住在苏联俄罗斯联邦西北部的科米自治共和国，操科米语（科米－济良语）。——[231]。



[131]萨莫耶德人是操萨莫季语的民族（涅涅茨人、埃涅茨人、恩加纳桑人和谢利库普人）的旧称。现居住在苏联阿尔汉格尔斯克、秋明、托木斯克各州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人口34000人（1970年）。——[231]。



[132]指布尔什维克代表费·尼·萨莫伊洛夫在1913年11月26日（12月9日）国家杜马会议讨论给初级农业学校宗教课教师加薪的法案时，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发表的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考虑到：



（1）社会民主党始终坚持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与教会分离的原则，具体表现在，要求全部取消学校里宗教课的讲授，国家不得支付任何拨款作为僧侣的薪俸；



（2）在俄国现实情况下，牧师们和初级学校宗教课教师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政府和至圣正教院反动政策最可靠的支柱之一，而政府和至圣正教院力图利用儿童和居民朴素的宗教感情，借助于宗教的权威在他们面前为这一反动政策辩解；



（3）社会民主党尽管一贯为争取提高国民学校教师的低微薪金而斗争，却不能不认为对现行法律提出的修正案是企图把初级学校宗教课教师更紧地束缚在现行的教会官僚教阶制度上，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不断麻醉儿童并为了实行同一反动政策，而宗教课教师正好是这一反动政策的可靠宣传者。



考虑到上述情况，社会民主党党团将投票反对因多年劳绩给初级农业国民学校宗教课教师加薪的修正案。”（见1913年11月27日（12月10日）《拥护真理报》第45号）



这个声明稿可能是列宁起草的，至少是经他审订的。——[232]。



[133]“彼列多诺夫习气”一词来自俄国作家费·索洛古布的长篇小说《小鬼》（1907年）中的主人公彼列多诺夫的名字。彼列多诺夫是一个中学教员，他不仅不学无术，而且是一个迫害狂，以戕害学生为乐事。他常常无中生有地诬告学生，每天至少要训斥和恐吓一个学生。列宁在《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一文中对彼列多诺夫作过评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108—118页）。——[232]。









《列宁全集》第24卷


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

（1913年12月15日〔28日〕）

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已由《通报》[134]发表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 
［注：见本卷第60—62页。——编者注］

 ，并且将民族纲领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

为什么目前反革命势力的整个政策也好，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好，俄国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也好，都把民族问题提得很突出，民族问题究竟是如何提出来的，这在决议中已经详尽地指出了。情况已经完全清楚，大可不必再谈这个问题。近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中，对这种情况以及对社会民主党民族纲领的原则，都进行过阐述（在这里首先要提出的是斯大林的文章[135]）。因此，本文只谈纯粹是党对这个问题的提法，阐明合法刊物因受斯托雷平—马克拉柯夫压制而不能说明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完全是凭借先进国家的经验即欧洲的经验，并且以这种经验的理论表述即马克思主义为依据而形成的。我国的特点以及在我国建立社会民主党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是：第一，我国与欧洲不同，社会民主党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就开始形成并且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继续形成。第二，在我国进行了一场以划清无产阶级民主派同一般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界限为内容的不可避免的斗争，这一斗争基本上和一切国家所经历过的斗争相同，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和我国在理论方面获得完全胜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这种形式的斗争与其说是一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不如说是一场坚持或者反对以“准马克思主义”词句作掩护的种种小资产阶级理论的斗争。

这就是从“经济主义”（1895—1901年）和“合法马克思主义”（1895—1901年、1902年）产生以来的情形。只有那些害怕历史真相的人才会无视这些思潮同孟什维主义（1903—1907年）和取消主义（1908—1913年）之间的密切的直接联系和血缘关系。

旧《火星报》[136]在民族问题上也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同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作过斗争。它在1901—1903年就起草并拟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同时通过俄国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初步的基本的论证。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首先表现为崩得的民族主义的狂热或者说民族主义的动摇思想。旧《火星报》同崩得的民族主义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忘记这一斗争，就又会变成健忘的伊万，就是把自己同整个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基础和思想基础割断。

另一方面，在1903年8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最后批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时又对几个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笨拙的尝试进行了斗争，他们试图对“民族自决权”提出怀疑，也就是试图完全从另一方面倒向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这场斗争在代表大会记录上未作记载，因为事情是在几乎每个与会者都出席了的纲领委员会发生的。

现在10年过去了，而这场斗争仍然沿着这两条基本路线在进行，这同样也证明这场斗争同俄国民族问题的一切客观条件有着深刻的联系。

奥地利布隆代表大会（1899年）否决了克里斯坦、埃伦博根等人所维护的、并且写进了南方斯拉夫人草案中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通过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因此，社会民主党只宣传一切民族区域必须结成联盟，这是同“民族文化自治”思想妥协。这一不幸的思想的主要理论家们特地专门强调指出了这一思想不适用于犹太人。

在俄国总是有一些人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把不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扩大成为一整套机会主义的政策。德国的伯恩施坦使俄国产生了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如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杜冈之流，同样，奥托·鲍威尔“完全忘记国际因素”（根据极其谨慎的考茨基的评价！）使俄国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以及许多小资产阶级流派（崩得以及1907年各民族的社会革命党代表会议）完全接受了“民族文化自治”。可以说，落后的俄国提供了一个例证，即西欧的机会主义细菌是如何在我国荒野的土壤里使流行病大量滋生的。

我国有人喜欢说欧洲能够“容忍”伯恩施坦，但是他们忘记补充一句话，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除了在“神圣的”俄罗斯母亲那里，伯恩施坦主义没有产生过司徒卢威主义，而“鲍威尔主义”也没有导致社会民主党人替犹太资产阶级的精致的民族主义辩解。

“民族文化自治”就是最精致的、因而也是最有害的民族主义，就是用民族文化这一口号来腐蚀工人，并且宣传极其有害的甚至是反民主的按民族分学校的主张。总之，这个纲领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绝对矛盾的，它只符合民族主义市侩的理想。

然而有一种情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愿背叛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那他们就必须坚持民族问题上的一项特别要求，即民族自决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第9条），也就是政治分离权。会议的决议十分详尽地阐明和论证了这项要求，根本不可能引起任何误解。

因此，我们只简略地说明一下针对纲领的这一条提出来的一些无知得令人吃惊的机会主义的反对意见。同时我们要指出，有了纲领以来的10年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何一个部分，任何一个民族组织，任何一个省代表会议，任何一个地方委员会，任何一个代表大会或会议的代表都没有提出过关于修改或取消第9条的问题！！

这是必须注意到的。这立刻向我们说明，针对这一条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有没有哪怕是一丁点严肃性和党性。

请看谢姆柯夫斯基先生在取消派报纸上的言论。他以一个取消党的人的那种轻松口气说道：“根据某些考虑，我们不同意罗莎·卢森堡把第9条从纲领中完全删掉的建议。”（《新工人报》第71号）

考虑是保密的！既然对我们党的纲领的历史这样无知，又怎能不“保密”呢？就是这位无比轻松的（那算是什么党，什么纲领呀！）谢姆柯夫斯基先生把芬兰作为例外时，又怎能不“保密”呢？


　　“如果波兰无产阶级希望同全体俄国无产阶级在一国范围内共同进行斗争，而波兰社会中的反动阶级则相反，希望波兰同俄国分离，希望在全民投票（征求全民意见）中赞成分离的票占多数……那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在中央议会中究竟跟我们的波兰同志共同投票反对分离呢，还是为了不破坏‘自决权’而赞成分离呢？”



　　真的，要是提出这些天真幼稚、胡涂透顶的问题，那该怎么办呢？亲爱的取消派先生，自决权正是意味着不由中央议会，而由实行分离的少数民族的议会、国会和全民投票来决定问题。当挪威同瑞典分离[137]时（1905年），就是由挪威（其领土比瑞典小一半）独自作出决定的。

甚至小孩子也会看出，谢姆柯夫斯基先生在乱搅和。

“自决权”意味着这样一种民主制度，即在这种制度下不仅有一般的民主，而且特别不能有用不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分离问题的事情。一般说来，民主可以与气焰嚣张的、压迫者的民族主义并存。无产阶级要求的是那种排除用暴力将某一民族强行控制在一国范围内的民主。因此，“为了不违犯自决权”，我们不应当象机灵的谢姆科夫斯基先生考虑的那样“投票赞成分离”，而应当赞成让实行分离的区域自己去决定这个问题。

看来，即使有谢姆柯夫斯基先生这样智力的人也不难领悟到，“离婚权”并不要求投票赞成离婚！然而批评第9条的人竟然走到了这一步，他们连起码的逻辑也忘记了。

当挪威同瑞典实行分离时，瑞典的无产阶级既然不愿跟着民族主义的市侩走，就必须投票和鼓动反对用暴力手段归并挪威，而归并正是瑞典的神父和地主竭力追求的。这很清楚，不是太难理解的。自决权这条原则要求掌权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进行这种鼓动，而瑞典的民族主义民主派可能不这样做。

谢姆柯夫斯基先生问道：“如果反动派占多数，那又该怎么办呢？”中学三年级学生才提得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民主表决使反动派得到多数，那么应该怎么对待俄国宪制呢？谢姆柯夫斯基先生提了一个无聊、空洞、不着边际的问题，对这种问题有句俗话说，7个傻瓜提问题，70个聪明人也回答不过来。

当反动派在民主表决中居多数时，一般都有而且可能有下面两种情况：要么贯彻反动派的决定，而它所起的有害作用就会把群众较快地推向民主派方面去对付反动派；要么通过国内战争或者别的在民主条件下可能发生的（大概连谢姆柯夫斯基先生们也听说过这一点吧）战争来解决民主派同反动派的冲突。

谢姆柯夫斯基先生断言：承认自决权“有利于”“臭名远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是幼稚的胡说，因为承认这种权利，既毫不排斥鼓动和宣传反对分离，也毫不排斥揭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是，否认分离权则“有利于”臭名远扬的大俄罗斯黑帮民族主义，这是完全不容争辩的！

罗莎·卢森堡可笑的错误的症结也就在这里。她的这个错误无论在德国还是在俄国（1903年8月）的社会民主党中早就受到嘲笑，因为担心有利于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人们却使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甚至黑帮民族主义有利可图。假如谢姆柯夫斯基先生对党的历史和纲领的情况不是那样幼稚无知，那他会明白自己有责任驳斥普列汉诺夫。11年前，普列汉诺夫为维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草案（从1903年起已成为正式纲领），曾在《曙光》杂志[138]上（第38页）特别强调承认自决权这一点，当时关于这一点他写道：


　　“这个要求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是非有不可的，甚至在理论上也是如此，但是对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是非有不可的。如果我们把它忘记了，或者不敢把它提出来，唯恐触犯我们大俄罗斯同胞的民族偏见，那么我们口里所喊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战斗口号，就会成为一句可耻的谎言。”



　　普列汉诺夫早在《曙光》杂志上就提出了那个在会议决议中得到详尽阐发的根本论据，而谢姆柯夫斯基先生们11年来一直没有打算对这个论据给以重视。大俄罗斯人在俄国占43％，但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却统治着57％的居民，压迫着所有的民族。我们的民族自由主义者（司徒卢威之流，进步党人等）已经同民族反动派为伍了，并且出现了民族民主主义的“先声”（请回忆一下1906年8月彼舍霍诺夫先生关于谨慎对待庄稼汉的民族偏见的号召）。在俄国，只有取消派才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民族运动总是伴随着这种革命而兴起。在俄国，正是在许多边疆地区，我们看到一些被压迫的民族在邻国却享有更多的自由。沙皇制度比邻国都反动，它是经济自由发展的最大障碍，并且拼命激起大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当然，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国总是要比小国好一些。然而，如果认为沙皇君主制下的条件和所有欧洲国家和大部分亚洲国家的条件相同，那就是可笑而反动的。

因此，在当代的俄国否认民族自决权，就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就是拒绝同至今还势力极大的黑帮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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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通报》是指1913年12月中央委员会在巴黎出版的小册子《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3年夏季会议的通报和决议》。——[234]。



[135]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该文是斯大林于1912年底—1913年初在维也纳写的，第一次发表在1913年《启蒙》杂志第3、4、5期上，当时用的题目是《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这篇文章于1914年由彼得堡波涛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书名为《民族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但是所有公共图书馆和阅览室都按照沙皇政府内务大臣的命令把它列为禁书。列宁在1913年2月25日和3月29日以前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两封信里对斯大林的这篇文章也作了肯定的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234]。



[136]《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前的《火星报》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235]。



[137]挪威于1814年被丹麦割让给瑞典，同瑞典结成了瑞挪联盟，由瑞典国王兼挪威国王。1905年7月，挪威政府宣布不承认瑞典国王奥斯卡尔二世为揶威国王，脱离联盟，成为独立王国（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53—259页）。——[238]。



[138]《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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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考茨基的不可容忍的错误

（1913年12月15日〔28日〕）

我们在《无产阶级真理报》第6号上提到了考茨基同志在社会党国际局讨论俄国问题时的发言。 
［注：见本卷第220—223页。——编者注］

 这个发言使所有的俄国读者感到吃惊，因为考茨基对俄国问题无知得太可悲了。

考茨基在发言中说：俄国的“旧党已经死亡”。但是考茨基在第二次发言中答复反对意见时说：“我并没有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死亡，我只是断言，旧形式已经被粉碎，必须创造新形式。”德国党（考茨基是德国党的代表）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Vorwarts》）就是这样叙述问题的。《前进报》就在考茨基居住的那个城市出版，假如考茨基发现报纸转载他的发言失实，那么他当然会立即声明更正，他在一些比整个党（而且是有代表参加国际的党）的“存在问题”意义小得多的问题上就曾一再这样做过。

但是，《新取消派报》第101号上却刊载了该报关于国际局会议的报道。这家报纸竟把考茨基的第二次发言刊载成这样，好象考茨基完全否认他关于“党已经死亡”的说法。

假如考茨基第二次发言真正是为了坚决放弃他所发表过的、由于对俄国党的实际情况全然不了解而形成的观点，那么我们是会首先感到高兴的。但是，——可惜！——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新取消派报》的报道比对德国党中央机关报的报道给予更多的信任。

这家取消派报纸企图把问题掩盖起来，但是问题是清楚的。考茨基说旧党已经“死亡”，这不仅说明他对俄国工人运动实际情况不了解，而且也揭穿了国外取消派的造谣专家对我们的外国同志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考茨基说了一句荒唐话而遭到反驳，于是他就企图加以更正，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来看，他的更正不妙；从取消派的通讯来看，——要好一些，但也只能说好得不多，——因为所谓社会民主党的“形式”，不是党又是什么呢？

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考茨基如何更正，而在于他所犯的是多么不可容忍的错误，——这正是取消派在国外努力的结果。当然，俄国的觉悟工人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揭露这些国外造谣专家的。他们只要愿意就可以办到。他们也终于该这样做了！他们应该做好向国外同志报道本国运动的情况的工作，要把这项工作从那些不负责任的国外小组的手中夺过来。他们应该使造谣专家的努力落空，不让这些人利用外国党不了解情况（这是自然的）来达到他们取消派的目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号召工人同志们最积极地响应国际局的号召，弄清楚马克思主义者和取消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国外的同志们应当听到的最终不是取消派造谣专家的谎言，而是工人们自己的呼声。假如我们珍视国际统一的思想，那么这样做是很重要、很有必要的。

取消派企图掩盖和歪曲国际局会议上的事实，而我们则采取针锋相对的做法，号召真正弄清楚意见分歧，号召通过工人们自己的决议、决定和表决来向外国同志报道情况。





	载于1913年12月15日《无产阶级真理报》第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230—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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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决定的决议

（1913年12月17日〔30日〕）

工人国际作出关于有必要完全、彻底弄清存在于俄国工人运动中各政治派别之间的实质性的根本分歧的决定，我们热烈欢迎这一决定。

为了响应国际的建议，我方认为，有必要指出在我们看来把马克思主义者和取消派划分成为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的那些根本分歧。

首先我们声明，对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来说，问题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整体，只要巩固并彻底恢复原有的组织就行，如15年多以前成立时那样——沿用原有的组织的原有的纲领和一系列十分重大的策略性决定。取消派已经从这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分裂出去。在杜马外的工作方面，同他们恢复统一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完全并且毫无保留地（实际上）承认“地下组织”，无条件地服从地下组织支部的各项决定，并且保证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在报刊上对它进行任何攻击。

（2）完全并且毫无保留地承认俄国工人阶级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是当前的主要任务，本着这种精神从事工作，并且不再进行鼓吹放弃原有的任务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宣传。

（3）收回一切修改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的企图（民族文化自治），无条件地承认1903年制定的纲领。

（4）在与罢工运动有关的问题上，完全服从按马克思主义精神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决定，并不再反对所谓“罢工狂热”。

（5）实际上承认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策略，不再为了同自由派结成联盟而贬低工人阶级的任务。

（6）承认在工会的工作问题上，应该以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伦敦代表大会的决定为指针。

（7）放弃按民族原则建立工人组织的原则。在波兰和西北边疆区分别建立统一的组织。崩得必须执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整体所多次重申的关于在各地融为一体的决定。

在杜马工作方面，实现统一要具备以下条件：

一、承认党团是一个无条件地服从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组织意志的机构。

二、收回一切违背纲领的行为（民族文化自治，吸收亚格洛等等）。

三、谴责七人团（格·瓦·普列汉诺夫在给社会党国际局的信中也对它进行过谴责）的分裂活动。

至于同哪些派别联系安排共同交换意见对国际局有利的问题，那我们首先要求仅仅而且也只能让俄国国内的工人组织的代表参加，而无论如何不能让与俄国国内工作毫无联系的国外小组参加。

其次我们还认为：（1）要么只邀请在俄国国内进行斗争的两个主要派别的代表即马克思主义者和取消派分子，（2）要么（如果希望弄清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称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人之间的一切分歧的话）毫无例外地邀请所有在俄国国内活动并自称和社会民主党接近的工人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某些左派民粹派分子，还是与崩得竞争的、自称是社会主义集团的犹太集团等等，都没有理由排除在外。

最后，我们相信，外国社会主义报刊将会给俄国国内组织的负责代表提供篇幅，来正确阐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分歧，因为这些代表不同于侨民小组和不负责任的人物，是会向外国同志准确地说明俄国工人运动中产生分歧的思想政治根源的。






	　　一群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载于1913年12月17日《无产阶级真理报》第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233—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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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按民族分学校

（1913年12月17日〔30日〕）

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同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从我国统治集团和右派十月党的粗暴的、反动的民族主义直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比较精致的和隐蔽的民族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反动或黑帮民族主义力图保证一个民族的特权，而使其余一切民族处于从属、不平等甚至根本无权的地位。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对这种民族主义，都只能持完全敌对的态度。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口头上承认民族平等，行动上则维护（常常暗中，背着人民）一个民族的某些特权，并且总是力图为“自己的”民族（即为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获得更大的利益，力图把各民族分开，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力图发展民族的特殊性等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最喜欢谈“民族文化”，强调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的差异，从而把不同民族的工人分开，用“民族的口号”来愚弄他们。

觉悟的工人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一切民族特权，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限。他们反对一切民族主义，甚至最精致的民族主义，同时，在同反动派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中不仅坚持各民族工人团结一致，而且坚持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我们的任务不是把各个民族分开，而是把各民族工人团结起来。我们旗帜上写的不是“民族文化”，而是各民族共同的（国际的）文化，这种文化能使一切民族在高度的社会主义团结中打成一片，目前这种文化由于国际资本的联合正在形成。

小资产阶级的市侩民族主义的影响也使某些“也是社会主义者”受到感染，他们维护所谓“文化教育自治”，即把教育事业（和整个民族文化事业）从国家手里转交到各个民族手里。显然，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这种把各民族分开的说教，反对这种精致的民族主义，反对按民族分学校。当我国的崩得分子以及后来取消派违反纲领，企图维护“民族文化自治”的时候，谴责他们的不仅有布尔什维克，而且有孟什维克护党派[139]（普列汉诺夫）。

现在，阿恩先生在《新工人报》（第103号）上试图为这件坏事辩护，他们偷换问题，大骂我们。我们不在乎这些谩骂，因为这不过是证明取消派软弱无能。

阿恩先生硬说：学校用母语讲课就是按民族分学校；真理派要取缔异族人的民族学校！

对阿恩先生的这种手法只能嗤之以鼻，因为尽人皆知，真理派主张各民族语言绝对完全平等，甚至主张不要国语！阿恩先生恼羞成怒而开始丧失理智，——亲爱的阿恩先生，这是危险的！

使用母语的权利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第8条[140]中已经非常确切肯定地得到承认。

假如阿恩先生关于学校用母语讲课就是按民族分学校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崩得分子在1906年、取消派在1912年要“补充”（正确些说，是歪曲）这个纲领，在1903年否决“民族文化自治”的那次代表大会上，这个纲领不是已经完全承认使用母语的权利了吗？

不，阿恩先生，偷换问题，用喧嚷、叫喊、咒骂来掩盖取消派破坏这个纲领，以及掩盖他们“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提法），你这样干是不会得逞的。

我们不想破坏纲领。我们不想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我们维护充分的民主、充分的自由和各民族语言平等，但绝不会以此来为“把教育事业交给各民族”、“按民族分学校”辩护。


　　阿恩先生写道：“要知道，目前的问题是按民族分学校，就是说，那些互相妨碍发展的民族应当原地不动，因此，在国民教育方面也必须把它们分开。”



　　我们作了着重标记的这些文字清楚地表明，取消派正在把阿恩先生从社会主义拖向民族主义。在一国之内把各民族分开是有害的，因此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力求使各民族接近和打成一片。我们的目的不是把各个民族“分开”，而是用充分的民主来保证各民族的平等，像在瑞士那样 
［注：阿恩先生大胆地说：“在瑞士各州也没有民族混合的现象。”如果我们给他指出伯尔尼、弗赖堡、格劳宾登、瓦利斯这4个州来，他不感到难为情吗？］

 和睦（相对而言）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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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孟什维克护党派是孟什维克队伍中的一个组织上没有完全形成的派别，于1908年开始出现，为首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孟什维克护党派反对取消派，在保持孟什维主义立场的同时，主张保存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为此目的而同布尔什维克结成了联盟。1911年底，普列汉诺夫破坏了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他打着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别活动”和分裂的旗号，企图使布尔什维克同机会主义者和解。1912年普列汉诺夫派同托洛茨基分子、崩得分子和取消派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248]。



[140]指1903年7—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的第8条，其中谈到：“居民有权受到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的教育”，“每个公民都有在各种会议上讲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在一切地方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中，本民族语言和国语地位平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427页）。——[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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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我们的学校

（1913年12月18日〔31日〕）

1911年1月18日的全俄学校普查，虽然材料整理得很不象样，但是，为稍微揭开官方秘密的帷幕却提供了可能性。

这些材料暂时仅限于彼得堡学区各个城市和乡村的情况。根据这些材料看看我们的教区学校是什么样子。

在城市中，共计有市立单一班级制学校329所，三等私立学校139所和教区单一班级制学校177所。我们把女教师（男教师是极少数）的平均薪俸作个比较：市立学校年薪为924卢布，私立学校为609卢布，教区学校则为302卢布。

女教师受穷、挨饿——我们的教区学校就是如此。

再来看看受过高等和中等世俗普通教育的教师所占的百分比有多大吧。市立学校占76％，私立学校占67％，教区学校则占18％！

女教师没有受过一般教育（暂且不谈宗教课教师）——我们的教区学校就是如此。

在农村，地方办的单一班级制学校有3545所，教区单一班级制学校有2506所。前一类学校，女教师平均年薪为374卢布，后一类学校，则为301卢布。

前一类学校，受过教育的教师（一般教师）占20％；后一类学校，占2．5％——宗教课教师仍然不包括在内。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教区学校的状况是何等可怜！

通过普查还收集了一些材料，说明每个学生平均能摊到多少平方俄尺的面积和多少立方俄尺的空间，即说明学校的拥挤情况。

地方办的学校为2．6平方俄尺的面积和10．1立方俄尺的空间；教区学校则为2．4平方俄尺的面积和9．6立方俄尺的空间。

室内面积应该是窗户采光面积的6倍。而实际上是9倍，也就是说学校教室不但拥挤，而且光线很暗。

当然，这些材料是极其有限的。教育部想方设法，不让收集有关我们学校穷困状况的详细、准确、完整的材料。

但是，即使这些不完整的、经过官方删节的、整理得很不象样的材料，还是反映出教区学校可怜的穷困状况。

在即将召开的全俄国民教育代表大会上，工人文化教育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代表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全面提出关于我们学校以及学校教师状况问题，并全面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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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哥尔斯基先生兼论一句拉丁谚语

（1913年12月18日〔31日〕）

七人团通过了一条关于“受刑事处分的行为”的可悲条文，现在哥尔斯基先生又继续在取消派的报纸上为这一显而易见的错误辩护。哥尔斯基先生，一切诡辩都是无济于事的！您说不知道费·唐·的草案，这也是无济于事的，其实，您通过你们的报纸编辑部是容易弄到它的。可别让费·唐·扮演那个“根本找不到”的见证人。那就成了笑话。

哥尔斯基先生硬说，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费·唐·及其伙伴们的草案保持“沉默”就是表示要为这个草案承担责任。这种说法也是无济于事的。上面提到的这3位著作家要驳斥人世间出现的一切胡言乱语，他们每个人非得有10个秘书和各有一家报纸不可。

哥尔斯基先生躲在最坏的（不能再坏的）社会党人的背后，以为既然他们不撤销“受刑事处分的行为”的条文，那他们就一定会减轻对“受刑事处分的行为”的处分，这样做也是无济于事的。有一句拉丁谚语说得好：“错误人人都会犯，坚持错误的却只有笨蛋。”

哥尔斯基先生和费·唐·先生，请想一想这一句谚语吧，并请规劝七人团把关于“受刑事处分的行为”的十月党人式的条文从法案中收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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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社会党国际局和取消派

（1913年12月19日〔1914年1月1日〕）

由于无可奈何的恼怒而口是心非，《新取消派报》的政论家们的这一基本特点还从来没有象他们就国际局决定发表的文章中表现得那么充分。[141]

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他们有关这个问题的头几篇文章发表后，社会党国际局书记胡斯曼就不得不委托波波夫同志转告俄国工人，说他抗议《新工人报》“利用”俄国读者“不明真相来谋求自己的派别利益”的企图，抗议取消派对国际局的决定所作的“极不正确、极不忠实的”报道。

既然国际局书记对《新工人报》的政论家们下了如此明确的……评语，那么，对于他们责难我们歪曲伦敦决定实质的尝试，我们就可以处之泰然，不予理睬。既然国际局书记已经公开揭露他们“利用”国际局决定“来谋求自己的派别利益”和对国际局决定“不忠实”，那么，不论他们如何高喊尊重国际等等，也未必会有人相信他们。唐·先生诡计多端，拼命从国际局决议中寻找党的“建设方法”，寻找对六人团的“指责”，寻找“拒绝”我们的“要求”和“承认”左派[142]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语句。现在每个工人都知道这些花招的真正用意。唐·先生，就国际局的决议表演文字魔术，这未必能说明是尊重这些决议！

不过，这些魔术家们是够狼狈的！请看，他们不得不处处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在该报第102号上，唐·先生郑重其事地写道：“社会党国际局指责了6个代表退出党团的行为。”隔了一号，在第104号上，另一个魔术家尔·谢·先生却同样郑重其事地宣称：“社会党国际局既没有作过褒奖，也没有作过指责。”而且——请注意！——这两位可敬的人物都十分满意国际局的决定：一个是因为决定作过“指责”，另一个是因为决定没有作过任何指责！谁能设想出有比这更乱了套的局面呢？

而取消派先生们乱了套是有其原因的！国际局决议的基本要点明明指出：不论采取什么实际步骤以求达到统一，事先必须弄清现有的意见分歧。

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我们不愿意以“统一”的名义把一个由各色各样的人拼凑的不定形的大杂烩奉献给工人阶级，而愿意实现工作上的真正统一，那么，为此首先必须准确地弄清“分歧点”。应该通过“共同交换意见”来准确地弄清“分歧点”，这样才会明白是否谈得上采取某些实际步骤以求达到统一。国际局的决议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我们非常欢迎这样提出问题。为了回答社会党国际局的这个建议，我们号召工人再一次平心静气地仔细讨论一下意见分歧，并且对这些分歧点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已经许诺，要用尽一切办法帮助外国同志了解现有的意见分歧。《无产阶级真理报》第9号上所登载的决议，就完全正确地归纳了我们和取消派之间的分歧点。 
［注：见本卷第244—246页。——编者注］

 我们对国际局建议的回答应该如此，当然，凡是严肃对待国际局的决定，赞同“就分歧点共同交换意见”的人，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只能这么办。

但是——全部问题也就在这里！——对取消派先生们来说，最不愉快、最不乐意和最不能接受的莫过于弄清理论上、纲领上、策略上和组织上的主要意见分歧了。他们对国际局决议多方篡改、歪曲和谩骂，完全是为了抵制决议关于先弄清楚意见分歧的要求的。无论是尔·谢·先生还是唐·先生都竭力抢先说话。例如，尔·谢·先生关心地说，是否可以不“查问”愿意统一的人的思想“履历”而达到某种“统一”呢？是否可以不去“援引过去的报章杂志”呢？唐·先生慌张地问道：是否可以不提“过去的事情”呢？我们非常了解他们。重提尔·谢·先生关于地下组织的文章（《光线报》第15号（总第101号））和重提唐·先生关于“争取合法性”的口号，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国际局决定建议不追究过去的错误，我们完全同意。取消派先生们请求宽恕“过去的错误”，我们也不拒绝。我们关心的不是过去的事情本身，我们关心的是今天和明天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想知道，取消派的机关报是否还要继续攻击地下组织；是否还要继续认为“三条鲸鱼”不适合目前的情况；是否还要坚持“八月联盟派”歪曲纲领的做法，如此等等。

如果不是照取消派那样，把“统一”理解为把所有自封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人无原则地揉合在一起，那么国际局的决议认为，弄清这些问题以及在这些问题上存在多大的意见分歧，是在统一方面迈出任何一步的先决条件。

尔·谢·先生大发雷霆，说“责难的条款已经拟好了”。我们本来不愿意在这里提起关于作贼心虚这句俗话，但是尔·谢·先生为什么要把普通的和解条件当作“责难”呢？我们说，联合起来的组织应坚持下列原则：承认原有的纲领，承认一定的组织形式，承认不打折扣的口号和坚定的策略等等。而你们则立即宣布这种对纲领、策略和组织任务的表述无异于开一张“取消派罪过的清单”。我们很可怜你们，但是无论是我们还是国际局都认为，唯有通过弄清新组织的纲领和策略等才能建立新组织，除此别无他法。

可是，我们还犯了更为严重的罪过。我们不仅提出建立组织的条件，即不仅说明了和解的条件，而且还把这些条件交给工人去裁判。

我们坚持以下看法：为了执行国际局的决定，除了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外，是没有任何别的道路可走的。

国际局号召一切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人，都来弄清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作为解决统一问题的先决步骤。

我们发表了决议，对国际局的号召表了态，提出我们对纲领、策略和组织方面基本问题的看法的“清单”，并且把我们的这张“清单”交给工人同志们去讨论。如果取消派先生们也效法我们的榜样，那我们在较短的时期内，就可以得到各方面的明确意见，就可以准确地弄清楚多数有组织的工人究竟站在哪一边。那么，社会党国际局向俄国无产阶级提出的任务，也就会很快完成。但是，取消派当然要彻底背离这条道路的，原因很简单，无论是明确表述他们的政治观点，还是把这些观点交给广大工人群众去裁判，都对他们这些人不利。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然会竭力不执行国际局关于明确“弄清意见分歧”的要求，却搞一些无聊的私人纠纷、歪曲和篡改，来给国际局的工作造成困难，同时他们还得经常上上国际书记不得不教过取消派先生们的“忠诚老实”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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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取消派报纸《新工人报》就社会党国际局决定召开“俄国工人运动的一切派别组织”的会议以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一事，在1913年12月3日该报第97号刊登了一则来自伦敦的电讯，说社会党国际局会议拒绝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派遣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代表参加第二国际各国议会部的要求。根据列宁的委托，中央委员会驻布鲁塞尔代表向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对取消派的胡作非为将作出怎样的反应？胡斯曼不得已正式驳斥了《新工人报》的不真实的报道。——[254]。



[142]指波兰社会党—“左派”。见注8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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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权

（1913年12月20日〔1914年1月2日〕）

自由派的《言语报》编辑部为了给思想混乱的莫吉梁斯基先生帮忙，不久前（第340号）曾就民族自决权这一重要问题发表了一条未署名的即编辑部的正式声明。

莫吉梁斯基先生回避直接回答问题，只表示他的观点“与否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现在，《言语报》正式声明，立宪民主党纲领第11条对“自由文化自决权问题作了直接、准确和明白的回答”。

我们用黑体标出的两个字特别重要，因为无论是莫吉梁斯基先生的第一篇文章，还是顿佐夫先生给他的答复，或是莫吉梁斯基先生对顿佐夫先生的反驳，谈的恰恰都不是“文化”自决。他们谈的是民族政治自决，即民族分离权，而自由派所说的“文化自决”（这是与整个民主运动史相矛盾的毫无意义的夸夸其谈），实质上只不过是使用语言的自由。

现在《言语报》说，《无产阶级真理报》把自决权同“分离主义”，即一个民族的分离权彻底相混淆了。

到底是哪一方彻底（也许可说是蓄意……）混淆了问题呢？

在整个国际民主运动史上，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民族自决正是指的政治自决，即分离权，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我们开明的“立宪民主党人”是不是要否认这一点呢？

1896年的伦敦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在重申已经确立的民主原则时（代表大会确立的原则当然不限于此），所指的也正是政治自决，而决不是什么“文化”自决，我们开明的“立宪民主党人”是不是要否认这一点呢？

普列汉诺夫早在1902年论述自决问题时，正是把它理解为政治自决，我们开明的“立宪民主党人”是不是也要否认这一点呢？

先生们，请说得详细一些，不要对“庶民”隐瞒你们的“教育”的果实[143]吧！

《言语报》作了如下实质性的声明：


　　“立宪民主党人确实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



　　精彩极了！感谢你们的坦率和绝对原则性的声明！请《俄国报》、《新时报》和《庶民报》[144]等等报纸注意立宪民主党人半官方刊物的这个“特别忠诚老实的”声明！不过，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如果正因为如此而必须把你们称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的话，请你们不要冒火。你们的沙文主义基础之一，你们和普利什凯维奇分子在思想上政治上结盟（或者是你们在思想上政治上依附于他们）的基础之一正在于此。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以及他们的阶级，教愚昧无知的群众要对“抓走和不准”[145]的“权利”有“坚定的”意识。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学过历史，他们很清楚在实际中运用这种“古已有之的权利”往往会导致什么样的……说得委婉些……“类似大暴行的”行动。民主派如果不经常用俄罗斯语言向大俄罗斯的群众宣传政治上的而不是“文化”上的民族“自决”，他就不成其为民主派了（更不用说无产阶级的民主派了）。

民族自由主义处处表明，它完完全全站在普利什凯维奇分子的阶级所确定的和普利什凯维奇分子的方法所维护的（往往同经济发展要求和“文化”要求背道而驰的）关系（和范围）方面。实际上，这是迁就农奴主的利益，这是迁就统治民族的恶劣的民族主义偏见，而不是不断地与这种偏见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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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教育的果实是俄国作家列·尼·托尔斯泰的一部讽刺喜剧。该剧嘲笑当时俄国的一些地主、学者热中于招魂术之类的迷信活动，说明这是他们所受的“教育”结出的“果实”。列宁在这里借用这个词来讽刺立宪民主党人。——[260]。



[144]《俄国报》（《Россия》）是俄国黑帮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914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从1906年起成为内务部的机关报。该报接受由内务大臣掌握的政府秘密基金的资助。



《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



《庶民报》（《Земщина》）是俄国黑帮报纸（日报），国家杜马极右派代表的机关报，1909年6月—1917年2片在彼得堡出版。——[260]。



[145]“抓走和不准”一词出自俄国作家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特写《岗亭》。特写中的主人公梅穆列佐夫是俄国某县城的岗警。在沙皇军队的野蛮训练下，他丧失了人的一切优良天性，“抓走”和“不准”成了他的口头禅。梅穆列佐夫这个形象是沙皇专制警察制度的化身。——[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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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和取消主义是瓦解工人运动的因素

（1913年12月20日〔1914年1月2日〕）

不久前，彼得堡的民粹派报纸《北方思想报》[146]登载了一篇关于保险运动进展的里加通讯。作者Б．布赖涅斯在通讯中写道：


　　“抵制的浪潮只有在制鞋工人中才看得到，他们中间建立了一些抵制派小组。遗憾的是，抵制派小组的主要倡导者是民粹派。在其他企业中，运动的进展缓慢无力。”



　　这个坦率的自供，清楚地说明了俄国民粹主义的现状及其政治作用。马克思主义者会议对民粹主义所作的正确评价 
［注：见本卷第62—64页。——编者注］

 ，出人意料特别鲜明地为民粹派自己所证实。真难以设想，左派民粹派的报纸提不出任何反驳意见，却刊载了该报记者对抵制小组的“主要倡导者”是民粹派表示遗憾的文章！

这就是民粹派在政治上瓦解的典型例子。这就是俄国无党性和对党性漠不关心的典型例子。这个典型例子是应该拿来谈谈的，因为“其他”政党的生活实例可以使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目前极常见的、深深折磨着我们的那种祸害的真正根源。

在反革命时期，民粹派中形成了许多实际上几乎是互不相干的各种派别和集团。在这方面，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显然都受到六三体制的整个历史环境所产生的总的因素的影响。例如民粹派在报刊上单独发表言论的既有比我们的取消派糟糕得多的取消派集团（1908—1910年在巴黎出版的刊物），也有已经完全是无政府主义性质的集团，而这些流派的最著名的著作家已经堕落到发表自由派言论和叛徒言论（如维·切尔诺夫先生在《箴言》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诸如此类的地步了。

虽然如此，但是民粹派在形式上和表面上似乎比马克思主义者要“统一”得多。民粹派没有公开的分裂，没有残酷的、系统的、旷日持久的内部斗争，他们总是保持着（乍看起来）某种共同的联系，在他们的一切出版物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自负地提到民粹派的“统一”，把它同“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喜欢争执和分裂的倾向”进行对比。

谁想了解目前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和作用，谁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分裂”和“民粹派的统一”这种对比进行仔仔细细的研究。

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和靠近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中间，也有许多实际上几乎是各不相干的大大小小的集团，它们鼓吹“统一”（民粹派式的）很卖力，而谴责“马克思主义者的分裂”则更为卖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应不应当羡慕“民粹派的统一”呢？我们应不应当从“某些”“领导者”个人的不良品质中（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方法），或者从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主义”和“缺乏耐心”等等不良倾向中去寻找上述差别的根源呢？

请看看事实吧！事实告诉我们，民粹派的耐心好得多，易于调和得多；他们比较“统一”，他们小集团很多，但是没有发生严重的分裂。可是事实也不容争辩地告诉我们，民粹派在政治上是软弱无力的，在群众中没有组织上的牢固联系，他们不能开展任何群众性的政治活动。里加民粹派抵制分子的例子，只是特别突出地说明了不仅在保险运动中，而且在国家杜马选举中、罢工运动中、工人报刊（以至一般民主报刊）上以及工会等等方面所反映出来的情况。例如，左派民粹派的《北方思想报》第2号写道：


　　“应当指出，使马克思主义者感到荣幸的是，他们现在在联合会〈指工会〉中有很大的影响，而我们左派民粹派在那里的活动没有一定的计划，因此我们几乎是默默无闻的。”



　　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易调和的、有耐心的、“统一的”、不分裂的、广泛的、非教条主义的民粹派，尽管有强烈的愿望和意图，但是没有开展保险运动，在工会中没有影响，在国家杜马中没有有组织的团体。而“教条主义的”、“无休止地闹分裂的”、因而似乎是在削弱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出色地开展了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运动，在工会中工作很有成绩，保险运动搞得很齐心、很出色，罢工运动方面的工作做得也不错，绝大多数觉悟工人坚决、毫不动摇地一致拥护他们作出的团结的原则性强的决定。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民粹派的“易于调和”之类的绝妙气质，难道不是虚有其表吗？

正是虚有其表！民粹派五光十色的知识分子小集团的“统一”，是以他们在群众中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表现为代价换取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中的托洛茨基派、取消派、“调和派”、“梯什卡派”等小集团，喊统一喊得最厉害，也是知识分子软弱无力的表现。而从生活中产生的、真正的、非虚构的政治运动（选举运动、保险运动、日报、罢工运动等等）表明，多数觉悟工人是团结在那些挨骂最多、最凶、最厉害、被指责为“分裂派”的人们的周围的。

结论很清楚。即使这个结论使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小集团感到多么不愉快，但是，工人运动的发展进程是会迫使人们承认这个结论的。这个结论就是：那些实际上在发展危害工人运动的倾向（民粹主义、取消主义等等）的知识分子小集团，想通过“协议”或“联合”来实现“统一”，他们的这种尝试只会导致彻底瓦解和软弱无力。民粹派和取消派都以自己可悲的实例证明了这一点。

只有反对这些大大小小的集团，才能实现（通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小资产阶级无数次动摇情况下不可避免的艰苦斗争）多数觉悟的无产者所领导的工人群众的真正统一。

天真的人们就会问：怎样把危害工人运动、瓦解工人运动并且导致工人运动软弱无力的知识分子小集团和那些（或那个）在思想上体现工人运动，团结、统一和巩固工人运动的集团区别开来呢？区别它们只需要两种手段：理论和实际经验。必须认真分析民粹主义和取消主义（瓦解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的主要流派）这些思潮的理论内容。必须仔细研究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实际经验，着眼点就是把多数觉悟工人团结在就选举、保险、工会工作、罢工运动以及“地下工作”等所作的严整、周密和原则性的决定周围。

凡是仔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仔细考察近几年来的实际经验的人，都会懂得，同五光十色、吵吵嚷嚷、大吹大擂的（实际上是无聊的、有害的）民粹派、取消派等等的小集团相反，俄国真正的工人政党的成员正在日益团结起来。随着这些小集团的崩溃和脱离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统一正在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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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北方思想报》（《Северная　Мысль》）是俄国左派民粹派（社会革命党）的合法报纸，1913年在彼得堡出版，每周出2号。参看注89。——[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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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考茨基的信
[147]



（1913年12月20日〔1914年1月2日〕）

卡·考茨基认识到（终于认识到！），“梯什卡”和罗莎·卢森堡的梯什卡小组不能代表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认识到必须重视华沙和罗兹的团体。

他终于明白了好些年来俄国马克思主义工作者早已清楚的事情，这很好。但是好些年来罗莎·卢森堡和梯什卡能够以假充真，这也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包括考茨基在内，太不了解情况了！

考茨基说，波兰社会党“左派”，“据他所知”，为了完全站到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来，已经脱离了波兰社会党“右派”。这更加表明考茨基不了解情况。

显然，（这里可以这样说），考茨基这次根本不了解他所写的事情。读者至少应当看一下亨利希·卡缅斯基的《从民族主义到取消主义》（《启蒙》杂志第10期）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个波兰人，他很清楚自己所写的事情。读者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波兰社会党左派根本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如果认为，凡是愿意并且能够完全站到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来的人，都可以保持“自己的”纲领和非社会民主党的名称，那是很可笑的。

俄国和波兰的所有社会民主党党团，将在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的调停下“交换意见”，一定会弄清考茨基的错误，并且会表明全体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不认为也不能认为波兰社会党左派是社会民主党。

再补充一点，《前进报》（《Vorwarts》）报道了考茨基关于俄国“旧党已经消失”的发言。但他一声不吭，不予反驳（虽然他正是在这张《前进报》上写的文章）。考茨基这个荒唐的错误，也会通过“交换意见”被揭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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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这篇短评是为1913年12月20日（1914年1月2日）《无产阶级真理报》第12号转载卡·考茨基的信写的编后记。考茨基的这封信发表于1913年12月2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第339号，是对罗·卢森堡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的答复。——[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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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报》和《言语报》论民族自决权

（1913年12月25日〔1914年1月7日〕）

果然不出所料，《新时报》对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就民族自决权问题开展的论战关心起来了。这家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主要机关报在第13563号上写道：


　　“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是政治常识公理的东西〈即承认民族自决权，分离权〉，现在甚至在立宪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引起非议。”



　　《新时报》尽管对自由派说了这种黑帮式的挖苦话（用了“甚至”一词），仍然不得不援引《言语报》说的一句话，即“立宪民主党人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这句话说得如此露骨，以致《新时报》不得不搪塞一下。它写道：


　　“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实质上，广义的文化自决同拥护分离主义之间的差别显然只是在行动方式方面。”



　　但是，《新时报》自己对于荒谬的“文化”自决和真正自决即政治自决之间的差别很清楚，因为它接着写道：
　　“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确实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仅仅采用过一种极其文明的，即由异族人和犹太人津贴他们的报刊的办法。”



　　骂自由派接受犹太人的资助，这是黑帮分子陈腐可笑的花招！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因为这些不高明的花招而忘记本质的东西。《新时报》完全弄清楚了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差别，承认立宪民主党人没有拥护过分离权，这就是本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差别，就是民族自由派和彻底民主派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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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党团和杜马外的多数

（1913年12月29日〔1914年1月11日〕）

洛姆塔季泽就杜马党团内六人团和七人团的斗争问题写了一封信，很可笑地同关于3701人拥护取消派的统计材料一起刊登在取消派报纸上（第75号第2版）。这个数字我们要在另一篇文章中加以核实，不过我们要指出，3天前的《拥护真理报》（第26号）就报道过论敌们没有推翻的数字：5000人。

事实一而再再而三地清楚表明，七人团代表的是工人的少数。

因此，洛姆塔季泽的那些“刺耳的话”使人感到很不舒服。破口大骂也好，重提过去最残酷的斗争中的种种事件也好，叫喊“无耻、荒谬、下流”也好，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是极端虚弱和恼羞成怒的表现。

以下事实过去推不翻现在仍然推不翻：（1）多数觉悟的工人拥护六人团；（2）七人团不承认多数人的意志和决定，也不承认多数人所确定的领导机构。

洛姆塔季泽很恼火，读到他下面的一段话，简直叫人感到难堪，替他害臊：


　　“他们〈6个代表〉可曾指出过哪怕是一件事，足以说明杜马的政治活动是同我们事业的利益、同我们口号的利益、同我们传统的利益背道而驰的！”



　　洛姆塔季泽的慷慨陈词给人一种装腔作势的印象，因为我们知道，比如对七人团违背纲领的行为，不仅六人团，而且六人团所承认的最高领导机构，早就公开地、正式地指出过！洛姆塔季泽恼羞成怒，提的问题牛头不对马嘴，这只能更加突出整个冲突的真正深刻实质，即这是一场无党性分子反对党性的斗争。这就是实质。而且这不是开玩笑，也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是最严重、最棘手的难题。

不是每一个满口“上帝！上帝！”的人都能进天国。不是每一个拍着胸脯喊统一统一的人都在真正做有利于统一的事。

什么是工人阶级的统一呢？

这首先主要是指它的政治组织的统一，它的整体的统一。只有这样的统一才能既保证杜马党团的真正统一，又保证工人阶级的一切行动和整个斗争的真正统一。

1908年以来党的一系列正式决议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取消派所破坏的恰恰是这个统一。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洛姆塔季泽对这点避而不谈，这只能表明他理亏。

七人团应该对分裂负完全责任，因为是他们违背了纲领，是他们替破坏党的取消派辩护，是他们无视多数人的正式决定，是他们违背有组织的工人的意志。七人团只有认识自己的错误，承认6个代表是多数人的代表，并通过达成协议的途径开始不断和他们接近，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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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编辑部的信

（1913年12月29日〔1914年1月11日〕）

马尔托夫先生确认了《无产阶级真理报》已经指出的事实：我没有参加罢工分委员会，我在委员会上反对过“受刑事处分” 
［注：见本卷第207—209页。——编者注］

 。现在我有一点补充：我决不是像马尔托夫先生所“记得”的那样仅仅主张“减轻”处分，而当然是主张根本不容许有这样的条款。当时我没有必要提出修正，因为在当时所讨论的草案中根本没有这样一条，只有费·唐恩先生想把这一条加进去，但未能如愿以偿（甚至尔·马尔托夫当时也反对费·唐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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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
[148]



（1913年底）

早已预告出版的两位著名的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通信集，现在终于问世了。恩格斯曾嘱托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出版这个通信集，而倍倍尔在辞世前不久才结束他负责的那一部分编辑工作。

几个星期前由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刊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共4大卷。全书共收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至1883年这段漫长的岁月中所写的书信1386封。

编辑工作，也就是为各个时期的通信写前言的工作，是由爱德·伯恩施坦担任的。这个工作无论在技术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都做得不能令人满意，这原是意料中的事情。伯恩施坦既已完成向极端机会主义观点的臭名昭著的“演进”，本来也就不能担任这些充满革命精神的书信的编辑。伯恩施坦写的前言，一部分空洞无物，一部分简直错误百出，例如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露的拉萨尔和施韦泽的机会主义错误，没有确切、明白、直接的说明，而只有一些折中主义的语句和攻击，如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拉萨尔并不全对”（第3卷第ＸＶⅢ页），又如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策略问题上与其说同李卜克内西“接近”，不如说同施韦泽更为“接近”（第4卷第Ⅹ页）。这些攻击除了掩盖和粉饰机会主义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内容。遗憾的是，在现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对马克思同他的许多论敌所作的思想斗争持折中主义态度的人愈来愈多了。

从技术方面来看，索引编得不能令人满意，4卷书只有一个索引（例如，考茨基和斯特林的名字均未收入）；对各封书信所加的注解太少，并且不是像左尔格那样，把注解同有关的书信放在一起，而是分散在编辑写的前言里，还有其他一些不足。

这个通信集定价太贵，4卷书将近20卢布。毫无疑问，整个通信集可以而且也不应该印得那么讲究，书价可以便宜一些；此外，为了在工人中广泛传播，可以而且应该把最重要的原则摘要出版。

这个版本存在的这些缺点，对研究这部通信集当然会造成困难。这很可惜，因为这些信件的科学价值和政治价值都非常大。从这些书信中读者清晰地看到的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的风貌。在这些书信中，马克思主义的极其丰富的理论内容阐述得非常透彻，一目了然，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谈到他们学说的各个方面，同时对最新（就与先前的观点比较而言）、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问题加以强调和说明，有时又是共同讨论，互相切磋。

读者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到非常生动的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看到其中最重要的时期和最重大的事件。特别有价值的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旧大陆各个国家和新大陆所发生的各种各样事件，探讨了有关工人阶级政治任务问题最原则的提法。而这部通信集所包括的时代，正是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分离出来的时代，独立工人运动兴起的时代，确定无产阶级策略和政策原则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由于资产阶级的停滞和腐败，由于工人领袖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日常琐事上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各国工人运动深受机会主义之害，对这些现象观察愈深，这部通信集极其丰富的材料的价值就愈大，因为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通信人对无产阶级变革的根本目的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并且从这些革命目的出发异常灵活地规定了相当的策略任务，对机会主义或革命空谈则寸步不让。

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词来表明整个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抒发所探讨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汇合的中心点，那么这个词就是辩证法。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事情，这就是他们作出最重要、最新的贡献的领域，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迈出的天才的一步。




在下面的叙述中，我们准备首先对通信集作一概述，然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最有意思的评论和见解作一个大概的介绍，但绝不奢望对信件的全部内容作详尽的叙述。


一　概述

通信集的开头，就是24岁的恩格斯1844年写给马克思的信。德国当时的情况历历在目。头一封信是1844年9月底写的，寄自巴门。恩格斯的家就住在这里，这里也是他的出生地。恩格斯当时还不满24岁。家庭环境使他厌倦，因此他急于要离开。他父亲是个专横的、信教的工厂主，对儿子四处参加政治集会，对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很生气。恩格斯当时写道：我很爱我的母亲，要不是为了她，那我就连离开家前的几天时间也是呆不住的。他向马克思诉说：你想象不到，家里为了反对我离开，提出了怎样琐碎的理由，怎样迷信的担心。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页。——编者注］



当恩格斯还在巴门的时候，——他因为谈恋爱，又在巴门逗留了一些时候，——他对他父亲作了让步，到工厂的办事处里（他父亲是工厂主）工作了约两个星期。他写信给马克思说：“做生意太讨厌，巴门太讨厌，浪费时间也太讨厌，而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作资产者，而且还要作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恩格斯继续写道：不过我聊以自慰的是，我正在写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大家知道，这本书出版于1845年，是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之一）。“身为共产主义者如果不从事写作，或许还可以在外表地位上作一个资产者和一个做生意的牲口，但是，如果既要广泛地从事共产主义宣传，同时又要从事买卖和工业，那就不行了。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此外，再加上这个彻头彻尾基督教的、普鲁士的家庭里的沉闷生活，实在使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留在这里，到头来可能使自己变成一个德国庸人，并把庸人习气带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去。”[ 注：同上，第21页。——编者注］这就是年轻的恩格斯写的。1848年革命后，他为生活所迫，又回到他父亲的办事处去做了多年“做生意的牲口”，然而他却在这种情况下支撑了下来，给自己创造了一个不是基督教普鲁士的，而完全是另一种同志式的环境，成了一个毕生毫不留情地反对“把庸人习气带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去”的人。

1844年德国外省的社会生活，正与20世纪初期1905年革命前俄国社会生活相似。大家竞相参加政治活动，大家充满了反政府的愤懑情绪，牧师们因为青年相信无神论而呵斥青年，资产者家庭的子弟因为反对父母“用贵族的态度对待仆役或工人”而同父母争吵。

普遍的反政府情绪表现在大家都自称为共产主义者。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在巴门，警察局长是个共产主义者”。我到过科隆，杜塞尔多夫，爱北斐特，——到处都可以碰到共产主义者！“有一位热心的共产主义者，画讽刺画的美术家，他的名字叫泽尔，两个月以后将要到巴黎去。我将把跟你们接头的地点告诉他。你们大家都会喜欢他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爱好音乐，作为一个讽刺画家是会用得着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页和第8页。——编者注］




　　“爱北斐特这里正在出现奇迹。昨天〈此信是1845年2月22日写的〉，在我们这个城市一个上等饭店的最大的客厅里召开了共产主义者第三次大会。第一次大会有40人参加，第二次大会有130人参加，第三次大会至少有200人参加。整个爱北斐特和巴门，从金融贵族到小商人都有人参加，所缺少的只是无产阶级。”
［注：同上，第23页。——编者注］





　　恩格斯就是这样写的，一字不差。在德国，当时人人都是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除外。当时共产主义是大家，特别是资产阶级表达他们的反政府情绪的一种形式。“最迟钝、最无所用心、最庸俗的人士，对世界上任何事情从不感到兴趣，现在也简直欢迎起共产主义来了。” 
［注：同上，第24页。——编者注］

 当时共产主义的主要宣传者，是类似我国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149]、“人民社会党人”等等的人物，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些好心的资产者，多少有点痛恨政府的人。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在无数的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当中，恩格斯终于能够为自己打通一条走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怕同许许多多好心人、激烈的革命者然而是坏的共产主义者决裂。

1846年，恩格斯到了巴黎。当时巴黎政治生活沸腾，大家都在热烈讨论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理论。恩格斯如饥似渴地研究社会主义，与卡贝、路易·勃朗以及当时其他杰出的社会主义者结识，奔走于各报刊编辑部和各小组之间。

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最重要的和当时传播最广的社会主义学说，即蒲鲁东主义[150]上。早在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前（该书1846年10月出版，马克思的答复——著名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于1847年问世），恩格斯就对蒲鲁东的根本思想进行了严酷无情和异常深刻的批判，而当时德国社会主义者格律恩则竭力为之鼓吹。恩格斯的英语非常好（马克思掌握英语比恩格斯晚得多），熟悉英国书刊，这使他一下子就能够（1846年9月16日的信）指出标榜一时的蒲鲁东的“劳动市场”在英国遭到破产的例证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48页。——编者注］

 。蒲鲁东玷污了社会主义，——恩格斯愤慨地说道，——因为照蒲鲁东的说法，工人应该赎回资本！

26岁的恩格斯干脆就在消灭“真正的社会主义”[151]——这一用语我们在他1846年10月23日，即《共产党宣言》出版前很久所写的一封信中就看到过，那封信已经指出格律恩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学说，“空洞的词句”，各种“全人类的”意向，“对‘粗鄙的’共产主义〈Loffel-Kommunismus——直译是：“汤匙的共产主义”或“暴食的共产主义”〉的迷信般的恐惧”，为人类“造福的和平计划”，——这就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以前的各种社会主义所作的评断。

恩格斯写道：“蒲鲁东主义问题争论了三个晚上，当时差不多所有的人都由格律恩领头来反对我。我所要证明的主要就是暴力革命的必要性。”（1846年10月23日）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70页。——编者注］

 最后，我发火了，迫使对方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攻击。我宣布，必须先表决，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来集会的。格律恩分子大为震惊，他们就辩解起来了，说他们是“为了人类的幸福”来这里集会的，想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我当时给他们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使他们无法回避问题的本质。恩格斯写道，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这是1848年革命前一年半写的）。 
［注：同上，第71页。——编者注］



讨论的结果是，会议以13票对格律恩分子的2票通过了恩格斯提出的定义。将近20个木工手工业者参加了这些会议。这样，67年前，在巴黎便奠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基础。

一年后，1847年11月24日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说他已经拟好了《共产党宣言》的草稿，并且说他反对用原来决定的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恩格斯写道，“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3页。——编者注］



恩格斯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谈到这部著作的最初详细提纲，这部著作后来传遍全世界，它的一切基本上至今还是正确的，有生命力而且有现实意义，就好象是昨天写的。这封信清楚地表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名字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奠基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很公正的。





	载于1920年11月28日《真理报》第26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262—269页

















[148]《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一文是列宁为1913年9月德文版四卷本《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年）》的出版而计划写的一篇长文的开头部分。这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共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互写的书信1386封（这方面的书信总共约有1500封），是他们的理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包含有这两位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生平的大量珍贵资料。列宁深入地研究了这部通信集，摘记了其中300封信的要点，摘抄了15封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信，并为一部分摘要编了名目索引。1913年10月30日或31日（11月12日或13日）列宁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说他已读完德文版四卷本《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认为这部通信集里有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准备为《启蒙》杂志写一篇关于这部通信集的文章（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3卷第244号文献）。



列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一文原打算发表在1914年的《启蒙》杂志上，1913年12月14日（27日）《无产阶级真理报》第7号曾就此作过报道，但是这篇文章没有写完。直到1920年11月28日恩格斯诞辰一百周年时，文章才在《真理报》第268号上发表。列宁在文章付排前，给它加了一个副标题：《恩格斯是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加了一个脚注，说明这是1913年或1914年初写的一篇未完成的文章的开头。



根据列宁笔记编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年）〉提要》，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8卷。——[274]。



[149]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该党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列宁曾称之为“社会立宪民主党人”、“小市民机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六三政变后，该党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恢复组织。该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278]。



[150]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以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被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广泛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279]。



[151]“真正的社会主义”亦称“德国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代表人物有莫·赫斯、卡·格律恩、奥·吕宁、赫·克利盖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德国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他们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一些范畴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进行唯心主义的改造，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实现真正的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他们还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拒绝进行政治活动，从小市民的利益出发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反对在德国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用超阶级的“博爱”和“人性”等道德说教来代替革命的阶级斗争。——[279]。









《列宁全集》第24卷


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一文的补充

（1913年底—1914年初）

文明国家几乎是没有文盲的。在那里，努力设法吸引人们入学；千方百计帮助建立图书馆。而在我们这里，国民——请原谅我用这个词——“教育”部却采取最可耻的警察措施，拼命阻碍教育事业的发展，妨碍人民学习！我们这里的教育部竟然毁坏了学校图书馆！！世界上没有一个文化水平高的国家还有对付图书馆的特殊规章，还设书报检查机关这种可耻机构。我们这里除了对报刊普遍进行迫害，除了采取对付一般图书馆的野蛮措施外，还颁布了一些对付国民图书馆的百般刁难的限制性规章！这是令人发指的蒙蔽国民的政策，是令人发指的地主企图使国家倒退的政策。一些有钱的人，如巴甫连科夫曾经给国民图书馆捐过款。现在，野蛮的地主的政府却毁坏了图书馆。钱不应该捐给那些归教育部管辖而又必遭破坏的图书馆，而应该捐给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事业，由于缺乏政治自由，俄国就在野蛮状态中奄奄一息。是那些愿意资助俄国教育事业的人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了。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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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4000卢布和六小时工作制

（1914年1月1日〔14日〕）

这就是美国觉悟工人的战斗口号。他们说：我们只有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是工人的收入和工作日问题。

这种把一切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的做法，俄国工人乍看起来，会觉得非常奇怪和不可理解。但是，在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最先进的国家里，在这个拥有几乎是充分的政治自由和最发达的民主机构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长很快的国家，把社会主义问题提到第一位是十分自然的。

由于在美国有充分的政治自由，就有可能对国家全部财富的生产进行统计，生产统计资料做得比任何地方都好。根据确实可信的材料作出的这种统计表明，按整数计算，美国共有1500万个工人家庭。

这些工人家庭每年生产的消费品的总值为600亿卢布。每个工人家庭每年生产4000卢布。

但是目前，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下，这么巨大的生产量的一半即仅300亿卢布为占居民人数9/10的工人所得。另一半被资本家阶级攫取了，这个阶级加上他们所有的保护者和寄生者总共只占居民人数的1/10。

美国同其他国家一样，失业肆虐，生活费用愈来愈昂贵。工人的贫困处境愈来愈悲惨，愈来愈不堪忍受。美国的统计表明，非全日工作的工人，几乎占工人总数的一半。而不合理的、落后的、分散的，特别是农业和商业部门中保存的小生产，又造成多大的社会劳动的浪费啊！

由于有充分的政治自由和不存在农奴主－地主，在美国采用机器的程度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高。在美国仅仅加工工业一个部门，机器动力总计达1800万蒸汽马力。同时，根据1912年3月14日的报告，全部水力资源的勘察结果表明，美国利用水力发电，立即就能再获得6000万马力！

这个国家现在已经非常富有，它还能立即使自己的财富增加两倍，使自己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两倍，从而可以保证所有的工人家庭得到象样的、每个正常的人所应当得到的收入，实行不太长的工作制——一天工作6个小时。

可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无论在美国的大城市，还是在乡村，我们看到：一方面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失业和贫困现象，人的劳动白白地遭到掠夺；另一方面，亿万富翁即拥有亿万家产的富人却过着闻所未闻的奢侈生活。

美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迅速地觉醒起来，结成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政党在全体劳动者中间博得愈来愈多的同情。美国的雇佣奴隶借助优良的机器干活，处处看到技术的奇迹和组织大生产所取得的了不起的劳动成就，于是他们就开始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并且提出了简单的、明显的、当前的要求：每个工人家庭要有4000卢布的收入，实行六小时工作制。

美国工人的这个目标，世界上每一个文明国家也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求在国内具备自由的基本条件……

走向自由的未来，除了通过他们自己的工人组织，通过自己的教育、工会、合作社和政治组织以外，是没有别的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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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4卷


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
[152]



（1914年1月10日和20日〔1月23日和2月2日〕之间）


民族问题
（根据回忆写的提纲）



（A）民族问题在当前的意义。

（B）民族运动的历史地位（或者民族问题在历史上的提法）。

（C）关于民族问题的两种理论。

（D）民族自决。

（E）平等和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自治。

（F）民族文化自治。

（G）党的建设中的民族原则。

Ａ．导言。



民族问题在目前历史时期的意义


1．政府的民族主义。一切反革命势力都涂上了一层民族主义的色彩。

2．资产阶级自由派（司徒卢威之流）也是如此。

3．在民族（俄国居民的57％）遭受极其深重的、前所未闻的压迫的情况下——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泛欧争斗）。

4．违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歪曲自决＋民族文化自治）。

5．犹太分离主义的分裂活动。民族隔绝状态。

Ｂ．6．应当从历史和经济的角度来提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是世界性的现象。

7．民族运动的时代——中世纪末和近代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这一时期各地都兴起民族运动。

8．经济基础？资本主义要求统一国内市场。市场是贸易往来的中心。人类商业交往的主要工具是语言。

9．团结各民族区域（恢复语言，唤醒民族等）和创建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经济上的必要性。

10．经济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民主主义，民族主权。由此“民族国家”……

11．民族国家是世界通例（Ⅰ，18 
［注：指民族问题笔记第一册第18页。——俄文版编者注］

 上卡·考茨基的话，《国际性》第23页和第23—25页），而“多民族国家是例外”。

卡·考茨基论奥·鲍威尔：鲍威尔低估了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

这一点要注意

（“欲望的力量”）

顺便指出：有些人认为，民族国家是比民族文化自治更大的民族主义。幼稚可笑的错觉！民族国家是世界历史经验中的通例。民族文化自治是一些蹩脚知识分子的臆造，任何地方都未曾实现过。

12．19世纪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意大利，德意志）。在西欧这个时代已经结束。在东方刚开始，而在亚洲……

Ｃ．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两种理论。

13．各民族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落后的东方。民族问题的“种种理论”。（很少注意理论基础。卡·考茨基＋奥·鲍威尔。）

14．奥·鲍威尔。民族＝文化共同体。“民族文化”的口号（（贯穿始终））。民族性格是主要的东西。（一大堆说明，但这并不重要。）

（考茨基的评价：文化共同体＝奥·鲍威尔的主要错误。）

15．“社会主义将加强民族原则”（奥·鲍威尔Ⅰ，5 
［注：这里和下面指的是民族问题笔记第一册第5页、第6页和第17页。——俄文版编者注］

 ——他的书第532页）。

16．鲍威尔的根本性错误——精致的民族主义。纯粹的、没有剥削、没有争斗的民族主义。

 注意

蒲鲁东替资本主义洗刷、美化、粉饰资本主义，奥·鲍威尔对待民族主义也是如此。

17．统治阶级的政策是“保守的民族政策”，而我们的政策则是“演进的民族政策”（奥·鲍威尔）。

18．“老的国际主义不能使我们满意”（奥·鲍威尔）

（奥·鲍威尔Ⅰ，6）。

19．奥·鲍威尔的总结

（α）唯心主义的民族理论

（β）民族文化的口号（＝资产阶级的口号）

（γ）净化的、精致的、绝对的民族主义，包括社会主义

（δ）完全忘记国际主义。

总结＝民族机会主义（潘涅库克）。

20．卡·考茨基揭露了思维混乱的奥·鲍威尔。

（α）特点和弱点在于奥·鲍威尔总是谈民族文化。（Ⅰ，17）（《国际性》第15页）

（β）“纯粹的民族文化目前不可能有”（同上，《国际性》第15页）——

　　　　　　　　　　　 取代：

　　　　　　　　 英　　法　　德

　　　　　1800： 20——30——30 （共计＝80）

　——例：

　　　　　1900：125——40——70（共计＝235）

　　　　　　　　（（英语可能成为世界语言，也可能＋俄语））

　注意

（γ）“我们的国际主义并非因具有非侵略性、平等性等因而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有所区别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民族主义，而是经济上和文化上统一的社会机体。”（同上，第17页）

注意

奥·鲍威尔的这种观点由于他“强调民族文化”而消失。

（δ）民族不是文化共同体，不是命运共同体，而是语言共同体。

（ε）奥·鲍威尔得出“强调民族因素……”

注意

（ζ）总结（卡·考茨基的）——过分夸大民族……因素（《国际性》第35页）。完全忘记国际因素。

21．卡•考茨基著作中的语言和地域

　　　　　　　　　 历史经济理论

　 那　时　　　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的

　 ——和　　　　　　　民族国家

　 现　在　　　现在的国际主义。　　　　注意

Ｄ．纲领第9条＝政治自决。

22．该条的原则意义和1848年以来整个国际民主运动的用语＝政治分离，建立民族国家。

23．从全世界民族运动史的观点来看该条的意义＝创建民族国家。

24．企图对这一条另作解释就很滑稽（可笑！）！！民族问题上的（α）（α）民主原则和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25．放弃民主原则就是背叛和忘记全部历史。

资产阶级革命尚未结束。

（β）（β）俄国＝民族国家的基础、基地、中心

普斯科夫—顿河畔罗斯托夫

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

压迫深重。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结束，这个革命没有民族运动，没有建立一般的民族国家的趋向就不可能实现。

26．俄国的国际环境：旁边是奥地利（在民族问题上资产阶级（γ）（γ）革命尚未结束）和觉醒的亚洲（共和制的中国）。

沙皇制度——最反动的国家制度。因而民族运动尤其不可避免，而且要求大俄罗斯人承认自决权。

27．具体例子。挪威（丹麦统治6个世纪）。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时代被送给（根据瑞典、英国和俄国三国条约）瑞典。在瑞典人同挪威人的战争中被占领。

归并入瑞典。保持完全自治（议会、军队、税收、关税等等）。几十年的摩擦和争斗。

1905年。欧洲东部大革命的开始——旁边，在毗邻的一个西欧很自由的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结束。结果？1905年的挪威革命。

挪威的八月革命。议会的决定（1905年8月17日）。瑞典的神父和地主的鼓动。

全民投票

500万瑞典人和200万挪威人。

同邻国缔结条约。和约和全部完成。

瑞典工人的职责？不仅争取一般的自由，不仅争取自治，而且一定要争取分离权。

28．1905年。芬兰和波兰。

民族资产阶级同俄国资产阶级的勾结。各阶级政党的任务：反对民族主义的种种勾结，同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结成联盟。

 29．总结：

（α）从整个民族运动史来看第9条的意义。

（β）建立了民族国家基地以及在边疆地区存在民族压迫的条件下俄国的民族压迫。

（γ）俄国尚未结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δ）俄国的国际环境。

（ε）独立解决分离问题，但宣传是必要的。

30．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特殊立场。

资本主义的发展把波兰和俄国紧密地联系起来。罗兹的工厂面向俄国市场。创建新的阶级国家不是我们的事。仅此而已！！

（α）没有说完：俄国和东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束了没有？没有。

（β）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波兰和波兰的分离，而在于俄国的庄稼汉。

1863年

1905年11月

不仅在要求不进行民族压迫的问题上，不仅在自治问题上，而且一定要在分离权问题上反击俄国庄稼汉的民族主义。

否认或削弱这一点是荒谬而反动的。

注意

否认分离权意味着帮助沙皇制度，纵容俄国庄稼汉的民族主义。

（γ）例子：马克思对波兰（洛帕廷）和对爱尔兰的态度……[153]

注意

马克思谈爱尔兰问题。压制其他民族的自由的民族是不可能自由的。

波兰社会民主党的荒谬从何而来？

变相的民族主义。

被巴布亚人吓坏了。

克拉科夫——例子。

不按照那条路线。

思想荒谬而又反动的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历次表演。

1895：卡·考茨基

（α）唯物主义是片面的

（β）你们害怕纵容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你们在帮助俄国的反动势力！

1903。第二次代表大会委员会与瓦尔斯基。[154]

Ｅ．民族平等和少数民族的权利……

31．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得享有任何特权。从民主主义和工人团结的起码常识来看，这是必需的。

32．国语。不需要。

43％　大俄罗斯人

17　　小俄罗斯人

6　　 白俄罗斯人

66

6　　 波兰人

72％　斯拉夫人。

33．瑞士的例子。传单。

（α　）三种语言（70—22—7％）。

（β）格劳宾登100000居民

　　　　＜30000罗马人　1％。 
［注：见本卷第122页。——编者注］



关于（γ）少数民族的权利和根本法。

　　（δ）资产阶级社会中解决民族问题的范例。

　　　　（比利时，芬兰等）　　不是臆造

34．区域自治和地方自治＝民主制的一般原则。区划？民族的＋经济的＋生活习惯的等等。

35．能否实现？福尔圈纳托夫与麦迭姆。

　应该按最小限度的地域而不是最大限度的地域来评定民族中心。

　　麦迭姆著作中的“未享受权利者”的观点：小岛民族的绝对民族主义！！！

36．“既然要和经济割断”（麦迭姆）。

37．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国家的根本法（对照布隆第4条）。

38．麦迭姆的反对意见Ⅰ，2 
［注：指民族问题笔记第1册第2页。——编者注］

 注意））

39．这种共同的、中央的法律（对照瑞士）的必要性。

40．只有一般民主的和集中的民主制是保障。

F、民族文化自治。

　术语：

　超地域的

　按人的民族属性的

　民族的

41．计划是什么？（1）名册

　　　　　　　　（2）议会

　　　　　　　　（3）强制纳税。

42．奥地利的经验（布隆）。

　　民族文化自治纲领。失败。教权主义。不能实现。

　　通过了1／2 
［注：折中的。——编者注］

 纲领。其荒谬性立即可见。

43．计划的原则基础。

（0）绝对的、净化的民族主义。彻底的。

（α）民族文化的口号。资产阶级的口号，对工人运动和国际主义是反动的。

　　　　　民族文化和各民族共同的文化：

　　　　　隔绝状态　　　　　　　　　　　——团结

　　　　　同资产阶级、教权派等的联合　　——同其他民族的民主派及社会主义者的联合。

　　注意：

利沃夫民族博物馆＝“民族文化”！！

（β）“使……不受管理”。空想！它的小资产阶级根据。

　　　蹩脚知识分子的臆造。

　　“没有夺取，没有利用多数拒绝少数的建议，没有斗争”　　　

　　　　　（麦迭姆）。参看卡•考茨基。

（γ）在办学问题上的民族集团。危害。美国的黑人。

（δ）客观逻辑：“不是代替，而是连同”集中的民主制。

　奥地利和瑞士。

（ε）各民族阶级成分不平衡。

　不是分开，而是分离。

　　庄稼汉民族

　　和城市

（ζ）犹太人——主要是商人。

　　　崩得分子的诡辩：我们实行分离是为了纯粹的阶级斗争。

44．民族自治是对犹太人的？

　　奥•鲍威尔和卡•考茨基。“帮会”。

　　犹太人在全世界文化中的功绩和犹太人中的两个流派。

45．俄国犹太人的帮会隔绝状态。

　　出路？（1）用各种方式巩固隔绝状态

　　　　　（2）使他们同季阿斯波拉155所在国的民主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接近。

　　“把犹太人从各民族中驱逐出去……”

46．全世界1050万。两个一半艾舍尔谈维也纳——150000。

47．在俄国，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都通过了民族文化自治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907年

　　＋崩得？　　　　　（部分）

　　鲍威尔的臆造（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臆造）作了怎样的掩饰？

　G、组织社会主义政党的民族原则。

　奥地利。仅从维姆堡（1907）开始。（奥托•鲍威尔。

　　Ⅰ，7．1907年）

　奥托•鲍威尔Ⅰ，7论奥地利的敌人

　　　　　　同上Ⅰ，8。 
［注：指民族问题笔记第1册第7页和第8页。——俄文版编者注］



　分裂和破产。捷克分离主义者（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及其对崩得的同情。

　　　　俄国

　“最坏类型的联邦制”[156]

　　　　　1898—1903年。　崩得退党。

　　　　　1903—1906年

　　　　　1907—1911年。　麦迭姆　传单

　　　　合并（高加索，里加，维尔纳）。

　　　　从下面实现统一。

语言 
［注：从这里到结束的文字是用铅笔写在笔记本的封底上的。那里还记下一个地址：“圣格里伊埃教堂广场，人民会堂。№15　10时”。——俄文版编者注］

 ：

　　（1）对照语言的推广。

列日：1914年2月2日

拉比诺维奇：民族问题＝“臆造”






	载于193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382—395页

















[152]《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看来是列宁1914年1月10日（23日）在巴黎作了民族问题的报告后写的。从笔记《民族问题Ⅲ》封底上的记载看，1914年2月2日列宁在比利时列日把这个报告重作了一次。



列宁自己编了号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笔记共4本，其中第1本尚未找到，第2、3、4本编入了《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0卷。——289。



[153]见马克思1870年7月5日给恩格斯的信。信中谈到对格·亚·洛帕廷的印象说：“他头脑很清醒，有批判力，性格开朗，坚毅，象一个俄国农民一样知足。弱点就是波兰问题。他对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完全同英国人——例如英国旧宪章主义者——对于爱尔兰所说的话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05—506页）——295。



[15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的晚上会议上，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一名代表曾提议采纳关于“保障组成国家的各民族在文化发展上的充分自由的机构”这一条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406页）。——296。



[155]季阿斯波拉（来自希腊语“分散”一词）是指居住在犹太国以外的犹太人。公元前6世纪初，埃及、巴比伦和地中海沿岸其他各国都有犹太人的移民区。从公元前3世纪起，季阿斯波拉迅速增加，在公元前1世纪已达450万人。在罗马帝国中，季阿斯波拉营公社生活，有时组成公法性的团体（如在亚历山大），有时仅组成私人的祭祀性的联盟（如在罗马）。季阿斯波拉在宣传犹太教方面有成就，但同时也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点和民族语言。——299。



[156]“最坏类型的联邦制”一语见于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各民族中央机关没有代表出席全党代表会议的问题》决议，是会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自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以来同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相互关系的评定（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43—144页和第22卷第247——249页）。——300。









《列宁全集》第24卷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
[157]



（1914年1月13—26日〔1月26日—2月8日〕）


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布劳恩同志说，用不着钻废纸堆和旧文件。这是对的。不过，仍然有必要以文件和其他证明材料作为依据。只有比较深入地了解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近两年的活动，才会明白当前存在着妨碍党的恢复的取消主义。如果我们不了解党分裂的政治原因，那么对目前这种混乱局面也无法理解。1908年的代表会议以及在此后不久召开的1910年全会，早就指出过几种错误思潮。其一是召回主义，它不理解俄国的新情况；其二是取消主义，它否认党或贬低秘密党的意义。这些思潮都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产物。取消主义是一种普遍现象。1906年，社会革命党（民粹派）中早就有人企图使党合法化。这是我们看到的立宪民主党人所奉行的迁就政策。这种迁就主义精神支配着社会民主党内的取消主义。只有同这种取消主义作斗争，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党。关于这一点，1908年的代表会议已经明确地作过声明。全会以后党分裂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158]没有召开过全会，后来连国外局也被取消了。因此只有通过同取消派作斗争来恢复党，这一点一月代表会议做到了。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必须在工人选民团中与取消派作斗争的决定，但是布劳恩同志却把这个决定称为亚细亚式的决定。然而，这个决定只不过是根据全会通过的决议作出的一个更为合乎逻辑的结论而已。一月代表会议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指责。

这个一月代表会议实际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它确实仅仅是一个分裂派的会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全党就应该联合起来，并且证明这个代表会议不代表党。但是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布劳恩同志说，广大群众不跟列宁走。可是一个严肃的人是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对事实应当进行全面的考察。而事实到底说明了什么呢？工人选民团选举总结材料已经公布：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中，拥护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占47％，第三届杜马的选举中占50％，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中占67％。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一月代表会议的各项决定是正确的。代表会议作了决定的事在选举中落实了。俄国多数觉悟工人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这也证明了同取消派的斗争是必不可少的。现在连合法刊物也承认，多数觉悟工人是跟布尔什维克走的。

按照布劳恩同志的说法，八月代表会议通过了他提出的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和必须建立秘密党。既然如此，那么布劳恩同志为什么又想退出这次代表会议成立的组织委员会呢？这可不能证明政治上的明智和政治活动中的坚定。布劳恩同志说，现在的著作家中只有个别取消派分子，根本没有什么取消派。但是，《光线报》攻击秘密党，反对护党派，这又说明了什么呢？取消派没有履行他们给布劳恩同志许下的诺言：他们没有支持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和建立秘密党的必要性。拉脱维亚人想退出组织委员会。这也证明八月联盟本来只是一个空架子。在取消派放弃现在的观点并将坚持截然（完全）相反的观点以前，同他们讲统一，这是可笑的，甚至是一种蛊惑宣传。只要取消派还原封不动，统一就不可能。赞成合法党的人不可能同赞成秘密党的人联合。现在有两个党，一个是真正的党，另一个则是空架子，是凭空的臆造。这个空架子的党是一个专门通过攻击秘密党来瓦解工人的知识分子集团。《光线报》甚至没有把八月联盟的所有著作家联合起来，而只联合了取消派分子。要反对取消派只有靠斗争。

“蛊惑宣传”、“统一”、“分裂派”——这不过是一些骇人听闻的字眼，这些字眼连鹦鹉也会跟着学。但是应当看看事实。《真理报》在一年之内就联合了大约2000个工人团体，而《光线报》却只联合了550个。赞成秘密党的机关报的人要比赞成那家“所有派别”的报纸的人多3倍。事实表明，他们，即布尔什维克联合了多数俄国工人。夏季召开的会议也证明了这一点。

有人责备列宁分裂党团。可是6位代表同党团内的取消派斗争了整整一年，多数人支持布尔什维克，党支持他们。党团应当服从党的多数人，应当和党步调一致。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是把自己置于党外，就是同党貌合神离。到处都规定，党团应当服从党的决定。在俄国也应该如此。国家杜马的代表不是什么社会民主党的空谈家，而是党的工作者，他们必须服从党。

凡是支持取消派的，不过是空架子、空谈、漫骂。党团分裂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6000个人签名拥护6位代表，2000个人签名拥护7位代表。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在报刊上读到的。马尔托夫说，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支持七人团，可是这样的机关并不代表党员群众，只是一个空架子而已。

布尔什维克主张统一。但是不可能参加秘密党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秘密党的统一是必不可少的。从下面实现统一。可是对那些攻击秘密党、贬低秘密党的意义的人，只有进行斗争。他们应当作出保证，保证秘密党不受侵犯，保证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不被诋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既从上面又从下面实现统一。对那些不承认多数的人，我不知道在亚洲怎么称呼，但在欧洲，人们把这些人叫作分裂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是不服从多数人的决定的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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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发言

列宁：有人攻击我，说我玩弄“蛊惑人心的手段”，搞分裂等等。但是对方到底搞了些什么呢？他们一贯给布尔什维克抹黑。马尔托夫那本拙劣的小册子[159]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子。——我说布尔什维克将参加国际局的代表会议，这只是表示个人意见。但是这还得由有工人参加的中央委员会来决定。是他们，而不是列宁来决定这个问题。——那些说没有取消派的人不尊重代表大会。什么是取消派，从1908年以来的党的一系列决定早就说得很清楚了。这些决定并没有撤销，必须予以尊重。现在，“八月联盟”的报纸都在鼓吹取消主义的思想。组织委员会的拥护者们在这里硬说他们并不反对党，可是他们的报纸却在说些什么呢？这样的例子很多。连调和派分子阿恩也曾经想反对不合乎党的原则的鼓动，但是编辑部却坚持己见。同那些维护《光线报》观点的人决不能联合。为“公开的工人政党”而斗争就是取消主义。——参加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目的不应该是同取消派联合，而是揭露他们，并证明八月联盟是个空架子。——取消派的报刊正在缩小口号，限制革命的策略。取消派没有任何秘密书刊，这种书刊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有。从最近一期（第31期）中就可以看出，俄国存在着布尔什维克组织。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也表明了，绝大多数的工人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这是大家都可以检验的事实。对报纸的物质援助也可以证明这一点。——高喊统一并不起什么作用，需要的是善于联合。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把多数人联合起来，与此相反，八月代表会议却什么也没有联合成。布劳恩离开了它，托洛茨基离开了它——“八月联盟”正在瓦解。布里扬诺夫也不再是7个代表之一了。——为了实现联合，必须谴责取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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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

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态度的决议草案


季耶美利斯决议案

1．在俄国，一切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的联合以及党的严格的统一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现在，当工人阶级的斗争日益扩大的时候更是如此。要实现这种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只有在自己的活动中承认以下两条：

（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目前只能秘密存在，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加入秘密的党组织；

（二）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本着1905年革命要求的精神，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号召工人走在整个解放运动的前列，并为新的革命而斗争。

代表大会认为，在每一个城市中都应当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的联合组织，各民族的工人都应加入这个联合组织，这个联合组织应当用当地无产阶级使用的各种语言来进行工作。代表大会要求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争取由工人自己从下面实现的、真正的、巩固的、真正无产阶级的统一而积极斗争。

2．最近5年来，党内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取消派倾向的问题。在1908年全国代表会议上，即在一切分裂发生之前，党早就作出决定：所谓取消主义，就是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作为代价。

1910年1月，在有党内各个派别和流派的代表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全会上，全党又一致斥责了取消主义，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其表现是：否认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试图缩小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性和策略性的任务和口号，等等。

调和派无论如何要同取消派（1912年的八月代表会议）联合的尝试是徒劳无益的，联合派自己也落到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依附于取消派的地步。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坚决斥责取消派，并决定从组织委员会召回自己的代表，因为组织委员会没有同取消派划清界限。

3．为了广泛地开展政治运动，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同那些持与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相一致的政治路线的组织建立联系。

4．代表大会欢迎社会党国际局关于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问题提上日程的倡议，并责成中央委员会采取一切相应的步骤配合行动，同时要维护本决议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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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这是有关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14年1月13—26日（1月26日—2月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参加代表大会的共35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8人，有发言权的11人，来宾6人。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8人，调和派2人。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应邀出席了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该党内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进行尖锐斗争的形势下召开的。1913年底前，该党所有中央机关都被孟什维克取消派和调和派所夺取。布尔什维克组成了自己的派别，其组织中心是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国外小组联合会。列宁积极地参加了筹备和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前他曾同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进行了频繁的通信，到柏林和巴黎去亲自会见他们，了解大会的筹备、组成以及大会上可能出现的斗争结局等等问题。在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对杜马党团分裂一事的态度的报告，参加了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帮助他们准备决议草案。代表大会前夕，即1914年1月12日（25日）晚，列宁在布鲁塞尔向大会的代表们就民族问题作了专题报告，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与策略。



代表大会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对杜马党团分裂一事的态度问题上展开了特别尖锐的斗争，最后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这个决议的草案是列宁写的。由于列宁和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对调和主义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斗争，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终于退出了八月联盟。列宁认为这是对托洛茨基的联盟的“致命打击”。



在列宁直接参加下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是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代表大会选举了持布尔什维克立场的中央委员会。党的中央机关报《斗争报》也转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拥护者一边。——[301]。



[158]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是由1908年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成立的，是从属于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全党的国外代表机构，由3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任务是与在俄国国内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和在国外工作的中央委员保持经常联系，监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协助小组及代表它们的国外中央局的活动，收纳国外组织上交中央委员会会计处的钱款，并为中央委员会募捐。为了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协助小组联合起来，使其服从全党的统一领导，1908年8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开这些小组的专门代表大会。但是由于孟什维克取消派所控制的国外中央局的阻挠，在1909年整整一年内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未能召集起这个代表大会。1910年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改组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限定它的职能为领导党的一般事务，同时相应地加强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权力。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改由5人组成，其中有各民族组织中央委员会的代表3人，布尔什维克代表1人和孟什维克代表1人。后来取消派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成员中占了多数。他们极力破坏党中央机关的工作，阻挠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布尔什维克代表尼·亚·谢马什柯被迫于1911年5月退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1911年6月在巴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作出了谴责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政治路线的决议，指出国外局走上了反党的、维护派别策略的道路，决定把国外局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交最近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解决。1911年11月，波兰社会民主党从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回了自己的代表，随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也召回了自己的代表。1912年1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自行撤销——[302]。



[159]指尔·马尔托夫的小册子《是拯救者还是破坏者？（谁毁坏了又是怎样毁坏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本小册子由《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于1911年春在巴黎出版。小册子大谈布尔什维克同乌拉尔“尔博夫分子”战斗队以及1907年梯弗利斯剥夺国库事件组织者的组织关系，并且提出一系列无中生有的指责，来证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所谓“涅恰耶夫主义”。小册子还带有明显的政治讹诈性质。



马尔托夫把这本小册子的德译本寄给了卡·考茨基，后者在1911年8月9日给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信里说：“我们象您一样不认为列宁及其追随者是分裂的原因。我们认为，列宁的行动不过是对马尔托夫那本攻击他的令人厌恶的小册子的答复。这本小册子简直毫无意义，如果不是追求强行分裂的目的的话。”这封信的片段曾被格·瓦·普列汉诺夫公布在1911年10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5期上。——[305]。









《列宁全集》第24卷


需要强制性国语吗？

（1914年1月18日〔31日〕）

自由派和反动派不同的地方，在于自由派至少还承认初等学校享有使用母语授课的权利。但是他们在必须有强制性国语这一点上，和反动派是完全一致的。

强制性国语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就是强迫俄国其他各族居民使用仅占俄国居民少数的大俄罗斯人的语言。每个学校都必须教国语课。一切正式公文都必须使用国语，而不是使用当地居民的语言。

那些维护强制性国语的政党是用什么来论证强制性国语的必要性的呢？

黑帮的“论据”当然很简单：所有的异族人必须严加管束，不许“放肆”。俄国不可分割，一切民族都应当服从大俄罗斯人的领导，因为大俄罗斯人据说是俄国大地的建设者和集中者。因此，执政阶级的语言就应当成为强制性国语。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先生们甚至也不反对完全禁止使用占60％的俄国非大俄罗斯居民所使用的“粗野的方言”。

自由派的立论就“文明”和“含蓄”得多了。他们主张在一定范围内（例如初等学校）允许使用母语。但同时他们又坚持强制推行国语。据说，必须这样做，这对“文化”、对“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俄国等等都是有利的。


　　“国家本身就是确认文化的统一……国家文化必定包括国语……统一的政权是国家本身的基础，而国语是政权统一的工具。国语同国家本身的一切其他形式一样，是具有强制力和普遍约束力的……如果俄国注定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那就必须坚持俄罗斯标准语对全国都适用的主张。”





　　这就是自由派关于必须推行国语的典型哲学。上面我们借用的是自由派报纸《日报》[160]第7号上登载的谢·帕特拉什金先生的一篇文章里的话。黑帮的《新时报》为这些思想而赏给（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这些思想的创造者一个热烈的亲吻。缅施科夫的报纸（第13588号）说，帕特拉什金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说出了“完全合理的思想”。黑帮分子还因为这些非常“合理的”思想而经常吹捧民族自由主义的《俄国思想》杂志。既然自由派用“文明的”论据来宣传新时报派如此喜欢的东西，那怎么不吹捧他们呢？

自由派对我们说，俄罗斯语言是伟大而有力的。难道你们不愿意让每个住在俄国任何边疆地区的人都懂这种伟大而有力的语言吗？俄罗斯语言必将丰富异族人的文化，使他们享有伟大的文化宝藏，这一点你们就没有看到吗？如此等等。

我们回答他们说：自由派先生们，这一切都说得对。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语言是伟大而有力的，这一点我们比你们更清楚。所有居住在俄国的被压迫阶级，不分民族，都应当尽可能地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达到兄弟般的统一，我们对这一点的希望比你们更迫切。我们当然赞成每个俄国居民都有机会学习伟大的俄罗斯语言。

我们不赞成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强制的成分。我们不赞成用棍棒把人赶进天堂，因为无论你们说了多少关于“文化”的漂亮话，强制性国语总还是少不了强制和灌输。我们认为，伟大而有力的俄罗斯语言不需要用棍棒强迫任何人学习。我们相信，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整个进程，正在使各民族相互接近。数以万计的人从俄国的这个角落跑到那个角落，居民的民族成分正在混杂糅合起来，隔绝和民族保守状态一定会消失。由于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而需要掌握俄罗斯语言的人，不用棍棒强迫也会学会俄罗斯语言的。而强迫（棍棒）只会引起一种后果：使伟大而有力的俄罗斯语言难以为其他民族集团所接受，主要是会加深敌对情绪，造成无数新的摩擦，增加不和和隔膜等等。

谁需要这些呢？俄国人民、俄国民主派是不需要这些的。俄国人民不赞成任何民族压迫，哪怕它“有利于俄国文化和国家本身”。

因此，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必须取消强制性国语，保证为居民设立用本地语言授课的学校，宪法中还要加一条基本法律条款，宣布任何一个民族不得享有特权，不得侵犯少数民族的权利……





	载于1914年1月18日《无产阶级真理报》第14号（总第3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号第24卷第293—295页

















[160]《日报》（《День》）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12年在彼得堡创刊。孟什维克取消派参加了该报的工作。该报站在自由派和孟什维克立场上批评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地主政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从1917年5月30日起，成为孟什维克的机关报，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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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社会党国际局的报告

（1914年1月18—19日〔1月31日—2月1日〕）

致卡·胡斯曼

根据您的请求，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写了下面一篇简短报告（bref rapport），由于时间仓促，这个报告（rapport）难免出差错，先致歉意。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大概会给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寄去正式报告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86—89页。——编者注］

 ，我个人的报告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就会得到纠正。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之间的分歧（dissenti-ments）是什么呢？问题就在这里。这些分歧可以归纳为如下六点：


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于1898年，它是一个秘密党，并且一直是一个秘密党。现在，我们的党仍然只能作为一个秘密党存在，因为在俄国，连温和自由派的政党也还没有合法化。

但是，在1905年俄国革命前，自由派在国外有过一个秘密的机关刊物[161]。革命失败后，自由派就脱离了革命，并且气愤地否定了关于出版秘密刊物的思想。因此，革命以后，在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一翼中，就产生了背弃秘密党的思想，产生了取消秘密党（这就是“取消派”这个名称的由来）而代之以合法的（“公开的”）党的思想。

我们全党曾在1908年和1910年两次正式地、无保留地谴责过取消主义。这里的意见分歧是绝对不可调和的。不能同那些不相信秘密党并且根本就不想建立秘密党的人一道去恢复和建设秘密党。

组织委员会和选举组织委员会的1912年八月代表会议，口头上承认秘密党。事实上，俄国的取消派报纸（1912—1913年的《光线报》和《新工人报》），在八月代表会议作出决定后，还在合法刊物上继续攻击秘密党的存在（尔·谢·、费·唐·、查苏利奇等人的许多文章）。

由此可见，我们之所以同组织委员会发生分歧，是因为组织委员会是一个空架子，它口头上不承认自己是取消派的组织，行动上却掩盖和粉饰俄国的取消派集团。

组织委员会不想（而且也不可能——因为它没有力量反对取消派集团）坚定不移地谴责取消主义，这是我们发生分歧的原因。

我们不同那些在合法刊物上攻击秘密党的人作斗争，就不能建立秘密党。俄国目前（从1912年起）有两种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工人日报。一种报纸（《真理报》）执行秘密党的决定，并且贯彻落实这些决定。另一种报纸（《光线报》和《新工人报》）攻击和嘲笑秘密党，向工人灌输不需要这样的党的思想。如果取消派集团的这种报纸不根本改变自己的方向，或者组织委员会对这种报纸坚决不予谴责，不同它断绝关系，那么，秘密党同反对它存在的集团之间的统一是不可能的。


二

我们同取消派的意见分歧，也就是任何一个地方的革命者同改良主义者的意见分歧。但是，由于取消派在合法刊物上攻击革命口号，我们的这些意见分歧就变得特别尖锐和不可调和了。例如，对于在合法刊物上声称不宜在向群众鼓动时提出建立共和国或没收地主土地这类口号的集团，我们是不可能和他们统一的。我们不可能在合法刊物上驳斥这种（在客观上）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并向自由主义和君主制让步的宣传。

而对俄国的这种君主制来说，还需要进行一系列革命，才能教育俄国沙皇接受立宪主义。

我们的秘密党在地下组织革命罢工和游行示威，它不可能和那些在合法刊物上称罢工运动为“罢工狂热”的著作家集团统一。


三

民族问题也是我们发生分歧的一个原因。这个问题在俄国十分尖锐。我们党的纲领绝对不承认所谓“超地域的民族自治”。维护这种民族自治，实际上就等于宣扬精致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可是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1912年）公开违反党的纲领，承认这种“超地域的民族自治”。在中央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之间采取中立的普列汉诺夫同志，曾经反对这种违反党的纲领的行为，并且说这种行为是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

组织委员会不愿意收回它的违反我们党的纲领的决定，这是我们发生分歧的原因。


四

其次，表现在组织方面的民族问题也是我们发生分歧的原因。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公开谴责了按民族分开成立工会的做法。奥地利的经验已经证明，按这种办法来区分工会和无产阶级政党是行不通的。

我们党一贯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在1908年分裂前，党曾经又一次提出关于各地各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合并的要求。

我们之所以同支持组织委员会的独立的犹太工人组织崩得发生分歧，是因为崩得违反党的决定，坚决拒绝宣布各地各民族组织实现统一的原则，拒绝在行动上实现这样的联合。

必须着重指出，崩得不仅拒绝同那些属于我们中央委员会领导的各个组织实现这样的联合，而且还拒绝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党（左派）实现联合。因此，对崩得自称为联合者，我们不予承认，并声明：分裂分子恰恰就是崩得，因为它不实现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在各地方组织中的国际主义统一。


五

组织委员会维护取消派和崩得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波兰社会党（左派）的联盟——反对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两个部分，这种做法使我们发生分歧。

波兰社会民主党在1906—1907年间就已经加入了我们的党。

波兰社会党（左派）从来也没有加入过我们的党。

组织委员会同波兰社会党结成联盟来反对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两个部分，进行骇人听闻的分裂活动。

组织委员会和杜马代表中拥护组织委员会的人，不顾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两个部分的正式抗议，把非社会民主党人亚格洛（波兰社会党党员）吸收进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分裂。

组织委员会不愿意谴责并解散这个同波兰社会党（左派）一起进行分裂活动的联盟，因此我们发生了分歧。


六

最后，我们之所以同组织委员会、同许多国外集团和许多空架子组织发生分歧，是因为我们的反对者不愿意公开地、老老实实地、无条件地承认俄国绝大多数的觉悟工人是支持我们党的。

我们认为这一情况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国外有人时常利用一些毫无根据的、没有确凿可靠的材料证实的说法，来散布一些骇人听闻的关于俄国国内情况的谎言。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我们的反对者承认他们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意见分歧（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关于统一的言论是虚伪的）；要么他们看不见这些不可调和的意见分歧（如果是这样，那他们要是不愿意被称为分裂分子，就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拥有绝对的多数）。

有哪些公开的经过核对的事实可以证明俄国真正占多数的有觉悟有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究竟站在哪一边呢？

第一，国家杜马的选举。

第二，整个1912年和几乎整个1913年社会民主党的两种报纸上的材料。

不难理解，两年来在圣彼得堡出版的两个派别的日报提供了有关我们所争论的问题的最重要材料。

第三，有关俄国工人公开声明在社会民主党两个杜马党团中拥护哪一个的材料（登载在两种报纸上）。

所有这三方面的材料，都已经写进了我们中央委员会递交给社会党国际局（在1913年12月14日的常会上）的正式报告。我再简单地提一下这些材料：

第一类材料。在第二届杜马（1907年）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即拥护我们的人）占工人选民团选出的全体代表的47％；在第三届杜马（1907—1912年）中占50％；在第四届杜马中占67％。

第二类材料。从1912年1月1日到1913年10月1日，这21个月中，圣彼得堡的两种工人报纸都公布了各工人团体的捐款帐目，取消派及其所有的同盟者有556个团体；我们党有2181个团体。

第三类材料。有4850个工人签名拥护我们的杜马党团（截至1913年11月20日），有2539个工人拥护取消派（及其所有的同盟者崩得、高加索派等等）。

这些确凿可靠的材料证明，尽管俄国秘密党遇到了前所未见的困难，我们在两年之内仍然联合了俄国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团体。

（在出版秘密书刊和组织秘密的严格的党代表会议方面，我们的优势更大。）

我们在两年内联合了俄国大多数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团体，因此我们要求承认我们的组织方法。我们是不能放弃这种方法的。

谁要是承认秘密党但又不愿意承认我们两年来的经验所证实的和体现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的组织方法，我们就要谴责他进行分裂活动。

这就是我的简短的报告。

致社会民主主义的敬礼！






	　　　　　　尼·列宁1914年1月31日—2月1日

于布鲁塞尔

载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3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296—303页

















[161]指《解放》杂志。



《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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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对工人的腐蚀

（1914年1月31日〔2月13日〕）

抵制的论调，或者更确切些说，尖刻的激进空谈，正在逐渐成　　为取消派文章中唯一的内容，这往往使读者不去注意取消派的原则性说教。自由派的工人政治家们所需要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想在响亮的、热闹的、嘈杂的、泛泛的激进空谈声中，叫人不知不觉地接受反对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资产阶级庸俗观点。

但是，工人组织的破坏者进行“政治运动”游戏的喧嚣声，是欺骗不了觉悟工人的。觉悟工人认为，每一种机关刊物的原则性是最最重要的东西。这些人在“反对派”的种种举动和喧嚣声的掩盖下，打着维护工人利益的幌子，真正教给工人的是什么呢？这对于一个有头脑的工人来说，就是最主要最根本的，说实话，也是唯一实质性的问题，因为一个有头脑的工人知道，最危险的，就是那些充当谋士的工人的自由派朋友，他们出来捍卫工人的利益，实际上却在破坏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和无产阶级的组织。

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要擦亮工人的眼睛，使他们看到取消派是怎样破坏无产阶级的组织的。现在，请大家来看看取消派机关刊物新年发表的纲领性社论。社论告诉我们说：


　　“工人阶级正在走向公开活动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很强大、很广泛，以至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能将它置于毫无权利的地位，都不能剥夺它执行正常的政治领导职能的机会。”



　　多么动听的“正常的”自由派空谈！没有一个懂道理的自由派会拒绝举双手拥护这种绝妙的提法。取消派的报纸正在以这种提法作掩护“走向”并竭力破坏无产阶级近2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团结事业方面辛辛苦苦获得的一切成果。下面就更露骨了：


　　“走向公开活动的政党的道路，同时也就是走向党的统一的道路。”



　　早在1908年和1910年，我们就千百次非常正式非常郑重地声明，说这类言论是背弃过去和取消过去的言论。但是取消派先生们却若无其事地继续唱高调，想用叫喊“统一”来欺骗一些极无知的人。叫喊“公开的党”而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过去的人，居然也来讲“统一”！……这简直是对觉悟工人的嘲弄。甚至这也是对1912年“八月”代表会议的嘲弄，因为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少数天真的人相信取消派已经背弃公开的党这个可耻的自由派口号。

然而，问题的实质就在于费·唐·先生、伽马先生、尔·马·先生、艾姆－艾尔先生、拉基京先生等等一伙自由派下流文人正在进行他们的自由派斗争，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有意无视1908年和1910年的决议，竭力欺骗不觉悟的工人。据说，还有一些无知的人居然相信关于“公开的党”的诺言，不懂得这不过是变相的自由派的斗争，是为了反对真正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存在！只要还有无知的人，一小撮主张取消过去的自由派下流文人就会干他们的肮脏勾当，尽管人们多少次反复告诫说同这些破坏和瓦解组织的人“统一”是荒唐的，是骗人的。

取消派报纸的新年“社论”绝对不是孤立的。它得到所有取消派的支持。例如，П．卡尔波夫先生在《新工人报》第5号（总第123号）上说：


　　“克服〈组织工人代表大会所遇到的一切障碍〉不是别的，正是争取结社自由，即争取工人运动合法化的最实际的斗争，而工人运动同争取社会民主工党公开存在的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没有一个自由派，甚至没有一个十月党人对争取工人运动合法化的斗争会不表示同情！没有一个自由派会表示反对“公开的党”的主张，他们甚至支持那些宣传这种主张的人，把他们当作自己愚弄工人的最好帮手。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要不厌其烦地向觉悟工人反复说明：宣传公开的工人政党，是腐蚀工人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自由派空谈。不同那些竭尽全力来破坏马克思主义机体（近两年来的高潮将富有生命力的新的健康养分注入了这个机体）的人作坚决无情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组织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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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4卷


给编辑部的信

（1914年1月31日〔2月13日〕）

亚·波格丹诺夫在他发表在《新工人报》第16号上的一封信中，隐瞒了他同《真理报》发生分歧的主要原因。

这个原因是：亚·波格丹诺夫多年来早就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维护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

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早在若干年前就认为反对波格丹诺夫是责无旁贷的。因此，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孟什维克，同波格丹诺夫进行了笔战。最后，也由于这个原因，波格丹诺夫甚至同所谓“前进”集团决裂。[162]

的确，从波格丹诺夫一开始为《真理报》撰稿，我们就怀疑他是否能有所收敛，不在工人报纸上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遗憾的是，亚·波格丹诺夫很快就证实了我们担心得对。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几篇内容不痛不痒的通俗文章，然后很快就给编辑部寄来一篇题为《意识形态》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用最“通俗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发起了攻击。编辑部拒绝刊登这篇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因此冲突就发生了。

我们奉劝亚·波格丹诺夫，最好不要抱怨“徇私情”之风，而把上述题为《意识形态》的文章登出来（取消派报纸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当然是不会不优待的）。这样，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可以看清楚，我们同波格丹诺夫的真正分歧究竟在哪里，而他在自己的长信中却只字未提这个分歧。

我们认为，工人创办了自己的报纸，目的是捍卫马克思主义，而不能让报纸按照资产阶级“学者”的意思来歪曲马克思主义。

我们也十分高兴，亚·波格丹诺夫又提出他夏天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关于“前进”集团的文章的问题。既然这是亚·波格丹诺夫的要求，那他就会得到《启蒙》杂志的最详尽的解释，就会清楚这篇文章撒了多少谎，这个冒险集团给俄国工人运动带来多么大的危害[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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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亚·亚·波格丹诺夫于1911年初退出了“前进”集团。该集团成员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在1911年《现代世界》杂志第7期发表了关于波格丹诺夫的一本小册子《当代的文化任务》的书评，谴责了他的马赫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化”理论。——[324]。



[163]列宁在这里指的是他打算为《启蒙》杂志写的《关于“前进派分子”和“前进”集团》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68—375页）。该文发表于1914年6月《启蒙》杂志第6期。——[325]。









《列宁全集》第24卷


谈谈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任务问题

（1914年1月）

（奔萨省地方自治机关编。奔萨省估价统计调查总结。第3卷，地产调查。第2分卷，农户的按户调查。第1部，关于各村的参考资料和根据全面的按户调查编制的村社调查表。第3分册，克拉斯诺斯洛博茨克县。1913年奔萨版，定价1卢布，序言10页，正文191页。）

奔萨省地方自治机关根据非常完整非常详细的提纲，进行了估价统计调查，任何一个研究俄国经济制度的人对这个提纲都会感到极大的兴趣。

首先根据简化农户卡对所有农户进行全面的按户调查。然后根据比较完整的简单农户卡，每3户抽查1户；根据更完整的所谓详细农户卡，每9户登记1户；根据更加完整的专门农户卡，每27户登记1户；最后，每个县抽查25户（约占农户总数的千分之一），进行最详细的收支登记。

总共是五类详细程度不等的调查，而较完整的调查提纲必然包括较简单的调查提纲所涉及的一切问题。作者们在序言中对这五类登记表的每一类应有的详细程度作了如下规定：


　　“收支表应包括农户的全部生产和消费项目。专门登记表应按农户弄清销售和购买农产品的情况、畜牧业的交易额（填在专门的表格内）以及详细农户卡中所包括的所有问题。

详细农户卡应列出农户的全部地产、农场和各成员从事的副业，登记家庭成员的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耕畜、农具和房屋的价值；计算农场和副业的收入，农作物产量和雇用劳动力的费用。

简单农户卡只填写家庭成员的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等内容，列出地产、农场、副业、耕畜和农具。

简化农户卡登记家庭的男女成员人数、男劳动力人数、地产、家庭的农场（不包括租来的）、主要牲畜、男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和手工业副业以及男女学生人数。”





　　可惜书中没有附上囊括全部问题的所有五种登记表，只附有一种最简单的（“简化的”）农户卡。这种农户卡提供的登记农户的资料，其详细程度（几乎）也不亚于欧洲式的农业调查卡。如果奔萨省统计人员按上述提纲对全省进行调查，那么所收集的资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将是近乎理想的。假定全省有27万个农户（实际上可能更多），那我们就可以得到9万份关于租佃、全部耕畜和农具的登记表；3万份关于收成（每一个农户的）、雇用劳动力的费用、农具和房屋价值的登记表；1万份关于农产品销售和购买以及“畜牧业交易额”（也就是说，大概是关于牲畜的饲养和饲料条件，畜产品产量等等准确情况）的登记表；最后，还有250份农户收支表，如果这些农户划分成10大典型类别，那么这些收支表就提供了每一类的详尽的登记表，每一大类都有25份收支表，也就是说，要取得可靠的平均数字，这些资料已足够了。

一句话，如果这个提纲能实现，那么对奔萨省农民经济的研究可以说是做得很好了——要比靠西欧式的调查来进行研究不知强多少（诚然，西欧调查不是以一个省，而是以整个一个国家为对象的）。

全部问题就在于对这些很好的资料进行加工整理。这是一个主要困难。我们的地方自治机关统计工作是很周密详细的，但它的毛病也就出在这里。30万农户中每一户（或9万户中每一户，3万户中每一户，1万户中每一户）的资料可能是非常完备的，但是，如果这些资料的加工整理不能令人满意，那它们对于科学研究，对于了解俄国经济几乎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按村社、乡、县和省得出的一般平均数字很少说明问题。

目前在俄国，半中世纪农业（宗法制的和农奴制的）正在经历资本主义改造过程。这个过程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以上。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俄国经济著作收集了分别说明这一过程的各种特点的大量资料。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地方自治机关周密详细地收集并经过核对的大量很好的统计资料进行必要的加工整理。应当对这些资料进行加工整理，以便从中得出准确、客观和有大量资料为依据的答案，来回答这半个世纪以来分析俄国改革后经济所提出或拟定的所有问题（而目前的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令又提出大量关于俄国革命后经济的极重要的问题）。

应当对统计资料进行加工整理，以便有可能根据这些资料对旧的农奴制的、徭役制的、工役制的自然经济的破坏过程，以及对这种经济被商业性的资本主义农业所代替的过程进行研究。在俄国，任何一个有学识的（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人现在都不会怀疑这个过程正在进行。全部问题在于如何加工整理这些很好的按户调查资料，使它们不致毫无用处，而且能够根据这些资料对这个极为复杂多样的过程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

要符合这些条件，在加工整理按户调查资料的时候，就应当尽可能多地、尽可能合理而详细地编制分类表和复合表，以便对实际生活中刚出现的或正在出现的（这是同样重要的）一切类别的农户分别进行研究。如果没有全面的、合理地编制的分类表和复合表，极为丰富的按户调查资料简直毫无用处。这就是现代统计工作的最大危险。我觉得，统计工作最近一段时间患了某种愈来愈严重的“统计痴呆症”，总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一大堆数字不见各种现象的经济类型。而这些经济类型只有通过全面地、合理地编制好分类表和复合表，才能显现出来。

合理地编制这些表格的首要条件，是要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切枝节和一切形式进行仔细研究。资料加工整理要把保存得最完好的自然经济类型划分出来，要把自然经济被商业性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所代替的各种不同程度（商业性农业在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形式，并先后吸引各农业部门为市场生产）划分出来，只有这样才算是合理的。应当把农户由完全的自然农业向出卖劳动力（靠出卖劳动力的所谓“手工业”）和购买劳动力过渡的各种不同的类型特别详细地划分出来。应当按富裕程度（按资本积累的程度以及资本形成和积累的可能），按整个农业生产的规模，还要按那些在当时当地最容易转变为商业性农业或商业性畜牧业等等的农业生产部门的规模，把不同类型的农业特别详细地划分出来。

在现代农业经济的研究工作中，全部问题的关键正在于自然经济向商业性经济的这种转变。官方的、自由派教授的、庸俗民粹主义的和机会主义的“理论”之所以产生无数错误和偏见，就是由于不理解这种变化或者不善于深入研究这种变化的极其多种多样的形式。

根据上面提到的这本汇编来看，奔萨省的统计人员不是一些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工作的人，他们真正关心并能进行极有价值的科学调查。但是他们进行的工作仍旧使人产生统计陈规甚多的印象，或者说，有“统计迷”的毛病，并且缺乏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常识与见解。

上述汇编首先包括关于各村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所占的篇幅不到全书的1/10。其余9/10全是各村社的表格。每一个村庄的每一个村社的每一类农民（按土地的多少划分）都占一个单独的横格（全县总共有1009个横格），每一个横格包括139栏。这些资料异乎寻常地详细，其中的9/10也许连当地求知欲最强的居民也永远不需要。

我们看到，第119—139这21栏提供了县内1000组农户的每一组的相对数字即百分比，这种异乎寻常的详细已经有些接近统计狂了！！！统计人员对一个县作了成千上万次的计算，就是当地居民也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用得着这些数字。统计人员进行了约15000—20000次的计算，其中大概只有一二十个数字才是当地居民需要的，而且万一有这种需要，他们自己也能作出他们需要的计算。

统计人员白白浪费了大量劳动，也就是减少了他们（在目前的人力和财力即地方自治机关用于统计工作的开支很少的情况下！）可以用于研究工作的劳动量。上述汇编列出了数千项任何人都不需要的“华而不实的”统计数字，却没有提供一项总计。一切总计都推到出版其他分册的时候再作。可是第一，我们不相信一定会出版其他分册，就连完全受警察专横的摆布的俄国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人员也不相信这一点。第二，如果不试编各县的各种分类表和复合表，那就永远都编不出一套在科学性上完全令人满意的各省的分类表、复合表和汇总表。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可悲的事实：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汇编花费了无数的劳动，收集了大量极其丰富的、有价值的、新的（实行11月9日法令的结果！）资料，然而没有加以总结、综合、分类和组合，因此这个汇编的科学价值微乎其微，几乎等于零。

我们要指出，为了利用地方自治机关极其丰富的统计资料，至少有几种分类是能够而且应当进行的。最好是按情况把县和省划分为若干区，例如：按最普遍的各种商业性农业（用粮食和马铃薯加工的酿酒业，乳制品销售业，榨油业，特种商业性作物等等）；按非农业性的副业和出外做零工；按地主经济的条件（近处有地主庄园或没有地主庄园；农奴制、工役制、徭役制、对分制、劳役制等等经济占优势，还是资本主义的、雇佣的、地主的经济占优势）；其次，按商业发达程度和一般资本主义周转的发达程度（这是极重要的划分，必须从政治经济学的起码常识的角度来进行，虽然一般不这样做，但是很容易办到：按离开铁路、市场、商业中心等等的距离来划分村庄）；按村庄的大小（克拉斯诺斯洛博茨克县的278个村庄中将近有3万个农户，而其中19个最大的村庄共有9000多个农户——条件想必是最好的）。

最好而且必须按下列情况来划分农户，即不仅按土地占有情况，而且按播种面积大小（编者在序言中说，奔萨省的农户“主要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而不是在租来的土地上”耕作。但这种说法太笼统了，而租佃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必须加以详细研究）；然后按商业性作物播种面积的大小（只要有这些作物并且能将这些作物单独分开的地区，就要进行这种分类）；其次按“各种手工业”（不是用通常流行的那种粗糙的办法，只划分出“有手工业工人的农户”和没有手工业工人的农户，这种做法简直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嘲弄，一定要注意人在手工业中所处的地位：划分出有大量、中等数量和少量劳动力外出当雇佣工人的各类农户，和雇用大量、中等数量和少量工人等等的拥有大小作坊的各类农户）；按牲畜占有的情况（在汇编中有一部分已经这样划分了）等等。

我们假定有10种复合表，这些复合表按资本主义向农业渗透的不同特征把农户划分为10类（仍旧是大致的数目），这样就可以提供8000个新的数字（假定有80栏），它们所占的篇幅要比任何人都不需要的2万个关于各村社的百分比的数字少得多。

这种多样化的、因而也注意到农业和农民依附于市场的许多不同形式的复合表所具有的科学价值将是极其重大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将给农业经济科学带来根本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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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1913年圣彼得堡全俄卫生展览会陈列的有关劳动保护的展品》

1913年圣彼得堡版，共78页，价格未标

（1914年1月）

这本书非常有用，它对全俄卫生展览会上陈列的关于劳动保护问题的资料作了扼要的综述。这本书提供了涉及工人生活的一系列问题的大量宝贵统计资料，如某些工业部门的工人数目，女工与童工，工作日与工资，卫生条件与劳动保护，工人的发病率与死亡率，酗酒，工人保险以及其他等等。

这本书中附有很好的关于劳动保护问题的书目索引。

这本书的缺点是在许多地方都没有绝对数字（只有相对数字），并且缺少一个便于按不同问题迅速查阅有关资料的总的主题索引。

希望再版时能纠正这些缺点。一切对工人问题感兴趣的人，一切工会、保险团体和其他工人团体，无疑都要使用这本书。这本书再版时想必会成为而且应当成为一本关于俄国的劳动状况和劳动保护问题的系统的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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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派领袖谈取消派的“统一”条件

（1914年2月4日〔17日〕）

任何一种运动的所有危机和转折点，往往特别值得重视（而且对于运动的参加者来说是特别有益的），因为运动的基本倾向、基本规律鲜明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社会党国际局关于安排俄国工人运动的各个派别“交换意见”的决定，也标志着运动的某种危机或转折点。当着有权威的国际集体领导机构的面，按照社会党国际局决议的说法，“忠实地”，即诚恳地“交换意见”，无疑是一桩有益的事情。这将使所有的人更清楚更深入地去观察俄国工人运动的进程。

应当非常非常感谢取消派的著名领袖费·唐·先生，他竟亲自在《新工人报》第108号上对他的“联合”观作了特别有价值的说明，这个说明只蒙了一层客套和遮羞的面纱。谨向费·唐·先生致最高的敬礼！同论敌本人交谈，毕竟要比同糊涂的或无能的中间人等交谈痛快得多！

费·唐·先生以十分可嘉的率直态度，说明了和对比了对待联合的两种观点：一种是他反对的“极端错误的”观点；另一种是他赞赏的并且正在贯彻的观点。

费·唐·先生自己是这样说明第一种观点的：


　　“可以这样断定，俄国社会民主党各派别的意见分歧是微不足道的。正是由于意见分歧微不足道，我们必须在国际的帮助下想出一种联合的组织形式——联邦制也好，对一切多数派的权利能力作某种规定和限制也好。只要找到一种可以接受的表面的‘统一’形式，微不足道的意见分歧就会自行‘消除’——习惯成自然！”



　　费·唐·先生说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却不说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的名字（托洛茨基、考茨基以及所有的“调和派”）。也许是客套和遮羞的面纱妨碍费·唐·先生说出众所周知的有这种“极端错误”思想的人的名字！但是，隐瞒真相事实上只对工人阶级的敌人有利！总之，调和派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为什么呢？

费·唐·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三次用面纱遮掩他害羞的面孔。他说：“无论意见分歧是大是小”，这都会“使人发火”，“导致涣散”！！

这句用黑体和着重点标出的话，充分暴露了费·唐·先生的面目。口袋里藏不住锥子，更不必说用“面纱”了。

费·唐·先生，您既然说得这样露骨，那您的小小遁词就是无用的，也是可笑的。二者必居其一，我们的意见分歧是微不足道的或者不是微不足道的？你直说了吧。这里来不得折中，因为问题就在于有可能实现统一（是的，如果意见分歧微不足道或者很小，是有可能的），还是没有可能实现统一（是的，如果意见分歧不是“微不足道”，就没有可能）。

费·唐·先生斥责了意见分歧是“微不足道”的观点，从而也就承认了意见分歧很大。但是，他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七人团”会说什么呢？托洛茨基、崩得分子、阿恩和所有调和派会说什么呢？）。他竭力把自己的答案偷偷塞进了对于第二种统一观点的又臭又长的议论之中。

然而，从这些冗长的议论中，还是不难抓住问题的简单的本质：


　　“这个纲领〈即费·唐·先生所中意的和能接受的纲领〉应当保证非列宁派有充分机会在统一的社会民中党的范围内，为社会民主党的公开存在而进宣传和斗争。”



　　够了！费·唐·先生，完全够了！这就是问题的本质，不是空话，不是夸夸其谈。保证取消派有充分的机会进行反对地下组织的斗争，这就是费·唐·先生的“纲领”的要害，因为谁都很清楚，取消派想把“为公开存在而进行斗争”当作遮羞布，来掩饰所有工人早就知道的反对“地下组织”的斗争。

这就是问题的本质，而所有这些托洛茨基分子、阿恩分子、崩得分子、调和派分子、“七人团分子”等，都是好人，但在政治上都不起作用。问题的本质在于费·唐·先生的集团，在于“原来的”取消派集团。

马克思主义组织和这个集团之间的意见分歧是绝对不可调和的，因为不仅同否定“地下组织”的人谈不上达成协议，而且同怀疑这一点的人也谈不上达成协议（更不用说统一了）。工人老早就弄清了取消派先生们的这种本质，因此在工人运动的一切活动场所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有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组织斥责过取消派（1908—1909年）。这个时期早已过去了。有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组织宣布原谅一切愿意放弃取消主义的人并且同他们言归于好（1910—1911年）。这个时期早已过去了。有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组织动员自己的组织反对取消派（1912—1913年）。这个时期也过去了。一个新的时期到来了，马克思主义组织已争取到反对一切取消派以及他们的同盟者的绝大多数觉悟工人。

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占工人选民团的47％，在第三届杜马的选举中增加到50％，在第四届杜马（1912年秋）的选举中增加到67％。1912年1月1日至1913年10月1日，这21个月中，党团结了2000个工人团体，而取消派及其所有的同盟者只团结了500个工人团体。费·唐·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不仅不想驳斥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通过拉基京先生之口，亲自承认工人群众是拥护布尔什维克的。

显然，那些向马克思主义组织提出“纲领”，给取消派“充分机会”来取消马克思主义组织的人，那些“为了统一”而不愿意承认和尊重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意愿的人，不过是在嘲弄“统一”罢了！

你们要统一吗？那你们就必须答应无条件地背弃取消主义，背弃“为公开存在而进行斗争”，老老实实地服从多数。你们不要统一吗？那就随你们的便吧，但是，假如几个月以后你们完全失去工人，成了不是“靠拢党的”知识分子，而是“靠拢立宪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到那时你们可不要哭哭啼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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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奥地利和俄国的民族纲领的历史

（1914年2月5日〔18日〕）

1899年布隆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纲领。有一种非常流行的错误意见，认为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恰恰相反，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民族文化自治”遭到 一致否决
 。

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人曾向布隆代表大会提出如下民族文化自治纲领（见德文正式记录第ⅩⅤ页）：


　　（纲领第2条）“居住在奥地利的每一个民族，不论其成员所居住的地域
 ，组成一个自治团体，完全独立地管理本民族的（语言的和文化的）一切事务。”



　　我们用黑体标出的这句话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民族文化自治”（又称超地域自治）的 本质
 ：各人自己登记加入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应该把在教育事业等方面以民族划线的做法固定下来。克里斯坦和权威人士埃伦博根在代表大会上维护这个纲领。但是这个纲领后来被撤销了。没有一个人投票赞成这个纲领。党的领袖维克多·阿德勒说：“……我怀疑是否有人在目前认为这个计划是切实可行的。”（会议记录第82页）

根据一些原则性的反对意见，普罗伊斯勒作出这样的结论：“克里斯坦和埃伦博根两同志的建议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沙文主义永世长存，并被搬进每一个最小的团体，每一个最小的小组。”（同上，第92页）

在布隆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有关这个问题的第3条说：


　　“同一民族所居住的各自治区域共同组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完全按自治原则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



　　这是一个地域主义的纲领，因此它直接排斥例如犹太民族文化自治。“民族文化自治”的主要理论家奥托·鲍威尔，曾经在他的书中（1907年）用专门一章来论证犹太人要求“民族文化自治”是行不通的。实质上，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联盟也包括任何民族区域（县、乡、村等）联盟的充分自由的；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决不能同意用国家法律来巩固一国之内的统一的民族联盟。

在俄国，恰恰是犹太人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还有崩得，它实际上是这些政党的应声虫）通过了被奥地利所有的理论家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否决了的那个“超地域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

只要查阅一下《民族运动的形式》（1910年圣彼得堡版）这本有名的书和1913年《启蒙》杂志第3期[164]，就很容易核实这件事，但是崩得分子常常要否认这个事实，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较为落后、较为小资产阶级的俄国社会结构已使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深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感染。

崩得的民族主义动摇性，早在第二次（1903年）代表大会上就遭到了正式的不容争辩的斥责，代表大会直接否决了崩得分子戈尔德布拉特提出的关于“建立保障民族发展自由的机构”（“民族文化自治”的化名）的修正案。

高加索的孟什维克由于受到整个反革命民族主义气氛的影响，在1912年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上（在这以前的10年中，他们曾和崩得作过坚决斗争）滚到了民族主义方面，当时斥责他们的决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也坚决斥责过他们，指出他们的决定是“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


　　普列汉诺夫写道：“高加索的同志们只谈文化自治，而不提政治自治，这只能证明他们愚蠢地服从崩得领导权的事实。”



　　除了犹太人的资产阶级政党、崩得和取消派以外，只有左派民粹派的一些小资产阶级民族政党的代表会议通过了“民族文化自治”。但是就在这个代表会议上，也只有4个政党（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白俄罗斯格罗马达、达什纳克楚纯和格鲁吉亚社会联邦派[165]）通过了这个纲领，而两个最大的政党，俄国左派民粹派和波兰“弗腊克派”（波兰社会党）都弃权！俄国的左派民粹派特别反对著名的崩得计划中强制性的国家法律上的各民族联盟。

从这个简短的历史考证中，对1913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无论是二月会议或者是夏季会议之所以坚决斥责“民族文化自治”这种小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的思想，也就可以理解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263、267—269页及本卷第61页。——编者注］

 。





	载于1914年2月5日《真理之路报》第1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313—315页

















[164]指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见注135。——[340]。



[165]白俄罗斯格罗马达（白俄罗斯社会主义格罗马达）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1902年成立（当时称白俄罗斯革命格罗马达），1903年12月在维尔诺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最终形成。该党借用波兰社会党的纲领作为自己的纲领，要求白俄罗斯边疆区实行自治并在维尔诺设立地方议会，把地主、皇族和寺院的土地转归地方公有，允许西北边疆地区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白俄罗斯格罗马达的多数成员代表白俄罗斯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也有一些成员代表劳动农民的利益。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时期，白俄罗斯格罗马达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策略。随着这次革命的失败，该党滑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1907年初，该党正式宣布解散，它的成员们开始进行合法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活动，出版了合法报纸《我们的田地报》（1906—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留在德军占领区的格罗马达分子鼓吹在德国的保护下“复兴”白俄罗斯。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白俄罗斯格罗马达恢复组织，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策。1917年7月，该党右翼领袖参加了白俄罗斯拉达。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白俄罗斯格罗马达分裂，它的一部分成员进行反革命活动，一部分成员转向苏维埃政权方面。



达什纳克楚纯是亚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1890年在梯弗利斯成立。党员中，除资产阶级外，民族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占重要地位，此外，还有受骗的农民和工人。在1905—1907年革命时期，该党同社会革命党接近。1907年，该党正式通过了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纲领，并加入了第二国际。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他们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木沙瓦特党人结成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联盟，组织了外高加索议会。1918－1920年间，该党曾领导亚美尼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1920年11月，亚美尼亚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和红军的支持下，推翻了达什纳克党人的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1年2月，达什纳克楚纯发动叛乱，被粉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该党在外高加索的组织陆续被清除。　　格鲁吉亚社会联邦派是格鲁吉业社会联邦革命党的成员。格鲁吉亚社会联邦革命党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于1904年4月建立。该党要求在俄国资产阶级地主国家范围内实行格鲁吉亚的民族自治。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年代里，该党成了革命的公开敌人。它同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共同行动，企图破坏外高加索各族劳动人民反对沙皇制度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社会联邦党人同格鲁吉亚孟什维克、达什纳克党人和木沙瓦特党人组成反革命联盟。这个反革命联盟先后得到德、土武装干涉者和英、法武装干涉者的支持。——[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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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爵位的自由派地主论“地方自治的新俄国”

（1914年2月5日〔18日〕）

目前自由派空谈甚嚣尘上，我们因此常常忘记了自由派政党真正的“主人们”的真正阶级立场。叶夫根尼·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在《俄国思想》杂志第12期上绝妙地暴露了这种立场，清楚地表明目前我国的自由派地主特鲁别茨科伊之流和右翼地主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已经多么接近。

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就是这样的最重大问题之一。有爵位的自由派地主对这一政策的见解如下：


　　“从斯托雷平当大臣开始，政府为农村操办的一切事情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害怕在1905年造成巨大灾难的普加乔夫暴动；一是想培养新型农民（这种农民很富足，因而很珍视私有财产，不会接受革命宣传）来对付普加乔夫暴动……”



　　单是“普加乔夫暴动”[166]一语，就表明我们这位自由派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完全情投意合。所不同的只有一点：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说这句话时，咬牙切齿并且带有威胁口吻；而特鲁别茨科伊之流说这句话时却象马尼洛夫那样令人肉麻，空谈文化，高喊“新的农民社会”、“农村民主化”，虚伪得令人作呕，谈神圣的东西则使人感动。由于实行新的土地政策，农民资产阶级的成长比以往要快得多。这是无可争辩的。在俄国无论实行何种政治制度和何种土地制度，农民资产阶级不可能不成长，因为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已经完全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周转之中。这位自由派公爵常常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无比自信又无比愚昧，其实他只要在这方面有一点点起码的常识，就会明白上述情况。但是这位公爵竭尽全力抹杀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任何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会怎么样；有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阶级无限权力的统治又会怎么样。公爵为合作社和播种牧草的成功，为“物质福利的提高”而高兴得不知所措，但是对生活费用的昂贵、大批农民破产、极端贫困和忍饥挨饿以及工役制等等却只字未提。“农民正在资产阶级化”，公爵看到这一点并且为此欣喜若狂，可是在保存农奴制的盘剥关系的条件下，农民正在变成雇佣工人，这一点我们这位自由派地主就不愿意看到了。


　　公爵写道：“知识分子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第一次接触早在1905年就有了，但是当时的接触完全是另一种性质，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当时联合起来，只是为了共同破坏生活中的旧形式，因此联合是表面的。知识分子蛊惑家不是把自己的独立见解灌输到农民的意识中和农民的生活中，而是顺着人民群众的本能，讨好他们，使自己的党的纲领和策略迁就他们。”



　　多熟悉的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言论！举个小小的例子：在特鲁别茨科伊老爷们的2000俄亩土地上建立80个农民的独立农庄[167]（每个独立农庄占地25俄亩），这就算“破坏”；而在破了产的村社农民的土地上建立10—20个这样的独立农庄，这就算“建设”。是不是这样呢，公爵阁下？您是否想到，在前一种情况下俄国将是一个真正“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在几十年的长时期内仍将是一个普利什凯维奇统治的国家？可是，这位自由派公爵却避而不谈这些不愉快的问题，他硬要读者相信，大土地占有者正在出卖土地，他们“很快很快”就会完全消失。


　　“如果政府采取的措施不太促进未来革命的发展，那么，当革命到来时，‘强制转让’的问题就根本不成其为问题了，因为到那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好转让了。”



　　根据内务部最近的统计[168]，在1905年，3万个地主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而1000万个农民也只有这么多土地。但是，这与自由派公爵毫不相干！他要读者相信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很“快”就要消失，是由于要维护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他只能这样做。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有一点：
　　“农村中关心私有财产的人多，不仅能够对付普加乔夫式的宣传，而且能够对付任何社会主义的宣传。”



　　我们感谢他的这种坦率精神！
　　这位自由派公爵问道：“其结果将是怎样呢？是政府靠〈进入合作社等的〉知识分子的帮助把农民改造成心地善良的小地主呢，还是相反，是知识分子靠政府贷款来教育农民呢？”



　　公爵期望的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这只不过是一句口是心非的假话。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他是一心主张把农民改造成“心地善良的小地主”的，他要人相信：“知识分子将是基础”，社会主义者“煽动性的土地纲领”（照这位大人看来，这个纲领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根本矛盾的。读者，请不要发笑！）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一个地主有这样一些见解不足为奇。无神论盛行使他感到恼怒并且说了一些祷告上帝的话也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在俄国竟然还有这样一些蠢人，他们不懂得，只要这些地主和这些政治家在给整个自由派政党（包括立宪民主党）定调子，那么指望在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参加下”真正捍卫人民的利益就是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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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普加乔夫暴动即1773—1774年顿河哥萨克叶·伊·普加乔夫领导的俄国农民战争，这里用作农民起义的代称。——[342]。



[167]独立农庄原指开垦土地时建立的独户农业居民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后来通常指拥有农业建筑物和供个人使用的地段的独立庄园。在俄国，独立农庄最早于18世纪前半期出现在顿河军屯区，农庄主是富裕的哥萨克。到19世纪，独立农庄在波兰王国地区、波罗的海沿岸以及西部各省得到了发展。1906年以后，随着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实行，独立农庄的数量增加较快。到1910年，独立农庄与独立田庄在欧俄农户中所占比重为10．5％。十月革命后，在农业全盘集体化的过程中，多数独立农庄被取消，某些地区保存到1940年。——[343]。



[168]指《1905年度土地占有情况统计。欧俄50省资料汇编》一书。该书由沙皇政府内务部中央统计委员会于1907年在圣彼得堡出版。——[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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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和雇佣工人阶级

（1914年2月18日〔3月3日〕）

民粹派以纪念自由主义民粹派作家米海洛夫斯基逝世10周年为借口，使原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同民粹派斗争的意义的争论重新爆发。这场争论的意义不小：第一，这场争论有历史意义，因为这里谈的是关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问题；第二，这场争论有理论意义，因为这场争论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第三，这场争论有实践意义，因为彼得堡左派民粹派的报纸企图把工人吸引到他们方面去。民粹派拉基特尼科夫先生写道：


　　“当然，现在谁也不会提出60年代和70年代那样的问题，说俄国可能绕过资本主义阶段〈即梯级，时期〉。俄国已经处在这个阶段。”



　　这个左派民粹派的值得注意的声明，一下子就使我们了解到问题的“实质”。“俄国可能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的说法，真的只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才有的吗？不，完全不是这样。80年代和90年代，民粹派，特别是《俄国财富》杂志（即米海洛夫斯基集团的）的那些作家也都谈过这一点。只要提一提例如尼古拉·—逊先生的名字就足以证明了。那么拉基特尼科夫先生为什么向读者隐瞒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这种情况呢？难道这不正是为了掩饰民粹派的错误，使民粹派的错误思想易于在工人中间传播吗？这种手法是十分拙劣的，使用这种手法的人所干的事情也是拙劣的。

米海洛夫斯基及其集团关于“俄国可能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一直保持到上个世纪90年代，这种理论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这种理论是小市民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他们不是从雇佣工人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寻求摆脱资本主义的出路，而是通过向“全体人民”，向“社会”，也就是向资产阶级本身呼吁，去寻求摆脱资本主义的出路。

在工人运动产生前，风行于世界各国的这些“社会主义”的学说，事实上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理论家摆脱阶级斗争、逃避阶级斗争的一种幻想。在世界各国，如同在俄国一样，自觉的工人运动不得不同这种符合于小业主的地位和观点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进行顽强的斗争。

不驳倒善良小业主的这种关于可能“绕过”资本主义的理论，工人运动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和发展。拉基特尼科夫先生掩盖了米海洛夫斯基集团的根本错误，从而搞乱了阶级斗争的理论。然而，正是这种理论才给工人指明如何摆脱自身处境的出路，指明工人自己能够而且应当争取自身的解放。

拉基特尼科夫先生写道：“俄国已经处在资本主义阶段。”

这个出色的招供等于承认米海洛夫斯基及其集团的根本性的错误。

不仅如此，它也等于完全背弃民粹主义。

同意这个招供的左派民粹派，已经不是作为民粹派，而是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为拥护小资产阶级背离社会主义的人来和马克思主义者作斗争了。

确实，如果说“俄国已经处在资本主义阶段”，这就意味着，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说，在俄国，象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小业主（包括农民）就是小资产者。这就是说，在俄国，象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只有雇佣工人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

左派民粹派（更不用提他们在《俄国财富》杂志中的那些朋友了）的纲领，直到现在还不敢承认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拉基特尼科夫先生向马克思主义者交出民粹派的纲领，以此来为民粹主义作辩护！这种辩护是站不住脚的。

拉基特尼科夫先生不是用民粹派的观点而是用机会主义者的观点来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争论的，他说：


　　“支持农民经济决不等于自不量力地阻挡不可逆转的经济发展。西方愈来愈多的社会主义者正是持这样的观点。”



　　我们用黑体标出的这句话，使这位可怜的“左派民粹派”完全露出了马脚！大家知道，在西方，只有雇佣工人阶级这样一个阶级才能够创建社会主义政党。大家知道，西方的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它所创建的不是社会主义政党，而是资产阶级政党。大家知道，在西方，支持小资产者的经济的，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机会主义者。“支持农民经济！……”请看看你周围的情况吧。农民业主组织协会为的是提高粮食、干草、牛奶和肉类的销售价格，廉价雇用工人。农民愈自由，他们的土地愈多，这一点就愈明显。

拉基特尼科夫先生强迫雇佣工人阶级“支持”小资产者“经济”。这种“社会主义”实在太妙了！！

雇佣工人仅仅支持农民同农奴主和农奴制作斗争，——这完完全全不是拉基特尼科夫先生所期望的。

在俄国，1905—1907年这些伟大的年代彻底证明，只有雇佣工人阶级一个阶级是作为社会主义力量进行活动和团结起来的。农民是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力量进行活动和团结起来的。随着资本主义一天天发展，阶级之间的差异也就愈来愈大了。

“左派民粹派的”宣传事实上是用小资产阶级的口号来腐蚀和瓦解雇佣工人阶级的运动。左派民粹派先生们还是到农民中去进行民主主义工作为好，——这是非社会主义者也能胜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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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民族主义”

（1914年2月20日〔3月5日〕）

“目前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正在策划第二次贝利斯案件，应当更加处处当心民族主义者的鼓动。不久前召开的“全俄民族联盟”[169]第二次代表大会，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鼓动是怎么回事。

如果以为总共只有21个来自俄国各地的代表参加的这个“全俄民族联盟”是无足轻重的，形同虚设的（虚构的），因而这种鼓动的作用也就无足轻重，那就大错特错了。“全俄民族联盟”是无足轻重的，是虚构的，但是它的宣传得到一切右翼政党和一切官方机关的支持；它在每所乡村学校、每个兵营、每个教堂中都在进行宣传。下面就是关于2月2日在这个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一个报告的新闻报道：


　　“国家杜马代表萨文科作了关于‘马泽帕主义’[170]（这是民族主义者的行话，意即乌克兰运动）的报告。报告人认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中的分离主义〈即要求从国家中分离出去〉倾向特别危险。乌克兰运动尤其是一个威胁俄国统一的很大的实际危险。乌克兰人的最低纲领无非就是实行联邦制和乌克兰自治。乌克兰人将自己实现自治的希望寄托在俄国将来同奥匈帝国和德国作战时遭到失败上。自治的波兰和乌克兰将在大俄罗斯的废墟上，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的疆土上建立起来。

如果乌克兰人真能使3000万小俄罗斯人脱离俄罗斯民族，那么大俄罗斯帝国的末日就要到了。（鼓掌）”





　　为什么这个“联邦制”既没有妨碍北美合众国的统一，也没有妨碍瑞士的统一呢？为什么“自治”并没有妨碍奥匈帝国的统一呢？为什么“自治”甚至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加强了英国和它的许多殖民地的统一呢？萨文科先生对他所主张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极其荒谬的阐述，因此驳倒他的思想就非常容易了。据说，乌克兰自治“威胁着”俄国的统一，而奥匈帝国由于实行普选制及其各区域的自治却加强了自身的统一！怎么这样奇怪呢？为什么不能通过乌克兰自治来加强俄国的统一呢，读到或听到这种“民族主义”宣传的人，脑子里难道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吗？

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力图借助攻击“异族人”来离间和腐蚀工人阶级，以便麻醉工人阶级。觉悟工人对此的回答是，在实践中捍卫了各民族工人的完全平等和团结一致。

民族主义者先生们在宣布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异族人的时候，忘了说明，大俄罗斯人（唯一的非“异族人”）在俄国至多占人口总数的43％。这就是说，“异族人”是多数！少数不给予这个多数好处，不给予这个多数政治自由、民族平等、地方自治和区域自治等好处，怎么能稳定多数呢？

民族主义者攻击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搞“分离主义”，攻击他们闹分离，用这种办法来维护大俄罗斯地主与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国家享有的特权。工人阶级反对任何特权；因此工人阶级要捍卫民族自决权。

觉悟工人是不宣传分离的；他们知道大国的种种好处和广大工人群众联合起来的种种好处。但是，只有在各民族真正完全平等的情况下，大国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而各民族的这种平等，就意味着享有分离权。

反对民族压迫和反对民族特权的斗争，是同捍卫分离权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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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全俄民族联盟是俄国地主、官僚的反革命君主主义政党。该党前身是1908年初从第三届国家杜马右派总联盟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派别，共20人，主要由西南各省的杜马代表组成。1909年10月25日，该派同当年4月19日组成的温和右派党的党团合并成为“俄国民族党人”共同党团（100人左右）。1910年1月31日组成为统一的党——全俄民族联盟，党和党团主席是彼·尼·巴拉绍夫，领导人有F．Ｈ．克鲁平斯基、弗·阿·鲍勃凌斯基、米·奥·缅施科夫和瓦·维·舒利金。该党以维护贵族特权和地主所有制、向群众灌输好战的民族主义思想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该党的纲领可以归结为极端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和要求各民族边疆区俄罗斯化。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该党即不复存在。——[350]。



[170]马泽帕主义得名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地区的盖特曼伊·捷·马泽帕。他主张乌克兰独立和脱离俄国。在1700—1721年的北方战争中曾公开投向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方面。——[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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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和雇佣劳动

（1914年2月20日〔3月5日〕）

民粹派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正在驱使劳动者 进行“阋墙之争”，把雇佣工人和农民分开来，并且把前者同后者对立起来。这句话最有欺骗性，因为它维护的实际上是小业主、小资产者、使用雇工的剥削者的利益。

现在我们来看看1913年莫斯科地方自治机关的一本统计著作（《经济统计汇编》1913年莫斯科版第7分册）中的值得注意的资料。莫斯科的统计人员对莫斯科县的蔬菜业和园艺业进行了调查。调查了5000多个农户。统计人员根据经营的集约化（即按每俄亩土地投入大量的资本和劳动）程度将莫斯科近郊的这些农户分为7个区。

对于农民使用雇工问题的调查相当详细。结果怎样呢？

在前4个区里，有雇工的农户占67％（即占农户总数的2/3强）；在其余各区则占43—64％。由此可见，莫斯科近郊的绝大多数农户，是雇用工人的小资本家。

有关雇用年工和季节工的农户的资料更加值得注意。这类农户的百分比如下：





	　　第一区……………………………26.6％第二区……………………………16.7％

第三区……………………………16.4％

第四区……………………………19.0％

第五区…………………………… 9.9％

第六区…………………………… 5.0％

第七区…………………………… 6.4％









按照一般规律，集约化程度愈高的区，雇用年工和季节工的农民的百分比就愈高。

可是，有关各区的资料都把每个区的贫苦农民和富裕农民搀杂在一起。因此，这些资料非常粗略，是粉饰现实的，掩盖了贫富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

我们现在来看看按土地使用情况（即按现有耕地数量）划分的各类农户的资料。这些资料要比份地占有情况的资料可靠得多，因为直到现在，份地占有甚至在莫斯科近郊还保留着官有农奴制的性质：在份地少的农户中，有租地的富人；而在份地多的农户中，却有出卖份地的、无地的更确切些说是无家业的贫苦农民。

在各区无家业的农民中，用雇工的百分比是零。这是可以理解的。无家业的农民本身就是无产者。

在拥有不到1/2俄亩土地的农户中，用雇工的农户占0—57％（为了不使问题复杂化，我们这里举出的是三小类中的一小类）。

在拥有1/2—1俄亩土地的农户中，用雇工的农户占0—100％。

在拥有1—3俄亩土地的农户中，用雇工的农户占46—100％（根据各个区的情况）。

在拥有3—5俄亩土地的农户中，用雇工的农户占66—97％。

在拥有5—10俄亩耕地的农户中，用雇工的农户占75—100％。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家业的农民本身就是无产者（雇佣工人）。经营规模愈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也就愈多：在拥有23—5俄亩土地的农户中，竟有2/3以上是使用雇佣劳动的剥削者！！

这就是人所共知的简单明显的事实，而民粹派却对此加以歪曲。莫斯科近郊出现的情况到处都有，不过程度略轻。大家都知道，每一个城市，每一俄里铁路，都在把农民经济卷入资本主义商业周转。只有“左派民粹派”才不愿意看到摧毁他们的市侩理论的真相。

这个真相就是：每一俄里铁路，每一个新开的农村小铺，每一个买东西方便的合作社，每一个工厂等等，都在把农民经济卷入商业周转。这就是说，农民正在日益分化为无产者和使用雇工的小业主。

农民经济的任何一项改善，都必定会加强那些正在改善经营的农户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否则就无改善可言。

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是捍卫劳动的利益的，才特别划分出城市的以及农村的无产者、雇佣工人。

民粹派谈论“农民”和“农民经济”，实际上他们是维护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剥削者的利益的，因为农民愈象“业主”，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就愈厉害。

资产阶级（民粹派总是盲目地跟着它当尾巴）的利益要求把农民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混为一谈。

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反对这种混为一谈的做法，要求处处（包括在农民中）划清阶级界限。谈论“农民”决不能自欺欺人：我们自己就应当知道，并且应当告诉农民，即使在农民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也正在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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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卢威先生论“健全政权”

（1914年2月21日〔3月6日〕）

司徒卢威先生是个最露骨的反革命自由派。他特别清楚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机会主义所作的分析，因此剖析一下这位作家的政治论点总是很有教益的（大家知道，司徒卢威先生从机会主义开始，从“批评马克思”开始，而过了几年就滚到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自由主义那儿去了）。

司徒卢威先生在《俄国思想》杂志1月号上发表了关于“健全政权”的议论。首先，他承认斯托雷平的政策也象1907—1914年的整个反动势力和十月党的政策一样 遭到了破产
 。司徒卢威先生写道：反动派“已经陷入危机”。他认为，进行类似把杜马改为立法咨议性机关这样的倒退的改革，最终“会使政权陷入1905年前早就遇到过的那样的境地”，主要不同之点是人民已经变了。“1905年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已经转到了知识分子方面。”

这是一个“路标派”分子、一个疯狂反对革命的人、一个维护最反动的理论的人写出来的。他不得不承认 群众
 已经变左了，但是，这位自由派还不敢更直接、明了、确切地说，这些群众中究竟有哪些阶级在向哪些政党靠拢！


　　“我国人民尚未形成，尚未分化。他们长期以来停滞不前，似乎突然变得革命了，但这种情况丝毫不能说明，一旦他们蕴藏着的潜力能够充分发挥出来，他们将成什么样子。”



　　这就是资产者用来 掩盖
 他们不喜欢的真相的典型论调。这里所说的人民，显然是指农民，因为资产阶级（地主更不用说）和工人阶级已经完全形成，已经壁垒分明。这位自由派不敢直接承认： 尽管
 新土地政策正在疯狂地推行，但是 资产阶级农民
 “尚未形成”。司徒卢威先生问道：“摆脱现状的出路何在呢？”接着回答说：“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是国内骚动日渐加剧，在骚动中，中等阶级和代表中等阶级的温和分子……〈这么说，温和分子是“代表”中等阶级的了？——这句话不大通，但是政治方面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那究竟是哪些分子“代表”农民和工人的呢？〉又会被极端分子鼓动起来的人民群众的自发压力排挤到次要地位；要么是 健全政权
 。第一条出路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在俄国的条件下，我们有意坚持的观点，使我们不可能积极争取，甚至也不可能期待这条出路……”（司徒卢威先生，感谢您的直率！我们的取消派就应当学习他这种直率坦白的精神，而不要象尔·马·在《我们的曙光》杂志1月号上那样拐弯抹角兜圈子。）


　　“……因此，我们只向社会思想界把第二条出路直接提出来，作为所有进步的同时又是防卫的力量应该齐心协力加以实现的一个迫切问题。”



　　关于第二条出路，司徒卢威先生除了一些空话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资产阶级讲温和，群众走“极端”——这是自由派不得不承认的。至于那个需要健全的“政权”，它的社会构造（制度，结构）究竟怎样，它的阶级支柱是什么，在资产阶级以前独揽统治大权的地主究竟到哪里去了，这一切司徒卢威先生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无可奈何，软弱无力，头脑空虚——自由派资产阶级向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摇尾乞怜（象司徒卢威先生及其同伙那样），它就必然具有这些特点。
　　司徒卢威先生写道：“不管这有多么奇怪，但是最大的希望莫过于当局把那些过去发生的而且通常被当作俄国革命的事件、事实和情绪都忘掉。”



　　多么美妙的、深刻的、聪明的、严肃的政治忠告！让“当局去忘掉”吧？——上了年纪的人有时是要忘记他们所遇到的和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的。未老先衰的俄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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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派论尼·康·米海洛夫斯基

（1914年2月22日〔3月7日〕）

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民粹派（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发表了许多颂扬文章，纪念尼·康·米海洛夫斯基（1904年1月28日去世）逝世10周年。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吹捧米海洛夫斯基并不奇怪，但是，他们企图把米海洛夫斯基说成是社会主义者，并且证明他的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同马克思主义可以相调和，那我们对这种肆意歪曲真相和腐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行为就不能不表示抗议了。

在19世纪后30多年中，米海洛夫斯基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观点最出色的代表人物和代言人之一。尽管农民是俄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唯一重要和广泛的（不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但是当时他们尚在沉睡之中；他们中间的优秀人物和对他们的困苦处境充满同情的人们，即所谓平民知识分子——主要是青年学生、教师以及其他知识分子代表——曾努力启发和唤醒沉睡中的农民群众。

米海洛夫斯基对解放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热烈同情农民受压迫的处境，坚决反对农奴制压迫的一切表现，一贯在合法的、公开的刊物上对最坚决彻底的平民知识分子民主派进行活动的“地下组织”表示（哪怕暗示也好）同情和尊敬，甚至还亲自直接帮助这种地下组织。目前，不仅自由派，而且连民粹派中的取消派（《俄国财富》杂志）和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取消派，对待地下组织都采取了无耻的、往往是叛徒的态度，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不对米海洛夫斯基的这些功绩说几句好话。

尽管米海洛夫斯基热烈维护自由和被压迫的农民群众，然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都有。他认为把全部土地交给农民，特别是无偿地交给农民，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措施；因此，他就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了。当然，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看法，马克思和所有文明国家的经验都充分揭露了这一点。这些文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彻底崩溃前，也总是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在农奴主地主的统治下，把全部土地交给农民，特别是在上述条件下交给农民，是一种很好的措施，但是这种措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措施。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社会主义者都了解这一点。整个世界的全部经验已经证明，农民从农奴主老爷那里得到的土地愈多（并且付出的代价愈少），他们的“土地和自由”愈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愈快，农民的资产阶级本性也就暴露得愈快。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农民反对农奴主决不等于“社会主义”，如果尼·拉基特尼科夫先生（在《正确思想报》[171]第3号的文章里）直到现在还不理解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对这种幼稚无知只好一笑置之。驳斥那种早就被所有觉悟工人批驳了的错误是枯燥乏味的事。

不仅在经济学方面，而且在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只不过用貌似“社会主义的”词句作掩护罢了。他的“进步公式”，他的“为个性而斗争”的理论等等就是这样的。在哲学方面，米海洛夫斯基与俄国最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车尔尼雪夫斯基相比，是向后倒退了一步。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且一直到他一生结束（即到19世纪80年代）都在嘲笑时髦的“实证论者”（康德主义者、马赫主义者等等）对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所作的种种让步。而米海洛夫斯基恰恰是跟在这些实证论者的后面当了尾巴。直到现在，米海洛夫斯基的学生中，甚至在最“左”的民粹派（如切尔诺夫先生之流）中，这些反动的哲学观点还占主导地位。

米海洛夫斯基和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空话。这一点已经为1905—1907年各阶级的行动经验和这些阶级的群众斗争经验彻底证明了。第一届杜马和第二届杜马中的多数农民代表不是站在左派民粹派方面，而是站在“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人”方面。这是不容忽视、不容歪曲的事实。而且，甚至连左派民粹派本身，如维赫利亚耶夫、切尔诺夫先生等人，也不得不跟在马克思主义者后面，承认劳动人民社会党人的资产阶级性质！！

某些同情左派民粹派的工人，应该到自己的老师那里去把左派民粹派在1906—1907年写的反对“劳动人民社会党人”的全部著作借来读一读。

这几年农民的群众性行动完全证明了，农民采取的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左派民粹派至多不过是俄国农民（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小部分。工人支持过农民而且还要继续支持农民（反对农奴主），但是把这两个阶级混为一谈，把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混为一谈，是反动的冒险行为。所有觉悟工人将坚决反对这种冒险行为，特别是现在，因为阶级的划分已经完全为1905—1907年群众斗争的伟大经验所证实，而且我国农村的阶级划分也一天比一天更明朗化。

米海洛夫斯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10多年）是《俄国财富》杂志著作家集团的首脑和灵魂。这个集团在伟大的1905—1907年变成了什么样呢？

变成了民主派中的第一批取消派！

某些同情左派民粹派的工人，应该到自己的老师那里把1906年《俄国财富》杂志8月号以及左派民粹派所写的称这个集团为“社会立宪民主党人”的全部文章等等借来读一读！

米海洛夫斯基集团成了第一批取消派，他们在1906年秋天（比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取消派早2—3年）宣布成立“公开的党”，并且背弃“地下组织”及其口号。米雅柯金先生之流、彼舍霍诺夫先生之流和米海洛夫斯基的其他战友们的“公开的党”产生了什么结果呢？结果是任何政党都已完全不再存在，是民粹主义机会主义者的“公开”集团完全脱离了群众。

不能把彼舍霍诺夫先生之流、米雅柯金先生之流及其同伙推行卑鄙无耻的机会主义的责任完全推到米海洛夫斯基身上，他从来没有背弃过地下组织（或者确切些说，他去世后不久他的集团才转向取消主义）。但是，我们从《正确思想报》第3号纪念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中又看到“左派”民粹派和《俄国财富》杂志的“社会立宪民主党人”拼凑了一个腐败的同盟（联盟），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如果大家还记得米海洛夫斯基在给拉甫罗夫的信中谈到的他对待革命者的态度[172]，那么，难道能够不承认“社会立宪民主党人”总的说来是他的忠实继承人吗？

我们纪念米海洛夫斯基，是因为他同农奴制，同“官僚制度”（请原谅我用词不确切）等等作过真诚而不同凡响的斗争，是因为他尊重和帮助过地下组织，而不是因为他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不是因为他向自由主义动摇，不是因为他拼凑了一个《俄国财富》杂志的“社会立宪民主党人”集团。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首先是农民，在自由派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动摇不定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本身的阶级地位决定的。而工人的任务就是使农民摆脱自由派的影响，同“民粹主义的”学说进行无情的斗争。





	载于1914年2月22日《真理之路报》第1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333—337页

















[171]《正确思想报》（《Верная　Мысль》）是俄国左派民粹派（社会革命党）的合法报纸，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每周出2号。参看注89。——[361]。



[172]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1873年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一些信中写道：“坦率地说，我不像害怕革命那样害怕反动。”“我不是革命者，各有所好嘛。同旧的神灵作斗争并不使我感兴趣，因为它们都不过是陈词滥调，它们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新的神灵则要危险得多，并且从这种意义上说要坏得多。”——[363]。









《列宁全集》第24卷


关于亚·波格丹诺夫

（1914年2月25日〔3月10日〕）

编辑部收到一封13个“左派布尔什维克”寄自“高加索梯弗利斯”的联名信，信中询问编辑部如何看待亚·波格丹诺夫撰稿的问题。[173]写信人自称是“‘前进’集团思想的拥护者”，他们的口吻一清二楚，分明是敌视我们报纸的。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同他们彻底地把问题说清楚。

为什么亚·波格丹诺夫已经不能再为坚持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工人报纸和杂志撰稿了呢？这是因为亚·波格丹诺夫并非马克思主义者。

写信人沿着波格丹诺夫发表在取消派报纸上的那封信所暗示的小道，去寻找亚·波格丹诺夫从我们报纸的版面上消失的原因，认为这是由于某些个人关系和某些人居心不良等等。这一切完全是胡扯，不值得一驳，也不值得解释。事情要简单明了得多。

如果写信人关心的不是“人身攻击”，而是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组织方面和思想方面的经历，那么他们就会了解到，1909年5月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全权代表会议，经过仔细的和长时间的酝酿讨论，早已决定不再为亚·波格丹诺夫的政治著述承担责任了[174]。如果写信人少听些庸俗的流言蜚语，多关心点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思想斗争，那么他们就会了解，亚·波格丹诺夫在自己的著作中创立了某种社会哲学体系，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哪一派都反对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凡是关心马克思主义历史和俄国工人运动历史的人都了解，在亚·波格丹诺夫为工人报纸撰稿问题上，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则问题，即马克思的哲学和亚·波格丹诺夫的学说之间的关系问题，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应当学一学，读一读，问一问。已经有许多著作、小册子和文章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研究和详细说明。从政治上评价一个著作家为工人报刊撰稿，不能看他的风格和机智，不能看他才华出众，很受欢迎，而要看他总的倾向，看他的学说给予工人群众的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肯定地说：亚·波格丹诺夫的整个写作活动不外是企图向无产阶级意识灌输经过粉饰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唯心主义概念。

如果有人认为不是这么回事，认为在这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的争论中，正确的不是普列汉诺夫，不是伊林，而是波格丹诺夫，那他就应当出来为波格丹诺夫的体系辩护，而不是指手划脚，说波格丹诺夫的哪篇通俗文章应该在工人报纸的版面上有一席之地。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我们还没有看到过有为波格丹诺夫体系作辩护的。反对波格丹诺夫的学说的，不仅有他的“派别”对手，而且有他的政治集团中的旧同僚。

关于波格丹诺夫的问题就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对他“修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尝试作了分析，认为这种尝试是与现代工人运动的精神格格不入的。同他一起工作过的那些集团已经决定不再为他的写作活动以及其他一切活动承担责任。从此以后，对亚·波格丹诺夫随便抱什么态度都可以，但是为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的工人报刊上争版面，那就是既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理解波格丹诺夫的学说，更不理解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任务。

在我们报纸所从事的教育工人群众的事业中，我们和波格丹诺夫走的不是一条路，因为我们对这种教育的理解跟他不同。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不过由于有人因私心而影射个人关系，问题的实质就被弄得模糊不清了。珍视自己报纸的方针的工人，应当象清除肮脏的垃圾一样清除掉所有这些把事情归结为某些著作家的“人身攻击”的做法，应当弄清楚波格丹诺夫学说的性质这个问题。他们只要去了解这个问题，就会很快得出我们已经得出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波格丹诺夫的学说完全是另一回事。工人报纸应当清除无产阶级意识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杂质，而不应当用自己的版面来传播这种倒胃口的大杂烩。

有人会对我们说：可是《真理报》还是刊登过几篇亚·波格丹诺夫的文章呀。是的，刊登过。

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清楚，那不过是一个错误，是创办俄国第一张工人报纸这样的新事物时难以避免的错误。主持这项工作的同志曾经希望，波格丹诺夫在给报纸写的通俗文章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会使他的学说中自成一派的东西退居次要的地位。结果，正如本该意料到的，情况并非如此。波格丹诺夫寄来的头几篇文章或多或少是中立的，但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公然企图使工人报纸变成不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是宣传他的经验一元论[175]的工具。显然，亚·波格丹诺夫认为他这篇文章的意义非同小可，因此在这之后，即从1913年春天起他就再没有寄来任何文章。

这时，关于参加撰稿的问题就成为编辑部所面临的一个原则问题了，并且已经象读者都知道的那样得到了解决。

现在来谈谈“前进”集团。我们的报纸把它叫作“冒险”集团。 
［注：见本卷第325页。——编者注］



写信人由于本身不会从政治上而只会庸俗地思考问题，竟然以为这也是影射这个集团成员个人的。这也是荒谬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无政府主义者集团、恐怖主义民粹派集团等的政策称作“冒险”政策，因为他们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立场。谁也不敢否认，前进派分子倒向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他们纵容卢那察尔斯基的“造神说”[176]、波格丹诺夫的唯心主义和斯·沃尔斯基的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习气等。正是由于前进派分子的政策倒向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因此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这种政策称作冒险主义政策。

这不过是为“前进”集团的彻底瓦解所证实了的事实。工人运动一复兴，这个由各种各类分子拼凑起来的没有确定的政治路线、不懂得阶级政治和马克思主义基础的集团就彻底瓦解了。

工人运动将甩掉这些集团，甩掉“经验一元论者”、“造神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等，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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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1912年，在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前进”集团开始转向同布尔什维克共同工作。这年11月，格·阿·阿列克辛斯基代表前进派巴黎小组向《真理报》编辑部提出为该报撰稿的建议。编辑部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于12月11日（24日）在《真理报》第190号上公布了撰稿人的补充名单：格·阿列克辛斯基、弗·巴扎罗夫、亚·波格丹诺夫、斯坦·沃尔斯基、`．利亚多夫；随后又增加了“失业者”（德·扎·曼努伊尔斯基）和沃伊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这个名单公布后，波格丹诺夫写信给《光线报》编辑部，说《真理报》从未建议他为该报经常撰稿，因此要求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上删去。直到1913年2月，波格丹诺夫得到《真理报》编辑部的单独一份建议信以后，才成为该报撰稿人。吸收前进派为撰稿人一事，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事先并不知道。



波格丹诺夫成为《真理报》撰稿人后，曾为该报写过系列文章《外来语词汇选释》（《纲领》、《阶级》、《党》、《策略》以及泰罗制的概述等，后来由于宣传马赫主义（《意识形态》一文）而被取消了撰稿人资格。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看列宁1913年6月3日（16日）给《真理报》编委会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257—259页）。——[365]。



[174]这里说的是《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于1909年6月8—17日（21—30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无产者报》“小型”编辑部的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彼得堡、莫斯科地区和乌拉尔三个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以及其他一些人员。它实际上是有地方代表参加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中心问题是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问题。这两个派别的代表是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和维·列·尚采尔（马拉），在一些问题上他们得到莫斯科地区组织的代表弗·米·舒利亚季科夫（多纳特）的支持。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和米·巴·托姆斯基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调和主义立场。



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关于社会民主党内的造神说倾向；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关于在卡普里岛创办的党校；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鼓动；关于马克西莫夫分裂出去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会议是根据列宁的倡议召开的，并且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会议坚决谴责了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号召所有布尔什维克同它们作不调和的斗争。会议也坚决谴责了造神说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思潮，并责成《无产者报》编辑部同一切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现进行斗争。会议谴责了召回派和造神派建立派别性的卡普里党校的行为。会议确认布尔什维克中央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路线的正确性。会议提醒布尔什维克不要进行召开“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的鼓动，因为这在客观上将导致党的分裂。会议号召不停止同取消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主张同党的所有组成部分接近，加速召开全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由于波格丹诺夫拒绝服从会议决议，《无产者报》编辑部宣布不再对他的政治活动负责任，这实际上意味着把他从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队伍中开除出去。会议决议重申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利用国家杜马讲坛的性质和目的的决议，强调必须把工人阶级所有的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变成由党的秘密支部领导的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据点。会议还通过了改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决定。有关这次会议的列宁文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1—40页。——[365]。



[175]经验一元论是亚·亚·波格丹诺夫的哲学学说。它以单一的“经验”为哲学基础，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学说和马赫主义的变种。列宁对经验一元论的批判，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4章第5节（《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35—242页）。——[367]。



[176]造神说是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思潮。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弗·亚·巴扎罗夫等人。造神派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使科学社会主义带有宗教信仰的性质，宣扬创立一种“无神的”新宗教，即“劳动宗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就是宗教哲学，社会民主运动本身是“新的伟大的宗教力量”，无产者应成为“新宗教的代表”。马·高尔基也曾一度追随造神派。



1909年6月召开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谴责了造神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以及1908年2—4月、1913年11—12月间给高尔基的信中，揭露了造神说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368]。









《列宁全集》第24卷


编辑部对老兵的《民族问题和拉脱维亚的无产阶级》一文的意见

（1914年2月）

我们很高兴刊登老兵同志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对拉脱维亚人中存在的，特别是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中存在的民族问题作了历史的概述。要是拉脱维亚马克思主义者能对夏季会议（1913年）的决定提出修改草案或补充草案，那就太好了。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对崩得的同情现在开始动摇。首先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上进行了批评；其次是由于崩得分子在实践中搞分离主义，特别是在1906年以后。我们希望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继续进行下去，并且希望最后通过一些十分明确的决定。

关于老兵同志的评论的本质，我们只想指出下面一点。老兵同志认为我们举瑞士的例子 
［注：见本卷第122页。——编者注］

 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那里的三个民族都是历史的民族，并且一开始就是平等的。但是，“没有历史的民族”的例子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除非在乌托邦），要找，只能到历史的民族之中去找。不过，“民族文化自治”的拥护者本身也是要求民族平等的。总之，文明人类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真正民族平等和彻底的民主制条件下，“民族文化自治”是多余的；而不具备这些条件，“民族文化自治”就是空想，宣传“民族文化自治”就等于宣传精致的民族主义。





	载于1914年2月《启蒙》杂志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342页














《列宁全集》第24卷


《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序言[177]


（1914年2月）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文集收集了1909—1914年这一时期的文章。这个时期正是俄国工人运动困难重重的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满足于而且也不能满足于仅仅指出这些困难，仅仅抱怨普遍存在的瓦解和涣散等等。而必须明确：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阶段来看，瓦解的经济和政治原因是什么；代表这种涣散的最广泛的流派取消派的阶级意义何在。

这个对于工人运动来说极其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1908年12月完全符合实际、明文规定的各项正式决定中作了基本的答复。对这些决定应当解释和宣传，并且广泛运用到经济和政治运动的日常问题上。我们收集在本文集中的文章，就在这方面作了探讨，很遗憾，由于“与编辑部无关的”某些原因，我们收集得还很不完备。

现在，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日报创刊将近两年，关于取消主义的意义以及对它的评价（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问题已经完全交给——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工人自己去解决了。这就是俄国工人运动的大幸，也是它成熟的伟大标志。觉悟工人自己正在探索并且将弄清真相，他们将明确取消主义的阶级意义，通过自己群众运动的实践来检验对取消主义的评价，制定与之斗争的适合的方式。

我们希望这本文集的出版能够对一切关心本阶级运动的命运的工人有所帮助。这里的文章不是按年代而是按问题编排的，大致上是涉及理论的排在前面，涉及实践的排在后面。

首先（第一部分）是提出一些基本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明智的策略和政策就根本无从谈起。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到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之间的斗争的历史时刻及其阶级意义的评价；其次，可以看到对取消派的主要“著作”（《社会运动》[178]）的批判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所作的分析；最后，还可以看到谈资产阶级“左倾”问题的一些文章。

其次（第二部分）是谈选举运动、第四届杜马选举的总结以及杜马策略的一些文章。

再其次（第三部分），是谈“公开的党”的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统一问题。

第四部分是论述自由派工人政策在各种不同场合的运用。这里，首先对改良主义作了总的评价，然后分析关于“局部要求”、结社自由、罢工运动、取消派和自由派相互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第五部分）是取消派和工人运动。这里，读者可以看到取消派的领袖之一（柯尔佐夫）在其主要著作中对1905—1907年的工人运动所作的评价，可以看到有关工人在实践中对待取消派的态度这个问题的分析，也可以看到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杜马党团形成经过的最引人注目的资料。

在“结束语”中，对现代工人运动中各流派之间的斗争问题作了某些总结。

我们希望这本文集能够对工人查阅和研究有关争论问题的资料提供方便。自然，要提供非常多又非常重要的资料，我们不可能做到。另一方面，文集收集的是许多年来不同作者撰写的文章，重复之处在所难免。当然，这些作者各有各的特色。但是，他们的这些文章整个说来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各项明文规定的决定的解释（说明）和运用，而承认不承认这些决定，却是区别有觉悟有组织的工人马克思主义者与工人政党中的取消派以及脱离工人政党的人们的地方。阐明和检验这些决定，便于日后可能对决定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目的之一。






	　　1914年2月载于1914年7月圣彼得堡波涛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第2分册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343—345页

















[177]这是列宁为《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第2册写的序言。



《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关于现代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的论文集。第2册》一书于1914年7月由党的波涛出版社出版。文集收入了列宁和其他一些人的文章。列宁拟订了文集的大纲。根据这个大纲，文集分两册。两册的内容曾经在1914年3月21日《真理之路报》第42号上宣布过。



文集的第1册没有问世。文集的第2册有数十册由于出版社当时来不及运出印刷厂而被沙皇当局没收，但是大部分还是散发出去了。



文集的第2册除序言和结束语外，共收了14篇列宁的著作：《公开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见《几个争论问题》）、《自由派工党的宣言》、《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论崩得的分离主义》（见《俄国的分离主义者和奥地利的分离主义者》、《〈真理报〉是否证明了崩得分子的分离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自由派盲目性。必要的说明》（见《政论家札记》）、《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谈谈“吃掉立宪民主党人”》、《我们同自由派论战的性质和意义》、《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取消派》、《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关于杜马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成立历史的材料》和《工人对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反应》（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0、21、22、23、25卷及本卷）。最后一篇是作为对前一篇文章的补充而专门为文集写的，1914年6月列宁给这篇文章加了一个脚注，提供了通过杜马党团给马克思主义报纸和取消派报纸捐款的情况的新材料。有些文章收入文集时，标题作了改动。



这个文集的各项准备材料，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298—310页。——[371]。



[178]指孟什维克的文集《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该文集由尔·马尔托夫、彼·巴·马斯洛夫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彼得堡公益出版社于1909—1914年出版。原计划出5卷，实际上出了4卷。格·瓦·普列汉诺夫起初曾参加编辑部，后因不同意把波特列索夫的取消主义文章《革命前时期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编入第1卷而于1908年秋退出。——[372]。









《列宁全集》第24卷


自由派中间的政治争论

（1914年3月1日〔14日〕）

上星期五《真理之路报》[179]（第18号）登载了一篇题为《司徒卢威先生论“健全政权”》 
［注：见本卷第357—359页。——编者注］

 的文章，向读者介绍了一个最露骨最彻底的反革命自由派对俄国政治形势的评价。

第二天《言语报》登载了米留可夫先生的一篇洋洋洒洒的“攻击”司徒卢威先生的“原则性的”小品文，是针对他那篇论健全政权的文章而写的。谈谈这两个自由派的争论是有好处的，因为第一，这一争论涉及最重要的俄国政治问题；第二，这个争论揭示出资产阶级活动家的两种政治类型。这两种类型在很长的时期内，在几十年内，对俄国会有重大政治意义，而现在对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同样的政治意义。无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应当了解这两种类型。

司徒卢威先生近几年来充分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路标》文集中尤其清楚。这是反革命自由派的观点，是宗教和哲学唯心主义（通向宗教的最可靠“最科学的”道路）拥护者的观点，是民主派的敌人的观点。这个观点明确清楚，它不是具有个人的意义，而是具有阶级的意义，因为事实上，整个俄国十月党资产阶级和立宪民主

党资产阶级在1907—1914年正是持这种观点。

问题的实质在于无论是十月党资产阶级，还是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都向右转，离开了民主派。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个资产阶级害怕人民甚于害怕反动派。问题的实质在于这种转变不是偶然事件引起的，而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引起的。问题的实质在于司徒卢威以及追随他的马克拉柯夫只不过比其他立宪民主党人更直率地说出了关于他们的阶级、他们的党的真实情况。

这个真理的光芒使立宪民主党的外交家们（以米留可夫先生为首）感到刺眼，因为他们认为必须讨好民主派，认为这个民主派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因此，资产阶级也许不仅要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建立的制度下生活和行动，说不定还要在民主派、“平民”、“市井小民”、工人们建立的制度下生活和行动。

米留可夫先生跟司徒卢威先生、马克拉柯夫先生推行的是同样的路线，但是又想遮遮掩掩，在公众面前乔装打扮，欺骗民主派，牵着民主派的鼻子走。因此，米留可夫先生假装同“路标派”争论，同司徒卢威争论，驳斥马克拉柯夫，然而实际上不过是在教司徒卢威和马克拉柯夫如何更巧妙地隐藏自己的思想。

米留可夫先生在这篇攻击司徒卢威的冗长的小品文中责备司徒卢威“糊涂透顶”，这是文章的要害。

这种责备不是很厉害、很凶吗？

究竟什么地方糊涂呢？这就是司徒卢威“乐观地”相信健全政权，然而自己又说政权没有从“动荡”中吸取教训，因而使动荡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司徒卢威先生认为出路要么是“骚动”，要么是健全政权。第一条出路是司徒卢威既不愿“积极争取”，甚至也不愿“期待”的。

不错，司徒卢威有糊涂的地方，但是米留可夫也完全一个样，因为立宪民主党（米留可夫就是该党的领袖）对第一条出路同样是既不会“期待”，也不会“积极争取”的。

证明这一点不是根据言论（只有蠢人才会根据个人和党派的言论来判断他们的政治面貌），而是根据行动，也就是根据1905年到1914年将近整整10年立宪民主党的全部历史。

立宪民主党宁可受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左右，也不敢站到工人方面（当然指在最低纲领的一些问题上）。

这是整个党的问题，是整个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资产阶级的问题。米留可夫企图把这一点归咎于司徒卢威一个人，简直太可笑了。

一切国家的历史经验都向我们表明，要求进步的资产阶级总是举棋不定，是站到工人方面，还是受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左右。在一切国家都有两种类型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一个国家愈文明、愈自由，这一点就愈明显。一种类型是公开倾向于宗教，倾向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倾向于公开反对民主派，并且竭力为这种倾向提出合乎逻辑的理论根据。另一种类型是专门以讨好民主派来掩盖这种倾向。

米留可夫之流的外交家到处都有，工人们必须善于及时看出他们的“狐狸尾巴”。





	载于1914年3月1日《真理之路报》第2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346—348页

















[179]《真理之路报》（《Путь　Правды》）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在1914年1月22日（2月4日）—5月21日（6月3日）期间使用的名称。《真理报》用这一名称共出了92号。关于《真理报》，见注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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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农民和土地买卖

（1914年3月2日〔15日〕）

左派民粹派关于“劳动”农民的种种说法，是一种骇人听闻的欺骗，是对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的腐蚀，因此对这种欺骗必须反复进行剖析。

我国的左派民粹派愈是夸夸其谈，愈是甜言蜜语，就愈是需要用有关农民经济的确切资料来驳斥他们。

左派民粹派最害怕的就是关于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民无产阶级的确切资料。

我们来看看最近地方自治机关统计著作中关于莫斯科近郊农民情况的资料[180]。这一地区的园艺业和蔬菜业非常发达，所以相对而言，这里的农业具有很强的商业性。这个市场优势比较发达的地区的例子，就更清楚地向我们表明资本主义统治下各种农民经济的基本特点。

莫斯科近郊农民经济第一区（很遗憾，我们只能谈第一区，因为统计人员没有提供总计数）有2000多农户。这个数字对于研究“劳动”农民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典型关系，是绰绰有余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区的资本主义农业是在通常的土地上，在经营规模极小的情况下形成的。2336个农户占份地4253俄亩，平均每户不到2俄亩。加上租入土地1761俄亩，减去出租土地625俄亩，总共是5389俄亩，每户2俄亩多一点。可是有2/3的农民是用雇工的！

耕作技术水平愈高，农业集约化程度愈高，市场作用愈大，就愈常见这种在小块土地上进行的大生产。而资产阶级教授们和我国的左派民粹派常常忽视这一点，他们赞赏小（按土地数量来说）农户，而抹杀拥有雇工的现代小农户的资本主义性质。

我们再来看看份地的交易额。根据租入和出租的土地数字看来，这种交易额是很大的。租入的土地将近有一半是份地。总共出租份地625俄亩，租入份地845俄亩。可见旧的份地占有制，按其整个性质来看是同农奴制和中世纪相关的，它已经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商业周转的绊脚石。资本主义正在破坏旧的份地占有制。农业现在不是迁就官有份地，而是要求土地买卖自由，要求土地自由租入和出租，这是符合市场需要和资产阶级经济结构的需要的。

现在来看看农民无产阶级。405户（总数2336户中的）无地农户和每户耕地不到半俄亩的农户首先应当划入这一类。这405户共有437俄亩份地。但是他们都是贫苦农民，几乎都是无马户。他们无力经营，因此他们把绝大部分自己的土地——372俄亩出租，而自己变成了雇佣工人：405户中有376户有人“出去”当农业工人，或者当脱离农业的产业工人。

再看看最富有的农民资产阶级。耕种土地3俄亩以上的有526户。从事园艺业和蔬菜业的可以算是资本主义农业了。这526个户主中用雇工的有509个。他们共有本户劳力1706个，雇工1248个（年工和季节工），不包括雇用日工（计用日工51000个）在内。

他们共有1540俄亩份地，平均每户不到3俄亩。但是他们出租土地仅42俄亩，而租入土地1102俄亩，——其中有512俄亩是份地！这些每户平均有3个本户劳力的“劳动”农民就是用这种方式“收集”土地，而变成了典型的资产者：平均每户有2．5个雇工，使用将近100个日工。农产品的买卖促进土地本身的买卖（租入、出租），然后又促进劳动力的买卖。

现在请仔细想想左派民粹派的论断吧。他们说什么废除土地私有制，就等于“取缔土地”买卖！这纯粹是市侩编造的谎话。其实正相反，废除土地私有制会大大促进土地进入商业周转。目前用于购买土地的资本就会腾出来，农奴制度和官僚制度（官方）对土地自由倒手设置的障碍就会消除，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会大大发展，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出租土地、资产阶级“收集”土地的情形就会大大发展。

从反对农奴主的角度来看，这种措施是有效的，其实这是资产阶级的措施，而左派民粹派却把它当作“社会主义”。无论是农民无产者，还是农民资产者，都有反对地主这一共同的利益。这一点是不用争辩的。这是任何一个工人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的。但是用所谓“劳动”农民的空谈来模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的意识，那就是站到资产阶级一边去了，站到社会主义的敌人一边去了。

莫斯科近郊的农业状况，好象通过放大镜使我们看到在俄国各地所发生的很不明显的难以确定的变化。农民不受雇于人或者自己不雇用别人（“帮工”），这种情况在各地都已绝无仅有。商业日益发达，无产者（雇佣工人）同小业主、小资产者、农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甚至在偏僻地区也是如此。

城市无产者的任务，是加强这种明确的阶级对立意识，尽管这种阶级对立在农村中被农业的特点和农奴制的残余所掩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左派民粹派缺乏理智，总是跟着它跑）的任务，是用关于“劳动”农民的毫无内容、富有极大欺骗性的空话来干扰这种阶级对立意识。





	载于1914年3月2日《真理之路报》第2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349—352页

















[180]指莫斯科县地方自治局统计科编的《经济统计汇编。第7编。莫斯科县的蔬菜业和园艺业》1913年莫斯科版。——[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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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关心的问题

（1914年3月6日〔9日〕）

瓦·马克拉柯夫在杜马中发表演说和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为联合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策略的“新”计划大声叫好，因此近来不少人说自由派又活跃起来了。莫斯科地方自治人士举行的宴会也使这种议论甚嚣尘上。

值得指出的是人们议论时特别强调说，甚至连倾向十月主义的最温和的自由派瓦·马克拉柯夫也失去信心，不再“相信没有革命爆发和灾难可能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这是盛加略夫先生发表在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言语报》上的原话，他同米留可夫先生一起似乎“从左的角度”来批评“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瓦·马克拉柯夫和彼·司徒卢威。

但是，立宪民主党人相互间的争论根本不值一谈。他们争论建议十月党人转为反对派是不是新的建议，这个已经提过一百次然而一百次不了了之的建议是否值得提第一百零一次。在这个毫无内容的吵吵嚷嚷的争论中，自由派共同关心的主要问题几乎令人觉察不到，而这个问题对俄国解放事业所起的阻碍作用，不见得比十月党人的动摇所起的阻碍作用小。自由派先生们，你们总是同十月党人争论，总是争论十月党人的问题。但是你们也该看看你们自己呀！

就看看《言语报》以1914年《年鉴》为标题出的政治小百科词典吧。参加这项工作的是最杰出、最负责的立宪民主党人，是以米留可夫先生和盛加略夫先生为首的立宪民主党的公认领袖。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伊兹哥耶夫先生著）这篇概述中，我们读到下面这段对俄国国内政策的一些根本问题的原则性评论。


　　“政府当局的过分热心只会削弱社会本身反对革命的力量。”



　　立宪民主党的先生们，你们在自己的出版物中宣传最地道的十月主义，而又大发雷霆地攻击十月党人，这岂不可笑吗？伊兹哥耶夫先生写道：由于政府对教育机关进行了“无成效、不明智的”斗争，结果是


　　“歪曲了生活，因此削弱了生产精神抗毒素以抵制那些真正危害国家的思想的纯社会〈！〉生机”。



　　这已经不仅是十月党人的口吻了。这是真正检查官的、舍格洛维托夫的口吻。似乎为了说清楚哪些是“危害国家的思想”，我们这位自由派说：
　　“显然〈从政府当局不明智歪曲生活的角度看来〉，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工人大会上和工会中战胜那些比较温和、比较文明的工人运动领袖〈！？〉的原因。”



　　自由派已经对取消派作过无数次这种政治评价。事实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别的，而正是自由派和取消派的政治联盟。取消派背弃地下组织并且宣传建立公开的党，他们在工人中间干的事，也正是自由派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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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4卷


工会运动中的民粹派和取消派

（宝贵的招供）

（1914年3月7日〔20日〕）

我们在最近几天的左派民粹派的报纸上，除了看到对我们（真理派）从事“派别活动”的责难之外，还看到几个民粹派的宝贵的招供，说他们在工会运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同取消派的观点不谋而合。我们一向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听到我们的对手亲口的招供特别感到痛快。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很大，因为他们视工会为自己的世袭领地〈！〉……‘孟什维克’〈民粹派分子不知何故不说“取消派”而说“孟什维克”〉认为工会是非派别组织，这个观点跟我们的〈民粹派的〉观点相同。也许，这就是过去我们所以在工作上同孟什维克关系好的原因。”《正确思想报》第6号是这样写的。

左派民粹派的这家报纸又补充说：“一直掌握在左派民粹派手中的工会理事会的行动路线同所谓取消派的工会的行动路线，没有丝毫差别。”

真是罕见的直率而又宝贵的招供！根据我们“左得不得了的”民粹派的自供可以看出，他们在工会运动中的表现同取消派完全一样。

由此也就产生了我们的报刊屡次指出的取消派和民粹派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种种联盟（同盟、协议）。

民粹派的《坚定思想报》甚至公开维护左派民粹派同取消派的这些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联盟。

《坚定思想报》第2号这样写道：“目前正当真理派在工会组织中占优势的时期……民粹派和光线派达成临时协议一点也不可怕，一点也不奇怪。” 
［注：该文作者波里斯·沃罗诺夫先生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在某个工会理事会的会议上，竟“讨论起帮助真理派刊物的问题、编辑的技术问题（如何更好地编排通讯栏等等）来了”，他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派别活动”。啊，多么可怕！为一个团结了9/10先进工人的报纸撰稿等等，这是多么大的犯罪行为啊！既然这样，民粹派怎么会不投到取消派的怀抱里去呢……］



取消派却不那么直率。他们知道，“这一套”可以做但不可以说。自称社会民主党人而同时又跟别的党联合起来反对社会民主党，——这种“策略”只能悄悄地采取。

但是事情并不因此而发生变化。在工会运动中（和在教育团体中），取消派和民粹派结成联盟是事实。而且在目前情况下，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取消派和民粹派之所以能在一切工作领域中联合起来，是因为他们都敌视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而他们在工会工作中之所以能联合起来，是因为他们都是“软弱的中立主义”、“不由自主的中立主义”的代表。无论是取消派，还是民粹派，在工会运动中影响都不大。他们是软弱的少数，而又要力争同马克思主义者“平等”。只有站在中立主义的立场上，才可能“从理论上”维护这种要求。工人运动中影响微弱的各集团的“中立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

民粹派说，他们和取消派联合，“完全是为了维护工人组织的非派别性，抵制真理派的狂妄野心”。（《坚定思想报》第2号和第4号）

真理派到底有什么“野心”呢？他们对持不同政治观点的工人采取过关闭某个工会或团体的大门的做法吗？他们曾给某个工会加上“头衔”吗？他们分裂过某个组织吗？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我们的对手举不出也不可能举出一件事实。真理派不愿附和民粹派和取消派的小资产阶级政策，而且在统一的工会内部忠实地服从多数工人，为扩大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斗争，我们的敌人就把这称之为真理派的“狂妄野心”。

这是强加给我们的罪名，我们从未犯过这种罪。犯这种罪的正是民粹派和取消派。下面就是事实。几年前民粹派在铁路工会里获得了优势。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依靠的不是工人而是铁路职员，还有其他一些偶然的原因。民粹派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立刻给这个工会“加上头衔”，强迫这个工会接受他们的特别“纲领”，排挤社会民主党人和非党分子，迫使他们建立自己的平行的工会。

这才是真正的“狂妄野心”。他们迫不及待地用加上头衔的办法来巩固偶然获得的第一个胜利。至于民粹派没有在其他工会里这么干，那并不是因为他们有道德修养，而是因为他们在工人中的影响普遍是极其微弱的。

取消派也是如此。他们掌握五金工会的时候，就把这个工会变成取消派的分部。他们在工会机关报上刊登了反对地下组织的挑衅性文章（见《我们之路》杂志[181]第20期第2页；《五金工人》杂志[182]第3期等），尽管没有一次全体会员大会赞成取消派的路线。

真正的事实就是如此。他们把真理派力争工人自己按照多数的意志决定事情的做法叫作真理派的“狂妄野心”。如果在五金工人全体大会上有3000人赞成真理派，而只有100—200人赞成取消派和民粹派，那么，为了所谓的“非派别性”，我们就应当承认3000和200是相等的！取消派和民粹派的“非派别性”的含义就是如此。

我们不维护中立主义，我们反对中立主义。可是我们也不会采取民粹派和取消派由于偶然在某个工会获得多数所采取的那种做法。只有那些软弱的无原则的集团才会这样做，他们一旦取得“胜利”就失去理智，急忙利用10来票的多数来“巩固”自己的胜利。为了不致放过好时机，他们“急切地”仓促修改自己的“原则”，忘掉自己的中立主义，并且乱加头衔。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们不是工人运动中的不速之客。他们知道所有的工会迟早是会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的。他们确信他们的思想将取得胜利，所以他们不去加速事变，不去鞭策工会，不去乱加头衔，不去分裂工会。

他们沉着而又满怀信心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耐心地在现实生活的课堂上教工人学马克思主义。无论无原则集团之间进行什么样的勾结，都不能使他们偏离这条道路。

有一个时期，现在的取消派曾经要求工会具有党性，要求工会在党内有组织上的代表。有一个时期，民粹派曾经强迫铁路工会正式宣誓忠于民粹派的纲领。现在无论取消派还是民粹派都跑到另一边去了，都坚持起中立主义来了。他们政治立场的软弱性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我们还是走自己的老路，这是全体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公开宣布并且现在仍然坚持的道路。取消派有充分的权利去同民粹派结成联盟，但这种联盟是无原则的和软弱的。取消派—民粹派联盟向工会推荐的道路不是先进工人应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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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我们之路》杂志（《Наш　Путь》）是俄国五金工会的机关刊物《五金业工人》杂志为应付书报检查而使用过的名称之一。《五金业工人》杂志于1906年8月30日（9月12日）在彼得堡创刊，为双周刊。除《五金业工人》外，该杂志使用过的名称先后有《锻工》（1907—1908年）、《金属加工工人通报》（1908年5—7月）、《希望》（1908年7月31日（8月13日）—10月31日（11月13日）、《统一》（1909年2—4月）和《我们之路》（1910年6月9日（22日）—1911年8月21日（9月3日））。



这里列宁指的是1911年8月11日《我们之路》杂志第20期的社论。——[385]。



[182]《五金工人》杂志（《Металлист》）是俄国五金工会的机关刊物（周刊），《五金业工人》杂志的续刊。1911年9月26日（10月9日）—1914年6月12日（25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45期。1913年以前五金工会理事会和杂志编辑部都掌握在取消派手中。1913年5月五金工会理事会改选后，工会和杂志编辑部的领导权转到布尔什维克手中。1913年《五金工人》杂志第7、8、10期（总第31、32、34期）上刊登了列宁的《1912年五金工人的罢工》一文。为杂志撰稿的有米·斯·奥里明斯基、阿·叶·巴达耶夫、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等人。



这里列宁指的是1911年10月27日《五金工人》杂志第3期的社论。——[385]。







《列宁全集》第24卷


天真的愿望

（1914年3月9日〔22日〕）

康·阿尔先耶夫号召大家多多注意收集有关行政流放的消息。不久前，自由派各报登载了这一号召或者用同情的口吻加以转述。


　　康·阿尔先耶夫写道：“尽管行政当局的大量无法无天的专横行径已见诸报端，但是还有其他许多令人发指（不亚于前者）的事未被披露，未被发现。如果收集这类消息时有一定的系统性，那么这个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得到弥补的。直到现在还在极其广泛地进行行政流放和逮捕，特别是对工人更是如此，关于流放和逮捕的原因大家仅仅是偶然地了解到的，因此了解得也不完全。关于被流放者在流放地的情况，报刊上也只是偶尔透露一点。”



　　对的总是对的！各自由派政党、自由派杜马代表、自由派律师、自由派新闻记者、某些自由派团体等等，对于远近各地“极其广泛地进行的，特别是对工人更是如此”的每一桩案件，他们都完全可以收集非常完整和系统的材料，并且公开发表。例如《言语报》就“热烈欢迎可敬的社会活动家”康·阿尔先耶夫的“所有这些意见和号召”。

那么，先生们，你们为什么按兵不动呢？别人我不知道，可是关于你们都深恶痛绝的、一致谴责的、经常议论的俄国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你们是有可能也有办法准确收集消息，并且公开发表的！但是请看，自由派报纸尽管有千倍的“保障”（在一切方面）足以克服任何障碍和干扰，竟然没有一家收集有关一切流放和逮捕情况的确凿消息。

应该说，我国的自由派是最擅长发表天真的善良的愿望的人，至于要在阿尔先耶夫的《欧洲通报》上，要在《俄罗斯新闻》或《言语报》上登出所有被流放者的名字，报道关于他们的消息，关于他们的命运的系统材料，——那是办不到的。

当然，较为容易做到（而且较为安全）的是口头上“拥护”号召而不是做点落实号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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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教授论平等

（1914年3月11日〔24日〕）

自由派教授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向社会主义发起了进攻。这一次谈问题，他不是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而是从泛泛地谈论平等着手的（也许教授认为，泛泛地谈论对他发言的那个宗教－哲学座谈会更适合吧？）。


　　杜冈先生宣称：“如果不把社会主义当作经济理论，而把它当作生活的理想，那么毫无疑问，它是同平等的理想相联系的，但是平等这个概念……从经验和理性中是得不出来的。”



　　这就是自由派学者的论点，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那些陈腐透顶的论据，说什么经验和理性清楚地证明人不是平等的，可是社会主义却把自己的理想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这就等于说，社会主义原来是荒谬的，是违背经验和理性的等等！杜冈先生又使出反动派的老花招：先对社会主义进行歪曲，硬把一些谬论说成是社会主义，然后再得意洋洋地驳斥这些谬论！当人们说经验和理性证明人不是平等的时候，这里的平等是指才能平等或者指人的体力和智力相同。

当然，从这层意义上来讲，人不是平等的。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不会忘记这一点。不过这种平等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杜冈先生根本不会思考，那么无论如何阅读总还是会的，杜冈先生只要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反对杜林的有名著作，就可以在其中读到关于平等的专门解释：在经济方面，只能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其他的理解都是愚蠢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7页。——编者注］

 。但是，当教授先生们开始驳斥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最使人惊奇的是什么：是他们的愚笨呢，是他们的无知呢，还是他们的不老实。

既然是跟杜冈先生打交道，那就不得不从起码的道理讲起。

社会民主党人所理解的平等，在政治方面是指权利平等，在经济方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是指消灭阶级。至于确立人类在力气和才能（体力和智力）上的平等，社会主义者连想也没有想过。

凡达到一定年龄的国家公民，只要不是患通常的痴呆病，也不是患自由派教授那样的痴呆病，都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这是权利平等的要求。首先提出这种要求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人所共知的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杜冈先生不是专门为了欺骗学生和工人，不是为了用“消灭”社会主义来讨好掌权者而引证“经验”的话，他是很容易弄清这一点的。

资产阶级在同中世纪的、封建的、农奴制的等级特权的斗争中，提出了全体公民权利平等的要求。比如俄国跟美国、瑞士等国家不同，直到现在，在俄国的整个政治生活中，无论是国务会议[183]选举，还是杜马的选举，无论是地方管理，还是纳税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方面，都仍然保持着贵族的等级特权。

就是最迟钝最不开展的人也能领悟到，在体力和智力上，贵族等级的每个人都不是平等的，“纳税等级”、“平民”、“下层”或“无特权的”农民等级也一样，人们彼此之间也不是平等的。但是，所有的贵族在享有权利这一点上都是平等的，而所有的农民在不享有权利这一点上也都是平等的。

学识渊博的自由派教授杜冈先生现在总懂得权利平等和体力才能平等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了吧？

我们现在来谈谈经济平等。在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不存在中世纪特权。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利上是平等的。但是他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是不是平等的呢？

——不是的，杜冈先生，不是平等的。一些人掌握土地、工厂、资本，靠工人的无酬劳动生活；——这样的人只占极少数。另一些人，也就是广大居民，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这些人就是无产者。

美国没有贵族，而且资产者和无产者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可是他们的阶级地位不是平等的：一些人，即资本家阶级，他们掌握生产资料，靠工人的无酬劳动生活；另一些人，即雇佣工人、无产者阶级，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全靠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活。

消灭阶级——这就是使全体公民在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是说，全体公民都同样可以利用公有的生产资料、公有的土地、公有的工厂等进行劳动。

为了开导开导学识渊博的自由派教授杜冈先生，这样来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是必要的，也许杜冈先生在下了一番功夫之后，如今已懂得，期待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在力气和才能上平等是愚蠢的。

简单说来，社会主义者说平等，一向是指社会的平等，指社会地位的平等，决不是指个人体力和智力的平等。

读者也许会发生这样的疑问：学识渊博的自由派教授怎么会忘记这些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任何一本阐述社会主义观点的著作中了解到的起码真理呢？回答很简单：就现代教授的个人特征来看，他们中间甚至也有象杜冈那样少见的蠢人。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教授们的社会地位又是这样，能够担任这个职务的只有那些出卖学识来为资本的利益效力的人，只有那些肯胡说八道发表最无耻的谬论来反对社会主义者的人。资产阶级对教授们的这一切都会原谅的，只要他们干的是“消灭”社会主义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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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国务会议是俄罗斯帝国的最高咨议机关，于1810年设立，1917年二月革命后废除。国务会议审议各部大臣提出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它本身不具有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的主席和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官员中任命。在沙皇亲自出席国务会议时，由沙皇担任主席。国家杜马设立以后，国务会议获得了除改变国家根本法律以外的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成员半数改由正教、各省地方自治会议、各省和各州贵族组织、科学院院士和大学教授、工商业主组织、芬兰议会分别选举产生。国务会议讨论业经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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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自由党人和爱尔兰

（1914年3月12日〔25日〕）

当前英国议院讨论爱尔兰自治法案（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讨论爱尔兰的自治）的情况，无论从阶级关系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剖析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许多世纪以来，英格兰一直奴役爱尔兰，爱尔兰农民苦不堪言，忍饥挨饿，甚至饿死，他们的土地被剥夺，几十万、几百万人被迫离乡背井迁居美洲。19世纪初，爱尔兰有550万居民，现在只剩下430多万了。爱尔兰已人烟稀少。19世纪的100年中，有500多万爱尔兰人迁到美洲，现在，美国的爱尔兰人要比爱尔兰的爱尔兰人还多！

爱尔兰农民遭受的前所未闻的灾难和痛苦是一个大有教益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到“统治”民族的地主和自由派资产者是何等残酷。英格兰的“辉煌的”经济发展，它的工商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付爱尔兰农民所立下的功劳上的，这些功劳不禁使人想起俄国的女农奴主萨尔特奇哈。

英格兰“繁荣起来了”，爱尔兰则奄奄待毙，仍旧是一个不开展、半野蛮的纯农业国，一个贫困的佃农国。尽管“文明的和自由派的”英格兰资产阶级想世世代代奴役爱尔兰，使它永远贫困，可是改革还是不可避免地进行了，——尤其是因为爱尔兰人民争取自由和争取土地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1861年成立了爱尔兰革命组织——芬尼亚[184]。移居美洲的爱尔兰人都想方设法帮助它。

从1868年起，即从自由派资产者和愚蠢市侩的英雄格莱斯顿主持内阁起，在爱尔兰开始了改革的时代，这个时代居然太太平平地拖延到现在，——也就是拖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瞧，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英明的国家要人多么善于“慢慢腾腾地抓紧”他们的“改革”呀！

那时卡尔·马克思已经在伦敦居住了15年多，他非常关心、非常同情地注视着爱尔兰人民的斗争。1867年11月2日他在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已竭力设法激起英国工人举行示威来援助芬尼亚运动。过去我认为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81页。——编者注］

 在同年11月30日的信里，马克思又谈到这个问题：“……试问，我们应当对英国工人提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以为他们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取消合并这一条〈取消合并爱尔兰〉，简单地说，就是1783年的要求，不过要使这一要求民主化，使它适合于目前的条件。这是能被英国〈工〉党采纳到纲领中去的爱尔兰获得解放的唯一合法的，因而也是唯一可能的形式。” 
［注：同上，第405页。——编者注］

 接着马克思论证了爱尔兰人需要自治和脱离英国而独立，需要土地革命，需要实行关税以抵制英国。

以上就是马克思为了帮助爱尔兰获得自由、加速爱尔兰的社会发展、帮助英国工人获得自由而向英国工人建议的纲领；因为只要英国工人帮助（或者仅仅容许）奴役其他民族，他们自己是不能获得自由的。

多么不幸啊！19世纪最后的30多年中，由于一系列特殊的历史原因，英国工人一直依附于自由派，浸透了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精神。他们没有成为争取自由的民族和阶级的领导者，而成了大财主的卑鄙走狗的尾巴，成了英国自由派老爷们的尾巴。

自由派已经把爱尔兰的解放事业拖延了半个世纪，爱尔兰的解放事业至今还没有完成！爱尔兰农民直到20世纪才开始从佃农变成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可是自由派老爷们还强迫他们按“公道的”价格交纳赎金！爱尔兰农民要向英国地主交纳千百万贡赋，而且还将继续长期交纳，以报答英国地主，因为英国地主掠夺了他们几百年，使他们常年挨饿。英国自由派资产者强迫爱尔兰农民用现金来报答地主的恩惠……

现在议院正在通过爱尔兰地方自治（自治）法。在爱尔兰北部有个阿尔斯特（人们往往把它错写成北爱尔兰）省，这里有一部分居民是英格兰的移民，他们与信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不同，都是新教徒。于是以黑帮地主普利什凯维奇……不，以卡森为首的英国保守派，疯狂叫嚣反对爱尔兰自治。据他们说，这就等于让阿尔斯特人受异教徒和异族人管辖！卡森勋爵威胁说要举行暴动，并且组织了黑帮分子的武装匪帮。

不言而喻，这种威胁是空喊。一小撮流氓谈不上什么暴动。同样也谈不上什么爱尔兰议会（它的权力是由英国法律决定的）“压迫”新教徒。

这不过是黑帮地主在吓唬自由派。

自由派害怕起来了，他们向黑帮分子讨好、让步，建议在阿尔斯特举行一次特别的全民投票（所谓的公民投票），把阿尔斯特的改革再延迟6年！

自由派同黑帮分子之间的讨价还价还在继续。改革暂缓，爱尔兰人既然已经等了半个世纪，那就再等一等吧，可别“得罪了”地主！

如果自由派诉诸英国人民，诉诸无产阶级，那么卡森的黑帮集团自然马上就会冰消瓦解，消失得无影无踪，爱尔兰和平的、充分的自由也就有了保障。

可是，要自由派资产者向无产阶级求援去反对地主，这难道可能吗？要知道，英国自由派也是大财主的走狗，他们只会向卡森之流摇尾乞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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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芬尼亚是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初爱尔兰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共和派，爱尔兰革命兄弟会的成员（芬尼亚一词来自爱尔兰历史上的一个传奇性军事义勇队的名称fiann）。爱尔兰革命兄弟会是秘密组织，于1858年成立（中心在美国和爱尔兰），主要宗旨是通过秘密准备的武装起义建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该会采取密谋策略，在群众中缺乏巩固的基础。——[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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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罗制就是用机器奴役人
[185]



（1914年3月13日〔26日〕）

资本主义不可能有一分钟原地不动。它必须前进再前进。危机时期特别尖锐化的竞争（同我国的一样），迫使不断发明新手段来降低生产费用，而资本的统治则把所有这些新手段变成进一步压榨工人的工具。

泰罗制就是这种手段之一。

不久前在美国主张泰罗制的人采用了这种方法。

他们将一个小电灯泡固定在工人的手臂上，把工人的动作拍摄下来，并且研究小电灯泡移动的情况。他们发现某些动作是“多余的”，于是强迫工人避免这些动作，也就是强迫工人更紧张地工作，一秒钟也不休息。

他们按下述要求绘制新厂房的平面图，即保证从运原材料进厂，把原材料从一个车间输送到另一个车间，到运成品出厂，都不浪费一分钟。他们经常拍摄电影，便于研究优秀工人的工作情况和提高劳动强度，也就是便于更加紧“驱赶”工人。

例如，他们曾把一个装配工的全天工作情况拍成影片。对他的动作进行了研究，然后采用一种高度适中的特制坐凳，使装配工不用弯腰浪费时间。他们还给装配工配备一名童工助手。这个童工必须用一种固定的最恰当的方式把机器的每一部件递给装配工。几天之后，这个装配工只需用以前四分之一的时间就能完成这种机器的装配了！

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但是工人的工资却没有增加到四倍，至多增加到一倍半，而且仅仅在开头一段时期才增加。工人们刚习惯新制度，工资又降到以往的水平。资本家获得巨额利润，而工人则以四倍的强度干活，以加快四倍的速度消耗自己的神经和肌肉。

他们把新来的工人带进工厂电影放映室，为他放映他所担任的工作的“标准”操作，并且要他“赶上”这个标准操作。一星期后，又在电影放映室为这个工人放映他自己的工作，并且把他的工作同“标准操作”相比较。

所有这一切巨大的改进都是对付工人的，使他们遭受更深重的压迫和奴役，并且用工厂内部恰当的、合理的分工来束缚他们。

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又是怎样的呢？目前，由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混乱、无秩序，不知道白白糟蹋掉多少劳动！市场需要不清楚，厂主要通过成百个包买商和转买商才能弄到原料，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不仅是时间的浪费，而且产品本身也浪费，受损失。成品要通过无数小经纪人才送到消费者手里，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和劳动，因为小经纪人也不可能了解买主的需要，他们不但要作无数次多余的动作，而且要进行无数次多余的采购和多余的奔波等等！

资本组织和调整工厂内的劳动，以便进一步压榨工人，增加自己的利润。但是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混乱现象依然存在并且日益增长，以致引起危机，这时积累起来的财富找不到买主，而千百万工人却找不到工作，忍饥挨饿，死于非命。

泰罗制——出乎它的创始人的意料，并且违背了他们的本意——正在酝酿着这样一个时代的来临：无产阶级将把全部社会生产掌握在自己手中，指派工人自己的委员会对整个社会劳动进行合理的分配和调整。大生产、机器、铁路、电话——有了这一切就有充分的可能把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3/4，保证他们享受的福利为现在的四倍。

社会劳动一旦摆脱资本的奴役，工人委员会就一定能在工会组织的协助下实行这些原则，合理地分配社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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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泰罗制就是用机器奴役人》一文的手稿在很长时间内下落不明一直到1959年才在莫斯科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里发现。这份手稿保存在该馆的一宗被称为“物证”的15000件收藏品中间，原来它象《真理报》、《启蒙》杂志等布尔什维克报刊的编辑部的许多其他文件一样，被警察司作为《真理报》反政府活动的物证而没收了。——[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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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的反对派”和立宪民主党参加的3月1日会议

（1914年3月14日〔27日〕）

关于政府代表和某些杜马代表3月1日举行的会议，[186]各报已经谈得很多了。但是从“反对派”在杜马中的地位和任务的角度来阐述这次会议的意义，还做得很不够。

记得正是在3月1日前，自由派的许多机关刊物，彼得堡的也好，莫斯科的也好，外省的也好，都泛泛地提出关于杜马死气沉沉、缺乏生气、杜马代表离开杜马以及关于反对派的任务等等问题，并且着重进行了讨论。

正是在3月1日前，“立宪民主”党的最著名的领袖米留可夫先生和盛加略夫先生在两个首都的刊物上反对司徒卢威先生关于“健全政权”的号召；反对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瓦·马克拉柯夫关于同十月党人达成协议的“既悲观又乐观的”号召。正是在3月1日前，米留可夫先生竭力表明他是“路标主义”即彻底的、露骨的反革命自由主义思想的敌人。

3月1日会议的成员和性质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们反司徒卢威和瓦·马克拉柯夫的这些言论，以及他们企图把自己装扮得比上面提到的这些政治家“更左”而作的努力，完全是虚伪的，是欺骗民主派的。事实上，在这次会议上获胜的正是自由派中的“路标派”的政策，正是司徒卢威先生和瓦·马克拉柯夫先生的政策，而不是立宪民主党的正式领袖和外交家米留可夫先生和盛加略夫先生之流的政策。

参加会议的只有各执政党的代表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分子（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没有被邀请（似乎因为他们是“原则上的反军国主义者，并且一贯投票反对一切军事拨款”，其实是因为不愿意听到他们理由充分的公开拒绝，至少社会民主党人肯定会这样做的）。

据《言语报》的最正式的报道，反对派的代表“也曾试图提出关于我国国内政策问题”，可是有人对他们说，只应该谈军事拨款问题，“政府代表认为在这个会议上不可能对国内政策方面的问题作出说明”。

《言语报》写道：“虽然如此，包括伊·尼·叶弗列莫夫和安·伊·盛加略夫等在内的几位代表在各自的发言中仍然提到我国国内形势的问题。”

读了这段话后，不得不说：立宪民主党的杜马代表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太不得当、太可笑、太愚蠢、太可耻了。如果他们这个党叫作温和的自由主义君主派政党，也就是换上一个能够正确地反映阶级本质和实际政治面貌的名称，那么立宪民主党的杜马代表们的行为就是符合该党原则的正常行为了！但是，这些人却希望别人把他们当作民主派，这些人中象瓦·马克拉柯夫那样最右的分子公开声明自己已经失去信心，不再相信“没有革命爆发和灾难可能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在2月26日《言语报》第55号上盛加略夫先生自己是这么叙述瓦·马克拉柯夫的观点的，——在2月25日的《言语报》上米留可夫先生自己也这么写的），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同右派和十月党人一起参加会议，就是当众挨一记耳光。

立宪民主党的先生们自己打自己一记耳光。他们参加了会议，这就公开违背了自己所说的“失去信心”的话。他们已经公开表明他们有决心证明自己的信心很足，并且同样有决心去效力，去讨好。

别人姑且不说，但立宪民主党人非常清楚国内政策同对外政策的紧密联系，非常清楚“拨发”军事拨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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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这个会议是在国家杜马主席米·弗·罗将柯的办公室里举行的，讨论了国防和军事拨款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大臣会议主席（伊·洛·哥列梅金），陆军、海军、外交、财政各部大臣，总参谋长，国家杜马主席团及65名杜马代表（右派、民族党人、十月党人、进步党人和以帕·尼·米留可夫为首的立宪民主党人）。请柬均注有“绝密”字样。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分子没有被邀请。——[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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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草稿
[187]



（1913年9月）


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

Ⅰ．1．迫切需要详尽地、周密地确定我们对民族问题的态度，这是由于

（α）历史（客观）原因：反革命时期的反动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进步（甚至资产阶级民主）民族主义

（β）党内生活的原因：崩得的分裂活动，它的分离主义，它同保持民族主义特征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波兰社会党）的联盟，它利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　的妥协性决议[188]进行的破坏活动。“最坏类型的联邦制”的瓦解。

Ⅱ．2．关于自决这一条只意味着政治分离。

3．这一条对俄国是必要的，这是由于

（α）一般的民主原则

（β）被压迫民族居住在边疆地区

（γ）资产阶级民主变革在整个东欧，特别是在俄国都未完成

（δ）无论同西方还是同东方相比较，俄国的国家制度（君主制）最为反动。

4．承认自决权只意味着

（α）要求通过挪威方式的民主途径解决问题

（β）既同黑帮也同否认这一权利的自由派进行斗争——用反民族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庄稼汉！）。

5．这一权利绝不排斥无产阶级独立的评价，相反正要求这种评价。

6．1905年波兰和芬兰的例子，表明地主的政党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党向尼古拉二世的君主制靠拢，——表明波兰和芬兰的工人受本国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欺骗，——表明工人如果宁可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向自己的资产阶级靠拢，而不愿同其他民族的无产阶级统一，那么这对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和自己祖国来说，都是背叛。

Ⅰ．7．民族和语言的一律平等。由国家出资保障当地居民的语言。

8．反对“国”语。

9．重新规定国家的行政区划。

10．关于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等等的全国性法律等。

Ⅴ．11．对民族文化自治的否定态度

（α）“民族文化”的口号在思想政治上不正确

（β）违反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γ）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群众

（δ）不顾集中的民主变革任务（指出所谓的民族分离道路，但在实际上只可能进行集中的民主变革）

（ε）一个处于帮会状态的民族（犹太）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宣传这一口号

（ζ）在办学校方面，把无产阶级（居住在一起的各民族的）分开是有害的，需要联合。

Ⅴ．12．一切组织中的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

13．不是党的联邦制，而是党的整体制（高加索等）。





	载于193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377—379页

















[187]1913年9月26日和28日（10月9日和11日），列宁在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上，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长篇报告。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没有保存下来。这个决议草稿大概就是该决议草案的提纲。



波罗宁会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见本卷第60—62页。——405页。



[188]指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崩得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条件草案》。根据草案第1条，崩得被承认是“犹太无产阶级的组织，其活动不受地区范围的限制”；根据草案第8条，崩得有权派代表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出席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62—163页）。——[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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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大纲

（1914年1月13—20日〔1月26日—2月2日〕）


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大纲

1．与取消派的愿望相反，恢复秘密党。

2．原有的党的瓦解（崩得分子＋拉脱维亚人＋孟什维克＝3/5）。普列汉诺夫的回答

3．一月代表会议：攻击一切……

4．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67％））……

　　　　　　　　　　　　　　　　　　 圣彼得堡。

　　　　　　　　　　　　　　　　　　 中部3省

　　　　　　　　　　　　　　　　　　 南部地区

5．工人刊物……（2000和500）

　　　　　　　 （（自1912年1月1日至1913年10月1日））。

6．中央委员会在俄国国内的恢复

　　　　　1912——1春季大搜捕

　　　　　　　　 （全部时间）大部分2—3

　　　　　1913——2全部时间

　　　　　(1/2)1913——3全部时间

　　　　　　　　　　　　　　　　　　 大部分4—5（（工人的多数））。

7．五金工会（二月会议）。

8．夏季会议和6对7（马尔托夫）

　　　　　　《我们的曙光》杂志第10—11期

　　　　　　4800对2500　　1000

　　　　　　　　　　　　　 600

9．恢复了多数。

10．统一？什么党的？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396—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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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提纲

（1914年1月13—20日〔1月26日—2月2日〕）

总结发言提纲：

（1）社会党国际局。我们去不去？（列宁和中央委员会）

（（中央国外局的经费））

（2）地下组织的三个否定

共和国和代表会议

　　（1）《光线报》（“复发”）

　　（2）查苏利奇　　｝毫无价值

　　（3）费·唐恩

圣彼得堡委员会

莫斯科区域局

莫斯科委员会

（和团体）

科斯特罗马

　　代表会议

乌拉尔

敖德萨委员会

基辅委员会

（3）三个事实：

　　（1）代表47—50—67％

　　（2）6和7

　　（3）2000个团体和500个团体。

（4）组织和群众：

一月代表会议……

两个会议……　　　　中央机关报

（5）中央委员会在俄国国内

1912——

1913——

1913——

国外的瓦解和俄国国内的联合

Ⅰ

1 0
 ．秘密党。

2 0
 ．在合法刊物上反对革命口号。

3 0
 ．民族问题　（α）民族文化自治

　　　　　　　（β）民族组织。

4 0
 ．亚格洛……

Ⅱ

5 0
 ．组织方法和多数。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398—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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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4卷

年表

（1913年9月—1914年3月）


1913年


1913年9月—1914年3月


列宁侨居在波兰的波罗宁和克拉科夫。


9月12日（25日）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一文发表在《劳动真理报》第2号上。


9月13日（26日）


列宁的《土地规划和农村贫苦农民》、《尼孔主教是怎样保护乌克兰人的？》和《政论家札记》三篇文章发表在《劳动真理报》第3号上。

彼得堡出版委员会查禁《劳动真理报》第3号，因为它发表了列宁的《土地规划和农村贫苦农民》一文。


9月17日（30日）以前


收到阿·马·高尔基从卡普里岛的来信，信中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和回俄国去的打算。


9月17日（30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对高尔基的健康状况表示忧虑，建议他认真治疗。

列宁的《文明的野蛮》一文发表在《劳动真理报》第6号上。


不早于9月17日（30日）


在给自己的一篇文章（篇名不详）写的附言中，提请《劳动真理报》编辑部注意，一部分新闻的语调和内容必须改变，使报纸取得合法地位并能通过书报检查。


9月18日（10月1日）


委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在柏林的扬·鲁迪斯－吉普斯利斯，信中请鲁迪斯－吉普斯利斯派一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并说这次会议是绝对保密的。


9月19日（10月2日）


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亚·马·马列茨基在给雅·斯·加涅茨基的信中，提名列宁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派”即“分裂派”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


9月20日（10月3日）


致函在斯图加特的亨·狄茨，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并以个人的名义祝贺狄茨70寿辰，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永远不会忘记他在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宝贵贡献，祝愿他为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利益更长久地工作。


9月21日（10月4日）


收到费·尼·伊林从苏黎世的来信，信中说给列宁寄了一份援助政治犯的呼吁书。


9月23日—24日（10月6日—7日）


同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就实际工作问题进行非正式磋商。


9月23日—10月1日（10月6日—14日）


主持召开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起草和审订提交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草案。


9月23日和10月1日（10月6日和14日）之间


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的代表在休会时参观扎科帕内疗养区及其周围地区。


9月25日（10月8日）


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的代表致欢迎词（这篇欢迎词没有找到）。


9月25日和26日（10月8日和9日）


记录莫斯科和中部工业地区的代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上的报告和发言。


9月26日（10月9日）


上午，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总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以来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确定在革命高涨时期党的任务和党的工作的主要形式（这份报告没有找到）。

晚上，出席波罗宁会议，作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报告持续两个晚上）。

列宁的《论黑帮》和《关于俄国的管理和关于俄国的改良》两篇文章发表在《劳动真理报》第14号上。


不晚于9月26日（10月9日）


写《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草稿》。


9月27日（10月10日）


出席波罗宁会议，在讨论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状况的报告时发言，谴责孟什维克七人团破坏工人代表最基本的权利和导致党团分裂的行径，指出布尔什维克代表政治工作的巨大意义。


9月27日（10月10日）以后


开始研究由奥·倍倍尔和爱·伯恩施坦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1—4卷。


9月28日（10月11日）


在讨论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的决议时发言。

晚上，出席波罗宁会议，继续作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没有找到）。


9月29日（10月12日）


列宁的《维·查苏利奇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一文发表在《启蒙》杂志第9期上。


9月29日—30日（10月12日—13日）


波罗宁会议讨论列宁作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列宁听取讨论发言并记录对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的修改意见。


9月30日（10月13日）


上午，波罗宁会议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民族问题、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和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决议。

在波罗宁会议上作关于即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出派遣一个由不少于30人组成的俄国代表团参加代表大会，以及在举行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同时召开下一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这份报告没有找到）。


不晚于9月30日（10月13日）


在波罗宁会议讨论关于党的报刊问题时发言。

波罗宁会议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组织问题和党代表大会、关于罢工运动、关于合法社团中的工作、关于民粹派等决议。


10月1日（14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波罗宁会议的闭幕会议并致闭幕词（闭幕词没有找到）。

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对待孟什维克七人团的具体措施；决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关于中央委员会代表出席即将举行的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约·维·斯大林从流放地逃跑等问题。会议还通过了列宁以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名义写给孟什维克七人团的《声明》，《声明》中要求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孟什维克代表都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

列宁的《也是劳动派分子》一文发表在《劳动真理报》第18号上。


10月1日（14日）以后


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的代表商谈具体贯彻所通过的各项决议。

同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谈话，建议他们深入全国各地，要多会见工人群众，加强在工厂里的秘密工作。

建议格·伊·彼得罗夫斯基会见阿·马·高尔基，并请彼得罗夫斯基对《真理报》给予帮助。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列宁委托Ф．А．巴拉绍夫（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的莫斯科代表）在会议以后留在索斯诺维茨（靠近国境线），领导组织往国内运送书刊的工作。


10月4日（17日）


列宁的《糊涂的无党性分子》一文发表在《拥护真理报》第3号上。


10月7日（20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从比亚韦－杜纳耶茨村返回克拉科夫。


10月8日（21日）


在列·波·加米涅夫给彼得堡《拥护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上写附言，建议要更多地重视布尔什维克代表为争取平等权利而同孟什维克七人团所进行的斗争。


10月8日和15日（21日和28日）之间


列宁的《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一文发表在尼·亚·鲁巴金的《书林概述》第2卷。


10月12日（25日）


列宁的《英国的自由党人和土地问题》一文发表在《拥护真理报》第8号


10月13日（26日）以前


在致《拥护真理报》编辑部的信的附言中，认为在使报纸进一步合法化方面可以而且应该再做许多事情，还询问了报纸发行量等情况。


不早于10月14日（27日）


致函《拥护真理报》编辑部，对该报第8号发表《马克思主义者的会议》一文提出抗议，因为这篇文章详细地介绍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波罗宁秘密会议的工作；认为发表这篇文章是帮助了敌人。后来查明，该文章的作者米·叶·切尔诺马佐夫是混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暗探局的奸细。


10月15日（28日）


列宁的《十月党人和工人运动》和《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纪念日”》两篇文章发表在《拥护真理报》第10号上。

致函在巴黎的弗·列德尔，建议他设法使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拒绝重新审查卡·伯·拉狄克案件。


10月17日（30日）


列宁的《为坏事作的坏辩护》一文发表在《拥护真理报》第12号上。


10月17日（30日）以后


收到弗·列德尔从巴黎的来信，信中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拒绝拿出有关卡·伯·拉狄克案件的材料，还说卡·胡斯曼建议把这一案件移交给社会党国际局仲裁委员会。


10月18日（31日）


列宁以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名义写给孟什维克七人团的声明发表在《拥护真理报》第13号上。


不早于10月19日（11月1日）


致函《拥护真理报》编辑部，揭露取消派反对《明星报》和《真理报》撰稿人，反对《保险问题》杂志编辑Б．Г．丹斯基的诽谤活动；建议如果《拥护真理报》遭查封，则必须改变文章的调子。

起草各工人组织就取消派诬蔑保险工作者Б．Г．丹斯基一事的决议草案。


10月20日（11月2日）


祝贺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同孟什维克七人团争取享有平等权利的斗争中取得的初步胜利。


10月20日和25日（11月2日和7日）之间


致函《拥护真理报》编辑部，对布尔什维克六人团公开反对孟什维克七人团的破坏活动表示祝贺，并提出布尔什维克代表在成立独立的杜马党团以前的斗争计划。


10月21日（11月3日）以前


收到卡·胡斯曼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询问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


10月21日（11月3日）


用法文致函卡·胡斯曼，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将由列·波·加米涅夫担任。


不早于10月21日（11月3日）


致函《拥护真理报》编辑部，对已经开展起来的为争取布尔什维克代表享有平等权利的运动表示满意；提出必须派工人代表团到杜马党团去。


10月25日（11月7日）以前


写《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部斗争问题的材料》一文的提纲。


不晚于10月25日（11月7日）


致函《拥护真理报》编辑部，建议在1913年10月27日（11月9日）出一号关于拥护布尔什维克六人团运动的星期日增刊；告知寄上《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部斗争问题的材料》一文。


10月25日（11月7日）


列宁的《杜马“七人团”》一文发表在《拥护真理报》第19号上。

致函《拥护真理报》编辑部，要求六人团的行动要坚决，只要采取逻辑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步骤，声明自己是党团，就可以取得胜利；希望能按时寄送报纸。


10月26日（11月8日）


列宁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取消派》一文发表在《拥护真理报》第20号上。


10月28日（11月10日）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说收到克·蔡特金关于“保管人”保管的款项问题的信件的副本；建议起草一封给蔡特金的详细的复信；询问金克尔能否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11月30日（12月13日）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局伦敦会议提出的报告译成德文。


10月29日（11月11日）以前


研读伊·阿·古尔维奇的《移民与劳动》一书，在写《资本主义和工人移民》一文时引用了该书的材料。

致函在纽约的尼·尼·纳科里亚科夫，请他寄来华盛顿统计局的出版物并告知伊·阿·古尔维奇的地址（这封信没有找到）。


10月29日（11月11日）


列宁的《资本主义和工人移民》和《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部斗争问题的材料》两篇文章发表在《拥护真理报》第22号上。


10月29日和11月15日（11月11日和28日）之间


致函《拥护真理报》编辑部，建议第四届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成立独立的党团时定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


10月30日（11月12日）


列宁的《“照马克思那样”发议论的立宪民主党人房产主》一文发表在《拥护真理报》第23号上。


10月30日—31日（11月12日—13日）


函告住在沃洛格达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已读完四卷《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并想为《启蒙》杂志写一篇关于该通信集的文章。


10月31日（11月13日）以前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告知寄去弗·萨·沃伊京斯基的小说《浪潮》的开头部分，并询问能否在《启蒙》杂志上刊登这部小说；建议高尔基认真治病；说彼得堡的一切合法团体中的工人都已团结起来。


10月31日或11月1日（11月13日或14日）


致函阿·马·高尔基，批评他发表在《新工人报》第69号上的《再论卡拉玛卓夫性格》一文，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流露出了造神说观点。


不早于10月31日（11月13日）


致函《拥护真理报》编辑部，祝贺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祝贺大多数人同破坏分子斗争的胜利。


10月31日（11月13日）以后


研读麦·贝尔的《英国社会主义史》一书并作摘录。


不晚于10月


研读1908年和1909年的《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在罗·卢森堡的《民族问题和自治》一文上作记号并作摘录，在写《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和《论民族自决权》两篇文章时引用了这些材料。


10月—12月


写《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


11月初


写《工人群众和工人知识分子》和《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分裂》两篇文章。


11月1日或2日（14日或15日）


致函阿·马·高尔基，说同意他关于暂时不在《启蒙》杂志上发表弗·萨·沃伊京斯基的小说《浪潮》的意见。


不早于11月1日（14日）


在给《拥护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说，由于该报第22号被没收，建议重新刊登他的《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部斗争问题的材料》一文。


11月1日（14日）以后


致函阿·马·高尔基，揭露造神说的反动本质，批评高尔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强调指出，任何捍卫或庇护神的观念的行为都是庇护反动派的行为。


不早于11月3日（16日）


在给《拥护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指出，该报第25号上刊登的署名“自己人”（米·叶·切尔诺马佐夫）的文章写得不好，建议不要追求尖刻的言辞，这样才不致使报纸遭到没收。


11月7日（20日）


列宁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的开头部分发表在《启蒙》杂志第10期上。


11月7日（20日）以后


阅读1913年《启蒙》杂志第10期，在卡·马克思的《政治冷淡主义》和伊·伊·斯捷潘诺夫的《帝国主义》两篇文章上作记号。


11月9日（22日）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加快解决“保管人”保管的款项问题的具体措施。


11月13日（26日）


列宁的《左派民粹派论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一文发表在《拥护真理报》第34号上。

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改进《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关于进一步活跃各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关于加强支持布尔什维克代表的独立党团的运动等问题。

委托亚·安·特罗雅诺夫斯基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各项决议作说明。


11月13日—14日（26日—27日）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国际局提出一项建议：在社会党国际局十二月会议上研究关于波兰社会民主党统一的问题。


11月15日（28日）以前


阅读1913年《我们的曙光》杂志第6期，在尼·亚·罗日柯夫的《俄国土地问题现状》一文上作记号，在写《土地问题和俄国的现状（政论家札记）》一文时批评了罗日柯夫的文章。


11月15日（28日）


列宁的《土地问题和俄国的现状（政论家札记）》、《争论和斗争的两种方法》和《也是“统一派”》三篇文章发表在《拥护真理报》第36号上。


11月17日（30日）以前


签署抗议取消派分子陷害Б．Г．丹斯基的《给编辑部的信》，该信发表在《拥护真理报》第38号上。


11月18日（12月1日）以后


收到美国社会主义报纸《向理智呼吁报》编辑沃伦的来信，信中告知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在美国迅速传播的情况。


11月20日（12月3日）以前


致函马·马·李维诺夫，告知为社会党国际局十二月会议准备的材料正由弗·米·扎戈尔斯基译成德文（这封信没有找到）。


11月20日和12月1日（12月3日和14日）之间


写《俄国工人对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分裂的看法》一文，作为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社会党国际局十二月会议上的报告的补充。


11月21日（12月4日）以前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就“保管人”保管的款项问题提出给克·蔡特金的复信的草稿，请什克洛夫斯基做他与卡·茨格拉根律师之间通信来往的中介人，并请协助在布鲁塞尔物色一位社会党人律师。


不早于11月21日（12月4日）


收到马·马·李维诺夫从伦敦的来信，信中说为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准备的全部材料都已收到并将译成英文，还请列宁把说明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立场的波兰报纸的剪报寄去。

收到伊·费·波波夫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说明了Э．文克律师就“保管人”保管的款项问题所作的结论的草案。信中还告知同卡·胡斯曼就即将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进行谈话的结果，以及《人民报》拒绝刊登列宁的一篇文章（篇名不详）。

致函伊·费·波波夫，指出Э．文克律师在关于“保管人”保管的款项问题上提出的论据，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这封信没有找到）。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请他将关于“保管人”保管的款项问题的文件寄给伊·费·波波夫，指出必须按法律程序解决这个问题。


11月23日（12月6日）


复函在阿斯特拉罕的斯·格·邵武勉，阐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民族问题上的纲领性论点：所有民族完全平等，所有民族都享有自决权、自治权和分离权；对邵武勉愿意写一本关于民族问题的小册子表示赞许。


11月25日—26日（12月8日—9日）


在列·波·加米涅夫给《拥护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上写附言，对该报第42号发表的米·叶·切尔诺马佐夫的《答德·柯尔佐夫》一文表示愤慨。


不晚于11月28日（12月11日）


多次致函在伦敦的马·马·李维诺夫，谈为社会党国际局十二月会议作准备的有关事宜（这些信件没有找到）。


11月28日（12月11日）


列宁的《论“民族文化”自治》和《国外小集团和俄国取消派》两篇文章发表在《拥护真理报》第46号上。


11月28日（12月11日）以后


收到康·尼·萨莫伊洛娃的来信，信中谈《拥护真理报》编辑部内部的情况，请列宁对亚·亚·波格丹诺夫的《意识形态》一文发表意见，建议列宁为筹备中的合法的大学生杂志写一篇文章。


不晚于11月29日（12月12日）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对卡·穆尔在即将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上采取什么立场表示关注；告知已把给克·蔡特金的信的草稿寄给了卡·茨格拉根。


11月29日（12月12日）


写《关于波罗宁会议（1913年）的传达报告的要点》，并将它寄往彼得堡。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拉柯夫和社会民主党人彼得罗夫斯基》和《萨韦纳》两篇文章发表在《拥护真理报》第47号上。


11月29日（12月12日）以后


先后收到马·马·李维诺夫从伦敦的两封来信，信中告知向社会党国际局会议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报告和各项决议已经译就、取消派代表团已经抵达、孟什维克谢·谢姆柯夫斯基将作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


11月30日（12月13日）以后


收到马·马·李维诺夫的来信，信中介绍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开幕和参加人员的情况。李维诺夫还答应给《拥护真理报》写一篇关于这次会议的通讯。

研读弗·古·格罗曼主编的《奔萨省估价统计调查总结》一书，并作记号和统计数字。


11月


列宁写的《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纲领草案》（除最后一节）印成单行本。


12月1日（14日）以前


致函《拥护真理报》编辑部，标题是《关于国际局即将采取的步骤问题》。


12月1日（14日）以后


收到马·马·李维诺夫从伦敦的来信，信中报告了关于社会党国际局12月1日（14日）会议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状况的情况，以及关于卡·考茨基、罗·卢森堡、让·饶勒斯等人的发言。


12月2日（15日）


收到马·马·李维诺夫从伦敦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社会党国际局十二月会议就俄国事务通过了一项决定。

致函《拥护真理报》编辑部，标题是《关于国际局的决定问题》。


不晚于12月3日（16日）


阅读《1911年1月18日进行的帝国初等学校一日普查》一书和编制统计表《圣彼得堡学区的国民学校（1911年1月18日）》，在写《国民教师的贫困》、《俄国学校中学生的民族成分》和《谈谈我们的学校》三篇文章时，引用了这本书中的材料。


12月3日（16日）


列宁的《谈谈工人的统一》一文发表在《拥护真理报》第50号上。

致函《拥护真理报》编辑部，提出编辑部就社会党国际局十二月会议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问题的决定的声明的初稿。


12月3日（16日）以后


收到马·马·李维诺夫的来信，信中详细报告了社会党国际局12月1日（14日）会议的情况，并说格·瓦·普列汉诺夫拒绝担任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而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却竭力设法取而代之。

致函《拥护真理报》编辑部，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恢复统一的条件，以此回答社会党国际局十二月会议通过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问题的决定。

致函格·李·什克洛夫斯基，指出卡·考茨基在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上的发言是取消派的卑劣行为。


12月4日（17日）


列宁的《国民教师的贫困》一文发表在《拥护真理报》第51号上。


12月5日（18日）


致电《拥护真理报》编辑部，建议驳斥取消派歪曲社会党国际局十二月会议的决定的无耻谎言。


12月5日（18日）以后


致函在巴黎的伊·费·阿尔曼德，建议组织一个坚决抗议卡·考茨基歪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状况的声明的运动。


12月7日（20日）


列宁的《固执地为坏事作辩护》一文发表在《无产阶级真理报》第1号上。

致函在伊尔库茨克的弗·萨·沃伊京斯基，尖锐地批评他寄给《启蒙》杂志的《捍卫共同的旗帜》一文；说明布尔什维克成立独立的杜马党团的意义；高度评价拥护六人团、反对七人团的运动以及团结和教育工人反对自由派工人政客的工作。

列宁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在《启蒙》杂志第11期上继续发表。


12月8日（21日）


列宁的《俄国工人和国际》一文发表在《无产阶级真理报》第2号上。

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说给她寄去一份德文书单并询问她与母亲的生活情况。列宁还说自己已经非常适应克拉科夫的生活。


12月10日（23日）


列宁的《取消派是如何欺骗工人的》一文发表在《无产阶级真理报》第3号上。


12月11日（24日）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人和“民族自决权”》一文发表在《无产阶级真理报》第4号上。

列宁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分裂》一文发表在《莱比锡人民报》第298号的附页上，署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12月11日和20日（12月24日和1914年1月2日）之间


翻阅《前进报》第339号并在卡·考茨基的《再谈国际局》一信上作记号，在写《谈谈考茨基的信》一文时，引用了这些材料。


12月13日（26日）


列宁的《好决议和坏发言》一文发表在《无产阶级真理报》第6号上。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给玛·亚·乌里扬诺娃的信中介绍列宁在克拉科夫的生活情况：经常郊游、散步、洗冷水浴和听音乐。列宁在这封信上写附言，祝母亲身体健康，并向姐姐和妹妹问好。


12月14日（27日）以前


用英文致函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提出关于创办一份供女工阅读的杂志的想法。


12月14日（27日）


列宁的《俄国的罢工》一文发表在他自己编辑出版的袖珍历书《1914年工人手册》上。

列宁的《俄国学校中学生的民族成分》一文发表在《无产阶级真理报》第7号上。


12月14日（27日）以后


致函在巴黎的伊·费·阿尔曼德，强调指出党的群众工作必须采取新的形式；建议她采取有力措施，把妇女杂志《女工》的出版筹备工作抓起来；告知袖珍历书《1914年工人手册》已经收到。


12月15日（28日）


列宁的《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一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2号上。

列宁的《谈谈考茨基的不可容忍的错误》一文发表在《无产阶级真理报》第8号上。


不早于12月16日（29日）


致函伊·费·阿尔曼德，对社会党国际局十二月会议的决定作解释，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2号提出批评意见。


12月17日（30日）


列宁的《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决定的决议》和《再论按民族分学校》两篇文章发表在《无产阶级真理报》第9号上。


12月18日（31日）


列宁的《谈谈我们的学校》和《论哥尔斯基先生兼论一句拉丁谚语》两篇文章发表在《无产阶级真理报》第10号上。


12月19日（1914年1月1日）


列宁的《再论社会党国际局和取消派》一文发表在《无产阶级真理报》第11号上。


12月20日（1914年1月2日）


列宁的《民族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权》、《民粹主义和取消主义是瓦解工人运动的因素》和《谈谈考茨基的信》三篇文章发表在《无产阶级真理报》第12号上。

致函在柏林的伊·埃·格尔曼，询问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开会地点和时间，并请他经常告知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


12月23日（1914年1月5日）以前


致函在维也纳的尼·伊·布哈林，对他写的《司徒卢威先生的把戏》一文提出意见。


12月23日（1914年1月5日）


列宁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在《启蒙》杂志第12期上续完。


12月24日（1914年1月6日）


致函在柏林的弗·米·卡斯帕罗夫，说自己即将到柏林并约定同他会见。


12月25日（1914年1月7日）


列宁的《〈新时报〉和〈言语报〉论民族自决权》一文发表在《无产阶级真理报》第16号上。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函住在沃洛格达的玛·亚·乌里扬诺娃，叙述她与列宁过新年以及冬季出去散步和滑冰的情况，并说列宁即将外出查找资料。列宁在信上写附言，祝母亲以及姐姐和妹妹新年快乐。

收到伊·费·波波夫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告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和开幕时间。

致函在柏林的伊·埃·格尔曼和扬·鲁迪斯－吉普斯利斯，强调指出必须团结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去迎接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同他们约定在柏林会见的地点和时间。

致函在布鲁塞尔的伊·费·波波夫，请他帮助伊·埃·格尔曼和扬·鲁迪斯－吉普斯利斯与出席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建立联系。


12月27日—29日（1914年1月9日—11日）


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真理报》编辑部和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工作问题。


12月27日和1914年1月5日（1914年1月9日和18日）之间


致函在巴黎的伊·费·阿尔曼德，告知俄国社会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着手出版中央委员会特别公报；说收到尼·伊·布哈林从维也纳寄来的告知格·瓦·普列汉诺夫打算出版《统一报》的信；指出必须同列·达·托洛茨基和取消派进行斗争；建议布尔什维克巴黎支部通过一项反对卡·考茨基的决议。


12月29日（1914年1月11日）


致函扬·鲁迪斯－吉普斯利斯或伊·埃·格尔曼，对参加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一名代表表示不满，因为该代表是倾向于同取消派达成协议的。

列宁的《杜马党团和杜马外的多数》一文和《给编辑部的信》发表在《无产阶级真理报》第17号上。


12月30日（1914年1月12日）


用法文复信给在阿姆斯特丹的戴·怀恩科普，介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情况；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对布尔什维克怀有恶意；对卡·考茨基在政治上的无原则性表示愤慨。


12月


经列宁校订的小册子《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3年夏季会议》在巴黎出版；列宁阅读小册子，在封面和民族问题决议上作记号。


年底


继续研读由奥·倍倍尔和爱·伯恩施坦出版的四卷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记要点和作摘录，写《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一文。


1913年


为写作《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一书作准备工作；翻阅1912年华盛顿出版的《1911年美国统计手册》第34期；作记号和统计数字。

从恩·劳尔的《关于近二十五年瑞士农业发展的统计资料集》一书中作摘录。

研读约·塞贡为安·阿利奥塔的《唯心主义对科学的反动》一书写的书评，并作札记。


1913年底—1914年初


修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文章，增补一段文字，给文章加了标题《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


1914年


1月1日（14日）


列宁的《一年4000卢布和六小时工作制》一文发表在《无产阶级真理报》第19号上。

致函在沃洛格达的弗·巴·米柳亭，说反驳“波格丹诺夫在哲学上的庸俗议论”的文章非常需要，请他将这些文章直接寄来。


1月2日（15日）以前


收到尼·瓦·库兹涅佐夫发来的电报，电报中建议列宁在巴黎纪念1905年1月9日流血事件九周年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

在给伊·费·阿尔曼德的信（这封信没有找到）上写附言，表示同意在巴黎纪念1905年1月9日流血事件九周年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


1月2日（15日）


抵达柏林。在柏林会见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同他们讨论即将召开的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问题。


不晚于1月5日（18日）


抵达巴黎。


1月5日（18日）


出席巴黎布尔什维克会议，谈了自己对社会党国际局十二月会议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问题的决定的看法，提出实现统一的条件。


1月5日和10日（18日和23日）之间


在巴黎同柳·尼·斯塔尔谈话。斯塔尔请求列宁帮助流放在托博尔斯克省的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M．C．卡多姆采夫。


1月7日（20日）


在巴黎出席报告会，听罗·瓦·马林诺夫斯基作关于第四届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工作的报告。后来查明，罗·瓦·马林诺夫斯基是一个奸细。


不早于1月7日（20日）


读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写给尼·瓦·库兹涅佐夫的来信，信中谈到“前进派”分裂一事。列宁在信封上写道：“重要！卢那察尔斯基反对阿列克辛斯基。”


1月7日（20日）以后


收到扬·安·别尔津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说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拒绝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提出的关于邀请“分裂派”和第四届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要求。


1月8日（21日）以后


收到伊·费·波波夫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告知将邀请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和波兰社会党左派的代表参加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还告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无意邀请“分裂派”的代表。

收到伊·费·波波夫转来的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的信，信中请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保证第四届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代表能出席代表大会。


1月9日（22日）


在巴黎社会民主党人纪念1905年1月9日流血事件九周年的两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


1月10日（23日）以前


写《民族问题》专题报告的几个提纲。


1月10日（23日）


在巴黎地理学会大厅作《民族问题》专题报告。


1月10日和20日（1月23日和2月2日）之间


根据回忆写《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


1月11日（24日）


致电伊·费·波波夫，告知自己将于1月12日（25日）早晨抵达布鲁塞尔（这份电报没有找到）。


1月12日（25日）以前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请他将寄去的手稿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关于前保管人掌管的财产和关于帐目》决议尽快翻译出来。


1月12日（25日）


抵达布鲁塞尔，住在伊·费·波波夫家里，同他讨论与社会党国际局工作有关的一些问题。

在布鲁塞尔民众文化馆同社会党国际局主席埃·王德威尔得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统一的实际可能性问题。然后，会见两名比利时海员，同他们谈将秘密书刊带往俄国一事。

在布鲁塞尔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作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

用英文致函在巴黎的伊·费·阿尔曼德，说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


1月12日—20日（1月25日—2月2日）


出席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几次会议，帮助他们制定在代表大会上的行动路线。


1月13日（26日）


致函在巴黎的伊·费·阿尔曼德，告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中的力量对比已发生变化，调和派占了上风；说《真理报》经费发生困难；要求妥善安排《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公报》的出版工作。

致函在巴黎的尼·瓦·库兹涅佐夫，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公报》用的材料即将寄出。


1月13日—20日（1月26日—2月2日）


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大纲和总结发言提纲以及关于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态度的决议草案；编制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记录会议日程和选举主席团的表决结果；简要记录代表大会各次会议的进程和发言人的讲话。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在报告中尖锐地批评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他们在同取消派斗争问题上采取机会主义立场。

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只有在原则基础上、在革命策略和对取消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列宁起草的关于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态度的决议由代表大会通过。

在代表大会上同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一起对调和主义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退出八月联盟。这一结果是对托洛茨基联盟的致命打击。


1月14日（27日）


将自己校阅过的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公报》第1号用的材料寄给在巴黎的尼·瓦·库兹涅佐夫。


1月15日（28日）


致函伊·费·阿尔曼德，认为安排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公报》的出版工作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事情；提到往俄国运送秘密书刊的新方法。


1月15日（28日）以后


康·尼·萨莫伊洛娃从彼得堡寄给列宁一封信，信中说最近一个时期《无产阶级真理报》没有遭到没收和罚款。信中还告知已吸收尼·阿·斯克雷普尼克参加编辑部工作。


1月16日（29日）


收到卡·胡斯曼的来信，信中对前一天上午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未能与列宁会面表示遗憾，建议晚上8时30分在民众文化馆会面。胡斯曼在信中还要求列宁写一份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与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之间存在原则分歧和策略分歧的简要报告。

用法文致函卡·胡斯曼，对没能听到胡斯曼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表示遗憾；要求将会面时间改在1月17日（30日）下午4时。


不晚于1月18日（31日）


致函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告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况（这封信没有找到）。


1月18日（31日）


列宁的《需要强制性国语吗？》一文发表在《无产阶级真理报》第14号上。

出版总署决定销毁列宁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住在彼得堡的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信中谈列宁曾建议为《启蒙》杂志翻译德国历史学家麦·贝尔的《英国社会主义史》一书的第4章中的第4、5节和第6章，但后来又认为最好是以这几章为基础写一篇介绍这本书的文章，删去没有意义的细枝末节，把最重要的地方保留下来。


1月18日—19日（1月31日—2月1日）


写《致社会党国际局的报告》，阐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同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之间的几点主要分歧。


1月20日（2月2日）


写抗议书反对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排斥“分裂派”的做法。抗议书由伊·费·波波夫转交扬·安·别尔津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该抗议书没有保存下来）。

致函卡·胡斯曼，告知自己写给社会党国际局的报告已经交给伊·费·波波夫翻译。

离开布鲁塞尔前往列日。

在列日作《民族问题》专题报告。


1月20日（2月2日）以后


抵达莱比锡，住在弗·米·扎戈尔斯基家里。


1月21日（2月3日）以后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告知1914年《启蒙》杂志第1期推迟出版，请列宁及时将为以后几期写的材料寄去。信中还建议出版《真理报》每周附刊代替专门性的妇女杂志。

在莱比锡作《民族问题》专题报告。


1月24日（2月6日）


返回克拉科夫。


1月24日或25日（2月6日或7日）


会见第四届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费·尼·萨莫伊洛夫，详细询问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工作、地方党组织的活动情况。


1月24日和4月23日（2月6日和5月6日）之间


在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图书馆工作，研究路·费尔巴哈的著作。


1月25日（2月7日）


列宁的《谈谈地方自治局统计任务问题》一文和关于《1913年圣彼得堡全俄卫生展览会陈列的有关劳动保护的展品》一书的书评，发表在《启蒙》杂志第1期上。


1月25日和2月27日（2月7日和3月12日）之间


请费·尼·萨莫伊洛夫面交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一封信，信中请他把萨莫伊洛夫安排在瑞士的一所疗养院治疗。

致函格·李·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必须把费·尼·萨莫伊洛夫安置在有专门医生监护的公寓里。


1月26日—27日（2月8日—9日）


收到康·尼·萨莫伊洛娃的来信，信中说《无产阶级真理报》已被查封，认为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应对刊登在《真理之路报》第2号上的米·叶·切尔诺马佐夫的《它为此而存在》一文负责，请列宁寄去批判民粹派分子的文章来纪念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还请列宁寄去关于不能容忍社会民主党人为资产阶级报刊撰稿的文章。


1月27日（2月9日）


致函《真理之路报》编辑部，对由于发表米·叶·切尔诺马佐夫的文章而使该报遭受危险一事表示遗憾；询问他的两篇论统一的文章迟迟未予发表的原因；要求在列·达·托洛茨基的《斗争》杂志出版以前，必须发表这两篇文章。


1月29日（2月11日）


写信给住在彼得堡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告知自己打算写一篇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文章。


不早于1月29日（2月11日）


致函在维也纳的亚·安·特罗雅诺夫斯基，说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已经退出孟什维克的组织委员会，认为这是托洛茨基八月联盟的彻底瓦解；对《启蒙》第1期给予好评。


1月29日（2月11日）以后


致函在柏林的弗·米·卡斯帕罗夫，请他说明停寄《前进报》的原因。


1月31日（2月13日）


列宁的《自由派对工人的腐蚀》一文和《给编辑部的信》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9号上。


2月3日（16日）


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说自己在巴黎作了一次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现已回到克拉科夫；询问妹妹和母亲的健康情况。2月4日（17日）列宁的《取消派领袖谈取消派的“统一”条件》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12号上。


2月5日（18日）


列宁的《关于奥地利和俄国的民族纲领的历史》和《一个有爵位的自由派地主论“地方自治的新俄国”》两篇文章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13号上。


2月5日（18日）以后


收到叶·费·罗兹米罗维奇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告知《真理报》编辑部内部的变化，并请求把为第四届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写的发言稿寄去。


2月7日（20日）以前


为《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准备材料，编写文章目录，写文集的序言和结束语的提纲。


2月8日（21日）


写信给住在沃洛格达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谈自己在克拉科夫的生活情况和巴黎之行。


2月9日（22日）以后


收到康·尼·萨莫伊洛娃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告知《真理之路报》编辑部内的情况，说由于印刷厂工人罢工，该报没能出版。信中还请求为《女工》杂志寄一些文章。


2月14日（27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列·波·加米涅夫，称赞《真理报》编辑部同亚·亚·波格丹诺夫断绝关系；指出必须在《启蒙》杂志上进一步揭露“前进派”的冒险主义；询问出版《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的准备工作的情况。

收到尼·尼·纳科里亚科夫从纽约的来信，信中请列宁给美国工人写一封信，谈谈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

致函在纽约的伊·阿·古尔维奇，对古尔维奇寄来他的《移民和劳动》一书表示感谢，并高度评价这本书；请他协助搞到美国统计局1900年和1910年的调查材料。

写信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严厉批评亚·亚·波格丹诺夫，详细地说明那些对《真理报》编辑部同波格丹诺夫集团断绝关系表示惋惜的人的错误。


2月17日（3月2日）以前


致函《伏尔加河流域的曙光》杂志编辑部，说准备为该杂志写一篇关于为出版自由而斗争的文章；询问该杂志今后需要什么题材的文章；请求将该杂志已出版的各期全部寄来（这封信没有找到）。

收到费·尼·萨莫伊洛夫的来信；在复信中对萨莫伊洛夫在瑞士蒙特勒公寓里的生活条件表示关心。


2月17日（3月2日）


致函在巴黎的伊·费·阿尔曼德，说得到了关于彼得堡委员会的消息：委员会还在，工作得不错。此外，列宁还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伊·费·波波夫没有回答他的几封重要信件表示不安。


2月17日（3月2日）以后


收到《伏尔加河流域的曙光》杂志编辑部秘书C．M．别洛夫从萨马拉的来信，信中希望寄去关于争取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关于农民问题、关于民粹主义等内容的文章，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


2月18日（3月3日）


列宁的《民粹主义和雇佣工人阶级》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15号上。


不晚于2月19日（3月4日）


研读《经济统计汇编》（1913年莫斯科版第7分册），作摘录并进行计算，在《农民和雇佣劳动》一文中引用了这些材料。


2月19日（3月4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叶·费·罗兹米罗维奇，要求增补3—4名彼得堡工人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局，并建议他们转入地下，还告知党内的现金已经用完。


2月19日（3月4日）以后


收到列·波·加米涅夫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告知同波涛出版社就出版《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所进行的谈判、《真理之路报》编辑部内的情况和《启蒙》杂志第3期的内容。


2月20日（3月5日）


列宁的《再论“民族主义”》和《农民和雇佣劳动》两篇文章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17号上。


2月21日（3月6日）


列宁的《司徒卢威先生论“健全政权”》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18号上。


2月22日（3月7日）


用法文致函卡·胡斯曼，答复他1914年3月3日（公历）来信时提出的关于尽快将报告寄给社会党国际局的要求。列宁在信中讲述了他在1月20日（2月2日）已将自己写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之间的分歧的报告交给伊·费·波波夫去翻译的一些情况，同时对胡斯曼来信中带侮辱性的语气表示抗议。

给伊·费·波波夫寄去一封挂号信，查问社会党国际局没有收到他的报告的译文的原因（这封信没有找到）。

致函在布鲁塞尔的K．M．卡尔松，要求告知伊·费·波波夫不复信的原因（这封信没有找到）。

列宁的《民粹派论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19号上。


2月23日（3月8日）


致函在巴黎的伊·费·阿尔曼德，说对卡·胡斯曼来信中带侮辱性的语气和伊·费·波波夫的沉默表示气愤。信中还谈到打算在莫斯科组织出版马克思主义派别的工会杂志，对《女工》杂志的命运表示担忧，因为该杂志编辑部的成员几乎全部被捕。


2月24日（3月9日）以前


致函伊·费·波波夫，说明同Б．文克律师在“保管人”保管的款项问题上的工作计划（这封信没有找到）。


2月24日（3月9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出席在克拉科夫举行的塔·格·舍甫琴柯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晚会。


2月24日（3月9日）以后


收到K．M．卡尔松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说他已经去过伊·费·波波夫那里，波波夫答应马上给列宁写信说明没有复信的原因。


2月25日（3月10日）


列宁的《关于亚·波格丹诺夫》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21号上。列宁的《编辑部对老兵的〈民族问题和拉脱维亚的无产阶级〉一文的意见》发表在《启蒙》杂志第2期上。


2月25日和3月2日（3月10日和15日）之间


收到卡·胡斯曼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对上次那封非正式信件的语气表示歉意。


2月27日（3月12日）以后


收到扬·鲁迪斯－吉普斯利斯从柏林的来信，信中批评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几项决议；告知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里加被捕。信中还谈到为即将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局布鲁塞尔会议准备材料的事情。

致函在柏林的扬·鲁迪斯－吉普斯利斯，说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与调和派曾全力进行斗争，还必须作进一步的斗争；希望《真理报》最先发表代表大会的决议。


2月28日（3月13日）以后


收到尼·尼·纳科里亚科夫从纽约的来信，信中告知己给列宁寄去统计材料。信中还谈到美国互助组织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捐款一事和《新世界报》的前途问题。


2月


修改自己的《几个争论的问题。公开的党和马克思主义者》为题的一组文章，以便收入《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

收到爱沙尼亚布尔什维克В．Э．金吉塞普的来信，信中告知《劳动呼声报》编辑部内的情况并提出为该报撰稿的条件。


2月—3月


着手写《论民族自决权》一文。起草《论民族自决权》一文的提纲。

研读路·伯恩哈德的《普鲁士的波兰人。波兰问题》一书，作摘录并写意见。

研读《伦敦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会国际代表会议（1896年7月27日—8月1日）纪录和决议》小册子并作摘录。


3月初


同彼得堡大学物理数学系学生、布尔什维克С．И．彼得里科夫斯基谈话，就领导首都学生运动问题作指示。彼得里科夫斯基是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和第四届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的派遣，前来安排将秘密书刊从克拉科夫运往彼得堡的。


3月1日（14日）


列宁的《自由派中间的政治争论》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25号上。


3月2日（15日）


致函格拉纳特出版社编辑部秘书，说同意为《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写关于卡·马克思的条目。

列宁的《“劳动”农民和土地买卖》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26号上。

收到伊·费·波波夫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说列宁给社会党国际局的报告的译文已经寄给卡·胡斯曼并解释了耽搁的原因。信中还告知关于即将同Э．文克律师会面的消息。

用法文致函卡·胡斯曼，告知已经收到伊·费·波波夫的说明，还说不愉快的事件已完全消除。


3月2日和6日（15日和19日）之间


收到奥·洛拉从巴黎的来信，信中说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影响正在扩大，还说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希望用乌克兰文出版社会民主党报纸。信中附有洛拉为《启蒙》杂志写的《乌克兰马克思主义史》一文的手稿。列宁对该文作文字上的修改。


3月2日（15日）以后


致函在巴黎的伊·费·阿尔曼德，告知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保险委员会的选举中获胜和《真理之路报》编辑部的工作已得到改进。


3月6日（19日）


列宁的《自由派关心的问题》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29号上。

致函奥·洛拉，希望了解乌克兰的有关民族问题的资料和乌克兰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请他收集在俄国的乌克兰人情况的材料，以便提供给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作发言用；对洛拉的文章提出批评意见，建议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这封信没有找到）。


3月7日（20日）


列宁的《工会运动中的民粹派和取消派（宝贵的招供）》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30号上。


3月8日（21日）以前


致函在伦敦的普·米·克尔任采夫，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询问关于教育书籍的情况（这封信没有找到）。


3月8日（21日）


在克拉科夫的“斯普伊尼亚”大学生协会作题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和民族问题》的报告。


3月8日（21日）以后


收到普·米·克尔任采夫从伦敦的来信，信中回答列宁提出的关于教育书籍的问题，并答应最近寄出为《启蒙》杂志写的文章。

收到《真理之路报》编辑部的来信，信中报告编辑部的情况和报纸的发行量。


3月9日（22日）


列宁的《天真的愿望》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32号上。

收到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从莫斯科的来信，信中说1914年初在莫斯科召开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秘密会议，布尔什维克为获得情报参加了这些会议，这种做法是否妥当，请列宁发表意见。

委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四届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前往雷瓦尔主持爱沙尼亚布尔什维克会议。


不早于3月10日（23日）


致函《真理之路报》编辑部，指出该报第22号上发表多数成员是孟什维克的苏黎世小组的《给安·法·布里扬诺夫的公开信》是错误的。


3月10日（23日）以后


收到奥·洛拉从巴黎的来信，信中说他根据列宁的意见对自己文章的结尾部分作了修改。信中还建议在《真理报》上开辟乌克兰专栏和答应弄到乌克兰的有关民族问题的资料。


3月11日（24日）


拒绝《同时代人》杂志编辑部提出的请列宁为该杂志撰稿的建议，因为列宁不同意该杂志的方针和纲领。

列宁的《自由派教授论平等》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33号上。

致函在莫斯科的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感谢他提供有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情绪的重要消息；认为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参加自由派资产阶级代表的集会是正确的和有益的。


3月12日（25日）以前


致函在巴黎的格·弗·策彼罗维奇，请他为《启蒙》杂志写一篇关于预算的文章（这封信没有找到）。


3月12日（25日）


列宁的《英国自由党人和爱尔兰》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34号上。


3月12日（25日）以后


收到格·弗·策彼罗维奇从巴黎的来信，信中说他为《启蒙》杂志写的关于预算的文章无法在指定的时间寄去；说为第四届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写的发言稿已经寄出。


3月13日（26日）


列宁的《泰罗制就是用机器奴役人》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35号上。

收到伊·阿·古尔维奇从纽约的来信，信中说可以给列宁寄去他所需要的美国政府机关的正式出版物，告知1910年的农业调查统计汇编已经出版。


3月14日（27日）


列宁的《“负责的反对派”和立宪民主党参加的3月1日会议》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36号上。


3月14日（27日）以后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告知已收到《论民族自决权》一文的开头部分，还告知了以后几期《启蒙》杂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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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年3月15日〔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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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
 （1914年3月）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成立领导秘密工作的中央组织部的决议
 （1914年4月2—4日〔15—17日〕）


· 论工人运动的形式
 （1914年4月4日〔17日〕）


· 左派民粹派在美化资产阶级
 （1914年4月6日〔19日〕）


· 关于民族政策问题
 （1914年4月6日〔19日〕以后）


· 英国的宪法危机
 （1914年4月10日〔23日〕）


· 统一
 （1914年4月12日〔25日〕）


· 五一节和俄国的工人运动
 （1914年4月12日〔25日〕以后）


· 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论国际局的干预
 （1914年4月15日〔28日〕）


· 民族平等
 （1914年4月16日〔29日〕）


· 取消派和拉脱维亚的工人运动
 （1914年4月16日〔29日〕）


· 农村中的农奴制经济
 （1914年4月20日〔5月3日〕）


· 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
 （1914年4月22日〔5月5日〕）


· 我们的任务
 （1914年4月22日〔5月5日〕）


· 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
 （1914年4月22日〔5月5日〕）


· 书评　尼·亚·鲁巴金《书林概述》第2卷
 （1914年4月22日〔5月5日〕）


· 取消主义的定义
 （1914年4月29日〔5月12日〕）


· 《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的结束语
 （1914年4月）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提纲
 （1914年4—5月）


· 再论政治危机
 （1914年5月3日〔16日〕）


· 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
 （1914年5月4日〔17日〕）


· 关于民族平等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草案
 （1914年5月6日〔19日〕以后）


· “庄园主邻居”
 （1914年5月8日〔21日〕）


· 民粹派和“派别暴力”
 （1914年5月9日〔22日〕）


· 精致的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腐蚀
 （1914年5月10日〔23日〕）


· 论政治形势
 （1914年5月13日〔26日〕）


· 工人的统一和知识分子的“派别”
 （1914年5月13日〔26日〕）


· 论左派民粹派
 （1914年5月14日〔27日〕）


· 取消派和马林诺夫斯基的简历
 （1914年5月22日〔6月4日〕）


· 论两条道路
 （1914年5月24日〔6月6日〕）


· 不知道自己希望什么的普列汉诺夫
 （1914年5月25日〔6月7日〕）


· 谈谈农业部的预算问题
 （1914年5月28日〔6月10日〕以前）


· 论统一
 （1914年5月30日〔6月12日〕）


· 《论〈同时代人〉杂志》一文的提纲
 （1914年5月）


· 图快出丑
 （1914年5月）


· 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
 （1914年5月）


· 书评　约·德罗兹多夫《俄国农业工人的工资与1905—1906年土地运动的关系》
 （1914年5月）


· 书评 N.M.科兹米内赫－拉宁《莫斯科省工厂的加班劳动》
 （1914年5月）


· 论民族自决权
 （1914年2—5月）


· 问题明确了
 （请觉悟的工人们注意）（1914年6月5日〔18日〕）


· 论冒险主义
 （1914年6月9日〔22日〕）


· 拉脱维亚马克思主义者的决议和取消派
 （1914年6月9日〔22日〕）


· 一位自由派的坦率见解
 （1914年6月10日〔23日〕）


· 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
 （1914年6月13日和14日〔26日和27日〕）


· 左派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1914年6月19日〔7月2日〕）


· 俄国的土地问题
 （1914年6月22日〔7月5日〕）


· 谩骂的政治意义
 （谈谈统一问题）（1914年6月24日〔7月7日〕）


· 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
 （1914年6月26日〔7月9日〕）


· 左派民粹派在工人中的力量有多大
 （1914年6月28日〔7月11日〕）


·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
 （1914年6月28日〔7月11日〕）


· 关于“前进派分子”和“前进”集团
 （1914年6月28日〔7月11日〕）


· 为奥克先·洛拉的《告乌克兰工人书》加的《编者按》
 （1914年6月29日〔7月12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报告和给出席该会议的中央代表团的指示
 （1914年6月23—30日〔7月6—13日〕）


· 工人对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反应
 （1914年3—6月）


· 首先要有明确性！
 （1914年7月2日〔15日〕）


· 工人出版节的总结
 （根据《真理之路报》的报表）（1914年7月2日和3日〔15日和16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1914年7月5日或6日〔18日或19日〕）


· 布鲁塞尔代表会议上的波兰反对派
 （1914年7月5日〔18日〕以后）


·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
 （1914年7月7日〔20日〕以后）


· 驳《莱比锡人民报》的一篇文章
 （1914年7月8日〔21日〕）


· 《革命与战争》一文的提纲
 （1914年7月15—18日〔28—31日〕）




附录

· 《论民族自决权》一文的提纲
 （1914年2—3月）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报告的提纲
 （1914年6月23—30日〔7月6—13日〕）


· 列宁全集第25卷年表
 （1914年3月—7月）




插图

· 弗·伊·列宁像（1914年）

· 1938—1949年我国出版的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一书的部分版本

· 1914年6月列宁《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一文草稿的一页

· 1914年6月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报告的提纲》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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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在1914年3月至7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革命重新高涨时期的著作。

1914年春，俄国的罢工运动继续蓬勃发展。3月，里加和彼得堡橡胶工人大批中毒事件激起了全国的抗议浪潮。随后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发生了10多万工人大罢工，抗议不准工人杜马代表出席杜马会议。全国参加五一节示威游行和罢工的工人超过50万人。巴库石油工人在5月开始的总罢工得到了全国无产阶级的声援，彼得堡、莫斯科、哈尔科夫、基辅等等许多城市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国内政治生活的每一个事件都在无产阶级中产生反响，各地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1914年上半年全国参加罢工的人数约有150万，其中参加政治罢工的几乎占80％。国内局势进一步证明列宁关于俄国存在革命形势的论断是正确的。1913年底和1914年上半年，列宁在克拉科夫和波罗宁主持召开了多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解决了革命斗争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布尔什维克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调动了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力量，赢得了绝大多数工人的拥护，而取消派在群众中的影响则急转直下，托洛茨基纠集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八月联盟彻底瓦解。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坚定不移地同取消派、托洛茨基派、左派民粹派以及其他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争取工人阶级的真正统一。这是贯串本卷的主要内容。

《“八月”联盟的瓦解》、《“八月联盟”的空架子被戳穿了》、《取消派和拉脱维亚的工人运动》、《拉脱维亚马克思主义者的决议和取消派》等文章揭露了八月联盟彻底瓦解的真相，说明了俄国工人只有反对取消派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在《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一文中，列宁向年轻一代工人揭露了托洛茨基的中派主义、政治上的冒险主义、无原则性和两面派手法。列宁称托洛茨基是“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打着“非派别性”的旗号庇护取消派，进行分裂活动。在《统一》、《工人的统一和知识分子的“派别”》、《论统一》等文章中，列宁提出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统一的条件。列宁认为，没有组织就不可能有统一，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就不可能有组织，因为统一的基础是阶级纪律，是承认大多数人的意志。工人阶级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和歪曲者的统一。

《论冒险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关于“前进派分子”和“前进”集团》等文章指出，取消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集团没有坚定、完整、鲜明并受过多年经验检验的路线，不能回答策略、组织、纲领等等问题，他们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和冒险主义者，他们被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抛弃，但又企图用欺骗手段再次混进这一运动。自由派鼓吹民族主义，竭力恢复和活跃唯心主义的、康德主义的和马赫主义的哲学，传播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则愚弄工人，使工人受资产阶级思想支配。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集团同工人运动是不能调和的。他写道：“世界各地的工人政党都不联合知识分子集团和‘派别’，就是联合工人也要以下列条件为基础：（1）承认和执行关于策略和组织问题的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决议；（2）少数的觉悟工人服从多数的觉悟工人。”（本卷第295页）

孟什维克取消派、托洛茨基派、前进派等机会主义集团在俄国工人运动内部失去了支持以后，便向偏袒他们的第二国际领导人求救。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根据1913年12月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决议，于1914年7月在布鲁塞尔召集俄国工人运动各派代表协商恢复党的统一问题。列宁决定不参加这个会议。收入本卷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报告和给出席该会议的中央代表团的指示》，是列宁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派去的代表团起草的。这个报告用事实和数字证明，在俄国并不存在象俄国机会主义者和他们的庇护者描述的那种“派别斗争的混乱状态”，而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同取消派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逐渐形成了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这个党联合了俄国绝大多数觉悟工人。列宁在报告中指明，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的分歧不是如何建设党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是关系到党的存在问题的意见分歧。因此，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调和或妥协。只有同取消派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建设党和巩固党。报告提出了同取消派实行统一的具体条件：无条件地确认党关于取消派的决议；承认在秘密的队伍中不容许反对地下活动和革命的群众罢工的行为；不容许鼓吹合法工人政党的思想；真正承认党的纲领，并且为实现党的纲领而进行实际的斗争；公开承认国际主义原则并谴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每个党员必须参加一个秘密的党的组织并在其中进行工作。

《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我们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的结束语》、《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等文章，论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派和机会主义派20年斗争的历史。列宁在这些文章中指出，从1894年到1914年，在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20年中，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就没有间断过同机会主义派的斗争。1895—1902年马克思主义者即火星派同经济派进行斗争，1903—1908年布尔什维克派同孟什维克派进行斗争，1908—1914年取消派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斗争。列宁还指出，取消派和左派民粹派这两个在俄国工人运动中被击败的小资产阶级派结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联盟，也差不多准备了20年。他认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只有在反对取消派和左派民粹派的斗争中才能形成。他揭示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出现机会主义派别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他解释说，俄国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最落后、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国家，所以俄国工人运动中必然产生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派别。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只有经过先进工人的长期斗争和艰苦工作，才能去掉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杂质和病态，从而巩固起来。他写道，经过20年的斗争，真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真正无产阶级基础，现在才第一次牢固地形成起来。

《左派民粹派在美化资产阶级》、《论左派民粹派》、《左派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俄国的土地问题》等文章，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同左派民粹派的斗争。这些文章批判了左派民粹派的农民民主主义观点中的农奴制残余。民粹派反对农民土地特别是份地自由买卖和抵押，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走向社会主义。列宁指出，民粹派的这种理论是极其落后和反动的，反映出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真理：“资本主义比农奴制进步；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种最荒谬的、最反动的、对劳动者最有害的空想”。（本卷第314页）他明确指出，俄国土地问题的经济实质就是使俄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改革。俄国的经济发展必然由农奴制走向资本主义，再经过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阻碍这种发展进程的企图。俄国工商业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必不可免地破坏农奴制的、份地的土地占有制。一切买卖和抵押土地的自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企图用限制土地自由转让的办法阻挡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维护农奴制的残余和农村的停滞，阻挠雇佣工人阶级的成长和觉醒。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左派民粹派是“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同左派民粹派用资产阶级的理论腐蚀小农和落后工人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左派民粹派在工人中的力量有多大》等文章表明，自从1912年12月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提出从下面实现工人运动的统一、由工人自己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中实现统一的口号，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布尔什维克击败了取消派、托洛茨基派和左派民粹派，把五分之四的工人争取过来了，实现了工人的真正统一。这些文章用事实和数字说明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三派——马克思主义派、取消派和左派民粹派力量的消长情况：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的发行量将近4万份，而取消派的《光线报》只有16000份；工人给无产阶级报纸的全部集体捐款中，有五分之四是捐给《真理报》的；大多数工人拥护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而不同孟什维克杜马党团来往；在全俄的和彼得堡的保险机关的选举中，当选的人中有80％以上是真理派分子，等等。列宁从这些客观材料得出结论说，1912年、1913年和1914年上半年的群众运动经验证实马克思主义派的纲领思想、策略思想、组织思想及其各项决议是完全正确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派才是不依赖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派别。

1913年10月底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中成立的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利用杜马讲坛向广大工人群众宣传党的主张。本卷的一些文献反映了列宁经常关心和指导布尔什维克党团的活动。列宁非常重视利用杜马讲坛宣传布尔什维克的民族纲领。他为布尔什维克党团草拟了《关于民族平等的法律草案》、《关于民族平等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草案》和《关于民族政策问题》的讲话稿。在这些文献中，列宁揭露沙皇政府对占俄国人口总数五分之三的少数民族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指明俄国正处于沙皇政府同各族人民进行国内战争的状态，明确地表示工人阶级反对民族压迫，主张取消对一切民族的民族限制。列宁为布尔什维克党团起草的《谈谈农业部的预算问题》讲话稿，批判沙皇政府的新土地政策，揭示它的实质是奖励独立田庄，加紧破坏农民村社，以便更快地为沙皇制度建立新的社会支柱——富农阶级。这篇讲话稿揭露沙皇政府和地主政党的报刊把新土地政策说成是改造俄国落后的农业、消灭农奴制残余方面的重大进步的欺人之谈，用具体事实说明大多数农民依旧处于农奴制的奴隶地位。列宁写道，只要大量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任何法律也不能终止这种农奴制。

列宁阐述民族问题的文章在本卷中占很大的篇幅。在1913—1914年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争论的焦点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有没有必要承认民族自决权。取消派、崩得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猛烈攻击党纲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第9条。他们提不出独立的论据，只是重复罗莎·卢森堡在1908—1909年间关于民族问题和自治的论述。卢森堡把民族自决权看作对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支持，要求从党纲中去掉这一条。本卷收载的《论民族自决权》这篇重要理论文章，阐发并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纲领和党的民族政策，批判了卢森堡无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错误和党内机会主义者反对民族自决的言论，揭露了维护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国家特权的民族自由主义

列宁首先指明，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就会了解马克思主义纲领上所谈的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本卷第225页）。然后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人们分析任何社会问题（包括民族问题在内）时，都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谈到某一国家的民族纲领时，要估计到这个国家不同于同一时代其他国家的具体特点。他说明俄国民族问题存在以下特点：俄国是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沙俄专制制度比周围各国都落后、反动，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其他民族备受压迫，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运动正在兴起，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成为尚未完成的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障碍。

列宁根据这一特点论证说，民族问题是俄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承认各民族有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至为重要，而否认自决权则帮助了大俄罗斯民族的黑帮。无产阶级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从消除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和任何特殊地位着眼来评价每一个关于分离的具体问题。无产阶级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中反对民族压迫的一面，反对其中追求本民族的特权的趋向。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应当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所以被压迫民族的无产者和压迫民族的无产者要坚持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统一，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和黑帮的民族主义影响。

列宁明确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当时在民族问题上的任务是：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要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包括承认民族自决权；另一方面，为了同一切民族的各种民族主义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不管资产阶级如何力求造成民族隔绝，必须使无产阶级组织极紧密地结成一个跨民族的共同体。列宁最后概括说：“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本卷第285页）

在《精致的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腐蚀》和《关于民族政策问题》两篇文章中，列宁批判了资产阶级宣传的以民族划线来分裂工人事业、分裂工人组织、分裂工人运动的民族主义。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纲领同资产阶级的民族纲领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不但坚持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最充分的平等，而且坚持各个民族的工人必须在各种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中打成一片。资产阶级要求民族平等实际上往往是宣传民族独特性和沙文主义，宣传民族分裂和疏远，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但宣传民族接近，而且宣传一国的各族工人在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中打成一片。列宁号召各民族工人共同反对各种各样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民族平等》一文中，列宁揭露俄国黑帮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是民族分裂的政策，是经常腐蚀人民意识的政策。

编入本卷的《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一文反映了列宁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斗争。这篇长文批驳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思想家司徒卢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攻击。司徒卢威试图诋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说什么《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有矛盾，劳动价值论和在价值规律基础上形成的平均价格有矛盾。列宁揭露说，司徒卢威声称要有批判地重新审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并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却不认真地分析和研究由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结成的严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各个组成部分。列宁指出，司徒卢威的理论是学术垃圾，而不是科学。司徒卢威触及许多问题，似乎要予以科学的论证，其实在他的著作中，除了东拼西凑的引文和草率的评论，什么都没有提供。他把任何科学规律一概抛弃，为宗教规律扫清场地。他没有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就证明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他想推翻马克思，但又完全没有能力，便用一大堆断章取义的引文向读者说明马克思主义不值一驳。这只是又一次证明了资产阶级时代的一条规律：“为了消灭马克思，对科学的践踏愈是厚颜无耻，就愈能获得荣誉。”（本卷第40—41页）列宁写道：“对能否科学地分析现状感到绝望，不要科学，竭力蔑视任何概括，躲避历史发展的一切‘规律’，用树木挡住森林，——这就是我们在司徒卢威先生那里所看到的那种时髦的资产阶级怀疑论和僵硬死板的经院哲学的阶级含义。”（本卷第46页）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12篇。其中有：《告乌克兰工人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成立领导秘密工作的中央组织部的决议》、《五一节和俄国的工人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提纲》、《书评：Ｎ.Ｍ.科兹米内赫－拉宁〈莫斯科省工厂的加班劳动〉》、《论〈同时代人〉杂志》一文的提纲、《一位自由派的坦率见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布鲁塞尔代表会议上的波兰反对派》、《革命与战争》一文的提纲。此外，《谈谈农业部的预算问题》一文的最后一部分也是新补充的。《附录》中的两篇文献都是新增加的。






《列宁全集》第25卷


“八月”联盟的瓦解

（1914年3月15日〔28日〕）

凡是关心俄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人都知道，在1912年8月，成立了一个由取消派、托洛茨基、拉脱维亚人、崩得分子、高加索人组成的联盟（同盟）[1]。

不是由工人出钱办的，恰恰是在彼得堡选举时为了瓦解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的意志而办的《光线报》[2]，为这个联盟大作广告，热闹非凡。宣扬参加这个联盟的“人数众多”，宣扬它是“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同盟，宣扬它的“统一”和非派别性；同时又痛骂“分裂派”，即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3]的拥护者。

这样，“统一”问题就以新的形式，即作为一个实际问题，摆到了肯动脑筋的工人面前。事实本应该让人看清楚了谁是对的：是赞扬“八月联盟派”的“统一”纲领和策略的那些人，还是指出这是一块用新伪装掩护业已破产的取消派的假招牌的那些人？

时间正好过去了一年半。在1912—1913年的高涨时期，这也算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了。1914年2月出版了一种新杂志，这一次是由八月联盟纲领的“真正”拥护者托洛茨基创办的非常“统一的”、非常而且货真价实的“非派别性的”杂志，杂志的名称叫《斗争》[4]。

无论是《斗争》杂志第1期的内容，或者是取消派在《斗争》杂志出版以前对它的评论，都一下子使细心的人看出八月联盟的瓦解和为掩饰这个瓦解、欺骗工人所作的拼命挣扎。不过，这种骗局不久也会被揭穿的。

在《斗争》杂志出版以前，《北方工人报》[5]编辑部发表了一篇用心险恶的短评，它说：“关于这个杂志，近来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谈论得很多，可是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它的真面目。”

读者只要想一想：从1912年8月起，托洛茨基就是八月统一联盟的首领之一，但是整个1913年已经表明，他脱离了《光线报》和“光线派”。在1914年，这位托洛茨基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同时仍旧在《北方工人报》和《我们的曙光》杂志[6]挂个虚名。“在人们中间谈论得很多”的是：取消派隐瞒了托洛茨基反对光线派、反对费·唐·先生、尔·马·先生以及诸如此类的“陌生人”的秘密“信”。

可是讲真话的、非派别性的、统一的《北方工人报》编辑部却说：“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它的真面目”！

他们还不清楚八月联盟已经瓦解了！！

不，费·唐·先生、尔·马·先生以及其他光线派分子，这一点你们非常“清楚”，你们不过是要骗骗工人而已。

正象我们在1912年8月就已经说过的那样，八月联盟原是掩护取消派的空架子。它四分五裂了。甚至它在俄国国内的朋友也未能抱成一团。名噪一时的联合派连他们彼此间的联合也保不住，结果形成了两个“八月联盟”派：光线派（《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北方工人报》）和托洛茨基派（《斗争》杂志）。两派各执一片被它们撕破了的“共同的联合的”八月联盟旗帜，却还在声嘶力竭地高喊“统一”！

《斗争》杂志的倾向如何？托洛茨基给《北方工人报》第11号写的一篇冗长的小品文谈到了这一点，但是取消派报纸的编辑部一针见血地回答他说，“面目仍然不清楚”。

事实上取消派是有自己的面目的，不过这是自由派的面目，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凡是读过费·唐·、尔·谢·、尔·马·、叶若夫、波特列索夫之流的著作的人，都认识这种面目。

至于托洛茨基，他是从来没有任何“面目”的，他只是朝三暮四地动摇于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时而从这里时而从那里胡乱摘引些个别的字眼和响亮的词句。

对于任何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斗争》杂志没有说过一句实质性的话。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

关于“地下组织”的问题，只字未提。

托洛茨基同意不同意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费·唐·、尔·谢·（《光线报》第101号）等人的思想呢？——一声不响。

关于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呢？——一言不发。

关于叶若夫之流和其他光线派分子谈论罢工的自由派言论呢？关于废除民族问题纲领呢？——一声不响。

关于尔·谢多夫及其他光线派分子反对两条“鲸鱼”[7]的言论呢？——一声不响。托洛茨基硬说他是赞成把局部要求和最终目的结合起来的，但是他对取消派实现这种“结合”的方法究竟抱什么态度，却一字不提！

托洛茨基以特别响亮、空洞和含糊的词句作掩护，愚弄不觉悟的工人，对地下组织的问题避而不谈，还硬说我国没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等等，这实际上是在保护取消派。

托洛茨基对以齐赫泽为首的七人团[8]专门讲了一大套道理，告诉他们应当怎样更巧妙地否定地下组织和党。这一套滑稽可笑的道理清楚地说明，七人团在继续瓦解。布里扬诺夫已经退出了七人团。他们在怎样回答普列汉诺夫这件事情上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现在还动摇于唐恩和托洛茨基之间；而齐赫泽看来正在尽力施展他的外交才能以弥合新的裂痕。

这些与党貌合神离的人，不能在自己的“八月联盟”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还要高喊“统一”以此欺骗工人！真是白费心机！

统一就是承认“老的一套”并且同否定“老的一套”的人作斗争。统一就是俄国多数工人团结在大家早已知道的谴责取消主义的决议的周围。统一就是杜马代表必须象六个工人代表[9]那样同多数工人的意志结合起来。

而取消派和托洛茨基，“七人团”和托洛茨基，破坏了自己的八月联盟，抛弃了党的所有决议，脱离了地下组织和有组织的工人，所以是最恶劣的分裂派。幸亏工人们已经明白了这一点，而且所有觉悟工人实际上正在反对破坏统一的取消派，建立自己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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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八月联盟。



八月联盟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后试图与党对抗的各个派别结成的联合组织，在1912年8月12—20日（8月25日—9月2日）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成立，倡议者是列·达·托洛茨基。这次代表会议在维也纳举行，出席的代表共29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8名：彼得堡“中央发起小组”2名，崩得4名，高加索区域委员会4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4名，莫斯科调和派小组1名，塞瓦斯托波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黑海舰队水兵组织各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1名：组织委员会代表2名，维也纳《真理报》代表1名，《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代表1名，《涅瓦呼声报》代表1名，莫斯科取消派小组代表1名，波兰社会党—“左派”代表4名和以个人身分参加的尤·拉林。29人中只有3人来自俄国国内，其余都是同地方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侨民。普列汉诺夫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拒绝出席这一会议。前进派代表出席后很快就退出了。代表会议通过的纲领没有提出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而仅仅提出了宪法改革、全权杜马、修订土地立法、结社自由、“民族文化自治”等自由派的要求。八月联盟还号召取消秘密的革命党。代表会议选出了试图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抗衡的组织委员会，但它在俄国国内只得到少数取消派小组、《光线报》和孟什维克七人团的承认。八月联盟成立后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瓦解了。关于八月联盟的瓦解，还可参看《“八月联盟”的空架子被戳穿了》、《论高喊统一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两文（见本卷第30—33页和第194—216页）。——1。



[2]《光线报》（《Луч》）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2年9月16日（29日）—1913年7月5日（18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37号。该报主要靠自由派捐款维持。为该报撰稿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弗·叶若夫（谢·奥·策杰尔包姆）、诺·尼·饶尔丹尼亚、弗·科索夫斯基等。对该报实行思想领导的是组成原国外取消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尔·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亚·马尔丁诺夫和唐恩。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鼓吹建立所谓“公开的党”的机会主义口号，反对工人的革命的群众性罢工，企图修改党纲的最重要的论点。列宁称该报是叛徒的机关报。



1913年7月11日（24日）起，《光线报》依次改用《现代生活报》、《新工人报》、《北方工人报》和《我们的工人报》等名称出版。——1。



[3]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在布拉格举行。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有俄国国内20多个党组织的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工人报》编辑部、国外组织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运输组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代表中有两名孟什维克护党派，其余都是布尔什维克。被邀请的各国外集团和民族组织的领导人没有出席。这次代表会议实际上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



列宁作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领导了代表会议的工作。他在代表会议开幕时就确定会议性质问题讲了话，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并就中央机关报的工作、社会民主党在同饥荒作斗争中的任务、组织问题、国外党组织的工作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他还起草了议程上所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



代表会议对俄国政治形势作了深刻分析，肯定新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代表会议讨论了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的问题。会议强调，党在选举中和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马中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的阶级的宣传和组织工人阶级，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主要口号就是党的最低纲领的基本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代表会议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从党内清除机会主义者。当时取消派聚集在两家合法杂志——《我们的曙光》和《生活事业》——的周围。代表会议宣布“《我们的曙光》和《生活事业》集团的所作所为已使它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决定把取消派开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谴责了国外反党集团——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认为必须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协助党的工作的统一的党组织，并指出，凡不服从中央委员会、不通过中央委员会而与俄国国内保持特殊联系以进行瓦解组织活动的国外集团，均不得使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批准了列宁提出的党的组织章程修改草案。这次代表会议恢复了党，批准了《社会民主党人报》为中央机关报，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并由中央委员会重新建立了领导国内党组织实际工作的机关——中央委员会俄国局。——1。



[4]《斗争》杂志（《Борьба》）是俄国托洛茨基派的刊物，1914年2月22日（3月7日）—7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7期（最后一期是第7—8期合刊）。为该刊撰稿的有托洛茨基分子、取消派分子和部分前进派分子。该刊自称“非派别性工人杂志”，实际贯彻八月联盟的思想，是中派主义的中心。——1。



[5]《北方工人报》（《Северная 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4年1月30日（2月12日）—5月1日（14日）代替《新工人报》在彼得堡出版。同年5月3日（16日）起，该报改用《我们的工人报》的名称出版。列宁在文章中常讽刺地称该报为《北方取消派报》和《我们的取消派报》。——2。



[6]《我们的曙光》杂志（《Наша Заря》）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成了俄国取消派的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



[7]两条“鲸鱼”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低纲领中的建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全部土地这两个基本要求。



根据俄国民间传说的说法，地球是由三条鲸鱼的脊背支撑着的。布尔什维克常借用这一传说，在合法报刊和公开集会上以三条“鲸鱼”暗指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全部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这三个基本革命口号。——3。



[8]七人团是指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7名孟什维克代表：外高加索选出的尼·谢·齐赫泽、马·伊·斯柯别列夫、阿·伊·契恒凯里，顿河军屯州选出的伊·尼·图利亚科夫，乌法省选出的瓦·伊·豪斯托夫，塔夫利达省选出的安·法·布里扬诺夫，伊尔库茨克省选出的伊·尼·曼科夫。——4。



[9]六个工人代表（六人团）是指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六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彼得堡省选出的阿·叶·巴达耶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选出的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哈尔科夫省选出的马·康·穆拉诺夫、弗拉基米尔省选出的费·尼·萨莫伊洛夫，科斯特罗马省选出的尼·罗·沙果夫，莫斯科省选出的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发现是奸细）。他们都是由工人选民团选出的。



在第四届国家杜马初期，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孟什维克代表组成了联合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孟什维克依仗其多数，企图贯彻执行取消派的口号，因而党团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有党的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夏季”会议讨论了国家杜马党团问题。会议指出：孟什维克利用其偶然得到的多数，侵犯六个工人代表的基本权利，使党团的统一受到了威胁；只有党团两个部分权利完全平等，联合的党团才能继续存在下去。1913年10月1日（14日），在列宁主持下召开了有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小型会议，讨论和确定了布尔什维克代表应采取的具体步骤。根据会议的决定，布尔什维克代表在10月16日（29日）召开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会议上，向孟什维克代表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要求六人团和七人团在解决党团内一切问题上权利平等。由于没有获得满意答复，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了会议。次日，他们把列宁起草并经中央委员会讨论过的一项声明（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交给了七人团。10月25日（11月7日），七人团在正式答复中拒绝承认六人团享有平等权利。布尔什维克代表随即宣布自己组成独立的党团，并向七人团建议双方在杜马讲坛上采取共同行动。根据列宁的建议，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名称确定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



与此同时，根据列宁的指示，《拥护真理报》就杜马党团的问题进行了集中的宣传报道。10月18日（31日），该报发表了由布尔什维克代表署名的上述给七人团的声明。该报引用数字证明多数工人站在布尔什维克代表一边。10月20日和26日（11月2日和8日），该报又发表了六人团的两篇告全体工人书，叙述了分裂的经过，号召工人支持布尔什维克代表。10月29日（11月11日），该报在发表布尔什维克代表关于建立独立党团的声明的同时，刊载了列宁的长篇文章《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部斗争问题的材料》（同上）。该报还在《工人支持自己的工人代表》的总标题下发表了大量工人集会的决议。列宁的《工人对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反应》一文（见本卷第418—426页）对这些决议作了概括性的论述。——4。





《列宁全集》第25卷


告乌克兰工人书
[10]



（不晚于1914年3月19日〔4月1日〕）

乌克兰工人同志们：

在乌克兰，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地区，建立起了巨大的采矿工业中心，那里有几万名矿工——有大俄罗斯人，也有乌克兰人，他们同千百万乌克兰工人居民一样，正在用自己艰苦的劳动为资本家创造财富，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在基辅、沃伦、赫尔松等地以及在全乌克兰的地主农庄里的乌克兰农业工人生活得也不比他们好。

现在也该是我们乌克兰工人觉醒和坚决地联合起来同资本作斗争的时候了。因为我们作为工人和被奴役民族的一员，正在遭受压迫，我们的民族被剥夺了在学校用母语受教育的权利。然而我们的敌人已经使我们也懂得了：（1）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我们只有自己觉悟起来，自己组织起来，才能争取到较好的生活；（2）只有同一切民族的工人首先是同大俄罗斯工人，即矿工、工厂工人和农业工人结成兄弟联盟，我们才有可能找到解放的道路。

同志们！我们的道路是：一切民族的工人结成兄弟的联盟。任何民族主义者，无论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或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都欺骗不了我们。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禁止使用我们的语言，从而剥夺了我们真正发展的手段，他们还在我们同大俄罗斯工人之间散布不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声称他们也反对民族压迫，然而他们只不过是假装成工人的朋友，用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来愚弄工人。不！我们知道，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同俄国境内一切民族中觉悟的工人联合起来，正在争取一切民族的平等权利。我们知道，大俄罗斯的觉悟工人并不承认大俄罗斯民族享有特殊的国家特权，而是争取民族自决权，即俄国被压迫民族自由建立自己生活的权利。

对工人来说，除了各民族工人在共同组织里兄弟般地联合起来以外，没有别的和更好的道路。

乌克兰工人同志们！

为了使我们的运动能取得成功，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报纸，我们应当尽快地开始出版工人报纸《劳动的真理报》[11]的附刊——《乌克兰工人专页》。

出版《乌克兰工人专页》还能把我们同俄罗斯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乌克兰工人专页》能帮我们唤醒更广泛的乌克兰工人群众并把他们吸引到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中去。

然而《乌克兰工人专页》也同《劳动的真理报》的矿工专页[12]一样，只有乌克兰工人自己不失时机地立即大力筹集款项才能存在下去。

乌克兰工人同志们！

你们要尽快地为自己的专页募捐，请在你们中间建立一些小组来进行这项工作，并把筹集的款项寄给《劳动的真理报》编辑部。在钱数足够时，我们就立即开始出版专页。我们的乌克兰工人专页发展下去有可能成为乌克兰工人日报。不过，我们乌克兰工人需要积极地直接参加专页的工作，否则我们所创办的事业就会毫无生气。请把论文、短评和通讯寄给《乌克兰工人专页》。

同志们！所有城市和乡村，所有矿井和工厂都来响应我们的倡议吧，为了你们自己的事业，为了你们的《乌克兰工人专页》开始工作吧。





	载于1914年6月29日《劳动的真理报》第28号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9卷第120—121页

















[10]《告乌克兰工人书》用乌克兰文发表于1914年6月29日《劳动的真理报》第28号，署名奥克先·洛拉。它号召工人们不分民族地联合起来同资本作斗争，并在《劳动的真理报》出版《乌克兰工人专页》。



《告乌克兰工人书》的草稿是列宁在1914年春天用俄文写的，原来打算在《真理之路报》的附刊《矿工专页》上发表。后来他托伊涅萨·阿尔曼德将草稿转寄给了洛拉（弗·斯捷潘纽克），建议洛拉用乌克兰文发表这个《告乌克兰工人书》。他认为，重要的是由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发出主张统一而反对按民族划线分裂工人的呼声。他说，如果用乌克兰人的口吻来转述我的草稿，并加上几个生动的乌克兰例子，那就再好没有了。



《乌克兰工人专页》未能出版。列宁《为奥克先·洛拉的〈告乌克兰工人书〉加的〈编者按〉》，见本卷第376页。——5。



[11]《劳动的真理报》（《Трудовая 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14年5月23日（6月5日）—7月8日（21日）代替被沙皇政府查封的《真理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35号。——6。



[12]《矿工专页》（《Шахтёрский Листок》）是在顿巴斯矿工的倡议下由工人募捐在彼得堡出版的小报，第1号作为1914年3月16日（29日）《真理之路报》第38号的附刊出版，第2号作为1914年5月4日（17日）《真理之路报》第77号的附刊出版。——6。







《列宁全集》第25卷


资本主义和报刊

（1914年3月20日〔4月2日〕）

两贼相争，好人得利。资产阶级报界“人士”一旦吵翻，他们就会把“大”报卖身投靠的丑态和肮脏勾当向公众披露出来。

《新时报》[13]成员尼·斯涅萨列夫同《新时报》发生了争吵，他盗用了公款，于是很不体面地被辞退了。最近他发表了一部135页的“著作”，书名是：《〈新时报〉的幻景。拟小说》（1914年圣彼得堡版）。斯涅萨列夫先生照例硬装成一位“正人君子”，描绘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形成的并日益渗入俄国资产阶级报界的风气，当然，这种风气是在特别有利于黑暗现象的存在并使极其卑鄙龌龊的收买、巴结等现象不受惩罚的条件下渗透进来的。

这位“受害的”《新时报》成员用一种美妙的天真口吻写道：“大家都已经渐渐地习惯于过远远超过自己财力的生活。社会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才能摆脱这种现象，能不能摆脱，这还不得而知。但是目前情况就是如此，这却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资产阶级报纸“参与”办租让企业，是能够过超过收入的生活的一种有神效的办法。这位《新时报》成员说：“我们可以举出好几十个不同的租让企业来，这些租让企业能够办起来不仅要归功于某些关系，而且要归功于某些报纸上的某些文章。《新时报》当然也不例外。”例如，有一次伦敦的马可尼无线电报公司的代表来找斯涅萨列夫先生，请他草拟俄国马可尼公司的章程和有利于这个公司的租让方案。“这项工作的报酬规定为1万卢布……而且达成了协议。”

受害的斯涅萨列夫说，不仅是他为了这笔钱把自己出卖给了资本家，而且整个《新时报》也出卖了自己，掀起了“为这家租让企业作宣传的运动”，该报得到的好处是电报减价50％，还得到一个拥有5万卢布股票的公司创办人的“席位”。

伦敦的资本家——掠夺俄国人——从俄国政府得到租让企业——报刊的参与——普遍的卖身投靠——以几万卢布可以随便买卖任何人，——这就是盗用公款、受了委屈的斯涅萨列夫展示的一幅真实画面。

拥有百万资本的企业《新时报》每况愈下。百万富翁叛逆者阿·谢·苏沃林的几个儿子花天酒地，一掷千金。应当救救这家高贵的报纸。于是“伏尔加—卡马银行的常务董事彼·李·巴尔克”出场了（第85页）。他劝阿·谢·苏沃林把业务交给公司管理，公司在1911年8月接到了由最高当局批准的章程，而且在800股中阿·谢·苏沃林占了650股（每股5000卢布）。公司成立时的资产负债表是虚假的（第97页），——斯涅萨列夫先生作了说明，并且补充道：“在公司成立时能通过这种资产负债表的，或者是根本不懂得数字的人……或者是象古契柯夫先生那样非常精通业务但是一心追求个人目的的人。”筹建这个公司（成立大会是在1911年11月10日召开的）的主要人物是斯涅萨列夫本人、彼·李·巴尔克、维·彼·布勒宁，十月党人[14]国家杜马代表舒宾斯基和高贵的叛逆者阿·谢·苏沃林的几个儿子等等。

读者已经知道，这群高贵的人们从1911年11月起活动得特别起劲。受害的斯涅萨列夫说：从1912年起，《新时报》刊登土地银行广告的优先权（“收入并不很大”：一年只有15000卢布或者“接近”这个数目！）就成了一种津贴。因为按规定广告应该刊登在销路最广的报纸上。而《新时报》当时并不是销路最广的报纸，但是它“利用”（高贵的斯涅萨列夫起誓说，“这是头一回”）它在政界中的幕后势力和熟人关系承揽了土地银行的广告。“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大臣会议犹豫再三才决定让《新时报》刊登广告。”（第21页）

还有一个文学艺术团体的俱乐部，“不客气地说，是一个赌场”（第69页）；“俱乐部的欠帐簿记下了《新时报》的同人所欠的好几千卢布。这些帐干脆被一笔勾销”。

靠交易所发迹、聚敛了“几百万”财富的交易所经纪人马努斯（第120页），同缅施科夫等先生一起，在《新时报》上展开了罢免科科夫佐夫大臣的运动。现在让读者猜一猜，所有这些“活动家”每人得到了多少万卢布，还可以得到多少万卢布。

几百万卢布在飞舞。《新时报》的500万的资产负债表中，约有300万是虚假的。给二三等工作人员的薪水和稿酬每月两三千卢布。数十万、数百万的钱是被挥霍掉的。欠银行的债款有好几十万。到处是卖身投靠。形形色色的卖淫，有非法的卖淫，也有用婚姻加以圣化的合法的卖淫。那里是最优秀、最上层的彼得堡社会。有百万富翁、内阁大臣、交易所经纪人、显要的外国人。有赌场。有各式各样的敲诈勒索。“没有任何政治信念。”（第36页）人们勾心斗角，互相妒忌。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和斯涅萨列夫要求同一位工程师决斗，因为他诬陷《新时报》编辑部诽谤了大学生。阿·谢·苏沃林虽然“很喜爱”阿姆菲捷阿特罗夫，但还是不能“不给他一点难堪来开开心”：他准许把布勒宁那篇“下流地”攻击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妻子女演员拉伊斯卡娅的小品文发表出来。布勒宁要撵走阿姆菲捷阿特罗夫。苏沃林的儿子们欠下了好几十万卢布的债。

《新时报》在1905年亏损了15万卢布。

莫斯科的商人和工厂主被1905年吓住了，拿出10万卢布来办一家给有爱国主义倾向的工人看的报纸。于是《新时报》就根据他们的要求着手安排工作。

这家报纸“勉强维持了”两年，终于倒闭了。莫斯科人损失了10万卢布，《新时报》的人损失了15万卢布（第61页）。

盗贼，男娼，卖身投靠的文痞，卖身投靠的报纸。这就是我们的“大报界”的真相。这就是“上流”社会的精华。这些人“尽人”皆知，他们“到处”都有关系……农奴主的厚颜无耻和资产阶级的无耻卖身投靠暗中合流，这就是“神圣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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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8。



[14]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9。







《列宁全集》第25卷


激进的资产者论俄国工人

（1914年3月22日〔4月4日〕）

有时候，看看局外人怎样评论我们，怎样评论我们的工人报刊、我们的工人联合会、我们的工人运动等等，是有好处的。不管是公开的敌人，或是暗藏的敌人，或是动摇不定的人，或是动摇的“同情”分子，只要他们有一点头脑，了解并懂得一点政治，他们的观点都是值得注意的。

“劳动派分子”或“人民社会党人”[15]（如果实事求是地说，应该是激进的资产者或资产阶级民主派）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先生无疑就是上述的最后一种人。

这位作家是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最忠实的同道和战友之一，后者现在正受到那些违背情理希望获得社会主义者称号的“左派民粹派”[16]的令人作呕的吹捧。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先生是俄国平民生活的细致的观察者，他对平民生活中的种种情绪是很“敏感”的。

他可以说是俄国取消派最早的先驱者之一，因为他和他的朋友早在1906年秋季（见臭名远扬的1906年8月号《俄国财富》杂志[17]）就宣扬“公开的党”的必要性，攻击“地下组织”的狭隘性，并且本着公开的党即合法的党的精神来修改这种地下组织的主要口号。这些“社会立宪民主党人”（连左派民粹派当时都不得不这样称呼他们）在口头上和在思想上认为自己之所以否定地下组织，用取消主义的观点宣扬“公开的党”或“为公开的党而斗争”，是出于到“群众”中去和组织群众这样的愿望。

事实上，在“人民社会党人”先生们的计划中，除了庸俗的小市民的畏惧（对群众）和轻信（对当局），什么也没有。由于他们争取建立“公开的党”，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有被监禁的危险，一部分人则已关在监狱里，结果他们就同群众既没有公开的联系，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他们既没有公开的党，也没有任何别的党。最终，他们也和我们的取消派一样，成了合法派－取消派集团，成了“独立的”（对地下组织是独立的，但是在思想上对自由主义并不是独立的）文人集团。

灰心、瓦解和崩溃的年代过去了。吹来了另外一阵微风。对平民情绪很敏感的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先生在今年1月号《俄国财富》杂志上用《生活在前进》这么一个醒目的标题，写了一篇谈论俄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情绪的文章。

我们这位民粹派分子高喊生活在前进，他把他所记得的历次代表大会、萨拉兹金的演说和贝利斯案件[18]全都翻出来了。“如果拿地方上的〈当然是完全合法的〉策略来看，现在不仅有时看不出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十月党人的区别，而且有时也看不出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是取消派中的吗？民粹主义取消派先生！〉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区别”，尽管如此，地方上却显然地出现了活跃的景象。“在俄国，人们似乎在一堵把俄国分隔开来的墙壁两边集合起来。一边集合了联合起来的贵族、联合起来的官僚、主管部门人员和在某种程度上‘靠国库生活的’平民，另一边集合的则是普通平民，外省社会的广大群众。”

由此可见，我们这位民粹派分子的眼界是不开阔的，他的分析是肤浅的：还是自由派的那一套把政权和社会对立起来的说法。关于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关于资产阶级和工人、关于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日益加深的争执，从地方上的庸人的观点是很难讲出什么东西来的。

关于农村的下层，也很难作出什么结论。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先生写道：


　　“……黑暗和沉默笼罩着农村，在那里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什么……”合作运动“突然兴起并且广泛发展起来……”独立田庄主和村社社员之间的斗争……“这一切都显露得不够”。“是的，应当承认，政府为了分裂和涣散农民群众而努力在独立田庄主和村社社员中间筑起的墙愈来愈高了，但是，农村里显然还没有能培养起符合政府意图的感情和情绪。在这两种人的心里仍旧同样热烈地燃烧着对土地的渴望和期待，而过去被‘土地问题’掩盖了的对自由、‘权利’的渴望，显然也愈来愈强烈愈坚决了。”





　　最后，我们这位描写俄国社会生活的作家指出：“现在，一再地重复革命这个字眼的正是右派集团”，这些集团“本身是真害怕了，他们的确预感到冲突即将到来，他们确信灾难是避免不了的”。关于工人，作者讲了如下一些话：
　　“在这里，关于有组织的工人我没有什么可谈的。他们用不着摸索前进，探寻自己结论，——他们那里一切都很清楚，每个人都很明白。他们的意见已经十分确切地肯定了下来，他们不仅有渴望和期待，而且有在意志坚强的动力支持下的要求，——这种动力不是自发的冲动，而是系统化了的、拟定得十分完备的方法。……〈省略号是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先生用的〉毫无疑问，这些有组织的人们的意见、渴望和期待，正在渗透到他们所来自的农村中去。”



　　写这些话的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直置身于“有组织的工人”之外的人。因此，局外人对事态的这种评价，对于觉悟的工人就更有价值。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先生，这位取消派的“先驱”应当好好考虑一下他现在不得不承认的几种情况的意义。

首先，在什么样的工人中间“意见已经十分确切地肯定了下来”，并且具有“拟定得十分完备和系统化了的方法”呢？只有在取消主义的反对者中间（因为取消派的意见和方法是十分混乱的），只有在那些不曾怯懦地和仓皇地抛弃地下组织的人中间。只有他们才真正是“一切都很清楚、每个人都很明白”。这看来似乎是反常的（奇怪的），然而是事实：混乱的是那些迷恋“公开的党”的人，——而“一切都很清楚、每个人都很明白”、“意见已经十分确切地肯定了下来、方法拟定得十分完备”的，只有“地下组织”的拥护者，只有忠实地遵守了这个似乎是狭隘的没有生气的（见《我们的曙光》杂志、《光线报》、《新工人报》[19]、《北方工人报》）地下组织的训条的人。

创立取消主义的第一个人（《俄国财富》杂志的头目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先生），却第一个判处了取消主义的死刑，在它的坟前读“祭文”。

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先生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已经远远越出了某些政治家个人所能理解的范围。

还有第二个情况，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情况。在俄国历史上一个最混乱和最困难的时期，在1908—1913年这5年内，俄国人民的所有阶级中，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不是“摸索”前进？为什么只有它才是“一切都很清楚，每个人都很明白”？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摆脱最大的思想上的分裂，摆脱纲领上的、策略上的和组织上的分裂以及各种各样的瓦解和动摇，摆脱无论在自由派、民粹派或者“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的这些现象，而把“意见十分确切地肯定了下来”，把“方法系统化并且拟定得十分完备”？这不仅由于这些意见和方法是地下组织肯定和拟定的，而且由于一些极深刻的社会原因，由于各种经济条件以及随着每一俄里新铁路的修筑，随着商业、工业、城乡资本主义的每一步发展而影响愈来愈大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使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多，力量增强，使他们得到了锻炼并且团结起来，使他们不致跟着一般平民走，不致象小市民那样动摇不定，不致怯懦地背弃地下组织。

凡是对这些仔细考虑过的人都会懂得，把雇佣工人的阶级先进分子和必然会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合并”到一个党内的企图，会造成多么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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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劳动派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十月革命后，劳动派站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方面。



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该党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列宁曾称之为“社会立宪民主党人”、“小市民机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六三政变后，该党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恢复组织。该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12。



[16]左派民粹派就是社会革命党。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于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2。



[17]《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后来成为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和历届国家杜马中的劳动派的著名成员的政论家。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1906年成为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12。



[18]萨拉兹金的演说是指百万富商、下诺夫哥罗德集市和交易所委员会主席阿·谢·萨拉兹金在该委员会于1913年8月16日（29日）为欢迎大臣会议主席弗·尼·科科夫佐夫前来集市而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发表的讲话。萨拉兹金在讲话中代表全俄商业界向科科夫佐夫提出请求，认为“迫切需要”按照1905年10月17日沙皇宣言实行根本的政治改革。他还表示，工商业家愿意“积极参加社会自治和国家建设事业”。



列宁在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谈到萨拉兹金的这个讲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俄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改良主义》、《商人萨拉兹金和著作家费·唐·》、《政治上的原则问题》等文）。



贝利斯案件是沙皇政府和黑帮分子迫害俄国一个砖厂的营业员犹太人门·捷·贝利斯的冤案。贝利斯被控出于宗教仪式的目的杀害了信基督教的俄国男孩Ａ.尤辛斯基，而真正的杀人犯却在司法大臣伊·格·舍格洛维托夫的庇护下逍遥法外。贝利斯案件的侦查工作从1911年持续到1913年。黑帮分子企图利用贝利斯案件进攻民主力量，并策动政变。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外国社会活动家则仗义执言，为贝利斯辩护。1913年9—10月在基辅对贝利斯案件进行审判。俄国许多城市举行了抗议罢工。布尔什维克还作好准备，一旦贝利斯被判刑，就在彼得堡举行总罢工。贝利斯终于被宣告无罪。——13。



[19]《新工人报》（《Новая 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3年8月8日（21日）—1914年1月23日（2月5日）代替《现代生活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36号。《新工人报》的实际编辑是费·伊·唐恩。——15。







《列宁全集》第25卷


政治教训

（1914年3月22日〔4月4日〕）

前不久，国务会议[20]否决了在波兰未来的自治机构中使用波兰语的提案。这次违反政府首脑的意志而举行的表决，在关于俄国各统治阶级以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的“特点”问题上向我们说明了许多东西。

报刊上已经披露了波兰自治机构使用波兰语问题的久远历史。掌握政权的俄国地主早从1907年起就已经同波兰的上层贵族进行了这方面的谈判。商谈过俄国黑帮和波兰黑帮哪怕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或者仅仅实现比较和平地相处的条件。——而且这一切自然完完全全是为了“民族文化”的利益。

波兰地主一向维护波兰的民族文化，要争得自治机构（而不仅是自治权）和使用波兰语的权利。大俄罗斯地主则维护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声明（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切，因此无需再争得什么）俄罗斯民族文化是至高无上的，“俄罗斯的”海乌姆地区应当脱离波兰。同时，双方还缔结了反对犹太人的协定，预先把犹太人的“百分比”缩小到一定限度，——使波兰在用黑帮手段迫害和压迫犹太人方面不致落后于俄国。

据报道，是斯托雷平亲自和波兰的贵族、波兰的大地主进行这些谈判的。斯托雷平作了承诺。草案也提出来了。但是……海乌姆地区虽已分离出来，而在波兰自治机构使用波兰语的权利却被我们的国务会议否决了。科科夫佐夫“忠心耿耿地”维护斯托雷平的事业，但是并没有能维护住。国务会议中的右派成员没有跟着他走。

另外还有一个虽然是小小的协定，也被“撕毁了”。不久以前，古契柯夫代表全俄国的资产阶级说，他们同反革命政府达成了默契：“他们支持政府进行改革。”支持倒是支持了，可是改革并没有实行。

而在我们所举的例子里，不是资产阶级，不是反对派，而是最道地的地主们也达成了默契：“我们”进一步靠拢斯托雷平，他们给我们自治和使用波兰语的权利。靠拢倒是靠拢了，可是使用波兰语的权利并没有获得。

从这个小小的例子可以得到丰富的政治教训。民族间的斗争在我们眼前变成了两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勾结起来对第三个（犹太）民族进行特殊压迫。必须记住，所有的统治阶级，不仅地主，就是资产阶级，甚至最民主的资产阶级都是这样干的。

俄国的现实的制度和管理暴露了它们的阶级基础：是地主在指挥、决定和操纵一切。这个阶级的权力是无限的。它只“允许”资产阶级……缔结协定，然后它又撕毁这些协定。

不仅如此。实际表明，连统治阶级内部的协定也往往被非常轻易地“撕毁”掉。这就是俄国与其他阶级国家的差别，这就是我们的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欧洲在一二百年以前就们这里还没有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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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国务会议是俄罗斯帝国的最高咨议机关，于1810年设立，1917年二月革命后废除。国务会议审议各部大臣提出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它本身不具有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的主席和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官员中任命。在沙皇亲自出席国务会议时，由沙皇担任主席。国家杜马设立以后，国务会议获得了除改变国家根本法律以外的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成员半数改由正教、各省地方自治会议、各省和各州贵族组织、科学院院士和大学教授、工商业主组织、芬兰议会分别选举产生。国务会议讨论业经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17。







《列宁全集》第25卷


关于民族平等的法律草案
[21]



（1914年3月28日〔4月10日〕）

同志们！

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决定向第四届国家杜马提出关于废除对犹太人和其他“异族人”的权利限制的法律草案，草案附在本文后面。

这个法律草案的宗旨是要废除对犹太人、波兰人等一切民族的一切民族限制。但是它特别详细地谈到了对犹太人的限制。原因很明显，因为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民族受到象犹太民族受到的那样的压迫和迫害。反犹太主义在有产者阶层中日益根深蒂固。犹太工人在双重压迫下痛苦呻吟，因为他们既是工人又是犹太人。近几年来对犹太人的迫害已经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相信的规模。大家只要回想一下反犹大暴行和贝利斯案件就够了。

在这种情况下，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犹太人问题必须予以应有的注意。

不言而喻，犹太人问题只有同俄国当前的基本问题放在一起才能得到认真的解决。当然，我们也不指望民族主义的和普利什凯维奇的第四届杜马会废除对犹太人和其他“异族人”的限制。但是工人阶级应该发出自己的呼声。俄罗斯工人反对民族压迫的呼声应该特别响亮。

我们公布这个法律草案，是希望犹太工人、波兰工人以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就草案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就提出自己的修正意见。

同时我们也希望俄罗斯工人用自己的声明等等大力支持我们的法律草案。

根据草案第4条，我们将应予废除的规定和法令另列清单附在草案后面。这个附件中单是涉及犹太人的法令就有近100条。


关于废除对犹太人权利的一切限制及与任何民族出身

或族籍有关的一切限制的法律草案

1.居住在俄国境内的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2.对俄国的任何一个公民，不分性别和宗教信仰，都不得因为他的任何民族出身或族籍而在政治权利和任何其他权利上加以限制。

3.凡在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任何方面对犹太人加以限制的一切法律、暂行规定、法律附则等等，一律废除。第9卷第767条称：“在没有对犹太人作专门规定的一切场合，一般法律均适用于犹太人。”这一条文应予取消。在居住权和迁徙权、受教育权、担任国家职务和社会职务权、选举权、服兵役、在城市和乡村购置和租用不动产权等方面对犹太人的所有一切限制应予废除；在从事自由职业等方面对犹太人的一切限制应予废除。

4.本法律另附应予废除的旨在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法令、命令、暂行规定等等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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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关于民族平等的法律草案（正式名称是《关于废除对犹太人权利的一切限制及与任何民族出身和族籍有关的一切限制的法律草案》）是列宁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起草的，显然准备在杜马讨论内务部预算时提出。



法律草案以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名义公布在《真理之路报》上。列宁认为用成千上万个无产者的签名和声明来支持该草案是俄国工人的光荣的事情。他指出：“这将最有效地巩固俄国不分民族的全体工人的充分团结，使他们更加打成一片。”（见本卷第90—91页《民族平等》一文）——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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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人的工资

（1914年3月29日〔4月11日〕）

大家都知道，在工厂工业中，从1905年起工资约提高了百分之二十。

首先着手研究农业工人在这一时期的工资问题的，是不久前出版的约·德罗兹多夫的小册子《俄国农业工人的工资与1905—1906年土地运动的关系》（1914年圣彼得堡谢苗诺夫出版社版，定价50戈比）。现在我们把这本有趣的著作中的主要结论写出来。

如果以戈比计算，欧俄农业工人的平均日工资如下：







	　
	戈比
	百分比



	1902年-1904年平均
	64.0
	100.0



	1905年平均
	64.8
	101.2



	1906年平均
	72.0
	112.5



	1907年平均
	73.1
	114.2



	1908年平均
	72.4
	113.1



	1909年平均
	75.8
	118.4



	1910年平均
	76.6
	119.6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来，工资提高得最多的一年刚好是1906年，也就是1905年运动的影响无疑最明显的那一年。

可见，从1905年起，连农业工人的低得令人难以相信的工资也有所提高！如果把货币工资同粮食价格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工资提高得仍然很不够。小册子的作者作了这样的比较，并且把我们所列举的农业工人的货币工资按各地平均价格折合成粮食（黑麦）。原来，按粮食计算的工资，已经从1902—1904年的0.93普特降低到1905年的0.85普特和1906年的0.91普特。

换句话说，俄国农业工人1902—1904年用每天的工资本来可以买到0.93普特黑麦，在1906年只能买到0.91普特了。不言而喻，如果没有1905年和1906年的推动，实际工资一定还要降低得更厉害。

由于收成的好坏不同以及其他原因，工资年年都有很大的波动：例如，1905—1907年的工资提高了，虽然提高的幅度极不均匀：1908年（最反动的一年）工资又降低了，1909年和1910年又稍微提高了一点。

由于工资年年都有波动，所以不应当拿个别年份来比较，而应当拿10年来比较。德罗兹多夫先生作了这样的比较，他计算出欧俄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在1891—1900年这10年中是55.08戈比，在下一个10年（1901—1910年）中是69.18戈比，增加了25.5％。

这就是说，俄国300万（毫无疑问，这个数字是大大缩小了的）农业工人所得到的增资额，即使按一年200个工作日计算，全年总共也只约有8000万卢布。

其实，在同一期间食物的价格平均上涨了20.5％。这就是说，工资的真正的提高即实际工资的提高是微不足道的。作者把货币日工资折合成粮食，计算出革命中的10年只比革命前的10年提高了3.9％。由此可见，工人的一切努力仅能使工资维持原有的水平，工资的提高极其有限。

但是，如果把这两个10年的工人工资的变化和地价的变化加以比较，那就会让人看到，地主老爷的收入是大大增加了。购买土地就等于购买土地提供的收入，即购买地租；因此土地价格是资本化的地租。从这里我们看到，在上述两个10年中，1俄亩 
［注：1俄亩等于1.09公顷。——编者注］

 土地的平均价格由69.1卢布提高到132.4卢布，即几乎提高了一倍！

几百万雇佣工人的工资增加了四分之一，地主的收入却增加了一倍。雇佣工人工资的增加很难跟上食物价格的上涨。而地主收入的增加要比物价的上涨快四倍。地主和农民中的富裕业主愈来愈富了。

同时应当注意到，土地收入的增加以及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势必不断地加深农业资产者同农业无产者之间的、小业主（虽然是“劳动的”）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鸿沟。因此，如果有人对“劳动”农民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你们要使自己的小经济摆脱贫困，唯一的出路就是同雇佣工人联合起来，那说的是实话。如果有人象我们的“民粹派”那样，拼命维护“劳动”农户的利益，声称小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富有生命力的，那就是支持小业主的资产阶级意图，即小业主的资产者“灵魂”，而不是他的无产者“灵魂”，说这种话的人同资产者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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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工人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分裂

（1914年3月30日〔4月12日〕）

凡是阅读取消派报刊的工人都知道，俄国的取消派经常吹嘘，说什么拉脱维亚的工人马克思主义者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取消派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制造分裂时，也一个劲儿地抬出拉脱维亚人。他们写道：谁都不敢指责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工人否定“地下组织”，就连这些拉脱维亚工人也站在我们这一边了。

凡对事实了解得很清楚的人都不会怀疑，取消派是在……回避事实真相。拉脱维亚工人在讨论“六人团”和“七人团”问题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拥护“六人团”的。《真理报》[22]刊登了由数以百计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工人和里加、米塔瓦、利巴瓦等地的许多团体作的几十个决议，他们都拥护6个工人代表所采取的立场。继彼得堡之后，反应最热烈的就是拉脱维亚最大的工人集中地里加。绝大多数里加工人的决议，都表现了对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大忠诚和对取消主义的由衷不满。

但是，有一点说对了：拉脱维亚的“上层分子”狂热地拥护取消派及其“七人团”。当时为取消派所把持的拉脱维亚报纸，刊登了反对“六人团”的文章。这些文章无论在丑恶的腔调方面，或者在取消主义的内容方面，同俄国取消派在彼得堡办的报纸上的文章相比，都毫不逊色。

诚然，在拉脱维亚工人中，只有极少数人支持取消派的运动。但是“领导”机关却站在取消派一边。于是取消派就继续“代表”拉脱维亚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说话……

但是，过了不久，拉脱维亚全体工人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举行了会议[23]。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分裂的问题，在会上自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居领导地位的”取消派费尽心机，想支持“七人团”，或者至少想使问题不了了之。可惜！他们没有得逞。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工人通过自己的正式代表作出了下列决议（除必要的变动外，我们都逐字引用[24]）：

关于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的分裂。


　　“全体拉脱维亚工人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对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的分裂深表遗憾，并且认为，这种分裂是党团以外的分裂，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裂的必然后果。他们强调指出，党团的统一是必要的，并且认为这种统一在如下条件下是可能实现的：

（1）把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最高机关在分裂以前所通过的下列决定作为联合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纲领及其章程、伦敦决议、1908年12月和1910年1月全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机关的决议；

（2）找到能保证党团内少数人的权利的共同活动方式。

拉脱维亚的工人马克思主义者责成自己的领导机关，支持一切符合本决议观点的联合步骤。”





　　决议就是这样。读者可以看到，它的中心思想是，联合的必要条件是承认老马克思主义者整体。谁不承认纲领、章程以及1907年、1908年、1910年的各项决议[25]，同他就无法实现统一。拉脱维亚工人就是这样说的。拉脱维亚人的决议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毫无疑问，在拉脱维亚代表大会上，调和主义倾向是很严重的。拉脱维亚人不愿意直接和公开地宣布：杜马中的取消派集团是一个违反工人意志的分裂派集团，它必须放弃自己的杜马代表资格。他们所以不愿意这样做，是因为拉脱维亚的少数派还没有走得象俄国取消派那么远，是因为拉脱维亚人对于同齐赫泽党团和解还抱有某些希望。

但是，不管怎样，拉脱维亚工人已经提出了明确的统一条件。

从拉脱维亚人的决议的观点来看，造成党团分裂的那些有争议的问题到底应该怎样解决呢？

首先，拉脱维亚人要求承认纲领。这就是说，他们谴责在杜马讲台上提出臭名昭著的“民族文化自治”。因为，纲领已经正式拒绝了这种要求，甚至连取消派分子尔·马尔托夫也承认“民族文化自治”同纲领是不大吻合的。要使统一成为可能，取消派就应当放弃民族文化自治。这就是拉脱维亚人对第一个有争议问题的答复的含义。

其次，是关于接受亚格洛代表参加党团的争论。拉脱维亚工人是怎样解决这个争论的呢？他们说：请看1908年12月的决议。我们现在打开这个文件就可以看到：


　　——“关于同波兰社会党‘左派’[26]的联合。——全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机关听取了孟什维克同志们关于同波兰社会党‘左派’联合的提议后，没有进行讨论，就转入了待审议的事项。”（见报告第46页）





　　事情很明显。1908年的全俄决定根本就不愿意考虑同亚格洛的党联合的问题。取消派违背了这个决议。这就是说他们应当收回他们关于亚格洛的分裂主义决议。拉脱维亚人接着就要求承认1908年12月和1910年1月的所有原则性的决议。这是些什么样的决议呢？它们是怎样评价取消主义的呢？我们翻开这些文件，就能看到：


　　——“鉴于在许多地方发现有一部分党员知识分子试图取消‘地下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来换取合法性……决议认为必须同取消主义的做法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号召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工作者，不分派别，都能最坚决地抵制这种做法。”



　　1908年的决议就是这样谴责取消主义的（见报告第38页）。拉脱维亚人要求承认这些决议。其次是1910年1月的决议。在这些决议中我们看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资产阶级反革命时期所处的历史环境，必然会产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否认秘密的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试图缩小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纲领性和策略性的任务及口号。”

1910年的决议就是这样谴责取消主义的。拉脱维亚人也要求取消派承认这些决议。

拉脱维亚人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甚至到会的拉脱维亚取消派也不敢投票反对。他们已经从重视“地下组织”、承认老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决议的拉脱维亚工人那里得到了十分深刻的教训。投票反对这个决议，就意味着向全体拉脱维亚无产者挑战，就会在工人中失掉最后一批拥护者。

拉脱维亚工人的决议（代表3000多名有组织的工人）就是这样。

拉脱维亚工人没有用任何刺激的词句，而是很客气地但又很坚决有力地向齐赫泽党团宣布：

——你们愿意统一吗？那就请你们承认老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各项主要决议，不再违背1908—1910年的纲领和决议，同否定“地下组织”的人脱离关系，一句话，请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

齐赫泽党团试图盗用其名义来进行活动的最后一个真正的工人组织，现在已经同它断绝了关系。果然不出所料，拥护这7个倒向取消主义的代表的，只剩下一小撮取消派了。整个无产阶级正在离开他们或者已经离开他们了。

没有工人拥护的党团——这就是杜马中的取消派党团。

自从拉脱维亚人通过上述决议以后，这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了。





	载于1914年3月30日《真理之路报》第5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22—26页

















[22]《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在不同时期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有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尼·尼·巴图林、维·米·莫洛托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康·斯·叶列梅耶夫、米·伊·加里宁、尼·伊·波德沃伊斯基、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马·康·穆拉诺夫等。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积极参加了《真理报》的工作。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3年先后改称《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1914年相继改称《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报》。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25。



[23]指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14年1月13—26日（1月26日—2月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参加代表大会的共35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8人，有发言权的11人，来宾6人。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8人，调和派2人。列宁是作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应邀出席大会的。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该党内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进行尖锐斗争的形势下召开的。至1913年底，该党所有中央机关都被孟什维克取消派和调和派所夺取。布尔什维克组成了自己的派别，其组织中心是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国外小组联合会。列宁积极地参加了筹备和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前他曾同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进行了频繁的通信，到柏林和巴黎去亲自会见他们，了解大会的筹备、组成以及大会上可能出现的斗争结局等等问题。在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对杜马党团分裂一事的态度的报告，参加了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帮助他们准备决议草案。代表大会前夕，即1914年1月12日（25日）晚，列宁在布鲁塞尔向大会的代表们就民族问题作了专题报告，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与策略。



代表大会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对杜马党团分裂一事的态度问题上展开了特别尖锐的斗争，最后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这个决议的草案是列宁写的。由于列宁和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对调和主义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斗争，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终于退出了八月联盟。列宁认为这是对托洛茨基的联盟的“致命打击”。



在列宁直接参加下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是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代表大会选举了持布尔什维克立场的中央委员会。党的中央机关报《斗争报》也转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拥护者一边。——26。



[24]为了应付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列宁在引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时作了“必要的变动”：用“全体拉脱维亚工人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代替“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用“马克思主义者整体”代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用“1908年12月和1910年1月全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机关”代替“1908年12月全国代表会议和1910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用“自己的领导机关”代替“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26。



[25]指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190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和1910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27。



[26]波兰社会党—“左派”是波兰的工人政党，1906年在波兰社会党分裂后成立。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该党内占了优势。他们反对皮尔苏茨基分子的民族主义及其恐怖主义和密谋策略，认为只有在全俄革命运动胜利基础上才能解决波兰劳动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问题。1906年11月在维也纳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弗腊克派）。



波兰社会党—“左派”主张同全俄工人运动密切合作，可是它力图把波兰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除民族主义派别外的所有派别机械地联合起来。在1908—1910年期间，它主要通过工会、文教团体等合法组织进行活动。它不接受孟什维克的在反对专制制度斗争中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的论点，可是与孟什维克合作，支持他们反对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1915年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1916年的昆塔尔代表会议。该党欢迎俄国十月革命。1916年12月，该党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



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在战争期间，以皮尔苏茨基为首一批领导骨干脱离该党。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该党转而对德奥占领者采取反对立场，开展争取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斗争。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1919年同原普鲁士占领区波兰社会党以及原奥地利占领区的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该党不反对资产阶级地主的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27。





《列宁全集》第25卷


“八月联盟”的空架子被戳穿了

（1914年3月30日〔4月12日〕）

在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以前，即在1912年8月，发生了一件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有相当重要意义的事件。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的前夕，取消派同参加八月代表会议的各派代表“联合”（这是他们的说法）起来了，他们希望用这一点来证明他们根本不是取消派，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取消任何东西，真正严肃的实实在在的工人马克思主义组织完全可以同他们“统一”。

这次八月代表会议已经使取消派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争论转入另一个范围：现在，问题不仅涉及取消派的理论和策略正确与否，而且涉及他们自己的实践是在证实还是在驳斥取消主义的言论。他们的八月代表会议是空架子、伪装、骗局、空谈呢，还是严肃的工作、真诚的措施、证明取消派有可能改正错误的某种实际的东西呢？

问题就是这样。

取消派应该用他们的行动、他们的八月代表会议的经验来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也就是拉脱维亚马克思主义者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是所有的派别一致公认的没有违背党的决议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自己有过著名的八月联盟的经验。消息非常灵通的人士告诉我们，俄国有组织的拉脱维亚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高代表会议已经闭幕。拉脱维亚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一次代表会议是最高会议，这一点是任何人、任何派别都不否认的，而且出席这次会议的不仅有俄国工人多数派（取消派的反对者）的全权负责代表，而且还有取消派、他们的八月联盟的领导机关、崩得[27]和波兰社会党“左派”的全权负责代表。

那些自己有过八月联盟经验并试图帮助取消派放弃取消主义的人，全面地讨论和评价了八月联盟及其各机关一年半来的经验。

这次讨论和评价得到了什么结果呢？

拉脱维亚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决议说：“……调和派的无论如何要同取消派（1912年的八月代表会议）联合的尝试是徒劳无益的，联合派自己也落到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依附取消派的地步……”

这就是公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团体的正式决议，它完全彻底地戳穿了八月联盟的空架子！

两年来我们所说的一切，也就是取消派对我们破口大骂、赌咒发誓地加以否认的那一切，现在由那些亲自参加过八月代表会议、八月联盟和八月联盟的领导机关的人证实了，而且正式加以声明了。

拉脱维亚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式承认，“最近五年来，党内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关于”早已受到全党谴责的“取消派倾向的问题”，并且说他们要从八月联盟领导机关召回他们拉脱维亚的代表，因为这个机关（拉脱维亚马克思主义者的决议说）“没有同取消派划清界限”。

可见事态一再地揭露了取消派，完全证明了我们是正确的。我们说八月代表会议是空架子、骗局、惯常的（在小资产阶级党派中）竞选骗局，完全说对了。取消派在竞选的时候，不敢打着自己的旗帜光明磊落地维护自己的信念，而是躲在八月联盟后面赌咒发誓说：我们不取消任何东西。

拉脱维亚人戳穿了这个骗局。

同时请注意，这些拉脱维亚人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采取中立的立场的：他们中立到这种程度，甚至决定不同任何一部分有组织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发生组织关系！戳穿八月联盟的空架子和取消派的竞选伪装的，竟是一些中立的组织，所以这件事就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我们将来还要不止一次地引用拉脱维亚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决议，因为这些决议再次证明，我们说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只有反对取消派才能实现统一，是十分正确的。最后，我们在这里只提一下这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关于民族原则问题的一项特别重要的决议。

拉脱维亚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就代表着没有充分权利的被压迫民族的工人，他们自己就是在居民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的中心城市工作的。例如，在里加，他们必须同德意志族、俄罗斯族、拉脱维亚族、犹太族、立陶宛族的无产阶级打交道。多年的经验已经使拉脱维亚马克思主义者非常坚定地相信工人阶级地方组织的各民族团结的原则是正确的。

拉脱维亚马克思主义者的决议说：“……在每一个城市中都应马克思主义无产者的联合组织，这个组织要根据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所肯定的原则，以及1908年的全俄代表会议附加的说明进行工作。”

大家知道，这个附加说明直截了当地斥责了联邦制原则。不是实行各个民族工人组织的联邦制，而是实行各民族的团结，建立用当地无产阶级的各种语言来进行工作的统一组织。

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这才是对那些力图以民族划线分裂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市侩们的唯一符合社会主义的反击。这就是要求执行一直遭到崩得肆无忌惮践踏的全党决议。

自己制造分裂而又竭力高唱“统一”的取消派和崩得分子在工人中间布下的骗局，就要彻底破产了。对我们俄国国内的斗争抱中立态度的拉脱维亚马克思主义者的决议最清楚地向全体工人表明，真正实现统一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但是只有反对分裂派才能做到，因为分裂派拒绝执行全党早就提出的放弃取消主义、放弃按民族划分工人组织这个一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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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崩得（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于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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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

（1914年3月）

我们离开1905年暴风骤雨的时期还不到10年，但是俄国在这短短的时期中发生的变化似乎很大。俄国好象一下子从一个宗法制国家变成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旧俄国的思想家列·尼·托尔斯泰，在他一段富有特色、忧伤可笑的话中反映了这种情况，他埋怨俄国人民“快得出奇地学会了搞革命、搞议会”[28]。

俄国能够在20世纪的5年到10年之内“突然”变成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显然是由于上一世纪的整个后半叶已经是资产阶级制度更替农奴制度的一个阶段。

考察一下这种更替如何影响到我国官方的即学院式的政治经济学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改变，这不是没有意义的。想当初，我国只有极右的御用教授们才干“消灭”马克思的勾当。自由主义民粹派教授们的学术界全都敬重马克思，“肯定”劳动价值论，因而引起了“左派民粹派”的天真幻想，以为资产阶级在俄国没有什么基础。

现在我国“一下子”繁衍出一大批自由派和进步派的“马克思的吞噬者”，如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自由派教授论平等》一文。——编者注］

 或司徒卢威先生等等。这些人暴露出自由主义民粹派对马克思的“敬重”的真正内涵和意义：他们在口头上仍然表示敬重，实际上，他们从来不懂得唯物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结果也就不可避免地背弃了劳动价值论。

在1905年以前，除农奴主和“官僚”以外，资产阶级再没有看到别的敌人；因此，它对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也竭力抱同情态度，尽量不去注意“左面的敌人”。在1905年以后，俄国产生了反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于是自由派教授们的学术界在他们的“社会”威望不致有丝毫损害的情况下，开始认真地来消灭马克思了。

我们准备向读者介绍这类“认真的”学者中的一位所写的一部最新的学术著作。


一

В.П.里亚布申斯基去年出版了司徒卢威先生的《经济和价格》一书的第1册（1913年莫斯科版）。最初以里亚布申斯基先生出版司徒卢威先生关于“大俄罗斯”的论文为标志的臭名昭著的“学术界和工业界的联盟”，现在已经壮大，而且完全巩固了。原来只是学术界和工业界的联盟，现在已经发展成了学术界、工业界和政权的联盟，因为司徒卢威先生提出这部学术著作是要求授予学位，而且真的获得了学位。

司徒卢威先生在序言中说：差不多在15年以前，他就考虑写这部著作了。因此，完全有理由预料，这是一部严肃的和有分量的著作。

作者本人对这部著作评价非常高，扬言要“重新审查〈当然是“批判地”重新审查〉政治经济学中的某些传统的问题和原理”，其中包括“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的价格的意义。


　　“……这样重新审查的结果，就是要按照彻底的、以严格制定的准确概念和鲜明的区别为依据的经验主义的精神，提出我们这门科学新的方法论课题。”



　　引自司徒卢威先生“著作”结尾部分的这几句话，可以说包含了该著作的主导动机。作者的纲领就是“彻底的经验主义”（当今任何一个时髦的哲学家，不管他用自己的理论去为什么样圆滑的僧侣主义辩护，他总是这样开场的）和“严格制定的准确概念和鲜明的区别”。这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批判主义”的尽人皆知的动机，这种“批判主义”往往不过是一种玩弄词句的经院哲学而已……司徒卢威先生尤其希望在该书中所占篇幅大得多的“关于价格的历史现象学的探讨和素材”那一部分（第1册的整个第2编几乎都是谈的这一点）表现出“彻底的经验主义”。而所谓“严格制定的准确概念和鲜明的区别”，就是指第1编的那些论断以及“关于经济思维发展中的若干主要哲学动机”、关于“经济和社会”等等的绪论。

我们就从司徒卢威先生的几个基本的理论论断谈起。


二

“在宗教法规学者中至今还十分流行的那种规范的伦理学的价值（ценность）〈即价值（стоимость）；司徒卢威先生顽固地使用不正确的术语，用“ценность”代替“стоимость”，虽然早就有人向他证明这是不对的〉观同认为价值是价格的内在‘原理’或‘规律’这种价值观，看来也许相距很远，其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看到，宗教法规学者说的‘内在效用’、‘价值’、‘自然价格’正在变为‘内在价值’或‘自然价值’或‘自然价格’，即变为现代经济学家所说的客观价值 
［注：顺便谈一下，司徒卢威先生既然承认“现代的”（与中世纪的宗教法规学者们相比）经济学家所指的恰恰是客观“价值”，这就说明他主观地坚持用“价值”（ценность）这个名词而同“客观”“价值”（стоимость）相对立是错误的。］

 ”（第ＸＸＶ页）。

这里我们看到了司徒卢威先生的主要思想（更确切些说，是主要的思想恐惧病）和这位作者所玩弄的典型手法。为了诋毁科学的价值规律，司徒卢威先生竭力把这个规律同宗教法规学者的“伦理学”规律相提并论。司徒卢威先生这样做当然没有提供任何的论据。他写“我们看到……”这句话，只是在该书注释中引证了一位俄国康德主义者1810年的文章中的一段话（与该问题毫无关系的一段话），可以想见，我们这位学者为了寻找论据遇到了多大的困难！

司徒卢威先生不可能不知道，任何一条科学规律（决不只是价值规律），在中世纪人们都是从宗教和伦理的意义上去理解的。对于自然科学的规律，宗教法规学者也是这样解释的。因此根本不能认真地把宗教法规学者说的价格规律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说的价格规律相提并论。司徒卢威先生的这种“思想”不能够叫作什么思想，这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儿戏掩盖下的思想恐惧病罢了。

司徒卢威先生接着写道：


　　“‘价值规律’逐渐变为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固定观念’。在马克思这位作家的著作中，‘普遍论的’（“实在论的”）思维动机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在他的著作中这种动机同经济科学中最广泛的一般哲学概念结合了起来。这种动机在他的著作中同那种制定得不详细的、却是非常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结合起来了。劳动价值不仅变成了一种规律，而且变成了价格的‘实体’。至于这种机械自然主义的、同时也是‘实在论的’价值概念如何妄想囊括经济生活中经验主义的现象世界，以至最后陷入不可克服的巨大矛盾，这些我们已经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谈过了。”



　　你们看，这就是司徒卢威先生“科学的”手法！这就是他消灭马克思主义的手段！使用一两个所谓科学术语，稍微提示一下思维“动机”，引证一下1960年《生活》杂志[29]的文章——这就是他的全部学问。教授先生，这未免少了一点儿……司徒卢威先生用他在杂志上写的文章不能证明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之间，在劳动价值论和价值规律基础上形成平均价格之间有什么矛盾，更不用说有什么“巨大”矛盾了。

司徒卢威先生玩弄中世纪那种“区分”唯名论和实在论、把普遍论和个别论对立起来的把戏，这对于理解或批判马克思的理论，对于阐明司徒卢威先生自己的理论（或奢望创立自己的理论）都是毫无用处的。这是游戏，是学术垃圾，而不是科学。当然，中世纪唯名论者同实在论者的斗争和唯物主义者同唯心主义者的斗争具有相似之处，但是，这种斗争不仅同中世纪的许许多多理论，而且也同古代的许许多多理论有相似之处，有历史继承的联系。要认真地研究清楚哪怕是中世纪的争论同唯物主义历史的联系，就需要作一番专门的考察。但是，我们这位作者却根本没有进行丝毫的认真研究。他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个题目，触及的问题成千上万，但是一个也不加以分析，并且以可笑的勇敢精神作出了一些极其武断的结论。

在上面所引的这段话中，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结成了一个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的一般哲学概念是极其广泛的！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承认的呀！既然他不得不这样承认，既然他谈到要批判地重新审查政治经济学，谈到政治经济学新的方法论课题，那他就应该认真地研究马克思的这一“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各个组成部分。然而司徒卢威先生却丝毫没有着手进行这种研究！他一味用轻蔑的评语来攻击“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谁不知道，在不可知论（康德主义、实证主义、马赫主义等）的时髦理论看来，无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还是彻底的哲学唯心主义，都是“形而上学”。司徒卢威先生发表这种评语，只是在暗示他的哲学世界观没有任何完整性。但是，想用这样的评语来回避对马克思的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行分析和研究，是不行的。这样只能证明他自己思想贫乏。


三

把马克思主义同关于原罪的经院学说相提并论，这是司徒卢威先生这部学术著作中的绝妙之处，因此不能不较详细地来谈一谈。我们预先声明，下面的引文都很长，请读者原谅。为了紧紧抓住当今自由派教授所玩弄的手法，引文确切是很必要的。

司徒卢威先生写道：“我十分清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按其逻辑结构来说，同很多世纪以前用‘实在论’所论证的关于原罪的经院学说有十分相似之处，在那里已经有了它的雏形……马克思认为经验‘价格’受价值规律的支配，也就是说它的存在取决于价值实体，这正如经院哲学认为人们的经验行为是由原罪决定的一样。

请看几个对比。

马克思：‘如果我们把商品总量，首先是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当作一个商品，并且把许多同种商品的价格总额，当作一个总价格，那么问题就很容易说明了。这样一来，关于单个商品所说的话就完全适用于市场上现有的一定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商品的个别价值应同它的社会价值相一致这一点，现在在下面这一点上得到了实现或进一步的规定：这个商品总量包含着为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并且这个总量的价值＝它的市场价值。’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03页。——编者注］



托马斯·阿奎那：‘我们应当说，所有的亚当后裔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人，因为他们从自己的始祖那里所承受下来的天性都是一样的，这正象所有住在一个郡里的人被看作一个整体，而整个郡被看作一个人一样……’”

看来，够了吧？司徒卢威先生担保说，这“不是玩弄哗众取宠的〈！？？〉类比，也不是卖弄聪明”。也许是这样。但是，这无疑是玩弄庸俗的类比，更确切些说，这简直是小丑行为。如果那些以自由派和进步派自居的学者，能够在自己的一伙人中容忍扮演这种小丑的英雄，而且还授予这些英雄以学位，聘请他们来教育青年，那么，这只是第一百次、第一千次证明了资产阶级时代的一条“规律”：为了消灭马克思，对科学的践踏愈是厚颜无耻，就愈能获得荣誉。

司徒卢威先生想推翻马克思，但又完全无能为力，于是不得不用这种小丑行为来掩盖自己的狼狈相。某一生产部门的全部商品可以同其他部门的全部商品相交换，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任何“经验论者”都把全部商品的总价格除以单位商品的数目，从而得出平均价格，这也是事实。司徒卢威先生所喜欢的那种统计（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对于这种统计，他也只是“一掠而过”，并不去作丝毫的研究）处处都向我们表明，马克思使用过的方法仍在运用。然而这一切与职业的“社会主义者的吞噬者”有何相干呢？只要能踢马克思一脚就行，其他什么都好办了。

司徒卢威先生从事这种高尚的职业，究竟从哪些哲学权威那里得到理论上的支持呢，这从我们这位教授的下面一段话中也可以看出来：


　　“在这项工作〈总结19世纪思想家的全部工作〉中，公正的后裔应当赋予伟大的法国形而上学者雷努维埃以显著地位，因为今天的许多批判性的和积极的思想都是起源于他的。”（第43页）



　　雷努维埃是法国“新批判唯心主义”学派的首领，经验批判主义者（即敌视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维利把他叫作“高级蒙昧主义者”（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一书1909年莫斯科版第247页中我对雷努维埃所作的评述）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4章第3节。——编者注］

 。雷努维埃写“规律”一词以大写字母开头，并且直接把它变为宗教的基础。请看司徒卢威先生是用什么样的手法来消灭马克思的——据他自己承认是——“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他把马克思同中世纪的神学家等同看待，其理由是：马克思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商品价格算在一起，而中世纪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为了论证原罪学说则把始祖亚当的后裔都算在一起。同时，为了“伟大的”雷努维埃，为了在19世纪宣扬过哲学唯心主义、用“规律”这一概念建立了宗教基础的雷努维埃，马克思被消灭了！！

啊，司徒卢威先生！啊，“伟大的”雷努维埃的门徒！啊，重任在身的俄国青年的导师！


四


　　司徒卢威先生写道：“在自然规律这一观念上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大厦，在遭受神秘的历史主义和唯物的历史主义攻击之后，进行了巨大的改造：在这种改造过程中，这种观念彻底破产了。它的基本的内在矛盾暴露出来了。这种矛盾在已成为资产阶级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基础的‘自然’政治经济学中也许表现得最为明显……的确，如果在经济生活中是自然规律主宰一切，那就不可能有同自然规律不协调的和违反自然规律的经济生活的事实。然而自由主义的‘自然’政治经济学，在著作中和生活中却时时与这些事实相抵触……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破产之后，再谈什么‘自然规律’，连脸上也不怎么光彩了。一方面，从完整的、原则上统一的社会经济过程中抽出某些个别的方面、关系和现象，认为它们是‘自然的东西’，并把它们说成是特殊范畴的现象，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另一方面，宣告存在‘自然规律’，尽管就经济自由主义本身来说，这也是出于并未意识到的伦理动机，但这样宣告是替某些只具有暂时意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式辩护并使之永世长存的手段，是‘资产阶级的’辩护术，因而在伦理上已经威信扫地了。”（第56—57页）



　　作者就是这样来侮辱自然规律这个观念的。但是说这种话的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唯物主义者马克思越过整个18世纪向唯物主义者配第伸出了手”（第56页），“配第是那个时代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这一强大潮流的最鲜明、最突出的代表”（第50页）。大家知道，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到20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在一部标榜科学性、以研究“经济思维的哲学动机”为宗旨的著作中，怎么能够提出这个“潮流”问题，提出配第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问题，而又不对自然科学的哲学前提和结论作任何说明呢？？

然而，这正是司徒卢威先生的全部手法：提出了，或者更确切些说，触及了一千零一个问题，什么都“点一下”，装作什么都权衡过，什么都考虑过，其实，除了一些东拼西凑的引文和肤浅的评语，什么都没有提供。

说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然规律这个观念已经遭到破产，说再“谈”这种观念“连脸上也不光彩了”，这真是弥天大谎。事实恰恰相反。正是“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加强了并继续在加强这一观念，并使它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观念。正是“唯物的历史主义”彻底论证了这一观念，清除了其中形而上学的（这个术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就是：反辩证法的）谬误和缺点。说什么古典作家的“自然规律”是资产阶级的辩护术，“在伦理上已经威信扫地”，这完全是一派胡言，这既是对古典作家，也是对“唯物的历史主义”的最肆无忌惮的歪曲，因为古典作家摸索了，而且也摸索到了资本主义的许多“自然规律”，不过他们不理解资本主义的暂时性，也看不到其中的阶级斗争。唯物的历史主义纠正了这两个缺点，因此说什么“在伦理上已经威信扫地”，这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

司徒卢威先生使用了夸张的、“刺激的”词句（说谈“自然规律”“连脸上也不光彩了”），妄想借此掩盖他那种资产阶级固有的害怕科学、害怕对现代经济作科学分析的心理。老爷式的怀疑论是资产阶级和一切趋向没落的阶级的特征，但是，自然规律这个观念在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是趋向没落，而是日益巩固。


五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司徒卢威先生为了给政治经济学“提出新的方法论课题”而答应提供的那些“严格制定的准确概念和鲜明的区别”，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


　　在第5页上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给经济下的定义就是合理的经济活动即经营的主观目的论的统一体。”



　　这话听起来“满有学问”，其实却是毫无内容的文字游戏。经济的定义就是经营！这完全是废话……“经营的主观统一体”，在梦想中或幻想小说中也许存在。司徒卢威先生害怕讲物质产品的生产（“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他所提供的只是一种玩物，而不是定义。司徒卢威先生抽掉了社会关系的一切要素和特征，似乎故意“虚构了”一种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经济”。

下面就是他所确定的“经济制度的三种基本类型”：（1）并立经济的总和；（2）相互作用的经济体系；（3）作为“主观目的论的统一体”的“社会－经济”。属于第一种类型的是一些互不往来、互不发生作用的经济（试图让有名的鲁滨孙复活！）；属于第二种类型的有奴隶制，有农奴制，有资本主义，有简单商品生产；属于第三种类型的是共产主义，“如果说它还有一点实现的可能，那也只是在巴拉圭的耶稣教徒国实现过”。这种连一点历史现实性的影子都没有的了不起的分类，是同他对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区别相辅相成的。

司徒卢威先生教训我们说：经济范畴“表现任何经营主体同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经济间的范畴“表现各自主经济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现象”；社会范畴“产生于在相互作用中从事经营的人们的社会不平等”。

这样说来，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在逻辑上、经济上和历史上都可以同社会不平等分开！！司徒卢威先生心劳日拙，妄图采用新的定义和区别，其结果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抽象地说来，并立经济的总和可以同平等和不平等的关系结合在一起。它可以是农民民主制和封建社会。”

我们这位作者就是这样议论的。无论从逻辑理论、经济理论或历史理论的观点来看，他的论断都见荒谬绝伦的。他把随便什么都归入“并立经济的总和”这个概念，这就明显地暴露了这个概念是毫无内容的。无论是农民民主制和封建制，或是毗邻而居的（在彼得堡公寓走同一条楼梯、住同一个楼层的）业主，这都是“并立经济的总和”！作者已经忘记了，在他的体系中，这种总和应是三大经济制度类型之一的特征。可见，司徒卢威先生的“科学的”定义和区别，不过是胡言乱语而已。

但是，这种不高明的、庸俗的游戏，这种对逻辑和历史的嘲弄，也有它独特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资产阶级已感到绝望而又“目空一切”（如果可以这样来翻译法文中的“je m’en fiche”的话）。对能否科学地分析现状感到绝望，不要科学，竭力蔑视任何概括，躲避历史发展的一切“规律”，用树木挡住森林，——这就是我们在司徒卢威先生那里所看到的那种时髦的资产阶级怀疑论和僵硬死板的经院哲学的阶级含义。认为用不着也不可能拿经济制度来解释“社会不平等”（因为资产阶级不喜欢这样做），这就是司徒卢威先生的“理论”。让政治经济学去作老生常谈，去研究经院哲学，去毫无意义地追求事实吧（例子在后面），至于“社会不平等”问题，还是留给社会学和法学去议论，那里更安全一些，那里更容易把这种不愉快的问题“搪塞”过去。

经济现实昭然若揭地向我们表明，社会划分为阶级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一问世就注意去说明这种阶级的划分。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条道路上跨出了许多步，而马克思更向前跨进了一步。现代资产阶级被这一步吓得魂不附体，对现代经济演进中十分明显，十分有威力的“规律”感到惶惶不安，以至资产者及其思想家们竟然准备把一切古典作家和任何规律都一笔勾销，只要能把各种……叫什么来着？……社会不平等统统送进法学的档案库就行。


六

司徒卢威先生特别希望把价值这个概念递进档案库。他写道：“价值作为一种与价格不同、不以价格为转移而决定价格的东西，乃是一种幻影。”（第96页）“客观价值这个范畴可以说只是对价格范畴的形而上学的夸大。”（第97页）

为了消灭社会主义，司徒卢威先生选择了一种最……激进、最简便、然而也是最轻浮的方法，就是一概否定科学。脑满肠肥、失魂落魄的资产者所信奉的老爷式怀疑论在这方面已经达到了极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一位律师[30]，在为抢劫杀人罪辩护时竟说：既然没有抢劫，也就是没有杀人。同样，司徒卢威先生硬说价值是一种幻影，以此“推翻”马克思的价值论。


　　“目前，甚至用不着去推翻它〈客观价值论〉：只要我们象在这里和《绪论》中那样描述一番，就足以表明，在科学体系中是没有也不能有它的地位的。”（第97贝）



　　瞧，怎么能不把这种最“激进的”方法叫作最轻浮的方法呢？几千年来，人类发觉了交换现象的规律性，竭力想理解它，想更确切地表述它，并且通过日常对经济生活进行的亿万次观察来检验自己的解释。可是，一位从事收集引文（我差些没说成是：集邮）这一时髦行业的时髦代表人物，突然“推翻了这一切”，说什么“价值是一种幻影”。难怪早就有人说过，如果数学定理触犯了人们的利益（更确切些说，触犯了阶级斗争中的阶级利益），这些定理也会遭到强烈的反对。要反驳经济科学中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稍微有一点学问就可以了。比如，只要加入一句话：价值作为一种不以价格为转移的东西乃是一种幻影。——这就万事大吉了！

如果只说这句插话是荒谬的，那倒没有什么了不得。价格是价值规律的表现。价值是价格的规律，即价格现象的概括表现。在这里说什么“不以”价格“为转移”，这只能是为了嘲弄科学，因为科学在所有的知识领域都向我们表明，基本规律是通过貌似紊乱的现象表现出来的。

就拿物种变化的规律，即从低级物种中形成高级物种的规律来说吧。把自然科学的总结，把已经找到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大家公认的，尽管在繁杂的事物中有许多看来似乎是违背规律、不合规律的现象），把修正和补充这些规律的探索都说成是一种幻影，这是最轻而易举的事。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如果有人说自然世界的现象的规律是一种幻影，人们一定会把他送进疯人院，或者对他嗤之以鼻。在经济科学领域内，有人这样大胆……赤身裸体地……招摇过市，人们却乐于聘他当教授，因为愚弄资产阶级子弟这件事，他确实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价格是事实。我们不妨认为：价格是交换物之间现实的交换关系的概念，是已经实现了的交换关系。价值是一种标准。我们不妨认为：价值是交换过程中交换物之间理想的或应有的相互关系的概念。”（第88页）





　　“我们不妨认为”如何如何，这样随随便便、极不严肃地发表意见，对司徒卢威先生来说难道不显得很特别吗？司徒卢威先生向来爱故意卖弄令人费解的术语和新造的词汇，现在突然改用了杂文的笔调……的确，不改用杂文的笔调，要把价值说成是一种幻影，是有点儿困难的。既然价格是“已经实现了的交换关系”，那么请问：这种关系存在于谁和谁之间呢？很明显，存在于进行交换的经济之间。既然这种“交换关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例外的、暂时的，而是一直在有规律地、随时随地重复着，那就很明显，这种“交换关系”把各个经济的总和结成为一种经济制度；那就很明显，在这些经济之间有着固定的分工。

请看，司徒卢威先生在“经济间的”关系（据说这种关系是同社会关系相分离的）问题上所耍的花招已经象纸牌搭成的房子那样垮台了。司徒卢威先生把商品生产这个概念赶出门外，却偷偷地把它从窗口放了进来。司徒卢威先生的臭名昭著的“经验主义”，就是要从科学中排除资产者所讨厌的那种概括，然而又不得不——所谓非正式地——加以承认。

既然价格是交换关系，那就必然会理解在个别的交换关系同经常的交换关系之间，在偶然的交换关系同大量的交换关系之间，在一时的交换关系同长时间的交换关系之间所存在的区别。既然如此（无疑是如此），那我们同样必然会从偶然的和个别的交换关系上升到稳定的和大量的交换关系，从价格上升到价值。司徒卢威先生试图把价值说成是“应有的东西”，把价值同伦理学或宗教法规学者的学说等等相提并论，这种尝试也象纸牌搭成的房子那样垮台了。

司徒卢威先生把认为价值是一种幻影叫作“经验主义”，把力求（“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一直如此（第91页），还应当补充说，中间经过了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找到价格形成和变化的规律叫作“形而上学”，这也就是在重复现代反动哲学家的手法：把整个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看作“形而上学”，把通向宗教的阶梯称为“经验主义”。排除科学中的规律，事实上只能是偷运宗教的规律。司徒卢威先生以为耍些“小小的花招”就能向人瞒过这件简单的、无可怀疑的事实，真是枉费心机。


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司徒卢威先生躲在怀疑论后面，而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正面交锋。这样他就热中于在自己的书里到处插进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语，指望被一大堆东拼西凑、断章取义的引文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读者会落入他的圈套。

譬如，他引证圣西门的一段话，提到了许多有关圣西门的著作（我们这位“学者”经常采用这种摘抄德文图书目录的做法，显然，这是……猎取学位的一条最可靠的途径），还十分详尽地抄录雷努维埃关于圣西门的论述。

结论怎样呢？

结论是这样的：“社会主义的高级形式，即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是革命思想同反动思想发生关系所生下的产儿，这看来似乎十分荒诞，然而这却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第51—52页）这是因为通向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圣西门，而“圣西门则既是18世纪启蒙运动者的学生，又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反动分子的学生”（第53页）。“有一点必须时时牢记：历史唯物主义，按其实质来说，是对18世纪精神的反动的产物。第一，它是有机观对唯理论的反动，第二，它是经济主义对政治主义的反动。此外，圣西门在他信教的时期，又代表了感情和宗教对法和人类正义这两种观念的反动。”（第54—55页）司徒卢威先生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见解，又一次重复说：“马克思主义是法国神权学派以至整个历史反革命反动势力的译成了实证论、无神论和激进主义语言的公式。马克思抛弃了理性，便成了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第55页）

马克思一方面能够吸收并进一步发展同中世纪封建势力和僧侣势力斗争的“18世纪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能吸收并进一步发展19世纪初那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经济主义和历史主义（以及辩证法），这就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性和它的力量，证明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科学上最新成就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在反动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学说中包含有关于政治事态更迭的规律性和阶级斗争的深刻思想，这一点马克思总是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指出来。

然而司徒卢威先生却要颠倒黑白，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反动的产物，虽然他马上补充说，导向马克思主义的不是作为僧侣主义者的圣西门，而是作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圣西门！！

可见，我们这位作者对圣西门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者之后和在马克思之前在社会科学上取得了哪些成就，没有说过一句正经话，而是借助一些尖刻的词句跳过了整个社会科学。

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价值规律和社会划分为阶级这一基本现象，创立了这门科学，由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者同前者一起用反封建主义反僧侣主义的斗争进一步丰富了这门科学，由于19世纪初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尽管他们抱有反动观点）进一步阐明了阶级斗争的问题，发展了辩证方法，并把它用于或开始用于社会生活，从而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条道路上又向前跨出了几大步，所以它是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这是合乎逻辑的结论。然而司徒卢威先生的结论却说：因此，马克思主义不值一驳，关于价值规律等等不值一提，马克思主义是反动的产物！

司徒卢威先生真的以为用如此拙劣的手法就能骗过自己的听众，把自己的蒙昧主义掩盖起来吗？


八

司徒卢威先生的这部学术著作要是没有“证明”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那当然就不能成为提请授予学位的学术著作了。

一部论述价格和经济问题，也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哲学动机”问题的著作，居然没有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就“证明”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你们也许会觉得这未免有点过分吧？

可是，在司徒卢威先生看来，这是再简单不过了！请看：


　　“归根结底，经济自由主义设想的是，在实现‘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社会经济过程中合理的、应有的东西同自然的、必然的东西之间完全一致，以及这一过程完全合理化……历史上最完善的一种社会主义即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在否认‘自然规律’的同时，又赞同经济自由主义的这一基本思想。它还认为事物的合理结构同事物的自然进程之间的和谐是可能的，认为社会经济过程的完全合理化也是可能的。”（第58页）



　　接着说了一些蔑视这种“信念”的话（第59页）并得出了严肃科学的结论（第60页）（司徒卢威先生的“著作”的第1册第1编第2章第7节）：
　　“科学经验的研究把社会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理想同现实世界作了对比，不得不承认，在它看来，这两种理想中所包含的信念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两种理想，严格说来，同样都是不能够实现的，同样都是空想。”



　　真的，看到这样的东西，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今教授们的学术界竟腐败、堕落和无耻到这种地步！司徒卢威先生明明知道，科学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这一事实为依据的。这一事实正被世界各地看到的无数现象所证明。关于这些现象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速度，有极其丰富的“经验”材料可以说明。可是，我们这位学者却回避生产社会化的问题，他的“科学经验的研究”不去接触任何一个领域里的无数事实，他空谈了一阵自由主义和合理化，就宣告问题已经科学地解决了！

说自由主义设想的是完全的合理化，是不对的。说马克思主义否认“自然规律”，也是不对的。关于“完全合理化”的全部言论都是错误的和空洞的，这都是些可怜的托词和庸俗的游戏，所追求的都是一个目的：回避科学社会主义明确提出的问题，叫嚷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借以吓唬青年学生。


九

司徒卢威先生这部著作有很大一部分，有一大半讲的是“关于价格的历史现象学的探讨和素材”。

我们这位把价值说成是幻影、把价格当作事实来研究的“彻底经验主义”的狂热拥护者，真正能够大显身手的地方正是在这里！

近年来价格统计获得了巨大的进展。各国都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价格史方面的著作也出版了很多。如果严谨的学者甚至不屑反驳马克思的价值论，那他为什么不用价格史和价格统计的“经验的”材料来分析一下哪怕是这个理论的某些主要问题呢？除劳动“因素”以外，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可以略去不算，关于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有确切的材料可供查考，这样的商品可以找到成千上万种，这样的商品价格史阶段或时期也可以找到好几百个。我们这位“彻底经验主义”的拥护者，在关于价格的“科学研究著作”中，在关于“价格的历史现象学”这一编中，为什么不触及这些材料呢？

为什么？显然是因为司徒卢威先生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要想驳倒客观价值论即劳动价值论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本能地感觉到非跑步躲开任何科学研究不可。

司徒卢威先生在这部著作中用来阐述“关于价格的历史现象学的探讨和素材”的几百页内容是当今资产阶级学者逃避科学的一种少有的出色的范例。这里什么都有！评述了指定价格和自由价格；考察了波里尼西亚人；引用了马达加斯加的统一者安德里安阿姆普伊尼美里娜国王于178？—1810年颁布的市场贸易章程（多么渊博！）；引用了巴比伦汉穆拉比王法典（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这个时期）中关于医生诊金的某些条款；引用了日耳曼人民法典中关于妇女买价的规定（主要引用学术水平极高的拉丁文的著作）；翻译了印度神圣的法律家马努和亚伊纳瓦尔基亚的著作中有关贸易法的7篇文章 
［注：谢·费·奥登堡先生在亲切地答复司徒卢威先生的询问时写道：“关于您〈司徒卢威先生〉所提到的那些问题的法律书籍看来已经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生活。”（见司徒卢威先生的著作第1册第2部分第2编第2章第8节中的，注51ｂ）］

 ；谈到了罗马法关于保护买主等等的规定，一直说到罗马由警察调整价格的希腊化时期的典型案例，以及加洛林王朝立法中的罗马警察法的基督教化。

可以预料，出版了司徒卢威先生这部著作的Ｂ.П.里亚布申斯基先生，只要再出版200来卷关于价格的历史方法论的探讨和素材，譬如，把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市场情况一一加以描述，文中加上插图和由司徒卢威先生从最好的德文图书目录中胡乱摘引来的注释，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科学艺术保护者的美名万世流芳，也可以使司徒卢威先生这位严肃学者的美名万世流芳了。彻底的经验主义将会高奏凯歌，而政治经济学中的各种“规律”的幻影则将烟消云散。


十

在革命前的旧俄国，学者一般分为两大阵营：迎合内阁的学者和独立的学者，并且大家都知道前一种是卖身投靠的下流作家，是一些奉命写作的人。

这个粗略的划分是符合宗法式的、半亚洲式的关系的，但无疑已经过时，应当废弃了。俄国在迅速地欧化。我国的资产阶级几乎已经完全成熟，某些方面甚至有点过于成熟了。资产阶级学者“不依赖”政府，他们根本不会奉命写作，因为他们真诚恳挚地相信，他们在真诚恳挚地研究问题时所用的观点和方法，是同我国工商界的“领袖”如Ｂ.П.里亚布申斯基先生之流的利益相符合的。在一切都突飞猛进的今天，要获得名学者的声誉，要使自己的著作得到正式承认，那就要用一两个“康德式的”定义来证明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那就要消灭马克思主义，援引几千个欧洲教授的姓名和著作，向读者和听众说明，马克思主义甚至不值一驳；那就要把任何科学规律一概抛弃，为宗教规律扫清场地；那就要把堆积如山的所谓有高度学术水平的破烂和垃圾塞进青年学生的头脑。

即使这一切比德国资产阶级学者干的要粗鲁得多，这也没有什么。应该重视的是，俄国毕竟完全踏上了欧化的道路。





	载于1914年3月《现代世界》杂志第3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31—54页

















[28]这是列·尼·托尔斯泰在给尼·瓦·奥尔洛夫的画集《俄国的农夫》（1909年版）所写的序言中说的。——34。



[29]指1900年《生活》杂志第2期上刊登的彼·伯·司徒卢威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主要二律背反》一文。



《生活》杂志（《Жизнь》）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7—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从1899年起成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实际领导者是弗·亚·波谢，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等。该杂志刊登过列宁的《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和《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两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85—134页和第138—143页）。在小说文学栏发表过马·高尔基、安·巴·契诃夫、亚·绥·绥拉菲莫维奇、伊·阿·布宁等的作品。该杂志于1901年6月被沙皇政府查封。



1902年4—12月，该杂志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波谢、维·米·韦利奇金娜等组织的生活社在国外复刊，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了6集，另外出了《〈生活〉杂志小报》12号和《〈生活〉杂志丛书》若干种。——38。



[30]指俄国作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玛卓夫兄弟》中的律师费丘科维奇。这位律师强词夺理地为杀死生父、抢夺巨款的罪犯德米特里开脱罪责说：“……我要否定这个抢劫罪名：既然无法确切指出究竟抢劫了多少，就无法定抢劫之罪，这是一条公理！那么他到底杀了人没有呢？难道会不谋财而去害命么？”（见该书第4部第12册第11章）——47。







《列宁全集》第25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成立领导秘密工作的中央组织部的决议
[31]



（1914年4月2—4日〔15—17日〕）

鉴于秘密工作的条件，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的特别部门直接领导秘密的组织工作。

中央委员会所有部门的全体会议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在遵守特殊保密规定以及双方部门的代表意见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召开。日常联络则通过某些全权代表进行。

为了隐蔽起见，中央组织部称作工人合作社委员会。

该部（1）指导彼得堡委员会的工作，经常在工作上给予帮助，在工作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使其得到恢复；（2）本着党的精神关心各合法组织的工作联系；（3）寻求掩护秘密联系以及地下活动的特殊秘密形式；（4）统一全俄范围内的工作，建立正常的联络和巡视制度；（5）在1914年8月之前主要负责党代表大会[32]的筹备工作。

组织部的成员由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任命，人数为3—5名，候补人员与此相等或人数加倍。





	载于1957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3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55页

















[31]关于成立领导秘密工作的中央组织部的决议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1914年4月2—4日（15—17日）于克拉科夫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委员会这几次会议是在列宁主持下进行的，来自俄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代表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参加了会议。



中央委员会会议研究了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例行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关于举办工人出版节、关于在农民中进行工作、关于杜马事务和关于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关于国际妇女代表会议、关于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关于五一节传单的准备以及其他问题。



在讨论关于成立领导秘密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问题并通过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之后，列宁提议选派党的著名工作者米·伊·加里宁、阿·谢·基谢廖夫等人以及保险运动中的工人积极分子参加中央组织部。



中央委员会决定委托国外的中央委员负责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委托是由列宁完成的。他于1914年4—5月间写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提纲》（见本卷第132—135页）。——57。



[32]指原定于在1914年8月维也纳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例行代表大会。为筹备这次代表大会，在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下面成立了组织委员会，同时还决定在莫斯科、高加索、南方和乌拉尔也成立相应的委员会。到1914年7月底，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预定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有：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各地的工作报告，政治局势，党的组织任务，罢工运动的任务，保险运动的策略，对最低纲领的若干补充，民族问题，同社会党国际局召开的会议有关的取消派问题，参加资产阶级报刊工作以及当时的其他迫切问题。这次代表大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未能召开，但是为筹备代表大会所做的工作对加强与巩固党组织起了很大作用。——57。







《列宁全集》第25卷


论工人运动的形式

（同盟歇业和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33]



（1914年4月4日〔17日〕）

同盟歇业，即企业主串通起来大批解雇工人，同工人罢工一样，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资本倾其全力向破产的小生产者和无产阶级进攻，不断降低工人的生活条件，使他们面临严重的饥饿甚至饿死的危险。在世界各国有过这样的例子，在许多民族的生活中甚至有过这样的整个时期：工人由于没有进行反抗而陷于难以置信的贫困和十分可怕的饥饿境地。

工人的反抗产生于出卖劳动力这种生活条件本身。虽然在斗争中工人要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是他们只有依靠这种反抗才能保持住勉强过得去的生活水平。然而，资本日益集中，工厂主的联盟日益发展，无产者和失业者的数目日益增长，而无产阶级也就日益贫困，争取勉强过得去的生活水平也就日益困难了。近几年来迅速上涨的高昂的生活费用，常常使工人的全部努力化为乌有。

工人组织，首先是工人的工会，正在吸引愈来愈多的无产阶级群众参加有组织的斗争，使工人的反抗尽可能做到更有计划和更有步骤。由于有了各行各业的群众性的工会，罢工斗争变得日益顽强：罢工次数在减少，但是每一次冲突的规模却在扩大。

企业主的同盟歇业是斗争激化引起的，反过来它又使斗争更加激化。无产阶级通过斗争团结起来，通过斗争既提高了自己的觉悟，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还丰富了自己的经验，他们中间愈来愈多的人愈来愈坚定地相信，对资本主义社会必须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造。

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就在于把各种不同的斗争方法结合起来，巧妙地从一种方法过渡到另一种方法，不断提高群众的觉悟，扩大群众的集体行动的广度，其中每一个行动单独来看，有的是进攻性的，有的是防御性的，但是总的说来，它们将导向愈来愈深刻、愈来愈坚决的冲突。

在俄国，没有象我们在西欧国家所看到的那种开展斗争的基本条件，即没有在巩固的、不断发展的工会参加下开展斗争的基本条件。

跟早就实现了政治自由的欧洲不同，我国的罢工运动在1912—1914年间已经越出了狭隘的工会范围。自由派否认这一点，自由派的工人政客（取消派）不理解这一点，或者闭眼不看这一点。然而事实已经迫使人们承认了这一点。米留可夫在国家杜马就勒拿惨案[34]提出质询时的发言，明显地表露出对工人运动总的意义的承认，虽然这种承认是被迫的、事后才说的、吞吞吐吐的、挂在嘴上的（即不提供实际的帮助，只是惊叹而已）。取消派用“罢工狂热”这类自由派言论反对在罢工运动中把经济动机和其他动机结合起来（我们要提醒一句，叶若夫之流的先生们从1912年就开始发表这种言论了！），从而引起了工人理所当然的反感。工人因此自觉地和坚决地“撤销”取消派先生们在工人运动中的“职务”。

马克思主义者对罢工运动的态度，并未在工人中引起任何动摇和不满。早在1913年2月[35]，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对同盟歇业的意义正式作出了评价（不错，这是在自由派的奴隶取消派先生们没有见到的场合作出的）。早在1913年2月，马克思主义者的正式决议就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提到同盟歇业，指出在策略中必须考虑到同盟歇业。如何考虑呢？要更仔细地讨论每次行动是否合适，改变斗争形式，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当时所讲的正是代替！）另一种形式，而且斗争形式的提高仍应当是持续不断的趋势。觉悟的工人对某些更高的具体形式也是十分熟悉的，这些形式在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试用过，只有取消派才感到“不可理解”和“格格不入”。

3月21日，在同盟歇业刚宣布以后，真理派就立即提出了自己的明确口号：不要按工厂主的意愿选择行动的时间和形式，现在不罢工。工会和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并且看到，这个口号是他们自己的口号。提出这个口号的正是先进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他们把自己的代表选进了保险理事会[36]，不顾取消派破坏组织的自由主义的哀号，领导着彼得堡工人的全部工作。

3月21日的“现在不罢工”的口号是工人的口号，工人知道，他们善于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并且不论过去和将来，都力求通过不断改变运动形式来普遍提高运动的水平。

取消派和民粹派这些破坏工人运动的人，这一次也会试图破坏工人的事业，这一点工人是知道的，并且早就作了反击的准备。

3月26日，破坏和违反彼得堡和俄国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的取消派集团和民粹派集团，都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了对这伙人来说已习以为常的资产阶级庸俗见解：民粹派（为了取悦于取消派）大谈其所谓“轻率”（觉悟工人早就知道，没有人比民粹派更轻率的了）；取消派发了一通自由主义言论（对这些言论《真理之路报》第47号已予以剖析和斥责），鼓吹……不要用相应的、更高级的形式，而用……请愿书和“决议”来代替罢工！！！

先进工人唾弃了取消派的可耻的自由主义劝告，唾弃了民粹派的轻率的空谈，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

关于在同盟歇业的特定情况下，用特定的、相应的、更高级的斗争形式来代替罢工这一老的决定，工人们很清楚，并且正确地应用了。

同盟歇业者的挑衅没有得逞。工人没有在敌人强迫他们作战的地方应战；他们适时地应用了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决定，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运动的全部意义，更积极地、更明显地沿着过去的道路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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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论工人运动的形式（同盟歇业和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一文是针对彼得堡的厂主于1914年3月20日（4月2日）宣布同盟歇业而写的。



1914年3月，彼得堡的“三角”工厂发生了大量女工中毒事件。这一事件激起首都的无产者的普遍愤慨，他们举行了抗议罢工。为了对付罢工，彼得堡的厂主们宣布了同盟歇业。一天之内就有7万工人被赶出工厂。厂主们企图挑动工人举行大规模罢工，以便轻而易举地把工人运动镇压下去。但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工人没有上当。鉴于在同盟歇业的情况下不宜举行大规模罢工，《真理报》号召工人采取其他的斗争形式，如在工厂里举行群众集会，在街头举行革命游行示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散发了传单，号召工人在1914年4月4日勒拿惨案两周年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



在举行游行示威那天，《真理之路报》第54号作为编辑部文章刊登了列宁写的《论工人运动的形式》一文。文章用书报检查机关难以察觉的形式号召工人贯彻执行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决议，寻找“击退同盟歇业的新的斗争形式”和“用革命的群众大会和革命的街头游行示威”来代替政治罢工。列宁特别强调指出革命游行示威的重大意义。



工人领会了党的号召，举行了强大的革命的游行示威。所有的资产阶级报纸都报道了这次游行示威。取消派的《北方工人报》登载了关于游行示威情况的报道，但隐瞒了彼得堡委员会散发传单的事实，而且还反对列宁的《论工人运动的形式》一文。取消派在工人和资本家进行激烈斗争的日子里号召工人“保持镇静”，并对布尔什维克组织革命游行示威进行攻击。列宁指出取消派的行为简直是怪事，他们对待4月4日游行示威的态度是破坏秘密工作的一个典型事例。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报告中着重揭露了取消派的行为（见本卷第389—393页）。——58。



[34]指1912年4月4日（17日）沙皇军队枪杀西伯利亚勒拿金矿工人的事件。勒拿金矿工人因不堪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于1912年2月底开始举行罢工。3月中旬，罢工席卷了各矿，参加者达6000余人。罢工者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取消罚款、提供医疗救护、改善供应和居住条件等要求。布尔什维克帕·尼·巴塔绍夫是领导罢工的总委员会主席。沙皇当局调动军队镇压罢工，于4月3日（16日）夜逮捕了几乎全部罢工委员会成员。4月4日（17日），2500名工人前往纳杰日金斯基矿向检察机关的官员递交申诉书。士兵们奉命向工人开枪，当场死270人，伤250人。勒拿惨案激起了全俄工人的愤怒，俄国革命运动从此迅速地向前发展。——59。



[35]指1912年12月26日—1913年1月1日（1913年1月8—14日）在克拉科夫举行的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出于保密考虑定名为二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列宁、斯大林、格·叶·季诺维也夫等，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阿·叶·巴达耶夫、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尼·罗·沙果夫，党的工作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波·加米涅夫、Ｂ.Ｈ.洛博娃以及由彼得堡、莫斯科地区、南方、乌拉尔和高加索的秘密的党组织选派的代表。克拉科夫会议是在列宁主持下进行的。他作了《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统一》这两个报告，起草和审订了会议的全部决议，并草拟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这次会议的《通报》。会议通过了关于党在革命新高潮中和罢工运动发展中的任务、关于秘密组织的建设、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工作、关于保险运动、关于党的报刊、关于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关于反对取消主义的斗争和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等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这些决议对党的巩固和统一、对扩大和加强党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对制定在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的条件下党的工作的新方式都起了很大作用。——59。



[36]指1914年3月2日（15日）在彼得堡举行的全俄保险理事会工人团的选举。



1912年6月23日（7月6日），沙皇政府颁布了工人保险法。根据这个法律，在俄国将设立伤病救济基金会和各级保险机关。由于种种限制，有权享受此项保险的不及职工总人数的十分之一，救济金额也很低。工人交纳的保险费多于厂主提供的部分。布尔什维克一方面向工人群众解释这个法律的反人民性质，另一方面号召群众不要抵制伤病保险基金会，而要利用这种合法组织进行革命工作。



围绕着保险机关的选举，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左派民粹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1913年12月15日（28日）《无产阶级真理报》第8号和1913年12月21日（1914年1月3日）《保险问题》杂志第9期公布了布尔什维克给保险会议和保险理事会中工人代表的委托书。取消派也在《新工人报》上发表了他们的委托书。在保险理事会工人团选举前夕，1914年3月1日（14日）《真理之路报》第25号公布了候选人名单。保险理事会工人团的选举以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而结束。参加选举的57名受托人中，有47人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的委托书。《真理之路报》提出的候选人以多数票当选。被选为理事会理事的是：Г.Ｍ.施卡平、Ｃ.Д.丘金、Г.И.奥西波夫、Ｈ.и.伊林和Ｃ.и.扬金。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的秘密保险中心的成员。——60。







《列宁全集》第25卷


左派民粹派在美化资产阶级

（1914年4月6日〔19日〕）

左派民粹派先生们只要一离开关于“劳动农民”的泛泛空谈，一离开令人讨厌的和表明他们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根本无知的空谈，一转到精确的材料上面来，就马上暴露出左派民粹派那种对资产阶级的美化。

关于“劳动农民”的全部理论的资产阶级性质，被空谈和叫喊掩盖起来，却被事实和对马克思学说的研究揭穿了。

下面就是一位纯粹用知识分子腔调作文章的巴特拉克先生在《坚定思想报》[37]第14号上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农民”的议论。

巴特拉克先生说，“劳动农户日益增长”，并且引用了法国和德国的统计材料。可是统计材料这种东西是不能用空谈和叫喊来支吾搪塞的，因此骗局马上就被揭穿了。

法国的“小农户”，即拥有5公顷到10公顷（1公顷比1俄亩稍小一点）土地的农户的土地面积增加了。

好极了，巴特拉克先生！但是您是否听说过，农业的集约化程度愈高，“小”（就土地的数量来说）农户使用雇佣劳动的情况就愈多呢？不谈雇佣劳动的材料，不就是意味着美化资产阶级吗？啊，巴特拉克先生？

我们来看看德国的材料。拥有5—10公顷土地的652798个农户有487704个雇佣工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大部分小业主都在剥削雇佣工人！法国的情况怎样呢？在法国，需要在小块土地上使用雇佣劳动的葡萄种植业，要比德国分布得广得多。

“劳动农户”的理论是一种不谈雇佣劳动材料的欺骗工人的理论。

巴特拉克先生拿德国作例子。说“中小”农户应当算作“劳动”农户（舌头是没有骨头的，把什么样的人叫作“劳动”业主都行！）。可见，巴特拉克先生是根据“中”“小”农户增长而得出“劳动农户”增长的结论的。

请大家看看这位新的资产阶级辩护士列举的材料吧。

他是从拥有2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谈起的。这类农户的数量是：1882年占58.03％；1895年占58.22％；1907年占58.89％。说它增长了，难道不对吗？

可是，关于这是雇佣工人数量的增长这一点，我们这位“左派民粹派”却默不作声！！！

被他歪曲的统计材料清楚地说明：在拥有2公顷以下土地（1907年）的3378509户农户中，只有474915户即稍多于110的农户，就其主要职业来说，是独立农民，而大多数则是雇佣工人（1822792户）。

在3378509户农户中，有2920119户即大多数是从事副业的，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并不是农业。

试问，把雇农和日工，即雇佣工人当作“劳动农户”，这难道不是美化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吗？！

难道这里使用的“劳动业主”这种愚蠢的字眼，不是在掩盖无产阶级（雇佣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吗？？难道使用这种字眼，不是在偷运资产阶级的理论吗？？

其次，他还举了拥有2公顷到5公顷土地的农户。这类农户的数量是：1882年占18.6％；1895年占18.29％；1907年占17.57％。巴特拉克先生就是这样写的。

可是结论呢？他默不作声。

结论很清楚：是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恰恰在这些农户中，而且只有在这些农户中，雇人的（购买私人劳动的）和受雇的都不占绝对的优势。雇人的占411311户（根据雇佣工人的数字）；受雇的占104251户（这还不是受雇的全部数字，这方面的统计材料不全）。加在一起是515000户，而上述这些农民总共是1006277户，这就是说，甚至在这些农户中，受雇的和雇人的相加也占了一大半！！

“劳动农户”这个好听的字眼是用来欺骗工人的，它隐瞒了买卖劳动力的材料。

再次，巴特拉克先生举了拥有5—20公顷土地的农户，并且指出，他们在日益增长。

可是雇佣劳动呢？一字不提，一言不发。“劳动农户”的理论家们是资产阶级派来掩盖关于雇佣劳动材料的。

我们来看看这些材料。拥有5—10公顷土地的652798户农户（1907年），有487704个雇佣工人，就是说，这些农户有一半多是雇佣劳动的剥削者。

拥有10—20公顷土地的412741户农户，有711867个雇佣工人，也就是说，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农户都是雇佣劳动的剥削者。

这种自称“社会主义者”而又把雇佣劳动的剥削者当作“劳动农户”的人该叫作什么呢？

左派民粹派，正象马克思主义者多次说明过的，是小资产者，他们美化资产阶级，掩盖资产阶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

对于左派民粹派的，特别是巴特拉克先生的资产阶级理论，我们以后还要谈。现在我们先作一个简单的总结。

“劳动农户”的理论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一种欺骗，其手法之一就是隐瞒买卖劳动力的材料。

在左派民粹派先生们喜欢笼统指出的“中小”农民中间，实际上绝大多数不是出卖劳动力，就是购买劳动力；不是受雇，就是雇人。资产阶级的“劳动农户”理论正是掩盖了事物的这种本质。

无产者向小农说：你本身是半无产者；只有跟着工人走，舍此你别无生路。

资产者向小农说：你本身是小业主，“劳动业主”。劳动农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在“增长”。你的事业是业主的事业，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事业。

小业主有两个灵魂：无产阶级的和“业主的”。

左派民粹派实际上是在重复资产阶级的理论，用“业主”的幻想来腐蚀小农。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要同左派民粹派的这种用资产阶级理论腐蚀小农（以及落后工人）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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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坚定思想报》（《Стой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左派民粹派（社会革命党）的合法报纸，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每周出3号。《坚定思想报》是左派民粹派1913年在彼得堡创办的《劳动呼声报》使用过的一连串名称之一，这些名称是：《现代思想报》（1913年）、《神圣思想报》（1913年）、《自由思想报》（1913年）、《北方思想报》（1913年）、《振奋思想报》（1913—1914年）、《正确思想报》（1914年）、《坚定思想报》（1914年）、《劳动思想报》（1914年）、《勇敢思想报》（1914年）和《现代劳动思想报》（1914年）。——62。







《列宁全集》第25卷


关于民族政策问题
[38]



（1914年4月6日〔19日〕以后）

我想谈谈我们政府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策。在我国内务部所“主管”的那些问题中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从国家杜马最后一次讨论该部预算的时候起，俄国民族问题就被我们的统治阶级提到日程上来，并且愈来愈尖锐化了。

贝利斯案件再一次引起整个文明世界对俄国的注意，它揭露了我国盛行的可耻制度。在俄国连法制的影子也没有。行政当局和警察局完全可以肆无忌惮、厚颜无耻地迫害犹太人，甚至完全可以包庇和隐瞒罪行。贝利斯案件的结论正是如此，这个案件表明了一秒最密切最隐秘的联系…… 
［注：手稿缺第3页和第4页。——俄文版编者注］



现在俄国可以说笼罩着大暴行的气氛，为了表明我这样说并非夸大，不妨引用一下最“可靠的”、最保守的、“可以制造大臣的”作家美舍尔斯基公爵提供的证明。下面是他在他的《公民》杂志[39]上所引用的“一个来自基辅的俄罗斯人”的反映：


　　“我们的生活气氛窒息着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有阴谋的低语，到处都是嗜血的渴望，到处都有告密的臭气，到处都有憎恨，到处都有怨声，到处都有呻吟。”



……笼罩着俄国的就是这种政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下谈论或者考虑法律、法制、宪法以及诸如此类天真的自由派主张，那简直是可笑的，更确切些说，令人可笑，更令人感到……严重！我国任何一个稍微有点觉悟、用点心思的人每天都能感到这种气氛。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勇气透彻地想一想这种大暴行气氛的意义。为什么这种气氛笼罩着我国？为什么这种气氛能够笼罩我国？这完全是因为我国实际上正处于一种遮遮掩掩的国内战争状态。有些人极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有些人想用一块罩单把这种现象遮盖起来。我国的自由派，无论是进步党人还是立宪民主党人[40]，特别喜欢用几乎完全是“立宪的”理论的破布条来缝制这种罩单。但是我认为，对于人民代表来说，最有害最罪恶的事情莫过于在国家杜马讲坛上散布“令人鼓舞的谎言”了。

只要正视现实，只要承认我国正处于遮遮掩掩的国内战争状态这个无可怀疑的事实，那么政府对待犹太人和其他（请原谅我用“政府的”说法）“异族人”的全部政策就容易理解了，就显得很自然而且不可避免，因为政府不是在管理，而是在战斗。

政府选用“纯粹俄罗斯式的”大暴行的手段来作战，那是因为政府再没有其他的手段。任何人都会尽其所能来自卫。普利什凯维奇和他的朋友们只好用“大暴行的”政策来自卫，因为他们再没有其他的政策了。这里没有什么可叹息的，在这里用宪法、法律或者管理制度等用语来支吾搪塞是荒谬的，——这里的问题仅仅在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阶级利益，在于这个阶级的困难处境。

或者是坚决地而且不只是在口头上“清算”这个阶级，或者是承认俄国整个政策中的“大暴行”气氛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消除的。或者是容忍这种政策，或者是支持人民的、群众的、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反对这种政策的运动。二者必居其一，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在俄国，甚至政府的，也就是显然夸大了的和按照“政府意图”编造的统计，也认为大俄罗斯人只占全国人口的43％。大俄罗斯人还不到俄国人口总数的一半。连小俄罗斯人即乌克兰人也被我国官方，被斯托雷平“本人”亲口说成“异族人”。这就是说，“异族人”在俄国占人口总数的57％，也就是占人口的大多数，几乎占人口总数的3/5，实际上也许超过3/5。我是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选为国家杜马代表的，那里绝大多数居民是乌克兰人。不许纪念舍甫琴柯这一禁令成了反政府鼓动最好的、绝妙的、千载难逢的和最成功的办法，再也想不出比它更好的鼓动办法了。我认为，我们社会民主党所有从事反政府宣传的优秀鼓动家，从来没有象采用这种办法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反对政府方面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采用这种办法之后，千百万“平民百姓”都变成了自觉的公民，都对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牢狱”[41]这句名言坚信不移了。

我国的右派政党和民族主义者现在这么起劲地高呼反对“马泽帕派”[42]，我国著名的鲍勃凌斯基怀着民主主义者的满腔热忱保卫乌克兰人，不让他们受奥地利政府的压迫，——好象鲍勃凌斯基想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似的。但是，如果把向往奥地利、偏爱奥地利政治制度的行为称为“马泽帕主义”，那么鲍勃凌斯基也许还不是最差劲的“马泽帕分子”，因为鲍勃凌斯基为乌克兰人在奥地利受压迫大抱不平，大声疾呼！！请你们想一想，俄国的乌克兰人，就算是我所代表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的居民，他们读到或听到了这些会怎么样！如果鲍勃凌斯基“本人”，如果民族主义者鲍勃凌斯基，如果伯爵鲍勃凌斯基，如果地主鲍勃凌斯基，如果工厂主鲍勃凌斯基，如果结交最高贵的名门贵族（几乎是结交了“统治阶层”）的鲍勃凌斯基认为少数异族在奥地利处于不公正和受压迫的境地，——尽管在奥地利既没有任何类似犹太区[43]的可耻界限，也没有刚愎自用的总督们任意放逐犹太人的卑劣行为，也没有在学校中排斥母语的事情，——那么关于俄国的乌克兰人的处境该怎么说呢？？关于俄国的其他“异族人”的处境又该怎么说呢？？

难道鲍勃凌斯基和其他民族主义者以及右派分子没有发觉他们是在唤醒俄国的“异族人”，即唤醒五分之三的俄国居民，使他们认识到俄国甚至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奥地利还要落后吗？？

整个问题就在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所统治的俄国，或者更确切些说，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铁蹄下呻吟的俄国的情况是如此独特，以致民族主义者鲍勃凌斯基的演说竟能卓越地阐明和激励社会民主党人的鼓动。

努力干吧！努力干吧！工厂主兼地主的鲍勃凌斯基阁下，您大概会帮助我们唤醒、教育、振奋奥地利和俄国的所有乌克兰人吧！！我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听到一些乌克兰人说，他们想给鲍勃凌斯基伯爵写一封致谢信，感谢他成功地进行了有利于乌克兰同俄国分离的宣传。我在听到这些话后并不感到惊奇，因为我曾经看到一些传单，它一面印着不许纪念舍甫琴柯的禁令，另一面印着鲍勃凌斯基娓娓动听的有利于乌克兰人的演说摘录……我曾经建议把这些传单寄给鲍勃凌斯基、普利什凯维奇和其他的大臣。

但是，如果说普利什凯维奇和鲍勃凌斯基是鼓吹把俄国改造成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头等宣传家，那么，我国的自由派，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却希望把自己在民族政策的某些主要问题上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一致的看法对居民隐瞒起来。在谈到执行众所周知的民族政策的内务部的预算的时候，如果我不谈一谈立宪民主党所持的同内务部原则一致的看法，那我就是没有尽到我的责任。

其实很明显，谁想做——说得温和些——内务部的“反对派”，谁也就应当认清内务部那些来自立宪民主党阵营的思想上的同盟者。

据《言语报》[44]的报道，今年3月23—25日在圣彼得堡举行了立宪民主党即“人民自由党”的倒行的代表会议。

《言语报》（第83号）写道：“民族问题讨论得……特别热烈。基辅的代表们（尼·维·涅克拉索夫和亚·米·科柳巴金两人也赞同他们的意见）指出，民族问题是正在成熟的巨大因素，对此必须采取比以前更为果断的态度。费·费·科科什金则指出，无论是纲领或过去的政治经验，都要求我们十分小心地对待‘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原则’。”

《言语报》就是这样报道情况的。尽管这个报道故意写得含含糊糊，好让尽可能少的读者能够看清问题的本质，但是在任何一个细心的肯思考的人看来，问题的本质仍然是很清楚的。同情立宪民主党人和传播他们观点的《基辅思想报》[45]也报道了科科什金的讲话，其中补充了一条理由：“因为这会引起国家的瓦解。”

科科什金的讲话的用意无疑就是如此。科科什金的观点在立宪民主党人中间把涅克拉索夫和科柳巴金之流的最畏怯的民主主义也打败了。科科什金的观点也就是维护大俄罗斯人（虽然他们在俄国占少数）的特权、同内务部并肩捍卫这种特权的大俄罗斯自由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观点。科科什金“在理论上”捍卫了内务部的政策，——这就是问题的本质，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要更加小心地对待”民族“政治自决”！可别让政治自决“引起国家瓦解”！——这就是科科什金的民族政策的内容，它和内务部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科科什金和立宪民主党的其他领袖们不是小孩子。他们很清楚这样一句格言：“并非人为安息日而生，而是安息日为人而设。”人民不是为国家而生的，国家是为人民而设的。科科什金和立宪民主党的其他领袖们不是小孩子。他们很懂得，在我们这里，国家就是（实际上）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阶级。国家的完整就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阶级的完整。这才是科科什金之流所关心的东西，如果撕下他们政策的外交辞令的外衣而直接看一下他们政策的本质，就会知道这一点。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在1905年，挪威不顾用战争相要挟的瑞典地主的激烈反对，终于同瑞典分离了。[46]幸亏瑞典的农奴主没有俄国农奴主那么大的神通，所以战争没有发生。人口只占少数的挪威不是象农奴主和主战派所希望的那样，而是和平地、民主地、文明地同瑞典分离了。结果怎样呢？这种分离使人民受到损失了吗？使文明的利益受到损失了吗？使民主的利益受到损失了吗？使工人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失了吗？？

丝毫没有！无论挪威或者瑞典，都属于比俄国文明得多的国家，——顺便提一句，这正是因为它们能够民主地运用民族“政治自决”的原则。断绝强制的联系也就是加强自愿的经济联系，加强文化联系，加强这两个在语言和其他方面十分接近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的关系。瑞典民族和挪威民族的共同性和亲密关系实际上由于分离而增进了，因为分离也就是断绝强制的联系。

我希望从这个例子能够看清楚，科科什金和立宪民主党是完全站在内务部的立场上的，因为他们用“国家的瓦解”来吓唬我们，号召人们“小心地对待”这个十分明确而且在整个国际民主运动中不容争辩的民族“政治自决”的原则。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各种民族主义，主张民主集中制。我们反对分立主义，我们深信，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大国比小国能有效得多地完成促使经济进步的任务，完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任务。但是我们珍视的只是自愿的联系，而决不是强制的联系。凡是我们看到存在着民族间的强制的联系的地方，虽然我们决不宣传每个民族一定要分离，但是我们无条件地、坚决地维护每个民族的政治自决的权利，即分离的权利。

维护、宣传、承认这种权利，就是维护民族平等，就是不承认强制的联系，就是反对任何民族的任何国家特权，就是培养各民族工人的充分的阶级团结精神。

取消强制的、封建的和军事的联系，代之以自愿的联系，才有利于各民族工人的阶级团结。

我们最珍视的就是人民自由中的民族平等和为了社会主义…… 
［注：手稿缺第25页和第26页。——俄文版编者注］



并维护大俄罗斯人的特权。可是我们说：任何民族都不应该有任何特权，各民族完全平等，一切民族的工人应该团结和打成一片。

18年以前，即1896年，伦敦国际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代表大会[47]通过了一项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只有这项决议为促进真正的“人民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指出了正确的道路，这项决议说：


　　“代表大会宣布，它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它同情现在受到军事、民族或其他专制制度压迫的一切国家的工人。大会号召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的队伍，以便和他们一起为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的而斗争。”



　　我们也号召俄国各族工人的队伍要团结一致，因为只有这种团结一致才能保证民族平等和人民自由，才有利于社会主义。1905年团结了俄国各民族的工人。反动派则极力煽起民族仇恨。一切民族的自由派资产阶级，首先是和主要是大俄罗斯自由派资产阶级，都争取本民族的特权（例如，波兰代表联盟[48]反对犹太人在波兰享有平等权利），维护民族的隔绝，维护民族的特殊性，这样来帮助我国内务部的政策。

以工人阶级为首的真正的民主派举起了各民族完全平等以及各民族工人在其阶级斗争中打成一片的旗帜。我们就是从这种观点出发反对所谓的“民族文化”自治，即反对以民族划线分割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或者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而交给各个单独组成的民族联盟管理。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承认各地区的自治权，特别是居民的民族成分复杂的地区和专区的自治权。这种自治同民主集中制一点也不矛盾；相反地，一个民族成分复杂的大国只有通过地区的自治才能够实现真正民主的集中制。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用母语的充分自由，屏弃任何一种语言的任何特权。一个民主国家不容许在公共事务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部门中，有任何一个民族压迫其他民族，即以多压少的现象。

但是从国家手中接过教育事业，再按组成民族联盟的各个民族把教育事业划分开，从民主的观点看来，尤其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这是有害的办法，这只会使民族的隔绝加深，而我们应当极力使各民族接近起来。这还会引起沙文主义的增长，而我们应当建立各民族工人最亲密的联盟，使他们协力进行反对各种各样的沙文主义、各种各样的民族特殊性、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的斗争。各民族工人的教育政策是统一的：使用母语的自由，实行民主的和世俗的教育。

最后我再一次向普利什凯维奇、马尔柯夫第二和鲍勃凌斯基表示谢意，感谢他们成功地进行了反对俄国整个国家制度的鼓动，感谢他们为人们上了关于俄国必然要变为民主共和国的直观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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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关于民族政策问题》是列宁拟的一篇发言稿，原定由布尔什维克代表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会议上宣读。由于1914年4月22日（5月5日）左派代表受到不得参加杜马会议15次的处分（详见本卷第136—138页），这篇发言未能发表。发言稿的手稿没有全部保存下来，文中缺失的地方已在脚注中作了说明。——66。



[39]《公民》（《Гражданин》）是俄国文学政治刊物，1872—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创办人是弗·彼·美舍尔斯基公爵。原为每周出版一次或两次，1887年后改为每日出版。19世纪80年代起是靠沙皇政府供给经费的极端君主派刊物，发行份数不多，但对政府官员有影响。——66。



[40]进步党人是俄国进步党的成员。该党是大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地主的民族主义自由派政党，成立于1912年11月，它的核心是由和平革新党人和民主改革党人组成的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进步派”，创建人有纺织工厂主亚·伊·柯诺瓦洛夫、地方自治人士伊·尼·叶弗列莫夫、格·叶·李沃夫等。该党纲领要点是：制订温和的宪法，实行细微的改革，建立责任内阁即对杜马负责的政府，镇压革命运动。列宁指出，进步党人按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是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这个党将成为“真正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步党人支持沙皇政府，倡议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1915年夏，进步党同其他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成“进步同盟”，后于1916年退出。1917年二月革命后，进步党的一些首领加入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后又加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这时进步党本身实际上已经瓦解。十月革命胜利后，进步党前首领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



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氏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67。



[41]“各族人民的牢狱”这句话源出于法国作家和旅行家阿道夫·德·居斯蒂纳所著《1839年的俄国》一书。书中说：“这个帝国虽然幅员辽阔，其实却是一座牢狱，牢门的钥匙握在皇帝手中。”——68。



[42]马泽帕派是指追随伊·捷·马泽帕（1644—1709年）的哥萨克上层分子。马泽帕是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地区的盖特曼，主张乌克兰独立和脱离俄国，在1700—1721年的北方战争中公开投向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一方。——68。



[43]犹太区是沙皇俄国当局在18世纪末规定的可以允许犹太人定居的区域，包括俄罗斯帝国西部15个省，以及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一些地区，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废除。——69。



[44]《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70。



[45]《基辅思想报》（《Киев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文学报纸（日报），1906—1918年在基辅出版。1915年以前，该报每周出版插图附刊一份；1917年起出晨刊和晚刊。该报的编辑是A.尼古拉耶夫和И.塔尔诺夫斯基。参加该报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孟什维克，其中有亚·马尔丁诺夫、列·达·托洛茨基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该报采取护国主义立场。——70。



[46]挪威于1814年被丹麦割让给瑞典，同瑞典结成了瑞挪联盟，由瑞典国王兼挪威国王。1905年7月，挪威政府宣布不承认瑞典国王奥斯卡尔二世为挪威国王，脱离联盟，成为独立王国（参看本卷第253—259页）。——71。



[47]指1896年7月29日—8月1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72。



[48]波兰代表联盟是俄国国家杜马中波兰代表的联合组织。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中，这个联合组织的领导核心是波兰地主资产阶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党员。波兰代表联盟在杜马策略的一切主要问题上都支持十月党。——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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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宪法危机

（1914年4月10日〔23日〕）

我们在《真理之路报》[49]第34号上报道爱尔兰发生的饶有趣味的事件时，谈到了被保守党人吓倒了的英国自由党人[50]的政策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英国自由党人和爱尔兰》一文。——编者注］

 。

在这篇文章写成之后，又发生了一些新的事件，这些事件已经偏爱尔兰自治引起的局部冲突（自由党人同保守党人之间的）变成了整个英国宪法的危机。

保守党人用阿尔斯特[51]新教徒将举行“暴动”以反对爱尔兰自治来进行威胁，所以自由党政府调了一支军队去强迫他们尊重议会的意志。

结果如何呢？

英国军队的将军和军官们哗变了！

他们宣布，他们不同阿尔斯特新教徒作战，这样做是违背他们的“爱国心”的，他们提出了辞呈！

自由党政府完全被这次统率军队的地主举行的叛乱吓呆了。自由党人已经习惯于用立宪的幻想和关于法制的空谈来安慰自己，闭眼不看实际的力量对比，不看阶级斗争。这种实际的力量对比曾经是并且仍旧是这样：由于资产阶级胆小怕事，英国还为地主老爷们保存着一系列资产阶级以前的、中世纪的制度和特权。

为了粉碎贵族军官的叛乱，自由党政府本来应该向人民、向群众、向无产者求救，但这正是“开明的”自由派资产者先生们最害怕的。于是政府劝导叛乱的军官把辞职书收回去，向他们提出不用军队来对付阿尔斯特的书面保证，这实际上是向叛乱的军官让步。

他们竭力向人民隐瞒提出书面保证（公历3月21日）这件可耻的事情，自由党党魁阿斯奎斯、莫利等人在各种正式声明中编造了一套最离奇、最无耻的谎话。然而真相还是暴露出来了。向军官提出书面保证一事是抵赖不掉的。显然，国王施加了“压力”。陆军大臣西利的辞职，阿斯奎斯的“亲自”接任陆军大臣，阿斯奎斯的改选，向军队下达的关于尊重法制的通令，——这一切全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自由党人向撕毁宪法的地主让步的事实终归是事实。

在这以后，英国议会里出现了一系列最热闹的场面。自由党政府活该遭到了保守党人无情的嘲笑和蔑视，最温和的自由派工人政治家之一、工人代表拉姆赛·麦克唐纳，则对反动派的行为表示最激烈的抗议。他说：“这些人时刻都准备卖力地、疯狂地镇压罢工者。但当问题涉及阿尔斯特时，他们就拒绝履行自己的职责了，这是因为爱尔兰自治法触犯了他们的阶级偏见和阶级利益。”（爱尔兰的地主都是英格兰人，而爱尔兰自治则是爱尔兰的资产者和农民的自治，这会使高贵的贵族老爷的掠夺欲望稍稍受到一些限制。）拉·麦克唐纳接着说：“这些人只想用战争来对付工人，一旦要强迫富翁和私有者尊重法律，他们就拒绝履行自己的职责了。”

这一次地主反对“万能的”（自由党的笨伯们，特别是自由党的学者们几百万次地这样想过和说过）英国议会的叛乱具有异常巨大的意义。1914年3月21日（俄历3月8日）将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日子，在这一天高贵的英国贵族地主彻底粉碎了英国的宪法和法制，给人们上了一堂极好的阶级斗争课。

这堂课说明了，自由党人的不彻底的、虚伪的、假改良的政策不可能缓和英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这堂课对整个英国工人运动不会是毫无作用的；现在工人阶级很快将不会对那张叫作英国的法制和宪法的废纸，那张已经被英国贵族公然在全体人民面前撕毁了的废纸再抱庸俗的信仰了。

这些贵族好象是些来自右面的革命者，他们的行为揭穿了一切妨碍人民看清令人不快但又无可怀疑的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形的陋习和帷幕。大家都看到了资产阶级和自由党人伪善地隐藏起来的东西（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和自由派都是伪善的，但是未必有哪个地方的伪善能达到英国那种程度，能象英国那么精巧）。大家都看到，破坏议会意志的阴谋是早就酝酿好了的。真正的阶级统治过去和现在都是在议会之外。上面提到的长期以来都没有起作用的（更正确些说，好象没有起作用的）中世纪制度，迅速地起作用了，并且显得比议会更有力量。平时爱唱改良、议会威力等麻痹工人的高调的英国小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实际上是一些头脑空虚的、被用来愚弄人民的傀儡，但他们的讲话一下子就被政权在握的贵族“打断了”。

为了赞美英国的法制和社会和平，有人写过多少本书啊，特别是德国的和俄国的自由派分子！大家知道，德国和俄国自由派的历史使命就是奴颜婢膝地崇拜英法阶级斗争的收获，宣称这个斗争的结果是“超阶级”的“科学真理”。而实际上，英国的“法制和社会和平”不过是大约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初英国无产阶级消沉时期的暂时结果。

英国的垄断地位已经结束了。世界竞争激烈起来了。生活费用在飞速地上涨。大资本家的同盟挤垮了中小业主，并且倾其全力向工人进攻。在18世纪末以后，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宪章运动[52]以后，英国无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地觉醒过来。

1914年的宪法危机就是这种觉醒的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载于1914年4月10日《真理之路报》第5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73—76页

















[49]《真理之路报》（《Путь Праавды》）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1914年1月22日（2月4日）—5月21日（6月3日）代替被沙皇政府查封的《真理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92号。——75。



[50]自由党人是指英国自由党的成员。自由党是一个反映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于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形成。自由党在英国两党制中代替辉格党的位置而与保守党相对立。19世纪至20世纪初，自由党多次执政，在英国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16—1922年，自由党领袖戴·劳合－乔治领导了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联合政府。20世纪初，在工党成立后和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下，自由党力图保持它对工人的影响，推行自由派改良主义的政策，但也不惜公然动用军队来对付罢工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由党的势力急剧衰落，它在英国两党制中的地位为工党所取代。——75。



[51]阿尔斯特原来是爱尔兰北部的一个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英国保守党人利用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把阿尔斯特变成反对爱尔兰自治的堡垒。根据1921年的英爱条约，阿尔斯特的大部分（6个郡）组成北爱尔兰，仍由英国统治。另外3个郡组成爱尔兰自由邦的阿尔斯特省。——75。



[52]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1838年5月在伦敦公布。宪章提出了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议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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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

（1914年4月12日〔25日〕）

自称“非派别性的”《斗争》杂志已经在彼得堡出版了3期。这个杂志的基本方针是维护统一。

同谁统一呢？同取消派。

在最近一期的《斗争》杂志里，刊登了两篇主张同取消派实行统一的文章。

第一篇是著名的取消派分子尤·拉林写的。正是这位拉林不久前在取消派的一家机关报刊上写道：


　　“清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专制制度残余，将不经过任何革命……当前的任务是……向广大人士灌输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在目前时期，工人阶级应当不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期待革命’而组织起来……”



　　就是这位取消派分子现在又在《斗争》杂志上主张统一，并且提出一种统一的形式——联邦制。联邦制就是权利平等的组织之间达成的协议。这就是说，在确定工人阶级的策略方面，拉林建议把拥护“不折不扣的口号”的绝大多数工人的意志同或多或少地赞成上面那段话的取消派小集团的意志等量齐观。按照取消派分子拉林的狡计，大多数工人在没有得到《北方工人报》的取消派先生们的同意之前，是没有权利采取任何步骤的。

取消派已经遭到工人的唾弃，现在按照取消派分子拉林的计划，他们一定会借助于联邦制而重新取得领导地位。因此，拉林建议采用联邦制，不过是企图重新强迫工人接受已经遭到工人运动唾弃的取消派的意志罢了。取消派是这样想的：不让我们从大门进去，我们就爬窗子。因此我们把这种实际上是违反大多数工人意志的做法，叫作“通过联邦制达到统一”。

《斗争》杂志编辑部同拉林有争论。联邦制，也就是取消派同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权利平等的双方逐渐达成协议，还不能使这个编辑部满足。

它所要的不是同取消派达成协议，而是“在共同的策略决定的基础上”重新同他们合并，这就是说，团结在《真理之路报》的策略路线周围的绝大多数工人，必须为了与取消派共同的策略而放弃自己的决议。

按照《斗争》杂志编辑部的看法，觉悟工人制定的、经过最近几年整个运动的经验考验的策略应当废弃。为什么呢？为了让取消派的策略计划和那些已被工人自己以及整个事态发展进程否定了的观点有立足之地。

根本不尊重觉悟工人的意志、决定和观点，这就是《斗争》杂志编辑部所鼓吹的同取消派统一的主张的基础。

工人的意志表现得很清楚，很明确。任何一个还没有丧失理智的人，都能够准确地说出绝大多数工人赞成哪一种策略。但是，取消派分子拉林却跑出来宣布说：大多数工人的意志，在我看来一文不值；让这个大多数靠边吧，让他们承认一小撮取消派的意志同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是平等的，是有同样价值的吧。

《斗争》杂志的一位调和派分子，跟在这位取消派分子后面跑出来说：工人已经为自己制定了明确的策略并且正在努力实行这种策略吗？这算不了什么。为了与取消派共同的策略决定，还是让他们放弃这个经过考验的策略吧。

《斗争》杂志的调和派所谓的统一，就是为了让取消派取得平等的地位而违反大多数工人已经明确表达出来的意志。

但这不是统一，而是对统一的嘲弄，对工人意志的嘲弄。

工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这样理解统一的。

同自由派工人政客，同破坏工人运动的人，同违反大多数工人意志的人根本不可能实现联邦制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统一。一切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切维护马克思主义者整体和不折不扣的口号的人，能够而且应该不受取消派的左右、把他们撇在一边而实现统一。

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

我们必须问每一个谈论统一的人：同谁统一？同取消派吗？那我们没有必要在一起。

如果说的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统一，那我们要说：从真理派的报纸创刊那天起，我们就号召把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团结起来，号召从下面实现统一，号召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统一。

决不同取消派调情，决不同破坏整体的小集团进行外交式的谈判，我们要竭尽全力把工人马克思主义者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和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周围。觉悟工人将把强迫他们接受取消派意志的任何做法看作犯罪行为，也将把分裂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的做法看作犯罪行为。

这是因为统一的基础是阶级纪律，是承认大多数人的意志，是同大多数人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地工作。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号召全体工人实现这样的统一，遵守这样的纪律，进行这种齐心协力的工作。





	载于1914年4月12日《真理之路报》第5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77—80页
















《列宁全集》第25卷


五一节和俄国的工人运动
[53]



（1914年4月12日〔25日〕以后）

我谨代表俄国工人向瑞士工人致敬，并热烈地祝愿他们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继续取得成就。

瑞士工人早已享有相当充分的政治自由，因而他们难以想象俄国工人是何等无权。我们的国家杜马选举法［是对公民权利的恶毒嘲弄］是与众不同的［按照该选举法工人是被拒之于门外的］。参加单独的工人选民团的工人和从工人中产生的杜马代表，都不是由工人自己，而是由地主和神父选举的！不用说，按照这种选举法（通过确定复选人的数目）反动派在各地是稳占多数的。尽管如此，工人派到杜马去的全是社会民主党人［秘密党的候选人］。

这怎么可能呢？工人提出的复选人全是社会民主党人，而全体复选人只选党提出的候选人，对其他人一概不选。工人［社会民主党人］迫使地主反动派把社会民主党人选入了杜马！！

在俄国工人因参加工人运动［不经任何审判］成十成百地被逮捕，并且［不经审判］被判处行政流放。然而［用1905年的全俄大罢工和1905年的革命首次给了俄国的横行不法以沉重打击的］俄国人［现在仍然］大力继续［自己的革命］斗争，以至任何迫害都［无力］无法阻止他们。

合法的工人联合组织也被［政府］我们的行政当局不经任何审判［最……专横 
［注：原件如此。——俄文版编者注］

 ］强行封闭。然而工人一次又一次地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俄国大多数有觉悟的工人竭尽全力保卫自己的秘密的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千方百计地利用合法的运动形式去掩护自己的非法革命工作。］当前［例如，现在］在俄国到处都办起了保险基金会，工人只把可以信赖的人——“真理派”选进理事会。“真理派”一词的意思就是指《真理报》集团的拥护者。俄国第一份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日报取的就是这个名字。它是在被1912年4月4日勒拿惨案掀起的巨大罢工高潮时刻——1912年4月22日创办起来的。政府查封了《真理报》，工人们就创立了坚持同一方针的《北方真理报》。该报同样遭到查封，于是又办起了《工人真理报》。经过无数次的查封、罚款、没收以后，现在仍然出版着《真理之路报》，它于1914年4月22日（俄历）庆祝了俄国工人日报创刊两周年。

俄国有觉悟的工人，无论是我当选的弗拉基米尔省的，还是我当杜马代表的圣彼得堡的，正如我所确信的那样，都热烈拥护社会民主党［自己的秘密的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提出了包含三点内容的革命斗争口号］。在俄国，就连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也好，十月党人也好，还有那些温和的、敌视革命的君主主义政党现在都意识到了一场新的革命的可能性和不可避免性。［横行不法的现象到处都那样严重］人们的不满到处都那样强烈，农民的破产和千百万农民的挨饿又那样惨不忍睹。

但是，在俄国社会各阶级中，仅仅只有无产阶级公开举起了彻底的民主改革［革命］的旗帜［并且在人民群众中宣传革命。在俄国各地有觉悟的工人中间我常见到包含三点内容的革命口号，那就是：（1）民主共和国；（2）没收地主土地使其归农民所有；（3）八小时工作制。前两点的提出是由于如果没有政治自由、不推翻农奴主－地主的政权（他们在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中都占多数，任意践踏俄国的一切法律），工人就看不到通向广泛开展的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道路］。

瑞士工人现已广泛而自由地进行着自己的阶级斗争，准备力量去推翻资产阶级。值此五一节——全世界工人的节日和检阅他们的［革命］力量的节日之际，我谨代表俄国全体有觉悟的工人向我们的兄弟，瑞士工人致以热烈的问候。

谨向瑞士工人呼吁。





	载于1966年《瑞士历史杂志》第3期第412—414页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8卷第139—141页

















[53]《五一节和俄国的工人运动》一文是列宁以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费·尼·萨莫伊洛夫的名义为瑞士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伯尔尼哨兵报》写的。



1914年4月25日，当时住在瑞士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写信给列宁说，《伯尔尼哨兵报》的主编罗·格里姆已约在伯尔尼疗养的萨莫伊洛夫写一篇关于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立场的文章，他请求列宁代笔。列宁将文章写好后，寄给了什克洛夫斯基，要他把文章给萨莫伊洛夫过目，并请他“再三”斟酌，以便使文章适合合法报纸的要求。看来，根据这一嘱托，文中有些字句被删去（本卷正文方括号中的文字系所删之处）。



这篇文章预定在《伯尔尼哨兵报》迎接1914年五一节的一号刊载，因收到迟了，当时未能刊出。——83。







《列宁全集》第25卷


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论国际局的干预

（1914年4月15日〔28日〕）

我们获悉，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国际局[54]干预俄国社会民主党事务的建议所作的答复，已经送交国际局。现在我们把这个答复中的主要部分引述如下。


※　　　　　※　　　　　※

俄国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机关收到《国际局定期公报》[55]第11期的《附刊》以后，认为自己必须对国际局及其执行委员会表示深切的谢意，感谢它们支持工人运动以及关心工人运动通过自身的团结而得到加强和巩固。

目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情况如下。

1907—1908年的总的局势，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思想危机，并造成了组织瓦解。在1908年和1910年，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正式承认，存在着一种取消和否定老党而幻想着成立新的、公开的党的取消派思潮。正式决议坚决地、义无反顾地谴责了这种思潮。但是取消派不服从决议，而且继续进行他们的破坏“整体”的分裂活动。

1912年1月，马克思主义者整体恢复起来了，它排斥了取消派，取消派已经被认为是这个整体之外的派别。

从此以后，俄国的绝大多数觉悟工人就团结在1912年1月通过的决议和选出的领导机关的周围。这是俄国全体工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是鉴于取消派和分散在国外的一些集团散布了不计其数的毫无根据、歪曲真相的说法，因此，对这个事实必须而且可以用许多客观事实加以证明。

（1）俄国的选举法把工人划为一个单独的工人选民团。由这个选民团选出的国家杜马代表中的布尔什维克，在第二届杜马[56]（1907年）占47％，在第三届杜马[57]（1907—1912年）占50％，在第四届杜马[58]（1912—1914年）占67％。

第四届杜马的选举是在1912年9月举行的，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多数（2/3），这证明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战胜了取消主义。

（2）1912年4月，马克思主义的日报《真理报》创刊了。取消派也在彼得堡创办了一个同它竞争的分裂主义的机关报《光线报》。据这家报纸自己统计，在1912年1月1日到1914年1月1日这两年中，同取消派的帮手如许多国外集团和崩得一起援助取消派的报纸的，有750个工人团体；可是为马克思主义路线而斗争的《真理报》在同一时期就团结了2801个工人团体。

（3）1914年初，工人伤病救济基金会在彼得堡选举了参加全俄保险理事会和首都保险会议的代表。被工人选入前一个机关的有5人和10个助手，选入后一个机关的有2人和4个助手。在这两次选举中，《真理报》拥护者提出的名单都全部通过了。在后一次选举中，主席肯定：《真理报》的拥护者有37人，取消派有7人，民粹派有4人，弃权者5人。

我们只指出这些最简单的实际情形。从这里可以看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的统一正在不断地向前推进，大多数觉悟工人已经在1912年1月决议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

接着文件对竭力破坏俄国大多数工人意志的某些国外集团和取消派的破坏活动进行了评述。

现在在国外活动的，除了护党派和取消派以外，至少还有5个独立的俄国的社会民主党集团，其中还不包括各民族的。在1912年和1913年整整两年中，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任何一点说明这些国外集团同俄国的工人运动有联系的客观材料。1912年8月，取消派组织了一个所谓的“八月联盟”，托洛茨基、崩得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也参加了这个联盟。这个事实上为取消派打掩护的“联盟”的虚幻性早已被识破了。现在，这个“联盟”已经彻底垮台：1914年2月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决定从这个联盟召回自己的代表，因为这个联盟没有同取消派划清界限。托洛茨基也在1914年2月创办了自己一派的杂志，他在这个杂志上用自己脱离八月联盟的行动来加强他号召统一的呼声！

目前代表“八月联盟”的“组织委员会”纯粹是个空架子，不言而喻，同这个空架子发生任何关系都是不可能的。既然取消派在谈“统一”和“平等”，那么就应该指出，主张统一的人的首要任务就是放弃破坏绝大多数工人的团结的活动，坚决同破坏“整体”的取消派断绝关系。俄国取消派挂在嘴边的“统一”，和“阿列曼—康比埃的党”在法国或者“波兰社会党”在德国所谈的统一[59]一样，是对大多数工人的真正统一的嘲笑。

接着，复信人坚决要求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尽力敦促“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派别组织就有争议的问题交换意见”（1913年12月国际局常会决议），以便当着公正机关的面，把取消派的“八月联盟”和“组织委员会”的虚幻性以及他们破坏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团结的活动彻底向国际揭露。





	载于1914年4月15日《真理之路报》第6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81—84页

















[54]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执行和通讯机关，根据1900年9月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执行主席是埃·王德威尔得，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从1905年10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



社会党国际局1913年十二月常会讨论了俄国事务问题，决定由社会党国际局作为调停者出面组织有关方面就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可能性问题“交换意见”，并委托自己的执行委员会为此同“俄国（包括波兰）工人运动的一切派别进行联系”。



这里收载的文章是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同意参加社会党国际局所召集的会议的答复的扼要叙述。这一答复是中央委员会给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列宁在1914年1月18—19日（1月31日—2月1日）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胡斯曼的信里曾谈到报告已寄出一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86。



[55]《社会党国际局定期公报》（《Bulletin Périodique du Bureau Socialiste International》）于1910—1914年在布鲁塞尔出版，除法文版外，还有英文版和德文版。——86。



[56]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的界限比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各民族代表76名，无党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主党65名。



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仍然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立法草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草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87。



[57]第三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11月1日（14日）召开，存在到1912年6月9日（22日），共有代表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1910年3月起）和米·弗·罗将柯（1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根据六三选举法选出的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代表联盟11名，进步集团28名，穆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团14名，社会民主党人19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的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的大国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改良的办法诱使群众脱离革命。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在初期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俄国无产阶级以及农民进行政治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关于第三届杜马可参看列宁的《第三届杜马》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87。



[58]第四届国家杜马于1912年11月15日（28日）召开，共有代表442人，主席是十月党人米·弗·罗将柯。在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和民族主义者185名，十月党人98名，立宪民主党人59名，进步党和民族集团69名，劳动团10名，社会民主党人14名，无党派人士7名。这就是说，和上届国家杜马一样，这届杜马也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和自由派—十月党人的多数。第四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中有6名布尔什维克、7名孟什维克和1名附和孟什维克的没有全权的党团成员（华沙代表，波兰社会党—“左派”的叶·约·亚格洛）。1913年10月，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成立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布尔什维克代表为了揭露沙皇制度的反人民政策，就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不断向第四届杜马提出对政府的质询。这届国家杜马赞成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8月，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党团组成了所谓“进步同盟”，一半以上的杜马代表参加了这个同盟。列宁认为这是自由派和十月党人组成同盟以便同沙皇在实行改革和动员工业战胜德国的纲领上达成协议。



1917年2月26日（3月11日），二月革命爆发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命令第四届国家杜马停止活动。2月27日（3月12日），国家杜马成员为了反对革命和挽救君主制度，成立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达成协议，通过了关于建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决议。1917年10月6日（19日），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迫发布了解散国家杜马的法令。——87。



[59]看来是指波兰普占区的波兰社会党。该党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自治组织于1893年成立。从1897年起，在这个党的领导机构中右派影响开始增强。这种情况终于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该党断绝了关系。——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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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平等

（1914年4月16日〔29日〕）

在《真理之路报》第48号（3月28日）上，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公布了关于民族平等的法律草案，该法律草案的正式名称是《关于废除对犹太人权利的一切限制及与任何民族出身或族籍有关的一切限制的法律草案》 
［注：见本卷第19—21页。——编者注］

 。

为争取生存、争取面包的斗争而焦虑不安的俄罗斯工人，不会也不应忘记居住在俄国的千百万“异族人”所遭受的民族压迫。统治民族——大俄罗斯人约占帝国全部人口的45％。在每100个居民中，“异族人”就有50多人。

这么多居民的生活状况比俄罗斯人更为凄惨。

民族压迫政策是分裂各民族的政策。它同时又是一种不断腐蚀人民意识的政策。黑帮的全部打算，就是要把各民族的利益对立起来，毒害愚昧无知和备受压制的群众的意识。只要拿起黑帮的任何一张报纸，你就可以看到，迫害“异族人”，挑起俄罗斯农民、俄罗斯小市民、俄罗斯手工业者同犹太的、芬兰的、波兰的、格鲁吉亚的、乌克兰的农民、小市民、手工业者之间互相猜疑，——这就是整个黑帮赖以为生的粮食。

但是工人阶级需要的不是分裂，而是团结。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再没有比荒唐的偏见和迷信更加可恨的敌人了，而工人阶级的敌人却在愚昧无知的群众中散播这些毒素。对“异族人”的压迫，是一根棍子两个头。一头打击“异族人”，另一头打击俄罗斯民族。

因此，工人阶级必须以最坚决的态度反对任何民族压迫。

工人阶级应当用必须实现完全平等、完全和彻底屏弃任何民族的任何特权这种信念来抵制黑帮的煽动，不让他们以此转移工人阶级的视线，不去注意对异族人的迫害。

黑帮正在进行特别仇恨犹太人的煽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企图把犹太民族变成自己的一切罪恶的替罪羊。

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在自己法律草案中十分正确地把犹太人的无权地位问题摆在首要地位。

不管学校也好，报刊也好，议会讲坛也好，这一切都被用来散播对犹太人的愚蠢的、荒唐的、恶毒的仇恨。

干这种卑鄙龌龊勾当的不只是黑帮这伙败类，而且还有一些反动的教授、学者、新闻记者和杜马代表。为了毒害人民的意识正在耗费亿万卢布。

俄国工人的一件光荣的事情，就是用成千上万个无产者的签名和声明来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反对民族压迫的法律草案……这将最有效地巩固俄国不分民族的全体工人的充分团结，使他们更加打成一片。





	载于1914年4月16日《真理之路报》第6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8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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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派和拉脱维亚的工人运动

（1914年4月16日〔29日〕）

不久前，全体有组织的拉脱维亚工人通过了谴责取消主义、拥护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决议，使“八月联盟”遭到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这个决议表明，所有无产阶级分子迟早总要同取消派决裂的。《北方工人报》竭力想把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支吾过去”。尔·马·和费·唐·担负了这个不太轻松的任务。

对于取消派无聊的谩骂我们将置之不理。在这里我们重视的只是在组织上和政治上有意义的那一方面。

取消派说：好吧，就算拉脱维亚马克思主义者退出了“八月联盟”，但是他们也没有加入“列宁派”啊。

先生们，完全正确！拉脱维亚马克思主义者确实还抱着中立态度。在我们报纸的最初几篇谈到拉脱维亚决议的文章中，我们就已经说过，拉脱维亚人才走了第一步，总的说来，他们采取的是调和态度 
［注：见本卷第25—29、30—33页。——编者注］

 。

但是，取消派考虑过没有，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既然拉脱维亚人真是调和派，既然他们拥护无论什么样的统一，既然他们在组织问题的斗争中采取中立态度，那么，具有调和主义情绪的拉脱维亚马克思主义者给取消主义所作的政治评价就使取消派更加难堪。

这个政治评价是十分清楚和毫不含糊的。拉脱维亚工人坚决赞成以前那个认为取消主义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的决议。他们宣布，同取消派联合就意味着落到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依附取消派的地步”。

是的，尔·马·和费·唐·两位先生，拉脱维亚人的确还抱着中立态度，是的，他们还没有抛弃“调和的”希望，是的，他们还没有从自己的立场作出各种实际的结论，是的，他们对于那些拥护你们的集团还太温和。但正是这些温和的和中立的人对你们声明，说你们的取消主义路线只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对工人中的落后阶层的影响。

从犹太取消派的《时报》[60]所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取消派在评论拉脱维亚人的决议时陷入了多么可笑的混乱状态。约诺夫先生在这家报纸的几篇冗长的文章中说：“拉脱维亚同志们没有主张分裂，相反，他们是这种策略最激烈的反对者。”

而同一个作者又说：“毫无疑问，决议〈拉脱维亚人的决议〉的总的精神是列宁的精神。它〈决议〉的基调是敌视取消主义，承认必须同它斗争。”（《时报》第14号）

取消派先生们，请彼此商量一下，写出口径一致的东西来吧。

取消派希望拉脱维亚人再倒退一步——回到取消主义。我们希望他们前进一步——站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上来。谁的希望能实现，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我们放心地听凭拉脱维亚和整个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来决定这一点。但是，目前有一点是做到了：拉脱维亚人致命地打击了“八月联盟”并承认取消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潮。

关于拉脱维亚人就社会民主党党团分裂问题所作的决议，还要再说几句。究竟接受不接受拉脱维亚人提出的条件，6个取消派代表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企图在费·唐·先生的帮助下如人们所说的“岔开话头”。这他们是办不到的。

请看看费·唐·先生的“论据”吧，有人向他举出1908年反对同亚格洛的党联合的决议（拉脱维亚人赞成这个决议）。而他在回答的时候振振有词地说第二届杜马党团曾经接纳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人。这两者之间只有一个“小小的”区别：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曾屡次议决同立陶宛人联合，而不同波兰社会党联合，因为这个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区别在于，立陶宛代表是在所有地方社会民主党人全力支持下选入杜马的，而亚格洛则是在违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意志，违背大多数工人复选人意志的情况下选入杜马的。

拉脱维亚人提出以承认1908年和1910年谴责取消主义这一资产阶级思潮的全俄决议作为统一的条件。齐赫泽党团接受这个条件吗？齐赫泽党团的拥护者费·唐·先生对于这一点要说些什么呢？他只能说，“由于版面不够，我们〈也就是他〉就不谈”这些全俄决议了。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好等吧，等《北方工人报》空出更多的版面时最后来回答：对马克思主义者整体在1908年和1910年通过的认为取消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潮的决议，这家报纸究竟采取什么态度。

而工人无疑会根据取消派的这些托词作出自己的结论，并且深信，对马克思主义的事业来说，这些人不过是些僵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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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时报》（《Di Zait》）是崩得的机关报（周报），1912年12月20日（1913年1月2日）—1914年5月5日（18日）用依地语在彼得堡出版。——93。







《列宁全集》第25卷


农村中的农奴制经济

（1914年4月20日〔5月3日〕）

我国的自由派无论如何不愿承认在俄国农村中至今还非常广泛地采用着农奴制的经营方法。农奴制还活着。这是因为近乎赤贫的农民还在用自己瘦弱的牲畜和简陋的农具为地主劳动，因借债或租佃而受盘剥，这也就是农奴制经济的经济实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劳动工具。在农奴制经济条件下，被剥削的劳动者既有土地，也有劳动工具，然而正是这一切使他遭受盘剥，使他依附于“地主老爷”。

以推崇地主所有制而闻名的《俄国思想》杂志[61]在3月份出版的那一期上无意之间吐露了真情。


　　我们在这个杂志上看到这样一段话：“在我们这个世纪，在电力和飞机的世纪，竟存在着冬季雇工制，这岂不荒唐吗？然而这种奴隶制和盘剥制的形式至今依然盛行，就象吸附在农民机体上的水蛭。冬季雇工制是俄国的一种奇异的和特有的现象。它把‘义务’农民这个农奴制时代的名词在完整的意义上保留下来了。”





　　写这段话的不是某个“左派”刊物，而是反革命自由派的杂志！根据1913年春季各地的材料来看，“义务”农户的数目有时达到56％（如在切尔尼戈夫省），就是说，几乎占农户总数的五分之三。而在冬季雇佣时，农民的劳动报酬要比在夏季雇佣时少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

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农民遭受着纯粹农奴制的盘剥和处于毫无出路的贫困境地，一方面是独立田庄、种植牧草、采用机器等等的“进步现象”，这些现象使某些天真的人们赞美不已。事实上，在大批农民继续极端贫困和备受盘剥的情况下，这些进步只能使他们的处境更加恶化，只能增加危机的必然性，扩大现代资本主义的要求同野蛮的、中世纪的、亚洲式的“冬季雇工制”之间的矛盾。

对分制，即耕种土地可得一半收成或割草可得三分之一的草料（“三分制”），也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根据最近的材料，在俄国各地区，农民按对分制耕种的土地为农民自己土地的21—68％。而按对分制收割的草地则更多：为农民自己土地的50—185％！……


　　一家温和的自由派杂志写道：“有些地区，对分制佃农除了用一半收成交地租或用三分之二的草料交草场租，还必须在农庄里无偿地劳动一两个星期，而且往往要带上自己的马匹或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这和农奴制有什么区别呢？农民无偿地为地主劳动，只从地主的土地上得到一半收成！我国的自由派考察“农民问题”一向持这样一种观点：农民“耕地不足”，必须由“国家来安排”农民的生活，或者按照某种“份额”来分配土地（民粹派也有这种毛病）。这种观点是根本不对的。问题在于农奴制经济关系所引起的阶级斗争，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既然还保存着目前这样的地主土地占有制，那就必然要保存着盘剥现象、农奴制，以及象《俄国思想》杂志所说的那种奴隶制。在这里任何“改革”和任何政策上的改变都是无济于事的。这里所说的是关于一个阶级的土地占有制问题，这种土地占有制使任何“进步”都变成了乌龟式的爬行，使大批农民变成了受压制和依附于“地主老爷”的赤贫者。

这里要谈的既不是“消费”份额或“生产”份额（这一切都是民粹派的胡说八道），也不是“耕地不足”或“分配土地”，而是要消灭妨碍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那种农奴制的阶级压迫。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俄国觉悟工人所说的有名的“俗语”——“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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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右翼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宣传民族主义、“路标主义”、僧侣主义，维护地主所有制。——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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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

（1914年4月22日〔5月5日〕）

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同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只有知道了解放运动的各个主要阶段，才能真正地懂得，工人报刊的准备和产生为什么经历了这样的道路而不是任何其他的道路。

俄国解放运动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这与曾给过该运动以深刻影响的俄国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是相适应的，这三个主要阶段就是：（1）贵族时期，大约从1825年到1861年；（2）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大致上从1861年到1895年；（3）无产阶级时期，从1895年到现在。

贵族时期最杰出的活动家是十二月党人[62]和赫尔岑。在当时农奴制的条件下，根本谈不到工人阶级从整个无权的、“低下的”、“卑微的”农奴群众中划分出来。当时以赫尔岑的《钟声》杂志[63]为首的未经书报检查的一般民主主义报刊，是工人报刊（无产阶级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报刊）的先驱。

正象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那样，赫尔岑和他的《钟声》杂志也促进了平民知识分子的觉醒。所谓平民知识分子就是受过教育的自由派和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不是出身于贵族，而是出身于公务员、小市民、商人、农民。维·格·别林斯基是早在农奴制时代出现的、我国解放运动中平民知识分子完全取代贵族的先驱者。他那封总结了自己文学活动的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信》[64]，是未经书报检查的民主主义报刊发表的、直到今天仍具有巨大现实意义的优秀作品之一。

在农奴制崩溃的时候，出现了平民知识分子，他们是整个解放运动的，特别是未经书报检查的民主主义报刊的来自群众的主要活动家。民粹主义成了符合平民知识分子观点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潮。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潮流，始终未能同右的自由主义和左的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但是，继赫尔岑之后发展了民粹主义观点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比赫尔岑更前进了一大步。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彻底得多的、更有战斗性的民主主义者。他的著作散发着阶级斗争的气息。他毅然决然地实行了揭露自由派叛变行为的路线，这条路线至今仍为立宪民主党人和取消派所痛恨。尽管他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他毕竟是一位资本主义的异常深刻的批判者。

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有好多富有战斗性的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内容的未经书报检查的报刊作品，已经开始深入到“群众”中去。在那个时代的活动家当中，最著名的有工人彼得·阿列克谢耶夫、斯捷潘·哈尔图林等等。但是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支流还未能从总的民粹主义的洪流中分离出来。只有在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劳动解放社”[65]，1883年成立）在思想上确立之后，同社会民主党有联系的工人运动开始不断发生之后（1895—1896年的彼得堡罢工），它才可能分离出来。

在谈论俄国工人报刊真正开始出现的这个时代以前，我们先引用一个能够显著地表明上述三个历史时期的运动之间阶级差别的材料。这是一个说明各种等级和行业（即各个阶级）的人在国事犯（政治犯）中所占比重的材料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各等级和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一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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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族时期，即农奴制时期（1827—1846年），绝大多数（76％）“政治犯”是占人口极少数的贵族。在民粹主义时期即平民知识分子时期（1884—1890年；可惜没有60年代和70年代的类似材料），贵族退到次要地位，但是仍然占着很大的百分比（30.6％）。参加民主运动的绝大多数（73.2％）是知识分子。

1901—1903年时期，正是第一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报纸——旧《火星报》[66]时期，在运动完全民主化（贵族占10.7％，“非特权者”占80.9％）的情况下，工人（46.1％）超过了知识分子（36.7％）。我们要预先指出：在第一个群众运动时期（1905—1908年）所发生的变动，只是农民（24.2％对9.0％）取代了知识分子（28.4％对36.7％）。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奠基者是1883年在国外诞生的“劳动解放社”。它在国外未经书报检查而印行的著作，首次系统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得出了各项实际结论，正如全世界的经验所表明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才能正确地说明工人运动的实质和它的任务。1885年在彼得堡出版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报》[67]，当然是未经书报检查的，可是只出版了两期。这恐怕是1883—1895年这12年中在俄国创办社会民主党工人报刊的唯一的一次尝试。没有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工人报刊就不可能广泛地发展起来。

从1895—1896年起，从著名的彼得堡罢工时期起，开始了有社会民主党参加的群众性工人运动。只有这个时期才真正是俄国工人报刊出现的时期。当时工人的主要出版物是未经书报检查的传单，其中大部分不是铅印而是用胶版印制的，是为了进行“经济的”（也有非经济的）鼓动而写的，也就是说，传单叙述了各工厂和各工业部门工人的疾苦和要求。自然，如果没有先进工人最积极地参加编写和散发，这种出版物是不可能有的。在当时参加活动的彼得堡工人中，可以举出瓦西里·安德列耶维奇·舍尔古诺夫（他后来因双目失明，不能象以前一样积极地活动）以及热情的“火星派分子”（1900—1903）和“布尔什维克”（1903—1905）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他在1905年底或1906年初因参加西伯利亚起义而遭枪杀）。

传单是由社会民主党团体、小组和组织印发的，从1895年底起，它们大部分都开始采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68]这个名称。1898年，各地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大会便创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69]。

继传单之后，开始出现了未经书报检查的工人报纸，例如1897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圣彼得堡工人小报》[70]以及在同一地方出版、不久就迁到国外去的《工人思想报》[71]。各地的社会民主党报纸，从这时起直至革命爆发时为止，几乎始终都是未经书报检查的，——当然，报纸经常遭到破坏，但是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全俄各地出现。

那一个时期的，即20年前的全部工人传单和社会民主党报纸，是现在的工人报刊的直接的先驱：所刊登的同样是“揭发”工厂情况的文章，同样是“经济”斗争的新闻，同样是从马克思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立场对工人运动的任务所作的原则性说明，——而且同样有工人报刊中的两个主要派别，即马克思主义派和机会主义派。

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实直到现在还远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个事实就是：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一诞生（1895—1896年），就立刻划分成马克思主义派和机会主义派，虽然这种划分的形式、外貌等等不断变化，但其实质从1894年一直到1914年却始终不变。很明显，这种特定的划分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的内部斗争，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即阶级根源的。

上面提到的《工人思想报》代表当时的机会主义流派，即所谓“经济主义”。这一派在1894—1895年各地工人运动活动家进行论战的时候就已经显露了出来。从1896年起，俄国工人的觉醒在国外引起了社会民主党出版物的大繁荣，可是国外“经济派”的出现和团结，到了1900年春天（也就是在《火星报》创刊以前，《火星报》创刊号是在1900年底出版的）便以分裂而告终。

1894—1914年这20年工人报刊的历史，也就是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运动和俄罗斯（更正确些说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派别的历史。为了了解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不仅要知道各种机关刊物的名称，名称并不能给现在的读者说明什么问题，只会使他们误入迷途，而更重要的是了解社会民主党各派的内容、性质和思想路线。

“经济派”的主要机关报刊是《工人思想报》（1897—1900）和《工人事业》杂志[72]（1898—1901）。《工人事业》杂志的领导者是波·克里切夫斯基（后来投到工团主义者那边去了）、亚·马尔丁诺夫（著名的孟什维克，现在是取消派分子）和阿基莫夫（目前是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同取消派意见一致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经济派的起先只有普列汉诺夫和整个“劳动解放社”（《工作者》文集[73]等），后来是《火星报》（从1900年到1903年8月，即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74]召开时为止）。“经济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呢？

“经济派”口头上非常积极地维护工人运动的群众性和工人的独立性，坚持“经济”鼓动具有头等意义，向政治鼓动过渡要适度或慢慢来。读者可以看到，这正是取消派现在拿来炫耀的那一套惯用的漂亮话。行动上，“经济派”推行的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当时“经济派”的领袖之一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曾经简洁地表述了这种政策的实质：“经济斗争——归工人，政治斗争——归自由派。”最会高喊工人的独立性和群众运动的“经济派”，事实上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机会主义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一翼。

在1901—1903年，100个国事犯中觉悟工人已经占46个，知识分子只占37个。这时绝大多数觉悟工人都站到旧《火星报》方面来反对机会主义。《火星报》在三年（1901—1903）的活动中，根据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既制定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也制定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原则，还提出了把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的形式。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工人报刊在《火星报》周围并在它的思想领导下有了巨大的增长。俄国各地未经书报检查的传单和未经批准的印刷所非常多，而且迅速地增加着。

由于在1903年《火星报》完全战胜了“经济主义”，无产阶级的彻底的策略完全战胜了机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策略，又有更多的社会民主党的“同路人”涌进它的队伍，而机会主义也就在火星主义的土壤上，作为它的一部分，以“孟什维主义”的形式复活了。

孟什维克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8月）上形成的，由“火星派”少数派（由此就有了孟什维主义这个名称）以及一切反对《火星报》的机会主义者组成。“孟什维克”又退回到“经济主义”上去，当然形式有所更新；以亚·马尔丁诺夫为首的所有留在运动中的“经济派分子”都加入了“孟什维克”的队伍。

从1903年11月起由改组后的编辑部出版的新《火星报》[75]就成了“孟什维克”的主要机关报。当时狂热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曾经直言不讳地宣称：“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道鸿沟。”《前进报》[76]和《无产者报》[77]（1905年）则是“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机关报，他们一直捍卫与旧“火星报”相一致的彻底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1905—1907年革命这几年，从是否真正联系群众和是否代表无产阶级群众的策略的角度考验了社会民主党和工人报刊中的两个主要派别，即孟什维克派和布尔什维克派。如果先进工人密切联系群众的活动没有为公开的社会民主党报刊打下基础，就不可能在1905年秋天一下子出现这种报刊。如果说1905年、1906年、1907年公开的社会民主党报刊是两种流派、两种派别的报刊，那只能用那个时代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路线和无产阶级路线的差异来解释。

在三个高潮时期，三个比较“自由”的时期，都出现了公开的工人报刊：1905年秋天（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78]，孟什维克的《开端报》[79]——这里我们只举出许多机关报刊中的主要报刊），1906年春天（布尔什维克的《浪潮报》、《回声报》[80]等，孟什维克的《人民杜马报》[81]等），以及1907年春天。

不久前，尔·马尔托夫自己用几句话说明了孟什维克在这个时代的策略的实质，他说：“除了协助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派设法把有产阶级中的反动派排挤出国家政权，孟什维克看不到无产阶级还能有什么其他参与这次危机的有效方式，但是无产阶级在进行协助的时候，应当保持完整的政治独立性。”（见鲁巴金的《书林概述》第2卷第772页）这种“协助”自由派的策略，事实上就等于让工人依赖自由派，事实上这就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反之，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保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危机中的独立性，努力使危机发展到顶点，揭露自由派的叛变行为，教育和团结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村小资产阶级）来反击这种叛变行为。

大家知道，这几年（1905—1907）工人群众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就连孟什维克自己以及今天的取消派，如柯尔佐夫、列维茨基等都不止一次地承认过这一点。布尔什维主义表现了运动的无产阶级实质，孟什维主义刚代表了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一翼。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更详细地剖析工人报刊中两派的策略的内容和意义。我们只能限于准确地弄清基本事实，确定历史发展的主要路线。

俄国工人报刊差不多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起先是准备阶段的历史，也就是说不是工人运动的、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而是“一般民主的”即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的历史，然后才是它本身的20年无产阶级运动、无产阶级民主运动或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无产阶级运动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就以纯粹的阶级形态诞生，象密纳发从丘必特的脑袋里钻出来那样[82]，一出世就一切齐备。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只有经过先进工人、所有觉悟工人自己的长期斗争和艰苦工作，才能去掉小资产阶级的各式各样的杂质、局限性、狭隘性和各种病态，从而巩固起来。工人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生活在一起，小资产阶级因破产而不断向无产阶级队伍输送新成员。俄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小资产阶级最多、小市民最多的国家，它直到现在还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这个时代，例如对英国来说，是指17世纪，对法国来说是指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

目前正承担起创办、巩固、发展工人报刊这项与自己血肉相关的事业的觉悟工人，不会忘记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党报刊20年的历史。

工人运动的那些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朋友，竭力躲避社会民主党的内部斗争，并且到处叫喊和号召要避免内部斗争，他们是给工人运动帮倒忙。他们都是些善良的然而是空虚的人，他们的叫喊也都是空虚的。

先进工人只有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认真地和详细地了解独立的无产阶级民主派从小资产阶级的小市民中分化出来的过程，才能最终地巩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的工人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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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十二月党人是俄国贵族革命家，因领导1825年12月14日的彼得堡卫戍部队武装起义而得名。在起义前，十二月党人建立了三个秘密团体：1821年成立的由尼·米·穆拉维约夫领导的、总部设在彼得堡的北方协会；同年在乌克兰第二集团军驻防区成立的由帕·伊·佩斯捷利领导的南方协会；1823年成立的由安·伊·和彼·伊·波里索夫兄弟领导的斯拉夫人联合会。这三个团体的纲领都要求废除农奴制和限制沙皇专制。但是十二月党人害怕发生广泛的人民起义，因而企图通过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军事政变来实现自己的要求。1825年12月14日（26日），在向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的当天上午，北方协会成员率领约3000名同情十二月党人的士兵开进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他们计划用武力阻止参议院和国务会议向新沙皇宣誓，并迫使参议员签署告俄国人民的革命宣言，宣布推翻政府、废除农奴制、取消兵役义务、实现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会议。但十二月党人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尼古拉一世还在黎明以前，就使参议院和国务会议举行了宣誓。尼古拉一世并把忠于他的军队调到广场，包围了起义者，下令发射霰弹。当天傍晚起义被镇压了下去。据政府发表的显系缩小了的数字，在参议院广场有70多名“叛乱者”被打死。南方协会成员领导的切尔尼戈夫团于1825年12月29日在乌克兰举行起义，也于1826年1月3日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



沙皇政府残酷惩处起义者，十二月党人的著名领导者佩斯捷利、谢·伊·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孔·费·雷列耶夫、米·巴·别斯图热夫－留明和彼·格·卡霍夫斯基于1826年7月13日被绞死，121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数百名军官和4000名士兵被捕并受到惩罚。十二月党人起义对后来的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中评价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98。



[63]《钟声》杂志（《Колокол》）是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国外（1857—1865年在伦敦、1865—1867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革命刊物，最初为月刊，后来为不定期刊，共出了245期。该刊印数达2500份，在俄国国内传播甚广。《钟声》除刊登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文章外，还刊载各种材料和消息，报道俄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斗争，揭露沙皇当局的秘密计划和营私舞弊行为。在1859—1861年俄国革命形势发展时期，来自俄国国内的通讯数量激增，每月达到几百篇。尼·亚·杜勃罗留波夫、米·拉·米哈伊洛夫、尼·伊·吴亭等担任过它的记者，伊·谢·阿克萨科夫、尤·费·萨马林、伊·谢·屠格涅夫等为它供过稿。《钟声》最初阶段的纲领以赫尔岑创立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极力鼓吹解放农民，提出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和肉刑等民主主义要求。但它也有自由主义倾向，对沙皇抱有幻想。1861年农民改革以后，《钟声》便坚决站到革命民主派一边，登载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尖锐谴责农民改革的文章以及俄国地下革命组织的传单、文件等。《钟声》编辑部协助创立了土地和自由社，积极支持1863—1864年的波兰起义，从而与自由派最终决裂。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对《钟声》作了评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98。



[64]《给果戈理的信》是维·格·别林斯基于1847年7月写的，1855年由亚·伊·赫尔岑第一次发表在《北极星》杂志上。——99。



[65]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有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99。



[66]《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前的《火星报》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100。



[67]《工人报》（《Рабочий》）是俄国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秘密报纸，1885年由布拉戈耶夫小组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党”的名义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两号。报纸的组织者是季·布拉戈耶夫。该报第2号刊登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俄国工人的当前任务》一文。该报流传于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基辅、哈尔科夫、喀山、萨马拉等地。——100。



[68]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1895年11月创立的，由彼得堡的约20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1895年12月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它的领导机构是中心小组，成员有10多人，其中5人（列宁、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领导核心。协会分设3个区小组。中心小组和区小组通过组织员同70多个工厂保持联系。各工厂有收集情况和传播书刊的组织员，大的工厂则建立工人小组。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1895年和1896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印发了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人事业报》。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好几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它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全市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协会一成立就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895年12月8日（20日）夜间，沙皇政府逮捕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协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共57人。但是，协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它组成了新的领导核心（米·亚·西尔文、斯·伊·拉德琴柯、雅·马·利亚霍夫斯基和马尔托夫）。列宁在狱中继续指导协会的工作。1896年1月沙皇政府再次逮捕协会会员后，协会仍领导了1896年5—6月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896年8月协会会员又有30人被捕。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协会的领导成分发生了变化。从1898年下半年起，协会为经济派（由原来协会中的“青年派”演变而成）所掌握。协会的一些没有被捕的老会员继承协会的传统，参加了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01。



[69]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1—3日（13—15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倡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早在1895年12月列宁就在狱中草拟了党纲草案，并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由于彼得堡等地的组织遭到警察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基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担任。出席代表大会的有6个组织的9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1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2名，崩得的代表3名。大会通过了把各地斗争协会和崩得合并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在民族问题上，大会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决权。大会选出了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代表斯·伊·拉德琴柯、基辅《工人报》代表波·李·埃杰尔曼和崩得代表阿·约·克列梅尔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在会后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把争取政治自由列为首要任务，并把它和将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被宣布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而且大会闭幕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遭逮捕，所以统一的党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101。



[70]《圣彼得堡工人小报》《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Рабочий Листок》）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秘密报纸，共出过两号：第1号于1897年2月（报上印的是1月）在俄国油印出版，共印300—400份；第2号于同年9月在日内瓦铅印出版。该报提出要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广泛的政治要求结合起来，并强调必须建立工人政党。——101。



[71]《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经济派的报纸，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头几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5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和《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第6卷第1—183页）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101。



[72]《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 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机关刊物，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列宁在《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一书中批判了《工人事业》杂志的观点。——102。



[73]《工作者》文集（《Работник》）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不定期刊物，由劳动解放社编辑，1895—1899年在日内瓦出版，读者对象为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成员。列宁是出版这个文集的发起人。1895年5月，他在瑞士国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劳动解放社的其他成员商谈了出版这个文集的问题。1895年9月回国以后，他又多方设法为这个文集提供物质支援和组织稿件。这个文集一共出了6期（3册），另外出了《〈工作者〉小报》10期（第9—10期合刊是经济派编辑的）。——103。



[7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定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的中央委员会和国外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有些代表有两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



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整个纲领（有1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的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有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的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的音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页）——103。



[75]新《火星报》是指被孟什维克篡夺了的《火星报》。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列宁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以后，该报第52号由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1905年5月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1905年10月，《火星报》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104。



[76]《前进报》（《Вперёд》）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机关报（周报），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1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8号。列宁是该报的领导者，《前进报》这一名称也是他提出的。该报编辑部的成员是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秘书，负责全部通信工作。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一文中写道：“《前进报》的方针就是旧《火星报》的方针。《前进报》为了捍卫旧《火星报》，正在同新《火星报》进行坚决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17页）《前进报》发表过列宁的40多篇文章。而评论1905年1月9日事件和俄国革命开始的第4、5两号报纸，几乎完全是列宁编写的。《前进报》创刊后，很快就博得了各地方委员会的同情，被承认为它们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反对孟什维克、创建新型政党、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名为《无产者报》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因此停办。——104。



[77]《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是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周报）。1905年5月14日（27日）—11月12日（25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6号。根据1905年4月27日（5月10日）党的中央全会的决定，列宁被任命为《无产者报》的责任编辑，编委会的委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维·米·韦利奇金娜、维·阿·卡尔宾斯基、尼·费·纳西莫维奇、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莉·亚·福季耶娃等。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谢·伊·古谢夫和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负责为编辑部收集地方通讯。克鲁普斯卡娅和福季耶娃负责编辑部同地方党组织和读者的通信联系。《无产者报》继续执行《火星报》的路线，并保持同《前进报》的继承关系。《无产者报》发表了大约90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印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该报的发行量达1万份。1905年11月初列宁回俄国后不久停刊，报纸的最后两号是沃罗夫斯基编辑的。——104。



[78]《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合法报纸，实际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905年10月27日（11月9日）—12月3日（16日）在彼得堡出版。从1905年11月第9号起，该报由列宁直接领导。参加编辑部的有：列宁、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彼·彼·鲁勉采夫。马·高尔基参加了《新生活报》的工作，并且在物质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新生活报》发表过列宁的14篇文章。该报遭到沙皇政府当局多次迫害，在28号中有15号被没收。1905年12月2日（15日）该报被政府当局封闭。最后一号即第28号是秘密出版的。——104。



[79]《开端报》（《Нача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3日（26日）—12月2日（15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号。该报由达·马·赫尔岑施坦和С.Ｈ.萨尔蒂科夫担任编辑兼出版者。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列·格·捷依奇和尼·伊·约尔丹斯基等。——104。



[80]《浪潮报》（《волна》）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06年4月26日（5月9日）—5月24日（6月6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5号。该报从第9号起实际上是由列宁领导。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撰稿人有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等。该报刊登过27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其中有不少篇是作为社论发表的。《浪潮报》屡遭沙皇政府的迫害。5月26日（6月8日）起，布尔什维克出版了合法日报《前进报》以代替《浪潮报》。



《回声报》（《эхо》）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06年6月22日（7月5日）—7月7日（20日）接替被政府查封的《前进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的编辑实际上是列宁，撰稿人有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瓦·瓦·沃罗夫斯基等。该报刊登过列宁的20多篇文章。该报不断遭到政府的迫害，已出14号中有12号被没收。1906年7月10日被查封。——104。



[81]《人民杜马报》（《Народная Дума》）是俄国孟什维克的报纸（日报），1907年3月7日（20日）—4月4日（17日）代替被查封的《俄国生活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1号。——105。



[82]密纳发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的最高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据古罗马神话故事，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一生出来，就身着盔甲，手执长矛，全副武装。后来，人们常用“象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比喻某人或某事从一开始就完美无缺。——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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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任务

（1914年4月22日〔5月5日〕）

我们已经对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和《真理报》的诞生经过作了简短的评述。我们力求说明，俄国各类民主运动的悠久历史如何导致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指引下的独立的工人民主运动，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20年的历史，经过工人先锋队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的长期斗争，又导致绝大多数觉悟工人在著名的1912年春季工人运动高涨时期创办的《真理报》周围团结了起来。

我们看到，在报纸创办后的两年内，觉悟的工人真理派不仅在思想上团结了起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在组织上团结了起来，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创办、支持、巩固并发展了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报刊。工人真理派严格地保持了自己同前一个历史时期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继承性，不违背他们的任何一个决议，在旧事物的基础上创造新事物，始终不渝地向着坚定而明确的彻底马克思主义的目标迈进，从而为完成无比艰巨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基础。

1908—1911年时期的工人运动遇到了无数的敌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工人运动能够做到既摆脱这样的危机，又保持继承性和组织性，继续忠于过去的决定、纲领和策略。

而俄罗斯工人，确切些说，俄国工人做到了这一点，光荣地摆脱了极端严重的危机，继续忠于过去，保持了组织上的继承性，同时又不断掌握培养自己力量的新形式、教育和团结无产阶级新一代的新方法，以便用老方法来完成老的即还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

在俄国社会的各个阶级中，只有俄国工人阶级做到了这一点，当然这不是因为它比其他国家的工人高明，恰恰相反，它在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方面还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工人。俄国工人阶级所以做到了这点，是因为它一开始就依靠了世界各国工人的经验，一方面依靠了他们的理论经验，即他们思想觉悟的成果，他们的科学成就，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总结出来的经验；另一方面又依靠了拥有良好的工人报刊和群众组织的邻国无产者的实际经验。

工人真理派在最艰难的时候坚持了自己的路线，既战胜了外部的种种迫害，又战胜了内部的消沉、动摇、畏缩和背叛，他们现在可以十分自觉而坚定地对自己说：我们知道，我们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但是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还刚迈了几步，在我们面前还摆着主要的困难，我们还需要做许多工作，才能使自己完全巩固起来，才能唤起千百万落后的、沉睡的、闭塞的无产者投入自觉的生活。

让无产阶级队伍内盲目追随自由派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带着蔑视的神情叫嚷反对“地下组织”和反对“鼓吹秘密报刊”吧！让他们迷恋六三[83]“合法性”吧！我们知道，这种“合法性”是不牢靠的，我们不会忘记关于未经书报检查的报刊所起的作用的历史教训。

我们只要继续开展“真理派”工作，就会推动单纯的新闻事业同工人事业的各个方面齐头并进。

《真理之路报》的发行量应当扩大为现在的3倍、4倍乃至5倍。应当增设整个工会的附刊，并且应有各个工会和工人团体的代表参加编辑。我们的报纸还应当增设区域性（莫斯科、乌拉尔、高加索、波罗的海沿岸和乌克兰）的附刊。同各民族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相反，应当不断地加强俄国各民族工人的团结，为此我们的报纸还应当创办有关俄国各民族工人运动的附刊。

应当大大地扩大《真理之路报》的国外栏和报道觉悟工人的组织生活、思想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新闻栏。

应当创办一戈比一份的《真理晚报》；目前这种形式的《真理之路报》对于觉悟的工人是必要的，并且还应当继续扩大。但是，对于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宣传员和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千百万群众来说，这种报纸的价钱太贵，内容太深，篇幅太大了……先进工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人，他们懂得，行会的闭关自守、劳动贵族的出现及其同群众的分离，都意味着使无产者思想钝化，沦为牛马，使他们变成庸俗的小市民和可怜的奴仆，意味着失去无产者解放的一切希望。

应当创办能在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中间畅销20—30万份的一戈比一份的《真理晚报》，向他们展示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光芒，使他们深信自己的力量，促进他们团结，帮助他们提高到完全觉悟的程度。

应当努力使《真理之路报》的读者按工厂、按地区等等组织起来，并大大超过目前的组织水平，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加通讯报道、管理报纸和推销报纸的工作。应当设法使工人们经常参加编辑工作。

应当……应当做的事真是太多了！我们在这里不能把应当做的事都一一列举出来，如果我们想在这里列举出我们工作的一切的或主要的方面和范围，那就太可笑了（甚至比这更糟）！

我们知道，我们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我们知道，我们正同世界各国的先进工人携手前进。我们知道，我们所从事的这项具体工作只是整个事业的极微小的一部分，我们只是在争取解放的伟大路程上开步走。但是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挡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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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指六三政变以后在俄国形成的反动政治体制。



六三政变（1907年6月3日政变）是俄国沙皇政府发动的一次反动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的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6月2日晚逮捕了他们。6月3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政府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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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

（1914年4月22日〔5月5日〕）

不久以前，德国工会最著名的负责人士之一卡·列金，把他的旅美报告加上《美国工人运动见闻》的标题，印成一本相当厚的书出版了。

作为一个不仅是德国工会运动，而且是国际工会运动的著名人物，卡·列金对他的旅行特别重视，可以说是当作国家要事来安排的。他同美国社会党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84]即由有名声的（有坏名声的）龚帕斯领导的工会组织，曾经就这一次旅行商谈了好几年。当列金获悉卡尔·李卜克内西将去美国时，就不愿意同时前往，“以免两个对党的策略和对工人运动某些方面的意义及价值看法不完全一致的发言人同时在美国讲话”。

卡·列金收集了大量关于美国工会运动的材料，但是完全没有能力在书中整理这些材料，充斥该书的主要是些废话，是不连贯的旅行记，按内容来说象杂文，按枯燥的笔调来说则比杂文还糟。列金甚至对他特别感兴趣的美国各工会组织的章程也没有加以研究和分析，只是翻译一下了事，而且译得不系统不完整。

列金旅行中的一段插曲非常耐人寻味，它十分鲜明地揭示了世界工人运动，特别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种倾向。

列金访问了美国的众议院即所谓“国会”。共和国的民主制度给这位在警察式的普鲁士国家培育出来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怀着一种可以理解的高兴心情指出，国家不仅给美国每个议员提供一间有全套最新设备的专用房间，而且给他们配备了由国家发给薪水的秘书来执行议员们的大量工作。议员和议长的平易近人、从容不迫的态度，跟列金在欧洲国家的议会特别是德国国会中所看到的截然不同。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连想也不能想他会在资产阶级议会的正式会议上向这种议会致祝词！而在美国这是很平常的事，社会民主党人的称号并没有吓倒任何人……除了这位社会民主党人自己！

这里正表现出美国资产阶级“用温和的手段杀死”不坚定的社会党人的手法，也表现出德国机会主义为了讨好“温和”可爱的民主派资产阶级而放弃社会主义的手法。

列金的祝词译成了英语（民主派丝毫不怕在自己的议会中听到“异己的”语言），200多名议员把列金当作共和国的“客人”一一和他握手，议长还特别向他致谢。


　　列金写道：“我的祝词的形式和内容受到美国和德国社会主义报刊的一致赞许。然而德国有些编辑却非要说，我的祝词又一次证明，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向资产阶级听众发表社会民主主义演说是办不到的。他们这些编辑如果处在我的地位，大概会发表一篇反对资本主义、主张群众罢工的演说。而我认为重要的是，向这个议会强调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和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希望各民族间的和平，希望通过和平进一步发展文化，使它达到可以达到的最高水平。”



　　可怜的“编辑们”，他们被我们的列金用自己的“国家要人”的演说驳倒了！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工会运动所有首领们的机会主义，其中包括列金，而且特别是列金的机会主义，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东西，很多觉悟的工人已经给了它正确的评价。但是在我们俄国，人们对欧洲社会主义的“榜样”谈得太多，而看中的又恰恰都是这个“榜样”最坏的消极面，因此对列金的演说不妨稍微详细地谈一谈。200万德国工会会员大军的领袖，社会民主党工会的领袖，德意志帝国国会社会民主党党团的一员，在资本主义美国的最高代表会议上发表了地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演说。自然，任何一个自由派分子，甚至任何一个十月党人都不会不赞成有关“和平”和“文化”的词句。

当德国的社会党人指出这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演说时，我们这位资本雇佣奴隶的“领袖”却极端蔑视这些社会党人。这些“编辑们”同“干练的政治家”、工人捐款的募集者比较起来又算得什么呢！我们这位庸俗的纳尔苏修斯[85]对编辑们所持的这种轻蔑态度，正同某个国家的警察式的庞巴杜尔[86]对第三种分子[87]所持的轻蔑态度一样。

他们“这些编辑”大概会发表一篇“反对资本主义”的演说的。

请想一想，这位“也是社会党人”在嘲笑什么：他嘲笑社会党人竟会产生这样的念头，认为必须发表反对资本主义的讲话。这种念头同德国机会主义的“国家要人们”太格格不入了，因为他们讲话是不触犯“资本主义”的。他们这种背弃社会主义的奴才相使他们自己蒙受耻辱，而他们却以耻为荣。

列金并不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人物。他是工会大军的代表，或者更正确些说，是工会大军军官团的代表。他的演说决不是偶然的，决不是失言，决不是仅此一次的越轨行为，决不是一位德国边远地区的办公室“办事员”在没有感染上警察式妄自尊大作风的和蔼可亲的美国资本家面前感到不好意思而出的差错。如果问题仅仅是这样，列金的演说就不值得一谈了。

但是，显然不是这样。

在斯图加特的国际代表大会[88]上，德国代表团中有一半人是这种可怜的社会党人，他们曾在殖民地问题上投票赞成极端机会主义的决议案。

请拿德国的《社会主义〈？？〉月刊》[89]来看吧，你们会在上面看到象列金这类的活动家们经常发表的有关工人运动一切最重要问题的言论。他们的这些言论是彻头彻尾机会主义的，是与社会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

“正式的”德国党的“正式”解释说，“谁也不看”《社会主义月刊》，它并无影响云云，这是假话。斯图加特“事件”证明这是假话。那些给《社会主义月刊》写文章的著名的重要活动家、国会议员、工会领袖们始终不断地在向群众灌输自己的观点。

德国党的“官方乐观主义”早就被自己阵营中的一些人指出了，而这些人从列金那里得到了轻蔑的（在资产者看来）和光荣的（在社会党人看来）的绰号：“这些编辑”。俄国的自由派和取消派（当然包括托洛茨基在内）愈频繁地设法把这种可爱的品质移植到我国土壤上来，我们就应该愈坚决地给予回击。

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巨大的功绩。由于马克思同赫希柏格、杜林之流一伙人进行的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了严整的理论，也就是我国民粹派枉费心机企图回避或者企图按照机会主义观点加以修正的那个理论。这个党拥有群众组织、报纸、工会、政治社团，也就是说，群众极广泛地组织起来了。这种局面在我国也正在明显地形成，这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派在杜马选举中、在每天的报刊上、在保险理事会选举中、在工会中普遍获胜。被工人“撤销职务”的取消派拼命想回避这个适合于俄国情况的把俄国群众广泛组织起来的问题，他们的企图同民粹派的企图一样，是徒劳无益的，无非是意味着知识分子脱离工人运动而已。

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功绩毕竟还是功绩，这倒不是因为有列金那样可耻的发言以及《社会主义月刊》撰稿人那样可耻的“发言”（在报刊上的），而是说尽管有这样的言论，功绩仍然是功绩。我们不应该用“官方乐观的”词句来掩盖和混淆在这类现象中暴露出来的德国党的明显的病症，而应该在俄国工人面前把它揭示出来，以便从有较长历史的运动的经验中学习，弄明白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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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美国社会党是由美国社会民主党（尤金·维·德布兹在1897—1898年创建）和以莫·希尔奎特、麦·海斯为首的一批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联合组成的，1901年7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立。该党社会成分复杂，党员中有美国本地工人、侨民工人、小农场主、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该党重视同工会的联系，提出自己的纲领，参加选举运动，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开展反垄断的斗争方面作出了贡献。后来机会主义分子（维·路·伯杰、希尔奎特等）在党的领导中占了优势，他们强使1912年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屏弃革命斗争方法的决议。以威·海伍德为首的一大批左派分子退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党内形成了三派：支持美国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只在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中派，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少数派。1919年，退出社会党的左派代表建立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社会党的影响下降。



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是美国的工会联合组织，成立于1881年。劳联主要联合工人阶级的上层——熟练工人。参加劳联的工会基本是按行会原则组织的。劳联的改良主义领导人否定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原则，鼓吹阶级合作，执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政策，并积极支持美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1955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同1935年建立的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称作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劳联—产联）。——111。



[85]纳尔苏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113。



[86]庞巴杜尔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庞巴杜尔先生们和庞巴杜尔女士们》。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借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尔这个名字塑造了俄国官僚阶层的群像。“庞巴杜尔”一词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昏庸横暴、刚愎自用的官吏的通称。——113。



[87]“第三种分子”是对在地方自治机关里受雇担任农艺师、统计人员、技术员、医生、兽医、教师等职务的平民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呼，以区别于政府与行政当局的人员（第一种分子）和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第二种分子）。“第三种分子”这个词是俄国萨马拉省副省长Ｂ.Г.康多伊迪于1900年首次使用的，在20世纪最初10年里流行于俄国。据统计，19世纪末俄国34省共有65000—70000名地方自治机关职员。“第三种分子”的队伍中有不少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和民粹派分子，也有社会民主党人。地方自治机关的文化经济活动，特别是医疗卫生和学校事业，靠着“第三种分子”而得到广泛发展。“第三种分子”作用的增强，遭到了沙皇行政机关和保守的贵族地方自治人士的反对。关于“第三种分子”，可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93—301页。——113。



[88]指1907年8月18—24日在斯图加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率领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参加了大会；这是列宁首次出席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



殖民地问题是这次代表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的报告人荷兰社会党人亨利克·万科尔提出了一份决议草案，为殖民侵略作辩护。草案认为，代表大会不应当在原则上谴责一切殖民政策，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殖民政策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万科尔声称，即使在将来，社会党人也应当不仅带着机器和其他文化成就，而且手持武器到“野蛮民族”那里去。这个机会主义的决议草案得到德国代表团大多数人的支持。有些代表提出一项实际上改变了该决议内容的修正案，被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代表大会最后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直接地和无保留地谴责了一切殖民政策。——114。



[89]《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14。







《列宁全集》第25卷


书评

尼·亚·鲁巴金《书林概述》第2卷

1913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第2版定价4卢布

（1914年4月22日〔5月5日〕）

这部长达930页、大开本、排得很密、有一部分排成两栏的巨著是“从科学和哲学思想史、文学和社会思想史方面对俄国图书财富作一概述的尝试”。该书的副标题就是这样。

我们要评介的第2卷的内容，包括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顺便指出，这里既包括西欧的社会主义，也包括俄国的社会主义。不用说，出版这类书籍有很大价值，作者的计划大体上说来也完全正确。的确，除了从思想史方面来写，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合理地对“俄国图书财富作一概述”并为自学和图书馆提供一部“参考材料”。这里需要的正是对每一编写“引论”（作者写了这种引论），对其主题作概述并对每种思潮作准确的介绍，然后再按每种思潮列出这一编的参考书目。

作者以及序言中提到的他的许多撰稿人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开始了一件极有价值的工作，我们衷心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开展起来，并且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其中特别珍贵的是，作者既没有排斥国外的出版物，也没有排斥遭到查禁的出版物。鲁巴金先生的这部著作是任何一个象样的图书馆非备不可的。

这部著作的缺点，在于作者的折中主义，在某些问题上没有充分广泛地（更确切些说，才刚刚开始）请专家们来撰稿。

第一个缺点大概和作者对“论战”的古怪偏见有关。鲁巴金先生在序言中声称，他“一生从不参加任何论战，并且认为在绝大多数场合，论战是利用人的各种感情来模糊真理的一种极好的手段”。第一，作者没有领悟到，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第二，作者忘记了，他是想对“思想史”作概述，而思想史就是思想的更替史，因此，也就是思想的斗争史。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不自觉地对待思想斗争，那就很难着手研究思想斗争史（更谈不到参加这种斗争了）；或者是放弃“从不参加任何论战”的妄想。比方说，我打开鲁巴金先生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引论”，马上就看出，作者摆脱上述两难推论的办法是：第一，进行隐蔽的论战（这种论战方式有着论战的种种缺点，却没有论战的任何重大优点）；第二，为折中主义辩护。

鲁巴金先生在叙述波格丹诺夫的《简明教程》时，竟“大胆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著作家的一个结论同“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关于进步的著名提法”有“令人感兴趣的”相似之处（第815页）……

噢，这就是“一生从不参加任何论战的”鲁巴金先生！……

在前面一页还赞扬了“严密的科学性，深刻的分析和对重大理论的批判态度”……你们想想看这是指谁呢？……原来是指典型的折中主义者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就是鲁巴金先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位教授既拥护一点点马克思主义，也拥护一点点民粹主义，又拥护一点点“边际效用论”，然而还是把他称作“社会主义者”！！！难道写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不正是用可能有的最坏形式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论战吗？

如果鲁巴金先生把作为政治经济学参考书目导言的那8万多个字符（即整整一本小册子）分成四部分，比方说，请黑帮分子、自由派分子、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分别来写，那公开论战就会多些，而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读者就会容易一千倍、迅速一千倍地找到真理。

鲁巴金先生在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问题上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即请“论战”双方的代表来撰稿。他给了我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一文。——编者注］

 和尔·马尔托夫各半页的篇幅。就我来说，我非常满意尔·马尔托夫的叙述，例如他承认，取消主义归结起来就是试图“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对保存下来的地下组织采取否定态度”（第771—772页），他也承认：“除了协助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派设法把有产阶级中的反动派排挤出国家政权，孟什维克看不到无产阶级还能有什么其他参与这次危机〈指1905年的危机〉的有效方式，但是无产阶级在实行协助的时候，应当保持完整的政治独立性。”（第772页）

当鲁巴金先生刚开始自己接着介绍孟什维主义时，就出了错误，例如，他硬说什么阿克雪里罗得同普列汉诺夫一起“离开了”取消派（第772页）。我们不能过分责备鲁巴金先生的这种错误，这在开始编纂这种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出版物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能不希望作者多多采用请各知识领域不同派别的代表来撰稿的方法。这样做的好处是能使写的东西既准确而又完整，并且具有客观性；而失掉的只会是折中主义和隐蔽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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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主义的定义

（1914年4月29日〔5月12日〕）

本报的读者都知道，取消主义在俄国当前工人运动中引起了多少争论和斗争。我们曾经不厌其烦地指出，任何一个觉悟工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个觉悟的民主主义者）对取消主义都不能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但是我们的对手，无论是《北方工人报》或者是《我们的曙光》杂志，不仅没有全文刊登并向读者解释那些说明取消主义本质的正式决议（例如1908年和1910年的决议），而且还做出了某种更恶劣和更有害的事情：他们或者矢口“否认”取消主义，或者不去确切地叙述1910年一致通过的决议，反而讲些语无伦次的、毫不相干的废话。

因此，当尔·马尔托夫亲自在出版物中准确和真实得令人难以相信地（就这位作者而言是令人难以相信地）给取消主义下了定义，或者说对取消主义作了描述的时候，我们认为必须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尼·鲁巴金的名著《书林概述》的第2卷（1913年莫斯科第2版第771页）中，鲁巴金先生原封不动地刊出了尔·马尔托夫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应鲁巴金先生的请求“阐述了孟什维主义的实质和历史”。尔·马尔托夫在信中一字不差地写了如下一段话：


　　“在社会运动被破坏以后，孟什维克那种同样的革新党组织的倾向〈指“用更明确的阶级的社会主义精神开创党的新建设，或者说为社会民主党进行根本性的自我革新建立新基础”的倾向〉，具体表现在加紧进行成立工会、自学会（一部分是合作社）等各种非党工人组织的活动上，以及以这种组织为基础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或它的前哨组织的尝试上（参与这种尝试的人对保存下来的地下组织采取否定态度，因此在论战中获得了“合法派”或“取消派”的绰号）。”



　　马尔托夫关于取消主义就谈了这一些。在这里，我们在几个主要地方都加上了着重标记。我们不打算谈其中与事实不符的细小之处，例如，说什么只有“参与这种尝试的人”并且只是“在论战中”才被称为取消派；实际上对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有约束力的全体马克思主义者1908年的正式决定就说取消主义是一种流派。不过，比较起来这只是细枝末节。而主要的和本质的一点是尔·马尔托夫在这里无意中表露了他对什么是取消主义的理解和认识。

试图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自然就要宣传和维护这个主张。对保存下来的（自然也对新产生的）“老式”组织持否定态度。这才是问题的本质，而这一点是《我们的曙光》杂志、《光线报》和《北方工人报》过去和现在都千百次地力图混淆、掩饰和否认的。

读者只要仔细想一想上述事实的意义就会明白，为什么取消派一讲到“统一”，就会引起觉悟工人的强烈不满和愤怒或者（看当时的情绪怎样）辛辣的嘲笑。建立公开的党这个主张的拥护者会真心实意地否定“地下组织”，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因为他的信念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的曙光》杂志或《北方工人报》的那些撰稿人的“统一”言论会是真心实意的，这却是不可思议的。为这些报刊撰稿就是在行动上反对“地下组织”，为他们正在继续鼓吹和维护的公开的党而斗争。

因此，当1913年12月社会党国际局把弄清俄国党的统一条件问题提上议程时，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立即公开地说：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是坚决地、无条件地放弃取消主义，彻底地、根本地改变《我们的曙光》集团和《光线报》派的整个方向。光线派分子（费·唐·和尔·马·）也同样公开地回答说，他们不同意这个条件。

既然这样，那么谁同这个顽固坚持自己的自由派主张的集团谈“统一”，谁显然是自欺欺人。大多数觉悟工人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决议和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周围，反对这个分裂派集团的真正的统一已经形成，而且会日益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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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5卷


《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的结束语
[90]



（1914年4月）

取消主义问题不仅对工人民主派，而且对俄国所有的民主派都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如果我们民主派的报刊竭力回避这个问题，或者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局部争论”顺便提一下，那只能暴露出这种报刊想避免对当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作出评价。这是因为取消主义问题，也就是对我国的六三体制，甚至推而广之，对我国整个反革命势力作出全面评价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民主派的基本任务和行动方法的问题。

似乎还没有一个人怀疑过，俄国历史最近这个时期（大约从1908年开始）的特征，不仅在于反动派对整个民主势力的迫害大大加强，而且在于既波及无产阶级也波及全体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的思想上的严重瓦解和崩溃。可是，即使这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大家都承认，那也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向自己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确切地判断这种思想瓦解和崩溃的阶级根源和阶级意义。不作这样的判断，就不可能自觉地选择策略。

在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报刊上，这种判断工作从1908年，也就是从这种瓦解的事实刚一明朗化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象自由派那样对这种瓦解听之任之，但他们也不可能象民粹派中的优秀分子（从民主派的角度来说）那样仅仅主观地斥责这种瓦解。对社会思潮必须作出社会经济的即阶级的说明。

我们知道，布尔什维克报刊在1908年12月以前就回答了什么是取消主义的实质的问题，这个回答当时被大家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肯定了下来。到1909年春季，布尔什维克（通过他们的领导机关）就同所谓的“前进派” 
［注：阿列克辛斯基、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斯塔·沃尔斯基等人。］

 [91]，即召回主义或认为召回派是“一种合理的色彩”的代表人物、“造神说”和马赫主义反动哲学的拥护者正式决裂了。[92]这次决裂显示出“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的基本特点是转向无政府主义，正象来自右面的取消主义或者说本来意义的取消主义转向自由主义一样。

1910年1月以前，对当时的瓦解和崩溃十之八九是由国外布尔什维克报刊作出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已经很透彻，已经无可争辩地得到确认，以致全体马克思主义者，所有派别（既包括取消派，也包括“前进派”）的代表在1910年1月通过的几个著名的决议不得不一致承认取消派“偏向”和前进派“偏向”都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

要评价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决议的社会意义，只要看一看非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就行了。在自由派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路标派”[93]的最极端的取消主义，而且在1905年的方法是否已废止这个问题上至今思想还是一片混乱。在左派民粹派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极端取消主义的言论，从1908—1911年在巴黎印行的出版物一直到不鲜明的取消派的《创举》杂志[94]上都有，还有萨文柯夫－罗普申和切尔诺夫先生们在《箴言》杂志[95]上发表的取消主义言论。另一方面，左派民粹派的正式的“召回主义”还在继续侵蚀和削弱这个流派。

下面的事实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客观真理性：在1908年以后的五年多的时间内，所有先进的社会思潮一直碰到而且至今还仍然碰到的正是取消派和民粹派的“这些”错误，正是“这些”关于在新环境下怎样善于用新手段准备力量，捍卫那些老方法以完成还没有完成的老任务的问题。

在六三时期初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揭露了理论上的取消主义偏向和“召回主义”偏向。在这一时期的末期，我们看到，俄国绝大多数觉悟工人甚至在公开场合，当着大家的面团结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周围了，而力图影响无产阶级的民主派报刊的两翼则为小资产阶级的取消派和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所占领。不久以前，在左派民粹派的《北方思想报》[96]（第1号）上，布赖涅斯先生的一篇发自里加的关于保险运动的通讯写道：


　　“抵制的浪潮只有在制鞋工人中才看得到，他们中间建立了一些抵制派小组。遗憾的是，抵制派小组的主要鼓舞者是民粹派。”（引自1913年12月20日《无产阶级真理报》[97]第12号上的《民粹主义和取消主义是瓦解工人运动的因素》一文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民粹主义和取消主义是瓦解工人运动的因素》一文。——编者注］

 ）



　　同一家报纸承认：
　　“应当指出，使马克思主义者感到荣幸的是，他们现在在联合会〈工会〉中有很大的影响，而我们左派民粹派在那里的活动没有一定的计划，因此我们几乎是默默无闻的。”（同上）



　　把欧洲小市民的最新的机会主义同真正俄国小市民替“劳动”业主辩护的思想结合起来的左派民粹派，不但在理论上一筹莫展，而且在策略上也一筹莫展和摇摆不定。左派民粹派的老党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只留下了动摇，同取消派完全一样。工人运动中被战败的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流派，只好结成联盟（联合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真是每况愈下！取消派从鼓吹公开的党，从发表象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尤什凯维奇先生之流的那种背弃领导权思想和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堕落到公然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斗争了。前几天有一位彼得堡的左派民粹派分子在《坚定思想报》（第5号）上写了如下一段话：


　　“我们一走进会场（选举保险理事会的），马上就看清了真理派的狭隘的派别立场，但是我们没有失去希望。我们同取消派一起提出了共同的非派别性的名单，在名单中我们占一个理事和两个副理事的席位。”（引自1914年3月16日《真理之路报》第38号）



　　希望用资产阶级的影响腐蚀工人的各派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吧！“非派别性”这个愚蠢的字眼可以迷惑不会思考和什么也没有学到的人，给了庸人们很大的方便，他们多么喜欢这个字眼呀！不过同左派民粹派结成联盟对可怜的取消派并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帮助；觉悟工人选进保险理事会的全是取消派的反对者即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让工人屈从资产阶级政策和资产阶级思想的非党知识分子小集团目前在俄国已完全形成了，这就是取消派和左派民粹派。与党貌合神离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机会主义者同民粹派的这种反对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联盟，从“经济主义”刚抬头那时（1894—1895）算起，差不多准备了20年。现在已经到了正视现实的时候了，应当坚决果断地说：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只有和只能在反对取消派和民粹派的斗争中形成。

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必然与小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产阶级在工人政党形成时期总要经历一个时间或长或短、程度或深或浅的在思想和政治上受资产阶级支配的时期。这种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共同的现象，在不同的国家内由于历史和经济特点的不同而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在英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充分自由、英国长期处于垄断地位这种情况下，能够在思想上腐蚀和奴役大多数觉悟工人达数十年之久。在法国，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传统，过去和现在都把很多工人变成“激进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拥护者，或者变成同样是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在德国，半世纪以前工人还跟着自由派舒尔采－德里奇走，并且还受拉萨尔和施韦泽的“民族自由主义的”（同时是“普鲁士王国的”）机会主义的动摇的影响，而现在数十万工人还在跟着玩弄“民主制”把戏的天主教“中央党”[98]走。

在俄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实现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办法解决农民问题。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俄国是小市民最多的国家。所以一当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为群众性的社会思潮，其中就出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其表现形式最初是“经济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99]（1895—1902），然后是孟什维主义 
［注：孟什维主义（尤其是取消主义）就是从“经济主义”、“崩得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产生出来的（创建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旧《火星报》曾经同这些主义斗争了三年），当取消派历史学家不得不支吾搪塞以掩盖这个令人不快但又无可怀疑的事实时，就显得特别令人可笑。例如，请看波特列索夫先生写的关于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波特列索夫先生也同样心劳日拙地企图掩盖和隐瞒阿克雪里罗得在“地方自治运动计划”[100]中说过不要吓跑自由派这个事实。顺便提一下，连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说到取消主义也完全承认它同“经济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有着历史上的（除了理论上的）血缘关系。］

 （1903—1908），最后是取消主义（1908—1914）。

现在，取消主义已经完全成熟，成熟到了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地步：既然取消派中最“左”的、措辞最圆滑的尔·马·先生都说：


　　“经验证明，‘公开的工人政党’并不是一种反动的幻想，因为现在俄国这样的政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的……”（黑体是尔·马·先生用的。见1914年《我们的曙光》杂志第2期第83页）



　　……那么大家就应当明白，认为可以把这样的集团同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联合起来”或者“调和起来”的想法是十分荒谬可笑的。现在只有完全没有头脑的人才会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同这样的集团，同《我们的曙光》集团和《北方工人报》集团“统一”起来。

从1904年到1914年，俄国阶级划分的政治确定性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展。当时，有领地的贵族还没有分化，某些贵族代表人物的沙龙自由主义甚至使旧政权感到惊恐。当时，旧政权把“乡巴佬”农民当作社会制度的支柱，甚至让农民在布里根杜马和维特杜马[101]中发挥很大的影响。当时，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彼舍霍诺夫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还可能融成一体。当时，孟什维主义还想成为，而且确实成了——大体说来——党内的一个派别，因为它在“讨论纲领问题”时是在工人政党的范围内坚持自己的机会主义口号的。

现在的取消派和那时比起来已经向右走出老远了，他们离开了党，抖掉身上从“地下组织”带来的灰尘，结成了一个由合法的自由派和取消派报人组成的牢固的反党中心，被工人撤销了在所有工人组织和团体中的职务。把这样的取消派同1903—1907年的孟什维克相提并论，那就是让人家用旧的称呼和名字，用响亮的旧词句来蒙蔽自己，那就是对十年来俄国阶级关系和党派关系的演变一无所知。

现在1914年的取消派等于1907年的《同志报》[102]派。

被流放的和侨居国外的人如此脱离现实生活，如此沉溺于对7—10年前的往事的怀念，在他们中间见到有成十成百个“过了时的人”（在1904—1907年加入工人政党而目前捞到各种合法“肥缺”的知识分子中，同样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不过就品德卑劣这一点来说他们要可悲得多），还在幻想工人政党同尔·马·、费·唐·、波特列索夫、叶若夫、谢多夫先生之流的派别“统一”，那是十分自然的。

但是，当今俄国青年工人看到取消派脱离了党，看到他们从“死气沉沉的支部”中逃跑，听到他们诋毁地下组织以及说“鼓吹秘密报刊”是有害的那种叛徒言论（见1914年3月13日《北方工人报》的引文），他们不得不在一连串代表大会上、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在各种工人团体的集会上以及在保险理事会的选举中反对这些取消派先生同民粹派分子和非党人士结成的联盟，不得不撤销这伙人在所有工人团体中的职务，因此，他们对于好心人想让取消派同工人政党“统一”起来的幻想和言论，只会随情绪的不同或者发出毫不客气的哈哈大笑，或者向知识分子中的马尼洛夫[103]们投去困惑和怜悯的目光，这同样也是十分自然的。

让《斗争》杂志那位用恳求的目光盯着斯柯别列夫和齐赫泽的托洛茨基，或巴黎《护党报》 
［注：普列汉诺夫。］

 [104]那些抱着期待和希望注视着布里扬诺夫的撰稿人去唠唠叨叨谈论“统一”吧，——不过他们的话听起来已经有点凄凉而且不合时宜。

谁还鼓吹马克思主义者同那些发表“公开的工人政党并不是反动幻想”等等言论的人“统一”起来，那他除非是一个超常愚蠢的人，否则就是对俄国工人运动和各地情形一无所知，或者是渴望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捉摸不定的”局面，渴望有这么一天——说不定会有的！——《我们的曙光》杂志、《日报》[105]和《基辅思想报》的文人集团同马克思主义者工人集团“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时会把托洛茨基（或其他某一个“非派别人士”）当作“非派别人士”请出来。多么美好甜蜜的远景啊！

但是，实际生活以及试图同取消派“联合”的实际经过所表明的情形，与这种美好而甜蜜的远景差得很远。1910年1月，大家确曾共同努力，认真地试图同取消派联合，但是这次尝试被取消派破坏了。所有大小集团曾经同取消派联合起来反对可恨的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这是在最狂热地（甚至是滔滔不绝地）谩骂这次代表会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狂热的联盟；托洛茨基和《护党报》撰稿人都参加了这个“联盟”，所有前进派分子当然也参加了。如果凶恶的分裂派－“列宁派”真是统一的绊脚石，那么当1912年3月一切集团和取消派在《前进报》[106]上发起这次反对“列宁派”的联合行动之后，真正的统一该很快兴旺起来啦！

但是可惜啊！恰巧从那时开始（当时俄国工人在4月份创办了《真理报》，开始在以最认真的态度对待党性的基础上把俄国各地成百成千的工人团体联合起来），恰巧从1912年3月开始，这些奇怪的联合派愈来愈厉害地瓦解了！！到1912年8月建立著名的取消派“八月联盟”时就已经没有前进派，没有《护党报》的人了。

过了一年半，在所有合法的工人团体、所有工会和组织以及很多报纸和机关刊物中的俄国工人团体的联合，已经完全成长、壮大和巩固了，并且在国家杜马中还有了决心执行大多数工人意志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

可是我们的“联合派”呢？

啊，他们“联合”得如此成功，以致现在一个“前进”集团成了两个“前进”集团（还不包括经验一元论者波格丹诺夫，因为有些人把他算作第三个“前进”集团），在托洛茨基和取消派的统一的机关报刊（《光线报》）之外又有了一个托洛茨基的单独的、自称这一次是真正“非派别性”刊物的《斗争》杂志。除托洛茨基在偷偷地离开取消派以外，全体有组织的拉脱维亚马克思主义者也脱离了取消派，而且十分坚决。拉脱维亚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严守中立，不进行派别活动，但是他们1914年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也公开声明：


　　“调和派〈八月联盟的参加者〉自己也落到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依附取消派的地步！！”



　　从1912年3月所有派别同取消派联合起来反对凶恶的“分裂派”－“列宁派”那时起，到1914年3月“八月联盟”这个空架子彻底垮台这段时间，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工人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联合（在俄国，不是在巴黎，也不是在维也纳）完全是在反对取消派、不理睬同崇拜“公开的工人政党”的人“统一”的空谈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而且会继续进行下去。上千个工人团体公开地团结在马克思主义报纸的周围，这是真正的统一形成和发展的生动证明。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六三时期初期就制定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这种统一，能够比任何人都有效百倍地利用一切合法机会，而且在利用合法机会时能贯彻如下的精神：同谴责“鼓吹秘密报刊”、同情“公开的党”、放弃领导权、把“鲸鱼”放到次要地位等等主张进行无情的斗争。

只有这样的统一，也只有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的统一，才能给俄国工人阶级指明正确的道路。





	载于1914年7月圣彼得堡波涛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第2册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118—127页

















[90]这是列宁为《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写的结束语。列宁为该文集写的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



《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关于现代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的论文集。第2册》一书于1914年7月由党的波涛出版社出版。文集收入了列宁和其他一些人的文章。列宁拟订了文集的大纲。根据这个大纲，文集分两册。两册的内容曾经在1914年3月21日《真理之路报》第42号上宣布过。



文集的第1册没有问世。文集的第2册有数十册由于出版社当时来不及运出印刷厂而被沙皇当局没收，但是大部分还是散发出去了。



文集的第2册除序言和结束语外，共收了14篇列宁的著作：《公开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见《几个争论问题》）、《自由派工党的宣言》、《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论崩得的分离主义》（见《俄国的分离主义者和奥地利的分离主义者》、《〈真理报〉是否证明了崩得分子的分离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自由派盲目性。必要的说明》（见《政论家札记》）、《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谈谈“吃掉立宪民主党人”》、《我们同自由派论战的性质和意义》、《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取消派》、《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关于杜马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成立历史的材料》和《工人对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反应》（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0、21、22、23、24卷及本卷）。最后一篇是作为对前一篇文章的补充而专门为文集写的。有些文章收入文集时，标题作了改动。



这个文集的各项准备材料，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298—310页。——122。



[91]关于“前进派”，见本卷第368—375页《关于“前进派分子”和“前进”集团》一文。——123。



[92]这里说的是《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于1909年6月8—17日（21—30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无产者报》“小型”编辑部的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彼得堡、莫斯科地区和乌拉尔三个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以及其他一些人员。它实际上是有地方代表参加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中心问题是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问题。这两个派别的代表是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和维·列·尚采尔（马拉），支持他们的有莫斯科地区组织的代表弗·米·舒利亚季科夫（多纳特）。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和米·巴·托姆斯基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调和主义立场。



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关于社会民主党内的造神说倾向；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关于在卡普里岛创办的党校；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鼓动；关于马克西莫夫同志分裂出去的问题及其他问题。



会议是根据列宁的倡议召开的，也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会议坚决谴责了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号召所有布尔什维克同它们作不调和的斗争。会议也坚决谴责了造神说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思潮，并责成《无产者报》编辑部同一切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现进行斗争。会议谴责了召回派和造神派建立派别性的卡普里党校的行为。会议重申布尔什维克中央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路线的正确性。会议提醒布尔什维克不要进行召开“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的鼓动，因为这客观上将导致党的分裂。会议号召不停止同取消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主张同党的所有组成部分接近，加速召开全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由于波格丹诺夫拒绝服从会议决议，《无产者报》编辑部宣布不再对他的政治活动负责任，这实际上意味着把他从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队伍中开除出去。会议决议重申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利用国家杜马讲坛的性质和目的的决议，强调必须把工人阶级所有的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变成由党的秘密支部领导的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据点。会议还通过了改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决定。有关这次会议的列宁文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123。



[93]路标派即俄国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政论家、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申宗、亚·索·伊兹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和谢·路·弗兰克。1909年春，他们把自己的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一批文章编成文集在莫斯科出版，取名为《路标》，路标派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在这些文章中，他们妄图诋毁俄国解放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贬低维·格·别林斯基、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德·伊·皮萨列夫等人的观点和活动。他们诬蔑1905年的革命运动，感谢沙皇政府“用自己的刺刀和牢狱”把资产阶级“从人民的狂暴中”拯救了出来。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对立宪民主党黑帮分子的这一文集作了批判分析和政治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列宁把《路标》文集的纲领在哲学方面和政论方面同黑帮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纲领相比拟，称该文集为自由派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是泼向民主派的一大股反动污水。——123。



[94]《创举》杂志（《Почин》）是民粹主义取消派刊物，由一群社会革命党人主办。仅于1912年6月在巴黎出了一期。——123。



[95]《箴言》杂志（《Заветы》）是倾向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合法的文学政治刊物（月刊），1912年4月—1914年7月在彼得堡出版。为杂志撰稿的有Ｐ.Ｂ.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波·维·萨文柯夫、尼·苏汉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等。——123。



[96]《北方思想报》（《Северная Мысль》）是俄国左派民粹派的合法报纸。参看注37。——124。



[97]《无产阶级真理报》（《Пролетарская Правдя》）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1913年12月7日（20日）—1914年1月21日（2月3日）代替被沙皇政府查封的《真理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34号。——124。



[98]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里的天主教派党团联合而成，因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在会议大厅的中央而得名。中央党通常持中间立场。——126。



[99]合法马克思主义即司徒卢威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合法马克思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锐敏地看出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126。



[100]1904年秋，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向党组织发出一封信。这封信提出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方自治人士向政府提出要求而“对资产阶级反对派施加有组织的影响”。这一“地方自治运动计划”充分暴露了孟什维克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不相信无产阶级有进行政治斗争和独立的革命活动的能力。孟什维克已从组织上的机会主义走向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地方自治运动计划”就是他们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列宁在《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一文中对孟什维克的这一计划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批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59—78页）。——127。



[101]布里根杜马是俄国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召开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由以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拟定，于1905年8月6日（19日）和沙皇的诏书一起公布。按照法令和条例，多数居民，包括工人、妇女、军人、学生等，没有选举权；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



维特杜马即第一届国家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共有代表478名，其中立宪民主党人179名，占三分之一强，自治派63名（包括波兰、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的代表），十月党人16名，无党派人士105名，劳动派97名，社会民主党人18名。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



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向杜马提出了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力图保持地主土地占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提出了以“104人法案”著称的土地立法草案，要求建立全民土地资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土地份额平均使用土地。社会民主党党团投票赞成劳动派的草案。沙皇政府于6月20日（7月3日）发表声明，断然表示地主土地占有制不可动摇，并于7月9日（22日）宣布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127。



[102]《同志报》（《Товарищ》）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年3月15日（28日）—1907年12月30日（1908年1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128。



[103]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后人常用马尼洛夫来形容耽于幻想的人物。——128。



[104]《护党报》（《ЗаПартию》）是俄国孟什维克护党派和调和派的小报，1912年4月16日（29日）—1914年2月在巴黎不定期出版，共出了5号。参加该报工作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索·阿·洛佐夫斯基、阿·伊·柳比莫夫等。小报大部分在国外销售，主要反映在巴黎的普列汉诺夫集团的观点。——129。



[105]《日报》（《День》）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12年在彼得堡创刊。孟什维克取消派参加了该报的工作。该报站在自由派和孟什维克立场上批评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地主政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从1917年5月30日起，成为孟什维克的机关报，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129。



[106]《前进报》（《Vorw？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编辑部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129。





《列宁全集》第25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提纲

（1914年4—5月）


向维也纳代表大会
 [107] 的报告
 ：

Ⅰ.Ａ.罢工运动。游行示威。

　　　工人报纸。

　　　保险运动。

　　　工会。

　　　合作社。

　　　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

Ⅱ.Ｂ.破坏罢工和革命的游行示威。

　　　竞争的报纸。

　　　1912—1914年的秘密出版物（取消派：0）。

　　　秘密集会和秘密代表会议（1912年，1913年，1913年）八月联盟的瓦解。

Ⅲ.Ｃ.（1）工人团体。

　　　（2）工会。

　　　（3）保险机关。

　　　（4）没有工人的取消派。

　　　（5）投6人的票和投7人的票的情况。

Ⅳ.Ｄ.Ⅰ.否定秘密党。

　　　Ⅱ.在合法报刊上攻击秘密口号。

　　　Ⅲ.民族问题：崩得的分立主义。

　　　Ⅳ.民族问题：亚格洛。

　　　Ⅴ.民族问题：民族文化自治。

　　　Ⅵ.破坏多数人的意志和瓦解他们。

　　　Ⅶ.诽谤运动

　　　　（α）Ｘ.。

　　　　（β）马林诺夫斯基。

Ｖ.Ｅ.二十年的历史：

　　　“经济主义”　　　1894—1903年

　　　孟什维主义　　　　1903—1908年

　　　取消主义　　　　　1908—1914年。

　　　注意共同的代表大会？

Ⅵ.由于取消派和国外小集团（托洛茨基派、前进派、普列汉诺夫派）的极端无耻的谎言，我们声明：

（1）与我们的尽快召开一切“派别”的代表会议的要求相反，会议未能举行，我们表示十分遗憾；

（2）我们认为，召开这样的代表会议的唯一目的是揭露取消派分子和一些小集团的谎言，收集客观材料和事实。

我们参加任何这类代表会议的条件是：要保证收集此类材料并在各西欧社会党的报刊上公布。

取消派无耻地利用国际的决议来鼓吹破坏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的意志的自由。这是不能容忍的！！

德国给每个“小集团”提供3000马克援助的例子：亚格洛！！

大致是：

1.号召就……交换意见。

　……“否定老党”……对需要澄清的事和“混乱局面”作具体说明。

2.“老党已经消失”……不能开除同志，等等……骇人听闻！转弯抹角地对待“关键问题”……

3.“好心人的眼泪”：强盗

　　　　　　　　　　侨民

　　　　　　　　　　个人的忿恨

　　　　　　　　　　坐到一张桌子旁

　　　　　　　　　　容易，如此等等。波兰社会民主党。

　　　　　　　　　　昨日的罗莎

　　　　　　　　　　今日的华沙和罗兹

　　　　　　　　　　左派？

4.参看1912年3月26日《前进报》。

5.老党不存在吗？不能确定多数吗？不可能有群众组织吗？

6.泛泛之谈与事实！

7．选举。

8．报纸。

9．6人和7人的运动。

10.而周围呢？瓦解——或是国外小集团毫无作用（1912—1913两年）。

——或是取消派……

否定党的（α）。

……或者抱怀疑态度的（β）。

11.条件（Ⅰ）无条件地承认老党（原则上）……

（其中包括民族问题）

（其中包括左派）

（Ⅱ）无条件地承认多数（作为达到统一的实际步骤）……

12.统一吗？是的！2500个工人团体的统一，而不是对秘密党抱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小集团的分崩离析！！

就各主要之点交换意见！！





	载于1959年《历史文献》杂志第4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441—444页

















[107]指本应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1913年12月社会党国际局会议讨论了维也纳代表大会的问题，决定于1914年8月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并且安排在大会开幕那天庆祝第一国际成立五十周年。代表大会议程包括以下问题：生活费用腾贵；帝国主义和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这个问题包括三个小问题：东方问题；各国之间的强制性仲裁法庭，欧洲联邦）；酗酒；失业；俄国被囚禁和流放的政治犯的处境；其他问题。



各国的代表人数不得超过该国所拥有的表决票数的六倍。俄国有20票，因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和左派民粹派的代表以及工会的代表名额加起来不能超过120名。在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上，列宁就维也纳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问题作报告时，建议采取一切措施使社会民主党工人在出席维也纳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占多数。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次代表大会未能召开。——132。







《列宁全集》第25卷


再论政治危机

（1914年5月3日〔16日〕）

关于驱逐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的有名的4月22日杜马会议[108]，各家报纸已经议论得很多了。但是对于这个事件的意义，仍然阐明得不够。

任何政治危机，不管其结局如何，都会带来好处，这是因为它能使隐蔽的事物变为明显的事物，暴露政治上起作用的力量，揭穿各种欺骗和自我欺骗以及空谈和幻影，明显地展示“事物的真相”，并且可以说是强迫印入人们的头脑。

杜马中的全体民主派代表，既包括社会民主党人，也包括劳动派，受到了停止参加杜马会议15次的处分，并且大都是被武力逼迫离开的。采取这种停止参加会议的措施，是为了迎合那些由于追究齐赫泽而清楚地表明自己“坚决”打算向右靠一步（更确切些说，是一下子就向右靠10步）的人。投票赞成采取这种停止参加会议的措施的，有右派和十月党人，加上一部分进步党人，即与立宪民主党人结成亲密的、实际上不可分割的联盟的资产阶级自由派。

立宪民主党人弃权了！！！以民主主义相标榜的政党这次弃权，最好不过地表明了——远不是第一次——立宪民主党先生们的自由主义的本性。第四届杜马准备驱逐齐赫泽，继而驱逐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然后驱逐所有民主派，首先从停止他们参加会议开始，而处于反对派地位的自由派的“领袖”先生们竟然弃权了！！在这件事发生以后，不管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花费多少笔墨，写出多少诡辩和推托的言词，譬如说什么我们只是不赞成社会民主党人发言的“形式”等等，但是事情的实质，对于任何一个不愿欺骗自己的人来说始终都是一清二楚的。

在哥列梅金、罗将柯以及拥护他们两人的多数要停止民主派代表参加会议的时候弃权，这实际上就是用缄默来支持他们，在道义上赞同他们，从政治上增援他们。

不能认为尔·马·在《北方工人报》第61号上所表述的观点是正确的，他写道：“以十月党人为首的杜马中的多数采取了政治上自杀的行动。”这是左派自由派的观点，而不是民主派的观点，更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

杜马中的多数和十月党人根本没有自杀。他们都是些自觉的反革命分子，是六三联盟和斯托雷平体制的自觉的参加者，民主派的自觉的敌人。既然他们承认哥列梅金是自己的政治领袖，跟着这位领袖来反对自己的阶级敌人，反对与十月党人明显为敌的民主派的代表，那有什么自杀可言呢？

为什么要说“自杀”这种夸张的、根本不符合事实的话呢？要知道说这种话的前提就是认为十月党人不是民主派的敌人，也就是说，把一种令人愤慨的虚假的设想当作前提。这种话很象失去理智的左派民粹派的庸俗民主主义论调，他们常常叫喊道：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不过是一种“纸牌式的”机关，是纸牌搭成的房子。除非十月党人是“人民意志”的代表者，否则就不能把他们投票拥护哥列梅金、马克拉柯夫和舍格洛维托夫看作是自杀。其实，他们所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中最害怕人民的那些阶层的“意志”。

不，我们应当正视真实情况。这在政治上永远是最好的和唯一正确的办法。

4月22日杜马发生的事件彻底粉碎了残余的立宪幻想和合法幻想——这就是真实情况。普利什凯维奇、罗将柯和“左派”十月党人的反革命联盟加上一部分进步党人，直接地、公开地、坚决地、士兵式地（最后一词用的并非转义而是本来的意思，因为当时士兵确实被调进了杜马）反对民主派。米留可夫之流的反革命自由派弃权。这在经历了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的全部历史之后，在经历了20世纪头10年的全部历史之后是意料中的事。

好吧！少来点自我欺骗会对人民更好些。全国从4月22日的杜马事件得到什么益处呢？益处就在于又丢掉了一点对我国的自由事业有害的幻想。





	载于1914年5月3日《真理之路报》第7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128—130页

















[108]1914年4月22日（5月5日），第四届国家杜马的24名代表（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劳动派）受到不得参加国家杜马会议15次的处分。这件事的原委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布尔什维克“六人团”）、社会民主党党团（孟什维克）和劳动派向杜马提议，从议事日程中撤销对预算的讨论，直到关于代表言论自由的法案通过为止。国家杜马以多数票否决了这个提议。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劳动派便在大臣会议主席伊·洛·哥列梅金发言时阻挠杜马议程的进行。杜马主席米·弗·罗将柯乃提议给予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这一处分。对此，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曾举行罢工以示抗议。——136。







《列宁全集》第25卷


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

（1914年5月4日〔17日〕）

革命后的俄国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反对派的即进步的阶层中发生了深刻的思想转变。谁要是忘记了这个特点，谁就不可能理解俄国的革命及其性质，也不可能理解工人阶级的当代任务。

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思想转变表现在建立反民主主义的派别上（司徒卢威、伊兹哥耶夫、瓦·马克拉柯夫是明目张胆地干，其他的立宪民主党人则是偷偷摸摸、“羞羞答答”地干）。

民主派的转变表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无产阶级民主派）中间以及社会革命党人（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发生严重的思想瓦解和动摇上。甚至民主派的优秀代表也只限于对这种瓦解、动摇和背叛行为表示悲痛。马克思主义者则要找出这种社会现象的阶级根源。

这种瓦解的主要表现就是取消主义，早在1908年人们就给取消主义下了正式的、被“马克思主义者整体”所确认的定义，说它是“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地下组织而“代之以”公开的工人政党。在担负领导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于1910年1月举行的、有一切“派别”和一切集团的代表参加的最后一次正式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反对把取消主义当作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加以谴责。这一谴责以及对取消主义的阶级根源所作的说明都被一致通过了。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4年多了，群众性工人运动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又数千次地证明，对取消主义的这种评价是正确的。

事实证明，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或者是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实践，都同取消主义这个资产阶级的、反对工人的派别彻底决裂了。请回想一下1914年3月这一个月的情况吧，当时《北方工人报》是怎样辱骂“秘密报刊”（3月13日的报纸）和游行示威的（哥尔斯基先生在4月11日的报纸上），布尔金是怎样用彻头彻尾的自由派的腔调来辱骂“地下组织”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3期），臭名昭著的尔·马·是怎样用《我们的曙光》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在这一点上全力支持布尔金并且主张“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的，——只要回想一下这些情况就足以了解，为什么觉悟的工人们不能用别的态度来对待取消主义，而只能无情地谴责和彻底地抵制取消派。

但是这里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派别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

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同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联系起来的20年历史中产生的。在1894—1895年以前，还没有这种联系。“劳动解放社”只是在理论上为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并且迎着工人运动跨出了第一步。

1894—1895年的鼓动和1895—1896年的罢工，才建立了社会民主党同群众性工人运动牢固的密切的联系。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派别的思想斗争：“经济派”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即稍后一个时期的“火星派”的斗争（1895—1902年），“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1903—1908年），取消派同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1908—1914年）。

“经济主义”和取消主义是存在了20年的同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的不同形式。所有这些形式的机会主义不仅有思想的联系，而且还有人员的联系，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只要指出亚·马尔丁诺夫就够了，他最初是“经济派”的首领，后来成了孟什维克，现在则是取消派分子。只要举出象格·瓦·普列汉诺夫这样的见证人就够了，他本人虽然在很多地方 
［注：为什么我们说“在很多地方”？因为普列汉诺夫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立场，有好多次离开了孟什维主义：（1）在1903年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同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作过斗争；（2）代表大会以后普列汉诺夫主编《火星报》第46—51号，也反对过孟什维克；（3）1904年，普列汉诺夫为阿克雪里罗得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作过辩护，辩护的办法是恰恰避而不谈这个方案的主要错误；（4）1905年春天，普列汉诺夫脱离了孟什维克；（5）在1906年第一届杜马解散之后，普列汉诺夫采取了根本不是孟什维克的立场（见1906年8月的《无产者报》[109]）（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73—377页。——编者注）；（6）据切列万宁说，普列汉诺夫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110]同孟什维克“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作过斗争。要了解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为什么这样长久、这样坚决地反对取消主义，揭露取消主义，就应当知道这些事实。］

 接近孟什维克，但是他还是直率地承认：孟什维克吸收了知识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取消派是“经济主义”错误的继承者和工人政党的破坏者。

那些回避或歪曲工人运动这20年的思想斗争历史的人（诸如取消派和托洛茨基之类），给工人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谁要是象健忘的伊万[111]那样来对待工人自己的运动的历史，他就不可能是有觉悟的工人。俄国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最落后、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国家之一。因此工人的群众运动中产生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一翼，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20年来在清除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影响，即“经济主义”－取消主义的影响方面，有了巨大的进展。真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真正无产阶级基础，现在才第一次牢固地形成起来。谁都承认，甚至真理派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迫使他们承认的！——在觉悟的工人中间，真理派占绝大多数。1910年1月，马克思主义者的“全会”在理论上肯定取消主义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4年来觉悟的工人执行了全会决议，削弱了取消派的力量，撤销了取消派的各种职务，把取消派变成一个与群众性工人运动不相干的合法的机会主义文人集团，从而使人们在实践中肯定了这一点。

在这20年的思想斗争过程中，俄国工人运动不断成长壮大，日趋成熟。它战胜了“经济主义”，因为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全部优秀分子都站在“火星派”一边。它使“孟什维克”在革命的一切紧要关头都处于少数地位，甚至列维茨基本人也只好承认，工人群众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

它现在又终于战胜了取消主义，因此它又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走上了进行广泛的、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阐明的、由不折不扣的三个口号所概括的斗争的正确道路，走上了先进阶级为实现人类的先进历史任务而斗争的正确道路。





	载于1914年5月4日《真理之路报》第7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131—134页

















[109]《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20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21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21—40号在日内瓦、第41—50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20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发表了列宁的100多篇文章和短评。《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上发表了1909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141。



[110]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于1907年4月30日—5月19日（5月13日—6月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342名，代表约15万名党员，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30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39名。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布尔什维克89名，孟什维克88名，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45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26名，崩得代表55名。列宁作为卡马河上游地区（乌拉尔）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并被选入了主席团。



代表大会讨论了以下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组织；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国家杜马；“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工会和党；游击行动；组织问题；军队中的工作。列宁作了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报告和总结发言，并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等问题发了言。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用革命的纲领团结了他们，因而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取得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胜利。在一切主要问题上，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被确定为全党的统一的策略。代表大会选举了由5名布尔什维克、4名孟什维克、2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人、1名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鉴于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分不一，中央的领导不可靠，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按照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的章程，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不再由代表大会选举，而由中央委员会任命。——141。



[111]健忘的伊万意为忘记自己身世者或六亲不认、数典忘祖的人。在革命前的俄国，潜逃的苦役犯和逃亡的农奴一旦落入警察之手，为了不暴露真实姓名和身分，常常自称“伊万”（俄国最常见的名字），并声称忘记了自己的身世。因此在警厅档案中，他们便被登记为“忘记身世者”。这些人就被统称为“健忘的伊万”。——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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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平等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草案
[112]



（1914年5月6日〔19日〕以后）

1.俄国行政区划的变动，不论是农村或城市（村、乡、县、省、城市的区和段，以及郊区等），都必须以当前经济条件和当地居民民族成分的调查为依据。

2.这种调查由当地居民按照比例代表制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委员会来进行；少数民族因人口过少（按照比例代表制）不足以选出一名委员的，可以选出一名享有发言权的委员。

3.新界的最后批准权属于国家中央议会。

4.全国各地应毫无例外地按照比例代表制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地方自治机关；在地理、生活或经济条件以及居民的民族成分特殊的所有地区，有权成立自治区并设自治区议会。

5.自治议会和地方自治机关的管辖范围由国家中央议会确定。

6.国内各民族无条件地一律平等，属于一个民族或一种语言的任何特权都应被认为是不能容许的、违背宪法的。

7.某一地区或边疆区的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用何种语言处理事务，由当地的地方自治机关或自治议会确定，同时，各个少数民族根据平等的原则，有权要求无条件地保护本民族语言的权利，例如，要求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用来访来函的语言作答复的权利，等等。地方自治机关、市政当局等等不论在财政或行政、司法以及任何其他方面破坏少数民族语言平等的措施应被认为无效，必须根据国家公民提出的抗议予以废除，国家的任何公民不论居住何处都可以提出抗议。

8.国家的每个自治单位，无论是农村的或城市的，都应当按照比例代表制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来选举教育委员会，这种教育委员会在城市和地方自治机关的监督和领导下，全面地、独立自主地管理用于居民一切文化教育所需要的经费。

9.在非单一民族成分的地域单位，教育委员会的委员人数不得少于20人。这个数目（20人）根据自治单位和自治议会的决定可以增加。凡少数民族达到当地人口5％的那些地区，可被认为是非单一民族成分的地区。

10.该自治单位的任何少数民族因人口过少按照比例代表制不足以选出一名教育委员会的委员的，都有权选出一名享有发言权的委员参加教育委员会。

11.一个地区用于少数民族文化教育需要的经费的比例数字，不得少于这些少数民族在该地区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数字。

12.人口普查，包括公民母语的调查，在全国范围内每10年至少进行一次，而在非单一民族成分的区域和地区，每5年至少进行一次。

13.教育委员会所采取的任何措施，不论在哪方面破坏当地居民民族的完全平等和语言的完全平等，或者使文化教育经费的分配比例与少数民族在人口中的比例不相适应，都应被认为无效，必须根据国家公民提出的抗议予以废除，国家的任何公民不论居住何处都有权提出抗议。





	载于193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135—137页

















[112]《关于民族平等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草案》是为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草拟的，准备提交第四届国家杜马讨论。



1914年5月6日（19日）列宁在给斯·格·邵武勉的信中叙述了《草案》的要点。列宁指出，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广泛地说明民族文化自治是一种胡说（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



这个法律草案未能提交杜马。——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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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园主邻居”

（1914年5月8日〔21日〕）

有些成语往往可以极其准确地表达出相当复杂的现象的本质。一位地主兼国家杜马右翼多数派的成员，就哥列梅金在具有历史意义的4月22日杜马会议上的发言所说的一句名言，无疑就是这样的成语。


　　“要是有伊·洛·哥列梅金这样一位庄园主邻居，那该多愉快啊！”



　　这句话是在工人代表和农民代表被驱逐出国家杜马的那一天讲的，现在，在被驱逐的代表又回到自己的席位上的时候，回忆一下这句话是很有好处的。这句话非常清楚地描绘出了民主派在杜马内外所遇到的那种力量。冒冒失失地说出这个成语的贵族本来是想开一下玩笑，但是他无意之间说出了一个重要的、含义比他原来想说的要深刻得多的真理。的确，整个第四届杜马，整个由右派和十月党人组成的多数派以及国务会议的“显贵”，不是“庄园主邻居”又是什么呢？

在俄国，194个三等文官占有土地3103579俄亩，平均每个三等文官占有土地2万多俄亩 
［注：原资料的数字显然有误：平均占地约为16000俄亩。——俄文版编者注］

 。人数不到3万的俄国最大的地主总共占有土地7000万俄亩。正是这个阶级掌握着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中的多数以及大多数高级官吏，更不用说地方自治机关和地方管理机关的情况了。他们都是“庄园主邻居”。

在当今资本主义时代，那些“庄园主邻居”本人也愈来愈多地办工厂，经营酿酒、制糖等行业，愈来愈多地参加各种各样的工商企业、金融企业和铁路企业。最大的贵族阶层同最大的资产阶级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了。

这些“庄园主邻居”是俄国的最好的阶级组织，因为他们不仅象邻居那样组织起来，不仅组织成各种团体，而且还组织成一种国家力量。一切最重要的机关都被他们把持着，都是“按他们的模样”、根据他们的“需要”和利益建立起来的。当然，由于俄国的战争历史等原因，我国的国家制度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特点，一些有时也能引起地主阶级不满的特点。然而总的说来，大俄罗斯的地主老爷们毕竟提供了一个最好的阶级组织的榜样！

我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从这个榜样中得到多大好处，例如，他们就不敢设想，把自己的阶级组织成一种国家力量。但是，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从来都没有忘记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庄园主邻居”的这个杰出榜样……





	载于1914年5月8日《真理之路报》第8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138—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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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派和“派别暴力”

（1914年5月9日〔22日〕）

工人运动愈开展，它的行动愈齐心，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小集团就叫喊得愈凶，说这是“派别活动”、“真理派的流行病”、“派别的迷惑”等等。这些善良的人们甚至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做正证明了自己的思想贫乏。他们看成是天灾、只好放声哀号的地方，实际上恰恰表现出我国工人运动的成熟性和坚定性。

最能够暴露出知识分子反对工人“派别活动”的那种叫嚣的全部丑恶性和虚伪性的，莫过于不久以前公开进行的工人选举保险理事会这件事了。

我们不妨来看看民粹派的《劳动思想报》[113]。在彼得堡的所有保险理事会选举已经结束之后，我们在4月20日的《劳动思想报》上看到了一篇大肆叫嚣的文章，它一本正经地论证说，无论如何不应当“向真理派的派别暴力〈！！〉屈服”。

派别暴力！民粹派的报纸放肆到了什么程度，居然写出这种煽动性的词句！

请读者想想。工人进行了公开的选举。工人们相互打听了参加者的政治倾向。向大家公布了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异议的关于复选人政治面貌的下列材料：真理派37人，取消派7人，民粹派4人，政治态度不明的5人。工人们当然选举占多数的真理派。（也选出了几个少数派的代表，他们是非取消派的孟什维克。）在这以后，民粹派的报纸就发出了所谓“派别暴力”的叫嚣。

但是，民粹派先生们，要知道你们这样做就使自己成了十分可笑的角色。你们用自己的例子清楚地表明，滥用“派别活动”这个词是十分荒谬的。你们忘记了两个简单的数字：37和4。在53个工人复选人中，民粹派占4人，即只占7％。但是民粹派显然认为，工人们不应当选得票多的，而应当选得票少的当自己的代表。要满足民粹派的这种欲望，37个工人复选人就应当同4个工人复选人拉平。37等于4。善良的和“非派别性的”民粹派实质上企图向工人说明的就是这一点。难怪工人们怎么也领会不了民粹派的这种深奥的道理。

“非派别性的”民粹派先生们，凡事都有个限度。当你们在53个复选人中只占4人的时候，你们就叫喊什么多数人的“派别暴力”，这只能说明：你们不尊重多数人的意志，你们疯狂叫嚷反对“派别活动”是企图破坏绝大多数工人的意志。真正企图让一小撮人对绝大多数人使用暴力的，不是别人，恰恰正是你们。

你们推行脱离群众的小集团的最可怜最无原则的政策，你们企图用叫喊反对“派别暴力”来影响工人们的神经，你们用这种并不诱人的手段硬要别人来满足你们小集团的利益。如果说有某种最不正派的“派别活动”的话，那正表现在破坏工人意志的取消派和民粹派小集团的言行上。

在里加这个大中心城市的保险理事会选举中，我们也看到同样的情况。

为了推选参加省保险会议的候选人，里加召开了各伤病救济基金会理事的会议。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有21个救济基金会。会上各政治派别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方面是取消派、民粹派、无党派人士和几个工会。另一方面是真理派。双方都有许多人发表了演说。结果，真理派的名单获得44票，其他一切派别的联盟一共获得20票。（这个材料转引自《劳动思想报》第2号）可见，真理派就占了2/3强。

在这以后，民粹派又哭叫起“派别活动”、“派别暴力”来了。

你瞧，他们就是这样玩弄字眼的！其实民粹派从来不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派别。民粹派和社会民主党一向是两个独立的政党，有各自的纲领、策略和组织。社会民主党人和民粹派之间的斗争是两个党的政治斗争，根本不是“派别”的斗争。这哪里说得上“派别活动”呢？

取消派和“调和派”反对“派别活动”的叫嚣只会有利于工人政党的敌人，只会造成混乱和涣散，混淆概念，把工人弄糊涂，这不是很明显吗？

叫嚷反对“派别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手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敌人正在有意识地利用这种手法来愚弄工人。当某个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小集团不喜欢工人们的决定时，他们就大叫：救命啊，又搞“派别活动”啦，救命啊，使用“派别暴力”啦！

先生们，你们这样叫嚷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惊奇。分裂派分子和自由派分子费·唐·在《北方取消派报》上每隔一行就要赌咒发誓说，他是拥护“统一”的；托洛茨基在他的极端知识分子的、彻头彻尾知识分子的杂志中大肆渲染地叫喊着“从派别中解放出来”；《劳动思想报》那些小资产阶级的“也是社会党人”硬说，他们是拥护统一的，——可是工人们对所有这些人的回答是：谁拥护工人运动的真正统一，谁就应当服从觉悟工人的多数，谁就不得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载于1914年5月9日《真理之路报》第8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140—143页

















[113]《劳动思想报》（《Мысль Труда》）是俄国左派民粹派的合法报纸。参看注3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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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的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腐蚀

（1914年5月10日〔23日〕）

工人运动愈发展，资产阶级和农奴主就愈拼命地试图镇压或瓦解它。用暴力来镇压和用资产阶级影响来瓦解，这两种方法在全世界、在各个国家都经常采用，统治阶级的各个党时而采用这种方法，时而采用那种方法。

在俄国，特别在1905年以后，最聪明的资产者清楚地看到，光用赤裸裸的暴力是靠不住的，于是各“进步的”资产阶级党派就愈来愈经常地鼓吹各种各样的能够削弱工人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学说，用这种方法来分化工人。

精致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它在最漂亮和最动听的借口下，例如在保护“民族文化”利益、保护“民族自治或独立”等等利益的借口下鼓吹分化瓦解无产阶级。

觉悟的工人正用全副力量反击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不论是粗鲁的、暴力的、黑帮的民族主义，还是鼓吹各民族平等同时又主张……以民族划线分化瓦解工人事业、工人组织、工人运动的最精致的民族主义。觉悟的工人正在执行马克思主义者最近（1913年夏天）一次会议[114]的决议，他们跟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不同，不但坚持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最充分、最一贯、最彻底的平等，而且还坚持各个民族的工人必须在各种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中打成一片。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纲领与任何资产阶级的，即使是最“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民族纲领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

马克思主义者重视承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仅因为他们是最彻底的民主派。无产阶级团结的利益、工人的阶级斗争的同志般团结一致的利益要求各民族最充分的平等，以消除民族间最微小的不信任、疏远、猜疑和仇恨。充分平等也包括否认某种语言的任何特权，包括承认各民族自决的权利。

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要求民族平等实际上往往就等于鼓吹民族特殊性和沙文主义，而且这种要求又经常是同鼓吹民族分裂和疏远同时并进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决不能容忍这种要求，因为国际主义不但宣传民族接近，而且宣传一国的各族工人在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中打成一片。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坚决斥责所谓“民族文化自治”，也就是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而交给各个民族管理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在“民族文化”问题上，以一个国家联盟的民族划线分割教育事业，把它交给各自有单独的议会、教育经费、教育委员会和教育机关的民族联盟。

这是腐蚀和分化工人阶级的精致的民族主义的计划。针对这个计划（崩得分子、取消派分子、民粹派分子的，即各种小资产阶级集团的计划），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如下的原则：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最充分的平等，直到否认国语的必要，同时坚持各民族最亲密的接近，坚持建立各民族统一的国家机关、统一的教育委员会、统一的教育政策（世俗教育！），坚持各族工人团结一致反对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反对以“民族文化”的口号作幌子来欺骗头脑简单者的民族主义。

让那些小市民民族主义者——崩得分子、取消派分子、民粹派分子和《钟声》杂志[115]的作者们——去公开捍卫他们那些精致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原则吧！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愿他们不要象弗·奥·女士在《北方工人报》第35号上那样欺骗工人，硬要读者相信，似乎《拥护真理报》[116]否定用母语来教学！！！

这是极大诬蔑，因为真理派不但承认这种权利，而且比任何人都更坚定不移地承认这种权利。真理派拥护宣布不要义务国语的那次马克思主义者会议，在俄国首先完全承认使用母语的权利！

把用母语教学同“以民族划线分割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混淆起来，同“民族文化自治”混淆起来，同“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的做法混淆起来，是绝顶无知的表现。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民主主义者）都没有否定用母语教学。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采纳过“民族文化自治”的纲领，——只有在奥地利一个国家有人提出过这个纲领。

弗·奥·女士所引用的芬兰的例子恰恰打了她自己的耳光，因为在这个国家中承认并实现了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平等（这是我们无条件地并且比一切人都更彻底地承认的），至于象“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成立单独的民族联盟来管理整个教育事业以及用民族藩篱把国家整个教育事业分割开等等，那是根本没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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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指1913年9月23日—10月1日（10月6—14日）在波兰扎科帕内附近的波罗宁村举行的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出于保密考虑定名为“八月”会议或“夏季”会议）。这次会议就其历史意义说相当于一次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2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7人，有发言权的5人。会议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他作了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关于将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及议程上其他问题的报告，审订了全部决议。会议还听取了各地的报告以及关于目前的鼓动任务、组织问题和关于党代表大会、关于罢工运动、关于党的报刊、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关于在合法团体里的工作和关于民粹派等项报告。会议指出在国内工人运动加强、革命不断发展和取消派影响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党的主要革命口号仍然是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会议决定立即普遍开展全俄政治罢工的鼓动。会议强调指出，合法报刊已成为使群众布尔什维克化的有力工具，各个党组织必须用订阅和捐款来支持合法报刊，并把这看作是交纳党费。会议同时还决定扩大秘密书刊的出版。为了加强革命鼓动，会议建议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更广泛地利用国家杜马的讲坛。由于孟什维克侵犯布尔什维克代表的权利，会议要求社会民主党党团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部分权利平等。会议决定加强在合法组织（工会、俱乐部等）中的工作，以便把它们变成党的支柱。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驳斥了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的民族文化自治的论点，强调指出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将一国各民族的无产者在统一的政治、工会、合作社和教育组织中打成一片。社会民主党应当坚持被压迫民族自决直至分离和组成独立国家的权利。会议认为主要的组织任务是加强每一城市的党的领导组织，并建立地区的党的联合组织。会议还就拟订党代表大会的议程和准备决议草案的问题向各个党组织发出了指示。——152。



[115]《钟声》杂志（《Дзвiн》）是合法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刊物（月刊），倾向孟什维克，1913年1月—1914年在基辅用乌克兰文出版，共出了18期。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В．П．列文斯基、弗·基·温尼琴柯、列·尤尔凯维奇（雷巴尔卡）、德·顿佐夫、西·瓦·佩特留拉、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达·托洛茨基等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停刊。——154。



[116]《拥护真理报》（《За Правду》）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1913年10月1日（14日）—12月5日（18日）代替被沙皇政府查封的《真理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52号。——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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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形势

（1914年5月13日〔26日〕）

俄国当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是一般罢工运动以及政治罢工（如五一罢工）日益发展，“真理派”在工人中间不断加强（首都保险机关的选举和全俄保险机关的选举都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

工人运动的这种性质同绝大多数觉悟工人视之为自己人的派别有着非常明显的联系，所以用不着作特殊的说明了。

其次，当前政治形势的标志是特别清晰地显露出一个“左派联盟”，也就是无产阶级民主派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和取消派）采取共同行动，既反对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也反对变节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左派阻挠杜马议程的进行，右派、十月党人和部分进步党人投票赞成（立宪民主党人弃权）停止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分子参加杜马会议，这两件事让人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左派联盟”。无产阶级民主派丝毫没有削弱自己的独立性，也没有放弃自己无产阶级的即真理派的路线。支持这条路线而反对自由派的只有劳动派和取消派，虽然这两个派别常常摇摆，倒向自由派。

最后，在资产阶级中间，当前政治形势的标志是动摇和不满。工商界代表大会的发言和决议就表明了这一点。不满意政府和反对政府的情绪表现得很明显。

十月党人——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在杜马讨论内务部的预算时通过了反对内务部的决议，也表明了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人欢呼十月党人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可是他们忘记再补充一句：此时，他们自己也接受了十月党人的观点！！

第四届杜马通过的决议所持的是十分明确的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观点。这个决议谴责政府的政策，是因为


　　“各地行政当局的胡作非为，在广大的、安分的〈即反动资产阶级的和地主阶级的〉居民阶层中引起了不满和暗潮，这就促进了反国家派别的产生和加强”。



　　十月党人先生们指的是民主派。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一再地公然背弃民主派。这样更好些，因为他们从来不是民主派，也不可能成为民主派，他们伪装成民主派不过是要欺骗民主派罢了。民主派不摆脱立宪民主党人玩弄的这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骗局，在俄国就一步也不能前进。结论：

工人运动进一步加强了。大多数工人同“真理派”的团结进一步紧密了。

无产阶级民主派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和取消派）采取共同行动反对右派和立宪民主党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左派联盟”清楚地显露出来了。

六三体制的内部，地主和反动资产阶级内部却是分崩离析，摇摆不定，互不信任，彼此心怀不满。“他们”互相指责：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指责自由派，自由派指责普利什凯维奇之流，都说对方在鼓励和加速新的革命。

形势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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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统一和知识分子的“派别”

（1914年5月13日〔26日〕）

觉悟的工人们在继续进行自己的运动时，经常回顾工人运动所走过的道路，一再考虑这条道路死不是正确，能不能再加以改进。

在俄国所有的阶级中，没有一个阶级象工人阶级这样直率地、明确地、尽可能公开地讨论自己的策略，即自己运动的方向和方法，就是有教养的和有钱的资产阶级也办不到。只有那些愚蠢的或害怕广大群众参与政治的人，才会觉得工人报刊上经常开展有关策略问题的公开的热烈争论是不适当的或多余的。事实上正是这些热烈的争论帮助全体工人养成全面考虑工人自己的政策的习惯，为运动制定出坚定明确的阶级路线。

不久以前，“国家有价证券印刷厂”的工人们令人十分信服地表明，觉悟工人对待策略问题的争论所采取的和应该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态度。

他们在《真理之路报》第68号上写道：“印刷厂的同志们响应《北方工人报》拥护者的号召，把捐款平分给了两家报纸，以为这样做似乎是实现统一的一个步骤。我们向他们指出，这个步骤在我们看来是不正确的，不但不能导致工人运动的统一，反而会推迟工人团结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时间。我们不妨举这样一个实际例子。譬如，我们看到有两个人就有关我们本身的一个问题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我们对这种争吵感到不快，希望能制止争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怎样做呢？很明显，我们应当弄清楚谁比较正确，而且站到他一边，这样，错了的人就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果还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那也会在精疲力竭时停止争论。但是，如果我们对两个人都加以支持和鼓励，那争论就会没有尽头。”

印刷厂的工人们就是这样写的。他们就这件事向全体工人所作的简单说明，是根本驳不倒的。

“平分”援助，或者希望把一切派别合并即“把一切派别联合起来”（顺便提一下，这是同情取消派的杜马代表所说的），这实际上就是力图从一旁指挥工人，以为工人自己无法“弄清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小集团都可以出版小册子或杂志，宣布自己是一个“派别”，例如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波格丹诺夫小集团、托洛茨基小集团或摇摆于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尼·尼·吉姆美尔小集团等等就是这样做的。

“派别”要多少有多少，可是有人却号召工人说：请你们“平分”援助吧，请你们承认“一切派别”吧！！！

显然，任何一个哪怕是稍微有一点觉悟的工人都会问：在争论什么问题？是关于我的斗争吗？是关于我的政策和策略吗？是关于我的政党吗？

要是这样，可爱的先生们，还是让我自己来弄清楚吧，只有我赞同和拥护的策略，我才认为是自己的策略。

这是非常清楚的，清楚得象白昼一样。

只是由于在俄国没有出版自由，还有很多工人（特别是在外省）是第一次看到某种工人报纸，还根本“弄不清楚”工人政策方面的各种问题，只是由于这种原因，在俄国才有可能出现这种知识分子指挥工人的现象，即号召工人承认“一切派别”，把援助“平分”给这些派别。

在市场上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喊得最凶、发誓最狠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

在知识分子忙忙碌碌的市场上也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叫喊反对指挥工人喊得最凶的，恰恰就是那些指挥工人的知识分子，恰恰就是宣布了一大堆反马克思主义和反无产阶级的“派别”的知识分子。

拿彼得堡来说吧。未必有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会不同意这样一个事实：与外省相比，彼得堡的工人更有文化，更有觉悟，更习惯于也更有本领来真正独立地“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学说方面和工人运动实践方面的一切问题。

结果怎样呢？

彼得堡的工人自己弄清楚了，并且认定真理派是正确的派别。

彼得堡的绝大多数工人都拥护“真理派”，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只承认这个“派别”是自己的派别。

在外省，真理派没有占这样大的优势，但毕竟占着优势。两年来关于工人团体的材料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种材料使“真理派”的对手“感到不快”，但它并不因此就不成其为事实。

大多数觉悟工人都弄清楚了，他们审查了拥护和反对某种策略的理由，认定真理派的策略是自己的策略。然而各知识分子“派别”的创始人，即取消派、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杂志）以及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混合体（吉姆美尔先生的《同时代人》杂志[117]）等等的创始人，现在却企图搞垮和破坏大多数觉悟工人的统一和意志。

我们深信，所有这些宣扬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或宣扬向这种思想让步的知识分子“派别”，都将在先进的工人马克思主义者的觉悟和意志面前碰得粉碎。彼得堡的例子就证实了我们的这一信念。

特别可笑的是，各个小集团和“派别”的知识分子创始人一方面在破坏工人的统一，另一方面却高喊“统一”。他们反对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的工人的统一，而拥护口头上许诺的各知识分子派别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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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同时代人》杂志（《СовРеменник》）是俄国文学、政治、科学、历史和艺术刊物，1911—1915年在彼得堡出版，原为月刊，1914年起改为半月刊。聚集在杂志周围的有孟什维克取消派、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和自由派左翼。1913年以前该杂志事实上的编辑是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以后是尼·苏汉诺夫（尼·尼·吉姆美尔）。撰稿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叶·德·库斯柯娃、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维·米·切尔诺夫等。《同时代人》杂志自称是“党外社会主义刊物”，实际上是取消派和民粹派的刊物。该杂志同工人群众没有任何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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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左派民粹派

（1914年5月14日〔27日〕）

左派民粹派在《坚定思想报》第20号上，民粹派在《俄国财富》杂志第4期上大肆攻击民粹派的《俄罗斯新闻》[118]，因为《俄罗斯新闻》主张份地转移的自由，即份地买卖和抵押的自由。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是因为它特别清楚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粹主义理论极端落后、极端反动的估计。此外，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也使我们不得不谈一谈它。

在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农业中的一切小业主必然日益被卷入交换，并且依赖市场，不仅依赖当地的和本国的市场，而且依赖世界市场。世界经济的每一天的发展，新建的每一俄里铁路，每一个刚刚离开农村到城市或者到工厂“谋生”的劳动者，每一部新的农业机器，总之，可以说世界经济生活每前进一步都把最偏僻的地方转入了交换。日常看到的亿万种现象证明，这种交换经济，商品生产，资本主义正毫无例外地在世界各个角落和一切国家发展着。这是因为交换经济和简单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同样是对每个农村、每个“手工业”行业进行的亿万次日常经济观察所证实的现象。

显然，处于这种世界经济环境里的农民就是商品生产者，他们日益依赖市场，以便出卖自己的产品，购买劳动工具和消费品，雇用工人或者自己受雇当工人。在这种情况，既然存在着土地私有制，那么，买卖和抵押土地的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限制这种自由的种种尝试，结果只能是产生一千零一种逃避法律的方法，滋长一千零一种拖拉作风和官吏们死板的形式主义，使农民的境况更加恶化。试图用限制土地自由转移的法律或规章来阻挡世界资本主义，就和试图用枝条编成的篱笆来阻挡火车一样，是件十足的蠢事。维护这种做法也就是维护农奴主的盘剥，维护农村的停滞和腐朽。

学过一点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俄国正在进行资本主义和农奴制的交替。

俄国没有什么其他的、“第三种”国民经济结构。农奴制和资本主义都是对劳动的剥削，在这个意义上两种制度都是“绞索和盘剥”。但是农奴制的特点是：长期停滞，劳动者麻木愚昧，劳动生产率很低。资本主义的特点则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非常迅速，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劳动者的麻木状态被打破，劳动者团结起来和投入自觉生活的能力开始苏醒。

因此，称资本主义为绞索和盘剥，同时还主张（象民粹派那样）阻碍资本主义发展，那就是在实际上成为农奴制残余、野蛮和停滞的维护者。

左派民粹派主张限制土地转移的自由，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过去一向而且将来也要称他们为“反动的社会主义者”。

我们劝告觉悟的工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要向左派民粹派和一切民粹派“宣战”！我们敢用脑袋担保，拥护左派民粹派的将是一些昏聩的老朽，他们不仅主张限制土地转移自由，而且还主张保留信仰鬼神、奴颜婢膝、鞭笞、扒灰和用棍子来“管教”“老婆”的陋习。

拥护我们的却是朝气蓬勃、有文化、不信鬼神的年轻一代。只要摘引彼舍霍诺夫先生的一段话，就足以使年轻一代以应有的方式对待这一类人了：


　　彼舍霍诺夫先生写道：“我说过，农民没有本事充分理智地利用抵押贷款。这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劳动经济制度并不是这样的制度……”



　　请看，农民没有“理智”！请看，农奴主和自由派官吏们倒有替农民作主的“本事”！！这就是一个现实的、眼前的、实际的、细小的但是很清楚的问题。在有醒悟了的、自觉的农民参加的每次会议上，都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嘲笑左派民粹派这班先生。

“劳动”经济只是知识分子的甜蜜空谈。任何一个农民都很清楚，没有买和卖，是活不下去的。在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面前，“劳动经济制度”的空谈是要彻底破产的。


※　　　　　※　　　　　※

左派民粹派在蒙骗“庄稼汉”，他们把土地自由转移的问题同“土地退出商品流转并把土地变为全民财产”（《坚定思想报》第20号）的主张混为一谈了。

第一，只有不学无术的人才可能不知道，“把土地变为全民财产”不是要土地退出商品流转，而是相反，要更广泛、更自由、更迅速地把土地吸引到商品流转中来。

“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先生们，学一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吧！

第二，正象马克思所证明和指出的那样，激进的资产者可以提出而且也屡次提出过“把土地变为全民财产”的要求。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谁以为维护农奴主对土地自由转移的限制会促进这种转变，那他就不是激进的资产者而是落后的资产者了。

只要还存在土地私有制，限制土地的转移就是一种有害的和反动的办法。要实现工人民主派的理想，只有最迅速地消灭农奴制的痕迹，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　　　　　※　　　　　※

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这样说，现在也反复这样说：必须肃清农民民主主义观点中的农奴制残余。民粹派仅仅在反对农奴制，拥护民主制这点上才值得支持。可是，既然他们在维护小资产者的麻木和落后、狭隘和自私，那么他们就是最大的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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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列宁曾指出，《俄罗斯新闻》把右的立宪民主主义同民粹主义情调独特地结合了起来。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161。







《列宁全集》第25卷


取消派和马林诺夫斯基的简历

（1914年5月22日〔6月4日〕）

取消派在谈到马林诺夫斯基出走[119]的许多文章里，除其他种种诽谤外，还一口咬定，完全是真理派的“分裂活动”把马林诺夫斯基推举到显赫的位置，说马林诺夫斯基是一个政治“风向标”，如此等等。

下面我们要把取消派报纸《光线报》的一篇编辑部文章一字不改地刊登出来，这篇文章是在马林诺夫斯基被选入国家杜马的第二天，也就是取消派还用不着下贱到用卑劣的谎话同对手斗争的时候发表的。

读看这篇文章的全文（1912年10月28日《光线报》第37号）：



罗·瓦·马林诺夫斯基

　　（莫斯科工人选出的代表）前彼得堡五金工会书记罗曼·马林诺夫斯基被莫斯科省工人选为代表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有了他，才第一次有了一位工会运动的著名实践家，他在最艰苦的反动年代曾经积极地参加了各种公开的工人组织。

从1906年5月1日工会成立的那天起，马林诺夫斯基就是工会会员。1907年初，他被选为工会书记，直到1909年11月在禁酒代表大会第一个工人代表团筹备会议上被捕以前，他一直担任这个重要职务。由于被驱逐出圣彼得堡，他不能积极参加工会工作了，但是他同组织仍旧保持着思想上的联系。

马林诺夫斯基担任书记工作那几年，正是在工会生活中不仅必须同艰苦的外部条件作斗争，而且必须克服工人本身的冷漠态度的时期。马林诺夫斯基的个人榜样可以作为对付这种“内部敌人”的锐利武器。

他精力充沛，好象从不知疲倦。不论是领导罢工这样的重要工作还是组织建设这样的细致工作，他都以同样的热情来进行。

最主要的是，马林诺夫斯基总是努力把这种日常工作同工人运动的总任务联系起来，在奋力解决当前问题时，从不忘记最终目标。

工会工作占用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许多时间和精力。虽然如此，他并没有局限于做工会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他参加了近几年来工人的历次行动。他是彼得堡工人选出的出席1908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合作社代表大会的代表。1909年的复活节，他代表圣彼得堡五金工人出席了工厂医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关于老年和残废保险的报告。五金工人还选派他出席禁酒代表大会，因为被捕，他没有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在莫斯科，马林诺夫斯基的活动不得不有所限制。不过就是在莫斯科，他也不是袖手旁观的：他参加了工厂医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有一个时期同工人合作社很接近，如此等等。

对政治性的工人运动这位莫斯科的新代表也一向极为关注。

从思想信仰来说，他是一位布尔什维克。可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在1908年——当他的同志们在伦敦代表大会后竭力争取让党的代表参加工会理事会的时候——为了工会运动的统一而站出来反对自己的同志们。这也没有妨碍他在工厂医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为了工人代表团的统一而反对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破坏行为。

可以大胆地指望，这位新工人代表在政治舞台上的活动一定会获得象在工会运动方面的活动所获得的同样成果。





　　两年前取消派自己就是用这种歌功颂德的词句介绍布尔什维克马林诺夫斯基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工作是全体工人有目共睹的，因此能不这样写吗？甚至当时已经是马林诺夫斯基政敌的取消派，也不能不对他表示极大的尊敬。他们用对马林诺夫斯基过分赞扬的词句来介绍他以往的工作，介绍当时已经把他推举上来的工作。他们把他树为其他人的榜样。根本没有“风向标”之类的话。不过当时还没有编造出马林诺夫斯基是作为赞同取消派那种“统一”的候选人被选进杜马的神话。过了两个星期，举行了联合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第一次会议。取消派自己一致推选马林诺夫斯基为杜马党团的副主席，这和以前他们支持他当出席各种社会团体代表大会（如工厂医生代表大会等等）的工人代表团团长候选人一样。最著名的“八月联盟派分子”（现在的《斗争》杂志的台柱）在杜马选举以后，在给马林诺夫斯基的那些推崇备至的书信中，几乎把他称为未来的倍倍尔。

当马林诺夫斯基成了取消派的激烈反对者的时候，当马林诺夫斯基采取了一个不久以后他自己也一定会认为是绝对错误的步骤的时候，取消派就从黑帮报纸的垃圾堆里捡起最龌龊的诽谤，泼到他们曾经备加颂扬的前代表身上。

马林诺夫斯基凭他的政治经历和他的才华，在任何党团里都能起显著的作用，如果他同取消派意见一致的话，取消派就会把他当作圣像来供奉，这是尽人皆知的。可是取消派却恬不知耻地说，是“分裂活动”把马林诺夫斯基推举了上来。

看到有人竭力利用一个人的个人不幸来攻击敌对的政治派别，你真会替这种人感到害臊。我们不想把马林诺夫斯基同赫鲁斯塔廖夫相提并论。但是，如果在赫鲁斯塔廖夫的事件发生以后，取消派的政敌根据这种个人的遭遇来侮辱孟什维主义，“利用”赫鲁斯塔廖夫事件来攻击整个孟什维克派，那么取消派会说些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赫鲁斯塔廖夫是一位孟什维克，曾经是孟什维克出席伦敦代表大会并且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等的著名代表；大家都知道，孟什维克曾为赫鲁斯塔廖夫而感到自豪。

“真理派”的政敌确实不少。但是还没有一家敌对的报纸（只有杜勃洛文派和普利什凯维奇的报纸例外）堕落到取消派报纸近来那样下贱的地步。甚至自由派的举止也比他们体面得多。

先用一些令人不能置信的最肮脏的字眼诬蔑对手，最后又夸夸其谈地号召同这位被诽谤的对手实行……统一。这就是所有马尔托夫和唐恩之流的虚伪的、可耻的、卑鄙的策略。

取消派在马林诺夫斯基出走事件上所表现的卑鄙行为，连瞎子也一定会看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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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指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成员罗·瓦·马林诺夫斯基从第四届国家杜马出走一事。由于这种擅自离开战斗岗位的逃兵行为和破坏组织的行为，马林诺夫斯基被开除出党。



后来查明马林诺夫斯基是一名奸细（参看《惩办包庇奸细的罗将柯和准科夫斯基！》和《莫名其妙的断章取义》两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25页和第326—327页）。1918年，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庭的判决，马林诺夫斯基被枪决。——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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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条道路

（1914年5月24日〔6月6日〕）

不久以前，高加索取消派领袖阿恩在一篇引起觉悟工人注意的文章中声称，他同《光线报》及其继承者的意见不一致，不同意他们的机会主义策略。

这个声明等于宣告“八月联盟”的瓦解，——任何诡辩，任何伎俩也驳不倒这个事实。

但是现在，我们要请读者注意另外一点，也就是阿恩关于俄国发展的两条道路的言论。阿恩写道：


　　“《光线报》把自己的策略和改良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执行改良的方针。《真理报》把自己的策略和‘急风暴雨’联系在一起，执行破坏的方针。”



　　于是阿恩得出结论说：应该把这两个策略结合起来。这个结论是完全要不得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俄国的道路，俄国发展的性质和速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是由社会力量的对比、阶级斗争的合力决定的。

这是非常明显的。

在俄国起作用的有哪些社会力量？阶级斗争的路线如何？

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不能不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现在俄国正在经历资产阶级民主改造，即摆脱农奴制而求得解放。在世界资本主义环境下，俄国的这种解放是必然的。暂时还不知道的只是争取解放的各种社会力量将形成怎样的合力。主要社会力量有下列三种：（1）资产阶级君主主义自由派（进步党、立宪民主党和一部分十月党的资本家和一部分地主）；（2）资产阶级民主派（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等等）；（3）无产阶级。

这三个阶级中的每一个阶级都按照本阶级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的路线进行活动（当然，我们所讲的只是群众的活动）。将要形成的是一种而且只能是—种合力。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俄国的两条道路呢？只有在如下的意义上才可以说，即我们现在不知道，并且在斗争结束以前也无从知道，这种合力的方向在两条最简单明了、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的路线之间比较靠近的是哪一条。第一条路线是“改良”，第二条路线是“急风暴雨”。

所谓改良，就是不从旧的统治阶级手中夺取国家政权的变革。而性质相反的变革就叫作“急风暴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阶级利益要求只实行改良，因为资产阶级害怕“急风暴雨”更甚于害怕反动势力，资产阶级企图保持旧的农奴制的机构（官僚制度、两院制等等）来抵御工人。在世界上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包括俄国在内，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造时期都是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这种动摇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农民既是地主和农奴制的敌人，同时自己又是小业主即小资产者。

至于无产阶级，它的利益同极大多数居民、同所有被剥削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它所走的不是改良主义的道路，而是在俄国以人所共知的“三条鲸鱼”为标志的那条道路。

如果大多数农民和居民跟着自由派走，那将是最坏的一条“道路”，对工人和被剥削者最不利，对他们最痛苦的一条道路。如果大多数农民和居民跟着工人走，情况就会相反。究竟形成何种合力，只有斗争的最终结局才能完全揭示出来。

现在我们明白了，阿恩的含混不清的言论的真正意思是什么。他与其说是认识到了，不如说是感觉到了取消派的机会主义以及他们对工人阶级的背叛。

取消派是改良主义者。实际上他们执行的是自由派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策，他们要引导工人去服从资产阶级。

“真理派”执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在俄国的改造中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真理派”是不是忽视利用改良呢？这很好回答，摆一些事实就可以了。就拿真正的而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改良——保险来说吧。大家知道，真理派“抓”这项改良要比取消派抓得紧十倍，关于这一点请参看《保险问题》杂志[120]和全俄保险理事会选举结果。

再拿罢工时经济斗争的“局部要求”来说吧。大家知道，真理派付出了1000倍的精力来领导这种真正的而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运动。

如果真有一个集团否定利用改良、否定局部改善，那就不能同它联合，因为它实行的是对工人有害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政策。

同取消派也不能联合，因为它否定和辱骂“地下组织”，否定和抛弃两条“鲸鱼”，在俄国目前情况下宣告为建立公开的党而斗争，宣告政治改良是可能的，而这一切都是背叛工人阶级、投靠资产阶级的行为。

真理派“执行急风暴雨即破坏的方针”（用阿恩的说法），同时没有放过（事实说明了这一点）任何一个真正的改良和局部改善的微小机会，又向群众解释改良主义的虚伪性。这种策略是唯一正确的、唯一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因此全俄国的觉悟工人以压倒的多数（事实，即工人团体的数目证明了这一点）接受了这个策略。

只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拥护者，即民粹派和取消派在徒劳无益地反对工人，反对“真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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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保险问题》杂志（《Вопросы Страхования》）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刊物（周刊），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领导，1913年10月26日（11月8日）—1914年7月12日（25日）和1915年2月20日（3月5日）—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63期。参加杂志工作的有列宁、斯大林、瓦·弗·古比雪夫和著名的保险运动活动家尼·阿·斯克雷普尼克、彼·伊·斯图契卡、亚·尼·维诺库罗夫、尼·米·什维尔尼克等。——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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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自己希望什么的普列汉诺夫

（1914年5月25日〔6月7日〕）

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在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上已经不止一次地碰到倒霉的事情。最近11年来（从1903年秋天他脱离布尔什维克投奔孟什维克的时候起），在这两个问题上他不止一次地糊涂得令人发笑。

现在他又开始糊涂起来了，因此我们不得不向读者谈谈这个悲惨的情景。首先我们要回忆一下普列汉诺夫在动乱时期（1909—1911年）的巨大功绩。他歌颂地下组织，坚决拥护党关于反对取消主义的决议。他指出取消派搞机会主义和恢复“经济主义”（1894—1902年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思潮）。他证明，取消派否定地下组织就是背叛了党。他公正地阐明，“波特列索夫先生”等于犹大，使徒们没有犹大要比有犹大更有力量。

这些都是完全贯彻了1908年和1910年决议的明确而严整的思想。

下面请看普列汉诺夫的新“转变”。现在，他在《统一报》[121]上骂真理派搞“派别活动”和“篡夺”（非法夺取，贪天之功），硬说我们这里“不是有一家而是有整整两家工人报刊”。

这句话不太通，但意思还是清楚的。取消派的报纸也被宣布为工人的报纸！！真是怪事！要知道同一个普列汉诺夫曾捍卫过宣布取消主义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正确决议。

普列汉诺夫想忘掉这一点也没有用。工人只会对这种健忘加以嘲笑。

取消派的报刊不是工人的报刊，而是传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报刊。这在“整体”的决议[122]中写得明明白白。取消派至今还在向大家明显地证实这一点（例如，见1914年《我们的曙光》杂志第3期上布尔金和马尔托夫反对地下组织的同一调子的言论）。

普列汉诺夫号召同取消派统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同完全象波特列索夫那样否定地下组织的文人集团统一吗？主张这种统一，就得主张否定地下组织！

普列汉诺夫糊涂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

其实，取消派不但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新工人报》（该报的领袖是费·唐·和尔·马·）上，而且也通过齐赫泽之流清清楚楚地说过，他们坚持自己的意见，也就是保护波特列索夫，允许辱骂地下组织。他们维护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的主张。

普列汉诺夫在同一个时间既指责取消主义是反党的犯罪行为，又主张和取消派“统一”。

对此只能一笑置之。

真理派张开双臂欢迎一切真正愿意承认被波特列索夫抛弃的那种“形式”的工人，并认为同地下组织反对者讲“统一”的空谈，正是那些不知道自己究竟希望什么的人的空谈。

对于所谓“篡夺”的指责，真理派只需心平气和地反问一句：那些喜欢夸夸其谈、讲空话而害怕事实的人难道不象篡夺者和贪天之功的人吗？普列汉诺夫住在国外；取消派从1912年8月到1914年5月没有出版过一份国外报纸，举不出一个证明普列汉诺夫也维护的那种“组织”存在的事实，他对此为什么谦逊地闭口不谈呢？？

而取消派的对手在许多号报纸上却举出许多事实，证明俄国各地存在着组织。

普列汉诺夫不谈事实，因为事实会粉碎他的空话。

就拿在俄国公布的并且可以公开审核的材料来说吧。在1912年和1913年整整两年里，真理派团结了（团体捐款也证明了这一点）2801个工人团体，取消派只团结了750个。加上1914年2月1日到5月6日这段时期，初步计算可以达到5302个对1382个。

真理派占将近五分之四的多数！！

不难理解，为什么害怕事实的人只好讲空话。

真理派把俄国4/5觉悟工人团结在工人代表补充和审查了三次（1912年1月，1913年2月和夏天）的明确的决议的周围。这些决议在几百篇文章里得到了发挥，并且已经贯彻执行了。

这不是空话，不是寓言，不是关于大脖子和野人的笑话（普列汉诺夫总是翻来复去地讲这些老掉了牙的笑话！），而是事实。这就是真正的统一，是根据实践经验检验过自己的策略的工人的统一。

如果把成千上万的工人赞成的这个策略轻蔑地称为“列宁的”策略——这完全是对列宁的恭维，——5000个工人团体不会因此就不存在，他们的统一、他们的党也不会因此就消失掉。

“派别活动”、“分散”、“分裂”这一类字眼，用在普列汉诺夫和他现在的朋友们的身上倒正合适。请看一下刊印在普列汉诺夫《统一报》第1版上的知识分子民粹主义杂志《同时代人》的撰稿人的名单吧。我们看到了吉姆美尔先生之流的名字，他们宣传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普列汉诺夫曾经正确地把这种思想叫作“反动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我们看到了寻神派和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的名字。我们看到了取消派唐恩、马尔托夫、切列万宁的名字（不知为什么没有《北方工人报》第66号上提到的波特列索夫的名字）。这里还有自由派鲍古查尔斯基等人的名字。

就在这个没有工人气味的《同时代人》杂志上，吉姆美尔先生公开吹嘘，说普列汉诺夫主张同他统一！！而普列汉诺夫却一声不响。

该摘掉假面具了，不然工人也许会不客气地把它扯下来！可怜的普列汉诺夫不知不觉地滚进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小集团，滚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废墟，这个地方是一片混乱和涣散，派别林立，同这两年已经团结起来的几千个真理派工人团体的统一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们为普列汉诺夫感到惋惜，因为凭他同机会主义者、民粹主义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取消派的斗争本应该得到更好的结果。我们将在已经建立了五分之四的基础上继续建立那些具有明确的、通过实践经验检验的策略的工人团体的统一。

我们对任何一个屏弃取消主义的人表示欢迎，大门并没有关上。

我们要用托洛茨基的《斗争》杂志和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报》的实例来说明那些脱离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小集团的可怜而又可笑的摇摆，这些小集团总是没完没了地摇来摆去，今天倒向这一边，明天倒向那一边，一会儿倒向知识分子波特列索夫，一会儿又倒向知识分子吉姆美尔。

真是一幅可悲的情景，但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造时代不可避免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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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统一报》（《Единство》）是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和布尔什维克调和派的合法报纸，1914年5—6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4号。——173。



[122]指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列宁起草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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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农业部的预算问题
[123]



（1914年5月28日〔6月10日〕以前）

我国政府认为自己的新土地政策，在地方官的协助下加紧和加速破坏村社的政策，奖励独立田庄的政策，是它在同革命作斗争中获得的特别巨大的成就。贵族联合会[124]早在1906年，即革命刚发生不久，就呼吁政府培植农民土地私有制，以便更快地建立起能站在地主方面反对农民的富裕农民阶层。斯托雷平就立即走上了贵族联合会所指出的这条道路。第三届杜马中的地主政党即右派和十月党人，都全力支持这个新土地政策，认为它不仅是制止革命的最好手段，而且是向欧洲式经济制度发展的一个伟大进步，是在消灭农奴制残余方面前进了一步。

大家知道，把新土地政策叫作“解放”事业的这种赞扬，至今仍然带着各种各样的调门不断出现在政府的、右派的和十月党人的刊物上。

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我准备在自己的发言中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的政策的依据作一评价。有人对我们大谈土地“固定”为私人所有的事例增加的情况，独立田庄数量增多的情况。但是关于我国农村中盘剥性的和农奴制的关系现在还具有何种规模，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向我们吐露。而这一点正是问题的关键。有人向我们许下诺言，说在保持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这个农奴主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无限权力的条件下，也可以对我国落后的农业进行“欧洲式的”改造。但是诺言归诺言，目前，在已经有了政府所夸耀的那些进步以后，农村情况如何呢？目前，在现在这个时期，农民群众遭受盘剥和农奴制压迫的广泛程度如何呢？？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拿一份杂志作为证明，这份杂志的领导人不久以前受到过——完全应该受到——安东尼·沃伦斯基本人，当然还有象《新时报》的罗扎诺夫那些以自己的反动（和甘愿充当政府的奴仆）出名的作家们热烈的称赞。这不是什么“左派的”杂志，绝对不是！这是跟着反动派对革命进行各种攻击和辱骂的人们所办的杂志。这是一份尽力为一切僧侣主义和地主所有制的不可侵犯作辩护的杂志。大概，你们已经猜到我讲的是《俄国思想》杂志。

这份杂志此次破例讲了真话，并且引用了一些关于对分制和冬季雇工制等现象在俄国盛行的确凿材料。大家都知道，这是我国农村里最普通最平常的事情。但是“大家”什么都愿意谈，就是不愿意谈这些平常的事情。


　　这个杂志写道：“在我们这个世纪，在电力和飞机的世纪，竟存在着冬季雇工制，这岂不荒唐吗？然而这种奴隶制和盘剥制的形式至今依然盛行，就象吸附在人民机体上的水蛭。……冬季雇工制把‘义务’农民这个农奴制时代的名词在完整的意义上保留下来了。”



　　对冬季雇工制下这种评语的不是我，而是以仇恨革命出名的杂志。奴隶制，盘剥制，农奴制——这就是那些非常“善良的”人们不得不给我们的农村“制度”所起的名称。在冬季雇工制下：


“农民要接受最苛刻的条件，工钱比春季和夏季少1/2到2/3。冬季干一俄亩地的活——翻耕三遍、播种、刈割、捆扎和运粮入仓——的报酬，大约等于夏季支付一次收割（刈割和捆扎）的报酬。”



　　究竟有多少农民处在这种农奴制的、盘剥制的、奴隶制的状况下呢？
　　“根据地方上的报道，西南地区的某些农村里，‘义务’农户截至1913年春季止仍达到48％，莫吉廖夫省达到52％，切尔尼戈夫省达到56％。



　　请注意，这是指1913年春季的情况！！这是在1912年丰收以后的情况！！这是在政府向全世界大肆吹嘘所谓“土地规划”获得了令人头晕眼花的成就时的情况！！既然如此，除了把臭名昭著的“土地规划”叫作掩盖整个旧农奴制的粉饰的坟墓外，还能有其他叫法吗？

半数农户是迫于极端贫困而受盘剥的“义务”农户。饥饿，甚至在收成最好的丰年也难幸免的饥饿，迫使他们不得不在冬季以低三分之二的价钱向地主出卖自己的劳动。实际上这完全等于徭役制、农奴制的继续，因为这种农奴制的真正实质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还存在着贫穷的、饥饿的、破产的农夫，他们甚至在好年景也不得不在“冬季雇工制”的条件下用自己的简陋的工具和疲惫不堪的牲畜去耕种地主的土地。

让土地固定为私人所有的事例增加吧。这甚至可能是对无产者很有利的办法，这样他们就能释下重负而更自由地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然而，私有制的任何“固定”和任何“福利”，对于离开农村就无处可去，不得不在冬季受地主盘剥的成百万农户或成千万农民，显然不会有什么帮助。

这些农民必然要力求把全部地主土地无偿地转交给自己，因为这是他们摆脱终身受盘剥的唯一出路。这一点与村社土地占有制完全无关。个体农户和最地道的“私有者”同村社社员一样。如果他们靠自己的粮食只能维持“到米科拉节[125]”因而不得不在重利盘剥的条件下向地主借贷，那他们就依然是永远受压迫的奴隶。

对于这几千万农民来说，谈什么经济“进步”、“文化提高”和改进土地耕作等等，那是可笑的！极端的贫困迫使他们以三分之一的代价受雇于地主，夏季，他们自己的庄稼将散失在地里，——夏季，警察和乡丁会用绳索把他们绑起来，牵到“老爷”那里去干活，因为他们以干活为交换条件向这些地主老爷预支了粮食或钱，——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改进呢！！

以干活为交换条件在冬季出借粮食或钱的地主，根本不象“欧洲的”雇主，也根本不象任何的企业资本家。他们不是企业家，而是高利贷者或农奴主。改进生产在这种“经济制度”下不仅不需要，而且从这种制度的观点来看，也是根本不愿意的，这对它是不需要的和有害的。破产的、贫困的、饥饿的农夫和他的挨饿的牲畜、简陋的工具——这就是想永远保持俄国的落后状况和农民的受压迫地位的这种地主经济所需要的东西。既然大批的农民群众陷入了农奴制的依附地位，那么，这种情况就可能再延续整整几十年，直到农民能够从这种羁绊下解放出来为止，——因为极少数富裕的“独立田庄主”分化出去或者土地的固定以及无产者的出卖土地，丝毫不能改变农民群众的受盘剥的状况。

这就是称赞斯托雷平新土地政策的人所忘却的，或者确切些说，想尽量忘却、掩盖和隐蔽的事实。他们齐声高唱这个政策是一个“进步”，但是他们却绝口不谈这个进步只涉及极少数人，并且慢得象乌龟爬行，而多数人仍然处在过去的受盘剥的农奴地位。

独立田庄主的数目在增长，运入俄国的机器更多了，牧草种植业在不断发展，农村的合作社愈来愈多。这些都是事实。替政府辩护的先生们！但是相反的一面你们却隐瞒了。尽管有了这一切轰轰烈烈的进步，多数农民仍然处在农奴制的奴隶地位。因此，所有的“进步”都是非常狭窄和不稳固的，因此，饥荒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整个国内市场是薄弱和空虚的，因此，横行不法的现象是如此牢固地保存下来了，因此，新的土地革命就愈发不可避免。这是因为飞机、电力和汽车的世纪同“冬季雇工制”或“对分制”的矛盾更大了。

这里我可以举出为安东尼·沃伦斯基所称赞的同一份杂志提供的关于俄国的对分制的最新材料。农民的对分制播种面积同他们自己的土地的播种面积相比，在中部各省达到21％，在沿湖各省达到42％，在西北各省达到68％！！而对分制割草场面积，在中部各省达到50％，在沿湖各省、伏尔加左岸各省和西北各省达到110—185％！！

这就是说，在俄国的三个大的区域里，对分制割草场面积超过了私有的割草场面积！！

什么是“对分制”呢？


　　“使用地主土地的农民，用自己的种子，担负土地的全部耕作过程和全部收割工作，一直到把收割物运入粮仓，在这种条件下，自己只能获得收成的一半。而割草是按‘三分制’来分配的——对分制佃农只拿割草的1/3，其余2/3归地主。”



　　而且还不仅如此。
　　“有些地区（特别是在明斯克省和切尔尼戈夫省），对分制佃农除了用一半收成交地租或用三分之二的草料交草场租，还必须在农庄里无偿地劳动一两个星期，而且往往要带上自己的马匹或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难道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徭役制吗？难道这不是古老的农奴制的经营方式吗？在这些材料里根本没有一点新的东西。相反地，这是同“新”土地政策并存的、原封不动保留下来的一种畸形的老古董。凡是接触过农村生活的人，早就知道这种老古董了。农村的统计学家和观察家曾经写过几十本、几百本关于这种老古董的书。而这种老古董到现在为止还占着统治地位，巩固着俄国的极端落后和毫无法制的状况。

只要大量土地掌握在具有无限权力的地主手里，任何法律也不能终止这种农奴制，在这方面，无论怎样用“私人土地占有制”来代替受压迫农民的“村社”，都是无济于事的。

根据内务部出版的关于1905年土地占有情况的政府统计材料，在欧俄，不到3万个地主占有7000万俄亩土地。


※　　　　　※　　　　　※

如果我们根据同一统计材料看一下贫苦农民群众的情况，那就可以看出，1000万户也只有约7000万俄亩土地。

最大的地主都属于最显赫的贵族。50名二等文官有284000俄亩，平均每人5500俄亩。

194名三等文官有3103579俄亩，平均每人2万俄亩。

只要情况还是这样，千百万农民的极端贫困就不可避免；经常的饥馑就不可避免；盘剥现象和农奴制依附关系就不可避免。农民的所谓“地少”就是地主拥有的土地多。农民“地少”就是显贵和官僚拥有的土地多。

一些人认为，把地主土地转交给农民就是社会主义措施。这是错误的。这里根本没有社会主义。但是为了真正消灭盘剥和农奴制压迫，把土地转交而且是无偿地转交给农民是唯一可行的措施，它完全合理，符合农民利益，符合整个国家发展的利益，符合进步和文化的利益。

没有这个措施，农民的极度饥馑和极端无权就不可避免，因为大地主－农奴主的统治既是阶级的经济统治，又是阶级的政治统治。只要这个阶级的统治（我们的老熟人普列什凯维奇和马尔柯夫第二非常清楚地向全国提供了这样的样板）还保存下来，任何“改革”就不可能进行，即使进行了，那也是空的、骗人的，是为了转移视线。正因为如此，俄国觉悟工人揭露自由派所谓在保存上述阶级的条件下可能进行改革的这种空洞的、骗人的信念，广泛宣传把所有地主土地无偿地转交给农民和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也就是表达了真正全民的需要和要求。





	前一部分载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3期；后一部分载于198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9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171—176页和《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9卷第127—128页

















[123]《谈谈农业部的预算问题》是列宁为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拟的发言稿，由杜马代表格·伊·彼得罗夫斯基于1914年5月28日（6月10日）杜马讨论预算委员会关于国有地产司1914年预算的报告时宣读。——178。



[124]贵族联合会是农奴主－地主的反革命组织，于1906年5月在各省贵族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存在到1917年10月。成立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贵族联合会的领导人是阿·亚·鲍勃凌斯基伯爵、Н．Ф．卡萨特金－罗斯托夫斯基公爵、Д．А．奥勃苏菲耶夫伯爵、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人。列宁称贵族联合会为“农奴主联合会”。贵族联合会的许多成员参加了国务会议和黑帮组织的领导中心。——178。



[125]米科拉节即尼古拉节，这里是指俄历12月6日的冬天尼古拉节。尼古拉是宗教传说中的圣徒，俄国农民把他奉为耕种和收获的庇护神。——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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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统一

（1914年5月30日〔6月12日〕）

“工人厌倦分裂了。工人要统一。工人气愤的是分裂有时竟弄到打架的地步……”

从这些或那些工人那里，有时能听到这样一类消息。

的确，工人必须统一。而尤其必须的是要明白这样的道理：除了工人自己，任何人也不会“给”他们统一，任何人也不能帮助他们统一。统一是无法“许诺”的，——那是吹牛，是自我欺骗；统一不能靠知识分子小集团的“协议”来“建立”，那是最可悲、最天真、最无知的迷误。

应当去争取统一，并且只有工人自己，觉悟的工人自己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争取到统一。

写上斗大的“统一”二字，空口许诺统一，“宣布”自己是统一的拥护者，那是最容易的事。但是，只有依靠先进工人、所有觉悟工人的努力和他们的组织才能真正促进统一。

没有组织就不可能有统一。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就不可能有组织。

这些都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任何人也不会怀疑。问题还在于（只在于！）付诸实施，这可不是轻松的事情。这就要求所有觉悟工人的努力、顽强的精神和团结。没有这种努力根本谈不到工人的统一。

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的决议[126]坚决要求每一个国家的工人政党必须统一。这个决议是正确的。它要求的是工人的统一，而我国有些人想偷偷地用不肯承认多数工人意志的那些知识分子小集团的统一来代替这个决议！！

这令人可笑，更令人可悲。

两年半来（从1912年1月1日起），整个俄国的大多数觉悟工人实际上已经团结在1912年1月、1913年2月、1913年夏天通过的真理派决议的周围。给各报捐款的工人团体的确切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工人群众中找不到拥护者的各知识分子小集团回避这些材料，不谈这些材料，可是这些材料并不会因此而消失，这只能证明各知识分子小集团脱离工人群众，害怕真理。

给圣彼得堡各报捐款的工人团体数目如下：






	　
	真理派的报纸
	取消派的报纸



	1912年和1913年这整整两年内
	2801
	750



	1914年的半年内（1月1日-5月13日）
	2873
	671



	总计
	5674
	1421







这些发表过多次、从未有人修正和反驳的材料说明，取消派在觉悟工人中只占五分之一（而且这里把取消派的所有同盟者，即高加索人、托洛茨基分子、崩得分子、拉脱维亚人都算作取消派了，现在同盟者正纷纷地同他们脱离关系，拉脱维亚人已经脱离了关系）。

总之，五分之四的工人承认真理派的决议是自己的决议，拥护真理派，实际上已经团结在真理派的周围。

这才是工人的统一，而不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统一；这才是实际上的统一，而不是口头上的统一；这才是作为整个俄国两年半的工人运动总结的统一，而不是空口许诺的统一。

今后也要争取这样的统一，做到少数服从这个占工人五分之四的多数。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难道工人们是些小孩子，会相信占工人五分之四的多数能允许占五分之一的少数或者完全脱离工人的一些知识分子破坏多数工人的意志吗？？就连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可笑的、荒谬的。

谁要骂真理派是“篡夺者”（强盗、贪天之功的人），就让他骂吧。就让取消派、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前进派、崩得分子以及随便什么人依靠这种谩骂联合起来吧。这都是那些恨自己软弱无力的小集团的谩骂。这些软弱无力、脱离工人群众的小集团高喊“统一”纯属虚伪，因为破坏统一的正是他们，用分裂的手段破坏多数工人的意志的正是他们。

这些小集团的挣扎是不起作用的。不值得去理睬他们的谩骂。尽管那些气势汹汹但又软弱无力的知识分子小集团用尽一切骂人的字眼，真理派的工人们正在建立并将继续建立工人的统一。





	载于1914年5月30日《劳动的真理报》第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177—179页

















[126]指1904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统一》这一决议。——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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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同时代人〉杂志》一文的提纲
[127]



（1914年5月）


论《同时代人》杂志



1

自由派分子鲍古查尔斯基——非党的左翼杂志（非常左的、非常机智的、非常热爱工人的民主主义者马尔托夫）。

激进派资产阶级沙龙中的沙龙社会民主党人。






	取消派和民粹派所说的“派别活动”
	民粹派主张“统一”：苏汉诺夫不体面的清谈。还有人名的展出……人名的陈列、展览：

普列汉诺夫同波特列索夫排在一起

（《北方工人报》第６６号）？？？




	“劳动派的社会化”



	“平分捐款”
	邦契－布鲁耶维奇——孤独（真理派？），凄凉而且不合时宜。







	“所有的流派”
	取消派——“都是名人”。左派民粹派——也一样……







	在保险运动及工人组织里的取消派和左派民粹派的联盟
	新型的“左派联盟”。不，这不是左派联盟，不是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联盟，而是差别微乎其微的两种资产阶级民主派——取消派和民粹派——合流的开始。与群众毫无联系的知识分子的杂志（类似《俄国财富》杂志）……

俄国现实总结构中的阶级意义？要更明确些。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取消派；左派民粹派）——无产阶级民主派……

“统一”？（折断了的棍子）……












2

1.《同时代人》杂志——“新动向”的征兆之一。

2.开始和继续。从鲍古查尔斯基＋库斯柯娃＋普罗柯波维奇（非党的杂志）到社会革命党＋取消派的联盟（包括不同流派的单干者{邦契－布鲁耶维奇、斯切克洛夫}）。

普列汉诺夫的特殊地位。

｛诺沃托尔日斯基论他，第5期第81页；斯特列尔佐夫，第6期第85页；苏汉诺夫，第6期第59页。

3.鲍古查尔斯基（留下的）。他的清谈和立宪民主党相似。

4.转折之后：苏汉诺夫。

关于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清谈。

5.在民粹派那儿作客

（尔·马尔托夫）。

6.开端……

　　（在彼得堡工人运动中取消派同民粹派的联盟）

　　关于派别活动的清谈

　　“修正主义”。

7.党的态度（反对小组）。

8.对新东西的评价

　　　　　　　　　　　　形形色色的奇谈怪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

　　　　　　　　　司徒卢威

　　　　　　　　　“经济主义”

　　　　　　　　　库斯柯娃、普罗柯波维奇等等

　　　　　　　　　民粹派。





	载于1939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445—447页

















[127]这是列宁为撰写《论〈同时代人〉杂志》一文而拟的详细提纲。《论〈同时代人〉杂志》一文没有保存下来，也可能没有写成。



列宁在1914年春、夏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尤其是在《左派民粹派在工人中的力量有多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这两篇文章（见本卷第330—333页和第334—367页）中，尖锐地批评了《同时代人》杂志。



关于《同时代人》杂志，见注11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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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快出丑

（1914年5月）

不久以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月刊[128]登了一篇署名弗·阿·的轰动一时的简讯，说德国机会主义者的著名领袖爱德华·伯恩施坦放弃了自己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观点，又回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了。

修正主义或者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修订”，是目前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和腐蚀无产者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表现。正因为如此，机会主义者的领袖爱德华·伯恩施坦才扬名（臭名）于世界。

爱德华·伯恩施坦真的又回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了吗？凡是多少熟悉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的人，听了这个消息一定会感到奇怪，因为机会主义者的主要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月刊》（用德文出版）仍在继续出版，而且照旧宣传实质上是完全背叛社会主义的纯资产阶级观点。伯恩施坦依然是这个杂志的最主要的撰稿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伯恩施坦在布达佩斯作了一次专题报告，据当地一家报纸的报导，他在那次演讲中似乎放弃了修正主义。

奥地利人弗·阿·过于轻信，过于冒失，急忙向全世界宣布：伯恩施坦的观点有了新的转变。取消派分子弗·列维茨基，这位机会主义杂志《我们的曙光》（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曾称之为俄国的《社会主义月刊》）的极有名的机会主义撰稿人，却还要冒失十倍，他只根据弗·阿·的话就在4月3日《北方工人报》第46号上写了一篇很长的杂文，并且加了一个响亮的标题：《从修正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列维茨基先生甚至等不及伯恩施坦的报告在报刊上发表出来。真是图快出丑。

爱·伯恩施坦听到他在布达佩斯的专题报告在全世界所获得的“名声”，就在4月11日（公历）写信给布鲁塞尔社会民主党的《人民报》[129]，直截了当地声明：“《斗争》杂志的消息完全不确实，我在布达佩斯没有讲任何新的东西，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前提》〈伯恩施坦主要的机会主义著作〉中的任何观点，布达佩斯那家报纸关于我的专题报告的报道完全把我的话和报道者的意见混淆起来了！！”

一场风波原来不过是平常的报上的谣言。

这里只是暴露出奥地利（何止奥地利呢？）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有一种可悲的毛病，就是急于替机会主义打掩护，宣称它已经不再存在。

过分热心的列维茨基先生简直磕破了头皮。他在《北方工人报》上写道：“修正主义的始祖〈？〉伯恩施坦既已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也就彻底〈！！？〉完蛋了。”

真是字字“珠玑”。转变并未发生。伯恩施坦不是始祖。修正主义也没有完蛋。


　　热心的列维茨基先生写道：“……在俄国，修正主义甚至在左派民粹派中间也不再是理论上的时髦货了，过去有一个时期他们是不反对依据这个学说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没有任何影响，尽管有个别著作家试图把它移植到俄国的土壤上来……”



　　仍然每一个字都是谎话。现在左派民粹派在一切最重要的问题上还是以修正主义的“学说”为“依据”，这从每期《俄国财富》杂志和《箴言》杂志可以看出来，从每号《坚定思想报》也可以看出来，掩盖左派民粹派的机会主义是有害的。从1895—1896年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一开始，修正主义就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产生了影响，难道列维茨基先生没听说过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即旧《火星报》的拥护者同“经济派”的多年斗争吗？难道他没听说当时党的一些决议和许多文章已经肯定、证明和说明“经济主义”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俄国形式吗？难道列维茨基先生忘记了今天有名的取消派分子、昨天有名的“经济派分子”亚·马尔丁诺夫先生吗？

列维茨基先生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我们不妨提醒他一下，哪怕就提以下四点：（1）1909—1910年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难道没有在报刊上宣称孟什维克搜罗了许多机会主义分子吗？（2）同一位普列汉诺夫难道没有指出取消派“争取合法性”的口号具有机会主义性质吗？（3）某些孟什维克反取消派难道没有指出取消主义同“经济主义”的联系吗？（4）柯尔佐夫从便于鼓动着眼否定“两条鲸鱼”（三条中的），这难道不是机会主义吗？

仅这四件事实（这样的事实四十四件也举得出）就足以清楚地说明：1895—1902年的“经济主义”，1903—1908年的“孟什维主义”，1908—1914年的取消主义不是别的，正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俄国形式或变种。





	载于1914年5月《启蒙》杂志第5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180—182页

















[128]《斗争》杂志（《Der Kampf》）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月刊），1907—1934年在维也纳出版。杂志的编辑为奥托·鲍威尔、阿道夫·布劳恩、卡尔·伦纳、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等。该杂志在左的词句的掩护下采取机会主义的中派立场。——191。



[129]《人民报》（《Le Peuple》）是比利时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85年起在布鲁塞尔出版。在比利时工人党改称为比利时社会党后，是比利时社会党的机关报。——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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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

（1914年5月）

当今工人运动中的问题，在许多方面都是些棘手的问题，尤其在经历过这一运动的昨天（即历史上刚过去的阶段）的那些人看来，更是如此。这里首先包括所谓派别活动和分裂等等问题。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参加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用一种激愤的、神经质的、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口气要求不要触及这些棘手的问题。在经历过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各派长期斗争（如1900—1901年开始的斗争）的人看来，过多地反复议论这些棘手的问题，自然可能是不必要的。

但是，参加过马克思主义者内部14年（如果从出现“经济主义”最早征候算起，其实已经有18—19年了）斗争的人，现在已不很多了。现在补充到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来的绝大多数工人，对于过去的斗争不是记不清楚，便是完全不知道。他们对这些棘手的问题特别感到兴趣（我们的杂志[130]所进行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打算就这些似乎是初次（对于年轻一代工人来说，确实是初次）由托洛茨基的“非派别性工人杂志”——《斗争》杂志提出来的问题谈一下。


一 论“派别性”

托洛茨基称自己的新杂志为“非派别性”杂志。他在广告中把这几个字放在首要位置，他在《斗争》杂志编辑部的文章中，杂志出版以前则在取消派的《北方工人报》上发表的介绍该杂志的一篇文章中，都大肆渲染这一点。

什么叫作“非派别性”呢？

托洛茨基的《工人杂志》是托洛茨基为工人办的杂志，因为在杂志上丝毫看不出有工人的倡议，也看不出同工人组织有什么联系。托洛茨基为了通俗起见，在他为工人办的杂志上，向读者解释了“领土”和“因素”等等名词。

这很好。但是为什么不把“非派别性”这个名词也向工人解释解释呢？难道这个名词比领土和因素更容易懂吗？

不是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想用“非派别性”这个标签来欺骗年轻的一代工人。这一点很值得加以说明。

派别活动是社会民主党在某一历史时代的主要特点。究竟是什么时代呢？就是从1903年至1911年这段时期。

为了尽量清楚地说明派别活动的实质，至少必须回忆一下1906—1907年的具体情况。当时党是统一的，没有分裂，但是有派别活动，也就是说，在统一的党内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派别，两个事实上是独立的组织。当时基层工人组织是统一的，但是每遇到重大的问题，两个派别就制定两套策略，这两种策略的各自拥护者在统一的工人组织中互相争论（例如，在1906年讨论杜马组阁——即立宪民主党组阁——这个口号的时候，在1907年选举伦敦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于是问题按多数意见来解决：一派在统一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131]上（1906年）遭到失败，另一派则在统一的伦敦代表大会上（1907年）遭到失败。

这在俄国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只要回顾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就足以识破托洛茨基所散布的那些弥天大谎。

自从1912年以来，俄国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已经有两年多没有派别活动，在统一的组织中、在统一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的那种关于策略问题的争论没有了。现在的情况是，党同取消派已经完全决裂，党在1912年1月已经正式声明：取消派已不再属于党。托洛茨基往往把这种情况叫作“分裂”，关于这个名称，我们到下面还要专门谈谈。但是，“派别活动”这一名词同真实情况不符，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我们已经说过，这种说法是不加批判、不用头脑、毫无意义地重复在昨天即在过去的时代曾经是真实的情况。我们听到托洛茨基说起“派别斗争的混乱状态”（见第1期第5、6页及其他许多页），立刻就明白，他指的究竟是哪些早已过时的事情。

请用目前在俄国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占十分之九的年轻工人的眼光来看一下现在的情况吧。他们看到工人运动中广泛表现出来的有三种不同的观点或思潮：“真理派的”（以《真理报》为中心，发行量40000份），“取消派的”（15000份）和左派民粹派的（10000份）。报纸的发行量可以向读者说明某种宣传的广泛性。

试问，这与“混乱状态”有什么关系呢？托洛茨基爱讲漂亮而空洞的话，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混乱状态”一词不仅是空话，而且是把昨天国外的关系搬到（确切些说，妄想搬到）今天俄国的土壤上来。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在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的斗争中，没有任何“混乱状态”。这一点想必连托洛茨基也不敢不承认。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的斗争，从马克思主义运动一诞生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这一斗争的原因，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不同阶级的利益以及观点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如果说有“混乱状态”，那只存在于不懂得这一点的怪人的头脑之中。

还有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者同取消派斗争的“混乱状态”吗？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取消派已经被全党认为是一种思潮，并且从1908年起就受到全党的痛斥，因此决不能把反对这一思潮的斗争称为混乱状态。只要不是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史毫不关心的人都知道，取消派甚至就其领袖和参加者的成员来说，都是同“孟什维主义”（1903—1908）和“经济主义”（1894—1903）有着十分紧密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是说，在这方面也有将近20年的历史了。把自己党的历史看作“混乱状态”，那是不可原谅的无知。

可是，从巴黎或维也纳的角度来看目前的情况，那一切都会是另一个样子。除了“真理派”和“取消派”之外，至少还有五个俄侨“派别”，这些单独的集团，如托洛茨基集团、两个“前进”集团，“布尔什维克护党派”以及“孟什维克护党派”[132]，都想把自己算作是同一社会民主党内的派别。在巴黎或维也纳（我只是拿这两个特别大的城市作例子），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很清楚的。

在那里，托洛茨基的话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那里确实有派别活动，确实是一片混乱状态！

所谓“派别活动”，就是名义上统一（在口头上大家都是在一个党内），而实际上四分五裂（在行动上各个集团都是独立的，彼此进行谈判和协商，象是主权国家）。

所谓“混乱状态”，就是指（1）没有关于这些派别同俄国工人运动有联系的经得起核对的客观材料，（2）没有材料能判明这些派别的真正的思想面貌和政治面貌。拿1912年和1913年这整整的两年来说吧。大家知道，这是工人运动活跃和高涨的年代，当时任何一个稍微象样的群众性的（在政治上，只有群众性的东西才能算数）思潮或派别，都不能不对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对罢工运动，对合法的报纸、工会、保险运动等活动产生影响。在这整整两年的时间内，这五个国外派别中任何一个都没有在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的上述任何一种活动中显示过任何作用！

这是每个人都容易核对的事实。

这一事实证明，我们说托洛茨基是“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代表，是完全正确的。

凡是多少了解一些俄国工人运动的人都知道，口头上标榜非派别性的托洛茨基就是“托洛茨基派”的代表，这就是派别活动，这里具备了派别活动的两个重要特征：（1）名义上承认统一，（2）实际上各自为政。这就是派别活动的残余，因为这里根本找不到同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的真正联系。

而且，这是最坏的一种派别活动，因为它在思想上政治上没有任何明确的立场。而真理派也好（甚至坚决反对我们的尔·马尔托夫也承认，我们以有关一切问题的众所周知的正式决议为中心建立了“团结和纪律”），取消派也好（他们的面貌很清楚，至少那些最著名的人物的面貌很清楚，但那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面貌，而正是自由派的面貌），都不可否认有这样的明确立场。

从维也纳和巴黎的角度（决不是从俄国的角度）看确实存在的那些同托洛茨基派类似的派别组织，其中有一部分不可否认也是有某种明确的立场的。例如，马赫主义的“前进”集团拥护马赫主义理论，是明确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坚决反对这些理论，维护马克思主义，并且在理论上谴责取消派，这也是很明确的。

而托洛茨基呢，在思想上政治上却没有任何明确的立场，他的所谓“非派别性”专利权，不过是在各派之间任意飞来飞去的专利权而已（关于这点，我们下面就要详细谈到）。

小结：

（1）托洛茨基不去解释、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各种思潮和各种派别之间思想分歧的历史意义，虽然在社会民主党20年来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种分歧，而且牵涉到当代所有的基本问题（这一点，我们还要谈到）；

（2）托洛茨基不懂得，派别活动的基本特点是名义上承认统一，实际上四分五裂；

（3）托洛茨基打着“非派别性”的旗帜，在维护一个最没有原则、在俄国工人运动中最没有基础的国外派别组织。

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词句虽然灿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


二 论分裂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就算你们真理派没有派别活动，也就是说，不是在名义上承认统一而实际上四分五裂，可是你们却有更坏的东西，那就是分裂主义。”托洛茨基正是这样说的；他不善于思考自己说话的含义，不能自圆其说，一会儿大声疾呼反对派别活动，一会儿又高喊什么“分裂派接连获得自杀性的胜利”（第1期第6页）。

这段话只能有一种含义，就是：“真理派接连获得胜利”（这是经得起核对的客观事实，只要研究一下1912年和1913年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便可以肯定这一事实），可是我托洛茨基却要严斥真理派，因为第一，他们是分裂派，第二，他们是自杀的政治家。

对这一点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要感谢托洛茨基，不久以前（从1912年8月至1914年2月），他还跟着费·唐恩跑，大家知道，唐恩曾经威胁和号召要“杀死”反取消派。现在托洛茨基并不威胁说要“杀死”我们这一派（和我们的党，——请托洛茨基先生不要生气，这是实话！），而只是预言我们这一派会自己杀死自己！

这不是说得客气多了吗？这不是已经同“非派别性”言论相差无几了吗？

玩笑少开（虽然对于托洛茨基的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清谈，唯一客气的回答方法就是开开玩笑）。

所谓“自杀”，只是一句空话，只是“托洛茨基主义”而已。

分裂主义是一种严重的政治罪名。取消派以及上述这些从巴黎和维也纳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存在的集团，都千方百计地把这个罪名一再加到我们头上。

但是，他们重复这种严重的政治罪名，都采取了极不严肃的态度。请看托洛茨基吧。他承认“分裂派〈应读作：真理派〉接连获得自杀性的胜利”，同时又补充说：


　　“许许多多处于政治上完全茫然失措状态的先进工人，往往自行成为分裂派积极的代理人。”（第1期第6页）



　　这几句话难道不是揭示了对问题最不严肃的态度吗？目前，我们在俄国工人运动的角斗场上除了取消派看不到任何其他派别，你们却责备我们是分裂派。你们是不是认为我们对取消派的态度不正确呢？是的，上面所举的那些国外的集团，无论它们彼此有多大的差别，但是它们都一致认为我们对取消派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是“分裂主义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所有这些集团和取消派也有相似之处（而且是政治上的本质的相似）。

如果我们对取消派的态度在理论上原则上是不正确的，那么托洛茨基就应该直截了当说出来、明确宣布、开门见山地指出，他究竟认为什么地方不正确。可是，托洛茨基多年来一直回避这个重要的问题。

如果在实践中，运动的经验否定了我们对取消派的态度，那也应该分析这个经验，但是，托洛茨基也没有这样做。他承认：“许许多多先进工人往往成为分裂派积极的代理人”（应读作：真理派路线、策略、组织体系的积极代理人）。

为什么会发生托洛茨基也承认已被经验所证实的可悲现象，即先进工人，而且是许许多多先进工人，都拥护《真理报》呢？

托洛茨基回答说：这是因为这些先进工人在“政治上完全茫然失措”。

不用说，这种解释使托洛茨基，使五个国外派别和取消派都身价百倍。托洛茨基非常欢喜“以博学的专家的姿态”，说些夸张漂亮的词句，给历史现象作些抬高托洛茨基身价的解释。如果“许许多多先进工人”，都成为与托洛茨基路线不合的另一条政治的和党的路线的“积极的代理人”，那么，托洛茨基就立刻毫不客气地、直截了当地解答说，这些先进工人是“处于政治上完全茫然失措状态”，而他托洛茨基显然是“处于”政治上坚定、鲜明和路线正确的“状态”！……这位托洛茨基同时却又捶胸大骂派别活动、小组习气以及知识分子把自己意志强加于工人的行为！……

看到这样的东西，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喊声是不是从疯人院里发出来的？

关于取消主义和谴责取消主义的问题，党在1908年就向“先进工人”提出了，关于同取消派这个已经非常明确的集团（即《我们的曙光》集团）“分裂”的问题，也就是不撇开这一集团、不反对这一集团就无法建设党的问题，则是在两年多以前，在1912年1月提出的。绝大多数先进工人恰恰是拥护“一月（1912年）路线”的。托洛茨基讲到“胜利”和“许许多多先进工人”，可见他本人也承认这个事实。托洛茨基只是谩骂这些先进工人是“分裂派”、“政治上茫然失措”，以此来支吾搪塞！

只要不是疯子，都会从这些事实中作出另一种结论。哪里大多数觉悟工人在明确的决议指导下团结起来了，哪里就有统一的意见和行动，哪里就有党性和党。

哪里有被工人“撤销职务的”取消派分子，或者有两年来丝毫没有证明自己同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有联系的将近半打国外集团，哪里才真是一片茫然失措和分裂主义的景象。现在托洛茨基试图说服工人不要执行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派所承认的那个“整体”的决议，就是试图破坏运动，引起分裂。

虽然他这样做起不了作用，但我们还是必须揭露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这些妄自尊大的领袖，他们自己在搞分裂，却又大喊反对分裂；他们两年多来在“先进工人”面前已经遭到完全失败，现在却非常蛮横无礼地侮辱这些决议，侮辱这些先进工人的意志，骂他们“政治上茫然失措”。这岂不完全是诺兹德列夫[133]或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134]的手法吗？

我们出于政论家的责任，要不厌其烦地列举确凿的无可辩驳的材料，来回答这些反复的分裂叫嚣。在工人选民团选出的第二届杜马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占47％，在第三届杜马代表中占50％，在第四届杜马代表中占67％。

请看，这就是大多数“先进工人”的所在，这就是党的所在，这就是大多数觉悟工人的统一意见和统一行动的所在。

取消派作了反驳（见《我们的曙光》杂志第3期布尔金和尔·马·的文章），说我们是依靠斯托雷平划分选民团的制度才有了立论的根据。这是没有道理的、不实事求是的反驳意见。德国人按照排斥妇女的俾斯麦选举法进行选举，以此来衡量他们所获得的成就。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现行的选举法来衡量自己所获得的成就，但决不为选举法的种种反动限制辩护。也许只有疯子才会借此来责备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同样地，我们根据现行的选举法来衡量我们所获的成就，也并不是为选民团或选民团制度辩护。在前后三届杜马（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杜马）选举中，都有选民团的划分，但是在同一工人选民团内部，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却发生了不利于取消派的根本的变动。谁不愿自欺欺人，谁就应该承认工人的统一战胜了取消派这一客观事实。

另一种反驳意见也同样的“聪明”：说什么“孟什维克和取消派投了某某布尔什维克的票（或参加了选举）”。好极了！难道这不同样适用于在第二届杜马选举时占53％，在第三届杜马选举时占50％，在第四届杜马选举时占33％的非布尔什维克代表吗？

如果可以不引用杜马代表的材料，而引用工人选出的复选人即受托人等等的材料，那我们很乐意这样做。但是，这种更详细的材料并没有，“反驳者”不过是借此蒙骗公众而已。

关于工人团体帮助各派报纸的材料怎么样呢？在两年中间（1912和1913），有2801个团体拥护《真理报》，750个团体拥护《光线报》 
［注：截至1914年4月1日止的初步统计，有4000个团体拥护《真理报》（从1912年1月1日算起），有1000个团体拥护取消派及其所有的同盟者。］

 。这些材料，谁都能够加以核对，而且谁也没有想否认。

试问，多数“先进工人”的行动和意志的统一在哪一边，违背多数工人的意志又在哪一边？

托洛茨基的“非派别性”，就其最肆无忌惮地违背大多数工人意志这一点来说，恰恰就是分裂主义。


三 论八月联盟的瓦解

要检验托洛茨基所提出的关于分裂主义的责难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事实，还有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方法。

你们认为“列宁派”就是分裂派吗？好吧，就假定你们的话是对的。

如果你们是正确的，为什么其他一切派别和集团都未能证明：撇开“列宁派”和反对“分裂派”，就能同取消派团结一致？……如果我们是分裂派，为什么你们联合派彼此没有联合，也没有同取消派联合起来呢？你们要是这样做，岂不是用行动向工人表明统一的可能和统一的好处吗？……

我们来追溯一下往事吧。

1912年1月，“分裂派”即“列宁派”声明，他们是撇开取消派和反对取消派的党。

1912年3月，所有的集团和“派别”——取消派、托洛茨基派、前进派、“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孟什维克护党派”——在他们的俄文报刊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上一致反对“分裂派”。他们同心协力、和衷共济、众口一词、异口同声地痛骂我们，给我们起了“篡夺者”、“故弄玄虚的骗子”等等亲热好听的诨名。

先生们，好极了！你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反对“篡夺者”，给“先进工人”作一个统一的榜样？这对你们来说不是最容易的事吗？如果先进工人一方面看到你们取消派和非取消派团结一致反对篡夺者，另一方面又看到“篡夺者”、“分裂派”等等众叛亲离，他们难道会不拥护你们吗？？

如果意见分歧仅仅是由“列宁派”虚构或鼓吹出来的，如果实际上取消派、普列汉诺夫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派等等有统一的可能，为什么你们两年来自己没有作出榜样来证明这一点呢？

1912年8月召开过“联合派”代表会议。但是立刻就发生了分裂：普列汉诺夫派根本拒绝参加，前进派参加了，可是很快就退出了，而且还提出过抗议，揭露此事不过是空中楼阁。

取消派、拉脱维亚人、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和谢姆柯夫斯基）、高加索人、七人团“联合起来了”。是真的联合起来了吗？我们当时就说过，并没有真的联合，这不过是为取消主义打掩护罢了。事态的发展是否把我们的话推翻了呢？

到了1914年2月，正好过了一年半就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1）七人团瓦解——布里扬诺夫退出七人团。

（2）留在新的“六人团”内的齐赫泽同图利亚科夫或另外一个人，在答复普列汉诺夫的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在报纸上表示要给他答复，但是始终未能答复。

（3）托洛茨基事实上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在《光线报》露面了，他脱离该报办他“自己的”《斗争》杂志去了。托洛茨基称这个杂志为“非派别性”杂志，这就明显地（凡是稍微了解情况的人都看得很明显）说明，在托洛茨基看来，《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原来是些带有“派别性的”联合派，也就是说，是拙劣的联合派。

亲爱的托洛茨基，既然您是个联合派，您说可以同取消派统一，既然您和他们一起站在“1912年8月所拟订的基本观点”（《斗争》杂志第1期第6页《编辑部的话》）的立场上，那么，为什么您自己没有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上同取消派联合起来呢？早在托洛茨基的杂志出版以前，《北方工人报》发表过一篇用心险恶的短评，说该杂志的面目“还不清楚”，说关于这个杂志“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谈论得很多”，《真理之路报》（第37号） 
［注：见本卷第1—4页。——编者注］

 自然就不得不揭穿这种谎话，说明“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谈论”的是托洛茨基反对光线派的秘密信，说明托洛茨基的面目和他脱离八月联盟的行动已经十分“清楚”了。

（4）曾经反对过尔·谢多夫的（因此受到费·唐恩之流当众斥责的）高加索取消派的著名领袖阿恩，现在已经在《斗争》杂志上出头露面了。高加索人现在愿意同托洛茨基一道走，还是同唐恩一道走，这一点“还不清楚”。

（5）拉脱维亚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是“八月联盟”中唯一实在的组织，现在已经正式退出了这个联盟，并在他们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声明（1914年）：


　　“调和派的无论如何要同取消派（1912年的八月代表会议）联合的尝试是徒劳无益的，联合派自己也落到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依附取消派的地步。”



　　这个采取中立立场、不愿和两个中央机关的任何一个发生联系的组织，根据一年半的经验，作了这样的声明。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中立者所通过的这项决议应当是更有分量了！看来，够了吧？

那些给我们加上分裂主义罪名、责备我们不愿意或不善于同取消派相处的人，自己也没有同取消派相处好。八月联盟原来是一个空架子，它已经土崩瓦解了。

托洛茨基向读者隐瞒这种瓦解，也就是在欺骗读者。

我们的对手的经验证明我们是正确的，证明同取消派一起共事是不可能的。


四 一个调和派分子对“七人团”的忠告

《斗争》杂志第1期以《杜马党团的分裂》为题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文章谈到一个调和派分子对拥护取消派的（或动摇到取消派方面去的）国家杜马代表七人团的忠告，忠告的主要点就是下面这句话：


　　“凡是必须同其他党团达成协议的时候，应该首先同六人团商量。”（第29页）



　　这个明智的忠告看来就是托洛茨基同取消派－光线派发生分歧的原因之一。从两个杜马党团斗争一开始，从夏季会议（1913年）通过决议那时起，真理派就采取了这种立场。而且在分裂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还在报刊上屡次声明，它尽管屡遭“七人团”的拒绝，但仍将采取这个立场。我们在一开始，在夏季会议通过决议的时候，就认为而且现在还认为，就杜马活动问题达成协议，是适当的，也是可能的。既然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民主派（劳动派）都能屡次达成这种协议，那么，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工人政治家，当然更有可能、更有必要达成协议了。

不要夸大意见分歧，而要正视现实：所谓“七人团”，就是一些动摇到取消派方面去的人，他们昨天还完全跟着唐恩跑，今天却忧郁地把自己的目光从唐恩转到了托洛茨基的身上，并且来回地转来转去。所谓取消派，就是脱离党、推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合法派。他们否认“地下组织”，所以在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的事务方面，根本谈不上同他们实行什么统一。谁不这样看，谁就没有估计到1908年以后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因而大错特错。

但是，在个别问题上，当然可以同这个党外的或者说与党貌合神离的集团达成协议：我们对待这个集团，也应该象对待劳动派那样，应该经常地迫使他们在工人的（真理派的）政策和自由派的政策之间作出抉择。例如，在争取出版自由的问题上，是按自由派那样地提问题，否定或忘记未经书报检查的报刊，还是实行相反的工人的政策，取消派显然是动摇的。

在杜马政治的范围内不会直接提出最重要的问题即杜马外的问题，在这个范围内同自由派工人代表的七人团达成协议是可能的，也是适当的。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由取消派立场转到党的夏季（1913年）会议的立场上来了。

不过不要忘记，党外的集团对于协议的理解，同党员一般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在非党员看来，在杜马中的“协议”，就是“制定策略决议或路线”。在党员看来，达成协议就是试图吸引其他人来实行党的路线。

例如，劳动派没有政党。在他们看来，达成协议就是今天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明天同社会民主党人一起“自由地”“制定”路线。而我们对于同劳动派达成协议的理解完全不同：我们关于一切重要策略问题都有党的决议，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放弃这些决议；在我们看来，同劳动派达成协议，无非是把他们吸引到我们方面来，让他们相信我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使他们不拒绝反对黑帮和反对自由派的一致行动。

党员和非党员在对协议的看法上存在的这种基本区别，竟被托洛茨基忘得干干净净（他在取消派那里毕竟没有白呆！），他下面这段议论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国际的代表必须把我们已经发生分裂的议会代表团中的两部分召集起来，并同它们一起研究它们观点一致的地方和分歧的地方……那时就能制定一个详细的策略决议案，规定议会策略的原则……”（第1期第29—30页）



　　这就是取消派对问题的提法的最明显最典型的范例！托洛茨基的杂志把党忘掉了：是啊，这样的小事难道还值得想起它吗？在欧洲（托洛茨基喜欢硬扯到欧洲主义），不同的政党彼此达成协议或实行联合，通常是互派代表来开会，首先澄清分歧点（国际提出来作为俄国当前任务的正是这一点，国际并没有把考茨基认为“老党已不存在”的轻率论断写入决议[135]）。代表们澄清了分歧点以后，就拟出一些应提交两党的代表大会分别加以讨论的有关策略和组织等问题的决定（决议、条件等等）。如果能拟出一致赞成的决定草案，那就由两党的代表大会来决定是否采纳；如果拟定出来的是两种不同的提案，那么，同样由两党的代表大会进行彻底的讨论。

取消派和托洛茨基觉得“可爱的”，仅仅是欧洲机会主义的榜样，而决不是欧洲党性的榜样。

“详细的策略决议案”将由杜马代表来制定！！俄国“先进工人”（托洛茨基对他们非常不满意，是不无原因的）从这个例子能够清楚地看出，维也纳和巴黎的那些让考茨基甚至相信了在俄国“党已不存在”的国外小集团，异想天开到多么可笑的程度。在这个问题上，外国人有时也许会受他们的骗，但是，俄国“先进工人”（不怕是否又会引起威严的托洛茨基的不满）却要当面耻笑这班异想天开的家伙。

工人会对他们说：“我们的详细的策略决议案是由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来制定的，就象1907年、1908年、1910年、1912年和1913年的历次会议那样（不知道你们非党人士是怎么干的）。我们很愿意向不了解情况的外国人和健忘的俄国人介绍我们党的决议，我们更愿意请‘七人团’、‘八月联盟派’或‘左派’的代表或是其他任何人，把他们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的决议向我们介绍一下，并且请他们在下次代表大会上能提出一个明确的问题：他们对于我们的决议或对于1914年保持中立的拉脱维亚人代表大会的决议等等，究竟采取什么态度。”

这就是俄国“先进工人”要对各种异想天开的人说的话，这就是彼得堡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马克思主义报刊上说过的话。托洛茨基想不理睬在报刊上对取消派提出的这些条件吗？那对托洛茨基就更糟了。我们的责任是要预先告诉读者：不愿考虑俄国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而提出异想天开的“联合”（是仿照八月“联合”吗？）计划，是多么可笑啊！


五 托洛茨基的取消主义观点

托洛茨基在他的新杂志上，极力不谈自己观点的实质。《真理之路报》（第37号）已经指出，关于地下组织、关于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等问题，托洛茨基一句话也没有提到。 
［注：见本卷第1—4页。——编者注］

 正因为如此，我们指出，他企图成立独立的组织，而又不亮明它的思想政治面貌，这是最坏的派别活动。

托洛茨基虽然不愿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但是在他的杂志上有许多地方已经表明他所偷运、所隐藏的究竟是些什么思想。

在第1期第1篇编辑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革命以前的社会民主党，只有按其思想和目标来说，才是一个工人政党。实际上，它不过是引导正在觉醒的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组织。”（第5页）



　　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主义和取消主义的论调，事实上是一种否定党的导言。这种论调是以歪曲历史事实为基础的。1895—1896年的罢工已经形成了在思想上组织上都同社会民主党有联系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在这些罢工中，在这些经济的和非经济的鼓动中，是“知识分子引导工人阶级”的吗！！？请看，1901—1903年有关国事罪的确切材料和前一时期同类材料的比较：






	　　在每100个参加解放运动（犯国事罪）的人中间，各种从业人员所占的比例：



	时期
	农业从业人员
	工商业从业人员
	自由职业者和学生
	无固定职业者和无职业者



	1884—1890年
	7.1
	15.1
	53.3
	19.9



	1901—1903年
	9.0
	46.1
	28.7
	8.0







由此可见，在80年代，俄国还没有社会民主党，运动还是“民粹主义的”运动，那时知识分子居于主要地位，占运动参加者的一半以上。

在1901—1903年这段时期，已经有了社会民主党，旧《火星报》已经进行工作，情况就完全改观了。知识分子只占运动参加者的少数，工人（“工商业从业人员”）已经比知识分子多得多，工人和农民一起占总数一半以上。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的各种思潮的斗争中，出现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翼，开始是“经济主义”（1895—1903），接着是“孟什维主义”（1903—1908）和“取消主义”（1908—1914）。托洛茨基重复取消派对党的诬蔑，害怕提起党内各种思潮20年来的斗争历史。

请看另一个例子：


　　“俄国社会民主党对议会制度的态度，也经过了三个阶段〈正如其他各国一样〉：起初是‘抵制主义’……然后是原则上承认参加议会的策略，但是……〈这个“但是”妙极了，用谢德林的话来说，耳朵不会高过额头，不会的[136]！〉是为了纯粹鼓动的目的……最后把当前的要求……搬上杜马的讲台……”（第1期第34页）



　　这又是用取消派的手法歪曲历史。这里虚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差别，是为了暗中替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辩护。抵制主义无论在欧洲或俄国，都不是“社会民主党对议会制度的态度”的一个阶段，在欧洲，过去和现在存在的只是无政府主义，在俄国，譬如对布里根杜马的抵制，只是针对特定的机关的，同“议会制度”从来没有什么关系。这是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派为争取继续强攻而进行的一场特殊斗争的产物。至于这个斗争如何反映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两种思潮的斗争上，托洛茨基却根本没有提到！既然提到历史，就应该说明各种具体问题，说明各种思潮的阶级根源；谁愿意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阶级斗争，研究各个派别在参加布里根杜马这一问题上所发生的斗争，谁就会看出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根源。但是托洛茨基“提到”历史，只是为了规避具体问题，而杜撰一些替目前的机会主义者辩护的理由或类似理由的东西！


　　他写道：“……事实上，所有的派别都在采用同样的斗争方法和建设方法。”“高喊我们工人运动中有自由主义的危险，这不过是宗派主义者对现实的粗暴歪曲。”（第1期第5页和第35页）



　　这就是公然地替取消派辩护，而且火气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举出一件比较新鲜的小小的事实。托洛茨基专爱说空话，我们希望工人自己来考虑这一事实。这件事实就是3月13日《北方工人报》所载的言论：


　　“人们不去强调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一定的具体任务，即迫使杜马否决法案〈关于出版的法案〉，却提出争取实现‘不折不扣的口号’这一模糊的提法，同时鼓吹秘密报刊，而这种鼓吹只能削弱工人争取自己的合法报刊的斗争。”



　　这是白纸上写黑字，明确地维护取消派的政策，批评真理派的政策。怎么样？难道一个有见识的人能说两派在这个问题上是采取“同样的斗争方法和建设方法”吗？难道一个有见识的人能说取消派在这里不是实行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吗？能说工人运动中的这种自由主义危险是臆造出来的吗？托洛茨基所以回避事实和具体的证据，正是因为这些事实和证据无情地推翻了他那些气愤的叫嚣和夸张的词句。装腔作势，说什么“宗派主义者对现实的粗暴歪曲”，当然是很容易的。再添上一些更刺激更夸张的字眼，说什么必须“从保守的派别活动中解放出来”，这也是不难做到的。

可是，这不是太不值钱了吗？这种武器不正是从托洛茨基在中学生面前大出风头那个时代的武器库中拣来的吗？

但是，使托洛茨基大为恼火的“先进工人”，还是希望得到一个直截了当的明确答复：上面这种对具体政治运动的估计已经明确地反映了一种“斗争方法和建设方法”，您对这种方法是否赞成？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如果赞成，那就是实行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党；如果认为可以同这种政策，同推行这种政策的集团讲“和平”，讲“统一”，那就是自欺欺人。

不赞成吗？——那就请您直截了当地说吧。可是，在今天的工人看来，讲空话已经不足为奇了，讲空话满足不了他们，也吓唬不了他们。

顺便说一句：取消派在上面这段话中所鼓吹的政策，甚至从自由派观点看来也很愚蠢，因为在杜马中能否通过法律，要取决于那些已经在委员会摊牌的本尼格森之类的“十月党人－地方自治人士”。


※　　　　　※　　　　　※

参加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较久的人，都很熟悉托洛茨基这个人物，所以用不着对他们多说了。但是年轻的一代工人不知道他，所以不能不谈一谈，因为他对于那些事实上也动摇于取消派和党之间的五个国外小集团来说是一个典型人物。

在旧《火星报》时期（1901—1903），给这种在“经济派”和“火星派”之间跑来跑去的动摇分子起过一个绰号：“图希诺的倒戈分子”[137]（人们曾这样称呼俄国混乱时期那些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的军人）。

我们说到取消主义的时候，就确认这是一种经过许多年生长起来的、同20年来马克思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孟什维主义”和“经济主义”一脉相承、同一定阶级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思想有联系的思潮。

“图希诺的倒戈分子”自称超越一切派别，其唯一根据就是他们今天“借用”这一派的思想，明天又“借用”另一派的思想。在1901—1903年间，托洛茨基是个激烈的“火星派分子”，所以梁赞诺夫把他在1903年代表大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称为“列宁的棍子”。1903年底，托洛茨基成了一个激烈的孟什维克，就是说，他从火星派方面跑到“经济派”方面去了；他宣称：“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道鸿沟。”在1904—1905年间，他离开孟什维克而采取了动摇的立场，时而同马尔丁诺夫（“经济派”）合作，时而标榜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在1906—1907年间，他接近布尔什维克，而到1907年春天又自称和罗莎·卢森堡见解相同。

在瓦解时代，他经过长久的“非派别性的”动摇之后，又向右转了，在1912年8月同取消派结成了联盟。现在，他又离开了取消派，但实际上还是在重复取消派的思想。

这种典型带有过去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渣滓的特色，那时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还处于沉睡状态，任何一个小集团都可以“自由地”自命为派别、集团、派别组织，一句话，自命为可以同他人谈论联合的“强国”。

必须使年轻的一代工人十分清楚他们是在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这种人抱着一种难以置信的野心，根本不愿理睬党从1908年起就确定和规定了对取消主义的态度的决议，根本不愿考虑实际上已经使大多数人在完全承认上述决议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俄国当今工人运动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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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指《启蒙》杂志。



《启蒙》杂志（《Просвещение》）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7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代替被沙皇政府封闭的布尔什维克刊物——在莫斯科出版的《思想》杂志而创办的，受以列宁为首的国外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出版杂志的实际工作，由俄国国内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在不同时期参加国内编辑委员会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列·米·米哈伊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А．А．里亚比宁、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从1913年起，《启蒙》杂志文艺部由马·高尔基领导。《启蒙》杂志作为布尔什维克机关刊物，曾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过斗争，登过列宁的28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启蒙》杂志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复刊后，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登载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两篇著作。——194。



[13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62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还有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和崩得的代表各3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1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代表1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参加大会的共有157人。



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1905年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导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了两派分别制定的政纲，并按300名党员产生一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织遭摧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112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则拥有62票，而且拥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



代表大会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党的章程等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



大会是在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种纲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对这一纲领作了一些修改。大会还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和武装起义的决议，大会未经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和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区各民族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局面。代表大会选出了7名孟什维克和3名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清一色的5名孟什维克组成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196。



[132]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即以阿·伊·柳比莫夫（马·佐梅尔）为首的倾向取消派的调和派。



孟什维克护党派是孟什维克队伍中的一个组织上没有完全形成的派别，于1908年开始出现，为首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孟什维克护党派反对取消派，在保持孟什维主义立场的同时，主张保存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为此目的而同布尔什维克结成了联盟。1911年底，普列汉诺夫破坏了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他打着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别活动”和分裂的旗号，企图使布尔什维克同机会主义者和解。1912年普列汉诺夫派同托洛茨基分子、崩得分子和取消派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197。



[133]诺兹德列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203。



[134]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此人满嘴仁义道德，经常引用《圣经》上的格言，实际上灵魂十分肮脏，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203。



[135]指1913年12月13—14日在伦敦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通过的决议。该决议委托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召集一次有来自“俄国（包括俄属波兰）工人运动中所有承认党的纲领或其纲领与社会民主党纲领相符合的派别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以便就使他们相互疏远的问题交换意见。”卡·考茨基在12月14日的发言中谈到提出这个决议案的理由时说：老的社会民主党在俄国已不复存在。必须根据俄国工人要求团结的愿望把俄国社会民主党恢复起来。列宁在《好决议和坏发言》一文中对此作了评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210。



[136]见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随笔《在国外》。其中写道，1876年春他在法国听到一些法国自由派人士在热烈地谈论大赦巴黎公社战士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大赦是公正而有益的措施，但在结束这个话题时，不约而同地都把食指伸到鼻子前，说了一声“mais”（即“但是”），就再也不说了。于是谢德林恍然大悟：原来法国人所说的“但是”，意思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213。



[137]“图希诺的倒戈分子”一语源出于俄国历史故事。1608年俄波战争时，波兰傀儡伪德米特里二世率军攻入俄国，驻扎在莫斯科西北的图希诺，与在莫斯科的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两军对峙。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俄国领主和贵族象候鸟随气候变化而迁飞那样奔走于两个营垒之间：当莫斯科情况危急时，他们纷纷投奔图希诺营寨；当战局有利于沙皇时，他们又返回莫斯科，重新归顺沙皇。这些人便被称为“图希诺的倒戈分子”。后来人们常用这一称号来形容反复无常的投机分子。——215。







《列宁全集》第25卷


书评

约·德罗兹多夫《俄国农业工人的工资与1905—1906年土地运动的关系》

1914年圣彼得堡谢苗诺夫出版社版全书68页定价50戈比

（1914年5月）

德罗兹多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册子里首先提出了一个极其有趣的和重要的问题。对他的首创精神不能不表示欢迎。作者收集了关于日工资（以货币和粮食计算的）和1902—1904年经营者所有的土地的黑麦单位面积产量的材料，关于1905—1910年的逐年材料，并且把欧俄各地区的这些材料作了比较。

作者发现，1905年西南地区的工资增加得最多（比1902—1904年增加了10％）。全俄国平均起来，1905年增加1.2％，1906年增加12.5％。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说，工资增加得最多的是农业资本主义最发达和罢工这种斗争形式（与所谓“破坏和砍光的”形式不同）最流行的地区。严格地说来，要下这样的结论，现有材料还是不够的。例如在1905年工资增长上，乌拉尔地区在各地区中占第二位（该区增长9.68％，西南地区增长10.35％）。如果拿整个革命后的时期即1905—1910年的平均工资来看，西南地区（与1902—1904年相比）增加10.3％，乌拉尔地区增加21.7％。作者对乌拉尔地区采用了所谓“撇开”的办法，同时还援引我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作为根据。但是我在那本书中，并不是在研究一般工资水平的时候，而是在研究大规模的工人流动的时候，才把乌拉尔地区撇开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539—540页。——编者注］

 ，可见作者援引得不对。把乌拉尔经营者所有的土地播种面积所占的百分比不大作为根据 
［注：在这上面作者把北部地区同乌拉尔等量齐观。但是北部地区的工资在1905年降低了6％，而1906年只增加了8％。］

 ，也未必是令人满意的。作者本应当收集更详尽的、每一省的材料，再把工资的增长同关于整个土地运动（包括罢工这种形式的，也包括“破坏和砍光”等等形式的）相对的猛烈程度的材料加以比较。

全俄国农业工人的货币工资，大体说来在1905—1906年增加得最多：如果把1902—1904年的工资定为100，那么1905年是101.2％，1906年是112.5％。以后4年的相应数字是114.2％、113.1％、118.4％、119.6％。很显然，货币工资普遍提高是革命的结果，1905—1906年的斗争在这里起了直接和主要的影响。

读者要知道详细情形可参看德罗兹多夫先生的这本有内容的小册子，但是我们要指出，他说农民实质上是想“赶走地主”的要求是“分明不能实现的”（第30页），这话是毫无道理的。他还说在破坏和砍光的地区，“斗争是为了实现平均使用土地以及诸如此类的小资产阶级空想要求”（第38页），这话同样是毫无根据和欠考虑的。这是因为第一，农民不仅争取使用土地，而且争取占有土地（即“赶走地主”）；第二，他们不是争取平均使用土地，而是争取把地主的土地转归他们所有，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情；第三，民粹派关于土地“平均”、“社会化”、“使土地退出商业周转”的主观愿望（和“理论”）以及诸如此类的谬论，过去是现在仍旧是空想，可是在小资产阶级群众“赶走”农奴主这种要求里面一点“空想的”成分也没有。作者把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这是进步的资产阶级或激进的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客观历史意义同民粹派始终是空想的、反动的主观理论和愿望混为一谈了。这种混淆是极其错误的，是非辩证的，非历史的。

作者在比较1891—1900年和1901—1910年的平均工资之后得出的总的结论是：俄国的日货币工资增加了25.5％，而折合成粮食的实际工资只增加了3.9％，可以说几乎没有变化。我们要指出，各地区如按这两个10年的货币工资增长的幅度排列，结果是这样的：立陶宛增加39％，伏尔加河沿岸增加33％，乌拉尔地区增加30％，小俄罗斯增加28％，中部农业区增加26％，等等。

最后，作者把最后两个10年中（1891—1900年和1901—1910年）农业工人工资增长情况同地租增长情况作了比较。原来全俄国平均工资由每天52.2戈比增加到66.3戈比，即增加了27％。而地价（谁都知道地价就是资本化的地租）由每俄亩69.1卢布增加1到132.4卢布，即增加了91％。换句话说，工资增加了4，而地租几乎翻了一番！！

作者得出公正的结论说：“这种情况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俄国农业工人的相对的生活水平降低了，而与此同时，土地占有者阶级的生活水平却相对地提高了……地主阶级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差距愈来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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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5卷


书评[138]


N.M.科兹米内赫－拉宁《莫斯科省工厂的加班劳动》

1914年莫斯科版定价1卢布

（1914年5月）

不久前出版的科兹米内赫－拉宁先生的一本新的统计小册子，考察了俄国工人极其关注的加班劳动问题。

应该指出，科兹米内赫－拉宁引用的统计材料仅仅是1908年的，并且只涉及莫斯科省的工人。此外，1908年的数据在目前必然显得在很大程度上过时了，如果考虑到以下情况就更显得过时了；1908年是工业停滞的年份，而在此之后俄国工业发展进入了以工业繁荣、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激增为标志的年份。这种情况就必然促使在许多工业部门加紧采用加班劳动。

科兹米内赫－拉宁（莫斯科省的工厂视察员）的材料无疑具有半官方性质，它是用向工厂主调查的方法收集来的，因此对待这种材料要相当慎重，但尽管如此，还是不能不予以特别重视。首先，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资料在我们俄国是如此贫乏，以致每部著作都应该加以利用，其次，甚至连这个半官方性质的统计也给我们提供很多有趣的东西。

科兹米内赫－拉宁先生总共调查了莫斯科省152个企业（主要是大企业）的112380名工人，并且调查的是以纺织工业为主。

从小册子里所引用的数据看，莫斯科地区纺织工业的加班劳动并不很普遍。例如，在调查过的59000个棉花加工工人中，只有767人在节日加班劳动。平时加班劳动的人数要多得多（1717人），但这也不过占总人数的1—2％。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纺织工业在技术上要求每一个阶段之前就必须安排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而主要的是1908年对纺织工业来说远非是顺利的年份。企业主关心的常常是如何缩减生产，而不是用加班劳动提高企业的生产率。

另一个重要工业部门——金属加工工业的情况就不同了。那里加班劳动很普遍，有时竟达到工人总数的20％。

至于加班劳动时间的多少，根据科兹米内赫－拉宁的材料，无论是五金工人还是纺织工人，他们每人平均加班劳动的时间都在25至35小时之间（包括平时劳动和节日劳动）。这个数字很大。被加班费剥夺的工余时间平均为30小时，不用说，这完全有损于工人的文化和智力的发展。

我们再来看看，工人们有损于智力的劳动消耗，肌肉、神经……的损耗，换得的又是什么呢？科兹米内赫－拉宁先生非常详尽地算出了各个部门工人每小时加班劳动的报酬。这里我们看到，纺织工人的加班劳动报酬平均每小时只有15—16戈比，很少高于此数。4月和9月略微高些，然后12月至2月又降到13戈比。毛纺织厂的工钱尤其少得可怜，如3月份星期日和节日的劳动报酬平均每小时只有6.75戈比。加班劳动的工资额尚且如此，平时工资低微就更不用说了！

从下表可以看到，五金工人的加班劳动报酬并不比纺织工人多多少，平均每小时为13至20戈比。莫斯科五金工人加班劳动的工资浮动情况和工资额就清楚地表明，这里的劳动条件即使和彼得堡相比也要差得多。

莫斯科工人通过各种加班劳动所得的收入微乎其微。

例如，每月加班劳动的工资平均为：






	
纺织工人




	　
	　
	（单位戈比）



	星期日与节日的
	强制的
	408



	　
	非强制的
	221



	平时……………
	强制的
	353



	　
	非强制的
	235



	

五金工人






	星期日与节日的
	强制的
	337



	　
	非强制的
	184



	平时……………
	强制的
	325



	　
	非强制的
	231







最后应该强调指出，科兹米内赫－拉宁先生对加班劳动最多的部门——小工业几乎完全未作调查（被调查的工人中仅有1.45％属于不足100人的企业）。如果考察一下小工业部门的劳动条件，无疑会得出令人吃惊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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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工厂视察员И．м．科兹米内赫－拉宁的统计著作不止一次地引起了列宁的注意。例如，1912年8月，列宁为科兹米内赫－拉宁的《莫斯科省的工作日和工作年》一书的问世写了《莫斯科省工厂的工作日》和《莫斯科省的工作日和工作年》两篇书评，分别发表在《真理报》和《涅瓦明星报》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1913年9月列宁在莫斯科《我们的道路报》上发表的《数字的语言》一文也引用了科兹米内赫－拉宁收集的统计资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



列宁在上述两篇书评的第一篇中曾提到，科兹米内赫－拉宁准备把有关莫斯科省工厂加班情况的专著付印。本文就是对1914年问世的这一著作的评介。——220。







《列宁全集》第25卷


论民族自决权

（1914年2—5月）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第9条，近来引起了（我们在《启蒙》杂志上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编者注］

 ）机会主义者的大举进攻。俄国取消派分子谢姆柯夫斯基在彼得堡取消派报纸上，崩得分子李普曼和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尤尔凯维奇分别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极力攻击这一条，用极端轻蔑的态度鄙视这一条。机会主义对我们马克思主义纲领进行这种“十二个民族的侵犯”[139]，无疑同现在的各种民族主义偏向有密切联系。因此，我们认为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是切合时宜的。不过我们要指出，上述的机会主义者中，没有一个人拿出过什么独立的论据：他们都只是重复罗莎·卢森堡在1908—1909年间用波兰文写的一篇长文《民族问题和自治》的论点。所以我们在本文中要对罗莎·卢森堡的“新奇”论据给予最多的注意。


1.什么是民族自决？

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所谓自决，首先自然就得提出这个问题。应当怎样理解自决？是从权利的各种“一般概念”得出的法律定义中去寻找答案呢，还是从对民族运动所作的历史－经济的研究中去寻找答案？

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和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甚至没有想到要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借嘲笑马克思主义纲领“不清楚”来敷衍了事，由于头脑简单，看来他们甚至还不知道民族自决问题不仅在1903年通过的俄国党纲中谈到了，而且在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决议中也谈到了（我将要在适当地方详细谈到这一点）。这些都是不足为奇的。使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曾多次宣称这一条似乎太抽象、太形而上学的罗莎·卢森堡，自己却犯了这种抽象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正是罗莎·卢森堡老是泛泛地谈论民族自决（甚至非常可笑地空谈怎样去认识民族意志），而从来没有明确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事情的本质究竟是在于法律的定义，还是在于全世界民族运动的经验？

明确提出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回避的问题，立刻就会把罗莎·卢森堡的论据驳倒十分之九。民族运动并不是首先在俄国发生，也不是俄国一国特有的现象。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语言的统一和无阻碍的发展，是实现真正自由广泛的、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周转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

因此，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最深刻的经济因素推动人们来实现这一点，因此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

因此，如果我们要懂得民族自决的意义，不是去玩弄法律上的定义，“杜撰”抽象的定义，而是去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那就必然得出如下结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

至于为什么只能把自决权理解为作为单独的国家生存的权利，而作别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这还有其他一些理由，我们下面再谈。现在我们要谈的是，罗莎·卢森堡如何企图“避开”成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有深刻经济原因的这个必然的结论。

考茨基的小册子《民族性和国际性》（《新时代》杂志[140]1907—1908年卷第1期附刊，俄译文载于1908年里加出版的《科学思想》杂志[141]），罗莎·卢森堡是很熟悉的。她知道，考茨基 
［注：1916年，列宁在准备再版本文时，在此处加了一条注释：“请读者不要忘记，考茨基在1909年以前，在出版他那本卓越的小册子《通向政权的道路》以前，曾经是机会主义的敌人，他转而维护机会主义只是1910—1911年的事，到1914—1916年才变得异常坚决。”——俄文版编者注］

 在这本小册子的第4节里详细地分析了民族国家问题，并且得出结论说，奥托·鲍威尔“低估了建立民族国家趋向的力量”（见上引小册子第23页）。罗莎·卢森堡自己引用了考茨基的话：“民族国家是最适合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文明的、经济上进步的，不同于中世纪的、前资本主义等等时代的〉条件的国家形式，是使国家能最容易完成其任务〈即保证资本主义最自由、广泛、迅速发展的任务〉的国家形式。”这里应当再补充考茨基的一个更确切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民族复杂的国家（即不同于民族国家的所谓多民族国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仍然是内部结构不正常或者说发育不完全的〈落后的〉国家”。不言而喻，考茨基所说的不正常，完全是指还不能做到最适应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要求。

现在我们要问：罗莎·卢森堡对考茨基的这些历史－经济的结论，究竟采取了什么态度呢？这些结论正确不正确呢？是考茨基的历史－经济理论正确，还是鲍威尔的那个基本上是心理学的理论正确？鲍威尔的明显的“民族机会主义”，他的民族文化自治的主张，他对民族主义的迷恋（如考茨基所说“有时强调民族因素”），他“过分夸大民族因素而完全忘记国际因素”（考茨基），这一切同他低估建立民族国家这一趋向的力量有什么联系呢？

罗莎·卢森堡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她没有看出这种联系。她没有仔细地考虑鲍威尔理论观点的整体。她甚至完全没有把民族问题上的历史－经济理论同心理学理论加以对比。她只是对考茨基提出了如下的反驳意见。


　　“……这种‘最好的’民族国家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在理论上加以发挥和在理论上加以维护倒很容易，但是不符合实际。”（1908年《社会民主党评论》[142]第6期第499页）



　　罗莎·卢森堡为了证实这个大胆的意见，接着就大发议论说，资本主义列强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使小民族的“自决权”成为虚幻的东西。她大声疾呼地说：“对那些形式上独立的门的内哥罗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来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瑞士人来说，能够真正谈到‘自决’吗？他们的独立不就是‘欧洲音乐会’上政治斗争和外交把戏的产物吗？！”（第500页）最适合条件的，“并不是考茨基所认定的民族国家，而是强盗国家”。然后她就列举了几十个数字，说明英法等国所属殖民地面积的大小。看了这些议论，不能不对作者不通事理的本领表示惊奇！摆出一付了不起的架势教训考茨基，说什么小国在经济上依赖大国，说什么资产阶级国家为了用强盗手段征服其他民族而互相斗争，说什么存在着帝国主义和殖民地，这是一种可笑的幼稚的卖弄聪明的行为，因为所有这些都和问题毫不相干。不仅小国，就是俄国这样的国家在经济上也完全依赖“富裕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势力。不仅巴尔干的几个蕞尔小国，就连19世纪的美国在经济上也曾经是欧洲的殖民地，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已经说过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3页。——编者注］

 。所有这些，考茨基和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都十分清楚，但是同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问题是牛头不对马嘴。

罗莎·卢森堡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民族经济独立自主问题偷换了民族政治自决，即民族国家独立问题。这种聪明的做法，正象一个人在讨论议会（即人民代表会议）在资产阶级国家内应拥有最高权力这个纲领要求时，竟扯到大资本在资产阶级国家任何一种制度下都拥有最高权力这种十分正确的见解一样。

毫无疑问，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亚洲，大部分或者处于“列强”殖民地的地位，或者是一些极不独立和备受民族压迫的国家。可是，这种尽人皆知的情况难道能够丝毫动摇下面一件无可争辩的事实吗？这就是在亚洲只有日本，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了能够最充分地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因此它自己已在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我们不知道，亚洲是否来得及在资本主义崩溃以前，也象欧洲那样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体系。但是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唤醒了亚洲，在那里也到处都激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最好的条件。亚洲的实例证实了考茨基的观点，而推翻了罗莎·卢森堡的观点。

巴尔干各国的实例也推翻了她的观点，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到，在巴尔干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正是随着在这个半岛上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才形成起来的。

所以，无论是全体先进文明人类的实例也好，巴尔干的实例也好，亚洲的实例也好，都同罗莎·卢森堡所说的相反，而证明考茨基的论点绝对正确：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规”，而民族复杂的国家是一种落后状态或者是一种例外。从民族关系方面来看，民族国家无疑是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这当然不是说，这种国家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能够排除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这只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那些产生建立民族国家趋向的强大的经济因素。这就是说，从历史－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中所谈的“民族自决”，除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意义。

至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看来，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支持“民族国家”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要求，下面将要详细地谈到。现在，我们只是阐明一下“自决”这一概念的定义，不过还应当指出，罗莎·卢森堡是知道这个概念（“民族国家”）的内涵的，而拥护她的那些机会主义者，如李普曼、谢姆柯夫斯基、尤尔凯维奇之流，连这一点也不知道！


2.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绝对要求应用到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上来，那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必须把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看根本不同的两个资本主义时代严格区别开来。一个时代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和国家形成的时代，当时民族运动第一次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它通过报刊和参加代表机关等等途径，以不同方式把一切阶级的居民卷入了政治。另一个时代，就是我们所处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形成、宪制早已确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大大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叫作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

前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由于争取政治自由，特别是民族权利的斗争的开展，民族运动方兴未艾，人数最多、最“难发动的”居民阶层——农民投入这个运动。后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没有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时发达的资本主义使完全卷入商业周转的各个民族日益接近，杂居在一起，而把跨民族联合起来的资本同跨民族的工人运动的对抗提到第一位。

当然，这两个时代没有被一堵墙隔开，而是由许多过渡环节联系在一起；同时各个国家在民族的发展速度、居民的民族成分、居民的分布等等方面仍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计到所有这些一般历史条件和具体国家条件，就根本无法着手考察某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罗莎·卢森堡的议论中最大的弱点。她拼命用一套反对我们纲领第9条的“厉害”字眼来点缀自己的文章，喋喋不休地说它“笼统”、“死板”，是“形而上学的空谈”等等。这位著作家既然如此高明地斥责形而上学的观点（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就是反辩证法的观点）和空洞抽象的观点，我们自然也就应该期待她给我们作出一个用具体的历史的方法研究问题的榜样。这里所说的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20世纪初和一个特定的国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罗莎·卢森堡想必应当这样提出问题：俄国究竟处在什么历史时代？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的民族问题和民族运动究竟有哪些具体特点？

可是罗莎·卢森堡丝毫没有谈到这一点！民族问题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俄国究竟是什么问题，俄国在这方面究竟具有哪些特点，——在她的文章里根本找不到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文章告诉我们：巴尔干的民族问题跟爱尔兰的不同；马克思怎样估计1848年具体环境下的波兰人和捷克人的民族运动（整页都是引证马克思的话）；恩格斯怎样估计瑞士林区各州反对奥地利的斗争以及1315年的莫尔加滕战役（整页都是摘引恩格斯的话和考茨基的有关评注）；拉萨尔认为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是反动的，等等。

这些意见和引证谈不上有什么新颖之处，但不管怎么样，对读者来说，再次回顾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用什么方法分析各国的具体历史问题，还是颇有兴味的。只要重读一下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摘录来的那些大有教益的话，就会十分明显地看到罗莎·卢森堡把自己置于何等可笑的境地了。她娓娓动听又怒气冲冲地鼓吹必须用具体的历史的方法分析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民族问题，但是她丝毫没有打算确定一下，20世纪初的俄国究竟是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什么历史阶段，这个国家的民族问题究竟有哪些特点。罗莎·卢森堡举出一些别人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问题的例子，好象是故意在强调：善良的愿望往往铺成地狱，好心的忠告往往被用来掩饰不愿意或不善于实际运用这些忠告。

请看一个大有教益的对照。罗莎·卢森堡在反对波兰独立的口号时，引用了她在1898年所写的一篇证明“波兰工业发展”迅速是由于能向俄国推销工厂产品的著作。不用说，从这里丝毫也不能得出什么有关自决权问题的结论，这只不过证明旧的贵族波兰已经消失，如此等等。但罗莎·卢森堡总是悄悄地把笔锋一转，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说什么促使俄国同波兰结合的诸因素中，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纯经济的因素现在已经占了优势。

可是，我们的罗莎一谈到自治问题时，尽管她的文章标题叫《民族问题和自治》，是泛指的论题，她却开始证明唯独波兰王国应该有自治权（见1913年《启蒙》杂志第12期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编者注］

 ）。为了证明波兰应有自治权，罗莎·卢森堡剖析了俄国国家制度的各种特征，显然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既有生活习俗的，也有社会学方面的特征，认为它具有构成“亚洲式的专制制度”这一概念的全部特征（《社会民主党评论》第12期第137页）。

大家知道，如果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纯属宗法制的特征，即前资本主义的特征还占优势，商品经济极不发达，阶级分化还极不明显，那么上述那种国家制度就具有极大的牢固性。如果在国家制度显然带有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里，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的按民族划分的区域，那么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愈迅速，它同前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之间的矛盾也就愈厉害，这个先进区域脱离整体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因为联结这个区域和整体的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而是“亚洲式的专制制度的”关系。

可见，罗莎·卢森堡甚至在俄国政权的社会结构同资产阶级波兰作对比的问题上，也完全不能自圆其说。至于俄国民族运动的具体历史特点问题，她甚至根本没有提出来。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一下。


3.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特点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


　　“……虽然‘民族自决权’原则有伸缩性，纯粹是老生常谈，显然不但适用于俄国的各个民族，而且同样适用于德国和奥地利、瑞士和瑞典、美洲和澳洲的各个民族，但是我们在当今任何一个社会党的纲领内，都找不到这个原则……”（《社会民主党评论》第6期第483页）



　　罗莎·卢森堡开始攻击马克思主义纲领第9条时就是这样写的。她说纲领的这一条“纯粹是老生常谈”，要我们接受这种见解，而她自己恰巧是犯了这种错误，因为她竟可笑地大胆地宣称这一条“显然同样适用于”俄德等等国家。我们的回答是：罗莎·卢森堡显然下决心要使自己的文章成为供中学生做习题用的逻辑错误大全，因为她的这一论断完全是胡说八道，完全是对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的嘲笑。

如果不是象小孩子那样，而是象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纲领，那就不难看出，这个纲领是同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有关的。既然如此（而且无疑是如此），那么，这个纲领“显然”“宠统地”适用于一切有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场合，是一种“老生常谈”等等。罗莎·卢森堡只要稍加思索，也显然会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纲领仅仅适用于确有民族运动存在的场合。

罗莎·卢森堡只要把这些明显的道理思索一下，就会很容易地知道，她说的话是多么荒谬。她责难我们提出的是“老生常谈”，她用来反驳我们的论据是：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国家的纲领里没有民族自决的条文。好一个聪明绝顶的论据啊！

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加以比较，把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也加以比较，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各现代国家无疑具有共同的资本主义本性和共同的发展规律。可是，这样的比较必须作得适当。这里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要弄清所比较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否可比。例如，只有十分无知的人，才会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土地纲领拿去同西欧的土地纲领“作比较”（如叶·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在《俄国思想》杂志上所作的那样），因为我们的纲领所回答的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土地改革问题，而西欧各国根本谈不到这样的改革。

民族问题也是这样。这个问题在西欧大多数国家里早已解决了。在西欧各国的纲领里寻找并不存在的问题的答案，这是可笑的。这里罗莎·卢森堡恰恰忽视了最主要的一点：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早已完成的国家和没有完成的国家之间的区别。

这种区别正是全部关键的所在。由于罗莎·卢森堡完全忽视了这种区别，她那篇宏论也就成了一套空洞无物的老生常谈了。

在西欧大陆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所包括的是一段相当确定的时期，大致是从1789年到1871年。这个时代恰恰是民族运动以及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这个时代结束后，西欧便形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体系，这些国家通常都是单一民族国家。因此，现在到西欧社会党人纲领里去寻找民族自决权，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

在东欧和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1905年才开始的。俄国、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巴尔干的战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东方”所发生的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只有瞎子才不能从这一串事变中看出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兴起，看出建立民族独立的和单一民族的国家的趋向。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俄国及其邻邦处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纲领上提出民族自决权这一条。

我们不妨从上面引自罗莎·卢森堡论文的那段话往下再摘一句：


　　她写道：“……特别是在民族成分非常复杂的国家中进行活动并且认为民族问题对党具有头等意义的那个党的纲领里，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里，并没有包含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同上）



　　总之，她“特别”想拿奥地利的例子来说服读者。那就让我们从具体的历史的观点来看看，举这个例子是否很有道理。第一，我们要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完成这个基本问题。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1848年开始，1867年完成的。从那时起到现在差不多经历了半个世纪，那里始终是由大体上已经建立的资产阶级宪制统治着，而合法的工人政党也就是根据这个宪制公开进行活动的。

因此，就奥地利发展的内部条件来说（即从整个奥地利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奥地利各个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来看），并没有产生飞跃的因素，而伴随这种飞跃的现象之一，则可能是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罗莎·卢森堡在进行比较时，设定俄国在这一点上处于同样的条件，于是她不仅作了这种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反历史的假设，而且不由自主地滑到取消主义立场上去了。

第二，奥地利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和俄国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完全不同，这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奥地利不仅是一个长期来以德意志人占优势的国家，而且奥地利的德意志人还曾经怀有想做整个德意志民族霸主的野心。对老生常谈、死板公式、抽象概念等等如此讨厌的……罗莎·卢森堡，也许肯赏脸回想一下，这种“野心”已经被1866年的战争粉碎了。在奥地利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德意志人竟留在1871年最终建成的独立的德意志国家外面了。另一方面，匈牙利人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尝试，早在1849年就被俄国农奴制的军队粉碎了。

于是就造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局面：匈牙利人和捷克人恰恰不倾向于脱离奥地利，而是倾向于保持奥地利的完整，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持民族独立，以免完全被那些更残暴更强悍的邻国破坏掉！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奥地利便形成两个中心的（二元的）国家，而现在又变成三个中心的（三元的：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国家。

俄国同这种情形有哪点相似的地方呢？我们这里的“异族人”是否因为怕受到更坏的民族压迫而情愿同大俄罗斯人联合呢？

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足以看出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拿俄国同奥地利来比较，是多么荒谬、多么死板、多么愚昧了。

在民族问题上，俄国所具有的特殊条件恰恰同我们在奥地利看到的相反。俄国是以一个民族即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大俄罗斯人占据着广袤的连片地区，人口约有7000万。这个民族国家的特点是：第一，“异族人”（总计占全国人口多数，即57％）恰恰是住在边疆地区；第二，这些异族人所受的压迫比在邻国（并且不仅是在欧洲的邻国）要厉害得多；第三，这些居住在边疆地区的被压迫民族往往有一些同族人住在国界的另一边，他们享有较多的民族独立（只要提一下住在俄国西部和南部边界以外的芬兰人、瑞典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就够了）！第四，“异族”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平，往往高于国家的中部地区。最后，我们看到，正是在毗邻的亚洲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运动的阶段已经开始，这种革命和运动部分地蔓延到了俄国境内的那些同血统的民族。

可见，正是由于俄国民族问题的这些具体的历史特点，我们在当前所处的时代承认民族自决权，具有特别迫切的意义。

况且，就是从单纯事实方面来看，罗莎·卢森堡断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不承认民族自决权，也与实际不符。只要打开通过民族纲领的布隆代表大会[143]的记录，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罗辛族社会民主党人甘凯维奇代表整个乌克兰（罗辛人）代表团（记录第85页），波兰社会民主党人雷盖尔代表整个波兰代表团（记录第108页）都声明，这两个民族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把他们本民族要求民族统一、自由和独立的愿望，列在自己的要求之内了。可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虽然没有在自己的纲领里直接提出民族自决权，但是它完全容许党的某些部分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事实上这当然就是承认民族自决权！可见，罗莎·卢森堡把奥地利拿来作论据，实际上是在各方面反驳了罗莎·卢森堡自己。


4.民族问题上的“实际主义”

机会主义者特别喜欢接过罗莎·卢森堡这样一个论据：我们纲领的第9条没有包含一点“实际的东西”。罗莎·卢森堡自己也非常欣赏这个论据，我们在她的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有时在一页之内一连把这个“口号”重复了8次。

她写道，第9条“对于无产阶级的日常政策没有提供任何实际的指示，对于民族问题没有提供任何实际的解决办法”。

她的这个论据还有这样的表述：第9条不是言之无物，就是要求必须支持一切民族要求。我们现在就来探讨一下这个论据。

在民族问题上要求“实际”是什么意思呢？

或者是指支持一切民族要求；或者是指对每个民族分离的问题作出“是或否”的回答；或者是指民族要求能无条件地立即“实现”。

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要求“实际”的这三种可能的含义。

在一切民族运动开始时很自然地充当运动首领（领导者）的资产阶级，把支持一切民族要求称为实际的事情。但是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在其他问题上也一样），只是在一定的方向上支持资产阶级，而永远不同资产阶级的政策完全一致。工人阶级只是为了民族和睦（这是资产阶级不能完全做到的，只有在完全民主化的时候才能实现），为了平等，为了创造最好的阶级斗争环境，才支持资产阶级。因此，无产者恰恰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实际主义才提出了民族问题上的原则性政策，始终只是有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任何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都希望本民族享有种种特权，或者为本民族谋取特殊利益；这就叫作“实际”。无产阶级反对任何特权，反对任何特殊。要无产阶级讲“实际主义”，就等于迁就资产阶级，陷入机会主义。

对每个民族分离的问题都要作出“是或否”的回答吗？这似乎是一个很“实际的”要求。其实它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形而上学的，在实践上是让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政策。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是无条件地提出来的。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是以该民族分离还是以该民族取得同其他民族平等的地位而告终，这在理论上是不能预先担保的；无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要保证本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阻碍这种发展，把无产阶级发展的任务推到“本”民族的任务后面去。因此，无产阶级就只提出所谓消极的要求，即要求承认自决权，而不向任何一个民族担保，不向任何一个民族答应提供损害其他民族利益的任何东西。

就算这是不“实际”吧，但这在事实上能最可靠地保证用尽可能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无产阶级只需要有这种保证，而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则需要保证自己的利益，不管其他民族的处境如何（不管它们可能受到什么损害）。

资产阶级最关心的是某项要求是否“能实现”，——因此就产生了同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勾结而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永远不变的政策。而对无产阶级重要的是巩固本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用彻底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

让机会主义者去说这不“实际”吧，但这是唯一实际的保证，是违背封建主和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意愿争取最大限度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和睦的保证。

在每个民族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看来，无产者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全部任务都是“不实际的”，因为无产者仇视任何民族主义，而要求“抽象的”平等，要求根本取消任何特权。罗莎·卢森堡不懂得这一点，糊里糊涂地赞美实际主义，这恰巧是为机会主义者，特别是为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作机会主义让步大开方便之门。

为什么说是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让步呢？因为大俄罗斯民族在俄国是压迫民族，而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在被压迫民族中和压迫民族中的表现自然是各不相同的。

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借口自己的要求合乎“实际”而号召无产阶级无条件地支持它的要求。最实际的莫过于直接说个“是”字，赞成某一个民族的分离，而不是赞成一切民族的分离权！

无产阶级反对这种实际主义。它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同时又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实际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只是盲从资产阶级要求的口号。

有人对我们说：你们赞成民族分离权，就是赞成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说这种话的有罗莎·卢森堡，附和她的有机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顺便说一下，他是在取消派报纸上就这个问题鼓吹取消派思想的唯一代表！

我们的回答是：不，在这里，正是资产阶级看重“实际的”解决，而工人看重在原则上划清两种倾向。在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反对压迫民族这一点上，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加以支持，而且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是最大胆最彻底的。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极力主张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和暴力，同时丝毫也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谋求特权。

如果我们不提出和不宣传分离权的口号，那就不仅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而且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封建主和专制制度。考茨基早就提出这个论据来反对罗莎·卢森堡，而这个论据是无可争辩的。罗莎·卢森堡因害怕“帮助”波兰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而否定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中提出的分离权，实际上就是帮助了大俄罗斯黑帮。她实际上是助长机会主义容忍大俄罗斯人的特权（甚至是比特权更坏的东西）的态度。

罗莎·卢森堡醉心于反对波兰民族主义，却忘记了大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而这个民族主义在目前恰恰是最可怕的，恰恰是资产阶级色彩较少而封建色彩较浓，恰恰是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障碍。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同时要严格地区分出谋求本民族特殊地位的趋向，反对波兰资产者压迫犹太人的趋向，等等。

这在资产者和小市民看来是“不实际的”。但这是民族问题上唯一实际的、原则性的、真正有助于民主、自由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政策。

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分离权；从消除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和任何特殊地位着眼，来评价每一个关于分离的具体问题。

让我们看看压迫民族的地位。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能不能获得解放呢？不能。大俄罗斯居民 
［注：巴黎有一位名叫列·弗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用词。这位列·弗拉·是可笑的“superklug”（译成有讽刺意味的词，就是“自作聪明的”）。这个“自作聪明的”列·弗拉·大概打算写一部怎样从我们的最低纲领中（根据阶级斗争观点！）剔除“居民”、“民族”等等字眼的研究著作。］

 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反对这种压迫。镇压被压迫民族运动的漫长历史，数百年的历史，“上层”阶级对这种镇压的不断宣传，造成了大俄罗斯民族的种种偏见，成了大俄罗斯民族本身解放事业的莫大障碍。

大俄罗斯黑帮有意支持和煽动这种偏见。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容忍或迎合这种偏见。大俄罗斯无产阶级不同这种偏见进行不断的斗争，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就不能替自己扫清走向解放的道路。

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在俄国暂时还只是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我们，大俄罗斯无产者，不维护任何特权，当然也就不维护这种特权。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进行斗争，要把这个国家的各民族工人联合起来，我们不能保证民族的发展一定要经过某条道路，我们要经过一切可能的道路走向我们的阶级目标。

可是，不同一切民族主义进行斗争，不捍卫各民族的平等，就不可能走向这一目标。例如，乌克兰能不能组成独立国家，这要以千百种预先不得而知的因素为转移。我们不想凭空“猜测”，但坚决拥护这一毫无疑问的原则：乌克兰有成立这种国家的权利。我们尊重这种权利，我们不赞成大俄罗斯人有统治乌克兰人的特权，我们教育群众承认这种权利，否认任何一个民族享有国家特权。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切国家都经历过的那种飞跃中，为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而发生冲突和斗争是可能的，而且是很有可能的。我们无产者预先就宣布我们反对大俄罗斯人的特权，并且依照这个方针来进行自己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

罗莎·卢森堡因追求“实际主义”而忽略了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和其他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主要实际任务，即进行日常宣传鼓动，反对任何国家特权和民族特权，主张一切民族有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同等权利；这种任务是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在目前）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捍卫住民主运动的利益和一切民族的一切无产者平等联合的利益。

让大俄罗斯人中的压迫者和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二者都要求明确地回答是或否，都责难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不明确”）去说这种宣传“不实际”吧。其实，正是这种宣传，只有这种宣传，才能保证对群众进行真正民主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的教育。也只有这种宣传，才能保证俄国在它仍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时，有最大的民族和睦的可能，一旦出现分离为各民族国家的问题，又能保证最和平地（并且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最无损害地）实行这种分离。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民族问题上这个唯一的无产阶级政策，我们现在研究一下大俄罗斯自由派对“民族自决”的态度和挪威同瑞典分离的实例。


5.自由派资产阶级和社会党机会主义分子对于民族问题的态度

我们已经看到，罗莎·卢森堡当作一张主要“王牌”用来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的就是如下这个论据：承认自决权等于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另一方面，罗莎·卢森堡说，如果把这种权利理解为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那么在纲领上就不需要专门列这一条，因为社会民主党是根本反对任何民族暴力和不平等的。

第一个论据，正如考茨基差不多在20年前就不容争辩地指出过的那样，是把自己的民族主义嫁祸于人，因为罗莎·卢森堡害怕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在行动上却替大俄罗斯黑帮民族主义张目！第二个论据实质上是胆怯地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承认民族平等是不是包括承认分离权？如果包括，那就是说，罗莎·卢森堡承认我们党纲第9条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如果不包括，那就是说她不承认民族平等。在这里，回避问题和支吾搪塞是无济于事的！

然而对于上述的以及一切与此类似的论据的最好检验方法，就是研究社会各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必须进行这种检验。必须从客观情况出发，必须考察各阶级彼此对于这一条文的态度。罗莎·卢森堡没有这样做，因而正好犯了她枉费心机地企图加在论敌头上的形而上学、抽象、老生常谈、笼统等等的错误。

这里所说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即俄国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应不应该考察一下俄国各统治阶级的立场呢？

“官僚”（恕我们用了这个不确切的字眼）和贵族联合会之类的封建地主的立场，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对民族平等和自决权，都采取了绝对否定的态度。他们的口号是从农奴制度时代拿来的旧口号——专制、正教、民族，他们所谓的民族只是指大俄罗斯民族。甚至乌克兰人也被宣布为“异族人”，连他们的母语也受到压制。

我们来看看“被召来”参加政权的俄国资产阶级吧，固然它在政权中所占的地位很有限，但总算是参加了政权，参加了“六三”立法和行政体制。十月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跟着右派走，这是用不着多说的。可惜，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大俄罗斯自由派资产阶级，即进步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注意得太少了。然而，谁不研究这个立场，不仔细考察这个立场，那他在讨论民族自决权时就必然会犯抽象和武断的错误。

去年《真理报》同《言语报》进行了论战，这个立宪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虽然非常巧于玩弄外交辞令以逃避直接回答“不愉快的”问题，但终究被迫作了一些宝贵的自供。这场风波是1913年夏天在利沃夫召集的全乌克兰学生代表大会[144]引起的。首屈一指的“乌克兰问题专家”或者说《言语报》乌克兰问题撰稿人莫吉梁斯基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用许多最厉害的骂人字眼（“梦呓”、“冒险主义”等等）攻击乌克兰分立（分离）的主张，攻击民族社会党人顿佐夫所鼓吹而为上述代表大会所赞同的这个主张。

《工人真理报》[145]丝毫也不赞同顿佐夫先生的意见，直截了当地指出他是个民族社会党人，说许多乌克兰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同意他的看法，但还是声明说，《言语报》的论调，或者更确切些说，《言语报》对于问题的原则提法，对一个大俄罗斯的民主派或愿意当民主派的人来说，是极不得体的，是不能容许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立宪民主党人论乌克兰问题》一文。——编者注］

 《言语报》可以直接反驳顿佐夫之流的先生们，但是一个自命为民主派的大俄罗斯人的机关报竟忘记分离自由和分离权，那是根本不能容许的。

过了几个月，莫吉梁斯基先生在利沃夫出版的乌克兰文报纸《道路报》[146]上读到了顿佐夫先生的反驳意见，其中顺便提到“《言语报》上的沙文主义攻击只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上受到了应有的指摘〈是痛斥吧？〉”，于是莫吉梁斯基先生便在《言语报》第331号上发表了一篇“解释”文章。莫吉梁斯基先生的“解释”就是一连三次重复说：“批评顿佐夫先生所提出的办法”，“与否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


　　莫吉梁斯基先生写道：“应当指出，‘民族自决权’也不是什么不容批评的偶像〈听啊！！〉：民族生活的不良条件能引起民族自决问题上的不良倾向，而揭穿这种不良倾向并不就是否认民族自决权。”



　　可见，自由派关于“偶像”的论调，是完全同罗莎·卢森堡的论调合拍的。显然，莫吉梁斯基先生是想回避直接回答一个问题：他究竟承认不承认政治自决权，即分离权？于是，《无产阶级真理报》（1913年12月11日第4号）便向莫吉梁斯基先生和立宪民主党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立宪民主党人和“民族自决权”》一文。——编者注］



当时《言语报》（第340号）就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即编辑部的正式声明，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内容可归纳为下列三点：

（1）立宪民主党纲领第11条，直接地和明确地谈到了民族“自由文化自决权”。

（2）《言语报》断言，《无产阶级真理报》把自决同分立主义，即同某个民族的分离“彻底混淆了”。

（3）“立宪民主党人确实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见1913年12月20日《无产阶级真理报》第12号上所载《民族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权》一文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民族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权》一文。——编者注］

 ）

我们先来看看《言语报》声明中的第二点。它向谢姆柯夫斯基之流、李普曼之流、尤尔凯维奇之流及其他机会主义者先生们明确地指出，他们大喊大叫，说什么“自决”的含义“不清楚”或“不明确”，实际上，即根据俄国各阶级相互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客观情况来看，只是简单地重复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言论而已！

当时《无产阶级真理报》向《言语报》的那些高明的“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提出了三个问题：（1）他们是不是否认在全部国际民主运动史上，特别是从19世纪中叶以来，民族自决始终都正是被理解为政治自决，即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呢？（2）他们是不是否认1896年的伦敦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著名决议也是指这种意思呢？（3）他们是不是否认普列汉诺夫早在1902年谈到自决问题时，就把自决理解为政治自决呢？——当《无产阶级真理报》提出这三个问题时，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便哑口无言了！！

他们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因为他们无言可答。他们不得不默默承认《无产阶级真理报》绝对正确。

自由派大喊大叫，说什么“自决”这个概念不清楚，说社会民主党把自决同分立主义“彻底混淆了”等等，这不过是力图搅乱问题，不愿承认民主派共同确认的原则而已。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和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如果不是这样愚昧无知，就会羞于用自由派口吻来向工人说话了。

让我们继续说下去吧。《无产阶级真理报》迫使《言语报》不得不承认，立宪民主党纲领上所谈的“文化”自决，恰恰就是否认政治自决的意思。

“立宪民主党人确实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无产阶级真理报》把《言语报》上的这些话当作我国立宪民主党人“恭顺”的范例，介绍给《新时报》和《庶民报》[147]看，是不无原因的。《新时报》在第13563号上，当然没有放过机会来骂骂“犹太鬼子”，还向立宪民主党人说了各种挖苦的话，但是同时也声明：


　　“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是政治常识公理的东西〈即承认民族自决权，分离权〉，现在甚至在立宪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引起非议。”



　　立宪民主党人声明他们“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于是就在原则上站到同《新时报》完全一样的立场上去了。这也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民族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导致他们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接近，在政治思想上和政治实践上依附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基本原则之一。《无产阶级真理报》写道：“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学过历史，所以很清楚，运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抓走和不准’[148]这种历来就有的权利，在实践中往往引起怎样的——说得婉转些——‘大暴行式的’行动。”立宪民主党人很清楚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无限权力的封建根源和性质，但他们还是完全拥护这个阶级所建立的关系和国界。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很清楚，这个阶级所建立或所确定的关系和国界有很多是非欧洲式的，反欧洲式的（要不是听起来象是无端蔑视日本人和中国人，那我们就会说是亚洲式的）东西，但他们还是认为这些关系和国界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极限。这也就是迎合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向他们卑躬屈节，唯恐动摇他们的地位，保卫他们不受人民运动的攻击，不受民主运动的攻击。《无产阶级真理报》写道：“实际上这是迎合了农奴主的利益，迎合了统治民族最坏的民族主义偏见，而不是同这种偏见进行不断的斗争。”

立宪民主党人熟悉历史，并且奢望成为民主派，所以不敢明说（连试一试也不敢），现在已经成为东欧和亚洲特征的民主运动，力求按文明资本主义国家模样改造东欧和亚洲的民主运动，必定保持封建时代，即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具有无限权力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毫无权利的时代所确定的国界。

《无产阶级真理报》同《言语报》的论战中所提出的问题，决不只是什么文字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当前迫切的实际政治问题，1914年3月23—25日举行的最近那次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也证明了这一点。《言语报》（1914年3月26日第83号）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正式报道中说：


　　“民族问题也讨论得特别热烈。得到尼·维·涅克拉索夫和亚·米·科柳巴金支持的基辅代表指出，民族问题是正在成熟的巨大因素，必须比以前更坚决地欢迎这个因素。可是〈这个“可是”恰恰同谢德林所说的那个“但是”，即“耳朵不会高过额头，不会的”一语相合〉费·费·科科什金指出，无论是纲领或过去的政治经验，都要求我们十分谨慎地对待‘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原则’。”



　　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的这段极其精彩的言论，值得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民主主义者密切注意。（顺便指出，《基辅思想报》显然非常知情并且无疑是正确转述了科科什金先生的意思，这家报纸补充说，科科什金特别指出过国家“瓦解”的危险，当然，这是对论敌的一种警告。）《言语报》的正式报道是用极圆滑的外交笔调写成的，为的是尽可能少撩起幕布，尽可能多地掩盖内情。但是从这篇报道中大体上还是可以看出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所发生的事情。熟悉乌克兰情况的自由派资产者代表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所提出的，正是民族政治自决的问题。否则，科科什金先生就用不着号召“谨慎对待”这一“公式”了。

在立宪民主党人纲领（参加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当然知道这个纲领）上所写的，恰巧不是政治自决，而是“文化”自决。可见，科科什金先生是捍卫这个纲领而反对乌克兰代表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是捍卫“文化”自决而反对“政治”自决的。非常明显，科科什金先生表示反对“政治”自决，指出“国家瓦解”的危险，把“政治自决”原则称为“有伸缩性的”（与罗莎·卢森堡的论调完全合拍！），也就是捍卫大俄罗斯的民族自由主义，而反对立宪民主党内比较“左倾”或比较民主的分子，反对乌克兰资产阶级。

科科什金先生在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获得胜利了，这从《言语报》的报道里露了马脚的“可是”二字就可以看出来。大俄罗斯的民族自由主义在立宪民主党人中获得胜利了。难道这种胜利还不能促使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那些开始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也害怕“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原则”的糊涂虫醒悟过来吗？

“可是”，我们现在要从问题的实质看看科科什金先生的思路。科科什金先生援引“过去的政治经验”（显然是指1905年的经验，当时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害怕失去自己的民族特权，又以自己的这种恐惧吓坏了立宪民主党），指出“国家瓦解”的危险，这就表明他十分清楚政治自决就是指分离权和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意思。试问，从民主派的观点，特别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科科什金先生的这种忧虑呢？

科科什金先生硬要我们相信，承认分离权就会增加“国家瓦解”的危险。这是遵循“抓走和不准”这一格言的警察梅姆列佐夫的观点。而从一般民主派观点来看，恰巧相反，承认分离权就会减少“国家瓦解”的危险。

科科什金先生的论调和民族主义者一模一样。民族主义者在他们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猛烈攻击了乌克兰的“马泽帕分子”。萨文科先生一伙惊呼，乌克兰运动有减弱乌克兰同俄国联系的危险，因为奥地利正利用亲乌克兰政策来加强乌克兰人同奥地利的联系！！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俄国不能用萨文科先生们怪罪于奥地利的那种方法，即让乌克兰人有使用母语、实行自治和成立自治议会等等自由的方法，去试一试“加强”乌克兰人同俄国的联系呢？

萨文科先生们的论调和科科什金先生们的论调完全相同，而且从单纯逻辑方面来看，也同样可笑，同样荒谬。乌克兰民族在某一国家内享有的自由愈多，乌克兰民族同这一国家的联系也就会愈加牢固，这不是很明显的吗？看来，只有断然抛弃民主主义的一切前提，才能否认这种起码的真理。试问，对一个民族来说，还能有比分离的自由，比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自由更大的民族自由吗？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个被自由派（以及那些因为头脑简单而附和他们的人）弄糊徐了的问题，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拿离婚问题来说吧。罗莎·卢森堡在她的论文中写道，中央集权的民主国家虽然完全可以容许个别部分实行自治，但是它应当把一切最重要的立法工作，其中包括有关离婚的立法工作，留归中央议会处理。这样关心用民主国家的中央政权来保障离婚自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反动派反对离婚自由，号召大家要“谨慎对待”，而且大喊大叫，说离婚自由就意味着“家庭瓦解”。而民主派认为，反动派是虚伪的，实际上他们在维护警察和官僚的无限权力，维护男性的特权以及对女性最沉重的压迫；实际上离婚自由并不意味着家庭关系“瓦解”，反而会使这种关系在文明社会中唯一可能的和稳固的民主基础上巩固起来。

指责拥护自决自由即分离自由的人是在鼓励分立主义，正象指责拥护离婚自由的人是在鼓励破坏家庭关系一样愚蠢，一样虚伪。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有拥护资产阶级婚姻所赖以维持的特权和买卖性的人，才会反对离婚自由，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否认民族自决即民族分离自由，只能意味着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和警察的治国方式，而损害民主的治国方式。

毫无疑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所造成的政客习气，有时也使议员或政论家极端轻率地，甚至简直荒谬地空谈某个民族的分离问题。可是，只有反动派才会被这种空谈所吓倒（或者假装被吓倒）。凡是拥护民主观点，即主张由居民群众解决国家问题的人，都很清楚，政客的空谈和群众的解决问题“有很长的距离”。居民群众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十分清楚地理上和经济上联系的意义，大市场和大国家的优点，因此，只有当民族压迫和民族摩擦使共同生活完全不堪忍受，并且阻碍一切经济关系时，他们才会赞成分离。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和阶级斗争自由的利益恰恰是要求分离的。

总之，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科科什金先生的论调都是极其荒谬的，都是对民主原则的嘲笑。但是这些论调也有某种逻辑，那就是大俄罗斯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逻辑。科科什金先生同立宪民主党的大多数人一样，也是这个资产阶级钱袋的奴仆。他维护资产阶级的一切特权，特别是它的国家特权；他同普利什凯维奇并肩携手，一起维护这些特权，不过普利什凯维奇更相信农奴制的棍棒，而科科什金之流知道这根棍棒已被1905年折裂而大受损伤，所以更多地指望使用资产阶级愚弄群众的手段，例如用“国家瓦解”这个魔影来恫吓小市民和农民，用“人民自由”同历史基础相结合的词句来欺骗他们，等等。

自由派敌视民族政治自决原则的实际阶级意义只有一个，这就是民族自由主义，就是维护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国家特权。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机会主义者，即取消派分子谢姆柯夫斯基、崩得分子李普曼、乌克兰小资产者尤尔凯维奇等，正是在目前，在六三体制时代极力反对民族自决权，他们实际上完全是跟着民族自由主义跑，而用民族自由主义思想来腐蚀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及其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工人最充分最紧密地团结一致，要求反击任何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所以社会民主党如果否认自决权，即否认被压迫民族的分离权，或支持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一切民族要求，都会背离无产阶级政策的任务，而使工人服从于资产阶级政策。在雇佣工人看来，不管谁是主要的剥削者，是大俄罗斯资产阶级还是异族资产阶级，是波兰资产阶级还是犹太资产阶级，诸如此类，都是一样。在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雇佣工人看来，大俄罗斯资本家的国家特权也好，波兰资本家或乌克兰资本家说他们一旦拥有国家特权就会在人间建立天堂的诺言也好，都是无足轻重的。无论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或是在一个个的民族国家中，资本主义总是在向前发展，并且会继续向前发展。

在任何情况下，雇佣工人仍是剥削的对象，因此，反对剥削的斗争要有成效，无产阶级就必须不依赖民族主义，必须在各民族资产阶级争霸的斗争中保持所谓完全中立。任何民族的无产阶级只要稍微拥护“本”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权，都必然会引起另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对它的不信任，都会削弱各民族工人之间的阶级团结，都会把工人拆散而使资产阶级称快。否认自决权或分离权，在实践上就必然是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

拿挪威同瑞典分离的具体例子来看，我们就会更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6.挪威同瑞典的分离

罗莎·卢森堡正是引用了这个例子，并且就这个例子发表了如下的议论：


　　“对联邦关系史上最近发生的挪威同瑞典分离这件事，波兰社会爱国主义报刊（见克拉科夫的《前进报》[149]）曾迫不及待地表示赞赏，把它看作国家分离趋向具有力量和进步性的一种可喜现象，时隔不久这件事却令人惊异地证明，联邦制以及由此造成的国家分离决不是进步或民主的表现。挪威黜免和赶走瑞典国王的所谓‘革命’之后，挪威人用全民投票正式否决了成立共和国的方案，安然地给自己另选了一个国王。那些崇拜一切民族运动和任何一种独立的浅薄之徒所宣称的‘革命’，原来只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分立主义的表现，反映出他们想用自己的金钱找一个‘自己的’国王以代替瑞典贵族所强加的国王的愿望，因而这种运动是与革命毫不相干的。同时，瑞典和挪威君合国破裂一事又一次证明，在此以前的联邦制，就在这里也不过是纯粹代表王朝利益的，因而也就是君主制度和反动统治的一种形式。”（《社会民主党评论》）



　　这就是罗莎·卢森堡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一切！！应当承认，罗莎·卢森堡就这个例子所发表的议论把她无可奈何的态度暴露得再明显不过了。过去和现在所谈的问题都是：在多民族的国家里社会民主党有没有必要制定承认自决权或分离权的纲领。

在这个问题上罗莎·卢森堡本人所举的挪威的例子究竟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我们的这位作者转弯抹角，绕来绕去，故作聪明，大叫大喊反对《前进报》，但是不回答问题！！罗莎·卢森堡什么都说到了，就是对问题的实质不置一词！！

毫无疑问，挪威的小资产者希望用自己的金钱找一个自己的国王，并且用全民投票否决了成立共和国的方案，也就暴露了最恶劣的小市民品质。毫无疑问，《前进报》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也暴露了同样恶劣的小市民品质。

但是所有这些究竟同问题有何相干呢？？

要知道，这里所谈的是民族自决权，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待这种权利的态度！为什么罗莎·卢森堡不回答问题，而只是兜圈子呢？

俗语说，对老鼠来说，没有比猫更凶的野兽[150]。看来“弗腊克派”[151]也是罗莎·卢森堡心目中最凶的野兽了。“弗腊克派”是“波兰社会党”的俗称，即所谓革命派，而克拉科夫的《前进报》是赞同这个“派别”的思想的。罗莎·卢森堡一心同这个“派别”的民族主义作斗争，竟弄得头昏眼花，以致除了《前进报》，什么都从她的视野中消失了。

如果《前进报》说：“是”，那么罗莎·卢森堡认为她的神圣义务就是要马上说：“不”，殊不知她持这种态度，并不表明她不依附《前进报》，恰恰相反，这表明她依附“弗腊克派”到了可笑的地步，表明她观察事物并不比克拉科夫那个鼠目寸光的人更深一些、更广一些。《前进报》当然是个很糟糕的报纸，而且根本不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机关报，但是我们既然谈到挪威的例子，该报的态度决不会妨碍我们分析这个例子的实质。

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这个例子，我们应当说明的就不是极可怕的“弗腊克派”的恶劣品质，而首先是挪威同瑞典分离的具体历史特点，其次是两国无产阶级在发生这种分离时的任务。

使挪威同瑞典接近的那些地理、经济和语言上的联系，其密切程度并不亚于许多非大俄罗斯斯拉夫民族同大俄罗斯民族的联系。但是挪威同瑞典的联合不是自愿的，所以罗莎·卢森堡谈论“联邦制”实在毫无道理，只是因为她不知道该说什么罢了。挪威是在拿破仑战争年代由各国君主违背挪威人的意志送给瑞典的，而瑞典人为了征服挪威，曾不得不把军队调到挪威去。

此后在几十年的长时期内，虽然挪威享有非常广泛的自治权（有自己的议会等等），但是挪威同瑞典不断发生摩擦，挪威人极力设法摆脱瑞典贵族的束缚。1905年8月，他们终于摆脱了这种束缚：挪威议会通过决议，不再承认瑞典国王为挪威国王，后来举行了全民投票，即向挪威人民征求意见，结果绝大多数人投票赞成（约20万票对几百票）同瑞典完全分离。瑞典人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只得容忍分离的事实。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现代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下，可能发生和实际发生民族分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在有政治自由和民主制的情况下，这种分离有时会采取怎样的形式。

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只要他不敢说政治自由和民主制问题同他无关（他要是这样说，自然也就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人了），就不能否认，这个例子用事实证明觉悟的工人必须不断地进行宣传和准备，使民族分离可能引起的冲突，完全按照1905年解决挪威同瑞典冲突的那种办法去解决，而不是“按照俄国方式”去解决。这也就是纲领中要求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条文所要表达的意思。于是罗莎·卢森堡只好用猛烈攻击挪威小市民的市侩习气和克拉科夫《前进报》的方法来回避这个不利于她的理论的事实，因为她十分清楚，这个历史事实已把她所发表的民族自决权是“空想”、等于“用金碗吃饭”的权利等等言论，驳得体无完肤。这种言论只是反映了一种贫乏的、自以为了不起的机会主义信念，以为东欧各民族间现有力量对比永远不会改变。

我们再往下看吧。在民族自决问题上，也同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我们首先注意和最注意的是各民族内部无产阶级的自决。罗莎·卢森堡把这个问题也轻轻放过去了，因为她觉得，用她所举的挪威的例子来分析这个问题，不利于她的“理论”。

在分离引起的冲突中，挪威无产阶级和瑞典无产阶级究竟采取了什么立场？应当采取什么立场？在分离之后，挪威觉悟的工人自然应当投票赞成共和制 
［注：如果当时挪威民族中的大多数人拥护君主制，而无产阶级拥护共和制，那么一般说来，在挪威无产阶级面前就摆着两条道路：或者是实行革命，如果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话；或者是服从大多数而去进行长期的宣传鼓动工作。］

 ，如果有些社会党人不这样投票，那只是证明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愚蠢的小市民机会主义有时还很严重。对此不可能有两种意见，我们所以提到这一点，只是因为罗莎·卢森堡想用文不对题的空话来抹杀问题的实质。在分离问题上，我们不知道挪威社会党纲领是不是责成挪威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持一种确定的意见。就假定他们的纲领没有责成这样做，假定挪威社会党人把挪威自治能不能充分保证阶级斗争自由以及同瑞典贵族的长期摩擦和冲突对经济生活自由妨碍到什么程度的问题留作悬案吧。但是，挪威无产阶级应当反对这个贵族而支持挪威农民民主派（即使它具有小市民的种种局限性），却是无可争辩的。

而瑞典无产阶级呢？大家知道，在瑞典神父支持下的瑞典地主们曾经鼓吹对挪威宣战，由于挪威比瑞典弱得多，由于它已经遭受过瑞典的侵犯，由于瑞典贵族在本国内占有很大的势力，这种鼓吹就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可以有把握地说，瑞典的科科什金们长期以来也是竭力号召“谨慎对待”“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原则”，大肆渲染“国家瓦解”的危险，硬说“人民自由”可以同瑞典贵族制度的基础相容，用这些言论来腐蚀瑞典民众。毫无疑问，如果瑞典社会民主党没有拿出全部力量既反对地主的思想和政策，又反对“科科什金的”思想和政策；如果除了一般民族平等（科科什金们也是承认这种平等的），它没有坚持民族自决权，即挪威分离的自由，那它就是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和民主事业。

瑞典工人这样承认挪威人的分离权，促进了挪威和瑞典两国工人的紧密联盟，促进了他们同志般的充分的阶级团结，因为挪威工人相信瑞典工人没有沾染瑞典民族主义，相信瑞典工人把同挪威无产者的兄弟情谊看得高于瑞典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特权。欧洲各国君主和瑞典贵族所强加于挪威的联系遭到破坏，却使挪威工人同瑞典工人的联系加强了。瑞典工人证明，无论资产阶级的政策会发生怎样的变故（在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上，瑞典人用暴力迫使挪威人服从这种事完全可能重演！）他们一定能保持和捍卫两个民族的工人的完全平等和阶级团结，共同反对瑞典资产阶级和挪威资产阶级。

由此也可以看出，“弗腊克派”有时试图“利用”我们同罗莎·卢森堡的意见分歧去反对波兰社会民主党，那是毫无道理的，而且简直是不严肃的。“弗腊克派”并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不是社会主义政党，而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象是波兰社会党革命派。要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该党团结一致，根本谈不到，而且永远也不可能。相反，任何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也没有因为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接近和联合而“后悔”。在充满民族主义倾向和狂热的波兰最先建立了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这是波兰社会民主党的重大历史功绩。波兰社会民主党的这个功绩是伟大的功绩，这倒并不是由于罗莎·卢森堡说了一些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纲领第9条的混话，而是说尽管有了这种令人痛心的情况，仍不失为伟大的贡献。

“自决权”对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不具有象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那样重大的意义。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一心同民族主义的波兰小资产阶级作斗争，因此特别喜欢（有时候也许是稍微过分了些）“矫枉过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来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想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波兰分离的主张当作他们的罪过。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在试图否认（象罗莎·卢森堡那样）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必须承认自决权的时候，才犯了错误。

这实质上就是把从克拉科夫的小天地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关系，搬到俄国所有大大小小民族（包括大俄罗斯人）的范围中来了。这就成了“改头换面的波兰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是跨民族的社会民主党成员了。

这是因为跨民族的社会民主党正是主张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7.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

这个决议写道：


　　“代表大会宣布，它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Selbstbestimmungsrecht）它同情现在受到军事的、民族的或其他的专制制度压迫的一切国家的工人；大会号召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觉悟的〈Klassenbewusste，即认识到本阶级利益的〉工人队伍，以便和他们一起为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而斗争。”
［注：见用德文公布的伦敦代表大会正式文件：《Verhandlungen und Beschlüsse des internationalen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und Gewerkschafts－Kongresses zu London，vom 27.Juli bis 1.August 1896》，Berlin，1896，S.18（《伦敦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会代表大会记录和决议（1896年7月27日—8月1日）》1896年柏林版第18页。——编者注）历届国际代表大会决议已经印成俄文小册子出版，译文中把“自决”一词误译成“自治”了。］





　　我们已经指出过，我们的机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决议。但罗莎·卢森堡是知道的，还引了它的全文，其中也有同我们的纲领一样的“自决”一词。试问，罗莎·卢森堡是怎样搬掉横在她的“新奇”理论前面的这块绊脚石的呢？

哦，简单得很：……决议的重点是在它的第二部分……决议带有宣言的性质……只是出于误解才会引用它！！

我们这位作者无可奈何、一筹莫展的样子，简直令人吃惊。通常只有机会主义者在怯懦地回避对彻底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条文公开提出异议时，才推说这些条文带有宣言性质。显然，罗莎·卢森堡这次令人痛心地与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先生之流结伴，并不是偶然的。罗莎·卢森堡不敢公开声明，她到底认为她所引证的决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她支吾搪塞，躲躲闪闪，好象指望读者粗心大意、糊里糊涂、读到决议后半节便会忘掉前半节，或者从来没有听说过伦敦代表大会以前社会主义报刊上进行过争论。

但是，罗莎·卢森堡如果以为她在俄国觉悟的工人面前，可以这么容易地践踏国际关于这个重要原则问题的决议，甚至不愿对决议作一番批评分析，那她就大错而特错了。

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在伦敦代表大会以前的争论（主要是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杂志《新时代》上进行的）中曾经发表过，实际上已经在国际面前遭到了失败！这就是俄国读者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实质。

当时争论的是波兰独立问题。发表的观点有三种：

（1）“弗腊克派”的观点，代表他们讲话的是黑克尔。他们要国际在自己的纲领中承认波兰独立的要求。这个提议没有通过。这个观点在国际面前遭到了失败。

（2）罗莎·卢森堡的观点：波兰社会党人不应当要求波兰独立。从这个观点来看根本谈不上宣布民族自决权。这个观点也在国际面前遭到了失败。

（3）由卡·考茨基阐发得最详尽的观点；他反对罗莎·卢森堡，证明她的唯物主义是极端“片面的”。按照这个观点，国际现在不能把波兰独立作为自己的纲领，但是考茨基说，波兰社会党人完全可以提出这类要求。从社会党人的观点看来，在有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忽视民族解放的任务，是绝对错误的。

国际的决议也就重申了这种观点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一方面，完全直截了当地、不容许丝毫曲解地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完全的自决权；另一方面，又同样毫不含糊地号召工人在国际范围内统一他们的阶级斗争。

我们认为这个决议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对于20世纪初的东欧和亚洲各国来说，只有根据这个决议，只有把它的两个部分密切联系起来，才能给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政策提供唯一正确的指示。

现在我们较详细地来分析一下上述三种观点。

大家知道，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认为积极支持波兰的独立要求，是西欧一切民主派，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绝对职责。对于上一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即奥地利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和俄国的“农民改革”时代来说，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唯一的彻底民主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观点。只要俄国和大多数斯拉夫国家的人民群众还在沉睡不醒，只要这些国家还没有什么独立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波兰贵族的解放运动，不但从全俄，从全斯拉夫的民主运动的观点，就是从全欧民主运动的观点看来，都有头等重大的意义。 
［注：如果把1863年波兰起义贵族[152]的立场、全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立场和乌克兰小市民德拉哥马诺夫在多年以后的立场加以比较，倒是一件极有趣味的历史研究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能够（和马克思一样）重视波兰运动的意义，而德拉哥马诺夫则代表了农民的观点，这种农民还极端粗野愚昧，只看见自己眼前的一堆粪，他们由于对波兰地主的正当仇恨，不能了解这些地主的斗争对于全俄民主运动的意义（参看德拉哥马诺夫的《历史上的波兰和大俄罗斯民主派》）。德拉哥马诺夫后来得到当时已经变成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彼·伯·司徒卢威先生的热烈亲吻，完全是受之无愧的。］



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在19世纪第二个三分之一或第三个四分之一的时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到20世纪就不再是正确的了。在大多数斯拉夫国家，甚至在其中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俄国，都掀起了独立的民主运动，甚至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贵族的波兰已经消失而让位给资本主义的波兰了。在这种条件下，波兰不能不失去其特殊的革命意义。

波兰社会党（现在的“弗腊克派”）在1896年企图把适用于另一时代的马克思观点“固定下来”，这已经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了。因此，当时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起来反对波兰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狂热，指出民族问题对于波兰工人只有次要的意义，第一次在波兰创立了纯粹无产阶级政党，并且宣布波兰工人同俄罗斯工人在其阶级斗争中应该结成最紧密联盟的极重要的原则，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

但这是不是说，国际在20世纪初可以认为民族政治自决原则对于东欧和亚洲是多余的呢？可以认为民族分离权原则是多余的呢？如果这样认为，那是荒谬绝伦的，那就等于（在理论上）承认土耳其、俄国和中国对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已经完成，就等于（在实践中）对专制制度采取机会主义态度。

不。对于东欧和亚洲来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开始的时代，在民族运动兴起和加剧的时代，在独立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时代，这些政党在民族政策上的任务应当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还没有完成，因为工人民主派不是用自由派态度，不是用科科什金派的态度，而是彻底、认真、诚心诚意地捍卫民族平等；另一方面是主张该国各民族的无产者建立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联盟，不管该国的历史怎样变迁，不管资产阶级怎样变更各个国家的疆界。

1896年国际的决议所规定的正是无产阶级的这两方面的任务。1913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夏季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的基本原则也正是这样。有些人觉得这个决议“自相矛盾”，因为决议第4条承认自决权，即分离权，似乎是使民族主义“达到了”最高限度（其实，承认一切民族有自决权，正是最高限度的民主主义和最低限度的民族主义），而第5条却又提醒工人要反对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口号，要求各族工人在跨民族的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中团结一致和打成一片。可是，只有头脑简单到极点的人，才会认为这里“自相矛盾”，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这种事实，例如，为什么瑞典工人维护挪威实行分离并成立独立国家的自由，反而促进了瑞典和挪威两国无产阶级的统一和阶级团结。


8.空想家卡尔·马克思和实际的罗莎·卢森堡

罗莎·卢森堡宣称波兰独立是一种“空想”，并且一再加以重复，令人作呕，她用讽刺的口吻高声反问道：为什么不提出爱尔兰独立的要求呢？

“实际的”罗莎·卢森堡，显然不知道卡·马克思是如何对待爱尔兰独立问题的。这点值得一谈，以便说明应当怎样用真正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不是用机会主义观点来分析具体的民族独立要求。马克思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习惯用“探查牙齿”的办法来检验他所认识的那些社会主义者的觉悟和信念。

马克思认识洛帕廷以后，在1870年7月5日写信给恩格斯，极力称赞这位俄国青年社会主义者，但是同时补充说：


　　“……弱点就是波兰问题。洛帕廷对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完全同英国人——例如英国旧派宪章主义者——对于爱尔兰所说的话一样。”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05—506页。——编者注］





　　马克思向压迫民族的一位社会主义者询问了一下他对被压迫民族的态度，就能立刻发现统治民族（英吉利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缺点：不了解他们对被压迫民族所负的社会主义义务，一味重复他们从“大国”资产阶级方面接受来的偏见。在谈到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积极主张以前，我们必须附带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任何民族问题都是采取严格的有批判的态度，认为这个问题只有相对的历史意义。例如1851年5月23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研究历史的结果使他对波兰问题得出了悲观的结论，波兰问题只有暂时的意义，即只是在俄国土地革命以前才有意义。波兰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只是干了一些“大胆的蠢事”。“一分钟也不能认为，波兰甚至只是和俄国相比，曾经有成效地代表过进步，或者做出过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俄国的文明、教育、工业和资产阶级成分，要比“具有小贵族懒惰本性的波兰”多。“同彼得堡、莫斯科和敖德萨比较起来，华沙和克拉科夫算得上什么啊！”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85页和第286页。——编者注］

 恩格斯不相信波兰贵族的起义会成功。

可是这些非常英明的和有远见的思想，绝对没有妨碍恩格斯和马克思在12年以后，即俄国仍然处于沉睡状态而波兰已经沸腾起来的时候，又对波兰运动表示最深切的和热烈的同情。

1864年，马克思起草国际告工人阶级书时写信给恩格斯（1864年11月4日）说，必须同马志尼的民族主义作斗争。马克思写道：“当《告工人阶级书》中说到国际的政策时，我讲的是国家而不是民族，我所揭露的是俄国而不是比较次要的国家。” 
［注：同上，第31卷第16—17页。——编者注］

 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的理论同忽视民族运动的观点却有天壤之别。

1866年来到了。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巴黎“蒲鲁东派”，说他们“宣布民族特性是无稽之谈，并且攻击俾斯麦和加里波第等人。把这一策略当作同沙文主义论战的手段来用是有益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信仰蒲鲁东的人（我这里的好友拉法格和龙格也在内）竟认为整个欧洲都可以而且应当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待法国老爷们来消灭‘贫穷和愚昧’……他们简直太可笑了”（1866年6月7日的信）。 
［注：同上，第224页。——编者注］



马克思在1866年6月20日写道：“昨天国际总委员会讨论了目前的战争问题。……果然不出所料，讨论归结到了‘民族特性’问题和我们对该问题的态度。……‘青年法兰西’的代表（不是工人）提出了一种观点，说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这是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全世界都应当等候法国人成熟起来实行社会革命。……我在开始发言时说，我们的朋友拉法格和其他废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们讲‘法语’，就是说，讲会场上十分之九的人不懂的语言，我的话使英国人大笑不止。接着我又暗示说，拉法格大概是完全不自觉地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30—231页。——编者注］



从马克思所有这些批评意见中可以得出一个很明显的结论：工人阶级是最不会把民族问题当作偶像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一定就唤起一切民族都来争取独立生活。可是，既然群众性的民族运动已经产生了，那么回避它，拒绝支持其中的进步成分，这在事实上就是陷入民族主义偏见，就是认为“自己的”民族是“模范民族”（我们再补充一句，或者是享有建立国家特权的民族）。 
［注：再参看马克思1867年6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我读了《泰晤士报》[153]的巴黎通讯，得知巴黎人发出了反对亚历山大而拥护波兰的呼声等等，这真使我感到满意。蒲鲁东先生和他那个学理主义的小集团不是法国人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07页。——编者注）］



我们再回来谈谈爱尔兰问题。

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主张，在他的书信里有下面几段话表述得最清楚：

“我已竭力设法激起英国工人举行示威来援助芬尼亚运动。……过去我认为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马克思在1867年11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是这样写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81页。——编者注］



他在同年11月30日写的一封信里又补充说：


　　“我们应当对英国工人提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以为他们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Ｒｅｐｅａｌ〈脱离〉联盟这一条〈所谓联盟是指爱尔兰同英国的联盟，而脱离联盟就是指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简单地说，就是1783年的要求，不过要使这一要求民主化，使它适合于目前的条件。这是解放爱尔兰唯一合法的形式，因而也就是英国党的纲领唯一可以采纳的形式。以后的经验一定会表明：两个国家之间的单纯的君合制是否能继续存在。……爱尔兰人需要的是：

1.自治和脱离英国而独立。

2.土地革命。……”
［注：同上，第31卷第405页。——编者注］







　　马克思非常重视爱尔兰问题，他曾在德意志工人协会里就这个问题作过几次一个半小时的报告（1867年12月17日的信） 
［注：同上，第31卷第418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1868年11月20日的信里指出“英国工人中间有仇恨爱尔兰人的心理” 
［注：同上，第32卷第196页。——编者注］

 ，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1869年10月24日），他谈到这个问题时又写道：


　　“从爱尔兰到俄国只有一步之差（il n’y a qu’un pas）……从爱尔兰历史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到，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英国的一切卑鄙现象都可以从爱尔兰领地找到它们的根源。关于克伦威尔时代，我还应当去研究，可是无论如何我认为有一点是无疑的：假如没有必要在爱尔兰实行军事统治和形成新的贵族，那么连英国也会呈现另一种局面。”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59页。——编者注］





　　我们还要顺便指出马克思在1869年8月1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
　　“波兰工人因为有了他们柏林同志的帮助，在波兹南举行了胜利的罢工。这种反对‘资本老爷’的斗争虽然采取的还是低级形式，即罢工的形式，但它在铲除民族偏见方面，要比资本家老爷们口头上空谈和平的声明更为重要。”
［注：同上，第348页。——编者注］





　　马克思在国际里对爱尔兰问题所执行的政策，可从下列事实看出：1869年11月18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在国际总委员会内就英国内阁对赦免爱尔兰人的态度问题讲了1小时15分钟的话，并且提出了下列决议案：


　　“决定：格莱斯顿先生在答复爱尔兰人要求释放被囚禁的爱尔兰爱国分子时，有意地侮辱了爱尔兰民族；

他提出的实行政治大赦的条件，无论对于坏政府手下的牺牲者或对于这些牺牲者所代表的人民，都同样是一种侮辱；

格莱斯顿身为政府官吏，曾经公开而郑重地表示欢迎美国奴隶主的暴动，而现在却向爱尔兰人民宣传消极服从的学说；

格莱斯顿先生对爱尔兰人大赦问题的全部政策，十足地、彻底地表现了他先前曾慷慨激昂地加以揭露因而推翻了他的政敌托利党的内阁的那种‘征服政策’；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对爱尔兰人民勇敢坚决而高尚地要求大赦的运动表示敬佩；

本决议应通知欧美各国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所有支部以及所有同它有联系的工人组织。”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73—374页。——编者注］







　　1869年12月10日，马克思写道，他准备在国际总委员会对爱尔兰问题作一个报告，其内容如下：
　　“……英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绝对的利益，是要它断绝现在同爱尔兰的关系，完全不顾所谓替爱尔兰主持公道的各种‘国际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词句，因为替爱尔兰主持公道这一点在国际总委员会里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的极深刻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所根据的理由有一部分我是不能向英国工人说明的。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我在《纽约论坛报》[154]〈这是美国报纸，马克思在很长一个时期为该报撰稿〉上总是维护这种观点。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现在又得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英国内部的英吉利反动势力根源于对爱尔兰的奴役。”（黑体是马克思用的）
［注：同上，第398页和第399页。——编者注］





　　马克思对爱尔兰问题的政策，读者现在想必完全明白了吧。“空想家”马克思竟如此“不实际”，公然主张爱尔兰分离，而这种分离在半个世纪以后也还没有实现。

马克思为什么采取这个政策呢？这个政策是不是错误的呢？

马克思最初以为能够解放爱尔兰的不是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运动，而是压迫民族的工人运动。马克思并没有把民族运动看作绝对的东西，他知道只有工人阶级的胜利才能使一切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预先就估计到各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间的一切可能的相互关系（正是这个问题使当前俄国的民族问题变得极其困难），那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后来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自由派的影响，成了他们的尾巴，由于实行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而使自己失去了领导。爱尔兰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加强起来，并且采取了革命的形式。马克思重新审查了自己的观点并且作了改正。“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59页。——编者注］

 只要爱尔兰还没有摆脱英国的压迫，英国工人阶级就不能得到解放。英国的反动势力靠奴役爱尔兰来站稳脚跟并取得养料（也象俄国的反动势力靠奴役许多民族来取得养料一样！）。

马克思在国际中提出了同情“爱尔兰民族”和“爱尔兰人民”的决议（聪明的列·弗拉·大概要大骂可怜的马克思忘记了阶级斗争了！），鼓吹爱尔兰同英国分离，“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

马克思这一结论的理论前提是什么呢？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总的说来早已完成了。但是在爱尔兰却还没有完成；只是现在，经过半个世纪以后，英国自由派的改良才正在把它完成。如果英国资本主义的覆灭，象马克思最初所预料的那样快，那么爱尔兰就不会有全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了。可是这种运动既然产生了，马克思就号召英国工人支持它，给它以革命的推动，为了自己的自由把它进行到底。

爱尔兰同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的经济联系，当然比俄国同波兰和乌克兰等等的联系还要密切些。当时，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的“不实际”和“不能实现”（单就地理条件，以及英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来说），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在原则上虽然是反对联邦制的，但他这次却容许联邦制 
［注：顺便谈一下：不难看出，为什么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看来，既不能把民族“自决”权理解为联邦制，也不能理解为自治（虽然抽象地说，两者都是包括在“自决”这个概念之内的）。联邦权根本是荒谬的，因为联邦制是双边协定。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在自己的纲领内拥护任何联邦制，这是用不着说明的。至于自治，马克思主义者所维护的并不是自治“权”，而是自治本身，把它当作民族成分复杂和地理等条件各异的民主国家的一般普遍原则。因此，承认“民族自治权”，也象承认“民族联邦权”一样，是荒谬的。］

 ，只要爱尔兰的解放不是通过改良的道路而是通过革命的道路，即通过英国工人阶级支持的爱尔兰人民群众运动来实现就行了。毫无疑问，只有这样来解决历史任务，才能最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促进社会迅速发展。

结果不是这样，原来爱尔兰人民和英国无产阶级都软弱无力。直到现在，才由英国自由派和爱尔兰资产阶级通过卑鄙的交易，用土地改革（交付赎金）和自治（现在还没有实行）来着手解决爱尔兰问题（阿尔斯特的例子表明这是何等困难）。究竟怎样呢？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空想家”，说他们提出的是“不能实现的”民族要求，说他们受了爱尔兰小资产者民族主义者（“芬尼亚”运动无疑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的影响等等呢？

当然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也实行了真正以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群众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政策。当时只有这个政策才能使爱尔兰和英国都不致把必要的改革延迟半个世纪，不致让自由派为讨好反动势力而把这种改革弄得面目全非。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策提供了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的伟大范例。这种范例至今还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它警告人们要预防世界各国、各种肤色、使用各种语言的市侩们所犯的“奴仆式的急性病”，这些人匆匆忙忙认定，改变某一民族的地主资产阶级用暴力和特权所确定的疆界是“空想”。

如果当时爱尔兰无产阶级和英国无产阶级没有采纳马克思的政策，没有提出主张爱尔兰分离的口号，从他们方面来说就是最有害的机会主义，就是忘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而向英国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让步。


9.1903年的纲领及其取消者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是1903年的代表大会通过的，这次大会的记录现在已成了罕有的珍本，所以现在绝大多数工人运动的活动家都不知道纲领某些条文的由来（况且有关文献远不是都能有合法印行的良机……）。因此，把1903年代表大会讨论我们所关心的这个问题的情况分析一下是必要的。

首先应当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关于“民族自决权”问题的文献虽然非常少，但是就从现有的文献中仍然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所谓自决权向来都是指分离权而言。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所以怀疑这一点，说第9条“不清楚”等等，完全是由于他们极端无知或漠不关心。早在1902年，普列汉诺夫 
［注：1916年列宁在此处加了一条注释：“请读者不要忘记，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曾是机会主义的主要敌人之一，很久以后他才完成了他那向机会主义以及后来向沙文主义的臭名昭著的转变。”——俄文版编者注］

 在《曙光》杂志上维护纲领草案中的“自决权”时就写道，这个要求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是非有不可的，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是非有不可的”。普列汉诺夫写道：“如果我们把它忘记了，或者不敢把它提出来，唯恐触犯我们大俄罗斯同胞的民族偏见，那么我们口里所喊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会成为一句可耻的谎言……”[155]

这是对纲领第9条的基本论据所作的非常中肯的说明，正因为它非常中肯，所以那些批评我们纲领的“忘了自己身世的”人，过去和现在总是小心翼翼地回避它。不承认这一条，不管拿什么理由作借口，实际上都是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可耻的”让步。既然谈论的是一切民族的自决权，为什么说是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让步呢？因为这里所谈的是同大俄罗斯民族分离。无产者联合的利益，他们的阶级团结的利益，都要求承认民族分离权，——这就是12年前普列汉诺夫在上述那段话里所承认的论据；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如果对这一点认真思索一下，对于自决问题也许就不会发表这么多谬论了。

在批准普列汉诺夫所维护的这个纲领草案的1903年代表大会上，主要工作是在纲领委员会里进行的。可惜，纲领委员会的讨论没有作记录。要是关于这一条的讨论有记录，那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瓦尔沙夫斯基和加涅茨基只是在委员会里曾试图维护自己的观点，对“承认自决权”提出异议。读者如果愿意把他们的论据（瓦尔沙夫斯基的发言，他和加涅茨基的声明，见记录第134—136页和第388—390页）拿来同罗莎·卢森堡在我们上面分析过的那篇用波兰文写的论文中的论据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论据是完全相同的。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里，起来反驳波兰马克思主义者最多的是普列汉诺夫）是怎样对待这些论据的呢？对这些论据无情地嘲笑了一番！要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拒绝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建议是如此荒谬，谁都看得一清二楚，以致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不敢再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重申自己的论据！！他们知道在大俄罗斯、犹太、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高会议上守不住自己的阵地，于是就退出了代表大会。

这段历史插曲对于每一个真正关心自己纲领的人当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据在代表大会的纲领委员会里被彻底驳倒了，他们放弃在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维护自己观点的企图，——这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实。难怪罗莎·卢森堡在她1908年写的那篇文章里“谦逊地”隐讳了这一点，大概是一想到代表大会，就觉得不愉快吧！她还隐讳了瓦尔沙夫斯基和加涅茨基在1903年以全体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名义提出的“修改”纲领第9条的这项令人发笑的拙劣建议，无论是罗莎·卢森堡，还是其他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始终没有敢（而且现在也肯定不敢）重提这项建议。

罗莎·卢森垦为了隐瞒自己在1903年的失败，没有提起这些事实，但是关心自己党的历史的人，应该设法弄清这些事实并好好考虑它们的意义。


　　罗莎·卢森堡的朋友们在退出1903年的代表大会时给代表大会的声明写道：“……我们提议，把纲领草案第7条〈现在的第9条〉改写为：第7条，建立保障国内各民族有发展文化的充分自由的机关。”（记录第390页）



　　可见，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关于民族问题发表的观点是很不明确的，他们所提出来代替自决的东西，实质上不过是那个臭名远扬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别名而已！听起来几乎很难令人相信，可惜这是事实。在代表大会上，虽然5个崩得分子拥有5票，3个高加索人拥有6票，而科斯特罗夫的发言权还不计算在内，但结果竟没有一票赞成取消自决这一条。有3票主张用“民族文化自治”补充这一条（即赞成戈尔德布拉特所提出的条文：“建立保障各民族有发展文化的充分自由的机关”），有4票赞成李伯尔所提出的条文（“各民族有自由发展文化的权利”）。

现在出现了俄国自由派政党即立宪民主党，我们知道，在它的纲领中已经把民族政治自决改成“文化自决”。这样看来，罗莎·卢森堡的波兰朋友们同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所进行的“斗争”干得很出色，竟提议用自由派的纲领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而他们还责备我们的纲领是机会主义呢，难怪这种责备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委员会里只能遭到嘲笑！

我们知道，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没有一个人反对过“民族自决”，那么这些代表究竟是怎样理解这个“自决”的呢？

记录中的下面三段话可说明这一点：

“马尔丁诺夫认为，不能对‘自决’一词作广义的解释；它的意思只是指民族有权实行分离而组成单独的政治整体，而决不是区域自治。”（第171页）马尔丁诺夫当时是纲领委员会的委员，在这个委员会里，罗莎·卢森堡的朋友们的论据遭到了驳斥和嘲笑。当时，马尔丁诺夫按他的观点来说是“经济派”，是激烈反对《火星报》的，如果他当时发表了为纲领委员会大多数委员不能同意的意见，他肯定是会被驳倒的。

当委员会工作结束以后，在代表大会上讨论纲领第8条（现在的第9条）时，首先发言的就是崩得分子戈尔德布拉特。


　　戈尔德布拉特说：“‘自决权’是丝毫不容反对的。如果某一民族争取独立，那我们就不能反对它。就象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如果波兰不愿和俄国结成合法婚姻，那我们就不应去妨碍它。在这个范围内我同意这种意见。”（第175—176页）



　　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根本没有就这一条发过言。戈尔德布拉特引用的是普列汉诺夫在纲领委员会会议上所说的话；在该委员会里，详细而通俗地解释了“自决权”的意思就是分离权。在戈尔德布拉特之后接着发言的是李伯尔，他说：
　　“如果某一民族不能留在俄国版图内生活，党当然是不会阻碍它的。”（第176页）



　　读者可以看到，在通过纲领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在自决的含义“仅仅”是指分离权这一点上没有两种意见。当时，连崩得分子也懂得这个真理，而只是在目前这个反革命继续猖獗和“背叛之风”盛行的可悲时期，才出现了一些因无知而胆大妄为的人，说纲领“不清楚”。可是，在谈到这些可怜的“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之前，我们暂且先把波兰人对纲领的态度问题谈完。他们参加第二次（1903年）代表大会时有一个声明，说的是联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可是，他们在纲领委员会里遇到“挫折”以后就退出了代表大会，而他们的最后的话就是载于代表大会记录的书面声明，其中包括上面所引的那个主张用民族文化自治来代替自决的建议。

1906年，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党了，可是他们无论在入党的时候，或者在入党以后（无论在1907年代表大会上，在1907年和1908年代表会议上，或在1910年中央全体会议上），都从来没有提出过修改俄国党纲第9条的任何建议！！

这是事实。

不管人们怎样花言巧语，但是这件事实毕竟明显地证明，罗莎·卢森堡的朋友们都认为第二次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的争论和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已经把问题完全解决，证明他们已经默认自己的错误并且改正了错误，因为他们在1903年退出代表大会以后，又于1906年加入了党，而且从来没有打算通过党的途径提出修改纲领第9条的问题。

罗莎·卢森堡的文章是在1908年由她自己署名发表的（当然谁都从来没有想到要否认党的著作家有批评党纲的权利），而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同样也没有一个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正式机关提出修改第9条的问题。

因此，托洛茨基为罗莎·卢森堡的某些崇拜者效劳，真是熊的帮忙[156]，他以《斗争》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在第2期（1914年3月）上写道：


　　“……波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自决权’毫无政治内容，应该从纲领中删去。”（第25页）



　　热心效劳的托洛茨基比敌人还要危险！除了“私下的谈话”（说穿了，也就是流言蜚语，托洛茨基向来是靠这个过日子的），他找不到任何证据把全体“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算作罗莎·卢森堡的每篇文章的拥护者。托洛茨基把“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成丧失人格和良心、连自己的信念和自己党的纲领都不尊重的人。好一个热心效劳的托洛茨基！1903年，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因为自决权问题而退出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托洛茨基还可以说，他们认为这种权利没有什么内容而应该从纲领中删去。

可是，自此以后，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加入了拥有这一纲领的党，而且从来没有提出过修改纲领的建议。 
［注：有人对我们说，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913年夏季会议上只有发言权，他们对于自决权（分离权）问题完全没有参加表决，而在发言中反对过这种权利。他们当然完全有权这样行动，并且完全有权照旧在波兰宣传反对波兰分离。但是这跟托洛茨基说的不完全相同，因为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要求“从纲领中删去”第9条。］



托洛茨基为什么对他的杂志的读者隐瞒这些事实呢？只是因为他想借此投机，挑起波兰反对取消派的人同俄国反对取消派的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并且想在纲领问题上欺骗俄国工人，这样做对他有利。

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上，从来都没有什么定见，他只要看见有意见发生分歧，就马上“钻空子”，从一方投奔另一方。现在他是同崩得派和取消派合为一伙。而这些老爷们对党是不讲客气的。

请听听崩得分子李普曼所说的话吧！


　　这位绅士写道：“15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纲领里提出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的条文时，每个人〈！！〉都曾问过自己：这个时髦〈！！〉用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这个词仍然是〈！！〉一个十分模糊的疑团。实际上，当时很难驱散这个疑团。当时有人说：现在还没有到可以把这一条具体化的时候，暂时就让它是一个疑团吧〈！！〉。生活本身会指明这一条应当包含什么内容。”



　　这一个“没有裤子穿的男孩”[157]嘲讽党纲，不是干得很漂亮吗？他为什么要嘲讽党纲呢？

只是因为他一窍不通，什么都没有学过，连党史都没有读过，只是因为落入了取消派的圈子，那里的人在党和党性的问题上“通常”是不在乎赤身裸体的。

在波米亚洛夫斯基的小说里，有一个神学校学生以“把痰吐到装满白菜的桶里”[158]而自鸣得意。崩得派先生们更进了一步。他们把李普曼之流放出来，让这些绅士当众把痰吐到自己的桶里。至于国际代表大会曾经通过某个决议，至于崩得自己的两位代表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曾表明完全能够理解（虽然他们非常“严格”批评过和坚决反对过《火星报》！）“自决”的意义，甚至表示赞同，这一切又同李普曼之流的先生们有什么关系呢？既然“党的政论家们”（别开玩笑了！）象神学校学生那样来对待党的历史和纲领，那么把党取消岂不更省事吗？

你们再看另一个“没有裤子穿的男孩”，即《钟声》杂志的尤尔凯维奇先生。尤尔凯维奇先生手头大概有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因为他引了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一段由戈尔德布拉特转述过的话，并且看得出他知道自决的含义只能是分离权。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在乌克兰小资产阶级中间造谣诬蔑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主张保持俄国的“国家完整性”（1913年第7—8期合刊第83页及其他各页）。当然，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要离间乌克兰的民主派同大俄罗斯的民主派，除这样造谣诬蔑之外，是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了。这种离间行为是符合《钟声》杂志这个文人集团的全部政策路线的，他们就是在鼓吹乌克兰工人分离出去，组成单独的民族组织！ 
［注：请特别看一下尤尔凯维奇先生为列文斯基先生的《加里西亚乌克兰工人运动发展概略》1914年基辅版所写的序言。］



一批民族主义的市侩力图分裂无产阶级，——《钟声》杂志的客观作用就是如此——他们在民族问题上散布极端糊涂的思想，当然是和他们的身分完全相称的。不言而喻，尤尔凯维奇之流和李普曼之流的先生们（他们一听见人家把他们叫作“与党貌合神离的人”，就委屈得“要命”），简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们到底打算怎样在纲领中解决分离权的问题。

现在再看第三个而且是主要的一个“没有裤子穿的男孩”，即谢姆柯夫斯基先生。他在取消派的报纸上，当着大俄罗斯公众的面“大骂”纲领第9条，同时又说他“由于某种理由不赞成”删去这一条的“建议”！！

这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是事实。

1912年8月，取消派代表会议正式提出民族问题。一年半以来，谈第9条这个问题的文章，除谢姆柯夫斯基先生的一篇之外，再也没有了。而且这位作者在文章中反驳纲领时，又说他“由于某种理由〈是某种隐疾吧？〉不赞成”修改纲领的建议！！我敢担保：在全世界都很难找到这种机会主义的例子，很难找到这种比机会主义更坏的背叛党、取消党的例子。

谢姆柯夫斯基的论据如何，从下面这个例子就可以看清楚了：


　　他写道：“如果波兰无产阶级希望同全体俄国无产阶级在一国范围内共同进行斗争，而波兰社会中的反动阶级则相反，希望波兰同俄国分离，希望在全民投票（征求全民意见）中赞成分离的票占多数，那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在中央议会中究竟是跟我们的波兰同志共同投票反对分离呢，还是为了不破坏‘自决权’而赞成分离呢？”（《新工人报》第71号）



　　可见，谢姆柯夫斯基先生甚至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没有想一想，分离权的前提恰好是不能由中央议会来解决问题，而只能由要分离的那个地区的议会（议会，全民投票等等）来解决问题。现在无论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或是科科什金之流，甚至把分离的念头也看作罪恶，居然有人撇开当前现实的具体政治问题，而象一个小孩那样发问：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大多数人都赞成反动派，“那又该怎么办呢”！大概整个俄国的无产者今天不应该同普利什凯维奇和科科什金之流作斗争，而是要放过他们，去同波兰的反动阶级作斗争吧！！

这种荒谬已极的议论竟写在取消派的机关报上，而该报的思想领导者之一就是尔·马尔托夫先生，就是那个起草过纲领草案，并且在1903年使它获得通过，后来还写文章维护过分离自由的尔·马尔托夫。现在尔·马尔托夫大概是按以下惯例作出决断的：


　　那里不需要聪明人，您派列阿德去就行，

让我看看再说。[159]





　　他把谢姆柯夫斯基这个列阿德派去，让他在日报上向那些不了解我们纲领的新读者们曲解纲领，制造无穷的混乱！取消派实在是跑得太远了，——连许多过去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没有留下一点党性的痕迹。

至于罗莎·卢森堡，当然不能把她同李普曼、尤尔凯维奇和谢姆柯夫斯基之流等量齐观，但是她的错误恰好被这班人抓住了，这个事实也就特别明显地证明她陷入了怎样的机会主义泥坑。


10.结束语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自决权问题并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无论是1896年伦敦大会的决议也好，无论是自决权只能理解为分离权也好，无论是组织独立民族国家是一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趋势也好，严格地说都不可能有什么争议。

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困难的情况是，俄国境内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正在并肩奋斗，而且应当并肩奋斗。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统一，抵抗一切资产阶级的和黑帮的民族主义影响。在被压迫民族中间，无产阶级组成独立政党的过程，有时要同该民族的民族主义作非常激烈的斗争，致使一些人看不清远景，忘记了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

但是，看不清远景这种现象只能是暂时的。各民族无产者共同斗争的经验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不应当从“克拉科夫的”观点，而应当从全俄的观点来提出政治问题。而在全俄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普利什凯维奇和科科什金之流。他们的思想影响极大，他们对异族人的迫害（因为异族人拥护“分立主义”，存有分离的念头）在杜马、学校、教会、营房以及千百种报纸中得到广泛宣传和实施。正是这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毒素毒化了全俄国的政治空气。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而使反动势力在全俄巩固起来，那是这个民族的不幸。怀念1849年和1863年仍是一种在起作用的政治传统，如果没有规模很大的风暴发生，这种传统还会在几十年的长时期内阻碍一切民主运动，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毫无疑问，不管被压迫民族（而被压迫民族的“不幸”，有时就在于人民群众被“本”民族解放的思想所迷惑）中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有时看起来多么合乎情理，但在实际上，从俄国阶级力量的客观对比来看，拒绝维护自决权就等于最凶恶的机会主义；就等于拿科科什金之流的思想来腐蚀无产阶级。而这种思想，实质上也就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思想和政策。

因此，如果说罗莎·卢森堡的观点作为波兰的、“克拉科夫的”一种特殊的狭隘观点 
［注：不难理解，全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大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民族分离权，决不排斥某个被压迫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去宣传反对分离，正象承认离婚权并不排斥在某种场合宣传反对离婚一样。所以我们认为，波兰马克思主义者中一定会有愈来愈多的人嘲笑谢姆柯夫斯基和托洛茨基现在正在“挑起的”那种并不存在的“矛盾”。］

 起初还情有可原，那么到了现在，当民族主义，首先是政府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到处盛行的时候，当这种民族主义在左右政治的时候，这种狭隘观点就不能原谅了。实际上，现在一切民族中的机会主义者都抓住了这种狭隘观点，他们躲避“急风暴雨”和“飞跃”的思想，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终结，并且追随科科什金之流的自由主义。

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同任何民族主义一样，会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这要看资产阶级国家内部哪些阶级占首要地位。1905年以前，我们几乎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反动派。革命以后，我国就产生了民族主义自由派。

事实上我国的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科科什金），即当代整个资产阶级，也都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

往后必然会产生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民主派。“人民社会”党创始人之一彼舍霍诺夫先生，在1906年《俄国财富》杂志8月号上号召人们谨慎对待农夫的民族主义偏见的时候，就表达了这种观点。不管人家怎样诬蔑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我们把农夫“理想化”了，可是我们总是而且以后还要继续把农夫的理智和农夫的偏见，农夫反对普利什凯维奇的民主主义立场同农夫想跟神父和地主调和的倾向严格地区别开来。

无产阶级民主派现在就应当考虑到大俄罗斯农民的民族主义（考虑的意思不是对它让步，而是要同它作斗争），而且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概也要考虑到这一点。 
［注：波兰民族主义先由贵族民族主义变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然后又变成农民民族主义，如能探讨一下这一过程，那是很有趣的。路德维希·伯恩哈德在他写的《普鲁士的波兰人》（《Das polnische Gemeinwesen im preussischen Staat》，有俄译本）一书中，自己站在德国的科科什金的立场上，却描写了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德国的波兰人组织了一种“农民共和国”，这就是波兰农民的各种合作社和其他种种团体都紧密团结起来，为民族、为宗教、为“波兰人的”领土而斗争。德国人的压迫使波兰人团结起来了，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团体，并且还把波兰贵族、波兰资产者和波兰农民群众中间的民族主义思想相继激发起来了（特别是1873年德国人开始禁止在学校里使用波兰文以后）。在俄国也有这种趋向，而且不仅关系到一个波兰。］

 1905年以后表现得十分明显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只要提一下第一届杜马中的“自治联邦派”，乌克兰运动和穆斯林运动的发展等等就行了），必然会使城乡大俄罗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加强起来。俄国的民主改革进行得愈慢，各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迫害和撕杀也就会愈顽强，愈粗暴，愈残酷。同时，俄国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特殊反动性，将会在某些被压迫民族（它们在邻国有时享有大得多的自由）中间，引起（并加强）“分立主义”趋向。

这种实际情况就使俄国无产阶级负有双重的，或者更确切些说，负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建立国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另一方面，正是为了同一切民族的各种民族主义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不管资产阶级如何力求造成民族隔绝，必须使各无产阶级组织极紧密地结成一个跨民族的共同体。

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




在本文已经排好版以后，我收到了《我们的工人报》[160]第3号，在这份报纸上弗拉·科索夫斯基先生谈到承认一切民族有自决权，他写道：


　　“这个条文是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1898年）决议中机械地抄袭来的，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是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搬来的。从当时的争论中可以看出，1903年代表大会对于这个条文，正是按照社会党国际所赋予它的那种意思来解释的，即解释为政治自决，民族在政治独立方面的自决。民族自决这一原则既然是指领土独立权而言，也就根本不涉及在某一国家机体内部如何调整那些不能或不愿退出现有国家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



　　可见，弗拉·科索夫斯基先生手头是有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的，并且很清楚自决这一概念的真正的（而且是唯一的）含义。而崩得《时报》编辑部曾经让李普曼先生嘲讽纲领并宣称纲领不清楚。请把这两件事实对照一下吧！！崩得分子先生们的那种“党的”风气真是奇怪得很……至于科索夫斯基为什么硬说代表大会通过自决条文是机械的抄袭，那就只有“真主知道”了。常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是“想要反驳”，至于反驳什么，怎样反驳，为什么要反驳，为了什么目的而反驳，那他们是根本不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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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十二个民族的侵犯”原来是指1812年拿破仑第一对俄国的进攻。据说拿破仑当时统率着一支民族成分十分复杂、操12种不同语言的军队。这里是借喻机会主义各派对马克思主义纲领的一致攻击。——223。



[140]《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225。



[141]《科学思想》杂志（《Научная Мысль》）是俄国孟什维克派的刊物，1908年在里加出版。——225。



[142]《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Frzeglad Socjaldemokratyczny》）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罗·卢森堡积极参加下办的刊物，于1902—1904年、1908—1910年在克拉科夫出版。——226。



[143]指1899年9月24—29日在布隆（现捷克斯洛代克布尔诺）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民族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反映不同观点的两个决议案：一个是总的说来主张民族区域自治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另一个是主张超地域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决议案。代表大会一致否决了民族文化自治纲领，通过了一个承认在奥地利国家范围内的民族自治的妥协的决议（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关于奥地利和俄国民族纲领的历史》一文）。——236。



[144]指1913年6月19—22日（7月2—5日）在利沃夫举行的全乌克兰大学生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安排在伟大的乌克兰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革命民主主义者伊万·弗兰科的纪念日举行。俄国的乌克兰大学生代表也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会上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德·顿佐夫作了《乌克兰青年和民族的现状》的报告。他坚持乌克兰独立这一口号。——244。



[145]《工人真理报》（《Рабочая 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1913年7月13日（26日）—8月1日（14日）代替被沙皇政府查封的《真理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7号。——244。



[146]《道路报》（《Шляхи》）是乌克兰大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持民族主义立场，1913年4月—1914年3月在利沃夫用乌克兰文出版。——245。



[147]《庶民报》（《Земщина》）是俄国黑帮报纸（日报），国家杜马极右派代表的机关报，1909年6月—1917年2月在彼得堡出版。——247。



[148]“抓走和不准”出自俄国作家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特写《岗亭》。书中的主人公梅穆列佐夫是俄国某县城的岗警。在沙皇军队的野蛮训练下，他丧失了人的一切优良天性，“抓走”和“不准”成了他的口头禅。梅穆列佐夫这个形象是沙皇专制警察制度的化身。——247。



[149]《前进报》（《Ｎａｐｒｚｏｄ》）是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1892年起在克拉科夫出版。该报反映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253。



[150]这里说的是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小老鼠和大老鼠》。寓言说，有一天小老鼠听说狮子把猫逮住了，就兴高采烈地跑去告诉大老鼠。大老鼠说：“你先别忙高兴，免得一场空欢喜！要是它们两个真动起爪子来，狮子肯定活不了命。要知道：没有比猫更凶的野兽了！”——254。



[151]弗腊克派即波兰社会党—“革命派”。见注26。——254。



[152]指波兰1863—1864年起义。这次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起义是由波兰王国的封建农奴制的危机和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加剧而引起的。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沙皇政府决定于1863年1月在波兰王国强制征兵，企图用征召入伍的办法把大批怀有革命情绪的青年赶出城市。领导起义的是代表小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红党”所组织的中央民族委员会。它同俄国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社中央委员会以及在伦敦的《钟声》杂志出版人建立了联系。它的纲领包含有波兰民族独立、一切男子不分宗教和出身一律平等、农民耕种的土地不付赎金完全归农民所有、废除徭役、国家出资给地主以补偿等要求。起义从1863年1月22日向俄军数十个据点发动进攻开始，很快席卷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并波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部分地区。参加起义的有手工业者、工人、大学生、贵族知识分子、部分农民和宗教界人士等各阶层的居民。代表大地主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白党”担心自己在社会上声誉扫地，也一度参加了斗争，并攫取了领导权。马克思对波兰起义极为重视，曾参与组织国际军团，支援起义。1864年5月，起义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数万名波兰爱国者被杀害、囚禁和流放西伯利亚。但是，起义迫使沙皇政府于1864年3月颁布了关于在波兰王国解放农奴的法令，因而在波兰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62。



[153]《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266。



[154]指《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The 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勒斯·格里利创办，在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40—50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曾为该报撰稿。给该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利用当时这个发行很广的进步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在美国国内战争时期，马克思不再为该报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和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269。



[155]列宁引用的是载于1902年《曙光》杂志第4期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一文。



《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273。



[156]熊的帮忙意为帮倒忙，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寓言说，一个隐士和熊做朋友，熊热心地抱起一块大石头为酣睡的隐士驱赶鼻子上的一只苍蝇，结果把他的脑袋砸成了两半。——277。



[157]“没有裤子穿的男孩”一词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特写集《在国外》。谢德林在特写集里用一个没有裤子穿的俄国男孩来比喻沙皇专制制度下落后、愚昧的俄国。后来人们经常用“没有裤子穿的男孩”来比喻粗野而愚昧的人。——278。



[158]这里说的是俄国作家尼·格·波米亚洛夫斯基的小说《神学校随笔》。一个叫阿克休特卡的学生受到腐败的神学校的毒害而变成了品行恶劣的流氓。有一次他和同学一起外出，钻进一家食品店里偷吃东西，并且把痰吐到白菜桶里。——279。



[159]列宁这里引用的是俄国作家列·尼·托尔斯泰写的讽刺歌曲《1855年8月4日黑河战役之歌》。列阿德是沙皇军队的一位有勇无谋的将军，在克里木战争中守卫塞瓦斯托波尔。老奸巨滑的利普兰吉将军在反攻时怕担风险，建议总指挥高尔查科夫公爵派列阿德去冲锋陷阵，结果俄军遭到惨败。托尔斯泰的这首歌曾在俄国士兵中广为流传。——281。



[160]《我们的工人报》（《Наша 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4年5月3日（16日）—7月在彼得堡出版。——285。





《列宁全集》第25卷


问题明确了

请觉悟的工人们注意

（1914年6月5日〔18日〕）

在《真理之路报》第63号上，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团作了最后一次尝试，想弄清楚：6位代表（齐赫泽党团）在目前，在绝大多数觉悟工人指责他们和取消派联盟以后，是否打算作出响应，同俄国社 会民主党工人党团达成协议。[161]

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向“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现在是否打算无保留地承认马克思主义者整体1903年（关于纲领）和1908—1910年（谴责取消主义）的决议。不难理解，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之所以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1903年、1908年和1910年的决议，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取消派还没有发生任何分裂之前通过的；这些决议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旗帜；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同“社会民主党党团”可能达成某种协议的话，那当然只能以无条件地承认分裂前所通过的这些决议为基础。

在《我们的工人报》第2号上，齐赫泽党团作了《公开的答复》，这个答复使问题彻底明确了，因此值得所有力求认真弄清楚分歧所在和希望真正统一的工人们予以极大的注意。


1.纲领和民族问题

在制定纲领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大会上（1903年），崩得分子（犹太取消派）提议把“建立能保障他们有发展文化的充分自由的机关”的要求载入纲领。现在的取消派马尔丁诺夫、马尔托夫、柯尔佐夫当时反对这项提案。他们非常正确地指出，这种要求是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民族关系原则的。代表大会一致反对崩得分子，否决了这种要求（见记录）。

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建立机关”也就是社会民主党所否定的“民族文化自治”。

6位代表在《公开的答复》里作出了相反的论断。他们说：我们宣布的是“建立机关”，但是我们没有宣布民族文化自治。

好吧，——我们回答他们说，——暂且就假定这真的不是一回事。但是就连“建立机关”不也遭到了代表大会的否决吗？这一点你们是非常清楚的。你们知道，你们放弃纲领是为了讨好民族主义者。提出议案而遭到代表大会否决的崩得分子，就是由于你们违反纲领才对你们表示欢迎的。

在第四届杜马开始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发表一项声明之后，他们写道：


　　——“可以指出，社会民主党〈即取消派〉的提法是不够清楚的。的确是如此。但重要的是，工人代表〈即齐赫泽的拥护者〉摆脱了民族问题上的正式理论所持的僵化观点。”（《时报》第9号，社论第3栏）



　　“正式理论”就是指纲领。崩得分子对齐赫泽及其伙伴违反纲领的行为大加赞扬。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提出质问：“社会民主党党团”是不是同意收回这种违反纲领的言论。回答得非常清楚：“这个提法〈即“建立机关”〉根本就不含有社会民主党党团应当拒绝的任何东西。”（见《公开的答复》）

我们不愿意放弃违反纲领的做法——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回答。


2.1908年的决议

其次，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质问“社会民主党党团”：是否打算承认马克思主义者1908年的决议，即不久前也得到拉脱维亚调和派承认的决议。

这项决议说：


　　“取消主义，这就是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即解散、毁坏、废除、停止〉现有的党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即“公开”存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即过去的经验〉为代价。”



　　这项决议认为“必须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同取消主义的企图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见记录第38页）。[162]这项决议是由马克思主义者整体通过的，在场的有一切派别，其中包括取消派（唐恩、阿克雪里罗得等人）、崩得分子等等的代表。它是在1908年12月，在没有发生任何分裂之前通过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质问齐赫泽党团是否承认1908年谴责取消主义的这项决议。

齐赫泽党团回答了什么呢？

一言未发！！一声不响！它回避1908年的这项决议，好象根本不存在这个决议似的。这是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这种沉默比任何言论都更有表现力。它表明他们对决议采取了非常放肆的态度。我不喜欢的决议，对我来说就干脆不存在——这就是持取消派立场的代表的品德。

这些代表在处理接受亚格洛代表参加党团的问题上也是这样。有人向他们指出，1908年的决议拒绝同亚格洛的非社会民主党“统一”。而他们却反驳说，1907年（即通过这项决议的前一年）第二届杜马党团曾经把毫无疑问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立陶宛代表吸收到党团里面去。这是对决议的公然嘲弄。


3.1910年的决议

这项决议说：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资产阶级反革命时期所处的历史环境，必然会产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其表现是：一方面否认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试图缩小彻底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性和策略性的任务及口号，等等；另一方面，反对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进行工作和利用合法的机会，不懂得这两种工作的重要性，不善于使彻底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去适应目前时局的特殊历史条件，等等。在这种条件下，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用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在无产阶级的一切阶级斗争方面的工作来克服上面这两种倾向，并说明这两种倾向的危险性。”





　　这项决议是在没有发生任何分裂之前一致通过的，在场的有一切派别的代表。它谴责了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问“社会民主党党团”：你们承认不承认这项决议？后者答道：要知道，“1910年的决议中连取消主义这个词都没有”。

连这个“词”都没有！那么马克思主义者整体在指责“否认秘密的社会民主党，降低它的作用和意义”的表现时，指的究竟是谁呢？？不是取消派又是谁。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三年前发表的而谁也没有把它驳倒的最确切的文件；这个文件出自一切“民族的”（拉脱维亚人、崩得分子、波兰人）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托洛茨基（取消派不能提出比他们更好的证人了）；这个文件直截了当地宣称：“其实，当时如果把决议中指出的那个必须与之斗争的派别称作取消派就好了……”[163]

这些代表怎么敢这样……厚着脸皮把工人引入……明显的歧途呢？

“社会民主党党团”不愿意承认1910年的决议！它反而声明它同取消派的《我们的工人报》的意见“完全一致”。

对那些持取消派立场的代表来说，马克思主义者整体1903年、1908年和1910年的决议是不存在的。对他们来说，只存在取消派报纸的“决议”。


4.“派别”

“社会民主党党团”否认明确的决议，无视工人的意志，却大谈特谈所有“马克思主义派别”的好处。

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以工人组织为出发点，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希望以不可捉摸的“派别”为出发点。德国以至世界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是团结工人，团结工人的支部、工人的组织和团体。我们这里却有人希望团结什么“派别”。

“马克思主义者中的所有派别”！要知道，单在一个取消派中现在起码就有两个“派别”：《斗争》杂志和《我们的工人报》，它们争论的是，谁能更好地遵守“八月联盟的戒律”。

团结10个脱离群众的“派别”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团结一切愿意建立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工人才是伟大的事业，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热烈支持下，这一事业正在我们眼前实现。


※　　　　　※　　　　　※

问题明确了。绝大多数工人（见保险理事会选举、团体捐款、工人团体同两个杜马党团的关系的材料）都拥护马克思主义者，拥护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反对取消派。八月联盟瓦解了：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退出，布里扬诺夫也退出了，阿恩和《斗争》杂志的拥护者也要退出。聚集在齐赫泽周围的6位代表，已经同最坏的、同八月联盟中取消主义色彩最浓的残余分子勾结在一起。

工人们应当作出自己的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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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914年3月30日（4月12日）《真理之路报》第50号刊登了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分裂问题的决议。决议强调，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必须在承认党纲、党章和党的各项决议的条件下统一起来（见本卷第25—29页）。同一号《真理之路报》还刊登了《对齐赫泽、契恒凯里、图里亚科夫、斯柯别列夫、豪斯托夫和曼科夫代表的公开质问》，要求他们答复对拉脱维亚工人提出的上述原则究竟持什么态度的问题。由于孟什维克避而不答，杜马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又在1914年4月17日《真理之路报》第63号上发表一封《公开信》，要求孟什维克代表对提出的问题作出明确回答。5月4日（17日），孟什维克在《我们的工人报》上发表了《公开的答复》。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对《公开的答复》作了分析。——286。



[162]引自收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的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俄代表会议（1908年12月）》1909年无产者报社巴黎版第38页（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6页）。——288。



[163]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会期间列·达·托洛茨基等人的一个声明。列宁在《政论家札记》一文里也引用了这个声明（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290。







《列宁全集》第25卷


论冒险主义

（1914年6月9日〔22日〕）

马克思主义者在谈到某些集团的冒险主义性质的时候，总是同时指出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必须熟悉的这一现象的十分确定的社会历史特点。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有过无数的只存在“一个小时”，存在几个月的集团，它们在群众中毫无根基（没有群众的政治就是冒险主义的政治），也没有任何严肃的、固定的思想。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在资产阶级改造的历史时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必然会攀附工人，必然会试图建立各种冒险主义的——就上述意义来说是冒险主义的——集团。

不愿意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工人必须严格地审查每一个集团，既要看这个集团的思想严肃不严肃，也要看这个集团在群众中有没有根基。不要相信言论，而要进行最严格的审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工人的口号。

让我们回忆一下1895—1902年“火星派”和“经济主义”的斗争。这是社会民主党内的两个派别，一个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它已经经受了《火星报》三年战斗的审查，经受了所有先进工人的审查，而这些先进工人已经承认用文字固定下来的关于“火星派”的策略和组织的明确决议是自己的决议。“经济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派别，是力图使工人服从自由派的机会主义派别。

除了这两个真正的派别以外，还有许多早已被人忘掉的毫无基础的集团（“自由社”、“斗争社”[164]、柏林小报集团等等）。在这些集团里面，也有不少正派的和真诚的社会民主党人，但他们既没有固定的严肃的思想、纲领、策略和组织，又没有群众根基，就这个意义来说，他们实际上是冒险主义者。

一切严肃认真的人要评价目前的派别和集团，就应该采取而且只能采取这样的办法去研究历史，考虑某种宣传的思想意义，用事实来检验言论。

只有傻瓜才相信言论。

“真理派”是一个派别，它对一切有关策略、组织和纲领的问题都作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答复，并且作出了决议（1908年、1910年、1912年、1913年2月和夏天）。这些决议严格地保持了同旧《火星报》时代（1901—1903年），更不用说同伦敦（1907年）代表大会的继承性。这些决议经过全体先进工人5—6年（1908—1914年）的经验的检验，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先进工人承认这些决议是自己的决议。“真理派”实际上已经联合了俄国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在两年半内，联合了6700个社会民主党工人团体中的5300个）。

取消派也是一个派别。它差不多有20年的历史，因为它是“经济主义”（1895—1902年）的直接的继续，是孟什维主义（1903—1908年）的产物。这个派别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根源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内容已经由1908年和1910年的决议指明了（难怪取消派甚至不敢公布这些决议的全文！！）。取消派的各种自由主义思想是相互联系、浑然一体的：不要地下组织，不要鲸鱼，要公开的党，反对“罢工狂热”，反对最高的斗争形式等等。在自由派资产阶级“社会”中，无论是在立宪民主党人或者非党的（以及与党貌合神离的）知识分子中间，早就对取消派深表同情。取消派是一个主要的派别。不过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派别。只有毫无头脑的人们才会说出同取消派“和睦相处”的话来。

现在我们再看看也想成为“派别”的一切其他集团。让我们把它们列举出来：（1）阿列克辛斯基的前进派；（2）波格丹诺夫的前进派；（3）沃伊诺夫的前进派；（4）普列汉诺夫派；（5）“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实际上是调和派：马尔克·佐梅尔及其同伙）；（6）托洛茨基派（即托洛茨基，甚至连谢姆柯夫斯基都不包括在内）；（7）“高加索派”（即与高加索并无关系的阿恩）。

我们把一些在报刊上出现的集团列了出来；它们在俄国和国外都宣称，它们想成为单独的“派别”和集团。我们尽量把所有俄罗斯人的集团列出来，而把非俄罗斯人的集团撇开不谈。

这些集团没有一个例外，都是彻头彻尾的冒险主义的集团。

读者会问：为什么呢？有什么证据呢？

事变最多、意义最大的最近10年（1904—1914年）的历史就是证据。在这10年中，上述所有这些集团的活动家们在策略和组织的重大问题上，都暴露出最无可奈何、最可怜、最可笑的动摇，暴露出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建立起扎根于群众的派别。

就拿他们中间的佼佼者普列汉诺夫来说吧。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1883—1903年的20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

但是从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起来：（1）1903年8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2）1903年11月（《火星报》第52号）主张同“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建立和平；（3）1903年12月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4）1905年春天，布尔什维克胜利以后，主张“相仇的兄弟”“统一”起来；（5）1905年年底到1906年年中是一个孟什维克；（6）从1906年年中开始，时而脱离孟什维克，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斥责孟什维克（切列万宁的自白）为“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7）1908年同取消派决裂；（8）1914年又重新转为取消派。普列汉诺夫宣扬同取消派“统一”，又不能简单清楚地说明：统一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可能同波特列索夫先生统一？执行某些条件的保证在哪里？

根据这10年的经验，我们敢保证，普列汉诺夫只能搅起一些浪花，他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形成一个“派别”。

我们完全理解真理派为什么乐意把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派的文章刊登出来；难道真理派能够拒绝那些完全贯彻1908年和1910年反对取消派的决议的文章吗？普列汉诺夫现在又开始跟在取消派、波格丹诺夫等人后面重复什么“一切派别”统一起来的空谈了。我们坚决地谴责这种做法，必须同这种做法进行无情的斗争。

世界各地的工人政党都不联合知识分子集团和“派别”，就是联合工人也要以下列条件为基础：（1）承认和执行关于策略和组织问题的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决议；（2）少数的觉悟工人服从多数的觉悟工人。

这种把反对地下组织的人无条件地排斥在外的统一，真理派在两年半（1912—1914年）内已经实现了五分之四。不管没有头脑的人怎样辱骂真理派是派别活动分子和分裂分子等等，但是，工人统一的事实决不会因这些空话和谩骂而消失……

普列汉诺夫现在扬言要破坏这种多数工人的统一。我们沉着而坚定地向工人说：不要相信言论，要用事实来检验言论，这样你们会看到，上述每一个冒险主义集团的每一个步骤，都会愈来愈清楚地暴露他们无可奈何的和可怜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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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自由社是叶·奥·捷连斯基（尔·纳杰日丁）于1901年5月建立的，自称为“革命社会主义”的组织。自由社鼓吹恐怖主义和经济主义思想，与彼得堡经济派一起反对火星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该社在瑞士出版过两期《自由》杂志（1901年第1期和1902年第2期）。此外，还出版过《革命前夜。理论和策略问题不定期评论》第1期和纲领性小册子《俄国革命主义的复活》等。1903年，该社不复存在。



斗争社是达·波·梁赞诺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和埃·李·古列维奇于1900年夏在巴黎成立的一个团体，1901年5月取此名称。该社试图调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别和机会主义派别之间的矛盾，建议统一社会民主党各国外组织。



1901年秋，斗争社成为一个独立的著作家团体。它在自己的出版物（《制定党纲的材料》第1—3辑、1902年《快报》第1号等）中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列宁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由于它背弃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策略，进行瓦解组织的活动，并且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没有联系，因此未被允许参加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斗争社被解散。——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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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马克思主义者的决议和取消派

（1914年6月9日〔22日〕）

我们在报纸的专号里曾经向读者介绍了拉脱维亚马克思主义者最近通过的决议，而且在评论这些决议的时候说过：拉脱维亚人向调和主义作了让步，但同时也给了取消派的八月联盟一个致命的打击 
［注：见本卷第25—29、30—33页。——编者注］

 。工人们谁不记得当时取消派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

取消派动用了一切可能动用的力量来反驳这个结论。为了这个目的，马尔托夫的全部机智，唐恩的全部……真诚，谢姆柯夫斯基和约诺夫的全部智慧和卓越的文才，都动员起来了。取消派不顾一切地想“证明”：拉脱维亚代表大会根本没有谴责取消主义，没有表示反对八月联盟等等，等等。总之，我不是我，马不是我的。

时间才过去了两三个月，现在我们在取消派自己的杂志（《我们的曙光》第4期）上看到最“著名的”拉脱维亚取消派爱·魏斯先生的文章，这位先生完全证实了过去我们对事件所作的最符合事实的评价。

魏斯先生是我们的一个最厉害的对手。他接二连三地猛烈“批评”俄罗斯的“列宁派”和拉脱维亚的多数派。但是他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败，并且扬言要继续为自己的取消主义观点奋斗。他没有慌作一团，没有支吾搪塞，也没有象谢姆柯夫斯基那样拼命地颠倒黑白。同这样的对手可以激烈地辩论，但是他毕竟还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没有采取谢姆柯夫斯基之流所用的那种……卑鄙不堪的手法。

魏斯先生写道：


　　——“在会上〈代表大会上〉，占多数的是拉脱维亚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同情……‘列宁派小组’的那一派，诚然，所谓多数也不过只多一票，在某些问题上才多两票。——拉脱维亚马克思主义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是一次恢复旧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尝试。

——关于党团〈杜马党团〉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这个决议是代表大会的少数派所作的一次巨大让步〈也就是对“列宁派”的让步〉。

——列宁派小组可以指望获得拉脱维亚人的正式支持”等等。





　　作者附带说明，“少数派也成功地给列宁派的胜利搞了一次小小的破坏”，他把多数派对调和派的让步叫作（理应如此！）“古怪的”举动。但是他清清楚楚，毫不含糊地承认这个事实：大会站到了“反对取消主义”的立场上，大会在主要问题上追随了真理派。

旧戏又在重演。取消派总要先大叫大闹两三个月，然后自己才被迫承认，正确地叙述事实的正是我们。

从下面的事情可以看出取消派为了拼命“解释”使他们不高兴的党的决议，有时胡闹到什么地步。大家知道，1908年12月的全俄马克思主义者会议曾经拒绝同亚格洛的党（波兰社会党）联合。拒绝的方式很不客气，即根本不理睬同杜马代表亚格洛那个非社会民主党联合的建议，转而讨论以下议程。拉脱维亚人在1914年的自己的代表大会上确认了1908年的所有决议，从而说明他们谴责把非社会民主党人亚格洛接纳到社会民主党党团里来的行为。这项决议特别使取消派不高兴。

结果怎样呢？犹太取消派的《时报》是用下列方式“解释”这项决议的：


　　——“转而讨论以下议程是什么意思呢？这表示会议不想表决这个建议，既不想拒绝也不想接受这个建议。于是就转而讨论另一个问题。1908年的会议只不过是把同亚格洛派联合的问题当作悬案〈！！〉搁了下来。”（《时报》第17号）



　　这样来“解释”党的决议难道不是不……客气到极点了吗？在取消派提出的同亚格洛派联合的建议遭到拒绝以后，也就是在1908年，费·唐恩在自己的印出来的正式报告中写道：


　　——“根据波兰代表团〈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建议，代表会议甚至不愿意讨论我们的议案，根本不理睬这一议案，转而讨论以下议程。在这个小小的事实当中，小组的狭隘性和思想上的小组习气看来已达到了顶点。”（费·唐恩的报告第45页）



　　费·唐恩破口大骂，是因为他知道转而讨论以下议程也就是最不客气地拒绝同亚格洛的非社会民主党联合。而现在竟有人这样向我们“解释”这种最不客气的拒绝，说什么问题“被当作悬案搁了下来”，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任意按照自己的看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此嘲弄马克思主义的决议，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管取消派怎样躲躲闪闪，生活还是要走自己的路。生活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事件象整个俄国工人运动的全部进程一样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





	载于1914年6月9日《工人日报》第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224—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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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自由派的坦率见解

（1914年6月10日〔23日〕）

自由派难得坦率。他们（以米留可夫和立宪民主党为首）通常遵循这样一条准则：人长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

自由派难得对公众发表明确的政治见解。他们通常是蒙蔽公众，拍着胸脯对天发誓说：我们也是民主派。

因此，国家杜马代表、“左派十月党人”自由派梅延多夫男爵的坦率的见解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例外。看来，梅延多夫确实要比某些立宪民主党人左些。这个见解发表在《言语报》（1914年6月1日）第146号上，是评论政治形势的。

梅延多夫先生象所有自由派资产者一样，“不相信反动方针削弱”。他仍然象所有的资产者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特别伤心地确认，政府的政策把国家推上极端危险的道路”。

这个自由派男爵认为极端危险的是什么呢？


　　他写道：“社会条件和政治制度之间的不相适应日益加深。一旦社会上安定的和温和的分子被政府排斥到次要地位，广大群众就会登上政治舞台的前台，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我认为都是很不妙的。迷信民主制对我是格格不入的。”



　　迷信民主制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格格不入的。我们知道，民主制就是最完善的、彻底摆脱了农奴制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民主制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消极方面，它只是使自由的、公开的、广泛的阶级斗争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民主制，同时知道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全部局限性。男爵这个自由派地主声称反对“迷信”，反映了他对民主制的农奴主式的仇视。

民主制就是没有中世纪的或者说农奴主的特权，就是群众统治。梅延多夫恰恰不喜欢广大群众登上政治舞台的前台，所有的自由派、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也都不喜欢。

立宪民主党人和所有的自由派害怕民主甚于害怕反动。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必须感谢梅延多夫，感谢他坦率地吐露了自由主义对民主制的仇视。知道真相总是有益的。

自由派害怕广大群众登上政治舞台的前台，这就是关键所在。

但是梅延多夫如何解释他这样害怕呢？这里他就不坦率了。他写道：


　　“我非常担心，不久将来的广大民主群众的口号同不久以前民主派的理想口号会大相径庭。最近以来的种种事实表明，广大群众极其容易受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情绪和行为感染……我担心，不久的将来，民主派的激进主义会同与文化毫无共同之处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冲动’和睦相处。我有时候暗自为这种情绪设想了这样一种离奇的可能性，即将来会要求废除……俄罗斯出身和信仰正教的人的死刑。”



　　如果梅延多夫男爵是诚实的，如果他的头脑中不是从青年时代起就塞满了“唯心主义的”废物，那么从他的“担心”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必须转到社会民主党人这边来！这是因为只有社会民主党始终不渝、坚定不移地为争取最广泛最完整意义上的文化、反对一切“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情绪和行为”而斗争。

一旦大俄罗斯农民彻底摆脱农奴制的压迫，他们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情绪大概会加强，而目前大力培植这种情绪的正是梅延多夫在党内和“社交界”的同僚，大俄罗斯的地主和资本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清楚，除了民族主义者－反动派以外，还有民族主义者－自由派（或者说民族主义自由派，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就属这一派），最后，还有民族主义民主派。

由此究竟应得出什么结论呢？是必须“担心”由农奴制俄国向资产阶级民主制俄国过渡呢，还是必须全力支持并帮助这种过渡，同时一分钟也不忘记无产阶级反对任何资产阶级（即使是民主资产阶级）、反对任何民族主义（即使是农夫民族主义）的阶级斗争？

梅延多夫先生由于害怕民主派而向农奴主求救。而工人们说：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反对农奴主，同各民族的工人结成联盟反对任何民族主义，其中包括既反对大俄罗斯的、也反对农民的、也反对民主派的民族主义。





	载于1914年6月10日《劳动的真理报》第11号译自1970年《苏共历史问题》第4期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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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

（1914年6月13日和14日〔26日和27日〕）

对于觉悟的工人来说，再没有比了解和正确地认识工人运动的意义更为重要的任务了。工人运动的唯一的，也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就是工人的觉悟以及工人斗争的广泛性，也就是说，有大批雇佣工人参加这个斗争。

已经办了几年的圣彼得堡马克思主义报刊提供了唯一的、卓越的、无可替代的、经得起任何人检查的说明工人运动广泛性和哪种派别在工人运动中占优势的材料。只有那些想隐瞒真相的人才会象自由派和取消派那样回避这种材料。

说明1914年1月1日—5月13日给圣彼得堡“真理派”（马克思主义派）的报纸和取消派的报纸的捐款情形的完整材料，已经由维·亚·吉·同志整理出来了。现在我们把他编制的表格全部刊印出来，而在正文里，为了不让数字过分地麻烦读者，我们有时只引用整数。

这就是维·亚·吉·同志所编制的表格。





首先我们要谈谈工人团体的数目。这些数字是“真理派”和“取消派”报纸创刊以来的累积总数。工人团体的数目如下：






	　
	支持真理派报纸的
	支持取消派报纸的



	1912年全年………………………………
	620
	89



	1913年全年………………………………
	2181
	661



	1914年1月1日—5月13日…………
	2873
	671



	
共计
 …………………
	5674
	1421







团体的总数是7095。当然，有些团体捐款不止一次，但是没有材料说明这样的团体究竟有多少。

我们看到，同情取消派的只占工人团体总数的1/5（五分之一）。“真理派”、真理派的决议和真理派的策略在两年半的期间内联合了俄国4/5有觉悟的工人。把这种工人统一的事实同“前进派”、“普列汉诺夫派”、“托洛茨基派”等各种知识分子小集团关于“统一”的空谈对照一下，是有益处的。

现在我们把1913年和1914年双方的数字比较一下（1912年的数字是无法比较的，因为《真理报》创办于4月，而《光线报》是5个月以后才出版的）。我们看到，真理派团体的数目增加了692个，即增加了31.7％，而取消派团体的数目只增加了10个，即增加了1.5％。可见，工人愿意支持真理派报纸的这种趋势的发展要比愿意支持取消派报纸的快20倍。

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个派别的工人在整个俄国分布的情况：






	　
	工人团体所占的百分数



	　
	真理派
	取消派



	在圣彼得堡……………………………………
	86％
	14％



	在莫斯科………………………………………
	83％
	17％



	在外省…………………………………………
	68％
	32％







结论很清楚：工人群众愈成熟，他们的觉悟和政治积极性愈高，真理派在他们中的优势就愈显著。在彼得堡取消派几乎完全被排挤掉了（100个里有14个）；在外省，因为那里的群众对政治最不了解，取消派还能够勉勉强强维持一点场面（100个里有32个）。

指出下面一点是极有意义的：来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材料，也就是受工人委托选举保险机关的代表成分的材料，同关于工人团体的材料异常接近。参加首都保险会议选举的受托人有37名是真理派，7名是取消派，分别占84％和16％。真理派受托人占总数的70％（53名中有37名），在选举全俄保险机关的57名受托人中有47名真理派，即占82％。取消派、非党人士和民粹派，也就是仍然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只占极少数。

下面，请看看关于工人团体捐款的平均数的有趣材料吧：






	　
	工人团体捐款的平均数



	　
	真理派
	取消派



	在圣彼得堡……………………………
	6卢布88戈比
	7卢布24戈比



	在莫斯科………………………………
	6卢布65戈比
	10卢布54戈比



	在外省…………………………………
	5卢布74戈比
	8卢布28戈比







真理派团体向我们表明了一个自然的、合乎情理的、可以说是正常的现象：随着工人群众平均工资的提高，工人团体捐款的平均数也相应提高。

在取消派方面，除莫斯科团体（捐款只有25次！）的平均数跳得特别高以外，我们还看到，外省团体的捐款平均数也高于彼得堡团体的！！！怎样才能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呢？

只有花大力气对材料进行更仔细的整理，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可靠的答案。我们设想的答案是这样的：取消派所联合的是某些工业阶层中的少数工资最高的工人。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这类工人最顽固地坚持自由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在我国的彼得堡，容忍取消派时间最长的是印刷工人，直到最近这次（1914年4月27日）印刷工会选举，真理派才争取到在理事会理事名单中占半数，在候补理事中占多数。各国的印刷工人都是最倾向于机会主义的，有几类印刷工人的工资最高。

如果说我们关于同情取消派的是少数工人贵族的论断只是一种设想，那么个人捐款情况却是不容置疑的。在非工人的捐款中有一半以上是个人捐款（我们这里是713次中有531次，取消派那里是453次中有266次）。我们这类捐款的平均数是1卢布97戈比；取消派是6卢布5戈比！！

很显然，捐款给真理派的是下级职员、公务员等等具有半无产者性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而在取消派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资产阶级阔朋友。

至于“拥护者、友人等等团体”这些资产阶级阔朋友们，我们就看得尤为清楚了。这些团体给了我们458卢布82戈比，即占捐款总数的2％；而且一个团体的平均捐款是10卢布92戈比，只相当于工人团体的平均捐款的一倍半。这些团体给了取消派2450卢布60戈比，即占捐款总数的20％以上；而一个团体的平均捐款是45卢布39戈比，即等于工人团体的平均捐款的6倍！！

我们再把国外捐款加进去，国外捐款主要是来自资产阶级大学生。国外给我们的捐款是49卢布79戈比，即占0.25％弱，给取消派的捐款是1709卢布17戈比，即占14％。

把个人的、“拥护者、友人”的以及国外的捐款加在一起，这些方面来的捐款总数为：

真理派1555卢布23戈比，即占全部捐款的7％。

取消派5768卢布零9戈比，即占全部捐款的48％。

在我们这一方面，这类捐款不到工人团体捐款（18934卢布）的1/10，在取消派方面却超过了工人团体的捐款（5296卢布）！！

结论很清楚：取消派的报纸不是工人的报纸，而是资产阶级的报纸。它主要是靠资产阶级阔朋友的钱来维持的。

取消派依赖资产阶级，实际上要比我们的材料所表明的厉害得多。因为真理派的报纸曾经多次公布自己的财务报表，从这些报表上可以看出，收入加上捐款，报纸的收支是相抵的。尽管报纸不断遭到没收，广告也不多，但发行量达4万份（1914年5月的平均数字），收支相抵是不难理解的。而取消派只公布过一次（《光线报》第101号）他们的报表，这张报表上有4000卢布的赤字，以后就转而采取资产阶级的习惯做法，不再公布报表了。在发行量为15000份的情况下，他们的报纸出现赤字是不可避免的，很显然，接连的亏空是靠资产阶级阔朋友来填补的。

自由派工人政治家喜欢暗示要“公开的工人政党”，但是他们不愿向真正的工人公开他们对资产阶级的真正的依赖性！我们这些地下工作者只好来教育教育取消派自由派分子，让他们知道公开报表的好处……

根据总计，工人和非工人捐款的比例是这样的：






	捐款：
	在给报纸捐款的每个卢布中：



	　
	真理派
	取消派



	来自工人的占…………………………………
	87戈比
	44戈比



	不是来自工人的占……………………………
	13戈比
	56戈比



	共计……………………
	1卢布00戈比
	1卢布00戈比







真理派得到的帮助，有17来自资产阶级，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来自资产阶级中民主派色彩最浓、富裕程度最低的阶层。取消派的报社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报社，还有少数的工人跟着它走。

捐款来源的材料也向我们表明了购买报纸的读者的阶级地位。

只有最自觉地同情报纸方针的固定读者才会自愿地给报纸捐款。而办报方针不管办报人是否愿意都得“适应”报纸读者中的最“有影响的”阶层。

从我们的材料可以得出下列结论：一是理论结论，即促进工人阶级认识工人运动条件的结论；二是实践结论，即为我们的工作提供直接指示的结论。

有时听人说，俄国有两种工人报刊，甚至普列汉诺夫不久前也重复过这种话。但这不符合实际。说这种话的人或者暴露出自己完全无知，或者暴露出自己暗中打算帮助取消派散布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影响。党的决议早已不止一次地（例如在1908年和1910年）明确直率地指出取消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在马克思主义报刊的文章中，已经把这个真理解释过几百次了。

公开面向群众的日报的经验必然揭露取消派的真正的阶级性质。这种经验已经揭露出了取消派的阶级性质。取消派的报社实际上是领导着少数工人的资产阶级报社。

除此以外，我们也不应忘记，取消派的报纸几乎直到1914年春天以前还是八月联盟的机关报。拉脱维亚人现在刚脱离了八月联盟，托洛茨基、艾姆－艾尔、阿恩、布里扬诺夫、叶戈罗夫也已经脱离或者正在脱离取消派；联盟还在继续瓦解。在最近的将来，取消派的资产阶级性质以及前进派、普列汉诺夫派、托洛茨基派等知识分子小集团的毫无生命力必然会暴露得更清楚。

实践的结论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点：

（1）真理派在不到两年半的期间团结了5674个工人团体，这个数字在俄国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是相当可观的。但这还只是开始。我们需要的不是几千个而是几万个工人团体。必须以十倍的努力来进行工作。从几百个工人那里一个戈比、一个戈比地收集得来的10卢布，无论就思想意义来说，或者就组织意义来说，都要比从资产阶级阔朋友那里得到的100卢布更重要，更宝贵。即使从财务方面来看，经验也会迫使人们承认，靠工人的戈比可以办成一份经久不衰的工人报纸，而靠资产阶级的卢布却办不成。取消派的报社是一个势必破灭、行将破灭的肥皂泡。

（2）我们在外省特别落后，那里有百分之三十二的工人团体还跟着取消派走！！一切有觉悟的工人必须全力以赴结束这种可悲而又可耻的现象。必须竭尽全力把外省的工作抓紧。

（3）看来，运动几乎还完全没有触动农村工人。不管农村的工作多么困难，都必须最顽强、最坚决地进行这项工作。

（4）就象母亲细心地照顾生病的孩子、增加他的营养那样，觉悟的工人必须更加细心地照顾感染上取消主义毛病的工人所在的那些地区和工厂。在年轻的工人运动中出现这种从资产阶级那里来的毛病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正确的护理和不断的治疗之下，病是会痊愈的，不会给工人留下终生的特别有害的后遗症。

更加热心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读物来给有毛病的工人增加营养，——更加细心、更加通俗地解释党的历史和策略，解释党的关于取消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决议的意义，——更加详尽地说明无产阶级统一的绝对必要性，也就是少数工人必须服从多数，俄国1/5有觉悟的工人必须服从4/5觉悟的工人。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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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1914年6月19日〔7月2日〕）

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农民土地自由转移（即买卖和抵押）问题的意义。正是在这个特别现实的问题上，能够最清楚地看到我国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性，甚至是公然的反动性。

一切民粹派，从《俄国财富》杂志的半立宪民主党人（切尔诺夫和维赫利亚耶夫等等先生们曾经正确地称他们为“社会立宪民主党人”）到《坚定思想报》的最“左”的民粹派都反对农民土地特别是份地的完全自由转移。

马克思主义者则在自己的纲领里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们“要始终不渝地反对一切阻碍经济发展进程的企图”。

俄国的经济发展，也象全世界的经济发展一样，由农奴制走向资本主义，再经过大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不经过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而由“另一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俄国自由派老爷或者落后的小业主（小资产者）所特有的“幻想”。直到现在还盘踞在左派民粹派头脑里的这种幻想，只是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反动性）和软弱性。

包括俄国在内的全世界的觉悟工人，愈来愈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因为生活本身告诉他们，只有大机器生产才能唤醒工人，教育和团结工人，为群众运动创造客观条件。

《真理之路报》重申了一条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资本主义比农奴制进步 
［注：见本卷第161—164页。——编者注］

 ；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种最荒谬的、最反动的、对劳动者最有害的空想，左派民粹派分子尼·拉基特尼科夫先生（《勇敢思想报》[165]第7号）却责备《真理之路报》在执行“美化资本主义绞索的不太体面的任务”。

每一个关心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工人运动经验的人对此不妨想一想！！象尼·拉基特尼科夫先生和左派民粹派这样对马克思主义惊人无知的人真是少有，也许只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才会这样。

难道拉基特尼科夫先生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哲学的贫困》？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如果他没有读过，那就根本用不着侈谈什么社会主义，白费时间岂不可笑。

如果他读过，他就应当知道，在马克思所有著作中的一个基本观念（思想），马克思逝世后为各国经验证实了的一种思想，就是认为资本主义比农奴制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美化”（用拉基特尼科夫的拙劣而愚蠢的说法）“资本主义绞索”！！

只有不了解历史发展条件的无政府主义者或小资产者才会说：不管是农奴制的绞索还是资本主义的绞索，反正都是绞索！！这说明他们局限于谴责，而不了解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

谴责是表示我们主观上的不满。农奴制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客观进程所作的，却是使千百万劳动者随着城市、铁路、大工厂的发展以及工人的流动增多而摆脱农奴的沉睡状态，资本主义本身唤醒了他们，并且把他们团结了起来。

无论是农奴制，或者是资本主义，都是压迫工人的，并且力图使工人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但是，农奴制可能而且确实在许多世纪中使千百万农民处于麻木状态（例如：俄国从9世纪到19世纪；中国还要多许多世纪）。而资本主义却不可能使工人处于不流动、沉睡、麻木、愚昧的状态。

农奴制的时代是劳动者沉睡的时代。

资本主义的几十年唤醒了千百万雇佣工人。

左派民粹派先生们，不了解这一点就等于丝毫不了解社会主义，或者就等于把社会主义从客观条件所产生的千千万万人的斗争变为善良的老爷讲的童话故事！

不管维护怎样的、哪怕是最微小的对份地转让的限制，就是在实际上成为反动分子，成为农奴主的帮凶。

限制份地自由转移就是扼止经济发展，阻挠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成长、觉醒、团结，恶化工人和农民的处境，加强农奴主的影响。

彼舍霍诺夫和拉基特尼科夫之流的先生们在维护对农民土地自由转移的限制，实际上就成了这“等人”的帮凶。





	载于1914年6月19日《劳动的真理报》第1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235—237页

















[165]《勇敢思想报》（《Смелая Мысль》）是俄国左派民粹派的合法报纸。参看注37。——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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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土地问题

（1914年6月22日〔7月5日〕）

俄国的土地问题在目前具有极大的意义。大家都知道，不仅广大的人民群众，就是政府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一个中心位置上。

1905年运动的历史特点，就是俄国绝大多数的居民即农民把土地问题提到了第一位。无论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或者工人政党，都在自己的纲领里考虑了这个事实。另外一方面，就连通过六三体制实现地主同上层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也正是把土地问题作为自己政策的中心（用暴力破坏村社土地占有制，培植份地私有制，主要是独立田庄中的份地私有制）。

俄国土地问题的经济实质是什么呢？就是对俄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俄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我国的土地占有制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是农奴制的：无论是地主的土地占有制，还是份地的即农民的土地占有制都是如此。经营制度在很多场合仍然是农奴制的：工役制、徭役制，即半破产的、贫困的、挨饿的小业主向地主租土地，租刈草场，租牧场，借钱，为此必须在“贵族老爷的”土地上“做工偿还”。

俄罗斯农村由于自己的农奴制愈是落在工业的、商业的、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后面，那么对旧的、农奴制的（无论是地主的，还是份地的）土地占有制的必不可免的破坏就一定愈激烈。

地主竭力使这种破坏按照地主的办法来进行，符合地主的利益，即保存自己占有的全部土地，帮助富农尽快地剥夺农民的土地。大多数的农民则竭力按照农民的办法进行这种破坏，使之符合农民的利益。

在这两种情况下改革都仍然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无论在《哲学的贫困》、在《资本论》或者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都充分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曾经不止一次地要求土地国有化，也就是把全部土地变为公有财产，而这种办法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实行这种办法，资本主义会更广泛、更自由、更迅速地发展起来。这种办法是很进步、很民主的；它会彻底根除农奴制，摧毁土地占有的垄断，消灭绝对地租（取消派分子彼·马斯洛夫跟在资产阶级学者后面错误地否认有绝对地租）。它会加速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纯洁雇佣工人的阶级运动。

但是，我们再重复一次，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办法。左派民粹派（例如瓦季莫夫先生在《勇敢思想报》上）顽固地把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叫作“社会化”，顽固地不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土地国有化的本质所作的最详尽的说明。

左派民粹派顽固地重复着关于“劳动经济”及其在“社会化”条件下获得发展的纯粹资产阶级的学说，其实在土地国有化的条件下必然要最广泛最迅速地发展起来的，正是资本主义的土地占有制，而且是完全摆脱农奴制的最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土地占有制。

“土地社会化”这个提法只是暴露了左派民粹派完全不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暴露了他们转到（间或地、秘密地、常常是不自觉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面去了。

马克思劝告觉悟的工人既要清楚地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的一切土地改革（其中也包括土地国有化）所固有的资产阶级性质，又要支持种种反对农奴主和农奴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把资产阶级的办法同社会主义混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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谩骂的政治意义

（谈谈统一问题）

（1914年6月24日〔7月7日〕）

读者会问：难道谩骂可能有政治意义吗？

毫无疑问是有的。现在我们就从所有觉悟工人都关心的方面举一个例子。

我们真理派被骂为“篡夺者”（非法盗用名义者）。1912年3月，普列汉诺夫派、前进派、托洛茨基派、取消派、还有其他一大批小集团都在这种谩骂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了”。

现在，1914年6月，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统一报》的拥护者、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派，大概还有其他十来个小集团，又一次在这种谩骂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反对我们。

为了深入考虑这种谩骂的政治意义，我们请读者回忆回忆《统一报》拥护者及其同伙想用叫嚣和谩骂来“回避”的几件最简单的事情。

“他们”全都把1912年1月的代表会议宣布为篡夺和非法盗用名义，说代表会议无权称自己是整体的最高机关、最高机构。

先生们，说得好极了！不过请看一看，政治事实是怎样揭露你们言论的全部空洞性和欺骗性的。

假定你们是正确的；假定1912年1月的代表会议是“非法盗用名义”。从这里应当得出什么结论来呢？

从这里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受到这种“非法盗用名义”侵害的一切集团、派别、小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挺身捍卫“合法性”。对不对？联合起来不仅为了谩骂篡夺者，而且为了推翻他们。

这似乎是无可争辩的吧？

英勇的普列汉诺夫、勇敢的托洛茨基、大胆的前进派、高尚的取消派似乎不可能仅仅联合起来谩骂篡夺者，而不联合起来推翻篡夺者。

如果我们的英雄们没有这样做，那他们就是空谈家了，对不对？

可是为了推翻“篡夺者”，又需要做些什么呢？

为此，做到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反对篡夺行为的高尚的抗议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要篡夺者参加，斥责篡夺者，并且拿出不同于篡夺者机构的合法机构的范例、经验和事实（是事实，而不是诺言；是行动，而不是言论）来给工人看看。

不把俄国全体觉悟工人当作白痴的人当然都会同意：这些工人看了高尚的抗议者反对“篡夺者”的联合工作后，就会支持这些抗议者，赶走篡夺者，对篡夺者尽情地嘲笑和斥责！！

这似乎是一清二楚的吧？

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任何一个自尊的民主主义者都必须同所有反对“篡夺行为”的人联合起来推翻篡夺者，这似乎是绝对无可争辩的吧？

可是实际情况如何呢？

实际结果又如何呢？

在我们高尚的反对“篡夺行为”的人们对篡夺者讨伐了两年以后，结果如何呢？

结果是：“篡夺者”把俄国4/5（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联合在自己的决议的周围了。

从1912年1月1日到1914年5月13日的两年半时间内，有5674个工人团体捐款资助真理派的报纸，而高尚的反对“篡夺行为”的人们，即取消派和他们的朋友才获得1421个工人团体的资助。

“篡夺者”实现了俄国五分之四的工人实际的而不是口头上的统一。

高尚的反对“篡夺行为”的人们却四分五裂，因为他们的八月联盟瓦解了，托洛茨基、拉脱维亚人、高加索人的领袖们等等都分出来成为单独的小集团了，这些小集团不论分散开来或者集合在一起，在实际运动中都等于零。

这是什么样的奇迹啊？

五分之四的工人怎么会拥护可憎的“篡夺行为”，反对人数众多的、各种各样的、代表“许多派别”的讨伐篡夺行为的高尚人们呢？

读者们，这种事所以可能发生而且必然发生，有以下的原因：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和色厉内荏。

原因仅此而已。

尽管有对“真理派”、“篡夺者”、“列宁派”等等的一切谩骂，觉悟的工人现在和将来都仍然联合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策略的周围。尽管有这一切谩骂，他们还是承认完全来自下面的统一，即在谴责取消主义的基础上、在承认“整体”的一切决议的基础上的工人的统一。工人运动的原则只能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决不是同知识分子小集团达成协议。





	载于1914年6月24日《劳动的真理报》第2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241—243页














《列宁全集》第25卷


　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
[166]



（1914年6月26日〔7月9日〕）

觉悟工人的最重要任务，是认识本阶级的运动，认识运动的实质、目的和任务，以及运动的条件和实际形式。这是因为工人运动的全部力量就在于它的觉悟性和群众性：资本主义每发展一步，都使无产者即雇佣工人的数量增加，并且团结他们，组织他们，教育他们，从而造成一支必然要奔向自己目标的阶级力量。

报刊上经常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和策略决议，有助于工人群众认识运动的实质、目的和任务。

俄国工人运动中各派之间的斗争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的。在俄国工人运动中，同马克思主义派（真理派）作斗争的有两“派”（就其群众性和历史根源来说）可以称得上“派别”，那就是民粹派和取消派，两者都体现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解释过许多次，并且在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民粹派（同他们斗争已经有30年了）和取消派（它也有将近20年的历史，因为取消主义是“经济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直接继续）的许多决议中已经加以肯定了。

目前，表明俄国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客观材料积累得愈来愈多了。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收集、核对和研究这些客观材料，这些材料涉及的不是某些个人和集团的行为和情绪，而是群众的行为和情绪，这些材料来自各种怀有敌意的报纸，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可以核对。

只有根据这样的材料，才能学习和研究本阶级的运动。民粹派和取消派以及各种知识分子小集团，如“前进派”、普列汉诺夫派、托洛茨基派，它们的一个主要缺点，甚至可说是最主要的缺点（或者说对工人阶级犯下的罪过）就是主观主义。他们处处都把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意见”、自己的估计、自己的“打算”当作工人的意志，当作工人运动的要求。比如，他们讲到“统一”时，却目空一切地无视俄国大多数觉悟工人自1912年初至1914年中这两年半来建立　真正统一的经验。

现在我们将有关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客观材料汇总列表如下。愿意相信主观估计和种种诺言的人可以去找各种“小集团”，我们的材料是只请那些希望研究客观事实的人看的。事实如下：













［注：有一个工会，同情真理派和同情取消派的人数相等。］



我们先把上面的材料简略说明一下，然后再作结论。

最方便的办法是逐条说明。第1条。关于复选代表和受托人的材料现在没有。谁要是对利用“选民团”的材料表示不满，那他简直可笑，因为别的材料根本就没有。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按排斥妇女、形成“男子”选民团的俾斯麦选举法来衡量他们的成绩的。

第2条。不仅“在决议上匆忙签名”而且真正捐款的工人团体有多少，这不仅是表明某派力量的最正确最可靠的标志，而且是表明组织程度即党性的最正确最可靠的标志。

正因为如此，取消派和各个“小集团”都表露出他们主观上对这种标志的厌恶。

取消派分子反驳说：我们还有犹太人和格鲁吉亚人的报纸，而《真理报》就只此一家。这种说法不对。第一，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的报纸也是真理派的报纸[167]。第二，拿地方上来讲，难道可以把莫斯科忘掉吗？莫斯科的工人报纸[168]在1913年团结和联合了390个工人团体（《工人日报》[169]第1号第19页），而犹太人的《时报》从第2号（1912年12月29日）开始到1914年6月1日为止只联合了296个工人团体（其中有190个是在1914年3月20日以前联合的，有106个是在1914年3月20日至6月1日这段时期联合的）。可见，仅莫斯科一地就“抵得上”取消派主观地拿来作例证的《时报》，而且还绰绰有余！

我们请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同志收集有关高加索取消派报纸的材料。那里究竟有多少工人团体？需要有全面的客观材料。

工人团体数的计算可能有错误，但也只能是局部性的错误。我们请大家都来核对和更正。

第3条和第4条是无需说明的。最好是进行一次调查，来收集地方的新材料。

第5条。在2985个取消派分子签名中，包括了1086个崩得分子和719个高加索人。我们希望当地的同志能核对这些数字。

第6条。两个党团的司库都印发党团收到的各种捐款总额的报表。这是衡量和工人联系的精确的客观标志。

第7条。报纸的发行量。这些材料是由埃·王德威尔得收集和发表的，可是取消派和自由派（《基辅思想报》）却把这些材料隐瞒了起来。这就是“主观主义”。最好能收集到至少一个月的更完备的材料。

第8条和第9条。这是表明取消派背弃“地下组织”，即背弃党的一个客观例证。但是在国外，从1914年1月1日起至5月13日止，真理派一共收到捐款49卢布79戈比（0.25％），取消派却收到了1709卢布17戈比（14％）。不要说“我不能”，而要说“我不想”！

第10—14条。这些客观的标志说明了取消派和民粹派对资产阶级的依赖，说明了他们的资产阶级性质。在主观上，取消派和民粹派是“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客观上，无论按他们的思想内容，或群众运动的经验，它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集团，都是极力使少数工人脱离工人政党的集团。

请读者特别注意取消派伪造工人通讯的事实。这真是空前的骇人听闻的骗局！希望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来揭穿这种欺骗，收集这方面的客观材料（见1914年6月11日《劳动的真理报》第12号[170]）。

第15条。这项材料特别重要，最好是进行一次专门的调查来加以补充和核对。这些材料是我们从1914年圣彼得堡波涛出版社出版的《工人手册》[171]上引来的。属于取消派工会的有办事员、制图员和药剂师（1914年4月27日举行的最近一次印刷工会理事会的选举结果，有一半的理事和一半以上的候补理事属于真理派）。属于民粹派工会的有面包工人和制盒工人。会员总数约有22000人。

在莫斯科13个工会中，有10个属于真理派，有3个工会虽然不肯定，但是比较接近真理派。属于取消派和民粹派的一个也没有。

从客观材料得出的结论说明：只有真理派才真正是个不依赖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派别，它组织了和联合了4/5以上的工人（同取消派相比，1914年真理派所团结的工人团体占总数81.1％）。取消派和民粹派无疑是两个派别，但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派别，而不是工人的派别。

1912年、1913年以及1914年上半年的群众运动经验，极好地证实了真理派的纲领思想、策略思想、组织思想以及各项决议和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深信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鼓足干劲，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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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一文是在收集和分析有关的统计数字和事实的基础上写成的。这篇文章的准备材料，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244—255页。——323。



[167]指《劳动呼声报》和《浪潮报》。



《劳动呼声报》（《T？？ Haal》）是爱沙尼亚真理派的报纸，1914年1—5月在纳尔瓦出版。



《浪潮报》（《Vilnis》）是立陶宛真理派的报纸（周报），1913—1914年在里加出版。——327。



[168]指《我们的道路报》。



《我们的道路报》（《Наш пут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13年8月25日（9月7日）在莫斯科创刊，9月12日（25日）被沙皇政府查封，共出了16号。列宁积极参加了该报的工作。他曾把自己的文章同时寄给《真理报》和《我们的道路报》发表。《我们的道路报》刊登了列宁的《俄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改良主义》、《各等级和各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都柏林的阶级战争》、《都柏林流血事件一周后》、《政治上的原则问题》、《哈利·奎尔奇》等文。《我们的道路报》的撰稿人有斯大林、阿·马·高尔基、杰米扬·别德内依、米·斯·奥里明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以及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阿·叶·巴达耶夫、费·尼·萨莫伊洛夫和尼·罗·沙果夫。



《我们的道路报》在工人中很受欢迎，有395个工人团体捐款支持它。该报被查封时，莫斯科工人曾举行罢工表示抗议。——327。



[169]《工人日报》（《Рабочи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代替被沙皇政府查封的《真理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第1号是在《真理之路报》尚在出版的期间，于1914年4月22日（5月5日）《真理报》创刊两周年时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的，是论述俄国工人报刊历史的专号。在《真理之路报》于1914年5月21日（6月3日）被查封后，《工人日报》与接续出版的《劳动的真理报》交替出版。《工人日报》共出了9号。——327。



[170]1914年6月11日（24日）《劳动的真理报》第12号刊登了一篇题为《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取消派报纸上的工人通讯）》的短评。短评举出许多实例说明，取消派的机关报《我们的工人报》在工人通讯的幌子下，转载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歪曲工人生活的真实情况的材料。——328。



[171]《1914年工人手册》是布尔什维克的波涛出版社出版的袖珍历书。手册于1913年12月出版后一天内就销售一空，1914年2月出了修订第2版。列宁在手册上发表了《俄国的罢工》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328。







《列宁全集》第25卷


左派民粹派在工人中的力量有多大

（1914年6月28日〔7月11日〕）

大家知道，世界上还有一部分工人跟着这个或那个资产阶级政党走。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时期，有少数觉悟工人还在追随资产阶级的取消派文人集团，追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民粹派。

整个民粹派，包括左派民粹派在内，都是俄国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最明确的正式决议里（1903年、1907年、1913年）[172]已经说过许多次。左派民粹派把农民的（在本质上无疑是十足资产阶级的）大胆要求称为“社会主义”，因此有一部分工人跟着他们走，这在资本主义国家反对农奴制的运动日益尖锐的时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究竟有多大部分觉悟工人追随左派民粹派呢？

不久以前，一个最无原则的知识分子的杂志，也就是“联合了”（在说谎话的基础上）左派民粹派、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的《同时代人》宣称，“约有1/3”的工人追随左派民粹派。

这种谎话同取消派通常所说的谎话一样厚颜无耻。

说明左派民粹派在工人中间的影响程度的客观材料，据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三种。第一，报纸发行份数的材料。第二，捐款的工人团体数目的材料。第三，参加首都保险机关选举的受托人人数的材料。

这些材料与马尔托夫、吉姆美尔先生之流的无耻的谎话不同，任何人都能够根据公开公布的有关不同党派的资料找到并且检查这些材料，现在我们把这些材料比较一下。






	　
	　
	　
	　
	百分数



	　
	真理派
	取消派
	左派民粹派
	真理派
	取消派
	左派民粹派



	彼得堡报纸一周的发行份数………
	240000
	96000
	36000
	64.5
	25.8
	9.7



	工人团体捐款次数
	　
	　
	　
	　
	　
	　



	　　1913年全年………………
	2181
	661
	264
	70.2
	21.3
	8.5



	　　1914年（截至5月13日止）
	2873
	671
	524
	70.6
	16.6
	12.8



	参加首都保险机关选举的受托人人数………
	37
	7
	4
	77.1
	14.6
	8.3







对于资产阶级集团（取消派和左派民粹派）最“有利”的材料是报纸的发行份数。但是取消派和左派民粹派的报纸正好不是工人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报纸！捐款的材料（1914年1月1日—5月13日）就可以证明。在取消派所公布的捐款中，非工人的捐款占全部捐款的56％（《劳动的真理报》第15号） 
［注：见本卷第304—312页。——编者注］

 。左派民粹派的相应的数字是50％。同时我们知道，左派民粹派根本不公布自己报纸的财务报表，他们的报纸显然也跟取消派的一样，是靠资产阶级阔朋友维持的。

只有真理派的报纸是工人的报纸。无论取消派的或者左派民粹派的报纸都是资产阶级的报纸。任何谎话都不能推翻这个客观事实。

关于工人团体的材料是最准确的材料，而且同欧洲的关于党员人数的材料非常相似。

左派民粹派工人团体增长得很快（一年中增长了一倍），已达到为各报捐款的工人团体总数的12.8％。他们是靠取消派的削弱而增长起来的，因为取消派的团体的数目几乎完全没有增加（1914年的半年，在整个工人运动巨大增长的条件下，只增加了10个团体），在工人团体中所占的比重则由21.3％减少到16.6％。

取消派先生们的机会主义和背弃党的行为把工人推向另一个比较“激进的”（在口头上）资产阶级集团。

从1913年到1914年，真理派增加了692个团体，取消派增加了10个，左派民粹派增加了260个。增加的百分比是：真理派增加31.7％，取消派增加1.5％，左派民粹派增加100％（基数小总是比基数大增加得快：例如，普列汉诺夫现在有9个工人团体，如果在维也纳代表大会之前，为了出席维也纳代表大会，增加到27个或45个，那么，用百分数来表示，就是增加200％或400％）。

关于保险机关选举的材料只有彼得堡的。应当指出，左派民粹派1914年在圣彼得堡工人团体的捐款次数上也比取消派占先。

1914年1月1日到5月13日，圣彼得堡工人团体的捐款次数如下：真理派2024次，取消派308次，左派民粹派391次。按百分比算，真理派占74.3％，取消派占11.4％，左派民粹派占14.3％。

我们的取消派真不愧是机会主义者，面对左派民粹派的增强，他们不是去加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斗争，却去同左派民粹派结成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派）的联盟（同盟）！！

同时，左派民粹派的所有的领袖都在《同时代人》杂志上公开宣传这种同盟。取消派却不敢公开地、明白地向工人说出到底是怎么回事，总是遮遮掩掩。他们骨子里是立宪民主党人。

例如不久前在左派民粹派的报纸（1914年6月15日《现代劳动思想报》[173]第3号）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关于“阿伊瓦兹”工厂伤病救济基金会理事的选举》。这篇文章中说：“……必须提出两个名单让阿伊瓦兹工厂工人来裁夺：一个是孟什维克和左派民粹派的联合名单……另一个是真理派的名单……”（黑体是我们用的）

左派民粹派在这篇文章中公然把同取消派结成联盟说成是一切“社会主义”派别合作的原则，也就是公然表明取消派不仅背弃了指出左派民粹派的资产阶级性质的1907年的决议，而且也背弃了阿克雪里罗得提出的1903年的决议。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左派民粹派的加强就是农民被发动起来的一种标志或者征兆，它自然会把不觉悟的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弄得“昏头昏脑”。这种情况只会促使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努力地宣传与小市民的民粹主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

工人同志们！少去相信保证和空谈！要更细心地研究关于我们工人运动的客观材料，关于取消派和左派民粹派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实践怎样影响少数工人的客观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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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指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对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和191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八月（夏季）会议《关于民粹派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50—52、206—207、407—409页）。——330。



[173]《现代劳动思想报》（《Живая Мысль Труда》）是俄国左派民粹派的合法报纸。参看注37。——333。







《列宁全集》第25卷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

（1914年6月28日〔7月11日〕）

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对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暴力、迫害、禁止和镇压。这基本上是农奴制的、中世纪的方法。各国都有一些资产阶级的阶层和集团（在先进国家比较少，在落后国家比较多）喜欢采用这种方法。在工人反对雇佣奴隶制的一定时刻，特别是在紧急关头，一切资产阶级都主张采用这种方法。例如，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1849年和1871年都有过这样的历史时刻。

资产阶级对付工人运动的另一种方法是分化工人，瓦解工人队伍，收买无产阶级的某些代表或某些集团，以便把他们拉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这类方法不是农奴制的，而是现代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方法，是适应发达的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制度、适应民主制度的方法。

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制度中最纯粹最完善的一种。在这种制度下，一方面是极自由、极广泛、极鲜明的阶级斗争，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尽量施展种种阴谋诡计和狡猾的伎俩，“从思想上”影响雇佣奴隶，其目的是要引诱他们脱离反对雇佣奴隶制的斗争。

俄国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因而用来反对工人运动的农奴制方法就占了绝对的优势。但是在1905年以后，可以看出，在采用自由派和民主派那种欺骗和腐蚀工人的方法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煽起民族主义，竭力革新和活跃“人民的”宗教信仰（既有直接这样做的，也有采取间接的方式的，即发展唯心主义的、康德主义的和马赫主义的哲学），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或者与劳动论相结合，或者取代劳动论）接连取得“成就”，诸如此类都属于自由派的方法。

取消派－民粹派－立宪民主党采取的方法则属于愚弄工人、使工人受资产阶级思想支配的民主派方法。本文评述几件工人运动周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要读者注意这些方法。


1.取消派和民粹派的反工人联盟

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174]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这个问题也许会使写某人传记的作者感到兴趣，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问题毕竟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历史和政治如何揭露这些集团和派别，如何透过它们“也是社会主义的”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揭露它们的资产阶级的实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世界各国有数十种集团和派别都以“社会主义”自诩（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第3章所列举的某些集团和派别）。然而历史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很快地就揭露了它们的原形。

目前俄国正处在这样的时代。

“经济派”脱离我国工人运动10年多来，“经济派”的继承者“孟什维克”、孟什维克的继承者“取消派”也相继脱离了我国的工人运动。

孟什维克曾经大声喊叫，说布尔什维克同民粹派“接近”啦……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取消派和民粹派结成了已经十分明显的联盟，共同反对工人阶级和仍旧忠于这个阶级的布尔什维克。

取消派和民粹派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工人联盟，是自发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最初促成这个联盟的是“实践”。常言说得好，实践总是走在理论的前面（特别是对于那些遵循错误理论的人来说）。在彼得堡工人把取消派“撤销职务”以后，在工人把这些资产阶级影响的代表者赶出工会理事会，撤销他们在保险机构的重要职务以后，取消派就自然而然地同民粹派结成了联盟。


　　一位直率而天真的民粹派分子在《坚定思想报》第5号上写道：“我们一走进会场（选举保险理事会的），马上就看清了真理派的狭隘的派别立场，但是我们没有失去希望。我们同取消派一起提出了共同的非派别性的名单，在名单中我们占一个理事和两个副理事的席位。”（见1914年3月16日《真理之路报》第38号）



　　可怜的取消派，历史同他们开了一个多么恶毒的玩笑！他们这位新的“朋友和联盟者”，左派民粹派分子是多么无情地揭露了他们！取消派甚至来不及抛弃他们自己在1903年和其他几年所作出的宣布左派民粹派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十分正式的声明和决议。

历史扫清了空话，驱散了幻想，揭露了各个集团的阶级本质。民粹派也好，取消派也好，都是被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所抛弃的、但又企图用欺骗手段再次混进这一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

所谓“派别活动”这种滥调是用来骗人的，臭名远扬的“经济派”领袖阿基莫夫在1903年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就曾经利用这个滥调来反对火星派。阿基莫夫的滥调，极端机会主义者的滥调竟成了取消派和民粹派的唯一武器。《同时代人》杂志的问世，好象是有意要更清楚地向一切有见识的人表明：这种武器是破烂的、生了锈的、毫不中用的。

《同时代人》杂志的出版，是我国民主派杂志界前所未见的现象。除一些临时撰稿人的姓名以外（在我国，谁不是由于贫困才到别人的杂志社去挣钱的呢！），我们看到一大串显然是示威性的署名，以表示各派的联合。

自由派分子鲍古查尔斯基、民粹派分子苏汉诺夫、拉基特尼科夫、波·沃罗诺夫和维·切尔诺夫等人，取消派分子唐恩、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舍尔（在《北方工人报》第66号上曾经登出了波特列索夫的名字，同普列汉诺夫排在一起，但又不见了……不知为什么），马赫主义者巴扎罗夫和卢那察尔斯基，最后是“统一派”（既是“统一派”也是《统一报》）的主角格·瓦·普列汉诺夫，这就是《同时代人》杂志用来炫耀的示威性的撰稿人名单。与此完全相适应，杂志的主要方针就是鼓吹（由民粹派出面）民粹派同“马克思主义者”（别开玩笑吧！）的联盟。

鼓吹的究竟是什么，请读者看了该杂志的首领苏汉诺夫先生的文章自己去判断吧。下面就是这位先生的一些主要“思想”：


　　“……旧的派别界限毕竟消除了。现在已经无法确定，马克思主义到哪儿为止，民粹主义从哪儿开始。这一方和那一方，既有民粹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双方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民粹主义’。无论在过去或现在，能够不这样吗？20世纪的任何一个集体主义者能不按照马克思主义来思想吗？俄国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能不是民粹主义者吗？……关于当前马克思主义土地纲领所能说的，同上次关于民粹主义土地纲领所说的完全一样：就论证方法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就实践任务来说则是民粹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诉诸‘事物的历史进程’，并且力求体现土地和自由这个口号。”（第7期第75—76页）





　　看来，够了吧？这位苏汉诺夫先生公开吹嘘说，普列汉诺夫同意他的说法。可是普列汉诺夫却默不作声！

现在来看一下苏汉诺夫先生的这些论断吧。

普列汉诺夫和取消派的这位新盟友“消除了”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区别，理由是，这两种派别就其实践任务来说似乎都体现了土地和自由这个口号。

这完完全全是主张工人同资产阶级“统一”的论证。譬如，“就实践”任务来说，工人阶级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可以说都“力求体现”立宪这个口号。聪明的苏汉诺夫先生一定会由此得出结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已经“消除了”，“无法确定”无产阶级民主“到哪儿为止”，资产阶级民主从哪儿开始。

就拿马克思主义土地纲领来说吧。苏汉诺夫的做法和所有的自由派资产者如出一辙，他们抽出一个“实践”口号（“立宪”！），并且宣布社会主义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差别不过是“抽象理论的”差别！！但是，我们认为，觉悟的工人和任何觉悟的政治家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实践口号的作用和意义，是这些口号为哪个阶级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

我们一打开马克思主义的土地纲领（苏汉诺夫先生提到这个纲领是为了肆意歪曲这个纲领），就可以看到，其中有些关于实践任务的条文（如地方公有）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有争论，但也有没有争论的条文，例如：

马克思主义的土地纲领一开头就说：“为了肃清沉重地直接压在农民身上的农奴制残余，为了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在苏汉诺夫先生看来，这是无关紧要的“抽象的理论”！我们需要宪法是为了自由地开展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呢，还是为了实现工人同资本家的“社会和解”，这是无关紧要的，这是“抽象的理论”——所有的资产者都这么说。

资产者要工人相信这一点，正好如实反映了他们的阶级利益。苏汉诺夫先生的行为同资产者一模一样，他抽去了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的问题：为了自由开展雇佣工人同大小业主的阶级斗争呢，还是为了利用资产阶级关于“劳动”经济的滥调来实现两者的“社会和解”？

马克思主义土地纲领在后面还这样写道：马克思主义者“……要始终不渝地反对一切阻碍经济发展进程的企图”。大家知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宣布：对于农民土地自由转移（买卖，抵押等等）的任何限制，即使是极微小的限制，都是反动的措施，都是对工人、对整个社会发展极其有害的措施。

民粹主义者，从“社会立宪民主党人”彼舍霍诺夫一直到《勇敢思想报》的左派民粹派，都赞同这样或那样地限制土地的自由转移。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粹派在这个问题上是最有害的反动派。

苏汉诺夫先生避而不谈这一点！他不愿意想起：正因为如此，普列汉诺夫才把民粹主义者叫作“反动的社会主义者”。苏汉诺夫先生借口“实践”而回避“抽象的理论”，又笼统地借口“土地和自由”的口号而回避“实践”（自由转移农民的土地）。

结论很清楚：苏汉诺夫先生不过是掩饰工人和业主之间的阶级纷争的资产者。

马克思主义土地纲领针对这些资产者说：

“……在实行民主土地改革的一切场合下和任何情况下〈请注意：在一切场合下和任何情况下，也就是在地方公有的情况下，在土地分配的情况下，在任何其他可能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都是要始终不渝地争取成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的利益同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警告他们不要被小经济制度所迷惑，因为它在商品生产存在的情况下永远不能消灭群众的贫困”，如此等等。

马克思主义土地纲领就是这样说的。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所接受的布尔什维克草案中的这个条文，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全体公认的最无可争辩的条文，正是这样说的。

在有关民粹主义的问题上最重要的、恰巧论述了“小经济制度”的这个条文正是这样说的。

而苏汉诺夫先生却回避了这一条！！

苏汉诺夫先生闭口不谈“马克思主义土地纲领”中反对民粹主义的明确言论，从而消除了各派别的“旧的界限”，消除了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差别！！

毫无疑问，苏汉诺夫先生是个最无聊的清谈家，在我国自由派“社交界”的沙龙中，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却热心于“消除”社会主义派别中的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某种界限。

其实，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都横着一条鸿沟。马克思的理论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雇佣工人同业主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民粹主义的理论则是资产阶级利用“劳动经济”的滥调来粉饰资本主义的理论，是用同样的滥调、用主张限制转移土地等手段来掩饰、抹杀和阻碍阶级斗争的理论。

在历史上揭示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的是实践……当然不是空喊口号的实践（只有最无知的人才把“口号”当作“实践”）……而是1905—1907年千百万人进行公开的群众性斗争的实践。这次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同工人阶级的运动相结合的，民粹主义是同小资产阶级农民的运动（农民协会[175]，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农民运动等等）相结合（或开始相结合）的。

民粹派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这个派别半个世纪来的演变以及1905—1907年千百万人的公开行动都证明了这一点。从1903年到1907年，以及在1913年的夏季会议以前，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最高机关，一再十分肯定而正式地确认了这一点。

现在民粹派的领袖（切尔诺夫、拉基特尼科夫、苏汉诺夫）同社会民主党各种知识分子派别结成了写作联盟，这些知识分子派别不是直接反对地下组织即反对工人政党（取消派 
［注：沃罗诺夫先生在《同时代人》杂志上维护取消派是多么尽心竭力啊！！］

 唐恩、马尔托夫、切列万宁），便是替取消派帮腔的、没有工人的小集团（托洛茨基和舍尔、巴扎罗夫、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这样的联盟实际上无非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工人联盟。

我们认为，在真正承认地下组织，承认明确的、按老的一套来统一和指导策略的决议（1912年1月的决议，1913年2月和夏季的决议）的基础上实现了工人统一的是真理派。事实是：从1912年1月1日到1914年5月13日止，真理派实际上联合了5674个工人团体，而取消派只联合了1421个工人团体，前进派、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和舍尔等集团没有或几乎没有联合工人团体（见《工人报》第1号第19页《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和1914年5月30日《劳动的真理报》第2号 
［注：见本卷第185—187页。——编者注］

 ）。

事实是：就马克思主义者工人生活中的一切问题所通过的、原则坚定的、完整的、全面的决议是工人统一的巩固基础。整体就在这儿，因为五分之四的人绝对有权以“整体”的名义出面、行动和发表意见。

民粹派的首领同没有工人（没有明确的策略，没有明确的决议，而只是在取消派和真理派及其整体之间动摇不定）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集团的首领在《同时代人》杂志中结成的联盟，是自发形成的。任何一个“没有工人的社会民主党人集团”都不敢直接、明确、公开地拥护这个联盟（因为1913年的夏季会议是反对同民粹派结成联盟的）！任何一个集团，不管是取消派，还是前进派，不管是普列汉诺夫之流还是托洛茨基之流都不敢这样做！他们完全是随波逐流、不约而同地反对真理派，一心一意想粉碎或削弱真理派，因此本能地相互寻求援助，来反对五分之四的工人，取消派求助于苏汉诺夫和切尔诺夫，苏汉诺夫和切尔诺夫求助于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又求助前面这些人，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集团既没有统一的政策和稍微明确的策略，也没有在工人面前公开主张同民粹派结成联盟。

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毫无原则的反工人联盟。我们为普列汉诺夫陷入了这种可悲的团伙而感到惋惜，但是我们应当正视现实。让人们把这些集团的联盟叫作“统一”吧，我们却称之为脱离工人整体的行为。事实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2.自由派怎样维护工人同取消派的“统一”

社会党国际局主席埃米尔·王德威尔得访问俄国，自然使统一问题的讨论活跃起来了。埃·王德威尔得的直接任务，就是收集有关统一问题的材料，探索统一的基础，采取促进统一的可能的步骤。从报上知道，他访问了马克思主义派和取消派双方报纸的编辑部，并在“宴会”上同双方代表交换了意见。

埃·王德威尔得从俄国刚一回家，即回到布鲁塞尔，两家用法文出版的主要的社会主义日报，巴黎的《人道报》（《L’Humanité》）[176]和布鲁塞尔的《人民报》（《Le Peuple》），就在公历6月21日星期日发表了社会党国际局主席的谈话。但是，王德威尔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者之间的意见分歧表述得不准确。他说，有些人“希望合法地组织起来，要求有建立联盟的权利，另一些人竭力想直接宣布……‘鲸鱼’……和剥夺土地”。王德威尔得称这种意见分歧是“相当幼稚的分歧”。

俄国的觉悟工人看了王德威尔得的这种评语，一定会“相当善意地”一笑置之，——我们作这种推测未必会错。既然“有些人”“希望合法地组织起来”，即主张成立公开的、合法的党，那么另一些人反对这一点，显然不会采取宣布“一条鲸鱼”或“几条鲸鱼”的方法，而是维护地下组织并且断然拒绝“为公开的党而斗争”。可敬的埃·王德威尔得同志，请您不要生气，这种意见分歧是关系到党的存在的分歧，这里不可能有任何的“调和”。想稍许葬送一下地下组织，想稍许代之以合法的党，是办不到的……

王德威尔得不仅打听了意见分歧，关于这个问题，社会党国际局主席和书记的皮包里已经装了大量的文件、报告和信札。这些都是各个实在的和徒有虚名的“领导机关”的代表送去的。王德威尔得显然还竭力利用访问彼得堡的机会，收集一些事实材料，了解一下俄国各社会主义（和“也是社会主义”）派别和集团的群众影响的大小。王德威尔得是一个有不少政治经验的人，他当然非常明白：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真正能算数的只能是具有群众影响的派别。

在这个问题上，上述两家社会党法文报纸都载有王德威尔得的下面这段话：“俄国社会党人有三种日报。革命派〈显然是指左派民粹派〉的报纸发行量为10000—12000份；列宁派为35000—40000份；温和派（modérés）〈显然是指取消派〉约为16000份。”

埃·王德威尔得在这里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大家知道，左派民粹派的报纸不是每天出版的，而是每星期出版三次；此外，据我们所知，真理派报纸的最大发行量被估计低了，它的发行量最高达48000份。关于这一重要的（对于工人运动的自我认识来说）问题，如果收集不到一年的精确材料，最好也要收集到全月的材料。

王德威尔得认为，亚洲式的“相信口述”或“凭眼力估评”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收集了事实。这位地道的欧洲人同冒充“欧洲人”的俄国取消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空谈家差别多大啊！立宪民主党人的正式代表在《言语报》发表的《埃·王德威尔得和俄国社会党人》一文（6月7日〔20日〕第152号，恰巧是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发表王德威尔得谈话的前夕）写道：


　　“在进午餐的时候，一位布尔什维克对王德威尔得肯定地说，他们没有什么人可以联合了，因为‘在工厂中，在工人阶级中，所有的人都团结在真理派的旗帜周围了，此外剩下的仅仅是一小撮知识分子’。他显然是在争论中说话过分夸大了。”



　　这就是取消派和自由派用圆滑的花言巧语装饰起来的典型的谎言。“在争论中说话过分夸大了”！好象还有不过分的夸大……立宪民主党人的正式代表不仅文理不通，而且简直是欺骗读者。既然布尔什维克“在争论中说话夸大了”，那么，你们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在报上谈到你们所提出的问题时，为什么不举出不夸大、不带争论色彩的材料呢？

不懂俄文的王德威尔得在俄国访问了三四天就收集到了客观的材料。而彼得堡的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却完全和彼得堡的取消派一样 
［注：自由派的《基辅思想报》（很多取消派分子都在这份报纸上写文章）转载了《人民报》的王德威尔得的谈话，但是恰恰隐瞒了发行数字！！（《基辅思想报》第159号）］

 ，在报纸上从来不引用任何客观的材料，毫无根据地、伪善地给真理派加上了“夸大”的罪名！

我们来看看王德威尔得的材料吧。根据这些材料，马克思主义的、取消派的和民粹派的报纸的每周发行数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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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社会党国际局主席收集到的客观材料。即使加上民粹派（愿意同民粹派“联合”的只有取消派、马赫主义者和普列汉诺夫，不过他们都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的报纸，真理派的报纸还是占多数，几乎占2/3。如果不算民粹派报纸，那么真理派与取消派相比，真理派报纸占71.4％，即占710以上！

但是，阅读和维持报纸的不仅是工人。马克思主义报纸和取消派报纸所登的关于捐款的客观材料（从1914年1月1日至5月13日止）表明，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人团体拥护真理派，在彼得堡，这个百分数达到86％。真理派收到的21000卢布中，有810以上是工人捐助的；而取消派的经费有半数以上是由资产阶级提供的 
［注：见6月14日《劳动的真理报》的《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一文（见本卷第304—312页。——编者注）。］

 。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关于报纸发行量的材料大大缩小了真理派的优势，因为取消派的报纸是由资产阶级来维持的。有关保险机关选举的、同样客观的材料说明：在参加选举全俄保险机关的57个受托人中，真理派占47人，即占82.4％。

立宪民主党人通过自己的报刊在群众中责备真理派“夸大”（甚至是“过分夸大”），却不引用关于报纸发行量、关于工人团体、关于保险机关选举的任何客观材料，立宪民主党人这样昧着良心撒谎，无非是在抬高取消派的身价。

当然，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它庇护取消派，庇护这些被马克思主义者公认为（1910年的决议）“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传播者”。可是，如果自由派在这里还要冒充“公正”的人，那么他们的谎言就变得尤其虚伪，尤其令人厌恶。

立宪民主党人言论的政治意义只有一个，而且仅仅只有一个，那就是：竭力通过取消派向工人传播资产阶级影响。


　　《言语报》继续写道：“毫无疑问，真正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那些在最艰苦的年代担负着社会民主主义〈！！按立宪民主党人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行家的评价〉工作的工人，他们所同情的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布尔什维克的对手〈取消派、孟什维克〉。要是把这些人排除在俄国工人政党之外，工人政党的智力水平将大大降低，布尔什维克将自食其恶果”。



　　立宪民主党人在《言语报》的编辑部文章中就是这样写的。为了便于比较，请看取消派的思想领袖尔·马·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3期（1914年第68页）上是怎样写的：


　　“这是反对杰缅季耶夫、格沃兹杰夫、契尔金、罗曼诺夫、布尔金、卡布灿们等等这些整体代表的暴乱〈真理派工人的暴乱〉，是反对在两个首都相当集中的工人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的暴乱，这些代表过去和现在都力图‘取消’俄国工人运动的幼稚幻想阶段。”



　　你们看，真是一模一样。立宪民主党人在《言语报》编辑部的文章中所重复的就是尔·马·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中所唱的老调。立宪民主党的报纸弥补了《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我们的取消派报》发行量的不足，并且在读者面前替布尔金、契尔金之流的社会民主主义打了保票。尔·马·先生列举了一小撮取消派工人的名字。我们也很愿意再提一下这些名字。俄国所有的觉悟工人一看就能认出，这都是一些早就以反对地下组织即反对党而出名的自由派工人。在这期《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和尔·马·的文章登在一起的还有布尔金的文章，读了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他们两人是如何背弃地下组织，并为了讨好自由派而咒骂地下组织。

我们要这样记录下来，而且要作这样的理解：据立宪民主党人所说，尔·马·先生所列举的“杰缅季耶夫、格沃兹杰夫、契尔金、罗曼诺夫、布尔金以及卡布灿们”都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其实，他们是真正的自由派工人！布尔金的文章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竭力向那些还没有亲耳听过上述自由派无产者演说的觉悟工人推荐这篇文章。

自由派《言语报》吓唬我们说，这些（据《言语报》说是）社会民主党人，这些被《言语报》赞不绝口的社会民主党人将被“排除在工人政党之外”。

但是我们却以一笑置之，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小撮人是自己把自己排除在外，而投靠自由派和取消派的。“排除”这种人是建立真正的工人（而不是自由派工人）政党的保证和基础。

《言语报》在同一篇编辑部文章中赞扬取消派和自由派工人的“沉着的、有时是泼冷水的言论有大无畏的气概”。《言语报》和自由派怎么能不赞扬他们呢？俄国自由派要想直接影响工人，特别是在1905年以后，已经不可能了。而取消派戴着社会民主主义的假面具，干的却是和自由派同样的“泼冷水的”工作，同样在传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见1910年的决议！），自由派怎么能不器重取消派呢。


　　《言语报》写道：“它们〈社会民主党各派别〉之间的意见分歧不会很快地消除。但是，它们一方面可以保持自己的面貌，同时应当联合起来，而不要把自己的纠纷带到刚刚觉醒、投入自觉的政治生活的工人群众中去，工人内部的分裂只会使反动派感到十分高兴。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促使两派中正直的人们诚心诚意地、认真地去寻求联合了。”



　　《言语报》就是这样写的。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没有同自由派“正直的”人们为伍，也没有被那一伙人认为是“正直的”人们。我们认为成为那样的人是一种耻辱。我们认为：只有十分幼稚或愚蠢的人，才会相信自由派资产者的“公正”，特别是在谈到工人阶级解放运动，即谈到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时，更是如此。

立宪民主党人错误地以为俄国工人是幼稚无知的，会相信自由派资产阶级对“正直”能作出“公正的”评价。自由派资产者所以认为取消派及其辩护者是“正直的”，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取消派在传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在政治上为资产阶级效劳。

俄国已经联合起来了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对自己的事业完全负责，直截了当地向全体俄国工人指出，取消派的既成集团，《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等集团是党外的集团。1912年1月，对这一点曾经作过声明。在这以后的两年半来，真理派团结了5674个工人团体，而取消派及其一切维护者只有1421个，这就是说，俄国有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是站在“真理派”一边的，是赞同一月决议的。实际上，取消派自己的行为使工人离开了他们。绝大多数工人的实际生活和经验，证明我们的决议是正确的。

自由派主张“统一”（工人同取消派统一），是出于它自私的阶级利益。其实，只有取消派脱离了工人政党，这个党才能荣幸地（《言语报》的先生们，我们对这个词有另外的理解！）摆脱动乱时期。取消派脱离工人政党，不会使反动派“高兴”，而只会使他们悲哀，因为取消派一直阻挠大家承认老的形式、老的“等级制度”、老的决议等等，他们两年半来的表现说明，他们根本没有本事成立任何组织。取消派及其伙伴们的“八月”（1912）联盟已经瓦解了。

只有不顾取消派，只有撇开取消派，只有反对取消派，工人才得以进行并且有能力进行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保险运动和创办报纸的运动。这种运动现在已经使取消派的对手到处赢得了五分之四的多数。

自由派把反对地下组织的一小撮取消派知识分子脱离工人队伍，看作是“分裂”。自由派把保持取消派对工人的影响看作是“统一”。

我们的看法却不同：我们认为五分之四的工人团结在老的旗帜之下就是“统一”；我们认为，取消派集团不愿意承认和服从大多数工人的意志，而且破坏这种意志，这就是分裂。我们亲身体验到，真理派在两年半内团结了五分之四的工人，我们认为必须照原路继续前进，以便达到更完全的统一，从4/5提高到9/10，然后再达到10/10。

对取消派有两种相反的看法，一种是我们的看法，一种是自由派的看法，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所造成的。

对于普列汉诺夫的立场，应该如何来解释呢？他在1908年那样坚决地同取消派断绝关系，并且有一个时期十分坚定地在报刊上贯彻了党反对取消派的决议，因此当时有人对普列汉诺夫不再动摇抱有希望。可是，在五分之四的工人团结在真理派周围的今天，普列汉诺夫又开始动摇了。除了他个人的动摇性（他从1903年起就有了这种毛病）以外，没有什么可以解释他这种在实质上同目前自由派《言语报》的立场完全相吻合的“立场”。

现在，普列汉诺夫和《言语报》一样，不顾工人的意志，不顾党的决议，不顾取消派对这种决议的破坏，把保持取消派对工人的影响叫作“统一”。昨天，普列汉诺夫还把波特列索夫先生比作犹大，而且说得很对，使徒们没有犹大要比有犹大更有力量。今天，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取消派同波特列索夫的观点完全一致，并且践踏党的决议，而普列汉诺夫却转到取消派那里去了，还劝告真理派不要以“胜利者的口吻”同取消派谈话！！！更直率更简单些说，就是大多数工人不应当要求少数人（他们是跟着那些公然破坏党的决议的人走的）承认多数人的意志，尊重多数人的决议！！！

觉悟的工人将不得不痛心地承认，普列汉诺夫10年前得的政治动摇症又在旧病复发，这回，只好由他去了。




普列汉诺夫的动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把这种原因放在第二位，因为它对于普列汉诺夫要难堪得多。在取消派（他们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同情中汲取社会力量）和“真理派”（他们从那些由黑暗中醒悟过来走向光明的大多数俄国工人的觉悟和团结中汲取自己的力量）这两个互相斗争着的派别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摇摆不定的知识分子集团。它们没有社会力量支持，不能对工人发生广泛的影响，它们在政治上等于零。这些集团没有坚定的、明确的、能吸引工人的以及为实际经验所证实的路线，它们只有耍手腕的小组活动。同群众没有联系，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群众性派别（从1895年的罢工那时起，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就成为群众性的了）中没有历史渊源，没有坚定、完整、鲜明、彻底的以及受过多年经验检验的路线，也就是说，不能回答策略、组织、纲领等等问题，——这就是耍手腕的小组活动滋长的土壤，这就是它的特征。

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报》，作为一个政治集体，完全符合这些特征（托洛茨基的《斗争》杂志也如此，顺便说一句，请读者考虑一下《斗争》杂志和《统一报》这些所谓的“联合派”分手的原因吧……）。杜马代表布里扬诺夫和其他任何一个代表一样，在非常不坚定的俄国政治家中还是比较“坚定的”，他当取消派已有很长的历史，现在却“动摇”到普列汉诺夫那边去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究竟会动摇多久，究竟倒向了哪一边。他幻想把两个六人团，即希望帮助党的取消派破坏多数工人意志的六人团和执行这种意志的六人团“统一起来”，有这样一位“动摇不定的”杜马代表，对要手腕的小组活动来说，当然是莫大的幸运。

请你们设想一下，要不顾多数工人的意志而把两个六人团“统一起来”，你们一定会反对说，这是古怪的想法，杜马代表应当执行多数人的意志！可是，在无产阶级看来是古怪的东西，自由派却认为是美好的，高尚的，有益的，正直的，甚至可能是神圣的（明天，在别尔嘉耶夫、伊兹哥耶夫、梅列日科夫斯基之流的帮助下，司徒卢威大概会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证明：“列宁派”是有罪的“分裂派”，而取消派和现在保护取消派不受工人“胜利者”攻击的普列汉诺夫，却是上帝意志的神圣执行者）。

只要你们暂且持有这种不顾多数工人意志而要把杜马中两个六人团“统一起来”的观点（实际上是自由派的观点），你们马上就会明白，布里扬诺夫和《统一报》文人集团是出于小团体的利益，想利用两个六人团的分歧，以便永远扮演……“调和者”的角色！

布里扬诺夫、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舍尔、切尔诺夫、苏汉诺夫或其他任何的调和者，一方面会说，取消派六人团取消党的决议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又会说，真理派六人团打出某种多数的名义出面，用不恰当的、不礼貌的、有罪的“胜利者的口吻”同自己的同事说话，也是不对的。这种“调和者”甚至会把自己的折中主义的阴谋诡计说成是合乎“辩证法的”，甚至会以“联合者”自居……这种情况在我们党内不是没有过，只要回忆一下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和伦敦代表大会上，以及在1906—1911年这段时期崩得分子和梯什卡所扮演的角色就够了！

这种对于进行耍手腕的小组活动的人来说是可喜的，对于工人政党来说是可悲的时期，在历史上是有过的，当时觉悟的工人还没有充分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经济派”和“孟什维克”。

现在这种时期就要过去了。立宪民主党人先生的《言语报》看到“把纠纷带到工人群众中去”就嚎啕大哭。这是自由派老爷的态度。我们欢迎“把纠纷带到工人群众中去”，因为工人群众，也只有工人群众才能把“纠纷”同实质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区别开来，才能自己弄清意见分歧，提出自己的意见，解决不是“跟谁走，而是往何处走” 
［注：莫斯科工人说得非常好（见1914年5月29日《工人报》第6号），他们一下子就揭穿了普列汉诺夫《统一报》的全部虚伪性。］

 的问题，即解决自己的明确路线，由自己深思熟虑并检验过的路线问题。

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或正在到来。真理派的工人群众已经能识别“纠纷”，已经弄清了意见分歧，已经自己确定了自己的路线。经过两年的公开斗争（1912年和1913年），关于工人团体的材料事实上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耍手腕的小组活动就要完了 
［注：取消派首领（唐恩和马尔托夫）和各种集团的首领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都参加了同民粹派的联盟（《同时代人》杂志），这也是耍手腕的小组活动的一个典型，因为谁也不敢在工人面前公开而明确地说：我是为了某某原因而加入这个联盟的。《同时代人》杂志作为耍手腕的小组活动的产儿，不过是一个死产儿。］

 。


3.为什么工人组织公开斥责取消派为诽谤者？

1914年5月21日《真理之路报》第92号刊登了莫斯科市10个职业团体的代表的决议。这个决议极其坚决而尖锐地谴责了马林诺夫斯基出走这一破坏组织的“罪行”，接着对国家杜马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表示完全信任（“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吧，工人阶级和你们在一起！”），最后公开地斥责《我们的工人报》的取消派“对出走的代表立即进行恶意诽谤”；这种人的行为和“右派报刊散播诽谤性传闻一样都是为了在工人队伍中制造混乱”。

莫斯科市10个职业团体的代表在决议中写道：“一切珍惜工人事业的人们的神圣职责，就是团结起来一致反击诽谤者。”“工人阶级给他们的回答是，把自己的队伍更紧密地团结在自己代表〈即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周围，带着鄙视的目光从诽谤者身旁昂首阔步前进。”

其他许多内容相同的工人决议和拉脱维亚工人报的评论 
［注：“我们认为用不着谈报上散布的传闻以及对马林诺夫斯基、对整个党团及其坚定方针的粗鲁诽谤，因为散布这些东西的人总是居心不良的，情况总是不确实的。”（1914年5月23日《劳动的真理报》第1号）］

 等等，我们不必再加引用。否则就过于重复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所发生的情况吧。

为什么俄国的觉悟工人（如莫斯科10个职业团体的代表）以及其他许多人，公开斥责《我们的工人报》的取消派是卑鄙的诽谤者，要工人阶级带着鄙视的目光从诽谤者身旁昂首阔步前进呢？

《我们的工人报》干了什么事了？

它散布隐名的传闻，影射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

然而，没有指出一个控告者的姓名。没有举出一件确切的事实。至于可靠的证据，即使只是一个化名，或者一个出事地点和出事日期，都没有提出来。

有的只是一些恶毒的传闻，只是对从杜马出走“原因不明”大肆渲染。但是，有组织的工人即工人政党的党员严厉谴责的正是马林诺夫斯基这种原因不明的出走、这种秘密的逃跑。

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工人，立即召开了自己的各种会议，有地方的、工会的、杜马的、全俄的、领导机关的会议，直截了当地向无产阶级，向全世界公开宣布：马林诺夫斯基没有向我们说明出走的原因，也没有预先告知这一点。这种不说明原因的行为，这种闻所未闻的擅自行动使他变成了临阵脱逃的逃兵，而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严肃的、重大而艰巨的阶级战斗。我们审判过逃兵，我们会无情地谴责，而且已经谴责了他。完了，事情已经结束了。

“一个人算不了什么，阶级才是一切。坚守你们的阵地吧。我们同你们在一起。”（莫斯科40个商业职员给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电报。见1914年5月14日《真理之路报》第86号）

事情已经结束了。有组织的工人已经有组织地把事情结束了，并且把队伍集合起来继续进行工作。为了工作继续向前迈进！

但是知识分子小集团却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原因不明”的行为没有使他们对问题采取有组织的态度（取消派及其伙伴们的领导机关没有一个对问题实质作过公开的全面的评价！！！），反而使他们对搬弄是非大感兴趣。啊，“原因不明”？——知识界饶舌妇们的好奇心又来了。

搬弄是非的人没有任何事实根据。马尔托夫小集团的饶舌妇们没有能力采取有组织的行动，如召集某个领导机构开会，收集政治上值得注意的或有意义的材料，把这些材料集中加以核实、分析和研究，作出指导无产阶级的、正式的、负责的决定。饶舌妇是没有这种本领的。

但是，唠唠叨叨，搬弄是非，一会儿往马尔托夫（或同他类似的卑劣的诽谤者）那里跑，一会儿又从马尔托夫那里来，造谣中伤，捕风捉影，四方传播，——在这些方面，知识分子饶舌妇却是能手！这种搬弄是非的知识分子饶舌妇，谁要是在一生中碰上一回，大概（只要他自己不是饶舌妇）会终生讨厌这批恶劣的家伙。

各有所好。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习惯、自己的爱好。每一种昆虫都有自己的斗争武器：有些昆虫是靠分泌恶臭的毒汁来战斗的。

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工人采取了有组织的行动。他们有组织地解决了过去的同事擅自出走这件事，有组织地继续工作，继续斗争。取消派的知识分子饶舌妇，却没有走出，也不可能走出卑鄙的搬弄是非、造谣中伤的圈子。

有组织的工人马克思主义者从《我们的工人报》的头几篇文章就认清了这些饶舌妇，并且对他们作了非常正确的评价：“卑鄙的诽谤”，应该“带着鄙视的目光昂首阔步前进”。他们根本不相信马尔托夫和唐恩散布的“传闻”，下定决心不理睬这些传闻，认为这些传闻毫无意义。

顺便说一句，被取消派激怒了的工人，在决议中所指的是整个[177]取消派。依我看，要是象列宁的电报和某些文章和决议那样专指马尔托夫和唐恩先生，那就正确得多了。我们没有理由公开责备和斥责所有的取消派分子，说他们都进行了卑鄙的诽谤。只有马尔托夫和唐恩，从试图破坏第二次（1903年）党代表大会的意志那时起，10年来多次证明他们采用了卑鄙的诬蔑和诽谤的斗争“手法”。这两个人说什么有人揭露出《新工人报》事实上的编辑是哪些人，妄想以此来为自己打掩护。可是在任何地方，连一字一句都没有提到过编辑是谁，更没有提到过事实上的编辑是谁。

至于工人政党从10年的历史中所熟悉的诽谤者，对他们应当指名道姓，而且已经指出来了。

诽谤者“冠冕堂皇地”要求进行“非正式的”审判，企图用这种手法来蒙蔽那些完全没有经验或完全不善于思考的人。他们说：确凿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不控告任何人，光凭传闻，还“不足以”提出控告，而只能进行“调查”！

在传闻的真实性没有得到任何正直的公民、任何可靠的负责的民主机关保证以前，就在报刊上发表匿名的恶毒的传闻，这用法学术语来说，恰恰就是“构成了”诽谤罪！

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马尔托夫和唐恩是多次被揭露过的、早已出名的诽谤者。关于这一点，国外的报刊已经谈过好几十次了。在唐恩参与和负责的情况下，马尔托夫写了一本专门进行诽谤的小册子，题名《是拯救者还是毁灭者》，甚至近来非常倾向于对取消派“让步”、说话委婉、小心谨慎的考茨基，也说这是一本“令人反感的”书。

这是事实，这在国外的报刊上早就登过了。

在这以后，马尔托夫和唐恩要我们根据他们的提议，根据他们诽谤性的意见，同意在包庇马尔托夫和唐恩的那些集团参与之下进行调查！！！

这真是诽谤者登峰造极的厚颜无耻，真是荒谬绝伦。

唐恩和马尔托夫的话，我们一句也不相信。我们决不同意在取消派和帮助取消派的集团参与之下对恶毒的传闻进行任何的“调查”，因为这样就是掩盖马尔托夫和唐恩的罪行，而我们却要在工人阶级面前彻底揭露他们的罪行。

马尔托夫、唐恩及其包庇者崩得分子、齐赫泽分子和“八月联盟派”等等，直接或间接地要我们同他们一起进行“调查”，我们给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不相信马尔托夫和唐恩。我们不认为他们是正直的公民。我们认为他们不过是下流的诽谤者，如此而已。

让唐恩和马尔托夫的包庇者或听信这两位先生的“传闻”的、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在想到资产阶级法庭的时候去长吁短叹吧。这吓唬不了我们。为了对付讹诈者，我们总是无条件地赞成资产阶级法庭的资产阶级合法性的。

当有人说：给我100卢布，否则我要说出你欺骗老婆，同某某私通。这是刑事讹诈。在这种场合，我们赞成诉诸资产阶级法庭。

当有人说：给我政治让步，承认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体中权利平等的同志，否则我要大肆散布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的传闻。这是政治讹诈。

在这种场合，我们也赞成诉诸资产阶级法庭。

工人自己所持的正是这种观点：他们根据唐恩和马尔托夫的第一批文章的情况，对他们两人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工人有没有问问自己：这些“传闻”既然是马尔托夫和唐恩写的，也许是确实的吧？——没有，工人立刻看清了本质，宣布“工人阶级将不顾卑鄙的诽谤而昂首阔步前进”。

或者，你们正式具名上诉，那样，资产阶级法庭就会揭露和惩罚你们（同讹诈作斗争没有其他的办法）；或者，你们仍然背上受到10个职业团体的代表公开斥责的诽谤者的臭名。马尔托夫和唐恩先生，你们自己选择吧！

领导机关调查了这些传闻，声明这是无稽之谈。俄国工人都信任这个机关，它将彻底揭露诽谤言论的散布者。但愿马尔托夫不要以为他不会被揭露出来。

但是，庇护取消派或对取消派有所同情的政治集团，是否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机关呢？当然不会！我们不需要他们的信任，我们也决不同意采取对他们表示丝毫信任的任何步骤。

我们说：信任马尔托夫和唐恩并且希望同他们“联合”的那些集团的先生们，八月联盟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前进派分子、崩得分子等等，请你们出来表明态度吧！先生们，二者必居其一：

如果你们自己想同马尔托夫和唐恩“联合”，并且号召工人也这样做，这说明你们对他们，对取消派这一思想政治派别的著名领袖们还有一点信任（我们却没有）。既然你们信任他们，既然你们认为可能同他们“联合”，并且鼓吹同他们“联合”，那你们就采取行动吧，不要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或者是，你们要求唐恩和马尔托夫（你们信任他们，他们也信任你们）说明“传闻”的来源，你们亲自研究这些传闻并且公开向工人阶级声明：我们担保，这不是饶舌妇愚蠢的搬弄是非，不是狂怒的取消派私下散布的恶毒的谣言，而是有真凭实据的。如果你们这样做了，如果能证明传闻一产生，取消派和普列汉诺夫等等的领导机关就进行过审核，并且立即通知了真理派领导机关，那我们就会回答说：先生们，我们深信你们弄错了，我们将向你们证明你们弄错了，但是我们承认，你们的做法是正直的民主派的做法。

或者是，你们这些号召工人同取消派联合的“派别”和集团的领导者先生们，躲在唐恩和马尔托夫的背后，听任他们肆意诽谤，不要求他们说明传闻的来源，不愿意费神（也不愿负起政治上的责任）去审核传闻的真实性。

那么，我们就要公开对工人们说：同志们，你们没有看到这些集团的所有领导者都是卑鄙的诽谤者的同谋和帮凶吗？

现在来看看工人是怎样作出决定的。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拿一件具体的事情作例子。得到俄国4/5觉悟工人承认的领导机关声明，它经过调查，确信这些传闻完全是无稽之谈（如果不是更坏的话）。这时候有下面两个集团在报刊上发表了意见：（1）齐赫泽、契恒凯里、斯柯别列夫、豪斯托夫、图利亚科夫、曼科夫和亚格洛集团；（2）“八月联盟派”，即取消派的八月联盟领导机关。

他们说了些什么呢？

只是说，他们没有参加真理派领导机关对传闻的调查！！只是说了这么一点！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情况吧。

首先，我们假设，在我们面前的不是齐赫泽之流的集团，而是正直的民主派。这些人曾选马林诺夫斯基当自己杜马党团的副主席。突然间，在报刊上，在他们负有政治责任的机关刊物上，有人散布传闻，说什么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

在这种场合，一切正直的民主派最起码、最无庸置疑的责任是什么，这难道还用说吗？

应该立刻召集自己人或随便什么人组成委员会，立刻调查传闻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散布的，审核这些传闻是否可靠，是否真实，然后公开地、直接地、诚实地向工人阶级声明：同志们，我们研究过了，我们调查过了，我们向你们保证，情况是真实的。

这才是正直的民主派应有的做法。默不作声、不进行调查、继续对散布恶毒传闻的机关刊物负责，这是极端的卑鄙无耻，就不配当正直的公民。

其次，我们假设，在我们面前的不是齐赫泽之流，而是卑劣的诽谤行为的帮凶和包庇者。他们或许是亲耳听到马尔托夫或马尔托夫的朋友散布恶毒的传闻，但是从来也没有想到要信以为真（重视这种传闻是很可笑的，凡是接触过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人，谁没有听到几十次愚蠢的、明明是胡说八道的“传闻”呢？）；或许是什么也没有听见，但是很熟悉唐恩和马尔托夫的“手法”.宁愿“在遇到困 难棘手的问题时，从旁边绕过去”[178]，公开表示相信马尔托夫和唐恩在报刊上散布的传闻，又怕自己名誉扫地，终生声名狼藉，可是另一方面又想暗中替马尔托夫和唐恩掩饰一番。

我们假设的第二种人的做法正同齐赫泽之流一模一样。

上述情况也完全适用于“八月联盟派”。

让工人们自己在这两种假设中选择一种吧，让他们自己去分析和研究齐赫泽之流的行为吧。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普列汉诺夫的行为。他在《统一报》第2号上把取消派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文章叫作“令人愤慨”、“令人反感的”文章，但是同时又公开责备真理派说：这就是你们搞分裂的结果，“头都掉了，何必怜惜头发呢！”

普列汉诺夫这种行为是什么意思呢？

唐恩和马尔托夫公开声明，他们认为传闻是真实可靠的（否则，他们就不会要求调查了），既然普列汉诺夫不顾这些声明，说取消派的文章是令人愤慨、令人反感的文章，那就是说，他根本不相信唐恩和马尔托夫！！那就是说，他也认为他们两人是卑鄙的诽谤者！！

不然的话，有什么必要，有什么合理的根据公开宣告，那些（用他们的话来说）想用揭露充当奸细这种严重可怕的罪恶，给民主派和无产阶级带来好处的人写了“令人愤慨的”文章呢？？

既然普列汉诺夫对马尔托夫和唐恩的话一句也不相信，认为他们是卑鄙的诽谤者，那么，被开除出党的取消派采用这种斗争方法时，他怎么反而归罪于我们真理派呢？他怎么会写出：“头都掉了，何必怜惜头发”这种话呢？这岂不是用指责我们“搞分裂”而替唐恩和马尔托夫辩护吗！！

这是很奇怪的，但这是事实。

普列奴诺夫在替那些连他自己也一点不信任的、卑鄙的诽谤者辩护，说什么真理派把他们开除出党开除错了。

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行为就是用“耍手腕的”办法（“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公开对他指出了这一点，他们曾经打算信任普列汉诺夫，但是很快就失望了）——这种由耍手腕的小组活动造成的办法来庇护讹诈者，在客观上等于怂恿讹诈者去继续建立他们的功勋。

马尔托夫和唐恩一定会这样推论：既然我们一下子就能使不信任我们的“反取消派分子”普列汉诺夫责备（哪怕是间接地、部分地）真理派不该用“搞分裂”逼得我们进行这种殊死的斗争，那就是说……那就是说，再干下去吧！按原来这样继续干下去吧！普列汉诺夫在给我们打气，说我们将得到让步，作为我们进行讹诈的奖赏！！ 
［注：读者可以看到，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庇护讹诈行为的还有托洛茨基，不过形式上更隐蔽、更怯懦罢了。托洛茨基，这个《我们的工人报》的撰稿人，在《斗争》杂志第6期上发表文章，一句话都没有指摘唐恩和马尔托夫的“活动”，却斥责真理派带来了“仇恨和分裂的祸种”（第44页）！！这样说来，“祸种”根本不在于诽谤，而在于执行党关于资产阶级影响传播者和地下组织诽谤者的决议。我们要这样记录下来。］



普列汉诺夫的耍手腕的小组活动一下子就在工人面前败露了。莫斯科人对《统一报》第1号的反应和本来打算信任普列汉诺夫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称普列汉诺夫是“耍手腕的能手”[179]。普列汉诺夫耍手腕的小组活动很快就要彻底暴露了。




1912年1月，工人代表公开地、正式地把以马尔托夫和唐恩为首的既成的取消派集团开除出党。在这以后的两年半内，俄国五分之四的多数工人都赞同这个决议，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决议。马尔托夫和唐恩的讹诈和诽谤不会使工人“让步”，而只能使工人更加坚信：只有撇开取消派，只有反对取消派，才能建设已经建成五分之四的工人马克思主义者“整体”。




现在，人人都说，俄国工人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工人政党的事务完全转交给工人来掌握了，在革命以后，俄国工人的成熟程度和自主精神都大大提高了。连托洛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也呼吁工人来反对“知识分子集团”或“知识分子的派别活动”了。但是（事情很妙！）一谈到涉及俄国目前的觉悟工人所选择、所赞同、所建立的是什么政治派别这个问题的客观材料，无论是普列汉诺夫，无论是托洛茨基，无论是取消派，他们的矛头所向就变了，他们大叫大嚷，说什么这些工人，这些占俄国觉悟工人大多数的工人真理派，只是由于“茫然失措”（《斗争》杂志第1期第6页）才跟着真理派跑的，他们完全是受了“蛊惑性宣传”或派别活动的影响，如此等等。

可见，取消派、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不是现在承认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而是要到将来，到工人赞同他们，赞同取消派，赞同普列汉诺夫，赞同托洛茨基的时候，他们才承认！！

可笑的主观主义！可笑的客观材料恐惧症！如果不光是拿知识分子小组习气相互对骂的话，那需要的正是现在的材料，正是客观的材料。

现在大家都公认工人的政治认识正在提高。可是，我们的调和派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之流却对此又作了可笑的主观主义的论断。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在社会民主主义阶级运动的两个相互斗争着的思潮之间动摇不定，并且硬要工人仿效他们主观的动摇。他们说：工人参加两种思潮的斗争，是工人不觉悟的表现，到工人比较觉悟的时候，他们就会停止斗争，停止“派别活动”（虽然真理派在两年半以前，在1912年1月，就直接和公开地开除了取消派，结束了“派别活动”，但是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一样，还是“照老习惯”重复“派别活动”的滥调）。

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对情况作了这样的评价，很明显是主观主义的。请回顾一下历史吧（马克思主义者回顾一下运动的历史总可以吧！），从历史上，你们可以看到反对“经济主义”（1895—1902年）、孟什维主义（1903—1908年）和取消主义（1908—1914年）这些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几乎进行了20年。这三种“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和继承的关系，是无可怀疑的。俄国的先进工人每次参加这样的斗争，总是站在“火星派”方面反对“经济派”，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反对孟什维克（列维茨基本人在大量的客观事实面前也不得不多次这样承认），站在“真理派”方面反对取消派，——这是历史事实。

试问，这种有关群众性的工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向我们所说明的东西，同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他们10年来一直认为自己的功绩就是坚决不同群众性的工人社会民主党派别唱一个调子）的善良的主观愿望相比，不是更重要吗？

从取消派和真理派两方面得来的当前这个时期的客观事实，以及20年来的历史都明显地证明，对俄国工人的政治教育以及在小资产阶级国家内不受小资产阶级影响的真正的工人政党的建立，正表现在反对取消派和战胜取消派这一点上。

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把自己希望避免斗争的善良的主观愿望（不顾历史，不顾社会民主党人中的群众性派别）奉献给工人，用迂腐的观点来看待工人的政治教育这件事。马克思曾经挖苦蒲鲁东说，过去已成为历史，现在它再也不存在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4页。——编者注］

 过去20年来，对工人的政治教育一直是通过同资产阶级思潮“经济主义”以及同一思潮最近的各种表现的斗争来进行的。现在，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谈了几句关于斗争危害性的“迂腐”道理，历史就会停止前进，取消派的群众（由于资产阶级的支持）根基就会消失，群众性的（仅仅是由于工人的“茫然失措”才变为群众性的！）“真理派”就会消失，某种“真正的”东西就会树立起来……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的论断未免太可笑了！

对工人的真正的政治教育只能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坚定地、始终不渝地、一贯到底地用无产阶级的影响、要求和方针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求和方针。而取消主义（和1895—1902年的“经济主义”一样）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一种表现，这一点连托洛茨基也不敢否认，普列汉诺夫自己则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年半到两年半以前，就维护过党肯定这一真理的决议。

但是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都不仅限于思想影响。一旦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影响下降、动摇和削弱的时候，资产阶级总是到处采用而且还会采用最疯狂的造谣诽谤的手段。马尔托夫和唐恩正是在他们破坏大多数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志的时候，正是在他们感到思想斗争武器不足的时候，拿起了诬蔑和诽谤的武器。

不过以前他们一直是在流亡者的环境中，在范围比较狭窄的“听众”面前干这一套，所以很多事情都侥倖地滑过去了。现在他们是在数万俄国工人面前发表意见，因此立刻就碰到了钉子。在流亡者中的那套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花招”不灵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实际上已经很高，根据马尔托夫和唐恩的发言性质，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些发言是不诚实的，不怀好意的，并且向全俄国公开斥责这些人是诽谤者。

俄国的先进工人从一个资产阶级集团（取消派）的手中打掉了诽谤的武器，从而使自己的政治教育水平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取消派领袖、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同民粹派结成资产阶级联盟也好，自由派报刊竭力呼吁“正直的”人们把工人同工人政党的取消派联合起来也好，马尔托夫和唐恩干诽谤的勾当也好，这些都不能阻挡无产阶级在“真理派”思想、纲领、策略和组织的周围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载于1914年6月《启蒙》杂志第6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321—352页

















[174]“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4场，意为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335。



[175]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341。



[176]《人道报》（《Ｌ′Ｈｕｍａｎｉｔ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后，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343。



[177]列宁的电报载于1914年5月25日（6月7日）《工人日报》第4号。电报要求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公开具名起诉，而不要散布流言蜚语。——357。



[178]引自俄国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讽刺诗《40年代的人》。诗中写道：“我善良，我正直……不过，遇到严重的要害的问题，有时要从旁边绕过去……”——361。



[179]由于取消派报纸《我们的工人报》对布尔什维克进行诽谤性攻击，“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请求格·瓦·普列汉诺夫作为他们在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对该报的这种不能容许的行为进行起诉。普列汉诺夫虽然对取消派机关报的行为也表示愤慨，但是拒绝在社会党国际局发言，这就说明他认为诽谤者是可以谅解的。于是“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于1914年6月5日（18日）在《劳动的真理报》上发表了《声明》，指出普列汉诺夫是“耍手腕的能手”。——363。







《列宁全集》第25卷


关于“前进派分子”和“前进”集团

（1914年6月28日〔7月11日〕）

亚·波格丹诺夫在彼得堡取消派的报纸上极其严厉地谴责了《真理报》和“真理派”。现在在托洛茨基（他昨天还完全是取消派的朋友，今天已经有一半离开了他们）的杂志上刊登了有思想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前进”集团巴黎和日内瓦小组的一封信（第4期第56页）。

这个成立于1909年，也就是存在了近5年的巴黎日内瓦集团，在俄国只在高加索找到一个拥护它的小组。因此，在《真理之路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关于亚·波格丹诺夫》一文。——编者注］

 已经作了解释之后，也许用不着再浪费时间来加以解释了。

但是，因为取消派和他们昨天的朋友托洛茨基顽强地维护“前进派”，更因为取消派、托洛茨基和前进派又一次形成的实际联盟使我们有可能向俄国的工人说明这个联盟究竟具有怎样的原则意义和政治意义，所以我们不得不再对前进派作一次答复。

“前进”集团1909年在国外脱离了布尔什维克。同年年底，他们出版了一本名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小册子，陈述了他们的“纲领”。


　　在这本小册子的第32页上写道：“参加制定纲领工作的有15名党员，其中7名是工人，8名是知识分子。纲领的大部分是一致通过的。只有在国家杜马的问题上有三票弃权（两名“召回派”，一名“反抵制派”）。”



　　在纲领中（第17页及其他各页）维护了“无产阶级的哲学”。“前进派”自己在出版物上公布过“前进派”的名单，其中有：恩·马克西莫夫、沃伊诺夫、阿列克辛斯基、卢那察尔斯基、利亚多夫、斯坦·安·沃尔斯基、多莫夫、亚·波格丹诺夫。

这些“前进派分子”的近况如何呢？

恩·马克西莫夫脱离了“前进”集团。

沃伊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虽然留在集团里，但是他们已经分手了，现在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前进”集团，关于这点在巴黎发表过正式声明。

阿·卢那察尔斯基也同阿列克辛斯基分道扬镳了。

利亚多夫看来也脱离了；但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前进”集团最近这次分裂中采取什么立场。

斯坦·安·沃尔斯基，从他经常为左派民粹派机关刊物撰稿来看（见《箴言》杂志），已经投奔了左派民粹派。

多莫夫在《前进》文集第3辑（1911年5月出版）上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他不再为‘前进’集团的出版物撰稿了”（第78页）。

亚·波格丹诺夫在报刊上声明，说他脱离了“前进”集团。

事实就是这样的。

现在试把这些事实同托洛茨基刊登的巴黎和日内瓦“前进派分子”的声明比较一下：


　　“《真理之路报》断定‘前进’集团一开始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分子拼凑起来的，随着工人运动的复兴已陷于四分五裂。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形不符。”



　　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和“前进”集团的全部历史非常了解，并且不止一次地帮助过这个集团的托洛茨基，刊登了“前进派分子”的令人气愤的和不可容忍的谎话，而《真理之路报》说出了千真万确的真话。我们再回忆一下这样一件事实：大概是1910年或者1911年，在《现代世界》杂志[180]上发表了一篇格·阿·阿列克辛斯基评论亚·亚·波格丹诺夫著作的文章，书评作者说波格丹诺夫是一位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先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前进派确实是由各种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分子拼凑起来的。就思潮来说，这些分子分为两派，即“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这一点从上面的引文也可以看出来了。

“马赫主义”是经过波格丹诺夫修改的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是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沃尔斯基所维护的哲学，也就是用“无产阶级的哲学”的假名称隐藏在“前进”集团的纲领里的哲学。实际上，这种哲学是巧妙地为宗教辩护的哲学唯心主义的一种变种，因此卢那察尔斯基从这种哲学滚到鼓吹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的主张并不是偶然的。亚·波格丹诺夫直到现在还在一些“新”著作里为这种极端反马克思主义的和极端反动的哲学辩护，尽管孟什维克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布尔什维克弗·伊林都同这种哲学作过坚决的斗争。

我们向所有的人提一个问题：取消派、亚·波格丹诺夫、托洛茨基和巴黎日内瓦前进派分子在发表“前进”集团的声明和有关“前进”集团的文章时，向俄国工人隐瞒了下述事实，是不是诚实的行为：

（1）“前进”集团自己把“无产阶级的哲学”也就是“马赫主义”塞进了自己的纲领里；

（2）在不同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已经进行了长期的顽强的斗争，反对“马赫主义”这种极端反动的哲学；

（3）甚至同马赫主义者一起在纲领上签名的热心的前进派分子阿列克辛斯基，过了一些时候也不得不用最激烈的方式反对马赫主义了。

现在我们再谈谈召回主义。

我们从上面看到，“召回派”是参加了“前进”集团的。正象这个集团的纲领在国外的报刊上一出现就有人指出的那样，它本身就包含着隐蔽的召回主义，它对召回主义作了许多令人不能容忍的让步，例如纲领第16页的第4项中说，（在一定时期以前）


　　“工人阶级的一切半合法和合法的斗争手段和方法，包括参加国家杜马在内，都不可能具有独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



　　这也是“召回主义”，不过是隐蔽的、不明确的、含混的召回主义。护党派（即敌视取消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不断地、多次地说明，这种纲领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能容许的，这样为“召回主义”辩护是极端错误、极其有害的。召回派反对参加第三届杜马，事态清楚地表明，他们错了，他们的观点实际上已导致无政府主义。

我们所指出的这种隐蔽地、无力地为“召回主义”辩护的行径，在行动上不可能执行《真理报》胜利地执行的路线，而真理派正由于执行了这条路线，在绝大多数的合法的和最合法的工人组织中战胜了党的破坏者取消派。

因此，既然“前进派”直到现在还谈论着“不折不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我们就必须出来说话，必须向工人发出警告，必须声明：在这些响亮的词句后面隐藏着反马克思主义的、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它会给工人运动带来极大的危害，它同工人运动是根本不能调和的。

正象布尔什维克早在5年多以前就已经指出的那样，前进派的这种“不折不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这是（虽然前进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种离开马克思主义倒向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1910年的一月全会（也就是前进派分子在托洛茨基的杂志上说的认可他们这个集团的那次全会），一致谴责了这种倾向，认为它和取消主义的倾向同样有害。在1910年的整个一年中，全会为了贯彻它的决议而建立的一些领导机构，例如中央机关报编辑部[181]，曾经多次在自己的报刊上详细地说明，前进派也跟取消派一样，破坏了全会的决议；他们也跟取消派一样，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传播者。

既然前进派现在在托浴茨基的杂志上搬出“前进派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学校”[182]作为依据，我们就必须摆一摆事实：有一半工人根据自身的经验认识到第一个学校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瓦解组织的作用，于是就离开了学校。关于第二个学校，执行全会决议的中央机关报曾经特别向工人发出过警告，说明这个学校所起的正是上面所指出的那种作用。

那么到底是谁帮助过这第二个学校呢？

只有取消派和托洛茨基不顾党的正式机关报的正式警告帮助过它。

在这第二个学校里，也完全同现在在彼得堡取消派的报纸和托洛茨基的《斗争》杂志上一样，我们清楚地看到一种实际的联盟，就是取消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集团的联盟。

这是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瓦解组织的集团的联盟，这些集团都仇视《真理报》的马克思主义和现在把俄国绝大多数有觉悟的工人团结在《真理报》周围的纪律、同志的纪律、党的纪律。

这个联盟以及“前进”集团本身和整个“前进派思想”，我们不能不说它们是“冒险主义”，因为“前进派”以及它同托洛茨基和取消派结成的“联盟”，除了造成无原则性，怂恿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又不公然为这种思想辩护），瓦解工人运动，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我们坚持原则，坚决反对“前进”集团和前进派思想，但是对于那些正在脱离（象“前进”集团的大多数创始人那样）这个集团并且打算帮助由“真理派”团结和联合起来的俄国大多数觉悟工人的“前进派分子”，我们从来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关起大门来。我们决不纵容替“马赫主义”（令人遗憾的是波格丹诺夫仍然“十分顽固地坚持”这种思想）或者“前进派思想”辩护的行为，我们也决不留难那些真正认识到“前进”集团的错误、愿意离开“前进”集团回到党的队伍里来的同志。

波格丹诺夫在取消派的报纸上和前进派分子在托洛茨基的杂志上对“著作家伊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大肆攻击和谩骂，对此我们简要回答如下：这些著作家一向是执行团结起来的工人马克思主义者的决议的，而这些工人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用他们以“真理派”为核心的团结一致，用他们在首都和全俄保险机关的选举向全世界公开证明，他们在俄国有组织的和有觉悟的工人中占绝大多数。

上面所说的那几位著作家是根据这些决议及其精神行事的，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的活动符合于大多数工人马克思主义者的意志，前进派、托洛茨基和取消派的狂妄辱骂当然不可能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活动。

“前进”集团的历史，它的瓦解，它经常同托洛茨基、取消派结成联盟，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会引起工人的普遍注意，甚至是全社会的注意，因为这是在崩溃和瓦解的时代纷纷建立知识分子单独的小集团的典型现象。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组织单独的思想集团，向无产阶级指出特殊的道路，——但是人们对于新集团的每一个组织者“要求也会很多”。当然，错误并不等于欺骗，但是坚持那些已经被理论和五年多运动的实践所证明了的错误，那就是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向团结起来的大多数工人挑战。

取消派和前进派的动摇或者倾向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崩溃和瓦解时代的产物。我们看到，偏离工人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斗争的道路的有这样两种资产阶级倾向，一切觉悟工人应该引以为戒。




附言：上文写成后，我们收到了一期托洛茨基的《斗争》杂志，上面又刊载了一封“‘前进派’日内瓦、巴黎、梯弗利斯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圣彼得堡同志们”的信。

从这封信的签名里我们看到，1909年底就提出“自己的”纲领的前进派，经过四年半的期间，才在俄国找到一个“梯弗利斯小组”，大概还有两个“彼得堡同志”（要是有三个人，想必就会成立一个彼得堡的、或者首都的、或者全俄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小组了！）。对于一个能够比较认真地评论政治的人，单凭“前进派”四年来“活动”的这种成果，就足以对这个集团作出评价了。就让托洛茨基在“自己的”小小的杂志上借同前进派联合去取乐吧，就让前进派和托洛茨基派去玩“强国”、“派别”相互勾结的游戏吧！这不过是想用豪言壮语来掩盖自己“集团”的不可救药的空虚的人们的一种幼稚的游戏罢了。

看到这些集团高谈什么团结和分裂，真令人可笑！亲爱的人们，要知道，我们能谈的是工人群众运动的统一，是工人政党的统一，至于同四年来没有得到俄国工人同情的知识分子小组的统一，那就请你们自己同托洛茨基去瞎扯吧！这是不值得争辩的。





	载于1914年6月《启蒙》杂志第6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353—359页

















[180]《现代世界》杂志（《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906年10月—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编辑为尼·伊·约尔丹斯基等人。孟什维克格·瓦·普列汉诺夫、费·伊·唐恩和尔·马尔托夫等积极参加了该杂志的工作。布尔什维克在同普列汉诺夫派联盟期间以及在1914年初曾为该杂志撰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世界》杂志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刊物。——370。



[18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会重新选举了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其成员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孟什维克呼声派代表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阿·瓦尔斯基。



《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1907—1914年），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372。



[182]指卡普里学校和博洛尼亚学校。——372。







《列宁全集》第25卷


为奥克先·洛拉的《告乌克兰工人书》加的《编者按》

（1914年6月29日〔7月12日〕）

我们很高兴地刊登了我们的同志、乌克兰马克思主义者向乌克兰觉悟工人发出的号召：不分民族地联合起来。这个口号是目前俄国特别需要的。工人的坏顾问、《钟声》杂志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拼命想使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工人脱离大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工人。《钟声》杂志干的是民族主义市侩的勾当。

我们要完成的是各民族工人共同的事业，也就是使各民族工人为了统一的共同的工作而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打成一片。

乌克兰工人、大俄罗斯工人和俄国所有其他民族工人的紧密的兄弟联盟万岁！





	载于1914年6月29日《劳动的真理报》第2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360页
















《列宁全集》第25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报告和给出席该会议的中央代表团的指示
[183]



（1914年6月23—30日〔7月6—13日〕）

在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作报告以前，首先我要借这个机会履行一项愉快的义务——代表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主席王德威尔得同志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他访问了我国并且亲自结识了彼得堡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们。我们尤其感谢王德威尔得同志的是，他第一个开创了国际的著名成员同俄国担任领导工作的觉悟工人直接会面的先例，他还第一个在国外的社会党报纸（我们指的是《人民报》和《人道报》）上公布了有关俄国工人运动的客观材料，即从“真理派”（也就是我们的党）、“取消派”和“社会革命党”这三个派别的报纸的编辑部就地收集来的材料。

我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问题的报告分为以下四个部分：（1）首先我要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内部最主要的意见分歧的实质；（2）其次我要谈谈有关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的材料，说明这一运动的经验对我们党的路线检验的结果；（3）我要谈谈上述运动的经验对我们的反对者的工作、路线和立场检验的结果；（4）最后我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统一的具体的、积极的、实际的建议。


一

对于目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发生的问题，有两种主要的看法。

一种看法是罗莎·卢森堡在她去年（1913年12月）向社会党国际局提出的建议中叙述的看法，也是取消派和维护取消派的集团同意的看法，即认为：无数派别之间的派别斗争的“混乱状态”笼罩着俄国，其中最坏的派别“列宁派”最热中于制造分裂，事实上意见分歧根本没有排除共同工作的可能性。通过各种流派和派别的协议或妥协是可以达到统一的。

另一种是我们同意的看法，即认为俄国根本没有什么“派别斗争的混乱状态”。在俄国只有反对取消派的斗争，而且只是在这一斗争中，一个现在已经联合了占五分之四的绝大多数俄国觉悟工人的真正工人的社会民主党正在形成。这个联合了大多数工人的不合法的党已经召开过一些代表会议和会议，如1912年的一月代表会议、1913年的二月会议和1913年的夏季会议。合法的机关报是《真理报》（《Ｖéｒｉｔé》）；真理派的名称就是从这里来的。顺便提一下，有一位彼得堡工人在王德威尔得同志参加的圣彼得堡的宴会上也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他说圣彼得堡各个工厂的工人是统一的，置身在工人的这种统一以外的只是一些“没有军队的司令部”。

在我报告的第二部分，我要陈述一些能够证明我们的看法正确的具体材料。现在我先来谈谈关于取消主义的实质的问题。

取消派集团是在1912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上被正式开除出党的。然而关于取消主义的问题我们党在很早以前就提出来了。早在1908年12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就通过了全党必须执行的毫无保留地谴责取消主义的明确的、正式的决议。这一决议给取消主义下了如下的定义：

（所谓取消主义，就是）“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

由此可见，早在1908年取消主义就已经被正式宣布为和被公认为知识分子的流派了，它的实质就在于背弃秘密的党，用合法的党取而代之或者鼓吹这种主张。

1910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再次一致谴责了取消主义，说它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

由此可见，说我们和取消派的意见分歧并不太大，比西欧的所谓激进派和温和派的意见分歧还要小，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的。西欧没有哪个党，确实没有哪个党能找到一项全党通过的决议，是谴责那些企图解散党和用新党来代替它的人的！！

西欧任何地方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允许人们既享有党员的称号，同时又鼓吹解散这个党，说这个党是不适用和不需要的，鼓吹用另一个党来代替它。西欧任何地方都不象我国这样，有一个关系到党本身的生存，关系到党的存在的问题。

这不是组织问题、即如何建设党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是关系到党的存在问题的分歧。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调和、协议或者妥协。

如果不同那些在合法报刊上反对“地下组织”（即秘密的党），说地下组织是“祸害”，为脱党的行为辩护并且加以赞扬，鼓吹“公开的党”的著作家作坚决的斗争，我们就不可能建立我们的党（已建立4/5），更不可能继续建设我们的党。

在连最温和的自由派政党都不能合法化的现代俄国，我们党只有作为秘密党才能生存下去。这就是我们的处境的独特之处，我们的处境同实施非常法[184]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处境有些相似（虽然德国人在当时所享有的合法地位也比俄国现在强100倍）。我们的秘密的社会民主工党是由秘密的工人组织（往往称为“支部”）组成的，在这些组织的周围有相当密的合法工人团体网（保险基金会、工会、教育协会、体育协会、戒酒协会等等）。在首都合法的团体比较多，在外省往往根本没有。

有时秘密组织相当庞大，有时十分狭小，甚至只限于几个“代理人”[185]。

由于有这些合法团体，秘密组织就有了一定的掩护，并且能够在群众中广泛而公开地宣传工人团结的思想。统一全俄工人阶级的领导组织，建立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就各种问题通过党的明确的决议，——这一切自然是完全不合法的，因此要求绝对保密，要求得到可靠的先进工人的信任。

谁在合法报刊上反对“地下组织”或者赞成“公开的党”，谁就是公然瓦解我们的党，我们不能不认为这种人是我们党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自然，否认“地下组织”是同否认革命策略、维护改良主义相联系的。俄国正经历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俄国，现在就连最温和的资产者，即“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也对政府十分不满。但是他们都是革命的敌人，他们憎恨我们“进行蛊惑宣传”，还想率领群众象1905年那样进行街垒战。他们这些资产者所鼓吹的都仅仅是“改良”，他们在群众中散布一种对群众极其有害的信念，似乎改良可以同现在的沙皇君主制并存。

我们的策略不是这样。我们利用一切改良措施（例如保险）和一切合法团体。但是我们利用这些是为了提高群众的革命意识和发展群众的革命斗争。在至今还没有政治自由的俄国，这一点现在对我们要比对欧洲有大得多的直接意义。我们党领导着革命罢工，世界任何地方革命罢工的增长也没有俄国这样迅速，我们仅以5月这一个月为例。1912年5月参加经济罢工的为64000人，1914年则有99000人。

而参加政治罢工的，1912年为364000人，1914年则有647000人。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就产生了革命罢工，它震动千百万农民，教育他们进行革命。我们党领导革命的群众大会和革命的街头游行示威运动。我们党为了这个目的散发革命的传单和秘密报纸，即党的中央机关报。为了从思想上把对群众进行的这一切宣传鼓动工作统一起来，我们党的最高机关通过了如下口号：（1）八小时工作制；（2）没收地主土地；（3）民主共和国。在俄国目前专横暴虐、无法制可言的情况下，在一切法律受到沙皇君主制压制的情况下，只有这些口号才能根据真正支持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精神，把党的一切宣传鼓动工作真正地统一和领导起来。

听到取消派说我们反对“结社自由”，我们感到很可笑，因为我们不仅在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的一项专门决议中强调了我们纲领的这一条的意义，而且我们在行动中利用了残缺不全的结社权利（如保险基金会），取得了比取消派大十倍的成效。但是，当有人在合法报刊上说，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和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不能作为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的题目时，我们就声明，我们党同这样的人以及这样的文人集团是根本谈不上统一的。

我的报告的这一部分即第一部分的任务是说明意见分歧的实质，我就讲到这里；可以先提一下，在报告的第四部分的实际建议中，我将准确地列举出取消派的一切违背党的纲领和决议的行为。

关于取消派脱离我们的秘密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经过，我不准备在这里详细谈了。我只想指出这一过程的三个主要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08年秋季到1910年1月。党是通过党的各项明确的正式决议同取消主义进行斗争，谴责取消主义的。

第二个时期：从1910年1月到1912年1月。取消派阻挠党中央委员会的恢复，取消派破坏党中央委员会并且解散党中央委员会仅存的一个机构，即“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技术委员会[186]。当时在俄国的一些党委员会为了恢复党成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187]（1911年秋天）。俄国组织委员会召开了1912年的一月代表会议。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恢复了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还把取消派集团开除出党。

第三个时期：从1912年1月到现在。这一时期的实质在于：占4/5多数的俄国觉悟工人团结起来了，正是团结在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所设立的机构的周围。

下面我就讲报告的第二部分，从俄国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角度来说明我们党的现状以及取消派的现状。我将尽力阐明下面这个问题：群众运动的经验在何种程度上肯定了我们党的路线或取消派的路线。


二

1912年4月22日（俄历），工人的日报《真理报》开始在俄国出版了。由于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恢复了党，这个贯彻（往往用暗示的方法，总是不得不打些折扣）代表会议各项决议的报纸才得以创刊。当然，关于1912年1月党的秘密代表会议和它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同合法的报纸《真理报》之间的秘密联系，我们从来没有在任何报刊上谈论过。1912年9月，同我们竞争的取消派的报纸《光线报》（现在的《我们的工人报》）开始出版了。以后是1912年秋天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1913年起，俄国开始实施新保险法，于是成立了工人伤病救济基金会。最后是成立合法工会，尽管遭受政府的残酷迫害，但总是一边被封闭，一边就又重新建立起来。

不难理解，前面列举的群众性工人运动的一切表现，特别是两派的日报，提供了大量公开的可供查核的客观材料。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在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面前，对取消派及其国外拥护者那种说话毫无根据、强词夺理、武断夸大，而不顾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客观事实的惯用手法，提出坚决的抗议。

正是这些事实使我们绝对确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1912年1月，举行了恢复秘密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取消派和国外小集团（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大骂这次会议。但是俄国的工人怎样呢？

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回答了这一点。

这次选举是在1912年秋天举行的。在工人选民团选出的第三届杜马代表中，有50％（8人中占4人）是我们这一派的；而在工人选民团选出的9名第四届杜马代表中，有6名即67％是站在党这方面的。这一点证明工人群众拥护党而反对取消派。如果现在6个倾向取消主义的杜马代表真正想同党的杜马党团，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统一，那我们必须指出：统一的条件是承认杜马代表要执行大多数工人的意志。

其次，日报是组织工人阶级的极重要的武器。在报纸上有大量说明这一点的材料。例如，关于各工人团体捐款数目的材料。两种报纸，无论真理派（即党的）或者取消派的报纸，都登载过工人团体捐款的报表。这些报表是说明工人群众实际组织状况的、在俄国所能有的最好的、公开而且合法的材料。

在西欧，社会党都是合法的，党员人数大家都知道，在谈到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时总要拿这个数字来作根据。

俄国没有公开的、合法的党。党组织是不合法的，秘密的，象我们所说的是“地下的”。但是工人团体的捐款数目却间接地（而且准确无误地）说明了这些组织的状况。

因为我们在两年多的时期内，取消派在一年半以上的时期内，都是公开地、经常地把这些材料登载在双方的报纸上的，而且稍有不实或错误，立刻就会引起工人的抗议，所以在一切公开而合法地说明工人群众组织程度的材料中，这些材料是绝对可靠和最好的。

如果我们的取消派和拥护他们的国外小集团顽固地无视这些材料，在自己的报刊上不谈这些材料，那么我们工人就会认为这完全是一种想破坏大多数工人意志的表现，认为这是不够老实的行为。

下面是1913年全年的材料。捐款给真理派的工人团体的数目是2181个，给取消派的是661个。1914年（到5月13日）给真理派捐款的工人团体是2873个，给取消派捐款的是671个。这就是说，真理派组织起来的工人团体的百分比在1913年是77％，在1914年是81％。

从1912年起，真理派经常发表这些材料，请大家审核这些材料，指出这些材料的客观性，并且号召真正（不是虚伪地）主张“统一”的朋友们真诚地承认大多数工人的意志。否则一切关于统一的言论都是虚伪的。

在取消派进行了一年半的反党斗争之后，占 4/5多数的俄国觉悟工人表示同意“真理派的”坚持“地下组织”和革命策略的路线。我们期望取消派及其朋友们的，不是空谈违反党的意志的“统一”，而是明确地表示：他们究竟愿不愿承认这种大多数俄国觉悟工人的意志。

空口作些保证是容易的，但是办一份真正靠工人维持的名副其实是工人的报纸却很难。对于这一点，一切比我们更有经验的国外同志都知道。执行党的路线的真正工人的报纸，也就是真正靠工人的钱维持的报纸，是一个巨大的组织机构。

那么材料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客观的材料告诉我们，《真理报》是真正的工人报纸；而否定“地下组织”即否定党的取消派的报纸，无论就它的思想或者经费来源来说，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报纸。

从1914年1月1日到5月13日，两种报纸象往常一样，都登载了捐款报表，我们的报纸还对这些报表作了总结。结果是这样：《真理报》共募集到21584卢布11戈比，其中有18934卢布10戈比是工人团体的捐款。也就是说，有组织的工人的捐款占87％，资产阶级的捐款只占13％。

取消派共募集到12055卢布89戈比，其中工人团体的捐款是5296卢布12戈比，即不到总数的一半，只占44％。一半以上的钱是资产阶级给取消派的。

此外，一切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刊每天都在称赞取消派，帮助他们破坏大多数工人的意志，鼓励取消派的改良主义，鼓励他们否定地下组织。

我要拿普列汉诺夫同志和杜马代表布里扬诺夫等人的《统一报》作例子来说明国外集团的活动。我手头有3份《统一报》，第一份是今年5月18日的，第三份是今年6月15日的。从报表中可以看到，有某人通过在国外的奥尔金同志给了这家报纸1000卢布，此外还有国外的捐款207卢布52戈比。6个（6个！）工人团体捐了60卢布。

就是这么一个依靠俄国6个工人团体的报纸，居然号召工人不要听从党的决议，宣称这个党是“搞分裂的”党！！在两年半内，把5600个工人团体联合在1912年和1913年3次秘密代表会议的正确决议周围的党是“搞分裂的”党，而联合了俄国6个工人团体、从国外募集到1200卢布来破坏俄国工人意志的普列汉诺夫集团，倒是真正“搞统一的”集团！！

普列汉诺夫责骂别人进行派别活动，似乎单独为某个集团募捐，号召工人不要执行占五分之四的多数人的决议，反而不是派别活动。

至于我们，那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认为普列汉诺夫集团的行为是典型的瓦解组织的行为。普列汉诺夫的行为就好比德国的梅林也纠合起6个工人团体，而且在单独出版的报纸上号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要服从（比方说）同波兰人分裂的党。

我们跟普列汉诺夫说不到一起。我们把俄国五分之四的工人的团结叫作实际的而不是口头上的统一。我们把在国外的集团用从国外募集的捐款来反对大多数俄国工人的行为叫作瓦解组织的行为。

根据王德威尔得同志在圣彼得堡收集到并且公之于世的材料，《真理报》印数是40000份，取消派报纸印数是16000份。《真理报》做到收支相抵，而且是靠工人来维持的，而取消派却是靠我们报上称之为资产阶级阔朋友的人来维持的。

我们向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提交了双方报纸刊出的财务报表，这对于懂得工人报纸是一项多么重要的事业的国外同志们来说，会比空口保证、允诺、声明和对“列宁派”的咒骂更好些。

我们要问问取消派：他们是不是还想继续不承认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他们集团的报纸实际上是鼓吹放弃地下组织和破坏俄国大多数觉悟工人意志的资产阶级报纸？

如果还想这样，那他们关于“统一”的议论仍然会引起我们工人的辛辣的嘲笑。

谁要是认真想统一，就请他真诚地承认整个取消派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它的错误已经被1908年以来党的各项决议和工人群众两年半的斗争经验所证实。

其次，还有关于工人保险机关选举的客观材料。我们反对各式各样的关于在当今沙皇俄国实行政治改良即立宪改良的论调，认为这些都是自由派的论调。但是我们在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利用了象保险之类的真正改革。全俄保险机关的整个工人代表小组都是由真理派即谴责并屏弃取消派的工人组成的。在全俄保险机关的选举中，57个受托人中有47个是真理派，也就是说占82％。在首都圣彼得堡保险机关的选举中，受托人中有37个是真理派，7个是取消派，也就是说真理派占84％。

工会也是这样。外国同志听到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谈论俄国“派别斗争的混乱状态”（罗莎·卢森堡、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人正是这样谈论的），也许会以为在我国工会运动是一片分裂状态吧？

没有这回事。

在俄国没有平行的工会。无论彼得堡或者莫斯科，工会都是统一的。原因是在这些工会中真理派占了绝对的优势。

莫斯科的13个工会没有一个是取消派的。

在我们工人日历里标明会员人数的圣彼得堡的20个工会中，只有制图员、药剂师、办事员和一半的印刷工人的工会是取消派的。在其他一切工会中，例如在五金工人、纺织工人、裁缝、木器工人、店员等工会中，都是真理派占绝对的优势。

我们公开声明：如果取消派不肯断然改变自己的全部策略，不肯停止瓦解俄国大多数有组织的觉悟工人的勾当，那就不要再谈什么“统一”。

《真理报》每天都在赞扬（虽然是用暗示）地下组织并且谴责反对地下组织的分子。因此工人是跟着他们自己的《真理报》走的。

下面再提供一个关于国外秘密报刊的总结材料。在1912年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以后，到1914年6月为止，我们党出版了5号秘密的指导性的政治报纸，取消派一号也没有出，社会革命党人出版了9期。这里不包括在俄国散发的传单，也就是在罢工、群众大会、示威游行时用来进行革命鼓动的传单。

我们党在这5号报纸中，提到秘密组织44次，取消派零次，社会革命党21次（主要是学生和农民）。

最后，1913年10月在杜马中组成了独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这个党团跟取消派不同，它是要贯彻俄国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而不是破坏他们的意志。这时两个报纸上都发表了从俄国各地寄来的拥护这个或那个，即拥护护党派党团或取消派党团的工人的决议。在决议上签名拥护“真理派的”即护党派杜马党团的有6722人，而拥护取消派党团的有2985人（其中有1086个崩得工人，719个是高加索工人）。可见，取消派连同自己的一切同盟者凑起来还不到三分之一。

我们用来同取消派的口头保证作对照的客观材料简单说来就是这样。这些关于两年半来俄国工人阶级群众运动的客观材料以觉悟工人的经验完全证明了我党路线是正确的。

这里我得岔开去谈一个具体的例子，以便说明为什么我们同现在的取消派的现在的报纸根本谈不上什么“统一”，甚至根本谈不上什么“和解”。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例子，它说明了取消派对我们党的秘密工作采取什么态度，因此我要请同志们特别注意。

大家都知道，自从1912年以来，俄国革命的群众性罢工的发展成绩卓著。厂主企图用同盟歇业来对付罢工。为了确定党对这种斗争方法的态度，我们党的1913年（注意年份：1913年！）二月会议曾经制定并且秘密发表过一项决议[188]。

在这个决议中（秘密版第11页）直接提出：“举行街头革命示威游行这个迫切的任务”。在决议中直接建议（同上）“寻找反击同盟歇业的新的斗争方法，例如意大利式罢工[189]，以及用革命的群众大会和革命的示威游行来代替政治罢工”。

我们再重复一遍，这是1913年2月的事情，也就是那个向全世界保证取消派不反对地下组织的取消派八月代表会议（1912年）召开半年以后的事情。无论是从1912年8月到1913年2月这半年，无论是下一年即1913年2月到1914年2月，八月联盟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作出任何决议。绝对没有！！请你们再往下听。

1914年3月20日，圣彼得堡的厂主决定用同盟歇业来对付罢工。在圣彼得堡，一天就有7万工人被赶出工厂。

我们党的圣彼得堡秘密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根据党的决议，决定在4月4日勒拿惨案纪念日举行革命的示威游行来回答同盟歇业。

我们刊印了现在放在我面前的这份向工人发出号召的秘密传单。传单的署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委员会”。传单重申了党的口号（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最后一句话是：

“同志们！4月4日上午11时都上涅瓦大街去。”

自然，合法的报纸《真理报》不但不能转载这个传单，甚至连主动地提到这个传单也不行。

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向工人读者，至少向最觉悟、最先进的工人读者表达出，对这个要工人举行非法的革命示威游行的秘密号召必须予以支持的思想呢？

只有象我们平常所做的那样，采取暗示的方法。

于是在游行的那一天，即在1914年4月4日，星期五，在我们的报纸（《真理之路报》第54号）上发表了一篇不具名的编辑部文章，标题很平常：《论工人运动的形式》 
［注：见本卷第58—61页。——编者注］

 。在这篇文章中直接提到“马克思主义者1913年2月的正式决议”。并以下列字句暗示了革命的示威游行：

“觉悟的工人对某些更高的具体形式〈即提高斗争的形式〉也是十分熟悉的，这些形式在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试用过，只有取消派，才感到‘不可理解’和‘格格不入’。”（1914年《真理之路报》第54号）。

俄国的警察和检察官们不知道暗示什么，但是觉悟的工人是知道的。示威游行举行了。4月4日下午出版的一切资产阶级报纸都谈到了这次示威游行。于是在第二天，即4月5日，我们的报纸（见《真理之路报》第55号）摘引了资产阶级报纸上的几段话，引文中说：

“最近几天，有人在工人中散发了大批传单，号召他们在勒拿事件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即4月4日，参加示威游行。传单上的署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我们从资产阶级报纸摘引了这样一段话，法院是不可能因此就传讯我们的报纸的。结果，我们执行了秘密党的决议；组织了革命的示威游行，并且以拥有4万读者的公开报纸支持了这个工作。

取消派做了些什么呢？

我已经说过，无论是1912年8月到1913年2月这半年也好，无论是以后这整整的一年也好，他们的八月联盟没有作出任何秘密决定。

在圣彼得堡，谁也没有听说过取消派有号召在1914年4月4日采取行动的任何秘密传单，资产阶级报纸也没有提到过。必须指出，资产阶级报纸的作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传单如果真是发得很多，资产阶级报纸总是会知道并提到的。相反，如果传单发得很少，那么群众就不会知道，而资产阶级报纸也就不提了。

总之，取消派自己没有为组织1914年4月4日的革命示威游行做任何事情。他们在袖手旁观。

不但如此，取消派的合法报纸在第二天谈到游行时，

没有转载资产阶级报纸关于我党圣彼得堡委员会散发传单的消息！！

这很奇怪，但这是事实。我这里提供一份取消派1914年4月5日的报纸（《北方工人报》第48号），以便当着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的面痛斥这件事。

请想一想，这是什么意思！！高喊要同我们党“统一”的人，愿意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人，竟然把我们党的秘密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委员会——的存在，把这个委员会发出的革命的、秘密的、不合法的传单以及它组织的1914年4月4日的示威游行等事实隐瞒起来不让工人知道。

高喊同我党“统一”的人，竟然不转载资产阶级报纸关于大量散发我党圣彼得堡委员会署名的秘密传单的消息！

外国党的同志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知道，为什么关于地下组织的问题对我们具有这么重要的根本意义。

然而事情还不仅如此。过了一星期，在1914年4月11日，取消派报纸（《北方工人报》第51号）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在文章中偏偏嘲笑4月4日游行那天的《真理报》登载的那篇关于斗争的“更高级的形式”的文章，作者嘲笑说，《真理报》

“以费解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真叫人难以置信，一直否定和咒骂地下组织的取消派，竟然在合法报纸上嘲笑我们的合法报纸想帮助地下组织，但又只用了暗示的形式！！

就连我们的报纸暗示了一下“更高级的形式”，即我党圣彼得堡委员会组织的革命示威游行，取消派便在自己的报纸上，在同一篇文章中公开称我们为“冒险家”，并且是“最没有原则的冒险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工人的挑唆者”！！

我这里有一切文件，有圣彼得堡委员会的传单，有我们的报纸，也有取消派的报纸。有兴趣的同志可以请人把这些文件全部给他们翻译出来。

我要代表我党中央委员会和俄国绝大多数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声明：只要有这样的报纸存在，就根本谈不上同这样的取消派集团“统一”、“和解”！！

同这样的报纸“统一”，我们就不能在群众中进行我们的革命工作了。


三

我现在来讲报告的第三部分。在探讨了肯定我们路线的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的经验以后，我想探讨一下我们的反对者的经验。

我们的反对者，无论是取消派，或者是国外小集团，如普列汉诺夫集团，都爱责骂我们是“篡夺者”。他们在1912年3月的《前进报》上又重复了这种责骂。而《前进报》却不让我们答复！！我们且看看这种关于“篡夺行为”的指责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意义。

我已经说过，1912年的代表会议是在取消派破坏了旧的中央委员会以后由党的委员会成立的“俄国组织委员会”召开的。我们把秘密党的恢复看作自己的功绩，而且大多数俄国工人都承认这一点。

不过，就暂且假定我们的人数众多的（在国外集团和知识分子集团看来）反对者是正确的。就假定我们犯有“篡夺行为”、“分裂主义”等罪过。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我们的反对者不是用言论，而是用自己的工作和联合的经验来驳倒我们，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既然我们说的不反对取消派集团就不能建立党这个论断是错误的，那么希望同我们意见相左的集团和组织用自己的工作经验来证明同取消派是可能统一的，这难道不应该吗？

然而，请看我们的反对者的经验告诉了我们些什么。1912年1月我们的代表会议恢复了秘密党，俄国的大多数组织都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1912年3月在《前进报》上联合起来责骂我们的有：

　　取消派、

　　崩得、

　　拉脱维亚人、

　　波兰人、

　　“托洛茨基分子”

　　和“前进派”。

“派别”和“集团”似乎很多吧？它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用自己的统一给俄国工人作出一个好榜样来！！

但是到了召开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原来我们的反对者的步调无法一致。

波兰人和普列汉诺夫甚至拒绝参加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甚至在党员资格的理解上都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

所以，如果现在普列汉诺夫集团或罗莎·卢森堡，或其他任何人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可以同取消派联合，我们就回答说：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自己试一试同取消派在确定党员资格的问题上“联合起来”吧，不是口头上的联合，而是实际上的联合。

其次，“前进派”参加了八月代表会议，但是他们又退出了会议，并且提出抗议，揭露了这个会议的虚幻性。

现在，在1914年2月，即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召开了一年半以后，又举行了拉脱维亚党的代表大会。拉脱维亚人过去一向是拥护“统一”的。拉脱维亚工人曾经想和取消派在一起工作，他们不是在口头上这么说，而是用行动、用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有了一年半的经验，拉脱维亚人虽然仍旧严守中立，可是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声明退出八月联盟，因为

——拉脱维亚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样写道：

“调和派的无论如何要同取消派（1912年的八月代表会议）联合的尝试是徒劳无益的，联合派自己也落到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依附取消派的地步。”

现在谁愿意再取得“同取消派联合的经验”，可以听便。但是我们要声明，只要取消派不坚决停止执行他们的取消主义路线，和他们进行任何联合都是不可能的。

最后，无论托洛茨基集团，或者以自己的领袖阿恩为首的高加索人，以及一些取消派分子（如“艾姆－艾尔”），在创办了独立的《斗争》杂志以后，实际上都脱离了八月联盟。这个杂志同工人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昨天的取消派集团的这个杂志用自己本身的存在，用自己对取消派的机会主义所作的批判，用自己脱离取消派的行动证明了，用行动、用经验证明了同取消派是不可能统一的。

只有当取消派决心彻底抛弃自己的全部策略并且不再作取消派的时候，才有可能统一。

下面我就来谈谈这种“统一”的明确的正式的条件。


四

我们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使我们党有可能同取消派“统一”的实际的具体的条件如下。

第一个条件：

1.必须最坚决地、毫无保留地确认1908年12月和1910年1月关于取消主义的全党决议正是适用于取消主义的。

为了使俄国一切觉悟工人相信这种确认是真正严肃的和彻底的，为了不让任何模棱两可的态度有存在的余地，必须承认，谁要是（特别是在合法报刊上）反对“地下组织”，即反对秘密组织，说它是“死尸”，说它是不存在的，说恢复它是一种反动的空想等等，——总而言之，用任何方法来贬低“地下组织”的作用和意义，谁就应该受到谴责，就不能容许他留在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队伍里。

必须承认，谁要是（特别是在合法报刊上）反对“鼓吹秘密报刊”，谁就应该受到谴责，就不能容许他留在秘密党的队伍里。只有真诚地竭尽全力协助秘密报刊和秘密传单等工作发展的人，才能成为秘密党的党员。

必须承认，谁要是在当今俄国用任何形式鼓吹“公开的”（即合法的）工人政党，谁要是提出“公开的党”或者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谁就应该受到谴责，就不能容许他留在秘密党的队伍里，因为“公开的”工人政党在客观上也就是沙皇君主主义的工人政党。

必须承认，谁要是用任何形式（特别是在合法报刊上）反对革命的群众性罢工（即把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同革命鼓动工作结合起来的罢工），反对革命的群众大会和街头的游行示威，谁就应该受到谴责，就不能容许他留在秘密党的队伍里。例如，在合法报刊上谴责工人的“罢工狂热”或者“斗争的更高级的形式”（＝游行示威的合法的别名），就属于这种不能容许的、攻击领导罢工和游行示威的党所进行的革命工作的行为。

必须承认，上面指出的种种背离社会民主党路线而接受“资产阶级影响”的现象，正是《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我们的工人报》的所作所为。

2.必须承认，谁要是用任何形式（特别是在合法报刊上）宣称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对于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是不适合的或不大适合的，谁就应该受到谴责，就不能成为秘密党的党员，这些口号是我们党的纲领所通过的，而且是当今俄国特别迫切地需要的，因为在当今俄国，沙皇君主制已经把沙皇形式上承认的宪法变成了对人民的嘲弄。

必须承认，鉴于自由派的报刊在群众中大规模地散布改良主义思想，把政治自由和沙皇君主制加以调和的思想，以及用革命手段推翻沙皇制度是不必要的、有害的和有罪的思想，——有鉴于此，必须进行争取象结社自由这样的立宪改良的鼓动工作，而且要在最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工人阶级是仇视自由派改良主义者的宣传的，并且把这一鼓动工作同解释和传播共和国的口号，即群众向沙皇君主制进行革命冲击的口号密切地联系起来。

3.必须承认，我们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何一部分同其他的党结成联盟或同盟，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都是同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

崩得和取消派违反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意志，没有取得该党的同意，也没有得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准许，而同非社会民主党的“波兰社会党左派”结成的联盟，就是这种不能容许的联盟。

杜马代表亚格洛，作为这个非社会民主党党员，只能是我党杜马党团的支持者，而决不能成为这一党团的成员。

4.必须承认，在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区应该只有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它要把各民族的工人联合起来，并且用当地无产阶级的各种语言来进行工作。

必须谴责崩得的犹太民族分立主义，他们直到现在还是不顾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决议和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重申上述决议的决议，拒绝执行社会民主党工人在各地实行各民族团结的原则，即1898年以来在高加索经受了光荣考验的原则[190]。

5.必须承认，已经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1903年）代表大会的正式决议否定了的“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是要按民族划线分裂工人，鼓吹精致的民族主义，这个要求是同党的纲领相抵触的（改头换面的民族文化自治，即所谓“建立保障民族发展自由的机构”也是这样）。

我们党的一切地方的、民族的或专门的组织（其中包括杜马党团）所通过的决议，凡容许民族文化自治原则的，一律撤销；必须承认，没有得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准许而恢复这些决议者，是同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

6.党的一切组织、党的各种文字的一切出版物应该立即号召各派社会民主党工人迅速实现自下而上的统一，也就是在各地成立秘密的社会民主党支部、组织和小组，或者，在已经有这些组织的地方就加入这些组织。同时要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派别”实行联邦制或权利平等的原则，只承认少数忠诚地服从多数的原则。1913年以来工人团体给各派报纸捐款次数，应该被合法报刊当作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对比最精确的（尽管是近似的）指标。因此党的一切出版物应公布这种数字，并且建议各地社会民主党组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新的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在采取各种实际步骤时以这些材料为依据。

在确定党员资格的问题上，必须承认，只有加入秘密的支部、小组或其他组织（无论地方的、工厂的、区的组织或合法团体中的社会民主党小组），只有进行布置会议、讨论党的决议、散发秘密出版物等秘密工作，——只有这些才是确定党员资格时必须考虑的。

一切集团和“派别”必须立即发出关于这一点的十分明确的秘密通告。

7.必须承认，绝对不允许在同一个城市或同一个地方有两种互相竞争的报纸。少数派有权在全党面前，在专门创办的争论性的杂志上，讨论有关纲领、策略以及组织的意见分歧，但是不得在与对方竞争的报纸上发表破坏多数派的行动和决议的言论。

鉴于彼得堡的取消派报纸主要是靠资产阶级而不是靠无产阶级出钱维持的，它的出版违背了圣彼得堡的觉悟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十分明显和不可争辩 
［注：据取消派在自己的报纸（1914年6月13日《我们的工人报》第34号）上的统计，圣彼得堡有72％是真理派，28％是取消派。这个奇怪的数字不是根据工人团体的数目，而是根据工人和资产阶级所捐的卢布的总数得来的，这就是说，1万个每人捐10个戈比的工人，就等于1个捐1000个卢布的资产者。事实上，从1914年1月1日到5月13日，圣彼得堡工人团体给真理派捐款2024次，给取消派捐款308次，即分别占86％和14％。］

 的多数的意志，它们进行的无视多数人意志的宣传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必须承认，立即停办这一报纸，同时创办一份争论性的杂志是必要的。

8.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和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包括社会革命党在内的整个民粹派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必须极其明确地和无保留地肯定这些决议。

必须承认，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任何民粹派）无论是建立联盟或同盟或订立暂时协定去反对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必须直接地、无保留地谴责彼得堡的取消派，因为他们甚至在自己的“八月代表会议”上也没有宣布社会民主党对社会革命党人采取任何新的方针，在选举保险机关时却一贯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联盟和订立协定来反对彼得堡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工人。

必须承认，著名的取消派分子和维护取消主义的集团中的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等）同在圣彼得堡《同时代人》杂志上鼓吹“旧的派别界限毕竟消除了”，“无法确定，马克思主义到哪儿为止，民粹主义从哪儿开始”（《同时代人》杂志第7期第76页）的社会革命党人结成撰稿联盟，是不能容许的。

凡不仅仅是为了在资产阶级出版物挣钱而为上述刊物撰稿的写作者，如果愿意做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必须退出该杂志撰稿人的行列，并且声明自己退出该杂志。

9.鉴于某些单独的国外集团，未受俄国国内任何党组织的任何委托，未同任何组织取得任何协议就进行活动，对俄国的工人运动起了极大的瓦解作用，必须承认有必要作出如下规定并付诸实施：一切国外集团，毫无例外地只有通过党中央委员会才能同在俄国国内进行活动的组织发生关系。

凡是不服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中心即中央委员会的国外集团，不通过中央委员会就单独同国内发生关系因而起了瓦解作用的国外集团，都不得使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

应该用国外捐款在国外创办社会民主党的争论性的杂志，以便全面地、不受书报检查地讨论有关纲领、策略、组织等问题。

必须确认和无条件地执行党章（第3条）的规定：只有“经批准的党组织有权出版党的出版物”。

10.必须承认，中央委员会伦敦会议（1908年1月初）一致通过的决议是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无条件地遵守的，这个决议说：

“在整个目前形势的要求下加强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在工会运动中的工作，应该本着伦敦 
［注：即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

 的和斯图加特的 
［注：即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决议的精神来进行，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不能在原则上承认工会的中立即无党派性，恰恰相反，而是要不断努力使工会尽可能紧密地靠近社会民主党。”

必须承认，在工会中进行反对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鼓动工作，是同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

取消派应保证不号召大家不服从工会理事会，保证忠诚地服从工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多数，决不建立分裂的平行的工会。

对待任何工人团体如各种俱乐部等等的工作也应如此。

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加入每个工会、文化教育协会等等组织内部的秘密的社会民主党支部。这些支部必须执行秘密党的决议。

必须承认，全体社会民主党人都有义务为反对按照民族特征划分工会。

11.必须承认，在报纸上反对圣彼得堡工人选出的参加保险机关（全俄保险理事会、首都保险会议等等）的代表团，以及号召大家不服从它的指示等等，——都是不能容许的。必须承认，这个工人代表团所批准的保险纲要是必须遵守的。

同工人保险代表团的正式机关刊物（《保险问题》）竞争的《工人保险》杂志[191]必须停办。

12.高加索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承认，为已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否定的民族文化自治进行鼓动工作是不能容许的。

高加索的社会民主党人应保证不破坏每个城市内只有一个统一的跨民族组织的原则，决不能在政治组织或工会组织内以民族划线分裂工人。

13.国家杜马的6名代表（齐赫泽党团）以及布里扬诺夫代表必须承认上述一切条件。

齐赫泽党团应该在杜马讲坛上声明同意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收回它所宣扬的“民族文化自治”（以及改头换面的提法：“建立……机构”）。

齐赫泽党团应当承认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承认有义务遵守党的一切决议，承认中央委员会的否决权。




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才认为可能实现统一，才愿意开始进行实现统一的运动。我们认为，在出版《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我们的工人报》的取消派集团采取目前策略的情况下，同这个集团是绝对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和联系。而其他一切维护取消派的或者鼓吹同取消派统一或妥协的集团、流派、派别和机构，我们认为，从俄国工人运动的政治现实来看，都是一些空架子。

我们声明，用关于可能而且不难同取消派集团统一起来的口头上的保证和诺言来哄骗俄国的工人阶级，就等于对事情大帮倒忙，就等于用空话来冒充现实。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的实际建议：

早在一年以前我们党就提出了召开党代表大会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在191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夏季会议的决议中就宣布过。现在这个召开代表大会的计划很快就要实现了。在最近的将来，在维也纳代表大会—闭幕或者甚至在维也纳代表大会期间，可能就要举行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自然，我们要求同志们不要发表和谈论这件事。如果那时遭逮捕的人很多，可能就不举行代表大会而举行代表会议。

因此，在上面列举的各项条件还没有履行以前，我们拒绝采取任何迁就取消派集团或取消派集团的维护者的措施，我们建议一切与我们观点相反的认为同原封不动地采取目前策略的目前的取消派集团可能统一、和解或妥协的集团、流派和派别，——我们建议这一切集团利用维也纳代表大会开会的机会，对我们的条件进行一次共同的正式的讨论。

但愿那些鼓吹同取消派和解或妥协的人不限于口头上的鼓吹，而能用行动证明同目前的取消派有可能统一。

如果我们能够把一切维护取消派的集团同取消派集团磋商的结果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或者代表会议上报告给俄国五分之四的工人的代表们听，我们会感到非常高兴的。

14.最后我必须再谈一件事，虽然这会使人感到很不愉快，但在就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问题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的时候，这是不能避而不谈的。

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的对手取消派在自己的报纸上对我们党的某些党员进行激烈的人身攻击，他们或者是在群众面前公开给他们加上一大堆卑鄙无耻的刑事犯罪的罪名，或者是在自己的报纸上散布关于这类罪行的“传闻”。我们党的报纸回答了这些攻击，并以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直截了当地、明确地把取消派，特别是把他们的两个首领唐恩和马尔托夫叫作诽谤者。

不难想象，取消派的这种“攻击”在群众中起了多么严重的瓦解组织和瓦解斗志的作用，我们的原则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针锋相对”。让我们简单地举四个例子：

（1）1911年尔·马尔托夫在巴黎发表了小册子《是拯救者还是毁灭者？》，这本小册子主要是给列宁加上可耻的刑事犯罪的罪名。马尔托夫把这本小册子的德译本送给了考茨基，后者当时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某个有争议问题的仲裁人。考茨基在给卢那察尔斯基（“前进”集团）的信中说马尔托夫的这本小册子是一本“令人反感的”书，这个评语曾经被普列汉诺夫公布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最近取消派的报纸开始用暗示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把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散布到俄国的公众中去。

（2）从1913年到现在，取消派的报纸一直公开指责我们党的党员、保险机关的工作人员丹斯基不忠实。指责的理由是，丹斯基在业主的即企业家的组织里供职，为资产阶级服务。我们党通过一些机关（《真理报》和《启蒙》杂志的编辑部、国家杜马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和某些工会等等）审查了这些指责，确认丹斯基已经逐渐由为企业主服务转到为工人运动服务了。他起初是《真理报》的匿名的撰稿人。在丹斯基最终加入我们党时，我们曾提出要他执行我们党的决议，完全脱离企业主的组织。丹斯基履行了这一点，辞去了上述职务。我代表中央委员会重申，我们党认为他是个忠实的同志，不允许任何人恣意毁坏他的名誉。我们的报纸指责取消派对丹斯基的诬蔑，并且指出取消派在这方面是特别不老实的，因为马尔托夫本人就经常用其他的笔名（在这里我把事实完全宣布出来：《基辅思想报》上的叶戈罗夫）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写东西，取消派报纸的经常撰稿人当中在企业主联合会供职过的有叶若夫，过去或现在还在供职的有叶尔曼斯基。

（3）杜马代表马林诺夫斯基没有说明原因突然从杜马弃职出走。我们的工人们召开了地方和中央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决定开除马林诺夫斯基出党，因为他瓦解了组织，临阵脱逃，未加说明也未事先经过领导机构讨论就离开了战斗的岗位。当时取消派的报纸散布不指名的传闻，暗示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并且要求各派联合调查这种传闻。我们中央委员会声明，可以为马林诺夫斯基担保，经过调查之后，证实这种传闻是唐恩和马尔托夫的无耻诬蔑。中央委员会不参加任何有取消派参加的联合委员会，它继莫斯科的10个工会组织的代表之后，指责了进行诬蔑的人们，指责他们竟敢在报刊上不指名地散布有人充当奸细的“传闻”，而不是通过组织手续把这种传闻报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或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崩得以及某些信任取消派的集团，由领导机构和负责机关来查清这种传闻。布尔采夫声明他不相信这种传闻。我们中央委员会的调查委员会声明要公布关于这种传闻的散布者的材料。我要补充的只是，这些散布者就是取消派分子。

（4）最近几天取消派的报纸发表了曾任第二届杜马代表的阿列克辛斯基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指责我们党的一位服过苦役的党员安东诺夫同志有变节行为。然而无论是同安东诺夫同志一起服过苦役的同志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或者是1907—1908年党中央委员会在芬兰通过的决议，都确认安东诺夫同志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而孟什维克（即现在的取消派）和所有的“民族组织”当时也都参加了中央委员会。我们报刊的回答等于再次指责唐恩和马尔托夫在散布诽谤言论。

我必须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在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面前就这个问题提出实际建议。我们认为取消派的手法是一批被开除出党的人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手法。因此我们不指望通过道德说教使他们“改过自新”。但是，当包庇取消派的机构（如“组织委员会”、崩得以及托洛茨基）和众多的国外集团（包括普列汉诺夫）对我们谈论同这些取消派分子“统一”的时候，我们要在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面前向他们提出如下的建议：

他们应该开诚布公地、直截了当地声明，他们究竟同意不同意取消派在上面指出的4点（我们相信，除了这4点，取消派还可以补充44点）上所进行的“攻击”。

如果他们不同意，就让俄国的工人们知道这一点。

如果他们同意，所有建议我们同取消派“统一”或妥协的集团就应该选出一个联合委员会，草拟一份讲明理由、有事实依据、公开指控我们党的某些党员有不忠实行为的文件。我们将把这个文件提交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我们将建议一切维护取消派的集团组成的委员会的代表出席我们的代表大会，并且提出自己的证据。

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作如下的声明：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目前在我们党的队伍内已经有所表现的、认为所有主张同取消派“统一”的集团都在暗中支持诽谤者的看法，就会在我们党内固定下来。

我们将代表俄国大多数觉悟的工人保护我们党的组织，使之免遭破坏，除了我们已经采用的和上面指出的保护办法，我们看不到有其他办法（如果不把我们一有可能就要诉诸资产阶级法庭这一办法算在内）。

我已经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托我作的报告作完了。我想把报告归纳为两个简短的论点：

表面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党，在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上不顾取消派集团的反对而恢复了的党，已经把取消派分子开除出党。在此以后，在经过了两年半的运动以后，俄国绝大多数的觉悟工人赞同了我们党的路线。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比过去更加坚定地相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是不会放弃这条路线的。如果取消派分子和维护他们的集团想要我们撤销关于开除取消派分子出党的决议，我们中央委员会愿意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相应的建议，但只有在我上面列举的条件得到履行的情况下才会替这种建议说话。

实际的情况，即问题的实质是这样的。俄国正经历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不坚定的知识分子集团有时喜欢把自己当作社会民主党人，或者支持我们党与之斗争了20年的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1895—1902年的“经济主义”、1903—1908年的“孟什维主义”和1908—1914年的“取消主义”）。取消派的八月（1912年）联盟以及这一联盟瓦解的经验证明，取消派和他们的维护者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建立任何政党、任何组织。只有在反对这些集团的斗争中，俄国的真正工人的社会民主党才会形成起来，才有可能形成起来；尽管存在着极大的困难，这样的党现在已经联合了十分之八的（只算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或十分之七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都计算在内）觉悟工人。


附录

指示


一 个人的意见

关于跟着真理派走的，确切些说就是真理派的俄国工人是占多数还是少数的材料同“统一”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应该指出：

1.如果某个党或某个集团明确地提出我们党原则上不能同意的纲领或策略，那么关于多数的问题当然就没有意义了。例如，假定说，跟我们的纲领和策略都不相同的社会革命党（左派民粹派）把俄国大多数工人争取到他们那方面去了，这丝毫不会使我们放弃自己的路线。对于那些直截了当地否定当今俄国的“地下组织”（＝秘密党）的人，也是如此。

但是，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集团和一部分取消派分子硬说他们同我们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原则性的分歧。如果这些集团和这些人拒绝服从多数，我们就不得不向他们指出他们的不彻底性。

2.使我们相信我们的策略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性的，首先是我们多年来对俄国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了解和参加这一运动的经验，以及我们的理论上的即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但是，我们坚持如下的看法：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实践的重要性决不次于理论，而且只有这种实践才能对我们的原则作出真正的检验。“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浮士德）。因此，在同取消派及其同盟者进行了两年半的斗争以后，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表示赞成“真理派”，这一事实使我们更加相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使这种信念不可动摇。

3.在我们俄国差不多每一个集团或“派别”（按照旧的称呼）都指责别的集团或“派别”，说它们不是工人的，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我们认为这种指责，或者确切些说，这种考虑，这种指出某一集团的社会作用的做法，从原则上讲是极端重要的。正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极端重要的，所以我们认为有责任做到：我们指出其他集团的社会作用，不是凭空说的，而是用客观事实来证实的。这是因为客观事实不容置疑地、无可反驳地证明，在俄国只有真理派是工人的派别，而取消派和社会革命党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派别。


二 个人的意见

如果有人（不管是社会党国际局的人还是我们的对手）企图“撇开”或者贬低证明我们占多数的那些材料，即客观材料，我们一定要请求发言，用整个代表团的名义正式提出内容如下的正式抗议：

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言论（或企图、借口等等），说我们的关于俄国绝大多数觉悟工人跟谁走的客观材料未经执行委员会查核（或与统一问题无关），不应提交执行委员会审议。我们认为恰恰相反，整个国际无疑感兴趣的，社会党国际局在它的决议（1913年12月的决议）中明确表达出来的意向，就是取得最完整的、精确的、以文件为根据的关于俄国工人运动实际情况的材料。

我们认为，我们的对手是知道社会党国际局的十二月决定的，但是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至今还没有单独地收集有关俄国工人运动的客观材料。

我们声明，在王德威尔得同志对俄国成功的访问之后，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能够通过王德威尔得同志完全合法地写公开信给俄国各家工人报纸（或愿意成为工人报纸）的编辑部和俄国各种合法的工人团体的一切理事，以便直接收集有关俄国的觉悟工人分成真理派、取消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民粹派）以及其他派别的材料。

没有这些客观材料，个别“集团”的代表的主观主义声明是绝对没有任何价值的。


三 不纳入报告

从取消派在拉脱维亚代表大会上的某些零零星星的言论和报刊上的某些暗示来看，他们搞“联合”骗局的计划之一，就是召开“共同的代表大会”的方案。

这个显然旨在笼络轻信的外国人的方案大约是这样的：或者是成立一个负责召开共同的代表大会的“联邦制的”组织委员会，或者是由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增补”某些取消派组织的代表，来负责召开共同的代表大会。

不管这个计划采用什么形式，都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如果在布鲁塞尔“代表会议”上这个计划以某种形式出笼，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就应该声明：

在取消派集团还没有履行我们提出的条件以前，我们决不能为召开共同的代表大会，或为实现联邦制，或为最低程度的接近采取任何措施。因为只要它们没有履行这些条件，我们就不能对被开除出党的而且每天还在自己的报纸上继续进行瓦解组织的活动的取消派集团表示丝毫信任。

我们如果信任这一集团，就等于鼓励它继续进行这种瓦解活动。而我们根据我们的一些代表大会、一些会议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要求取消派停止这种活动，这是“和解”的必要条件。

形式上没有被开除出党的一些集团和组织（如崩得或高加索区域局或“六人团”等等）包庇取消派，绝对改变不了局面。从俄国的工作来看，本质的和现实的情况只有一个，就是：存在着这个取消派集团和它的号召大家破坏多数人意志的报纸。

如果崩得、齐赫泽的“六人团”等等，或高加索区域委员会，或托洛茨基，或组织委员会，或其他任何人愿意同我们接近，他们首先就应该努力使取消派集团接受我们的条件，或者坚决地谴责取消派集团并同它决裂。否则我们就根本谈不上采取任何对取消派集团表示信任的措施。

真正愿意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的人，就应该不抱幻想，不被主观的保证和诺言等等打动。通向统一的道路有一条，而且只有一条，就是迫使脱离秘密党、瓦解秘密党、破坏多数人的工作和意志的少数人同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刀两断，并且用行动证明自己愿意尊重多数人的意志。

对取消派集团目前的行为给予任何直接或间接的鼓励，或者使取消派集团产生希望，认为在它停止自己目前的活动和真正服从多数派的意志以前有可能同它实行“联邦制”或实行“和解”，或召开“共同的代表大会”，或“互相接近”，都不会有什么结果。已经联合了4/5觉悟工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不允许别人破坏它的意志的。

要自己和别人“确信”取消派并不那么坏的集团和机构（崩得、组织委员会、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应该了解，我们需要的不是言论，而是行动。如果他们信任取消派，他们就应该同取消派一起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向代表大会提出我们的条件，努力使取消派作出满意的答复并且实际履行这些条件。我们要看结果，我们要等待行动，诺言我们是不相信的。

在取消派实际履行了我们的条件以后，而且只有在这以后，才有可能召开共同的代表大会和采取召开这种会议的措施。

外国的社会党人同志们有时会犯非常严重的错误，他们想帮助实现统一，但是同时又使取消派产生一种希望，就是取消派不彻底地根本改变他们的行为，不服从多数人的意志，我们也会同他们一起工作。不是帮助实现统一，而是帮助分裂分子，——这就是这种策略在客观上造成的后果。

我们的条件就是我们关于统一的协定草案，在取消派签署这个协定以前，在他们实际履行这个协定以前，根本谈不上采取任何导致接近的措施。


四 关于1914年4月4日游行示威的问题



［注：见本卷第389—393页。——编者注］

 。（1）我从彼得堡（以波波夫的名义）还订了《坚定思想报》（社会革命党）第18号和1914年4月4—5日的资产阶级报纸。如果这些报纸寄到你处，应该补充到报告的文件中去。

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取消派从来没有散发过传单。1913年他们散发过一份五月传单（在维也纳印的），据彼得堡人说，1914年他们没有散发过。也有人说，散发过一份关于罢工的传单。

然而1914年4月4日是破坏秘密工作的典型事件之一。




如果普列汉诺夫或鲁巴诺维奇希望申辩，我们是否投票赞成他们出席？我想应该这样回答：“我们本应该投票反对的，因为鲁巴诺维奇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普列汉诺夫也不代表俄国的任何组织。但是，因为在我们的报告中有直接抨击普列汉诺夫集团和鲁巴诺维奇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打算投反对票，而是弃权。”




给少数派保证吗？人们会问我们。

“不，我们既不同意跟被开除出党的取消派集团，也不同意就这个集团有关的问题讨论给它以任何保证。我们本身却要求取消派及其朋友们提出保证。”




注意：我们的条件的总的精神就是，反对抛弃老的一套，反对转向新的政党。我们不同意！请比较一下阿克雪里罗得的关于“党的改革或者确切些说关于党的革命”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一文。——编者注］

 的言论。

注意如果谁抱怨分裂而又这样写，那是很可笑的！！！




不包括某些民族团体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不是合法？

是合法的，因为它是俄国的党，从1898年到1903年就没有包括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从1903年到1906年就没有包括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和崩得！！

我们并没有排斥某些民族团体，是他们自己由于取消派问题而退出了。这对他们更糟糕！！




要尽力争取公布代表会议的记录，如果遭到拒绝，就提出书面抗议（如果根本拒绝，就要求公布我们的决议案——反正我们是要公布的——和反决议案（同时，执行委员会可以删除涉及“个人”的内容））。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迫使取消派＋崩得＋波兰社会党＋普列汉诺夫提出反决议案和反建议案。而我们答应把亲爱的同志们的“反建议案”提交我们的代表大会，什么也不要同意就退出会场。




最重要的是（最好是在答复中）着重指出，我们的“条件”基本上早就由工人们公布了。我就给波波夫寄去有关的几号《真理报》。




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布鲁塞尔代表会议最好采取怎样的工作程序呢？

首先由所有的组织和集团作报告，——这一项要用相当多的时间。然后进行简短的评论，在此以后由所有的组织和集团提出具体的建议。

在所有参加代表会议的人提出自己的具体建议时，让每一个人表态，他认为根据这些建议是否有可能为相互接近或者为举行关于相互接近的会谈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如果他认为不可能，那就把一切建议转交自己的组织。

很明显，我们这方面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取消派、崩得、罗莎和普列汉诺夫（以及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的建议，而是把他们的建议转交我们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

我们的任务仅仅是——比较清楚地说明我们的条件，记下“他们的”条件，然后退出会场。

有人会问我们，我们的条件是不是最后通牒式的？不是。我们要看看他们向我们提出哪些反建议，然后我们再答复：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不能继续进行会谈（等所有人都讲完，要求所有人在所有问题上提出反建议，然后离开会场。这就是我们的计划！）。

是不是要把波兰问题和俄国问题分开呢？我以为我们应该反对分开。我们要同我们的波兰人商量。

很明显，有人会千方百计地攻击我们提出了“吓人的”要求。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引证我们的一些代表会议和工作会议的决议以及彼得堡人、莫斯科人、高加索人等等的关于统一的决议。决议汇编我就寄去。我们要总结我们各组织的意见。如果谁也不愿意考虑这些意见，——也只好听便。我们也无能为力。

从取消派报纸的言论来看，王德威尔得在彼得堡进行了试探：我们是否同意执行委员会不是当调停者而是当仲裁人，即关于我们的意见分歧的终审“法官”？

答复是这样的：1965年倍倍尔曾提出过这种建议[192]，我们的代表大会拒绝了，除表示谢意外，还声明，我们是自主的党，我认为，我们的代表大会现在也会这样答复（至少中央委员会的看法是这样）。

关于“诽谤”的问题“他们”或许会建议大家都撤回一切谴责。应该要求付诸表决！我们反对。我们将把他们的建议提交我们的代表大会。（如果他们提出并通过上述建议，他们就会陷入十分难堪的处境。）［［我们不会把散播诽谤言论的人的罪行同称诽谤者为诽谤者的人的行为等同看待的。］］

总之，毫无疑问，“他们”大家都会寻找“中间的”、“调和的”提法。我们要指出，1910年1月就有人曾经同我们作过这种尝试，1912年8月也有人同拉脱维亚人作过这种尝试，我们决不再重复了。就让代表会议分成两个明显的阵营吧：一边认为有可能同目前的取消派接近，另一边则认为如果取消派不彻底改变策略和行为，就不同他们接近。

应该比较仔细地记下“调和的”提法（这是主要的），然后稍加批评，就——·——一概拒绝。





	载于1929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1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361—405页

















[183]这是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社会党国际局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报告和给参加这次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指示。报告底稿有两种，一种是列宁的手稿，另一种是伊·瓦·克鲁普斯卡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的誊抄稿，经列宁作过修改。两种底稿都不完整，现在的报告是根据两种底稿整理而成的。报告的提纲见本卷第456—459页。报告的另外一些准备材料，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291—295页和第320—328页。



布鲁塞尔“统一”会议是根据社会党国际局1913年12月会议的决定于1914年7月3—5日（16—18日）召开的（参看注54）。按照这个决定，召开会议是为了就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可能性问题“交换意见”。但是，早在1914年夏天，社会党国际局主席埃·王德威尔得访问彼得堡时，就同取消派的首领们商定：社会党国际局将不是充当调停者，而是充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分歧的仲裁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知道，布鲁塞尔会议所追求的真正目的是要取消布尔什维克党，但是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如拒绝参加，将会使俄国工人无法理解，因此还是派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代表团由伊·费·阿尔曼德（彼得罗娃）、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卡姆斯基）和伊·费·波波夫（巴甫洛夫）三人组成。列宁当时住在波罗宁，同代表团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他指示代表团要采取进攻的立场，要牢牢记住社会党国际局是调停者，这是十二月会议决议宣布了的，而不是法官，谁也别想把别人意志强加于布尔什维克。



派代表参加布鲁塞尔会议的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外，还有10个团体和派别：组织委员会（孟什维克）以及归附于它的一些组织——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和“斗争”集团（托洛茨基分子）；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的“统一”集团；“前进”集团；崩得；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波兰社会党—“左派”。



布鲁塞尔会议充满着尖锐斗争。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在会议开幕时便宣称，各派在俄国国内的力量强弱，是与统一不相干的统计学。王德威尔得则说，国际不容许把一切归结为数字和谁是多数的争论。会议根据卡·考茨基的建议批准了下述议程：纲领分歧；策略分歧；组织问题。王德威尔得还声称，会议将就每项议程通过决议。根据列宁的指示，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坚持会议必须听取各代表团的报告以及它们分别提出的保证统一的具体条件。会议不得不把已通过的议程搁置一边。



阿尔曼德在7月17日上午会议上用法语宣读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社会党国际局的领导人不让她读完报告全文。她只读了报告的一部分便不得不转到统一的条件问题。机会主义分子对列宁拟定的条件进行恶毒攻击。格·瓦·普列汉诺夫说这不是实现统一的条件，而是“新刑法条文”。王德威尔得声称，即使这些条件在俄国得到赞同，国际也不允许付诸实施。考茨基以社会党国际局的名义提出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议案，断言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不存在妨碍统一的任何重大分歧。由于通过决议一事已超出会议的权限，布尔什维克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拒绝参加表决。但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案仍以多数票通过。原来同布尔什维克采取一致立场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发生了动摇，投票赞成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



布尔什维克拒绝服从布鲁塞尔会议决议。取消派、托洛茨基分子、前进派、普列汉诺夫派、崩得分子以及高加索区域组织的代表则在会后组成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布鲁塞尔联盟（“七三联盟”），这一联盟没有存在多久就瓦解了。——377。



[184]非常法（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380。



[185]“代理人”是从工人中推选出来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的先进工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关于秘密组织的建设的决议》和波罗宁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和关于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都提到了建立代理人制度的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和第24卷）。——380。



[186]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技术委员会（国外技术委员会）是在1911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六月会议上成立的，执行与党的出版、运输等工作有关的技术职能。技术委员会作为在中央全会召开前的临时机构，由出席六月会议的中央委员小组领导。委员会由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由于委员会被调和派多数所把持，布尔什维克代表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于1911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该委员会。——382。



[187]俄国组织委员会是根据1911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六月会议的决议为筹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而成立的，于当年9月底在各地方党组织代表会议上组成。委员会的活动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时结束。——382。



[188]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3年二月会议的决议：《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75—377页）。——389。



[189]意大利式罢工即消极罢工或留场罢工，因首先流行于意大利而得名。——390。



[190]指按照跨民族原则建立起来的高加索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组织。这些组织把各民族的先进无产者团结在自己的队伍里。列宁高度评价了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活动，不止一次地指出，它们是各民族工人团结的典范。——399。



[191]《工人保险》杂志（《Страхование Рабочих》）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刊物（月刊），1912年12月起在彼得堡出版。1917年二月革命后用《工人保险和社会政策》的名称出版。1918年6月停刊。——402。



[192]指奥·倍倍尔1905年2月3日给列宁的信。倍倍尔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在信中建议组织一个由他担任主席的仲裁法庭，以求停止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内斗争。列宁在同年2月8日的回信中声称自己无权解决这个问题，倍倍尔的建议只能转告党的代表大会（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在同年3月10日（23日）《前进报》第11号发表的给倍倍尔的复信中也拒绝了他的建议，并强调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斗争的实质不带“个人性质，或者至少不带集团性质”，而是“政治思想的冲突”。因此，有权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能是党代表大会，而不是仲裁法庭（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和材料汇编》1955年俄文版第64—66页）。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没有作关于倍倍尔的信的专门报告，然而在讨论中发言的代表都反对倍倍尔的建议，赞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上述复信中所阐述的观点（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49、51—52、57、58、312页）。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对倍倍尔的建议的答复也得到各地方组织的拥护。——416。





《列宁全集》第25卷


工人对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反应
[193]



（1914年3—6月）

不言而喻，由于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了独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同取消派的公开斗争必然变得特别激烈、特别突出。党的取消派（以及公开地和隐蔽地维护他们的人）借此叫嚷实行“统一”，因为很难找到比这更方便、更体面的借口了。按照庸人们对问题的提法，好象问题全在于杜马中愿意用社会民主党名称的党团是一个还是两个；至于这个或者那个党团执行的是谁的意志，谁在贯彻多数有觉悟和有组织的工人的决议，什么是“地下组织”，庸人们却没有能力加以分析，甚至不敢去分析。

因此，如果取消派在某一点上能博得根本鄙弃“党”的庸人和市侩的同情的话，那就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所谓“分裂”。喜欢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市侩们的哀号，从来没这样声嘶力竭，这样悲戚凄惨。由于全部事件都是公开的，工人和公众很容易对此事作出评价，而《真理报》和取消派的报纸也不约而同地号召觉悟的无产阶级表明自己的看法。

两家报纸都开始大量刊登来自工人的书信、声明和决议。

自从独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成立（1913年10月底）以来，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两家报纸上发表拥护“六人团”（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和拥护“七人团”（取消派）的决议这一运动已经结束。

人们会问，运动的结果如何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首先要引用尔·马尔托夫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10—11期合刊上发表的下列言论：


　　尔·马尔托夫先生写道：“无产阶级怎样对待他们习惯于看成一个整体的杜马党团的分裂呢？根据目前报刊上的材料很难〈！？？〉作出判断。约有一万多工人在《新工人报》和《拥护真理报》上分别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在这个数目中，有一半多一些〈黑体是我们用的〉赞成‘六人团’的活动。但是这种优势被下面的事实缩小〈请听！〉了：表示反对分裂，因此也就是拥护社会民主党党团中的多数的，有许多党的集体单位，其中有些是联合了相当多的工人的集体单位。”（1913年《我们的曙光》杂志第10—11期合刊第97页）



　　请看，这就是马尔托夫先生的全部论断，这是第一千次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如何用地道的布勒宁手法[194]歪曲事实真相！“一半多些”！！还有更模棱两可的说法吗？51和99都是100的“一半多些”。许多党的集体单位怎么会“缩小”上述优势呢？首先，这里没有具体数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许多”这个字眼作随心所欲的理解；这个措辞似乎是马尔托夫先生为了掩盖真相而有意用的。其次，——而且是主要的——如果许多所谓党的集体单位拥有小部分工人，那么这种集体单位显然是虚构的。只有完全不熟悉情况或者是马虎大意的读者才会相信尔·马尔托夫先生的话，仿佛可能有一种集体单位既不是虚构的，又不能在报纸上汇集它所代表的全体工人对重大而迫切的问题所表示的全部意见。

尔·马尔托夫先生弄巧成拙了。他不仅承认了多数工人斥责社会民主党党团中的取消派即“七人团”，而且也承认了取消派先生们用来炫耀的是些没有工人拥护的、虚构的集体单位。

马尔托夫先生承认了失败，可是又搬出虚构的“集体单位”，妄图用布勒宁的方式来掩盖失败的惨重程度，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说明这种惨重程度的准确数字已经公布了，并且在1913年12月1日（14日）的社会党国际局的会议上告诉了马尔托夫的朋友们！为什么取消派在报刊上没有一次，没有一个字谈到过这些数字呢？难道不是心中有鬼吗？

这些数字总结了1913年11月20日以前的情况。这里统计的只是表了态的工人的签名，也就是最准确的、从未有人提出过异议的材料。总结表明：4850人签名拥护“六人团”，只有2539人签名（其中1086个是崩得分子，636个是高加索人）拥护取消派，即拥护“七人团”。

现在请想一想，该怎样评论这位作家的手法！他企图使公众相信，似乎反对取消主义的人们的优势已被“许多”（虚构的）集体单位“缩小”；而这些集体单位合在一起在整个俄国只能收集到表态的工人签名总数的1/3！

现将在整个运动期间（这个运动已在一月初结束）刊登在两家报纸上的态度明确的决议中的签名数字列举如下：






	　
	已经刊登出来的决议和声明中的签名数字



	　
	拥护“六人团”（拥护党）




	拥护“七人团”（拥护取消派）


	共计



	圣彼得堡…………………
	5003
	621
	5624



	俄国其他地方……………
	1511
	559
	2070



	高加索……………………
	208
	719
	927



	崩得………………………
	—
	1086
	1086



	　　共　计
 ……………
	6722
	2985
	9707







取消派不顾廉耻，重复毫无根据和经不起检验的虚伪论断，竭力蛊惑阅读他们著作的读者，因此，无论我们怎样强调上述数字的意义都不为过分。这些数字是从两种互相竞争的报纸上引来的，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可以对我们的计算进行核对，可以不看我们的计算，自己进行计算。

总之，这些数字提供了一幅极有教育意义的关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党派情况的画面。俄国没有一个政党，的的确确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整个反革命时期，特别是在1913年，就党内生活最重大的问题向全体党员如此公开地和大规模地征求意见。俄国没有一个合法的政党，没有一个财力雄厚的和拥有无数知识分子及各种机关报刊的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政党，能够提供工人阶级政党所提供的材料，而这个被赶入地下的贫穷的无产者的政党，这个靠无产者的零星戈比维持着自己的小小报纸的政党却提供了这种材料。

工人政党给俄国所有的政党提供了应当怎样吸引普通党员群众对有争论的问题进行公开的全面的讨论的榜样。一切党派的、各种年龄的和形形色色的自由派分子和庸夫俗子们都喜欢为社会民主党的“分裂”痛哭不已。这些好心肠的先生不明白，不进行斗争就不能执行多数人的意志；而不执行多数人的意志，就谈不上什么党性，甚至根本谈不上有组织的政治行动。

当杜马中13个代表违反俄国多数有组织、有觉悟的马克思主义工人的意志时，蠢人们把这种“秩序”叫作“统一”；当杜马中的6个代表根据这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多数的意志并为了执行他们的意志而组织了独立的杜马党团时，他们却责骂这种现象是“分裂”。

这些蠢人难道不可笑吗？难道他们不是理应受到蔑视吗？

除了想欺骗工人的人们，现在谁都应当明白，13个代表的所谓“统一”（取消派和调和派正在喋喋不休地谈着这种统一）是对党的意志的破坏，是对多数工人的意志的嘲弄。

反过来，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研究研究问题。只要不是疯子就不会怀疑：1913年夏天举行过马克思主义者的会议（会议是很不公开的），那次会议上通过的已为党的领导机关所批准的决议已经成为党的意志和党的决议。这个决议要求“六人团”独立行动。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3年夏季会议的决议（9月）》一文。——编者注］

 取消派和调和派先生们，你们责骂这次会议吗？你们称这次会议是小圈子，是拼凑的一伙，是什么空架子等等吗？好得很！你们的谩骂只是表现了你们的软弱无力，因为不容争辩的客观事实是：根据这个“小圈子”的决议，俄国2/3觉悟的工人团结得象一个人，一致拥护这次会议，拥护执行这次会议的意志。

空谈“统一”的先生们，这才叫作党，而你们所说的“统一”，实际上是允许取消派破坏党的意志。

应当注意到，既然有两家互相竞争的日报，就根本谈不到有人会妨碍任何愿意表态的觉悟工人来表明态度。结果却是拥护取消派的少于1/3，而且在取消派所得的选票总数中，来自崩得和高加索的占了一大半。在我们所引用的签名统计材料里，拉脱维亚的工人却几乎没有包括在内（他们有98人签名拥护六人团，70人签名拥护取消派，而在参与表决这个问题、但没有签名的拉脱维亚工人中，有863名拥护“六人团”，347名拥护取消派），800多名波兰社会民主党工人在表决时拥护“六人团”，但没有签名，因而完全没有包括在内（将近400名拥护取消派的“社会党左派”情况与此相同）。


两个党团第一季度的工作经验说明了什么？

我们还不能在这里详细地谈论这个工作的政治内容。在杜马讲坛上提出多数工人的质问和要求，表达多数工人的观点和意志，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目前六人团的工作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这是一个令人最感兴趣的问题，可惜，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留在下一次来谈。我们只想用一两句话指出，国家杜马六人团的代表巴达耶夫和马林诺夫斯基1914年3月4日在国家杜马发表的演说中，第一次给了出版自由问题一种非自由派的提法，一种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的提法，而取消派在著作界，在自己的出版物上，在自己“七人团”的杜马演说中，纯粹是按照自由派的方式把这个问题弄得混乱不堪，就在不久以前的3月13日《北方工人报》第2版上还可以读到这样一种议论，似乎“鼓吹秘密报刊只能削弱工人争取自己的合法报刊的斗争”。为了同这种可耻的、叛徒式的言论和意见进行斗争，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一个独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在原则上是何等的必要，这在本书的正文中已多次谈到过，我们还要不止一次地谈到它。

现在我们只给自己提出一个比较简单的任务，就是让读者注意国家杜马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一下子变得与取消派七人团不同的“外部”证据（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每一个党团都在自己的报纸上刊登自己的司库关于该党团经手款项的财务报表。这些款项是用来救济被迫害者，用来帮助各工厂和各工业部门的罢工工人，用来满足工人运动其他各种需要的，它向我们展示了工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它以准确的、无可争辩的、客观的数字清楚地表明，国家杜马中的这个或那个党团同工人运动的联系究竟如何。

两家报纸和两个党团公布的具有上述性质的最后一次报表，包括的时间到1914年1月21日为止。这就是说，仅仅是两个党团单独存在以来三个月（自10月底到1月底）的报表。下面就是两个党团在这一个季度的报表的综合统计：

由两个党团经手的捐款：






	　
	捐款总数
	其中包括：
	工人团体数目



	　
	非工人捐款
	工人捐款



	　
	卢布
	戈比
	卢布
	戈比
	卢布
	戈比



	（1）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经手………
	6173
	—
	71
	31
	6101
	69
	719



	（2）社会民主党党团经手…………………
	2212
	78
	765
	80
	1446
	98
	94①









［注①：正文中这些材料只统计到1914年1月21日为止（从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时起，即从1913年10月底起）。

我们认为有责任在这里引用由维·亚·吉·同志统计的比较完整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从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成立到1914年6月止的整个时期。



从1913年10月起到1914年6月6日止，根据马克思主义者和取消派报纸的报表，由各杜马党团经手的（用来救济被迫害者等等的）捐款数目如下：



其中包括：








	　
	共计
	其中包括：
	工人团体数目



	　
	非工人捐款
	工人捐款



	　
	卢布
	戈比
	卢布
	戈比
	卢布
	戈比



	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经手………………
	12891
	24
	828
	63
	12062
	61
	1295



	社会民主党党团经手…………………………
	6114
	87
	2828
	04
	3286
	83
	215








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获得的非工人捐款占总数的6％，而取消派（即“社会民主党”）党团则占总数的46％。给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捐款的工人团体的数目占总数的85.7％（1510个当中有1295个），给“社会民主党”党团捐款的只占总数的14.3％。］




这些枯燥的数字提供了一幅两个党团的组织联系和全部生活的非常鲜明的画面。在这个季度里，向取消派党团捐款的工人团体的数目比向护党派党团捐款的差不多少了7/8。

可是取消派党团获得的非工人 
［注：这里指的是个人的、国外的以及学生的捐款。］

 捐款总数却多了9倍：765卢布比71卢布。护党派党团获得的非工人捐款 
［注：这里指的是个人的、国外的以及学生的捐款。］

 仅占全部捐款的1％（6173卢布中有71卢布）。而在取消派方面则占全部捐款的34％（2213卢布中有765卢布）。

这些数字使远离杜马党团生活的广大公众有可能正确地衡量并仔细地思索那些接近杜马党团生活的人从千万种日常生活“小事”里清楚知道的事实，这就是：

——取消派的党团（七人团）是非工人的党团；

——取消派党团与非工人的联系要比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大约多30倍。

这些事实各方面的人都早已指出过。自由派的报纸《言语报》正确地称取消派党团为“知识分子”的党团，一切自由派的报刊也都多次确认了这一点。普列汉诺夫早已指出，取消派除收罗了波特列索夫先生以外，还收罗了不少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真理之路报》也曾反复地指出，取消派中间有许多自由派报纸的撰稿人，而在自由派中间也有许多取消派报纸的撰稿人（如恩济斯、叶戈罗夫、斯季·诺维奇、叶·斯米尔诺夫、安季德·奥托、涅韦多姆斯基、李沃夫－罗加乔夫斯基、切列万宁以及其他许多人）。

就取消派实际的社会作用来说，它不过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支部，它的存在是为了在无产者中间传播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思想，是为了破坏俄国多数有组织、有觉悟的工人的意志。





	载于1914年7月圣彼得堡波涛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第2册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406—413页

















[193]《工人对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反应》是列宁对他写的《关于杜马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成立历史的材料》一文的补充。该材料原载《拥护真理报》，题为《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部斗争问题的材料》。列宁将该文收入《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时，改换了标题并写了这一补充。



《工人对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反应》一文的准备材料，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244—255页。——418。



[194]布勒宁手法是指黑帮君主派报纸《新时报》撰稿人维·彼·布勒宁所特有的不老实的论战手法。——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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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有明确性！

（谈谈统一问题）

（1914年7月2日〔15日〕）


1.持两种意见的人

能不能同显然不善于用严肃态度对待严肃问题的人进行严肃的谈话呢？难哪，同志们，很难！然而某些人不善于用严肃态度谈论的问题本身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也不妨分析一下对这种问题的显然不严肃的回答。

严肃的问题就是关于俄国工人运动的统一问题。不善于用严肃态度对待这个问题的人，就是《统一报》的撰稿人。

请先看第一个例子。《统一报》第4号刊登了同齐赫泽代表的谈话。《统一报》编辑部希望这次谈话将“有利于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好极了。但是我们要看看，齐赫泽对俄国工人关心的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究竟说了些什么。

齐赫泽这样说，“我本人完全同意阿恩同志最近在刊物上阐述的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

阿恩同志最近在刊物上阐述了什么观点呢？

例如，关于光线派即取消派的观点他说了一些什么呢？

阿恩这位著名的孟什维克、“真理派”的反对者“最近在刊物上”阐述了如下的观点：“取消派执行改良的方针”；他们对地下组织、罢工、“不折不扣的口号”等等的看法，是同他们的整个改良主义密切联系着的；如果工人听从他们的建议，外省的工人就必然会放弃罢工，等等。

阿恩的这种观点表明他开始从取消派的俘虏的地位解放出来了，对这种开端我们曾表示欢迎。

现在齐赫泽声明他“完全”同意阿恩的观点。说得真好听。认识取消主义的实质和公然屏弃取消主义，这是非常明智的开端，——不是这样吗？齐赫泽代表在令人久等之后，终于看清了取消主义作为一个派别的作用，我们本来是准备表示欢迎的。

不过对待严肃的问题必须采取严肃的态度，因此，不仅要核查齐赫泽在《统一报》上的声明，而且要核查他的行动，那才是有益的。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主席是齐赫泽代表）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提出的统一条件的答复，对统一事业具有极大的意义。

这个答复以告工人书的形式不久以前发表在《我们的工人报》第2号上。

齐赫泽代表和他的伙伴在这篇告工人书中，还回答了他们对当时叫作《北方工人报》的取消派机关报，即对取消主义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


　　齐赫泽代表和他的朋友们写道，“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北方工人报》，我们对它的态度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完全赞成它的方针。”



　　原来如此，齐赫泽代表在正式的告工人书中声明他“完全赞成”取消派报纸的方针，在《统一报》上的谈话中又表示“完全同意”阿恩的观点，而阿恩批评了取消派的报纸，说它是在当前工人运动中起着有害的阻碍作用的改良主义者的机关报。能允许这样做吗？这是对待严肃问题的严肃态度吗？既然齐赫泽代表自己在两个月当中居然发表了两种关于取消派的针锋相对的观点，那他在同取消派统一的问题上还能说出一些严肃的话来吗？

有人会对我们说：不过，齐赫泽代表在写《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公开答复》时，也许还不知道阿恩的观点，因此还认不清取消主义的作用吧。

很可惜，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阿恩的文章比《公开答复》的发表早得多。

请再注意一点。

阿恩的文章发表了几天以后，尔·马·在《北方工人报》上坚决地维护取消派，反对阿恩对它的批评。那么齐赫泽呢？他说过一句话来捍卫现在他声称“完全同意”的观点吗？没有，齐赫泽默不作声，而他的党团内的同事图利亚科夫代表正好在这个时候当上了《我们的工人报》的发行人……

再重复一遍：能允许社会民主党党团的主席对这个几经工作会议、代表会议以及其他会议研究的问题、广大工人群众非常关心的问题采取这种态度吗？从齐赫泽那里能找到关于统一问题的答案吗？这难道不是耍外交手腕的小组为挽救取消派着想而偷换了统一问题吗？

我们的“联合派”的共同不幸就是：他们对于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要什么。

在他们的文章中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他们决心挽救取消派，因此他们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竭力避免明确性和准确性。

明确性和准确性目前对于取消派是最危险的。在谈到《统一报》的其他文章时，我们更会深信这一点。

但是工人们要求而且一定要达到明确性，因为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组织的统一建立在外交手腕和模棱两可的基础上，而是希望把它建立在对不同“派别”的政治作用准确估计的基础上。那些对这个问题持两种甚至两种以上意见的人，都是蹩脚的顾问。





	载于1914年7月2日《劳动的真理报》第3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414—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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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出版节的总结

根据《真理之路报》的报表

（1914年7月2日和3日〔15日和16日〕）

只有现在我们才能够对4月22日的“工人出版节”[195]进行一些总结。

《真理报》两周年纪念日已经成了检阅马克思主义力量的日子。

所有觉悟的工人在这一天都来帮助自己的工人机关报。就这样一戈比一戈比地集成了几百、几千卢布。

直到6月14日，《劳动的真理报》第15号才刊登了关于工人出版节捐款总数的最后报表。“出版节”的活动差不多持续了两个月。

许多同志在4月22日之后寄出自己的捐款时写道：“迟做总比不做好。”

寄给编辑部的决议数量之多，不仅不可能全文刊登，甚至也不可能一一列举。

但是这些决议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使我们深信：我们是站在正确的道路上，绝大多数的工人都赞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口号。

大家知道，取消派也把《真理报》派报纸的两周年纪念日宣布为自己报纸的“出版节”。他们曾经喧闹了一阵，想证明他们有权共同庆祝4月22日的出版节。当时他们还提议结成联盟，平分捐款。4月22日表明，取消派报纸关于“联盟”和“平等权利”的话未免说得太早了。

彼得堡市的工人完全拒绝了“统一捐款”的建议。取消派报纸的这种号召只是在部分大学生中间以及外省的某些工厂中间得到一些响应。

统一捐款的数额对出版节捐款的最后结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6月13日《我们的工人报》第34号上试图把自己报纸收到的捐款同《真理之路报》收到的捐款加以比较。我们说试图，是因为决不能认为《我们的工人报》所作的比较是最后的和完整的。如果我们想从《我们的工人报》那里获得这种完整的比较，那我们就得等到世纪末，因为对于取消派最有利的是利用总的数字，而不对这些捐款作详细分析，不说明这些钱是从谁那里得来的。

因此对取消派捐款报表作详细分析的任务也不得不由我们承担起来。

《我们的工人报》得出了一些颇可自慰的结论：第一，拥护“真理派”的不到俄国觉悟工人的35；第二，“真理派”只在彼得堡才占强大的优势，在外省则相反，那里占优势的是《我们的工人报》的拥护者。

首先，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工人报》从6月11日《劳动的真理报》上引用的我们收集到的捐款的最后数字作个小小的补充。《劳动的真理报》的总结止于6月1日，可是《我们的工人报》自己收集到的捐款总结则止于6月10日，为了作正确的比较，我们还应当加上载于本年6月14日《劳动的真理报》第15号的6月1—10日的捐款总数的报表。而且，6月10日的总数并不十分准确，因为俄国各地的一些小宗捐款加在彼得堡的总数里了。

作了所有这些修改之后，我们得到了下列最后的数字，以后我们还要引用这些数字：







	彼得堡
	
11680卢布96戈比





	俄国各地
	
6325卢布28戈比





	国外
	
104卢布97戈比





	
共计

	

18111卢布21戈比






	

给《我们的工人报》的相应的捐款数字：






	彼得堡
	
4446卢布13戈比





	俄国各地
	
6409卢布12戈比





	国外
	
946卢布55戈比





	
共计

	

11801卢布80戈比










乍一看来，差别不太大，好象证明真有五分之二的觉悟工人拥护《我们的工人报》似的。但是，只要把这些数字分为工人的和非工人的捐款，情况就会起根本的变化。

整个俄国响应《真理之路报》关于“工人出版节”的号召的有：

1915个工人团体，为它募集了16163卢布71戈比的基金。

响应《北方工人报》的号召的有：

588个工人团体，募集了5651卢布78戈比。

《真理之路报》获得的非工人捐款是1842卢布53戈比，而《北方工人报》却是6062卢布零2戈比，比从工人那里获得的要多。

工人出版节的这些捐款数字所揭示的情况同1914年1月1日开始的捐款和工人团体的统计结果一样。响应“工人出版节”的工人团体的总数中，只有1/5多一点是资助取消派报纸的。可是要知道，取消派曾竭尽全力企图改变力量的对比，使其在出版节前有利于自己。这一点他们没有成功。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拥护真理派——这个根据合法报纸存在两年以来的数字所推断出的事实，又为工人出版节所证实了。

我们再来看看彼得堡和外省的情况。在彼得堡，给真理派报纸捐款的次数（团体）是1276次，捐款为10762卢布46戈比；给取消派的是224次，捐款为2306卢布27戈比。区别确实很大，连取消派都不敢否认“真理派”在最先进、最坚决、最有组织、政治上最有经验的首都无产阶级中间占有优势。

于是他们就在外省上打算盘。

《我们的工人报》写道：“我们在外省看到一种与彼得堡相反的现象，在外省，单是《北方工人报》一家报纸收到捐款就比真理派的机关报多。”

这真是欺骗的典型，我们要特别介绍工人同志们来仔细看一看。真的错不了：真理派在外省募集了6325卢布28戈比，取消派却募集了6409卢布12戈比。多一些！不是吗？可是不妨再看看下列的数字。

在外省，给真理派报纸捐款的有639个工人团体，捐助了5401卢布25戈比，非工人捐助了924卢布零3戈比。

给取消派报纸捐款的有364个工人团体，捐助了3345卢布51戈比，78个非工人团体和个人捐助了3004卢布89戈比。

不错，在外省取消派无疑是占着优势，不过不是在工人中间，而是在富裕的“朋友和同情者”中间。

取消派做得很干脆：为了证明自己在外省的“优势”，他们把从自己的资产阶级朋友那里拿到的大笔资金算作工人的零星捐款，于是就“压倒了”真理派！

也许这样做很巧妙，但是，好先生们，你们并没有以此证明你们在外省的优势，而只是证明你们脱离工人的情况在外省并不亚于在彼得堡。

在建立工人报刊和工人整体的事业中，应当依靠、可以依靠、必须依靠的只能是工人本身的主动精神，而不是阔“朋友”的资金。

在工人报纸和工人整体的事业中，取消派从非工人那里获得的捐款几乎同从工人那里获得的一样多（前者是5115卢布，后者是5651卢布），在我们看来，这件事并不是一种优点，而是一种缺点。它再一次证明了取消派同资产阶级知识界关系最密切。

而从我们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完全可以自豪的是，我们的“金库”差不多全是由工人的零星戈比凑集起来的，工人在6个星期中就为自己的报纸募集了16000多卢布。

这笔款项是怎样筹集起来的呢？帮助办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报纸的是哪些职业和哪些地区的工人呢？这种帮助有多大呢？

下面一张统计表回答了这些问题，这张统计表是最能说明当前工人运动状况的文件。

这张《真理之路报》收到的捐款统计表是按行业（按职业）分项的。领先的当然是五金工人。同志们，谨向你们致敬！



［注：总数有出入。显然，原始资料开列的彼得堡各种团体的数字有刊误。——俄文版编者注］








	　
	圣彼得堡
	外省



	团体
	卢比
	戈比
	团体
	卢布
	戈比



	五金工人
	393
	5304
	95
	108
	1319
	02



	木器工人
	116
	1014
	73
	24
	172
	10



	印刷工人
	113
	966
	34
	37
	236
	47



	铁路员工
	24
	165
	93
	34
	345
	24



	店员
	59
	238
	11
	18
	132
	76



	饭店服务人员
	27
	107
	58
	3
	68
	73



	裁缝
	49
	203
	21
	28
	245
	82



	制革工人
	36
	271
	50
	5
	23
	89



	电工
	31
	275
	55
	6
	39
	76



	纺织工人
	41
	303
	88
	24
	130
	32



	城市企业（电车等等）职工
	32
	340
	93
	11
	132
	14



	建筑工人
	12
	57
	14
	4
	15
	71



	自来水工人
	10
	27
	10
	1
	3
	——



	金银首饰工人
	29
	128
	45
	2
	16
	50



	面包工人
	39
	124
	06
	11
	28
	60



	矿工
	——
	——
	——
	14
	71
	44



	工人团体
	9
	79
	97
	9
	112
	04



	油漆工人
	12
	50
	20
	3
	14
	25



	灌肠工人
	8
	31
	45
	2
	5
	63



	化工行业部门
	22
	92
	59
	6
	32
	04



	乘务员
	16
	78
	62
	1
	5
	——



	糖果工人
	12
	79
	76
	3
	14
	25



	纸版工人
	5
	13
	45
	——
	——
	——



	烟草工人
	12
	83
	63
	——
	——
	——



	巴库石油工人
	——
	——
	——
	12
	83
	98



	职员（办事员等等）
	38
	273
	11
	18
	123
	65



	流放者
	——
	——
	——
	23
	67
	72



	仆人（管院子的）
	12
	27
	90
	——
	——
	——



	其他各行各业和行业不明的
	99
	422
	52
	232
	1960
	84



	共计
	1276
	10762
	46
	639
	5401
	25







在彼得堡

近年来走在工人运动前头的是彼得堡。当外省一些地方（现在已经不多了）无产阶级还没有从1907—1911年的沉睡时期中醒过来，另一些地方的无产阶级刚刚迈开脚步以便同彼得堡无产阶级并肩前进的时候，彼得堡无产阶级发挥了巨大的积极性，他们对一切与工人运动有关的事件的反应就象灵敏的晴雨表。彼得堡无产阶级站在首位，这一点连《北方工人报》也未必敢否定吧。

请看彼得堡无产阶级是怎样响应“工人出版节”的。

这里给《真理之路报》捐款的有1276个团体，它们捐了10762卢布46戈比；给《北方工人报》捐款的有224个团体：捐了2306卢布27戈比。

从团体的数目看，在彼得堡工人运动中，取消派只占觉悟工人的1/7，已经不是1/5了，而他们收到的捐款同真理派收到的捐款数额相比，只有1/6多一点。

这些材料表明，走在工人运动前列的彼得堡无产阶级的大多数，都抛弃了取消派而捍卫不折不扣的老口号。

印刷工人本来是取消派在有组织工人中的唯一避难所，可是甚至在这些工人中间，为“真理派”报刊募集的捐款几乎是为取消派报刊募集的捐款的5倍（捐给《真理之路报》的是966卢布34戈比，捐给《北方工人报》的是201卢布21戈比）。五金工人的捐款材料也同样表明了这一点。他们为《真理之路报》募集了5075卢布49戈比，为《北方工人报》募集了1283卢布66戈比。也有4倍之多，这种情况早在五金工会存在期间就得到了证明，那时取消派在进行选举以及大会发言等场合经常遭到失败。

取消派在彼得堡其他行业中的情况就更糟了。木器工人给《真理之路报》捐款1014卢布73戈比，给《北方工人报》一共才捐了38卢布14戈比。 
［注：我们预先请《北方工人报》原谅，因为在研究它的捐款报表时，我们略去了一两个没有指明行业的手工工场的捐款。假如《北方工人报》能够较详细地整理自己的材料，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取消派的出版物不止一次地宣扬，跟着《真理报》走的是最愚昧无知的、对运动的重大问题弄不清楚的群众。在刚出版的6月号《我们的曙光》杂志上，过分热心的取消派分子阿·哥列夫先生武断地说，支持《真理报》的捐款和决议都是“来自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卷入社会民主党内利益和争论范围的那些工人阶层”，来自愚昧无知、毫无觉悟的青年和落后工人。

取消派先生们竟然敢把一向站在工人运动前列的五金工人和印刷工人列入这个“阶层”。自然，哥列夫先生没有任何有利于自己论据的证明，他是从主观推断出发的。就让他这样去推断好了。我们则用确凿的数字证明，在如彼得堡的五金工人和印刷工人这样的先进的行业中间，取消派也只是勉强占到1/5。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一一引用其余所有行业工人捐款的比较数字，因为那会占太多的版面。因此我们只引用所有这些行业工人捐款的总数。

除了上面列举的行业工人的捐款以外，《真理之路报》从其他工人那里收到3700卢布，《北方工人报》收到500卢布（去掉尾数）。这是店员、裁缝、制革工人、纺织工人、面包工人等等的捐款，他们都是在小工业从业的工人。

他们为《真理之路报》募集的捐款也达到为《北方工人报》募集的捐款的7倍。没有一个行业的工人对《北方工人报》的捐助比对《真理之路报》的捐助多。甚至办事员和职员也给《真理之路报》捐助了273卢布11戈比，而办事员和店员一共才为《北方工人报》捐助了262卢布32戈比（《北方工人报》的材料），店员给《真理之路报》捐助的是238卢布11戈比。

我们再列举一份最积极支持自己的工人报纸的企业名单：

（1）新阿伊瓦兹工厂——791卢布37戈比（捐给《北方工人报》464卢布67戈比），（2）普梯洛夫工厂——335卢布46戈比（捐给《北方工人报》59卢布38戈比），（3）圣彼得堡五金工厂——273卢布36戈比（捐给《北方工人报》116卢布92戈比），（4）制管工厂——243卢布80戈比（捐给《北方工人报》113卢布41戈比），（5）西门子—舒克尔特工厂——229卢布26戈比，（6）厄里克桑工厂——228卢布82戈比（捐给《北方工人报》55卢布13戈比），（7）帕尔维艾年工厂——183卢布93戈比，（8）老列斯纳工厂——168卢布30戈比，（9）法俄工厂——148卢布82戈比，（10）新列斯纳工厂——116卢布25戈比，（11）电缆工厂——112卢布62戈比，（12）西门子—哈耳斯克工厂——104卢布30戈比，（13）奥布霍夫工厂——91卢布2戈比，（14）国家有价证券印刷厂——79卢布12戈比（捐给《北方工人报》54卢布）[196]。





	载于1914年7月2日和3日《劳动的真理报》第30号和第3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418—426页


















[195]1914年3月21日（4月3日）《真理之路报》第42号刊登了署名“一群真理派”的公开信，号召把1914年4月22日（5月5日）《真理报》出版两周年定为工人出版节，以庆祝布尔什维克日报的出版。



为了举办出版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向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和俄国工人发出呼吁的决定。给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的呼吁书由《真理之路报》编辑部委托国家杜马代表格·伊·彼得洛夫斯基签署，内容是号召他们为《真理报》纪念号撰稿。《致全体男女工人和工人报刊之友》的呼吁书由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发出。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全体成员给报纸基金捐献了自己一天的工资。



《真理之路报》编辑部在报上接连地号召工人的马克思主义报纸和杂志、工人小组、工人团体和组织积极参加筹备和举行工人出版节这一团结的节日，号召他们通过为纪念号收集材料、捐献一天或半天工资、征集新的订户来支持报纸。其他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和杂志也都转载了《真理之路报》的号召。



俄国工人热烈地响应了党的号召。布尔什维克用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报纸同工人群众的联系、增加报纸的经费来庆祝《真理报》出版两周年。除了《真理报》外，一些公开的马克思主义报刊，如《启蒙》杂志、《保险问题》杂志、《五金工人》杂志等也都庆祝了这个节日。



1914年4月22日（5月5日）《真理之路报》刊登了列宁的电报。列宁在电报中热烈祝贺报纸创刊两周年，预祝工人报纸获得进一步的成就，并宣布他也为报纸基金捐献一天的工资。



《真理报》纪念号印了13万份。纪念号登载了社会党国际局、德国工会总委员会、英国、荷兰、挪威、瑞士、意大利、比利时的社会党和许多报纸和杂志编辑部的贺词。还登载了凯尔－哈第专门为《真理之路报》写的《世界的进步》一文。著名的英国戏剧家肖伯纳也给《真理之路报》寄来贺词。报纸的纪念号具有真正的国际性质。



这一天还以小册子形式出版了专门阐述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的《工人日报》第1号，上面登载了列宁的两篇文章：《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和《我们的任务》（见本卷第98—106页和第107—110页）。——431。



[196]文章的末尾注有“待续”字样。但是后来《劳动的真理报》各号并没有刊登文章续篇，而1914年7月8日（21日）该报就被查封了。



在本文发表后的第二天，1914年7月4日的《劳动的真理报》刊登了《对报表的更正》，其中指出：“昨日本报所载《工人出版节的总结》一文中说：国家有价证券印刷厂捐款79卢布12戈比，应更正为133卢布32戈比。”——439。









《列宁全集》第25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1914年7月5日或6日〔18日或19日〕）

中央委员会感谢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在布鲁塞尔代表会议上灵活而坚决地捍卫了党的路线。中央委员会请代表团推选一名代表在1914年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上作报告。





	载于1958年《历史文献》杂志第6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427页
















《列宁全集》第25卷


布鲁塞尔代表会议上的波兰反对派
[197]



（1914年7月5日〔18日〕以后）

以马列茨基为首的波兰反对派在布鲁塞尔代表会议上倒向了取消派一边。这些人言行不一。他们与阿列克辛斯基、普列汉诺夫、取消派分子结成的七三联盟结局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用经验来检验是最好的检验。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428页















[197]《布鲁塞尔代表会议上的波兰反对派》这篇短评是为《劳动的真理报》写的，底稿边上有一段给编辑部的附言：“请把这篇东西用小号铅字刊载，对他们的来信不要答复，什么也不要刊登，就说到你们的新‘盟友’那儿去吧。”



由于1914年7月8日（21日）报纸被查封，短评未能发表。——441。







《列宁全集》第25卷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

（1914年7月7日〔20日〕以后）

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在布鲁塞尔会议上转向取消派，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全体党员都感到非常沉痛。人们本来认为，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靠近真理派并不比拉脱维亚人远些。然而突然间，拉脱维亚人还站在反对取消派的岗位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却叛变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波兰社会民主党分成两派：一部分人想免除梯什卡和罗莎·卢森堡的职务，以便由他们自己来继续执行梯什卡的政策，也就是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在党和党的取消派之间毫无原则地要外交手腕和作“游戏”的政策。今天投票赞成这些人，明天又投票赞成那些人。在“公平”的幌子下先后背叛所有的人，为自己取得“利益和特权”。波兰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订立的斯德哥尔摩（1906年）协议中的一些联邦制性质的条文[198]，对于梯什卡和罗莎·卢森堡所擅长的不体面的政策，是个方便的工具。

另一派主张同取消派彻底决裂，放弃联邦制，不再作在互相斗争的两派之间充当“钟摆”的“游戏”；主张同真理派、同党建立真诚的紧密的联盟。

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前一派在布鲁塞尔获得了胜利。因此很明显，我们对波兰社会民主党采取完全不信任的态度是必然的。另一派能不能团结起来，举起鲜明的、明确的旗帜，宣布实行彻底的、有原则的政策，即不仅反对梯什卡小组，而且反对梯什卡手法的实质的政策，这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不用说，只有在这种政策的基础上波兰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才可能联合起来。

即将采取的建立这种联合的步骤，一定会彻底暴露波兰社会民主党党内实际情况的真相，从而确定我们对待它的态度。





	载于193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429—430页

















[198]指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的条件（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9－161页）。——442。







《列宁全集》第25卷


驳《莱比锡人民报》的一篇文章
[199]



（1914年7月8日〔21日〕）

1914年7月11日《莱比锡人民报》第157号上刊载了一篇署名Ｚ.Ｌ.的文章《关于俄国的统一问题》。由于该文作者缺乏客观态度，我们不得不提几件事实请德国的同志们注意。为了让人看得清楚，我们把《真理报》公布过的统计表 
［注：见本卷第305页。——编者注］

 引在下面。






	　
	真理派
	取消派



	　
	捎款次数
	捐款总数
	捐款次数
	捐款总数



	工人团体………………………
	2873
	18934.10
	671
	5296.12



	非工人团体……………………
	713
	2650.01
	453
	6759.77



	　　其中：
	　
	　
	　
	　



	学生和青年团体………………
	54
	650.92
	45
	630.22



	“拥护者”、“朋友”等等的团体
	42
	458.82
	54
	2450.60



	其他团体………………………
	33
	125.29
	30
	186.12



	个人……………………………
	531
	1046.62
	266
	1608.32



	未具名的………………………
	43
	318.57
	24
	175.34



	国外……………………………
	10
	49.79
	34
	1709.17



	总计………………
	3586
	21584.11
	1124
	12055.89







1.我们指出了统计的确切起讫日期（1914年1月1日—5月13日）。取消派没有指出日期。既然如此，把不可比和不可靠的事实拿来比较是不是诚实呢？

2.取消派自己在报纸（《我们的工人报》第34号）上声明并公布说，他们有948个团体，这是他们现有的一切团体的数目，也就是说，不单是工人团体。然而在我们的统计中清楚地指出，2873和671这两个数字仅仅是工人团体。我们的统计表中指出了团体的总数，这个数目同工人团体的数目是不相等的。对这一点只字不提是不是诚实呢？

3.我们的报纸说过，我们指出的是工人团体给两种报纸的捐款，我们并没有同一个团体捐款几次的材料。我们提供的是两种报纸同样的资料。正直的批评家居然能在这里找到我们的“错误”，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4.我们列出了可供对比的材料，即两种报纸在同一时期的材料，而且对两种报纸的资料是用同样的方法整理的。

取消派根本没有列出可供对比的材料，这样也就破坏了人所共知的一切统计工作最根本的规则。每一个关心这些问题的人都能够毫不费力地弄到两种报纸并且核对我们提供的材料。

我们相信，没有一个抱着客观态度的人会说Ｚ.Ｌ.的“批评”手法是诚实的。





	载于1914年7月21日《莱比锡人民报》第16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431—432页

















[199]这篇文章发表于1914年7月21日《莱比锡人民报》，署名“《真理报》编辑部”。《莱比锡人民报》编辑部给文章加了一个标题：《反驳。给本报的来稿》。在《列宁全集》俄文第4、5版中，这篇文章都是按照《莱比锡人民报》上的德文原文译成俄文刊印的。



《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日报），1894—1933年在莱比锡出版。该报最初属于该党左翼，弗·梅林和罗·卢森堡曾多年担任它的编辑。1917—1922年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22年以后成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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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战争》一文的提纲
[200]



（1914年7月15—18日〔28—31日〕）



革命与战争



1

Ⅰ.（α）1914年7月的日子与1905年1月相比较

1.旗幡——街垒

2.加邦——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组织

3.流行的口号——三条鲸鱼

4.天真的态度——顽强的斗争

5.提出明确口号的有组织的终结。

　　　《基辅思想报》

　　　《俄罗斯言论报》[201]。

Ⅱ.罢工的和武装起义的口号

（普列汉诺夫报纸里的傻瓜列·弗·）。

Ⅲ.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战争与欧洲大战。

Ⅳ.军国主义，帝国主义。

武器自动地在射击。

反战斗争

饶勒斯的决议与盖得

俄国工人的经验。


2

1.7月的日子与1月9日相比。

2.政治危机

　　10月

　　4月22日

　　拉斯普廷

　　饥荒。

3.运动的发展和口号的发展。

4.被屏弃的取消主义和国外小集团。

5.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战争。

6.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

7.以战争反对战争。

8.世界局势和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450—451页















[200]《〈革命与战争〉一文的提纲》写于1914年7月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开战以后。与这个提纲有关的材料，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326—333页。《革命与战争》一文是打算为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写的。——446。



[201]《俄罗斯言论报》（《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是俄国报纸（日报），189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第1号为试刊号，于1894年出版）。出版人是伊·德·瑟京，撰稿人有弗·米·多罗舍维奇（1902年起实际上为该报编辑）、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彼·德·博博雷金、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瓦·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等。该报表面上是无党派报纸，实际上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曾拥护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家公开的反革命报纸。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查封，其印刷厂被没收。1918年1月起，该报曾一度以《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的名称出版。1918年7月最终被查封。——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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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论民族自决权》一文的提纲

（1914年2—3月）


1

在欧洲的其他纲领里没有。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与波兰社会民主党、乌克兰社会民主党。

没有一点“实际的东西”。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

奥地利的民族问题。（不坚决。瓦解？）

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以及对它的决议的回避（“支吾搪塞”）。

自决权与大俄罗斯“居民”。

自决权与分离权（解释）。

自决权与离婚。

用反民族主义精神进行教育。

立宪民主党人与自决权。

一般的民族压迫与分离权……

资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三种方式（1.容克－农奴主的；——2.资产阶级自由派的；——3.民主派的）。

资本主义使俄国和波兰结合

　　与“亚洲式的专制制度”。

空话（谁自决和怎样自决？立宪会议？诸如此类）。

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功绩减去罗·卢森堡的错误。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和自决。

1905年的挪威。罗·卢森堡与《前进报》。

农民对于民族问题的态度（卡·考茨基与罗·卢森堡）。

资产阶级（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与黑帮民族主义。

乌克兰运动和乌克兰问题。

社会革命党人与他们的“无条件的”自决权。

国家的分离与经济联系、文化联系以及阶级联系的加强。

经济上相互接近和作为经济因素的语言。“民族国家”……

罗·卢森堡和一伙机会主义者（李普曼＋尤尔凯维奇＋谢姆柯夫斯基）。

空想家马克思和实际的罗·卢森堡。

（爱尔兰。）马克思与洛帕廷。

俄国和“邻居”：奥地利和亚洲各国（＋巴尔干各国）。

“可能，芬兰除外”（谢姆柯夫斯基）。

空泛的形而上学的词句（罗·卢森堡）。

人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的概念（罗·卢森堡）。

不是“毫无价值”，就是支持一切民族主义的要求（罗·卢森堡）。

具体的、历史的问题提法（罗·卢森堡）。

“大多数人民”？（罗·卢森堡）

民族国家与强盗国家（罗·卢森堡）

殖民地（罗·卢森堡）。

民族主义者－反动派

民族主义者－自由派

民族主义者－民主派（彼舍霍诺夫）。


2

1.空泛的形而上学的词句？

2.“民族国家”。

3.彻底的民主派（与取消派）。

4.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

5.被压迫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占统治地位的黑帮的民族主义。

6.马克思论爱尔兰。

7.挪威。

8.罗·卢森堡一伙的机会主义！！

9.1905年和1905年以后的俄国民族问题。

10.奥地利，俄国，巴尔干各国，亚洲

11.无赖和阴谋家：李普曼＋尤尔凯维奇＋谢姆柯夫斯基。

12.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解决民族问题的三种方式（１.反动派的，２.自由派的，３.民主派的）。

13.民族压迫与自决。立宪民主党人论自决。


3

Ⅰ.（A）概念

　　　　法学术语的解释还是历史经济的解释？

　　　　……分离；民族国家……

Ⅱ.（B）民族国家

　　　　　　＝典型，常态。

　　　　　（罗·卢森堡与强盗国家）。

　　　　　　经济因素＝语言。

Ⅲ.（C）“与俄国合并”……

　　　　　　　与亚洲式的专制制度

　　　　　　　德国的状况。

Ⅳ.（D）“形而上学的词句”

　　　　人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的概念（罗·卢森堡）。

Ⅴ.（E）具体的和历史的问题提法（罗·卢森堡）。

Ⅵ.（Z）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尚未完成（农民？）。

　　　　（1905年和1905年以后的民族运动。）

Ⅶ.（H）俄国与奥地利（乌克兰问题）

　　　　（纲领中没有吗？）。

Ⅷ.（θ）俄国与亚洲。

Ⅸ.毫无价值或者支持一切民族主义的要求（罗·卢森堡）——“可能，芬兰除外”。

Ｘ.没有“实际的东西”

（卡·考茨基和罗·卢森堡）。

——在对异族人关系上用反民族主义的精神对大俄罗斯农民进行教育

大俄罗斯居民

民族主义者－反动派

民族主义者－自由派

民族主义者－民主派

被压迫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压迫别人的黑帮的民族主义。

Ⅺ.民族压迫和立宪民主党人对自决权问题的态度。

Ⅻ.解决民族问题的三种方式

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相互接近。

ⅫⅠ.挪威

（罗·卢森堡和弗腊克派。）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功绩——罗·卢森堡。

ⅫⅡ.自决权与离婚。

ⅫⅢ.1896年的伦敦决议

（罗·卢森堡的诡辩）

（社会革命党人及其“无条件的”自决权）。

ⅫⅣ.1903年的纲领——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彻底失败。

ⅫⅤ.机会主义分子的卑劣行径。罗莎·卢森堡与机会主义分子。

ⅫⅥ.空想家马克思和“实际的”罗·卢森堡（爱尔兰）。

ⅫⅦ.简短的归纳。

（罗·卢森堡的机会主义。）


4

§Ⅰ.自决的概念和“民族国家”问题。

（Ⅰ—Ⅱ）

§Ⅱ.罗·卢森堡的论据及其问题提法。

（Ⅲ—Ⅴ）

§Ⅲ.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已经完成？

（Ⅳ—Ⅷ）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特点。

§Ⅳ.“无政府主义的空谈”。

（Ⅸ—Ⅹ）“或者是一切，或者是毫无价值”以及民族问题上的“实际主义”。

（离婚权（ⅪⅤ）。）

§Ⅴ.立宪民主党人和罗·卢森堡对民族问题的态度

Ⅺ　（机会主义分子。）

Ⅻ　解决民族问题的三种方式。

§Ⅵ.挪威（罗·卢森堡与弗腊克派）。

（ⅫⅠ）

§Ⅶ.1896年的伦敦决议。

（ⅩⅤ）（罗·卢森堡和社会革命党人。）

§Ⅷ.1903年的纲领。

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彻底失败。　　　　现在

机会主义分子的卑劣行径。　　　　　混乱。

§Ⅸ.空想家马克思和实际的罗·卢森堡。

（ⅩⅧ）

Ⅹ.结束语。

（ⅪⅩ）


5

Ⅰ.什么是民族自决？

Ⅱ.具体的和历史的问题提法。

Ⅲ.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和我国民族问题的特点。

Ⅳ.民族问题上的“实际主义”。

Ⅴ.自由派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对民族问题的态度。

Ⅵ.挪威的例子

Ⅶ.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

Ⅷ.1903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

Ⅸ.空想家卡·马克思和实际的罗莎·卢森堡。

Ⅹ.结束语。

（简短的归纳。）





	载于193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435—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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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报告的提纲

（1914年6月23—30日〔7月6—13日〕）

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提纲　　　　　　“没有军队的司令部”

1.感谢王德威尔得（到来。公布和收集客观材料）。

2.“争论点”。

　　　　　　　　　　　　　　题目

两种主要的观点　　　　　　α．派别斗争（在国外）

　　　　　　　　　　　　　β．俄国工人的团结和他们的大多数。

3.斗争的由来和实质：

　　（A）

取消派脱离党（1908—1911年）以及

　　（B）

开除他们（1912年）。

　　（A）

4.1908年和1910年的决议。中央机关报的斗争。

5.与取消派的愿望相反，1912年恢复了党。

　　（B）

6.从理论上评价取消主义的实质党（秘密党）的存在和对党的背弃。

7.用（αα）我党的经验和（ββ）我们的反对者的经验来检验这一理论和党的这些决议……

两种看法：（α）混乱状态；（β）工人政党反对取消派。

1908年的取消主义的定义。参看1910年。

它的实质：脱离党。

地下组织的意义。

与策略的关系。

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

　　　革命的罢工

　　　革命的群众大会

　　　革命的街头游行示威

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和党的恢复。

　　　　　提纲：分歧的实质。

　　　　　　　　我党的经验。

　　　　　　　　我们的反对者的经验。

　　　　　　　　和解的实际条件。9条

　　　　　　　　　　　　　　　　10？？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448—4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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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5卷

年表

（1914年3月—7月）


1914年


3月—4月26日（5月9日）


列宁居住在波兰的克拉科夫。


3月15日（28日）


列宁的《“八月”联盟的瓦解》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37号上。


3月15日（28日）以后


收到苏·斯·斯潘达良从叶尼塞斯克省的来信，信中介绍他的流放生活，并询问党内情况，特别是同取消派斗争的情况。


3月17日（30日）以后


收到纽约工人俱乐部总书记威·埃德林的来信，信中告知从俱乐部基金中捐赠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笔款子。


3月18日（31日）以后


收到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活动家扬·埃·扬松（布劳恩）的来信，信中请求告知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的情况。


不晚于3月19日（4月1日）


写《告乌克兰工人书》。


3月19日（4月1日）


致函伊·费·阿尔曼德，请她把《告乌克兰工人书》的草稿转交给奥·洛拉，强调指出，最重要的是，让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要求统一，反对以民族划线分裂工人。


3月20日（4月2日）


列宁的《资本主义和报刊》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41号上。


3月22日（4月4日）以前


收到尼·伊·布哈林的来信，信中说他正在写评论奥地利经济学家欧·柏姆－巴维克的书，请求列宁校订该书并为该书作序。


3月22日（4月4日）


列宁的《激进的资产者论俄国工人》和《政治教训》两篇文章发表在《启蒙》杂志第3期上。


3月23日（4月5日）以前


致函奥·洛拉，要求收集并寄来有关乌克兰居民的统计材料。

把自己的《拉脱维亚工人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分裂》和《“八月联盟”的空架子被戳穿了》两篇文章寄给《真理之路报》编辑部。


3月23日（4月5日）以后


收到扬·安·别尔津的来信，信中告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和《斗争报》编辑部的情况。信中还谈到布尔什维克在拉脱维亚地方组织中的影响在加强。

收到奥·洛拉的来信，信中告知正为列宁收集有关乌克兰的统计材料，对在《真理报》和《启蒙》杂志上即将开辟乌克兰专栏一事表示满意。


不晚于3月25日（4月7日）


致函伊·费·阿尔曼德，认为德国人实际上有两个党，应该向他们学习一切宝贵的东西，但在学习中决不能姑息机会主义者。


3月25日和4月10日（4月7日和23日）之间


致函《真理之路报》编辑部，询问他的《英国的宪法危机》一文是否在下一号上发表；批评格·瓦·普列汉诺夫鼓吹同取消派统一。


3月27日（4月9日）以前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对俄国革命活动家费·尼·萨莫伊洛夫的健康表示担忧，并要求为萨莫伊洛夫安排治疗。

致函拉·萨·里夫林，请他物色一位瑞士最好的医生给萨莫伊洛夫治病，并设法将他安排在疗养院疗养。


不早于3月27日（4月9日）


收到扬·埃·扬松（布劳恩）的来信，信中告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允许自由报道和刊载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的决定。信中还请求在两三星期内把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详细提要寄去。


3月28日（4月10日）


列宁的《关于民族平等的法律草案》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48号上。

写信给在沃洛格达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说他将于5月初迁往波罗宁。


3月29日（4月11日）以前


致函在苏黎世的亚·阿·别克扎江，要求利用他的地址与社会党国际局进行联系。


3月28日（4月11日）


致函在巴黎的伊·费·阿尔曼德，说自己怀疑法国警察局扣压俄国政治流亡者的信件；建议巴黎支部全体成员起来抵制格·阿·阿列克辛斯基，他为了达到污蔑布尔什维克包庇叛徒的目的，竟毫无根据地指控安东诺夫出卖了自己的共事者。

列宁的《农业工人的工资》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49号上。


3月29日（4月11日）以后


收到《钟声》杂志编辑部的来信，信中请列宁写一篇关于第四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分裂的文章。


3月30日（4月12日）


列宁的《拉脱维亚工人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分裂》和《“八月联盟”的空架子被戳穿了》两篇文章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50号上。


3月31日（4月13日）以前


致函维·鲁·明仁斯基，对他妹妹柳·鲁·明仁斯卡娅被捕一事表示关切。


3月


列宁的《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一文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3期上。


3月—4月


写《工人对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反应》一文。


3月—7月


拟《卡尔·马克思》这一条目的写作提纲。


不晚于4月1日（14日）


写《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一文。


4月1日（14日）以后


致函在巴黎的伊·费·阿尔曼德，说崩得的出版物已收到，还谈到自己对《女工》杂志第3期的印象。


4月2日—4日（15日—17日）


在克拉科夫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有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代表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出席）；拟订会议日程；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成立领导秘密工作的中央组织部的决议。会议研究关于下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关于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关于在农民中进行工作、关于庆祝工人出版节、关于出版全俄工会机关报等问题。

同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研究将在杜马会议上作的关于沙皇政府民族政策的发言。


4月2日（15日）以后


收到姐姐安娜的来信，信中告知《启蒙》杂志第4期刊登了列宁的《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一文。信中还要求列宁翻阅1914年《启蒙》杂志的内容提要，并为杂志寄去文章。


不晚于4月3日（16日）


致函弗·米·扎戈尔斯基，请他寄来党代表会议（1908年）的决议、党的纲领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


4月3日（16日）以后


写文章揭露在《我们的曙充》杂志第3期上发表文章的取消派分子尔·马尔托夫和费·布尔金（谢苗诺夫）。列宁的文章没有找到。


4月4日（17日）


列宁的《论工人运动的形式（同盟歇业和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54号上。


4月4日（17日）以后


收到弗·米·扎戈尔斯基的来信，信中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决议已经寄出，并说没有《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

记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会议（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代表出席）的议程。会议研究关于召开区域代表会议、关于筹备下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关于在莫斯科出版报纸和发行《真理报》等问题。


4月6日（19日）


列宁的《左派民粹派在美化资产阶级》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56号上。


4月6日（19日）以后


为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代表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写《关于民族政策问题》的发言稿。


4月9日（22日）以前


两次致函在柏林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伊·埃·格尔曼，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克拉科夫举行的会议、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纪念4月22日（5月5日）工人出版节和5月1日（14日）国际劳动节的传单。


4月9日（22日）


写信给在沃洛格达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说已得知奥洛涅茨流放地人员变化情况；认为有必要收集关于流放人员的材料，并在《启蒙》杂志上发表。


4月10日（23日）


列宁的《英国的宪法危机》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57号上。


4月11日（24日）


将奥·洛拉就《告乌克兰工人书》问题写的一封信转寄给在巴黎的伊·费·阿尔曼德，在附信中要求阿尔曼德在苏黎世同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见面，弄清楚他们对乌克兰单独成立社会民主党组织问题的态度，并设法建立一个反分离派；为准备党的代表大会，建议在巴黎和瑞士加紧建立联络点；认为必须再版经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修改过的党纲和党章。


4月12日（25日）


列宁的《统一》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59号上。


4月13日（26日）


致函《钟声》杂志编辑部，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鼓动乌克兰工人分离出去成立单独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表示极大的愤慨。


4月15日（28日）


列宁的《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论国际局的干预》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61号上。


4月15日（28日）以后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彼得堡寄来的信，信中告知《启蒙》杂志编辑部会议的情况和该杂志第4期的内容。信中还要他把《论民族自决权》一文的结尾部分以及给《启蒙》杂志第5期和《女工》杂志第5期的其他材料寄去。


4月16日（29日）


列宁的《民族平等》和《取消派和拉脱维亚的工人运动》两篇文章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62号上。

致函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告知他们的《声明》将刊登在下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讨论附页上。


4月17日（30日）以后


收到斯·格·邵武勉寄自巴库的信，信中谈到油田工人的情绪、他写民族问题小册子的情况。


4月20日（5月3日）以前


致函在伯尔尼的费·尼·萨莫伊洛夫，对他的健康状况和治疗效果表示关切。


4月20日（5月3日）


列宁的《农村中的农奴制经济》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66号上。


4月22日（5月5日）以前


出席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人（侨民）会议。会议讨论社会民主党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以及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相互关系的问题。

致函在伦敦的马·马·李维诺夫，建议他以代表身分出席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

同波兰记者阿·迈科森谈日益迫近的帝国主义战争。


4月22日（5月5日）


列宁的《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和《我们的任务》两篇文章发表在《工人日报》第1号上。

列宁在《真理之路报》两周年纪念日给该报编辑部的贺电发表在该报第67号上。

列宁的文章《论民族自决权》（前4章）、《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以及对尼·亚·鲁巴金的《书林概述》第2卷的书评，发表在《启蒙》杂志第4期上。


不早于4月22日（5月5日）


收到В.Д.韦格曼的信，信中说敖德萨工人斗争很活跃，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在增长。信中还谈到《真理报》受欢迎以及其他情况。


4月22日（5月5日）以后


收到马·马·李维诺夫从伦敦的来信，信中告知由于经费不足不能去维也纳出席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信中还说他认为自己不能再留在社会党国际局内，只有列宁才能在社会党国际局内享有威望。

收到《启蒙》杂志第4期，修改自己的《论民族自决权》一文。


4月23日（5月6日）


列宁签署的祝贺出版节的电报《同你们心连心》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68号上。


4月24日（5月7日）


复函费·尼·萨莫伊洛夫，告知《真理报》发行量增加，要他耐心治疗，并邀请他在痊愈后到自己这儿来。


4月26日（5月9日）


由克拉科夫移居波罗宁。


4月29日（5月12日）以前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请他组织一个侨居瑞士的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团参加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


4月29日（5月12日）


列宁的《取消主义的定义》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73号上。


4月29日（5月12日）以后


收到亚·安·特罗雅诺夫斯基从维也纳寄来的信，信中谈到《启蒙》杂志编辑部工作中的缺点、俄国国内和国外编辑人员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不晚于4月30日（5月13日）


致函在巴黎的奥·洛拉，请他把乌克兰作家弗·基·温尼琴科的小册子找到并寄来。


4月


致函尼·伊·布哈林，谈为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准备关于民族问题的发言稿一事。

收到尼·伊·布哈林的回信，信中拒绝为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准备关于民族问题的发言稿。

写《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的结束语。

致函在彼得堡的阿·叶·巴达耶夫，告知他已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4月—5月


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提纲》。


不早于4月


编写1912年8月以后各地所有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秘密组织清单、1912年1月—1914年4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劳动旗帜报》的期号清单以及这一时期工人团体情况和为报纸募捐情况的综合报纸募捐情况的综合报告。


5月2日（15日）以后


致函在柏林的扬·鲁迪斯－吉普斯利斯，认为出版《真理报》拉脱维亚文附刊为时过早；要他把未经在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的译文寄来；告知《社会民主党人报》即将出版；祝贺五一节示威游行的胜利，特别是在里加和彼得堡的胜利。


5月3日（16日）


列宁的《再论政治危机》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76号上。


不早于5月3日（16日）


收到波涛出版社的来信，信中请他将他论述工会运动的全部文章寄去，或者指明刊登这些文章的报纸和杂志的期号。


5月4日（17日）


列宁的《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77号上。　　　5月4日（17日）以后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伊·费·阿尔曼德写委托书，要她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妇女组织的名义参加社会党国际局。


5月5日（18日）


致函在纽约的尼·尼·纳科里亚科夫，对他寄来美国官方关于农业问题的统计刊物表示感谢；祝贺俄国五一节示威游行的胜利；告知乌拉尔组织的发展情况。


5月6日（19日）


致函在巴库的斯·格·邵武勉，谈打算如何同“民族文化自治”的拥护者进行斗争；介绍他拟订的由布尔什维克党团提交第四届杜马的关于民族平等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草案的内容；建议邵武勉参加制订草案的工作。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请他把尼·亚·鲁巴金写的《书林概述》第1卷寄去；要他弄清楚，在日内瓦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中有谁能自费去维也纳出席第二国际代表大会。


5月6日（19日）以后


写《关于民族平等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草案》。


不晚于5月7日（20日）


写《论民族自决权》一文的结尾部分。


5月7日（20日）


致函在维也纳的亚·安·特罗雅诺夫斯基，告知正在讨论特罗雅诺夫斯基同他所资助的《启蒙》杂志编辑部相互关系的协议草案；要他尽快把争论民族问题的文章给杂志寄来；告知《论民族自决权》一文的结尾部分已寄出，五月份大概能刊登出来。


5月8日（21日）以前


致函在维也纳的格·伊·丘德诺夫斯基，对他的《新积累论》一文提出若干补充意见。

两次致函彼得堡的《启蒙》杂志编辑部和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对改动寄去的文章表示不满。


5月8日（21日）


列宁的《“庄园主邻居”》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80号上。


5月8日（21日）以后


致函在维也纳的尼·伊·布哈林，关注来自俄国的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罗·瓦·马林诺夫斯基擅离职守的消息。


5月8日（21日）以后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对修改列宁寄去的文章说明了原因。

致函《启蒙》杂志编辑部，承认在批评编辑部修改自己的文章一事上，态度有些急躁。


5月9日（22日）


列宁的《民粹派和“派别暴力”》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81号上。


5月9日或10日（22日或23日）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告知由于罗·瓦·马林诺夫斯基离开杜马，取消派报刊对布尔什维克大肆诽谤；询问费·尼·萨莫伊洛夫能否去一趟莫斯科。


5月10日（23日）


列宁的《精致的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腐蚀》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82号上。


5月10日（23日）以后


收到扬·安·别尔津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询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和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是否举行，是否邀请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等情况。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感谢他寄来尼·亚·鲁巴金的《书林概述》第1卷；尖锐批评《同时代人》杂志，对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格·瓦·普列汉诺夫为该杂志撰稿表示气愤；答应给他寄去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代表证书。


5月11日（24日）


致电雅·斯·加涅茨基，请他收集有关罗·瓦·马林诺夫斯基的全部材料并详细电告华沙报纸上的消息。


5月11日（24日）以后


收到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的电报，电报告知第四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及《真理报》编辑部对罗·瓦·马林诺夫斯基问题所持的立场。


5月12日（25日）


致函伊·费·阿尔曼德，告知彼得堡各报对罗·瓦·马林诺夫斯基的逃跑行为的反应。


5月12日（25日）以后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谈布尔什维克在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上的策略。

致函在彼得堡的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劝他不必花时间去讨论罗·瓦·马林诺夫斯基离开杜马一事，因为马林诺夫斯基已经受到谴责；指示必须同取消派分子进行不懈的斗争。


5月13日（26日）


列宁的《论政治形势》和《工人的统一和知识分子的“派别”》两篇文章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85号上。


5月14日（27日）


列宁的《论左派民粹派》一文发表在《真理之路报》第86号上。


5月上半月


致函在巴黎的伊·费·阿尔曼德，对乌克兰作家弗·基·温尼琴科在道德问题上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建议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支部讨论关于出席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的代表团问题。


不晚于5月19日（6月1日）


致函在巴黎的阿·弗·波波夫（卡扎科夫），询问目前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经费情况。


5月20日（6月2日）以后


收到阿·弗·波波夫（卡扎科夫）从巴黎的来信，信中告知目前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经费情况。信中还邀请列宁去美国作报告并询问他能否用英语讲、告知在纽约举行了布尔什维克会议。


5月22日（6月4日）


列宁的《取消派和马林诺夫斯基的简历》一文发表在《工人日报》第2号上。


5月23日（6月5日）以前


致函在洛夫兰的伊·费·阿尔曼德，说对乌克兰作家弗·基·温尼琴科写的长篇小说《父辈遗训》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5月24日（6月6日）


列宁的《论两条道路》一文发表在《工人日报》第3号上。


5月24日（6月6日）以后


收到维·阿·卡尔宾斯基从日内瓦的来信，信中赞同自费出席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

致函格拉纳特出版社编辑部秘书，请他们告知，出版社要求卡·马克思这一条目释文写多大篇幅和什么时候交稿。


不晚于5月25日（6月7日）


致函在维也纳的亚·安·特罗雅诺夫斯基，谈关于重新分配出席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委托书一事。


5月25日（6月7日）


列宁的《不知道自己希望什么的普列汉诺夫》一文发表在《工人日报》第4号上。


5月25日（6月7日）以后


收到格·李·什克洛夫斯基从伯尔尼寄来的信，信中说明从瑞士派哪些人组成代表团出席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并邀请列宁参加代表团。

收到雅·安·特罗雅诺夫斯基从维也纳的来信，信中谈到重新分配出席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的委托书、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参考提纲、为工人报刊捐款的数目和整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有党的工作人员参加）记录的进展情况。


5月28（6月10日）以前


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起草发言稿《谈谈农业部的预算问题》。


5月28日（6月10日）以后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告知《启蒙》杂志第5期即将出版、这一期和正在编辑的第6期将发表列宁和其他人的文章。信中还谈到编辑部同阿·马·高尔基的相互关系问题。


5月30日（6月12日）


列宁的《论统一》一文发表在《劳动的真理报》第2号上。


5月30日（6月12日）以后


收到斯·格·邵武勉从巴库寄来的信，信中说已经收到列宁5月6日（19日）的信和《关于民族平等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草案》的提纲。信中还对草案的某些条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告知巴库罢工和布尔什维克巴库委员会领导罢工的情况。


5月


写《论〈同时代人〉杂志》一文的提纲。


6月初


收到亚·加·施略普尼柯夫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叙述了社会党国际局主席埃·王德威尔得到达的情况。


6月1日（14日）


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一文第5—7章、《图快出丑》、《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以及对约·加·德罗兹多夫的《俄国农业工人的工资与1905—1906年土地运动的关系》一书和И．М．科兹米内赫－拉宁的《莫斯科省工厂的加班劳动》小册子的评论，发表在《启蒙》杂志第5期上。


6月1日（14日）以后


从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头都掉了，何必怜惜头发（声明）》一文中作摘录，并统计1914年布尔什维克的、取消派的、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每周发行份数，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一文中引用了这些资料。


6月4日（17日）以后


收到亚·安·特罗雅诺夫斯基的信，信中邀请列宁来维也纳作报告和休息。信中还说打算写一篇文章驳斥“民族文化自治”，并请求审阅这篇文章。


6月5日（18日）


列宁的《问题明确了。请觉悟的工人们注意》一文发表在《劳动的真理报》第7号上。


6月5日和9日（18日和22日）之间


收到《真理报》编辑部的来信，信中谈到同取消派作斗争的问题、《真理报》的发行量和该报发表的论战材料。


6月5日和26日（6月18日和7月9日）之间


写《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一文。


6月5日（18日）以后


致函《劳动的真理报》编辑部，询问调和主义倾向对真理派工人的影响；指示应如何对待正在转向取消派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建议无情地痛斥小团体主义和取消主义。


6月9日（22日）


列宁的《论冒险主义》和《拉脱维亚马克思主义者的决议和取消派》两篇文章发表在《工人日报》第7号上。


6月10日（23日）


列宁的《一位自由派的坦率见解》一文发表在《劳动的真理报》第11号上。


6月11日（24日）以后


读刊登在《劳动的真理报》第12号上的乌拉尔的纳扎尔的短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并在上面作记号，在《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中提到这篇短评。


6月13日和14日（26和27日）


列宁的《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一文发表在《劳动的真理报》第14、15号上。


6月14日（27日）以后


收到波涛出版社的来信，信中告知奥·倍倍尔的回忆录的部分译稿已送去排版，并说《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即将印完。


6月16日（29）以前


致函米·康·弗拉基米罗夫（舍印芬克尔）和里斯金，谈有关在巴黎出版党纲和党章事宜。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委派马·马·李维诺夫为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


不早于6月16日（29日）


统计各个团体和个人为《统一报》募捐的情况，该报是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分子同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分子出版的。


6月16日（29日）以后


收到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寄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信中告知在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将在布鲁塞尔召开“统一”会议，要求派代表出席。

收到米·康·弗拉基米罗夫和里斯金从巴黎寄来的复信，信中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和纲领已经付排，保证如期完成这项工作。


不晚于6月17日（30日）


致函波涛出版社，询问自己的《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一文的处理情况，这篇文章原拟作为《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第2册的附录出版。


6月17日（30日）以后


收到波涛出版社的来信，信中告知他的《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一文已经排好，将刊印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的最后面。

收到扬·安·别尔津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告知，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已经收到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关于7月3—5日（16—18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的通知，他将代表拉脱维亚党出席这次会议，建议会面并商讨共同行动。


不晚于6月19日（7月2日）


致函波涛出版社，再次询问自己的《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一文的情况；要求整理出一套报纸（供草拟布鲁塞尔会议的报告用）；随信附去对自己的《工人对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反应》一文的补充。


6月19日（7月2日）


列宁的《左派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文发表在《劳动的真理报》第19号上。


6月19日（7月2日）以后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收到亚·加·施略普尼柯夫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谈到俄国工人的觉悟日益提高，总罢工的思想深入人心，布尔什维克报纸极受欢迎，取消派分子及其报刊在削弱。

收到马·马·李维诺夫从伦敦的来信，信中附有卡·胡斯曼的两封信，其中包括社会党国际局发出的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邀请书。


不晚于6月20日（7月3日）


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致函伊·费·波波夫、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和亚·阿·别克扎江，建议他们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出席社会党国际局布鲁塞尔“统一”会议。

致函伊·费·阿尔曼德，告知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定于7月3—5日（16—18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统一”会议列宁；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托，请阿尔曼德参加代表团，对她在会议上持何种态度提出建议；答应制定极详尽的策略。


6月21日（7月4日）


晚上，同雅·斯·加涅茨基商谈有关波兰反对派参加布鲁塞尔会议的问题。


不早于6月21日（7月4日）


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托，通知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说中央委员会作出一项专门决定：如果波兰反对派没有收到邀请，或不能同其他与会者享有平等权利，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不参加布鲁塞尔会议；询问将有哪些组织和个人出席这次会议。


6月21日—23日（7月4日—6日）


致函在南锡的格·伊·萨法罗夫，建议他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秘书的身分出席布鲁塞尔会议。


6月21日（7月4日）以后


收到伊·费·波波夫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说他同意作为代表出席布鲁塞尔会议，必要时还可以担任翻译。信中还请求对寄送会议所需的文件和《真理报》一事作指示。


6月22日（7月5日）


列宁的《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发表在《劳动的真理报》第22号上。


6月23日（7月6日）以前


就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和章程的开本和二校样拖延的原因等事宜；致函在巴黎的尼·瓦·库兹涅佐夫。信中还要求告知出席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的巴黎代表的名单以及其他情况。

致函斯·格·邵武勉，同他争论民族问题，要他读一读列宁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和《论民族自决权》两篇文章，并对文章提出批评意见；请他搜集在高加索用格鲁吉亚文、亚美尼亚文以及其他文字出版社会民主党报纸的材料，询问韦尔什维克报纸和取消派报纸的发行情况。

致函在洛夫兰的伊·费·阿尔曼德，请她为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准备好一切必要的文件材料以及《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驳斥取消派的文章。

致函伊·费·阿尔曼德，坚决主张她去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答应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起草报告；告知拟由哪些人参加代表团。

致函在巴黎的尼·瓦·库兹涅佐夫，请库兹涅佐夫同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商讨他参加布鲁塞尔会议的问题。


6月23日（7月6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阿·萨·叶努基泽，询问1911年以来高加索出版布尔什维克报纸和取消派报纸的情况，以及这些报纸是否刊登财务报表、工人和其他人的贺词、关于投票拥护第四届杜马代表六人团或七人团的决议等材料。


6月23日—30日（7月6日—13日）


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报告的提纲；起草报告的几种文稿；写给中央代表团的指示。


不早于6月23日（7月6日）


收到Б.Г.丹斯基的来信，信中告知已给《保险问题》杂志寄去自己一篇文章的抄件，请求修改这篇文章。信中还告知《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已经印完并询问列宁何时到维也纳。


6月23日（7月6日）以后


收到《真理报》编辑部的来信，信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一文发表在《启蒙》杂志第6期上。

收到扬·安·别尔津的来信，信中谈到即将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同意列宁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条件、表示将协调布尔什维克和拉脱维亚代表团的发言、介绍会议参加者情况、认为列宁有必要亲自出席这次会议。

收到尼·瓦·库兹涅佐夫从巴黎的来信，信中解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和章程二校样耽搁的原因、谈到出席维也纳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名单已寄出、要求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法国全国非常代表会议的贺词。


6月24日（7月7日）


列宁的《谩骂的政治意义（谈谈统一问题）》一文发表在《劳动的真理报》第23号上。


6月24日（7月7日）以后


收到尼·瓦·库兹涅佐夫从巴黎的来信，信中谈到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同意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代表团，还谈到根据列宁的要求正在搜集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的记录、决议以及各种报纸。


不晚于6月25日（7月8日）


致函维·谢·米茨凯维奇－卡普苏卡斯，询问有关立陶宛《浪潮报》的创办历史和编辑方针。

几次致函在伦敦的马·马·李维诺夫，叙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就布尔什维克参加布鲁塞尔会议一事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的答复的内容。

收到伊·费·阿尔曼德从洛夫兰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同意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代表团。

致函伊·费·阿尔曼德，谈有关筹备维也纳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的事宜，并感谢她寄来邮包和拍来电报。

致函伊·费·阿尔曼德，告知中央委员会确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布鲁塞尔“统一”会议代表团的名单，并告知次日将寄出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开头部分和结尾部分。


6月25日（7月8日）以后


收到马·马·李维诺夫从伦敦寄来的明信片，明信片中告知已收到列宁的两封信，还说给卡·胡斯曼已寄出一封信，说明不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原因。


6月26日（7月9日）


列宁的《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一文发表在《劳动的真理报》第25号上。


6月27日（7月10日）以前


致函彼得堡的波涛出版社，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的校样寄来。

致函在伦敦的马·马·李维诺夫，要他给在布鲁塞尔的伊·费·波波夫寄去五个人的委托书，供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使用。

致函在洛夫兰的伊·费·阿尔曼德，说列宁为布鲁塞尔会议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已经寄去，请阿尔曼德将这份报告译成法文，并对她在会上如何行动提出建议。

致函在巴黎的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卡姆斯基），请他搜集布鲁塞尔会议的所有材料。

致函在布鲁塞尔的伊·费·波波夫，要他把巴黎、彼得堡等城市寄来的文件保存好，以供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工作之用。列宁还委托波波夫尽可能准确地把所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德国卡·考茨基的发言记录下来。


不早于6月27日（7月10日）


收到阿·弗·卡扎科夫从巴黎的来信，信中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和章程的排版工作已经结束，要求批准出版。


6月27日7月3日（7月10日和16日）之间


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布鲁塞尔会议的报告作补充。

致函伊·费·阿尔曼德，就如何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宣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一事，向她提出建议，强调必须论证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是工人党。

给在布鲁塞尔的伊·费·波波夫寄去载有自己的《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一文的《启蒙》杂志第5期以及其他文件。


不晚于6月28日（7月11日）


给伊·费·阿尔曼德寄去为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所作的重要指示的第四部分。


6月28日（7月11日）


列宁的《左派民粹派在工人中的力量有多大》一文发表在《劳动的真理报》第27号上。

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最后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和《关于“前进派分子”和“前进”集团》等三篇文章发表在《启蒙》杂志第6期上。

致函波涛出版社，感谢他们寄来《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一书第2册的最后一部分校样；要求立即将该书机样，连同《真理报》、《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合订本和其他一些材料寄给在布鲁塞尔的伊·费·波波夫。


不晚于6月29日（7月12日）


会见从彼得堡来请示工作的阿·谢·基谢廖夫、尼·巴·阿维洛夫等人，向他们了解彼得堡工人运动的情况；建议他们留下来参加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


6月29日（7月12日）


致函在洛夫兰的伊·费·阿尔曼德，告知彼得堡的两名工人（阿·谢·基谢廖夫和尼·巴·阿维洛夫）已经到达，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即将到达；强调她参加布鲁塞尔会议是极为必要的。

列宁起草的《告乌克兰工人书》用乌克兰文刊登在《劳动的真理报》第28号上，署名奥克先·洛拉，并附有列宁加的《编者按》。


6月29日和7月6日（7月12日和18日）之间


在波罗宁主持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有来自俄国国内的党的工作者参加）。会议研究杜马党团的工作和筹备党的代表大会的问题。


6月29日（7月12日）以后


在波罗宁多次同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研究俄国国内工人运动问题和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工作。


不晚于6月30日（7月13日）


致函伊·费·阿尔曼德，阐述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策略，提醒她必须向社会党国际局成员详细解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非法条件下工作的特点和困难，指示她在同取消派和社会党国际局领导人进行论战中如何运用好党的决议。


6月30日（7月13日）以后


收到马·马·李维诺夫从伦敦寄来的信，信中说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已经收到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邀请书，还说委托书已寄给在布鲁塞尔的伊·费·波波夫。


不晚于7月1日（14日）


致函在洛夫兰的伊·费·阿尔曼德，告诉她提交社会党国际局和供在布鲁塞尔会议上作报告用的材料已寄出，要求把材料保存好，事后归还。


7月2日（15日）


列宁的《首先要有明确性！（谈谈统一问题）》一文发表在《劳动的真理报》第30号上。


7月2日和3日（15日和16日）


列宁的《工人出版节的总结。根据〈真理之路报〉的报表》一文发表在《劳动的真理报》第30号和第31号上。


7月3日（16日）以前


写便条给格·叶·季诺维也夫，请他转告雅·斯·加涅茨基：不同意他提出的发给250克郎才能去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要求。

收到格·伊·萨法罗夫从南锡寄来的信，信中表示同意去维也纳出席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和党代表大会，还请求党中央委员会拨给他参加布鲁塞尔会议所需的经费。

收到伊·费·波波夫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说马·马·李维诺夫寄来的给出席布鲁塞尔会议全体代表的委托书以及列宁寄来的汇款和文件都已收到。信中还谈到波波夫为参加布鲁塞尔会议进行准备工作的情况，他现在正等待详细的指示。


不晚于7月3日（16日）


致函在布鲁塞尔的伊·费·阿尔曼德，告知在波罗宁正在举行有党的工作人员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将于8月召开；要求在布鲁塞尔会议闭幕后，详细报告会议的结果。


7月3日—5日（16日—18日）


在比亚韦－杜纳耶茨领导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工作。


7月3日（16日）以后


收到伊·费·波波夫的信，信中报告了布鲁塞尔会议的进程和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在会议上的活动情况。


7月4日或5日（17日或18日）


致电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指示必须以三个代表团的名义提出关于取消派的实质的声明。


7月5日（18日）以前


列宁和格·伊·彼得罗夫斯基从波罗宁致电社会党国际局，告知有关埃·王德威尔得彼得堡之行的各种材料已寄出。同时把这封电报的副本和彼得罗夫斯基从彼得堡带来的材料和报纸寄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这些材料对于揭露孟什维克起了重大作用。


7月5日（18日）


列宁编辑的《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第2册出版，该文集收载列宁14篇著作。


7月5日（18日）以后


为《劳动的真理报》写题为《布鲁塞尔代表会议上的波兰反对派》的短评。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告知布鲁塞尔会议的结果；询问他是否在为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作准备；了解费·尼·萨莫伊洛夫的健康状况。

致函在柏林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伊·埃·格尔曼，谈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态度，对1914年拉脱维亚人和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反对取消派的言论表示满意，但对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能否与布尔什维克完全统一表示怀疑，认为必须先要明确如下原则问题：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是否能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共同反对取消派、民族主义和联邦制。

致函在柏林的弗·米·卡斯帕罗夫，要求告知俄国革命事件的发展情况。


7月6日（19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对波兰反对派的态度和关于向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团表示感谢的决议草案。

致函伊·费·阿尔曼德，揭露第二国际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行径，称赞布尔什维克代表处理事情冷静而又坚决。

致函伊·费·阿尔曼德，告知收到关于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工作的出色报道，向她表示感谢，并说下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大约于8月7—12日（20—25日）举行，她将作为代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7月7日（20日）以前


致函伊·费·阿尔曼德，告知7月5日（18日）的关于布鲁塞尔会议的工作报告已经收到，对波兰反对派的行为表示愤慨；建议采取措施获得参加维也纳代表大会的委托书；要求根据手稿指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有哪几个地方她已在布鲁塞尔会议上讲了。


7月7日（20日）以后


写《徘徊在十字路口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一文。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收到Г.Н.科托夫从巴黎的来信，信中告知他作为《真理报》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委员会的代表的工作情况，并说正等候关于布鲁塞尔会议的报告。


不晚于7月8日（21日）


开始为格拉纳特百科词典撰写《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这一条目。


7月8日（21日）


致函格拉纳特出版社编辑部秘书，告知因一些意料不到的情况不得不把已经动笔的《卡尔·马克思》这一条目停下来，希望编辑部能另找一位作者撰写。

列宁对《莱比锡人民报》的一篇文章的反驳发表在该报第165号上，署名“《真理报》编辑部”。


7月8日（21日）以后


收到伊·费·波波夫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谈到会议的进程，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和波兰、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团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活动情况。

收到格·伊·彼得罗夫斯基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告知布尔什维克几次遭到逮捕，但彼得堡工人的活动日益增强。


7月9日（22日）


委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通报布鲁塞尔会议情况以及党代表大会和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筹备情况。


7月9日（22日）以后


收到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来信，信中告知彼得堡和俄国其他一些城市因法国总统雷·彭加勒访俄而举行罢工的消息，以及为出席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而进行准备工作的情况。


不晚于7月11日（24日）


收到伊·费·阿尔曼德的来信，信中告知布鲁塞尔会议的详细情况。

致函伊·费·阿尔曼德，感谢她提供了代表会议的详细情况；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拒绝参加表决卡·考茨基在布鲁塞尔会议上提出的决议；告知打算同前来波罗宁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爱·兹维尔布利斯讨论关于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问题；批评卡·考茨基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立场。


7月12日（25日）以前


致函伊·费·阿尔曼德，说俄国革命正在到来，还谈到彼得堡有很多人被逮捕、报纸被查封、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可能发生战争等情况。


7月12日（25日）


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托，致函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威·扬松或奥·施蒂茨，请求告知斯德哥尔库的几个可靠的秘密地址，以便同彼得堡进行联系，因为过去是经华沙联系的，现在已不可能了


7月12（25日）以后


收到格拉纳特出版社编辑部从莫斯科寄来的信，信中请他不要拒绝撰写《卡尔·马克思》这一条目，并建议将交稿日期延至8月15日（28日）。


不晚于7月13日（26日）


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爱·兹维尔布利斯谈话，兹维尔布利斯向列宁介绍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及其“左派反对派”的情况。


7月13日（26日）


致函扬·鲁迪斯－吉普斯利斯，要求告知里加第四区和拉脱维亚工人的大多数是否赞成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认为让工人了解中央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会议上提出的十四项条件是重要的；询问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态度，阐明自己反对联邦制和主张民主集中制的立场；谴责波兰反对派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行径。


7月14日（27日）


收到弗·米·卡斯帕罗夫从柏林寄来的信，信中告知登有对布鲁塞尔会议各种反映的报纸已经寄出。


7月15日（28日）


致函格拉纳特出版社编辑部秘书，表示同意将《卡尔·马克思》这一条目写完。


7月15日和18日（28日和31日）之间


起草《革命与战争》一文的提纲，并为下一号即第33号《社会民主党人报》编写文章目录。


7月15日（28日）以后


收到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威·扬松从斯德哥尔摩的来信，信中告知奥·施蒂茨现在哥本哈根，建议全部信件按他的地址寄。


7月16日（29日）以后


收到扬·鲁迪斯－吉普斯利斯从柏林来的复信，信中告知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着“左派反对派”，而他本人是这派的拥护者。鲁迪斯－吉普斯利斯认为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是必要的，同时还告知：列宁为布鲁塞尔会议所拟的十四项条件已经收到。


7月17日（30日）以后


收到伊·埃·格尔曼从柏林的来信，信中告知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十四项条件已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接受。

收到格·伊·萨法罗夫从南锡的来信，信中谈到为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所进行的准备工作、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初步名单，认为列宁和俄国国内来的党的工作者参加这个代表团是必要的。


7月18日（31日）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告知第二国际代表大会改为7月27日（8月9日）在巴黎举行；认为费·尼·萨莫伊洛夫务必前去出席这次代表大会，要求尽可能细心地安排好这件事，使他在巴黎不致于中断治疗。


7月18日（31日）以后


致电在彼得堡的阿·叶·巴达耶夫，通知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即将在巴黎举行；邀请他前来波罗宁。


不晚于7月19日（8月1日）


应弗·维·阿多拉茨基的要求，写回信向他介绍有关民族问题的书刊，建议参考安·潘涅库克和约·施特拉塞尔的几本小册子。

致函在柏林的弗·米·卡斯帕罗夫，要求从《前进报》以及资产阶级报纸上整理出一套关于彼得堡工人运动的剪报，并把它寄来；询问在《前进报》上是否刊登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新的高涨》一文的译文。

收到格·伊·萨法罗夫从南锡的来信，信中谈到他对布鲁塞尔会议的印象，以及他结识费·尼·萨莫伊洛夫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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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
 （1914年8月23—24日〔9月5—6日〕）


一批社会民主党人通过的决议

· 欧洲大战和国际社会主义(8月底—9月)


· 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
 （1914年9月28日〔10月11日〕以前）


· *就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报告《论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所作的发言
 （1914年9月28日〔10月11日〕）简要报道


· *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不早于191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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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大战和欧洲社会主义》一书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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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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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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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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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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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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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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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德国人对战争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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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语《鹰之歌》的作者
 （1914年11月22日〔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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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年11月29日〔12月12日〕）


· 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
 （1914年11月29日〔12月12日〕）


· 以后怎么办？（论工人政党反对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任务）
 （12月10日〔23日〕）




1915年

· 俄国的休特古姆派
 （1915年1月19日〔2月1日〕）


· 拉林在瑞典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是什么样的“统一”？
 （1915年1月19日〔2月1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协约国社会党伦敦代表会议提出的宣言草案
 （1915年1月27日〔2月9日〕以前）


· 《乌克兰与战争》一文编者按语
 （1915年1月30日〔2月12日〕）


· 打着别人的旗帜
 （1915年1月以后）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央机关报和新报纸》决议的第三条草案
 （1915年2月14—19日〔2月27日—3月4日〕）


· 警察和反动分子是怎样保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的
 （1915年2月18日〔3月3日〕）


· 关于伦敦代表会议
 （1915年2月18日〔3月3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
 （1915年3月16日〔29日〕）


代表会议决议

　　关于战争的性质

　　关于“保卫祖国”的口号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

　　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第三国际

　　和平主义与和平口号

　　沙皇君主政府的失败

　　对其他党派的态度

· 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审判证明了什么？
 （1915年3月16日〔29日〕）


· 谈伦敦代表会议
 （1915年3月16日〔29日〕）


· 一个说明国内战争口号的实例
 （1915年3月16日〔29日〕）


· 五一节和战争
 （不早于1915年4月14日〔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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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民族祖国的破产

正式的社会民主党的破产

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幻觉的破灭

和平主义幻想的破灭

幻觉破灭的结果

· 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诡辩
 （1915年4月18日〔5月1日〕）


· 国际主义者联合的问题
 （1915年4月18日〔5月1日〕）


· 资产阶级慈善家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1915年4月18日〔5月1日〕）


· 空泛的国际主义的破产
 （1915年5月8日〔21日〕）


· 论反对社会沙文主义
 （1915年5月19日〔6月1日〕）


· 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决议草案
 （1915年5月19日〔6月1日〕）


· 第二国际的破产
 （1915年5—6月）


· 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
 （不晚于1915年6月）


· 为反动派效劳和玩弄民主的把戏是怎样结合起来的？
 （1915年6月11日〔24日〕以后）


· 德国机会主义论战争的一本主要著作
 （1915年8—7月）


· 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为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准备的决议草案
 （1915年7月9日〔22日〕）


· 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
 （1915年7月13日〔26日〕）


·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状况
 （1915年7月13日〔26日〕）


· 评“和平”口号
 （1915年7—8月）


· 和平问题
 （1915年7—8月）


· 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
 （1915年7—8月）


初版（国外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原则和1914—1915年的战争

第二章　俄国的阶级和政党

第三章　重建国际

第四章　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的历史及其现状

· 论欧洲联邦口号
 （1915年8月10日〔23日〕）


· 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加的注释
 （1915年8月）




附录

· 《卡尔·马克思》一文提纲
 （1914年3—7月）


· 关于自己的国家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的文章的提纲
 （1915年7月8日〔21日〕以前）


· 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准备的决议草案的一个草稿
 （1915年7月9日〔22日〕）草案


· 《列宁全集》第26卷年表（1914年7月─1915年8月）




插图

·1914年列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提纲的引言的手稿

·1914年7—11月列宁《卡尔，马克思》手稿第1页

·1929—1949年我国出版的列宁《卡尔·马克思》的部分中译本

·1915年3月29日载有列宁《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审判证明了什么？》和《谈伦敦代表会议》两文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第1版

·1915年列宁《五一节和战争》手稿第1页

·1940年延安解放社和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的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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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NING　QUANJI

第二十六卷

1914年7—1915年8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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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　］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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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在1914年7月至1915年8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头一年所写的著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1日（公历）以德国对俄国正式宣战而爆发，历时4年又3个月。大战主要在欧洲进行，但卷入战争的有全世界的许多国家。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异常加剧，英、法等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美、德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到20世纪初，德国的工业生产总额仅次于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二位，在欧洲首屈一指。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新的力量对比，同历史上形成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占有情况极不相符。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为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加紧外交结盟和军事准备。早在大战以前就已形成两个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这就是以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和以英国、法国、俄国为首的协约国集团。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它所固有的政治、经济矛盾尖锐了；进入20世纪以来发生的多次经济危机使各国的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失业人数猛增。随之，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大大激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在欧洲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摆脱国内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国家加紧扩军备战，要在一场不可避免的世界大战中取胜。1914年8月，这场帝国主义大战终于开始了。

战争爆发后，各交战国政府冠冕堂皇地声明本国参战的正义性，掩盖各自的掠夺计划，欺骗人民群众，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煽动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狂热，借以达到分裂工人阶级、镇压革命运动的目的。各交战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领袖抛弃他们在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纷纷站到本国资产阶级一边，支持本国政府进行战争，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最有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国会投票赞成政府的军事拨款。法国社会党不仅如此，它的领袖茹·盖得和马·桑巴还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社会党国际局主席埃·王德威尔得出任比利时政府的大臣。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菲·谢德曼和卡·列金听候帝国政府的派遣，去一些中立国游说，争取这些国家的社会党人和舆论在战争中支持德国；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党人则到俄国活动。俄国的孟什维克也支持沙皇政府进行战争。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第二国际的破产。只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各国社会党内为数极少的左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举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始终反对这场帝国主义大战。

载入本卷的列宁文献，绝大部分都涉及这场帝国主义大战的问题。刊于卷首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即“关于战争的提纲”，是列宁在战争爆发后所写的第一个文件。列宁以这个文件为基础写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著名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这两篇文献确定了这场战争的性质，表明了布尔什维克党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列宁认为这场欧洲的和世界的大战具有十分明显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王朝战争的性质，它的唯一真实的内容和作用是争夺市场和掠夺其他国家，力图扼制国内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的革命运动，力图愚弄、分裂和屠杀各国无产者，驱使一国的雇佣奴隶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去反对另一国的雇佣奴隶。列宁揭穿交战双方统治阶级为了鼓吹战争所散布的谎言。他指出：德国资产阶级发动战争的目的是掠夺较富有的竞争者；英法资产阶级作战的目的是夺取德国的殖民地，打垮经济发展更为迅速的竞争国；它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帮助野蛮的沙皇政府进一步扼杀波兰、乌克兰，镇压俄国的革命；所以，两个参战国集团在战争中都在掠夺，都表现出野蛮和无限残暴，谁也不比对手逊色。列宁提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要任务是同大俄罗斯的和沙皇君主派的沙文主义作斗争，同俄国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部分民粹派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为这种沙文主义进行诡辩的行为作斗争。列宁还提出，由于俄国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因此社会民主党人仍然要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其中一切民族都享有充分的平等和自决权）、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这三个基本条件的实现而斗争。

列宁在战争爆发后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上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对这一口号作了阐述，认为它是无产阶级在这次战争中的唯一正确口号。本卷中的《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又指出，这场战争不是过去常见的那种民族战争，民族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面临的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社会党人的任务是变“民族”战争为国内战争。《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一文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愚弄群众，用旧的“民族战争”观念来掩饰帝国主义的掠夺；无产阶级则揭穿这种欺骗，宣布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在本卷中列宁多次说明：这个口号的精神是为战前的国际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决议所肯定的，也是在分析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条件后得出的；只有这样的策略才会成为工人阶级适应新历史时期各种条件的真正革命的策略。这个口号要求社会党人利用战争所造成的革命形势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也就是利用战争给各国政府造成的困难和群众的愤慨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在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起草的决议中解释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当前这个时代所号召的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拿起武器反对资产阶级，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实行民主革命，在一般落后的君主国建立共和国。他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首先应当采取的步骤是：无条件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退出资产阶级内阁；同“国内和平”政策彻底决裂；建立秘密组织；支持各交战国士兵举行联欢；支持无产阶级的各种群众性的革命行动。

除“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外，列宁在大战开始后还提出了“使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口号。这个口号同资产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为支持本国反动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而宣扬的“保卫祖国”口号针锋相对。本卷开头的文献，还有其后的一些文献都谈到了这一口号。如上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在每个国家，要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本国政府作斗争，就不应当害怕进行革命鼓动可能促使自己的国家失败；政府军队的失败会削弱这个政府，会促进受其奴役的民族的解放，会有助于反对统治阶级的国内战争。列宁认为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俄国。他说，如果俄国获胜，世界反动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就会加强，被侵占地区的民族就会处于完全被奴役的地位，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俄国战败都为害最小。为此，列宁专门写了《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一文。列宁在文中指出：革命的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只能希望本国政府失败；毫无疑问，在战时采取反对本国政府的革命行动，就意味着不仅希望本国政府失败，而且实际地促成这种失败。列宁撰写这篇文章，还为了批判列·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以为，希望俄国失败，就是希望德国胜利，因而反对“使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口号，而提出“不胜不败”的口号。列宁就此写道：战时的革命就是国内战争；一方面，政府在军事上遭到挫折，会有助于政府间的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另一方面，以实际行动努力实现这种转变也就不能不促使政府失败。列宁认为赞成“不胜不败”这一口号的人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沙文主义者，他们要使各交战国的无产阶级保卫各自的帝国主义政府，使它免遭失败。列宁强调指出，只有促使本国政府失败的策略，才能导致欧洲的革命，导致社会主义的持久和平。

希望沙皇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是不是不爱自己祖国的表现，对这个问题列宁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一文中作了回答。列宁说：大俄罗斯的觉悟的无产者当然不是没有民族自豪感，他们爱自己的语言和祖国；他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希望大俄罗斯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自由的和独立自主的、民主的、共和的、足以自豪的国家，按照平等这一人道的原则，而不是按照败坏伟大民族声誉的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列宁揭露资产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虚伪的爱国言辞。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因为他们用一切革命手段反对自己祖国的君主制度、地主和资本家，反对祖国的这些最可恶的敌人，他们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

本卷中的《以后怎么办？（论工人政党反对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任务）》、《俄国的休特古姆派》、《拉林在瑞典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是什么样的“统一”？》、《打着别人的旗帜》、《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诡辩》、《为反动派效劳和玩弄民主的把戏是怎样结合起来的？》等文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对这次大战的不同态度和采取的不同方针。列宁认为，大战爆发后，不少孟什维克领袖人物坚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因此谈不上同他们讲统一的问题。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统一是无产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的最伟大的武器，而在那些妨碍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大量涌入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同这些分子讲统一，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极其危险的。列宁说：“现在，在1914年以后，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统一，要求工人政党无条件地同机会主义者的政党分开。”（见本卷第117页）列宁认为格·普列汉诺夫、亚·波特列索夫、涅·切列万宁等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人物属于社会沙文主义者。

上述一些文献，还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协约国社会党伦敦代表会议提出的宣言草案》、《谈伦敦代表会议》、《国际主义者联合的问题》、《空泛的国际主义的破产》、《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状况》等文，指出了俄国中派的立场。大战爆发后出现的俄国中派，其代表人物有托洛茨基以及尔·马尔托夫、帕·阿克雪里罗得、尤·拉林等人，他们以孟什维克派报纸《我们的言论报》为活动基地。俄国中派也高喊“统一”、“联合”，并建议“国际主义者”采取共同的行动来反对“正式的社会沙文主义”。列宁认为他们的“国际主义”不过是口头上的一句空话，他们老是在“空泛地赞成国际主义”和与社会沙文主义和解之间摇摆，宁肯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讲统一而不愿接近那些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不妥协的人。列宁指出，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在一起，不可能执行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不可能进行反对战争的宣传并为此积聚力量。

本卷中的《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审判证明了什么？》以及其他一些文章谈论布尔什维克党在议会内和议会外进行的反战活动。战争一开始，第四届国家杜马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布尔什维克“六人团”）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而且到工人群众中去说明战争的真相，揭露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激发工人反对沙皇制度以及资产阶级和地主。因此，它的5名成员受到审判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审判说明布尔什维克党利用议会制度的情况，说明布尔什维克党在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广泛的、秘密的反战活动的情况。列宁说：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俄国工人的觉悟的先锋队实际上就已团结在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周围；俄国的觉悟工人已经建立了这样的政党，选拔出这样的先进部队，它们在世界大战和国际机会主义在全世界崩溃的时候表现出能执行国际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

从本卷所载文献可以看出，列宁从大战爆发后所写的第一篇文章起，就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背叛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行为作斗争，指出他们对这次大战所采取的态度和立场宣告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在《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怎样重建国际？）》、《警察和反动分子是怎样保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的》、《论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等文献中，特别是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列宁痛斥了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揭示了第二国际破产的原因，提出了左派社会党人的任务。

《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说明：对于第二国际的破产，不能单从形式方面去理解，认为是交战国社会党之间的国际联系的中断、国际代表会议和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无法召开，等等；而应该认为，第二国际的破产是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令人触目惊心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在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和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决议中所作的最庄严声明。对于第二国际的破产，德国社会民主党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列宁认为第二国际中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德国党倒向本国总参谋部、本国政府、本国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列宁分析了德国以及法国、比利时、英国社会民主党内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言行。

本文揭露了第二国际著名领袖考茨基的中派面目。考茨基竭力为社会沙文主义辩护，他所推行的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比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更有害于马克思主义事业。本文指出考茨基提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是“一种最精致的、用科学观点和国际观点精心伪装起来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见本卷第240页）。

本文对社会沙文主义进行了剖析，揭示了它同机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列宁指出：所谓社会沙文主义，是指肯定在当前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为社会党人在这场战争中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实行联合作辩护，拒绝宣传和支持无产阶级反对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等等。他把社会沙文主义称为“熟透了的机会主义”（见本卷第261页），因为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政治内容同机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工人运动中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同的，即无产阶级和小市民中从本国的资本的特权中分享一点油水的少数上层分子联合起来反对无产者群众，反对全体被压迫的劳动群众。他解释说，社会沙文主义是机会主义在1914—1915年的战争环境中的产物，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战争使这种思想发展到了顶点。他进一步指出，第二国际时代（1889—1914年）社会党人分为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的旧的划分，大体上是与现在分为沙文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新的划分相一致的。

本文提出，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认清这次大战所由产生的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本文以前的一些文章已开始从经济方面揭示帝国主义的实质。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最后的阶段。上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这次战争是由这样的时代条件造成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不仅商品输出，而且资本输出也已经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生产的卡特尔化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殖民政策导致了几乎整个地球的瓜分，——这时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越出了民族国家的划分这种狭隘范围。而在本文中，列宁则更为具体地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作了科学评述。

本文总结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对革命形势和革命的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时指出：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列宁列举了革命形势的三个主要特征：（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列宁说：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即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这样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为此，列宁提出社会党人的任务是：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说明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转向革命行动，并建立适应革命形势需要的、进行这方面工作的组织。

载入本卷的《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是列宁同格·季诺维也夫合写的一本重要的小册子，它总结了社会民主党在这次帝国主义大战中的策略。小册子共分四章：一、社会主义的原则和1914—1915年的战争；二、俄国的阶级和政党；三、重建国际；四、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的历史及其现状。

小册子的第一章是篇幅最大的一章。为了确立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列宁在这一章中首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战争观。列宁指出，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消灭战争。在研究战争的阶级性质时，列宁援引历史上的各种战争事例，把战争区分为两种类型：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正义战争指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战争，推翻异族统治、把劳动者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使殖民地和附属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的战争；非正义战争指帝国主义战争，掠夺和奴役别的国家和人民的战争。列宁指出：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在保卫民族独立的战争中，“保卫祖国”的口号是正确的，无产阶级给予支持；而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口号则是对群众的欺骗，无产阶级不但不给予支持，并且坚决加以揭露。

在这一章中，列宁特意提到德国军事学家卡·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著名定义：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暴力手段）的继续。这一定义列宁此时曾多次引用，本章对它作了系统阐述。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一向把这一论点看作考察任何一场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用这个观点来考察当前这场战争就会看到，英、法、德、意、奥、俄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几十年来一直在推行掠夺殖民地、压迫其他民族、镇压工人运动的政治，当前的战争所继续的正是这种政治；相反，在中国、波斯、印度和其他附属国里，近几十年来所看到的是一种唤起千百万人争取民族生存、摆脱反动大国压迫的政治，在这种历史基础上进行的战争是进步的民族解放的战争。

在这一章中，列宁还提到了关于和平主义与和平口号的问题。他指出：群众要求和平的情绪往往反映他们已经开始对战争发出抗议，表示愤慨，开始认识到战争的反动性质；利用这种情绪是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到本小册子的第三章中，作者继续论证这个问题时认为，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制定纯粹和平主义的纲领是远远不够的。作者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和平主义，只有在号召进行革命斗争的情况下，要求和平才具有无产阶级的意义，不进行一系列的革命，所谓民主的和平只能是小市民的空想。这个问题在列宁此时写的《评“和平”口号》、《和平问题》两文中得到了更为详尽的论证。列宁认为，不是争取特定的和平而是争取一般的和平的口号，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而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口号。

小册子的第三章着重论述建立第三国际的问题。自从帝国主义大战爆发、第二国际破产起，列宁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从本卷开头的文献就能看出。在本章中，作者指出，摆在革命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任务，不是恢复旧国际，而是必须使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彻底决裂，使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同小资产阶级的即机会主义的政党无条件地分离，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新国际。作者认为，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不存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是否合适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现在存在的只是能否在最近时期在国际范围内实现这一决裂的问题。作者说：十分明显，要创立一个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就必须在各个国家里都准备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这一章在论述建立第三国际的问题时提出了在国际范围内团结马克思主义左派分子的任务。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分裂，各个国家都涌现出了一些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作者说：“我们最关心的当然是德国左派的情况。我们把德国左派看作我们的同志，看作一切国际主义者的希望。”（见本卷第350页）作者同时也说明，俄国国际主义者丝毫也不想干涉德国左派同志的内部事务，而仅仅是开诚布公地向他们说明对情况的看法，因为他们完全有权根据时间和地点的条件来确定自己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方法。和上述问题有关的是本卷中列宁在这个期间所拟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为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准备的决议草案》。这一文献表现出列宁为筹备即将于1915年9月在齐美尔瓦尔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为争取左派所付出的努力。

载入本卷的《论欧洲联邦口号》是一篇包含重要理论的文章。编在这篇文章后面的《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加的注释》也是谈论“欧洲联邦”口号的。这个口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而在战争年代得到了特别广泛的传播，考茨基分子、托洛茨基分子曾加以鼓吹。这个口号宣传的是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可能消除竞争和军事冲突而在和平基础上进行联合即结成“和平联盟”的思想。列宁在本卷中多次提到这个口号，认为它是一个欺骗性的和毫无意义的口号，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列宁揭示了这一口号的经济内容。列宁指出：资本家以及它们的政府之间，只能缔结暂时的协定，以保卫他们已经抢到的东西，按实力、按资本的多寡瓜分殖民地，他们只能结成反动的联盟来共同反对民主和社会主义；因此，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列宁在批判“欧洲联邦”口号的同时，提出了他在研究帝国主义时发现的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和他根据这个规律制定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理论。他写道：“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见本卷第36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同时在所有的或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新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本卷收载的《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这一名著是列宁1914年为《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写的一个词条。列宁首先简要地叙述了马克思作为学者和革命家的生平活动，划分了马克思观点发展的主要阶段。在转入对马克思学说的阐述时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是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他特别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往下，他叙述了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以后，他着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经济学说，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所作的研究，特别提到马克思对商品、货币、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生产过剩危机、地租的分析。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他还专写一节阐述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的理论。本词条附有《书目》，介绍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书目》特别指出，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必须研究恩格斯的著作。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9篇。其中，《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寄语〈鹰之歌〉的作者》、《〈乌克兰与战争〉一文编者按语》、《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决议草案》等的内容都与帝国主义大战的问题直接有关。





《列宁全集》第26卷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1]


（1914年8月23—24日〔9月5—6日〕）


俄国社会民主党对欧洲大战的态度

我们从最可靠方面获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些领导人不久前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了欧洲大战问题。这次会议不是十分正式的会议，因为沙皇政府所进行的大规模逮捕和闻所未闻的迫害，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还无法召开会议。但是我们十分确切地知道，这次会议真正反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最有影响的人们的观点。

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现在我们把它作为文件全文引述如下：　 


一批社会民主党人通过的决议

（1）这场欧洲的和世界的大战，具有十分明显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王朝战争的性质。争夺市场和掠夺其他国家，力图扼制国内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的革命运动，力图愚弄、分裂和屠杀各国无产者，驱使一国的雇佣奴隶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去反对另一国的雇佣奴隶——这就是这场战争唯一真实的内容和作用。

（2）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强大和最有影响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投票赞成军事预算[2]，重弹普鲁士容克和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老调，这是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不管怎样，即使这个党确实力量过于薄弱而不得不暂时屈从本国资产阶级多数的意志，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行为也是不能原谅的。实际上，这个党现在采取了民族主义自由派政策。

（3）比利时和法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参加了资产阶级内阁[3]，出卖了社会主义，他们的行为理应受到同样的谴责。

（4）第二国际（1889—1914年）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这种破产的主要原因是，在第二国际中事实上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对于它的资产阶级性和危险性，世界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早就指出过了。机会主义者早就在为第二国际的破产准备条件了：他们否定社会主义革命而代之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们否定阶级斗争及其在一定时机转变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而鼓吹阶级合作；他们在爱国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幌子下鼓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而忽视或否定《共产党宣言》中早已阐明的一条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即工人没有祖国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7页。——编者注］

 ；他们在同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局限于感伤主义的小市民观点，而不承认所有国家的无产者必须以革命战争来反对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他们把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变成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而忘记了在危机时代必须有秘密的组织形式和鼓动形式。机会主义的国际机关刊物之一，早已站在民族主义自由派立场上的德国《社会主义月刊》[4]，现在正在为自己战胜欧洲社会主义而欢欣鼓舞，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和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内的所谓“中派”，事实上已经胆怯地向机会主义者举手投降了。未来的国际的任务，应当是坚决彻底地抛开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这一资产阶级派别。

（5）在欧洲大陆上相互角逐的两个主要民族——德意志民族和法兰西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着力用来愚弄群众，而社会主义运动中盲目地追随资产阶级的公开和隐蔽的机会主义者则不断加以重复的那些资产阶级和沙文主义的诡辩中，以下几点应当特别指出并严厉地加以驳斥：

德国资产者说他们是要保卫祖国，反对沙皇政府，捍卫文化发展和民族发展的自由，这是在撒谎，因为以威廉为首的普鲁士容克和德国大资产阶级，一直是奉行维护沙皇君主政府的政策的，而且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他们都一定会竭力支持沙皇君主政府的；他们是在撒谎，因为实际上奥地利资产阶级向塞尔维亚发动了强盗式的进攻，德国资产阶级正在压迫丹麦人、波兰人和阿尔萨斯－洛林的法国人，他们向比利时和法国发动进攻性战争以掠夺这两个较富有较自由的国家，他们发动进攻是在他们认为可以使用其经过改进的最新军事技术装备的最有利的时机，是在俄国实行所谓大军事计划的前夜。

法国资产者也说他们是要保卫祖国等等，他们也是在撒谎，因为事实上他们是在维护资本主义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比较缓慢的国家，用亿万巨款雇用俄国沙皇政府的黑帮分子发动进攻性战争，即掠夺奥地利和德国的领土。

两个参战国集团在战争中都表现出极端残暴和野蛮，谁也丝毫不比对手逊色。

（6）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要任务，就是无情地、全力地同大俄罗斯的和沙皇君主派的沙文主义作斗争，同俄国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5]、部分民粹派[6]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为这种沙文主义进行诡辩的行为作斗争。从俄国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观点来看，沙皇君主政府和它的军队战败为害最小，因为它们压迫波兰、乌克兰和俄国的许多民族，并且煽起民族仇恨来加强大俄罗斯人对其他民族的压迫和巩固反动的野蛮的沙皇君主政府。

（7）社会民主党现时的口号应当是：

第一，在各方面（包括在军队内、在战场上）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宣传必须把枪口对准各国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和政党，而不是对准自己的弟兄——其他国家的雇佣奴隶。迫切需要在各国军队中组织秘密的支部和小组，以便用各种语言进行这种宣传。要向一切国家的小市民的和资产者的沙文主义和“爱国主义”展开无情的斗争。必须依靠肩负着战争全部重担、在大多数情况下敌视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工人群众的革命觉悟，来反对当今的国际的背叛了社会主义的领袖人物；

第二，作为当前的口号之一，宣传建立德意志、波兰、俄罗斯等共和国，并且把欧洲各个单独的国家变成共和制的欧洲联邦[7]。

第三，特别要同沙皇君主制度和大俄罗斯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沙文主义作斗争，宣传在俄国进行革命以及让俄国压迫下的各民族获得解放和自决，其当前的口号是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一批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载于1929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18卷；引言载于1948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1—7页

















[1]《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是确定布尔什维克党对待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的第一个文件，通称关于战争的提纲。这个文件是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最初几天构思而于1914年9月5—6日写成的；文件的引言写于9月8日以后。



1914年9月5日，列宁从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波罗宁来到了瑞士伯尔尼。次日，他根据这个提纲在侨居伯尔尼的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对待战争态度问题的报告。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伊·费·阿尔曼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费·尼·萨莫伊洛夫（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弗·米·卡斯帕罗夫、格·李·什克洛夫斯基等人。会议经过详细讨论，将列宁的提纲作为会议的决议予以通过。



提纲通过后，曾以“一批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名义分寄给其他几个布尔什维克国外支部。为了保密起见，提纲的抄本上分别注有“在丹麦发表的宣言的抄本”和“在俄国发表的宣言的抄本”等字样。提纲由萨莫伊洛夫带回俄国，供党中央委员会国内部分、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各地党的组织进行讨论。讨论过这一提纲的，有彼得格勒、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下诺夫哥罗德、沃洛格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巴库、梯弗利斯等地的党组织。提纲还通过瑞士社会民主党人转给了1914年9月27日在瑞士卢加诺举行的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联合代表会议。提纲的某些论点为这次会议的决议所采纳。



为了更广泛地传播提纲，起初曾打算把提纲作为布尔什维克伯尔尼会议决议以单页形式出版。为此，列宁给提纲写了引言。但是考虑到提纲不大适宜阅读，不久又决定不再出版提纲，而仍以一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名义印发一篇宣言。列宁在提纲的基础上撰写了题为《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宣言。看来仍是为了保密的缘故，宣言的一份抄件末尾有一段附言：“本宣言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堪的纳维亚党员小组发表的，这些党员承认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把丹麦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会议的提纲作为基础，而且通过同在俄国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联系而得以确信：提纲的确表达了党的意见。”1914年10月，在宣言已经付排以后，列宁获悉，关于战争的提纲已经得到党中央委员会国内部分、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以及各地党组织的赞同，因此决定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印发宣言。恰在这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复刊有望，于是又决定不再以单页形式出版宣言，而在复刊后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头一号上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发表宣言。1914年11月1日，《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这篇宣言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第1版发表。——[1]。



[2]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帝国国会中同资产阶级和容克的代表一起投票赞成50亿马克的军事拨款案。胡·哈阿兹代表整个社会民主党党团发表宣言，声称：“我们现在面临着战争这一铁的事实。我们正遭受敌人入侵的威胁。我们现在不应当是为赞成战争或者反对战争投票，而应当是解决为保卫国家所必需的拨款问题。”宣言最后说，社会民主党人有义务“投票赞成所需拨款”。



在帝国国会这次会议的前一天，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团曾开会讨论这一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110名国会议员中有92名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78名赞同批准军事拨款案。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国会议员反对批准，但是他们服从党团中机会主义多数作出的决定，因而在帝国国会会议上对军事拨款案也投了赞成票。——[2]。



[3]比利时社会党人的机会主义领袖们还在战争爆发前就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4年8月2日，比利时工人党总委员会会议讨论了战争威胁问题，通过了关于放弃街头游行示威（包括预定于8月3日举行的游行示威）的决议，并责成社会党人议员在议会中投票赞成军事拨款。8月3日，比利时工人党领导人发表了号召人民支持战争的呼吁书。比利时工人党领袖、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局主席埃·王德威尔得参加了比利时政府，任司法部长。



法国社会党领袖也采取同样的立场。8月2日，过去曾要求以总罢工回答资产阶级发动的战争的法国社会党领导人爱·瓦扬在巴黎召开的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宣称一旦战争爆发，“社会党人将对祖国、对共和国和革命尽自己的义务”。8月4日，社会党人在议会中一致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赞成实施戒严和实行军事书报检查制度，也就是赞成禁止罢工、集会等。社会党人茹·盖得、马·桑巴于8月底、阿·托马稍后不久相继参加了法国帝国主义政府（国防内阁），盖得任不管部长，桑巴任公共工程部长，托马任国务秘书（后任军需部长）。在政府各部和城市自治机关中，社会党人和工会领导人也积极帮助资产阶级进行战争。——[2]。



[4]《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5]。



[5]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费·伊·罗季切夫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抗衡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1915年，当沙皇政府的军队在前线遭到失败而国内革命危机加剧的时候，立宪民主党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伙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的发展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立宪民主党人并积极参与建立军事工业委员会。——[6]。



[6]指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和劳动团。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人民社会党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是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之间的“社会－立宪民主派”。



劳动团（即劳动派）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有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和劳动派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6]。



[7]列宁后来经过进一步分析，认为欧洲联邦口号是不正确的。参看《论欧洲联邦口号》和《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加的注释》（见本卷第364—368、369）等文。——[6]。





《列宁全集》第26卷


欧洲大战和国际社会主义

（1914年8月底—9月）

对社会党人来说，最严重的灾祸不是战争，——我们始终拥护“一切被压迫者为了赢得他们自己的祖国而进行神圣的战争！”——而是当今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的叛变，当今的国际的破产。

我们看到，德国社会党人令人震惊地改变了立场（在德国宣战以后），伪善地宣扬反沙皇政府的解放战争，忘记了德国帝国主义，忘记了对塞尔维亚的掠夺，鼓吹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同英国作战，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叛变吗？爱国主义者，沙文主义者，在投票赞成军事预算！！

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党人的行为，难道不也是这种叛变吗？他们对于德国帝国主义揭露得倒很出色，但可惜的是，对于英、法帝国主义，特别是对于野蛮的俄国帝国主义，他们却熟视无睹！难道他们看不见法国资产阶级几十年来一直在用亿万巨款雇用俄国沙皇政府的黑帮分子，看不见沙皇政府镇压俄国大多数非俄罗斯民族、掠夺波兰、压迫大俄罗斯的工人和农民等等令人愤慨的事实吗？

在这样的时刻，当读到《前进报》[8]大胆而直率地指着休特古姆说出了一句辛辣的实话，指着德国社会党人说出了一句实话，说他们是帝国主义者即沙文主义者的时候，社会党人心里感到痛快。而当读到齐博尔迪的文章（9月2日《前进报》）时，心里就感到更加痛快，因为这篇文章不仅揭露了德国和奥地利的沙文主义（这对意大利资产阶级是有好处的），而且也揭露了法国的沙文主义，并确认这场战争是各国资产阶级的战争！！

《前进报》的立场和齐博尔迪的文章——与一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久前在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决议[9]一样——向我们表明：人们常说的国际遭到破产这句话，哪种含义是正确的，哪种含义是不正确的。资产者和机会主义者（“右翼改良主义者”）重复这句话时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社会党人（例如在苏黎世出版的《民权报》[10]、《不来梅市民报》[11]）重复它时则怀着痛苦的心情。这句话包含了很多真理！！当今的国际的领袖们和多数政党的破产已经是事实。（请你们把《前进报》[12]、维也纳《工人报》[13]、《汉堡回声报》[14]同《人道报》[15]比较一下，把比利时和法国社会党人的宣言同德国的执行委员会的“答复”[16]比较一下。）群众还没有发表意见呢！！！

但齐博尔迪的话说得非常正确，他说，不是“理论有误”，不是社会主义的“药剂”“不对”，只是“它的剂量不够”，“某些社会党人不是‘够格的社会党人’”。

当今的欧洲国际的破产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破产，而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即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破产。正是这种在各个地方、在各个国家存在的并由比索拉蒂之流在意大利如此鲜明地表现出来的“倾向”遭到了破产，正是这种倾向多年来一直教导人们忘掉阶级斗争等等，等等（参看决议 
［注：见本卷第1—7页。——编者注］

 ）。

齐博尔迪的话是正确的，他认为欧洲社会党人的主要过错在于：他们“力图事后找些理由，为他们束手无策、不能防止这场大厮杀，反而要参加这场大厮杀作辩护”；他们“喜欢装出一副样子，好象他们在完全自愿地干事业〈欧洲社会主义〉，而实际上他们是不得已才干的”；社会党人“都竭诚拥护自己的民族，拥护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府，以致使我们〈和所有非机会主义者的社会党人〉感到失望，而使意大利的所有非社会党人感到高兴”（也不只是意大利一国，而是所有国家，例如，请看俄国的自由派）。

的确，即使欧洲社会党人完全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他们的领袖们的行为也是背叛和无耻：工人们被赶上屠场，而领袖们呢？他们却在投赞成票，在参加内阁！！！即使他们完全无能为力，他们也应当投反对票，不参加内阁，不发表可耻的沙文主义的言论，不声明拥护自己的“国家”，不维护“自己的”资产阶级，而是揭露它的可耻行为。

因为到处都同样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到处都同样是在卑鄙地准备大厮杀。如果说俄国沙皇制度特别卑鄙和野蛮（最反动），那么德国帝国主义也是君主专制的，它追求的是封建王朝的目的，它的粗鲁的资产阶级不如法国的自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说得对：对他们来说，沙皇制度战败为害较小，他们的直接敌人首先是大俄罗斯的沙文主义，而每个国家的社会党人（不是机会主义者）都应当把“自己的”（“本国的”）沙文主义视为自己的主要敌人。

然而，是否真的已经完全“束手无策”呢？是这样吗？只能去开枪？去英勇地死和可耻地死？？去为了并非属于自己的祖国而战？？并不总是这样！！主动想办法曾经是可能的，也是应当的。进行秘密宣传和国内战争，对于社会党人来说，是更正当的，是更应当的（这就是俄国社会党人现在所宣传的）。

例如，有人用这样的幻想来安慰自己：战争迟早会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不！！为了使当今的国际（1889—1914年）的破产不至于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破产，为了使群众不离开我们，为了防止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占统治地位（就象在法国那样丢脸），就要正视现实。不管谁取得胜利，欧洲都受到沙文主义的加强、“复仇情绪”等等的威胁。无论是德国的还是大俄罗斯的军国主义，都在激起逆反的沙文主义，等等，等等。

我们的责任就是作出结论，确认曾在意大利那样郑重地加以宣传的（并且遭到意大利的同志们17那样坚决拒绝的）机会主义即改良主义的彻底破产，并…… 
［注：手稿到此中断。下面两句话是写在页边的附记。——俄文版编者注］



注意，补充：《新时代》杂志[18]对意大利社会党人和《前进报》的轻蔑和鄙视态度：对机会主义的小小让步！！！“中庸。”

［所谓的“中派”＝机会主义者的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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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前进报》《Avanti！》）是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日报），1896年12月在罗马创刊。1926年该报被贝·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查封，此后在国外不定期地继续出版。1943年起重新在意大利出版。——8。



[9] 这是假托的说法。实际上这里和下面说的决议都是指伯尔尼布尔什维克会议决议（见本卷第1—7页）。——9。



[10] 《民权报》（《Volksre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社会民主党组织和苏黎世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日报），1898年在苏黎世创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刊登过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消息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文章。——9。



[11] 《不来梅市民报》（BremerBürger－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日报），1890—1919年出版。1916年以前是不来梅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后来转入社会沙文主义者手里。——9。



[12] 《前进报》（《Vorwatr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利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利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9。



[13]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89年在维也纳创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9。



[14] 《汉堡回声报》（《HamburgerEcho》）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汉堡组织的机关报（日报）。1875年创刊时名为《汉堡－阿尔托纳人民小报》，1887年起改用《汉堡回声报》这一名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9。



[15] 《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起初是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后，反对法国政府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9。



[16] 社会党国际局内的法国代表团和比利时代表团在1914年9月6日的《人道报》上发表了一篇告德国人民书，谴责德国政府的侵略意图和德国士兵在占领区的暴行。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对此表示抗议，于9月10日在《前进报》上发表了它的答复。法国的和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就此在报刊上展开了一场论战，双方都为自己国家政府参加战争辩护，而把责任推给别国。——9。



[17] 指意大利社会党。



意大利社会党于1892年8月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最初叫意大利劳动党，1893年改称意大利劳动社会党，1895年开始称意大利社会党。从该党成立起，党内的革命派就同机会主义派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1912年在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分子伊·博诺米、莱·比索拉蒂等被开除出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战，意大利社会党一直反对战争，提出了“反对战争，赞成中立！”的口号。1914年12月，拥护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战争的叛徒集团（贝·墨索里尼等）被开除出党。意大利社会党人曾于1914年同瑞士社会党人一起在卢加诺召开了联合代表会议，并积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但是，意大利社会党基本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底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改良派的影响下走上了社会和平主义的道路。——11。



[18] 《新时代》杂志（《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持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11。













《列宁全集》第26卷


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19]


（1914年9月28日〔10月11日〕以前）

各国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准备了几十年的欧洲大战终于爆发了。军备的扩张，在各先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争夺市场斗争的极端尖锐化，以及最落后的各东欧君主国的王朝利益，都不可避免要导致而且已经导致了这场战争。强占别国领土，征服其他国家；打垮竞争的国家并掠夺其财富；转移劳动群众对俄、德、英等国国内政治危机的注意力；分裂工人，用民族主义愚弄工人，消灭他们的先锋队，以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当前这场战争唯一真实的内容、作用和意义。

社会民主党的责任，首先是揭露这场战争的这种真实意义，无情地揭穿统治阶级即地主和资产阶级为了替战争辩护而散布的谎言、诡辩和“爱国主义的”花言巧语。

一个参战国集团为首的是德国资产阶级。它愚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硬说它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自由和文化，是为了解放受沙皇政府压迫的各族人民，是为了摧毁反动的沙皇制度。而实际上正是这个充当以威廉二世为首的普鲁士容克的走狗的资产阶级，一直是沙皇政府最忠实的盟友和俄国工农革命运动的敌人。实际上，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这个资产阶级都将同容克一道去全力支持沙皇君主政府反对俄国革命。

实际上德国资产阶级向塞尔维亚发动了强盗式的进攻，企图征服塞尔维亚和扼杀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革命，同时把自己的主要兵力用来进攻比利时和法国这两个较自由的国家，以便掠夺较富有的竞争者。德国资产阶级一直在散布一种神话，说它所进行的是防御性战争，实际上它选择了它认为是进行战争最有利的时机来使用其经过改进的最新军事技术装备，抢在了俄法两国实现它们已经计划好、已经决定要实行的更新军备之前。

另一个参战国集团为首的是英法资产阶级。它们愚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硬说它们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自由和文化，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和专制制度。而实际上英法资产阶级早就在用亿万巨款雇用和训练欧洲最反动最野蛮的君主政府——俄国沙皇政府的军队去进攻德国。 

实际上英法资产阶级作战的目的是夺取德国的殖民地，打垮这个经济发展更为迅速的竞争国。为了达到这个高尚的目的，这两个“先进的”、“民主的”国家正在帮助野蛮的沙皇政府进一步扼杀波兰、乌克兰等，进一步镇压俄国的革命。

两个参战国集团在战争中都在掠夺，都表现出野蛮和无限残暴，谁也丝毫不比对手逊色，但是，为了愚弄无产阶级，为了转移他们对唯一真正的解放战争，即既反对“自己”国家的也反对“别人”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的注意力——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各国资产阶级都在用爱国主义的虚伪言词极力地宣扬为“自己”国家进行战争的意义，硬说他们竭力战胜对方，并不是为了掠夺和侵占领土，而是为了“解放”除自己本国人民以外的所有其他各国人民。

但是，各国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愈是拼命地设法分裂工人，唆使他们自相残杀，愈是穷凶极恶地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而实施戒严和战时书报检查（这一切即使是在目前，在战争时期，也主要是为了迫害“国内”敌人，其次才是为了对付国外敌人），觉悟的无产阶级就愈是要刻不容缓地负起责任，维护自己的阶级团结，捍卫自己的国际主义，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反对各国“爱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集团的猖獗的沙文主义。如果觉悟的工人放弃这项任务，那就是放弃自己对自由和民主的一切追求，更不要说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了。

我们不得不以极其难过的心情指出，欧洲最主要的一些国家的社会党，没有执行自己的这项任务，而这些党的领袖们的行为，特别是德国党的领袖们的行为，已经近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直接背叛了。在这一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关头，当今的第二社会主义国际（1889—1914年）的大多数领袖力图以民族主义来偷换社会主义。由于他们的这种行为，这些国家的工人政党不但没有起来反对政府的罪恶行径，反而号召工人阶级使自己的立场同帝国主义政府的立场一致起来。国际的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他们投票赞成军事拨款，重复“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爱国主义”）口号，为战争辩护，参加交战国的资产阶级内阁，等等。当代欧洲最有影响的社会党领袖和最有影响的社会党报刊所持的观点，都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决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对于这样玷污社会主义首先应该负责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是第二国际最强大和最有影响的党。但是也不能说法国的社会党人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接受了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席位，而这个资产阶级正是当年出卖自己的祖国、同俾斯麦勾结起来镇压公社的资产阶级。

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试图为自己支持战争的行为辩护，说他们这样做似乎是在反对俄国沙皇政府。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声明，我们认为这种辩护纯粹是诡辩。在我国，近几年来重新掀起了强大的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运动。俄国工人阶级始终走在这一运动的前列。近几年来成百万人参加的政治罢工，提出了推翻沙皇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就在大战前夕，当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彭加勒访问尼古拉二世的时候，他在彼得堡的街头可以亲眼看到俄国工人筑起的街垒。为了使全人类摆脱沙皇君主制度这一耻辱，俄国无产阶级从来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在某种条件下可以推迟沙皇制度的灭亡，可以帮助沙皇制度反对俄国的整个民主派的话，那就是目前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是拿英、法、俄等国资产阶级的钱袋来为沙皇制度的反动目的服务的。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挠俄国工人阶级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的话，那就是俄国沙文主义报刊不断地举出来让我们仿效的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行为。

就假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小到不得不放弃任何革命活动的程度，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也决不能参加沙文主义阵营，也决不能采取那些使意大利社会党人完全有理由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玷污了无产阶级国际的旗帜的步骤。

我们的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经蒙受而且还将蒙受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牺牲。我们的一切合法的工人报刊都被取缔。大多数工会被查禁，我们的许多同志被逮捕和流放。但是，我们的议会代表团——国家杜马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认为自己的不可推卸的社会主义职责是，不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甚至退出杜马会议厅以表示更强烈的抗议[20]；认为自己的职责是谴责欧洲各国政府的政策是帝国主义政策。不管沙皇政府的压迫如何变本加厉，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已经印发了第一批秘密的反战号召书[21]，履行了对民主运动和国际的职责。

如果说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少数派和中立国优秀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代表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因第二国际的这种破产而感到莫大的耻辱，如果说英法两国都有一些社会党人发出了反对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内的沙文主义的呼声，如果说譬如以德国《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为代表的、早已站在民族主义自由派立场上的机会主义者，正在完全理所当然地为自己战胜欧洲社会主义而欢欣鼓舞，那么，最能给无产阶级帮倒忙的，莫过于那些动摇于机会主义主义和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中派”之类），这些人极力闭口不谈第二国际的破产，或者用外交辞令来加以掩饰。

相反，应当公开承认这种破产，并了解破产的原因，以便能够建立起各国工人新的更巩固的社会主义团结。

机会主义者撕毁了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22]，这些决议责成各国社会党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反对沙文主义，责成社会党人要以加紧宣传国内战争和社会革命来回答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挑起的任何战争。第二国际的破产是在那个已经过去了的（所谓“和平的”）历史时代的特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于近几年在国际中取得了实际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破产。机会主义者早就在为这一破产准备条件了：他们否定社会主义革命而代之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们否定阶级斗争及其在一定时机转变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而鼓吹阶级合作；他们在爱国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幌子下鼓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而忽视或否定《共产党宣言》中早已阐明的一条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即工人没有祖国；他们在同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局限于感伤主义的小市民观点，而不承认所有国家的无产者必须以革命战争来反对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他们把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变成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而忘记了在危机时代必须有秘密的组织形式和鼓动形式。在目前的危机时期，作为机会主义天然的“补充”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潮（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同样与无产阶级观点即马克思主义观点相敌对的），其特征是同样恬不知耻、自鸣得意地重复沙文主义口号。

如果不坚决同机会主义决裂，如果不向群众说明机会主义彻底失败的必然性，那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运动在现时期的各项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工人真正的国际团结。

每个国家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同本国的沙文主义作斗争。在俄国，这种沙文主义已经完全支配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和部分民粹派直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特别要痛斥象叶·斯米尔诺夫、彼·马斯洛夫和格·普列汉诺夫等所发表的、得到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报刊赞同和被它们广泛利用的沙文主义言论。）

在现时情况下，从国际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无法断定两个参战国集团哪一个集团战败对社会主义为害最小。但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坚信，从俄国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观点来看，沙皇君主政府这个压迫欧亚两洲的民族和人口数量最多的、最反动最野蛮的政府战败为害最小。

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当前的政治口号应当是建立共和制的欧洲联邦。但是，与只要能把无产阶级卷入沙文主义大潮流什么事情都可以“答应”的资产阶级不同，社会民主党人将要阐明：如果不提以革命推翻德、奥、俄三国的君主制度，这个口号便完全是欺骗性的和毫无意义的。

由于俄国最落后，由于它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仍然是实现彻底的民主改革所要求的三个基本条件：建立民主共和国（其中一切民族都享有充分的平等和自决权）、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在一切先进国家，战争已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提到日程上来。压在无产阶级肩上的战争负担愈沉重，无产阶级在当今的“爱国主义的”野蛮行为（它是在大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巨大技术成就的条件下发生的）带来的灾祸过去以后重建欧洲时应当起的作用愈积极，这一口号就愈是显得迫切。资产阶级正利用战时法律来封住无产阶级的嘴，这就向无产阶级提出一项任务——必须创立秘密的鼓动形式和组织形式。让机会主义者不惜用背叛自己信念的代价去“保全”合法组织吧，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要利用工人阶级在组织方面的素养和联系，去创立适应于危机时代的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秘密形式，使工人不是同自己国家的沙文主义资产阶级，而是同各国的工人团结起来。无产阶级的国际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工人群众定将冲破一切障碍创立一个新的国际。机会主义目前的胜利是不会长久的。战争造成的牺牲愈大，工人群众就会愈加看清机会主义者背叛工人事业的行为，愈加认清把枪口转向各自国家的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必要性。

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个口号是公社的经验所启示的，是巴塞尔决议（1912年）所规定的，也是在分析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条件后得出的。既然战争已经成为事实，那么，不管这种转变在某一时刻会遇到多大困难，社会党人也决不放弃在这方面进行经常不断的、坚定不移的、始终不渝的准备工作。

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无产阶级才能摆脱依附沙文主义资产阶级的地位，才能以不同的形式比较迅速地迈出坚定的步伐，走向各民族的真正自由，走向社会主义。

工人们在反对各国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和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斗争中的国际团结万岁！

清除了机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载于1914年11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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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报告《论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所作的发言[23]


（1914年9月28日〔10月11日〕）

简要报道

列宁同志在开始发言时说：“由党中央委员会拟定的我们的提纲，已经寄给了意大利的同志们，其中许多内容——可惜不是全部——已经写入卢加诺决议[24]。”

普列汉诺夫报告的第一部分说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背叛行为，对这一部分，他的论战对手认为讲得很好，可是对第二部分就不能这样说了。普列汉诺夫在第二部分试图全盘地为法国社会党人的立场辩护。

怎么能为号召意大利人进行战争的法国社会党辩护呢？甚至在国际的那些有很大伸缩性的决议中也难找到为这种号召辩护的地方。

目前的战争表明，欧洲社会主义内部已经掀起了多么巨大的机会主义浪潮。欧洲的机会主义者为了给自己恢复名誉，力图求助于“组织上的完整性”这种陈旧的论据。德国的正统派为了保持党在形式上的统一而放弃了自己的立场。他（列宁同志）一向指出对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机会主义，他一向反对那种不惜牺牲原则的调和主义。王德威尔得和考茨基的所有决议案都带有这种缓和明显的矛盾的机会主义倾向。考茨基在他的《论战争》一文[25]中竟然认为人人都有理，说所有的人从自己的观点来看都是对的，因为他们 主观上
 都认为自己处在危险中， 主观上
 都认为自己的生存权利遭到了践踏。当然，从一时的心境，从人之常情来看，法国人有这种情绪是比较可以理解的，因而也是比较值得同情的，但是社会党人毕竟不能只根据对进攻的恐惧来谈问题，所以应当坦率地说，在法国人的行为中，沙文主义要多于社会主义。

列宁接着说，普列汉诺夫批评了认为不可能弄清谁首先发动进攻的那些同志。在他的对手看来，目前的战争根本不是以这次或那次进攻为转移的 偶然现象
 ，它是由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全部条件酿成的。这场战争早就被预测到了，而这种预测正是根据这些条件的组合，根据这种发展的路线作出的。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这场战争已经说得很明白，甚至预见到了塞尔维亚将成为冲突的借口。

列宁同志接着说明了社会党人在战争时期的职责。 社会民主党人
 只有 同自己国家的沙文主义狂热作斗争，才是履行自己的职责。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26]就是履行了这种职责的最好的榜样。

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忘记马克思的“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就不应当参与维护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格局，而应当参与创造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格局。而无产阶级广大群众通过自己可靠的直觉是一定能理解这一点的。现在欧洲所发生的事情，正是利用最坏的、同时也是最根深蒂固的偏见来进行投机。列宁说：“我们的任务不是随波逐流，而是要把民族战争——假的民族战争变成无产阶级同统治阶级的决战。”

列宁然后批评了社会党人参加内阁的行为，他指出，这些社会党人必须对自己支持政府的每一步骤这一点负责。


“最好到中立国家去，在那里说真话，最好自由地独立地向无产阶级发出呼吁，这要比当部长好”，
 ——对手用这句话结束了他的简短发言。





	载于1914年10月21日《呼声报》第3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2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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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27]


（不早于1914年9月）

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是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种转变正是当前的战争灾难的所有客观条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只有在 这
 方面进行经常不断的宣传和鼓动，工人政党才能履行它们在巴塞尔承担的义务。

只有这样的策略才会成为工人阶级适应新历史时期各种条件的真正革命的策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362页















[27]以《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为题的这段文字单独写在一页纸上，前后标有符号，看来是准备插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宣言或布尔什维克关于战争的某个决议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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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战和欧洲社会主义》一书提纲[28]


（1914年9—10月）

欧洲大战和欧洲社会主义

1．战争的性质：帝国主义（是主要的）。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 最后
 阶段。

2．资产阶级时代初期的民族战争与—————→

　　民族战争：统一民族地域，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地，扫除资本主义以前的残余。

　　帝国主义战争：大家都已感到正在沉没的资本主义航船十分拥挤，都想排挤他人和延缓资本主义的灭亡。

资产阶级时代末期的帝国主义战争对比。

3．战争的长时期的（30—40年）外交准备：战争的“合乎自然”和“在预期之中”的性质（对此“不习惯了”：阿德勒在国际局上一次会议上的发言[29]）。

4．民族战争（塞尔维亚）在当前的战争中的次要性。

5．资产阶级利用民族战争传统： 《祖国》，卢扎蒂


6．“祖国”。摘自《共产党宣言》的引文。对引文的分析。

7．（α）工人没有祖国。

　　（β）首先在民族范围内—→对照1790—1814年、1859年、1866年、1870年的战争。

　　　　　　　　　　　　　　　目前在印度或在中日之间发生战争（（假定））

　　（γ）即使如此也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含义。

　　（δ）没有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解放是不可能的。

　　（ε）民族壁垒的消失。

8．对这一真理的态度：机会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的维护（饶勒斯的《新军队》）……[30]

（赫·文德尔的文章，1914年 《新时代》
 杂志第19期第 843
 页； 赞同
 饶勒斯。）[31]

9．国际内部的动摇：防御性战争和进攻性战争或“无产阶级利益的观点”？

10．摘引倍倍尔等人过去的声明而只字不提1912年决议。

11．巴塞尔宣言（α）摘引斯图加特决议

　　　　　　　（β）国内战争（1871年和1905年）的威胁

　　　　　　　（γ）“犯罪行为”

12．“侵略造成的灾难”＝诡辩（考茨基）……

“托尔斯泰主义”＝同上。

“实际问题是：是 自己的
 国家获胜还是失败”[32]＝诡辩。

这一切归结为两个阵营的问题。

是的，然而是两个什么样的阵营呢？是民族还是阶级？

工人失去祖国的什么？祖国的“永恒的东西”。

祖国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及其疆界，——祖国作为语言、领土等。

13．社会党人对这场战争的实际态度：

　战前：《新时代》杂志上赫 •文德尔的文章。1914年第 18期。

　　　　　　　　　　　　　　　　　　　　　并见《前进报》[33]

　　　　《莱比锡人民报》论同“沙皇政府”的战争

　　　　　　　　　　　　　　　　　　　　 并见《前进报》[34]。

14．战争爆发后：塞尔维亚社会党人。　侵略？征服？　　摘录第 10页。

15．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离开会议厅不起作用，参看费舍。[35]

附于15。

巴黎的俄国人“志愿兵”？？

（1）俄国社会党人的宣言。[36]

（2）列德尔等人的宣言。

《呼声报》第9号。[37]

普列汉诺夫的立场

《现代言论报》 摘录
 。[38]


《呼声报》第3号
 （9月15日）。[39]

斯米尔诺夫（叶·）和彼·马斯洛夫。[40]

16．法国社会党人和比利时社会党人。

受压迫？因此……当资产阶级的部长？？

王德威尔得。盖得。（权威？）投票赞成军事拨款？

怎么办？宣传并准备国内战争。不去当部长，而去当秘密宣传员！！

《人道报》上瓦扬等人的 沙文主义
 。[41]

孔佩尔—莫雷尔论1792年[42]和…………在波兰的俄国人。

卑鄙的古·爱尔威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们。[43]

“民主”——那么和沙皇结成联盟是怎么回事呢？？

17．英国社会党人

海德门和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对他的态度。[44]

凯尔－哈第和麦克唐纳。[45]

同 自己
 国内的沙文主义的斗争。

普鲁士军国主义，而埃及呢？而对妇女的压制呢？

参加招兵。

1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力。在国际中的领导地位。“要求于他们的也会很多”……

哈阿兹的发言……为战争辩护。[46]

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背叛！

“沙皇制度”。诡辩和谎言！！

资产阶级的谎言！！

伯恩施坦在《前进报》上引述恩格斯（1859年）……[47]恩格斯1890年[48]（ 梅林
 的反驳）[49]《汉堡回声报》 与
 《前进报》[50]。

19．凶狠的沙文主义与枯燥的、伪善的沙文主义。

20．理·费舍以及对费舍的回答。[51]

（为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辩护。）

《社会主义月刊》：为破坏比利时的中立作道义上的辩护。[52]

21．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两派

卡·李卜克内西（《呼声报》第12号[53]以及一些英国报纸）。

《不来梅市民报》[54]——梅林——哈雷[55]（胆怯的抗议）……

22．国际的破产

　　　　　　《不来梅市民报》[56]

　　　　　　梅林[57]

　　　　　　一些瑞士报纸

　　　　　　论国际的破产

　　　　《民权报》[58]

法国人和德国人的论战

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的（国际局的？）宣言。

“法国人的政府观点”

　　　　　（而德国人的呢？？）

“恢复了的和清除了变节分子的国际”。

“清除了变节分子的国际”（《呼声报》第 12号）。[59]

“杜鹃和公鸡”[60]。

“双方都是正确的”

“怯懦的朋友”？？

注意

休特古姆的旅行。[61]

法国资产阶级和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

23．对国际的破产进行粉饰。

24．国际破产的原因：机会主义。

　 1907年斯图加特。

　 1910年哥本哈根左派会议。[62]

25．机会主义者的思想和目前的行为

　　 引用关于机会主义的丹麦决议。[63]

26．是整个国际吗？

　 不是！！！塞尔维亚人

　　　　　凯尔－哈第

　　　　　对费舍的回答。

　　第三国际的成分。

　　权威：考茨基、盖得、王德威尔得？？

　　　　 （对权威的态度）……

27．国际中的机会主义与“中派”对比。

　　　　《社会主义月刊》。

　　　　多数社会民主党报纸。

　　　　《前进报》的手法

　　　　考茨基。

　　　　伪善或者粉饰。

28．是用和平对抗战争，还是用国内战争对抗民族战争？（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机会主义者的和平。）

“亲善的和平”——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整个小资产阶级的口号（参看英国特里维廉等人的话[64]）。

对照《法兰克福报》，摘录。[65]

29．变民族战争为国内战争　　　　这一转变的历史性质。

　　　 1871年　　　　　　　　 《取得政权的道路》和

　　　 1905年　　　　　　　　　“推翻政权的渴望”。

这一转变的快慢是一回事，朝这一转变的努力是另一回事。

30．组织的合法性和不合法性。

　　里加和俄国彼得堡委员会[66] （《俄国旗帜报》的评论[67]）

　　反对卡•考茨基等人关于俄国工人“爱国主义”的论调。

　　与军队比较。

　 《呼声报》第 18号第1栏和第 18号第4栏。[68]

　　　　　　　　　　　　　　

补30．《前进报》和阶级斗争。[69]　　 （《70式厕所》[70]）

　　　　　　　　　　　　　　　　 不放弃合法组织，但不局限于合法组织

　　　　　　　　　　　　　　　　

31．“人民战争”。是的！但是由此得出了别的结论。

　　　　　　　　　　　　　 民兵决不是只为了防御。

　　　　　　　　　　　　　 光荣属于战争和42厘米[71]！！

　　　　　　

32．弗兰克和“献身”[72]

　　……“按社会民主党的观点”……

补32．战争暴露了各国政府和各国社会党的所有弱点。

33．战争的灾难及战争的后果。革命运动——和“中派”卑鄙的外交手腕的破产。

补33．战争的反动目的《十字报》[73]

　和《新时报》。[74]

　麦克唐纳的“悲观主义”？[75]

　民族主义的加强。

　最后的战争？

　《俄罗斯新闻》[76]第202号上叶•斯米尔诺夫的文章。

　俄国的民族主义。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

　 “志愿兵”：见第 15条。

34．工作方针：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战争的吹鼓手。

　（1）不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这是背叛。

　（2）反对自己国家的沙文主义者。

　（3）不局限于合法组织。

　（4）不忘记巴塞尔宣言中关于国内战争的威胁。

35．也许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还要有半个世纪的奴役，可是 我们这个
 时代将留下些什么？我们将作出什么贡献？对机会主义者和叛徒采取鄙视态度，还是进行国内战争的 准备
 ？？

《呼声报》第21号上马尔托夫的文章

还不能提公社这个口号：会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而孤立起来！！？[77]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363—370页

















[28]这是列宁为一本未写出的小册子《欧洲大战和欧洲社会主义》拟的最完整的提纲。列宁在1914年9月到达伯尔尼后，就准备撰写这本小册子。为撰写小册子而准备的材料，有一部分被列宁用在《社会主义与战争》等著作中。小册子的全部准备材料载于《列宁文稿》第13卷第340—389、409—412。——[24]。



[29]指弗·阿德勒在社会党国际局1914年7月29日布鲁塞尔会议上的发言。他在这一发言中声称他不相信会有欧洲大战。列宁在《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谈到了阿德勒的这一发言（见本卷第107页）。——[24]。



[30]指1911年在巴黎出版的让·饶勒斯《法国社会主义组织。新军队》一书。他在该书的第10章中说：“无产阶级如若拒绝维护民族独立以及与之并存的它自身的自由发展，它就永远不能战胜资本主义。而假设它除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外还陷于征服者的统治，那么它连抬头的任何愿望都会失去……真理在于：凡是存在着祖国即那种意识到自己的继承性和团结性的历史群体的地方，对这个祖国自由和独立的任何侵犯都是蓄意毁灭文明和倒退到野蛮时代。”——[25]。



[31]指1914年8月21日《新时代》杂志第19期刊载的赫·文德尔的《饶勒斯》一文。——[25]。



[32]这句话引自卡·考茨基的《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一文。列宁在《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一文（见本卷第100—107页）中批评了考茨基的这篇文章。——[26]。



[33]指1914年7月31日《新时代》杂志第18期刊载的赫·文德尔的《欧洲处在战火威胁之下！》一文和1914年7月25日《前进报》第200号社论《最后通牒》。列宁对文德尔文章的摘录和批注，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347—348页。——[26]。



[34]指1914年7月31日《莱比锡人民报》第174号附刊上刊载的短评《可疑的诛暴君者！》和1914年8月3日《前进报》第209号上刊载的《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等文。



《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日报），1894—1933年出版。该报最初属于该党左翼，弗·梅林和罗·卢森堡曾多年担任它的编辑。1917—1922年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22年以后成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26]。



[35]指1914年9月5日《民权报》第206号刊载的理·费舍的一篇文章，该文对9月1日《民权报》第202号刊登的谴责德国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和德军毁灭比利时卢万市的《汪达尔人》一文逐点进行反驳。费舍辩解说，他们所做的也正是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在自己议会里做的，“甚至俄国同志们在杜马中也没有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列宁对该文的摘录，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349—352页。——[26]。



[36]战争初期，在巴黎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委员会的部分委员和布尔什维克巴黎支部的部分成员尼·约·萨波日科夫（库兹涅佐夫）、阿·弗·布里特曼（安东诺夫）等人，违反支部的决议志愿参加了法国军队。在上前线之前，他们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志愿参军人员一起（总共约80人）以“俄国共和主义者”的名义通过了一个宣言，声称他们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理由是如果德、奥封建专制国家战胜西欧民主国家就会加强国际军国主义，而这是国际社会主义胜利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个宣言发表在法国报刊上。——[26]。



[37]《呼声报》（《годос》）是孟什维克的报纸（日报），1914年9月—1915年1月在巴黎出版，头5号用《我们的呼声报》的名称。列·达·托洛茨基在该报起领导作用。参加该报工作的也有几个前布尔什维克。该报采取中派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呼声报》刊登过尔·马尔托夫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文章，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列宁对该报的活动给予了好评。随着马尔托夫向右转，《呼声报》愈益维护社会沙文主义者，宁肯“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讲统一，而不愿接近那些同社会沙文主义不妥协的人”（见本卷第120页）。1915年1月《呼声报》被法国政府查封，接替它出版的是《我们的言论报》。



这里说的是1914年9月22日《呼声报》第9号刊载的在法国的波兰社会党志愿参军人员弗·Ｌ．列德尔、费·雅·柯恩等人的宣言。宣言说，他们志愿参加法军，是出于“为法国民主派服务而不是为沙皇俄国的盟友服务的愿望”。这个宣言先发表于《人道报》。——[26]。



[38]指列宁对1914年8月23日（9月5日）《现代言论报》登载的《格·瓦·普列汉诺夫论战争》一文所作的摘录（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379—380页）。



《现代言论报》（《Cовремеииое　Cдово》）是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日报），于1907—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26]。



[39]指1914年9月15日《呼声报》第3号的《报刊述评》栏，该栏摘要转载了1914年9月14日《人道报》发表的盖斯克耶的《我们的义务》一文。盖斯克耶在这篇文章里为法国社会党的领导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实行社会沙文主义政策、放弃阶级斗争作辩护，说法国社会党人正在履行自我牺牲的义务，而把一切“处在战火之下期待胜利或死亡的人，不论是富人或穷人，是科学家或劳动者”，都视为“同一个祖国的兄弟”。而一旦战争结束，“社会党就将重新开始起历史使命赋予它的作用……而不会提出同其他阶级和政党暂时合作的任何条件”。《呼声报》在转载这篇文章时发表的编辑部的评论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也都采取了这样的立场。——[26]。



[40]指叶·斯米尔诺夫（埃·李·古列维奇）的文章《战争和欧洲社会民主党》和彼·巴·马斯洛夫给《俄罗斯新闻》编辑部的信。斯米尔诺夫的文章载于1914年9月3日（16日）《俄罗斯新闻》第202号。该文为法国、比利时社会党人首领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辩护，说他们参加内阁是“为了使人民，使全体人民自觉地参加战争……使战争真正成为人民的战争”。马斯洛夫的信以《战争和通商条约》为题载于1914年9月10日（23日）《俄罗斯新闻》第207号。它竭力证明：俄国战胜德国将会给俄国工人阶级带来经济利益。——[26]。



[41]指爱·玛·瓦扬的《形式主义者－学理主义者》一文。该文以社论形式发表于1914年10月9日《人道报》。瓦扬在该文中对某些社会党人批评他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大为恼火，谩骂他们是书呆子、学理主义者等等。列宁对该文的摘录，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371页。——[27]。



[42]指阿·孔佩尔－莫雷尔的《分赴全国各地的特派员》一文。该文刊载于1914年8月31日《人道报》。文章说：“危急当头，不应犹豫：处在危急中的祖国的部长们，请任命分赴全国各地的特派员，以提起刚毅精神，激发干劲和热忱，如同1792年伟大革命日子里那样的热忱吧。”列宁对该文的摘录，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356—357页。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革命当局曾于1792年任命一批特派员，分赴各郡推动征兵、征粮和激发卫国热情。——[27]。



[43]指古·爱尔威的一些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爱尔威为共和制的法国与沙皇俄国结成的联盟进行潜护，断言法国在战争中非与沙皇结成联盟不可，并说“我们将在自由的英国和民主制的意大利的协同下努力使沙皇清除掉沙皇制度”。——[27]。



[44]亨·迈·海德门还在战前就采取了公开维护帝国主义的立场，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的尖锐批评。——[27]。



[45]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4年8月13日，英国独立工党的机关报《工人领袖》周刊发表了该党全国委员会的反对战争的宣言。战争初期，凯尔－哈第和拉·麦克唐纳采取反对沙文主义的立场。——[27]。



[46]指胡·哈阿兹在德国帝国国会1914年8月4日表决军事拨款时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宣读的支持政府战争政策的宣言（参看注2）。——[27]。



[47]指爱·伯恩施坦在1914年8月26日《前进报》第232号上发表的《同俄国算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伯恩施坦从恩格斯的《萨瓦、尼斯与莱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33—680页）这一著作中随意引用一些谈到法俄联盟威胁德国的话，企图以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采取的机会主义政策辩护。——[27]。



[48]指恩格斯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5—303页）。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企图利用这篇文章为自己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机会主义立场辩护。——[27]。



[49]指弗·梅林的抗议书。梅林在抗议书中揭露了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引用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来为自己的机会主义政策辩护的行径。抗议书载于1914年9月14日《不来梅市民报》第214号。——[27]。



[50]指1914年9月10日《汉堡回声报》第211号发表的《必要的说明》和9月12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第249号发表的《意大利社会党人的观点》这两篇文章。



《必要的说明》一文是针对比利时和法国社会党人的宣言而写的。该文为了替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进行辩护，歪曲地摘引了恩格斯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列宁对《必要的说明》一文的摘录，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356页。——[28]。



[51]指理·费舍的文章（见注35）和一个德国社会党人回答他的信。这封信是寄给《伯尔尼哨兵报》的，但未被该报刊出。列宁对该信件了摘录（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354—355页）。1914年9月13日和14日《格留特利盟员报》第213号和214号社论《社会民主党与战争》一文摘引了这封信。——[28]。



[52]指载于《社会主义月刊》第16期的约·布洛赫的《战争与社会民主党》一文。——[28]。



[53]1914年9月25日《呼声报》第12号《报刊述评》栏转述了发表在《不来梅市民报》上的卡·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的内容。这封信对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帝国国会表决军事拨款时的投票问题作了说明。——[28]。



[54]指1914年9月14日《不来梅市民报》第214号刊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抗议书，抗议书表达了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社会沙文主义政策的不满。——[28]。



[55]指在哈雷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人民报》。该报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4年9月19日该报第220号发表的《党员的责任》一文同维护该党领导立场的《汉堡回声报》进行了激烈辩论。——[28]。



[56]指载于1914年9月10日《不来梅市民报》第211号的《破产了的国际》一文。列宁对该文的批注，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364页。——[28]。



[57]指弗·梅林抗议书（见注49）。抗议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不能从已经出现的国际的破产中预防类似的毫无结果而有害的争吵，是够可悲的。”——[28]。



[58]指载于1914年9月11日《民权报》第211号的《两个国际》一文。列宁对该文的摘录，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353—354页。——[28]。



[59]指载于1914年9月25日《呼声报》第12号上的尔·马尔托夫给古·爱尔威的信。信的结尾说：“俄国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既不期望从威廉二世的胜利中，也不期望从尼古拉二世的胜利中得到俄国的解放。它们（指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编者）希望，它们的（以及我们的同志——塞尔维亚社会党人的）不妥协行为，将为恢复了的和清除了……变节分子的国际的未来会议所赞许。”——[28]。



[60]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杜鹃和公鸡》。寓言说，公鸡和杜鹃互相吹捧对方的歌喉如何美妙。杜鹃为什么厚着脸皮夸奖公鸡，就因为公鸡夸奖了它。列宁借用这一寓言讽刺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互相标榜，互相包庇。——[29]。



[61]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社会沙文主义者阿·休特古姆的意大利之行。他是受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委托，为了把意大利社会党人吸引到德国方面来而进行这次访问的。——[29]。



[62]指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列宁倡议召开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会议。在《欧洲大战和欧洲社会主义》的另一份提纲中，列宁列举了会议参加者的姓名：法国的茹·盖得和沙·拉波波特；比利时的路·德·布鲁凯尔；德国的罗·卢森堡和埃·武尔姆；波兰的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卡尔斯基）；西班牙的巴·埃·伊格莱西亚斯；奥地利的阿·布劳恩；俄国的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等（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410页）。——[29]。



[63]丹麦决议是为了保密而给伯尔尼布尔什维克会议决议取的代称，参看注1。——[29]。



[64]指英国政治家、和平主义者查·菲·特里维廉给自己选民的公开信。信中说，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本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和平就是这种利益。——[30]。



[65]指1914年9月13日《法兰克福报》第254号刊载的费·奥本海默的《新罗马与新迦太基》一文。列宁对该文的摘录，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365页。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30]。



[66]指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里加委员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在战争开始时散发反战宣言和传单一事。——[30]。



[67]指1914年8月30日《俄国旗帜报》第105号社论，其中谈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传单。



《俄国旗帜报》（《русское　знамя》）是黑帮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的机关报，1905—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30]。



[68]指卡·考茨基的《和平的前景》一文。1914年10月2日和3日《呼声报》第18号和第19号摘要刊登了这篇文章。——[30]。



[69]1914年9月2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德国和国外》的文章。这篇文章用怯懦的方式表达了德法两国工人被卷入战争是违背他们的意志的这一思想，说“德国工人阶级将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为反对征服其他民族的冒险主义企图而斗争”。柏林总督和勃兰登堡省驻军总司令古·克塞尔将军为此勒令该报停刊。《前进报》编辑部（胡·哈阿兹和理·费舍）请求解除禁令。克塞尔同意了，但要求以《前进报》“不再谈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为条件。编辑部接受了这一条件。《前进报》于10月1日复刊，在第1版上用大号字登载了克塞尔将军关于该报在上述条件下复刊的命令。——[30]。



[70]《70式厕所》是1914年8月21日《前进报》第227号上的一篇短评。短评谈到1870年战争中普军士兵用来解手的装置，建议在当前这场战争中加以采用。列宁注意到这篇短评，看来是因为它表明了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报刊的堕落。——[30]。



[71]大概是指德国克虏伯工厂生产的、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首次使用的42厘米的火炮。——[31]。



[72]路·弗兰克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国会议员，修正主义者的领袖之一，1914年志愿上前线而阵亡。《前进报》和其他德国社会沙文主义报纸就此掀起一场宣传运动，把他的死说成是党为人民的利益作出的牺牲。——[31]。



[73]《十字报》（《Kreuz-Zeitung》）就是德国保守党机关报《新普鲁士报》（日报），因该报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形，故有此称。《新普鲁士报》于1848年在柏林创刊，1911年起改称为《新普鲁士（十字）报》，1932年起改称为《十字报》，1939年停刊。——[31]。



[74]《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31]。



[75]指1914年9月27日《呼声报》第14号的《报刊述评》。述评摘引了凯尔－哈第和拉·麦克唐纳的文章，认为麦克唐纳“在评价这次战争的一切后果时流露出过分悲观的情绪”。——[31]。



[76]《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г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该报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31]。



[77]指1914年10月6日《呼声报》第21号社论《阉人们，住嘴！》。文章引述了古·爱尔威在《社会战争》上发表的一篇短评，说“爱尔威在眩晕状态下不能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悲剧，如果它在受到俄国军队从东方进逼的德国发出革命公社的号召，它就立刻会使自己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威信扫地”。——[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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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78]


（1914年10月1日〔14日〕）

报道

报告人把报告分成两部分：弄清这次战争的性质和阐明社会党人对这次战争的态度。

弄清战争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者解决自己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的必要前提。而要弄清战争的性质，首先必须判明这次战争的客观条件和具体环境是怎样的。必须把这次战争和产生它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对它的态度。否则就会对问题作出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折中主义的解释。

根据历史环境、阶级关系等情况，对于战争，在不同的时期应当持不同的态度。永远地根本拒绝参加任何战争是荒谬的。另一方面，把战争分为防御性战争和进攻性战争也是荒谬的。马克思在1848年之所以痛恨俄国，是因为当时落后的俄国的反动魔掌压制着德国的民主力量，使它不能得到胜利和发展，不能把国家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民族整体。

为了弄清自己对这次战争应采取的态度，必须了解这次战争同过去的战争有什么不同，它的特点是什么。

资产阶级作过这种说明吗？没有。不仅过去没有作过，而且今后也绝不会作出这种说明。如果从社会党人中间目前发生的情况来判断，或许会以为他们也不了解这次战争的特殊性质。

其实，社会党人对这次战争已经有过十分清楚的说明和预见了。而且，在社会党议会代表的任何一次演说中，在社会党政论家的任何一篇文章中，都包含有这种说明。这种说明非常简单，以致人们竟不大注意，然而这种说明却提供了如何正确对待这次战争的锁钥。


当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
 ，这就是这场战争的基本性质。

为了弄清这种性质，必须研究一下以前的各次战争是怎么回事，帝国主义战争又是怎么回事。

列宁相当详细地分析了18世纪末和整个19世纪的各次战争的性质。这些战争都是 民族战争
 ，它们总是伴随着并且促进民族国家的建立。

这些战争标志着封建制度的崩溃，反映了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同封建社会的斗争。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争取民族自决、民族独立、语言自由和人民代议制的斗争，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民族国家，建立这个在资本主义的一定阶段上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基础。

从法国大革命起直到意大利的和普鲁士的多次战争，其性质都是如此。

民族战争的这个任务，有的由民主派本身完成，有的在俾斯麦的帮助下完成，——这是不以战争参加者本身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使现代文明获得胜利，使资本主义繁荣昌盛，把全体人民和各个民族都吸引到资本主义方面来——这就是民族战争即资本主义初期的战争的目的。

帝国主义战争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一点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派别的社会党人之间过去没有什么意见分歧。在历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对可能爆发的战争应采取的态度的决议案时，大家都一致地认为这次战争将是 帝国主义战争
 。所有欧洲国家都已经达到同等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它们都已经提供了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一切。资本主义已经达到自己的最高形式，输出的已经不是商品，而是资本了。资本主义在本国范围内已经容纳不下，所以现在便来争夺地球上剩下的最后一些未被占据的地盘。如果说18世纪和19世纪的民族战争曾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开始，那么帝国主义战争则表明资本主义的终结。

整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都充满了帝国主义的政治。

帝国主义给当前的战争打上完全不同的烙印，把它和以往所有的战争区别开来。

只有把这次战争同它的特殊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象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做到的那样，我们才能弄清自己对它应采取的态度。否则我们就会搬用那些在另一种环境中、在旧的环境中使用的陈旧的概念和论据。关于祖国的概念和上面提到的把战争划分为防御性战争和进攻性战争，就属于这类陈腐的概念。

当然，就是在当前，在活生生的现实画面上也还残留着旧色彩的斑痕。例如，在所有交战国当中，唯有塞尔维亚人还在为民族生存而战。在印度和中国，觉悟的无产者也只能走民族的道路，因为他们的国家还没有形成为民族国家。如果中国为此而不得不进行进攻性战争的话，我们也只能加以支持，因为这在客观上将是进步的战争。马克思在1848年所以可以宣传对俄国的进攻性战争，道理也就在这里。

总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特征是帝国主义政治。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完成了它所能完成的一切而转向衰落的这样一种状态。这是一个并非社会党人虚构，而是存在于实际关系之中的特殊的时代。当前的斗争就是为了瓜分剩下的一点地盘。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项历史任务。这个时代将延续多久，我们无法断言。这样的战争可能会爆发若干次，但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完全不是过去那种战争，因此，社会党人面临的任务也在发生变化。

为了完成这些新任务，无产阶级政党就会需要完全另一种类型的组织

考茨基在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中，仔细而周密地考察了各种经济现象，并且非常慎重地从中作出了结论，他指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与过去那种和平的渐进的发展完全不同的阶段……

与这一阶段相适应的新的组织形式应当是什么样的，现在还很难说。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为了完成新的任务，无产阶级必须建立新的组织或改造旧的组织。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十分明显地表露出来的那种害怕打乱自己的组织的情绪，是相当荒谬的，这种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主义，是非常荒唐的。我们知道，彼得堡委员会印发了反战的秘密传单。高加索组织和俄国其他一些组织也这样做了。毫无疑问，在国外也可以这样做而同时并不断绝各种联系。

当然，合法性是一种十分宝贵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曾经说：“资产者老爷们，请你们先动手破坏自己的合法性吧！”[79]现在发生的情况，也许会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受到教育，因为一向夸耀自己容许合法性的政府，竟毫不客气地全面破坏了合法性。在这方面，柏林卫戍司令的粗暴的命令也许是大有教益的，他迫使《前进报》在第1版上登载了这个命令[80]。但是，《前进报》既然因惧怕查封而放弃了阶级斗争，并答应在战争结束前不再谈论阶级斗争，那它就是已经自杀了。正如现在欧洲一家最好的社会党报纸——巴黎的《呼声报》正确指出的：《前进报》已经死亡。过去我同马尔托夫经常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正因为如此，现在我就愈是应当肯定地说，这位著作家现在所做的，正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做的。他批评自己的政府，他揭露自己的资产阶级，他责骂自己国家的部长。而有些社会党人却在自己的政府面前解除武装而专门揭露和辱骂别国的部长和统治阶级，他们扮演的是资产阶级著作家的角色。休特古姆本人客观上正在扮演德国政府代理人的角色，正如有些人在扮演法俄这两个盟国的代理人的角色一样。

不理解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不能用历史观点观察这场战争的社会党人，就根本不会懂得这场战争。他们只能这样天真幼稚地设想这场战争：一个人在夜间掐住了另一个人的喉咙，于是邻居们不得不来拯救被害者，或者胆怯地把门“锁上”（普列汉诺夫语），免惹是非。

我们不要让自己受骗，让资产阶级的谋士们把战争解释得这么简单：好象大家本来和和平平，突然一个人发动了进攻，另一个人则起来自卫。

列宁同志读了一家意大利报纸上刊载的卢扎蒂的文章中的一段话。这位意大利政治家在这篇文章中高兴地说，战争中的伟大胜利者是……祖国，是祖国这个概念，他重复说，应当记住西塞罗的一句话：“内战是最大的灾难。”

这就是资产者已经设法办到的事情，这就是最使他们激动和高兴并为此花费了大量财力和精力的事情。他们竭力要我们相信，这场战争仍然是过去常见的那种民族战争。

不。民族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社会党人的任务则是变“民族”战争为国内战争。

我们大家都等待这场帝国主义战争，都在为它作准备。既然如此，是谁发动了进攻就完全无关紧要了；大家都在准备战争，而发动进攻者不过是认为这个时机对他比较有利而已。

接下去，列宁同志谈到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祖国”这个概念的定义问题。

这个概念在《共产党宣言》的光辉篇页中已有确切而明白的规定，这些篇页已经完全得到实践的验证。列宁宣读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祖国的概念被看作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而在这以后就成为多余的东西。无产阶级不能爱它所没有的东西。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社会党人在当前的战争中的任务是什么呢？

列宁同志宣读了后来在哥本哈根和巴塞尔得到确认和补充的斯图加特决议。这项决议明确指出了社会党人同导致战争的各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方法，以及他们对于已经爆发的战争的义务。这些义务是根据俄国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先例确定的。由于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刑事法规，斯图加特决议写得很谨慎，但是决议中指出的任务是很明确的。巴黎公社是国内战争。形式、时间和地点如何——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的工作方针是规定得很明确的。

从这一观点出发，列宁同志接着分析了不同国家的社会党人实际上所采取的立场。正如意大利的《前进报》指出的，除了塞尔维亚人以外，俄国人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凯尔－哈第通过揭露爱德华·格雷的政策也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既然战争已经爆发，想要回避它已不可能。必须行动起来，去做社会党人应做的事情。人们在战争中所想的和考虑的多半比“在家里”要多些。应当到那里去，在那里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去实现最终目的，因为，以为无产阶级将会通过和平道路达到最终目的，那是空想。不打破民族的框框就不能从资本主义转到社会主义，就象当年没有民族思想便不能从封建主义转到资本主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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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列宁于1914年10月1日（14日）在瑞士洛桑市民众文化馆作了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三天前，格·瓦·普列汉诺夫也是在这里作了题为《论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的报告。列宁的报告稿没有保存下来，这里收载的是1914年10月25日和27日《呼声报》第37号和第38号发表的该报记者（署名为：g．h．）的记录。



列宁还于10月2日（15日）在日内瓦作了题为《欧洲大战和社会主义》的报告，报告稿也没有保存下来。——[33]。



[79]列宁对恩格斯原话作了引申。恩格斯的原话是：“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2页）——[36]。



[80]见注6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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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

（不晚于1914年10月7日〔20日〕）

在目前这场危机中，最严重的就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多数正式的代表人物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即沙文主义所征服。各国资产阶级报纸时而讥笑他们，时而宽宏大量地赞扬他们，这是不奇怪的。所以，对于想要继续做社会党人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弄清社会主义的这场危机的原因和分析一下国际的任务。

有一些人害怕承认这样一个真理，即这场危机——更确切些说——第二国际的破产，是机会主义的破产。

例如他们谈到，法国社会党人的意见是一致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那些旧有的派别，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似乎已经打乱而完全重新组合了。但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

维护阶级合作，背弃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斗争方法，迎合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忘记了民族或祖国的疆界的历史暂时性，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由于害怕脱离“广大群众”（应读作：小资产阶级）而放弃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这些无疑就是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而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当前的沙文主义、爱国主义情绪，正是在这种土壤上面生长起来的。不同的观察家早就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指出了机会主义者在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中间实际上占有的优势。战争只是特别迅速和特别尖锐地揭示出这种优势在现实中达到了什么程度。异常尖锐的危机在旧有的派别中间引起了多次重新组合，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总的说来，这种重新组合只是涉及个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派别仍然同先前一样。

法国社会党人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同盖得、普列汉诺夫、爱尔威等人一起奉行沙文主义路线的瓦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收到过许多法国社会党人的抗议信，他们在信里指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法国资产阶级对战争所负的责任并不比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轻些。同时不要忘记，不仅获胜的机会主义，而且战时书报检查机关都一直在压制这种呼声。在英国人那里，海德门集团（英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英国社会党”[81]），也同工联的大多数半自由派领袖一样，已经完全滚到沙文主义立场上去了。沙文主义遭到了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82]的麦克唐纳和凯尔－哈第的反对。这确实是一个例外。而早就反对海德门的某些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已退出了“英国社会党”。德国的情况很清楚：机会主义者已经取得胜利，他们兴高采烈，他们“心满意足”。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已经滚到机会主义方面，并以特别虚伪、庸俗和自鸣得意的诡辩来为机会主义辩护。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梅林、潘涅库克、卡·李卜克内西那里以及德国和瑞士德语区的许多无名人士中间，都发出了抗议的呼声。在意大利，派别也划分得很清楚：极端机会主义者比索拉蒂之流维护“祖国”，拥护盖得—瓦扬—普列汉诺夫—爱尔威。以《前进报》为首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党”）则同沙文主义进行斗争，揭露战争叫嚣背后的资产阶级自私目的，因而得到了大多数先进工人的支持。在俄国，取消派阵营的极端机会主义者，已经通过讲演和报刊公然表示支持沙文主义。彼·马斯洛夫和叶·斯米尔诺夫借口维护祖国而维护沙皇政府（说德国是在“用刺刀”逼迫“我们”接受通商条约，而沙皇政府过去和现在大概从来都 没有
 用刺刀、皮鞭和绞架摧残十分之九的俄国居民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民族生活！），并且为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的反动内阁辩护，为他们今天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明天投票赞成进一步扩充军备进行辩护！！普列汉诺夫已经滚进民族主义的泥潭，他正在以亲法主义来掩饰自己的俄国沙文主义，阿列克辛斯基也是如此。从巴黎的《呼声报》来看，马尔托夫是这一帮人中间表现最好的一个，他抨击德法两国的沙文主义，他既反对《前进报》，也反对海德门先生，也反对马斯洛夫，但是他不敢坚决地向整个国际机会主义和它的“最有影响的”维护者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中派”宣战。把当志愿兵作为实现社会主义任务的作法（见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巴黎俄国志愿兵小组的宣言，以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即列德尔等人的宣言）[83]，只得到普列汉诺夫一个人的拥护。我们党的巴黎支部[84]的大多数人都斥责了这种作法。读者从今天本报社论 
［注：见本卷第12—19页。——编者注］

 中可以看到我们党中央的立场。为了避免误解起见，我们必须就我们党的观点的表述经过说明以下情况：我们党的一批党员，在克服巨大困难力求恢复被战争中断了的组织联系的同时，先草拟了一个“提纲”，并于公历9月6—8日交给同志们传阅。然后，通过瑞士社会民主党人，把提纲交给了在卢加诺召开的意大利瑞士代表会议（9月27日）的两位代表。只是在10月中旬，才得以恢复联系和表述党中央的观点。这篇社论就是“提纲”的最后定稿。

欧洲和俄国的社会民主党的状况，简单说来就是如此。国际的破产已经是事实。法国和德国社会党人在报刊上展开的论战确凿无疑地证实了这一点。不仅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梅林和《不来梅市民报》），连温和的瑞士报纸（《民权报》）也确认了这一点。考茨基企图掩盖这一破产，那是一种怯懦的狡辩。而这一破产恰恰是当了资产阶级俘虏的机会主义的破产。

资产阶级的立场很清楚。机会主义者只是在盲目地重复资产阶级的论据，这也是同样清楚的。对于社论中所谈的，只须作一点补充，即只须提一下《新时代》杂志的一种侮辱性的说法：仿佛国际主义就是要一国的工人为了保卫祖国而向另一国的工人开枪！

我们对机会主义者的答复是：无视这场战争的具体的历史性质，就无法谈论祖国问题。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即资本主义最发达的时代的战争，资本主义 灭亡
 的时代的战争。 《共产党宣言》
 说，工人阶级首先必须“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7页。——编者注］

 ，同时又指出，我们对民族和祖国的承认，是 有限度和有条件
 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制度的、因而也是资产阶级祖国的必要形式。机会主义者歪曲这一真理，把在资本主义产生的时代是正确的东西搬用到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而在谈到这个时代，谈到无产阶级已经不是为摧毁封建主义而是为摧毁资本主义而斗争的任务时，《共产党宣言》明确地指出：“工人没有祖国”。不难理解，为什么机会主义者害怕承认这个社会主义的真理，甚至在多数场合害怕公开地探讨这一真理。社会主义运动在祖国这个旧框框内不可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创造人类社会生活新的更高级的形式，在这样的形式下，任何一个民族的劳动群众的合理要求和进步愿望，都将在消除现有民族壁垒的条件下，通过国际统一而第一次得到满足。现代资产阶级试图以“保卫祖国”的虚伪借口来分裂和离间工人，对此，觉悟的工人将要作出的回答是：进行连续不断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推翻各国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中建立起各国工人的统一。

资产阶级愚弄群众，用旧的“民族战争”观念来掩饰帝国主义的掠夺。无产阶级则揭穿这种欺骗，宣布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这个口号正是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决议所提出的，这两个决议所预见到的并不是一般的战争，而恰恰是目前的这场战争；决议所谈的，不是什么“保卫祖国”，而是“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来达到这一目的，并谈到了公社这个先例。公社就是变民族间的战争为国内战争的。

当然，这种转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是某些党“愿意”就能实现的。但是，正是这种转变寓于一般资本主义的特别是资本主义灭亡时代的客观条件之中。因此社会党人应当朝这个方向而且只能朝这个方向进行工作。不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不纵容“自己”国家（和盟国）的沙文主义，首先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作斗争，而当危机到来，资产阶级自己抛弃了它所建立的合法性的时候，就不局限于合法的斗争形式，——这就是 导向
 国内战争并且将在战火笼罩整个欧洲的某一时刻导致国内战争的行动 路线
 。

战争并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基督教牧师（他们在宣扬爱国主义、博爱与和平方面并不比机会主义者差）所认为的“罪恶”，而是 资本主义
 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它与和平一样，也是资本主义生活的一种合乎规律的形式。当前的战争是民族间的战争。根据这个事实不应该得出结论说，必须顺应“民众的”沙文主义潮流，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使各民族分裂的那些阶级矛盾在战时，在战争中，在战争的条件下还继续存在并将表现出来。拒绝服兵役，举行反战罢工等等，纯粹是一种愚蠢行为，是可怜而怯懦地幻想凭赤手空拳反对武装的资产阶级，是梦想不通过殊死的国内战争或者一系列战争而消灭资本主义。在军队中也进行阶级斗争的宣传，是社会党人的职责；在各国资产阶级发生帝国主义武装冲突的时代，变民族间的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的工作。打倒“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这种牧师式的感伤主义的和愚蠢的呼吁！我们要高举国内战争的旗帜！帝国主义严重地威胁着欧洲文化的命运，如果没有一连串胜利的革命，这场战争过去之后，很快又会有其他的战争接踵而来。关于所谓“最后的战争”的童话，完全是一种空洞而有害的童话，是小市民的“神话”（按《呼声报》的恰当说法）。不是在今天就是在明天，不是在战时就是在战后，不是在这次战争中就是在下一次战争中，无产阶级的国内战争的旗帜一定会不仅把成千上万觉悟的工人团结到自己周围，而且把现在受沙文主义愚弄的千百万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团结到自己周围，战争的惨祸不仅会使他们恐惧和畏缩，也会启发、教育、唤醒、组织、锻炼和训练他们去同“自己”国家的也同“别的”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战争。

第二国际死亡了，它已被机会主义所战胜。打倒机会主义！不仅清除了“变节分子”（就象《呼声报》所希望的那样）而且清除了机会主义的第三国际万岁！

第二国际完成了它的有益的准备工作，在19世纪最后1a3和20世纪初这一资本主义奴役最残酷、资本主义进步最迅速的漫长的“和平”时代里，把无产阶级群众初步组织起来。第三国际面临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向各国资本主义政府发起革命进攻，进行反对各国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以夺取政权，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载于1914年11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36—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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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

（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85]


（1914年11月）


序言

现在用单行本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文，是我在1913年（根据我的记忆）为格拉纳特词典写的。原来文末附有相当详细的、多半是外文的、论述马克思的书目。这个书目没有编进本版。其次，词典编辑部考虑到书报检查，又把本文结尾阐述马克思的革命策略的部分删去了。可惜在这里我无法把结尾部分再加进去，因为原稿留在克拉科夫或瑞士我的某些文稿中。我只记得，在文章的结尾部分，我还引用了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的两句话：“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8页。——编者注］

 这就是我们的孟什维克从1905年起就没有能理解的地方，而现在，他们已完全背叛社会主义而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尼·列宁1918年5月14日于莫斯科












马克思·卡尔
   1818年公历5月5日生于特里尔城（莱茵普鲁士）。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犹太人，1824年加入新教。这个家庭是富裕的，有教养的，但不是革命的。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后，先后入波恩和柏林的大学攻读法学，但他研究得最多的是历史和哲学。1841年大学毕业时提交了一篇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马克思就其当时的观点来说，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在柏林，他加入过“左派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的圈子，这派人想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论的和革命的结论。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迁居波恩，打算当教授。但是当时政府实行反动政策，1832年撤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教授职务，1836年又拒绝让费尔巴哈进大学讲课，1841年又剥夺青年教授布鲁诺·鲍威尔在波恩的讲学资格，这样就迫使马克思放弃了当学者的前程。当时左派黑格尔派的观点在德国发展很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特别是从1836年起，开始批判神学，转向唯物主义，到1841年，唯物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完全占了上风（《基督教的本质》）；他的另一著作《未来哲学原理》于1843年问世。后来，恩格斯在谈到费尔巴哈的这些著作时写道：这些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我们〈即左派黑格尔派，包括马克思〉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3页。——编者注］

 这时，一些同左派黑格尔派接近的莱茵激进派资产者，在科隆创办了一个反对派的报纸《莱茵报》[86]（1842年1月1日创刊）。马克思和布鲁诺·鲍威尔被聘为主要撰稿人。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该报主编，并从波恩迁居科隆。该报在马克思的编辑下，革命民主倾向愈来愈明确。所以政府起初对该报进行双重的，甚至是三重的检查，后来，在1843年1月1日决定干脆将其查封。马克思被迫在查封之前辞职，但该报并没有因此而得救，终于在1843年3月被查封。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主要文章，除后面列举的（见 书目
 
［注：见本卷第83—95页。——编者注］

 ）以外，恩格斯还曾提到论摩泽尔河谷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的状况一文[87]。办报工作使马克思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不够，于是他发奋研究这门科学。

1843年，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同童年时代的女友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马克思还在大学读书时就同她订了婚。燕妮出身于一个反动的普鲁士贵族家庭。她的哥哥曾在1850—1858年这个最反动的时期任普鲁士内务大臣。1843年秋，马克思赴巴黎，此行的目的是和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年；左派黑格尔派，1825—1830年被监禁，1848年以后流亡国外；1866—1870年以后成为俾斯麦主义者）一起在国外创办一种激进的杂志。这个《德法年鉴》杂志[88]只出了第1期。其所以停刊，是因为在德国秘密发行困难，加上马克思同卢格意见不合。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已经是一个革命家。他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和第460页。——编者注］

 ；他诉诸 群众
 ，诉诸 无产阶级
 。

1844年9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到巴黎小住数日，他从这时起便成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两人一起极其热情地投入当时巴黎各革命团体的沸腾生活（蒲鲁东的学说当时特别有影响，马克思于1847年在《哲学的贫困》中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并在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的尖锐斗争中创立了革命的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或者说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见后面的书目所载的马克思在1844—1848年这一时期的著作）。1845年，在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下，马克思作为一个危险的革命分子而被驱逐出巴黎。此后他迁居布鲁塞尔。1847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秘密宣传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89]，参加了该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并起了突出的作用，他们受大会委托起草了1848年2月发表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

1848年二月革命[90]爆发时，马克思被驱逐出比利时。他重返巴黎，并于三月革命[91]后，又从巴黎回到德国科隆。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了《新莱茵报》[92]；马克思任该报主编。1848—1849年的革命事态的发展极好地证实了新的理论，后来世界各国所有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理论。得胜的反革命势力起初将马克思提交法庭审判（1849年2月9日宣告无罪），以后又把他驱逐出德国（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先到巴黎，在1849年6月13日游行示威[93]后又被驱逐出巴黎，此后他移居伦敦，直到去世。

流亡生活极端困苦，这一点从马克思同恩格斯的通信（1913年出版）[94]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及其一家饱受贫困的折磨。如果不是恩格斯牺牲自己而不断给予资助，马克思不但无法写成《资本论》，而且势必会死于贫困。此外，当时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和所有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思潮，迫使马克思经常进行无情的斗争，有时还要反驳各种穷凶极恶的人身攻击（《福格特先生》[95]）。马克思竭力避开流亡者的圈子，写了一些历史著作（见书目）来详细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理论，并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和《资本论》（1867年出版第1卷）这两部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一场革命（见后面马克思的 学说
 ）。

50年代末和60年代民主运动复兴时期，马克思又投入实际活动。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了有名的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灵魂，协会的第一个《宣言》[96]以及许多决议、声明和公告都出自他的手笔。马克思把各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统一起来，竭力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即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马志尼、蒲鲁东、巴枯宁、英国的自由派工联主义、德国拉萨尔右倾分子等等）纳入共同行动的轨道，并同所有这些派别和学派的理论进行斗争，从而为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制订了统一的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在1871年巴黎公社——马克思对它曾经作过极其深刻、准确、出色而 有影响的
 、革命的分析（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失败之后，在巴枯宁分子使第一国际分裂之后，第一国际已无法在欧洲继续存在。在海牙国际代表大会（1872年）[97]以后，马克思把国际总委员会移至纽约。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空前大发展的时代，即工人运动 向广度
 发展，以各个民族国家为基地建立 群众性的
 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代。

在第一国际中的紧张工作和更为紧张的理论研究活动，完全损坏了马克思的健康。他继续进行改造政治经济学和完成《资本论》的工作，为此大量收集新的资料，学习好几种语言（例如俄语），可是疾病使他没有能够写完 《资本论》
 。

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的妻子去世。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静静地长眠于他的安乐椅中。他被安葬于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安息在妻子的身边。马克思的子女，有几个由于当时家境十分贫困，在童年时便死于伦敦。三个女儿爱琳娜、劳拉、燕妮，分别嫁给了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艾威林、拉法格、龙格。燕妮的儿子是法国社会党党员。


马克思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的三种主要思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同法国所有革命学说相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和天才的完成者。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之前，必须把他的整个世界观作一简略的叙述。


哲学唯物主义

从1844—1845年马克思的观点形成时起，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是路·费尔巴哈的信奉者，就是到后来他还认为，费尔巴哈的弱点仅仅在于他的唯物主义不够彻底和全面。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划时代的”世界历史作用，就在于他坚决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宣扬了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早“在18世纪，特别是在法国，就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一切形而上学〈意即与“清醒的哲学”相反的“醉熏熏的思辨”〉……的斗争”（《遗著》中的《神圣家族》）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编者注］

 。马克思写道：“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创造者、缔造者〉……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 
［注：同上，第23卷第24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 见该书
 ，马克思看过该书的手稿）中完全以马克思的这个唯物主义哲学为依据，并阐述了这个哲学，他写道：“……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而在于它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如果要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Abbilder，意即映象，恩格斯有时还称为“印象”〉，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8、65、38—39、27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在叙述自己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看法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此书付排前，恩格斯重新阅读了他和马克思于1844—1845年写的论述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稿）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注：同上，第21卷第315页和第316页。——编者注］

 在其他任何意义上运用（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都只能造成混乱。马克思不但坚决驳斥了始终这样或那样地同宗教相连的唯心主义，而且坚决驳斥了现时特别流行的休谟观点和康德观点，即形形色色的不可知论、批判主义和实证论，认为这类哲学是对唯心主义的一种“反动的”让步，充其量是“把当众拒绝的唯物主义又羞羞答答地暗中接受过来” 
［注：同上，第318页。——编者注］

 。关于这个问题，除上面已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外，还可参看1868年12月12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谈到了著名博物学家托·赫胥黎发表的比通常“更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的”演讲，谈到了他认为“当我们真正观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能脱离唯物主义”，但同时又斥责赫胥黎为不可知论、为休谟主义留下了“后路”。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13页。——编者注］

 特别应当指出马克思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观点：“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恩格斯《反杜林论》） 
［注：同上，第20卷第125页。——编者注］

 这也就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必然向自由的辩证转化（如同尚未认识但可以认识的“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化，“物的本质”向“现象”转化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更不要说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了），其主要缺点是：（1）这种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考虑到化学和生物学（现在还应加上物质的电学理论）的最新发展；（2）旧唯物主义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它没有彻底和全面地贯彻发展的观点；（3）他们抽象地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把它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总和”，所以他们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不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 
［注：同上，第3卷第4—6页。——编者注］

 。


辩证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就。他们认为，任何其他关于发展的原理、进化的原理的说法，都是片面的、内容贫乏的，只能把自然界和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往往伴有飞跃、剧变、革命）弄得残缺不全。“可以说唯有马克思和我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使其不致与包括黑格尔主义在内的唯心主义同被粉碎〉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这是在镭、电子和元素转化等等发现以前写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页和第25页。——编者注］



恩格斯写道：“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在辩证哲学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就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注：同上，第21卷第337—338、308、337页。——编者注］



马克思接受并发展了黑格尔哲学的这一革命的方面。辩证唯物主义“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以往的哲学只留下了“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 
［注：同上，第20卷第28页。——编者注］

 而辩证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同样也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其本身包括现在称之为认识论的内容，这种认识论同样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从不知到知的转化。

现在，发展观念，进化观念，几乎完全深入社会的意识，但不是通过黑格尔哲学，而是通过另外的途径。不过，这个观念，按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黑格尔哲学而作的表述，要比一般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丰富得多。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转化为质；发展的内因来自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某一社会内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每种现象的 一切
 方面（而且历史在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与通常的相比）发展学说的若干特征。（参看马克思1868年1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其中嘲笑施泰因的“死板的三分法”，认为把三分法同唯物主义辩证法混为一谈是荒谬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0页。——编者注］

 。）


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确信必须“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 
［注：同上，第21卷第322页。——编者注］

 。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 社会
 存在解释 社会
 意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说：“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编者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推广运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如下的完整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象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编者注］

 （参看马克思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的简短表述：“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 
［注：同上，第31卷第236页。——编者注］

 ）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 群众
 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 至多
 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所有各种矛盾的趋向的 总和
 ，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准确测定的、社会 各阶级
 的生活和生产的条件，排除了选择某种“主导”思想或解释这种思想时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趋向的 根源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群众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各种矛盾的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是由什么引起的，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是怎样的，构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是怎样的，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是怎样的，——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且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


阶级斗争

某一社会中一些成员的意向同另一些成员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的斗争，还看到革命和反动、和平和战争、停滞和迅速发展或衰落等不同时期的更迭，——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研究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才能科学地确定这些意向的结果。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 各阶级
 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不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后来补充说明，原始公社的历史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5—466页。——编者注］

 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背景，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他们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整个法国历史的锁钥。而当今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取得了完全胜利、设立了代议机构、实行了广泛的（甚至是普遍的）选举制、有了供群众阅读的廉价的日报等等的时代，已经建立起势力强大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工人联合会和企业主同盟等等的时代，更加清楚地（虽然有时是用很片面的、“和平的”、“立宪的”形式）表明，阶级斗争是事变的推动力。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一段话可以向我们表明，马克思怎样要求社会科学根据对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的发展条件的分析对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作出客观的分析：“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477页。——编者注］

 在一系列历史著作中（见书目），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说“—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注：同上，第475页。——编者注］

 。我们上面引证的一段话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为了测定历史发展的整个合力，分析了多么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各个 过渡
 阶段。

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编者注］

 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商品
 生产占统治地位，所以马克思的分析也就从分析商品入手。


价值

商品是这样一种物，一方面，它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另一方面，它能用来交换别种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 使用价值
 。交换价值（或简称价值）首先是一定量的一种使用价值同一定量的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关系或比例。每天的经验都向我们表明，这种亿万次的交换，总是使各种极不相同的互相不可比的使用价值趋于彼此相等。这些在一定社会关系体系内总是可以彼此相等的不同物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它们之间的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都是 劳动产品
 。人们通过交换产品，使各种极不相同的劳动彼此相等。商品生产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体系中，各个生产者制造各种不同的产品（社会分工），而所有这些产品在交换中彼此相等。因此，一切商品的共同的东西，并不是某一生产部门的具体劳动，并不是某一种类的劳动，而是 抽象
 的人类劳动，即一般的人类劳动。表现在全部商品价值总额中的一个社会的全部劳动力，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亿万次交换的事实都证明这一点。因此，每一单个商品所表现的只是一定份额的 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价值的大小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或者说，由生产某种商品即某种使用价值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人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0—91页。——编者注］

 一位旧经济学家[98]说过，价值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不过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只有从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来看，并且只有从表现在大量的、重复亿万次的交换现象中的关系体系来看，才能了解什么是价值。“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 
［注：同上，第53页。——编者注］

 马克思仔细分析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以后，就进而分析 价值形式
 和 货币
 。这里，马克思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货币价值形式的 起源
 ，研究交换发展的 历史过程
 ——从个别的偶然的交换行为（“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 
［注：同上，第62页。——编者注］

 ：一定量的一种商品同一定量的另一种商品相交换）开始，直到一般价值形式，这时若干不同的商品同一种固定的商品相交换，最后到货币价值形式，这时金成为这种固定的商品，即一般等价物。货币是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产物，它把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把由市场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遮蔽起来，掩盖起来。马克思极其详细地分析了货币的各种职能；而在这里（也如同在《资本论》开头的两章中一样）特别重要的是要看到，抽象的、有时好象是纯粹演绎式的叙述，实际上是再现了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史的大量实际材料。“货币是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为前提的。货币的各种形式，即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阶段。”（《资本论》第1卷）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3页。——编者注］




剩余价值

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就转化为资本。商品流通的公式是：Ｔ（商品）——д（货币）——Ｔ（商品），这就是说，卖出一种商品是为了买进另一种商品。相反，资本的一般公式是д——Ｔ——д，这就是说，买是为了卖（带来利润）。马克思把投入周转的货币的原有价值的这种增加叫作剩余价值。货币在资本主义周转中的这种“增殖”，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正是这种“增殖”使货币转化为 资本
 ，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中产生，因为商品流通只能是等价物的交换；也不能从加价中产生，因为买主和卖主相互间的盈亏会抵销，而这里说的正是大量的、平均的、社会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的现象。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页。——编者注］

 ，它的使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的创造过程。这样的商品是存在的。这就是人的劳动力。它的使用就是劳动，而劳动则创造价值。货币所有者按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的价值）决定的。货币所有者购买了劳动力，就有权使用劳动力，即迫使他整天劳动，譬如说劳动12个小时。其实工人在6小时（“必要”劳动时间）内就创造出补偿其生活费用的产品，而在其余6小时（“剩余”劳动时间）内则创造出资本家没有付给报酬的“剩余”产品或者说剩余价值。因此，从生产过程来看，必须把资本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耗费在生产资料（机器、劳动工具、原料等等）上面的不变资本，它的价值（一下子或者一部分一部分地）不变地转到成品上去；另一部分是耗费在劳动力上面的可变资本。这种资本的价值不是不变的，而是在劳动过程中有所增加，创造出剩余价值。因此，为了表示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不应当把剩余价值同全部资本相比，而应当把它只同可变资本相比。这种比例，马克思称作剩余价值率，例如，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它是6/6，即100％。

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是：第一，在一般商品生产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的情况下某些人手里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第二，存在双重意义上“自由的”工人，从他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或限制地出卖劳动力来说是自由的，从他们没有土地和任何生产资料来说也是自由的，他们是没有产业的工人，是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无产者”。

增加剩余价值可以有两种基本方法：延长工作日（“绝对剩余价值”）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分析第一种方法时，展示了工人阶级为缩短工作日而斗争，以及国家政权为延长工作日（14—17世纪）和为缩短工作日（19世纪的工厂立法）而进行干预的壮观情景。《资本论》问世后，世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历史，又提供了成千成万件表明这种情景的新的事实。

马克思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考察了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个基本历史阶段：（1）简单协作；（2）分工和工场手工业；（3）机器和大工业。马克思在这里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基本的典型的特征揭示得多么深刻，从对俄国的所谓“手工”工业的考察提供了足以说明这三个阶段的前两个阶段的极其丰富的材料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而马克思在1867年所描写的大机器工业的革命作用，从那时到现在这半个世纪中在许多“新”国家（俄国、日本等等）里也都显示了出来。

其次，马克思对 资本积累
 的分析是极其重要和新颖的。资本积累，就是把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不是用它来满足资本家的个人需要或嗜欲，而是把它投入新的生产。马克思指出，整个先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起）的一个错误就在于，它认为剩余价值在转化为资本时全部都用作可变资本。而事实上，剩余价值分为 生产资料
 和可变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变资本部分（在全部资本中）比可变资本部分增长得快，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资本积累加速机器对工人的排挤，在一极造成富有，在另一极造成贫困，因而产生所谓“劳动后备军”，即工人的“相对过剩”或“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这种过剩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使资本有异常迅速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加上信用制度及生产资料方面的资本积累，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生产过剩 危机
 的锁钥，这种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起初平均每隔十年一次，后来则间隔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比较不固定。必须把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同所谓原始积累区别开来。原始积累是强迫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分离，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侵占公有地，实行殖民制度、国债制度、保护关税制度等等。“原始积累”在一极造成“自由的”无产者，在另一极造成货币所有者即资本家。

马克思曾用下面的一段名言说明 “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疯狂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私有者〈农民和手工业者〉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力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1卷）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0—832页。——编者注］



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的分析，也是极其重要和新颖的。马克思在这里考察的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不是社会经济的零星部分，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的总和。马克思纠正了古典经济学家的上述错误，将整个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即（Ⅰ）生产资料的生产和（Ⅱ）消费品的生产，并通过他所列举的数字例证详细地考察了在以原有规模再生产的情况下和在积累的情况下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资本论》第3卷所解决的是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平均利润率的问题。马克思把经济科学推进了一大步，这表现在他是根据普遍的经济现象，根据社会经济的全部总和来分析问题，而不是象庸俗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的“边际效用论”那样，往往只根据个别偶然现象或竞争的表面现象来分析问题。马克思先分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然后考察了剩余价值之分为利润、利息和地租。利润 
［注：看来是笔误，应是“利润率”。——编者注］

 是剩余价值与投入企业的全部资本之比。“有机构成高”（即不变资本超过可变资本的数额高于社会平均数）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有机构成低”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则高于平均利润率。资本之间的竞争，资本从一个部门自由地转入另一个部门，会使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利润率都趋向平均。一个社会的全部商品的价值总量是同商品的价格总量相符的，但由于竞争的影响，在各个企业和各个生产部门内，商品不是按其价值，而是按等于所耗费的资本加平均利润的 生产价格
 出卖的。

这样，价格离开价值和利润平均化这一众所周知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就被马克思根据价值规律充分说明了，因为全部商品的价值总量是同价格总量相符的。然而价值（社会的）变为价格（个别的），不是经过简单的直接的途径，而是经过极其复杂的途径，因为很自然，在完全靠市场联系起来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而不同方向的个别的偏离则相互抵销。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示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而既然产生剩余价值的只是可变资本，所以利润率（剩余价值与全部资本之比，而不只是与资本的可变部分之比）当然就有下降的趋势。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这一趋势和阻挡或者说抵销这一趋势的许多情况。现在我们不再转述《资本论》第3卷中论述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那些引人入胜的章节，只谈最主要的—— 地租
 理论。由于土地面积有限，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土地又全被各个业主所占有，所以农产品的生产价格不是取决于中等地的生产费用，而是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费用，不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中等条件，而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劣等条件。这种生产价格与优等地（或优等条件下）的生产价格的差别，就产生等差地租或者说级差地租。马克思仔细分析了这种地租，说明它来源于各块土地肥力的差别，来源于土地的投资量的差别，这就完全揭露了（并见《剩余价值理论》，那里对洛贝尔图斯的批评特别值得注意）李嘉图的错误。李嘉图认为级差地租只是由于从优等地依次向劣等地转移而产生的。实则相反，也有逆向的转移，也有某一类土地转变为别类土地的情况（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城市的发展等等），所以那个出名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极其错误的，是把资本主义的缺陷、局限性和矛盾归咎于自然界。其次，利润在工业的各个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平均化的前提，是竞争的完全自由，是资本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流动的自由。但土地私有制造成垄断，妨碍这种自由流动。由于这种垄断，资本有机构成较低从而个别利润率较高的农业的产品，就不加入完全自由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土地所有者作为垄断者有可能使价格保持在平均价格之上，而这种垄断价格就产生 绝对
 地租。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级差地租是不可能消灭的，而绝对地租却 可能
 消灭，例如在土地国有化的时候，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的时候就可能消灭。这种转变会打破私有者的垄断，会导致在农业中更彻底更充分地实行自由竞争。因此——马克思指出——激进派资产者曾在历史上多次提出土地国有化这一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但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却害怕这个要求，因为这个要求太接近于“触动”当代另一种特别重要和特别“敏感的”垄断，即一般生产资料的垄断。（马克思在1862年8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特别通俗简明地叙述了自己关于资本平均利润和绝对地租的理论。见《通信集》第3卷第77—81页。并参看1862年8月9日的信，同上，第86—87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6—270、276—277页。——编者注］

 讲到地租史的时候，还必须提到马克思对地租的转化过程所作的分析，即由工役地租（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在地主的土地上创造剩余产品）转化为产品地租或实物地租（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剩余产品，因受“经济外的强制”而将剩余产品交给地主），然后转化为货币地租（也是一种实物地租，即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而转化为货币，在旧日罗斯称“代役租”），最后转化为资本主义地租，这时农民已为使用雇佣劳动从事耕作的农业企业主所代替。讲到对“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的这种分析时，必须指出马克思关于 农业资本主义演进
 的许多深刻的（对象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国家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思想。“不仅在由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的同时，必然形成一个无产的、为货币而受人雇用的短工阶级，而且甚至在这种转化之前就形成这个阶级。在这个阶级刚刚产生，还只是偶然出现的时期，在那些较富裕的有交租义务的农民中间，必然有那种自己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习惯发展起来，正如早在封建时期，就有富裕的农奴自己又拥有农奴一样。因此，他们积累一定的财产并且本人转化为未来资本家的可能性也就逐渐发展起来。从这些旧式的、独立经营的土地占有者中间，也就产生了培植资本主义租佃者的温床，他们的发展，取决于农村以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32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0页。——编者注］

 “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778页） 
［注：同上，第23卷第815—816页。——编者注］

 而农村居民的贫困和破产，又在为资本造成劳动后备军方面起了作用。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农村人口因此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人口或制造业人口〈即非农业人口〉的队伍。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68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4—705页。——编者注］

 。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是小生产繁荣并成为典型形态的条件。但这种小生产只能同狭隘的原始的生产范围和社会范围相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一个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一个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法兰西阶级斗争》） 
［注：同上，第7卷第98页。——编者注］

 。“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所有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雾月十八日》） 
［注：同上，第8卷第220页。——编者注］

 通常农民甚至把一部分工资交给资本主义社会，即交给资本家阶级，自己却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注：同上，第7卷第97页。——编者注］

 。“小块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谷物价格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的原因之一”（《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40页） 
［注：同上，第25卷第909页。——编者注］

 何在呢？在于农民把一部分剩余产品白白交给社会（即资本家阶级）。“因此，这种较低的价格〈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是生产者贫穷的结果，而决不是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的结果。”（《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40页） 
［注：同上。——编者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块土地所有制，即小生产的标准形态，不断衰退、毁灭、消亡。“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合作社，即小农协作社，虽能起非常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作用，但只能削弱这个趋势，而不能消灭这个趋势；同时不应当忘记，这种合作社对富裕农民的好处很多，对贫苦农民群众的好处则很少，几乎没有，而且协作社本身也会成为雇佣劳动的剥削者。〉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规律。”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0页。——编者注］

 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也和在工业方面一样，完全是以“生产者的殉难历史” 
［注：同上，第23卷第552页。——编者注］

 为代价来改造生产过程的。“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农业中，也和在现代的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 
［注：同上，第552—553页。——编者注］




社会主义

从上文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劳动社会化通过无数种形式日益迅速地向前发展，在马克思去世后的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大生产与资本家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增长以及金融资本的规模和势力的巨大增长上，——这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主要物质基础。这个转变的思想上精神上的推动者和实际上的执行者，就是资本主义本身培养的无产阶级。表现于多种多样和内容日益丰富的形式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要成为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政治斗争。生产社会化不能不导致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导致“剥夺者被剥夺”。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作日缩短，完善的集体劳动代替残存的原始的分散的小生产，——这就是这种转变的直接结果。资本主义彻底破坏了农业同工业的联系，但同时又以自己的高度发展准备新的因素来建立这种联系，使工业同农业在自觉运用科学和合理组织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在重新分布人口（既消除农村的荒僻、与世隔绝和不开化状态，也消除大量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反常现象）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准备着新的家庭形式，并为妇女的地位和青年一代的教育准备新的条件。在现代社会里，女工和童工的使用，资本主义对父权制家庭的瓦解，必然采取最可怕最痛苦最可憎的形式。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象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序列。同样很明白，工人由各种年龄的男女搭配组合而成，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6—537页。——编者注］

 。工厂制度使我们看到“未来教育的幼芽……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同上） 
［注：同上，第530页。——编者注］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把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也放在同样的历史的基础上，这就是说不仅仅限于解释过去，而且大胆地预察未来，并勇敢地用实际活动来实现未来。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如果不“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如果不成为“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注：同上，第4卷第487页。——编者注］

 ，就不能巩固、成熟和最终形成。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状态，用阶级对抗代替民族对抗。因此，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工人没有祖国”，工人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工人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宣言》） 
［注：同上。——编者注］

 。这些论断，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暴力，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这时社会已分裂成相互不可调和的阶级，如果没有一种似乎站在社会之上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社会的“权力”，社会就无法存在。国家从阶级矛盾中产生后，便成为“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里恩格斯叙述了自己的和马克思的观点）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6页。——编者注］

 。甚至民主共和国这一最自由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也丝毫不能消除这个事实，而只能改变这个事实的形式（政府和交易所之间的联系，对官吏和报刊的直接或间接的收买，等等）。社会主义将导致阶级消灭，从而也导致国家消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注：同上，第20卷第305—306页。——编者注］

 “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注：同上，第21卷第198页。——编者注］



最后，关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对待那些在剥夺者被剥夺时期还将继续存在的小农的态度问题，必须举出恩格斯表达马克思的思想的一段话：“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好处。”（恩格斯《西方土地问题》，阿列克谢耶娃出版的版本第17页，俄译本有错误。原文载于《新时代》杂志。） 
［注：《西方土地问题》即《法德农民问题》，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0—581页。——编者注］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

早在1844—1845年，马克思就判明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之一，就是未能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情况和正确评价这一活动的意义，所以，马克思后来在从事理论写作的同时，毕生都十分注意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马克思的全部著作，特别是1913年出版的四卷本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都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还远远没有收齐，没有汇集在一起，没有加以研究和整理。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能作一个最一般最简短的评介，着重说明，马克思正确地认为，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先进阶级只有客观地考虑到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到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到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据以制定正确的策略。这就是说，不应当把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看作是静态的，而应当看作是动态的，即不应当看作是处于不动的状态，而应当看作是处于运动之中（运动的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存在的经济条件中产生的）。而对运动，不仅要从过去的观点来看，而且要从将来的观点来看，并且不是象“进化论者”那样庸俗地理解，只看到缓慢的变化，而是要辩证地理解：“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通信集》第3卷第127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38页。——编者注］

 。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一时刻，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龟行发展即所谓“和平”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阶级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两个论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在《哲学的贫困》中论述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时提出的，另一个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时提出的。前一个论点是：“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反抗思想（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6页。——编者注］

 这就是经济斗争和工会运动在以后几十年内，在准备无产阶级的力量去进行“未来战斗”的整个长时期内的纲领和策略。在这方面应当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许多论述，他们用英国工人运动的实例说明，工业的“繁荣”怎样引起“收买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136页） 
［注：同上，第27卷第201页。——编者注］

 、使无产阶级放弃斗争的尝试，这种繁荣怎样“起了败坏无产阶级的作用”（第2卷第218页） 
［注：同上，第29卷第225页。——编者注］

 ；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资产阶级化”——“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英国〉，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第2卷第290页） 
［注：同上，第344—345页。——编者注］

 ；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丧失“革命精力”（第3卷第124页） 
［注：同上，第30卷第334页。——编者注］

 ；怎样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等待“英国工人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第3卷第127页） 
［注：同上，第338页。——编者注］

 ；英国工人运动怎样缺乏“老宪章派[99]的热情”（1866年；第3卷第305页） 
［注：同上，第31卷第199页。——编者注］

 ，英国工人领袖怎样在变成“在激进派资产者和工人之间”的中间类型的人（关于侯里欧克，第4卷第209页） 
［注：同上，第32卷第376页。——编者注］

 ；由于英国拥有垄断地位，而且只要这种垄断地位未被破坏，“不列颠工人也只能是这样”（第4卷第433页） 
［注：同上，第35卷第19页。——编者注］

 。与工人运动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相联系的经济斗争的策略，在这里是以极其广阔的、全面的、辩证的、真正革命的观点来加以考察的。

关于政治斗争策略，《共产党宣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2页。——编者注］

 因此，马克思在1848年支持了波兰主张“土地革命”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100]的政党” 
［注：同上，第503页。——编者注］

 。马克思在1848—1849年支持了德国的极端革命民主派，而且以后也从没有收回他当时关于策略问题所说的话。马克思认为德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资产阶级当时只有同农民联合，才能完全实现它的任务〉，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 
［注：同上，第6卷第126页。——编者注］

 。下面就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所作的一个总结性的分析（这一分析是唯物主义从运动中并且不是只从运动的过去方面观察社会的榜样）：“……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害怕世界大风暴……毫无毅力，到处剽窃；……没有首创精神……活象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载于1848年《新莱茵报》，见《遗著》第3卷第212页） 
［注：同上，第127页。——编者注］

 大约过了20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第3卷第224页） 
［注：同上，第31卷第69页。——编者注］

 中指出，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宁愿要用奴役换取的平静，而不愿看到哪怕只是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前景。当1848—1849年革命时代已经结束时，马克思便反对任何以革命为儿戏的做法了（反对沙佩尔和维利希），要求人们善于在似乎是“以和平方式”准备着新革命的新阶段进行工作。马克思当时要求人们以怎样的精神进行这项工作，这可以从他对德国在1856年这一最黑暗的反动年代的形势所作的估计中看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108页）在德国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时，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面，马克思一直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农民的民主力量上面。马克思当时所以认为拉萨尔“客观上是为普鲁士人的利益而背叛整个工人运动”（第3卷第210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8页。——编者注］

 ，其原因之一就是拉萨尔纵容了地主和普鲁士民族主义。1865年，恩格斯在一封给马克思的信中就他们将在报刊上共同发表的意见同马克思交换看法时写道：“在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里，代表工业无产阶级说话时只攻击资产阶级，而一字不提大封建贵族对农村无产阶级的宗法式的‘凭棍棒维持的剥削’，这是卑鄙的。”（第3卷第217页） 
［注：同上，第58页。——编者注］

 1864—1870年间，当德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即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剥削阶级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上面完成这个革命而斗争的时期即将结束时，马克思不仅斥责过同俾斯麦勾搭的拉萨尔，而且纠正过陷入“亲奥主义”和拥护分立主义的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当时要求实行革命策略：对俾斯麦和亲奥派同样地进行无情的斗争，不迁就“胜利者”普鲁士容克，而不顾普鲁士军事胜利所造成的状况立刻恢复反对容克的革命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134、136、147、179、204、210、215、418、437、440—441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51、353、370、419页和第31卷第40、48、55、376、408、418页。——编者注］

 。在国际1870年9月9日的那篇著名的宣言中，马克思曾事先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合时宜的起义 
［注：同上，第17卷第285—294页。——编者注］

 ；但当起义终于发生了的时候（1871年），马克思却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欢呼“冲天”的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 
［注：同上，第33卷第207页。——编者注］

 。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在这种形势下，也同在许多其他形势下一样，革命行动的失败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的为害，要比放弃阵地、不战而降小，因为不战而降会使无产阶级士气沮丧，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马克思十分重视在政治停滞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利用合法斗争手段，所以他在1877—1878年，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01]颁布以后，严厉地斥责了莫斯特的“革命空谈”，但他同样严厉甚至更为严厉地痛斥了当时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中一时占上风的机会主义，因为这个党没有立刻表现出坚定性、坚决性、革命性和为对付非常法而转向不合法斗争的决心（《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第397、404、418、422、424页 
［注：同上，第34卷第54—55、64—65、89—90、101—102、105页。——编者注］

 ，并参看给左尔格的信）。


书目

马克思的著作和书信到现在还没有全部收齐出版。马克思著作已经译成俄文的，比译成其他任何文字的都多。下面把这些著作按时间顺序加以排列。1841年，马克思写了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马克思去世后编入《遗著》。关于《遗著》，下面还要谈到）。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所持的还完全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点。1842年，马克思在《莱茵报》（科隆）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对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评论，以及维护政教分离的文章[102]等等（部分编入《遗著》）。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844年在巴黎出版了马克思和阿尔诺德·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上述的转变在这里彻底完成。马克思的特别出色的文章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除编入《遗著》外，还出版了单行本）和《论犹太人问题》（除编入《遗著》外，还有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编为《廉价丛书》第210辑）。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出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除编入《遗著》外，俄文出了两种单行本：1906年圣彼得堡新声出版社版和1907年圣彼得堡知识公报出版社版）。1845年春马克思写作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后作为弗·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的附录发表；有俄译本）。1845—1847年马克思在巴黎出版的《前进报》以及《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1845—1848年在比勒菲尔德出版）、《社会明镜》杂志（1846年在爱北斐特出版）上发表过许多文章（大部分还没有收集起来，没有重新出版，也没有译成俄文）。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了马克思反对蒲鲁东的基本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俄译本有新世界出版社的3个版本，以及格·李沃维奇、阿列克谢耶娃、启蒙出版社的版本，均出版于1905—1906年间）。184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关于贸易自由的演说》（有俄译本），后来在伦敦又和弗·恩格斯合作出版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它被译成欧洲几乎一切国家的文字及世界上其他一部分国家的文字（俄译本共有大约8种版本，在1905—1906年出版，其中包括铁锤出版社、钟声出版社和阿列克谢耶娃等的版本。大部分被没收。曾用过《共产主义宣言》、《论共产主义》、《社会各阶级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和《历史哲学》等各种名称；该书及马克思其他著作的完整的和最确切的译本，大部分见“劳动解放社”在国外出版的版本）。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了《新莱茵报》，马克思是该报事实上的主编。马克思在这个到现在还是革命无产阶级最好最卓越的机关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没有收集起来，也没有全部重新出版。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文章已编入《遗著》。马克思在该报发表的一组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题的文章曾多次出版单行本（俄译本有1905—1906年出版的科兹曼、铁锤出版社、米雅科夫和李沃维奇的4种版本）。在该报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些以《执政的自由派》为题出版了单行本（1906年圣彼得堡知识出版社出版，编为《廉价丛书》第272辑）。1849年马克思在科隆出版了《两个政治审判案》（这是马克思的两篇辩护词，他被控在报刊发表的文章中违法和号召武装反抗政府，后来陪审法庭宣告马克思无罪；俄译本有1905—1906年阿列克谢耶娃、铁锤出版社、米雅科夫、知识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的共5种版本）。1850年马克思在汉堡出版了6期《新莱茵报》杂志，在其中发表的一些最重要的文章已编入《遗著》。马克思的几篇特别出色的文章后来由恩格斯在1895年以单行本形式重新出版，其标题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俄译本有玛·马蕾赫出版的《丛书》第59—60辑合订本；也编入1906年圣彼得堡斯基尔蒙特出版的、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翻译的文集《历史著作集》，以及1912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关于20世纪生活的思想和观点》）。1852年在纽约出版了马克思的小册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俄译文收入上述的文集）。同年在伦敦出版了《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真相》（俄译本有1906年10月28日圣彼得堡出版的《大众科学丛书》第43辑《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1851年8月至1862年 
［注：恩格斯在《政治学词典》第6卷第603页关于马克思的条目中，伯恩施坦在1911年《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关于马克思的条目中，都把年代误为1853—1860年。见1913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

 马克思是纽约《论坛报》（《The New York Tribune》）的经常撰稿人，他在该报发表的文章，许多都没有署名，而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其中特别出色的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103]，这些文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译成德文重新出版（俄译文收入由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翻译的两个文集，后来又有1905—1906年阿列克谢耶娃的以及公益、新世界、普及丛书和铁锤等出版社出版的共5种单行本）。马克思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有些文章后来曾在伦敦出版过单行本，如1856年出版的论帕麦斯顿的小册子、《18世纪外交史内幕》（论英国自由党大臣们为一己的私利而经常依附俄国）等等。马克思去世后，他的女儿爱琳娜·艾威林出版了他在《论坛报》上发表的关于东方问题的一系列文章，标题为《东方问题》（《The Eastern Question》），1897年在伦敦出版。其中一部分已译成俄文，收入《战争与革命》一书，其第1编为《马克思恩格斯未发表的文章（1852年、1853年、1854年）》1919年哈尔科夫版（《我们的思想》丛书）。1854年年底和1855年期间，马克思是《新奥得报》的撰稿人，1861—1862年又为维也纳《新闻报》撰稿。马克思的这些文章也象他的许多书信一样，还没有收集起来，只有一部分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马克思在《人民报》（1859年在伦敦出版）上发表的有关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外交史的一些文章，情况也是这样。1859年在柏林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俄译本有1896年莫斯科出版的、由曼努伊洛夫校订的和1907年圣彼得堡出版的、鲁勉采夫翻译的两种）。1860年在伦敦出版了马克思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Herr Vogt》）。

1864年在伦敦出版了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有俄译本）。马克思为国际总委员会起草了许多宣言、公告和决议。所有这些材料还远未加以分析研究，甚至还没有收集起来。首先做这项工作的是古·耶克，他写了《国际》一书（有1906年圣彼得堡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俄译本），书中也刊载了马克思的几封信和由他起草的几项决定草案。马克思为国际写的文件有总委员会关于巴黎公社的宣言，于1871年在伦敦出版单行本，题为《法兰西内战》（俄译本有经列宁校订的、铁锤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和其他出版社的版本）。1862—1874年期间马克思和国际会员库格曼有书信往来（通信集俄译本有两种版本，一种由亚·哥伊赫巴尔格翻译，另一种经列宁校订）。1867年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在汉堡问世。第2卷和第3卷在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俄译本第1卷共有5种版本（有1872年和1898年出版的、丹尼尔逊翻译的两个版本，有由Ｅ．Ａ．古尔维奇和Ａ．Ｍ．扎克翻译、经司徒卢威校订的1899年第1版和1905年第2版两个版本，还有一种由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校订的版本）。第2卷和第3卷有丹尼尔逊的译本（较差）及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校订的译本（较好）。1876年马克思参加恩格斯《反杜林论》（《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alzung der Wissenschaft》）一书的写作，看过全书的手稿并写了论述政治经济学史的整个一章。

马克思去世后，出版了他的下列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俄译本于1906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德文原文刊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18期）。《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6月26日作的报告，载于《新时代》杂志第16年卷（1897—1898年）；俄译本有1906年铁锤出版社和1905年李沃维奇出版社的版本）。《卡·马克思、弗·恩格斯、斐·拉萨尔的遗著》，共3卷，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俄译本有经阿克雪里罗得等人校订的两卷，1908年在圣彼得堡出版。还有Ｅ．古尔维奇校订的第1卷，1907年在莫斯科出版。拉萨尔致马克思的信曾单独出版，后编入《遗著》）。《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等致左尔格书信集》（俄译本有两种版本：一种由阿克雪里罗得校订，另一种由列宁作序，由达乌盖出版社出版）。《剩余价值理论》，共3卷4册，1905—1910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即考茨基出版的《资本论》第4卷手稿（俄译本只有第1卷，有3种版本：1906年圣彼得堡版，普列汉诺夫校订；1906年基辅版，热列兹诺夫校订；1907年基辅版，图恰普斯基校订）；191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了四大卷《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收有1844年9月至1883年1月10日期间的1386封信，这些信为研究卡·马克思的传记和观点提供了大量的极其宝贵的材料。1917年出版了两卷《马克思恩格斯1852—1862年论文集》（德文本）。最后，对于这份马克思著作目录，还必须附带说明一点：这里没有编入大部分是在《新时代》杂志、《前进报》及社会民主党的其他德文报刊上发表的某些比较短小的文章和书信；这里所开列的马克思著作俄译本目录，特别是1905—1906年出版的—些小册子的目录，肯定也是不完全的。

论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数量甚多，不胜枚举。这里我们只能择其要者作一介绍。我们把作者分成三大类：在根本上持马克思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本质上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著作家；似乎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而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民粹派对马克思的态度，应看作修正主义的一种特殊的俄国变种。威·桑巴特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书目》（《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学文库》第20年卷（1905年）第2册第413—480页）中开列了300本书，那还是很不齐全的。作为它的补充，可参看1883—1907年及往后几年的《新时代》杂志上的索引。此外，可以参看约瑟夫·施塔姆哈默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书目》（1893—1909年）耶拿版第1—3卷。要得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详细书目，还可以参看《社会科学书目》柏林版第1年卷（1905年）及以后各年卷。也可以参看尼·亚·鲁巴金的《书林概述》（第2版第2卷）。我们在这里举出的只是最重要的。有关马克思的传记，首先应当指出弗·恩格斯在《人民历书》（1878年由白拉克在不伦瑞克出版）和《政治学词典》（第6卷第600—603页）上写的条目。此外还有：威·李卜克内西的《纪念卡尔·马克思》1896年纽伦堡版。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德文版）。威·李卜克内西的《卡尔·马克思》（1906年圣彼得堡俄文第2版）。保·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1905年敖德萨俄文版，原文见《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1册）。《卡·马克思纪念集》（1908年圣彼得堡版，共410页，文集所收的文章的作者为：尤·涅夫佐罗夫、尼·罗日柯夫、弗·巴扎罗夫、尤·斯切克洛夫、亚·芬－叶诺塔耶夫斯基、彼·鲁勉采夫、卡·伦纳、罕·罗兰－霍尔斯特、弗·伊林、罗·卢森堡、格·季诺维也夫、尤·加米涅夫、普·奥尔洛夫斯基和米·塔甘斯基）。弗·梅林的《卡尔·马克思》。美国社会党人斯帕戈用英文编写的大本马克思传记（斯帕戈《卡·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1911年伦敦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关于马克思事业的概述，见卡·考茨基的《卡·马克思的历史功绩。纪念大师逝世二十五周年》（1908年柏林版）。俄译本：《卡·马克思和他的历史作用》（1908年圣彼得堡版）。还可参看克拉拉·蔡特金的通俗小册子《卡·马·及其毕生事业》（1913年）。回忆马克思的文章有：安年科夫在1880年《欧洲通报》杂志第4期发表的文章（及其《回忆录》第3卷，1882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光辉的十年》），卡尔·舒尔茨在1906年《俄国财富》杂志第12期、马·柯瓦列夫斯基在1909年《欧洲通报》杂志第6期及以后几期上发表的文章。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下列著作作了最好的论述：《二十年来》（1909年圣彼得堡第3版）、《由防御到进攻》（1910年圣彼得堡版）、《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1908年圣彼得堡版）、《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1906年圣彼得堡版）、《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908年圣彼得堡版）等等。还有：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问题》（1898年圣彼得堡版）和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哲学》（1906年圣彼得堡版）。弗·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1906年圣彼得堡版，有启蒙出版社和铁锤出版社出版的两种版本）和他的《莱辛传奇》（1908年圣彼得堡知识出版社版）。还可参看沙·安德列尔（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宣言。历史、序言和注释》（1906年圣彼得堡版）。也可以参看《历史唯物主义》（1908年圣彼得堡版，收入恩格斯、考茨基、拉法格等许多人的文章的论文集）。柳·阿克雪里罗得的《哲学概论。答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批评家》（1906年圣彼得堡版）。专门为狄慈根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尝试辩护的有恩·温特尔曼的《狭隘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缺陷》（1910年慕尼黑版，共753页，是一部篇幅很大但不严肃的著作）。胡戈·里克斯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根源》，载于《一般政治学杂志》第62年卷（1906年）第3册第407—432页，这是一个反对马克思观点的人的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他表明了这些观点从唯物主义角度来看的哲学严整性。本诺·埃尔德曼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哲学前提》，载于《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施穆勒年鉴）1907年第3册第1—56页，对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很有用的表述，并综述了从流行的康德主义以及整个不可知论观点出发的各种反对意见。鲁·施塔姆勒（康德主义者）的《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点看经济和法》（1906年莱比锡第2版）。伏尔特曼（也是康德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俄译本，1901年出版）。福伦德（也是康德主义者）的《康德和马克思》（1909年圣彼得堡版）。还可参看亚·波格丹诺夫、弗·巴扎罗夫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1908年圣彼得堡版。亚·波格丹诺夫的《伟大拜物教的没落》1909年莫斯科版以及其他著作）同弗·伊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年莫斯科版）之间的论战。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伦理学问题的著作有：卡·考茨基的《伦理学和唯物史观》（1906年圣彼得堡版）和考茨基的其他许多著作。再参看布丁的《卡·马克思的理论体系》（1909年斯图加特版。俄译本：路·布丁《以现代批评眼光看卡·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译自英文，维·查苏利奇校订，1908年圣彼得堡版）。赫尔曼·哥尔特的《历史唯物主义》（1909年版）。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的著述有：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1907年圣彼得堡版）。谢·普罗柯波维奇的《马克思批判》（1901年圣彼得堡版）。哈马赫尔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体系》（1901年莱比锡版，共730页，是引文的汇编）。威·桑巴特的《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圣彼得堡版）。麦克斯·阿德勒（康德主义者）的《因果性和目的论》（收入1909年维也纳出版的《马克思研究》）和《思想家马克思》。

黑格尔派唯心主义者卓·詹梯利的《马克思的哲学》（1899年比萨版）是值得注意的一本书。作者指出了通常被康德主义者和实证论者等等所忽视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几个主要方面。莱维的《费尔巴哈》也值得注意，此书论述了马克思的最主要的哲学先辈之一。切尔内绍夫的《马克思主义者备忘手册》（1908年圣彼得堡事业出版社版），是把马克思许多著作中的话摘编在一起的一部有益的书。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问题，见卡·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许多俄译本）和他的《土地问题》、《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和许多小册子。还可参看伯恩施坦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资本论〉第3卷》（俄译本，1905年出版）。加布里埃尔·杰维尔的《资本论》（《资本论》第1卷的阐述，俄译本，1907年出版）。马克思主义者中在土地问题上的所谓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爱·大卫，他写了《社会主义和农业》（俄译本，1902年圣彼得堡出版）。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见弗·伊林《土地问题》（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册）以及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08年圣彼得堡第2版）、《经济评论集》（1899年圣彼得堡版）、《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1917年第1编）。孔佩尔－莫雷尔的《法兰西的土地问题和社会主义》（1912年巴黎版，共455页），是运用马克思的观点（某些地方有所背离）来分析法国土地关系的最新材料。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经济观点，将它运用于经济生活中的最新现象的书，见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11年圣彼得堡版；纠正该作者在价值理论上根本错误观点的文章，见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黄金、纸币和商品》（《Gold，Papier und Ware》）第30年卷（1912年）第1册第837、886页）、弗·伊林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级》（1917年）。彼·马斯洛夫的《土地问题》（两卷本）及《国民经济发展理论》（1910年圣彼得堡版）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其中某些错误的批判，见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第29年卷（1911年）第1册上的文章《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主义》。

以资产阶级教授中间广泛流行的“边际效用”论的观点批判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有：柏姆－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年柏林版，载于《政治学著作》，敬献给卡·克尼斯）（俄译本：《马克思的理论及对它的批判》1897年圣彼得堡版）和他的《资本和利润》（1900—1902年因斯布鲁克第2版，两卷本）（《资本和利润》1909年圣彼得堡版）。并见里克斯的《价值和交换价值》（1899年）；冯·博尔特克维奇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价值核算和价格核算》（1906—1907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文库》）；莱奥·冯·布赫的《政治经济学基本要素。第1集。劳动强度、价值和价格》（也有俄译本）。以马克思的观点分析柏姆－巴维克的批评的有：希法亭的《柏姆－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马克思研究》，1904年维也纳版第1卷）及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比较短小的文章。

关于在解释和阐发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两大派别——“修正派”和激进派（“正统派”）的问题，见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德文原本1899年斯图加特版；俄译本有1901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和1901年莫斯科出版的《社会问题》），并参看他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概述》（1902年圣彼得堡版）。反驳伯恩施坦的著作有卡·考茨基的《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德文原本1899年斯图加特版；俄译本有1905—1906年出版的4种版本）。法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有：茹尔·盖得的《阶级斗争的四年》、《警惕！》、《昨天和今天的问题》（1911年巴黎版）；保·拉法格的《卡·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年巴黎版）。安·潘涅库克的《工人运动中的两种趋向》。

阐述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问题的新著作有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的积累》（1913年柏林版）。对该书中曲解马克思理论的部分进行分析的著作有：奥托·鲍威尔的《资本的积累》（《新时代》杂志第31年卷（1913年）第1册第831页和第862页）。埃克施泰因在《前进报》（1913年）上发表的和潘涅库克在《不来梅市民报》（1913年）上发表的文章。

俄国较早评述马克思的著作有：波·契切林的《德国的社会主义者》（载于188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别佐布拉佐失的《国务知识汇编》）及《政治学说史》（1902年莫斯科版第5册第156页）。季别尔的《契切林先生透过有色眼镜所看到的德国经济学家》（载于《季别尔文集》1900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该书是对上述的契切林著作的反驳。路·斯洛尼姆斯基的《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98年圣彼得堡版）。尼·季别尔的《大卫·李嘉图和卡·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研究》（1885年圣彼得堡版）和《季别尔文集》两卷集（1900年圣彼得堡版）。还有伊·考夫曼（伊·考—曼）的一篇对《资本论》的评论文章（载于1872年《欧洲通报》杂志第5号），这篇文章颇为有名，因为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引用了伊·考—曼的话，认为这篇文章正确地论述了他的唯物主义辩证方法。

俄国民粹派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尼·康·米海洛夫斯基针对彼·司徒卢威《评述》一书（载于1894年圣彼得堡版）所发表的文章（载于《俄国财富》杂志1894年第10期和1895年第1期和第2期，后收入他的《文集》，对这本《评述》，克·土林（即弗·伊林）在《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1895年圣彼得堡版，已被书报检查机关销毁）中曾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过分析，该文收入弗·伊林的《十二年来》（1908年圣彼得堡版）。其次，民粹派的著作还有：瓦·沃·的《我们的方针》（1892年圣彼得堡版）和他的《从70年代到1900年》（1907年圣彼得堡版）。尼古拉—逊的《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1893年圣彼得堡版）。维·切尔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和土地问题》（1906年圣彼得堡版）和他的《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1907年圣彼得堡版）。

除民粹派的著作外，还有：尼·卡列耶夫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旧评论文集》（1896年圣彼得堡版，1913年第2版书名改为《经济唯物主义批判》）。马萨里克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基础》（1900年莫斯科版）。柯罗齐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02年圣彼得堡版）。

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必须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

以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批评马克思的著作的有：瓦·切尔克佐夫的《马克思主义学说》（1905年圣彼得堡版，共两册）；韦·捷凯尔的《代替一本书》（1907年莫斯科版）。工团主义者索列尔的《现代经济学的社会研究》（1908年莫斯科版）。





	载于1915年《格拉纳特百科词典》第7版第28卷（有删节）；序言载于1918年莫斯科波涛出版社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43—93页


















[85]《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一文是列宁为当时在俄国颇为驰名的《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写的一个词条。列宁于1914年春着手撰写这一词条（1918年单行本的序言中误为写于1913年，见本卷第47页），后因忙于党的工作和《真理报》的工作而不得不中途搁笔。1914年7月8日（21日），列宁曾给格拉纳特出版社编辑部写信，为他不能如期写完关于马克思的词条表示歉意，并请编辑部另择作者（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编辑部秘书于7月12日（25日）即收到信的当天回信，恳切请求列宁继续担任这一词条的撰稿人，说他们翻遍了俄国人乃至外国人的名单，实在物色不到作者。回信还强调列宁撰写的这一词条对于该词典的有民主思想的读者极为重要，并提出可以推迟交稿日期的意见。列宁答应了编辑部的这一请求，但是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他被奥地利当局逮捕，因而直到1914年9月他移居伯尔尼以后，才又重新动笔。整个词条于11月初完稿，11月4日（17日）寄给了编辑部。



1915年出版的《格拉纳特百科词典》（第7版）第28卷刊载了这一词条，署名为：弗·伊林。在书报检查的条件下，编辑部未刊出原稿中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两节，并对原文作了某些修改。词条附有《马克思主义书目》。1918年，波涛出版社根据《格拉纳特百科词典》的词条出版了《卡尔·马克思》一文的单行本，但没有附《马克思主义书目》。《卡尔·马克思》一文的全文于1925年第一次按手稿发表在俄共（布）中央列宁研究院出版的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文集中。



本卷《附录》中收有《卡尔·马克思》一文的提纲（见第372—375页）。——47。



[86]《莱茵报》即《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sche Zeitung für Polibtik，Handel und Gewerbe》），是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怀有反对情绪的莱茵省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日报，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从1842年4月起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任该报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后，该报日益明显地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1843年1月19日，普鲁士政府决定于1843年4月1日封闭《莱茵报》，而在此以前则对它实行特别严格的检查。鉴于该报股东企图使报纸改取温和态度，以取得政府的宽容，马克思于1843年3月17日声明退出该报编辑部。——49。



[87]指马克思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0—243页）。——49。



[88]《德法年鉴》杂志，《Deutsch-Franzosische Jahrbücher》）是马克思和阿·卢格合编的德文刊物，1844年在巴黎出版。杂志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第1—2期合刊）就停刊了。——49。



[89]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并对章程第1条作了修改，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公布的《共产党宣言》。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除伦敦外，巴黎、布鲁塞尔、瑞士、德国也有同盟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不久就投入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这次革命的实践完全证实了《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同盟的观点的正确性。1850年9月15日，同盟中央委员会因策略分歧而分裂，中央多数决定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由伦敦改为科隆。在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判决后，同盟于1852年11月17日宣布解散。同盟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的许多盟员后来积极参加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50。



[90]指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50。



[91]指1848年奥地利和普鲁士三月革命。——50。



[92]《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50]。



[93]指1849年6月13日法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的游行示威。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为了取得天主教会对他的支持，公然出兵协助罗马教皇镇压意大利革命。山岳党遂在立法议会弹劾总统和内阁违宪，因为1848年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弹劾案被立法议会内的秩序党多数否决。这次游行示威就是为此而举行的。秩序党内阁下令军队驱散了这次游行示威，并在这以后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50]。



[94]指191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德文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通信集（1844—1883年）》，共4卷。通信集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1500封，是他们的理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信集还提供了这两位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大量珍贵的生平资料和反映他们的组织活动和理论创作的丰富材料。列宁深入地研究了这部通信集，摘记了其中300封信的要点，摘抄了15封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信，并为一部分摘要编了名目索引。根据列宁笔记编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年）提要》，已收入《列宁全集》第2版，列为第58卷。——[50]。



[95]《福格特先生》这部抨击性著作是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卡尔·福格特写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的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97—754页）。——[51]。



[96]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14页）。——[51]。



[97]指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即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激烈斗争的形势下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和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两个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关于总委员会会址迁往纽约、关于巴枯宁派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等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大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代表大会就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无产阶级的伟大任务就是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应当组织政党，以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和达到消灭阶级的最终目的。大会从理论上、组织上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活动，并把该派首领米·亚·巴枯宁和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胜利，为后来建立各国工人阶级独立的政党奠定了基础。——[51]。



[98]指18世纪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斐迪南多·加利阿尼。——[63]。



[99]宪章派是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恩格斯说，宪章运动是整个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政权进攻的自觉的斗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6页）。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1838年5月在伦敦公布。宪章提出了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议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79]。



[100]克拉科夫起义是指1846年2月在波兰克拉科夫爆发的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的起义。这次起义是以波兰民主协会为首的各民族解放组织所策划的全波起义的一个部分。起义者于1846年2月20日占领了克拉科夫市，2月22日成立了波兰共和国国民政府。该政府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俄、普、奥三个占领国，宣布废除封建义务，并许诺土地归农民所有而不用交纳赎金。在其他号召书中，国民政府还宣布建立国营工场、提高工资、确立公民平等。这次起义在沙皇俄国和奥地利的联合打击下很快遭到失败，克拉科夫于3月3日失陷。马克思在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克拉科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37页）——[80]。



[101]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82]。



[102]根据现有资料判断，这篇文章未能通过书报检查，手稿也未保存下来，其内容可参看马克思1842年7月9日给阿·卢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8—431页）。——[83]。



[103]这一组文章是恩格斯写的，但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署名马克思。此处是沿用旧说。——[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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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德国人对战争的评论

（1914年11月22日〔12月5日〕）


　　“……世界的情景一夜之间就骤然改变了……人人都把罪过推到邻居身上。人人都说自己是迫不得已才采取行动的防御者。请看，大家都只是在保卫自己最神圣的财富，自己的家园，自己的祖国……民族的虚荣心和民族的权势欲占了上风……甚至伟大的国际工人阶级……也遵从民族的命令，在战场上互相残杀……我们的文明破产了……一些在欧洲大名鼎鼎的著作家恬不知耻地成了狂热的盲目的沙文主义者……我们过于相信害怕经济崩溃的心理会抑制帝国主义的疯狂……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争夺世界霸权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斗争。也许除了要推翻俄国的弥诺陶罗斯[104]……推翻那把自己国家最高贵的儿女交给刽子手的沙皇及其王公大臣之外，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们是在为实现某些伟大的思想而斗争……但是，难道我们没有看到，自由这个传统的体现者，高尚的法兰西，怎样成了刽子手沙皇的盟友吗？难道我们没有看到，诚实的德意志……怎样违背自己的诺言，扼杀不幸的中立国比利时吗？……这一切将以什么而告终呢？如果贫困达到极点，如果绝望支配一切，如果人们看到身穿敌人军装的是自己的弟兄，那么还可能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情，人们可能把枪口转向那些驱使他们进行战争的人，突然团结起来的各国人民会忘掉强行灌输给他们的仇恨。我们不想作什么预言，但是，如果欧洲大战能使我们向欧洲社会共和国接近一步，那么，这场战争也就不会象现在看来这样毫无意义。”



　　这是谁的评论？也许是某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评论吧？哪儿能是他们呢！他们以考茨基为首，现在已经成为“可怜的反革命空谈家”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89页。——编者注］

 ——马克思当年就是这么称呼这样一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些人在反社会党人法一颁布之后，就立刻“随波逐流”，就象哈阿兹、考茨基、休特古姆之流今天的所作所为一样。

不，我们这段话引自一家小市民的基督教民主派的杂志（1914年9月《新路，宗教宣传月刊》[105]），这家杂志是由一伙仁慈的牧师在苏黎世出版的。我们竟落到如此可耻的地步：虔信上帝的庸人能说出把枪口转向“驱使人们进行战争的人”并不是坏事这样的话，而“有威望的”社会民主党人，象考茨基那样，却在“科学地”维护最卑鄙的沙文主义，或者象普列汉诺夫那样，宣布宣传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是有害的“空想”！！

是的，既然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希望成为多数并建立一个正式的“国际”（＝在国际范围内为民族沙文主义辩护的联合会），那么，抛弃被他们玷污和败坏了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号而恢复共产党人这个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称号，不是更好吗？当机会主义的伯恩施坦派[106]似乎快要正式把持德国党的时候，考茨基曾经扬言要这样做。出自他的口的这种虚张声势的威胁，现在大概将由别人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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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弥诺陶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怪物，人身牛首，吞噬少年男女。——[96]。



[105]《新路，宗教宣传月刊》（《Neue Wege，Blatter für religiose Arbeit》）是基督教民主派杂志，1907—1941年先后在巴塞尔和苏黎世用德文出版。——[97]。



[106]伯恩施坦派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派别，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派思想体系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派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派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派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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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鹰之歌》的作者

（1914年11月22日〔12月5日〕）

看到在反对德国野蛮行为的牧师式的沙文主义抗议书上，和彼·司徒卢威的签名并列在一起的竟有高尔基的签名，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将感到痛心[107]。

有一次，在谈到夏里亚宾下跪一事[108]的时候，高尔基说：“不能过于严厉地指责他，我们艺术家的心理状态是不同的。”换句话说，艺术家的行为常常受情绪的支配，在情绪的影响下，他可以置其他一切于不顾。

就算是这样吧。就算是不能严厉地指责夏里亚宾吧。他是个艺术家，并且仅仅是个艺术家。对于无产阶级事业来说，他是一个外人：今天是工人的朋友，明天是黑帮分子……这要看他的情绪而定。

可是工人们已经习惯于把高尔基看作自己人。他们一向认为高尔基和他们一样热情地关心无产阶级的事业，认为他献出了自己的才智为这一事业服务。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写信向高尔基致敬；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敬重他的名字。而觉悟工人的这种信任，也就使高尔基负有一种义务：珍惜自己美好的名字，不要把它签到会蒙蔽觉悟不高的工人的任何廉价的、沙文主义的抗议书上去。在许多问题上他们自己还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因此高尔基的名字有可能使他们误入迷途。司徒卢威的名字不可能迷惑任何工人，而高尔基的名字却能迷惑他们。

因此，有觉悟的工人，了解这份对“野蛮的德国人”的假仁假义的抗议书的十足的虚伪和庸俗的工人，不能不责备《鹰之歌》的作者。他们会对他说：“在当前俄国无产阶级所处的这个困难的严重时刻，我们一直在期望您能和俄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携手前进，而不是和司徒卢威先生之流携起手来！”





	载于1914年12月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96—97页

















[107]指马·高尔基在为沙皇俄国对德开战辩护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抗议书》上签名一事。抗议书发表于1914年9月28日（10月11日）《俄罗斯言论报》第223号，签名者还有画家阿·米·瓦斯涅佐夫、维·米·瓦斯涅佐夫、康·阿·科罗温，雕塑家谢·德·梅尔库罗夫，演员费·伊·夏里亚宾，作家亚·绥·绥拉菲莫维奇、斯基塔列茨，杂志编辑彼·伯·司徒卢威等人。——[98]。



[108]指费·伊·夏里亚宾向沙皇下跪一事。1911年1月6日，夏里亚宾在彼得堡玛丽亚剧院演出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在沙皇前来观剧时，合唱队员向沙皇下跪，正在舞台上表演的夏里亚宾也跪下了。——[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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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

（怎样重建国际？）

（1914年11月29日〔12月12日〕）

近几十年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榜样，它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它对整个世界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因此，很清楚，不十分明确地确定自己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就不可能自觉地即批判地对待现在盛行的社会爱国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沙文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去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将来又会是什么样子？

对于第一个问题，1909年出版并译成许多种欧洲语言的卡·考茨基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可以作为回答。这本小册子最完整地、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最为有利地（指他们不负众望而言）阐述了对当今时代各项任务的看法，而且是出自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著作家的手笔。现在我们就来比较详细地重提一下这本小册子；鉴于现在人们经常可耻地抛弃那些“已被忘记的言论”，我们这样做就显得更加必要。

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小册子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这不仅是指蒸汽机是革命的这样一种革命含义，而且“还指另外一种革命含义”。它主张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在嘲笑那些“怀疑革命的人”时写道：“当然，在进行任何大的运动和起义的时候，我们都应当考虑到失败的可能性。只有傻瓜才会在斗争到来之前就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但是不考虑到胜利的可能性，那就是“直接背叛我们的事业”。不论在战时或战后，都可能因战争而引起革命。究竟什么时候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会导致革命，这是无法确切断定的，但是“我可以十分肯定地断言，或者在战时，或者战争一结束，战争引起的革命一定会爆发”。没有比“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更庸俗的了。“没有比下面这样一种意见更错误的了：认识到经济的必然性就意味着削弱意志。”“意志，作为斗争的愿望，决定于：（1）斗争的代价；（2）力量感；（3）实际的力量。”当有人试图（例如在《前进报》上）用机会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恩格斯为《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有名的导言[109]时，恩格斯非常气愤，并且认为这造成一种“可耻的”印象，因为这把他变成了“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斗争的时期”；这场斗争也许要延续几十年，这点我们无法知道，但是，“这场斗争在不久的将来，即使不能在西欧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也一定会大大地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革命的成分在增长：1895年，1000万德国选民中，有600万无产者和350万与私有制利益相关者。到了1907年，后者增加了3万，而前者增加了160万！所以“当革命的动乱时期到来的时候，运动前进的速度就会一下子大大加快”。阶级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尖锐化了，物价飞涨，帝国主义的竞争和军国主义猖狂起来。“革命的新纪元”正在临近。“要不是战争比武装的和平更接近革命这一抉择”，赋税的剧增“早就导致战争了，而这是除革命之外的唯一抉择……”“世界大战已经十分迫近；而战争也就意味着革命。”早在1891年，恩格斯曾经有理由担心德国发生过早的革命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86—187页。——编者注］

 ，但是从那个时候起，“情况已经大大改变了”。无产阶级“已经不会再说过早的〈黑体是考茨基用的〉革命了”。小资产阶级很不可靠，愈来愈敌视无产阶级，但是在危机的时代，他们“能够大批地转到我们这方面来”。关键在于社会民主党要“继续保持坚定不移，始终如一，毫不妥协”。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进入革命的时期。

这就是考茨基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整整5年以前所写的。这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去的样子，更确切地说，这就是它过去答应要成为的样子。这就是可以而且应当受到尊敬的那种社会民主党。

请看这位考茨基现在写些什么吧。下面就是他在《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1914年10月2日《新时代》杂志第1期）这篇文章中所发表的一些重要论点：“我们党对于党在战时应如何行动的问题的讨论，比对于如何防止战争的问题的讨论要少得多……”“政府从来没有象在战争开始时这样强大，各政党从来没有象在战争开始时这样软弱。”“战争时期最不宜于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现在的实际问题是：是本国获胜还是失败。”在各交战国的政党之间，可以就反战行动达成协议吗？“这种事情还从来没有在实践中试验过。我们是一向对这种可能性提出异议的……”法国社会党人和德国社会党人之间的分歧“不是原则性的分歧”（他们都保卫祖国）……“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有同等的权利或者说同等的义务来保卫祖国，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应当责备另一个民族这样做”……“国际破产了？”“党在战时不再坚决捍卫党的原则了？”（《新时代》杂志同一期上梅林的话[110]）这是错误的看法……这种悲观主义没有任何根据……分歧不是原则性的……原则的一致仍然存在……不遵守战时法律“只会使我们的报刊被查禁”。遵守这些法律“并不意味着不再捍卫党的原则，正象我们党的报刊过去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把达摩克利斯剑[111]的威胁下进行工作的情形一样”。

我们特意将原文引出，因为人们很难相信考茨基会写出这样的东西。人们很难在书刊中（彻头彻尾的叛徒的“书刊”除外）找到这样洋洋自得的卑鄙行为，这样无耻的……背弃真理的行径，这样不体面的遁词，用这些遁词来掩饰最明显地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正是就可能爆发象现在这种性质的欧洲大战而一致通过的（例如在斯图加特，特别是在巴塞尔）明确的国际决议！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考茨基的论据并试图加以“分析”，那将是对读者的不敬，因为，欧洲大战在许多地方虽同单纯的“小规模的”反犹暴行不一样，但是为参加这场战争作辩护的“社会主义”论据，却同为参加反犹暴行作辩护的“民主主义”论据完全相似。对于为反犹暴行作辩护的论据，人们无须作什么分析；只要点出这些论据，就可以使提出这些论据的人在全体觉悟的工人面前出丑。

但是读者会问，第二国际最大的权威，曾经维护过本文开头时所引用的观点的著作家，怎么会堕落到这种“比叛徒还坏”的地步呢？我们将回答说：只有那些认为——也许是无意识地——实质上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认为不难“原谅和忘却”等等的人，即从叛徒的观点看问题的人，才不理解这一点。但是，谁要是严肃而真诚地信仰社会主义，赞同在本文开头所阐述的那些观点，那么，他对于“《前进报》已经死亡”（尔·马尔托夫在巴黎的《呼声报》上的用语）和考茨基“已经死亡”，就不会感到惊奇了。在发生种种世界性的大转折的时代，个别人物的垮台是不足为奇的。考茨基虽然有过大功劳，但他从来不是一个在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刻能立刻采取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不妨回想一下他在米勒兰主义[112]问题上的动摇）。

而我们所经历的正是这样的时代。恩格斯于1891年为我们革命者在所谓和平立宪发展时期应利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的观点辩护（十分正确地辩护）时写道：“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2页。——编者注］

 恩格斯的意思十分清楚：我们觉悟的工人将开第二枪，因为现在利用资产阶级自己破坏它所建立的合法基础的时机从选举过渡到“开枪”（即国内战争），对我们更为有利。1909年考茨基也发表过一切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一致同意的意见，他说：现在欧洲的革命不会是过早的革命，战争就意味着革命。

但是，几十年的“和平”时代自然不会不留下痕迹。它使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在一切国家中形成，使机会主义在议会、工会、新闻等各界“领袖人物”中占了优势。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发生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反对机会主义的长期和顽强的斗争，因为整个资产阶级为了腐蚀和削弱革命无产阶级都在千方百计地支持机会主义。同一位考茨基15年前在伯恩施坦主义出现之初曾经写道：如果机会主义由一种情绪变成一个派别，分裂就会提上日程。至于在我们俄国，创建了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的旧《火星报》[113]，1901年初在该报第2号的《在20世纪的门槛上》一文中就曾写道，20世纪的革命阶级（和18世纪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一样）有自己的吉伦特派和自己的山岳派[114]。

欧洲大战意味着最严重的历史性的危机，意味着新时代的开始。战争也同任何危机一样，使潜伏于深处的矛盾尖锐化和表面化，它扯掉一切虚伪的外衣，抛弃一切俗套，破坏一切腐朽的或者说已经完全腐败了的权威。（附带指出，这就是一切危机的有益的和进步的作用，这种作用只有那些崇拜“和平演进”的蠢人才不了解。）第二国际在25年或者说45年来（这要看是从1870年还是从1889年算起），在广泛传播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力量进行预备性的、初步的、最基本的组织方面，做了非常重要而有益的工作，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而死亡了，被战胜了，——与其说是被克卢克之流的将军们所战胜，不如说是被机会主义所战胜。现在，就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115]。现在，就让那些头脑空虚而又爱管闲事的人（即使不是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好要阴谋的走狗）去“绞尽脑汁”把王德威尔得、桑巴和考茨基、哈阿兹拉到一起吧，这使我们好象又看到了那位伊万·伊万内奇，他因为骂伊万·尼基佛雷奇是“公鹅”，而不得不由朋友们把他“推”去同仇人讲和[116]。国际并不是一些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写些虚伪的、吹毛求疵的决议，这些人认为，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德国社会党人要为德国资产阶级的“为了保卫祖国”而向法国工人开枪的号召辩护，法国社会党人要为法国资产阶级的“为了保卫祖国”而向德国工人开枪的号召辩护！！！国际是那些在我们的艰难的日子里能够以实际行动捍卫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也就是说，能够积聚自己的力量向自己“祖国”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开第二枪”的人（首先从思想上，然后到一定的时候也从组织上）互相团结。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它须要作充分的准备和巨大的牺牲，而且难免会有失败。但正因为这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只能同那些愿意从事这项工作、不怕同沙文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的维护者彻底决裂的人一起从事这项工作。

为真诚地而不是虚伪地恢复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沙文主义的国际做得最多的，首先是潘涅库克这样的人。他在《国际的破产》一文中写道：“如果领袖们聚会是试图调和意见分歧，那是不会有任何意义的。”

让我们坦白地说明真相吧：战争不是在明天就是在后天，反正要迫使我们去这样做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三个派别：（1）彻底奉行机会主义政策的沙文主义者；（2）机会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这些人在各个国家内都已经开始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大部分已被机会主义者所击败，但是“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64页。——编者注］

 ），并且能够进行以国内战争为目标的革命工作；（3）惊慌失措和动摇不定的人。这些人现在跟着机会主义者跑，他们假惺惺地企图用仿佛是科学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不是闹着玩的呢！）观点来为机会主义作辩护，因而给无产阶级带来莫大的危害。在陷入这第三个派别而不能自拔的人当中，有一部分人还可以挽救，还可以回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但是他们一定要奉行这样的政策，即最坚决地同第一个派别决裂，同一切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保卫祖国”、“服从战时法律”、满足于合法性、放弃国内战争作辩护的人决裂。只有采取这种政策的人，才能真正建立社会主义的国际。至于我们，我们在同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和彼得堡工人运动的领导成员建立联系，和他们交换了意见，并确认我们之间意见基本一致之后，可以作为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代表我们党声明：只有沿着这一方向进行的工作才是党的工作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

德国社会民主党会出现分裂，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极不寻常”的十分可怕的思想。但是，客观情况定将表明：或者是将发生这种极不寻常的事情（在1914年7月社会党国际局上一次会议[117]上，阿德勒和考茨基竟声明说，他们不相信奇迹，因而也不相信会有欧洲大战！），或者是我们将亲眼看到先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痛苦地腐烂。对于那些太惯于“相信”（过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人，我们只想在结尾时再提醒他们一下：连过去许多年来在一系列问题上一直反对我们的人，现在都逐渐在接受可能出现这种分裂的思想了。例如，尔·马尔托夫在《呼声报》上写道：“《前进报》已经死亡”；“一个宣布放弃阶级斗争的社会民主党，最好还是公开承认现实，暂时解放自己的组织，停办自己的机关报”。再如，据《呼声报》报道，普列汉诺夫在一次讲演中也说：“我是非常反对分裂的，但是，如果为了组织的完整而牺牲原则，那么，宁可分裂也不要保持虚假的统一。”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话是针对德国激进派说的，可是，他看得见德国人眼里的草屑，却看不见自己眼里的木块。这是他个人的特色。通过最近10年来普列汉诺夫所表现的理论上的激进主义和实践上的机会主义，我们都已经太熟悉他的这种个性了。但是，既然连具有这种个人的……怪癖的人也开始谈论起德国人的分裂，那么，这真是时代的特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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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6卷


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

（1914年11月29日〔12月12日〕）

现在，关于民族，关于祖国，说的、议论的、叫喊的实在太多了！英国自由派和激进派的大臣，法国无数“先进的”政论家（他们实际上和反动的政论家毫无二致），俄国许许多多官方的、立宪民主党的和进步党[118]的（直到某些民粹派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痞，都异口同声地赞美“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赞美民族独立原则的伟大。他们当中谁是卖身求荣、歌颂刽子手尼古拉·罗曼诺夫或者歌颂黑人和印度居民的蹂躏者的无耻之徒，谁是因为愚蠢无知或没有气节而“随波逐流”的庸俗市侩，真叫人无法分辨。不过，分辨这一点也没有多大意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很广很深的思潮，这个思潮的根源同大国民族的地主资本家老爷们的利益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为了宣传有利于这些阶级的思想，每年要花费成千上万的金钱。这副磨盘真不小，推动磨盘的水流来自四面八方：从顽固的沙文主义者缅施科夫起，直到由于机会主义思想或者由于没有气节而成了沙文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和马斯洛夫、鲁巴诺维奇和斯米尔诺夫、克鲁泡特金和布尔采夫为止。

让我们，大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也来明确一下自己对这一思潮的态度。我们作为位于欧洲最东部和亚洲很大一部分地区的一个大国民族的成员，是绝不应当忘记民族问题的巨大意义的，——特别是在这个被公正地称之为“各族人民的牢狱”[119]的国家里，特别是当资本主义在欧洲最东部和亚洲正在唤醒许许多多“新的”大小民族的时候，特别是在沙皇君主政府驱使千百万大俄罗斯人和“异族人”拿起武器，按照贵族联合会[120]的利益和古契柯夫们以及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多尔戈鲁科夫、库特列尔、罗季切夫们的利益去“解决”一系列民族问题的时刻。 

我们，大俄罗斯的觉悟的无产者，是不是根本没有民族自豪感呢？当然不是！我们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正竭尽全力把 祖国
 的劳动群众（即 祖国
 十分之九的居民）的觉悟提高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程度。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好的祖国感到无比痛心。而使我们感到自豪的是，这些暴行在我们中间，在大俄罗斯人中间引起了反抗；在 这些
 人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7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1905年创立了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同时，大俄罗斯农夫开始成为民主主义者，开始打倒神父和地主。

我们记得，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半个世纪以前说过：“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大俄罗斯人中的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奴隶（沙皇君主制度的奴隶）是不喜欢想起这些话的。然而我们认为，这些话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真正的爱，这种爱使他因大俄罗斯民众缺乏革命精神而忧心忡忡。当时，这种革命精神确实还没有。现在，这种革命精神也还不多，但毕竟是有了。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造就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给人类提供为自由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而不只是大暴行，大批的绞架和刑讯室，普遍的饥荒，以及对神父、沙皇、地主和资本家十足的奴颜婢膝。

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正因为这样，我们 特别
 痛恨 自己
 奴隶般的过去（过去地主贵族为了扼杀匈牙利、波兰、波斯和中国的自由，经常驱使农夫去打仗）和自己奴隶般的现在，因为现在这些地主在资本家协助下又驱使我们去打仗，去扼杀波兰和乌克兰，镇压波斯和中国的民主运动，加强那玷污我们大俄罗斯民族声誉的罗曼诺夫、鲍勃凌斯基和普利什凯维奇们这帮恶棍的势力。谁都不会因为生下来是奴隶而有罪；但是，如果一个奴隶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反而为自己的奴隶地位进行辩护和粉饰（例如，把扼杀波兰和乌克兰等等叫作大俄罗斯人的“保卫祖国”），那他就是理应受到憎恨、鄙视和唾弃的下贱奴才了。

19世纪彻底的民主派的最伟大的代表、革命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77页。——编者注］

 所以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的大俄罗斯工人，希望大俄罗斯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自由的和独立自主的、民主的、共和的、足以自豪的国家，按照平等这一人道的原则，而不是按照败坏伟大民族声誉的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正因为我们抱有这样的希望，所以我们说：20世纪在欧洲（即使是在欧洲的最东部）“保卫祖国”的唯一办法，就是用一切革命手段反对 自己
 祖国的君主制度、地主和资本家，反对我们祖国的这些 最可恶的
 敌人；大俄罗斯人“保卫祖国”，只能是希望沙皇政府在一切战争中遭到失败，这对十分之九的大俄罗斯居民为害最小，因为沙皇政府不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压迫这十分之九的居民，而且还使他们腐化堕落，寡廉鲜耻，让他们习惯于压迫异族人民，习惯于用一些貌似爱国的虚伪言词来掩饰自己可耻的行为。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除沙皇制度以外，已经有另一种历史力量在它的卵翼下诞生和壮大起来，这就是大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它起着进步的作用，把一些广大的地区在经济上集中化，连为一体。但是，这种反驳并不能为我们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辩解，反而会更有力地证明他们的过错，——这些人只配称作沙皇和普利什凯维奇的社会主义者（就象马克思称拉萨尔派为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者那样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8页。——编者注］

 ）。姑且假定，历史解决问题的办法将有利于大俄罗斯的大国资本主义而不利于许许多多小民族。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的全部历史就是暴力和掠夺、血腥和污秽的历史。我们也绝不是无条件地主张小民族独立； 如果其他条件相同
 ，我们当然拥护集中制，反对小市民的联邦制理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我们，民主主义者（更不要说社会主义者了），也不能帮助罗曼诺夫—鲍勃凌斯基—普利什凯维奇去扼杀乌克兰等等。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一项历史上进步的事业，但是，如果哪个“马克思主义者”打算根据这一点来证明社会党人应当帮助俾斯麦，那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未免太出色了！何况俾斯麦是通过把分散的、受其他民族压迫的德意志人联合在一起，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大俄罗斯的经济繁荣和迅速发展，却要求在我们国内消除大俄罗斯人对其他民族的压迫，——这个差别往往被我们那些崇拜俄国的准俾斯麦的人所忘怀。

第二，如果历史解决问题的办法将有利于大俄罗斯的大国资本主义，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应当是：大俄罗斯无产阶级这一由资本主义造就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的 社会主义
 作用将更加巨大。而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长期地用 最充分的
 民族平等和友爱的精神教育工人。因此，正是从大俄罗斯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必须长期教育群众，使他们以最坚决、最彻底、最勇敢、最革命的态度去捍卫一切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民族的完全平等和自决的权利。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不是奴才心目中的那种自豪感）的利益是同大俄罗斯（以及其他一切民族）无产者的 社会主义
 利益一致的。马克思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英国住了几十年，已经成了半个英国人，但是，为了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他仍然要求保障爱尔兰的自由和民族独立。

我们俄国土生土长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等人，在我们所谈的后一种设想的情况下，不仅会成为自己的祖国——自由民主的大俄罗斯的叛徒，而且会成为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兄弟团结即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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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进步党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地主的民族主义自由派政党，成立于1912年11月。它的核心是由和平革新党人和民主改革党人组成的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进步派”，创建人有纺织工厂主亚·伊·柯诺瓦洛夫、地方自治人士伊·尼·叶弗列莫夫、格·叶·李沃夫等。该党纲领要点是：制订温和的宪法，实行细微的改革，建立责任内阁即对杜马负责的政府，镇压革命运动。列宁指出，进步党人按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是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这个党将成为“真正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步党人支持沙皇政府，倡议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1915年夏，进步党同其他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成“进步同盟”，后于1916年退出。1917年二月革命后进步党的一些首领加入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后又加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这时进步党本身实际上已经瓦解。进步党前首领在资产阶级反革命阵营中起了积极作用。——[108]。



[119]“各族人民的牢狱”这句话源出于法国作家和旅行家阿道夫·德·居斯蒂纳所著《1839年的俄国》一书。书中说：“这个帝国虽然幅员辽阔，其实却是一座牢狱，牢门的钥匙握在皇帝手中。”——[109]。



[120]贵族联合会是农奴主－地主的反革命组织，于1906年5月在各省贵族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存在到1917年10月。成立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贵族联合会的领导人是阿·亚·鲍勃凌斯基伯爵、Ｈ．ф．卡萨特金－罗斯托夫斯基公爵、д．Ａ．奥尔苏菲耶夫伯爵、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人。列宁称贵族联合会为“农奴主联合会”。贵族联合会的许多成员参加了国务会议和黑帮组织的领导中心。——[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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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怎么办？

（论工人政党反对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任务）

（1914年12月10日〔23日〕）

世界大战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引起的严重危机，首先是造成了（在发生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势必如此）极度的惊慌失措，接着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思潮、主张和观点的代表中间形成了一系列重新划分的派别，最后，特别尖锐和强烈地向人们提出了以下的问题：危机究竟使社会党的政策的基本原则发生了什么变化，需要它发生什么变化。俄国社会党人在1914年8月至12月间，也非常明显地经历了这三个“阶段”。我们大家都知道，最初惊慌失措的程度就很严重，后来更因沙皇政府的迫害、“欧洲人”的行为以及对于战争的惊惧而加剧。在9月和10月这个时期，在侨民最多、同俄国联系最密切、有最大程度自由的巴黎和瑞士，通过讨论、讲演和报纸，在战争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上极其广泛、极其充分地形成了新的分野。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俄国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和貌似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的任何一种观点，都毫无遗漏地表现出来并得到评价。大家都觉得，现在到时候了，应该得出准确的、正面的结论，作为指导经常的实际活动即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基础。形势已经明朗，大家都表明了态度，现在我们要弄清楚的是，谁同谁站在一起，谁在往何处去。

公历11月23日，即政府在彼得格勒发出逮捕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121]的公告的第二天，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一起事件[122]，这一事件最终地、不可逆转地把我们所强调的这两个问题提上了日程。读者在下面可以看到对这一事件的记述，即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报道中翻译过来的别列宁（中央委员会代表）和拉林（组织委员会[123]代表）的发言以及就布兰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的讨论的全部译文。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同取消派组织委员会的代表，在战争发生后第一次在一个中立国的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相遇。他们的发言有什么区别呢？别列宁对当前社会主义运动的迫切、棘手而重大的问题，采取了十分明确的立场，他引用了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124]的话，坚决向机会主义宣战，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许多其他人”）的行为是背叛。拉林却任何立场都没有，对问题的实质完全避而不谈，用一些可以博得各国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喝彩的刻板而空洞的陈词滥调来支吾搪塞。然而，别列宁根本没有谈到我们对待俄国其他社会民主党派或团体的态度。他说：我们的立场就是这样，关于别人我们不谈，我们要看它们自己怎样确定。相反，拉林却打出“统一”的旗号，对于“俄国分裂的苦果”痛哭流涕，把组织委员会联合普列汉诺夫、高加索人、崩得分子、波兰人[125]等等的“统一”工作说得天花乱坠。拉林这么做用意何在，另有专文加以分析（见后面的短文：《拉林宣布的是什么样的统一？》 
［注：见本卷第128—130页。——编者注］

 ）。现在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关于统一这个原则性问题。

我们面前有两个口号。一个是：向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些叛徒宣战。另一个是：在俄国讲统一，特别是同普列汉诺夫讲统一（我们要附带指出，普列汉诺夫在我们这里的言行，完全同休特古姆 
［注：我们刚才收到的普列汉诺夫《论战争》这本小册子（1914年巴黎版），非常明显地证实了本文中的看法，关于这本小册子，我们以后再谈。[126]］

 在德国人那里的言行、海德门在英国人那里的言行等等一模一样）。拉林虽然不敢直言不讳，他实质上却是拥护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但是，让我们根据当今的事态大体上探讨一下“统一”这个口号的意义吧。无产阶级的统一，是无产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的最伟大的武器。从这个不容争辩的真理中，可以得出一个同样不容争辩的结论：在那些足以妨碍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大量涌入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同这些分子讲统一，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有害的和极其危险的。当今的事态正好表明：一方面，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最高的、最后的阶段）战争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另一方面，几十年的所谓和平时代在欧洲各国社会党内部积累了大量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垃圾。在德国，大约15年前，在有名的“伯恩施坦主义”时期——在许多其他国家还要早些——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这种机会主义的异己成分问题就已提上了日程。现在恐怕很难找到一位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曾多次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承认机会主义者的确是敌视社会主义革命的非无产阶级成分。这一社会成分在近几年来有了特别迅速的增长，这是无可置疑的。那些在群众性合法运动兴起时为自己弄到了安逸舒适的职位的合法工会的官员、议员和其他知识分子，以及某些收入优厚的工人、小职员阶层等等，都属于这种社会成分。这场战争已经清楚地表明：在危机时刻（帝国主义时代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危机四起的时代），受到资产阶级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还受他们直接指挥（这点特别重要！）的大批机会主义者，会跑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背叛社会主义，危害工人事业，葬送工人事业。在每一次危机中，资产阶级总是会帮助机会主义者，总是会镇压无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而且无所不用其极，不惜采取完全违法的、非常残酷的军事手段。机会主义者是敌视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和平时期隐藏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工作，而在危机时期，立刻就成为联合起来的整个资产阶级的（从保守的到最激进的和民主的，从不信教的到宗教的和教权派的）公开同盟者。谁在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事变之后还不了解这一真理，谁就是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工人的不可救药的人。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变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应当记住，个人变节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的阶层和流派。如果社会沙文主义者海德门、王德威尔得、盖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人的那些维护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毫无气节的和陈腐鄙俗的言论，没有受到整个机会主义者的社会阶层以及许许多多资产阶级报纸和资产阶级政客的赞扬，这些人本来是无足轻重的。

机会主义是在几十年的“和平”时期逐渐积累起来的，它行动诡秘，曲意迎合革命工人，模仿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术语，避开一切明确的原则性界限。第二国际时代类型的社会党就是容许这种机会主义在自己队伍内存在的党。这一类型的党已经过时了。如果战争在1915年结束，那么，在有头脑的社会党人中间，能否找到那种已经从经验中知道在下次危机中机会主义者（再加上所有毫无气节和惊慌失措的人）全都会支持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一定会找到借口禁止谈论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而又愿意同机会主义者一起在1916年重新组织工人政党的人呢？

意大利的党是第二国际时代的一个例外：以比索拉蒂为首的机会主义者已被开除出党。危机时期产生的结果非常好：各种不同派别的人们没有欺骗工人，没有拿关于“统一”的花言巧语来蒙蔽他们的眼睛，而是各走各的路。机会主义者们（和墨索里尼这类工人政党的叛徒）实习了社会沙文主义，赞扬了（象普列汉诺夫那样）“英勇的比利时”，借以掩饰不是英勇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意大利企图掠夺乌克兰和加里西亚……噢，不，掠夺阿尔巴尼亚、突尼斯等地的政策。社会党人则同他们针锋相对，以战争反对战争，准备进行国内战争。我们决不是要把意大利社会党理想化，决不能担保它在意大利参战的情况下坚定不移。我们不是预言这个政党的未来，我们现在只是讲目前的情况。我们是在肯定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工人都为机会主义者同革命者的虚幻的统一所欺骗，而意大利却是一个幸运的例外，是一个现时没有这种骗局的国家。发生在第二国际的幸运的例外，应当成为而且一定能够成为第三国际的常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无产阶级总是要同小资产阶级做邻居的。拒绝在有的时候同小资产阶级结成暂时的联盟是不明智的，但是，在目前，只有无产阶级的敌人或者被愚弄的墨守旧时代成规的人才会维护同小资产阶级的统一，同机会主义者的统一。

现在，在1914年以后，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统一，要求工人政党无条件地同机会主义者的政党分开。我们所理解的机会主义者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在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即第33号上的《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 
［注：见本卷第12—19页。——编者注］

 ）中已经说得很清楚。

可是俄国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有些人正在千方百计地比较彻底地既反对普利什凯维奇式的沙文主义，也反对立宪民主党式的沙文主义，有些人则象马斯洛夫、普列汉诺夫、斯米尔诺夫那样为这种沙文主义帮腔。在这两种人之间，在抵制战争的人和象“文件”（载于第34号）[127]的有影响的执笔者那样声明不抵制战争的人之间讲统一，这对我国工人运动是有利还是有害呢？只有那些想闭起眼睛的人，才会感到难以回答这个问题。

可能有人会反驳我们说，马尔托夫在《呼声报》上曾经同普列汉诺夫争论过[128]，并且和组织委员会的其他许多朋友及拥护者一起同社会沙文主义战斗过。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点，并且在中央机关报第33号上曾向马尔托夫公开表示过欢迎。如果马尔托夫不“转变”（见短评《马尔托夫的转变》[129]），我们会非常高兴，我们很希望坚决反沙文主义的路线能够成为组织委员会的路线。但问题并不取决于我们和其他任何人的愿望。客观事实怎样呢？第一，组织委员会的正式代表拉林不知为什么闭口不谈《呼声报》，而只是提到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提到写过一篇文章（在《伯尔尼哨兵报》上）[130]的阿克雪里罗得，以免说出任何一个明确的字眼。此外，拉林除自己正式的地位之外，还同俄国国内取消派的有影响的核心接近，这并不是仅就地理位置而言的。第二，我们再拿欧洲的报刊来说。法国和德国的报纸都闭口不谈《呼声报》，而谈论鲁巴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和齐赫泽。（德国沙文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最富于沙文主义的机关报之一《汉堡回声报》，在12月8日这一号上称齐赫泽为马斯洛夫和普列汉诺夫的拥护者，俄国人的某些报纸也指出了这一点。显然，休特古姆派的所有自觉的朋友，都充分评价普列汉诺夫在思想上给予休特古姆派的支持。）在俄国，数百万份资产阶级报纸向“人民”散布了关于马斯洛夫—普列汉诺夫—斯米尔诺夫的消息，而关于《呼声报》派的消息却一点也没有。第三，1912—1914年的合法工人报刊的经验完全证明了以下的事实：取消派所具有的某种社会力量和影响，不是来源于工人阶级，而是来源于产生出一个合法著作家基本核心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知识分子阶层。俄国的所有报刊以及彼得堡工人的来信（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和第35号）和“文件”（第34号）都证实，这个阶层，作为一个阶层，具有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在这一阶层内部很可能出现个人的重大的重新组合，但是完全不能设想，作为一个阶层，它会不是“爱国主义的”和机会主义的。

客观事实就是这样。考虑到这些事实，考虑到一切想要影响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很愿意有一个装装门面的左翼（特别是一个非官方的左翼），我们不能不认为同组织委员会讲统一的思想是一种对工人事业有害的幻想。

11月23日，组织委员会在遥远的瑞典发表了同普列汉诺夫讲统一的声明，发表了使所有社会沙文主义者兴高采烈的讲话，而在巴黎和瑞士，不管是从9月13日（《呼声报》创刊日）到11月23日，还是从11月23日到今天（12月23日），它都根本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存在。它的这种政策很象是最恶劣的政客手腕。想使预定在苏黎世出版的《评论》具有正式的党的机关报性质的希望，已经由于《伯尔尼哨兵报》（12月12日）上发表的一项直截了当的声明[131]而破灭了，声明中说，该报不会具有这样的性质……（附带说明一下：在《呼声报》第52号上，编辑部声明说，现在继续同取消派分裂是最坏的“民族主义”。这句文理不通的话，只能有一种政治含义：《呼声报》编辑部宁肯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讲统一，而不愿接近那些同社会沙文主义不妥协的人。《呼声报》编辑部作了一个不高明的选择。）

为了使大家看到全面的情况，我们还要简单地谈一谈社会革命党人在巴黎出版的《思想报》[132]。这家报纸也赞扬“统一”，掩饰（参看《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号）该党领袖鲁巴诺维奇的社会沙文主义，维护比利时和法国的机会主义者和内阁主义者，只字不提一个最左的俄国劳动派分子克伦斯基言论中的爱国基调，而且刊登一些用民粹主义和机会主义精神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陈腐不堪的小资产阶级庸俗见解。《思想报》的这种行为，充分地证实了191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夏季”会议的决议[133]中关于社会革命党人所说的一切。

某些俄国社会党人想必认为，所谓国际主义，就是要热烈欢迎普列汉诺夫同休特古姆、考茨基同爱尔威、盖得同海德门、王德威尔得同比索拉蒂等等准备草拟的关于为各国社会民族主义作国际的辩护的决议。我们则认为，国际主义只能是指在自己党内实行十分明确的国际主义政策。同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在一起，就不可能执行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不可能进行反对战争的宣传，并为此积聚力量。闭口不谈或者避讳这个痛苦的、但为社会党人所必须明确认识的真理，对工人运动是有害的和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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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1914年11月2—4日（15—17日），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和一些地方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在彼得格勒附近的奥泽尔基村举行代表会议，讨论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参加代表会议的党团成员是：格·伊·彼得罗夫斯基、阿·叶·巴达耶夫、马·康·穆拉诺夫、费·尼·萨莫伊洛夫和尼·罗·沙果夫；其他一些人是：里加代表．B．林德、哈尔科夫代表B．雅柯夫列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代表．沃罗宁、彼得堡代表．科兹洛夫和H．安季波夫以及中央委员会代表列·波·加米涅夫。由于奸细告密，11月4日（17日），当会议刚刚结束时，沙皇警察便袭击了奥泽尔基村。警察搜出了列宁关于战争的提纲和载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全体与会人员都被逮捕。5名布尔什维党杜马党团成员虽然作为杜马代表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利，当时没有被捕，但在第二天，11月5日（18日）的夜里，也被逮捕了。



1915年2月10日（23日），彼得格勒高等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这一案件。5名党团成员及其他参加代表会议的社会民主党人被指控参加以推翻现存国家制度为宗旨的组织，因而犯了叛国罪。5名党团成员全被判处终身流放图鲁汉斯克边疆区（东西伯利亚）。关于这一审判，参看列宁在1915年3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上发表的《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审判证明了什么？》一文（见本卷第170—178页）。——114。



[122]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这次代表大会于1914年11月23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这次代表大会主要讨论对战争的态度问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别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致贺词，宣读了一个号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谴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走上社会沙文主义道路的其他各国社会党的领袖们的背叛行为的宣言。为此，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导人卡·亚·布兰亭建议对宣言中谴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行为的地方表示遗憾，声称瑞典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大会“不应该谴责其他党”。瑞典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卡·塞·康·霍格伦反对布兰亭的建议，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中有许多人同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的主张。但是，代表大会仍以多数票通过了布兰亭的建议。尤·拉林代表孟什维克的组织委员会在大会上发了言。1915年1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报道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情况。——114。



[123] 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是1912年在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俄国孟什维克的领导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委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站在沙皇政府方面为战争辩护。组委会先后出版过《我们的曙光》、《我们的事业》、《事业》、《工人晨报》、《晨报》等报刊。1917年8月孟什维克党选出中央委员会以后，组委会的职能即告终止。除了在俄国国内活动的组委会外，在国外还有一个组委会国外书记处。这个书记处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伊·谢·阿斯特罗夫－波韦斯、尔·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和谢·尤·谢姆柯夫斯基组成，持和中派相近的立场，实际上支持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书记处的机关刊物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1915年2月—1917年3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0号。——114。



[124] 《社会民主党人报》（《　　　》）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其中5号有附刊。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实际上该报的领导者是列宁。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反动年代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1907—1914年），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展开了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布尔什维克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该报在俄国国内和国外传播很广，影响很大。列宁高度评价《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期间的功绩，他写道：“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如果想了解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发展及其在1917年10月25日的第一次胜利”，该报所发表的文章“是不可不看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16页）。——114。



[125] 指高加索的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崩得分子和支持取消派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114。



[126] 列宁在《俄国的休特古姆派》（见本卷第121—127页）等著作中批判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论战争（答季·巴·同志）》。这本小册子是1914年12月底在巴黎出版的。——115。



[127] 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号上的彼得堡取消派彼·巴·马斯洛夫、亚·尼·波特列索夫、涅·切列万宁（费·安·利普金）等人对埃·王德威尔得电报的答复。王德威尔得的电报呼吁俄国社会党人积极参加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斗争。电报经过俄国驻比利时大使伊·亚·库达舍夫的修改，并且是通过他发到俄国外交部，再转送给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领导人尼·谢·齐赫泽的。彼得堡取消派在答复中表示完全赞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立场，并声明：“我们在自己的活动中不抵制战争。”——118。



[128] 尔·马尔托夫曾在《别打扰马克思了……》一文中十分激烈地批评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立场。该文发表于1914年10月23日《呼声报》第35号。——118。



[129] 《马尔托夫的转变》是1915年1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5号上登载的一则短讯。短讯报道了尔·马尔托夫1914年12月3日（16日）在伯尔尼作的报告《战争和社会主义的危机》。这个报告标志着马尔托夫的明显右转。——118。



[130] 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1914年10月26日和27日《伯尔尼哨兵报》第250号和第251号上发表的《俄国与战争》一文。



《伯尔尼哨兵报》（《BernerTagwa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于1893年在伯尔尼创刊。1909—1918年，罗·格里姆任该报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该报发表过卡·李卜克内西、弗·梅林及其他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从1917年起，该报公开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118。



[131] 指载于1914年12月12日《伯尔尼哨兵报》第291号的一篇简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讯》。



组织委员会曾宣布要出版自己的机关报《评论》，但是这一愿望没有实现。1915年6月14日《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第2号的一篇文章则说：组织委员会把《我们的言论报》看作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共同的论坛，故而放弃了出版第二种报纸的打算。——119。



[132] 《思想报》（《　　　　》）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日报），1914年11月在巴黎创刊，维·切尔诺夫和马·纳坦松任编辑。1915年3月被法国政府查封。接替该报出版的是《生活报》。——120。



[133] 指1913年9月23日—10月1日（10月6—14日）在波罗宁举行的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民粹派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120。















《列宁全集》第26卷


俄国的休特古姆派

（1915年1月19日〔2月1日〕）

“休特古姆”这个词已经成了一个普通名词，意指沾沾自喜和不知羞耻的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典型。这是一个好的征兆，说明大家提起休特古姆派都加以鄙视。可是，要使自己不陷入沙文主义，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尽力协助揭露俄国的休特古姆派。

普列汉诺夫写了《论战争》这本小册子，从而使自己确定无疑地成了俄国休特古姆派的首领。他的论断完全是以诡辩代替辩证法。借助诡辩指责德国的机会主义，以便掩饰法国和俄国的机会主义。结果不是同国际机会主义作斗争，而是支持国际机会主义。借助诡辩为比利时的命运痛哭流涕，对于加里西亚却讳莫如深。借助诡辩把帝国主义时代（即马克思主义者所公认的资本主义崩溃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群众已经存在的时代）同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时代混淆起来，即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就要粉碎资产阶级祖国的时代同资产阶级祖国诞生和巩固的时代混淆起来。借助诡辩指责德国资产阶级破坏和平，而闭口不谈“三协约国”[134]的资产阶级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对德战争的准备。借助诡辩回避巴塞尔决议。借助诡辩以民族自由主义代替社会民主主义：借口俄国经济发展的利益而希望沙皇政府取得胜利，而对俄国的民族问题、沙皇制度阻碍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德国生产力的发展相比之下远为迅速和顺利的问题等等，统统只字不提。要分析普列汉诺夫的所有这些诡辩，需要写一系列文章，而我们还不清楚，他的许多荒唐可笑的言论究竟值不值得加以分析。我们只来谈谈他的一个所谓论据。恩格斯在1870年给马克思写信说，威·李卜克内西错误地把反俾斯麦主义当作唯一的指导原则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2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找到了这句引文十分高兴，说什么我们的反沙皇主义也是这样！但是，让我们抛开诡辩（即不顾事件的相互联系而仅仅抓住事物的表面的相似之处）而用辩证法（即研究事件及其发展的整个具体环境）来看一看吧。德国的统一在当时是必要的，马克思在1848年以前和以后始终都确认这一点。早在1859年，恩格斯就直接呼吁德国人民为统一而战斗 
［注：同上，第13卷第247—299页。——编者注］

 。在用革命实现统一未能成功之后，俾斯麦用反革命的方式，用容克的方式完成了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把反俾斯麦主义作为唯一的原则，就成了荒唐的东西，因为完成必要的统一已经成为事实。而在俄国呢？我们勇敢的普列汉诺夫当时有没有胆量预先宣布，为了俄国的发展，必须夺取加里西亚、萨尔格勒 
［注：俄国对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的旧称。——编者注］

 、亚美尼亚、波斯等等呢？现在他有没有胆量这样说呢？德国当时必须从德意志人被分裂的状态（19世纪的前60多年受法国和俄国两国的压迫）走上统一，而在俄国，大俄罗斯人与其说是统一了不如说是压制了其他许多民族。这一点普列汉诺夫考虑过没有呢？他没有考虑，他只是通过歪曲引用恩格斯1870年的话来掩饰自己的沙文主义，正如休特古姆歪曲引用恩格斯1891年的话一样（当时恩格斯写道，德国人必须同法俄联军进行殊死的斗争）。

《我们的曙光》杂志[135]第7、8、9期，是在另一种情况下用另一种语言维护沙文主义的。切列万宁先生预言和希望“德国战败”，断言“欧洲〈！！〉已经起来”反对德国。亚·波特列索夫先生责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的“失误”“比任何罪行都坏”等等，硬说德国军国主义犯了“超乎寻常的滔天罪行”，硬说“不是某些俄国人的泛斯拉夫主义的理想构成了对欧洲和平的威胁”等等。

在一家合法刊物上大肆宣扬德国犯了“滔天罪行”，必须让德国战败，这岂不是给普利什凯维奇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帮腔吗？在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的压制之下，对于俄国军国主义的严重百倍的“滔天”罪行都只好闭口不谈。在这种情况下，不希望做沙文主义者的人，难道不应当至少不去谈论什么让德国战败和德国犯了滔天罪行吗？

《我们的曙光》杂志不仅仅采取了“不抵制战争”的路线；不，它还用“社会民主主义的”论据鼓吹让德国战败，袒护泛斯拉夫主义者，直接为大俄罗斯的、沙皇—普利什凯维奇的沙文主义助长声势。要知道，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曙光》杂志的作者们于1912—1914年间在工人当中大肆宣传取消派的主张。

最后，我们再拿阿克雪里罗得作例子。对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也象对《我们的曙光》杂志的作者们一样，正在那么气急败坏、那么笨手笨脚地加以掩饰、维护和包庇。

阿克雪里罗得的观点，经过他的同意，发表在《呼声报》第86号和第87号上[136]。这是些社会沙文主义的观点。阿克雪里罗得是用以下的论据为法国和比利时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作辩护的：（1）“现在人们喜欢胡乱援引的历史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决不意味着消极地对待具体祸害，等待社会主义变革。”这不是胡言乱语吗？干吗说这番话呢？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要发生的。这是起码的常识。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人所援引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而是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阿克雪里罗得假装不了解这一点，不了解由此而得出的对“具体祸害”即对各国资产阶级统治的估计，不了解要及时开始将导致“社会变革”的革命行动。社会沙文主义者否定这一点，因此，“消极的”是他们。（2）决不能“忽视谁是”战争的“真正祸首”，“从而迫使所有遭受军事进攻的国家必须捍卫自己的独立这个问题”。在同一页上他又承认，“当然，法国帝国主义者也一心想过两三年以后挑起战争”！而他又强调说，在这段时间内无产阶级将会强大起来，因而和平的可能性将会增大！！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段时间内，阿克雪里罗得心爱的机会主义将会强大起来，因而它更加卑鄙地背叛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将会增大。我们知道，数十年来三个强盗（英、俄、法三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一直在武装自己，准备掠夺德国。两个强盗没有等三个强盗拿到他们定购的新刀子便先发动了进攻，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用战争“祸首”的词句来掩饰全体社会党人在巴塞尔毫无异议地一致承认的、各国资产阶级的同等“罪行”，这岂不是诡辩吗？（3）“责备比利时社会党人保卫自己的国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愚蠢的厚颜无耻”。马克思当年正是这样评论蒲鲁东对待波兰起义（1863年）的态度的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5页。——编者注］

 。从1848年起，马克思就经常谈论波兰反抗沙皇政府的起义在历史上的进步性。任何人都不敢否认这一点。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东欧的民族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反抗沙皇政府的战争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而不是具有帝国主义性质。这是起码的常识。

如果用消极的态度，或者用讥笑的和轻率的态度（象阿克雪里罗得们那样）对待社会主义变革，那么，在目前这场具体战争中，就只能用帮助沙皇政府扼杀乌克兰的办法去帮助比利时这个“国家”。这是事实。俄国社会党人回避这一事实，就是犬儒主义。大谈其比利时而不谈加里西亚，就是犬儒主义。

比利时社会党人应当做些什么呢？既然他们未能同法国人等等一起完成社会变革，他们当时只好服从国内的多数去进行战争。但是，他们在服从奴隶主阶级的意志的同时，应当把罪责加在这个阶级身上，应当不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不派王德威尔得以部长身分去拜访剥削者，而派他去组织（同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关于“社会主义变革”和国内战争的秘密革命宣传工作；应当在军队中也进行这项工作（经验证明，工人士兵甚至可能在交战军队的战壕内举行“联欢”！）。喋喋不休地谈论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却不会把服从多数的必要性（如果暂时是必要的）同在各种条件下进行革命工作结合起来，这是对工人的讥笑，对社会主义的嘲弄。“比利时公民们！我们国家遭到了很大的不幸，这种不幸是由包括比利时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引起的。你们不想推翻这些资产阶级吗？你们不相信向德国社会党人提出的呼吁吗？我们是少数，我服从你们，我去打仗，但是我在打仗的时候也要宣传和准备各国无产者的国内战争，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能拯救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的农民和工人！”如果比利时或者法国等国的哪个议员发表这样的演说，他就会坐牢，而不是坐到部长的安乐椅上，但他是一个社会党人，而不是叛徒。战壕中的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士兵就都会把他视为自己的领袖，而不是当作工人事业的叛徒。（4）“只要各自的祖国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无产阶级的运动还象现在这样被局限在这些祖国的范围内，只要无产阶级除了自己祖国感觉不到有另外的国际的立足之地，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爱国主义和自卫的问题就将继续存在。”资产阶级祖国只要还没有被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所摧毁，它们就将存在下去。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已经具备，这一点甚至考茨基在1909年就已经承认，这一点在巴塞尔也得到了一致的承认。现在各国工人都对那些不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不怕坐牢、不怕作出其他牺牲（由于“历史必然性”，干任何革命都会有牺牲）的人深表同情，这一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阿克雪里罗得的话只不过是回避革命活动的一种借口，只不过是重弹沙文主义资产阶级的老调而已。（5）阿克雪里罗得下面的话的含义也与此完全相同，他说：德国人的行为不是背叛；他们所以那样行动，是因为他们“强烈地感觉和意识到他们同德国无产阶级在其中生活和工作的那块国土即祖国有着有机的联系”。实际上，德国人的行为和盖得等人的行为一样，是无可置疑的背叛行为；掩饰和庇护这种行为是可耻的。实际上，正是资产阶级祖国通过建立奴隶同奴隶主之间的“联系”在破坏、损害、摧毁和糟蹋德国工人同德国国土的“血肉联系”。实际上，只有摧毁了资产阶级祖国，各国工人才能“同国土联系起来”，才能有使用祖国语言的自由，才能获得面包和享受文化财富。阿克雪里罗得不过是一个资产阶级辩护士罢了。（6）劝说工人“要小心谨慎，不要轻易给盖得”这样“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上机会主义者的罪名”等等，这就等于劝说工人在领袖面前唯唯诺诺。我们要告诉工人，盖得的整个一生都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只是他在1914年公然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除外。也许能找到一些可以减轻盖得的罪责的个人情况或其他情况，但是这里所谈的绝对不是个人的过失问题，而是从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来看事变的意义。（7）借口参加内阁是得到“正式”允许的，说某项决议中有那么一条谈到过“特别重要的情况”[137]，那是最卑鄙的辩护士的狡辩，因为这一条的本意显然是要促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是阻碍这一革命。（8）阿克雪里罗得说，“俄国战败不会妨碍国家的有机发展，而会有助于消灭旧的制度”这个看法，就其本身来说，孤立地说，是正确的，但如果用来为德国沙文主义者辩护，那就只能是企图向休特古姆派献媚。承认俄国战败有好处，而不公开谴责德奥两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叛变行为，实际上就是帮助他们为自己辩护，为自己开脱，帮助他们欺骗工人。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是两面讨好，一方面向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鞠躬，另一方面又向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行礼。这两面讨好合在一起，就构成典型的“俄国崩得式的”社会沙文主义。

请读者现在自己对《呼声报》编辑部的彻底性作一判断吧，编辑部在刊登阿克雪里罗得这些令人十分气愤的论断时，声明他们只是不同意他的“某些论点”，尔后在第96号的社论中又宣称“同积极的社会爱国主义分子断然决裂”。难道《呼声报》编辑部真是幼稚或者疏忽到如此地步，竟看不到真实情况吗？他们竟然看不出提出这些论断的阿克雪里罗得是十足的“积极的〈因为作家的积极性就表现于他的写作〉社会爱国主义因素”吗？至于《我们的曙光》杂志的作家切列万宁先生、亚·波特列索夫先生以及他们的同伙，难道不都是积极的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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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三协约国（三国协约）是指与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的英、法、俄三国帝国主义联盟。这个联盟的建立，始于1891—1893年缔结法俄同盟，中经1904年签订英法协定，而由1907年签订英俄协定最终完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20多个国家加入协约国。——[121]。



[135]《我们的曙光》杂志（《наща заря》）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成了俄国取消派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列宁在本卷的一些文章中多次提到的《我们的曙光》集团即是指《我们的曙光》杂志的拥护者。——[123]。



[136]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1914年12月2日在苏黎世对《呼声报》编辑Ｐ．格里戈里耶夫发表的谈话。谈话载于1914年12月22日和23日的《呼声报》第86号和第87号。——[123]。



[137]见注112。——[127]。





《列宁全集》第26卷


拉林在瑞典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是什么样的“统一”？[138]


（1915年1月19日〔2月1日〕）

在我们曾经提到的（第36号上）拉林的演说中，他所指的只能是有名的“七三”联盟[139]，即1914年7月3日组织委员会、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阿列克辛斯基、普列汉诺夫、崩得分子、高加索人、立陶宛人、“左派”[140]、波兰反对派等等在布鲁塞尔缔结的联盟。为什么拉林只是暗示了一下呢？这……很奇怪。我们认为，既然组织委员会还存在，这个联盟还存在，那么，掩盖这一真相是有害的。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没有参加这一联盟。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对于统一提出了14项明确的条件。组织委员会和“联盟”没有接受这些条件，只是通过了一项实际上没有承诺或表示要对过去的取消派政策作任何重大改变的圆滑的含混的决议。我们的14项条件的实质是：（1）毫不含糊地确认1908年12月和1910年1月关于取消主义的决议[141]，就是说，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党员身分是与反对地下组织、反对鼓吹秘密报刊、主张公开的党（或者为公开的党而斗争）、反对革命的群众大会等言论（如《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我们的工人报》[142]所发表的）不相容的；（2）与反对共和国等口号的言论不相容；（3）与同非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结成联盟不相容；（4）每一个地区都应该有一个不是按照民族划分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组织；（5）否定“民族文化自治”[143]；（6）号召工人实现“自下而上的统一”；只有加入一个秘密组织的人才能成为党员；在合法报刊上，应该根据1913年以来工人团体捐款的数字材料来确定多数派；（7）不允许在同一个城市有互相竞争的报纸；停办《我们的工人报》；创办一份争论性的杂志；（8）确认1903年和1907年代表大会关于社会革命党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决议[144]；不容许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订立协定；（9）国外的集团要服从俄国国内中央委员会的领导；（10）在工会工作方面确认中央委员会伦敦会议的决议（1908年1月）；必须建立秘密支部；（11）不容许散布反对“保险理事会”[145]和其他保险机关的言论；停办《工人保险》杂志[146]这家竞争的刊物；（12）高加索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要确认第5项和第4项条件；（13）齐赫泽党团[147]要收回“民族文化自治”并承认上述条件；（14）关于“诽谤”案件（对马林诺夫斯基、伊克斯等人），组织委员会和它的朋友们或者收回他们的指控和诽谤，或者派代表参加我们党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在会上坚持自己提出的全部指控。

不难看出，没有这些条件，不管口头上怎样一再“答应”放弃取消主义（象在1910年举行的全会上那样），事情也不会有丝毫的改变；“统一”只能是一种幻影，只能是承认取消派的“平等地位”。

世界大战引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危机，使社会民主党的一切集团都全力以赴，竭力把所有那些在对待战争的根本问题上能够同自己接近的人都聚集起来。拉林所夸耀（而又不敢径直说出名称）的“七三”联盟，一下子就成了幻影。

当实际上存在看不可调和的分歧时，要始终提防虚假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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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拉林在瑞典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是什么样的“统一”？》一文是针对尤·拉林1914年11月23日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而写的。



文中提到的14项条件，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报告和给出席该会议的中央代表团的指示》中提出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77—417页）。——[128]。



[139]七三联盟（布鲁塞尔联盟）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联盟，由取消派、托洛茨基分子、前进派、普列汉诺夫派、崩得分子和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代表在布鲁塞尔“统一”会议结束后组成。



布鲁塞尔“统一”会议是根据社会党国际局1913年十二月会议的决定于1914年7月3—5日（16—18日）召开的。按照这个决定，召开会议是为了就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可能性问题“交换意见”。但是，早在1914年夏天，社会党国际局主席埃·王德威尔得访问彼得堡时，就同取消派的首领们商定：社会党国际局将不是充当调停者，而是充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分歧的仲裁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知道，布鲁塞尔会议所追求的真正目的是要取消布尔什维克党，但是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如拒绝参加，将会使俄国工人无法理解，因此还是派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代表团由伊·费·阿尔曼德（彼得罗娃）、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卡姆斯基）和伊·费·波波夫（巴甫洛夫）三人组成。列宁当时住在波罗宁，同代表团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他指示代表团要采取进攻的立场，要牢牢记住社会党国际局是调停者，而不是法官，这是十二月会议决议宣布了的，谁也别想把别人意志强加于布尔什维克。



派代表参加布鲁塞尔会议的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外，还有10个团体和派别，即：组织委员会（孟什维克）以及归附于它的一些组织——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和“斗争”集团（托洛茨基分子）；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孟什维克）；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统一”集团；“前进”集团；崩得；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波兰社会党—“左派”。



布鲁塞尔会议充满着尖锐斗争。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在会议开幕时便宣称，各派在俄国国内的力量强弱，是与统一不相干的统计学。王德威尔得则说，国际不容许把一切归结为数字和谁是多数的争论。会议根据卡·考茨基的建议批准了以下议程：纲领分歧；策略分歧；组织问题。王德威尔得还声称，会议将就每项议程通过决议。根据列宁的指示，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坚持会议必须听取各代表团的报告以及它们分别提出的保证统一的具体条件。会议不得不把已通过的议程搁置一边。



阿尔曼德在7月17日上午会议上用法语宣读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社会党国际局的领导人不让她读完报告全文。她只读了报告的一部分便不得不转到统一的条件问题。机会主义分子对列宁拟定的条件进行恶毒攻击。普列汉诺夫说这不是实现统一的条件，而是“新刑法条文”。王德威尔得声称，即使这些条件在俄国得到赞同，国际也不允许付诸实施。考茨基以社会党国际局的名义提出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议案，断言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不存在妨碍统一的任何重大分歧。由于通过决议一事已超出会议的权限，布尔什维克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拒绝参加表决。但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案仍以多数票通过。原来同布尔什维克采取一致立场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发生了动摇，投票赞成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布尔什维克拒绝服从布鲁塞尔会议决议。



七三联盟没有存在多久就瓦解了。——[128]。



[140]“左派”即波兰社会党—“左派”，是波兰的工人政党，1906年在波兰社会党分裂后成立。



波兰社会党—“左派”主张同全俄工人运动密切合作，可是它力图把波兰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除民族主义派别以外的所有派别机械地联合起来。在1908—1910年期间，它主要通过工会、文教团体等合法组织进行活动。它不接受孟什维克的在反对专制制度斗争中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的论点，可是与孟什维克合作，支持他们反对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1915年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1918年的昆塔尔代表会议。该党欢迎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12月，该党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128]。



[141]指1908年12月21—27日（1909年1月3—9日）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就各个工作报告通过的决议和1910年1月2—23日（1月15日—2月5日）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党内状况》这一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6页和第297—300页）。——[128]。



[142]《我们的工人报》（《Haщa рао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4年5月3日（16日）—7月在彼得堡出版。——[128]。



[143]民族文化自治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鲍威尔和卡·伦纳制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和崩得分子都提出过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列宁对民族文化自治的批判，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和第25卷）等著作。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89—358页）也批判了民族文化自治。——[129]。



[144]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1907年）《关于对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50—52页和第206—207页）。——[129]。



[145]保险理事会是1914年3月2日（15日）由彼得堡的工人选举产生的。



1912年6月23日（7月6日），沙皇政府颁布了工人保险法。根据这个法律，在俄国将设立伤病救济基金会和各级保险机关。由于种种限制，有权享受此项保险的不及职工总人数的1/10，救济金额也很低；并且工人交纳的保险费多于工厂主提供的部分。布尔什维克一方面向工人群众解释这个法律的反人民性质，另一方面号召群众不要抵制伤病保险基金会，而要利用这种合法组织进行革命工作。



围绕着保险机关的选举，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左派民粹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最后，保险理事会工人团的选举以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而结束。参加选举的57名受托人中，有47人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的委托书。《真理之路报》提出的候选人以多数票当选。被选为理事会理事的是：г．Ｍ．施卡平、Ｃ．д．丘金、г．и．奥西波夫、Ｈ．и．伊林和Ｃ．и．扬金。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的秘密保险中心的成员。孟什维克取消派号召工人不服从保险理事会的决议。——[129]。



[146]《工人保险》杂志（《страхование раоочих》）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刊物（月刊），1912年12月起在彼得堡出版。1917年二月革命后用《工人保险和社会政策》的名称出版。1918年6月停刊。——[129]。



[147]齐赫泽党团指以尼·谢·齐赫泽为首的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孟什维克党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团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全面支持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对齐赫泽党团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见《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有没有自己的路线？》、《齐赫泽党团及其作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和第28卷）等文。——[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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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协约国社会党伦敦代表会议提出的宣言草案[148]


（1915年1月27日〔2月9日〕以前）

我们这些在下面签名的俄国（英国等等）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深信：

目前的战争，不仅从德国和奥匈帝国方面看，而且从（同沙皇政府采取联合行动的）英国和法国方面看，都是帝国主义战争，也就是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民族疆界内的国家已经过时的时代的战争，是专为侵占殖民地，劫掠竞争国家，为削弱无产阶级运动而唆使一国无产者反对另一国无产者的战争。

所以，各交战国社会党人的无可推卸的职责，就是立即坚决执行巴塞尔决议，即：

（1）打破一切国家中的举国联合和国内和平；

（2）号召一切交战国的工人坚决进行阶级斗争，包括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反对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对从军事订货中大发横财、在军事当局支持下封住工人嘴巴、加紧压迫工人的资产阶级；

（3）坚决谴责一切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行为；

（4）退出比利时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内阁，并宣布参加内阁和投票赞成拨款是和德奥两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全部所作所为一样的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

（5）立即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国际主义者携起手来，和他们一起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以宣传停战，但不是以和平主义者、基督徒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精神进行宣传，而是把这种宣传同鼓动和组织每一国家的无产者反对自己国家的政府和资产阶级的群众性革命行动这一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

（6）支持各交战国社会党人不顾英、德等国军事当局的禁令在军队和战壕中相互亲近和举行联欢的一切尝试；

（7）号召各交战国的社会党人妇女按上述方针加紧进行宣传工作；

（8）号召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支持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支持那些不仅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而且不顾遭受迫害的危险正在以国际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进行社会主义工作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128—129页

















[148]这个宣言草案是列宁从马·马·李维诺夫来信中获悉协约国各社会党将召开代表会议后起草的。草案寄给了李维诺夫，供他在代表会议上宣读。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还把宣言草案寄给了在斯德哥尔摩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



协约国社会党伦敦代表会议于1915年2月14日召开。出席代表会议的有英、法、比、俄四国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和和平主义派的代表：英国独立工党的詹·凯尔－哈第、詹·拉·麦克唐纳等，英国社会党、工党、费边社的代表；法国社会党的马·桑巴、爱·瓦扬、让·龙格、阿·托马、阿·孔佩尔－莫雷尔，法国劳动总联合会的莱·茹奥；比利时社会党的埃·王德威尔得等；俄国社会革命党的维·米·切尔诺夫、马·安·纳坦松（博勃罗夫）、伊·阿·鲁巴诺维奇。伊·米·马伊斯基代表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出席了代表会议。



列入代表会议议程的问题有：（1）民族权利问题；（2）殖民地问题；（3）保障未来和平问题。



布尔什维克未被邀请参加代表会议。但是，李维诺夫受列宁委托为宣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而出席了代表会议。这篇宣言是以列宁拟定的草案为基础写成的。宣言要求社会党人退出资产阶级政府，同帝国主义者彻底决裂，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政府，谴责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行为。在李维诺夫宣读宣言过程中，会议主席打断了他的发言并取消了他的发言权，声称会议宗旨不是批评各个党。李维诺夫交了一份书面宣言给主席团以后退出了代表会议。这篇宣言后来刊登于1915年3月29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列宁对这次代表会议的评论，见《关于伦敦代表会议》和《谈伦敦代表会议》两文（本卷第160—162页和第179—181页）。——[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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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与战争》一文编者按语

（1915年1月30日〔2月12日〕）

编者按语

上面刊载的是《钟声》杂志[149]派的一位著名支持者的文章。就在不久以前，我们曾不得不和这个派别进行激烈的论战。我们同这个派别的著作家的意见分歧依然存在。我们认为他们向民族主义作的那些让步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我们认为把无产阶级分割为一个个民族集团并不是组织无产阶级的最好方式，我们不赞成他们关于“非民族的”、民族的和跨民族的三者之间的区别的观点。作为彻底的国际主义的拥护者，我们期望上面这篇文章的作者和他的朋友们能够通过欧洲大战的实际情况吸取必要的教训。

正是在目前这个艰难的时刻，上述这些乌克兰活动家最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接近，这无论如何是令人高兴的。他们能够同进行完全违背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的著名的“乌克兰解放协会”[150]断绝关系，这是应当受到赞扬的。





	载于1915年2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130页

















[149]《钟声》杂志（《дзвiн》）是合法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刊物（月刊），倾向孟什维克，1913年1月—1914年在基辅用乌克兰文出版，共出了18期。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Ｂ．Ⅱ．列文斯基、弗·基·温尼琴柯、列·尤尔凯维奇（雷巴尔卡）、德·顿佐夫、西·瓦·佩特留拉、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达·托洛茨基等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停刊。



《乌克兰与战争》一文的作者是列文斯基。——[133]。



[150]“乌克兰解放协会”是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建立，领导人为德·顿佐夫、Ａ．φ．斯科罗皮西－约尔图霍夫斯基和马·伊·美列涅夫斯基。该协会指望沙皇俄国在战争中被摧毁，力图使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建立一个受德国保护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乌克兰君主国。——[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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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别人的旗帜[151]


（1915年1月以后）

《我们的事业》杂志[152]第1期（彼得格勒，1915年1月）登载了亚·波特列索夫先生的一篇很有特色的纲领性文章：《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和这位作者前些时候在一家杂志上登载的一篇文章一样，这篇文章阐述了俄国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社会思想流派即取消派对当今重要而迫切的问题的基本思想。严格说来，摆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文章，而是一个派别的宣言。只要仔细读一读这些文章，考虑一下这些文章的内容，谁都会看出，只是出于一些偶然的考虑，即与纯粹写作方面的需要毫无关系的考虑，作者才没有用宣言或“信条”这种更恰当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及其朋友们的思想，因为作者不是孤立的）。

亚·波特列索夫的主要思想是：现代民主派处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而旧时代和新时代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从民族狭隘观点向国际观点转变。亚·波特列索夫所说的现代民主派，是指具有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特色的民主派，它不同于具有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叶与中叶的特色的旧资产阶级民主派。

乍看起来，可能觉得作者的思想完全正确，觉得作者是今天在现代民主派当中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自由主义倾向的反对者，是一个“国际派”，而不是民族主义自由派。

的确，这样维护国际观点，这样把民族狭隘观点和民族特殊观点看作已经过去了的旧时代的特点，不就是同民族自由主义这种流行病，同现代民主派的（确切些说，现代民主派的正式代表的）这种瘟疫断然决裂吗？

乍看起来，不但可能觉得，而且一定会觉得是这样。可是，如果这样看那就大错特错了。作者是在打着别人的旗帜，偷运自己的货色。他施用了一个小小的军事计谋（是有意地，还是无意地，在这种情况下都一样），打出“国际观点”的旗帜，以便在这面旗帜下更为安全地偷运民族自由主义的私货。亚·波特列索夫终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自由派。他的文章（和他的纲领，他的方案，他的“信条”）的核心，就是施用这个小小的可说是天真的军事计谋，就是在国际观点的旗帜下偷运机会主义。对这个核心必须十分详尽地加以说明，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非常重要。而亚·波特列索夫打着别人的旗帜之所以更加危险，是因为他为了掩饰自己，不但搬出了“国际观点”的原则，而且还自称为“马克思的方法论”的拥护者。换句话说，亚·波特列索夫要充当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拥护者和代表者，而实际上他是在用民族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亚·波特列索夫要“纠正”考茨基，责备他“充当辩护律师”，就是说，责备他一会儿为这个一会儿为那个民族色彩的，即各种民族色彩的自由主义辩护。亚·波特列索夫要用国际观点和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民族自由主义（因为考茨基现在成了民族主义自由派，这已经是完全肯定无疑的了）。而实际上，亚·波特列索夫是在用一色的民族自由主义来反对杂色的民族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根本反对——在当前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在各个方面都根本反对——任何民族自由主义。

现在我们就来说明，情况的确是这样，以及为什么是这样。


一

如果读者仔细看一下亚·波特列索夫的文章里的下面这段话，就会很容易理解使他挂着民族自由主义的旗帜航行的祸根所在。他写道：


　　“……不管问题多么复杂，他们〈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总是秉着他们固有的气质去加以解决，总是对冲突作出诊断，总是试图对哪一方获胜可以为他们所期望的有利的前途开辟更广阔的天地这个问题作出判断，从而为制定自己的策略打下一定的基础。”（第73页，引文中的黑体是我们用的）



　　“哪一方获胜比较有利”——这是须要作出判断的，而且是要从国际的观点而不是从民族的观点作出判断；这就是马克思方法论的实质；考茨基正因为没有这样做，所以从“法官”（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辩护律师”（民族主义自由派）。这就是亚·波特列索夫的思想。亚·波特列索夫深信：他坚持认为某一方（就是自己那一方）获胜是有利的，绝不是“充当辩护律师”，而是出于真正国际的考虑，考虑到另一方犯了“滔天”罪行……波特列索夫、马斯洛夫、普列汉诺夫等人都是出于真正国际的考虑，得出了与波特列索夫相同的结论……这真是幼稚到了……不过，我们不必过于着急，还是先把纯理论性的问题分析完吧。

马克思，例如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期间，曾经就“哪一方获胜比较有利”作出判断。亚·波特列索夫所谈的，正是这个“由于它的某些特点而对我们有特别意义”的例子。我们倒也赞成用亚·波特列索夫选择的这个例子。

1859年拿破仑第三向奥地利宣战，表面上是为了解放意大利，其实是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王朝的目的。

亚·波特列索夫写道：“在拿破仑第三的背后可以清楚地看到刚刚同法国皇帝缔结了秘密协定的哥尔查科夫的身影。”矛盾错综复杂：一方是一直在压迫意大利的欧洲最反动的君主国，另一方是包括加里波第在内的正在争取解放的革命的意大利的代表人物同反动透顶的拿破仑第三携起手来，如此等等。亚·波特列索夫写道：“何必自找麻烦呢，干脆说一声‘双方都同样坏’，岂不更简单吗？但是，无论是恩格斯、马克思，还是拉萨尔，都没有被这种‘简单’的解决办法所诱惑，而是着手找出问题〈亚·波特列索夫是想说着手研究和探索问题〉，即冲突的何种结局才会对他们二人都珍视的事业提供最多的有利条件。”

与拉萨尔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普鲁士应当进行干预。在他们的各种考虑当中，据亚·波特列索夫自己承认，有这样一些考虑：“由于同一个敌对的联盟发生冲突，德国可能产生民族运动，这一运动的发展将超出德国许许多多的统治者的想象；在欧洲的共同行动中，哪一个大国会是主要的祸患：是多瑙河流域的反动君主国，还是这一共同行动的别的突出代表。”

亚·波特列索夫得出结论说：是马克思对还是拉萨尔对，这对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一致认为，必须根据国际的观点对哪一方获胜比较有利作出判断。

这就是亚·波特列索夫所举的例子；这就是我们的作者的论断。亚·波特列索夫推论说：既然马克思当时能够不顾交战双方的政府都极为反动而“对国际冲突作出估计”（亚·波特列索夫语），那么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应该作出同样的估计。

这是一种天真幼稚的或者说是强词夺理的推论，因为这无非是说：既然马克思在1859年曾解决过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的问题，那么在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也应该解决这同样的问题。

亚·波特列索夫没有看到，在1859年（和在后来的一系列情况下），对马克思来说，“哪一方获胜比较有利”的问题也就是“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的问题。亚·波特列索夫没有看到，马克思是在存在着无疑是进步的资产阶级运动的时候解决我们所谈的这个问题的；当时这种运动不但存在，而且在欧洲一些最重要的国家的历史过程中占据首要的地位。而在我们今天，以为英国和德国这样一些无疑是欧洲“共同行动”的最主要、最重要角色的国家会有进步的资产阶级，会有进步的资产阶级运动，作这种设想也是很可笑的。在这两个最主要、最重要的大国里，旧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变成反动的了。而亚·波特列索夫先生却“忘记了”这一点，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派的观点来偷换现代的（非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观点。这种转变，即采取另一个阶级而且是衰亡的旧阶级的观点，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对新旧两个时代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的分析，绝对证明不了这种转变是正确的。

正是资产阶级——例如德国资产阶级，英国资产阶级也一样——才力图玩弄亚·波特列索夫玩弄的这种偷换把戏，用资产阶级进步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解放运动的时代来偷换帝国主义时代。亚·波特列索夫毫无批判地跟着资产阶级走。这一点所以尤其不能原谅，是因为亚·波特列索夫在他自己所举的这个例子中本来应该确认并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在早已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是从何种考虑出发的。 
［注：顺便提一提：亚·波特列索夫不愿意断定谁对1859年战争情况的估计是对的，是马克思还是拉萨尔。我们（与梅林的意见相反）认为，马克思是对的，而拉萨尔在当时，也象他向俾斯麦献媚的时候一样，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拉萨尔鉴于普鲁士和俾斯麦的胜利，鉴于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缺乏足够的力量而看风使舵，从而动摇到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策方面去了。马克思则提倡和发扬了独立的、彻底民主主义的、反对民族主义自由派懦弱态度的政策（如果1859年普鲁士出面对拿破仑进行干预，就会推动德国的人民运动）。拉萨尔的眼睛多半不是朝下，而是朝上，只盯着俾斯麦。俾斯麦的“成功”丝毫也不能说明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是对的。］



第一，他们所考虑的是民族运动（德国和意大利的），是如何使民族运动的发展超出“中世纪代表人物”的想象；第二，他们所考虑的是，欧洲共同行动中的反动君主国（奥地利君主国、拿破仑君主国等等）是“主要的祸患”。

这些考虑是十分清楚和无可争辩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否认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封建专制势力的进步性。亚·波特列索夫不会不知道，在当代，处于中心的即卷入冲突的几个最主要、最重要的国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这类情况。过去，在意大利和德国都发生过长达数十年属于民族解放运动类型的人民运动。当时并不是西方资产阶级在财政上支援其余的几个大国，相反，这些大国才真正是“主要的祸患”。亚·波特列索夫不会不知道，而且他自己在同一篇文章里还承认，在当代，其余的任何一个大国，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主要的祸患”。

资产阶级（例如德国资产阶级，虽然决不止它一个）正在为了一己的私利而煽动民族运动的思想，力图把这种思想搬到帝国主义这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来。机会主义者和往常一样，跟在资产阶级的后面，抛弃现代民主派的观点，转向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观点。这就是亚·波特列索夫和他的取消派伙伴们的所有文章以及他们的整个立场、整个路线的主要过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时代曾解决过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的问题，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使自由派温和的运动发展成为民主派猛烈的运动。而亚·波特列索夫却在现代的（非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时代（这时无论英国、德国还是法国都根本谈不上会有什么资产阶级进步运动，不管是自由派温和的运动，还是民主派猛烈的运动），鼓吹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走在自己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民族进步运动的时代的前面，推进这些运动，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使这些运动的发展“超出”中世纪代表人物的“想象”。

亚·波特列索夫，和所有社会沙文主义者一样，从自己的现代民主派的时代向后倒退，跳回到早已过时的、僵死的因而实质上是虚假的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观点上去。

因此，亚·波特列索夫向民主派发出的如下号召，是极大的糊涂观念，是极端反动的号召。


　　“……不要后退，而要前进。不要后退到个别性，而要前进到十分完整、十分有力量的国际意识。前进，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就是后退——后退到恩格斯、马克思、拉萨尔那里去，后退到运用他们估计国际冲突的方法；后退到他们那种把各国的国际行动也纳入按民主主义精神加以利用的总范畴的做法。”



　　亚·波特列索夫不是在“某种意义上”而是在一切意义上拉着现代民主派后退，后退到旧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口号和思想，后退到使群众依赖资产阶级……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这个具体环境里可能出现的进步的主要动力。当时，在1859年，构成欧洲大陆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的，不是帝国主义，而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势力的运动当时是主要的动力。过了55年，原来的反动封建主，已经被和他们一样的衰朽的资产阶级的金融资本巨头所取代，而聪明绝顶的亚·波特列索夫如今还想用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用新阶级的观点来估计国际冲突。 
［注：亚·波特列索夫写道：“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似乎是停滞的时期，每个国家内部都发生了强烈的分子运动过程，国际形势也在渐渐发生根本的变化，因为夺取殖民地和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的政策愈来愈明显地成了这一国际形势的决定因素。”］

亚·波特列索夫并没有好好想一想他所说的这些话的含义。我们假定，两个国家在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交战。从现代民主派的观点看来，应当希望哪个国家获胜呢？显然是希望那个获得胜利之后能够更有力地推动和更迅猛地发展资产阶级解放运动、更有力地摧毁封建制度的国家获胜。我们再假定，客观历史环境的决定因素变了，争取民族解放的资本已经被国际的、反动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所取代。假定第一个国家占有非洲的3/4，而第二个国家占有1/4。他们的战争的客观内容是重新瓜分非洲。应当希望哪一方获胜呢？如果还象过去那样去提出这个问题，那就太荒唐可笑了，因为过去的估计的标准现在已不存在：既不存在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多年发展过程，也不存在封建主义崩溃的多年的过程。现代民主派既不应当帮助前者巩固其占有3/4的非洲的“权利”，也不应当帮助后者（即使后者在经济上比前者发展得快）夺取这3/4。

现代民主派要保持其为民主派，就只有不追随任何一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只有说“双方都同样坏”，只有希望每个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都失败。任何其他的决定，实际上都是民族自由主义的决定，同真正的国际观点毫无共同之点。




但愿读者不要上亚·波特列索夫的装腔作势的术语的当，他用这些术语是要掩饰他已转向资产阶级的观点。亚·波特列索夫叫喊“不要后退到个别性，而要前进到十分完整、十分有力量的国际意识”，他是在拿自己的观点来反对考茨基的观点。他把考茨基（以及和考茨基类似的人）的观点叫作“个别性”，意思是说考茨基拒绝考虑“哪一方获胜比较有利”，而为每一“个别”国家的工人的民族自由主义辩护。他说，可是我们，亚·波特列索夫、切列万宁、马斯洛夫、普列汉诺夫等，却要诉诸“十分完整、十分有力量的国际意识”，因为我们支持具有单一的明确的色彩的民族自由主义，决不是从个别国家的（或个别民族的）观点出发，而是从真正国际的观点出发……这种议论令人可笑，甚至令人感到……可耻。

不管是亚·波特列索夫及其伙伴，还是考茨基，都跟在资产阶级的后面，背叛了他们竭力想代表的那个阶级的观点。


二

亚·波特列索夫给自己的文章加的标题是：《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无可争辩，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因此，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

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他的文章登在同一期的《我们的事业》杂志上[153]）的诡辩的根本之点，或者说，他们两人的、使他们两人得出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民族自由主义的结论的根本的历史性错误，正是在这一方面。

问题在于，亚·波特列索夫举出的1859年意大利战争这个他“特别有兴趣”的例子，以及考茨基列举的历史上的许多类似的例子，“恰恰不属于”我们生活于其“交界点”的“两个历史时代”。我们正在进入（或者说已经进入，但还处在开始阶段）的时代，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现代（或第三个时代）。我们刚刚走过的时代，叫作昨天的时代（或第二个时代）。这样，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举出例子的那个时代，我们就得把它叫作前天的时代（或第一个时代）。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的议论所以都是令人厌恶的诡辩和难以容忍的谎言，就因为它们用前天的时代（第一个时代）的条件来偷换现代（第三个时代）的条件。

下面就来说明一下。

通常把历史时代划分为：（1）1789—1871年；（2）1871—1914年；（3）1914—？。这种分期，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里被多次引用过，考茨基不止一次地重复过，亚·波特列索夫在自己的文章里也采用了。当然，这里的分界线也同自然界和社会中所有的分界线一样，是有条件的、可变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我们只是大致地以那些特别突出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重大的历史运动的里程碑。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已经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迅速崩溃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这是新的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时代。第三个时代刚刚开始；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

正是考茨基自己在一系列文章和在《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里（1909年出版），十分明确地描述了正在到来的第三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指出了这个时代同第二个时代（昨天的时代）的根本区别，承认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现代民主派的当前任务以及斗争的条件和形式已经改变。现在，考茨基把自己过去崇拜的东西付之一炬[154]，而最令人难以置信地、最不体面地、最无耻地改变了立场。在上述的小册子里，他直截了当地谈到了战争临近的征兆，而且谈的正是在1914年成为事实的这种战争。只要把这本小册子的好些地方同考茨基今天的大作对比一下，就足以十分明显地看出考茨基已经背叛了他自己原来的信念和庄严声明。在这方面，考茨基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例子（甚至也不只是德国特有的例子），而是在危机的时刻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现代民主派整个上层的典型代表。

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所举的历史上的例子，全都属于第一个时代。不但在1855年、1859年、1864年、1866年、1870年的战争时期，而且在1877年（俄土战争）和1896—1897年（土希战争和亚美尼亚骚动）时期，作为历史现象的主要客观内容的，都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或资产阶级社会摆脱各种封建制度过程中的“痉挛”。那时，在许多先进国家里，还根本谈不上什么现代民主派的真正独立的、与资产阶级过度成熟和衰落的时代相适应的行动。资产阶级是当时的主要阶级，它在这些战争中，在参加这些战争的过程中，处于上升的阶段，唯有它能以压倒的力量去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当时，在不同国家里，以各种有产的商品生产者阶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在不同程度上是进步的，有时甚至是革命的（例如1859年时意大利的一部分资产阶级），而作为这个时代的总的特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就是说，它同封建制度的斗争还没有完成，没有结束。因此，现代民主派以及他们的代表马克思，当时要遵循支持进步的资产阶级（能够进行斗争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这个无可争辩的原则，去解决“哪一方获胜”即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的问题，这是十分自然的。当时，在战争所涉及的一些主要国家里，人民运动是一般民主运动，也就是说，就其经济内容和阶级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因此，当时无法提出别的问题，而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出现什么样的力量组合，哪一股反动的（阻碍资产阶级崛起的封建专制的）势力失败，才能给现代民主派开辟更广阔的“天地”，这是十分自然的。

而且，正如亚·波特列索夫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马克思在“估计”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而引起的国际冲突时，他所考虑的是：哪一方获胜更能有助于民族运动和一般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亚·波特列索夫的文章的第74页）。这就是说，因某些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上升到执政地位而发生军事冲突时，马克思象在1848年那样，最关心的是吸引更广泛、更“卑微的”群众，吸引整个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以及各贫苦阶级来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以扩大和加强这一运动。马克思考虑的是如何扩大运动的社会基础，如何使运动得到发展，正是这种考虑使马克思的彻底民主主义的策略根本不同于拉萨尔的不彻底的、倾向于联合民族主义自由派的策略。

第三个时代的国际冲突，在形式上仍同第一个时代的国际冲突一样，但其社会内容和阶级内容已经根本改变了。客观的历史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

上升的、争取民族解放的资本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已经被最反动的、衰朽的、过时的、走下坡路的、趋向没落的金融资本反对新生力量的斗争所取代。在第一个时代作为摆脱封建制度的人类发展生产力的支柱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这个框子，现在到了第三个时代，已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了。资产阶级从上升的、先进的阶级变成了下降的、没落的、内在死亡的、反动的阶级。现在，上升的阶级——在广阔的历史范围内——已经是全然不同的另一个阶级了。

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抛弃了这个阶级的观点，向后倒退，重复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似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进步运动在今天依然是历史进程的客观内容。而实际上，现在要现代民主派跟着反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走，是根本办不到的，不管这个资产阶级带着什么样的“色彩”。

在第一个时代，客观上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是：进步的资产阶级怎样在其反对衰亡的封建制度主要代表的斗争中，“利用”国际冲突使整个世界资产阶级民主派赢得最大的胜利。当时，在第一个时代，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被封建制度奴役的资产阶级希望他们“自己的”封建压迫者失败，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况且，这种主要的、中心的、有全欧影响的封建堡垒是为数很少的。所以马克思才要作这样的“估计”：在这种具体环境（形势）下，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获胜对于破坏全欧的封建堡垒更为重要。

现在，在第三个时代，全欧性的封建堡垒已经根本不存在了。当然，“利用”冲突也是现代民主派的任务，但是这种国际性的利用，与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的看法相反，其目标不应当是反对某几个国家的金融资本，而应当是反对国际金融资本。而且从事利用的，也不应当是50—100年前处于上升地位的那个阶级。当时所谈的是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国际行动”（亚·波特列索夫语）；而现在，历史地产生的和客观情况提出的这种任务，已经摆在全然不同的另一个阶级面前了。


三

对于第二个时代，或者象亚·波特列索夫所说的“四十五年的时期”（1870—1914年），亚·波特列索夫描述得很不完全。托洛茨基在一本德文著作中对这个时代的描述也是同样不完全的，虽然托洛茨基并不同意亚·波特列索夫的实际结论（这应当认为是托洛茨基比亚·波特列索夫好的地方）。而这两位著作家对于他们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接近的原因至今未必清楚。

关于我们称之为第二个时代或昨天的时代的这个时代，亚·波特列索夫写道：


　　“对工作和斗争的过细的限制，无孔不入的渐进主义，这些被一些人奉为原则的时代标志，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成了他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并且成了他们心理的因素，思想的色彩。”（第71页）“它〈这个时代〉的按部就班、稳健沉着、小心谨慎地前进的才干，也有其相反的一面，即显然不能适应渐进中断现象，不能适应任何一种灾变现象，这是第一；第二是完全锁闭在民族行动——民族圈子的范围内”（第72页）……“既没有革命，也没有战争”（第70页）……“民主派的‘阵地战’时期拖得愈长……在欧洲的心脏没有发生国际冲突，因而没有经历超越民族国家疆域的风潮，没有敏锐地感觉到全欧或世界范围的利益，这样一个欧洲历史时期在舞台上停留的时间愈长，民主派的民族化就进行得愈是顺利。”（第75—76页）



　　这段描述，同托洛茨基对这个时代相应的描述一样，其根本的缺点就是不愿意看见和不愿意承认在上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民主派内部的深刻矛盾。照这样说来，好象这个时代的现代民主派始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整个说来充满了渐进主义精神，它民族化了，不习惯于渐进的中断和灾变，它萎缩了，发霉了。实际上不可能是这样，因为除了上述趋势，无疑还有另一些相反的趋势：工人群众的“存在”日益国际化，——人们被吸引到城市去，全世界大城市的生活条件在拉平（平均化），资本在国际化，在大工厂里，城里人和乡下人、本地人和外族人正在混杂起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企业主同盟向工人联合会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不断出现象群众罢工这样更尖锐、更激烈的斗争形式，物价飞涨，金融资本的压迫愈来愈不堪忍受，等等，等等。

实际上也不是这样。这一点我们是知道得千真万确的。在这个时代里，没有一个，确实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的资本主义大国能够逃脱现代民主派内部的两个彼此矛盾的流派的斗争。虽然一般说来这一时代带有“和平的”、“停滞的”、死气沉沉的性质，但是上述斗争在每个大国里有时表现得十分激烈，甚至导致分裂。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流派影响到现代民主派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影响到他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同自由派的联盟，对军事拨款的投票，对殖民政策、改良、经济斗争性质、工会中立等问题的态度。

“无孔不入的渐进主义”，绝不象波特列索夫和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是在整个现代民主派里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绪。不，这种渐进主义已经形成为一定的流派，在这个时期的欧洲，这个流派经常在现代民主派中产生出单独的派别，有时甚至是单独的政党。这个流派有自己的领袖，自己的报刊，自己的政策，对人民群众有自己特别的——而且是特别有组织的——影响。不仅如此，这个流派愈来愈依据，而且可以说最后已经“完全依据”现代民主派内部的某一社会阶层的利益行事。

“无孔不入的渐进主义”自然也把许许多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带进了现代民主派的队伍；此外，小资产阶级的生存特点，以及由此而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方向，意向）的特点，已经在议员、新闻记者和工会组织的官吏的一定阶层中形成；从工人阶级当中，已经比较明显地清晰地分化出一种官僚和贵族。

我们就以占有殖民地和扩大殖民版图为例。这无疑是上述时代和多数大国的特点之一。这在经济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资产阶级得到相当数量的超额利润和特权，其次无疑意味着极少数小资产者以及待遇极高的职员和工人运动中的官吏等也能够得到这些“大蛋糕”的一点碎屑。工人阶级当中的极少数人从殖民地和特权的好处中“分享”一点油水，这样的事情例如在英国就有过，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确认并指出过的一件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随着欧洲所有的资本主义大国先后大量占有殖民地，总的来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和成长，这种当初仅仅是英国才有的现象已成了所有这些大国的普遍现象。

总之，第二个时代（或昨天的时代）的“无孔不入的渐进主义”，不但已经造成象亚·波特列索夫所设想的那种“不能适应渐进中断”的现象，不但已经产生象托洛茨基所说的某种“可能派”[155]倾向，而且还产生了整整的一个机会主义流派；这个流派把现代民主派内部同具有本民族“色彩”的资产阶级在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上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一定的社会阶层当作靠山，直接地、公开地、完全自觉地和一贯地敌视任何有关“渐进中断”的思想。

托洛茨基（更不必说亚·波特列索夫）在策略上和组织上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他害怕，或者说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够承认一个机会主义流派已经完全“成熟”并且同今天的民族主义自由派（或社会民族主义）有极其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事实，否认这种“成熟”的事实和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实践上至少会导致在到处流行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或民族自由主义的）祸患面前完全惊慌失措和束手无策。

总的说来，亚·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弗·科索夫斯基（他甚至为德国民主派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这种民族自由主义的行为辩护）和托洛茨基，全都否认机会主义和社会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

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昨天“按机会主义”划分民主派和今天“按社会民族主义”划分民主派，这两者并不完全一致。这个理由，首先是不符合事实，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其次，这个理由完全是片面的，不充分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个人和某些团体可以从一方转到另一方，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在每次发生大的社会“动荡”的时候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某一流派的性质并不会因此而有丝毫的改变；一定的流派之间在思想上的联系也不会改变，它们的阶级作用不会改变。看来，所有这些看法都是尽人皆知的，无庸置辩的，今天还要来强调这些，使人觉得简直有点难为情。但是上述这些著作家偏偏把这些看法忘记了。机会主义的基本阶级意义——或者，也可以说它的社会经济内容——就在于，现代民主派的一些分子在一系列问题上已经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实际上如此，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机会主义就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谁要是害怕这些话的表面上的“派别性”，我们劝他不妨花点功夫去研究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后者对反对“派别性”的人是一位特别适宜的“权威”，不是吗？）的思想，至少是对英国机会主义的评论。毫无疑问，经过一番研究以后，他就会承认机会主义的和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在根本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今天的社会民族主义的基本阶级意义也完全一样。机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资产阶级和它的对立面彼此联合或接近（有时是达成协议、结成联盟，等等）。社会民族主义的基本思想也完全一样。机会主义和社会民族主义在思想政治上相近、相连甚至相同，这是毫无疑问的。自然，我们拿来作为根据的，不应当是某些个人或团体，而只能是对各社会流派的阶级内容的分析，是从思想政治上对它们主要的根本的原则进行的研究。

如果从另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我们会问：社会民族主义是从哪里来的？它是怎样产生和生长起来的？是什么东西使它发生作用和给了它力量？谁回答不了这些问题，谁也就是根本没有理解什么是社会民族主义，当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同它“划清思想界限”，不管他怎样赌咒发誓，说他决心同社会民族主义“划清思想界限”。

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回答：社会民族主义是从机会主义里面生长起来的，正是机会主义给了它力量。怎么能够“一下子”就产生出社会民族主义呢？这跟怀孕9个月以后“一下子”生出一个小孩完全一样。在整整第二个时代（或昨天的时代），在欧洲各国，机会主义的表现不可胜数，其中的每一个表现都是一条涓涓细流，而今天它们“一下子”汇合成一条社会民族主义的江河，虽然河水还很浅（附带说一句：而且又浑又脏）。怀孕9个月以后，胎儿就会脱离母体；机会主义怀孕几十年之后，它的成熟的胎儿即社会民族主义就会在比较短的时期内（与几十年相比而言）脱离现代民主派。不管各种各样的好心人听到这种看法和言论以后会怎样大喊大叫，大发脾气，暴跳如雷，这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这是从现代民主派的整个社会发展中和第三个时代的客观环境中产生出来的。

但是，如果说“按机会主义”划分和“按社会民族主义”划分并不完全一致，这岂不是就证明这两种现象之间没有本质的联系吗？第一，这并没有证明，就象18世纪末某些资产阶级分子一会儿转到封建主方面，一会儿转到人民方面，并没有证明资产阶级的成长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没有联系”一样。第二，整个说来（我们现在所说的正是整个的情况），这种一致是存在的。我们不要看单独一个国家，而要看若干国家，例如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俄国、意大利、瑞典、瑞士、荷兰、保加利亚这10个欧洲国家的情况。其中只有3个加上了着重标记的国家似乎有些例外；在其余的国家里，坚决反对机会主义的流派都产生了与社会民族主义相敌对的流派。这里可以举出德国著名的《月刊》及其反对者，俄国的《我们的事业》杂志及其反对者，意大利的比索拉蒂党及其反对者，瑞士的格雷利希派和格里姆派，瑞典的布兰亭派和霍格伦派，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派和潘涅库克、哥尔特派，还有保加利亚的“共同事业派”和“紧密派”[156]。旧的划分和新的划分总的说来是一致的，这是事实；至于完全的一致，甚至在最简单的自然现象中也是不存在的，正象伏尔加河在卡马河注入以后同注入以前并不完全相同，孩子和双亲并不完全相象一样。英国看起来好象是个例外；其实，它在战前曾经有两个主要的派别，以两家日报为中心（日报是最能表明一个派别的群众性的客观标志），即机会主义者的《每日公民报》[157]和反机会主义者的《每日先驱报》[158]。两家报纸都被民族主义的浪潮吞没了；但是，在支持前者的人当中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在支持后者的人当中有将近七分之三的人是持反对立场的。通常人们只拿“英国社会党”同“独立工党”相对比，这样比是不对的，是忘记了后者同费边派[159]、同“工党”[160]实际上结成了联盟。这就是说，10国当中只有两国是例外；但这两国也并不完全是例外，因为派别并没有变换立场，只是浪潮吞没了（原因十分明显，用不着再谈）几乎所有反对机会主义的人而已。毫无疑问，这说明浪潮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但是，这丝毫不能推翻在全欧范围内新旧两种划分是一致的这一事实。

有人对我们说：“按机会主义”划分已经过时了，只有划分为国际观点的拥护者和民族狭隘观点的拥护者才有意义。这种意见是根本不对的。“国际观点的拥护者”这个概念，如果不具体加以说明，那就毫无内容，毫无意义，而具体说明的每一步，都会是列举出与机会主义相敌对的各种标志。在实践中，情况会更加如此。一个人如果拥护国际观点，而又不十分坚决彻底地反对机会主义，这种国际观点也就无异于海市蜃楼。也许，一些这样的人可能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国际派”，但是，评定一个人不是根据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政治行为。这种不坚决彻底地反对机会主义的“国际派”，其政治行为始终是会帮助或者说支持民族主义者的流派。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者也自称为“国际派”（考茨基、伦施、亨尼施、王德威尔得、海德门等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完全承认具有他们同样思想方式的人应当实行国际的接近、协商和联合。机会主义者并不反对“国际观点”，他们只是主张对机会主义者给予国际的认可，主张机会主义者达成国际的协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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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6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央机关报和新报纸》决议的第三条草案[161]


（1915年2月14—19日〔2月27日—3月4日〕）

3．代表会议表示完全赞同更经常地出版中央机关报和创办一种由中央机关报编辑的通俗日报的想法，认为这份新报纸可以在保证完成正常出版中央机关报这一基本任务的情况下出版。

代表会议号召所有国外的同志立即在这方面积极进行工作，特别是通过举行撰稿人会议等更经常地以稿件支援中央机关报。





	载于191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代表会议》胶印单页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371页

















[161]这是列宁草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央机关报和新报纸》决议的第3条。



由于博日小组、巴黎支部等打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之外另行筹办自己的报纸，在这次国外支部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中央机关报和新报纸”问题。考虑到在战时情况下经费和写作力量有限以及布尔什维克必须更紧密地相互联系，共同讨论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列宁认为出版地方报纸是不适当的，因而建议修改提交代表会议讨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的第3条。代表会议采纳了列宁的建议，通过了列宁草拟的决议第3条。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见注167。——[156]。





《列宁全集》第26卷


警察和反动分子是怎样保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的

（1915年2月18日〔3月3日〕）

哥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哥达人民小报》于1月9日登载了一篇题为《警察保护下的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政策》的文章。


　　这家被置于军事当局的这种令人愉快的监护之下的报纸写道：“我们哥达的书报预检机关头两天进行的检查极其清楚地表明，当局特别关心的是禁止我们队伍内部对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政策进行不恰当的批评。书报检查的目的是保持社会民主党的‘党内和平’，或者换句话说，是保持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和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受到政府的保护，——这实在是我们‘伟大的’时代、德意志民族复兴时代的国内政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的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中的政治家们，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大力宣扬自己的观点。在几个很大的党组织里，他们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他们的宣传没有能使工人拥护那些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人，而是适得其反。因此，军事当局才去设法帮助他们，时而禁止书报出版，时而取消集会自由。在我们哥达帮助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是战时书报检查，而在汉堡则是人所共知的禁止集会。”





　　在伯尔尼出版的一家瑞士社会民主党报纸[162]引用了上面这些话，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好几家报纸已经接受书报预检机关的检查，并且补充说：
　　“这样一来，很快就不会有任何东西妨碍德国报刊的一致了。如果有谁试图破坏这种一致，军事专政就会根据维护党内和平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直接或间接的告发，迅速而坚决地加以制止。”



　　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报纸确实在直接和间接地告发激进的报纸！所以，事实证明，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上所写的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我们写道：“机会主义者是敌视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危机时期，他们立刻就成为联合起来的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开同盟者。” 
［注：见本卷第116页。——编者注］

 统一，作为目前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意味着同机会主义者统一，服从机会主义者（或者是服从他们同资产阶级的联盟）。这是一个实际上在帮助警察和反动分子而对工人运动危害极大的口号。

附带提一下最近（用德文）出版的博尔夏特的一本出色的小册子《1914年8月4日以前和以后》。该书的副标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否背弃了自己？》。作者回答说，是的，是背弃了自己。他指出，“八四”政策和8月4日以前党的声明是完全背道而驰的。1914年8月4日以前，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说：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要以战争反对战争。而1914年9月28日中央委员奥托·布劳恩却谈到创办合法报纸已花费了2000万资金，雇用了11000个职员。几万个被合法主义腐蚀的领导人、工会官员和特权工人瓦解了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百万大军。

由此应当得出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教训：必须坚决同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决裂。而空话连篇的社会革命党清谈家（尤·加尔德宁及其同伙）却在空话连篇的巴黎的《思想报》上背弃马克思主义而鼓吹小资产阶级思想！他们忘记了政治经济学的起码常识，忘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只会产生出一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他们也忘记了宪章运动、1848年六月起义[163]、巴黎公社和1905年十月和十二月事件[164]。工人在走向世界革命的过程中，必然会遭到许多失败，犯许多错误，受到许多挫折，暴露出许多弱点，但是他们一直在朝着这一目标前进。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是1914年国际蒙受耻辱和遭到破产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而花言巧语的加尔德宁们及其同伙却想用这样一种办法来医治社会主义，即让它完全脱离它唯一的社会历史基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用庸俗的知识分子民粹主义的白水完全冲淡马克思主义。不是奋力工作，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同机会主义完全决裂，而是要把这个运动同罗普申们和切尔诺夫们这类机会主义者结合起来，这些人前天是投掷炸弹的自由派，昨天是叛变的自由派，而今天已经被资产阶级关于“劳动”原则的甜言蜜语弄得神魂颠倒！！加尔德宁们并不比休特古姆们好些，社会革命党人并不比取消派好些，难怪他们在专门贯彻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实行联合的纲领的《同时代人》杂志[165]上如此亲热地拥抱在一起了。





	载于1915年3月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155—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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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伦敦代表会议

（1915年2月18日〔3月3日〕）

现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的来信摘引如下：


　　“伦敦1915年2月14日。昨天晚上接到国际不列颠支部书记的信，他把代表会议的地点通知了我，这是对我上一封信的回答，在那封信里，我告诉了他们我的住址，但没有强要参加会议。我决定赴会，争取在会上宣读宣言。与会者有代表社会革命党（代表社会沙文主义者）的鲁巴诺维奇，《思想报》的代表切尔诺夫在博勃罗夫；代表组织委员会的马伊斯基（他和马尔托夫用一张代表证，后者因未得到入场证而未能参加）。英国有代表11人（主席凯尔－哈第及麦克唐纳等），法国有代表16人（桑巴、瓦扬等），比利时有代表3人（王德威尔得等）。主席在宣布开会时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交换意见，而不是通过决议。一位法国代表提出修正意见说，为什么不把大多数人的意见用决议形式确定下来呢？这个修正得到了默认。

会议的议程是：（1）民族权利——比利时、波兰；（2）殖民地；（3）和平的保障。选出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鲁巴诺维奇等人组成）。决定每个国家出代表一名作简短发言，说明对战争的态度。我发了言并抗议不邀请我们党驻社会党国际局正式代表参加会议的做法〈马克西莫维奇同志早在一年多以前就是我们党派出的社会党国际局的成员，他一直住在伦敦〉。主席打断我的发言，说邀请了所有‘知名的人’。我对于不通知真正的代表的做法再次提出抗议。然后我谈到表明了我们对战争的总的态度并已送交社会党国际局的宣言〈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上的《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文
［注：见本卷第12—19页。——编者注］

 〉。我说，在谈和平条件以前，应当弄清用什么样的手段获得和平，为此就必须确定是否有共同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基础，确定我们是作为沙文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还是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来讨论问题。我宣读我们的宣言，但是主席不让我读完，说我的代表资格还没有弄清〈！！〉，说他们召开会议‘不是为了批评各个党派’〈！！！〉。于是我声明，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作完报告后，我将继续发言。”（不让我们读完的宣言，将刊载在本报下一号上。）

“瓦扬、王德威尔得、麦克唐纳和鲁巴诺维奇作了关于总的立场的简短声明。然后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要马伊斯基自己决定他一个人是否能够代表组织委员会，而我‘被准许’参加会议。我感谢代表会议的‘好意’，并希望继续宣读宣言，以此确定我是否将留在会场。主席打断我的发言，不准向代表会议提‘条件’。这时我请求让我说明我不再参加代表会议的理由。又遭到了拒绝。于是我请求让我声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参加代表会议，至于不参加的原因，我交了一份书面声明给主席。然后我收拾起文件，退出了会场……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别尔津〉向主席声明他完全赞同我们的宣言。”





　　代表会议代表被禁止向报刊作任何报道，但是马克西莫维奇同志退出会场一事显然不在此例，有凯尔－哈第参加工作的机关报《工人领袖》[166]概略地报道了马克西莫维奇退出会场的事以及他的观点。限于篇幅，关于伦敦代表会议及其决议，我们只好在本报下一号再谈。现在我们暂且指出，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毫无用处的，它们只能为社会沙文主义打掩护。

俄国代表的情况是：中央委员会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坚决而明确地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取消派的组织委员会不是不知去向，便是从中作梗。社会革命党人里，“党”（鲁巴诺维奇）拥护社会沙文主义，《思想报》（博勃罗夫和切尔诺夫）则采取反对立场，对此，我们将在了解了他们的声明以后再作评价。





	载于1915年3月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158—160页

















[166]《工人领袖》（《The Labour Leader》）是英国的一家周报，1891年创刊，1893年起成为独立工党的机关报。1922年该报改称《新领袖》；1946年又改称《社会主义领袖》。——[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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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167]


（1915年3月16日〔29日〕）

在瑞士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已于最近闭幕。会议除讨论了纯粹国外的事情（关于这些，我们将尽可能在以后几号中央机关报上作些简略的介绍）以外，对战争这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作出了决议。目前一些人发表的种种议论，其实质不外乎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而实际上却总想不惜任何代价，这样或那样地与社会沙文主义妥协。我们现在立即发表这些决议，就是希望它们对所有想摆脱目前这种众说纷纭的状态、真正找到积极行动的出路的社会民主党人有所帮助。还要说明一点，关于“欧洲联邦”口号这一问题的争论，只偏重了政治方面，因此，决定把这个问题推迟到报刊上讨论了这个问题的经济方面之后再来解决。


代表会议决议

为了更有计划地进行宣传，代表会议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上登载的中央委员会的宣言 
［注：见本卷第12—19页。——编者注］

 ，确定了以下的基本原则：


关于战争的性质

当前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这次战争是由这样的时代条件造成的：这时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时不仅商品输出，而且资本输出也已经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这时生产的卡特尔化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这时殖民政策导致了几乎整个地球的瓜分；——这时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越出了民族国家划分这种狭隘范围；——这时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关于“保卫祖国”的口号

当前这场战争的真正实质，就是英国、法国和德国之间为瓜分殖民地和掠夺竞争国而进行斗争，就是俄国沙皇政府和统治阶级图谋夺取波斯、蒙古、亚细亚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亚等等。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战争中的民族因素，只有从属的意义，不能改变战争的总的帝国主义性质。

近几十年来的整个经济史和外交史表明，两个参战国集团不断准备的就是这种战争。至于哪一个集团首先开始军事攻击，或者首先宣战，这个问题对于确定社会党人的策略，没有任何意义。双方叫喊保卫祖国、抵御外敌入侵、进行防御性战争等等，这完全是欺骗人民的谎言。

真正的民族战争，特别是1789—1871年间发生的民族战争，其基础是长期进行的大规模民族运动，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斗争，推翻民族压迫和建立民族国家，即创造发展资本主义的前提。

那个时代所产生的民族思想，在广大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无产阶级中间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现在，在完全不同的帝国主义时代里，这一情况正在被资产阶级诡辩家和跟着他们跑的社会主义的叛徒利用来分裂工人，使他们背离自己的阶级任务，背离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共产党宣言》上说“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在今天比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正确。只有无产阶级进行反资产阶级的国际斗争，才能保卫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才能给被压迫群众开辟一条通向美好未来的大道。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

“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个口号是公社的经验所启示的，是巴塞尔决议（1912年）所规定的，也是在分析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条件后得出的。” 
［注：见本卷第18—19页。——编者注］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当前这个时代所号召的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拿起武器反对资产阶级，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剥夺资本家阶级，在俄国实行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在一般落后的君主国建立共和国，等等。

战争使人民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就不能不激起革命情绪，引起革命运动，而国内战争的口号就是要把这种情绪和运动集中起来并加以引导。

目前工人阶级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革命危机却日益成熟。战后各国统治阶级更会竭尽全力使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倒退好几十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无论在革命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或是在危机长久持续的情况下，都不应当放弃长期性的日常的工作，都不应当轻视以往阶级斗争的任何一种方法。它应当把议会活动和经济斗争都引向反对机会主义，发扬群众革命斗争的精神。

要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首先应当采取下列步骤：（1）无条件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退出资产阶级内阁；（2）同“国内和平”（bloc national，Burgfrieden）政策彻底决裂；（3）在政府和资产阶级实行戒严、取消宪法规定的自由的一切地方建立秘密组织；（4）支持各交战国士兵在所有的战壕内和整个战场上举行联欢；（5）支持无产阶级的各种群众性的革命行动。


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第二国际的破产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破产。机会主义是作为以往工人运动“和平”发展时代的产物生长起来的。这个时代教会了工人阶级利用这样一些重要的斗争手段，如利用议会制度和一切合法的机会，建立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创办有广泛影响的工人报刊，等等。另一方面，这个时代也产生了一种倾向，即否定阶级斗争和宣扬社会和平，否定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否定秘密组织，承认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等等。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工人运动中的官僚和工人贵族。他们从依靠剥削殖民地和自己“祖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特权地位得来的收入中分得一点油水）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就是这种倾向的主要社会支柱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

机会主义的有害影响，在第二国际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的战时政策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参加内阁，实行“国内和平”政策，在合法地位被取缔的时候不去建立秘密组织，这就是撕毁第二国际的各项最重要的决议，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


第三国际

战争造成的危机暴露出机会主义的真正本质，表明它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直接帮凶。以考茨基为首的所谓社会民主党“中派”，事实上完全滚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他们用特别有害的伪善的言论，用篡改成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掩饰机会主义。经验证明，在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只有针锋相对地反对党的大多数上层分子的意志，才能捍卫社会主义的观点。如果不同机会主义者在组织上完全划清界限，希望恢复真正社会主义的国际，只能是一种有害的幻想。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当支持无产阶级的一切国际性的和群众性的革命行动，竭力使国际的一切反沙文主义分子团结起来。


和平主义与和平口号

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扬和平，是愚弄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其帝国主义阶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否认革命战争的积极意义，这种战争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象1789—1871年期间那样为推翻民族压迫、把封建割据的国家建成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战争，或者是无产阶级在战胜资产阶级之后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而可能进行的战争。

在今天，宣传和平而不同时号召群众采取革命行动，那只能是散布幻想，腐蚀无产阶级，使他们相信资产阶级的仁爱，使他们充当交战国秘密外交的玩物。认为不经过一系列革命就能实现所谓民主的和平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


沙皇君主政府的失败

在每个国家，要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自己的政府作斗争，就不应当害怕进行革命鼓动可能促使自己的国家失败。政府军队的失败会削弱这个政府，会促进受其奴役的民族的解放，会有助于反对统治阶级的国内战争。

这一点对俄国来说特别适用。如果俄国获胜，世界反动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就会加强，被侵占地区的民族就会处于完全被奴役的地位。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俄国战败都为害最小。


对其他党派的态度

　战争引起了沙文主义的猖獗，也暴露出民主派（民粹派）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他们以《思想报》为代表的反对派十分不坚定）以及普列汉诺夫所支持的取消派的基本核心（《我们的曙光》杂志）都屈服于沙文主义。事实上站在沙文主义方面的还有组织委员会（从暗中支持沙文主义的拉林和马尔托夫到原则上维护爱国主义思想的阿克雪里罗得），还有亲德沙文主义占上风的崩得[168]。布鲁塞尔联盟（1914年7月3日联盟）已经土崩瓦解。而聚集在《我们的言论报》[169]周围的分子则摇摆不定，时而空泛地赞成国际主义，时而又力图与《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组织委员会讲统一。社会民主党的齐赫泽党团也在摇摆不定，一方面开除了普列汉诺夫分子即沙文主义者曼科夫，另一方面又想千方百计地掩饰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曙光》杂志、阿克雪里罗得、崩得等等的沙文主义。

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国内的任务，是进一步加强1912—1914年主要靠《真理报》[170]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统一，在坚决从组织上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划清界限的基础上恢复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只能同那些主张坚决与组织委员会、《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崩得断绝组织关系的社会民主党人达成暂时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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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审判证明了什么？

（1915年3月16日〔29日〕）

沙皇法庭对1914年11月4日在彼得格勒近郊召开的代表会议上被捕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5名成员和另外6名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审判，已经结束了。他们都被判处终身流放。各合法报纸登载了审判报道，但那些使沙皇政府和爱国主义者不愉快的地方，全被书报检查机关删掉了。对“国内的敌人”的惩治进行得很迅速，在社会生活的表面，除一大群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的疯狂叫嚣和一小撮社会沙文主义者的随声附和之外，又什么也看不到、听不到了。

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审判究竟证明了什么呢？

第一，它表明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这支先进部队在法庭上表现得不够坚强。当时被告的目的是使检察官查不出谁是俄国国内的中央委员，谁代表党同工人组织保持一定的联系。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今后，要达到这个目的，在法庭上也应当继续采用党早就正式提出的办法——拒绝招供。但是，象罗森费尔德同志那样竭力证明自己和社会爱国主义者约尔丹斯基先生意见一致，或者证明自己同中央委员会意见不合，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来说是不能容许的。

必须指出，根据《日报》[171]（第40号）登载的报告——正式的完整的审判报告没有发表——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声明说：“我在同一时期（11月）收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此外，我还收到7个地方的工人关于对待战争的态度的决议，这些决议和中央委员会的态度是一致的。”

这个声明使彼得罗夫斯基赢得了荣誉。当时周围沙文主义情绪非常强烈。难怪彼得罗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连具有激进思想的齐赫泽也兴奋地谈到“解放”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代表在入狱之前曾反击过这种沙文主义，而在法庭上，他们也有责任同这种社会沙文主义划清界限。

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172]卑躬屈膝地“感谢”沙皇法庭，因为它“驱散了”社会民主党代表希望沙皇军队战败的“传说”。立宪民主党人利用俄国国内社会民主党人被捆住手脚的机会，假装着把党和党团之间的虚构的“冲突”当作真实的事情，硬说被告招供完全不是由于畏惧法官。多么天真幼稚的孩子啊！他们假装不知道，在审判初期，代表们曾受到送交军事法庭和判处死刑的威胁。

这些同志在秘密组织问题上应当拒绝招供，他们应当懂得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要利用公开审判的机会毫不隐讳地阐明社会民主党的不但反对整个沙皇制度、而且反对形形色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观点。

让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报刊疯狂地攻击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吧！让社会革命党人、取消派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去幸灾乐祸地“捕捉”弱点或虚构的“同中央委员会意见不合”的表现吧（既然他们不能同我们进行原则性的斗争，他们总得想个办法同我们作斗争！）。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已相当强大，不怕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坦率地说出自己的错误和弱点。俄国的觉悟工人已经建立了这样的政党，选拔出这样的先进部队，它们在世界大战和国际机会主义在全世界崩溃的时候表现出能执行国际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我们走过的道路已经经受了最严重的危机的考验，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它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将更加坚定地走这条道路，将不断选拔出新的先进部队，我们一定要使它们不仅进行这种活动，而且要更正确地把它进行到底。

第二，审判展现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从来没有过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议会制度的情景。这种利用的实例会比任何演说都更能打动无产阶级群众的心灵，会比任何论据都更有说服力地驳倒崇拜合法性的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空谈家。关于穆拉诺夫秘密活动的报告和彼得罗夫斯基的札记，将在很长时期内成为议会代表们从事这样一项活动的榜样，对这种活动我们曾不得不尽量秘而不宣，而现在，俄国的一切觉悟工人会愈来愈用心地加以思考这种活动的意义了。当欧洲“社会主义的”（请原谅我玷污了这个词！）议会代表几乎全都成为沙文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的仆从的时候，当一度使我们的自由派和取消派神魂颠倒的出名的“欧洲主义”已经成为盲目崇拜合法性的一种麻木不仁的习惯的时候，在俄国却可以看到一个工人政党，这个党的议会代表最突出的地方，不是夸夸其谈，不是“出入”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沙龙，不是耍“欧洲”律师和议员的老练的狡猾手腕，而是联系工人群众，在工人群众中忘我地工作，完成秘密宣传员和组织者平凡的、不显眼的、艰苦的、默默无闻的、特别危险的职责。向上爬，获得在“社会”上有地位的议员或部长的头衔，——这就是“欧洲的”（应读作：奴仆式的）“社会主义的”议会活动的真正含义。到下面去，帮助启发和团结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这就是穆拉诺夫和彼得罗夫斯基这样的榜样所提出的口号。

这个口号将来一定会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当所有先进国家内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所提供的合法性被一笔勾销，结果只剩下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最紧密的事实上的联盟的时候，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工人都不会老是满足于这种合法性了。谁幻想让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同昨天的——也包括今天的——“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合法主义者“统一”，谁就是什么也没有学到，而且忘记了一切，谁就在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的盟友和无产阶级的敌人。谁如果到现在还不了解，为什么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同对合法主义和机会主义抱调和态度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分裂，那就请他读一读对穆拉诺夫和彼得罗夫斯基的活动的审判报道吧。进行这种活动的不只是这两位代表，只有极端幼稚的人才会幻想，在进行这种活动的同时，还能对《我们的曙光》杂志、《北方工人报》[173]、《同时代人》杂志、组织委员会、崩得等采取“友好宽容的态度”。

政府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成员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是想借此吓唬工人吗？它想错了。工人是吓不倒的，他们只会更清楚地理解自己的任务——与取消派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不同的工人政党的任务。工人们一定会学会把象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成员这样的人选进杜马，让他们在群众中进行同样的活动，进行更广泛而又更秘密的活动。政府想扼杀俄国的“秘密的议会活动”吗？它只会恰恰加强无产阶级和这种议会活动的联系。

第三，——这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审判，首次就俄国社会各阶级对战争的态度这个最重要、最基本、最本质的问题，提供了公开的、在俄国发行千百万份的客观的材料。难道知识分子的所谓“保卫祖国”与“原则性的”（应读作：口头上的或虚伪的）国际主义可以并行不悖的那些极端令人厌烦的胡说还不够吗？难道现在还不该看一看那些涉及各阶级即千百万现实生活中的人而与一小撮说大话的英雄无关的事实吗？

战争已经进行半年多了。各种倾向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报刊都已发表了意见，杜马中的所有党派集团都已确定了自己的立场——这是我们各阶级集团的很不完全的然而是唯一客观的标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审判及各种报刊的反应，总结了整个这份材料。审判证明，俄国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不仅反对任何沙文主义，而且特别赞同我们中央机关报的立场。代表们是在1914年11月4日被捕的。可见，他们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活动。他们是和谁一道并且是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活动的呢？他们反映和代表了工人阶级中的哪些派别呢？下列事实回答了这两个问题：“提纲”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代表会议的材料，我们党的彼得堡委员会也不止一次印发过同样内容的传单。代表会议上没有其他材料。代表们没有准备向代表会议报告工人阶级中其他派别的情况，因为不存在其他派别。

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成员也许只代表了少数工人的意见吧？我们没有理由这样设想，因为从1912年春天到1914年秋天这两年半的时间里，俄国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都团结在《真理报》的周围，而这些代表是在思想上与《真理报》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工作的。这是事实。如果工人对中央委员会的立场有什么比较大的异议的话，这种异议不会不反映在某个或某些决议草案中。法庭没有发现任何这样的情况，虽然它可以说是“发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活动中的许多情况。从彼得罗夫斯基亲笔修改的地方也看不出任何细小分歧。

事实说明，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俄国工人的觉悟的先锋队实际上就已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周围。不管这个事实使某些“党团”多么不愉快，但这是无可置辩的事实。起诉书引用了这样一句话：“不应当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兄弟即别国的雇佣奴隶，而要对准各国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和政党。”通过审判，这句话一定会把而且已经把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号召传遍俄国。通过审判，俄国工人先锋队的这一阶级口号已经深入广大群众。

资产阶级和部分小资产阶级中普遍流行的沙文主义，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不定，工人阶级的上述号召——这就是我国政治分野的客观实际情景。必须把自己的“展望”、希望和口号同这种实际情景结合起来，而不是把它们同知识分子和各种小团体的创立者的善良愿望结合起来。

真理派的报纸和“穆拉诺夫式”的活动，已使俄国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团结起来。约有4万工人购买《真理报》，而读《真理报》的工人就更多得多了。即使战争、牢狱、西伯利亚、苦役会夺去他们中间五分之四或十分之九的人，但要消灭这个阶层是不可能的。这个阶层生气勃勃，充满着革命精神和反沙文主义思想。只有这个阶层站在人民群众中间，扎根于群众之中，宣传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的国际主义。在四处出现土崩瓦解的情况下，只有这个阶层岿然屹立。只有这个阶层在领导半无产者阶层脱离立宪民主党人、劳动派分子、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曙光》杂志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影响而走向社会主义。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审判，使整个俄国都看到了这个阶层的存在，看到了它的思想和活动，看到了它的“同别国雇佣奴隶兄弟般地团结起来”的呼吁。

必须对这个阶层进行工作，必须反对社会沙文主义以维护这个阶层的统一。俄国工人运动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才能走向社会革命，而不是走向“欧洲”式的民族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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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日报》（《денв》）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12年在彼得堡创刊。孟什维克取消派参加了该报的工作。该报站在自由派和孟什维克立场上批评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地主政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从1917年5月30日起，成为孟什维克的机关报，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173]。



[172]《言语报》（《речъ》）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173]。



[173]《北方工人报》（《северная 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4年1月30日（2月12日）—5月1日（14日）代替《新工人报》在彼得堡出版。同年5月3日（16日）起，该报改用《我们的工人报》的名称出版。列宁在文章中常讽刺地称该报为《北方取消派报》和《我们的取消派报》。——[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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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伦敦代表会议

（1915年3月16日〔29日〕）

我们在这里刊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马克西莫维奇同志的声明，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对这次会议的看法。法国资产阶级报刊相当出色地暴露了它们作为英法资产阶级的工具或手段的作用。角色是这样分配的：《时报》和《巴黎回声报》[174]抨击法国社会党人对国际主义作了所谓过分的让步。这种抨击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为维维安尼总理在议会发表充满侵略性爱国主义精神的著名演说作铺垫。另一方面，《辩论杂志》[175]直接摊牌说：问题的实质在于，要使过去一直反对战争、反对招兵的以凯尔－哈第为首的英国社会党人投票赞成战争，直到战胜德国为止。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一点很重要。这是英法的社会党人都倒向英法资产阶级的政治结果。至于什么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全民投票等等，这一切都不过是说说而已，是毫无意义的空话！

毫无疑问，聪明的法国资产阶级反动派泄露了真情。由英法资产阶级伙同俄国资产阶级进行的战争，目的是摧毁和劫掠德国、奥地利和土耳其。这些资产阶级需要有人帮助招兵，需要社会党人同意把战争一直打到德国战败为止，至于其他，那都是可耻的空谈，都是玷辱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等等这些伟大的字眼。在行动上跟在资产阶级后面，帮助资产阶级掠夺别的国家，而在口头上却假惺惺地安抚群众，说他们承认“社会主义和国际”，——这就是机会主义的主要罪恶，就是第二国际破产的根本原因。

因此，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反对者当时在伦敦代表会议上的任务很清楚，就是退出这个会议，以便旗帜鲜明地坚持反沙文主义的原则，又不陷入亲德主义。因为亲德派之所以坚决反对伦敦代表会议，也恰恰是出于沙文主义的动机！！马克西莫维奇同志明确指出了德国社会党人的叛变行为，从而完成了这个任务。

崩得分子和组织委员会的拥护者怎么也理解不了这一简单而明显的事实。公然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行为辩护的科索夫斯基（见1915年1月崩得的《新闻小报》[176]第7号第7版第5节的开头）这类崩得分子就是亲德派。这家小报的编辑部根本没有声明他们不同意科索夫斯基（却特地声明他们不同意捍卫俄罗斯爱国主义的波里索夫）。在崩得中央委员会的宣言中（同上，第3版），没有一句话是明确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

组织委员会的拥护者主张亲德沙文主义和亲法沙文主义和解。从阿克雪里罗得的声明（《呼声报》第86号和第87号）和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第1号（1915年2月22日）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建议我们采取共同的行动来反对“正式的社会沙文主义”，我们直截了当地答复他们说：组织委员会和崩得本身就站在正式的社会爱国主义方面。在回信中我们还附上了我们的宣言草案并谈到马克西莫维奇同志有决定权。[177]

为什么《我们的言论报》要自欺欺人，在第32号的社论上对此默不作声呢？为什么它避而不谈我们的宣言草案上也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叛变呢？《我们的言论报》的宣言漏掉了这个最重要的“根本”点；无论是我们，还是马克西莫维奇同志，都没有接受而且也不可能接受这个宣言。因此，我们同组织委员会没有取得行动的一致。《我们的言论报》究竟为什么要自欺欺人，硬说有一致行动的基础呢？？

“正式的社会爱国主义”是当今社会主义运动中最主要的祸害。我们应当准备和聚集一切力量同这种祸害作斗争（而不是同它和解，不是在这方面实行国际间的相互“赦免”）。考茨基等人提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主张“赦免”、主张同社会沙文主义和解的纲领。我们则竭力提出一个同它作斗争的明确的纲领（请特别看一下《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和上面所刊登的决议）。我们只希望《我们的言论报》不要再在“空泛地赞成国际主义”和与社会沙文主义和解之间摇摆，而采取一种比较明确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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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说明国内战争口号的实例

（1915年3月16日〔29日〕）

公历1月8日瑞士报纸刊登了来自柏林的如下报道：


　　“近来报纸屡次登载有关德国人和法国人在双方战壕之间进行和平接触的消息。据《每日评论报》报道，12月29日发布的军令禁止在战壕中同敌人联欢和作任何接触；违令者以叛国论处。”



　　这样看来，举行联欢和进行接触已经是事实。德国军事当局为此感到不安，可见它对这件事情十分重视。1915年1月7日英国工人的报纸《工人领袖》转载了英国资产阶级报纸的一系列消息，证实英德两国士兵在举行联欢，他们实行了“48小时的休战”（过圣诞节），在两军战壕之间的地带进行友好接触，等等。英国军事当局下了一道禁止联欢的特别命令。而社会党人中的机会主义者和他们的辩护人（或奴仆？），却洋洋自得地——他们心中有数，知道战时书报检查机关将保护他们不遭到反驳——在报刊上硬要工人相信（象考茨基那样）各交战国的社会党人之间就反战行动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这是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讲的原话）！！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海德门、盖得、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人不是象今天这样充当资产阶级的帮凶，而能组成一个国际委员会来鼓动各交战国的社会党人“在战壕中”、在整个军队里“举行联欢和进行接触”，那会是怎样一种情况。既然今天，战争才进行了6个月，人们就到处违反所有那些出卖社会主义的首领、领袖和头面人物的意志而反对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分子，反对内阁主义者，军事当局甚至不得不用死刑来威吓“联欢”的人，那么几个月之后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啊！

机会主义者的奴仆考茨基和盖得、普列汉诺夫及其同伙唱一个调子，他写道：“实际问题只有一个：是本国获胜还是失败。”是的，如果忘掉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如果没有忘掉社会主义，这样说就不对了，因为还有另一个实际问题：是作为一个盲从的懦弱的奴隶死于奴隶主之间的战争呢，还是为举行奴隶之间以推翻奴隶制为目标的“联欢”而甘冒生命的危险？

这才是真正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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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和战争[178]


（不早于1915年4月14日〔27日〕）


引言

1．今年，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游行示威，将在欧洲大战已经爆发的情况下举行。

2．也许，在1915年，在“检阅自己的力量”这方面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吧？

在对比“成就和失败”、对比无产阶级世界和资产阶级世界方面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吧？——因为表面现象＝一切都瓦解了。

3．其实并不是这样。战争＝最大的危机。任何危机都意味着（尽管可能出现暂时的停滞和倒退）

（α）发展的加速

（γ）（β）矛盾的尖锐化

（β）（γ）矛盾的暴露

（δ）一切朽物的崩溃，等等。

所以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次危机（在五一节），看它是不是包含任何危机所包含的那些进步的和有益的因素。


资产阶级民族祖国的破产

4．“保卫祖国”和战争的真正性质。实质是什么？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对比。

5．1789—1871年（将近100年）……和1905年—？

6．“保卫祖国”（比利时？加里西亚？为了瓜分奴隶主的赃物）与“打破国界”对比。

　　民族祖国的破产？活该如此！！

7．老的和新的帝国主义——罗马和英国与德国对比。

　　　　　　　　　　　　　掠夺领土

　　　　　　　　　　　　　殖民地

　　　　　　　　　　　　　瓜分世界

　　　　　　　　　　　　　资本输出

8．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的成熟。

9．怎样维持原状？

怎样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

10．民族自由与帝国主义对比。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

11．在对待各次战争的态度上的“国际观点”。（（“什么样的资产阶级较好”？或者是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

12．是后退（退到民族祖国）还是前进（进到社会主义革命）。

　　结果＝民族狭隘观点的破产。


正式的社会民主党的破产

13．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如果不是认识到的话）工人运动史上的转折点。国际的危机和破产。问题在哪里？过去国际是统一的还是具有两种倾向？

14．主要国家工人运动内部对战争的态度概述：

　　德国：8月4日与博尔夏特[179]和《国际》杂志[180]对比

　　英国：

　　法国：（盖得＋桑巴与梅尔黑姆对比）

　　俄国。

　　意大利　　　　　实际上到处都有两派

　　瑞　士

　　瑞　典

15．实质是什么？比较英国和德国的工人运动＝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倾向和影响。

16．反对机会主义的15年斗争和机会主义在西欧的发展。机会主义的破产对工人运动有好处。

（（盖得—海德门—考茨基—普列汉诺夫。））

17．正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1895—1915年）。

不是要让死尸复活，而是要发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机会主义的“冒牌马克思主义”。

18．马克思主义与司徒卢威主义[181]对比……

辩证法与折中主义对比……

19．被扯破的旗帜？　　　斯图加特1907年

　　　（幻相的破灭）　　开姆尼茨1910年[182]

　　　　　　　　　　　　巴塞尔1912年

20．除了革命行动以外的“一切可能性”。

21．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

　　　　　《工团战斗报》[183]

　　　　　　　　　　　　　　　　　　　　　科尔纳利森

　　　　　　　　　　　　　　　　　　　　　格拉弗

　　　　　　　　　　　　　　　　　　　　　克鲁泡特金

22．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退位。

无用的组织被破坏了，或者，更确切些说，死亡了——为更好的组织扫清基地。

“过分成熟”（不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同1907年比较。


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幻觉的破灭

23．战争或者被说成是一项全民族的事业，或者被说成是不正常现象，是对“和平的”资本主义的破坏，等等。

这两种幻觉都是有害的。战争正在使这两种幻觉破灭。

24．战时的“国内和平”、“举国联合”、“神圣同盟”？？

25．战争是“可怕的”事情吗？是的。但它又是可以获得骇人听闻的利润的事情。

1600亿卢布＞600亿卢布。

剩余价值＝100—200亿卢布。

26．使工业“适应”战争条件。

（破产。迅速积聚。）

27．战争和资本主义的基础。

是“和平的民主主义”、“文化”、“法制”等与战争的惨祸对比吗？？

不正确。

私有制和交换。

使一些人破产的保证，暴力的保证和基础。

28．殖民地和租让。

“诚实的承租人”？

“人道的”殖民者？

29．战争＝可以获得骇人听闻的利润的事情＝资本主义直接的、必然的产物。

30．上述有害的幻觉只会阻碍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和平主义幻想的破灭

31．没有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

（向后看？）

32．从理论上（抽象地）说，没有殖民地等也是可能的。

33．就象四小时工作制也是可能的一样，最少3000工人……附于33。“在充分的贸易自由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可以没有帝国主义，没有战争，没有殖民地而得到发展。”

是这样吗？

资本主义可以不把亿万金钱用在战争上，而用来帮助贫民和工人，从而使资本家阶级的统治永世长存！

理论上相同的命题。“工人阶级的强制性的压力和资产者的人道措施。”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对这些东西不能靠一般的压力加以强制，需要的是有真正的革命这种压力。而革命和反革命势必使斗争激化到触及更本质的东西。

问题被归结为争取改良的斗争。这个斗争在一定的限度内是合理的和需要的，这个限度就是：（1）还不具备革命的形势；（2）局部性的改善，阶级斗争没有尖锐到引起革命的程度。

34．由于什么？由于战争的惨祸？（那么，骇人听闻的利润呢？）由于无产阶级的压力？

（那么，机会主义的背叛呢？）

35．没有兼并的和约，裁军，等等、等等。

　　　　 “取消秘密外交”？

　　客观上的作用：牧师的安慰（（费尔巴哈：宗教可以安慰人们。有用吗？））。

　　　　“乌托邦还是地狱”？

　　　　注意［《民权报》对福雷尔的评论］

36．争取改良的斗争？

是的。——它的限度。

局部的。

改良的时代，不具备革命的形势。

关键在这里。


幻觉破灭的结果

37．革命的形势

（α）下层不愿，上层不能

（β）灾难加剧

（γ）异乎寻常的积极性。

38．发展的缓慢性和曲折性。

对比1900年与1905年。

39．资本家的掠夺和政府的欺骗？

“军事奴役制”

40．战争和技术的奇迹？

41．战争和重新组合。

（工人与农民对比）

42．三种心理

（α）绝望和宗教

（β）仇恨敌人

（γ）不仅一般地仇恨资本主义，而且仇恨自己的政府和资产阶级。

43．“加邦请愿事件”[184]。

44．信：“准备吹口哨”

“同志们”

45．每次危机都使一些人消沉，使另一些人得到锻炼。

46．锻炼——为了社会主义革命

总结＝工人运动中有害的腐朽的东西的崩溃＝革命斗争的障碍的消除。

资本家的利润

顺便提一下。德国的100亿公债。公债的利息是5％。政府作了如下安排：储蓄银行（为了认购这项公债）从信贷银行（Darlehenskassen）得到钱，付给它们5．25％的利息。而政府又把钱给信贷银行！！欺骗。

1915年4月27日《民权报》（苏黎世）[185]。

“善良的”空想的荒谬性：取消秘密外交——将说出战争的目的——没有兼并的和约，等等、等等。感伤主义的和反动的胡言乱语。

老的民族（相应的是资产阶级国家）与“打破国界”对比！

俄国的经验：1900年与1905年对比。

打倒专制制度（1900年）和“人民”……

革命口号和革命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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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诡辩

（1915年4月18日〔5月1日〕）

取消派在彼得格勒出版的《我们的事业》杂志（1915年第1期）上刊登了考茨基的《国际观点和战争》这本小册子的译文。[186]在同一期杂志上，亚·波特列索夫先生表示不同意考茨基的看法，他说，考茨基一会儿象个“律师”（即充当德国社会沙文主义的辩护人，同时却不承认法俄两国的社会沙文主义是有理的），一会儿又象个“法官”（即充当一个力求公正地运用马克思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实际上，无论是亚·波特列索夫先生还是考茨基，都在明目张胆地用诡辩为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辩护，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亚·波特列索夫先生同考茨基争辩枝节问题，从而使读者不去注意根本问题。在亚·波特列索夫先生看来，英法“民主派”（作者指的是工人民主派）在对战争的态度问题上的“决断”，“一般说来”是“一个很好的决断”（第69页）；“他们〈这些民主派〉做得对”，——虽然，他们的决断与其说是有意识地，还不如说是“侥幸地……与民族的决断相符合”。

这些话的含义很清楚：亚·波特列索夫先生是在打着英法“民主派”的幌子为俄国的沙文主义辩护，证明三协约国社会党人的爱国主义策略是正确的。亚·波特列索夫先生同考茨基争辩，并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同沙文主义者争辩，而是作为俄国沙文主义者同德国沙文主义者争辩。这是一种陈腐透顶的手法。我们需要指出的只有一点，就是亚·波特列索夫先生千方百计地掩饰他的话的简单明了的含义，把它弄得令人难以理解。

问题的实质在于亚·波特列索夫先生和考茨基在什么问题上意见一致。比如说，他们在“现代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保卫祖国是相容的”（卡·考茨基的话，见考茨基的小册子德文版第34页）这一点上，意见就是一致的。亚·波特列索夫先生谈到了一个国家“遭到攻击”这种特殊情况。考茨基则写道：“人民最担心的莫过于敌国的入侵……如果老百姓发现战争起因并不在本国政府方面，而在于邻国的阴险，——有哪个政府不想通过报刊……向民众灌输这种看法呢！——那么……所有的老百姓就会同仇敌忾地奋起保卫疆土，抵御敌人……如果谁敢于阻止军队开赴边境，谁就会被愤怒的群众自己打死。”（卡·考茨基的话，引自1911年的一篇文章，第33页）

这就是对所有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基本思想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辩护。

考茨基自己在1911年就已经清楚地看到，政府（和资产阶级）将欺骗“人民、老百姓、群众”，把一切归罪于别国的“阴险”。问题就在于，支持这种欺骗——不管是通过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还是通过演说、写文章都一样——同国际观点和社会主义是否相容，或者，这种支持就等于执行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考茨基真象一个无耻透顶的“律师”，一个坏到极点的诡辩家，他把这个问题偷换成了另一个问题，即某些“单个的人”违背受了自己的政府欺骗的大多数民众的意志而去“阻止军队开赴”边境是否明智。争论不在这里，实质不在这里。必须设法使受骗的小资产者改变看法，必须向他们揭穿这种欺骗；有时还必须同他们一起去作战，善于等待参战的经验来改变他们的脑筋。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社会党人可不可以同资产阶级一道欺骗“人民”。考茨基和亚·波特列索夫是在为这种欺骗辩护。因为他们很清楚，1914年爆发的帝国主义大战，应当归罪于所有“大”国的政府和资产阶级的“阴险”，——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全都一样。这一点，1912年的巴塞尔决议等早就说得很明白了。

至于“人民”，即广大的小资产者和一部分受骗的工人，他们会相信资产阶级捏造的所谓敌人“阴险”这种谎言，这是毫无疑问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则是揭穿这种欺骗，而不是加以支持。各国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爆发前老早就说过，而且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曾经重申：每个大国实际上都在竭力巩固和扩大对殖民地的统治，压迫弱小民族，等等。这场战争的目的是瓜分殖民地和掠夺别国领土；现在是强盗们在火并，所以，说什么在这时候某一个强盗遭到失败，如何如何，从而把强盗的利益说成是人民或祖国的利益，这就是无耻的资产阶级谎言。我们应当对遭受战争的苦难的“人民”讲真话：不推翻所有交战国的政府和资产阶级，要摆脱战争灾难是不可能的。用扼杀加里西亚或匈牙利的办法来保卫比利时，这不是什么“保卫祖国”。

可是，马克思本人尽管对战争，例如对1854—1876年间的战争加以谴责，但当战争违背社会党人的意愿而终于成为事实的时候，他却站到某一个交战大国一边。这就是考茨基的小册子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王牌”。这也是亚·波特列索夫先生的立场，他认为“国际观点”就是：不要根据民族的利益，而要根据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来判断谁在战争中获胜最为有利或者说害处最小。进行战争的是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应当判断哪一国政府获胜对全世界的工人危险最小。

这些议论的诡辩性就在于：它们是用以往的、早已过去的历史时代来偷换今天的历史时代。考茨基所提到的以往的战争，有下面这些基本特点：（1）以往的战争解决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变革和推翻专制制度或异族压迫的问题；（2）当时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没有哪一个社会党人能够象斯图加特决议（1907年）和巴塞尔决议（1912年）那样，在战前谈到利用战争“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3）当时在交战双方的国家里，都没有比较强大的、经过多次战斗考验的群众性的社会党。

简单地说，在所有交战的国家里都还谈不上无产阶级反政府反资产阶级的总运动的时候，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判断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害处较小（或者益处较大），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所有交战国的社会党人，在战争爆发以前很久，就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聚集在一起发表声明：我们要利用战争“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1907年斯图加特决议）。这就是说，他们认为这种“加速崩溃”的客观条件，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这就是说，他们是在用革命来威胁各国政府。在巴塞尔代表大会（1912年）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还举了公社和1905年10月至12月事件即国内战争的例子。

而当战争爆发之后，过去用革命来威胁各国政府、号召无产阶级起来革命的社会党人，却搬出半个世纪以前的东西来为他们支持政府和资产阶级的行为辩解！马克思主义者哥尔特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社会民主党》这本荷兰文的小册子里（第84页），非常恰当地把考茨基式的“激进派”比作1848年的自由派，说他们口头上是勇士，行动上是叛徒。

几十年来，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内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机会主义分子之间的矛盾一直在发展。危机成熟了。战争割开了脓疮。大多数正式的党都被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客所征服，这些政客捍卫的是“自己的”、“祖国的”资产阶级的特权，是资产阶级占有殖民地、压迫弱小民族等等的特权。无论是考茨基，还是亚·波特列索夫，都不是在无产阶级面前揭露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而是加以掩饰、维护和辩解。社会沙文主义诡辩的实质就在这里。

亚·波特列索夫先生不小心脱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斯图加特决议的提法在原则上是站不住脚的”（第79页）。好啊！对无产阶级来说，公开的叛徒比暗藏的叛徒好。亚·波特列索夫先生，请继续说下去吧，更坦率地否定斯图加特和巴塞尔的决议吧！

外交家考茨基比亚·波特列索夫先生精明：他不否定斯图加特和巴塞尔的决议，他只是……“只是”！……在引证巴塞尔宣言时略去了其中一切谈到革命的地方！！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大概都受了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吧。只要书报检查机关允许，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大概也会同意谈论革命的……

我们认为，亚·波特列索夫、考茨基或者他们的拥护者，很可能会建议抛弃斯图加特和巴塞尔的决议，而代之以类似下面这样的话：“如果不管我们怎样努力，战争还是爆发的话，那我们就应当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判断怎样对他们更有利：是让英国还是让德国掠夺印度，是让法国人还是让德国人灌醉和抢劫非洲黑人，是让德奥还是让英法俄压迫土耳其，是让德国人扼杀比利时还是让俄国人扼杀加里西亚，是让日本人还是让美国人瓜分中国”，如此等等。





	载于1915年5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182—186页

















[186]卡·考茨基的《国际观点和战争》一文发表在1914年11月27日《新时代》杂志第8期上，1915年由《前进报》编辑部出版了单行本。该文的俄译文发表在1915年《我们的事业》杂志的第1期和第2期上。列宁在本文中批评的亚·尼·波特列索夫的《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一文刊登于该杂志第1期。——[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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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者联合的问题

（1915年4月18日〔5月1日〕）

战争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危机。同所有的危机一样，社会主义运动的这次危机，更加深刻而明显地暴露了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矛盾，撕去了许多骗人的假面具，以最清晰最鲜明的形式表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中什么已经腐朽和衰亡，什么是进一步发展和走向胜利的保证。

几乎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感到，原来的派别划分，不说是已经过时，至少也是发生了变化。当前首要的是在战争提出的一个根本问题上的派别划分，即分为“国际主义者”和“社会爱国主义者”。这两个名词我们是从《我们的言论报》第42号的社论中借用的，我们暂且不谈该不该拿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客的对比来对这两个名词加以补充说明的问题。

问题当然不在于名称。对当前基本的派别划分的实质，《我们的言论报》是说得对的。它写道：国际主义者“对于普列汉诺夫所代表的社会爱国主义是一致抱否定态度的”……编辑部号召“现在各个分散的集团”，“至少在一件事情上达成协议，联合起来，即一致表明俄国社会民主党对目前的战争、对俄国社会爱国主义的态度”。 　 《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不光是写文章，而且还写信给我们和组织委员会，建议在他们的参加下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我们在回信中指出，必须“澄清几个先决问题，以便确定我们之间在基本问题上是否一致”。我们主要谈了两个先决问题：（1）要揭露“假冒俄国先进无产阶级意志”（《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语）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编辑部指的是普列汉诺夫、阿列克辛斯基和拥护X．Y．Z．杂志[187]的彼得堡取消派著作家的著名集团），单凭宣言是不行的。必须作长期的斗争。（2）把组织委员会算作“国际主义者”根据何在？

另一方面，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把他们给《我们的言论报》的答复的副本寄了一份给我们。这个答复的大意是：绝不容许“事先”挑选一些集团，“排斥另一些”集团；“凡是战前参加过……社会党国际局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代表会议的党的各中央机关和集团的国外代表，都应当被邀请参加协商”（1915年3月25日的信）。

由此可见，组织委员会根本拒绝只由国际主义者进行协商，它希望也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协商（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这两派的代表曾经出席布鲁塞尔会议）。内尔维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约诺夫报告[188]以后通过的决议（它清楚地表达了最左的或者说国际主义的崩得分子的这位代表的观点）也是这个精神（《我们的言论报》第53号）。

这个决议对于说明国外许多人所寻求的“中间路线”，是非常典型、极有价值的。它一方面表示赞同《我们的言论报》的“原则”，但同时又声明不同意《我们的言论报》的立场，即“主张在组织上划清界限，只联合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坚持历史地形成的各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必须分裂”。内尔维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议认为，“《我们的言论报》对〈这些问题〉的片面的解释”，“对于弄清有关重建国际的各种任务极为有害”。

我们已经指出，组织委员会的正式代表阿克雪里罗得的观点是社会沙文主义的观点。《我们的言论报》无论在报刊上或在通信中，都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我们还指出过，崩得的立场也是如此，只是亲德沙文主义的色彩较浓一些而已。内尔维的决议尽管是间接地、然而非常重要地在事实上重申：它宣布仅仅联合国际主义者是有害的，是制造分裂。问题提得这样明白，值得称赞。

组织委员会的回答更清楚，它不是转弯抹角地而是直截了当地、正式地表示了态度：协商不能撇开社会爱国主义者，而必须同他们一起进行。

我们应当感谢组织委员会，它向《我们的言论报》证实了我们对组织委员会的看法是正确的。

这是不是说，《我们的言论报》联合国际主义者的整个想法都落空了呢？不，只要有思想上的一致和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真诚愿望，任何协商的任何失败都阻挡不住国际主义者的联合。《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拥有日报这样一个有力的工具。它可以做一些比协商和发表宣言更加有效和切实得多的事情，它可以邀请各个团体，并且自己马上动手（1）对国际主义的内容（因为王德威尔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伦施、亨尼施也都自称为国际主义者！）、对机会主义、对第二国际的破产、对同社会爱国主义作斗争的任务和方法等问题，作出充分的、确切的、毫不含糊的、十分清楚的答复；（2）聚集力量，不但在国外，而且主要是在俄国国内，为捍卫一定的原则进行严肃的斗争。

确实，有人难道敢于否认，国际主义要战胜社会爱国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吗？半个世纪以来俄国政治流亡者的历史（和30年来社会民主党流亡者的历史）难道没有表明，如果得不到俄国国内一定的社会阶层的持久的运动的支持，在国外的一切宣言、协商等等，都是没有效力、没有意义的空中楼阁吗？目前的战争难道不也在教育我们，一切不成熟的或腐朽的东西，一切陈腐的或外交手腕式的东西，都是一触即溃的吗？

战争进行8个月以来，社会民主党的各个中央机关、集团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派别已经同他们能够并愿意与之协商的人协商过了，已经“发表了宣言”，即公开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现在的任务已经不同了，更接近于采取实际行动了。少轻信那些冠冕堂皇的宣言和协商，多花点精力来给著作家、宣传工作者、鼓动工作者、一切有头脑的工人写出一些他们不会不理解的确切的答复和建议吧。更加明确而坚定地去聚集力量进行长期的工作，以实现这些建议吧。

我们再说一遍：《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得到的很多——它拥有日报！——如果它连这个“最低纲领”也不能实现的话，那么，它就应当负很大的责任。

再补充一点：正好在5年以前，在1910年5月，我们在我们的国外报刊上指出了一件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这件事要比许多很“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的协商和宣言更“有影响”，这就是在俄国国内，那个Ｘ．Ｙ．Ｚ．杂志的合法派著作家联合成为一个集团的事件。5年来，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史上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件，5年来的事实表明了什么呢？这些事实难道不是表明俄国有了一个社会核心来团结民族主义自由派（“欧洲”式的！）工人政党的分子吗？我们现在看到，在俄国，除了《保险问题》杂志[189]以外，公开讲话的只有这一个派别，即《我们的事业》杂志、《工人保险》杂志、《北方呼声报》[190]、马斯洛夫和普列汉诺夫。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从这个情况得出什么结论呢？

再说一遍：少轻信一些冠冕堂皇的言论，多拿出一点勇气来正视严峻的政治现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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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指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见注135）。——[202]。



[188]指崩得分子约诺夫（费·马·科伊根）于1915年3月底在内尔维作的题为《恢复国际的组织方法》的报告。——[202]。



[189]《保险问题》杂志（《вопросы страхования》）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刊物（周刊），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领导，1913年10月26日（11月3日）—1914年7月12日（25日）和1915年2月20日（3月5日）—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63期。参加杂志工作的有列宁、斯大林、瓦·弗·古比雪夫和著名的保险运动活动家尼·阿·斯克雷普尼克、彼·伊·斯图契卡、亚·尼·维诺库罗夫、尼·米·什维尔尼克等。——[204]。



[190]《北方呼声报》（《северный годос》）是俄国孟什维克的报纸（周报），1915年1—3月在彼得格勒出版。——[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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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慈善家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1915年4月18日〔5月1日〕）

英国百万富翁的杂志《经济学家》[191]对战争采取的态度是很有教益的。最老最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资本的代表人物为战争痛哭流涕，一再表示期望和平。那些跟在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后面、认为社会主义的纲领就在于宣传和平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读一读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就会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的纲领不是社会主义的纲领，而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纲领。幻想和平而不宣传要采取革命行动，表明了对战争的恐惧，这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不仅如此。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所以主张和平，正是因为害怕革命。例如，在1915年2月13日这一期上有这样一段话：


　　“慈善家们表示，他们希望和平会带来国际范围的军备限制……但那些知道是什么力量实际支配着欧洲外交的人，是不会被任何空想迷惑的。战争展示的前景，是流血的革命，是劳动与资本的残酷战争，或者说是欧洲大陆的人民群众与统治阶级的残酷战争。”



　　在1915年3月27日这一期上，我们又看到了和平的愿望，认为和平会保证爱德华·格雷所许诺的民族自由等等。如果这种希望不能实现，那么……“战争就会引起革命的混乱状态。谁也无法说清这种混乱状态将从哪里开始，又将怎样结束……”英国的和平主义的百万富翁对于当今政治的了解，要比机会主义者、考茨基的拥护者和类似的迷恋和平的社会党人正确得多。第一，资产者先生们知道，只要原先的“力量实际支配着外交”，也就是说只要资本家阶级还没有被剥夺，谈论民主的和平就只能是无谓的愚蠢的空想。第二，资产者先生们清醒地估计到前景将是“流血的革命”，“革命的混乱状态”。资产阶级总是把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革命的混乱状态”。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政治里，赞成和平有三种情况。

（1）自觉的百万富翁希望加速和平的到来，因为他们害怕革命。他们清醒地、如实地宣布“民主的”和平（没有兼并、军备限制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一种空想。

机会主义者、考茨基的拥护者等等所鼓吹的就是这种小市民的空想。

（2）不自觉的人民群众（小资产者、半无产者、一部分工人等）通过他们极其模糊的和平愿望，表达了日益强烈的对战争的抗议和日益高涨的朦胧的革命情绪。

（3）自觉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密切注视着群众的情绪，利用他们日益强烈的和平愿望，——不是去支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民主的”和平这种庸俗的空想，不是要鼓励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慈善家、当局和资产阶级身上，而是要把朦胧的革命情绪变成明确的革命情绪；——要依靠群众的经验和他们的情绪，通过战前千百件的政治事实的启发——

——去经常不断地、坚持不懈地证明，只有采取群众性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政府是走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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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是英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刊物（周刊），1843年在伦敦创刊。该刊是伦敦西蒂的喉舌。——[206]。





《列宁全集》第26卷


空泛的国际主义的破产

（1915年5月8日〔21日〕）

我们已经说过（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1号），如果《我们的言论报》要人家认真对待它的国际主义，那它至少应当确切地阐明自己的纲领。 
［注：见本卷第201—205页。——编者注］

 《我们的言论报》第85号（5月9日），好象回答我们似的，刊载了该报编辑部和巴黎的全体撰稿人的会议所通过的一项决议。同时，“编辑部有两位编辑虽然同意该决议的总的内容，却声明他们将对俄国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方法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192]这个决议是一个表明政治上张皇失措、束手无策的绝妙文献。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国际主义这个词，宣布“同一切类型的社会民族主义完全划清思想界限”，引述斯图加特决议和巴塞尔决议。不用说，愿望是好的。只是……只是有一股说空话的味道，因为真正同“一切”类型的社会民族主义真正“完全”划清界限，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正如为了反对资本主义而把一切类型的资本主义剥削统统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一样。但是能够而且应当同几种主要的社会民族主义，如普列汉诺夫的、波特列索夫（《我们的事业》杂志）的、崩得的、阿克雪里罗得的、考茨基的社会民族主义明确划清界限。决议许诺的东西太多，但是一点也不兑现；决议威胁说要同一切类型的社会民族主义完全划清界限，但是连最主要的几种社会民族主义的名称也怕说出来。

……在英国议会里，直呼名字是不礼貌的，通常只是讲“阁下”和“某某选区的尊贵的议员”。“我们的言论派”是些多么出色的英国迷，多么文雅的外交家啊！他们如此优雅地回避问题的实质，如此彬彬有礼地用各种掩饰自己思想的提法来款待读者。他们宣布同所有的组织，“只要是实行……革命的国际主义原则的”，都保持“友好关系”（正象屠格涅夫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所说的：真是地道的基佐[193]）。……但是他们却恰恰是同那些不实行这些原则的人保持“友好关系”。

我们的言论派愈是不愿意也不能够“划清思想界限”，也就愈是庄严地宣布要这样做。而“划清思想界限”，就是要弄清社会民族主义从何而来，它为什么有力量，怎样同它斗争。社会民族主义者并不把自己叫作社会民族主义者，也不承认自己是社会民族主义者。他们竭力而且不得不竭力用假名来掩饰自己，蒙蔽工人群众，消灭自己同机会主义的联系的痕迹，掩盖自己的叛变即事实上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同政府和总参谋部结成联盟的行径。社会民族主义者有这种联盟作为靠山，又控制了所有的阵地，所以现在比谁都更起劲地叫嚷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斥责反对机会主义的人搞分裂（见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最近发出的反对《光线》（《Lichtctrahlen》）[194]和《国际》（《Die Internationale》）这两家真正国际主义的杂志的正式通告）。这两家杂志既不须要宣布同革命者建立“友好关系”，也不须要宣布“同一切类型的社会民族主义完全划清思想界限”；他们直截了当地着手划清界限，弄得“一切类型的”机会主义者全都暴跳如雷，这就说明他们打中了要害。

而《我们的言论报》呢？

它是跪在地上反对社会民族主义的，因为它并没有揭穿为这种资产阶级思潮辩护的最危险的人物（如考茨基），并没有向机会主义宣战，而是相反，对它默不作声，既不采取也不指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步骤，以便使社会主义运动摆脱可耻的爱国主义的桎梏。《我们的言论报》说，不一定要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人统一，但也不一定非要同他们分裂不可。这实际上是向机会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然而它同时又作出一个漂亮的手势，这个手势既可理解为向机会主义者怒气冲冲地发出威胁，也可理解为向他们招手致意！那些老奸巨猾的机会主义者懂得左的词句和温和的实践相结合的价值，他们很可能用和那两位编辑差不多的话来回答《我们的言论报》的决议（如果非要他们回答不可）：“总的内容”我们是同意的（因为我们根本不是社会民族主义者，绝对不是！），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方法”，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将提出“不同的意见”。既要狼吃饱，又要羊完好。

一谈到俄国，《我们的言论报》的巧妙的外交手腕就彻底破产了。

决议声称：“党在前一个时期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在俄国联合起来的。”这句话应当理解为：工人党同合法主义取消派当时是不可能联合起来的。这就是间接承认那个为了拯救取消派而结成的布鲁塞尔联盟已经破产。为什么《我们的言论报》害怕直截了当地承认这种破产呢？为什么它害怕向工人公开说明这种破产的原因呢？是不是因为这个联盟的破产事实上证明了这个联盟所有参加者所实行的政策是错误的呢？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言论报》想同两种（至少是两种）“类型”的社会民族主义，即在报刊上发表声明、希望恢复布鲁塞尔联盟的崩得分子和组织委员会（阿克雪里罗得）保持“友好关系”呢？


　　“新的条件……正在破坏旧的派别立足的基础……”



　　是不是刚好相反呢？新的条件丝毫没有消除取消主义，甚至没有动摇取消派的基本核心（《我们的曙光》杂志），——尽管发生了各种个人的动摇和倒戈——反而加深和加剧了同这个核心的分歧，因为它已经不单单是取消派的核心，而且成了社会民族主义的核心！《我们的言论报》回避这个使它不愉快的取消主义问题；它说，旧的被新的破坏了，但是对于旧的……取消派又立足于新的即社会民族主义的基础却讳莫如深！可笑的遁词！对于《我们的曙光》杂志，可以不提了，因为它已经不存在了；对于《我们的事业》杂志，也可以不提了，这大概是因为波特列索夫、切列万宁、马斯洛夫之流在政治上可以被看作新生婴儿……但是，《我们的言论报》的编辑们不但想把波特列索夫之流看作新生婴儿，而且还想把自己也看作新生婴儿。请听：


　　“过去建立起来的派别集团和跨派别集团，在目前这个过渡时期依然是在组织上团结（虽然是极不完善地）先进工人的唯一〈请注意！〉据点。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的言论报》认为，它在团结国际主义者方面的主要活动的利益，既不容许它直接或间接地在组织上服从党内某一个旧的集团，也不容许人为地把自己的同道者结成一个政治上与各旧的集团相对立的单独的派别。”



　　这是什么意思呢？该怎样理解呢？因为新的条件正在破坏旧的集团，所以，我们认为唯有这些集团才是现实的！因为新的条件要求重新划分集团，不是按取消主义而是按国际主义来划分，所以，我们不能联合国际主义者，认为那是“人为的”！政治上的无能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的言论报》在宣传了200天国际主义之后，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在政治上完全破产：对旧的集团我们不“服从”（为什么用这么一个吓人的字眼？为什么不用“参加”，不用“支持”，不用“赞同”呢？），新的集团我们也不建立。我们要照旧在各取消主义集团里过日子，“服从”它们，而让《我们的言论报》依然充当一块漂亮的招牌，或者任它在国际主义空谈的花园里作逍遥的游逛。《我们的言论报》的作家们只管去写，《我们的言论报》的读者只管去读吧！

我们谈了200天的国际主义者的团结，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管什么人，甚至连我们自己，连《我们的言论报》的编辑和撰稿人，我们也不能团结，而只好宣布这种团结是“人为的”。这对于波特列索夫、崩得分子、阿克雪里罗得是多么大的胜利啊！这种欺骗工人的手法是多么巧妙啊！正面是真正非派别性的、摆脱了过时的旧的集团的《我们的言论报》的动人的国际主义词句，而背面则是团结的“唯一”据点，旧的集团……

《我们的言论报》现在表现出来的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拼命在字面上回避现实中各种力量相互关系的必然结果。在俄国工人运动中，这种关系表现为取消派和社会爱国主义者（《我们的事业》杂志）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工党之间的斗争。社会民主工党是在1912年的一月代表会议[195]上恢复的，通过第四届国家杜马工人选民团的选举[196]得到巩固，通过1912—1914年的真理派各报的活动得到加强，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作为代表。这个党与同样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爱国主义思潮的斗争，是同取消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思潮斗争的继续。我们这个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已经为欧洲大战的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经验所证实，也为《我们的言论报》又一次即一千零一次实行非派别性团结的这个渺小的微不足道的经验所证实。《我们的言论报》的这个尝试完全失败了，这就证明伯尔尼会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关于“空泛的”国际主义者的决议 
［注：见本卷第169页。——编者注］

 是正确的。

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既不愿意瞒着工人留在旧的、取消派的集团里面，也不愿意站在任何集团之外。他们一定会走到我们党这方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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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我们的言论报》第85号刊载的这一决议阐述了该报编辑部的任务和政治立场。提出不同意见的两位编辑是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德·扎·曼努伊尔斯基。——[209]。



[193]真是地道的基佐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处女地》，是书中人物Ｃ城省长对沙皇政府的枢密顾问、御前侍从西皮雅京的评语，意思是真够奸诈的。



弗·基佐是19世纪法国反动政治家，极力维护法国金融贵族利益。——[210]。



[194]《光线》杂志（《Lichtsrahlen》）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左派集团——“德国国际社会党人”的机关刊物（月刊），1913—1921年在柏林不定期出版。尤·博尔夏特任该杂志主编，参加杂志工作的还有安·潘涅库克、安·伊·巴拉巴诺娃等人。——[210]。



[195]一月代表会议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在布拉格举行，也称布拉格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有20多个党组织，即几乎所有在俄国进行活动的组织的代表参加，实际上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列宁领导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起草了所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会议肯定俄国新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代表会议宣布取消派的所作所为已使他们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决定把他们清除出党。代表会议谴责了国外反党集团——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认为必须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协助党的工作的统一的党组织。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批准了列宁提出的党的组织章程草案。代表会议恢复了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并由它重新建立了领导国内党组织实际工作的机关——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这次会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新型政党的进一步发展，对巩固党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关于一月代表会议，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213]。



[196]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是在1912年秋进行的。1912年1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就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作出了专门决定。会后不久，各地党组织就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逐步展开了竞选活动。布尔什维克党对群众做了大量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并且同沙皇政府当局的横暴压迫和取消派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取得了工人选民团选举的完全胜利，囊括了全部6名杜马代表名额。选派布尔什维克参加杜马的6个工业省里的工人总数超过了100万人，而选派孟什维克参加杜马的几个省总共只有136000名工人。布尔什维克利用了选举运动来巩固党的组织。例如在莫斯科省，大多数企业被分割成零碎分散的选举单位，但党支部的领导人都被选为初选人或复选人。通过参加选举的会议，他们比较容易地建立了联系，并重建了莫斯科地区的组织，而这一组织便成了布尔什维克中部工业区区域组织的核心。——[213]。





《列宁全集》第26卷


论反对社会沙文主义

（1915年5月19日〔6月1日〕）

关于这一当前的重大问题，不久以前在伯尔尼闭幕的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197]提供了最有意义的和最新的资料。读者将在下面看到这次会议的情况，以及会议通过的和否决的决议案。本文只打算谈谈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

组织委员会所属的妇女组织的代表、荷兰特鲁尔斯特拉党的代表、极力反对《伯尔尼哨兵报》的所谓过分左倾的瑞士组织的代表、不愿在任何比较重要的问题上同众所周知持社会沙文主义观点的正式党发生分歧的法国代表、对划清和平主义和革命无产阶级策略界限的想法抱敌视态度的英国代表——所有这些人同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一起通过了一个决议。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所属的妇女组织的代表同她们看法不一致，宁愿暂时处于孤立地位，而不愿意加入这样的联合。

分歧的实质是什么呢？这种分歧有什么原则意义和一般政治意义呢？

乍看起来，这个使机会主义者和一部分左派都表示赞同的“中间”决议，似乎很不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决议承认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谴责了“保卫祖国”的思想，并且号召工人举行群众性的游行示威，等等。似乎我们的决议案和它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用了几个比较激烈的措辞，如“叛变”、“机会主义”、“退出资产阶级内阁”等等。

毫无疑问，人们恰恰会从这个角度批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所属妇女组织的代表们的单独行动。

但是只要更仔细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只要不局限于在“形式上”承认这个或那个真理，就会看出这种批评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在代表会议上发生冲突的是两种世界观，是对于战争和国际的任务的两种看法，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两种策略。一种观点认为：国际并没有破产，从沙文主义回到社会主义并没有严重的障碍，不存在机会主义这种强大的“内部敌人”，不存在机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公开的、肯定的、明显的背叛。于是得出结论说：我们不要斥责任何人，我们要“赦免”破坏斯图加特决议和巴塞尔决议的人，我们只要劝告他们采取左一点的方针，号召群众起来游行示威就行了。

另一种观点同上面所列举的每一点的看法都完全相反。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来说，再没有比继续对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采取党内外交手腕更有害的了。多数派的决议所以被机会主义者和现在的各正式党的拥护者所接受，正是因为它处处在耍外交手腕。这种外交手腕正在用来迷惑那些现在受正式的社会爱国主义者领导的工人群众。他们向工人群众灌输一种极端错误的和有害的思想：似乎现在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及它们现在的执行委员会能够改变方针，抛弃错误的而采取正确的方针。

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最最有害的错误想法。现在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及它们的执行委员会是不能认真改变方针的。实际上，一切都将依然如故，多数派的决议里的“左的”愿望将始终是天真的愿望，——拥护特鲁尔斯特拉党或法国党现在的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们在投票赞成这个决议的时候，已经凭她们准确的政治本能估计到了这一点。号召群众游行示威，只有得到各国社会民主党现在的执行委员会最积极的支持，才能真正有实际的重大的意义。

能不能指望得到这种支持呢？显然不能。大家都知道，这种号召只会遭到执行委员会激烈的（并且多半是暗中的）反对，而决不会得到它的支持。

如果把这一点直接告诉工人，工人就会知道真实情况。他们就会知道，要实现“左的”愿望，就必须根本改变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方针，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和他们的“中派”朋友作坚持不懈的斗争。现在一些人用左的愿望来哄骗工人，而不肯响亮地、清楚地说出为了实现这些愿望所必须反对的那种祸害。

在现在的社会民主党内奉行沙文主义政策的那些惯于耍弄外交手腕的首领，将巧妙地利用多数派决议的软弱无力、模棱两可和含混不清的弱点。他们将象机灵的议员一样，彼此分担不同的角色。有的会说，考茨基之流的“重要”论据还没有充分得到评价和分析，应当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加以讨论。有的会说，你们看，我们不是说得很对吗？既然拥护特鲁尔斯特拉党和盖得—桑巴党的代表们同德国左派的代表意见一致，那就没有什么重大的分歧。

妇女代表会议本来不应当帮助谢德曼、哈阿兹、考茨基、王德威尔得、海德门、盖得和桑巴、普列汉诺夫等人来麻痹工人群众，相反，应当唤醒他们，宣布同机会主义进行决战。只有这样，会议的实际结果才不会是让人们指望上面所说的“领袖们”“改正错误”，而是聚集力量去进行艰苦严肃的斗争。

下面就来谈谈机会主义者与“中派”破坏斯图加特决议和巴塞尔决议的问题，——这正是关键所在！让我们抛开外交手腕，直接地、清楚地摆一摆情况，看看事情的经过吧。

国际预见到战争将要爆发，于是举行会议，一致决定：战争一旦爆发，应当努力“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按照公社和1902年10月和12月的精神进行工作（巴塞尔决议的原话！！！），按照“一国的工人”向“另一国的工人”开枪将被认为是“犯罪行为”的这一精神进行工作。

关于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工作路线，这里说得十分明白。在当时所容许的合法范围内，不可能比这说得更明白了。

战争爆发了，其性质和发展的情况，和巴塞尔大会所预见的完全一样。而各国的正式党却采取了与巴塞尔决议背道而驰的行动：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象国际主义者，而象民族主义者；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根据无产阶级的利益；不是遵照革命的原则，而是遵照极端机会主义者的原则。如果我们告诉工人，这些党已经直接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那我们就能一下子清除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得式的种种借口、遁词和诡辩，就可以清楚地说明祸害的严重程度，明确地号召人们同这种祸害作斗争，而不是同它妥协。

而多数派的决议呢？一点也没有斥责叛徒，丝毫也没有提到机会主义，只是简单地重申一下巴塞尔决议的思想！！！仿佛什么严重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不过偶然出现了一点小错误，只要重申一下旧决议就行了，——不过发生了一点非原则性的、不严重的分歧，只要把它粘一下就行了！！！

这简直是对国际的决议的嘲弄，对工人的嘲弄。实际上社会沙文主义者除了简单地重申一下旧决议，什么也不想做，只求事实上一切照旧。这实质上就是对现在大多数党内那些社会沙文主义拥护者悄悄地、遮遮掩掩地加以赫免。我们知道，“很多人喜欢”走这条路，只讲些左的词句。我们不能跟这种人同路。我们以往走过的和将来还要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我们愿意用对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不调和的精神切实地帮助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的建设。

一部分德国代表害怕通过一个十分明确的决议，看来只是出于一种考虑，即关于在一个党内，在她们自己所在的党内，开展反沙文主义斗争的速度问题。但这种考虑显然是不适当的，是错误的，因为这个国际性的决议根本没有谈到也不可能谈到每个国家反社会沙文主义斗争的速度和具体条件；在这方面，每个党有自主权，这是不容置辩的。决议本来应当在国际的讲台上宣布：要在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整个方向和性质上，同社会沙文主义永远决裂；然而多数派的决议不是这样，而是再一次重复了旧的错误，即第二国际那种用外交手腕掩护机会主义和言行不一的错误。我们再说一遍：我们决不走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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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于1915年3月26—28日在瑞士伯尔尼举行。这次代表会议是根据《女工》杂志国外组织的倡议，在当时担任妇女社会党人国际局主席的克拉拉·蔡特金的直接参与下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英国、德国、荷兰、法国、波兰、俄国、瑞士的妇女组织的29名代表。代表会议的全部筹备工作是由伊·费·阿尔曼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等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列宁还为会议起草了决议草案（见本卷第220—222页）。



但是代表会议的多数代表受中派影响，她们不讨论战争所引起的社会主义的总任务，而只限于讨论蔡特金的《关于妇女社会党人维护和平的国际行动》的报告。这个问题的决议案是蔡特金在英国和荷兰代表参与下起草的，具有中派主义性质。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而否决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提出的列宁起草的决议草案。



列宁认为这次代表会议是恢复国际联系的尝试，因此力图通过它把国际主义者团结到革命立场上来。但是，正如他后来指出的，这次代表会议以及当时召开的其他国际会议，尽管都抱有良好的愿望，但却“没有制定出一条国际主义者的战斗路线”，“不过重复一下旧的决议”和“至多是在原地踏步”罢了（见本卷第349—35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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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决议草案

（1915年5月19日〔6月1日〕）

中央委员会代表团提出的决议案

当前这场使战火波及的一切地方遭到毁灭性灾难、使比利时和加里西亚变成一片废墟、使成千上万工人死于非命的世界大战，是由各国统治阶级瓜分殖民地和称霸世界市场的斗争以及王朝利益所引起的帝国主义战争。它是各国资本家阶级和政府的政治的自然继续，因此，谁首先发动进攻的问题，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场战争不仅丝毫不符合工人的利益，而且是统治阶级用来破坏工人的国际团结、削弱各国国内工人运动和工人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同样，资产阶级提出并得到机会主义者支持的“保卫祖国”的口号，也无非是资产阶级用来竭力说服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流血卖命的诱饵。

鉴于上述一切，国际妇女社会党人非常代表会议根据斯图加特决议（该决议要求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发动人民，来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哥本哈根决议（该决议说，议员必须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和巴塞尔决议（该决议说，工人认为互相残杀是犯罪行为），声明各交战国大多数社会党的代表的行动与这些决议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屈服于环境的压力，以民族主义偷换社会主义，着实背叛了社会主义；代表会议确认，各国无产者除他们的阶级敌人——资本家阶级之外，没有其他敌人。

这场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苦难，正在唤起所有妇女，特别是无产者妇女愈来愈强烈的和平愿望。代表会议一方面宣布以战争反对任何帝国主义战争，同时认为，为了使这种和平愿望变成自觉的政治力量，必须使女工们很好地懂得：有产阶级竭力追求的仅仅是兼并、征服和统治；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结束资本主义制度、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会用接连不断的战争来威胁世界。女工如果想要缩短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带来的苦难的期限，就必须把她们对和平的渴望变成愤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女工只有通过革命的群众运动去加强和加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能达到自己在这一斗争中的目的。因此，她们首要的任务是，支持工会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打破国内和平，为此必须反对军事拨款，反对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支持并宣传士兵的战壕联欢，在政府取消宪法规定的自由的所有地方建立秘密组织，吸引群众参加游行示威和革命运动。

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号召各国女工立即开展这一斗争，并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这一斗争，把自己的工作同各国反对民族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社会党人（如李卜克内西等）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与此同时，代表会议提醒女工们注意，在欧洲一些最先进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整个运动正在进入新的阶段，目前的这场世界大战向她们提出了各项新的重大的任务，她们的运动可能成为群众的总行动的前奏，这一总行动将使整个社会主义运动达到新的规模，并使彻底解放的时刻早日到来。女工们在组织游行和革命示威方面采取主动，就能够与无产阶级携手并进地去开创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纪元，在这个新纪元里，无产阶级将在比较先进的国家里赢得社会主义，而在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赢得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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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际的破产

（1915年5—6月）

对于第二国际的破产，人们有时单从形式方面去理解，认为是交战国社会党之间的国际联系的中断，国际代表会议和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无法召开，等等。持这种观点的，有中立小国的某些社会党人，大概甚至还有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正式的党，以及机会主义者和他们的辩护人。在俄国报刊上，弗·科索夫斯基先生以值得深深感谢的坦率态度在崩得的《新闻小报》第8号上出来维护这种看法，而《新闻小报》的编辑部连一个字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这位作者的意见。可以预料，科索夫斯基先生这样维护民族主义，以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行为辩护，定将促使许多工人彻底认清崩得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本质。

对于觉悟的工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庄严的信念，而不是便于掩饰各种小市民调和派和民族主义反对派意图的东西。觉悟的工人认为，国际的破产就是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令人触目惊心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在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和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决议等等中所作的最庄严的声明。只有那些不愿意看到这种背叛，认为看到这种背叛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人，才会看不到这种背叛。如果以科学的态度，也就是从现代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说明问题的话，我们就应当说，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首先是它们中间为首的、第二国际中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德国党，已经倒向自己的总参谋部、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了。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所以，不能不对它尽量全面地加以分析。人们早就认为，战争虽然会造成种种灾祸和苦难，但也会带来相当大的好处：战争会无情地暴露、揭穿和破坏人类制度中许多腐朽、过时和僵死的东西。1914—1915年的欧洲大战也开始给人类带来明显好处：它向文明国家的先进阶级表明，在他们的政党身上一种令人恶心的脓疮已经成熟，从某处还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尸臭。


一

欧洲主要的社会党是否确实背叛了自己的一切信念和任务呢？这一点，不管是叛徒自己，还是那些确切知道——或者模糊地猜测到——自己将不得不同叛徒友好和和解的人，当然都是不喜欢谈论的。但是，不管第二国际的各种“权威”或他们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同伙会感到多么不愉快，我们还是应当正视现实，直言不讳，向工人说明真相。

有没有可以说明社会党在战前和在预测这次战争的时候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任务和策略的事实材料呢？无疑是有的。这就是1912年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现在把它和同年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的决议[198]一起翻印出来，让大家回忆一下“已被忘记的”社会主义“言论”。前一个决议总结了各国大量的反战宣传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在昨天的国际和今天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权威中，无论是海德门或盖得，无论是考茨基或普列汉诺夫，没有一个敢向自己的读者提起这个决议，他们不是对决议只字不提，就是引用（象考茨基那样）其中次要的地方，而回避其全部重要内容；单是这一事实，就不能不叫作背叛。起先通过了最“左的”最革命的决议，后来又最无耻地忘记或抛弃这些决议，这是国际破产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同时又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据，证明今天只有那些无比幼稚、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地想使以往的虚伪永世长存的人，才会相信单靠一些决议就可以“纠正”社会主义运动，“矫正它的路线”。

可以说就在昨天，当海德门在战前转到维护帝国主义的时候，所有“正派的”社会党人都认为他是个疯子，没有一个人不是用轻蔑的口气来谈论他。可是现在，各国最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全都完全滚到海德门的立场上去了，他们之间只是在色彩和秉性方面稍有差异而已。因此，对于象《我们的言论报》的作家们这样的人，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用在议会里使用的那种比较文雅的词句来评价和刻画他们的公民勇气，因为他们用轻蔑的笔调描写海德门“先生”，而用恭敬的（或者说谄媚的？）态度谈论——或者说避而不谈——考茨基“同志”。难道这种态度能够同尊重社会主义、尊重自己的整个信念相容吗？既然你们肯定海德门的沙文主义是虚伪的和极端有害的，那么，难道不应该把批评和攻击的矛头指向这种观点的更有影响、更加危险的辩护人考茨基吗？

最近，盖得分子沙尔·迪马在他的《我们希望什么样的和平》这本小册子里，可以说是最为详尽地表达了盖得的观点。这位“茹尔·盖得办公厅主任”（在这本小册子的扉页上他是这样署名的）“引用”的当然是社会党人过去的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声明（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大卫在其最近那本谈论保卫祖国的小册子中也在引用这类声明），而不是巴塞尔宣言！对于这个宣言，普列汉诺夫也默不作声，却洋洋得意地宣扬沙文主义的庸俗观点。考茨基也和普列汉诺夫一样，在引用巴塞尔宣言时略去了其中所有革命的地方（即其全部重要内容！），——大概是借口书报检查机关禁止……警察和军事当局通过书报检查来禁止谈论阶级斗争和革命，这倒“正好”帮了社会主义叛徒们的忙！

也许，巴塞尔宣言不过是一个丝毫没有直接涉及当前这场具体战争的确切的历史内容和策略内容的空洞的宣言吧？

正好相反。巴塞尔决议比起其他决议来，恰恰是空话较少而具体内容较多。巴塞尔决议谈的正是这场已经发生的战争，正是1914—1915年爆发的这场帝国主义的冲突。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为争夺巴尔干，奥地利和意大利为争夺阿尔巴尼亚等地，英国和德国为争夺市场和殖民地，俄国和土耳其等国为争夺亚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而发生的种种冲突，——这就是巴塞尔决议在预言目前这场战争时所谈的内容。巴塞尔决议正是针对目前“欧洲列强”间的战争时指出，“丝毫不能以任何人民的利益作为借口来为”这场战争“辩护”！

然而，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我们就拿这两个最典型的、我们最熟悉的（一个用俄文写作，另一个的著作已由取消派译成俄文）、有威望的社会党人来看——现在却在寻找（在阿克雪里罗得的帮助下）各种“人民的”（或者确切些说，从资产阶级街头小报上抄来的所谓老百姓的）“理由”来为战争辩护，他们作出博学的样子，搬出大量经过歪曲的马克思的话，援引1813年和1870年的战争（普列汉诺夫）或1854——1871年、1876—1877年、1897年的战争（考茨基）的“实例”，——说实在的，只有那些没有丝毫社会主义信念、没有一点社会主义良心的人，才会“认真”对待这些理由，才会不把它们称之为闻所未闻的狡诈、伪善和对社会主义的糟蹋！让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因梅林和罗莎·卢森堡的新杂志（《国际》）如实地评价了考茨基而咒骂它吧，让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和海德门之流在“三协约国”警察的帮助下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自己的对手吧。——我们只须用翻印巴塞尔宣言来回答他们，因为这个宣言能使人们看清这些领袖的转变，——这种转变只能称之为叛变。

巴塞尔决议所谈的不是在欧洲曾经发生过的、在1789—1871年这一时代甚至是具有典型性的那种民族战争，人民战争，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反对过的革命战争，而是目前的这场战争，即在“资本帝国主义”和“王朝利益”的基础上，在两个参战大国集团即奥德集团和英法俄集团都奉行“侵略政策”的基础上发生的战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之流公然欺骗工人，他们重复各国资产阶级为了一己的利益而编造的谎言——资产阶级竭力把这场帝国主义的、争夺殖民地的、掠夺性的战争描绘成人民的、防御性的（对于任何一方都是防御性的）战争——并从历史上寻找非帝国主义战争的先例来为这场战争辩护。

关于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的、掠夺的、反无产阶级的性质问题，早已越出纯理论问题的阶段了。帝国主义就其所有主要特征而言，在理论上已被确定为垂死的、衰朽的、腐朽的资产阶级为瓜分世界和奴役“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斗争；这些结论在所有国家的社会党人的大量报刊上已经成千遍地重复过；我们“盟国”的代表法国人德莱齐在《行将到来的战争》（1911年出版！）这本小册子里已经通俗地说明：这次战争从法国资产阶级方面来说也是掠夺性的。不仅如此。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已经在巴塞尔一致地正式地声明，他们确信行将到来的战争只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并由此作出了策略上的结论。因此，所谓民族策略和国际策略的区别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参看《我们的言论报》第87号和第90号上阿克雪里罗得最近的谈话）等等，这些论调都是应该断然加以驳斥的诡辩。这是诡辩，因为对帝国主义作全面的科学的研究是一回事（这种研究才刚刚开始，它实质上是没有止境的，就象任何科学都没有止境一样），而已经在社会民主党的成百万份报纸上和国际的决议中阐明了的、社会党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原则是另一回事。社会党不是争论俱乐部，而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某些分队转到敌人方面去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称他们为叛徒，斥之为叛徒，而决不要“轻信”那些假话，说什么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说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和沙文主义者库诺都能够在这方面写出一本又一本的书，说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等等，等等。对于资本主义掠夺性的一切表现，以及它的历史发展和民族特点中的一切细节的研究，是永远也不会完结的；在细节问题上，学者们（尤其是学究们）是永远不会停止争论的。“根据这一点”就不向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就不去反对背叛了这一斗争的人，那是可笑的，——而考茨基、库诺和阿克雪里罗得等人不正是要我们这样做吗？

在战争爆发后的今天，谁也不敢试试，剖析一下巴塞尔决议并证明它是不对的！


二

但是，真诚的社会党人当初也许是预见到战争会造成革命形势才赞成巴塞尔决议的，而后来的事态推翻了他们的想法，革命已不可能发生，是吗？

库诺（在《党破产了吗？》这本小册子和许多文章中）正是企图用这种诡辩来替自己转向资产阶级阵营的行为作辩护的；而且我们看到，以考茨基为首的几乎所有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通过暗示的形式提出了类似的“论据”。库诺断言，革命的希望已成幻想，而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死抱住幻想不放的。可是这个司徒卢威主义者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所有在巴塞尔宣言上签过字的人抱有“幻想”，而是装作一个非常高尚的人，竭力把事情都推到潘涅库克和拉狄克这类极左派身上！

现在我们就从实质上考察一下所谓巴塞尔宣言的作者曾真诚地预期革命会来临，但后来的事态推翻了他们的想法这种论调吧。巴塞尔宣言说：（1）战争将造成经济和政治的危机；（2）工人将认为自己参加战争是一种罪恶，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为了王朝的野心，为了履行秘密外交协定而互相残杀”的犯罪行为；战争将激起工人的“憎恨和愤慨”；（3）社会党人的责任是利用上述危机和工人的上述情绪来“唤起人民和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4）任何一个“政府”要发动战争，就不能不“对自身造成危险”；（5）各国政府“害怕无产阶级革命”；（6）各国政府“应当回想一下”巴黎公社（即国内战争）和俄国1905年的革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明确的思想；它们没有保证说革命必将发生；这里的重点是准确说明事实和趋势。谁根据这些思想和论断就说预期的革命的到来已成幻想，谁就暴露了他对待革命采取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是司徒卢威主义的、警察加叛徒的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

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的总和就叫作革命形势。这种形势在1905年的俄国，在西欧各个革命时代都曾有过；但是，这种形势在上一世纪60年代的德国，在1859—1861年和1879—1880年的俄国也曾有过，当时却没有发生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观点，这种观点已多次为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所发挥而且被公认为无可争辩的了，面对于我们俄国人来说，这种观点已经特别明显地为1905年的经验所证实了。试问，1912年巴塞尔宣言在这方面所预料的是什么，在1914—1915年到来的又是什么？

当时所预料的是革命形势，它被简略地表述为“经济和政治危机”。这一革命形势是否到来了呢？毫无疑问，到来了。社会沙文主义者伦施（他在维护沙文主义方面要比库诺、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这些伪君子表现得更直率，更露骨，更诚实）甚至这样说：“我们正经历着一场特殊的革命”（他的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战争》1915年柏林版第6页）。政治危机已经存在：任何一个政府也不敢担保明天会怎样，任何一个政府也摆脱不了财政破产、割让领土、被逐出自己国家（就象比利时政府被逐出比利时一样）的危险。所有的政府都坐在火山口上，所有的政府都自己在要求群众表现出主动性和英勇精神。欧洲的整个政治制度已被震撼，恐怕谁都不会否认我们已进入了（并且日益深入——我是在意大利宣战这天写到这一点的）巨大政治动荡的时代。如果说考茨基在宣战两个月之后（1914年10月2日在《新时代》杂志上）竟说什么“政府从来没有象在战争开始时这样强大，各政党从来没有象在战争开始时这样软弱”，这不过是考茨基为了讨好休特古姆们和其他机会主义者而伪造历史科学的例证之一。政府从来没有象战时这样需要统治阶级各政党意见一致，这样需要被压迫阶级“驯顺地”服从这种统治。这是第一；第二，即使“在战争开始时”，特别是在预期迅速取得胜利的国家内，政府仿佛具有无限威力，全世界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对革命形势的期待仅仅同战争“开始”时的情况联系起来，更不会把“仿佛如何”和实际如何等同起来。

至于说欧洲大战将无比残酷，这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看到和承认的。战争的经验愈来愈证实这一点。战争正在扩大。欧洲的政治基础日益动摇。群众处于极端的困苦之中，政府、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为隐瞒这种困苦状态而作的种种努力，愈来愈多地遭到失败。某些资本家集团从战争中获得了空前的惊人的高额利润。各种矛盾非常尖锐。群众内心忿忿不平，闭塞愚昧的阶层模糊地期待着友善的（“民主的”）和平，“下层”中开始发出怨声——这一切都已存在。而战争拖得愈久，打得愈激烈，各国政府本身就愈是会鼓励而且一定会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号召他们作出非凡的努力和自我牺牲。这次战争的经验，也和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人们的生活中的任何一次大灾难和任何一次转折的经验一样，使一些人茫然失措，意志消沉，却使另一些人受到教育和锻炼。而且大体说来，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除某些国家衰落和灭亡的个别情况外，后者的数量和力量要比前者更大。

缔结和约不仅不能“立刻”中止这一切灾难和各种矛盾的这种极度尖锐化，相反，在许多方面会使最落后的民众都能更加深切地感到和特别明显地看到这些灾难。

总之，革命形势在欧洲大多数先进国家和列强中已经存在。在这方面，巴塞尔宣言的预见完全得到了证实。如果象库诺、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样直接或间接地否认这个事实或者不谈这个事实，那就是当面撒谎，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效劳。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40、41号）上，我们曾引用一些材料，说明那些害怕革命的人，那些基督教的小市民牧师、总参谋部、百万富翁们的报纸，都不得不承认，革命形势的种种征兆已经存在于欧洲。 
［注：见本卷第96—97、182—183、206—208页。——编者注］



这种形势是否能长久地持续下去，还会尖锐到什么程度？它是否会引起革命？这些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可能知道。只有先进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情绪的发展及其向革命行动转变的经验才能告诉我们。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幻想”，也谈不上什么幻想被推翻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党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没有保证过，正是目前这次（而不是下一次）战争，正是现在的（而不是明天的）革命形势将产生革命。这里所谈的是一切社会党人的不可推诿的和最基本的任务，即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说明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转向革命行动，并建立适应革命形势需要的、进行这方面工作的组织。

任何一个有影响的和负责的社会党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敢怀疑以上这些就是各国社会党的任务；巴塞尔宣言并没有散布和抱有丝毫“幻想”，它所谈的也正是社会党人的这个任务，即唤起人民，“激励”人民（而不是象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考茨基那样用沙文主义麻痹人民），“利用”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效法公社和1905年10月—12月的榜样。当今的各个党不执行自己的这个任务，这就表明它们已经叛变，它们在政治上已经死亡，它们已经放弃自己的作用，它们已经倒向资产阶级。


三

但是，第二国际最有名的代表和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这种事怎么会发生的呢？这个问题下面再详细谈，现在先考察一下“从理论上”为这种背叛辩护的言论。下面我们试就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些主要理论作一评述。普列汉诺夫（他主要是重复英法沙文主义者海德门及其新信徒的论据）和考茨基（他提出的论据要“精致”得多，表面看起来理论上要充实得多）可以算是这些理论的代表。

在这些理论中，最浅薄的恐怕就是“祸首”论了：人家进攻了我们，我们进行自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对欧洲和平的破坏者进行反击。这是各国政府的声明和全世界所有资产阶级报刊和黄色报刊的滥调的翻版。连如此陈腐庸俗的论调，普列汉诺夫也要狡猾地引用“辩证法”（这是这位著作家惯用的手法）来粉饰一番，说什么为了估计当前的具体形势，首先须要找出祸首，予以惩罚；至于其他一切问题，则留待另一种形势到来时再去解决（见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论战争》1914年巴黎版；并见阿克雪里罗得在《呼声报》第86号和第87号上对这种论调的重复）。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这一崇高事业中，普列汉诺夫打破了纪录。这位诡辩家任意抽出某一个“论据”，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普列汉诺夫抽出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上的一句话，说德国人自己在战前就承认奥地利和德国是祸首，——这就够了。至于俄国社会党人多次揭露沙皇政府对加里西亚、亚美尼亚等地的侵略计划，普列汉诺夫却只字不提。对于经济史和外交史，哪怕是最近30年来的，他也一点都没有涉及，而这段历史确凿地证明：目前参战的大国集团，双方都是以侵占殖民地，掠夺别国的领土，排挤更有成就的竞争者并使其破产，作为他们政策的主要轴心。 
［注：一位不惜假装为社会主义者的英国和平主义者布雷斯福德所著《钢和金的战争》一书（1914年伦敦版；书内标明的日期是1914年3月！），是一本很有教益的书。作者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民族问题一般说来已不占突出地位，已经解决了（第35页），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现代外交的典型问题”（第36页）是巴格达铁路[199]、供给这条铁路的铁轨、摩洛哥的矿山等等。作者很正确地认为，“现代欧洲外交史上最耐人寻味的事件”之一，就是法国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一起反对凯约（在1911年和1913年）想同德国在共同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和允许德国证券在巴黎交易所流通的协议的基础上讲和的企图。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阻止了这种协议（第38—40页）。帝国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向较弱的国家输出资本（第74页）。英国依靠这种资本而获得的利润在1899年是9000—10000万英镑（吉芬），在1909年是14000万英镑（佩什），我们得补充一下：劳合－乔治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说中把利润算成2亿英镑，将近20亿卢布。卑鄙的伎俩，收买土耳其贵族的活动，替自己的子弟在印度和埃及觅取肥缺——这就是事情的实质（第85—87页）。一小撮人从扩张军备和战争中大发其财，拥护他们的是社会和金融家，而跟着拥护和平的人走的则是分散的民众（第93页）。一个今天还在高谈什么和平和裁军的和平主义者，明天就会成为完全依附于军火承包商的政党的党员（第161页）。如果三协约国占上风，它们就会夺取摩洛哥并瓜分波斯，三国同盟将会夺取的黎波里，巩固自己在波斯尼亚的地位，征服土耳其（第167页）。伦敦和巴黎在1906年3月借给了俄国数十亿的贷款，帮助沙皇政府镇压解放运动（第225—228页）；英国现在正帮助俄国扼杀波斯（第229页）。俄国已经燃起了巴尔干的战火（第230页）。——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情，难道不对吗？难道这一切都不是人所共知并为全世界社会民主党报纸重复过一千次的吗？一个英国的资产者在大战前夕就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这点了。而在上述这些简单的人所共知的事实面前，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关于德国负有罪责的理论，考茨基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实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前景”的理论，是多么不成体统的废话，多么使人难以忍受的伪善，多么娓娓动听的谎言啊！］



辩证法（普列汉诺夫为了取悦于资产阶级而无耻地将它歪曲了）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即暴力的〉手段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著作家之一、思想上曾从黑格尔受到教益的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 
［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论战争》，《克劳塞维茨全集》第1卷第28页。参看第3卷第139—140页：“大家都知道，战争只是由政府之间和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引起的；但是人们往往都以为，战争一开始，这些关系就告中断，随之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只受自身规律支配的状态。我们的看法相反：战争无非是政治关系在另一种手段介入的情况下的继续。”］

 。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的观点，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作是有关列强（及其内部各阶级）在当时的政治的继续。

普列汉诺夫的拙劣的沙文主义与考茨基的比较精致的、心平气和的、动听的沙文主义所持的理论立场，是完全相同的。考茨基在颂扬各国社会党人倒向“自己的”资本家的行动时说道：


　　大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真正的国际主义就在于承认各国社会党人（包括同我国交战的国家的社会党人）都有这种权利……（见1914年10月2日《新时代》杂志和该作者的其他文章）



　　这种无与伦比的论调是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庸俗的嘲弄，回答这种嘲弄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定制一枚奖章，一面有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另一面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肖像。要知道，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要确认：为了“保卫祖国”，法国工人应当向德国工人开枪，德国工人应当向法国工人开枪！但是，假如我们细心地研究一下考茨基这种论调的理论前提，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发现，这正是克劳塞维茨在大约80年以前所嘲笑的观点：战争一开始，各个民族和各个阶级之间历史地形成的政治关系就会中断，随之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这时，“只有”进攻者和防御者，“只有”对“祖国的敌人”的抵抗！帝国主义列强对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许多民族的压迫，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为分赃而进行的竞争，资本分裂和镇压工人运动的意图——这一切都一下子从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视野中消失了，虽然他们自己在战前数十年中所描述的正是这种“政治”。

这两位社会沙文主义领袖还歪曲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作为自己的“王牌”论据：普列汉诺夫回忆起1813年普鲁士民族战争和1870年德国民族战争，考茨基则作出最博学的样子证明说，马克思解决过在1854—1855年、1859年、1870—1871年的战争中哪一方（即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的问题，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还解决过1876—1877年和1897年的战争中的同样问题。一切诡辩家向来都爱采取这样的手法：引用一些情况分明完全不同的例子作为论据。他们向我们举出的以前的战争，都是历时多年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即反对异族压迫和反对专制制度（土耳其和俄国的）的运动的“政治的继续”。那时，除了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可以预先号召各国人民进行这类战争，燃起民族的仇恨，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和1848年以后曾经号召去同俄国作战那样，正如恩格斯在1859年曾经燃起德国人对他们的压迫者拿破仑第三和俄国沙皇制度的民族仇恨那样。 
［注：顺便说一下，加尔德宁先生在《生活报》[200]上说，马克思在1848年曾经赞成进行一场革命战争来反对欧洲那些事实上已证明是反革命的民族，即“斯拉夫人，特别是俄罗斯人”，这是“革命的沙文主义”，但毕竟还是沙文主义。对马克思的这种指责，只不过是再次证明这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机会主义（或十足的轻率，——更正确些应当说是：和十足的轻率）罢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和现在始终赞成进行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民族。例如，如果社会主义1920年在美洲或欧洲取得胜利，假定那时候日本和中国促使本国的俾斯麦分子来反对我们（哪怕起初是在外交上反对），那我们就要赞成向它们进行一场进攻性的革命战争。加尔德宁先生，您觉得这很奇怪吧？那您就是罗普申一类的革命家了！］



把与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政治的继续”，即把正在争取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同已经衰朽的，即帝国主义的，即掠夺了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来镇压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相提并论，这就等于是把长度同重量相提并论。这就象是把罗伯斯比尔、加里波第、热里雅鲍夫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同米勒兰、萨兰德拉、古契柯夫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相提并论。如果不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赋予的权利，来代表曾经通过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使新兴民族的千百万人民走向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同时，如果不对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诡辩抱鄙视的态度，也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明明看到德国帝国主义者在扼杀比利时，看到英、法、俄、意等国的帝国主义者在勾结起来掠夺奥地利和土耳其，却高谈什么“保卫祖国”。

社会沙文主义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基础的；我的国家的胜利会加速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也就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我的国家的失败会阻碍国内经济的发展，因而也就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到来。发挥这种司徒卢威主义理论的，在我国有普列汉诺夫，在德国有伦施等人。考茨基反对这种拙劣的理论，反对公开维护这种理论的伦施，也反对暗中坚持这种理论的库诺，可是他反对的目的，仅仅是要在更精致更狡猾的沙文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把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起来。

我们不必花许多时间来分析这种拙劣的理论。司徒卢威的《评述》一书是在1894年出版的，20年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非常熟悉有教养的俄国资产者的这种“手法”，熟悉他们怎样披着清除了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贯彻自己的观点和愿望。最近的事态特别明显地表明，司徒卢威主义不仅是俄国的而且也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一种意图，他们妄想“用温和的手段”杀死马克思主义，用拥抱，用仿佛承认马克思主义中除了“煽动性的”、“蛊惑性的”、“布朗基式空想主义的”方面以外的“一切”“真正科学的”方面和成分这种手段来杀死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采取马克思主义中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一切东西，直到争取改良的斗争，直到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直到“笼统地”承认“社会主义的理想”，承认资本主义要被一种“新制度”所代替，而“唯独”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唯独”抛弃它的革命性。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因此很清楚，觉悟的工人必须密切注意以司徒卢威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动力数量很多，形式也很多。现在我们只指出主要的三种：（1）科学的发展在提供愈来愈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是去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假装承认它，却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无害的神圣的“偶像”。（2）机会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党内的发展，在支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改造”，使它能够为对机会主义作出各种让步进行辩护。（3）帝国主义时期是压迫其他一切民族的享有特权的“大”民族瓜分世界的时期。从这种特权和压迫中得来的赃物，无疑会一星半点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和工人阶级的贵族和官僚手中。这些阶层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中只占极少数，他们倾心于“司徒卢威主义”，因为司徒卢威主义可以为他们联合“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对各民族被压迫群众的行为辩护。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论述国际破产的原因时还要谈到。


四

一种最精致的、用科学观点和国际观点精心伪装起来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就是考茨基提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下面就是他本人对这个理论所作的最明白、最确切和最新的说明：


　　“英国保护主义运动的削弱，美国关税的降低，裁军的意图，战前几年法德两国资本输出的锐减，以及各金融资本集团日益紧密的国际交织——所有这一切都使我考虑到：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会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取代，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杂志第5期第144页）“……目前这场战争的进程及其结局可能在这方面具有决定的意义。它可能使金融资本家之间的民族仇恨也达到极点，使军备和军备竞赛的意图加强起来，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必不可免，从而完全毁掉超帝国主义的嫩芽。到那时，我在《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中所作的预见，将在极大程度上得到实现，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与之俱来的资本主义的道义上的衰亡〈直译是“经营失败，Abwirtschaftung”，破产〉都将大为发展……〈应当指出，考茨基用这种精心雕琢的词儿所指的不过是“无产阶级和会融资本之间的中间阶层”，即“知识分子，小资产者，甚至小资本家”对于资本主义的“敌视”而已〉……但战争也可能有另一种结局。它可能使超帝国主义的嫩芽茁壮起来。战争的教训〈请注意这一点！〉可能加速在和平时期要等很久才能达到的那种发展。如果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即发展到各国之间达成协议，发展到实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地步，那么战前曾使资本主义道义上日益衰亡的那些最坏的原因，就可能会消失。”资本主义的新的阶段自然会给无产阶级带来“新的灾难”，“也许是更大的灾难”，但是“超帝国主义”“暂时”“可能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造成一个带来新的希望和新的期待的纪元”（第145页）。





　　他用什么办法从这个“理论”中得出为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根据呢？他用了下述这样一个对“理论家”来说是相当奇怪的办法：

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说：帝国主义以及它所产生的战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金融资本已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因此必须转向群众的革命斗争，因为比较和平地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则露骨地宣称：既然帝国主义是“必然的”，那我们也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考茨基扮演“中派”的角色，在两者之间进行调和：


　　他在《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这本小册子（1915年纽伦堡版）中写道：“极左派”想用社会主义同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对立起来”，就是说，“不仅要宣传社会主义（我们在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针对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统治进行这种宣传），而且想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这看来是很激进的，然而只能把那些不相信能立刻在行动上实现社会主义的人统统推到帝国主义阵营中去”（第17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考茨基说什么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利用在德国——特别是在战时书报检查的条件下——不可能谈论革命行动的机会，“实现”断章取义。考茨基很清楚，左派是要求党立刻进行宣传并准备革命行动，而绝不是“立刻在行动上实现社会主义”。左派根据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得出革命行动必然性的结论。考茨基却用“超帝国主义论”为机会主义者辩护，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仿佛机会主义者根本没有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只是“不相信”能立刻实现社会主义，期待着在我们面前“可能出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新“纪元”。这种“理论”可以归结而且也只能归结如下：考茨基是借助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新纪元的希望，来为机会主义者和各国正式的社会民主党违背巴塞尔决议的庄严声明而在目前风暴时期倒向资产阶级和放弃革命策略（即无产阶级策略）的行为辩护！

请注意，考茨基在这里不仅没有说明，什么样的情况和条件会产生而且必定产生这个新阶段，恰恰相反，他坦率地承认：就连这个新阶段“能否实现”的问题，我也还不能做出判断。确实，让我们看看考茨基所指出的那些走向新纪元的“趋势”吧。令人惊讶的是，作者竟把“裁军的意图”也算作是经济事实！这就是说，他想在天真的小市民空谈和幻想的掩护下回避那些同矛盾和缓论丝毫不相容的确凿事实。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顺便提一下，这个词根本表达不出他所要说的意思）是指资本主义矛盾的大大和缓。据说：“英国和美国的保护主义削弱了。”但这里哪有一点点走向新纪元的趋势呢？美国那种走到了极端的保护主义是削弱了，但保护主义却仍然存在，正象英属殖民地给英国的特权即优惠税率仍然存在一样。让我们回想一下，从前的“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被当今帝国主义时代所代替的基础是什么，基础就是自由竞争已让位于资本家的垄断同盟，整个地球已被瓜分完毕。显然，这两件事实（和因素）都确实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只有当资本能够畅行无阻地扩大殖民地和夺取非洲等地的无主的土地，而资本的集中还很薄弱，垄断企业即庞大到能够控制整个一个工业部门的企业还没有产生时，自由贸易与和平竞争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种垄断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这个过程在英国和美国大概都还没有停止吧？就连考茨基也未必敢否认战争加速和加剧了这个过程）使以往的自由竞争成为不可能了，破坏了这种竞争立足的基础，而对世界的瓜分又迫使资本家从和平扩张转到用武装斗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如果认为两个国家中的保护主义的削弱就会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变，那就太可笑了。

再来看看几年来两个国家资本输出的减少问题。根据统计，例如根据1912年哈尔姆斯的统计，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各自在国外的资本约为350亿马克（约170亿卢布），而英国一个国家就比它们多一倍以上 
［注：见伯恩哈德·哈尔姆斯《世界经济问题》1912年耶拿版。乔治·佩什《大不列颠在各殖民地……的投资》，载于1910—1911年《皇家统计学会杂志》第74卷第167页。劳合－乔治在1915年初的一次演说中估计英国在国外的资本是40亿英镑，即约800亿马克。］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输出的增长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平衡的。至于资本积累的削弱，或国内市场的容量由于例如群众生活状况的大大改善而大为改变，那是考茨基连提也不会提的。在这种条件下，从两个国家几年来资本输出减少的事实中，无论如何不能得出新纪元到来的结论。

“金融资本集团日益紧密的国际交织”。这是唯一真正普遍的和确凿无疑的趋势，它不是近几年来才有的，也不是两个国家才有的，而是全世界的、整个资本主义的趋势。但是为什么这个趋势一定会产生裁减军备的意图，而不是以往那种扩张军备的意图呢？我们可以举任何一个世界著名的“大炮”公司（和生产任何军事装备的公司）为例。就拿阿姆斯特朗公司来说吧。不久以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915年5月1日）报道说，该公司的利润从1905—1906年度的606000英镑（约600万卢布）提高到1913年的856000英镑和1914年的94万英镑（900万卢布）。这里金融资本的交织甚为密切，并且在日益增强；德国资本家“参与了”这家英国公司的事务；英国一些公司为奥地利制造潜水艇等等。国际上互相交织的资本正在做扩张军备和战争的大好生意。谁要以为各国资本联合和交织成统一的国际整体就可以产生裁减军备的经济趋势，谁就等于用希望阶级矛盾和缓的善良的小市民愿望去代替阶级矛盾的实际上的尖锐化。


五

考茨基以一种十足的庸人的态度来谈战争的“教训”，他把这些教训说成是对战争灾难的一种精神恐惧。例如，他在《民族国家……》这本小册子里写道：


　　“无庸置疑，也无须证明，最迫切地关心世界和平和裁减军备的阶层是存在的。小资产者和小农，甚至许多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并不能从帝国主义中得益，对这些阶层来说，战争和扩张军备带来的祸害会大于可能获得的利益。”（第21页）



　　这是在1915年2月写的！事实说明，一切有产阶级，直到小资产者和“知识分子”，都已纷纷站到帝国主义者一边，而考茨基却和套中人[201]一样，做出一副异乎寻常的洋洋自得的神态，用一些甜言蜜语来抹杀这些事实。他不是根据小资产阶级的行动，而是根据某些小资产者的言论来判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尽管这些言论不断地为他们的行动所推翻。这正和不是以资产阶级的行动而是以那些赌咒发誓说现存制度充满基督教理想的资产阶级牧师的博爱言词来判断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样。考茨基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所采取的方法是抽去它的一切内容，只留下具有某种超自然、超世俗的意义的“利益”一词，因为它所指的不是现实的经济，而是关于普遍幸福的天真愿望。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中千万件事实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和高谈矛盾的和缓，并提出“论据”说，矛盾的尖锐化会招致“不良的后果”。帝国主义就是有产阶级各阶层屈服于金融资本，就是五六个“大”国（其中多数现在都参加战争）瓜分世界。大国瓜分世界意味着，它们的一切有产阶层都从占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中获得利益，都从压迫其他民族、因自己属于“大”国和压迫民族而身居大有收益的职位和享有特权中获得利益。 
［注：恩·舒尔采说，到1915年，全世界的有价证券（包括国家的和市政的公债、工商业公司的典契和股票等等在内）总值是7320亿法郎。在这个数目中，英国占1300亿法郎，美国占1150亿法郎，法国占1000亿法郎，德国占750亿法郎，——这就是说，这4个大国共占4200亿法郎，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超过其他各国并对其他国家进行压迫和掠夺的那些领先的大国民族，获得了多么大的利益和特权（恩斯特·舒尔采博士《在俄国的法国资本》，载于1915年柏林出版的《金融文汇》第32年卷第127页）。对于大国民族来说，“保卫祖国”就是保卫掠夺其他民族而获得赃物的权利。俄国的帝国主义，如所周知，资本的色彩较淡，可是军事封建的色彩却较浓。］



现在已不能象过去那样在资本主义平稳发展和逐步向新的国家扩展的比较平静、文明、和平的环境中生活了，因为另一个时代已经到来。金融资本可以把某一个国家排挤出而且必将排挤出大国的行列，夺走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对英国开战的德国就在这样威胁着英国），夺走小资产阶级所享有的“大国的”特权和额外的收入。这是已由战争证明了的事实。这是早已得到公认的、同一个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那本小册子中也承认过的那些矛盾尖锐化的实际结果。

而现在，当争夺大国特权的武装斗争已成为事实的时候，考茨基却规劝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说，战争是可怕的事情，裁军才是好事，这和基督教牧师在布道的讲坛上规劝资本家说，博爱是上帝的教诲、是灵魂的归依、是文明的道德规范如出一辙，其结果也一模一样。考茨基称之为导致“超帝国主义”的经济趋势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正是小资产阶级希望金融家不要去为非作歹的规劝。

靠资本输出吗？但是，输出到独立国家（如美国）去的资本已多于输出到殖民地去的资本。靠抢夺殖民地吗？但是，殖民地已全部被抢完而且几乎都在争取解放：“印度可能不再是英国的领地，而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帝国，将永远不会落在另一个外国的统治之下。”（上引小册子第49页）“任何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想使自己成为不靠国外供应原料的殖民帝国的任何企图，都一定会使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它，把它卷入无尽头的消耗战，不让它接近自己的目的。这种政策肯定会导致这个国家整个经济生活的破产。”（第72一73页）

这难道不是象庸人那样规劝金融家放弃帝国主义吗？用破产来恐吓资本家，就等于劝交易所经纪人不要到交易所去做投机买卖，因为“许多人都是这样倾家荡产的”。资本就是靠同它竞争的资本家和同它竞争的国家的破产获利，以实现更高程度的积聚，因此，经济竞争即在经济上促使对手破产的斗争愈尖锐、回旋余地愈“狭窄”，资本家就愈是力求辅之以军事手段来促使对手破产。向土耳其之类的地区输出资本，可以象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那样十分有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家比向自由的、独立的、文明的国家如美国输出资本要多获两倍的利润。这样的地区剩下的愈少，为控制和瓜分土耳其、中国等国的斗争就愈加剧烈。关于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理论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事实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而考茨基却把一切都变为庸俗的小市民的“说教”，说什么用不着大发脾气，更用不着为瓜分土耳其或抢夺印度而大动干戈，因为“反正长不了”，所以最好还是让资本主义和平地发展……自然，用增加工资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和扩大市场，那就更好了：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按这种精神来劝导金融家，便成了牧师布道的一个最适当的题目……好心的考茨基几乎完全说服了和劝住了德国金融家：用不着为争夺殖民地而同英国兵戎相见，因为这些殖民地反正很快就要获得解放！……

从1872年到1912年，英国对埃及的进出口额，比英国总的进出口额增长得慢。于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就进行说教：“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不用武力占领埃及而依靠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英国同埃及的贸易就会增长得慢些。”（第72页）“资本扩张的意图”“不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方法，而通过和平的民主能够实现得最好”。（第70页）

这是多么严肃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呀！考茨基出色地“修正了”这段不合理的历史，并“证明”说，当初英国人完全不必从法国人手中夺取埃及，德国金融家也根本用不着发动战争，进军土耳其和采取其他的措施来把英国人赶出埃及！所有这些都是误会，只不过是一场误会，只是因为英国人还没有领悟到：不对埃及采用暴力，而转向（为了按考茨基的办法扩大资本的输出！）“和平的民主”才是“最好的”方法……


　　“如果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认为，自由贸易能完全消除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经济矛盾，这当然只能是他们的幻想。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民主制都不能消除这些矛盾。但是，我们大家关切的是，这些矛盾能用劳动群众遭受痛苦和牺牲最少的斗争形式来消除”（第73页）……



　　天哪，行行好吧！天哪，饶恕我吧！拉萨尔曾经问道：什么是庸人？他引了一位诗人的名言回答说：“庸人是一根空肠子，充满恐惧和希望，乞求上帝发慈悲。”[202]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糟蹋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他成了不折不扣的牧师。这位牧师在规劝资本家转向和平的民主，并且说这是辩证法：假如起先有过自由贸易，后来又有垄断和帝国主义，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有“超帝国主义”，就不能再有自由贸易呢？这位牧师在安慰被压迫的群众，把这个“超帝国主义”说得天花乱坠，尽管这位牧师甚至还不敢说这个东西能否“实现”！有些人维护宗教的理由是宗教可以安慰人，费尔巴哈正确地向他们指出了这种安慰的反动作用，他说：谁要是安慰奴隶，而不去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奴隶制，谁就是在为奴隶主帮忙。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这做起来特别方便，只要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最恶劣最笨拙的反革命理论，歪曲成了最龌龊的僧侣主义。

1909年，考茨基在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中承认资本主义矛盾在尖锐化（这一点谁都没有驳倒过而且是无法驳倒的），承认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即新的“革命时期”的临近。他说，这不会是“过早的”革命，并且说，即使在战斗开始以前不能否认也有失败的可能，但是不考虑到起义有胜利的可能，那就是“直接背叛我们的事业”。

战争到来了。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了。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战争在持续下去，战场在日益扩大。考茨基正在一本又一本地写他的小册子，他驯服地遵从书报检查官的意旨，在小册子中不引用关于掠夺领土和战争的惨祸、关于军火商大发横财、关于物价高涨、关于被动员的工人遭受“军事奴役”等等方面的材料，却一味安慰无产阶级，——援引资产阶级还是革命和进步的阶级的那个时期，即“马克思本人”曾希望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获胜的那个时期的战争作为例子，用一行行一栏栏的数字来证明资本主义“可以”不要殖民地和掠夺，不要战争和扩张军备，证明“和平的民主”更为可取。考茨基不敢否认群众的苦难加剧和革命形势眼看就要真正到来的事实（这一点谈不得呀！书报检查机关不允许……），于是向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献媚，描绘出一幅会使人们“遭受牺牲和痛苦少”的新阶段的斗争形式的“前景”（他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弗·梅林和罗莎·卢森堡由于这一点而称考茨基为娼妓是完全正确的。


※　　　　　※　　　　　※

1905年8月，俄国曾出现过革命形势。为了“安慰”愤懑的群众，沙皇答应召开布里根杜马[203]。如果说可以把金融家放弃扩张军备以及他们彼此间达成“持久和平的”协议叫作“超帝国主义”的话，那么布里根的立法咨议制度也就可以叫作“超专制制度”了。我们暂且假定，“交织”在几百个大企业中的成百个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家，明天会答应各国人民在战后裁军（我们暂且作这种假定，以便探究从考茨基的拙劣的理论中可以得出哪些政治结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劝告无产阶级放弃革命行动，也是对无产阶级的直接背叛，因为没有革命行动，一切诺言、一切美好的前景只能是空中楼阁。

战争不仅给资本家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带来了进行新的掠夺（掠夺土耳其、中国等等）、接受价值数十亿的新订货、放出新的利息更高的债款等的灿烂前景。不仅如此，它还给资本家阶级带来很大的政治利益，因为它分裂和腐蚀了无产阶级。考茨基正在助长这一腐蚀，他为了同“自己”国家的机会主义者休特古姆们实行统一而赞美战斗的无产者的这种国际分裂！可是竟有人还不了解，老党统一的口号意味着一国的无产阶级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统一”和各国无产阶级的分裂……


六

当上面这段文章写完时，5月28日出版的一期《新时代》杂志（第9期）上发表了考茨基关于“社会民主党破产”的总结性的议论（他的一篇驳斥库诺的文章的第7节）。考茨基把他维护社会沙文主义的一切旧的诡辩和一个新的诡辩加在一起，并且自己作了如下的总结：


　　“有一种非常荒谬的说法：似乎这场战争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似乎在战争到来时只能作如下的选择：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似乎德国的、法国的、往往还有英国的社会党和无产阶级群众，对事情不加思考，只听到一小撮议员的一声号召，就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背叛了社会主义，从而导致史无前例的破产。”



　　这是一个新的诡辩和对工人的新的欺骗：这场战争——请注意！——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在当前这场战争的性质和意义的问题上，考茨基的动摇简直令人吃惊，这位党的领袖总是小心翼翼地躲开巴塞尔和开姆尼茨代表大会的明确的正式的声明，就象小偷躲开他刚刚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考茨基在1915年2月写的《民族国家……》这本小册子中曾经断言，这场战争“归根到底还是帝国主义性质的”（第64页）。现在却作了新的保留：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请问，还有别的什么性质呢？

原来还带有民族的性质！考茨基是借助下面这种“普列汉诺夫式的”所谓辩证法得出这种令人惊奇的结论的：


　　“当前这场战争不仅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而且也是俄国革命的产物。”他，考茨基，早在1904年就预见到，俄国革命将使泛斯拉夫主义以新的形式复活起来，“民主的俄国必然会强烈地激起奥地利和土耳其统治下的斯拉夫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那时波兰问题也将尖锐起来……那时奥地利就会崩溃，因为目前把彼此趋向分离的分子束缚起来的那个铁箍将随着沙皇制度的崩溃而断裂”（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考茨基自己从他1904年的文章中引来的）……“俄国革命……给了东方的民族要求以新的强有力的推动，使得在欧洲问题之外又加上了亚洲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在当前这场战争中都正在强烈地表现出来，对于人民群众（也包括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在统治阶级中占优势的则是帝国主义的倾向。”（第273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这是糟蹋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范例！因为“民主的俄国”会激起东欧各民族追求自由的愿望（这是无可争辩的），所以当前这场战争，虽然不会使任何一个民族得到解放，而不管谁胜谁负都会使许多民族遭到奴役，那也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因为“沙皇制度的崩溃”将意味着奥地利由于其民族结构的不民主而瓦解，所以暂时巩固起来的反革命的沙皇政府掠夺奥地利，使奥地利各民族遭受更加惨重的压迫，就使得“当前这场战争”不具有纯粹帝国主义的性质，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民族的性质。因为“统治阶级”利用所谓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具有民族目的的童话来欺骗愚昧的小市民和闭塞麻木的农民，所以一个学者，“马克思主义”的权威，第二国际的代表，就有权用下述“提法”使群众容忍这种欺骗行为：统治阶级有帝国主义的倾向，而“人民”和无产阶级群众有“民族的”要求。辩证法变成了最卑鄙最下贱的诡辩术！

当前这场战争的民族因素仅仅表现在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这一点在我们党的伯尔尼会议的决议中已经指出过 
［注：见本卷第164页。——编者注］

 ）。只有在塞尔维亚和在塞尔维亚人那里，我们才看到进行多年的、有几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当前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就是这一运动的“继续”。假定这个战争是孤立的，就是说它同全欧的战争，同英、俄等国的自私的掠夺的目的没有关系，那么一切社会党人都应当希望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获胜——这就是从当前的战争的民族因素中得出的唯一正确的、绝对必需的结论。可是，现在为奥地利的资产者、教权派和将军们效劳的诡辩家考茨基，恰恰没有作出这个结论！

其次，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关于发展的科学方法的最高成就，恰恰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和歪曲的考察。塞奥战争这一民族因素对这场欧洲大战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意义的。如果德国获胜，它就会灭亡比利时，就会再灭亡波兰的一部分，可能还有法国的一部分等等。如果俄国获胜，它就会灭亡加里西亚，就会再灭亡波兰的一部分以及亚美尼亚等等。如果“不分胜负”，那么以往的民族压迫就会继续存在。对于塞尔维亚来说，即对于当前这场战争的百分之一左右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政治的继续”。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即只能腐蚀各民族而不能解放各民族的已经衰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三协约国“解放”塞尔维亚，其实是在把塞尔维亚的自由出卖给意大利帝国主义，以换取它对掠夺奥地利的帮助。

这一切是众所周知的，而考茨基为了替机会主义者辩护，竟无耻地加以歪曲了。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的认识的一种狭隘性、片面性，表明人的认识不能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的、小市民的或其他的东西掺杂其间。因此，当帝国主义者分明用“民族的”词句来掩盖赤裸裸的掠夺的目的，肆无忌惮地欺骗“人民群众”的时候，有人却说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这种人不是愚蠢透顶的学究，就是吹毛求疵者和骗子。问题的整个实质就在于考茨基在帮助帝国主义者欺骗人民，他说，“对于人民群众（也包括无产阶级群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是民族问题，而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则是“帝国主义的倾向”（第273页），同时他还援引了“极为纷繁复杂的现实”（第274页）这个似乎是辩证的论据来“充实”这一论点。毫无疑问，现实是极为纷繁复杂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这种极为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有两股主要的和根本的潮流：这场战争的客观内容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的继续”，即“列强”的已经衰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府）掠夺其他民族的“政治的继续”，而“主观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则是为了愚弄群众而散布的“民族的”词句。

考茨基一再重复一种陈腐的诡辩，说什么“左派”把事情描绘成“在战争到来时”只能作如下的选择：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这种诡辩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这是无耻的故意曲解，因为考茨基很清楚，左派所提出的是另外的选择：要么是党参加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欺骗，要么是宣传和准备革命行动。而且考茨基还知道，只是书报检查机关保护了他，才使德国的“左派”无法揭穿他那些为了逢迎休特古姆之流而散布的无稽之谈。

至于说到“无产阶级群众”和“一小撮议员”的关系问题，考茨基在这里提出一个陈腐不堪的反驳意见：


　　“我们不谈德国人，免得为自己辩护；可是谁会郑重地断言，象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这样的人，在一天之内就成了帝国主义者而背叛了社会主义呢？我们先不谈议员和‘领导机关’……〈这里考茨基显然是暗指罗莎·卢森堡和弗·梅林的《国际》杂志，因为这家杂志对领导机关的政策，即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的领导，如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它的国会党团等等的政策表现出理所当然的轻蔑〉“……可是谁又敢断言，只要一小撮议员下一道命令，就能使400万觉悟的德国无产者在24小时之内一起向右转，去反对他们从前所追求的目标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件事所证明的当然就不仅是我们党的可怕的破产，而且也是群众〈黑体是考茨基用的〉的可怕的破产了。假如群众真是这样一群无主见的傻瓜，那我们就可以让人家来埋葬我们了。”（第274页）



　　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最高权威卡尔·考茨基，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和一整套可怜的遁词把自己埋葬了。谁不了解这一点甚至感觉不到这一点，谁在社会主义方面就毫无希望；正因为这样，梅林和罗莎·卢森堡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在《国际》杂志上把考茨基之流当作最卑鄙的人物来对待，是做得唯一正确的。不妨想一想：当初能够多少自由地（就是说不至于立即被捕入狱，不会有被枪毙的危险）表示自己对战争的态度的，只有“一小撮议员”（他们有权自由地投票，他们完全可以投反对票——即使在俄国也不会因为投反对票而遭到殴打和迫害，甚至逮捕），一小撮官吏及记者等。现在考茨基却慷慨地把这个社会阶层的叛变和无主见推到群众身上，而正是这位考茨基多年来数十次地写文章谈到这个阶层同机会主义的策略和思想之间的联系！一般科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一条首要的最根本的准则，就是要求著作家去考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即大声疾呼地唤醒人们反对叛变的派别和不认为有叛变的派别）之间现在的斗争同过去整整数十年的斗争的联系。考茨基关于这一点却没有提到，甚至根本不想提出派别和思潮的问题。过去有过一些思潮，现在再也没有了！现在只有奴性十足的人一向当作王牌来使用的那些“权威”的鼎鼎大名了。因此，可以特别方便地互相援引，并以互相包庇的原则友好地掩盖自己的“罪过”。尔·马尔托夫在伯尔尼的一次讲演会上惊呼：既然盖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都……那怎么能说这是机会主义呢！（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阿克雪里罗得写道（《呼声报》第86号和第87号）：指责象盖得这样的人是机会主义者，应当格外慎重。考茨基也在柏林随声附和道：我不打算为自己辩护，但是……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杜鹃恭维公鸡是因为公鸡恭维了杜鹃。

考茨基象奴仆一样献殷勤，甚至去吻海德门的手，把他描绘成只是在昨天才投身到帝国主义那里去。可是，在同一家《新时代》杂志和全世界数十家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关于海德门的帝国主义，已经谈论多年了！如果考茨基有兴趣认真研究一下他提到的这些人物的政治履历，那他就一定会想起：在这些人的履历中不是有一些特征和事件足以表明，他们倒向帝国主义不是“一天之内”而是几十年内酿成的结果吗？瓦扬没有当过饶勒斯派[204]的俘虏吗？普列汉诺夫没有当过孟什维克和取消派的俘虏吗？盖得派[205]不是在典型的死气沉沉、庸碌无能、对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没有独立见解的盖得派的《社会主义》杂志[206]上当众死亡了吗？在米勒兰主义问题上，在开始同伯恩施坦主义作斗争的时候，以及在其他方面，考茨基本人（我们给那些十分恰当地把考茨基同海德门及普列汉诺夫相提并论的人作个补充）没有表现出无主见吗？

但是，他丝毫也没有兴趣以科学态度去研究这些领袖的履历。他甚至也不打算考察一下，这些领袖现在是用他们自己的论据，还是捡起机会主义者和资产者的论据来为他们自己辩护？这些领袖的行为所以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是因为他们自己有特殊的影响，还是因为他们附和了别人的、真正“有影响的”、得到军事机构支持的派别即资产阶级派别？考茨基根本就没有着手研究这一问题；他唯一的兴趣，就是蒙蔽群众，用权威的鼎鼎大名来震聋群众的耳朵，不让他们明确地提出有争论的问题并全面地加以研究。 
［注：考茨基举出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还有另一方面的意思。象伦施和亨尼施之类的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者（更不用说机会主义者了），他们举出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就是为了替自己的政策作辩护。他们是有权举出这些人的。他们说他们与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所采取的实际上是相同的政策，这是事实。然而，考茨基却是以轻蔑的口吻谈论伦施和亨尼施这些已经投靠帝国主义的激进派的。考茨基很感谢上帝，因为他不象这些税吏[207]，他不同意他们，他仍然是个革命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事实上，考茨基的立场同他们是一样的。满嘴甜言蜜语的假仁假义的沙文主义者考茨基，要比呆头呆脑的沙文主义者大卫和海涅、伦施和亨尼施可恶得多。］




　　“……400万群众按照一小撮议员的命令一起向右转……”



　　这里没有一个字是正确的。德国党组织中的群众不是400万，而是100万，况且代表这个群众组织（也象任何组织一样）的统一意志的，只是它的统一的政治中心，即背叛了社会主义的“一小撮人”。当时人们是向这一小撮人征询意见、号召进行投票表决的；只有他们能够投票表决，能够写文章等等。而群众却无人征询他们的意见。不仅不允许他们投票表决，而且把他们驱散和赶走，这完全不是“按照”一小撮议员的“命令”，而是按照军事当局的命令。军事机构现实地存在着，这个机构里面没有领袖叛变的事，它把“群众”一个个地叫来，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要么去当兵（按照你的领袖们的劝告），要么被枪毙。群众无法有组织地行动，因为他们早先成立的组织，即以列金、考茨基和谢德曼之流的“一小撮人”为代表的组织，已经出卖了群众，而建立一个新的组织还需要时间，需要有抛弃陈旧的、腐朽的、过时的组织的决心。考茨基竭力想击败自己的对手——左派，硬把一些荒唐的东西加在他们身上，说他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为了“回答”战争，“群众”应当“在24小时之内”制造出一个革命，实行“社会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否则“群众”就是表现出“无主见和叛变”。这纯粹是胡说，资产阶级和警察用他们编撰的文理不通的小册子“打击”革命者的时候，向来就是借助于这种胡说的，而现在考茨基却拿它来炫耀。考茨基的左派对手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没有组织的群众是不会有统一意志的，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强大的、实行恐怖的军事机构作斗争，是困难而长期的事情。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时，群众是什么也不能制造出来的；而这“一小撮”领袖却完全能够并且应该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反对“国内和平”，反对为战争辩护，公开主张自己的政府失败，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宣传战壕联欢，创办秘密报刊 
［注：顺便说一下，为此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报纸都停办，用这种办法来回答不许写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禁令。象《前进报》那样接受不写这类内容的条件，是卑鄙和怯懦的表现。《前进报》由于这样做而在政治上死亡了。尔·马尔托夫的这句话是说对了。但是我们可以保留公开的报纸，只要我们声明这些报纸不是党的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它们只是为一部分工人的技术性需要服务的即非政治性的报纸。可以有评价战争的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也可以有不作这种评价的公开的工人报刊，它不说谎话，但也不谈真情，——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

 以宣传过渡到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等等。

考茨基知道得很清楚，德国的“左派”所指的正是这样的行动，或者确切些说，类似的行动，但他们在实行战时书报检查的条件下无法直接地公开地谈论这些行动。不惜一切代价为机会主义者辩护的愿望，使考茨基干出了前所未有的卑鄙勾当：他躲在战时书报检查官的背后，把明显的胡说硬加在左派头上，相信书报检查官会保护他不被揭穿。


七

考茨基耍尽各种手腕，故意避开一个学术上和政治上的重要问题，以此博得机会主义者的无限欢心，这个问题就是：第二国际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怎么会背叛社会主义的呢？

当然，我们不应当从某些权威的个人履历的角度来提出这个问题。将来为他们写传记的人研究问题应当包括这个方面，但是社会主义运动现在所关心的绝不是这一点，而是要研究社会沙文主义思潮的历史根源、条件、意义和力量。（1）社会沙文主义是从哪里来的？（2）什么东西给了它力量？（3）怎样同它作斗争？只有这样来提出问题才是严肃的，而把目标转移到“个人”身上，实际上不过是回避问题，耍弄诡辩家的手腕。

要回答头一个问题，就必须研究一下：第一，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否同社会主义运动中原先的某种思潮有联系？第二，从事实上的政治划分来看，社会党人现在分为社会沙文主义的反对者和拥护者，这种划分同历史上原先的划分有什么关系？

所谓社会沙文主义，我们是指肯定在当前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为社会党人在这场战争中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实行联合作辩护，拒绝宣传和支持无产阶级反对“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等等。十分明显，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政治内容同机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属于同一种思潮。社会沙文主义是机会主义在1914—1915年的战争环境中的产物。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战争使这种思想发展到了顶点，并且把在促成这种思想的一般的因素和起因中又加进了一系列特殊的因素和起因，用特殊的威胁和暴力迫使普通的分散的群众同资产阶级实行合作。这种情况自然使拥护机会主义的人增多，这种情况也充分说明为什么许多昨天的激进派倒向这个阵营。

机会主义就是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战争使这种联合具有特别突出和强制的性质。机会主义是在数十年的过程中，由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各种特点产生的，在这个时代，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使他们从本国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使他们感受不到破产的贫困的大众的灾难、痛苦和革命情绪。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情况的直接继续和顶点，因为这是为维护大国民族的特权、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加强对其他民族的统治而进行的战争。保住和巩固自己的即小市民“上层”或工人阶级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地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希望和与此相适应的策略在战争时期的自然的继续，这就是当代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 
［注：试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帝国主义者和资产者多么重视“大国的”民族特权对于分裂工人、引诱他们离开社会主义的意义。英国帝国主义者柳卡斯在《大罗马和大不列颠》（1912年牛津版）一书中，承认在现代的不列颠帝国中有色人种没有充分的权利（第96—97页），并且指出：“在我们的帝国中，当白种工人和有色人种工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之间并不是同等的关系，白种工人倒象是有色人种工人的监工。”（第98页）——反社会民主党人帝国联盟的前任书记埃尔温·贝尔格尔在《战争爆发后的社会民主党》（1915年版）这本小册子中，赞扬了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并且声称他们应当成为“纯粹的工人政党”（第43页），即“本民族的”、“德国的工人政党”（第45页），而不要有“国际主义的空想的”、“革命的”思想（第44页）。——德国帝国主义者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在论述国外投资的一本著作中（1907年版），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忽视“民族福利”（第438页），即抢夺殖民地，而称赞英国工人讲“现实主义”，例如，称赞他们反对外来移民。——德国外交官吕多费尔在一本论述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的书中强调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即资本的国际化丝毫也不能消除各国资本为争夺权势、争夺“股票的多数”而进行的激烈的斗争（第161页），而且指出，这场激烈的斗争把工人也卷了进去（第175页）。书上注明的日期是1913年10月，当时作者很明白地谈到：“资本的利益”（第157页）是现代战争的起因，“民族趋势”的问题正在成为社会主义的“难题”（第176页），各国政府用不着害怕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主义的游行示威了（第177页），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事实上已经愈来愈成为民族的了（第103、110、176页）。如果国际社会主义能使工人摆脱民族的影响，那么它就会取得胜利，因为单靠暴力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如果民族感情占了上风，它就会遭到失败（第173—174页）。］

 自然，习惯的力量，比较“和平的”演进所养成的墨守成规，民族偏见，对于形势的急剧转折的恐惧和怀疑，——这一切都曾作为附加的因素使机会主义以及用假话加以掩饰的同机会主义的怯懦的调和（借口所谓同机会主义调和只是暂时的，只是由于特殊的原因和理由）得到加强。战争改变了数十年来所形成的机会主义的面貌，把它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使它的流派数量更多，种类更加五花八门，使它的信徒的队伍扩大了，用许多新的诡辩丰富了他们的论据，可以说是使许多新的支流和小溪同机会主义的主流汇合起来，但主流并没有消失，而是相反。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熟透了的机会主义，以致这个资产阶级脓疮已经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留在社会党的内部了。

不愿意正视社会沙文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人，抓住个别情况和“特殊案例”，说什么某某机会主义者成了国际主义者，而某某激进派分子倒成了沙文主义者。但是，这一点在各种思潮的发展的问题上根本不是什么郑重的论据。第一，工人运动中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同的，即无产阶级和小市民中从“自己”国家的资本的特权中分享一点油水的少数上层分子联合起来反对无产者群众，反对全体被压迫的劳动群众。第二，两种思潮的思想政治内容也相同。第三，第二国际时代（1889—1914年）社会党人分为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的旧的划分，大体上是与现在分为沙文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新的划分相一致的。

为了认识刚才提到的这个论点的正确性，应当记住一条原则：在社会科学中（如同在整个科学中一样），研究的是大量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的情况。就拿德国、英国、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保加利亚、瑞士、法国和比利时这10个欧洲国家来说吧。在前8个国家中，社会党人的新的划分（按国际主义）是与旧的划分（按机会主义）相一致的：在德国，机会主义的堡垒《社会主义月刊》杂志（《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已经成了沙文主义的堡垒。国际主义的思想得到极左派的支持。在英国，英国社会党内国际主义者约占3/7（根据最近的统计，赞成一项国际主义决议的有66票，反对的有84票），而机会主义者的联盟（工党＋费边派＋独立工党）中国际主义者不到1/7 
［注：人们通常只拿“独立工党”来同“英国社会党”作比较。这是不对的。不应当看组织形式，而要看实质。拿日报来说吧：日报有两种，一种是英国社会党的《每日先驱报》，另一种是机会主义联盟的《每日公民报》。这两种日报是进行实际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

 。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基本核心——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成了沙文主义者的基本核心。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虽然叫喊得比较厉害，但是我们即使根据1910—1914年这5年的经验也可以知道，他们是没有能力在俄国群众中间进行系统的宣传的。俄国国际主义者的基本核心是“真理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他们是1912年1月重新建立了党的先进工人的代表。

在意大利，比索拉蒂之流的纯粹机会主义的党，已经成了沙文主义的党。代表国际主义的是工人的党。工人群众都拥护这个党；机会主义者、议员、小资产者则拥护沙文主义。在意大利，人们能够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自由地进行了选择，而选择的结果并不是偶然的，是与普通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阶级地位的差别相吻合的。

在荷兰，特鲁尔斯特拉的机会主义政党对沙文主义一概采取调和态度（不要被如下情况所迷惑：荷兰的小资产者同大资产者一样，特别憎恨最可能“吞掉”他们的德国）。培养出彻底的、忠诚的、热忱的和信念坚定的国际主义者的则是以哥尔特和潘涅库克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瑞典，机会主义者的领袖布兰亭，对于人们斥责德国社会党人为叛徒这件事大发雷霆，而左派领袖霍格伦却宣称，在他的支持者中间，有些人正是这样看的（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在保加利亚，反对机会主义的“紧密派”在自己的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208]）上撰文斥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干了坏事”。在瑞士，机会主义者格雷利希的支持者乐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辩护（见他们的机关报——苏黎世的《民权报》），而激进得多的罗·格里姆的支持者则把伯尔尼的报纸（《伯尔尼哨兵报》）变成了德国左派的机关报。10个国家中只有法国和比利时两个国家例外，然而我们看到，就在这两个国家里，其实也不是没有国际主义者，只是国际主义者（部分地是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力量过于薄弱，受到压制；我们不要忘记，瓦扬自己在《人道报》上也承认，他从自己的读者那里收到过许多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信，但是这些信他一封也没有全文发表！

总的说来，就思潮和流派而言，不能不承认，正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背叛了社会主义，倒向了沙文主义。机会主义派在正式的党中的那种力量，那种貌似的强大从何而来？考茨基是很善于提出历史问题的，特别是在谈到古罗马之类的同实际生活离得比较远的事情时更是如此，可是现在，当事情涉及他本人的时候，却假惺惺地装作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事情是最明显不过的。给了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以巨大力量的是他们同资产阶级、政府和总参谋部的联盟。在我们俄国，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常常这样看问题：机会主义者是社会党的一部分，在社会党内一向就有而且将来还会有处于两个极端的派别，问题只在于避免“走极端”，等等，等等，——一切庸人的箴言录中都是这样抄写的。

实际上，机会主义者在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当象赫罗斯特拉特[209]一样出名的机会主义者休特古姆明显地昭示了这个社会的、阶级的真理的时候，许多好心肠的人都惊叹不止。法国社会党人和普列汉诺夫也指责起休特古姆来，——可是王德威尔得、桑巴和普列汉诺夫如果照一照镜子，那么在镜子中看到的正是休特古姆，只是民族面貌稍微不同罢了。赞扬考茨基而又为考茨基所赞扬的德国中央委员们（“执行委员会”）也急忙谨慎、谦虚和客气地声明（没有指休特古姆的名），他们“不同意”休特古姆的路线。

这是可笑的，因为事实证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政策中，在关键时刻，一个休特古姆的力量要胜过一百个哈阿兹和考茨基（正如一家《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力量要胜过害怕同它分裂的布鲁塞尔联盟的所有各个流派一样）。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休特古姆背后有一个大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和总参谋部。它们千方百计地支持休特古姆的政策，而对休特古姆的反对者的政策却用尽一切办法，直到监禁和枪杀，来加以阻挠。休特古姆的声音可以通过千百万份资产阶级报纸传播出去（正象王德威尔得、桑巴和普列汉诺夫的声音一样），而休特古姆的反对者的声音却不能通过合法的报刊为人们所听到，因为有战时书报检查存在！

大家都同意，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但是对这一真理的意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好好想过的。机会主义是由合法主义培育起来的。1889—1914年时代的工人政党利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是应该的。而当危机到来时，就必须转向秘密工作（要实行这种转变，必须有极大的毅力和决心，还要有各种军事计谋）。要阻止这一转变，只要一个休特古姆就够了，因为，用历史哲学的语言来说，整个“旧世界”都支持休特古姆，——因为，用实际政治的语言来说，休特古姆会把资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一切作战计划泄露给资产阶级，过去一向如此，将来也会永远如此。

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全党（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是这样）所做的只是休特古姆喜欢的事情，或休特古姆能够容忍的事情。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合法地去做。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所有正当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活动都是违背它的中央机关的意见，背着它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进行的，都是违反组织纪律进行的，都是用派别活动形式以一个新党的匿名的新的中央机关的名义进行的。今年5月31日《伯尔尼哨兵报》上登载的德国“左派”的匿名的呼吁书[210]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一个新的党正在发展、巩固和组织起来，这是真正工人的、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而不是列金、休特古姆、考茨基、哈阿兹、谢德曼之流的旧的腐朽的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党。 
［注：有历史意义的8月4日投票之前所发生的事件，是非常典型的。正式的党用官场式的谎言掩盖了这一事件，说多数作出了决定，说大家一致投了赞成票。但是施特勒贝尔在《国际》杂志上揭穿了这一谎言，道出了真情。当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分裂为两派，他们都准备好了最后通牒，即派别性的、分裂性的决定。一派是机会主义者，约30人，他们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投赞成票，另一派是左派，约15人，他们决定（不太坚决）投反对票。当没有任何坚定立场的“中派”即“泥潭派”同机会主义者一起投票时，左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于是……就服从了！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统一的”，这纯粹是谎话，它实际上掩盖了左派不得不服从机会主义者的最后通牒的真相。］



所以，机会主义者莫尼托尔在保守的《普鲁士年鉴》[211]上无意中泄露了一个深刻的历史真理，他说，假如现在的社会民主党向右转了，对于机会主义者（应读作：资产阶级）反倒有害，因为那样工人就会离开这个党了。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正是目前这样的党，即把右派和左派联合起来的、以考茨基为正式代表的党，因为考茨基善于用圆滑的和“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辞令把宇宙万物调和起来。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和革命精神，这是说给人民群众，说给工人听的；行动上是休特古姆主义，即在出现任何严重危机的时刻投靠资产阶级。我们说任何危机，是因为不仅在战争的情况下，而且在每次发生严重的政治罢工时，无论是“封建的”德国，还是“自由的议会制的”英国或法国，都会立刻以各种名义实行戒严。这一点是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怀疑的。

上面提出的如何同社会沙文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由此就可以得到解答了。社会沙文主义是这样一种机会主义，它经过比较“和平的”资本主义的漫长时期已经如此成熟，如此巩固，如此厚颜无耻，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经如此明确，同资产阶级和政府的关系已经如此密切，以致人们再也不能容忍这样的派别在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继续存在了。如果说在外省的小城市的平坦的人行道上行走穿薄底软鞋还可以将就的话，那么在翻山越岭的时候就非穿有铁钉的厚底鞋不可了。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越过了局限于狭隘民族范围的比较和平的阶段。它随着1914—1915年的战争而进入了革命行动的阶段，因此同机会主义彻底决裂，把它从工人政党内部清除出去的时机，无疑已经成熟。

当然，这样规定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新时代向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任务，从中还不能直接看出，在各个国家，工人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从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党中分离出来的过程究竟会有多快，究竟会采取何种形式。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分离是不可避免的，而工人政党的全部政策必须以此作为出发点。1914—1915年这场战争是个非常巨大的历史转折，使人们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对待机会主义。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变成没有发生的事情，机会主义者在危机时刻成了工人政党内那些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分子的核心这个事实，既不能从工人的意识中，也不能从资产阶级的经验中以及整个当代的政治成就中抹掉。从整个欧洲来说，机会主义在战前可以说是处于少年时代。随着战争的爆发，它已经完全长大成人了，不能重新回到“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了。由议员、新闻记者、工人运动的官吏、享受特权的职员和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所构成的整个社会阶层已经成熟了，这个阶层已经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长合在一起了，而资产阶级也完全能看清它的价值并加以“利用”了。既不能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也不能使它停住，——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做的，就是勇往直前，从预备性的、合法的、做了机会主义俘虏的工人阶级组织，变为革命的、能够不限于合法活动的、能够不受机会主义叛变的危害的无产阶级组织，发动无产阶级“为政权而斗争”、为推翻资产阶级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

由此可见，那些用怎样对待盖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第二国际最有名的权威这一问题，来模糊自己的意识和工人的意识的人，对事物的看法是多么不正确。事实上，这里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如果这些人理解不了新的任务，那他们就只好站到一边去，或者象现在这样做机会主义者的俘虏。如果这些人能够摆脱“俘虏”的处境，那么他们要回到革命者的阵营未必会碰到什么政治上的阻难。想以个别人的作用问题来代替各种派别的斗争以及工人运动的时代的更迭问题，无论如何是荒谬的。


八

工人阶级的合法的群众性组织，也许是第二国际时代社会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在德国党内，这些组织曾是最有力量的，所以1914—1915年这场战争在这里造成了最急剧的转变，提出了最尖锐的问题。很显然，要转向革命的行动，警察就会解散合法的组织，而旧的党，从列金起到考茨基都包括在内，为了保存现有的合法组织而牺牲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不管怎样否认这一点，事实终究是事实。他们为了保存现行治安法所允许的组织，为了这碗红豆汤[212]，而出卖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

就拿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会领袖卡尔·列金的《为什么工会的官员应当更多地参加党内生活？》（1915年柏林版）这本小册子来说吧。这是作者1915年1月27日在工会运动官员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列金在他的报告中宣读了而且在小册子中也转载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文件，这个文件在其他场合战时书报检查机关是绝对不会通过的。这个所谓“为下巴尼姆区〈柏林近郊〉讲演人提供的资料”的文件，阐述了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表示了他们对党的抗议。文件中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没有预见到、也没有可能预见到下面的一个因素：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全部有组织的力量竟会站到进行战争的政府的一边，这全部力量竟会被用来压制群众的革命劲头。”（列金的小册子第34页）



　　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个文件中的下面这样一个论断也是正确的：
　　“8月4日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投票表明，另一种观点，尽管它已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也只有不受经过考验的党的领导，只有违背党的机关的意志，只有在克服党和工会的反抗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贯彻。”（同上）



　　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如果8月4日社会民主党党团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那么组织从外表看可能会被消灭，但其精神会继续存在，这种精神在实行非常法期间曾经鼓舞了党并且帮助了党去克服一切困难。”（同上）



　　列金在自己的小册子中提到，他召集来听他的报告的那一伙“领袖们”，即那些被称为工会领导人、官员的人，听到上面这些话哄堂大笑起来。在危机的时刻可以而且应当建立秘密的（象在非常法时期那样的）革命组织——这一思想在他们看来是可笑的。而列金这条资产阶级最忠实的看家狗还拍着胸脯叫嚷说：
　　“这显然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破坏组织，以便让群众去解决问题。我毫不怀疑，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说得对！”——自称为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袖的资产阶级奴仆们齐声喊道。（同上，第37页）这个场面是颇有教益的。这些人竟被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弄得如此腐败和神智不清，他们甚至不能理解必须有另一种组织即秘密组织来领导革命斗争的思想。他们竟至于认为似乎得到警察许可而存在的合法组织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极限，似乎在危机时刻完全可以保存这种组织作为领导机构！请看，这就是机会主义的生动的辩证法：合法组织的单纯发展，愚蠢而诚实的庸人单纯记流水帐的习惯，使得这些诚实的小市民在危机时刻成了奸细、叛徒，成了群众革命劲头的扼杀者。这不是偶然现象。向革命组织过渡是必要的，已经改变了的历史情况要求这样做，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时代要求这样做，但是这种过渡只有越过旧领袖即革命劲头的扼杀者，越过旧的党即摧毁这个党，才能实现。

反革命的小市民自然会嚎叫：“无政府主义！”正如机会主义者爱·大卫在责骂卡尔·李卜克内西时曾经嚎叫“无政府主义”一样。看来，在德国，只有那些被机会主义者责骂为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才仍然是忠诚的社会党人。……

我们可以拿现代的军队为例。它是组织的一个好榜样。这种组织好就好在它灵活，同时能使千百万人具有统一的意志。今天，这千百万人还坐在自己家里，分散在全国各地，明天一声动员令下，他们就会集合在指定的地点。今天他们还趴在战壕里，有时一连几个月，明天他们又会以另一种方式去冲锋陷阵。今天他们奇迹般地避开枪林弹雨，明天他们又会在短兵相接中创造奇迹。今天他们的先头部队在地下埋设地雷，明天他们又按照空中飞行员的指示向前推进几十里。有着同一目标、受同一意志鼓舞的千百万人，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和斗争的需要而不断改变他们的交往方式和行动方式，改变他们的活动地点和活动方法，改变他们的工具和武器，——这才是真正的组织。

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这样。如果今天还不具备革命形势，还不具备足以引起群众的激愤、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的条件，今天交给你的是选票，你就拿过来，好好地加以筹划，用它来打击自己的敌人，而不是用来把那些怕坐监牢而抓住安乐椅不放的人送到议会中去享受肥缺。如果明天你被剥夺了选票，而有人把步枪或精良的最新式的速射炮给你，那你就把这些用于杀人和破坏的武器接过来，不要去理睬那些害怕战争的感伤主义者的嘟囔抱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必须用火与铁来消灭，这样，工人阶级才能获得解放；如果群众中愤恨和绝望的情绪日益强烈，如果具备了革命的形势，那就着手建立新的组织，使用这些十分有用的用于杀人和破坏的武器来对付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

不用说，这是不容易的。这须要进行艰巨的准备工作。这须要付出重大的牺牲。这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我们同样必须学会，而不经过错误和挫折是学不到本事的。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式同参加选举之间的关系，犹如冲锋同演习、行军或趴战壕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这种斗争形式被提到日程上来并不是常有的事；但它的意义和它的影响将延续几十年之久。我们可以而且必须采取这种斗争方式的那几天，会等于其他历史时代的几个二十年。

……拿卡·考茨基同卡·列金对照一下吧。


　　卡·考茨基写道：“当党还小的时候，任何反对战争的抗议，在宣传上所起的作用都相当于一次勇敢的行动。……最近俄国和塞尔维亚同志的行为就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党愈是强大，在它的各项决议的动机中宣传上的考虑和对实际后果的估计就愈是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给这两种动机以同等的重视就愈是困难，而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因此，我们愈是强大，在每次出现新的复杂的形势时我们中间就愈是容易发生分歧。”（《国际观点和战争》第30页）



　　考茨基的这种议论同列金的议论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它的虚伪和怯懦。考茨基事实上是支持和袒护列金之流背弃革命活动的卑鄙行为的，不过，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偷偷摸摸地，不明确表示意见，用种种暗示来敷衍，只是不断地既向列金鞠躬，也向俄国人的革命行为致敬。这种对待革命者的态度，我们俄国人只是在自由派那里才经常看到：自由派时刻准备承认革命者的“勇敢”，但同时他们丝毫也不肯放弃自己的极端机会主义的策略。有自尊心的革命者决不会接受考茨基的这种“赞扬”，他们一定会愤怒地唾弃对问题的这种提法。如果当时不存在革命形势，如果当时没有必要宣传革命行动，那么，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行为就是不妥当的，他们的策略就是不正确的。但愿列金和考茨基这样的骑士们至少有勇气来得出自己的看法，但愿他们把它直率地谈出来。如果说俄国和塞尔维亚的社会党人的策略值得“赞扬”，那么为德国、法国等“强大的”党的与此相反的策略作辩护就是一种不能容许的行为，犯罪的行为。考茨基故意用“实际后果”这个含混不清的用语掩盖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这些强大的党当时都害怕政府解散它们的组织，没收它们的经费，逮捕它们的领袖。这就是说，考茨基是用革命策略会引起令人不快的“实际后果”这一理由来为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辩护的。难道这不是糟蹋马克思主义吗？

据说，有一位8月4日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在柏林的一次工人集会上说：不然我们就会被逮捕起来。而当时工人们大声回答他说：“啊，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假如没有别的信号向德国和法国工人群众传达革命情绪和必须准备革命行动的思想，那么，一个议员因敢于讲话而被捕这件事，就会起很好的作用，成为要求各国无产者团结起来进行革命工作的一个号召。要达到这种团结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站得高、能看到政治全局的议员就更应当带头做起了。

不仅在战时，而且无疑在任何政治形势尖锐化的时刻（更不用说群众起来采取某些革命行动的时刻了），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也总是要用解散合法组织、没收经费和逮捕领袖以及诸如此类的“实际后果”来进行威胁的。那该怎么办呢？能象考茨基那样以此为理由去为机会主义者辩护吗？但这样做就无异于赞美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党的行为。

对于社会党人，结论只能有一个：“欧洲”各党的纯合法主义、唯合法主义已经过时了，帝国主义以前那个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这种合法主义变成资产阶级的工人政策的基础了。必须建立秘密的基地，即秘密的组织和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作为合法活动的补充，同时也不放弃任何一个合法的阵地。至于怎样做到这一点，只要我们愿意走这条路，只要我们意识到必须走这条路，那经验会告诉我们的。俄国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12—1914年已经证明，这个任务是可以完成的。在法庭上比别人表现得更加坚定并被沙皇政府放逐到西伯利亚去的工人代表穆拉诺夫清楚地表明，除能当部长的（从韩德逊、桑巴、王德威尔得到休特古姆和谢德曼，这后两个人也完全“能当部长”，只是人家没有让他们由门厅再往里走罢了！）议会活动外，还有非法的和革命的议会活动。让科索夫斯基和波特列索夫之流去赞赏或容忍奴才们的“欧洲式的”议会活动吧，我们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反复告诉工人说，象这样的合法活动，象列金、考茨基和谢德曼之流的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只应该受到鄙视。


九

现在我们来作一个总结。

第二国际破产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欧洲大多数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令人触目惊心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在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大会上通过的庄严的决议。但是，这种意味着机会主义完全得胜、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变成了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党的破产，正是第二国际整个历史时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产物。这个时代——从西欧完成资产阶级的和民族的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代——的客观条件产生并培育了机会主义。这个时期，我们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中看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这种分裂总的说来正是由于机会主义而发生的（英国、意大利、荷兰、保加利亚、俄国）；我们在欧洲的另一些国家中看到各个派别之间由于同样的原因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典、瑞士）。这场大战所造成的危机，揭开了帷幕，打破了常规，割破了早已熟透了的脓疮，表明了机会主义所扮演的真正角色就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因此，在组织上把这种成分从工人政党中彻底清除出去，已经不可避免了。帝国主义时代不容许在一个党内同时存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和工人阶级中由于“自己”民族的“大国”地位的特权而分享一点油水的半小市民式贵族。说机会主义是不走“极端”的统一的党中的“合法派别”，这种旧理论现在已成为对工人的最大的欺骗和妨害工人运动的最大的障碍了。会使自己立刻失去工人群众的露骨的机会主义，不象这种中庸理论这么可怕和有害，因为后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为机会主义的行为辩护，用种种诡辩来证明革命行动不合时宜，等等。这个理论的最著名的代表和第二国际的最著名的权威考茨基，已经表明自己是头号伪君子和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能手。在拥有百万党员的德国党内，凡是多少忠诚、多少有觉悟和多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无不愤懑地唾弃这种为休特古姆和谢德曼之流所热情维护的“权威”。

无产阶级群众（他们的旧领导层大概有将近十分之九的人已经投靠了资产阶级）在沙文主义猖獗的情况下，在戒严和战时书报检查的压力下，处于四分五裂和束手无策的境地。但是战争所造成的日益扩大、日益深化的客观革命形势，正在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的情绪，正在锻炼和教育一切最优秀、最有觉悟的无产者。象俄国1905年初由“加邦请愿事件”引起的那种群众情绪的急速转变，在今天不仅是有可能发生，而且可能性愈来愈大；当时俄国在几个月里，有时甚至在几个星期里就从落后的无产阶级阶层中涌现出跟着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前进的百万大军。我们不可能知道，在这次战争之后不久或在战争期间是否会爆发强大的革命运动等等，但不管怎么样，只有按照这个方向进行的工作，才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的工作。国内战争的口号是能够概括和指导这一工作的口号，是能够促使一切愿意帮助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反对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人联合和团结起来的口号。

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分子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的彻底分裂，是由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准备好了的。一些人无视这个历史，激昂慷慨地反对“派别活动”，因而无法理解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的多年斗争中形成的这一实际的建党过程，这种人是在给工人运动大帮倒忙。在参加目前这场战争的所有“大”国当中，俄国是在最近经历了革命的唯一的国家。尽管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起了决定性作用，革命的资产阶级内容不能不造成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派别同无产阶级派别的分裂。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有联系的组织（而不象1883—1894年那样仅仅是一种思潮）已存在了大约20年（1894—1914年），在这整个时期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别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一直在进行着斗争。1894—1902年这个时期的“经济主义”[213]，无疑是属于后一种派别。它的思想体系中的许多论据和特征——“司徒卢威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用“群众”作借口来为机会主义辩护等等——同现在考茨基、库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极为相似。提醒现在这一代社会民主党人，让他们能看到过去的《工人思想报》[214]和《工人事业》杂志[215]同现在的考茨基的类似之处，是大有好处的。

以后一个时期（1903—1908年）的“孟什维主义”，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是“经济主义”的直接继承者。在俄国革命时期，它所奉行的策略，客观上等于让无产阶级依附自由派资产阶级，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倾向。再往后一个时期（1908—1914年），孟什维主义思潮的主流产生了取消主义，当时这个思潮的阶级作用变得非常明显，就连孟什维主义的优秀代表也不断地反对《我们的曙光》集团的政策。而就是这个最近五六年来唯一在群众中不断进行活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派别，在1914—1915年的战争中成了社会沙文主义派！而且这种现象是发生在专制制度依然存在、资产阶级革命还远未完成、百分之四十三的居民还压迫着大多数“异”族的这样一个国家里。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及极少数工人贵族能够“享受”“自己”民族的“大国”地位特权的这种“欧洲”式的发展，在俄国也不能不表现出来。

俄国工人阶级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整个历史为他们实行“国际主义的”、即真正革命的和彻底革命的策略做好了准备。




附言：这篇文章排完字的时候，报上发表了考茨基和哈阿兹同伯恩施坦的联名“宣言”[216]。他们看到群众在向左转，于是便准备同左派“讲和”，当然，讲和的代价是同休特古姆们保持“和好”。真不愧为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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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于1912年9月20日通过的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的决议。该决议谴责帝国主义政策，强调争取和平的重要性。决议指出：“虽然只有通过铲除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才能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产物，但不能放弃任何旨在减少其一般性危险作用的工作。党代表大会决心尽一切可能促成各民族之间的谅解和保卫和平。党代表大会要求通过国际协定来结束军备竞赛，因为它威胁和平，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灾难。……党代表大会希望，党员同志要全力以赴、孜孜不倦地为扩大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工会和合作社组织而奋斗，以便更强有力地反对专横跋扈的帝国主义，直到它被打倒为止。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使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以保障各国人民的持久和平、独立和自由”。——[224]。



[199]巴格达铁路是20世纪初人们对连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波斯湾的铁路线（全长约2400公里）的通称。1903年土耳其把修建这条铁路线的租让权给予德国，曾大大加剧了各大国之间的矛盾。这条铁路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尚未建成，它是由英法两国的公司于1934—1941年最后修建完成的。——[235]。



[200]《生活报》（《жизнъ》）是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于1915年3月在巴黎开始出版，以代替当时被查封的《思想报》。该报后来迁到日内瓦出版，1916年1月停刊。——[237]。



[201]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此人对一切变动担惊害怕，忧心忡忡，一天到晚总想用一个套子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起来。——[244]。



[202]出自德国诗人约·沃·欧德格言诗集《酬唱集》中的《悭吝》一诗。在这首诗里，歌德劝诫年轻人不要犹豫不决，不要成为灵魂空虚的怯懦的庸人。——[247]。



[203]布里根杜马是俄国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召开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由以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拟定，于1905年8月6日（19日）和沙皇的诏书一起公布。按照法令和条例，多数居民，包括工人、妇女、军人、学生等，没有选举权；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249]。



[204]饶勒斯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派。饶勒斯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持修正态度，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1905年该党和盖得派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成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社会党领导中占优势的饶勒斯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255]。



[205]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与饶勒斯派的法国社会党合并为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盖得和相当大一部分盖得派分子转到了社会沙文主义方面，盖得、马·桑巴参加了法国政府。1920年，以马·加香为首的一部分左翼盖得派分子在建立法国共产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256]。



[206]《社会主义》杂志（《Le Socialisme》）是法国社会党人茹·盖得创办和主编的刊物，1907年至1914年6月在巴黎出版。——[256]。



[207]这里是借用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8章的话，其中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象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象这个税吏。……’”法利赛人在圣经中被认为是伪善者。——[256]。



[208]《新时代》杂志（《ново време》）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派——紧密派的科学理论刊物，1897年在普罗夫迪夫创刊，后来迁到索非亚出版。1903年起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社会党人）的机关刊物。该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是季·布拉戈耶夫，撰稿人有加·格奥尔吉耶夫、格·约·基尔科夫、赫·斯·卡巴克奇耶夫、瓦·彼·柯拉罗夫等。杂志曾于1916年2月停刊，1919年复刊。1923年被保加利亚政府查封。自1947年起，《新时代》杂志成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月刊。——[263]。



[209]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264]。



[210]指卡·李卜克内西写的呼吁书《主要敌人在本国！》。该呼吁书刊登于1915年5月31日《伯尔尼哨兵报》第123号，标题是《强有力的警告》。——[265]。



[211]《普鲁士年鉴》（《Preuβische Jahrbücher》）是德国保守派的政治历史和文学月刊，1858—1935年在柏林出版。——[266]。



[212]出典于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故事说，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这个典故常被用来比喻因小失大。——[268]。



[213]经济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276]。



[214]《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мысдь》）是经济派的报纸，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头儿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5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276]。



[215]《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杂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276]。



[216]指爱·伯恩施坦、胡·哈阿兹和卡·考茨基的联名宣言《当务之急》。该宣言发表于1915年6月19日《莱比锡人民报》第139号，俄译文发表于1915年6月25日《我们的言论报》第123号。——[277]。





《列宁全集》第26卷


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

（不晚于1915年6月）

英国的政治自由一直比欧洲其他国家广泛得多。这里的资产阶级比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更习惯于管理并且更善于管理。各阶级间的关系比在其他国家发展得更为充分，而且在许多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没有义务兵役制，人民在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上比较自由，这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拒绝参军，因此政府（在英国，政府纯粹是一种给资产阶级办事的委员会）不得不竭尽全力激发“人民的”战争热情。要不是参加工会的少数待遇优厚的熟练工人支持自由派政策即资产阶级政策，从而使无产阶级群众完全陷于组织瓦解和人心涣散的状态，政府要达到上述目的就不得不根本改变法律。加入英国工联的约占全体雇佣工人的235354235371。这些工联的领导人大部分是自由派，马克思老早就把他们叫作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了。

英国的所有这些特点，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更容易看清现代社会沙文主义的本质——因为在专制的和民主的国家里，在军国主义的和没有义务兵役制的国家里，社会沙文主义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另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根据事实来评价对社会沙文主义的调和态度（如表现在赞颂和平口号等等）所起的作用。

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无疑是“费边社”。读者如果翻阅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左尔格的通信集（有两种俄译本[217]），就会看到恩格斯对这个团体所作的出色的评价，他把悉尼·维伯先生及其一伙看作一帮想腐化工人、想以反革命思想影响工人的资产阶级骗子。可以担保，第二国际中任何一个稍微重要的和有影响的领导者都不仅从来没有试图推翻恩格斯的这个评价，甚至从来也没有怀疑过它的正确性。

现在，我们暂且不谈理论而来比较一下事实。你们可以看到，在战争期间，费边派的行为（见他们的周刊《新政治家》杂志[218]）和包括考茨基在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行为一模一样。他们都同样地直接间接为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同样地把这种辩护和各式各样的关于和平、裁军等等的善良的、人道的、貌似左的词句结合起来。

事实一目了然，不管某些人听来是怎样不愉快，从事实中只能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无可争辩的结论：包括考茨基在内的当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实际上也就是恩格斯很久以前用来称呼费边派的那种资产阶级代理人。费边派不承认马克思主义，考茨基之流“承认”马克思主义，这丝毫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改变不了实际的政策，而只是证明某些著作家和政治家等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司徒卢威主义罢了。他们的这种伪善并不是他们个人的缺陷，在某些场合他们还可能是最有德行的家长。他们的伪善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在客观上是虚假的这一情况造成的，——他们表面上代表革命的无产阶级，实际上却是向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思想的代理人。

费边派要比考茨基一伙人真诚老实一些，因为他们并没有许诺要拥护革命，但是，在政治上，他们如出一辙。

英国“历来的”政治自由，它的整个政治生活，特别是它的资产阶级的发达状况，使得各种色彩的资产阶级舆论在这个国家中都能够迅速地、容易地、自由地通过各种新的政治组织得到新的反映。“民主监督联合会”（Ｕｎｉｏｎ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就是这些组织中的一个。这个组织的秘书和司库是莫雷尔（Ｅ．Ｄ．Ｍｏｒｅｌ），他现在也是“独立工党”中央机关报《工人领袖》的经常撰稿人。此人几年来一直是伯肯黑德（Ｂｉｒｋｅｎｈｅａｄ）选区的自由党候选人。当莫雷尔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出来反对战争的时候，伯肯黑德自由党协会委员会就在1914年10月2日的信中通知他说，今后自由党人不能容许他再当候选人了，就是说他被不客气地从党内开除了。莫雷尔在10月14日回了信，这封信后来被印成了小册子，书名是《战争是怎样爆发的》（《Ｔｈｅ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ｏｆｔｈｅｗａｒ》）。在这本小册子里，如同在其他许多文章里一样，莫雷尔揭露了自己的政府，证明所谓战争的起因是比利时的中立遭到破坏，所谓战争的目的是要摧毁普鲁士帝国主义等等完全是谎话。莫雷尔维护“民主监督联合会”的纲领——和平，裁军，各个地区有权通过全民投票方式解决自己的命运问题，对外交政策实行民主监督。

从这一切可以看到，作为个人，莫雷尔无疑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真诚地主张民主，因为他从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转向和平主义的资产阶级。莫雷尔援引种种事实证明：他的政府声称没有秘密条约（尽管实际上有这种条约）是在对人民进行欺骗；英国资产阶级早在1887年就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比利时的中立在德法战争发生时必然遭到破坏，并坚决反对进行干涉的想法（那时德国还未成为危险的竞争对手！）；象布歇（Ｂｏｕｃｈｅｒ）上校那样的法国军国主义者在战前的许多著作中就完全公开地承认法国和俄国有进攻德国的作战计划；英国著名的军事权威列宾顿上校在1911年就在报刊上承认1905年后俄国军备的加强是对德国的威胁。当莫雷尔证明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非常诚实和勇敢的、不怕同自己的党决裂的资产者。

但是任何人也都会立即承认，他毕竟是个资产者，他关于和平与裁军的言论只能是空话，因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民主的和平也好，裁军也好，都根本无从谈起。莫雷尔虽然现在在目前这场战争的问题上与自由派意见不一致，在其他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上仍然是一个自由派。那么，为什么在德国，当考茨基用马克思主义的伪装来掩饰同样的关于和平与裁军的资产阶级词句的时候，人们却没有把这看作是考茨基的虚伪，而看作是他的功绩呢？这只是因为在德国政治关系发展得不够充分和缺乏政治自由，所以在德国不能象在英国那样迅速而容易地建立一个奉行考茨基的纲领的、资产阶级的和平与裁军同盟。

而我们还是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考茨基是站在和平主义的资产者立场上，而不是站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上。

目前我们正经历着十分伟大的事变，因此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事实，“不管牵涉什么人”。　

不爱抽象理论而以自己的实际主义自豪的英国人，往往比较直截了当地提出政治问题，这就有助于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看出在各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盖下的真实内容。在这方面颇有教益的是《号角报》[219]这家沙文主义报纸的出版社在战前出版的《社会主义与战争》 
［注：《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ｗａｒ》．《ＴｈｅＣｌａｒｉｏｎＰｒｅｓｓ》，伦敦东中央区舰队街44号。］

 一书，这本小册子里面载有美国社会党人厄普顿·辛克莱（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的一篇反战“宣言”，以及早就接受海德门的帝国主义观点的沙文主义者罗伯特·布拉奇福德（Ｂｌａｔｃｈｆｏｒｄ）给他的答复。

辛克莱是一个好动感情而缺乏理论修养的社会主义者。他“直率地”提出问题，他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感到不安，想从社会主义寻找摆脱战争的出路。


　　辛克莱写道：“有人对我们说：社会主义运动还太软弱，我们只好等待它的发展。可是发展是在人们的心中进行的；我们是发展的工具，如果我们不进行斗争，就不会有任何发展可言。有人对我们说，我们的运动〈反战运动〉将被镇压。但是我深信，任何出于崇高的人道精神、旨在制止战争的反抗运动的被镇压，都将是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这种被镇压会震撼文明的良心，会史无前例地振奋全世界工人的精神。我们不要过于担心我们的运动，不要过于看重一种势力的人数和外表。一千个满怀信心和决心的人，要比一百万个谨小慎微的正人君子更有力量。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最大的危险莫过于使它成为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天真幼稚、没有从理论上深入考虑、却极其正确的提防把社会主义庸俗化的警告，也是一个进行革命斗争的号召。布拉奇福德是怎么回答辛克莱的呢？

他说，完全正确，战争是由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利益引起的。在努力争取和平、努力让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方面，我并不比任何其他一个社会党人差。但是辛克莱的“华丽辞藻”是不能说服我的，是不能消除事实的。“我的朋友辛克莱，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而德国的危险乃是事实。”无论是我们，还是德国的社会党人，都无力制止战争。辛克莱过于夸大了我们的力量。我们还没有联合起来，我们既没有钱，又没有武器，也“没有纪律”。我们只能帮助英国政府扩大它的海军，因为保障和平的其他办法是没有的，而且是不可能有的。

欧洲大陆的沙文主义者，无论在开战前或在开战后，都从来没有说得这样露骨过。在德国盛行的不是直言不讳，而是考茨基式的虚伪和玩弄诡辩术。普列汉诺夫也是这样。因此，看看一个较为发达的国家的情况是很有教益的。在这里，谁也不会受诡辩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行为的欺骗。在这里问题是比较直接、比较真实地摆出来的。让我们向“先进的”英国人学习吧。

辛克莱提出自己的号召是很天真的，尽管这个号召从根本上说是非常正确的。说他天真，是因为他忽视了半个世纪以来群众性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中不同派别的斗争，忽视了在客观革命形势和革命组织存在的情况下革命行动发展的条件。这些是不能用“感情”来代替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这两大派别的严酷无情的斗争，是不能用华丽辞藻来回避的。

布拉奇福德直言不讳，道出了害怕说实话的考茨基派及其同伙的心声。布拉奇福德说，我们还很软弱，全部问题就在这里。但这种坦白立刻暴露了他的机会主义，他的沙文主义。人们立刻就看清了他是在为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效力。他承认社会党“软弱”，用他本身就在通过鼓吹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政策来削弱社会主义。

同辛克莱一样，他也忽视创造革命形势的条件；但是他又与辛克莱相反，他是懦夫而不是战士，是叛徒而不是“鲁莽的勇士”。

而从他的实际结论来看，从他的政策（拒绝采取革命行动，拒绝宣传和准备革命行动）来看，布拉奇福德这个庸俗的沙文主义者，是同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完全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当今已经成为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的挡箭牌；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揭穿第二国际领袖们的“用马克思主义词句掩盖起来的伪善”，必须勇敢地正视社会主义运动中两个派别的斗争，彻底弄清与这个斗争有关的各种问题。这就是从英国的情况得出的结论，这些情况向我们表明了事情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饰起来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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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列宁说的两种俄译本是：（1）《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列宁作序，1907年圣彼得堡帕·格·达乌盖版；（2）《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等致弗·左尔格等书信集》，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校订并作序，1908年圣彼得堡公益丛书版。——[279]。



[218]《新政治家》杂志（《ＴｈｅＮｅｗ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是英国费边社的刊物（周刊），1913年在伦敦创办，1931年起改称《新政治家和民族》杂志。——[279]。



[219]《号角报》（《Ｃｌａｒｉｏｎ》）是英国社会主义报纸，1891—1934年在伦敦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报纸。——[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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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动派效劳和玩弄民主的把戏是怎样结合起来的？

（1915年6月11日〔24日〕以后）

立宪民主党人的文集《俄国对战争的期望》（1915年彼得格勒版），对于了解自由派知识界的政治观点是一本很有用的书。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和自由派变成了什么样的沙文主义者，这一点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我们的杂志[220]的这一期中有一篇文章专谈这个问题。但是，在上述文集中汇集了各种各样的立宪民主党人论述战争的各种各样问题的文章，这使我们不仅能特别清楚地看出立宪民主党，而且看出整个自由派知识界在当前的帝国主义政治中所起的作用。

这个知识界和这个政党所起的特殊作用，就是用各种各样民主的词句、保证、诡辩、遁词来掩盖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文集的主要文章《俄国获得的领土》出自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先生的手笔。在这里，他不能不谈到俄国进行目前这场战争的实际目的：力图占领加里西亚，从奥地利和德国手中夺取一部分波兰领土，从土耳其手中夺取君士坦丁堡、以及两个海峡和亚美尼亚。为了用民主的词句进行掩盖，米留可夫先生大谈什么“斯拉夫民族”、“小民族的”利益和德国“对欧洲和平的威胁”。可是，米留可夫先生却完全是附带地、几乎是无意地在一句话里道出了真情：

“将加里西亚东部重新归并俄国，这是得到加里西亚某一政党即所谓‘亲莫斯科派’支持的俄国的一个政党早就在追求的目标。”（第49页）正是这样！这里所说的“俄国的一个政党”，是一个最反动的党，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及其一伙，是由沙皇政府领导的农奴主的党。这个“党”——沙皇政府、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等——早就在加里西亚、亚美尼亚等等地方进行阴谋活动，不惜拿出几百万来收买“亲莫斯科派”，不惜用任何犯罪手段来实现“重新归并”这一崇高的目的。战争就是这个党的“政治的继续”。这次战争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打破了一切成规旧套，撕掉了层层面纱，让人民亲眼看到了全部真相：保持沙皇君主制度，就意味着必须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和几十亿国民的钱财）以奴役其他民族。事实上，立宪民主党所支持的，所为之效劳的，正是这种政策。

这个真相对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是不愉快的，他们自认为是人道的、爱好自由的、民主的，对于有人“诽谤”他们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奴仆极为恼火。但战争表明，这种“诽谤”道出了最明显不过的事实。

再来看一看文集中的其他文章：


　　“……只有在国际政治建立在正义的原则之上的时候，我们的未来才会是幸福和光明的。相信生活，相信生活的价值，同时就是和平的胜利”（第215页）……“俄国妇女和一切有头脑的人”……都期望“在缔结和约时，各交战国……同时能签订一项条约，根据这项条约，今后各国之间的一切误会〈真是一个最恰当不过的字眼！似乎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各国之间的“误会”而已！〉应当通过仲裁获得解决……”（第216页）“俄国妇女——人民的代表——将把基督教的爱和各民族兄弟友爱的思想传到人民中间”（第216页）……（书报检查机关在这里删去了一行半，想必都是些最最“人道的”字眼，诸如自由、平等、博爱之类……）……“对于那些明白根本用不着怀疑本文作者有民族主义的人，我们也就无须向他们解释，本文所发挥的思想同宣扬任何民族特殊性毫不相干”（第83页）……“只是现在我们才意识到，才切实地感受到，在当代战争中，我们受到的威胁不是丧失殖民地（虽然它们很宝贵），也不是在解放其他民族方面受挫，而是国家本身的崩溃……”（第147页）





　　请大家阅读并且仔细想一下，这两方面是怎样结合起来的！请大家研究一下，这个所谓的民主党是怎样搞政治的，也就是说，它是怎样引导群众的！要为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阶级效劳，就必须在决定性的历史关头（在用战争实现这个阶级的目的的关头）帮助它，或者“不抵制战争”。而同时还必须用正义、和平、民族解放、国际冲突的仲裁、各民族的兄弟友爱、自由、改革、民主、普选权等等好听的字眼来安慰“人民”、“群众”、“民主派”。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还必须捶胸顿足，对天发誓说：“根本用不着怀疑我们有民族主义”，“我们的”思想同“宣扬任何民族特殊性毫不相干”，我们只是在防止“国家的瓦解”！

“这两方面”就是这样“结合起来的”。

自由派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搞政治的……

自由派工人政治家实质上也完全是这样行事的，不过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所用的方式也稍有改变而已。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由派工人政治家，首先是《我们的曙光》杂志，它教导人民和无产阶级“不抵制战争”；再就是《我们的事业》杂志，它赞同波特列索夫之流的先生们的观点（第2期第19页）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第2期第103页），毫无保留地转载了阿克雪里罗得的具有同样观点的文章（第2期第107——110页）；再就是谢姆柯夫斯基，他在《我们的言论报》和《组织委员会通报》上撰文反对“瓦解”；最后是全力反对“分裂”（同《我们的事业》集团分裂）的齐赫泽党团、组织委员会及崩得。而且他们全都拥护各国工人的兄弟友爱，拥护和平，拥护国际主义，拥护随便什么东西，他们可以在随便什么文件上签名，可以口口声声地表示屏弃“民族主义”，——只是有一个“小小的”条件：不破坏同（整个这伙人中间）唯一实在的俄国政治集团的“统一”，这个集团一直在报刊上向工人灌输机会主义、民族主义，教导他们不抵制战争。

“这两方面”就是这样“结合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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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机会主义论战争的一本主要著作

（1915年8—7月）

爱德华·大卫的《世界大战中的社会民主党》一书（1915年柏林前进报出版社版）集中了有关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目前这场战争中所采取的策略的大量事实和论据。对于一向留心机会主义的乃至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的人来说，这本书里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尽管这样，它仍然是一本很有用处的书，而不仅仅是一部参考资料。谁想认真地思考一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世界历史性的破产，谁想真正理解一个先进的社会民主党怎样和为什么会“突然”（似乎突然）变成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容克的奴仆的党，谁想探究一下为这种破产辩护或掩盖这种破产的惯用的那些诡辩的意义，谁就会发觉爱·大卫的这本枯燥的书并不枯燥。实质上，大卫的观点相当严整，而且具有一个自由派工人政治家的明确信念，这一点，例如虚伪的“看风使舵的”考茨基就一点也没有。

大卫是一个彻底的机会主义者，是德国的《我们的事业》杂志——《社会主义月刊》的长期撰稿人，是一部论述土地问题、内容毫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气息的大部头著作[221]的作者。这样一个毕生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工人运动的分子竟会成为党的许多和他同样满脑子机会主义的领袖之一，成为国会议员，甚至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发人深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腐败过程是多么久远，多么深刻，多么严重。

大卫的这本书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因为作者甚至不能或者说不愿意提出这样的问题：当代社会的各个主要阶级，近几十年来是怎样通过符合一定的阶级利益的一定的政治来培养、培育和形成自己现在对战争的态度的。大卫甚至根本不愿想一想，不进行这种考察，就谈不上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战争，而只有进行这种考察，才能进一步研究各阶级有关这场战争的思想。大卫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辩护士，他的全部叙述和一切论证都是为了影响工人读者，向工人隐瞒自己的立场中的弱点，使工人能够接受自由派的策略，尽量多援用“西欧各国社会党人的策略”（大卫的书第7章的标题）中的权威性的先例来扼杀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等等，等等。　　因此，大卫这本书令人在思想上感兴趣之处，就在于分析资产阶级应当怎样同工人谈话才能影响他们。从这一角度（唯一正确的角度）来看，爱·大卫的思想立场的实质就表现在他的如下这一论点中：“我们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用意”＝“不是拥护战争，而是防止失败”（该书第3页、目录及其他许多地方）。这是大卫全书的主旨。为此，他“穿凿附会”，举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怎样对待德国历次民族战争的例子（第2章），举出了有关“三协约国庞大的侵略政策”的资料（第4章），叙述了这场战争的外交史（第5章），其中援引了各国在大战前夕的那些毫无意义的、极端虚假的官方往来电报来为德国洗刷罪责，等等。在专门的一章（第6章）《危险的程度》中，他举出了说明三协约国力量的优势以及沙皇制度的反动性等问题的种种理由和资料。当然，大卫是完全拥护和平的。标明1915年5月1日的该书序言，作者就是以“世界和平！”这个口号作为结束的。当然，大卫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说：要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背叛国际的精神”（第8页），它“同恶意煽起各国人民之间的仇恨的行为进行了斗争”（第8页），“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它便宣布它原则上准备一旦自己国家的安全获得保障就立即媾和”（第8页）。

大卫这本书特别清楚地表明，自由派资产者（及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即机会主义者）为了影响工人和一般群众，准备不厌其烦地表示他们忠于国际主义，接受和平口号，反对这场战争的侵略目的，谴责沙文主义，等等，等等。什么都行，——只有对自己的政府采取革命行动这一点除外；什么都行，——只要能够“防止失败”。的确，用数学的语言来说，这一套思想用来愚弄工人确实是必要的和充足的：不能对工人讲得比这更少，因为不答应群众缔结公正的和约，不拿敌人入侵的危险来恐吓群众，不发誓说自己忠实于国际主义，那就不能使群众跟着自己走；也不必对工人讲得更多，因为更多的事情，即抢夺殖民地、兼并别国领土、掠夺战败国、缔结优惠的通商条约等等，不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直接去做的事，而是帝国军国主义的政府军人集团在战争结束以后将要做的事。

角色分配得很恰当：政府和军人集团依靠亿万富翁以及资产阶级的整个“实业界”进行战争，而自由派则用民族的防御性战争的思想，用民主的和平的诺言等等来安慰和愚弄群众。爱·大卫的思想就是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和平主义的资产者的思想，俄国组织委员会里那些反对失败可取的主张、防止俄国瓦解、拥护和平口号等等的机会主义者的思想也是如此。

要采取另一种即有原则的、非自由派的策略，其起点就是断然停止一切为参战辩护的行径，就是在实际上采取那种在战争期间利用战争所造成的困难去宣传并准备革命行动以反对自己的政府的政策。大卫正在接近资产阶级政策和无产阶级政策的这个真正的分界线，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岔开一个不愉快的问题。他几次提起巴塞尔宣言，但又小心翼翼地避开宣言中的一切革命论点，他提起瓦扬如何在巴塞尔号召“举行战时罢工和社会革命”（第119页），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用沙文主义者瓦扬的例子为自己辩护，而不是为了引用和分析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本身的革命指示。

大卫转引了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宣言的很大一部分，包括其主要的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但是，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宣告这种“俄国”策略是“狂妄”的，是“粗暴地歪曲了国际的决议”的（第169页和第172页）。他说，要知道，这就是爱尔威主义（第176页）。爱尔威的书中“包含有列宁、卢森堡、拉狄克、潘涅库克等人的全部理论”。最可爱的大卫，请问，巴塞尔决议和《共产党宣言》的革命论点中就没有“爱尔威主义”吗？大卫很不喜欢提起《共产党宣言》，正象谢姆柯夫斯基不喜欢提起我们的杂志的名称，以免使人联想到《共产党宣言》一样。在大卫看来，《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工人没有祖国”这一原理“早已被推翻了”（第176页及其他各页）。关于民族问题，大卫在整个最后一章中搬出了极端庸俗的资产阶级的胡言乱语，讲起什么“生物学上的变异规律”（！！），等等。

大卫断言，国际的东西并不是反民族的，我们赞成民族自决权，我们反对对弱小民族使用暴力，但是他不了解（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他假装不了解），为参加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行为辩护，在这场战争中提出“防止失败”的口号的人，恰恰不仅是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家，而且是反民族的政治家。因为当前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是大国的（＝压迫其他许多民族的）民族为了压迫更多的民族而进行的战争。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谁如果不做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也就是说，谁如果不承认被压迫民族有获得解放的权利，有同压迫它们的大国分离的权利，谁就不能做一个“民族的”政治家。在帝国主义时代，如果大国民族的无产阶级不采取超出和打破民族界限的、推翻国际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就不会有生路。不推翻国际资产阶级，大国民族就会继续存在，也就是说，全世界十分之九的民族就会继续受压迫。而推翻国际资产阶级，就会大大地加速一切民族壁垒的消除，同时不会因此减少反而会百万倍地增加人类的“变异”，使人类的精神生活以及思想上的流派、倾向和差异更加丰富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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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指爱·大卫的《社会主义和农业》一书，1903年在柏林出版。列宁称这本书是“修正主义在土地问题方面的主要著作”。——[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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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为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准备的决议草案[222]


（1915年7月9日〔22日〕）

当前这场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个最高阶段。社会的生产力和资本的规模业已超出单个民族国家的狭隘范围。这一切促使大国竭力去奴役其他民族，去抢夺殖民地作为原料来源和资本输出场所。整个世界正在融合为一个单一的经济机体，整个世界已被少数大国瓜分完毕。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而当前这场战争就是资本家为维护他们的特权和垄断以延缓资本主义的崩溃而进行的战争。

社会党人力求使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捍卫全世界工人的兄弟般的团结，因而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在资产阶级还是一个进步阶级的时代，在提上历史日程的还是推翻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的时代，始终是最彻底最坚决的民主派的社会党人，曾经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赞成“保卫祖国”。即使是现在，如果在东欧或殖民地爆发了被压迫民族反对它们的压迫者即大国的战争，社会党人也会完全同情被压迫民族的。

但是目前这场战争却产生于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现在资产阶级已经由进步阶级变为反动阶级了。从参战的大国集团双方来说，这场战争都是奴隶主之间为保持和巩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是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取得压迫其他民族的“权利”，维护大国资本的特权和垄断，用分裂和反动地镇压各国工人的手段来使雇佣奴隶制永世长存。所以，所谓的“保卫祖国”，从参战国集团双方来说，都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不管是某一个集团取得胜利，还是恢复原状，都不能保障世界大多数民族不受少数大国的帝国主义压迫，也不能保障工人阶级享有哪怕是现有的这些微小的文明成果。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地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帝国主义给工人阶级带来的是空前尖锐的阶级斗争、贫困、失业、物价高涨、托拉斯的压迫、军国主义，带来的是政治上的反动，在一切国家中，甚至包括最自由的国家在内，反动势力都在抬头。

“保卫祖国”这个口号在当前这场战争中的真正含义，就是保卫“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压迫其他民族的“权利”，就是实行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就是一小部分特权工人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者和被剥削者群众。执行这种政策的社会党人，实际上就是沙文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参加内阁、主张国内和平等政策，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在过去“和平”时代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机会主义，现在已经成熟到和社会主义完全决裂的程度，成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直接的敌人。工人阶级如果不对公开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法国、德国、奥国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英国的海德门、费边派和工联主义者，俄国的鲁巴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和《我们的曙光》杂志，等等），同时也对向沙文主义者交出马克思主义阵地的所谓“中派”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就不能达到自己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目标。

1912年全世界社会党人一致通过的巴塞尔宣言，已经准确地预见到了大国之间要发生的就是现在已经到来的这样一场战争，巴塞尔宣言毫不含糊地指出了这场战争的反动的帝国主义性质，声明它认为一国的工人向另一国的工人开枪是犯罪行为，并宣告，正是这场战争将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果然，战争在造成革命形势，在激起群众的革命情绪和革命风潮，在促使无产阶级优秀分子普遍认识到机会主义必然灭亡，并使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日益尖锐。劳动群众中日益增长的和平愿望，表明他们已经失望，表明资产阶级的保卫祖国的谎言已经破产，表明群众已经开始形成清醒的革命意识。社会党人要利用这种情绪进行革命鼓动，在革命鼓动中要毫不犹豫地主张“自己的”祖国失败，同时也不能欺骗人民，使他们产生一种幻想，以为不用革命来推翻现政府，也能迅速实现消除民族压迫的比较持久的民主的和平，实现裁军，等等。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才能开辟通向和平和民族自由的道路。

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正在开创一个社会革命的纪元。现时代的一切客观条件正在把无产阶级的群众革命斗争提到日程上来。社会党人的责任就是，在不放弃工人阶级的任何一种合法的斗争手段的同时，使它们服从于这项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提高工人的革命觉悟，使他们在国际的革命斗争中团结起来，支持和推进一切革命行动，力求把各国之间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变为被压迫阶级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的国内战争，变为剥夺资本家阶级的战争，变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战争。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282—285页

















《列宁全集》第26卷


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

（1915年7月13日〔26日〕）

革命的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只能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

这是一条公理。对这一公理提出异议的，只有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自觉的拥护者或无可奈何的仆从。例如组织委员会的谢姆柯夫斯基就属于前一类（组织委员会《通报》第2号）。属于后一类的，有托洛茨基和布克沃耶德，在德国则有考茨基。托洛茨基写道，希望俄国失败，这是“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政治方法论作毫无必要的毫无道理的让步，而社会爱国主义是要用以为害最小为原则这一在目前条件下具有极大随意性的方针，去代替反对战争和产生战争的条件的革命斗争”（《我们的言论报》第105号）。

这是夸大其词的典型，托洛茨基经常就是这样来为机会主义辩护的。所谓“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如果不是意味着在战时也采取反对自己的政府的革命行动，那就只能是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所擅长的毫无内容的空喊。只要稍加思索就能了解这一点。当然，毫无疑问，在战时采取反对自己的政府的革命行动，就意味着不仅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而且实际地促成这种失败（向“敏感的读者”说一句：这绝不是说要“炸毁桥梁”，举行没有成效的战时罢工，以及通过其他各种方式帮助政府击败革命者）。

夸夸其谈的托洛茨基，遇到三棵松树就迷了路。在他看来，希望俄国失败，就是希望德国胜利（布克沃耶德和谢姆柯夫斯基更加露骨地表达了他们这种与托洛茨基相同的“思想”，——确切些说是胡思乱想）。而托洛茨基认为这就是“社会爱国主义的方法论”！为了帮助那些不善于思考的人们，伯尔尼决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 
［注：见本卷第168页。——编者注］

 曾经解释说：在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现在都应当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布克沃耶德和托洛茨基认为对这个真理不谈为妙，而谢姆柯夫斯基（这位机会主义者坦率地、天真地重复资产阶级的高论，从而使工人阶级得到最大的教益）却“脱口而出”说：这是胡说，因为获胜的不是德国，便是俄国（《通报》第2号）。

拿公社的例子来说。是德国战胜了法国，也是俾斯麦和梯也尔一起战胜了工人！！要是布克沃耶德和托洛茨基动一动脑筋的话，他们就会看到，他们对战争抱有与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相同的观点，用托洛茨基的矫揉造作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政治方法论”卑躬屈膝。

战时的革命就是国内战争；而一方面，政府在军事上遭到挫折（“失败”），会有助于政府间的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另一方面，以实际行动努力实现这种转变也就不能不促使政府失败。

沙文主义者（以及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所以竭力回避失败这个“口号”，是因为唯独这个口号才是坚决号召人们在战时采取反对自己的政府的革命行动。如果没有这些行动，即使说上千万句要以战争反对“战争和……的条件”的最最最革命的话，也是一钱不值的。

谁要是真想驳倒促使自己的政府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这个“口号”，他就应当证明以下三点中的一点：或者（1）1914—1915年的战争不是反动的战争；或者（2）这场战争不可能引起革命；或者（3）所有交战国中的革命运动不可能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最后一点对于俄国尤其重要，因为俄国是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在这里不可能直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正因为这样，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才不得不最先提出失败这个“口号”的“理论和实践”。所以，沙皇政府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鼓动在削弱俄国的“军事力量”，在促进它的失败，这是完全正确的。这种鼓动不只是议会反对派的鼓动，也是向群众进行的反对自己政府的真正革命的鼓动，这在国际中是唯一的范例。这是事实。回避这一事实是愚蠢的。

失败口号的反对者，不愿正视一个最明显的事实：进行反对政府的革命鼓动和促使政府失败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简直是自己害怕自己。

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同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否可能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呢？近十年来，任何一个公开发表过意见的社会党人都没有怀疑过这一点，而1905年10月17日以后发生的奥地利无产阶级运动[223]，又以事实证明了这一可能性。

问一问任何一个自命为国际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人：他是否赞同各交战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就采取共同的革命行动以反对所有交战国政府而达成协议？许多人会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例如考茨基就是这样回答的（1914年10月2日《新时代》杂志），这就完全证实了他的社会沙文主义。因为，一方面，这显然是当面撒谎，违背了人所共知的事实和巴塞尔宣言。另一方面，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机会主义者在很多方面倒是正确的了！

许多人会回答说，他们赞同这样的协议。对此我们要说：如果这种赞同不是虚伪的，那就不要以为在战争中，为了进行战争，需要达成“形式上的”协议，商定如何推选代表，举行会见，签订条约，确定日期和钟点，这样未免太可笑了！只有谢姆柯夫斯基们才会这样想。即使是在一个国家内——更不必说是在若干国家内——要达成革命行动的协议，也只有依靠真正革命行动的范例，也只有着手进行和发展真正的革命行动。而要着手进行革命行动，又不能不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促使自己的政府失败。革命是无法“制造”的，同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种转变也是无法“制造”的，它是从帝国主义战争的一系列各种各样的现象、方面、特征、属性和后果中发展起来的。而受他们本国的被压迫阶级打击的那些政府不在军事上接二连三地遭到挫折和失败，这种发展是不可能的。

谁不接受失败这个口号，谁就是把自己的革命性变成一句空话或纯粹的伪善。

他们究竟建议我们用什么来代替失败这个“口号”呢？用“不胜不敌”的口号（谢姆柯夫斯基在《通报》第2号上，整个组织委员会在第1号上）。但这不过是“保卫祖国！”这一口号的另一种说法罢了！这恰恰是把问题转移到各政府间的战争上去（根据这一口号的内容，各政府必须维持原来的状态，“保持自己的阵地”），而不是转移到各被压迫阶级反对自己的政府的斗争上！这是为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沙文主义辩护，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时刻都准备说，而且正在对人民说，他们“仅仅”是为了“防止失败”而斗争。机会主义者的领袖爱·大卫在他的书中写道：“我们8月4日投赞成票的用意不是拥护战争，而是防止失败。”“组委会分子”与布克沃耶德和托洛茨基一起为“不胜不败”的口号辩护就是完全站到大卫的立场上去了！

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看出，这个口号意味着“国内和平”，放弃所有交战国的被压迫阶级的阶级斗争，因为不打击“自己的”资产阶级和“自己的”政府，就不能进行阶级斗争，而在战时打击自己的政府，就是叛国（供布克沃耶德参考！），就是促使自己的国家失败。谁同意“不胜不败”的口号，谁就只能是虚伪地赞成阶级斗争，赞成“打破国内和平”，谁就是实际上抛弃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因为他们要使所有交战国的无产阶级服从于一项纯粹资产阶级的任务：保卫各自的帝国主义政府，使它免遭失败。唯一真正地而不是在口头上打破“国内和平”、承认阶级斗争的政策，就是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困难去推翻它们。可是，如果不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不促使它失败，那就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甚至不可能去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当意大利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爆发前提出群众罢工这一问题时，资产阶级便回答他们说（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这样回答是绝对正确的）：这将是叛国行为，你们将被当作叛国犯对待。这样说是正确的，就如同说战壕联欢是叛国行为一样。谁要是象布克沃耶德那样撰文去反对“叛国”，或者象谢姆柯夫斯基那样撰文去反对“瓦解俄国”，那他的观点就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了。一个无产者如果不犯“叛国”罪，不促使自己的政府失败，不促进“自己的”帝国主义“大”国瓦解，就不能给自己的政府以阶级的打击，也不能向自己的兄弟，向同“我们”作战的“别的”国家的无产者（实际上）伸出友好之手。

谁赞成“不胜不败”这一口号，谁就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沙文主义者，谁就充其量是调和主义的小资产者，总之是无产阶级政策的敌人，是当今的政府和当今的统治阶级的拥护者。

我们再从另一个方面看一看这个问题。战争不能不在群众中引起打破通常的消沉状态的最激烈的感情。不适应这种新的激烈的感情，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策略。

这种激烈的感情有哪些主要表现呢？（1）恐惧和绝望。这就使得宗教的影响增强起来。教堂又挤满了人，反动派兴高采烈。反动透顶的巴雷斯说：“有苦难的地方就有宗教。”他说得很对。（2）仇恨“敌人”。这种感情，与其说是牧师，还不如说是资产阶级蓄意煽动起来的，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只对资产阶级有利。（3）仇恨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这是一切觉悟工人的感情。觉悟的工人一方面懂得，战争是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所以要用自己对阶级敌人的仇恨的“继续”来回答战争。另一方面，他们懂得，离开反对自己的政府的革命，“以战争反对战争”就是一句没有意义的空话。不希望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失败，就不能激起对它们的仇恨，而不激起对它们的仇恨，也就不能成为“国内和平（＝阶级和平）”的不虚伪的反对者！！

赞成“不胜不败”这一口号的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一边，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能够采取反对自己的政府的国际革命行动，他们不愿意帮助发展这些行动；当然，发展这些行动是一项很不容易的任务，但是，只有这一任务才称得上是无产者的任务，只有这一任务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正是交战大国中最落后的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不得不通过自己的政党提出——尤其是鉴于德法两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可耻地叛变——革命的策略；而不“促使”自己的政府“失败”，这种策略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唯有这种策略才能导致欧洲的革命，导致社会主义的持久和平，使人类从现时普遍存在的恐怖、苦难、野蛮、残暴下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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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沙皇政府迫于人民革命斗争的压力，于1905年10月17日（30日）发表宣言，答应给予人民以“公民自由”和召开“立法”杜马。沙皇政府的这一让步引起了奥匈帝国人民革命的高涨。维也纳及其他工业城市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布拉格出现了街垒。斗争结果，奥匈帝国终于实行了普选制。——299。







《列宁全集》第26卷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状况

（1915年7月13日〔26日〕）

组织委员会《通报》第2号和《我们的事业》杂志第2期把这一状况表露得十分清楚，对人们大有教益。这两种报刊，根据它们不同的出版地点和政治使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坚定地走着巩固社会沙文主义的道路。

《我们的事业》杂志不但没有谈到编辑部内部的任何意见分歧或意见不同，不但没有对“波特列索夫主义”提出丝毫的异议，相反，它在一篇特别的声明《编辑部的话》（第19页）中还表示赞同波特列索夫主义，宣称“国际主义”所要求的正是要“认清国际形势”，以便判断在目前这场战争中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对无产阶级比较有利。这表明整个编辑部从根本上和实质上来说是社会沙文主义的。此外，这个仅仅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细枝末节上与考茨基意见不同的编辑部，还把考茨基那本完全是为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小册子捧为“出色的”、“详尽无遗的”、“有理论价值的”著作。谁不愿意闭起眼睛，谁就不会看不到，《我们的事业》杂志的编辑部这样做，首先是在推崇俄国的沙文主义，其次是表明它决心“赦免”国际社会沙文主义，同它和睦相处。

在《在俄国各地和在国外》这一栏中，编辑部阐述了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观点，对二者未作任何区别（这是完全正确的）。在也是以编辑部的名义做的一条专门注释（第103页）中声称，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在许多方面同”《我们的事业》杂志的“观点一致”。

事情已经再明显不过了。那个在《我们的事业》杂志上得到体现的合法主义者“派别”，由于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成为整个“布鲁塞尔联盟”在1910—1915年的俄国的唯一现实，这个派别已完全巩固和完成了它的机会主义的发展，顺利地用社会沙文主义补充了取消主义。1912年1月间被开除出我们党的那个集团的实际纲领，现在又增加了极其重要的一条：向工人阶级传播一种思想，即必须保护和巩固大俄罗斯地主和资产阶级所享有的大国的优越地位和特权，不惜以战争为代价。

以“左的”词句和貌似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来掩盖这一政治现实，这就是齐赫泽党团的合法活动和组织委员会的非法活动的真正的政治用意。在思想方面提出“不胜不败”的口号，在实践方面同“分裂活动”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毫无例外地贯穿于《通报》第2号的所有文章，尤其是马尔托夫、约诺夫和马希纳泽的文章），——这就是旨在同《我们的事业》杂志和普列汉诺夫保持“和平”的实际的和完全正确的（从机会主义者的观点来看）纲领。《言语报》第143号（1915年5月27日）登载了“前革命者”格·阿列克辛斯基一封认为“保卫祖国”是“民主派的任务”的信，读一读这封信就会看出，现在的沙文主义者普列议诺夫的这个殷勤的侍童完全会同意“不胜不败”的口号。这正是普列汉诺夫、《我们的事业》杂志、阿克雪里罗得和科索夫斯基、马尔托夫和谢姆柯夫斯基的共同口号，——当然（啊，当然！），他们之间还会有“合理的细微差异”和“局部的分歧意见”。而在思想方面，在主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这一伙人都对于把“不胜不败”这一口号作为共同的基础感到满意（顺便问一句：是谁的胜败呢？显然，是现在的政府的，现在的统治阶级的！）。在实际政策方面，他们都对“统一”的口号感到满意。所谓统一，就是同《我们的事业》杂志讲统一，也就是在实际上完全容忍《我们的事业》杂志在俄国国内借齐赫泽党团的帮助，照旧实行认真的政策，进行认真的（资产阶级意义上的“认真的”）群众工作，而组织委员会及其一伙则在国外和在地下作一些“左的”微小的保留，讲一些貌似革命的词句，等等，等等。我们不要存什么幻想，因为布鲁塞尔联盟很快就瓦解了，并从而证明它除了伪善之外没有任何内容；正因为如此，它对于掩盖政治上腐朽的状况十分有用。1914年7月它曾经用一些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貌似左的决议掩盖《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北方工人报》。1915年7月，虽然还没有举行“朋友的会见”，还没有“议定书”，但是主要“演员”在原则上已经达成协议，要用一些也是貌似左的词句来共同掩盖《我们的事业》杂志、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社会沙文主义。一年过去了，欧洲历史上伟大而艰难的一年过去了。情况很明显，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脓疮已经害死了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它在取消主义的身上也已发展成熟，而“朋友们”却象克雷洛夫的《四重奏》[224]中的音乐家那样，从一种坐法换成另一种坐法，然后就又不合调地高唱起来：统一，统一……（同《我们的事业》杂志统一）！

巴黎的《我们的言论报》的实例对于真心主张“统一”的人大有教益。组织委员会《通报》第2号给了《我们的言论报》一个致命的打击，现在它的死亡（不管是政治上死亡还是“肉体上”死亡，这并不重要）仅仅是时间问题了。组织委员会《通报》第2号用了一个简单的声明就“杀死了”《我们的言论报》。它声明说，马尔托夫（他成了组织委员会书记处的成员，——看来，他是由谢姆柯夫斯基和阿克雪里罗得“一致同意”增补的，这想必是因为他答应以后不再讲《前进报》“已经死亡”这样一些考虑欠周的话）和“《我们的言论报》的整整一半在组织上加入组织委员会的撰稿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他们只是由于“幼稚”（马尔托夫扮演一个天真烂漫的角色——这倒不错）才认为《我们的言论报》是“俄国国际主义者的共同的机关报”，而实际上，《我们的言论报》是“进行分裂活动的”和“派别性的”报纸（谢姆柯夫斯基自己还补充说：“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报纸），它还“在列宁的《社会民主党人报》面前表白自己”。

在观众面前表演的有《我们的言论报》的三部分人，他们在七八个月中试图联合而没有成功。这三部分人是：（1）两个左派编辑（《我们的言论报》第107号），他们真心同情国际主义，倾向于《社会民主党人报》（见发表在《我们的言论报》第122号上的我们党的巴黎支部向他们致敬的决议）；（2）马尔托夫和“组委会分子”（“整整一半”）；（3）托洛茨基，他和往常一样，在原则上对社会沙文主义者一点也不赞同，但是在实际上对他们的一切都赞同（顺便说说，这是多亏了齐赫泽党团的“成功的斡旋”——好象，这是一个外交用语吧？）。

在真心主张统一的人的面前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言论报》瓦解和分裂了呢？分裂的原因通常是归咎于凶恶的“列宁分子”的与人人为敌的“分裂活动”（谢姆柯夫斯基在《通报》第2号的文章、阿克雪里罗得在《我们的言论报》上的文章，等等）。但是，这些凶恶的人根本没有参加《我们的言论报》，由于这个简单的原因，他们也就不可能从该报分裂或者脱离出去。

原因究竟何在呢？是事出偶然吗？还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工人同《我们的事业》杂志中的资产阶级影响传播者（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和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实行统一是不可能的和有害的呢？

让主张“统一”的人想一想吧。

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中，考茨基和哈阿兹现在同伯恩施坦本人一起主张“统一”，只是所处的环境和所用的方式稍微不同而已。这些“权威”觉察到群众在向左转，便向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建议讲和，其不言而喻的条件是同休特古姆之流和好。口头上放弃“8月4日的政策”，用一些毫无约束力（在某些方面甚至对于兴登堡和霞飞还不无好处）的“和平”词句（和平的口号正好适合这一目的），用对兼并等等的空泛的谴责，来弥合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和社会民主党工人政策之间的裂痕——大致说来，这就是考茨基及伯恩施坦的政纲，而法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也乐于接受这一政纲，这一点可以从《人道报》的某些论调中看出来。英国“独立工党”的党员当然会全力支持这种用向左派频频鞠躬的举动掩盖起来的对社会沙文主义的赦免。当然，现在“组委会分子”和托洛茨基是命中注定要紧紧抓住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衣服后襟的。

我们认为，机会主义者的首领和“激进派”阵营的伪善的沙文主义者的首领这种向左转是在演戏，其作用是用向左派鞠躬来挽救社会民主党中的腐朽的东西，用向“左派”作一些口头上的微小的让步来实际上巩固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

欧洲的客观形势是这样的：群众中失望、不满、抗议、愤慨、革命情绪日益增长，这种情绪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异常迅速地变成行动。现在，问题实际上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摆着：要么促进反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和自己的政府的革命行动的发展，要么阻挠、扼制和平息革命情绪。为了达到第二个目的，自由派资产者和机会主义者可以（从他们的利益出发也一定会）发表任何左的言论，无数次地许诺裁军、媾和、拒绝兼并、实施任何改革，什么都可以答应，只要能防止群众同机会主义的首领破裂，防止他们采取愈来愈重大的革命行动就行。

我们对群众说，不要相信任何漂亮动听的政纲，要依靠自己反对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要努力开展这些行动；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就不可能摆脱野蛮状态，就不可能有欧洲的进步。

附言：当本文已经排好时，我们收到了普列汉诺夫先生和“前革命者”格·阿列克辛斯基及其一伙的文集《战争》。这个文集可谓集社会沙文主义者各种诡辩与谎话之大成，竟把沙皇政府进行的极端反动的掠夺战争说成是“正义的”、“防御性的”战争等等！我们建议一切愿意认真研究第二国际破产的原因的人，都来读读这沓向沙皇政府卑躬屈膝的不光彩的文稿。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对齐赫泽及其整个党团都十分满意。组织委员会、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及其同伙，也都对这个党团感到满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齐赫泽党团多年以来已经证明自己是善于掩饰机会主义者并为他们效劳的。

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两位先生正在无耻地诬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看来，可以引用文件来驳倒诬蔑者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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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这里说的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故事是：猴子、熊、驴子和山羊表演四重奏；他们演奏得不成调子，却以为是没有坐对位置的原故；他们再三调换坐位，结果仍然演奏不出和谐的调子。——[306]。





《列宁全集》第26卷


评“和平”口号

（1915年7—8月）

1915年6月27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中央机关报、维也纳的《工人报》引用了德国的政府报纸《北德总汇报》[225]上的一篇大有教益的声明。

声明涉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有名的（也是最卑鄙的）机会主义者之一克瓦尔克的文章。克瓦尔克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我们的奥地利同志们一再声明，我们完全愿意（同英法社会民主党人）建立联系，以便着手商谈媾和问题。德意志帝国政府知道这一点，而并没有给我们制造丝毫障碍。”

关于这段话，德国的一家民族主义自由派报纸（《民族自由党通讯》[226]）写道，它们可以作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政府没有给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政治活动”制造障碍，是因为这些活动没有越出法制范围，“对于国家没有危险”。从“政治自由”的观点来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二种解释：德国政府“对社会民主党的国际和平宣传至少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它甚至认为这种宣传是为讨论媾和的可能性奠定初步基础的一种适当的手段”。

当然，这家民族主义自由派报纸认为第二种解释是不能成立的，而且政府的报纸也正式同意这家报纸的看法，它补充声明说：“政府同国际和平宣传毫无关系，它既没有委托社会民主党的也没有委托任何其他的中间人进行这种宣传。”

这不是一出发人深省的滑稽剧吗？谁会相信，禁止《前进报》谈论阶级斗争的德国政府，这个实施战时的严格措施禁止人民集会、对无产者进行真正的“军事奴役”的政府，是由于自由主义而“没有给”克瓦尔克之流和休特古姆之流的先生们“制造障碍”呢？谁会相信，它不是经常同这些先生有联系呢？

说克瓦尔克无意中道出了真相（即和平宣传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遵照同他们的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约定而开展的），而政府“正式予以驳斥”正是为了掩盖真相，这样说不是千倍地更加近乎情理吗？

这对那些喜欢空谈的人是一个教训。那些人，象托洛茨基那样（见《我们的言论报》第105号），为和平口号辩护而反对我们，其理由之一就是说什么“所有左派”“确实”在这一口号下联合起来了！！容克政府现在已经证明了我们的伯尔尼决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是正确的；这个决议指出，宣传和平而“不同时号召群众采取革命行动”，那只能是“散布幻想”，“使无产阶级充当交战国秘密外交的玩物” 
［注：见本卷第168页。——编者注］

 。

这句话一字不差地得到了证实！

几年以后，外交史将会证明，机会主义者同政府之间确实有过关于空谈和平的直接或间接的约定，而且不只是在德国有过！外交界隐瞒这些事情，但是口袋里是藏不住锥子的。

当初左派开始在和平口号下联合起来，如果这是表示向沙文主义者抗议的第一步，就象愚昧无知的俄国工人在加邦请愿中向沙皇表示胆怯的抗议那样，那还可以加以鼓励。但是，左派直到现在还局限于这一口号（提口号是有头脑的政治家的职责），所以他们也就是最糟糕的左派，所以他们的决议也就毫无“战斗性”，所以他们也就是休特古姆之流、克瓦尔克之流、桑巴之流、海德门之流以及霞飞和兴登堡手中的玩物。

如果谁直到现在，当这个和平口号（“不同时号召群众采取革命行动”的和平口号）已经被维也纳代表会议[227]、伯恩施坦加考茨基及其同伙和谢德曼之流（德国的“执行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所糟蹋的时候，还不了解这一点，那他简直就是在不自觉地参加对人民进行社会沙文主义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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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国反动的大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861年起在柏林出版。该报一直是普鲁士政府和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半官方报纸。1918年改称《德意志总汇报》。——[310]。



[226]《民族自由党通讯》（《Nationalliberale Korrespondenz》）是德国民族自由党左翼的报纸，在柏林出版。——[310]。



[227]指德国和奥匈帝国社会民主党人于1915年4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赞同德、奥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为战争辩护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并且声称这同工人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的国际团结并不矛盾。——[312]。





《列宁全集》第26卷


和平问题

（1915年7—8月）

和平问题这一社会党人目前亟待解决的纲领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和平条件问题，是大家都关心的事情。我们在《伯尔尼哨兵报》上看到，该报试图不从通常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观点而从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点提出这一问题，对此我们不能不向该报表示感谢。该报第73号登载的编辑部评论（《渴望和平》）非常精辟，它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既然希望和平，就应当同容克政府的政策决裂。该报第73号和第75号登载的安·潘·同志的意见也很精辟，他抨击了“软弱无能的饶舌者的狂妄自大”（Wichtigtuerei machtloser Schonredner），指出他们是妄图以小资产阶级观点解决和平问题。

我们看看，社会党人应当怎样提出这个问题。

提出和平口号可以同一定的和平条件联系起来，也可以不带任何条件，即不是争取特定的和平，而是争取一般的和平（Frieden ohne weiters）。显然，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就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甚至是毫无内容、毫无意义的口号。一般的和平无疑谁都赞成，甚至基钦纳、霞飞、兴登堡和血腥的尼古拉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是问题恰恰在于他们每个人都提出对“自己的”民族有利的帝国主义的（即掠夺性的、压迫其他民族的）和平条件。我们提出口号的目的，是要通过宣传鼓动向群众说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区别，而不是要借助一个可以把截然不同的东西“统一起来”的用语去调和两个敌对的阶级和两种敌对的政策。

其次，是否可能使各国社会党人就一定的和平条件取得一致意见呢？如果可能，那么在这些条件中，毫无疑问必须包括承认一切民族都享有自决权，包括放弃任何“兼并”即对自决权的侵犯。但是如果认为只有某些民族才配享有这种权利，那么这就是维护某些民族的特权，也就是说，要做一个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而如果认为一切民族都有这种权利，那就不能单单提出，譬如说，比利时一个国家，而必须包括欧洲的一切被压迫民族（英国的爱尔兰人、尼斯的意大利人、德国的丹麦人等、俄国的百分之五十七的居民，等等）和欧洲以外的一切被压迫民族，即一切殖民地。安·潘·同志提到这些民族，是很恰当的。英、法、德三国总共约有15000万人口，而他们却压迫着4亿以上的殖民地人民！！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即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的实质，不仅在于战争的目的是要压迫更多的民族，要瓜分殖民地，而且在于进行战争的主要是那些压迫许多其他民族、压迫地球上大部分居民的先进民族。

为侵占比利时的行为辩护或者容忍这种行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已经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帝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了，因为他们维护德国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德国工人）压迫比利时人、阿尔萨斯人、丹麦人、波兰人、非洲黑人等的“权利”。他们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帮助德国资产阶级掠夺其他民族的奴仆。仅仅要求解放比利时和赔偿比利时损失的比利时社会党人，实际上也是在维护比利时资产阶级的要求，即希望照旧掠夺刚果的1500万居民，照旧在其他国家享有租借权和特权。比利时资产者的国外投资约有30亿法郎；用种种欺诈手段去保护从这几十亿法郎获得的利润，实际上这就是所谓“英勇的比利时”的“民族利益”之所在。俄、英、法、日等国也是如此，而且更厉害得多。

由此可见，民族自由的要求如果不是用来掩盖某些个别国家的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句假话，那么这个要求就应当普遍适用于一切民族和一切殖民地。而没有一切先进国家的一系列革命，这个要求显然是毫无内容的。不仅如此，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个要求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是不是说，社会党人可以对愈来愈多的群众的和平要求漠不关心呢？绝对不是。工人的有觉悟的先锋队的口号是一回事，群众的自发的要求是另一回事。资本家阶级曾经高喊这场战争具有“解放的”目的，高喊“保卫祖国”，对老百姓还进行了其他种种欺骗，而群众渴望和平的事实就是表明群众对资产阶级的这类谎言开始感到失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征兆。社会党人应当十分重视这一征兆。应当竭尽全力地去利用群众的这种和平愿望。但是怎样利用呢？认可和重复和平口号，那会成为对“软弱无能的〈往往更坏：伪善的〉饶舌者的狂妄自大”的鼓励。这样做会成为对人民的欺骗，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不进行一系列革命来“教训”（或者确切些说：消灭）现在的政府和现在的统治阶级，这些政府和阶级也能够实现多少会使民主派和工人阶级满意的和平。没有什么比这种欺骗更有害的了。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蒙蔽工人的眼睛，更能向工人灌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深刻的矛盾这一骗人的思想了，没有什么比这更能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了。不，我们必须利用群众渴望和平的愿望来向他们说明：没有一系列的革命，他们所期待于和平的那些好处都是不可能得到的。

结束战争，实现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停止掠夺和暴力——这确实是我们的理想；但是只有资产阶级诡辩家才会用这种理想来迷惑群众，把它同立即直接鼓吹革命行动割裂开来。进行这种鼓动的基础已经具备；为了进行这种鼓动，需要的只是同资产阶级的盟友即直接地（直到采用告密手段）和间接地阻碍革命工作的机会主义者断然决裂。

提出民族自决的口号同样必须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时代联系起来。我们不赞成保持原状，也不赞同以为可以排除大规模战争的小市民空想。我们主张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 
［注：手稿上删去了如下一句话：“但是，不用社会主义的观点提出民族自决问题，就不可能进行这方面的宣传，进行真正革命的宣传。”——俄文版编者注］

 帝国主义就是那些压迫许多其他民族的民族力图扩大和加强这种压迫，重新瓜分殖民地。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民族自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各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的行动如何。压迫民族（英、法、德、日、俄、美等国）的任何一个社会党人如果不承认和不坚持被压迫民族有自决权（即自由分离权），他实际上就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沙文主义者。

只有具备这种观点，才会去同帝国主义进行真正的彻底的斗争，才会以无产阶级的而不是小市民的态度去对待（在我们这个时代）民族问题。只有具备这种观点，才能贯彻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原则，才能消除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无产者之间的不信任，才能去进行团结一致的国际斗争，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即唯一可能实现的各民族完全平等的制度），而不是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一切弱小国家获得自由的小市民空想。

这就是我们党即拥护中央委员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持的观点。这也正是马克思的观点，他当年曾教导无产阶级说，“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要求爱尔兰同英国分离，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从英国（不仅是爱尔兰）工人解放运动的利益出发的。

如果英国的社会党人不承认和不坚持爱尔兰有分离权，法国人不承认和不坚持意大利人聚居的尼斯有分离权，德国人不承认和不坚持阿尔萨斯－洛林、丹麦的石勒苏益格、波兰有分离权，俄国人不承认和不坚持波兰、芬兰、乌克兰等有分离权，波兰人不承认和不坚持乌克兰有分离权，如果“大”国即进行大规模掠夺的国家的所有社会党人不坚持各殖民地也有这种权利，那么这正是因为而且也只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有些人因为自己属于压迫民族，就不坚持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如果幻想这种人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那就太可笑了。

社会党人不能听任伪善的饶舌者用可能实现民主的和平的空话和诺言去欺骗人民，而应当向群众说明，如果不进行一系列革命，不在各个国家进行反对自己的政府的革命斗争，任何一点儿民主的和平都是不可能的。社会党人不能容许资产阶级政客用民族自由的空话去欺骗人民，而应当向压迫民族的群众说明，如果他们去帮助压迫其他民族，如果他们不承认和不坚持这些民族有自决权即自由分离权，他们自己的解放也是没有希望的。这就是在和平问题和民族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应当采取的不同于帝国主义政策的社会主义政策。是的，这种政策多半是和关于叛国的法令相抵触的，但是，压迫民族中的几乎所有的社会党人都已无耻地背叛了的巴塞尔决议也是和上述的法令相抵触的。

必须作出抉择：要么赞成社会主义，要么服从霞飞先生和兴登堡先生的法令；要么进行革命斗争，要么向帝国主义卑躬屈膝。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那些虚伪地（或愚蠢地）编造“中间路线”的政策的人，正在给无产阶级造成极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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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与战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228]


（1915年7—8月）


初版（国外版）序言

战争已经进行一年了。我们党在战争刚一开始时就在中央委员会的宣言中确定了对这次战争的态度。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是在1914年9月拟定，1914年11月1日在我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 
［注：见本卷第12—19页。——编者注］

 第33号上发表的（事先曾分发给各中央委员和我们党在俄国国内的负责代表，并征得他们同意）。以后在第40号（1915年3月29日）上又刊载了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决议 
［注：同上，第163—169页。——编者注］

 ，这些决议更准确地阐述了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策略。

目前俄国群众的革命情绪在显著地增长。在其他国家里，尽管大多数已经站到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一边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在压制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还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群众革命情绪增长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需要出版一本小册子，总结一下社会民主党对这场战争的策略。在全文刊印上述党的文件的时候，我们对这些文件作了一些简要的说明，尽量考虑到文献中和党的会议上提出过的赞成资产阶级策略或无产阶级策略的一切主要论据。


第二版序言

这本小册子是在1915年夏天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229]召开前夕写成的。小册子还用德文和法文出版过，并译成挪威文在挪威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机关报上全文发表过。小册子的德文版是秘密运到德国的柏林、莱比锡、不来梅及其他城市，由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拥护者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派在当地秘密散发的。法文版是在巴黎秘密印刷，由法国的齐美尔瓦尔德派在当地散发的。俄文版传到俄国的份数非常有限，因此在莫斯科，工人们采用了手抄的办法。

现在我们把这本小册子作为文件全文重印出来。读者应该时刻记住，小册子是在1915年8月写成的。而读到涉及俄国的地方，尤其要记住这一点，记住俄国当时还是沙皇的俄国，罗曼诺夫的俄国……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原则和1914—1915年的战争


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

社会党人一向谴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和残暴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区别。我们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的是，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消灭战争，再就是我们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必要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是，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别地研究每次战争。历史上多次发生过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象任何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却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由于帮助破坏了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或农奴制），破坏了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土耳其的和俄国的）而有利于人类的发展。因此，对目前这场战争，必须研究它的历史特点。


近代战争的历史类型

法国大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从那时起到巴黎公社为止，从1789年起到1781年为止，战争的类型之一是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性的、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换句话说，这些战争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在于推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摧毁这些制度，推翻异族压迫。因此这些战争是进步的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一切正直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以及一切社会党人，总是希望对推翻或摧毁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的极端有害的基础起了促进作用的那个国家（即那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例如，在法国的历次革命战争中，有过法国人掠夺和侵占他国领土的因素，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这些战争的根本历史意义，因为这些战争破坏或震撼了整个旧农奴制欧洲的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在普法战争中，德国掠夺过法国，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次战争的根本历史意义，因为这次战争使数千万德国人民摆脱了封建割据状态，摆脱了俄国沙皇和拿破仑第三这两个专制君主的压迫。


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的区别

1789—1871年这个时代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和革命的回忆。在推翻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以前，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发展。社会党人就这种时代的战争所说的“防御性”战争的合理性，一向就是指这些目标，即对中世纪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革命。社会党人所说的“防御性”战争，向来就是指这个意义上的“正义的”战争（威·李卜克内西有一次就用过这个用语）[230]。社会党人过去和现在都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保卫祖国”或“防御性”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正义的。譬如说，假如明天摩洛哥向法国宣战，印度向英国宣战，波斯或中国向俄国宣战等等，这些战争就都是“正义的”、“防御性的”战争，而不管是谁首先发动进攻。任何一个社会党人都会希望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战胜压迫者、奴隶主和掠夺者的“大”国。

但是假定说，一个拥有100个奴隶的奴隶主，为了更“公平地”重分奴隶，而和一个拥有200个奴隶的奴隶主开战。显然，在这种场合使用“防御性”战争或“保卫祖国”的概念，从历史上说是一种伪造，实际上不过是狡猾的奴隶主对平民百姓、小市民和愚昧无知的人的欺骗。现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当前这场奴隶主之间为巩固和加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中，就是这样利用“民族”观念和保卫祖国的概念来欺骗人民的。


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

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目前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这一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人们所歪曲，他们不是单方面地加以运用，就是寻找借口说这场战争还可能具有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的意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只是在20世纪才达到的。过去，不建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就不能推翻封建主义，然而现在，旧的民族国家已经束缚资本主义的发展了。资本主义使集中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都掌握在辛迪加、托拉斯这些资本家亿万富翁的同盟手中，几乎整个地球已被这些“资本大王”所瓜分，他们或者采取占有殖民地的形式，或者用金融剥削的千万条绳索紧紧缠绕住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和竞争已经被追求垄断、抢夺投资场所和原料输出地等等的意向所代替。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已经由原先反封建主义斗争中的民族解放者，变为最大的民族压迫者了。资本主义已经由进步变为反动，它使生产力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使人类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一连几年、甚至几十年地经受“大”国之间为勉强维持资本主义（以殖民地、垄断、特权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作为手段）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最大的奴隶主之间为保存和巩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

为了说明帝国主义的意义，我们把所谓“大”国（即在大规模的掠夺中卓有成效者）瓜分世界的一些确切数字列举如下：





奴隶主“大”国瓜分世界的情况



	　
	殖民地
	宗主国
	共计



	　
	1876年
	1914年
	1914年
	　
	　



	“大”国
	平方公里
	人口
	平方公里
	人口
	平方公里
	人口
	平方公里
	人口



	　
	单位百万
	单位百万
	单位百万
	单位百万



	英国…………
	22.5
	251.9
	33.5
	393.5
	0.3
	46.5
	33.8
	440.0



	俄国…………
	17.0
	15.9
	17.4
	33.2
	5.4
	136.2
	22.8
	169.4



	法国…………
	0.9
	6.0
	10.6
	55.5
	0.5
	39.6
	11.1
	95.1



	德国…………
	—
	—
	2.9
	12.3
	0.5
	64.9
	3.4
	77.2



	日本…………
	—
	—
	0.3
	19.2
	0.4
	53.0
	0.7
	72.2



	美国…………
	—
	—
	0.3
	9.7
	9.4
	97.0
	9.7
	106.7



	
6个“大”国
 …
	40.4
	273.8
	65.0
	523.4
	16.5
	437.2
	81.5
	960.6



	不属于大国（而属于比利时、荷兰等国）的殖民地………
	9.9
	45.3
	　
	　
	9.9
	45.3



	3个“半殖民地”国家（土耳其、中国和波斯）
	　
	　
	　
	　
	　
	　
	14.5
	361.2



	
总计
 ……
	　
	　
	　
	　
	　
	　
	105.9
	1367.1



	其余国家和地区…………………………………
	　
	　
	　
	　
	　
	　
	28.0
	289.9



	
全球
 （两极地区除外）…………………………
	　
	　
	　
	　
	　
	　
	133.9
	1657.0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789—1871年间大多曾率领其他民族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民族，今天，在1876年以后，由于它们的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和“过度成熟”，已经变为全球大多数居民和民族的压迫者和奴役者。从1876年起到1914年止，6个“大”国抢占了2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抢占了比整个欧洲大一倍半的面积！6个大国奴役着5亿以上（52300万）的殖民地居民。这些“大”国平均每4个人奴役着“它们的”殖民地的5个居民。同时大家知道，殖民地是用火与剑抢夺来的，殖民地居民受着野蛮的虐待，他们遭受着各式各样的剥削（如资本输出、租借等、商品销售中的欺骗行径、对“统治”民族当局的强制服从，等等）。英法资产阶级欺骗人民说，他们是为了各民族和比利时的自由而战，实际上他们是为了保存他们抢夺来的大量殖民地而战。只要英国人和法国人肯把自己的殖民地“公平合理地”分给德国帝国主义者一些，德国帝国主义者就会立刻退出比利时等地。目前形势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这场战争中，殖民地的命运取决于大陆上的战争。从资产阶级的公平和民族自由（或民族生存权）的观点来看，德国反对英国和法国无疑是对的，因为它殖民地“分得少”，它的敌人所压迫的民族比它所压迫的要多得多，而在它的盟友奥地利那里，被压迫的斯拉夫人享有的自由无疑比在沙皇俄国这个名副其实的“各族人民的牢狱”里享有的自由多些。但是德国本身并不是在为解放其他民族，而是在为压迫其他民族而战。社会党人决不应当帮助一个较年轻较强壮的强盗（德国）去抢劫那些较老的因吃得过多而撑坏了肚子的强盗。社会党人应当利用强盗之间的斗争，去把他们统统打倒。为此，社会党人应当首先向人民说明真相，也就是说，指出这场战争从三种意义上说是奴隶主为巩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第一，这是一场要通过更“公平地”瓜分从而更“和睦地”剥削殖民地来加强对殖民地的奴役的战争；第二，这是一场要在“大”国国内巩固对异族的压迫的战争，因为无论奥地利或俄国（俄国比奥地利要厉害得多，糟糕得多）都是专靠这种压迫来维持，并且靠战争来加强这种压迫的；第三，这是一场要巩固雇佣奴隶制并延长其寿命的战争，因为无产阶级已被分裂，已被压制下去，资本家则得到各种好处：发战争财，煽起民族偏见，强化反动势力，——目前这种反动势力在一切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的、共和制最完善的国家里也开始抬头了。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暴力手段〉的继续”

这是论述军事问题最深刻的著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的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公正地把这一论点看作考察任何一场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

用这个观点来考察当前这场战争就会看到，英、法、德、意、奥、俄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几十年来，几乎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推行掠夺殖民地、压迫其他民族、镇压工人运动的政治。当前这场战争所继续的，正是这种政治，也只能是这种政治。尤其是在奥地利和俄国，无论平时的政治还是战时的政治都是奴役其他民族，而不是解放其他民族。相反，在中国、波斯、印度和其他附属国里，近几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唤起千百万人争取民族生存、摆脱反动“大”国压迫的政治。在这种历史基础上进行的战争，即使在今天也可以是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性的、民族解放的战争。

只要把目前这场战争看作各“大”国及其国内的主要阶级所推行的政治的继续，就可以立刻看出，那种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可以为“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的看法是极端反历史的、骗人的和虚伪的。


比利时的例子

三协约国（现在是四协约国[231]）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俄国是普列汉诺夫及其一伙）最爱援引比利时的例子。可是这个例子正好说明他们错了。德帝国主义者无耻地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这和其他交战国随时随地所做的一样，只要需要就践踏一切条约和义务。我们姑且假定，一切愿意遵守国际条约的国家都向德国宣战，要求德国撤出比利时并赔偿它的损失。假如是这样，社会党人当然会站在德国的敌人一边。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三协约国（或四协约国）”并不是为了比利时而进行战争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只有伪君子才会隐瞒这一点。英国正在抢夺德国的殖民地和土耳其，俄国正在抢夺加里西亚和土耳其，法国在力争得到阿尔萨斯－洛林、甚至莱茵河左岸地区；同意大利签订了分赃条约（瓜分阿尔巴尼亚和小亚细亚）；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正在进行一笔交易，同样是为了分赃。在各国现在的政府所进行的目前这场战争的条件下，不帮助扼杀奥地利或土耳其等，就不能帮助比利时！这跟“保卫祖国”有什么关系呢？？这正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特点，正是历史上已经过了时的反动资产阶级的政府间为压迫其他民族而进行的战争的特点。谁为参加这场战争辩护，谁就是要使帝国主义对各民族的压迫永世长存。谁宣传要利用各国政府目前的困难来为社会革命而斗争，谁就是在维护真正是一切民族的真正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俄国在为什么而战？

在俄国，最新型的资本帝国主义已经在沙皇政府对波斯、满洲和蒙古的政策中充分显露了身手，但是总的说来，在俄国占优势的还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象在俄国那样对国内的多数居民进行这样的压迫：大俄罗斯人只占人口的43％，即不到一半，而其余一切民族都被当作异族看待，没有任何权利。在俄国的17000万人口中，有近1亿的居民遭受压迫，没有权利。沙皇政府进行战争是为了夺取加里西亚并彻底扼杀乌克兰人的自由，是为了夺取亚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等地。沙皇政府把这场战争看作是转移人们对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注意力和镇压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一种手段。现在，俄国平均每两个大俄罗斯人压迫着两三个无权的“异族人”。沙皇政府还力图通过这场战争增加俄国所压迫的民族的数量，巩固对他们的压迫，从而破坏大俄罗斯人本身争取自由的斗争。既然有可能对其他民族进行压迫和掠夺，经济停滞就会持续下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以对“异族人”的半封建的剥削作为收入来源，而不是靠发展生产力。因此，从俄国方面来说，这场战争就具有特别反动和反民族解放的性质。


什么是社会沙文主义？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为“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从这一思想进一步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战时放弃阶级斗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等等。实际上社会沙文主义者所推行的是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策，因为他们实际上不是在反对异族压迫这个意义上主张“保卫祖国”，而是维护这些或那些“大”国掠夺殖民地和压迫其他民族的“权利”。社会沙文主义者重复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鬼话，似乎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各民族的自由和生存而进行的，这样他们就投到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了。在社会沙文主义者中间，有人为某一参战大国集团的政府和资产阶级辩护和粉饰，也有人象考茨基那样，认为所有交战大国的社会党人都有同样的权利“保卫祖国”。社会沙文主义既然实际上是在维护“自己的”（或任何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优越地位、掠夺和暴力，也就完全背叛了一切社会主义信念和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巴塞尔宣言

1912年在巴塞尔一致通过的关于战争的宣言，正是指1914年爆发的英德两国及双方现在的盟国之间进行的战争。宣言明确宣布，对于以大国的帝国主义掠夺政策为基础、“为了资本家的利润和王朝的利益”而进行的这种战争，是不能以任何人民的利益作为借口来为它辩护的。宣言明确宣布，战争“对各国政府”（毫无例外）是危险的，指出各国政府都害怕“无产阶级革命”，非常明确地举了1871年公社和1905年10月至12月事件即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例子。因此，巴塞尔宣言正是针对当前这场战争制定了各国工人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反对自己的政府的革命斗争策略，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巴塞尔宣言重申斯图加特决议的主张，认为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当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也就是利用战争给各国政府造成的困难和群众的愤慨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政策，他们用资产阶级解放的观点为这场战争辩护，他们主张“保卫祖国”，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参加内阁等等，等等，是对社会主义的直接背叛；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这种背叛之所以发生，完全是由于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已经在欧洲的大多数党内取得了胜利。


歪曲地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

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以普列汉诺夫为首）援引马克思在1870年的战争中的策略；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伦施、大卫之流一类的人）援引恩格斯1891年的言论：一旦同俄法两国发生战争，德国社会党人有义务保卫祖国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3—298页。——编者注］

 ；最后，那些想使国际沙文主义调和并合法化的考茨基一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谴责战争，可是从1854—1855年到1870—1871年和1876—1877年，每当战争终于爆发的时候，他们总是站在交战的某一方。

凡此种种引证都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令人愤慨的歪曲，是为了讨好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就象吉约姆一伙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来为无政府主义辩护一样。1870—1871年的战争，从德国方面来说，在战胜拿破仑第三之前，是具有进步历史意义的，因为拿破仑第三和沙皇一道，多年来一直压迫德国，使德国一直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但是战争一转变为对法国的掠夺（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坚决地谴责了德国人。而且在这次战争一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赞同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拒绝投票赞成拨款，劝告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而要捍卫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利益。把对这一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性和民族解放意义的战争的评价套用到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上来，这是对真理的嘲弄。至于1854—1855年的战争以及19世纪的一切战争，情况就更是如此，因为当时既没有现代的帝国主义，又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成熟的客观条件，在所有交战国内也没有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就是恰恰没有巴塞尔宣言针对大国间的战争据以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那些条件。

谁现在只援引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进步时代的战争的态度，而忘记马克思的“工人没有祖国”这句恰恰是适用于资产阶级反动和衰亡时代、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话，谁就是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就是在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偷换社会主义的观点。


第二国际的破产

1912年，全世界社会党人在巴塞尔庄严宣告，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欧洲大战是各国政府“罪恶的”和最反动的行为，它必然引起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从而势必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战争爆发了，危机到来了。可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不实行革命的策略，却实行了反动的策略，站到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第二（1889—1914年）国际的破产。我们应当弄清引起这种破产的原因，弄清产生社会沙文主义的原因，以及社会沙文主义的力量从何而来。


社会沙文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

在第二国际存在的整个时期内，每个社会民主党内都进行着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斗争。这一斗争在许多国家里引起了分裂（英国、意大利、荷兰、保加利亚）。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深信不疑：机会主义代表着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政策，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着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的利益，而反对无产者群众、被压迫群众的利益。

19世纪末的客观条件特别加强了机会主义的力量，使利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变成了崇拜这种合法性，在工人阶级中间造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官僚和贵族阶层，把许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

战争加速了发展进程，使机会主义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使机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的秘密联盟变成了公开的联盟。同时军事当局到处实行戒严，压制工人群众，工人群众原来的领袖几乎全部倒向资产阶级。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同一个，那就是人数很少的特权工人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人所捍卫的是自己的特权地位，是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靠掠夺其他民族、靠它的大国优越地位等等而攫取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的“权利”。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同一个，那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帮助“自己的”政府摆脱困境，而不是利用它的困难推进革命。如果从总体上来观察一下欧洲国家，如果不是注重个别人物（哪怕是最有威望的人物），那么就可以发现，恰恰是机会主义派别成了社会沙文主义的主要支柱，而从革命者的阵营中几乎到处都比较一贯地发出了对这个派别的抗议。如果以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情况为例，那么就可以发现，国际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而国际机会主义当时就已经是拥护帝国主义的了。


同机会主义者统一就是工人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

就是分裂国际的革命工人阶级

在过去，在大战以前，机会主义虽然往往被看作是一种“偏向”和“极端”，但仍然被认为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合法的组成部分。战争表明将来不可能再是这样了。机会主义已经“成熟”，已经充分地起到了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特使的作用。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已成为十足的伪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一个例子。在一切重要场合（例如8月4日的投票）机会主义者都要提出自己的最后通牒，而实现这种通牒则靠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靠他们在工会理事会等机构里面的多数。现在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实际上就是让工人阶级服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就是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压迫其他民族和争夺大国特权，就是分裂所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

不管在某些场合同在许多组织中占优势的机会主义者作斗争会多么困难，不管把机会主义者清除出工人政党的过程在各个国家里会多么不同，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将取得成果。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正在死亡；正在复兴的社会主义，按照法裔社会党人保尔·果雷的恰当说法，“将是革命的、不调和的和敢于造反的”[232]。


“考茨基主义”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或“布伦坦诺主义”[233]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要为采用这种斗争手段进行宣传和准备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投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1909年考茨基写了一整本书来论述革命时代的逼近和战争同革命的联系，1912年考茨基在要求利用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革命的巴塞尔宣言上签了字，现在他却千方百计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和粉饰，并象普列汉诺夫一样，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使命。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各种矛盾的社会产物，是既要在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

“考茨基主义”的这种根本的虚伪性，在不同的国家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荷兰，罗兰－霍尔斯特虽然拒绝保卫祖国的思想，却坚持同机会主义者的政党的统一。在俄国，托洛茨基虽然也拒绝这种思想，却同样坚持同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我们的曙光》集团的统一。在罗马尼亚，拉柯夫斯基虽然把机会主义看作国际破产的祸首而向它宣战，同时却又欣然承认保卫祖国的思想是合理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哥尔特、潘涅库克）曾经称之为“消极的激进主义”的祸害的表现，这种祸害的实质就是在理论上用折中主义代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对机会主义俯首帖耳或者说软弱无能。


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

战争无疑造成了最尖锐的危机，空前加剧了群众的灾难。这场战争的反动性质，各国资产阶级为了以“民族”观念掩饰其掠夺目的而编造出的无耻谎言，这一切在客观的革命形势下正在不可避免地激起群众的革命情绪。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人们充分意识到这种情绪，加深和发展这种情绪。能够正确地表达这个任务的只有一个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战时任何彻底的阶级斗争，任何认真执行的“群众行动”的策略，都必然引向这一步。我们无法知道，触发一场强大的革命运动的将是列强之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还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它将发生在战争期间，还是发生在战后，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一贯地和不屈不挠地进行工作。

巴塞尔宣言直接举了巴黎公社即变政府间的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例子。半个世纪以前，无产阶级力量还太弱，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还没有成熟，所有交战国内的革命运动还不能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一部分巴黎工人迷恋于“民族观念”（1792年的传统），这是马克思当时就指出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也是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从公社失败以来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能够削弱当时革命的那些条件已经消失，在今天，如果一个社会党人甘心拒绝以巴黎公社战士的精神去从事活动，那是不可宽恕的。


战壕联欢的例子

所有交战国的资产阶级报纸都报道了各交战国士兵甚至在战壕内联欢的事例。军事当局（德国和英国的）所颁布的严禁这种联欢的命令证明，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认为这种联欢有重大的意义。既然在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上层中机会主义完全占统治地位和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报刊、第二国际的所有权威都支持社会沙文主义的情况下，还能发生联欢的事例，这就向我们表明，只要朝这个方向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哪怕只有所有交战国的左派社会党人进行工作，那么缩短目前这场罪恶的、反动的和奴隶主的战争，组织国际的革命运动，是非常可能的。


秘密组织的意义

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这场战争中都因其社会沙文主义而出了丑（同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一样），其出丑的程度并不亚于机会主义者。这场战争的一个有益的结果无疑是：它将把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齐打垮。

社会民主党在任何场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拒绝利用哪怕是最小的合法机会来组织群众和宣传社会主义，但是必须屏弃崇拜合法性的思想。恩格斯写道：“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在这里恩格斯正是暗示要进行国内战争，暗示在资产阶级破坏合法性以后我们必须破坏合法性。危机表明，在所有的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的国家里，资产阶级都在破坏合法性，因此不建立秘密组织来宣传、讨论、评价和准备各种革命斗争手段，就不能把群众引向革命。例如在德国，社会党人所做的一切堂堂正正的事情，都是违背卑鄙的机会主义和伪善的“考茨基主义”的意愿的，而且都是秘密进行的。在英国，印发号召人们不去参军的传单，就要被送去服苦役。

认为当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可以否认秘密的宣传方式，可以在合法报刊上嘲笑这些方式，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

主张自己的政府在这场战争中胜利的人和主张“不胜不败”口号的人，同样都是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革命的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不能不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不能不看到自己的政府在军事上的失利会使它更易于被推翻。资产者相信由各国政府发动的战争也必定会作为各国政府间的战争告终，并且希望能这样。只有他们才会认为，要所有交战国的社会党人都主张所有“自己的”政府失败的想法，是“可笑的”和“荒谬的”。其实，正是这种主张才符合每个觉悟工人内心的想法，符合我们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进行的活动的要求。

毫无疑问，一部分英国、德国和俄国的社会党人所进行的认真的反战宣传，“削弱了”这些国家的政府的“军事力量”，但这种宣传正是社会党人的一大功绩。社会党人应当向群众说明：他们没有别的生路，只有用革命推翻“自己的”政府；他们应当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利用这些政府在目前这场战争中的困难。


关于和平主义与和平口号

群众要求和平的情绪，往往反映他们已经开始对战争发出抗议，表示愤慨，开始认识到战争的反动性质。利用这种情绪，是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他们应当最热情地参加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一切运动和一切游行示威。但是他们不能欺骗人民，不能传布这样一种思想：似乎不进行革命运动也可以实现没有兼并、没有民族压迫、没有掠夺、不含现在的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新战争萌芽的和平。这样欺骗人民，只会有利于各交战国政府的秘密外交和它们的反革命计划。谁希望得到持久的和民主的和平，谁就应该拥护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关于民族自决权

资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中用来欺骗人民的一个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用“民族解放”的观念来掩盖战争的掠夺目的。英国人答应给比利时自由，德国人答应给波兰自由，等等。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场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压迫者为巩固和扩大这种压迫而进行的战争。

社会党人不同一切民族压迫作斗争，就不能达到自己的伟大目的。因此，他们必须要求各压迫国家（特别是所谓“大”国）的社会民主党承认和维护各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而且是政治上的自决权，即政治分离权。大国的或拥有殖民地的民族的社会党人如果不维护这种权利，那就是沙文主义者。

维护这种权利不但不会鼓励形成小国家，相反，这会促使更自由更大胆因而更广泛更普遍地形成更有利于群众和更适合经济发展的大国家和国家联盟。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则应当无条件地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完全的（包括组织上的）统一而斗争。主张一个民族同另一民族在法律上分离的思想（鲍威尔和伦纳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是一种反动的思想。

帝国主义是少数“大”国不断加紧压迫全世界各民族的时代，因此，不承认民族自决权，就不可能为反帝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语）无产阶级如果容许“本”民族对其他民族采取一点点暴力行为，它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


第二章

俄国的阶级和政党


资产阶级和战争

俄国政府有一点是不落后于它的欧洲伙伴的：它也能够象它们那样大规模地欺骗“自己的”人民。无比庞大的撒谎和欺骗机器在俄国也开动了起来，其目的就是用沙文主义毒害群众，就是要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沙皇政府是在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是在无私地保卫“斯拉夫同胞”等等。

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热烈支持沙皇政府的黩武政策。他们理所当然地在期待着能从瓜分土耳其和奥地利的遗产中得到巨大的物质利益和特权。他们已经在一系列会议上预先设想了沙皇军队获胜时大量金钱源源流入他们口袋的情景。而且反动派十分清楚地懂得，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推迟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和延缓新的革命在俄国爆发的话，那只能是一场使沙皇获胜的对外战争。

城市“中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等广大阶层，也沾染了沙文主义，至少在战争开始时是如此。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支持沙皇政府。立宪民主党在对外政策方面早就是政府党了。沙皇外交已经不止一次用来进行大规模政治欺骗的泛斯拉夫主义，已经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正式的思想体系了。俄国的自由派已经退化为民族主义自由派。它正在与黑帮进行“爱国主义”竞赛，任何时候都乐于投票拥护军国主义、海上霸权主义等等。在上一世纪70年代，德国“自由思想”自由派陷于瓦解，从中分离出一个民族主义自由派政党。目前在俄国自由派阵营内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俄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彻底地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已得到充分的证实，我们的机会主义者认为俄国的自由派仍然是俄国革命的动力，他们的这种观点已被实际生活所粉碎。

统治集团在资产阶级报刊和僧侣等等的协助下，在农民中也煽起了沙文主义情绪。但是随着士兵从战场不断返回，农村中的情绪无疑会变得不利于沙皇君主政府。同农民有联系的各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没有能抵挡住沙文主义的浪潮。劳动派在国家杜马中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可是，通过自己的领袖克伦斯基的口，他们却发表了一篇对君主政府特别有利的“爱国”宣言。“民粹派”的所有合法报刊总的说来都尾随自由派。甚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翼即加入了社会党国际局的所谓社会革命党，也顺应了这个潮流。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鲁巴诺维奇先生，已经作为一个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出面了。在“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上，这个党有半数代表投票赞成一项沙文主义的决议（另一半代表弃权）。沙文主义者在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刊物（《新闻报》[234]等等）中占有优势。“来自资产阶级”的革命者，即同工人阶级没有联系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在这场战争中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产。克鲁泡特金、布尔采夫和鲁巴诺维奇的可悲的命运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工人阶级和战争

俄国唯一没有沾染上沙文主义的阶级是无产阶级。战争开始时发生的个别过火行动只牵涉工人中最愚昧无知的阶层。工人参加莫斯科反对德国人的粗暴行动一事被过分夸大了。整个说来，俄国工人阶级对沙文主义是有免疫力的。

这种情况可以从国内的革命形势和俄国无产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

1912—1914年标志着俄国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的开始。我们又一次亲眼看到了一场举世无双的伟大的罢工运动。1913年参加群众性革命罢工的人数，按最低估计有150万人，1914年则超过了200万人，接近1905年的水平。战争前夜，彼得堡的形势已发展到发生了首批街垒战的地步。

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履行了自己对国际的义务。国际主义的旗帜在它的手中从未动摇过。我们党早就在组织上同机会主义集团和机会主义分子决裂了。机会主义和“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主义”没有成为我们党的脚镣。这种情况帮助了我们党去履行革命的义务，正象同比索拉蒂的机会主义党决裂帮助了意大利的同志一样。

我国的总的形势不容许“社会党的”机会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盛行。在俄国，我们在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等中间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然而它们对政治上积极的工人阶层的影响却很小。工人和职员的特权阶层在我国力量非常微弱。在我们这里没有形成对合法性的盲目崇拜。战前，取消派（阿克雪里罗得、波特列索夫、切列万宁和马斯洛夫等领导的机会主义政党）在工人群众中没有得到任何真正的支持。第四届国家杜马的所有6名工人代表，都反对取消主义。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合法工人报纸的发行份数和捐款情况无可置辩地证明，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是反对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的。

战争爆发后，沙皇政府逮捕和放逐了成千的先进工人——我们的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这种情况，再加上国内实行戒严、我们的报纸被封闭等等，使运动受到了阻碍。然而我们党的秘密革命工作依然继续进行着。我们党的委员会在彼得格勒出版了秘密报纸《无产者呼声报》[235]。

国外出版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文章在彼得格勒翻印出来，并送往各省。出版了各种秘密传单，有的甚至散发到兵营中去。在城郊的各个僻静地方，工人举行秘密集会。最近在彼得格勒爆发了五金工人的大罢工。我们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就这些罢工事件印发了几篇告工人书。


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工人党团和战争

1913年在社会民主党的国家杜马代表中间发生了分裂。一方是齐赫泽领导的7名拥护机会主义的代表。他们是由7个非无产阶级省份选出的，这7个省计有214000工人。另一方有6名代表，他们全部是由俄国工业最发达的中心地区的工人选民团选出的，这些地区计有1008000工人。

引起分歧的主要问题是：实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策略，还是实行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实际上分歧主要表现在议会以外的群众工作方面。在俄国，如果进行这项工作的人想要坚持革命立场的话，那他就必须秘密地进行。齐赫泽党团仍然是反对秘密工作的取消派的最忠实的同盟者，它在同工人的一切谈话中和在一切会议上，都袒护取消派。由此就发生了分裂。6名代表组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一年来的工作无可争辩地表明，俄国的绝大多数工人是拥护这个党团的。

战争爆发时，分歧表现得非常明显。齐赫泽党团局限于议会活动。它没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因为它要是投赞成票就会引起工人对它的极大的愤慨。（我们已经看到，在俄国甚至小资产阶级劳动派也没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但是它也没有对社会沙文主义提出过异议。

贯彻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采取了与此不同的做法。它深入到工人阶级中间去进行反战工作，它向俄国广大的无产者群众进行了反帝国主义宣传。

这个党团赢得了工人的热烈拥护，这使政府大为惊慌，它不得不公然违犯自己颁布的法律，逮捕了我们的代表同志并判处他们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沙皇政府在逮捕我们的同志的第一个正式文告中写道：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的某些成员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立场，他们的活动的目的，是要通过用秘密传单和口头宣传进行的反战鼓动来动摇俄国的军事力量。”



　　对王德威尔得提出的“暂时”停止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这一人所共知的号召，只有我们党通过中央委员会作了否定的答复。现在从沙皇驻比利时公使库达舍夫公爵的证词中已经得知，这个号召不是王德威尔得一个人起草的，而是同这位沙皇公使一起拟定的。取消派的领导核心赞同王德威尔得，在报纸上正式宣称它“在自己的活动中不抵制战争”。沙皇政府首先指控我们的代表同志说，他们在工人中宣传了这个对王德威尔得的否定的答复。

沙皇检察官涅纳罗科莫夫先生在审判中举出德国和法国社会党人作为我们的同志的榜样。他说：“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成了政府的朋友。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做了，然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愁容骑士们却没有这样做……比利时和法国的社会党人一起都忘记了自己同其他阶级的纷争，忘记了党派纠纷，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旗帜下面。”他说，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成员们却遵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并没有这样做……

这次审判向人们展示了我们党在无产阶级群众中广泛地进行秘密反战宣传的动人图景。当然，沙皇法庭“查出来的”远远不是我们的同志们在这方面的全部活动。但是仅仅所查出的活动已经说明，我们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做了多么大量的工作。

在审判中，宣读了我们的一些小组和委员会所散发的反对战争和拥护国际主义策略的秘密号召书。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成员和全俄国的觉悟工人都有联系，并且尽力去帮助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价这场战争。

哈尔科夫省工人的杜马代表穆拉诺夫同志在法庭上说：

“我知道，我被人民派到国家杜马里来不是为了坐杜马的安乐椅，我到过许多地方，去了解工人阶级的情绪。”他在法庭上承认，他担负了我党秘密鼓动员的任务，并在乌拉尔的上伊谢季工厂和其他地方组织过工人委员会。这次审判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成员在战争爆发后，为了进行宣传而几乎走遍了全俄国，说明穆拉诺夫、彼得罗夫斯基、巴达耶夫等人组织了许多次工人大会，在会上通过了反对战争的决议，等等。

沙皇政府用死刑恫吓被告。因此，他们在法庭上并不是都表现得象穆拉诺夫同志那样勇敢。他们竭力使沙皇检察官难于给他们定罪。这一点现在正被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卑鄙地用来掩盖问题的实质：工人阶级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议会活动？

休特古姆和海涅、桑巴和瓦扬、比索拉蒂和墨索里尼、齐赫泽和普列汉诺夫都承认议会活动。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同志们也承认议会活动，同沙文主义者决裂的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的同志也承认议会活动。议会活动有各种各样。一些人利用议会舞台是要讨好自己的政府，或者至多不过象齐赫泽党团那样自居清白。另一些人利用议会活动，则是为了做彻底的革命者，为了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要履行自己作为社会党人和国际主义者的职责。一些人的议会活动使他们坐上部长的安乐椅，另一些人的议会活动则使他们坐监牢，被流放，服苦役。一些人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另一些人则在为无产阶级服务。一些人是社会帝国主义者，另一些人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章

重建国际

应当怎样重建国际呢？不过，先要谈一谈不应当怎样重建国际。


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的方法

哦，一切国家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战争一爆发，他们就为国际操尽了心。一方面他们要人相信：说国际破产，这是“夸大其词”，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请听考茨基是怎样说的。他说：国际不过是“和平时期的工具”，这个工具在战时自然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另一方面，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找到了一个摆脱现状的非常简单的方法，——而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国际的方法。这个方法确实不复杂：只需要等待战争结束，而在战争结束以前，各国的社会党人应当保卫自己的“祖国”和支持“自己的”政府。到战争结束以后，则应当互相“赦免”，承认大家做得都正确，承认在和平时期我们应当象兄弟一样和睦相处，而在战时我们就应当恪守某项某项决议，号召德国工人消灭自己的法国兄弟，号召法国工人消灭自己的德国兄弟。

在这一点上，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维克多·阿德勒以及海涅是完全一致的。维克多·阿德勒写道，“在我们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之后，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要彼此斤斤计较”。考茨基断言，“直到现在为止，任何一方严肃的社会党人都没有认为人们必须为”国际的命运“担忧”。普列汉诺夫说，“握沾有无辜被杀害者的鲜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手是不愉快的”。但是他又立即提出“赦免”，他写道，“使感情服从理智在这里将是完全适当的。为了自己的伟大事业，国际应当接受即使是事后表示的懊悔”。海涅在《社会主义月刊》中称王德威尔得的行为是“勇敢的和不屈不挠的”，说他是德国左派的榜样。

总之，当战争结束时，只要任命一个由考茨基、普列沃诺夫、王德威尔得和阿德勒组成的委员会，转眼间就会拟定出一个合乎互相赦免精神的“一致同意的”决议。争端就将圆满地被掩盖起来。他们将不是帮助工人去了解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是要用有名无实的纸上的“统一”去欺骗工人。于是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伪君子的联合，就将被说成是国际的重建。

无庸讳言：如此“重建”的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同样愿意这样做。他们都同样不希望他们国家的工人群众能够弄清这样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他们都同样愿意互相掩饰罪过。除“国际”伪善专家考茨基所提出的办法之外，他们谁也提不出任何别的办法。

然而，对于这种危险性，人们几乎没有认识。战争爆发一年以来，我们看到许多重建国际联系的尝试。我们不打算谈伦敦和维也纳的代表会议，当时那些态度明确的沙文主义者聚在一起，是为了帮助自己“祖国”的总参谋部和资产阶级。我们要谈的是卢加诺和哥本哈根的代表会议[236]、国际妇女代表会议和国际青年代表会议[237]。这些会议都具有良好的愿望。但是它们完全没有看到上述的危险性。它们没有制定出一条国际主义者的战斗路线。它们没有向无产阶级指出社会沙文主义者“重建”国际的方法对于无产阶级的危险性。它们至多不过重复一下旧的决议，而没有向工人指出，如果不进行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斗争，社会主义事业是没有希望的。它们至多是在原地踏步。


反对派内部的情况

毫无疑问，一切国际主义者最关心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内部的情况。曾是第二国际中最强有力的、居领导地位的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给了这一国际工人组织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但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还有一个最强有力的反对派。在欧洲的大党中，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那些仍然忠于社会主义旗帜的同志们首先发出了响亮的抗议声。我们高兴地读了《光线》杂志和《国际》杂志。我们更高兴地听说，在德国，人们在散发秘密的革命呼吁书，例如《主要敌人在本国》这样的呼吁书。这说明在德国工人中还保持着社会主义精神，在德国还有能够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人。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最明显地反映了当今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我们在这里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三个派别：机会主义的沙文主义者，他们的堕落和叛变，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达到象在德国那样的程度；考茨基的“中派”，他们在这里除了充当机会主义者的奴仆，根本没有能力扮演任何别的角色；左派，它是德国的唯一的社会民主派。

我们最关心的当然是德国左派的情况。我们把德国左派看作我们的同志，看作一切国际主义者的希望。

他们的情况怎样呢？

《国际》杂志说得很对，德国的左派还处于动荡之中，还将发生巨大的重新组合，他们的内部有比较坚定的分子，也有不够坚定的分子。

不言而喻，我们俄国国际主义者丝毫也不想干涉我们的德国左派同志的内部事务。我们知道，只有他们自己才完全有权根据时间和地点的条件来确定自己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方法。我们认为，我们的权利和义务仅仅是开诚布公地说明我们对情况的看法。我们深信《国际》杂志的社论的作者说得十分正确，他断言，考茨基的“中派”比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更有害于马克思主义事业。现在谁抹杀意见分歧，现在谁假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向工人宣传考茨基主义所宣传的东西，谁就是在麻痹工人，就比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而使工人不得不自己去辩别是非的休特古姆和海涅之流更为有害。

考茨基和哈阿兹最近竟同“领导机关”对抗起来，这样做是迷惑不了任何人的。他们和谢德曼分子之间的分歧不是原则性的分歧。一些人认为，兴登堡和马肯森已经胜利了，因此现在已经可以放手抗议兼并了。另一些人认为，兴登堡和马肯森还没有胜利，因此应当“坚持到底”。

考茨基派反对“领导机关”的斗争只是做给别人看的，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能够在战争发生后对工人掩饰原则性的争论，用一千零一个以模模糊糊的“左的”精神起草的冗长的决议把问题掩盖起来。而起草这样的决议，第二国际的外交家们都是能手。

十分明显，德国反对派在反对“领导机关”的困难斗争中，也应当利用考茨基派的这种非原则性的对抗。但是，检验任何一个国际主义者的试金石，应当仍然是看他是否对新考茨基主义持否定态度。只有反对考茨基主义，只有懂得即使在自己的领袖实行假转变之后“中派”在原则问题上仍然是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盟友的人，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对国际中所有的动摇分子持何种态度，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分子——主要是带有和平主义色彩的社会党人——在中立国和在某些交战国中都有（例如在英国有独立工党）。这些分子可以成为我们的同路人。和他们搞好关系来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记住，他们仅仅是同路人，他们在重建国际的主要和根本的问题上不会拥护我们而会反对我们，他们会拥护考茨基、谢德曼、王德威尔得和桑巴。在国际会议上我们决不能把自己的纲领局限在这些分子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否则我们自己就会成为动摇不定的和平主义者的俘虏。例如，在伯尔尼国际妇女代表会议上就是这样。持克拉拉·蔡特金同志的观点的德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实际上起了“中派”的作用。这次妇女代表会议所谈的，仅仅是特鲁尔斯特拉的荷兰机会主义党的代表和独立工党（Ｉ．Ｌ．Ｐ．）的代表所能接受的东西。我们不要忘记，在“协约国”沙文主义者伦敦代表会议上，独立工党曾投票赞成王德威尔得的决议案。我们对独立工党在战时对英国政府所作的英勇斗争表示最大的敬意。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党过去和现在都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而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对派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举起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决而明确地向工人说明我们是怎样看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提出群众革命行动的口号，即把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变为国内战争时代的起点。

不管怎样，在许多国家里都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俄国、斯堪的纳维亚（霍格伦同志所代表的有影响的一派）、巴尔干（保加利亚的“紧密派”）、意大利、英国（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法国（瓦扬自己在《人道报》上也承认，他收到过许多国际主义者的抗议信，但是这些信他一封也没有全文发表）以及荷兰（论坛派[238]）等国家中，都有这样的人。团结这些马克思主义分子（不管起初他们的数量多么少），以他们的名义让人们回忆回忆现在已被忘记的真正社会主义的言论，号召各国工人同沙文主义者决裂并站到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到目前为止，一些制定出所谓“行动”纲领的会议，只是比较完全或不够完全地宣布了纯粹和平主义的纲领。马克思主义不是和平主义。争取尽速终止战争是必要的。然而，只有在号召进行革命斗争的情况下，要求“和平”才具有无产阶级的意义。不进行一系列的革命，所谓民主的和平只能是小市民的空想。真正的行动纲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因为只有这种纲领能够完全而清楚地向群众解答所发生的事情，阐明什么是帝国主义以及如何同它作斗争，公开声明机会主义已使第二国际破产，公开号召建立一个没有机会主义者参加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只有那种足以表明我们相信自己、相信马克思主义并宣布要同机会主义作殊死斗争的纲领，才能保证我们迟早赢得真正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第三国际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早就同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决裂了。现在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又变成了沙文主义者。这只能使我们更加相信，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是必要的。我们确信，今天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丝毫不亚于过去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决裂时社会党人同后者之间的分歧。机会主义者莫尼托尔在《普鲁士年鉴》上说得很对，目前的统一有利于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因为它迫使左派服从沙文主义者，妨碍工人弄清争论的实质，妨碍工人建立自己的真正工人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政党。我们深信，在目前情况下革命者的首要职责，就是同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决裂，这恰恰象过去为了尽快教育落后工人并把他们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而必须同黄色分子、反犹太主义者和自由派工会等决裂一样。

我们认为，第三国际就应当建立在这样的革命基础上。对我们党来说，不存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是否合适的问题。对我们党来说这个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对我们党来说，现在存在的只是能否在最近时期在国际范围内实现这一决裂的问题。

十分明显，要创立一个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就必须在各个国家里都准备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德国这个工人运动历史最悠久、工人运动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是举足轻重的。最近的将来会表明，创立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如果已经成熟，我们党一定会高兴地参加这样一个清除了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第三国际。如果没有成熟，这就表明，为了完成这种清除工作，还需要一个稍长的发展过程。那么我们党就将成为旧国际内的极端的反对派，直到在各个国家里都具备一定的条件，使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工人协会为止。

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最近几年在国际舞台上会有怎样的发展。但是我们确切知道并且确信不疑的是，我们党将朝着上述方向在我们的国家内，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中间不懈地工作，并将通过我们日常的全部工作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国际的俄国支部。

在我们俄国，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集团也不乏其例。这些人将反对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我们知道，普列汉诺夫是和休特古姆站在同一基本立场上的，并且现在已经向休特古姆伸出亲善之手。我们知道，阿克雪里罗得领导的所谓“组织委员会”正在鼓吹俄国土地上的考茨基主义。这些人借口工人阶级的统一，鼓吹同机会主义者统一，并通过机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统一。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当前俄国工人运动的全部情况可以使我们完全相信，有觉悟的俄国无产阶级将一如既往地同我们党站在一起。


第四章

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的历史及其现状

上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策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30年来的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深入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就不能正确了解这一策略和我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向读者提醒党的历史中的一些主要事实。

社会民主党作为一种思想派别，产生于1883年。那时，“劳动解放社”[239]在国外第一次针对俄国的情况系统地阐述了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在90年代以前，社会民主派一直是一个和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没有联系的思想派别。90年代初期社会运动的高涨、工人的风潮和罢工运动，使社会民主党成为同工人阶级的斗争（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有密切联系的积极的政治力量。也就是从这时起，社会民主党开始分裂为“经济派”和“火星派”。


“经济派”和旧《火星报》（1894—1903年）

“经济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它的政治实质可归结为如下这样一个纲领：“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是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司徒卢威主义”，这种主义所“承认”的是完全抹掉了任何革命性而合乎自由派资产阶级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派”借口俄国工人群众落后，希望“和群众一道前进”，而把工人运动的任务和范围局限为进行经济斗争和在政治上支持自由派，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独立的政治任务和任何革命任务。

旧《火星报》（1900—1903年）为捍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胜利地进行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觉悟的无产阶级中的一切优秀分子都站到了《火星报》方面。社会民主党在革命前的几年内提出了一项最彻底的和不妥协的纲领。1905年革命期间的阶级斗争和群众的行动证明了这个纲领是正确的。“经济派”迁就群众的落后性。《火星报》则培养了能领导群众前进的工人先锋队。社会沙文主义者目前所持的论据（必须考虑群众，帝国主义的进步性，革命者的“幻想”，等等），全部都是经济派曾经提出过的。早在20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见到过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司徒卢威主义”这种事情了。


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1903—1908年）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使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新的派别斗争，这个斗争是过去的斗争的直接继续。“经济主义”变成了“孟什维主义”。捍卫旧《火星报》的革命策略的斗争则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

在急风暴雨般的1905—1907年，孟什维主义是受自由派资产者支持的、在工人运动中传播自由派资产阶级倾向的机会主义派别。孟什维主义的实质就是使工人阶级的斗争适应自由派的需要。与此相反，布尔什维主义提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任务是：不顾自由派的动摇和背叛，发动民主主义的农民进行革命斗争。而工人群众，如孟什维克自己也屡次承认的那样，在革命时期的所有重大行动中都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

1905年革命考验、加强、深化和锻炼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彻底革命的策略。各阶级和各党派的公开行动，不止一次地暴露了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孟什维主义”）和自由派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1908—1914年）

反革命时期以完全新的形式又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策略和革命策略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孟什维主义中的主流派不顾它的许多优秀分子的反对，掀起一股取消主义思潮，即放弃争取在俄国实行另一次革命的斗争，放弃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轻蔑地嘲笑“地下组织”，嘲笑共和国的口号等等。《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合法著作家集团（波特列索夫先生、切列万宁先生等）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原有的社会民主党之外的核心，这个核心得到了想使工人放弃革命斗争的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百般支持、吹捧和宠爱。

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把这个机会主义集团开除出党，并且不顾许多国外的大小集团的疯狂反对，恢复了党。在两年多（1912年初至1914年中）的时间里，两个社会民主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一个是1912年1月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另一个是“组织委员会”。后者拒不承认一月代表会议，并企图按另一种方式即通过与《我们的曙光》集团保持统一去恢复党。两种工人日报（《真理报》和《光线报》[240]以及它们的后继者）之间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两个社会民主党党团（真理派或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和以齐赫泽为首的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之间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真理派”始终忠于党的革命传统，支持开始高涨的工人运动（特别在1912年春季以后），把合法组织和秘密组织、报刊和鼓动结合起来，从而把觉悟的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团结到自己的周围；而取消派——它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只是通过《我们的曙光》集团进行活动——则依靠自由派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支持。

工人团体对两党报纸的公开捐款，是适合俄国当时条件的（同时是唯一可以公开实行的、人人都可以自由核查的）交纳社会民主党党费的形式，它清楚地证明了“真理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和影响的泉源是无产阶级，而取消派（以及他们的“组织委员会”）的力量和影响的泉源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下面就是关于这些捐款的简要材料，这些材料详尽地刊载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241]一书中，并摘要登载在1914年7月21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莱比锡人民报》上。

1914年1月1日至5月13日，分别捐款给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的（真理派的）日报和取消派的日报的捐款次数和捐款总额如下：






	　
	真理派
	取消派



	　
	捐款次数
	捐款总额（单位卢布）
	捐款次数
	捐款总额（单位卢布）



	工人团体……
	2873
	18934
	671
	5296



	非工人团体……
	713
	2650
	453
	6760







由此可见，到1914年，我们党已经把俄国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团结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周围。1913年全年，工人团体给真理派捐款2181次，给取消派捐款661次。1913年1月1日至1914年5月13日，工人团体给“真理派”（即我们党）捐款5054次，给取消派捐款1332次，即占20．8％。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1914—1915年）

1914—1915年的欧洲大战，使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在这场世界范围的危机中检验自己的策略。这场奴隶主之间的战争的反动性和掠夺性，从沙皇政府方面看，要比从其他各国政府方面看更加明显得多。尽管如此，取消派的主要集团（在俄国，除了我们党，它是唯一有重大影响的集团，因为它和自由派有广泛的联系）还是转向了社会沙文主义！这个《我们的曙光》集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独占合法地位，在群众中鼓吹什么“不抵制战争”、希望三协约国（现在是四协约国）获胜、谴责德国帝国主义犯了“滔天罪行”等等。自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曾多次表现出毫无政治气节，曾多次转向机会主义者，现在他更加坚决地采取了这种立场，从而博得俄国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称赞。普列汉诺夫已经堕落到宣称沙皇政府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并在意大利的官方报纸上发表谈话，极力怂恿意大利参战！！

这就完全证明，我们对取消主义的评价和把取消派的主要集团开除出党的做法是正确的。现在取消派的现实纲领和他们的方针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一般的机会主义，而且在于他们维护大俄罗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大国的特权和优越地位。这是执行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方针。这是一部分激进派小资产者、极少数特权工人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一道反对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盟。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无论取消派，无论某些国外集团（普列汉诺夫的、阿列克辛斯基的、托洛茨基的，等等），或所谓“民族的”（即非大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不承认我们的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我们挨了数不清的咒骂，其中最常听到的罪名就是“盗用名义”和“分裂主义”。我们对此的回答就是举出经得起客观检查的确凿数字，证明我们党团结了俄国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如果考虑到在反革命时代进行秘密活动的各种困难，这个数目就不算小了。

如果说在俄国不清除《我们的曙光》集团就可以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基础上达到“统一”，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为数众多的反对者甚至在他们彼此之间都没有实现统一呢？自1912年1月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三年半了，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们的反对者虽然很想建立一个与我们相对立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来。这个事实为我们党作了最好的辩护。

同我们党进行斗争的各社会民主派别的整个历史，是一部崩溃和瓦解的历史。在1912年3月它们曾经一致“联合起来”咒骂我们。然而到1912年8月，当反对我们的所谓“八月联盟”[242]建立起来的时候，它们就开始分崩离析了。一部分派别脱离了它们。它们无法建立起一个党和中央委员会。它们只建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以恢复统一”。但事实上这个组织委员会不过是俄国取消派集团的一个不中用的掩蔽物。在1912—1914年俄国工人运动和群众罢工异常高涨的整个时期内，整个“八月联盟”中只有《我们的曙光》集团是能够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唯一集团，这个集团的力量来源于它和自由派的联系。1914年初，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正式退出了“八月联盟”（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参加这个联盟），联盟的领袖之一托洛茨基则非正式地退出了联盟，又建立了他自己单独的集团。1914年7月的布鲁塞尔代表会议在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的参加下建立了所谓“布鲁塞尔联盟”来反对我们，拉脱维亚人没有参加这个联盟，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派）也立即脱离了这个联盟。这个联盟在战争爆发后便瓦解了。《我们的曙光》杂志、普列汉诺夫、阿列克辛斯基以及高加索社会民主党领袖阿恩，都成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鼓吹最好让德国失败。组织委员会和崩得庇护社会沙文主义者，维护社会沙文主义原则。齐赫泽党团虽然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在俄国，甚至连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都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但仍然是《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忠实盟友。我们的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之流对齐赫泽党团十分满意。在巴黎，创办了《我们的言论报》（其前身是《呼声报》），其主要参加者是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他们想把空泛地捍卫国际主义和要求同《我们的曙光》杂志、组织委员会或齐赫泽党团无条件地统一这两者结合起来。这个报纸在出版了250号以后，自己不得不承认已经解体：编辑部的一部分人倾向我们党，马尔托夫仍然忠于组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公开谴责《我们的言论报》犯了“无政府主义”（正如德国的机会主义者大卫之流、《国际通讯》杂志[243]、列金之流指责李卜克内西同志犯了无政府主义一样）；托洛茨基宣称和组织委员会决裂，但又愿意和齐赫泽党团一道走。下面就是齐赫泽党团的一位领袖阐述的该党团的纲领和策略。契恒凯里1915年在奉行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的方针的《现代世界》杂志[244]第5期上写道：


　　“
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本来能够制止自己国家的军事行动而没有这样做，这是暗地希望该党不仅让自己，而且让自己的祖国断送在街垒上，或者是拿无政府主义的望远镜观察近在咫尺的事物。

 ”
［注：1915年《现代世界》杂志第5期第148页。托洛茨基在不久前宣称，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高齐赫泽党团在国际中的威信。毫无疑问，契恒凯里也将同样卖力气地去提高托洛茨基在国际中的威信……］





　　短短几句话将社会沙文主义的实质表达得淋漓尽致：既是在原则上为主张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又是嘲笑——在战时书报检查官的允许下——宣传和准备革命的行动。问题根本不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能否制止战争，也不在于革命者究竟能否担保革命胜利。问题在于：是当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者，还是真要“断送”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怀抱里。
我们党的任务

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前产生，并在这次革命和尔后的反革命时期壮大起来的。俄国的落后使我国出现异常多的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和各国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在战前的巩固，则使我国一些典型的自由派几乎完全拜倒在“合理的”、“欧洲式的”（非革命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民主党的脚下。俄国工人阶级不得不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30年的坚决斗争中形成自己的政党。世界大战的过程使欧洲的机会主义遭到了可耻的破产，而使我们的民族主义自由派和社会沙文主义取消派的联盟得到了巩固；这使我们更加确信，我们党在今后也必须沿着我们原来的彻底革命的道路前进。





	1915年8月在日内瓦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印成单行本；第2版序言载于1918年出版的小册子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307—350页

















[228]《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这本小册子写于1915年7—8月，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召开的前夕。小册子是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合写的，列宁撰写了小册子的主要部分（第1章和第3、4章的一部分），并且审订了全书。小册子还在书末作为附录收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的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和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及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列宁把这部著作称为“对我们党的决议的注释，也就是对决议的通俗的说明”。



《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最初于1915年8月用俄文和德文出版，并且散发给了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代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以后，小册子又在法国用法文出版，并在挪威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刊物上用挪威文全文发表。列宁还曾多次尝试用英文在美国出版，但未能实现。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由彼得格勒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于1918年在彼得格勒出版。——[319]。



[229]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这次会议是根据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倡议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挪威、芬兰、瑞士等11个欧洲国家的38名代表。大多数代表持中派立场。第二国际的两个最大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会议。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中，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尔·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维·米·切尔诺夫和马·安·纳坦松代表社会革命党。会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以格·累德堡为首的考茨基主义多数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会议通过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告欧洲无产者书》。代表会议多数派否决了左派提出的关于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但是，由于列宁的坚持，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还是写进了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会议还通过了德法两国代表团的共同宣言，通过了对战争牺牲者和因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的战士表示同情的决议，选举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领导机关——国际社会党委员会。——[321]。



[230]指威·李卜克内西在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324]。



[231]意大利于1915年退出同盟国而加入协约国，使三协约国成为四协约国。——[328]。



[232]1915年3月11日瑞士社会党人保·果雷在瑞士洛桑作了题为《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和必将复兴的社会主义》的专题报告。当年，他把报告印成了小册子。详见列宁的《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一文。——[335]。



[233]布伦坦诺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鼓吹通过工人立法和组织工会就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列宁称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335]。



[234]《新闻报》（《новости》）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日报），1914年8月—1915年5月在巴黎出版。——[343]。



[235]《无产者呼声报》（《пролетарский гопо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15年2月—1916年12月在彼得格勒出版，共出了4号。最后一号被警察没收，抢救出来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份。该报创刊号曾刊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344]。



[236]哥本哈根代表会议即1915年1月17—18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中立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瑞典、挪威、丹麦和荷兰社会党的代表。会议通过一个决议，建议中立国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敦促本国政府在交战国之间充当调停人和加速恢复和平。——[349]。



[237]指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



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于1915年4月4—6日在伯尔尼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保加利亚、德国、荷兰、丹麦、意大利、挪威、波兰、俄国、瑞士、瑞典共10个国家的青年组织的代表。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战争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任务。代表会议是在中派分子罗·格里姆的影响下组织和筹备的。



为了利用代表会议来团结青年国际主义分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派伊·萨法罗夫参加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把一份包含有布尔什维克关于战争问题的基本论点的决议草案提交会议审查。这一草案是根据列宁为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写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220—222页）拟的。但是代表会议没有通过这个决议，而通过了根据中派的精神写的决议。



代表会议选出了社会主义青年国际局，通过了关于出版社会主义青年的国际机关刊物《青年国际》杂志的决议，并决定每年庆祝国际青年节。——[249]。



[238]论坛派是1907—1918年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称谓，因办有《论坛报》而得名。领导人为戴·怀恩科普、赫·哥尔特、安·潘涅库克、罕·罗兰－霍尔斯特等。1907—1909年，论坛派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反对该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1909年2月，《论坛报》编辑怀恩科普等人被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开除。同年3月，论坛派成立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论坛派基本上持国际主义立场，但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持错误观点，个别领导人在同机会主义与和平主义斗争中不够彻底，受到过列宁的批评。1918年11月，论坛派创建了荷兰共产党。——[353]。



[239]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356]。



[240]《光线报》（《пуч》）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2年9月16日（29日）—1913年7月5日（18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37号。该报主要靠自由派捐款维持。为该报撰稿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弗·叶若夫（谢·奥·策杰尔包姆）、诺·尼·饶尔丹尼亚、弗·科索夫斯基等。对该报实行思想领导的是组成原国外取消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尔·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亚·马尔丁诺夫和唐恩。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鼓吹建立所谓“公开党”的机会主义口号，反对工人的革命的群众性罢工，企图修正党纲的最重要的论点。列宁称该报是叛徒的机关报。



1913年7月11日（24日）起，《光线报》依次改用《现代生活报》、《新工人报》、《北方工人报》和《我们的工人报》等名称出版。——[358]。



[241]指《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关于现代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的论文集。第2册》一书，该书于1914年7月由党的波涛出版社出版。文集收载了列宁和其他一些人的反对取消派的文章。此处列宁是指他写的《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和《工人对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反应》两篇文章，其中载有关于工人捐款的详细材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04—312页和第418—426页）。——[359]。



[242]八月联盟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后试图与党对抗的各个派别结成的联合组织，在1912年8月12—20日（8月25日—9月2日）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成立，倡议者是列·达·托洛茨基。这次代表会议在维也纳举行，出席的代表共29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8名：彼得堡“中央发起小组”2名，崩得4名，高加索区域委员会4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4名，莫斯科调和派小组1名，塞瓦斯托波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黑海舰队水兵组织各1名；有发言权的11名：组织委员会代表2名，维也纳《真理报》代表1名，《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代表1名，《涅瓦呼声报》代表1名，莫斯科取消派小组代表1名，波兰社会党—“左派”代表4名和以个人身分参加的尤·拉林。29人中只有3人来自俄国国内，其余都是同地方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侨民。普列汉诺夫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拒绝出席这次会议。前进派代表出席后很快就退出了。代表会议通过的纲领没有提出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而仅仅提出了宪法改革、全权杜马、修订土地立法、结社自由、“民族文化自治”等自由派的要求。八月联盟还号召取消秘密的革命党。代表会议选出了试图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抗衡的组织委员会，但它在俄国国内只得到少数取消派小组、《光线报》和孟什维克七人团的承认。八月联盟成立后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瓦解了。关于八月联盟，可参看列宁的《“八月”联盟的瓦解》、《“八月联盟”的空架子被戳穿了》、《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1—4、30—33、194—216页）。——[361]。



[243]《国际通讯》杂志（《Internationale Korrespondenz》）是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周刊。1914年9月底—1918年10月1日在柏林出版。——[362]。



[244]《现代世界》杂志（《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906年10月—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编辑为尼·伊·约尔丹斯基等人。孟什维克格·瓦·普列汉诺夫、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等积极参加了该杂志的工作。布尔什维克在同普列汉诺夫派联盟期间以及在1914年初曾为该杂志撰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世界》杂志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刊物。——[362]。





《列宁全集》第26卷


论欧洲联邦口号

（1915年8月10日〔23日〕）

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上曾报道说，我们党的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决定把“欧洲联邦”口号问题推迟到报刊上讨论了这个问题的 经济
 方面之后再来解决。 
［注：见本卷第163页。——编者注］



我们的代表会议上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争论，只涉及政治一个方面。其部分原因也许是因为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把这个口号直截了当地表述为政治口号（宣言说：“当前的 政治
 口号……”），同时，宣言不但提出了共和制的欧洲联邦，而且还特地着重指出，“如果不提以革命推翻德、奥、俄三国的君主制度”，这个口号便是毫无意义的和欺骗性的。 
［注：同上，第17—18页。——编者注］




在
 对这个口号作政治评价的 范围内
 反对这样提出问题，例如，认为这个口号会模糊或削弱……社会主义革命口号，那是完全错误的。真正民主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政治革命，无论何时，无论在何种情形和何种条件下，都不会模糊或削弱社会主义革命口号。相反，它们总是在促使社会主义革命早日到来，为它扩展基础，吸引更多的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参加社会主义斗争。另一方面，政治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免的，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一次行动，而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充满剧烈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

但是，如果说同以革命推翻欧洲三国最反动的君主制度（以俄国君主制度为首）联系起来提出的共和制的欧洲联邦这一口号，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是无懈可击的，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一口号的经济内容和经济意义问题。从帝国主义的经济条件来看，即从“先进的”和“文明的”殖民大国的输出资本和瓜分世界这一点来看，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

资本已经变成国际的和垄断的资本。世界已经被少数几个大国即依靠大规模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而强盛起来的国家瓜分完毕。欧洲四个大国英、法、俄、德，共有25000—30000万人口和将近700万平方公里土地，而它们所占领的殖民地却有 近5亿
 （49450万）人口和6460万平方公里土地，即差不多占全球面积的一半（全球面积除两极地区外，共有13300万平方公里）。此外还有亚洲三个国家，即中国、土耳其、波斯，现在正遭到日、俄、英、法这四个进行“解放”战争的强盗的分割。亚洲这三个可以称之为半殖民地（其实它们现在十分之九已经是殖民地）的国家，共有人口36000万，土地145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差不多等于全欧洲面积的一倍半）。

其次，英、法、德三国在国外的投资不下700亿卢布。保证从这笔相当可观的款项上每年能够得到30亿卢布以上的“正当”收益的，是百万富翁们的全国委员会即所谓的政府。这些委员会拥有陆军和海军，把“亿万富翁”的子弟“安置”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充当总督、领事、大使、各种官员、牧师和其他吸血虫。

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程度的时代，少数几个大国对地球上将近10亿人口的掠夺，就是这样组织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只能这样组织。能够放弃殖民地，放弃“势力范围”，放弃资本输出吗？谁这样想，谁就是把自己降低到牧师的水平，这些牧师每礼拜天都向富人宣扬基督教的崇高教义，劝他们周济穷人……每年如果不能拿出几十亿卢布，至少也拿出几百卢布。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缔结瓜分殖民地的协定。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实力以外，不可能根据别的基础、别的原则进行瓜分。一个亿万富翁只能“按资本”所占比例同别人瓜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而且还要多一点，要让最大的资本得到比它应得的更多）。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鼓吹在这样的基础上“公平地”分配收入，便是蒲鲁东主义，便是小市民和庸人的痴想。瓜分只能“按实力”进行。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而变化的。1871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增强要比英法快两三倍；日本要比俄国快十来倍。而要测定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实力，除了战争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战争同私有制的基础并不矛盾，而是这些基础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平衡发展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工业中的危机和政治中的战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恢复经常遭到破坏的均势。

当然，资本家之间和大国之间缔结 暂时的
 协定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欧洲联邦，作为 欧洲
 资本家之间的协定，也是可能的……协定的内容是什么呢？仅仅是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已经抢得的殖民地， 不让
 他们被日本和美国夺走，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于当前这种瓜分殖民地的状况感到极端委屈，而它们近半个世纪以来实力增强之快，远非落后的、君主制的、已经开始老朽的欧洲所能比拟。与美国相比，欧洲整个说来意味着经济上的停滞。在现代经济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等于把反动势力组织起来去阻碍美国的更为迅速的发展。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联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使一切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完全消失以前，世界联邦（而不是欧洲联邦）是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各民族实行联合并共享自由的国家形式。然而，把世界联邦口号当作一个独立的口号未必是正确的，第一，因为它是和社会主义交融在一起的；第二，因为它会造成一种曲解，以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并且会使人曲解这样的国家和其余国家之间的关系。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 抗衡
 ，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而获得胜利的社会所采取的政治形式将是民主共和国，它将日益集中该民族或各该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同还没有转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作斗争。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可能消灭阶级。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比较长期而顽强的斗争，便不可能有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下的自由联合。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并根据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上以及在会议以后对这个问题的反复讨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得出如下的结论：欧洲联邦口号是不正确的。





	载于1915年8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351—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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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加的注释[245]


（1915年8月）


关于欧洲联邦口号

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在提出建立欧洲联邦这一要求的同时，号召推翻俄、奥、德三国的君主制度，所以这个要求同考茨基等人对这个口号所作的和平主义的解释是有区别的。

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4号上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论证了“欧洲联邦”这一口号从经济上来说是不正确的。[注:见本卷第364—368页。——编者注]它要么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实现的要求，因为它的前提是在各个国家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等情况下确立世界经济的计划性。它要么是一个反动的口号，因为它意味着欧洲列强为了更好地压迫殖民地和掠夺发展得更快的日本和美国而建立暂时的联盟。





	载于1915年8月《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356页

















[245]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名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加的这个注释，最初刊印在1915年8月出版的《社会主义和战争》这本小册子里。小册子的附录中收有这篇宣言。



注释是在小册子已经付排后写的。1915年8月（11日以前）列宁写信给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要他把这个注释加进小册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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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一文提纲

（1914年3—7月）

（暂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载于1959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4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358—361页


















[246]大概是指奥·倍倍尔和爱·伯恩施坦编的《弗·恩格斯和卡·马克思通信集（1844—1883年）》一书的《人名和名目索引》，见1913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的该书第4卷第507—536页。——372。



[247]指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9月）通过的关于工会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9—221页）。——374。



[248]按照格拉纳特百科词典编辑部的意见，列宁写的这个词条篇幅限定为正文6万字母，参考书目15000字母。——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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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己的国家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的文章的提纲

（1915年7月8日〔21日〕以前）

短评：


关于自己的国家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


1．第一种姿态的阿克雪里罗得（赞成失败，但不是基本原则）。

2．第二种姿态的阿克雪里罗得（反对）。

3．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

　　　　　1870年主张共和制的反对派

　　　　　1905年俄国

4．使每个国家和所有政府失败——是荒谬还是向国内战争的转变。

5．根据所有国家的协定？等待？

6．俄国：资产阶级革命

　　　　　民族问题。

7．俄国的失败＋德国和奥国的沙文主义。

8．“不胜不败”？＝保持原状……

9*．[注：标有星花的各点是后来补写在手稿上方或页边的。——编者注]《高原》杂志论社会民主党[249]。

10*．《主要敌人在本国》。

11．给沙文主义留下后路＝不主张“失败”……

12*．失败和人民的灾难……（诡辩）……

13*．“摆脱”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对革命来说是好事。

　　（帝国主义战争＝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争夺大国的特权。）*

14*．“维护大国特权”？

15*．仇恨的三个方面。





	载于1934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9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381—382页


















[249]《高原》杂志（《Hochland》）是德国教权派的机关刊物，1903年起在慕尼黑出版。这里列宁大概是指1915年5月《高原》第8期上刊载的Ｔｈ．布劳尔的《战争与社会主义》一文。列宁对这篇文章的摘录和批注，见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的《笔记“_”（“捷塔”）》中的《布劳尔论德国的所谓“失败主义者”》（《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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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准备的决议草案的一个草稿

（1915年7月9日〔22日〕）


草案


当前这场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的增长业已超出单个民族国家的狭隘范围并促使“大国”竭力去奴役其他民族，去抢夺殖民地作为原料来源和资本输出场所。

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而大国进行当前这场战争就是要通过维护和加强殖民地的依赖性、夺取世界市场上的特权、分裂和镇压工人的国际革命斗争等手段，人为地延缓资本主义的灭亡。

社会民主党人完全确认一切民族都必须享有自由。在进行反对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的斗争的时代，他们曾经赞成保卫祖国，即使是现在，他们也承认被压迫民族（特别是殖民地）反对他们的压迫者即“大国”的战争是正当的。

但是目前这场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奴隶主之间为加强和巩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是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取得压迫其他民族的“权利”，维护大国资本的特权，反动地镇压工人运动。所以，所谓的“保卫祖国”从参战的大国集团双方来说，都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不管是现在的某一个政府取得胜利，还是保持战前的原状，都不能保障各民族不受帝国主义大国的压迫，也不能保障工人阶级维持起码的生活，他们被物价高涨、托拉斯、军国主义以及由军国主义造成的政治上的反动压得愈来愈透不过气来，甚至在最自由的国家里也是这样。

“保卫祖国”这个口号在当前这场战争中的真正含义，就是保卫大国的特权和优越地位，保卫大国资产阶级压迫其他民族的“权利”，就是实行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就是一小部分工人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者和被剥削者群众。执行这种政策的社会党人，实际上就是沙文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参加内阁、主张国内和平等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因此，工人阶级如果不对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就不能达到自己的解放劳动的伟大目标。

1912年一致通过的巴塞尔宣言，已经准确地预见到了大国之间要发生的就是现在已经到来的这样一场战争，巴塞尔宣言毫不含糊地指出了这场战争的反动的帝国主义性质，并明确宣告，正是这样一场战争将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果然，战争造成了革命形势，激起了革命情绪和革命风潮。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是支持并发展这种情绪和风潮，促使群众形成清醒的革命意识，使他们不再相信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谎言，支持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的群众性革命斗争的尝试，力求把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变为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

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利用群众中日益增长的和平愿望来加强革命的鼓动，这一和平愿望表明群众已经失望，已经开始形成清醒的革命意识。但同时社会民主党人不应该欺骗人民，使他们产生一种幻想，以为不用革命来推翻现政府，也能迅速实现消除民族压迫的比较持久的民主的和平。





	载于193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383—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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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1914年7月─1915年8月）


1914年


1914年7月—1915年8月


列宁先后侨居在奥匈帝国的波罗宁和瑞士的伯尔尼，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阶级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制定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团结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分子。


7月19日（8月1日）


得悉德国向俄国宣战；同一些布尔什维克讨论当前的局势；强调必须探索党在战争条件下工作的新形式和新方法，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同国内党组织的联系；坚信战争将加速革命的到来。


7月20日（8月2日）


致函在丹麦哥本哈根的米·韦·科别茨基，请他通报最重要的事件，并告知报上的消息，特别是关于俄国的消息。


7月23日（8月5日）


从克拉科夫的报上获悉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表决赞成德国政府提出的军事预算的消息，认为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国际工人运动的背叛，是第二国际的末日。列宁还说：“从今天起我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要成为共产党人。”


7月25日（8月7日）


列宁被诬告从事间谍活动，住所遭到搜查，土地问题手稿被没收，并被勒令乘第二天早晨6时的火车到新塔尔格接受警察局的传讯。

在波罗宁会见谢·尤·巴戈茨基和看望雅·斯·加涅茨基，告知遭到搜查一事。

致电克拉科夫警察局长，请求证明他是政治流亡者、社会民主党人。


7月26日（8月8日）


应召来到新塔尔格警察局，在那里被捕并被关进地方监狱第5号牢房。


7月26日—8月6日（8月8日—19日）


被囚禁在新塔尔格监狱中，仔细考虑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以后的任务和策略；同被关押的农民谈话，向他们提出诉讼的建议，为他们写申诉状、声明等。


7月26日和31日（8月8日和13日）之间


多次受审。


7月26日和8月6日（8月8日和19日）之间


在新塔尔格监狱遇见作为政治流亡者被捕的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人普·温·埃杜基亚维奇乌斯。


7月27日—8月6日（8月9日—19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每天去新塔尔格监狱探望列宁并设法营救他。


7月29日（8月11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函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议员维·阿德勒，请求设法营救列宁出狱。


8月1日（14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用波兰文致函在利沃夫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议员赫·迪阿曼德，请他急电克拉科夫的师部法庭，说明他本人认识列宁，可以为列宁作担保。


8月3日（16日）


维·阿德勒和赫·迪阿曼德同奥匈帝国内务部交涉，为列宁作担保。


8月5日（18日）


列宁的案件因无起诉根据而告结束。


8月6日（19日）


上午11时10分，从监狱获释，返回比亚韦－杜纳耶茨村。


8月7日（20日）


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维·阿德勒的信上写附言，对他和赫·迪阿曼德的营救表示感谢。


8月13日（26日）以后


列宁偕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及其母亲离开比亚韦－杜纳耶茨，前往克拉科夫。

偕全家到达克拉科夫。


8月16日（29日）


列宁全家得到由克拉科夫警察局长签署的前往维也纳的证明书。


8月16日和21日（8月29日和9月3日）之间


列宁偕全家离开克拉科夫前往瑞士。

在维也纳停留，获得前往瑞士的证件。

在维也纳会见维·阿德勒。

从维也纳打电报到瑞士，请求寄来保证书，否则无法进入这个国家。赫·格雷利希为列宁作担保。


8月21日（9月3日）


列宁偕全家离开维也纳前往瑞士。


8月23日（9月5日）


列宁偕全家到达苏黎世。

从苏黎世用德文写明信片给维·阿德勒，感谢他帮助从奥匈帝国迁往瑞士。

列宁偕全家到达伯尔尼。在格·李·什克洛夫斯基的住所会见居住在伯尔尼的布尔什维克侨民，同他们谈布尔什维克党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问题，向他们了解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晚上，拜访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罗·格里姆，同他就战争的性质、第二国际的破产、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战争条件下的任务和策略等问题进行交谈。


8月23日－24日（9月5日—6日）


写关于战争的提纲《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


8月23日（9月5日）—1916年1月


在伯尔尼图书馆阅览厅进行研究工作。


8月24日（9月6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告知已顺利到达伯尔尼并打算在那里居住；询问日内瓦的生活条件以及能否使用读书协会的日内瓦图书馆、是否有俄文印刷所、可否出版反对战争和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印刷品、在日内瓦是否还有布尔什维克等情况。


8月24日—26日（9月6日—8日）


领导在伯尔尼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会议，作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的报告。列宁的关于战争的提纲成为布尔什维克伯尔尼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即《一批社会民主党人通过的决议》。


8月26日（9月8日）以后


写关于战争的提纲——布尔什维克伯尔尼会议决议的引言。列宁的提纲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为题，以“一批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名义，分别寄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支部。列宁委托第四届杜马代表费·尼·萨莫伊洛夫把提纲送往俄国，准备将提纲印成单行本。

会见从洛桑来到伯尔尼的布尔什维克并同他们谈话。


8月27日（9月9日）


用德文致函在波罗宁的维·亚·吉霍米尔诺夫，告知自己已来到伯尔尼，还谈到费·尼·萨莫伊洛夫即将去俄国以及同俄国建立联系的办法。


8月底—9月


写《欧洲大战和国际社会主义》一文（文章没有写完）。

就战争问题从德文、法文和意大利文的报刊上作摘录；编写关于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新书目录。


夏天


研究关于哲学问题的资料，并作笔记。


9月2日（15日）


致函格拉纳特出版社编辑部秘书，告知自己打算住在伯尔尼；询问《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这一条目释文的新的交稿日期。


9月14日（27日）


列宁的关于战争的提纲通过瑞士社会民主党人交给了在卢加诺召开的意大利瑞士社会党人代表会议的两位代表。提纲中的许多论点写进了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


9月15日（28日）


复函在波罗宁的雅·斯·加涅茨基，请求向新塔尔格司令官了解一下，在搜查时从列宁那里抄走的土地问题手稿是否已经寄往伯尔尼。


不早于9月15日（28日）


收到维·阿·卡尔宾斯基的来信，信中阐述了布尔什维克日内瓦支部对列宁的关于战争的提纲的意见。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告知自己即将作关于欧洲大战和社会主义的报告，强调必须竭尽全力反对无耻的沙文主义；还谈到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秘密的布尔什维克书刊的事。


9月19日（10月2日）以后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沃洛格达的来信，信中告知母亲的病情，谈到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由于收藏没收的出版物而被捕，还谈到《启蒙》杂志可能复刊等情况。


9月27日（10月10日）以前


收到布尔什维克洛桑支部成员的来信，信中谈到格·瓦·普列汉诺夫即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举行的会议上作题为《论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的报告。列宁复信建议布尔什维克争取参加这次会议，并请告知报告会的日期。


9月27日（10月10日）


在伯尔尼出席崩得分子弗·科索夫斯基举行的题为《战争与社会民主党》的报告会，并在讨论时提出了批评意见。


9月28日（10月11日）以前


在伯尔尼作关于战争问题的报告。

把提纲《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改写成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

用英文致函在莱阿旺的伊·费·阿尔曼德，请求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和《答埃·王德威尔得》译成法文并寄给《哨兵报》；对欧洲社会党人在战争中所采取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表示焦虑；认为布尔什维克对取消派分子亚·马尔丁诺夫的言论必须表明自己的看法。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同时给他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要求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组织宣言的出版工作。


9月28日（10月11日）


致电布尔什维克洛桑支部成员，告知自己到达洛桑的时间。

到达洛桑，会见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并同他们谈话。

出席在洛桑民众文化馆举行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题为《论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的报告会，作简短的笔记，在讨论时发言批评普列汉诺夫的沙文主义观点。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谈到自己在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报告会上的发言，谈到自己将在洛桑和日内瓦作关于欧洲大战和欧洲社会主义的报告。


不早于9月


写《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一段文字，这段文字看来是准备插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或布尔什维克关于战争的某个决议的。


9月—10月


草拟《欧洲大战和欧洲社会主义》一书提纲。


9月和11月4日（17日）之间


作路·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的摘要。


9月—12月


作乔·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的摘要。


10月1日（14日）


在瑞士洛桑民众文化馆作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


10月2日（15日）以前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说已收到他关于瑞士社会党人、联邦议会议员让·西格同意协助在日内瓦出版社会民主党书刊的信，建议首先印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

起草《欧洲大战和社会主义》报告的提纲。


10月2日（15日）


晚上8时30分，在日内瓦民众文化馆作题为《欧洲大战和社会主义》的报告。


10月3日（16日）


在洛桑和日内瓦作报告后返回伯尔尼。

收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驻斯德哥尔摩代表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寄来的几封信，信中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第四届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国内的党组织赞成列宁的关于战争的提纲。在这些信中，还谈了俄国的状况，并要求列宁就在帝国主义战争条件下党的策略和口号问题作出更为详细的解释。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多次致函在斯德哥尔摩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询问是否给列宁寄过钱，是否有列宁的亲属的消息等。


10月4日（17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告知已经收到第四届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对埃·王德威尔得来电的答复；说决定恢复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并在下一号即第33号上刊登布尔什维克对待战争的态度的宣言；委托卡尔宾斯基在日内瓦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出版工作。

致函在斯德哥尔摩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详细阐述在战争条件下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和有组织地同沙文主义进行斗争；指出考茨基的“中派”能迷惑工人的耳目、理智和良心，是十分危险的；要求较详细地谈谈彼得堡委员会关于战争的传单，谈谈工人的意见和反应以及彼得堡党组织中各派力量的对比。

阅读第四届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对埃·王德威尔得来电的答复草稿，并写自己的意见。


10月4日和8日（17日和21日）


致函在斯德哥尔摩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告知自己对第四届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对埃·王德威尔得的答复的意见；提醒要当心取消派分子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的阴谋；强调指出卡·考茨基的立场比其他所有的人更为有害；要求同国际机会主义作斗争时必须执行有原则的路线。


10月5日（18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随信寄去布尔什维克党团对埃·王德威尔得的答复和作了5次修改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以便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上。


不晚于10月7日（20日）


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写《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一文。


10月7日（20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告知供《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刊用的几篇文章已经寄去；建议为了节省版面全部用小号铅字排印，保持报纸原有的版面；对文章的排列次序提出建议。


10月10日（23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未能按时排版表示焦虑；要求尽快把《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的校样寄来；说他即将在蒙特勒和苏黎世作报告。


10月11日和14日（24日和27日）之间


收到亚·加·施略普尼柯夫从斯德哥尔摩寄来的两封信，信中谈到彼得格勒的反战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情况。


10月13日（26日）


在瑞士蒙特勒作关于战争问题的报告，在讨论报告时作记录。


10月14日（27日）


致函在斯德哥尔摩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感谢他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寄来关于彼得格勒事态的消息；严厉批评卡·考茨基等机会主义分子；建议设法同瑞典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接近，指出目前的中心任务是从思想上回击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


不早于10月14日（27日）


在苏黎世作题为《战争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告。报告后的第二天，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苏黎世支部会议上，详细阐述同社会沙文主义作不调和斗争的必要性。


10月15日（28日）


在格·叶·季诺维也夫给维·阿·卡尔宾斯基的信上写附言，询问下一号即第34号《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准备情况。


10月17日（30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给在哥本哈根的米·韦·科别茨基的信中说，列宁请他把丹麦报纸上有关第二国际破产的材料剪下寄来。



10月18日（31日）


致函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要求布尔什维克决不参加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召开的任何代表会议；认为革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任务是同沙文主义尤其是社会沙文主义作毫不留情的斗争，是宣传革命，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谴责阿·马·高尔基在以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精神写成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呼吁书》上签名。


10月19日（11月1日）以前


收到有关布尔什维克巴黎支部工作情况的报告以后，写信给该支部，对支部多数同志忠实于革命社会主义的立场表示满意。


10月19日（11月1日）


列宁主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中断近一年后继续出版。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以及《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一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上。


不早于10月19日（11月1日）


将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上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寄给社会党国际局。


10月19日和11月5日（11月1日和18日）之间


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寄给法国、英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报纸供发表。


10月29日和11月8日（11月11日和21日）之间


致函柏林的《前进报》和维也纳的《工人报》编辑部，抗议这两家报纸歪曲他在苏黎世所作的报告《战争和社会民主党》的内容。


10月31日（11月13日）以后


致函卡·伯·拉狄克，说给他寄去《哨兵报》第265号；询问是否有可能用德文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


10月—11月


阅读1914年9—10月的《新路，宗教宣传月刊》杂志并作摘录，在《一个德国人对战争的评论》一文中部分地引用了这一材料。


11月1日（14日）以前


阅读威·李卜克内西的《纪念卡尔·马克思。传记与回忆》一书，在写《卡尔·马克思》这一条目时参考了这本书。


11月1日（14日）


致函在斯德哥尔摩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建议他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以革命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发言；详细阐述在帝国主义战争条件下“和平”口号的错误性质。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说《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销售情况良好，报纸很快就能越过国境运到国内。

致函在彼得格勒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告知《卡尔·马克思》这一条目已经写完；对留在波罗宁的书籍表示担心；询问《启蒙》杂志能否复刊。


11月1日和12月9日（11月14日和12月22日）之间


致函在彼得格勒的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说他打算写一本关于土地问题的书，请她寻找出版者。


11月3日（16日）


致电格拉纳特出版社编辑部，告知《卡尔·马克思》这一条目释文的手稿已经寄出。


11月4日（17日）


致函格拉纳特出版社编辑部秘书，要求保留《卡尔·马克思》这一条目中有关马克思主义主要原理的引文；请他把释文的校样或者清样寄来。


11月5日（18日）


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信上写附言，询问维·阿·卡尔宾斯基和索·瑞·拉维奇《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是否可以加印。

将刊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摘要的《哨兵报》第265号寄给维·阿·卡尔宾斯基，请他在日内瓦的一家报纸上刊登这篇宣言。


11月7日（20日）


致函维·阿·卡尔宾斯基，指示再印1000份《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请他来信告知下一号报纸什么时候可以发排。


11月8日（21日）


复函维·阿·卡尔宾斯基，鉴于格·瓦·普列汉诺夫在进行沙文主义宣传，委托他在日内瓦安排伊·费·阿尔曼德用法语作题为《俄国社会党人在对待战争问题上的各种派别》的报告。


11月9日（22日）


致函维·阿·卡尔宾斯基，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号的付排准备工作提出具体建议；询问是否来得及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


11月10日（23日）


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受列宁委托，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致贺词。


11月10日和19日（11月23日和12月2日）之间


阅读从斯德哥尔摩寄来的关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代表和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代表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言的材料，在《以后怎么办？（论工人政党反对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任务）》和《拉林在瑞典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是什么样的“统一”？》两篇文章中，对这些发言进行了分析。


11月11日（24日）


从报上得知，在奥泽尔基（彼得格勒近郊）参加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第四届杜马的5名布尔什维克代表遭到逮捕。


11月12日（25日）


致电在斯德哥尔摩的卡·亚·布兰亭，请求查明第四届杜马的5名布尔什维克代表是否确实被捕。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说供《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号刊用的部分材料已寄出，并说打算很快就出版第35号报纸。

致函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坚决反对他从斯德哥尔摩迁往丹麦；强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同国内保持秘密联系的重要性。


11月13日或14日（26日或27日）


两次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说供《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号和35号刊用的材料已寄出；建议这两号报纸应紧接着出版，要求把校样寄来。


11月14日（27日）以后


阅读卡·考茨基发表在1914年《新时代》杂志第8期上的《国际观点和战争》一文，在《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诡辩》和《第二国际的破产》两篇文章中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批判。


11月15日（28日）


收到卡·亚·布兰亭的电报，电报中证实了第四届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被捕一事。

致函在斯德哥尔摩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说由于第四届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被捕，党的工作增加了困难，但坚信党能克服这些困难，将重新建立领导集体——党的俄国中央委员会；要求施略普尼柯夫加强同俄国的联系。


11月上半月


代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为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日内瓦小组的决议写按语。


11月15日和25日（11月28日和12月8日）之间


致函在哥本哈根的亚·米·柯伦泰，对她寄来告妇女社会党人书并愿意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寄送英国左派社会党人的消息表示感谢；对她在“国内战争”和“和平”的口号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作了分析。


11月18日（12月1日）


阅读从俄国寄来的关于第四届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被捕的政府公告后，把它寄给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在附信中要求把这一公告加进即将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号的社论，并对报纸的出版作了指示。


11月22日（12月5日）


列宁的《一个德国人对战争的评论》和《寄语〈鹰之歌〉的作者》两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号上。


11月22日和29日（12月5日和12日）之间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希望谢·莫·谢姆科夫给列宁寄来从《前进报》和美国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上摘录下来的重要消息；随信附去供《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5号刊用的一篇短评。


11月22日和12月3日（12月5日和16日）之间


收到米·亚·柯伦泰从哥本哈根的来信，以及由她转寄来的英国独立工党机关报《工人领袖》记者的信，记者在信中要求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态度。

复函《工人领袖》记者，阐述布尔什维克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


11月25日和12月3日（12月8日和16日）之间


致函在哥本哈根的亚·米·柯伦泰，强调指出，如果不同时突出宣传秘密组织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那么和平的愿望是徒劳无益的。


11月26日（12月9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建议不要急于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不同意卡尔宾斯基对《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一文的意见，强调必须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说明沙文主义。


11月28日（12月11日）


致函在哥本哈根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询问同彼得格勒进行秘密联系的情况。

致函在哥本哈根的米·韦·科别茨基，请他来信谈谈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工人运动和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情况。


11月29日（12月12日）


列宁的《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怎样重建国际？）》和《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两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5号不早于11月

阅读列·达·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战争和国际》，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揭露了这本小册子的机会主义内容。


12月3日（16日）


在伯尔尼出席尔·马尔托夫的题为《战争和社会主义的危机》的报告会，在讨论时批评马尔托夫的立场，说他已经转向社会沙文主义。


12月9日（22日）


写回信给在莫斯科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介绍自己在伯尔尼的生活情况，请她为土地问题一书找一个出版者，并向格拉纳特出版社编辑部了解一下是否已收到他的《卡尔·马克思》一文。


12月10日（23日）写《以后怎么办？（论工人政党反对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任务）》一文。



12月15日（28日）


致函在米兰的B．．博格罗娃，询问她的健康状况并想了解何时可以听到她“为革命利益”举办的音乐会。


12月15日或16日（28日或29日）


致函在哥本哈根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认为他根本不应该去参加即将召开的瑞典、挪威、丹麦和荷兰等中立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


12月16日—17日（29日—30日）


写对彼得·盖诺夫《费尔巴哈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1911年苏黎世版）一书的批评意见。


12月18日深夜至19日凌晨（12月31日深夜至1915年1月1日凌晨）


与亲人、朋友们一起迎接新年；同前来欢聚的布尔什维克交谈。


12月21日（1915年1月3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请他研究能否降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出版费用；通知他已决定每周出一号报纸，并祝贺新年。

致函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建议不要参加中立国社会党人哥本哈根代表会议，而只要给代表会议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和关于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被捕的政府公告。

电告格拉纳特出版社编辑部，同意编辑部来信中提出的为了应付书报检查拟对《卡尔·马克思》这一条目的释文作删节的意见。


12月21日和1915年1月4日（1915年1月3日和17日）之间


同罗·格里姆谈对待1月4日（17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中立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的态度问题。

致函亚·加·施略普尼柯夫，指示不参加中立国社会党人哥本哈根代表会议，而只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战争的宣言。


12月22日（1915年1月4日）


致函格拉纳特出版社编辑部秘书，同意按照书报检查机关的要求删节《卡尔·马克思》一文，同时对此表示遗憾；希望为百科词典撰写关于政治经济学、政治、工人运动、哲学及其他问题的条目。列宁在信中还谈到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可以撰写有关教育问题的条目。


12月27日（1915年1月9日）


列宁的《以后怎么办？（论工人政党反对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任务）》一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上。

复函在维也纳的达·波·梁赞诺夫，告知已收到他的文章，建议他更加仔细地读一读孟什维克的《呼声报》。


12月28日和1915年2月13日（1915年1月10日和2月26日）之间


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起草最重要的决议草案：《关于战争的性质》、《关于“保卫祖国”的口号》、《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第三国际》、《和平主义与和平口号》、《沙皇君主政府的失败》、《对其他党派的态度》等；修改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就召开代表会议一事致各国外支部的信稿。


12月30日（1915年1月12日）


同孟什维克弗·姆格拉泽谈乌克兰解放协会领导人之一马·伊·美列涅夫斯基（巴索克）提出的关于共同合作的建议。列宁在托他转交给美列涅夫斯基的信中声明，持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观点的布尔什维克和维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利益的乌克兰解放协会走的不是一条道路。


12月


写《关于黑格尔的最新资料》的札记，阅读阿·莱伊对让·佩兰的《物理化学论文。原理》（1903年巴黎版）一书的书评并作笔记。


12月—1915年初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伊·费·阿尔曼德等人团结各国左派妇女社会党人，筹备妇女社会党人代表大会。


1914年—1915年


为写《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1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一书，继续进行准备工作；写该书的几种提纲稿；分析1900年和1910年的美国农业调查统计材料；写《关于美国的农业统计笔记》。


1915年


1月4日（17日）


致函伊·费·阿尔曼德，对她准备为女工写的小册子的提纲提出意见。


1月7日和17日（1月20日和2月1日）之间


致函在哥本哈根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告知已给他寄去《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并正准备付印第37号；对孟什维克的情况作了评述。


1月14日（27日）以后


阅读德国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德国工会领导人之一卡·列金的小册子《为什么工会的官员应当更多地参加党内生活？》（1915年柏林版），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批判了这本小册子。


1月17日或18日（30日或31日）


复函在斯德哥尔摩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赞同他去英国安排下一步秘密返回俄国的计划；说收到代替《呼声报》在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言论报》；根据《我们的言论报》上发表的尔·马尔托夫和唐恩的声明，认为在孟什维克取消派中间发生了严重分裂。


1月19日（2月1日）以前


阅读发表在1914年《我们的曙光》杂志第7、8、9期合刊上的文章，在《俄国的休特古姆派》一文中对这些文章进行了批判。


1月19日（2月1日）


列宁的《俄国的休特古姆派》和《拉林在瑞典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是什么样的“统一”？》两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7号上。


1月19日—27日（2月1日—9日）


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约·罗特斯塔特两次谈话，讨论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雅·斯·加涅茨基的文章问题；请他帮助组织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并弄清是否能派一位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女代表出席会议。


1月20日（2月2日）以前


致函莫斯科布尔什维克，阐述党对帝国主义战争所持的立场。


1月27日（2月9日）以前


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协约国社会党伦敦代表会议提出的宣言草案。


1月27日（2月9日）


致函《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表示同意编辑部提出的建议，即讨论如何采取共同行动，反对各社会党领导集团的社会爱国主义；信后附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协约国社会党伦敦代表会议提出的声明草案。

致函在莫斯科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告知自己在伯尔尼的生活情况；指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反对沙文主义的情绪愈来愈高；感谢她寄来书，并请她再给他寄一些书。


1月29日（2月11日）以前


同从俄国来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拥护者A．．波波夫和尼·斯托伊诺夫谈话。


1月29日（2月11日）


致函在斯德哥尔摩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告知《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成员的建议和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认为和他们达成协议的希望不大；指出俄国和世界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内都正在形成新的主要派别，即沙文主义者和反沙文主义者。


1月30日（2月12日）


为B．列文斯基的《乌克兰与战争》一文加的编者按语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8号上。


1月—6月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同侨居在巴黎的柳·尼·斯塔尔通信，就布尔什维克巴黎支部和国外组织委员会的活动、支部成员同法国左派社会党人的联系、士兵中的反战工作等问题交换意见。


1月和5月之间


阅读登载在1915年《我们的事业》杂志第1期上的两篇文章：亚·波特列索夫的《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和卡·考茨基的《国际观点和战争》，在《打着别人的旗帜》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诡辩》两篇文章中批判了他们的观点。


1月以后


写《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


2月1日和11日（14日和24日）之间


写《关于伦敦代表会议》一文。


2月4日（17日）


致函雅·斯·加涅茨基，说自己对协约国社会党伦敦代表会议持否定态度。


不晚于2月7日（20日）


致函维·阿·卡尔宾斯基，要求采取一切措施，使《社会民主党人报》能按时出版。


2月7日（20日）


收到亚·加·施略普尼柯夫从斯德哥尔摩的来信，信中讲了被捕的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的情况。


2月10日（23日）


在伯尔尼出席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会员抗议俄国审判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的第一次国际群众大会。


2月11日（24日）


把《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号的校样及一份补充材料寄给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在给卡尔宾斯基的信中，通知他必须在这一号报纸上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关于协约国社会党伦敦代表会议的一封信，要求加速出版这一号报纸。


2月14日—19日（2月27日—3月4日）


在伯尔尼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作关于战争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参加各项决议的讨论和修订工作；尖锐批评尼·伊·布哈林的提纲（列宁后来称这个提纲是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和“半无政府主义”）；提出《中央机关报和新报纸》决议的第三点草案；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委员会的选举；同与会代表座谈。


2月18日（3月3日）


列宁的《警察和反动分子是怎样保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的》和《关于伦敦代表会议》两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号上。


不早于2月19日（3月4日）


同叶·波·博什谈话。博什从流放地逃出后到过日本和美国。列宁向她询问俄国的情况、流放者对待战争的态度、美国同志的立场、布尔什维克小组的工作以及其他问题。


2月27日（3月12日）


用法文致函在阿姆斯特丹的戴·怀恩科普，要求派一位荷兰社会民主党的女代表参加左派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


3月1日（14日）


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托，用德文写关于波·德·维吉列夫的情况，说他自己很早就知道维吉列夫是受沙皇制度迫害的流亡者。


3月10日（23日）


复函《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回答它再次提出的在团结国际主义者方面采取共同行动的建议。列宁在信中指出，团结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是一件最迫切的事情，但必须在组织上同一切形式的机会主义决裂，不能把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崩得和组织委员会算作国际主义者。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参加他岳母的葬礼，并在墓旁种了一棵小树。


不晚于3月12日（25日）


写《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决议草案》。


3月13日—15日（26日—28日）


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在伯尔尼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上的工作。

在伯尔尼到医院探望布尔什维克阿·斯科夫诺。


3月16日（29日）


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审判证明了什么？》、《谈伦敦代表会议》和《一个说明国内战争口号的实例》等四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上。


3月21日（4月3日）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用德文给伊·费·阿尔曼德和格·伊·萨法罗夫写证明书，证明他们被授权出席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


3月22日（4月4日）以前


会见波兰国际主义派即“分裂派”的代表，建议他们派一位代表出席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

会见出席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的保加利亚紧密派代表斯·米涅夫，并对他的发言稿提出意见。


3月22日—24日（4月4日—6日）


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在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上的工作。代表会议讨论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对战争的态度和任务的问题。

在住所同代表会议代表伊·费·阿尔曼德、格·伊·萨法罗夫以及“分裂派”代表A．．克拉耶夫斯基谈话。他们由于代表会议的中派多数企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布尔什维克代表而退出了会议。列宁建议他们重新参加会议，为继续坚持国际主义的立场而斗争。


3月24日（4月6日）以后


收到戴·怀恩科普从阿姆斯特丹的来信，怀恩科普在信中代表荷兰社会民主党表示同意在团结左翼社会党人方面与布尔什维克共同工作。


4月9日和21日（4月22日和5月4日）之间


致函在巴黎的布尔什维克巴黎支部书记格·雅·别连基，为制定国际主义者俱乐部行动纲领提出一系列建议。


4月13日（26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要求按指出的地方订正《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诡辩》一文。


不早于4月14日（27日）


写题为《五一节和战争》的报告或文章的详细提纲。


4月18日（5月1日）


列宁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诡辩》、《国际主义者联合的问题》和《资产阶级慈善家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等三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1号上。


4月22日（5月5日）


致函戴·怀恩科普，要求把附信交给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赫·哥尔特。列宁在给哥尔特的信中赞成出版国际主义社会党人杂志的想法，列宁提出，如果不可能实现这一想法，就用德文出几本反对国际社会沙文主义的小册子。


4月23日（5月6日）以后


阅读从彼得格勒寄来的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在法庭上的辩护词，在杜马代表受沙皇政府迫害，“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国家杜马讲台上的发言尖锐地反对统治阶层，反对这些阶层对人民的压迫”这段话下面画了着重线。


4月30日（5月13日）


就准备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2号的问题写信给在日内瓦的索·瑞·拉维奇。


4月底—8月底


筹备出版《共产党人》杂志第1期，召开编辑部会议，撰写和修改文章，设法吸引各国左派国际主义者为杂志撰稿。


4月下半月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向布尔什维克巴黎支部成员发出“五一”贺信。


5月8日（21日）


列宁的《空泛的国际主义的破产》一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2号上。


5月中—9月23日（10月6日）


由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患病，列宁住在泽伦堡山村（瑞士）。列宁利用伯尔尼和苏黎世图书馆的图书资料勤奋工作；领导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经常到山里散步。


5月19日（6月1日）


列宁的《论反对社会沙文主义》一文和他拟的《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决议草案》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2号附刊上。


5月24日（6月6日）


致函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卡·维克，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打算于1915年秋天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请他协助做好会议的准备工作，接送从俄国来的同志们。


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


为《共产党人》杂志写《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


不晚于5月


研究卡·克劳塞维茨的《论战争》第1—3卷，作摘录并用德文写批语，在《第二国际的破产》和《社会主义与战争》两篇文章中引用了这部著作。


5月


在《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反对吸收列·达·托洛茨基参加杂志的工作。


不早于5月


阅读1915年5月《崩得国外组织新闻小报》第8号，并作标记；写《感谢他的坦率》一文，批判这一期杂志。


6月初—8月


领导布尔什维克为即将召开的国际社会党反战代表会议做准备工作；同各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通信以便同他们在共同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委托各布尔什维克支部同各国国际主义者建立联系；组织翻译和出版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文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伯尔尼代表会议决议。


6月6日和22日（6月19日和7月5日）之间


致函在伯尔尼的卡·伯·拉狄克，谴责罗·格里姆企图撇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进行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并尖锐批评他的中派政策。

用德文致函在兹沃勒的戴·怀恩科普，揭露卡·考茨基及其他中派分子企图利用空谈和平的“左的词句”来“窒息”革命的高涨；强调必须在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下发展革命运动；告知预定召开左派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事情；询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与荷兰左派在会上是否有可能发表共同宣言。


6月11日（24日）


致函维·阿·卡尔宾斯基，请他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第2期寄到泽伦堡，同时也把日内瓦出版的一切新书刊寄来；询问他的健康状况。


6月11日（24日）以后


写《为反动派效劳和玩弄民主的把戏是怎样结合起来的？》一文。


6月22日（7月5日）以前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米·柯伦泰，对她发表在《我们的言论报》上的文章以及她为《共产党人》杂志写的文章提出批评意见，并请她为该杂志收集和分析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社会民主党内在对待战争态度问题上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斗争的材料。

致电和致函叶·费·罗兹米罗维奇，请他到泽伦堡来商谈出版《共产党人》杂志的有关事宜。


6月22日（7月5日）以后


同卡·伯·拉狄克通信，讨论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的小册子的计划。

致函格·叶·季诺维也夫，说随信寄去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的提纲草稿；指出这本小册子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宣传鼓动员和工人领导者以及对于国际工人运动都具有意义；提议共同修改这本小册子。


6月28日（7月11日）以前


把供《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用的材料寄给在瑞士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


6月28日（7月11日）


致电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通知筹备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预备会议的召开日期；指示派一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去参加会议。


6月28日和7月13日（7月11日和26日）之间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米·柯伦泰，告知筹备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第一次预备会议召开的情况，并说第二次会议即将召开；要求尽快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伯尔尼代表会议决议译成瑞典文和挪威文；询问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左派是否同意以这些文件为基础准备一个共同宣言；认为宣言中必须谴责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提出革命行动的纲领来反对“保卫祖国”的口号。


6月28日（7月11日）以后


致函在索非亚的季·布拉戈耶夫，谈到由于即将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团结的问题。

致函格·叶·季诺维也夫，指示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参加即将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并准备好一切必要的材料；反对给孟什维克的《我们的言论报》参加这一会议的权利。


6月29日和7月5日（7月12日和18日）之间


致函在伯尔尼的卡·伯·拉狄克，通知他筹备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第二次预备会议召开的日期，并要他对此事注意保密。


不晚于6月


阅读厄·辛克莱和罗·布拉奇福德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和埃·迪·莫雷尔的小册子《战争是怎样爆发的》，在写《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一文时对这两本小册子进行了分析。


6月—7月8日（21日）


阅读发表在孟什维克的文集《战争》中的一些文章，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状况》一文中对这本文集中的社会沙文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


6月—7月


阅读爱·大卫的《世界大战中的社会民主党》一书；写《德国机会主义论战争的一本主要著作》一文，对大卫的这本书进行了分析批判。

多次致函格·叶·季诺维也夫，商谈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共产党人》杂志以及撰写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等问题；强调必须对孟什维克杜马党团的机会主义立场进行批判；对季诺维也夫的一些文章提出批评意见。


6月—8月


对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战争罪犯》一文提出书面意见，这篇文章预定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在给作者的答复中，建议为宣传鼓动员写一篇近百年来沙皇政府外交政策简史；还就刊登波克罗夫斯基这篇文章一事与《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成员交换信件。


7月2日（15日）


给在伯尔尼的卡·伯·拉狄克寄去一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关于筹备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预备会议的报告；在附信中要他把这份报告转寄给《光线》杂志中的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阅读，认为他们必须团结一致。

用德文致函在兹沃勒的戴·怀恩科普，对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论坛报》没有全文刊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一事表示遗憾；提出一些巩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阵地的措施。


7月2日（15日）以后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赞扬他为《共产党人》杂志写的《知识界和战争》一文。


7月8日（21日）以前


拟订《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的文章的提纲。

致函在日内瓦的尼·达·基克纳泽，要基克纳泽为他搞一套战时出版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报纸《新思想报》。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已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了两篇文章：《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和《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状况》。


7月8日（21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告知已给他寄去《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3号的校样，并随信寄去《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状况》一文的附言。


7月9日（22日）


用德文致函在兹沃勒的戴·怀恩科普，告知已给他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伯尔尼代表会议决议的德文译本；强调必须巩固国际主义者的阵地；提出要更明确地揭示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捍卫马克思主义使之免遭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篡改；建议在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以前举行一次左派会议；请他帮助用英文出版《社会主义与战争》这本小册子。

写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为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准备的决议草案。


7月10日（23日）以后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已给他寄去供《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用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


7月11日（24日）以后


致函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已给他寄去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向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提出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也寄给了荷兰左派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

用德文致函在兹沃勒的戴·怀恩科普，强调必须加速起草共同宣言；批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武装人民问题上的错误；谴责罕·罗兰－霍尔斯特的中派立场；指出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划清马克思主义左派同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派）、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界限；还指出有必要在秘密刊物上向群众解释革命斗争的问题。

列宁与格·叶·季诺维也夫把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向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提出的决议草案译成德文。


7月13日（26日）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米·柯伦泰，阐述关于武装人民和民族自决权这些纲领性要求的重要性；指出某些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告知已给她寄去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向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提出的决议草案；请她把这份决议草案翻译出来，转给瑞典和挪威的左派，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列宁的《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和《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状况》两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3号上。


7月13日（26日）以后


两次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对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没有执行有关出版《共产党人》杂志的决定表示愤慨。列宁在谈到杂志内容时，指出四面八方都应有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呼声。


7月15日（28日）


致函维·阿·卡尔宾斯基，告知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已写好，请他尽快出版这本书。


7月15日和20日（7月28日和8月2日）之间


致函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已把《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直接寄往印刷所，建议赶快把供《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用的材料寄给索·瑙·拉维奇。


7月15日（28日）以后


致函格·叶·季诺维也夫，说打算把《社会主义与战争》这本小册子寄到日内瓦去出版；信中还讲到必须加速《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4号的出版准备工作。


7月17日（30日）


用德文致函在阿姆斯特丹的戴·怀恩科普，告知已给他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法文译本；强调各国的国际主义者必须团结起来并通过彻底的革命的宣言，来帮助工人找到正确的道路。


7月22日（8月4日）以前


致函卡·伯·拉狄克，告知给他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关于战争的宣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决议、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决议草案；建议把修改方案或另拟的草案寄来；指出团结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并由他们发表宣言的重要性；批评拉狄克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不早于7月22日（8月4日）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米·柯伦泰，强调左派按照国际主义精神联合行动的重要性；阐明区别战争类型和支持民族解放战争的必要性；批判罕·罗兰－霍尔斯特、克·格·拉柯夫斯基和列·达·托洛茨基的考茨基主义。


7月22日和8月6日（8月4日和19日）之间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反对他为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没有执行关于出版《共产党人》杂志的决定一事进行辩护。


7月29日（8月11日）以前


致函维·阿·卡尔宾斯基，告知给他寄去《社会主义与战争》小册子和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加的注释。


7月29日（8月11日）


致函维·阿·卡尔宾斯基，对《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迟迟未能出版表示担忧，并询问《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4号是否发表了《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


7月29日和8月15日（8月11日和28日）之间


复函亚·米·柯伦泰，赞同她到美国去进行反战的宣传演说。


7月或8月初


致函在索非亚的季·布拉戈耶夫，建议派一名保加利亚紧密派的代表参加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


7月—8月


写《评“和平”口号》和《和平问题》两篇文章。


8月2日（15日）以后


致函在阿姆斯特丹的戴·怀恩科普，告知已给他寄去挪威社会民主青年联盟宣言；告诉他保加利亚紧密派支持左派力量；认为“提出左派的国际的原则宣言是可能的”。


8月3日（16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索·瑙·拉维奇，对迟迟不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4号表示担忧，并询问何时能出版这一号报纸和《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


8月3日（16日）以后


致函索·瑙·拉维奇，告知已给她寄去《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的校样和两处补充；说该书的附录必须收进下列文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波罗宁会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决议。


8月6日（19日）以前


致函亚·米·柯伦泰，告知延期召开筹备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第二次预备会议；指出瑞典和挪威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应该自行争取获得参加代表会议的邀请，而把他们的声明和宣言交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对寄给她的决议草案提出意见并询问斯堪的纳维亚左派是否同意各国左派的共同宣言。


8月6日（19日）


致函在伯尔尼的卡·伯·拉狄克，批评他写的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只字不提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要求把自己写的决议草案的德译文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的译文寄来；强调在代表会议开幕前用德文出版《社会主义与战争》这本小册子的重要性。

致函在伯尔尼的弗·米·卡斯帕罗夫，告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定于8月23日（9月5日）开幕；要求在这以前用德文出版《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


8月6日和23日（8月19日和9月5日）之间


用德义致函戴·怀恩科普，告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开幕的日期；谈到卡·拉狄克写的决议草案的缺点；要求怀恩科普同英国社会党少数派以及比利时社会党人－国际主义者取得联系，并同他们磋商他们参加代表会议的问题。

致函亚·米·柯伦泰，请她催促瑞典和挪威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尽快来参加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并要他们明确宣布同社会沙文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


8月7日（20日）


致函在伦敦的扬·安·别尔津，告知已收到代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出席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委托书；要求把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决议草案转交给马·马·李维诺夫尽快译成英文。


8月8日（21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告知用于出版《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的钱已经寄去；要求介绍该书出版工作的进展情况。


8月8日和18日（21日和31日）之间


收到卡·伯·拉狄克寄来的信和经他修改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向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提出的决议草案的校样；对校样作原则性的修改，并强调不应低估机会主义的危险性。


8月10日（23日）


致函格·叶·季诺维也夫，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即将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团组成情况和动身去伯尔尼的大致日期，以及其他问题。

致函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说俄国的事态证实布尔什维克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是正确的；说明党在战胜沙皇制度条件下的策略；认为俄国军事上的失败加速了沙皇制度的崩溃，也促进了俄国与其他各国革命工人的联盟；指出必须把两三个中心城市里的领导集团团结起来，恢复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并使它与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建立牢固的、经常的联系。

列宁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4号


8月10日（23日）以后


分别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和索·瑙·拉维奇，告知寄去《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的校样，请卡尔宾斯基询问用德文出版该书需要多少钱。


8月13日和17日（26日和30日）之间


致函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对他去俄国作如下指示：在俄国应当由老练的、精明的、对战争问题有充分了解的工人真理派成立一些小组，其中的优秀分子（2—3人）应吸收到中央委员会中来；告知《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和《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合刊即将出版；说施略普尼柯夫已被增补为党中央委员。


8月15日（28日）


致函在洛桑的保·果雷，建议他参加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


8月17日（30日）以前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对准备参加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许多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8月17日（30日）


就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前去参加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一事致函格·叶·季诺维也夫，要他随身带去全部必要的材料。


不晚于8月21日（9月3日）


抵达伯尔尼。


8月21日（9月3日）


列宁和卡·伯·拉狄克致电安·潘涅库克，请他立即前来参加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


8月21日或22日（9月3日或4日）


出席布尔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分裂派”举行的联席会议，在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召开前夕协调双方的立场。






《列宁全集》
 第27卷（1915年8月—19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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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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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

· 反战传单
 （8月）


· 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
 （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文献（8月）


1．讲话提纲（8月23—26日〔9月5—8日〕）

2．在讨论宣言和关于战争与社会民主党任务的决议草案时的两次发言（8月25日〔9月7日〕）

3．对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声明的补充（8月26日〔9月8日〕）

· 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
 （8月）


· 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短评）（8月）


· 感谢他的坦率
 （1915年夏）


· 俄国的战败和革命危机
 （9月5日〔18日〕以后）


· 致国际社会党委员会（I．S．K．）
 （不晚于9月12日〔25日〕）


· 第一步
 （9月28日〔10月11日〕）


· 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9月28日〔10月11日〕）


· 几个要点编辑部的话
 （9月30日〔10月13日〕）


· 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
 （9月底）


· 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权》演讲的材料
 （10月15日〔28日〕以前）


1．《宫廷历书》一书摘录

2．提纲草稿

3．要点

4．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权（提纲）

· 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
 （10月16日〔29日〕以后）


· 致“社会主义宣传同盟”书记
 （10月31日和11月9日〔11月13日和22日〕之间）


· 论革命的两条路线
 （11月7日〔20日〕）


· 堕落到了极点
 （11月7日〔20日〕）


· 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
 （不早于11月13日〔26日〕）


· 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
 （不早于11月17日〔30日〕）


· 用国际主义词句掩饰社会沙文主义政策
 （12月8日〔21日〕）


· 为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写的序言
 （1915年12月21日〔1916年1月3日〕以前）


· 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
 （第一编 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不晚于1915年12月29日〔1916年1月6日〕）


1．三个主要地区概述。垦殖开发中的西部和移民宅地

2．工业的北部

3．原先蓄奴的南部

4．农场的平均面积。南部“资本主义的解体”

5．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6．农业集约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7．农业中的机器和雇佣劳动

8．大农场排挤小农场。耕地面积

9．续。关于农场的价值的材料

10．通常采用的经济研究方法的缺点。马克思论农业的特征

11．比较大小农场的更精确的方法

12．农业中的各种农场类型

13．农业中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现象是怎样被缩小的

14．小农被剥夺

15．工业和农业演进情形的比较

16．总结和结论

·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民族自决权
 （1915年）




1916年

· 关于召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
 （1月23日和27日〔2月5日和9日〕之间）


· 关于1916年4月24日代表会议代表团的建议
 （1月23日和27日〔2月5日和9日〕之间）


· 对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告所属各政党和团体书》的修正和补充
 （1月23日和27日〔2月5日和9日〕之间）


· 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上的演说
 （1月26日〔2月8日〕）


· 论法国反对派的任务
 （给萨法罗夫同志的信）（1月28日〔2月10日〕）


·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提纲）（1—2月）


1．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2．社会主义革命和争取民主的斗争

3．自决权的意义和它同联邦制的关系

4．对民族自决问题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提法

5．民族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

6．三类国家对民族自决的态度

7．社会沙文主义和民族自决

8．无产阶级在最近将来的具体任务

9．俄国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对自决的态度

·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的短记
 （1—2月）


· 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有自己的路线吗？
 （2月5日〔18日〕）


· 论俄国当前的口号：没有兼并的和约和波兰独立
 （2月16日〔29日〕）


· 威廉·科尔布和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
 （2月16日〔29日〕）


· 论“和平纲领”
 （2月19日和3月7日〔3月3日和20日〕之间）


· 国外组织委员会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支部的信
 （2—3月）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
 （2—3月）


· 是分裂还是腐化？
 （2—4月）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党人》杂志停刊的决定草案
 （3月28日〔4月10日〕以后）


· 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
 （昆塔尔会议）文献（4月中旬）


1．对《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提纲草案的意见（4月13日和16日〔26日和29日〕之间）

2．在讨论关于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决议时的发言（4月15日〔28日〕）

· 昆塔尔和俄国“组委会分子”
 （5月28日〔6月10日〕以前）


· 论德国的和非德国的沙文主义
 （5月31日〔6月13日〕）


·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通俗的论述）（1—6月）


序言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

一 生产集中和垄断

二 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

三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

四 资本输出

五 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

六 大国瓜分世界

七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

八 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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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15年8月至1916年6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年所写的著作。

这场大战到第二个年头进行得更为激烈了。列宁曾多次阐明，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它既由帝国主义的矛盾所引起，又加深了帝国主义的矛盾。因此，要正确观察这场大战中的各种问题，就必须深入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特征，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早在大战以前很久，列宁就已注意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出现的许多新现象，而进入战争后，他更是把研究帝国主义作为自己的革命工作和理论工作的首要课题。载入本卷的绝大部分文献都是有关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阐述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文献在本卷中占中心地位。

本卷的头一篇文献《反战传单》是列宁在大战中向工人发出的呼吁书。传单介绍了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左派进行反战革命活动的情况，号召工人阶级奋起反对这场反动战争。传单说，只有通过革命推翻各国资产阶级政府，首先是推翻最反动、最野蛮、最残暴的沙皇政府，才能开辟通向社会主义和国际和平的道路。

本卷接着刊载的是一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文献。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分裂，列宁为团结各国社会党的左派而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由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建议而于1915年9月5—8日（公历）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有11个欧洲国家的38名代表参加，但大多数代表持中派立场。会议期间，列宁组织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同代表会议的中派多数进行了斗争。列宁也批评了一些左派的错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者开始团结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周围。列宁在本卷的《致国际社会党委员会（I．S．K）》这一信件中对这次代表会议作了评价。在《第一步》一文中，列宁认为，这次代表会议清楚地说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毕竟在朝着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决裂的方向发展。在《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一文中，列宁又说：在代表会议上，团结一致的国际主义者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构成会议右翼的、摇摆不定的准考茨基主义者展开了思想斗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团结，是代表会议的最重要的事实之一，也是代表会议的最大的成就之一。

本卷中的《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一文批判了第二国际领袖人物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玷污社会主义的行为。列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他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的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见本卷第15页）列宁说明：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理论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作马克思主义；谁如果不同歪曲这种理论的行为进行无情的斗争，谁就不能做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本卷中的许多文献阐述了帝国主义战争的进行所引起的各国社会党内部的政治分野。这方面的文献可举出《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致“社会主义宣传同盟”书记》、《堕落到了极点》、《论法国反对派的任务》等等。列宁对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持肯定态度。各国社会党内部急剧地、明显地划分为右翼（社会沙文主义派）和左翼（革命国际主义派），革命派脱离机会主义派而分立出来，这表现了进步倾向，有利于形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将促进新的国际即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建立。在短文《是分裂还是腐化？》中，列宁明确指出，事实上当时已存在两种社会民主党，已有两个国际。

列宁以同一题目写成的两篇《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一起收进了本卷。前一篇用俄文写成，当时未见发表；后一篇在当时用德文发表；它们在内容上有出入，可以各自独立存在。列宁写这两篇文章，是为了继续说明第二国际破产的原因、批判社会沙文主义以及卡·考茨基的以隐蔽的沙文主义形式出现的中派主义。在这两篇文章以及其他文章中，列宁捍卫《巴塞尔宣言》的反战革命精神，批判社会沙文主义的“保卫祖国”口号，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

关于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中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文献在本卷中有一定的分量。1915—1916年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展开了一场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辩论。列宁作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权》演讲的一组材料收进了本卷。在本卷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一文中，列宁说明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纲领的中心应当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他指出，帝国主义使大国压迫其他民族成了普遍现象，大国民族为了巩固对其他民族的压迫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压迫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全球大多数居民。他认为，一个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必须宣传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否则他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不是国际主义者，而是沙文主义者。《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是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纲领性文献，它全面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在这个提纲中，列宁对民族自决权作了解释。他说，民族自决权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权，即在政治上从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鼓动分离的充分自由，以及由要求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决定分离问题；因此，这种要求并不就等于分离、分裂、建立小国的要求，它只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列宁说，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所有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载入本卷的关于本提纲的短记专门阐述了列宁的这一思想。在本提纲中，列宁还区分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对民族自决采取不同态度的三类国家。第一类是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这些大民族都在压迫殖民地的和本国的其他民族；这些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捍卫殖民地和国内被压迫民族的自由分离权，同本国的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第二类是欧洲东部的奥地利以及巴尔干国家，特别是俄国；在这里，20世纪使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特别发展起来；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坚持民族自决权，无论在完成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方面或帮助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任务都是不能完成的。第三类是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所有殖民地；社会党人应当要求无条件地解放殖民地，最坚决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帮助这些国家的革命人民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

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进行并未能消除俄国的革命危机，相反，沙皇政府在战争中的失败更加剧了俄国的革命危机。列宁在《俄国的战败和革命危机》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把俄国的革命危机，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础上发生的革命危机，同西欧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机联系起来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单是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而且是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本文中，接着在《几个要点（编辑部的话）》等文献中，列宁都说明俄国当时所面临的革命仍是1905—1907年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是在世界大战席卷了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更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业已形成、俄国产生了新的政治分野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列宁说，俄国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口号仍然是：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几个要点》中，列宁明确提出：俄国当时革命的社会内容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论革命的两条路线》一文在阐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问题时，涉及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还在继续宣扬这一错误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列宁认为托洛茨基的这一独创性理论从布尔什维克方面借用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借用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在托洛茨基看来，农民已经分化，他们能起的革命作用愈来愈小了。他说什么“帝国主义不是使资产阶级民族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从而认为俄国当时面临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否定农民的作用，也就是不愿意发动农民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当时和将来都要为夺取政权、建立共和国、没收土地而斗争，也就是说，为争取农民、尽量发挥农民的革命力量、吸引农民参加使资产阶级俄国摆脱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即沙皇制度的解放运动而斗争；无产阶级利用这种解放运动，不是为了帮助富裕农民去反对农业工人，而是为了与欧洲各国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本卷中的一些文献反映了列宁为召开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第二次会议即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所作的努力。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执行机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于1916年2月5—8日（公历）在伯尔尼（瑞士）举行扩大委员会会议，决定于同年4月24日（公历）举行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列宁为扩大委员会会议所拟关于召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他所写《关于1916年4月24日代表会议（代表团的提议）》和《对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告所属各政党和团体书〉的修正和补充》以及扩大委员会会议期间他所作《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上的演说》收进了本卷。会议之后，列宁又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全面阐述了他关于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方针。这一提案的两种稿本分别收在本卷的正文和《附录》里。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于1916年4月24—30日（公历）在昆塔尔举行，本卷收有列宁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一组文献。

列宁专为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写了序言，他赞赏布哈林的研究工作。他认为，布哈林的这部著作所探讨的问题即帝国主义问题，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说，如果不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彻底弄清帝国主义的实质，那就谈不上具体地历史地评价当时的战争。列宁指出，布哈林的这本著作的科学意义在于它考察了世界经济中有关帝国主义的基本事实，把帝国主义看成一个整体、看成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阶段。列宁在谈到一般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问题时，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考茨基的所谓“超帝国主义”，指各国的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考茨基认为这种联合似乎能够消除战争、政治动荡等等。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巨头在全世界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用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代替各个国家的彼此分离的金融资本之间的竞争和斗争，这样的日子已经不很远了。列宁认为宣扬“超帝国主义论”不过是企图回避欧洲已经到来的帝国主义时代、缓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列宁指出：毫无疑问，当时正朝着一个包罗一切企业和一切国家的、唯一的世界托拉斯的方向发展；但这种发展是在经济的以及政治、民族等等的矛盾、冲突和动荡之下进行的，在还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即各个不同国家的金融资本实行的“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合时，帝国主义就必然会崩溃。列宁在大战中曾多次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在本卷中，除了本文，上述两篇《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还有我们即将提到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都进行了这一批判。

列宁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俗称《帝国主义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直接继续和进一步发展，它总结《资本论》问世后半个世纪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建立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新的阶段。这一著作于1916年上半年写成，1917年年中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通俗的论述）》为书名出版。列宁为本书出版所写的序言（1917年4月26日）以及他后来为本书法文版和德文版所写的序言（1920年7月6日）一并收进了本卷。为写作本书，列宁分析了有关帝国主义的各种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大量材料，利用了许多国家的、用多种文字出版的数百种书籍、文章、小册子、统计汇编中的资料。他尤其看重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1902年出版）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鲁·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1910年出版），批判地吸收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本书的准备材料编入了本版的一个专卷（第54卷）《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

本书的第一、二、三章《生产集中和垄断》、《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主要论述金融资本的形成及其在国内的垄断。列宁从资本主义的生产集中谈起。自由竞争必然引起生产集中，而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是最新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在垄断组织形成过程中，银行起了很大作用。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几家大银行，银行就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势力极大的垄断者，他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产地。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形成而造成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发展为金融资本。在此基础上确立起来的金融寡头主要通过参与制来实现自己对经济的统治。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垄断组织和国家政权相结合，又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金融资本时代，私人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组织是交织在一起的。

本书的四、五、六章《资本输出》、《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大国瓜分世界》主要论述金融资本的向外扩张及其在国际上的垄断。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典型现象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典型现象则是资本输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在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各国垄断资本争夺世界市场、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愈来愈激烈，这就自然地使它们之间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在垄断同盟之间为了从经济上瓜分世界而形成一定关系的同时，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之间为了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也形成一定的关系。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殖民政策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但过去的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是有重大差别的。列宁说，瓜分世界，就是由无阻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占据的地区推行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

本书的后面四章即第七、八、九、十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对帝国主义的批评》、《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主要是从整体上说明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列宁总结前六章的内容来给帝国主义下定义。他说：“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见本卷第401页）他概括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之后指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宁说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表现出特有的寄生性和腐朽。这方面的一个现象是：垄断使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它在经济上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另一个现象是：由于货币资本大量聚集于少数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层大大地增长起来；而资本输出更加使这个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列宁认为此一情况不能不影响到这种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这种国家的工人运动，使极少数最富的国家在经济上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机会主义。列宁指出，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以及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批评，都始终贯穿着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的、掩饰和缓和最根本矛盾的精神，一种尽力把欧洲工人运动中同机会主义的正在破裂的统一保持下去的意图。列宁说明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是由它作为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经济实质所决定的。垄断资本主义造成了生产的高度社会化。生产社会化了，但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很明显，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生产社会化的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因此，列宁称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后来为本书写的两篇序言对本书的正文作了重要的概括和补充。在《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列宁以当初写作正文时不可能使用的明确语言宣布：“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见本卷第330页）。列宁的这个重要论断可说是本书的总结论。这样的论断多次见于本卷的其他文章。

列宁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还继续研究土地和农业问题，本卷收进了他的一篇篇幅较大的著作《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列宁写这一著作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不可逆转这一普遍规律，而美国农业的发展对于说明这一普遍规律具有特别意义。有人说什么“美国大多数农场都是劳动农场”、“没有一个地区的大资本主义农业不在解体并被劳动农业所排挤”，以此来捍卫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这里提到的“劳动农场”或“劳动农业”，即以使用家庭劳动为特征的小的农业经济单位，它有别于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场或农业。列宁根据对美国统计资料所作的科学分析，指出了上述说法的错误。美国是当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一，但资本主义在它的工业和农业中的发展却不平衡。美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工业发达的北部和原先蓄奴的南部以及尚在垦殖开发中的西部也很不相同。但资本主义却使美国不同地区的不同土地占有制和使用制形式都服从于自己。列宁分析了美国商业性农业发展的趋势。他特别提到，南部奴隶主大地产正在转变为小规模的商业性农业，而不是转变为所谓“劳动”农业即非资本主义的小农业。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直接标志是雇佣劳动，美国当时农业中雇佣劳动的增长超过了农业人口和全国人口的增长。列宁着重谈到了美国农业发展中的集约化过程。农业的集约化导致经营规模的扩大，引起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增长。列宁认为仅仅根据土地面积来划分农业中的大生产和小生产是片面的。按土地面积被视为小生产的农业，按其对土地的投资来说却是大生产的农业，这是所有正在以集约化农业代替粗放农业的国家的典型现象，也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根本特点。列宁认为，不能笼统地把大地产称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把资本主义大农业同大地产混为一谈。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农业中也是大生产排挤小生产；这种排挤不仅指剥夺，也指经过较长时间的小农的破产、经济状况的恶化。列宁说明，小农为了生存必须进行个体劳动、体力劳动这个标志是资本主义以前一切经济结构都具有的，把小农和雇佣工人这两个不同的阶级混在一起，谈论什么小“劳动”农业，就是掩盖和抹杀美国社会经济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列宁进一步指出，美国当时农业资本主义所处的阶段接近于工场手工业，而不是机器大工业；在农业中，手工劳动还占着优势，机器的使用很不广泛，但这不说明美国的农业在当时的发展阶段上不能社会化。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15篇。一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文献和另一组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代表会议）文献都是新编入本卷的。《附录》内所载全为新文献。





《列宁全集》第27卷


反战传单

（1915年8月）

工人同志们：

欧洲大战已经打了一年多了。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战争还要延续很久，因为，虽然德国对战争作了最充分的准备，现在也还比其他各国强，但是四协约国（俄、英、法、意）[1]却拥有更多的人力和财力，而且还自由地从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美国那里获得军用物资。

这场给人类带来空前的灾难和痛苦的战争是为什么而进行的呢？每个交战国的政府和资产阶级都拿出成百万卢布来出版书籍和报纸，以便把罪责推给对方，激起人民对敌国的切齿痛恨，他们极尽撒谎之能事，把自己描绘成遭到非正义进攻的“防御的”一方。其实，这场战争是两个强盗大国集团为了瓜分殖民地，为了奴役其他民族，为了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便宜和特权而进行的。这是一场最反动的战争，是现代奴隶主为了保存和巩固资本主义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英国和法国撒谎说，它们是为了比利时的自由而战。实际上，这两个国家老早就在准备战争，它们现在进行战争是为了掠夺德国，夺取德国的殖民地，它们还同意大利和俄国签订了掠夺和瓜分土耳其和奥地利的条约。俄国沙皇君主政府进行掠夺战争，目的在于占领加里西亚，夺取土耳其的领土，奴役波斯、蒙古等等。德国进行战争则是为了抢夺英国、比利时和法国的殖民地。将来德国胜利也好，俄国胜利也好，或者“不分胜负”也好，不管怎样，战争带给人类的只会是使各殖民地、波斯、土耳其、中国的亿万人民遭受新的压迫，使各民族遭受新的奴役，使各国工人阶级带上新的镣铐。

工人阶级在这场战争中的任务是什么呢？1912年世界各国社会党人一致通过的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决议[2]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通过这项决议，正是因为预见到1914年爆发的这样的战争。决议指出：战争是反动的，准备这场战争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工人认为“互相残杀是犯罪行为”；战争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和俄国1905年10—12月革命为工人提供了策略的范例。

俄国一切觉悟的工人都站在国家杜马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一边，它的成员（彼得罗夫斯基、巴达耶夫、穆拉诺夫、萨莫伊洛夫和沙果夫）因为进行反战争反政府的革命宣传而被沙皇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3]。只有进行这种能激起群众愤慨的革命宣传和革命活动，才能拯救人类，使他们摆脱当前这场战争和未来战争的浩劫。只有通过革命推翻各国资产阶级政府，首先是推翻最反动、最野蛮、最残暴的沙皇政府，才能开辟通向社会主义和国际和平的道路。

那些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资产阶级奴仆硬要人民相信：通过革命推翻沙皇君主政府，只能使反动的德国君主政府和德国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增强力量，这是在撒谎。虽然德国社会党人的首领也象俄国许多最有名的社会党人一样，已经转到“自己的”资产阶级方面，帮助他们用“防御性”战争的鬼话来欺骗人民，但是在德国工人群众中间，对政府的抗议和愤慨却愈来愈强烈。没有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德国社会党人在报刊上宣布，他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策略是“英勇的”策略。在德国，反战争反政府的宣言在秘密地印发。成十上百名优秀的德国社会党人，包括女工运动的著名代表克拉拉·蔡特金在内，因为从事革命宣传而被德国政府关进监牢。在所有一切交战国中，工人群众的愤慨与日俱增，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活动的范例，尤其是俄国革命的每一个成就，必然会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把无产阶级战胜血腥的资产阶级剥削者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战争使资本家大发横财，大量黄金从列强的国库流进他们的腰包。战争使人们产生对敌国的盲目仇恨，而资产阶级更竭力把人民的不满引向这一方面，使他们忽略主要的敌人，即自己国家的政府和统治阶级。但是，使劳动群众饱受苦难和灾祸的战争，也教育和锻炼着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看到和感到：要死，就要为自己的事业、为工人的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而死，决不能为资本家、地主和君主的利益卖命。不管目前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工作有多么困难，但是它是能够进行的，它正在世界各地向前进展。只有进行革命工作才是唯一的出路！

打倒把俄国拖进罪恶战争的、压迫各族人民的沙皇君主政府！全世界工人的兄弟团结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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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协约国是在三协约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协约国（三国协约）是指与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的英、法、俄三国联盟。这一帝国主义联盟的建立始于1891—1893年缔结法俄同盟，继于1904年签订英法协定，而由1907年签订英俄协定最后完成。意大利于1915年退出三国同盟加入协约国，使三协约国成为四协约国。——1。



[2]指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决议。



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于1912年11月24—25日举行。这是第二国际在巴尔干战争爆发、世界大战危险日益迫近的形势下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555名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有6名。



代表大会只讨论了一个问题，即反对军国主义与战争威胁问题。在代表大会召开的当天，来自巴登、阿尔萨斯和瑞士各地的工人及与会代表在巴塞尔明斯特教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战集会。11月25日，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决议，即著名的巴塞尔宣言。宣言揭露了正在酝酿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侵略目的，号召全世界工人积极展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并建议社会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2。



[3]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格·伊·彼得罗夫斯基、阿·叶·巴达耶夫、马·康·穆拉诺夫、费·尼·萨莫伊洛夫和尼·罗·沙果夫就积极进行反对战争的宣传，揭露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他们执行党的路线，在杜马表决军事拨款时拒绝投票。1914年11月5日（18日）夜，5名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被逮捕，其直接原因是他们参加了在彼得格勒附近的奥泽尔基村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代表会议。警察从他们那里搜出了列宁关于战争的提纲（《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和载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1915年2月10日（23日），彼得格勒高等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及其他参加代表会议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被指控参加以推翻现存国家制度为宗旨的组织，因而犯了叛国罪。5名党团成员全被判处终身流放图鲁汉斯克边疆区（东西伯利亚）。关于这一审判，参看列宁在1915年3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上发表的《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审判证明了什么？》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70—178页）。——2。







《列宁全集》第27卷


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文献
[4]



（1915年8月）


1

讲话提纲

（8月23—26日〔9月5—8日〕）

（1）帝国主义与掠夺

（2）转移革命无产阶级的注意力，削弱他们的运动……

（3）揭露资产阶级的诡辩，——一个集团

　　　　　　　　　　　　　——另一个集团

（4）社会党人的职责……

（5）引文　　　　　　　　　　　　　　　倒数

　　　　　　　　　　　　　　　　　5．第5页顺数——

　　　　　　　　　　　　　　　　　7．第5页顺数［1］

（6）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能以反对沙皇政府为借口

（7）我国的报刊因德国领袖们的行为而指责我们

（8）引文，第8页末尾，从Même一词起　　　　　　　　［1／2页］

（9）俄国社会民主党用投票和秘密传单＝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10）掩饰第二国际的破产是有害的，“中派”特别有害

（11）这种破产是机会主义的破产　　　　　　　　　　　　第11页［1］

（12）包括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俄国的沙文主义

（13）沙皇政府战败——为害较小

（14）秘密组织和鼓动

　　　　引文（第15页末尾和第16页）　　［1］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431—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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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宣言和关于战争与社会民主党任务的决议草案时的两次发言

（8月25日〔9月7日〕）


（1）

事情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我们和累德堡两种意见的斗争，这是不可避免的。[5]但是我必须对累德堡在这里攻击拉狄克时所用的手法提出抗议。不许武断地说，在我们的宣言上签了名的只是那些处境安全的人。在宣言上签名的还有拉脱维亚代表和博尔夏特。有人说，如果你自己不能直接参加革命行动，你就不应当号召群众采取革命行动，这种说法也是陈词滥调。再者，我还反对那种认为不能提斗争手段的主张。这在各个革命时期都有过，必须让群众知道斗争手段，使这些手段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讨论。我们在俄国一直是这样做的；早在革命前的年代里，阐明斗争手段就是普列汉诺夫和我争论的题目。当1847年客观历史形势使德国面临革命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经从伦敦发出宣言，号召使用暴力。[6]德国的运动面临抉择。如果说我们今天真是处在革命时代的前夜，群众将转向革命斗争，那我们同样也应当提出这场斗争所必需的手段来。按照大卫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这当然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正处在革命时代的前夜。但我们是相信这一点的，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不说明革命策略，就无法进行革命。第二国际总是回避作出说明，这正是它最糟糕的本性，被荷兰论坛派[7]马克思主义者十分公正地称之为德国中派的“消极革命性”的正是这一点。

现在谈迫害问题。如果你们想真正有所行动，那么你们在德国本来就应当不只是进行合法活动。你们应当把合法活动同秘密活动结合起来。旧方法已经不再适合新形势了。你们自己说：我们正在迎接阶级大搏斗的时代。那么你们也要有相应的手段。并不是非发表署名的宣言不可，不署名发表也可以。无论如何，你们不应当象克拉拉·蔡特金那样搞半合法活动。那样做牺牲太大。

现在的问题是：要么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要么只是空谈，而空谈只会对李卜克内西这封信[8]中所痛斥的逃兵们有帮助。拥护和平，这还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大卫也写道：我们不是拥护战争，而只是防止失败。每个人都要和平。我们应当根据新的形势，采取新的、特殊的斗争手段，它们应当根本不同于德国的，也不同于俄国的那些旧的手段。


（2）

塞拉蒂说，决议提得或者说是太早了，或者说是太迟了。[9]这个说法我不同意。这次战争以后，还会发生其他战争，主要是殖民战争。如果无产阶级不在前进道路上清除掉社会帝国主义，那么无产阶级的团结将会彻底遭到破坏，因此我们应当制定一个统一的策略。如果我们只通过宣言，那么王德威尔得、《人道报》[10]等还会去欺骗群众；他们会说他们也反对战争，拥护和平。至今不清楚的问题将仍然模糊不清。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74—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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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声明的补充[11]

（8月26日〔9月8日〕）

№：1．既未涉及机会主义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也未揭露社会民主党中派的特别有害的作用。

№：2．我们之所以投赞成票，也是由于两位法国同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他们指出了法国工人受到非常严重的压制，受到革命空谈的极度腐蚀，指出了必须缓慢而谨慎地过渡到采取果断的策略。但就整个欧洲来说，工人运动的敌人就是机会主义。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433页

















[4]这是有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一组文献。



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举行。这次会议是根据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倡议召开的。出席代表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挪威、荷兰和瑞士等11个欧洲国家的38名代表。第二国际的两个最大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会议：来自德国的10名代表代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三个不同色彩的反对派，来自法国的代表是工会运动中的一些反对派分子。巴尔干社会党人联盟、瑞典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和挪威青年联盟、荷兰左派社会党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派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中，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尔·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维·米·切尔诺夫和马·安·纳坦松代表社会革命党。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代表持中派立场。



代表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各国代表的报告；德国和法国代表的共同宣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关于通过原则决议的建议；通过宣言；选举国际社会党委员会；通过对战争牺牲者和受迫害者表示同情的决议。



列宁积极参加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并在会前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曾于1915年7月起草了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决议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94—296页），并寄给各国左派征求意见。他还曾写信给季·布拉戈耶夫、戴·怀恩科普等人，阐述左派共同宣言的基本原则，即：谴责社会沙文主义和中派主义，断然拒绝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和“国内和平”的口号，宣传革命行动。在代表会议前夕，9月2日和4日之间，俄国和波兰两国代表举行了会议，讨论了列宁起草的决议草案和卡·拉狄克起草的决议草案，决定向代表会议提出按列宁意见修改过的拉狄克草案。9月4日，参加代表会议的左派代表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世界大战的性质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报告（报告的提纲见本卷《附录》，第441—442页）。会议通过了准备提交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



在代表会议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以格·累德堡为首的考茨基主义多数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代表会议通过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告欧洲无产者书》。代表会议多数派否决了左派提出的关于战争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但是，由于列宁的坚持，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还是写进了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会议还通过了德法两国代表团的共同宣言，通过了对战争牺牲者和因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的战士表示同情的决议，选举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领导机关——国际社会党委员会。



列宁在《第一步》和《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两篇文章中，对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布尔什维克在会上的策略作了评价（见本卷第42—47、48—52页）。——4。



[5]在代表会议讨论卡·拉狄克以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名义提出的宣言草案和关于战争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时，以列宁为首的革命国际主义者与以格·累德堡为首的考茨基主义多数派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累德堡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罗·格里姆发言反对这两个文件，声称左派的宣言和决议草案提出革命行动的具体要求，这便在敌人面前暴露了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措施。他们还认为，在交战国，签署和宣传这些文件的人将会受到迫害。——6。



[6]指《共产党宣言》。宣言的末尾提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6。



[7]论坛派是1907—1918年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称谓，因办有《论坛报》而得名。领导人为戴·怀恩科普、赫·哥尔特、安·潘涅库克、罕·罗兰－霍尔斯特等。1907—1909年，论坛派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反对该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1909年2月，《论坛报》编辑怀恩科普等人被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开除。同年3月，论坛派成立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论坛派基本上持国际主义立场，但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持错误观点，个别领导人在同机会主义与和平主义斗争中不够彻底，受到过列宁的批评。1918年11月，论坛派创建了荷兰共产党。——7。



[8]指卡·李卜克内西1915年9月2日给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信。李卜克内西本人没有参加这次代表会议，因为他在1915年初被征召入伍当兵。他在这封信中写道：“要国内战争，不要国内和平。无产阶级要加强国际团结，反对假民族的假爱国主义的阶级调和，即展开争取和平、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阶级斗争……只有同心协力，只有各国互相支持，只有在这种互相支持中增强自己的力量，才能求得必要的手段，才能获得实际的效果……新的国际必将出现，它只能在旧的废墟上，在新的、更加坚实的基础上诞生。各国的社会党人朋友们，你们今天应该为明天的大厦奠立基石。要对假社会主义者进行无情的审判，要把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的一切动摇分子和不坚定分子推向前进。”李卜克内西的信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7。



[9]意大利社会党代表扎·塞拉蒂在发言中说，左派关于战争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得或者说是太早了，或者说是太迟了，因为战争已经开始，要阻挡它爆发已不可能。参看本卷第50—51页。——7。



[10]《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起初是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后，反对法国政府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7。



[11]在代表会议就宣言进行表决以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发表了一个特别声明，说明自己投赞成票的理由。



列宁的这两条补充意见是为这一声明写的，但没有写进在代表会议上宣读的声明稿。关于这个声明，见注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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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

（1915年8月）

在亲法沙文主义势力同法国国内几乎一样猖獗的瑞士法语区，一位诚实的社会党人发出了自己的呼声。在我们这个可耻的时代，这真是一件大事。我们尤其应当仔细倾听这个呼声，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具有典型法兰西人的——说得确切一些，是罗马语民族的，因为意大利人也是这样——气质和思想倾向的社会党人。

我们说的是洛桑一家不大的社会主义报纸的编辑保尔·果雷的小册子。1915年3月11日，作者在洛桑作了一次题为《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和必将复兴的社会主义》的讲演，随后他把讲演稿印成了单行本 
［注：保尔·果雷《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和必将复兴的社会主义》1915年洛桑版，共22页，定价15生丁。洛桑，民众文化馆，《格留特利盟员报》[12]经营部经销。］

 。

作者是这样开头的：“1914年8月1日，战争爆发了。在这个从此举世闻名的日子的前后几周内，千百万人期待着。”千百万人期待着社会党的领袖们发表决议和声明来指引他们“举行声势浩大的起义，象旋风那样扫荡罪恶的政府”。但是千百万人的期待落空了。果雷说，我们曾经试图以“战争迅雷不及掩耳”或消息不灵通作为理由“同志般地”替社会党人辩解，可是这些理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觉得很不自在，我们的良心好象浸在暧昧和虚伪的污水里。”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果雷是一个真诚的人。这种品格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说是不可多得的。

果雷追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他充分认识到“对每一种局势必须采取相宜的行动”，他提醒大家：“对特殊的局势必须采取特殊的措施。重病要用重药。”他提到“一些代表大会的决议直接诉诸群众，并激励他们采取革命和起义的行动”。接着，他引用了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决议中的一些有关的地方[13]。作者强调指出，“这两个不同的决议都丝毫没有谈到什么防御性战争和进攻性战争，因而也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民族主义的策略来取代公认的基本原则”。

读到这里，读者就会确信，果雷不仅是一位真诚的社会党人，而且还是一位有信念的诚实的社会党人。这种品格在第二国际的著名活动家身上简直是绝无仅有的！


　　“……军官们向无产阶级致贺，资产阶级报纸则用热情的语句赞美他们所谓的‘民族灵魂’的复活。而这个复活的代价是使我们300万人丧生。但是，从未有过一个工人组织拥有这么多交纳会费的会员，从未有过这么多的议员，办得这么出色的报刊。同时也从未有过比这更卑鄙的、应当起而攻之的事情。

在关系到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切革命行动不仅是可以容许的，而且是正当的；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神圣的。为了把我们这一代从血染欧洲的浩劫中拯救出来，无产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求我们去尝试难以实现的事情。

既没有采取任何有力的行动，也没有表示愤慨，更没有采取导致起义的行动……

……我们的敌人大叫社会主义运动已经破产。他们太性急了。可是，谁敢断言他们完全不对呢？现在正在死亡的不是整个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这是甜蜜的、没有理想精神、没有激情、摆官僚架子、耍家长威风的社会主义，是缺乏勇敢精神、不敢大胆行动、热中于统计、同资本主义亲密无间的社会主义，是只知道改良、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14]的社会主义，是替资产阶级消弭人民的愤慨情绪、扼制无产阶级的勇敢行动的社会主义。

人们指责我们软弱无能。正是上述这种眼看要浸染整个国际的社会主义应当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种软弱无能负责”。





　　果雷在这本小册子的其他一些地方直言不讳地说，“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机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果雷在谈论这种歪曲时，在承认所有交战国的无产阶级都负有“共同的责任”时，在强调“这种责任落在群众曾经寄予信任并期待他们提出口号的领袖们的头上”时，极其正确地以“组织最完善、形态最完备、理论条条最多的”德国的社会党作为例子，揭示“它人数上的强大和革命性方面的软弱”。


　　“为革命精神所鼓舞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本来是能够十分明确、十分顽强地抵制军国主义行动，引导中欧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沿着这条唯一的生路前进的。……德国社会党在国际中有巨大的影响。它能够比所有其他国家的党更有作为。人们期待它作出最大的努力。但是，如果个人的力量因过严的纪律而发挥不了作用，或者如果‘领袖人物’利用自己的影响只是为了能作最小的努力”（后半句话很正确，而前半句话却很错误，因为纪律是很好的和必要的东西，例如开除机会主义者和反对采取革命行动的分子出党的党纪），“那么人数多也毫无用处”。“在负责的领袖们的影响下，德国无产阶级顺从了军事权奸的意旨……国际的其他支部也被吓倒并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在法国，有两个社会党人竟认为必须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在代表大会上曾经郑重宣告，社会党人认为互相残杀是犯罪行为，但是事隔数月，千百万工人加入了军队，并且开始那么坚定、那么热心地从事这种犯罪活动，以至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致谢。”





　　但是，果雷并不局限于痛斥“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不，他表明他完全懂得是什么东西造成这种死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将取代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每个国家的工人群众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资产阶级中间流行的思想的影响。”“当伯恩施坦在修正主义的名义下表述他的民主的改良主义时”，考茨基“用恰当的事实击溃了”他。“但是，在保住了应有的体面之后，党照旧执行它的‘现实的政策’。于是社会民主党就成了现在这副样子。它组织完善，体魄强壮，但是失去了灵魂。”不仅德国社会民主党如此，国际的所有支部都暴露出同样的倾向。“官吏的日益增多”造成了一定的后果；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是否照章交纳党费上；罢工被看成是“旨在”同资本家“达成条件较好的协议的一种示威”。人们习惯于把工人的利益同资本家的利益连在一起，“把工人的命运从属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命运”，“盼望‘自己’‘国家的’工业加紧发展而不惜损害外国的工业”。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罗·施米特（Schmiedt）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通过工会来调节劳动条件，对于资本家也是有利的，因为这“将给经济生活带来秩序和稳定”，“使资本家便于经营和抵制不正当的竞争”。


　　果雷在引用这些话时慨叹道：“这就是说，工会运动应当以能使资本家的利润更加可靠为荣！社会主义的目的大概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争取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存在并行不悖的最大利益吧？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抛弃了一切原则。无产阶级所追求的不是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不是获得从事雇佣劳动的起码条件，而是消灭私有制，铲除雇佣劳动制。……大组织的书记成了重要人物。在政治运动中，议员、著作家、科学家和律师们，总之一切有学问同时又有个人虚荣心的人，他们所能造成的影响，有时简直是危险的。

工会拥有强大的组织和雄厚的财力，这使它们的会员滋长起行会习气。实质上具有改良主义性质的工会运动，其消极面之一，就是它改善雇佣工人中某些阶层的境况，使一个阶层高于另一个。这就破坏了基本团结，使那些生活优裕的分子胆小怕事，有时唯恐‘运动’会危及他们的境况、他们的收入、他们的资产。这样，工会运动本身就人为地把无产阶级分割成不同的等级。”





　　作者想必预见到某些“批评家”会吹毛求疵，因此他说，这当然不能成为反对强有力的组织的理由，这只不过证明，一个组织必须有“灵魂”，有“热情”。
　　“明天的社会主义应具有哪些根本特点呢？明天的社会主义将是国际的、不调和的和敢于造反的。”



　　果雷正确指出，“不调和就是力量”，他提请读者回顾一下“各种学说的历史”。“学说在什么时候有影响呢？是它们顺从政府当局的时候呢，还是它们同当局不调和的时候呢？基督教在什么时候丧失了它的价值呢？难道不是在君士坦丁保证它的收入，不但不再迫害和处死它的教徒，反而让它穿上镶金绣银的宫廷侍仆制服的时候吗？……一个法国哲学家说过下面这样的话：那种披着华美的外衣而没有棱角、没有大胆精神的思想，是僵死的思想。其所以是僵死的，是因为这种思想到处流传，成了众多的庸人们平常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那种推动和引起争吵、激起一些人的不满和愤怒、激发另一些人的热情的思想，是有活力的思想。”作者认为有必要向当代的社会党人提醒这一真理，因为有些社会党人常常缺乏任何“强烈的信念，他们对什么都不相信，既不相信姗姗来迟的改良，也不相信迟迟不来的革命”。

不调和精神和起义的决心，“决不会导致空想，相反，它会导致行动。社会党人不会轻视任何一种活动方式。他能够根据现实的需要和条件，找到新的活动方式……他要求立刻实行改良，但他不是依靠同对手争吵来取得改良，而是夺得改良，即迫使被热情勇敢的群众吓倒的资产阶级让步”。

在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及其一伙极端无耻地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玷污了社会主义之后，看到果雷这本小册子，真是令人精神为之一爽。他的小册子只有两个缺点需要提一提。

第一，果雷同罗马语国家[15]大多数社会党人（也包括目前的盖得派[16]）一样，对“学说”，就是说，对社会主义理论不够重视。他对马克思主义抱有一定的偏见。由于目前考茨基、《新时代》杂志[17]和很多德国人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最恶劣的丑化，这种偏见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谁象果雷那样认识到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必须死亡，革命的、“敢于造反的”（即懂得起义的必要性、宣传起义、能够认真准备并策划起义的）社会主义必须复兴，谁实际上就比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条文”背得滚瓜烂熟的先生们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千百倍，因为现在这些先生（例如在《新时代》杂志上）采取各种方式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甚至主张目前应当同沙文主义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言归于好”而“不咎既往”。

但是，尽管果雷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偏见可以理解，“合乎人之常情”，尽管有许多过错不能归咎于他而应当归咎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个正在死亡的和已经死亡的派别（盖得派），他仍然是有过错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的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理论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作马克思主义。谁如果不尽力参加研究和运用这种理论，谁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同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及其一伙歪曲这种理论的行为进行无情的斗争，谁就不能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做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由于轻视理论，果雷的许多抨击是不正确的，或者说是欠考虑的。比如他反对集中制，甚至根本反对纪律；他还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说它缺少“理想主义”，等等。因此，他在关于口号的问题上远未把问题讲透。比如，他要求社会主义成为“敢于造反的”社会主义，这个要求充满极深刻的内容，是唯一正确的思想，撇开它来谈国际主义和革命精神，谈马克思主义，简直是愚蠢的，而且往往是虚伪的。这个思想，即国内战争的思想本当加以发挥，使之成为策略的中心，可是果雷却只限于说出它而已。“在目前”这已经是很不错了，不过，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来看是不够的。例如，果雷对以革命来“回答”战争这一问题的提法是比较狭隘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没有考虑到，即使人们未能以革命来回答战争，但战争本身已经造成了革命形势，而且加深和扩大了这种形势，从而教育了而且正继续教育群众采取革命行动。

果雷的第二个缺点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在他的小册子的以下论述上：


　　“我们不斥责任何人。为了复兴国际，必须以兄弟精神鼓励各国支部；但是必须指出，当国际面临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1914年的7月和8月加给它的重大任务时，改良主义的、集中制的〈？〉和等级制的社会主义呈现出一派惨象。”



　　“我们不斥责任何人”……果雷同志，您这样说就错了！您自己也承认，“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思想相联系（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在培养和扶植它），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定的思想流派（“改良主义”）相联系，同某些阶层（议员、官吏、知识分子、某些生活优裕的工人阶层或工人集团）的利益和特殊地位相联系，等等。从这里必然得出一个您所没有得出的结论来。人在肉体上是要自然“死亡”的，但是思想政治流派不会这样死亡。正象资产阶级在未被推翻以前不会死亡一样，受资产阶级培养和扶植的、代表着同资产阶级结盟的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贵族的利益的那个流派，在没有被“杀死”即被推翻以前，在它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影响没有被清除以前，也是不会死亡的。这个流派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同资产阶级相联系，它在1871—1914年“和平”时代的客观条件下变成了工人运动中一个发号施令的寄生的阶层。因此不仅必须“斥责”，而且还要大声疾呼，无情地揭露、打倒、“撤换”这个寄生阶层，粉碎它同工人运动的“统一”，因为这种“统一”事实上意味着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分裂，意味着奴仆的统一和革命者的分裂。

果雷说得很对，“不调和就是力量”，他要求“必将复兴的社会主义”是不调和的社会主义。但是，无产阶级是直接同资产阶级调和，还是通过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拥护者、维护者和代理人即机会主义者间接同资产阶级调和，这对资产阶级来说不是一样吗？后一种方式对资产阶级甚至更有利，因为它保证资产阶级能够对工人发生更经久稳固的影响！

果雷说，现在有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和必将复兴的社会主义，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种死亡和这种复兴就是要同机会主义流派进行无情的斗争，不仅要进行思想斗争，而且还要把这个丑陋的瘤子从工人政党的身上割掉，把某些代表这种同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策略的人物从组织中清除出去，同他们彻底决裂。他们不论在肉体上或在政治上都不会死亡，但是工人们一定会同他们决裂，把他们抛到资产阶级奴才的阴沟里去，并用他们腐化的例子来教育新的一代，说得确切一些，就是教育那些能够发动起义的新的无产阶级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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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格留特利盟员报》（《Le Grutléen》）是瑞士社会主义报纸，1909—1917年在洛桑出版。它的编辑是保·果雷。——10。



[13]指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和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8月18—24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886名社会党和工会的代表。代表大会审议了下列问题：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殖民地问题；工人的侨居；妇女选举权。列宁参加了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委员会的工作。通过同奥·倍倍尔的直接谈判，列宁同罗·卢森堡和尔·马尔托夫对倍倍尔的决议草案作了如下具有历史意义的修改，提出：“如果战争……爆发了的话，他们（指各国工人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编者注）的责任是……竭尽全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唤醒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和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一决议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后被代表大会一致通过。



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见注2。——11。



[14]出典于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故事说，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这个典故常被用来比喻因小失大。——12。



[15]指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西南欧国家。——15。



[16]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订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与饶勒斯派的法国社会党合并为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盖得派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犯有片面性和教条主义错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盖得和相当大一部分盖得派分子转到了社会沙文主义方面，盖得、马·桑巴参加了法国政府。1920年，以马·加香为首的一部分左翼盖得派分子在建立法国共产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5。



[17]《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在第一世界大战期间，它持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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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短评）

（1915年8月）

看一下欧洲各个不同国家的情况，以便学会把总的情景中的民族变异和民族特点同根本的和本质的东西区别开来，这对于说明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向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问题，是不无好处的。人们常说，旁观者清。所以，意大利和俄国相同的地方愈少，在某些方面把两国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加以比较也就愈有意思。

本文只打算谈谈战争爆发以后出版的资产阶级教授罗伯托·米歇尔斯的《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党人Ｔ．巴尔博尼的《国际主义还是阶级民族主义？（意大利无产阶级与欧洲大战）》 
［注：罗伯托·米歇尔斯《意大利的帝国主义》1914年米兰版。——Ｔ．巴尔博尼《国际主义还是阶级民族主义？（意大利无产阶级与欧洲大战）》1915年坎皮奥内·迪·因泰尔维（科莫省）版。］

 这两本书所提供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饶舌的米歇尔斯仍然象在他的其他著作中那样肤浅，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方面一掠而过，但是，他的这本书收集了有关意大利帝国主义的产生以及民族解放战争时代向反动的帝国主义掠夺战争时代转变的宝贵材料，这种转变构成目前时代的本质，并且在意大利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亲眼看到，革命民主主义的即革命资产阶级的意大利，推翻了奥地利压迫的意大利，加里波第时代的意大利，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压迫其他民族、掠夺土耳其和奥地利的意大利，变成粗野的、反动透顶的、卑鄙的资产阶级的意大利了，意大利资产阶级因为也能参加分赃而眉飞色舞，馋涎欲滴。自然，米歇尔斯同任何一个体面的教授一样，认为自己替资产阶级效劳的行为是“科学的客观态度”，把上述的分赃称之为“分配至今仍属于弱小民族的那一部分世界”（第179页）。米歇尔斯轻蔑地把那些反对任何殖民政策的社会党人的观点斥之为“乌托邦”观点，他重弹意大利就人口密度和移民运动的势头来看“应当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殖民大国”的滥调。至于意大利有40％的人是文盲，直到现在还有十分猖獗的霍乱等等，对于这种论调，米歇尔斯则用英国的例子来加以反驳。他说，当英国资产阶级在19世纪前半期成功地奠定了他们目前这种强大的殖民势力的基础时，英国不也是一个工人群众极端穷苦、备受凌辱和大量饿死，城市贫民区充满了酗酒、赤贫和肮脏景象的国家吗？

应当说，从资产阶级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是无可争议的。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可以医好的病变（象包括考茨基在内的庸人们所想的那样），而是资本主义基础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只能这样提出问题：或者是自己破产，或者是使别人破产；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只能这样提出问题：或者是居于末等地位，永远摆脱不了比利时那样的遭遇，或者是使别的国家破产并征服它们，从而使自己跻身于“大”国之列。

人们把意大利的帝国主义谑称为“穷汉帝国主义”（I＇imperia-lismo della povera gente），因为意大利很穷，意大利侨民也都穷得要命。意大利沙文主义者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同他从前的对手格·普列汉诺夫的不同之处，只是他比普列汉诺夫略早一些暴露了他的社会沙文主义，并且是通过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通过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走到社会沙文主义的。这位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在他关于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18]的一本书中写道（1912年）；


　　“……显然，我们不仅仅在同土耳其人战斗……我们也在同财阀统治下的欧洲的阴谋、威吓、金钱和军队战斗，因为这个欧洲不容许小民族有任何冒犯它的铁的霸权的言行”（第92页）。而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领袖科拉迪尼则宣称：“正象社会主义曾是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谋求解放的方法一样，民族主义将是我们意大利人从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北美人和南美人的压迫下谋求解放的方法，这些人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资产阶级。”



　　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的殖民地、资本、军队比“我们的”多，就会从“我们”这里夺去一定的特权、一定数量的利润即超额利润。在资本家中间，谁的机器优于中等水平或拥有一定的垄断权，谁就会得到超额利润；在国家中也是如此，哪一国的经济状况优于别的国家，哪一国就能得到超额利润。资产阶级要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国家的资本的特权和优越地位而斗争，欺骗（在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的帮助下）人民即老百姓，把争夺抢掠别国的“权利”的帝国主义斗争说成是民族解放战争。意大利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之前没有掠夺过（至少是没有大规模掠夺过）其他民族。这岂不是使民族自豪感受到不可忍受的屈辱吗？意大利人抑郁不欢，感到比其他民族低一头。在上一世纪70年代，意大利每年约有10万人移居国外，现在，每年增加到50万至100万人，他们都是被名副其实的饥饿赶出自己祖国的乞丐，他们都是工资最低的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应者，他们都住在欧美城市的最拥挤最肮脏的贫民窟里。意大利移居国外的人数从1881年的100万增加到了1910年的550万，而且大都住在富裕的“大”国里，对于这些国家说来，意大利人是最粗野的、“只能干粗活的”、贫穷的和无权的苦力。下面是使用便宜的意大利劳动的主要国家：法国在1910年有40万意大利人（1881年是24万）；瑞士有135000人（41000人）——（括号内是1881年的人数）；奥地利有8万人（4万人）；德国有18万人（7000人）；美国有1779000人（17万人）；巴西有150万人（82000人）；阿根廷有100万人（254000人）。“光荣的”法兰西曾在125年前为自由而斗争，因此把自己目前这场为本国和英国的奴隶主的“殖民权利”而进行的战争称为“解放”战争。就是这个法兰西把几十万意大利工人圈在特划区里，这个“伟大的”民族的小资产阶级坏蛋们尽量把他们隔离起来，百般侮辱和歧视他们。人们用“通心粉”这个侮辱性绰号来称呼意大利人（请大俄罗斯的读者想一下，我国流行着多少侮辱“异族人”的绰号，他们不幸生来就没有权利享受高贵的大国特权，这些特权是普利什凯维奇们用来既压迫大俄罗斯人民又压迫俄国其他各族人民的工具）。伟大的法兰西在1896年曾经同意大利缔结一项条约，规定意大利不得在突尼斯增加意大利学校的数目！但是从那时以来，突尼斯的意大利人增加了5倍。在突尼斯，意大利人共有105000人，法国人共有35000人，但是前者中只有1167人是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83000公顷，而后者中则有2395人是土地所有者，他们在“自己的”殖民地掠夺了70万公顷土地。是啊，怎么能不同意拉布里奥拉和其他的意大利“普列汉诺夫派”呢？他们认为意大利有“权利”把的黎波里划为自己的殖民地、压迫达尔马提亚的斯拉夫人、瓜分小亚细亚等等。 
［注：指出意大利转向帝国主义和政府赞同选举改革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真令人受益匪浅。这次改革使选民人数从3219000名增加到8562000名，也就是说，“差不多”实现了普选权。同一个卓利蒂，现在实施了选举改革，而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以前却坚决反对这种改革。米歇尔斯写道，“政府〈以及温和派政党〉对改变方针的理由的说明”本质上是爱国主义的。“尽管在理论上殖民政策一向令人嫌恶，但是完全没有料到，产业工人特别是粗工却很有纪律地很顺从地同土耳其人作战。这种奴隶般顺从政府政策的行为受到了褒奖，为的是鼓励无产阶级继续走这条新的道路。内阁总理在议会中宣布，意大利工人阶级已经用自己在利比亚战场上的爱国行动向祖国证明，他们从此在政治上达到了极其成熟的程度。一个人能够为了崇高目的而献身，也就能够作为一个选民来保卫祖国的利益，因此，他就有权使国家确认他有资格充分享受一切政治权利。”（第177页）意大利的部长们说得真妙！但是说得更妙的是“激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现在重复这样的奴才腔调：“我们”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帮助了“你们”掠夺其他国家，但是“你们”却不愿给“我们”在普鲁士的普选权……］



正象普列汉诺夫支持俄国进行“解放”战争，反对德国变俄国为其殖民地一样，改良主义政党的领袖莱奥尼达·比索拉蒂声嘶力竭地反对“外国资本侵入意大利”（第97页）：反对德国资本侵入伦巴第，英国资本侵入西西里岛，法国资本侵入皮亚琴蒂诺，比利时资本侵入电车公司，等等，等等。

问题已经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并且不能不承认，欧洲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因为它确实向各国千千万万人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要么用枪杆或笔杆，直接或间接地，不管用什么方式，保护“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大国的乃至一般的民族特权，即优越地位，即野心，从而做资产阶级的追随者或奴才；要么利用各国为争夺大国特权所进行的一切斗争尤其是武装斗争，依靠团结一致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来揭露和推翻各国政府，首先是自己的政府。这里没有中间道路，换句话说，试图采取中间立场，实际上就是偷偷地转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方面去。

巴尔博尼的整个小册子实质上就是为这种行为打掩护。巴尔博尼同我国的波特列索夫先生完全一样，硬充国际主义者，说什么须要从国际的观点来判断哪一方获胜对无产阶级益处较大，或者说害处较小。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自然是不利于……奥地利和德国的。巴尔博尼完全按考茨基的精神，建议意大利社会党[19]庄严宣告世界各国——首先当然是交战国——的工人应当团结一致，宣布自己的国际主义信念，宣布以裁军、各民族独立和成立“相互保障不受侵犯和保持独立的国际联盟”（第126页）为基础的和平纲领。正是为了实现这些原则，巴尔博尼宣称，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寄生”现象，而“决不是必然”现象；德国和奥地利是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们的侵略政策“始终是欧洲和平的威胁”；德国“始终拒绝俄国〈原文如此！！〉和英国提出的关于限制军备的建议”等等，因此，意大利社会党应当赞成意大利在适当时机出面干预，支持三协约国！

德国在20世纪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其他欧洲国家，而在瓜分殖民地方面特别“受委屈”；英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则缓慢得多，它已经抢得大量殖民地，在那些地方（远离欧洲的地方）往往采取比德国人毫不逊色的残酷镇压手段，并用几十亿巨款从大陆大国雇用几百万军队去掠夺奥地利、土耳其等国。令人不解的是：什么原则使得巴尔博尼不喜欢德国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而喜欢英国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原来，巴尔博尼的国际主义实质上同考茨基的一样，口头上是维护社会主义原则，实际上却在这种伪善的幌子下维护自己的即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不能不指出，巴尔博尼是在自由的瑞士出版他这本书的（瑞士的书报检查机关仅仅删掉了第75页上的半行字，看来是一句批评奥地利的话），但他在这本长达143页的书中没有一个地方愿意引用巴塞尔宣言的基本论点并认真地加以分析。可是对现在所有亲法资产阶级推崇备至的俄国两个从前的革命者的话（第103页），即无政府主义的小市民克鲁泡特金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庸人普列汉诺夫的话，我们的巴尔博尼却深有同感，一再引用。那当然啦！普列汉诺夫那一套诡辩同巴尔博尼的诡辩实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不同的只是，意大利的政治自由更无情地撕下了巴尔博尼的诡辩的外衣，更清楚地揭穿了巴尔博尼作为资产阶级在工人阵营中的代理人的真正立场。

巴尔博尼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缺乏真正的革命精神”这一点表示遗憾（完全和普列汉诺夫一样）；他热烈地向卡尔·李卜克内西表示敬意（正象看不见自己眼里的木块[20]的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热烈地向李卜克内西表示敬意一样）；但是他断然宣称“根本谈不上国际已经破产”（第92页），德国人“没有背叛国际的精神”（第111页），因为他们是按照保卫祖国这一“诚挚的”信念行事的。巴尔博尼和考茨基一样伪善，只是更多了一分罗马语系语言的华美辞藻，他宣称，国际准备（在战胜德国之后……）“象耶稣宽恕彼得[21]那样宽恕德国人一瞬间的信仰动摇，以不咎既往来医治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造成的严重创伤，并准备为真正的兄弟般的和好而伸出手来”（第113页）。

一幅多么令人感动的情景啊！巴尔博尼和考茨基（大概还会有我们的科索夫斯基和阿克雪里罗得参加）互相宽恕了对方！！

巴尔博尼对考茨基和盖得，对普列汉诺夫和克鲁泡特金十分满意，而对自己的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却不满意。你们看，在这个党里（这个党有幸在战前就已经抛弃了改良派比索拉蒂之流）造成了一种使那些不赞成“绝对中立”（也就是坚决反对意大利介入战争的主张）这一口号的人（象巴尔博尼那样）“无法呼吸的气氛”（第7页）。可怜的巴尔博尼伤心地哭诉说，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把他这样的人叫作“知识分子”，叫作“已经失去同群众的接触、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人”，“已经离开了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正路的人”（第7页）。巴尔博尼愤慨地说，我们党“狂热有余，而教育群众不足”（第4页）。

老调子！俄国的取消派和机会主义者曾经叫嚷凶恶的布尔什维克进行“蛊惑宣传”，“嗾使”群众反对《我们的曙光》杂志[22]、组织委员会[23]、齐赫泽党团[24]的优秀的社会党人，现在我们听到的正是这种熟悉的论调的意大利翻版！但是意大利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作了多么宝贵的自供：在人们可以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纲领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纲领进行几个月的自由讨论的唯一的国家里，工人群众、觉悟的无产阶级恰恰站到后者的一边，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机会主义者则站到前者的一边。

说中立是一种狭隘的利己主义，是对国际形势的无知，是在比利时问题上的一种卑鄙态度，是“缺席回避”，而“缺席回避者总是不对的”，巴尔博尼的这些论调同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论调如出一辙。但是，由于意大利有两个公开的党——改良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25]，由于在这个国家里无法欺骗群众，无法用齐赫泽党团或组织委员会的遮羞布来掩盖波特列索夫之流、切列万宁之流、列维茨基之流以及和他们一伙的先生们的真面目，巴尔博尼就坦白地承认：


　　“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人的行动比正式的革命的社会党人的策略更有革命性，因为他们很快就懂得，政治形势的更新〈由于战胜了德国军国主义〉对于未来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会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因此，他们坚决站到三协约国一边，而正式的革命的社会党人却拿绝对中立做挡箭牌，象乌龟一样缩起头来。”（第81页）



　　读了这段宝贵的自供以后，我们只有希望那些了解意大利运动情况的同志，收集并系统地研究意大利两个党所提供的有关下述问题的极有意义的大量材料：是哪些社会阶层、哪些人在谁的帮助下用什么论据捍卫了意大利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是哪些人对意大利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卑躬屈膝。我们收集的各国有关这些问题的材料愈多，觉悟的工人对第二国际破产的真正原因和意义也就会看得愈清楚。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巴尔博尼由于面对工人政党，便极力借助诡辩冒充具有工人的革命本能。他把反对实际上旨在谋求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利益的战争的意大利国际主义社会党人说成是胆小怕事的人，是想逃避战争灾祸的利己主义者。“对战争的灾祸心怀恐惧的人也一定会被革命灾祸吓倒。”（第83页）巴尔博尼一方面恬不知耻地企图伪装成革命者，一方面又露骨地用生意人的腔调引用萨兰德拉部长的“明确无误的”话：“要不惜任何代价维护秩序”——试图用总罢工来破坏动员，就只能引起“毫无益处的大厮杀”；“我们没能制止利比亚〈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更无法去制止对奥地利的战争”。（第82页）

巴尔博尼同考茨基、库诺及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怀着蒙蔽一部分群众的卑鄙打算，硬说革命派有一个“立刻”“使战争打不下去”、使资产阶级在最适当的时机枪杀革命派的愚蠢计划，想以此回避在斯图加特和巴塞尔明确提出过的任务：利用革命危机系统地进行革命宣传并准备群众的革命行动。至于欧洲目前正处在革命的时期，巴尔博尼是看得很清楚的：


　　“……即使会使读者厌烦，有一点我认为是必须坚持的，因为不弄清这一点就不能正确估计目前的政治形势。这一点就是：我们所处的时期是一个灾变的时期，行动的时期，现在的问题不在于阐明思想，拟定纲领，确定未来的政治行动路线，而在于使用积极的有生力量，争取在几个月内，可能甚至只在几个星期内做出成绩来。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的不是高谈无产阶级运动的前途，而是面对当前局势确定无产阶级的观点。”（第87—88页）



　　又是一个冒充革命性的诡辩！从公社到现在已经过去44年了，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聚集和准备群众力量的欧洲革命阶级，在欧洲处于灾变时期的时刻，应当考虑的却是如何赶快变成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奴仆，帮助它去掠夺、压迫、毁灭和征服其他国家的人民，而不是如何大规模地开展直接革命的宣传和准备革命的行动。



	载于1915年《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14—23页

















[18]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也称意土战争，是意大利在1911—1912年进行的一场掠夺战争。通过这场战争，意大利夺取了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两省，把它们变成为自己的殖民地（两地后来合称为利比亚）。——21。



[19]意大利社会党于1892年8月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最初叫意大利劳动党，1893年改称意大利劳动社会党，1895年开始称意大利社会党。从该党成立起，党内的革命派就同机会主义派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1912年在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分子伊·博诺米、莱·比索拉蒂等被开除出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战，意大利社会党一直反对战争，提出了“反对战争，赞成中立！”的口号。1914年12月，拥护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战争的叛徒集团（贝·墨索里尼等）被开除出党。意大利社会党人曾于1914年同瑞士社会党人一起在卢加诺召开了联合代表会议，并积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但是，意大利社会党基本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底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改良派的影响下走上了社会和平主义的道路。——24。



[20]出自一句形容明于察人、暗于察己的谚语：“看得见别人眼里的草屑，看不见自己眼里的木块。”——25。



[21]彼得是耶稣的门徒之一，曾发誓效忠于耶稣，但在耶稣被捕时却不敢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在受盘问时三次说他根本不认识耶稣（见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22章）。——25。



[22]《我们的曙光》杂志（《Наша　Заря》）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成了俄国取消派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6。



[23]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是1912年在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俄国孟什维克的领导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委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站在沙皇政府方面为战争辩护。组委会先后出版过《我们的曙光》杂志、《我们的事业》杂志、《事业》杂志、《工人晨报》、《晨报》等报刊。1917年8月孟什维克党选出中央委员会以后，组委会的职能即告终止。除了在俄国国内活动的组委会外，在国外还有一个组委会国外书记处。这个书记处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伊·谢·阿斯特罗夫－波韦斯、尔·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和谢·尤·谢姆柯夫斯基组成，持和中派相近的立场，实际上支持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书记处的机关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1915年2月—1917年3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0号。——26。



[24]齐赫泽党团指以尼·谢·齐赫泽为首的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孟什维克党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团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全面支持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对齐赫泽党团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见《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有自己的路线吗？》（本卷第270—275页）、《齐赫泽党团及其作用》（《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等文。——26。



[25]指莱·比索拉蒂1912年被社会党开除后建立的改良社会党和意大利社会党。——26。









《列宁全集》第27卷


感谢他的坦率

（1915年夏）


　　“……认为国际必须由‘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国际主义者’”……（由）“从各国社会党中搜罗来的反对派分子组成这种糊涂想法……国际只能由原来组成国际的人来重建……重建的国际不是仅仅为一小撮宗派主义分子和分裂活动能手所需要的‘第三’国际，而仍旧是第二国际，第二国际并未死亡，它只是由于世界性灾变而暂时陷于瘫痪罢了……”



　　这是弗·科索夫斯基先生在崩得的《新闻小报》[26]第8号上写的一段话。我们衷心感谢这位不是最聪明的崩得分子的坦率。他赤裸裸地庇护机会主义，使得惯耍外交手腕的崩得分子大感不快，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现在他将又一次帮助我们同机会主义作斗争，因为他向工人说明了：崩得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完全是南辕北辙，格格不入。弗·科索夫斯基先生看不到机会主义同社会沙文主义的联系。要看到这种联系，就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两种思潮的基本思想是什么？近几十年来欧洲机会主义的发展情况怎样？欧洲许多国家如俄国、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瑞典、瑞士、荷兰、保加利亚等国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对待社会沙文主义的态度怎样？弗·科索夫斯基先生是否想过这些问题呢？哪怕他只试试回答第一个问题，他就很快会看出自己的错误。

附带谈谈。弗·科索夫斯基先生在《新闻小报》第7号上暴露了他的亲德沙文主义，因为他在责备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同时，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行为辩护。有一个署名Ｗ．的人（第8号第11—12页）为弗·科索夫斯基先生开脱，反对给他加上沙文主义的“罪名”，他写道，一个在俄国活动的组织是不可能有亲德沙文主义的。弗·科索夫斯基先生是否可以向Ｗ．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俄国的乌克兰或波兰资产者，法国的丹麦或阿尔萨斯资产者，英国的爱尔兰资产者，常常表现出同压迫他们的民族相敌对的沙文主义呢？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24—25页

















[26]《新闻小报》即《崩得国外组织新闻小报》（《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Листок　Загранич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Ъунда》）是崩得的报纸，1911年6月—1916年6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1号。该报后来改名为《崩得国外委员会公报》继续出版。——29。









《列宁全集》第27卷


俄国的战败和革命危机

（1915年9月5日〔18日〕以后）

第四届杜马因自由派、十月党人[27]和民族党人[28]成立反对派联盟而被“解散”[29]，这是俄国革命危机最明显的征兆之一。沙皇君主政府的军队节节败退，无产阶级的罢工运动和革命运动日益增长，广大群众怨声载道，自由派和十月党人结成联盟以便同沙皇在实行改革和动员工业战胜德国的纲领上达成协议。这就是大战第一年末先后发生的一系列互相联系的事件。

现在人人都看到，俄国的革命危机已经到来，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正确理解这个危机的意义和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的任务。

历史仿佛在重演：象1905年那样，又发生了战争，沙皇政府抱着昭然若揭的侵略、掠夺和反动的目的，把整个国家投入一场战争。又是战争中的失败和因此而加速到来的革命危机。又是自由派资产阶级（这次甚至与保守派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最广大阶层一道）提出了改革和同沙皇达成协议的纲领。现在的情况和1905年夏天布里根杜马召开前或1906年夏天第一届杜马解散后的情况几乎一样。

但是事实上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这就是当前的战争席卷了整个欧洲，席卷了有着广泛而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所有先进国家。帝国主义战争把俄国的革命危机，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础上发生的危机，同西欧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机联系起来了。这种联系非常紧密，以致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革命任务根本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也就是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在已不单是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而且是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了。

1905年，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以此点燃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1915年，这个任务的后半部分已经变得非常紧迫，以致和前半部分一样成了当务之急。由于新的、更高的、更发展的、更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俄国产生了新的政治分野。这种新的分野就是沙文主义派革命者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派革命者之间的分野；前者要革命是为了战胜德国，后者要在俄国革命则是为了触发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并与之同时进行。这种新的分野实质上就是俄国城乡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之间的分野。必须清楚地认识这一新的分野，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即任何一个觉悟的社会党人，在革命即将来临的情况下的首要任务，就是弄清楚各个阶级的立场，把策略分歧和一切原则分歧归结到各个阶级的立场的不同。

在革命庸人中流行的一种思想是，“为了”正在到来的革命中的最迫切的共同任务，应当“忘记”意见分歧。这种思想是最庸俗、最可鄙、最有害不过了。谁如果从1905—1914年这10年的经验中还看不出这种思想是愚蠢的，谁在革命方面就是不可救药的。谁现在只是一味叫喊革命，而不去分析哪些阶级已经证明自己能够而且正在实行某种革命纲领，谁实际上便同赫鲁斯塔廖夫之流、阿拉季因之流和阿列克辛斯基之流的“革命者”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看到，君主政府和农奴主－地主的鲜明立场是：宁愿和德国君主政府勾结也“不把”俄国“交给”自由派资产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立场也同样鲜明：利用战争的失败和正在增长的革命，迫使惊慌失措的君主政府让步而同资产阶级分掌政权。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也很鲜明：利用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困难，力求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即刚刚觉醒的广大居民群众，则在摸索着走，“盲目地”走，跟着资产阶级走，被民族主义偏见牵着走。一方面，他们被战争所带来的空前惨祸和灾难以及物价高涨、破产、贫困和饥荒推向革命；另一方面，他们一步一回头，总想着保卫祖国，保持俄国领土的完整，想着享受战胜沙皇制度和德国而不必战胜资本主义就可得到的小农的幸福生活。

小资产者、小农的这种动摇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的经济地位的必然结果。这是一个“痛苦”然而深刻的真理，回避这一点是愚蠢的，应当从现有的政治流派和集团上去认识和考察这一点，以免自欺欺人，以免削弱和麻痹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无产阶级如果容许自己的党象小资产阶级那样动摇，那就会削弱自己。无产阶级只有毫不动摇地朝着自己的伟大目标前进，并推动小资产阶级前进——当小资产阶级向右摇摆时就让它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当实际生活迫使它向左转时就利用它的一切力量去进攻——，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俄国的劳动派[30]、社会革命党人[31]、取消派－“组委会分子”等政治流派，在过去的10年中已经充分地显露了自己，证明它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集团、各种分子和各个阶层的联系，暴露了它们已从口头上极端革命动摇到实际上同沙文主义的人民社会党人[32]、同《我们的曙光》杂志结成联盟。例如，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的5个书记在1915年9月3日发表了一个关于无产阶级任务的号召书，其中只字未提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但是谈到要在德军后方发动“起义”（这是在同国内战争的口号作了一年的斗争以后啊！），并宣布了立宪民主党人[33]在1905年就曾极力称赞的口号：“为消灭战争和专制制度〈六三政制〉而召开立宪会议”！！无产阶级政党为了革命的胜利，必须同这些小资产阶级流派完全断绝关系，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徒具社会民主党人的虚名。

不，面对因战争失败而加速到来的俄国革命危机（这是“失败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反对者所害怕承认的），无产阶级的任务仍旧是同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作斗争（否则就不可能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提出明确的革命口号来帮助群众运动。不是要召开立宪会议，而是要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这些仍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口号，仍将是我们党的口号。与此有密切联系的是，为了在实际上，在整个宣传和鼓动工作中，在工人阶级的一切行动中，把社会主义的任务同资产阶级的（包括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沙文主义的任务区别开来，形成对照，我们党仍将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即在西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

战争的教训甚至迫使我们的对手也在实际上承认“失败主义”的立场，承认必须提出（最初只是作为号召书中的一句尖锐有力的话，后来就更加认真、更加深思熟虑地提出）要在德国军国主义者的“后方发动起义”的口号，即进行国内战争的口号。原来，战争的教训正在使我们在战争开始时就鼓吹的见解深入人心。俄国战败确实为害最小，因为它极大地促进了革命危机，唤醒了千百万群众，亿万群众。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俄国的革命危机不能不促使人们去考虑拯救各国人民的唯一道路，考虑在德军“后方发动起义”，即考虑在所有交战国内发动国内战争。

生活教育着人们。生活正通过俄国的战败走向在俄国的革命，并通过这一革命或由于这一革命而走向西欧的国内战争。生活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生活的教训证明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是正确的，它从这些教训中吸取新的力量之后，将更加奋力地沿着既定的道路前进。





	载于1928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6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26—30页

















[27]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俄国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同立宪民主党等组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31。



[28]民族党人是指全俄民族联盟的成员。全俄民族联盟是俄国地主、官僚的反革命君主主义政党。该党前身是1908年初从第三届国家杜马右派总联盟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派别，共20人，主要由西南各省的杜马代表组成。1909年10月25日，该派同当年4月19日组成的温和右派党的党团合并成为“俄国民族党人”共同党团（100人左右）。1910年1月31日组成为统一的党——全俄民族联盟，党和党团主席是彼·尼·巴拉绍夫，领导人有Y．Ｈ．克鲁平斯基、弗·阿·鲍勃凌斯基、米·奥·缅施科夫和瓦·维·舒利金。该党以维护贵族特权和地主所有制、向群众灌输好战的民族主义思想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该党的纲领可以归结为极端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和要求各民族边疆区俄罗斯化。1915年初，“进步”民族党人从全俄民族联盟分离出来，后来参加了“进步同盟”。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该党即不复存在。——31。



[29]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俄国所有资产阶级地主政党都在1914年7月26日（8月8日）的国家杜马非常会议上表示要为“保卫祖国”而团结在政府的周围。但是1915年春夏两季俄国军队在前线的失败和国内革命危机的趋向成熟，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惊恐不安。1915年8月，国家杜马中的6个党派（“进步”民族党人、中派集团、地方自治人士－十月党人、“十月十七日同盟”党团，立宪民主党人、“进步党人”）和国务会议中的一些党派一起组成了“进步同盟”。参加者有300多人，其中杜马代表有236人，占杜马代表总数（422人）的一半以上。同盟提出温和的改革纲领，要求成立所谓“信任政府”即为资产阶级所信任的内阁，实行“维持国内和平”的政策，部分地大赦政治犯和宗教犯，废除对农民和少数民族权利的某些限制，恢复工会活动等等，指望以此来制止革命，保持君主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在国家杜马内，没有参加“进步同盟”的是绝对支持政府的右派和民族党人。孟什维克和劳动派没有参加同盟，但实际上执行它的路线。



“进步同盟”的纲领尽管很温和，但沙皇政府仍认为不能接受。1915年9月3日（1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诏书解散第四届国家杜马。国家杜马休会到1916年2月9日始恢复工作。——31。



[30]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有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33。



[31]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成员。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33。



[32]人民社会党人是俄国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是1906年从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是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之间的“社会－立宪民主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民社会党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33。



[33]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费·伊·罗季切夫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抗衡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1915年，当沙皇政府的军队在前线遭到失败而国内革命危机加剧的时候，立宪民主党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伙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的发展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立宪民主党人积极参与建立军事工业委员会。——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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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际社会党委员会（I．S．K．）
[34]



（不晚于1915年9月12日〔25日〕）

尊敬的同志们：

你们9月25日的来信收到了。我们完全同意在伯尔尼建立常设的国际“扩大委员会”（erweiterte Kommission）的计划。我们深信，参加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其他组织也会同意这个计划，因此我们指定季诺维也夫同志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参加这个扩大委员会的委员，指定（1）彼得罗娃同志和（2）列宁同志为其代职者即替补者（suppléant，Stellvertreter）。联络地址是：瑞士黑尔滕斯泰恩（卢塞恩州）拉多米斯尔斯基先生（阿施万登夫人处）。

其次，关于你们9月25日来信中所提出的其他问题，我们方面的意见如下：

1．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看法，认为9月5—8日的代表会议所确定的“一般观点”（“allgemeine Gesichtspunkte”）是“不够充分的”（“nicht genügen”）。现在迫切需要进一步详尽地发挥这些原则。无论从原则上看，或者从单纯实践的观点来看，这都是必要的，因为要实现国际范围内的统一行动，既需要明确基本思想观点，也需要确切规定这种或那种实际的行动方法。毫无疑问，整个欧洲特别是欧洲工人运动所经受的巨大危机，只能缓慢地使群众认清这两方面的问题，而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和参加这一委员会的各政党的任务，正是要帮助群众认清这一点。我们并不指望很快就把所有的人都统一在一致的和正确制定的观点之下，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做的是准确认清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个主要流派和思潮，然后让工人群众了解这些流派，全面加以讨论，并用自己实际运动的经验来检验它们。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应当把这项任务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2．9月25日来信中把无产阶级的任务确定为：或者是为和平而斗争（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的话），或者是“具体而详细地表述无产阶级对于各种和平建议和和平纲领的国际观点”（“den interna-tionalen Standpunkt des Proletariats zu den verschiedenen Friedensvorschlagen und Programmen konkret und ins einzel-ne gehend zu umschreiben”）。这里特别着重提到民族问题（阿尔萨斯－洛林、波兰、亚美尼亚等）。

我们认为，在9月5—8日的代表会议所一致通过的两个文件中，也就是在宣言和在“表示同情的决议”（“Sympathieerkla-rung”）中，都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争取和平的斗争是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相联系的（宣言说：“争取和平的斗争……就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dieser Kampf ist der Kampf…für den So-zialismus”），是和“无产阶级的不调和的阶级斗争”（“unversohn-licher proletarischer Klassenkampf”相联系的——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的原文中用的不是“不调和的”阶级斗争，而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如果说这种变动是为了便于公开发表，那么原意应当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表示同情的决议则直截了当地说，代表会议必须而且“庄严地许诺”“要在国际无产阶级群众中唤起革命精神”。

争取和平的斗争如果不同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联系起来，那不过是温情的或欺骗人民的资产者的和平主义空话。

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当摆出一副“政界大人物”的架子去制定一些“具体的”和平纲领。相反，我们应当向群众解释，如果不开展革命的阶级斗争，任何想实现民主的（没有兼并、不使用暴力、不掠夺他国的）和平的愿望都是靠不住的。我们在宣言中一开始就坚决、清楚和明确地告诉了群众：战争的起因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一小撮“大国”“奴役”各民族，“奴役”全世界所有民族。这就是说，我们要帮助群众推翻帝国主义，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没有兼并的和平。自然，推翻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艰巨的，但是应当让群众知道斗争艰巨却又非进行不可这一真理。不应当让群众沉溺于不推翻帝国主义也可以实现和平的幻想之中。

3．出于以上这些考虑，我们提议：

把下列问题列入扩大委员会（为拟订或综合和公布提纲或决议草案而设立的）即将召开的会议的议程和下一届国际代表会议（为最后审定通过决议而召开的）的议程；

（a）争取和平的斗争同群众的革命行动或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联系；

（b）民族自决；

（c）社会爱国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联系。

我们要着重指出，所有这些问题在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里都非常明确地接触到了，这些问题在原则上和在实践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个实际步骤，都不能不使社会党人和工会工作者碰上这些问题。

探讨这些问题之所以必要，就是为了促进群众争取和平、民族自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戳穿所谓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的“资本家谎言”（宣言语）。

9月25日的来信正确地指出，第二国际的过错或不幸，就在于它没有明确提出和深入研究这些重要问题，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助群众更明确地提出和更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

4．我们认为，经验证明用三种文字出版公报的计划是不恰当的，如果是每月出版一次，一年就需要2000—3000法郎，而筹集这样一笔款子是不容易的。况且公报的全部内容，在瑞士的两家报纸——《伯尔尼哨兵报》[35]和《哨兵报》[36]——上几乎全都有了。我们向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建议：

设法同上述两家报纸和美国的一家报纸的编辑部商定，在这几家报纸上刊登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公报及一切报道和材料（或者以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名义登在报纸上，或者登在附刊上）。

这样做不仅省钱，而且可以让工人阶级更好、更充分、更经常地了解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活动情况。我们所关心的是能让更多的工人看到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报告，能把一切决议草案都登载出来，让工人看到，并帮助工人确定自己对战争的态度。

我们希望不致有人认为无需既刊载决议草案[37]（有12名即占总数40％左右的代表赞成将其作为决议的基础，有19名代表反对），又刊载一位著名德国社会党人的来信[38]（略去写信人姓名和一切同策略问题无关的内容）。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党委员会能够经常收到各国有关迫害和逮捕反战分子的情况、反战阶级斗争进展情况、有关战壕联欢、查封报纸、禁止刊登和平宣言等等消息，并希望所有这些消息都能以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名义定期刊登在上述报纸上。

关于同美国的一家日报或周报签订协定一事，可以由《我们的言论报》[39]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其他报纸的撰稿人柯伦泰同志进行，她现在刚刚动身去美国做巡回讲演。我们可以同柯伦泰联系或把她的通讯地址告诉你们。

5．关于如何使各国党（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的，大概还有英国的）的不同派别都有代表的问题，我们建议：

由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建议这些党的同志们讨论一下，是否可以组成名称不同的团体；这些团体对群众的号召（以公告、决议等等形式）由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发表，并标明这些文件属于哪个团体。

采取这种方式，第一，可以避开战时书报检查的查禁，使群众知道国际主义者的策略和观点；第二，可以根据工人集会和工人组织等通过的关于赞同这个或那个团体的观点的决议，看出宣传国际主义观点的工作的进展情况和成绩；第三，可以反映不同派别的观点（例如，英国的英国社会党[40]、该党少数派和独立工党[41]；法国的布尔德朗等社会党人和梅尔黑姆等工会工作者；在德国，如代表会议所指出的，在反对派内部有不同的派别）。

不言而喻，正如9月25日信中指出的，这些团体不会建立独立的组织，而会留在旧组织内，目的只是为了同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保持联系和宣传争取和平的斗争。

“扩大委员会”和代表会议应当有这些团体的代表参加。

6．关于“扩大委员会”的委员名额和表决办法，我们建议：

不要把委员名额限制为最多3人，而应当给人数不多的团体以部分表决权（1/2票、1/3票等）。

这样比较合适，因为剥夺那些具有自己的色彩的团体的代表权，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对于发扬和向群众宣传宣言所确定的原则是有害的。

7．有同志担心扩大委员会有“俄国－波兰化”的危险，对此，我们认为，既然那些同俄国没有多大联系的俄侨团体都可以有代表参加，那么，同志们的这种担心（不管这使俄国人多么不快）也是合情合理的。我们认为，只有那些通过3年以上的工作证明自己确能代表俄国运动的组织或团体，才配享有代表权。我们建议国际社会党委员会讨论并确定这一原则，并要求各个团体提供关于它们在俄国工作的情况和材料。

8．最后，我们借此机会指出《公报》[42]第1号中的一个不确切处并请在第2号（或者在《伯尔尼哨兵报》和《哨兵报》）上予以订正。《公报》第1期第7页第1栏的开头提到，在决议草案上签名的有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党总执行委员会）、拉脱维亚人、瑞典人和挪威人。这里略去了：

一位德国代表（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的名字不宜发表）和一位瑞士代表普拉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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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国际社会党委员会（I．S．K．）是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执行机构，在1915年9月5—8日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成立。组成委员会的是中派分子罗·格里姆、奥·莫尔加利、沙·奈恩以及担任译员的安·伊·巴拉巴诺娃。委员会设在伯尔尼。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之后不久，根据格里姆的建议，成立了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参加扩大委员会的是同意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决议的各党的代表。



在1915年9月21日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1号上发表的关于代表会议的正式报告中说：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绝对不应代替现有的社会党国际局，而应在社会党国际局能够完全与自己使命相称之时即行解散”。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正式报告的这个地方，列宁画了着重线，并在旁边加了批语：“并无此项决定。”也就是说，这个决定并不是齐美尔瓦尔德联盟通过的，而是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在代表会议以后通过的。——36。



[35]《伯尔尼哨兵报》（《Berner Tagwa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于1893年在伯尔尼创刊。1909—1918年，罗·格里姆任该报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该报发表过卡·李卜克内西、弗·梅林及其他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从1917年起，该报公开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39。



[36]《哨兵报》（《La Sentinelle》）是纳沙泰尔州（瑞士法语区）瑞士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机关报，1890年创刊于绍德封。1906—1910年曾停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持国际主义立场。——39。



[37]指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战争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39。



[38]指卡·李卜克内西给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信。见注8。——39。



[39]《我们的言论报》（《Наше Слово》）是孟什维克的报纸（日报），1915年1月—1916年9月在巴黎出版，以代替被查封的《呼声报》。——40。



[40]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1911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因此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在党内国际主义派（威·加拉赫、约·马克林、阿·英克平、费·罗特施坦等）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1914年8月13日，英国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正义报》发表了题为《告联合王国工人》的爱国主义宣言。1916年2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主义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年4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1916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1919年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1920年该党的绝大多数地方组织加入了英国共产党。——40。



[41]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尔－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筹。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40。



[42]指《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



《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 Kommission zu Bern．Bulletin》）于1915年9月—1917年1月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出版，共出了6号。1916年2月29日和4月22日《公报》第3号和第4号分别刊载了列宁所写的文件《关于1916年4月24日代表会议。代表团的建议》（非全文）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见本卷第241—242页和第294—304页）。——41。









《列宁全集》第27卷


第一步

（1915年9月28日〔10月11日〕）

在战争引起严重危机的时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缓慢。但是它毕竟在朝着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决裂的方向发展。1915年9月5—8日齐美尔瓦尔德（瑞士）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整整一年里，各交战国和中立国的社会党人一直处在动摇和观望之中，他们内心里不敢承认危机的深刻程度，不愿意正视现实，千方百计地拖延同控制着西欧各正式政党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实行不可避免的决裂。

然而，我们一年前在中央委员会的宣言（《社会民主党人报》[43]第33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2—19页。——编者注］

 中对事态所作的估计是正确的。事态证明了这个估计是对的。事态正是这样发展的：处于少数的反对分子（德国、法国、瑞典和挪威的）派代表出席了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他们违反了各正式政党的决定，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在按分裂的方针行事。

代表会议工作的结果是，通过了宣言和对被捕者与受迫害者表示同情的决议，这两个文件都发表在这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代表会议以19票对12票否决了把我们和其他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决议草案提交给委员会的建议。但是我们的宣言草案则同另外两个草案一起提交给了委员会，作为制定共同宣言的参考。读者可以在这一号报纸的另一个地方看到我们的两个草案，把这两个草案和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对照一下，就可以清楚看出，许多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得到了采纳。

已通过的宣言实际上意味着在从思想上和实践上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决裂方面迈出了一步。但是，这个宣言正如下面对它的分析所表明的，同时还存在着不彻底和吞吞吐吐的缺陷。

宣言宣布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指出这个概念有两个特征：每个国家的资本家都在竭力追求利润，追求剥削；列强力图瓜分世界和“奴役”弱小民族。在判定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时应当谈到的，以及我们的决议已经谈到的那些最本质的东西，宣言都予以重申了。宣言的这一部分只是把我们的决议通俗化。通俗化无疑是件好事。但是我们既然要使工人阶级有明确的思想，既然认为系统的和持之以恒的宣传工作重要，就应当准确而充分地确定有待通俗化的原则。不这样做，我们就可能重犯导致第二国际破产的那种错误和过失，就是说，可能留下语言含糊而易遭曲解的后患。例如，决议中表述的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已经成熟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这难道可以否认吗？可是这个思想在宣言的“通俗化”叙述中被漏掉了；把明白而确切的原则性的决议同宣言揉为一体的尝试没有成功。

宣言接着说：“所有国家的资本家都断言，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他们在撒谎……”直截了当地宣布当前这场战争中的机会主义基本思想即“保卫祖国”的思想是“谎言”，这同样是重申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决议中的极重要的思想。但是遗憾的是，这里也同样存在着吞吞吐吐、畏首畏尾、害怕说出全部真相的毛病。在战争已打了一年的今天，有谁不知道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不幸，就在于不仅资本家的报刊在重复和支持资本家的谎言（这些报刊既然是资本家的报刊，当然要重复资本家的谎言），而且大部分社会党的报刊也在这样做呢？有谁不知道不是“资本家的谎言”，而是盖得、海德门、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谎言造成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最严重的危机呢？有谁不知道正是这些领袖的谎言突然之间证明机会主义十分有力量，能在紧要关头把这些领袖都拉了过去呢？

请看一看结果怎样吧。为了通俗化而向广大群众说，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是资本家的谎言。但是欧洲的群众并不是没有文化的，几乎所有阅读宣言的人过去和现在都一直从跟着普列汉诺夫、海德门、考茨基及其一伙撒谎的几百种社会党报纸、杂志和小册子中听到这种谎言。宣言的读者会怎样想呢？宣言作者如此明显的畏首畏尾的表现会使读者产生什么想法呢？宣言教导工人说：不要听信资本家所谓保卫祖国的谎言。好极了。几乎每个人都会回答或暗自寻思：资本家的谎言早就不能迷惑我们了，而考茨基及其一伙的谎言嘛……

接着宣言又重申了我们的决议的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指出不同国家的社会党和工人组织“践踏了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44]所规定的义务”，指出社会党国际局[45]也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这表现在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参加内阁，认可“国内和平”（宣言把这种屈从叫作卑躬屈膝的行为，也就是斥责盖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及其一伙用宣传卑躬屈膝思想代替了宣传社会主义）。

试问，在一个“通俗化的”宣言里只说某些政党（大家全都知道，这里指的是英、法、德等所有最先进国家的最强大的政党和工人组织）不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不对这种骇人听闻的、空前未有的事实作出解释，这能算彻底吗？大多数社会党和社会党国际局本身都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偶然现象和个别人物的破产还是整个时代的转折呢？如果是前者，如果我们让群众都持这样的看法，我们就等于是背弃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如果是后者，那怎么可以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呢？我们面临着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面临着整个国际的破产，整个时代的转折，可是我们却害怕告诉群众：必须寻求并找到全部真理，必须透彻思考，如果只是指出社会党国际局和某些政党的破产，而不把这种现象同具有深刻经济根源（所谓深刻不是指同群众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是指同一定的社会阶层有联系）的全欧机会主义思潮的发生、发展、成熟和过度成熟的长期历史过程联系起来，那是荒谬可笑的。

下面，宣言在谈到“争取和平的斗争”时说：“这个斗争就是争取自由、各民族的兄弟团结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宣言接着解释说，在战争中工人是“为统治阶级”流血牺牲，可是他们应当能做到“为自己的事业”（在宣言中曾两度着重提出这一点）、“为社会主义的神圣目的”流血牺牲。在对被捕和受迫害的战士表示同情的决议中说道，“代表会议庄严宣誓要学习活着的和已经牺牲的战士的榜样，以此表示对他们的敬意”，代表会议的任务就是要“在国际无产阶级中唤起革命精神”。

所有这些思想都重复了我们的决议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如果不进行革命斗争，争取和平的斗争就是空话和谎言，摆脱战争惨祸的唯一途径就是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但是这里又表现出吞吞吐吐、不彻底和畏首畏尾：只号召群众学习革命战士的榜样，宣称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5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成员继承了“俄国光荣的革命传统”，宣布必须“唤起革命精神”而……不直接地、公开地、明确地说明革命的斗争手段。

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当时是否应当在这个不彻底的和畏首畏尾的宣言上签字呢？我们认为应当。至于我们的不同意见——不仅是中央委员会的也是代表会议全体国际主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左派的不同意见——无论在专门决议中，在专门宣言草案中，或在投票赞成这个妥协性宣言时所作的专门声明[46]中，都已公开陈述过了。我们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口号和策略。会上分发了德文版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19—363页。——编者注］

 。我们过去传播，现在传播，将来也要传播我们的观点，要使这种传播不逊于宣言的传播。这个宣言在同机会主义作实际斗争方面、在同机会主义实行决裂方面前进了一步，这是事实。在我们有充分的自由和充分的可能来批评不彻底性并争取得到更多收获的情况下，如果拒绝同处于少数的德国人、法国人、瑞典人、挪威人和瑞士人一道向前迈出这一步，那就是宗派主义。 
［注：至于“组织委员会”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宣言上签字不过是玩弄外交手腕，他们同时还和《我们的曙光》杂志、鲁巴诺维奇、俄国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七月（1915年）代表会议[47]保持着全部联系，保持着全部密切的关系，这个我们并不害怕。我们有足够的办法对付这种腐败的外交手腕并且把它加以揭露。它自己就在日益暴露自己。《我们的曙光》杂志和齐赫泽党团在帮助我们揭穿阿克雪里罗得及其一伙。］

 如果因为反社会沙文主义的国际运动发展缓慢，因为它“仅仅”前进了一步，而且准备并希望明天倒退一步，去同旧的社会党国际局实现和解，如果因为这些便拒绝同这一日益发展的运动一道前进，那是一种很不高明的战术。准备同机会主义者和解，暂时还只是一个愿望而已。机会主义者是否同意和解呢？从客观上来看，在社会沙文主义、考茨基主义和革命的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些裂痕愈来愈深的派别之间是否能和解呢？我们认为不可能，因此我们要继续执行自己的路线，这条路线在9月5—8日的代表会议上的胜利更使我们受到了鼓舞。

我们的路线无疑是胜利了。请比较一下事实吧。1914年9月，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宣言似乎是孤立的。1915年3月，国际妇女代表会议[48]作出了一个内容贫乏的和平主义决议，组织委员会盲目地附和了这个决议。1915年9月，我们联合成一个完整的国际左派集团，提出了自己的策略，在共同宣言中贯彻了我们的许多基本思想，并且违背旧社会党国际局的意志，在公开谴责旧国际局策略的宣言的基础上，参加了组建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实际上这是新的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

俄国工人绝大多数早在1912—1914年间就跟着我们党和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走了，他们现在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中看到，我们的策略也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肯定，我们的基本思想正被无产阶级国际愈来愈多的优秀分子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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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其中5号有附刊。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实际上该报的领导者是列宁。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反动年代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1907—1914年），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展开了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布尔什维克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该报在俄国国内和国外传播很广，影响很大。列宁高度评价《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期间的功绩，他写道：“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如果想了解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发展及其在1917年10月25日的第一次胜利”，该报所发表的文章“是不可不看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16页）。——42。



[44]指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和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0年8月28日—9月3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33个国家的896名代表。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军国主义与战争、合作社与党的关系、国际团结和工会运动的统一等问题。



代表大会通过的《仲裁法庭与裁军》这一决议重申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各国社会党人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推翻资产阶级。决议还责成各国社会党及其议员在议会中提出下列要求：必须把各国的一切冲突提交国际仲裁法庭解决；普遍裁军；取消秘密外交；主张各民族都有自治权并保护他们不受战争侵略和暴力镇压。决议号召各国工人反对战争的威胁。



关于斯图加特和巴塞尔代表大会，见注13和注2。——44。



[45]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的执行和通讯机关，根据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设在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执行主席是埃·王德威尔得，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从1905年10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1914年6月，根据列宁的建议，马·马·李维诺夫被任命为社会党国际局俄国代表。社会党国际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停止活动。——44。



[46]这个声明全文如下：“下面签名的人声明：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不能令我们完全满意。宣言既没有评论露骨的机会主义，也没有评论用激进词句作掩饰的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不仅是使国际破产的罪魁，而且还想使这种破产永久化。宣言没有明确阐明反战的斗争手段。



我们将一如既往，在社会党人的报刊上和国际的各次会议上，就对待帝国主义时代向无产阶级提出的任务的问题，捍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我们之所以投票赞成宣言，是因为我们认为宣言是在号召进行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愿与国际的其他部分携手并进。



我们请求把这一声明附在正式报告上。



尼·列宁、格·季诺维也夫、拉狄克、涅尔曼、霍格伦和文特尔。”——46。



[47]俄国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代表会议于1915年7月在彼得格勒召开。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群众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积极“保护祖国”。——46。



[48]指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



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于1915年3月26—28日在瑞士伯尔尼举行。这次代表会议是根据《女工》杂志国外组织的倡议，在当时担任妇女社会党人国际局主席的克拉拉·蔡特金的直接参与下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英国、德国、荷兰、法国、波兰、俄国、瑞士的妇女组织的29名代表。代表会议的全部筹备工作是由伊·费·阿尔曼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等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列宁还为会议起草了决议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20—222页）。



代表会议的多数代表受中派影响，她们不讨论战争所引起的社会主义的总任务，而只限于讨论蔡特金的《关于妇女社会党人维护和平的国际行动》的报告。这个问题的决议案是蔡特金在英国和荷兰代表参与下起草的，具有中派主义性质。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而否决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提出的列宁起草的决议草案。



列宁认为这次代表会议是恢复国际联系的尝试，因此力图通过它把国际主义者团结到革命立场上来。但是，正如他后来指出的，这次代表会议以及当时召开的其他国际会议，尽管都抱有良好的愿望，却“没有制定出一条国际主义者的战斗路线”，“不过重复一下旧的决议”和“至多是在原地踏步”罢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49—350页）。——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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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1915年9月28日〔10月11日〕）

在代表会议上，团结一致的国际主义者，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构成会议右翼的、摇摆不定的准考茨基主义者展开了思想斗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团结，是代表会议的最重要的事实之一，也是代表会议的最大的成就之一。战争爆发整整一年以后，第二国际中唯有以我党为代表的派别提出了十分明确的决议和据此拟订的宣言草案，团结了俄国、波兰、拉脱维亚边疆区、德国、瑞典、挪威、瑞士和荷兰等国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动摇分子提出了哪些论据来反对我们呢？德国人承认我们正在迈步走向革命搏斗，但是——他们说——象战壕联欢、政治罢工、街头游行示威、国内战争这类事情，是不能向全世界大声叫嚷的。他们说，这样的事做就是了，但不要说。另一些人则进一步说，这是幼稚的行动，是轻举妄动。

德国的半考茨基主义者既然通过决议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代表表示同情并且声明必须“学习他们的榜样”，却又发表了这些可笑的、不体面的自相矛盾和模棱两可的言论，这就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因为正是这些代表散发了“向全世界大声叫嚷”国内战争的我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

我们回答德国人说，你们是在学习考茨基的坏榜样：口头上承认即将到来的革命，行动上却不愿公开向群众谈论革命，不愿号召他们进行革命，不愿制定极具体的斗争方法，供群众在革命过程中试用和验证。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外（德国的庸人们对于在国外谈论革命的斗争方法感到吃惊！），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号召进行革命，直接和公开地谈到使用暴力，并且声明“不屑于”隐瞒自己的革命目的、革命任务和革命斗争方法。1848年的革命证明，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事变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在俄国1905年革命的几年前，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在1901年的旧《火星报》[49]上写了一篇代表整个编辑部观点的没有署名的文章，谈到即将到来的起义和用游行示威这样一些办法来准备起义，甚至谈到用铁丝网抵抗骑兵这类技术上的方法。俄国革命证明，只有旧“火星派”对事变采取了正确的策略。现在，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们真正坚信战争正在欧洲造成革命形势，帝国主义时代的整个经济和社会政治形势正在导致无产阶级革命。那么，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向群众说明革命的必要性，号召他们进行革命，建立相应的组织，不怕用最具体的方式谈论暴力斗争的种种方法和“技术”。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革命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不管它将随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还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而爆发等等。或者我们不相信革命形势已经具备，那就用不着侈谈以战争反对战争之类的空话。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成为休特古姆—普列汉诺夫式的或考茨基式的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治家。

法国代表也宣称，他们相信欧洲目前的形势将导致革命。但是他们说，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提出建立第三国际的口号”，这是第一；第二，法国工人“不相信任何人和任何东西”，他们已被无政府主义[50]和爱尔威主义的空谈腐蚀和麻醉了。第一个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妥协性的共同宣言里毕竟还是“提出了”建立第三国际的“口号”，只不过是不彻底，吞吞吐吐，未经深思熟虑罢了。第二个论据很重要，是一个中肯的、合乎实际的论据，它考虑到法国的特殊情况——不是指保卫祖国和敌人的入侵，而是指法国工人运动的“弱点”。但是由此只能得出结论说，法国社会党人加入全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可能会慢一些，而决不能说，这些行动是不必要的。至于各国无产阶级能够以何种速度、何种方法、何种特殊形式转入革命行动，这个问题在代表会议上根本没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提出。现在还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眼下我们要做的是共同鼓吹正确的策略，而事态将会表明各国运动的速度以及共同道路的不同形式（民族的、地方的、职业的）。如果说法国无产阶级已被无政府主义的空话腐蚀了，那么他们同样也被米勒兰主义[51]腐蚀了，而我们不应当用宣言中那些吞吞吐吐的话来加重这种腐蚀。

正是梅尔黑姆自己不慎说出了一句很能说明问题的和极其正确的话，他说：“党〈社会党[52]〉、茹奥〈劳动总联合会[53]书记〉和政府——这是三位一体的东西。”这是实话。这是事实。这个事实已由法国国际主义者同上述政党和茹奥先生们一年来的斗争经验所证明了。但是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同机会主义者的政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作斗争，就无法和政府作斗争。共同宣言和我们的决议不同，它只提出了这个斗争的任务，但没有透彻地把问题讲清。

一个意大利人在反驳我们的策略时说过：“你们的策略提得或者说是太迟了〈因为战争已经开始〉，或者说是太早了〈因为战争还没有造成革命的条件〉”，而且你们还提议“修改”国际的“纲领”，因为我们过去进行的一切宣传一直都是“反对暴力”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我们只要引用茹尔·盖得《警惕！》（《En garde！》）一书中的话就够了。他说，第二国际的任何一个有影响的领袖都没有否认过使用暴力和任何直接革命斗争方法。大家总是说，合法斗争、议会活动和起义是互相联系着的，并且必然会随着运动条件的变化而互相转化。顺便说说，我们还从《警惕！》一书中援引了盖得在1899年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等等的战争有可能发生，他还指出，如果法国、德国和英国在这场战争中也出现了米勒兰分子，那么“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会怎样呢？”盖得的这些话预先打了自己的嘴巴。说鼓吹革命“不合时宜”，这种指责是出于罗马语国家的社会党人所常犯的混淆概念的毛病：他们把开始革命和公开直接地鼓吹革命混为一谈了。在俄国，没有一个人认为1905年革命的开端早于1905年1月9日，可是最严格意义上的鼓吹革命，即宣传和准备群众性行动、游行示威、罢工、街垒战等等，却早在许多年以前就进行了。例如，从1900年末起，旧《火星报》就在鼓吹革命，正象马克思从1847年起就在鼓吹革命，而当时欧洲还根本谈不上开始革命。

一旦革命已经开始，那时连自由派和革命的其他敌人都会“承认”革命的，而他们承认革命往往是为了欺骗和出卖革命。革命者在革命到来以前就预见到革命，认识到革命的必然性，教育群众认识革命的必要性，向群众说明革命的途径和方法。

历史惯会捉弄人。考茨基和他的朋友们本想径自从格里姆的手中把代表会议的召集权夺过去，本想径自破坏左派的代表会议（为此，考茨基的亲密朋友们不惜四出奔走——格里姆在代表会议上揭露了这一点），可是，正是他们自己把代表会议推向左转。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正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我们党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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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前的《火星报》为旧《火星报》。——49。



[50]爱尔威主义即以法国社会党人古·爱尔威为代表的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主张。爱尔威在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用罢工和起义来反对一切战争。——50。



[51]米勒兰主义是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一种机会主义策略，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列宁曾称米勒兰的这种行为是“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7页）。——50。



[52]指法国社会党。



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是由1902年建立的法国社会党（饶勒斯派）和1901年建立的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合并而成的，于1905年成立。在统一的社会党内，改良派居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党领导就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该党党内有以让·龙格为首的同社会沙文主义分子妥协的中派，也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革命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法国社会党内公开的改良派和中派同革命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1920年12月举行的图尔代表大会上，革命派取得了多数地位。代表大会通过了该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并创立了法国共产党。改良派和中派退党，另行建立一个独立的党，仍用法国社会党这一名称。——50。



[53]劳动总联合会（工会总同盟）是法国工会的全国性组织，成立于1895年。总联合会长期受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影响，其领袖们仅承认经济斗争，不接受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运动的领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总联合会的领导核心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实行阶级合作，鼓吹“保卫祖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总联合会内部形成了革命的一翼。1921年，以莱·茹奥为首的改良主义领导采取分裂行动，把革命的工会开除出总联合会。这些工会于1922年另组统一劳动总联合会。——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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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要点[54]


编辑部的话

（1915年9月30日〔10月13日〕）

今天本报援引的材料表明，我党彼得堡委员会展开了多么巨大的工作。对俄国和整个国际来说，这的确是社会民主党在反动战争时期，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楷模。彼得堡和俄国的工人将全力支持这项工作，并沿着这条道路更坚决、更有力、更广泛地把这项工作继续做下去。

考虑到俄国国内同志们的意见，我们就社会民主党工作中最迫切的问题拟出如下几个要点：（1）把“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作为一个独立的口号提出，是不正确的，因为现时的全部问题在于由谁来召开这个会议。自由派在1905年接受了这个口号，因为他们可以把这个口号解释为由沙皇召开并与沙皇串通的会议。最正确的口号是“三条鲸鱼”[55]（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加上号召工人在争取社会主义、争取用革命手段推翻各交战国政府和反对战争的斗争中实行国际团结（参看第9号）[56]。（2）我们反对参加那些帮助进行帝国主义反动战争的军事工业委员会[57]。我们主张利用选举运动，譬如参加第一阶段的选举，那完全是为了鼓动和组织的目的。现时根本谈不上抵制国家杜马的问题。参加改选是绝对必须的。在国家杜马中没有我们党代表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从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出发，利用杜马中所发生的一切。（3）我们认为，当前首要的和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在无产阶级中加强和扩大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然后再将其扩展到农村无产阶级、贫苦农民和军队中去。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三条鲸鱼”的口号指引下发展已经开始的罢工运动。在鼓动工作中，对立即停止战争的要求必须给以应有的重视。在提其他要求时，工人们不可忘记要求立即放回工人代表即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成员。（4）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其他类似机关应当被看成是起义的机关，是革命政权机关。只有同群众政治罢工的发展联系起来，同起义联系起来，并随着起义的准备、发展与胜利，这些机关才会带来实在的好处。（5）俄国当前革命的社会内容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不推翻君主制和农奴主－地主，俄国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而没有农民对无产阶级的支持，是不可能推翻他们的。农村进一步分化为“独立农庄主－地主”和农村无产者，并没有消灭马尔柯夫之流对农村的压迫。我们过去和现在，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主张农村无产者必须有单独的组织。（6）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便点燃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第二个任务现在已非常接近第一个任务，但它仍然是另一个任务，是第二个任务，因为这里牵涉到同俄国无产阶级实行合作的不同阶级：在实现第一个任务时，合作者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在实现第二个任务时，合作者是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7）我们和从前一样仍然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同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可以允许的，但只是不能同沙文主义派革命者一起参加这种政府。（8）我们认为，那些想借推翻沙皇制度来打败德国、掠夺其他国家、巩固大俄罗斯人对俄国其他民族的统治等等的人，是沙文主义派革命者。革命沙文主义的基础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小资产阶级总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现在，它正在沙文主义（沙文主义甚至妨碍它在民主革命中成为彻底革命的阶级）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间摇摆。目前在俄国，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我们的曙光》杂志、齐赫泽党团、组织委员会、普列汉诺夫先生等等。（9）如果沙文主义派革命者在俄国取得胜利，我们就会反对在这场战争中保卫他们的“祖国”。我们的口号是：反对沙文主义者，即使他们是革命派和共和派，我们反对沙文主义者而主张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0）对于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能否起领导作用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能够起领导作用，如果小资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向左摆的话；而推动小资产阶级向左摆的力量，不仅是我们的宣传，而且是经济、财政（战争的重担）、军事、政治等方面的许多客观因素。（11）在目前这场战争中，如果革命使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政权，那它要做些什么呢？我们的回答是：我们要向各交战国建议媾和，条件是解放殖民地和所有从属的、受压迫的、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和法国，只要它们的现政府还在执政，都不会接受这个条件。那时我们就应当准备和进行革命战争，就是说，不仅要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彻底实现我们的整个最低纲领，还要有步骤地推动现在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一切民族、亚洲的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印度、中国、波斯等）举行起义，而且，首先要推动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使他们违反本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意志，举行起义来反对本国政府。毫无疑问，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将会给亚洲和欧洲的革命的发展创造非常有利的条件。甚至1905年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有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龌龊泡沫，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却已经成为事实。我们提出以上这些要点与同志们交换意见，我们将在今后几号中央机关报上进一步阐发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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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915年10月初（公历），列宁收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托人从俄国寄给他的一批传单和其他反映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工作情况的材料。《社会民主党人报》利用这些材料，于1915年10月13日出版了第47号，专门报道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的工作情况。《几个要点》一文就是列宁为这一号报纸写的按语。列宁在1915年10月6日给维·阿·卡尔宾斯基的信中曾谈到出版这一号报纸的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



列宁仔细研究了这批材料。他为从彼得堡寄来的传单编了目录，标明顺序号码、出版日期、署名和印刷方法。他把传单上的口号单列一栏。最后一栏用来记载“主要论点的内容”。列宁在许多传单上作了批语，并在另外一张纸上写下了对一些传单的意见。列宁还审阅了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在战争期间的传单》一文，该文也刊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53。



[55]三条鲸鱼意即三大支柱或三个要点，出典于关于开天辟地的俄国民间传说：地球是由三条鲸鱼的脊背支撑着的。布尔什维克常在合法报刊和公开集会上以“三条鲸鱼”暗指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全部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这三个基本革命口号。——53。



[56]《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发表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在战争期间的传单》一文引用了这份传单。据列宁编的传单目录，第9号传单的口号是：“打倒战争！第二次革命万岁。三条鲸鱼＋工人的国际团结和社会主义。”——53。



[57]军事工业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资产阶级的组织。这一组织是根据1915年5月第九次全俄工商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建立的，其目的是把供应军火的工厂主联合起来，动员工业企业为战争需要服务，在政治上则对沙皇政府施加压力，并把工人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1915年7月，军事工业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除讨论经济问题外，还提出了建立得到国家杜马信任的政府等政治问题。大会选出以十月党人亚·伊·古契柯夫（任主席）和进步党人亚·伊·柯诺瓦洛夫为首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企图操纵全国的经济，然而沙皇政府几乎在军事工业委员会成立的同时就采取对策，成立了自己的机构，即国防、运输、燃料和粮食等“特别会议”。这就使军事工业委员会实际上只充当了国家和私营工业之间的中介人。1915年7月，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开始在委员会内建立工人团。布尔什维克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对工人团的选举进行了抵制。在244个地方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只有76个委员会进行了选举，成立了工人团的委员会则只有58个。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内组织了以孟什维克库·安·格沃兹杰夫为首的工人团。1917年二月革命后，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临时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委员会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曾试图利用军事工业委员会里的专家来整顿被战争破坏了的生产，遭到了资产阶级上层的反抗。1918年7月24日军事工业委员会被撤销。——53。









《列宁全集》第27卷


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

（1915年9月底）

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召开前不久，帕·阿克雪里罗得在苏黎世出版了一本德文小册子：《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和任务》。接着尔·马尔托夫在苏黎世的《民权报》[58]上发表了两篇吹捧这本小册子的文章。我们不知道这两位作者是否还要用俄文来出版这些著作。要了解组织委员会的领袖们是用什么样的论据为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例子了。

同“威胁党的统一的危险”作斗争象一根红线贯穿着整本小册子。“分裂和纷争”——这就是阿克雪里罗得所害怕的东西，这就是他喋喋不休、唠叨得令人厌烦的东西。不要以为他是把社会民主党的现状，把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同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结盟看成是纷争和分裂。不是的！阿克雪里罗得是把要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划清界限说成是纷争。阿克雪里罗得把考茨基列为“具有无庸置疑的国际主义情感和觉悟的”同志之一。可是他在长达46页的篇幅里根本没有试图把考茨基的观点归纳起来，准确地加以引证，并且考虑考虑：在当前这场战争中认可保卫祖国的主张是否就是沙文主义。没有一个字谈到问题的实质。没有一句话提到我们的论据。可是，里面却有“向上司的告密”，说列宁在苏黎世的讲演中把考茨基叫作沙文主义者、庸人、叛徒（第21页）……可爱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这已经不是什么著作，而是警察局的“文件”了！


　　“在西欧……没有哪一种超人可以利用每一次党内危机，每一次困境，把自己打扮成唯一能挽救党于危亡的救星，并心安理得地在党内推行纷争和瓦解组织的政策。”（第22页）



　　这是什么？难道这是著作吗？但是，既然“在西欧”没有那样的超等怪物能把考茨基“本人”和阿克雪里罗得看成是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而且使可爱的阿克雪里罗得一想到他们便恨得浑身发抖并倾吐出如此优雅芬芳的……“抒情诗”，那么阿克雪里罗得何以要在上述引文之前两页的地方写出如下的话呢：


　　“如果注意到愈来愈多的党内的人，特别是德国和法国党内的人，对于我们党的负责机关‘坚持到底’的政策日益感到愤慨，那就决不能排除列宁那种宣传的实际倾向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西欧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来的可能性。”



　　可见，问题并不在于使可爱的阿克雪里罗得感到难堪的真正俄国的超等怪物！可见，是各正式政党的国际性的沙文主义——象阿克雪里罗得所亲口承认的，它不但在德国有，在法国也有，请注意这一点！——引起了国际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愤慨和反击。因此，在我们面前存在两个派别，它们都是国际性的。阿克雪里罗得所以发怒，所以谩骂，是因为他不理解这两个派别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之间的无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其次还因为公开承认他自己的立场是渴望当一名表面上的国际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使他感到羞愧、难堪和对他不利。“工人运动的国际化问题并不等同于我们的斗争形式和方法革命化的问题。”把一切都归结为机会主义而忽视“作为千百年历史过程产物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巨大力量”，这正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解释……”“应当力求在这个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创造真正的现实〈黑体是阿克雪里罗得用的〉，创造客观的生活条件（起码为斗争中的工人群众创造），以削弱上面提到的那种依赖性”，即“群众对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的和国土的社会构成的依赖性”。阿克雪里罗得对自己的这个深奥的思想进行了解释，他说：“譬如说，有关劳动保护和保险的立法，以及其他各种重要的政治要求，最后还有工人在文化教育方面的需要和愿望，都应当成为”各国无产者“国际〈黑体是阿克雪里罗得用的〉行动和国际组织的目标”。全部问题在于“使争取实现当前要求的‘日常’斗争国际化……”

啊，这可真妙呀！可是有些超等怪物竟然想出要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不满足于“意识形态上的”解释的真正国际主义——带着重标记的国际主义——和真正“马克思主义”原来是关心保险的立法的国际化！！多么天才的思想……一切国际机会主义者，一切国际自由主义者，从劳合－乔治到弗·瑙曼，从勒鲁瓦－博利厄到米留可夫、司徒卢威、古契柯夫，都会不作任何“斗争、分裂、纷争”地举起双手赞成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和考茨基的这个科学的、深刻的、客观的“国际主义”。

两种“国际主义的”妙论：考茨基说，如果我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即在为了掠夺和奴役别国而进行的战争中保卫自己的祖国，并承认其他交战国的工人也有权利保卫他们自己的祖国，那么这就是真正的国际主义。阿克雪里罗得说，不要热中于对机会主义作“意识形态上的”攻击，而应当同千百年来的民族主义进行实际斗争，其方法是实现保险法方面的日常工作的国际化（也是千百年的）。马尔托夫赞同阿克雪里罗得的意见！

阿克雪里罗得关于民族主义有千百年根源等论调和俄国农奴主在1861年前关于农奴制有千百年根源的论调政治意义完全相同。这些论调都是为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张目的，因为阿克雪里罗得避而不谈——很谦虚地避而不谈——几十年来特别是1871年以后的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各国无产者之间客观上的国际联系，而恰恰是现在，恰恰是当前应当在国际革命行动中把这种联系变成现实。阿克雪里罗得反对这样做。他主张提醒人们牢记奴役制度有千百年的根源，而反对旨在消灭奴役制度的行动！

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这件事该怎么办呢？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鉴于这场日益迫近的战争（两年后果然爆发了），而谈到了无产阶级革命。阿克雪里罗得想必认为这个宣言是一种轻率的“意识形态”——这一用语完全符合司徒卢威和库诺那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因而只字不提这个宣言。对于革命，他则用如下的话加以回避：


　　“要是我们真正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譬如说，就象俄国1901年爆发大学生游行示威（它预示着反专制制度的决战即将到来）时的情况那样，那么把迅猛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或起义看作是唯一能够克服民族主义的杠杆的倾向，也许还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即使那些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暴风雨般的革命时期很快到来的同志，现在也不敢绝对肯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马上就要发生。相反，他们也认为这个时期会持续几十年。”（第41页）



不言而喻，接下去就是对俄国侨民中的“空想”和“巴枯宁主义者”的猛烈攻击。但是阿克雪里罗得所举的例子却再好不过地揭露了我们这位机会主义者。1901年有哪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能够“绝对肯定”同俄国专制制度的决战“马上就要发生”呢？谁也不能这样肯定，谁也没有这样肯定。那时谁也无法知道，决定性的搏斗之一会在4年以后（1905年12月）发生；而同专制制度的下一次“决定性”搏斗可能“发生”在1915—1916年，也可能更晚一些。

如果说1901年谁也没有肯定（不仅没有绝对肯定，而且根本没有肯定）一场决定性的搏斗“马上”就要发生，如果说我们当时肯定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及其一伙关于一场搏斗“马上就要发生”的“歇斯底里”叫喊是不严肃的，那么，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倒是绝对肯定了另一件事：我们当时肯定，只有那些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才会在1901年不明白自己的任务是马上支持1901年的革命游行示威，鼓励和扩大游行示威，并为游行示威宣传最坚决的革命口号。尽管决定性的搏斗没有“马上”发生，尽管第一次决定性的搏斗在4年以后才发生，而且也不是最后的搏斗，不是决定性的搏斗，但是历史毕竟证明我们是正确的，而且只有我们是正确的；历史谴责了机会主义者，把他们长久地抛到了工人运动之外。

现在欧洲的情况完全一样，一模一样。毫无疑问，1915年的欧洲具有象俄国1901年那样的革命形势。我们无法知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决定性的”搏斗是否会在4年以后，或在2年或10年以至更长的时间以后发生，也无法知道，“第二次”“决定性的”搏斗是否会再过10年以后发生。但是我们深知并“绝对”肯定，我们目前刻不容缓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支持已经发生的风潮和已经开始的游行示威。在德国，群众向谢德曼发出嘘声，在很多国家中，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反对物价上涨。而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却在逃避这个直接和责无旁贷的义务，而且劝阻工人不要履行这个义务。如果考察一下阿克雪里罗得的议论的政治含义和中心思想，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阿克雪里罗得同社会爱国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领袖们一齐反对立即宣传和准备革命行动。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其他一切都是空话。

我们现在无疑是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连考茨基这样“最谨慎的”理论家也早在1909年就承认了这一点（《取得政权的道路》）。1912年一致通过的巴塞尔宣言也承认了这一点。正如我们在1901年不知道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前夜”会持续4年之久那样，我们现在对于这一点也同样不知道。革命可以包括，而且将来很可能包括若干次多年的搏斗，即若干个猛烈进攻的时期，其间还会反复出现资产阶级制度的反革命挣扎。当前政治局势的全部关键就在于是否应该支持和发展革命运动来利用已有的革命形势。是或者否。这个问题现在是划分社会沙文主义者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政治界限。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尽管和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的5个书记一样满口革命词句，却是站在社会沙文主义者一边的。

阿克雪里罗得不惜用大量漂亮的空话掩饰他为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行为。在如何掩饰自己的观点，如何利用语言和文字来隐瞒自己的思想方面，他这本小册子堪称典范。阿克雪里罗得无数次翻来复去地说国际主义这个词，指责社会爱国主义者及其朋友们不愿向左移动，暗示他比考茨基要“左些”，他甚至还说必须建立第三国际，而且这个国际应该强大得足以“用突然爆发的革命风暴而不是用威吓”（第14页）来回答资产阶级燃起世界战火的举动，如此等等。口头上阿克雪里罗得准备什么都承认，甚至可以承认革命风暴，而在行动上却想同考茨基，从而也同德国的谢德曼，同俄国沙文主义的和反革命的《我们的事业》杂志[59]以及齐赫泽党团保持一致，在行动上反对立即支持和发展正在兴起的革命运动。口头上什么都说到了，行动上却什么也不干。他信誓旦旦地说他们是“国际主义者”和革命者，而在行动上却支持全世界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反对革命的国际主义者。





	载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3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52—58页

















[58]《民权报》（《Volksre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社会民主党组织和苏黎世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日报），1898年在苏黎世创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刊登过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消息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文章。——57。



[59]《我们的事业》杂志（《Наше　Де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主要刊物（月刊），1915年1月起在彼得格勒出版，以代替1914年10月被查封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共出了6期。为该杂志撰稿的有叶·马耶夫斯基、彼·巴·马斯洛夫、亚·尼·波特列索夫、涅·切列万宁等。——63。









《列宁全集》第27卷


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权》演讲的材料
[60]



（1915年10月15日〔28日〕以前）


1

《宫廷历书》一书摘录

关于民族问题

大国民族

（《宫廷历书》1914年版）

1910年

德意志人1200万在奥匈帝国

6000万在德国

——（？）（6700万中的）

总计＝7200万（？）

英吉利人（？）4500万在英国（4600万中的）

和英国的殖民地

（？）8000万在美国

——————

12500万（？）

英吉利人——12500

大俄罗斯人——7300

德意志人——7200

法兰西人——3800

　　　　总计＝30800万

日本人——5000

意大利人——3500

？　　　　39300

匈牙利人——1000

　　　　总计＝40300万

殖民地（人口，单位百万）

1914年　1876年

570　　314

38年中＋81％


2

提纲草稿

题目：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

不是“民族问题”

删去民族纲领的2/3（仅留自决）。

＋帝国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改革？

＋1905年的挪威。“例外”？

＋1869年的爱尔兰。“空想”？

＋民族运动：亚洲和殖民地的……

　　　　　　　　　 和非洲（埃及）的……

＋既然帝国主义是各民族联合的时代，为什么还要按民族划分？

“如果说”（既然）先进国家已经达到把各民族联合起来的帝国主义阶段，如果说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已经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那“为什么”乌克兰、中国、波斯、印度、埃及等地还发生民族运动？19世纪60年代的蒲鲁东分子和马克思（“其他一切国家都应当停顿下来……等候法国人实行社会革命”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30页。——编者注］

 ）。

马克思1848年在《新莱茵报》[61]上。恩格斯1866年和马克思1869年：正是为了压迫民族的工人阶级的利益，应当要求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

帝国主义是在新的历史基础上的民族压迫……

这是一半。

（任务的）另外一半＝在东欧（1905年后的乌克兰）、在亚洲和非洲（中国、印度、埃及）——在殖民地（在世界10亿人口中，57000万＋36000万＝93000万）的民族运动的兴起……

第1页：—2—3 
［注：大概是引列宁某一手稿的页码。——俄文版编者注］

 （压缩和改写）

16亿中有3—4亿是压迫者

把民族自决“陈旧的、用烂了的”（schabig）资产阶级民主口号（（对地球上10亿人来说是新的！！））由欺骗变成真理。

第4—5页删去第6页（改写）

对英国、法国来说是欺骗——对德国来说也是欺骗。

欺骗的两种形式：普列汉诺夫

反对帕尔乌斯的“用烂了的”口号。

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吗？而工人的兄弟团结呢？

不，也是社会主义原则。

如果我们提出自决的自由，即分离的自由的口号，我们就是通过全部宣传要求压迫者竭力用好处、用文化，而不用暴力来维系。如果我们不承认分离的自由，不把它提到首要地位，实际上我们就是为暴力的奴仆们留下敞开的大门。

只有这样我们才击中要害——我们教育工人：把不是真心诚意地承认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人统统赶走。


3

要点

？

4个更好些

5个要点：（1）压迫民族的，特别是所谓大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要求自决权＝被压迫民族分离的权利，不但要在合法的刊物上，而且特别要在秘密刊物上，特别要在战时坚持这种权利。——（2）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要求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同压迫民族的工人最充分地——包括在组织上——打成一片，而不仅仅是接近。——（3）根据这些原则，20世纪所有先进国家的，特别是大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把“工人没有祖国”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7页。——编者注］

 这个原则放在自己民族政策的首要地位，而同时绝不否定东欧和亚非殖民地的落后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4）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把联邦制原则，把建立小国奉为理想，而应当坚决主张各民族尽可能的接近，说明任何民族分离的害处，民族文化自治的害处，民主集中制的好处，大的国家和国家联盟的好处。

第5个要点：鉴于第一个要点是最起码的要求，鉴于它得到了整个民主派和马克思＋恩格斯（1848—1876年）的承认，鉴于它已被战争的经验所肯定，——必须把不承认这一点的社会民主党人视为无产阶级的敌人，视为最坏的骗子，并把他们开除出党。

光是承认反对任何民族压迫，反对任何民族不平等的斗争是不够的：

（α）“不平等”包括建立国家的权利？还是不包括？

（β）——包括分离权还是不包括？

（γ）日常鼓动的性质：针对主要方面。

工人的统一，无产阶级国际阶级斗争的统一，比起国家疆界问题，即在帝国主义时代尤其经常地要通过战争来重新加以解决的问题，不知要重要多少。


4

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权

（提纲）

［1915年10月28日］


引言

（1）问题的迫切性。人人都在谈论的热门话题。为什么？

（α）战争燃起民族仇恨和有造成民族压迫的危险。

（β）帝国主义是在新的历史基础上的民族压迫的时代。

（2）Ｚ．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是团结起来，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须粉碎社会沙文主义，使工人阶级认识清楚。


Ⅰ．经济观点

（3）“资本已超出了民族的范围。各民族的联合（在一国内）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说得对！但马克思主义并不＝司徒卢威主义[62]，不是去替对各民族使用暴力进行辩解和辩护，而是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各民族工人的联合、为了他们的兄弟团结而进行革命斗争。

（4）反对暴力，赞成各民族的民主联合。“分离的自由”是民主制的最高表现。

（5）民主制，分离自由有利于经济上的联合（挪威和瑞典；美国与德国）。


Ⅱ．历史观点

（6）“民族自决是已经过去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时代的用烂了的口号。”

——帝国主义造成新的基础上的民族压迫。帝国主义更新了这一陈旧的口号。

（7）东方和殖民地（占世界人口10亿以上）。“新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

殖民地　　1876年——31400万

　　　　　　　　　　　　　　 ＋81％。

　　　　　1914年——57000万


Ⅲ．政治观点

（8）我们并不抛弃资产阶级民主的口号，而是更彻底地、更充分地、更坚决地实现其中民主的东西。

（9）不是民族的利益，而是各民族工人的兄弟情谊和团结的利益。


Ⅳ．国家疆界观点

（10）我们并不坚持各国目前的疆界。

（11）我们不赞成建立小国的空想，我们不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要求“民族国家的独立”……

（12）不管国家疆界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动，我们都把工人的阶级斗争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13）俄国的（英国的、奥地利的？）“瓦解”＝联邦。


Ⅴ．无产阶级国际阶级斗争的观点

（14）民族仇恨和不信任的危险性（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可避免性）（象阿克雪里罗得那样？不！）

（15）关键：压迫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态度。

（16）不承认分离权，就不可能有各民族工人的阶级团结。


Ⅵ．“实际的可行性”

（17）“空想”！挪威与瑞典。

（18）“例外”！（“偏僻地方”。）

是的，正如一切民主的改革和改造一样。

（19）“实际上＝零”。

不＝（α）宣传分离的自由

（β）用全民投票来决定分离的问题（宪法中的两条）。

（20）“保证何在？只有战争能解决！”

（我们的保证——用各民族的兄弟团结的精神来教育工人群众。）


Ⅶ．战争的观点

（21）“民族自决＝为参战辩护。”

有各种各样的战争。民族战争我们并不“否定”。这种战争在现在也可能发生。

（22）“如果自决，那荷兰、瑞典等有权自卫。”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怎么能自卫呢？


Ⅷ．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

（23）社会沙文主义，象无线电报那样，是帝国主义必然的产物。同它作斗争＝当前的实质。

（24）同本民族的沙文主义的斗争。

（25）主要的——大国沙文主义。

（26）“承认平等”＝回避关于建立国家、关于分离、关于发生帝国主义战争的情况的问题。

（27）只有我们的提法才击中了要害。只有这个提法才能打垮和切断国际社会沙文主义。


Ⅸ．拿离婚作比喻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65—169页。——编者注］



（28）罗莎·卢森堡谈离婚（与自治）。

（29）谢姆柯夫斯基的反驳。

（30）他的错误。


Ⅹ．魏尔事件

（31）社会沙文主义者们开除了魏尔，对他们的原则的背叛。

（32）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参战不是罪过。为了在军队中进行鼓动？为了变战争为国内战争？

（33）民族的选择。（在哪一方军队中？）


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态度

（34）在俄国：我们（立宪民主党人）主张平等，但我们从不维护从俄罗斯国家分离的权利。

（35）卡尔·考茨基论政治自决（说什么“文化自决和自治就够了”）……


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经验

（36）在1903年代表大会上对问题的提法。

（37）波兰社会民主党的退出和在1906年的加入。[63]

（38）从来也没有正式要求取消第9条。

（39）1914年机会主义者同罗莎的“联盟”（取消派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阿列克辛斯基）。


Ⅹ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范例

（40）1848年德国与被压迫民族（《遗著》第3卷第109、113、114页）。

1866年恩格斯和国际（马克思）论波兰和德国。

1869年马克思论爱尔兰。

（41）压迫民族工人的利益的观点。

注意

马克思赞成同爱尔兰结成联邦（注意）


ⅩⅣ．“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提法”

（42）“不支持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的统治”……

问题：包括分离的自由？还是不包括。

不承认分离的自由也就是“支持统治”。

这个提法＝“走向接近的第一步”…… 
［注：见本卷第42—47页。——编者注］







	载于193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434—444页

















[60]这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权》演讲的一组材料。演讲是1915年10月15日（28日）在日内瓦作的。——64。



[61]《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66。



[62]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司徒卢威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锐敏地看出司徒卢威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司徒卢威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思想家。他在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掩护下坚持社会沙文主义，为掠夺战争、兼并和民族压迫辩护。——71。



[63]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7—8月）讨论党纲草案时，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阿·瓦尔斯基和雅·斯·加涅茨基反对其中的民族自决权的条文，而提出在纲领中列入成立保障国内各民族有发展文化的充分自由的机关的要求。如列宁所说：“他们所提出来代替自决的东西，实质上不过是那个臭名远扬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别名而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74—275页）第二次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否决了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提议，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便留下申述他们观点的声明，退出了代表大会。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被接收入党。无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是在代表大会以后，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都没有再提出修改党纲第9条的意见。党纲第9条的全文是：“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决权。”（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427页）——75。









《列宁全集》第27卷


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
[64]



（1915年10月16日〔29日〕以后）

齐美尔瓦尔德宣言也同社会民主党大多数纲领或策略决议一样，宣布了“民族自决权”。巴拉贝伦在《伯尔尼哨兵报》第252—253号合刊上却把“争取并不存在的自决权的斗争”说成是“虚幻的”斗争，并把“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群众革命斗争”同这种斗争对立起来，同时他担保说，“我们反对兼并”（巴拉贝伦的这个担保在他的文章中重复达五次之多），反对对各民族施加任何暴力。

巴拉贝伦持这种立场的理由是：现时的所有民族问题，如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亚美尼亚问题等，都是帝国主义问题；资本的发展已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不能把“历史的车轮倒转过来”，退向民族国家这种过了时的理想等等。

让我们来看看巴拉贝伦的论断对不对。

首先，向后看而不向前看的正是巴拉贝伦自己。因为他反对工人阶级接受“民族国家的理想”时，目光只是停留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即民族解放运动已成为过去的国家，而没有投向东方，投向亚洲、非洲，没有投向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或终将兴起的殖民地。这方面只要举印度、中国、波斯、埃及为例就够了。

其次，帝国主义意味着资本的发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意味着民族压迫在新的历史基础上的扩大和加剧。由此得出的结论与巴拉贝伦的正好相反：我们应当把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同民族问题的革命纲领联系起来。

照巴拉贝伦说来，他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才以轻蔑的态度抛弃民主制方面的彻底革命的纲领的。这是不对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民主制，就是说，只有充分实现民主，把最彻底的民主要求同自己的每一步斗争联系起来，才能获得胜利。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同民主问题之一（在这里是民族问题）对立起来是荒谬的。我们应当把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同实现一切民主要求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结合起来；这些民主要求就是：建立共和国，实行民兵制，人民选举官吏，男女平等，民族自决等等。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所有这些要求的实现只能作为一种例外，而且只能表现为某种不充分的、被扭曲的形式。我们在依靠已经实现的民主制、揭露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彻底性的同时，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剥夺资产阶级，因为这是消灭群众贫困和充分地、全面地实行一切民主改革的必要基础。在这些改革中，有一些将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前就开始，有一些要在推翻资产阶级过程中实行，还有一些则要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实行。社会革命不是一次会战，而是在经济改革和民主改革的所有一切问题上进行一系列会战的整整一个时代。这些改革只有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正是为了这个最终目的，我们应当用彻底革命的方式表述我们的每一项民主要求。某一个国家的工人在一项基本的民主改革都未充分实现以前就推翻资产阶级，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但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历史阶级，如果不经过最彻底和最坚决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训练而要战胜资产阶级，却是根本不可设想的。

帝国主义是极少数大国对世界各民族的愈来愈厉害的压迫，是极少数大国之间为扩大和巩固对各民族的压迫而进行战争的时代，是一些伪善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欺骗人民群众的时代，这些人在“民族自由”、“民族自决权”和“保卫祖国”的幌子下，为一些大国对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压迫辩护和开脱。

因此，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居中心地位的，应当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正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所在，正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用谎言加以回避的东西。从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或小市民的空想的观点，即认为各独立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和平竞争的观点看来，这种区分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从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观点看来，它恰恰是至关重要的。根据这个区分应当得出我们对“民族自决权”的彻底民主主义的、革命的、同为社会主义而立即斗争的总任务相适应的定义。为了这种权利，为了真正承认这种权利，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提出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这一要求，否则，所谓承认民族平等和工人的国际团结，实际上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只能是一种欺人之谈。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则应当把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同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团结一致和打成一片摆到首位，否则，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成为一贯出卖人民和民主的利益、一贯准备兼并和压迫其他民族的这个或那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同盟者。

19世纪60年代末期某些人对民族问题的提法可以作为一个有教益的例子。同任何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格格不入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为自己描绘了自由平等的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和平竞争的乌托邦。蒲鲁东主义者从社会革命的直接任务出发，根本“否认”民族问题和民族自决权。马克思嘲笑了法国的蒲鲁东主义，指出了它同法国沙文主义的血缘关系（“整个欧洲都可以而且应当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待法国老爷们来消灭贫穷”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24页。——编者注］

 ……“他们大概是完全不自觉地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 
［注：同上，第231页。——编者注］

 ）。马克思曾要求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 
［注：同上，第381页。——编者注］

 。他提出这个要求不是从小资产阶级的和平资本主义的空想出发，不是要“替爱尔兰主持公道” 
［注：同上，第32卷第398页。——编者注］

 ，而是从压迫民族即英吉利民族的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利益出发的。这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压迫，限制和损害了这个民族的自由。如果英国无产阶级不提出爱尔兰有分离的自由这个要求，那它的国际主义就不过是伪善的言词。马克思从来不主张建立小国，不笼统主张国家分裂，也不赞成联邦制原则，他认为被压迫民族的分离是走向联邦制的一个步骤，因此不是走向分裂，而是走向政治上和经济上集中的一个步骤，但这是在民主主义基础上的集中。在巴拉贝伦看来，马克思提出爱尔兰分离这个要求，想必是在进行“虚幻的斗争”。而事实上只有这种要求才是彻底的革命纲领，只有这种要求才符合国际主义，只有这种要求所维护的集中才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集中。

当今的帝国主义使大国压迫其他民族成为普遍现象。在大国民族为了巩固对其他民族的压迫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压迫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全球大多数居民的今天，唯有同大国民族的社会沙文主义进行斗争的观点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民族纲领中决定性的、主要的、基本的观点。

请看一看社会民主党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思想派别吧。梦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和平的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已让位于社会帝国主义者。巴拉贝伦犹如同风车搏斗[65]一样地同前者搏斗，结果不由自主地为后者效了劳。社会沙文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的纲领是怎样的呢？

他们或者引用类似巴拉贝伦那样的论据来根本否定民族自决权（如库诺、帕尔乌斯和俄国的机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等人）；或者显然伪善地承认这种权利，就是说恰恰不把它应用于受他们本民族或本民族的军事盟国压迫的那些民族（如普列汉诺夫、海德门、所有亲法爱国主义者以及谢德曼等等）。考茨基的社会沙文主义谎言说得最漂亮，因而对无产阶级也最危险。口头上他拥护民族自决，口头上他主张社会民主党“全面地〈！！〉和无条件地〈？？〉尊重和捍卫民族独立”（《新时代》杂志第33年卷第2册第241页；1915年5月21日）。而实际上他使民族纲领顺应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歪曲和删减民族纲领，不去确切地规定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的责任，甚至公然伪造民主原则，说什么为每个民族要求“国家独立”（staatliche Selbstandigkeit）是“非分的”（“zuviel”）（《新时代》杂志第33年卷第2册第77页；1915年4月16日）。请看，“民族自治”就够了！！恰恰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允许涉及的那个主要问题，即建立在民族压迫之上的国家疆界问题，考茨基回避了，他为了讨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把最本质的东西从纲领中一笔勾销。资产阶级对什么样的“民族平等”和什么样的“民族自治”都可以允诺，只要无产阶级能够在合法的范围内活动并在国家疆界问题上“乖乖地”听命于它就行！考茨基是用改良主义的方式而不是用革命的方式表述社会民主党的民族纲领的。

对于巴拉贝伦的民族纲领，更确切些说，对于他的“我们反对兼并”的担保，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及其一伙都举双手赞成，因为这个纲领并没有揭露居统治地位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就连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也会赞成这个纲领的。巴拉贝伦的漂亮的总纲领（“反对资本主义的群众革命斗争”）对他来说，也象对60年代的蒲鲁东主义者那样，并不是为了依照这个纲领，根据它的精神来制定一个毫不妥协的、彻底革命的民族问题纲领，而是为了在这个问题上替社会爱国主义者扫清道路。在我们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世界上大多数社会党人属于压迫其他民族并力求扩大这种压迫的民族。因此，如果我们不公开宣布：一个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不宣传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那他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不是国际主义者，而是沙文主义者！一个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如果不违反政府禁令，也就是说在不经书报检查的即秘密的报刊上进行这种宣传，那么他所谓的拥护民族平等就只能是伪善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宣布的话，那我们的“反对兼并的斗争”将始终是一种毫无内容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毫不感到可怕的斗争。

对于尚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俄国，巴拉贝伦只说了下面一段话：


　　“就连经济非常落后的俄国也通过波兰、拉脱维亚和亚美尼亚的资产阶级的行为表明，把各族人民拘禁在这个‘各族人民的牢狱’中的不仅有武装的卫兵，而且还有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因为对它来说，广大的领土是它借以发展的沃土。”



　　这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观点，不是国际主义的观点，而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观点。巴拉贝伦虽然同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卓越地进行了斗争，但是看来他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却很不了解。为了从巴拉贝伦这段话中得出社会民主党的原理和社会民主党的结论，应该把这段话修改和补充如下：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牢狱，这不仅是因为沙皇制度具有军事封建性质，不仅是因为大俄罗斯资产阶级支持沙皇制度，而且还因为波兰等民族的资产阶级为了资本主义扩张的利益而牺牲民族自由和整个民主制度。俄国无产阶级若不在现时就彻底地和“无条件地”要求让一切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有从俄罗斯分离的自由，那它就不能领导人民进行胜利的民主革命（这是它的最近任务），也不能同欧洲的兄弟无产者一道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并不是脱离我们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来提这个要求的，而是因为不把这个斗争同所有民主问题，其中包括民族问题的革命提法联系和结合起来，这个斗争就始终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求民族有自决的自由，即独立的自由，即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实行经济上的分裂，或者想实现建立小国的理想，相反，是因为我们想建立大国，想使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但是这要在真正民主和真正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没有分离的自由，这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在1869年要求爱尔兰分离，并不是为了制造分裂，而是为了将来爱尔兰能同英国自由结盟，不是“替爱尔兰主持公道”，而是为了英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利益；同样，我们认为，俄国社会党人拒绝要求上述意义上的民族自决的自由，那就是对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直接背叛。





	载于192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61—68页

















[64]《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一文是用德文写的，写作日期应在1915年10月16日（29日）以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把它译成了俄文，译文经列宁校订。本文在《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和第5版中都是根据这个译文排印的。本卷《附录》中收有列宁用俄文写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一文初稿片段和提纲片段（见第445—449页）。——77。



[65]同风车搏斗是西班牙作家米·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里的一个故事。一心要做游侠骑士而头脑中充满幻想的唐·吉诃德把田野里的旋转着的风车当成巨人，奋勇上前与之搏斗，结果被打得人仰马翻（见该书第1部第8章）。——83。









《列宁全集》第27卷


致“社会主义宣传同盟”书记
[66]



（1915年10月31日和11月9日〔11月13日和22日〕之间）

亲爱的同志们：

收到你们的传单我们非常高兴。你们号召社会党的党员进行斗争，争取建立新的国际，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教导的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尤其是反对那些主张工人阶级参加防御性战争的人，这完全符合我们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这场战争一开始就采取的和10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立场。

我们向你们致以最诚挚的敬礼，并衷心祝愿我们维护真正国际主义的共同斗争获得成功。

在我们的报刊和宣传中，我们在某几点上同你们的纲领存在着分歧。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向你们扼要指出这些分歧，以便立即采取认真的步骤，使各国不同意妥协的革命社会党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斗争能够协调一致。

我们最严厉地批评旧的国际即第二国际（1889—1914年），我们宣布它已经死亡，而且不值得在旧的基础上恢复它。但是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从来没有讲过：到目前为止对所谓“眼前要求”注意过多了，这样会阉割社会主义。我们断言并且证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除工人阶级革命政党以外的一切政党，在谈论改良的时候，都是在撒谎，都是假仁假义。我们在竭力帮助工人阶级，争取使他们的状况（经济和政治状况）能够得到哪怕是极其微小的然而是实际的改善。而与此同时我们一向说，任何改良，如果没有革命的群众斗争方法加以支持，都不可能是持久的、真正的、认真的改良。我们一向劝导人们：社会党如果不把这种争取改良的斗争同工人运动的革命方法结合起来，就可能变成一个宗派，就可能脱离群众，对于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来说，这是一个最严重的威胁。

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一向维护党内民主。但是我们从未反对过党的集中。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我们说，德国工人运动的集中，并不是它的一个弱点，而是它的一个强处，一个优点。现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弊病不在于集中，而在于机会主义者占优势；应该把这些机会主义者开除出党，尤其是现在，当他们在战争时期已经表现出叛变行为以后。每当发生某种危机时，能有一个小团体（例如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就是一个小团体）把广大群众引向革命方面，那是非常好的。在一切危机中，群众不会直接行动起来，他们需要党的中央机关这类小团体的帮助。从这场战争一开始，即从1914年9月起，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就一直诱导群众，要他们不听信“防御性战争”的谎言，要他们同机会主义者和所谓“琼果[67]社会党人”（我们这样称呼那些现在赞成防御性战争的“社会党人”）决裂。我们认为，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这些体现集中制的措施是有用的和必要的。

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必须反对行业工会，赞成产业工会即集中的大工会，我们必须使全体党员最积极地参加经济斗争和工人阶级的一切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但是我们认为，象德国的列金先生和美国的龚帕斯先生这样的人物都是资产者，他们的政策不是社会主义的政策，而是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政策。列金先生、龚帕斯先生以及象他们这一类的人物，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他们代表的只是工人阶级中的贵族和官僚。

在发动政治行动时，你们要求工人举行“群众性行动”，这我们完全赞同。德国革命的国际主义派社会党人也是这样要求的。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中力求较详细地阐明，究竟应当怎样理解这样一些群众性政治行动，例如政治罢工（这在俄国是很常见的）、街头游行示威以及当前这场各国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为之作准备的国内战争。

我们并不鼓吹在当前的（在第二国际中占优势的）各社会党内部讲统一。相反，我们坚持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战争是一堂极好的直观教育课。现时在一切国家中，机会主义者；他们的领袖，他们最有影响的报纸和杂志，都拥护战争，换句话说，他们事实上已经同“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资本家）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你们说，在美国也有为防御性战争辩护的社会党人。我们坚决认为，同这样的人联合就是犯罪。实行这样的联合就是同本国的中产阶级和资本家联合，而同国际的革命工人阶级决裂。我们主张的是同民族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决裂，而同国际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政党联合。

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从未反对过美国的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68]（S．P．and S．L．P．）实行联合。我们经常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些信件（特别是写给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积极的一员左尔格的信）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74—577页，第37卷第314—318、337—339页。——编者注］

 ，在这些信中，他们都谴责了社会主义工人党（S．L．P．）的宗派主义性质。

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对旧国际的批评。我们参加了1915年9月5—8日举行的齐美尔瓦尔德（瑞士）代表会议。我们在那里组成了一个左翼，还提出了我们的决议案和宣言草案。不久前我们用德文公布了这些文件，现在我把这些文件连同我们的《社会主义与战争》这本小册子的德文译本一并寄给你们，希望你们的联盟里有懂德文的同志。如果你们能帮助我们把这些东西用英文出版的话（只能在美国出版，然后我们再把它们送到英国），我们是很乐意接受你们的帮助的。

在我们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和反对“琼果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经常举美国社会党（Ｓ．Ｐ．）内的机会主义领袖作为例子，因为他们赞成限制中国工人和日本工人入境（特别是在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后，违反大会的决定[69]）。我们认为，做一个国际主义者，同赞成这种限制，是不能兼容的。我们可以断定，如果美国的和特别是英国的那些属于统治民族和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不反对任何入境限制，不反对占有殖民地（如夏威夷群岛），不主张殖民地完全独立，那么，这样的社会党人实际上就是“琼果”社会党人。

最后，我再一次向你们联盟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和最良好的祝愿。如果今后能继续从你们那里得到信息，如果能把我们反对机会主义、维护真正国际主义的斗争联合起来，我们将感到十分高兴。






	你们的尼·列宁









请注意：俄国有两个社会民主党。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是反对机会主义的。另一个党（“组织委员会”）是机会主义的。我们反对同它联合。

来信可写我们机关的地址：瑞士日内瓦雨果·德·桑热街7号俄国图书馆交中央委员会。但是最好写我个人的地址：瑞士伯尔尼（Ⅲ）赛登路4ａ号弗拉·乌里扬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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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这封信是列宁1915年11月13日收到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的传单后写的，原文是英文。



社会主义宣传同盟是美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是根据美国国际主义者和以荷兰侨民塞·尤·鲁特格尔斯为首的一批政治流亡者的倡议于1915年在波士顿成立的。在美国社会党内，它是一个有自己党证和自行收交党费的独立的派别。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问题上，该组织持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纲领相近的立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宣传同盟支持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并在各工会组织中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活动。1918年，同盟加入了美国社会党的左翼。——86。



[67]琼果是英文“Jingo”一词的音译。19世纪70年代俄土战争期间，在英国流行过一首好战的军国主义歌曲，其歌词中反复出现斗“by Jingo”一语，意即“以上帝的名义起誓”。“琼果”后来就成了表示极端沙文主义情绪的专用名词。——89。



[68]美国社会党是由美国社会民主党（尤金·维·德布兹在1897—1898年创建）和以莫·希尔奎特、麦·海斯为首的一批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联合组成的，1901年7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立。该党社会成分复杂，党员中有美国本地工人、侨民工人、小农场主、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该党重视同工会的联系，提出自己的纲领，参加选举运动，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开展反垄断的斗争方面作出了贡献。后来机会主义分子（维·路·伯杰、希尔奎特等）在党的领导中占了优势，他们强使1912年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屏弃革命斗争方法的决议，以威·海伍德为首的一大批左派分子退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党内形成了三派：支持美国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只在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中派，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少数派。1919年，退出社会党的左派代表建立了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社会党的影响下降。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合并而成的，1876年7月在费拉德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当时称美国工人党，1877年起改用现名。绝大多数党员是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同本地工人联系很少。19世纪70年代末，党内领导职务由拉萨尔派掌握，他们执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政策，不重视在美国工人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一部分领导人热中于议会选举活动，轻视群众的经济斗争，另一些领导人则转向工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党的领导在思想上和策略上的摇摆削弱了党。90年代初，以丹·德莱昂为首的左派领导该党，党的工作有一些活跃。从90年代末起，宗派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又在党内占了上风，表现在放弃争取实现工人局部要求的斗争，拒绝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进行工作，致使该党更加脱离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倾向于国际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党内一部分最革命的分子退出了党，积极参加建立美国共产党。此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了一个人数很少、主要和知识分子有联系的集团。——90。



[69]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工人侨居问题的讨论和决定，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71页和第83页。——91。









《列宁全集》第27卷


论革命的两条路线

（1915年11月7日〔20日〕）

普列汉诺夫先生在《号召报》[70]第3号上试图提出关于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他引证了马克思的一段话，这段话说，法国1789年的革命是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的，而1848年的革命则是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5页。——编者注］

 在第一种情况下，政权由较温和的政党逐渐转归较左的政党，即从立宪派到吉伦特派，再到雅各宾派。后一种情况恰巧相反（从无产阶级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资产阶级共和派，最后到拿破仑第三手中）。我们的作者由此推论说，“最好能使俄国革命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也就是说，使政权先转归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然后转归劳动派，然后再转归社会党人。从这种推论中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俄国左派不愿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并过早地败坏他们的声誉是不明智的。

普列汉诺夫先生的这个“理论性”论断是用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实例。普列汉诺夫先生把事情归结为先进分子的“战略概念”“正确”还是不正确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不是这样论断的。他指出革命在前后两种情况下发展路线不同这一事实，然而他没有到“战略概念”中去寻找这种差别的原因。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到概念中去寻找这种差别是可笑的。应当到阶级关系对比的差异中去寻找。同一个马克思还曾经写道，在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同农民结成了联盟，而在1848年，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背叛了无产阶级。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31页、第7卷第27页、第8卷第145—146页。——编者注］

 马克思的这个意见普列汉诺夫先生是知道的，但是他闭口不谈，其目的是要把马克思伪造成“司徒卢威的模样”。在1789年的法国，是推翻专制制度和贵族的问题。在当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上，资产阶级相信利益的一致，不担心自己统治的巩固性，而同农民结成了联盟。这个联盟保证了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在1848年，已经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问题。无产阶级当时未能把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小资产阶级的叛变招致了革命的失败。1789年的上升路线是人民群众战胜专制制度的一种革命形式。1848年的下降路线则是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背叛招致革命失败的一种革命形式。

普列汉诺夫先生把问题归结为“战略概念”，而不是阶级关系对比，从而用庸俗的唯心主义偷换了马克思主义。

俄国1905年革命及其以后的反革命时期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我国有两条革命路线：无产阶级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都在争取对群众施加指导性影响。无产阶级采取了革命行动，带领民主主义的农民去推翻君主制和地主。1905—1906年的农民起义，同一时期的军人骚动，1905年的“农民协会”[71]，以及头两届杜马中劳动派农民的表现不仅“比立宪民主党人要左些”，而且比社会革命党人知识分子和劳动派知识分子还要革命些——所有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都在广泛的范围内证明，农民表现出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可惜，人们时常忘记这一点，但这是事实。在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中，劳动派农民尽管有软弱性，但是仍然表明了农村群众是具有反对地主的情绪的。

从事实而不是从“战略”空谈中得出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条路线，就是无产阶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农民则犹疑不定地跟着它走。这两个阶级都反对君主制和地主。由于力量不足和决心不够，这两个阶级遭到了失败（虽然他们已在专制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行为构成了第二条路线。我们布尔什维克一直说（尤其自1906年春季以来），代表这条路线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这支统一的力量。1905—1915年这十年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在斗争的紧要关头，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一道背叛民主派而“跑去”帮助沙皇和地主。俄国革命中的“自由派”路线就在于为了资产阶级同君主制的和解而“安抚”和分裂群众斗争。俄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都使得自由派的行为必然如此。

布尔什维克自觉地帮助无产阶级走第一条路线，英勇忘我地进行斗争并带领农民前进。孟什维克则总是滚到第二条路线上去，他们把无产阶级引入歧途，使无产阶级运动顺应自由派的需要，——从邀请参加布里根杜马（1905年8月），直到1906年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和1907年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反对民主派的联盟。（这里顺便指出，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那些在普列汉诺夫先生看来是“正确的战略概念”在当时就遭到了失败。为什么呢？为什么群众不听从英明的普列汉诺夫先生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劝告呢——他们的劝告不是散布得比布尔什维克的广泛百倍吗？）

1904—1908年以及后来1908—1914年期间，在群众的政治活动中只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派别显露了头角。为什么呢？因为唯有这两个派别有坚实的阶级根基：布尔什维克派的阶级根基是无产阶级，孟什维克派的阶级根基是自由派资产阶级。

现在我们又重新走向革命。这是大家都看到的。连赫沃斯托夫本人也说，农民当前的情绪使人联想起1905—1906年。现在我们面前又有同样的两条革命路线，同样的阶级关系对比，只是由于国际局势的改变而略有不同罢了。1905年，整个欧洲资产阶级都支持沙皇政府——有的给它亿万金钱（如法国人），有的帮它训练反革命军队（如德国人）。1914年爆发了欧洲大战；资产阶级在各个地方都暂时地战胜了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卷入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浊流。在俄国，占人口多数的仍旧是小资产阶级群众，主要是农民。他们受到的首先是地主的压迫。在政治上，他们有的人还处于沉睡状态，有的人则动摇于沙文主义（“战胜德国”、“保卫祖国”）和革命之间。这些群众——和这种动摇——在政治上的代表，一方面是民粹主义者（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我们的事业》杂志、普列汉诺夫、齐赫泽党团、组织委员会），这些机会主义者从1910年起就下定决心沿着自由派工人政策的道路滑下去，到了1915年更堕落到波特列索夫、切列万宁、列维茨基、马斯洛夫等先生们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地步，或者说堕落到要求同这些人讲“统一”的地步。

这种实际情况明确无误地规定了无产阶级的任务。对君主制进行英勇忘我的革命斗争（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72]的口号，即“三条鲸鱼”），也就是把一切民主派群众主要是农民争取过来的斗争。同时还要与沙文主义作无情的斗争，同欧洲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进行争取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由它的阶级地位产生的。军事危机加强了促使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左倾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这就是俄国民主革命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客观基础。至于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这是无须我们在这里加以证明的；早在大战以前，各先进国家的一切有影响的社会党人就承认了这一点。

弄清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阶级关系对比，是革命政党的主要任务。然而组织委员会对这一任务采取回避态度，它在国内依然充当《我们的事业》杂志的忠实盟友，在国外则大谈其毫无意义的“左的”空话。这个任务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解决得不正确，他只是重复他那1905年的“独创性”理论，而不肯想一想，整整十年来生活并没有理睬他那个卓越的理论，原因究竟何在。

托洛茨基的独创性理论从布尔什维克方面借用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借用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据他说，农民已经分化了，分化成不同的阶层了，他们能起的革命作用愈来愈小了；在俄国不可能进行“民族”革命，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不是使资产阶级民族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

这真是一个“玩弄字眼”——玩弄帝国主义这个字眼的有趣的例子！如果说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那就是说俄国已经直接面临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说“没收地主土地”这个口号（托洛茨基继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之后在1915年又加以重复的口号）是不正确的，那就是说不应该讲“革命工人”政府，而应该讲“工人社会主义”政府！！托洛茨基又说，无产阶级的坚决性能把“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也带动起来（第217号）。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混乱到何等程度！！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如果无产阶级能带动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制度，那也就是完成俄国“资产阶级民族革命”，那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1905—1915年这整整十年，这伟大的十年，证明了在俄国革命中有两条而且只有两条阶级路线。农民的分化加强了农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唤醒了很多在政治上沉睡未醒的农民，推动了农村无产阶级向城市无产阶级靠拢（布尔什维克从1906年以来就坚决主张农村无产阶级要单独组织起来，并把这个要求列入孟什维克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73]的决议）。但是“农民”同马尔柯夫们—罗曼诺夫们—赫沃斯托夫们的对抗加强了，增长了，尖锐化了。这个真实情况是如此明显，甚至连托洛茨基在巴黎写的洋洋万言的几十篇文章也“推翻”不了。托洛茨基行动上是在帮俄国自由派工人政治家的忙，他们认识到“否定”农民的作用就是不愿意发动农民去革命！

而这就是现在问题的症结。无产阶级现在和将来都要为夺取政权、为建立共和国、为没收土地而英勇忘我地斗争，也就是说，为争取农民、为尽量发挥农民的革命力量、为吸引“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参加使资产阶级俄国摆脱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的解放运动而斗争。而无产阶级立即利用这个使资产阶级俄国从沙皇制度下、从地主的土地和政权下获得解放的运动，不是为了帮助富裕农民去反对农业工人，而是为了与欧洲各国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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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号召报》（《Призыв》）是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周报），1915年10月—1917年3月在巴黎出版。



这里提到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题为《革命的两条路线》，载于1915年10月17日《号召报》第3号。——93。



[71]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根据该协会成立大会和1905年11月6—10日（19—23日）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94。



[72]一月代表会议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在布拉格举行，也称布拉格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代表20多个党组织，即几乎所有在俄国进行活动的组织，实际上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列宁领导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起草了所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会议肯定俄国新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代表会议宣布取消派的所作所为已使他们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决定把他们清除出党。代表会议谴责了国外反党集团——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认为必须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协助党的工作的统一的党组织。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批准了列宁提出的党的组织章程草案。代表会议恢复了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并由它重新建立了领导国内党组织实际工作的机关——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这次会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新型政党的进一步发展，对巩固党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关于一月代表会议，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97。



[73]指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65页）这本小册子中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分析。



列宁所说的农村无产阶级单独组织起来的这个要求，列入了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策略决议。这个决议说：“同时，在实行民主土地改革的一切场合下和任何情况下，党的任务都是：始终不渝地争取成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的利益和农民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警告他们不要受在商品生产下永远不能消灭群众的贫困的小经济制度的引诱，最后，指出必须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消灭一切贫困和剥削的唯一手段。”（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1页）——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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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落到了极点

（1915年11月7日〔20日〕）

激进的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些人蜕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是所有交战国都有的一种普遍现象。沙文主义潮流如此迅猛、狂暴和强烈，以致各国都有许多没有气节或落伍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被它卷走。在俄国革命中就已表现出是个冒险家的帕尔乌斯，现在在他的小刊物《钟声》杂志[74]（《Die Glo-cke》）中更是堕落到了……极点。他恬不知耻地、洋洋自得地为德国机会主义者辩护。他把自己过去崇拜的一切付之一炬[75]；他“忘记了”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斗争以及这两个派别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历史。他以那种自信会受到资产阶级赞许的小品文作者的放肆态度拍着马克思的肩膀“纠正”马克思，而丝毫未作认真的和严肃的批评。至于对那位恩格斯，他简直不屑一顾。他为英国的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辩护，为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和狂热爱国主义者辩护。他骂英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是沙文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走狗，却把德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尊称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同伦施、亨尼施、格龙瓦尔德拥抱接吻。他向兴登堡摇尾乞怜，要读者相信“德国总参谋部是支持俄国革命的”，并下贱地颂扬这个“德国人民精神的体现者”和它的“强烈的革命情感”。他预言，德国通过保守派同一部分社会党人的联盟，通过发放“面包配给证”就可以毫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是一个卑微的懦夫，以宽容的态度似赞成非赞成地对待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他装模作样，似乎他没有觉察到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宣言中有很多地方是反对从帕尔乌斯和普列汉诺夫到科尔布和考茨基的形形色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

在他出版的6期杂志中，没有一点诚实的思想，没有一个严肃的论据，没有一篇诚恳的文章。这全然是一堆德国沙文主义垃圾，上面却挂着一块胡乱涂写的招牌：为了俄国革命的利益！科尔布和开姆尼茨的《人民呼声报》[76]这些机会主义者交口称赞这堆垃圾，这是十分自然的。

帕尔乌斯先生竟厚颜无耻地公然宣称，他的“使命”就是“充当武装起来的德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思想纽带”。这种丑角的插科打诨，准能使俄国工人笑破肚皮。如果说普列汉诺夫先生、布纳柯夫先生以及和他们一伙的《号召报》理所当然地得到俄国的沙文主义者和赫沃斯托夫的赞许，那么，帕尔乌斯先生的《钟声》杂志就是德国的叛徒和走狗们的喉舌。

因此我们不能不指出目前这场战争的另一个有益的方面。它不仅用“速射炮”摧毁了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且也出色地揭露了那些冒险家和社会主义运动中朝三暮四的人。历史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而不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对无产阶级运动预先作这番清扫，这对无产阶级是大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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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钟声》杂志（《Die Glock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社会沙文主义者亚·李·帕尔乌斯办的刊物（双周刊），1915—1925年先后在慕尼黑和柏林出版。——100。



[75]把自己过去崇拜的一切付之一炬一语是借用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贵族之家》中的人物米哈列维奇的诗句，意思是背叛自己过去的值念。——100。



[76]《人民呼声报》（《Volksstimm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日报），1891年1月—1933年2月在开姆尼茨出版。1907—1917年担任该报主编的是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恩·海尔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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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
[77]



（不早于1915年11月13日〔26日〕）

1914—1915年的战争暴露了国际的破产。把各个阶级和政党对此所持的态度拿来作一番对比是颇有教益的。一些资产者极力称赞那些主张“保卫祖国”即主张战争和主张帮助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把他们捧上了天。而另一些比较坦率的或者说不大耍外交手腕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则对国际的破产，对社会主义“幻想”的破灭幸灾乐祸。在“保卫祖国”的社会党人中间也有两派。德国人威·科尔布和沃·海涅这样的“极端派”承认国际的破产，指责“革命幻想”引起这个破产，力图重新建立一个更加机会主义的国际。可是在实践中，他们同考茨基、列诺得尔、王德威尔得这一类“温和的”、谨慎的、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保卫祖国派”殊途同归，尽管后者矢口否认国际的破产，认为它只是暂时停止活动，他们为原有的第二国际辩护，认为它仍然有生命力和生存权。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则承认第二国际的破产并认为有必要建立第三国际。

为了断定谁是谁非，我们且来看看恰恰是针对当前这次战争的、由世界所有社会党一致正式签字通过的历史文件。这个文件就是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社会党人敢从理论上否认对每次战争必须分别作出具体的历史的评价。但是现在，除了人数不多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以外，人们既不敢直接地、公开地、明确地否定巴塞尔宣言，说它是错误的，也不敢仔细认真地分析一下这个宣言，把它的论点拿来同社会党人在战争爆发后的行为对照一下。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巴塞尔宣言无情地揭露了大多数正式社会党人的言行的极端虚伪性。这个宣言没有一个字谈到“保卫祖国”，谈到区分什么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也没有半个字谈到德国以及四协约国的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们津津乐道和大叫大嚷的那些东西。巴塞尔宣言十分准确地、清楚地、明确地分析了那些在1912年导向战争而在1914年导致战争的具体的利益冲突。宣言说，这是由“资本帝国主义”引起的冲突，是奥俄两国因争夺“巴尔干霸权”而引起的冲突，是英、法、德三国（所有这三个国家！）“在小亚细亚实行侵略政策”而引起的冲突，是奥意两国力图“把阿尔巴尼亚纳入自己势力范围”、使其服从自己的“统治”而引起的冲突，是英德两国由于它们总的“对抗”以及随后由于“沙皇政府企图侵占亚美尼亚、君士坦丁堡等”而引起的冲突。谁都看得出，这完全是针对当前这场战争而言的。宣言十分清楚地确认这场战争具有纯粹掠夺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奴役的性质，并作出了必然的结论：“丝毫不能以任何人民的利益作为借口来为”这场战争“辩护”，这场战争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和王朝的野心”而准备的；从工人方面来说，“互相残杀”是“犯罪行为”。

这些论点包含了为理解两大历史时代的根本区别所必需的全部重要思想。一个是1789—1871年这个时代，当时，欧洲发生的战争无疑大都关系到重大的“人民的利益”，即关系到强大的、涉及千百万人的、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运动，关系到摧毁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外国压迫。在这个基础上，而且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保卫祖国”、即保卫从中世纪制度下获得解放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概念。只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党人才赞成“保卫祖国”。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现在也不能不赞成例如保卫波斯或中国不受俄国或英国的侵略，保卫土耳其不受德国或俄国的侵略，保卫阿尔巴尼亚不受奥地利和意大利的侵略，等等。

1914—1915年的战争，如巴塞尔宣言明确指出的，则属于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是一场强盗之间为了瓜分赃物和奴役别的国家而进行的战争。俄、英、法三国的胜利将置亚美尼亚、小亚细亚等于死地，——这是巴塞尔宣言指出了的。德国的胜利将置小亚细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于死地。这也是巴塞尔宣言指出了的，这是所有社会党人都承认了的！大国（应读作：大强盗）的一切有关防御性战争或保卫祖国的言论，都是骗人的、荒谬的、虚伪的，它们进行战争是为了称霸世界，为了争夺市场和“势力范围”，为了奴役别的民族！难怪赞成保卫祖国的“社会党人”害怕提到和准确引述巴塞尔宣言，因为宣言会揭穿他们的虚伪。巴塞尔宣言证明，在1914—1915年的战争中赞成“保卫祖国”的社会党人只在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沙文主义者。他们是社会沙文主义者。

认为这场战争关系到民族解放利益，会得出社会党人的一种策略。认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的强盗战争，则会得出另一种策略。巴塞尔宣言明确地表述了这另一种策略。它说：战争将引起“经济和政治危机”。必须“利用”这种危机，来“加速资本统治的崩溃”。这些话承认社会革命已经成熟，已有可能，它将随战争而到来。宣言直接举了公社和1905年的例子，即举了革命、罢工、国内战争的例子，宣告说：“统治阶级”害怕“无产阶级革命”。有人说社会党人“没有讨论过”、“没有决定过”对战争的态度问题，这是撒谎。巴塞尔宣言决定了这个策略：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和国内战争的策略。

如果认为巴塞尔宣言是一纸空文，是官样文章，是虚张声势的恫吓，那就错了。这个宣言所揭露的那些人正是想这样说的！但这是不对的！巴塞尔宣言是整个第二国际时代即1889—1914年间大量的宣传鼓动材料的概括。这个宣言概括了各国社会党人发表的千百万字的（这样说并非夸大） 
［注：“千百万字的（这样说并非夸大）”是列宁用铅笔加在未勾掉的“几千万字”上面的。——俄文版编者注］

 宣言、文章、书籍、演说。宣称这个宣言是错误的，那就是宣称整个第二国际是错误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几十年来的全部工作都是错误的。屏弃巴塞尔宣言就等于屏弃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巴塞尔宣言并没有说什么特别的、离奇的话。它提供的仅仅是社会党人一向用来指导群众的思想，即认定“和平”工作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巴塞尔宣言只是重申了盖得1899年在代表大会上讲过的话，当时他嘲笑了社会党人为适应争夺市场和进行“资本主义掠夺”（《警惕！》第175—176页）的战争而参加内阁的政策；或者说，宣言只是重申了考茨基1909年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中说过的话，当时他指出“和平时代”已经结束，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代已经到来。

巴塞尔宣言不容争辩地证明，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参加内阁、在1914—1915年间赞成保卫祖国的社会党人都彻底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的事实是无可辩驳的。只有伪君子才会否认这一点。问题只是在于如何说明背叛的原因。

如果把事情归结为个人的问题，举考茨基、盖得、普列汉诺夫（“甚至”这样的人物！）为例，那是荒谬的，不科学的，可笑的。这是一种可鄙的手法。要认真说明原因，就必须研究某一项政策的经济意义，然后分析它的基本思想，最后还要研究社会主义运动中各个派别的历史。

在1914—1915年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的经济实质是什么呢？巴塞尔宣言已经作了答复。所有大国进行战争都是为了进行掠夺，瓜分世界，为了争夺市场，为了奴役其他民族。资产阶级会因此而增加利润。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以及“参加”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这个人数不多的阶层可望从这些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社会沙文主义”（这个术语要比社会爱国主义确切，因为后者把坏事美化了）和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一样的，都是工人运动中的“上层”这个人数极少的阶层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资产阶级的奴仆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受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社会沙文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

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政治内容是一样的，都主张阶级合作，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拒绝革命行动，崇拜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不相信无产阶级而相信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是一样的。策略的政治内容是一样的。社会沙文主义是米勒兰主义、伯恩施坦主义[78]、英国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直接继续和完成，是它们的总和，它们的总结，它们的结果。

在1889—1914年这一整个时代，我们看到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有两个基本派别：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现在，在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上也有两派。让我们抛开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撒谎家惯用的那种把问题推到个人身上的手法，来看看许多国家中派别的情况吧。我们就拿德国、英国、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保加利亚、瑞士、比利时、法国这10个欧洲国家来说。在前8个国家中，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的划分是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划分相一致的。就社会的、政治的意义上来讲，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核心在德国是《社会主义月刊》[79]及其一伙，在英国是费边派[80]和工党[81]（独立工党同他们结成了联盟，社会沙文主义在这个联盟中的影响要比它在英国社会党中的影响大得多，在英国社会党内国际主义者约占3/7：66和84），在俄国是《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组织委员会（以及《我们的事业》杂志），在意大利是比索拉蒂的党，在荷兰是特鲁尔斯特拉的党，在瑞典是布兰亭及其一伙，在保加利亚是“宽广派”[82]，在瑞士是格雷利希和“他的”一派人 
［注：在手稿上，列宁在“一派人”这一词上面加写了“一翼”一词。——俄文版编者注］

 。然而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正是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中，发出了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相当强烈的抗议声。这10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是例外。但是就是在这两个国家中，国际主义者也只是力量薄弱，而不是根本没有。某些事实很可能是鲜为人知（瓦扬就承认，他收到过许多国际主义者的信，但是这些信他没有发表），而不是根本不存在。

社会沙文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这是无可争辩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过去是思想上的、秘密的，现在变成公开的、露骨的了。正是同资产阶级和总参谋部的联盟给了社会沙文主义以力量。那些说无产者“群众”转向了沙文主义的人（包括考茨基在内）是在撒谎，因为任何地方都没有征求过群众的意见（也许意大利是例外，那里在宣战以前曾经进行了9个月的争论！而在意大利，群众是反对比索拉蒂的党的）。实行戒严使群众受到打击、摧残、隔离和压制。只有领袖们自由地投了票——投票赞成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把机会主义看作一种党内现象，是可笑的，荒谬的！德，法等国的一切马克思主义者过去一直说而且一直在证明，机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是资产阶级的工人政策，是一小部分近似无产阶级的分子同资产阶级的联盟。几十年来在“和平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成熟起来的机会主义，到1914—1915年已经完全成熟，到了同资产阶级公开结成联盟的地步。同机会主义讲统一，就是要无产阶级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讲统一，即服从资产阶级，就是使国际革命的工人阶级陷于分裂。这并不是说，在所有国家立刻同机会主义者分裂都是上策，或者至少都有可能；这只是说，这种分裂在历史上已经成熟，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来说是必要的；历史既然从“和平的”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也就转向这种分裂。愿从者天引之，不愿从者天强之。[83]

各国资产阶级，首先是所有交战国的资产阶级，从战争一开始就异口同声地在极力称赞某些社会党人，因为这些社会党人赞成“保卫祖国”即保卫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掠夺利益而反对无产阶级。请看国际资产阶级的这一基本的和最重大的利益是怎样在各国社会党内部和工人运动内部获得支持，得到表现的。在这方面，德国的例子特别具有教育意义，因为这个国家在第二国际时代建立了一个最强大的党。但是在其他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与德国完全相同的情况，只不过形式、面貌、外表稍有不同罢了。

1915年4月，有一位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党员，用莫尼托尔的笔名在德国一家保守派杂志《普鲁士年鉴》[84]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位机会主义者无意中说出了真话，公开道出了整个世界资产阶级对20世纪工人运动的政策的实质所在。不理睬这个运动，用暴力镇压这个运动，都不行了；应该收买它的上层，从内部腐蚀它。英法资产阶级几十年来正是这样干的，它们收买了工联领袖、米勒兰们、白里安们及其一伙。现在，德国资产阶级也正是这样干的。莫尼托尔当着资产阶级的面（实质上是代表资产阶级）说：社会民主党在战时的所作所为是“无可非难的”（就是说，它为资产阶级效劳、反对无产阶级的行为是无可非难的）。社会民主党变为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党的“蜕化过程”正在卓有成效地向前发展。但是如果这个党向右转的话，那对资产阶级是危险的。“它应当保持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工人政党的性质。因为它一旦放弃了这一点，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政党把被屏弃的纲领接过来，而且把它表述得更加激进。”（1915年《普鲁士年鉴》第4期第50—51页）

这几句话公开讲出了资产阶级时时处处都在偷偷摸摸干着的事情。群众需要“激进的”言词，要让群众相信这些言词。机会主义者愿意虚伪地反复讲这样的言词。象第二国际的各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党，对机会主义者是有益的，是需要的，因为这些党可以使社会党人在1914—1915年的危机中保卫资产阶级！英国的费边派和自由党的工联领袖、法国的机会主义者和饶勒斯派[85]所执行的政策，与德国人莫尼托尔完全相同。莫尼托尔是一个露骨的或者说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让我们看看另一种机会主义者，即隐蔽的或者说“真诚的”机会主义者吧。（有一次恩格斯曾经正确指出，“真诚的”机会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是最危险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编者注］

 ）这样的典型人物就是考茨基。

考茨基在1915年11月26日《新时代》杂志第9期上写道：大多数正式的党都违背了自己的纲领（而考茨基本人在战争爆发后的整整一年间却一直在捍卫这大多数党的政策，并为“保卫祖国”这一谎言辩护！）。“反对多数派的情绪正在增长。”（第272页）（“Die Opposition gegen die Mehrheit im Wachsen ist”）群众“怀有反对情绪”（“oppositionell”）。“战争爆发后〈只是战争爆发后吗？〉阶级矛盾将十分尖锐，以至激进主义将在群众中占上风……”（第272页）“战争爆发后〈只是战争爆发后吗？〉激进分子将纷纷脱离党，而拥护从事反议会的〈？？应该说：议会外的〉群众行动的派别，这对我们是一个威胁……”“这样，我们的党就分裂为彼此毫无共同之处的两个极端……”

考茨基想表现“中庸之道”，想使这“彼此毫无共同之处的”“两个极端”调和起来！！现在（在战争开始16个月以后）他承认，群众怀有革命情绪。考茨基在斥责革命行动，称之为“街头的冒险行为”（第272页）的同时，又想使革命群众同“与他们毫无共同之处的”机会主义者首领“调和起来”。用什么来调和呢？用空话！用帝国国会中少数“左派”的“左的”空话！！要让少数派象考茨基那样一面斥责革命行动，称之为冒险行为，一面又用左的空话来款待群众，那样，党内就能保持统一与和平了——同休特古姆之流、列金之流、大卫之流、莫尼托尔之流保持统一与和平！！

而这和莫尼托尔的那个纲领，那个资产阶级的纲领，完全是异曲同工，只不过是用“优美的声调”和“甜蜜的词句”表达出来罢了！！武尔姆所执行的也是这个纲领，在1915年3月18日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会议上，他“警告党团不要做过头，因为工人群众反对党团策略的情绪正在增长；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中派立场”（《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关于“李卜克内西案件”的材料》第67页。手稿本）。

请注意，在这里他代表全体“马克思主义的中派”（包括考茨基在内）承认，群众怀有革命情绪！这是1915年3月18日的事！！！过了8个半月，即到1915年11月26日，考茨基又提出用左的言词来安抚革命群众！！

考茨基的机会主义和莫尼托尔的机会主义所不同的只是言词，只是色调，只是达到同一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就是：保持机会主义者（即资产阶级）对群众的影响，保持无产阶级对机会主义者（即资产阶级）的服从！！潘涅库克和哥尔特把考茨基的立场叫作“消极的激进主义”是很恰当的（法国人根据自己“祖国的”例子很好地认清了这种变态的革命性，把它称为废话！！）。但是我却宁愿把它叫作隐蔽的、胆怯的、伪善的、甜蜜的机会主义。

实际上现在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区别根本不在口头上，不在言词上。在把“保卫祖国”（即保卫资产阶级的掠夺行为）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民族自由等词句结合起来这一方面，王德威尔得、列诺得尔、桑巴、海德门、韩德逊、劳合－乔治等人丝毫不比列金、休特古姆、考茨基和哈阿兹逊色！真正的分界线，就在于完全否认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承认由于这场战争而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以后采取革命行动。但是，在这个唯一严肃、唯一实际的问题上，考茨基和科尔布、海涅却是完全一致的。

让我们把英国的费边派和德国的考茨基派比较一下。费边派和自由党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从来没有承认过马克思主义。关于费边派，恩格斯在1893年1月18日写道：这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8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1893年11月11日又写道：“高傲的资产者……大发慈悲，要从上面来解放无产阶级，只要它富于见识而能了解到：如果没有这些聪明的律师、著作家和悲天悯人的女士们的恩惠，它这样一些愚昧无知的群众是不能自己解放自己的，是什么也达不到的。……” 
［注：同上，第164页。——编者注］

 考茨基派在自己的“理论”方面，与费边派相去有多远呀！然而在实践上，在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两者是完全一致的！这明显地证明：考茨基派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已经烟消云散，已经变成僵死的文字，伪善的言词。

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到，在战争爆发后，考茨基派是用哪些显而易见的诡辩来推翻社会党人在巴塞尔一致通过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行动策略的。考茨基提出了一种“超帝国主义”理论。他所谓的超帝国主义，意思就是：“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杂志第5期第144页）。同时考茨基自己又补充说：“至于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仅根据一个新阶段“可以设想”这一点（而新阶段的发明者本人也还不敢宣布“能够实现”），无产阶级在危机和战争阶段显然已经到来的今天的革命任务就被否定掉了！而否定革命行动的正是这位第二国际的权威，他在1909年写了《取得政权的道路》这一整本书（它被译成了欧洲几乎所有的主要文字），证明即将到来的战争同革命的联系，证明“革命不会是过早的”！！

在1909年，考茨基证明，“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过去，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即将到来。在1912年，巴塞尔宣言正是把这个观点作为世界各国社会党的整个策略的基础的。在1914年，战争已经到来，斯图加特和巴塞尔两次大会所预见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已经到来。而考茨基却臆想出一些反对革命策略的理论“遁词”！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提出的也是这种思想，只不过用词稍微“左”一些罢了。他在自由的瑞士写了一本书，想影响俄国的革命工人（《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和任务》1915年苏黎世版）。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使全世界机会主义者和资产者高兴的新发现：“工人运动的国际化问题并不等同于我们的斗争形式和方法革命化的问题。”（第37页）“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国际化问题的重心就是日常实际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化”（第40页）……“譬如说，有关劳动保护和保险的立法……应当成为他们〈工人〉国际行动和国际组织的目标”（第39页）。

不言而喻，不仅休特古姆之流、列金之流、海德门之流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就是劳合－乔治之流、瑙曼之流、白里安之流，也会完全赞成这样的“国际主义”！阿克雪里罗得虽然没有引述和分析考茨基的保卫祖国的任何一个论据，但他捍卫的正是考茨基的“国际主义”。阿克雪里罗得也和亲法社会沙文主义者一样，甚至害怕想起巴塞尔宣言所谈的正是革命策略。对未来——未定的、未知的未来，阿克雪里罗得准备献出种种最左、最最最革命的词句，说什么未来的国际将采取“掀起革命风暴”的对抗行动（在战争造成危险的情况下对付政府）……“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第14页）。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一谈到现在，谈到在当前危机时期运用革命策略时，阿克雪里罗得便完全用考茨基的腔调回答道：“群众性的革命行动”的策略……“在下述情况下也许还有点道理，即要是我们真正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譬如说，就象俄国1901年爆发大学生游行示威（它预示着反专制制度的决战即将到来）时的情况那样”（第40—41页），接下去是对“乌托邦”、“巴枯宁主义”的攻击，这同科尔布、海涅、休特古姆、列金完全是一个腔调！！然而俄国的例子特别明显地揭穿了阿克雪里罗得。从1901年到1905年，其间经过了4年，而在1901年，谁也不能担保说俄国革命（反专制制度的第一次革命）会在4年以后到来。面临社会主义革命的欧洲，情况也完全一样。现在谁也不能担保说第一次这样的革命是否会在4年以后到来。但是革命形势已经存在，这是事实，是1912年已经预见到和1914年已经发生的事实。1914年俄国和德国的工人和城市饥民的游行示威无疑也“预示着决战即将到来”。社会党人的直接的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支持和推进这些游行示威和各种“群众性的革命行动”（经济罢工、政治罢工、士兵运动直到起义和国内战争），为它们提出明确的口号，建立秘密组织，印发秘密出版物，没有这些就无法号召群众进行革命，帮助群众认清革命，组织起来进行革命。俄国社会民主党人1901年处在资产阶级革命（它开始于1905年，但是直到1915年还没有结束）“前夜”时，正是这样做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在1914—1915年，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也应该这样做。革命从来不是一诞生就非常完备，不是从丘必特脑袋里跳出来[86]，不是突然爆发的。革命前总是有一个酝酿、危机、运动、骚动的过程，革命开始的过程，而且这个开始并不总是能发展到底的（例如，在革命阶级力量弱的情况下）。阿克雪里罗得编造了一些遁词，企图使社会民主党人放弃自己的义务，不去帮助和推动在已有的革命形势下开展起来的革命运动。阿克雪里罗得为大卫和费边派的策略辩护，只不过是用左的词句来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罢了。

德国机会主义者的领袖爱·大卫在反驳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4年11月1日发表的宣言时写道：“想把世界大战变为国内战争是狂妄的”（《世界大战中的社会民主党》1915年柏林版第172页）。我们的宣言除了提出这个口号以外，还补充说：“既然战争已经成为事实，那么，不管这种转变在某一时刻会遇到多大困难，社会党人也决不放弃在这方面进行经常不断的、坚定不移的、始终不渝的准备工作。”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9页。——编者注］

 （大卫在第171页上引用了这段话）请注意，在大卫的书出版（1915年5月1日）的前一个月，我们党曾经发表了（3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关于战争的决议，对于采取系统的“步骤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作了如下的规定：（1）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等等；（2）打破“国内和平”；（3）建立秘密组织；（4）支持士兵的战壕联欢；（5）支持无产阶级的各种群众性的革命行动。

啊，勇敢的大卫！1912年他并不认为援引巴黎公社的例子是“狂妄的”。可是1914年他却附和资产阶级说什么“狂妄”！！

“四协约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人物普列汉诺夫对革命策略的评价与大卫完全一致。他把关于……的思想 
［注：手稿到此中断。接下去的文字是按照现存的残缺不全（没有开头）的下一页刊印的。——俄文版编者注］

 ……即社会革命的“前夜”，从这个前夜到“决战”可能要经过4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这正是个萌芽，尽管还很柔弱，但毕竟是巴塞尔宣言所说的那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萌芽，这种革命从来不会一下子就强大起来，而必然要经过比较柔弱的萌芽阶段。

要支持、发展、扩大和加强群众性的革命行动和革命运动。要建立秘密组织以便进行这方面的宣传鼓动，以便帮助群众理解运动，理解运动的任务、手段和目的。在这场战争期间，社会民主党的任何实际活动纲领必然都要归结为这两点。其他一切，不管用什么左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和平主义的谬论加以粉饰，都是机会主义的、反对革命的空话。

如果有人象第二国际的顽固分子通常那样地反驳我们说：唉！这些“俄国的”办法！！（《俄国策略》——大卫那本书的第8章的标题）那我们只需用事实来回答。1915年10月30日在柏林有几百个（einige Hundert）妇女到党执行委员会门前游行示威，并通过自己的代表团向党执行委员会声明说：“今天，只要有巨大的组织机构，要散发秘密传单和小册子，举行未经许可的集会，比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施行期间容易办到。缺乏的不是办法和手段，而显然是决心。”（黑体是我用的）（《伯尔尼哨兵报》第271号）

看来，这些柏林女工是被俄国党的中央委员会11月1日发表的那个“巴枯宁主义的”、“冒险主义的”、“宗派主义的”（见科尔布及其一伙的话）和“狂妄的”宣言引入了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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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7卷


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
[87]



（不早于1915年11月17日〔30日〕）


一

第二国际真的破产了吗？它的最有威望的代表人物，如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都矢口否认这一点。除联系中断而外，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切正常；这就是他们的看法。

为了弄清真相，我们不妨看一看1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宣言，这个宣言恰恰是针对这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并且是由世界所有社会党通过的。应当指出，没有一个社会党人敢从理论上否认对每次战争必须作出具体的历史的评价。

现在，当战争已经爆发的时候，无论是公开的机会主义者，还是考茨基派，都既不敢否定巴塞尔宣言，也不敢拿这个宣言来检验一下各国社会党在战时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宣言会使他们这两伙人都丑态毕露。

宣言中没有一个字谈到保卫祖国，谈到区分什么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也没有一个字谈到德国和四协约国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派 
［注：这里所指的不是考茨基在德国的那些信徒个人，而是指国际上这一类冒牌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动摇于机会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但实际上不过是充当了机会主义的遮羞布而已。］

 现在在街头巷尾向世人反复鼓吹的那一切。宣言也不可能谈到这些东西，因为它所谈的东西，是绝对不会使用这些概念的。宣言十分具体地指出了一系列经济的和政治的冲突，这些冲突几十年来一直在准备着这场战争，它们到1912年已经充分而明确地显露出来，并且在1914年导致了战争。宣言明确提到俄奥两国因争夺“巴尔干霸权”而引起的冲突，英、法、德三国（所有这三个国家！）因“在小亚细亚实行侵略政策”而引起的冲突，奥意两国因争夺对阿尔巴尼亚的“统治权”而引起的冲突，等等。宣言把所有这些冲突用一句话加以概括，这就是：由“资本帝国主义”引起的冲突。这样，宣言十分清楚地确认这场战争具有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奴役的性质，这种性质使保卫祖国是容许的思想成了理论上荒谬、实践上可笑的东西。鲨鱼相斗，为的是吞食别人的“祖国”。宣言根据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作出了必然的结论：“丝毫不能以任何人民的利益作为借口来为”这场战争“辩护”；这场战争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和王朝的野心”而准备的。如果工人“互相残杀”，那是“犯罪行为”。宣言就是这样说的。

资本帝国主义时代是成熟的、而且过度成熟的资本主义时代，这时的资本主义已面临崩溃的前夜，已成熟到要让位给社会主义的地步了。1789—1871年这个时代是进步的资本主义的时代，当时摆在历史日程上的是推翻封建制度、专制制度，摆脱外国奴役。在这个基础上，而且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容许“保卫祖国”，即保卫祖国不受压迫。这个概念现在也还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战争，可是要把它应用于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战争，应用于决定谁能更多地掠夺巴尔干国家和小亚细亚等等的战争，那是荒谬的。因此无怪乎在这次战争中赞成“保卫祖国”的“社会党人”，象小偷躲避他偷过东西的地方那样避开巴塞尔宣言。因为宣言证明，他们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他们帮助“自己的”资产阶级去掠夺别的国家，奴役别的民族。“沙文主义”这个概念的实质就是：即使在“自己”祖国的行为是为了奴役别人的祖国的时候，还是要保卫“自己的”祖国。

认为这场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会得出一种策略，认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则会得出另一种策略。宣言明确地指出了这第二种策略。战争“将引起经济和政治危机”，必须“利用”这种危机——不是为了缓和危机，不是为了保卫祖国，相反，是为了“激发”群众，为了“加速资本家的阶级统治的崩溃”。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的事情，是不能够加速的。宣言认为：社会革命已有可能，它的先决条件已经成熟，它将正是随战争而到来。宣言举了巴黎公社和俄国1905年革命的例子，即举了群众罢工和国内战争的例子，宣告说，“统治阶级”害怕“无产阶级革命”。有人象考茨基那样，硬说社会党对这次战争的态度当时并未详细说明，这是撒谎。这个问题在巴塞尔大会上不仅讨论过，而且作出了决定，会上通过了进行革命无产阶级群众性斗争的策略。

有人竟完全避开巴塞尔宣言或避开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而援引某些领袖的言论或个别党的决议，这是令人愤慨的伪善态度，因为第一，这些是在巴塞尔大会以前发表的；第二，这些并不是全世界各国党共同通过的决议；第三，这些是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战争，唯独不是针对当前这场战争说的。问题的实质在于，欧洲各大国间的民族战争时代已经被它们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所代替了，巴塞尔宣言当时必须首先正式承认这个事实。

如果认为对巴塞尔宣言可以不作这样的评价，认为它是一纸空文，是虚张声势的恫吓，那就错了。这个宣言所揭露的那些人正是想把事情说成是这样的。但这是不对的。这个宣言不过是整个第二国际时代所进行的巨大宣传工作的结果，不过是社会党人用各种语言向群众发表的几十万字的演说、文章和呼吁书的总结。宣言只是重申了例如茹尔·盖得在1899年写过的东西，当时他抨击了社会党人在战时参加内阁的政策并谈到由“资本主义掠夺”引起的战争（《警惕！》第175页）；宣言只是重申了考茨基1909年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中写过的东西，当时他在这本书里承认“和平”时代已经结束，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把巴塞尔宣言说成是空话或错误，那就是把社会党最近25年来的全部工作说成是空话或错误。通过宣言与不实行宣言之间的矛盾之所以使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派感到受不了，是因为这暴露了第二国际工作中极其深刻的矛盾。1871—1914年这个时期的相对“和平的”性质滋养了机会主义——起初是作为一种情绪，后来作为一种思潮，最后作为一个工人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的集团或阶层。这些分子所以能够支配工人运动，只是因为他们口头上承认革命目的和革命策略。他们所以能够取得群众的信赖，是因为他们赌咒发誓，担保全部“和平”工作都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这个矛盾是一个脓疮，它迟早是要破裂的，结果也真的破裂了。现在全部问题就在于，是象考茨基及其一伙所做的那样，为了“统一”（与脓“统一”）而设法把脓再挤回机体中去，还是为了促进工人运动的机体的完全健康而尽快地和尽量细心地把脓清除，虽然这样做会引起一时的剧痛。

那些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参加内阁并在1914—1915年间主张保护祖国的人显然背叛了社会主义。只有伪君子才会否认这一事实。对于这一事实应当加以说明。


二

如果把全部问题看成是个人的问题，那是荒谬的。考茨基问道（1915年5月28日《新时代》杂志）：既然象普列汉诺夫和盖得这样一些人都如此这般，这同机会主义有什么相干呢？阿克雪里罗得代表四协约国的机会主义者回答说（《社会民主党的危机……》1915年苏黎世版第21页）：既然考茨基都如此这般，这同机会主义有什么相干呢？这是一出滑稽剧。为了说明整个运动发生危机的原因，必须考察：第一，当前政策的经济意义；第二，作为这种政策的基础的思想；第三，这种政策同社会主义运动中各个派别的历史的联系。

在1914—1915年战争期间“保卫祖国”的经济实质是什么呢？所有大国的资产阶级进行战争都是为了瓜分和剥削世界，为了压迫其他民族。一群为数不多的工人官僚、工人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可以从资产阶级的巨额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阶级基础是一样的，都是人数不多的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群众，资产阶级的奴仆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受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政治内容是一样的，都主张阶级合作，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放弃革命行动，无条件地承认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不相信无产阶级而相信资产阶级。社会沙文主义是英国自由派工人政策、米勒兰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的直接继续和完成。

1889—1914年这一整个时代充满着工人运动中的两个基本倾向，即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现在，在所有国家里，在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上也存在着两个主要的派别。让我们抛开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惯用的那种把问题推到个人身上的手法。我们来看看派别的情况，看看它们在许多国家中的情况。我们就拿德国、英国、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保加利亚、瑞士、比利时、法国这10个欧洲国家来说。在前8个国家中，机会主义派和激进派的划分是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划分相一致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据点在德国是《社会主义月刊》和列金及其一伙：在英国是费边派和工党（独立工党始终同他们结成联盟，支持他们的机关报，它在这个联盟中始终比社会沙文主义者弱些，而在英国社会党内，国际主义者占3/7）；在俄国，这一派的代表是《我们的曙光》杂志（现在是《我们的事业》杂志）、组织委员会以及齐赫泽领导下的杜马党团；在意大利是比索拉蒂领导下的改良派；在荷兰是特鲁尔斯特拉的党；在瑞典是布兰亭所领导的党内多数派；在保加利亚是“宽广派”；在瑞士是格雷利希及其一伙。然而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正是从对立的激进派阵营中，发出了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相当坚定的抗议声。只有法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是例外，不过这里也有国际主义存在，只是力量薄弱。

社会沙文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它已成熟到同资产阶级和总参谋部实行公开的、往往是露骨的联盟的地步。正是这种联盟给了它巨大的力量以及独占合法出版物和欺骗群众的垄断权。现在还把机会主义看作我们党内的现象，那是可笑的。想同大卫、列金、海德门、普列汉诺夫、维伯一起去执行巴塞尔决议，那是可笑的。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讲统一，就是同剥削其他民族的“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讲统一，就是使国际无产阶级陷于分裂。这并不是说，同机会主义者的决裂在任何地方都能立刻办到，这只是说，这种分裂在历史上已经成熟，它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来说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历史已从“和平的”资本主义进到了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它已经为这种决裂做好了准备。愿从者天引之，不愿从者天强之。


三

资产阶级的聪明的代表人物非常明白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们极力称赞现在那些以“祖国保卫者”（即帝国主义掠夺的保卫者）为首的社会党。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都对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们给以报酬，——不是酬以阁员的职位（在法国和英国），就是让他们享有合法地不受干扰地存在的特权（在德国和俄国）。正因为如此，在社会民主党力量最强大而又最明显地变成了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反革命工人政党的德国，检察机关竟把“少数派”与“多数派”的斗争看作“阶级仇恨的激发”！正因为如此，聪明的机会主义者极力设法使那些在1914—1915年间对资产阶级帮过大忙的旧党保持原先的“统一”。1915年4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党员用“莫尼托尔”的笔名在反动杂志《普鲁士年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以值得感谢的坦率精神表达了世界各国的这些机会主义者的观点。莫尼托尔认为，如果社会民主党继续向右转的话，那对资产阶级是很危险的。“它应当保持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工人政党的性质。因为它一旦放弃了这一点，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政党把被屏弃的纲领接过来，而且把它表述得更加激进。”（1915年《普鲁士年鉴》第4期第50—51页）

莫尼托尔说得切中要害。这正是英国的自由党人和法国的激进党人一向要求的：用响亮的革命词句欺骗群众，使他们相信劳合－乔治、桑巴、列诺得尔、列金和考茨基，相信这些能在掠夺战争中鼓吹“保卫祖国”的人。

但是，莫尼托尔所代表的只是一种机会主义：露骨的、粗俗的、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而另一种则是隐蔽的、精巧的、“真诚的”机会主义。（有一次恩格斯曾经说过：“真诚的”机会主义者对于工人阶级是最危险的……）举个例子来说吧：

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1915年11月26日）上写道：“反对多数派的情绪正在增长；群众怀有反对情绪。”“战争爆发后〈只是战争爆发后吗？——尼·列·〉，阶级矛盾将十分尖锐，以至激进主义将在群众中占上风。”“战争爆发后〈只是战争爆发后吗？——尼·列·〉激进分子将纷纷脱离党，而拥护从事反议会的〈？？应该说：议会外的〉群众行动的派别，这对我们是一个威胁。”“这样，我们的党就分裂为彼此毫无共同之处的两个极端。”为挽救统一起见，考茨基竭力劝告帝国国会中的多数派，要他们允许少数派在国会里发表一些激进的演说。这就是说，考茨基想利用在国会内发表的一些激进的演说，使革命群众同与革命“毫无共同之处的”机会主义者调和起来，这些机会主义者早就操纵了工会，现在他们仗着同资产阶级和政府的紧密联盟又掌握了党内的领导权。考茨基的这种做法与莫尼托尔的“纲领”在实质上有什么差别呢？除了一些糟塌马克思主义的甜蜜的词句之外，没有任何差别。

考茨基分子武尔姆在1915年3月18日的帝国国会党团会议上“警告”党团不要“做过头，因为工人群众反对党团多数派的情绪正在增长；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也许是印错了吧，应该是“莫尼托尔主义的”）“中派”立场（《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关于“李卜克内西案件”的材料》手稿本第67页）。由此可见，早在1915年3月就有人代表全体考茨基分子（即所谓“中派”）承认了群众怀有革命情绪的事实！！然而过了8个半月以后，考茨基却又提出使那些要进行斗争的群众同机会主义的、反对革命的党“调和起来”，而且是要利用一些响亮的革命词句来调和！！

战争往往有这样的好处，就是暴露烂疮，破除陈规。

让我们把英国的费边派和德国的考茨基派比较一下。关于费边派，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93年1月18日曾写过一段话：这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与左尔格通信集》第390页）

1893年11月11日，恩格斯又写道：“这些高傲的资产者……大发慈悲，要从上面来解放无产阶级，只要它富于见识而能了解到：如果没有这些聪明的律师、著作家和悲天悯人的女士们的恩惠，它这样一些愚昧无知的群众是不能自己解放自己的，是什么也达不到的。……”（同上，第401页）

在理论上，考茨基瞧不起费边派，正象法利赛人瞧不起可怜的税吏[88]一样。因为他是发誓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他们之间在实践上有什么差别呢？他们都在巴塞尔宣言上签过字，他们又都象威廉二世对待比利时中立那样来对待这个宣言。而马克思毕生都严厉谴责那些竭力扑灭工人的革命火焰的人。

考茨基拿“超帝国主义”的新理论来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超帝国主义的理解是：“以国际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杂志）。但是他又补充说：“至于资本主义的这个新阶段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这样，这个“新阶段”的发明者仅根据对这个“阶段”的想象——尽管他本人也不敢直截了当地宣布它是“能够实现的”——就否定了昨天他自己所作的革命声明，否定了无产阶级在今天，在危机已经开始、战争已经发生、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化的“阶段”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策略！难道这不是最卑劣的费边主义吗？

俄国考茨基派的首领阿克雪里罗得认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国际化问题的重心是日常实际工作的国际化”，譬如说，“有关劳动保护和保险的立法应当成为工人国际行动和国际组织的目标”（阿克雪里罗得《社会民主党的危机……》1915年苏黎世版第39—40页）。十分明显，不但列金、大卫、维伯夫妇，甚至劳合－乔治、曼、白里安和米留可夫也会完全赞成这样的“国际主义”的。在谈到遥远遥远的未来时，阿克雪里罗得和在1912年时一样，准备献出各种最革命的词句，说什么未来的国际“将采取掀起革命风暴”的对抗行动（在战争造成危险的情况下对付政府）。请看，我们是多么勇敢呀！但是，一谈到现在要支持和推动在群众中已经开始的革命风潮时，阿克雪里罗得却回答道：群众性的革命行动的策略“在下述情况下也许还有点道理，即要是我们真正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譬如说，就象俄国1901年爆发大学生游行示威（它预示着反专制制度的决战即将到来）时的情况那样”。可是，眼下这一切都是“乌托邦”、“巴枯宁主义”等，这同科尔布、大卫、休特古姆和列金完全是一个腔调。

可爱的阿克雪里罗得忘记了一点，就是在1901年，在俄国谁也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第一次“决战”会在4年（不多不少就是4年）以后到来，而且会仍然“决不出”胜负。然而，当时只有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对的，我们嘲笑了号召立刻实行冲击的克里切夫斯基之流和马尔丁诺夫之流。我们只是劝工人处处都把机会主义者撵走，竭尽全力支持、加强和扩展游行示威以及其他群众性的革命行动。欧洲现在的形势与此完全类似。如果号召“立刻”实行冲击，那是荒谬的。但是，身为社会民主党人而不去劝说工人同机会主义者决裂，不想方设法去支持、加深、扩展和加强已经开始的革命运动和游行示威，那是可耻的。革命从来不会完全现成地从天而降，而且在革命风潮开始时，从来也没有人知道它是否会形成以及在什么时候形成为“真正的”、“不折不扣的”革命。考茨基和阿克雪里罗得向工人提出的劝告，不过是老一套的、反对革命的陈词滥调。考茨基和阿克雪里罗得要群众相信未来的国际一定是个革命的国际，这只是为了现在能维护、粉饰和掩盖列金之流、大卫之流、王德威尔得之流和海德门之流这些反对革命的分子的统治。与列金及其一伙保持“统一”是准备“未来的”革命的国际最可靠的办法，这难道还不明白么？

德国机会主义者的领袖大卫在回答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1914年11月1日发表的宣言时声称：“想把世界大战变成国内战争是狂妄的”（《社会民主党和世界大战》1915年版第172页）。在这个宣言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既然战争已经成为事实，那么，不管这种转变在某一时刻会遇到多大困难，社会党人也决不放弃在这方面进行经常不断的、坚定不移的、始终不渝的准备工作。”



　　（大卫在第171页引用了这段话。）在大卫的书出版的前一个月，我们党曾经发表了几个决议，其中对“经常不断的准备工作”作了如下的解释：1．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2．打破国内和平；3．建立秘密组织；4．支持表示团结的战壕联欢；5．支持一切群众性的革命行动。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6页。——编者注］

大卫简直和阿克雪里罗得一样勇敢：他在1912年并不认为在战争发生时援引巴黎公社是“狂妄的”。

四协约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人物普列汉诺夫对于革命策略的评价和大卫一样，他把这种策略叫作“梦幻般的闹剧”。但是，让我们听听科尔布这个露骨的机会主义者的言论吧，他写道：“实行李卜克内西周围那些人的策略的后果，将是德意志民族内部的斗争达到沸点。”（《处在十字路口的社会民主党》第50页）

但是，什么是斗争达到沸点呢？那不就是国内战争吗？

我们党中央的策略大体上是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策略一致的，如果这个策略真象大卫、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考茨基等所说的那样，是“狂妄的”，是“梦想”、“冒险”、“巴枯宁主义”，那它就根本不能引起“民族内部的斗争”，更不要说使斗争达到沸点了。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引起过民族内部的斗争。而事实表明，正是在1915年，正是在战争引起的危机的基础上，群众的革命风潮日益加剧，俄国的罢工和政治示威，意大利和英国的罢工，德国的饥民游行示威和政治示威此起彼伏。这不正是群众性的革命行动的开始吗？

要支持、发展、扩大和加强群众性的革命行动，建立秘密组织（没有这种组织，甚至在“自由的”国家里也无法向人民群众说明真相）——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在这场战争中的整个实际纲领。其他一切，不管用什么样的机会主义的或和平主义的理论来加以粉饰，都是谎言或空话。 
［注：在1915年3月伯尔尼国际妇女代表大会上，我们党中央的妇女代表们曾经指出建立秘密组织的绝对必要性。这一点被否定了。英国的妇女代表们讥笑这个建议，而赞美英国的“自由”。但是，几个月以后，我们却收到了一些开了天窗的英文报，例如《工人领袖》[89]，后来又得到消息说，在那里发生了警察搜查、没收书刊、以及逮捕那些在英国谈论和平而且只是谈论和平的同志并对他们作出严厉判决的事情！］



当人们向我们说这种“俄国策略”（大卫语）不适于欧洲的时候，我们只需用事实来回答。10月30日在柏林，一个柏林妇女同志代表团来到党执行委员会声明说：“今天，只要有巨大的组织机构，要散发秘密小册子和传单，举行‘未经许可的集会’，比在反社会民主党人非常法施行期间容易办到。”“缺乏的不是办法和手段，而显然是决心。”（1915年《伯尔尼哨兵报》第271号）

难道是俄国的“宗派主义者”等等把这些坏同志引入歧途的吗？难道代表真正的群众的不是这些同志，而是列金和考茨基吗？——是那个在1915年1月27日作报告时大骂建立秘密组织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列金，是那个如此反对革命，竟然在11月26日，即在柏林举行万人游行示威的前4天说街头游行示威是“冒险行为”的考茨基吗！！

空话已经听够了，象考茨基那样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已经看够了！在第二国际存在了25年之后，在巴塞尔宣言发表之后，工人们再不会相信空话了。机会主义已经过度成熟了，已经作为社会沙文主义最终转到资产阶级营垒中去了，它在精神上和政治上都已同社会民主党决裂了。它在组织上也会同社会民主党决裂的。工人已经在要求出版“不受检查的”小册子和举行“未经许可的”集会，就是说，要求建立秘密组织来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只有这样“以战争反对战争”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不是空话。这种工作尽管会遇到种种困难，尽管会有暂时的失败、错误、迷误和间断，但是，它一定会把人类引向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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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这一篇《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是用德文写的，发表于在伯尔尼用德文出版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理论刊物《先驱》杂志第1期。该杂志共出了两期（1916年1月和1916年4月），正式出版人是罕·罗兰－霍尔斯特和安·潘涅库克。列宁参与了杂志的创办和把第1期译成法文的组织工作。杂志曾就民族自决权和“废除武装”口号问题展开讨论。——117。



[88]这是基督教圣经里的故事。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而藐视别人的人设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象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象这个税吏……’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8章）。——125。



[89]《工人领袖》（《The Labour Leader》）是英国的一家周报，1891年创刊，1893年起成为独立工党的机关报。1922年该报改称《新领袖》；1946年又改称《社会主义领袖》。——129。









《列宁全集》第27卷


用国际主义词句掩饰社会沙文主义政策

（1915年12月8日〔21日〕）

政治事实同政治出版物的关系怎样？政治事件同政治口号的关系怎样？政治现实同政治思想的关系怎样？这些问题在目前对于了解国际的全部危机非常重要，因为任何危机，以至事物发展中的任何转折，都必然会使旧形式同新内容不相符合。我们且不说资产阶级社会经常豢养着一批喜欢以超阶级自诩的政客和喜欢以社会主义者自称的机会主义者，这些人一贯故意用一些最动听、最“左”的言词来欺骗群众。但是在危机时代，即使是它的真心诚意的参加者也经常有言行不一致的现象。而任何危机，包括最严重、最困难、最痛苦的危机，其伟大的进步意义也正在于它们能够极迅速、极有力、极分明地揭露和扫除那些腐朽的（即使是真心诚意的）言词和腐朽的（即使是基于最良好的愿望的）机构。

目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生活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把彼得格勒的工人选入了军事工业委员会[90]。开战以来，唯有这次选举才第一次真正把无产者群众吸收来讨论和解决当前政治中的主要问题，第一次向我们展示了社会民主党这个群众性政党的真实现状。情况表明，存在着两个（只有两个）派别。一个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真正无产阶级的、由我们党组织的派别，它反对护国。另一个是“护国主义的”或者说社会沙文主义的派别，它是“我们的事业派”（即取消派的主要核心）、普列汉诺夫派、民粹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盟，整个这个联盟还得到俄国一切资产阶级报刊和一切黑帮分子的支持，从而证明了这个联盟的政策实质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

事实就是这样，现实就是如此。那么口号和思想是怎样的呢？彼得格勒的《工人晨报》[91]第2号（10月22日）、“组委会分子”的文集（《国际和战争》1915年11月30日第1辑）[92]和最近几号的《我们的言论报》都提供了答案，对这些答案，任何一个对于政治的兴趣不象果戈理笔下的彼特鲁什卡[93]对于读书的兴趣那样的人，都应该加以深思。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种思想的内容和意义吧。

彼得格勒《工人晨报》是最重要的文献。取消派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首领以及告密者格沃兹杰夫先生都一起待在这里。这些人对于9月27日选举前和选举中的情况都了如指掌。这些人可以给自己同普列汉诺夫派、民粹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盟蒙上一层纱幕，他们也果真这样做了，他们对这个联盟的作用和联盟内不同成分的数量对比只字不提。隐瞒这种“小事”（格沃兹杰夫先生及其在《工人晨报》中的友人们无疑有这方面的材料）对他们是有利的，于是他们也就隐瞒了。但是除了90人集团和81人集团，他们臆造不出第三个集团；在当地，在彼得格勒，当着工人的面撒谎，捏造出“第三个”集团（“哥本哈根的匿名者”[94]在德文报纸和《我们的言论报》上谎称有第三个集团），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头脑清醒的人，明知撒谎必然要被当场揭穿，是不会撒谎的。因此《工人晨报》刊载了库·奥兰斯基（老相识！）的一篇文章《两种立场》，极其详尽地分析了90人集团和81人集团双方的立场，而没有一个字提到第三种立场。顺便指出，书报检查机关把《工人晨报》第2号删改得面目全非，开天窗的地方几乎比完整的地方还要多；可是，在所有文章中，恰恰有而且仅仅有两篇文章，即《两种立场》这一篇和用自由派观点歪曲1905年历史的一篇小品文，得到了宽恕，因为这两篇文章责骂了布尔什维克的“无政府主义”和“抵制主义”。写作并刊登这样的东西对沙皇政府是有利的。这种言论从专制的俄国到共和制的法国，到处都享有合法存在的特权，并不是偶然的！

《工人晨报》是用哪些论据来为自己的“护国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辩护的呢？全是遁词，全是国际主义的辞藻！！它说，我们的立场根本不是“民族的”、“护国主义的”立场，我们只是表达了“第一种立场”（即90人集团的立场）“丝毫没有表达的东西”，即对“国家状况”和“拯救”国家“免于毁灭和灭亡”的“关心”。它说，我们的立场是“真正国际的”立场，指明了谋求国家“解放”的途径和手段，我们“同样地〈！！和第一种立场同样地〉评价了战争的起因及其社会政治实质”，我们“同样地〈！！和第一种立场同样地〉探讨了无产阶级〈不是闹着玩的！〉和民主派在战争时期和在世界冲突发展的任何时期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工作的共同问题”。它说，我们在自己的委托书中声明，“在当前的社会政治形势下，工人阶级不能承担任何保卫祖国的责任”，我们“首先坚决赞同民主派的国际任务”，我们“在实现以哥本哈根和齐美尔瓦尔德为里程碑的宏伟事业中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瞧，我们怎么样！）。它说，我们主张“没有兼并的和约”（黑体是《工人晨报》用的）这一口号。我们“以自己的立场和自己的策略的现实主义和国际观点来对抗第一个派别的抽象性和世界主义的无政府主义”。

真是妙不可言！但是在这些妙论中，除了无知和列彼季洛夫[95]般的胡说八道以外，还有从资产阶级观点看来是十分清醒的和正确的外交辞令。要影响工人，资产者就得装扮成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等等，否则便影响不了。于是《工人晨报》也就装扮起来了，它涂脂抹粉，梳妆打扮，频送秋波，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只要……只要不妨碍我们号召工人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即事实上参加反动的（“防御性的”）掠夺战争，那么，即使在齐美尔瓦尔德宣言上签一百次名（这对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那些在宣言上签名而不同宣言的懦弱性作斗争、也不作任何保留的人来说是一记耳光！），在关于当前战争的帝国主义实质的任何决议上签一百次名，在宣誓忠于“国际主义”和“革命性”（在受检查的报刊上谈谋求“国家解放”＝在秘密报刊上谈革命）的任何誓词上签一百次名，我们也心甘情愿。

只有这一点才是行动，其余都不过是言词。只有这一点才是实质所在，其余都不过是空谈。只有这一点才是警察、沙皇君主制度、赫沃斯托夫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比较聪明的国家中的聪明的资产者，是容许发表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空谈的，只要参加护国就行。这里不妨提一下法国反动报纸对于“三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96]的评论。其中一家报纸写道：要知道这是社会党人先生们的一种“抽搐”，一种神经疾病，患这种病的人总是不由自主地重复同一个手势，同一种肌肉动作，同一个词。因此，“我们的”社会党人如果不重复地说他们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社会革命，他们就无话可说了。这并不危险！这只是一种“抽搐”，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他们主张保护祖国。

聪明的法国资产者和英国资产者推论说：如果用民主、社会主义等等词句来为参加掠夺战争的行为辩护，这实际上不是对掠夺成性的政府、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有好处吗？要是贵族老爷有这样一个奴仆，他向人民发誓赌咒说，贵族老爷把毕生精力都用来关怀人民、爱护人民，这不是对贵族老爷有好处吗？

《工人晨报》拿齐美尔瓦尔德来发誓并在口头上同普列汉诺夫派划清界限，宣称（第2号）它“在很多方面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而在行动上却同他们基本一致，在行动上同他们一道，同自己的资产阶级一道参加了沙文主义资产阶级的“护国主义”机构。

组织委员会不仅拿齐美尔瓦尔德来发誓，而且还一本正经地“签字画押”；组织委员会不仅同普列汉诺夫派划清界限，甚至还推出了一位匿名作者亚·马·。此人隐姓埋名，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道：“我们这些加入八月联盟[97]的人〈？或许亚·马·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入盟者”吧？〉认为有必要声明：《号召报》组织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所理解的我们党内的容忍限度，因此不能容许协助《号召报》的集团的分子继续留在八月联盟组织内。”这两位“入盟的”亚·马·真是勇敢，这样直言不讳地道出了真情！

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它出版了上面引述的那本文集）的5名成员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说出这样大胆的话！由此可见，这5个书记是反对同普列汉诺夫决裂的（前不久，帕·阿克雪里罗得还声明过，同他更接近的是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而不是国际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但是他们害怕工人，也不愿败坏自己的“名声”，于是宁愿闭口不谈此事，而推出一位或者两位匿名的入盟者，由他们去吹嘘一下那种廉价的和安全的国际主义……

一方面，亚·马尔丁诺夫、尔·马尔托夫、阿斯特罗夫这几个书记同《我们的事业》杂志进行论战，马尔托夫甚至还以个人名义反对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另一方面，崩得分子约诺夫却鼓吹要“进一步发展旧的策略〈第二国际的导致本身破产的策略〉，而绝不是取消这种策略”。这位约诺夫自认为比那位反映了崩得的真正政策的科索夫斯基“左”一些，因而崩得分子也就乐于把他捧出来掩饰他们的民族主义。编辑部就约诺夫的文章发表了一个模棱两可、言之无物、玩弄外交辞令的保留声明，既没有反对文章的实质，也没有反对它为“旧策略”中腐朽的、机会主义的东西所作的辩护。“加入”八月联盟的两位匿名者亚·马·公然为《我们的曙光》杂志辩护，说它虽然“离开了”国际主义的立场，但是它“反对〈？〉在俄国实行国内和平政策，认为必须立即恢复国际联系，并且就我们〈即“入盟的”匿名者亚·马·〉所知，它还赞成把曼科夫开除出杜马党团”。真是出色的辩护！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也赞成恢复联系，克伦斯基也反对曼科夫，而把主张“不反对战争”的人说成是反对国内和平（Burgfrieden）政策，那就是用空话来欺骗工人。

组织委员会文集编辑部作为整体发表了一篇题为《危险的倾向》的文章。这是一个政治上支吾搪塞的典型！一方面，它用响亮的左的词句反对护国主义宣言的起草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另一方面，又说“很难断定，这两篇宣言究竟出自哪些党内人士之手”！！事实上，宣言无疑是“出自”《我们的事业》杂志的那些“人士之手”，即使起草秘密宣言的罪过并不在这家合法杂志的撰稿人身上……组委会分子用荒谬的、吹毛求疵的和除了警察没有人需要追究的问题——文章出自哪一集团成员的个人之手，偷换了关于这两个宣言的思想根源问题，关于这些根源同取消主义、社会沙文主义、“我们的事业派”的思潮如出一辙的问题。一方面，编辑部大声威胁说：八月联盟的国际主义者们，让我们团结队伍去“最坚决地反对护国主义倾向”（第129页），去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第126页）；另一方面，紧接着这些话的是骗人的谎言：“组织委员会所支持的杜马党团的路线”（至今）“还未遇到过公开的反对”（第129页）！！

而这条路线，起草人本人也十分清楚，就在于没有路线，就在于暗中为《我们的事业》杂志和《工人晨报》辩护……

我们且拿这个文集中尔·马尔托夫写的一篇最“左”、最有“原则性”的文章来看吧。只要引述代表作者主要思想的一句话，就足以断定他的原则性究竟怎样了。“如果当前的危机导致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共和国的建立，那么，不言而喻，战争的性质就会根本改变。”（第116）这是彻头彻尾的令人气愤的谎言。马尔托夫不会不知道，所谓民主革命和共和国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和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资产阶级的和帝国主义的大国之间的战争的性质，不会因某一大国军事独裁的、封建的帝国主义很快被消灭而有丝毫的改变。这是因为纯粹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不会因此而消失，而只会得到加强。因此，我们的报纸在第47号的《几个要点》第9点 
［注：见本卷第55页。——编者注］

 中才声明：只要共和派和革命派还是象普列汉诺夫、民粹主义者、考茨基、我们的事业派、齐赫泽、组织委员会等等那样的沙文主义者，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会在这场战争中保卫哪怕是共和派和革命派的祖国。

第118页的注释中模棱两可的话一点也挽救不了马尔托夫。在这里，马尔托夫违背他在第116页所说的话，“怀疑”资产阶级民主派能否进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当然不能）；“怀疑”资产阶级是否会把1793年的共和国变为甘必大和克列孟梭的共和国。在这里，他在理论上的基本错误依然存在：在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先进阶级是同欧洲的革命前的君主国家作战。而1915年的俄国则不是同较落后的国家作战，而是同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的较先进的国家作战。这就是说，在1914—1915年的战争中能起到1793年的雅各宾派的作用的，只有进行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这就是说，只有革命真的使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政权，真的使这个政党能把革命高涨和国家机器的全部力量都用来立即直接实现同德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联盟，俄国无产阶级才会在目前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才会认为“战争的性质有了根本的改变”（《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几个要点》第11点）。 
［注：见本卷第55—56页。——编者注］



马尔托夫在结束他那娓娓动听的玩弄辞藻的文章时，又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发出十分动人心弦的号召：“要在政治危机一开始时就采取鲜明的革命的国际主义立场”。如果读者希望检验一下这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他就应该先对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采取政治立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1）要以组织名义（至少以“5个”书记的名义）对时局和策略作出正式的估计，并作出一系列决议；（2）要提出针对当前局势的战斗口号；（3）要把以上两点同无产阶级群众及其觉悟的先锋队的行动结合起来。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即“5个”书记的思想领袖，不仅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全都没有做到，而且实际上在这三方面都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掩护他们！在这16个月的战争期间，这5个国外书记在纲领和策略问题上不但没有采取“鲜明的”立场，而且根本没有采取任何立场。马尔托夫左右摇摆。阿克雪里罗得一个劲儿地向右倒（特别见之于他的德文小册子）。没有任何鲜明的、正式的、有组织的东西，没有任何立场！马尔托夫以自己的名义写道：“俄国无产阶级当前的中心战斗口号，应该是为消灭沙皇制度和战争而召集全民立宪会议。”这个口号毫无用处，既不是中心的口号，也不是战斗的口号，因为它并没有指明上述两个“消灭”的概念的主要的、社会阶级的、政治上明确的内容。这是庸俗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而不是什么中心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口号。

最后，在主要问题上，在同俄国群众的联系方面，马尔托夫及其一伙所能提供的不仅是零，而且是负数。因为他们一无所有。选举证明，只有资产阶级和《工人晨报》的联盟还拥有群众，而搬出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只能是虚伪地掩饰这个资产阶级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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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这里说的是彼得格勒工人选举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一事。按规定，选举分两个阶段进行，先由工人选举初选人，再由初选人选举工人团；有500人以上的工厂的工人才被允许参加选举，全市共有101个企业的219036名工人参加选举。对于这次选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于1915年8月底制定了如下抵制策略：吸引尽可能多的工人参加第一阶段的选举，借以公开宣传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并力争选出布尔什维克提名的初选人；由布尔什维克方面的初选人在全市会议上宣读布尔什维克的反战决议，声明拒绝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在初选人的选举中，沙文主义派占了优势。但是在9月27日举行的全市初选人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把一些动摇分子争取了过来，结果布尔什维克的抵制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决议获得95票，而孟什维克的决议只获得81票。布尔什维克得到了胜利。这时，孟什维克库·安·格沃兹杰夫在10月5日的《工人晨报》上发表公开信，借口所谓“局外人”参加了初选人会议（指彼得堡委员会委员谢·雅·巴格达季耶夫等按惯例由别人委托出席会议）而要求重新开会选举工人团。当局也对布尔什维克加强了防范，逮捕了巴格达季耶夫等人。在11月29日重开的初选人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宣读抗议宣言后退出了会议。这样，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工人团才被选了出来，格沃兹杰夫当上了工人团的主席。——131。



[91]《工人晨报》（《Рабочее　Утро》）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15年10—12月在彼得格勒出版，以接替1915年8月出版的《晨报》。——132。



[92]指由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出版的《国际和战争》文集第1辑，其中收有亚·马尔丁诺夫、阿斯特罗夫、尤·拉林、斯佩克塔托尔（米·伊·纳希姆松）、约诺夫、尔·马尔托夫、帕·阿克雪里罗得等人的文章。——132。



[93]彼特鲁什卡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主角乞乞科夫的跟丁。他爱看书，但不想了解书的内容，只对字母总会拼出字来感兴趣。——132。



[94]哥本哈根的匿名者是指列·达·托洛茨基。他在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10年）期间曾在1910年8月28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匿名发表了一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状况的诽谤性文章。出席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俄国代表团成员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阿·瓦尔斯基为此曾联名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提出抗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附录》）。



列宁在这里指的是两篇未署名的文章：1915年12月18日《民权报》上发表的《俄国的民族主义与工人阶级》和12月19日《我们的言论报》上发表的《事实与结论（再论彼得格勒的选举）》。《我们的言论报》当时由托洛茨基主编。——132。



[95]列彼季洛夫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一个丑角。他是一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混迹于俄国贵族上层社会的浪荡子，经常胡说八道，夸夸其谈，尽说些不着边际的空话。——134。



[96]“三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于1915年2月14日召开。出席代表会议的有英、法、比、俄四国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和和平主义派的代表。列入代表会议议程的问题有：民族权利问题；殖民地问题；保障未来和平问题。列宁对这次代表会议的评论，见《关于伦敦代表会议》和《谈伦敦代表会议》两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0—162页和第179—181页）。——134。



[97]八月联盟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后试图与党对抗的各个派别结成的联合组织，在1912年8月12—20日（8月25日—9月2日）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成立，倡议者是列·达·托洛茨基。这次代表会议在维也纳举行，出席的代表共29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8名：彼得堡“中央发起小组”2名，崩得4名，高加索区域委员会4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4名，莫斯科调和派小组1名，塞瓦斯托波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黑海舰队水兵组织各1名；有发言权的11名：组织委员会代表2名，维也纳《真理报》代表1名，《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代表1名，《涅瓦呼声报》代表1名，莫斯科取消派小组代表1名，波兰社会党—“左派”代表4名和以个人身分参加的尤·拉林。29人中只有三人来自俄国国内，其余都是同地方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侨民。普列汉诺夫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拒绝出席这次会议。前进派代表出席后很快就退出了。代表会议通过的纲领没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而仅仅提出了宪法改革、全权杜马、修订土地立法、结社自由、“民族文化自治”等自由派的要求。八月联盟还号召取消秘密的革命党。代表会议选出了试图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抗衡的组织委员会，但它在俄国国内只得到少数取消派小组、《光线报》和孟什维克七人团的承认。八月联盟成立后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瓦解了。关于八月联盟，可参看列宁的《“八月”联盟的瓦解》、《“八月联盟”的空架子被戳穿了》、《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1—4、30—33、194—216页）。——135。









《列宁全集》第27卷


为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写的序言
[98]



（1915年12月21日〔1916年1月3日〕以前）

布哈林这本著作所谈的问题，其重要性和迫切性是无庸赘述的。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形式变化的经济科学领域中，帝国主义问题不但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且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了解一下作者在最新材料的基础上精选出来的大量有关事实，对于一个不但关心经济而且关心当代社会生活任何一个方面的人，都是绝对必要的。自然，如果不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彻底弄清帝国主义的实质，如果不以此为基础，那就谈不上具体地历史地评价当前这场战争。这样也就无法了解近10年来经济和外交的历史，而不了解这一历史，要想对战争提出正确的看法，那是可笑的。但是，如果以为从外交“文件”或当前的政治事件中随意抽出使某一国家的统治阶级感到称心或满意的个别事实，就算是对战争作出具体的历史的评价，那么，从在这个问题上特别突出地表现出整个现代科学的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方法的“科学”意义只能引人发笑。例如，普列汉诺夫先生就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他不分析帝国主义这一高度发达的、成熟的而且过度成熟的最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体系的基本特征和趋势，而只是挑出一两件普利什凯维奇们和米留可夫所喜欢的事实。这样一来，帝国主义这个科学概念就被贬低了，成了一种咒骂刚刚提到的两个帝国主义分子的直接竞争者、对手和敌手的用语，而这两个帝国主义分子同自己的对手和敌手完全是站在同一个阶级基础上的！在讲过的话可以忘记、原则性可以抛弃、世界观可以扔到一边、决议和庄严的诺言可以丢到九霄云外的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不足为奇的。

尼·伊·布哈林的这本著作的科学意义特别在于：它考察了世界经济中有关帝国主义的基本事实，它把帝国主义看成一个整体，看成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阶段。曾经有过一个比较“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当时资本主义在欧洲各个先进国家完全战胜了封建主义，而且能够最（比较地说）平静地、平稳地发展，“和平地”扩张到无主的土地和没有完全卷入资本主义漩涡的国家这些广大的地区。当然，即使在这个时代，即大体上从1871年到1914年期间，“和平的”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活条件，无论在军事的或一般阶级的意义上来讲，距离真正的“和平”也都是非常非常之远的。对于各先进国家9/10的居民来说，对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亿万居民来说，这个时代不是什么“和平”，而是压迫、苦难和恐怖，这种“恐怖”也许由于看来“永无终结”而显得更加可怕。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已经由一个更加动荡和跳跃、充满灾变和冲突的时代代替了，这个时代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典型的现象与其说是“永无终结的恐怖”，不如说是“以恐怖而终结”。

同时，非常重要的是要看到：发生这种更替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最深刻最根本的趋势直接发展、扩大和继续的结果。交换的发展，大生产的发展，这是几百年来全世界范围内处处可见的基本趋势。在交换发展的一定阶段，在大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即大致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所达到的阶段，交换造成了经济关系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大生产达到了十分庞大的规模，以至自由竞争开始被垄断所取代。典型的已经不是“自由地”进行竞争（在国内和在国际关系中）的企业，而是企业家垄断同盟，托拉斯。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特别机动灵活，在国内和国际上都特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特别没有个性而且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而且已经特别高度地集中，因此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

如果抽象地从理论上来推断，那就会得出考茨基已经得出的结论（虽然他的方式稍微不同，但也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些资本巨头在全世界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来代替各个国家彼此分离的金融资本之间的竞争和斗争，这样的日子已经不很远了。但是，这个结论和19世纪90年代我们的“司徒卢威派”和“经济派”得出的类似结论是一样地抽象、简单化和不正确，当时他们根据资本主义的进步性、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最终胜利，时而得出辩护性的结论（崇拜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妥协，以歌颂代替斗争），时而得出否定政治的结论（即否认政治，或者否认政治的重要性，否认一般政治动荡的可能性等等；这是“经济派”特有的错误），有时甚至得出纯粹是“罢工主义的”结论（主张举行作为罢工运动顶峰的“总罢工”，甚至忘记或者忽视其他运动形式，要从资本主义直接“跳”到单纯地通过罢工战胜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要比半小市民的自由竞争的“天堂”进步，在世界上的先进国家里帝国主义必然产生并最终战胜“和平的”资本主义。种种迹象表明，上述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在今天也会使人产生许许多多和形形色色的政治的或否定政治的错误和不幸。

不过，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的公然的决裂，采取的形式不是否认或者忘记政治，不是“跳”过许许多多和形形色色的（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的冲突、动荡和改革，不是替帝国主义辩护，而是幻想“和平的”资本主义。“和平的”资本主义已经被非和平的、好战的、充满灾变的帝国主义代替了，这是考茨基不得不承认的。他在1909年的一部专门的著作[99]里已经承认了这一点。在这部著作里，他最后一次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严整的结论。但是，如果说不能简单地、直接地、粗俗地幻想从帝国主义退回到“和平的”资本主义，那么，为什么不能使这种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具有天真无邪地期望实现“和平的”“超帝国主义”这种形式呢？如果把各国的（确切些说，各个国家彼此分离的）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这种联合“似乎能够”消除使小资产者特别不愉快、特别惊慌不安的冲突，如战争、政治动荡等等——叫作超帝国主义，那么，为什么不用这种较为和平、较少冲突、较少灾变的“超帝国主义”的天真幻想，来回避现在已经到来的、现实存在的、充满冲突和灾变的帝国主义时代呢？为什么不能幻想帝国主义时代也许很快就会过去，也许可以设想紧接着会出现一个较为和平的、不需要“激烈”策略的“超帝国主义”时代，从而回避欧洲已经到来的帝国主义时代正在提出和已经提出的“激烈的”任务呢？考茨基正是这样说的：“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超帝国主义的〉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杂志第144页）。

这种回避已经到来的帝国主义、幻想遁入不知道能否实现的“超帝国主义”的企图，是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的气味的。这套理论承认马克思主义适用于“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能否实现，连它的杜撰者也不能担保，而对于现在已经到来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却被小资产阶级的极其反动的缓和矛盾的企图所代替。考茨基曾经许下诺言，要在即将到来的、紧张的、充满灾变的时代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1909年写文章谈论这个时代时，已经不能不十分明确地预见到和承认这个时代即将到来。现在，当这个时代已经不容置疑地到来的时候，考茨基却又一次许下诺言，要在即将到来的、还不知道能否实现的超帝国主义时代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总之，可以满口答应要在另一个时代当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不在今天，不在当前的条件下，不在当前这个时代！赊帐的马克思主义，许愿的马克思主义，明天的马克思主义，今天的缓和矛盾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理论——而且不仅仅是理论。这和“眼下”广泛流行的供出口的国际主义倒是很相象：那些激昂慷慨的——啊，非常激昂慷慨的！——国际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赞成国际主义的任何表现……不过，这是指敌人阵营里的，或者说什么地方的都行，只要不是自己家里的，只要不是自己同盟者的；他们赞成民主……只要它仅仅是“同盟者”的诺言；他们赞成“民族自决”，只要不是附属于本民族（它以自己的人中间有这样的赞成者而感到荣幸）的那些民族的民族自决……一句话，这是第一千零一种伪善。

然而，能不能反驳说，不可以抽象地“设想”帝国主义之后将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即超帝国主义呢？不能。抽象地设想这种阶段是可以的。不过，在实践上，这就意味着成为机会主义者，他为了幻想将来的不迫切的任务，而否认当前的迫切的任务。在理论上，这就意味着不以现实中的发展为依据，为了这些幻想而随意脱离现实的发展。毫无疑问，发展正在朝着一个包罗一切企业和一切国家的、唯一的世界托拉斯的方向进行。但是，这种发展是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矛盾、冲突和动荡——决不只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民族的等等——之下进行的，就是说在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即各国金融资本实行“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合以前，帝国主义就必然会崩溃，资本主义一定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






	　　弗·伊林1915年12月

载于1927年1月21日《真理报》第1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93—98页

















[98]这篇序言完稿后，当即由列宁寄回俄国，但后来在1917年七月事变中由于《真理报》印刷厂被捣毁而丢失了。因此布哈林的书于1917年11月底问世时这篇序言未能收入。在《列宁全集》俄文版里，这篇序言是按列宁自己抄存的稿子排印的。——140。



[99]指卡·考茨基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该书是1909年在汉堡和柏林出版的。——143。







《列宁全集》第27卷


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

第一编 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100]

（不晚于1915年12月29日〔1916年1月6日〕）

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对于研究现代农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演进来说，是一个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国家。无论就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来说，还是就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的最高程度来说，无论就根据各种不同的自然和历史条件采用最新科学技术的土地面积的广大来说，还是就人民群众的政治自由和文化水平来说，美国都是举世无双的。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们的资产阶级文明的榜样和理想。

研究美国农业演进的形式和规律也是比较方便的，因为美国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census”），对所有工农业企业也连带作极其详尽的调查。这就提供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确切而丰富的材料，使我们有可能用来检验许多流行的论断，这些论断在理论上多半是草率的，传播的往往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和偏见，可是人们总是不加批判地加以重复。

吉姆美尔先生在1913年《箴言》杂志[101]6月号上引用了最近一次即1910年进行的第13次人口普查中的一些材料，并据此一再重复了最流行的、在理论基础和政治意义上都是十足资产阶级的论断，说什么“美国大多数农场都是劳动农场”；“在比较发达的地区，农业资本主义正在解体”；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小劳动农业正在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正是“在文化较悠久、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资本主义农业日益瓦解，生产正变得分散而零碎”；“没有一个地区的垦殖开发过程已经停止，没有一个地区的大资本主义农业不在解体并被劳动农业所排挤”，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论断都错得离奇。它们同实际情形正好相反，完全是对实际情况的嘲弄。对于这些论断的错误应当详细加以剖析，因为吉姆美尔先生并不是偶尔在杂志上写点小文章的等闲之辈，而是代表俄国和欧洲社会思想界中最民主、最左的资产阶级派别的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唯其如此，吉姆美尔先生的观点就有可能——而在一部分非无产阶级居民阶层中则已经——广泛流传并产生影响。因为这不是他个人的观点，个人的错误，而是表述了用民主主义精心润色过的、用貌似社会主义的词句精心粉饰过的一般资产阶级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中，无论是只知走老路的御用教授，或是千百万小农中觉悟较高的小农，都最容易附和这种观点。

吉姆美尔先生所捍卫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非资本主义演进理论，实质上是绝大多数资产阶级教授、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即最新的一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理论。说这种理论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幻觉、梦想和自我欺骗，是并不过分的。我在下文中将尽力提供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全貌以推翻这一理论，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个主要错误，就是把各种大大小小的个别的事实和数字同政治经济关系的总联系割裂开来。我所引用的材料全部取自北美合众国官方出版的统计资料；首先是1900年第12次人口普查和1910年第13次人口普查中有关农业的第5卷 
［注：《人口普查报告。1900年第十二次人口普查。第5卷。农业。》1902年华盛顿版。——《美国1910年第十三次人口普查。第5卷。农业。》1913年华盛顿版。］

 ；其次是1911年的《统计汇编》（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指出了这些资料来源，我就不再一一标出每一个数字的页码和统计表的序号了，那样会加重读者的负担，毫无必要地增加篇幅；有兴趣的人可以按照上面列举的出版物的目录毫不费力地找到相应的材料。


1．三个主要地区概述。垦殖开发中的西部和移民宅地

美国幅员辽阔（面积仅略小于整个欧洲），全国各地经济条件千差万别，因此，对经济状况十分不同的各个主要地区必须分别进行考察。美国的统计学家在1900年把全国划分为5个地区，在1910年又划分为以下9个地区：（1）新英格兰，即大西洋岸东北部的6个州（缅因、新罕布什尔、佛蒙特、马萨诸塞、罗得岛、康涅狄格）。（2）大西洋岸中部各州（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这两个地区在1900年合称“大西洋岸北部”区。（3）中部东北各州（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密歇根、威斯康星）。（4）中部西北各州（明尼苏达、艾奥瓦、密苏里、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堪萨斯）；这两个地区在1900年合称“中北”区。（5）大西洋岸南部各州（特拉华、马里兰、哥伦比亚特区、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佛罗里达）；这个地区同1900年的一样。（6）中部东南各州（肯塔基、田纳西、亚拉巴马、密西西比）。（7）中部西南各州（阿肯色、俄克拉何马、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这两个地区在1900年合称“中南”区。（8）山区各州（蒙大拿、爱达荷、怀俄明、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犹他、内华达）。（9）太平洋岸各州（华盛顿、俄勒冈、加利福尼亚）；这两个地区在1900年合称“西部”区。

这种划分过于复杂，因此美国的统计学家在1910年又把它合并为三个大区：北部（1—4）、南部（5—7）和西部（8—9）。我们下面就会看到，这样划成三大地区是极其重要的，非常必需的，当然，在这里也象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一样，存在着过渡类型，而且在某些基本问题上，还必须把新英格兰和大西洋岸中部各州单独列出。

为了明确这三大地区最根本的差别，我们可以称它们为：工业的北部、原先蓄奴的南部和垦殖开发中的西部。

下面是一份关于土地面积、耕地比例和人口的材料：






	地区
	全部土地面积（单位百万英亩）


	其中耕地的百分比
	人口（1910年，单位百万）





	北部…………
	588
	49％
	56



	南部…………
	562
	27％
	29



	西部…………
	753
	5％
	7



	全美国………
	1903
	25％
	92







北部和南部的土地面积大致相等，西部则几乎比它们大一半。但是北部的人口比西部多7倍。西部可以说几乎渺无人烟。至于西部的人口在以怎样的速度增长，可以从下面的数字看出来：从1900年到1910年这10年间，北部的人口增加了18％，南部增加了20％，而西部竟增加了67％！北部的农场数几乎毫无增加：1900年是2874000个，1910年是2891000个，（＋0．6％）；南部增加了18％，从260万个增加到310万个；而西部却增加了54％，即增加了一半以上，从243000个增加到373000个。

西部的土地占有形式怎样，这可以从移民宅地的材料看出来。移民宅地是指由政府无偿分发的或者说只是名义上收点费用的地块，一般有160英亩，即约等于65俄亩。从1901年至1910年这10年间，在北部，有主的移民宅地面积为5530万英亩（其中5430万英亩即98％以上集中在中部西北区）；在南部为2000万英亩（其中1730万英亩集中在中部西南区）；在西部为5530万英亩，分布于西部的两个地区。这就是说，西部整个是一个移民宅地的地区，全是无偿分发的无主的土地，这和俄国边远地区的强占土地类似，不过不是由农奴制的国家来调整，而是通过民主的办法加以调整（我险些说成通过民粹派的办法；共和制的美国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实现了“民粹主义的”思想——把无主的土地分发给每一个想要土地的人）。北部和南部都只有一个移民宅地地区，它们好象是由渺无人烟的西部到人烟稠密的北部和南部的一个过渡类型。顺便指出，近10年来完全没有分发移民宅地的，只有北部的新英格兰和大西洋岸中部这两个地区。在这两个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垦殖开发过程已经完全停止，这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

上面援引的关于有主的移民宅地的数字，是指申请发给宅地的数字，而不是最后实发的数字；按地区分列的后一种数字，我们没有掌握。但是，即使上面援引的材料作为绝对数字是被夸大了的，它无论如何还是确切地表明了各个地区之间的对比关系。在北部，农场占有的土地在1910年总共为41400万英亩，也就是说，近10年来申请发给的移民宅地占它的1/8左右，在南部占1/17左右（35400万英亩中的2000万英亩），在西部竟占一半（11100万英亩中的5500万英亩）！所以，如果把实际上几乎还不存在土地占有的地区的材料同全部土地都已有主的地区的材料混在一起，那显然是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嘲弄。

美国的事实特别明显地证实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强调的这样一个真理，即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并不取决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形式。资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中世纪和宗法制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封建的、“份地农民的”（即依附农民的）、克兰[102]的、村社的、国家的等等。所有这些土地所有权形式，资本都使之服从于自己，只是采取的形式和手段有所不同而已。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3—694页。——编者注］

 农业统计工作要做得周密合理，就应当根据资本主义渗入农业的不同形式而分别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分类方法等，例如，应当把移民宅地单独列出，追踪其经济的变迁。可惜在统计学中盛行的却是因循守旧，毫无意义地、千篇一律地重复着同一的方法。

同其他地区相比，西部的农业究竟粗放到什么程度，这从关于人造肥料费用的材料也可以看出来。在1909年，每英亩耕地的人造肥料费用在北部是13美分（0．13美元），在南部是50美分，在西部仅为6美分。南部的肥料费用之所以特别高，是因为种植棉花需要很多肥料，而这种作物在南部占着最显要的地位：棉花加上烟草的产值，占全部农产品价值的46．8％，谷物只占29．3％，干草和牧草占5．1％。相反，在北部居于首位的是谷物，占62．6％，其次是干草和牧草，占18．8％，而且其中主要是播种的牧草。在西部，谷物的产值占全部农产品价值的33．1％，干草和牧草占31．7％，而且草地牧草比播种的牧草多。此外，水果产值占15．5％，这个商业性农业的特殊部门，在太平洋沿岸地带得到迅速的发展。

2．工业的北部

1910年，在北部，城市人口的百分比高达58．6％，而南部只占22．5％，西部占48．8％。从下列材料可以看出工业的作用：





产值（单位十亿美元）



	　
	农业
	畜牧业
	总数
	工业（原料价值除外）


	工业工人数（单位百万）





	北部……
	3.1
	2.1
	5.2
	6.9
	5.2



	南部……
	1.9
	0.7
	2.6
	1.1
	1.1



	西部……
	0.5
	0.3
	0.8
	0.5
	0.3



	全美国…
	5.5
	3.1
	8.6
	8.5
	6.6







这里的农产品总值是夸大了的，因为一部分农产品，例如饲料，被重复计入了畜牧业产值。但是，无论如何可以得出一个无可怀疑的结论，就是美国近5/6的工业集中在北部，工业在这个地区比农业占优势。相反，南部和西部则基本上是农业地区。

从上面援引的材料可以看出，北部有别于南部和西部的特点是，它的工业发达程度高得多，这就给农业开辟了市场，并且促进了农业的集约化。但是，“工业的”（上述意义上的）北部依然是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农业生产的一半以上即大约3/5，集中在北部。至于北部农业的集约化程度高于其他地区的情况，可以从下面按每英亩土地平均计算的全部农业财产（土地、建筑物、农具和机器、牲畜）价值的数字中看出来：在1910年，北部是66美元，南部是25美元，西部是41美元。其中每英亩土地的农具和机器的价值，北部是2．07美元，南部是0．83美元，西部是1．04美元。

而新英格兰和大西洋岸中部这两个地区尤为突出。我们曾经指出，在这两个地区，垦殖开发已经结束。在1900年到1910年间，农场的数目已经绝对地减少了，各农场的耕地面积和土地总面积也都绝对地减少了。从业统计表明，这两个地区只有10％的人口从事农业，而全美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平均为33％，北部其他地区为25—41％，南部则为51—63％。在这两个地区，谷物种植面积仅占耕地的6—25％（全国平均占40％，北部平均占46％），牧草（多半是播种的牧草）占52—29％（全国平均占15％，北部平均占18％），蔬菜占4．6—3．8％（全国和北部平均都占1．5％）。这是集约化程度最高的农业区。在1909年，这两个地区每英亩耕地的肥料费用平均为1．30美元和0．62美元；第一个数字是全国最高的，第二个数字仅次于南部的一个地区。每英亩耕地的农具和机器平均价值为2．58美元和3．88美元，这在美国是最高的数字。我们将从进一步的叙述中看到，工业的北部的这两个工业最发达地区的特点是，它们的农业不但集约化程度最高，而且经营也最具资本主义性质。


3．原先蓄奴的南部

吉姆美尔先生写道：美国是一个“根本不知道封建制度为何物，绝对没有封建制度的经济残余的国家”（上述文章，第41页）。这是与事实截然相反的论断，因为奴隶制的经济残余同封建制度的经济残余丝毫没有区别，而在美国原先蓄奴的南部，这种残余至今还很强大。如果吉姆美尔先生的这个错误可以看作不过是仓促写成的杂志文章中的一个错误，那就不值一提了。然而俄国自由派和民粹派的全部著作都证明，在俄国的工役制度问题上，即我国的封建制度残余问题上，它们一贯地、非常顽固地犯着同样的“错误”。

在1861—1865年的国内战争废除奴隶制以前，美国的南部一直是蓄奴地区。南部的黑人至今还占总人口的22．6—33．7％，而北部和西部各地区则不超过0．7—2．2％。在美国全国，黑人平均占人口的10．7％。黑人所处的屈辱地位是无需多说的，美国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好些。美国资产阶级在“解放”黑人之后，就竭力在“自由的”、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基础上恢复一切可能恢复的东西，做一切可能做到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来最无耻最卑鄙地压迫黑人。为了说明黑人的文化水平，只需举出一个小小的统计数字就够了。在1900年，美国白人中的文盲占6．2％（按10岁以上的人口计算），而在黑人中，这个百分比竟高达44．5％！！高出6倍以上！！在北部和西部，文盲占4—6％（1900年），而在南部则占22．9—23．9％！！在国民文化水平方面既然如此屈辱，在法律和日常生活方面总的情况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个可爱的“上层建筑”是在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上生长出来和存在下去的呢？

在典型俄国式的、“道地俄国式的”工役制即分成制的基础上。

1910年，黑人农场有920883个，占农场总数的14．5％。在全体农场主中，佃农占37％，自耕农占62．1％，剩下0．9％的农场是由管理人经营的。但是，佃农在白人中只占39．2％，而在黑人中竟占75．3％！在美国，典型的白人农场主是自己拥有土地的自耕农，而典型的黑人农场主则是佃农。在西部，佃农一共只占14％。这是一个垦殖开发中的地区，到处是新的、闲置的土地，是小“独立农民”的埃尔多拉多[103]（暂时的、不牢靠的埃尔多拉多）。在北部，佃农占26．5％，而在南部竟占49．6％！南部的农场主有一半是佃农。

不仅如此。这里所说的佃农还根本不是欧洲式的、有文化的、现代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佃农。这里所说的佃农主要是半封建的，或者说是半奴隶制的（这从经济上来讲是同一个东西）分成制农民。在“自由的”西部，分成制农民在佃农中占少数（53000个佃农中有25000个）。在老的、早已是人烟稠密的北部，766000个佃农中有483000个分成制农民，即占63％。在南部，1537000个佃农中有1021000个分成制农民，即占66％。

在1910年，自由的、民主共和的美国有150万分成制佃农，其中黑人占100万以上。而且分成制农民在农场主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不是在降低，而是在不断地、相当迅速地增长。分成制农民在美国农场主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1880年是17．5％，1890年是18．4％，1900年是22．2％，1910年是24％。


　　美国统计学家们在1910年人口普查的结论中写道：“南部的条件一向和北部有些不同，南部有很多佃农农场是那些规模巨大的、产生于国内战争以前的种植园的一部分。”在南部，“靠佃农，主要是黑人佃农经营的制度代替了靠奴隶劳动经营的制度”。“租佃制度的发展在南部最引人注目，那里许多过去由奴隶劳动耕作的大种植园，在很多情况下都已分为许多小的地块，出租给佃农。……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种植园直到现在实质上还是作为农业单位经营着，因为佃农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北部农场里的雇佣工人受到监督多少有点相象。”（上述著作第5卷第102、104页）



　　为了说明南部的特点，还必须作个补充：南部的居民纷纷逃往别的资本主义地区和城市去，正象俄国的农民纷纷从最落后和保留农奴制残余最多的中部农业省份、从土皇帝马尔柯夫之流的统治下，逃往俄国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地区，逃往都市、各工业省份和南部去的情况一样（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539—544页。——编者注］

 ）。实行分成制的地区，无论在美国或俄国，都是最停滞的地区，都是劳动群众受屈辱和压迫最厉害的地区。对美国的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起着十分重大作用的外来移民，都回避南部。在1910年，非美国出生的居民占美国人口的14．5％。但是他们在南部各地区只占1—4％，而在美国其他地区，外来人最少也有13．9％，有的则多达27．7％（新英格兰）。闭塞不通，粗野落后，死气沉沉，一座为“解放了的”黑人设置的监狱——这就是美国南部的写照。在这里，居民的定居率最高，“对土地的依恋心理”最重。南部除一个地区在大规模垦殖开发（中部西南区）以外，其余两个地区有91—92％的居民是土生土长的，而在全国，这样的居民占72．6％，这就是说，居民的流动率要高得多。在整个都是垦殖开发地区的西部，只有35—41％的居民是土生土长的。在南部的没有垦殖开发的两个地区，黑人纷纷外逃：在最近两次人口普查之间的10年内，这两个地区向美国其他地区提供了约60万“黑人”居民。黑人主要是逃往城市。在南部，77—80％的黑人住在农村，而在其他地区只有8—32％。在经济状况上，美国的黑人和俄国中部农业地区的“前地主”农民是极其相似的。


4．农场的平均面积。南部“资本主义的解体”

在考察了美国三大地区的基本特征和经济条件的一般性质之后，我们现在可以进而分析一下人们通常运用的那些材料。这里首先是关于农场平均面积的材料。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吉姆美尔先生，根据这些材料作出了一些非常大胆的结论。





美国农场的平均面积（单位英亩）



	年份
	全农场土地面积
	耕地面积



	1850………………………………
	202.6
	78.0



	1860………………………………
	199.2
	79.8



	1870………………………………
	153.3
	71.0



	1880………………………………
	133.7
	71.0



	1890………………………………
	136.5
	78.3



	1900………………………………
	146.2
	72.2



	1910………………………………
	138.1
	75.2







大体上说来，从这个材料一眼看到的是，全农场的土地平均面积在减少，耕地的平均面积变化则增减不定。但是在1860—1870年期间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因此我们在这里划上了一条线。正是在这个时期，全农场的土地平均面积大大减少，减少了46英亩（199．2—153．3）；耕地的平均面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减少了（79．8—71．0）。

原因何在呢？很明显，是由于1861—1865年的国内战争和奴隶制的废除。奴隶主大地产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下面我们将看到这个事实一再得到证实，虽然这个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再来证实它未免令人感到奇怪。现在我们把南部和北部的材料分列如下。





农场的平均面积（单位英亩）



	　
	南　　部
	北　　部



	年份
	全农场土地的平均面积
	耕地的平均面积
	全农场土地的平均面积
	耕地的平均面积



	1850……………
	332.1
	101.1
	127.1
	65.4



	1860……………
	335.4
	101.3
	126.4
	68.3



	1870……………
	214.2
	69.2
	117.0
	69.2



	1880……………
	153.4
	56.2
	114.9
	76.6



	1890……………
	139.7
	58.8
	123.7
	87.8



	1900……………
	138.2
	48.1
	132.2
	90.9



	1910……………
	114.4
	48.6
	143.0
	100.3







我们看到，南部每个农场耕地的平均面积在1860—1870年间大幅度减少（101．3—69．2），北部则稍有增多（68．3—69．2）。这就是说，问题正在于南部的发展条件。我们看到，那里就是在奴隶制废除以后，农场的平均面积也仍然在减少，虽然这种减少是缓慢的，断断续续的。


　　吉姆美尔先生作出结论说：“在这里，小劳动农业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资本则放弃了农业而投入其他部门。”“……在大西洋岸南部各州，农业资本主义急剧解体……”



　　真是奇谈怪论，能与之相媲美的恐怕只有我国民粹派的论调了。我国的民粹派说过，俄国在1861年以后由于地主从徭役制经济过渡到工役制（即半徭役制！）经济而引起了“资本主义的解体”。奴隶主大地产的分化被叫作“资本主义的解体”。昨天的奴隶主的未耕地变成了今天黑人的小农场，而这些黑人中有一半是分成制农民（我们还记得，分成制农民的百分比在每一次人口普查中都不断提高！），这种变化也被叫作“资本主义的解体”。对经济科学基本概念的歪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美国统计学家们在1910年人口普查的说明书第12章中，援引了关于南部现代的、而不是奴隶制时代的典型“种植园”的材料。在39073个种植园中有39073个“领主农场”（landlord farms）和398905个佃农农场。这就是说，平均每一个“领主”，即“地主”有10个佃农。种植园的平均面积是724英亩。其中耕地只有405英亩，平均每个种植园有未耕地300英亩以上。昨天的奴隶主老爷为未来的开拓计划储备了很不少的土地……

中等种植园土地的分配情况如下：“领主农场”有地331英亩，其中耕地87英亩。“佃农”农场，即照旧为“领主”干活并受其监督的分成制黑人的地块，平均有地38英亩，其中耕地31英亩。

南部昨天的奴隶主拥有广大的地产，其中9/10以上的土地直到现在还未耕种，随着人口和对棉花需求的增长，他们正逐渐把这些土地出卖给黑人，尤其常见的是按对分制把小块田地租给黑人。（从1900年到1910年，南部拥有自己全部土地产权的农场主，从1237000人增加到1329000人，即增加了7．5％，分成制农民则从772000人增加到1021000人，即增加了32．2％。）而现在居然出现了一位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解体”……

我们把占有土地1000英亩以上的农场算作大地产。这样的农场，1910年在全美国只占0．8％（共50135个），可是它们拥有土地16710万英亩，占总数的19％。这样，每个大地产平均拥有土地3332英亩。大地产中的耕地只占18．7％，而全部农场中耕地一般占54．4％。此外，在资本主义的北部，大地产最少，只占农场总数的0．5％，拥有全部土地的6．9％，在大地产中耕地占41．1％。西部的大地产最多，占农场总数的3．9％，拥有全部土地的48．3％，大地产中有32．3％的土地已经耕种。在原先蓄奴的南部，大地产中未耕地的百分比最高：在那里，大地产占农场总数的0．7％，拥有全部土地的23．9％，大地产中已耕的土地只占8．5％！！这个详细的材料也清楚地表明，不对每一国家和每一地区的具体材料作专门分析就把大地产算作资本主义经济，这种流行的做法是多么轻率。

在1900—1910年这10年间，恰恰是大地产的、而且也只有大地产的土地总数减少了。而且减少得很厉害：从19780万英亩减少到16710万英亩，即减少了3070万英亩。南部大地产的土地减少了3180万英亩（北部增加了230万英亩，西部减少了120万英亩）。可见，恰恰是南部，也只有蓄奴的南部，大地产的耕地百分比很低（8．5％），这些大地产正处于大规模分化的过程中。

从这一切必然得出如下的结论：对这一正在发生的经济过程的唯一准确的说明是，有十分之九的土地根本未耕种的奴隶主大地产，正转变为小商业性农业。不是象吉姆美尔先生和民粹派以及一切向“劳动”唱廉价颂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爱讲的那样，转变为“劳动”农业，而是转变为商业性农业。“劳动”这个词非但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意义，而且间接地会使人产生误解。这个词所以说毫无意义，是因为在任何社会经济结构下，无论在奴隶制度下，或是在农奴制度下，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总是要“劳动”的。“劳动”是空话，是毫无内容的空谈，它掩盖了仅仅对资产阶级有利的东西，即混淆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劳动”这个词会使人产生误解，对公众是个欺骗，因为它暗示不存在雇佣劳动。

吉姆美尔先生和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恰恰回避了有关雇佣劳动的材料，虽然这在农业中的资本主义问题上是最重要的材料，虽然不仅在1900年的人口普查中，而且在吉姆美尔先生所引用的（他的文章第49页的注释）1910年的人口普查《公报》（《关于各州农场收成的材料摘编》）中都有这个材料。

南部小农业的发展也就是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这从南部主要农产品的性质可以看出来。这种产品就是棉花。在南部的全部农作物总产值中，各种谷物占29．3％，干草和牧草占5．1％，而棉花则占42．7％。从1870年到1910年，美国的羊毛产量从16200万磅增加到32100万磅，增加了一倍；小麦从23600万蒲式耳增加到63500万蒲式耳，增加了将近两倍；玉米从109400万蒲式耳增加到288600万蒲式耳，也增加了将近两倍；而棉花则从400万包（每包500磅）增加到1200万包，即增加了两倍。主要作为商品的农产品的增长超过了其他商业性较差的农产品的增长。此外，在“大西洋岸南部各州”这个南部的主要地区，以下几种作物的生产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烟草（在弗吉尼亚州占农业产值的12．1％），蔬菜（在特拉华州占农业总产值的20．1％，在佛罗里达州占23．2％），水果（在佛罗里达州占农业总产值的21．3％）等等。所有这些都属于这样一类农作物，它们表明了农业的集约化，表明了土地面积减少而经营规模扩大，雇佣劳动的使用增加。

现在我们来详细地研究一下关于雇佣劳动的材料。这里我们只指出一点，虽然南部在这方面比其他地区落后（这里雇佣劳动的使用较少，因为半奴隶制的分成制还比较强大），但是即使在南部，雇佣劳动的使用也在增长。


5．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人们通常是根据关于农场的大小或者大农场（就土地面积而言）的数量和作用的材料来衡量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这类材料，一部分我们已经研究过，一部分下面还要继续研究。但是必须指出，所有这些材料都是间接的，因为面积的大小远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说明，也远不能直接说明一个农场真正是大规模的，说明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在这方面，关于雇佣劳动的材料更有说服力和更雄辩得多。近年来的农业普查，如奥地利1902年的普查和德国1907年的普查（这些普查我们将在别的地方加以分析）都表明了，现代农业中尤其是小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的规模，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大得多。再没有比这种材料更能确凿无疑地驳倒小市民们关于小“劳动”农业的无稽之谈了。

美国的统计在这个问题上收集了非常广泛的材料，因为在每个农场主的调查卡上都记载着，是否支出了雇用工人的费用，如果支出了，具体数字是多少。与欧洲的（例如刚才提到的那两个国家的）统计不同，美国的统计没有把每个业主当时雇用的工人数目登记下来，虽然这是很容易做到的，而如果有这方面的材料作为关于雇佣劳动费用总额的材料的补充，其科学价值就很大了。然而尤其糟糕的是，1910年的那次普查中的这部分材料编制得根本不适用，一般说要比1900年的普查差得多。在1910年的普查中，农场是按土地面积的大小分类的，这和1900年一样，但是与1900年不同的是，它并没有按这一分类列出使用雇佣劳动的材料。因此我们就不可能比较大小农场（就土地面积而言）在使用雇佣劳动方面的情况。我们所掌握的只是各州和各地区的平均材料，即把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农场混在一起的材料。

我们在后面将单独来研究编制得较好的1900年的材料，现在我们先引用1910年的材料。其实它们是有关1899年和1909年的材料：






	地区
	雇用工人的农场所占的百分比


	雇佣劳动费用增加的百分比


	每英亩耕地的雇佣劳动费用（单位美元）





	　
	（1909年）
	（1899—1909年）
	1909年
	1899年



	北部……
	55.1
	＋70.8
	1.26
	0.82



	南部……
	36.6
	＋87.1
	1.07
	0.69



	西部……
	52.5
	＋119.0
	3.25
	2.07



	全美国……
	45.9
	＋82.3
	1.36
	0.86







从这个材料首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最具资本主义性质的是北部的农业（55．1％的农场使用雇佣劳动），其次是西部（52．5％），最少的是南部（36．6％）。这正是人烟稠密的工业地区同垦殖开发中的地区和分成制地区三者作对比时应有的情况。要准确地比较各个地区，使用雇佣劳动的农场所占百分比的材料，自然要比每英亩耕地的雇佣劳动费用的材料更为适用。为了使后一种材料具有可比性，各个地区的工资标准应当是一样的。我们没有美国农业工资的材料，但是，既然我们知道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那就很难设想它们的工资标准会是一样的。

总之，在北部和西部这两个集中了全国2/3耕地和2/3牲畜的地区，一半以上的农场不能不使用雇佣劳动。南部使用雇佣劳动的较少，只是由于那里以分成制形式出现的半封建（也是半奴隶制）剥削还很厉害。毫无疑问，在美国也象在世界上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一部分处境最坏的农场主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可惜美国的统计根本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材料，而德国1907年的统计则不同，它不仅收集了这种材料，而且编制得相当详细。根据德国的材料，在5736082个农业业主（这是农业业主的全部人数，其中包括最小的“业主”）中有1940867人，即30％以上的农业业主，就其主要职业来说是雇佣工人。自然，这许多有一小块土地的雇工和日工都应列入最下等的农民。

按照美国一般的惯例，极小的农场（不到3英亩者）是根本不登记的。假定在这个国家里，出卖劳动力的农场主只占10％，那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全国有1/3以上的农场主是直接受地主和资本家剥削的（受过去奴隶主的封建剥削或半封建剥削的分成制农民占24％，加上这10％受资本家剥削的，一共是34％）。这就是说在全部农场主中，只有少数，未必超过1/5或1/4，既不雇用工人，也不受人雇用，或者说也不受人奴役。

在这个“典型的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在这个无偿分发千百万亩土地的国家中，实际情况就是如此。那个出名的非资本主义的、小“劳动”农业，在这里也是无稽之谈。

美国农业中的雇佣工人有多少？同农场主的人数比起来，同全体农村人口比起来，他们是在增加呢，还是在减少？

对于这些极端重要的问题，可惜美国的统计没有作出直接的答复。现在我们来寻找大概的答案。

第一，职业统计数字（人口普查报告第4卷）能够提供大概的答案。这种统计美国人也“没有搞好”。它编制得死板、机械、极不合理，竟然没有关于一个人在行业中所处的地位的材料，即没有区分出业主、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不在经济上作确切的划分，而满足于使用一些“流行的”、“常见的”字眼，在“农业工人”这一栏里，毫无道理地把农场主的家庭成员和雇佣工人混在一起。大家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只有美国的统计中才充满这种极端混乱的现象。

1910年的普查曾试图稍微澄清一下这种混乱现象，纠正某些明显的错误，至少把雇佣工人（Working out）部分从本户工人（working on the home farm）中分出来。统计学家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计算之后，对农业从业人员的总数作了修正，从总数中减去了468100人（第4卷第27页）。其次，计算出女雇佣工人在1900年是220048人，在1910年是337522人（增加了53％）。男雇佣工人在1910年是2299444人。假定1900年农业雇佣工人在全体农业工人中所占的比例和1910年一样，那么1900年的男雇佣工人就是1798165人。这样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情况：






	　
	1900年
	1910年
	增加的百分比



	农业从业人员的全部人数…
	10381765
	12099825
	＋16％



	农场主人数………………
	5674875
	5981522
	＋ 5％



	雇佣工人人数……………
	2018213
	2566966
	＋27％







这就是说，雇佣工人人数增加的百分比为农场主人数增加的百分比的5倍以上（27％比5％）。农场主在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降低了，雇佣工人所占的比重提高了。独立业主在全部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降低了，依附的、被剥削的人增多了。

1907年德国农业中的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总数是1500万，其中有农业雇佣工人450万。这就是说，雇佣工人占30％。根据上面大致的计算，美国1200万农业从业人员中，雇佣工人有250万，即占21％。很可能由于无偿地分发闲置土地，以及分成制农民占有很大比重，美国雇佣工人的百分比降低了。

第二，1899年和1909年花在雇佣工人上的费用的数字能够提供大概的答案。在这期间，工业中的雇佣工人从470万增加到660万，即增加了40％；他们的工资则从200800万美元增加到342700万美元，即增加了70％（不要忘记，食品等价格的提高抵销了工资名义上的增加）。

根据这个材料可以这样假设：农业中雇佣工人大约增加了48％，相应地，花在雇佣工人上的费用增加了82％。如果我们对三个主要地区作类似的假设，那就得出如下的情况：





1900—1910年增加的百分比



	地区
	全部农村人口
	农场数
	雇佣工人数



	北部……………
	＋3.9％
	＋0.6％
	＋40％



	南部……………
	＋14.8％
	＋18.2％
	＋50％



	西部……………
	＋49.7％
	＋53.7％
	＋66％



	全美国…………
	＋11.2％
	＋10.9％
	＋48％







这个材料也向我们表明，就全国来说，业主的增加落后于农村人口的增加，雇佣工人的增加则超过了农村人口的增加。换句话说，就是独立劳动者的比重降低了，依附劳动者的比重提高了。

要看到，按第一种计算所得的雇佣工人增加数（＋27％）和按第二种计算所得的增加数（＋48％）之间有很大的差额，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第一种计算只包括职业雇佣工人，第二种计算则包括一切使用雇佣劳动力的情况。在农业中，间或使用雇佣劳动力的情况是很重要的，因此不应当只满足于算出雇佣工人（固定的和临时的）的数目，还要尽可能地算出花在雇佣劳动上的费用总额，这在任何时候都应当作为一条原则。

不管怎样，这两种计算都向我们确切无疑地表明了美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增长，雇佣劳动的使用的增长，这种增长超过了农村人口和农场主数量的增长。


6．农业集约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我们已经研究了农业中资本主义最直接的指标——雇佣劳动的一般材料。现在可以进而更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一国民经济部门中的资本主义是以什么样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

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个地区的农场平均面积正在缩小，这就是南部。在那里，这个过程表明奴隶主大地产正转变为小商业性农业。还有一个地区的农场平均面积也在缩小，那就是北部的一部分——新英格兰和大西洋岸中部各州。下面就是关于这两个地区的材料：






	　
	农场耕地的平均面积（单位英亩）



	　
	新英格兰
	大西洋岸中部各州



	1850年…………………………
	66.5
	70.8



	1860年…………………………
	66.4
	70.3



	1870年…………………………
	66.4
	69.2



	1880年…………………………
	63.4
	68.0



	1890年…………………………
	56.5
	67.4



	1900年…………………………
	42.4
	63.4



	1910年…………………………
	38.4
	62.6







新英格兰的农场平均面积在美国各地区中是最小的。在南部，有两个地区的农场平均面积是42—43英亩，在第三个地区，即垦殖开发还在进行的中部西南区，农场平均面积是61．8英亩，这和大西洋岸中部各州差不多。在新英格兰和大西洋岸中部各州，即“在文化较悠久、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吉姆美尔先生的文章，第60页），在没有进行垦殖开发的地区，农场平均面积在缩小，这使我们的作者也象很多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农业日益瓦解”，“生产正变得分散而零碎”，“没有一个地区的垦殖开发过程已经停止，没有一个地区的大资本主义农业不在解体并被劳动农业所排挤”。

吉姆美尔先生得出这些根本违反事实的结论，是由于他忘记了一件……“小事”：农业的集约化过程！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是事实。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几乎是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在理论上”清楚地“知道”并且承认农业的集约化过程，但是在谈到农业中的小生产和大生产时，总是想方设法忘掉这件“小事”，因此我们必须特别认真地谈谈这个问题。资产阶级的（包括民粹主义的和机会主义的）经济学在小“劳动”农业问题上漏洞百出，其基本根源之一就在这里。他们忘记的一件“小事”就是：由于农业的技术特点，农业的集约化过程往往导致经营规模的扩大，引起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增长，同时农场的平均耕地面积却在减少。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新英格兰和大西洋岸中部各州同北部其他地区以及全国其他地区比较起来，在农业技术上，在农业的一般性质和集约化程度上，有没有根本的差别。

下面的材料表明了在种植方面的差别：






	　
	几种作物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百分比（1910年）



	地区
	谷物
	干草和牧草
	蔬菜、水果等特种作物



	新英格兰……………………
	7.6
	41.9
	33.5



	大西洋岸中部各州…………
	29.6
	31.4
	31.8



	中部东北各州………………
	65.4
	16.5
	11.0



	中部西北各州………………
	75.4
	14.6
	5.9







种植情况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我们看到，前两个地区的农业是高度集约化的，后两个地区的农业是粗放的。在后两个地区中，谷物占总产值的绝大部分，在前两个地区中，谷物不仅只占一小部分，有时甚至微不足道（7．6％），而特种“商业性”作物（蔬菜、水果等）在产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却大于谷物。粗放农业已经让位给集约化农业。这里广泛实行牧草播种。在新英格兰，提供干草和牧草的380万英亩土地中，有330万英亩是播种的牧草。在大西洋岸中部各州，提供干草和牧草的850万英亩土地中，有790万英亩是播种的牧草。相反，在中部西北各州（这是一个垦殖开发区和粗放农业区），提供干草和牧草的2740万英亩土地中，有1450万英亩，即一大半是“野生的”草地等等。

“集约化”各州的收获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每英亩的收获量（单位蒲式耳）



	地区
	玉米
	小麦



	　
	1909年
	1899年
	1909年
	1899年



	新英格兰…………………
	45.2
	39.4
	23.5
	18.0



	大西洋岸中部各州………
	32.2
	34.0
	18.6
	14.9



	中部东北各州……………
	38.6
	38.3
	17.2
	12.9



	中部西北各州……………
	27.7
	31.4
	14.8
	12.2







在这些地区特别发达的商业性畜牧业和牛奶业方面，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






	地区
	每个农场的奶牛平均数


	每头奶牛的平均产乳量（单位加仑）





	　
	（1900年）
	1909年
	1899年



	新英格兰………………………
	5.8
	476
	548



	大西洋岸中部各州……………
	6.1
	490
	514



	中部东北各州…………………
	4.0
	410
	487



	中部西北各州…………………
	4.9
	325
	371



	南部（3个地区）………………
	1.9—3.1
	232—288
	290—395



	西部（2个地区）………………
	4.7—5.1
	339—475
	334—470



	全美国的平均数………………
	3.8
	362
	424







从这里可以看出，“集约化”各州的牛奶业规模比所有其他州大得多。农场最小（就耕地面积而言）的地区是牛奶业规模最大的地区，这个事实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大家知道，牛奶业发展得最快的地方是城市近郊和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我们在另一个地方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3—244页。——编者注］

 谈到的丹麦、德国和瑞士的统计材料，也向我们表明了产乳牲畜日益集中这一事实。

我们看到，在“集约化”各州中，干草和牧草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比谷物大得多。这里的畜牧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购进饲料发展的。下面是1909年有关这方面的材料：






	地区
	卖出饲料的收入总额


	购进饲料的支出总额


	收入超过支出（＋）或支出超过收入（一）





	　
	（单位百万美元）
	　



	新英格兰……………
	＋4.3
	－34.6
	－30.3



	大西洋岸中部各州…
	＋21.6
	－54.7
	－33.1



	中部东北各州………
	＋195.6
	－40.6
	＋155.0



	中部西北各州………
	＋174.4
	－76.2
	＋98.2







北部粗放各州出卖饲料。集约化各州则购买饲料。不难理解，由于购进饲料，便有可能在小块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高度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

我们现在把北部的两个集约化地区——新英格兰和大西洋岸中部各州拿来同北部最粗放的地区——中部西北区作一比较：






	地　　区
	耕地面积（单位百万英亩）


	牲畜总值
	卖出饲料的收入
	购进饲料的支出



	（单位百万美元）



	新英格兰＋大西洋岸中部各州
	36.5
	447
	26
	89



	中部西北各州…
	164.3
	1552
	174
	76







我们看到，集约化各州平均每英亩耕地的牲畜（44736＝每英亩12美元）多于粗放各州（1552÷164＝9美元）。就是说，在单位土地面积上以牲畜形式投入的资本较多。而且单位面积的饲料贸易（买和卖）总额在集约化各州（3600万英亩有2600万＋8900万＝11500万美元）要比粗放各州（16400万英亩有17400万＋7600万＝25000万美元）多得多。很清楚，集约化各州的农业比粗放各州具有更大的商业性。

关于肥料费用、农具和机器价值的材料，可以作为说明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最准确的统计数字。请看下面的材料：






	地　　区
	购买肥料的农场的百分比


	每个农场的平均肥料费用

（单位美元）


	每英亩耕地的平均肥料费用

（单位美元）


	每个农场的平均耕地

（单位英亩）





	　
	　
	1909年
	1899年
	（1909年）



	北部
	新英格兰……………
	60.9
	82
	1.30
	0.53
	38.4



	　
	大西洋岸中部各州…
	57.1
	68
	0.62
	0.37
	62.6



	　
	中部东北各州………
	19.6
	37
	0.09
	0.07
	79.2



	　
	中部西北各州………
	2.1
	41
	0.01
	0.01
	148.0



	南部
	大西洋岸南部各州…
	69.2
	77
	1.23
	0.49
	43.6



	　
	中部东南各州………
	33.8
	37
	0.29
	0.13
	42.2



	　
	中部西南各州………
	6.4
	53
	0.06
	0.03
	61.8



	西部
	山区各州……………
	1.3
	67
	0.01
	0.01
	86.8



	　
	太平洋岸各州………
	6.4
	189
	0.10
	0.05
	116.1



	　
	全美国………………
	28.7
	63
	0.24
	0.13
	75.2







在这里，北部粗放各州和集约化各州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粗放各州使用购进的肥料的农场所占的百分比是微乎其微的（2—19％），每英亩耕地的肥料费用也是微不足道的（0．01—0．09美元）；而集约化各州大多数农场（57—60％）都使用购进的肥料，而且这项费用相当可观。例如新英格兰每英亩的肥料费用达1．30美元，这个数字在所有各地区中是最高的（又是农场土地面积最小而肥料费用最高！），超过了南部的一个地区（大西洋岸南部各州）。必须指出，在我们已经知道使用分成制黑人的劳动最为盛行的南部，棉花种植业需要特别多的人造肥料。

我们看到，在太平洋岸各州，使用肥料的农场的百分比是很低的（6．4％），而每个农场的平均肥料费用却最高（189美元），当然这里所计算的只是使用肥料的那些农场。这又是一个农场土地面积减少而资本主义大农业却增长的例子。在太平洋岸的三个州中，华盛顿和俄勒冈这两个州一般很少使用肥料，每英亩土地的肥料费用不过0．01美元。只有另一个州，即加利福尼亚州，这个数字比较大些：1899年是0．08美元，1909年是0．19美元。在这个州中，水果生产起着特殊的作用，它以纯粹资本主义的形式飞速地发展着，在1909年，它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是33．1％，而谷物只占18．3％，干草和牧草只占27．6％。在水果生产中，典型的农场是土地面积低于平均数、而使用肥料和雇佣劳动大大高于平均数的农场。后面我们还要谈到这种关系，因为这是农业集约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关系，也是最容易被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忽略的关系。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北部的“集约化”各州。在新英格兰，不仅一个农场的耕地面积最小（38．4英亩）而使用的肥料最多（每英亩1．30美元），而且肥料费用增长得特别快。在1899年到1909年的10年中，每英亩的这项费用从0．53美元提高到1．30美元，增加了一倍半。可见，这里农业的集约化、农业的技术进步以及栽培技术的提高都是非常快的。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事实的意义，我们把北部集约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新英格兰和最粗放的中部西北区作一比较。后一个地区几乎不使用人造肥料（使用这种肥料的农场仅占2．1％，每英亩的费用是0．01美元），然而这里的农场面积在美国所有地区中是最大的（148英亩），其增长速度也是最快的。人们通常正是把这个地区当作美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的标本，吉姆美尔先生也是这样做的。这个流行的见解是不对的，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更详细地加以说明。所以产生这种见解，是由于人们把最粗野最原始的粗放农业形式同技术进步的集约农业形式混同了起来。中部西北区的一个农场面积几乎比新英格兰的大三倍（148英亩比38．4英亩），而每个农场的肥料费用（按使用肥料的农场平均计算）却只有新英格兰的一半：41美元比82美元。

可见，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农场土地面积大量减少而同时其人造肥料费用大量增加的情况，因此“小”生产——如果仍然按照惯例，根据土地面积把它算作小生产的话——按其投入土地的资本数量来说却是“大”生产。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而是所有正在以集约农业代替粗放农业的国家的典型现象。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如果忽视农业的这个典型的、本质的、根本的特点，就会犯小农业崇拜者常犯的错误——只根据土地面积的大小来作出判断。


7．农业中的机器和雇佣劳动

现在我们来看看在技术上与前一种不同的另一种对土地投资的形式——使用农具和机器。整个欧洲的农业统计都无可辩驳地证实，农场愈大（就土地面积而言），使用各种机器的农场的百分比就愈高，使用的机器数量也愈多。大农场在这个极重要的方面的优越性是绝对无可怀疑的。美国的统计在这一点上也有点奇怪：农具和农业机器都没有分别加以登记，而只是计算它们的总的价值。自然，这类材料在每一个别情况下也可能不太准确，不过总体上来说，它还是能够使我们在各个地区之间和各类农场之间作一番比较，而这种比较靠别的材料是无法进行的。

下面就是各个地区农具和农业机器的材料：






	地区
	　
	农具和机器价值（1909年，单位美元）



	　
	　
	按每个农场平均
	按农场全部土地每英亩平均



	北部
	新英格兰……………
	269
	2.58



	　
	大西洋岸中部各州…
	358
	3.88



	　
	中部东北各州………
	239
	2.28



	　
	中部西北各州………
	332
	1.59


	
	南部（三个地区）……
	72—88—127
	0.71—0.92—0.95


	
	西部（两个地区）……
	269—350
	0.83—1.29


	
	全美国………………………
	199
	1.44







材料表明原先蓄奴的南部，即分成制的地区，在使用机器方面居于末位。北部集约化各州每英亩土地平均的农具和机器的价值要比这里高两倍、三倍乃至四倍（各个地区有所不同）。这些集约化的州在全国各州中居于首位，甚至中部西北各州这个号称美国粮仓的典型农业地区也望尘莫及，然而至今还有一些肤浅的观察者惯于把这些农业州看作是使用机器的和资本主义的模范地区。

必须指出，美国统计学家在确定每英亩土地机器价值时，也象确定土地、牲畜和建筑物等的价值那样，不是按农场的耕地来计算，而是按其全部土地来计算，这种方法低估了北部“集约化”各州的优越性，以至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耕地所占的百分比在各个地区差别很大：西部山区各州，这个百分比低到只有26．7％，而北部的中部东北各州，却高达75．4％。对于经济统计，更重要的无疑是耕地的面积而不是全部土地的面积。在新英格兰，农场的耕地面积和耕地所占的百分比自1880年以来下降得特别厉害，这大概是受了西部闲置土地（不必交纳地租，不必向土地占有者老爷交纳贡税的土地）竞争的影响。同时在这个地区里机器的使用特别普遍，每英亩耕地机器价值特别高。在1910年，这里每英亩机器价值为7美元，大西洋岸中部各州约为51/2美元，其他各地区则不超过2—3美元。

情况再一次表明，农场最小（就土地面积而言）的地区同时也是以机器形式对土地投资最多的地区。

如果我们把北部的“集约化”地区中的大西洋岸中部各州拿来同北部的最粗放地区的中部西北区比较一下，就会看到，按每个农场的平均耕地面积来说，第一个地区的农场是不到第二个地区的一半（62．6英亩比148英亩）的“小”生产，可是按所使用的机器的价值来说，它却超过了第二个地区（358美元比332美元）。小农场按使用机器的规模来说却是比较大的农场。

现在我们还要把说明农业集约性质的材料同关于使用雇佣劳动的材料比较一下。在前面第5节中，我们曾经以简化的形式引用过后一种材料。现在我们应当更详细地、分地区地考察一下。






	地区
	　
	雇用工人的农场所占的百分比


	每个农场雇用工人的平均费用

（单位美元）


	每英亩耕地的雇佣劳动费用


	雇佣劳动费用增加的百分比





	　
	　
	（1909年）
	　
	
1909年

	
1899年

	（1899—1909年）



	北部
	新英格兰……………
	66.0
	277
	4.76
	2.55
	＋86％



	　
	大西洋岸中部各州…
	65.8
	253
	2.66
	1.64
	＋62％



	　
	中部东北各州………
	52.7
	199
	1.33
	0.78
	＋71％



	　
	中部西北各州………
	51.0
	240
	0.83
	0.56
	＋48％



	南部
	大西洋岸南部各州…
	42.0
	142
	1.37
	0.80
	＋71％



	　
	中部东南各州………
	31.6
	107
	0.80
	0.49
	＋63％



	　
	中部西南各州………
	35.6
	178
	1.03
	0.75
	＋37％



	西部
	山区各州……………
	46.8
	547
	2.95
	2.42
	＋22％



	　
	太平洋岸各州………
	58.0
	694
	3.47
	1.92
	＋80％



	　
	全美国………………
	45.9
	223
	1.36
	0.86
	＋58％







从上表可以看出：第一，北部集约化各州的特点就是，它们的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在各方面都无可怀疑地高于粗放各州；第二，资本主义在前一类地区比在粗放地区发展得快；第三，农场最小的地区新英格兰，其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无论在发展水平方面，还是在发展速度方面，都居全国各区之冠。这里每英亩耕地的雇佣劳动费用增长了86％。在这方面，太平洋岸各州居第二位。在太平洋岸各州中，加利福尼亚在这方面也是最突出的，在这里，我们已经讲过，“小”资本主义水果种植业发展得很快。

中部西北各州农场的规模最大（在1910年，单就耕地计算，平均为148英亩），并且从1850年以来就以最快的速度不断扩大，因此人们通常都把这个地区看作是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模范”地区。现在我们看到，这种见解是极其错误的。使用雇佣劳动的多少自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无可置辩的、最直接的标志。这个标志告诉我们，在号称美国“粮仓”的地区，也就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声名远扬的所谓“小麦工厂”地区，其资本主义性质要比工业的和农业集约化的地区弱，农业集约化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不表现于耕地面积的扩大，而表现于在耕地面积缩小的情况下对土地投资的增多。

尽管雇佣劳动费用增长得不太快，但是在使用机器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很快地扩大“黑土”或任何未开垦处女地的耕种，这是完全想象得到的。在中部西北各州，按每英亩耕地计算的雇佣劳动费用1899年是0．56美元，1909年是0．83美元，只增加了48％。在新英格兰——这里耕地的面积在减少而不是在增加，农场的平均面积在减少而不是在增加——雇佣劳动费用不仅在1899年（每英亩2．55美元）和1909年（4．76美元）都高得多，而且在这个期间获得了无比迅速的增长（＋86％）。

新英格兰每个农场的平均耕地面积相当于中部西北各州的1/4（38．4英亩比148英亩），而这里的雇佣劳动平均费用却比那里高（277美元比240美元）。因此，农场面积的缩小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用于农业的资本数额的增大，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增强，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

如果说占全国耕地面积34．3％的中部西北各州是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粗放”农业地区的代表的话，那么山区各州就是在垦殖开发最快的条件下进行类似的粗放经营的样板。与中部西北区相比，山区各州就雇用工人的农场所占的百分比来看，使用雇佣劳动是比较少的，但是它的雇佣劳动平均费用却高得多。不过这里雇佣劳动的增长在全国所有地区中是最慢的（总共增加了22％）。这种类型的演进想必是由以下这样一些情况决定的：在这一地区，垦殖开发和分发移民宅地进行得极快。这里耕地面积的增加比其他任何地区都快——从1900年到1910年增加了89％。自然，垦殖者即移民宅地的占有者，至少在开始经营时是很少使用雇佣劳动的。另一方面，这里大规模使用雇佣劳动的，首先应该是某些大地产——在这个地区，也和整个西部一样，大地产特别多；其次是种植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特种作物的农场。譬如在这个地区的某些州中，占农业总产值很大比重的是水果（亚利桑那占6％，科罗拉多占10％）、蔬菜（科罗拉多占11．9％，内华达占11．2％）等等。

吉姆美尔先生说：“没有一个地区的垦殖开发过程已经停止，没有一个地区的大资本主义农业不在解体并被劳动农业所排挤。”综上所述，我们应当说：吉姆美尔先生的这个论断是对实际情况的嘲弄，是与实际情况截然相反的。新英格兰地区就没有任何垦殖开发现象，它的农场最小，它的农业的集约化程度最高，我们看到，这个地区的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最发达，资本主义发展得也最快。这个结论对于了解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一般发展过程，具有最本质最根本的意义，因为农业集约化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农场土地平均面积的减少并不是偶然的、局部的、意外的现象，而是所有文明国家的普遍现象。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有关大不列颠、丹麦、德国等国的农业演进的材料上犯了许许多多错误，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这个普遍现象认识、了解、领会、思考得不够。


8．大农场排挤小农场。耕地面积

我们考察了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所采取的各种主要形式，看到这些形式是极其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的几种是南部奴隶主大地产的瓦解，北部粗放区的大规模粗放农业的增长，北部集约化地区农场平均面积最小而资本主义发展最快。许多事实确凿地证明，能够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有时是农场规模的扩大，有时则是农场数目的增加。因此，关于全国农场平均规模的一般材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那么，各种地方性特点和种植方面的特点造成的总的结果是什么呢？关于雇佣劳动的材料向我们表明了这个总结果。雇佣劳动的使用日益增多是贯穿所有这些特点的总过程。但是绝大多数文明国家的农业统计，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秉承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和偏见办事，根本没有提供关于雇佣劳动的系统材料，或者只提供了最近时期的材料（如德国1907年的农业普查），因此不可能和过去进行比较。美国的统计对1900年到1910年的雇佣劳动材料的综合和研究，搞得非常糟糕，这一点我们到适当的地方再详细谈论。

美国和其他大多数国家在编制总结材料时通常使用的最流行的方法，仍然是按照土地面积来比较农场的大小。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种材料。

美国的统计在按土地多少来进行农场分类时，是按全部土地的面积而不是仅按耕地的面积；这样做当然比较正确，德国的统计就是这样做的。美国在1910年的普查中，把农场分为7类（不满20英亩的，20—49英亩的，50—99英亩的，100—174英亩的，175—499英亩的，500—999英亩的，1000英亩以上的），但是没有说明这样分类的合理根据是什么。看来，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在统计上墨守成规。我们把100—174英亩的这一类叫作中等农场，因为其中包括的主要是移民宅地（法定标准＝160英亩），还因为通常拥有这样规模的土地正好保证农民能在使用雇佣劳动最少的情况下保持最大的“独立性”，较高的两类我们称之为大农场或资本主义农场，因为按照一般情况，这两类农场不使用雇佣劳动是不行的。1000英亩以上（其中的未耕地，在北部占3/5，在南部占9/10，在西部占2/3）的农场我们称之为大地产。不到100英亩的农场我们称之为小农场；在这三类小农场中，无马的农场自下而上依次占51％、43％和23％，根据这个事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小农场在经济上的独立程度。不用说，这个说明不能从绝对意义上去理解，也不能不作具体分析地应用于每一个地区或条件特殊的个别地方。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把美国各个主要地区的所有这7类的材料都加以引用，因为大量的数字将使文章变得冗长不堪。因此我们只简略地指出北部、南部和西部之间最主要的差别，只有关于整个美国的材料我们才全部加以引用。我们要记住，北部的耕地占全国耕地的3/5（60．6％），南部不到1/3（31．5％），西部不到1/12（7．9％）。

这三大地区之间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就是资本主义北部的大地产最少，但是它们的数目及其土地总面积和耕地面积都在不断地增加。在1910年，北部1000英亩以上的农场占0．5％，占有土地总面积的6．9％和耕地的4．1％。南部这样的农场数占0．7％，占有土地总面积的23．9％和耕地的4．8％。西部这样的农场占3．9％，占有土地总面积的48．3％和耕地的32．3％。下面的情况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南部的大地产是奴隶主大地产，西部的大地产更大，它一部分是最粗放的畜牧业的基地，一部分是“移民者”占据的空地，准备转卖或出租（较少见）给开发“遥远的西部”的真正的农民的。

美国的例子清楚地告诉我们，把大地产同大资本主义农业混为一谈是多么轻率，因为大地产往往是前资本主义关系的残余，即奴隶制、封建制或宗法制关系的残余。无论在南部或西部，大地产都处在分化、瓦解的过程中。在北部，农场的土地总面积增加了3070万英亩；其中大地产的土地一共只增加了230万英亩，而资本主义大农场（175—999英亩）的土地则增加了3220万英亩。在南部，农场的土地总面积减少了750万英亩，大地产的土地减少了3180万英亩，小农场的土地增加了1300万英亩，中等农场的增加了500万英亩。在西部，农场的土地总面积增加了1700万英亩，大地产的土地减少了120万英亩，小农场的土地增加了200万英亩，中等农场的增加了500万英亩，大农场的增加了1100万英亩。

三个地区的大地产的耕地都有所增加：北部增加得最多（＋370万英亩＝＋47％），南部最少（＋30万英亩＝＋5．5％），西部也比较多（＋280万英亩＝＋29．6％）。但是在北部，耕地增加得最多的是大农场（175—999英亩），南部是小农场和中等农场，西部是大农场和中等农场。结果，耕地比重增加了的在北部是大农场，在南部和西部是小农场和一部分中等农场。这种情况与我们所知道的这三个地区的条件差异完全相符。南部的小商业性农业是在奴隶主大地产解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西部，这个过程却是在更大的大地产瓦解得不太厉害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更大的大地产不是奴隶制性质的，而是粗放畜牧业和“强占”性质的。此外，关于西部的太平洋岸各州的情况，美国的统计学家指出：


　　“太平洋沿岸地带的小水果农场和其他农场的蓬勃发展，是近年来进行灌溉的结果，至少部分地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使得太平洋岸各州不满50英亩的小农场有所增加。”（第5卷第264页）



　　在北部，既没有奴隶主大地产，也没有“原始的”大地产，而且也没有出现大地产瓦解以及小农场在大农场瓦解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现象。整个说来，在全美国，这个过程的情况如下：






	农场类别
	农场数目（单位千）
	所占的百分比
	增减



	　
	1900年
	1910年
	1900年
	1910年
	　



	不满20英亩的……
	674
	839
	11.7
	13.2
	＋1.5



	20—49英亩的……
	1258
	1415
	21.9
	22.2
	＋0.3



	50—99英亩的……
	1366
	1438
	23.8
	22.6
	－1.2



	100—174英亩的……
	1422
	1516
	24.8
	23.8
	－1.0



	175—499英亩的……
	868
	978
	15.1
	15.4
	＋0.3



	500—999英亩的……
	103
	125
	1.8
	2.0
	＋0.2



	1000英亩以上的……
	47
	50
	0.80
	0.8
	—



	共计……
	5738
	6361
	100.0
	100.0
	—







这就是说，大地产在全部农场中所占的比例没有变化。其余各类对比关系上的变化是：中间被冲刷，两头有所增强。中间的一类（100—174英亩的）和小农场中最接近中间的一类，被挤到后面去了。增加得最多的是最小农场和小农场这两类，其次是大资本主义农场（175—999英亩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全部土地的面积：






	农场类别
	农场的全部土地面积（单位千英亩）


	所占的百分比
	增减



	　
	1900年
	1910年
	1900年
	1910年
	　



	不满20英亩的……………
	7181
	8794
	0.9
	1.0
	＋0.1



	20—49英亩的……………
	41536
	45378
	5.0
	5.2
	＋0.2



	50—99英亩的……………
	98592
	103121
	11.8
	11.7
	－0.1



	100—174英亩的…………
	192680
	205481
	23.0
	23.4
	＋0.4



	175—499英亩的…………
	232955
	265289
	27.8
	30.2
	＋2.4



	500—999英亩的…………
	67864
	83653
	8.1
	9.5
	＋1.4



	1000英亩以上的…………
	197784
	167082
	23.6
	19.0
	－4.6



	共计…………
	838592
	878798
	100.0
	100.0
	—







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大地产所占土地的比重大大降低了。应当提起注意的是，绝对减少的只有南部和西部，在这两个地区，大地产中的未耕地在1910年分别占91．5％和77．1％。其次，最高一类小农场（50—99英亩的）的全部土地所占的比重略有下降（—0．1％）。土地比重增加得最多的是大资本主义农场，即175—499英亩的和500—999英亩的这两类。最小的两类农场土地总量所占的比重增加得比较少。中间的一类（100—174英亩的）几乎处于停滞状态（＋0．4％）。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耕地面积的材料：






	农场类别
	农场耕地面积（单位千英亩）
	所占的百分比
	增减



	　
	1900年
	1910年
	1900年
	1910年
	　



	不满20英亩的……
	6440
	7992
	1.6
	1.7
	＋0.1



	20—49英亩的……
	33001
	36596
	8.0
	7.6
	－0.4



	50—99英亩的……
	67345
	71155
	16.2
	14.9
	－1.3



	100—174英亩的……
	118391
	128854
	28.6
	26.9
	－1.7



	175—499英亩的……
	135530
	161775
	32.7
	33.8
	＋1.1



	500—999英亩的……
	29474
	40817
	7.1
	8.5
	＋1.4



	1000英亩以上的……
	24317
	31263
	5.9
	6.5
	＋0.6



	共计………
	414498
	478452
	100.0
	100.0
	—







只有耕地的面积而不是全部土地的面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大致表明经营的规模；同时也有一些例外，这些我们曾经讲到过，以后也还要讲到。这里我们也看到，大地产全部土地的总面积所占的比重大大降低，耕地总面积的比重却增加了。属于资本主义的两类农场都有所增加，其中以500—999英亩的这一类增加得最多。降低得最多的是中等农场（－1．7％）。其次，所有小农场也都有所降低，只有最小的即不满20英亩的一类除外，这一类稍有增加（＋0．1％）。

这里我们预先指出，在最小的（不满20英亩的）这一类农场中还包括不满3英亩的农场，不过美国的统计并没有把这样的农场全部列入，而只列入了其中年产250美元以上产品的。因此，这些最小的农场（不满3英亩的）的特点是：与紧邻的土地面积较大的一类相比，它们的生产规模比较大，资本主义比较发达。下面就是说明这一点的1900年的材料，可惜1910年的相应的材料我们没有：






	　
	每个农场平均有：



	农场类别（1900年）


	耕地（单位英亩）


	总产值
	雇佣劳动费用
	农具和机器价值
	牲畜总值



	　
	　
	（单位美元）



	不满3英亩的……………
	1.7
	592
	77
	53
	867



	3—10英亩的……………
	5.6
	203
	18
	42
	101



	10—20英亩的……
	12.6
	236
	16
	41
	116



	20—50英亩的……………
	26.2
	324
	18
	54
	172







且不说不满3英亩的农场，就是3—10英亩的农场在某些方面（雇用工人的费用、农具和机器的价值）也比10—20英亩的农场“大” 
［注：这里有一份1900年的说明在按土地面积划分的各类农场中高收入即产值在2500美元以上的农场数目的材料。材料如下：高收入农场在不满3英亩的农场中占5．2％，在3—10英亩的农场中占0．6％，在10—20英亩的农场中占0．4％，在20—50英亩的农场中占0．3％，在50—100英亩的农场中占0．6％，在100—175英亩的农场中占1．4％，在175—260英亩的农场中占5．2％，在260—500英亩的农场中占12．7％，在500—1000英亩的农场中占24．3％，在1000英亩以上的农场中占39．5％。我们看到，高收入的农场在不满20英亩的各类农场中所占的百分比都高于在20—50英亩这一类农场中所占的百分比。］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不满20英亩的农场的耕地在耕地总面积中所占的比重的提高，算作规模最小的（就土地面积而言）高度资本主义的农场耕地比重的提高。———

大体上说，根据1900年和1910年全美国大农场和小农场的耕地分配情况的材料，可以得出十分明确的和不容怀疑的结论：大农场加强了，中小农场削弱了。因此，既然可以根据农场按土地面积分类的材料来判断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或非资本主义性质，那么，美国的例子就向我们表明了近10年来大资本主义农场增长和小农场被排挤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关于每一类农场的数目及其耕地面积增加情况的材料，更加明显地说明了这个结论：






	农场类别
	农场数目增加的百分比
	耕地面积增加的百分比



	　
	（1900—1910年）



	不满20英亩的…………………
	＋24.5％
	＋24.1％



	20—49英亩的…………………
	＋12.5％
	＋10.9％



	50—99英亩的…………………
	＋5.3％
	＋5.7％



	100—174英亩的………………
	＋6.6％
	＋8.8％



	175—499英亩的………………
	＋12.7％
	＋19.4％



	500—999英亩的………………
	＋22.2％
	＋38.5％



	1000英亩以上的………………
	＋6.3％
	＋28.6％



	共计………………
	＋10.9％
	＋15.4％







耕地增加的百分比最高的是最后的面积最大的两类。最低的是中间的一类和与其紧邻的那一类小农场（50—99英亩的）。在面积最小的两类中，耕地增加的百分比都小于农场数目增加的百分比。


9．续。关于农场的价值的材料

美国的统计与欧洲的统计不同，它把每个农场和每类农场的各个因素——土地、建筑物、农具、牲畜——的价值和整个农场的价值都分别列出。这种材料也许没有关于土地面积的材料那么准确，但是总的说来它是同样可靠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中资本主义的一般状况。

为了对前面所说的作一点补充，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包括全部农业财产在内的农场总价值的材料，以及农具和机器价值的材料。我们所以从农场的各个因素中挑出农具和机器，是因为它们能直接说明在进行什么样的农业经营以及在如何进行经营——集约化程度的高低，采用的技术改进的多少。下面就是美国全国的数字：





财产价值所占的百分比农场类别



	农场类别
	农场全部财产
	增减
	农具和机器
	增减



	　
	1900年
	1910年
	　
	1900年
	1910年
	　



	不满20英亩的…………
	3.8
	3.7
	－0.1
	3.8
	3.7
	－0.1



	20—49英亩的…………
	7.9
	7.3
	－0.6
	9.1
	8.5
	－0.6



	50—99英亩的…………
	16.7
	14.6
	－2.1
	19.3
	17.7
	－1.6



	100—174英亩的………
	28.0
	27.1
	－0.9
	29.3
	28.9
	－0.4



	175—499英亩的………
	30.5
	33.3
	＋2.8
	27.1
	30.2
	＋3.1



	500—999英亩的………
	5.9
	7.1
	＋1.2
	5.1
	6.3
	＋1.2



	1000英亩以上的………
	7.3
	6.9
	－0.4
	6.2
	4.7
	－15



	
共计
 …………
	100.0
	100.0
	—
	100.0
	100.0
	—







绝对数字向我们表明，农场全部财产价值在1900—1910年间增加了一倍多，由2044000万美元增加到4099100万美元，即增加了100．5％。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和地租的增加使得工人阶级的亿万美元落入了一切土地占有者的腰包。那么，小农场和大农场的盈亏情况怎样呢？上面的数字已经作了答复。这些数字表明，大地产衰落了（大家还记得：大地产的全部土地由占23．6％下降到占19％，即下降了4．6％）；其次是中小农场遭到了资本主义大农场（175—999英亩的）的排挤。把全部中小农场加在一起，就会看到，它们在全部财产中所占的比重由56．4％下降到52．7％。再把全部大农场同大地产加在一起，就会看到，它们的比重由43．7％增加到47．3％。小农场和大农场在农具和机器总价值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也同这完全一样。

至于大地产，我们在这个材料中也看到了前面我们指出过的那种现象。大地产的衰落，只限于南部和西部这两个地区。这一方面是奴隶主大地产的衰落，另一方面是原始强占性的和原始粗放经营的大地产的衰落。在人烟稠密和工业发达的北部，大地产却在增长：这类农场的数目，它们的全部土地，它们的耕地，在全部财产总价值中所占的比重（1900年占2．5％；1910年占2．8％），以及在所有农具和机器总价值中所占的比重，全都在增加。

而且，大地产作用加强的现象，不仅一般地见之于北部，而且特别见之于北部的两个根本没有进行过垦殖开发的集约化地区——新英格兰和大西洋岸中部各州。对于这两个地区必须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因为一方面，它们的农场平均面积特别小而且日益缩小，这就使吉姆美尔先生和其他许多人产生了误解，另一方面，正是这两个集约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对于欧洲那些老的、早已是人烟稠密的文明国家来说是最典型的地区。

从1900年到1910年，这两个地区的农场的数目、全部土地的面积和耕地的面积全都在减少。在新英格兰，只有不满20英亩的这一类最小的农场的数目和大地产的数目有所增加，前者增加了22．4％（其耕地增加了15．5％），后者增加了16．3％，其耕地增加了26．8％。在大西洋岸中部各州，最小的农场有所增加（按农场数目计算，＋7．7％；按耕地面积计算，＋2．5％）；其次是175—499英亩的农场的数目（＋1％）和500—999英亩的农场的耕地面积（＋3．8％）。在这两个地区，最小一类农场和大地产在全部农场财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在农具和机器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都有所增长。下面是关于这两个地区的比较明显比较完整的材料：





1900—1910年的增长百分比农场类别



	农场类别
	新英格兰
	大西洋岸中部各州



	　
	农场全部财产价值
	农具和机器价值
	农场全部财产价值
	农具和机器价值



	不满20英亩的……………
	60.9
	48.9
	45.8
	42.9



	20—49英亩的……………
	31.4
	30.3
	28.3
	37.0



	50—99英亩的……………
	27.5
	31.2
	23.8
	39.9



	100—174英亩的…………
	30.3
	38.5
	24.9
	43.8



	175—499英亩的…………
	33.0
	44.6
	29.4
	54.7



	500—999英亩的…………
	53.7
	53.7
	31.5
	50.8



	1000英亩以上的…………
	102.7
	60.5
	74.4
	65.2



	
共计
 ……………
	35.6
	39.0
	28.1
	44.1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这两个地区中，实力增长得最快、在经济上获利最多、在技术上进步最大的正是大地产。这里最大的资本主义农场排挤着其余较小的农场。全部财产价值以及农具和机器价值增长得最少的不是中等农场就是小农场，而不是最小的农场。这就是说，中小农场最落后。

在这两个地区里，最小的农场（不满20英亩的）实力的增长高于中等农场，仅次于大地产。这个现象的原因我们已经知道，就是在这两个集约化的地区，那些高度资本主义化的作物（蔬菜以及水果、花卉等）占农业产值的31—33％。这些作物的特点是用地面积极小而产值极大。这两个地区的谷物只占农业产值的8—30％，而干草和牧草竟占31—42％，原因是这里的牛奶业很发达，它的特点也是农场面积低于平均数，而产值和雇佣劳动费用高于平均数。

在集约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农场的耕地平均面积在减少，因为这个平均数是由大地产和最小的农场相加之和中得出的，这两类农场数增加得比中等农场快。而最小的农场数又增加得比大地产快。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两种形式：既可以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扩大农场面积，也可以建立新的、土地面积很小或极小的、种植特种商业性作物的农场，这种作物的特点就是可以在土地面积很小的条件下大大扩大生产规模和使用雇佣劳动。

结果，大地产和最大的农场大大加强，中等农场和小农场受到排挤，最小的、高度资本主义的农场获得发展。

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农业中资本主义如此矛盾的——表面看来是矛盾的——表现，其总的结果是如何用统计数字表示出来的。


10．通常采用的经济研究方法的缺点。

马克思论农业的特征

按照农场占有的或耕种的土地的面积对农场进行分类，是美国1910年的统计曾经采用的以及欧洲绝大多数国家目前还在采用的唯一的分类方法。一般地说，这种分类法的必要和正确，除了有财政方面和官厅行政方面的理由而外，还有一定的科学上的理由，这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它显然是有缺点的，因为它根本没有考虑到农业集约化的过程，没有考虑到以牲畜、机器、改良种子和改进耕作方法等形式投入单位面积土地上的资本的增长。而这个过程，除了极少数还存在着原始农业和纯粹粗放农业的地区和国家之外，到处都恰恰代表了资本主义国家最主要的特点。所以，按照土地面积对农场进行分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对整个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对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得出过于简单粗浅的概念。

那些代表极其流行的资产阶级观点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发表了不少长篇大论，说什么农业和工业的条件不同呀，农业具有特殊性呀等等，读到这些议论，人们不禁要说：先生们！正是你们自己首先应当对支持和散布这些关于农业演进的简单粗浅的观点负责！请回忆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吧。你们会看到，这部著作举出了资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封建的、克兰的、公社的（我们再加上原始强占的）、国家的等等。资本使所有这些不同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服从于自己，而且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它们。但是为了了解和评价这个过程，并且用统计方法加以表现，就必须善于根据这个过程的不同形式而改变问题的提法和研究方法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3—720页。——编者注］

 。不论俄国的村社份地土地所有制，或是民主国家和农奴制国家的强占土地所有制或通过自由地、无偿分发土地来调整的土地所有制（如西伯利亚和美国的“遥远的西部”），或是美国南部蓄奴的土地所有制，或是“道地俄国”省份的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都使之服从于自己。资本主义在所有这些场合发展和取胜的过程都是一样的，但是形式各不相同。要了解和准确地研究这个过程，就不能只是象小市民那样千篇一律地空谈什么“劳动”农业，或是照搬老一套办法，只作土地面积的对比。

其次，你们会看到，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及其同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地租如实物地租、工役地租（徭役租及其残余）、货币地租（代役租等）的关系。然而在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中间，又有谁曾经稍微认真地考虑过运用马克思的这些理论指示来研究资本主义是如何从美国南部奴隶制经济中或从俄国中部徭役经济中产生的呢？

最后，你们会看到，马克思在分析地租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指出农业的条件千差万别，这不仅由于土地的质量和位置不同，还由于对土地的投资量不同。对土地投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意味着改进农业技术，实行农业集约化，逐步走向更高级的耕作制度，更多地使用人造肥料，改良和更多地使用农具和机器，更多地使用雇佣劳动，等等。单靠统计土地的数量不能表示出所有这些复杂的、形形色色的过程，而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过程正是由这些过程构成的。

俄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学家们，特别是革命前的“昔日美好”时代的统计学家们理应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业务不是采取墨守成规的态度，不是只顾财政的或官厅行政的需要，而且照顾到一定的科学性。他们恐怕是最早觉察到单凭土地面积进行农场分类的缺陷而采用了其他一些分类方法，如按播种面积，按耕畜头数，按雇佣劳动的使用情况，等等。我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可以说始终是农奴制的愚昧无知、官僚主义的因循守旧和文牍主义的死气沉沉的沙漠中的一块绿洲，可惜它的资料分散，没有系统，因此未能为俄国的和欧洲的经济科学提供可靠的成果。

应当指出，对现代农业普查所收集来的材料进行分类，这个问题决不象骤然看来那样是一个单纯技术问题，单纯专业问题。这种材料的特点是对每一个农场都有一份异常丰富完整的资料。然而由于人们不善于综合分类，缺乏周密考虑，只知照搬老一套办法，致使这种极其丰富的材料无声无息，黯然失色，往往成了对研究农业演进的规律毫无用处的东西。根据收集来的材料，本可以正确无误地指出一个农场是不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什么程度，是不是集约化的，集约化到什么程度等等；可是在综合关于千百万农场的材料时，偏偏是那些最应当好好提出来加以计算和统计的极重要的差别、特征和标志不见了，于是经济学家所得到的就不是经过适当的统计学整理的材料，而是老一套的毫无意义的一行行数字，用统计表格进行的“数字游戏”。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美国1910年的普查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说明极其丰富充实的材料怎样由于整理者的因循守旧和对科学的无知而被弄得一钱不值，成了废物。同1900年的普查比起来，这次材料整理得差得多，甚至连按土地面积进行农场分类这一传统方法也没有贯彻始终，以致我们无法根据雇佣劳动的使用，根据耕作制度的差别，以及根据使用肥料的情况等等来作各类农场的对比。

我们只好求助于1900年的普查。据我们了解，这次普查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范例，它不是使用一种而是使用三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即美国人所说的“classification”，整理了那些在同一国家、同一时间、按照同一个大纲收集起来的包括了550万个以上农场的极其丰富的材料。

诚然，在表示农场的类型和规模的一切重要特征方面，这里所用的三种分类方法，也没有一种是完全贯彻始终的。但尽管如此，这些方法，正如我们所希望证明的那样，还是全面得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农业和农业中资本主义演进的情景，准确得多地反映了实际情形，这是通常的、片面的、不完全的、单纯一种分类方法所无法相比的。既然有可能更全面地研究那些完全可以说是全世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事实和倾向，那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的错误和最深的偏见也就暴露无遗了。

由于这个材料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特别详细地谈谈它，并且要比过去更多地引用一些表格。我们完全知道，表格会使行文变得累赘和增加阅读的困难，所以我们在以上的叙述中非不得已，尽量少用。如果我们在下面不得不多用一点，希望读者不要埋怨我们，因为分析这里所考察的问题不仅决定着现代农业演进的方向、类型、性质和规律这个主要问题的总的结论，而且决定着对一切经常被人引用而又经常受到歪曲的现代农业统计的材料的评价。

第一种分类法——“按土地分类”——提供了如下的说明1900年美国农业情况的图景：






	　
	　
	　
	每个农场平均



	农场类别
	占农场总数的百分比


	占全部土地的百分比


	耕地（单位英亩）


	雇佣劳动费用（单位美元）


	产品价值②（单位美元）


	农具和机器价值（单位美元）





	不满3英亩的…
	0.7
	－①
	1.7
	77
	592
	53



	3—10英亩的…
	40
	0.2
	5.6
	18
	203
	42



	10—20英亩的…
	7.1
	0.7
	12.6
	16
	236
	41



	20—50英亩的…
	21.9
	4.9
	26.2
	18
	324
	54



	50—100英亩的…
	23.8
	11.7
	49.3
	33
	503
	106



	100—175英亩的…
	24.8
	22.9
	83.2
	60
	721
	155



	175—260英亩的…
	8.5
	12.3
	129.0
	109
	1054
	211



	260—500英亩的…
	6.6
	15.4
	191.4
	166
	1354
	263



	500—1000英亩的…
	1.8
	8.1
	287.5
	312
	1913
	377



	1000英亩以上的…
	0.8
	23.8
	520.0
	1059
	5334
	1222



	共　计…………
	100.0
	100.0
	72.3
	—
	656
	133









［注①：不到0．1％。］





［注②：产品价值不包括用作牲畜饲料的那些产品的价值。］



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都会提供完全相同的图景。差别可能只是在非本质的细节方面。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丹麦等国最近的普查都证实了这一点。随着不同类别的农场的全部土地面积的递增，平均的耕地面积、平均产品价值、农具和机器价值、牲畜价值（我们省略了这项数字）以及雇佣劳动费用也都增加了。（不满3英亩的农场和部分3—10英亩的农场是个小小的例外，其意义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情况似乎只能是这样。雇佣劳动费用的增长好象确凿地证实了按土地面积把农场分为大农场和小农场同把它们分为资本主义农场和非资本主义农场完全一致。通常的关于“小”农业的言论，十之八九就是以上述这种混同和类似的材料为根据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全部）土地每英亩的而不是每个农场的平均数字：






	　
	全部土地每英亩平均（单位美元）



	农场类别
	雇佣劳动费用
	肥料费用
	全部牲畜价值
	农具和机器价值



	不满3英亩的……………
	40.30
	2.36
	456.76
	27.57



	3—10英亩的……………
	2.95
	0.60
	16.32
	6.71



	10—20英亩的……………
	1.12
	0.33
	8.30
	2.95



	20—50英亩的……………
	0.55
	0.20
	5.21
	1.65



	50—100英亩的…………
	0.46
	0.12
	4.51
	1.47



	100—175英亩的…………
	0.45
	0.07
	4.09
	1.14



	175—260英亩的…………
	0.52
	0.07
	3.96
	1.00



	260—500英亩的…………
	0.48
	0.04
	3.61
	0.77



	500—1000英亩的………
	0.47
	0.03
	3.16
	0.57



	1000英亩以上的…………
	0.25
	0.02
	2.15
	0.29







我们看到，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表明农场集约化程度的各项指标从低类农场到高类农场依次递减。

看来，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农业中“小”生产的集约化程度高于大生产；随着生产“规模”的缩小，农业的集约化程度和生产率逐渐提高；“因此”，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只有靠原始的粗放经营来维持等等。

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用按土地面积进行农场分类的方法（这不仅是常用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分类方法）都会提供与此十分相似的情景，都会同样表明农业集约化程度的各项指标从低类农场到高类农场递减的情况，因此，在一切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和民粹主义的）著作中，时时都在作出这样的结论。例如，试回想一下有名的爱德华·大卫的有名的著作《社会主义和农业》吧，这是一本在“也是社会主义的”词句掩盖下集资产阶级偏见和谎言之大成的著作。这部著作正是用这样的材料来论证“小”生产的“优越性”、“生命力”等等的。

特别容易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是如下的情况：通常在我们所引用的这一类材料中，会提供关于牲畜数量的材料，而关于雇佣劳动的材料，特别是关于雇佣劳动费用总额这种概括性材料，几乎任何国家都没有收集。然而，能够暴露出所有这些结论的错误的正是关于雇佣劳动的材料。情况确实如此，如果说，例如单位面积的牲畜价值（或全部牲畜数量，这也一样）随着农场面积的缩小而增加证实了“小”农业的“优越性”，那么，这种“优越性”却是同雇佣劳动费用随着农场面积的缩小而增加分不开的！！而这种雇佣劳动费用——请注意，这里始终是指用在单位面积上即用在每一英亩、每一公顷、每一俄亩土地上的雇佣劳动费用——的增加正表明农场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增加！而农场的资本主义性质是和通常极其流行的关于“小”生产的概念相抵触的，因为人们所理解的小生产是指不依靠雇佣劳动的那种生产。

似乎是一团矛盾。按照土地面积进行农场分类的一般性材料向我们表明，“小”农场是非资本主义的，大农场才是资本主义的。然而同样的材料又向我们证明，农场愈“小”，不仅它的集约化程度愈高，而且单位土地面积的雇佣劳动费用也愈多！

为了把问题弄清楚，我们来看看另一种分类方法。


11．比较大小农场的更精确的方法

我们曾经指出，美国统计在这个场合列出了不包括牲畜饲料在内的农场产品的总值。单独看来，这种材料（恐怕只有美国的统计才有这种材料）自然没有土地面积或牲畜数量等材料那么准确。但是整个看来，就几百万个农场来说，特别是对判定全国各类农场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决不能认为它不如其他材料有用。无论如何，这些材料在说明生产规模，特别是商业性生产的规模，即供出售的产品总额方面，要比其他任何材料直接得多。而一切关于农业演进和农业规律的议论中所谈的也正是小生产和大生产。

不仅如此。在这类场合所说的农业的演进始终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或者说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在资本主义影响下以及在诸如此类条件下的演进。为了估计这种影响，首先的和首要的是必须设法把农业中的自然经济同商业性经济区分开来。如所周知，正是在农业中，自然经济，即不是为市场而是为经营者的家庭本身的消费进行的生产起着比较大的作用，它让位给商业性农业的过程进行得特别缓慢。如果不是机械地死搬硬套，而是经过思考地运用政治经济学上已经确立的理论原理，那么，例如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规律就只能是适用于商业性农业。大概不会有人在理论上反驳这条原理。然而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恰恰极少有意识地把那些表明自然经济的农业转变为商业性农业的特征专门提出加以探讨，并且尽可能地加以注意。按照农场产品（不包括牲畜饲料在内）的货币价值来进行农场分类，在满足这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要求上，可以说是迈进了一大步。

我们看到，当人们谈论工业中大生产排挤小生产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时，总是按照总产值或雇佣工人数目来进行工业企业的分类。在工业中，由于它的技术特点，事情简单得多。在农业中，由于各种关系极其错综复杂，确定生产规模、产品货币价值以及使用雇佣劳动的规模要困难得多。在确定使用雇佣劳动的规模时，应当计算全年的雇佣劳动数量，而不是普查的那一天现有的数量，因为农业生产带有很大的“季节”性；再者，不仅要计算固定的雇佣工人，而且要计算在农业中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日工。但是困难并不等于不可能。合理的、适合农业技术特点的研究方法，包括按照产量、产品货币价值总额和雇佣劳动的使用频率和规模等分类方法，一定会得到推广，一定会冲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密网，粉碎它们粉饰资产阶级现实的企图。可以大胆地保证，在采用合理的研究方法上的任何一个进步，都将进一步证实这样一个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在工业中，就是在农业中也是大生产排挤小生产。

下面就是美国1900年按照产品价值划分的各类农场的材料：






	　
	　
	　
	每个农场平均



	按产品价值划分的农场类别
	农场数目
	全部土地面积
	耕地
	雇佣劳动费用
	农具和机器价值



	　
	　
	（在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单位英亩）
	（单位英亩）



	　　　　0
	0.9
	1.8
	33.4
	24
	54



	　 1—　50美元的
	2.9
	1.2
	18.2
	4
	24



	　50— 100美元的
	5.3
	2.1
	20.0
	4
	28



	 100— 250美元的
	21.8
	10.1
	29.2
	7
	42



	 250— 500美元的
	27.9
	18.1
	48.2
	18
	78



	 500—1000美元的
	24.0
	23.6
	84.0
	52
	154



	1000—2500美元的
	14.5
	23.2
	150.5
	158
	283



	2500美元以上的
	2.7
	19.9
	322.3
	786
	781



	
共计
 ……………
	100.0
	100.0
	72.3
	—
	133







产品价值为0（零）的、无收入农场，首先可能是刚刚有主的移民宅地，其所有者还没来得及盖好建筑物，备置牲畜，播下种子，得到收获。在象美国这样一个大规模地进行垦殖开发的国家里，业主要多少时间才能掌握农场的问题有着特别大的意义。

如果撇开无收入农场不算，我们看到的情况与前面援引的按农场全部土地数量分类所提供的完全一样。随着农场产品价值的增加，农场的平均耕地面积、雇佣工人的平均费用、农具和机器的平均价值都在增加。总的说来，收入——指总收入即全部产品的价值——多的农场，也就是按土地面积来说比较大的农场。看来，这个新的分类法根本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

现在让我们不拿每个农场而拿每英亩土地的平均数（牲畜和农具价值、雇佣劳动费用和肥料费用的平均数）来看看：






	　
	每英亩土地平均（单位美元）



	按产品价值划分的农场类别
	雇佣劳动费用
	肥料费用
	全部牲畜价值
	农具和机器价值



	　　　0
	0.08
	0.01
	2.97
	0.19



	　 1—　50美元的
	0.06
	0.01
	1.78
	0.38



	　50— 100美元的
	0.08
	0.03
	2.01
	0.48



	 100— 250美元的
	0.11
	0.05
	2.46
	0.62



	 250— 500美元的
	0.19
	0.07
	3.00
	0.82



	 500—1000美元的
	0.36
	0.07
	3.75
	1.07



	1000—2500美元的
	0.67
	0.08
	4.63
	1.21



	2500美元以上的
	0.72
	0.06
	3.98
	0.72







无收入的和收入最高的农场在某些方面是例外，前者总是处于一种完全特殊的地位，后者在我们所列举的四个指标中，有三个指标低于相邻的那一类农场，即集约化程度低于它。一般说来，我们看到的是农业的集约化程度随着农场产品价值的增加而依次递增。

这种情况与我们在按土地面积分类的材料中所看到的完全相反。

由于分类的方法不同，同一个材料竟会提供截然相反的结论。

如果根据土地面积的大小来作农场规模的分类，结论是农业的集约化程度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如果根据农场产品价值来作农场规模的分类，结论则是农业的集约化程度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而提高。

两个结论哪一个正确呢？

显然，如果有土地而没有耕种（不要忘记，美国不单是根据耕地分类，而且还根据全部土地面积进行分类；在这个国家，在各类农场中耕地所占的百分比为19—91％之间，在各个地区中则为27—75％之间），那么土地面积根本不能说明农场的规模；如果各个农场之间在土地的耕种方法、农业的集约化程度、耕作制度、施肥的多少、机器的使用、畜牧业的性质等方面，往往存在重大的差别，那么土地面积根本不能正确地说明农场的规模。

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资本主义刚刚侵入农业的一切国家，情况正是这样。

认为小农业“优越”的错误见解为什么如此顽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偏见为什么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同近几十年来社会统计包括农业统计的巨大进步相容并存，现在我们看到这方面的一个最深刻最普遍的原因了。当然，这些错误和偏见之所以根深蒂固，还由于有资产阶级的利益作为支柱——资产阶级力图抹杀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刻性，而当问题涉及到利益的时候，大家知道，即使最明显的真理也会遭到反驳。

不过我们在这里只打算分析一下，所谓小农业“优越”这种错误观点的理论根源是什么。毫无疑问，最主要的根源就是人们对过时的、单单按照全部土地或耕地面积来比较农场的方法不加批判，陈陈相因。

美国还有大量无主的、闲置的、无偿分发的土地，这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例外。在这里，农业靠占用无主的土地，靠耕种从未耕种过的新土地还可以得到发展，也确实有了发展——以最原始最粗放的畜牧业和农业的形式发展。资本主义欧洲的那些老的、文明国家根本没有类似的情况。在欧洲，农业的发展主要靠集约经营，不是靠扩大耕地的面积，而是靠提高耕作的质量，靠增加对原有面积的土地的投资。正是这条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主要路线——它也会逐渐成为美国的主要路线——被那些只知道按土地面积来比较农场的人忽视了。

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主要路线就是：小经济（就土地面积来说仍然是小经济）变成大经济（就生产规模、畜牧业发展、使用肥料数量、采用机器增多等等来说是大经济）。

所以说，按土地面积来比较各类农场而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认为农业的集约化程度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的结论，是绝对不正确的。正相反，唯一正确的结论是按产品价值来比较各类农场所得出的结论：农业的集约化程度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而提高。

因为土地面积只能间接地证明农场的规模，而且农业集约化发展得愈广泛，愈迅速，这种“证明”就愈不可靠。农场的产品价值则是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证明农场的规模，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证明。人们谈论小农业的时候，总是指不靠雇佣劳动经营的那种农业。但是发展到使用雇佣工人，这不仅是由于在旧的技术基础上扩大农场面积——只有在粗放经济即原始经济的条件下才有这种情况——，也可以是由于提高现有的技术，变旧技术为新技术，由于以采用新机器、使用人造肥料、增加牲畜和改良牲畜品种等方式增加在原有土地面积上的投资。

按产品价值分类就可以把土地面积不等而生产规模实际相同的农场归在一类了。在这种情况下，在小块土地上进行高度集约经营的农场就同在大面积土地上经营比较粗放的农场列在一类。这两种农场无论就生产规模来说，或者就使用雇佣劳动的数量来说，都会是真正的大农场。

相反，按土地面积分类则把那些土地占有规模相类似的大农场和小农场都归在一类，把生产规模完全不同的农场，也就是以家庭劳动为主的农场同以雇佣劳动为主的农场归为一类。这样就会看到一幅根本不正确的、完全歪曲真实情况、但是非常受资产阶级欢迎的画面，即缓和资本主义阶级矛盾的画面。这样就会同样错误地、同样受资产阶级欢迎地粉饰小农的状况，为资本主义辩护。

情况确实如此。资本主义基本的和主要的趋势就是大生产排挤小生产，无论在工业中或农业中都是如此。不过不能把这种排挤单单理解为立即剥夺。排挤也包括可以持续好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小农的破产，他们经济状况的恶化。这种恶化表现在小农的劳动过度，饮食恶劣和债务累累，还表现在牲畜的饲料以至整个喂养情况愈来愈坏，也表现在对土地的保养、耕作、施肥等条件愈来愈差以及经营技术停滞不前等等方面。科学研究者要想不被人指责说他是在粉饰遭到破产和压迫的小农的状况以便有意无意地讨好资产阶级，那他首先就必须确切地判定小农破产的种种极其复杂的征兆，其次是要揭示和探讨这些征兆，并且尽可能地估量它们波及的范围和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然而，对于这个特别重要的方面，现时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却注意得非常不够。

假定统计学家把90个小农同10个业主归在一类。前者没有资本来改善自己的经营，落在时代后面，逐渐遭到破产；而后者拥有足够的资本，在同样小块的土地上经营着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一般说来，这样做一定会得出一幅粉饰所有这100个小农状况的画面。

美国1910年的普查正是提供了这样一幅在客观上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粉饰小农状况的画面，这首先是由于它放弃了1900年用过的把按土地分类同按产品价值分类加以比较的方法。例如我们只知道肥料费用大大增加了，增加了115％，即增加了一倍多，而雇佣劳动费用只增加了82％，农业总产值增加了83％。进步是巨大的。这是国民农业的进步。也许会有某位经济学家要作出（如果不是已经作出的话）结论说：这是小“劳动”农业的进步，因为一般地说，按土地进行农场分类的材料向我们表明，“小”农业用于每英亩土地上的肥料费用要高得多。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样的结论将是捏造出来的，因为按土地分类恰好把小农同资本家列入一类。前者正处于破产境地，起码也贫穷不堪，没有可能购买肥料；而后者即便是小资本家，但毕竟是资本家，他们在小块土地上使用雇佣工人来从事改良的、集约的、大规模的经营。

1900年和1910年的关于农场全部财产价值的材料表明，小农业普遍地遭到大农业的排挤。下面我们将看到，在这个期间，小块土地上的高度资本主义化的作物获得了特别迅速的发展。根据按产品价值分类的大农场和小农场的一般材料来看，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肥料费用也在增加。既然如此，那就必然会得出如下的结论：1900—1910年在使用肥料方面的“进步”更加强了资本主义农业对小农业的优势，使小农业受到了更厉害的排挤和压迫。


12．农业中的各种农场类型

前面我们谈到在小块土地上进行集约经营的资本主义大农场，这使人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认为农业集约化一定会导致农场土地面积减少呢？换句话说，是不是有一些与现代农业技术本身有关的条件要求减少农场土地面积以提高农业的集约化程度呢？

无论是一般的理论见解或者是实际例子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里涉及的是在现有的农业条件下的具体技术水平问题和某种经营制度所必需的资本的具体数量问题。在理论上可以设想，不管土地面积大小，都能以任何方式投入任何数量的资本，但是，不言而喻，“这要取决于”现有的经济、技术、文化等条件，全部问题就在于这一个国家在这一个时期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实际例子所以不适用，是因为在现代农业经济这样一个各种趋势错综复杂、形形色色、互相交织而又互相矛盾的领域里，随时都可以找到一些实际例子来证实互相对立的观点。这里首先需要的，而且比任何地方都更加需要的，是把整个过程描绘出来，把所有趋势都考虑到，并且计算这些趋势的合力，或者说它们的总和，它们的结果。

美国统计学家在1900年使用的第三种分类方法，有助于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这就是按主要收入来源分类。根据这个标志，所有农场可分为以下几类：（1）干草和谷物作为主要收入来源；（2）混合产品；（3）畜产品；（4）棉花；（5）蔬菜；（6）水果；（7）乳制品；（8）烟草；（9）大米；（10）食糖；（11）花卉；（12）温室产品；（13）芋类；（14）咖啡。后面的7类（8—14）一共只占全部农场的2．2％，由于所占比重太小，我们不准备单独加以叙述。这几类（8—14）按其经济性质和作用来说和前面3类（5—7）完全相同，构成同一个类型。

下面就是说明各种不同类型的农场的材料：






	按主要收入来源划分的农场类别


	在全部农场中占的百分比


	每个农场平均土地面积
	每英亩土地平均（单位美元）



	全部土地
	耕地
	雇佣劳动费用
	肥料费用
	农具和机器价值
	全部牲畜价值



	干草和谷物………
	23.0
	159.3
	111.1
	0.47
	0.04
	1.04
	3.17



	混合产品…………
	18.5
	106.8
	46.5
	0.35
	0.08
	0.94
	2.73



	畜产品……………
	27.3
	226.9
	86.1
	0.29
	0.02
	0.66
	4.45



	棉花………………
	18.7
	83.6
	42.5
	0.30
	0.14
	0.53
	2.11



	蔬菜………………
	2.7
	65.1
	33.8
	1.62
	0.59
	2.12
	3.74



	水果………………
	1.4
	74.8
	41.6
	2.46
	0.30
	2.34
	3.35



	乳制品……………
	6.2
	121.9
	63.2
	0.86
	0.09
	1.66
	5.58



	全部农场总计…
	100.0
	146.6
	72.3
	0.43
	0.07
	0.90
	3.66







我们看到，头两类农场（干草和谷物；混合产品）无论就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来说（其雇佣劳动费用分别为0．35和0．47，最接近于全美国的平均数字0．43），或者就农业的集约化程度来说，都可以称为中等农场。说明经营的集约化程度的各种指标——每英亩土地的肥料费用、机器价值和牲畜价值——最接近于全国总平均数字。

这两类农场对于大多数农场来说无疑是特别典型的。干草和谷物，其次是各种农产品兼而有之——（“混合的”收入来源）——这在所有国家中都是农场主要类型。要是有一份关于这两类农场的比较详细的材料，例如把它们再分为商业性较差和商业性较强的农场等，那将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统计在这方面刚刚迈了一步，接着就不再前进而是后退了。

接下去的两类（畜产品和棉花）向我们表明的是资本主义性质最少（它们的雇佣劳动费用分别为0．29和0．30，而平均数是0．43）和农业集约化程度最低的农场典型。它们的农具和机器价值是最低的，比平均数要低得多（0．66和0．53，平均数是0．90）。以畜产品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那些农场，每英亩土地的牲畜数目自然要高于全国的平均数字（4．45，平均数是3．66），但这显然是一种粗放的畜牧业，因为它的肥料费用最少，农场平均面积最大（226．9英亩），耕地所占比重最小（在226．9英亩土地中只有86．1英亩耕地）。至于棉花农场，虽然它的肥料费用超过了平均数，但是农业集约化程度的其余指标（每英亩土地的牲畜价值和机器价值）都是最低的。

最后的3类农场——蔬菜、水果、乳制品农场，第一，是最小的农场（耕地是33—63英亩，而前面各类农场的耕地是42—86英亩，46—111英亩）；第二，是最具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其雇佣劳动费用最高，比平均数高1—5倍；第三，是集约化程度最高的农场。这里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所有几项指标——无论是肥料费用，或者是机器价值和牲畜价值都高于平均数（只有水果农场在这方面是一个小小的例外，它的牲畜价值低于平均数，但是高于主要靠干草和谷物获得收入的那些农场）。

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这些高度资本主义的农场在整个国家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究竟怎样。但是首先我们应当稍微详细地谈一谈这些农场的较高的集约性质。

我们来看看以蔬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场。大家知道，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城市、工厂、工业区、火车站和港口等等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对蔬菜的需求，提高了蔬菜的价格，为出卖而种植蔬菜的农业企业也增多了。一个中等的“蔬菜”农场的耕地面积还不到一个以干草和谷物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普通”农场的1/3：前者有33．8英亩，后者有111．1英亩。这就是说，在现有的农业资本积累的情况下，现有的技术要求“蔬菜”农场具有比较小的规模；换句话说，为了向农业投资并且获得不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润，在现有的技术情况下建立的生产蔬菜的农场，其土地面积应小于干草和谷物农场的。

不仅如此。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自然经济的农业向商业性农业的转变上。这一点经常被人们忘记，因而必须再三提醒。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决不是通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或预料的那条“简单的”途径——扩大原有产品的生产。不，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往往表现在由生产某一些产品转而生产另一些产品。由生产干草和谷物转而生产蔬菜，正是常见的一种转换。然而在我们所关心的农场土地面积和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这种转换意味着什么呢？

这种转换意味着111．1英亩的“大”农场分化为三个以上的33．8英亩的“小”农场。旧农场的产值是760美元，这是以干草和谷物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场的平均产值（牲畜饲料除外）。每个新农场的产值是665美元。就是说，总数一共是665×3＝1995美元，高出原先产值一倍以上。

小生产被农场土地面积缩小的大生产所排挤。

旧农场雇用工人的费用平均为76美元，新农场则是106美元，几乎增加了一半，同时土地面积却减少了2/3以上。每英亩土地的肥料费用从0．04美元提高到0．59美元，几乎增加了14倍；农具和机器价值增加了1倍，从1．04美元提高到2．12美元，等等。

有人会象通常那样反驳我们，说什么这种高度资本主义的农场，即种植特种“商业性”作物的农场的数量与农场总数相比微不足道。但是我们要回答说：第一，这种农场的数目和作用，它们的经济作用，要比通常想象的大得多；第二（这是主要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正是这些作物比其他作物增长得更快。正因为如此，在农业集约化过程已经出现的条件下，农场土地面积减少往往意味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不是缩小，意味着雇佣劳动的使用的增加，而不是减少。

下面是美国统计中关于这一方面的全国性的确切材料。现在我们来看看前面在第5—14项中所列举的所有特种作物即“商业性”作物：蔬菜、水果、乳制品、烟草、大米、食糖、花卉、温室产品、芋类和咖啡。1900年全美国以这些产品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场的数目占全部农场的12．5％。也就是说，只占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即1/8。这些农场的全部土地占土地总量的8．6％，即只占1/12。现在我们再看看整个美国农业产品的总值（牲畜饲料除外）。上述农场在这个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达16％，即比土地所占比重几乎超过一倍。

这就是说，这些农场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几乎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农业的雇佣劳动费用总额。在这个总额中，上述农场占26．6％，即1/4以上；这个比重比土地所占的比重大两倍多，也比平均数大两倍多。这就是说，这些农场的资本主义性质大大高于平均水平。

这些农场在农具和机器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是20．1％，而在肥料费用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是31．7％，即稍低于总数的1/3，接近平均数的4倍。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对于全国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这就是集约化程度特别高的农场的特点是，土地特别少，所使用的雇佣劳动特别多，劳动生产率特别高；这些农场在本国农业中所起的经济作用与它们在农场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比起来，要超过一倍、两倍乃至更多，更不用说与它们在全部土地中所占的比重相比了。

与农业中的其他作物和农场相比，这些高度资本主义化的、高度集约化的作物和农场的作用是在减小呢，还是在增大？

把最近两次普查加以比较，就会得出答案：它们的作用毫无疑问在增大。我们先来看看种植各种作物的土地面积。从1900年到1910年，美国种植各种谷物的土地面积一共增加了3．5％，种植大豆、豌豆等作物的土地面积增加了26．6％，种植干草和牧草的增加了17．2％，种植棉花的增加了32％，种植蔬菜的增加了25．5％，种植甜菜、甘蔗等作物的增加了62．6％。

我们再来看看农产品产量的材料。从1900年到1910年，各种谷物的总产量一共增加了1．7％；大豆增加了122．2％；干草和牧草增加了23％；甜菜增加了395．7％；甘蔗增加了48．5％；马铃薯增加了42．4％；葡萄增加了97．6％；1910年浆果和苹果等歉收，但橙子和柠檬的产量却增加了两倍；如此等等。

这样，这个看来难以置信但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在整个美国农业中得到了证实：不仅一般说来大生产在排挤小生产，而且这种排挤还是通过以下形式进行的：

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方式是，土地面积较“小”但是生产率、集约化程度和资本主义化水平较高的农场，排挤土地面积较“大”但是生产率、集约化程度和资本主义化水平较低的农场。


13．农业中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现象是怎样被缩小的

可能有人反驳我们说：既然小生产的受排挤“也是”通过小农场的经营集约化（和“资本化”）这种形式进行的，那么可不可以认为按土地面积分类的方法一般说来对某些场合还是适用的呢？如果是那样，岂不是存在两个相反的趋势而不能得出一个总的结论了吗？

为了回答这种反驳，需要把美国农业及其演进的全貌完整地展示出来。为此就需要把三种分类方法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和对照，近年来社会统计在农业方面提供的材料最多的可以说就是这三种分类方法。

作这样比较和对照是可能的。只须编制出一个表格就行，这个表格骤然看来可能令人感到太抽象，太复杂，使读者“望而却步”。其实只要稍加注意，“阅读”、弄懂和分析这样的表格是并不困难的。

为了比较三种不同的分类法，只能拿各类农场各自所占的百分比来看。美国1900年的普查提供了全部相应的数字。我们在每一种分类下面都分为三个主要类别。按土地面积我们分为：（1）小农场（不满100英亩的）；（2）中等农场（100—175英亩的）；（3）大农场（175英亩以上的）。按产品价值我们分为：（1）非资本主义农场（不满500美元的）；（2）中等农场（500—1000美元的）；（3）资本主义农场（1000美元以上的）。按主要收入来源我们分为：（1）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农场（牲畜；棉花）；（2）中等农场（干草和谷物；混合产品）；（3）高度资本主义的农场（即前面第12节中在5—14项内所列举的那些特种“商业性”作物）。

对于每一类别，我们首先列出农场的百分数，即该类农场在美国全部农场中所占的百分比。然后再列出全部土地的百分数，即该类农场的全部土地面积在美国全部农场土地总面积中所占的百分比。土地的面积可以作为农场粗放程度的指标（可惜我们所掌握的是全部土地的材料，而不是单指耕地的材料，后一种材料要更准确些）。如果全部土地的百分比高于农场数目的百分比，譬如17．2％的农场占有43．1％的土地，那就是说，这是一些大农场，其规模超过了平均规模，而且超过一倍以上。如果土地的百分比低于农场的百分比，结论就相反。

其次，列出农场的集约化程度指标，即农具和机器价值以及肥料费用总额。这里也是列出该类农场的农具机器价值和肥料费用在全国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这里也是一样：如果这一百分比大于土地的百分比，就可以得出集约化程度高于平均水平的结论，等等。

最后，为了准确判断农场的资本主义性质，就要用同样的方法列出该类农场在全国工资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而为了确定生产的规模，就要列出该类农场在全国农业产品价值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

这样就编制成下面这个表格，现在我们就来加以说明和分析。

三种分类法的对照

（数字表明在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三个横栏的总数=100）



（数字表明在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三个横栏的总数＝100）



三种分类法的对照



	　
	　
	按照农场的主要收入来源分类


	按照农场的土地面积分类


	按照农场产品价值分类


	　



	　
	　
	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农场


	中等农场
	高度资本主义的农场


	小农场
	中等农场
	大农场
	非资本主义农场


	中等农场
	资本主义农场
	　



	农场数
	46.0
	41.5
	12.5
	57.5
	24.8
	17.7
	5.8
	24.0
	17.2
	农场粗放程度指标





	全部土地面积（单位英亩）
	52.9
	38.5
	8.6
	17.5
	22.9
	59.6
	33.3
	23.6
	43.1



	不变资本
	农具和机器价值
	37.2
	42.7
	20.1
	31.7
	28.9
	39.4
	25.3
	28.0
	46.7
	农场集约化程度指标





	　
	肥料费用
	36.5
	31.8
	31.7
	41.9
	25.7
	32.4
	29.1
	26.1
	44.8



	不变资本
	雇用工人的费用
	35.2
	38.2
	26.6
	22.3
	23.5
	54.2
	11.3
	19.6
	69.1
	农场资本主义性质指标





	生产规模
	产品价值
	45.0
	39.0
	16.0
	33.5
	27.3
	39.2
	22.1
	25.6
	52.3
	　







我们先看第一种分类法——按农场的主要收入来源分类。在这里，可以说农场是按农业的专业来分类的，这和工业企业按工业部门来划分有些相象。不过农业中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第一栏向我们表明，这是一类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农场。这一类几乎占农场总数的一半——46％，它们的土地占52．9％，就是说，这类农场大于平均规模（其中包括特别大的粗放经营的畜牧农场和小于平均规模的棉花农场）。它的机器价值的百分比（37．2％）和肥料费用的百分比（36．5％）都小于土地的百分比，这就是说，它的集约化程度低于平均水平。这类农场的资本主义性质（35．2％）和产品价值（45％）也是如此。劳动生产率低于平均水平。

第二栏是中等农场。正因为在所有三种分类法中列入中间一类的是各方面都属于“中等的”农场，所以我们看到，每一分类法中的中等农场的所有各项百分比相互之间非常接近，波动较小。

第三栏是高度资本主义的农场。这一栏数字的意义我们在前面已经作了详细的分析。应当指出的是，只有这一类农场我们既有1900年的也有1910年的可比的确切材料，材料说明这些高度资本主义化的作物的增长速度高于平均速度。

这种较快的增长在大多数国家通常的分类法中是怎样反映出来的呢？这一点由下面的一栏，即按土地数量分类的小农场一类来表明。

这类农场的数目很大（占农场总数的57．5％）。而土地一共才占总数的17．5％，就是说，这类农场的规模不及平均水平的1/3。因此，这是“土地最少”、最“贫困的”一类农场。但是接下去我们看到，这类农场不论就农业集约化程度（机器价值和肥料费用）或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雇用工人的费用）和劳动生产率（产品价值）来看，都高于平均水平：在土地仅占17．5％的情况下，雇佣劳动费用占22．3％，肥料费用占41．9％。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很明显，问题在于特别多的高度资本主义的农场——参看前一个直栏——正好划入按土地面积来说是“小”农场的这一类。在这里面，除了大多数既缺少土地又缺少资本的真正小农外，还有少数富裕的、资本雄厚的业主，他们在小块土地上进行生产规模巨大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这样的业主在美国全国占12．5％（＝高度资本主义的农场的百分数）；这就是说，即使他们都按土地面积划入小农场一类，这一类中也还有（57．5—12．5＝）45％的业主既没有足够的土地也没有资本。事实上，必然有一部分、尽管是一小部分高度资本主义的农场按土地面积属于中等农场和大农场，因此45％这个数字还缩小了没有资本和缺少土地的农场主的实际数目。

不难看出，把12％、10％或者大致这样数量的业主同45％——至少是45％——的农场列在同一类，是在多大的程度上掩饰了后者的状况，因为前者拥有超过平均数量的资本、农具、机器，其肥料费用和雇用工人的费用等也高于平均水平，而后者既少土地又缺资本。

对于这个分类法中的中等农场和大农场，我们不准备分别加以考察了。因为这势必以稍稍改变的说法重复我们谈到小农场时已经说过的话。譬如，如果说按土地分类的小农场的材料掩饰了小生产受压迫的状况，那么，按同样标志分类的大农场的材料显然就缩小了农业中通过大生产所达到的实际集中程度。下面我们就会看到用统计数字准确地表示出来的这种缩小集中程度的情况。

综上所述，就得出了如下这样一个一般性的原理。这个适用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农场按土地面积分类的定律，可以表述如下：

农业集约化发展得愈广泛，愈迅速，按土地面积分类的办法就愈能掩饰农业中小生产即既少土地又缺资本的小农受压迫的状况，愈能模糊日益发展的大生产和遭到破产的小生产之间真正尖锐的阶级矛盾，愈能缩小资本集中于大生产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事实。

最后一种（第三种）分类法，即按产品价值分类的办法清楚地证实了这个原理。非资本主义农场（既然指的是总收入，也可以说是收入少的农场）占58．8％，比“小”农场的百分比（57．5％）还稍微大一点。而这类农场的土地则要多得多，占33．3％（“小”农场主占17．5％）。但是它在产品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比“小”农场少50％∶22．1％比33．5％！

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在于在这类农场中没有包括那些在小块土地上经营的高度资本主义的农场，这些农场人为地和虚假地提高了属于小农的资本如机器、肥料等的比重。

可见，农业中小生产受到压迫、排挤因而陷于破产的情况，要比根据有关小农场的材料所能想象到的严重得多。

按土地面积划分的小农场和大农场的材料根本没有考虑到资本的作用。显然，忽视资本主义经济中这样一件“小事”就会歪曲小生产的状况，错误地掩饰小生产的状况。因为“既然”不存在资本，即不存在货币的权力和雇工同资本家的关系、农场主同商人和债权人的关系等等，那么小生产的状况也就“可以”还算是过得去了！

因此，农业中通过大农场所达到的集中远远比不上通过大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所达到的集中：17．7％的“大”农场只集中了39．2％的产品价值（比平均数的一倍稍微多一点）。而17．2％的资本主义农场则集中了全部产品价值的52．3％，即超过平均数两倍以上。

在这个无偿分发大量无主土地的国家，在这个被马尼洛夫[104]们称为“劳动”农场国家的美国，全部农业生产有一半以上集中在1/6左右的资本主义农场手中。这些农场用于雇用工人的费用，按每一农场计算要比平均数多三倍（69．1％的费用集中于17．2％的农场），按每英亩土地计算要比平均数多50％（69．1％的雇佣劳动费用集中于43．1％的土地）。

在另一端，有一半以上的农场，即将近3/5的农场（58．8％）属于非资本主义农场。它们占有全部土地的1/3（33．3％），但是这些土地的机器装备低于平均水平（机器价值占25．3％），肥料的使用也低于平均水平（肥料费用占29．1％），因而它的生产率比平均水平低50％。这些占有1/3土地的、备受资本压迫的、为数众多的农场的产值还不到生产总额即产品总值的1/4（22．1％）。———

因此，对于按土地进行分类的意义这个问题，我们的总的结论就是，不能认为这种分类是毫无用处的。只是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记，这个分类法缩小了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事实，而且农业集约化发展得愈广泛，愈迅速，各农场之间在单位土地面积上的投资的差额愈大，这个分类法也就愈是缩小了这一事实。在有了现代的研究方法，能够获得关于每一个农场的非常精确、非常丰富的材料的情况下，只要把两种分类方法结合起来就行了，比如说，可以在按土地面积划分的五类农场中，每一类再按使用雇佣劳动的多少分为三小类或两小类。如果说没有这样做，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害怕对现实作过分露骨的描绘，害怕提供一幅大批小农备受压迫、陷于赤贫、濒于破产、遭受剥夺的鲜明的图画；而“标准的”资本主义农场（按土地面积来说也是“小”农场，它们与周围大量贫困的农场相比只占少数）又如此“方便地”、“不易觉察地”掩饰着小农的状况。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人敢于否认在现代农业中不仅土地起作用，而且资本也起作用。从统计技术或统计所耗费的劳动量的角度来说，把农场一共分为10—15类，同德国1907年的统计按土地面积把农场分为18＋7类比起来，决不能算是过多的。德国的这次统计把关于5736082个农场的极其丰富的材料按土地面积分成了这么多类，可以说是官僚主义的因循守旧、一钱不值的科学废物以及毫无意义的数字游戏的典型，因为没有丝毫合理的、为科学和生活所证实的根据可以认为这么大量的类别全都是典型的。


14．小农被剥夺

小农被剥夺的问题对于了解和认清整个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浸透了资产阶级观点和偏见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最大的特点，正是对这个问题几乎根本没有加以研究，或者研究得极不认真。

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材料都表明城市人口由于农村人口流入而增长的过程，都表明居民在逃离农村。在美国，这个过程正有增无已地发展着。城市人口的百分比由1880年的29．5％提高到1890年的36．1％，到1900年占40．5％，到1910年又提高到46．3％。在全国所有地区，城市人口的增长都比农村人口快：从1900年到1910年，在工业的北部，农村人口增加了3．9％，城市人口增加了29．8％；在原先蓄奴的南部，前者增加了14．8％，后者增加了41．4％；在垦殖开发中的西部，前者增加了49．7％，后者增加了89．6％。

看来这个极其普遍的过程在进行农业普查时也一定会研究过。那就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在科学方面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些从农村逃出来的人属于农村人口的哪些类别，哪些阶层，是在什么情况下逃出来的。既然每10年要收集一次每个农业企业以及其中每头牲畜的极为详细的材料，那也就很容易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多少农场出卖或出租了产业而迁往城市，都是什么样的农场；有多少家庭成员暂时地或永久地抛弃了农业，是在什么情况下抛弃的。但是并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研究仅止于提供这么一个官方的公式化的数字：“从1900年到1910年，农村人口从59．5％下降到53．7％。”研究者好象连想都不曾想到，在这个公式化的数字后面隐藏着多少穷困、压迫和破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对于居民逃离农村和小生产者遭到破产之间的十分明显的联系，往往连看都不愿意看一下。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设法把1910年普查中极有限的并且整理得很糟的关于小农被剥夺的材料汇集在一起。

我们手头有一份说明农场占有形式的材料，它首先列出了产权人的数目，他们又分为拥有整个农场产权的和拥有部分农场产权的；其次列出了交纳一部分产品的佃农人数和交纳货币地租的佃农人数。这个材料是按地区而不是按农场类别列出的。

拿1900年和1910年的总数来看，首先会看到如下的图景：





	　　农村总人口增加…………………………………………11．2％农场总数增加……………………………………………10．9％

产权人总数增加………………………………………… 8．1％

拥有整个农场产权者总数增加………………………… 4．8％









很明显，这幅图景表明了小农业日益遭到剥夺。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增加得慢。农场主比农村人口增加得慢；产权人比农场主增加得慢。拥有整个农场产权者又比一般产权人增加得慢。

产权人在农场主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几十年来一直在减少。这个百分比如下：





	　　1880年——74．4％1890年——71．6％

1900年——64．7％

1910年——63．0％









而佃农的百分比却在相应地增加，其中分成制农民要比交纳货币地租的佃农增加得快。分成制农民在1880年占17．5％，后来占18．4％和22．2％，到1910年已经达到24％。

产权人所占比重的减少和佃农所占比重的增加，整个地说来，意味着小农遭到破产，受到排挤，这从下面的材料可以看出来：






	农场类别
	有家畜的农场的百分比
	有马的农场的百分比



	　
	1900年
	1910年
	＋－
	1900年
	1910年
	＋－



	产权人……
	96.7
	96.1
	－0.6
	85.0
	81.5
	－3.5



	佃农……
	94.2
	92.9
	－1.3
	67.9
	60.7
	－7.2







两个年份的数据都表明，产权人所处的经济地位比较优越。佃农状况的恶化要比产权人状况的恶化更严重。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地区的材料。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南部的佃农最多，而且也增加得最快：从1900年的47％增加到1910年的49．6％。在这里，资本在半个世纪前粉碎了蓄奴制，可是现在又以更新的形式即以分成租的形式把它恢复起来。

北部的佃农少得多，增加的速度也慢得多：1900年占26．2％，到1910年，只增加到26．5％。西部的佃农最少，而且只有在这个地区佃农才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从1900年的16．6％减少到1910年的14％。在1910年的普查总结中写道：“在山区和太平洋沿岸区〈这两个地区合称“西部”〉，佃农农场的百分比特别小；毫无疑问，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这两个地区不久以前才有人居住，这里是多农场主是移民宅地所有者〈即无偿地或以极少费用获得无主的闲置土地者〉，他们是从政府那里得到土地的。”（第5卷第104页）

在这里，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我们曾经屡次指出的美国的一个特点：存在着无主的闲置土地。一方面，这个特点说明美国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发展得特别广泛而迅速。一个大国的某些地区没有土地私有制，不仅不排斥资本主义——请我国的民粹派注意！——反而扩大资本主义的基地，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欧洲那些老的、早已是人烟稠密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具备的这个特点，掩盖了美国那些已经是人烟稠密和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小农被剥夺的过程。

我们再看看北部。这里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图景：






	　
	1900年
	1910年
	增减



	农村总人口（单位百万）…………………
	22.2
	23.1
	＋3.9％



	农场总数（单位千）………………………
	2874
	2891
	＋0.6％



	产权人总数（单位千）……………………
	2088
	2091
	＋0.1％



	拥有整个农场产权者总数（单位千）……
	1794
	1749
	－2.5％







这里我们看到，虽然占美国全部耕地60％的这个主要地区的生产日益增长，但是产权人不仅相对减少，不仅同农场主总数等等相比减少了，而且绝对地减少了！

同时还有一点不应当忘记：在“北部”四个地区中的一个地区，即在中部西北区，至今还在分发移民宅地，从1901年到1910年的10年间，一共分发了5400万英亩土地。

资本主义剥夺小农业的趋势如此强大有力，以致美国的“北部”尽管分发了几千万英亩无主的闲置土地，但是土地所有者的人数还是绝对地减少了。

在美国，只有下面两种情况还在抑制着这一趋势：（1）在黑人受压迫受屈辱的南部，还存在没有分化的奴隶制种植园；（2）西部渺无人烟。但是这两种情况显然都在为资本主义开拓明天的基地，为资本主义更迅速、更广泛的发展准备条件。矛盾的尖锐化和小生产受排挤的状况并没有消除，而是转移到更广阔的场所去了。资本主义的火势似乎“被控制住了”，可是所花的代价是为它准备下了大量新的、更易燃的燃料。

其次，在小农业被剥夺的问题上，我们还有一份关于拥有牲畜的农场数目的材料。下面是美国在这方面的总的情况：






	拥有牲畜的农场的百分比
	1900年
	1910年
	增减



	有一般家畜的………………………
	95.8
	94.9
	－0.9



	有奶牛的……………………………
	78.7
	80.8
	＋2.1



	有马匹的……………………………
	79.0
	73.8
	－5.2







这份材料表明，拥有牲畜的农场主在农场主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总的说来减少了。有奶牛的农场的百分比虽然增加了，但是有马匹的农场的百分比却减少得更厉害。

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按照农场类别整理的有关这两种主要牲畜的材料。






	　
	有奶牛的农场的百分比
	增减



	农场类别
	1900年
	1910年
	　



	不满20英亩的………………………
	49.5
	52.9
	＋3.4



	20—49英亩的………………………
	65.9
	71.2
	＋5.3



	50—99英亩的………………………
	84.1
	87.1
	＋3.0



	160—174英亩的……………………
	88.9
	89.8
	＋0.9



	175—499英亩的……………………
	92.6
	93.5
	＋0.9



	500—999英亩的……………………
	90.3
	89.6
	－0.7



	1000英亩以上的……………………
	82.9
	86.0
	＋3.1



	
全美国
 ……………………
	78.7
	80.8
	＋2.1







我们看到，饲养奶牛的小农场增加得最多，其次是大地产，再其次是中等农场。只有500—999英亩土地这一类大业主中有产乳牲畜的农场减少了。

这里总的看来好象是小农业占了优势。然而应当指出，拥有产乳牲畜在农业中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这可能表示生活的普遍提高和饮食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在更多的情况下，这表示商业性农业和畜牧业的一个部门的发展，即为了向城市和工业中心出卖而生产牛奶。前面我们看到，这种农场，即“牛奶”场，美国统计学家按主要收入来源将其单独划为一类。这类农场的特点是，它的耕地和全部土地面积都低于平均数，而每英亩土地的产量却高于平均数，每英亩土地所使用的雇佣劳动高出平均数的一倍。小农场在牛奶业中的作用的增长很可以表示——也确实已经表示——在小块土地上经营的上述那种资本主义牛奶场的增加。为了对比起见，这里我们列出一份美国产乳牲畜集中情况的材料：






	　
	每个农场的奶牛平均头数
	增加头数



	地区
	1900年
	1910年
	　



	北部…………
	4.8
	5.3
	＋0.5



	南部…………
	2.3
	2.4
	＋0.1



	西部…………
	5.0
	5.2
	＋0.2



	共计……
	3.8
	4.0
	＋0.2







我们看到，产乳牲畜最多的北部，这项财富增加得也最多。下面是各类农场的产乳牲畜增加情况：






	
北部

	奶牛头数增减的百分比



	农场类别
	（1900—1910年）



	不满20英亩的…………………………
	－4％（农场数＋10.0％）



	20—49英亩的…………………………
	－3％（农场数－12.6％）



	50—99英亩的……………………………
	＋9％（农场数－7.3％）



	100—174英亩的………………………
	＋14％（农场数＋2.2％）



	175—499英亩的………………………
	＋18％（农场数＋12.7％）



	500—999英亩的………………………
	＋29％（农场数＋40.4％）



	1000英亩以上的………………………
	＋18％（农场数＋16.4％）



	
共计
 ………………………
	＋14％（农场数＋0.6％）







有产乳牲畜的小农场的数量增加较快并不妨碍产乳牲畜比较快地集中于大农场。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拥有马匹的农场数目的材料。这是一份关于耕畜的材料，它表明的是农业的一般结构，而不是商业性农业这个特殊部门。






	　
	拥有马匹的农场的百分比
	　



	农场类别
	1900年
	1910年
	减少的百分比



	不满20英亩的………………
	52.4
	48.9
	－3.5



	20—49英亩的………………
	66.3
	57.4
	－8.9



	50—99英亩的………………
	82.2
	77.6
	－4.6



	100—174英亩的……………
	88.6
	86.5
	－2.1



	175—499英亩的……………
	92.0
	91.0
	－1.0



	500—999英亩的……………
	93.7
	93.2
	－0.5



	1000英亩以上的……………
	94.2
	94.1
	－0.1



	全美国……………
	79.0
	73.8
	－5.2







这里我们看到，农场愈小，无马的比例愈高。除了不满20英亩的这类最小的农场（我们知道，这一类所包括的资本主义农场要比与它相邻的那几类多），我们看到，其他各类中无马的比例迅速递减，而且10年中增加甚微。可能在富裕的农场中，由于使用了蒸汽犁和别种动力机械，部分地补偿了耕畜的减少，但是对于大量最穷困的农场，这种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最后，从下面关于抵押土地的农场的数字，也可以看到小农日益被剥夺的情况：






	地区
	抵押土地的农场的百分比



	　
	1890年
	1900年
	1910年



	北部………………………
	40.3
	40.9
	41.9



	南部………………………
	5.7
	17.2
	23.5



	西部………………………
	23.1
	21.7
	28.6



	全美国…………
	28.2
	31.0
	33.6







在全国各个地区，抵押土地的农场的百分比都在不断增长，而在人烟最稠密的、工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北部，这个百分比最高。美国的统计学家指出（第5卷第159页），南部抵押土地的农场的增加大概是由于种植园的“分化”，种植园分块卖给了黑人和白人农场主，他们只能交付一部分地价，其余的变成了抵押贷款。于是在蓄奴的南部就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赎买行为。我们看到，1910年美国的黑人农场一共有920883个，即占全部农场的14．5％。从1900年到1910年，白人农场增加了9．5％，而黑人农场却增加了19．6％，比前者快一倍。自“战胜”奴隶主以来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黑人现在依然十分强烈地渴望着从“种植园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美国的统计学家在同一个地方写道：一般说来，农场把土地抵押出去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出于穷困，有时候是为了弄到资本来改良土壤等等。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不应当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常做的那样，利用这个无可争辩的说法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只有少数富裕的农场主才能够用这种方式弄到改良土壤等等的资本，并且有效地加以利用，大多数的农场主都更加陷于破产境地，通过抵押而落入金融资本的魔掌。

农场主依附于金融资本这件事本来足以——而且也应当——引起研究者极大的注意。但是这方面的问题尽管很重要，却始终没有加以研究。

而抵押土地的农场的增加无论如何都意味着资本实际上已经控制着这些农场。自然，除了正式经过公证人抵押土地的农场之外，还有不少农场债务累累，只不过这些债务是属于私人的，没有那么严格地办理正式手续，或者是没有计入普查材料而已。


15．工业和农业演进情形的比较

美国统计所提供的材料，尽管存在着一些缺点，但它还是比其他国家的材料更有用处，它的特点是内容完整、收集方法一致。这样就有可能把1900年和1910年的工业和农业的统计材料加以比较，有可能把国民经济两个部门的经济结构及其演进的一般情况加以对比。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最流行的思想，就是把工业和农业对立起来，这也是吉姆美尔先生所重述的思想。现在我们要根据大量准确的材料来看一看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究竟有多少道理。

我们先从工业中和农业中的企业的数量谈起。






	　
	企业数量（单位千）
	增加的百分比
	人口（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增加的百分比





	　
	1900年
	1910年
	　



	工业……
	207.5
	268.5
	＋29.4％
	＋34.8％



	农业……
	5737
	6361
	＋10.9％
	＋11.2％







农业中的企业要多得多、小得多，这正是农业的落后性、分散性和零碎性的表现。

农业中企业总数的增加比工业慢得多。美国有两种情况是其他先进国家所没有的，这两种情况特别有力特别迅速地推动着农业企业的增加。第一种情况是：南部的奴隶主大地产至今还处在分化过程中，不断有黑人和白人农场主从“种植园主”手里“赎买”小块土地；第二种情况是，至今还有大量无主的闲置土地可供政府分发给一切愿意要土地的人。尽管如此，农业企业的增加还是比工业慢得多。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农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保存着自然经济的性质，同时，许多原先由农民家庭自己干的作业还在相继脱离农业（例如生产和修理各种农具和家具等），成为一个个单独的行业。另一方面，农业中存在着工业中所没有的垄断，而且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消除的，这就是土地占有的垄断。即使土地私有制不存在——事实上美国很大一部分地区直到现在还没有土地私有制——土地的占有，土地为各个业主所有，也就造成垄断。在美国各主要地区，全部土地都已被占用了，要增加农业企业只有在现有企业分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要自由地建立新企业同时又保持原有的企业是不可能的。土地占有的垄断阻碍着农业的发展，也阻碍着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农业和工业不同的地方。

对于投入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的资本数量，我们无法准确地加以比较，因为土地价值中包括地租。我们只好把投入工业的资本和工业品价格拿来同农场财产总值和主要农产品价格加以比较。在这里，只有表明工业总值和农业总值的增长的百分数才是完全可比的。






	　
	　
	单位百万美元
	　



	　
	　
	1900年
	1910年
	增加的百分比



	工业
	所有企业的资本……………………
	8975
	18428
	＋105.3％



	　
	所有企业的产品价格………………
	11406
	20671
	＋81.2％



	农业
	农场全部财产价格…………………
	20440
	40991
	＋100.5％



	　
	全部谷物总价格……………………
	1483
	2665
	＋79.8％



	　
	全部谷物的收获量（单位百万蒲式耳）………
	4439
	4513
	＋1.7％







我们看到，在1900年到1910年这10年中，无论是投入工业的资本的价值，还是全部农场财产的价值都增加了一倍。重大而基本的区别就是农业中主要产品谷物的生产增长得很少，只增加了1．7％，而同时整个人口却增加了21％。

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现象，是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比例遭到破坏、发生危机和物价高涨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

资本使农业摆脱了封建制度，摆脱了中世纪和宗法制的停滞落后状态，使农业加入了商业周转，从而进入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但是资本不仅没有消除群众所受到的压迫、剥削、贫困，反而以新的形式制造了这些灾难，并且在“现代的”基础上复活了旧的灾难。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除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反而扩大了这种矛盾，使矛盾更加尖锐化。主要在商业和工业领域形成的资本，愈来愈沉重地压迫着农业。

农产品产量增加得那么少（＋1．7％），而农产品价格却增加得那么多（＋79．8％），这个事实一方面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了土地占有者从社会索取的地租和贡税的作用。土地占有者依靠自己所处的垄断地位，利用农业赶不上工业发展的这种落后性，把亿万财富装进自己的腰包。农场全部财产10年之中增加了205亿美元。在这个总数中，建筑物、耕畜和农具的价格只增加了50亿美元。土地价格，即资本化的地租，10年之中则增加了150亿美元（＋118．1％）。

另一方面，在这里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了小农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地位的差别。当然，两者都“劳动”；当然，两者都受到资本的剥削，尽管剥削的形式完全不同。但是，只有庸俗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才会根据这一点而把这两个不同的阶级混淆起来，谈论所谓小“劳动”农业。这样做就是掩盖和抹杀经营的社会制度，即它的资产阶级结构，而把小农为了生存必需进行劳动，进行个体劳动、体力劳动这个标志提到首要地位，其实这个标志是以前一切社会结构都具有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变成了商品生产者——不管他是否愿意，不管他是否察觉到这一点。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于这种变化。甚至在小农还没有剥削雇佣工人的时候，单是这种变化也总归使他成为无产阶级的对抗者，成为小资产者。小农出卖自己的产品，无产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小农作为一个阶级不能不力求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他们这样做就无异于同大土地占有者一道共同瓜分地租，同地主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社会的其他阶层。小农就其阶级地位来看，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必然变成小土地所有者。

在雇佣工人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部分雇佣工人同自己的业主联合起来反对整个雇佣工人阶级。但这也只是阶级的一小部分同自己的敌人联合起来反对整个阶级。群众的福利不提高，群众同统治当今社会的资本、同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对抗不尖锐化，就不可能设想作为一个阶级的雇佣工人的状况会得到改善。相反，作为一个阶级的小农的状况有所改善，正是小农和地主联合在一起，共同从社会索取高额的地租，同完全或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处于对抗地位的结果，这却是完全可以设想的，而且这甚至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典型现象。

下面我们把美国统计中关于雇佣工人和小农的状况和人数的材料作个对比：






	　
	　
	1900年
	1910年
	增加的百分数



	工业
	雇佣工人人数（单位千）………………
	4713
	6615
	＋40.4％



	　
	雇佣工人工资（单位百万美元）………
	2008
	3427
	＋70.6％



	农业
	雇佣工人人数…………………………
	？
	？
	约＋47.1％



	　
	雇佣工人工资（单位百万美元）………
	357
	652
	＋82.3％



	　
	农场主人数（单位千）…………………
	5737
	6361
	＋10.9％



	　
	农场主要产品——谷物的价格（单位百万美元）…………
	1483
	2665
	＋79.8％







工业工人吃了亏，因为他们的人数增加了整整40％，而工资仅仅增加了70．6％（说“仅仅”，是因为现在的谷物数量和过去差不多，等于过去数量的101．7％，而它的价格竟等于过去价格的179．8％！！）。

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小农从无产阶级那里占了便宜。小农的人数一共增加了10．9％（即使单就小农场主来说，也只不过增加了11．9％），他们的产品数量几乎没有增加（＋1．7％），而产品的价格却增长了79．8％。

当然，地租的绝大部分为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攫有，但是就其相互关系来说，小农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地位还是同小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地位完全一致的。

雇佣工人的增加超过了人口的增加（前者增加了40％，而后者只增加了21％）。小生产者和小农日益遭受剥夺。居民日益无产阶级化。 
［注：农业中的雇佣工人人数，更确切些说他们的增长，是按下面的比例计算出来的：82．3∶70．6＝X∶40．4，因此X＝47．1。］



农场主人数的增加，尤其是自耕农人数的增加落后于人口的增加（10．9％比21％）。小农逐渐变成垄断者即小土地所有者。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工农业中小生产和大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工业方面的材料不是1900年和1910年的，而是1904年和1910年的。

我们把工业企业按生产规模分为三大类：生产总额在2万美元以下的算作小企业，2万至10万美元之间的算作中等企业，10万美元以上的算作大企业。农业企业我们只能按土地面积来分类。我们把拥有土地100英亩以下的农场算作小农场，拥有土地100至175英亩的算作中等农场，拥有土地175英亩以上的算作大农场。






	企业类别
	企业数量（单位千）
	增加的百分比



	　
	　
	1900年
	百分比
	1910年
	百分比
	　



	工业
	小企业…………
	144
	66.6
	180
	67.2
	＋25.0％



	　
	中等企业…………
	48
	22.2
	57
	21.3
	＋18.7％



	　
	大企业…………
	24
	11.2
	31
	11.5
	＋29.1％



	　
	共计…………
	216
	100.0
	268
	100.0
	＋24.2％



	农业
	小农场…………
	3297
	57.5
	3691
	58.0
	＋11.9％



	　
	中等农场…………
	1422
	24.8
	1516
	23.8
	＋6.6％



	　
	大农场…………
	1018
	17.7
	1154
	18.2
	＋13.3％



	　
	共计…………
	5737
	100.0
	6361
	100.0
	＋10.9％







原来二者的演进是很一致的。

无论在工业中或者在农业中，比重降低的都是中等企业，它们的数量增加得既慢于小企业，也慢于大企业。

无论在工业中或者在农业中，小企业的数量增加得都比大企业慢。

各类企业在经济力量或经济作用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在工业方面我们有一份产品价格的材料，在农业方面我们有一份农场全部财产价格的材料：






	企业类别
	单位百万美元
	增加的百分比



	　
	　
	1900年
	百分比
	1910年
	百分比
	　



	工业
	小企业………
	927
	6.3
	1127
	5.5
	＋21.5％



	　
	中等企业………
	219
	14.4
	2544
	12.3
	＋19.5％



	　
	大企业………
	11737
	79.3
	17000
	82.2
	＋44.8％



	　
	共计………
	14793
	100.0
	20671
	100.0
	＋39.7％



	农业
	小农场………
	5790
	28.4
	10499
	25.6
	＋81.3％



	　
	中等农场………
	5721
	28.0
	11089
	27.1
	＋93.8％



	　
	大农场………
	8929
	43.6
	19403
	47.3
	＋117.3％



	　
	共计………
	20440
	100.0
	40991
	100.5％
	＋100.5％







这里二者的演进也是很一致的。

无论在工业中或者在农业中，中等企业和小企业的比重都在下降，只有大企业的比重在增加。

换句话说，无论在工业中或者在农业中，大生产都在排挤小生产。

这里工农业之间的差别在于，在工业中，小企业的比重比中等企业的比重增加得稍微多一些（前者＋21．5％，后者＋19．5％），而农业中的情形正相反。当然，这个差别并不大，不能据此作出任何概括性的结论。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近10年来，在这个世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中的小生产确实比中等生产增加得快些，而农业中的情形正相反。这个事实表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什么工业绝对地、无例外地证实了大生产排挤小生产这个规律，而农业却推翻了这个规律，他们的这种流行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在美国农业中，不仅大生产排挤小生产，而且这个过程要比工业中进行得更有规律，或者说更正常。

在这里不应当忘记我们在前面证明过的那个情况，即按土地面积进行农场分类的方法缩小了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现象。

至于谈到已经达到的集中程度，那么农业在这方面是非常落后的。在工业中，占11％的大企业掌握着全部生产的8/10以上。小企业的作用微不足道：占工业企业总数2/3的小企业只占全部工业生产的5．5％！相比之下，农业还很分散：占58％的小企业拥有农场全部财产总值的1/4，占18％的大企业拥有的还不到一半（47％）。农业企业的总数是工业企业总数的20倍以上。

这就证实了早已作出的结论：如果把农业演进比作工业演进的话，那么，农业中资本主义现在所处的阶段比较接近于工场手工业阶段，而不是大机器工业阶段。在农业中，手工劳动还占优势，机器的使用相对来说还很不广泛。但是上面引用的材料决不是证明，农业生产的社会化至少在其发展的现阶段上是不可能的。谁掌握着银行，谁就直接掌握着美国1/3的农场，并且间接统治着所有农场。按照一个总的计划，把占全部生产总额一半以上的百万农场的生产组织起来，这在现代各种各样的联合以及交通运输技术广泛发展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16．总结和结论

美国1900年和1910年的农业普查是社会统计在这一国民经济部门的最新成就。这是所有先进国家中现有的最好的材料。它收集了数百万个农场的材料，使我们有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演进作出准确的合乎实际的总结和结论来。我们所以能够根据这个材料来研究这种演进的规律，特别是因为美国是个幅员最广大、关系最复杂、资本主义农业的色彩和形式最繁多的国家。

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奴隶制的——在这个场合也就是封建的——农业结构在向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结构过渡；另一方面，在这个最自由的、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广泛，特别迅速。同时，在这个国家中还进行着极其广泛的建立在民主－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垦殖开发。

这里我们看到，既有早已是人烟稠密、工业极为发达、高度集约化、同文明的、老的资本主义西欧的大多数地区很相似的地区，也有进行原始粗放经营的农业和畜牧业、同俄国的某些边区或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很相似的地区。我们还看到形形色色、各种类型的大小农场：既有原先蓄奴的南部和垦殖开发中的西部的那种大地产和种植园，又有高度资本主义的北部大西洋沿岸地带的那种大地产和种植园；既有分成制黑人的小农场，又有资本主义的小农场（如工业的北部为市场生产牛奶或蔬菜的小农场和太平洋沿岸地带生产水果的小农场）；既有使用雇佣工人的“小麦工厂”，又有满怀“自食其力”的天真幻想的“独立”小农的移民宅地。

种种关系，包罗万象，既包含过去，又包含未来，既包含欧洲，又包含俄国。在下面这个问题上把美国和俄国作一个比较是特别有教益的：如果全部土地不付赎金就转移到农民手中（这种转移是进步的，但无疑是资本主义的），其后果将怎样。

用美国做例子来研究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这些规律的种种表现形式是最方便的。这种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简明的论点。

农业中手工劳动比机器占优势的情况，大大超过了工业。但是机器正在不断发展，在提高农业的技术，使它成为更大的、更资本主义化的农业。在现代农业中，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使用机器的。

农业中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和指标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的发展也象机器使用的增长一样，在全国所有地区中，在农业的所有部门中都可以看到。雇佣工人人数的增长超过了农村人口和全国人口的增长。农场主人数的增长落后于农村人口的增长。阶级矛盾愈来愈激烈，愈来愈尖锐。

农业中大生产日益排挤小生产。比较一下1900年和1910年关于农场全部财产的材料，就可以充分证实这一点。

但是，由于美国的研究者在1910年只按土地面积进行农场分类（几乎欧洲所有国家的研究者都是如此），这就缩小了这种排挤现象，粉饰了小农的状况。而且农业集约化发展得愈广泛、愈迅速，这种缩小和粉饰的程度也就愈严重。

资本主义不仅通过加速发展粗放经营地区中土地多的大农场的方式获得发展，而且通过在集约化地区在较小地块上建立生产规模更大、更资本主义化的农场的方式获得发展。

总之，同关于按土地面积划分的各类农场的材料所提供的情况相比，大农场的生产集中的情形实际上更明显，小生产受排挤的现象实际上更严重，更深刻。编制得比较认真、比较详细、比较科学的1900年普查材料，使人对这一点不会产生丝毫怀疑。

小农业日益遭到剥夺。近几十年来，自耕农在农场主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农场主的增加又落后于人口的增加。在北部这个出产农产品最多、既没有蓄奴制残余又没有进行大规模垦殖开发的主要地区，拥有全部农场产权的人数在绝对地减少。近10年来，拥有一般牲畜的农场主的比重下降了；拥有产乳牲畜的业主的百分比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同时无马的农场主，特别是无马的小农场主的百分比却增加得更多。

总的说来，把同一时间关于工业和农业的同类材料加以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尽管农业极端落后，然而工业和农业的演进规律却非常一致；无论在工业中还是在农业中，小生产都受到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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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一书是1915年初着手写的。列宁对美国农业统计材料的研究则要早一些。列宁1914年2月14日（27日）给在美国的俄国经济学家伊·阿·古尔维奇的信和1914年5月5日（18日）给在纽约的尼·尼·纳科里亚科夫的信（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都可以说明这一点。1915年底，列宁写完本书后，把手稿寄给在彼得格勒的马·高尔基，以便由他交孤帆出版社出版。在和手稿同时寄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中列宁指出，这些材料对于普及和用事实论证马克思主义特别有帮助，同时也表示，他想继续进行这一工作，并出版关于德国的第二编。1914年8月7日，列宁在波罗宁的住所遭到奥地利宪兵搜查时，曾被抄走三个小笔记本，其中有关于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土地制度的统计数字。这也说明，列宁曾打算写作本书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的各编，并已开始动笔。列宁的《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315—337页）就是专门论述德国资本主义农业的巨著的一个部分。



《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一书的准备材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6卷。——146。



[101]《箴言》杂志（《Заветы》）是倾向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合法的文学政治刊物（月刊），1912年4月—1914年7月在彼得堡出版。为杂志撰稿的有P．B．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波·维·萨文柯夫、尼·苏汉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等。——146。



[102]克兰是克尔特民族中对氏族的叫法（有时也用以称部落），在氏族关系瓦解时期则是冠以假想始祖名字的有血缘关系的亲属集团。克兰保留着土地公有制和其他氏族制习俗（血亲复仇、连环保等）。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个别地区，克兰保存到19世纪。——153。



[103]埃尔多拉多是西班牙语el dorado的音译，意为黄金国。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欧洲就流传着新大陆有一个遍地是黄金珠宝的“黄金国”的传说。这种传说曾驱使西班牙殖民者在16—17世纪到南美洲的奥里诺科河和亚马逊河流域千方百计寻找这个黄金国。埃尔多拉多后被人们用作想象中的富庶神奇之邦的代称。——157。



[104]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后人常用马尼洛夫来形容耽于幻想的人物。——218。









《列宁全集》第27卷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民族自决权
[105]



（1915年）

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是第二国际的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党。因此，一方面，它对第二国际的破产负有最主要的责任，另一方面，它的例子，它的经验，对于研究国际破产的原因，对于分析同扼杀了这个党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措施、方法和途径都最为重要。

扼杀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把它变为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党的机会主义，在1914—1915年大战期间以社会沙文主义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载于193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445页

















[105]看来这是一篇未完成的文章的开头。——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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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
[106]



（1916年1月23日和27日〔2月5日和9日〕之间）

常务局（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经与一些国家的若干代表协商以后决定：

召开拥护齐美尔瓦尔德决议的社会党人的第二次代表会议。

会议议程：

（1）反对战争；

（2）反对战争和反对民族主义的社会党人的国际联合问题；

（3）组织、宣传和对各国政府进行斗争的实际措施；

（4）进一步阐明齐美尔瓦尔德决议。

会议召开日期定为1916年4月15日。

公布这个决定（公布时召开日期改为3月15日）。

号召一切拥护齐美尔瓦尔德决议的社会党人的组织，对会议议程上的一切问题和各种决议草案进行讨论[107]（辩论）。草案（由两三位代表签名）刊登在《伯尔尼哨兵报》上。





	载于1948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2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228页

















[106]这一草案是在1916年2月5—9日于伯尔尼举行的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期间拟定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德国、俄国、意大利、挪威、奥地利、波兰、瑞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的22名代表。会议的组成表明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左派。但是和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一样，这次会议的大多数与会者仍是中派。



列宁积极地参加了会议的工作。除写本决议草案外，还写了代表团关于会议代表资格的建议（见本卷第241—242页）。会上，列宁批评了孟什维克的虚伪的国际主义，提出了关于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告所属各政党和团体书》草案的讨论程序，发表了对这个草案的修改意见，并代表布尔什维克以及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反对邀请卡·考茨基、胡·哈阿兹和爱·伯恩施坦参加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声明说：“他们在战前几年的活动、他们反对人民群众革命行动的行为以及他们的社会爱国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观点，都没有提供任何根据可以设想他们能够真正地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拥护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纲领。”



会议通过了《告所属各政党和团体书》。这封通告信采纳了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些修改意见。它谴责了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以及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等行为，指出必须支持工人运动和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作好准备，但是没有提出与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决裂的要求。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代表在表决时声明，虽然他们并不是对通告信的每一条都感到满意，但还是投赞成票，因为他们认为通告信同在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相比是前进了一步。



会议也讨论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召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通过了它的一些条文，同时确定了召开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日期。



在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以后不久，列宁给布尔什维克国外各支部分别寄去了会议通报，并指示要立即着手筹备即将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240。



[107]列宁的这项建议为会议所通过。根据这一建议，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号召所属各政党、组织和团体就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议程上的主要问题提出提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提案是列宁起草的（见本卷第294—304页和第463—473页）。——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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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16年4月24日代表会议

代表团的建议[108]


（1916年1月23日和27日〔2月5日和9日〕之间）

1．只准许拥护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决议的政治团体、工会组织的代表或个人参加会议。

2．对那些有正式的党或工会组织参加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国家，只准许由这些组织指定的代表参加。

3．对那些正式的党或工会组织未参加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国家，只准许下列组织和团体的代表参加：

（a）曾在该国口头或书面发表过符合齐美尔瓦尔德决议精神的言论者；

（b）以自己的实际活动支持国际社会党委员会者。

4．只准许个人代表作为例外情况参加会议，并且仅给予发言权。

5．关于代表资格有效与否的争论，由代表会议选出的委员会在听取各方面的理由并考虑实际情况之后作出最后裁决。该委员会由9人组成，其中包括4名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委员。

6．表决程序由代表会议确定。

［［下述补充不必公布，只记录在案：

凡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同志都有权（法文本是“Ledroit”）参加第二次代表会议，有发言权。］］





	载于1916年2月29日《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229—230页

















[108]这个建议是在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期间起草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一建议。——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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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告所属各政党和团体书》的修正和补充

（1916年1月23日和27日〔2月5日和9日〕之间）



关于修改的建议：


1．更确切更肯定地指出“各正式的党”和“第二国际”的策略的政治阶级意义及其原则性错误……

（a）保卫祖国＝保护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维护它对各民族的掠夺和压迫

（b）同机会主义的联系

（c）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反对国际无产阶级。

2．“打破国内和平”的定义。

不参加任何直接或间接支持战争的机构。

α β＋奴役各民族。

删去关于“在整个时代……”的结尾部分。

＋向李卜克内西和吕勒致敬。

3．不仅是“适当的”，而且是秘密的，即自由的，不听命于书报检查机关的出版物。

γ 没有说：为此必须推翻这个政府

＋

4．罢工（经济的和政治的）和游行示威。

5．＋直至举行革命。

6．＋不仅要引用斯图加特决议，而且要引用巴塞尔决议：互相残杀是犯罪行为，公社，1905年。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446—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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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上的演说
[109]



（1916年1月26日〔2月8日〕）

同志们！欧洲大战逞狂肆虐已经一年零六个多月了。战争每拖长一月，每拖长一天，工人群众就更加认清齐美尔瓦尔德宣言说的是真理：“保卫祖国”之类的词句不过是资本家骗人的话。现在一天比一天显得更清楚：这是一场资本家、大强盗的战争，他们之间所争吵的不过是谁能分到更多的赃物，掠夺更多的国家，蹂躏和奴役更多的民族。

说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特别是对于瑞士的同志们，然而这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这就是：在我们俄国也一样，不但血腥的沙皇政府，不但资本家，而且一部分所谓的社会党人或过去的社会党人，也说俄国进行的是“防御性战争”，俄国不过是抵抗德国的入侵。其实全世界都知道，沙皇政府压迫俄国境内人数达一亿以上的其他民族已经有好几十年，俄国对中国、波斯、亚美尼亚和加里西亚实行强盗政策也已经有好几十年了。无论是俄国、德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没有权利谈什么“防御性战争”，因为一切大国所进行的都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战争，强盗的战争，压迫其他弱小民族的战争，保证资本家利润的战争，资本家可以从群众水深火热的处境中，从无产阶级的流血牺牲中榨取亿万纯金的收入。

4年以前，1912年11月，当战争显然日益逼近的时候，世界各国的社会党人的代表在巴塞尔举行了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那时已经无可怀疑：即将到来的战争是大国之间、大强盗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罪责应当由所有大国的政府和资本家阶级承担。全世界的社会党一致通过的巴塞尔宣言也公开说出了这个真理。巴塞尔宣言没有一个字提到“防御性战争”，提到“保卫祖国”。它一无例外地抨击所有大国的政府和资产阶级。它公开说，这场战争是最大的犯罪行为，工人认为互相残杀是犯罪行为，战争的惨祸和工人对此的愤慨，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

后来战争真的爆发了，于是大家都看到，巴塞尔宣言对这次战争性质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社会党组织和工人组织并没有一致地照巴塞尔决议办，而是发生了分裂。现在我们都看到，世界所有国家的社会党组织和工人组织都分成了两大阵营。一小部分人，就是那些领袖、干事和官吏，背叛了社会主义，站到各国政府一边。另一部分人，包括觉悟的工人群众，则继续聚集自己的力量，为反对战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

这后一部分人的观点也反映在齐美尔瓦尔德宣言里。

在我们俄国，从战争一开始，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就坚决进行了反对战争和沙皇君主政府的革命斗争。彼得罗夫斯基、巴达耶夫、穆拉诺夫、沙果夫、萨莫伊洛夫这5位工人代表散发了反对战争的革命号召书，大力进行了革命鼓动。沙皇政府下令逮捕了这5位代表，对他们进行了审判并判处他们终身流放西伯利亚。这些俄国工人阶级的领袖已经在西伯利亚受了好几个月的折磨，但是他们的事业并没有被摧毁，全俄国觉悟的工人正按照原来的方向把他们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同志们！你们在这里听到各国代表介绍了工人如何进行反战的革命斗争。我只想给你们再举一个最大、最富的国家即美国的例子。这个国家的资本家现在由于欧洲大战而得到巨额的利润。他们也在鼓动战争。他们说，美国也应当准备参战，应当向人民榨取亿万金钱用于新的军备，用于无穷无尽的军备。美国的一部分社会党人也响应这种骗人的、这种罪恶的号召。但是我要把美国社会党人的最有声望的领袖、美国社会党的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兹同志写的一段话念给你们听一听。

在1915年9月11日美国的《向理智呼吁报》（《Appeal to Rea-son》）[110]上，他说道：“我不是资本家的士兵，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我不是财阀的正规军的一员，而是人民的非正规军的战士。我拒绝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作战。我反对一切战争，只有一种战争除外，只有这样一种战争我是衷心拥护的，那就是为社会革命而进行的世界战争。如果统治阶级终归要挑起战争的话，我准备参加这种战争。”

美国工人爱戴的领袖、美国的倍倍尔——尤金·德布兹同志就是这样向美国工人讲的。

同志们，这又一次表明，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工人阶级确实在准备集聚力量。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着难以想象的灾难和痛苦，但是我们不应当也没有任何理由对将来悲观失望。

在战争中牺牲的以及由于战争而丧生的几百万人，是不会白白地死去的。千百万人在挨饿，千百万人在战壕中流血牺牲。但是他们不但在经受苦难，而且也在集聚力量，在思索战争的真正原因，在锻炼自己的意志，在得出愈来愈清楚的革命的认识。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群众的不满情绪都在日益增长，风潮、罢工、游行示威和反战的抗议运动都在不断高涨。对于我们，这就是保证，保证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随欧洲大战之后而到来。





	载于1916年2月9日《伯尔尼哨兵报》第3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231—234页

















[109]列宁的这个演说是在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期间在伯尔尼民众文化馆举行的国际群众大会上作的。除列宁外，在大会上讲话的还有维·埃·莫迪利扬尼（意大利）、克·格·拉柯夫斯基（罗马尼亚）和罗·格里姆（瑞士）。——245。



[110]《向理智呼吁报》（《Appeal to Reason》）是美国社会党人的报纸，1895年在美国堪萨斯州吉拉德市创刊。该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很受工人欢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国际主义立场。——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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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国反对派的任务

（给萨法罗夫同志的信）

1916年2月10日

亲爱的同志：对于您被法国驱逐出境一事，甚至沙文主义报纸《战斗报》[111]也提出了抗议，然而这家报纸并不想说明事情真相——您是因为同情反对派而被驱逐出境的。您的被驱逐，再一次提醒我要注意法国反对派的状况和任务这个重要而棘手的问题。

我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见过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听过他们的报告，在报纸上看到过关于他们的工作的情况。在我看来，他们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真诚与忠贞，是不容有丝毫怀疑的。然而，他们的策略显然是错误的。他们两人最怕分裂。任何一个步骤，任何一句话，凡是可能导致法国社会党或工会分裂的，或者导致第二国际分裂的，凡是可能导致第三国际建立的，都不允许，——这就是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的口号。

然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分裂已经成为事实，在工人阶级对待战争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可调和的策略和政策。闭眼不看这个事实是可笑的。试图把不可调和的东西调和起来，只能是一事无成。在德国，连李卜克内西的同志奥托·吕勒议员也公开承认德国党的分裂不可避免，因为现在党内的多数派，正式的“上层分子”，已经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所谓“中派”即“泥潭派”（le marais）的代表考茨基和《前进报》[112]攻击吕勒和反对分裂的种种论调，不过是欺骗和伪善，不论这种伪善出于什么样的“好心”。考茨基和《前进报》推翻不了，甚至也不敢去推翻如下事实：德国党内多数派实际上正在实行资产阶级的政策。同这种多数派讲统一，对工人阶级是有害的。这样讲统一，就是使工人阶级服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就是使国际工人阶级陷于分裂。吕勒确实说得对：德国存在着两个党。一个是正式的党，它实行资产阶级政策。另一个是少数派，它印发秘密传单和组织游行示威，等等。全世界的情况都是这样，象德国的考茨基、法国的龙格、俄国的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这些软弱无能的外交家即“泥潭派”，都使工人运动受到极大的损害，因为他们维持统一的假象，从而妨碍了各国反对派已经成熟的、迫切需要的联合，妨碍了第三国际的建立。在英国，连《工人领袖》这样温和的报纸也登载了罗素·威廉斯的信件，指出必须同工会“领袖”和“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工党”（Labour Party）分裂。而“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Party）的许多党员也在报刊上声明赞同罗素·威廉斯的意见。在俄国，现在连“调和者”托洛茨基也不得不承认，同“爱国主义者”分裂，即同认为工人应当加入军事工业委员会的“组织委员会”（组委会）的那个党分裂，已经不可避免。只是由于太爱面子，托洛茨基才仍旧维护同齐赫泽杜马党团的“统一”，而这个党团乃是“爱国主义者”和“组委会”最忠实的朋友，是他们的掩护者和辩护士。

甚至在美国，实际上也完全分裂了。因为那里有一部分社会党人主张扩充军队，主张“备战”（“preparedness”），主张参战。而另一部分人，包括最有声望的工人领袖、社会党的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兹（Debs），则鼓吹用国内战争反对各民族间的战争！

请看一下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自己的行动吧！他们口头上反对分裂。可是，请读一读布尔德朗向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113]提出的决议案吧！在这项决议案中要求社会党人退出内阁！！决议案直截了当地“反对”行政常务委员会（C．A．P．＝Comité Administratif Permanent）和议会党团（G．P．＝Groupe Parlementaire）！！！显而易见，这项决议案如果被通过，无论社会党或工会都会分裂，因为列诺得尔们、桑巴、茹奥及其一伙的先生们是决不能容忍这样做的。

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也有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多数派那样的错误、弱点和畏首畏尾的表现。一方面，这个多数派在自己的宣言中间接号召进行革命斗争，但是又怕明言直说。一方面，他们写道，所有国家的资本家都说他们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这是在撒谎。另一方面，多数派又害怕进一步指出撒谎的不仅有资本家，而且还有列诺得尔、桑巴、龙格、海德门、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及其一伙，而这是每一个有头脑的工人无论如何都会进一步指出的、明摆着的事实！！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多数派又想同王德威尔得、胡斯曼、列诺得尔及其一伙妥协。这对工人阶级是有害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把真相公开地告诉了工人，是做得很对的。

请看，社会沙文主义者是多么伪善：在法国他们夸奖德国的“少数派”，在德国他们又夸奖法国的！！

要是法国反对派直接地、大胆地、公开地向全世界声明：我们只同德国反对派，只同吕勒及其同志们团结一致，那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只和那些大胆地同露骨的和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socia-lisme chauvin），即同这场战争中的所有“祖国保卫者”决裂的人团结一致！！我们自己并不怕同那些把维护殖民地誉为“保卫祖国”的法国“爱国主义者”分裂，而且我们呼吁各国社会党人和工会工作者实行同样的分裂！！我们向奥托·吕勒和李卜克内西伸出手，仅仅向他们和他们的同志们伸出手，我们斥责法国和德国的“多数派”和“泥潭派”。我们宣告要在这次战争中摈弃“保卫祖国”这类谎言，鼓吹和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全世界社会党人的伟大国际联合！

这个号召将具有巨大的意义，它会把伪君子撵走，把国际范围的骗局揭穿，并大大促使全世界真正仍然忠于国际主义的工人互相接近。

在法国，无政府主义言论经常造成许多危害。可是现在，无政府爱国主义者、无政府沙文主义者，如克鲁泡特金、格拉弗、科尔纳利森以及“沙文主义的《战斗报》”的其他骑士们，却会帮助很多很多的工人认清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打倒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同时也“打倒无政府爱国主义者”和无政府沙文主义者！这种呼吁将会在法国工人的心中得到反应。不要象无政府主义者那样空谈革命，而要进行长期的、认真的、顽强的、坚定不移的和经常不断的工作，在工人中间广泛建立秘密组织，散发自由的即秘密的出版物，准备反对自己的政府的群众运动。这才是各国工人阶级所需要的！

认为“法国人不善于”进行经常不断的秘密工作，那是不对的。不对！法国人很快就学会了隐蔽在战壕里。他们也会很快学会在新的条件下进行秘密工作和经常不断地准备群众的革命运动。我相信法国的革命无产阶级。他们也一定能把法国反对派推向前进。

致最良好的祝愿！


　　您的　列宁

附言：建议法国同志们将我这封信的译文（（全译文））印成传单[114]。





	1916年在日内瓦用法文印成传单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235—239页

















[111]《战斗报》（《La Bataille》）是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机关报，1915—1920年在巴黎出版，以代替被封闭的《工会战斗报》。参加该报领导工作的有格拉弗、居约姆、迪布勒伊、茹奥、科尔纳利森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49。



[112]《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250。



[113]法国社会党的这次代表大会于1915年12月25—29日举行。阿·布尔德朗提出的决议案被代表大会以2736票对76票的多数所否决。——251。



[114]列宁的这封信译成了法文，于1916年在日内瓦印成传单，标题是《给萨法罗夫同志的信》，署名：尼·列宁。——253。









《列宁全集》第28卷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提纲）

（1916年1—2月）


1．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各先进国家里，资本的发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用垄断代替了竞争，从而创造了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前提。因此，在西欧和美国，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政府、剥夺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经提上日程。帝国主义把群众推向这种斗争，因为它使阶级矛盾大大加剧，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使群众的处境日趋恶化——在经济方面，是托拉斯的建立和物价高涨；在政治方面，是军国主义发展，战争频繁，反动势力加强，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的掠夺不断加剧和扩大。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必将实现充分的民主，因而，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即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任何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能在目前和在革命时期以及革命胜利以后，用自己的全部行动证明它们将做到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在自由结盟的基础上——没有分离自由，自由结盟就是一句谎话——建立同它们的关系，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当然，民主也是一种国家形式，它将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但那只是在取得最终胜利和彻底得到巩固的社会主义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时候的事。


2．社会主义革命和争取民主的斗争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会战，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进行的一系列的会战，这些会战只有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如果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会掩盖、遮挡住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那是根本错误的。相反，正象不实现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一样，无产阶级不为民主而进行全面的彻底的革命的斗争，就不能作好战胜资产阶级的准备。

如果从民主纲领中删去一条，例如删去民族自决这一条，借口这一条在帝国主义时代似乎“不能实现”，或者说是“一种虚幻”，那同样是错误的。民族自决权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能实现的论断，可以从绝对的、经济的意义上来理解，也可以从相对的、政治的意义上来理解。

在第一种场合，这个论断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第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诸如劳动货币或消灭危机等等，是不能实现的。但如果认为民族自决也同样不能实现，那就完全不对了。第二，即使只举1905年挪威从瑞典分离的例子，也足以驳倒认为民族自决在这个意义上“不能实现”的论断。第三，如果德国和英国稍微改变一下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相互关系，则今天或明天成立波兰、印度等新国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否认这一点是可笑的。第四，金融资本为谋求向外扩张，会“自由”收买和贿赂最自由的民主共和的政府以及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独立”国家的由选举产生的官吏。金融资本的统治，也和任何资本的统治一样，是政治民主方面的任何改革所不能消灭的；而自决则完全是属于政治民主方面的。但是，政治民主作为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更自由、更广泛和更明显的形式，它的作用是这种金融资本的统治根本无法消除的。因此，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关于政治民主的某一种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的一切说法，归结起来，就是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和整个政治民主的一般的、基本的关系作了不正确的判定。

在第二种场合，这个论断是不完全和不确切的。因为不单是民族自决权，就是一切根本的政治民主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如果说它们“可以实现”，那也只能是不充分地、残缺不全地得到实现，而且是罕见的例外（如1905年挪威从瑞典分离）。一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立即解放殖民地的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经过多次革命，也是“不能实现”的。然而，社会民主党绝不因此而拒绝为实现这一切要求立即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因为拒绝这种斗争只会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恰恰相反，必须用革命的而不是改良的方式表述并且实现这一切要求；不要局限于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的框框，而要打破这个框框；不要满足于议会中的演讲和口头抗议，而要发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扩大和加强争取实现任何根本的民主要求的斗争，直到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直接的冲击，也就是说，直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剥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但可以因大罢工、街头游行示威、饥民骚乱、军队起义或殖民地暴动而爆发，也可以因德雷福斯案件或萨韦纳事件[115]之类的任何政治危机，或者因就被压迫民族的分离问题举行的全民投票等等而爆发。

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压迫的加剧不会使社会民主党放弃为争取民族分离自由而进行的“空想的”（象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斗争，而是相反，会使社会民主党加紧利用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各种冲突，作为发动群众性行动和反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导火线。


3．自决权的意义和它同联邦制的关系

民族自决权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权，即在政治上从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鼓动分离的充分自由，以及由要求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决定分离问题。因此，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并不就等于要求分离、分裂、建立小国，它只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愈接近充分的分离自由，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因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或群众利益来看，大国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好处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增多。承认自决并不等于承认联邦制这个原则。可以坚决反对这个原则而拥护民主集中制，但是，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充分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主张集中制的马克思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宁愿爱尔兰和英国结成联邦，而不愿爱尔兰受英国人的暴力支配。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81、405页。——编者注］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正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一方面应当向群众说明伦纳和奥·鲍威尔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116] 这个主张的反动性，另一方面应当要求解放被压迫民族，不是说一些泛泛的、模棱两可的言词，不是唱一些内容空洞的高调，不是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再解决，而是明白确切地规定政治纲领，并且在政治纲领中要特别考虑到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的伪善和胆怯。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所有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4．对民族自决问题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提法

不仅民族自决这个要求，就是我们最低民主纲领中的所有各点，早在 17世纪和 18世纪就已经由小资产阶级提出来了。而且小资产阶级直到现在还在空想地提出这一切，因为他们看不见民主制度下的阶级斗争和这种斗争的激化，相信 “和平的”资本主义。那种欺骗人民的并且为考茨基分子所维护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建立各平等民族和平联盟的主张，就是这样的空想。同这种小市民的机会主义的空想相反，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应当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能只限于发表一些泛泛的、千篇一律的、任何一个和平主义的资产者都会加以重复的反对兼并、赞成一般民族平等的言词。对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感到特别 “不愉快的”问题，即以民族压迫为基础的国家疆界问题，无产阶级不能回避，不能默不作声。无产阶级不能不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一个国家的疆界以内，这也就是说，要为自决权而斗争。无产阶级应当要求受 “它的”民族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离的自由。否则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会始终是一句空话，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间的信任和阶级团结都将无从谈起，那些维护民族自决、却闭口不提受 “他们自己的”民族压迫并被强制地留在 “他们自己”国家内的民族的改良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的假面具就始终不会被揭穿。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必须特别维护和实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与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充分的无条件的（包括组织上的）统一。否则在资产阶级的种种诡计、背叛和欺骗下，就不可能捍卫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和它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经常把民族解放的口号变成欺骗工人的手段：在对内政策上，它利用这些口号去同统治民族的资产阶级达成反动的协议（如在奥地利和俄国的波兰人同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压迫犹太人和乌克兰人）；在对外政策上，它竭力同相互对垒的帝国主义大国之一相勾结，来实现自己的掠夺目的（巴尔干小国政策等等）。

争取民族自由、反对某一帝国主义大国的斗争，在某种情况下可能被另一 “大”国利用来达到它的同样的帝国主义目的，这种情况并不能使社会民主党拒绝承认民族自决权，正象资产阶级屡次利用共和制口号来达到政治欺骗和金融掠夺的目的（例如在罗马语国家），并不能使社会民主党人放弃共和制的主张一样。 
［注：不用说，如果认为从自决权中似乎会得出 “保卫祖国”的结论，因而否认民族自决权，那是很可笑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1914—1916年间也同样有理由，即同样不严肃地拿民主派的任何一个要求 （如拿它的共和制要求）和反对民族压迫的任何一种提法作借口，为“保卫祖国”辩护。马克思主义肯定在欧洲某些战争中，例如，在法国大革命或加里波第战争中保卫祖国，而否定在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这两种结论都是在分析每次战争的具体历史特点后得出的，而决不是从什么 “一般原则”或者从纲领的某一条文中得出的。］




5．民族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

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马克思认为一切民主要求，毫无例外，都不是绝对的东西，而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反封建制斗争的历史表现。在这些要求中，每一项要求在某种情况下都能成为或者会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工具。在这方面，把政治民主要求之一，即民族自决单独挑出来，同其余的要求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对的。在实践上，无产阶级只有使自己争取一切民主要求 （包括共和制的要求）的斗争服从于自己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保持住自己的独立。

另一方面，同那些借口 “为了社会革命”而 “否定”民族问题的蒲鲁东主义者相反，马克思主要着眼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而始终把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 
［注：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77页。——编者注］

 这个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放在第一位。正是从德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利益出发，马克思在1848年要求德国民主派一旦获得胜利以后宣布和实现受德国人压迫的各国人民的自由。[117]正是从英国工人革命斗争着想，马克思在1869年要求爱尔兰从英国分离，他并且补充说：“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 
［注：同上，第31卷第381页，第32卷第398—399、625—626页。——编者注］

 马克思正是通过提出这样的要求，真正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了英国工人。正是这样，他做到了用解决这个历史任务的革命方法来抵制机会主义者，抵制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半个世纪还没有实现爱尔兰 “改良”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正是这样，马克思做到了与叫嚷小民族的分离自由是空想的、不能实现的，叫嚷不但经济集中而且政治集中都是进步的那些资本辩护士针锋相对，不是从帝国主义的角度来坚持这种集中是进步的，坚持各民族不是在暴力的基础上，而是在所有国家的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基础上的接近。正是这样，马克思做到了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也用群众的革命行动抵制那种口头承认而且往往是假装承认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态度。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它所暴露出来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的伪善的奥吉亚斯牛圈[118]，鲜明地证实了马克思这个政策的正确性，这个政策应当成为所有先进国家的榜样，因为现在每个先进国家都在压迫其他民族。 
［注：常常有人借口马克思对某些民族 （如1848年的捷克人）的民族运动持否定态度，来否认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必须承认民族自决，例如，最近德国的沙文主义者伦施在 《钟声》杂志第8期和第9期上就是这样说的。但这是不对的，因为在1848年，从历史上和政治上都有理由把民族分为“反动的”民族和革命民主的民族。马克思反对前者而维护后者[119]，这是对的。自决权是一种民主要求，它自然应当服从总的民主利益。在1848年和以后的年代，总的民主利益首先就是同沙皇制度作斗争。］




6．三类国家对民族自决的态度

在这方面，应当把国家分为三大类：

第一，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运动在这里早已结束。这些 “大”民族每一个都在压迫殖民地的和本国的其他民族。这些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和19世纪英国无产阶级对爱尔兰的任务是一样的。 
［注：在某些没有参加1914—1916年战争的小国，如荷兰和瑞士，资产阶级竭力利用“民族自决”的口号为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辩护。这是促使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否定自决的原因之一。人们维护无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即否定在帝国主义战争中 “保卫祖国”，但用的论据不正确。结果，在理论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而在实践上则表现出某种小民族的狭隘性，忘记了被 “大国”民族奴役的各民族的亿万居民。哥尔特同志在他的 《帝国主义、大战和社会民主党》这本出色的小册子中，不正确地否定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他正确地运用了这个原则，因为他要求荷属印度立即实行 “政治的和民族的独立”，并且揭露了拒绝提出这个要求并为这个要求而斗争的荷兰机会主义者。］



第二，欧洲东部：奥地利、巴尔干、特别是俄国。在这里，20世纪使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特别发展起来，使民族斗争特别尖锐起来。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坚持民族自决权，它无论在完成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方面或帮助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任务都是不能完成的。在这里，特别困难而又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压迫民族的工人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的阶级斗争汇合起来。

第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所有殖民地。这些地方的人口共达10亿。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的刚刚开始，有的远未完成。社会党人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而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正是承认自决权；社会党人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帮助他们的起义——如有机会，还要帮助他们的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


7．社会沙文主义和民族自决

帝国主义时代和 1914—1916年的战争，特别提出了在各先进国家反对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任务。社会沙文主义者，也就是说，那些把 “保卫祖国”这个概念应用于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并以此粉饰这场战争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在民族自决问题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相当露骨的资产阶级奴仆，他们借口帝国主义和政治集中是进步的而赞成兼并，否认自决权，说它是空想的、虚幻的、小资产阶级的，等等。属于这一类的，有德国的库诺、帕尔乌斯和极端机会主义者，英国的一部分费边派和工联领袖，俄国的机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等。

另一类是考茨基分子，其中也包括王德威尔得、列诺得尔及英法等国的许多和平主义音，他们主张同前一类人讲统一，而且在实践上和他们完全一致，他们维护自决权纯粹是口头上的和伪善的，因为他们认为要求政治分离自由是 “非分的”（“zu viel verlangt”，这是考茨基在 1915年5月21日《新时代》杂志上用的字眼），他们不坚持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必须采取革命的策略，反而抹杀他们的革命义务，为他们的机会主义辩护，帮助他们欺骗人民，对于把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强制地留在本国版图内的国家疆界问题，他们恰恰避而不谈，等等。

这两类人同样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糟蹋马克思主义，根本理解不了马克思用爱尔兰的例子说明的策略的理论意义和现实迫切性。

至于讲到兼并，这个问题由于战争而变得特别迫切了。但是，什么是兼并呢？不难理解，反对兼并，要么就是归结为承认民族自决，要么就是停留在主张维护现状和敌视一切暴力、甚至革命的暴力的和平主义言词上。这种言词根本是虚伪的，是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


8．无产阶级在最近将来的具体任务

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最近的将来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将面临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剥夺银行和实行其他专政措施。资产阶级，特别是费边派和考茨基分子类型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时刻将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和阻止革命，强使革命止于有限的民主目标。在无产者已经开始冲击资产阶级政权基础的情况下，如果说一切纯民主要求都会在某种意义上起阻碍革命的作用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宣布和实现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自由（也就是它们的自决权）却非常迫切需要，就象 1848年德国的或 1905年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获得胜利而迫切需要它一样。

然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也许还要经过5年、1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当务之急是要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使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无法留在工人政党内，使他们不能取得 1914—1916年这样的胜利。社会党人应当向群众说明：如果英国社会党人不要求各殖民地和爱尔兰有分离的自由；德国社会党人不要求殖民地、阿尔萨斯人、丹麦人和波兰人有分离的自由，不把直接的革命宣传和群众性的革命行动也扩大到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方面去，不利用萨韦纳这类事件在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中进行最广泛的秘密宣传、举行街头游行示威和组织群众性的革命行动；俄国社会党人不要求芬兰、波兰、乌克兰等有分离的自由，如此等等，——这样的社会党人的言行就同沙文主义者一模一样，就同沾满了血污的帝国主义君主政府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奴仆毫无二致。


9．俄国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对自决的态度

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决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早在 1903年的代表大会上就表面化了。这次大会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并且不顾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反对，把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第9条列入了这个纲领。此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以党的名义再提议把第9条从我们党的纲领中删掉，或代以其他条文。

在俄国，被压迫民族占全国人口57％以上，总数超过 1亿人；这些民族多半居住在边区；这些民族的一部分在文化上高于大俄罗斯人。在俄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是特别野蛮，具有中世纪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因此，在俄国，为了完成自己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民主党必须承认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有从俄国自由分离的权利。我们党在 1912年 1月重建后，在1913年通过了一项决议[120]，这项决议再次肯定了自决权，并且对其具体含义作了如上的解释。1914—1916年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资产阶级中间和机会主义社会党人（鲁巴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和《我们的事业》杂志等等）中间的猖獗，更加促使我们坚持这个要求，并且认为否定这个要求的人实际上就是在支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沙皇制度。我们党声明，它对这种反对自决权的言行决不承担任何责任。

波兰社会民主党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的最新表述（波兰社会民主党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的宣言）包含下列一些思想：

这个宣言痛斥德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把“波兰地区”看作将要到来的赔偿赌博中的抵押品，“剥夺波兰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可能”。“波兰社会民主党坚决而严正地提出抗议，反对重新瓜分，反对把一个完整的国家肢解成几部分……” 宣言斥责那些把……“解放被压迫民族的事业”交给霍亨索伦王朝的社会党人。宣言深信只有参加这一即将到来的革命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能打碎民族压迫的枷锁和消灭一切形式的异国统治，保证波兰人民能够在各民族的联盟中作为平等的一员获得全面的自由发展”。宣言认为这场战争“对波兰人”来说是“双重的骨肉相残的战争”（1915年 9月27日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2号第 15页；俄译文见《国际和战争》文集第97页）。

这些论点同承认民族自决权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只不过它们的政治措辞比第二国际的大多数纲领和决议更加含糊不清。如果尝试用确切的政治措辞来表达这些思想并确定它们适用于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只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那就会更清楚地表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否认民族自决是错误的。

1896年伦敦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承认民族自决的决议[121]，应当根据上述各条作一些补充，指出：（1）这一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别迫切；（2）一切政治民主要求（其中包括这一要求）都有政治条件和阶级内容；（3）必须区分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具体任务；（4）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承认自决是不彻底的，纯粹口头上的，因而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是伪善的；（5）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大国民族（大俄罗斯人、英美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等等）的社会民主党人，如不维护受“他们的”民族压迫的那些殖民地和民族的分离自由，实际上就是和沙文主义者一致；（6）必须使争取实现这一要求和一切根本的政治民主要求的斗争，服从于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直接的群众革命斗争。

把某些小民族的观点，尤其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反对波兰资产阶级用民族主义口号欺骗人民，结果却走到了错误地否定自决的地步）的观点搬到第二国际中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是用蒲鲁东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而在实践上则意味着不由自主地支持大国民族的最危险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附言：在刚刚出版的1916年3月3日的《新时代》杂志上，考茨基公开向最肮脏的德意志沙文主义的代表奥斯特尔利茨伸出基督徒的和解之手。但为了向兴登堡和威廉二世效劳，却承认俄属波兰有这种自由，考茨基否认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的被压迫民族有分离自由，这是考茨基主义自我揭露的再好不过的事例！





	载于1916年4月《先驱》杂志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252—266页














[115] 德雷福斯案件是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



萨韦纳事件发生在阿尔萨斯的萨韦纳市。1913年11月，由于一个普鲁士军官粗暴侮辱阿尔萨斯人，该市爆发了当地居民（大多数是法国人）反对普鲁士军阀压迫的怒潮。关于这一事件，详见列宁的《萨韦纳》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257。



[116] 民族文化自治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鲍威尔和卡·伦纳制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和崩得分子都提出过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列宁对民族文化自治的批判，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文化”自治》（《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论民族自决权》（同上，第25卷第223—285页）等著作。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89—358页）也批判了民族文化自治。——258。



[117] 这一论点是恩格斯在《布拉格起义》一文中提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95页）。列宁从弗·梅林出版的《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遗著》一书中引用了这一论点，而该书没有注明《布拉格起义》一文的作者是谁。——261。



[118] 奥吉亚斯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261。



[119] 这里说的是恩格斯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2—342页）。列宁是从弗·梅林出版的《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遗著》中引用这篇文章的，而该书没有注明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262。



[120] 指列宁起草并由1913年9月23日—10月1日（10月6—14日）在波罗宁举行的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和《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05—407页）。——266。



[121] 1896年伦敦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承认民族自决的决议说：“代表大会宣布，它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它同情现在受到军事的、民族的或其他的专制制度压迫的一切国家的工人；大会号召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队伍，以便和他们一起为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而斗争。”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分析了这个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59—263页）。——267。















《列宁全集》第27卷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的短记

（1916年1—2月）

人类将如何达到阶级的消灭，以及如何达到以后的各民族的融合，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共同点。这就是：只有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才能导致阶级的消灭。只有被压迫民族的真正的解放，民族压迫的真正根除，才能导致各民族的融合，而检验这种真实性的政治上的标准，恰恰就在于有无分离自由。分离自由是反对愚蠢的小国制和民族隔绝状态的最好的和唯一的政治手段，而值得人类庆幸的是，这种隔绝状态正不可抗拒地为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所打破。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0卷第128页












《列宁全集》第27卷


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有自己的路线吗？

（1916年2月5日〔18日〕）

组委会分子在他们的文集[122]里，更明确地是在他们给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报告里（《公报》第2号，1915年11月27日用德文出版），一再竭力要读者相信齐赫泽党团和组织委员会有自己的路线，这个路线完全是国际主义的，是与《我们的事业》杂志的路线不一致的。这真是弥天大谎。第一，自组织委员会成立（1912年8月）以后，许多年来，我们看见齐赫泽党团和组织委员会同《我们的曙光》集团在一切基本问题上在政治上都是完全一致的，政治上的合作也最密切，只不过《我们的曙光》集团在群众中进行了经常性的工作（通过取消派的日报）罢了。要证明彼此这么亲密的“朋友”之间有什么真正的分歧，不能光凭嘴说，而要摆出重要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却一个也没有。第二，在1912—1914年这几年，齐赫泽党团和组织委员会给《我们的曙光》杂志当走卒，经常替它的政策辩护，这是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工人都很清楚的，同时他们一次也没有利用他们的影响去改变《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123]等的政策。

在与群众有关的政策上，如反对“罢工狂热”，选举最大的工会（五金工人等）和最重要的保险机关（全俄保险理事会[124]）的领导人等问题上，《我们的曙光》集团，而且只有他们是独立行动的，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不过是给他们帮忙，忠心耿耿地为他们效劳而已。第三，在一年半的战争中，没有一件事实能够证明齐赫泽党团和组织委员会同《我们的曙光》杂志多年来形成的这种关系有所改变。可是，相反的事实倒是有的，甚至包括可以公开的事实（这类事实多半是不应当公开的）。事实是：无论组织委员会或齐赫泽党团都没有在俄国发表过任何反对《我们的事业》杂志的政策的言论，而要真正改变该杂志的政策，那就不仅须要发表言论，而且要进行长期的、胜利的斗争，因为《我们的事业》杂志是一个从和自由派的联系中得到营养的、在政治上有影响的组织，而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不过是政治装饰品。事实是：完全执行《我们的事业》杂志的政策的《晨报》和《工人晨报》，甚至公开强调自己同齐赫泽党团在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并且代表整个八月联盟说话。事实是：齐赫泽党团为《工人晨报》募捐。事实是：整个齐赫泽党团开始给萨马拉的社会沙文主义报纸《我们的呼声报》[125]撰稿（见第17号）。事实是：齐赫泽党团最有名的人物契恒凯里在报刊上，在“护国派”的或者说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杂志《现代世界》[126]上，即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先生的杂志上发表的原则性声明，同普列汉诺夫、《我们的事业》杂志、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得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早就引用过契恒凯里的这个声明，可是不论组委会分子在他们的文集里，或是托洛茨基在他的《我们的言论报》上，都没有替这个声明辩护，虽然他们承担了替齐赫泽党团辩护和捧场的任务。第四，代表整个齐赫泽党团和整个组织委员会的那些露骨的政治言论，证实了我们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组织委员会的文集所转载的最重要的言论：齐赫泽及其一伙的宣言和组织委员会的传单。这两个文件的观点是一样的，立场也完全一样。因为组织委员会是反对我们党的“八月联盟”的最高领导机关，又因为组织委员会出版的是秘密传单，也就是说，可以比齐赫泽在杜马里讲得自由一些、直截了当一些，所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传单。

顺便说一句，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传单在德文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在伯尔尼的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已经引起了争论。这个报纸的一个撰稿人把这个传单叫作“爱国主义的传单”。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生了气，刊载了一篇反驳文章，宣称连“我们国外书记处也犯了这种爱国主义的罪”，并且把传单完整的德译文交给该报编辑部，请它评判。我们应当指出，这个编辑部显然是袒护组织委员会，给它捧场的。而这个袒护组织委员会的编辑部又是怎样说的呢？

编辑部说（第250号）：“我们已经读过组织委员会的传单了，应当承认：它的行文无疑会引起误解，并使全文含有一种可能与传单作者的本意相左的意思。”

为什么组委会分子请该报编辑部评判，而又不把编辑部的这个评论转载在自己的文集里呢？因为这是组织委员会的朋友的评论，而这些朋友却公开拒绝为组织委员会辩护！评论写得彬彬有礼，有一种外交上的客气味道，这特别清楚地表明编辑部想给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讲几句“好听的话”。原来，最“好听的话”就是：“可能〈仅仅是“可能”而已！〉组织委员会所说的不是它所想说的；但是它所说的‘无疑会引起误解’”！！

我们恳请读者看看在崩得的小报（第9号）上也转载的组织委员会的传单。凡是仔细读过这份传单的人，都会看出几个简单明了的事实：（1）传单里没有一个字从原则上驳斥在这场战争中任何护国的思想；（2）传单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护国派”或“社会沙文主义者”原则上不能接受的；（3）传单里有许多词句和“护国主义”论调完全相同：“无产阶级对正在到来的毁灭，不能无动于衷”（这和《工人晨报》第2号上的对“拯救国家免于毁灭”“不是无动于衷的”，几乎一字不差）；“国家的自我护卫同无产阶级有切身的利害关系”；“一场全民革命”将拯救国家“免于外来的毁灭”，等等。谁要是真正仇视社会沙文主义，就不应当说这种话，而应当说：地主、沙皇、资产阶级把维护大俄罗斯人对波兰的压迫并将其强留在俄国版图内叫作国家的自我护卫，这是在撒谎；——他们用拯救“国家”免于毁灭这样的词句来掩饰“挽救”大国特权的行为，诱使无产阶级放弃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任务，这是在撒谎。一方面承认各交战国无产阶级在这场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必须建立国际团结，而同时又要“拯救”这些国家中的某一个“免于毁灭”，这就是伪善，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宣言变成完全空洞的、口是心非的夸夸其谈。因为这就是使无产阶级的策略服从于当前该国的战争状态，既然如此，那么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帮助“拯救”奥地利或土耳其“免于毁灭”也是对的了。

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在一家德文的社会民主党报纸（伯尔尼的报纸）上还推出一个诡辩，这个诡辩过于无耻，过于笨拙，是专为让德国人上圈套而“编造出来”的，所以组委会分子也很识相，没有拿到俄国读者面前来重复。


　　他们用一种义愤填膺的语气向德国人说：“如果向无产阶级指出革命是拯救国家免于灭亡的唯一手段就是爱国主义”，那么我们也是这样的爱国主义者，“我们希望第二国际在每个社会党里都能有更多这样的‘爱国主义者’；我们确信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梅尔黑姆如果看到周围有更多这样的‘爱国主义者’对德国和法国的工人散发这样的传单，将会非常满意”。



　　这也是骗子手法。5个书记都十分清楚，在正在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法国和德国，连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子也没有，连要求进行革命以战胜敌人的资产阶级社会运动的影子也没有。而在俄国，正因为它正在走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显然存在着这样的运动。5个书记用可笑的诡辩欺骗德国人，说什么在俄国，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及其一伙不可能是沙文主义派革命者，因为在欧洲，把革命同沙文主义连在一起是荒唐的！是的，在欧洲这是荒唐的。而在俄国这却是事实。你们尽可以责备“号召报派”是很糟糕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但是他们按自己的方式把沙文主义同革命连在一起了，这是你们无法否认的。俄国民粹派的七月代表会议，以及《我们的事业》杂志和《工人晨报》，在这方面完全站在“号召报派”的立场上，他们也在把沙文主义同革命连在一起了。

齐赫泽党团在自己的宣言里（组织委员会的文集第141—143页）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齐赫泽也讲过一些关于“毁灭的危险”这种沙文主义的话。如果说他承认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赞成“没有兼并的和约”、“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任务”、“为和平而斗争”等等，等等，那么，《工人晨报》也是承认这些的，俄国民粹派这些小资产者也是承认这些的。在组织委员会那本文集的第146页上，可以看到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也承认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主张“没有兼并的和约”，认为社会党人（民粹派同《工人晨报》一样，也想冒充社会党人）必须“尽快地恢复社会党组织的国际团结，以便终止战争”等。民粹派这些小资产者讲的所有这些话，都是为了掩饰他们的“民族自卫”的口号，这个口号，他们是直接提出的，而齐赫泽和组织委员会则同《工人晨报》一样，把这个口号叫作“拯救国家免于毁灭”！！

结果是，无论齐赫泽或组织委员会，都讲了许多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的、对号召报派和我们的事业派的实际政策毫无妨碍的革命空话，而关于这种政策却一言不发。对于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他们总是用各种方式加以支持。

先生们，少讲一些革命的空话吧，对今天的实际政策讲得明白些，坦率些，老实些吧。你们答应做个革命者，但是现在你们却在帮助沙文主义者、资产阶级、沙皇政府，你们不是公然主张工人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就是用沉默来庇护参加者，不同他们进行斗争。

马尔托夫可以随便耍花招。托洛茨基可以大喊我们搞派别活动，以这种喊叫来掩饰（这是屠格涅夫笔下的……那位主人公[127]的旧药方！）自己的想必是非派别的“指望”：齐赫泽党团里的某某人会“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发誓说自己是左派，是主张国际主义的，等等。事实总是事实。不但在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之间，就是在这两个组织和《工人晨报》或《号召报》之间，在政治上也没有丝毫重大的差别。

因此，他们在行动上是一致反对我们的党，拥护工人（同非党工人和民粹派一起）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这一资产阶级的政策。“国外书记处的书记们”在口头上声明和发誓，说他们“不同意”，这不过是空话，象休特古姆、列金、大卫的誓言一样并不涉及群众的实际政治。他们声明和发誓，说他们“赞成和平”，“反对战争”，并不能洗刷他们的沙文主义。





	载于1916年2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240—245页

















[122]指《国际和战争》文集第1辑。见注92。——270。



[123]《光线报》（《Луч》）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2年9月16日（29日）—1913年7月5日（18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37号。该报主要靠自由派捐款维持。为该报撰稿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弗·叶若夫（谢·奥·策杰尔包姆）、诺·尼·饶尔丹尼亚、弗·科索夫斯基等。对该报实行思想领导的是组成原国外取消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尔·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亚·马尔丁诺夫和唐恩。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鼓吹建立所谓“公开党”的机会主义口号，反对工人的革命的群众性罢工，企图修正党纲的最重要的论点。列宁称该报是叛徒的机关报。



1913年7月11日（24日）起，《光线报》依次改用《现代生活报》、《新工人报》、《北方工人报》和《我们的工人报》等名称出版。——270。



[124]全俄保险理事会是沙皇俄国工人保险问题的最高机构，根据1912年6月23日（7月6日）沙皇政府颁布的工人保险法于同年12月底成立。理事会的组成是：工商大臣（任主席）、15名官员、彼得堡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彼得堡市杜马的代表、5名业主代表和5名工人代表。理事会的5名工人代表是由彼得堡工人在1914年初选出的。围绕着保险机关的选举，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社会革命党人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布尔什维克一方面向工人群众解释工人保险法的反人民性质，另一方面号召群众不要抵制伤病保险基金会，而要利用这种合法组织进行革命工作。布尔什维克取得了选举的胜利，《真理之路报》提出的5名候选人以多数票当选。——270。



[125]《我们的呼声报》（《Наш　Голос》）是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周报），1915—1916年在萨马拉出版。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齐赫泽党团全体成员以及其他著名的孟什维克著作家均列名于该报撰稿人名单。——271。



[126]《现代世界》杂志（《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906年10月—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编辑为尼·伊·约尔丹斯基等人。格·瓦·普列汉诺夫、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等积极参加了该杂志的工作。布尔什维克在同普列汉诺夫派联盟期间以及在1914年初曾为该杂志撰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世界》杂志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刊物。——271。



[127]指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处世之道》（1878年）中的主人公。这个老奸巨猾之徒如此阐发自己的处世哲学：如果你想加害对方，那你就“斥责对方具有你感到自己身上存在的那种缺点或恶行。你要显得义愤填膺……并且痛加斥责！”——275。









《列宁全集》第27卷


论俄国当前的口号：没有兼并的和约和波兰独立

（1916年2月16日〔29日〕）

“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扬和平，是愚弄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在今天，宣传和平而不同时号召群众采取革命行动，那只能是散布幻想，腐蚀无产阶级，使他们相信资产阶级的仁爱，使他们充当交战国秘密外交的玩物。”我们党的伯尔尼决议就是这样写的（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和《社会主义与战争》）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7—168页和第340页。——编者注］

 。

许多人（在俄国侨民中间，而不是在俄国工人中间）反对我们对和平问题的观点，可是他们从来不花一点力气去分析一下这些论点。它们在理论上是无法反驳的，而在今天，由于我国事态的骤然变化，它们更在实践上得到了特别清楚的证实。

大家知道，在思想上受到组织委员会支持的彼得格勒取消派－合法派的报纸《工人晨报》，在第1号上就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护国主义”立场。它刊载了彼得格勒的和莫斯科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护国主义”宣言。在这两个宣言里，也都表达了“没有兼并的和约”的思想，而且《工人晨报》第2号还特别突出了这个口号，用黑体字排印，称它为“保证国家摆脱困境的方针”。他们说，有人说我们是沙文主义者，这是多么可恶的诽谤啊！我们完全承认“没有兼并的和约”这个最“民主”的、甚至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口号！

毫无疑问，血腥的尼古拉的忠臣现在提出这样的口号，对于尼古拉是很有利的。沙皇政府在地主和资本家的支持下，派兵掠夺和奴役加里西亚（更不必说瓜分土耳其等等的条约了）。同样掠夺成性的德国帝国主义者，派兵打退了俄国强盗，不仅把他们赶出了加里西亚，而且赶出了“俄属波兰”。（为了两个集团的利益，成千上万的俄国和德国的工人和农民死于战场。）这样，“没有兼并的和约”这个口号便成了沙皇政府“秘密外交的”神奇“玩物”。他们说，我们受欺侮了，被掠夺了，波兰被人从我们手中给夺走了，我们反对兼并！

扮演沙皇政府奴仆的角色，多么合乎《工人晨报》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胃口”，这从该报第1号上的《波兰侨民》一文中看得特别清楚。这篇文章写道：“由于过去几个月的战争，在波兰广大人民的意识中产生了要求独立的深切愿望。”在战前，这种愿望当然是没有的！！“在波兰民主派的广大阶层的社会意识中，要求波兰民族独立的群众〈显然印错了，应当是：主张，思想等〉胜利了……”“在俄国民主派的面前，不断地、充分地提出了波兰的问题……”“俄国自由派”拒绝对“波兰独立”这些棘手的问题给以直截了当的回答……

当然啦！血腥的尼古拉、赫沃斯托夫、切尔诺科夫、米留可夫及其一伙完全赞成波兰独立，他们现在衷心地赞成波兰独立，因为现在这个口号实际上的含义是打败从俄国手中夺走波兰的德国。请注意，“斯托雷平工党”[128]的创立者在战前是根本反对民族自决的口号、反对波兰有分离的自由的。为了达到替沙皇压迫波兰辩护这一高尚的目的，还抬出了机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而现在，当波兰从俄国手里被夺走的时候，他们又赞成波兰“独立”了（对德国独立，关于这一点他们谦虚地不置一词……）。

社会沙文主义者先生们，你们骗不了俄国有觉悟的工人！你们在1915年提出波兰独立和没有兼并的和约这个“十月党人的”口号[129]，实际上是向沙皇政府献媚，沙皇政府正是在现在，在1916年2月，恰好需要用“没有兼并的和约”（把兴登堡赶出波兰）和波兰独立（对威廉独立，而对尼古拉二世依附）这样一些漂亮动听的话来掩饰它进行的战争。

没有忘记自己纲领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不同。他会说：俄国民主派——首先是而且主要是指大俄罗斯的民主派，因为只有他们在俄国始终享有语言的自由——无疑成了受益者，因为俄国现在没有压迫波兰，没有把波兰强留在它的版图内。俄国无产阶级无疑是受益的，因为它现在不再压迫一个它昨天帮助压迫过的民族。德国民主派无疑成了受害者，因为只要德国无产阶级还容忍德国压迫波兰，它就仍然处于一种比奴隶还坏的地位，处于帮助奴役其他民族的打手地位。受益的无疑地只是德国的容克和资产者。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当现在在俄国有人提出“没有兼并的和约”和“波兰独立”的口号时，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揭穿这是沙皇政府在欺骗人民。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两个口号意味着企图继续打仗，并且为这种企图辩护。我们应当说：决不因为波兰而打仗！俄国人民不愿再做波兰的压迫者！

那么，怎样帮助波兰从德国压迫下解放出来呢？难道我们不应当帮助吗？当然应当，只是帮助的办法不应当是支持沙皇俄国或资产阶级俄国甚至资产阶级共和的俄国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而应当是支持德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支持那些同休特古姆分子、考茨基及其一伙的反革命工人政党作斗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久以前，考茨基特别清楚地证明了自己的反革命性：1915年11月26日，他把街头游行示威叫作“冒险行为”（就象司徒卢威在1905年1月9日前说俄国没有革命的人民一样）。而1915年11月30日在柏林举行了万名女工的游行示威！

无论是谁，只要他不是象休特古姆、普列汉诺夫、考茨基那样，而是真诚地想承认民族自由，承认民族自决权，那就应当反对为了压迫波兰而打仗，就应当主张现在受俄国压迫的乌克兰、芬兰等民族有从俄国分离的自由。无论是谁，只要他不愿意在行动上做一个社会沙文主义者，就应当只支持各国社会党内那些公开地、直接地、立即在自己国家内部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人。

不要“没有兼并的和约”，而要给茅屋和平，对宫廷宣战[130]；给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和平，对资产阶级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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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斯托雷平工党是指孟什维克取消派。他们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以后，顺应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制度，以放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和策略为代价，企图换取沙皇政府准许公开的、合法的所谓“工人”政党存在。——277。



[129]列宁称这个口号为十月党人的口号，是因为这一口号就其性质来说，是符合十月党人这个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反革命政党的立场的。——278。



[130]给茅屋和平，对宫廷宣战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口号，由雅各宾派誓词中的“让暴君死亡，给茅屋和平！”演化而来，后来被19世纪的革命家广泛采用作为革命的口号。无产阶级也接受了这一口号，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有许多革命的政治文章和宣传画使用过它。——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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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科尔布和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

（1916年2月16日〔29日〕）

德国露骨的机会主义者威廉·科尔布的小册子《处在十字路口的社会民主党》（1915年卡尔斯鲁厄版）正好是在普列汉诺夫的文集《战争》出版之后问世了。考茨基分子鲁道夫·希法亭在《新时代》杂志上对科尔布的回答十分软弱，闭口不谈要害，只是抽抽搭搭地抱怨科尔布如实说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不过是一种“名存实亡的”统一。

谁要想认真思索一下第二国际破产的意义，不妨拿科尔布和普列汉诺夫的思想立场作一比较。他们两个人（同考茨基一样）在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否定和讥笑借这次战争的机会采取革命行动的思想；他们两个人都用普列汉诺夫派爱用的“失败主义”这个字眼责难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把借这次战争的机会进行革命的思想叫作“梦幻般的闹剧”，抱怨“革命的高调”。科尔布则从头到尾不停地诅咒“革命的空谈”、“革命的幻想”、“激进的（Ra-dikalinski）歇斯底里病患者”、“宗派主义”等等。科尔布和普列汉诺夫在主要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两个人都反对革命。至于说科尔布原则上反对革命，而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原则上赞成”，那不过是色彩上、文字上的差别而已：实际上，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都是科尔布的听差。

科尔布比较诚实，这指的不是他的人品，而是政治表现，也就是说，他的立场始终如一，不必口是心非。所以他不怕承认真实情况，他说，在他看来，整个国际的罪过就在于有“革命幻想精神”，就战争问题进行“威胁”（拿革命来威胁，普列汉诺夫和科尔布先生！）。科尔布说得对：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国家摇摇欲坠的时候，在“它的生存成了问题”的时候还起来保卫它，既然如此，“从原则上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岂不荒谬。他承认客观革命形势的存在，这倒是符合实际的。

科尔布写道：“后果〈实行李卜克内西拥护者的策略的后果〉将是德意志民族内部的斗争达到沸点，从而使它在政治上军事上遭到削弱”……使“三协约国的帝国主义”得到好处和取得胜利！！机会主义分子所以对“失败主义”大发雷霆，关键就在这里！！

这确实是整个问题的关键。“内部的斗争达到沸点”也就是国内战争了。科尔布说左派的策略会导致这种后果，这话说得对；这种策略就是使德国“在军事上遭到削弱”，即希望并促使德国失败，这也就是失败主义，这话也说得对。科尔布只有——只有！——一点不对，就是他不愿看到左派的这种策略是国际性的。在所有交战国里都有可能使“内部的斗争达到沸点”、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军事力量遭到削弱”，并（因此，由此，借此）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才是问题的整个关键。我们感谢科尔布的有益的愿望、承认和说明，因为这一切出自一个始终如一的、诚实的、露骨反对革命的敌人之口，对于向工人揭露普列汉诺夫分子和考茨基分子丑恶的伪善和可耻的毫无气节，就特别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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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平纲领”

（1916年2月19日和3月7日〔3月3日和20日〕之间）

社会民主党的“和平纲领”问题，是“齐美尔瓦尔德派”第二次国际代表会议[131]议程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为了使读者一下子就能了解这个问题的真正实质，我们不妨引用一下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代表人物、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最有威望的捍卫者考茨基关于这个问题的声明。


　　“国际在战争时期不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它实质上是和平时期的工具……为和平而斗争，在和平时期进行阶级斗争”（1914年11月27日《新时代》杂志）。“迄今为止在第二国际内部制定的所有和平纲领，如哥本哈根、伦敦、维也纳等纲领，都要求承认民族独立，这是十分正确的。这个要求应当成为我们在当前这场战争中的指南针。”（同上，1915年5月21日）



　　这短短的几句话十分清楚地表明了社会沙文主义者实行国际联合和妥协的“纲领”。谁都知道，休特古姆的朋友和拥护者在维也纳开了会，他们完全按照他的精神行事，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捍卫德国帝国主义。[132]而法、英、俄三国的休特古姆们也在伦敦开了会，他们也在同样的借口下捍卫“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无论伦敦的还是维也纳的社会沙文主义英雄们，其真正的政策都是替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辩护，替驱使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为了确定哪一国资产阶级应在对别国的掠夺中取得优越地位而互相残杀辩护。说什么我们“承认”“民族独立”，或者换句话说，承认民族自决，反对兼并等等，都是伦敦和维也纳的英雄们用来掩饰这个真正的政策，用来欺骗工人的空话！非常明显，这种“承认”是十足的谎言，是最无耻的伪善，因为这是替参加这场双方都是为了奴役其他民族，而不是为了这些民族的独立而进行的战争辩护。而现在，这位有威望的考茨基，不但不去揭露、戳穿、痛斥这种伪善，反而加以推崇。叛变了社会主义的沙文主义者们在欺骗工人方面意向一致，考茨基以此作为第二国际在和平问题上“意向一致”和仍有活力的证明！！！这种伪善本来是一国的、粗俗的、明显的、公然的、工人看得清的，现在考茨基却把它变成国际性的、精巧的、隐蔽的、工人看不清的了。对工人运动来说，考茨基的政策比休特古姆的政策更有害百倍，危险百倍，考茨基的伪善也更恶劣百倍。

而且问题决不在于考茨基一个人，因为俄国的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齐赫泽，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意大利的特雷维斯等人，实际上执行的也是这种政策。这种政策的客观作用在于，它在工人阶级中支持资产阶级的谎言，向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休特古姆和普列汉诺夫都在重复“自己”国家的资本家的资产阶级谎言，这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考茨基推崇的也是这种谎言，把它奉为“意向一致的”第二国际的“最高真理”，这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资产阶级正是需要工人把休特古姆们和普列汉诺夫们看成是有威望的、意向一致的、只是一时意见不合的“社会党人”。资产阶级正是需要用一些关于和平的伪善词句、没有任何约束力的空洞词句来转移战争时期工人对于革命斗争的注意，用“没有兼并的和约”、民主的和平等等的希望来哄骗工人，安慰工人。

胡斯曼不过是把考茨基的和平纲领通俗化，给它补充了仲裁法庭、对外政策的民主化等等。社会党的和平纲领的头一条和根本的一条，应该是揭穿考茨基和平纲领的伪善，指出它在加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

让我们重提一下遭到考茨基派歪曲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概念吧。战争就是交战大国的统治阶级早在战前推行的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和平也是同一政治的继续，它记下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敌对力量对比的变化。战争本身并不改变战前政治的发展方向，而只是加速这一发展。

1870—1871年的战争是争取德国的解放和统一这种资产阶级进步的政治（已经延续了几十年）的继续。拿破仑第三被击败和被推翻，加速了德国的解放。那个时代的社会党人提出的不掠夺法国、同共和国签订光荣和约的和平纲领，是对这一进步资产阶级的成果的肯定，是对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支持。

可是在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机械地“重复”这个例子，却是莫大的笑话。这次战争所继续的是过度成熟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掠夺世界、强占殖民地等等的政治。在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次战争，不可能——因客观情况而不可能——导致任何民主的“进步”，而只会加强和扩大各种压迫，包括民族压迫。不管战争结局如何，结果都是如此。

那次战争加速了朝民主、朝资产阶级进步方向的发展：推翻了拿破仑第三，统一了德国。这次战争只是加速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那时民主的（资产阶级的）和平纲领有它客观的历史基础。而现在却没有这样的基础，所以关于民主的和平的空喊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其客观作用就是引诱工人脱离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那时社会党人是用民主的和平的纲领来支持当时已经存在的、深刻的、已持续几十年之久的、资产阶级民主群众运动（以推翻拿破仑第三、统一德国为目的的）。现在社会党人则是用建立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的民主的和平的纲领来支持力图引诱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

正象“保卫祖国”的词句是用欺骗的办法向群众灌输民族解放战争的思想一样，民主的和平的词句是用迂回的办法偷运同样的资产阶级谎言！

考茨基派会这样反驳：“那就是说，你们没有任何和平纲领；那就是说，你们反对民主的要求。”他们以为粗心的人看不出在这种反驳后面隐藏着一种偷天换日的做法，即以当前已不存在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偷换当前存在的社会主义任务。

我们回答考茨基派说：不，先生们，我们赞成民主的要求，只有我们才不是伪善地为这些要求而斗争，因为客观历史情况不允许把社会主义革命撇在一边而提出这种要求。考茨基及其一伙用来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那个“指南针”就是一个例子。

休特古姆和普列汉诺夫在“和平纲领”上是“意向一致的”：反对兼并！主张民族独立！请注意，休特古姆们说得对：俄国对波兰、芬兰等的关系是兼并关系。普列汉诺夫也说得对：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塞尔维亚、比利时等的关系也是这种关系。两方面都对，不是吗？于是考茨基就来给德国的休特古姆和俄国的休特古姆“进行调解”！！！

但是，每个头脑清醒的工人一眼就会看出，考茨基也好，两个休特古姆也好，都是伪君子。这是很清楚的。要做社会主义者，就不能迁就而要揭穿伪善的民主空谈。怎样揭穿呢？很简单：压迫民族的代表人物，无论在战前或战时，都要求受他自己的“祖国”压迫的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只有这样，“承认”民族独立才不是伪善的。

只有这种要求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曾经从不列颠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过这种要求，他要求给爱尔兰自由，同时设想分离以后可能成立联邦，也就是说，他要求分离的自由，不是为了制造分裂和隔绝状态，而是为了建立比较巩固比较民主的联系。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存在着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只要不出现那种能区分出革命民主的民族和反动的民族的特殊情况（比如在19世纪40年代就有过这种情况），马克思对爱尔兰的政策就应当是无产阶级政策的范例。而帝国主义恰恰是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本质的和典型的现象是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而在欧洲根本不可能区分出反动民族和革命民族。

早在1913年，我们党在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里就已经提出，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在上述意义上使用自决这个概念。1914—1916年的战争完全证明我们是对的。

拿考茨基发表在1916年3月3日《新时代》杂志上的最近一篇文章来看。他公然声明同意奥地利彰明较著的极端的德意志沙文主义者、维也纳沙文主义《工人报》[133]的编辑奥斯特尔利茨的意见，同意不应当“把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混为一谈”。换言之，对被压迫民族来说，有在“多民族国家”里的民族自治权就够了，不一定要替他们要求政治独立的平等权利。然而就在这篇文章里，考茨基肯定地说，不能证明“波兰人必须隶属于俄国”！！！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虽然俄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但是为了讨好兴登堡、休特古姆、奥斯特尔利茨及他们一伙，考茨基承认波兰有从俄国分离的自由，却闭口不谈波兰人有从德国分离的自由！！！在同一篇文章里，考茨基说法国社会党人背弃了国际主义，因为他们想通过战争来取得阿尔萨斯－洛林的自由。至于德国的休特古姆们及其一伙背弃了国际主义，不要求让阿尔萨斯－洛林有从德国分离的自由，考茨基却一声不响！

考茨基用“多民族国家”这个词儿——它既可适用于英国，因为有爱尔兰，也可适用于德国，因为有波兰、阿尔萨斯等！——公然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考茨基把“反对兼并的斗争”变成了……同沙文主义者讲“和平的纲领”，变成了十足的伪善。就在这同一篇文章里，考茨基重复着犹杜什卡[134]式的甜言蜜语：“在变动国家疆界时，国际一直要求征得有关居民的同意。”休特古姆及其一伙要求阿尔萨斯人和比利时人“同意”把他们并入德国，奥斯特尔利茨及其一伙要求波兰人和塞尔维亚人“同意”把他们并入奥地利，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而俄国的考茨基分子马尔托夫呢？他在格沃兹杰夫分子的《我们的呼声报》（萨马拉）上证明一个无可争辩的真理，即从民族自决这一点还得不出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结论。但是，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提出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民族有分离的自由这一要求，就是背弃自决的原则，对这一点，马尔托夫却闭口不谈，而这样做也就是同阿列克辛斯基分子、格沃兹杰夫分子、波特列索夫分子、普列汉诺夫分子握手言和！马尔托夫甚至在秘密报刊上也对这一点默不作声！马尔托夫与荷兰人哥尔特争辩。哥尔特虽然不正确地否定了民族自决的原则，却正确地运用了这一原则——他提出了荷属印度政治独立这一要求，并且揭露不同意这一点的荷兰机会主义者是背叛社会主义。然而马尔托夫却不愿与同他一起担任书记的谢姆柯夫斯基争辩，在1912—1915年间只有谢姆柯夫斯基一个人在取消派的报刊上谈论这个问题，否定分离权，根本否定自决！

马尔托夫和考茨基同样伪善地“捍卫”自决，同样在掩饰他同沙文主义者讲和的愿望，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而托洛茨基呢？他竭力主张自决，但在他那里这是一句空话，因为他没有提出受某一民族社会党人的“祖国”压迫的民族有分离的自由这一要求；他对考茨基和考茨基分子的伪善默不作声！

这种“反对兼并的斗争”是对工人的欺骗，而不是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的解释；是嘴上敷衍，而不是具体指明国际主义者的责任；是向民族主义的偏见和民族主义的私利让步（“我们”大家，资产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都从“我们的”祖国压迫别的民族中得到“好处”！），而不是同民族主义斗争。

社会民主党的“和平纲领”首先应当揭穿资产阶级、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的和平词句的伪善。这是首要的和基本的。否则，我们就是有意无意地充当欺骗群众的帮凶。我们的“和平纲领”要求民主派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一条——否定兼并，能够真正实行，而不要流于空谈，能够有助于国际主义的宣传，而不是有利于民族主义的伪善。为此，应当向群众说明：每个民族的社会党人，只有要求受本民族压迫的民族有分离的自由，才是真心诚意地否定兼并，即承认自决。——作为一个积极的口号，以吸引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以说明用革命手段争取“民主的”和平的必要性，应当提出拒绝支付国债的口号。

最后，我们的“和平纲领”应当说明帝国主义大国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可能给予民主的和平。民主的和平必须去寻求和争取，——但不是向后看，到非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各平等民族的联合这种反动的空想里去寻求和争取，而是要向前看，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去寻求和争取。在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里，不经过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革命搏斗，任何一个根本的民主要求都不可能比较广泛而巩固地实现。

谁许诺各民族以“民主的”和平，而不同时鼓吹社会主义革命，反而否定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否定在战争期间就要进行这种斗争，谁就是欺骗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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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指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



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于1916年4月24日在伯尔尼开幕，以后的会议于4月25—30日在瑞士的一个山村昆塔尔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波兰、塞尔维亚和葡萄牙等国的4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3名代表、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2名代表和社会革命党左翼的3名代表。



代表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为结束战争而斗争；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鼓动和宣传；议会活动；群众斗争；召集社会党国际局。



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会议前做了大量工作，左翼力量在这次会议上比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有所增强。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有“德国国际社会党人”小组的1名代表、“国际”派的两名代表、法国社会党人昂·吉尔波、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特·卡茨列罗维奇、意大利社会党人扎·梅·塞拉蒂。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昆塔尔会议上共有代表12名，而在某些问题上可以获得12—19票，即几乎占了半数。这反映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国际主义的变化。在昆塔尔会议期间，列宁主持了一系列左派会议，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列宁成功地把左派团结了起来，以便在会议上同考茨基主义多数派进行共同的、有组织的斗争。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制定并提出了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包括了列宁的基本原则。代表会议的右派多数，被迫在一系列问题上追随左派，但他们继续反对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



会议围绕对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态度问题展开了极其激烈的斗争。列宁参加了关于召集社会党国际局问题的委员会。经过左派的努力，会议对一项谴责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但不反对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作了如下补充：社会党国际局一旦召集，即应召开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来讨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代表的共同行动的问题。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为争取和平而斗争问题的决议，并通过了《告遭破产和受迫害的人民书》。由于法国议会党团少数派投票赞成军事拨款，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代表会议上声明指出这种行为同社会主义、同反战斗争是不相容的。



尽管昆塔尔会议没有通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建立第三国际等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仍然称这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是前进的一步。昆塔尔会议促进了国际主义分子的团结。后来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倡议，这些国际主义分子组成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核心。——282。　　 [132]指德国和奥匈帝国社会民主党人于1915年4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对“三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见注96）的回答。会议赞同德、奥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为战争辩护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赞成“保卫祖国”的口号，并且声称这同工人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的国际团结并不矛盾。——282。



[133]《工人报》（《Arbeiter-Zeitung》）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89年在维也纳创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86。



[134]犹杜什卡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谢德林笔下的犹杜什卡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287。









《列宁全集》第27卷


国外组织委员会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支部的信
[135]



（1916年2—3月）

尊敬的同志们：在最近出版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的机关报《工人报》[136]第25号（战时出版的第2号）上，刊登了他们的会议（编辑委员会会议）早在1915年6月通过的决议。

这些决议清楚地表明：波兰社会民主党作为组织（我们不是谈论它的各个成员，因为其中有些人，例如拉狄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中进行着极其有益的工作），又毫无主见地动摇起来了。

没有一句话反对考茨基主义，没有一句话明确而坚决地反对作为社会沙文主义的根源和支柱的机会主义！！这一切的真实用意只有一个，仅仅只有一个：准备再一次（象1914年7月3日（16日）在布鲁塞尔[137]那样）与考茨基分子一起“耍花招”。

现将主要决议（Ⅳ）的全文转引如下：


　　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的《工人报》第25号（1916年1月）。《1915年6月1—2日编辑委员会会议的决议》。……Ⅳ．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态度。
［注：《工人报》决议系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译出。列宁对从波兰文译出的文字作了补充和修改。这些补充和修改在信文中用黑体排印。——俄文版编者注］

 　　　“革命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俄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是一个由最坚决的革命的国际主义分子组成的集体，因而将在政治上支持它，在行动上同它协调一致，并授权边疆区组织在将来调整同它的组织关系。

鉴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中央委员会在他们的政策的主要和根本〈wytycznych（一定的？）〉点上有共同的革命立场，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有责任和过去一样，对中央委员会策略中无疑的过火之处〈wybujalosci（谷物的“疯”长，等等）〉采取批判的态度。

中央委员会希望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对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采取绝对敌视的态度，这是正确的，同时它提出了使俄国战败的口号，其根据是沙皇政府在欧洲起着特别反动的作用和俄国革命有着特殊的意义；但是这样一来，中央委员会就与不容许把无产阶级的希望和任务同战争的某种结局联系起来的国际主义方法发生了矛盾，而且甚至会给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留下话柄。

中央委员会指出建立采取革命行动的新国际的必要性，反对任何掩饰冲突、把支离破碎的旧国际重新粘合起来的企图，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中央委员会夸大了把自己同一切比较不坚定的、没有从一开始就赞成它的观点的分子机械地隔离开的作用，忘记了（przeocza）革命阵营（obozu）的任务不应当是推开这些分子，而是吸引他们加入反对社会爱国主义骗局（szalbierstwem）的斗争，通过对他们思想上的不坚定进行尖锐的批评，来促进他们激进化的过程。

至于组织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会议（narada）认定：它在俄国的主要集团和代表刊物（ekspozytura Iiteracka）所持的是社会爱国主义观点；其软弱的国际主义派没有力量和勇气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决裂；组织委员会这一中央机关持有和平主义的观点。会议认为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对组织委员会的态度只能是批评它的立场，促使它瓦解（rozklabu），并使组织委员会的那些团结在《我们的言论报》这个刊物周围的国际主义分子脱离组织委员会，这家报纸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确立〈形成〉国际主义的革命观点曾做过许多工作。

这一切也适用于它（组织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崩得，崩得的立场更是社会爱国主义与和平主义、亲俄主义与亲德主义等等各种成分的大杂烩。”





　　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这里说：他们想同中央委员会在行动上“协调一致”。我们认为，我们绝对有责任告诉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不应当，也不能够同波兰社会民主党在行动上“协调一致”。

为什么呢？

因为波兰社会民主党一再地，一千零一次地在我们党的根本问题上摇摆不定（或者说是耍花招，这在客观上是一回事）。毫无疑问，现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就是分裂问题。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决不妥协的，因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全部经验，尤其是1903—1909年，特别是1910—1914年，最主要的是1915—1916年的经验，都使我们深信：同组织委员会（或者说，同齐赫泽党团，这是一回事）讲统一，对工人运动是有害的，只会使工人运动受资产阶级支配。

战争和“格沃兹杰夫主义”[138]彻底证明了这一点。

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正是在这个主要的、基本的、根本的问题上，一再地左右摇摆。

战争已向他们证实：分裂是必要的，他们在布鲁塞尔（1914年7月3日（16日））的策略是错误的。但是，对这一点他们却只字不提。

相反，他们在决议里加进了一句话，好象是为再次“象在布鲁塞尔那样”投到组织委员会或者齐赫泽方面去、为这种行为辩解而特意编造出来的。这句话是：


　　“……中央委员会夸大了……机械地隔离开的作用……”



　　关键就在这里。其余一切都是空话。既然中央委员会“夸大了”分裂的必要性，那显然波兰社会民主党明天或后天就有权利再一次投票赞成新的布鲁塞尔－考茨基式的“统一”的决议。这还是旧梯什卡主义[139]，还是在中央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之间耍的旧花招，还是折中式地（说得轻一点）采取摇摆者立场的旧玩意儿。

我们完全不反对不论是在一般场合，还是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里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一起工作；我们并不替我们的决议中的每一个字眼辩护；但是，对待（1）在俄国应当分裂和（2）在欧洲不同考茨基主义妥协的问题，我们是决不妥协的。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提醒所有的同志，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是靠不住的，我们要求中央委员会不要再热中于重复这种“布鲁塞尔式”的实验，不要相信主持和参加这种实验的人。

致同志的敬礼！






	　　国外组织委员会载于193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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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这是列宁为国外组织委员会起草的一封通告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委员会是在1911年12月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巴黎会议上选出的。这次会议决定“在拒绝同取消派－呼声派达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协议的基础上”，“在执行真正的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会议还“决定在各地设立这一国外组织的分部，并认为必须吸收一切同意支持俄国组织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和《工人报》的护党分子参加这些分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37页）。会议选出的国外组织委员会成员有：尼·亚·谢马什柯、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伊·费·阿尔曼德等人。国外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国外组织委员会，谴责了所有国外反党派别的活动，确认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的监督和领导下工作的统一的党组织是完全必要的。



国外组织委员会在团结党的力量，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调和派、托洛茨基派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进行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国外组织委员会于1917年停止活动。——290。



[136]《工人报》（《Gazeta RObotnicza》）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06年5—10月先后在克拉科夫和苏黎世出版，由亨·多姆斯基（卡缅斯基）主编，出了14号以后停刊。1912年波兰社会民主党分裂后，出现了两个华沙委员会。两个委员会所办的机关报都叫《工人报》，一家是由在华沙的总执行委员会的拥护者办的，出了4号，另一家是由在克拉科夫的反对派华沙委员会办的，出了11号（最后两号是作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机关报在苏黎世出版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两派合并后，《工人报》在1918年8月还出了1号。——290。



[137]指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统一”会议。



布鲁塞尔“统一”会议是根据社会党国际局1913年十二月会议的决定于1914年7月3—5日（16—18日）召开的。按照这个决定，召开会议是为了就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可能性问题“交换意见”。但是，早在1914年夏天，社会党国际局主席埃·王德威尔得访问彼得堡时，就同取消派的首领们商定：社会党国际局将不是充当调停者，而是充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分歧的仲裁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知道，布鲁塞尔会议所追求的真正目的是要取消布尔什维克党，但是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如拒绝参加，将会使俄国工人无法理解，因此还是派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代表团由伊·费·阿尔曼德（彼得罗娃）、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卡姆斯基）和伊·费·波波夫（巴甫洛夫）三人组成。列宁当时住在波罗宁，同代表团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他指示代表团要采取进攻的立场，要牢牢记住社会党国际局是调停者，而不是法官，这是十二月会议决议宣布了的，谁也别想把别人意志强加于布尔什维克。



派代表参加布鲁塞尔会议的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外，还有10个团体和派别，即：组织委员会（孟什维克）以及归附于它的一些组织——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和“斗争”集团（托洛茨基分子）；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孟什维克）；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统一”集团；“前进”集团；崩得；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波兰社会党—“左派”。



布鲁塞尔会议充满着尖锐斗争。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在会议开幕时便宣称，各派在俄国国内的力量强弱，是与统一不相干的统计学。王德威尔得则说，国际不容许把一切归结为数字和谁是多数的争论。会议根据卡·考茨基的建议批准了以下议程：纲领分歧；策略分歧；组织问题。王德威尔得还声称，会议将就每项议程通过决议。根据列宁的指示，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坚持会议必须听取各代表团的报告以及它们分别提出的保证统一的具体条件。会议不得不把已通过的议程搁置一边。



阿尔曼德在7月4日（17日）上午会议上用法语宣读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77—408页）。社会党国际局的领导人不让她读完报告全文。她只读了报告的一部分便不得不转到统一的条件问题。机会主义分子对列宁拟定的条件进行恶毒攻击。格·瓦·普列汉诺夫说这不是实现统一的条件，而是“新刑法条文”。王德威尔得声称，即使这些条件在俄国得到赞同，国际也不允许付诸实施。考茨基以社会党国际局的名义提出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议案，断言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不存在妨碍统一的任何重大分歧。由于通过决议一事已超出会议的权限，布尔什维克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拒绝参加表决。但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案仍以多数票通过。原来同布尔什维克采取一致立场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发生了动摇，投票赞成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布尔什维克拒绝服从布鲁塞尔会议决议。



会后，取消派、托洛茨基分子、前进派、普列汉诺夫派、崩得分子和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代表结成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布鲁塞尔联盟（“七三联盟”），这一联盟没有存在多久就瓦解了。——290。



[138]格沃兹杰夫主义即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实行合作的政策，由积极参加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担任该委员会工人团主席的孟什维克库·安·格沃兹杰夫得名。——292。



[139]梯什卡主义一词由波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扬·梯什卡（莱·约吉希斯）的名字而来。列宁对梯什卡主义的评述，见《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309—314页）、《也是“统一分子”》、《国外团体和俄国取消派》（同上，第24卷）等文。——293。









《列宁全集》第27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
[140]



（1916年2—3月）

（关于议程第5、6、7a、7b、8等项的提纲：为结束战争而斗争，对和平问题、议会活动、群众斗争以及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态度。）

（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宣布它将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邀请各组织讨论这些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提案。下述提纲就是我们党对这一邀请的答复。）




1．一切战争都不过是各交战国及其统治阶级战前多年内、有时是几十年内所推行的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同样，结束任何一场战争的和平，也只能是在这场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中所达到的实际力量变化的记录和记载。

2．在现存的即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的基础没有被触动的情况下，帝国主义战争只能导致帝国主义的和平，也就是说，只能巩固、扩大和加强金融资本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压迫。金融资本不但在这场战争以前而且在战争进行中有了特别巨大的增长。两个大国集团的资产阶级和政府无论在战前或在战争期间所推行的政治，其客观内容都导致经济压迫、民族奴役和政治反动的加强。因此，在保存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条件下，不管战争结局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的和平都只会使群众的经济政治地位的这种恶化固定下来。

如果认为从帝国主义战争可以产生民主的和平，那在理论上就是用庸俗的空谈代替对在这场战争之前和在战争期间所推行的政治的历史分析，在实践上就是欺骗人民群众，模糊他们的政治意识，掩盖和粉饰统治阶级为未来的和平作准备的实际政治，向群众隐瞒一个主要的道理，即不经过一系列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民主的和平。

3．社会党人并不放弃争取改良的斗争。例如，他们现在也应当在议会内投票赞成任何改善群众生活状况的措施——哪怕是不大的改善也好——，赞成增加遭破坏地区居民的救济金，赞成减轻民族压迫，等等。但是，如果鼓吹用改良来解决历史和实际政治形势以革命方式提出的问题，那就是资产阶级的欺骗。这场战争提到日程上来的，正是这样的问题。这是帝国主义的根本问题，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存亡问题，按照各“大”国的新的力量对比重新瓜分世界以推迟资本主义崩溃的问题。这些大国最近几十年来不但发展得异常迅速，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发展得极不平衡。改变社会力量对比而不是只用空谈来欺骗群众的那种实际的政治活动，在当前只能是下列两种形式之一：或者是帮助“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掠夺别国（并且把这种帮助叫作“保卫祖国”或“拯救国家”），或者是帮助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支持并且加强所有交战国群众中开始掀起的风潮，支持业已开始的罢工、游行示威等等，扩大和加强这些暂时还很微弱的群众革命斗争的表现，促使它们发展成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总攻。

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在欺骗人民，说什么某个资本主义强盗集团发动了“不光明正大的”进攻，而某个集团在进行“光明正大的”防卫，用这一类假话来掩饰通过这场战争所继续的资本家的实际政治，即帝国主义政治。同样，空谈所谓“民主的和平”，似乎现在资本家和外交家已在准备的未来的和平能够“轻而易举地”消除“不光明正大的”进攻，恢复“光明正大的”关系，而不是同一种政治，即帝国主义政治，即金融掠夺、殖民地抢劫、民族压迫、政治反动和百般加剧资本主义剥削这种政治的继续、发展和加强，这也完全是欺骗人民。资本家和他们的外交家目前正需要这样的“社会党人”充当资产阶级的奴仆，需要这些奴仆用“民主的和平”的空话来蒙蔽、愚弄和麻醉人民，用这种空话掩盖资产阶级的实际政治，使群众难以看出它的实质，引诱群众脱离革命斗争。

4．现在第二国际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正在制订的“民主的”和平纲领，正是这种资产阶级骗局和伪善。例如，第二国际最有威望和最有“理论修养”的正式代表胡斯曼在阿纳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141]、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都表述了这个纲领：在帝国主义政府缔结和约以前，不进行革命斗争；暂时在口头上反对兼并和赔款，主张民族自决，主张对外政策民主化，用仲裁法庭来解决各国之间的国际冲突，裁军，建立欧洲联邦[142]，等等，等等。

考茨基说伦敦代表会议（1915年2月）和维也纳代表会议（1915年4月）一致确认了这个纲领的主要之点，即“民族独立”，他用这个事实来证明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的意向一致”，这样，考茨基就极其明显地暴露了这个“和平纲领”的真实的政治意义。这样，考茨基就向全世界公开批准了社会沙文主义者明目张胆欺骗人民的行为。这些社会沙文主义者伪善地、毫不负责地和毫无用处地在口头上承认民族“独立”或民族自决，同时又支持“自己的”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虽然双方进行这场战争都在不断地破坏弱小民族的“独立”，都是为了巩固和扩大对弱小民族的压迫。

这个极其流行的“和平纲领”的客观作用，就是使工人阶级更加听命于资产阶级，因为它要开始展开革命斗争的工人同沙文主义领袖“和解”，抹杀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严重危机，以便恢复各社会党战前状况，而正是这种状况使大多数领袖都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了。这种“考茨基主义”政策之所以对无产阶级的危害更大，是因为它用漂亮的言词装潢起来，并且不仅在德国，而且在世界各国都得到了推行。例如，在英国实行这种政策的是大多数领袖；在法国有龙格、普雷斯曼等；在俄国有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齐赫泽等。齐赫泽用“拯救国家”的字眼来掩盖在这场战争中“保卫国家”的沙文主义思想，他一方面在口头上赞成齐美尔瓦尔德决议，另一方面在党团的正式声明中赞扬胡斯曼在阿纳姆大会上臭名远扬的演说，而且无论在杜马讲坛上或在报刊上，他实际上都不反对工人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并且继续给赞成参加的报纸撰稿。在意大利实行这种政策的有特雷维斯：见1916年3月5日意大利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143]，该报警告说，要揭露特雷维斯及其他“改良主义的可能派”，揭露那些“不择手段地阻挠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奥迪诺·莫尔加利促进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和建立新国际的行动的人”，等等。

5．现在“和平问题”中的主要问题就是兼并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最清楚不过地看出目前盛行的社会党人的伪善言论以及真正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任务。

必须说明什么是兼并，社会党人为什么和应当怎样反对兼并。不能认为凡是把“他人的”领土归并起来就是兼并，因为一般来说，社会党人是赞成铲除民族之间的疆界和建立较大的国家的；不能认为凡是破坏现状就是兼并，因为这样看是极其反动的，是对历史科学的基本概念的嘲弄；也不能认为凡是用武力归并的就是兼并，因为社会党人不能否定对大多数人民有利的暴力和战争。只有违背某块领土上的居民的意志而归并这块领土，才应当算是兼并；换句话说，兼并的概念是和民族自决的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但是，正因为这场战争从参战的大国集团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所以在这个战争的基础上就会产生而且已经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如果正在实行兼并或者已经实行兼并的是敌国的话，资产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就竭力“反对”兼并。显然，这种“反对兼并”和这种在兼并问题上的“意向一致”，完全是伪善的。显然，那些拥护为阿尔萨斯－洛林而战的法国社会党人，那些不要求阿尔萨斯－洛林、德属波兰等地有从德国分离的自由的德国社会党人，那些把沙皇政府重新奴役波兰的战争叫作“拯救国家”、在“没有兼并的和约”的名义下要求将波兰归并俄国的俄国社会党人，等等，等等，实际上都是兼并主义者。

为了使反对兼并的斗争不是伪善的或流于空谈，为了使这一斗争能真正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群众，就必须使这个问题的提法能够让群众看清目前在兼并问题上流行的骗局，而不是掩盖这种骗局。各国社会党人光在口头上承认民族平等，或者唱高调，赌咒发誓，说他们反对兼并，这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立即无条件地要求给他们自己的“祖国”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以分离的自由。

缺少这个条件，就连齐美尔瓦尔德宣言所承认的民族自决和国际主义原则，顶多也不过是僵死的文字。

6．社会党人的“和平纲领”也同他们的“为结束战争而斗争”的纲领一样，其出发点应当是：揭露现在各国巧言惑众的大臣和部长们、和平主义的资产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向人民宣扬的所谓“民主的和平”、交战国有爱好和平的意愿等等谎言。要是不首先向群众说明革命的必要性，不支持、促进和扩大到处业已开始的群众革命斗争（风潮、抗议、战壕联欢、罢工、游行示威，以及象在法国发生的从前线写信给亲友，劝他们不要认购战时公债等等），任何“和平纲领”都是对人民的欺骗和伪善。

支持、扩大和深入开展一切争取停战的群众运动，是社会党人应尽的义务。可是，实际上只有象李卜克内西那样的社会党人在履行这个义务，他们在国会讲坛上号召士兵放下武器，鼓吹革命，鼓吹变帝国主义战争为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

应当提出拒绝支付国债作为一个积极的口号，用这个口号吸引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向他们说明必须采用革命手段才能争得“民主的”和平。

齐美尔瓦尔德宣言固然指出工人应当为自己的事业而不是为他人作出牺牲，以此暗示要进行革命，但这还不够。还必须明确地向群众指出道路。应当让群众知道往哪里走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走。战争时期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如果发展得顺利，只会使帝国主义战争变为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这是显而易见的，对群众隐瞒这一点是有害的。相反，应当明确指出这一目标，不管在我们刚刚走上这条道路时，要达到这一目标是多么困难。齐美尔瓦尔德宣言说：“资本家说他们”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这是在撒谎”；工人在革命斗争中不应当顾忌本国的戒严状态，只说这些是不够的；还应当把这里所暗示的意思明说出来：不仅资本家而且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都在撒谎，因为他们是在这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中应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如不使“自己的”政府有战败的危险，在战争时期就不可能开展革命行动；政府在反动战争中的一切失败都有助于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带来持久的民主的和平。最后，必须告诉群众，他们如果不自己建立秘密组织和创办不经战时书报检查的即秘密的报刊，就不可能有效地支持业已开始的革命斗争，促进它的发展，批评它的个别步骤，纠正它的错误，不断扩大和加强这一斗争。

7．关于社会党人的议会斗争（议会活动）问题，必须指出，齐美尔瓦尔德决议不但对被判流放西伯利亚的我们党的5位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代表表示同情，而且赞同他们的策略。既要承认群众的革命斗争，又要满足于社会党人在议会中的纯粹合法的活动，是不可能的。这只会引起工人们正当的不满，使他们离开社会民主党而走向反议会的无政府主义或工团主义。必须明确地大声疾呼：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但要利用自己的地位在议会中讲话，而且要在议会外面从各方面去协助工人的秘密组织和革命斗争；群众自己也应当通过自己的秘密组织来检查自己的领袖的这类活动。

8．关于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问题可以归结于一个基本的原则问题，即各旧党和第二国际是否能够统一。国际工人运动沿着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所指出的道路每前进一步，都愈来愈清楚地证明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所持的立场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一方面认为各旧党和第二国际的政策也就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政策，即实现资产阶级利益而不是实现无产阶级利益的政策（例如齐美尔瓦尔德宣言中的这样的话：“资本家”说他们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这是在撒谎；此外在国际社会党委员会1916年2月10日的通告[144]内还有一些更明确的说法）；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又害怕同社会党国际局分裂，它正式许诺：一旦社会党国际局重新召集，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就宣布解散。[145]

我们要肯定地说明，这种许诺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不但没有进行过表决，而且没有讨论过。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以后半年的时间证明：按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精神进行的工作（我们指的不是空话，而是工作），事实上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分裂的加深和扩大。在德国，印发秘密反战传单是违背党的决议的，也就是说，是分裂性质的行动。卡·李卜克内西最亲密的同志、国会议员奥托·吕勒公开声明：事实上已经存在着两个党，一个帮助资产阶级，一个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于是就有许多人，包括考茨基分子在内，为此责骂吕勒，但是谁也无法驳倒他。在法国，社会党党员布尔德朗坚决反对分裂，但是同时他又向自己的党提出一项反对党中央和议会党团（désapprouver Comm．Adm．Perm．和Gr．Parl）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案如果被通过，就一定会马上引起分裂。在英国，独立工党党员Ｔ．罗素·威廉斯在温和的《工人领袖》上公开承认分裂不可避免，并且得到许多地方工作人员的来信支持。美国的例子也许更有教益，因为甚至在那里，在中立国，在社会党内也产生了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派别：一方面是主张所谓“备战”即主张参战、推行军国主义和海上霸权主义的人，另一方面是象前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兹这样的社会党人，则针对战事迫近而公开鼓吹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

在全世界，事实上已经发生分裂，已经暴露出工人阶级对待战争的两种绝不调和的政策。闭眼不看这个事实是不行的，这样只会迷惑工人群众，蒙蔽他们的意识，阻碍全体齐美尔瓦尔德派正式表示支持的群众革命斗争，加强那些被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在1916年2月10日的通告中公开责备过的领袖们对群众的影响。在这个通告中该委员会责备他们把群众“引入迷途”，并且在策划反社会主义“阴谋”（“Pakt”）。

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想要恢复已经破产的社会党国际局。社会党人的任务则是向群众说明，同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帜执行资产阶级政策的人实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载于1916年4月22日《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282—293页

















[140]《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是按照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告所属各政党和团体书》的要求写的，公布于1916年2月29日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3号。



这个文件完稿后，列宁安排力量把它译成了德文和法文，并把它分寄给布尔什维克各国外支部以及法国、瑞典、英国等国的左派国际主义者。列宁写道：“应在代表会议前的数周内使所有左派和同情者都能看到并加以讨论。”在昆塔尔会议期间举行的左派会议上也讨论了这一文件。



文件现存两种稿本：定稿和初稿。这里收载的是定稿。文件的要点及初稿收在本卷《附录》中（见第463—473页）。——294。



[141]指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1916年1月9日在荷兰社会民主工党阿纳姆非常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证明第二国际“没有死亡”，并提出了“民主的和平”的改良主义纲领。列宁在《有关民族问题的“和平条件”的报告提纲》（见《列宁文稿》第14卷第23—44页）中批评了胡斯曼的这一纲领。——298。



[142]“欧洲联邦”是资产阶级政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提出并在战争期间得到广泛传播的一个口号。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也有人宣传这一口号。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所写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和《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这两个文件中曾把建立共和制的欧洲联邦作为社会民主党当前口号之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6页和第17页）。后来经过进一步分析，列宁认为“欧洲联邦”的口号是不正确的。关于这个问题，见列宁的《论欧洲联邦口号》和《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加的注释》（同上，第364—368页和第369页）。——298。



[143]《前进报》（《Avanti！》）是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日报），1896年12月在罗马创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不彻底的国际主义立场，没有同改良主义者断绝关系。1926年该报被贝·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查封，此后在国外不定期地继续出版。1943年起重新在意大利出版。——299。



[144]指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告所属各政党和团体书》（详见注106）。这一文件发表于1916年2月29日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3号和1916年3月2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2号。——302。



[145]指国际社会党委员会1915年9月29日的正式声明，这个声明发表于1915年11月27日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2号。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不顾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在声明中宣称，只要社会党国际局在海牙一恢复活动，它便承认自己已经解散。这样，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便走上了协助重建第二国际的道路。——303。









《列宁全集》第27卷


是分裂还是腐化？

（1916年2—4月）

《社会民主党人报》还在第35号上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00—107页。——编者注］

 就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这个问题，阐发了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关于战争的宣言的基本思想。 
［注：同上，第12—19页。——编者注］

 现在来看一看，事实怎样证实了这个结论。

显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已在腐化。卡·李卜克内西最亲密的同志奥托·吕勒已经公开主张分裂，更不用说一贯同伪善的考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德国国际社会党人”（I．S．D．）[146]了。《前进报》举不出任何一个严正的论据来回答他。事实上德国存在着两个工人政党。

在英国，连温和的和平主义的《工人领袖》（“独立工党”中央机关报）也登载了T．罗素·威廉斯的主张，而且他得到许多地方工作人员的支持。因在英国进行国际的工作而享有盛誉的奥尔纳茨基同志，在巴黎的调和派的报纸《我们的言论报》上主张在英国立刻实行分裂。不用说，在奥尔纳茨基同持有考茨基主义立场的《共产党人》杂志[147]撰稿人费·罗特施坦进行的论战中，我们是完全同意前者的。

在法国，布尔德朗是强烈反对分裂的，可是……他向党代表大会提出一项直截了当地反对党中央和议会党团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案如果被通过，党就会马上分裂。

在美国，“社会党”形式上是统一的。而实际上，这个党内的一部分人，如罗素等，鼓吹“备战”，主张参战，主张扩充陆军和海军。另一部分人，如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兹，则公开鼓吹“一旦”帝国主义战争临头，或者确切些说，由于有这种战争，就要进行国内战争。

目前全世界都事实上存在两个党。现在事实上已经有两个国际。要是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害怕承认这一点，幻想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讲统一，声明自己准备实行这种统一，那么，这种“善良的愿望”实际上只能是一种愿望，只能是思想不彻底和畏首畏尾的表现。意识落后于存在。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294—295页

















[146]“德国国际社会党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围绕着在柏林出版的《光线》杂志而组成的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集团，它公开反对战争和机会主义，在同社会沙文主义派和中派划清界线方面持最彻底的立场。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该集团代表尤·博尔夏特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决议草案上签了名。但该集团与群众缺乏广泛联系，不久就瓦解了。——305。



[147]《共产党人》杂志（《Коммунист》）是列宁创办的，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资助杂志的格·列·皮达可夫、叶·波·博什共同出版，尼·伊·布哈林参加了杂志编辑部。杂志于1915年9月在日内瓦出了一期合刊，刊载了列宁的三篇文章：《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和《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曾打算把《共产党人》杂志办成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机关刊物。可是在杂志筹办期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布哈林、皮达可夫、博什之间很快就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杂志创刊以后，分歧愈益加剧。这些分歧涉及对民主要求的作用和整个最低纲领的作用的估计。根据列宁的提议，《共产党人》杂志只出这一期就停刊了。——305。









《列宁全集》第27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党人》杂志停刊的决定草案

（1916年3月28日〔4月10日〕以后）


不供刊载
 。

鉴于：

（1）《共产党人》杂志是由联合组成的编辑部作为一种试验临时创办的，当时，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编辑部其他成员作为一个整体，在一切实质性问题上都没有出现任何不同意见；

（2）《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合刊出版以后，编辑部三个成员在他们签名的关于自决问题的提纲中提出了这样的不同意见；

（3）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时发现，在评价民主要求和整个最低纲领的作用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中央委员会决定：承认继续出版《共产党人》杂志已属不可能，宣布该刊停止出版。——

其次，为了就有争论的问题扩大讨论，为了使更多的领导同志弄清这些问题，中央决定：

要求三位在提纲上签名的同志就他们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意见分歧作出书面申述。

将这个申述连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答复向更多的党的领导干部通报，以便最终决定在报刊上进行公开争论是否恰当和有无必要。 
［注：由此往下加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党人〉杂志停刊的决定草案）上的附言是写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俄文版编者注］



很遗憾，您把“令人烦透的”事一直拖延下去。我再重复一次——重复也使我烦透了——我不得不拒绝参与《共产党人》杂志的工作。

您的计划是无原则的，而且是在进一步制造混乱。如果没有深刻的原则分歧，那么您把计划交给中央委员会，这不是播弄是非就是耍阴谋，任何一个“俄国人”都会揭露您。

如果有，就应该把这一点说出来，因为第1—2期合刊出版以后，就有人开始肆无忌惮地制造混乱了；对此我们不负责任；我们认为，我们的责任不是鼓励，而是揭露。作为一种让步，我们建议（见传单）他们在“扩大的范围”内再次进行争论（以免使他们在报刊上丢脸，以免在论战中一下子将他们置于死地）。


　　{仅仅为此。}

　　拟收入《〈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的，除了我们的许多文章 
［注：“作家”多得足够出两本文集！］

 之外，还有瓦林＋亚历山大＋通讯报道＋控告书（我尚未收到）＋萨法罗夫＋拉脱维亚人＋柯伦泰（可能）。邀请日本人[148]，只是为了让他们出丑。至于布哈林，也只就经济问题向他约稿。

不邀请拉狄克（他的文章是公开的，这类文章目前一点也不重要）。必须和他的提纲作斗争。

这就是我的意见。《共产党人》杂志已是一具僵尸，我不参与使它复活的工作。

必须从原则高度向亚历山大（和国外局的俄国工人们）提出如下问题：我们不接受那些肆无忌惮地制造混乱，而又不愿稍事学习，甚至连表达自己的意见也不愿意的人进编辑部。显然，他们企图离间我们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关系，而自己却躲到一边。　

《共产党人》杂志适应了那一时期的任务——把所有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人团结起来。

现在任务不一样了：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斗争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敬礼！


列宁

附言：为什么不回答有没有派苏汉诺夫去日内瓦？寄上给格里姆的材料。

提纲尚未译成外文。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279—281页
















[148]日本人是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的代称，他们是由俄国途经日本流亡到瑞士来的。——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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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文献
[149]



（1916年4月中旬）

1

对《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提纲草案的意见[150]

（4月13日和16日〔26日和29日〕之间）





	　　列宁 　　［客观地］（实质）




	
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提纲草案

（1）

当前的战争是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产生的帝国主义矛盾的结果；其目的是按照在战争中取得的军事胜利重新调整世界市场上各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

既然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消灭引起战争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它也就无法消除未来战争的原因。它不能解决旧有问题，反而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化并且造成新的矛盾，这些新的矛盾在帝国主义不受阻碍的发展的基础上，不仅使经济和军事的压力增强，而且引起新的纠纷并从而引起发生进一步军事冲突的危险。







	　　不对！用改良主义手段是不能实现的，没有革命是实现不了的，没有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持久的，例如……


	　　因此，当资产阶级政府及其代理人断言战争的目的是建立持久和平的时候，他们是在撒谎，或者故意不看达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条件。正如兼并亦即对其他民族的压迫不能成为保障人类和平发展的手段一样，持久和平也不能用那些尽管是善良的但与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相矛盾的要求，诸如限制军备、设立强制性的仲裁法庭、对外政策民主化等等来确立。





	　　主要问题不在这里。


	　　在阶级社会的基础上这些要求始终是空想。限制军备本身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实行休战的手段，它既不能消除战争的原因，也不能使这种原因减少，更不用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存在共同必须遵守的限制军备的比例。强制性的仲裁法庭是以公认的法律为前提的，而这种法律既不能凭借帝国主义战争这种野蛮的暴力来建立，也无法在阶级社会中实现，因为在阶级社会里，法律意识总是由该社会的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所决定的。对外政策民主化是以各国国内生活中既有政治民主又有社会民主为前提的，然而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剥削人的制度，这种社会民主也就不能建立。





	完全不对！！意味着反对民主。


	　　同样的前提对于所谓的民族自决权也是必需的。当各民族在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上受有产阶级的统治，在有产阶级支配着全部经济的和国家的权力手段，凭借这些手段压迫和剥削自己的同胞时，民族是不可能自决的。





	　　改良主义的。ˇ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


	　　根据这些理由，无产阶级应当象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那样坚决地拒绝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化了的社会党人的空想要求，他们打算激起新的ˇ幻想来代替旧的并迫使无产阶级为这些幻想服务，而这些新的幻想归根到底只能更加引起混乱，进一步激起和煽动沙文主义，助长战争狂热，为把战争打到底的政策推波助澜。

（2）

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不可能确立持久的和平，持久和平的前提是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创造的。社会主义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过程中，同时也就消除有产阶级对人民群众的剥削，从而消除民族压迫以及战争的原因。因此争取持久和平的斗争只能存在于







	　　不明确：改良也是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是正确的论据。




	　　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之中。无产阶级任何一种放弃阶级斗争并使无产阶级的目的服从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目的的行动，既然是与本民族剥削阶级利益协调一致，那就都是在阻挠为持久和平创造条件。这样的行动不仅是让资本家阶级及资产阶级政府去完成它们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它们还毫无意义地把工人阶级的精华投向屠场，从而使工人阶级中最精锐最有才能的部分，即无论是在战时或战后和平时期都是首先负有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使命的部分，不可避免地遭到灭亡。





	　　＋揭露秘密条约中所规定的掠夺政策等。


	　　＋因此，针对资产阶级的和平目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来看，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不管现阶段军事和战略形势如何，号召从速停战，立刻开始和平谈判。

（3）







	　　和革命在这里忽略了革命这一特殊的词，因此这句好的句子就成了机会主义的陈词滥调。




	　　只有这个号召在国际无产阶级队伍中得到响应，并导致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为最终目的的阶级斗争有力地开展起来的时候，工人阶级才能够对未来和约的内容发生影响。任何别的立场都会使无产阶级无法影响和约的内容，而使各国政府、外交界和统治阶级能够为所欲为地确定和约的条件。在进行群众革命斗争，以争取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目的，从而使人类摆脱军国主义和战争的灾难的时候，无产阶级必须同时反对各交战国任何兼并的欲望。无产阶级之所以必须进行反对兼并的斗争，不是因为它把在战前存在的世界地图看作某种不可改变的东西，不是因为它认为将来形成新的国家疆界是不需要和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本身将竭力通过各民族在民主基础上的经济和政治的联合来消灭任何民族压迫，而这种联合在维持资本主义国家疆界的范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正是兼并，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会阻碍达到这一目的，因为暴力肢解和任意瓜分某些民族，把它们并入其他国家，就会使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条件恶化。

正如兼并一样，战争赔款的要求也是同无产阶级的利益不相容的。就像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竭力把进行战争的费用加在工人阶级的肩上一样，有关国家的无产阶级最终也不得不承担偿付战争赔款的重负。这样转嫁经费负担也会使战胜国的工人阶级遭受损失，因为一国的无产阶级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恶化又反过来影响另一国家的无产阶级，从而使国际阶级斗争的条件增加了困难。







	　　＋取消国债。


	　　既不是兼并，也不是战争赔款，而是通过每个国家中无产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来共同解除战争负担——这就是社会主义工人争取立即实现和平的行动口号。









正因为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争夺世界霸权、金融资本、垄断、瓜分世界等）是当前这场战争的最深刻的根源，所以，所谓持久的和平、民主的和平云云，所谓在资产阶级保持着统治阶级权力的条件下现今各国政府间似乎可能实现和平云云，所有这些出自善良愿望的空话都是在欺骗群众，不让群众看到帝国主义政策的真正起作用的基础，而使他们错误地信任资产阶级，因而这样一些空话也就变成了改良主义。 
［注：列宁的这一段话是写在提纲第1页背面的。——俄文版编者注］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4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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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关于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决议时的发言[151]

（1916年4月15日〔28日〕）


（1）

卢加诺代表会议[152]是1914年9月举行的。假如胡斯曼等诸位先生真想召开国际局会议，他们早就可以召开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召开。你们不承认旧国际各支部已经分裂，但这种分裂是事实。现在全世界的社会党事实上都处于危机中。一方面，你们把托马及其一伙视为小人和叛徒，另一方面你们今天又说：啊，我们想同他们会晤，进行讨论，重建国际！你们说的全是空话，其所以是空话，就因为这些话是在今天，在卢加诺代表会议开过16个月之后才说的。你们想和他们一起重建国际的人已经死了，不是说肉体上，而是说政治上，他们已不复存在。


（2）

既然格里姆认为不能按人分别投票表决，我们也完全同意按团体来投票。我们丝毫也没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意思，但我们希望能够投票表决；在这之后我们愿意参加各委员会的工作。


（3）

如果投票表决的话，问题早就解决了。在共同工作了好些天之后却拒绝投票表决，这是极端不公正的。其实只消五分钟就能表决完了！马尔托夫的建议[153]是可以接受的，没有反对意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76—377页















[149]关于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见注131。——310。



[150]这是列宁在昆塔尔会议主席罗·格里姆提出的《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这一提纲草案上批注的意见。提纲经过讨论和修改后作为决议被代表会议通过，发表于1916年7月10日《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5号。——310。



[151]1916年4月27日和28日两天，昆塔尔代表会议就如何对待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代表会议中的考茨基派提出了好几个决议草案，其共同的论点是认为有必要召集社会党国际局。以列宁为首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代表对此表示反对。由于左派的压力，右派代表不得不转而支持由专门委员会拟订的折中的决议草案。这一决议尖锐地批评了社会党国际局，但是没有写入有关立即同社会党国际局决裂、成立新的国际的内容，反而确认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各国党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要求召集社会党国际局。——315。



[152]卢加诺代表会议即1914年9月27日在瑞士卢加诺举行的意大利和瑞士两国社会党人联合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有意大利社会党人扎·塞拉蒂、康·拉查理、奥·莫尔加利、菲·屠拉梯、维·莫迪利扬尼、安·巴拉巴诺娃等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罗·格里姆、保·普夫吕格尔等。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召开的第一次试图恢复国际联系的社会党人代表会议。



卢加诺代表会议的决议采纳了列宁关于战争的提纲中的一些论点。但是会议没有支持布尔什维克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使“自己的”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口号，不赞成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彻底决裂。代表会议号召社会党人采取各种办法，反对把战争继续扩大到其他国家，并委托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和意大利社会党执行委员会一起筹备召开中立国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来讨论国际局势。——315。



[153]尔·马尔托夫在发言中建议把关于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各种决议草案都交给一个委员会，以便拟出一个折中的决议。——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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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塔尔和俄国“组委会分子”

（1916年5月28日〔6月10日〕以前）

为了拿事实同马尔托夫的“政治”手腕作一个对照，我们让一位研究各种爬行动物等等的博物学家[154]来发言。在《我们的呼声报》第27号上刊登了由（第1类）5名国外书记和（第2类）大家知道的主张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叶若夫、策列铁里、唐恩等人签名的对《自卫》文集的抗议书。[155]《我们的呼声报》编辑部（第3类）采取了“中间”立场：既赞成又反对《自卫》文集，既赞成又反对“抗议书”。

下面的表格 
［注：表格见第318—319页。——编者注］

 是献给尔·马尔托夫的。

（顺便指出，我们的博物学家大概过于好意地想象马尔托夫的立场了。在昆塔尔只有阿克雪里罗得一人声明，他不投票赞成有关反对海牙社会党国际局[156]的决议。博物学家从这里得出结论说，马尔托夫“只拥护齐美尔瓦尔德”，而不是齐美尔瓦尔德和海牙都拥护。恐怕事实不能证明这个对马尔托夫的乐观估计……）





	载于1916年6月1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4—55号合刊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9卷第166—169页












“我们的”各个社会沙文主义种类的博物志



（一位研究“组委会”泥潭栖息物的博物学家所收集的事实）




















[154]指莫·索·乌里茨基。1916年上半年，他曾在孟什维克的《我们的言论报》上发表文章，评述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各派的立场，其中包括组委会成员尔·马尔托夫和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立场。



乌里茨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持中派立场，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维克。——317。



[155]指载于1916年4月24日《我们的呼声报》第13号的有22名孟什维克签名的《公开信》。该报编辑部对此信的答复也刊登在这一号上。



《自卫》文集是1916年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孟什维克文集，其中收有维·伊·查苏利奇、亚·尼·波特列索夫、彼·巴·马斯洛夫、诺·尼·饶尔丹尼亚等人的文章。——317。



[156]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社会党国际局从布鲁塞尔迁到了海牙。——317。



[157]发起小组（社会民主党公开工人运动活动家发起小组）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为与秘密的党组织相抗衡而从1910年底起先后在彼得堡、莫斯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建立的组织。取消派把这些小组看作是他们所鼓吹的适应斯托雷平六三制度的新的广泛的合法政党的支部。这些小组是一些人数不多、同工人群众没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小集团，其领导中心是取消派在国外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和他们在俄国国内出版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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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国的和非德国的沙文主义

（1916年5月31日〔6月13日〕）

大家知道，德国沙文主义者已把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实际上现在已经成了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党）的大多数领袖和官吏控制在自己的影响之下了。至于在多大程度上应当说非德国的沙文主义者，如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这帮先生们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接下去就会看到。现在我们不能不先专门谈谈德国的沙文主义者，——公正地说，考茨基也应当包括在内，尽管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他的德文小册子中极其热心地和极其错误地为考茨基辩护，说他是“国际主义者”。

德国沙文主义的标志之一，就是“社会党人”——带引号的社会党人——只是谈论别的民族的独立，而把受他们本民族压迫的民族除外。无论是直接说出这一点，还是替说出这一点的人辩护、辩白和掩盖，这中间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例如，德国沙文主义者，也包括帕尔乌斯（他出版一种名叫《钟声》的小型杂志，在这上面常写文章的有伦施、亨尼施和格龙瓦尔德等这帮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党”奴仆），对受英国压迫的民族的独立问题就喋喋不休，津津乐道。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和德国资产阶级的一切报刊现在都在声嘶力竭地宣扬英国在它的殖民地的统治是无耻的、残暴的、反动的等等。德国的各种报纸现在都在津津有味地、幸灾乐祸地、兴高采烈地大谈其印度的解放运动。

德国资产阶级为什么幸灾乐祸，这是不难理解的：它希望在印度煽起对英国的不满和反英运动，从而改善自己的军事地位。当然，抱这种希望是很愚蠢的，因为要从一旁，从遥远的地方，用异国的语言去影响一个人口众多的、极其独特的民族的生活，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实在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何况这种影响并不是经常不断的，而是偶然的，只是在战争时期。所以，与其说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企图影响印度，不如说它想借此自我安慰，想欺骗德国人民，把他们的视线从国内转移到国外。

但是，这里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一般理论性问题：这种议论的虚伪性的根源是什么呢？揭穿德国帝国主义者的伪善的正确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呢？因为要从理论上正确回答虚伪性在哪里的问题，总是会揭露伪善者，他们出于非常明显的原因，想遮盖和掩饰这种虚伪性，给它披上各种华丽辞藻的外衣——各种各样的辞藻，直到国际主义的招牌。伦施们、休特古姆们和谢德曼们口头上都以国际主义者自居，遗憾的是，这帮德国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还都是所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在评判人们的时候，不应当根据他们的言论，而要根据他们的行动。这是大家早就知道的。在俄国有谁会根据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布尔金这帮先生们的言论去评判他们呢？当然，谁也不会。

德国沙文主义者的虚伪性的根源在于：他们叫嚷说他们同情受他们的敌方英国压迫的民族的独立，而对于受他们本民族压迫的那些民族的独立，却谦虚地——有时甚至过于谦虚地——保持沉默。

比如拿丹麦人来说吧。普鲁士把石勒苏益格归并进来时，象其他所有“大”国一样，也占据了一部分丹麦人居住的地方。这显然是侵犯了这些居民的权利，因为奥地利根据1866年8月23—30日签订的布拉格和约，把自己统治石勒苏益格的“权利”让给了普鲁士，但和约中规定，关于石勒苏益格北部的居民是否愿意并入丹麦的问题，应当通过自由投票来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果答复是肯定的，那就应当并入丹麦。可是普鲁士并没有这样做，而在1878年取消了这些对它十分“不愉快的”条款。

弗·恩格斯对于大国民族的沙文主义并不是漠不关心的，他曾经特别指出普鲁士这一侵犯弱小民族权利的事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90页。——编者注］

 。然而，目前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虽然口头上承认民族自决，就象考茨基口头上也承认这一点一样，而实际上，当问题牵涉到“自己的”民族实行的民族压迫时，他们却从来也不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进行彻底的坚决的民主宣传。“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关于沙文主义和揭露沙文主义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在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挖苦说，《俄国旗帜报》[158]的所作所为往往象是《普鲁士旗帜报》。但是，问题并不只限于《俄国旗帜报》，因为我们的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这帮先生们也是完全照着伦施、考茨基这帮人的原则精神发表议论的。例如，只要看一看取消派的《工人晨报》，就会发现这样一些完全是“普鲁士的”，确切些说，是国际沙文主义的论调和议论方法。不管打着什么样的民族的招牌，不管用什么样的和平主义的词句来掩饰，沙文主义就是沙文主义。





	载于1916年5月31日《保险问题》杂志第5期（总第54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296—298页


















[158]《俄国旗帜报》（《Русское　Знамя》）是黑帮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的机关报，1905—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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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通俗的论述）
[159]



（1916年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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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生产集中和垄断


· 二 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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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


· 九 对帝国主义的批评


· 十 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序言

现在献给读者的这本小册子，是1916年春天我在苏黎世写成的。在那里的工作条件下，我自然感到法文和英文的参考书有些不足，俄文参考书尤其缺乏。但是，论述帝国主义的一本主要英文著作，即约·阿·霍布森的书[160]，我还是利用了的，而且我认为是给了它应得的重视。

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因此，我不但要极严格地限制自己只作理论上的、特别是经济上的分析，而且在表述关于政治方面的几点必要的意见时，不得不极其谨慎，不得不用暗示的方法，用沙皇政府迫使一切革命者提笔写作“合法”著作时不得不采用的那种伊索式的——可恶的伊索式的——语言。

在目前这种自由的日子里，重读小册子里这些因顾虑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而说得走了样的、吞吞吐吐的、好象被铁钳子钳住了似的地方，真是感到十分难受。在谈到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谈到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完全背叛了社会主义、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谈到工人运动的这种分裂是同帝国主义的客观条件相联系的等等问题时，我不得不用一种“奴隶的”语言，现在，只好请关心这类问题的读者去看我那些即将重新刊印的1914—1917年间在国外写的论文。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第119—120页 
［注：见本卷第433页。——编者注］

 上的一段文字。当时为了用书报检查通得过的形式向读者说明，资本家以及转到资本家方面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同他们进行的斗争是很不彻底的）怎样无耻地在兼并问题上撒谎，怎样无耻地掩饰自己的资本家的兼并政策，我不得不拿……日本做例子！细心的读者不难把日本换成俄国，把朝鲜换成芬兰、波兰、库尔兰、乌克兰、希瓦、布哈拉、爱斯兰和其他非大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

我希望我这本小册子能有助于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






	　　　　　作　者1917年4月26日于彼得格勒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161]


一

我在俄文版序言里说过，1916年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现在我不可能把全文改写一遍，而且改写也未必适当，因为本书的主要任务，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根据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各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来说明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

不改写对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共产党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无益处，因为他们根据这本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认为合法的书的例子可以看到，甚至象在目前的美国或在法国，在不久以前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被逮捕之后，还是有可能和有必要利用共产党人还保有的一点点合法机会，来揭露社会和平主义观点和“世界民主”幻想的极端虚伪性。而在这篇序言中，我只想对这本经过检查的书作一些最必要的补充。


二

本书证明，1914—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

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所有交战大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应当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必须是关于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

我在说明1876年和1914年瓜分世界的情况（第6章）以及说明1890年和1913年瓜分世界铁路的情况（第7章）时所引用的，正是这样一些驳不倒的综合材料。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结果，是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结果和最显著的标志。本书前几章说明了铁路是怎样同大生产，同垄断组织，同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银行，同金融寡头联系在一起的。铁路网的分布，这种分布的不平衡，铁路网发展的不平衡，是全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造成的结果。这种结果表明，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在上述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象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连结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10亿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

以小业主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自由竞争，民主，——所有这些被资本家及其报刊用来欺骗工农的口号，都早已成为过去的东西。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两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美、英、日），他们把全世界卷入他们为瓜分自己的赃物而进行的战争。


三

君主制的德国强迫签订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162]，以及后来美、法这些“民主的”共和国和“自由的”英国强迫签订的更残暴得多、卑鄙得多的凡尔赛和约[163]，给人类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它们把帝国主义雇用的文丐，把那些虽然自称为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但是却歌颂“威尔逊主义”[164]，硬说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可能得到和平和改良的反动小市民，全都揭穿了。

英德两个金融强盗集团争夺赃物的战争留下的几千万尸体和残废者，以及上述这两个“和约”，空前迅速地唤醒了千百万受资产阶级压迫、蹂躏、欺骗、愚弄的民众。于是，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

第二国际的巴塞尔宣言在1912年所估计的正是1914年爆发的这样的战争，而不是一般战争（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也有革命的战争），——这个宣言现在仍是一个历史见证，它彻底揭露了第二国际英雄们的可耻破产和叛变行为。

因此，我现在把这篇宣言转载在本版的附录里，并且再次请读者注意：这篇宣言中确切、明白、直接地谈到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的那些地方，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总是想方设法避开，就象小偷躲避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


四

本书特别注意批判“考茨基主义”这一国际思潮，在世界各国代表这一思潮的是第二国际的“最有名的理论家”和领袖（在奥地利是奥托·鲍威尔及其一伙，在英国是拉姆赛·麦克唐纳等人，在法国是阿尔伯·托马等等，等等），以及一大批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神父。

这个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国际瓦解、腐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生活环境而被资产阶级偏见和民主偏见所俘虏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

考茨基及其同伙的这类观点，正好完全背弃了这位著作家在几十年里，特别是在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伯恩施坦、米勒兰、海德门、龚帕斯等人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时所捍卫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因此，现在“考茨基派”在全世界都同极端机会主义者（通过第二国际即黄色国际[165]）和资产阶级政府（通过有社会党人参加的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在政治实践上联合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

在全世界日益发展的一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不能不分析和揭露“考茨基主义”的理论错误。所以要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和平主义和一般“民主主义”在全世界还十分流行，这些思潮虽然丝毫不想冒充马克思主义，但是完全同考茨基及其一伙一样，也在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所以，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同这些思潮作斗争，把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小业主和程度不同地处在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下的千百万劳动者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


五

关于第八章——《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有必要说几句话。在本书正文中已经指出：过去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是考茨基的战友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66]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主要代表人之一的希法亭，在这个问题上，比露骨的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英国人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现在，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的分裂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这两派之间的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事实也同样暴露出来了：在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反对布尔什维克；在德国，谢德曼分子和诺斯克及其一伙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斯巴达克派[167]；在芬兰、波兰以及匈牙利等国也是如此。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1/5），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根据战前的价格和战前资产阶级的统计，资本输出的收入每年有80—100亿法郎。现在当然更多得多了。

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那些“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确实在收买他们，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收买他们。

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168]方面来反对“公社战士”。

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






	　　尼·列宁1920年7月6日











在最近15—20年中，特别是在美西战争（1898年）和英布战争（1899—1902年）[169]之后，新旧两大陆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以及政治学著作，愈来愈多地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来说明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了。1902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了英国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作者所持的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观点，这同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今天的立场实质上是一样的，但是，他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尽的说明。1910年，在维也纳出版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170]（俄译本1912年在莫斯科出版）。虽然作者在货币理论问题上有错误，并且书中有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但是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希法亭这本书的副标题）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实质上，近年来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特别是报刊上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量文章中所谈的，以及各种决议，如1912年秋的开姆尼茨[171]和巴塞尔两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谈的，恐怕都没有超出这两位作者所阐述的，确切些说，所总结的那些思想的范围……

下面，我们准备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作一个简要的、尽量通俗的阐述。至于非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们就不谈了，尽管这还是值得一谈的。所引资料的出处及其他注释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感兴趣的，所以放在本书的最后。 
［注：在本版中，这些已分别移至当页正文下面作为脚注。——编者注］







一 生产集中和垄断

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现代工业调查提供了说明这一过程的最完备最确切的材料。

例如在德国，每1000个工业企业中，雇用工人50人以上的大企业，1882年有3个，1895年有6个，1907年有9个。每100个工人中，这些企业的工人分别占22人、30人、37人。但是生产集中的程度要比工人集中的程度大得多，因为在大企业中劳动的生产率要高得多。蒸汽机和电动机的材料可以说明这一点。拿德国所谓广义的工业（包括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在内）来说，情况如下：在3265623个企业中，大企业有30588个，只占0．9％。在1440万工人中，它们的工人占570万，即占39．4％；在880万蒸汽马力中，它们占有660万马力，即占75．3％；在150万千瓦电力中，它们占有120万千瓦，即占77．2％。

不到1％的企业，竟占有总数3/4以上的蒸汽力和电力！而297万个小企业（雇佣工人不超过5人的），即占总数91％的企业，却只占有7％的蒸汽力和电力！几万个最大的企业就是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算不了什么。

德国在1907年雇用工人1000人和1000人以上的企业，有586个。它们的工人几乎占总数的1/10（138万），它们的蒸汽力和电力几乎占总数的1/3（32％）。 
［注：数字是根据1911年《德意志帝国年鉴》[172]察恩的文章综合的。］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货币资本和银行使极少数最大企业的这种优势变成更强大的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压倒优势，就是说，几百万中小“业主”，甚至一部分大“业主”，实际上完全受几百个金融富豪的奴役。

在另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北美合众国，生产集中发展得更加迅猛。美国统计把狭义的工业单独列出，并且按全年产值的多少把这种企业分成几类。1904年，产值在100万美元和100万美元以上的最大的企业有1900个（占企业总数216180个的0．9％），它们有140万工人（占工人总数550万的25．6％），产值为56亿美元（占总产值148亿美元的38％）。5年之后，即1909年，相应的数字如下：3060个企业（占企业总数268491个的1．1％），有200万工人（占工人总数660万的30．5％），产值为90亿美元（占总产值207亿美元的43．8％）。 
［注：《美国统计汇编（1912年）》第202页。］



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而这3000个大型企业包括258个工业部门。由此可见，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所以我们必须比较详细地谈一下。但是，我们首先应当消除一个可能产生的误会。

美国的统计材料说：在250个工业部门中有3000个大型企业。似乎每个部门只有12个规模最大的企业。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并不是每个工业部门都有大企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有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就是所谓联合制，即把不同的工业部门联合在一个企业中，这些部门或者是依次对原料进行加工（如把矿石炼成生铁，把生铁炼成钢，可能还用钢制造各种成品），或者是一个部门对另一个部门起辅助作用（如加工下脚料或副产品，生产包装用品，等等）。

希法亭写道：“联合制把各种行情拉平，从而保证联合企业有更稳定的利润率。第二，联合制导致贸易的消除。第三，联合制使技术改进有可能实现，因而与‘单纯’企业〈即没有联合的企业〉相比，能够得到更多的利润。第四，联合制使联合企业的地位比‘单纯’企业巩固，使它在原料跌价赶不上成品跌价的严重萧条〈营业呆滞，危机〉时期的竞争中得到加强。” 
［注：《金融资本》俄译本第286—287页。］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海曼写了一部描述德国钢铁工业中“混合”（即联合）企业的专著，他说：“单纯企业由于原料价格高、成品价格低而纷纷倒闭”。结果是：


　　“一方面剩下几个采煤量达几百万吨的大煤业公司，它们紧密地组成一个煤业辛迪加；其次，是同它们有密切联系的、组成钢铁辛迪加的一些大铸钢厂。这些大型企业每年生产40万吨〈一吨等于60普特〉钢，采掘大量的矿石和煤炭，生产钢制品，有1万个住在工厂区集体宿舍中的工人，有的还有自己专用的铁路和港口。这种大型企业是德国钢铁工业的典型代表。而且集中还在不断地发展。某些企业愈来愈大；同一工业部门或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结合为大型企业的愈来愈多，而且有柏林的6家大银行作它们的靠山和指挥者。德国采矿工业确切地证实了卡尔·马克思关于集中的学说是正确的；诚然，这里指的是用保护性的关税和运费率来保护采矿工业的国家。德国采矿工业已经成熟到可以被剥夺的地步了。”
［注：汉斯·吉德翁·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企业》1904年斯图加特版第256、278—279页。］





　　这就是一个诚实的（这是一个例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势必得出的结论。必须指出，他把德国似乎看得很特殊，因为德国工业受到高额保护关税的保护。但是这种情况只能加速集中，加速企业家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等等的形成。特别重要的是，在自由贸易的国家英国，集中同样导致垄断，尽管时间稍晚，形式也许有所不同。请看赫尔曼·莱维教授根据大不列颠经济发展材料写的专著《垄断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中的一段话：“在大不列颠，正是企业的巨大规模和高度技术水平包含着垄断的趋势。一方面，由于集中的结果，对每一企业必须投入大量资本，因此，新企业在必要资本额方面面临着愈来愈高的要求，这就使新企业难以出现。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一点更重要），每个新企业要想同集中所造成的那些大型企业并驾齐驱，就必须生产大量的过剩产品，而这些产品只有在需求异常增加的时候才能有利地销售出去，否则这种产品过剩就会使价格跌到无论对新工厂或各垄断同盟都不利的程度。”英国和那些有保护关税促进卡特尔化的国家不同，在这里，企业家垄断同盟卡特尔和托拉斯，多半是在互相竞争的主要企业的数目缩减到“一两打”的时候才产生的。“集中对产生大工业垄断组织的影响，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注：赫尔曼·莱维《垄断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1909年耶拿版第286、290、298页。］



在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竞争是一种“自然规律”。官方学者曾经力图用缄默这种阴谋手段来扼杀马克思的著作，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经济学家们正在写大堆大堆的著作，叙述垄断的某些表现，同时却继续齐声宣告：“马克思主义被驳倒了。”但是，英国有句谚语说得好：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重视事实。事实证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实行保护主义还是实行自由贸易，只能在垄断组织的形式上或产生的时间上引起一些非本质的差别，而生产集中产生垄断，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

对于欧洲，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是20世纪初。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垄断组织的形成”的历史的综合性著作中，我们看到有下面几段话：


　　“我们可以从1860年以前的时代里举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个别例子；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现在极常见的那些形式的萌芽；但是这一切无疑还是卡特尔的史前时期。现代垄断组织的真正开始，最早也不过是19世纪60年代的事。垄断组织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是从19世纪70年代国际性的工业萧条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如果从欧洲范围来看，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当时，英国建成了它的那种旧式资本主义组织。在德国，这种组织同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开始建立自己的存在形式。”“大转变是从1873年的崩溃时期，确切些说，是从崩溃后的萧条时期开始的；这次萧条在欧洲经济史上持续了22年，只是在80年代初稍有间断，并在1889年左右出现过异常猛烈然而为时甚短的高涨。”“在1889—1890年短促的高涨期间，人们大力组织卡特尔来利用行情。轻率的政策使价格比没有卡特尔时提高得更快更厉害，结果所有这些卡特尔差不多全都不光彩地埋葬在‘崩溃这座坟墓’里了。后来又经过了5年不景气和价格低落的时期，但是这时笼罩在工业界的已经不是从前那种情绪了。人们已经不把萧条看成什么当然的事情，而认为它不过是有利的新行情到来之前的一种间歇。

于是卡特尔运动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卡特尔已经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它占领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而首先是占领原料加工部门。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在组织焦炭辛迪加（后来的煤业辛迪加就是仿照它建立的）时，卡特尔就创造了后来基本上再没有发展的组织卡特尔的技术。19世纪末的巨大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至少在采矿和钢铁工业方面，都是第一次完全在卡特尔的标志下发生的。当时人们还觉得这是一种新现象，而现在社会上则普遍认为，经济生活的重大方面通常不受自由竞争的支配，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注：泰·福格尔施泰因《资本主义工业的金融组织和垄断组织的形成》，见《社会经济概论》1914年蒂宾根版第6部分。参看同一作者所著《英美钢铁工业和纺织工业的组织形式》1910年莱比锡版第1卷。］







　　综上所述，对垄断组织的历史可以作如下的概括：（1）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即最高阶段。这时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种不明显的萌芽。（2）1873年危机之后，卡特尔有一段很长的发展时期，但卡特尔在当时还是一种例外，还不稳固，还是一种暂时现象。（3）19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这时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卡特尔彼此商定销售条件和支付期限等等。它们彼此划分销售地区。它们规定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它们确定价格。它们在各个企业之间分配利润，等等。

德国的卡特尔在1896年约有250个，在1905年有385个，参加卡特尔的企业约有12000个 
［注：里塞尔博士《德国大银行及其随着德国整个经济发展而来的集中》1912年第4版第149页；罗·利夫曼《卡特尔与托拉斯以及国民经济组织今后的发展》1910年第2版第25页。］

 。但是，大家都承认，这是缩小了的数字。从上面引用的1907年的德国工业统计材料可以看出，单是这12000个最大的企业，就集中了大约占总数一半以上的蒸汽力和电力。北美合众国的托拉斯在1900年是185个，在1907年是250个。美国的统计把所有的工业企业分为属于个人的和属于合伙商行、公司的。后者在1904年占企业总数的23．6％，在1909年占25．9％，即1/4以上。这些企业的工人，在1904年占工人总数的70．6％，在1909年占75．6％，即3/44；产值分别是109亿美元和163亿美元，即占总产值的73．7％和79％。

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总量，往往有十分之七八集中在卡特尔和托拉斯手中。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业辛迪加在1893年成立时，集中了该地区总采煤量的86．7％，到1910年则已经达到95．4％ 
［注：弗里茨·克斯特纳博士《强迫加入组织。卡特尔与局外人斗争情况的研究》1912年柏林版第11页。］

 。这样造成的垄断，保证获得巨额的收入，并导致组成规模极大的技术生产单位。美国著名的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是1900年成立的。“它的资本是15000万美元。当时发行了1亿美元的普通股票和10600万美元的优先股票。1900—1907年，每年支付的优先股票的股息分别为：48％、48％、45％、44％、36％、40％、40％、40％，共计36700万美元。1882—1907年的纯利为889000万美元，其中60600万付股息，其余的作为后备资本。” 
［注：罗·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对现代资本主义和有价证券业的研究》1909年耶拿第1版第212页。］

 “钢铁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所有企业的职工，在1907年达210180人。德国采矿工业中最大的企业盖尔森基兴矿业公司（Gelsenkirchener Bergwerksgesellschaft）在1908年有46048名职工。” 
［注：同上，第218页。］

 钢铁托拉斯在1902年就生产了900万吨钢 
［注：齐·契尔施基博士《卡特尔与托拉斯》1903年格丁根版第13页。］

 。它的钢产量在1901年占美国全部钢产量的66．3％，在1908年占56．1％ 
［注：泰·福格尔施泰因《组织形式》第275页。］

 。它的矿石开采量，在1901年占43．9％，在1908年占46．3％。

美国政府专门委员会关于托拉斯的报告中说：“它比竞争者优越，是因为它的企业规模大，技术装备优良。烟草托拉斯从创办的时候起，就竭力在各方面大规模地采用机器来代替手工劳动。为此目的，它收买了与烟草加工多少有关的一切发明专利权，在这方面花费了巨额款项。有许多发明起初是不适用的，必须经过在托拉斯供职的工程师的改进。在1906年年底设立了两个分公司，专门收买发明专利权。为了同一目的，托拉斯又设立了自己的铸造厂、机器厂和修理厂。设在布鲁克莱恩的一个这样的工厂有大约300名工人；这个厂对有关生产纸烟、小雪茄、鼻烟、包装用的锡纸和烟盒等等的发明进行试验，在这里还对各种发明进行改进。” 
［注：《专门委员会委员关于烟草工业联合公司的报告》1909年华盛顿版第266页。——引自保尔·塔弗尔博士《北美托拉斯及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一书，1913年斯图加特版第48页。］

 “其他托拉斯也雇有所谓技术开发工程师（developping engineers），他们的任务就是发明新的生产方法，进行技术改良的试验。钢铁托拉斯给那些在提高技术或减少费用方面有发明创造的工程师和工人以高额奖金。” 
［注：同上，第48—49页。］



德国的大工业，例如近几十年来获得巨大发展的化学工业，也是这样组织技术改良工作的。到1908年，生产集中的过程已经在这个工业中造成了两大“集团”，它们也都按自己的方式逐步走向垄断。起初，这两个集团都是由两对大工厂组成的“双边联盟”，各有资本2000—2100万马克：一对是美因河畔赫希斯特的前行东……颜料厂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卡塞拉公司；另一对是路德维希港苯胺苏打厂和爱北斐特的前拜尔公司。后来，一个集团在1905年，另一个集团在1908年，又各同另一个大工厂达成了协议。结果构成了两个“三边联盟”，各有资本4000—5000万马克，而且这两个“联盟”已经开始“接近”，“商定”价格等等。 
［注：里塞尔的上述著作第3版第547页及以下各页。据报纸报道（1916年6月），新近又成立了一个把德国整个化学工业联合起来的大型托拉斯。］



竞争转化为垄断。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就连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的过程也社会化了。

从前是各个业主自由竞争，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他们进行生产都是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去销售，现在则完全不同了。集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对本国的，甚至象下面所说的，对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的原料来源（例如蕴藏铁矿的土地）作出大致的估计。现在不但进行这样的估计，而且这些来源完全操纵在一些大垄断同盟的手里。这些同盟对市场的容量也进行大致的估计，并且根据协议“瓜分”这些市场。它们垄断熟练的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线路和交通工具，如美国的铁路、欧美的轮船公司。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的竞争自由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

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在形式上被承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而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却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

德国经济学家克斯特纳写了一本专论“卡特尔与局外人斗争情况”的著作，所谓“局外人”，就是未加入卡特尔的企业家。他给这本著作取名为《强迫加入组织》，其实，如果不粉饰资本主义，就应当说是强迫服从垄断者同盟。单是看看垄断者同盟为了这种“组织”而采取的种种现代的、最新的、文明的斗争手段，也是大有教益的。这些手段有：（1）剥夺原料（“……强迫加入卡特尔的主要手段之一”）；（2）用“同盟”方法剥夺劳动力（即资本家和工会订立合同，使工会只接受卡特尔化企业的工作）；（3）剥夺运输；（4）剥夺销路；（5）同买主订立合同，使他们只同卡特尔发生买卖关系；（6）有计划地压低价格（为了使“局外人”即不服从垄断者的企业破产，不惜耗费巨资，在一段时间内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在汽油工业中就有过这样的例子：把价格从40马克压到22马克，差不多压低了一半！）；（7）剥夺信贷；（8）宣布抵制。

现在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技术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现在已经是垄断者在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不屈服于垄断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下面就是这一过程在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意识中的反映。


　　克斯特纳写道：“甚至在纯粹经济的活动方面，也在发生某种转变，原先意义上的商业活动转变为投机组织者的活动。获得最大成就的，不是最善于根据自己的技术和商业经验来判断购买者需要，找到并且可以说是‘开发’潜在需求的商人，而是那些善于预先估计到，或者哪怕只是嗅到组织上的发展，嗅到某些企业与银行可能发生某种联系的投机天才〈？！〉……”



　　译成普通人的语言，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作全部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下面我们会看到，那些对资本帝国主义作小市民式的反动批评的人，怎样“根据这一点”而梦想开倒车，恢复“自由的”、“和平的”、“诚实的”竞争。
　　克斯特纳说：“由卡特尔的组成引起的价格长期上涨，至今还只出现在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方面，特别是煤、铁和钾碱等方面，而在成品方面则从来没有过。随之而来的收益的增加，同样也只限于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对此还要作一点补充：原料（而不是半成品）加工工业不仅因组成卡特尔而获得高额利润，使那些进一步加工半成品的工业受到损失，而且它还取得了对这一工业的一定的统治关系，这是自由竞争时代所没有的。”
［注：克斯特纳的上述著作第254页。］





　　我们作了着重标记的几个字，说明了问题的实质，这个实质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很不愿意而且很少承认的，也是以卡·考茨基为首的当代的机会主义辩护士所竭力支吾搪塞，避而不谈的。统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强制，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典型现象，正是势力极大的经济垄断组织的形成所必然引起而且已经引起的结果。我们再举一个说明卡特尔如何经营的例子。凡是可以把全部或主要的原料产地抓在手里的地方，卡特尔的产生和垄断组织的形成就特别容易。但是，如果以为在无法霸占原料产地的其他工业部门中不会产生垄断组织，那就错了。水泥工业的原料是到处都有的。但是在德国，就连这个工业也高度卡特尔化了。水泥厂联合成了区域性的辛迪加，如南德辛迪加、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辛迪加等等。规定了垄断价格：成本为180马克的一车皮水泥，售价竟达230—280马克！企业支付12—16％的股息，而且不要忘记，现代的投机“天才”除分得股息之外，还能使大量的利润滚进自己的腰包。为了从如此盈利的工业部门中排除竞争，垄断者甚至使用各种诡计：散布谣言，说水泥工业情况很坏；在报上登匿名广告说，“资本家们！当心，别在水泥业投资！”；最后是收买没有参加辛迪加的“局外人”的企业，付给他们6万、8万至15万马克的“出让费” 
［注：路·埃施韦格《水泥》，见1909年《银行》杂志[173]第1期第115页及以下各页。］

 。垄断组织在一切地方用一切办法为自己开辟道路，从偿付“微薄的”出让费起，直到象美国那样“使用”炸药对付竞争者为止。

用卡特尔消除危机是拼命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无稽之谈。相反，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厉害，更加严重。作为一般资本主义特点的农业和工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现象，变得更加严重了。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所谓重工业，尤其是煤铁工业的特权地位，使其余工业部门“更加严重地缺乏计划性”，正如论述“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的最佳著作之一的作者耶德尔斯所承认的那样。 
［注：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特别是与冶金工业的关系》[174]1905年莱比锡版第271页。］



资本主义的无耻的辩护士利夫曼说：“国民经济愈发展，就愈是转向更带冒险性的企业或国外的企业，转向需要长时间才能发展的企业，或者转向那些只有地方意义的企业。” 
［注：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第434页。］

 冒险性的增大，归根到底是同资本的大量增加有关，资本可以说是漫溢出来而流向国外，如此等等。同时，技术的加速发展，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不相适应的因素、混乱和危机的因素日益增加。同一个利夫曼不得不承认说：“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又会碰到技术方面的一些也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组织的大变革”……如电力、航空……“在发生这种根本性的经济变动的时候，通常而且照例会有很厉害的投机事业发展起来……” 
［注：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第465—466页。］



危机（各种各样的危机，最常见的是经济危机，但不是只有经济危机）又大大加强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我们知道，1900年的危机，是现代垄断组织史上的转折点。关于这次危机的意义，耶德尔斯有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论断：


　　“遭到1900年危机的，除了各主要工业部门的大型企业以外，还有许多在今天说来结构上已经过时了的‘单纯’企业〈即没有联合起来的企业〉，它们是乘着工业高涨的浪头浮上来的。价格的跌落，需求的减少，使这些‘单纯’企业陷于灾难的境地，这种情况，大型的联合企业或者根本没有遇到过，或者仅仅在极短的时期内碰到过。因此，1900年的危机引起的工业集中，其程度远远超过了1873年的危机。1873年的危机虽然也起了一种淘汰作用，使一些较好的企业保存下来，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这种淘汰并没有能够使那些顺利地度过危机的企业获得垄断地位。长期地占据这种垄断地位的，是现在的钢铁工业和电力工业中的大型企业（因为它们的技术复杂，组织分布很广，资本雄厚），而且垄断程度很高；其次是机器制造业以及冶金工业、交通运输业等某些部门的企业，不过垄断程度较低。”
［注：耶德尔斯的著作第108页。］





　　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到银行的作用，那我们对于现代垄断组织的实际力量和意义的认识，就会是极不充分、极不完全和极其不足的。






二 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

银行基本的和原来的业务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这样，银行就把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资本，把各种各样的货币收入汇集起来交给资本家阶级支配。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机构，银行就由中介人的普通角色发展成为势力极大的垄断者，它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产地。为数众多的普通中介人成为极少数垄断者的这种转变，是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基本过程之一，因此，我们应当首先来谈一谈银行业的集中。

在1907—1908年度，德国所有资本在100万马克以上的股份银行，共有存款70亿马克；到1912—1913年度，已达98亿马克。5年中增加了40％，而且这新增加的28亿马克中，有275000万马克属于57家资本在1000万马克以上的银行。存款在大小银行中的分配情形如下 
［注：阿尔弗勒德·兰斯堡《五年来的德国银行业》，见1913年《银行》杂志第8期第728页。］

 ：




在存款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







	　
	柏林9家大银行
	其余48家资本在1000万马克以上的银行


	115家资本在100─1000万马克的银行


	资本不到100万马克的小银行





	1907─8年度
	47
	32.5
	16.5
	4



	1912─3年度
	49
	36
	12
	3







小银行被大银行排挤，大银行当中仅仅9家银行就差不多集中了所有存款的一半。但是，这里还有许多情况没有考虑进去，例如有许多小银行实际上成了大银行的分行，等等。关于这些下面就要讲到。

据舒尔采－格弗尼茨计算，1913年底，存款总额约为100亿马克，而柏林9家大银行就占了51亿马克。[175]这位作者不仅注意到存款，而且注意到全部银行资本，他写道：“1909年年底，柏林9家大银行及其附属银行，支配着113亿马克，即约占德国银行资本总额的83％。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及其附属银行支配着约30亿马克，与普鲁士国有铁路管理局同为旧大陆上资本聚集最多、而且分权程度很高的企业。” 
［注：舒尔采－格弗尼茨《德国信用银行》，见《社会经济概论》1915年蒂宾根版第12页和第137页。］



我们在提到“附属”银行的地方用了着重标记，因为这是最新资本主义集中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大企业，尤其是大银行，不仅直接吞并小企业，而且通过“参与”它们的资本、购买或交换股票，通过债务关系体系等等来“联合”它们，征服它们，吸收它们加入“自己的”集团，用术语说，就是加入自己的康采恩。利夫曼教授写了一本500页的大“著作”，描述现代的参与和投资公司 
［注：罗·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对现代资本主义和有价证券业的研究》1909年耶拿第1版第212页。］

 ，可惜，这本书里给那些往往未经消化的原始材料加上了十分低劣的“理论”推断。[176]关于这种“参与”制在集中方面造成的结果怎样，说得最清楚的是银行“活动家”里塞尔那本论德国大银行的著作[177]。但是，在引用他的材料之前，我们先举一个“参与”制的具体例子。

德意志银行集团，在所有大银行集团当中，不说是最大的集团，也是最大的集团之一。要弄清楚把这一集团所有的银行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线索，应当区分第一级、第二级和第三级的“参与”，或者说是第一级、第二级和第三级的依附（比较小的银行对德意志银行的依附）。具体情况如下 
［注：阿尔弗勒德·兰斯堡《德国银行业中的参与制》，见1910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500页。］

 ：






	　　　　　　　　　　　　　　 第一级依附： 　　　 第二级依附：　 　　　　　　　第三级依附：德意志银行　　始终参与　　　　17家银行；　　其中有9家又参与34家银行；　　其中有4家又参与7家银行

　　　　　不定期参与 　　　5家银行，　　　　　　——　　　　　　　　　　　——

　　　　　间或参与 　　　　8家银行；　　其中有5家又参与14家银行； 　 其中有2家又参与2家银行

　　　　　 共　计 　　　　30家银行； 　 其中有14家又参与48家银行；　 其中有6家又参与9家银行









在“间或”隶属于德意志银行的8家“第一级依附”的银行中，有3家国外银行：一家是奥地利的（维也纳的联营银行——Bankverein），两家是俄国的（西伯利亚商业银行和俄国对外贸易银行）。直接和间接地、全部和局部地加入德意志银行集团的，共有87家银行，这个集团所支配的资本，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共有20—30亿马克。

一家银行既然领导着这样一个集团，并且同其他6家稍小一点的银行达成协议，来办理公债之类的特别巨大、特别有利的金融业务，那么很明显，这家银行已经不仅仅扮演“中介人”的角色，而成了极少数垄断者的同盟。

从下面我们简略地摘引的里塞尔的统计材料可以看出，正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银行业的集中发展得多么迅速：





柏林6家大银行拥有的机构年份



	年份
	在德国的分行
	存款部和兑换所
	始终参与的德国股份银行
	机构总数[178]



	1895
	16
	14
	1
	42



	1900
	21
	40
	8
	80



	1911
	104
	276
	63
	450







我们看到，银行渠道的密网扩展得多么迅速，它布满全国，集中所有的资本和货币收入，把成千上万分散的经济变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上面那段引文中代表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说的那个“分权”，实际上却是愈来愈多的从前比较“独立的”、确切些说是地方性的同外界隔绝的经济单位，隶属于一个统一的中心。其实，这是集权，是垄断巨头的作用、意义和实力的加强。

在比较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银行网”更密。英国，包括爱尔兰，1910年所有银行的分行共有7151个。其中4家大银行各有400个以上的分行（447个至689个），另外还有4家大银行各有200多个分行，11家银行各有100多个分行。

法国三家最大的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国民贴现银行和总公司[179]的业务和分行网发展的情形如下 
［注：欧根·考夫曼《法国银行业》1911年蒂宾根版第356页和第362页。］

 ：






	　
	分行和部所数目
	资本额（单位百万法郎)



	　
	在地方上
	在巴黎
	共计
	自有的
	他人的



	1870年
	47
	17
	64
	200
	427



	1890年
	192
	66
	258
	265
	1245



	1909年
	1033
	196
	1229
	887
	4363







为了说明现代大银行“联系”的特点，里塞尔引用了德国和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贴现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它的资本在1914年已经达到3亿马克）收发信件的统计数字：






	　　　　　　　　　　信　件　数　目
　　　　　　　收到的 　　发出的

1852年　　　　　　 6135 　　　 6292

1870年　　　　　　85800　 　　87513

1900年　　　　　 533102　　　626043









巴黎大银行里昂信贷银行的帐户数目：在1875年是28535个，而在1912年就增加到633539个。 
［注：让·莱斯居尔《法国储蓄业》1914年巴黎版第52页。］



这些简单的数字，也许比长篇大论更能清楚地表明：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周转额的增加，银行的作用根本改变了。分散的资本家合成了一个集体的资本家。银行为某些资本家办理往来帐，似乎是在从事一种纯粹技术性的、完全辅助性的业务。而当这种业务的范围扩展到很大的时候，极少数垄断者就控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商业业务，就能通过银行的联系，通过往来帐及其他金融业务，首先确切地了解各个资本家的业务状况，然后加以监督，用扩大或减少、便利或阻难信贷的办法来影响他们，以至最后完全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的收入，夺去他们的资本，或者使他们有可能迅速而大量地增加资本等等。

我们刚才谈到柏林的贴现公司有3亿马克的资本。贴现公司资本增加的经过，是柏林两家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和贴现公司争夺霸权斗争中的一幕。在1870年，德意志银行还是一家新银行，资本只有1500万马克，贴现公司有3000万马克。在1908年，前者有资本2亿，后者有资本17000万。到1914年，前者的资本增加到25000万，后者因为同另一家第一流的大银行沙夫豪森联合银行合并，资本就增加到了3亿。当然，在进行这种争夺霸权的斗争的同时，这两家银行也订立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巩固的“协定”。这种发展的进程，使得那些在观察经济问题时决不越出最温和、最谨慎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范围的银行专家，也不得不作出如下的结论。

德国的《银行》杂志就贴现公司资本增加到3亿马克这一点写道：“其他银行也会跟着走上这条道路的，现在在经济上统治着德国的300人，将会逐渐减到50人、25人甚至更少一些。不要以为最新的集中运动将仅限于银行业。各个银行间的紧密联系，自然会使这些银行所保护的工业家的辛迪加也接近起来……会有一天，我们一觉醒来，将惊奇地发现我们面前尽是托拉斯，到那时我们必须以国家垄断来代替私人垄断。然而，除了听凭事情自由发展、让股票稍稍加速这种发展以外，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责备自己的。” 
［注：阿·兰斯堡《一家有3亿资本的银行》，见1914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426页。］



这段话是资产阶级政论界束手无策的典型表现，而资产阶级学术界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者不那么坦率，力图掩饰事情的本质，让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见集中的后果而感觉“惊奇”，“责备”资本主义德国的政府或资本主义的“社会”（“我们”），害怕采用股票会“加速”集中，例如德国的一个“卡特尔问题”专家契尔施基就害怕美国托拉斯，“宁愿”要德国的卡特尔，因为德国的卡特尔似乎“不会象托拉斯那样过分地加速技术和经济的进步” 
［注：齐·契尔施基的上述著作第128页。］

 ，——这难道不是束手无策的表现吗？

但是，事实终归是事实。德国没有托拉斯，“只”有卡特尔，但统治德国的，不超过300个资本巨头。而且这些巨头的人数还在不断地减少。在任何情况下，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有什么样不同的银行法，银行总是大大地加强并加速资本集中和垄断组织形成的过程。

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就在《资本论》里写过：“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俄译本第3卷下册第144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86页。——编者注］

 ）我们所引用的关于银行资本的增长、关于最大银行的分支机构数目及其帐户数目的增加等材料，都具体地让我们看到了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这种“公共簿记”，而且不仅是资本家阶级的“公共簿记”，因为银行所收集的（即使是暂时收集的），是各种各样的货币收入，其中也有小业主的，也有职员的，也有极少数上层工人的。“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从形式上看来，是从现代银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最大的银行在法国不过3家到6家，在德国有6家到8家，它们支配着几十亿几十亿的款额。但是，生产资料的这种分配，就其内容来说，决不是“公共的”，而是私人的，也就是说，是符合大资本（首先是最大的、垄断的资本）的利益的，因为大资本正是在民众挨饿，农业的整个发展无可救药地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工业中“重工业”向其他一切工业部门收取贡赋的条件下活动的。

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化方面，储金局和邮政机构开始同银行竞争，它们是更加“分权”的，也就是说，它们把更多的地区、更多的偏僻地方和更广大的居民群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下面是美国的一个委员会收集的对比银行和储金局存款增加情况的统计材料 
［注：美国全国金融委员会的材料，见1910年《银行》杂志第2期第1200页。］

 ：






	


存款（单位十亿马克）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　　┏━━━┷━━━━┓　　┏━━━━━━┷━━━━━━┓

　　银行存款　储金局存款　银行存款　储金局存款　银行存款　信贷协会存款　储金局存款

1880年　　8.4　　　　 1.6 　　　 ？　　　　 0.9 　　　 0.5 　　　　 0.4 　　　 2.6

1888年　 12.4　　　　 2.0 　　　1.5　　　　 2.1 　　　 1.1 　　　　 0.4 　　　 4.5

1908年　 23.2　　　　 4.2 　　　3.7　　　　 4.2 　　　 7.1 　　　　 2.2 　　　13.9









储金局为了支付4％和4．25％的存款利息，就必须给自己的资本找到“有利的”投资场所，如从事票据、抵押等业务。银行和储金局之间的界限“日益消失”。例如波鸿和爱尔福特的商会，就要求“禁止”储金局经营票据贴现之类的“纯”银行业务，要求限制邮政机构经营“银行”业务 
［注：美国全国金融委员会的材料，见1913年《银行》杂志第811、1022页；1914年第713页。］

 。银行大王好象是在担心国家垄断会不会从意料不到的地方悄悄地钻到他们身旁。不过，这种担心当然没有超出可以说是一个办事处的两个科长之间的竞争。因为储金局的几十亿资本，实际上归根到底是由同一些银行资本巨头们支配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的垄断不过是提高和保证某个工业部门快要破产的百万富翁的收入的一种手段罢了。

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被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新资本主义所替代，还表现在交易所作用的降低上面。《银行》杂志写道：“交易所早已不再是必要的流通中介人了，它过去曾经是，因为过去银行还不能把发行的大部分有价证券推销到自己的顾客中间去。” 
［注：1914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316页。］



“‘任何银行都是交易所’，——这是一句现代的名言。银行愈大，银行业的集中愈有进展，这句名言所包含的真理也愈多。” 
［注：奥斯卡尔·施蒂利希博士《货币银行业》1907年柏林版第169页。］

 “从前，在70年代，象年轻人那样放荡的交易所〈这是对1873年交易所的崩溃[180]，对滥设投机公司的丑事[181]等等所作的一种“微妙的”暗示〉，开辟了德国的工业化时代，而现在银行和工业已经能‘独立应付’了。我国大银行对交易所的统治……正表明德国是一个十分有组织的工业国。如果说这样就缩小了自动起作用的经济规律的作用范围，而大大扩大了通过银行进行有意识的调节的范围，那么少数领导人在国民经济方面所负的责任也就因此而大大加重了。” 
［注：舒尔采－格弗尼茨《德国信用银行》，见《社会经济概论》1915年蒂宾根版第101页。］

 ——德国教授舒尔采－格弗尼茨就是这样写的，这位教授是德国帝国主义的辩护士，是各国帝国主义者眼中的权威，他力图抹杀一件“小事情”，即这种通过银行进行的“有意识的调节”，就是由极少数“十分有组织的”垄断者对大众的掠夺。资产阶级教授的任务不是暴露全部内幕，不是揭穿银行垄断者的种种勾当，而是加以粉饰。

一位更有威望的经济学家和银行“活动家”里塞尔也完全一样，他用一些言之无物的空话来回避无可否认的事实：“交易所正在愈来愈失去为整个经济和有价证券流通所绝对必需的性能，即不仅作为汇集到它那里的各种经济运动的最准确的测量器，而且作为对这些经济运动几乎自动起作用的调节器。” 
［注：里塞尔的上述著作第4版第629页。］



换句话说，旧的资本主义，即绝对需要交易所作为自己的调节器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正在成为过去。代替它的是新的资本主义，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带有某种过渡性事物、某种自由竞争和垄断混合物的鲜明特征。人们自然要问，这种最新的资本主义是在向哪里“过渡”呢？但这个问题资产阶级学者是不敢提出的。

“在30年前，不属于‘工人’体力劳动范围以内的经济工作，9/10。都是由自由竞争的企业家来做的。现在，这种经济上的脑力工作9/10。都是由职员们来担任了。在这一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银行业。” 
［注：舒尔采－格弗尼茨《德国信用银行》，见《社会经济概论》1915年蒂宾根版第151页。］

 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这种供认，使人们又再次触及这样一个问题：最新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究竟是向哪里去的过渡呢？———

在少数几个经过集中过程而仍然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处于领先地位的银行中间，达成垄断协议、组织银行托拉斯的倾向自然愈来愈明显，愈来愈强烈。美国现在已经不是9家，而是2家最大的银行，即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和摩根的银行，控制着110亿马克的资本。 
［注：1912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435页。］

 在德国，我们上面指出的贴现公司吞并沙夫豪森联合银行的事实，引起了代表交易所利益的《法兰克福报》[182]如下的一段评论：


　　“随着银行的日益集中，只能向愈来愈少的机构请求贷款了，这就使大工业更加依赖于少数几个银行集团。在工业同金融界联系密切的情况下，需要银行资本的那些工业公司活动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因此，大工业带着错综复杂的感情看待银行的日益托拉斯化〈联合成或转变为托拉斯〉；的确，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各大银行康采恩之间开始达成某种限制竞争的协议。”
［注：转引自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著作，见《社会经济概论》第155页。］





　　银行业发展的最新成就还是垄断。说到银行和工业的密切联系，那么，正是在这一方面，银行的新作用恐怕表现得最明显。银行给某个企业主贴现票据，给他开立往来帐户等等，这些业务单独地来看，一点也没有减少这个企业主的独立性，银行也没有越出普通的中介人作用的范围。可是，如果这些业务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加强，如果银行把大量资本“收集”在自己手里，如果办理某个企业的往来帐使银行能够愈来愈详细和充分地了解它的顾客的经济状况（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那么，结果就是工业资本家愈来愈完全依赖于银行。

同时，银行同最大的工商业企业之间的所谓人事结合也发展起来，双方通过占有股票，通过银行和工商业企业的经理互任对方的监事（或董事），而日益融合起来。德国经济学家耶德尔斯搜集了关于这种形式的资本集中和企业集中的极为详细的材料。柏林6家最大的银行由经理做代表，参加了344个工业公司，又由董事做代表，参加了407个公司，一共参加了751个公司。它们在289个公司中各有两个监事，或者占据了监事长的位置。在这些工商业公司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业，如保险业、交通运输业、饭馆、戏院、工艺美术业等等。另一方面，在这6家银行的监事会中（在1910年）有51个最大的工业家，其中有克虏伯公司的经理、大轮船公司沃堡—美洲包裹投递股份公司（Hamburg——Amerika）的经理等等。在1895—1910年间，这6家银行中的每一家银行都参加了替数百个（281个至419个）工业公司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工作 
［注：耶德尔斯的上述著作和里塞尔的上述著作。］

 。

除银行同工业的“人事结合”以外，还有这些或那些公司同政府的“人事结合”。耶德尔斯写道：“它们自愿把监事职位让给有声望的人物和过去的政府官吏，这些人可以使公司在同当局打交道的时候得到不少方便〈！！〉……”“在大银行的监事会里，常有国会议员或柏林市议会的议员。”

可见，所谓大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正在通过一切“自然的”和“超自然的”途径十分迅速地创立和发展起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几百个金融大王之间的某种分工正在有步骤地形成：

“除了某些大工业家活动范围的这种扩大〈如加入银行董事会等等〉以及地方银行经理分别专管某一工业区以外，大银行领导人的专业化也有所加强。这样的专业化，只有在整个银行企业的规模很大，尤其是在银行同工业的联系很广的时候，才能设想。这种分工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把联系整个工业界的事情交给一个经理去做，作为他的专职；另一方面，每个经理都负责监督几个企业或几组在行业上、利益上彼此相近的企业〈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可以有组织地监督各个企业的程度了〉。某个经理专门管德国工业，甚至专门管德国西部的工业〈德国西部是德国工业最发达的区域〉，另一些经理则专门负责同外国和外国工业联系，了解工业家等等的个人的情况，掌管交易所业务等等。此外，银行的每个经理又往往专管某个地方或某个工业部门：有的主要是在电力公司监事会里工作，有的是在化学工厂、啤酒厂或制糖厂里工作，有的是在少数几个孤立的企业中工作，同时又参加保险公司监事会……总而言之，在大银行里，随着银行业务的扩大和业务种类的增多，领导人的分工无疑也就更加细密，其目的（和结果）是使他们稍微超出纯银行业务的范围，使他们对工业的一般问题以及各个工业部门的特殊问题更有判断力，更加懂行，培养他们在银行势力所及的工业部门中进行活动的能力。除了这一套办法以外，银行还竭力挑选熟悉工业的人物，挑选企业家、过去的官吏、特别是在铁路和采矿部门中工作过的官吏，来参加本银行的监事会”等等。 
［注：耶德尔斯的上述著作第156—157页。］



在法国银行业里，也有这一类的机构，不过形式稍微有点不同。例如，法国三家最大的银行之一里昂信贷银行，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金融情报收集所（service des études financières）。在那里工作的经常有50多个工程师、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等等。这个机构每年耗资60—70万法郎。它下面又分8个科：有的科专门收集工业企业情报，有的研究一般统计，有的研究铁路和轮船公司，有的研究证券，有的研究财务报告等等。 
［注：欧·考夫曼关于法国银行的文章，见1909年《银行》杂志第2期第851页及以下各页。］



这样，一方面是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融合，或者用尼·伊·布哈林的很恰当的说法，日益长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是银行发展成为具有真正“包罗一切的性质”的机构。我们认为有必要引用在这方面最有研究的作家耶德尔斯对这个问题的准确的说法：


　　“我们考察了全部工业联系，结果发现那些为工业工作的金融机构具有包罗一切的性质。大银行同其他形式的银行相反，同某些著作中提出的银行应当专门从事某一方面业务或某一工业部门工作，以免丧失立脚点这样的要求相反，力求在尽可能不同的地区和行业同工业企业发生联系，力求消除各个地方或各个工业部门因各个企业历史情况不同而形成的资本分配不均现象。”“一种趋势是使银行同工业的联系成为普遍的现象，另一种趋势是使这种联系更加巩固和加强；这两种趋势在六大银行中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已经在同样程度上大规模地实现了。”



　　在工商界经常听到有人抱怨银行的“恐怖主义”。既然大银行象下面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发号施令”，那么听到这样的抱怨也就不奇怪了。1901年11月19日，柏林所谓D字银行（4家最大银行的名称都是以字母D开头的）之一，给西北德一中德水泥辛迪加管理处写了这样一封信：“兹阅贵处本月18日在某报上登载的通知，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贵辛迪加定于本月30日召开的全体大会，可能通过一些改革贵企业而为敝行所不能接受的决议。因此我们深感遗憾，不得不停发贵辛迪加所享有的贷款……但如此次大会不通过敝行不能接受的决议，并向敝行提出将来也不通过这种决议的相应保证，敝行仍愿就给予贵辛迪加以新的贷款问题举行谈判。” 
［注：奥斯卡尔·施蒂利希博士《货币银行业》1907年柏林版第147页。］

其实，这也是小资本对大资本的压迫发出的抱怨，不过这里列入“小”资本的是整整一个辛迪加罢了！大小资本之间过去的那种斗争，又在一个新的、高得多的发展阶段上重演了。当然，拥有亿万巨资的大银行企业，也能用从前远不能相比的办法来推动技术的进步。例如，银行设立了各种专门的技术研究会，研究成果当然只能由“友好的”工业企业来享用。这一类机构有电气铁路问题研究会、中央科学技术研究所等等。

大银行的领导人自己不会看不到，国民经济中正在出现一些新的情况，但是他们在这些情况面前束手无策。

耶德尔斯写道：“凡是近几年来注意大银行经理和监事人选变更情形的人，都不会不觉察到，权力逐渐转到了一些认为积极干预工业的总的发展是大银行必要的、愈来愈迫切的任务的人物手中，于是这些人和老的银行经理在业务方面，往往也在个人方面意见愈来愈分歧。实质的问题是：银行这种信贷机构会不会因为干预工业生产过程而受到损失，会不会因为从事这种同信贷中介作用毫不相干的业务，从事这种会使它比从前更受工业行情的盲目支配的业务，而牺牲掉自己的稳固的原则和可靠的利润。许多老的银行领导人都说会这样。但是，大部分年轻的领导人却认为积极干预工业问题是必然的，正象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出现必然会产生大银行和最新的工业银行业一样。双方的意见只有一点相同，就是大家都认为大银行的新业务还没有什么固定的原则和具体的目的。” 
［注：耶德尔斯的上述著作第183—184页。］



旧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了。新资本主义是向某方面的过渡。想找到什么“固定的原则和具体的目的”来“调和”垄断和自由竞争，当然是办不到的事情。实践家的自白，听起来和舒尔采－格弗尼茨、利夫曼之流的“理论家”的颂扬完全不同，这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是在用官场口吻颂扬“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美妙。

大银行的“新业务”究竟是什么时候完全确立起来的，——对于这个重要问题，我们可以从耶德尔斯那里找到相当确切的答案：


　　“工业企业间的联系及其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新的机构即既集权又分权的大银行，成为国民经济的有代表性的现象，大概不会早于19世纪9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把这个起点推到1897年，当时许多企业实行了大‘合并’，从而根据银行的工业政策第一次采用了分权组织的新形式。也许还可以把这个起点推到更晚一些的时候，因为只有1900年的危机才大大加速了工业和银行业的集中过程，巩固了这个过程，第一次把同工业的关系变成大银行的真正垄断，并大大地密切了和加强了这种关系。”
［注：耶德尔斯的上述著作第181页。］





　　总之，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



三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

希法亭写道：“愈来愈多的工业资本不属于使用这种资本的工业家了。工业家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取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对于工业家来说，银行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者。另一方面，银行也必须把自己愈来愈多的资本固定在工业上。因此，银行愈来愈变成工业资本家。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变成了工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我把它叫作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就是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 
［注：鲁·希法亭《金融资本》1912年莫斯科版第338—339页。］



这个定义不完全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了会导致而且已经导致垄断的高度。但是，在希法亭的整个叙述中，尤其是在我摘引这个定义的这一章的前两章里，着重指出了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作用。

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

现在我们应当来叙述一下，在商品生产和私有制的一般环境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经营”怎样必然变为金融寡头的统治。应当指出，德国（而且不只是德国）资产阶级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如里塞尔、舒尔采－格弗尼茨、利夫曼等人，完全是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辩护士。对于寡头形成的“内幕”，寡头所采用的手段，寡头所获得的“正当和不正当”收入的数量，寡头和议会的联系等等，他们不是去揭露，而是加以掩盖和粉饰。他们避开这些“棘手的问题”，只讲一些堂皇而含糊的词句，号召银行经理们拿出“责任心”，赞扬普鲁士官员们的“尽职精神”，煞有介事地分析那些根本无关紧要的“监督”法案、“管理”法案的细枝末节，玩弄无谓的理论游戏，例如利夫曼教授居然写出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定义：“……商业是收集财富、保管财富、把财富供人支配的一种经营活动” 
［注：罗·利夫曼的上述著作第476页。］

 （着重号和黑体是该教授著作中原有的）……这样说来，商业在不知交换为何物的原始人那里就已经有了，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存在下去！

但是，有关金融寡头骇人听闻的统治的骇人听闻的事实是太触目惊心了，所以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美国、法国或德国，都出现了这样一些著作，这些著作虽然抱着资产阶级的观点，但毕竟还是对金融寡头作了近乎真实的描述和批评，当然是小市民式的批评。

应当作为主要之点提出来的是前面已经简略谈到的“参与制”。德国经济学家海曼大概是第一个注意到了这一点，请看他是怎样描述问题的实质的：


　　“领导人控制着总公司〈直译是“母亲公司”〉，总公司统治着依赖于它的公司〈“女儿公司”〉，后者又统治着‘孙女公司’，如此等等。这样，拥有不太多的资本，就可以统治巨大的生产部门。事实上，拥有50％的资本，往往就能控制整个股份公司，所以，一个领导人只要拥有100万资本，就能控制各孙女公司的800万资本。如果这样‘交织’下去，那么拥有100万资本就能控制1600万、3200万以至更多的资本。”
［注：汉斯·吉德翁·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企业》1904年斯图加特版第268—269页。］





　　其实经验证明，只要占有40％的股票就能操纵一个股份公司的业务 
［注：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第1版第258页。］

 ，因为总有一部分分散的小股东实际上根本没有可能参加股东大会等等。虽然资产阶级的诡辩家和机会主义的“也是社会民主党人”都期望（或者要别人相信他们期望）股票占有的“民主化”会造成“资本的民主化”，会加强小生产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可是实际上它不过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因此，在比较先进的或比较老、比较“有经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法律准许发行票额较小的股票。德国法律不准许发行1000马克以下的股票，所以德国金融巨头看见英国法律准许发行一英镑（等于20马克，约合10卢布）的股票，就很羡慕。1900年6月7日，德国最大的工业家和“金融大王”之一西门子，在帝国国会中声称：“一英镑的股票是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基础。” 
［注：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话，见《社会经济概论》第5部分第2册第110页。］

 这个商人对于什么是帝国主义这一问题的理解，同那位被认为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不光彩的作家[183]比起来，显然要深刻得多，“马克思主义”得多，那位作家竟把帝国主义看成是某个民族的劣根性……但是，“参与制”不仅使垄断者的权力大大增加，而且还使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可以盘剥公众，因为母亲公司的领导人在形式上，在法律上对女儿公司是不担负责任的，女儿公司算是“独立的”，但是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女儿公司去“实施”。下面是我们从1914年德国《银行》杂志5月号抄下来的一个例子：


　　“卡塞尔的弹簧钢股份公司在几年以前算是德国最赚钱的企业之一。后来因为管理得很糟糕，股息从15％跌到0％。原来，董事会没有通知股东就出借了600万马克给自己的一个女儿公司哈西亚，而哈西亚的名义资本只有几十万马克。这笔几乎比母亲公司的股份资本大两倍的借款，根本没有记入母亲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在法律上，这样的隐瞒是完全合法的，而且可以隐瞒整整两年，因为这样做并不违反任何一条商业法。以负责人的资格在这种虚假的资产负债表上签字的监事长，至今仍旧是卡塞尔商会的会长。这笔借款被发现是个错误〈错误这两个字，作者应当加上引号〉，知道底细的人开始把‘弹簧钢’的股票脱手而使股票价格几乎下跌了100％，在这以后很久，股东们才知道有借款给哈西亚公司这回事……这个在股份公司里极常见的、在资产负债表上玩弄平衡把戏的典型例子，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股份公司董事会干起冒险勾当来，心里要比私人企业家轻松得多。编制资产负债表的最新技术，不但使董事会能够把所干的冒险勾当瞒过普通的股东，而且使主要的当事人在冒险失败的时候，能够用及时出卖股票的办法来推卸责任，而私人企业家却要用自己的性命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负责……

许多股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就跟中世纪一种有名的隐迹稿本一样，要先把上面写的字迹擦掉，才能发现下面的字迹，看出原稿的真实内容。”（隐迹稿本是涂掉原来的字迹、写上别的内容的一种羊皮稿本。）

“最简单、因而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把资产负债表弄得令人捉摸不透的办法，是成立女儿公司或合并女儿公司，把一个统一的企业分成几部分。从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目的看来，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所以现在不采用这种办法的大公司简直是一种例外。”
［注：路·埃施韦格《女儿公司》，见1914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545页。］







　　作者举出了著名的电气总公司（即A．E．G．，这个公司我们以后还要讲到），作为极广泛地采用这种办法的最大垄断公司的例子。据1912年的计算，这个公司参与了175—200个公司，自然也就统治了这些公司，总共掌握了大约15亿马克的资本。 
［注：库尔特·海尼希《电力托拉斯之路》，见1912年《新时代》杂志第30年卷第2册第484页。］

好心的——即怀有维护和粉饰资本主义的好心的——教授和官员们用来吸引公众注意的种种有关监督、公布资产负债表、规定一定的资产负债表格式、设立监察机构等等的条例，在这里根本不能起什么作用。因为私有财产是神圣的，谁也不能禁止股票的买卖、交换和典押等等。

“参与制”在俄国大银行里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可以根据欧·阿加德提供的材料作出判断。阿加德曾在俄华银行[184]任职15年，他在1914年5月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不十分贴切，叫作《大银行与世界市场》 
［注：欧·阿加德《大银行与世界市场。从大银行对俄国国民经济和德俄两国关系的影响来看大银行在世界市场上的经济作用和政治作用》1914年柏林版。］

 。作者把俄国大银行分为两大类：（a）“参与制”下的银行，（b）“独立的”银行，然而他把“独立”任意地解释为不依附于国外银行。作者又把第一类分为三小类：（1）德国参与的，（2）英国参与的，（3）法国参与的，即指分别属于这三个国家的最大的国外银行的“参与”和统治。作者把银行资本分为“生产性”的投资（投入工商业的）和“投机性”的投资（投入交易所业务和金融业务的），他抱着他那种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认为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似乎可以把第一种投资和第二种投资分开，并且消除第二种投资。

作者提供的材料如下：





各银行的资产（根据1913年10─11月的表报）（单位百万卢布）



	俄国银行种类
	所投的资本



	　
	生产性的
	投机性的
	　共　计



	（ａ1）4家银行：西伯利亚商业银行、俄罗斯银行、国际银行、贴现银行
	413.7
	859.1
	1272.8



	（ａ2）2家银行：工商银行、俄英银行
	239.3
	169.1
	408.4



	（ａ3）5家银行：俄亚银行、圣彼得堡私人银行、亚速海-顿河银行、莫斯
	　
	　
	　



	科联合银行、俄法商业银行
	711.8
	661.2
	1373.0



	（11家银行）总　计
 （ａ）＝
	1364.8
	1689.4
	3054.2



	（ｂ）8家银行：莫斯□E商人银行、伏尔加-卡马银行、容克股份银行、圣
	　
	　
	　



	彼得堡商业银行（前瓦韦尔贝尔格银行）、莫斯科银行（前里亚布申
	　
	　
	　



	斯基银行）、莫斯科贴现银行、莫斯科商业银行、莫斯科私人银行
	504.2
	391.1
	895.3



	（19家银行）共　计

	　　1869.0
	2080.5
	3949.5







从这些材料看来，在近40亿卢布的大银行“活动”资本当中，有3/4以上，即30多亿卢布属于实际上是作为国外银行的女儿公司的那些银行；它们主要是巴黎的银行（著名的三大银行：巴黎联合银行、巴黎荷兰银行、总公司）和柏林的银行（特别是德意志银行和贴现公司）。俄国两家最大的银行俄罗斯银行（俄国对外贸易银行）和国际银行（圣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在1906—1912年间，把资本由4400万卢布增加到9800万卢布，把准备金由1500万卢布增加到3900万卢布，“其中有3/4是德国的资本”；前一家银行属于柏林德意志银行的康采恩，后一家银行属于柏林贴现公司的康采恩。善良的阿加德对于柏林的银行握有大部分股票而使俄国股东软弱无力，感到十分愤慨。自然，输出资本的国家总是捞到油水，例如柏林的德意志银行，在柏林发行西伯利亚商业银行的股票，把这些股票压存了一年，然后以193％的行情，即几乎高一倍的行情售出，“赚了”约600万卢布的利润，这就是希法亭所说的“创业利润”。

据该书作者计算，彼得堡各最大银行的全部“实力”为823500万卢布，即将近82．5亿；同时作者又把各个国外银行的“参与”，确切些说，各个国外银行的统治，划分如下：法国银行占55％，英国银行占10％，德国银行占35％。据作者计算，在这823500万职能资本当中，有368700万，即40％以上用于各辛迪加，即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石油工业辛迪加、冶金工业辛迪加、水泥工业辛迪加。可见，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形成而造成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在俄国也有了长足的进展。[185]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下面是希法亭从美国托拉斯“经营”的无数实例中举出的一个例子：1887年哈夫迈耶把15个小公司合并起来，成立了一个糖业托拉斯。这些小公司的资本总额为650万美元，而这个托拉斯的资本，按美国的说法，是“掺了水”的，竟估定为5000万美元。这种“过度资本化”是预计到了将来的垄断利润的，正象美国的钢铁托拉斯预计到将来的垄断利润，就购买愈来愈多的蕴藏铁矿的土地一样。果然，这个糖业托拉斯规定了垄断价格，获得了巨额的收入，竟能为“掺水”7倍的资本支付10％的股息，也就是为创办托拉斯时实际投入的资本支付将近70％的股息！到1909年，这个托拉斯的资本为9000万美元。在22年内，资本增加了十倍以上。

法国的“金融寡头”的统治（《反对法国金融寡头》——利西斯一本名著的标题，1908年出了第5版），只是在形式上稍有不同。4家最大的银行在发行有价证券方面享有不是相对的垄断权，而是“绝对的垄断权”。事实上这是“大银行托拉斯”。垄断保证它们从发行证券获得垄断利润。在借债时，债务国所得到的通常不超过总额的90％；10％被银行和其他中介人拿去了。银行从4亿法郎的中俄债券中得到8％的利润，从8亿法郎的俄国债券（1904年）中得到10％的利润，从6250万法郎的摩洛哥债券（1904年）中得到18．75％的利润。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小规模的高利贷资本开始，而以大规模的高利贷资本结束。利西斯说：“法国人是欧洲的高利贷者。”全部经济生活条件都由于资本主义的这种蜕化而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人口、工商业和海运都发生停滞的情况下，“国家”却可以靠放高利贷发财。“代表800万法郎资本的50个人，能够支配4家银行的20亿法郎。”我们谈过的“参与”制度，也造成同样的结果：最大银行之一的总公司（Sociéte Générale）为女儿公司埃及精糖厂发行了64000张债券。发行的行情是150％，就是说，银行在每一个卢布上赚了50个戈比。后来发现这个女儿公司的股息是虚拟的，这样就使“公众”损失了9000万至1亿法郎；“总公司有一个经理是精糖厂的董事”。难怪这位作者不得不作出结论说：“法兰西共和国是金融君主国”；“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 
［注：利西斯《反对法国金融寡头》1908年巴黎第5版第11、12、26、39、40、48页。］



作为金融资本主要业务之一的有价证券发行业，赢利极大，对于金融寡头的发展和巩固起着重大的作用。德国的《银行》杂志写道：“在发行外国债券的时候担任中介人，能够获得很高的利润，国内没有任何一种生意能够获得哪怕是同它相近的利润。” 
［注：1913年《银行》杂志第7期第630页。］



“没有任何一种银行业务能够获得象发行业务那么高的利润。”根据《德国经济学家》杂志的材料，发行工业企业证券的利润每年平均如下：






	　　1895年——38．6％　　　　　　1898年——67．7％1896年——36．1％　　　　　　1899年——66．9％

1897年——66．7％　　　　　　1900年——55．2％











“在1891—1900年的10年间，仅靠发行德国工业证券‘赚到’的钱就有10亿以上。” 
［注：施蒂利希的上述著作第143页和威·桑巴特《19世纪的德国国民经济》1909年第2版第526页，附录8。］



在工业高涨时期，金融资本获得巨额利润，而在衰落时期，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倒闭，大银行就“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在“整理”亏本的企业时，“把股份资本降低，也就是按照比较小的资本额来分配收入，以后就按照这个资本额来计算收入。如果收入降低到零，就吸收新的资本，这种新资本同收入比较少的旧资本结合起来，就能获得相当多的收入。”希法亭又补充道：“而且，所有这些整理和改组，对于银行有双重的意义：第一，这是有利可图的业务；第二，这是使经济拮据的公司依附于自己的好机会。” 
［注： 《金融资本》第172页。］



请看下面的例子。多特蒙德的联合矿业股份公司，是在1872年创办的。发行的股份资本将近4000万马克，而在第一个年度获得12％的股息时，股票行情就涨到170％。金融资本捞到了油水，稍稍地赚了那么2800万马克。在创办这个公司的时候，起主要作用的就是那个把资本很顺利地增加到3亿马克的德国最大的银行贴现公司。后来联合公司的股息降到了零。股东们只好同意“冲销”资本，也就是损失一部分资本，以免全部资本损失。经过多次“整理”，在30年中，联合公司的帐簿上消失了7300多万马克。“现在，这个公司原先的股东们手里的股票价值，只有票面价值的5％了” 
［注：施蒂利希的上述著作第138页和利夫曼的上述著作第51页。］

 ，而银行在每一次“整理”中却总是“赚钱”。

拿发展得很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来做投机生意，也是金融资本的一种特别盈利的业务。在这方面，银行的垄断同地租的垄断、也同交通运输业的垄断结合起来了，因为地价的上涨，以及土地能不能有利地分块出售等等，首先取决于同市中心的交通是否方便，而掌握交通运输业的，是通过参与制和分配经理职务同这些银行联系起来的大公司。结果就形成了《银行》杂志的撰稿人、专门研究土地买卖和抵押等业务的德国作家路·埃施韦格称作“泥潭”的局面：买卖城郊土地的狂热投机，建筑公司的倒闭（如柏林的波斯瓦—克诺尔公司的倒闭，这个公司靠了“最大最可靠的”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帮助，弄到了1亿马克的巨款，而这家银行当然是通过“参与”制暗地里在背后进行了活动，结果银行“总共”损失了1200万马克就脱身了），以及从空头的建筑公司那里一无所得的小业主和工人们的破产，同“廉洁的”柏林警察局和行政当局勾结起来把持颁发土地证和市议会建筑许可证的勾当，等等。 
［注：路·埃施韦格《泥潭》，见1913年《银行》杂志第952页；同上，1912年第1期第223页及以下各页。］



欧洲的教授和善良的资产者一向装腔作势地对之表示痛心疾首的“美国风气”，在金融资本时代简直成了各国各大城市流行的风气。

1914年初，在柏林传说要组织一个“运输业托拉斯”，即由柏林的城市电气铁路公司、有轨电车公司和公共汽车公司这三个运输企业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银行》杂志写道：“当公共汽车公司的大部分股票转到其他两个运输公司手里的消息传出时，我们就知道有这种打算了。……完全可以相信，抱着这种目的的人希望通过统一调整运输业来节省一些费用，最终能使公众从中得到些好处。但是这个问题复杂化了，因为站在这个正在创建的运输业托拉斯背后的是这样一些银行，它们可以任意使自己所垄断的交通运输业服从自己的土地买卖的利益。只要回想一下下面这件事情，就会相信这种推测是十分自然的：在创办城市电气铁路公司的时候，鼓励创办该公司的那家大银行的利益就已经渗透进来了。就是说，这个运输企业的利益和土地买卖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了。因为这条铁路的东线要经过银行的土地，当该路的建设已经有保证时，银行就把这些土地卖出去，使自己和几个合伙人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注：《运输业托拉斯》，见1914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89页。］



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在德国经济著作中，通常是阿谀地赞美普鲁士官员的廉洁，而影射法国的巴拿马案件[186]或美国政界的贿赂风气。但是事实是，甚至专论德国银行业务的资产阶级书刊，也不得不经常谈到远远越出纯银行业务范围的事情，例如，针对官员们愈来愈多地转到银行去服务这件事，谈到了“钻进银行的欲望”：“暗地里想在贝伦街〈柏林街名，德意志银行的所在地〉钻营一个肥缺的官员，他们的廉洁情况究竟怎样呢？” 
［注：《钻进银行的欲望》，见1909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79页。］

 《银行》杂志出版人阿尔弗勒德·兰斯堡在1909年写了《曲意逢迎的经济影响》一文，其中谈到威廉二世的巴勒斯坦之行，以及“此行的直接结果，即巴格达铁路[187]的建筑，这一不幸的‘德意志进取精神的大事件’，对于德国受‘包围’一事应负的责任，比我们所犯的一切政治错误应负的责任还要大”（所谓“包围”是指爱德华七世力图孤立德国、用帝国主义的反德同盟圈来包围德国的政策） 
［注：《钻进银行的欲望》，见1909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301页。］

 。我们已经提过的这个杂志的撰稿人埃施韦格，在1911年写了一篇《财阀和官吏》的文章，揭露了一位德国官员弗尔克尔的事情。弗尔克尔当过卡特尔问题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很卖力气，不久以后他却在最大的卡特尔——钢铁辛迪加中得到了一个肥缺。这类决非偶然的事情，迫使这位资产阶级作家不得不承认说，“德国宪法所保证的经济自由，在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已经成了失去内容的空话”，在现有的财阀统治下，“即使有最广泛的政治自由，也不能使我们免于变成非自由民的民族”。 
［注：1911年《银行》杂志第2期第825页；1913年第2期第962页。］



说到俄国，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几年以前，所有的报纸都登载过一个消息，说信用局局长达维多夫辞去了政府的职务，到一家大银行任职去了，按照合同，他在几年里所得的薪俸将超过100万卢布。信用局是个“统一全国所有信用机关业务”的机关，它给了首都各银行总数达8—10亿卢布的津贴。 
［注：欧·阿加德的上述著作第202页。］

 ———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至于这一过程进行到了怎样的程度，可以根据发行各种有价证券的统计材料来判断。

阿·奈马尔克在《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 
［注：《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188]1912年海牙版第19卷第2册。第2栏关于各个小国家的材料，大致是按1902年的数目增加20％计算出来的。］

 上发表了关于全世界发行证券的最详尽最完备的对照材料，后来这些材料曾屡次被经济学著作分别引用过。[189]现将4个10年中的总计分列如下：






	


10年证券发行额（单位十亿法朗）


1871—1880年…………………………………………… 76．1

1881—1890年…………………………………………… 64．5

1891—1900年……………………………………………100．4

1901—1910年……………………………………………197．8











在19世纪70年代，全世界证券发行总额增加了，特别是由于普法战争以及德国战后滥设投机公司时期发行债券而增加了。大体说来，在19世纪最后3个10年里，增加的速度比较起来还不算太快，直到20世纪的头10年才大为增加，10年之内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可见，20世纪初，不仅在我们已经说过的垄断组织（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的发展方面，而且在金融资本的增长方面，都是一个转折时期。

据奈马尔克计算，1910年全世界有价证券的总额大约是8150亿法郎。他大致地减去了重复的数字，使这个数额缩小到5750亿至6000亿法郎。下面是这个数额在各国分布的情形（这里取的总额是6000亿）：






	


1910年有价证券数额（单位十亿法郎）


英国……………………………………142

美国……………………………………132

法国……………………………………110

德国…………………………………… 95

俄国…………………………………… 31

奥匈帝国……………………………… 24

意大利………………………………… 14

日本…………………………………… 12

荷兰……………………………………12.5

比利时………………………………… 7.5

西班牙………………………………… 7.5

瑞士　…………………………………6.25

丹麦　…………………………………3.75

瑞典、挪威、罗马尼亚等国………… 2.5


共　计
 ………………………… 600.0









从这些数字一下子就可以看出，4个最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多么突出，它们各有约1000亿至1500亿法郎的有价证券。在这4个国家中有两个是最老的、殖民地最多的（这一点我们以下就要说到）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其余两个是在发展速度上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生产中的普及程度上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德国。这4个国家一共有4790亿法郎，约占全世界金融资本的80％。世界上其他各国，差不多都是这样或那样地成为这4个国家、这4个国际银行家、这4个世界金融资本的“台柱”的债务人和进贡者了。

现在，我们应当特别谈一下，资本输出在形成金融资本的依附和联系的国际网方面所起的作用。





四　资本输出

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

资本主义是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商品生产，这时劳动力也成了商品。国内交换尤其是国际交换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起先，英国早于别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到19世纪中叶，英国实行自由贸易，力图成为“世界工厂”，由它供给各国成品，这些国家则供给它原料作为交换。但是英国的这种垄断，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已经被打破了，因为当时有许多国家用“保护”关税来自卫，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临近20世纪时，我们看到已经形成了另一种垄断：第一，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了资本家的垄断同盟；第二，少数积累了巨额资本的最富的国家处于垄断地位。在先进的国家里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

假如资本主义能发展现在到处都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农业，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在技术获得惊人进步的情况下仍然到处是半饥半饱、乞丐一般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那当然就不会有什么过剩资本了。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批评资本主义的人就常常提出这种“论据”。但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转，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在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

下面是三个主要国家国外投资的大概数目 
［注：霍布森《帝国主义》1902年伦敦版第58页；里塞尔的上述著作第395页和第404页；保·阿恩特的文章，见1916年《世界经济文汇》[190]第7卷第35页；奈马尔克的文章，见公报；希法亭《金融资本》第492页；劳合－乔治1915年5月4日在下院的演说，见1915年5月5日《每日电讯》[191]；伯·哈尔姆斯《世界经济问题》1912年耶拿版第235页及其他各页；齐格蒙德·施尔德尔博士《世界经济发展趋势》1912年柏林版第1卷第150页；乔治·佩什《大不列颠……的投资》，见《皇家统计学会杂志》[192]第74卷（1910—1911）第167页及以下各页；乔治·迪乌里奇《德国银行在国外的扩张及其同德国经济发展的联系》1909年巴黎版第84页。］

 ：






	


国外投资
 （单位十亿法郎）

年份　　英国　　 法国　　　　　 德国

1862　　 3.6　　　　 — 　　　　 —

1872　　 15 　　　10（1869年）　 —

1882　　 22　　　 15（1880年）　　？

1893　　 42 　　　20（1890年）　　？

1902　　 62 　　　27—37　　　　 12.5

1914　 75—100　　60 　　　　　　44









由此可见，资本输出是在20世纪初期才大大发展起来的。在大战前夜，3个主要国家的国外投资已经达到1750—2000亿法郎。按5％的低利率计算，这笔款额的收入一年可达80—100亿法郎。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

这种国外投资在各国之间怎样分配，投在什么地方，对于这个问题只能作一个大概的回答，不过这个大概的回答也能说明现代帝国主义的某些一般的相互关系和联系：






	　　　　　　　　　　英国　　法国　德国　　共计欧洲　　　　　　　　　4 　　 23　　 18　　 45

美洲　　　　　　　　 37 　　　4　　 10　　 51

亚洲、非洲、澳洲　　 29　　　 8　　 7　　　44

总计 　　　　　　　　70　　　35　　 35　　140









在英国，占第一位的是它的殖民地，它在美洲也有广大的殖民地（例如加拿大），在亚洲等地就更不必说了。英国资本的大量输出，同大量的殖民地有最密切的联系。关于殖民地对帝国主义的意义，我们以后还要讲到。法国的情况不同。它的国外投资主要是在欧洲，首先是在俄国（不下100亿法郎），并且多半是借贷资本即公债，而不是对工业企业的投资。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以叫作高利贷帝国主义。德国又是另一种情况，它的殖民地不多，它的国外投资在欧美两洲之间分布得最平均。

资本输出在那些输入资本的国家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影响，大大加速这种发展。因此，如果说资本输出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输出国发展上的一些停滞，那也一定会有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进一步发展作为补偿的。

输出资本的国家几乎总有可能获得一定的“利益”，这种利益的性质也就说明了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的特性。例如柏林的《银行》杂志在1913年10月写道：


　　“在国际的资本市场上，近来正在上演一出可以和阿里斯托芬的作品相媲美的喜剧。国外的很多国家，从西班牙到巴尔干，从俄国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国，都在公开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货币市场要求贷款，有时还要求得十分急迫。现在货币市场上的情况并不怎么美妙，政治前景也未可乐观。但是没有一个货币市场敢于拒绝贷款，唯恐邻居抢先同意贷款而换得某种报酬。在缔结这种国际契约时，债权人几乎总要占点便宜：获得贸易条约上的让步，开设煤站，建设港口，得到利益丰厚的租让，接受大炮定货。”
［注：1913年《银行》杂志第2期第1024—1025页。］





　　金融资本造成了垄断组织的时代。而垄断组织则到处实行垄断的原则：利用“联系”来订立有利的契约，以代替开放的市场上的竞争。最常见的是，规定拿一部分贷款来购买债权国的产品，尤其是军用品、轮船等等，作为贷款的条件。法国在最近20年中（1890—1910年）常常采用这种手段。资本输出成了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大的企业之间订立的契约，按照施尔德尔“婉转的”说法 
［注：施尔德尔的上述著作第346、350、371页。］

 ，往往“接近于收买”。德国的克虏伯、法国的施奈德、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就是同大银行和政府关系密切、在缔结债约时不容易“撇开”的公司的典型。法国贷款给俄国的时候，在1905年9月16日缔结的贸易条约上“压了”一下俄国，使俄国直到1917年为止作出相当的让步；在1911年8月19日同日本缔结贸易条约时，也是如此。奥地利同塞尔维亚的关税战争从1906年开始，一直继续到1911年，中间只有7个月的休战，这次关税战争部分是由奥地利和法国在供应塞尔维亚军用物资方面的竞争引起的。1912年1月，保尔·德沙内尔在议会里说，法国公司在1908—1911年间供给塞尔维亚的军用物资，价值达4500万法郎。

奥匈帝国驻圣保罗（巴西）领事在报告中说：“巴西修筑铁路，大部分用的是法、比、英、德的资本；这些国家在办理有关修筑铁路的金融业务时已规定由它们供应铁路建筑材料。”

这样，金融资本的密网可以说确实是布满了全世界。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是设在殖民地的银行及其分行。德国帝国主义者看到“老的”殖民国家在这方面特别“成功”，真是羡慕之至。在1904年，英国有50家殖民地银行和2279个分行（1910年有72家银行和5449个分行），法国有20家殖民地银行和136个分行，荷兰有16家殖民地银行和68个分行，而德国“总共只有”13家殖民地银行和70个分行。 
［注：里塞尔的上述著作第4版第375页和迪乌里奇的上述著作第283页。］

 美国资本家则羡慕英德两国的资本家，他们在1915年诉苦说：“在南美，5家德国银行有40个分行，5家英国银行有70个分行……最近25年来，英德两国在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投资约40亿美元，从而支配了这3个国家全部贸易的46％。” 
［注：1915年5月《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院年刊》[193]第59卷第301页。在这卷第331页上又写着：据著名的统计学家佩什在最近一期的金融周报《统计学家报》[194]上的计算，英、德、法、比、荷5国输出的资本总额是400亿美元，等于2000亿法郎。］



输出资本的国家已经把世界瓜分了，那是就瓜分一词的转义而言的。但是，金融资本还导致对世界的直接的瓜分。





五 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

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首先瓜分国内市场，把本国的生产差不多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市场必然是同国外市场相联系的。资本主义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场。所以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殖民地联系和“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大，这些垄断同盟就“自然地”走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

这是全世界资本和生产集中的一个新的、比过去高得多的阶段。我们来看看这种超级垄断是怎样生长起来的。

电力工业是最能代表最新技术成就，代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工业部门。它在美国和德国这两个最先进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里最发达。在德国，1900年的危机对这个部门集中程度的提高发生了特别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前已经同工业相当紧密地长合在一起的银行，在这个危机时期极大地加速和加深了较小企业的毁灭和它们被大企业吞并的过程。耶德尔斯写道：“银行停止援助的正是那些最需要援助的企业，这样就使那些同银行联系不够密切的公司，起初虽有蓬勃的发展，后来却遭到了无法挽救的破产。” 
［注：耶德尔斯的上述著作第232页。］



结果，在1900年以后，集中有了长足的进展。1900年以前，电力工业中有七八个“集团”，每个集团都由几个公司组成（总共有28个公司），这些集团背后各有2至11家银行。到1908—1912年时，所有这些集团已合并成两个甚至一个集团了。这个过程如下：





电力工业中的集团在1900年以前



	在1900年以前
	费尔登与吉约姆
	拉迈尔
	联合电气总公司
	西门子与哈尔斯克
	舒克尔特公司
	贝尔格曼
	库梅尔



	　
	┗━━━━┳━━━┛
	┃
	┗━━━━┳━━━━┛
	┃
	┃



	　
	费尔登与拉迈尔
	电气总公司（A.E.G.）
	西门子与哈尔斯克舒克尔特
	贝尔格曼
	1900年破产



	　
	┗━━━━━━┳━━━━━━┛
	┗━━━━━━┳━━━━━━━┛
	　



	到1912年时：
	电气总公司（A.E.G.）
	西门子与哈尔斯克—舒克尔特
	　



	　
	┗━━━━━━━━━━━━┳━━━━━━━━━━━━┛
	　



	　
	（从1908年开始密切“合作”）
	　







这样生长起来的著名的电气总公司（A．E．G．）统治着175—200个公司（通过“参与”制度），总共支配着约15亿马克的资本。单是它在国外的直接代表机构就有34个，其中有12个是股份公司，分设在10多个国家中。早在1904年，德国电力工业在国外的投资就有23300万马克，其中有6200万投在俄国。不言而喻，这个电气总公司是一个大型的“联合”企业，单是它的制造公司就有16个，制造各种各样的产品，从电缆和绝缘体，直到汽车和飞行器为止。

但是，欧洲的集中也就是美国集中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的情况如下：





通用电气公司美国（General Electric Co）



	美国
	汤普逊—霍斯乐公司在欧洲创设了一个公司
	爱迪生公司在欧洲创设了法国爱迪生公司，后者又把发明专利权转让给德国公司



	德国
	联合电气公司
	电气总公司（A．E．G．）



	电气总公司（A．E．G．）







于是形成了两个电力“大国”。海尼希在他的《电力托拉斯之路》一文中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不依赖它们的电力公司。”关于这两个“托拉斯”的周转额和企业规模，下列数字可以使我们得到某种（远非完整的）概念：






	　
	商品周转额（单位百万马克）


	职员人数
	纯利（单位百万马克）





	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
	1907年：252
	28000
	35.4



	　
	1910年：298
	32000
	45.6



	德国的电气总公司
	1907年：216
	30700
	14.5



	　
	1911年：362
	60800
	21.7







1907年，美德两国的托拉斯订立了瓜分世界的协定。竞争消除了。通用电气公司（G．E．C．）“获得了”美国和加拿大，电气总公司（A．E．G．）“分得了”德国、奥地利、俄国、荷兰、丹麦、瑞士、土耳其和巴尔干。还就女儿公司渗入新的工业部门和“新的”即尚未正式被瓜分的国家问题，订立了单独的（当然是秘密的）协定。此外还规定要互相交换发明和试验结果。 
［注：里塞尔的上述著作；迪乌里奇的上述著作第239页；库尔特·海尼希的上述文章。］



这种实际上是统一的世界性托拉斯，支配着几十亿资本，在世界各地有“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代办处以及种种联系等等，要同这种托拉斯竞争，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这两个强大的托拉斯瓜分世界的事实，当然并不排除对世界的重新瓜分，如果实力对比由于发展不平衡、战争、崩溃等等而发生变化的话。

煤油工业提供了企图实行这种重新瓜分，为重新瓜分而斗争的一个大有教益的例子。

耶德尔斯在1905年写道：“世界的煤油市场直到现在还被两大金融集团分占着：一个是洛克菲勒的美国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一个是俄国巴库油田的老板路特希尔德和诺贝尔。这两个集团彼此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几年以来，它们的垄断地位一直受到五大敌人的威胁” 
［注：耶德尔斯的著作第192—193页。］

 ：（1）美国石油资源的枯竭；（2）巴库的曼塔舍夫公司的竞争；（3）奥地利的石油资源；（4）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5）海外的石油资源，特别是荷兰殖民地的石油资源（极富足的塞缪尔公司和壳牌公司，它们同英国资本也有联系）。后面三个地区的企业是同最大的德意志银行为首的那些德国大银行有联系的。这些银行为了拥有“自己的”据点而有计划地独自发展煤油工业，例如在罗马尼亚。在罗马尼亚的煤油工业中，1907年有外国资本18500万法郎，其中德国资本占7400万。 
［注：迪乌里奇的著作第245—246页。］



斗争开始了，这个斗争在经济著作中就叫作“瓜分世界”的斗争。一方面，洛克菲勒的煤油托拉斯想夺取一切，就在荷兰本土办了一个女儿公司，收买荷属印度 
［注：即今印度尼西亚。——编者注］

 的石油资源，想以此来打击自己的主要敌人——英荷壳牌托拉斯。另一方面，德意志银行和其他柏林银行力求把罗马尼亚“保持”在“自己手里”，使罗马尼亚同俄国联合起来反对洛克菲勒。洛克菲勒拥有大得多的资本，又拥有运输煤油和供应煤油给消费者的出色的组织。斗争的结果势必是德意志银行完全失败，它果然在1907年完全失败了，这时德意志银行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是放弃自己的“煤油利益”，损失数百万；或者是屈服。结果德意志银行选择了后者，同煤油托拉斯订立了一项对自己很不利的合同。按照这项合同，德意志银行保证“不做任何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但同时又规定，如果德国通过国家煤油垄断法，这项合同即告失效。

于是一出“煤油喜剧”开演了。德国金融大王之一、德意志银行的经理冯·格温纳，通过自己的私人秘书施陶斯发动了一场主张煤油垄断的宣传。这家最大的柏林银行的整个庞大机构、一切广泛的“联系”都开动起来了，报刊上一片声嘶力竭的反对美国托拉斯“压制”的“爱国主义”叫喊声。1911年3月15日，帝国国会几乎是一致地通过了请政府制定煤油垄断法案的决议。政府欣然接受了这个“受众人欢迎的”主张。于是，德意志银行旨在欺骗它的美国对手并用国家垄断来振兴自己业务的这场赌博，好象是已经赢了。德国煤油大王已经做着一种获得不亚于俄国糖厂主的大量利润的美梦……但是，第一，德国各大银行在分赃上彼此发生了争吵，贴现公司揭露了德意志银行的自私自利；第二，政府害怕同洛克菲勒斗争，因为德国是否能不通过洛克菲勒而获得煤油，还很成问题（罗马尼亚的生产率不高）；第三，1913年，正赶上德国要拨款10亿来准备战争。垄断法案搁下来了。斗争的结果是，洛克菲勒的煤油托拉斯暂时获得了胜利。

柏林的《银行》杂志关于这点写道，德国只有实行电力垄断，用水力发出廉价的电力，才能同煤油托拉斯斗争。这个杂志又说：但是，“电力垄断只有在生产者需要的时候才会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在下一次电力工业大崩溃逼近、各私营电力工业康采恩现在在各处修建的已经从市政府和国家等等方面获得了某些垄断权的那些成本高的大电站不能获利的时候，才会实现。到那时候就只好使用水力；但是用水力发出廉价的电力也不能靠国家出钱来办，还是要交给‘受国家监督的私人垄断组织’去经营，因为私营工业已经订立了许多契约……争得了巨额的补偿……以前钾碱的垄断是如此，现在煤油的垄断是如此，将来电力的垄断也是如此。我们那些被美妙的原则迷住了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现在总该明白：德国的垄断组织从来没有抱定过这样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结果，即为消费者带来好处或者哪怕是交给国家一部分企业利润，它们仅仅是为了用国家的钱来振兴快要破产的私营工业罢了。” 
［注：1912年《银行》杂志第2期第629、1036页；1913年第1期第388页。］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作出这种宝贵的供认。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金融资本时代，私人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组织是交织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两种垄断组织都不过是最大的垄断者之间为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些环节而已。

在商轮航运业中，集中的巨大发展也引起了对世界的瓜分。德国形成了两个最大的公司，即汉堡—美洲包裹投递股份公司和北德劳埃德公司，它们各有资本2亿马克（股票和债券），各有价值18500—18900万马克的轮船。另一方面，美国在1903年1月1日成立了所谓摩根托拉斯，即国际商轮公司，由美英两国的9个轮船公司合并而成，拥有资本12000万美元（48000万马克）。就在1903年，两家德国大公司和这个美英托拉斯签订了一项为瓜分利润而瓜分世界的合同。德国的公司在英美之间的航线上退出了竞争。合同明确地规定了哪些港口“归”谁“使用”，并且设立了一个共同的监察委员会等等。合同期定为20年，同时规定了一个附带条款：一旦发生战争，该合同即告废止。 
［注：里塞尔的上述著作第125页。］



国际钢轨卡特尔形成的历史，也是大有教益的。早在1884年工业极为衰落的时候，英国、比利时、德国三国的钢轨制造厂就作过组织这种卡特尔的第一次尝试。它们议定不在缔约各国的国内市场上竞争，国外市场则按下列比例瓜分：英国占66％，德国占27％，比利时占7％。印度完全归英国。对于一个没有参加缔结协议的英国公司，它们就合力进攻，其耗费由出售总额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但是到了1886年，有两个英国公司退出了同盟，这个同盟也就瓦解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几次工业高涨时期，始终没有达成过协议。

1904年初，德国成立了钢铁辛迪加。1904年11月，国际钢轨卡特尔又按下列比例恢复起来了：英国占53．5％；德国占28．83％；比利时占17．67％。后来法国也加入了，它在第一、第二、第二年中所占份额分别为4．8％、5．8％、6．4％，这是在100％以外，即以104．8％等等为基数的。1905年，又有美国的钢铁托拉斯（钢铁公司）加入，随后奥地利和西班牙也加入了。福格尔施泰因在1910年写道：“现在，地面已经分完了，于是那些大用户，首先是国营铁路——既然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而没有照顾它们的利益——，就可以象诗人一样生活在丘必特的天宫里了。” 
［注：福格尔施泰因《组织形式》第100页。］



还要提一提1909年成立的国际锌业辛迪加，它把生产量在德、比、法、西、英五国的工厂集团之间作了明确的分配；还有国际火药托拉斯，用利夫曼的话来说，它是“德国所有炸药厂的最新式的紧密同盟，后来这些炸药厂与法美两国用同样的方法组织起来的代那买特炸药工厂一起，可以说是共同瓜分了整个世界”。 
［注：利夫曼《卡特尔与托拉斯》第2版第161页。］



据利夫曼统计，德国所参加的国际卡特尔，在1897年共有将近40个，到1910年就已经接近100个了。

有些资产阶级作家（现在卡·考茨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完全背叛了象他在1909年所采取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国际卡特尔作为资本国际化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给人们带来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间实现和平的希望。这种意见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则是一种诡辩，是用欺骗的手段为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辩护。国际卡特尔表明了现在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已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资本家同盟是为了什么而互相斗争。后面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只有它才能向我们说明当前发生的事情的历史经济意义，因为斗争的形式由于各种比较局部的和暂时的原因，可能发生变化，而且经常在发生变化，但是，只要阶级存在，斗争的实质，斗争的阶级内容，是始终不会改变的。很明显，掩饰现代经济斗争的内容（瓜分世界），而强调这个斗争的这种或那种形式，这是符合比如说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考茨基在理论见解方面实质上已经转到德国资产阶级那边去了，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说到）。考茨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德国资产阶级，而是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实力则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化的；要了解当前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知道哪些问题要由实力的变化来解决，至于这些变化是“纯粹”经济的变化，还是非经济的（例如军事的）变化，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的基本观点。拿资本家同盟互相进行斗争和订立契约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非和平的，后天又是非和平的）问题来偷换斗争和协议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

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向我们表明，资本家同盟之间在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而与此同时，与此相联系，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之间在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





六　大国瓜分世界

地理学家亚·苏潘在他的一本论述“欧洲殖民地的扩展”的书 
［注：亚·苏潘《欧洲殖民地的扩展》1906年版第254页。］

 中，对19世纪末的这种扩展情况，作了如下简短的总结：





属于欧洲殖民大国（包括美国在内）的土地面积所占的百分比



	　
	1876年
	1900年
	增减数



	在非洲
	10.8%
	90.4%
	+79.6%



	在波利尼西亚
	56.8%
	98.9%
	+42.1%



	在亚洲
	51.5%
	56.6%
	+5.1%



	在澳洲
	100.0%
	100.0%
	—



	在美洲
	27.5%
	27.2%
	—0.3%







苏潘得出结论说：“可见，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瓜分非洲和波利尼西亚。”因为在亚洲和美洲，无主的土地，即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已经没有了，所以应当扩大苏潘的结论，应当说，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世界瓜分完毕。所谓完毕，并不是说不可能重新瓜分了——相反，重新瓜分是可能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而是说在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政策之下，我们这个行星上无主的土地都被霸占完了。世界已第一次被瓜分完毕，所以以后只能是重新瓜分，也就是从一个“主人”转归另一个“主人”，而不是从无主的变为“有主的”。

可见，我们是处在一个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即金融资本密切联系的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时代。因此，首先必须较详细地研究一下实际材料，以便尽量确切地弄清楚这个时代和先前各个时代有什么不同，现在的情况究竟怎样。这里，首先就产生了两个事实问题：殖民政策的加强，争夺殖民地斗争的尖锐化，是不是恰好在金融资本时代出现的，在这方面，现在世界瓜分的情况究竟怎样。

美国作家莫里斯在他写的一本关于殖民史的著作中 
［注：亨利·C．莫里斯《殖民史》1900年纽约版第2卷第88页；第1卷第419页；第2卷第304页。］

 ，对英、法、德三国在19世纪各个时期的殖民地面积的材料作了归纳。[195]现在把他所得出的结果简单列表如下：



（面积单位百万平方英里）（人口单位百万）



殖民地面积



	　
	英国
	法国
	德国



	年份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1815—1830年
	？
	126.4
	0.02
	0.5
	—
	—



	1860年
	2.5
	145.1
	0.2
	3.4
	—
	—



	1880年
	7.7
	267.9
	0.7
	7.5
	—
	—



	1899年
	9.3
	309.0
	3.7
	56.4
	1.0
	14.7







英国特别加紧夺取殖民地是在1860—1880年这个时期，而且在19世纪最后20年还在大量地夺取。法德两国加紧夺取殖民地也正是在这20年间。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占统治的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的时期是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现在我们又看到，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后，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所以，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即向金融资本的过渡，是同瓜分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

霍布森在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中，把1884—1900年这个时期划为欧洲主要国家加紧“扩张”（扩大领土）的时期。据他计算，在这个时期，英国夺得了37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5700万人口，法国36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650万人口，德国1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1470万人口，比利时9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000万人口，葡萄牙8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900万人口。在19世纪末，特别是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拼命争夺殖民地，已是外交史和对外政策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

在1840—1860年英国自由竞争最兴盛的时期，英国居于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反对殖民政策的，他们认为殖民地的解放和完全脱离英国，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情。麦·贝尔在1898年发表的一篇论述“现代英国帝国主义”的文章 
［注：1898年《新时代》杂志第16年卷第1册第302页。］

 中指出，在1852年的时候，象迪斯累里这样一个一般说来是倾向于帝国主义的英国政治家，尚且说过：“殖民地是吊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而到19世纪末，成为英国风云人物的，已经是公开鼓吹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塞西尔·罗得斯和约瑟夫·张伯伦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居于领导地位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当时就清楚地看到现代帝国主义的所谓纯粹经济根源和社会政治根源之间的联系。张伯伦鼓吹帝国主义是“正确、明智和经济的政策”，他特别举出目前英国在世界市场上遇到的来自德国、美国、比利时的竞争。资本家说，挽救的办法是实行垄断，于是就创办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随声附和说，挽救的办法是实行垄断，于是就急急忙忙地去夺取世界上尚未瓜分的土地。据塞西尔·罗得斯的密友新闻记者斯特德说，1895年罗得斯曾经同他谈到自己的帝国主义的主张，罗得斯说：“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一片狂叫‘面包，面包！’的喊声。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看到的情景，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我的一个宿愿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 
［注：1898年《新时代》杂志第16年卷第1册第304页。］



百万富翁、金融大王、英布战争的罪魁塞西尔·罗得斯在1895年就是这样讲的。他对帝国主义的辩护只是比较粗俗，比较肆无忌惮，而实质上和马斯洛夫、休特古姆、波特列索夫、大卫诸先生以及那位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196]等等的“理论”并没有什么不同。塞西尔·罗得斯是个比较诚实一点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为了对世界领土的瓜分情况和近几十年来这方面的变化作一个尽可能确切的描述，我们要利用苏潘在上述那部关于世界各大国殖民地问题的著作中提供的综合材料。苏潘选的是1876年和1900年，我们则选用1876年（这一年选得很恰当，因为正是到这个时候，垄断前阶段的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整个说来可以算是完成了）和1914年（用许布纳尔的《地理统计表》上的比较新的数字来代替苏潘的数字）。苏潘只列出了殖民地；我们认为，把关于非殖民国家和半殖民地的简略数字补充进去，对描绘瓜分世界的全貌是有益的。我们把波斯、中国和土耳其列入半殖民地，其中第一个国家差不多已经完全变成了殖民地，第二个和第三个国家正在变成殖民地。[197]

结果如下：



（面积单位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单位百万）



大国的殖民地



	　
	殖民地
	宗主国
	共计



	　
	1876年
	1914年
	1914年
	1914年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英国
	22.5
	251.9
	33.5
	393.5
	0.3
	46.5
	33.8
	440.0



	俄国
	17.0
	15.9
	17.4
	33.2
	5.4
	136.2
	22.8
	169.4



	法国
	0.9
	6.0
	10.6
	55.5
	0.5
	39.6
	11.1
	95.1



	德国
	—
	—
	2.9
	12.3
	0.5
	64.9
	3.4
	77.2



	美国
	—
	—
	0.3
	9.7
	9.4
	97.0
	9.7
	106.7



	日本
	—
	—
	0.3
	19.2
	0.4
	53.0
	0.7
	72.2



	6国总计
	40
	273.8
	65.0
	523.4
	16.5
	437.2
	81.5
	960.6



	其余大国（比利时、荷兰等）的殖民地
	9.9
	45.3



	半殖民地（波斯、中国、土耳其）
	14.5
	361.2



	其余国家
	　
	　
	　
	　
	　
	　
	28.0
	289.9



	全球
	　
	　
	　
	　
	　
	　
	133.9
	1657.0







我们从这里清楚看到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世界被瓜分“完毕”的情况。1876年以后，殖民地有极大的扩张：6个最大的大国的殖民地增加了一半以上，由4000万平方公里增加到6500万平方公里，增加了2500万平方公里，比各宗主国的面积（1650万）多一半。有3个大国在1876年根本没有殖民地，另一个大国法国，当时也差不多没有。到1914年，这4个大国获得的殖民地面积为1410万平方公里，即大致比欧洲面积还大一半，这些殖民地的人口差不多有1亿。殖民地的扩张是非常不平衡的。例如拿面积和人口都相差不远的法、德、日三国来比较，就可以看出，法国的殖民地（按面积来说）几乎比德日两国殖民地的总和多两倍。不过在我们所谈的这个时代的初期，法国金融资本的数量大概也比德日两国的总和多几信。除纯粹的经济条件而外，地理和其他条件也在这些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影响到殖民地的大小。近几十年来，在大工业、交换和金融资本的压力下，世界的均等化，即各国经济条件与生活条件的平均化，虽然进展得很快，但差别还是不小的。在上述6个国家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有年轻的进步非常快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德、日），另一方面有近来进步比前面几国慢得多的老的资本主义国家（法、英），另外还有一个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这个国家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

除大国的殖民地以外，我们还列进了小国的小块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可以说是可能发生而且极可能发生的对殖民地的“重新瓜分”的最近目标。这些小国能够保持自己的殖民地，主要是因为大国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对立，存在着摩擦等等，妨碍了它们达成分赃的协议。至于“半殖民地”国家，它们是自然界和社会一切领域常见的过渡形式的例子。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这种例子我们马上就要讲到。不过，对金融资本最“方便”最有利的当然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独立这样的支配。半殖民地国家是这方面的“中间”形式的典型。显然，在金融资本时代，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附属国的斗争也就必然特别尖锐起来。

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象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 
［注：查·普·卢卡斯《大罗马和大不列颠》1912年牛津版，或克罗美尔伯爵《古代帝国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1910年伦敦版。］

 。就是资本主义过去各阶段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别的。最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的统治。当这种垄断组织独自霸占了所有原料产地的时候，它们就巩固无比了。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家国际同盟怎样拼命地致力于剥夺对方进行竞争的一切可能，收买譬如蕴藏铁矿的土地或石油资源等等。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证垄断组织自如地应付同竞争者的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包括对方打算用国家垄断法来实行自卫这样的意外事件。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抢占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

施尔德尔写道：“可以作出一个在某些人看来也许是怪诞不经的论断，就是说，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的增长，在较近的将来与其说会遇到食品缺乏的障碍，远不如说会遇到工业原料缺乏的障碍。”例如木材（它变得日益昂贵）、皮革和纺织工业原料，都愈来愈缺乏。“工业家同盟企图在整个世界经济的范围内造成农业和工业的平衡；1904年几个主要工业国家的棉纺业工厂主同盟成立的国际同盟就是一个例子；后来在1910年，欧洲麻纺业厂主同盟也仿照它成立了一个同盟。” 
［注：施尔德尔的上述著作第38—42页。］



当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其中尤其是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总是企图贬低这种事实的意义，说不用“代价很大而且很危险的”殖民政策就“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取得原料，说“简单地”改善一下一般农业的条件就“可以”大大增加原料的供应。但是，这样说就成了替帝国主义辩护，替帝国主义涂脂抹粉，因为这样说就是忘记了最新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垄断。自由市场愈来愈成为过去的事情，垄断性的辛迪加和托拉斯一天天地缩小自由市场，而“简单地”改善一下农业条件，就得改善民众的处境，提高工资，减少利润。可是，除了在甜蜜的改良主义者的幻想里，哪里会有能够关心民众的处境而不关心夺取殖民地的托拉斯呢？

对于金融资本来说，不仅已经发现的原料产地，而且可能有原料的地方，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当代技术发展异常迅速，今天无用的土地，要是明天找到新的方法（为了这个目的，大银行可以配备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去进行专门的考察），要是投入大量资本，就会变成有用的土地。矿藏的勘探，加工和利用各种原料的新方法等等，也是如此。因此，金融资本必然力图扩大经济领土，甚至一般领土。托拉斯估计到将来“可能获得的”（而不是现有的）利润，估计到将来垄断的结果，把自己的财产按高一两倍的估价资本化；同样，金融资本也估计到可能获得的原料产地，唯恐在争夺世界上尚未瓜分的最后几块土地或重新瓜分已经瓜分了的一些土地的疯狂斗争中落后于他人，总想尽量夺取更多的土地，不管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土地，不管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也不管采取什么手段。

英国资本家用尽一切办法竭力在自己的殖民地埃及发展棉花生产（1904年埃及的230万公顷耕地中，就有60万公顷，即1/4以上用来种植棉花），俄国资本家在自己的殖民地土耳其斯坦也这样做，因为这样他们就能较容易地打败外国的竞争者，较容易地垄断原料产地，成立一个实行“联合”生产、包揽棉花种植和加工的各个阶段的、更经济更盈利的纺织业托拉斯。

资本输出的利益也同样地在推动人们去夺取殖民地，因为在殖民地市场上，更容易（有时甚至只有在那里才可能）用垄断的手段排除竞争者，保证由自己来供应，巩固相应的“联系”等等。

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非经济的上层建筑，即金融资本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加强了夺取殖民地的趋向。希法亭说得很对：“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有一个法国资产阶级作家好象是在发挥和补充上述塞西尔·罗得斯的思想 
［注：见本卷第392页。——编者注］

 ，他写道，现代殖民政策除经济原因外，还应当加上社会原因：“愈来愈艰难的生活不仅压迫着工人群众，而且压迫着中间阶级，因此在一切老的文明国家中都积下了‘一种危及社会安定的急躁、愤怒和憎恨的情绪；应当为脱离一定阶级常轨的力量找到应用的场所，应当给它在国外找到出路，以免在国内发生爆炸’。” 
［注：瓦尔《法国在殖民地》，转引自昂利·吕西埃《大洋洲的瓜分》1905年巴黎版第165页。］



既然谈到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政策，那就必须指出，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一种形式——半殖民地。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典型。

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一本论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写道：“南美，特别是阿根廷，在金融上如此依附于伦敦，应当说是几乎成了英国的商业殖民地。” 
［注：舒尔采－格弗尼茨《20世纪初的不列颠帝国主义和英国自由贸易》1906年莱比锡版第318页，以及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1907年柏林版第46页。］

 施尔德尔根据奥匈帝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1909年的报告，确定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有875000万法郎。不难设想，由于这笔投资，英国金融资本及其忠实“友人”英国外交，同阿根廷资产阶级，同阿根廷整个经济政治生活的领导人物有着多么巩固的联系。

葡萄牙的例子向我们表明了政治上独立而金融上和外交上不独立的另一种稍微不同的形式。葡萄牙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实际上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起，这200多年来它始终处在英国的保护之下，英国为了加强它在反对自己的敌人西班牙和法国的斗争中的地位，保护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英国以此换得了商业上的利益，换得了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输出商品、尤其是输出资本的优惠条件，换得了使用葡萄牙的港口、岛屿、电缆等等的便利。 
［注：施尔德尔的上述著作第1卷第160—161页。］

 某些大国和小国之间的这种关系过去一向就有，但是在资本帝国主义时代，这种关系成了普遍的制度，成了“瓜分世界”的全部关系中的一部分，成了世界金融资本活动中的环节。

为了结束关于瓜分世界问题的讨论，我们还要指出下面一点。不但美西战争以后的美国著作和英布战争以后的英国著作，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十分公开而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不但最“忌妒地”注视着“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德国著作经常在估计这个事实，而且在法国资产阶级著作中，就资产阶级可以达到的程度来说，问题也提得相当明确而广泛。让我们来引证历史学家德里奥的一段话，他在《19世纪末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书中论述“大国与瓜分世界”的一章里写道：“近年来世界上所有未被占据的地方，除了中国以外，都被欧洲和北美的大国占据了。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发生了某些冲突和势力变动，这一切预示着最近的将来会有更可怕的爆发。因为大家都得急急忙忙地干：凡是没有及时得到一份的国家，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它的一份，永远不能参加对世界的大规模开拓，而这将是下一世纪即20世纪最重要的事实之一。所以近来全欧洲和美国都充满了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的狂热，‘帝国主义’成了19世纪末最突出的特点。”作者又补充说：“在这种瓜分世界的情况下，在这种疯狂追逐地球上的宝藏和巨大市场的角斗中，这个世纪即19世纪建立起来的各个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与建立这些帝国的民族在欧洲所占的地位完全不相称的。在欧洲占优势的大国，即欧洲命运的主宰者，并非在全世界也占有同样的优势。因为强大的殖民实力和占有尚未查明的财富的希望，显然会反过来影响欧洲大国的力量对比，所以殖民地问题（也可以说是“帝国主义”）这个已经改变了欧洲本身政治局面的问题，一定还会日甚一日地改变这个局面。” 
［注：J．爱·德里奥《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1900年巴黎版第299页。］







七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

现在我们应当试作一个总结，把以上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归纳一下。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上的基本事实，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直接对立面，但是我们眼看着自由竞争开始转化为垄断：自由竞争造成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又用更大的生产来代替大生产，使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从中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垄断，即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所以及同它们相融合的十来家支配着几十亿资金的银行的资本。同时，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能包括最主要之点，因为一方面，金融资本就是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由无阻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占据的地区推行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

过于简短的定义虽然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之点），但是要从中分别推导出应当下定义的现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这样的定义毕竟是不够的。因此，如果不忘记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就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如果不仅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上述定义就只限于这些概念），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同一般资本主义相比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现在先必须指出，帝国主义，按上述意义来了解，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为了使读者对于帝国主义有一个有充分根据的了解，我们故意尽量多引用了一些不得不承认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十分确凿的事实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发表的意见。为了同一目的，我们又引用了一些详细的统计材料，从中可以看出银行资本等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看出量转化为质，发达的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不用说，自然界和社会里的一切界限当然都是有条件的、变动的，如果去争论帝国主义究竟在哪一年或哪一个10年“最终”确立，那是荒唐的。

但是，我们不得不在帝国主义的定义问题上，首先同所谓第二国际时代（1889—1914年这25年间）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考茨基进行争论。在1915年，甚至早在1914年11月，考茨基就十分坚决地反对我们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所表述的基本思想，他说不应当把帝国主义了解为一个经济上的“时期”或阶段，而应当了解为一种政策，即金融资本“比较爱好的”政策；不应当把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如果把帝国主义了解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现象”（卡特尔、保护主义、金融家的统治、殖民政策），那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所必需的这个问题就成了“最乏味的同义反复”，因为那样的话，“帝国主义就自然是资本主义生存所必需的了”，等等。为了最确切地表述考茨基的思想，我们引用他给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这个定义是直接反对我们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的实质的（因为，考茨基早已知道，多年来贯彻类似思想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阵营中所提出的反驳，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所提出的反驳）。

考茨基的定义说：


　　“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黑体是考茨基用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
［注：1914年《新时代》杂志第32年卷第2册（1914年9月11日）第909页；参看1915年第2册第107页及以下各页。］





　　这个定义是根本要不得的，因为它片面地，也就是任意地单单强调了一个民族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无论就其本身还是就其对帝国主义的关系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任意地和错误地把这个问题单单同兼并其他民族的那些国家的工业资本联系起来，又同样任意地和错误地突出了对农业区域的兼并。帝国主义就是力图兼并，——考茨基的定义的政治方面归结起来就是这样。这是对的，但是极不完全，因为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是力图使用暴力和实行反动。不过在这里我们要研究的是考茨基本人纳入他的定义中的经济方面。考茨基定义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在法国，恰好是在工业资本削弱的情况下金融资本特别迅速的发展，从上一世纪80年代开始使兼并政策（殖民政策）极度加强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德国对比利时的野心，法国对洛林的野心），因为第一，世界已经瓜分完了，在重新瓜分的时候，就不得不把手伸向任何一块土地；第二，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与其说是直接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削弱对方，破坏对方的霸权（比利时作为反英据点对德国来说特别重要，巴格达作为反德据点对英国来说也一样重要，如此等等）。

考茨基特地搬出、并且屡次搬出英国人来，似乎英国人确定的帝国主义一词的纯粹政治含义，是和他考茨基的意思相符的。现在就来看看英国人霍布森在他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是怎样写的：


　　“新帝国主义和老帝国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一个日益强盛的帝国的野心，被几个互相竞争的帝国的理论和实践所代替，其中每个帝国都同样渴望政治扩张和贪图商业利益；第二，金融利益或投资利益统治着商业利益。”
［注：霍布森《帝国主义》1902年伦敦版第324页。］





　　我们看到，考茨基笼统地搬出英国人来，是绝对没有事实根据的（他要搬的话，也只能是搬出那些庸俗的英国帝国主义者或帝国主义的公开辩护士）。我们看到，考茨基标榜自己在继续维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比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因为霍布森还比较正确地估计到现代帝国主义的两个“历史的具体的”（考茨是的定义恰好是对历史的具体性的嘲弄！）特点：（1）几个帝国主义互相竞争；（2）金融家比商人占优势。如果主要是工业国兼并农业国的问题，那就把商人抬上首要地位了。考茨基的定义不仅是错误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成了全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那一整套观点的基础，这一点以后还要讲到。考茨基挑起的那种字面上的争论，即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应当叫作帝国主义还是叫作金融资本阶段，是毫无意义的争论。随便你怎样叫都是一样。关键在于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同它的经济割裂开了，把兼并解释为金融资本“比较爱好的”政策，并且拿同一金融资本基础上的另一种似乎可能有的资产阶级政策和它对立。照这样说来，经济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垄断、非暴力、非掠夺的行动方式相容的。照这样说来，瓜分世界领土（这种瓜分恰巧是在金融资本时代完成的并成了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互相竞争的特殊形式的基础）也是可以同非帝国主义的政策相容的。这样一来，就不是暴露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这样一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考茨基同德国的一个帝国主义和兼并政策的辩护士库诺争论过。库诺笨拙而又无耻地推论说：帝国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所以帝国主义也是进步的，所以必须跪在帝国主义面前歌功颂德！这种话就象民粹派在1894—1895年讽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所说的那些话，说什么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开起酒馆来培植资本主义。考茨基反驳库诺说：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而只是现代资本主义政策的形式之一，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同这种政策作斗争，同帝国主义，同兼并等等作斗争。

这种反驳好象很有道理，实际上却等于更巧妙更隐蔽地（因此是更危险地）宣传同帝国主义调和，因为同托拉斯和银行的政策“作斗争”而不触动托拉斯和银行的经济基础，那就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不过是一种善良而天真的愿望而已。不是充分暴露矛盾的深刻性，而是回避存在的矛盾，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这就是考茨基的理论，它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显然，这种“理论”只能用来维护同库诺之流保持统一的思想！

考茨基写道：“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即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 
［注：1914年《新时代》杂志第32年卷第2册（1914年9月11日）第921页：参看1915年第2册第107页及以下各页。］

 ，也就是全世界各帝国主义彼此联合而不是互相斗争的阶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停止战争的阶段，“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阶段。 
［注：1915年《新时代》杂志第1册（1915年4月30日）第144页。］



关于这个“超帝国主义论”，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以便详细地说明这个理论背弃马克思主义到了何等彻底而无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按照本书的总的计划，我们要看一看有关这个问题的确切的经济材料。“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这个“超帝国主义”究竟是可能实现的呢，还是超等废话？

如果纯粹经济的观点指的是一种“纯粹的”抽象概念，那么，说到底只能归结为这样一个论点：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垄断组织，因而也就是走向一个全世界的垄断组织，走向一个全世界的托拉斯。这是不容争辩的，不过也是毫无内容的，就好象说：“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在实验室里生产食物。在这个意义上，超帝国主义“论”就如同什么“超农业论”一样是荒唐的。

如果谈金融资本时代的“纯粹经济”条件，是指20世纪初这个历史的具体时代，那么对于“超帝国主义”这种僵死的抽象概念（它完全是为了一个最反动的目的，就是使人不去注意现有矛盾的深刻性）的最好回答，就是拿现代世界经济的具体经济现实同它加以对比。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的毫无内容的议论还鼓舞了那种十分错误的、为帝国主义辩护士助长声势的思想，似乎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削弱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和矛盾，其实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加剧这种不平衡和矛盾。[198]

理·卡尔韦尔在他写的《世界经济导论》 
［注：理·卡尔韦尔《世界经济导论》1906年柏林版。］

 这本小册子里，对可以具体说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内部相互关系的最重要的纯粹经济材料，作了归纳的尝试。他把整个世界分为5个“主要经济区域”：（1）中欧区（除俄国和英国以外的整个欧洲）；（2）不列颠区；（3）俄国区；（4）东亚区；（5）美洲区。同时他把殖民地列入所属国的“区域”内，而“撇开了”少数没有按上述区域划分的国家，例如亚洲的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非洲的摩洛哥和阿比西尼亚等等。

现在把他所列出的这些区域的经济材料摘录如下：






	　
	　
	　
	　
	　
	贸易
	工　　　业



	世界主要经济区域


	面积（单位百万

平方公里）


	人口（单位百万）


	交通运输业
	（进出口共计）（单位十亿马克）


	煤炭产量
	生铁产量
	棉纺织业纱锭数目

（单位百万）





	铁路（单位千公里）


	商船（单位百万吨）


	（单位百万吨）



	（1）中欧区
	27.6（23.6）②


	388（146）②


	204
	8
	41
	251
	15
	26



	（2）不列颠区
	28.9（28.6）②


	398（355）②


	140
	11
	25
	249
	9
	51



	（3）俄国区
	22
	131
	63
	1
	3
	16
	3
	7



	（4）东亚区
	12
	389
	8
	1
	2
	8
	0.02
	2



	（5）美洲区
	30
	148
	379
	6
	14
	245
	14
	19









［注②：括号里是殖民地的面积和人口。］



我们看到，有三个区域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交通运输业、贸易和工业都十分发达）的区域，即中欧区、不列颠区和美洲区。其中德、英、美三国是统治着世界的国家。它们相互间的帝国主义竞争和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因为德国的地区很小，殖民地又少，而“中欧区”的形成还有待于将来，现时它正在殊死的斗争中逐渐产生。目前整个欧洲的特征是政治上分散。相反，在不列颠区和美洲区，政治上却高度集中，但是它们之间又有极大的差别：前者有广大的殖民地，后者的殖民地却十分少。在殖民地，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争夺南美的斗争愈来愈尖锐。

有两个区域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区域，即俄国区和东业区。前者人口密度极小，后者极大；前者政治上很集中，后者不集中。瓜分中国才刚刚开始，日美等国争夺中国的斗争愈来愈激烈。

请把考茨基关于“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那种愚蠢可笑的胡说，拿来同经济政治条件极不相同、各国发展速度等等极不一致、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存在着疯狂斗争的实际情形比较一下吧。难道这不是吓坏了的小市民想逃避可怕的现实的反动企图吗？难道被考茨基当作“超帝国主义”的胚胎的国际卡特尔（正象“可以”把在实验室里生产片剂说成是超农业的胚胎一样），不就是向我们表明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由和平瓜分转为非和平瓜分、再由非和平瓜分转为和平瓜分的一个例子吗？难道从前同德国一起（例如在国际钢轨辛迪加或国际商轮航运业托拉斯里）和平地瓜分过整个世界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金融资本，现在不是在按照以完全非和平的方式改变着的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吗？

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在铁路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明整个世界经济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发展速度不同的非常准确的材料。 
［注：1915年《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199]；1892年《铁路业文汇》[200]；关于1890年各国殖民地间铁路分布方面的某些详细情形，只能作一个大致的估计[201]。］

 在帝国主义发展的最近几十年中，铁路长度变更的情形如下：






	　
	铁路长度（单位千公里）



	　
	1890年
	　
	1913年
	　
	增加数
	　



	欧洲
	224
	　
	346
	　
	＋122
	　



	美国
	268
	　
	411
	　
	＋143
	　



	所有殖民地
	82
	

｝

 125
	210
	

｝

 347
	＋128
	

｝

 ＋222



	亚美两洲的独立国和半独立国
	43
	137
	＋94



	　　　共　　计

	617
	　
	1104
	　
	　
	　







可见，铁路发展得最快的是殖民地和亚美两洲的独立国（以及半独立国）。大家知道，这里是由四五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统治着一切，支配着一切。在殖民地及亚美两洲其他国家建筑20万公里的新铁路，这意味着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在收入有特别的保证、铸钢厂可以获得厚利定货等等的条件下，新投入400多亿马克的资本。

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和海外国家发展得最快。在这些国家中出现了新的帝国主义大国（如日本）。全世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尖锐起来了。金融资本从特别盈利的殖民地企业和海外企业得到的贡款日益增加。在瓜分这种“赃物”的时候，有极大一部分落到了那些在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上并不是常常占第一位的国家手里。各最大的强国及其殖民地的铁路总长度如下：






	　
	（单位千公里）
	　



	　
	1890年
	1913年
	　



	美国
	268
	413
	＋145



	不列颠帝国
	107
	208
	＋101



	俄国
	32
	78
	＋46



	德国
	43
	68
	＋25



	法国
	41
	63
	＋22



	5个大国共计
	491
	830
	＋339







可见，将近80％的铁路集中在5个最大的强国手中，但是这些铁路的所有权的集中程度，金融资本的集中程度，还要高得多，例如美、俄及其他国家铁路的大量股票和债券都属于英法两国的百万富翁。

英国靠自己的殖民地，把“自己的”铁路网增加了10万公里，比德国增加的多3倍。但是，谁都知道，这一时期德国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煤炭和钢铁生产的发展，其速度之快是英国无法比拟的，更不必说法国和俄国了。1892年，德国的生铁产量为490万吨，英国为680万吨；但是到1912年，已经是1760万吨比900万吨，也就是说，德国永远地超过英国了！ 
［注：并参看埃德加·克勒芒德《不列颠帝国同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关系》，该文载于1914年7月《皇家统计学会杂志》第777页及以下各页。］

 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八　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

现在我们还要来研究一下帝国主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大多数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对这个方面往往认识不足。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的缺点之一，就是他在这一点上比非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我们说的就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这种一般环境始终有无法解决的矛盾。尽管如此，这种垄断还是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地）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例如，美国有个姓欧文斯的发明了一种能引起制瓶业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工厂主的卡特尔收买了欧文斯的发明专利权，可是却把这个发明束之高阁，阻碍它的应用。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决不能完全地、长久地排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这也是超帝国主义论荒谬的原因之一）。用改良技术的办法可能降低生产费用和提高利润，这种可能性当然是促进着各种变化的。但是垄断所固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仍旧在发生作用，而且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种趋势还占上风。

垄断地占有特别广大、富饶或地理位置方便的殖民地，也起着同样的作用。

其次，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聚集于少数国家，其数额，如我们看到的，分别达到1000—1500亿法郎（有价证券）。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

霍布森写道：“在1893年，不列颠在国外的投资，约占联合王国财富总额的15％。” 
［注：霍布森的书第59、62页。］

 我们要指出，到1915年，这种资本又增加了大约一倍半。霍布森又说：“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要纳税人付出很高代价，对于工商业者来说殊少价值，……然而对于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家〈在英语里，这个概念是用“investor”一词来表示的，意即“投资者”，食利者〉，却是大量利润的来源。”“据统计学家吉芬计算，1899年大不列颠从全部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输入和输出）得到的全部年收入是1800万英镑〈约合17000万卢布〉，这是按贸易总额8亿英镑的2．5％推算出来的。”尽管这个数目不小，它却不能说明大不列颠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能够说明它的是9000—10000万英镑从“投资”得到的收入，也就是食利者阶层的收入。

在世界上“贸易”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4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

因此，“食利国”（Rentnerstaat）或高利贷国这一概念，就成了论述帝国主义的经济著作中通用的概念。世界分为极少数高利贷国和极大多数债务国。舒尔采－格弗尼茨写道：“在国外投资中占第一位的，是对政治上附属的或结盟的国家的投资：英国贷款给埃及、日本、中国和南美。在必要时，英国的海军就充当法警。英国的政治力量保护着英国，防止债务人造反。” 
［注：舒尔采－格弗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第320页及其他各页。］

 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在他所著的《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一书中，把荷兰当作“食利国”的典型，并且说现在英国和法国也正在成为这样的国家。 
［注：萨·冯·瓦尔特斯豪森《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1907年柏林版第4册。］

 施尔德尔认为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瑞士这5个工业国家，是“明显的债权国”。他没有把荷兰算进去，只是因为荷兰“工业不大发达” 
［注：施尔德尔的著作第393页。］

 。而美国仅仅是美洲的债权人。

舒尔采－格弗尼茨写道：“英国逐渐由工业国变成债权国。虽然工业生产和工业品出口有了绝对的增加，但是，利息、股息和发行证券、担任中介、进行投机等方面的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意义愈来愈大了。依我看来，这个事实正是帝国主义繁荣的经济基础。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要比卖主和买主之间的关系更巩固些。” 
［注：舒尔采－格弗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第122页。］

 关于德国的情形，柏林的《银行》杂志出版人阿·兰斯堡1911年在他的《德国是食利国》一文中写了如下一段话：“德国人喜欢讥笑法国人显露出来的那种渴望变为食利者的倾向。但是他们忘记了，就资产阶级来说，德国的情况同法国是愈来愈相象了。” 
［注：1911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10—11页。］



食利国是寄生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不能不影响到这种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工人运动的两个主要派别。为了尽量把这一点说清楚，我们还是引用霍布森的话。他是一个最“可靠的”证人，因为谁也不会疑心他偏袒“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是英国人，很了解这个殖民地最广大、金融资本最雄厚、帝国主义经验最丰富的国家的情况。

霍布森在对英布战争的印象很鲜明的情况下，描述了帝国主义同“金融家”利益的联系，以及“金融家”从承包、供应等业务获得的利润增加的情形，他说：“资本家是这一明显的寄生性政策的指挥者；但是同一动机对工人中间的特殊阶层也起作用。在很多城市中，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都要依靠政府的定货；冶金工业和造船工业中心的帝国主义，也在不小的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事实。”这位作者认为，有两种情况削弱了旧帝国的力量：（1）“经济寄生性”；（2）用附属国的人民编成军队。“第一种情况是经济寄生习气，这种习气使得统治国利用占领地、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达到本国统治阶级发财致富的目的，来收买本国下层阶级，使他们安分守己。”我们要补充一句：为了在经济上有可能进行这样的收买，不管收买的形式如何，都必须有垄断高额利润。

关于第二种情况，霍布森写道：“帝国主义盲目症的最奇怪的症候之一，就是大不列颠、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所抱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是大不列颠。我们征服印度帝国的大部分战斗都是我们用土著人编成的军队进行的；在印度和近来在埃及，庞大的常备军是由英国人担任指挥的；我们征服非洲的各次战争，除了征服南部非洲的以外，几乎都是由土著人替我们进行的。”

瓜分中国的前景，使霍布森作出了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估计：“到那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将同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如英格兰南部、里夫耶拉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也会有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家臣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从事运输和易腐坏产品最后加工的工人。主要的骨干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作为贡品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西方国家更广泛的同盟，即欧洲大国联邦向我们展示的前途就是，这个联邦不仅不会推进全世界的文明事业，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险：产生出这样一批先进的工业国家，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从亚非两洲获得巨额的贡款，并且利用这种贡款来豢养大批驯服的家臣，他们不再从事大宗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而是替个人服务，或者在新的金融贵族监督下从事次要的工业劳动。让那些漠视这种理论〈应当说：前途〉、认为这个理论不值得研究的人，去思考一下已经处于这种状态的目前英格兰南部各区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吧。让他们想一想，一旦中国受这种金融家、‘投资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经济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潜在富源汲取利润，以便在欧洲消费，这套方式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当然，情况是极为复杂的，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变化也难以逆料，所以不能很有把握地对未来作出某种唯一的预测。但是，现在支配着西欧帝国主义的那些势力，是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如果这些势力不遇到什么抵抗，不被引上另一个方面，它们就确实会朝着完成这一过程的方向努力。” 
［注：霍布森的著作第103、205、144、335、386页。］



作者说得完全对：如果帝国主义的力量不遇到抵抗，它就确实会走向这种结局。这里对于目前帝国主义情况下的“欧洲联邦”的意义，作了正确的估计。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就是在工人运动内部，目前在大多数国家暂时获得胜利的机会主义者，也是经常地一贯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帝国主义意味着瓜分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不过不要把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的那些力量忘掉，这些力量，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自然是看不到的。

德国机会主义者格尔哈德·希尔德布兰德过去因为替帝国主义辩护而被开除出党，现在满可以充当德国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他给霍布森作了一个很好的补充，鼓吹“西欧联邦”（俄国除外），以便“共同”行动……反对非洲黑人、反对“大伊斯兰教运动”，以便维持“强大的陆海军”，对付“中日联盟” 
［注：格尔哈德·希尔德布兰德《工业统治地位和工业社会主义的动摇》1910年版第229页及以下各页。］

 ，等等。

舒尔采－格弗尼茨对“不列颠帝国主义”的描绘，向我们揭示了同样的寄生性特征。从1865年到1898年，英国的国民收入增加了大约1倍，而这一时期“来自国外”的收入却增加了8倍。如果说帝国主义的“功劳”是“教育黑人去劳动”（不用强制手段是不行的……），那么帝国主义的“危险”就在于，“欧洲将把体力劳动，起初把农业劳动和矿业劳动，然后把比较笨重的工业劳动，推给有色人种去干，自己则安然地当食利者，也许这样就为有色人种的经济解放以及后来的政治解放作好了准备”。

在英国，愈来愈多的土地不再用于农业生产，而成了专供富人运动作乐的场所。人们谈到苏格兰这个最贵族化的、用作打猎和其他运动的地方时，都说“它是靠自己的过去和卡内基先生〈美国亿万富翁〉生活的”。英国每年单是花在赛马和猎狐上面的费用，就有1400万英镑（约合13000万卢布）。英国食利者的人数约有100万。从事生产的人口的百分比日益下降：






	　
	英国人口
	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人人数


	工人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单位百万）
	　



	1851年
	17.9
	4.1
	23%



	1901年
	32.5
	4.9
	15%







这位研究“20世纪初的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时候，不得不经常把工人“上层”和“真正的无产阶级下层”加以区别。上层中间有大批人参加合作社、工会、体育团体和许多教派。选举权是同这个阶层的地位相适应的，这种选举权在英国“还有相当多的限制，以排除真正的无产阶级下层”！！为了粉饰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人们通常只谈论在无产阶级中占少数的这个上层，例如，“失业问题主要是涉及伦敦和无产阶级下层，这个下层是政治家们很少重视的……” 
［注：舒尔采－格弗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第301页。］

 应当说资产阶级政客和“社会党人”机会主义者们很少重视。

从帝国主义国家移往国外的人数逐渐减少，从比较落后的、工资比较低的国家移入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数（流入的工人和移民）却逐渐增加，这也是与上面描述的一系列现象有关的帝国主义特点之一。据霍布森说，英国移往国外的人数从1884年起开始减少：1884年有242000人，而1900年只有169000人。德国移往国外的人数，在1881—1890年的10年中达到了最高峰，有1453000人，但是在后来的两个10年里，又减少到544000人和341000人。同时，从奥、意、俄及其他国家移入德国的工人却增加了。根据1907年的人口调查，德国有1342294个外国人，其中产业工人有440800人，农业工人有257329人。 
［注：《德意志帝国统计》第211卷。］

 法国的采矿工业工人“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 
［注：亨盖尔《法国的投资》1913年斯图加特版。］

 。在美国，从东欧和南欧移入的侨民做工资最低的工作，在升为监工和做工资最高的工作的工人中，美国工人所占的百分比最大。 
［注：古尔维奇《移民与劳动》1913年纽约版。］

 帝国主义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工人中间也分化出一些特权阶层，并且使他们脱离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

必须指出：在英国，帝国主义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造成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内腐化的这种趋势，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前很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因为英国从19世纪中叶起，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点：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十年中一直密切注视着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英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特点之间的这种联系。例如，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过了将近1/4世纪，恩格斯又在1881年8月11日写的信里说到了“被中产阶级收买了的，或至少是领取中产阶级报酬的人所领导的最坏的英国工联”。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1—354页。——编者注］

 中又说：“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 
［注：《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290页；第4卷第433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4—345页；第35卷第18页。——编者注）。卡·考茨基《社会主义与殖民政策》1907年柏林版第79页；这本小册子是考茨基在很早很早以前，当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写的。］

 （恩格斯在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版所写的序言中，也叙述了同样的看法。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67—383页。——编者注］

 ）

这里已经把原因和后果明白地指出来了。原因是：（1）这个国家剥削全世界；（2）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3）它拥有殖民地垄断权。后果是：（1）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了；（2）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受那些被资产阶级收买或至少是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领导。在20世纪初，帝国主义完成了极少数国家对世界的瓜分，其中每个国家现在都剥削着（指榨取超额利润）“全世界”的一部分，只是比英国在1858年剥削的地方稍小一点；每一个国家都由于托拉斯、卡特尔、金融资本以及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关系等等而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每个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殖民地垄断权（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上7500万平方公里的全部殖民地中，有6500万平方公里，即86％集中在6个大国手里；有6100万平方公里，即81％集中在3个大国手里）。

现在局势的特点在于形成了以下这些经济政治条件：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生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瓜分完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作为整个20世纪初期特征的已经不是英国独占垄断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大国为分占垄断权而斗争。这些经济政治条件，不能不使机会主义同工人运动总的根本的利益更加不可调和。现在，机会主义已经不能象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那样，在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里取得完全胜利达几十年之久，但是它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成熟，已经过度成熟，已经腐烂，并且作为社会沙文主义而同资产阶级的政策完全融合起来了。 
［注：波特列索夫之流、契恒凯里之流、马斯洛夫之流等等先生们所代表的俄国社会沙文主义，无论是它的公开形式，或是它的隐蔽形式（如齐赫泽、斯柯别列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等先生），都是从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即从取消主义生长起来的。］







九　对帝国主义的批评

这里所说的对帝国主义的批评是指广义的批评，是指社会各阶级根据自己的一般意识形态对帝国主义政策所采取的态度。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大量金融资本，建立了非常广泛而细密的关系和联系网，从而不仅控制了大批中小资本家，而且控制了大批最小的资本家和小业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同另一些国家的金融家集团为瓜分世界和统治其他国家而进行着尖锐的斗争，——这一切使所有的有产阶级全都转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了。“普遍”迷恋于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捍卫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美化帝国主义，——这就是当代的标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德国现在的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被人们公正地称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而霍布森早在1902年，就已经指出英国存在着属于机会主义“费边社”的“费边帝国主义者”了。

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论家替帝国主义辩护，通常都是采用比较隐蔽的方式，掩盖帝国主义的完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深刻根源，竭力把局部的东西和次要的细节放在主要的地位，拼命用一些根本无关紧要的“改良”计划，诸如由警察监督托拉斯或银行等等，来转移人们对实质问题的注意。至于那些肆无忌惮的露骨的帝国主义者的言论却比较少见，这些人倒敢于承认改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性的想法是荒谬的。

举个例子来说吧。一些德国帝国主义者在《世界经济文汇》这一刊物中，力图考察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当然特别是那些非德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提到了印度的风潮和抗议运动，纳塔尔（南部非洲）的运动，荷属印度的运动等等。其中有人在评论一家英国刊物有关亚、非、欧三洲受外国统治的各民族代表于1910年6月28—30日举行的从属民族和种族代表会议的报道时，对会议上的演说作了这样的评价，他说：“据称，必须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统治国应当承认从属民族的独立权；国际法庭应当监督大国同弱小民族订立的条约的履行。除了表示这些天真的愿望以外，代表会议并没有继续前进。我们看不出他们对下面这个真理有丝毫的了解：帝国主义同目前形式的资本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同帝国主义作直接的斗争是没有希望的，除非仅限于反对某些特别可恶的过火现象。” 
［注：《世界经济文汇》杂志第2卷第193页。］

 因为用改良主义的方法修改帝国主义的基础不过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天真的愿望”，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代表没有“继续”前进，所以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代表就“继续”后退了，后退到在标榜“科学性”的幌子下向帝国主义卑躬屈膝的地步。这也是一种“逻辑”！

能不能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改变帝国主义的基础？是前进，去进一步加剧和加深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呢，还是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这些问题是对帝国主义批评的根本问题。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由金融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引起的全面的反动和民族压迫的加强，所以在20世纪初期，几乎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都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派。考茨基以及考茨基主义这一广泛的国际思潮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在于考茨基不仅没有设法、没有能够使自己同这个经济上根本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派对立起来，反而在实践上和它同流合污。

1898年对西班牙的帝国主义战争，在美国引起了“反帝国主义者”，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后的莫希干人[202]的反对。他们把这次战争叫作“罪恶的”战争，认为兼并别国土地是违背宪法的，认为对菲律宾土著人领袖阿奎纳多的行为是“沙文主义者的欺骗”（先答应阿奎纳多给菲律宾以自由，后来又派美国军队登陆，兼并了菲律宾），并且引用了林肯的话：“白人自己治理自己是自治；白人自己治理自己同时又治理别人，就不是自治而是专制。” 
［注：约·帕图叶《美国帝国主义》1904年第戎版第272页。］

 但是，既然这全部批评都不敢承认帝国主义同托拉斯、也就是同资本主义的基础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敢同大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所造成的力量站在一起，那么这种批评就始终是一种“天真的愿望”。

霍布森批评帝国主义的时候所采取的基本立场也是如此。霍布森否认“帝国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呼吁必须“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比考茨基还早。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批评帝国主义，批评银行支配一切，批评金融寡头等等的，还有我们屡次引用过的阿加德、阿·兰斯堡、路·埃施韦格，在法国作家中有《英国与帝国主义》这本肤浅的书（1900年出版〉的作者维克多·贝拉尔。所有这些人丝毫不想冒充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用自由竞争和民主来反对帝国主义，谴责势必引起冲突和战争的建筑巴格达铁路的计划，表示了维护和平的“天真的愿望”等等。最后还有从事国际证券发行统计的阿·奈马尔克，他在1912年计算出“国际”有价证券数达几千亿法郎的时候，不禁叫了起来：“难道可以设想和平会受到破坏吗？……有了这样大的数字，还会去冒险挑起战争吗？” 
［注：《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第19卷第2册第225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样天真，倒没有什么奇怪，而且他们显得这样天真，“郑重其事地”谈论帝国主义制度下的和平，对他们反而是有利的。可是考茨基在1914年、1915年、1916年也采取了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硬说在和平问题上，“大家〈帝国主义者、所谓社会党人和社会和平主义者〉意见都是一致的”，试问他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吗？这不是分析和揭露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而不过是抱着一种改良主义的“天真的愿望”，想撇开这些矛盾，回避这些矛盾。

下面是考茨基从经济上对帝国主义进行批评的典型例子。他举出1872年和1912年英国对埃及进出口的统计材料，看到这方面的进出口额比英国总的进出口额增长得慢。于是考茨基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不用武力占领埃及而依靠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英国同埃及的贸易就会增长得慢些。”“资本扩张的意图”“不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方法，而通过和平的民主能够实现得最好”。 
［注：考茨基《民族国该、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1915年纽伦堡版第72页和第70页。］



考茨基的这个论断，被他的俄国随从（也是俄国的一个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打掩护的人）斯佩克塔托尔先生用各种各样的调子重弹过的论断，是考茨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的基础，所以我们必须较详细地谈一谈。我们从引证希法亭的言论开始，因为考茨基曾经多次（包括1915年4月那次在内）声称，希法亭的结论是“所有社会党人理论家一致同意的”。

希法亭写道：“无产阶级不应当用自由贸易时代的和敌视国家的那种已经落后的政策去反对向前发展了的资本主义政策。无产阶级对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的回答，对帝国主义的回答，不可能是贸易自由，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现在无产阶级政策的目的不可能是恢复自由竞争这样的理想（这种理想现在已经变成反动的理想了），而只能是通过消除资本主义来彻底消灭竞争。” 
［注：《金融资本》第567页。］



考茨基维护对金融资本时代来说是“反动的理想”，维护“和平的民主”和“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个理想在客观上是开倒车，是从垄断资本主义倒退到非垄断资本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的骗局。

如果不用武力占领，如果没有帝国主义，没有金融资本，那么英国同埃及（或者同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贸易“就会增长得”快些。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说，如果自由竞争没有受到任何垄断的限制，没有受到金融资本的“联系”或压迫（这也是垄断）的限制，没有受到某些国家垄断地占有殖民地的限制，那么资本主义就会发展得快些呢？

考茨基的论断不可能有别的意思，而这个“意思”却是毫无意思的。就假定会这样，如果没有任何垄断，自由竞争会使资本主义和贸易发展得更快些。但是，要知道贸易和资本主义发展得愈快，产生垄断的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就愈是加强。况且垄断已经产生了，恰好是从自由竞争中产生出来的！即使现在垄断开始延缓发展，这也不能成为主张自由竞争的论据，因为在产生垄断以后自由竞争就不可能了。

不管你怎样把考茨基的论断翻来复去地看，这里面除了反动性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即使把这种论断修改一下，象斯佩克塔托尔说的那样，现在英属殖民地同英国的贸易，比英属殖民地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发展得慢些，——这也挽救不了考茨基。因为打击英国的也是垄断，也是帝国主义，不过是其他国家的（美国的、德国的）垄断和帝国主义。大家知道，卡特尔导致了一种新型的、独特的保护关税，它所保护的（这一点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上就已经指出来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7—138页。——编者注］

 ）恰好是那些可供出口的物品。其次，大家知道，卡特尔和金融资本有一套“按倾销价格输出”的做法，也就是英国人所说的“抛售”的做法：卡特尔在国内按垄断的高价出卖产品，而在国外却按极低廉的价格销售，以便打倒自己的竞争者，把自己的生产扩大到最大限度等等。即使同英属殖民地的贸易，德国比英国发展得快些，那也只能证明德国帝国主义比英国帝国主义更新、更强大、更有组织、水平更高，而决不能证明自由贸易的“优越”，因为这里并不是自由贸易同保护主义或殖民地附属关系作斗争，而是一个帝国主义同另一个帝国主义、一个垄断组织同另一个垄断组织、一个金融资本同另一个金融资本作斗争。德国帝国主义对英国帝国主义的优势，比殖民地疆界的屏障或保护关税的壁垒更厉害。如果由此得出主张自由贸易与“和平的民主”的“论据”，那是庸俗的，是忘掉帝国主义的基本特点和特性，是用小市民的改良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

有趣的是，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兰斯堡，虽然也同考茨基一样对帝国主义作了小市民式的批评，但是他对贸易统计材料毕竟作了比较科学的整理。他并不是随便拿一个国家，也不是单拿一个殖民地来同其余国家比较，而是拿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两种输出作比较：第一种是对在金融上依附于它、向它借钱的国家的输出，第二种是对在金融上独立的国家的输出。结果如下：





德国的输出（单位百万马克）



	　
	　
	1889年
	1908年
	增加的百分数



	对在金融上依附于德国的国家的输出
	罗马尼亚
	48.2
	70.8
	＋47%



	　
	葡萄牙
	19.0
	32.8
	＋73%



	　
	阿根廷
	60.7
	147.0
	＋143%



	　
	巴　西
	48.7
	84.5
	＋73%



	　
	智　利
	28.3
	52.4
	＋85%



	　
	土耳其
	29.9
	64.0
	＋114%



	　
	
总　计

	
234.8

	
451.5

	
＋92%




	对在金融上不依附于德国的国家的输出
	大不列颠
	651.8
	997.4
	＋53%



	　
	法　国
	210.2
	437.9
	＋108%



	　
	比利时
	137.2
	322.8
	＋135%



	　
	瑞　士
	177.4
	401.1
	＋127%



	　
	澳大利亚
	21.2
	64.5
	＋205%



	　
	荷属印度
	8.8
	40.7
	＋363%



	　
	
总　计

	
1206.6

	
2264.4

	
＋87%








兰斯堡没有作总结，所以他令人奇怪地没有察觉：如果这些数字能够证明什么的话，那只能证明他自己不对，因为对在金融上不独立的国家的输出，毕竟要比对在金融上独立的国家的输出增加得快些，虽然快得并不多（我们把“如果”两字加上着重标记，是因为兰斯堡的统计还是很不完全的）。

兰斯堡在考察输出和贷款的关系时写道：


　　“在1890—91年度，罗马尼亚通过几家德国银行签订了一项债约。其实在前几年，这些德国银行就已经在提供这笔贷款了。这笔贷款主要是用来向德国购买铁路材料的。1891年德国对罗马尼亚的输出是5500万马克。下一年就降到3940万马克；以后断断续续地下降，到1900年一直降到2540万马克。直到最近几年，因为有了两笔新的贷款，才又达到了1891年的水平。德国对葡萄牙的输出，由于1888—89年度的贷款而增加到2110万马克（1890年），在以后两年内，又降到1620万马克和740万马克，直到1903年才达到原先的水平。

德国同阿根廷贸易的材料更为明显。由于1888年和1890年，的两次贷款，德国对阿根廷的输出在1889年达到了6070万马克。两年后，输出只有1860万马克，还不到过去的1/3。直到1901年，才达到并超过1889年的水平，这是同发行新的国家债券和市政债券，同出资兴建电力厂以及其他信贷业务有关的。

德国对智利的输出，由于1889年的贷款，增加到4520万马克（1892年），一年后降到了2250万马克。1906年通过德国几家银行签订了一项新的债约以后，输出又增加到8470万马克（1907年），而到1908年又降到了5240万马克。”
［注：1909年《银行》杂志第2期第819页及以下各页。］







　　兰斯堡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了一种可笑的小市民说教：同贷款相联系的输出是多么不稳定、不均衡；把资本输出国外而不用来“自然地”、“和谐地”发展本国工业，是多么不好；办理外国债券时，克虏伯要付出几百万的酬金，代价是多么“巨大”，等等。但是事实清楚地说明：输出的增加，恰好是同金融资本的骗人勾当相联系的，金融资本并不关心什么资产阶级的说教，它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第一张皮是从贷款取得的利润，第二张皮是在同一笔贷款被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钢铁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再说一遍，我们决不认为兰斯堡的统计是完备的，但是必须加以引用，因为它比考茨基和斯佩克塔托尔的统计科学一些，因为兰斯堡提供了对待问题的正确方法。要议论金融资本在输出等等方面的作用，就要善于着重地、专门地说明输出同金融家骗人勾当的联系，同卡特尔产品的销售等等的联系。简单地拿殖民地同非殖民地比较，拿一个帝国主义同另一个帝国主义比较，拿一个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如埃及）同其余一切国家比较，那就正是回避和掩饰问题的实质。

考茨基在理论上对帝国主义进行的批评，其所以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其所以只能用来鼓吹同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保持和平和统一，就是因为这种批评恰恰回避和掩饰了帝国主义最深刻、最根本的矛盾：垄断同与之并存的自由竞争的矛盾，金融资本的庞大“业务”（以及巨额利润）同自由市场上“诚实的”买卖的矛盾，卡特尔、托拉斯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的矛盾等等。

考茨基胡诌出来的那个臭名昭著的“超帝国主义”论，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反动性质。请把考茨基在1915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同霍布森在1902年的论断比较一下。

考茨基说：“……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会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取代，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 
［注：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杂志第144页。］



霍布森说：“基督教在各自占有若干未开化的属地的少数大联邦帝国里已经根深蒂固了，很多人觉得基督教正是现代趋势的最合理的发展，并且是这样一种发展，它最有希望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巩固的基础上达到永久的和平。”

被考茨基叫作超帝国主义的东西，也就是霍布森比他早13年叫作国际帝国主义的那个东西。除了用一个拉丁语词头代替另一个词头，编造出一个深奥的新词以外，考茨基的“科学”见解的唯一的进步，就是企图把霍布森所描写的东西，实质上是英国牧师的伪善言词，冒充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布战争以后，英国牧师这一高贵等级把主要力量用来安慰那些在南部非洲作战丧失了不少生命，并且为保证英国金融家有更高的利润而交纳了更高捐税的英国小市民和工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除了说帝国主义并不那么坏，说它很快就要成为能够保障永久和平的国际（或超）帝国主义，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安慰呢？不管英国的牧师或甜蜜的考茨基抱着什么样的善良意图，考茨基的“理论”的客观即真正的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在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除了对群众的欺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其实只要同那些人人皆知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好好对比一下，就会清楚地知道，考茨基硬要德国工人（和各国工人）相信的那种前途是多么虚假。拿印度、印度支那和中国来说吧。谁都知道，这三个共有6—7亿人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是受英、法、日、美等几个帝国主义大国的金融资本剥削的。假定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几个彼此敌对的联盟，以保持或扩大它们在上述亚洲国家中的领地、利益和“势力范围”，这将是一些“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假定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组成一个联盟来“和平”瓜分上述亚洲国家，这将是一种“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在20世纪的历史上就有这种联盟的实际例子，如列强共同对付中国[203]就是这样。试问，在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考茨基正是以这样的条件为前提的），“可以设想”这些联盟不是暂时的联盟吗？“可以设想”这些联盟会消除各种各样的摩擦、冲突和斗争吗？

只要明确地提出问题，就不能不给以否定的回答。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瓜分势力范围、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实力，也就是以整个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有其他的根据。而这些瓜分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个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大国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可以。

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而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小市民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生长出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这个同一基础上，形成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的彼此交替。聪明绝顶的考茨基为了安定工人，使他们同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就把一条链子上的这一环节同另一环节割开，把今天所有大国为了“安定”中国（请回忆一下对义和团起义的镇压）而结成的和平的（而且是超帝国主义的，甚至是超而又超的帝国主义的）联盟，同明天的、非和平的冲突割开，而这种非和平的冲突，又准备着后天“和平的”总联盟来瓜分譬如说土耳其，如此等等。考茨基不提帝国主义和平时期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而把僵死的抽象概念献给工人，是为了使工人同他们那些僵死的领袖调和。

美国人希尔在他的《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外交史》一书序言中，把现代外交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革命时代；（2）立宪运动；（3）当今的“商业帝国主义”时代 
［注：戴维·杰恩·希尔《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外交史》第1卷第Ⅹ页。］

 。另一个作家则把1870年以来的大不列颠“世界政策”史分为四个时期：（1）第一个亚洲时期（反对俄国在中亚朝印度方向扩张）；（2）非洲时期（大约在1885—1902年），为了瓜分非洲而同法国斗争（1898年的“法索达”事件[204]，——差一点同法国作战）；（3）第二个亚洲时期（与日本缔约反对俄国）；（4）“欧洲”时期，主要是反对德国 
［注：施尔德尔的上述著作第178页。］

 。早在1905年，银行“活动家”里塞尔就说过：“政治前哨战是在金融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他指出，法国金融资本在意大利进行活动，为法意两国的政治联盟作了准备；德英两国为了争夺波斯以及所有欧洲国家的资本为了贷款给中国而展开了斗争，等等。这就是“超帝国主义的”和平联盟同普通帝国主义的冲突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活生生的现实。

考茨基掩盖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就必然会美化帝国主义，这在他对帝国主义政治特性的批评中也表现出来了。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趋势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这方面的矛盾也极端尖锐化。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趋向（因为兼并正是破坏民族自决）也变本加厉了。希法亭很正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和民族压迫加剧之间的联系，他写道：“在新开辟的地区，输入的资本加深了各种矛盾，引起那些有了民族自觉的人民对外来者的愈来愈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很容易发展成为反对外国资本的危险行动。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各‘史外民族’千年来的农村闭塞状态日益被破坏，他们正被卷到资本主义的漩涡中去。资本主义本身在逐渐地为被征服者提供解放的手段和方法。于是他们也就提出了欧洲民族曾经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争取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的手段。这种独立运动，使欧洲资本在它那些最有价值的、最有光辉前途的经营地区受到威胁；因此，欧洲资本只有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兵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注：《金融资本》第487页。］



对此还要补充的是，帝国主义不仅在新开辟的地区，而且在原有地区也实行兼并，加紧民族压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剧起来。考茨基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加强政治上的反动，然而他不去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决不能同机会主义者统一这个变得十分迫切的问题。他表示反对兼并，然而采取的却是毫不触犯机会主义者、最容易为机会主义者接受的方式。他是直接对德国听众说话的，然而他恰恰把最重要、最有现实意义的事实，例如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的事实掩盖起来。为了评价考茨基的这种“思想倾向”，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假定日本人指责美国人兼并菲律宾，试问会不会有很多人相信这是因为他根本反对兼并，而不是因为他自己想要兼并菲律宾呢？是不是应当承认，只有日本人起来反对日本兼并朝鲜，要求朝鲜有从日本分离的自由，才能认为这种反对兼并的“斗争”是真挚的，政治上是诚实的呢？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以及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批评，都始终贯穿着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的、掩饰和缓和最根本矛盾的精神，一种尽力把欧洲工人运动中同机会主义的正在破裂的统一保持下去的意图。





十 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必须特别指出能够说明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的垄断的四种主要形式，或垄断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表现。

第一，垄断是从发展到很高阶段的生产集中生长起来的。这指的是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我们看到，这些垄断同盟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起着多么大的作用。到20世纪初，它们已经在各先进国家取得了完全的优势。如果说，最先走上卡特尔化道路的，是那些实行高额保护关税制的国家（德国和美国），那么实行自由贸易制的英国也同样表明了垄断由生产集中产生这个基本事实，不过稍微迟一点罢了。

第二，垄断导致加紧抢占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工业部门，即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工业部门，如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产地。垄断地占有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大大加强了大资本的权力，加剧了卡特尔化的工业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之间的矛盾。

第三，垄断是从银行生长起来的。银行已经由普通的中介企业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者。在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为数不过三五家的最大银行实行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的“人事结合”，集中支配着占全国资本和货币收入很大部分的几十亿几十亿资金。金融寡头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罩上了一层依附关系的密网，——这就是这种垄断的最突出的表现。

第四，垄断是从殖民政策生长起来的。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产地、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直到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的动机。例如，当欧洲大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占非洲面积十分之一的时候（那还是1876年的情况），殖民政策可以用非垄断的方式，用所谓“自由占领”土地的方式发展。但是，当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积已经被占领（到1900年时）、全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一个垄断地占有殖民地、因而使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特别尖锐起来的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指出物价高涨和卡特尔的压迫就够了。这种矛盾的尖锐化，是从全世界金融资本取得最终胜利时开始的过渡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动力。

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著，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

论述德国大银行的那本著作的作者里塞尔谈到德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时说：“德国前一个时代（1848—1870年）的进步并不太慢，但是同德国现时代（1870—1905年）整个经济特别是银行业发展的速度比起来，就好象拿旧时邮车的速度同现代汽车的速度相比一样；现代汽车行驶之快，对于不小心的行人和坐汽车的人都是很危险的。”这个已经异常迅速地生长起来的金融资本，正因为生长得这样迅速，所以它不反对转向比较“安稳地”占有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是要用不单是和平的手段从更富有的国家手里夺取的。美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发展比德国还要快，正因为如此，最新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寄生性特征就表现得特别鲜明。另一方面，就拿共和派的美国资产阶级同君主派的日本或德国的资产阶级作比较，也可以看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它们之间极大的政治差别大大减弱了，这倒不是因为这种差别根本不重要，而是因为在所有这些场合谈的都是具有明显寄生性特征的资产阶级。

许多工业部门中的某一部门、许多国家中的某一国家的资本家获得了垄断高额利润，在经济上就有可能把工人中的某些部分，一时甚至是工人中数量相当可观的少数收买过去，把他们拉到该部门或该国家的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其他一切部门或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因瓜分世界而加剧的对抗，更加强了这种趋向。于是形成了帝国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这种联系在英国表现得最早而且最鲜明，因为某些帝国主义发展特点的出现，在英国比在其他国家早得多。有些作家，例如尔·马尔托夫，爱用一种“官场的乐观主义的”（同考茨基、胡斯曼一样）论断，来回避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相联系这个现在特别引人注目的事实，说什么假如正是先进的资本主义会加强机会主义，或者，假如正是待遇最好的工人倾向于机会主义，那么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的事业就会没有希望了，等等。不要看错了这种“乐观主义”的意义：这是对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这是用来掩护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其实，机会主义特别迅速和特别可恶的发展，决不能保证机会主义取得巩固的胜利，正象健康的身体上的恶性脓疮的迅速发展，只能加速脓疮破口而使身体恢复健康一样。在这方面最危险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愿意了解：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空话和谎言。

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在这一方面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描述最新资本主义时也常用“交织”、“不存在孤立状态”等等这样一些说法；他们也说什么银行“就其任务和发展而言，不是带有单纯私有经济性质的企业，而是日益超出单纯私有经济调节范围的企业”。而就是讲这话的里塞尔，却又非常郑重地宣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


　　“交织”这个说法说明了什么呢？它只抓住了我们眼前发生的这个过程的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它表明观察者只看到一棵棵的树木而看不到森林。它盲目地复写表面的、偶然的、紊乱的现象。它暴露出观察者被原始材料压倒了，完全没有认识这些材料的含义和意义。股票的占有，私有者的关系，都是“偶然交织在一起的”。但是隐藏在这种交织现象底下的，构成这种交织现象的基础的，是正在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大企业变得十分庞大，并且根据对大量材料的精确估计，有计划地组织原料的供应，其数量达几千万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2/3甚至3/4，既然运送这些原料到最便利的生产地点（有时彼此相距数百里数千里）是有步骤地进行的，既然原料的依次加工直到制成许多种成品的所有工序是由一个中心指挥的，既然这些产品分配给数千万数万万的消费者是按照一个计划进行的（在美、德两国，煤油都是由美国煤油托拉斯销售的），那就看得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而决不是单纯的“交织”；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德国帝国主义的狂热崇拜者舒尔采－格弗尼茨惊叹道：
　　“如果领导德国银行的责任归根到底是落在十来个人身上，那么现在他们的活动对于人民福利说来，就比大多数国务大臣的活动还要重要〈在这里，把银行家、大臣、工业家和食利者“交织”的情形忘掉，是更有利的……〉……如果把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趋势的发展情况彻底想一番，那么结果就会是：一国的货币资本汇集在银行手里；银行又互相联合为卡特尔；一国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都化为有价证券。到那时就会实现圣西门的天才预言：‘现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同经济关系的发展缺乏统一的调节这个事实相适应的，这种状态应当被有组织的生产所代替。指挥生产的将不是那些彼此隔离、互不依赖、不知道人们经济要求的企业家；这种事情将由某种社会机构来办理。有可能从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广阔的社会经济领域的中央管理委员会，将把这种社会经济调节得有利于全社会，把生产资料交给适当的人运用，尤其是将设法使生产和消费经常处于协调的状态。现在有一种机构已经把某种组织经济工作的活动包括在自己的任务以内了，这种机构就是银行。’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实现圣西门的这些预言，但是我们已经走在实现这一预言的道路上：这是和马克思本人所设想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不过只是形式上不同。”
［注：《社会经济概论》第146页。］





　　这真是对马克思的一个绝妙的“反驳”，这样就从马克思的精确科学分析倒退到圣西门的猜测上去了，那虽然是天才的猜测，但终究只是猜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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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一书是列宁在1916年上半年写的。1915年，根据马·高尔基的倡议，刚刚在彼得格勒成立的孤帆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题为《战前和战时的欧洲》的通俗丛书，并委托在巴黎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编辑这套丛书。1915年11月，波克罗夫斯基约请列宁撰写这套丛书中带导言性质即关于帝国主义的一种，列宁接受了这一建议。



列宁很早就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他在1895—1913年写的一系列著作如《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1895—1896）、《对华战争》（1900）、《危机的教训》（1901）、《内政评论》（1901）、《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俄国的生产集中》（1912）、《关于工人代表的某些发言问题》（1912）、《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1913）、《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1913）、《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中都揭示和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所具有的个别特征。他还非常注意论述资本主义的最新书籍的出版，曾写关于约·阿·霍布森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一书的书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35—137页），并在1904年8月着手翻译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译稿目前尚未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于领导革命斗争的需要，他从1915年中开始，在伯尔尼集中力量认真研究有关帝国主义的问题。他从148本书籍（德文书106本，法文书23本，英文书17本和俄文译本两本）和刊登在49种不同的期刊（德文34种，法文7种，英文8种）上的232篇文章（德文206篇，法文13篇，英文13篇）中作了共约50个印张的摘录、提要、笔记等等（这些资料于1939年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的书名在苏联首次出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列宁研究、检验和科学地分析了浩瀚的实际资料，为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作了准备。



1916年1月，列宁在伯尔尼开始撰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2月列宁移居苏黎世，继续研究帝国主义问题和撰写此书。他除了利用苏黎世州立图书馆的藏书外，还从其他城市借阅一些书籍。1916年6月19日（7月2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完稿，列宁把手稿挂号寄给了波克罗夫斯基。这份稿子未被波克罗夫斯基收到，只得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重抄一份寄去。在此期间，出版社曾要求把手稿由原来议定的5印张压缩为3印张，被列宁拒绝。



高尔基在1916年9月29日给波克罗夫斯基的信里说，列宁的这本书“的确很出色”，可单独出版。然而孤帆出版社编辑部中的孟什维克却对列宁的书稿作了不少修改，如删去了对卡·考茨基和尔·马尔托夫的尖锐批评，把列宁原用的“发展成为”一词（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改为“变成”，“反动性”一词（“超帝国主义”论的反动性）改为“落后性”等等。1916年11月，《年鉴》杂志以《最新资本主义》这一书名刊登了该书的出版预告。1917年中这本书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通俗的论述）》的书名在彼得格勒出版，书中附有列宁回国后写的序言。列宁1920年7月为本书法文版和德文版写的序言，对本书内容作了一些重要的概括和补充。



1935年，本书首次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书名并按照列宁手稿全文刊印于《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19卷。



在我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早在1925年2月就出版过以《帝国主义浅说》为书名的中译文单行本。——323。



[160]指英国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该书于1902年在伦敦出版，列宁曾于1904年翻译过。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对它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摘录（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笔记“x”（“卡帕”）》中的《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指出该书“一般说来是有益的，特别有益的是它有助于揭露考茨基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虚伪之处”（同上，《笔记“β”（“贝塔”）》中的《评卡·考茨基论帝国主义》）。列宁在利用霍布森这部著作中的大量事实材料的同时，批判了他的改良主义的结论和暗中维护帝国主义的企图。——323。



[161]《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德文版于1921年出版，法文版于1923年出版。这篇专为法文版和德文版写的序言先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为题刊载于1921年10月《共产国际》杂志第18期。——325。



[162]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1918年11月13日，德国爆发革命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327。



[163]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订。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5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327。



[164]威尔逊主义指美国总统伍·威尔逊（1913—1921年）的一套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装扮起来的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1913年威尔逊就任总统以后，进行了一些无损于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改革”，实行了关税法、累进所得税法、反托拉斯法等等，同时残酷地镇压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一方面发表“中立”宣言和“没有胜利的和平”的演说，另一方面加紧向拉丁美洲扩张。1917年美国参战后，他又叫嚷“以战争拯救世界民主”。1918年1月8日，他提出了所谓“十四点”和平纲领。在巴黎和会上，他参与制定了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并积极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要求。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中谈到了威尔逊主义的实质和威尔逊政策的破产（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12—213页）。——327。



[165]指伯尔尼国际。



伯尔尼国际是持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立场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在1919年2月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联盟。伯尔尼国际的领袖是卡·亚·布兰亭、卡·考茨基、爱·伯恩施坦、皮·列诺得尔等。他们力图恢复已于1914年瓦解的第二国际，阻挠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防止成立共产国际。他们敌视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颂扬资产阶级民主。1921年2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等退出伯尔尼国际，成立了维也纳国际（第二半国际）。1923年5月，在革命斗争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伯尔尼国际同维也纳国际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328。



[166]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329。



[167]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创建人和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这个杂志是团结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中心。1916年1月1日，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年该派曾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斯巴达克派这一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329。



[168]凡尔赛派是指法国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胜利后在凡尔赛成立的以阿·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政府的拥护者。凡尔赛派对公社战士实行极为残酷的镇压，是巴黎公社最凶狠的敌人。1871年后，凡尔赛派一词成了灭绝人性的反革命派的同义语。——330。



[169]美西战争是指1898年美国对西班牙发动的战争。1898年4月，在古巴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美国借口其战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口被炸沉而对西班牙宣战，向西属殖民地发动进攻。7月，西班牙战败求和，12月在巴黎签订和约。西班牙将其殖民地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古巴形式上取得独立，实际上成为美国的保护国。列宁称这场战争为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英布战争，亦称布尔战争，是指1899年10月—1902年5月英国对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19世纪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为了并吞这两个黄金和钻石矿藏丰富的国家，英国发动了这场战争。由于布尔人战败，这两个国家丧失了独立，1910年被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331。



[170]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不止一次地引用过鲁·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列宁在肯定这本书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的同时，也批评了作者在帝国主义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和结论（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笔记“？”（“太塔”）》中的《希法亭：〈金融资本〉》和《笔记“о”（“奥米克隆”）》中的《希法亭（考茨基主义观点）》）。——331。



[171]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于1912年9月20日通过的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的决议。该决议谴责帝国主义政策，强调争取和平的重要性。决议指出：“虽然只有通过铲除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才能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产物，但不能放弃任何旨在减少其一般性危险作用的工作。党代表大会决心尽一切可能促成各民族之间的谅解和保卫和平。党代表大会要求通过国际协定来结束军备竞赛，因为它威胁和平，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灾难。……党代表大会希望，党员同志要全力以赴、孜孜不倦地为扩大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工会和合作社组织而奋斗，以便更强有力地反对专横跋扈的帝国主义，直到它被打倒为止。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使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以保障各国人民的持久和平、独立和自由。”——331。



[172]《德意志帝国年鉴》即《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Anna-len des Deutschen Reichs für Gesetzgebung，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是德国杂志，1868—1931年先后在慕尼黑、莱比锡和柏林出版。——333。



[173]《银行》杂志（《Die Bank》）是德国金融家的刊物，1908—1943年在柏林出版。——343。



[174]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对奥·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特别是与冶金工业的关系》一书作了详细的评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笔记“β”（“贝塔”）》中的《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344。



[175]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对格·舒尔采－格弗尼茨的《德国信用银行》和《20世纪初的不列颠帝国主义和英国自由贸易》两本书作了批判性评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笔记“α”（“阿耳法”）》中的《〈社会经济概论〉摘录》和《笔记“λ”（“拉姆达”）》中的《舒尔采－格弗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347。



[176]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对罗·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对现代资本主义和有价证券业的研究》一书作了批判性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笔记“ι”（“伊奥塔”）》中的《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347。



[177]列宁利用了雅·里塞尔《德国大银行及其随着德国整个经济发展而来的集中》的两个版本：1910年耶拿版和1912年耶拿版。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列宁详细分析了该书中历年的实际材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笔记“？”（“太塔”）》中的《里塞尔：〈德国大银行及其集中〉》〉。——347。



[178]在原统计材料中，本栏数字是4类机构数字的总和，而列宁在本表中只列举了3类机构的数字。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笔记“？”（“太塔”）》中的《里塞尔：〈德国大银行及其集中〉》。——349。



[179]总公司在我国亦称法国兴业银行。——349。



[180]1873年交易所的崩溃发生在这年上半年。19世纪70年代，信用扩张、滥设投机公司以及交易所投机达到空前规模。在工业以及商业都出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明显征兆的情况下，交易所投机还在继续发展。于是灾难终于在1873年5月9日降临到维也纳交易所。24小时之内，股票贬值好几亿，破产的公司数目惊人。这一灾难随即蔓延到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恩格斯曾对这一事作作过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93页）。——354。



[181]滥设投机公司的丑事指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加紧创办股份公司的热潮。根据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德国从法国得到赔款50亿金法郎。德国资本家为了趁机牟取暴利，就在各地纷纷开设股份公司和银行企业，进行投机活动。从1871年下半年到1874年之间就成立了857个股份公司，等于前20年所建立的公司总数的4倍。恩格斯描述当时的情况说：“人们滥设股份公司或两合公司、银行、土地信用和动产信用机构、铁路建筑公司、各种工厂、造船厂、以土地和建筑物进行投机的公司以及其他表面上叫作工业企业而实际上进行最可耻的投机活动的事业。……过度的投机活动最终造成了普遍的崩溃。”（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93页）——354。



[182]《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355。



[183]指格·瓦·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看法见他的《论战争》文集，该文集于大战期间在彼得格勒出版。——364。



[184]俄华银行以及它同北方银行合并后成立的俄亚银行过去在我国都被称为“华俄道胜银行”。——366。



[185]由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是准备作为合法读物在沙皇俄国出版的，所以书中对俄国帝国主义的分析比较简略。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列宁除了使用欧·阿加德的《大银行与世界市场。从大银行对俄国国民经济和德俄两国关系的影响来看大银行在世界市场上的政治作用和经济作用》一书外，还利用了A．H．扎克《俄国工业中的德国人和德国资本》和B．伊施哈尼安《俄国国民经济中的外国成分》这两本书中的资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笔记“β”（“贝塔”）》中的《欧·阿加德：〈大银行与世界市场〉》，《笔记“γ”（“伽马”）》中的《关于扎克的〈俄国工业中的德国人和德国资本〉一书》，《笔记“δ”（“迭耳塔”）》中的《伊施哈尼安：〈俄国国民经济中的外国成分〉》）。此外，《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还包含有其他大量论述俄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材料和列宁对俄国帝国主义各个方面的评价。——368。



[186]法国的巴拿马案件是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一个大的贪污贿赂案。1879年法国为开凿穿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而成立了巴拿马运河公司，由苏伊士运河建筑师费·莱塞普斯任董事长。1881年工程开工，由于管理不善和贪污舞弊，公司发生资金困难。公司负责人乃向政府和有关人员行贿，以进行股票投机。1888年公司破产，几十万股票持有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1893年议会大选前，这一贿赂事件被揭露，受贿者有总理、部长、议员等多人，结果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潮。为掩盖真相，法国政府匆忙宣告被控的官员和议员无罪，只有一些次要人物被判罪。1894年该公司改组；1903年公司把运河开凿权卖给了美国。后来“巴拿马案件”一词就成了官商勾结进行诈骗的代名词。——372。



[187]巴格达铁路是20世纪初人们对连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波斯湾的铁路线（全长约2400公里）的通称。德国帝国主义为了向中近东扩张，从19世纪末就开始谋求修建这条铁路。1898年，德皇威廉二世为此亲自访问了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1903年德国同土耳其正式签订了关于修建从科尼亚经巴格达到巴士拉的铁路的协定。这条铁路建成后可以把柏林、伊斯坦布尔、巴格达联系起来，使德国的势力延伸到波斯湾。这不仅威胁着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殖民统治地位，而且同俄国在高加索和中亚的利益发生矛盾。因此，英俄法三国结成同盟来反对德国。这条铁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尚未建成，它是由英法两国的公司于1934—1941年最后修建完成的。——373。



[188]《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Bulleti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于1885—1912年在海牙出版。——374。



[189]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将阿·奈马尔克在《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上列举的有关全世界的证券发行和各国占有有价证券的资料同他引自瓦·措林格尔《有价证券国际转移对照表》中的资料加以比较和核对，并作出了自己的计算（见《列宁全集》第54卷《笔记“β”（“贝塔”）》中的《措林格尔（国际对照表）和奈马尔克》）。——374。



[190]《世界经济文汇》（《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是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刊物，1913年起在耶拿出版。——377。



[191]《每日电讯》（《The Daily Telegraph》）是英国报纸（日报），1855年在伦敦创刊，起初是自由派的报纸，从19世纪80年代起成为保守派的报纸。1937年同《晨邮报》合并成为《每日电讯与晨邮报》。——377。



[192]《皇家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是英国杂志，1838年起在伦敦出版。——377。



[193]《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院年刊》（《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是美国杂志，1890年起在费拉德尔菲亚出版。——380。



[194]《统计学家报》（《The Statist》）是英国保守派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周报，1878年起在伦敦出版。——380。



[195]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摘引了亨·C．莫里斯的《从最早期到今日的殖民史》一书中的统计资料，认为该书汇集的统计材料很有趣。列宁根据该书提供的资料，计算出了说明各资本主义大国的殖民地占有情况的具体数字（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笔记“γ”（“伽马”）》中的《莫里斯：〈殖民史〉》）。——390。



[196]指格·瓦·普列汉诺夫。——392。



[197]列宁对亚·苏潘的资料和奥·许布纳尔的《地理统计表》的详细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笔记“ζ”（“捷塔”〉》中的《苏潘：〈欧洲殖民地的扩展〉和奥托·许布纳尔的〈地理统计表〉〉。——393。



[198]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对卡·考茨基及其他考茨基分子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作了批判性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笔记“β”（“贝塔”）》中的《评卡·考茨基论帝国主义》、《几点看法（（关于整个金融资本））》和《笔记“δ”（“迭耳塔”）》中的《1914年和1915年的考茨基（论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民主党）》）。——407。



[199]《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是德国杂志，1880—1941年在柏林出版。——409。



[200]《铁路业文汇》（《Archiv für Eisenbahnwesen》）是德国公共工程部机关刊物，1878—1943年在柏林出版。——409。



[201]从《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引用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列宁如何根据各方面的资料收集和整理了1890年和1913年不同国家（大国、独立和半独立国家、殖民地）铁路网发展的详尽数字（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笔记“μ”（“谬”）中的《铁路》、《关于铁路的统计》）。他将这一研究的结果概括在两张简表之中（见本卷第409—410页）。——409。



[202]最后的莫希干人一语源出美国作家詹·菲·库伯的小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小说描写北美印第安土著中的莫希干人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奴役和欺骗下最终灭绝的故事。后来人们常用“最后的莫希干人”来比喻某一社会集团或某一组织、派别的最后的代表人物。——422。



[203]指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起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辛丑议定书）。该条约于1901年9月7日由清政府全权代表奕劻和李鸿章同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11个国家的代表在北京签订。——431。



[204]指1898年9月英、法两国殖民军队在法索达（位于苏丹南部，现名科多克）武装对峙的事件。这一冲突是由英、法两国争夺非洲殖民地的斗争引起的。英国为巩固自己在埃及的统治，以最后通版方式要求法军撤离法索达。法国因处境不利，又恐在对英作战时德国乘机进攻，被迫于1899年3月21日同英国签订了放弃尼罗河上游的协定，但它也取得了乍得湖和过去双方一直有争议的瓦达伊地区作为补偿。——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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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在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的报告的提纲
[205]



（不晚于1915年8月22日〔9月4日〕）



提纲：


1．战争的事实和后果。概况。

2．帝国主义性质

（1）殖民掠夺

（2）民族压迫

（3）瓜分世界。

3．揭露目的。

4．歪曲战争性质

（a）民族解放　　——压迫

（b）民主　　　　——专制（反动？）

（c）文化　　　　——战争的残暴

（d）福利　　　　——社会改良

（e）资本家的收入——物价高涨！

5．资本主义（托洛茨基）。

　　　　　（资产阶级世界的崩溃）……

6．在最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使无产阶级遭受最大牺牲的时刻，有人号召他们去保卫资本主义，要求国内和平。

7．反战斗争……

8．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9．各正式政党——反对这些决议

　　投票赞成军事拨款┓

　　参加内阁　　　　┣ 保卫祖国。

　　赞成联盟　　　　┛

10．各国少数派（和政党）的反战斗争。

11．工人阶级重新担负起它的任务。

12．社会党国际局。

13．伯尔尼会议[206]。（建立联系）。

14．阶级斗争的旗帜。

15．（a）交战国的行动……

　　（b）中立国的行动……

16．国际范围。

17．和平的条件。

18．宣言。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429—430页















[205]这是列宁于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开幕的前一天（1915年9月4日）在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非正式会议上作的关于世界大战的性质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报告的提纲。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左派代表外，还有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其他一些代表。——441。



[206]指1915年7月11日在伯尔尼就召开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问题而举行的预备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倡议召开的。持中派立场的瑞士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罗·格里姆主持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格里姆（作为《伯尔尼哨兵报》的代表），还有意大利社会党、波兰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波兰社会党—“左派”、组织委员会（孟什维克）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格里姆还曾邀请卡·考茨基、胡·哈阿兹和爱·伯恩施坦，但他们借口会议违背社会党国际局的愿望而拒绝参加。



这次预备会议主要讨论哪些人参加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问题。会上占多数的中派力图吸收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分子以至于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彼·耶·特鲁尔斯特拉和卡·亚·布兰亭参加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则建议邀请国际工人运动中真正的左派代表参加以后的预备会议，但为会上占多数的中派所拒绝。这次预备会议未能就哪些人参加代表会议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而仅仅决定于8月7日召开第二次预备会议。可是第二次预备会议没有举行，就直接召开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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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文章的提纲
[207]



（1916年8月26日〔9月8日〕以后）

注意

（1）阿克雪里罗得的报告：保护和掩护《我们的曙光》杂志。

（2）保加利亚人的报告：1912年巴尔干战争中的士兵起义。

（3）莫尔加利的“垮台”（“看问题过于简单化”，支持德国等等。）

（4）布尔德朗：列宁，您是想提出建立第三国际的口号，我们却不是为此而来的。

（5）星期六的非正式会议[208]（和平在各国现政府统治下是幻想和空话）。

（6）考茨基（及其一伙）的企图——他们的伯尔尼之行——是把重建第二国际的事业从格里姆及其一伙手中夺过去。

（7）拉脱维亚人的报告。

（8）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

（9）崩得分子的行为。　　　　　　　　　　　┣　《警惕！》一书中的两则引语

（10）李卜克内西的信（“国内战争”）……　 ┛

（11）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累德堡歇斯底里大发作）……

（12）同累德堡的论战。

（13）德国代表团内的“考茨基主义”。

（14）等待革命搏斗（有累德堡也有梅尔黑姆）。

（15）罗兰－霍尔斯特的讲话（平生一次右倾的联盟）。

（16）梅尔黑姆的报告：同茹奥和《人道报》的斗争。

（17）我们反对累德堡“最后通牒”的抗议书。

（18）意大利党内的屠拉梯（听天由命）及其一伙。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62—463页

















[207]这个提纲中所列各点大部分在《第一步》和《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这两篇文章（见本卷第42—47、48—52页）中有所反映。——443。



[208]指1915年9月4日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举行的非正式会议（见注20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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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一文材料
[209]



（1915年10月16日〔29日〕以后）

……在巴拉贝伦同志看来，“民族自决权”就是回到早已逝去的时代，回到小资产阶级的“分离主义”乌托邦和独立的民族国家间的和平竞争。

巴拉贝伦同志同这种实际上早已死亡、早已被埋葬的敌人（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搏斗，就是不知不觉地为在英国、法国、德国以及部分地在俄国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效了劳。

我们不能把争取社会主义的群众革命斗争同民族问题上的彻底的革命纲领对立起来。我们应当把前者同后者结合起来。不能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只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这个革命将是充满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动荡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各种不同的战线上，由各种各样业已成熟并要求彻底摧毁旧关系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引起的一系列会战。在社会革命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这些民主改革之中，民族关系的改革也不能不占据显著地位。革命的无产阶级如果不是现在就在这个问题上也捍卫彻底的纲领，将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注：手稿上“在……看来，‘民族自决权’……完成自己的使命……”这几段话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民族问题的革命纲领。照巴拉贝伦同志说来，似乎社会主义革命只是经济这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社会主义对帝国主义。这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将是在所有战线上，即在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其中也包括民族问题上进行的一系列会战的整整一个时代。解决所有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所引起的全部冲突，也就导致社会革命。由所有这些改革引起的全部会战加在一起也就导致推翻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确立彻底的民主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把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同民主问题之一的民族问题对立起来是荒谬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民主制，只有充分实现民主，才能获得胜利。因此一切民主要求，即实行民兵制，人民选举官吏，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等等，都应当由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这个要求来完成，来统一。不是把这一斗争同个别民主要求对立起来，而是在每一个民主问题上给我们的任务作一个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相联系的、同样革命的规定——这才是唯一合乎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提法。

巴拉贝伦同志不去规定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革命路线，却向我们担保说，“我们反对兼并，反对对各民族施加暴力。”这类担保无论在社会沙文主义者那里，还是在考茨基及其一伙那里，也都屡见不鲜。所有这些人都会拒绝巴拉贝伦的公式：“反对资本主义的群众革命斗争”，但会欣然……

……民族自决是伪善的，如果恰恰不承认受他们本民族压迫的那些民族有这种权利的话，——这里不仅有普列汉诺夫和海德门，而且还有考茨基，他为了谋求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统一”，说什么为每个民族要求“国家独立”（staatliche Selbstandigkeit）是“非分的”（zu viel）（《新时代》杂志第33年卷第2册第77页，1915年4月16日）。他们或者就用类似巴拉贝伦那样的论据来根本否定民族自决权（如库诺、帕尔乌斯、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和取消派）。考茨基的立场是对工人阶级最有害最危险的立场，因为他口头上承认民族自决，口头上承认社会民主党“全面地〈！〉和无条件地〈？〉尊重和捍卫民族独立”（同上，第241页，1915年5月21日），而实际上恰恰把这种权利化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公式，恰恰是在删减它，不区分出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者…… 
［注：手稿上“只有通过民主制，只有充分实行民主……不区分出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者”这几段话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1848年以后，根本不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搏斗（他们那时已被打倒，已被埋葬），而是同英国工人中的沙文主义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搏斗了，蒲鲁东当时“否定”民族问题，几乎同拉狄克现在一样坚决。

马克思在1868年要求爱尔兰从英国分离！马克思不仅没有幻想弱小的爱尔兰人民能在强大的、当时已经成为最大的世界性帝国的英国旁边单独生存下去，——不，马克思当时就直接预见到在分离之后必须立即同英国结成联邦。马克思一分钟也没有……

……帝国主义的，对所有大国和所有被它们压迫的民族来说都是迫切的，极其正确的。“大国”民族，即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大俄罗斯人径直地和变相地、直接地和间接地压迫世界上的大多数居民，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第一次——而且大概不是最后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为的是扩大和加强这种压迫，为的是重新分配大国的强权、优越地位和特权，使之更加“公平”，与各国资本现在的实力更加相称。

现在应当成为决定性观点的正是同居于统治地位的、先进的、掌握世界命运的大国民族的沙文主义进行斗争的观点——而决不是“弱小民族的”和“欧洲”各个“角落”的观点。正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利益，而决不是弱小民族的利益要求大国的社会党人维护被压迫民族的分离权（＝自决权）。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斗争。正是因为资本主义把全世界结合成一个经济机体，所以这个斗争就不能不是国际性的。为了使斗争在事实上，而不只在口头上成为国际性的，就必须使无产阶级不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反对民族压迫，不是按照……

……的民主派。我们不同于他们，不同于谢德曼分子（他们代表执行委员会“担保说”他们反对兼并）不同于考茨基，他把民族自决的要求变成了对资产阶级无害的、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不承担任何义务的文化（非政治）自决的要求。我们恰恰应当根据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观点，提出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彻底戳穿它的诡辩、能反映民族自由事业的基本点和主要点的要求，即分离自由的要求。这一要求对资产阶级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和从充分付诸实现的角度来说，这一要求当然是无法接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个“空想”（只有库诺们及类似他们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奴仆才这样看，才认为是“空想”！）。不，资产阶级无法接受，意味着我们，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们，不幻想什么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也不散布这类幻想。我们所期待的正是通过向群众解释以及在群众面前坚持我们彻底的民主要求，来促进斗争和革命。

不言而喻，要求分离自由决不意味着一般地宣传建立小的民族国家，马克思在1868年要求爱尔兰从英国分离的例子也特别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一方面，它仅仅意味着要始终不渝地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而不是以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坚持彻底的民主主义要求，——并不因为彻底的民主主义会导致社会革命而停步不前，相反正是要从中吸取力量和增强决心，为争取民主而进行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它意味着……

……将构成社会主义革命并展示它的全部内容，由于民族压迫也将发生民族冲突。萨韦纳一类的事件将会增多，而不是减少，因此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对于所有这些“事件”不要忽视，而是相反，要使其激化，扩大，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只有我们提出的关于自决问题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纲领能适应这一使命。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因循守旧的、看不到第二国际破产的深刻程度的社会党人满足于老的公式即“……自决……

……（4）反对兼并（这是连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民主派也可以接受的）。

（5）从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的兄弟团结”的空想的观点来看，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区别是非本质的。而从反对和平主义的革命斗争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区别却是本质的。

（6）无论什么样的“平等”，无论什么样的“民族自治”，资产阶级都愿意允诺，只要无产阶级在国家疆界问题上象谢德曼那样、象考茨基那样乖乖地听命于他们就行。





	载于193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63—468页

















[209]这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见本卷第77—85页）一文初稿的零散篇页，其中部分文字在手稿中被删去。末尾的（4）、（5）、（6）三条是本文提纲的片段。——445。









《列宁全集》第27卷


《两个国际》报告的提纲
[210]



（1916年1月30日和2月4日〔2月12日和17日〕之间）



两个国际


1．主题：不是对战争的评价（一年多以前的，并且是过时［重复］了的），而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两条）基本路线。

或者：不是对战争和策略原则的评价，而是对工人运动的发展所采取的方针的评价。

所以，主要之点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事实（在广泛范围内）以及各国情况的比较。

2．引言。胡斯曼在阿纳姆和在鹿特丹与怀恩科普和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在《伯尔尼哨兵报》上。[211]

？＋参看《前进报》（1916．2．12．）[212]？

　　　　　　　　　《前进报》 
［注：“《前进报》”一词是列宁用铅笔写的，看来是后加的。——俄文版编者注］



2a大致是：

1．俄国：爱国者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及其一伙）

组委会和托洛茨基（《我们的言论报》）

2．德国：多数派

卡·考茨基及其一伙

3．法国：多数派

龙格及其一伙

主题：

可以说是用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检验理论。

注意：

在组织委员会中：（1）归罪于工人；（2）忘记同取消派的联系。

——中央委员会。

——少数派。“德国国际社会党人”——（吕勒）——维尼希

——布尔德朗及其一伙。

布尔德朗的决议案

《工人领袖》上的通讯[213]

4．英国：多数派（费边社、工党、海德门）——艾斯丘（？）——

5．意大利：少数派（比索拉蒂）——

6．奥地利：多数派（佩纳施托费尔）

7．美国：罗素——（希尔奎特）

8．澳大利亚：多数派（执政党）

3．俄国。选举军事工业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选举（＋动摇分子）＋防御同盟（拉林）。资产阶级和政府的不满。格沃兹杰夫的告密。第二次选举。沙文主义者的胜利。

《我们的事业》杂志＋《我们的呼声报》＋《工人晨报》组织委员会

托洛茨基和《我们的言论报》（齐赫泽党团？）

中央委员会

马尔托夫的演进：从“《前进报》已经死亡”和“我们不加入国际”到维护和《我们的事业》杂志的联盟（博列茨基）。

可能这是一种绝妙的“外交手腕”，但是这里没有一点社会主义气息。

总结：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两条路线。

只有两条（其余的已不再存在）。

它们的阶级基础：

《前进报》[214]。

《格拉斯哥社会党人报》[216]　　　　　　　　 注意：“梅瑟”[215]注意

《我们的言论报》上奥尔纳茨基的文章

（和工党决裂）

致《工人领袖》的信

意大利正式党。（1916年2月12日《前进报》

——阿德勒——少数派。《伯尔尼哨兵报》上的通讯[217]

———德布兹（德布兹的文章[218]）

“炸弹与美元”

—？——社会党人。

“……不是为了防卫，而是为了组织……”

社会沙文主义者嘲弄马尔托夫（《我们的言论报》上博列茨基的文章）。

注意

斯托雷平工党

“赫沃斯托夫工党”[219]

（α）和本国资产阶级结成联盟

（β）和国际无产阶级结成联盟

他们的主张：赞成“防卫”（“保卫祖国”）；

（“护国派”）；

反对“保卫祖国”……

（参看齐美尔瓦尔德宣言） 
［注： 第2点和第3点在手稿上已用铅笔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4．德国。

党团内部的斗争：李卜克内西和吕勒

2和20（他们的不彻底性）。[221]

博尔夏特和《光线》杂志[222]

维尼希。

吕勒和《前进报》的回答（评论）。[223]

（α）秘密书刊的散发和秘密组织。

（β）协助政府。

5．法国。

（1）《人道报》上瓦扬的文章（信？）[225]

（“用血污的棉花塞住了两耳”，“学理主义者”等等，等等）

（2）梅尔黑姆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的话：

“党、政府和茹奥——这是三位一体的东西”。

（3）布尔德朗的决议案（（对决议案内容的评论））。

（4）《工人领袖》关于分裂的通讯。

6．英国。

＝主张加强“本国”资产阶级（＝主张战争）

＝主张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

　 是否在这里

＋

　《欧洲与革命》[220]？

小册子“李卜克内西案件”

“再生”

“民族主义自由派政党”。

不伦瑞克的游行示威。[224]

（汉诺威的罢工。）

索莫诺的传单。[226]

（布里宗及其一伙在昆塔尔） 
［注：从“‘再生’”到“（布里宗及其一伙在昆塔尔）”是列宁用铅笔写的，看来是后加的。——俄文版编者注］

 。

多数派（参加内阁）

防卫。

《新政治家》杂志[227]（和它的态度）

（工党＋费边社）。

相反，在英国社会党内，国际主义派却占3/7

《格拉斯哥社会党人报》（（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的声明[228]））。

致《工人领袖》的信。

关于背叛的文章。

梅瑟。

7．意大利。

比索拉蒂——党

（特雷维斯和他的演说[230]）

意大利：比索拉蒂和工人党

保加利亚：紧密派[231]和宽广派

瑞典：布兰亭和霍格伦

荷兰：特鲁尔斯特拉和《论坛报》[232]。



［注：第7点在手稿上已用铅笔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8．奥地利。

《新时代》杂志上佩纳施托费尔的文章[233]

——维·阿德勒——国际主义派……

决议

同上：

维·阿德勒的和“15”。 
［注：这两行是列宁用铅笔写的，看来是后加的。——俄文版编者注］



9．北美合众国。（“置身一旁看得清”……）

罗素（维·伯杰及其一伙）主张“备战”。

劳合－乔治在格拉斯哥和工人们的回答。

英国社会党

（海德门的退出[229]）。 
［注：这两行是列宁用铅笔写的，看来是后加的。——俄文版编者注］



“琼果”希尔奎特＝外交家 
［注：从“‘琼果’”到“外交家”在手稿上已用铅笔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德布兹和他的文章。

10．澳大利亚。

《伯尔尼哨兵报》上的通讯[234]。

《新政治家》杂志上的文章

（《国际通讯》杂志[235]） 
［注：从“《新政治家》杂志”到“《国际通讯》杂志”是列宁用铅笔写的，看来是后加的。——俄文版编者注］

 。

11．总结。

卡·考茨基在致布克沃耶德的信中……

同上。在《新时代》杂志上多次。

“没有两个派别”

虚伪和谎言。

卡·考茨基在布赖特沙伊德通讯中（“或者是旧国际，或者是半打”）。

两个，只有两个。

在全世界。

外交手腕——伪善——动摇——自我欺骗？

实质不在于怎么说。

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　在俄国

卡·考茨基和哈阿兹　在德国

龙格和普雷斯曼　在法国

希尔奎特　在美国

艾斯丘等　在英国

一个类型

总结＝胡斯曼。 
［注： 从“外交手腕”到“胡斯曼”已被列宁用铅笔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普列汉诺夫发表在1901年《火星报》第2号上的文章《在20世纪的门槛上》）。

《向理智呼吁报》上的有“2美元”和有资产阶级“头脑”的“小伙子们”。

不是用外交手腕掩饰（“圣彼得堡的败类”——不如说是考茨基主义的），而是向群众阐明。

分裂的必然性。

革命

参看报道

＋欧洲与革命 
［注：从“《向理智呼吁报》”到“革命”已被列宁用铅笔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火星报》第2号（1901年）：山岳派和吉伦特派。

同机会主义的斗争

伯恩施坦。

米勒兰主义和饶勒斯主义。

英国自由派工人政策。

许多国家中的分裂。

战争加速了

发展——向两个方面崩溃的。

昆塔尔会议是怎么回事？ 
［注：从“《火星报》第2号”到结尾是列宁用铅笔写的，看来是后加的。——俄文版编者注］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448—456页















[210]以《两个国际》为题的专题报告是1916年2月4日（17日）在苏黎世作的。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于1916年4月24—30日在昆塔尔召开后，列宁根据新的材料对报告提纲作了修订，并重新编号（列宁修改过的地方见正文脚注）。根据修改过的提纲，列宁于1916年5月19日和21日（6月1日和3日）之间在洛桑、5月20日（6月2日）在日内瓦作了题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两派》的专题报告。——451。



[211]指罕·罗兰－霍尔斯特在1916年1月22日《伯尔尼哨兵报》第18号附刊上发表的关于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在1月8—9日召开的荷兰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通讯；胡斯曼2月2日还在鹿特丹发表了讲话。左派国际主义者戴·怀恩科普发言反对胡斯曼，他声明在胡斯曼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以后，社会党人不能承认他是社会党国际局的书记。怀恩科普说：“我们要另立国际。”



列宁作过标记的1916年1月22日《伯尔尼哨兵报》第18号附刊的剪报和列宁从1916年2月9日《人道报》中摘录下来的胡斯曼在鹿特丹的讲话载于《列宁文稿》第13卷第439—440页。——450。



[212]指1916年2月12日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第43号的编辑部文章《在社会主义国际周围》。列宁对这篇文章作过摘录并加了评语。——450。



[213]大概指有关1915年12月25—29日召开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巴黎通讯。这些通讯载于1915年12月30日《工人领袖》第52号以及1916年1月13日和27日该报第2号和第4号。——451。



[214]《前进报》（《Forward》）是英国格拉斯哥的一家报纸，1906年创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支持英国独立工党的政策。1915年，该报报道了当地工人对抵达该市的军械大臣戴·劳合－乔治报以嘘声，随后在反战和反政府的口号下在市中心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一所谓“圣诞节事件”，因而被当局查禁。由于工人威胁要用罢工来反对查禁报纸，禁令被撤销。——453。



[215]梅瑟是南威尔士的一个区。列宁大概是指这个区的补充选举。选举中英国社会党代表曾组织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的选票来反对英国独立工党候选人。1915年11月18日《工人领袖》第46号刊登了梅瑟区竞选斗争情况的报道。——453。



[216]《社会党人报》（《The Socialist》）是苏格兰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式机关报，1904、1909—1910、1916、1918—1923年在格拉斯哥出版。——453。



[217]大概指刊登在1915年12月3日和4日《伯尔尼哨兵报》第283号和第284号附刊上的《奥地利国际主义者告各国国际主义者书》这篇通讯。——453。



[218]指尤·德布兹的下列文章：《何时我会去作战》、《合我心意的“备战”》、《我愿参加的唯一的战争》、《永远不当兵》。这些文章分别载于1915年9月11日、12月11日、12月25日、8月28日《向理智呼吁报》第1032、1045、1047、1030号。



列宁保留有这些文章的剪报，并在上面写了批语。——453。



[219]“赫沃斯托夫工党”与斯托雷平工党意思相同（参看注128）。这里的赫沃斯托夫是指1915—1916年任沙皇俄国内务大臣的阿·尼·赫沃斯托夫，他曾通过副大臣С．П．别列茨基加紧对左派政党活动的监视，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并花了1500万卢布巨款来资助君主派组织和收买报刊。——453。



[220]《欧洲与革命》是1916年2月11日《民权报》第35号的一篇编辑部评论。该评论是针对瑞士卢塞恩沙文主义报纸《祖国报》上一篇署名为I．S．的文章而发表的。I．S．说战争继续下去就会引起革命，这“对王位和祭坛”来说比战争更危险。列宁从《民权报》上摘录了这篇评论并加了批语。——455。



[221]这里列宁把1915年12月21日德国帝国国会中20个社会民主党人代表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和1915年3月20日只有两人（卡·李卜克内西和奥·吕勒）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相比较。20个代表投票反对军事拨款说明了群众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及其帝国国会党团的压力日益加大。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多数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多数却谴责12月21日的投票是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



列宁所说的20人的不彻底性是指盖尔代表12月21日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发表的声明。声明没有阐明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也没有提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却认可德国的掠夺计划只是最近才出现的这种提法。——454。



[222]《光线》杂志（《Lichtstrahlen》）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左派集团——“德国国际社会党人”的机关刊物（月刊），1913—1921年在柏林不定期出版。尤·博尔夏特任该杂志主编，参加杂志工作的还有安·潘涅库克、安·伊·巴拉巴诺娃等人。——454。



[223]1916年1月12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第11号登载了奥·吕勒的声明《关于党的分裂》，在声明中他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前进报》编辑部在发表吕勒声明的同时，发表了编辑部文章，文章中说，尽管吕勒的声明全文照登，但编辑部认为声明中所提出的争论问题不仅为时过早，而且完全是无的放矢。——454。



[224]指1916年5月初不伦瑞克青年工人举行的五一节游行示威和随后举行的罢工。这次罢工是为抗议政府从青年工人的工资中扣除一部分作为战时公债而举行的。参加不伦瑞克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有1500多人。经过顽强的斗争，政府被迫于5月5日撤销了克扣工资的命令。——455。



[225]指爱·玛·瓦扬的《形式主义者－学理主义者》一文。该文以社论形式发表于1914年10月9日《人道报》第3827号。战争一开始就转到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去的瓦扬，在文章中不得不承认收到许多法国社会党人对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政策的抗议信。他对社会党人批评他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大为恼火，谩骂他们是书呆子、学理主义者等等。列宁对该文的摘录，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371页。——454。



[226]指路易莎·索莫诺代表法国妇女社会党人行动委员会签署的号召书《告无产阶级妇女！》。号召书呼吁无产阶级妇女为争取和平和反对沙文主义而斗争。列宁在这份号召书上作了标记。——455。



[227]《新政治家》杂志（《The New Statesman》）是英国费边社的刊物（周刊），1913年在伦敦创办，1931年起改称《新政治家和民族》杂志。——456。



[228]这里大概是指英国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对齐美尔瓦尔德宣言的赞同。1915年底英国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决定征询地方组织对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意见；绝大多数基层党组织表示赞成。1916年2月29日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3号载有关于这次征询意见的报道。——456。



[229]指亨·迈·海德门及其拥护者退出1916年4月23—24日在索尔福德举行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一事。会上英国社会党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最终决裂。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具有一般民主性质的反战决议和号召利用党的全部影响来结束战争的决议。会上以绝对的多数票通过了关于社会党人只赞成阶级战争的决议。海德门退出索尔福德代表会议后，于1916年6月初创建了民族社会党，该党自1918年起改称社会民主联盟。——457。



[230]指克·特雷维斯1915年12月2日在意大利众议院的演说。有关演说的报道，载于1915年12月3日《前进报》第335号。——456。



[231]紧密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社会党人），因主张建立紧密团结的党而得名，1903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成立。紧密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季·布拉戈耶夫，后来的领导人为格·约·基尔科夫、格·米·季米特洛夫、瓦·彼·柯拉罗夫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紧密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19年，紧密派加入了共产国际并创建了保加利亚共产党。——456。



[232]《论坛报》（《De Tribune》）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的报纸，1907年在阿姆斯特丹创刊。1909年起是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18年起是荷兰共产党的机关报。1940年停刊。——456。



[233]大概指恩·佩纳施托费尔的评论《俄国和我们》和《再论俄国和我们》。评论载于1915年12月24日和1916年2月11日《新时代》杂志第13期和第20期。——456。



[234]指载于1916年2月8日《伯尔尼哨兵报》第32号附刊和2月10日《伯尔尼哨兵报》第34号的《澳大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一文，署名：J．K．。——458。



[235]《国际通讯》杂志（《Internationale Korrespondenz》）是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国际政治和工人运动问题周刊，1914年9月底—1918年10月1日在柏林出版。提纲中提到的大概是《休斯和澳大利亚工会》一文，该文载于1916年5月23日《国际通讯》杂志第15期。——458。







《列宁全集》第27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的要点和初稿

（1916年2—3月）


1

要点

1

（1）1．一般的战争与和平。　 

　　　从政治上看是什么？

（2）2．搞乱政治意识

　　　　 ＝“一般的”“简单的”评价。

2（3、4）3．帝国主义战争导致帝国主义和平（如果革命不推翻），因为客观的政治等等，等等。

3（9）客观地、革命地提出了问题。不能用改良的方式（现在，即在这场战争与和平之中）解决它们。

4（5、6、7、8）事实上，流行的“和平纲领”是同沙文主义者讲和平的纲领。用改良主义的空话来推卸客观的革命任务。

胡斯曼，维也纳＋伦敦，考茨基

5（10、11、12）兼并

6（13）与革命斗争的联系

7（14）“议会”“活动”

8（15）社会党国际局和分裂……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第163页











2

初稿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伯尔尼）召开的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 
［注：见本卷第294—304页。——编者注］



（关于议程第5、6、7a、7b、8等项的提纲）

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宣布将召开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并公布了如下几项主要的议程：

5．“为结束战争而斗争”

6．“和平问题”

7a．议会“活动”　“鼓动和宣传”　

7b．群众“活动”

8．社会党国际局。

国际社会党委员会邀请各组织讨论这些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提案。下面就是我们党中央对这一邀请的答复：

1．一切战争都不过是各交战大国及其统治阶级在战前多年内或几十年内所推行的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同样，结束任何一场战争的和平，也只能是在这场战争的结果中所达到的实际力量变化的记录和记载。　 

2．因此，根据防御和进攻的“简单”概念来评价这场战争，以及根据对持久的、民主的、体面的和诸如此类的和平所抱的“简单的”虔诚愿望来评价未来的和平，这些言论从理论上来看，从社会主义学说来看，是最荒唐、最愚蠢的，在实践上则是对工人阶级最大的欺骗。

3．当前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说这是一场由于高度发达的、垄断的、已经成熟到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引起的战争。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即为了进一步压迫弱小民族、为了重新瓜分世界、瓜分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等等，而这种瓜分是要老的强盗国家英国、法国、俄国把自己掠夺来的一部分赃物让给年轻的、更强大的强盗国家德国。

4．因此，除非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各交战“大”国现在的政府和现在的统治阶级，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和平，而只能是帝国主义大国之间或长或短的休战，只能是加强各国国内的反动势力、加强民族压迫和对弱小民族的奴役、为准备新战争增添燃料等等的和平。因为从整个帝国主义时代所形成的和所有交战“大”国的资产阶级无论在这场战争之前或在战争期间所推行的政治的客观内容来看，必然产生以对其他民族的新的更加残酷的压迫等等为基础的和平。

5．使人民群众相信或者期待各国现政府和现在的统治阶级（即同地主联盟的资产阶级）之间有可能实现持久的或者民主的或者诸如此类的和平，象大多数正式的社会党现在所做的那样，那就不仅是无耻地欺骗人民，而且是麻醉人民，引诱他们脱离现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以罢工和游行示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革命斗争。

6．现在第二国际的正式代表胡斯曼（在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在阿纳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和第二国际最有影响的理论家、各国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最有影响的辩护人考茨基“一致”提出的“和平纲领”，正是具有这种欺骗人民和引诱无产阶级脱离革命斗争的性质。他们的纲领就是要在口头上伪善地承认某些善良的民主愿望，如反对兼并和赔款，主张民族自决，主张对外政策民主化，用仲裁法庭来解决各国之间的冲突，裁军，建立欧洲联邦，等等，等等。

7．一方面，交战国的许多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巧言惑众的大臣和部长们都在口头上承认这个纲领，另一方面，彰明较著的（notorisch）沙文主义者在一个参战的大国集团的“社会党人”于1915年2月在伦敦举行的代表会议上和另一个参战的大国集团的“社会党人”于1915年4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代表会议上都一再重复这个纲领。这一切最明显地证明了这个和平纲领是十足伪善的。正是这些加入进行掠夺战争的资产阶级内阁的“社会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参加各种组织和机构来帮助进行战争，正是他们这些实际上执行为旧的和新的兼并、为殖民压迫等辩护的政策的人，却向全世界宣布自己的“和平纲领”是要反对兼并等等。

8．第二国际最大的权威考茨基在1915年5月21日（《新时代》杂志）向全世界声明，“社会党人”在伦敦 
［注：手稿上误写为“哥本哈根”。——俄文版编者注］

 和维也纳在民族“独立”或者说民族自决这个原则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意向一致”证明了第二国际在“和平纲领”上的“意向一致”和“仍有活力”，他的这种替最令人愤恨、最厚颜无耻的伪善和对工人的欺骗进行辩护的行为，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而是许多国家中那些在口头上冒充“国际主义者”、实际上却用“保卫祖国”的思想来粉饰帝国主义战争、鼓吹同背叛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讲“统一”以巩固他们对工人运动的统治的人们所一贯执行的政策。德国的考茨基、哈阿兹等人，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等人，英国的大多数领袖，俄国的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齐赫泽及其一伙，意大利的特雷维斯等人（见1916年3月5日意大利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该报警告说，要揭露特雷维斯及其他“改良主义的可能派”，说他们“不择手段地阻挠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奥迪诺·莫尔加利促进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和建立新国际的行动”）所执行的正是这种对工人阶级最有害最危险的政策。这种对工人阶级最危险的世界性政策，可以借用它的最有威望的代表人物的名字称为考茨基主义政策。

9．社会党人不能放弃争取改良的斗争。他们也应当在议会内投票赞成任何改善群众生活状况的措施——哪怕是微乎其微的改善也好——，例如赞成增加遭破坏地区居民的救济金，赞成减轻民族压迫，等等。但是，显而易见，在这场战争和由它产生的和平的基础上，这种改善人民群众状况的改良主义的活动，其范围是十分有限的。直接或者间接地向群众灌输一种用改良主义手段可以解决这场战争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的想法，乃是十足的欺骗群众的行为。因为这场战争在欧洲造成了革命的形势，把帝国主义的最根本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解决这些问题，除非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欧洲各国的现政府和统治阶级，用帝国主义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因此，社会党人在争取持久和民主的和平的斗争中，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应当是：第一，向群众阐明群众革命斗争的必要性，经常地宣传这一思想并建立相应的组织；第二，揭露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特别是考茨基主义者关于和平问题和关于第二国际在“和平纲领”问题上“意向一致”等言论的伪善性和欺骗性。这些词句出自那些跟在资产阶级后面否认可以变当前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为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并反对在这方面进行任何革命工作的“社会党人”之口，那就是双料的伪善了。

10．目前盛行的关于“和平纲领”的伪善言论中，中心问题是似乎一致承认反对旧的和新的兼并的斗争。但是谈论兼并和反兼并斗争的人，大部分却不会或者说不愿意考虑一下什么是兼并。显然，不能说凡是把“他人的”领土归并起来就是兼并，因为一般来说，社会党人是赞成铲除民族之间的疆界，赞成各民族的接近和融合，赞成建立较大的国家的。显然，不能认为凡是破坏现状就是兼并，这样看是极其反动的，是对历史科学的基本概念的嘲弄。显然，不能认为凡是用暴力、用武力归并的就是兼并，因为社会党人不能反对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的利益而使用暴力。显然，只有违背某块领土上的居民的意志而归并这块领土，才能够和应当算是兼并。换句话说，兼并的概念是和民族自决的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11．正因为这场战争从参战的“大”国集团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所以在这个战争的基础上就会产生而且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如果已经实行兼并或者正在实行兼并的是敌国的话，资产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就竭力“反对”“兼并”。休特古姆同他的德奥朋友和拥护者，直到哈阿兹和考茨基，对于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丹麦、波兰等等都默不作声，却常常“反对”俄国“兼并”芬兰、波兰、乌克兰、高加索等等，“反对”英国“兼并”印度等等。另一方面，英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的休特古姆们，即海德门、盖得、王德威尔得、列诺得尔、特雷维斯、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齐赫泽及其同伙们，对于英国兼并印度，法国兼并尼斯或者摩洛哥，意大利兼并的黎波里或阿尔巴尼亚，俄国兼并波兰、乌克兰等等都默不作声，可是大部分却“反对”德国所实行的“兼并”。

显然，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的这种“反对兼并的斗争”都带有彻头彻尾的伪善性质，难怪资产阶级除了直接帮助这种斗争——给他们拨几百万款子，让他们进行沙文主义的宣传外，还间接帮助这种斗争——，仅仅给予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进行合法活动的特权。

显然，为争夺阿尔萨斯－洛林的战争辩护的法国“社会党人”，不要求给阿尔萨斯－洛林以从德国分离的自由的德国“社会党人”，都同样是兼并主义者，不管他们怎样发誓反对兼并。显然，那些口头或著文反对“瓦解俄国”、高喊“没有兼并的和约”的口号、直接或间接地在当前为决定由谁来奴役波兰而进行的战争辩护的俄国“社会党人”，也是同样的兼并主义者，等等。

12．为了不把“反对兼并的斗争”变成空谈或令人作呕的伪善，社会党人第一应当向群众说明，无产阶级必须进行革命斗争，来夺取政权和实行社会主义变革，这种变革是从帝国主义时代和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条件中发展起来的，只有这种变革才能持久地普遍地保证民族自决，即解放被压迫民族，并且不是在暴力的基础上，而是在各民族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平等和睦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接近和融合；第二，应当立刻展开最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来反对正式的社会党（特别是各“大”国中的社会党）的隐蔽的沙文主义和兼并主义。社会党人应当向群众说明，那些不立刻为爱尔兰和印度等的分离自由而斗争的英国社会党人，那些不为法属殖民地的自由而斗争、不反对兼并阿尔萨斯－洛林等等的战争的法国社会党人，那些不为阿尔萨斯－洛林以及丹麦人、波兰人、比利时人、塞尔维亚人等的分离自由而斗争的德国社会党人，那些不为乌克兰、芬兰等的分离自由而斗争、不反对争夺波兰的战争的俄国社会党人，那些不为的黎波里、阿尔巴尼亚等的分离自由而斗争的意大利社会党人，那些不为荷属印度的分离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荷兰社会党人，那些不为受波兰人压迫的犹太人和乌克兰人的完全自由和平等而斗争的波兰社会党人，等等——都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和兼并主义者。

13．从齐美尔瓦尔德宣言和国际社会党委员会1916年2月10日的通告（公报第3号）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以战争反对战争”和“争取和平的斗争”，如果不同刻不容缓的群众革命斗争，同宣传和准备这种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就是伪善的东西。但是应当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说明这个结论。第一，应当向群众说明，在欧洲大战的形势下，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可能和应当（muβ）导致什么结果。它的发展势必导致变帝国主义战争为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工人应当为自己的事业而不是为他人作出牺牲，所有这样的话暗示的都是这个意思。但是仅仅作暗示是不够的。还必须向群众明确地提出伟大的目标，虽然这个目标也许不是最近能够实现的。应当使群众知道往哪里走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走。第二，既然我们号召群众“不顾本国的戒严状态”而反对自己的政府，那我们就不仅在原则上否认在这场战争中可以“保卫祖国”，而且承认我们希望所有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失败，以便把这种失败转变为革命。还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如果群众革命斗争的有觉悟的代表人物不为了使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失败并推翻它们而公开联合起来，那么这个斗争就不可能成为国际性的斗争。第三（这是最主要的），如果不普遍地、不仅在上层而且在群众中建立秘密组织，来宣传、准备、讨论群众革命斗争的进程和条件，那就不可能进行这个斗争。既然在德国举行了街头游行示威，既然在法国有许多前线来信号召不要认购战时公债，既然在英国（更不必说俄国了）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那么为了支援这些斗争，为了这些斗争的国际主义团结，就绝对必须在不经书报检查的即秘密的报刊上阐明这方面的每一步骤，检查成绩，衡量取得这些成绩的条件，团结和加强这一斗争。没有秘密组织和秘密报刊，承认“群众性行动”就只能是一句空话（瑞士的情况就是这样） 
［注：手稿上勾掉了第12条和第13条。——俄文版编者注］

 。

14．关于社会党人的议会斗争（议会活动）问题，必须指出，齐美尔瓦尔德决议不但对被判流放西伯利亚的我们党的5位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代表表示同情，而且赞同他们的策略。既要承认群众的革命斗争，又要满足于社会党人在议会中的纯粹合法、纯粹改良主义的活动，是不可能的。这只会引起工人们正当的不满，使他们离开社会民主党而走向反议会的无政府主义或工团主义。必须明确地大声疾呼：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但要利用自己的地位在议会中讲话，而且要在议会外面从各方面去协助工人的秘密组织和革命斗争；群众自己也应当通过自己的秘密组织来检查自己的领袖的这类活动。

15．即将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日程上的关于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问题，必然会引出一个更基本的原则问题，即各旧党和第二国际是否能够统一。群众对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同情愈广泛、愈增长，这个联盟的不彻底和畏首畏尾的立场在群众看来就愈是无法理解，对群众斗争的发展就愈是有害，这个立场认为各旧党和第二国际的政策实质上也就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政策（见齐美尔瓦尔德宣言和国际社会党委员会1916年2月10日的通告），另一方面又害怕同它们分裂，许诺一旦旧的社会党国际局召集，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就宣布解散。

这种许诺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没有进行过表决，甚至没有讨论过。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已过去半年了，现在看得更加清楚，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齐美尔瓦尔德宣言所建议的工作是无法在同各旧党保持统一的情况下进行的，害怕分裂的心理阻挠着在这方面采取的一切步骤。在德国，不仅一批德国国际社会党人斥责了害怕分裂的心理，公开反对宣扬统一的人的伪善，而且卡·李卜克内西最亲密的同志、帝国国会党团成员奥托·吕勒也公开主张分裂。《前进报》也举不出任何一个严肃而光明正大的论据来反驳吕勒。在法国，社会党党员布尔德朗口头上反对分裂，而实际上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项直截了当地“反对（désapprouve）行政常务委员会〈Comité Administratif Permanent＝党中央〉和G．P．〈Groupe Parlementaire＝议会党团〉”的决议案。显然，这项决议案如果被通过，就一定会马上引起党的分裂。在英国，T．罗素·威廉斯甚至在温和的《工人领袖》上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分裂不可避免，并且得到很多党员的支持。在美国，在形式上统一的社会党内，一些党员主张推行军国主义和参战（所谓的备战），另外一些党员，包括前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尤·德布兹，则针对战事迫近而公开鼓吹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

在全世界，事实上已经发生分裂，闭眼不看这个事实只会对齐美尔瓦尔德派有害，只会使他们在群众的心目中变成滑稽可笑的人物，因为群众非常清楚，他们根据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精神所做的工作，每一步都意味着分裂的继续和加深。

必须有勇气公开承认不可避免的和已经发生的事情，丢掉那种认为可以同这场战争中的“祖国保卫者”讲统一的有害的幻想，帮助群众摆脱那些“把他们引入迷途”（见国际社会党委员会1916年2月10日通告）或者用实行“大赦”的办法策划反社会主义“阴谋”（Pakt）的领袖们的影响。

这就是我们对议程上关于在海牙召集社会党国际局问题的提案。

当客观形势把最大的世界危机——这一危机是不以某些党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只能或者被推迟到下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或者用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时候，改良主义的空话是欺骗人民的主要手段。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某些政府或某个国家的资本家的险恶用心，而是各种资产阶级关系的整个发展，导致了帝国主义和当前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同样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某种蛊惑宣传或鼓动的结果，而是战争所造成的危机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这些客观条件，现在在许多交战国中引起了罢工、游行示威等各种群众革命斗争。

问题客观上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是帮助这种暂时还微弱的，但实质上强大的、深刻的、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风潮和群众运动，还是实行帮助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将战争进行到胜利的政策）。关于民主的和平的甜言蜜语，其实际作用全在于用伪善地蒙蔽和愚弄群众的手法帮助政府。

这场战争把帝国主义的根本问题，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存亡问题提上了日程，因此直接或间接地向人民灌输用改良主义手段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就是招摇撞骗。当前的问题是各资本主义国家要按照新的力量对比重新瓜分世界，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最近几十年来不但发展得异常迅速，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发展得极不平衡。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这种对世界的重新瓜分不能不通过战争和暴力。客观形势不容许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解决已经激化了的矛盾，除了进行一系列帝国主义战争或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任何别的出路，而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的正是这个帝国主义时代。在现有条件下，实际的政治活动只能是下列两种之一：或者是帮助“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掠夺别国，或者是帮助业已开始的……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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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1915年8月—1916年6月）


1915年


1915年8月—1916年6月


列宁居住在瑞士（伯尔尼、苏黎世和伯尔尼附近的泽伦堡山村）。同俄国党组织和一些布尔什维克党员通信；编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刊物——《先驱》杂志；在团结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各国左派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不晚于8月22日（9月4日）


起草《在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的报告的提纲》。


8月22日（9月4日）


在伯尔尼举行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非正式会议上作关于世界大战性质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报告；对《世界大战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提纲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会议通过了列宁的修改意见）。


8月23日—26日（9月5日—8日）


出席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在各次会议上发言并作发言记录，同会议的代表们谈话、通信，组织和团结这次会议的左翼。

用德文摘录卡·李卜克内西致代表会议的信，该信号召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并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用俄文和法文摘录法国和德国代表团在会议上宣读的共同宣言。

列宁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德文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散发给出席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代表。


8月24日（9月6日）


在讨论各代表团表决权分配原则问题时发言。


8月24日—25日（9月6日—7日）


记录代表会议的辩论情况；起草答复格·累德堡和扎·塞拉蒂发言的讲话提纲。


不晚于8月25日（9月7日）


签署一批左派代表提交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


8月25日（9月7日）


在讨论宣言和关于战争与社会民主党任务的决议草案时两次发言。

在答复扎·塞拉蒂的发言时，对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决议草案作了说明。

同左派代表一起投票反对罗·格里姆提出的代表会议不审议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决议草案的提案。

当选为代表会议宣言起草委员会的成员。

开列代表会议代表和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的名单；统计在选举委员会时参加投票的人数以及投票赞成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决议草案的人数。

就代表会议的宣言草案写短评，并向委员会提出对宣言的原则性修改意见。


8月26日（9月8日）


为齐美尔瓦尔德左派起草关于撤回对宣言所作修改的原因的声明，这一修改的内容是要求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代表会议上宣读了这一声明。

就投票赞成代表会议宣言一事，写便条给“分裂派”代表。

用德文和俄文对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关于投票赞成共同宣言的声明作补充。

同左派其他成员一起签署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关于投票赞成宣言的声明。代表会议上宣读了这一声明。

在讨论签署代表会议宣言的问题时发言，主张拉脱维亚代表团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也在宣言上签字。

签署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

左派代表小组选举列宁为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常务局成员。


8月26日或27日（9月8日或9日）


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代表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向列宁提出建议：从党的基金中拨出三四千法郎给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列宁表示不能作出肯定的答复，认为必须先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商量。从齐美尔瓦尔德回到山村泽伦堡。


8月26日和31日（9月8日和13日）之间


由于亚·米·柯伦泰打算去美国，列宁给她写信，要她务必团结美国的国际主义者，建议同芝加哥的出版人查·克尔取得联系，并在那里筹备用英文出版《社会主义与战争》这本小册子；告知已寄去该书的德文本；希望得到资助。


8月26日（9月8日）以后


写《关于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文章的提纲》。

致函在黑尔腾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所有版面都应用来报道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告知传单的提纲已经拟好并将寄去。

收到亚·加·施略普尼柯夫从挪威瓦尔德的来信，信中谈到通过北方交通线向俄国运送书刊的安排问题、告知在地方报纸的印刷所里发现一批社会民主党的书刊和俄文铅字、提出关于利用印刷所为党工作的建议。


8月27日或28日（9月9日或10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到山里去游玩。


8月28日或29日（9月10日或11日）


同前来泽伦堡的一位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可能是扬·安·别尔津）谈话。


8月28日和9月6日（9月10日和19日）之间


收到由维·阿·卡尔宾斯基从日内瓦转来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叶戈尔（波卢比诺夫）的信，该信批评社会革命党及其领袖们的活动，提出了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的建议。


不早于8月28日（9月10日）


读1915年《新时代》杂志第24期，并在爱·伯恩施坦《关于小国的历史权利》一文上作记号。


8月29日—30日（9月11日—12日）以前


收到格·列·皮达可夫的来信，信中告知筹备出版《共产党人》杂志第1期的经过，并谈到为这一期杂志撰写文章的情况。

致函格·列·皮达可夫，不同意他对最低纲领的解释，也不同意皮达可夫对弗·尤·弗里多林的文章的批评（这封信没有找到）。

格·列·皮达可夫致函列宁，告知已收到列宁的来信，说不可能将现有的全部文章都刊登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期上，其中有一部分要留在下一期使用。


8月29日和9月2日（9月11日和15日）之间


收到卡·伯·拉狄克的来信，信中谈到关于德国国际社会党人、关于同德国联系的安排以及其他问题。


不晚于8月30日（9月12日）


列宁的《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短评）》三篇文章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合刊上。


8月31日（9月13日）以前


收到维·阿·卡尔宾斯基的来信，信中要求把载有罗·罗兰文章的几号《日内瓦日报》退还给他。


8月31日（9月13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担心载有罗曼·罗兰文章的几号《日内瓦日报》丢失；告知《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合刊已出版；询问为什么没有继续收到《生活报》和《前进》杂志。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要求寄来德文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和决议各三份；请他给在挪威的亚·米·柯伦泰寄10本小册子和两份决议；建议在瑞士组织发售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的工作，并催促卡·伯·拉狄克把在齐美尔瓦尔德通过的宣言副本寄来。


8月31日（9月13日）以后


致函在瑞士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给他寄去一份为俄国国内制定的反战传单的详细提纲和卡·伯·拉狄克的报道；要求复制一份报道的副本并请他打听一下伊·费·阿尔曼德那里是否有载有罗曼·罗兰文章的《日内瓦日报》。


8月31日和9月22日（9月13日和10月5日）之间


收到叶·波·博什的来信，信中告知在《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存有列宁和别的作者写的文章和短评。信中还谈到出版杂志的技术性问题，请列宁确定举行编辑部会议的地点和时间。


8月


起草《反战传单》。

收到尼·伊·布哈林的来信，信中反对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战争的祸首》一文并批评列宁对该文的评论。


夏天


写《感谢他的坦率》一文。


8月以后


收到尼·伊·布哈林的来信，信中附有从莫斯科寄来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组织工作情况的信的抄件，信中告知尼·苏汉诺夫的小册子和最新一期《保险问题》杂志已寄出。


9月1日（14日）以后


收到卡·伯·拉狄克从伯尔尼的来信，信中谈到给戴·怀恩科普寄信的事以及同罗·格里姆谈话的经过。


9月3日（16日）以前


收到尼·伊·布哈林的来信，信中告知他所得到的关于莫斯科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一些消息，并请求寄去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资料，以便转寄莫斯科。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请他把手头现有的资料寄来以便写一篇关于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报道；希望伊·费·阿尔曼德能把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译成法文。


9月4日（17日）


收到格·叶·季诺维也夫从黑尔滕斯泰恩的来信，信中说已寄出两份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文件并转去一份写传单的计划，计划上已注明哪些题目的传单他打算自己写，要求列宁提出意见。


9月4日和9月6日（9月17日和9月19日）之间


收到卡·伯·拉狄克的短信，信中说他已给列宁寄去宣言和关于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报告，并告知《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即将出版。


9月4日和11日（17日和24日）之间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去山里游览。


不晚于9月5日（18日）


收到亚·米·柯伦泰从挪威寄来的她写的小册子《谁需要战争？》的手稿。柯伦泰请列宁审阅这本小册子并提出意见。


9月5日（18日）


收到亚·加·施略普尼柯夫从克里斯蒂安尼亚的来信，信中说有可能在挪威和瑞典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信中还告知在斯德哥尔摩同卡·霍格伦谈过话以及霍格伦对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的反应很好等情况。


9月5日（18日）以后


写《俄国的战败和革命危机》一文。


9月5日和13日（18日和26日）之间


审阅亚·米·柯伦泰的小册子《谁需要战争？》的手稿，并进行修改。


9月6日（19日）以前


收到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来信，信中批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活动，说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侨民中转向俄国，必须拒绝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批评。信中还提议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起来。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写的文章以及格·列·皮达可夫的信已寄出，所附的两封社会革命党人的信，请他阅后退还；说没有从卡·伯·拉狄克那里得到决议草案。


不晚于9月6日（19日）


阅读以传单形式用德文刊印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宣言，并在文中作了记号。

阅读载于1915年《伯尔尼哨兵报》第218号上的关于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报告的一份校样，并在上面作了记号。

抵达伯尔尼并会见《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成员。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批评他们在出版《共产党人》杂志问题上一意孤行而不接受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建议（这封信没有找到）。


9月6日（19日）


致函在斯德哥尔摩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谈到在瓦尔德发现的布尔什维克文献的使用问题和把其中一部分运往俄国一事；就解散第四届杜马、布尔什维克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策略、同俄国建立经常联系的必要性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告知关于为俄国印制宣言和传单的计划。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历山德罗维奇，对他不满侨民一事作了回答；指出必须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爱国主义作斗争；认为俄国的两个基本派别——沙文主义派革命者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派革命者的接近是不可能的和有害的；指出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实行联合的任务已提到日程上来，并支持必须派工作人员去俄国的意见。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告知将在伯尔尼计划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合刊号，说在这一号上要刊登关于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报道。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告知寄去《日内瓦日报》，谈了在伯尔尼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合刊号的建议；希望在10月中前后作题为《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专题报告，要求为别的城市印制广告；告知急需钱用。

通过维·阿·卡尔宾斯基给日内瓦的社会革命党人波卢比诺夫（叶戈尔）发了一封信（这封信没有找到）。

致函在苏黎世的莫·马·哈里东诺夫，表示希望在10月中前后作《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专题报告，请求安排演讲的日期，并请把在苏黎世出版的帕·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和任务》寄来；列举将刊登有关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资料的一些报刊。

用德文致函在伯尔尼的卡·伯·拉狄克，对寄来宣言和关于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报道表示感谢；指出报道中有很多不确切的地方；请他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决议草案和说明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代表会议上为什么投票赞成宣言的声明寄来。


9月6日和11日（19日和24日）之间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请他设法让卡·伯·拉狄克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文件副本寄来，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报》需要这些文件。


9月6日（19日）以后


读帕·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和任务》（1915年苏黎世版），作记号、摘录并提出意见，在写《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和《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两篇文章时，利用了这些资料。


不晚于9月7日（20日）


用德文致函在伯尔尼的卡·伯·拉狄克，告知给戴·怀恩科普的信已发出，并给格·叶·季诺维也夫寄去了关于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报道和拉狄克的信；要求把左派就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所作的声明复制一份副本；对意大利人泄露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机密一事表示不满。


9月8日（21日）以后


用德文致函在伯尔尼的卡·伯·拉狄克，证实收到了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第1号公报，再次要求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文件的副本立即寄出。


9月11日（24日）以前


写明信片给在彼得格勒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和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请他们了解一下，格拉纳特兄弟出版社是否将刊用他的关于卡·马克思的条目，说他需要得到稿酬（这封信没有找到）。


不早于9月11日（24日）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说书刊和文稿已寄出；提议把给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的信改写一下；对如何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写社论提出意见，并建议对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传单进行严肃的批判。

收到卡·伯·拉狄克的来信，信中通知已寄去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决议草案和宣言；告知他出发去苏黎世作关于代表会议的报告。


不早于9月12日（25日）


用德文致函卡·伯·拉狄克，告知已收到罗·格里姆1915年9月12日（25日）建议组成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的来信，打算给予详细的答复；建议荷兰社会民主党人—论坛派签署齐美尔瓦尔德的决议草案和宣言，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


9月12日（25日）以后


起草《致国际社会党委员会（I．S．K）》一信的草稿。


9月13日和22日（9月26日和10月5日）之间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建议即将出版的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专门报道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而下一号则专谈俄国情况；说罗·格里姆的来信和自己的复信草稿已寄出；谈到《我们的言论报》被书报检查机关扣压稿件的情况；说他不久将搬到伯尔尼去；信中还谈到《共产党人》杂志第3期的内容。


9月13日（26日）以后


致函在斯德哥尔摩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谈印制传单的事，并答应寄去有关传单的计划，认为传单很重要，必须仔细考虑和集体商量。


9月14日（27日）以后


收到亚·米·柯伦泰的来信，信中谈了她对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的批评意见，说她即将去美国，希望能看到对她的手稿的意见。


9月17日（30日）以前


协助把苏黎世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国际局的呼吁书发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该呼吁书号召各国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在1915年9月20日（10月3日）举行反战示威游行。


9月18日（10月1日）以前


就策略问题致函尼·伊·布哈林。


9月18日（10月1日）


就波鲁比诺夫的健康状况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


9月18日和23日（10月1日和6日）之间


致函维·阿·卡尔宾斯基，告知将于10月10日（23日）在苏黎世作报告，请他根据这一情况安排在日内瓦作报告的时间；告知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46合刊号的材料已经寄出。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从泽伦堡回到伯尔尼。


9月21日（10月4日）以后


收到索·瑙·拉维奇的来信，信中建议列宁作两个报告，把第二个报告的收入捐给政治流亡者救济协会。


9月23日（10月6日）以前


收到传单和其他关于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工作情况的材料，这些材料是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委托从国内寄给列宁的。


9月23日（10月6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告知已收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46号的最后一批校样，答应当天就把它寄出；谈到必须马上出版下一号报纸，因为从俄国得到了重要消息。


9月23日和26日（10月6日和9日）之间


写《几个要点。编辑部的话》一文。


9月23日和30日（10月6日和13日）之间


修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在战争期间的传单》一文。


不晚于9月23日（10月6日）


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寄去他所需的俄文书籍的书单。

写信给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请她物色一个出版人，以便出版他的《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一书（该信没有找到）。


9月24日（10月7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请求告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46合刊号的出版日期，并请速将印刷《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的用纸寄到伯尔尼附近的本特利印刷厂股份有限公司。

写信给在彼得格勒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他已迁至伯尔尼；谈到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健康已经恢复；对寄来书刊表示感谢。


9月27日（10月10日）以前


修改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的俄文版校样。


9月27日（10月10日）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收到从彼得格勒的来信，信中报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的情况，并谈到经费开支、出版《启蒙》杂志的计划、彼得堡委员会的传单等问题。

致函在斯德哥尔摩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告知1915年9月28日（10月11日）将同时出版两号《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46合刊号和47号；询问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的俄文本是否已收到；指出目前重要的是必须同俄国建立经常的联系。


9月27日（10月10日）—1916年2月5日（18日）之间


几次致函在美国的亚·米·柯伦泰，谈修改她的小册子《谁需要战争？》的手稿一事和其他问题。


9月28日（10月11日）以前


修改格·叶·季诺维也夫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46合刊号撰写的《战争与俄国的革命危机》一文的手稿，并从刊载于《我们的言论报》第182号上的《战争危机与政治前景》一文中作摘录。


9月28日（10月11日）


列宁的《第一步》和《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两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46合刊号上。


不早于9月28日（10月11日）


列宁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俄文版）在日内瓦出版，并获得广泛的传播。

写《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一文。


不晚于9月29日（10月12日）


同卡·伯·拉狄克讨论关于用德文出版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理论刊物问题，表示同意参加出版杂志的工作。


9月30日（10月13日）


列宁的《几个要点。编辑部的话》一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上。


9月30日（10月13日）以后


致函在美国的亚·米·柯伦泰，谈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回答她提出的问题；寄去《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46合刊号（该信没有找到）。


9月—10月


列宁和中央委员们讨论拟从瑞士迁往斯德哥尔摩的计划，迁移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比较迅速的联系并能经常往俄国运送书刊，是为了为国内和召开代表会议出版通俗小报和传单。


10月1日（14日）以前


致函斯·格·邵武勉，要求详告有关巴库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工作情况和关于普·阿·贾帕里泽从事党务活动的情况（该信没有找到）。


不晚于10月1日（14日）


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名义致函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罗·格里姆，告知已决定拨款200法郎给委员会，并表示鉴于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无理要求，拒绝就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保存在克·蔡特金处的党的经费一事同任何人举行谈判。

用法文和德文开列伯尔尼图书馆所藏有关埃及问题、有关帝国主义战争的历史前提、有关英国的书目。


10月5日（18日）


列宁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常务局成员签署致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全体成员和小组的《第一号通告》，该通告谈到关于指定参加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的代表问题、关于为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会议准备提纲的问题、关于用德文出版文集的计划的问题。通告要求对上述所有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对出版文集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10月5日或6日（18日或19日）


在洛桑民众文化馆作题为《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专题报告。


10月7日或9日（20日或22日）


在日内瓦作题为《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专题报告。


10月9日（22日）以后


读罗·格里姆1915年10月9日（22日）的来信，信中请求授权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供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第2号公报发表的）进行删节。


10月10日（23日）


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名义签署并发出给罗·格里姆的德文信，该信对他的关于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的建议作了答复。

在苏黎世作题为《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专题报告。


10月11日（24日）以前


致函在斯德哥尔摩的格·列·皮达可夫，批评他的题为《俄国物价腾贵》的传单。


10月15日（28日）以前


准备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权》演讲的材料，从《宫廷历书》一书中作摘录；起草提纲草稿，写《要点》和《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权》提纲。


10月15日（28日）


在日内瓦作题为《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权》的演讲。


不早于10月16日（29日）


读卡·伯·拉狄克刊登在1915年《伯尔尼哨兵报》第252、253号上的文章《兼并和社会民主党》，并作记号。

准备写《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一文，对卡·伯·拉狄克的《兼并和社会民主党》一文进行分析批判。


10月16日（29日）以后


用德文改写《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一文。

校订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从德文译成俄文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一文。


10月26日（11月8日）以前


签署寄往斯德哥尔摩给卡·霍格伦的信，信中建议拨出一定数目的款项作为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出版活动经费。


10月26日（11月8日）


收到亚·米·柯伦泰1915年10月5日（18日）从美国的来信，信中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民报》小组的立场，说她暂时无法为中央委员会筹款，希望将《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寄往美国。信中还谈到关于《新世界报》编辑部的立场等问题。


10月27日（11月9日）以前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告知校样已寄出；感谢他寄来美国社会党人的《向理智呼吁报》。

致函格·李·什克洛夫斯基，托他给在美国的亚·米·柯伦泰寄500本《社会主义与战争》小册子。


不晚于10月27日（11月9日）


在巴塞尔的大学生和俄国工人侨民的集会上作题为《战局和俄国的未来》的报告。


10月27日（11月9日）


会见罗·格里姆并同他谈话。

致函在纽约的亚·米·柯伦泰，告知500本德文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已寄出；谈到在伯尔尼筹备用德文和法文出版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小册子《国际传单集》第1辑；希望她在美国组织出版该小册子的英文版。


不早于10月27日（11月9日）


列宁撰写的《卡尔·马克思》这一条目在格拉纳特兄弟出版公司出版的百科词典第7版第28卷上刊出。


不晚于10月30日（11月12日）


复函同意米·尼·波克罗夫斯基提出写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的小册子的建议。


10月31日和11月9日（11月13日和22日）之间


用英文致函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书记C．W菲茨杰拉德。


11月7日（20日）


列宁的《论革命的两条路线》和《堕落到了极点》两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8号上。


不早于11月8日（21日）


就在阿劳召开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问题同卡·伯·拉狄克进行谈话。


11月8日和12日（21日和25日）之间


致函在苏黎世的莫·马·哈利东诺夫，对他在阿劳召开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成功演说表示祝贺，要求寄来关于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全文；询问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的发行情况。


11月8日（21日）以后


写信给一个姓名不详的人，商量把《国际传单集》第1辑译成意大利文及其发行问题。


11月9日（22日）


两次致函在纽约的亚·米·柯伦泰，建议了解有关“社会主义宣传同盟”成员的情况，设法把他们建立成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美国的一个据点。


不早于11月13日（26日）


写《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


11月14日（27日）以前


致函格·叶·季诺维也夫，了解《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战争期间活动的报告时，罗·格里姆希望删去报告中哪些内容；建议用专页全文刊印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


不早于11月17日（30日）


用德文为《先驱》杂志第1期撰写《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


11月17日和12月8日（11月30日和12月21日）之间


在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文集《国际和战争》第1卷上作批注和记号，在《用国际主义词句掩饰社会沙文主义政策》一文里，对这一文集作了全面的批判。


11月20日（12月3日）以前


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名义致函在斯德哥尔摩的尼·伊·布哈林、格·列·皮达可夫等人，批评他们在出版《共产党人》杂志问题上的派别活动；拒绝参加出版杂志的工作。


11月29日（12月12日）


主持召开旨在筹备国际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的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国际主义者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和平、关于对社会党国际局的态度、关于使自己的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口号等问题。


秋天


出席在伯尔尼举行的对尔·马尔托夫报告的讨论会。


12月3日（16日）以前


致函在日内瓦的索·瑙·拉维奇，对她同《我们的事业》杂志决裂一事表示赞同；建议对布尔什维克日内瓦支部关于彼得格勒选举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决议作补充。


12月8日（21日）


列宁的《用国际主义词句掩饰社会沙文主义政策》一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9号上。


12月14日（27日）以后


列宁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寄给巴黎的格·雅·别连基的信中写附言，要他把坚持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立场的一个法国人小组吸收到《先驱》杂志中来。


12月21日（1916年1月3日）以前


为尼·伊·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写序言。

给在斯德哥尔摩的尼·伊·布哈林寄去为他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写的序言。


12月23日（1916年1月5日）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收到莫斯科的一封来信，信中报告了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和10月中旬索科利尼基弹药工厂罢工的情况。


12月25日（1916年1月7日）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11月28日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说已收到《共产党人》杂志、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和列宁的信，并告知同高尔基谈话的情况。


12月27日和1916年1月6日（1916年1月9日和19日）之间


阅读卡·胡斯曼12月27日在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题为《有关民族问题的“和平条件”》的专题报告中对这个讲话作了批判。


不晚于12月29日（1916年1月11日）


写完小册子《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并把手稿寄给彼得格勒孤帆出版社的阿·马·高尔基。


12月29日（1916年1月11日）


致函在彼得格勒的阿·马·高尔基，告知已寄去小册子《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的手稿；由于经济原因，要求能早日出版这本小册子；说打算继续写第二编——论德国；告知他目前正在着手写论帝国主义的小册子。


12月31日（1916年1月13日）


致函在巴黎的伊·费·阿尔曼德，告知来自俄国的一些好消息。


12月底或1916年1月初


为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节，开始在伯尔尼和苏黎世的一些图书馆里查阅资料，作写作的准备工作。


12月底—1916年2月


写《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


12月


在伯尔尼会见谢·尤·巴戈茨基，以特别满意的心情谈到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代表们的勇敢的反战言论。


1915年


写《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民族自决权》一文。

在伯尔尼、苏黎世和日内瓦的一些图书馆里进行工作，继续他在1914年开始的对哲学著作的研究，打算写一本关于辩证法的专著。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伯尔尼市剧院观看一个俄国剧团用德语演出的列·尼·托尔斯泰的话剧《活尸》。


1915年—1916年初


研究关于民族问题的材料。


1916年


1月2日（15日）以前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寄去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手稿；收到他提的意见，并在上面写了批语。

出席关于民族问题讨论会。卡·伯·拉狄克发言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否定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自决权，不同意在《先驱》杂志第2期上发表该提纲。


1月2日（15日）


主持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常务局会议。会议讨论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常务局的代表资格和出版《先驱》杂志的问题。会议还通过了授权常务局领导杂志编辑部工作的决议。

致函在巴黎的伊·费·阿尔曼德，告知格·雅·别连基的邮包（三个笔记本）已寄去；谈到同卡·伯·拉狄克之间的分歧以及荷兰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一致同意加入齐美尔瓦尔德左派。


1月3日（16日）


列宁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寄给日内瓦的索·瑙·拉维奇的信里写附言，请她寄来1914年的《启蒙》杂志第4—6期。


1月6日（19日）


用法文致函在巴黎的伊·费·阿尔曼德，告知《先驱》杂志即将出版；谈到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在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询问是否有可能在巴黎出版书刊。


1月8日（21日）


收到伊·费·阿尔曼德从巴黎的来信，信中报告了有关国际行动委员会的情况，谈到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支部的工作。

致函在巴黎的伊·费·阿尔曼德，说列·达·托洛茨基拒绝参加《先驱》杂志的工作。


1月8日（21日）以后


用德文致函罕·罗兰－霍尔斯特，说他读了安·潘涅库克的信和《导言》，这封信和《导言》根本上改变了原先商定的《先驱》杂志的条例；不反对为杂志撰稿，但强调《先驱》杂志应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机关刊物或者拥护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纲领的刊物。


1月12日（25日）


主持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常务局会议。会议通过下列决议：排印列宁写的提纲《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向罗·格里姆询问关于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工作的详细情况；写信给罕·罗兰－霍尔斯特，请她把自己掌握的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在英国和法国的支持者的信件寄来；批准致尤·博尔夏特的信。


1月12日（25日）以后


列宁的《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发表在《先驱》杂志第1期上。


1月14日（27日）


致函在苏黎世的莫·马·哈利东诺夫，询问苏黎世的生活情况，说他想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前往苏黎世住两三个星期，在图书馆写作一段时间，还说打算在苏黎世作题为《两个国际》的专题报告。


不晚于1月15日（28日）


把自己写的提纲《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寄给在苏黎世的莫·马·哈利东诺夫，以便将其译成德文。


1月16日（29日）


致函在苏黎世的莫·马·哈利东诺夫，感谢他对1月14日（27日）的信作了迅速答复，告知他到达苏黎世的日期为1月22日（2月4日）请他找一个租金便宜的双人房间，最好是在普通工人家里。


1月17日（30日）


致函在苏黎世的莫·马·哈利东诺夫，要求弄清楚即将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国际执行局代表会议的召开日期、地点、会期多长以及有哪些代表参加；询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是否也可以参加这次会议。


1月17日和2月5日（1月30日和2月18日）之间


写《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有自己的路线吗？》一文。


1月18日（31日）


致函在苏黎世的莫·马·哈利东诺夫，对没有收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的译文一事感到不安；要求用快件把译文寄来；告知于1916年1月17日（30日）已给他寄去一封谈青年组织国际执行局的信。

致函在彼得格勒的阿·马·高尔基，向他扼要地介绍了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小册子《国民教育和民主》的内容，并请他协助出版这本书。


1月18日（31日）以后


收到莫·马·哈利东诺夫从苏黎世的来信，信中告知《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的译文已寄出，说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国际执行局代表会议将于1916年1月19日（2月1日）召开，而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和青年国际执行局的联席会议将在1月23日（2月5日）举行。


1月23日—27日（2月5日—9日）


出席伯尔尼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


1月23日（2月5日）


出席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会议听取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国际执行局活动概况的报告并确定了会议日程。


1月23日和27日（2月5日和9日）之间


用俄文和德文对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告所属各政党和团体书》作修正和补充。

起草《关于召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用德文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参加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代表资格问题的提案：《关于1916年4月24日代表会议。代表团的建议》。


1月23日（2月5日）以后


阅读亚·加·施略普尼柯夫从彼得格勒的来信，信中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状况和他自己与委员会成员之间的冲突，询问《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内部分歧的性质。信中还说他很快将离开俄国，请列宁考虑另派代表到那里去。


1月24日（2月6日）


上午，出席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会议听取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在讨论是否准予转让委托书等问题时发言。

晚上，出席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在会上发言，指出德国存在三个反对派集团，强调在弄清工人跟它们当中哪个集团走以前，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对它们必须采取公正和平等的态度。


1月25日（2月7日）


上午和下午，出席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会议审议关于召开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会议的问题，听取代表们关于他们国内形势和工作的汇报。

晚上，出席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起草宣言草案是否合适的问题。在讨论时，列宁发言支持关于起草宣言的提案，认为在代表会议召开之前准备一个经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全体成员协商通过的文件是必要的。


1月26日（2月8日）


出席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会议继续对宣言问题展开讨论。列宁发言反对尔·马尔托夫的提案，建议讨论罗·格里姆提出的宣言草案。

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上发表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任务的讲话。


1月27日（2月9日）


上午，出席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出席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条件和这次会议的议事日程。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提出关于出席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资格的提案，该提案被原则通过。

下午，出席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公布国际社会党委员会材料的问题。列宁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关于在瑞士社会党的报刊上发表国际社会党委员会材料的提案。

晚上，出席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通告信。列宁在会上宣读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常务局三个成员的声明。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宣读声明，反对个人邀请卡·考茨基·胡·哈阿兹和爱·伯恩施坦出席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


1月28日（2月10日）以前


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代表的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的土地纲领问题。列宁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论证了在俄国国家制度彻底民主化条件下实行土地国有化的纲领。


1月28日（2月10日）


写《论法国反对派的任务（给萨法罗夫同志的信）》和给法国同志们的附言，附言建议把这封信的译文印成传单。


1月28日或29日（2月10日或11日）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从伯尔尼迁往苏黎世。


1月28日或29日和2月3日（2月10日或11日和16日）之间


阅读格·叶·季诺维也夫撰写的关于伯尔尼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的消息，并在上面作记号和写附言，指出关于这次会议的内情及其决议必须保密。


1月28日（2月10日）以后


列宁的《论法国反对派的任务（给萨法罗夫同志的信）》一文在日内瓦用法文印成传单发表，署名尼·列宁。


1月28日或29日（2月10日或11日）以后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参加布尔什维克苏黎世支部，出席它的会议。

参加苏黎世“工人自学小组”的工作，加入该小组的有俄国的政治流亡者。在一次学习会上，列宁宣讲《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个别章节。

经常到民众文化馆拜访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书记弗·普拉滕。

会见瑞士社会民主主义青年组织领导人和社会主义青年国际书记威·明岑贝格并同他谈话。

就《青年国际》杂志和《自由青年》杂志的编辑问题向明岑贝格提出建议。

在布尔什维克苏黎世支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党员和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组织的联席会议上作关于当前时局问题的报告。


1月30日（2月12日）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星期三将作报告，请他把《伯尔尼哨兵报》第29、32、34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下一号的详细计划、列宁为这一号撰写的文章和《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的校样一并寄来。


1月30日和2月4日（2月12日和17日）之间


准备作题为《两个国际》的报告；从报上作摘录，起草该报告的提纲。


1月31日（2月13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索·瑙·拉维奇，告知星期四（2月17日）要在这里作第一个专题报告（《两个国际》），过一些时候作第二个专题报告（《“和平的条件”和民族问题》或者与此类似的题目）；要她来信告知：什么时候可在日内瓦作专题报告（作第一个专题报告或者两个都作？）以及是否值得去洛桑一次。


1月—2月


用德文写《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的短记。


2月初


致函在巴黎的伊·费·阿尔曼德，强调必须建立拥护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纲领的法国人小组，要求不要害怕分裂。


2月4日（17日）


在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俱乐部作题为《两个国际》的专题报告。

致函索·瑙·拉维奇，请她把在日内瓦作专题报告的日期订在1916年2月12日（25日）以前或13日（26日）以后，并请她函商在洛桑作专题报告的日期；同意这次报告的题目为《“和平的条件”和民族问题》。


2月5日（18日）


列宁的《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有自己的路线吗？》一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0号上。


2月7日（20日）


写信给在莫斯科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说他对苏黎世和苏黎世图书馆的印象很好，感谢她寄来报纸。


不晚于2月13日（26日）


为在苏黎世和日内瓦作题为《“和平的条件”和民族问题》的专题报告作准备；从报纸和杂志上作摘录并起草专题报告的详细提纲。


2月13日（26日）


致函在巴黎的伊·费·阿尔曼德，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奥·吕勒和德国国际社会党人主张分裂，“国际”派正在动摇；请她把这方面的情况通知彼得格勒，同时告知法国社会党人。

作《“和平的条件”和民族问题》的专题报告。


2月14日（27日）


致函索·瑙·拉维奇，同她商议在日内瓦作报告的组织工作和报告的题目。


2月16日（29日）以前


读威·科尔布的小册子《处在十字路口的社会民主党》，在《威廉·科尔布和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一文中利用了这一资料。


2月16日（29日）


列宁的《论俄国当前的口号：没有兼并的和约和波兰独立》和《威廉·科尔布和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两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1号上。

列宁起草的《关于1916年4月24日代表会议。代表团的建议》摘要发表在《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3号上。


不晚于2月17日（3月1日）


抵达日内瓦。


2月17日（3月1日）


在日内瓦作题为《“和平的条件”和民族问题》的专题报告。出席报告会的有200多人。


2月19日和3月7日（3月3日和20日）之间


写《论“和平纲领”》一文。


2月20日和3月12日（3月4日和25日）之间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他正在写《是分裂还是腐化？》一文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询问是否已把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的增补部分送去排字：告知他打算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2号撰写一篇论述当前任务的文章。


2月24日（3月8日）


用德文致函罕·罗兰－霍尔斯特，强调指出，由于她对《先驱》杂志编辑部条例突然作了修改，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常务局成员丧失了编辑权，对此不能不提出异议。列宁向罗兰－霍尔斯特详细地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的政治意义，揭露荷兰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民族自决权的错误观点，认为“国际”派的提纲是向右转的决定性的一步；建议在三月份出版《先驱》杂志第2期。


2月27日（3月11日）


致函在斯德哥尔摩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说《共产党人》杂志已无法继续出版，建议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主编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


2月27日（3月11日）以后


致函在斯德哥尔摩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说由于卡·伯·拉狄克和尼·伊·布哈林、格·列·皮达可夫等人在党纲原则问题上的动摇，必须停止出版《共产党人》杂志；再次建议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编辑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来取代该杂志；阐明在俄国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中的分裂的意义；告知随信附去对尼·伊·布哈林的答复。


2月28日（3月12日）


致函住在彼得格勒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他已迁居苏黎世，以便在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随信附去几张照片。


2月29日（3月13日）


致函在斯德哥尔摩的尤·拉林，说由于撰稿人的成分、文集性质的不明确和对撰稿人提出的限制条件，拒绝为尼·苏汉诺夫组织的在俄国公开出版的文集撰稿。


2月下半月—3月


草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提纲，并几易其稿；组织把提纲译成德文和法文的工作，并把提纲分发给国外各布尔什维克支部和各国左派国际主义者。


2月—3月


写《国外组织委员会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支部的信》，信中对波兰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作了批判。

修改卡·伯·拉狄克的手稿《和平、粮食、自由和革命》，并在手稿上写了批评意见。


3月1日（14日）以后


收到亚·加·施略普尼柯夫从斯德哥尔摩的来信，信中告知给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寄去法院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成员——第四届杜马代表的审讯材料；报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谈到经济上的困难和筹集经费的措施。


3月3日（16日）


函告在日内瓦的索·瑙·拉维奇，是继续出版《共产党人》杂志还是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尚未决定。


3月3日（16日）以后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希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提交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抗议书能够刊登出来，这项抗议书证明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无权选派代表出席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对《先驱》杂志第2期的出版日期表示关注，并请他把供《先驱》杂志用的稿件寄来。


3月6日（19日）以前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寄去供《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2号付排用的稿件；答应寄去社论《论“和平纲领”》的手稿；建议该号在发表国际社会党委员会通告信的同时，刊登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议程和参加会议的条件的简短叙述以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投票赞成通告信时所作的声明。


3月6日（19日）


致函伊·费·阿尔曼德，祝贺在巴黎出版了法文本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待战争的态度）》。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米·柯伦泰，委托她把《国际传单集》第1辑译成英文并在挪威出版；对在美国、英国、瑞典、挪威传播该小册子的问题表示关心；建议同美国的社会党人建立联系；询问卡·霍格伦和挪威的青年社会党人是否正式加入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寄去《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以便向瑞典和挪威的左派解释它的内容。


3月7日（20日）以前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提纲已寄出，请他把提纲尽快寄回，以便最后定稿；强调必须立即把提纲寄往法国、英国、瑞典和其他国家，并将其译成德文和法文加以出版。

阅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关于《共产党人》杂志停刊和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的协议草稿，并在草稿上作批示。


3月7日（20日）


将增补文字寄给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要求务必将这些增补加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提纲和《论“和平纲领”》一文中去。


不早于3月7日（20日）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米·柯伦泰，答应寄去“社会主义宣传同盟”的地址；询问在美国出版《国际传单集》第1辑的可能性；说明自己对挪威左派派人出席即将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看法；对民族自决权问题上同柯伦泰的分歧表示遗憾。


3月7日或8日（20日或21日）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说必须把他所寄的增补加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提纲和《论“和平纲领”》一文中去；论证在编辑部出现原则分歧之后《共产党人》杂志必须停刊的理由；不同意季诺维也夫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3月8日（21日）以前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谈《共产党人》杂志停刊问题。


3月8日（21日）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坚持把自己的“拒绝支付国债”这一增补加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提纲和《论“和平纲领”》一文中去。


3月10日（23日）以前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给他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提纲中关于奥·吕勒和卡·李卜克内西的一段补充；建议把提纲寄给罗·格里姆并邀请他参加对提纲的讨论；请他早一点通知提纲拼版的时间。


3月10日和12日（23日和25日）之间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建议接受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关于撰写一套小册子的要求；告知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的情况并打算在5月或6月以前结束这项工作。


3月10日（23日）以后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随信寄去《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的校样，说已采纳了他的一条修正意见；不同意他所说的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党籍无关的论点；请他尽快赶印出25份提纲的德文清样，以便在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之前把它们分发给各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建议把季诺维也夫关于这些分歧的声明连同提纲的俄文本一并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上发表。


3月12日（25日）


列宁的《论“和平纲领”》一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2号上。


不早于3月15日（28日）


根据苏黎世大学社会政治科学讲习班图书馆的目录，开列有关银行作用、经济地理等方面的英文和德文书目。


3月18日（31日）


复函在巴黎的伊·费·阿尔曼德，祝贺她在法国青年社会党人中的工作取得的成绩。


3月22日（4月4日）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米·柯伦泰，说得到了关于一些俄国政治流亡者在斯德哥尔摩被捕的消息，希望她通过她的一切关系，尽一切可能，把他们营救出来，建议向挪威朋友、德国帝国国会社会民主党议员求援。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询问卡·伯·拉狄克是否已答应他交出自己关于自决的提纲，为什么还没有收到；询问《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3号的出版时间。


3月22日（4月4日）以后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提纲已寄出；请他看一看补充的内容；不同意亚·加·施略普尼柯夫来瑞士参加代表会议；提议把刊登关于民族自决材料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的出版工作略为推迟一下。


3月23日（4月5日）


在布尔什维克苏黎世支部和波兰、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国际主义者联席会议上作题为《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3月25日（4月7日）


去苏黎世市剧院观看理·瓦格纳的歌剧《瓦尔基利亚》。


3月27日和4月11日（4月9日和24日）之间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米·柯伦泰，说即将召开的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将是一次人数众多并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信中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关于民族自决的问题。


3月28日（4月10日）


致函达·波·梁赞诺夫、告知格·列·皮达可夫已经获释；请他通过赫·格雷利希和卡·布兰亭施加影响，把尼·伊·布哈林从斯德哥尔摩监狱中营救出来。


3月28日（4月10日）以后


鉴于编辑部成员中在民族自决问题上存在原则分歧，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关于〈共产党人〉杂志停刊的决定草案》。


3月底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建议将反映俄国事件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3号迅速送去排版；批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在《共产党人》杂志问题上的调和态度；认为必须派柳·尼·斯塔尔或者伊·费·阿尔曼德去俄国。


4月5日（18日）以前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提纲已寄出；强调指出必须在代表会议开幕前夕召开一系列左派会议，认为在代表会议上与考茨基分子的斗争将不可避免；认为必须把提纲译成法文。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谈到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的问题；对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提出一系列建议；认为有必要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国际社会党委员会提出的论证组织委员会无权出席代表会议的抗议书。


4月5日（18日）


致函格·叶·季诺维也夫，谈到代表会议的材料准备情况，认为代表会议开幕后的第二天召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常务局会议是合适的。

用德文向苏黎世警察局写一份申请书、提出由于需要使用苏黎世的图书馆，请求发给他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该市居住的许可证。


4月5日和11日（18和24日）之间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委托他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与卡·伯·拉狄克就提纲以及左派在即将召开的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共同立场进行磋商；阐明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会议上的立场：“情况仍同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之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决议，但丝毫也不拒绝左派的联盟”。


4月5日（18日）以后


给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寄去证件，并请他代为在伯尔尼警察局领取居住许可证。


4月6日和24日（4月19日和5月7日）之间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米·柯伦泰，希望由卡·胡斯曼确定在1916年6月13日（26日）举行的中立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有斯堪的纳维亚左派国际主义者的代表参加。


4月9日（22日）


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摘要发表在《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4号上。


4月11日—17日（24日—30日）


出席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主持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一系列会议；组织并团结代表会议中的左翼；同代表会议的代表谈话。


4月12日（25日）


出席代表会议，听取德国和法国代表关于他们国内形势和工作的报告；用俄文、法文和德文记录代表的发言；修改并签署由左派小组名义提出的、严厉谴责法国议会党团少数派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行径的声明。


4月13日（26日）


上午，出席代表会议。会上审议议程原定的项目：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

被选入关于对待社会党国际局态度的决议起草委员会。

下午，继续出席代表会议。


4月13日和15日（26日和28日）之间


在关于社会党国际局问题的委员会的会议上，用法文起草答复尔·马尔托夫和意大利代表埃·莫迪利扬尼的发言稿。


4月13日和16日（26日和29日）之间


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厄·格拉贝就保卫祖国问题用便条交换意见。

就《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这一决议草案写题为《反对和平主义。驳斥民主的和平或持久的和平口号的论据》的短评。


4月14日（27日）


出席代表会议，会议讨论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和罗·格里姆关于国际社会党委员会财务的报告。


4月15日（28日）


上午，出席代表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问题。列宁领导关于对待社会党国际局态度的决议起草委员会中的左翼少数派，反对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

出席委员会全体会议。

下午，出席代表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对待社会党国际局态度问题的表决程序。列宁用俄文和法文记录意大利代表扎·塞拉蒂和埃·莫迪利扬尼的发言；写自己的发言提纲并作了发言。

参加辩论，领导左派小组，提议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对多数派或少数派的决议案举行预先表决；批评罗·格里姆企图拖延表决；提议增补委员会成员，以便制定共同的决议。

用德文摘录理查·舒伯特和沙尔·奈恩向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社会党国际局问题的决议草案，拟订将两个草案合并和修改的大纲。

记录关于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问题的各种决议草案预先表决的结果和就这一问题增补制定共同决议委员会的代表姓名。


4月15日（28日）夜至16日（29日）晨


出席代表会议全体会议，和其他三个代表一起提出对记录的声明，在声明中强调在关于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是否合适的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不同的，并说明：该声明的签名者在委员会表决时弃权，“旨在使拉品斯基的决议草案能够作为起草决议的基础而得到通过”，并保留在全体会议上投票赞成委员会决议或放弃投票的权利。


4月16日（29日）


出席代表会议，会议讨论《告濒于破产和死亡的各国人民》宣言。


不早于4月16日（29日）


起草关于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的文章提纲。


4月17日（30日）


夜间，出席代表会议；签署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就投票赞成关于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的决议所发表的、附于代表会议记录之后的声明，同时还签署了关于向正在为反对战争和社会沙文主义而斗争的瑞典和荷兰社会民主党人致敬、号召中立国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学习他们的榜样的决议草案。


4月17日（30日）以后


在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结束之后，根据新的材料对《两个国际》的报告提纲进行一系列补充和修改。


4月18日（5月1日）


同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代表一起在昆塔尔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


不早于4月18日（5月1日）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发表在1916年《先驱》杂志第2期上。


4月19日和5月20日（5月2日和6月2日）之间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谈必须为国内党组织和国外布尔什维克支部准备一份关于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总结；告知将致函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谈关于继续出版《共产党人》杂志的条件。


4月23日和30日（5月6日和13日）之间


致函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告知关于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结果；还谈到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认为可以继续出版《共产党人》杂志的条件，如果叶·波·博什和格·列·皮达可夫拒绝接受这些条件，建议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


4月24日（5月7日）以后


致函在彼得格勒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以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名义向正在为反对战争而进行斗争的彼得格勒工人致以热烈的问候；强调指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彼得堡委员会在反对机会主义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5月2日（15日）


在布尔什维克苏黎世支部会议上作关于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的报告。


5月3日（16日）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说明早些时候寄给他的信中所提出的就出版《共产党人》杂志同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达成的协议的条件是最后的尝试，而拒绝接受这些条件就表明协议没有达成。


5月4日（17日）以前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指出必须给列·波·加米涅夫寄去供《社会民主党人报》用的评论初稿，并得到他的书面答复；认为鉴于昆塔尔代表会议决议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在中央机关报最近一号上全文刊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就显得十分重要。


5月4日（17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告知他打算大约过两周以后赴日内瓦和洛桑作题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两派》的专题报告，请他商定好作专题报告的日期，并打听一下是否有可能到日内瓦大学图书馆去看书。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批评他在恢复出版《共产党人》杂志的谈判问题上所采取的调和态度；表示不赞成跟“帝国主义经济学家”一起参加出版工作；建议同他们决裂，并公布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的消息；表示支持维·阿·卡尔宾斯基关于出版国际代表大会决议汇编的建议。


5月6日（19日）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告知已给他寄去关于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材料；再次说明为什么必须停止同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就《共产党人》杂志复刊一事进行谈判。


5月8日（21日）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重申自己拒绝共同出版《共产党人》杂志的意见，坚持在报刊上公布杂志停刊和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的消息。


5月10日（23日）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告知已收到他1916年5月6日（19日）的来信，批评他提出的就出版《共产党人》杂志同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进行协商的计划。


5月11日（24日）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批评格·列·皮达可夫1916年5月5日（18日）的信，提出自己就出版文集一事的条件；要求寄来载有尔·马尔托夫及其同伙的声明的那一号《我们的呼声报》；认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建立两个文集编辑部的计划是不可行的。


5月14日（27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同意在日内瓦和洛桑作题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两派》报告的日期安排。


5月15日（28日）以后


收到亚·米·柯伦泰从克里斯蒂安尼亚的来信，信中告知瑞典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弗·斯特勒姆和三个委员退出了该党中央委员会。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米·柯伦泰，感谢她报告的消息，建议她等候来自美国的答复：是否可能用英文出版《国际传单集》第1辑；指出瑞典和挪威左派正式加入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重要性，认为她必须出席将于1916年6月13日（26日）在海牙召开的中立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


5月18日（31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索·瑙·拉维奇，告知不能在1916年5月21日（6月3日）晚上作报告；同意于5月20日（6月2日）在作题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两派》专题报告之前一小时，在布尔什维克日内瓦支部会议上作关于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的报告。


5月18日或19日（5月31日或6月1日）


离开苏黎世前往洛桑和日内瓦作报告，题目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两派》。


5月19日或21日（6月1日或3日）


在洛桑作题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两派》的专题报告。


5月20日（6月2日）


在布尔什维克日内瓦支部大会上作关于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的报告。

在日内瓦作题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两派》的专题报告。晚上，报告结束后，同米·格·茨哈卡雅沿着河岸散步，谈到俄国的情况、由于战争同地下组织联系困难、革命即将来临、召开党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的条件、在西欧各国开展革命工作等问题。


5月21日和24日（6月3日和6日）之间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批评由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起草的协议草案，建议断然向他们宣布协议的条件或者把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讨论。


5月22日（6月4日）以后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对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提出的继续出版《共产党人》杂志的条件表示愤慨；建议试办一本新的文集，它的编辑部由七人组成。


5月24日（6月6日）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给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寄去一封信，此信提出同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就共同出版文集问题达成协议的条件，对谈判是否会取得成果表示怀疑。


5月26日（6月8日）


致函在索城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说知道完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手稿的期限，正在加紧工作，但由于材料浩繁和身体有病，要耽误一些时候，希望编辑部和出版人允许他稍作拖延。


5月31日（6月13日）


列宁的《论德国的和非德国的沙文主义》一文发表在《保险问题》杂志第5期上，署名：格尔·。


6月4日（17日）以前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谈到安排好通信联系的必要性；说鉴于格·列·皮达可夫、叶·波·博什、尼·伊·布哈林和卡·伯·拉狄克等人在党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不可能再继续出版《共产党人》杂志。


6月4日（17日）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谈到就出版《共产党人》杂志同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的谈判；谈到卡·伯·拉狄克在《工人报》上和在昆塔尔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言论；坚持必须拒绝继续出版《共产党人》杂志，而代之以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


6月4日和12日（17日和25日）之间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建议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拟定文章目录、约请撰稿人和立即开始排版。


6月7日（20日）以后


致函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自己准备就在巴黎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问题写信给格·雅·别连基；问及是否有供《〈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用的材料。


6月12日（25日）以后


阅读列·尼·斯塔尔克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信中告知在彼得格勒成立新的浪潮出版社，并建议季诺维也夫和列宁为该出版社将要出版的文集撰稿。


6月14日（27日）以前


致函在伯尔尼的伊·费·阿尔曼德，建议她到瑞典或挪威去几个月，因为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即将离开那些地区，因为同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已经决裂。


6月14日（27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索·瑙·拉维奇，要求通过昂·吉尔波为伊·费·阿尔曼德弄到护照并询问是否有尤·杰列夫斯基的《历来的社会对抗和阶级斗争》一书。


6月17日（30日）


致函在伯尔尼的伊·费·阿尔曼德，告知为她取得途经德国去哥本哈根的通行证的手续；建议向苏黎世的德国领事馆提出书面申请，说明此行的理由。


6月17日（30日）以后


根据报刊材料，用俄文、法文和德文在苏黎世图书馆索书单背面写关于各国反战活动的札记。


6月19日（7月2日）以前


开列有关帝国主义和对外政策问题的英文和法文书目，注明这些书的图书编号。

参考伯尔尼、苏黎世、洛桑和其他地方的图书馆的藏书、深刻地、全面地研究和概括关于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方面各种问题的大量材料，从事《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写作。


不晚于6月19日（7月2日）


起草给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信的提纲，谈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出版问题。


6月19日（7月2日）


写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把手稿寄给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以便转寄孤帆出版社。





《列宁全集》
 第28卷（1916年7月—1917年2月）

目录


· 凡例


· 前言




1916年

·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
 （7月）


·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
 （7月）


1．社会主义和民族自决

2．在帝国主义时代民主是否“可以实现”？

3．什么是兼并？

4．赞成兼并还是反对兼并？

5．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反对兼并？

6．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殖民地同“欧洲”对立起来？

7．马克思主义还是蒲鲁东主义？

8．荷兰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立场中的特殊与一般

9．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

10．1916年的爱尔兰起义

11．结束语

· 关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的宣言
 （7月）


· 在格·叶·季诺维也夫关于《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和《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两文的书面意见上作的批注
 （不晚于7月）


·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8月9日〔22日〕以前）


·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8月9日〔22日〕以前）


· 论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
 （8—9月）


· 对彼·基辅斯基（尤·皮达可夫）《无产阶级和金融资本时代的“民族自决权”》一文的回答
 （8—9月）


· 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8—9月）


1．马克思主义对战争和“保卫祖国”的态度

2．“我们对新时代的理解”

3．什么叫作经济分析？

4．挪威的例子

5．关于“一元论和二元论”

6．彼·基辅斯基所涉及和歪曲了的其他政治问题

7．结论。阿列克辛斯基的手法

· 论“废除武装”的口号
 （9月）


· 遇到三棵松树就迷了路
 （9—10月）


· 给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贺词
 （10月上半月）


· 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0月22日〔11月4日〕）


· 论单独媾和
 （10月24日〔11日6日〕）


· 整整十个“社会党人”部长
 （10月24日〔11月6日〕）


· 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
 （10月底—11月初）


一．对战争和一般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

二．物价飞涨和群众不堪忍受的经济状况

三．进行特别迫切的民主改造和利用政治斗争与议会制度

四．党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当前任务

五．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任务

· 瑞士社会民主党对战争态度的提纲
 （12月初）


· 对论最高纲领主义的文章的意见
 （12月7日〔20日〕以后）


· 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
 （1916年12月19日〔1917年1月1日〕）


第一篇（或章）　世界政治中的转变

第二篇（或章）　考茨基与屠拉梯的和平主义

第三篇（或章）　法国社会党人和工会活动家的和平主义

第四篇（或章）　十字路口的齐美尔瓦尔德

· 关于战争问题的根本原则
 （1916年12月25日〔1917年1月7日〕以前）


· 论保卫祖国问题的提法
 （1916年12月25日〔1917年1月7日〕以前）


· 告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和各国社会党书的提纲草稿
 （1916年12月25日〔1917年1月7日〕以前）


· 给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委员沙尔·奈恩的公开信
 （1916年12月26—27日〔1917年1月8—9日〕）


· 致拥护反战斗争以及同投靠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斗争的工人
 （1916年12月26日〔1917年1月8日〕以后）


· 青年国际
 （短评）（12月）


· 为机会主义辩白是徒劳的
 （12月）


· 齐赫泽党团及其作用
 （12月）


· 关于对倍倍尔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的修正案
 （12月）


· 给波里斯·苏瓦林的公开信
 （12月）




1917年

· 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
 （1月9日〔22日〕）


· 十二个简明论点——评赫·格雷利希为保卫祖国辩护
 （1月13日和17日〔26日和30日〕之间）


· 世界政治中的转变
 （1月18日〔31日〕）


· 《战争的教训》一文提纲
 （不早于1月26日〔2月8日〕）


· 关于修改军事问题的决议的建议
 （1月27日和29日〔2月9日和11日〕之间）


· 臆造的还是真实的泥潭？
 （1月底）


· 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一个流派——“中派”的特征
 （1月底）


· 保卫中立
 （1月）


· 统计学和社会学
 （1月）


前言

民族运动的历史环境

第一章　作一点统计

· 一个社会党的一小段历史
 （2月底）




附录

·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提纲
 （1916年6月21日〔7月4日）以后）


· 在格·叶·季诺维也夫关于“论废除武装”文章的书面意见上作的批注
 （8月）


· 《帝国主义和对它的态度》一文提纲
 （不晚于10月）


· 《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提纲的要点
 （10月23日〔11月5日〕以前）


· 《瑞士社会民主党对战争态度的提纲》的“实践部分”草稿
 （11月底—12月初）


· 为讨论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而准备的提纲要点
 （12月初）


· 《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的提纲
 （1917年1月9日〔22日〕以前）


· 《统计学和社会学》一书提纲
 （1月）


· 《列宁全集》第28卷年表（1916年7月—1917年2月）




插　图

· 1916年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手稿第1页

· 1916年列宁《致拥护反战斗争以及同投靠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斗争的工人》一文手稿第1页

· 1917年列宁《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手稿第1页





《列宁全集》第28卷


列宁全集

LIENING　QUANJI

第二十八卷

1916年7月—1917年2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　］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列宁全集》第28卷


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在1916年7月至1917年2月俄国发生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所写的著作。

1916年下半年和1917年初，世界政治中出现了由帝国主义战争转向帝国主义和平的迹象。交战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都已疲备不堪，任何一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人民群众蒙受战争的深重灾难，愤激情绪大为增长。各交战国国内的革命形势趋向激化，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声势浩大。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签订和约，以便“和平地”分赃，“和平地”解除千百万无产者的武装，用微小的让步来掩盖他们继续掠夺殖民地和压迫弱小民族的勾当。列宁在这个时期继续制定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继续揭露和批判社会沙文主义、中派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

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自决权问题成了特别紧要和迫切的问题。列宁在1916年7月撰写的《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和《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两篇文章，总结了1915—1916年展开的一场有俄国、德国、荷兰和波兰的社会党人参加的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国际性争论，批评了罗·卢森堡、安·潘涅库克等人在帝国主义时代放弃民族自决权要求的错误观点，深入地论述了列宁在1916年初撰写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见本版第27卷）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一文批判了罗·卢森堡和德国左派集团“国际派”的下述论点：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因为世界已经被一小撮帝国主义强国瓜分完毕，任何民族战争都会由于触犯某一帝国主义强国或帝国主义联盟的利益而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列宁批评说，罗·卢森堡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的要求，她把1914年爆发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而不是民族战争的正确估计搬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一切战争上去，忘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抹杀了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拥有10亿人的殖民地已经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甚至在欧洲也不能认为不可能发生民族战争，例如受民族压迫的或被兼并的弱小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强国的民族战争，更不用说欧洲东部的大规模民族运动。列宁还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帝国主义战争也有可能转化为民族战争。列宁说，假如欧洲无产阶级今后20年还是软弱无力，假如目前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拿破仑那样的人获得胜利并且奴役许多有生命力的民族国家，假如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再继续维持20年或更长的时间，那就可能在欧洲发生伟大的民族战争。列宁的这个论断为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证实。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一文揭示了波兰以及荷兰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民族自决权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因为社会主义消灭造成民族压迫的经济前提，从而使民族自决权没有任何基础。他们断定，在社会主义下将不存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民族只有文化和语言单位的性质，地域划分只能根据生产的需要来确定。列宁在批驳这种不考虑一般的国家问题的非政治的理论时写道，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决不完全归结于经济，要铲除民族压迫，必须有社会主义生产这个基础，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有民主的国家组织、民主的军队等等。无产阶级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之后，就会造成完全铲除民族压迫的可能，而只有在各方面都充分实行民主，直到按照居民的共同感情确定国界，直到有分离的充分自由，这种可能才会变为现实。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加速民族的接近和融合，其结果便是国家消亡。

列宁在批判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殖民地问题上把欧洲和殖民地对立起来的错误时阐述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运动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紧密关系。列宁一再提起马克思提出的“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这一国际主义原则，指出对压迫国家的工人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重心应当是宣传并坚持被压迫国家有分离的自由，把一切民族的利益置于本民族之上。同时列宁要求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强调各民族的联合、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间的团结，反对小民族的狭隘性、封闭性和互相隔离。列宁认为，只有这样贯彻执行国际主义原则，才能在争取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把各民族的劳动者团结起来并保证他们取得胜利。列宁还指出，对工人阶级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任务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仍然十分重要，因为“民族的恶感不会很快消失；被压迫民族对压迫民族的憎恨（也是完全正当的）暂时还会存在，只有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在各民族间彻底确立了完全的民主关系以后，它才会消散。”（本卷第50页）列宁教导人们要具体地历史地对待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他写道：“民主的某些要求，包括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一般民主主义（现在是一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局部。在某些具体场合，局部和整体可能有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局部。”（本卷第38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布哈林、皮达可夫、博什等人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左派社会党人在1916年开始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时代民主斗争的必要性。在他们看来，既然帝国主义是民主的否定，那就意味着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民主不可能实现，也就不需要进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因此，他们要求放弃民族自决权的口号，放弃最低纲领，并在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提出了半无政府主义观点。列宁把这种正在产生的机会主义思潮称为“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即和1894—1902年的俄国经济主义同样是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在《论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对彼·基辅斯基（尤·皮达可夫）〈无产阶级和金融资本时代的“民族自决权”〉一文的回答》、《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以及前面谈到的《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等文章中，列宁指出了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传播的危险性，批判了它的主要错误。

布哈林、皮达可夫等人以民族自决要求会导致社会爱国主义、从自决中得出来的就是保卫祖国为由，提议放弃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列宁针对这种错误观点一再说明，社会主义者绝对不是一般地反对“保卫祖国”，他们拒绝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但支持在争取民族彻底解放的民族战争、争取摆脱帝国主义压迫或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保卫祖国。列宁还批驳了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者的“民族自决在帝国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的论点。列宁认为这种论点是十分荒谬的。从政治上来说，民族自决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完全能够实现，1905年挪威从瑞典分离出来就是例证。被压迫民族的自决就更能够实现，因为它们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列宁强调指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是向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这两种民族提出的。工人阶级应当坚决捍卫一切民族的自决权，应当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列宁写道：“社会革命的发生只能是指一个时代，其间既有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又有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的、革命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本卷第153页）

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反对帝国主义，不懂得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民主要求的意义，不懂得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必须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结合起来的意义。列宁批评他们说，不能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现根本的民主改革而拒绝争取民主的革命斗争。帝国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是从民主转向政治反动，把民主变为幻想，但在同时它也引起并加强群众要求民主的愿望。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愈民主，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经常的、广泛的、公开的、尖锐的斗争就愈容易。诚然，任何最“理想”的民主改革也不能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这个目的。但是，如果工人阶级不领导人民群众捍卫他们的自由和权利，不利用各种民主制度和民主运动来为战胜资产阶级准备条件，那它就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写道：“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本卷第168页）

列宁在《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中还提出并论证了关于不同国家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多样性的思想。列宁写道：“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本卷第163页）

在《青年国际》这篇短评中，列宁批评了布哈林在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的半无政府主义观点。布哈林在《青年国际》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得出一个结论：国家必须“炸毁”，因为无产阶级在原则上敌视国家。这就错误地把无政府主义者想“取消”、“炸毁”国家的观点加到社会主义者身上。列宁指出，布哈林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在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中利用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并利用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在《对论最高纲领主义的文章的意见》中，列宁指出季诺维也夫的下述论点是错误的：在社会发展到对社会主义来说在客观上已经成熟的时候，实现最低纲领的全部要求就会导致社会主义。列宁认为，这种想法就是从根本上转到改良主义的立场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列宁写道，最低纲领是没有超越资本主义范围的纲领，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力求做到为实现最低纲领的主要要求而进行的任何重大斗争都爆发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在群众普遍厌战的气氛中，许多国家特别是瑞典、挪威、荷兰、瑞士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口号，主张取消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中的“民警制”或“武装人民”的条文。他们的主要论据是：要求废除武装，就是最明显、最坚决、最彻底地表示反对任何军事化和任何战争。本卷收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和《论“废除武装”的口号》两篇文章批评了他们的错误立场。列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者决不能反对一切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有三种革命战争：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对压迫阶级、剥削阶级的国内战争，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其他资产阶级国家或反动国家的战争。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反对这些革命战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就等于完全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放弃一切革命的思想。列宁认为，废除武装是社会主义的理想，这只有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有可能实现。

列宁在1915年8月撰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新观点：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几个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在一年以后撰写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他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本卷第88页）

本卷中的一些文章反映了列宁反对俄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和中派主义的斗争。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中，列宁首先简明地叙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特征，然后揭示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经济联系。列宁指出，社会沙文主义者由于受帝国主义超额利润的收买而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和代理人。在《整整十个“社会党人”部长》、《为机会主义辩白是徒劳的》、《齐赫泽党团及其作用》和《给波里斯·苏瓦林的公开信》等文章中，列宁揭露了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分子的叛卖行为、他们的手法和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勾结。列宁提出，必须同机会主义分裂，必须通过无情地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来教育群众进行革命。

随着欧洲许多资产阶级政府从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转而公开主张缔结帝国主义和约，社会和平主义的政策在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内占了优势，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在空洞的和平主义词句的基础上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融为一体。在《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告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和各国社会党书的提纲草稿》、《致拥护反战斗争以及同投靠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斗争的工人》、《世界政治中的转变》等文献中，列宁揭露了以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罗·格里姆为首的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中的中派主义多数派同社会沙文主义者沆瀣一气，用欺骗人民的和平主义词句掩盖帝国主义分赃之争的真相。列宁指出，社会和平主义者只是重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老调，掩盖各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同他们彼此间的勾结，诱使工人放弃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策的任务在于揭穿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和民主的虚伪性，揭穿社会爱国主义的代表人物投靠本国资产阶级和本国政府的行为。列宁反复说明，各国群众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反对本国政府的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社会主义变革，才能消灭战争和建立持久和平。列宁指出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和平主义方面去，提议召开齐美尔瓦尔德派新的代表会议，以便毫无保留地驳斥社会和平主义，宣布在组织上也同社会沙文主义分裂，向工人阶级指明它的直接的、刻不容缓的革命任务。

列宁在瑞士居住期间加入了瑞士社会民主党，积极参加了瑞士的工人运动。收入本卷的《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瑞士社会民主党对战争态度的提纲》、《十二个简明论点——评赫·格雷利希为保卫祖国辩护》、《一个社会党的一小段历史》等文献，反映了列宁对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活动的关心和列宁指导瑞士社会民主党左派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分子的斗争。列宁在瑞士社会主义青年大会上所作的《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分析了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性质、动力和过程，总结了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它的国际意义。列宁在报告中预言：“我们不要为欧洲目前死气沉沉的静寂所欺骗。欧洲孕育着革命。”（本卷第332页）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了13篇，其中有《关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的宣言》、《在格·叶·季诺维也夫关于〈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和〈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两文的书面意见上作的批注》、《对论最高纲领主义的文章的意见》、《〈战争的教训〉一文提纲》、《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一个流派——“中派”的特征》。《附录》中的文献都是新增加的，其中《〈统计学和社会学〉一书提纲》有助于读者了解列宁拟写的《统计学和社会学》一书（本卷正文部分收入了该书的开头部分）的构思。





《列宁全集》第28卷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

（1916年7月）

一本社会民主党的论述战争问题的小册子，没有迁就卑鄙的容克的书报检查，终于在德国秘密地出版了！作者显然属于党的“左翼激进”派，署名尤尼乌斯（拉丁文的意思是：年轻人），书名是《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在附录里还刊印了“关于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提纲”，这个提纲已经提交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ИСК）并刊载在该委员会公报的第3号上。[1]提纲是“国际”派[2]起草的。该派在1915年春天出了一期名叫《国际》[3]的杂志（其中载有蔡特金、梅林、罗·卢森堡、塔尔海默、敦克尔、施特勒贝尔等人的文章），在1915—1916年冬天召开了德国各个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通过了这个提纲。

作者在1916年1月2日写的引言中说，这本小册子写于1915年4月，在刊印时“未作任何修改”。一些“外部情况”的干扰，使这本小册子没有能早日出版。这本小册子与其说是阐明“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不如说是分析战争，驳斥那些说这场战争具有民族解放性质的奇谈怪论，证明这场战争无论从德国或其他大国方面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并且对正式的党的行为进行革命的批评。尤尼乌斯这本写得非常生动的小册子，在反对已经转到资产阶级和容克方面去的德国旧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毫无疑问，已经起了而且还会起巨大的作用，因此，我们衷心地向作者表示敬意。

对于熟悉1914—1916年在国外用俄文刊印的社会民主党著作的俄国读者来说，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根本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人们在读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如果把这位德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据，同例如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宣言（1914年9—11月）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2—19页。——编者注］

 伯尔尼决议（1915年3月） 
［注：同上，第163—169页。——编者注］

 以及许多关于决议的评论中所阐明的东西加以对照，那就只会深信尤尼乌斯的论据很不充分，而且他犯了两个错误。在对尤尼乌斯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以前，我们必须着重指出，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者不可缺少的自我批评，并且全面地检查那些应当成为第三国际思想基础的观点。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总的说来，是一部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可能，它的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偶然性。

尤尼乌斯的小册子的主要缺点，以及它比合法的（虽然出版以后立即遭到查禁的）《国际》杂志直接倒退了一步的地方，就是对社会沙文主义（作者既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也没有使用社会爱国主义这个不太确切的说法）同机会主义的联系只字未提。作者完全正确地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投降”和破产、它的“正式领袖们”的“背叛”，但没有继续前进。而《国际》杂志已经对“中派”即考茨基主义进行了批评，对它毫无气节、糟蹋马克思主义和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的行为理所当然地大加嘲笑。这个杂志已开始揭露机会主义者的真面目，例如，公布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实：1914年8月4日机会主义者提出了最后通牒，声明他们已经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无论是在尤尼乌斯的小册子里，还是在提纲中，都既没有提到机会主义，也没有提到考茨基主义！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因为不把“背叛”同机会主义这个有悠久历史，即有第二国际全部历史的派别联系起来，就无法说明这种“背叛”。这在政治实践中是错误的，因为不弄清公开的机会主义派（列金、大卫等）和隐蔽的机会主义派（考茨基之流）这两个派别的意义和作用，那就既不能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也不能克服它。这和例如奥托·吕勒在1916年1月12日《前进报》上发表的一篇历史性的文章[4]相比，是倒退了一步，因为吕勒在那篇文章中直接地、公开地论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前进报》编辑部只是重复考茨基的甜蜜的、伪善的词句来回答他，并没有找到任何一个真正的论据来否认已经存在两个党、而且无法把它们调和起来的事实）。这是极不彻底的，因为在“国际”派的提纲第12条里已经直接提到，“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的正式代表机构”已经“背叛”并且“转到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的立场上”，因而必须成立“新”国际。显然，谈论让德国旧社会民主党或对列金、大卫之流抱调和态度的党加入“新”国际，那是非常可笑的。

“国际”派为什么倒退了一步，我们不得而知。德国整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的最大缺点，就是缺少一个团结一致的、不断贯彻自己的路线并根据新的任务教育群众的秘密组织，这样的组织无论对机会主义或对考茨基主义都一定会采取明确的立场。这一点所以必要，尤其是因为德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最后的两家日报，即《不来梅市民报》[5]和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6]现在已经被夺走了，这两家报纸都转到考茨基分子那边去了。只有一个派别即“德国国际社会党人”（I．S．D．）[7]还坚守自己的岗位，这是任何人都清楚的。

看来，“国际”派中的某些人又滚到无原则的考茨基主义的泥潭里去了。例如，施特勒贝尔竟在《新时代》杂志[8]上拍起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马屁来了！就在前几天，即1916年7月15日，他在报纸上发表一篇题为《和平主义与社会民主党》的文章，为考茨基的最庸俗的和平主义进行辩护。至于尤尼乌斯，他是最坚决反对考茨基的“废除武装”、“取消秘密外交”等等异想天开的计划的。在“国际”派中可能有两派：一派是革命的，另一派则向考茨基主义方面摇摆。

尤尼乌斯的第一个错误论点写进了“国际”派的提纲第5条：“……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纪元），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民族利益只是欺骗的工具，以便让劳动人民群众为其死敌——帝国主义效劳……”以这个论点结尾的第5条，一开头就说明了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根本否认民族战争，这可能是疏忽大意，或者是在强调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而不是民族战争这个完全正确的思想时偶然说了过头话。但是，既然也可能有相反的情况，既然因有人胡说这场战争是民族战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就错误地否认任何民族战争，所以不能不谈一谈这个错误。

尤尼乌斯强调“帝国主义环境”在这场战争中有决定性的影响，他说塞尔维亚背后有俄国，“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背后有俄国帝国主义”，并且说如果荷兰参战也是属于帝国主义性质的，因为第一，它要保卫自己的殖民地；第二，它会成为帝国主义联盟之一的成员国。这是完全正确的。就这场战争来说，这是不容争辩的。而且尤尼乌斯在这里特别强调指出：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同“目前支配着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民族战争的幽灵”（第81页）进行斗争，所以不能不认为他的论断既是正确的，又是完全恰当的。

如果说有错误的话，那只是在于：夸大了这个真理，离开了必须具体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把对这场战争的估计搬到了帝国主义下可能发生的一切战争上去，忘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为“再也不可能有民族战争”这个论点辩护的唯一理由是：世界已经被极少数帝国主义“大”国瓜分完了，因此任何战争，即使起初是民族战争，也会由于触犯某一帝国主义大国或帝国主义联盟的利益而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尤尼乌斯的小册子第81页）。

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能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例如，法国大革命的几次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联盟。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已形成的、大的、有生命力的民族国家的时候，法国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反过来引起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只有诡辩家才会以一种战争可能转化为另一种战争为理由，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被用作通向诡辩法的桥梁，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的办法，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在某一事物的环境和发展中对它进行具体分析。

至于说1914—1916年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会转化为民族战争，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代表向前发展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它在客观上力图把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其次还因为两个联盟的力量相差并不很大，而且国际金融资本到处造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但是，也不能宣布说这种转化是不可能的。假如欧洲无产阶级今后20来年还是软弱无力，假如目前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拿破仑那样的人获得胜利，而许多有生命力的民族国家遭到奴役，假如欧洲以外的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也能维持20来年，比如说没有由于发生日美战争而转到社会主义，那就可能在欧洲发生伟大的民族战争。这将是欧洲倒退几十年。这种可能性不大。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其次，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方面进行的民族战争不仅很有可能，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土耳其、波斯），有将近10亿人口，即世界人口一半以上。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或者已经很强大，或者正在发展和成熟。任何战争都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必然是它们的民族解放政治的继续。这种战争可能导致现在的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是也可能不导致，这要取决于许多情况。

例如，英法两国为了争夺殖民地打过七年战争，[9]也就是说，进行过帝国主义战争（这种战争无论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和原始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还是在现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可能发生）。法国被打败，并且丧失了自己的一部分殖民地。几年以后，又发生了北美合众国反对英国一国的民族解放战争[10]。法国和西班牙当时自己仍占据着今天美国的某些部分，但出于对英国的仇恨，也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却同举行起义反对英国的合众国缔结了友好条约。法军同美军一起打英国人。我们看到这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竞争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附带因素，这同我们在1914—1916年战争中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奥塞战争中，民族因素同决定一切的帝国主义竞赛相比，没有多大的意义）。由此可见，死板地运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并且由此得出“不可能”发生民族战争的结论，那是多么荒谬。比如波斯、印度和中国联合起来进行反对某些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可能性很大，因为它是从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的，至于这种战争是否转化为目前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这要取决于很多具体情况，担保这些情况一定会出现，那是很可笑的。

第三，即使在欧洲也不能认为民族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发生。“帝国主义时代”使目前这场战争成了帝国主义战争，它必然引起（在社会主义到来以前）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它使目前各大国的政策成了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策，但是，这个“时代”丝毫不排斥民族战争，例如，小国（假定是被兼并的或受民族压迫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它也不排斥东欧大规模的民族运动。例如，尤尼乌斯对奥地利的判断是很有见地的，他不仅估计到“经济”因素，而且估计到特殊的政治因素，指出“奥地利没有内在的生命力”，认为“哈布斯堡王朝并不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组织，而只是由几个社会寄生虫集团组成的松散的辛迪加”，“奥匈帝国的灭亡在历史上不过是土耳其崩溃的继续，同时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要求”。至于某些巴尔干国家和俄国，情况也并不好些。如果各“大”国在这场战争中都弄得筋疲力竭，或者如果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则完全可能发生民族战争，甚至胜利的民族战争。帝国主义大国的干涉实际上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都能实现的，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轻率地”说：小国反对大国的战争是没有希望的，那就必须指出：没有希望的战争也是战争；其次，“大国”内部的某些现象——如发生革命——可以使“没有希望的”战争成为很“有希望的”战争。

我们所以详细地分析所谓“再也不可能有民族战争”这个不正确的论点，不仅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第三国际只有在非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因此，“左派”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漠不关心，那当然是极其可悲的。而且这个错误在政治实践中也是极其有害的：人们会从这一错误出发去进行“废除武装”的荒谬宣传，因为似乎除了反动的战争以外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战争；人们从这一错误出发会对民族运动持更荒谬的和简直是反动的漠视态度。当欧洲的“大”民族——压迫许多小民族和殖民地民族的民族——的成员，以貌似学者的姿态声称“再也不可能有民族战争”的时候，这种漠视态度就是沙文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能性很大，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诚然，为了取得胜利，或者需要被压迫国家众多居民（我们举例提到的印度和中国就有几亿人口）的共同努力，或者需要国际形势中某些情况特别有利的配合（例如，帝国主义大国由于大伤元气、由于彼此打仗和对抗而无力进行干涉，如此等等），或者需要某一大国的无产阶级同时举行起义反对资产阶级（我们列举的情况中的最后一种对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是最理想和最有利的）。

不过必须指出，如果责难尤尼乌斯对民族运动漠不关心，那是不公正的。他至少已经指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罪过之一，就是对喀麦隆一个土著领袖因“叛变”（显然是因为他在战争爆发时企图举行起义）而被处死刑一事默不作声，他在另一个地方还专门（向列金先生、伦施先生以及诸如此类的仍把自己算作“社会民主党人”的坏蛋们）强调指出，殖民地民族也是民族。他极其肯定地说：“社会主义承认每个民族都有独立和自由的权利，都有独立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国际社会主义承认自由、独立、平等的民族的权利，但是，只有它才能建立这样的民族，只有它才能实现民族自决权。而这个社会主义的口号〈作者说得很正确〉也和其他一切口号一样，不是为现存的事物辩护，而是指出道路，促使实行革命的、改造的、积极的无产阶级政策”（第77页和第78页）。因此，谁要是认为一切左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象某些荷兰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囿于狭小的眼界和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连社会主义下的民族自决也加以否认，那就大错特错了。荷兰人和波兰人犯这个错误的特殊的根源，我们在别处还要谈到。

尤尼乌斯的另一个错误论断，同保卫祖国问题有关。这是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尤尼乌斯使我们更加似信，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是唯一正确的：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无产阶级反对保卫祖国，是因为这场战争具有掠夺、奴役和反动的性质，是因为有可能和有必要用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来对抗帝国主义战争（并竭力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尤尼乌斯一方面很好地揭露了目前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指出它不同于民族战争；可是另一方面，又犯了非常奇怪的错误，企图牵强附会地把民族纲领同目前这场非民族的战争扯在一起！这听起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

资产阶级拼命叫喊外国“入侵”，以便欺骗人民群众，掩盖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而带有列金和考茨基色彩的官方社会民主党人为了讨好资产阶级，特别热心地重复着这个“入侵”的论据。考茨基现在向那些天真而轻信的人保证说（包括通过俄国的组委会分子[11]斯佩克塔托尔），他从1914年年底就转到反对派方面来了，然而他却继续援引这个“论据”！尤尼乌斯竭力驳斥这个论据，举了一些历史上极有教益的例子，来证明“入侵和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历史上，并不象官方的神话所说的那样，是互相矛盾的，而是两者互为手段和表现的”。例子是，法国波旁王朝曾请求外国入侵以反对雅各宾党人，1871年，资产者曾请求外国入侵以反对巴黎公社。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

“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现在表明是政府玩弄的十足的欺骗勾当，这种欺骗勾当的唯一目的不过是要推迟阶级斗争，当阶级斗争变成内战的熊熊火焰时，这种欺骗勾当也就被抛在一边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83页。——编者注］




　　尤尼乌斯在引证1793年的例子时写道：“法国大革命是一切时代的典型例子。”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因此，历来的经验证明，不是戒严状态，而是唤起人民群众的自尊心、英雄气概和道德力量的忘我的阶级斗争，才是保卫国家、抵御外敌的最好办法。”



　　尤尼乌斯的实际结论是：
　　“是的，社会民主党人有责任在严重的历史危机时保卫自己的国家。而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重大罪过，也正在于它在1914年8月4日的宣言里庄严地宣布：‘我们决不会在危急时刻不起来保卫我们的祖国’，同时却又自食其言。它在最危急的时刻没有起来保卫祖国。因为在这个时刻它对祖国的首要义务是：向祖国指出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真实内幕，揭穿掩盖这种危害祖国行为的爱国主义的和外交的种种谎言；大声地明确地声明，对德国人民来说，这场战争无论胜负都是灾难；竭力反对用实行戒严来扼杀祖国；宣布必须立即武装人民，让人民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坚决要求在整个战争期间不断（连续）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以保证人民代表机关对政府、人民对人民代表机关的严格监督；要求立刻废除对一切政治权利的限制，因为只有自由的人民才能胜利地保卫自己的国家；最后，要用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1848年的原来的真正民族的纲领，用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纲领，即统一的大德意志共和国的口号，来对抗帝国主义的战争纲领——旨在保存奥地利和土耳其，也就是保存欧洲和德国反动势力的纲领。这就是应当在全国面前展开的旗帜，它才是真正民族的、真正解放的旗帜，而且既符合德国的优良传统，也符合无产阶级的国际阶级政策”……“可见，所谓祖国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难以兼得，是悲剧性的冲突促使我们的国会议员怀着‘沉重心情’站到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方面，这纯粹是一种想象，是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虚构。相反地，无论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国家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的阶级利益都是完全协调的，因为无论战争或和平都要求极其有力地展开阶级斗争，极其坚决地维护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尤尼乌斯的论断就是如此。这些论断显然是错误的，我国沙皇制度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奴仆普列汉诺夫和契恒凯里先生，也许甚至还有马尔托夫和齐赫泽先生，都会幸灾乐祸地抓住尤尼乌斯的话，不去考虑理论上的真理，而是考虑如何脱身、灭迹、蒙蔽工人，因此，我们必须比较详细地来说明尤尼乌斯的错误的理论根源。他建议用民族纲领来“对抗”帝国主义战争。他建议先进阶级要面向过去，而不要面向未来！1793年和1848年，无论在法国、德国或整个欧洲，客观上提上日程的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这种客观的历史情况相适应的，是“真正民族的”纲领，即当时民主派的民族的资产阶级纲领，在1793年，资产阶级和平民中最革命的分子曾经实行过这种纲领；而在1848年，马克思也代表整个先进的民主派宣布过这种纲领。当时在客观上同封建王朝战争相对抗的是革命民主战争、民族解放战争。那个时代的历史任务的内容就是这样的。

现在，对欧洲各先进的大国来说，客观情况不同了。要向前发展——如果撇开可能的、暂时的后退不说——只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从向前发展的观点看来，从先进阶级的观点看来，客观上能够对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战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战争的，只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也就是说，首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国内战争，因为没有这种战争，就不能真正前进，其次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战争。所以说，有些布尔什维克（好在只是个别的，并且立即被我们抛到号召派[12]那边去了）准备采取有条件地保卫祖国的观点，即在俄国革命胜利和共和制胜利的条件下保卫祖国的观点，他们虽然忠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词句，却背叛了它的精神；因为卷入欧洲各先进大国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俄国，即使有共和制的形式，它进行的也还是帝国主义战争！

尤尼乌斯说阶级斗争是对付入侵的最好手段，这只是运用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一半，他在正确的道路上迈出一步之后，马上又偏离了这条道路。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说阶级斗争是对付入侵的最好手段，这无论对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或对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正确的。正因为这对任何阶级压迫来说都是正确的，所以这太一般化，因而用在目前这种特殊的场合就不够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只有这种阶级斗争才会使欧洲（整个欧洲，而不是一个国家）避免入侵的危险。要是在1914—1916年间存在“大德意志共和国”的话，那它还会进行同样的帝国主义战争。

尤尼乌斯几乎得出了正确的答案和正确的口号：要进行争取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但他似乎害怕彻底说出全部真理，而向后转了，陷入了在1914、1915、1916年间进行“民族战争”的幻想。如果不从理论方面，而纯粹从实践方面来看问题，那么尤尼乌斯的错误也是很明显的。德国的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包括农民在内的各个阶级，都是拥护战争的（在俄国大概也是这样，至少是大多数富裕农民和中等农民以及很大一部分贫苦农民，显然都被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所迷惑）。资产阶级武装到了牙齿。在这种情况下，“宣布”成立共和国、建立常设国会、由人民选举军官（“武装人民”）等等的纲领，实际上就是“宣布”（具有不正确的革命纲领的！）革命。

尤尼乌斯在这里说得完全对：革命是不能“制造”的。革命在1914—1916年间提上了日程，革命潜伏在战争中，并从战争中发展起来。应当以革命阶级的名义“宣布”这一点，大胆地彻底地指出它的纲领：争取实现社会主义，而在战争时代，没有反对反动透顶的、罪恶的、使人民遭受无法形容的灾难的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这是不可能的。应当周密考虑出系统的、彻底的、实际的、不论革命危机以何种速度发展都是绝对可行的、适合于日益成熟的革命的行动。我们党的决议中已经指出这些行动：（1）投票反对军事拨款；（2）打破“国内和平”；（3）建立秘密组织；（4）举行士兵联欢；（5）支持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6页。——编者注］

 所有这些步骤的顺利实现，必然会导致国内战争。

宣布伟大的历史性的纲领，毫无疑问，有巨大的意义，但不是宣布旧的、对1914—1916年来说已过了时的德国民族纲领，而是要宣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纲领。你们资产者为了掠夺而打仗；我们一切交战国工人向你们宣战，为社会主义而战，——这就是没有象列金、大卫、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盖得、桑巴之流那样背叛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在1914年8月4日的国会演说中应当讲的内容。

看来，尤尼乌斯的错误可能是由双重错误的想法造成的。毫无疑问，尤尼乌斯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坚决拥护革命策略的，不管普列汉诺夫先生们对尤尼乌斯的“护国主义”怎样幸灾乐祸，都抹杀不了这个事实。对于这种可能的和很有可能的诽谤，必须立即直截了当地给以回击。

但是，第一，尤尼乌斯没有完全摆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即使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环境”，那些人害怕分裂，害怕彻底说出革命的口号。 
［注：尤尼乌斯谈到“胜利还是失败”这个问题时的议论，也有同样的错误。他的结论是：二者都不好（破产、军备扩充，等等）。这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而是和平主义的小资产者的观点。如果说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预”——虽然，无论尤尼乌斯或“国际”派的提纲都谈到这一点，可惜太一般化了——那就必须从别的观点提出问题：（1）不冒失败的危险，能不能进行“革命干预”？（2）不冒同样的危险，能不能打击本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3）我们不是向来都说，而反动战争的历史经验不是也表明，失败会促进革命阶级的事业吗？］

 这种害怕心理是错误的，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消除而且一定会消除这种心理。他们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斗争过程中一定会做到这一点。他们正在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同本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作斗争，他们同马尔托夫和齐赫泽这班先生的重大的、原则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因为马尔托夫和齐赫泽这班先生（和斯柯别列夫一样）一只手摇着旗帜，向“各国的李卜克内西”致敬，另一只手却和契恒凯里和波特列索夫亲热拥抱！

第二，看来，尤尼乌斯想实现一种同孟什维克的臭名昭著的“阶段论”相类似的东西，想从革命纲领“最方便的”、“通俗的”、能为小资产阶级所接受的那一头做起。这好象是打算“蒙哄历史”，蒙哄那些庸人。据说，谁也不会反对保卫真正祖国的最好办法，而真正的祖国就是大德意志共和国，保卫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民兵、常设国会等等。据说，这样的纲领一旦被采纳，它便会自然而然地导致下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

大概就是这种推论自觉或半自觉地确定了尤尼乌斯的策略。不用说，这种推论是错误的。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令人感觉到他是一个孤独者，他没有一批秘密组织中的同志，而秘密组织是习惯于透彻地考虑革命口号并经常用这些口号教育群众的。不过这种缺点——忘记这一点是很不对的——并不是尤尼乌斯个人的缺点，这是德国所有左派的软弱性造成的，因为他们被考茨基的虚伪、学究气、对机会主义者的“友好”这些卑鄙的东西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尤尼乌斯的拥护者虽然孤独无援，但是已经能够着手印发秘密传单并同考茨基主义作战了。他们也一定能够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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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提纲即《指导原则》（见注2），载于1916年2月《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3号，标题为《德国同志们的建议》。它规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一些重要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上的立场。



国际社会党委员会（I．S．K．）是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执行机构，在1915年9月5—8日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成立。组成委员会的是罗·格里姆、奥·莫尔加利、沙·奈恩以及担任译员的安·巴拉巴诺娃。委员会设在伯尔尼。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后不久，根据格里姆的建议，成立了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参加扩大委员会的是同意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决议的各党的代表。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参加扩大委员会的是列宁、伊·费·阿尔曼德和格·叶·季诺维也夫。



《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　Komission　zu　Bern　Bulletin》）是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机关报，于1915年9月—1917年1月在伯尔尼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出版，共出了6号。——[1]。



[2]国际派即斯巴达克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创建人和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这个杂志是团结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中心。1916年1月1日，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年该派曾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因此该派也被称为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成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1]。



[3]《国际》杂志（《Die　Internationale》）是罗·卢森堡和弗·梅林创办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与理论问题的刊物，第1期于1915年4月出版。这期杂志在杜塞尔多夫印刷，印了9000份。杂志纸型曾寄给在伯尔尼的罗·格里姆，由他翻印后向瑞士及其他国家传播。该杂志是公开出版的，第1期出版后立即被查禁。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复刊。1933年阿·希特勒上台后作为非法刊物继续秘密出版。1939年停刊。——[1]。



[4]指1916年1月12日《前进报》第11号登载的奥·吕勒的声明《论党的分裂》。他在声明中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前进报》编辑部在发表吕勒声明的同时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声称尽管把吕勒的声明全文照登，但它认为声明中所提出的争论问题不仅为时过早，而且完全是无的放矢。



《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3]。



[5]《不来梅市民报》（《Bremer　Bürger－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日报），于1890—1919年出版。1916年以前是不来梅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191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施加压力，迫使当地党组织改组该报编辑部。同年该报转到了考茨基分子和谢德曼分子手里。——[3]。



[6]《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日报），1871年在不伦瑞克创刊。1914—1915年该报实际上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6年该报转到了考茨基分子手里。——[3]。



[7]“德国国际社会党人”（I．S．D．）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围绕着在柏林出版的《光线》杂志而组成的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集团，它公开反对战争和机会主义，在同社会沙文主义派和中派划清界限方面持最彻底的立场。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该集团代表尤·博尔夏特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决议草案上签了名。但该集团与群众缺乏广泛联系，不久就瓦解了。——[3]。



[8]《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持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4]。



[9]指1756—1763年以英国、普鲁士、汉诺威为一方和以法国、俄国、奥地利、萨克森、瑞典、西班牙为另一方在欧洲、美洲、印度和海上进行的战争，史称七年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之一是，英国获得了法属北美殖民地并确立了在印度的优势，成为海上霸主。——[6]。



[10]指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6]。



[11]组委会分子是指俄国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拥护者。



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是1912年在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俄国孟什维克的领导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委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站在沙皇政府方面为战争辩护。组委会先后出版过《我们的曙光》、《我们的事业》、《事业》、《工人晨报》、《晨报》等报刊。1917年8月孟什维克党选出中央委员会以后，组委会的职能即告终止。除了在俄国国内活动的组委会外，在国外还有一个组委会国外书记处。这个书记处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伊·谢·阿斯特罗夫－波韦斯、尔·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和谢·尤·谢姆柯夫斯基组成，持和中派相近的立场，实际上支持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书记处的机关刊物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1915年2月—1917年3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0号。——[10]。



[12]号召派是指《号召报》集团的拥护者。《号召报》集团是1915年9月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持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该集团于1915年10月—1917年3月在巴黎出版周报《号召报》。《号召报》的领导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伊·布纳柯夫、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等。——[12]。





《列宁全集》第28卷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

（1916年7月）

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3]的马克思主义杂志《先驱》[14]第2期（1916 年4月《Vorbote》第2期）上刊载了分别由我们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15]编辑部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机关报《工人报》[16]编辑部署名的赞成和反对民族自决的两个提纲[17]。读者在前面可以找到转载的前一提纲和翻译的后一提纲。在国际范围内，如此广泛地提出这个问题，几乎还是第一次。20年以前（1895—1896年），即1896年伦敦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以前，代表三种不同观点的罗莎·卢森堡、卡·考茨基和波兰“独立派”（波兰独立的拥护者，波兰社会党），在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新时代》上进行的讨论[18]中，仅仅提出了波兰问题。据我们所知，到现在为止，只有荷兰人和波兰人比较系统地讨论过自决的问题。我们希望《先驱》杂志能够推动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来讨论这个目前如此迫切的问题。公开拥护“自己的”政府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大卫之流或者暗中维护机会主义的考茨基分子（包括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齐赫泽等人）所代表的正式的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说了这么多谎话，所以在今后很长时期内，必然是一方面他们拼命装聋作哑和回避问题，另一方面工人则要求对“该死的问题”给以“直接的回答”。关于国外社会党人之间各种观点的斗争进程，我们将尽力及时地报道给读者。

对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个问题还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场争论是1903年和1913年争论[19]的继续；这个问题在战争时期曾经在我们的党员中引起某些思想波动；[20]由于格沃兹杰夫工党即沙文主义工党的一些著名领袖，如马尔托夫和齐赫泽，玩弄种种诡计以回避问题的本质，这个问题更加尖锐了。因此，对国际范围内已经展开的争论作一个哪怕是初步的总结，是很必要的。

从提纲中可以看出，我们的波兰同志就我们的某些论点，如有关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21]的论点，对我们作了直接的回答。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是直接地回答我们，而是提出自己的相反的论断，间接地回答我们。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他们间接的和直接的回答。


1．社会主义和民族自决

我们曾经断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拒绝实行民族自决，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他们回答我们说：“自决权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根本的分歧。分歧的根源在哪里呢？

我们的论敌反驳说：“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消灭任何民族压迫，因为它将消灭造成民族压迫的阶级利益……”在争论政治压迫形式之一，即一个民族把另一个民族强制地留在本国疆界以内的问题时，谈论消灭民族压迫的经济前提，谈论这种早已尽人皆知和无可争辩的条件有什么用呢？这简直是企图回避政治问题！下面的议论使我们更加相信这一估计：


　　“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假定，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民族会具有经济政治单位的性质。它非常可能只具有文化和语言单位的性质，因为社会主义文化圈的地域划分——如果将存在这种划分的话——只能按生产的需要来进行，并且这一划分问题显然不应当由掌握自己全部权力的各个民族单独解决（象“自决权”所要求的那样），而应当由一切有关的公民来共同决定……”



　　后面这个用共同决定代替自决的论点，波兰同志非常欣赏，以致他们在自己的提纲里重复了三次！然而再三重复并不能把十月党人[22]的这个反动论点变成社会民主党人的论点。因为所有反动分子和资产者都准许被强制留在本国疆界内的民族在下议院内享有“共同决定”国家命运的权利。威廉二世也准许比利时人在德国下议院内享有“共同决定”德意志帝国命运的权利。我们的论敌竭力回避的正是有争论的，即专门提出讨论的分离权的问题。这令人可笑，更令人可悲！[23]

我们的提纲的第1条指出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前提就是在政治方面实行双重改革：（1）各民族完全平等。关于这一点没有争论，这只同国内发生的事情有关；（2）政治上的分离自由。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54页。——编者注］

 这同确定国界有关。仅仅这一点有争论。可是我们的论敌恰恰对这一点默不作声。他们对国界问题乃至国家问题，都不愿加以考虑。这是一种同1894—1902年间的旧“经济主义”[24]相仿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旧“经济主义”曾经断定，资本主义已经胜利，因此政治问题无关紧要。帝国主义已经胜利，因此政治问题无关紧要！这种取消政治的理论，是同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

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页。——编者注］

 直到现在，这个真理对社会主义者说来，还是无可争辩的，而这个真理就包含着对国家的承认——直到胜利了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为止。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名言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在提纲第1条中特意着重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它也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只要我们的论敌还没有用某种“取消国家”的新观点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他们的论断就是完全错误的。

他们不谈国家（也就是说不谈确定国界！），而谈“社会主义文化圈”，也就是故意选择一种含糊到把一切有关国家的问题都抹杀掉的说法！这是一种可笑的同义反复；如果没有国家，当然也就没有国界问题。那时整个民主政治纲领都是不必要的了。国家一旦“消亡”，共和国也就不再存在。

我们在提纲第5条（注释）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60—261页。——编者注］

 中曾提到德国沙文主义者伦施的文章，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引证了恩格斯的《波河与莱茵河》一文中一段有趣的话。恩格斯在那篇文章中顺便提到：“那些大的、有生命力的欧洲民族”在吞并许多小的、没有生命力的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疆界愈来愈靠居民的“语言和共同感情”来确定。恩格斯把这种疆界叫作“自然疆界”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98页。——编者注］

 。大约在1848—1871年间，在进步的资本主义时代，欧洲的情况就是这样的。现在，反动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愈来愈经常地打破这些以民主方式确定的疆界。现在有种种迹象说明，帝国主义会把欧洲和世界其他各洲的一些不够民主的疆界，许多兼并的地方，遗留给将取代它的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在一切方面恢复和彻底实行充分的民主时，难道会拒绝以民主方式确定国界吗？难道会不愿意考虑居民的“共同感情”吗？只要提出这些问题，就能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波兰同事是怎样从马克思主义滚向“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

老的“经济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弄得面目全非，他们教导工人说，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有”“经济”因素才重要。新的“经济主义者”或者认为取得了社会主义胜利的民主国家将没有疆界（类似没有物质的“感觉的复合”），或者认为疆界将来“只”根据生产需要来确定。实际上，这些疆界将以民主方式，即依照居民的意志和“共同感情”来确定。资本主义强奸这种共同感情，从而给各民族的接近增加了新的困难。社会主义组织没有阶级压迫的生产，保证国家全体成员的福利，从而为发扬居民的“共同感情”提供充分的余地，正因为这样才能促进和大大加速各民族的接近和融合。

为了让读者放下这个笨重的“经济主义”，休息一下，我们援引一个没有参加我们争论的社会主义著作家的论点。这位著作家便是奥托·鲍威尔，他也有自己的“癖好”，即“民族文化自治”[25]，但是，他对一系列极重要的问题却说得很对。例如，在《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书第29节里，他极其正确地指出，民族意识掩盖了帝国主义政策。在第30节《社会主义和民族原则》里，他说：


　　“社会主义公团永远不能强制一些民族成为自己的成员。试设想一下那些拥有全部民族文化财富的、充分和积极参加立法和管理工作的、并且配备有武装的人民群众吧，——难道能够强制这样的民族服从异族的社会机构的统治吗？任何国家政权都以武装力量为基础。由于巧妙的机制，现在的人民军队同从前的骑士军队和雇佣军队一样，仍然是一定的人物、家族、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公团的军队无非是武装的人民，因为它是由具有高度文化的人组成的，他们自愿地在公共的工厂里工作，并且充分地参与各个方面的国家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异族统治的任何可能性都会消失。”



　　这说得很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消灭民族的（以至一切政治的）压迫是不可能的。为此必须消灭阶级，也就是说，实行社会主义。但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决不完全归结于经济。要铲除民族压迫，必须有社会主义生产这个基础，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有民主的国家组织、民主的军队等等。无产阶级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之后，就会造成完全铲除民族压迫的可能。“只有”——“只有”！——在各方面都充分实行民主，直到按照居民的“共同感情”确定国界，直到有分离的充分自由，这种可能才会变为现实。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在实际上消除民族间的任何细微的摩擦和不信任，加速民族的接近和融合，其结果便是国家消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我们的波兰同事却错误地离开了它。
2．在帝国主义时代民主是否“可以实现”？

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反对民族自决的一切论战，都是建立在民族自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这个论据上的。早在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里，我们火星派就嘲笑过这种论据，并且说这是在重复（臭名昭著的）“经济派”那种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在自己的提纲里特别详细地谈到了这个错误，整个争论的理论基础就在这里，而波兰同志不愿（或者无法？）答复我们的 任何一个
 论点。

说自决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那就应当用经济分析来加以证明，就象我们用经济分析来证明禁用机器或使用劳动货币等等是办不到的那样。可是谁也不想作这种分析。没有人会武断地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货币”“作为例外”可以在哪怕是一个国家内通行，就象一个小国在最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可以作为例外甚至不经过战争和革命就实现不能实现的自决一样（1905年的挪威[26]）。

一般地说，政治民主仅仅是资本主义 之上
 的上层建筑的可能的（虽然对“纯粹”的资本主义来说在理论上也是正常的） 形式
 之一。正如事实所表明的，不论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都是在 各种
 政治形式中发展的，并且使 所有
 这些形式服从于自己。因此，说民主的 一种
 形式和 一个
 要求“不能实现”，在理论上是根本不正确的。

对这些论据波兰同事都没有答复，因此只能认为在这一点上的争论已经结束。为了明确起见，我们曾作过极其具体的论断：现在由于这场战争的战略等等因素，便否认波兰的复兴“可以实现”，这是“可笑”的。可是没有得到答复！

波兰同志只是 重复
 显然不正确的论断（第2节第1条），他们说：“在异族地区的归并问题上，政治民主的形式已被排除；公开的暴力起决定作用……资本决不会让人民来解决自己的国界问题 ……”似乎“资本”能“让人民”来选举 它的
 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官吏！或者，一些重大的民主问题，如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用民兵代替常备军等，似乎不通过“公开的暴力”也 完全
 可以得到根本解决！波兰同志主观上想要“加深”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做得很不成功。 客观上
 ，他们的所谓不能实现云云是一种机会主义，因为这必须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不进行一系列的革命就“不能实现”，正象在帝国主义时代， 整个
 民主及其 一切
 要求都不能实现那样。

波兰同事只有一次，即在第2节第1条末尾谈到阿尔萨斯时，抛弃了“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立场，在分析民主的一种形式的问题时作了具体的答复，而不是泛泛地援引“经济”因素。但是这种分析恰恰是错误的！他们写道：如果 一部分
 阿尔萨斯人不征求法国人的意见，“强迫”他们把阿尔萨斯并入法国，尽管有部分阿尔萨斯人倾向于德国人，这样就有引起战争的危险，这是“分立主义的、不民主的”！！！这种糊涂观念是十分可笑的，因为自决的前提（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我们已经在提纲里特别强调过）是有从压迫国家 分离
 的自由；至于 并入
 某一国家必须先征得 该国
 的同意，这在政治上“通常是”不讲的，正象在经济上不说资本家“同意”取得利润或者工人“同意”取得工资一样！说这种话是可笑的。

如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那么在谈到阿尔萨斯时，就应当抨击德国社会党的恶棍，因为他们不为争取阿尔萨斯的分离自由而斗争，应当抨击法国社会党的恶棍，因为他们同想用暴力吞并整个阿尔萨斯的法国资产阶级妥协；应当抨击这两种恶棍，因为他们都为“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效劳，害怕出现一个单独的即使是很小的国家；并且应当指出，承认自决的社会主义者，用什么方式可以在几个星期内就解决问题而又不违背阿尔萨斯人的意志。这一切都不谈，而谈论法兰西族阿尔萨斯人“强迫”法国接受自己，会带来多么大的危险，真是莫名其妙。


3．什么是兼并？

这个问题我们在自己的提纲（第7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63—264页。——编者注］

 里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出来了。波兰同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回避了这个问题，却强调说：（1）他们反对兼并，（2）解释他们为什么反对。这当然是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不过这是另外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多少还关心我们的原则在理论上的周密性及其提法的明确性，我们就不能回避什么是兼并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概念在我们的政治宣传鼓动中已经在使用。在同事之间的讨论中回避这个问题，不能作别的解释，只能说是放弃立场。

为什么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呢？这在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就已经说明了。因为“反对兼并就是承认自决权”。兼并的概念通常含有：（1）暴力的概念（强制归并）；（2）异族压迫的概念（归并“异族”地区等等）；有时含有（3）破坏现状的概念。这几点我们在提纲中已经指出，我们的这些意见并没有受到批评。

试问：社会民主党人能不能笼统地反对暴力呢？显然不能。这就是说，我们反对兼并并不是因为兼并是一种暴力，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同样地，社会民主党人也不能主张维持现状。你们不管怎样兜圈子，总避不开这个结论：兼并是违反民族自决，是违背居民意志来确定国界。

反对兼并意味着赞成自决权。“反对把任何民族强制地留在一个国家的疆界以内”（我们在提纲第4条里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59页。——编者注］

 也特地用了这种意思相同而措辞略有改变的提法，而波兰同志在这里对我们的答复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在自己提纲第1节第4条开头就声明他们“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兼并国的疆界以内”），这也就是赞成民族自决。

我们不想作字眼上的争论。如果有一个党在它的纲领里（或者在人人都应当执行的决议里，问题不在于形式）说，它反对兼并 
［注：卡·拉狄克在《伯尔尼哨兵报》[27]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用过“反对新旧兼并”这样的提法。］

 ，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它的国家疆界以内，那么，我们就宣布我们同这样的党在原则上完全一致。死抠“自决”这个字眼，那是愚蠢的。要是我们党内有人想用这样的精神来改变我们党纲第9条的字眼、措辞，那我们认为同这种同志的意见分歧完全不是原则性的！

问题仅仅在于我们的口号要有政治上的明确性和理论上的周密性。

特别是现在，由于战争的关系，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谁都不会否认的。然而在口头上争论这个问题时曾有这样一种论点（我们在报刊上没有看到这种论点）：抗议某件坏事，并不一定意味着承认排斥这种坏事的肯定概念。这个论点分明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显然没有在任何报刊上出现。如果有一个社会党宣称，它“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兼并国的疆界以内”，那么，它一旦执政，就必须拒绝强制留住这些民族。 

我们丝毫也不怀疑：如果明天兴登堡对俄国取得一半胜利，而这个一半胜利表现为成立一个新的波兰国家（因为英、法西国想要稍微削弱沙皇政府），这从资本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经济规律来看，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如果后天社会主义革命在彼得格勒、柏林和华沙取得胜利，那么，波兰的社会主义政府就将同俄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府一样，拒绝把例如乌克兰人“强制地留在”“波兰国家疆界以内”。如果《工人报》编辑部的成员参加这个政府，他们无疑会牺牲自己的“提纲”，从而推翻“自决权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考虑，那我们提到日程上来的，就不是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同志般的讨论，而是象对待沙文主义者那样，同他们作无情的斗争。

假定我到欧洲任何城市的街上去当众声明，以后又在报纸上声明，“抗议”人们不让我买人作奴隶。毫无疑问，人们有权利把我看作一个奴隶主，看作奴隶制原则或制度的拥护者。我对奴隶制的赞同表现为抗议这一否定形式，而不是表现为肯定形式（“我赞成奴隶制”），这也欺骗不了任何人。政治“抗议”完全等于政治纲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对此居然还要加以解释，真是令人感到有点难为情。无论如何，我们坚信，如果我们说，第三国际将不容许那些竟然能把政治抗议和政治纲领分开并且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等等的人有立足之地，那我们至少不会遭到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不是说一切齐美尔瓦尔德派，因为其中还有马尔托夫和其他考茨基分子）的“抗议”。

我们不愿在字眼上争论，我们衷心地希望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尽快地正式提出建议，取消我们的（也是他们的）党纲中的第9条以及国际纲领（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的有关条文，并对有关“新旧兼并”和“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兼并国的疆界以内”的政治思想提出自己的定义。我们现在谈下面一个问题。


4．赞成兼并还是反对兼并？

波兰同志在自己提纲的第1节第3条里极其肯定地声明，他们反对任何兼并。可惜，我们在同一节的第4条里又遇到一种不得不认为是兼并主义的论断。这一节是从下面这句……如何说得委婉些呢？……奇怪的话开始的：


　　“社会民主党反对兼并、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兼并国的疆界以内的出发点是一概拒绝保卫祖国〈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保卫祖国就是保卫本国资产阶级压迫和掠夺异族的权利……”



　　这是什么话？这怎样理解呢？“反对兼并的出发点是一概拒绝保卫祖国……”但是要知道，任何民族战争和任何民族起义都可以叫作而且至今一直普遍地叫作“保卫祖国”！我们反对兼并，但是……对这一点我们是这样理解的：我们反对被兼并者为摆脱兼并者而进行的战争，我们反对被兼并者为摆脱兼并者而举行的起义！这难道不是兼并主义的论断吗？

提纲的作者用如下理由说明自己的……奇怪的论断：“在帝国主义时代”保卫祖国就是保卫本国资产阶级压迫异族的权利。但是，这种说法仅仅对于帝国主义战争，也就是说，对于帝国主义大国或大国集团之间的战争是正确的，因为交战双方不但都压迫“异族”，而且进行战争是为了决定由谁压迫更多的异族！

看来，提纲的作者完全不是象我们党那样地提出“保卫祖国”的问题。我们反对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这无论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或伯尔尼决议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2—19页和第163—169页。——编者注］

 中都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伯尔尼决议已转载在用德文和法文出版的《社会主义与战争》[28]的小册子里。我们在自己的提纲中（第4条和第6条的注释） 
［注：同上，第27卷第260和262页。——编者注］

 也曾两次着重指出这一点。显然，波兰提纲的作者根本拒绝保卫祖国，就是说，在民族战争中也拒绝保卫祖国，也许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也许”，是因为波兰同志在自己的提纲里并没有说明这种看法。

这种看法在德国“国际”派的提纲和尤尼乌斯的小册子里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关于这本小册子，我特地写了一篇文章 
［注：见本卷第1—15页。——编者注］

 。这里要对在那篇文章里所说的作一点补充，因为有人会把那些被兼并地区或国家反对兼并国的民族起义只叫作起义，而不叫作战争（我们已经听到过这种反对意见，所以在这里加以引用，虽然我们认为这种名词上的争论无关紧要）。但不管怎么样，未必有人敢于否认：被兼并的比利时、塞尔维亚、加里西亚、亚美尼亚会把它们反对兼并国的“起义”叫作“保卫祖国”，而且叫得正确。这么说来，波兰同志反对这种起义的理由是：在这些被兼并的国家内也有资产阶级，它也压迫异族，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可能压迫异族，因为这里只谈到“它的压迫权利”。因此，用来评价某次战争或某次起义的，不是它的实际社会内容（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而是目前被压迫的资产阶级可能行使的它的“压迫权利”。假定说，比利时将在1917年被德国兼并，而在1918年举行起义，争取自己的解放，那么波兰同志就会反对起义，其理由是比利时资产阶级有“压迫异族的权利”！

这种议论既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又没有一点革命的气味。我们如果不背叛社会主义，那就应当支持反对我们主要敌人即大国资产阶级的任何起义，只要这不是反动阶级的起义。如果我们拒绝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那在客观上我们会成为兼并主义者。正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即将开始的社会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今天要竭力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以便明天或者同时进攻被这种起义削弱的“大”国资产阶级。

可是波兰同志在兼并主义方面走得更远。他们不但反对被兼并地区的起义，而且反对这些地区用任何方式，即使用和平的方式恢复独立！请听：


　　“社会民主党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不负任何责任，它同这些后果作最尖锐的斗争，但是决不赞成在欧洲树立新的界碑或恢复被帝国主义拆除的界碑
 。”（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现在德国和比利时、俄国和加里西亚之间的“界碑已被帝国主义拆除”。国际社会民主党竟然应当根本反对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恢复这些界碑。1905年，“在帝国主义时代”，当挪威自治议会宣布从瑞典分离时，瑞典反动派曾鼓吹瑞典对挪威开战，由于瑞典工人的反抗和迫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形势，这场战争没有打成，——当时社会民主党似乎应当反对挪威分离，因为这无疑等于“在欧洲树立新的界碑”！！这已经是直接的公开的兼并主义。这用不着反驳，它已不攻自破。没有一个社会党敢采取这样的立场：“总的说来，我们反对兼并，但是对于欧洲，一旦兼并已经完成，我们就准许或容忍这种兼并……”

现在只需谈一谈这个错误的理论根源，这个错误使我们的波兰同志落到了这种极为明显的……“不可思议的地步”。把“欧洲”视为例外是没有根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讲。提纲中的以下两句话说明了这个错误的另一些根源：


　　“……凡是在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被帝国主义车轮辗压过的地方，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集中，都是通过帝国主义压迫的残酷形式进行的……”



　　这样替兼并作辩护，是司徒卢威主义[29]，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记得上世纪90年代俄国情况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很了解司徒卢威、库诺、列金这班先生们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共同手法。关于德国的司徒卢威分子，即所谓“社会帝国主义者”，波兰同志提纲的另一条（第2节第3条）专门写道：
　　……（自决口号）“使社会帝国主义者有可能通过证明这个口号的幻想性质，说我们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感伤情绪，从而破坏无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纲领的科学根据的信任……”



　　这就是说，作者认为德国司徒卢威分子的立场是“科学的”！我们表示祝贺。这种奇怪的论据吓唬我们说，伦施、库诺、帕尔乌斯之流比我们正确。但是，一件“小事情”就完全驳倒了这种论据，那就是伦施之流是始终如一的人，伦施在沙文主义的德文杂志《钟声》[30]第8—9期合刊上（我们在自己的提纲中特意提到这两期），试图证明自决口号“没有科学根据”（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显然承认伦施的这种论点是无可反驳的，这在我们所引证的他们提纲的论断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同时也试图证明反对兼并的口号同样“没有科学根据”！！

因为伦施很了解我们给波兰同事指出的那个简单的道理，即“承认”自决同“抗议”兼并既没有“经济或政治上的”区别，也没有一般逻辑上的区别。但是，波兰同事却不愿意回答这一点。如果波兰同志认为伦施之流反对自决的论据是无可反驳的，那就不能不承认如下事实：伦施之流也使用所有这些论据来反对同兼并作斗争。

作为我们波兰同事所有论断的基础的理论错误，使他们成了并非始终如一的兼并主义者。


5．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反对兼并？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答案是很清楚的：因为兼并违反民族自决，换句话说，它是民族压迫的一种形式。

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来看，需要特别说明我们为什么反对兼并，这些说明（提纲第1节第3条）却不可避免地使作者陷入了一系列新的矛盾。

他们引用两个论据来“证明”为什么我们（不顾伦施之流的有“科学根据的”论点）反对兼并。第一个论据是：


　　“……有人说，为了保证胜利了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安全，在欧洲实行兼并是必要的，社会民主党拿如下的事实反对这种论断：兼并只能加剧对抗，从而增加战争的危险……”



　　这样来答复伦施之流是不够的，因为他们的主要论据不是兼并在军事上的必要性，而是兼并在经济上的进步性，兼并意味着帝国主义条件下的集中。如果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既承认这种集中的进步性，拒绝在欧洲恢复被帝国主义拆除了的界碑，同时又反对兼并，那么这里的逻辑何在呢？其次，兼并会加剧哪种战争的危险呢？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这种战争是由别的原因引起的；目前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主要对抗，无疑是英德之间和俄德之间的对抗。这里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兼并。这是指加剧民族战争和民族起义的危险。但是，怎么能一方面宣称“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而另一方面又提出民族战争的危险呢？这是不合逻辑的。

第二个论据。


兼并“在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之间造成一道鸿沟”……“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会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并且把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看作敌人，无产阶级不是进行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国际阶级斗争，而是会发生分裂和思想上的蜕化……”



　　这些论据我们完全同意。但是，在同一个问题上同时提出两个相互排斥的论据，这是否合乎逻辑呢？在提纲第1节第3条里，我们看到上述论据，即认为兼并造成无产阶级的分裂，紧接着在第4节里却告诉我们：在欧洲必须反对取消已经完成的兼并，必须“教育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工人群众去共同进行斗争”。如果说，取消兼并是一种反动的“感伤情绪”，那就不能这样来论证：兼并会在“无产阶级”之间挖一道“鸿沟”，造成它的“分裂”，相反地，必须把兼并看作各民族无产阶级接近的条件。我们说：为了使我们能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翻资产阶级，工人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而争取自决即反对兼并的斗争会促进这种紧密的团结。我们是始终如一的。而波兰同志们认为欧洲的兼并是“不能取消的”，认为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这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因为他们正是拿民族战争的论据来“反对”兼并的！正是用兼并会给各民族工人的接近和融合造成困难这种论据来反对兼并的！

换句话说，为了反对兼并，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到他们根本否定的理论行囊中去找论据。

在殖民地问题上，这一点表现得更清楚。


6．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殖民地同“欧洲”对立起来？

我们的提纲已经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求立刻解放殖民地，如同实行民族自决、由人民选举官吏、建立民主共和国等一样，“是不能实现的”（也就是说，不经过一系列的革命是不能实现的，没有社会主义是不能巩固的）；而另一方面，要求解放殖民地，无非就是“承认民族自决”。

波兰同志对这两个论点中的任何一个都置之不理。他们企图把“欧洲”和殖民地区别开。他们成为并非始终如一的兼并主义者，仅仅表现在欧洲的问题上：他们拒绝取消兼并，因为兼并已经完成。而对于殖民地，他们提出无条件的要求：“从殖民地滚出去！”

俄国社会党人应当要求：“从土耳其斯坦、希瓦、布哈拉等地滚出去”，但是，如果他们要求让波兰、芬兰、乌克兰等地也有同样的分离自由，据说，那他们就会陷入“空想主义”、“非科学的”“感伤情绪”等等。英国社会党人应当要求：“从非洲、印度、澳大利亚滚出去”，但不是从爱尔兰滚出去。作这种显然错误的区别能有什么理论根据呢？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反对自决者的主要“立足点”是：“不能实现”。拿“经济和政治集中”作根据也是要表达同样的思想，只是说法稍有不同而已。

显然，集中也是通过吞并殖民地进行的。殖民地和欧洲各民族，至少和欧洲大多数民族在经济上的差别首先在于：殖民地已卷入商品交换，但是还没有卷入资本主义生产。帝国主义改变了这种情况。帝国主义也是资本输出。资本主义生产愈来愈迅速地被移植到殖民地。殖民地无法摆脱对欧洲金融资本的依附。从军事观点来看，也和从扩张观点来看一样，殖民地的分离，一般说来，只有随着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或者作为例外，或者要付出代价——在殖民地和宗主国中进行一系列革命和起义——才能实现。

欧洲大部分附属民族（虽然不是全部，阿尔巴尼亚人以及俄国的许多异族人就不是这样）的资本主义比殖民地发达一些。正是这一点才引起对民族压迫和兼并的更大的反抗！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任何政治条件下，其中包括在分离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要比在殖民地较有保证……关于殖民地波兰同志说（第1节第4条）：“在那里，资本主义还面临着独立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在欧洲这更加明显：资本主义在波兰、芬兰、乌克兰、阿尔萨斯发展生产力的势头、速度、独立程度无疑都比在印度、土耳其斯坦、埃及以及其他地道的殖民地高。在商品生产的社会里，无论独立的发展或任何一种发展，没有资本都是不可能的。欧洲各附属民族既有自己的资本，又有根据各种条件取得资本的方便的机会。殖民地却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资本；在金融资本的环境下，殖民地如果不接受政治屈从的条件，就不能取得资本。由于这一切，要求立即无条件地解放殖民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从庸俗的、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空想”一词的含义来说，这个要求更“空想”得多，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而司徒卢威、伦施、库诺这些先生们，正是从这种含义上使用空想这个词的，遗憾的是，继他们之后还有波兰同志。在这里，所有不符合普通人习惯的东西，其中包括一切革命的事物，都被理解成“空想主义”。但是各种革命运动，包括民族革命运动，在欧洲的环境下比在殖民地更可能，更易于实现，更顽强，更自觉，更不容易征服。

波兰同志说（第1节第3条）：社会主义“能给不发达的殖民地民族以无私的文化援助，两不是统治他们”。这完全正确。但是，有什么根据认为转向社会主义的大民族、大国家不能通过“无私的文化援助”来吸引欧洲被压迫的小民族呢？正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所“给予”殖民地的这种分离自由，会吸引欧洲有文化和有政治要求的被压迫的小民族同社会主义大国实行联合，因为大国一旦实行社会主义，那将意味着一天少劳动若干小时，一天多挣若干工资。力争摆脱资产阶级桎梏的劳动群众，为了取得这种“文化援助”，一定会竭尽全力争取同先进的社会主义大民族实行联合和融合，只要昨天的压迫者不伤害长期被压迫的民族的自尊心这种高度民主的感情，并且给后者以各方面的平等权利，包括建设国家、尝试建立“自己的”国家的平等权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尝试”意味着战争、隔绝、封闭以及享有特权的小民族（荷兰、瑞士）的狭隘的利己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上述纯粹经济上的考虑，劳动群众本身决不会赞成封闭：而政治形式的多样化，退出一个国家的自由，建设国家的尝试，——这一切，在任何国家消亡以前，都将是丰富的文化生活的基础，加速各民族自愿接近和融合这一过程的保证。

波兰同志把殖民地同欧洲区别开并且对立起来，于是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这种矛盾一下子就推翻了他们所有的错误论点。


7．马克思主义还是蒲鲁东主义？

波兰同志破例地不用间接方式，而用直接方式来反驳我们引证马克思对爱尔兰分离问题所持的态度。他们的反对意见究竟是什么呢？在他们看来，援引马克思在1848—1871年间所持的立场，“没有丝毫价值”。他们发表这个异常愤怒而坚决的声明的理由是：马克思“同时”也反对“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等等”要求独立的愿望[31]。

正因为这种理由特别站不住脚，所以讲话才特别怒气冲冲。照波兰马克思主义者说来，马克思不过是一个“同时”谈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的糊涂虫而已！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波兰同志提出要作“具体”分析的要求，但自己并不照着去做，正是这种要求使我们必须考察一下，马克思对不同的具体的“民族”运动采取不同的态度，是不是从同一个社会主义世界观出发的。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张波兰独立，是从欧洲民主派反对沙皇政府的势力和影响——可以说是反对沙皇政府的无限权力和压倒一切的反动影响——的斗争利益出发的。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在1849年就得到了最明显的和事实上的证实，当时俄国农奴主的军队镇压了匈牙利的民族解放和革命民主的起义[32]。从那时起到马克思逝世，甚至更晚一点，到1890年沙皇政府同法国勾结，企图发动反动战争来反对不是帝国主义的而是民族独立的德国时，恩格斯始终主张首先要同沙皇政府作斗争。因此，而且仅仅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反对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任何人如果不是为了鄙弃马克思主义才注意马克思主义，只要查阅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间所写的东西，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把在欧洲充当“俄国前哨”的“一整批反动民族”同德意志人、波兰人、马扎尔人等“革命民族”直接地明确地区分开来。这是事实。当时指出这个事实，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1848年各革命民族为自由奋斗，自由的主要敌人是沙皇政府，而捷克人等确实是反动民族，是沙皇政府的前哨。

如果想忠于马克思主义，那就应当具体地分析这个具体的例子。这个例子向我们说明什么呢？它只说明：（1）欧洲几个大民族和最大民族的解放利益高于各个小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2）民主要求应当从全欧洲（现在应当说从世界范围）来看，而不应当孤立地来看。

如此而已。这里丝毫也没有否定波兰人常常忘记而马克思始终遵守的那个起码的社会主义原则：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 获得解放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77页。——编者注］

 。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是沙皇政府在国际政治方面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的时代，如果那种具体形势以如下形式重演，即有几个民族开始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象1848年在欧洲开始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样），而其他民族却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那我们还是应当主张同后面这些民族进行革命战争，“料碎”它们，摧毁它们的一切前哨，不管那里已经掀起了什么小民族的运动。因此，我们决不应当抛弃马克思的策略范例——否则就是口头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同马克思主义决裂——而应当从对它们的具体分析中吸取对未来极为宝贵的教训。民主的某些要求，包括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一般民主主义（现在是一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局部。在某些具体场合，局部和整体可能有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局部。某一国家的共和运动可能只是其他国家教权派或财阀君主派进行阴谋的工具，那时我们就应当不支持这个具体的运动，但是，如果根据这一点就从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抛弃共和国的口号，那就可笑了。

从1848—1871年到1898—1916年（这里举出的是帝国主义时期最重要的里程碑，即从美西帝国主义战争[33]到欧洲帝国主义大战），具体形势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沙皇政府显然无疑地已不再是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了，第一，因为它受到国际金融资本，特别是法国金融资本的支持；第二，因为发生过1905年革命。当时，大民族国家体系——欧洲各民主国家——与沙皇政府相反，给世界带来的是民主和社会主义。 
［注：梁赞诺夫在格律恩贝格编的《社会主义历史文汇》[34]（1916年第1卷）上发表了恩格斯在1866年写的关于波兰问题的一篇极有趣的文章。恩格斯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承认欧洲各大民族的政治独立和“自决”（right　to　dispose　of　itself），同时又指出，“民族原则”（特别是波拿巴加以利用的）即把任何一个小民族和这些大民族等量齐观，是荒谬的。恩格斯说，“俄国是大量赃物〈即许多被压迫民族〉的占有者，到清算那一天，它必须退还这些赃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5页。——编者注）波拿巴政府和沙皇政府都利用小民族运动来反对欧洲民主运动，使自己得到好处。］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活到帝国主义时代。现在已经形成了少数（五六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体系，其中每个国家都压迫其他民族，而这种压迫是人为地延缓资本主义崩溃的原因之一，是人为地支持统治世界的帝国主义民族中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原因之一。当时谋求各大民族解放的西欧民主派，是反对沙皇政府利用某些小民族运动来达到反动的目的的。现在沙皇帝国主义同欧洲先进的资本帝国主义在共同压迫许多民族的基础上结成的联盟，是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现在已分裂为沙文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部分和革命部分。

这就是形势的具体变化，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口口声声说必须具体，却恰恰忽视了这种具体变化！可见，在同样一些社会主义原则的运用上也有具体变化：那时主要是“反对沙皇政府”（并且反对被它用来反对民主运动的某些小民族运动），拥护西欧大民族的革命人民；现在却要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步调一致的统一战线，主张利用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来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反对整个帝国主义阵线的斗争愈纯粹，则“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这一国际主义原则显然也就愈有现实意义。

蒲鲁东主义者为了学理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社会革命，忽视波兰的国际作用，鄙弃民族运动。现在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做法也完全是学理主义的，他们破坏反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国际阵线，由于自己在兼并问题上的动摇而（在客观上）帮助社会帝国主义者。因为国际无产阶级斗争阵线在各小民族的具体立场方面恰恰已经改变了：那时（1848—1871年间）小民族的作用是既可能成为“西欧民主派”和革命民族的同盟者，又可能成为沙皇政府的同盟者；而现在（1898—1914年间）小民族已失去了这样的作用；它们今天的作用是“大国民族”寄生性的一个滋生地，因而也是这些民族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滋生地。现在重要的，不是1/50或1/100的小民族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能不能获得解放，而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分成两个国际阵营，其中之一已被大国资产阶级的残羹剩饭（其中也包括从对小民族的双重或三重剥削中得来的东西）所腐蚀，而另一阵营如果不解放小民族，不用反沙文主义，即反兼并主义，即“自决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就不能获得解放。

事情的这个最主要的方面被波兰同志忽视了，他们不是从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立场出发，不是用国际无产阶级有两个阵营的观点来看问题。

这里还有两个证明他们拥护蒲鲁东主义的明显例子：（1）对1916年爱尔兰起义[35]的态度，这一点下面再谈；（2）提纲（第2节第3条，第3条末尾）说：“不应当用任何东西来掩盖”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这正是一种极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似乎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同在一切问题（包括民族问题）上的彻底的革命立场联系起来，就会“掩盖”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

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我们的纲领是“民族改良主义的”。请对照一下两种实际主张：（1）主张自治（波兰人的提纲第3节第4条）和（2）主张分离自由。要知道，我们双方纲领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而且也仅仅在这里！改良主义的纲领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改良主义的变革，就是不破坏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只是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作的一些让步。革命的变革却要破坏政权基础。民族纲领中改良主义的变革不废除统治民族的一切特权，并不造成完全平等，并不消灭任何民族压迫。“自治”民族同“有统治权的”民族是不平等的。波兰同志如果不是一贯忽视（象我们的老“经济派”那样）对各种政治概念和范畴的分析，就不会看不到这一点。1905年以前，自治的挪威作为瑞典的一部分而享有极广泛的自治权，但是同瑞典并不平等。只有它的自由分离，才在实际上表明和证明它享有平等权（这里顺便补充一句，正是这种自由退出，才为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更紧密更民主的接近打下了基础）。只要挪威还仅仅实行自治，瑞典贵族就享有一种额外特权；分离则不是“削弱”这种特权（改良主义的实质就是削弱祸害，而不是消灭祸害），而是把它彻底消灭（这是纲领的革命性质的基本标志）。

顺便说一说，自治是一种改良，它和作为革命措施的分离自由根本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大家都知道，改良实际上往往只是走向革命的一个步骤。正是自治使一个被强制留在某一国家疆界以内的民族能够最终被确认为一个民族，能够聚集、认识和组织自己的力量，选择完全适当的时机，以便……用“挪威的”方式声明：我们是某某民族或某某边疆区的自治议会，宣布全俄皇帝已经不再是波兰的国王，等等。对此常有这样一种“反驳意见”，说这样的问题不是用声明，而是用战争来解决的。对，在大多数场合都是用战争来解决的（正象大国的管理形式问题在大多数场合只能用战争和革命来解决一样）。可是不妨想一想，对革命政党政治纲领的这种“反驳意见”，是否合乎逻辑？难道我们反对为正义的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事业、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战争和革命吗？

“但是，我们不能拥护各个大民族之间的战争，不能拥护为了也许只有1000—2000万人口的某个小民族不可靠的解放而断送2000万人的生命！”当然不能。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抛弃自己纲领里的完全的民族平等，而是因为一个国家的民主运动的利益必须服从几个和一切国家的民主运动的利益。假定两大君主国之间有一个小君主国，它的国王因为亲缘及其他种种关系而同两大邻国的君主都有“联系”。其次，假定在这个小国里宣布实行共和制，赶走它的君主，那在实际上就意味着两大邻国会为恢复这个小国的某一君主而进行战争。毫无疑问，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以及这个小国的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这种场合下，就会反对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共和制代替君主制，这并不是一种绝对的东西，而是一种民主要求，它服从整个民主运动的利益（当然，更服从整个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情况想必丝毫不会引起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但是，假如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根据这一点就建议根本取消国际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共和国口号，那一定会被认为是一个疯子。人们就会对他说：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特殊和一般在逻辑上的基本区别。

这个例子使我们多少能从另一方面来观察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教育问题。这种教育——对于它的必要性和极为迫切的重要性，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中间是不可能有意见分歧的——在压迫的大民族和被压迫的小民族中，在兼并的民族和被兼并的民族中，能够具体地相同吗？

显然不能。要达到使一切民族完全平等、亲密接近和进而融合的共同目的，显然要走各不相同的具体道路，就拿达到这一页书的中心点的方法来说吧，从它的一边向左走和从相对的一边向右走，都是一样的。如果压迫的、兼并的大民族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般地鼓吹民族融合，而哪怕是一分钟忘记了“他的”尼古拉二世、“他的”威廉、乔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张和小民族融合（用兼并手段），忘记了尼古拉二世主张和加里西亚“融合”、威廉二世主张和比利时“融合”等等，那么，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就是可笑的学理主义者，在实践上就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在压迫国家里，对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的重心必须是宣传并且要工人坚持被压迫国家有分离的自由。不这样，就没有国际主义。如果压迫民族的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进行这种宣传，那么我们就可以而且应当鄙视他，把他看作帝国主义者，看作坏蛋。这是绝对的要求，尽管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前，分离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可能和“能够实现”。

我们必须教育工人“漠视”民族的差别，这是无可争辩的。但不是兼并主义者的那种漠视。压迫民族的成员对于小民族按照它们的共同感情究竟属于他的国家还是属于邻国，还是属于它们自己这个问题，应当抱“漠视”态度。他如果不抱这种“漠视”态度，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要作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就不应当只为本民族着想，而应当把一切民族的利益、一切民族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置于本民族之上。这在“理论”上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践上有人恰恰表现出兼并主义者的漠视态度。祸根就在这里。

相反地，小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把自己鼓动工作的重心放在我们总的提法中的另一句话上：各民族的“自愿联合”。他既可以赞成本民族的政治独立，又可以赞成本民族加入邻近的某个国家，这都不违背他作为国际主义者的义务。可是，他在任何场合都应当反对小民族的狭隘性、封闭性和隔绝状态，而主张顾全整体和大局，主张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不仔细考虑问题的人，会以为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分离自由”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联合自由”是“矛盾的”。可是，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达到国际主义和民族融合的其他道路，摆脱现在的状况而达到这个目的的其他道路。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荷兰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特殊境况。


8．荷兰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立场中的特殊与一般

毫无疑问，反对自决的荷兰和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优秀的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但是，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的理论上的论断全是一大堆错误，没有一个一般性论断是正确的，除了“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什么也没有！怎么会这样呢？

这决不是因为荷兰同志和波兰同志的主观素质特别差，而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所处的客观条件特殊。这两个国家（1）在现代大国“体系”中都是孤立无援的小国；（2）在地理上都处于竞争最激烈的、势力强大的帝国主义掠夺者（英国和德国；德国和俄国）之间；（3）这两个国家对过去自己曾是强盛的“大国”的时代怀念极为强烈，其传统极为深刻：荷兰曾经是一个比英国更强盛的殖民大国，波兰曾经是一个比俄国和普鲁士更有文化和更强盛的大国；（4）这两个国家直到现在还保持着压迫异族的特权：荷兰资产者拥有极富庶的荷属印度；波兰地主压迫乌克兰的和白俄罗斯的“农奴”，波兰资产者压迫犹太人，等等。

在爱尔兰、葡萄牙（它有一个时期曾被西班牙兼并）、阿尔萨斯、挪威、芬兰、乌克兰、拉脱维亚边疆区、白俄罗斯边疆区及其他许多地方，都找不到由这四个特殊条件结合而成的独特境况。而问题的全部实质正在于这种独特性！当荷兰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用一般论据，即关于一般帝国主义、一般社会主义、一般民主制、一般民族压迫的论据来反对自决时，真可以说他们是错上加错，一错再错。但是，只要一抛开一般论据的这层显然错误的外壳，从荷兰和波兰独特的特殊条件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实质，他们的独特的立场就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可以说（不怕成为奇谈怪论），当荷兰和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口沫飞溅地反对自决时，他们所说的并不完全是他们想要说的，换句话说，他们想要说的并不完全是他们所说的。 
［注：提醒一下，所有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己的齐美尔瓦尔德宣言[36]中都承认一般的自决，仅仅在措辞上有些不同。］



我们在提纲里已经举了一个例子。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62页。——编者注］

 哥尔特反对自己的国家实行自决，但是赞成受“他的”民族压迫的荷属印度实行自决！我们认为，同德国的考茨基、我国的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那种在口头上假装承认自决的人相比，他是较忠诚的国际主义者和较接近我们的志同道合者，这难道有什么奇怪吗？根据马克思主义一般的和基本的原则，无疑有义务为受“我自己的”民族压迫的民族的分离自由而斗争，但是完全没有必要恰恰把荷兰的独立放在首位，荷兰的缺点主要就是狭隘的、守旧的、自私的、愚蠢的封闭性：让全世界都燃烧吧，这与我们无关，“我们”满足于自己过去的猎获和它的极其丰富的“余产”——东印度，其余的事情与“我们”毫不相干！

另一个例子：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拉狄克，由于在大战爆发之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为国际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建立了很大的功绩。他在《民族自决权》一文（载于1915年12月5日《光线》杂志[37]第3年卷第3期，该杂志由尤·博尔夏特主编，是左翼激进派的月刊，被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查禁）中，激烈地反对自决。顺便说说，他仅仅引用了荷兰和波兰权威者的话来为自己辩护，并且除了其他的论据以外还提出这样一个论据：自决会助长“社会民主党似乎必须支持争取独立的任何斗争”这种思想。

从一般理论的观点来看，这种论据简直令人气愤，因为它显然不合逻辑：第一，如果不使局部服从整体，那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局部的民主要求不致被滥用；我们既不必支持争取独立的“任何”斗争，也不必支持“任何”共和运动或反神父运动。第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反对民族压迫的提法不带有同样的“缺点”。拉狄克本人在《伯尔尼哨兵报》（1915年第253号）上就曾用过“反对新旧兼并”的提法。任何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都将理所当然地从这个提法中“得出”结论：“波兰已被兼并，我反对兼并，也就是说我赞成波兰独立。”记得罗莎·卢森堡在1908年写的一篇文章[38]里发表过这样的意见：用“反对民族压迫”这个提法就够了。但是，任何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都会说，而且完全有权利说，兼并是民族压迫的形式之一，因而，如何如何。

撇开这些一般的论据不谈，拿波兰的特殊条件来说：现在波兰的独立不经过战争或革命是“不能实现”的。如果仅仅为了复兴波兰而赞成全欧战争，那就意味着充当最坏的一种民族主义者，把少数波兰人的利益放在要遭受战争折磨的几亿人的利益之上。可是，例如“弗腊克派”[39]（波兰社会党右派）就正是这样的，他们只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要比他们正确千百倍。现在，在毗邻的帝国主义大国处于目前这种关系的形势下提出波兰独立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追求空想，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忘记了全欧革命或至少是俄国和德国革命这个前提。这就象1908—1914年间在俄国把结社自由作为独立的口号提出来一样，意味着追求空想，在客观上帮助斯托雷平工党[40]（现在是波特列索夫—格沃兹杰夫工党，其实是一样的货色）。但是，如果把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结社自由的要求完全去掉，那就是发疯！

第三个例子，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在波兰人的提纲里（第3节第2条末尾）有一段话是反对波兰成为独立缓冲国这种主张的，说这是“一些没有力量的小集团的空想。要是这个主张得以实现，那就意味着建立一个小小的残缺不全的波兰国家，它会成为这个或那个大国集团的军事殖民地，成为它们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玩物，成为受外国资本剥削的地区和未来战争的战场”。这一切如果是用来反对现在提出波兰独立的口号，那是很正确的，因为仅仅波兰一国的革命不会带来任何变化，反而会使波兰群众不去注意主要方面，即他们的斗争同俄国和德国无产阶级斗争的联系。现在波兰无产阶级本身只有同邻国无产者共同进行斗争，反对狭隘的波兰民族主义者，才能帮助社会主义和自由的事业，包括波兰自由的事业，这不是奇谈怪论，而是事实。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波兰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中的巨大的历史功绩，是不能否认的。

但是，那些从当前时代的波兰特殊条件来看是正确的论据，如果当成一般性的论据，那显然就不正确了。一旦发生战争，波兰就会成为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场，这不能成为反对在两次战争的间隔时期争取更广泛的政治自由（从而也争取政治独立）的理由。关于受外国资本剥削、充当外国利益的玩物的考虑，也是如此。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现在不能提出波兰独立的口号，因为作为国际主义派无产者的波兰人，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任何作为，而只能象“弗腊克派”那样，对帝国主义君主国之一俯首帖耳。可是，俄国和德国的工人将成为兼并波兰的参加者（这意味着教德国和俄国的工人农民去干最卑鄙的野蛮勾当，同意充当残杀异族人民的刽子手）还是波兰将获得独立，这对他们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当前的状况的确非常混乱，但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还是有的，这就是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做国际主义者：俄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要求给波兰以无条件的“分离自由”，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则为大小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团结而奋斗，在当前时期或目前阶段不提波兰独立的口号。


9．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

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殖民政策》（1907年柏林版）中发表了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写给他的信，这封信对于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有重大的意义。下面就是这封信的主要部分：


　　“……依我看，真正的殖民地，即欧洲人占据的土地——加拿大、好望角和澳大利亚，都会独立的；相反地那些只是被征服的、由土著人居住的土地——印度、阿尔及利亚以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领地，无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接过来，并且尽快地引导它们走向独立。这一过程究竟怎样展开，还很难说。印度也许会，甚至很可能会闹革命，既然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不能进行殖民战争，那就必须容许它这样做，那时自然不会没有种种破坏。但是，这类事情是任何革命都免不了的。在其他地方，如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也可能发生同样情况，这对我们来说
 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我们在自己家里将有足够的工作要做。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自动地跟着我们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
 当然，这决不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编者注］





　　恩格斯根本没有设想“经济”因素自己会直接排除一切困难。经济变革会使一切民族倾向于社会主义，但是同时也可能发生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战争。政治适应经济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不会一下子发生，不会顺利地、简单地、直接地发生。恩格斯认为只有一个绝对国际主义的原则是“肯定的”，他把这个原则运用于一切“异族”，也就是说，不仅仅运用于殖民地民族，这个原则就是：强迫他们接受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就会断送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决不会仅仅因为它完成了社会革命就变成圣人，保险不犯错误和没有弱点。可是，可能犯的各种错误（以及自私自利——企图骑在别人头上），必然会使它认识这个真理。

我们所有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都确信，考茨基在1914年离开马克思主义转到维护沙文主义以前也曾经确信，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发生，正如同一个考茨基有一次所说的那样，就在“旦夕之间”。民族的恶感不会很快消失；被压迫民族对压迫民族的憎恨（也是完全正当的）暂时还会存在；只有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在各民族间彻底确立了完全的民主关系以后，它才会消散。我们如果想忠于社会主义，现在就应当对群众进行国际主义教育，但是在压迫民族中不宣传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就不能进行这种教育。


10．1916年的爱尔兰起义

我们的提纲是在这次起义以前写的。这次起义应当作为检验理论观点的材料。

反对自决的人的观点所得出的结论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小民族的生命力已经消耗殆尽，它们不能起任何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支持它们纯粹的民族愿望不会导致任何结果，等等。1914—1916年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经验用事实驳斥了这种结论。

战争对西欧各民族，对整个帝国主义来说，是一个危机时期。每次危机都抛开了俗例，撕破了外壳，扫清了一些过时的东西，揭示了更深刻的动力和力量。从被压迫民族的运动的角度来看，危机究竟揭露了些什么呢？殖民地有过多次的起义尝试，当然，压迫民族在战时书报检查机关的协助下，竭力加以掩饰。然而大家还是知道：英国人曾在新加坡残暴地镇压过自己的印度军队的起义；在法属安南（见《我们的言论报》[41]）和德属喀麦隆（见尤尼乌斯的小册子 
［注：见本卷第8—9页。——编者注］

 ）也有过起义的尝试；在欧洲，一方面，爱尔兰举行的起义，被不敢让爱尔兰人服普遍义务兵役的“爱好自由的”英国人用死刑平定下去了；另一方面，奥地利政府以“叛逆罪”把捷克议会一些议员判处死刑，并且以同样的“罪名”把捷克整整几个团的官兵枪决了。

当然，这里所举的例子是极不完全的。但是它们仍然可以表明：由于帝国主义的危机，无论在殖民地或在欧洲都燃起了民族起义的火焰；尽管有残忍的威胁和镇压，民族感情上的好恶还是表现出来了。但是要知道，帝国主义的危机还远没有达到它发展的顶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强大势力还没有被摧毁（打得“精疲力竭”的战争可以做到这一点，不过现在还没有做到）；帝国主义大国内部的无产阶级运动还十分薄弱。一旦战争打得精疲力竭，或者即使在一个大国中资产阶级政权在无产阶级斗争的打击下动摇起来，象1905年沙皇政权那样，那时情况将会怎样呢？

1916年5月9日，齐美尔瓦尔德派以及一些左派的机关报《伯尔尼哨兵报》就爱尔兰起义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好景不常》，署名卡·拉·。爱尔兰起义被说成是十足的“盲动”，据说因为“爱尔兰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由于实行改良而安定下来了，现在民族主义运动是“纯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运动，虽然闹得很凶，但是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这种学理主义和书呆子式的奇怪评价，同俄国民族主义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A．库利舍尔先生的评价（1916年4月15日《言语报》[42]第102号）相吻合，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库利舍尔先生也骂这次起义是“都柏林盲动”。

许多同志不了解，他们否认“自决”，轻视小民族的民族运动，是陷入了什么样的泥潭，但愿他们象俗语所说的“因祸得福”，现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代表的评价竟同社会民主党人的评价“偶然”相吻合，这总会使他们睁开眼睛吧！！

只有当起义的尝试仅仅暴露出一批密谋分子或荒唐的狂热者，并没有激起群众丝毫的同情的时候，才可以在科学的意义上使用“盲动”这个词。爱尔兰的民族运动进行了几百年，经历了各个不同的阶段和各种阶级利益的结合，这个运动的表现之一，就是在美国召开了群众性的爱尔兰民族代表大会（1916年3月20日《前进报》），主张爱尔兰独立；它还表现为，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经过长期的群众鼓动、游行示威、封闭报馆等等之后进行了巷战。谁把这样的起义叫作盲动，谁就是最凶恶的反动分子，或者是根本想象不到社会革命是一种活生生的现象的学理主义者。

因为，如果认为没有殖民地和欧洲弱小民族的起义，没有带着种种偏见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爆发，没有那些不自觉的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地主、教会、君主和民族等等压迫的运动，社会革命也是可以设想的，——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意味着放弃社会革命。一定要有一支队伍在这一边排好队，喊道：“我们赞成社会主义”，而另一支队伍在那一边排好队，喊道：“我们赞成帝国主义”，这才会是社会革命！只有持这种迂腐可笑的观点，才会骂爱尔兰起义是“盲动”。

谁要是等待“纯粹的”社会革命，谁就一辈子也等不到，谁就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头革命家。

俄国1905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由居民中一切具有不满情绪的阶级、集团和分子的一系列的会战构成的。其中包括带有最荒谬的偏见和抱着最模糊的、最稀奇古怪的斗争目的的群众，领取日本津贴的小集团，以及投机分子和冒险分子等等。但是客观上，群众运动打击了沙皇制度，为民主制扫清了道路，因此，觉悟的工人领导了这个运动。

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而只能是所有一切被压迫者和不满者的群众性斗争的爆发。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落后的工人，必然会参加这种斗争，——没有他们的参加就不可能有群众性的斗争，就不可能有任何革命——他们同样必然地会把自己的偏见、反动的幻想、弱点和错误带到运动中来。可是客观上他们将向资本进攻，所以觉悟的革命先锋队，先进的无产阶级，只要体现出各式各样的、五光十色的、复杂的、表面上分散的群众性斗争的这一客观真理，就能统一和指导这个斗争，夺取政权，夺取银行，剥夺大家所憎恨的（虽然憎恨的原因各不相同！）托拉斯并实现其他的专政措施，这些措施加在一起就能最后推翻资产阶级和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社会主义的胜利决不是一下子就会“清除掉”小资产阶级的渣滓的。

波兰人的提纲（第1节第4条）中说，社会民主党“应当利用殖民地的新兴资产阶级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斗争来加剧欧洲的革命危机”（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在这方面，把欧洲和殖民地对立起来是决不容许的，这难道还不明白吗？欧洲各被压迫民族的斗争能导致起义和巷战、破坏军队铁的纪律和戒严状态，这种斗争将比在遥远的殖民地大大发展起来了的起义有力得多地“加剧欧洲的革命危机”。爱尔兰起义给予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权的打击，其政治意义要比亚洲和非洲所给予的同样有力的打击大一百倍。

法国沙文主义报纸不久前报道说，秘密杂志《自由比利时》[43]第80期已在比利时出版。当然，法国沙文主义报纸常常造谣，可是这个消息却近乎事实。沙文主义的和考茨基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战争爆发两年以来并没有为自己创办一种自由刊物，奴颜婢膝地忍受战时书报检查机关的束缚（只有左翼激进派分子避开检查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和传单，这是值得赞扬的），与此同时，一个被压迫的文明民族，却以创办革命反抗的刊物来回答空前残暴的军事压迫！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的：小民族在反帝斗争中无力成为独立的因素，却起一种酵母、霉菌的作用，帮助反帝的真正力量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登上舞台。

在目前战争中，各国总参谋部都处心积虑地利用敌人阵营中的每个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德国人利用爱尔兰的起义，法国人利用捷克的运动等等。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利用敌人的最小弱点，不抓住一切机会，尤其是如果不能预先知道某个地方的火药库会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力量发生“爆炸”，那就不能严肃地对待严肃的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伟大解放战争中，我们不能利用反对帝国主义的任何一种灾难的一切人民运动来加剧和扩大危机，那我们就是很糟糕的革命家。如果我们一方面再三声明“反对”任何民族压迫，而另一方面却把被压迫民族某些阶级中最活跃和最有知识的一部分人反对压迫者的英勇起义叫作“盲动”，那我们就会把自己降低到与考茨基分子同样愚蠢的水平。

爱尔兰人的不幸，就在于他们的起义时机不合适，——当时欧洲无产阶级起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资本主义并没有被安排得如此协调，以致起义的各个源泉会不遭到挫折和失败而立刻自行汇合起来。相反地，正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爆发的各种各样的起义，保证整个运动的广度和深度；群众只有通过不适时的、局部的、分散的、因而也是遭到挫折的革命运动，才能取得经验，获得教训，集合力量，找到自己的真正领袖——社会主义的无产者，从而为总攻击作准备，正象各次罢工、各城市的和全国性的游行示威、军队哗变、农民暴动等等为1905年的总攻击作了准备一样。


11．结束语

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不正确的论断相反，民族自决的要求在我们党的鼓动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武装人民、教会同国家分离、由人民选举官吏以及被庸夫俗子们称为“空想的”其他各点。相反地，1905年以后民族运动的活跃自然也使我们的鼓动工作活跃起来了，如1912—1913年的许多文章和1913年我们党的决议，这个决议对事物的本质作了确切的、“反考茨基主义的”（即对纯口头上的“承认”决不调和的）规定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60—62页。——编者注］

 。

当时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各民族的机会主义分子，如乌克兰人尤尔凯维奇、崩得分子李普曼、波特列索夫之流的俄国奴仆——谢姆柯夫斯基，都拥护罗莎·卢森堡反对自决的论据！这位波兰女社会民主党人仅仅是对波兰运动的特殊条件所作的不正确的理论概括，立刻在实际上，在更广泛的环境中，在并非一个小国而是一个大国的条件下，在国际的而不是小小波兰的范围内，客观上成了对大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支持。政治思潮（和个别人的观点不同）的历史证明了我们的纲领的正确性。

现在露骨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如伦施之流，既直接反对自决，又直接反对否定兼并。考茨基分子则假惺惺地承认自决，在我们俄国走这条道路的有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他们两人也和考茨基一样，口头上赞成自决。实际上呢？如果拿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发表的《民族和经济》一文来看，就可看到他惯用的折中主义：一方面，经济使各民族融合，另一方面，民族压迫又使各民族分离。结论呢？结论应当是：流行的伪善态度仍然没有被揭穿，鼓动工作没有生气，没有触及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接近实际的问题，即对于受“我的”民族压迫的民族应持什么态度的问题。马尔托夫及其他国外书记宁愿干脆忘掉——多么有利的健忘！——他们的同事和伙伴谢姆柯夫斯基反对自决的斗争。马尔托夫在格沃兹杰夫分子的合法报刊（《我们的呼声报》[44]）上写过赞成自决的文章，证明了自决并不要求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等等这个无可争辩的真理，但是回避了——他在秘密的自由刊物上也回避了这一点！——主要的问题：俄国即使在和平时期，在更加野蛮的、中世纪的、经济落后的、军事官僚式的帝国主义基础上，也打破了民族压迫的世界纪录。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如果象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这班先生那样“承认”民族自决，而不去为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的分离自由而斗争，那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者，就是沙皇制度的走狗。

不管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主观的“善良”愿望如何，他们在客观上都是以他们模棱两可的态度支持俄国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时代把所有“大”国变成了许多民族的压迫者，而帝国主义的发展也必然会使国际社会民主党在民族自决问题上的思潮划分得更加清楚。





	载于1916年10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1辑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17—58页

















[13]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是根据列宁倡议建立的国际组织，于1915年9月4日，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在出席代表会议的左派社会党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齐美尔瓦尔德左派这一名称，则是1915年11月该组织出版刊物《国际传单集》时开始正式使用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最初参加者即9月4日会议的出席者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瑞士代表弗·普拉滕，德国国际社会党人组织主席尤·博尔夏特，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扬·安·别尔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卡·伯·拉狄克，瑞典代表卡·霍格伦，挪威代表图·涅尔曼。9月4日这次会议听取了列宁关于世界战争的性质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报告，制定了准备提交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宣言草案。在代表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批评了多数代表的中派和半中派观点，提出了谴责帝国主义战争、揭露社会沙文主义者叛卖行为和指出积极进行反战斗争的必要性等决议案。他们的决议案被中派多数所否决，但是经过斗争，决议案中的一些重要论点仍写入了代表会议的宣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对宣言投了赞成票，并在一个特别声明中指出了宣言的不彻底性。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声明，它将留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宣传自己的观点和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独立的工作。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选举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组成的领导机关——执行局。在1916年4月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力量有所发展，它在40多名代表中占了12名，它的一系列提案得到半数代表的赞成。1917年初，随着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公开背叛，列宁向左派提出了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决裂的问题。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建立本国共产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参看列宁的《第一步》和《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2—52页）等文。——16。



[14]《先驱》杂志（《Vorbote》）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理论机关刊物，用德文在伯尔尼出版，共出了两期：1916年1月第1期和同年4月第2期。该杂志的正式出版人是罕·罗兰－霍尔斯特和安·潘涅库克。列宁参与了杂志的创办和把第1期译成法文的组织工作。杂志曾就民族自决权和“废除武装”口号问题展开讨论。杂志刊载过列宁的《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和《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两文。——16。



[15]《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π-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8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其中5号有附刊。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1907—1914年），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该报在俄国国内和国外传播很广，影响很大。列宁高度评价《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期间的功绩，他写道：“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如果想了解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发展及其在1917年10月25日的第一次胜利”，该报所发表的文章“是不可不看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16页）。——[16]。



[16]《工人报》（《Gazeta　Robotnicza》）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06年5—10月先后在克拉科夫和苏黎世出版，由亨·多姆斯基（卡缅斯基）主编，出了14号以后停刊。1912年波兰社会民主党分裂后，出现了两个华沙委员会。两个委员会所办的机关报都叫《工人报》，一家是由在华沙的总执行委员会的拥护者办的，出了4号，另一家是由在克拉科夫的反对派华沙委员会办的，出了11号（最后两号是作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机关报在苏黎世出版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两派合并后，《工人报》在1918年8月还出了1号。——[16]。



[17]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署名的提纲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54—268页）。由《工人报》编辑部署名的提纲题为《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压迫》，是卡·拉狄克写的。这两个提纲都发表于《先驱》杂志第2期并转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1辑。——[16]。



[18]《新时代》杂志上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是在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进行的。争论是由罗·卢森堡的文章《德国和奥地利的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潮流》（载于《新时代》杂志1895—1896年卷第32期和第33期）引起的。卢森堡在该文中批评了波兰社会党领袖们的民族主义立场。她同时指出分别处在奥地利、德国和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的各个部分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有着紧密的联系，认为波兰的社会党人不应当要求波兰独立。她并因此对民族自决权的要求一般持否定态度。



埃·黑克尔代表波兰社会党右翼在《新时代》杂志第37期发表题为《社会主义在波兰》的文章，反驳卢森堡的观点。黑克尔维护波兰社会党领袖们的立场，坚持要国际在自己的纲领中承认波兰独立的要求。卢森堡在《新时代》杂志第41期又发表了《波兰的社会爱国主义》一文，作为对黑克尔文章的答复。



卡·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第42期和第43期上发表了题为《波兰完了吗？》的长文，提出了第三种观点。他同意卢森堡的看法，认为只有民主派在俄国取得胜利，波兰才会获得民族解放，但同时坚决反对卢森堡关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不应该提出波兰独立的要求这一论点。他指出，从社会党人的观点看来，在有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忽视民族解放的任务是绝对错误的。考茨基认为波兰必须恢复，因为这“第一是正义的，第二会给俄国反动派以打击”。



这次讨论后不久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伦敦代表大会通过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决议说：“代表大会宣布，它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它同情现在受到军事的、民族的或其他的专制制度压迫的一切国家的工人；大会号召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队伍，以便和他们一起为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而斗争。”列宁认为这一决议“完全直截了当地、不容许丝毫曲解地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完全的自决权；另一方面，又同样毫不含糊地号召工人在国际范围内统一他们的阶级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61页）。——[16]。



[19]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和在代表大会上，由于讨论《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曾就民族自决权这一要求展开了争论。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的《论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宣言》和《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两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87—90页和第218—226页）阐明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火星派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在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中，围绕着纲领草案第8条（在正式通过的纲领中是第9条）所表述的民族自决权的要求，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这个要求帮了波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忙，建议代之以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崩得分子当时没有直接反对民族自决，但也建议用民族文化自治的论点对这一条加以补充。崩得分子还提出了建党的联邦制原则。代表大会否决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崩得分子的主张，通过了关于民族自决的条款和跨民族的建党原则。



1913—1914年，一方面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另一方面由于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增强，民族问题的争论再度发生。孟什维克取消派、崩得分子、乌克兰机会主义分子一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纲领，反对民族自决直到分离的权利的要求，而坚持民族文化自治这一民族主义要求。罗·卢森堡在这个问题上也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她在《民族问题和自治》（1908—1909年）一文及其他著作中企图论证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中删掉关于民族自决权这一条款的必要性。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120—154页）和《论民族自决权》（同上，第25卷第223—285页）等著作中批评了机会主义者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卢森堡的观点。——[17]。



[20]指1915年春尼·伊·布哈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和1915年秋布哈林、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联名提出的提纲《论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列宁在《论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对彼·基辅斯基（尤·皮达可夫）〈无产阶级和金融资本时代的“民族自决权”〉一文的回答》、《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见本卷第98—107、108—114、115—170页）等文中批评了他们的观点。——[17]。



[21]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的批判，可参看他1866年6月7日和6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24页和第230—231页）。——[17]。



[22]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俄国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同立宪民主党等组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18]。



[23]这是俄国诗人米·尤·莱蒙托夫《给亚·奥·斯米尔诺娃》（1840年）一诗中的诗句。原诗反映了诗人因斯米尔诺娃对其诗作未置一词而产生的怅然心情。列宁在转义上借用这两句诗来嘲讽论敌。——[18]。



[24]经济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其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创办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18]。



[25]民族文化自治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鲍威尔和卡·伦纳制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俄国孟什维克取销派和崩得分子都提出过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列宁对民族文化自治的批判，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文化”自治》、《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120—154页和第180—184页，第25卷第223—285页）等著作。——[20]。



[26]挪威于1814年被丹麦割让给瑞典，同瑞典结成了瑞挪联盟，由瑞典国王兼挪威国王。1905年7月，挪威政府宣布不承认瑞典国王奥斯卡尔二世为挪威国王，脱离联盟，成为独立王国。——[22]。



[27]《伯尔尼哨兵报》（《Berner　Tagwa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于1893年在伯尔尼创刊。1909—1918年，罗·格里姆任该报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该报发表过卡·李卜克内西、弗·梅林及其他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从1917年起，该报公开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25]。



[28]《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这本小册子是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在1915年7—8月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召开的前夜合写的。列宁撰写了小册子的主要部分（第1章和第3、4章的一部分）并且审订了全书。小册子在附录部分收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战争和社会民主党》、列宁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及代表会议决议、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列宁把这部著作称为“对我们党的决议的注释，也就是对决议的通俗的说明”。



《社会主义与战争》最初于1915年8月用俄文和德文出版，并且散发给了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代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以后，小册子又在法国用法文出版，并在挪威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刊物上用挪威文全文发表。列宁还曾多次尝试用英文在美国出版，但未能实现。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与战争》由彼得格勒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于1918年在彼得格勒出版。——[28]。



[29]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司徒卢威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锐敏地看出司徒卢威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司徒卢威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思想家，用虚假的借口为掠夺战争、兼并和民族压迫辩护。——[30]。



[30]《钟声》杂志（《Die　Glock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社会沙文主义者亚·李·帕尔乌斯办的刊物（双周刊），1915—1925年先后在慕尼黑和柏林出版。——[30]。



[31]这是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2—342页）里的论点。这篇文章载于1849年2月14—15日《新莱茵报》，其确切作者在列宁撰写此文时尚未查清。——[36]。



[32]指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军队镇压1848—1849年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一事。匈牙利当时处在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奥地利皇帝就身兼匈牙利国王。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制度的匈牙利革命以1848年3月15日佩斯起义为开端，得到全国广泛响应。1849年4月14日，在匈牙利革命军队战胜奥地利帝国的入侵军队之后，匈牙利议会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成立匈牙利共和国。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于4月21日向俄国求援。5月，俄国干涉军14万人侵入了匈牙利。匈牙利革命受到两面夹击而遭到失败。8月13日，匈牙利军队向俄国干涉军司令伊·费·帕斯凯维奇投降。——[37]。



[33]指1898年美国对西班牙发动的战争。1898年4月，在古巴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美国借口其战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口被炸沉而对西班牙宣战，向西属殖民地发动进攻。7月，西班牙战败求和，12月在巴黎签订和约。西班牙将其殖民地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古巴形式上取得独立，实际上成为美国的保护国。列宁称这场战争为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38]。



[34]《社会主义历史文汇》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汇》（《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社会民主党人卡·格律恩贝格编辑出版的杂志，于1910—1930年在莱比锡出版，共出了15卷。——[38]。



[35]指1916年4月24—30日爱尔兰人民争取摆脱英国统治的民族解放起义。爱尔兰工人阶级及其武装组织——以詹姆斯·康诺利为首的爱尔兰市民军在起义中起了最积极的作用，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的代表也参加了起义。起义的中心是都柏林，4月24日起义者在那里宣布爱尔兰共和国成立，并组成了临时政府。起义遭到英国军队的残酷镇压。几乎全部起义领袖包括身受重伤的康诺利都被枪决，一般参加者则被大批驱逐出国。这次起义促进了爱尔兰解放斗争的发展。——[40]。



[36]指波兰代表团在国际社会党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1915年）上的宣言。宣言抗议沙皇俄国、德国和奥地利三国政府的压迫政策，说它们“剥夺了波兰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可能性，把波兰各地区看作是将来玩赔偿游戏的抵押品”。宣言指出：“在这方面，资本家政府的政策的实质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这些政府把人民群众赶进屠场，同时专横地决定各民族世世代代的命运”。宣言说，波兰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深信，只有参加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参加那种“必将打碎民族压迫的枷锁和消灭一切形式的异国统治的斗争，才能保证波兰人民能够在各民族的联盟中作为平等的一员获得全面的自由发展”。关于这个宣言，还可参看本卷第58页。——[45]。



[37]《光线》杂志（《Lichtstrahlen》）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左派集团“德国国际社会党人”的机关刊物（月刊），1913—1921年在柏林不定期出版。尤·博尔夏特任该杂志主编，参加杂志工作的还有安·潘涅库克、安·伊·巴拉巴诺娃等人。——[46]。



[38]指罗·卢森堡的《民族问题和自治》一文。该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1908年第6、7、8—9、10期和1909年第12、14—15期。——[46]。



[39]弗腊克派即波兰社会党—“革命派”，原为波兰社会党内的右派，1906年波兰社会党分裂后成为独立的政党，自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它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约·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在战争期间，以皮尔苏茨基为首一批领导骨干脱离该党。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该党转而对德奥占领者采取反对立场，开展争取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斗争。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1919年同原普鲁士占领区的波兰社会党和原奥地利占领区的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46]。



[40]斯托雷平工党是人们对孟什维克取消派的一种称呼，因为该派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以后，顺应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制度，以放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和策略为代价，企图换取沙皇政府准许公开的、合法的“工人”政党存在。——[47]。



[41]《我们的言论报》（《Наше　Слово》）是孟什维克的报纸（日报），1915年1月—1916年9月在巴黎出版，以代替被查封的《呼声报》。列·达·托洛茨基是该报编辑之一。——[51]。



[42]《言语报》（《Речъ》）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彼·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



这里提到的A．库利舍尔发表在1915年4月15日《言语报》第202号上的文章，题为《都柏林叛乱》。文中说，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借助于德国的金钱”准备了“这次都柏林盲动”。——[52]。



[43]《自由比利时》杂志（《Libre　Belgique》）是比利时工人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办的秘密刊物，1915—191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54]。



[44]《我们的呼声报》（《Наш　Голос》）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周报），1915—1916年在萨马拉出版。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56]。





《列宁全集》第28卷


关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的宣言[45]


（1916年7月）

从波兰社会民主党在齐美尔瓦尔德的这个宣言中可以看出，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民族自决权时想要说的并不完全是他们所说的。他们想要说的是，并非任何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都值得社会民主党支持。这是无可争辩的，因为任何民主要求都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总的利益，而决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还因为在争夺对其他民族的统治权的帝国主义竞争的时代，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某个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公开的和秘密的联盟是可能的。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369页















[45]这段文字写在单独一张纸上，大概是《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一文的相应段落（见本卷第45页）的另一稿。——[58]。









《列宁全集》第28卷


在格·叶·季诺维也夫关于《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和《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两文的书面意见上作的批注[46]


（不晚于1916年7月）


1

关于《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一文





	
这是从何说起？时代＝9A十2α是否意味着α是不可能的？？？




	您多次嘲笑“帝国主义时代”。对拉狄克及其一伙也应当如此对待，因为对他们来说“时代”是解脱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第10—11、14页及其他各页，在关于自决一文中次数更多）。——但不应当走向另一个极端。有的地方给人的印象是：您把棍子弯过了100度。





	
但是关于“时代”的论点本身（未经拉狄克歪曲的）是绝对正确的，只有这一论点才能指明一条路线，避免折中主义。




	　　我们自己在伯尔尼会议决议中说过，“现在，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即帝国主义
［注：列宁在这个词上面作了一个记号“X”。——俄文版编者注］

 时代”（等等，见《社会主义与战争》第42页）。您自己在《共产党人》杂志（第 188—189页）中写过： “当前这个时代的本质是从民族解放战争的时代过渡到帝国主义
［注：列宁在这个词上面作了一个记号“X”。——俄文版编者注］

 掠夺战争和反动战争的时代”。我认为，正是在反驳尤尼乌斯和拉狄克的文章中您应当重申这一论点并强调其正确性。否则会造成一种印象：您否认这一论点并同意承认只有和唯有这场战争才是帝国主义战争。





	不是错误，而是真理：当然可能。


	　　其次，我觉得过分强调在欧洲有发生民族战争的可能性
［注：这里和后面的着重线都是列宁画的。——俄文版编者注］

 是一个错误……





	　　　不对（不是在这个问题上）




	现在的任务是要指出，小国（塞尔维亚、瑞士等）在“当前的时代”也不能“保卫祖国”。在这个问题上混淆不清的还有格里姆及其一伙，在这个问题上“抓”弱点的有普列汉诺夫……





	我说的完全、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在这场战争中，谈不上德国的共和制问题！！在这里换成“民族战争”就意味着把时代和这场战争混为一谈。


	您自己在反驳尤尼乌斯的文章中说，把策略建立在民族战争的基础上意味着“面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说这是“民族战争的幻想”，等等……





	这是事实。用不着怕说真话。请举出还有哪一派！


	“只有德国国际社会党人还坚守岗位”（第5页）。这应换一个说法。我们不宜过分夸奖自己人。第9页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帝国主义”战争，“拿破仑帝国主义”。应当说明这里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帝国主义”这一术语的。







	一个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通用的旧术语。认为它是拉狄克们提出的，就太可笑了！！


	第10页“1914—1916年的这场战争会转化为民族战争”仅仅“这种可能性极小”吗？





	当然仅仅！！要知道，我接着就说明了这在什么时候是可能的。您别想驳倒这一点！


	第12页“帝国主义无论在奴隶制的基础上或原始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可能产生”等等（参看第9页）。这一点应当另写一页专门加以解释。否则 这一切便是毫无根据的。







	怎么能把援引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叫作“毫无根据”呢？罗马、英国反对荷兰和西班牙等等呢？


	第13页恐怕不能说“波斯、印度和中国的联合”的“可能性很大”。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是不大可能的，那就正是这种联合。







	为什么？试一试能不能证明这一点？如果没有忘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那您就无法证明。


	第 16页难道我们反对废除武装是因为我们还期待出现不反动的、正义的、应当在战时保卫祖国的战争？而不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难道我们能同意那种认为我们坚持民兵制是为了在防御性战争中保卫祖国的说法吗？







	当然是的！！！这不是战争吗？？？当然是的！您对一些字眼未深究其含义就害怕起来。在好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是件好事。

这正好是暗示。




	第 18页简单地佯称尤尼乌斯一贯拥护自决是不合适的。暗示这是罗莎·卢森堡当然不行。但是加上：

？ ？　　？

“现在”，“在战争的教训的影响之下”
［注：着重线、引号和问号都是列宁画的。——俄文版编者注］

 等词是必要的。







	劳动派[47]、社会革命党[48]左派农民的行为可以证明。我说的是“大概”。正是在这种地方低估农民的“爱国主义”是危险的。


	第27页在俄国“很大一部分贫苦农民都被帝国主义所迷惑，都拥护战争”。有何证据？毫无证据。一切自由派的农民生活观察者、非党人士（尼孔主教）、民粹派 （《俄国财富》杂志）说的完全相反。普列汉诺夫利用这种论点来反对我们。洛伊特纳已经在写什么俄罗斯的“人民帝国主义”。





	普列汉诺夫犯错误，将不是由于您所说的那个原因：请试把原因讲演楚！！比利时“现在”正参加英国＋法国＋俄国的掠夺战争，帮助扼杀加里西亚、亚美尼亚及其他地区。对每一次这种战争都要作具体评价。


	

2

关于论自决的文章

第24—25页。举比利时和比利时可能发生的起义的例子不合适。普列汉诺夫会说：究竟为什么要等待比利时被兼并，要等待它举行起义呢？它现在已经在为不被兼并而斗争，据说，它正在用这种方式来实现保卫祖国（在这个词的好的意义上）。







	不对！根本不对！！我曾具体指明这是可能的（在论尤尼乌斯一文中）。为什么您没有反驳那里面所说的？？

［注：（1）没有希望的战争也是战争；



（2）——小国同大国进行的没有希望的战争，在大国国内发生起义的情况下，就可能变为有希望的战争。］

何以见得 1918年（我举的例子）欧洲将发生帝国主义战争，而不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任何时期都可能发生帝国主义战争？不，不是在任何时期。1905年英国和德国（为了争夺挪威）的帝国主义战争等等就未能发生。




	事实上，被兼并的比利时反对德国的任何民族战争都不可能发生。





	　　根据谁的行动时间表？ 您完全离开了要对每一次这种战争分别加以评价这一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不对！！在《先驱》杂志的一篇文章[49]里




	在下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比利时可能在关键时刻参加反德联盟——这是对的。比利时的资产阶级将称之为民族战争。这也是对的。但事实上，它并不会比塞尔维亚现在参加协约国方面具有更多的民族战争性质。（而更糟糕的是比利时资产阶级有刚果。）奥地利并没有兼并塞尔维亚，但扼杀了它，扼杀了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革命。——如果德国兼并了比利时，我们向比利时无产者宣传的将不是民族起义，而是国际起义，即同革命的德国无产阶级并肩战斗。假如象您那样孤立地提出比利时，那就无法理解原则区别在哪里：为什么在有人进攻比利时，企图兼并它的时候，不应当保卫比利时祖国，而要在它被兼并之后才去保卫它？比利时被兼并将造成新的不满的根源，斗争将因民族压迫而复杂化——这是对的。德国无产阶级应当支持比利时的分离自由——这也是对的。它对丹麦也应当这样做，我们对瑞典也应当这样做。但丹麦反对德国、瑞典反对俄国的任何民族战争在当前的时代毕竟是不可想象的。“利用这些冲突”（见我们的提纲）是需要的。但您说的不只是这一点。



	（注意）“可能”（注意）注意║在哪里忘记了？可能与必定是两回事。您忘记了这一点！！




	　　我们的提纲中说（第39页倒数第2段）：反对一个帝国主义政府的斗争……可能被另一“大”国利用，等等，也就是说
［注：“也就是说”这几个字是列宁加的。——俄文版编者注］

 ，不能使我们拒绝承认自决。这是对的。但不应再往前走了。否则就会忘记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况本身。



	？？蒲鲁东主义恰好是否认资产阶级民族起义和民族战争的可能性（和往往具有的好处）。


	　　兼并之后我们建议比利时和比利时工人做什么：在肯定没有英法援助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地进行反抗德国的民族战争？或者，我们掩盖下述“情况”：否则比利时就会重新成为反德联盟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工具。



	（（这风马牛不相及。与此无关，完全无关。这只是对普列汉诺夫论点的答复。并且讲的是这场战争的性质。））


	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中（第8页）您写道：“假定一切国家都向德国宣战，要求德国退出比利时并赔偿它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当然要同情德国的敌人。”





	（您这是自相矛盾，同自己的第1页和第2页相矛盾。）啊哈！！！ 不幸的起义是一种可能的起义，是不是这样？

您不合逻辑到了荒唐的程度。

向各国工人宣传国际主义的国内战争是一回事，而否认民族战争的可能性则是另一回事！！在理论问题上决不能把可能的东西（对不同的阶级和国家来说）同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来说是适当的和正确的东西混为一谈。蒲鲁东主义就是从这种混淆中产生的。卡·马克思和蒲鲁东主义者在 1866—1869年间都说过、向工人宣传过“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他们都是正确的。但是，蒲鲁东主义者补充说：“进步的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他们便错了。现在蒲鲁东主义者在类似的问题上迷失了方向，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大国的无产阶级起义同小国和殖民地反对大国的民族起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是可能的（和不可避免的）。




	这样说是可以的。为了一目了然起见是可以这样论证的。但是这个“假定”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绝不能忘记。比利时发生起义（兼并后）姑且说是可能的，——正如 1916年爱尔兰能够发生起义一样。拉狄克是个庸人，因为他把爱尔兰的起义称作“盲动”。这是不容怀疑的。但是我们对比利时可能发生的起义能说些什么呢？同您关于都柏林所说的一样：这次起义的不幸，就在于它没有同国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汇合起来。换句话说，我们将向比利时工人宣传国际革命，而不是宣传民族战争。



	
在什么地方这样说过？哪里也没有！！说的是另一回事：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民族战争也是可能的。仅仅如此而已。而这是正确的。




	　　一次再一次地提醒，——不要忘记 1914—1916年战争中塞尔维亚的例子！您常常过分热中于您的反对拉狄克鼠目寸光的“正义战争”，以致形成这样一个前景：说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但是再往后呢——不知道，也可能是新基础上的民族战争的新时代。







	请试把这个“论点”表述出来，结果将是：“帝国主义时代”产生了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但是也可能产生另一种战争。


	　　您说帝国主义扩大民族压迫，使自决（指革命的自决）具有迫切性，这当然是万分正确的。但是这丝毫也不削弱关于帝国主义战争时代的论点。



	也就是说它们是可能的（这是一回事）。“某现象是可能的”。“不排除某现象”。这是一回事。

这一点在驳尤尼乌斯的整篇文章中也说了，也发挥了，也举了例子。就在那里说过：“没有希望的战争也是战争”——并且还指出了没有希望转化为有希望的条件！！！认为历史上不存在（可能不存在）没有希望的战争，认为没有希望的战争不可能转化为有希望的战争，——就是“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您说：难道 1789—1871年间的“时代”排除了非民族战争吗？对！没有排除。但是请您说（并且加以发挥），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时代也同样，在同一个意义上（也就是说作为并不改变全局面貌的个别现象）并不排除民族战争。这就是我的全部建议。



	拉狄克的兼并主义不在于此，而且我也没有把这一点看作兼并主义。请回答，事先拒绝在欧洲恢复一些国家，这难道不是“兼并主义”（不彻底的）吗？？请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第27—28页。确认集中（通过帝国主义的野蛮方式）这一点本身，还不是任何兼并主义。总而言之，在您的表述中，关于兼并主义那一条的指责，我觉得有些牵强附会。拉狄克及其一伙是不彻底的国际主义者，而不是不彻底的兼并主义者，他们如果把问题推到“逻辑的终点”，就可能走向库诺主义。现在对他们的指责如果表述得客观一些，那就会博得好评。



	对！已经改了。


	第33页。“当我们和只要我们没有力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时，工人们应当更紧密地联合起来。”难道只是“当”和“只要”。（修辞上最好改一改。）





	这将在下一篇评论整个考茨基主义的文章中谈到。这里需要分析为什么废除武装是胡说八道。拉狄克及其一伙对于为什么说考茨基主义主荒谬的这整个问题提得不准确。




	　　如果您专用一节再分析一下欧洲联邦口号与自决的关系，可能是非常有益的。拉狄克及其一伙断言这是一回事。在这样一篇分析他们全部“论点”的主要文章中，不宜回避这个问题。



	
办——不——到！！

这是普列金说情！！

“言与行”！
［注：旧俄时人们向当局告密时的用语，表示“有人造反”！——编者注］






	　　最好把总的“调子”再放缓和些。这只会更有说服力。既然总的说来您是把他们当作迷途的朋友对待（对此我很高兴），所以文章只会因此而博得好评。枝节问题——见校样。看过的人还请求用不太刺激的词换掉“恶棍”这个词。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68—478页







[46]列宁的批注写在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书面意见（信件）的页边和行间。季诺维也夫的意见可能是根据列宁文章的手稿或校样提的。——[59]。



[47]劳动派（即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有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62]。



[48]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62]。



[49]指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提纲《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54—268页）。——[64]。







《列宁全集》第28卷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8月9日〔22日〕以前）


机会主义（以社会沙文主义形式出现的）对欧洲工人运动取得的异常可鄙的胜利，是否同帝国主义有联系呢？

这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根本问题。现在我们有可能而且应当来分析这个根本问题，因为我们在我们党的出版物上已经充分证明了如下两点：第一，我们这个时代和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第二，社会沙文主义同机会主义的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及其相同的思想政治内容。

首先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确切和完备的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垄断制表现为五种主要形式：（1）成立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生产集中达到了产生这种资本家垄断同盟的阶段；（2）大银行占垄断地位，3—5家大银行支配着美、法、德三国的全部经济生活；（3）原料产地被各托拉斯和金融寡头占据（金融资本是同银行资本融合的垄断工业资本）；（4）国际卡特尔开始（在经济上）瓜分世界。这种国际卡特尔的数目已超过100个，它们控制着整个世界市场，并且“和睦地”进行瓜分（在战争还没有重新瓜分它以前）。资本输出作为一种非常典型的现象，和非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输出不同，它同从经济上、从政治和领土上瓜分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5）从领土上瓜分世界（瓜分殖民地）已经完毕。

帝国主义，作为美洲和欧洲然后是亚洲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截至1898—1914年这一时期已完全形成。美西战争（1898年），英布战争[50]（1899—1902年），日俄战争（1904—1905年）以及欧洲1900年的经济危机，——这就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主要历史里程碑。

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这首先表现在腐朽的趋势上，这种起势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一切垄断所特有的现象。共和民主派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君主反动派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的差别所以日益消失，正是因为两者都在活活地腐烂着（这决不排除资本主义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或在某些时期内惊人迅速的发展）。第二，资本主义的腐朽表现在以“剪息票”为生的资本家这一庞大食利者阶层的形成。英、美、法、德四个先进帝国主义国家各拥有1000—1500亿法郎的有价证券资本，就是说，各国每年的收入都不少于50—80亿法郎。第三，资本输出是加倍的寄生性。第四，“金融资本竭力追求的是统治，而不是自由。”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是帝国主义的特性。行贿受贿之风猖獗，各种各样的巴拿马案件[51]层出不穷。第五，同兼并密切联系着的那种对被压迫民族的剥削，特别是极少数“大”国对殖民地的剥削，使“文明”世界愈来愈变成叮在数万万不文明的各族人民身上的寄生虫。罗马的无产者靠社会过活；现在的社会靠现代无产者过活。西斯蒙第这个深刻的见解，马克思曾特别加以强调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6页。——编者注］

 。帝国主义稍微改变了这种情况。帝国主义大国无产阶级中的特权阶层，部分地也依靠数万万不文明的各族人民过活。

不难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帝国主义造成的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即辩护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之为“交织的现象”），其含义也是一样。

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定义，就不免要同卡·考茨基完全抵触，因为他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断定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比较爱好”的一种政策，是“工业”国力图兼并“农业”国的企图 
［注：“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或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考茨基于1914年9月11日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论文）］

 。考茨基的这个定义在理论上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不是工业资本的统治，而是金融资本的统治，恰恰不单是力图兼并农业国，而是力图兼并一切国家。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同它的经济割裂开来，把政治上的垄断制和经济上的垄断制割裂开来，为他的庸俗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如“废除武装”、“超帝国主义”之类的谬论扫清道路。捏造这种理论的全部用意和目的，无非是要掩饰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从而为同帝国主义辩护士即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讲“统一”的理论辩护。

考茨基的这种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我们已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共产党人》杂志[52]上详细论述过了。我们俄国的考茨基主义者，以阿克雪里罗得和斯佩克塔托尔为首的“组委会分子”，包括马尔托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托洛茨基，都认为最好避开不谈考茨基主义这一思潮的问题。他们不敢维护考茨基在战时所写的东西，而只是吹捧考茨基（如阿克雪里罗得所写的一本德文小册子，组织委员会曾答应要用俄文出版）或援引几封考茨基的私人信件（如斯佩克塔托尔）来敷衍了事。考茨基在这些信件中硬说他属于反对派，而狡猾地试图完全否认自己的一切沙文主义言论。

应当指出，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这种无异于粉饰帝国主义的“见解”，不仅比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倒退了（虽然希法亭本人现在极力维护考茨基，维护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统一”！），而且比社会自由派约·阿·霍布森也倒退了。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丝毫不想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是他在1902年的著作 
［注：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1902年伦敦版。］

 中却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深刻得多的定义，对帝国主义的矛盾作了深刻得多的揭露。请看这位著作家（在他那里几乎可以找到考茨基的一切和平主义的和“调和主义的”庸俗论调）对于帝国主义寄生性这一极重要的问题所发表的言论吧：

霍布森认为，有两种情况削弱了旧帝国的力量：（1）“经济寄生性”；（2）用附属国的人民编成军队。“第一种情况是经济寄生习气，这种习气使得统治国利用占领地、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达到本国统治阶级发财致富的目的，来收买本国下层阶级，使他们安分守己。”关于第二种情况，霍布森写道：


　　“帝国主义盲目症的最奇怪的症候之一〈这种关于帝国主义者的“盲目症”的调子从社会自由派霍布森口中唱出来，比从“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口中唱出来更加适当〉，就是大不列颠、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所抱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是大不列颠。我们征服印度帝国的大部分战斗都是我们用土著人编成的军队进行的；在印度和近来在埃及，庞大的常备军是由英国人担任指挥的；我们征服非洲的各次战争，除了征服南部非洲的以外，几乎都是由土著人替我们进行的。”瓜分中国的前景，使霍布森作出了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估计：“到那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将同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如英格兰南部、里夫耶拉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也会有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家臣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从事运输和易腐坏产品最后加工的工人。主要的骨干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作为贡品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西方国家更广泛的同盟，即欧洲大国联邦向我们展示的前途就是，这个联邦不仅不会推进全世界的文明事业，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险：产生出这样一批先进的工业国家，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从亚非两洲获得巨额的贡献，并且利用这种贡款来豢养大批驯服的家臣，他们不再从事大宗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而是替个人服务，或者在新的金融贵族监督下从事次要的工业劳动。让那些漠视这种理论〈应该说：前途〉、认为这个理论不值得研究的人，去思考一下已经处于这种状态的目前英格兰南部各区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吧。让他们想一想，一旦中国受这种金融家、‘投资者’〈食利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经济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潜在富源汲取利润，以便在欧洲消费，这套方式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当然，情况是极为复杂的，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变化也难以逆料，所以不能很有把握地对未来作出某种唯一的预测。但是，现在支配着西欧帝国主义的那些势力，是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如果这些势力不遇到什么抵抗，不被引上另一个方面，它们就确实会朝着完成这一过程的方向努力。”



　　社会自由派霍布森看不到，只有革命无产阶级，而且只有采取社会革命的形式，才能实行这种“抵抗”。正因为如此他才是社会自由派！不过，他早在1902年就精辟地分析了“欧洲联邦”问题（请考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注意！）以及各国伪善的考茨基主义者所极力掩饰的种种事实的意义，即：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道，正是朝着靠剥削亚非两洲以建立帝国主义欧洲的方向而共同努力的；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某些阶层的一部分，他们被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所收买，已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败坏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现在战胜了（能长久吗？）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之间的这种极深刻的经济联系，我们不仅在一些论文中，而且在我们党的一些决议中都一再指出过。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说，同社会沙文主义决裂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的考茨基主义者却喜欢回避这个问题！例如，马尔托夫还在他所作的几次专题报告中就进行过诡辩，他的那番话登载在《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上（1916年4月10日第4号），原文如下：


　　“……如果那些在智力发展方面最接近于‘知识界’的最熟练工人竟也难免离开革命社会民主党而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那么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事业是很糟糕的，甚至是没有希望的……”



　　玩弄一下“难免”这个愚蠢字眼和某种“偷天换日”的把戏，就把某些工人阶层转到机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事实回避过去了！而组织委员会的诡辩家们要回避的正是这一事实！他们用考茨基主义者希法亭以及其他许多人目前所炫耀的“官场的乐观主义”来支吾搪塞，说什么客观条件能保证无产阶级的统一和革命派的胜利！说什么他们都是些对无产阶级抱“乐观主义的人”！其实，所有这些考茨基主义者，如希法亭、组委会分子以及马尔托夫之流，不过是……对机会主义抱乐观主义罢了。实质就在这里！

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产儿，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产儿，而不仅仅是欧洲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产儿。当然，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迟早——早50年或迟50年，从这一范围来看，这是一个小问题——“会”统一起来，而且革命社会民主党“必然”会在无产阶级中获得胜利。但是，考茨基主义者先生们，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你们现在在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中向机会主义者献媚讨好，而这些人对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说来是异己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奴仆、代理人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不摆脱这些人，工人运动就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人运动。你们鼓吹同机会主义者，即同列金、大卫之流，同普列汉诺夫、契恒凯里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统一”，这在客观上就是掩护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利用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得力代理人去奴役工人。革命社会民主党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它正在到来而且必定到来，正在实现而且必定实现，但是这一胜利完全是反对你们的，它将是击败你们而取得的胜利。

当代工人运动中的两种倾向，甚至是两个党派，在1914—1916年间显然已经在全世界分道扬镳。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数十年内，大约从1858年到1892年，在英国仔细地考察过这两个党派。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没有活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最早也只能说是在1898—1900年间开始的。但是英国的特点是，它从19世纪中叶起至少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1）拥有极广大的殖民地；（2）拥有垄断利润（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就这两点来说，英国当时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例外，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分析这一例外时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种现象和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胜利（暂时的胜利）之间的联系。

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4—345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1872年9月21日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黑尔斯（Hales）在国际联合会委员会中掀起了一场大风波，投票谴责马克思，因为他说过“英国工人领袖被收买了”。 
［注：同上，第33卷第521页。——编者注］

 马克思在1874年8月4日写信对左尔格说：“至于说到此地〈英国〉的城市工人，遗憾的只是那帮领袖都没有进入议会。不然这倒是摆脱这帮混蛋的一条最可靠的道路。” 
［注：同上，第637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1881年8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里说到了“被中产阶级收买了的，或至少是领取中产阶级报酬的人所领导的最坏的英国工联”。 
［注：同上，第35卷第18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说：“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 
［注：同上，第353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1889年12月7日写信对左尔格说：“……这里〈英国〉最可恶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respectability）……连我认为是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物汤姆·曼也喜欢谈他将同市长大人共进早餐。只要把他们同法国人比较一下，你就会知道革命有多么良好的影响。”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16页。——编者注］

 他在1890年4月19日的信中说：“运动〈英国的工人阶级的运动〉暗中向前发展着，席卷了愈来愈广大的阶层，而且往往是那些至今处于停滞状态的、处于最低层的〈黑体是恩格斯用的〉群众，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突然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认识到原来正是他们自己才是一支伟大的运动着的力量。” 
［注：同上，第391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1891年3月4日写道：“分崩离析的码头工人工会失败了，战场上将只剩下一些富足的因而也是胆怯的‘旧的’保守的工联……” 
［注：同上，第38卷第44页。——编者注］

 他在1891年9月14日写道：在工联纽卡斯尔代表大会上，反对八小时工作制的旧工联主义者失败了，“而资产阶级报纸承认资产阶级工人政党遭到了失败……” 
［注：同上，第151页。——编者注］

 （所有的黑体都是恩格斯用的）

恩格斯曾把他数十年来反复说明的这些思想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他在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版所写的序言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在这个序言中谈到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谈到了“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和“广大工人群众”相对立。工人阶级中间只有那些“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英国在1848—1868年间的特权地位所提供的“长期的利益”，而“广大群众的状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特权地位……”“新”工联即非熟练工人联合会的会员，“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理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的成员’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在英国被称为“所谓工人代表”中，“即在那些情愿把他们属于工人阶级这种性质淹没在他们的自由主义海洋里，因而使他们的这种性质受到宽恕的人们当中……”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77—382页。——编者注］



我们之所以特意相当详细地摘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坦率的言论，是想使读者能够全面加以研究。这些言论是必须研究的，是值得细细玩味的。因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客观条件要求我们在工人运动中所采取的策略的关键，正是在这里。

考茨基在这里也企图“把水搅浑”，用同机会主义者调和的甜言蜜语来偷换马克思主义。坦白的、天真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如伦施之流）说德国进行战争是为了破坏英国的垄断，考茨基在同他们论战时，用来“纠正”这种明显的谎话的是另一种同样明显的谎话。他用娓娓动听的谎话代替厚颜无耻的谎话！他说，英国的工业垄断早就被打破了，早就被破坏了，因此已无可破坏也无须再破坏了。

这种论据的虚伪性何在呢？

第一，就在于避而不谈英国的殖民地垄断。而我们已经看到，恩格斯早在34年以前即1882年，就非常明白地指出了这种垄断！如果说英国的工业垄断已被破坏，那么其殖民地垄断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变本加厉了，因为全世界被瓜分完毕了！考茨基用甜蜜的谎言作幌子，偷运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小市民的货色，妄说“没有什么东西要通过打仗来争夺”。恰巧相反，现在对资本家来说不仅有要通过打仗来争夺的东西，而且如果想要保存资本主义，他们不能不打仗，因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不用暴力手段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就不能得到比较老的（又比较弱的）帝国主义列强现在享有的那些特权。

第二，为什么英国的垄断使机会主义在英国（暂时）获得了胜利呢？因为垄断提供超额利润，即超过全世界一般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利润的额外利润。从这种超额利润中，资本家可以拿出一部分（甚至是不小的一部分！）来收买本国工人，建立某种同盟（请回忆一下维伯夫妇所描写的英国工联同它们的雇主的有名“同盟”吧），即一国的工人同本国资本家共同反对其他国家的同盟。英国的工业垄断早在19世纪末叶就被破坏了。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破坏得怎样呢？是不是一切垄断都消失了呢？

如果情况是这样，考茨基的调和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理论”倒会有些根据了。但问题就在于情况并不是这样。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每个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以及每家大银行，都是一种垄断组织。超额利润并没有消灭，它仍然存在。一个享有特权的财力雄厚的国家对其他所有国家的剥削仍然存在，并且更加厉害了。极少数富国——就独立的和真正庞大的“现代”财富来说，这样的国家只有四个，即英、法、美、德——把垄断扩展到无比广阔的范围，攫取着数亿以至数十亿超额利润，让别国数亿人民“驮着走”，为瓜分极丰富、极肥美、极稳当的赃物而互相搏斗着。

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和政治实质就在于此，考茨基对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加以掩盖，而不是加以揭露。

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能够每年拿出一两亿法郎，在经济上收买“自己的”工人中间的上层分子，因为他们的超额利润大概有10亿之多。至于这点小恩小惠怎样分配给工人部长、“工人议员”（请回想一下恩格斯对这个概念的精辟分析）、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工人代表[53]，工人官吏、狭隘行业工会工人以及职员等等，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在1848—1868年间，以及在稍后的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只有英国享有垄断；因此机会主义能在英国得势数十年；当时任何其他国家既没有最丰富的殖民地，也没有工业垄断。

19世纪的最后30多年，是向帝国主义新时代过渡的时期，这时享有垄断的已经不是一国的金融资本，而是为数很少的几个大国的金融资本。（在日本和俄国，对军事力量的垄断，对极广大领土和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极便利条件的垄断，部分地填补了，部分地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由于这种不同的情况，从前英国的垄断能够存在几十年而无人争夺。现代金融资本的垄断却遇到了疯狂的争夺；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开始了。从前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被收买、被腐蚀几十年。现在这就很难办到了，甚至办不到了，但是每一个帝国主义“大”国都能够而且正在收买人数较少的（与1848—1868年间英国的情况相比较）“工人贵族”阶层。从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用恩格斯的寓意极深的话来说——只能在一国内形成（因为当时只有一国拥有垄断），但是能维持很久。现在“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里都成了不可避免的和典型的现象，但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赃物而进行疯狂斗争，这种党未必能在许多国家里得势很久。因为，托拉斯、金融寡头和物价高涨等等虽然提供了收买一小撮上层分子的可能性，但是，对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打击、压迫、摧残和折磨却愈来愈厉害。

一方面，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力求把少数享有特权的最富的民族变为叮在他人身上的“永久”寄生虫，靠剥削黑人和印度人等等来“安享清福”，用装备着精良的杀人武器的最新军国主义来压服他们。另一方面，比以前遭到更厉害的压迫和承担着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痛苦的群众，却力求摆脱这种桎梏，推翻资产阶级。当前工人运动的历史必将在这两种趋势的斗争中逐渐展开。因为前一种趋势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经济上“有根据的”。在一切国家里资产阶级都已经产生、养育和保有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象意大利的比索拉蒂之流的成形的、十足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党，同波特列索夫、格沃兹杰夫、布尔金、齐赫泽、斯柯别列夫之流的半成形的所谓的党，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重要的是，工人贵族阶层分离出去而投靠资产阶级的过程，在经济上已经成熟并且已经完成了，而这种经济事实，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动，要为自己找到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形式，是不怎么“费劲”的。

在上述经济基础上，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设施，如报刊、议会、各种社团和代表大会等等，就替那些恭顺驯良的改良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职工们，创造了一种同他们获得的经济上的特权和小恩小惠相适应的政治上的特权和小恩小惠。在内阁或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在议会和各种委员会中，在“堂堂正正的”合法报纸编辑部或同样堂堂正正的“唯资产阶级之命是听的”工会理事会中安排有油水的和稳当的职位，这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用来诱惑和嘉奖“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代表人物及其拥护者的手段。

政治民主制的机构也是循着这一方向运转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没有选举；没有群众是行不通的，而在印刷发达和议会制盛行的时代，要让群众跟自己走，就必须有一套广泛施展、系统推行、周密布置的手法，来阿谀奉承、漫天撒谎、招摇撞骗、玩弄流行的时髦字眼、信口答应工人实行种种改良和办种种好事，——只要他们肯放弃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我把这套手法叫作劳合－乔治主义，因为英国大臣劳合－乔治是在一个拥有“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典型国家里玩弄这套手法的一位最高超最狡猾的代表。劳合－乔治是一个第一流的资产阶级生意人和滑头政客，是一个颇有声誉的演说家，他善于在工人听众面前乱吹一通，甚至讲一些最最革命的词句，他善于向驯良的工人大施恩惠，如许诺实行社会改良（保险等等），他出色地为资产阶级服务①，并且正是在工人中间替资产阶级服务，正是在无产阶级中间转播资产阶级影响，即在一个最有必要而最难于在精神上征服群众的地方传播这种影响。

试问，劳合－乔治同谢德曼、列金、韩德逊、海德门、普列汉诺夫以及列诺得尔之流是否有很大的区别呢？有人会反驳说，在后者中间有些人会回到马克思的革命社会主义方面来。这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从政治上即从大的方面来看，这是一种程度上的微不足道的区别。在今天的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中间可能有个别人会回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但是社会沙文主义或机会主义（这是一回事）的流派却不会消失，也不会“回到”革命无产阶级方面来。这个政治流派，这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受到工人欢迎的一切地方，都会拿马克思的名字来赌咒发誓。要禁止他们这样做是不可 
［注：不久以前，我在一种英文杂志上读到劳合－乔治的一位政敌托利党人[54]写的一篇文章：《托利党人眼中的劳合－乔治》。战争擦亮了这位政敌的眼睛，使他看到劳合－乔治是资产阶级的一名多么出色的帮办！托利党人已经同他和解了！］

 能的，正如不能禁止一个商号使用任何一种商标、招牌和广告一样。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

事实是，“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这种政治现象在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已经形成了，不同这些政党（或集团、流派等等，反正都是一回事）展开坚决无情的全面斗争，就根本谈不上反对帝国主义，也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俄国的齐赫泽党团[55]、《我们的事业》杂志[56]、《劳动呼声报》[57]以及国外的“组委会分子”，都无非是这样的党的变种罢了。我们根本不能设想这些党派会在社会革命以前消失。恰巧相反，这个革命愈迫近，爆发得愈猛烈，革命进程的转变和飞跃愈急剧，革命的群众潮流反对机会主义的小市民潮流的斗争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也就愈大。考茨基主义根本不是什么独立的流派，因为它无论在群众中间或在投靠资产阶级的特权阶层中间，都没有根基。但是考茨基主义的危险，就在于它利用过去的观念，竭力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调和，坚持前者和后者的统一，从而提高后者的威信。群众已经不再跟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走了：劳合－乔治在英国工人大会上受到了斥责，海德门退出了党，列诺得尔和谢德曼之流，波特列索夫和格沃兹杰夫之流全靠警察来保护。考茨基主义者暗中维护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行为，是再危险不过的了。

考茨基派惯用的诡辩之一，就是以“群众”为借口。他们说：我们不愿意脱离群众和群众组织！可是请想一想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的提法吧。英国工联这些“群众组织”在19世纪曾经拥护资产阶级工人政党。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因此就同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调和，而是揭露它。他们没有忘记：（1）工联组织直接包括的只是无产阶级的少数。无论当时在英国或现在在德国，无产阶级中参加组织的人数不超过15。决不能认真设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把大多数无产者包括到组织中去。（2）——这是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参加组织的人数，而在于这个组织所采取的政策的客观实际意义：这个政策是代表群众利益，为群众服务，即为群众从资本主义下得到解放服务呢，还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代表少数人同资本主义调和？这后一种情况正是19世纪的英国和现在的德国等等的真实情况。

恩格斯把“最低层的群众”即真正的多数同旧工联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分开，同享有特权的少数分开，并且向这个没有沾染上“资产阶级式的体面”的真正多数发出号召。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实质就在于此！

我们不可能（谁也不可能）估计到，无产阶级中间究竟有哪一部分人在现在或将来会跟着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走。这只有斗争才能说明，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最后解决。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主张保卫祖国的人”只代表少数。因此，我们如果愿意仍然成为社会主义者，就应该下到和深入到真正的群众中间去，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容就在于此。我们揭穿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实际上背叛和出卖群众的利益，揭穿他们维护少数工人暂时的特权，揭穿他们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影响，揭穿他们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和代理人，从而教育群众认清自己的真正的政治利益，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休战交替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为社会主义和革命进行斗争。

向群众说明必然而且必须同机会主义分裂，通过无情地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来教育他们进行革命，依据战争的经验揭穿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一切丑恶行径而不把它们掩盖起来，——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中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试就这条同考茨基主义截然相反的路线的主要特点作一概括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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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英布战争亦称布尔战争，是指1899年10月—1902年5月英国对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19世纪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为了并吞这两个黄金和钻石矿藏丰富的国家，英国发动了这场战争。由于布尔人战败，这两个国家丧失了独立，1910年被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70。



[51] 巴拿马案件是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一个大的贪污贿赂案。1879年法国为开凿穿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而成立了巴拿马运河公司，由苏伊士运河建筑师费·莱塞普斯任董事长。1881年工程开工，由于管理不善和贪污舞弊，公司发生资金困难。公司负责人乃向法国政府官员和其他有关人员行贿，以进行股票投机。1888年公司破产，几十万股票持有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1893年法国议会大选前，这一贿赂事件被揭露，受贿者有总理、部长、议员等多人，结果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潮。为掩盖真相，法国政府匆忙宣告被控的官员和议员无罪，只有一些次要人物被判罪。1894年该公司改组；1903年公司把运河开凿权卖给了美国。后来“巴拿马案件”一词就成了官商勾结进行诈骗的代名词。——70。



[52] 《共产党人》杂志（《　　》）是列宁创办的，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资助杂志的格·列·皮达可夫、叶·波·博什共同出版，尼·伊·布哈林参加了杂志编辑部。杂志于 1915年 9月在日内瓦出了一期合刊，刊载了列宁的三篇文章：《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和《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曾打算把《共产党人》杂志办成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机关刊物，为此力求吸收波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卡·拉狄克）和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参加杂志的工作。可是在杂志筹办期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布哈林、皮达可夫、博什之间很快就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杂志创刊以后，分歧愈益加剧。这些分歧涉及对民主要求的作用和整个最低纲领的作用的估计。而拉狄克也与布哈林等结成联盟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根据列宁的提议，《共产党人》杂志只出这一期就停刊了（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 27卷第307—309页）。《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随后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来代替这个刊物。



关于《共产党人》杂志的创办以及处理同布哈林、皮达可夫、博什之间的分歧问题，可参看列宁 1916年 3月（11日以后）、1916年 5月（6—13日之间）给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信，1916年 5月21日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1918年 6月（17日以前）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和1916年 11月30日给伊·费·阿尔曼德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72。



[53] 指军事工业委员会里的工人代表——工人团。



军事工业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资产阶级的组织。这一组织是根据 1915年 5月第九次全俄工商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建立的，其目的是把供应军火的工厂主联合起来，动员工业企业为战争需要服务，在政治上则对沙皇政府施加压力，并把工人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1915年7月，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开始在委员会内建立工人团。布尔什维克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对工人团的选举进行了抵制。在 244个地方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只有76个委员会进行了选举，成立了工人团的委员会则只有 58个。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内组织了以孟什维克库·安·格沃兹杰夫为首的工人团。1917年二月革命后，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临时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委员会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曾试图利用军事工业委员会里的专家来整顿被战争破坏了的生产，遭到了资产阶级上层的反抗。1918年7月24日军事工业委员会被撤销。——80。



[54] 指英国保守党人。保守党是英国大资产阶级和大土地贵族的政党，于 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基础上形成。在英国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保守党继续维护土地贵族利益，同时也逐步变成垄断资本的政党。保守党在英国多次执掌政权。——82。



[55] 齐赫泽党团是指以尼·谢·齐赫泽为首的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孟什维克党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团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全面支持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对齐赫泽党团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见《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有自己的路线吗？》（《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70—275页）、《齐赫泽党团及其作用》（本卷第 296—300页）等文。——83。



[56] 《我们的事业》杂志（《　　》）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主要刊物（月刊），1915年 1月起在彼得格勒出版，以代替被查封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共出了6期。为该杂志撰稿的有叶·马耶夫斯基、彼·巴·马斯洛夫、亚·尼·波特列索夫、涅·切列万宁等。——83。



[57] 《劳动呼声报》（《　　》）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16年接替被查封的《我们的呼声报》在萨马拉出版，共出了3号。——83。















《列宁全集》第28卷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58]



（1916年8月9日〔22日〕以前）

在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和瑞士，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编造的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谎言作斗争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人主张取消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中的“民兵制”或“武装人民”这项旧条文，而代之以“废除武装”的新条文。《青年国际》杂志[59]已经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在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主张废除武装的编辑部文章。很遗憾，罗·格里姆最近的提纲[60]也对废除武装这一思想作了让步。《新生活》杂志[61]和《先驱》杂志展开了讨论。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论点。


一

基本的论点是：要求废除武装，就是最明确、最坚决、最彻底地表示反对任何军国主义和任何战争。

可是，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基本错误恰恰在于这个基本论点。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任何战争。

第一，社会主义者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革命战争的反对者。各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反动透顶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资产阶级现在进行的战争是反动的、奴隶主的、罪恶的战争。而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战争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例如，受这个资产阶级压迫和支配的民族或殖民地民族争取自身解放的战争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在“国际”派的“提纲”第5条中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20世纪这个“猖狂的帝国主义”世纪的历史，充满了殖民地战争。但是我们欧洲人，压迫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帝国主义者，从自己固有的卑鄙的欧洲沙文主义出发称之为“殖民地战争”的，往往是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战争或民族起义。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特性之一恰恰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中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扩大和加剧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这是事实。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势必经常产生民族战争。尤尼乌斯在自己的小册子里赞成上述“提纲”，并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都会导致同这个大国竞争的另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介入，因此，任何民族战争也会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这个论点也是不正确的。这种情形是可能的，但并不总是如此。在1900—1914年间，许多次殖民地战争走的就不是这条道路。如果我们声称，例如在当前这场战争结束以后（假如这场战争将以各交战国打得筋疲力竭而告结束），“不可能”有“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民族战争，如中国同印度、波斯、暹罗等国联合进行的反对大国的战争，那简直是可笑的。

否认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任何可能性，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而且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我们属于压迫欧洲、非洲、亚洲等数亿人的民族，我们应当对各个被压迫民族说，它们进行反对“我们”这些民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

第二，国内战争也是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在任何阶级社会里，国内战争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则是必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意味着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相反地，它预计到会有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就会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直接承认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有进行“自卫战争”的可能性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编者注］

 ，他说得完全正确。他指的正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进行自卫以反对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

只有在我们推翻、彻底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会成为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恰恰回避或掩饰最重要的事情，即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最艰巨、最需要进行的斗争，那么，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便是完全不正确的、完全不革命的。“社会”神父和机会主义者总是情愿幻想未来的和平社会主义，而他们与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他们不愿设想，不愿考虑为实现这个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

我们决不应该受别人的言词的欺骗。例如，很多人痛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因为露骨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用这个概念来遮盖和掩饰资产阶级在这场强盗战争中所说的谎话。这是事实。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不再考虑政治口号的意义。认可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就意味着认为这场战争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正义”战争，——如此而已，再没有别的意义。因为在任何战争中都不排除入侵。否定被压迫民族方面在它们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或者否定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方面在它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某个加利费的战争中“保卫祖国”，那简直是愚蠢的。

如果忘记任何战争都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个大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而这种政治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产生和培育的。但是这个时代又必然产生和培育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政治，因此就可能有而且必然会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等等。


二

此外，还要补充下面这个一般的考虑。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获得有关武器的知识，学会使用武器，占有武器，那它只配被压迫，被虐待，被人当作奴隶对待。我们如果不想变成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之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现在的雇佣奴隶制之上，压迫阶级总是武装起来的。不仅现在的常备军，而且现在的民兵，连瑞士的民兵也不例外，都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武装。我认为，这个基本的道理用不着加以说明。只要指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罢工时都出动军队就够了。

武装资产阶级以反对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重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人竟劝告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这就等于完全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任何革命的念头。我们说：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剥夺资产阶级，并且解除其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这种策略是由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所准备、奠定和教给的。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如果说当前的战争在反动的社会神父和动辄哭泣的小资产者中间只会引起恐怖和惊慌，只会使他们厌恶一切使用武器的行为，厌恶死亡和流血等等，那么，相反地我们则说：资本主义社会历来就是永无终结的恐怖。如果说当前这场在一切战争中最反动的战争正在进行准备，使这个社会以恐怖而终结，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陷于绝望。现在大家都看到，正是资产阶级自己在准备一场唯一正当的革命战争，即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废除武装的说教、“要求”（正确些说，是梦想），客观上正是绝望的表现。

如果有谁认为这是一种“灰色的理论”、“干巴巴的理论”，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注意两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一方面是托拉斯和妇女从事工厂劳动的作用；另一方面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俄国1905年的十二月起义。

资产阶级的事业就是发展托拉斯，把儿童和妇女赶进工厂，在那里折磨他们，腐蚀他们，使他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我们不“支持”这种发展，不“要求”这种发展，我们反对这种发展。但是怎样反对呢？我们知道，托拉斯和妇女从事工厂劳动是进步的。我们不愿意倒退到手工业，倒退到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妇女从事家务劳动。要通过托拉斯等等前进，并且要超过它们走向社会主义！

这一论断只要相应地改变一下，就可适用于现在人民的军事化。今天，帝国主义的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不仅使全体人民而且使青年军事化。明天，它也许要使妇女军事化。对此我们回答说：那更好！快点前进吧！军事化进行得愈快，反对资本主义的武装起义就来得愈快。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没有忘记巴黎公社的例子，那么怎么会被青年的军事化等等所吓倒而灰心丧气呢？这并不是什么“理论”，也不是什么幻想，而是事实。如果社会民主党人竟无视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事实，开始对帝国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使这些事实重演表示怀疑，那就真会使人感到绝望。

有一位看到过巴黎公社的资产者，1871年5月曾在一家英国报纸上写道：“如果法兰西民族都是妇女，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民族啊！”[62]在公社时期，妇女和13岁以上的儿童同男子并肩战斗。在未来的推翻资产阶级的战斗中，也不可能不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妇女决不会坐视武装精良的资产阶级去枪杀武装很差或手无寸铁的工人，她们会象1871年那样，再次拿起武器，而且从目前“被吓倒了的”或灰心丧气的民族中，正确些说，从目前与其说是被各国政府破坏不如说是被机会主义者破坏的工人运动中，虽然迟早不定，但无疑会产生一个革命无产阶级的“可怕的民族”的国际同盟。

现在军事化正在深入到全部社会生活中。军事化成为一切。帝国主义就是大国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因此它必然导致包括小国和中立国在内的一切国家的进一步军事化。对此无产阶级的妇女该怎么办呢

只是咒骂任何战争以及和军事有关的一切，只是要求废除武装吗？真正革命的被压迫阶级的妇女，决不会甘心充当这种可耻的角色。她们会对自己的儿子说：“你快长大了。人家会给你枪。你要拿起枪来，好好地学习一切军事方面的东西——这是无产者所需要的，这并不是为了去打自己的兄弟，象在当前这场掠夺战争中所做的那样，象社会主义的叛徒劝你去做的那样，而是为了反对‘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不是靠善良的愿望，而是用战胜资产阶级和解除它的武装的办法来消灭剥削、贫困和战争。”

谁由于当前的战争而拒绝进行这种宣传——恰恰是这种宣传，——那他就最好干脆别说什么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社会革命、以战争反对战争的大话。


三

主张废除武装的人反对武装人民，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这个要求似乎容易导致对机会主义让步。我们已经考察了废除武装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关系这一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废除武装的要求同机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不能接受这个要求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和它必然产生的幻想会削弱和冲淡我们同机会主义的斗争。

毫无疑问，这个斗争已提上了国际的议事日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或欺人之谈。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63]的主要缺点之一，第三国际的这些萌芽可能遭到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关于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甚至没有公开地提出，更不用说在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这个意义上加以解决了。机会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暂时取得了胜利。在所有大国中都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机会主义派别：第一，普列汉诺夫、谢德曼、列金、阿尔伯·托马以及桑巴、王德威尔得、海德门、韩德逊等先生们公开的、无耻的因而危险比较小的社会帝国主义。第二，隐蔽的、考茨基主义的机会主义，如德国的考茨基—哈阿兹派和“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64]，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迈耶拉等人，英国的拉姆赛·麦克唐纳和“独立工党”[65]的其他首领，俄国的马尔托夫、齐赫泽等人，意大利的特雷维斯和其他一些所谓左派改良主义者。

公开的机会主义公开地直接地反对革命，反对正在开始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爆发，同政府直接结成联盟，尽管这种联盟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参加政府起到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在俄国）止。隐蔽的机会主义者，即考茨基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更有害得多，更危险得多，因为他们用娓娓动听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与“和平”口号，把他们为自己同前一类人结成联盟和实行“统一”作辩护的行为掩盖起来，并且说得头头是道。反对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应当在无产阶级政治的一切领域内，即在议会活动、工会、罢工和军事等等领域内进行。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对革命的具体问题以及当前战争同革命的联系的一般问题闭口不谈，加以掩盖或者在不触犯警察禁令的条件下“加以回答”。尽管在这场战争之前不久人们曾无数次非正式地指出过并且在巴塞尔宣言[66]中又正式明确地指出过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但他们还是这样做！废除武装的要求的主要缺点，恰恰在于它避开了革命的一切具体问题。也许主张废除武装的人赞成进行一种不要武装的完全新式的革命吧？

其次，我们决不反对争取改良的斗争。我们不想忽视这样一种令人失望的可能性，即尽管群众的不满和骚动多次爆发，尽管我们很努力，但是仍然没有从这场战争中产生革命，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人类还会经历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我们赞成的是那种也应当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改良纲领。假如我们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完全让给机会主义者，而自己却躲到某种“废除武装”的幻境中去，逃避可悲的现实，那他们只会感到高兴。“废除武装”就是逃避丑恶的现实，而决不是反对这种现实。

在这样的纲领中，我们大概会这样说：“在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认可保卫祖国，这完全是用资产阶级的谎言去败坏工人运动。”这样具体地回答具体问题，比要求废除武装和拒绝“任何”保卫祖国，在理论上更加正确，对于无产阶级要有益得多，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会更加感到难以忍受！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所有帝国主义大国，即英、法、德、奥、俄、意、日、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都已经反动透顶了，他们处心积虑地力图统治世界，所以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的任何一次战争，都只能是反动的战争。无产阶级不仅应当反对一切这样的战争，而且应当希望‘自己的’政府在这样的战争中遭到失败，并利用这种失败去举行革命起义，——如果以阻止战争为目的的起义没有成功的话。”

关于民兵制问题，我们要说：我们不赞成资产阶级的民兵制，而只赞成无产阶级的民兵制。因此，我们不仅不用一个人和一文钱去帮助常备军，而且不去帮助资产阶级的民兵，即使在美国、瑞士、挪威等这样的国家里也应当如此，况且我们亲眼看到：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例如瑞士）内，特别是从1907年和1911年以来，民兵愈来愈普鲁士化，它已堕落到被用来镇压罢工者。我们可以要求：由人民选举军官，废除一切军法，外国工人和本国工人享有同等权利（这一条对于象瑞士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无耻地剥削愈来愈多的外国工人，使他们处于无权的地位）；其次，给予国内比如每一百居民以建立学习军事的自由团体的权利，自由选举教官，由国家支付薪金，等等。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为自己而不是为奴隶主去学习军事，而这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俄国革命证明，革命运动的任何一次胜利，哪怕是局部的胜利，比如夺取了某个城市、某个工厂区、某一部分军队等等，都必然迫使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恰恰要实现这样的纲领。

最后，单靠纲领当然永远不能战胜机会主义，要战胜它只能用行动。破产了的第二国际的一个最大的和致命的错误就在于，人们言行不符，昧着良心提倡虚伪和讲革命空话（请看考茨基之流今天对待巴塞尔宣言的态度）。废除武装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产生的，并且能够影响社会环境，而不仅是某个人的古怪想法，显然，这种思想来源于个别小国的狭小的、例外的“安静”生活条件，这些国家置身于世界的流血战争之外，并且希望这样继续下去。且看挪威那些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论点：我们国小兵少，我们无法反对大国（因此也就无法反对别人强迫我们去同某一大国集团结成帝国主义联盟……），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偏僻的一隅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执行与世无争的政策，我们要求废除武装，成立有约束力的仲裁法庭，保持“永久”（大概是比利时那样的吧？）中立等等。

小国想站在一旁；小资产阶级企图远远离开世界上的大搏斗，利用自己的某种垄断地位来维持消极守旧的状态，——这就是使废除武装的思想能够在某些小国内收到一定的成效并得以传播的客观社会环境。当然，这种企图是幻想的和反动的，因为帝国主义总是要把小国卷进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漩涡。

试以瑞士为例。它的帝国主义环境客观上决定了工人运动的两条路线：机会主义者力图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把瑞士变成一个民主共和制的联盟，以便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游客身上捞取利润，并且得心应手地、安静地保持这种“安静的”垄断地位。我们瑞士的真正社会民主党人则力图利用瑞士的相对的自由和“国际”地位，来帮助欧洲各国工人政党中革命分子的亲密联盟获得胜利。值得庆幸的是瑞士没有“自己独立的”语言，而是讲三种世界语言，即与它毗邻的各交战国的语言。如果瑞士党的两万个党员每周都能交纳两个生丁的“战时特别税”，那我们每年就能得到两万法郎，——这个数目就足以使我们用三种语言为各交战国的工人和士兵定期出版各种印刷品，并且不顾各国总参谋部的禁令广为散发，说明关于工人日益愤慨、他们在战壕中联欢、他们希望用革命方式利用武器去反对“自己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等等事实真相。

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象《哨兵报》[67]、《民权报》[68]、《伯尔尼哨兵报》这几家优秀的报纸都已经在这样做，只可惜还做得不够。只有通过这样的活动，阿劳党代表大会[69]的出色的决议才不致仅仅是一个出色的决议。只要提出一个问题就够了：“废除武装”的要求是不是符合社会民主党工作的这种方针？

显然，不符合。废除武装客观上符合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狭隘民族的、受小国眼界限制的路线。废除武装客观上是小国地地道道民族的、特殊民族的纲领，而决不是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性的纲领。





	载于1917年9月和10月《青年国际》杂志第9期和第10期译自《列宁全集》德文版第23卷第72—83页

















[58]《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列宁在通信中称之为《论废除武装》）是用德文写的。根据列宁1916年8月间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本文应写于1916年8月9日以前。本文原拟在瑞士、瑞典和挪威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刊物上发表，但是当时没有刊登出来。同年9月，列宁用俄文加以改写，以《论“废除武装”的口号》为题发表于1916年12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2辑（见本卷第171—181页）。



本文最初的德文原稿到1917年9月和10月，才在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的机关刊物《青年国际》杂志的第9期和第10期上发表出来。杂志编辑部给文章加了如下按语：“现在，当列宁成为一位大家谈得最多的俄国革命活动家的时候，下面登载的这位钢铁般的老革命家的一篇阐明他的大部分政治纲领的文章，会引起人们特殊的兴味。本文是列宁1917年4月离开苏黎世前不久送交本刊编辑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这一标题看来是《青年国际》杂志编辑部加的。——86。



[59]《青年国际》杂志（《Jugend-Internationale》）是靠拢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的机关刊物，于1915年9月—1918年5月在苏黎世出版，威·明岑贝格任编辑。列宁对它的评价，见《青年国际（短评）》一文（本卷第287—291页）。1919—1941年，该杂志是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86。



[60]指罗·格里姆拟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提纲。该提纲载于1916年7月14日和17日《格留特利盟员报》第162号和第164号。



由于瑞士被卷入战争的危险日益增大，瑞士社会民主党内就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根据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1916年4月的委托，该党著名活动家格里姆、古·弥勒、沙·奈恩、保·伯·普夫吕格尔等分别在《伯尔尼哨兵报》、《民权报》、《格留特利盟员报》上发表文章或提纲，表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列宁密切注视这场争论的发展。他对争论材料的批注，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86。



[61]《新生活》杂志（《Neues　Leben》）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月刊），1915年1月—1917年12月在伯尔尼出版。该杂志宣传齐美尔瓦尔德右派的观点，从1917年初起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86。



[62]这段话见于1871年5月英国《每日新闻报》，普·奥·利沙加勒《1871年公社史》曾经引用（见该书1962年三联书店版第211页）。——92。



[63]指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和第二次代表会议。



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于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举行。这次会议是根据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倡议召开的。出席代表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挪威、荷兰和瑞士等11个欧洲国家的38名代表。第二国际的两个最大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会议；来自德国的10名代表代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3个不同色彩的反对派；来自法国的代表是工会运动中的一些反对派分子。巴尔干社会主义联盟、瑞典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和挪威青年联盟、荷兰左派社会党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也派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中，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尔·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维·米·切尔诺夫和马·安·纳坦松代表社会革命党。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代表持中派立场。



代表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各国代表的报告；德国和法国代表的共同声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关于通过原则决议的建议；通过宣言；选举国际社会党委员会；通过对战争牺牲者和受迫害者表示同情的决议。



列宁积极参加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并在会前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曾于1915年7月起草了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决议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94—296页），并寄给各国左派征求意见。他还曾写信给季·布拉戈耶夫、戴·怀恩科普等人，阐述左派共同声明的基本原则，即：谴责社会沙文主义派和中派，断然拒绝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和“国内和平”的口号，宣传革命行动。在代表会议前夕，9月2日和4日之间，俄国和波兰两国代表举行了会议，讨论了列宁起草的决议草案和卡·拉狄克起草的决议草案，决定在代表会议提出按列宁意见修改过的拉狄克草案。9月4日，参加代表会议的左派代表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世界战争的性质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准备提交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



在代表会议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以格·累德堡为首的考茨基主义多数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代表会议通过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告欧洲无产者书》。代表会议多数派否决了左派提出的关于战争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但是，由于列宁的坚持，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还是写进了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会议还通过了德法两国代表团的共同宣言，通过了对战争牺牲者和因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的战士表示同情的决议，选举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领导机关国际社会党委员会。



列宁在《第一步》和《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两篇文章中，对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布尔什维克在会上的策略作了评价（同上，第27卷第42—52页）。



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于1916年4月24日在伯尔尼开幕，以后的会议于4月25—30日在瑞士的一个山村昆塔尔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波兰、塞尔维亚和葡萄牙等国的4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3名代表、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2名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左翼的3名代表。



代表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为结束战争而斗争；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鼓动和宣传；议会活动；群众斗争；召集社会党国际局。



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会议前做了大量工作，左翼力量在这次会议上比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有所增强。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有“德国国际社会党人”小组的1名代表、“国际”派的两名代表、法国社会党人昂·吉尔波、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特·卡茨列罗维奇、意大利社会党人扎·梅·塞拉蒂。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昆塔尔会议上共有代表12名，而在某些问题上可以获得12—19票，即几乎占了半数，这反映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国际主义者的变化。在昆塔尔会议期间，列宁主持了一系列左派会议，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列宁成功地把左派团结了起来，以便在会议上同考茨基主义多数派进行共同的、有组织的斗争。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制定并提出了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包括了列宁的基本原则。代表会议的右派多数被迫在一系列问题上追随左派，但他们继续反对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



会议围绕对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态度问题展开了极其激烈的斗争，列宁参加了关于召集社会党国际局问题的委员会。经过左派的努力，会议对一项谴责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但不反对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作了如下补充：社会党国际局一旦召集，即应召开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来讨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代表的共同行动的问题。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为争取和平而斗争问题的决议，并通过了《告遭破产和受迫害的人民书》。由于法国议会党团少数派投票赞成军事拨款，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代表会议上发表声明，指出这种行为同社会主义、同反战斗争是不相容的。



尽管昆塔尔会议没有通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建立第三国际等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认为这次代表会议的工作仍然是前进的一步。昆塔尔会议促进了国际主义分子的团结。这些国际主义分子后来组成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核心。——[93]。



[64]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工作小组”）是德国的中派组织，由一些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议员组成，1916年3月成立。领导人为胡·哈阿兹、格·累德堡和威·迪特曼。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曾出版《活页文选》，1916年4月以前还在《前进报》编辑部中占优势。中派分子被排除出《前进报》以后，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把在柏林出版的《消息小报》作为自己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得到柏林党组织中多数人的支持，是1917年4月成立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核心。——[93]。



[65]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尔-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93]。



[66]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列宁所引的德文本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94]。



[67]《哨兵报》（《La　Sentinelle》）是纳沙泰尔州（瑞士法语区）瑞士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机关报，1890年创刊于绍德封。1906—1910年曾停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持国际主义立场。1914年11月13日该报第265号曾摘要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97]。



[68]《民权报》（《Volksre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社会民主党组织和苏黎世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日报），1898年在苏黎世创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刊登过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消息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文章。——[97]。



[69]指1915年11月20—21日在阿劳举行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瑞士社会民主党对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态度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瑞士社会民主党内的三派——反齐美尔瓦尔德派（赫·格雷利希、保·伯·普夫吕格尔等）、齐美尔瓦尔德右派的拥护者（罗·格里姆、厄·保·格拉贝等）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拥护者（弗·普拉滕、恩·诺布斯等）——展开了斗争。格里姆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建议瑞士社会民主党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并赞同齐美尔瓦尔德右派的政治路线。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以洛桑支部名义对格里姆的决议案提出修正案，建议承认展开群众性的反战革命斗争是必要的，并声明只有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在格里姆的压力下，洛桑支部撤回了这个修正案，可是由瑞士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组织选派参加代表大会并拥有表决权的布尔什维克莫·马·哈利东诺夫重新把它提了出来。格里姆及其拥护者从策略上考虑支持了修正案。结果，左派的修正案以258票对141票的多数被通过。——[97]。





《列宁全集》第28卷


论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
[70]



（1916年8—9月）

1894—1902年间的旧“经济主义”发表过如下的议论。民粹派被驳倒了。资本主义在俄国胜利了。这就是说，不必去考虑政治革命了。实际结论是：或者是“工人搞经济斗争，自由派搞政治斗争”，这是向右跳。或者是以总罢工代替政治革命来实行社会主义变革。这是向左跳，这是90年代末一个俄国“经济派”在他所写的一本现在被人遗忘的小册子里提出来的。[71]

现在新“经济主义”正在产生，它的议论也有类似的两种跳跃：“向右”——我们反对“自决权”（即反对解放被压迫民族，反对同兼并作斗争，——这一点他们还没有完全考虑到或者没有统统说出来）。“向左”——我们反对最低纲领（即反对为争取改良和争取民主而斗争），因为这同社会主义革命相“矛盾”。

自从这种正在产生的倾向在某些同志面前，即在1915年春天伯尔尼会议[72]上暴露出来以后，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幸而，当时只有一个遭到普遍反对的同志直到会议结束时还坚持这些“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思想，并且写了一个专门的“提纲”加以表述。当时没有任何人同意这个提纲。

后来还有两个人同意这位同志的反对自决的提纲[73]（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同上述“提纲”总的立场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荷兰人的纲领”[74]于1916年2月在《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3号上一发表，便立刻显露出这种“误解”，因而又促使原“提纲”的作者把他的全部“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完完整整地重新端出来，而不仅仅是用来解释一个似乎是“个别的”条文。

绝对有必要再一次警告有关的同志：他们已经陷入泥潭，他们的“思想”无论是同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都毫无共同之处。再把问题“隐瞒”下去是不能容许的，因为这就意味着助长思想上的混乱，并且使这种混乱向最坏的方面发展：说话吞吞吐吐，闹“私人”纠纷，搞没完没了的“摩擦”等等。相反地，我们的责任是无条件地和坚决地主张必须仔细考虑和彻底弄清已经提出的问题。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关于自决的提纲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54—268页。——编者注］

 （用德文刊印，按《先驱》杂志第2期的校样）中，特意用不涉及个人的然而是极其详尽的形式把问题提出来，特别强调自决问题同争取改良和争取民主这个一般问题的联系，强调不允许忽视政治方面等等。原提纲（“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作者，在他对编辑部的自决提纲所提的意见中赞同荷兰人的纲领，这样他本人就特别清楚地表明：自决问题决不象代表正在产生的这种倾向的作者们所提的那样，是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一个一般的和基本的问题。

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代表在1916年2月5—8日召开的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会议[75]上收到了荷兰人的纲领。这个左派的任何一个成员，连拉狄克也不例外，都不赞成这个纲领，因为它把“剥夺银行”、“废除商业税”、“取消第一院”等等这样一些条文胡乱拼凑在一起。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全体代表一致地、三言两语地——甚至没有发言，只是耸耸肩膀——就把这个显然完全不适用的荷兰人的纲领抛开了。

1915年春天拟订的原提纲的作者却很喜欢这个纲领，他说：“实际上，我并没有说过更多的东西”（1915年春），“荷兰人考虑得很周到”：“他们在经济方面——剥夺银行和大生产”（企业），“在政治方面——成立共和国等等。完全正确！”

其实，荷兰人并不是“考虑很周到”，而是提出一个完全没有经过考虑的纲领。俄国倒霉的地方就是，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在最新的杰作中所抓住的恰恰是这种没有经过考虑的东西……

1915年提纲的作者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自相矛盾，因为它“自己”在第8条（《具体任务》）中，也提出了“剥夺银行”，甚至还加上“刻不容缓”的字眼（和“专政措施”）。1915年提纲的作者，回忆起1915年春天伯尔尼的争论时，不满地惊叹道：“为了这一点我在伯尔尼挨了多少骂啊！”

这位作者忘记了或者没有注意到一件“小事情”，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第8条中明明分析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其中写道，那时就要“刻不容缓地剥夺银行”等等。第二种情况是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开始，那时就要等一等再谈这些好事情。

因为前面所谈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显然还没有开始，所以荷兰人的纲领是荒谬的。而提纲的作者在“加深”问题时，又回到（“每次都在这个地方……”[76]）他过去的错误：把政治要求（如“取消第一院”？）变成“表述社会革命的政治措辞”。

作者在原地踏步整整一年之后，又回到他过去的错误。这是他倒霉的“关键”所在，因为他弄不清楚怎样把已经到来的帝国主义同争取改良的斗争、同争取民主的斗争联系起来——正如已经寿终正寝的“经济主义”当时不善于把已经到来的资本主义同争取民主的斗争联系起来一样。

由此，就产生了民主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不能实现”这个问题上的十足的糊涂思想。

由此，就轻视当前、现在、此刻以及任何时候的政治斗争，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容许的（只有出自工人思想派[77]的“经济派”之口才是适当的）。

由此，就产生了那种从承认帝国主义而“堕落”到替帝国主义辩护的劣根性（正如已经寿终正寝的“经济派”从承认资本主义而堕落到替资本主义辩护一样）。

如此等等，等等。

要详细分析1915年提纲的作者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关于自决的提纲所提的意见中的一切错误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每句话都不正确！根本不能写几本小册子或著作来答复这些“意见”，因为“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倡导者整年都在原地踏步，根本不愿费心思周密地完整地阐明他们所说的“我们的意见分歧”是什么，如果他们想严肃地对待政治问题的话，这本来是他们对党的不容推卸的义务。

我只限于简单扼要地指出：作者是怎样运用他的基本错误，或者说是怎样“追加”错误的。

作者认为我自相矛盾，因为1914年我（在《启蒙》杂志[78]上）曾经写过，“到西欧社会党人纲领里”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34页。——编者注］

 去找自决是荒唐的，而在1916年我却声称自决是特别需要的。

作者没有考虑一下（！！），那些“纲领”是在1875年、1880年、1891年写的[79]！

下面按照（《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关于自决的提纲）各条谈一谈作者所提的意见：

第1条。作者还是抱着“经济派”的那种态度：不愿看到和提出政治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将为消灭政治上的民族压迫打下经济基础，所以我们的作者不愿意表述我们在这方面的政治任务！这简直是可笑的！

因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并不否定反对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战争，所以作者不愿意表述我们在民族压迫方面的政治任务！！这一切都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和逻辑的例子；或者说是“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基本错误的逻辑表现。

第2条。反对自决的人被推说“不能实现”的借口完全弄糊涂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向他们说明了“不能实现”可能有的两种意义以及他们在两种情况下的错误。

1915年提纲的作者，甚至不打算提出自己对“不能实现”的看法，也就是说，接受我们的解释，即在这里有人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了起来，他却坚持这种糊涂思想！！

他把危机同“帝国主义的”“政治”联系起来，我们的这位政治经济学家忘记了，危机在帝国主义以前就存在！……

编辑部解释过，谈论自决在经济上不能实现，是胡说八道。作者没有回答，没有声明，他认为自决在经济上不能实现；他退出了争论阵地，跳到政治方面（“还是”不能实现），尽管已经清清楚楚地向他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在政治上共和国也完全和自决一样地“不能实现”。

作者在这里逼得无路可走，又“跳了”一次：他认为共和国和全部最低纲领都仅仅是“表述社会革命的政治措辞”！！！

作者不坚持自决“在经济上”不能实现，而跳到政治方面。他把政治上的不能实现推广到全部最低纲领。这里除“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逻辑以外，既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丝毫逻辑。

作者想悄悄地（他本人并没有考虑过也没有拿出过任何完整的东西，没有花点功夫去草拟自己的纲领）抛弃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他整年原地踏步，这是毫不足怪的！！

关于同考茨基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局部性的，而是当代的一个一般的和根本的问题：作者没有理解这个斗争。正如“经济派”把反对民粹派的斗争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一样，作者也把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斗争变成了对帝国主义的辩护（这也适用于第3条）。

考茨基主义的错误在于：它在这样的时刻竟用改良主义的方式提出那些只能用革命方式提出的要求（而作者误认为考茨基主义的错误，就在于提出这些要求本身，正象“经济派”把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理解”为“打倒专制制度”就是民粹主义那样）。

考茨基主义的错误在于：它使正确的民主要求倒退，退到和平的资本主义，而不是使之前进，向社会革命前进（而作者误认为这些要求是不正确的）。

第3条。参看前面谈的。关于“联邦制”问题，作者也避而不谈。还是那个“经济主义”的同一个基本错误：不善于提出政治问题。 
［注：作者写道：“我们不怕四分五裂，我们不维护国界。”请对这一点作出确切的政治表述！！关键也就在于你们做不到这一点；“经济主义者”对政治民主问题的盲目无知妨碍你们这样做。］



第4条。作者翻来复去地说：“从自决中得出的就是保卫祖国。”这里他的错误在于，他想把否定保卫祖国变成死板公式，认为它不是根据这场战争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得出的，而是“一般地”得出的结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

早就告诉过作者，并且他也没有反驳这一点：试给反对民族压迫或不平等的斗争想出一种可以不为“保卫祖国”作辩护的表述来。这一点您是做不到的。

这是不是说，如果根据民族压迫可以得出保卫祖国的结论，我们就反对同民族压迫作斗争呢？

不是。因为我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保卫祖国”（见我们党的决议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3—165页。——编者注］

 ），而是反对用这种骗人的口号来粉饰这场帝国主义战争。

作者想要（但是不能；他在这里也是整整一年白费心思……）根本不正确地、非历史地提出“保卫祖国”的问题。

作者关于“二元论”的言论表明，他不了解什么是一元论，什么是二元论。

如果我把鞋刷子同哺乳动物“统一”起来，这能算是“一元论”吗？

如果我说，要走向目的地，应该是：

　　　[c]————→ａ————→[b]

由[b]点向左走，而由[c]点向右走，这难道是“二元论”吗？

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在民族压迫方面所处的地位是不是一样的呢？不，不一样，无论在经济、政治、思想或精神等等方面都不一样。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从不同的出发点朝一个目的地（民族融合）走时，有的人将这样走，有的人将那样走。否认这一点，就是把鞋刷子和哺乳动物统一起来的“一元论”。

“向被压迫民族的无产者谈这一点〈赞成自决〉不合适”，作者对编辑部提纲竟作这样的“理解”。

这真可笑！！提纲中丝毫没有说过这类的话。作者不是没有读完，就是完全没有动脑筋。

第5条。见前面对考茨基主义的分析。

第6条。作者被告知，全世界有三种类型的国家。作者“表示反对”，想找“一个例外”。这是诡辩术 
［注：“诡辩术”（“каэуистика”）这个词是从“例外”（“каэус”）这个词变来的，它的本义是中世纪烦琐哲学和神学中用一般教条来解释例外的决疑法。——编者注］

 ，而不是政治。

您想找出“例外”：“比利时怎么样”？

请看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小册子[80]：其中说，如果具体的战争是另外一种战争，我们就会主张保卫比利时（甚至用战争来保卫）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28—329页。——编者注］

 。

您不同意这点吗？

请说出来！！

您没有仔细考虑过社会民主党为什么反对“保卫祖国”的问题。

我们反对的理由，并非您所认为的那样，因为您对问题的提法（是枉费心机，而不是提法）是非历史的。这就是我对作者的答复。

我们维护争取推翻民族压迫的战争，不维护双方都是为了加强民族压迫而进行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把这称作“诡辩”，就是使用“伤人的”字眼，而丝毫不加思索。

作者想要把“保卫祖国”的问题提得“左一点”，结果（已经整整一年）全是胡说八道！

第7条。作者批评道：“完全没有涉及‘和约条件’的问题”。

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批评：没有涉及我们在这里根本没有提出的问题！！

但是要知道，在这里却“涉及了”和提出了“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者”这次同荷兰人和拉狄克都闹不清的兼并问题。

或者您否定反对新旧兼并这个刻不容缓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帝国主义时代“不能实现”的可能性并不亚于自决；在欧洲也和在殖民地一样）——那您对帝国主义的辩护就会由隐蔽而转为公开。

或者您承认这一口号（象拉狄克在报刊上做的那样），——那您就是以一种名义承认了民族自决！！

第8条。作者宣扬“西欧范围的布尔什维主义”（他补充说，“不是您的立场”）。

我不认为抓住“布尔什维主义”这个字眼不放有什么意义，因为我认识这样一些“老布尔什维克”，所以千万别这样宣扬。我只能说，我深信作者所宣扬的“西欧范围的布尔什维主义”不是布尔什维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还是那个旧“经济主义”的一个小小的变种。

整整一年宣扬新布尔什维主义并且仅仅如此而已，——我认为这是极不能容忍、极不严肃、极没有党性的行为。难道还不到时候，不该仔细考虑并且给同志们拿出一篇东西来，有条有理、完完整整地说明这种“西欧范围的布尔什维主义”吗？

作者没有证明也无法证明殖民地同欧洲被压迫民族的区别（就这个问题来说）。




荷兰人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否定自决，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糊涂思想（因为哥尔特以及波兰人的齐美尔瓦尔德声明事实上都承认了自决），而是他们这两个民族（有悠久传统并有大国主义野心的小民族）的特殊地位的产物。

机械地不加批判地模仿和效法别人在同欺骗人民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数十年斗争中积累的东西，是极其轻率和幼稚的。可是人们恰恰模仿了不应模仿的东西！





	载于1929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5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59—67页

















[70]《论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一文是列宁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收到尼·伊·布哈林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这一提纲的意见后写的，当时没有发表。



这篇文章和后面的《对彼·基辅斯基（尤·皮达可夫）〈无产阶级和金融资本时代的“民族自决权”〉一文的回答》、《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两篇文章，都是针对布哈林、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思想而写的。——[98]。



[71]指阿·阿·萨宁的《谁来实现政治革命？》一文。该文发表于乌拉尔社会民主党小组在1899年出版的《无产阶级斗争》文集第1辑，后由基辅委员会以小册子形式翻印。萨宁站在经济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否认政治革命的必要性，认为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变革是直接任务，而这一变革可以通过总罢工来完成。——[98]。



[72]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于1915年2月14—19日（2月27—3月4日）在伯尔尼举行。会议是在列宁的倡议下召开的，实际上起了全党代表会议的作用。



参加代表会议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社会民主党妇女组织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苏黎世、伯尔尼、洛桑、日内瓦、伦敦等支部和博日小组的代表。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并领导了代表会议的全部工作。



列入代表会议议程的问题是：各地工作报告；战争和党的任务（对其他政治集团的态度）；国外组织的任务（对各集团的共同行动和共同事业的态度）；中央机关报和新报纸；对“侨民团体”事务的态度（流亡者“侨民团体”的问题）；国外组织委员会的选举；其他事项。



列宁就战争和党的任务这一主要议题作了报告，阐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论点。从蒙彼利埃支部特别是博日小组在代表会议之前通过的决议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各支部的某些成员还不懂得列宁关于国内战争问题的提法。他们反对使“自己的”政府失败的口号，提出和平的口号，并且不了解与中派主义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经过代表会议的讨论，列宁的提纲得到了一致的支持。正如列宁在正文里指出的，只有尼·伊·布哈林仍坚持博日小组决议的观点，并在自己的提纲中反对民族自决权以及整个最低纲领的要求，宣称这些要求和社会主义革命是“矛盾”的。列宁后来在1916年3月（11日以后）给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对布哈林的提纲作了尖锐的批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



代表会议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的决议，规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条件下的任务的策略。



代表会议还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的任务》、《对“侨民团体”事务的态度》、《关于为中央机关报募捐》等决议。代表会议选出了新的国外组织委员会。



列宁高度评价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意义，并且作了很大努力来广泛宣传会议的决议。代表会议的主要决议和列宁写的决议引言刊载于1915年3月16（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而且收入了用俄文和德文出版的《社会主义与战争》这本小册子的附录。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决议还用法文印成单行本，分发给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代表和国际社会民主党左派。代表会议的全部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19—429页。——[98]。



[73]指1915年11月尼·伊·布哈林草拟的提纲《论民族自决权的口号》。这一提纲由布哈林、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共同署名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98]。



[74]指罕·罗兰－霍尔斯特写的荷兰左派纲领草案，该草案发表于1916年2月29日《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3号，标题是《荷兰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署名的有：罗兰－霍尔斯特、费舍、戴·怀恩科普、谢顿。——[99]。



[75]指1916年2月5—9日在伯尔尼举行的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德国、俄国、意大利、挪威、奥地利、波兰、瑞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的22名代表。会议的组成表明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左派，但是多数与会者仍是中派。



列宁积极地参加了会议的工作，起草了《关于召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和代表团关于会议代表资格条件的建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40—242页），并代表布尔什维克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声明反对邀请卡·考茨基，胡·哈阿兹和爱·伯恩施坦参加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



会议通过了《告所属政党和团体书》。这封通告信采纳了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些修改意见，谴责了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以及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等行为，指出必须支持工人运动和组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但没有提出与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决裂的要求。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代表在表决时声明，虽然他们并不是对通告信的每一条都感到满意，但还是投赞成票，因为它比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决议前进了一步。



会议也讨论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召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通过了它的一系列条文，同时确定了召开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日期。——99。



[76]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伊·费·哥尔布诺夫的故事《在驿站》：一个驿站马车夫自吹赶了15年车，对山坡很熟悉，却老是把车赶翻，翻车以后还满不在乎地逗趣说：“你看，每次都在这个地方……”——[100]。



[77]工人思想派是俄国的经济派团体，于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工人思想报》。工人思想派宣传露骨的机会主义观点，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把工人阶级的任务局限于经济性质的改良，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并且贬低革命理论的意义，硬说社会主义意识可以从自发运动中产生。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和《怎么办？》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第6卷第1—183页）中，以及在《火星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派的观点。——[101]。



[78]《启蒙》杂志（《просвешенйе》）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一共出了27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代替被沙皇政府封闭的布尔什维克刊物——在莫斯科出版的《思想》杂志而创办的，受以列宁为首的国外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出版杂志的实际工作，由俄国国内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在不同时期参加国内编辑委员会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列·米·米哈伊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A．A．里亚比宁、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从1913年起，《启蒙》杂志文艺部由马·高尔基领导。《启蒙》杂志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机关刊物，曾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过斗争，登过列宁的28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启蒙》杂志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复刊后，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登载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两篇著作。——[101]。



[79]指法国工人党1880年的纲领（勒阿弗尔纲领）、德国社会民主党1875年的纲领（哥达纲领）和1891年的纲领（爱尔福特纲领）。——[102]。



[80]指《社会主义与战争》。见注28。——[105]。





《列宁全集》第28卷


对彼·基辅斯基（尤·皮达可夫）《无产阶级和金融资本时代的“民族自决权”》一文的回答[81]


（1916年8—9月）

战争正如人们的生活中或各民族的历史上的任何危机一样，使一些人灰心丧气，也使另一些人受到锻炼和教育。

在社会民主党人关于战争以及由战争引起的思考方面，也可以看出这一真理。比较深入地考虑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和意义，考虑社会民主党由于战争而面临的策略任务，考虑社会民主运动中的危机的原因等等——这是一回事。让战争压制自己的思想，在战争的恐怖印象和惨痛后果或战争特性的压抑下不再去思索和分析——这是另一回事。

“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对民主的鄙视态度，就是人的思维受到战争的压制或压抑的表现形式之一。彼·基辅斯基没有觉察到，战争所造成的这种受到压抑而惊慌失措的情绪和不加分析的态度，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他的全部议论中。既然我们面临的是这样一场残忍的大厮杀，那还谈什么保卫祖国！既然到处都是粗暴的镇压，那还谈什么民族权利！看看人们怎样对待“独立的”希腊，就知道民族自决和“独立”是怎么一回事了！[82]既然为了军阀的利益，到处都在践踏一切权利，那还谈论和考虑“权利”干什么！既然在这次战争期间，最民主的共和国和最反动的君主国之间已经没有细微的差别了，根本不存在任何差别了，在我们周围连一点差别的痕迹也看不到了，那还谈论和考虑共和国干什么！

当有人向彼·基辅斯基指出，他已被吓坏了，已糊涂到否认一般民主的地步时，他很生气。他愤愤不平，并且反驳说：我决不反对民主，而只反对一个我认为是“不好的”民主要求。不管彼·基辅斯基怎样生气，怎样硬要我们（或许也要他本人）“相信”他决不“反对”民主，但是他的议论——或者确切地说，他在议论中不断犯的错误——证明恰恰与此相反。

保卫祖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是一句骗人的话，但在民主的和革命的战争中决不是一句骗人的话。在战争期间谈论“权利”似乎是可笑的，因为任何战争都是用公开的和直接的暴力代替权利，但决不能因此忘记，过去历史上曾经有过（恐怕将来也还会有，而且一定会有）民主的和革命的战争，这种战争虽然在战时用暴力代替了任何“权利”和任何民主，但按其社会内容和后果来说，是为民主事业因而也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希腊的例子似乎可以“驳倒”任何民族自决，但是，如果愿意进行思考、分析和权衡，而不是听到震耳欲聋的话声就发晕，被战争的骇人听闻的印象所吓倒，那么，这个例子丝毫不比嘲笑共和国——由于在这场战争期间，“民主的”、最民主的共和国，不仅法国，而且连美国、葡萄牙和瑞士都建立了和正在建立和俄国完全一样的军阀暴政而嘲笑共和国——更严肃和更有说服力。

帝国主义战争正在抹掉共和国和君主国之间的差别，这是事实。但是因此就否定共和国，或者哪怕是对它采取鄙视态度，那就意味着自己被战争吓倒，让战争的惨祸压抑自己的思想。许多拥护“废除武装”口号的人（罗兰－霍尔斯特、瑞士的一些年轻人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左派”[83]等）就是这样议论的，他们说：请看，在这场战争中，共和国的民兵和君主国的常备军之间有什么差别呀？军国主义到处都在干着多么可怕的勾当啊！在这样的时候还谈论革命地利用军队或民兵干什么？

这都是同一个思路，同一个理论的和政治实践的错误。彼·基辅斯基没有觉察到这个错误，在自己的文章中处处犯了这个错误。他认为他仅仅反对自决，他想仅仅反对自决，可是结果——同他的意愿和认识相反，可笑之处就在这里！——却是：他所引用的论据无一不可以根据同样的理由用来反对一般民主！

他的一切可笑的逻辑错误和一切糊涂观念——不仅在自决问题上而且在保卫祖国、离婚和一般“权利”的问题上——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他的思想受到了战争的压抑，因而马克思主义对一般民主的态度被根本歪曲了。

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进步的；帝国主义是对民主的否定；“就是说”，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帝国主义战争是对一切民主的粗暴破坏，无论在落后的君主国中或在先进的共和国中都是一样；“就是说”，谈论“权利”（即谈论民主！）毫无用处。“只”能以社会主义去“对抗”帝国主义战争；“出路”仅仅在于社会主义；“就是说”，在最低纲领中，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提出民主口号就是一种欺骗或幻想，就是模糊、推迟社会主义变革的口号等等。

这就是彼·基辅斯基没有意识到的、但确实是他的一切不幸的真正根源。这就是他的基本的逻辑错误，这个错误正因为是基本的，而又没有被作者意识到，所以就象破烂的自行车轮胎一样，随时都会“放炮”，一会儿在保卫祖国的问题上“冒出来”，一会儿在离婚问题上“冒出来”，一会儿在关于“权利”的一句绝妙的（就对“权利”的鄙视深度和不懂事理的深度来说）话中“冒出来”，说什么：要谈到的不是权利，而是破坏世世代代的奴隶制！

说出这样的话，就表明不了解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关系。

一般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把民主变为幻想，同时，资本主义又造成群众中的民主意向，建立民主设施，使得否定民主的帝国主义和渴望民主的群众之间的对抗尖锐化。不能用任何最“理想的”民主改造，而只能用经济变革来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是无产阶级如果不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受到教育，就不能实现经济变革。不夺取银行，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就不能战胜资本主义，但是如果不组织全体人民对从资产阶级手里夺来的生产资料进行民主管理，不吸收全体劳动群众，即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来民主地组织自己的队伍、自己的力量和参加国家的管理，就不能实现这些革命措施。帝国主义战争可以说是对民主的三重否定（一、任何战争都是用暴力代替“权利”；二、帝国主义本身就是对民主的否定；三、帝国主义战争使共和国完全等同于君主国），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起义的兴起和发展，同民主的反抗和义愤的增长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主义导致任何国家的消亡，因而也导致任何民主的消亡，但是社会主义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把对付资产阶级即少数居民的暴力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而民主就是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参与解决有关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复杂问题。

彼·基辅斯基正是被这些“矛盾”弄糊涂了，因为他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的学说。形象地说，战争已经把他的思想压抑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他只发出“冲出帝国主义”的鼓动喊声，而不去进行任何思考，只发出“从殖民地滚出去”的喊声，而不去分析一下文明民族“从殖民地”“撤出”，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马克思主义解决民主问题的方法就在于，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要利用一切民主设施和反资产阶级的意向，为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和推翻资产阶级作好准备。这种利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济派”、托尔斯泰主义者[84]等人往往认为，这似乎是对“资产阶级的”和机会主义的观点所作的一种不正当的让步，正如彼·基辅斯基认为，“在金融资本时代”坚持民族自决，似乎是对资产阶级观点所作的一种不正当的让步一样。马克思主义教导说，拒绝利用由资产阶级建立的和被资产阶级歪曲的目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设施，——这样去“同机会主义作斗争”，就是向机会主义彻底投降！

一个既指出尽快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的出路，又指出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联系的口号，就是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只有这个口号正确地估计到了战争时期（战争旷日持久并有发展成整个战争“时代”的危险！）的特点，以及同和平主义、合法主义和迁就“自己的”资产阶级这样一种机会主义针锋相对的我们的活动的全部性质。此外，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是贫苦群众用民主方式组织和进行的反对少数有产者的战争。国内战争也是战争，因此它必不可免地要用暴力代替权利。但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和权利而采用的暴力，其性质不同：它践踏的是剥削者即资产阶级的“权利”，如果不用民主的方式组织军队和“后方”，这样的暴力是不能实行的。国内战争要立即并首先用暴力剥夺银行、工厂、铁路和大田庄等等。但正是为了剥夺这一切，必须由人民来选举一切官吏，由人民来选举军官，使同资产阶级作战的军队同居民群众打成一片；在支配食品，即生产和分配食品方面实行充分的民主，等等。国内战争的目的是要夺取银行和工厂等等，消除资产阶级反抗的任何可能性，消灭它的军队。但是，如果在这种战争进程中，不同时在我们的军队里和我们的“后方”不断地实行和扩大民主，那么，无论从纯粹军事方面还是从经济或政治方面来说，这个目的都是不能达到的。我们现在向群众说（而群众也本能地感到我们说的话是正确的）：“有人在欺骗你们，让你们为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去打仗，他们用伟大的民主口号掩饰这场战争”。“你们应当而且一定会用真正民主方式和为了真正实行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一目的，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现在的战争用暴力和经济上的依附关系把各民族联合和“融合”成不同的集团。但是我们在自己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不是用卢布的力量，不是用棍棒的力量，不是用暴力，而是通过自愿的协商，用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共同意志把各民族联合和融合起来。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一种欺骗，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一句真话，它有助于迅速地把一切民族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如果不切实建立各民族之间的民主的关系，因而也没有国家分离的自由，各民族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就不可能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通过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达到以社会主义的和彻底民主的方式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去反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别的“出路”都不是出路。马克思主义不知道别的出路，正象实际生活不知道别的出路一样。我们应当把各民族的自由分离和自由联合纳入这条道路，而不应当避开它们，不要怕这会“玷污”“纯净的”经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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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85]



（1916年8—9月）

“如果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自己不败坏自己，那就谁也败坏不了它。”每当马克思主义的某一重要理论原理或策略原理取得胜利或者才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每当除了公开的真正的敌人，还有一些朋友也向马克思主义“扑来”，拼命地败坏 
［注：此处用的是外来词“компрометироватъ”，该词来自法语的“compromettre”。——编者注］

 ——用俄语来说就是玷污——它，把它歪曲得面目全非的时候，我们总是回想起和注意到这句名言。在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上，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上一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的胜利，出现了一种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即当时的“经济主义”或“罢工主义”，“火星派”如果不同它作长期斗争，就不能捍卫无产阶级理论和政策的基础，反击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遭遇也是这样。它在1905年的群众性工人运动中取得了胜利，其原因之一是它在1905年秋天，在俄国革命进行最重要的搏斗的时期正确地运用了“抵制沙皇杜马”的口号[86]。可是在1908—1910年间，它却不得不经历——并且通过斗争战胜——那种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当时阿列克辛斯基等人大吵大嚷，反对参加第三届杜马。[87]

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承认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指出它同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的深刻联系，这不但遇到一些严肃的反对者，也遇到了一些不严肃的朋友，对他们来说，帝国主义这个字眼已经成了“时髦的东西”，他们把这个字眼背得烂熟，向工人灌输糊涂透顶的理论，重犯旧“经济主义”的一系列旧错误。资本主义胜利了，因此用不着在政治问题上动脑筋了，老“经济派”在1894—1901年间就是这样推断的，他们甚至反对在俄国进行政治斗争。帝国主义胜利了，——因此用不着在政治民主问题上动脑筋了，当代的“帝国主义经济派”就是这样推断的。上面刊载的彼·基辅斯基的文章，就是这种情绪和这种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的标本，它第一次试图把自1915年初起在我们党某些国外小组内出现的思想动摇作一稍微完整的书面叙述。

在当前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危机中，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并站在革命国际主义方面，如果“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在他们中间传播开来，那就是对我们这个派别和我们党的一个最严重的打击，因为这会从内部，从它自己的队伍中败坏党，把党变成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者。因此，我们必须从彼·基辅斯基文章中数不胜数的错误里至少找出几个最主要的错误来加以详细讨论，尽管这样做“枯燥乏味”，常常不得不十分浅显地重复那些细心而善于思考的读者早在我们1914年和1915年的文献中就已知道和明白了的起码道理。

我们先从彼·基辅斯基议论的“中心”点谈起，以便使读者能够立刻抓住“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这个新派别的“实质”。


1．马克思主义对战争和“保卫祖国”的态度

彼·基辅斯基自己相信并且要读者相信，他只是“不同意”民族自决，即我们党纲的第9条。他非常气忿地试图驳回对他的如下指责：他在民主问题上根本背离了全部马克思主义，在某个根本问题上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用意恶毒的引号是彼·基辅斯基加的）。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当我们的作者一开始谈论他仿佛是在局部的个别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时，当他一拿出论据和理由等等时，就立刻可以发现，他恰恰完全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就拿彼·基辅斯基文章中的第2条（即第2节）来说吧。我们的作者宣布，“这个要求〈即民族自决〉会直接〈！！〉导致社会爱国主义”，他还解释说，保卫祖国这个“背叛性的”口号是“可以完全符合〈！〉逻辑地〈！〉从民族自决权中推导出来的……”结论。在他看来，自决就是“认可法国和比利时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背叛行为，他们正在拿起武器保卫这种独立〈法国和比利时的民族国家的独立〉，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做‘自决’拥护者仅仅在谈论的事情……’“保卫祖国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的武器库中的货色……”“我们实在无法理解，怎么能同时既反对保卫祖国又主张自决，既反对祖国又保卫祖国。”

彼·基辅斯基就是这样写的。他显然没有理解我们关于反对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这个口号的决议。我们只好把这些决议中写得一清二楚的地方提出来，再一次把这些明明白白的俄语含义讲清楚。

1915年3月，我们党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以《关于保卫祖国的口号》为题的决议。这项决议一开始就说：“当前战争的真正实质就在于”什么什么。

这里讲的是当前战争。用俄语不能说得比这更清楚的了。“真正实质”这几个字表明，必须把假象和真实、外表和本质、言论和行动区别开来。关于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的说法，把1914—1916年间的帝国主义战争，为瓜分殖民地和掠夺他国领土等等而进行的战争伪装成民族战争。为了不致留下歪曲我们观点的一丝一毫的可能性，决议还专门补充了一段话，论述“真正的民族战争”，“特别〈请注意，特别不是仅仅的意思！〉是1789—1871年间发生的”民族战争。

决议说明，这些“真正”的民族战争，“其基础”“是长期进行的大规模民族运动，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斗争，推翻民族压迫……”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4—165页。——编者注］



看来，不是很清楚了吗？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是由帝国主义时代的种种条件造成的，这就是说，它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例外的现象，不是违背一般常规的现象。在这场战争中讲保卫祖国就是欺骗人民，因为这不是民族战争。在真正的民族战争中，“保卫祖国”一语则完全不是欺骗，我们决不反对。这种（真正的民族）战争“特别是”在1789—1871年间发生过。决议丝毫不否认现在也有发生这种战争的可能性，它说明应当怎样把真正的民族战争同用骗人的民族口号掩饰起来的帝国主义战争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为了加以区别，必须研究战争的“基础”是不是“长期进行的大规模民族运动”，“推翻民族压迫”。

关于“和平主义”的决议直截了当地说：“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否认革命战争的积极意义，这种战争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象〈请注意这个“象”〉1789—1871年期间那样为推翻民族压迫……而进行的战争。”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8页。——编者注］

 如果我们不承认民族战争在今天也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党1915年的决议会不会把1789—1871年间发生过的战争作为例子来谈论民族战争，并且指出我们并不否认那种战争的积极意义呢？显然不会。

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是对我党决议的解释或通俗的说明。在这本小册子的第5页上写得非常清楚：“社会主义者无论过去或现在”都只是在“推翻异族压迫”这个意义上“承认保卫祖国或防御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正义性”。举了一个例子：波斯反对俄国“等等”，并且指出：“这些战争就都是正义的、防御性的战争，而不管是谁首先发动进攻。任何一个社会党人都会希望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战胜压迫者、奴隶主和掠夺者的‘大’国。” 
［注：同上，第324页。——编者注］



小册子是在1915年8月出版的，有德文和法文版本。彼·基辅斯基对它很熟悉。无论彼·基辅斯基或任何别的人，都从没有向我们表示过异议，既没有反对关于保卫祖国的口号的决议，也没有反对关于和平主义的决议，也没有反对小册子中对这些决议的解释，一次也没有！既然彼·基辅斯基从1915年3月起并没有反对我们党对战争的看法，而目前，在1916年8月，却在一篇论述自决的文章中，也就是在一篇仿佛是关于局部问题的文章中暴露出对整个问题的惊人无知，那么试问，我们说这位著作家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这是不是诽谤他呢？

彼·基辅斯基把保卫祖国的口号叫作“背叛性的”口号。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告诉他，谁如果只机械地重复口号，不去领会它的意义，对事物不作深入的思考，仅仅死记一些词句而不分析它们的含义，那么，在这样的人看来，任何口号都是而且将永远是“背叛性的”。

一般地说，“保卫祖国”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不是经济学或政治学等等领域中的某种科学的概念呢？不是的。这只是替战争辩护的一种最流行的、常用的、有时简直是庸俗的说法。仅仅如此而已！庸人们可以替一切战争辩护，说什么“我们在保卫祖国”，只有这种行为才是“背叛性的”，而马克思主义不会把自己降低到庸俗见解的水平，它要求历史地分析每一次战争，以便弄清楚能不能认为这次战争是进步的、有利于民主或无产阶级的，在这个意义上是正当的、正义的等等。

如果不善于历史地分析每一次战争的意义和内容，保卫祖国的口号就往往是对战争的一种庸俗的不自觉的辩护。

马克思主义作了这样的分析，它指出：如果战争的“真正实质”，譬如说在于推翻异族压迫（这对1789—1871年间的欧洲来说是特别典型的），那么，从被压迫国家或民族方面说来，这场战争就是进步的。如果战争的“真正实质”是重新瓜分殖民地、分配赃物、掠夺别国领土（1914—1916年间的战争就是这样的），那么保卫祖国的说法就是“欺骗人民的弥天大谎”。

怎样找出战争的“真正实质”，怎样确定它呢？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应当研究战前的政治，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治。如果政治是帝国主义的政治，就是说，它保护金融资本的利益，掠夺和压迫殖民地以及别人的国家，那么由这种政治产生的战争便是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政治是民族解放的政治，就是说，它反映了反对民族压迫的群众运动，那么由这种政治产生的战争便是民族解放战争。

庸人们不懂得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他们只会说什么“敌人侵犯”，“敌人侵入我国”，而不去分析战争是因为什么、由什么阶级、为了什么政治目的进行的。彼·基辅斯基完全降低到这种庸人的水平，他说：看，德国人占领了比利时，可见，从自决观点看来，“比利时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是正确的”；或者说：德国人占领了法国的一部分领土，可见，“盖得可以得意了”，因为“打到本民族〈而不是异族〉居住的领土上来了”。

在庸人们看来，重要的是军队在什么地方，现在打胜仗的是谁。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重要的是双方军队可能互有胜负的这场战争是因为什么而进行的。

当前这场战争是因为什么而进行的呢？这一点在我们的决议中已经指出来了（根据交战国在战前几十年中实行的政治）。英、法、俄是为了保持已夺得的殖民地和掠夺土耳其等等而战。德国是为了夺取殖民地和独自掠夺土耳其等等而战。假定德国人甚至拿下巴黎和彼得堡，那么这场战争的性质会不会因此而改变呢？丝毫不会。那时德国人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胜利后推行的政治——是夺取殖民地，统治土耳其，夺取异族的领土，例如波兰等等，而决不是要对法国人或俄国人建立异族压迫。当前这场战争的真正实质不是民族战争，而是帝国主义战争。换句话说，战争的起因不是由于其中一方要推翻民族压迫，而另一方要维护这种压迫。战争是在两个压迫者集团即两伙强盗之间进行的，是为了确定怎样分赃、由谁来掠夺土耳其和各殖民地而进行的。

简单地说，在帝国主义大国（即压迫许多别的民族，迫使它们紧紧依附于金融资本等等的大国）之间进行的或同它们结成联盟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6年间的战争就是这种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是欺人之谈，是替战争辩护。

被压迫者（例如殖民地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即实行压迫的大国而进行的战争，是真正的民族战争。这种战争在今天也是可能的。遭受民族压迫的国家为反对实行民族压迫的国家而“保卫祖国”，这不是欺人之谈，所以社会主义者决不反对在这样的战争中“保卫祖国”。

民族自决也就是争取民族彻底解放、争取彻底独立和反对兼并的斗争，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拒绝这种斗争，——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直到起义或战争为止。

彼·基辅斯基以为他是在反对普列汉诺夫，据他说，正是普列汉诺夫指出了民族自决同保卫祖国的联系！彼·基辅斯基相信了普列汉诺夫，以为这种联系确实象普列汉诺夫所描绘的那样。[88]彼·基辅斯基既然相信了普列汉诺夫，于是就害怕起来了，认为必须否认自决，以便摆脱普列汉诺夫的结论……对普列汉诺夫太轻信了，同时也太害怕了，可是普列汉诺夫到底错在哪里，却一点也没有考虑！

社会沙文主义者为了把这场战争说成是民族战争，就拿民族自决作借口。同他们斗争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要指出这场战斗并不是为了民族解放，而是为了确定由哪一个大强盗来压迫更多的民族。如果竟然否认真正为了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战争，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歪曲。普列汉诺夫和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拿法国的共和制作为借口，来替“保卫”法国共和制、反对德国君主制辩护。如果象彼·基辅斯基那样推论，那么我们就应当反对共和制或反对真正为了捍卫共和制而进行的战争！！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拿德国的普选制和普遍识字的义务教育作借口，来替“保卫”德国反对沙皇制度辩护。如果象基辅斯基那样推论，那么我们就应当或者反对普选制和普遍识字的教育，或者反对真正为了维护政治自由使之不被剥夺而进行的战争！

卡·考茨基在1914—1916年间的战争以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著作和言论将永远是马克思主义的典范。1910年8月26日，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曾就日益迫近的战争写道：


　　“德英之间一旦发生战争，其争端将不是民主制度，而是世界霸权，即对全世界的剥削。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人是不应当站在本国剥削者方面的。”（《新时代》杂志第28年卷第2册第776页）



　　这是精彩的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它同我们的表述完全一致，它彻底揭穿了离开马克思主义而去为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今天的考茨基，它十分清楚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战争的原则（我们还要在刊物上谈到这个表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既然有争取民主的斗争，也就可能有争取民主的战争；民族自决只是民主要求之一，它和其他民主要求根本没有任何区别。简单地讲，“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拒绝在民主的战争中“保卫祖国”，即拒绝参加民主的战争，这是荒谬的，这跟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把“保卫祖国”的概念运用于帝国主义战争，即把帝国主义战争说成是民主的战争，从而粉饰帝国主义战争，这就等于欺骗工人，投到反动资产阶级方面去。
2．“我们对新时代的理解”

引号里的这句话是彼·基辅斯基说的，他常常提到“新时代”。然而遗憾的是，在这里他的论断也是错误的。

我们党的一些决议说，这场战争是由帝国主义时代的一般条件造成的。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指出了“时代”和“这场战争”的相互关系：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具体地评价每一次战争。为什么在各大国之间——其中有许多国家在1789—1871年间曾经领导过争取民主的斗争——竟会而且必然会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即按其政治意义来说是极端反动的、反民主的战争呢？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了解帝国主义时代的一般条件，即各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已变为帝国主义的一般条件。

彼·基辅斯基完全曲解了“时代”和“这场战争”之间的这种关系。照他说来，要具体地谈，就是谈论“时代”！这恰巧不对。

1789—1871年那个时代，对于欧洲说来是一个特殊时代。这是无可争辩的。不了解那个时代的一般条件，就不能了解对于那个时代来说特别典型的任何一次民族解放战争。这是不是说，那个时代的一切战争都是民族解放战争呢？当然不是。这样说是极其荒唐的，是用可笑的死板公式代替对每一次战争的具体研究。在1789—1871年间，既发生过殖民地战争，也发生过压迫许多其他民族的反动帝国之间的战争。

试问，能不能从先进欧洲（以及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新时代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现在只可能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呢？作这样的论断是荒谬的，这是不善于把某一具体现象和该时代可能发生的各种现象的总和区别开来。时代之所以称为时代，就是因为它包括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和战争，这些现象和战争既有典型的也有不典型的，既有大的也有小的，既有先进国家所特有的也有落后国家所特有的。象彼·基辅斯基那样只是泛泛地谈论“时代”，而回避这些具体问题，这就是滥用“时代”这个概念。为了不作无稽之谈，我们现在从许多例子中举出一个例子。但是首先必须指出，有一个左派集团，即德国的“国际”派，曾经在《伯尔尼执行委员会公报》第3期（1916年2月29日）中发表了一个提纲，并在第5条中作了如下一个显然错误的论断：“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我们农《〈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中分析过这个论断 
［注：见本卷第4—9页。——编者注］

 。这里只须指出，虽然一切关心国际运动的人老早就熟悉这个论点（我们早在1916年春天伯尔尼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反对过这个论点），可是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派别重述过这个论点，接受过这个论点。彼·基辅斯基在1916年8月写他那篇文章时，也没有说过一句同这种论断或类似论断精神一致的话。

之所以必须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如果有人发表过这种论断或类似论断，那才谈得上理论上的分歧。既然没有提出过任何类似的论断，那我们只好说：这并不是对“时代”的另一种理解，不是什么理论上的分歧．而只是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只是滥用了“时代”这个词。


　　例如，彼·基辅斯基在他那篇文章的开头写道：“它〈自决〉岂不是同在火星上免费得到10000俄亩土地的权利一样吗？对于这个问题，只能十分具体地，同对今天整个时代的估计联系起来加以回答。要知道，在发展当时那种水平的生产力的最好形式——民族国家的形成时代，民族自决权是一回事，在这种形式即民族国家形式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民族自决权则是另一回事。在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确立的时代与民族国家正在灭亡、资本主义本身也处在灭亡前夜的时代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抛开时间和空间而作‘泛泛’之谈，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事情。”



　　这段议论是歪曲地运用“帝国主义时代”这一概念的标本。正因为这个概念是新的和重要的，所以必须同这种歪曲作斗争！有人说民族国家的形式已经成为桎梏等等，这是指什么呢？是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指德国、法国和英国，由于这些国家参加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才首先成为帝国主义战争。在这些过去特别是在1789—1871年间曾经引导人类前进的国家里，民族国家形形成的过程已经结束了，在这些国家里民族运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要想恢复这种运动只能是荒谬绝伦的反动空想。法兰西人、英吉利人和德意志人的民族运动早已结束，在那里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是另一个问题：已获得解放的民族变成了压迫者民族，变成了处在“资本主义灭亡前夜”、实行帝国主义掠夺的民族。而其他民族呢？

彼·基辅斯基象背诵记得烂熟的规则那样，重复说马克思主义者应者“具体地”谈问题，但他自己并不运用这条规则。我们在自己的提纲中特意提供了具体回答的范例，可是彼·基辅斯基却不愿意把错误给我们指出来，如果他这里发现了错误的话。

我们的提纲（第6条）指出，为了具体起见，为了具体起见，在自决问题上至少应当区分三类不同的国家。（显然，在一个总的提纲里不能谈到每一个别的国家。）第一类是西欧（以及美洲）的各先进国家，在那里，民族运动是过去的事情。第二类是东欧，在那里，民族运动是现在的事情。第三类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在那里，民族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来的事情。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62—263页。——编者注］



这对不对呢？彼·基辅斯基本应把他的批评指向这里。然而他甚至没有觉察到，理论问题究竟何在！他没有看到，只要他还没有驳倒我们提纲（第6条）中的上述论点（要驳倒它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正确的），他的关于“时代”的议论就象一个人“挥舞”宝剑而不出手攻击。


　　他在文章的末尾写道：“同弗·伊林的意见相反，我们认为，对于多数〈！〉西欧〈！〉国家来说，民族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岂不是说，法兰西人、西班牙人、英吉利人、荷兰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的民族运动并没有在17、18、19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完成吗？在文章开头，“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概念被曲解成这样：似乎民族运动已经完成，而不仅是在西欧各先进国家里已经完成。同一篇文章的结尾却说，正是在西欧国家“民族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岂不是思想混乱吗？在西欧各国民族运动是早已过去的事情。在英、法、德等国，“祖国”已经唱完自己的歌了，已经扮演过自己的历史角色了，也就是说，在那里，不可能再有进步的、能唤起新的人民群众参加新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民族运动了。在那里，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问题，不是从封建主义或从宗法制的蒙昧状态过渡到民族进步，过渡到文明的和政治上自由的祖国，而是从已经过时的、资本主义过度成熟的“祖国”过渡到社会主义。

东欧的情况则不同。譬如，对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来说，只有梦幻中住在火星上的人才会否认：这里的民族运动还没有完成，这里还正在唤醒民众掌握本族语言和本族语言的出版物（而这是资本主义获得充分发展、交换彻底渗入最后一家农户的必要条件和伴随物）。在这里，“祖国”还没有唱完自己的全部历史之歌。在这里，“保卫祖国”还可能是保卫民主、保卫本族语言和政治自由、反对压迫民族、反对中世纪制度，而今天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说什么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则是撒谎，因为他们实际上保卫的并不是本族语言，不是本民族发展的自由，而是他们作为奴隶主的权利、他们的殖民地、他们的金融资本在别国的“势力范围”等等。

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民族运动的历史比在东欧还要年轻一些。

所谓“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帝国主义时代是指什么；俄国的“特殊”地位（彼·基辅斯基的文章第2章第4节的标题）以及并非俄国一国的“特殊”地位究竟何在；民族解放运动在什么地方是骗人的鬼话，在什么地方是活生生的和具有进步意义的现实，——对于这一切彼·基辅斯基一无所知。


3．什么叫作经济分析？

反对自决的人的种种议论的焦点，就是借口说在一般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它“不能实现”。“不能实现”这几个字，常常在各种各样的和不明确的意义上被使用。因此，我们在自己的提纲中要求象在任何一次理论争论中都必须做到的那样：弄清楚所谓“不能实现”是什么意思。我们不仅提出了问题，还作了解释。说一切民主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不能实现”，是指不经过多次革命在政治上难以实现或者不能实现。

说自决不能实现是指在经济上不可能，那是根本不对的。

我们的论点就是如此。理论分歧的焦点就在这里，这是我们的论敌在任何稍微严肃一点的争论中都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

现在就来看一看彼·基辅斯基关于这个问题是怎样议论的吧。

他坚决反对把不能实现解释为由于政治原因而“难以实现”。他直接用经济上不可能这层意思来回答问题。


　　他写道：“这是不是说，自决在帝国主义时代不能实现，如同劳动货币在商品生产下不能实现一样呢？”彼·基辅斯基随即回答说：“是的，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谈的正是‘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这两个社会范畴之间的逻辑矛盾，如同劳动货币和商品生产这另外两个范畴之间存在着的逻辑矛盾一样。帝国主义是自决的否定，任何魔术家都无法把自决和帝国主义结合起来。”



　　不管彼·基辅斯基用以挖苦我们的“魔术家”这个字眼多么吓人，我们还是应当向他指出，他根本不懂什么叫作经济分析。“逻辑矛盾”——当然，在正确的逻辑思维的条件下——无论在经济分析中或在政治分析中都是不应当有的。因此，在恰恰应当作经济分析而不是作政治分析的时候，搬出一般“逻辑矛盾”来搪塞，这无论如何是不适当的。无论经济因素或政治因素都属于“社会范畴”。可见，彼·基辅斯基虽然一开始就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是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自决不能实现，如同劳动货币在商品生产下不能实现一样），可是后来他实际上只是兜圈子，而没有作出经济分析。怎样证明劳动货币在商品生产下不能实现呢？通过经济分析。这种分析也同一切分析一样，不容许有“逻辑矛盾”，它运用的是经济的而且仅仅是经济的（而不是一般“社会的”）范畴，并且从中得出劳动货币不能实现的结论。在《资本论》第1章中，根本没有谈到什么政治、政治形式或一般“社会范畴”，这里所分析的只是经济因素，商品交换和商品交换的发展。经济分析表明（当然是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在商品生产下劳动货币不能实现。

彼·基辅斯基根本不想进行经济分析！他把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同它的政治趋势搅在一起，这一点从他那篇文章第一节第一句话里就可以看出来。这句话是：


　　“工业资本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商业借贷资本的合成物。借贷资本曾为工业资本效劳。现在资本主义克服了各种形式的资本，产生一种最高级的，统一的资本即金融资本，因此，整个时代都可以称为金融资本时代，而与这种资本相应的对外政策体系便是帝国主义。”



　　从经济上来看，这整个定义都毫无用处，因为全是空话，而没有确切的经济范畴。但是现在我们不可能详细地谈这个问题。重要的是彼·基辅斯基把帝国主义称为“对外政策体系”。第一，这实质上是错误地重述考茨基的错误思想。

第二，这纯粹是而且仅仅是给帝国主义下的政治定义。彼·基辅斯基想用帝国主义是“政策体系”这个定义来回避他曾经答应要作的经济分析，当时他说过，自决在帝国主义时代不能实现，即在经济上不能实现，如同劳动货币在商品生产下不能实现“一样”！ 
［注：彼·基辅斯基是否知道，马克思用一个多么不礼貌的字眼来称呼这样的“逻辑手法”？我们决不对彼·基辅斯基使用这个不礼貌的字眼，但不得不指出：把恰恰在进行争论的东西、恰恰还须要加以证明的东西随心所欲地塞进某一概念的定义中去，——马克思把这称之为“骗子手法”。再说一遍，我们不对彼·基辅斯基使用马克思的这个不礼貌的用语。我们只是揭示他的错误的根源。（以上的文字在手稿上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考茨基在同左派争论时说：帝国主义“仅仅是对外政策体系”（即兼并政策体系），决不能把资本主义的某一经济阶段，某一发展梯级称为帝国主义。

考茨基错了。当然，作字眼上的争论是不明智的。禁止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使用帝国主义这个“字眼”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要进行讨论，就必须把概念弄清楚。

从经济上来看，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的“时代”，问题不在于字眼）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即这样一个阶段，此时生产已经达到巨大的和极为巨大的规模，以致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就在于此。垄断既表现为托拉斯、辛迪加等等，也表现为大银行的莫大势力、原料产地的收买和银行资本的集中等等。一切都归结于经济垄断。

这种新的经济即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就是从民主转向政治反动。民主适应于自由竞争。政治反动适应于垄断。鲁·希法亭在他的《金融资本》一书中说得好：“金融资本竭力追求的是统治，而不是自由。”

把“对外政策”和一般政策分开，或者甚至把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的想法。帝国主义无论在对外或对内政策中，都同样力求破坏民主，实行反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主义无疑就是对一般民主即一切民主的“否定”，而决不是对种种民主要求中的一个要求即民族自决的“否定”。

帝国主义既然“否定”民主，同样也“否定”民族问题上的民主（即民族自决）。所谓“同样”，也就是说它力求破坏这种民主。在帝国主义时代实现这种民主与在帝国主义时代实现共和制、民兵制、由人民选举官吏等等，在同样的程度、同样的意义上更加困难（同垄断前资本主义相比）。根本谈不上“在经济上”不能实现。

大概，使彼·基辅斯基在这里犯错误的还有这样一个情况（除了完全不懂经济分析的要求而外）：从庸人的观点看来，所谓兼并（即在违反居民意志的情况下吞并异族地区，即破坏民族自决）也就是金融资本向更广阔的经济领土“扩展”（扩张）。

不过，用庸人的概念是不能研究理论问题的。

从经济上说，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为了垄断一切，不仅要从国内市场（本国市场）上，同时还要从国外市场上，从全世界上把竞争者排除掉。“在金融资本的时代”，有没有甚至在别国内排除竞争的经济上的可能性呢？当然有，这种手段就是使竞争者在金融上处于依附地位，收买其原料产地以至全部企业。

美国的托拉斯是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高表现。为了排除竞争者，托拉斯不限于使用经济手段，而且还常常采取政治手段乃至刑事手段。但是，如果认为用纯粹经济的斗争方法在经济上不能实现托拉斯的垄断，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地，现实处处证明这是“可以实现”的：托拉斯通过银行破坏竞争者的信用（托拉斯老板就是银行老板，因为收买了股票），托拉斯破坏竞争者的原料运输（托拉斯老板就是铁路老板，因为收买了股票），托拉斯在一定时期内把价格压低到成本以下，不惜为此付出数以百万计的代价，以便迫使竞争者破产，从而收买他的企业和原料产地（矿山、土地等等）。

这就是对托拉斯的实力和对它们的扩张所作的纯经济分析。这就是实行扩张的纯经济的途径：收买企业、工厂、原料产地。

一国的大金融资本也随时可以把别国即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竞争者的一切收买过去，而且它向来就是这样做的。这在经济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并且屡见不鲜。你们在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里随时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例如：阿根廷实际上是英国的“商业殖民地”，葡萄牙实际上是英国的“附庸”，等等。这是对的，因为在经济上依附英国银行，对英国负有债务，当地的铁路、矿山、土地被英国收买，等等，——这一切都使上述国家在经济意义上被英国所“兼并”，但是并没有破坏这些国家的政治独立。

这些国家的政治独立就叫作民族自决。帝国主义力图破坏这种独立，因为在实行政治兼并的情况下，经济兼并往往更方便，更便宜（更容易收买官吏、取得承租权、实行有利的法令等等），更如意，更稳妥，——就象帝国主义力图用寡头政治代替一般民主一样。但是说什么在帝国主义时代自决在经济上“不能实现”，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彼·基辅斯基用一种非常随便和轻率的方法来回避理论上的困难，用德语来说这叫作“信口开河”，即青年学生在饮酒作乐时常有的（也是很自然的）胡吹乱扯。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他写道：“普选制、八小时工作制以至共和制，从逻辑上说都是和帝国主义相容的，尽管帝国主义极不喜欢〈！！〉它们，所以实现起来就极为困难。”



　　诙谐的字眼有时可以使学术著作增色，假如在谈论一个重大问题时，除了这些字眼，还从经济和政治方面对种种概念进行分析的话，我们决不反对所谓帝国主义并不“喜欢”共和制这种信口开河的说法。彼·基辅斯基用信口开河代替这种分析，掩盖缺乏分析。“帝国主义不喜欢共和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共和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可能形式之一，而且在现代条件下是最民主的形式。说帝国主义“不喜欢”共和制，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和民主之间有矛盾。很有可能，彼·基辅斯基“不喜欢”或者甚至“极不喜欢”我们的这个结论，但这个结论是不容置疑的。

其次，帝国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这一矛盾是怎样一种性质的呢？是逻辑矛盾还是非逻辑矛盾呢？彼·基辅斯基用“逻辑”这个字眼时，却没有想一想，因而也没有觉察到，这个字眼在这里恰好是用来替他掩盖他所谈论的问题（既掩盖读者的耳目，也掩盖作者的耳目）！这个问题就是经济同政治的关系，帝国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内容同政治形式之一的关系。在人的推论中出现的一切“矛盾”，都是逻辑矛盾，这是空洞的同义反复。彼·基辅斯基用这种同义反复来回避问题的实质：这是两种经济现象或命题之间的“逻辑”矛盾（1）？还是两种政治现象或命题之间的“逻辑”矛盾（2）？或者是经济现象或命题同政治现象或命题之间的“逻辑”矛盾（3）？

要知道，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因为提出的是在某种政治形式下在经济上不能实现还是可以实现的问题！

彼·基辅斯基如果不避开这个实质，他大概就会看到，帝国主义同共和制之间的矛盾，是最新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同一般政治民主之间的矛盾。因为彼·基辅斯基永远也不能证明，有哪一项重大的和根本的民主措施（由人民选举官吏或军官、实行最充分的结社集会自由等等），与共和制相比，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较小一些（也可以说，更为帝国主义所“喜欢”）。

所以我们得出的正是我们在提纲中所坚持的那个论点：帝国主义同所有一切政治民主都是矛盾的，都是有“逻辑”矛盾的。彼·基辅斯基“不喜欢”我们的这个论点，因为它打破了彼·基辅斯基的不合逻辑的结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有些人仿佛要驳斥某些论点，其实暗中恰恰搬出这些论点，说什么“帝国主义不喜欢共和制”，这难道能够令人容忍吗？

其次，为什么帝国主义不喜欢共和制呢？帝国主义怎样把自己的经济同共和制“结合起来”呢？

彼·基辅斯基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不妨向他提一下恩格斯讲过的下面一段话。这里谈的是民主共和国。问题是这样提出的：在这种管理形式下财富能不能实行统治呢？就是说，问题正是关于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矛盾”。

恩格斯回答说：“……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公民之间的〉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7页。——编者注］



这就是对于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的问题所作的经济分析的范例，而自决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的问题，只是这个问题的一小部分！

民主共和国“在逻辑上”是同资本主义矛盾的，因为它“正式”宣布富人和穷人平等。这是经济制度和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共和制之间存在着同样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被加深和加剧了，因为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使一切政治自由都更加“难以”实现。

资本主义怎样和民主结合起来呢？通过间接地行使资本的无限权力！为此可以采取两种经济手段：（1）直接收买；（2）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在我们的提纲中，这一点是用如下的话表述的：在资产阶级制度下，金融资本可以“随意收买和贿赂任何政府和官吏”。）

既然商品生产、资产阶级、货币权力统治一切，因此在任何一种管理形式下，在任何一种民主制度下，收买（直接的或通过交易所）都是“可以实现”的。

试问，在帝国主义代替了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垄断前的资本主义以后，我们所考察的这种关系起了什么变化呢？

唯一的变化就是交易所的权力加强了！因为金融资本是最大的、发展到垄断地步的、同银行资本融合起来的工业资本。大银行正在同交易所融合起来，吞并交易所。（在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常常谈到交易所的作用下降，但这只是从任何一个大银行本身就是交易所这个意义上说的。）

其次，既然一般“财富”完全能够通过收买和通过交易所来实现对任何民主共和国的统治，那么，彼·基辅斯基怎么能断言拥有亿万资本的托拉斯和银行的巨大财富，不能“实现”金融资本对别国，即对政治上独立的共和国的统治而不陷入可笑的“逻辑矛盾”呢

怎么？在别国内收买官吏“不能实现”吗？或者“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这仅仅是与本国政府结成联盟吗？


※　　　　　※　　　　　※

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为了剖析和通俗地说明10行糊涂文字，需要写大约10个印刷页。我们不能这样详尽地分析彼·基辅斯基的每个论断——真的，他没有一个论断不是糊涂的！——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对主要的问题已经作了分析。剩下的我们将大略提一下。


4．挪威的例子

挪威在1905年即在帝国主义最猖狂的时代，“实现了”似乎是不能实现的自决权。因此，“不能实现”的说法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也是可笑的。

彼·基辅斯基想反驳这一点，他挖苦我们是“唯理论者”（同这有何相干？唯理论者仅限于下论断，而且是抽象的论断，而我们指出了最具体的事实！彼·基辅斯基使用“唯理论者”这个外国字眼，恐怕正如他在自己文章的开头以“精炼的形式”提出自己的见解时使用“精炼的”这个词一样……怎样说得更委婉一些呢？……一样地不那么“恰当”吧？）。

彼·基辅斯基责备我们说，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现象的外表，而不是真正实质”。那么我们就来考察一下真正实质吧。

反驳一开始就举了一个例子，说颁布反托拉斯法的事实并不能证明禁止托拉斯是不能实现的。完全正确，只是例子举得不恰当，因为它是驳斥彼·基辅斯基的。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治。任何政治措施也不能禁止经济。不管波兰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形式，不管它是沙皇俄国的一部分还是德国的一部分，不管它是自治区还是政治上独立的国家，这都不能禁止或消除波兰对帝国主义列强金融资本的依附和后者对波兰企业股票的收买。

挪威在1905年所“实现”的独立，仅仅是政治上的独立。它并不打算触及也不可能触及经济上的不独立。我们的提纲所说的正是这一点。我们指出，自决仅仅涉及政治，因此甚至提出经济上不能实现的问题，也是错误的。而彼·基辅斯基却搬出政治禁令对经济无能为力的例子来“反驳”我们！“反驳”得太妙了！

其次。


　　“单凭一个甚至许多个关于小企业战胜大企业的例子，还不足以驳倒马克思的如下正确论点：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都伴随着生产的积聚和集中。”



　　这个论点也是以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为根据的。选择这样的例子，是为了转移人们（读者和作者）对争论的真正实质的注意。我们的提纲指出，从劳动货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那种意义上来说自决在经济上不能实现，是不正确的。能够证明劳动货币能够实现的“例子”一个也举不出来。彼·基辅斯基默认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因为他转而去对“不能实现”作另外的解释。

他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呢？为什么不公开地、确切地提出自己的论点，说“自决就其经济上的可能性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它是同发展进程相抵触的，因而是反动的或者只是一个例外”呢？

因为作者只要一公开说出他的相反的论点，立刻就会揭穿自己，所以他只好遮遮掩掩。

无论我们的纲领或爱尔福特纲领，都承认经济集中和大生产战胜小生产的规律。彼·基辅斯基隐瞒了一个事实，即两者都不承认政治集中或国家集中的规律。如果这同样是或者也算是一个规律，那么彼·基辅斯基为什么不加以阐述并建议把它补充到我们的纲领中去呢？他既然发现了国家集中这个新规律，发现了这个具有实际意义的、可以使我们纲领消除错误结论的规律，却又让我们保留一个不好的和不全面的纲领，他这样做对吗？

彼·基辅斯基对这个规律没有作任何表述，也没有建议要补充我们的纲领，因为他隐隐约约地感到，那样一来他就会成为笑柄。如果把这种观点公开表现出来，除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规律之外又提出一个大国排挤小国的“规律”（与前一规律联在一起或相提并论），那时，人人都会对这种“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妙论哈哈大笑！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只向彼·基辅斯基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带引号的经济主义者不谈现代托拉斯或大银行的“瓦解”，不谈这种瓦解是可能的和能够实现的呢？为什么甚至一个带引号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大国瓦解是可能的和能够实现的，并且这还不仅是一般瓦解，而是例如，“小民族”（请注意这一点！）从俄国分离出去（彼·基辅斯基论文的第2章第4节）呢？

最后，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们的作者扯到哪里去了，为了向他提出警告，我们必须指出，我们大家都公开承认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规律，谁也不怕把“小企业战胜大企业”的个别“例子”叫作反动现象。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反对自决的人敢把挪威同瑞典分离叫作反动现象，虽然从1914年起我们就在著作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53—259页。——编者注］



只要还保持着例如手工作业台，大生产就不能实现；认为使用机器的工厂可以“瓦解”为手工工场，那是极端荒谬的。建立大帝国的帝国主义趋势完全可以实现，并且在实践中常常通过一些在政治意义上独立自主的国家建立帝国主义联盟的形式来实现。这种联盟是可能的，它不仅表现为两国金融资本的经济结合，同时也表现为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军事“合作”。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民族斗争、民族起义和民族分离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并且已见诸行动，甚至变得更加剧烈，因为帝国主义不是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民主意向的增长，而是加剧这种民主意向和托拉斯的反民主意向之间的对抗。

只有从“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即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才可以忽视帝国主义政治中的下列特殊现象：一方面，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告诉我们一些事例，依靠金融联系和经济利益能使政治上独立的小国卷进大国之间的斗争（英国和葡萄牙）。另一方面，破坏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比自己的帝国主义“庇护者”软弱得多的小民族方面的民主制，结果不是引起起义（如爱尔兰），便是使整团整团的官兵投向敌方（如捷克人）。在这种情况下，从金融资本的观点来看，为了不使“自己的”军事行动有遭到破坏的危险，给予某些小民族以尽可能多的民主自由乃至实行国家独立，这不仅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对托拉斯，对它们的帝国主义政治，对它们的帝国主义战争，有时是直接有利的。忘记政治的和战略的相互关系的特点，不管适当不适当，一味背诵“帝国主义”这个记得烂熟的词，这决不是马克思主义。

关于挪威，彼·基辅斯基告诉我们说，第一，它“向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这是不对的，这种错误只能用作者的信口开河满不在乎和对政治问题的不重视来解释。挪威在1905年以前不是独立国家，它只享有非常广泛的自治权。瑞典只是在挪威同它分离以后才承认挪威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挪威“向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那么瑞典政府就不可能在1905年10月26日向外国宣布，它现在承认挪威是一个独立国家。

第二，彼·基辅斯基用许多引文来证明：挪威朝西看，瑞典则是朝东看，在前者“起作用”的主要是英国金融资本，在后者——是德国金融资本，等等。他由此便得出一个扬扬得意的结论：“这个例子〈即挪威〉完全可以纳入我们的公式”。

请看，这就是“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逻辑典范！我们的提纲指出，金融资本可以统治“任何”国家，“哪怕是独立国家”，因此，说什么从金融资本的观点来看“不能实现”自决的一切论断，都是糊涂观念。人们给我们列举一些材料，这些材料都证实我们的关于别国金融资本无论在挪威分离以前或在挪威分离以后都始终起作用的论点，——他们却以为这是在驳斥我们！！

谈金融资本因而忘记政治问题，难道这就是谈论政治吗？

不是。政治问题决不会因为有人犯了“经济主义”的逻辑错误就不再存在。英国金融资本无论在挪威分离以前或分离以后，都一直在挪威“起作用”。德国金融资本在波兰同俄国分离以前，曾经在波兰“起作用”，今后不管波兰处于怎样的政治地位，德国金融资本还会“起作用”。这个道理太简单了，甚至叫人不好意思重申，但是，既然有人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忘记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关于挪威的这种或那种地位、关于挪威从属瑞典、关于分离问题提出之后工人的态度等政治问题，会不会因此就不存在了呢？

彼·基辅斯基回避了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刺痛了“经济派”。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些问题以前存在，现在仍然存在。在实际生活中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不承认挪威有分离权的瑞典工人能不能当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呢？不能。

瑞典贵族当时主张对挪威发动战争，牧师们也是如此。这一事实并不因为彼·基辅斯基“忘记”读挪威人民的历史就不存在。瑞典工人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员，可以劝告挪威人投票反对分离（挪威于1905年8月13日就分离问题举行了全民投票，结果368200票赞成分离，184票反对分离，参加投票的约占有投票权的人数的80％）。可是，如果瑞典工人象瑞典贵族和瑞典资产阶级那样，否认挪威人有不通过瑞典人、不顾及瑞典人的意愿而自行解决这一问题的权利，那他们就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就是决不容许留在社会民主党内的恶棍。

对我们的党纲第9条就应该这样来运用，而我们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者”却试图跳过这一条。先生们，你们要跳过去，就非投入沙文主义的怀抱不可！

而挪威工人呢？从国际主义的观点看来，他们是否必须投票赞成分离呢？根本不是。他们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员，可以投票反对分离。他们只有向反对挪威有分离自由的瑞典黑帮工人伸出友谊之手，才是违背了自己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义务。

有些人不愿意看到挪威工人和瑞典工人的地位之间的这一起码差别。不过他们既然避开我们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的这一极其具体的政治问题，他们也就揭穿了自己。他们默不作声、借词推托，从而让出了阵地。

为了证明在俄国也可能发生“挪威”问题，我们特意提出一个论点：在纯军事的和战略的条件下，单独的波兰国家即使现在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彼·基辅斯基想要“争论”一下，但是却没有作声！！

我们再补充一句，根据纯军事和战略的考虑，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某种结局下（如瑞典并入德国，德国人取得一半胜利），甚至芬兰也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但这并不会破坏金融资本的任何一种业务的“可实现性”，不会使收买芬兰铁路和其他企业股票的事情“不能实现”。 
［注：如果在当前战争的一种结局下，在欧洲建立波兰、芬兰等新国家完全“可以实现”（同时丝毫不会破坏帝国主义的发展条件和它的实力，反而会加强金融资本的影响、联系和压力），那么，在战争的另一种结局下，建立匈牙利、捷克等新国家同样也“可以实现”。英帝国主义者现在已经在谋划自己一旦取得胜利时如何实现这第二种结局。帝国主义时代既不会消灭各民族要求政治独立的意向，也不会消灭这种意向在世界帝国主义关系范围内的“可实现性”。超出这一范围，则无论俄国的共和制或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巨大的民主改革，不经过多次革命就“不能实现”，没有社会主义就不能巩固。彼·基辅斯基对于帝国主义同民主之间的关系，简直是一窍不通。］



彼·基辅斯基想用惊人之语来掩饰他所讨厌的政治问题，这是他整篇“议论”的一大特色。他说：“……每一分钟〈在第1章第2节的末尾，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着：达摩克利斯剑[89]都可能掉下，断送‘独立’工场〈“暗指”小小的瑞典和挪威〉的生机”。

照这么说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想必是这样的：尽管瑞典政府曾把挪威从瑞典分离出去叫作“革命措施”，但挪威这个独立的国家总共不过存在了10来年。既然我们读过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并且把他的意思“理解”为“每一分钟”——要说就把话说到底！——小国都可能消失，那么我们又何必去分析由此而产生的政治问题呢？又何必去注意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经济主义”，把自己的政策变成了对道地的俄国沙文主义者的言论的随声附和呢？

俄国工人在1905年争取共和国，想必是犯了莫大的错误，因为无论法国的、英国的或其他什么国家的金融资本，早就动员起来要反对它，如果它出现了的话，“每一分钟”都可能用“达摩克利斯剑”将它砍掉！


※　　　　　※　　　　　※

“最低纲领中的民族自决要求……不是空想的：它并不同社会发展相抵触，因为它的实现并不会妨碍社会发展。”彼·基辅斯基在其文章中作了关于挪威的“摘录”的那一节里，反驳马尔托夫的这段话。其实他的“摘录”一再证实下面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挪威的“自决”和分离并没有阻止一般的发展，特别是金融资本业务的扩大，也没有阻止英国人对挪威的收买！

我们常常见到这样一些布尔什维克，例如1908—1910年间的阿列克辛斯基，他们恰恰在马尔托夫讲得正确的时候去反对他！这样的“盟友”千万不能要！


5．关于“一元论和二元论”

彼·基辅斯基指责我们“对要求作了二元论的解释”，他写道：


　　“国际的一元论的行动，被二元论的宣传所代替。”



　　统一的行动是同“二元论”的宣传相对立的，——这听起来似乎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可惜，我们如果仔细地研究一下，我们就必须说，这和杜林的“一元论”一样，是口头上的“一元论”。恩格斯在反对杜林的“一元论”时写道：“如果我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6页，黑体是列宁用的。——编者注］

这就是说，只有那些在客观现实中是统一的事物、属性、现象和行动，才可以称为“统一的”。而我们的作者恰巧忘记了这件“小事情”！

第一，他认为我们的“二元论”就在于：我们向被压迫民族工人首先提出的要求（这里只是就民族问题而言），不同于我们对压迫民族工人的要求。

为了审查一下彼·基辅斯基在这里的“一元论”是不是杜林的“一元论”，必须看一看客观现实中的情况是怎样的。

从民族问题的角度来看，压迫民族工人和被压迫民族工人的实际地位是不是一样的呢？

不，不一样。

（1）在经济上有区别：压迫民族的资产者用一贯加倍盘剥被压迫民族工人的办法取得超额利润，压迫国家的工人阶级有一部分人可以从中分享一点残羹剩饭。此外，经济资料表明；压迫民族工人当“工头”的百分比要比被压迫民族工人高，压迫民族工人升为工人阶级贵族的百分数也大 
［注：例如，可参看古尔维奇论美国移民和工人阶级状况的一部英文（《移民与劳动》）。］

 。这是事实。压迫民族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本国资产阶级掠夺被压迫民族工人（和多数居民）的勾当。

（2）在政治上有区别：与被压迫民族工人比较，压迫民族工人在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占特权地位。

（3）在思想上或精神上有区别：压迫民族工人无论在学校中或在实际生活中，总是受着一种轻视或蔑视被压迫民族工人的教育。例如，凡是在大俄罗斯人中间受过教育或生活过的大俄罗斯人，对这一点都有体会。

总之，在客观现实中处处都有差别，就是说，在不以个人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客观世界中，到处都有“二元论”。

既然如此，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彼·基辅斯基的所谓“国际的一元论的行动”这句话呢？

这是一句响亮的空话，如此而已。

国际实际上是由分别属于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组成的，为了使国际的行动统一，就必须对两种不同的工人进行不同的宣传：从真正的（而不是杜林式的）“一元论”观点看来，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只能这样谈问题！

例子呢？我们（两年多以前在合法刊物上！）已经举了关于挪威的例子，而且任何人也没有试图反驳我们。在从实际生活中举出的这一具体事例中，挪威工人和瑞典工人的行动所以是“一元论的”、统一的、国际主义的，只是由于瑞典工人无条件地坚持挪威的分离自由，而挪威工人则有条件地提出关于这次分离的问题。如果瑞典工人不是无条件地赞成挪威人的分离自由，那他们就成了沙文主义者，就成了想用暴力即战争把挪威“留住”的瑞典地主们的沙文主义同谋。如果挪威工人不是有条件地提出分离问题，即社会民主党党员也可以投票和宣传反对分离，那挪威工人就违背了国际主义者的义务，而陷入了狭隘的、资产阶级的挪威民族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实行分离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挪威资产阶级（也同各国资产阶级一样）总是力求分裂本国和“异国”的工人！因为在觉悟的工人看来，任何民主要求（其中也包括自决）都要服从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譬如说，挪威同瑞典的分离势必或者可能引起英德之间的战争，由于这种原因，挪威工人就应当反对分离。而瑞典工人作为社会党人，只有在一贯地、彻底地、经常地反对瑞典政府而拥护挪威分离自由的情况下，才有权利和有可能在类似的场合进行反对分离的宣传。否则，挪威工人和挪威人民就不相信而且也不能相信瑞典工人的劝告是诚恳的。

反对自决的人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只会拿一些僵死的抽象概念来敷衍了事，而不敢彻底分析实际生活中任何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的提纲已经具体指出，在纯军事和战略的种种条件一定的配合下，波兰新国家现在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56页。——编者注］

 。无论波兰人或者彼·基辅斯基，对这一点都没有表示过异议。但谁也不愿意想一想，从默认我们是正确的这一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是什么。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显然是：为了教育俄国人和波兰人采取“统一的行动”，国际主义者决不能在两者中间进行同样的宣传。大俄罗斯（和德国）工人应当无条件地赞成波兰的分离自由，否则在目前他们实际上就成了尼古拉二世或兴登堡的奴仆。而波兰工人只能有条件地主　　张分离，因为想用某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胜利来投机（象“弗腊克派”那样），那就意味着充当它的奴仆。这种差别是国际的“一元论的行动”的条件，不了解这种差别，就等于不了解为了采取“一元论的行动，来反对比如莫斯科附近的沙皇军队，为什么革命军队必须从下诺夫哥罗德向西挺进，而从斯摩棱斯克向东挺进。


※　　　　　※　　　　　※

第二，我们这位杜林式一元论的新信徒指责我们没有注意在社会变革时期“国际的各个民族支部的最紧密的组织上的团结”。

彼·基辅斯基写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决将消亡，因为那时国家也将消亡。这句话仿佛是专为反驳我们而写的！但是我们曾经用了三行字（我们的提纲的第1条的最后三行）说得清清楚楚：“民主也是一种国家形式，它将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55页。——编者注］

 彼·基辅斯基在他的文章的第3节（第1章）中，用好几页篇幅所重复的正是这个真理，——当然是为了“反驳”我们！——而且在重复时加以歪曲。他写道：“我们设想并且从来就设想，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严格民主〈！！？〉集中的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作为一部分居民统治另一部分居民的机构将会消失。”这是糊涂观点，因为民主也是“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的统治，也是一种国家。作者显然不了解社会主义胜利后国家消亡是怎么一回事，这个过程的条件是什么。

不过重要的还是他的有关社会革命时代的“反驳”。作者先拿“自决的信奉者”这个吓人的字眼骂了我们一顿，接着说：“我们设想这个过程〈即社会变革〉将是所有〈！！〉国家的无产者的统一行动，他们将打破资产阶级〈！！〉国家的疆界，拆掉界碑〈这同“打破国界”无关吗？〉，炸毁〈！！〉民族共同体并建立阶级共同体。”

请“信奉者”的严峻审判官恕我们直说：在这里讲了一大堆空话，可是根本看不到“思想”。

社会变革不可能是所有国家的无产者的统一行动，理由很简单：地球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居民，直到今天甚至还没有达到或者刚刚开始达到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关于这点我们在提纲第6条中已经讲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62—263页。——编者注］

 ，但是，彼·基辅斯基只是由于不经心或者不善于思考而“没有觉察到”，我们提出这一条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恰恰是为了驳斥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的言论。只有西欧和北美各先进国家才已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彼·基辅斯基在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一封信[90]（《〈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91]）中可以读到对这种实在的而不只是许愿的“思想”的具体说明：幻想什么“所有国家的无产者的统一行动”，就是把社会主义推迟到希腊的卡连德日[92]，也就是使它“永无实现之日”。

不是所有国家的无产者，而是少数达到先进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无产者，将用统一行动实现社会主义。正因为彼·基辅斯基不懂这个道理，他才犯了错误。在这些先进国家（英、法、德等国）里，民族问题早就解决了，民族共同体早已过时了，在客观上已不存在“全民族的任务”。因此现在只有在这些国家里，才可以“炸毁”民族共同体，建立阶级共同体。

在不发达的国家里，在我们（我们的提纲第6条中）列为第二类和第三类的国家里，也就是在整个东欧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情形就不同了。这里的民族通常还是受压迫的、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民族。在这些民族中客观上还有全民族的任务，即民主的任务，推翻异族压迫的任务。

恩格斯曾拿印度作为这些民族的例子，他说，印度可能要进行一次反对胜利了的社会主义的革命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编者注］

 ，——因为恩格斯同可笑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大不相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认为，在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不必采取一定的民主措施，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消灭各个地方的民族压迫。无产阶级将改造它取得了胜利的那些国家。这不能一下子做到，而且也不能一下子“战胜”资产阶级。我们在自己的提纲中特意着重指出了这一点，而彼·基辅斯基又没有想一想，我们在谈到民族问题的时候强调这一点，究竟是为了什么。

当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击退它的反革命企图的时候，不发达的和被压迫的民族不会等待，不会停止生活，不会消失。既然它们甚至可以利用1915—1916年的这场战争——它同社会革命比较起来不过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一次小小的危机——来发动起义（一些殖民地、爱尔兰），那么毫无疑问，它们更会利用各先进国家的国内战争这种大危机来发动起义。

社会革命的发生只能是指一个时代，其间既有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又有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的、革命的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

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平衡，而客观现实使我们看到，除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民族，还有许多在经济上不那么发达和完全不发达的民族。彼·基辅斯基根本没有从不同国家在经济上的成熟程度来考虑社会革命的客观条件，所以说，他指责我们“臆想出”某地应实行自决，实际上是诿过于人。

彼·基辅斯基煞费苦心地反复重述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摘来的引文，说我们应当“不是从头脑中臆想出，而是通过头脑从现有的物质条件中发现”使人类摆脱这种或那种社会灾难的手段。每当我读到这些重复的引文时，总是不能不想起臭名昭著的“经济派”，他们是这样无聊地……咀嚼着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已在俄国获得胜利的“新发现”。彼·基辅斯基想用这些引文来“吓倒”我们，因为据说我们是从头脑中臆想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实行民族自决的条件！不过恰巧在同一个彼·基辅斯基那里，我们却读到了如下一段“不小心的自供”：


　　“单是我们反对
 〈黑体是原作者用的〉保卫祖国这一事实，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我们将积极反抗一切对民族起义的镇压，因为我们将以此同我们的死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彼·基辅斯基的文章的第2章第3节）



　　要批评一个有名的作者，要答复他，就不能不完整地引用他的文章的论点，哪怕是几个最主要的论点。但是，即使只是完整地引出彼·基辅斯基的一个论点，那也随时都可以发现，他的每一句话都有两三个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疏忽的地方！（1）彼·基辅斯基没有注意到，民族起义也是“保卫祖国”！任何人只要稍微思索一下，都会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因为任何“起义的民族”，都是为了“保卫”本民族不受压迫民族的压迫，都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语言、疆土和祖国。

一切民族压迫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而遭受民族压迫的居民的一切反抗趋势，都是民族起义。如果说我们经常看到（特别在奥地利和俄国），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是空谈民族起义，实际上却背着本国人民而且针对本国人民，同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进行反动的交易，那么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批评民族运动，而应当反对缩小这一运动、使之庸俗化和把它歪曲为无谓争吵。顺便指出，奥地利和俄国的很多社会民主党人都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把自己对许多细小的、庸俗的、微不足道的民族纠纷（例如，为了用哪种文字写的街名应当放在街名牌的上边、哪种文字应当放在下边而发生争吵和斗殴）所抱的正当的反感，变成否认支持民族斗争。我们不会“支持”摩纳哥某公国成立共和国的喜剧式的把戏，也不会“支持”南美洲一些小国或太平洋某岛屿的“将军们”实行“共和的”冒险，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在重大的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放弃共和国的口号。我们嘲笑而且应当嘲笑俄国和奥地利各民族间微不足道的民族纠纷和民族争吵，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支持民族起义或一切重大的反民族压迫的全民斗争。

（2）如果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起义是不可能的，那么彼·基辅斯基也就无权来谈论民族起义了。如果这种起义是可能的，那么他的一切关于“一元论”、关于我们“臆想出”一些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实现自决的例子等等无穷尽的空话，就统统不攻自破了。彼·基辅斯基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

如果“我们”“积极反抗对民族起义的镇压”（彼·基辅斯基“自己”认为这是可能的事情），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行动是双重的，如果用我们这位作者所用的文不对题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二元论的”。（a）第一，遭受民族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同遭受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一起采取反对压迫民族的“行动”；（b）第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或其中有觉悟的一部分采取反对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和跟着它走的一切分子的“行动”。

彼·基辅斯基讲了许许多多反对“民族联盟”、民族“幻想”、民族主义“毒害”和“煽动民族仇恨”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这全是空话，因为作者既然劝告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我们不要忘记，作者认为这个无产阶级是一个了不起的力量）“积极反抗对民族起义的镇压”，他也就是在煽动民族仇恨，也就是在支持被压迫国家的工人“同资产阶级的联盟”。

（3）如果说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民族起义是可能的，那么民族战争也是可能的。从政治上说，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重大差别。军事史学家把起义也看作战争，这是完全正确的。彼·基辅斯基由于不加思索，不仅打了自己的嘴巴，而且也打了否认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有发生民族战争的可能性的尤尼乌斯和“国际”派的嘴巴。而否认这种可能性，就是否认帝国主义条件下民族自决的观点的唯一可以设想的理论基础。

（4）因为——什么是“民族”起义呢？就是力图实现被压迫民族的政治独立，即建立单独的民族国家的起义。

如果说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是一个了不起的力量（正如作者对帝国主义时代所预料的和应当预料的那样），那么，这个无产阶级下定决心，“积极反抗对民族起义的镇压”，这是不是对建立单独的民族国家的促进呢？当然是！

我们这位大胆否认自决“可以实现”的作者居然说，各先进国家的觉悟的无产阶级应当促进这个“不能实现的”措施的实现！

（5）为什么“我们”应当“积极反抗”对民族起义的镇压呢？彼·基辅斯基只举了一个理由：“因为我们将以此同我们的死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个理由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死”这个有力的字眼，总之，在作者那里论据的力量被代之以严厉的响亮的词句的力量，被代之以“把木橛钉入资产阶级发抖的躯体”这类符合阿列克辛斯基风格的漂亮话。

但是，彼·基辅斯基的这个论据是不正确的。帝国主义同资本主义一样，都是我们的“死”敌。这是事实。但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忘记，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而帝国主义又比垄断前的资本主义进步。这就是说，我们应当支持的不是任何一种反对帝主义的斗争。我们并不支持反动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并不支持反动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起义。

这就是说，如果作者承认必须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起义（“积极反抗”镇压就是援助起义），那么他也就承认民族起义的进步性，承认在起义胜利后建立单独的新国家和划定新疆界等等的进步性。

作者简直没有一个政治论断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顺便指出，我们的提纲在《先驱》杂志第2期上发表以后爆发的1916年的爱尔兰起义证明，说民族起义甚至在欧洲也可能发生，这决不是毫无根据的！


6．彼·基辅斯基所涉及和歪曲了的其他政治问题

我们在自己的提纲中指出，所谓解放殖民地就是实行民族自决。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容忍这种“健忘”就是容忍沙文主义。

彼·基辅斯基“反驳”说：


　　“就无产阶级这个词的本义来说”，在纯粹的殖民地“没有无产阶级”（第2章第3节末尾）。“既然如此，‘自决’是向谁提出的呢？向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向费拉[93]？向农民？当然不是。社会党人〈黑体是彼·基辅斯基用的〉向殖民地提出自决口号，是荒唐的，因为向没有工人的国家提出工人党的口号，根本就是荒唐的。”



　　不管说我们观点“荒唐”的彼·基辅斯基多么气愤，我们还是不揣冒昧，恭恭敬敬地向他指出：他的论据是错误的。只有臭名昭著的“经济派”才认为，“工人党的口号”仅仅是向工人提出的。 
［注：我们劝彼·基辅斯基再读一读亚·马尔丁诺夫之流在1899—1901年间所写的东西。他在那里可以为“自己”找到许多论据。］

 不对，这些口号是向全体劳动居民、向全体人民提出的。我们党纲中的民主要求那一部分（彼·基辅斯基“根本”没有想一想它的意义），是专门向全体人民提出的，因此我们在党纲的这一部分里讲的是“人民”。 
［注：“民族自决”的某些可笑的反对者反驳我们的理由是：“民族”是被分成阶级的！我们常常对这些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我们在党纲民主要求那一部分里谈的是“人民专制”。］

我们估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10亿人口，对于我们这个十分具体的说法，彼·基辅斯基根本无意反驳。在这10亿人口中，有7亿以上（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属于有工人的国家。但是，在每个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即使向那些没有工人而只有奴隶主和奴隶等等的殖民地国家提出“自决”，也不仅不是荒唐的，而且是必须的。彼·基辅斯基只要略微想一想，大概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同时也会懂得，“自决”向来就是“向”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这两种民族提出的。

彼·基辅斯基的另一个“反驳”是：


　　“因此，我们向殖民地只限于提出否定的口号，也就是说，只限于由社会党人对本国政府提出‘从殖民地滚出去！’的要求。这个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能实现的要求，会加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是并不违背发展的趋势，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占有殖民地。”



　　作者不能或者是不愿意多少考虑一下政治口号的理论内容，这简直令人吃惊！难道因为我们不使用理论上精确的政治术语而只用一些鼓动词句，问题就会有所改变吗？说“从殖民地滚出去”，就是用鼓动的词句来避开理论的分析！我们党的任何一个鼓动员，在说到乌克兰、波兰、芬兰等等时，都有权对沙皇政府（“自己的政府”）说“从芬兰等等地区滚出去”，但是，头脑清楚的鼓动员都懂得，不能仅仅为了“加剧”而提出肯定的或否定的口号。只有阿列克辛斯基式的人物才会坚持用“加剧”反对某种祸害的斗争的愿望来为“退出黑帮杜马”这个“否定的”口号作辩护。加剧斗争是主观主义者的一句空话，他们忘记了：为了说明任何一个口号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对经济现实、政治形势和这一口号的政治意义进行精确的分析。翻来复去说这一点，真叫人不好意思，但是既然非这样不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用鼓动性的叫喊来打断对理论问题的理论争辩，这种阿列克辛斯基式的手法我们见得多了，这是拙劣的手法。“从殖民地滚出去”这个口号的政治内容和经济内容有一点而且只有一点：给殖民地民族分离自由，建立单独国家的自由！彼·基辅斯基既然认为帝国主义的一般规律妨碍民族自决，使之成为空想、幻想等等，那么，怎能不加思索便认定世界上多数民族是这些一般规律中的例外呢？显然，彼·基辅斯基的“理论”不过是对理论的一种讽刺罢了。

在大多数殖民地国家里，都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都有金融资本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从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角度看来，“从殖民地滚出去”是一种“不科学”的，是已经被伦施、库诺等人自己“驳倒了”的“空想”要求，那又怎能向各帝国主义国家和政府提出这个要求呢？

作者在议论时没有动过一点脑筋！

作者没有想一想，所谓解放殖民地“不能实现”，仅仅是指“不经多次革命就不能实现”。他没有想一想，由于欧洲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解放殖民地是可以实现的。他没有想一想，“社会主义社会”不仅“不会占有”殖民地，而且也根本“不会占有”被压迫民族。他没有想一想，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问题上，俄国“占有”波兰或土耳其斯坦，这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没有差别的。他没有想一想，“社会主义社会”愿意“从殖民地滚出去”，仅仅是指给它们自由分离的权利，决不是指提倡它们分离。

由于我们把分离权的问题和我们是不是提倡分离的问题区别开来，彼·基辅斯基就骂我们是“魔术家”，为了向工人“科学地论证”这种见解，他写道：


　　“如果工人问一位宣传员，无产者应当怎样对待独立〈即乌克兰的政治独立〉问题，而他得到的回答是：社会党人争取分离权，但同时进行反对分离的宣传，那么工人会怎样想呢？”



　　我想，我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十分明确的答复。这就是，我认为任何头脑清楚的工人都会想：彼·基辅斯基不善于思想。每一个头脑清楚的工人都会“想”：正是这位彼·基辅斯基教我们工人喊“从殖民地滚出去”。这就是说，我们大俄罗斯工人应当要求本国政府滚出蒙古、土耳其斯坦和波斯，英国工人应当要求英国政府滚出埃及、印度和波斯等等。但是，难道这就意味着我们无产者想要同埃及的工人和费拉[93]，同蒙古、土耳其斯坦或印度的工人和农民实行分离吗？难道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劝告殖民地的劳动群众去同觉悟的欧洲无产阶级实行“分离”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一贯主张各先进国家的觉悟工人同一切被压迫国家的工人、农民和奴隶最紧密地接近和融合。我们一向劝告而且还将劝告一切被压迫国家（包括殖民地）的一切被压迫阶级不要同我们分离，而要尽可能紧密地同我们接近和融合。

如果我们要求本国政府滚出殖民地——不用鼓动性的空喊，而用确切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要求它给予殖民地充分的分离自由，真正的自决权，如果我们一旦夺取了政权，我们自己一定要让这种权利实现，给予这种自由，那么，我们向现在的政府要求这一点而且我们自己在组成政府时将做到这一点，这决不是为了“提倡”实行分离，相反地，是为了促进和加速各民族的民主的接近和融合。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同蒙古人、波斯人、印度人、埃及人接近和融合，我们认为做到这一点是我们的义务和切身利益之所在，否则，欧洲的社会主义就将是不巩固的。我们要尽量给这些比我们更落后和更受压迫的人民以“无私的文化援助”，用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很好的说法来讲，就是帮助他们过渡到使用机器，减轻劳动，实行民主和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要求给予蒙古人、波斯人、埃及人以及所有一切被压迫的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以分离自由，那么这决不是因为我们主张它们分离，而仅仅是因为我们主张自由的、自愿的接近和融合，但不主张强制的接近和融合。仅仅是因为这一点！

我们认为，在这方面，蒙古或埃及的农民和工人同波兰或芬兰的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唯一差别，就在于后者发展程度高，他们在政治上比大俄罗斯人更有经验，在经济上更加训练有素，等等。因此，他们大概很快就会说服本国人民：他们现在仇恨充当刽子手的大俄罗斯人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把这种仇恨转移到社会主义工人和社会主义俄国身上，那就不明智了；经济的利益以及国际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本能和意识，都要求各民族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尽快地接近和融合。因为波兰人和芬兰人都是具有高度文化的人，所以他们大概很快就会相信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而波兰和芬兰的分离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可能只实行一个短时期。文化落后得多的费拉、蒙古人和波斯人分离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但是我们要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力求通过无私的文化援助来缩短分离的时间。

我们在对待波兰人和蒙古人方面，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差别。宣传民族分离自由同我们组成政府时坚决实现这种自由，同宣传民族的接近和融合，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矛盾”。———

———我们确信，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工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对于我们和彼·基辅斯基的争论 
［注：看来，彼·基辅斯基不过是继德国和荷兰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复“从殖民地滚出去”这个口号罢了，他不但没有考虑这个口号的理论内容和意义，而且也没有考虑俄国的具体特点。荷兰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局限于“从殖民地滚出去”这个口号，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原谅的，因为第一，对多数西欧国家说来，民族压迫的典型情况就是殖民地压迫，第二，在西欧各国，“殖民地”这个概念是特别清楚、明了和重要的。



而在俄国呢？它的特点恰恰在于：“我们的”“殖民地”同“我们的”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差别是不清楚、不具体和不重要的！

对于一个例如用德语写文章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忘记了俄国的这一特点，是情有可原的，对于彼·基辅斯基来说，这就不可原谅了。一个不但愿意重复而且还愿意思考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必须懂得，对俄国说来，试图在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之间找出某种重大的差别，那是特别荒谬的。］ 都会这样“想”的。

一种主要的疑惑象一根红线贯穿着彼·基辅斯基的文章：既然整个发展的趋势是民族融合，为什么我们要宣传民族分离自由，并且要在掌握政权时实现这种自由呢？我们回答说，其理由也同下面一点一样：虽然整个发展的趋势是消灭社会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暴力统治，但是我们还是宣传并且在我们掌握政权时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对整个社会的统治，而且是直接依靠暴力的统治。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并且击退它的反革命的尝试，必须建立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以至凡是否认或仅仅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都不能当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然而不能否认，在某些情况下，作为例外，例如，在某一个小国家里，在它的大邻国已经完成社会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和平地让出政权是可能的，如果它深信反抗已毫无希望，不如保住自己的脑袋。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即使在各小国家里，不进行国内战争，社会主义也不会实现，因此，承认这种战争应当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唯一纲领，虽然对人使用暴力并不是我们的理想。这个道理只要作相应的改变（mutatis　mutandis），同样可以适用于各个民族。我们主张民族融合，但是没有分离自由，目前便不能从强制的融合、从兼并过渡到自愿的融合。我们承认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这完全正确），但是象彼·基辅斯基那样加以解释，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甚至现代帝国主义的托拉斯和银行，尽管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到处同样不可避免，但在不同国家里其具体形式却并不相同。美、英、法、德这些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更加各不相同，虽然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这不过是苏兹达利城的拙劣绘画[94]而已。即使实际情况表明，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取得初次胜利以前，获得解放和实行分离的仅占现在被压迫民族的1／500，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全球取得最后胜利以前（也就是说，在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变动时期），实行分离的同样只占被压迫民族的1／500，并且时间极其短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劝告工人现在不要让压迫民族中不承认和不宣传一切被压迫民族有分离自由的社会主义者跨进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大门，这无论在理论上或政治实践上都是对的。因为实际上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在实践中到底有多少被压迫民族需要实行分离，以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使得民主的形式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多样化。至于现在否认分离自由，那在理论上是极端虚伪的，在实践上则是替压迫民族的沙文主义者效劳，这一点我们每天都了解到、看到和感觉到。


　　彼·基辅斯基在给我们前面所引的那段话所作的脚注中写道：“我们强调指出，我们完全赞成‘反对暴力兼并……’的要求”。



　　我们曾经说过，这个“要求”等于承认自决，如果不把这个要求归结为自决，就不可能正确地确定“兼并”这个概念，对我们这个十分明确的说法，作者根本不置可否！大概他认为，为了进行争论只须提出论点和要求就够了，而不必加以证明吧！
　　他接着写道：“……总之，对一系列可以加强无产阶级反帝意识的要求，我们完全接受其否定的提法，何况在现存制度的基础上，根本不可能找出相应的肯定的提法。反对战争，但是不赞成民主的和平……”



　　不对，从头到尾都错了。作者读过我们的“和平主义与和平口号”这个决议（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第44—45页 
［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7页。——编者注］

 ），看来，甚至同意这个决议，但显然并没有理解它。我们赞成民主的和平，只是提醒工人不要受人欺骗，似乎在现今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条件下，如决议中所说，“不经过多次革命”，民主的和平也能实现。我们宣告，“抽象地”宣传和平，即不考虑各交战国现有政府的真实阶级本质，尤其是帝国主义本质，那就是蒙蔽工人。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的提纲中明确指出，在目前这场战争中，如果革命使我们党掌握了政权，党要立刻向各交战国建议缔结民主的和约。 
［注：同上，第27卷第55页。——编者注］

彼·基辅斯基为了让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仅仅”反对自决，并不反对一般民主，竟说我们“不赞成民主的和平”。这岂不可笑？

我们不必再一一分析彼·基辅斯基所举的其他例子了，因为不值得浪费篇幅来反驳这些只会使每个读者付之一笑的、极为幼稚的逻辑错误。社会民主党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否定的”口号，只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反帝意识”，而不肯定地回答社会民主党在自己执政时应当怎样解决有关的问题。不同某种肯定的解决办法配合起来的“否定的”口号，不会“加强”只会削弱意识，因为这样的口号是无谓的空谈，空洞的叫喊，没有内容的高调。

彼·基辅斯基不懂得“否定”或痛斥政治灾难和经济灾难的两种口号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一定的经济灾难是一般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不管它具有怎样的政治上层建筑；不消灭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就不可能消灭这些灾难，举不出任何一个例子来证明可能做到这一点。反之，政治灾难在于违背民主制，“在现存制度的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制在经济上是完全可能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例外，在一个国家里实现它的这一部分，而在另一个国家里实现它的另一部分。作者又一次没有理解的，恰恰是可能实现一般民主的一般条件！

在离婚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请读者回忆一下，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中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是罗莎·卢森堡。她提出了一个完全合理的见解：我们社会民主党人集中派要维护国内（州或边疆区等等）的自治，就必须坚持由全国政权即全国国会决定重大国务问题，关于离婚的立法就属于这样的问题。离婚的例子清楚地表明，谁现在不要求充分的离婚自由，谁就不配作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自由，被压迫的女性就会惨遭蹂躏，——虽然不难理解，承认有离开丈夫的自由，并不等于号召所有的妻子都离开丈夫！

彼·基辅斯基“反驳”说：


　　“如果在这种场合〈即妻子想离开丈夫〉，妻子不能实现自己的权利〈离婚权利〉，那么这种权利又有什么用处呢？或者，假使这一权利的实现取决于第三者的意志，或者更糟糕，取决于向这个妻子‘求爱’的人的意志，那又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要争取宣布这样的权利吗？当然不是！”



　　这一反驳表明，他根本不了解一般民主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使被压迫阶级不能“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的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常见的，不是个别情形，而是典型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离婚权多半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被压迫的女性在经济上受压迫，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管有什么样的民主，妇女始终是“家庭女奴”，是被关在卧室、育儿室和厨房里的女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选举“自己的”人民法官、官吏、教师、陪审员等等的权利，同样多半是不能实现的，其原因就是工人和农民在经济上受压迫。关于民主共和国，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的党纲“宣布”民主共和国为“人民专制”，虽然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很懂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最民主的共和国也只是导致资产阶级收买官吏，导致交易所和政府结成联盟。只有根本不会思考或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由此得出结论说：共和国毫无用处，离婚自由毫无用处，民主毫无用处，民族自决毫无用处！马克思主义者却懂得，民主并不消除阶级压迫，而只是使阶级斗争变得更单纯，更广泛，更公开，更尖锐；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一点。离婚自由愈充分，妇女就愈明白，使他们作“家庭奴隶”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无权。国家制度愈民主，工人就愈明白，罪恶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无权。民族平等愈充分（没有分离的自由，这种平等就不是充分的），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就愈明白，问题在于资本主义，而不在于无权。如此等等。

我们再说一遍：老是讲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真叫人不好意思，但是既然彼·基辅斯基不知道，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彼·基辅斯基关于离婚问题的议论，同组委会的一位国外书记谢姆柯夫斯基的论调（记得是在巴黎《呼声报》[95]上）如出一辙。后者议论道：不错，离婚自由并不等于号召所有的妻子都离开丈夫，但是，如果你向一位太太证明说，夫人，别人的丈夫个个都比您的丈夫强，那就会造成同样的结果！！

谢姆柯夫斯基发表这种议论时忘记了，性情古怪并不违背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义务。谢姆柯夫斯基如果要使任何一位太太相信，别人的丈夫个个都比她的丈夫强，那谁也不会认为这就违背了民主主义者的义务；充其量人们只会说：在一个大党里难免有一些大怪人！但是假定有一个否认离婚自由的人，例如向法庭、警察局或教会控告要跟他离婚的妻子，而谢姆柯夫斯基却想替这个人作辩护，并把他叫作民主主义者，那我们相信，谢姆柯夫斯基在国外书记处的多数同事虽然是一些蹩脚的社会主义者，但甚至连这些人也不会支持他！

谢姆柯夫斯基和彼·基辅斯基都“谈论了”离婚，都暴露了对问题的无知，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因为离婚权也象所有一切民主权利一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有条件的，有限制的，极其表面的，但是尽管如此，任何一个正派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把否认这一权利的人叫作社会主义者，甚至不能把他们叫作民主主义者。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一切“民主制”就在于宣布和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实现得很少和附带条件很多的“权利”；不宣布这些权利，不立即为实现这些权利而斗争，不用这种斗争精神教育群众，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

彼·基辅斯基不懂得这一点，又在自己的文章中回避了一个和他所研究的专题有关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怎样消灭民族压迫呢？彼·基辅斯基讲了一些诸如世界将“洒遍鲜血”之类的空话（这与问题毫不相干），以此敷衍了事。实际上只有一点：社会主义革命什么都会解决！或者象赞成彼·基辅斯基的观点的人常说的那样：自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又是多余的。

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政治实践上是沙文主义的。这样看问题就是不了解民主的意义。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因此，说自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多余的，正象说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多余的一样，是十分荒谬、十分糊涂的。

自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不比一般民主更加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说它是多余的，则一般民主也同样是多余的。

经济变革为消灭各种政治压迫创造必要的前提。正因为如此，当提出的问题是怎样消灭民族压迫时，拿经济变革来支吾搪塞，这是不合逻辑的，不正确的。不实现经济变革，就不能消灭民族压迫。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如果仅仅限于这一点，那就意味着陷入了可笑而又可怜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必须实行民族平等，宣布、规定和实现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大概除彼·基辅斯基一个人之外，所有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但是，正是在这里有一个人们常常回避的问题：否认有成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利，不就是否认平等吗？

当然是的。因此，彻底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派宣布、规定并且要实现这一权利，不这样就没有走向各民族完全自愿的接近和融合的道路。


7．结论。阿列克辛斯基的手法

我们这里分析过的远不是彼·基辅斯基的全部论断，要全部加以分析，就必须写出一篇比本文长四倍的文章，因为作者的论断没有一个是正确的。他文章中正确的东西（如果数字没有差错的话），只有一个提供了关于银行数字的脚注。其余的一切，全是胡说八道，其中夹杂着一些空话，如“把木橛钉入发抖的躯体”，“我们不仅要审判凯旋的英雄，还要把他们判处死刑，消灭他们”，“新世界将在痛苦万状的痉挛中诞生”，“这里要谈的不是证书和法律，不是宣布各族人民自由，而是确立真正自由的关系、摧毁世世代代的奴隶制、消灭一般社会压迫特别是民族压迫”等等。

这些空话掩盖和反映出两件“事情”：第一，它们的基础是“帝国主义经济主义”“思想”，这种“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同臭名昭著的1894—1902年间的“经济主义”一样，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对社会主义同民主制的关系一窍不通。

第二，我们在这些空话中亲眼看到阿列克辛斯基手法的再现，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专门谈一谈，因为在彼·基辅斯基的文章中有整整一节（第2章第5节：《犹太人的特殊地位》），完全是按照这种手法写的。

从前，还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就屏弃了阿列克辛斯基，当时他为了回答理论上的论据，竟装出一副鼓动家的姿态，大喊大叫，文不对题地使用了一些反对一切剥削和压迫之类的响亮词句。“看啊，这简直是嚎叫了”，——当时我们的代表们这样说。然而“嚎叫”并没给阿列克辛斯基带来什么好结果。

现在我们看到，彼·基辅斯基也在照样“嚎叫”。他不知道应当怎样回答提纲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论据，于是装出一副鼓动家的姿态，开始大喊大叫，讲一些关于犹太人遭受压迫的空话，虽然每一个多少能够思考的人都明白，无论一般犹太人问题或彼·基辅斯基的一切“喊叫”，都同论题根本没有一点关系。

阿列克辛斯基的手法决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





	载于1924年《星》杂志第1期和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77—130页

















[85]《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原来准备和格·列·皮达可夫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一起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3辑发表。关于这一点，该文集第2辑曾有预告，并且正因为如此，在文章引言部分里写了“上面刊载的彼·基辅斯基的文章”等语（见本卷第116页）。这篇文章虽因文集第3辑未能出版而在当时没有发表，但在侨居国外的布尔什维克和国际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中仍广为人知。这是因为文章写完后，很快就抄寄给了一些布尔什维克，如尼·达·基克纳泽、维·阿·卡尔宾斯基、伊·费·阿尔曼德等人。现在还保存有这篇文章当时的手抄稿和一份经列宁修改过的打字稿（参看列宁1916年10月（3日以后）给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信和1916年16月底—11月初给基克纳泽的信，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115。



[86]指抵制布里根杜马一事。



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诏书，宣布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咨议性国家杜马，即所谓布里根杜马。根据召开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多数居民，包括工人、妇女、军人、学生等，在杜马选举中没有选举权，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并利用抵制布里根杜马的运动来动员一切革命力量，开展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准备武装起义。布尔什维克的抵制策略取得了成功，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115。



[87]这里说的是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



召回派是由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组成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派别性集团，产生于1908年，代表人物是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等。召回派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停止党在工人阶级的合法和半合法组织（工会、合作社等）中的工作。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幌子，执行了取消派的路线。列宁把召回派叫作“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



最后通牒派是召回派的变种，产生于1908年，代表人物有维·拉·尚采尔（马拉）、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列·波·克拉辛等。在孟什维克的压力议。最后通牒派不是认真地教育杜马党团，纠正党团的错误，而是要求立即向杜马党团发出最后通牒，要它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决议，否则就把社会民主党代表从杜马中召回。最后通牒主义实际上是隐蔽的、伪装的召回主义。列宁把最后通牒派叫作“羞羞答答的召回派”。



1909年6月，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斥责了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号召同这些离开革命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倾向作最坚决的斗争，并把波格丹诺夫从布尔什维克队伍中开除出去。——[116]。



[88]参看格·瓦·普列汉诺夫1914年在巴黎出版的《论战争》一书。书中写道：“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承认国内各民族有自决权。难道它承认这一点是从每一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可以并且应当对自己祖国的命运漠不关心这种考虑出发的么？”——[122]。



[89]达摩克利斯剑出典于古希腊传说：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一世用一根马尾系着把利剑挂于自己的宝座上方，命羡慕他的权势和尊荣的达摩克利斯坐在宝座上。达摩克利斯顿时吓得面色苍白，如坐针毡，赶快祈求国王恩准离座。后来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剑来譬喻时刻存在的威胁或迫在眉睫的危险。——[146]。



[90]指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1—354页）。列宁在《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一文中引用过这封信（见本卷第16—57页）；列宁的这篇文章首次发表于1916年10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1辑。——[151]。



[91]《〈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Сборник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列宁创办的刊物，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日内瓦出版。文集总共出了两辑：1916年10月的第1辑和1916年12月的第2辑。两辑刊载了列宁的下列文章：《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论“废除武装”的口号》、《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青年国际》、《为机会主义辩白是徒劳的》、《齐赫泽党团及其作用》。第3辑稿件虽已备齐，但因经费不足，未能出版。这一辑预定发表列宁的《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151]。



[92]希腊的卡连德日意为没有限期。古罗马历法把每月初一称为卡连德日（亦译朔日）。罗马人偿还债务、履行契约等都以卡连德日为限期。希腊历法中根本没有卡连德日。因此，延缓到希腊的卡连德日，就等于说无限期地推迟，永无实现之日。——[151]。



[93]费拉是阿拉伯国家的定居农民，农村居民中地位最低的被剥削阶级。——[160]。



[94]苏兹达利是俄国弗拉基米尔省的一个县。该县所产圣像质量甚差，但售价低廉，因而大量行销于民间。——[163]。



[95]《呼声报》（《Голос》）是孟什维克的报纸（日报），1914年9月—1915年1月在巴黎出版，头5号用《我们的呼声报》的名称。列·达·托洛茨基在该报起领导作用，参加该报工作的也有几个前布尔什维克。该报采取中派立场。1915年1月《呼声报》被法国政府查封，接替它出版的是《我们的言论报》。



列宁提到的谢·尤·谢姆柯夫斯基的文章，是指发表于1915年3月21日《我们的言论报》第45号的《就国家建设问题纸上谈兵》一文。——[167]。







《列宁全集》第28卷


论“废除武装”的口号

（1916年9月）

在许多国家里，主要是在瑞典、挪威、荷兰、瑞士这些置身于当前战争以外的小国家里，有人主张取消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中的“民兵制”或“武装人民”这项旧条文，而代之以“废除武装”的新条文。国际青年组织的机关刊物《青年国际》（《Jugend-Interna-tionle》）杂志第3期发表了一篇主张废除武装的编辑部文章。我们看到，罗·格里姆为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所起草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提纲”对“废除武装”这一思想作了让步。罗兰－霍尔斯特在1915年的瑞士《新生活》（《Neues　Leben》）杂志中似乎主张“调和”这两种要求，其实也是主张作这种让步。国际左派的机关刊物《先驱》（《Vorbote》）杂志第2期刊登了荷兰马克思主义者怀恩科普的一篇赞成武装人民这个旧要求的文章。从下面所刊载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斯堪的纳维亚的左派赞成“废除武装”，不过他们有时承认其中有和平主义的成分。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论点。


一

主张废除武装的基本前提之一，是下面这个并非经常直率地谈出来的想法：我们反对战争，根本反对任何战争，我们这种观点的最明确最清楚的表达就是要求废除武装。

关于这种想法的错误，我们在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的文章中已经谈过了，读者可以去看看那篇文章 
［注：见本卷第1—15页。——编者注］

 。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任何战争。决不能让自己被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蒙住眼睛。对于帝国主义时代来说，典型的战争就是各“大”国之间的这种战争，但是，象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者、争取解放的民主的战争和起义，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反对其他的资产阶级国家或反动国家的战争是可能的。

废除武装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会有战争，因此，废除武装将会实现。但是，谁指望不通过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专政是直接依靠暴力的国家政权。在20世纪这个时代（以及在整个文明时代），暴力不是拳头，不是木棍，而是军队。把“废除武装”写进纲领，就意味着笼统地说：我们反对使用武器。这也和假使我们说我们反对使用暴力一样，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

我们知道，国际间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是甚至完全是用德语进行的，德语使用两个词 
［注：这两个德文词是“Abrüstung”（“裁军”）和“Entwaffnung”（“废除武装”）。——编者注］

 ，它们之间的差别很难用俄语表达出来。一个词的原意是“裁军”，例如考茨基和考茨基主义者用这个词来表达裁减军备的意思。另一个词的原意是“废除武装”，主要是左派用这个词来表达废除军国主义，废除任何军国主义（军事）制度的意思。我们在本文中所要谈的是第二种要求，即某些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常常提出的要求。

考茨基派恰恰是向帝国主义大国的现政府宣传“裁军”，这是最庸俗的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它实际上——同甜蜜的考茨基派的“善良愿望”相反——使工人离开革命斗争。因为这种宣传给工人灌输一种思想，似乎帝国主义列强的资产阶级现政府并没有被金融资本的千万条绳索和彼此之间几十个或几百个相应的（即掠夺的、强盗的、准备帝国主义战争的）秘密条约所捆住。


二

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对待。我们如果不想变成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和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之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

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现在的雇佣劳动制之上，压迫阶级总是武装起来的。不仅现在的常备军，而且现在的民兵——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例如在瑞士——都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武装。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几乎用不着作特别的说明。只要指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使用军队（包括民主共和国的民兵在内）镇压罢工者就够了。武装资产阶级以反对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重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

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人竟劝告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这就等于完全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任何革命的念头。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剥夺资产阶级，并且解除其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这种策略是从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中得出的，是由这个发展所决定的。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如果说当前的战争在反动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动辄哭泣的小资产者中间只会引起恐怖和惊慌，只会使他们厌恶一切使用武器的行为，厌恶流血和死亡等等，那我们就应当说，资本主义社会历来就是永无终结的恐怖。如果说当前这场在一切战争中最反动的战争正在进行准备，使这个社会以恐怖而终结，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陷于绝望。现在大家都看到，正是资产阶级自己在准备一场唯一正当的革命战争，即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废除武装的“要求”（正确些说，是梦想），客观上正是绝望的表现。

如果有谁认为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生活的理论，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注意两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一方面是托拉斯和妇女从事工厂劳动的作用；另一方面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俄国1905年的十二月起义。

资产阶级的事业就是发展托拉斯，把儿童和妇女赶进工厂，在那里折磨他们，腐蚀他们，使他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我们不“要求”这种发展，不“支持”这种发展，我们反对这种发展。但是怎样反对呢？我们知道，托拉斯和妇女从事工厂劳动是进步的。我们不愿意倒退到手工业，倒退到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妇女从事家务劳动。要通过托拉斯等等前进，并且要超过它们走向社会主义！

这一考虑到客观发展进程的论断，只要相应地改变一下，就可适用于现在人民的军事化。今天，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仅使全体人民而且使青年军事化。明天，它也许要使妇女军事化。对此我们应当说：那更好！快点前进吧！军事化进行得愈快，反对资本主义的武装起义就来得愈快。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没有忘记巴黎公社的例子，那么怎么会被青年的军事化等等吓倒呢？这并不是什么“脱离实际生活的理论”，也不是什么幻想，而是事实。如果社会民主党人竟无视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事实，开始对帝国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使这些事实重演表示怀疑，那就真正糟糕透顶了。

有一位看到过巴黎公社的资产者，1871年5月曾在一家英国报纸上写道：“如果法兰西民族都是妇女，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民族啊！”在公社时期，妇女和13岁以上的儿童同男子并肩战斗。在未来的推翻资产阶级的战斗中，也不可能不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妇女决不会坐视武装精良的资产阶级去枪杀武装很差或手无寸铁的工人。她们会象1871年那样，再次拿起武器，而且从目前被吓倒了的民族中，正确些说，从目前与其说是被各国政府破坏不如说是被机会主义者破坏的工人运动中，虽然迟早不定，但无疑会产生一个革命无产阶级的“可怕的民族”的国际同盟。

现在军事化正在深入到全部社会生活中。帝国主义就是大国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因此它必然导致包括中立国和小国在内的一切国家的进一步军事化。对此无产阶级的妇女该怎么办呢？只是咒骂任何战争以及和军事有关的一切，只是要求废除武装吗？真正革命的被压迫阶级的妇女，决不会甘心充当这种可耻的角色。她们会对自己的儿子说：

“你快长大了。人家会给你枪。你要拿起枪来，好好地学军事。这种本领是无产者所需要的，这并不是为了去打自己的兄弟，去打别国的工人，象在当前这场掠夺战争中所做的那样，象社会主义的叛徒劝你去做的那样，而是为了反对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不是靠善良的愿望，而是用战胜资产阶级和解除它的武装的办法来消灭剥削、贫困和战争。”

谁由于当前的战争而拒绝进行这种宣传——恰恰是这种宣传，——那他就最好干脆别说什么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社会主义革命、以战争反对战争的大话。


三

主张废除武装的人反对纲领中的“武装人民”这一条，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这个要求似乎容易导致对机会主义让步。我们在前面已经考察了废除武装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关系这一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废除武装的要求同机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这个要求不被接受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和它产生的幻想必然会削弱和冲淡我们同机会主义的斗争。

毫无疑问，这个斗争是国际当前的一个主要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或欺人之谈。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的主要缺点之一，第三国际的这些萌芽可能遭到失败（挫折、破产）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关于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甚至没有公开地提出，更不用说在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这个意义上加以解决了。机会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暂时取得了胜利。在所有大国中都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机会主义派别：第一，普列汉诺夫、谢德曼、列金、阿尔伯·托马以及桑巴、王德威尔得、海德门、韩德逊等先生们公开的、无耻的因而危险比较小的社会帝国主义。第二，隐蔽的、考茨基主义的机会主义，如德国的考茨基—哈阿兹派和“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迈耶拉等人，英国的拉姆赛·麦克唐纳和“独立工党”的其他首领，俄国的马尔托夫、齐赫泽等人，意大利的特雷维斯和其他一些所谓左派改良主义者。

公开的机会主义公开地直接地反对革命，反对正在开始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爆发，同政府直接结成联盟，尽管这种联盟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参加内阁起到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止。隐蔽的机会主义者，即考茨基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更有害得多，更危险得多，因为他们用娓娓动听的也算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与和平主义的口号，把他们为自己同前一类人结成联盟作辩护的行为掩盖起来。反对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应当在无产阶级政治的一切领域内，即在议会活动、工会、罢工和军事等等领域内进行。

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这就是：对于当前战争同革命的联系的具体问题以及革命的其他具体问题闭口不谈，加以掩盖，即使谈，也唯恐触犯警察的禁令。尽管在战前人们曾无数次非正式地指出过并且在巴塞尔宣言中又正式地指出过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但他们还是这样做。

废除武装的要求的主要缺点，恰恰在于它避开了革命的一切具体问题。也许主张废除武装的人赞成进行一种不要武装的完全新式的革命吧？


四

其次，我们决不反对争取改良的斗争。我们不想忽视这样一种令人失望的可能性，即尽管群众的不满和骚动多次爆发，尽管我们很努力，但是仍然没有从这场战争中产生革命，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人类还会经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我们赞成的是那种也应当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改良纲领。假如我们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完全让给机会主义者，而自己却躲到某种“废除武装”的幻境中去，逃避可悲的现实，那他们只会感到高兴。“废除武装”就是逃避丑恶的现实，而决不是反对这种现实。

顺便指出，某些左派对问题的提法，比如保卫祖国的提法，其中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回答得不够具体。指出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是资产阶级的反动骗局，比提出反对“任何”保卫祖国的“一般”命题在理论上要正确得多，在实践上要重要得多。后一种做法既不正确，也不能“打击”工人政党内工人的直接敌人——机会主义者。

关于民兵制问题，我们应当作出具体的和实际需要的回答，指出：我们不赞成资产阶级的民兵制，而只赞成无产阶级的民兵制。因此，我们不仅“不用一文钱和一个人”去帮助常备军，而且不去帮助资产阶级的民兵，即使在美国、瑞士、挪威等这样的国家里也应当如此。况且我们看到，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例如瑞士）内，民兵愈来愈普鲁士化，它已堕落到被用来镇压罢工者。我们可以要求：由人民选举军官，废除一切军法，外国工人和本国工人享有同等权利（这一条对于象瑞士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愈来愈多地、愈来愈无耻地剥削外国工人，使他们处于无权的地位）；其次，给予国内比如每一百居民以建立学习军事的自由团体的权利，自由选举教官，由国家支付薪金，等等。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为自己而不是为奴隶主去学习军事，而这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俄国革命证明，革命运动的任何一次胜利，哪怕是局部的胜利，比如夺取了某个城市、某个工厂区、某一部分军队等等，都必然迫使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恰恰要实现这样的纲领。

最后，同机会主义作斗争当然不能单靠纲领，而只能通过始终不懈的监督，使纲领真正实现。破产了的第二国际的一个最大的和致命的错误就在于，人们言行不符，养成了一种昧着良心讲革命空话的习惯（请看考茨基之流今天对待巴塞尔宣言的态度）。我们从这一方面来考察废除武装的要求时，首先应当提出它的客观意义问题。废除武装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产生的，并且能够影响一定的社会环境，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小团体的古怪想法，显然，这种思想来源于个别小国的特殊的、例外的“安静”生活条件，这些国家长期置身于世界的流血战争之外，并且希望这样继续下去。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想想挪威那些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论点就够了。他们说：“我们国小兵少，我们无法反对大国”（因此也就无法反对别人强迫我们去同某一大国集团结成帝国主义联盟！），“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偏僻的一隅安安静静地过日子，继续执行与世无争的政策，要求废除武装、成立有约束力的仲裁法庭、保持永久中立等等”（大概是象比利时那样的“永久”中立吧？）。

小国想站在一旁；小资产阶级企图远远离开世界历史上的大搏斗，利用自己的相对的垄断地位来维持消极守旧的状态，——这就是使废除武装的思想能够在某些小国内收到一定的成效和得到一定的传播的客观社会环境。当然，这种企图是反动的，完全建筑在幻想上的，因为帝国主义总是要把小国卷进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漩涡。

我们以瑞士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它的帝国主义环境客观上决定了瑞士工人运动的两条路线。机会主义者力图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把瑞士变成一个民主共和制的垄断联盟，以便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游客身上捞取利润，并尽量安静地利用这种“安静的”垄断地位使自己获得尽量多的好处。实际上，这种政策是占有特权地位的小国家的一个不大的工人特权阶层同本国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的政策。瑞士的真正社会民主党人则力图利用瑞士的相对的自由和“国际”地位（同各个最文明的国家毗邻，其次，值得庆幸的是瑞士没有“自己独立的”语言，而是讲三种世界语言）来扩大、加强和巩固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革命联盟。我们要帮助本国资产阶级，使它能长久地保持靠阿尔卑斯山的魅力而安安静静地做买卖的垄断地位，我们也许也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好处——这就是瑞士机会主义者的政策的客观内容。我们要帮助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中的革命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以便推翻资产阶级——这就是瑞士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的客观内容。但是很遗憾，瑞士的“左派”执行这个政策还很不够，他们于1915年在阿劳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的出色的决议（承认群众的革命斗争）仍然只是一纸空文。不过我们现在谈的不是这一点。

现在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是：废除武装的要求是不是符合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方针呢？显然，不符合。废除武装的“要求”客观上符合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狭隘民族的、受小国眼界限制的路线。“废除武装”客观上是小国地地道道民族的、特殊民族的纲领，而决不是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性的纲领。




附言：在英国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评论》（《The　Socialist　Review》）杂志[96]（1916年9月）最近一期第287页上，我们读到了该党纽卡斯尔代表会议的决议：拒绝支持任何政府进行的任何战争，即使“在名义上”这也算是“防御性的”战争而在第205页上，我们在编辑部文章中看到如下一段声明：“我们不赞成新芬党人的起义〈1916年的爱尔兰起义〉。我们不赞成任何武装起义，正象我们不赞成任何其他形式的军国主义和战争一样。”

这些“反军国主义者”，这类不是在小国而是在大国内主张废除武装的人，是最凶恶的机会主义者，这难道还需要加以证明吗？不过，他们把武装起义也看作是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形式之一”，这在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载于1916年12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2辑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151—162页


















[96]《社会主义评论》杂志（《The　Socialist　Review》）是英国独立工党的机关刊物（月刊），1908—1934年在伦敦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有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阿·李等。——181。









《列宁全集》第28卷


遇到三棵松树就迷了路

（1916年9—10月）

崩得的《公报》[97]第1号（1916年9月）上刊载了一个崩得分子1916年2月26日寄自彼得堡的一封来信，信中写道：


　　“我们接受护国这种提法的困难增加了许多倍，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象目前我们的俄国同志所做的那样，对波兰问题保持沉默。〈不要忘记，这位先生所说的“同志”就是波特列索夫之流。〉现在甚至连我们中间的护国派都不愿意对俄国运用‘没有兼并’的提法，在心理上现在不能接受护国的人认为，这一点是反对护国的一个有力的论据，因为他们讽刺地问道：你们究竟保卫什么呢？而波兰独立的思想是得到上层的承认的。”



　　（不知道是哪些上层。）当我们在1915年的决议中声明，在崩得那里占上风的是亲德沙文主义的时候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9页。——编者注］

 ，科索夫斯基之流的先生们只能用谩骂来回答。可是现在他们党内的同事却在他们的机关报上证实了我们的声明！既然“护国派”崩得分子不愿意“对俄国”（请注意，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德国！）运用“没有兼并”的提法，那么实际上这同亲德沙文主义究竟又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崩得分子愿意并且善于思考的话，他们就会看到他们在兼并问题上迷了路。走出迷途和糊涂状态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接受我们还在1913年就说明了的纲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234—240页。——编者注］

 。也就是说，为了自觉地和忠实地执行否定兼并的政策，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应当在自己的一切宣传鼓动工作中宣布：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者（不管是大俄罗斯人还是德意志人，在对待乌克兰人的态度上还有波兰人，等等）如果不彻底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受他们本民族压迫的（或被强制留住的）民族有分离的自由，那他们就是坏蛋。

如果崩得分子现在和将来都不愿意接受这个结论，那只能说明他们不愿意同俄国的波特列索夫之流，德国的列金、休特古姆以至累德堡（他不赞成阿尔萨斯－洛林有分离的自由）之流，波兰的民族主义者（确切些说，社会沙文主义者）等等争吵罢了。

理由很充分，还有什么可说的！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144—145页


















[97]指《崩得国外委员会公报》。



《崩得国外委员会公报》（《Бюллетень　Эагранич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Бунда》）是《崩得国外组织新闻小报》的续刊，在日内瓦出版。公报总共出了两号：1916年9月的第1号和1916年12月的第2号。公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列宁在这里引用的是登载在该报第1号上的《来自俄国的一封信》（无署名）。列宁在《齐赫泽党团及其作用》（见本卷第296—300页）一文中详细地分析了这封信。——182。









《列宁全集》第28卷


给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贺词
[98]



（1916年10月上半月）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表示祝贺，祝大会的工作取得成功。

各交战国的社会党如果不背叛社会主义，不投靠资产阶级，就能够而且应当在“本国”战时书报检查机关和军事当局势力所及的范围以外，在可以自由讨论、自由表明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的自由国家内，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协商会议或代表会议，而第一个这样做的，就是意大利社会党。我希望，摆脱了爱国主义口套的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在反对欧洲几乎所有社会党背叛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继续作出重大贡献，作出比整个意大利社会党迄今为止所作的更大的贡献。

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我们党的代表和你们党的代表曾经在一起工作过。使我们疏远的唯一严重的分歧，就是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和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决裂是否必然和必要的分歧。社会沙文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提出或者证明在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应当“保卫祖国”，他们在这场瓜分殖民地和争夺世界霸权的反动的强盗战争中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我们认为，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是历史的必然，对于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进行真正的而不是仅仅提出口头抗议的革命斗争是必要的。你们党的代表曾持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不同社会沙文主义者（“sciovinisti”）决裂，无产阶级也可以战胜他们。

我们希望，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事态的发展，将一步一步地消除我们之间这一分歧的根源。

一方面，在全世界，不仅在各交战国内，而且在各主要的中立国内，例如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工人运动实际上愈来愈分裂：一些人主张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和在由现代的各个所谓“大”国的全部政治所准备和培植的今后的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一些人反对这种主张。

另一方面，最近我们在社会党中央机关报《Avanti！》 
［注：《前进报》，意大利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编者注］

 [99]上特别满意地读到一篇题为《德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闭幕》的编辑部文章。德国社会党的这次代表会议是近几个月来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最突出的事件之一，因为在会上发生冲突的不仅仅是德国而且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三个主要派别。第一个是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派别，如德国的列金和大卫之流，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契恒凯里之流，法国的列诺得尔和桑巴，意大利的比索拉蒂和他的党。第二个是哈阿兹—考茨基派，这个派别赞同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即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并企图把这种思想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调和起来。第三个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和国际主义的派别，即德国的“国际”派和“德国国际社会党人”。

《Avanti！》上述文章（1916年9月27日第269号）中评价这三个派别时说：


　　“……毫无疑问，德国无产阶级最后将战胜企图同贝特曼－霍尔韦格[100]以及其他的战争拥护者进行卑鄙的交易而损害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列金、艾伯特和大卫之流。我们衷心地深信这一点。”



　　我们也深信这一点。
　　《Avanti！》接着写道：“然而德国社会党人的代表会议并不能使我们确信，以哈阿兹为主要代表的那部分反对派今后的行为将会怎样。”“李卜克内西、梅林、克拉拉·蔡特金、罗莎·卢森堡和所有其他‘怠工者和祖国叛徒’所组成的‘国际’派，将始终不渝地坚守自己的岗位。”

“……我们觉得哈阿兹是比较不彻底的。”





　　《Avanti！》说明，哈阿兹和被我们的报刊称之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考茨基派的哈阿兹集团是“不彻底”的，理由是：
　　“他们不接受李卜克内西和他的同志们所得出的合乎逻辑的和理所当然的结论。”



　　《Avanti！》就是这样写的。我们衷心地欢迎《Avanti！》的这些言论。我们深信，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和考茨基派的主要机关报《Vorwarts》在1916年10月7日就《Avanti！》的这些话发表的评论是错误的，它说：


　　“《Avanti！》对德国党的事情和活动所得到的情报不完全合乎实际。”



　　我们深信，《Avanti！》所得到的情报“完全合乎实际”，它不是偶然地发现哈阿兹集团不正确而李卜克内西集团正确。因此我们希望，意大利社会党能够因捍卫李卜克内西的原则和策略而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据卓越的地位。我们党的处境比意大利党要困难得多。我们的一切报刊都被扼杀了。但是我们因侨居国外，可以帮助我们国内的同志进行斗争。我党在俄国进行的反对战争的斗争，是真正先进的工人和工人群众的斗争，下面两件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一，由俄国工业最发达的省份的工人选出的我们党的工人代表彼得罗夫斯基、沙果夫、巴达耶夫、萨莫伊洛夫和穆拉诺夫等人，由于进行反对战争的革命宣传而被沙皇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101]第二，在他们流放以后很久，属于我党的彼得堡先进工人断然拒绝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

1917年1月将召开协约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102]。我们曾经一度尝试过去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类似的代表会议[103]，可是当我们的代表刚刚要大胆揭露欧洲社会党人叛变的真相时，就被剥夺了发言权。因此，我们认为，类似的代表会议只适合比索拉蒂、普列汉诺夫、桑巴这类先生们。因此，我们打算拒绝参加代表会议，而写一封信给欧洲工人，揭露社会沙文主义者欺骗人民的勾当。

我再一次向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表示祝贺，祝大会的工作取得成功。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146—150页 


















[98]这是列宁给1916年lO月15—16日在苏黎世举行的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贺信。贺信曾在15日的会上宣读。



意大利社会党于1892年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最初叫意大利劳动党，1893年改称意大利劳动社会党，1895年开始称意大利社会党。从该党成立起，党内的革命派就同机会主义派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1912年在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分子伊·博诺米、莱·比索拉蒂等被开除出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战，意大利社会党一直反对战争，提出了“反对战争，赞成中立！”的口号。1914年12月，拥护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战争的叛徒集团（贝·墨索里尼等）被开除出党。意大利社会党人曾于1914年同瑞士社会党人一起在卢加诺召开了联合代表会议，并积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但是，意大利社会党基本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底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改良派的影响下走上了社会和平主义的道路。——184。



[99]《前进报》（《Avanti！》）是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日报），1896年12月在罗马创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不彻底的国际主义立场，没有同改良主义者断绝关系。1926年该报被贝·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查封，此后在国外不定期地继续出版。1943年起重新在意大利出版。——185。



[100]特·贝特曼－霍尔韦格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意志帝国首相和普鲁士首相。——186。



[101]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格·伊·彼得罗夫斯基、阿·叶·巴达耶夫、马·康·穆拉诺夫、费·尼·萨莫伊洛夫和尼·罗·沙果夫就积极进行反对战争的宣传，揭露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他们执行党的路线，在杜马表决军事拨款时拒绝投票。1914年11月5日（18日）夜，5名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被逮捕，其直接原因是他们参加了在彼得格勒附近的奥泽尔基村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代表会议，警察从他们那里搜出了列宁关于战争的提纲（《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和载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1915年2月10日（23日），彼得格勒高等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及其他参加代表会议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被指控参加以推翻现存国家制度为宗旨的组织，因而犯了叛国罪。5名党团成员全被判处终身流放图鲁汉斯克边疆区（东西伯利亚）。关于这一审判，参看列宁在1915年3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上发表的《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审判证明了什么？》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70—178页）。——187。



[102]协约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是根据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阿·托马、皮·列诺得尔、马·桑巴的倡议举行的，原定于1917年初召开，后延迟到1917年8月28—29日在伦敦举行，有68名代表出席会议。



根据列宁的建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宣言，揭露社会沙文主义者召开此会的叛卖目的，号召国际主义者拒绝参加这次代表会议。同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建议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举行一次被邀请参加代表会议的齐美尔瓦尔德派组织的代表的专门会议，以便制定对协约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的共同行动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全文载于1916年12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2辑。——187。



[103]指1915年2月14日在伦敦召开的协约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有英、法、比、俄四国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和和平主义派的代表。列入代表会议议程的问题有：（1）民族权利问题；（2）殖民地问题；（3）保障未来和平问题。



布尔什维克未被邀请参加代表会议。但是，马·马·李维诺夫受列宁委托为宣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出席了代表会议。这篇宣言是以列宁拟定的草案为基础写成的。宣言要求社会党人退出资产阶级政府，同帝国主义者彻底决裂，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政府，谴责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行为。在李维诺夫宣读宣言过程中，会议主席打断了他的发言并取消了他的发言权，声称会议宗旨不是批评各个党。李维诺夫交给主席团一份书面宣言以后退出了代表会议。这篇宣言后来刊登于1915年3月29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列宁对这次代表会议的评论，见《关于伦敦代表会议》和《谈伦敦代表会议》两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60—162页和第179—181页）。——187。









《列宁全集》第28卷


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04]



（1916年10月22日〔11月4日〕）

不久以前，瑞士社会民主党很荣幸地激起了丹麦正式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斯陶宁格部长先生对它的愤怒。斯陶宁格在今年9月15日给另一个（也是冒牌社会主义的）部长王德威尔得的信中自豪地说：“我们〈丹麦党〉坚决地、明确地表示不再参加由意大利党和瑞士党发起的、在‘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名义下进行的组织上有害的分裂活动。”

我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并且希望这个党今后继续支持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团结，这种团结是在齐美尔瓦尔德开始的，其结果一定是社会主义运动同它的部长叛徒和社会爱国主义叛徒彻底决裂。

这种决裂在一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日益成熟。在德国，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同道者奥托·吕勒同志遭到了机会主义者和所谓中派的攻击，因为他在德国党的中央机关报上说过，分裂是不可避免的（1916年1月12日《前进报》）。但事实愈来愈清楚地表明，吕勒同志是正确的，在德国的确存在着两派：一派帮助资产阶级和政府进行掠夺战争，另一派主要是秘密地开展自己的活动，在真正的群众中间散发真正社会主义的呼吁书，组织群众性的游行示威和政治罢工。

在法国，“重建国际联系委员会”[105]不久以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齐美尔瓦尔德的社会党人与战争》，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看到，法国党内已经形成了三个主要派别。第一派是多数派，小册子斥责他们是同我们的阶级敌人缔结了神圣团结条约的社会民族主义者和社会爱国主义者。据这本小册子说，第二派是少数派，这一派是龙格和普雷斯曼这两位议员的拥护者，他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同多数派的步调是一致的，并且不自觉地助长多数派的声势，用麻醉不满分子的社会主义良心的办法把他们争取到自己方面，迫使他们追随党的官方政策。小册子把齐美尔瓦尔德派称为第三派。齐美尔瓦尔德派认为，法国卷入这场战争并不是由于德国向它宣战，而是由于它的帝国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已经用条约和借款把法国同俄国联结起来。这个第三派明确地宣布，“保卫祖国不是社会党人的事情”。

无论在我们俄国或在英国和中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总之，在全世界，实际上都形成了这三个派别。这些派别的斗争将决定最近工人运动的命运。

请允许我再就另一个问题讲几句话，这个问题近来人们谈论得非常多，而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具有特别丰富的经验：这就是关于恐怖主义的问题。

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奥地利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消息，那里也有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可是关于他们的消息一般却非常少。因此我们不知道，弗里茨·阿德勒同志杀死施图尔克[106]，这也许是采用恐怖主义作为一种策略，即不断组织与群众革命斗争毫无联系的政治谋杀，这也许只是从主张保卫祖国的奥地利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策略转到采取革命的群众斗争策略的过程中的一个个别的步骤。看来第二个假设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意大利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并且已在10月29日《前进报》上发表的向弗里茨·阿德勒表示敬意的决议，应当得到充分的同情。

无论如何我们深信，俄国革命的经验和反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我们党进行了20多年的斗争，反对把恐怖主义当作策略，这是正确的。但是不应当忘记，这个斗争是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机会主义总是反对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使用任何暴力。我们则始终主张在群众斗争中并且配合这种斗争而使用暴力。第二，我们把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同多年以来的即在1905年12月以前许多年就已开始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宣传联系起来。我们认为，武装起义不仅是无产阶级对政府政策的最好的回答，而且是争取社会主义和民主的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三，我们并不局限于原则上承认使用暴力和宣传武装起义。例如，还在革命以前四年我们就赞成群众对他们的压迫者使用暴力，特别是在街头游行示威的时候。我们竭力使全国掌握每一次这种游行示威的实践经验。我们已经开始更多地考虑组织群众对警察和军队进行顽强的、有步骤的反抗，通过这种反抗吸引尽可能多的军队到无产阶级同政府之间的斗争中来，吸引农民和军队自觉地参加这种斗争。这就是我们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所采取的策略，我们深信这一策略是成功的。

最后，同志们，我再一次向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并希望你们的工作取得成就。（鼓掌）





	载于1916年《瑞士社会民主党1916年11月4—5日在苏黎世商人联合会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译自《列宁全集》德文版第23卷第119—122页


















[104]这是列宁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开幕会上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致的贺词。贺词是用德语宣读的。



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于1916年11月4—5日在苏黎世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有：国民院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活动；财政改革；对昆塔尔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决议的态度；对格留特利联盟的态度；修改党章。列宁自始至终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



瑞士社会民主党内各派几乎就所有问题在代表大会上展开了斗争，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右派和中派的斗争中采取了坚决行动。关于国民院社会民主党党团活动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责成国民院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在为工人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中作出榜样，并在活动中遵循党的决议。关于财政改革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罗·格里姆和汉·胡贝尔提出的决议案，除同意政府征收直接税外，还认为可以征收间接税——实行烟草专卖、征收印花税、扩大酒类专卖等。关于对昆塔尔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态度问题，提出了两个决议案：一个是党的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另一个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把这个问题提交非常代表大会去讨论的决议。关于格留特利联盟，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认为该联盟进行社会沙文主义活动是同它置身在社会民主党内不相容的。关于修改党章问题，决定提交非常代表大会去讨论。



正如列宁所说的，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代表大会“彻底证明：该党关于赞同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承认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的决定（1915年阿劳代表大会的决议）始终是一纸空文；在党内行经完全形成一个‘中派’……这个以罗·格里姆为首的‘中派’把‘左的’言论同‘右的’即机会主义的实践结合起来了”（见本卷第204页）。——[188]。



[105]重建国际联系委员会是法国国际主义者于1916年1月建立的。委员会的成员有阿·梅尔黑姆、阿·布尔德朗等人。这是法国社会党人在法国建立革命的国际主义组织来对抗社会沙文主义组织的初步尝试。委员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出版揭露帝国主义者掠夺目的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叛变行为的小册子和传单，但否认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并拒绝制订开展革命斗争的明确的彻底的纲领。虽然委员会的立场不够彻底，列宁仍认为有必要利用它来团结法国的国际主义者和扩大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影响。根据列宁的意见，伊·费·阿尔曼德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日益壮大的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成了团结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中心。委员会于1920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89]。



[106]指1916年10月21日奥匈帝国政府首脑卡·施图尔克伯爵被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弗·阿德勒刺杀一事。阿德勒为此被判死刑，后改判长期监禁，1918年11月被赦免。——[190]。









《列宁全集》第28卷


论单独媾和

（1916年10月24日〔11月6日〕）

俄国和德国已在举行单独媾和的谈判。这种谈判是正式的，并且在主要问题上两国已经达成协议。

不久以前，伯尔尼社会党的报纸根据它掌握的情报刊登了这样的言论。[107]驻伯尔尼的俄国大使馆立即正式辟谣，而法国沙文主义者把散播这种谣言说成是“德国人在捣鬼”，但是，这家社会党的报纸认为辟谣没有任何意义，它为了证实上述言论还举出一个事实：德国的（毕洛）和俄国的“国家要人”（施秋梅尔、吉尔斯和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外交官）现在恰恰都在瑞士，同时瑞士商界也从俄国商界得到类似的肯定消息。

不言而喻，双方都同样可能进行欺骗：俄国不会承认在进行关于单独媾和的谈判，德国不管谈判进行与否和进行得顺利与否，都不会不企图制造俄国同英国的不和。

为了弄清单独媾和问题，我们不应当从关于目前瑞士发生的、实际上无法验证的事情的传闻和消息出发，而应当从最近几十年来确凿的政治事实出发。让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而扮演普利什凯维奇和米留可夫的奴才或小丑角色的普列汉诺夫、契恒凯里、波特列索夫这伙先生们拼命去证明“德国的罪过”和俄国进行战争的“防御性质”吧，——觉悟的工人过去和现在都不听这些小丑的话。引起这场战争的是各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关系，即它们为瓜分赃物、由谁并吞哪些殖民地和小国的斗争，同时，在这场战争中居于首位的是两种冲突。第一是英德之间的冲突。第二是德俄之间的冲突。这三个大国、这三个拦路抢劫的大强盗是这场战争中的主角，其余的都是胁从的伙伴。

两种冲突都是由这些国家战前几十年中的全部政治准备好了的。英国打仗是为了夺取德国的殖民地和打垮自己的这个主要对手，因为德国以自己的优良技术、组织、经商能力无情地打击了英国，而且打击得如此沉重，以致英国不打仗就不能保持自己的世界霸权。德国打仗是因为德国资本家认为（这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他们在掠夺殖民地和附属国方面居于世界首位是他们“神圣的”资产阶级权利，德国打仗同时还是为了控制巴尔干国家和土耳其。俄国打仗是为了夺取加里西亚，因为俄国为了镇压乌克兰人民特别需要占领加里西亚（除了加里西亚以外，乌克兰人民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自由的——当然是相对而言——角落）；同时也是为了夺取亚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然后再控制巴尔干国家。

除了俄德两国的强盗“利益”的冲突之外，还存在着俄英两国同样深刻甚至更加深刻的冲突。俄国的帝国主义政治的任务是由各大国长期的竞争和客观的国际相互关系决定的，这个任务简要地说来就是：在英法两国的帮助下，在欧洲打败德国，以便掠夺奥地利（夺取加里西亚）和土耳其（夺取亚美尼亚，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然后再在日本和同一个德国的帮助下，在亚洲打败英国，以便夺取整个波斯和彻底瓜分中国等等。

许多世纪以来，沙皇政府一直想占领君士坦丁堡和亚洲的愈来愈大的一部分地区，它一贯推行相应的政策，并且为此而利用各大国之间的一切矛盾和冲突。英国比德国更长期、更坚决、更强有力地反对这些企图。1878年，俄军逼近君士坦丁堡时，英国把舰队开到达达尼尔海峡并且威胁说，一旦俄国人出现在“萨尔格勒” 
［注：萨尔格勒是君士坦丁堡的旧俄文名称。——编者注］

 ，他们便要向俄国人开火。1885年，为了瓜分中亚细亚的赃物（阿富汗；俄军向中亚细亚纵深推进，威胁到英国人对印度的统治），俄国险些同英国发生战争。1902年，英国同日本结成联盟，准备了日本对俄国的战争。在1878—1902年这一长时期中，英国一直是俄国强盗政治的头号劲敌，因为俄国使英国对许多别国人民的统治有受到破坏的危险。

而现在呢？请看在这场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吧。那些脱离无产阶级而投靠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的言论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他们说俄国方面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或者“救国”（齐赫泽）。甜蜜的考茨基之流的言论也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他们谈论什么民主的和约，似乎现在的各国政府以及任何资产阶级政府都能够缔结这种和约。事实上，这些政府都被彼此之间的秘密条约网束缚住了，这些秘密条约有的是同自己的盟国缔结的，有的是为反对自己的盟国而缔结的，而且这些条约的内容也不是偶然的，不仅仅是由“恶意”确定的，而是由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全部进程和发展决定的。有些“社会党人”用谈论一般的好事情（保卫祖国、签订民主的和约）的陈词滥调来蒙蔽工人的耳目，而不揭露自己的政府签订的关于掠夺他国的秘密条约，——这样的“社会党人”已经完全背叛了社会主义。

从社会党人阵营中发出关于亲善和约的言论，这无论对德国、英国或俄国的政府都只有好处，因为第一，这会使人们相信现在的政府可能缔结这种和约，第二，这会使人们不去注意这些政府的强盗政治。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在战争时期也在“继续”！德国同保加利亚和奥地利缔结了分赃的秘密条约，并且继续在进行这种谈判。俄国同英法等国缔结了秘密条约，所有这些秘密条约都是为了抢劫和掠夺，为了掠夺德国的殖民地，掠夺奥地利和瓜分土耳其等等。

“社会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向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谈论什么亲善和约，这无异于神父看到狼狈为奸的妓院鸨母和警察局长坐在教堂前排，就向他们和向人们“布道”：要爱他人，要遵守基督的训诫。

毫无疑问，俄英之间订有包括关于君士坦丁堡的秘密条约。大家知道，俄国很想得到这个地方，而英国不想给，即使给的话，以后不是要想方设法夺回去，便是在作出“让步”时要附加种种不利于俄国的条件。秘密条约的原文还不知道，但是，英国和俄国之间的斗争恰恰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进行的，而且现在还在进行，这一点不仅知道，而且是丝毫不容置疑的。同时大家知道，俄国和日本两国之间除了原有的条约（如1910年签订的让日本“并吞”朝鲜和俄国并吞蒙古的条约）之外，在这次战争期间又缔结了新的秘密条约，它不仅是针对中国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针对英国的。虽然条约的原文还不清楚，但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日本在1904—1905年间在英国的帮助下打败了俄国，现在它正在审慎地创造机会，要在俄国的帮助下打败英国。

在俄国的“当权人士”中，即在血腥的尼古拉的宫廷奸党、贵族、军队等等中，有一个亲德派。在德国，最近到处都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和跟着它走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发生了转变：主张同俄国亲善、同俄国单独媾和、讨好俄国而集中全力打击英国。德国方面有这种计划，那是很显然的，是没有疑问的。从俄国方面来看，事情是这样的：沙皇政府当然宁肯首先彻底打败德国，以便“拿到”尽可能多的地方——整个加里西亚、整个波兰、整个亚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并且“打垮”奥地利等等。那时在日本帮助下再掉过头打英国就比较方便了。但是，力量显然不够。关键就在这里。

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先生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俄国的反动派总的说来想同德国媾和，而“进步的资产阶级”则想消灭“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并且同“民主的”英国保持友好；这是童话，是把自己降低到政治上幼稚的人的水平。其实，沙皇政府也好，俄国的一切反动分子也好，整个“进步的”资产阶级（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108]）也好，所向往的都是一件事情：在欧洲掠夺德国、奥地利和土耳其，在亚洲打败英国（夺取整个波斯、整个蒙古和整个西藏等等）。这些“亲爱的朋友们”所争论的仅仅是什么时候和怎样从打德国掉过头来打英国的问题。仅仅是什么时候和怎样打的问题！

如何解决亲爱的朋友们之间所争论的这个唯一的问题，取决于军事上和外交上的考虑，这些考虑只有沙皇政府才完全知道，而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之流只知道其中的四分之一。

把整个波兰从德国和奥地利手中夺过来！沙皇政府赞成这样做。但是力量够不够呢？英国会不会允许呢？

把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夺过来！打败和肢解奥地利！沙皇政府完全赞成这样做。但是力量够不够呢？英国会不会允许呢？

沙皇政府知道俄国已经牺牲了几百万士兵，还能抓多少人去当兵，知道已经消耗了多少炮弹，还能补充多少炮弹（日本在对华战争日益迫近而且完全可能爆发的情况下，是不会再供应炮弹的！）。沙皇政府知道过去和现在俄英两国关于君士坦丁堡，关于英国在萨洛尼卡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兵力等问题进行秘密谈判的情况。沙皇政府知道这一切，手里有各种牌，正在作精确的估计，——在有疑问的、没有把握的因素，即“军事运气”的因素起着特别重大作用的事情上一般可能做到的精确估计。

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之流知道得愈少，就胡说八道得愈多。而普列汉诺夫、契恒凯里、波特列索夫之流则对沙皇政府的秘密交易一无所知，甚至忘记了过去知道的东西，他们不研究可以从外国报刊上获得的材料，不考察沙皇政府对外政策在战前的进程，也不注意它在战时的进程，因此他们简直是在扮演社会主义的伊万努什卡[109]的角色。

沙皇政府确信，即使有自由派的全力帮助，有军事工业委员会的热心赞助，有普列汉诺夫、格沃兹杰夫、波特列索夫、布尔金、契尔金、齐赫泽（“救国”，可不是闹着玩的！）、克鲁泡特金之流和其他奴才先生们对增加炮弹这一崇高事业的大力协助，——即使在所有上述情况下，以及在一切可能卷入和已经卷入战争的盟国现有的军事力量（或者说没有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它也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不可能更强有力地打败德国，或者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付出无比高昂的代价（例如，还要牺牲1000万俄国士兵，还要花几十亿卢布来招募、训练和装备新兵，还要打几年仗），因此，沙皇政府不能不谋求同德国单独媾和。

如果“我们”在欧洲追逐过多的猎物，那么“我们”就要担这样的风险：把“自己的”军事资源消耗净尽，在欧洲几乎什么也捞不着，而在亚洲又失去获得“自己的东西”的机会，——沙皇政府就是这样判断的，从帝国主义利益的观点来看，这种判断是正确的。沙皇政府比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空谈家米留可夫、普列汉诺夫、古契柯夫、波特列索夫之流判断得更正确。

如果在欧洲拿不到更多的东西，即使纠合了罗马尼亚和希腊（“我们”从它那里已经拿了一切能够拿到的东西）也是如此，那就不如拿可能拿到的东西！英国现在什么也不会给“我们”。德国可能会把库尔兰和波兰的一部分归还我们，多半会把加里西亚的东部归还我们（这对“我们”特别重要，因为我们要镇压乌克兰运动，即历史上一直沉睡的几百万人民争取自由和争取使用母语的运动），此外还多半会归还土属亚美尼亚。如果现在得到这些地方，我们可以退出战争，变得更加强大，而明天我们就能在日本和德国的帮助下，在采取灵活政策的条件下，以及在米留可夫、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之流对“拯救”心爱的“祖国”这一事业进一步的赞助下，在对英战争中得到亚洲的一块好地方（整个波斯和通向辽阔海洋的波斯湾，波斯湾和君士坦丁堡不同，后者只能通向地中海，而且要经过一些岛屿，这些岛屿容易被英国所占领并设防固守，使“我们”没有通向公海的任何出口），如此等等。

沙皇政府正是这样判断的，我们再说一遍，沙皇政府这样判断，不仅从狭隘君主主义者的观点来看，而且从一般帝国主义者的观点来看都是正确的。沙皇政府比自由派、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知道得更多，而且看得更远。

所以完全可能，我们明天或后天一觉醒来，就会看到三国君主这样的宣言：“我们倾听心爱的人民的呼声，决定让人民过和平幸福的日子，实行停战并且召开全欧和平会议。”三国君主甚至会讲几句俏皮话，重复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用过的一些字眼，说什么我们许下“诺言”（“诺言”即使在物价飞涨时代，也是唯一廉价的东西），要讨论关于裁减军备、关于“永久的”和平等问题。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一定会随着跑到召开全欧和平会议的城市去举行他们的“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善良的愿望、甜蜜的语句和必须“保卫祖国”的表白会用各种语言说个不休。为了掩饰从反德的英俄帝国主义联盟转向反英的德俄同样性质的联盟，气氛会制造得很不赖的！

不管这场战争是不是即将这样结束，或者俄国会再“坚持”一阵子，力求战胜德国和更多地掠夺奥地利，不管单独媾和的谈判是不是狡猾的讹诈者玩弄的一种手腕（沙皇政府会拿拟好了的对德条约草案向英国说：你如果不拿出多少十亿卢布并作出什么样的让步或保证，我明天就在这个条约上签字），——无论如何，帝国主义战争不可能不用帝国主义和约来结束，除非把这场战争变成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除这后一种结局以外，帝国主义战争无论如何会使英国、德国和俄国这三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这个或那个国家靠牺牲弱小国家（塞尔维亚、土耳其、比利时等）而变得更加强大，并且完全可能，战后所有这三个强盗在瓜分赃物（各殖民地、比利时、塞尔维亚、亚美尼亚）之后会更加强大，而他们将进行的全部争吵只是按什么比例来瓜分这些赃物。

不管怎么样，地道的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即直接承认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的家伙，还有隐蔽的暧昧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即鼓吹缔结“没有战胜者和战败者”的一般“和约”等等的考茨基主义者，都将受到愚弄，遭到侮辱，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毫无疑问的。发动这场战争的那些政府或同样的资产阶级政府所缔结的任何和约，都会清楚地向各国人民表明，上述两种社会党人扮演了什么样的帝国主义奴才的角色。

不管这场战争的结局怎样，实际将证明有一些人说得对：摆脱这场战争的唯一的社会主义的出路，只能是无产阶级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实际将证明有一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说得对：沙皇政府战败和在军事上彻底破产，“在任何情况下”都为害较小，因为历史永远不会停滞不前，历史在这场战争期间也在前进；如果欧洲无产阶级现在不能向社会主义前进，不能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期间挣脱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的桎梏，那么东欧和亚洲就只有在沙皇政府在军事上被彻底打垮因而没有任何可能实行半封建式的帝国主义政治的情况下，才能一日千里地向着民主制前进。

战争一定会摧毁一切软弱无能的东西，其中包括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帝国主义和约会使这些软弱无能的东西更加明显，更加可耻，更加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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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指《伯尔尼哨兵报》发表的有关俄德单独媾和谈判的下述文章和评论：1916年10月11日第230号上的消息《单独媾和的准备》，10月13日第241号上的社论《关于和谈的传闻》和10月14日第242号上的短评《论单独媾和》。——[192]。



[108]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费·伊·罗季切夫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抗衡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1915年，当沙皇政府的军队在前线遭到失败而国内革命危机加剧的时候，立宪民主党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伙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的发展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立宪民主党人积极参与建立军事工业委员会。——[196]。



[109]伊万努什卡是俄罗斯民间故事《十足的傻瓜》里的主角，他总是讲不合时宜的话。伊万努什卡看到农民在脱粒，叫喊道：“你们脱三天，只能脱三粒！”为此他挨了一顿打。傻瓜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告诉他：“你应该说，但愿你们打也打不完，运也运不完，拉也拉不完！”第二天，傻瓜看到人家送葬，就叫喊道：“但愿你们运也运不完，拉也拉不完！”结果又挨了一顿打。——[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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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十个“社会党人”部长

（1916年10月24日〔11月6日〕）

社会沙文主义国际局[110]书记胡斯曼向丹麦不管部部长、丹麦的所谓“社会民主”党领袖斯陶宁格发了一个贺电：


　　“从报上得悉，您被任命为部长。我表示衷心的祝贺。这样，我们在全世界就有十个社会党人部长了。事业在前进！谨致最良好的祝愿。”



　　事业确实在前进。第二国际在迅速前进，——向同民族主义自由派政策完全融合前进。德国极端的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战斗机关报开姆尼茨《人民呼声报》[111]引用了这个电报，并且挖苦说：“社会党国际局书记毫无保留地祝贺社会民主党人接受部长职位。但是在战前不久，各国党的代表大会和历次国际代表大会都曾激烈地反对这样做！时间在变化，人们的观点也在变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也在变化。”海尔曼、大卫和休特古姆之流有充分的权利轻蔑地拍拍胡斯曼、普列汉诺夫和王德威尔得之流的肩膀……

不久以前，斯陶宁格发表了他写给王德威尔得的一封信，信中充满了亲德社会沙文主义者挖苦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语句。斯陶宁格在这封信中还自豪地说：“我们〈丹麦党〉坚决地、明确地表示不再参加由意大利党和瑞士党发起的、在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名义下进行的组织上有害的分裂活动。”原话一字不差就是这样！

丹麦形成为民族国家是在16世纪，丹麦的人民群众早已完成了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丹麦96/100以上的人口是在本国出生的丹麦人。德国的丹麦人不到20万（丹麦的人口共290万）。因此可以断定，丹麦资产阶级谈论什么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当前任务，这是多么拙劣的资产阶级欺人之谈！丹麦的资产者和君主派在20世纪说这样的话，他们现在占领的殖民地的人口几乎等于德国的丹麦人的数目，而且丹麦政府正在拿这些殖民地的人民作交易。

谁说在我们的时代不拿人作交易？这样的交易有人作得很出色。丹麦以几百万的价格（还没有成交）把3个岛（当然都是有居民的）卖给美国。

此外，丹麦帝国主义的特点是依靠在乳制品和肉制品市场上的有利垄断地位来获得超额利润：把乳制品和肉制品通过运费最低的海路运到伦敦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去销售。因此，丹麦的资产阶级和丹麦的富裕农民（与俄国民粹派的胡说相反，他们是最纯粹的资产者）已变成了英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阔绰”寄食者，变成了它的特别稳定而又特别优厚的利润的分享者。

丹麦“社会民主”党完全屈服于这种国际环境，过去和现在都坚决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即机会主义者。丹麦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赞成资产阶级君主政府的军事拨款，美其名曰“为了维护中立”。在1916年9月30日的代表大会上，十分之九的大多数主张参加内阁，同政府勾结！伯尔尼一家社会党的报纸的记者报道说，在丹麦反对内阁主义的是格尔松·特里尔和编辑耶·彼·宋德博。特里尔在一篇出色的演说中捍卫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并且在党决定参加内阁以后，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退出了党，声明不愿意做资产阶级政党的党员。近几年来，丹麦“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激进派没有丝毫差别。

向格·特里尔同志致敬！胡斯曼说得对，“事业在前进”，——朝着这样的方向前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无产阶级群众的代表，正在毫不含糊地、斩钉截铁地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和代理人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胡斯曼之流划清界限，这在政治上是诚实的，对社会主义来说是必要的，后者虽然拥有大多数“领袖”，但是不代表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代表投靠资产阶级的少数享有特权的工人的利益。

俄国觉悟的工人既然选举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人做代表，既然投票反对参加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级军事工业委员会，他们难道愿意加入十个部长的“国际”吗？难道愿意加入斯陶宁格之流的国际吗？难道愿意加入特里尔等人相继退出的国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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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指社会党国际局。



社会党国际局是根据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设在布鲁塞尔，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执行主席是埃·王德威尔得，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从1905年10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1914年6月，根据列宁的建议，马·马·李维诺夫被任命为社会党国际局俄国代表。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社会党国际局迁到荷兰海牙，作为第二国际的常设的执行和通讯机关实际上不再存在。——[201]。



[111]《人民呼声报》（《Volksstimm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日报），1891年1月—1933年2月在开姆尼茨出版。1907—1917年担任该报主编的是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恩·海尔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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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
[112]



（1916年10月底—11月初）

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代表大会（1916年11月4—5日）彻底证明：该党关于赞同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承认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的决定（1915年阿劳代表大会的决议）始终是一纸空文；在党内已经完全形成一个“中派”，即相当于德国的考茨基—哈阿兹派和“工作小组”派以及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派的派别。这个以罗·格里姆为首的“中派”把“左的”言论同“右的”即机会主义的实践结合起来了。

所以，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就是立刻无条件地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经常去影响党，使阿劳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致变成一纸空文。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之所以非常迫切地需要团结自己的力量，是因为阿劳代表大会和苏黎世代表大会都十分明确地表达了瑞士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同情。仅仅通过对李卜克内西表示同情的决议是不够的；还应当认真贯彻他提出的口号：目前各国社会民主党需要革新（Regeneration）[113]。

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纲领应当大致如下：


一　对战争和一般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

1．无论在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或正在准备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瑞士方面的“保卫祖国”，都无非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因为如果瑞士参加目前的这场战争或其他类似的战争，事实上都无非站在某一个帝国主义集团一边 
［注：手稿上，在“站在……一边”上方写着“与……结成联盟”。——俄文版编者注］

 参加掠夺性的反动战争，而决不是进行争取“自由”、“民主”、“独立”等等的战争。

2．瑞士社会民主党对瑞士资产阶级政府和瑞士各资产阶级政党必须抱完全不信任的态度。因为：（a）这个政府同各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有着极其密切的经济和金融联系，并且完全依附他们；（b）它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早已全面转向政治反动（建立政治警察；对欧洲的反动派和欧洲各君主国卑躬屈膝等等）；（c）它多年来的全部政策（1907年的军事改组等等；埃格利“案件”、卢瓦“案件”等等）证明，它愈来愈变成反动透顶的瑞士主战派和军人集团手中的工具。

3．因此，瑞士社会民主党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揭穿向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军阀卑躬屈膝的政府的实质，揭露政府用民主之类的词句欺骗人民，说明这个政府完全可能（在统治瑞士的整个资产阶级的同意下）把瑞士人民的利益出卖给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集团。

4．所以，一旦瑞士卷入这场战争，社会民主党的责任就是无条件地驳斥“保卫祖国”的口号，揭穿用这个口号来欺骗人民的行为。在这样的战争中，工人和农民将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是为了民主，而是为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去牺牲性命。瑞士的社会党人和其他先进国家的社会党人一样，只有在自己的祖国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之时，才可以而且应当主张用武力保卫祖国，即保卫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5．社会民主党和它的议员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决不能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这种投票是决不能拿任何“保卫中立”之类的骗人言论来辩护的。

6．无产阶级对战争的回答应当是：宣传、准备和实现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各国工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心现在正空前迅速地增强起来。

7．革命行动应当包括游行示威和群众性的罢工，但是无论如何不应当拒绝服兵役。恰恰相反，只有不拒绝拿起武器，而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资产阶级，才符合无产阶级的任务，才同国际主义的优秀代表如卡·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口号相一致。

8．政府在战前或战时对废除或限制政治自由所采取的任何细小步骤，都应当促使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建立秘密组织，以便经常地不屈不挠地进行用战争对付战争的宣传，向群众解释战争的真正性质，不要因为怕遭到牺牲而畏缩不前。


二　物价飞涨和群众不堪忍受的经济状况

9．不仅在各交战国家，而且在瑞士，由于物价飞涨和生活用品不足，战争已使少数富人大发横财，使群众陷入极其困苦的境地。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应当不是同这一灾祸进行改良主义的斗争，而是进行革命斗争，即经常地不屈不挠地宣传和准备这种斗争，决不因为遭到不可避免的暂时困难和失败而畏缩不前。

10．针对资产阶级的许多财政改革方案，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揭露资产阶级把动员和战争的重担转嫁给工人和贫苦农民的企图。

社会民主党无论在什么情况和什么借口下都不能同意征收间接税。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同意征收间接税的阿劳代表大会（1915年）的决定以及苏黎世代表大会（1916年）通过的胡贝尔—格里姆起草的决议，都应当废除。社会民主党的各级组织都应当立即开始积极筹备定于1917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并且只选举赞成废除上述决议的人出席代表大会。

在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即让群众永远贫困的情况下，帮助资产阶级政府摆脱目前的困难，这是自由派官吏的任务，而决不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11．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尽量广泛地向群众宣传必须立即实行全联邦统一的、高额的、累进的财产税和所得税，税率不低于下列百分数：





	　　　　财　产　　　　收入　　　　　税率 20000法郎——　　5000　——　　免税

 50000法郎——　 10000　——　　10％

100000法郎——　 25000　——　　40％

200000法郎——　 60000　——　　60％

　　　　　　　　　　　　等等









包伙住房费税：





	　　每天4法郎以下 ——　　 免税每天5法郎　　 ——　　　1％

每天10法郎　　——　　 20％

每天20法郎　　——　　 25％等等









12．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无情地驳斥社会民主党内的许多机会主义者也在散布的资产阶级谎言：说什么宣传实行革命的高额财产税和所得税是“不切合实际的”。恰恰相反，这是唯一切合实际的和唯一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因为第一，我们不应当迁就富人“可以接受的东西”，而应当面向广大的穷苦的群众，他们之所以对社会民主党抱着冷淡或不信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性质。第二，迫使资产阶级作出让步的唯一方法，不是同资产阶级“作交易”，不是“迁就”资产阶级的利益或偏见，而是准备群众的革命力量去反对资产阶级。我们愈是能使更多的人民相信实行革命的高额税是公正的和用斗争来争取它是必要的，资产阶级就会愈快地让步，而我们则要利用每一个即使是微小的让步来为完全剥夺资产阶级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13．规定一切职员和官吏、联邦委员会委员等的最高薪俸为每年5000—6000法郎（视家庭人数多少而定）。禁止敛积任何其他的收入，违者给以监禁处分并没收这些收入。

14．强制转让工厂，首先是为保证居民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工厂，以及土地超过15公顷（超过40“英亩”）的农业企业（在瑞士的252000个农业企业中，这样的企业只占22000个，也就是说，不到总数的1/10）。在进行这种改造的基础上采取系统的措施，来提高粮食生产，保证供应人民以廉价的食品。

15．把瑞士全部水力资源立即强制转让给国家，这也同实行其他转让一样，可以采用征收上述财产税和所得税的方法。


三　进行特别迫切的民主改造和利用政治斗争与议会制度

16．利用议会讲坛以及动议权和全民投票不应采取改良主义的方式，就是说不是为了拥护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因而不能消除群众主要的和根本的灾难的改良，而是为了宣传瑞士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在经济上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并且由于不堪忍受的物价飞涨和金融资本的压迫，由于战争造成的推动整个欧洲无产阶级走上革命道路的国际关系，这种改造就更加迫切需要。

17．取消对与男子相对而言的妇女政治权利的一切限制。在战争和物价飞涨使广大人民群众忐忑不安、尤其是使妇女关心和注意政治的时候，向群众说明实行这种改造的特别迫切性。

18．外国侨民必须入瑞士籍（强制加入国籍），不必交纳任何费用。在瑞士的每一个外国侨民，住满3个月以后，即应入瑞士籍，如果有特别正当理由可以申请延期，但不得超过3个月。向群众说明，不仅从一般的民主观点来看，而且从瑞士的帝国主义的环境已使它在整个欧洲成为外国侨民百分数最高的国家这一点来看，瑞士特别需要立即实行这种改革。9/10的外国侨民都操瑞士三种语言中的一种。外国工人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和被隔绝状态正在加强本来就在增长的政治反动，削弱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

19．立即开展鼓动工作，宣传社会民主党参加1917年国民院选举的候选人，只能在选民事先全面讨论政治纲领的基础上，特别是在讨论对待战争和保卫祖国的态度问题、在讨论是用改良主义斗争还是用革命斗争来制止物价飞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


四　党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当前任务

20．如果不进行经常的不屈不挠的工作来扩大社会民主党对群众的影响，如果不把被剥削劳动群众的一些新的阶层吸引到运动中来，那就不能真正贯彻阿劳代表大会关于群众革命斗争的决定。争取社会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进行得更具体、更生动、更切合实际，不仅要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永远占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阶级少数的有组织的工人能够理解，而且要使在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下不能好好她组织起来的多数被压迫者能够理解。

21．为了影响更广大的群众，党必须更经常地印发传单，向群众说明，革命的无产阶级正在为瑞士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这种改造是9/10的居民所必需的，是对他们有利的。组织党的一切支部，特别是组织青年团体开展散发传单的公开竞赛，在大街上挨家挨户地流行鼓动工作；更加重视和加强对农业工人、雇农、日工和贫苦农民（贫苦农民不剥削雇佣工人，不依靠物价飞涨发财致富，却因物价飞涨而受苦）的鼓动工作。要求党的议会代表（国民院议员、联邦院议员、州议会议员等等）不要利用自己特别有利的政治地位在议会中讲一些理所当然地引起工人的厌恶和不信任情绪的改良主义废话，而要利用这种地位在城市特别是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最落后的阶层中宣传社会主义革命。

22．坚决屏弃关于工人阶级、职员等等的经济组织保持“中立”的理论。向群众说明被战争特别明显地证实了的真理，即所谓的“中立”是资产阶级的欺骗或伪善，实际上意味着消极地服从资产阶级及其特别卑鄙的事业，如帝国主义战争。加强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贫苦阶层或职员的一切团体中的工作，在所有这些团体内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的专门的小组，不断地进行准备工作，使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所有这些团体中取得多数地位和领导地位。向群众说明，这个条件对于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3．在青年入伍以前和服役期间，都要扩大和加强社会民主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在各个部队里建立社会民主党小组。用社会主义观点说明在唯一正当的战争中，即在无产阶级为了从雇佣奴隶制下解放人类而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战争中，使用武器的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宣传反对孤立的暗杀行动，把革命部队的斗争同无产阶级及全体居民中被剥削者的广泛运动结合起来。加紧宣传奥尔滕代表大会决议[114]的下述部分，即劝告士兵在军队被用来镇压罢工者的时候拒绝执行命令，并且不应当仅仅限于消极地拒绝执行命令。

24．向群众说明，按照上面详细阐述的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方针所进行的实际工作，同现代工人运动的三个主要派别之间一贯的原则性的斗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三个派别在一切文明国家里都已经形成，在瑞士（特别是在1916年苏黎世代表大会上）也彻底显露出来了。这三个派别是：（1）社会爱国主义者，也就是那些公开承认在1914—1916年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人。这是工人运动中代表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派别；（2）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他们根本反对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主张同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决裂，主张进行群众的革命斗争，同时要完全改变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使之适应这种斗争的宣传和准备工作；（3）所谓“中派”（德国的考茨基—哈阿兹，“工作小组”；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 
［注：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有时把“中派”同“齐美尔瓦尔德派”右翼相提并论，这是完全公正的。］

 ，主张第一个派别和第二个派别实行统一。这样的“统一”只会束缚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手脚，使它不能开展工作，使党的原则同党的实践没有密切的充分的联系，从而把群众引入歧途。

在瑞士社会民主党1916年苏黎世代表大会上关于国民院党团问题的三篇发言里，即在普拉滕、奈恩和格雷利希的发言里，已经特别清楚地承认，瑞士社会民主党内不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派别的斗争早已成为事实。当普拉滕谈到必须坚决按照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精神进行工作时，多数代表显然是赞同他的。奈恩直接地、明确地、肯定地声明，在国民院党团内部经常有两个派别进行斗争，工人组织应当自己设法选派真正意见一致的拥护革命派别。的人到国民院中去。当格雷利希谈到党抛掉了自己原先的“宠儿”（Lieblinge）而找到了新的“宠儿”时，他也承认了不同派别的存在和斗争的事实。但是，任何一个有觉悟有头脑的工人都不会同意“宠儿的理论”。正是为了使不同派别不可避免的必要斗争不致变成“宠儿”之间的竞争、私人的冲突、琐碎的猜疑和争吵等等，正是为了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全体党员必须关心不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派别的公开的原则性的斗争。

25．加强同格留特利联盟[115]进行原则性的斗争，要把它看作资产阶级的工人政策的倾向在瑞士土壤上的明显表现，这些倾向就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爱国主义、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腐蚀群众。通过格留特利联盟的具体活动的例子向群众说明社会爱国主义和“中派”的政策的全部错误和危害。

26．立刻着手准备决定在伯尔尼召开的党的二月（1917年）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要使这次选举在每个党组织都讨论原则的纲领和具体的政治纲领的基础上进行。本纲领应当成为彻底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的纲领。

党的一切领导岗位、出版事务委员会、一切代表机关、一切执行委员会等等的负责人的选举，也必须在同样讨论纲领的基础上进行。

每个地方组织都应当对地方党的机关刊物进行细心的监督，使之不仅贯彻社会民主党的一般观点和策略，而且贯彻社会民主党的明确规定的政治纲领。


五　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任务

27．瑞士社会民主党人要使自己承认国际主义不致成为毫不负责的空话（“中派”的拥护者和第二国际时代一般社会民主党人就一贯只讲这样的空话），第一，必须彻底地不断地进行斗争，争取外国工人同瑞士工人在组织上接近，并且在共同的团体中打成一片，争取他们的完全（公民的和政治的）平等。瑞士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在于：瑞士资产阶级对毫无权利的外国工人的剥削愈来愈厉害，它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两类工人的疏远上。

第二，必须尽一切努力，在瑞士的德意志、法兰西和意大利工人中间建立一个统一的，在工人运动整个实践中真正统一的，同样坚决、同样有原则地跟法兰西人（瑞士罗马语区的）、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的社会爱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国际主义派别。本纲领应当成为瑞士境内所有三种主要民族或语言的工人的共同的、统一的纲领的基础。如果不能使瑞士各民族中站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方面的工人打成一片，国际主义就是一句空话。

为了便于他们真正打成一片，应当使瑞士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报纸（以及工人、职员等等的经济团体的机关报）都出版附刊（起初即使是周刊（月刊），即使每期只出两个版面也好），用三种文字刊印，并且根据每天的政治生活来阐明这个纲领。

28．瑞士社会民主党人只应当支持其他各国社会党内站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一边的革命的国际主义分子，同时这种支持不应当是抽象的。特别重要的是：要在瑞士翻印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秘密印发的反对政府的宣言，要把那些宣言译成三种文字，在瑞士无产阶级和一切邻国的无产阶级中散发。

29．瑞士社会民主党不但不应当在伯尔尼代表大会（1917年2月）上对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决定表示赞同，无条件的赞同，而且还应当要求自己立刻完全在组织上同设在海牙的社会党国际局断绝关系，因为它是同社会主义利益毫不相容的机会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堡垒。

30．瑞士社会民主党在了解欧洲各先进国家工人运动的情况和把这个工人运动的革命分子联合起来方面，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它不应当消极地等待这一运动内部斗争的发展，而应当走在这个斗争的前面。这就是说，它应当沿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道路前进，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已经在德、法、英、美和一切文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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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这是列宁为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准备的提纲，原文是俄文和德文，并译成了法文。提纲分寄给了在瑞士的各布尔什维克支部和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供他们在会议上讨论。本卷《附录》中还收有列宁写的《〈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提纲的要点》和《为讨论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而准备的提纲要点》（见第385—388页和第391—394页）。关于这个提纲的其他准备材料，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住在瑞士。他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的同时，还作为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参加该党的工作。列宁极为关注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提出自己的忠告。据当时和列宁时常会面的苏黎世医生、瑞士社会民主党人Ｆ．布罗伊巴赫尔回忆，列宁十分关心苏黎世工人组织中的情绪，如果哪次会议要讨论重要问题，他一定去参加。例如，他曾参加过木材加工业工人讨论青年节的一次会议，参加过苏黎世工人联合会关于军事问题的几次会议，还参加过在苏黎世市霍廷根区召开的青年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弗·普拉滕谈到拒绝服兵役和在军队中进行革命宣传等问题。——[204]。



[113]这个口号是卡·李卜克内西在1914年10月2日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提出的。列宁在《告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和各国社会党书的提纲草稿》中引用了这封信（见本卷第264—265页）。



1914年8月，李卜克内西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组织几次反战集会并以帝国国会党团的名义发表宣言，号召全体党员为争取和平而斗争。这一建议遭到拒绝。9月，李卜克内西到比利时和荷兰旅行，在这两个国家向怀有国际主义情绪的社会党人详细通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情况。李卜克内西返回德国后遭到党执行委员会的追究。为此，李卜克内西写了此信作为答复。——[204]。



[114]指瑞士社会民主党奥尔滕非常代表大会（1906年2月10—11日）通过的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211]。



[115]格留特利联盟是瑞士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组织。据传说，瑞士的三个州于1307年在格留特利草地结盟，共同反对哈布斯堡王朝，格留特利联盟取名于此。格留特利联盟于1838年在日内瓦成立，1901年加入了瑞士社会民主党，组织上仍保持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格留特利联盟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于1916年秋从瑞士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去。同年11月该党苏黎世代表大会曾通过决议，认为格留特利联盟进行社会沙文主义活动是同它置身在社会民主党内不相容的。1925年，格留特利联盟重新并入瑞士社会民主党。——[213]。







《列宁全集》第28卷


瑞士社会民主党对战争态度的提纲
[116]



（1916年12月初）

1．当前的世界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它是为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削世界，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领域，压迫弱小民族等等而进行的。

从进行战争的两个集团来说，所谓“保卫祖国”云云，都无非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

2．瑞士政府是瑞士资产阶级事务的管理者，而瑞士资产阶级完全依赖国际金融资本，并且同各大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因此，数十年来瑞士政府天天实行愈来愈反动的政策和秘密的外交，破坏和侵犯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对军人集团卑躬屈膝，经常地、无耻地牺牲广大居民群众的利益，使之服从一小撮金融寡头的利益；——所有这一切都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上述经济事实的必然结果。

由于瑞士资产阶级政府受到金融寡头利益的这种约束，以及由于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强国集团的强大压力，瑞士现在随时都有可能卷入当前的战争。

3．因此目前对瑞士来说，“保卫祖国”也无非是一句虚伪的词句，因为实际上这里的问题并不是保卫民主、独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等等，而相反地，是要准备工人和小农去进行屠杀，以保持资产阶级的袭断地位和特权，是要加强资本家的统治和政治上的反动。

4．根据这些事实，瑞士社会民主党根本拒绝“保卫祖国”，要求迅速复员，号召工人阶级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严厉的手段去回答瑞士资产阶级的战争准备，如果一旦发生战争，也用这种手段来回答。

这些手段中，应当特别指出下列各点：

（a）不要任何国内和平；加紧进行原则性的斗争，既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又反对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的联盟 ——格留特利联盟，同时反对社会党内部的格留特利倾向。

（b）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都反对一切军事拨款，不管这种拨款是在何种借口下提出的。

（c）支持各交战国工人阶级反对战争和反对本国政府的一切革命运动和一切斗争。

（d）推动瑞士国内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罢工，游行示威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武装起义。

（e）经常地在军队中进行宣传，为此要在军队中以及在应征的适龄青年中建立社会民主党的专门的小组。

（f）由工人群众自己建立秘密组织，作为对政府限制或取消政治自由的回答。

（g）通过有计划地向工人进行解释，开展经常的准备工作，使所有工人组织和职员组织的领导机构，都一无例外地转到那些承认并且能够进行上述反战斗争的人手里。

5．党提出在瑞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作为1915年阿劳党代表大会已经承认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的目的。这种改造在经济上是能够立即实现的。它是把群众从物价飞涨和饥饿的恐怖中解放出来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它的到来是目前整个欧洲面临着的危机的结果，是为彻底消灭军国主义和一切战争所绝对需要的。

党声明说，所有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及社会和平主义的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言论，都不承认这个目的和达到这个目的的革命道路，这种言论是一种幻想或谎言，只会使工人阶级放弃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严重斗争。

党在不断争取改善雇佣奴隶的状况的同时，号召工人阶级和它的代表在一般的鼓动、议会演说、提案等等中把立即在瑞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提上议程，说明由依靠无产者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府来代替资产阶级政府的必要性，说明采取剥夺银行和大企业、取消一切间接税、按照革命的高税率对大宗收入征收单一的直接税等这样一些措施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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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这个提纲和本卷收载的其他一些文献（《关于战争问题的根本原则》、《给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委员沙尔·奈恩的公开信》、《十二个简明论点——评赫·格雷利希为保卫祖国辩护》、《臆造的还是真实的泥潭？》、《关于修改军事问题的决议的建议》和《一个社会党的一小段历史》），都是针对瑞士社会民主党内就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展开辩论而写的。



1916年8月，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决定在1917年2月11—12日召开非常代表大会讨论战争问题。1916年11月4—5日举行的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决定，并成立了一个为非常代表大会起草决议草案的委员会。委员会委员有：埃·克勒蒂（任主席）、汉·阿福尔特尔、厄·保·格拉贝、约·胡贝尔、古·弥勒、沙·奈恩、保·伯·普夫吕格尔、恩·诺布斯和雅·施米德；候补委员有亨舍尔和威·明岑贝格。党的书记弗·普拉滕和芬德里希参加委员会，有发言权。普拉滕积极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并写出了自己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提纲。



委员会起草了两个提纲草案：多数派（阿福尔特尔、格拉贝、奈恩、诺布斯和施米德）草案和少数派（克勒蒂、胡贝尔、弥勒、普夫吕格尔）草案。多数派决议案是按照1916年7月发表的罗·格里姆的中派提纲精神起草的。少数派的决议案则具有社会沙文主义性质，并包含有责成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发生时“保卫祖国”的条款。



列宁同瑞士左派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非常了解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为帮助左派，他用德文写了《瑞士社会民主党对战争态度的提纲》。列宁起草提纲时，首先分析了格里姆的提纲和普拉滕的提纲。列宁在12月初给美·亨·勃朗斯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中以普拉滕的提纲为基础提出了五个要点，按照列宁的意见，这五个要点应列入左派的决议案。列宁草拟了自己提纲的几种方案，特别详细地拟定了提纲实践部分的要点，写了提纲的初稿，然后又写了最后定稿。



在本卷《附录》里收载了与最后定稿略有差别的提纲“实践部分”的草稿（见第389—390页）。《瑞士社会民主党对战争态度的提纲》的全部准备材料发表在《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第44—89页。——[216]。







《列宁全集》第28卷


对论最高纲领主义的文章的意见
[117]



（1916年12月7日〔20日〕以后）

第6页（第2段）。这里必须补充：波特列索夫现在在行动上放弃了这些含有对改良主义根本否定的论点（考茨基＋希法亭等人的）。波特列索夫成了改良主义者。

（不能局限于声明：“我们并没有打算证明”。应当把这一点作为已被证明的东西提出来，并向波特列索夫挑战：您，特别是《事业》杂志[118]的马斯洛夫之流，在行动上，然而是羞羞答答、不声不响地，已从这一立场完全转到了改良主义。）

第7页（第1条末尾）“群众性行动”

最好换一种说法，不用这个饲，这个词有缺陷，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书报检查制度造成的（革命的代名词），它模糊革命的概念。（关于这一点还必须跟潘涅库克＋拉狄克之流算帐！！举一例：在瑞士没有德国那种书报检查制度，这里，“群众性行动”这一术语也已经在产生对改良主义者有利的误解。）

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在于您的想法根本错了，似乎“它〈最低纲领〉的那些要求……总起来就导致向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过渡”（第7页，第2条等）（第9页也有）。

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无论是最低纲领的某些要求（“它的那些要求”），还是最低纲领的要求的全部总和，任何时候都不导致“向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过渡”。这种想法意味着从根本上转到改良主义的立场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

最低纲领是一种原则上可以和资本主义相容，没有超越资本主义范围的纲领。

或许您是想说，在社会发展到对社会主义来说在客观上已经成熟的时候，实现最低纲领的全部要求就会导致社会主义？然而这也并非如此。只能说，实践中最可能的情况是，为实现最低纲领的主要要求而进行的任何重大斗争，都将爆发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我们无论如何要力求做到这一点。

还不要忘记被潘涅库克＋拉狄克所忘记的一点，即帝国主义就是少数最富强的民族对附属民族的千百万人的剥削。因此，最富强的民族，在保持着对附属民族的统治的情况下，在其内部可能实现最充分的民主。奴隶制的古希腊是这样。现在的新西兰和英国也是这样。

（一个枝节问题：第8页不好。不应当这么说。例如，在帝国主义和物价飞涨的时代，仅仅通过一些改良，“面包”恰恰是得不到的。

第8页——针对波特列索夫的指责而进行申辩。需要的不是申辩，而是进攻：他们象1904年俄国的自由派一样，只局限于一些改良。）

第10页——1905年自由派只局限于一些改良；我们要求革命、宣传革命、准备革命等等。这里问题不在于“具体形式”，而在于任何一次革命的基本原则（实质）：新的阶级推翻旧的阶级，夺取“全部政权”（der　Macht）。

（第10页末尾：极不谨慎、极不恰当地谈无产阶级的“改良”，虽然您是想讲“革命”！！诸如“就象1904年在俄国一样，不是实行种种改良，而是实行一种改良”之类。）

整个第11页都是非常错误的。为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会答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武装人民”。斗争将恰恰不是为了这一点，也根本不是为了最低纲领而展开起来。

帝国主义将答应召集“布里根式的杜马”以及实行一些改良，以反对革命。我们要拥护革命。

“现实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将来不是，现在也不是您所提出的那些问题，而是物价飞涨（1）+（2）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

用改良来制止物价飞涨（在存在托拉斯等的条件下），就象用改良来反对俄国1904—1905年的专制制度一样，是无济于事的。

您对关于改良、关于最低纲领和关于民主的问题的提法都是不正确的。

我想建议暂且（为《保险问题》杂志[119]写一篇短文）只用对比形式改写一下：您，波特列索夫先生，是个十足的改良主义者，您只局限于“种种改良”，您忘记了“不是‘种种改良，而是一种改良’”这一“提法”的作用和意义，忘记了所引证的考茨基+希法亭+鲍威尔等人的言论的作用和意义。《事业》杂志＝思想上完全定型的改良主义的机关刊物、资产阶级工人党的机关刊物。

“三条鲸鱼”[120]是把争取改良的斗争扩展到革命。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宣言中也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要把争取改良的每一次斗争引导、转变为争取革命的斗争。

我看，民族自决根本不能作为“最重要的东西”提出：您这是走得比我们迄今所说的远出十倍。这样做，您会迫使我和——啊，多么可怕！——和布哈林联合起来反对您！！！

是否把这个问题暂时搁一下，将文章改写成类似#那样，并且制定一个比如说关于对最低纲领等的态度的提纲之类的东西寄给执行局等机构？




“最高纲领主义”这个说法，无非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对革命者（为了应付书报检查机关而说的“改良主义的坚决反对者。）的非难。一般来说，要用书报检查通得过的形式来说清这种问题是特别困难的事，也是棘手的，非常棘手的事！！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385—388页















[117]这个文献是列宁对格·叶·季诺维也夫论最高纲领主义的文章所提的意见。季诺维也夫的文章原准备在《共产党人》杂志或《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后来没有刊出。——[219]。



[118]《事业》杂志（《Де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刊物（双周刊），1916年8月—1917年1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11期。该刊编辑是亚·尼·波特列索夫、彼·巴·马斯洛夫和柳·伊·阿克雪里罗得（正统派）。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19]。



[119]《保险问题》杂志（《Вопросы　Страхования》）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刊物（周刊），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领导，1913年10月26日（11月8日）—1914年7月12日（25日）和1915年2月20日（3月5日）—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63期。参加杂志工作的有列宁、斯大林、瓦·弗·古比雪夫和著名的保险运动活动家尼·阿·斯克雷普尼克、彼·伊·斯图契卡、亚·尼·维诺库罗夫、尼·米·什维尔尼克等。——[221]。



[120]三条鲸鱼意即三大支柱或三个要点，出典于关于开天辟地的俄国民间传说：地球是由三条鲸鱼的脊背支撑着的。这里是指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全部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这三个基本的革命口号。——[221]。







《列宁全集》第28卷


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
[121]



（1916年12月19日〔1917年1月1日〕）


第一篇（或章）

世界政治中的转变

有迹象表明，这种转变已经到来或正在到来。那就是：由帝国主义战争转向帝国主义和平。

两个帝国主义集团无疑地已经大伤元气；再打下去有困难；一般资本家特别是金融资本家，可耻地大发“战争”横财，即从人民身上剥皮，至少已经剥下了两张皮，再剥就很困难了；美国、荷兰、瑞士等中立国的金融资本家已经饱腹，他们在战争中已发了大财，但是，由于缺乏原料和粮食，再做这种“有利可图的”生意已经不容易了；德国拼命想使它的主要帝国主义竞争者英国的某个盟国脱离英国；德国政府，继它之后还有许多中立国的政府，都发表了和平主义的言论，——这些都是最主要的迹象。

有没有迅速结束战争的可能呢？

对这个问题很难给以肯定的回答。据我们看来，有两个可能性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个是德国同俄国单独媾和，尽管不通过缔结书面的正式条约那种通常的形式。第二个是不单独媾和；英国及其盟国实际上还能支持一年、两年等等。在第一种情况下，战争即使不是在现在，也一定会在最近的将来停下来，而且不可能指望在它的进程中发生重大变化。在第二种情况下，战争就可能遥遥无期地拖延下去。

现在就来谈第一种情况。

德国同俄国之间不久以前进行过单独媾和的谈判；尼古拉二世本人，或者说最有权势的宫廷奸党是赞成单独媾和的；世界政治中出现了由俄国同英国结成反对德国的帝国主义联盟转变为俄国同德国结成反对英国的同样的帝国主义联盟的迹象，——所有这些都是无容置疑的。

特列波夫代替了施秋梅尔；沙皇政府公开声明说，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权利”是各盟国一致公认的；德国正在建立一个单独的波兰国家，——这些迹象似乎表明单独媾和的谈判毫无结果。也许沙皇政府进行这种谈判，只是为了恫吓英国，使之正式明确承认血腥的尼古拉对君士坦丁堡的“权利”，并且从它那里获得对这种权利的某些“郑重的”保证？

既然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主要的、基本的内容，是俄德英三大帝国主义竞争者、三大强盗之间的分赃，所以这样的推测决非令人难以置信。

另一方面，沙皇政府愈觉得在事实上即在军事上不可能夺回波兰，占领君士坦丁堡，击破德国的坚固防线（德国由于最近在罗马尼亚取得了胜利，已大大拉平、缩短和巩固了自己的防线），就愈不得不同德国单独媾和，即从联英反德的帝国主义联盟转向联德反英的帝国主义联盟。为什么不是这样呢？俄国同英国曾经因为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亚细亚的分赃之争而几乎打起来！英国同德国曾经在1898年进行过关于联合起来反对俄国的谈判，而且英国同德国曾暗中商定，“一旦”葡萄牙不履行自己经济上的义务，就瓜分它的殖民地！

德国帝国主义领导集团愈来愈想要联俄反英，这一意向早在几个月以前就已很明显了。显然，联合的基础是要瓜分加里西亚（扼杀乌克兰鼓动和乌克兰自由的中心，对于沙皇政府是很重要的）和亚美尼亚，也许还有罗马尼亚！一家德国报纸已透露了一个“暗示”：罗马尼亚可以由奥地利、保加利亚和俄国三国瓜分！德国可能同意再向沙皇政府作某些“小让步”，以便同俄国，也许还同日本联合起来反对英国。

尼古拉二世同威廉二世之间可能秘密地缔结了单独的和约。外交史上有过缔结秘密条约的先例，这种秘密条约除两三个人以外，任何人甚至连部长们都不知道。外交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当各“大国”去参加“全欧”会议的时候，事先已秘密商定了各主要竞争者之间的主要问题（如1878年柏林会会议[122]以前，俄国同英国已达成了关于掠夺土耳其的秘密协定）。假定说，沙皇政府考虑到，在俄国目前情况下，如果签订政府间的正式的单独和约，那就可能导致由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或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组成政府，因而拒绝签订那样的和约，但同时它却同德国缔结秘密的、非正式的、但同样“持久的”条约，规定“高级的缔约双方”在将来的和会上共同采取某种路线，——这种情况是毫不足怪的！

这种假定是否正确，不能肯定。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假定同喋喋不休地空谈现任各国政府之间，乃至任何资产阶级政府之间会在不承认兼并的基础上缔结和约等等相比，它包含的真理即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要多一千倍。这种空谈要么是天真的愿望，要么是掩盖真相的弥天大谎。这个时期、这场战争和现在企图缔结的和约的真相，就是进行帝国主义的分赃。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跟资产阶级政策不同的社会党人的政策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了解这种真相，说出这种真相，“说出实际情况”，而资产阶级政策的主要任务是要隐瞒和掩盖这种真相。

两个帝国主义集团都抢得了一定数量的赃物，而且恰恰是两个最主要、最厉害的强盗——德国和英国抢得最多。英国没有丧失自己的一寸土地和殖民地就“得到了”德国的一些殖民地和土耳其的一部分（美索不达米亚）。德国几乎丧失了自己的一切殖民地，但是它在欧洲得到了更宝贵得多的领土，即占领了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法国的一部分和俄国的一部分等等。问题在于分赃，同时，每个强盗团伙的“头目”，即英国和德国，也应当多多少少犒劳一下自己的盟国，因为这些盟国除保加利亚和意大利（在较小的程度上）外，都损失很大。最弱的盟国损失得最多；在英国集团内，被摧毁的有比利时、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罗马尼亚；在德国集团内，土耳其丧失了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一部分。

到目前为止，德国所得到的赃物无疑要比英国多得多。到目前为止，德国是胜利了，它比战前任何人所预料的不知道要强了多少倍。因此很明显，尽可能迅速地缔结和约对德国有利，因为它的竞争者在可以设想的最有利的（虽然不是很有把握的）情况下，还能够投入更多的新兵等等。

客观的形势就是这样。目前帝国主义分赃之争的局面就是这样。这种局面首先在德国集团的资产阶级和政府中间，其次在各中立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中间，引起了一些和平主义的愿望、言论和行动，这是非常自然的。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得不竭力愚弄人民，用关于民主的和约、关于弱小民族的自由、关于裁减军备等空话，用这些虚伪透顶的空话来掩盖帝国主义和约的丑恶面目即瓜分赃物，这也是很自然的。

如果说愚弄人民对资产阶级来说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社会党人应当怎样履行自己的义务呢？下一篇（或章）谈这个问题。


第二篇（或章）

考茨基与屠拉梯的和平主义

考茨基是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理论家，是德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派”的最著名的领袖，是在帝国国会中组织了特别党团“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哈阿兹和累德堡等人）的反对派的代表。现在德国有些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登载了考茨基论和平条件的文章，这些文章转述了“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就德国政府提议和谈的著名照会所作的正式声明。这个声明在要求政府提出一定的和平条件的时候，还讲过下面一句值得注意的话：


　　“……要使这份照会〈德国政府的照会〉导致和平，一切国家必须切实放弃兼并别国土地以及把任何国家的人民置于别国政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之下的念头……”



　　考茨基转述了这个论点并且加以具体化，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周密地“证明”，君士坦丁堡不应当归俄国，土耳其不应当成为任何国家的附属国。我们现在就来仔细考察一下考茨基及其伙伴们所提出的这些政治口号和论据。

当问题涉及到俄国即德国的帝国主义竞争者的时候，考茨基就揭出一个不是抽象的、“一般的”，而是完全具体的、明确的要求：君士坦丁堡不应当归俄国。他用这种办法来揭露俄国的……真正的帝国主义阴谋。可是，当问题涉及到德国时，考茨基却不揭露自己的政府的具体的帝国主义阴谋，而只限于表示“一般的”愿望或主张：土耳其不应当成为任何国家的附属国！！因为那个承认考茨基是自己的党员并且任命他担任自己主要的、指导性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的编辑的政党的多数派正在帮助本国资产阶级和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

考茨基的政策，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同法国和英国所谓战斗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的政策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后者不是也公开揭露德国具体的帝国主义步骤，而对被英国和俄国所侵占的国家或民族则用“一般的”愿望或主张敷衍了事吗？不是对侵占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大叫大嚷，而对侵占加里西亚、亚美尼亚和非洲殖民地却默不作声吗？

其实，考茨基和桑巴—韩德逊的政策都同样是帮助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竞争者和敌人的阴谋上，而对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同样的帝国主义步骤则用一些含糊的、一般的词句和善良的愿望加以掩饰。如果我们只是象基督教徒那样把善良的一般词句看作好心，而不揭示其实际的政治意义，那我们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根本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难道我们不是经常看到，所有帝国主义列强的外交都以娓娓动听的“一般”词句和“民主的”声明自我标榜，借以掩饰它们对弱小民族的掠夺、欺凌和压迫吗？

“土耳其不应当成为任何国家的附属国……”如果我仅仅这样说，那么从表面上看，似乎我主张让土耳其有充分的自由。但是实际上我只是重复德国外交家们通常所说的一句话，他们蓄意撒谎，口是心非，用这句话来掩盖目前德国既在经济上又在军事上已把土耳其变成自己的附属国的事实！如果我是德国的社会党人，那我所说的“一般的”词句只会对德国外交有利，因为这些词句的真正意义是为德国帝国主义涂脂抹粉。


　　“……一切国家必须切实放弃兼并以及把任何国家的人民置于……经济控制之下的念头……”



　　多么娓娓动听啊！帝国主义者几千次地“放弃”兼并以及在金融上压迫弱小民族的“念头”，但是难道不应当拿事实来加以对照？事实不是证明德、英、法、美等国的每一家大银行都“控制着”弱小民族吗？既然在各弱小民族的铁路等企业中的投资已达数十亿之多，那么目前富强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又怎能在事实上放弃兼并和对其他民族的经济控制呢？到底是谁真正反对兼并等等呢？是那些空口说些娓娓动听的话——其客观意义完全等于洒在头顶王冠的强盗和资本主义的强盗头上的基督圣水——的人呢，还是那些向工人解释说不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就不能制止兼并和金融压迫的人？

关于考茨基所鼓吹的和平主义，还可以看看意大利的实例。

著名的改良主义者菲力浦·屠拉梯1916年12月25日在意大利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Avanti！》）上发表了一篇题名《废话》的文章。他写道，1916年11月22日意大利社会党的一批议员向议会提出了缔结和约的提案。在这个提案中，它“认为英、德两国代表所宣布的原则是一致的，这些原则应当作为可能缔结的和约的基础，它提请政府在美国及其他中立国的调停下开始和谈”。屠拉梯本人这样叙述社会党人的提案的内容。

1916年12月6日，议院“埋葬了”社会党人的提案，将它“延期”讨论。12月12日，德国的首相以自己的名义向国会提出要做的事情，正是意大利社会党人所希望做的事情。12月22日威尔逊发出照会，用菲·屠拉梯的话来说，他“是转述和重复社会党人的提案的想法和理由”。12月23日，其他中立国登上舞台，转述威尔逊的照会。

屠拉梯感叹说：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把自己出卖给德国了；难道威尔逊和各中立国也把自己出卖给德国了吗？

12月17日，屠拉梯在议会中发表了演说，其中有一段话引起了极其巨大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轰动。据《前进报》报道，原话如下：


　　“……假定说，进行德国向我们建议的那种讨论，能够大体上解决撤出比利时和法国，复兴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以及（要是你们愿意的话）门的内哥罗这样一些问题；我还要向你们补充一句：修改意大利边界，即把那些无疑是属于意大利并且适合于战略保障的地方划归意大利……”刚说到这里，资产阶级的和沙文主义的议院就把屠拉梯的话打断了；全场高呼：“妙极了！原来你也想要做到这一切啊！屠拉梯万岁！屠拉梯万岁！……”



　　屠拉梯似乎感到资产阶级的这种喝采有点不妙，于是就想加以“更正”或“解释”，他说：
　　“……先生们，请不要乱开玩笑。容许民族统一的适宜性和权利是我们向来承认的，这是一回事；为了这个目的而引起战争或为战争辩护，则是另一回事。”



　　无论屠拉梯的这个“解释”，或者《前进报》替他辩护的文章，无论屠拉梯12月21日的一封信，或者某个署名“bb”的在苏黎世的《民权报》上发表的文章，都丝毫“更正”不了事实，都消除不了屠拉梯露出了马脚这一事实！……正确些说，露出马脚的不是屠拉梯，而是考茨基和（往下我们就能看到）法国的“考茨基主义者”所代表的整个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报刊抓住了屠拉梯演说中的这段话而欢呼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上述那位“bb”企图替屠拉梯辩护，说他讲的仅仅是“民族自决权”。

这种辩护实在拙劣！大家知道，“民族自决权”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中是（而在国际民主派的纲领中向来就是）指保护被压迫民族，试问，它同这里的问题有什么相干呢？它同帝国主义战争，即同为瓜分殖民地、为压迫其他国家而进行的战争，同进行掠夺和压迫的列强之间为着谁能更多地压迫他国人民的战争有什么相干呢？

以民族自决为借口来替帝国主义的、不是民族的战争辩护，这同阿列克辛斯基、爱尔威和海德门等人的言论有什么区别呢？他们就是以法国的共和制同德国的君主制相对立为借口，尽管大家都知道，这场战争并不是由于共和主义同君主制原则相冲突，而是由于两个帝国主义集团要瓜分殖民地等等而引起的。

屠拉梯解释和申辩说，他决不替战争“辩护”。

我们就相信这位改良主义者、考茨基的信徒屠拉梯的话，说他的意图不是替战争辩护吧。可是谁不知道，在政治上要考虑的不是意图而是行动，不是愿望而是事实，不是想象而是现实呢？

就算屠拉梯没有想替战争辩护，就算考茨基没有想替德国把土耳其置于德国帝国主义的附庸地位辩护，但是事实上，这两位好心肠的和平主义者恰恰是在替战争辩护！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假如考茨基不是在谁也不读的干巴巴的杂志上，而是在议会的讲坛上，向活跃的、敏感的、具有南方人气质的资产阶级听众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君士坦丁堡不应当归俄国，土耳其不应当成为任何国家的附庸国”，那么，机灵的资产者高呼“妙极了！对！考茨基万岁！”，就会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屠拉梯实际上（不管他是否想要这样做，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所采取的，是建议各帝国主义强盗做一笔友好的交易的资产阶级经纪人的观点。“解放”那些属于奥地利的意大利人的土地，实际上就是暗中给意大利资产阶级参加一个大帝国主义集团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一种报酬，就是瓜分非洲殖民地，划分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势力范围以外的一件小小的附加物。采取资产阶级的观点，对改良主义者屠拉梯来说，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考茨基实际上同屠拉梯丝毫没有区别。

谁要是不想粉饰帝国主义战争，不帮助资产阶级把这种战争冒称为民族战争即解放各民族的战争，不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上，谁就不应当象考茨基和屠拉梯那样讲话，而应当象卡尔·李卜克内西那样讲话，即应当向自己的资产阶级指明：它讲什么民族解放，那是欺人之谈；如果无产阶级不“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政府，这场战争之后不可能有民主的和平。

如果一个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那么他的立场就应当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真正为民主的和平而奋斗的，不是那些重复一般的、空洞的、不负责任的、善良的和平主义愿望的人，而是那些既揭穿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又揭穿这场战争所准备的帝国主义和平的帝国主义性质的人，是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反对各国罪恶的政府的人。

某些人有时企图这样来替考茨基和屠拉梯辩护，他们说，当时除了反对政府的“暗示”，在合法的范围内不可能走得更远，而这类和平主义者已作了这样的“暗示”。对此应当这样来回答：第一，不可能合法地说出真相，这并不能作为掩盖真相的理由，而只能说明必须有非法的，即不受警察和书报检查机关摆布的组织和刊物；第二，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即社会主义者必须同一切合法性决裂；第三，即使在农奴制的俄国，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善于说出真相：或者对1861年2月19日的宣言[123]只字不提，或者对当时的自由派冷嘲热讽，而当时自由派的言论同目前考茨基和屠拉梯的言论如出一辙。

在下一篇中，我们将谈到法国的和平主义，这种和平主义反映在刚刚开完的法国工人组织和社会党组织的两个代表大会的决议中。


第三篇（或章）

法国社会党人和工会活动家的和平主义

法国工会总联合会[124]（C．G．T．——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的代表大会和法国社会党[125]的代表大会刚刚闭幕。目前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的真正意义和真正作用，在这里表现得特别明显。

请看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决议是由以臭名远扬的茹奥（Jouhaux）为首的狂热的沙文主义者多数派、无政府主义者布鲁特舒和……“齐美尔瓦尔德派”梅尔黑姆全体一致通过的：


　　“全国各团体联盟、各工团（工会）联合会和劳动介绍所的代表会议，获悉美国总统‘请各交战国公开说明自己关于结束战争的条件的意见’的照会之后，——请求法国政府对这一建议表示同意；

要求政府首先向自己的盟国提出类似的建议，使和平早日实现；

代表会议声明：只有在一切大小民族都有独立权、领土不可侵犯权和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的条件下，作为持久和平保证之一的各民族的联盟才能有保障。

与会的各组织有责任支持并且在工人群众中传播这种思想，以便结束目前这种不明朗的局面，这种局面只对工人阶级所一向反对的秘密外交有利。”





　　这就是“纯粹的”和平主义即完全是考茨基所主张的那种和平主义的典范，而这种和平主义已经得到了这个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主要是由沙文主义者组成的正式工人组织的赞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给予最严重注意的文件，是沙文主义者同“考茨基主义者”根据用空洞的和平主义词句拼凑的纲领实行政治联合的文件。如果说我们在前一篇中曾力图指出，沙文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资产者与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者观点一致的理论基础是什么，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种一致已经在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中实际地实现了。1915年9月5—8日，梅尔黑姆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说过：“党、茹奥先生们和政府，这是一顶帽子下面的三个脑袋”（Le　Parti，les　Jouhaux，le　gouvernement，ce　ne　sont　que　trois　tetes　sous　un　bonnet”），也就是说，它们一致的。1916年12月26日梅尔黑姆在工会总联合会代表会议上同茹奥一起投票赞成和平主义的决议案。1916年12月23日，德国社会帝国主义者的一家最露骨最极端的机关报——开姆尼茨的《人民呼声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各资产阶线政党的瓦解与社会民主党统一的恢复》的编辑部文章。这篇文章当然对休特古姆、列金、谢德曼之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整个多数派和德国政府的爱好和平大加赞扬，并且宣布说，“战后召开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应当撇开少数拒绝交纳党费的狂热分子〈即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支持者！〉，在党执行委员会、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和工会的政策的基础上恢复党的统一”。

德国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同考茨基之流、同“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实行“统一”的思想和政策，在这里表现得最明显不过了。这是以和平主义词句为基础的统一，是茹奥和梅尔黑姆1916年12月26日在法国所实行的“统一”！

意大利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在1916年12月28日的编辑部文章中写道：


　　“如果说比索拉蒂和休特古姆，博诺米和谢德曼，桑巴和大卫，茹奥和列金转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营垒，背叛了〈hanno　tradito，叛变了〉他们曾经答应忠心耿耿为之效劳的国际主义者的思想统一，那么我们还是要同我们的德国同志如李卜克内西、累德堡、霍夫曼、迈耶尔，以及同我们的法国同志如梅尔黑姆、勃朗、布里宗、拉芬－杜然斯等不曾变节、不曾动摇的人站在一起。”



　　你们看，多糊涂啊：比索拉蒂和博诺米早在战前就作为改良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被开除出意大利社会党了。《前进报》把他们同休特古姆和列金相提并论，这当然完全正确，但是休特古姆，大卫和列金是德国假社会民主党、真社会沙文主义政党的领袖，同一个《前进报》却反对开除他们，反对同他们决裂，反对建立第三国际。《前进报》完全正确地声称，列金和茹奥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营垒中去了，同时把李卜克内西和累德堡、梅尔黑姆和布里宗同他们对立起来。但是我们知道，梅尔黑姆是同茹奥一起投票的，而列金通过开姆尼茨的《人民呼声报》宣称，他确信只要把李卜克内西的同志们除外就能恢复党的统一，也就是同累德堡所加入的“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考茨基也在内）“统一”！！

这种糊涂观念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前进报》把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混淆起来了，而象列金和茹奥那样有经验的政客非常清楚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是一回事。

既然在我们援引了全文的这个一致通过的决议中，事实上除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空谈之外一无所有，没有丝毫革命意识，没有一点社会主义思想，那么茹奥先生和他的沙文主义的报纸《战斗报》[126]对茹奥同梅尔黑姆的“意见一致”，怎么会不真正感到高兴呢！

在资产阶级政府未被推翻，资产阶级未被剥夺以前，所谓“一切大小民族都有经济上的自由”，也和空谈在现代社会中全体公民，即小农和富农，工人和资本家都有“经济上的自由”一样，是对人民的欺骗。如果不谈这一点，只谈“一切大小民族都有经济上的自由”，那岂不是可笑吗？

茹奥和梅尔黑姆一致投票赞成的决议案，从头到尾充满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前进报》公正地指出了茹奥的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是奇怪的是，它却没有看出梅尔黑姆也有这个东西。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一向是处处玩弄关于一般的“各民族的联盟”和“一切大小民族都有经济上的自由”的“一般”词句。社会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不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说：当某些民族（如英吉利和法兰西）在向国外投资，即把亿万法郎的资本贷给落后的弱小民族以取得高额利息，而落后的弱小民族在遭受它们的奴役的时候，高谈“大小民族都有经济上的自由”，这是可恶的弥天大谎。

社会党人对茹奥和梅尔黑姆一致投票赞成的决议案的每一句话，本来应当提出坚决的抗议。社会党人应当同这个决议案针锋相对，指出：威尔逊的论调是明显的谎言和伪善，因为威尔逊是靠战争发了数十亿横财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拼命武装美国以便进行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的首脑。社会党人应当指出：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被金融资本束缚住了手脚，是它的奴隶，而且也被同英俄等国缔结的、彻头彻尾掠夺性的和反动的帝国主义秘密条约束缚住了手脚，它在关于民主的和“公正的”和平问题上，除散布这类谎言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事情可讲可做。社会党人应当指出：争取这种和平的斗争并不是要重复一般的、无谓的、空洞的、不负责任的、实际上只是粉饰帝国主义罪恶的、善良的、甜蜜的和平主义的词句，而是要向人民说出真相，告诉他们：要得到民主的和公正的和平，就必须推翻各交战国的资产阶级政府，而且为此必须利用千百万工人的武装，利用居民群众因物价飞涨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祸而产生的普遍愤懑情绪。

这就是社会党人应当说的话，他们决不应说茹奥和梅尔黑姆的决议案中的那些话。

与工会总联合会代表大会同时在巴黎举行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非但没有说这些话，反而通过了一个更坏的决议，表决时赞成的有2838票，反对的有109票，弃权的有20票，也就是说，该决议是由社会沙文主义者（列诺得尔之流，即所谓“多数派”）和龙格派（龙格的拥护者，即法国的考茨基主义者）的联盟通过的！！同时齐美尔瓦尔德派布尔德朗和昆塔尔派（Kinthalien，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拉芬－杜然也都投票赞成这个决议！！

我们不打算援引该决议的原文，因为它过于冗长而又索然无味，里面除了声明准备在法国继续支持所谓“保卫祖国”，即支持法国联合英国和俄国这两个更强大的强盗一起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外，还有一些谈论和平的甜言蜜语。

由此可见，在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同和平主义者（或考茨基主义者）、同一部分齐美尔瓦尔德派的联合，不仅在工会总联合会而且在社会党内部都已经成了事实。


第四篇（或章）

十字路口的齐美尔瓦尔德

报道工会总联合会代表大会的法国报纸是在12月28到伯尔尼的，而伯尔尼和苏黎世的社会党的报纸在12月30日就登载了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I．S．K．——“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　Kommission”），即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执行机关的新的号召书。这个在1916年12月底发表的号召书，谈到了德国、威尔逊以及其他中立国方面提出的和平建议，并且把这些政府的言论叫作——这当然是非常公道的——“玩弄和平的滑稽把戏”，“愚弄本国人民的把戏”，“外交家耍的和平主义的虚伪花招”。

与这种滑稽把戏和谎言针锋相对，号召书指出：能够实现和平等等的“唯一力量”，就是国际无产阶级“把斗争的武器对准本国的敌人而不是对准自己的兄弟”的“坚强意志”。

上面的引文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政策，这两种政策过去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部好象是和睦共处的，现在已彻底分道扬镳了。

一方面，屠拉梯明确地而且非常公正地说，德国和威尔逊等等的建议只是意大利“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的“转述”；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声明和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投票表明，这两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十分珍视用和平主义来掩盖他们的政策的好处。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号召书把各交战国和中立国政府的和平主义叫作滑稽把戏和伪善。

一方面，茹奥跟梅尔黑姆、布尔德朗和龙格联合，拉芬－杜然跟列诺得尔、桑巴和托马联合，而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休特古姆、大卫和谢德曼宣布即将同考茨基和“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恢复社会民主党的统一”。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号召书呼吁“社会党的少数派”同“自己的政府”“及其社会爱国主义的仆从（Soldlinge）”作坚决的斗争。

二者必居其一。

是揭穿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空洞性、荒谬性和虚伪性呢，还是把它“转述”为“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是同茹奥和列诺得尔之流，列金和大卫之流这些政府的“仆从”作斗争呢，还是在法国式或德国式的空洞的和平主义的花言巧语的基础上同他们联合？

这就是目前区别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分水岭，前者始终极力反对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分裂，后者早在齐美尔瓦尔德就不无根据地考虑过要公开同右派划清界限，要在代表会议上和会后在刊物上发表单独的纲领。和平的迫近或者哪怕是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对和平问题的加紧讨论，都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使得这两种政策特别明显地分道扬镳了。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和“社会党人”中摹仿他们的人或他们的应声虫，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和平是一种根本不同的东西，就是说，这两种色彩的和平主义者始终不能理解“战争是和平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政治的继续”这一思想。1914—1917年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是1898—1914年间（如果不说更早时期的话）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这一点，无论资产者或社会沙文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不愿看到。现在，如果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不被革命所推翻，和平就只能是作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继续的帝国主义和平，这一点，无论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或社会党的和平主义者都看不到。

人们过去用些毫无意义的、庸俗的关于一般进攻或防御的话来评价这场战争，现在又用同样庸俗的老生常谈来评价和平，可是忘记了具体的历史情况，忘记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斗争的具体的实际情况。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在工人政党内部的代理人，特别利用和平即将到来的机会，甚至利用关于和平的议论，来掩盖被战争揭穿了的他们的根深蒂固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来恢复自己已经丧失了的对群众的影响，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们看到，无论德国或法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拼命地试图同“反对派”中的一部分不坚定的、无原则的、和平主义的分子“实行联合”。

而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部也许会进行一些尝试，来掩盖两种不可调和的政策路线的分歧。可以预见会进行两种尝试。“实际事务上的”调和就是把响亮的革命词句（如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号召书中的词句）同机会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实践机械地结合起来。过去第二国际中的情形就是这样。胡斯曼和王德威尔得的号召书中以及几次代表大会一些决议中的极端革命的词句，只是掩盖了大多数欧洲党的极端机会主义的实践，而不是改造、破坏、反对这种实践。这种策略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部能不能再次获得成功，尚属疑问。

“原则上的调和者”则将试图这样来伪造马克思主义，比如，说改良并不排斥革命，说对国界、国际法或军费预算作某些“改善”的帝国主义和平，可以同革命运动并存而作为“扩展”这个运动的“一个因素”，等等，等等。

这是伪造马克思主义。当然，改良并不排斥革命。可是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革命者不要在改良主义者面前排斥自己，也就是说，社会党人不要用改良主义的工作来代替自己的革命工作。欧洲正处在革命形势中。战争和物价飞涨正在加剧这种革命形势。由战争转到和平，还决不等于消除了战争，因为无论如何不能认为，目前手中握着优良武器的千百万工人，一定会无条件地让资产阶级“和平地解除武装”，而不去执行卡·李卜克内西的忠告，即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资产阶级。

问题并不象和平主义者即考茨基主义者所提的那样：要么进行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要么拒绝改良。这是对问题的资产阶级的提法。事实上问题是这样摆着的：要么进行革命斗争，如果革命不能完全成功，改良就是它的副产品（这是全世界一切革命史所证明了的）；要么只是空谈改良和答应改良，仅此而已。

目前以和平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考茨基、屠拉梯和布尔德朗的改良主义，不仅把关于革命的问题抛在一边（这就已经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不仅实际上拒绝进行任何系统的、顽强的革命工作，而且还居然说街头游行示威是冒险行为（考茨基在1915年11月26日《新时代》杂志上说过这样的话），还居然拥护同革命斗争的公开死敌休特古姆、列金、列诺得尔之流以及托马等人实行统一。

这种改良主义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绝对不能调和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全面地利用欧洲当前的革命形势来直接宣传革命，推翻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由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同时即使在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也决不拒绝、决不放弃利用改良来发展这种斗争。

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表明，欧洲的一般的事态的发展，特别是改良主义－和平主义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其中也包括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两部分人的斗争，将如何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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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一文，列宁曾打算在旅美俄侨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出版的《新世界报》上刊载，但未实现。文章的前两章改写后发表于1917年1月3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最后一号即第58号，所用标题是：《世界政治中的转变》（见本卷第341—349页）。——[223]。



[122]柏林会议是根据奥匈帝国和英国的要求，于1878年6月13日—7月13日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土耳其等国政府的代表。在会议上，俄国被迫把它同土耳其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后签订的圣斯蒂凡诺和约提出复审。会议对这个和约作了重大修改。根据会议上签订的柏林条约，处于俄国势力范围内的保加利亚的国境被大大缩小，奥匈帝国得到了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权利，划归俄国的土地限于比萨拉比亚的一部分，以及巴统、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及其周围地区。——[225]。



[123]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签署的废除农奴制的宣言。——[233]。



[124]工会总联合会是法国工会的全国性组织，成立于1895年。总联合会长期受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影响，其领袖们仅承认经济斗争，不接受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运动的领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总联合会的领导核心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实行阶级合作，鼓吹“保卫祖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总联合会内部形成了革命的一翼。1921年，以莱·茹奥为首的改良主义领导采取分裂行动，把革命的工会开除出总联合会。这些工会于1922年另组统一工会总联合会。



列宁提到的工会总联合会代表大会于1916年12月24—26日在巴黎举行。大会议程包括两个问题：总联合会自1914年8月以来的工作报告；劳动问题。在28日的闭幕会上，总联合会书记宣读了美国总统伍·威尔逊就结束战争问题给各交战国的照会。联合会几乎一致通过了列宁在下面引用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233]。



[125]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是由1901年建立的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和1902年建立的法国社会党（饶勒斯派）合并而成的，于1905年成立。在统一的社会党内，改良派居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党领导就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该党党内有以让·龙格为首的同社会沙文主义分子妥协的中派，也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革命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法国社会党内公开的改良派和中派同革命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1920年12月举行的图尔代表大会上，革命派取得了多数地位。代表大会通过了该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并创立了法国共产党。改良派和中派退党，另行建立一个独立的党，仍用法国社会党这一名称。



列宁提到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于1918年12月25—30日举行。大会主要讨论和平问题。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反对宣传齐美尔瓦尔德思想的决议和皮·列诺得尔提出的关于赞同该党代表参加国防内阁的决议。——[233]。 



[126]《战斗报》（《La　Bataille》）是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机关报，1915—1920年在巴黎出版，以代替被封闭的《工会战斗报》。参加该报领导工作的有格拉弗、居约姆、迪布勒伊、茹奥、科尔纳利森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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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争问题的根本原则



［注：列宁在页边写道：“草稿（没有寄出）”。——俄文版编者注］



（1916年12月25日〔1917年1月7日〕以前）

在当前的战争中必须拒绝保卫祖国，关于这个问题，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工人，或者至少是工人中的优秀分子的意见也是主张拒绝保卫祖国。

这样看来，在当前一般社会主义运动的最迫切的问题上，特别是在瑞士社会党的最迫切的问题上，似乎已有了必要的意见一致。但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一下，就必然会得出结论：这种一致仅仅是表面现象。

其实人们对下面的一点根本没有弄清楚，更谈不上意见一致，即：宣布拒绝保卫祖国的声明本身就意味着对发表这种声明的政党的革命意识和革命能力提出非常高的要求，——当然其先决条件是这种声明不变成一句空话。但是，如果只简单地、不加思索地宣布拒绝保卫祖国，就是说，不了解这些要求，对此毫无认识，并且不改变和“革新”（用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话来说）一切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一句话，党的全部活动，使之适应最高的革命任务，那么，这种声明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如果我们把这种声明当作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和切实实行的政治口号，那我们就应当仔细想一想，所谓拒绝保卫祖国究竟指的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建议各交战国和一切面临战争威胁的国家的无产者和被剥削者拒绝保卫祖国。根据几个交战国的经验，我们现在已经完全确实地知道，在当前的战争中拒绝保卫祖国实际上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否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基础，即不仅在理论上，不仅“一般地”，而且在实践上，直接地，立刻铲除现代社会制度的根源。只有当我们不仅是在理论上非常坚定地相信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而且承认这种社会主义变革，即社会主义革命在实践中已经可以立即直接实现的时候，我们才能这样去做，难道这还不明白吗？

但是，有些人在谈到拒绝保卫祖国的时候，几乎总是把这一点忽略了。他们至多也只是“在理论上”承认把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至于立即根本改变党的全部活动，以适应直接面临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连听也不愿意听！

据说，人民对这一点没有准备！

但是，这种说法前后不一到了可笑的地步。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我们根本不宣布立即拒绝保卫国家，要么我们必须立即开展或开始开展关于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步骤的宣传。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既“没有准备”拒绝保卫国家，又“没有准备”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有权在今后两年———两年！——中推迟有步骤地开始这种准备工作！

其次，人们用什么来对抗保卫祖国和国内和平的政策呢？用反战的革命斗争，即1915年阿劳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所承认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好的决议，但是……但是这次党代表大会以来党的历史和党的实际政策恰恰证明，这个决议只是一纸空文。

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的目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党没有正式谈过，人们也根本不谈。或者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或者直接承认这个目的就是“社会主义”。人们用社会主义来对抗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

但是，这恰恰（在理论上）是极不合逻辑的，在实践上是毫无内容的。说不合逻辑，是因为它太一般化了，太含混了。同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相对立的、作为目的的一般“社会主义”，现在不仅考茨基分子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承认，就是许多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家们也承认。但是目前的问题并不在于两种社会制度的一般对立，而在于反对具体祸害即今天的物价飞涨、今天的战争危险或当前的战争的具体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的具体目的。

1871 
［注：《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和第5版的俄文译文已将此年份订正为“1889”。——编者注］

 —1914年间，整个第二国际用一般社会主义来对抗资本主义，而且恰恰是这种太一般的“概括”使它遭到了破产。它恰恰忽略了它那个时代的一种特殊祸害，对这种祸害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大约在30年以前，即在1887年1月10日就用下面这段话作了说明：


　　“……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包括帝国国会党团在内，就存在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这表现为：人们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变一切生产资料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正确的，但宣称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遥遥无期的未来才能实现这一要求。因此，现在只须从事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论住宅问题》序言）。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76页，着重号和黑体都是列宁用的。——编者注］





　　“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的具体目的，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措施，而不是一般“社会主义”。有人建议明确地指出这些具体措施，象荷兰同志在他们载于《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3号（1916年2月29日在伯尔尼出版）的纲领中所做的那样：废除国债、剥夺银行、剥夺一切大企业，——有人建议不仅把这些十分具体的措施载入党的正式决议，而且在党的日常宣传鼓动中，在一切集会、一切议会演说、提案中系统地极其通俗地加以说明，可是他们所得到的还是这种否定的或支吾其词的、彻头彻尾诡辩的回答，说什么人民对这一点还没有准备好等等！其实问题恰恰在于，要立即开始并且不断地进行这种准备工作！

再次，党已“承认了”群众性的革命斗争。这很好。但是，党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吗？它为此作了准备没有？它研究过这些问题，收集过相应的资料，建立过相应的机构和组织，在人民中间同人民一道讨论过有关的问题没有？

根本没有考虑这回事！党顽固地坚持它那旧的、纯粹议会主义的、纯粹工联主义的、纯粹改良主义的、纯粹合法主义的轨道。党显然没有能力去促进和领导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它显然丝毫没有为此作准备。旧的常规统治一切，而“新的”言论（拒绝保卫祖国，进行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不过是空话而已！而党内的左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在各地，在党的活动的一切领域中，有步骤地坚决地聚集自己的一切力量去同这种祸害作斗争。

例如，人们在读到格里姆关于战争问题的提纲中下面这一句话（最后一句话）时，不能不表示遗憾：


　　“党的机关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在有战争危险的情况下，为了发动铁路职工的群众性的罢工等等），应当同全国的工会组织一起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这个提纲是在今年夏天发表的，而在1916年9月16日《瑞士五金工人报》[127]（报头上署有编者的名字：奥·施内贝格尔和卡·迪尔）上，人们可以读到以编辑部名义写的如下的一段话（我几乎可以说，对格里姆的提纲或虔诚愿望的如下的正式答复）：
　　“在这样一个时刻，‘工人无祖国’这个说法……无聊透了……因为现在全欧洲绝大多数工人同资产阶级肩并肩地在战场上跟本国‘敌人’奋战已经两年了，而那些留在家里的人尽管过着贫困的生活，还是愿意‘坚持到底’，毫无疑问，一旦瑞士遭到外国侵犯，我们也会看到同样的情形！！！”



　　他们一方面提出决议，说党应当“同工会组织一起”发动革命的群众性的罢工，但另一方面却不同格留特利派，即党内和工会内的社会爱国主义的、改良主义的、纯粹合法主义的派别及其代表进行斗争，这难道不是“考茨基主义的”政策，不是那种软弱无力的词句、左的高调和机会主义的做法的政策吗？如果人们不是每天向群众说明和证明，“领导”同志奥·施内贝格尔、卡·迪尔、保·普夫吕格尔、赫·格雷利希、胡贝尔以及其他许多人恰恰持那样的社会爱国主义观点，恰恰实行那样的社会爱国主义政策，即当问题涉及德国内的德意志人而不是瑞士人的时候，格里姆那样“勇敢地”出来揭露和斥责……的政策，这是“教育”群众呢，还是腐蚀群众，使群众意气沮丧？咒骂外国人而偏袒“自己的”“同胞”……这是“国际主义的”吗？这是“民主的”吗？

赫尔曼·格雷利希用下面一段话描述了瑞士工人的状况，瑞士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以及社会党内格留特利政策的实质：


　　“……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少，而且仅限于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请听，请听！〉。工人群众仍处于贫穷困苦之中。因此，对过去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确常常发生怀疑。批评家们正在寻找新的道路，特别希望一种更坚决的行动能成功。为此人们正在进行尝试，但是这些尝试照例〈？〉遭到失败〈？？〉，这就更加促使人们回到旧的策略〈在这里愿望不也就是思想之父吗？〉……世界大战到来了……生活状况空前恶化，达到了连那些过去过得还不坏的阶层也陷入贫困的地步，因而正在加强革命的情绪〈请听！请听！〉……党的领导确实不能胜任自己的任务并且过分地受了〈？？〉急性人的影响〈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格留特利联盟中央委员会采取‘实际的民族政策’，想在党外推行这种政策。……为什么它不在党内〈请听！请听！〉这样做呢？为什么它几乎老是只要我去同极端激进派作斗争呢？”（《给霍廷根格留特利联盟的公开信》，1916年9月26日）



　　格雷利希就是这样说的。所以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似乎有几个“心怀恶意的外国人”（象党内的格留特利分子暗中认为或在刊物上暗示，党外的格留特利分子则公开说出来的那样）在失去了耐性的情况下，想把革命精神灌输到他们“通过外国人的眼镜”考察过的工人运动中去。不，不是别人，正是赫尔曼·格雷利希（他所起的实际政治作用同这个小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的劳动部长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告诉我们说：只有上层工人的状况有某些改善，而群众仍处于贫困之中；“革命情绪的加强”不是由可恶的外国人的“煽动”，而是由“生活状况空前恶化”引起的。所以呢？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说那会是绝对正确的：

要么瑞士人民将挨饿，而且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饿得更厉害，天天都有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也就是说，有为资本家的利益去送死的危险；要么他们听从一部分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的劝告，积聚自己的力量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那是空想！那是“遥远的、实际上遥遥无期的”可能性！……

这决非比拒绝在这次战争中保卫祖国、比进行反对这次战争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更大的空想。不要被一些话所陶醉，不要被一些话所吓倒。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准备承认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但是，人们必须想一想用革命手段去结束这种战争这个重大任务！不，这不是空想。革命在一切国家中都在日益成长，现在问题不是：要么继续安静地勉强生活下去，要么去从事冒险。恰恰相反，现在的问题是：要么忍饥挨饿，并且为别人、为别人的利益去送死，要么为社会主义、为9/10的人类的利益而付出巨大的牺牲。

有人说社会主义革命是空想！谢天谢地，瑞士人民没有“独立的”或“自主的”语言，他们说的是毗邻的交战国的三种世界语言。因此，毫不奇怪，瑞士人民清楚地知道这些国家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在德国，事情已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由一个机构领导6600万人的经济生活，由一个机构组织6600万人的国民经济，而担负极大牺牲的是绝大多数人民；所有这些无非是为了使“3万个上层分子”能够把数十亿的战争横财装进自己的腰包，使千百万人为本民族中这些“尊贵的和优秀的”代表人物的利益去送死。所以根据这些事实和这个经验来看，不能认为如下的一点是“空想”：一个小国，它既没有君主制又没有容克，在它那里资本主义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它的居民也许比在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更好地组织在各种团体中，——这样一个小国，为了把自己从饥饿和战争危险中拯救出来，会做德国实际上正在尝试的那种事情。当然，这里有不同之处：在德国，为了少数人发财致富和保证得到巴格达和夺取巴尔干，要让千百万人去送死或变成残废；而在瑞士，充其量只需剥夺3万个资产者，就是说，决不置他们于死地，而只要他们服从如此“可怕的”命运，即他们“只能得到6000—10000法郎的收入，其余的收入则应当交给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府，以便保证人民免遭饥饿和战争危险。

但是各大国是永远不会容许一个社会主义的瑞士的，瑞士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步尝试都会遭到这些强国优势兵力的镇压！

如果第一，瑞士革命的初步尝试可能进行，但是没有得到毗邻国家的阶级运动的响应；第二，这些强国没有陷于“消耗战”的绝境，没有使最能忍耐的人民也几乎忍无可忍，则那种镇压就会是肯定无疑的。而现在来自彼此敌对的各大国的军事干涉，只是在整个欧洲爆发革命的前奏。

也许有人认为，我会这样天真地相信，“靠说服”就能解决象社会主义革命那样的问题吧？

不，我只想作一些说明，并且只是说明一个局部问题，这就是：如果我们愿意真正严肃地对待拒绝保卫祖国的问题，那么，党的全部宣传工作应当作怎样的改变。仅仅说明一个局部问题，此外我没有别的奢望。

假定有人认为，我们为了进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斗争，可以或者应当放弃争取改良的斗争，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事情决不是这样。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时候能达到目的，客观条件什么时候会允许爆发这种革命。我们应当支持任何的改善，支持群众状况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任何真正改善。我们同改良主义者（即瑞士的格留特利派）的区别，并不在于我们反对改良，他们赞成改良。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只是限于改良，因此，用《瑞士五金工人报》（第 号） 
［注：第40号。——编者注］

 的一个（少有的！）革命的撰稿人的中肯的话来说，他们堕落到充当地道的“资本主义护士”的地步。我们向工人说：你们投票赞成比例选举制等等吧，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活动只限于这一点，而是要把有步骤地传播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提到首要地位，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同时要在各方面对党的一切活动做相应的根本改变。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常常迫使我们对许多小的、非常小的改良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但是应当善于或学会这样地（以这样的方式）采取争取改良的立场，即我们——为了把问题说得简单而又明了起见——在每半个小时的演说中，用5分钟讲改良，而用25分钟讲即将到来的革命。

不进行艰巨的、付出许多牺牲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如果人们承认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和争取立即结束战争的努力，但又拒绝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前后不一致！不要后者，前者就等于零，就是空口说白话。

没有艰巨的党内斗争也是不行的。如果我们认为，在整个瑞士社会民主党内，“内部和平”能够占上风，那不过是装模作样、弄虚作假，不过是一种小市民的鸵鸟政策。问题并不在于是“内部和平”还是“党内斗争”。只要读一读上面提到的赫尔曼·格雷利希的那封信，并且考察一下最近几年来党内所发生的事件，就会认识到这种看法是十分荒谬的。

实际上问题是这样的：要么采取现在这种隐蔽的、使群众意气沮丧的党内斗争形式，要么国际主义革命派同党内外的格留特利派进行公开的原则性的斗争。

这样的“内部斗争”，例如，赫·格雷利希攻击“极端激进派”或“急性人”，而没有指明这些怪物是谁，也没有对他们的政策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又如，罗·格里姆在《伯尔尼哨兵报》上发表99/100的读者都根本读不懂的、充满了暗示的文章，谩骂那些“通过外国人的眼镜”看事物的人或那些起草格里姆所讨厌的决议的“真正罪魁”；——这样的内部斗争会使群众意气沮丧，会使他们在这里只看到或猜到“领袖之间的争吵”，而不了解实质是什么。

但是，这样的斗争，例如，党内的格留特利派（它比党外的格留特利派重要得多，危险得多）被迫公开反对左派，同时这两派都到处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和政策，彼此之间展开原则性的斗争，真正把带有原则性的重要问题提交给党员群众，而不只是提交给一些“领袖”去解决，——这样的斗争是必要的、有益的，它可以培养群众的独立自主精神，教育他们去完成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任务。





	原文是德文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第108—126页


















[127]《瑞士五金工人报》（《Schweizerische　Metallarbeiter-Zeitung》）是瑞士的一家周报，1902年在伯尔尼创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47]。







《列宁全集》第28卷


论保卫祖国问题的提法

（1916年12月25日〔1917年1月7日〕以前）

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追随资产阶级的人，如格留特利派，常常这样提出问题：

要么我们在原则上承认保卫祖国的职责，要么我们就使我们的国家没有防御能力。

这种提法是完全错误的。

实际上问题是这样摆着的：

要么我们让自己为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去送死，要么我们就使大多数被剥削者以及我们自己不断地进行准备，以便用比较小的牺牲达到夺得银行、剥夺资产阶级、最终地制止物价飞涨和结束战争的目的。


※　　　　　※　　　　　※

问题的第一种提法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人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无论在什么条件下，瑞士都不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是站在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大国集团一边，即实际上成为这些或那些掠夺成性的大国的帮凶。人们没有注意到，瑞士资产阶级早就通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同帝国主义“休戚与共”：或者通过各大银行之间的种种关系和“合伙经营”，或者通过资本输出，或者通过靠外国百万富翁掏腰包而存在的旅游业，或者通过对无权的外国工人进行无耻剥削等等。

总而言之，人们忘记全部社会主义科学，忘记一切社会主义思想，粉饰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把“自己的”资产阶级描绘成无辜的羔羊，而把现代瑞士老奸巨滑的银行经理描绘成威廉·退尔[128]式的英雄，闭起眼睛来不看本国和外国银行家、外交家所缔结的秘密协定，并且用“保卫祖国”这一迷惑人民的“通俗的”漂亮词句来掩盖所有这些不可思议的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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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威廉·退尔是瑞士民间传说中的农民射手，13世纪末14世纪初瑞士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解放战争中的英雄，曾以百发百中的箭术射死了奥地利总督。在德国作家约·克·席勒的同名历史剧中，威廉·退尔是一个反抗异族统治和封建统治、进行解放斗争的典型。——[254]。







《列宁全集》第28卷


告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和各国社会党书的提纲草稿[129]


（1916年12月25日〔1917年1月7日〕以前）

1．在世界政治中，许多资产阶级政府从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转而公开主张缔结帝国主义的和约，与这种转变的同时，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也发生了一种转变。

2．第一种转变引起了许多和平主义的、善良而伤感的言论、诺言和约许，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政府正在竭力用这些东西愚弄各国人民，“和平地”使他们乖乖地为掠夺性战争付出代价，和平地解除千百万无产者的武装，用小小的让步来掩盖正在准备的关于瓜分殖民地和在金融上（如果可能也在政治上）扼杀弱小民族的交易。进行这种交易就是将来的帝国主义和约的内容，就是要公开地继续履行两个帝国主义交战集团各大国之间现有的、特别是在战时缔结的掠夺性的秘密条约。

3． 
［注：与第4条合起来。］

 第二种转变就是已背叛社会主义而转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帝国主义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一派，同以德国的考茨基、意大利的屠拉梯和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梅尔黑姆之流为代表的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和解”。这两派在空空洞洞、毫不负责的和平主义言论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了，这些言论实际上是在掩盖帝国主义政策和帝国主义和约，不是揭穿它们，而是粉饰它们。这两个派别正在采取坚决步骤来竭力欺骗工人，巩固用社会主义词句掩盖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工人政策在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即那些帮助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进行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美其名曰“保卫祖国”）的工人阶级领袖和特权阶层的工人政策在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

4．社会和平主义的政策，或者说社会和平主义词句的政策，目前在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内占优势（如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刊物上发表5篇和平主义的文章，社会帝国主义的领袖们在开姆尼茨《人民呼声报》上同时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愿意在和平主义词句的基础上同考茨基主义者实行和平和统一；1917年1月7日德国的考茨基反对派发表和平主义宣言；龙格派和列诺得尔之流在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一起投票表决；茹奥和梅尔黑姆以及布鲁特舒在工会总联合会代表大会上赞成用欺骗人民的和平主义词句草拟的决议案；1916年12月17日屠拉梯发表这种和平主义演说，而且整个意大利社会党为他的立场辩护）。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现在的即资产阶级的政府之间正在准备缔结和约，不管其条件如何，这种政策都意味着把社会党的和工会（茹奥和梅尔黑姆）的组织变成各国政府搞阴谋诡计和帝国主义秘密外交的工具。

5．目前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的资产阶级政府正在准备的和约的可能条件，实际上是由战争已经引起和可能引起的实力方面的变化决定的。这些变化大致主要是：（a）德国帝国主义集团目前比它的对手要强得多，而且德国及其盟国的军队所占领的土地是它们在对世界（殖民地、弱小国家和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重新实行帝国主义瓜分时掌握的抵押品，而这种瓜分将只是正式用和约固定下来；（b）英国帝国主义集团希望在春天改善自己的军事地位；（c）但是战争已经造成了极端贫困的现象，而且主要的是，金融寡头感觉到，他们已通过空前的“战争横财”向各国人民掠夺了许多东西，再掠夺更多的东西有困难，同时他们又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因此，某些资产阶级人士力求通过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的交易尽快地结束战争；（d）在世界政治中，已经可以看出从英俄的反德联盟到德俄的反英（同样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联盟的转变，后者的基础是：沙皇政府无力夺取它同法、英、意等国缔结的秘密条约答应给它的君士坦丁堡，它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力求瓜分加里西亚和亚美尼亚，也许还有罗马尼亚等地，同时它也想联合德国反对英国以便掠夺亚洲；（e）世界政治中的另一个巨大转变，就是美国金融资本靠牺牲欧洲发了横财，它最近已经把自己的军备扩充到空前的规模（日本帝国主义也是这样，虽然它要弱小得多），因此非常乐意利用关于……欧洲的廉价的和平主义论调来转移“自己的”工人对扩充军备的注意！

6．资产阶级由于害怕无产阶级革命，不得不千方百计地掩盖和粉饰这种客观的政治形势，这种帝国主义的真相，转移工人对它的注意，愚弄工人，而他们的拿手好戏就是讲些不负责任的、假仁假义的、谎话连篇的外交场合中常用的空话，即空谈什么“民主的”和约、“一般”弱小民族的自由和“限制军备”等等。这样来愚弄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例如每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谈论“没有兼并的和约”时，都只讲自己的对手所兼并的土地，而对自己已经兼并的土地则“讳莫如深”。德国人“忘记了”，他们实际上兼并的地方不仅有君士坦丁堡、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布鲁塞尔，而且还有阿尔萨斯－洛林、石勒苏益格的一部分和普鲁士属波兰等等。沙皇政府和它的仆从，即俄国的帝国主义资产者（包括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之流，即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党中的多数派在内）“忘记了”，俄国兼并的土地不仅有埃尔泽鲁姆和加里西亚的一部分，而且还有芬兰和乌克兰等等。法国的资产者“忘记了”，他们同英国人一起夺取了德国的殖民地。意大利的资产者“忘记了”，他们正在掠夺的黎波里、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尼亚等等，等等。

7．在这种客观形势下，任何真诚的社会党人的政策和任何诚实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更不用说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策了）的显而易见的和必须执行的任务，首先就是要彻底地、系统地、勇敢地、毫无保留地揭穿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的和民主的花招。否则，一切关于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言论都是对人民的欺骗，因为揭穿自己的帝国主义对手的兼并行为（不管是直接点对手的名，还是只用反对“一般”兼并的词句和掩盖自己意图的“外交”手腕加以暗示），对一切卖身求荣的新闻记者、一切帝国主义者（包括象谢德曼、桑巴、普列汉诺夫之流那样的假社会主义者在内）是有直接利益和好处的。

8．屠拉梯、考茨基、龙格和梅尔黑姆之流完全不了解自己的这个直接义务，他们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完整的派别，每个人实际上，客观上——不管他们的愿望多么善良——都在帮助“自己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愚弄人民，粉饰它的帝国主义目的。这些社会和平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谎言的传播者，目前所起的作用同基督教的牧师几世纪以来所起的作用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后者是用关于博爱和基督训诫的空话来粉饰压迫阶级，即奴隶主、封建主和资本家的政策，使被压迫阶级容忍他们的统治。

9．不是欺骗工人而是擦亮工人眼睛的政策应当包括下列各项：

（a）每个国家的社会党人，正是在现在，当和平问题已经提上日程的时候，应当坚定不移地、比平常更有力地揭露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揭露它们同自己的帝国主义盟国已经缔结和正在缔结的关于瓜分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在其他国家共同兴办金融企业、收买股票、实行垄断和租让等等的秘密条约。

因为正在准备中的帝国主义和约的真正的、实际的、非虚假的基础和实质，就在于此而且仅在于此，其他一切都是对人民的欺骗。赞成民主的、没有兼并等等的和约的人，不是那些赌咒发誓、重复这些字眼的人，而是那些真正揭露自己的资产阶级正在用行动破坏真正社会主义和真正民主的这些伟大原则的人。

因为任何一个议员、编辑、工会书记、新闻记者和社会活动家，随时都能收集到被政府和金融家隐瞒起来的材料，其中包含着帝国主义交易的实际基础的真相，所以社会党人不履行这个义务，就是背叛社会主义。毫无疑问，特别是现在，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允许在刊物上自由地揭露它的实际政策、它的条约、金融交易等等。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拒绝进行揭露的口实，而只能作为必须不屈从书报检查而自由地，即不接受书报检查秘密出版书报的理由。

因为别的国家的社会党人不能揭露同“自己的”民族交战的国家的政府和资产阶级，这不仅是由于对该国语言、历史、特点等等不了解，而且还由于进行这种揭露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而不是国际主义的义务。

国际主义者不是那些赌咒发誓说自己是国际主义者的人，而只是那些真正按照国际主义原则同自己的资产阶级、自己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自己的考茨基主义者作斗争的人。

（b）每个国家的社会党人目前在自己的鼓动中首先应当强调：必须不仅完全不信任自己的政府的任何政治言论，而且完全不信任事实上为这个政府服务的自己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任何政治言论。

（c）每个国家的社会党人首先应当向群众说明这个无可争辩的真理：目前，真正持久的、真正民主的（没有兼并等等的）和约，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缔结，即它将不是由现在的政府，而且根本不是由资产阶级的政府，而是由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并对资产阶级实行剥夺的无产阶级的政府缔结。

战争特别明显地而且实际地证明了现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领袖在战前反复说过的真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 
［注：手稿上，在“特别是”这个词上方写有“至少”这个词。——俄文版编者注］

 在各先进国家内，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例如，如果说，德国为了一两百个金融寡头或贵族、君主之流的利益，能够做到由一个中央机构来指导6600万人民的全部经济生活，以便集中人民的力量去进行掠夺性的战争，那么，贫苦的群众为了9/10的居民的利益，也是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如果觉悟的工人摆脱了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的影响，领导他们去进行斗争的话。

争取社会主义的全部鼓动应当从抽象的、一般的鼓动转变为具体的、直接实践的鼓动：要剥夺银行，依靠群众并且为了群众的利益，做军需品供应总署在德国正在做的同样的事情！

（d）每个国家的社会党人都应当向群众说明这个无可争辩的真理：如果是认真地、真心诚意地对待“民主的和约”这几个字，而不是用这几个字来进行基督教式的虚伪空谈以掩盖帝国主义的和约，那么工人现在唯一能够真正实现这种和约的方法，就是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政府（也就是履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劝告，李卜克内西为此被判处苦役，他用另一种说法说出了我们党在1914年11月1日的宣言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2—19页。——编者注］

 中所说的东西：变帝国主义战争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

1912年11月24日由各国社会党共同签署的巴塞尔宣言正是针对后来果真爆发了的这场战争而写的，它曾警告各国政府说，在即将到来的这场战争中将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它援引了巴黎公社的例子，说出了社会主义的叛徒们现在不敢说出的真理。因为，如果说，巴黎工人在1871年能够利用拿破仑第三为了实现其称霸的目的而发给他们的优良武器，来进行英勇的、受到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称赞的尝试——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实现社会主义，那么，现在，当几个国家的人数多得多的、更有组织、更有觉悟的工人掌握着更优良得多的武器的时候，当群众在战争过程中天天都受到教育并且日益革命化的时候，进行这种尝试的可能性要大一千倍，而且有取得胜利的希望。目前在各国开始系统地进行这种宣传鼓动工作的主要障碍，决不是“群众的疲惫”，象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所诡称的那样，因为“群众”还没有疲惫得不再互相残杀，而且如果阶级敌人不就瓜分土耳其、罗马尼亚、亚美尼亚和非洲等等达成协议，他们在春天还将进行大规模的互相残杀；主要的障碍是一部分觉悟的工人信任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因此破坏对这些派别、思想和政策的信任，应当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只有最坚决、最普遍、最有力地开始进行这种宣传鼓动工作，只有真心实意地支持群众日益不满的一切革命表现，支持罢工和游行示威，才能证明，从最广大群众的情绪来看，这种尝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群众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已经迫使俄国的资产阶级代表公开承认革命正在到来，迫使黑尔费里希在帝国国会中说：“与其看到波茨坦广场上的尸体，不如把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关到牢狱里去”，也就是迫使承认左派的鼓动是有群众基础的。

社会党人在任何场合下都应当明确地向群众指出，两条道路必择其一：要么继续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互相残杀，忍受物价飞涨、饥饿、数十亿债务的奴役、用民主的和改良的诺言掩盖起来的帝国主义停战的欺诈；要么举行反对资产阶级的起义。

一个革命的政党曾经在全世界面前公开警告各国政府说，一旦爆发后来果真爆发了的这场战争，就将举行“无产阶级革命”；现在，群众已经很好地武装起来，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并且已充分意识到，迄今为止他们帮助帝国主义者进行屠杀，这是一种荒谬的犯罪的行为，在这样的时候，如果这个党不劝告工人和群众集中全副精力举行起义，那它就是在道义上实行自杀。

（e）社会党人应当把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放在自己工作的首位，因为改良主义经常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腐蚀革命的工人运动，而且它现在已经采取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这就是：它“依靠”资产阶级在战后一定会实行的种种改良！改良主义者这样提出问题：好象我们鼓吹、宣传和准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忽略了”“实际的东西”，“丧失了”改良的机会。

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竟然把街头游行示威称为“冒险”的考茨基的信徒所惯用的对问题的这种提法，是根本不科学的、虚伪的，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

在战争期间，世界资本主义不仅向一般集中前进了一步，而且在比过去更大的规模上在一般垄断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方面前进了一步。朝着这个方向进行经济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战争证明：正是从帝国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有时同政治上独立而金融上处于依附地位的小民族结成联盟，要比在战时去冒爱尔兰或捷克“事件”（即起义或整团整团地倒向敌人一边）的危险有利得多。因此，完全可能，帝国主义除了推行它永远不会完全放弃的直接扼杀弱小民族的政策以外，在个别场合下它还推行同新的小民族国家或象波兰那样的畸形国家结成“自愿的”（即仅仅通过金融压迫造成的）联盟的政策。

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民主党人可以“投票”赞成或者附和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改良”，而不背叛自己的事业。

只有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实际上考茨基、屠拉梯和梅尔黑姆已经转到他们的立场上去了）才会这样提出问题：要么放弃革命，实行改良；要么任何改良都不能实行。

世界历史的全部经验以及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所教导我们的正好与此相反：要么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而改良向来是它的副产品（在革命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要么任何改良都不能实行。

因为只有群众的革命毅力，不是第二国际过去仅仅在纸面上谈论的那种群众的革命毅力，而是由走在革命前头而不做革命尾巴的政党本身进行全面的革命宣传鼓动并且把群众组织起来的那种群众的革命毅力，才是唯一的真正能够改变现状的力量。

在象目前这样的世界历史上的“关键”时代，社会民主党只有公开宣布革命，把一切反对革命或“怀疑”革命的分子从工人党内清洗出去，只有用革命精神来进行党的全部工作，才能保证群众要么在广大群众支持革命的情况下取得事业的完全胜利，要么在革命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得到一些改良，也就是说得到资产阶级的一些让步。

否则，在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的政策下，丝毫不能保证改良不会落空，即使实行一些改良那也要受到反动警察的种种限制，这种限制会使无产阶级不可能依靠这些改良重新掀起争取革命的斗争。

（f）社会党人应当认真地贯彻执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口号。群众对这位名人的同情是革命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保证。谢德曼、考茨基之流对这位名人的态度是阳奉阴违的典型表现，他们口头上向“全世界的李卜克内西们”致敬，实际上却反对李卜克内西的策略。

李卜克内西不仅已经同谢德曼之流（列诺得尔、普列汉诺夫、比索拉蒂之流）彻底决裂，而且已经同考茨基派（龙格、阿克雪里罗得、屠拉梯）彻底决裂。

李卜克内西早在1914年10月2日给党执行委员会的信中就已经宣布过：

“我曾经说过，我深信，如果德国党不愿意丧失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权利，如果它想要恢复目前已在全世界面前丧失殆尽的威信，那么它就必须从上到下加以革新（《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关于“李卜克内西案件”的材料》第22页）（德国秘密刊印：“作为手稿刊印！”）。

各国的党都应当接受李卜克内西的这个口号，当然，如果认为不把谢得曼、列金、列诺得尔、桑巴、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之流开除出党，或者不同向考茨基、屠拉梯、龙格、梅尔黑姆派让步的政策彻底决裂，也能实现这个口号，那就太可笑了。


※　　　　　※　　　　　※

10．因此，我们提议召开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代表会议，并且向这次代表会议提出如下建议：

（1）把龙格—梅尔黑姆、考茨基、屠拉梯等人这个派别的社会和平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坚决地、无条件地加以驳斥（根据上述提纲）；社会和平主义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上已经从原则上被驳斥，现在应当对上述派别的代表替社会和平主义所作的具体辩护加以驳斥。

（2）在组织上也宣布坚决同社会沙文主义决裂。

（3）要向工人阶级指出它的直接的、刻不容缓的革命任务，因为群众对战争、对资产阶级的娓娓动听的和平主义谎言已忍无可忍了。

（4）公开指出并且谴责意大利社会党和瑞士社会民主党采取同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两次代表会议的整个精神和一切决定完全背道而驰的政策；意大利社会党已经走上了和平主义的道路，瑞士社会民主党于1916年11月4日在苏黎世投票赞成实行间接税，并且由于“中派分子”罗·格里姆同社会爱国主义者格雷利希、古·弥勒之流结成联盟，在1917年1月7日决定将原定在1917年2月11日召开的专门讨论军事问题的党代表大会不定期地延期，而现在则又默不作声地容忍这些社会爱国主义领袖们公开进行威胁的最后通牒：如果党拒绝保卫祖国，他们就辞去议员职务。

他们写的是用一般词句表述的“一般的”革命的决议，而实际上搞的却是改良主义；一面侈谈国际主义，一面拒绝按照真正国际主义原则去共同讨论作为国际联合组织一部分的每个党的根本策略问题。第二国际的可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这种做法是极端有害的。

我们党还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召开之前以及召开期间，就认为有义务让同志们了解，我们坚决斥责和平主义、抽象的和平说教，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散发的我们党的决议，其德译文载于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3—169页。——编者注］

 中，其法译文同一些决议的译文一起载于单行本）。之所以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就单独成立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我们之所以参加了左派的建立，这正是为了表明，只有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同社会沙文主义作斗争，我们才支持它。

我们深信：现在事情已经清清楚楚，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或者说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已经完全变了，他们不是同社会沙文主义作斗争，而是让出全部阵地，在空洞的和平主义词句的纲领的基础上同社会沙文主义同流合污。因此，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公开声明：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统一的幻想，支持它为建立第三国际而斗争，会给工人运动带来极大的危害。我们声明，这种情况如不改变，我们就不再作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成员，这不是进行“威胁”，也不是提出“最后通牒”，而是公开说明自己的决定。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273—285页

















[129]《告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和各国社会党书的提纲草稿》写于1917年1月初（公历），手稿的标题下注明：“（供寄发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并供刊印）”。在这以后，1917年1月7日，持中派立场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罗·格里姆，不顾瑞士左派的意见，促使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不定期推迟召开讨论战争问题的非常代表大会的决议。同一天，在柏林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派反对派代表会议通过了卡·考茨基起草的《德国党内反对派的和平宣言》。这一和平主义的宣言在许多德文报纸上发表，1月11日的瑞士社会党人报纸《民权报》也刊载了这个宣言。这些事实表明，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已经公开转到社会沙文主义者方面去了。因此，列宁对草稿作了一些修改。后来列宁又决定暂不公布这个文件，并在上面注明：“这是在1917年1月7日以前写的，因此有一部分已经过时。”后来，列宁根据这个草稿写了《致拥护反战斗争以及同投靠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斗争的工人》（见本卷第278—286页）。——[225]。







《列宁全集》第28卷


给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委员沙尔·奈恩的公开信

（1916年12月26—27日〔1917年1月8—9日〕）

敬爱的同志：今年1月7日，国民院议员罗伯特·格里姆先生在党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同所有社会民族主义者一道，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以他为首，主张通过延期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使人忍无可忍，同时也彻底暴露了罗·格里姆这位国民院议员先生的面目。

在齐美尔瓦尔德选出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主席，整个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在全世界面前的这位最有“威信的”代表，同社会爱国主义者一道，并且以他为首，公开背叛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建议破坏早就确定——在欧洲一个最自由的、就地点和时间条件来说最有国际影响的国家里——为解决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问题而专门召开的党代表大会！！

如果不戳穿国民院议员罗·格里姆先生的假面具，这个事实就会使整个齐美尔瓦尔德运动永远蒙受耻辱，使它永远成为一幕滑稽剧。面对这样的事实难道能够保持缄默，能够安之若素吗？

在欧洲各国社会党当中，唯有瑞士社会党不受战时书报检查机关和军事当局的阻挠，在公开的代表大会上直接地和正式地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支持它，给国际社会党委员会提供两名委员，在全世界面前作为齐美尔瓦尔德运动最主要的代表。这里我们撇开意大利党不谈，因为它受戒严状态的限制，处境要困难得多。瑞士社会党由于要同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他们到1916年秋才脱离党而成为单独的格留特利联盟）进行斗争等原因，经过一再拖延之后，在1916年11月4—5日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最后作出决定：于1917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党的特别代表大会来解决军事问题和关于保卫祖国的问题。可是现在，该党内有人决意要阻挠和破坏这次代表大会，而且恰恰在战时不让工人自己来讨论和解决对军阀制度和保卫祖国的态度问题。

这些人的政策打了整个齐美尔瓦尔德运动一记耳光，而他们的首领原来就是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主席！

难道这不是完全背叛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吗？难道这不是污辱齐美尔瓦尔德的全部决议吗？

只要考察一下对推迟代表大会正式提出的某些理由，就会理解这套手法的全部意义。

“请注意，工人还没有准备”解决这个问题！

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的所有宣言和决议多次指出：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即在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为掠夺殖民地和扼杀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中，保卫祖国就是背叛社会主义；这不管对“大国”或对某些暂时保持中立的小国来说，都是一样。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的所有正式文件几十次反复说明这个思想。瑞士社会党的所有报纸，特别是国民院议员罗·格里姆先生主编的《伯尔尼哨兵报》，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和评论来反复咀嚼这个思想。在对卡·李卜克内西、霍格伦、马克林等人表示同情的声明中，曾经几百次强调全体齐美尔瓦尔德派的共同信念：这些人正确地了解群众的处境和利益；群众即大多数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同情在他们一边；各国的（无论参战的“大国”德国的，或者中立的小国瑞典的）无产者凭自己的阶级本能正在掌握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就是背叛社会主义这个真理。

可是现在，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主席却在瑞士社会党内社会爱国主义的所有坚定代表赫·格雷利希、保·普夫吕格尔、胡贝尔、曼茨－舍皮等人的衷心赞许和热烈支持下，提出一个虚伪的、骗人的理由，说什么党代表大会所以延期是因为“工人还没有准备”。

这是令人愤慨、令人难以容忍的伪善和谎言。大家都知道（就连《格留特利盟员报》[130]也公开说出了这个痛心的事实），代表大会所以延期，是因为上述社会爱国主义者害怕工人，害怕工人作出反对保卫祖国的决定，他们威胁说，如果通过拒绝保卫祖国的决定，他们就辞去国民院议员的职务。瑞士社会党内社会爱国主义者的“领袖们”，甚至在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半的今天，还主张“保卫祖国”，即保卫这个或那个集团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这些领袖决意破坏代表大会，践踏瑞士社会党工人的意志，不许他们在战时讨论和确定自己对战争、对“祖国保卫者”即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奴仆的态度。

这就是人所共知的推迟代表大会的真正原因，这就是投靠瑞士社会党内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而反对瑞士觉悟工人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对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背叛！

这就是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的《格留特利盟员报》所说的那个痛心的事实。顺便指出，该报是一向洞悉社会党内的格留特利派领袖格雷利希、普夫吕格尔、胡贝尔、曼茨－舍皮之流的思想和行动的，它在1917年1月7日会议召开前三天就写道： 
［注：手稿上此处留下了准备补上引文的空白。——俄文版编者注］



主张推迟代表大会的另一个“正式”理由是：在1916年12月或者甚至是在11月专门选出的起草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案的委员会，“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似乎格里姆之流以前不知道：格雷利希、普夫吕格尔、古·弥勒、胡贝尔、曼茨－舍皮、奥托·朗格等这些“领袖们”，完全同意“格留特利联盟”的社会爱国主义观点，他们参加社会党只是为了欺骗社会党工人；只要他们还留在党内，还没有转到社会爱国主义的格留特利党中去，瑞士社会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可能取得一致的意见！

似乎格里姆之流在1916年夏天还没有看清楚，在保卫祖国问题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一致的意见，因为在1916年夏天，普夫吕格尔和古·弥勒等人曾经发表了一个社会爱国主义的提纲，而格里姆在国民院里当然不能不几千次看到格雷利希之流甚至可说是国民院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大多数议员的社会爱国主义观点！

格里姆之流想欺骗瑞士社会党工人。因此，他们在任命委员会时没有公布委员名单。而《格留特利盟员报》倒说了真话，公布了名单，并且还说出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和人所共知的真理：类似的委员会不可能作出一致的决定！

为了欺骗工人，格里姆之流没有作出立即公布委员会决议案的决定，而对工人隐瞒了真相。其实决议案早已拟好，甚至已经秘密地印出来了！！

果然不出所料，在承认“保卫祖国”即替在战争时期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辩护的决议案上签名的有胡贝尔、普夫吕格尔、克勒蒂、古·弥勒等人，尽管人们已经一千次揭穿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在反对“保卫祖国”的决议案上签名的则有诺布斯、阿福尔特尔、施米德、奈恩、格拉贝等人。

请看，格里姆和社会爱国主义者对社会党工人玩弄多么卑鄙无耻的把戏：

他们大喊大叫，说工人没有准备，可是恰恰在这样喊叫的时候，这些领袖自己却把已经准备好的决议案藏起来不给工人看，因为这些决议案明确地向工人摆出了两类思想，两种不可调和的政策——社会爱国主义的政策和齐美尔瓦尔德的政策！！

格里姆和社会爱国主义者昧着良心欺骗工人，因为正是他们决意破坏代表大会，不公布决议案，不让工人公开权衡和讨论两种政策，而他们却大喊大叫，说什么工人“没有准备”！

主张推迟代表大会的另一些“正式”理由是：要制止物价飞涨，要进行选举运动，等等。

这些理由简直是对工人的嘲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并不反对为改良而斗争，但是我们与社会爱国主义者不同，与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不同，我们不仅为改良而斗争，而且要使这一斗争服从革命斗争，这一点谁不知道呢？齐美尔瓦尔德宣言和昆塔尔宣言一再阐明的正是这种政策，这一点谁不知道呢？我们并不反对进行选举和实行一些改良来控制物价飞涨，但是我们首先要向群众公开地说明真相：如果不剥夺银行和大企业，即实行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制止物价飞涨。

针对这场战争，由于这场战争，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每个宣言号召无产阶级做什么呢？

号召他们进行群众性的革命斗争，调转枪口对准自己国内的敌人（见1916年12月底发表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最新宣言《告工人阶级书》），也就是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资产阶级和自己的政府。

难道每个稍微善于思考的人由此还不明白，正是拒绝保卫祖国的政策，才同真正革命的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反对物价飞涨的斗争、才同真正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式的利用选举运动相联系吗？

社会爱国主义的政策，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政策，正是改良主义的政策，即在制止物价飞涨和进行选举运动中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斗争，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怎么能“借口”要同物价飞涨等等作斗争而“推迟”解决“保卫祖国”问题的（也就是要在社会爱国主义政策和社会主义政策之间进行选择的）代表大会呢

格里姆和社会爱国主义者搬出这个虚伪的、骗人的理由，是想向工人隐瞒这一真相：他们想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精神而不是用齐美尔瓦尔德的精神，来进行反对物价飞涨的斗争和进行选举等等。

1916年8月6日，格里姆在苏黎世向115位来自瑞士全国的工人代表发表了演说，[131]他向他们宣扬的正是同物价飞涨进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而且仅仅是改良主义的斗争！格里姆正以“坚定的步伐”走向自己的目的：同社会爱国主义者接近，反对社会党工人，反对齐美尔瓦尔德运动。

但是这里特别令人作呕的一点，就是格里姆用拼命咒骂非瑞士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办法来掩盖自己转向社会爱国主义者方面去的行为。这就是格里姆背叛行为的一个最深刻的根源，这就是1917年1月7日事件暴露的全部欺骗政策的一个最深刻的渊源。

请看《伯尔尼哨兵报》吧，这个报纸对俄、法、英、德、奥等国的……总之，除了瑞士以外的所有国家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竭尽其谩骂之能事！格里姆甚至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社会爱国主义者艾伯特叫作“妓院雇用的打手”（《伯尔尼哨兵报》……日第……号）。

请看，这位格里姆是个多么勇敢的人！是个多么侠义的战士！他是多么英勇地从伯尔尼攻击……柏林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啊！这位骑士是多么高尚地对……伯尔尼和苏黎世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讳莫如深啊！

可是，柏林的艾伯特同苏黎世的格雷利希、曼茨－舍皮、普夫吕格尔又有什么区别呢？同伯尔尼的古斯塔夫·弥勒、施内贝格尔、迪尔又有什么区别呢？根本没有。他们统统是社会爱国主义者。他们全都站在完全相同的原则立场上。他们所有的人向群众传播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而是“格留特利派的”思想，也就是改良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思想。

1916年夏天，格里姆草拟了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提纲，他故意写得很长、很含糊，打算欺骗左派和右派，打算利用两者的分歧“捞一把”。他在提纲的结尾写了这样一句话：

“党机关和工会机关应当取得协议”（指在发生战争危险和必须采取群众性革命行动的情况下）。

但是，领导瑞士工会的是些什么人呢？其中恰恰有施内贝格尔和迪尔。1916年夏天，他们两人都是《瑞士五金工人报》的编辑，他们按照反动的、改良主义的和社会爱国主义的精神办报，公开赞成“保卫祖国”，直接反对齐美尔瓦尔德的全部政策。

而领导瑞士社会党的，正象1917年1月7日的事件再次证明的那样，是社会爱国主义者格雷利希、普夫吕格尔、曼茨－舍皮、胡贝尔等人。

这样，结果怎样呢？

结果就是：格里姆在自己的提纲中建议党把反战的群众性革命行动的领导权恰恰托付给施内贝格尔、迪尔、格雷利希、普夫吕格尔之流这伙社会爱国主义者！而这些人恰恰是这种行动的反对者，恰恰是改良主义者！！

现在，在1917年1月7日以后，格里姆的全部“策略”已经被彻底揭穿了。

他希望被人看作左派的领袖，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主席，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代表和领导者，他用种种“最最革命的”词句欺骗工人，实际上是用这些词句来掩盖党的腐朽的、社会爱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实践。

他赌咒发誓，说他同情卡·李卜克内西和霍格伦等人，拥护他们，执行他们的政策。

可是，德国的卡·李卜克内西和中立的小国瑞典的霍格伦并没有同外国的而是同本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作斗争，他们攻击的是本国的，柏林和斯德哥尔摩的，而不是别的国家的改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们无情地揭露了社会爱国主义者，因而光荣地受到柏林的和斯德哥尔摩的格雷利希、普夫吕格尔、施内贝格尔和迪尔之流的仇视。

法国的沙文主义者赞扬德国人李卜克内西，而德国的沙文主义者赞扬英国人马克林，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骗人，是想用歌颂别人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国际主义”词句来掩盖自己的民族主义，这难道难以理解吗？格里姆的所作所为完全一样，除了瑞士的以外，他咒骂所有国家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他这样做正是为了掩盖自己转到瑞士社会爱国主义者方面去的行为，这难道难以理解吗？

格里姆痛骂德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艾伯特，说他是“妓院雇用的打手”，因为他从德国工人那里盗走了《前进报》，并且一面大喊大叫反对分裂，一面把左派逐出了或者正在逐出党外。

那么，格里姆在本国，在瑞士，同可悲的1917年1月7日的可悲的勇士们一起干些什么呢？

难道格里姆没有从瑞士工人那里盗走他郑重许诺过的解决关于保卫祖国问题的专门的代表大会吗？难道格里姆大喊大叫反对分裂时不是在准备把齐美尔瓦尔德派开除出党吗？

我们不会象小孩子那样天真，我们会正视现实！

在1917年1月7日的会议上，格里姆的新伙伴和庇护人社会爱国主义者同他一道大喊大叫反对分裂，并且特别责备青年组织搞分裂活动，有一个人大骂党的书记普拉滕，说“他不是党的书记，而是党的叛徒”。

人们说出这样的话来，而“领袖们”却想向党隐瞒这些话，对此难道可以保持缄默吗？这类手法难道不会引起瑞士社会党工人的愤慨吗？

青年联盟和普拉滕的过错在哪里呢？就在于他们是齐美尔瓦尔德的真诚拥护者，是真诚的齐美尔瓦尔德派，而不是钻营利禄之徒。就在于他们反对推迟代表大会。如果说造谣者大喊大叫，说什么反对推迟代表大会的，而且根本“反对格里姆陛下”的，只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这个特殊的派别，那么1917年1月7日的事件岂不正好说明这是造谣吗？沙·奈恩同志，尽管您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正式或非正式地加入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难道您没有起来反对格里姆吗？

责难别人搞分裂！——这是一种真正陈腐的责难，现在，正是各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在各国进行这种责难，以便掩盖他们把李卜克内西派和霍格伦派逐出党外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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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格留特利盟员报》《Grütlianer》）是瑞士“格留特利联盟”的机关报，1851年于苏黎世创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报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列宁称该报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忠实而露骨的仆从的报纸。——[270]。



[131]1916年8月6日瑞士115名工人组织的代表在苏黎世举行会议，讨论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因物价飞涨而严重恶化的问题。罗·格里姆在会上作了报告。



会议根据格里姆的报告通过的决议和会议情况的简报发表于1916年8月8日《民权报》第183号，标题是《瑞士工人与物价飞涨》。会议通过的《告国民院书》发表于8月10日该报第185号，标题是：《制止物价飞涨的措施》。——[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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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拥护反战斗争以及同投靠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斗争的工人

（1916年12月26日〔1917年1月8日〕以后）

国防局势日益明朗，也日益严重。最近，两大交战集团把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暴露得特别明显。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和社会党的和平主义者愈热中于和平主义的词句，愈热中于民主的和约和没有兼并的和约等词句，这些词句的毫无内容和极端虚伪就暴露得愈快。德国正在扼杀一些小民族，把它们置于铁蹄之下，还明目张胆地决定不放弃一切战利品，除非拿其中一部分换取一大片殖民地，它正在用一些假仁假义的和平主义词句来掩盖自己准备立即缔结帝国主义和约的打算。

英国和它的盟国也牢牢抓住它们占领的德国殖民地、土耳其的一部分领土等等，把为占领君士坦丁堡而进行的无休无止的大厮杀，把扼杀加里西亚、瓜分奥地利、搞垮德国，叫作为争取“公正的”和平而斗争。

如果每一个国家的群众不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反对本国政府的革命斗争，不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不实行社会主义变革，就谈不上真正反对战争、消灭战争和建立持久和平，——在大战初期只有少数人在理论上确信的这一真理，现在已为愈来愈多的觉悟工人清楚地意识到了。战争使各国人民的力量空前地集中起来，它本身就把人类领上这条摆脱绝境的唯一出路，迫使人类沿着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并且实际表明，应当而且可以怎样在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下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是通过剥夺资本家，为了目前因战争所造成的饥饿和其他灾祸而面临死亡的群众的利益，实行有计划的社会经济。

这条真理愈明显，社会党的工作中的两种不可调和的倾向、政策和方向之间的鸿沟就愈深。我们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就指出了这两种倾向，当时我们就单独作为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出现，会后又立即以这个左派的名义向各国社会党和全体觉悟的工人发表了一篇宣言。这条鸿沟隔开了如下的两方：一方企图掩饰已经暴露出来的正式的社会主义的破产，掩盖它的代表人物投靠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的行为，使群众容忍这种对社会主义的彻底背叛；另一方则力求充分揭露这种破产的深刻程度，揭穿离开无产阶级而投靠资产阶级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政策，使群众摆脱他们的影响，为进行真正反对战争的斗争创造可能性和奠定组织基础。

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占多数的齐美尔瓦尔德右派，拼命反对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分裂和建立第三国际的想法。从那时以来，这种分裂在英国已经成为确凿的事实，而在德国，则1917年1月7日“反对派”的最近一次代表会议已向一切并非故意闭眼不看事实的人表明，实际上在这个国家里也有两个不可调和地敌对的工人政党在按照截然相反的方向进行工作：一个是社会主义的、以卡·李卜克内西等人为首的、在很大程度上从事秘密活动的党；另一个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社会爱国主义的、使工人容忍战争和迁就政府的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出现这种分裂。

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已经不再占多数，因而不能再继续执行自己的政策了；这个右派投票赞成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即对社会党国际局进行最严厉的谴责的决议，并赞成反对社会和平主义的决议，后一决议警告工人不要相信和平主义的谎言，不管这些谎言披着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外衣。社会和平主义没有向工人说明，指望不推翻资产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能求得和平乃是一种幻想，社会和平主义只是重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老调，它诱劝工人相信资产阶级，掩盖各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和它们彼此间的交易，使群众放弃已经成熟、已经被事变提上日程的社会主义革命。

结果怎样呢？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以后，法、德、意等最大国家的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完全滚进了被这次代表会议所谴责和所屏弃的社会和平主义的泥坑！在意大利，社会党默认了本党议会党团和主要发言人屠拉梯的和平主义词句，虽然正是在目前这个时候，德国、协约国及一些中立国的资产阶级政府的代表（中立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和正在大发战争横财）也在使用完全相同的词句，正是在目前这个时候，这些和平主义词句的整个骗局已昭然若揭。实际上，使用和平主义的词句是为了掩盖瓜分帝国主义赃物的斗争中的新的转变！

在德国，齐美尔瓦尔德右派的头子考茨基也发表了这种毫无内容、毫不负责、实际上只是让工人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和相信幻想的和平主义宣言。德国的真正的社会党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即真正执行卡尔·李卜克内西策略的“国际”派和“德国国际社会党人”，应当正式声明同这个宣言毫无关系。

在法国，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梅尔黑姆、布尔德朗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拉芬－杜然，都投票赞成一些极其空洞的、按其客观意义来说虚伪透顶的和平主义的决议，这些决议在目前局势下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如此有利，以致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的历次声明中被斥责为社会主义叛徒的茹奥和列诺得尔也都投了赞成票！

梅尔黑姆和茹奥一道，布尔德朗、拉芬－杜然和列诺得尔一道，都投票赞成这些决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插曲，而是一个鲜明的标志，它说明社会爱国主义者早就到处准备同社会和平主义者勾结在一起，以便反对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

许多帝国主义政府的照会中都使用和平主义词句，考茨基、屠拉梯、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也使用同样的和平主义词句，列诺得尔则友好地向这些政府和这些人伸出了手，——这一切都暴露了实际政策中的和平主义无非是对人民的一种安慰，无非是帮助各国政府驱使群众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的一种手段！

瑞士是齐美尔瓦尔德派唯一可以自由集会并且有自己基地的欧洲国家，在这里，齐美尔瓦尔德右派的彻底破产暴露得更加明显。瑞士社会党在战争期间不受政府的任何阻挠召开过几次代表大会，并且最有条件促进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工人反对战争的国际主义团结，它正式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

可是现在，这个党的领袖之一，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主席，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最著名的成员和代表，国民院议员罗·格里姆，却在一个对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转到本国社会爱国主义者方面去了，在1917年1月7日瑞士社会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他设法通过了一项决议：不定期地推迟为解决关于保卫祖国问题以及对待曾谴责过社会和平主义的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的态度问题而专门召开的代表大会！

格里姆在1916年12月发表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签署的号召书中，说各国政府的和平主义词句是欺人之谈，但是他一个字也没有谈到把梅尔黑姆和茹奥、拉芬－杜然和列诺得尔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和平主义。格里姆在这个号召书中呼吁社会党的少数派进行斗争，反对各国政府及其社会爱国主义的仆从，但与此同时，他却同瑞士党内的“社会爱国主义的仆从”一道埋葬党代表大会，这就激起了瑞士工人中一切觉悟而忠诚的国际主义者的正当的义愤。

1917年1月7日党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表明，瑞士社会爱国主义者已完全战胜了瑞士社会党工人，瑞士的反对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人已完全战胜了齐美尔瓦尔德运动，这一事实是任何借口也掩盖不了的。

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忠实而公开的奴仆的报纸《格留特利盟员报》说出了人所共知的真相，它说格雷利希、普夫吕格尔之类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还可以而且应当把宰德尔、胡贝尔、朗格、施内贝格尔、迪尔之流加进去）不让召开代表大会，不让工人解决关于保卫祖国的问题，并且威胁说，如果召开代表大会并根据齐美尔瓦尔德精神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辞去议员职务。

格里姆在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和在1917年1月8日的《伯尔尼哨兵报》上，散布令人愤慨和令人难以容忍的谎言，借口工人还没有准备、必须掀起制止物价飞涨的运动、“左派”自己也同意延期等等，来替延期召开代表大会辩护。[132]

实际上正是左派，即忠诚的齐美尔瓦尔德派，一方面为了考虑到两害相权取其轻，另一方面为了揭穿社会爱国主义者和他们的新伙伴格里姆的真正意图，曾经提议延期到3月，投票时又赞成延期到5月，并且建议各州执行委员会会议在7月以前召开，但是所有这些建议都被以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主席罗·格里姆为首的“祖国保卫者”拒绝了！！

实际上问题恰恰在于：或者容忍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和格里姆的报纸大骂外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起初以沉默，后来以罗·格里姆的叛变来掩护瑞士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或者执行真正的国际主义政策，首先同本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进行斗争。

实际上问题在于：或者用革命的词句掩盖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在瑞士党内的统治；或者在制止物价飞涨问题和反对战争问题上，在把社会主义革命提上日程的问题上，提出革命的纲领和策略以反对社会爱国主义者。

实际上问题在于：或者容忍在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内恢复可耻地破产了的第二国际的坏传统，容忍人们把领袖们在党执行委员会内的决定和言论对工人群众隐瞒起来，容忍人们用革命词句掩饰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卑鄙行为；或者作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实际上问题恰恰在于：或者在瑞士（它的党对整个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坚持明确的、有原则的、政治上诚实的划分：把社会爱国主义者同国际主义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同革命者区别开来，把帮助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顾问同企图用改良和改良诺言引诱工人放弃革命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或“仆从”区别开来，把格留特利派同社会党区别开来；——或者模糊和腐蚀工人的意识，在社会党内执行格留特利派即社会党自己队伍中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格留特利”政策。

让瑞士社会爱国主义者这些想在党内执行格留特利政策即本国资产阶级政策的“格留特利派”去咒骂外国人吧，让他们去保卫瑞士党的“不可侵犯性”而拒绝其他党的批评吧，让他们坚持使德国党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党在1914年8月4日遭到破产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陈腐政策吧，我们这些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拥护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人，把国际主义理解为另一种东西。

我们决不能对已经彻底暴露的、被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主席推崇备至的下列企图熟视无睹：原封不动地保留腐朽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切，通过虚伪地宣称同卡·李卜克内西团结在一起来回避这位国际工人领袖的实际口号，回避他的“从上到下革新”各个旧党的号召。我们相信，全世界热烈拥护卡·李卜克内西和他的策略的一切觉悟工人，都站在我们一边。

我们要公开揭露已转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和平主义方面去的齐美尔瓦尔德右派。

我们要公开揭露罗·格里姆背叛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行为，要求召开代表会议，解除他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成员的职务。

齐美尔瓦尔德这个词是国际社会主义和革命斗争的口号。这个词不应当被用来掩饰社会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拥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真正的国际主义要求首先反对本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拥护真正的革命策略！而要实行这种策略，就不能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妥协来反对社会主义的革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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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大概是指1917年1月8日《伯尔尼哨兵报》第6号上发表的题为《党的决议》的编辑部文章。——[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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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国际

（短评）

（1916年12月）

这是“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的战斗宣传机关刊物”的名称，它从1915年9月1日起用德文在瑞士出版。这个刊物已经出版了6期，我们必须对它作一些说明，并且尽量把它推荐给我们党内一切有机会同国外各社会民主党和青年组织接触的党员，以引起他们的注意。

欧洲多数正式的社会民主党，现在都采取了极其卑鄙的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立场。德国和法国的党，英国的费边党[133]和“工党”[134]，瑞典、荷兰（特鲁尔斯特拉的党），丹麦以及奥地利的党等等都是这样。在瑞士党内，虽然极端的机会主义者已经分离出去（对工人运动来说这是很幸运的）而组织了非党的“格留特利联盟”，但是许多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和考茨基派的领袖仍然留在社会民主党内，他们对于党的工作有巨大的影响。

在欧洲的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面临着一项巨大、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这就是捍卫革命的国际主义，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已经转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并且占有优势的机会主义。《青年国际》杂志刊载了一些维护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好文章，在整个刊物中都贯串着一种卓越的精神：痛恨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叛徒，殷切希望肃清正在腐蚀着国际工人运动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

当然，青年机关刊物还缺乏理论上的明确性和坚定性，也许这在任何时候都是难免的，因为它毕竟是血气方刚、热情奔放和正在探索途中的青年的机关刊物。但是，我们对这样一些人缺乏理论上的明确性所抱的态度，应当完全不同于我们对我国“组委会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托尔斯泰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整个欧洲的考茨基主义者（“中派”）等人头脑中的糊涂理论和缺乏彻底的革命精神所抱的态度。有些成年人正在把无产阶级引入迷途，却妄想领导和教训别人，这是一回事。我们必须同这种人作无情的斗争。有些青年组织公开声明，它们还在学习，它们的基本任务就是为各社会党培养工作人才，这是另一回事。对这些人应当尽量帮助，要尽可能地耐心对待他们的错误，并且竭力设法主要是用说服而不是用斗争的办法来逐步纠正他们的缺点。有些上了岁数的人或者老年人，往往不善于正确地对待那些不得不通过不同的道路，即通过和他们父辈不同的道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环境下接近社会主义的青年。因此，我们应当无条件地支持青年联盟的组织上的独立，这不仅是因为机会主义者害怕这种独立，而且按事情的实质来说也应当如此。如果青年没有充分的独立性，他们既不能把自己锻炼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者，也不能培养自己去引导社会主义运动前进。

我们主张青年联盟完全独立，但也主张有充分的自由对他们的错误进行同志式的批评！我们不应当讨好青年。

我们在上面提到的这个优秀的机关刊物首先犯了下面三个错误：

（1）在裁军（或“废除武装”）的问题上持不正确的立场，对这种立场我们已在前面的一篇专文 
［注：见本卷第171—181页。——编者注］

 中进行了批评。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错误完全是由一种善良愿望造成的，这种愿望就是想强调指出努力争取“彻底消灭军国主义”的必要性（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忘记了国内战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

（2）在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态度的差别问题上（正如在一些别的问题上一样，例如关于我们反对“保卫祖国”这个口号的理由问题），Nota-Bene同志的文章（第6期）犯了很大的错误。作者想提供一个“关于一般国家的明确概念”（除了关于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的概念之外）。他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言论。除了别的一些结论外，他得出了下面两个结论：

（a）“……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赞成国家，后者反对国家，那就完全错了。其实，差别在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想要组织新的社会生产，集中的生产，即技术上最进步的生产；而分散的无政府主义生产只是意味着倒退到旧技术，旧式企业。”这是不对的。作者提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态度有什么不同，但他回答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对未来社会经济基础的态度有什么差别。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必要的问题。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可以忘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国家态度上的主要差别。社会主义者主张在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中利用现代国家及其机关，同样也主张必须利用国家作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特殊的过渡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的过渡形式，它也是一种国家。

无政府主义者想“废除”国家，把它“炸毁”（“sprengen”），象Nota-Bene同志在一个地方所说的那样，不过他错误地把这种观点加在社会主义者身上了。社会主义者——可惜作者把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引得太不完全了——承认在资产阶级被剥夺以后，国家会“自行消亡”，逐渐“自行停止”。

（b）“社会民主党是或者至少应当是群众的教育者，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着重指出它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目前的战争表明，国家组织的根蒂已经深深地渗入工人的心灵。”Nota-Bene同志就是这样写的。要“着重指出”“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就必须真正“明确地”了解这种态度，但是作者恰恰没有明确的了解。“国家组织的根蒂”一语是十分含混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不是“国家组织”和对国家组织的否定相冲突，而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即以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态度来对待国家）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即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来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来利用国家反对资产阶级以便推翻这个阶级）相冲突。这是两种完完全全不同的东西。我们打算以后写一篇专文来探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135]

（c）在“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的原则声明”（作为“书记处的草案”载于第6期）中，还有不少不确切的地方，并且根本没有提到主要的东西，就是说，没有把目前在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进行斗争的三个基本派别（社会沙文主义、“中派”、左派）作一鲜明的对比。

再说一遍，对这些错误应当加以反驳和澄清，应当尽量设法同青年组织接触和接近，从多方面来帮助它们，但是要善于对待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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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指费边社。



费边社是1884年成立的英国改良主义组织，其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为名。费边派虽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改良来逐渐改造社会，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322—327页）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同上，第26卷第278—279页）。——[287]。



[134]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由工联、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等组织联合组成，目的是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1906年改称工党。工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同工联总理事会、合作党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所谓全国劳动委员会。工党成立初期就成分来说是工人的政党（后来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但就思想和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组织。该党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就采取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领导机构多数人持沙文主义立场，工党领袖阿·韩德逊等参加了王国联合政府。——[287]。



[135]列宁在写这篇文章的前后，曾于1916年底—1917年初加紧研究国家问题。他研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著作及其他材料，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摘录和他的批注与结论记在一本蓝皮笔记本里，并加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标题。这个笔记本就是有名的“蓝皮笔记”。当时他计划写一篇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态度问题的文章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4辑上发表。看来也就在那时，列宁拟了《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一文的提纲。但是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写成。1917年夏，列宁使用“蓝皮笔记”中收集的材料撰写了《国家与革命》一书。



《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一文的提纲以及其他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均与《国家与革命》一起收入了《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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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机会主义辩白是徒劳的

（1916年12月）

巴黎的《我们的言论报》（不久以前，法国政府为了讨好沙皇政府已经把这家报纸查封了，查封的理由是在马赛实行哗变的俄国士兵当中发现了几份《我们的言论报》！），对齐赫泽代表所扮演的“可悲的”角色表示愤慨。齐赫泽得到当局的许可，曾经在高加索公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居民不要组织“骚动”（捣毁店铺等），而要组织合作社等。“在省长、上校、神父和警察局长保护下安排的”（《我们的言论报》第203号）这位冒牌的社会民主党人这次旅行，据说很成功。

尔·马尔托夫立即急急忙忙在崩得分子的《公报》上郑重地提出抗议，反对“把齐赫泽描绘成某种”（

不是“某种”，而是“象所有取消派分子那样的”）“扼杀正在觉醒的革命精神的人”。马尔托夫从事实和原则两方面替齐赫泽辩护。

在事实方面，他反驳说：《我们的言论报》援引的是高加索黑帮报纸的消息；同齐赫泽一起发表演说的还有另外两个人：米科拉泽是一个退伍军官，是“该县一个著名的激进社会活动家”，而洪达泽神父“因为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而在1905年受过审判”（马尔托夫补充说：“大家知道，当时农村神父参加格鲁吉亚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很常见的现象”）。

马尔托夫就是这样替齐赫泽“辩护”的。但是辩护得很糟糕。既然黑帮的报纸写的是齐赫泽同神父一起发表演说，那么，这丝毫不能驳倒事实，马尔托夫自己也承认他们发表过演说。

至于洪达泽“在1905年受过审判”，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那时无论加邦或阿列克辛斯基也都“受过审判”。洪达泽和米科拉泽现在属于哪个党或同情哪个党，他们是不是护国派分子，这才是马尔托夫应当打听清楚的，如果他想寻求真理而不是想“充当律师”的话。“该县一个著名的激进社会活动家”——这句话在我们这里，在我们报刊上，指的往往就是自由派的地主。

马尔托夫叱责《我们的言论报》作了“完全不真实的描写”，想以此来掩盖他一点也推翻不了的真相。

但是，主要的还不在这里。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马尔托夫用事实方面的反驳并没有驳倒齐赫泽的行为的“可悲”，却用原则方面的辩护证实了这一点。


　　马尔托夫写道：“毫无疑问，齐赫泽同志〈？？波特列索夫之流的同志？〉认为，不仅必须反对高加索历次骚动所采取的反动方向，因为它受了〈？它们受了？〉黑帮分子的影响，而且还必须反对其破坏性的形式（捣毁店铺，对商人使用暴力），一般说来，人民的不满情绪即使不受反动的影响，也可能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请注意：“毫无疑问”！



　　而且马尔托夫比瓦·马克拉柯夫唱得更象夜莺：群众软弱无力、象一盘散沙，“不知所措，而且觉悟很低……”“这种‘暴动’的道路不会达到目的，而且从无产阶级利益来看，归根到底是有害的……”一方面，“如果一个革命政党因为正在发生的运动带有自发的和不适当的过火行为，而对它不屑一顾，那它就不是一个好政党”；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政党认为自己的革命天职，就是拒绝同过火行为这类不适当的行动作斗争，那它也同样不是一个好政党……”“由于在我们俄国……有组织的反战运动直到今天还没有开始〈？〉，由于无产阶级觉悟分子的涣散不仅不允许把我们的情况同1904—1905年相比，而且也不能同1914—1915年〈？〉相比，——所以在物价飞涨等等基础上爆发的人民骚动，尽管是很重要的征兆，但是不能〈？〉直接〈？〉成为我们所从事的运动的源泉。适当地‘利用’这种骚动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其中爆发出来的不满情绪纳入某种有组织的斗争轨道，离开了有组织的斗争就谈不上由群众提出革命的任务。因此，在发挥群众主动精神的基础上，即使〈！！〉号召组织合作社，迫使市杜马规定价格以及采取诸如此类的治标办法，也比玩弄……更革命〈哈哈！〉和更有益，轻率的投机‘简直是罪恶的’”，等等。当你读到这些令人愤怒的言论时，是很难保持平静的。看来，甚至连崩得的报纸的编辑部也感到马尔托夫是在骗人，因此给他的文章加上了含含糊糊的按语，说“以后还要谈论……”

问题是再清楚不过了。假定说，齐赫泽遇到的是那样一种形式的骚动，他认为那种形式不适当，那么很明显，反对那种不适当的形式是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权利和义务……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起适当的革命行动呢，还是为了进行适当的自由派的斗争？

全部问题就在这里！而马尔托夫恰恰把这一点搞糊涂了！

齐赫泽先生把以革命形式表现出来的“群众的不满情绪”“纳入了”自由派斗争的“轨道”（只是办和平的合作社，只是合法地、经过省长同意之后才向市杜马施加压力，等等），而不是纳入了适当的革命斗争的轨道。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马尔托夫却在替自由派的政策帮腔并为之辩护！

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一定会说：捣毁小店铺是不妥当的，应当更认真地，譬如同巴库、梯弗利斯、彼得格勒的工人一起，同时组织游行示威，我们要把仇恨指向政府，把一部分期望和平的军队争取到自己方面来。齐赫泽先生是不是这样说的呢？不是的，他号召去进行自由派可以接受的“斗争”！

马尔托夫在那个建议采取“群众性的革命行动”的“纲领”上签字倒是满爽快的[136]——应当向工人表明自己是个革命者才对！——可是当这种革命行动在俄国刚刚开始，他就千方百计地为“左的”自由派分子齐赫泽辩护。

“在俄国，有组织的反战运动直到今天还没有开始……”第一，这不符合实际情况。譬如在彼得格勒它已通过散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的形式而开始了。第二，如果说在外省某个地方它还没有开始，那就应当使之开始，而马尔托夫却硬把齐赫泽先生“所开始的”自由派的运动说成是“更革命的”。

这难道不是为机会主义的卑鄙行为辩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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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指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一个文件；“给在俄国的同志们的第三封信”。文件标题是：《无产阶级与战争》（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提交“八月联盟”各组织的纲领草案。1915年。苏黎世）。



文件所附纲领的第14条里有以下字句：社会民主党“号召无产阶级用群众性的有组织的革命行动来支持自己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要求”。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的5名书记都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其中包括尔·马尔托夫。——[295]。







《列宁全集》第28卷


齐赫泽党团及其作用

（1916年12月）

我们一向指出，齐赫泽这伙先生们并不代表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永远不会同这个党团和解和联合。我们举了几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作为我们的理由：（1）齐赫泽所用的“救国”这一提法本质上同护国主义没有丝毫区别；（2）齐赫泽党团从来没有反对过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即使在马尔托夫反对他的时候；（3）这个党团没有反对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

对这些事实谁都不曾企图反驳。齐赫泽的信徒们干脆避而不谈。

指责我们进行“派别活动”的《我们的言论报》和托洛茨基，在事实的压力下也愈来愈反对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了；但是我们的言论派只是在我们批评和事实批评的“压力下”才一步一步地退却，并且他们直到现在也没有说过一句决定性的话。同齐赫泽党团统一呢，还是分裂？——他们现在还不敢考虑这一点！

《崩得国外委员会公报》第1期（1916年9月）载有1916年2月26日自彼得格勒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很珍贵的文件，它完全证实了我们的估计。写信人直截了当地承认“孟什维主义阵营中显然存在着危机”，但是——特别值得玩味的是——关于那些反对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孟什维克他却根本不谈！关于他们，他在俄国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他说，在齐赫泽党团的5个成员中有3个反对“防御立场”（同组织委员会一样），有两个赞成。


　　他写道：“那些为党团服务的人无法使党团中的多数改变他们所采取的立场。反对防御立场的一个地方的‘发起小组’出来帮党团中多数的忙。”



　　那些为党团服务的人就是波特列索夫、马斯洛夫、正统派等这一类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先生。我们一再指出，这帮知识分子是机会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策源地”，这一点现在已由这个崩得分子证实了。他接着写道：“生活提出来的〈不是普利什凯维奇和古契柯夫提出来的吗？〉……新机关即工人团，愈来愈成为工人运动的中心。〈作者谈的是古契柯夫式的，或用过去的术语来说，是斯托雷平式的工人运动，因为他不承认其他的工人运动！〉在选举工人团时曾达成妥协：不是防御和自卫，而是救国，因为救国这个词的含义更广泛。”

请看，崩得分子揭穿了齐赫泽，也揭露了马尔托夫所捏造的关于齐赫泽的谎言！齐赫泽和组织委员会在把古契柯夫式的一伙人（格沃兹杰夫和布雷多等）选入军事工业委员会时曾达成妥协。齐赫泽所使用的提法，就是同波特列索夫和格沃兹杰夫之流妥协！

马尔托夫过去和现在一直隐瞒这一点。

妥协并没有到此为止。宣言也是用妥协的方法草拟的。崩得分子认为这种妥协的特点是：


　　“明确性消失了。”“党团多数和‘发起小组’的代表仍然表示不满，因为这个宣言毕竟是在表述防御立场这一点上前进了一大步。”“妥协——实质上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但对俄国也是适用的。”



　　崩得分子就是这样写的。看来，事情不是很明显吗？只有一个党，即组织委员会的、齐赫泽的、波特列索夫的党。其中互相斗争的两派进行协商，达成妥协，仍然留在一个党内。妥协是在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基础上达成的。现在争论的只是怎样说明“理由”（也就是欺骗工人的办法）。经过妥协以后所采取的“实质上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

怎么样？我们说组织委员会的党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党，难道这不对吗？作为一个党，难道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同德国的休特古姆之流不是一样的吗？

连崩得分子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同休特古姆之流一模一样！

齐赫泽之流和组织委员会虽然也对妥协“表示不满”，但是他们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反对过这种妥协。

这是1916年2月的事情，而1916年4月马尔托夫带着“发起小组”[137]的委托书出现在昆塔尔，代表整个组织委员会。

这不是欺骗国际吗？

看看现在的结果吧！波特列索夫、马斯洛夫和正统派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事业》杂志，公开鼓吹护国主义，聘请普列汉诺夫为撰稿人，把德米特里耶天、切列万宁、马耶夫斯基、格·彼得罗维奇等先生们这伙曾经作为取消派支柱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我在1910年5月（《争论专页》[138]）以布尔什维克名义说过的关于独立派－合法派集团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78—291页。——编者注］

 最后团结一致的话，完全被证实了。

《事业》杂志无耻地采取沙文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立场。只要看看正统派女士怎样歪曲马克思的话，断章取义地把它引来作为同兴登堡联合的论据（是“哲学的”论据，可不是闹着玩的！），马斯洛夫先生怎样从各方面替改良主义辩护（特别是《事业》杂志第2期），波特列索夫先生怎样责备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搞“最高纲领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整个杂志怎样把防御责任硬说成是“民主”事业，并且小心翼翼地避开沙皇政府是不是为了掠夺的目的而进行这场镇压加里西亚、亚美尼亚等等的反动战争这个讨厌的问题，——只要看看这些事实就够了。

齐赫泽党团和组织委员会都默不作声。斯柯别列夫向“全世界的李卜克内西们”致敬，虽然真正的李卜克内西无情地揭穿并痛斥了本国的谢德曼分子和考茨基分子，而斯柯别列夫却经常同俄国的谢德曼分子（波特列索夫之流、契恒凯里等）和俄国的考茨基分子（阿克雪里罗得等）讲团结友好。

马尔托夫在《呼声报》[139]第2号（1916年9月20日在萨马拉出版）上代表自己及其在国外的朋友宣布，拒绝给《事业》杂志撰稿，同时替齐赫泽辩白，同时（1916年9月12日《通报》第6号）他要公众相信，似乎他同托洛茨基以及同《我们的言论报》分道扬镳，原因在于否认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托洛茨基派”的思想，但是大家知道这是撒谎，马尔托夫退出《我们的言论报》，是因为后者不能容忍马尔托夫替组织委员会辩白！马尔托夫在同一《通报》上替自己那种甚至使罗兰－霍尔斯特感到愤慨的欺骗德国公众的行为辩护，那种欺骗行为就是，他在用德文出版的小册子[140]里恰恰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孟什维克的宣言中关于他们同意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那一部分删去了！

请回忆一下马尔托夫在退出编辑部之前同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的一次论战吧。马尔托夫责备托洛茨基说，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在紧要关头是不是要跟考茨基走。托洛茨基告诉马尔托夫说，他的作用就是充当把革命工人“引诱”到波特列索夫之流以及组织委员会的机会主义的、沙文主义的政党那边去的“钓饵”等等。

论战者双方都重复了我们的理由。双方都对。

不管他们怎样把齐赫泽之流的真相隐瞒起来，但真相还是大白于天下。齐赫泽的作用就是设法同波特列索夫之流妥协，用不肯定的或几乎是“左的”词句来掩盖机会主义的、沙文主义的政策。而马尔托夫的作用就是替齐赫泽辩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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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发起小组（社会民主党公开工人运动活动家发起小组）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为与秘密的党组织相抗衡而从1910年底起先后在彼得堡、莫斯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康斯坦丁诺夫卡（顿巴斯）建立的组织。取消派把这些小组看作是他们所鼓吹的适应斯托雷平六三制度的新的广泛的合法政党的支部。这些小组是一些人数不多、同工人群众没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小集团，其领导中心是取消派在国外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和他们在俄国国内出版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发起小组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98]。



[138]《争论专页》（《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Листо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附刊，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会的决议创办，1910年3月6日（19日）—1911年4月29日（5月12日）在巴黎出版，共出了3号。编辑部成员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最后通牒派、崩得分子、普列汉诺夫派、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争论专页》刊登过列宁的《政论家札记》、《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合法派同反取消派的对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36—300页和第350—368页，第20卷第236—245页）等文章。——[298]。



[139]《呼声报》（《Голос》）是孟什维克报纸，1918年在萨马拉出版，共出了4号。该报是《我们的呼声报》和《劳动呼声报》的续刊。——[299]。



[140]指孟什维克出版的德文小册子《工人阶级和战争与和平问题》。它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C．拉品斯基和尔·马尔托夫联名提交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关于无产阶级在争取和平斗争中的任务问题的宣言草案的翻印本。——[299]。







《列宁全集》第28卷


关于对倍倍尔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的修正案[141]


（1916年12月）

我记得很清楚，在这个修正案最后定稿之前，我们直接同倍倍尔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初稿更直接得多地谈到了关于革命鼓动和革命行动的问题。我们曾把初稿交给倍倍尔看，他回答说：不能接受，因为那样检察当局会解散我们的党组织，在还没有出现任何严重的形势以前，我们不必那样做。后来同一些职业法学家商量，对行文作了多次修改，以便合法地表达同样的思想，终于找到了倍倍尔同意采用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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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这篇文章说的是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07年）上对《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这一决议案提出修正案的经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奥·倍倍尔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决议草案时，列宁同罗·卢森堡和尔·马尔托夫通过与倍倍尔的直接谈判，对决议草案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修改，提出：“如果战争……爆发了的话，他们（指各国工人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编者）的责任是……竭尽全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唤醒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和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一决议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后被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关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见列宁的两篇题为《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文章（《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64—75页和第79—85页）。——[301]。







《列宁全集》第28卷


给波里斯·苏瓦林的公开信
[142]



（1916年12月）

苏瓦林公民说，他的信也是写给我的。此外，他的文章涉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因此我更乐意回答他。

苏瓦林认为，那些以为“保卫祖国”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人的观点是“非爱国主义的”观点。他本人“保卫”虽然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却又声明赞成“保卫祖国”的屠拉梯、累德堡、布里宗等人的观点，即所谓“中派”（我宁愿说它是“泥潭派”）或考茨基派（因该派在理论和著作方面的主要代表是卡尔·考茨基而得名）的观点。顺便指出，苏瓦林断言，“他们〈即谈论第二国际破产的俄国同志〉把象考茨基、龙格等等这样的人……同谢德曼和列诺得尔之类的民族主义者等同起来了”，他这样说是不正确的。无论是我或我所加入的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都从来没有把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观点同“中派”的观点等同起来。在我们党的正式声明中，即在中央委员会1914年11月1日发表的宣言和1915年3月通过的决议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2—19、163—169页。——编者注］

 （这两个文件已经全文转载在我们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里，这本小册子苏瓦林是知道的）中，我们始终把社会沙文主义者同“中派”区别开来。我们认为，前者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对这种人，我们要求不仅进行斗争，而且实行决裂。而后者是不坚定的、动摇的，他们力图把社会主义的群众同沙文主义的领袖联合起来，因而给无产阶级带来极大的危害。

苏瓦林说，他想“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考察事实”。

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象“非爱国主义”这种一般化的抽象定义，是毫无价值的。祖国、民族——这是历史的范畴。如果在战争时期，问题是要保卫民主或反对民族压迫，我是决不反对这种战争的，如果“保卫祖国”这几个字是指进行这类性质的战争或起义，我并不害怕这几个字。社会主义者永远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因此，他们不会反对以进行反对压迫的民主斗争或社会主义斗争为目的战争。由此可见，否认1793年战争即法国反对反动的欧洲君主国的战争或加里波第战争等等的正当性，那是非常可笑的……如果不愿意承认目前可能爆发的被压迫民族反对它们的压迫者的战争，如爱尔兰人反对英国的起义或摩洛哥反对法国、马克兰反对俄国的起义等等的正当性，那是同样可笑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必须根据每一个具体情况，就每一次具体战争，确定战争的政治内容。

但是，怎样确定战争的政治内容呢？

任何战争都仅仅是政治的继续。当前的战争是哪种政治的继续呢？它是1871年到1914年间法、英、德三国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唯一代表——无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呢，还是帝国主义政治，即反动的、日趋衰落的、垂死的资产阶级进行殖民地掠夺和压迫弱小民族的政治的继续呢？

只要明确而正确地提出问题，就能得到十分清楚的答案：当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是奴隶主的战争，这些奴隶主是为了自己的耕畜而争吵，他们想巩固奴隶制，使之流传万世。这次战争就是1899年茹尔·盖得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掠夺”，所以他预先斥责了自己以后的背叛行为。那时盖得说：


　　“有另外一些战争……它们每天都在发生，那就是争夺销售市场的战争。从这方面来看，战争不仅不会消失，反而很可能连绵不断。这多半是资本主义战争，是各国资本家为了利润，为了占有世界市场而让我们付出血的代价的战争。请设想一下，在欧洲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由社会党人指挥这种为了掠夺而进行的相互残杀！请设想一下，除法国的米勒兰之外，英国的米勒兰、意大利的米勒兰和德国的米勒兰都把无产者拖进这种资本主义的掠夺而使之彼此攻打！同志们，我要问你们，那还有什么国际团结？一旦米勒兰主义成为普遍现象，我们就不得不向一切国际主义‘告别’，而成为民族主义者，可是无论你们或我，都永远不会同意做民族主义者。”（见茹尔·盖得的《警惕！》（《En　Garde！》）1911年巴黎版第175—176页）



　　说法国在1914—1917年的这场战争中是为争取自由、民族独立和民主等等而斗争，那是不正确的……法国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殖民地和保持英国的殖民地而斗争，而德国是有更多的权利得到这些殖民地的，——当然，这是从资产阶级权利的观点来看。法国是为了把君士坦丁堡等地方送给俄国而斗争……因此进行这场战争的，不是民主的革命的法国，不是1792年的法国，不是1848年的法国，不是公社的法国。进行这场战争的是资产阶级的法国，反动的法国，沙皇政府的盟国和朋友，“全世界的高利贷者”（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人道报》[143]的一位撰稿人利西斯说的），它保护的是自己的赃物，是占有殖民地的“神圣权利”，是用自己借给弱小民族或不富裕民族的数十亿款子来“自由”剥削全世界的“神圣权利”。别说什么很难区别革命战争和反动战争吧。您想要我除了已经指出过的科学标准以外，再指出一个纯粹实际的、为大家所理解的标准吗？

这个标准就是：任何一个规模较大的战争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当正在准备革命的战争时，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怕预先声明，他们主张在这种战争中“保卫祖国”。反之，当正在准备反动的战争时，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不敢事先即在宣战以前决定他将在这种战争中赞成“保卫祖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和1859年并没有害怕号召德国人民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

然而，相反地，1912年在巴塞尔，社会党人却不敢说要在他们已经预料到的、而且在1914年真的爆发了的战争中“保卫祖国”。

我们党不怕公开声明，如果爱尔兰能够掀起反对英国的战争或起义，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能够掀起反对法国的战争或起义，的黎波里能够掀起反对意大利的战争或起义，乌克兰、波斯和中国能够掀起反对俄国的战争或起义等等，我们党是会同情这种战争或起义的。

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呢？“中派分子”呢？比方说，如果日本和美国之间爆发一场准备了几十年之久的、完全是帝国主义的、威胁着几千万人的战争，他们敢不敢公开地正式声明，他们赞成或者将赞成“保卫祖国”呢？请他们试试看！我敢担保他们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他们敢于这样做，他们就会成为工人群众的笑柄，被工人群众嗤之以鼻，被赶出社会党。正因为如此，所以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将避免就这个问题公开发表任何声明，继续支吾其词、撒谎骗人、混淆问题，用法国社会党在1915年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关于“遭受进攻的国家有权进行自卫”的诡辩来敷衍了事。

好象问题在于谁先进攻，而不在于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哪些阶级在进行战争。例如，能不能设想，头脑健全的社会主义者在1796年，当革命的法国军队开始同爱尔兰人结盟的时候，可以承认英国有权“保卫祖国”呢？要知道，当时进攻英国的恰恰是法国人，而且法国军队甚至还准备在爱尔兰登陆。明天，如果俄国和英国接受了德国的教训，一旦遇到波斯联合印度、中国以及正在经历自己的1789年和1793年过程的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人民一起进攻时，我们能不能承认俄国和英国有权“保卫祖国”呢？

这就是我对说什么我们赞同托尔斯泰思想的那种非常可笑的责难的回答。我们党无论对托尔斯泰学说或和平主义都是反对的。它早就声明，社会党人应当在这次战争中竭力把它变成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如果您对我说，这是空想，那我就回答说，法英等国的资产阶级显然不会赞同您的意见，因为，如果它们没有预感到和预见到革命必然会日益增长和即将到来，那它们当然不会充当可耻而又可笑的角色，甚至监禁和征召“和平主义者”。

这使我联想到苏瓦林也提到的分裂问题。分裂！这是一个稻草人，社会党的领袖们极力用它来吓唬别人，他们自己也怕得要命！苏瓦林说：“现在建立新的国际有什么好处呢？”“它的活动不会有结果，因为它的人数很少。”

但是要知道，正是法国的普雷斯曼和龙格、德国的考茨基和累德堡的“活动”才是没有结果的，每天的事实都在证实这一点，其原因就是他们害怕分裂！而德国的卡·李卜克内西和奥·吕勒恰恰因为不害怕分裂，公开声明必须分裂（见吕勒1916年1月12日发表在《前进报》上的信），并且毫不动摇地实行分裂，所以，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他们的活动对无产阶级具有伟大的意义。李卜克内西和吕勒仅仅是两个人对108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却代表千百万人，代表被剥削的群众，代表大多数居民，代表人类的未来以及日益发展和成熟的革命。而那108个人只是代表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一小撮资产阶级奴仆惯于拍马屁的本性。当布里宗也有中派或泥潭派那种弱点的时候，他的活动是没有结果的。可是相反地，当布里宗在行动上破坏“统一”，当他在议会中勇敢地高呼“打倒战争！”或者当他公开说出真相，声明协约国打仗是为了把君士坦丁堡送给俄国的时候，他的活动就不再是没有结果的了，就是在组织无产阶级，唤醒和激励无产阶级。

真正革命的国际主义者为数很少？这是无稽之谈！且看看1780年法国和1900年俄国的例子吧。觉悟的和坚定的革命者在前一种情况下是那个时代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当代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当时为数极少，只是个别人，顶多只占本阶级1/10000，甚至只占1/100000，但是过了几年以后，这些极其个别的人，这些似乎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少数人，却使群众，使几百万、几千万人跟着他们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少数人真正代表这些群众的利益，因为他们相信即将到来的革命，因为他们准备全心全意为革命服务。

人数很少吗？但是从什么时候起，革命者是根据自己占多数还是占少数来提出自己的政策呢？当我们党在1914年11月宣布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分裂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2—19页。——编者注］

 ，并且声明这种分裂将是对他们1914年8月的背叛行为的唯一正确和应有的回答时，在许多人看来，这个声明无非是那些完全脱离生活和脱离实际的人的宗派主义的狂妄行为。但是，请看看两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在英国，分裂已是既成事实；社会沙文主义者海德门不得不离开党。在德国，大家亲眼看到分裂日益加深。柏林、不来梅和斯图加特的组织甚至光荣地被开除出党……被开除出德皇走狗的党，即德国的列诺得尔、桑巴、托马、盖得之流这些先生们的党。而法国呢？一方面，这些先生们的党声明，它仍然拥护“保卫祖国”；另一方面，齐美尔瓦尔德派在自己的《齐美尔瓦尔德的社会党人与战争》这本小册子里却声明“保卫祖国”不是社会党人的事情。这难道不是分裂吗？

在这次最大的世界危机持续了两年之后，对无产阶级当前策略的最重要问题作出截然相反的回答的人，怎么能够在一个党内真心诚意地同心协力地工作呢？

再看看美国这个中立国家吧。那里不是也开始分裂了吗？一方面，尤金·德布兹，这位“美国的倍倍尔”，在社会党人的刊物上声明，他只承认一种战争，即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内战争，他宁愿被杀死，也不愿投票赞成哪怕是拿一分钱去作美国的军费（见1915年9月11日《向理智呼吁报》[144]第1032号）。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的列诺得尔和桑巴之流却宣布“保卫祖国”和“准备战争”。美国的龙格和普雷斯曼之流——可怜虫！——则竭力使社会沙文主义者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和好。

现在已存在着两个国际。一个是桑巴—休特古姆—海德门—普列汉诺夫之流的国际，另一个是卡·李卜克内西、马克林（苏格兰的一位教员，他因为支持工人的阶级斗争而被英国资产阶级判处苦役）、霍格伦（瑞典的一位议员，他因为进行反战的革命鼓动而被判处苦役，在齐美尔瓦尔德曾经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创始人之一）以及因从事反战的鼓动而被判处终生流放西伯利亚的5名国家杜马代表等人的国际。一方面，是那些帮助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人的国际，另一方面，是那些为反对这场战争而进行革命斗争的人的国际。因此，无论议会吹牛家的雄辩或社会主义“大政治家”的“外交手腕”，都无法使这两个国际统一起来。第二国际已寿终正寝。第三国际已经诞生。尽管它还没有接受第二国际的主教们和神父们的洗礼，反而被他们革出教门（见王德威尔得和斯陶宁格的演说），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天天获得新的力量。第三国际将使无产阶级有可能摆脱机会主义者的影响，它一定能在日益成熟和日益临近的社会革命中领导群众走向胜利。

在结束这封信以前，我应当对苏瓦林本人的论战答复几句。他要求（住在瑞士的社会党人）缓和针对伯恩施坦、考茨基和龙格等人个人的批判……从我这方面来说，我不能同意这种请求。首先我要向苏瓦林指出，我对“中派分子”不是进行个人的批判，而是进行政治上的批判。休特古姆、普列汉诺夫之流这班先生们对群众的影响已经无法挽回：他们已经威信扫地，以至于到处都要警察来保护。但是“中派分子”宣传“统一”和“保卫祖国”，力求达成妥协，拼命用种种言论来掩饰最深刻的分歧，这给工人运动造成极大的危害，因为这会延缓社会沙文主义者道义威望的彻底破产，因而也就会保持社会沙文主义者对群众的影响，使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僵尸复活。根据这一切理由，我认为反对考茨基和“中派”其他代表人物的斗争，是我的社会主义天职。

苏瓦林除了向别的一些人呼吁之外，还向“吉尔波、列宁以及一切具有置身于‘搏斗之外’这种优越条件的人发出呼吁，这种优越条件常常使人可以对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些人和事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本身可能也包含着某些不便之处”。

暗示是明显的。累德堡在齐美尔瓦尔德直截了当地讲过这个意思，他责备我们“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从国外向群众发出革命的号召。我不妨对苏瓦林公民重复一下我在齐美尔瓦尔德向累德堡说过的话。自从我在俄国被捕以后，到今天已经有29年了。在这29年当中，我没有停止过向群众发出革命的号召。我在监狱里，在西伯利亚，后来在国外都这样做。我在革命的刊物上也经常看到那种与出自沙皇检察官之口的相似的“暗示”，这些“暗示”责备我不够正大光明，因为我在国外向俄国的群众发出革命的号召。这些“暗示”出自沙皇的检察官之口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老实说，我曾等待累德堡提出别的论据。累德堡大概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起草他们有名的《共产党宣言》时，也是从国外向德国工人发出革命的号召！如果没有一些革命者流亡国外，往往就不可能有革命斗争。法国就不止一次地提供过这种经验。苏瓦林公民如果不学累德堡和……沙皇检察官的坏榜样，那也许会好一些。

苏瓦林还说，托洛茨基“被我们〈法国少数派〉看作是国际内极左派当中最左的一个，却被列宁随随便便地斥之为沙文主义者。应当承认，这有点过分”。

是的，当然“这有点过分”，但过分的不是我，而是苏瓦林。因为我从来没有斥责过托洛茨基的立场是沙文主义的立场。我指责他什么呢？我指责他经常在俄国提出“中派”的政策。请看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1912年1月起就正式分裂了[145]。我们党（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的一派）责备另一派即组织委员会、（它的最有名的领袖是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搞机会主义。托洛茨基曾经加入过马尔托夫的党，只是在1914年才脱离它。那时候战争已经到来了。我们这一派的杜马党团的5个成员（穆拉诺夫、彼得罗夫斯基、沙果夫、巴达耶夫和萨莫伊洛夫）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们的工人在彼得格勒投票反对参加各级军事工业委员会（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实际问题；它对俄国如此重要，就好象法国的关于参加政府的问题一样）。另一方面，组织委员会中最著名最有威望的著作家波特列索夫、查苏利奇和列维茨基等人却赞成“保卫祖国”，赞成参加各级军事工业委员会。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虽然提出抗议并且反对参加这些委员会，但是并没有同他们那个党断绝关系，该党内有一派已经成了沙文主义的，同意参加各级军事工业委员会。因此，我们在昆塔尔也责备过马尔托夫，说他想代表整个组织委员会，可是实际上他也许只能代表其中的一派。后来该党在杜马中的代表（齐赫泽、斯柯别列夫等人）发生了意见分歧。这些代表中一部分人赞成“保卫祖国”，另一部分人反对。可是他们都赞成参加各级军事工业委员会，并且使用模棱两可的必须“救国”的说法，而这实质上无非是用另外的字眼表达休特古姆和列诺得尔的“保卫祖国”口号。不但如此，他们也决不反对波特列索夫的立场（其实波特列索夫的立场同普列汉诺夫的立场是一样的；马尔托夫所以公开反对波特列索夫并且拒绝给他的杂志撰稿，是因为他已邀请普列汉诺夫撰稿）。

而托洛茨基呢？他一方面同马尔托夫的党断绝了关系，但又继续责备我们，说我们是分裂派。他向左转了一点，甚至建议同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领袖们决裂，但是他没有彻底向我们说明，他愿意同齐赫泽党团统一还是分裂。而这恰恰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明天实现和平，那么我们后天就将再次进行杜马选举。那时我们马上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同齐赫泽站在一起呢，还是反对他？我们反对这种联合。马尔托夫赞成。而托洛茨基呢？不知道。托洛茨基是在巴黎出版的俄文报纸《我们的言论报》的编辑之一，该报已经出了500号，可是其中连一句肯定的话也没有说过。因此我们不能同意托洛茨基。

但是问题不仅仅在我们。托洛茨基在齐美尔瓦尔德不愿意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当时托洛茨基和罕·罗兰－霍尔斯特同志代表“中派”。请看罗兰－霍尔斯特同志现在在荷兰社会党人的《论坛报》[146]（1916年8月23日第159号）上所写的一段话吧：“谁要是象托洛茨基和他那个集团那样愿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谁就应当克服流亡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其中大部分带有十足的个人性质而且是分裂极左派的）所造成的后果，谁就应当参加列宁派。‘革命的中派’是不可能有的。”

很抱歉，我对我们同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的关系说得太多了。法国社会党人的刊物经常谈这个问题，可是它提供给读者的消息往往很不确切。应当使法国的同志们更好地了解有关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事实。






	　　列宁载于1918年1月27日《真理报》（法文）第48号（非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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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这篇文章是对法国社会党成员、中派分子波·苏瓦林的公开信的答复。苏瓦林的信以《致我们在瑞士的朋友们》为题刊登在1916年12月10日的《中派的人民报》上。



列宁的答复寄给苏瓦林后，苏瓦林于1918年1月把它连同自己加的前言一起交给社会党报纸《真理报》编辑部发表。列宁的答复已排字并由编辑部拼入1月24日该报第45号，但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去，因此这号报纸出版时开了“天窗”，“天窗”内只登了标题《一份未发表的文件。列宁的信》和署名“列宁”。过了三天，即1月27日，《给波·苏瓦林的公开信》由编辑部加上小标题发表于《真理报》第48号。在报纸上信文作了许多删节，可是印有列宁此信全文的该报长条校样却保存了下来。列宁的这封信曾按这份校样译成俄文发表于1929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7期。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里，这封信也是根据这份校样由法文译成俄文刊印的。——[302]。



[143]《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起初是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后，反对法国政府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304]。



[144]《向理智呼吁报》（《Appeal　to　Reason》）是美国社会党人的报纸，1895年在美国堪萨斯州吉拉德市创刊。该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很受工人欢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国际主义立场。——[308]。



[145]指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在布拉格举行，也称布拉格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代表20多个党组织，即几乎所有在俄国进行活动的组织，实际上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列宁领导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起草了所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会议肯定俄国新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代表会议宣布取消派的所作所为已使他们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决定把他们清除出党。代表会议谴责了国外反党集团——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认为必须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协助党的工作的统一的党组织。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批准了列宁提出的党的组织章程草案。代表会议恢复了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并由它重新建立了领导国内党组织实际工作的机关——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这次会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新型政党的进一步发展，对巩固党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关于这次代表会议，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310]。



[146]《论坛报》（《De　Tribune》）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的报纸，1907年在阿姆斯特丹创刊。1909年起是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18年起，是荷兰共产党的机关报。1940年停刊。——[312]。







《列宁全集》第28卷


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
[147]



（1917年1月9日〔22日〕）

青年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我们纪念“流血星期日”十二周年，我们有充分理由把这一天看作俄国革命的开端。

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信仰上帝、忠于皇上的人——在加邦神父的率领下，从城内各个地方前往首都中心区，前往冬宫前的广场，以便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工人们举着圣象前进，而他们当时的领袖加邦已经上书沙皇，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请求他出来接见人民。

军队调来了。轻骑兵和哥萨克挥舞军刀扑向人群，开枪扫射跪下来央求哥萨克放他们过去谒见沙皇的手无寸铁的工人。根据警察局的报告，当场死了1000多人，伤了2000多人。工人的愤怒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

这就是1905年1月22日流血星期日的大致情况。

为了使你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事件的历史意义，我不妨把工人的请愿书念几段给你们听听。请愿书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们，住在彼得堡的工人，特来求见陛下。我们是些不幸的、受到侮辱的奴隶，我们备受专横暴政的欺压。当我们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们停止了工作，请求我们的厂主哪怕是给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因为厂主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合法的。我们这里成千上万的工人也象全俄国的人民一样，没有一点人权。由于陛下的官吏之故，我们已变成了奴隶。”



　　请愿书列举了下面的要求：实行大赦，实现舆论自由，发给正常的工资，逐步把土地转交给人民，根据普遍的、平等的选举召开立宪会议。请愿书最后写道：
　　“陛下！请不要拒绝帮助您的人民！请消除陛下和人民之间的隔阂吧！请陛下降旨，并宣誓实现我们的请求，那时陛下将使俄国变成一个幸福的俄国！否则，我们就准备死在这里。我们只有两条道路：不是自由和幸福，就是坟墓。”



　　 现在
 人们读这份由神父领导的没有文化教养的工人的请愿书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人们不禁会感到，这份天真的请愿书同那些想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清谈家的社会和平主义者目前作出的各种和平决议，颇为相似。革命前俄国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不知道：沙皇是一个统治阶级即大地主阶级的首脑，这些大地主已经同大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准备用一切暴力手段来维护他们的垄断、特权和利润。今天的社会和平主义者总想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自居——可不是开玩笑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期待正在进行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资产阶级政府来实现“民主的”和平，正如以为通过和平请愿能推动血腥的沙皇实行民主改革的想法一样，是非常愚蠢的。尽管这样，他们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区别：今天的社会和平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伪君子，他们企图通过心平气和的劝说使人民脱离革命斗争；而革命前俄国没有受过教育的俄国工人，却用事实证明了他们是正直的人，他们第一次觉醒过来，开始具有政治觉悟。

而1905年1月22日的历史意义，恰恰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这种觉醒：他们开始具有政治觉悟并且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当时俄国自由派的领袖彼得·司徒卢威先生在“流血星期日”前两天这样写道，他那时在国外办了一个自由的、秘密的刊物。在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傲自大的和愚蠢透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领袖看来，认为没有文化的农民国家能够产生革命的人民，这种想法是荒谬绝伦的！当时的改良主义者正如现在的改良主义者一样，深信不可能发生真正的革命！

1905年1月22日（俄历9日）以前，俄国的各革命党派都是由很少的一群人组成的，而当时的改良主义者（也正象现在的改良主义者一样！）骂我们是“宗派”。几百名革命组织者，几千名地方组织的成员，每月最多不过出版一次的半打革命小报（这些小报主要是在国外出版，经过重重困难，付出重大代价，辗转寄到俄国），这就是1905年1月22日以前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为首的俄国各革命党派的情况。这种情况就给既目光短浅又目空一切的改良主义者提供了一种表面上的理由，断言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

但是，在几个月之内，情况就大变了！几百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突然”增加到了几千名，这几千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成了两三百万无产者的领袖。无产阶级的斗争在5000—10000万农民群众当中引起了巨大的风潮，在有的地方还引起了革命运动；农民运动得到了军队的响应，又引起了军人的起义，并且使得一部分军队同另一部分军队发生武装冲突。于是这个拥有13000万人口的大国就陷入了革命之中，于是这个昏睡的俄国就变成了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俄国。

必须研究这次转变，了解它的可能性，它的所谓方法和道路。

这次转变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群众性的罢工。俄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按其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按其斗争手段来说却是无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之所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它直接追求的而且依靠自己的力量所能够直接达到的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大量的贵族大地产，即1792年和1793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大部分已经实现了的一些措施。

俄国革命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因为无产阶级是运动的领导力量和先锋队，而且还因为无产阶级特有的斗争手段即罢工，是发动群众的主要方法，是种种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波浪式前进中的最突出的现象。

俄国革命是世界历史上群众性的政治罢工起了非常巨大作用的第一次——但决不是最后一次——伟大的革命。是的，如果不根据罢工的统计材料来研究俄国革命的种种事件以及革命的政治形式更换的基础，那就永远也不能了解这些事件以及政治形式的更换。

我很清楚地知道，干巴巴的统计数字是非常不适合作口头报告的，是会把听众吓跑的。但是为了使你们能够估价整个运动的真正客观基础，我还是不能不引证几个化成整数的数字。俄国在革命前10年内，罢工者的人数平均每年为43000。所以在革命前整整10年里，罢工者的总数为43万。1905年1月，即革命的第一个月内，罢工者的人数为44万。这就是说，在仅仅1个月之内就比在过去整整10年中还多！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最先进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和德国，都没有发生过象1905年俄国那样大规模的罢工运动。罢工者的总数为280万，比工厂工人总数多一倍！这当然不是说，俄国城市工厂工人比他们的西欧弟兄教育程度更高、更有力量或斗争能力更强。其实恰好相反。

但是，这表明无产阶级的潜力是多么巨大。这表明，在革命时期——根据俄国历史上的最确切的材料，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肯定说——无产阶级能够发挥比平时大一百倍的斗争力量。这表明，人类直到1905年还不知道，当要真正为了伟大目标而斗争、真正革命地进行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力量可以并且一定会增加到多么令人吃惊、多么了不起的程度！

俄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最英勇不屈、最奋不顾身地进行斗争的，正是雇佣工人的先锋队，雇佣工人的精华。工厂的规模愈大，罢工就进行得愈顽强，在同一年内罢工的次数就愈多。城市愈大，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作用也就愈大。在工人觉悟程度最高和人数最多的三个大城市——彼得堡、里加和华沙，罢工的人数，按工人总数的比例来说，要比其他一切城市的罢工人数多得多，更不用提农村了。 
［注：手稿上这一段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俄国的五金工人——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大概也一样——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富有教益的事实：在1905年，俄国全国每100个工厂工人当中，罢工者有160人次。而在同年，每100个五金工人当中，罢工者有320人次！据统计，在1905年，每一个俄国工厂工人因为罢工平均要损失10个卢布（按战前汇率，约合26个法郎），可以说这是为了斗争而作出的牺牲。如果我们只拿五金工人来说，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数目就要比这大两倍！工人阶级最优秀的分子走在前面，吸引动摇者，唤醒沉眠者，鼓励软弱者。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在革命时期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交织在一起。毫无疑问，只有把这两种罢工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保证运动具有强大的威力。如果被剥削的广大群众不是每天都直接看到一些例子，说明各个工业部门的雇佣工人怎样迫使资本家立即直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那么要把这些群众吸引到革命运动中来是不可能的。这个斗争使全俄国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只是到这个时候，农奴制的、沉睡不醒的、宗法制的、虔信宗教的、恭顺的俄国，才真正从自己身上抛掉了旧亚当[148]；只是到这个时候，俄国人民才受到了真正民主的、真正革命的教育。

如果说资产阶级先生们以及他们的俯首贴耳的应声虫，即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者，也装模作样地谈论“教育”群众，那么他们所谓的教育通常是指摆出一副老师架子，搞学究式的东西，腐蚀群众，向群众灌输资产阶级偏见。

离开群众本身的独立政治斗争特别是革命斗争，在这种斗争之外，永远不可能对群众进行真正的教育。只有斗争才能教育被剥削的阶级，只有斗争才能使它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有多大，扩大它的眼界，提高它的能力，启迪它的智力，锻炼它的意志。因此，甚至连反动派也不得不承认，1905年这个斗争的一年，这个“疯狂的一年”，把宗法制的俄国最终埋葬了。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1905年罢工斗争时俄国五金工人和纺织工人的对比情况。五金工人是工资最高、最有觉悟、最有文化的无产者。1905年，俄国纺织工人的人数，比五金工人多一倍半以上，他们是最落后的、工资最低的群众，他们往往还没有同自己在乡间的农民家庭完全割断联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非常重要的事实。

在整个1905年当中，特别是在年底，五金工人的罢工表明，政治罢工超过了经济罢工。反之，我们看到，在纺织工人当中，1905年初，经济罢工占压倒优势，只是到年底才转变为政治罢工占优势。因此，显而易见，只有经济斗争，只有为争取立即直接改善其生活状况的斗争，才能唤醒被剥削群众最落后的部分，才能给他们真正的教育，并且——在革命时代——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把他们组成政治战士的军队。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必须使工人的先锋队不要把阶级斗争理解成为少数上层分子谋利益的斗争，如同改良主义者经常蒙骗工人的那样，而要使无产者真正成为大多数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引导这大多数人本身参加斗争，如同在1905年的俄国曾经发生的情形那样，如同在即将到来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中无疑应当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的情形那样。 
［注：手稿上以上四段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1905年初，在全国出现了第一次罢工运动的巨大浪潮。同年春天，我们看到第一次大规模的，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的农民运动已在俄国兴起。这个转折具有什么样的划时代的意义，只有记得如下情况的人才能了解，这种情况就是：俄国的农民只是在1861年才摆脱了最恶劣的农奴制度，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文盲，生活极其贫困，受地主压迫，被神父愚弄，由于相隔很远，交通几乎完全闭塞，他们互相不通往来。

1825年俄国第一次发生了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参加这次运动的几乎全是贵族。[149]从那时候起，到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恐怖分子刺死时止，站在运动前列的都是中间等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发扬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并且以自己英勇的、恐怖主义的斗争方法震惊了全世界。毫无疑问，这些牺牲并不是枉然的，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以后俄国人民的革命教育。但是他们的直接目的，即唤起人民革命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而且也不可能达到。

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达到了这个目的。只有蔓延全国的群众性罢工浪潮，加上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痛教训，才把广大的农民群众从沉睡中唤醒。“罢工者”这个词在农民中间获得了新的意义：它的含义同叛逆者、革命者之类的词相近，而这以前是由“大学生”这个词表达的。但是“大学生”属于中等阶层，属于“有学问的人”，属于“绅士”，所以他们对于人民是异己的。相反，“罢工者”却来自民间，本身也是被剥削者；他们被赶出彼得堡之后，常常回到农村，向自己的农村同志们讲述那已经烧遍了城市的、既反对资本家也反对贵族的烈火。在俄国农村中出现了新型的人——青年农民，即所谓“有觉悟的人”。他们同“罢工者”联系，他们读报纸，向农民讲述城里发生的事件，向农村的同志们解释政治要求的意义，并且号召他们去进行反对贵族大地主、反对神父和官吏的斗争。

农民成群地聚集起来，讨论自己的处境，逐渐地加入了斗争：他们成群结队地起来反对大地主，烧毁他们的邸宅和庄园，或者抢劫他们的财物，夺取他们的粮食和其他的生活用品，打死警察，要求把贵族的土地即大地产转交给人民。

1905年春天，农民运动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它所波及的县份还只是少数，即1/7左右。

但是，城市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罢工和农村农民运动的结合，已足以动摇沙皇政府最“牢固的”和最后的支柱。我指的是军队。

海军和陆军中的军人起义开始了。在革命时期，每次罢工运动和农民运动浪潮的高涨，都伴随着全国各地的军人起义。其中最有名的一次起义就是黑海舰队“波将金公爵号”铁甲舰的起义。“波将金公爵号”铁甲舰落入起义者手中之后，参加了敖德萨的革命，这次革命失败后，曾企图占领其他港口（如克里木的费奥多西亚），也没有成功，终于在康斯坦察投降了罗马尼亚当局。

现在我来跟你们详细谈谈黑海舰队这次起义中的一段小插曲，使你们能够具体了解事件发展到高潮时的情况：


　　“革命的工人和水兵举行会议，这些会议日益频繁起来。因为不准军人参加工人的群众大会，所以工人就成群结队地开始来参加士兵的群众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成千上万的人。共同起事的主张获得了热烈的响应。在一些进步的连队里选出了代表。于是军事当局决定采取措施。有些军官企图在群众大会上发表‘爱国的’演说，可是结果很惨：那些善于争论的水兵迫使自己的长官抱头鼠窜。由于这种办法不灵，便决定完全禁止召开群众大会。1905年11月24日早晨，把一个全副武装的战斗连布置在海军营房的大门口。海军少将皮萨列夫斯基厉声命令说：‘不准任何人走出营房！违者枪毙！’水兵彼得罗夫从接受命令的这个连里走出来，当众把子弹上了膛，第一枪打死了比亚韦斯托克团里的上尉施泰因，第二枪打伤了海军少将皮萨列夫斯基。一个军官指挥说：‘逮捕他！’可是大家一动也没有动。彼得罗夫把自己的枪丢在地上说：‘你们干吗站着不动？把我抓起来吧！’彼得罗夫被逮捕了。水兵们马上就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激烈地要求释放彼得罗夫，并且表示他们愿意给他担保。激愤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彼得罗夫，开枪是因为走火，对吗？——为了打开僵局，一个军官这样问道。

——怎么是走火呢？我走了出来，装上子弹，瞄准开枪，难道这是走火吗？

——他们都要求释放你……

彼得罗夫终于被释放了。但是水兵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于是逮捕了所有的值勤军官，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且把他们押送到办公室……约有40人的水兵代表商讨了一个通宵。决定释放这些军官，但是不准他们再到营房里来……”





　　这段不长的描述形象地告诉你们，多数军人起义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人民中间的革命风潮不能不影响到军队。值得注意的是，运动的领袖都是海军和陆军中的那样一些分子，他们主要是从产业工人中征募来的，他们有高度的技术素养，例如工兵。但是广大的群众都还太幼稚，太温和，太宽大，太富有基督教徒式的情绪。他们很容易激动，只要有一点不平，或者长官态度粗暴，伙食不好等等，都能引起他们的愤怒。但是缺乏坚毅的精神，对任务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们不了解，只有坚决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战胜一切军事当局和民政当局，推翻政府和夺取全国政权，才是革命成功的唯一保证。广大的海陆军士兵群众很容易哗变。但是他们也很容易做出象释放被捕军官这样幼稚的蠢事；他们轻信当局的诺言和劝说；这样当局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获得了援兵，瓦解了起义者的力量，最后就实行极其残酷的镇压，并且把领导者处死。

把1905年俄国的军人起义和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军人起义对比一下是特别有趣的。在1825年，领导政治运动的几乎全是军官，即由于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接触到欧洲的民主思想而受了感染的一些贵族军官。当时还是由农奴组成的士兵群众抱消极态度。

1905年的历史向我们表明的情形却完全相反。当时的军官，除少数人外，不是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情绪，就是具有直接反革命的情绪。而身穿军装的工人和农民则是起义的灵魂：运动成了人民性的运动，它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席卷了大多数被剥削者。当时所缺少的东西，一方面是群众缺乏刚毅果断的精神，极容易犯轻信的毛病，另一方面是身穿军装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工人还缺乏组织，他们不懂得要掌握领导权，要领导革命的军队并且向政府的权力发动进攻。

顺便说一说，这两个缺点不仅会被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而且会被目前的战争所消除，——这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慢一些，但那是确定无疑的…… 
［注：手稿上以上三段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无论如何，俄国革命的历史，同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一样，使我们得到了一次无可争辩的教训：除非通过人民的军队的这一部分反对其另一部分的胜利斗争，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下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方法，都不可能战胜和消灭军国主义。光靠指责、咒骂、“否定”军国主义，批评和证明它的危害性是不够的，和平地拒绝服兵役是愚蠢的，我们的任务在于牢牢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并且不仅一般地而且具体地培养它的优秀分子，使他们在人民中一旦发生大风潮的时候能领导革命的军队。

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每天的经验，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这些国家所经历的每个“小”危机，都小规模地向我们显示战斗的因素和萌芽，而这些战斗在大危机中不可避免地要大规模地反复 进行。比如，任何一次罢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危机又是什么呢？普鲁士内务大臣冯·普特卡默先生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在每一次罢工中都潜伏着革命这条九头蛇[150]。”他说得难道不对吗？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在所谓最和平、最“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一发生罢工就调动军队，这不是向我们表明，在真正的大危机中，事情会是怎样的吗？

现在我必须回头谈俄国革命的历史。

我已经向你们说明，无产阶级的罢工怎样震撼了全国，震撼了最广大、最落后的被剥削者阶层，农民运动是怎样开始的，它怎样得到军人起义的配合。

1905年秋天，整个运动达到了最高点。8月19日（6日），沙皇颁布了成立帝国代表机关的诏书。所谓布里根杜马应当根据选举法建立，可是这个选举法规定只有少得可笑的人数有选举权并且没有赋予这个特殊的“议会”任何立法权，而只是给它以咨议协商的权力！

资产阶级、自由派、机会主义者都准备用双手来接受吓得魂不附体的沙皇的这份“礼物”。同所有的改良主义者一样，1905年俄国的改良主义者也同样不能了解：在某种历史情况下，改良特别是关于改良的诺言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平息人民的风潮，迫使革命的阶级停止斗争，或者至少是要放松斗争。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非常清楚地了解1905年8月钦赐、施舍假宪法这种做法的真正性质。因此它及时地提出了口号：不要“咨议性”杜马！抵制杜马！打倒沙皇政府！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以便推翻沙皇政府！在俄国召集第一个真正人民代表会议的不应当是沙皇，而应当是临时革命政府！

历史证明了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是正确的，因为布里根杜马始终没有召集起来。它还没有召集就被革命的风暴扫除了；革命的风暴迫使沙皇颁布新的选举法，这个选举法大大增加了选举者的人数，并且承认了杜马具有立法的性质。 
［注：手稿上以上四段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1905年的10月和12月，标志着俄国革命上升线的最高点。人民的革命力量的一切源泉比从前更广泛地涌现出来了。参加罢工的人数，正象我已经告诉你们的，在1905年1月是44万，1905年10月超过了50万，请注意，这仅仅是一个月的数字！并且这只是工厂工人的罢工人数，几十万铁路工人、邮电职员等尚未计算在内。

俄国的铁路总罢工使铁路运输中断了，使政府权力严重地陷于瘫痪。大学的大门被打开了，讲堂在平时是专门用教授的哲理麻醉青年人的头脑、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忠实奴仆的地方，现在却变成千千万万的工人、手工业者、职员公开地、自由地讨论政治问题的集会场所了。

出版自由争到了。书报检查干脆被取消了。任何一个出版者都不敢向当局呈送审查样本，而当局也不敢采取任何措施来加以干涉。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彼得堡和其他城市自由地出版革命的报纸。仅仅在彼得堡就有社会民主党的三种日报，印数在5万份到10万份之间。

无产阶级走在运动的前列。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用革命手段争取八小时工作制。那时彼得堡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是：“八小时工作制和武器！”愈来愈多的工人认识到，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决定而且将决定革命的命运。

在斗争的烈火中一个特殊的群众组织——著名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即各工厂代表的会议建立起来了。在俄国若干城市中，这些工人代表苏维埃日益起着临时革命政府的作用，起着起义的机关和领导者的作用。当时曾经试图建立士兵和水兵代表苏维埃，并且把它们和工人代表苏维埃联合起来。

在这些日子里，俄国某些城市经历了一段各种地方性的小“共和国”的时期，在这些地方，政府的权力被推翻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真正发挥了新的国家政权的职能。遗憾的是，这段时期太短了，“胜利”太脆弱、太孤立了。

1905年秋天，农民运动发展到更大的规模。当时，所谓的“农民骚动”和真正的农民起义席卷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县份。农民放火烧毁了约2000个庄园，分掉了贵族强盗从人民那里抢走的生活资料。

可惜这件事情干得很不彻底！可惜农民当时只消灭了全部贵族庄园的十五分之一左右，只消灭了要从俄国土地上彻底洗刷掉封建大地产的污点就应当全部予以消灭的东西的十五分之一。可惜农民的行动太分散、太无组织、太缺乏攻势，而这也是革命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民族解放运动在俄国各被压迫民族中如熊熊烈火燃烧起来了。在俄国，半数以上，几乎五分之三（确切地说：57％）的居民遭受着民族压迫，他们甚至没有使用母语的自由，他们被强制实行“俄罗斯化”。例如，占俄国几千万居民的穆斯林，当时以惊人的速度——一般说来，那正是各种组织大发展的时代——组成了穆斯林同盟。

为了向到会的人，特别是向青年说明当时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怎样随着工人运动高涨起来，我不妨给你们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1905年12月，在几百个学校里，波兰学生烧毁了所有的俄文书籍、图片和沙皇的肖像，殴打了俄国教员和俄国同学，把他们赶出了学校，并且喊道：“滚回俄国去！”各中学的波兰学生还提出了如下的要求：“（1）所有的中等学校必须归工人代表苏维埃领导；（2）在各学校召开学生和工人联席会议；（3）准许在各中学穿红色短衫，作为学校属于未来无产阶级共和国的标志”，等等。

运动的浪潮愈高，反动派在反对革命的斗争中就武装得愈卖力、愈坚决。1905年的俄国革命，证实了卡·考茨基于1902年在他的《社会革命》一书中所写的东西（顺便说一下，他当时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为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作辩护）。他写道：


　　“……今后的革命……恐怕不会是突如其来的反对政府的起义，而多半是持久的国内战争……”



　　事情果真如此！在今后的欧洲革命中，事情也必将如此！沙皇政府对犹太人特别仇视。一方面，在革命运动的领袖当中犹太人占的百分比（同犹太居民总人数相比较）特别大。顺便说一下，即使现在犹太人还有这样的功劳：在国际主义派的代表中他们所占的百分比比其他民族大得多。另一方面，沙皇政府很善于利用最无知的居民阶层对犹太人的最卑劣的偏见。于是发生了多半受到警察支持的、甚至由警察直接领导反犹暴行——在这个时期，100个城市里有4000多人被打死，10000多人被打成残废——这种对犹太平民以及对他们的妻子儿女所进行的骇人听闻的摧残，引起了整个文明世界对血腥的沙皇政府的强烈的反感。我所指的当然是文明世界真正的民主分子的反感，这样的分子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即无产者。

资产阶级，即使是西欧最自由的共和国里的资产阶级，也善于巧妙地把反对“俄国的野蛮行为”的虚伪词句同最无耻的现金交易结合起来，特别是同在财政上支持沙皇政府以及通过资本输出对俄国进行帝国主义的剥削等结合起来。

莫斯科的十二月起义是1905年革命的顶点。一批人数不多的起义者，即一批已经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的工人——他们总共不超过8000人——同沙皇政府进行了9天的战斗，沙皇政府非但不能信赖莫斯科的卫戍部队，反而必须把他们禁锢起来，只是由于从彼得堡调来了谢苗诺夫团，才算把起义镇压下去。

资产阶级喜欢把莫斯科的十二月起义叫作什么“人为的东西”而加以嘲笑。例如在德国的所谓“科学”界麦克斯·维贝尔教授先生就在一部论俄国政治发展的巨著中称莫斯科起义为“盲动”。这位“博学的”教授先生写道：“……列宁集团和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早就准备了这次愚蠢的起义……”

要估价这位胆小的资产阶级教授的智慧，回忆一下枯燥的罢工统计数字也就够了。1905年1月，在俄国参加纯政治罢工的人数只有123000，在10月份有33万，在12月份达到了最高点，就是说，参加纯政治罢工的人数仅仅在一个月之内就有37万！回忆一下革命的增长，回忆一下农民和军人的起义，我们马上可以断定：资产阶级“科学界”对十二月起义的评价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胆小的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无可奈何的遁词，因为资产阶级把革命的无产阶级看作是自己最危险的阶级敌人。

实际上，俄国革命的整个发展，必然导致沙皇政府同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间的武装决战。

我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指出了俄国革命遭到暂时失败的弱点在哪里。

从十二月起义被镇压时起，革命就开始走下坡路。在这段时期中也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情况，特别是工人阶级中最有战斗精神的分子曾经两次企图中止革命的总退却，并且把这种退却变为新的进攻。

我作报告的时间快要完了，我不想多耽搁听众的时间。对于了解俄国革命最重要的东西，如革命的阶级性质、革命的动力和它的斗争手段这样的大题目，我认为，在一个简短的报告中一般所能谈到的，我都谈了。 
［注：手稿中，本段从“对于”起至末尾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关于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我还想作几点简单的说明。

俄国在地理上、经济上和历史上不仅属于欧洲，而且还属于亚洲。因此我们看到，俄国革命不仅彻底地把欧洲最大最落后的国家从睡梦中唤醒过来，造就了由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人民。

不仅如此。俄国革命使整个亚洲动起来了。土耳其、波斯、中国的革命证明，1905年的强大起义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它在数以亿万计的人们的前进运动中发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俄国革命也间接地影响了西方各国。不应忘记，当关于沙皇的立宪诏书的电报于1905年10月30日到达维也纳的时候，这个消息对普选权在奥地利的最终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上，当埃伦博根同志——那时他还不是社会爱国主义者，而是一位同志——在作关于政治罢工的报告的时候，有人把这份电报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讨论立刻就停止了。我们到街上去！这个呼声响彻奥地利社会党代表集会的大厅。于是接连几天，在维也纳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街头游行示威，在布拉格出现了街垒。普选权在奥地利的胜利被决定了。

经常可以听到西欧人这样评价俄国革命：似乎这个落后国家中的事变、过程和斗争方法很难同西欧的条件相比较，因此未必会有什么实际意义。

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

毫无疑问，在未来的欧洲革命中，未来的斗争形式和导火线，在很多方面都会与俄国革命中的不同。

但是，尽管这样，俄国革命——正因为具有我说过的那种特殊意义的无产阶级性质——仍然是未来欧洲革命的序幕。毫无疑问，未来的这次革命，也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并且是在更深刻得多的意义上，即按其内容来说也只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未来的这次革命将在更大得多的范围内表明：一方面，只有严酷的斗争，即国内战争，才能把人类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只有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才能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绝大多数被剥削者的领袖。

我们不要为欧洲目前死气沉沉的静寂所欺骗。欧洲孕育着革命。帝国主义战争的奇灾大祸，物价飞涨的痛苦使得到处都在产生革命情绪，而各国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及其代办即各国政府愈来愈陷入绝境，如果没有极大的震动，它们是决不能找到出路的。

如同1905年在俄国兴起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对沙皇政府、争取民主共和制的人民起义一样，在最近几年内，正是由于这次强盗战争，欧洲也会发生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对金融资本权力、反对大银行、反对资本家的人民起义，而这些震动只能以剥夺资产阶级和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告终。

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但是我认为，我能够满怀信心地表示这样的希望，那就是现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色地工作着的青年们，会有幸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不仅参加斗争，而且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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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这个报告是1917年1月9日（22日）列宁在苏黎世民众文化馆用德语向瑞士青年工人作的。为准备这个报告，列宁曾于1916年12月7日（20日）写信给当时住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向他索取所需要的参考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本卷《附录》中载有这个报告的提纲（见第395—399页）。报告的其他准备材料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6卷。——[313]。



[148]旧亚当意为旧的人。《旧约全书·创世记》说，亚当是上帝造的第一个人。——[320]。　



[149]指1825年12月14日（26日）俄国贵族革命家领导的彼得堡卫戍部队武装起义，十二月党人即由此得名。在起义前，十二月党人建立了三个秘密团体：1821年成立的由尼·米·穆拉维约夫领导的、总部设在彼得堡的北方协会；同年在乌克兰第二集团军驻防区成立的由帕·伊·佩斯捷利领导的南方协会；1823年成立的由安·伊·和彼·伊·波里索夫兄弟领导的斯拉夫人联合会。这三个团体的纲领都要求废除农奴制和限制沙皇专制。但是十二月党人害怕发生广泛的人民起义，因而企图通过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军事政变来实现自己的要求。1825年12月14日（26日），在向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的当天上午，北方协会成员率领约3000名同情十二月党人的士兵开进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他们计划用武力阻止参议院和国务会议向新沙皇宣誓，并迫使参议员签署告俄国人民的革命宣言，宣布推翻政府、废除农奴制、取消兵役义务、实现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会议。但十二月党人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尼古拉一世还在黎明以前，就使参议院利国务会议举行了宣誓。尼古拉一世把忠于他的军队调到广场，包围了起义者，下令发射霰弹。当天傍晚起义被镇压了下去。据政府发表的显系缩小了的数字，在参议院广场有70多名“叛乱者”被打死。南方协会成员领导的切尔尼戈夫团于1825年12月29日（1826年1月10日）在乌克兰举行起义，也于1826年1月3日（15日）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



沙皇政府残酷惩处起义者，十二月党人的著名领导者佩斯捷利、谢·伊·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孔·费·雷列耶夫、米·巴·别斯图热夫－留明和彼·格·卡霍夫斯基于1826年7月13日（25日）被绞死，121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数百名军官和4000名士兵被捕并受到惩罚。十二月党人起义对后来的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261—268页）中评价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322]。



[150]九头蛇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条非常凶猛而且生命力极强的怪蛇。——[326]。







《列宁全集》第28卷


十二个简明论点——评赫·格雷利希为保卫祖国辩护[151]


（1917年1月13日和17日〔26日和30日〕之间）

1．赫·格雷利希在他的第一篇文章的开头说，现在有一些（他大概是指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相信现在的容克和资产阶级政府”。

这样指责目前“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即社会爱国主义，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赫·格雷利希同志的所有4篇文章不是恰恰证明，他自己盲目“相信”瑞士“资产阶级政府”吗

他甚至忘记了，瑞士“资产阶级政府”由于同瑞士银行资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是“资产阶级政府”，而且是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

2．赫·格雷利希在第一篇文章中承认，在整个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存在着两大派别。他对其中的一个派别（当然是社会爱国主义的），作了十分正确的评价，斥责它的追随者是资产阶级政府的“代理人”。

但奇怪的是格雷利希忘记了，第一，瑞士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也是瑞士资产阶级政府的代理人；第二，正象一般说来瑞士不可能摆脱世界市场联系网一样，现代的、高度发达的、十分富裕的资产阶级的瑞士，也不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世界关系网；第三，在考察赞成和反对保卫祖国的论据时，最好从整个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着眼，特别是同这些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的世界关系联系起来；第四，调和整个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的这两大派别是不可能的，所以，瑞士党应当作出抉择，它究竟要跟哪一派走。

3．赫·格雷利希在第二篇文章中声明：“瑞士不可能进行进攻性的战争。”

奇怪的是格雷利希忘记了下面这个无可争辩的明显的事实：在两种可能的情况下，即瑞士同德国联合起来打英国，或者同英国联合起来打德国，——在这两种情况下，瑞士都是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强盗战争、进攻性的战争。

资产阶级的瑞士在任何情况下都既不能改变当前战争的性质，也根本不能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战争。

格雷利希离开“事实的领域”（见他的第四篇文章），不谈这场战争，而谈某种空想出来的战争，这难道可以容许吗？

4．赫·格雷利希在第二篇文章中说：

“对瑞士来说，中立和保卫祖国是一回事。谁反对保卫祖国，谁就是威胁中立。这一点应当弄清楚。”

向格雷利希同志提两个小问题：

第一，相信中立宣言和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愿望，不仅意味着盲目相信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别国的“资产阶级政府”，而且简直是可笑的，这一点不应当弄清楚吗？

第二，应不应弄清楚，实际上情况是这样的：

谁在这场战争中赞成保卫祖国，谁就变成“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帮凶，瑞士的民族资产阶级同样也是十足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因为它在金融方面同各大国有联系，并且卷入了帝国主义的世界政治。

谁在这场战争中反对保卫祖国，谁就会打破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信任，并且帮助国际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

5．赫·格雷利希在第二篇文章的末尾说：

“即使取消了瑞士的民兵部队，各大国之间的战争还是没有被排除。”

社会民主党人只有在胜利的社会革命以后才能考虑废除一切军队（当然也包括民兵），而目前正需要联合各大国的国际主义的革命少数派为社会革命而斗争，这一切格雷利希同志为什么都忘记了呢？

格雷利希指望谁来消灭“各大国之间的战争”呢？难道指望一个仅有400万人口的资产阶级小国的民兵部队吗？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指望一切大国和小国的无产阶级用革命行动消灭“各大国之间的战争”。

6．格雷利希在第三篇文章中断言，瑞士工人应当“保卫”“民主”！！

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在这场战争中都不是保卫而且不可能保卫民主，这一点难道格雷利希同志真的不了解吗？恰恰相反，参加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对于一切大小国家来说，都意味着扼杀民主，都意味着反动战胜民主。难道格雷利希真的不知道英、德、法等国提供了上千个这样的实例吗？或者是格雷利希同志对瑞士的即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真的“信任”到了这样强烈的程度，以至于把瑞士一切银行经理和百万富翁都看成了真正的威廉·泰尔？

不参加帝国主义战争，不参加所谓为了保卫中立的总动员，而要进行革命斗争反对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这样做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而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任何保证！

7．格雷利希同志在第三篇文章中写道：

“难道瑞士希望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自相残杀’吗？”

这个问题证明，格雷利希同志完全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但是很可惜，在目前的战争中，对瑞士来说这种立场是不存在的。

不是瑞士“希望”无产阶级这样做，而是资本主义，是在一切文明国家里（瑞士也一样）都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希望”无产阶级这样做。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希望”各国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自相残杀”，——格雷利希忘记了这一点。现在，无产阶级为了防止这种情况，除了进行国际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来反对资产阶级以外，再没有别的手段！

1912年的国际巴塞尔宣言，第一，明确指出了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决定未来战争的基本性质；第二，恰恰联系这场战争谈到了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格雷利希同志忘记了这一点呢？

8．格雷利希在第三篇文章中写道：

“代替利用民主权利”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

这证明，格雷利希只承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而否认或者忽视革命。这对格留特利分子是很相称的，但对社会民主党人是绝不相称的。

不要“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的革命是不可能的。这样的革命从来也没有过。在目前的、已经开始的帝国主义时代，革命在欧洲也是不可避免的。

9．格雷利希同志在第四篇文章中直截了当地声明，如果党在原则上拒绝保卫祖国，那么“不言而喻”，他就要辞去国民院议员的职务。他还补充说，这种拒绝意味着“破坏我们的统一”。

这是社会爱国主义的国民院议员向党提出的明确无误的最后通牒。或者是党应当承认社会爱国主义的观点，或者是“我们”（格雷利希、弥勒等）辞去我们的职务。

可是，老实说，这里谈的是什么样的“统一”呢？当然仅仅是社会爱国主义的领袖同自己的国民院议员职务的“统一”？！

无产阶级的有原则的统一完全是另一回事。社会爱国主义者即“祖国保卫者”应当同社会爱国主义的、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格留特利联盟“统一”。而反对保卫祖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统一”。这是十分明白的。

我们满怀信心地希望，格雷利希同志不致把自己搞得威信扫地：企图证明（不顾英国、德国、瑞典等国的经验）资产阶级政府的“代理人”社会爱国主义者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统一”，除了导致严重的组织涣散、斗志松懈、伪善、欺骗以外，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

10．格雷利希认为，国民院议员决心保卫国家独立的“誓言”是同拒绝保卫祖国“不相容”的。

妙极了！可是难道有什么革命活动是同维护资本主义国家法律的“誓言”“相容”的吗

资产阶级的奴仆格留特利分子原则上只承认合法道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否认革命，或者只承认同尊重资产阶级法律的“誓言”“相容”的革命。

11．格雷利希否认瑞士是“绝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按照他给社会主义下的定义（在第四篇文章的末尾），社会革命和任何革命行动都完全不见了。社会革命是“空想”，——这就是格雷利希所有长篇演说或文章的简单含义。

妙极了！但这是最露骨的格留特利主义，而决不是社会主义。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而决不是社会主义。

为什么格雷利希同志不公开建议从1912年巴塞尔宣言中删掉“无产阶级革命”这几个字、从1915年阿劳决议中删掉“群众性的革命行动”这几个字以及把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的决议全部烧毁呢？

12．格雷利希同志完全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上，站在格留特利主义的立场上。

他顽固地无视当前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以及今天瑞士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联系。他无视全世界的社会党人已分裂为社会爱国主义者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

他忘记了，摆在瑞士无产阶级面前的实际上只有两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帮助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武装起来，支持为了所谓保卫中立的总动员，时刻处在被拖入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之中。假使在这场战争中“胜利了”，结果将是忍饥挨饿，10万人被打死，瑞士资产阶级又发几十亿战争财，又能向国外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而瑞士在金融上将更加依附帝国主义“盟国”即各大国。

第二条道路。同各大国的国际主义的革命少数派紧密地联合起来，对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首先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坚决的斗争，既不“相信”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也不“相信”政府关于保卫中立的言论，并且婉言劝请社会爱国主义者转到格留特利联盟中去。

假如这一斗争胜利了，结果就会永远摆脱物价飞涨、饥饿和战争，并且同法、德等国工人共同掀起社会主义革命。

两条道路都很难走，两条道路都需要流血牺牲。

瑞士无产阶级必须进行选择：它愿意为瑞士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一个大国集团流血牺牲呢，还是愿意为把人类从资本主义、饥饿和战争中解放出来的事业而流血牺牲。

无产阶级必须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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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十二个简明论点——评赫·格雷利希为保卫祖国辩护》一文是针对瑞士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社会沙文主义者格雷利希的一组以《论保卫祖国问题》为总标题的文章写的，这组文章连载于1917年1月23—26日的苏黎世社会民主党报纸《民权报》第19—22号。



列宁的文章发表于1月31日和2月1日《民权报》第26号和27号，署名：“—e—”。文章发表时，该报编辑恩·诺布斯把手稿中格雷利希的名字后面都加上了“同志”字样，并删掉了以下文字：1．第9条从第3段（“可是，老实说……”）开始到这条的末尾；2．第11条整个第2段（从“妙极了！……”起到“决不是社会主义”）；3．第12条第5段最后一句：“并且婉言劝诸社会爱国主义者转到格留特利联盟中去”。文章全文首次发表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334]。







《列宁全集》第28卷


世界政治中的转变

（1917年1月18日〔31日〕）

和平主义者时来运转了。各中立国的品德高尚的资产者欣喜若狂：“我们靠战争利润和物价飞涨发了大财，难道还不满足吗？再打下去反正得不到什么利润了，何况人民也不会永远忍耐下去……”

当威尔逊“本人”也在“转述”意大利社会党（该党不久前在昆塔尔通过了一个正式的、庄严的决议，说社会和平主义完全站不住脚）的和平主义言论的时候，他们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呢？

屠拉梯因威尔逊转述他们的即意大利“冒牌社会主义的”和平主义的词句而在《前进报》上洋洋得意，这有什么奇怪呢？法国的社会和平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在《人民报》[152]上同屠拉梯和考茨基情投意合地“联合起来”，这有什么奇怪呢？考茨基曾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发表过5篇非常愚蠢的和平主义文章，当然也是“转述”被种种事件提上日程的关于友善的民主和平的议论。

现在的这种议论同过去的议论真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具有一定的客观基础。造成这一基础的是世界政治从帝国主义战争向帝国主义和平的转变，帝国主义战争赏给各国人民的，是空前的浩劫和普列汉诺夫、阿尔伯·托马、列金和谢德曼等这伙先生们对社会主义的最大的背叛，而帝国主义和平将赏给各国人民的，则是空前的大骗局，即甜言蜜语、小小的改良、小小的让步，等等。

这个转变已经来到了。

现在还不可能知道，甚至帝国主义政治的领袖、金融大王和头顶王冠的强盗自己也不能准确地肯定：帝国主义和平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在到来之前战局究竟还会发生哪些变化，这种和平的详情究竟会是怎样的。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向和平转变这个事实，重要的是这种和平的基本性质，而这两点已由过去事态的发展揭示得相当清楚了。

经过这29个月的战争，两大帝国主义联盟的后备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具有重大作用的最近的“邻邦”中的可能的盟友，已全部或者几乎全部被卷入这场大厮杀，陆海军力量已经接受过多次的考验和反复的较量。金融资本发了几十亿横财。巨大的军事债务表明，无产阶级和贫苦群众“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向国际资产阶级交纳巨额的贡赋，因为国际资产阶级曾经大发慈悲地使他们能在帝国主义的分赃战争中屠杀数百万雇佣奴隶弟兄。

看来，依靠这场战争从雇佣劳动这条牛身上再剥下一张皮已经不可能了，这就是在世界政治中现在可看出的转变的深刻的经济根源之一。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后备已经消耗殆尽。美国亿万富翁及其荷兰、瑞士、丹麦等中立国的小兄弟们开始看到，黄金的源泉正在枯竭，——中立的和平主义正在发展的原因就在这里，而决不象幼稚的、可怜的、可笑的屠拉梯、考茨基之流所想的那样，在于什么崇高的人道主义情感。

除此之外，群众的不满和愤慨情绪正在增长。我们在本报上一号刊登的古契柯夫和黑尔费里希的供词[153]表明他们两人都害怕革命。难道还不是结束第一次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时候吗？

这样，除一些客观条件外，发了战争横财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和阶级打算的作用，也是促使战争结束的一个因素。

在这一经济转变的基础上产生的政治转变沿着两条主要路线发展：取得了胜利的德国正在使自己的主要对手英国丧失盟国，因为一方面恰恰不是英国而正是这些盟国遭到了（可能还将继续遭到）最沉重的打击，而另一方面，抢得了很多很多东西的德帝国主义能够对英国的盟国作一些小小的让步。

很有可能，德俄两国的单独媾和已经成立。改变了的只是这两个强盗进行政治交易的方式。沙皇可能对威廉说过：“假使我公开签订单独和约，那么明天你，我的至高无上的缔约者，恐怕就得同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的政府甚至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的政府打交道。因为革命正在增长，我不敢担保军队不发生变故，要知道，将军们同古契柯夫有书信往来，而现在的大部分军官都是昨天的中学生。弄得不好，我可能丢掉王位，而你可能失去一个理想的缔约者，冒这样的风险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威廉直接或间接地听到这些话，他一定会回答说：“当然没有好处。我们何必缔结公开的或任何书面的单独和约呢？难道不能用另外一种更巧妙的方法达到同样的目的吗？我要公开向全人类提出一个使他们享受和平的幸福的建议。我要悄悄地向法国人使个眼色，表示我准备归还整个或者差不多整个法国和比利时，只要他们能‘公正地’让出非洲的殖民地。我还要向意大利人使个眼色，表示他们可以指望得到‘一小块’奥属的意大利人的土地和几小块巴尔干半岛上的土地。我有办法让各国人民知道我的建议和计划，这样一来，英国人还能掌握住西欧盟国吗？我和你瓜分罗马尼亚、加里西亚和亚美尼亚。至于君士坦丁堡，你，我的至高无上的兄弟，反正是永远得不到的！波兰嘛，我的至高无上的兄弟，你反正是永远得不到的！”

是否进行过这样的谈话，无法知道。但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态正是这样发展的。如果沙皇不同意德国外交官提出的论点，那么在罗马尼亚境内的马肯森的军队提出的“论点”就一定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有人已在德国的帝国主义报刊上公开谈论俄国同“四国同盟”（即德国的盟国奥地利和保加利亚）瓜分罗马尼亚的计划！而饶舌的爱尔威已经说走了嘴，他说：如果人民知道我们立刻能够收回比利时和法国，我们就没法强迫他们打仗了。中立国资产阶级中的和平主义的傻子已经被“策动”起来：威廉帮助他们张开口了！而社会党人中的和平主义的……聪明人，如意大利的屠拉梯、德国的考茨基等等，则竭力用他们的人道主义、博爱精神、天国的美德（和大智大慧）来粉饰未来的帝国主义和平！

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是多么美好啊！我们，金融大王和头顶王冠的强盗，曾经被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迷了心窍，非打仗不可，——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在战时赚的钱不比平时少，甚至多得多！而普列汉诺夫、阿尔伯·托马、列金、谢德曼之流这些把我们的战争说成是“解放”战争的奴才，我们有的是！缔结帝国主义和约的时候到了吗？——那又怎么样呢？军事债务不就是使我们有神圣权利向各国人民索取一百倍贡赋的保证吗？而能够用甜言蜜语粉饰这种帝国主义和平和愚弄人民的蠢才，我们有的是，只要提一提屠拉梯、考茨基等等这些世界社会主义的“领袖”就够了！

屠拉梯和考茨基的言行的悲剧也就在于，他们不懂得，他们在政治上所起的真正的客观的作用，是牧师和资产阶级辩护士的作用，前者不是发动人民进行革命而是安慰人民，后者用关于一般美好事物特别是关于民主的和平的花言巧语，掩盖和粉饰拿各国人民做交易并且任意肢解各个国家的帝国主义和平的丑恶面目。

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谢德曼之流）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屠拉梯和考茨基）原则上的一致性也就在于：双方客观上都是帝国主义的奴才，前者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方式是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来粉饰帝国主义战争，后者为同一个帝国主义效劳的方式是用空谈民主的和约来粉饰正在酝酿和准备中的帝国主义和平。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需要这两类或者说这两种色彩的奴才：既需要普列汉诺夫之流用“打倒侵略者”的口号来煽动群众继续进行大厮杀，也需要考茨基之流用甜蜜的和平颂歌来安抚怨气冲天的群众。

所以，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的大联合，即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通告[154]所说的那种共同策划的“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也就是我们多次说过的那种“普遍大赦”，将不会是偶然的，而只是全世界冒牌“社会主义”的这两个派别在原则上一致的表现。普列汉诺夫在怒斥谢德曼之流“叛变”的同时，又暗示到时候会同这些先生们言归于好和团结一致，这也决不是偶然的。

但是读者也许会反问：难道可以忘记帝国主义和平“毕竟优于”帝国主义战争，民主和平的纲领即使不能全部实现那也“可能”“部分”实现，独立的波兰比俄属波兰好，把奥属意大利人的土地并入意大利是前进一步吗？

屠拉梯和考茨基的维护者也用这些理由替自己辩护，他们没有看到，他们这样做就由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变成庸俗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了。

如果不是神经失常，难道可以否认：俾斯麦的德国及其社会法律“优于”1848年以前的德国，斯托雷平的改革“优于”1905年以前的俄国吗？难道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当时还是社会民主党人）曾经根据这种理由而投票赞成俾斯麦的改革吗？难道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当然要把波特列索夫、马斯洛夫之流除外，现在连他们自己的党的党员马尔托夫也鄙弃他们）粉饰过或者哪怕是赞成过斯托雷平的改革吗？

即使在反革命时期，历史也不是停滞不前的。即使在1914—1916年帝国主义大厮杀（这场大厮杀是过去几十年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时期，历史也向前发展了。世界资本主义在上一世纪的60—70年代是自由竞争的先进的、进步的力量，到了20世纪初期已经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但是它在这次战争期间，无论在使金融资本更加集中方面，或者在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化方面，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民族内聚的力量和民族共同感情的意义，在这场战争中，例如，已为爱尔兰人在一个帝国主义集团中的行动以及捷克人在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中的行动所表明。头脑清醒的帝国主义领袖们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要实现自己的目的，不扼杀弱小民族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两种扼杀的方法。有时候，更加稳妥同时也更加有利的方法是，通过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得到真诚的“祖国保卫者”，当然，“我们”会设法使这些国家在金融上处于依附地位！在帝国主义列强进行大战的时候，做独立国保加利亚的盟国比做附属国爱尔兰的主人更加有利！完成尚未完成的民族改良有时能从内部巩固帝国主义联盟，这一点，例如德帝国主义的特别卑鄙的奴才之一卡·伦纳就正确地估计到了，不用说，卡·伦纳是坚决主张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特别是同谢德曼和考茨基统一的。

事物的客观进程是朝着既定方向发展的，正如1848年革命和1905年革命的扼杀者在某种意义上都充当了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一样，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指挥者不得不实行某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改良和某些民族的改良。此外，还必须作一些微小的让步来安抚被战争和物价飞涨弄得怨气冲天的群众：为什么不答应（甚至部分地实施——要知道这没有什么关系！）“裁减军备”呢？反正战争是一个象林业那样的“工业部门”：要几十年的功夫才能生长起足够高大的树木……就是说提供足够丰富的年轻力壮的“炮灰”。我们相信几十年以后，在“统一的”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一定会产生新的普列汉诺夫、新的谢德曼和新的甜蜜的调和派考茨基之流……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照例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被人收买，是因为他们用对资本主义进行修修补补的方法来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麻痹人民群众并引诱他们脱离革命斗争。屠拉梯和考茨基这样的社会主义“领袖”正在通过公开声明（1916年12月17日屠拉梯在他臭名远扬的演说[155]中“无意中说出了”这样的话）或者通过暗示（考茨基是长于此道的能手）告诉群众说：在保存资产阶级政府的情况下，在不发动革命起义反对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关系体系的情况下，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可能产生民主的和平，——我们必须指出：这种说教是欺骗人民的，它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无非是粉饰帝国主义的和平。

我们赞成民主的和平。正因为这样，我们不愿象屠拉梯和考茨基那样——当然，他们怀着最良好的意图和最高尚的动机！——欺骗人民。我们要说明真相：假使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不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民主的和平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放弃争取一般改良、包括争取“国家建设”的斗争，是荒谬绝伦的。但是，现在欧洲恰恰在经历着这样的时刻，这时比往常任何时候都更加必须记住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这一真理。因为今天被提上了日程的事情（这不是按照我们的意志，不是根据哪一个人的计划，而是根据事物的客观进程），是要通过奠定新的基石的群众的直接暴力，而不是通过在腐朽的垂死的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来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

目前，执政的资产阶级正设法和平地解除千百万无产者的武装，并且平安无事地把他们从进行大厮杀的又脏又臭的战壕运送到（在冠冕堂皇的思想的掩饰下，并且一定给他们洒上甜蜜的和平主义词句的圣水！）资本家的工厂去服苦役，他们必须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劳动”，以便偿付几千亿的国债，——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在1914年秋天向各国人民提出的口号具有比在战争初期更为重大的意义，这个口号就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2—19页。——编者注］

 被判处服苦役刑的卡尔·李卜克内西赞成这个口号，他曾经在帝国国会的讲台上说：请掉转枪口对准本国内的阶级敌人！现代社会在何种程度上已成熟到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点恰恰已为战争所证明，因为在战争期间，为了集中人民的力量，不得不由一个中央机关来调节5000多万人的全部经济生活。既然这一点能够在代表少数金融大王利益的一小撮容克贵族的领导下做到，那一定同样也能够在代表饱受饥饿和战争折磨的十分之九的居民的利益的觉悟工人的领导下做到。

但是，为了领导群众，觉悟的工人必须充分了解屠拉梯和考茨基等社会主义领袖的腐败。这些先生们自命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一听别人说他们应当属于比索拉蒂、谢德曼、列金等先生们的党，他们就愤愤不平。但是，屠拉梯和考茨基完全不懂得只有群众的革命才能解决已被提上日程的重大问题，他们丝毫不相信革命，丝毫不注意和不关心战争怎样促使群众的革命意识和革命情绪成熟起来。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改良上，放在统治阶级各个部分之间进行的交易上，他们恳求和“劝说”统治阶级，他们企图使工人运动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

可是现在的全部问题恰恰在于：要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和力量集中起来，去进行革命斗争，推翻本国政府。屠拉梯和考茨基“准备”承认的那种革命，要求事先便能断定究竟什么时候爆发、究竟胜利的可能性有多大。那样的革命是没有的。欧洲已经具备了革命形势。现在群众极为不满，人心惶惶，怨声载道。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集中全力加强这一巨流。在革命运动取得微小的成功的情况下，“许诺”的改良有多少能真正实现，能给工人阶级的进一步的斗争带来多大的好处，这要看革命运动力量的大小。在革命运动获得成功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否会在欧洲取得胜利，是否能实现不是帝国主义的停战，即德国同俄英之间、俄德同英国之间或美国同德英之间等等的停战，而是真正持久的和真正民主的和平，这也要看革命运动力量的大小。





	载于1917年1月3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339—348页


















[152]《人民报》（《Le　Populaire》）是让·龙格于1916年在利摩日创办的月刊，1918年迁巴黎后改为日刊，由龙格和莱·勃鲁姆担任主编。撰稿人有皮·布里宗、阿·普雷斯曼、让·皮·拉芬－杜然、波·苏瓦林、保·福尔等。在原法国社会党机关报《人道报》随社长马·加香一起于1920年底转到共产党方面后，《人民报》从1921年起成为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机关报。——[34]。



[153]指1916年8月15日（2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7号刊登的亚·伊·古契柯夫给最高总司令的总参谋长米·瓦·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信和德国内务大臣卡·黑尔费里希在帝国国会回答反对党关于大批逮捕社会民主党人问题的质询的发言摘录。



古契柯夫的信是和其他材料一起从俄国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参看列宁1916年12月5日（18日）给伊·费·阿尔曼德的信，载于《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这封信流露了俄国资产阶级对日益发展的革命的恐惧心理和对政府不能防止革命而产生的不满。信里说：“洪水来了，可是我们的糟透了的无用的政权却穿上套鞋撑起伞，用对付一场倾盆大雨的办法来迎接这场灾变。”黑尔费里希发言的主要精神是：与其容许革命，不如先逮捕革命的领袖以预防革命的发生。他说：“与其在波获坦广场再看到几具尸体，不如把一些人关起来。”——[342]。



[154]指1916年2月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通过的通告《告所属政党和团体书》。通告批判了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党国际局的立场，把社会党国际局的首领们用社会党人“相互赦免”的办法来使第二国际得以恢复的企图叫作“反社会主义的阴谋”。通告要求社会党人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并号召他们组织罢工、游行示威、战壕联欢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斗争。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通告信发表于1916年2月29日《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3号和3月2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2号。——[345]。



[155]指菲·屠拉梯1916年12月17日在意大利议会的演说。他在发言中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辩护。屠拉梯的这个演说发表于12月18日意大利社会党《前进报》第345号。各国社会党报刊对它的反应发表于12月23日《民权报》第301号，标题是：《屠拉梯关于和平建议的演说》。



列宁在《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一文中曾提到屠拉梯的这个演说（见本卷第223—242页）。——[347]。







《列宁全集》第28卷


《战争的教训》一文提纲[156]


（不早于1917年1月26日〔2月8日〕）


战争的教训


大致是：

1．帝国主义的定义。

2．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被揭露。

3．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4．“贫困”教育人。饥荒等。

5．妇女劳动。“强迫劳动”等。“军事社会主义”？

6．社会爱国主义或社会沙文主义。国际意义。

7．考茨基主义或中派主义或社会和平主义。

8．左派。

补8．巴塞尔宣言。已被驳倒？

9．社会经济的方法。“贫困不承认任何禁令”。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饥饿（各中立国也是这样）。

10．怎样做到这一点？“军需品供应总署”。

11．政治任务：革命。

12．国内战争。调转枪口。（“解除工人武装”？）

13．“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考茨基反对潘涅库克）。

14．“无产阶级专政”。1871和1905。

15．旧的，“现成的”国家政权还是新的？

16．“工人代表苏维埃”。议会制吗？

17．新的民主制的作用及其消亡。

补17。“新的”民主制（“新创造”）＝工作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民主制。

18．向革命转变的时机、因素和征兆。

M．卡皮，urb．Gohier

罗·罗兰　 

《北美评论》杂志[157]。

《大西洋月刊》[158]？

题目：A．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1—2）。

　　　B．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三个派别（6—8）。

　　　C．经济的发展（3—5）。

　　　D．社会主义的“可实现性”和紧迫性。

　　　E．政治革命（11—17）。

　　　F．“风暴正在迫近”（18）。





	载于1939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397—398页


















[156]这是一篇未写成的文章的提纲。提纲中的许多论点在《远方来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9—57页）中得到了发挥。——[350]。



[157]《北美评论》杂志（《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是美国的一家杂志，1815—1940年先后在波士顿和纽约出版；1815—1821年的刊名是《北美评论和综合性杂志》。——[351]。



[158]《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是一家文学政治杂志，1857年起先后在伦敦、纽约和波士顿出版。——[351]。







《列宁全集》第28卷


关于修改军事问题的决议的建议[159]


（1917年1月27日和29日〔2月9日和11日〕之间）

1．责成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提出原则性的论据，反对一切军事要求和拨款。要求复员。

2．反对任何国内和平；加紧进行原则性的斗争，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并且反对工人运动中和党内的格留特利派的民族主义思想。 　 3．在军队中进行系统的革命宣传工作。

4．支持各交战国内的一切革命运动和反对战争、反对本国政府的斗争。

5．加强瑞士国内的一切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罢工和游行示威，并且使之转变为公开的武装斗争。

6．党宣布1915年阿劳党代表大会所承认了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的目的，是对瑞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种变革是使工人阶级摆脱物价飞涨和忍饥挨饿的灾难的唯一有效的手段，是为了彻底消除军国主义和战争所必需的。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362页

















[159]这项建议是供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代表大会上使用的。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的这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2月11—12日在特斯举行。关于军事问题，在大会上曾提出了两个决议案：一个是军事问题委员会中的少数派的决议案，这是右派按照社会沙文主义精神拟订的，另一个是该委员会中的多数派的决议案，这是中派拟订的。代表大会以93票对65票通过了多数派的决议案。为了不使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决议案获得通过，左派对多数派的决议案投了赞成票，但提出了这里收载的对通过的决议作某些修改的建议。建议得到了代表大会五分之一代表的赞成。列宁曾在该建议的打字稿副本上记下了大会的表决结果。



关于修改军事问题决议的建议刊载于1917年2月14日《民权报》和同年2月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出版的《小报第1号》（《驳保卫祖国的谎言》）。《小报第1号》是在列宁的直接参与下出版的。



关于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斗争，见《一个社会党的一小段历史》（本卷第371—375页）。——[352]。







《列宁全集》第28卷


臆造的还是真实的泥潭？[160]


（1917年1月底）

罗·格里姆同志在他关于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文章（《伯尔尼哨兵报》和《新生活》杂志）中断言，“在我们这里”也被“臆造出了一个泥潭，一个所谓的党内中派”。

我们要提供证据，说明格里姆在上述文章中所持的立场恰恰代表（就是）典型的中派观点。

格里姆在反对多数派时写道：


　　“站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立场上的各个党中，没有一个党提出拒绝服兵役的口号，并责成自己的党员实行这一口号。李卜克内西本人就穿上了军装，参加了军队。意大利的党仅仅满足于反对军事拨款和国内和平。法国的少数派也是这样。”



　　我们惊奇地擦擦眼睛，把格里姆文章中这段重要的话重新读了一遍，并且奉劝读者也认真地想想这段话。这是不可思议的，但这是事实！为了证明我们这里的中派是被臆造出来的，我们这位中派的代表格里姆竟把国际主义的左派（李卜克内西）和齐美尔瓦尔德右派或中派混为一谈！！！

难道格里姆真的以为他能够欺骗瑞士工人，使他们相信李卜克内西和意大利的党是属于同一个派别，在他们之间没有那种恰巧是把左派和中派分开的区别吗？

让我们提出我们的证据：

第一，我们且听听一个既不属于中派也不属于左派的证人的意见。德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恩斯特·海尔曼1916年8月12日在《钟声》杂志第772页上写道：“……工作小组 
［注：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编者注］

 或齐美尔瓦尔德右派，他们的理论家是考茨基，政治领袖则是哈阿兹和累德堡 ……”难道格里姆能否认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是典型的中派代表吗？

第二，在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齐美尔瓦尔德右派或中派反对立即同海牙的社会党国际局即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国际局决裂；左派主张这样做；昆塔尔“国际”派的代表（李卜克内西正是属于该派）反对召集社会党国际局会议而主张同它决裂，——这一切难道格里姆会不知道吗？

第三，昆塔尔的决议所公开斥责的社会和平主义，恰恰在目前成了法、德、意三国的中派的行动纲领；整个意大利党站在社会和平主义的立场上，既没有反对自己的议会党团的许多社会和平主义的决议案和声明，也没有反对屠拉梯12月17日的可耻的演说；德国的两个左派集团即德国国际社会党人（I．S．D．）和“国际”派（或“斯巴达克”派，李卜克内西正是属于该派）都曾公开反对中派的社会和平主义。——这一切难道格里姆都忘记了吗？这里不应当忘记，以桑巴、列诺得尔和茹奥为首的最凶恶的法国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爱国主义者也曾投票赞成社会和平主义的决议，因此，社会和平主义的实际客观意义已被揭示得清清楚楚。

第四……已经够了！格里姆所持的恰恰是中派的观点，因为他建议瑞士党应当象意大利党那样，“满足于”反对军事拨款和国内和平。格里姆恰恰是从中派的观点出发批评多数派的提案，因为这个多数派想接近李卜克内西的观点。

格里姆主张明确、直截了当、老老实实。好得很！这些优良品质不正是要求我们明确地、直截了当地、老老实实地把李卜克内西的观点和策略同中派的观点和策略区别开来，而不是把它们混为一谈吗？

同李卜克内西在一起，这就意味着：（1）向自己国内的主要敌人进攻；（2）揭露本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而不仅是外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恕我直言，格里姆同志！），同他们作斗争，而不是同他们联合起来（恕我直言，格里姆同志！）反对左派激进派；（3）既公开批评本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也公开批评本国的社会和平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并且揭露他们的弱点；（4）利用议会讲坛来号召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掉转枪口；（5）散发秘密书刊，组织秘密集会；（6）举行在柏林的波茨坦广场上举行过的那种无产阶级的游行示威（李卜克内西就是在那次的游行示威中被捕的）[161]；（7）号召军事工业部门的工人举行罢工，就象“国际”派在它的秘密传单中所号召的那样；（8）公开证明，必须彻底“革新”今天那些只进行改良主义活动的党，并且要象李卜克内西那样采取这种行动；（9）坚决反对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10）在各方面反对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11）同样毫不妥协地反对世界各国的特别是德国、英国和瑞士三国的那些组成社会爱国主义和机会主义先锋队的工会领袖。

很明显，从这个观点来看，多数派的草案中有许多东西应当抛弃。但这只能在一篇专文中去谈。这里则必须强调指出，多数派至少是提出了这方面的某些措施，而格里姆不是从左边而是从右边，不是从李卜克内西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中派的观点出发攻击这个多数派。

格里姆在他的文章中老是把两个原则上不同的问题混淆起来。第一个问题是：应当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刻采取这种或那种革命行动。企图事先解决这个问题是荒谬的，由此产生的格里姆对多数派的攻击纯粹是在蒙蔽工人。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把这个目前没有能力进行系统的、顽强的、在各种具体情况下都是真正革命的斗争的党改造成为一个有能力进行这种斗争的党。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这是在战争问题上以及在保卫祖国的问题上的全部争论和全部派别斗争的实质！而格里姆恰恰对这个问题闭口不谈，讳莫如深。不但如此，格里姆的种种解释，归结起来就是他否认这个问题。

一切照旧——这是贯穿着格里姆全篇文章的一根红线；这篇文章为什么代表中派，最深刻的原因就在这里。一切照旧：仅仅反对军事拨款和国内和平！任何一个聪明的资产者都不能不承认，归根到底这对资产阶级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这并不威胁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妨碍它进行战争（作为“国内的少数派”，“我们服从”——格里姆的这句话具有非常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具有比骤然看来要重大得多的政治意义！）。

目前在各交战国中，首先是在英国和德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只是迫害李卜克内西派而容忍中派，这难道不是一个国际的事实吗？

向左前进，即使这意味着某些社会爱国主义的领袖会退出！——简单说来，这就是多数派提案的政治含义。

向右后退，从齐美尔瓦尔德退到社会和平主义，退到中派立场，退到同社会爱国主义的领袖“和好”，不要任何群众性的行动，决不使运动革命化，决不革新党！——这就是格里姆的观点。

可以相信，这种观点总有一天会擦亮瑞士左派激进派的眼睛而使他们看清他的中派立场。





	原文是德文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第138—146页

















[160]《臆造的还是真实的泥潭？》一文和下一篇文献《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流派——中派的特征》都是针对罗·格里姆的《军事问题上的多数派与少数派》一文写的。格里姆的这篇文章为瑞士社会民主党内持中派立场的多数派辩护，载于1917年1月23—27日《伯尔尼哨兵报》第19—23号和1917年《新生活》杂志第1期。——[353]。



[161]指1916年5月1日柏林无产阶级在柏林波茨坦广场举行的游行示威。卡·李卜克内西在游行示威中号召推翻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为此被逮捕并被军事法庭判处4年零1个月的监禁。——[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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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一个流派——“中派”的特征

（1917年1月底）

格里姆有：

　　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一个流派——“中派”的特征：

＋　　　1．无论在根本原则上，还是在组织上，都不与本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决裂，因此得出2。

＋　　　2．反对分裂。

（＋－）3．在保卫祖国问题上模棱两可。

＋　　　4．承认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不和社会党国际局以及国际社会爱国主义分裂。

＋　　　5．不和改良主义决裂：仅仅在口头上批评它（“消极的激进主义”）。

＋　　　6.对待未来的革命（与这场战争相联系的）持观望态度（不象左派那样积极、主动）。

＋（总的结果）

　　7．总的结果＝千方百计地粉饰（和庇护）社会爱国主义，（？＝第1点）这就是“中派”的本质（wesen）……

＋　　　8．对目前各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不作任何改组，根本不搞李卜克内西的那种“从下到上的革新”。推迟这个问题。

（－）　9．社会和平主义是一种纲领和策略。

＋　　　10．对与这场战争相联系的革命不作任何系统的宣传。

＋　　　11．不为这样的革命作任何组织等方面的准备。

　　　　　　——（ａ）1916年3月6日《前进报》

　　　　　（β）瑞士报纸上的莫尔加利

　　　　　（γ）社会和平主义

　　　　　　　　＋（ａａ）彻头彻尾的社会爱国主义者

　　　　　　　　　（ββ）青年人。

格里姆把李卜克内西和意大利社会党相提并论，从而把左派和中派混为一谈。

格里姆想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解决革命的任务（反战斗争）（“削弱”、复杂化等）。

1916．11．4—5．间接税。

同物价飞涨作改良主义的斗争（1916．8．6．）。

与 
［注：后面有个词无法辨认。——俄文版编者注］

 辩论（“社会主义是必要的”）。

同样是改良主义

讳言瑞士社会党内的社会爱国主义。没有与它作斗争。

在工会运动中也是这样（施内贝格尔和迪尔）。

注意

［［　　把革命行动的时机问题与关于一般革命行动可能性的系统宣传、鼓动准备和组织准备的问题混为一谈。

虚伪地、别有用心地用裁军来支吾搪塞（参看他的“提纲”）。拒绝服兵役也是这样。

在《莱比锡人民报》[162]把什么叫作为“拒绝”这个问题上胡搅蛮缠。格留特利联盟方面对问题的歪曲

注意：“口头上”承认齐美尔瓦尔德+昆塔尔，事实上一切照旧！！

第13页从“中派”的观点来看，一般说来在瑞士主张保卫祖国是合乎情理的！！！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40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3期（非全文）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394—396页

















[162]《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日报），1894—1933年出版。该报最初属于该党左翼，弗·梅林和罗·卢森堡曾多年担任它的编辑。1917—1922年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22年以后成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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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中立

（1917年1月）

承认当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即两个大强盗之间为了统治和掠夺世界而进行的战争，并不表明应当拒绝保卫祖国——瑞士。我们瑞士人要保卫的正是我国的中立，我们在国境线上驻军正是为了避免参加这场强盗战争！

社会爱国主义者格留特利分子在社会党党内和党外就是这样议论的。

这种论调是以下面这种被默认或偷运的前提为根据的：

不加批判地重复资产阶级所说的话和它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所必须说的话。

对资产阶级完全信任，对无产阶级完全不信任。

忽略由于欧洲各国间的帝国主义关系和瑞士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联带关系”而形成的实际的非虚构的国际局势。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几个月来不是一直在冠冕堂皇地保证他们的军事准备“仅仅”是为了所谓保卫中立吗？

有没有严肃的科学的根据可以说明上述两国资产阶级和瑞士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有原则区别呢？

当然没有！有人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资产阶级的侵略野心和兼并野心很大，但不能断定瑞士资产阶级也有这种企图。但这决不是原则区别。大家都知道，帝国主义的利益不仅通过领土扩张，而且通过金融收益来实现。不应忽视，瑞士资产阶级至少输出30亿法郎的资本，也就是说对落后国家进行帝国主义的剥削。这是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瑞士的银行资本同各大国的银行资本保持着错综复杂的紧密联系；瑞士的“旅游业”等等表明各大国和瑞士之间经常瓜分帝国主义财富。此外，瑞士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比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要高得多；在瑞士根本谈不上什么“民族的”人民运动，对瑞士来说，这一历史发展时代早在许多世纪以前就已结束了，而关于上述任何一个巴尔干国家则不能这样说。

因此，资产者必然会力图使人民、使被剥削者相信资产阶级，并且用花言巧语来掩饰“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实际的帝国主义政策。

社会主义者所应当做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情。就是说：应当丢掉幻想，无情地揭穿“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实际的政策。瑞士资产阶级继续执行这种实际的政策，即把本国人民出卖给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大国联盟，比牺牲利润而保卫名副其实的民主，要更容易得多和更“自然”得多（即更符合这个阶级的本性）。 　 “各走各的路”，让资产阶级的奴仆和代理人格留特利分子用“保卫中立”的言词欺骗人民吧。

社会主义者，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士，则应当使人民擦亮眼睛，识破有被“自己的”资产阶级出卖的危险，这种危险是非常现实的，而且为瑞士资产阶级政策的全部历史所证实了！





	　　原文是德文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第147—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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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和社会学[163]


（1917年1月）


前言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论文集，一部分没有发表过，另一部分是收载了曾经在战前各种期刊上发表过的一些文章。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即民族运动的意义和作用，民族运动和国际运动的相互关系等等，当然是目前特别使人注意的问题。人们谈论这个问题时最常见最主要的毛病，就是缺乏历史观点和具体分析。在一般词句的掩饰下偷运各种私货，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稍微作一点统计决不是多余的。把我们在战前所说的话和战争的教训作一比较，我们觉得不是没有益处的。本书名篇的理论和观点相同，所以是互相联系的。






	　　作者1917年1月












民族运动的历史环境

英国谚语说得好：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你看到某位著作家口若悬河地从各种意义、各个角度大谈其“民族原则”的伟大，并且他多半是象民间故事里那个出名的人物看见人家送葬时大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164]一样恰当和适宜地运用这个“原则”，你就最容易想起这句谚语。

确凿的事实、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东西恰恰是这一类著作家最不能忍耐的，但是，为了真正弄清楚常常被人故意混淆起来的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却恰恰是十分必要的。那么，怎样搜集事实呢？怎样确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性呢？

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譬如，一个从前严肃、现在也希望人们说他严肃的著作家，竟以蒙古人统治的事实为例来说明20世纪在欧洲发生的某些事件，难道可以认为这只是儿戏吗？把这叫作政治欺骗岂不更正确？蒙古人的统治，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个事实无疑与民族问题有关，正如20世纪的欧洲的许多事实也无疑与民族问题有关一样。但是只有被法国人称为“民族小丑”的少数人，才既以严肃认真自诩，却又妄图用蒙古人统治这个“事实”来说明20世纪的欧洲所发生的事件。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应当设法根据准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可以作为依据，可以用来同今天在某些国家中被恣意滥用的任何“空泛的”或“大致的”论断作对比。要使这成为真正的基础，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全部事实，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而且是完全合理的怀疑，即怀疑那些事实是随意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要知道，这样的事情是有的……是很常见的。

根据这些理由，我们决定从统计着手，当然，我们完全意识到，在某些宁愿接受“令人鼓舞的谎言”而不肯接受“卑微的真理”[165]的读者中，在某些喜欢在“一般地”谈论国际主义、世界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等的幌子下偷运政治黑货的著作家中，统计会引起何等深刻的反感。


第一章

作一点统计


一

为了考察真正有关民族运动的全部资料，就必须从地球上的全体居民着眼。这里有两个特征必须尽量准确地加以确定并且尽量充分地加以研究：第一，各个国家的民族成分是单纯的还是繁杂的；第二，把各个国家（或类似国家的组织，——当是否真正称得上国家这一点尚有疑问时）划分为政治上独立的国家和政治上处于附属地位的国家。

我们引用1916年发表的最新资料，并以两种资料来源为根据：一种是德国的资料，即奥托·许布纳尔的《地理统计表》，另一种是英国的资料，即《政治家年鉴》（《The　Statesman’s　Year-Book》[166]。应以前者为基础，因为在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上，它要完整得多，我们将用后者来进行核对并作一些大都是局部性的订正。

我们先来看一看政治上独立的、最“单纯的”即民族成分单一的国家。这里，首先应当提出的就是一组西欧国家，也就是位于俄国和奥地利以西的那些国家。

西欧一共有17个国家，但是，其中有5个国家，民族成分虽然单纯，而按其微不足道的面积来说简直如同玩具。这5个国家就是卢森堡、摩纳哥、马里诺、列支敦士登和安道尔。这5个国家的居民总共只有31万人。毫无疑问，不把它们列入国家总数以内，要更加正确得多。在其余12个国家中，有7个国家的民族成分非常单纯：在意大利、荷兰、葡萄牙、瑞典和挪威，每一个国家的居民的99％都属于一个民族；而在西班牙和丹麦，属于一个民族的居民各占96％。其次，法国、英国、德国这3个国家的民族成分，差不多都是单纯的。在法国，只占居民1．3％的意大利人，是被拿破仑第三违背和假借居民的意志兼并的。在英国，爱尔兰也是被兼并的，爱尔兰的居民有440万人，不到英国居民总数（4680万）的1/10。在德国，居民总数为6490万人，其中的异民族差不多完全和英国的爱尔兰人一样，也是被压迫的民族。这些异民族就是波兰人（5．47％）、丹麦人（0．25％）和阿尔萨斯－洛林人（187万），但在阿尔萨斯－洛林人中间，有一部分人（多大一部分，不清楚）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经济利益和情感上，都是倾向于德国的。总之，德国约有500万居民属于没有充分权利的、甚至是受压迫的异民族。

西欧只有两个小国——瑞士和比利时——具有混杂的民族成分。瑞士的居民约有400万，其中德意志人占69％，法兰西人占21％，意大利人占8％。比利时的居民不到800万，其中佛来米人约占53％，法兰西人约占47％。但是必须指出，虽然这两个国家的民族成分如此繁杂，那里却没有民族压迫。这两个国家的宪法规定，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在瑞士，这种平等的确被充分付诸实行；而在比利时，对于佛来米人则不是平等看待，虽然佛来米人占居民的一大半，不过这种不平等，不用说同我们所研究的这一类国家以外的各国的情形相比，就是同德国的波兰人或英国的爱尔兰人的遭遇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顺便说一下，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奥地利著作家卡·伦纳和奥·鲍威尔所首先提出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个流行术语，仅仅在十分有限的意义上，即假使一方面不忘记这个类型的多数国家的特殊历史地位（这个问题下面我们还要谈到），另一方面不容许用这个术语掩盖真正的民族平等同民族压迫的根本区别，才是正确的。

把上面所研究过的国家加起来构成一组，包括12个西欧国家，共有居民24200万人。在这24200万人之中，只有大约950万人即4％是被压迫的民族（在英国和德国）。如果把这些国家中不属于本国主要民族的一切居民加在一起，则他们的总数大约有1500万，即占6％。

由此可见，总的来看，这组国家的特征是：它们是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经济上和政治上最发达的国家。它们的文化水平也是最高的。在民族方面，这些国家中的多数国家的民族成分是完全单纯的，或者几乎是完全单纯的。民族不平等这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这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那种“民族国家”的类型，不过人们往往忘记了这种类型在人类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相对性和暂时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加以说明。

有人问：这种类型是不是只限于西欧国家呢？显然不是。这种类型的全部基本特征，即经济的（资本主义高度的、特别迅速的发展）、政治的（代议制）、文化的和民族的特征，在美洲和亚洲的先进国家——美国和日本也都显示出来了。日本的民族成分很早就已经固定下来，并且是很单纯的，居民中99％以上是日本人。美国的居民只有11．1％是黑人（以及穆拉托人和印第安人），应当把他们列入被压迫的民族，因为他们通过1861—1865年的国内战争所争取到的并为共和国宪法所保证的平等，由于美国从1860—1870年的进步的、垄断前的资本主义转变为最新时代的反动的、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实际上在黑人的主要居住区（南部）和在许多方面，已经愈来愈受到限制，这个最新时代的明显的分界线，就是1898年的美西帝国主义战争，即两个强盗瓜分赃物所引起的战争。

美国的居民中白种人占88．7％，其中74．3％是美利坚人，只有14．4％是在国外出生的，也就是从别的国家迁去的。大家都知道，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并且特别迅速，因此在这里巨大的民族差别的泯灭，统一的“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迅速更加彻底。

把美国和日本加到上面所举的西欧国家里，共有14个国家，居民总数为39400万，其中不能享受民族平等权利的的有2600万人，也就是占7％。这里顺便先提一下，正是这14个先进国家中多数国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即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变成帝国主义的时期，曾经特别加紧沿着殖民政策的道路前进，由于实行这种政策，这些国家目前在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里“拥有”5亿多居民。


二

一组东欧国家——俄国、奥地利、土耳其（现在把土耳其在地理上算作亚洲国家而在经济上算作“半殖民地”比较合理）和巴尔干的6个小国，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阿尔巴尼亚——情况显然与上面所讲的根本不同。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民族成分是单纯的！只有巴尔干的那些小国，才可以称为民族国家，但是不要忘记：即使在这些国家中，异族居民也占5—10％；大批（同该民族总人数相比）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住在“自己的”国家以外；总的说来，在巴尔干，按照资产阶级民族的方向进行的“国家建设”，甚至经过可以说是“昨天”的1911—1912年战争也还没有完成。在巴尔干的那些小国中，没有一个象西班牙、瑞典等国那样的民族国家。而在东欧所有3个大国中，“自己的”并且是主要的民族，在居民中所占的百分比只有43％。这3个大国中每个国家都有半数以上即57％的居民是属于“异民族的”（用真正的俄语来说即异种的）。如用统计数字来表示，西欧那一组国家和东欧那一组国家的差别如下：

在第一组中，有10个单纯的或差不多单纯的民族国家，它们的居民共有23100万；只有两个国家的民族成分是“繁杂的”，共有居民1150万，但是没有民族压迫，各民族在宪法上和实际上都是平等的。

在第二组中，有6个国家的居民差不多是单纯的，共2300万；有3个国家是“繁杂的”或“混杂的”，没有民族平等，共有居民24900万。

总的说来，异族居民（即不属于每个国家主要民族 
［注：在俄国为大俄罗斯人，在奥地利为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在土耳其为土耳其人。］

 的居民）的百分比，在西欧是6％，加上美国和日本则为7％，而在东欧，则是53％！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35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349—356页

















[163]《统计学和社会学》是列宁打算用笔名普·皮留切夫公开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这一著作未能写完。本卷《附录》收有小册子的提纲。小册子的全部准备材料载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0卷第280—300页。——[363]。



[164]见注109。——[364]。



[165]这里是引用俄国诗人亚·谢·普希金的抒情诗《英雄》中的话。普希金的这首诗采取“诗人”和“友人”对话的形式。诗中的“诗人”认为：拿破仑冒着生命危险去传染病院同患黑死病的士兵握手表示慰问一事，虽经历史学家考证并非事实，但一句“令人鼓舞的谎言”，要比千万个“卑微的真理”更加可贵。此处列宁是反普希金诗原意引用的。——[365]。



[166]《政治家年鉴》（《The　Statesman’s　Year-Book》）是英国的一家杂志，1864年起在伦敦出版。——[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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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党的一小段历史

（1917年2月底）

1917年1月7日，瑞士社会党执行委员会举行了会议。“中派”领袖罗·格里姆联合社会爱国主义的领袖们，把党代表大会（大会要讨论军事问题，原定1917年2月11日召开）不定期地延期。

诺布斯、普拉滕和奈恩等人对此表示抗议并投票反对。

觉悟的工人对这种延期极为愤慨。

1917年1月9日，公布了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决议案[167]。在多数派的草案中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保卫祖国（阿福尔特尔和施米德反对明确表示），但第3条毕竟提出了一个要求：“责成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提出原则性的论据，反对一切军事要求和拨款。”这是应当强调指出的！

1917年1月23日，苏黎世的《民权报》登载了举行全党表决的理由书[168]。这个理由书尖锐地然而十分正确地指出，这种延期意味着格贸特利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胜利。

领袖们暴跳如雷地反对这种全党表决。格里姆在《伯尔尼哨兵报》上，雅克·施米德（奥尔滕）在《新自由报》[169]上，弗·施奈德在《巴塞尔前进报》[170]上，后来，除这些“中派分子”外，社会爱国主义者胡贝尔在圣加仑的《人民呼声报》[171]上都对全党表决的发起人破口大骂并且进行威胁。

罗·格里姆领导了这次可耻的运动，尤其企图对“青年组织”进行恫吓，扬言要在最近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向它开火。

瑞士德语区和法语区的成百成百的工人积极地在全党表决的签名册上签了名。奈恩拍电报给明岑贝格，说州书记处很可能会赞成全党表决。

1917年1月22日，《伯尔尼哨兵报》和《民权报》登载了国民院议员古斯塔夫·弥勒的声明。弥勒向党提出正式的最后通牒，代表他那一派（他写的是“我们这一派”）发表声明说，他要辞去他的国民院议员的职务，因为“在原则上反对军事拨款”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1917年1月26日，格雷利希在他发表在《民权报》上的第四篇文章中向党提出了同样的最后通碟，说如果党代表大会接受多数派决议案中的第3条，那么“不言而喻”，他要辞去议员职务[172]。

1917年1月27日，恩·诺布斯在编辑部的短评（《论全党表决》）中声明说，他决不赞同举行全党表决的理由。[173]

普拉滕保持沉默。

1917年1月31日，书记处决定在1917年6月2—3日召开党代表大会（不应当忘记，书记处曾经决定在1917年2月11日召开党代表大会，但是这个决定被党的执行委员会撤销了！）。

1917年2月1日，在奥尔滕举行了只有部分人员出席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是被邀请参加协约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1917年3月）的那些组织的代表。

拉狄克、季诺维也夫、明岑贝格和“国际”派（德国的“斯巴达克”派，卡·李卜克内西就是该派的成员）的一个成员公开谴责罗·格里姆，说他由于联合社会爱国主义者来反对瑞士的社会党工人，是一个“在政治上已经死去”的人。

报界对这次代表会议极力保持沉默。

1917年2月1日，普拉滕发表了他关于军事问题的第一篇文章[174]。这里应当特别注意两点声明。

第一，普拉滕一字不差地这样写道：


　　“当然，人们感觉到委员会中没有那么一个头脑清楚的人和那么一位大胆无畏、始终如一的齐美尔瓦尔德战士，主张在战争结束以前把军事问题束之高阁。”



　　不难猜测这个不指名的打击是针对谁的。第二，普拉滕在同一篇文章里从原则上写道：


　　“军事问题不仅是围绕这个问题的各种意见的斗争，而且是为今后党的发展确定方向，这是反对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反对改良主义者而赞成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决断。”



　　1917年2月3日，中派分子（格里姆、施奈德和里马特等人）单独举行了会议，参加会的还有诺布斯和普拉滕。明岑贝格和勃朗斯基博士也受到了邀请，但是他们拒绝参加。会议决定对多数派决议案加以“修改”，结果这个决议案显著地改坏了，成了“中派的决议案”，特别是因为第3条被删去而被代之以模糊不清的词句。

1917年2月6日，举行苏黎世市社会民主党全体党员大会。最重要的议程是选举执行委员会。

到会的人很少，工人尤其少。

普拉滕提议延期。社会爱国主义者和诺布斯表示反对。提案被否决。

进行了选举。当人们看到勃朗斯基博士已经当选的时候，社会爱国主义者鲍曼代表执行委员会中的4个委员声明，他们拒绝同勃朗斯基博士共事。

普拉滕实际上是提议接受（服从）这个最后通牒，因为他宣布（这是完全不民主、不合法的）全部选举无效。这个提案被通过了！！！

1917年2月9日，公布了多数派的“新”决议案。签名的是“中派分子”格里姆、里马特、施奈德、雅克·施米德等人，然后是诺布斯和普拉滕。决议案显著地改坏了，正如上面所说，第3条被删去了。[175]

从决议案中丝毫看不出要反对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要坚决遵循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策略！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派的决议案，其中充满了“一般的”、所谓“理论的”套话，实际要求却故意提得很无力、很含糊、以致可以相信，不仅格雷利希和古·弥勒，甚至鲍曼＝苏黎世，也许都会同意收回自己的最后通牒，并且赦免……党。

最后的结果是：齐美尔瓦尔德主义被瑞士党的领袖们庄严地埋葬到“泥潭”里了。

补充。

圣加仑的《人民呼声报》（胡贝尔＝罗尔沙赫经常在该报发表文章）于1917年1月25日写道：


　　“对这一无耻行径（即提出举行全党表决的理由）只要摆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延期的建议（1月7日）是由格里姆同志提出的，而且得到曼茨、格雷利希、弥勒、阿福尔特尔和施米德等同志的大力支持。”



　　1917年1月16日《巴塞尔前进报》报道说，提出延期建议（1月7日）的有下列同志：“格里姆、里马特、施图杰尔、明希、朗格＝苏黎世、施奈德＝巴塞尔、凯尔＝圣加仑和施努连贝格”（原文如此！！？大概是印刷错误吧？似应为：施内贝格尔？）。

工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感谢这两家报纸提供这些名字！……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363—366页

















[167]指军事问题委员会中的多数派和少数派分别提出的决议草案。这两个决议草案发表于1917年1月9日《民权报》第7号，总标题是：《军事问题委员会的提案》。——[371]。



[168]指1917年1月23日《民权报》第19号《党的生活》栏刊登的关于举行全党表决的号召书，标题为《反对党执行委员会决定的全党表决开始了》。这次全党表决是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因党的执行委员会决定不定期地推迟召开讨论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的非常代表大会而发起举行的。——[371]。



[169]《新自由报只》（《Neue　Freie　Zeitung》）是瑞士索洛图恩州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机关报，1905—1920年在奥尔滕出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持中派立场。——[371]。



[170]《巴塞尔前进报》（《Basler　Vowarts》）是瑞士巴塞尔州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机关报，于1898年创刊。该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371]。



[171]《人民呼声报》（《Volksstimme》）是瑞士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机关报，1905年在圣加伦创刊。——[371]。



[172]指赫·格雷利希在1917年1月26日《民权报》第22号上发表的文章《论保卫祖国问题》。——[372]。



[173]编辑部短评《论全党表决》发表于1917年1月27日《民权报》第23号《党的生活》栏。——[372]。



[174]指弗·普拉滕《军事问题》一文，该文以社论形式发表于1917年2月1日《民权报》第27号，并续载于2月2、5、6日该报第28、30、31号。——[373]。



[175]指《对军事问题委员会多数派决议案的修正案》，该修正案发表于1917年2月9日《民权报》第34号。——[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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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提纲



［注：该文见本卷第68-85页.——编者注］



（1916年6月21日〔7月4日〕以后） 帝国主义和机会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


　　1．什么是帝国主义？（决议的定义+补充）。2．腐朽的趋势（寄生性）。

3．霍布森（1900年）。

4．恩格斯

　　　　1858年

　　　　1892年　→特别注意：要深入到非熟练工人中去，到群众中去

　　　　　　　　＋侨居造成的工人的分裂（参看恩格斯论美国）

　　　　　　　　＋殖民地人民组成的军队……

5．考茨基（掩饰）。

6．德国对英国……

7．对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

　　（马尔托夫）

8．我们党内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

　　（是2年还是20年？）。策略？

9．期限无法知道（两种前途和两条路线）……

10．民主派教人欺骗……

　　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的词句。

11．分裂（托洛茨基的诡辩）

　　分裂的增长（1916年1月12日吕勒的文章），

12．分袭的不可避免性。

A

垄断的（1）卡特尔

　　　（2）银行

　　　（3）原料产地

　　　（4）瓜分世界（国际同盟）。

　　　（5）领土。

B

寄生的（1）食利者

　　　（2）“让黑人驮着”

　　　（3）反动

Ⅰ＞300

Ⅱ＞1000

关于4　300

Ⅲ 1600

1．经济来源：超额利润。

2．英国1848—1868年（α）殖民地

　　　　　　　　　　（β）对…… 
［注：此处有一词无法辨认。——俄文版编者注］

 的垄断

3．殖民地（法国的，等等）

另一种垄断＝金融资本

补3：当时是一个国家，现在到处都发生分裂

4．“让黑人驮着”走。

5．“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出卖了自己”……

6．“群众”。这是什么？

7．到下层去

8．谁代表群众？

9．群众的行动。

10．这是欺骗。

劳合－乔治主义。

＋英国１８５０—１８９０　　　　同

和帝国主义１８９８—１９１４　　和异

德国的吕勒＋李卜克内西。英国的分裂。

“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召回主义”　　　　“以退为进”

　　　　　　　　　　＋＋争取改良和利用合法机会（它在革命策略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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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叶·季诺维也夫关于“论废除武装”文章的书面意见上作的批注



［注：“论废除武装”的文章指《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见本卷第86—97页）。——编者注］



（1916年8月）


关于论废除武装的文章


［注：“关于论废除武装的文章”和编号（1）、（2）、（3）以及“正是”下面的着重线是列宁加的。——俄文版编者注］


　　　　（1）您有两个论据：第一，不能废除武装，因为还可能有“正义的”战争；第二，国内战争也是战争。

第二个论据绝对正确，而且关键就在这里。但第一个论据需要立即加上很大的限制。各帝国主义“大”国——如您自己所列举的：德国、法国、俄国、英国、意大利、日本、美国——不会进行“正义的”战争。“年轻的”国家会反对（2）您：就是说，第一个论据对这些国家的工人政党不起作用，其实问题首先涉及（3）这些党。要知道，它们建议（连考茨基主义者也建议）正是在这些国家内要求废除武装。 

我看，最好预先估计到这种反对意见并予以答复（展开谈一下用民兵代替常备军的要求，并且主要集中谈第二个论据）。

如果用俄文发表，有些地方您需要加以修改。整个文章适应瑞士报刊的痕迹太重。谈尤尼乌斯和一些指导原则是多余的，因为这在您的两篇文章中都有。用这种形式谈考茨基主义和机会主义也是多余的。关于瑞士人的捐款问题——更不用说了。

您为什么不用德文发表这篇文章？勃朗斯基告诉我说，诺布斯愿意登（不顾别人不同意），但似乎是您拿回去了。也许，事情不完全是这样的吧？

建议把文章加以修改，交《社会民主党人报》。





当然，用俄文发表需要加以修改。

（1）不正确：

　　　　　而社会主义的“防御”战争呢？

（2）不正确。不是“就是说”。如果反对强盗国家的革命战争是可能的，那么，“笼统地废除武装”就是一个不正确的口号。 

（3）不正确！它们在什么地方说过这话？请找出来！

其次：假使它们说过这话，那么这里的“国际主义”在哪里呢？

不过请注意：在这里您并没有反对这一点，即一般地谈论反对“保卫祖国”，就意味着用空话欺骗自己。

注意。“我们的”近乎分歧的实质就在这里。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8卷第183—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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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和对它的态度》一文提纲
[176]



（不晚于1916年10月）


1

帝国主义和对它的态度

１．定义　经济的

　　　　　政治的　反动

　　　　　　　　　民族压迫

　　　　　　　　　兼并

帝国主义＝资本主义

　　　　　　　（1）卡特尔

　　　　　　　（2）大银行

（ａ）垄断的　（3）金融寡头

　　　　　　　　　（＞1000亿证券资本）

　　　　　　　（4）殖民地和资本输出（瓜分世界）

（β） 寄生的　（1）资本输出

　　　　　　　　（2）１０００亿证券资本

（γ）垂死的

　　　　（“过渡的”）。

１ａ．巴塞尔和开姆尼茨。｝

2．反对卡·考茨基缓和矛盾，隐瞒，回避，等等。

3．三条路线：

　奴仆　　　　　　　　　露骨的机会主义者

　　　　　　　　　　　　厚颜无耻的机会主义者

　改良主义者　　　　　　精巧的机会主义者　　民族主义自由派

　　　　　　　　　　　　隐蔽的机会主义者　　（李卜克内西）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马克思主义者

4．费边社分子+王德威尔得、饶勒斯之流（1907年）……[177]+《社会主义月刊》[178]+《钟声》杂志+伦纳之流+普列汉诺夫和在俄国的“学生”。

5．

（1）废除武装……

（2）欧洲联邦（帝国主义者的卡特尔）……

（与“中欧”比较）……[179]

（3）兼并……

（4）“和平”（社会和平主义）……

（5）“超帝国主义”……

（6）“保卫祖国”……

（7）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

（8）贸易自由（“和平的交往”）……

（9）殖民地（比较1907年和1914—1916年）……（滚出殖民地？）

（10）从殖民地得到的好处

　　　　　　　从本国殖民地输入和输出

　　　　　　　与“贸易自由”

（11）帝国主义和机会主义（情绪与倾向）。

（12）同机会主义者“统一”。

（13）1990—1914年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派别和目前的瓦解。

　　　米勒兰主义[180]（饶勒斯）

　　　伯恩施坦主义１８１

　　　英国的“自由派工人”

（14）投票赞成军事拨款。

（15）群众的行动＝“冒险”？

（16）过去（1909年；1910年；1911年的卡·考茨基与1914—1916年的相比）和后来。

　　（言和行。）

（17）卡·考茨基和潘涅库克1912年论群众的行动……

（18）折中主义与辩证法。

（19）恩格斯和马克思论英国机会主义的根源。

（20）掩饰

　　　1914年8月4日

　　　1914年8月2日和

　　　反对派的最后通牒

（21）对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同情。

　　　　（到处）

　　　　（还是在欧洲？）

（22）齐美尔瓦尔德和海牙。





	载于193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9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373—375页

















[176]以《帝国主义和对它的态度》为题的文章，列宁没有写成。——[382]。



[177]指费边派分子和埃·王德威尔得、让·饶勒斯等人在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对殖民地问题和反军国主义问题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383]。



[178]《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383]。



[179]卡·考茨基在1915年出版了《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一书。考茨基在这本书里为欧洲联邦思想辩护，并证明“资本扩张的意图”“不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方法，而通过和平的民主、自由贸易与和平的商品交换能够实现得最好”。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二国际的破产》和《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23—439页、第26卷第223—227页和本卷第69—85页）等著作中批判了考茨基这本书里的一些观点。——[383]。



[180]米勒兰主义是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一种机会主义策略，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列宁曾称米勒兰的这种行为是“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7页）。——[384]。



[181]伯恩施坦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修正主义倾向最露骨的代表爱·伯恩施坦得名。——[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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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提纲的要点



［注：提纲见本卷第204—215页。——编者注］



（1916年10月23日〔11月5日〕以前）

1．保卫祖国＝资产阶级的欺骗

在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中以及正在准备的新的战争中

因为是同帝国主义集团结成联盟，而不是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强国。

2．完全不信任资产阶级政府（以及瑞士各资产阶级政党）

　　（α）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做交易并且对它卑躬屈膝

　　（β）政治上的反动

　　（γ）跪在主战派面前。

补2。各国人民赞成预算。

3．完全可能把人民出卖给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强国或集团。

4．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

（（4a））驳斥保卫祖国这种资产阶级的欺骗

（（4b）以革命和经常的革命工作来回答

（（4d））无论是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都无条件地反对军事拨款

采取暴力

（（4e））不是以拒绝服兵役，而是以也在军队内采取群众性的革命行动来回答；军事行动

（（4f））建立秘密组织来回答束缚或限制自由的任何企图。

5＝4d。

6．物价飞涨。群众不堪忍受的处境。

“群众性的革命斗争”（阿劳）不是嘴上说说，不是仅仅写在纸上。

（（富人大发横财。））

7．财政改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同意征收任何间接税。

废除阿劳代表大会（1915年）和苏黎世代表大会（1916年）的决议。

8．全联邦统一的所得税和财产税。

9．强制转让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农业企业，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并保证供应贫民廉价的面包。

10．立即无条件地强制转让全部水力资源。

11．废除国债。

12．把工作扩大到群众，即扩大到多数

　　　　　　　　　　　贫困、穷苦的居民。

13．把工作扩大到　　　军队。入伍以前和服役期间。

14．把工作扩大到　　　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

15．把工作扩大到　　　各种工人团体（工人代表大会）

　　　　　　　　　　　［“解除职务”］

16．——向这些群众散发传单，各支部和国民院议员们展开竞赛。

17．强制转让工厂。

18．最高薪俸为6000并禁止敛积。

19．青年的组织：政治组织的自由；支持

　　　　　　　　（（批评他们缺乏明确的路线））

20．在整个路线上党内的两个派别。

21．同格留特利联盟的原则性斗争。

22．1917年国民院的选举和1917年2月代表大会的选举以及出版委员会的选举等一定要按纲领进行。

23．用三种文字出版2—4个版面的附刊。

24．强制加入国籍。

25．支持邻国的革命

　　　　　　　　　　　　（α）三个派别

　　　　　　　　　　　　（β）传单

　　　　　　　　　　　　（γ）赔款

26．同社会党国际局断绝关系。

27．妇女享有充分的平等权利。

28．不应采取改良主义的方式利用议会斗争和其他斗争。

29．应当沿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道路走在其他党的前面，而不是等待。

30．动议权和全民投票是为了宣传和准备社会主义的改造，而不是为了宣传和准备资产阶级的改良。

31．同那种所谓“不切合实际”的论调作坚决的斗争。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376—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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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社会民主党对战争态度的提纲》的“实践部分”草稿



［注：提纲见本卷第216—218页。——编者注］



（1916年11月底—12月初）


实践部分

（1）无论从军事观点出发还是从政治观点出发，都坚决拒绝保卫祖国，并且无情地揭露在这个口号掩盖下的资产阶级谎言。

（2）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无条件地反对一切军事拨款和要求，并且提出原则性的论据。责成党在议会以及所有其他国家机关中的代表做到这一点。

（3）党在整个宣传鼓动工作中，即在首要的实践活动中，反对一切军事机关，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的一切军事义务。

（4）党有步骤地全面转向革命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策略，不要限于在实际工作中搞改良主义。

（5）把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德国全体“斯巴达克”派的活动和工作作为真正反对这次战争和一切战争的唯一国际主义活动的典型和榜样。

（6）通过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同瑞士社会党内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即“祖国保卫者”）和改良主义者（即反对立即和经常运用革命斗争手段的人）作斗争。

（7）向群众说明，如果不彻底改变党的结构及其活动，如果社会爱国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不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工会组织、消费组织以及一切其他工人组织中占据所有的职位，那么任何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庄严声明都必然成为空话。

（8）宣传并准备最坚决的群众革命斗争（游行示威、罢工等等，视总的革命斗争的发展而定），目的是为了进行作为摆脱战争的唯一手段的无产阶级革命。

（9）向群众说明，他们自己应当在必要时从下面建立起专门的、能适应战时困难条件的组织，以进行上述斗争。

（10）设法使党外所有被剥削阶层都充分了解党在反对物价飞涨、反对战争等等斗争中的革命任务。

（11）在应征的适龄青年以及在军队等等中经常地进行上述宣传。





	　　原文是德文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第7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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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讨论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而准备的提纲要点
[182]



（1916年12月初）

Ⅰ．1．引言。

专为瑞士党内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而写。

从国际主义的观点来讨论（齐美尔）。

展开争论。

Ⅱ．2．财政改革。

3．赞成间接税？

4．印花税使群众“不会加重负担”？

5．“为了社会目的”提出的“三条”？

6．大大恶化和小小恶化的比较。

7．反动资产阶级和进步资产阶级的比较。

8．谁代表社会主义？

9．政治交易（暗中进行）

（自由思想的左翼——青年激进派）。 

10．资产阶级报刊《法兰克福报》[183]。

　　　　　　　　《新苏黎世报》[184]。

　　　　　　　　《琉森日报》。

　　　　　　　　 （Wettstein？）

11．《巴塞尔前进报》上的讨论。[185]

Ⅲ．12．直接税？代替反对物价飞涨的斗争。

13．剥夺大工厂和大宗收入。（示范。）

14．空想的？

15．于是——拒绝保卫国家？

16．仅仅是“俄国的”？

17．荷兰。

18．美国。

19．“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为的是什么？

20．客观条件。《格留特利盟员报》以革命来威胁。

Ⅳ．21．军事问题。

22．格里姆的提纲不能令人满意，所有的入口和出口仍然敞开着（还是为了机会主义者）。

23．“总的说来”。

24．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仅仅是资产阶级的？

25．对瑞士来说是国际的吗

[186]

26．“假定”？

27．准确而清楚的回答——没有。

28．《格留特利盟员报》论格里姆的提纲。[187]

29．左派的单独的（提纲）。草案。

Ⅴ．30．格留特利联盟。

31．奥·朗格：“我们是正确的”。[188]

32．原则性的斗争。　 

33．《法兰克福报》论“格留特利联盟”。[189]　 

34．1916年9月26日格雷利希谈这一点。[190]

35．教育群众？“大体上”只反对社会爱国主义。

36．格留特利联盟的堡垒和方法。

Ⅵ．37．国际在瑞士。

38．吉尔波事件。

Ⅶ．39．工会。

40．中立的还是有党性的？

41．稻草人——分裂。

42．现在各派别已在进行斗争。

43．《五金工人报》上的讨论。

44．格里姆的提纲，第9条末尾。[191]

Ⅷ．45．实际步骤？

46．全部？——行动纲领

　　　　　　　发言人

　　　　　　　联盟（参看…… 
［注：此处有一个词无法辨认。——俄文版编者注］



　　　　　　　　　　　　Mandl）

　　　　　　　出版社。

47．只有瑞士人自己才能解决和判断这一点。只有展开争论。

Ⅸ．48．太快？

参看李卜克内西。他的伟大之处何在？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382—384页

















[182]这个提纲大概是为作一次或几次关于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部状况的报告而写的。从第l点可以断定，报告的对象主要是参加瑞士社会民主党的俄国人或侨居瑞士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391]。



[183]《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391]。



[184]《新苏黎世报》（《Neue　Zuricher　Zeitung》）即《新苏黎世和瑞士商业报（《Neue Zuricher　Zeitung　und　Schweizerisches　Handelsblatt》），是瑞士资产阶级报纸，1780年起在苏黎世出版，1821年以前称《苏黎世报》。该报是瑞士最有影响的报纸。——[391]。



[185]指《巴塞尔前进报》关于对战争态度等问题的讨论。列宁对讨论文章作了摘录（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第28页和第29页）。——[392]。



[186]以上几条说的都是罗·格里姆关于军事问题的提纲。第23条是说该提纲第2条和第3条只一般地谈大小国家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性质，而不具体地强调指出瑞士政府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联系。第24条是说该提纲第6条只批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但对社会和平主义只字不提。第25条是说该提纲关于同战争危险作斗争的实际建议的第8条，这一条分为国际任务和民族任务两部分。格里姆的提纲全文和列宁对它的批注，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第44—5l页。——[392]。



[187]指1916年7月25日《格留特利盟员报》对罗·格里姆关于军事问题的提纲的评论。列宁对该文的摘录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第30页和第3l页。——[392]。



[188]指奥·朗格在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代表大会（1916年11月4—5日）上所作的关于党对格留特利联盟的态度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竭力证明，党的执行委员会在对格留特利派的态度问题上一贯执行“正确”的路线，极不愿意同格留特利联盟分裂。——[393]。



[189]指1916年11月8日《法兰克福报》刊登的一篇关于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代表大会的通讯。作者希望格留特利分子回到瑞士社会民主党里去，以便继续发挥其影响。——[393]。



[190]指刊登在1916年10月8日《格留特利盟员报》上的赫．格雷利希1916年9月26日的公开信。信中指责格留特利分子不支持他对党内激进一翼的斗争。——[393]。



[191]这里说的是1916年9月《瑞士五金工人报》关于战争问题的讨论。该报编辑部按语认为，工会不应当研究战争问题或考虑采取任何的政治行动。可是罗·格里姆关于军事问题的提纲第9条末尾却说在发生战争时党应当同工会机关一道组织群众性罢工。——[393]。







《列宁全集》第28卷


《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的提纲



［注：《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见本卷第314—334页。——编者注］



（1917年1月9日〔22日〕以前）

（（1））1月22日（1月9日）＝革命的开端。战争加速了它的到来。

（2）1月22日事件的简单情况。

（（3））极其巨大的变化。

（司徒卢威于1月7日：没有革命的人民。第59页。托洛茨基书。 
［注：指托洛茨基的著作《革命中的俄国》1910年德文版。——编者注］

 ）

加邦——革命神父。

向沙皇陛下请愿。革命。

群众反对国家政权首脑的直接行动。

革命者：一小群（几百名）——无产阶级的领袖因而也是革命的领袖。


托洛茨基书第123页末尾

　　（4）罢工（世界史上第一次能根据罢工的（历史）统计材料最好地、最准确地加以理解和研究的革命）。（5）45000……（1895—1904年）8万（1903年）

　　　　　　　　280万（1905年）——40万（1905年1月）

　　（1个月就等于革命前的10年）

（6）罢工的浪潮　先锋队和后卫

　　　　　　　　　五金工人和落后工人

　　　　　　　　　北方和西北＝先锋队……

（7）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

（8）1905年春——农民运动的开端……（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容）

（9）1905年6月28日（15日）——“波将金号”起义……

（10）三个浪潮：罢工浪潮——第一个，起领导作用，单独组织起来的农民运动——几乎无法与之相比（软弱得多）

　　（可惜，只占1/15，30000个中烧毁了2000）。

（11）抵制八月杜马……议会制度……

　　　军人起义（对比1825年和1905年）。

（12）最高点：1905年10月和12月：

大学里的群众大会……第74页。托洛茨基书。哈尔科夫1905年10月23日[192]

10月：全国第一次具有政治性质和革命性质的群众性罢工。

（+第69页。托洛茨基书。铁路员工邮局职员。）

1905年10月30日（17日）诏书。

12月：莫斯科起义……第214页托洛茨基：高尔基。[193]

9天：托洛茨基书第221页

（麦克斯·维贝尔谈“列宁集团”的作用）……

托洛茨基书第219页：1905年10月25日莫斯科的大炮。[194]　 

第222页：莫斯科1905年。柏林1848年。[195]

（“八小时工作制和武器”。托洛茨基书第164页。）[196]

政治罢工人数的最高点……八小时工作制。资产阶级突然改变主意。同盟歇业。

农民运动的最高点……

军人起义的最高点……

第185—6页（托洛茨基书）：军人起义中的工人和农民。[197]

工人代表苏维埃……

（13）反革命的胜利（1905年12月）……

借款20亿法郎：1906年春！（注意）

（14）重新组织进攻的企图。

第一届杜马（1906年春）……（农民政党+社会民主党人）。

罢工浪潮和农民运动的最后一次浪潮。

第二届杜马（1907年春）……没有任何农民运动

　　　　　　　　　　　　软弱的罢工浪潮。

（15）1907年6月3日（16日）政变。反革命时期开始，到1912年。

（16）意义：（α）俄国更新（列夫·托尔斯泰感到遗憾）[198]

　　　　　（β）亚洲骚动（土耳其，波斯，中国）。

　　　　　（γ）欧洲的工人运动：奥地利。

　　　　　（δ）未来欧洲革命的榜样和序幕。

在一定意义上是无产阶级革命 

在四个方面是榜样和序幕：

（α）关于群众积极性提高的具体概念。

（（罢工））

（β）群众性罢工的作用

注意“隐蔽的社会主义”（恩格斯）[199]

德文书中讲得最好的：　　　　　　　　　　　罗莎·卢森堡

罗莎·卢森堡（联系西欧的斗争特点）……　　　　《群众性罢工、党和工会》（1906年汉堡版）

注意波兰学生：

245 
［注：此处有一个词无法辨认。——俄文版编者注］

 203 　　（γ）吸引军人、军队参加斗争。

（δ）国内战争。（参看考茨基的《社会革命》）（1902年）：“今后的革命”……“恐怕不会是突如其来的反对政府的起义，而多半是国内战争……”第48页）。


对提纲的补充



［注：写于手稿第8—11条右边空白处。——俄文版编者注］



约7000万俄亩大地产

约7000万俄亩最贫穷的农民　 

+社会民主党书刊的传播

+民族运动

+1905年10月的反犹暴行：100个城市，4000人被打死，10000人被打成残废

托洛茨基书第114页。





	原文是德文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6卷第150—156页

















[192]指列·达·托洛茨基《革命中的俄国》一书中下面一段话：“在哈尔科夫，10月10日，群众大会以后人群占领了兵器商店。11日，在大学旁边，工人和大学生们筑起了街垒。”——[396]。



[193]《革命中的俄国>一书此处说：“当时在莫斯科的高尔基写道，许多人认为开始修筑街垒的是革命者，这当然使人很荣幸，但不完全公正。街垒恰恰是居民，是非党分子开始修筑的，而事件的精髓就在于此。”——[396]。



[194]《革命中的俄国》一书此处说：“12月12日（25日），战斗队员们从龙骑兵和炮兵手里夺取了一门大炮。他们围着它忙乎了整整一刻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大队龙骑兵和哥萨克夺走了这门炮才使他们摆脱了困境。”——[396]。



[195]《革命中的俄国》一书此处说：“起义使莫斯科居民死伤各千人。他们中有86名儿童，其中包括吃奶的婴儿。如果想到，1848年三月起义（它当时使普鲁士专制制度受了无法医治的创伤）只在柏林街道上留下183具尸体，这些数字就显得更加触目了。”——[397]。



[196]《革命中的俄国》一书此处有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报告人在苏维埃会议上的如下讲话：“如果我们没有为群众争取到八小时工作制，那么我们已为八小时工作制争取到群众。从今以后，在每一个彼得堡工人的心里都活着他的战斗呼号：八小时工作制和——枪。”——[397]。



[197]《革命中的俄国》一书此处说到，从工人中征集来的技术兵迅速而坚决地参加革命，而从农民中征集来的步兵则表现犹豫和动摇。——[397]。



[198]这里是指列·尼·托尔斯泰1908年6月26日给尼·瓦·奥尔洛夫的画集《俄国的农夫》写的序言，其中说俄国人民过快地“学会了搞革命”。—一[397]。



[199]这里是指恩格斯1888年2月22日给弗·左尔格的信中的话：“在这里，幸而还同某些社会主义组织的任何教条公式相对抗的直觉的社会主义，愈来愈掌握群众，因而群众对决定性的事件会较容易地接受。只要有什么地方一开始，资产者就会对原来是隐蔽的、到那时爆发出来变为公开的社会主义大吃一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3页）——[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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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和社会学》一书提纲

（1917年1月）


（暂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列宁全集》第28卷


《列宁全集》第28卷

年表

（1916年7月—1917年2月）


1916年


1916年7月—1917年2月


列宁居住在瑞士苏黎世，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工作；同国内各党组织和党的活动家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通信；编辑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6—58号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1—2辑；积极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工作，帮助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分子作斗争。


7月—11月


在苏黎世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阅读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问题的各种书籍和报刊，并作摘录。


7月1日（14日）


致函在法国索城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对他没有收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手稿一事表示不安，请他一旦收到手稿就立即告知。

致函在瑞士黑尔膝斯泰恩的伊·费·阿尔曼德，告知至今仍然没有收到国外组织委员会关于《工人报》的决议和格·雅·别连基关于皮·布里宗的发言的信件。


7月1日（14日）以后


阅读1916年7月的《不来梅市民报》、《汉堡回声报》、《科隆日报》、《前进报》和《工人政治》杂志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和通讯，用德文和俄文作关于战争问题的摘录和批注。


7月2日和12日（15日和25日）之间


写《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一文。


7月3日和8日（16日和21日）之间


因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治病的需要，迁往苏黎世附近山区的弗吕姆斯。


不早于7月4日（17日）—8月底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住在弗吕姆斯的丘季维泽休养所。


7月5日和10月22日（7月18日和11月4日）之间


阅读1916年巴黎出版的小册子《齐美尔瓦尔德的社会党人与战争》，并在上面作记号。


7月7日（20日）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伊·费·阿尔曼德，赞成把她的文章（可能是《谁将为战争付出代价？》一文）收入文集。该文没有刊登出来。


7月8日（21日）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说已开始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写文章；告知自己在弗吕姆斯的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


7月8日（21日）以后


收到米·格·茨哈卡雅从日内瓦的来信，信中附有科·马·钦察泽1916年5月7日（20日）写的一封信的译文，钦察泽在信中请求列宁在筹办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报纸方面给予帮助。


7月11日（24日）以前


阅读在萨拉托夫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文集《在老的旗帜下》，并在文集中的一些文章上作记号。


不晚于7月11日（24日）


收到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来信，信中告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手稿仍然没有收到，建议把另一份手稿直接寄往彼得格勒。

阅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出版的《工人阶级及战争与和平问题。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提出的宣言草案》小册子，并在上面作记号。


7月11日（24日）


致函在索城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对1916年6月19日（7月2日）用挂号寄出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手稿下落不明表示担心，询问另一份手稿经瑞典寄去是否可靠。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给他寄去《在老的旗帜下》文集，请他阅后寄给格·亚·乌西耶维奇，还谈到了给浪潮出版社复信的内容。


不早于7月11日（24日）


阅读格·雅·别连基从巴黎的来信，信中说列宁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在法国销路很好，法国工人对这本小册子很感兴趣。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强调必须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写论机会主义、失败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文章。


7月11日（24日）以后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说已寄去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写的文章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书记处的小册子《工人阶级及战争与和平问题》。


7月12日（25日）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伊·费·阿尔曼德，建议她向格·叶·季诺维也夫去要列宁的《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和《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两篇文章的手稿；劝她去治病。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米·柯伦泰，谈挪威社会民主党左派代表在即将在海牙召开的中立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上的任务；希望提出几个交付表决的问题：赞同齐美尔瓦尔德决议和昆塔尔决议，谴责亨·迈·海德门、马·桑巴、卡·列金及格·瓦·普列汉诺夫之流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列宁在信的最后还询问柯伦泰与出版社是否有联系，因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想搞点翻译和编写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材料，以解决长期在山区疗养的费用问题。


7月12日（25日）以后


获悉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于1916年7月12日（25日）在彼得格勒逝世，终年82岁。


7月12日（25日）以后—8月


在母亲逝世后忍着悲痛，两次写信安慰姐姐和妹妹。


7月13日（26日）以后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给他寄去恩格斯的一组文章《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和自己的《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一文，说《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一文即将完稿；请他将《〈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的文章目录和1916年《伯尔尼哨兵报》第173号上的罗·格里姆的声明的剪报寄来；批评发表在1916年《明日》杂志第7期上的昂·吉尔波的文章《向战争宣战》。


不早于7月17日（30日）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询问是否已写信约尼·伊·布哈林写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辩论文章。


7月17日（30日）以后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请他把《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的俄文本和德文本核对一遍，然后送去付排；建议向亚·米·柯伦泰约稿。


7月20日（8月2日）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关心弗·普拉滕和威·明岑贝格同罗·格里姆就军事问题提纲进行的论战，请他将《伯尔尼哨兵报》上刊登的有关这方面的材料的剪报寄来。


7月20日和29日（8月2日和11日）之间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一文已经脱稿，正在写《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


不早于7月22日（8月4日）


阅读《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学文库》第42卷第1分册，用德文和俄文作《1915—1916年的工会运动……》一文的摘录和批注。


7月22日（8月4日）以后


阅读《年鉴》杂志编辑部1916年7月22日（8月4日）的来信，信中说由于书报检查机关的限制，列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前是什么样的党，现在又成了什么样的党》一文无法刊登，问他是否同意把该文转给别的出版社（列宁的这篇文章没有找到）。


7月23日（8月5日）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请他订购两本开本大小适合的书，以便利用书的硬书皮转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手稿；提醒他必须了解在德国的俄国俘虏的情绪、要求和意见。

致函在索城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说由于寄给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手稿已经丢失，另一份手稿只好用伪装的办法寄去。列宁在信中还说，由于孤帆出版社想把书的篇幅压缩到3个印张，所以请波克罗夫斯基向出版社坚持原先谈妥的5个印张的篇幅。


7月23日和8月18日（8月5日和31日）之间


致函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要求孤帆出版社出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保持约稿时谈妥的篇幅，要求保留注释和参考书目。列宁在信中还说，如果感到书名中的“帝国主义”一词可怕，可以改用《现代资本主义的最新经济资料》或类似的书名。


7月28日（8月10日）


委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在日内瓦的索·瑙·拉维奇，告知给她寄去两本法文书，里面装的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手稿；请她将这两本书用挂号寄给在巴黎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


7月28日和8月7日（8月10日和20日）之间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询问他是否收到格·列·皮达可夫的信；告知寄去《新时代》杂志和《人民论坛报》，要求寄来《保险问题》杂志。

阅读格·叶·季诺维也夫代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写给尼·伊·布哈林的信的草稿，信中建议布哈林立即就叶·波·博什和格·列·皮达可夫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分歧表明态度。列宁对这封信作了补充。

收到格·列·皮达可夫从鲁瓦（挪威）的来信，信中提出他同意把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上的条件。

致函在鲁瓦的格·列·皮达可夫，批评他向《〈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编辑部提出的要求是企图在党内享有特权，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7月30（8月12日）以后


阅读1916年《钟声》杂志第20期，用德文和俄文作恩·海尔曼《争论的实质》一文的摘录。


7月下半月


致函在苏黎世的莫·马·哈里东诺夫，说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将把与其联系的秘密接头地点、暗号及方式写信告诉哈里东诺夫，以供去俄国的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人瓦·马尔库使用；要求马尔库向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和敖德萨等地的有关人员报告关于欧洲和美国的左派和国际主义者运动的情况；告知寄去自己的关于废除武装的文章并要求让马尔库看一看这篇文章。列宁在信中还提到自己大约过两星期回苏黎世。


不晚于7月


在格·叶·季诺维也夫关于《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和《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两文的书面意见上作批注。


7月


研究关于民族问题的材料，在以《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问题和民族压迫问题的笔记》为标题的笔记本里，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献》（1916年第6卷第1册）和1902年斯图加特出版的《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遗著》第3卷等各种书籍中作摘录写批注。


8月5日（18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和索·瑙·拉维奇，对他们没有答复1916年7月29日（8月11日）发出的关于转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手稿的电报和书信表示不安；询问他们的图书馆中是否有《俄国纪事》杂志，是否要给寄几期去。


8月9日（22日）以前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说贝·布鲁特舒是无政府主义者，他的文章只有加上编者按才能刊登；告知《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和《论“废除武装”的口号》两篇文章已经寄出，主张把它们刊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1辑上；指出《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一文不能推迟到第2辑上发表，因为这篇文章同自决问题和废除武装问题两篇文章不可分割。


8月10日（23日）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指出季诺维也夫在列宁给格·列·皮达可夫的信上加的几句话破坏了该信的讽刺语气，而信的要害就是讽刺。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以自己和列宁的名义，写信给在日内瓦的卡尔宾斯基夫妇，说从国内获悉彼得格勒工人斗志昂扬，正在准备举行总罢工，外省发生了几次逮捕事件；说已收到《保险问题》杂志，该杂志谈到有必要恢复《真理报》，报纸应由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掌握。


8月13日和12月5日（8月26日和12月18日）之间


致函在绍德封的亚·叶·阿布拉莫维奇，谈到必须揭穿瑞士社会和平主义者茹·安贝尔－德罗冒充英雄的行为（这封信没有找到）。


不早于8月14日（27日）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要求寄回自己就季诺维也夫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撰写的《第二国际和战争问题》一文所写的信件和意见。


8月14日和18日（27日和31日）之间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说自己的两篇文章已给印刷所寄去；对季诺维也夫没有寄回列宁对他的文章的意见非常着急，再次要求把这些意见寄来。此外，列宁在信中还谈到《〈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1辑的内容以及罗马尼亚向奥匈帝国宣战等事情。


8月18日（31日）以前


收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委员会所属声援战俘委员会的领导人格·李·什克洛夫斯基从伯尔尼的来信，信中附有俄国战俘的信件。列宁在复信中祝贺声援战俘委员会工作顺利。

致函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美·亨·勃朗斯基，谈华沙市杜马选举的结果（这封信没有找到）。


8月18日（31日）


致函在苏黎世的莫·马·哈里东诺夫，同意给他寄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手稿和为《民权报》写的文章；询问《民权报》上是否发表了卡·伯·拉狄克反对废除武装的文章。

致函在索城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说自己被迫同意孤帆出版社提出的对《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手稿作某些删节的建议，对删节该书的结尾部分尤感遗憾；询问在《年鉴》杂志上发表时能否不改动手稿的结尾部分。


8月19日（9月1日）以后


研究英国、法国和德国报纸上的作战地图，并在保存这些地图剪报的信封上写了“各战场地图”、“注意地图”等字样。


8月22日和9月9日（9月5日和22日）之间


格·雅·别连基从巴黎寄信给列宁，告知在巴黎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的条件、重建国际联系委员会举行的会议和会议讨论谴责龙格主义的声明的情况。信中还谈到《我们的言论报》遇到的危机，建议在巴黎出版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小册子。


8月30日（9月12日）和12月之间


阅读191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第6号，在尔·马尔托夫的《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与俄国革命》和《谣言》等文章上作记号，在以后写的《齐赫泽党团及其作用》一文中引用并批判了马尔托夫的前一篇文章。


8月底—9月初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从弗吕姆斯的丘季维泽休养所返回苏黎世。


8月


校订亚·米·柯伦泰的《第三国际和女工》一文。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已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寄去文章；请他计算一下第1辑的文章篇数；对自己的文章迟迟未交印刷所表示不满；询问《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校样的情况；表示愿为《在老的旗帜下》文集写论考茨基主义的文章。

开始为《在老的旗帜下》文集写论考茨基主义的文章，起草文章的提纲。

阅读尼·伊·布哈林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并作笔记。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对尼·伊·布哈林的《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提出反对意见；不同意季诺维也夫对《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一文的意见；强调正确确定时代同当前的战争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信中还谈到应如何对待“保卫祖国”的口号。

致函尼·伊·布哈林，说他的《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不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上发表，除篇幅和经费等原因外，主要因为该文存在一些缺陷，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区别的论断是根本不对的。


8月—9月初


在给尼·伊·布哈林的关于发表他的《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的信的草稿上写批语：“必须压下！”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认为不刊登布哈林的《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主要是因为该文有原则性的缺陷。


8月—9月


写《论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对彼·基辅斯基（尤·皮达可夫）〈无产阶级和金融资本时代的“民族自决权”〉一文的回答》、《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等文章。


9月1日（14日）


收到格·雅·别连基从巴黎的来信，信中告知关于在巴黎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的条件。


9月2日（15日）


致函在瑞士泽伦堡的伊·费·阿尔曼德，指出瑞士的青年组织正在各地兴起；答应给她寄去《论废除武装》一文。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说正在研究弗·科里乔纳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党内生活》一文；谈到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中刊登弗·尤·弗里多林和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文章的事。信中还转告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关于要季诺维也夫寄来几期《保险问题》杂志的请求。


9月2日和23日（9月15日和10月5日）之间


给在瑞士泽伦堡的伊·费·阿尔曼德寄去自己的《论废除武装》一文，请她修改译文并归还手稿。


9月6日（19日）


收到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从彼得格勒寄来的书籍和8月8日（21日）的来信，信中说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被逮捕。


9月7日（20日）


致函在彼得格勒的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对姐姐被捕一事表示担忧，建议他去找最好的律师。


9月9日（22日）


阅读阿·维尔特的《当代的世界历史》一书，并作记号和批注。


9月13日（26日）以前


收到格·雅·别连基从巴黎打来的电报，电报中说他同意承担在巴黎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的工作。


9月13日（26日）


致函在泽伦堡的伊·费·阿尔曼德，说在苏黎世的几个图书馆里没有法国社会党人历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建议问一问日内瓦和纳沙泰尔图书馆。

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伯尔尼的弗·米·卡斯帕罗夫的信里写附言，祝他身体健康，并建议认真治病和经常来信谈谈自己的情况。


不早于9月14日（27日）


阅读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1916年第269号上的《德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闭幕》一文，在《给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贺词》中引用了这篇文章。


9月17日（30日）


出席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的议程包括关于总罢工、关于筹备社会党第三次代表会议和研究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宣言、关于开展革命活动制止战争等问题。但由于英国和法国代表没有出席，决定无限期地推迟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不晚于9月20日（10月3日）


把《论废除武装》一文寄给瑞典和挪威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发表。


9月20日（10月3日）


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上写附言，祝他美国之行取得成功。


9月22日（10月5日）以前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建议给尼·伊·布哈林复信要写得缓和一些。布哈林曾写信反对编辑部关于不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上刊登他的《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的决定。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对他的《失败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一文提出补充意见；答应很快就寄去对格·列·皮达可夫的《无产阶级和金融资本时代的“民族自决权”》一文的答复。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请他赶快退还自己给格·列·皮达可夫的答复和皮达可夫的《无产阶级和金融资本时代的“民族自决权”》一文的手稿。


9月22日（10月5日）


致函在黑尔滕斯泰恩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谈到《〈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2辑将在伯尔尼出版；请求寄还《事业》杂志。


不早于9月22日（10月5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告知《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手稿已寄出，以便打字誊清。


9月22日（10月5日）以后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请他将所附的注释加进自己的《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

致函即将前往俄国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强调必须就全部最重要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指出总的工作计划应包括：理论路线、当前的策略任务、直接的组织任务；认为在理论上取得一致是工作所必要的；指出调和主义和联合主义在国内对工人政党来说是最有害的东西；提出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印发反对沙皇制度的通俗传单，加强同国内工人领导人的联系，进行秘密通信和运送书刊及其他材料，利用俄国的公开报刊。


9月23日（10月6日）


致函在泽伦堡的伊·费·阿尔曼德，请她归还论废除武装的文章；告知弗·米·卡斯帕罗夫抵达苏黎世。

会见途经苏黎世的弗·米·卡斯帕罗夫，并同他谈话。


9月24日和10月2日（10月7日和15日）之间


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写贺信给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贺信在10月2日（15日）的代表大会上宣读。


9月26日（10月9日）


致函在泽伦堡的伊·费·阿尔曼德，请她立即归还论废除武装的文章。


不早于9月


阅读1916年《事业》杂志第3期，在维·伊·查苏利奇的《战后》、彼·巴·马斯洛夫的《战争的观念形态》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的《政治和社会集团。分裂的俄国》等文章里作记号。


9月—10月


写《遇到三棵松树就迷了路》一文。


9月—不晚于12月


阅读1916年9月《崩得国外委员会公报》第1期，在《关于崩得中央委员会会议的通知》和尔·马尔托夫的《简单化的危险》以及《俄国来信》等文章上作记号，在自己的《为机会主义辩白是徒劳的》和《齐赫泽党团及其作用》等文章中引用了上述文章中的材料。


10月1日（14日）以前


收到尼·伊·布哈林从克里斯蒂安尼亚的来信，信中反对编辑部对他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所提出的意见。信中还告知，他已把列宁的论废除武装一文转寄给瑞典和挪威的报纸。


10月1日（14日）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尼·伊·布哈林，指出他的《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中的错误论点，说他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时断章取义。列宁还说，值得非常高兴的是，在反对“废除武装”的问题上他们的看法取得了一致。


10月8日（21日）


致函伊·费·阿尔曼德，告知已收到论帝国主义的小册子；建议她离开泽伦堡，否则会冻坏和感冒的。


10月9日（22日）


致函在彼得格勒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询问出版社是否收到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手稿；认为这部书非常重要，希望能尽快出版；请她打听《卡尔·马克思》这一条目是否已编入格拉纳特百科词典。


10月12日（25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感谢他为《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打字。

用德文致函奥地利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弗·科里乔纳，请他详告奥地利施佩耶尔兵工厂罢工以及弗·阿德勒刺杀奥地利首相卡·斯图尔克的情况。针对这一举动，列宁强调指出，把个人恐怖作为革命的策略是不适当的和有害的，只有群众运动才是真正的政治斗争。


10月12日（25日）以后


在因弗·阿德勒刺死奥地利首相卡·斯图尔克一事而举行的集会上发表演说。


10月13日（26日）


复函布尔什维克巴黎支部书记格·雅·别连基，说在巴黎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要经书报检查机关检查是不值得的；请他了解一下报上登载的关于协约国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将于12月11日（24日）在巴黎举行的消息是否属实；答应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传单。


10月15日（28日）


致函伊·费·阿尔曼德，说已给她寄去1916年《年鉴》杂志第7期；谈到自己同亚·叶·阿布拉莫维奇的谈话；请她不定期地给寄载有批判“少数派”之类文章的、令人感兴趣的《人道报》。


10月16日和22日（10月29日和11月4日）之间


阅读刊登在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1916年第301号上的意大利社会党给弗·阿德勒的祝贺信并用意大利文作摘录，在1916年10月22日（11月4日）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曾谈到这封信。


10月17日（30日）


致函在泽伦堡的伊·费·阿尔曼德，告知自己将于10月22日（11月4日）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讲话，并请她把随信所附的讲话稿翻译成法文。


10月18日（31日）


致函在泽伦堡的伊·费·阿尔曼德，请她在翻译列宁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时加进两点补充。


10月18日和22日（10月31日和11月4日）之间


收到伊·费·阿尔曼德从泽伦堡寄来的列宁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法文译文。


10月21日和22日（11月3日和4日）


出席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的几次会议；参加起草代表大会关于对昆塔尔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态度问题的决议。


10月22日（11月4日）


参加苏黎世举行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工作。


10月22日（11月4日）


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开幕会上用德语讲话，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向大会表示祝贺。

致函在泽伦堡的伊·费·阿尔曼德，感谢她寄来列宁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法文译文；告知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夕瑞士左派举行了会议，代表大会给自己的印象很好。列宁在信中说，大战以来，左派不仅第一次出现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而且开始团结成一个既反右派又反“中派”的反对派了。


10月23日（11月5日）以前


写《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提纲。

给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寄去《瑞士社会民主党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提纲，请他把这一文件转交给伊·费·阿尔曼德，让她译成法文，以便在日内瓦、洛桑、绍德封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散发。

收到伊·费·阿尔曼德从泽伦堡的来信，信中要求解释“经济帝国主义”这一用语。


10月23日（11月5日）


复函在泽伦堡的伊·费·阿尔曼德，告知他写的《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将对“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作详细分析；提到要为左派的团结加强宣传，说自己打算向他们作一次报告；询问她是否已收到《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提纲，对这一提纲有何意见。


10月24日（11月6日）以前


审阅《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6号校样上的自己的《论单独媾和》和《整整十个“社会党人”部长》两篇文章。


10月24日（11月6日）


列宁的《论单独媾和》和《整整十个“社会党人”部长》两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6号上。


不早于10月24日（11月6日）


用德文抄录卡·伯·拉狄克对自己的《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提纲所提出的意见，并加上标题：《拉狄克写在一份提纲上的意见》。


10月25日和27日（11月7日和9日）


两次致函在泽伦堡的伊·费·阿尔曼德，说让·饶勒斯的一本书已寄出，请她在11月17日（30日）归还。


10月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以及《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和《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两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1辑上。


不晚于10月


起草《帝国主义和对它的态度》一文提纲（这篇文章没有写成）。


不早于10月


致函在日内瓦的尼·达·基克纳泽，感谢他介绍了同在民族问题上采取错误立场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进行辩论的情况；建议向他们索取论述他们观点的书面提纲；指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对“民族”问题和“保卫祖国”的性质问题一窍不通；说自己的《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已寄出，供讨论“保卫祖国”和民族自决权问题时参考。


10月—12月


审订格·叶·季诺维也夫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2辑写的《第二国际和战争》一文。

写《关于对倍倍尔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的修正案》，供《〈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2辑刊用。


11月1日（14日）以后


收到弗·普拉滕的来信，信中邀请列宁参加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于1916年11月7日（20日）举行的讨论政治形势和今后党的活动的会议。


11月7日（20日）


在苏黎世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座谈《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提纲和瑞士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问题。

致函在泽伦堡的伊·费·阿尔曼德，感谢她将《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提纲译成法文；阐述马克思主义对战争和“保卫祖国”的态度；答应给她寄去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


11月12日（25日）


致函在泽伦堡的伊·费·阿尔曼德，告知由于缺少有关法国的具体资料，无法为法国左派改写《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提纲；对同法国国际主义者缺少联系表示遗憾；谈到应如何对待一般民主主义运动，说社会民主党人始终拥护民主，但不是为了资本主义，而是为了给我们的运动扫清道路。


11月13日（26日）以前


致函在泽伦堡的伊·费·阿尔曼德，对她的给“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女党员”（大概指克·蔡特金）的信的草稿提了几点意见。在这封信中，阿尔曼德代表《女工》杂志编辑部建议就妇女运动问题交换意见，希望召开左派妇女社会党人非正式代表会议。


11月13日（26日）


致函在彼得格勒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说她寄来的书籍和明信片已收到。从明信片中得知，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即将获释出狱。


11月13日（26日）以后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1916年11月13日（26日）从彼得格勒的来信，信中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在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作了关于停止出版《共产党人》杂志的报告，俄国局就这一问题通过了表示赞同中央机关报的路线的决议。信中还谈到施略普尼柯夫希望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里刊登尼·伊·布哈林的《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谈到应禁止有内奸嫌疑的米·叶·切尔诺马佐夫参加党的工作等问题。


11月15日（28日）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希望她到日内瓦谈谈关于组织新机关报编辑部的情况；提出在她离开克拉伦时利用苏黎世图书馆图书的办法。

致函索·瑙·拉维奇和格·叶·季诺维也夫，谈关于新机关报编辑部组成人员的问题（这封信没有找到）。


11月17日（30日）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指出她关于“保卫祖国”和关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内部的相互关系问题的观点是不对的；强调必须具体地、历史地对待“祖国”和“保卫祖国”的口号，认为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信中还谈到同格·列·皮达可夫、叶·波·博什、尼·伊·布哈林、卡·伯·拉狄克以及格·叶·季诺维也夫的分歧。

在苏黎世再次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座谈《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提纲和瑞士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问题。


11月18日（12月1日）


致函在温特图尔的瑞士社会党人阿·施米德，对瑞士左派为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准备的关于社会党人对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的决议如何写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不早于11月18日（12月1日）


阅读刊登在《青年国际》杂志第6期上的尼·伊·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强盗国家》一文，写评注。

写《青年国际》一文。

起草《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一文提纲，这篇文章预定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4辑上发表，但该文没有写成。


不晚于11月23日（12月6日）


收到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从索城的来信，信中谈到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出版问题。


11月23日（12月6日）


致函在索城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告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两本书的稿费已经收到。


11月底


用德文致函美·亨·勃朗斯基，对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弗·普拉滕起草的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的逻辑结构提出意见。


11月底—12月初


用德文起草《瑞士社会民主党对战争态度的提纲》的“实践部分”。


秋天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拜访从索菲亚移居苏黎世的保加利亚工人、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紧密派）党员索·戈尔德施泰因，在谈话中指出在工人中间加强政治工作的必要性。


12月初


用德文写《瑞士社会民主党对战争态度的提纲》的第一稿。

用德文写《瑞士社会民主党对战争态度的提纲》。

用德文写《为讨论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而准备的提纲要点》。


12月1日（14日）以后


收到尼·达·基克纳泽从日内瓦的来信，信中要求解释一些关于民族自决权的问题。

致函尼·达·基克纳泽，解释他在对战争的态度和民族自决权等问题上的立场为什么是错误的。


12月2日和20日（12月15日和1917年1月2日）之间


阅读1916年《不来梅市民报》第295号，用德文作摘录，在《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一文中利用了这一材料。


12月3日（16日）


就推销关于瑞士社会民主党党内状况的小册子和传单一事，同威廉·明岑贝格谈话。


12月4日（17日）以前


收到亚·叶·阿布拉莫维奇的来信，信中告知同意推销1500份关于瑞士社会民主党党内状况的小册子和传单。

给法国社会党人昂·吉尔波寄去自己的《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提纲。

收到昂·吉尔波的来信，信中表示赞同列宁的提纲，并打算以该提纲作为他重建的国际主义者委员会的基础。

阅读茹·安贝尔－德罗的《向战争宣战。废除军队。1916年8月26日在纳沙泰尔军事法庭上的辩护词全文》一书，用法文作摘录和批注。列宁在此后给伊·费·阿尔曼德的信中，对该书作了评价，认为作者思想混乱，是不可救药的托尔斯泰主义者。


12月4日（17日）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说打算出版关于瑞士社会民主党活动的传单，问她是否同意把传单译成法文，还谈到他所参加的瑞士左派讨论关于对战争的态度和左派的任务的决议的几次会议的情况。


12月5日（18日）


收到一封从彼得格勒的来信，信中介绍了俄国群众的革命情绪。信中还说阿·马·高尔基对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尖锐地批评卡·考茨基表示不满。

收到格·叶·季诺维也夫的来信和1916年《工人政治》杂志第25期，这期发表了经删节的尼·伊·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强盗国家》一文；查阅自己在早些时候《青年国际》杂志发表该文时写的意见；在《青年国际》杂志上标出哪几处是《工人政治》杂志上所没有的。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谈到俄国的革命正在发展；对尼·伊·布哈林和卡·伯·拉狄克的立场表示愤慨。


12月5日（18日）以后


阅读发表在1916年《前进报》第345号上的菲·屠拉梯在众议院的演说，并用意大利文和俄文作摘录。列宁在12月10日（23日）以后写给伊·费·阿尔曼德的信中指出，屠拉梯的演说是典型的令人作呕的考茨基腔调。列宁还在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一文中批评了屠拉梯的演说。


12月7日（20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告知自己打算在苏黎世作一次关于1905年1月9日事件的报告，开列所需的文献资料并请他寄来。


12月7日（20日）以后


写《对论最高纲领主义的文章的意见》，该文是格·叶·季诺维也夫写的。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建议停止关于《共产党人》杂志的争论；表示同意给《工人政治》杂志的联名信的提纲。信中附有《对论最高纲领主义的文章的意见》。


12月7日和1917年1月9日（12月20日和1917年1月22日）之间


为准备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研究弗·哥尔恩、弗·梅奇和涅·切列万宁的《俄国革命中社会力量的斗争》第3册《农民与革命》一书，在H．萨瓦连斯基的《农民的经济运动》、Π．马列夫的《农民的政治斗争》、弗·哥尔恩的《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等文章中画记号、写批注、作统计。

阅读刊登在1906年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学文库》上的麦·维贝尔的《俄国向假立宪制过渡》一文，用德文作摘录，写批注，并在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中批评了这篇文章。

用德文写《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的提纲。

用德文写《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


12月8日（21日）以前


致函彼得格勒的生活和知识出版社，谈自己的著作《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小册子《国民教育和民主》的稿酬问题（这封信没有找到）。


12月8日（21日）


收到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从索城的来信，信中告知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对卡·考茨基的批判已经删掉。

致函在索城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对删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对卡·考茨基的批判表示遗憾，说要在另外的地方跟考茨基算帐。


不早于12月10日（23日）


阅读刊登在1916年《人民呼声报》上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瓦解和社会民主党统一的恢复》一文，用德文和俄文作摘录，在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一文中引用了这篇文章。

阅读刊登在《民权报》第301号上的文章《屠拉梯关于和平建议的演说》，并用德文和俄文作摘录。列宁在12月10日（23日）以后写给伊·费·阿尔曼德的信中，说这是一篇坏文章。


12月10日（23日）以后


致函伊·费·阿尔曼德，说卡·伯·拉狄克的阴谋活动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说她没有从政治上评价所发生的事情而犯了错误；再次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保卫祖国问题的提法；对阿尔曼德同昂·吉尔波和保·莱维的谈话表示满意；指出莱维对待议会制的立场是错误的。


12月12日（25日）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指出她不理解“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实质和危害；分析尼·伊·布哈林和卡·伯·拉狄克以及罗·卢森堡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关于对民主要求的态度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列宁在批评他们的观点时指出，应当善于把争取民主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结合起来，并使前者服从后者。


12月13日（26日）以前


致函伯尔尼州警察局秘书，要求归还他为了获得居住权而向警察局交纳的保证金。


12月13日（26日）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请他到州警察局了解归还保证金一事，并把刊登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一文结尾部分的《启蒙》杂志第6期寄来。


12月14日（27日）以后


阅读尼·苏汉诺夫的小册子《谈谈社会主义的危机……》，并作记号。


12月15日（28日）


用德文给苏黎世警察局写呈文，请求将他在苏黎世的居住期限延长至1917年12月18日（31日），并告知已向苏黎世州银行交纳100法郎保证金。


不早于12月15日（28日）


阅读刊登在《前进报》上的有关屠拉梯演说的文章，用意大利文和俄文作摘录和批注，在《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一文中对这篇文章作了批判分析。


12月17日（30日）


复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说关于新机关报编辑部的谈判不成功，自己打算对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宣言进行揭露，说机会主义者企图破坏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列宁在信中还谈到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同和平主义者及部分齐美尔瓦尔德派合流的情况。


不早于12月17日（30日）


阅读刊登在1916年《民权报》第306号上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宣言《致工人阶级！》，用德文作摘录，在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一文和《致拥护反战斗争以及同投靠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斗争的工人》中，对这篇宣言作了分析。


12月17日或18日（30日或31日）


写《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一文的提纲草稿。


12月18日（31日）


分别向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和索·瑙·拉维奇以及米·格·茨哈卡雅祝贺新年。


12月19日（1917年1月1日）


写《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一文。


12月21日（1917年1月3日）


致函在索城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感谢他为出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所作的努力。


12月22日（1917年1月4日）


用德文填写苏黎世州警察局的调查表，列宁在上面写道：“我不是逃兵，也不是逃避服兵役者，而是从1905年革命时起的政治流亡者。”


12月24日（1917年1月6日）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说《论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提纲已在德国和法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散发；打算创办一个出版社来出版传单和小册子，进一步阐述这一提纲的内容，建议阿尔曼德担任法文小册子和传单的翻译和出版工作。


12月25日（1917年1月7日）以前


用德文写《关于战争问题的根本原则》和《论保卫祖国问题的提法》两篇文章。

写《告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和各国社会党书的提纲草稿》。


12月25日（1917年1月7日）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告知已给她寄去1917年《民权报》第5号（这一号报纸上刊登了瑞士左派会议的一项决议，反对原定1917年2月召开的、解决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延期）；谈到如果在克拉伦和洛桑有瑞士左派的话，要把这一决议译成法文。


12月25日和1917年1月1日（1917年1月7日和14日）之间


致函卡·伯·拉狄克，谈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延期问题（这封信没有找到）。


12月26日（1917年1月8日）


致函在索城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说收到了邮局的正式答复：1916年6月19日（7月2日）寄给波克罗夫斯基的书稿被军事当局没收。列宁在信中还询问能否设法拿到这一书稿，并告知收到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稿酬500法郎。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告知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会议于12月25日（1917年1月7日）在苏黎世举行，会上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罗·格里姆领导全体右派，不顾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通过了关于非常代表大会不定期延期召开的决定；说自己打算给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委员沙·奈恩写一封公开信，声明不愿同格里姆在齐美尔瓦尔德的组织中共事。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说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于12月25日（1917年1月7日）通过的决定表明罗·格里姆已经彻底叛变；建议立即通过表示抗议的决议。


12月26日—27日（1917年1月8日—9日）


针对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罗·格里姆的叛变行径，起草《给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委员沙尔·奈恩的公开信》。


12月26日（1917年1月8日）以后


写《致拥护反战斗争以及同投靠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斗争的工人》一文。


12月27日和31日（1917年1月9日和13日）之间


就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于12月25日（1917年1月7日）会议上讨论非常代表大会延期举行的问题，同恩·诺布斯和威·明岑贝格谈话。

根据自己同恩·诺布斯和威·明岑贝格的谈话，在一封信（收信人未查明）中谈到12月25日（1917年1月7日）举行的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会议，并指出罗·格里姆在《伯尔尼哨兵报》上说左派在原则上不反对代表大会延期召开，是厚颜无耻的表现；说明岑贝格已给《民权报》写了一篇文章，反对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12月28日和1917年1月9日（1917年1月10日和22日）之间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告知已寄去1917年《民权报》第7和第8号，要求注意瑞士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延期举行党的代表大会的声明和在苏黎世召开的一个州的党的会议的决议，这一决议是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小组内事先拟定的，内容包括要求不晚于1917年春召开代表大会；请卡尔宾斯基把决议译成法文，并交给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日内瓦小组。


12月29日（1917年1月11日）


出席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会议通过抗议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延期召开的决议。


12月30日（1917年1月12日）


收到索·瑙·拉维奇从日内瓦的来信，信中告知昂·吉尔波在关于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批评了龙格派分子。信中还谈到吉尔波同意通过一项反对延期召开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告知12月29日（1917年1月11日）举行了德语区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会议，指出恩·诺布斯的两面派行为；谈到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委员沙·奈恩在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批评罗·格里姆；说左派常务局将于1917年1月1日（14日）举行会议，研究向格里姆提抗议的问题。


不晚于12月


校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关于召开“协约国社会党”代表会议》。宣言曾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2辑上。


12月


列宁的《论“废除武装”的口号》、《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青年国际》、《为机会主义者辩白是徒劳的》、《齐赫泽党团及其作用》和《关于对倍倍尔在斯图加特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决议案的修正案》等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2辑上。

写《给波里斯·苏瓦林的公开信》。


1916年


写关于兼并和弗·恩格斯对它的态度的文章（这篇文章没有写完）。

出席木材加工工业工人大会，会议讨论青年节问题。还出席工人联合会举行的关于军事问题的会议以及其他会议。


1916年底—1917年初


阅读古·德莫尔尼的《波斯问题和战争》和Th．耶格尔的《波斯和波斯问题》等书，用俄文、法文和德文作摘录和批注。


1917年


1月1日（14日）


收到法国社会党人昂·吉尔波从日内瓦的来信，信中说关于和平问题的群众集会正在筹备之中。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说已寄去总标题为《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的四篇文章（四章）；建议她准备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和平主义的态度的专题报告，并去瑞士法语区巡回宣讲；说罗·格里姆拟于1月10日（23日）召开协约国社会党代表会议；鉴于格里姆支持延期召开瑞士社会民主党关于战争问题的非常代表大会，正准备向格里姆提出抗议；劝她迁往城市，在那里可以经常参加党的工作。


1月1日—2日（14日—15日）


主持自己倡议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常务局会议。会议通过了要求罗·格里姆退出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声明草案。


1月2日（15日）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告知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常务局会议已于当天结束。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和索·瑙·拉维奇，请他们把刊登他的《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的这期《争论专页》寄来。


1月3日（16日）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说如果瑞士卷入战争，打算把党组织的经费交给阿尔曼德保管。


1月6日（19日）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请她把瑞士左派要求就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问题进行全党表决的决议翻译成法文，希望把这一决议广为散发，并由各级党组织加以通过；请她把决议文本转交给洛桑德语区左派小组。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说随信寄去瑞士左派的决议，请他把这一决议转交给昂·吉尔波和德语区左派小组；指出必须使各级党组织通过这项决议。

把瑞士左派在苏黎世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寄给在日内瓦的昂·吉尔波和在绍德封的亚·叶·阿布拉莫维奇。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指出她攻击弗·恩格斯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是错误的；指出阿尔曼德在保卫祖国的问题上陷入了抽象的议论和反历史观点的泥坑；信中论述了三种类型的战争。


1月7日（20日）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告知就召开瑞士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问题进行全党表决的决议在绍德封已被通过；请阿尔曼德去绍德封尽快办一个出版社，以便出版德文传单。


1月9日（22日）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12周年纪念日，在苏黎世民众文化馆举行的瑞士青年工人大会上，用德文作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建议她在日内瓦和绍德封再作一次关于和平主义的报告；询问准备向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保卫祖国和战争问题的决议草案是否已译成法文，是否已在瑞士法语区的报纸上刊登；告知昂·吉尔波拒绝在反对罗·格里姆的决议上签名；说恩·诺布斯和弗·普拉滕害怕同格里姆作战。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批评她在翻译列宁的《给波里斯·苏瓦林的公开信》时，遗漏了引自弗·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的社会主义》的引文；阐述恩格斯关于保卫祖国问题的观点；谈到在瑞士左派中的工作。


1月9日和17日（22日和30日）之间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给她寄去供准备关于和平主义的报告用的剪报，并阐述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实质。


1月13日和17日（26日和30日）之间


用德文写《十二个简明论点——评赫·格雷利希为保卫祖国辩护》。


1月17日（30日）以前


同两个从德国战俘营里逃出来的俄国战俘谈话，得知俘虏的生活条件和思想情绪，以及德国人在乌克兰人俘虏中进行乌克兰脱离俄国争取独立的宣传等情况。


1月17日（30日）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详细说明瑞士社会民主党内由于全党表决而出现的形势；赞赏弗·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说弗·恩格斯和卡·马克思是真正的人，应当向他们学习，不应当离开这个立场。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派都离开了这个立场。


1月18日（31日）


列宁的《世界政治中的转变》一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8号上。


1月18日和19日（1月31日和2月1日）之间


列宁的《十二个简明论点——评赫·格雷利希为保卫祖国辩护》一文发表在《民权报》第26和27号上。


1月20日（2月2日）


同威·明岑贝格谈话，说要为即将召开的“瑞士德语区和法语区青年会议”准备一个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请她归还《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一文。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说齐美尔瓦尔德派于1月19日（2月1日）在奥尔滕召开会议，会议揭露了罗·格里姆的机会主义立场；认为格里姆的《军事问题上的多数派和少数派》一文完全是考茨基主义的、中派主义的、骗人的。


1月21日（2月3日）以前


致函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图·涅尔曼，请他去看望被关在狱中的卡·霍格伦，并建议霍格伦签名抗议罗·格里姆的机会主义行径（这封信没有找到）。


1月21日（2月3日）


用德文致函在达沃斯的卡·伯·拉狄克，说打算在报刊上答复斯佩克塔托尔的小册子《保卫祖国和社会民主党的对外政策》。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称赞她的关于和平主义的报告提纲，并提出几点补充意见；谈到瑞士社会民主党内的斗争情况；指出最重要的任务是支持和发展各种各样的革命的群众性行动，以便使革命早日到来。


1月22日（2月4日）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格·列·皮达可夫，谈为俄国出版一套小册子的事（这封信没有找到）。


1月24日（2月6日）


出席改选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组织执行委员会的会议。


1月25日（2月7日）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告知1月21日（2月3日）罗·格里姆、恩·诺布斯和弗·普拉滕召开了一次小范围会议，他们在会上对军事问题委员会多数派否决“保卫祖国”的决议草案作了修改，这些修改意见即将发表；谈到关于苏黎世组织执行委员会的改选和左派的动摇以及茹·安贝尔－德罗的和平主义言论，建议予以公开揭露。


不早于1月26日（2月8日）


写《战争的教训》一文提纲（这篇文章没有写成）。提纲中的许多论点，列宁在自己的《远方来信》中作了发挥。


1月27日和29日（2月9日和11日）之间


用德文写《关于修改军事问题的决议的建议》。这份建议由青年组织于1月30日（2月12日）提交给在特斯举行的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代表大会。该建议发表在2月1日（14日）《民权报》第38号上。


1月28日（2月10日）


同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支部委员会成员埃伦博根谈关于左派在即将于特斯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立场问题。


1月29日和3月1日（2月11日和3月14日）之间


收到亚·米·柯伦泰从克里斯蒂安尼亚的来信，信中谈了她对为俄国俘虏出版的杂志的方针和内容的意见；告知4月初即将在丹麦举行青年代表大会，建议支持瑞典青年；请求退还她写的《女工和第三国际》一文的手稿。


1月30日（2月12日）


在苏黎世图书馆借阅卡·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手稿中曾引用过该书的各种版本。


1月30日（2月12日）以后


致函在日内瓦的索·瑙·拉维奇，感谢她来信介绍了瑞士社会民主党日内瓦组织的情况；指出瑞士左派的困难和弱点，强调与群众联系的重要性；询问全党表决的情况等。


1月底


阅读刊登在1917年1月的《新生活》杂志和《伯尔尼哨兵报》上的罗·格里姆的文章《军事问题上的多数派与少数派》，并作摘录；写《臆造的还是真实的泥潭？》和《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一个流派——“中派”的特征》两篇文章。


1月


用德文写《保卫中立》一文。

写《统计学和社会学》小册子。

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会议就同美国社会党联合问题通过的《向社会党提出的联合的基础和形式》这一决议上作批注，其中写道：“什么是民主？政治国家！！”


1月—2月


在苏黎世继续研究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和书信，以及其他作者关于国家问题的著作，摘录有关这一问题的重要论点，写下自己的结论。列宁在自己的读书笔记本上写上《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标题。列宁在写《国家与革命》一书时，利用了这本笔记中的材料。

定期会见弗·普拉滕和威·明岑贝格，同他们谈论瑞士社会民主党左翼的策略。


2月1日（14日）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说自己的《关于修改军事问题的决议的建议》已获32票；认为修改过的军事问题委员会多数派的决议是考茨基主义的；建议阿尔曼德准备一个关于瑞士社会民主党内三个派别的专题报告；请她寄来让·饶勒斯的议会演说集第2卷，并在沙·傅立叶的著作中找出关于民族融合的论述。


2月2日（15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请他把1903年版的卡·考茨基的小册子《社会革命》寄来。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一著作中引用了这本小册子。


2月4日（17日）以前


致函在纽约的尼·伊·布哈林，请他收集关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活动的情况（这封信没有找到）。


2月4日（17日）


收到亚·米·柯伦泰从美国回来后自挪威的来信，信中告知列·达·托洛茨基已到美国以及他同《新世界报》编辑部内的右派联合的情况。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米·柯伦泰，告知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态度问题的材料已准备就绪；对列·达·托洛茨基同右派一起反对齐美尔瓦尔德左派表示愤慨，建议她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文章揭露托洛茨基的立场；对由于缺乏资金无法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3辑和第4辑表示遗憾，因为供这两辑用的文章几乎已经准备好了。信中还揭露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同社会沙文主义公开结成联盟的行为。


2月5日或6日（18日或19日）


致函在彼得格勒的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告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正计划出一部《教育词典》或《教育百科全书》；指出这项工作能够弥补俄国教育读物中的一个重大缺陷，还能使自己得到一笔收入，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


2月6日（19日）以前


校订“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小组”出版的《小报第1号》（《驳保卫祖国的谎言》）。《小报第1号》刊登了列宁的《关于修改军事问题的决议的建议》。


2月6日（19日）


刊登列宁的《关于修改军事问题的决议的建议》的《小报第1号》（《驳保卫祖国的谎言》）出版。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告知自己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并打算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对在瑞士左派中间进行工作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并对列·达·托洛茨基作了评价，认为他总爱摇摆、欺诈，装成左派，其实一有可能就帮助右派。


2月6日和14日（19日和27日）之间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请她把《小报第1号》（《驳保卫祖国的谎言》）译成法文和英文。


2月6日（19日）以后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和索·瑙·拉维奇，请他们帮助散发《小报第1号》（《驳保卫祖国的谎言》）。


2月14日（27日）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说《小报第1号》（《驳保卫祖国的谎言》）的俄文稿已收到，请她尽快译成法文和英文；称赞她给青年作报告；指出应该尽量消除青年们不相信群众运动的缺点；说已经看了《新时代》杂志上刊登的安·潘涅库克同卡·考茨基就国家问题进行辩论的材料。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和《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利用了这些材料。


2月19日（3月4日）


致函在日内瓦的索·瑞·拉维奇，请她把米·亚·巴枯宁的小册子《巴黎公社和国家概念》寄来，以便准备作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


2月20日（3月4日）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米·柯伦泰，说报上刊登的关于5月12日要召开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以便根据“齐美尔瓦尔德原则”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的消息，使他感到不安和愤慨；指出必须赶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帮助瑞典左派认清社会和平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极其庸俗见解，认清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的极其卑鄙行为，帮助他们为自己制定新政党的纲领和策略；对于他们今后的做法提出了具体建议。


2月23日（3月8日）


致函在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谈到苏黎世左派组织的动摇和揭露中派的必要性；认为公开作专题报告，同群众交流思想，用自己的观点影响群众是有益的。


2月底


用德文写《一个社会党的一小段历史》一文。


3月1日（14日）


收到亚·米·柯伦泰从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两封来信，信中谈到瑞典的资产阶级报纸报道说最近在俄国可能发生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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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民权报》的声明
 （1917年3月13日和16日〔26日和29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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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代表弗·斯特勒姆
 （1917年3月31日〔4月13日〕）




·* 在与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举行的会议上的讲话
 （1917年3月31日〔4月13日〕）




·* 在芬兰车站广场上向工人、士兵和水兵发表演说
 （1917年4月3日〔16日〕）




·* 四月提纲初稿
 （1917年4月3日〔16日〕）




·*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
 （1917年4月4日〔17日〕）




·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
 （1917年4月4日和5日〔17日和18日〕）




· 我们是怎样回来的
 （1917年4月4日〔17日〕）




·*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取道德国问题的发言
 （1917年4月4日〔17日〕）




·* 为论证四月提纲写的要点
 （1917年4月4日和12日〔17日和25日〕之间）




· 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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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政府的对外政策






 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局面和它的阶级意义






 从上述情况中产生的策略特点






 革命护国主义和它的阶级意义






 怎样才能结束战争？






 在我国革命中兴起的一种新的国家类型






 土地纲领和民族纲领






 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的国有化






 社会党国际的状况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破产——必须建立第三国际






 我们党应当用什么名称，在科学上才是正确的，






　 在政治上才是有助于启发无产阶级意识的？






 后记




·* 在伊兹迈洛夫团的大会上对士兵的讲话
 （1917年4月10日〔23日〕）




· 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1917年4月上旬）




· 资本家的无耻谎言
 （1917年4月11日〔24日〕）




· “自由公债”
 （1917年4月11日〔24日〕）




· 告士兵和水兵书
 （1917年4月11日和14日〔24日和27日〕之间）




· 战争和临时政府
 （1917年4月13日〔26日〕）




· 踩着《俄罗斯意志报》的脚印走
 （1917年4月13日〔26日〕）




· 说谎同盟
 （1917年4月13日〔26日〕）




· 重要的揭露
 （1917年4月13日〔26日〕）




· 银行和部长
 （1917年4月13日〔26日〕）




· 反对大暴行制造者
 （1917年4月13日或14日〔26日或27日〕）




· 公民们！应当懂得各国资本家采取的手法是什么！
 （1917年4月14日〔27日〕）




· 是地主和农民的“自愿协议”吗？
 （1917年4月14日〔27日〕）




· 诽谤者大合唱中的正直呼声
 （1917年4月14日〔27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文献
 （1917年4月）




· 士兵和土地
 （1917年4月15日〔28日〕）




· 在米哈伊洛夫练马场举行的装甲营士兵大会上的演说
 （1917年4月15日〔28日〕）




· 农民代表大会
 （1917年4月15日〔28日〕）




· 关于侨民回国
 （1917年4月15日〔28日〕）




·* 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士兵部会议上的发言
 （1917年4月17日〔30日〕）




· 我们的观点——答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
 （1917年4月17日〔30日〕）




· 他们是怎样听任资本家摆布的
 （1917年4月20日〔5月3日〕）




· 论无产阶级民兵
 （1917年4月20日〔5月3日〕）




· 破产了吧？
 （1917年4月20日〔5月3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临时政府1917年4月18日（5月1日）的照会引起的危机的决议
 （1917年4月20日〔5月3日〕）




· 告各交战国士兵书
 （1917年4月20〔5月3日〕）




· 临时政府的照会
 （1917年4月20日〔5月3日〕）




· 一个根本问题（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党人是怎样谈论的）
 （1917年4月20日〔5月3日〕）




· 用圣像对付大炮，用空谈对付资本
 （1917年4月20日〔5月3日〕）




· 维·切尔诺夫公民的逻辑
 （1917年4月21日〔5月4日〕）




· 普列汉诺夫先生的未能得逞的脱身计
 （1917年4月21日〔5月4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4月21日（5月4日）通过的决议




· 是资本家不理智还是社会民主党欠聪明？
 （1917年4月21日〔5月4日〕）




· 真诚的护国主义的内容表露出来了
 （1917年4月21日〔5月4日〕）




· 盛加略夫的建议或命令和一个地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建议
 （1917年4月22日〔5月5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4月22日（5月5日）上午通过的决议




· 请同志们注意！
 （1917年4月22日〔5月5日〕）




· 危机的教训
 （1917年4月22日〔5月5日〕）




· 资本家怎样理解“耻辱”和无产者怎样理解“耻辱”
 （1917年4月22日〔5月5日〕）




· 部长的报纸鼓吹大暴行
 （1917年4月22日〔5月5日〕）




· 清楚的问题是怎样弄糊涂的？
 （1917年4月22日〔5月5日〕）




· 同爱·托尔尼艾年的谈话
 （1917年4月23日〔5月6日〕）




· 愚蠢的幸灾乐祸
 （1917年4月25日〔5月8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文献
 （1917年4月）





1 代表会议开幕词（4月24日〔5月7日〕）





2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4月24日〔5月7日〕）





3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4月24日〔5月7日〕）





4 关于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方案的讲话（4月25日〔5月8日〕）





5 关于伯格比尔的建议的决议（4月25日〔5月8日〕）





6 对如何讨论维·巴·诺根的《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这一报告的建议（4月25日〔5月8日〕）





7 关于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的讲话（4月25日〔5月8日〕）





8 关于苏维埃的决议的提纲草稿（4月25—26日〔5月8—9日〕）





9 为维护关于战争的决议而发表的讲话（4月27日〔5月10日〕）





10 在讨论关于战争的决议时发表的反驳意见（4月27日〔5月10日〕）





11 关于战争的决议（4月27日〔5月10日〕）





12 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4月27日〔5月10日〕）





13 关于修改党纲问题的报告（4月28日〔5月11日〕）





14 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不晚于4月28日〔5月11日〕）





15 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4月28日〔5月11日〕）





16 在讨论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时提出的反驳意见（4月28日〔5月11日〕）





17 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4月24日〔5月7日〕以前）





18 关于联合国际主义者反对小资产阶级护国主义联盟的决议（4月27日〔5月10日〕以前）





19 关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决议（4月25—26日〔5月8—9日〕）





20 关于民族问题的讲话（4月29日〔5月12日〕）





21 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4月27日〔5月10日〕以前）





22 关于国际的现状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任务问题的讲话（4月29日〔5月12日〕）





23 为维护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而发表的讲话（4月29日〔5月12日〕）





24 在讨论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时发表的反驳意见（4月29日〔5月12日〕）





25 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4月24日〔5月7日〕以前）





26 代表会议闭幕词（4月29日〔5月12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决议的引言
 （1917年5月3日〔16日〕）




·* 在“星火”工人政治俱乐部开幕式上的讲话
 （1917年4月25日〔5月8日〕）




· 联欢的意义
 （1917年4月28日〔5月11日〕）




· 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措施会造成什么结果
 （1917年4月28日〔5月11日〕）




· 十分拙劣的谎言
 （1917年4月28日〔5月11日〕）




· 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
 （1917年4月29日〔5月12日〕）




· 伊·格·策列铁里和阶级斗争
 （1917年4月29日〔5月12日〕）




· 惊慌不安
 （1917年4月29日〔5月12日〕）




· 芬兰和俄国
 （1917年4月30日和5月1日〔5月13日和14日〕）




· 修改党纲的材料
 （1917年4—5月）






附　录



· 第四封《远方来信》的提纲
 （1917年3月12日〔25日〕）




· 《俄国革命和各国工人的任务》一文提纲
 （不晚于1917年3月12日〔25日〕）



· 《俄国革命及其意义和任务》报告的提纲
 （不晚于1917年3月14日〔27日〕）



· 《俄国革命及其意义和任务》报告的要点
 （不晚于1917年3月14日〔27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修改草案初稿
 （不晚于1917年4月24日〔5月7日〕）



· 俄国革命者取道德国回国——集体公报
 （1917年3月31日〔4月13日〕）




· 《列宁全集》第29卷年表（1917年3月—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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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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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的是列宁在1917年3月和4月即俄国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头两个月所写的著作。　　

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连遭失败，力量消耗殆尽。1917年初，俄国的经济濒于崩溃，民不聊生，争取和平、面包和自由的群众斗争蓬勃发展，专制统治朝不保夕。为了挽救危局，沙皇政府对外准备同德国单独媾和，对内企图驱散国家杜马，建立军事专制制度，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镇压。俄国资产阶级既不满意沙皇政府的腐朽无能，又不愿看到君主制的覆灭，只想迫使沙皇让步而分掌政权。资产阶级得知沙皇准备同德国媾和，便惶惶不安，打算发动宫廷政变，更换沙皇，以达到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这一密谋得到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但软弱动摇的俄国资产阶级终因害怕引起人民革命而畏缩不前。尽管如此，资产阶级同沙皇专制的矛盾毕竟加剧了俄国的政治危机，有利于工农民主革命运动。沙皇政府完全陷于孤立，革命形势日趋成熟。从1917年初起，罢工浪潮空前高涨。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日益汹涌澎湃，政治总罢工发展为强大的示威游行，最终转变为武装起义。大批士兵投向工人一边，汇成了势不可挡的革命潮流。起义者捣毁警察局，解除反动武装，占领政府机关，逮捕政府大臣。至2月27日，革命在首都取得胜利，并迅速向全国扩展。沙皇专制制度土崩瓦解了。　　

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就这一点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但二月革命所产生的不是单一政权，而是两个并存的政权：一个是由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组成的、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政府；一个是体现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这种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是极为特殊的现象，它反映了革命发展中的一种过渡状态：“革命已超出了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还没有达到‘纯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本卷第154页）

在革命高潮中，布尔什维克党直接参加了群众的革命斗争，但由于党的许多领导者被监禁或流放，大批先进工人被送上前线，布尔什维克党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使自发的革命洪流完全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而这场全民性的革命把占全国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都卷了进去，于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了彼得格勒以至全国许多地方的苏维埃的领导权，他们无视苏维埃得到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的拥护、能够独掌政权的有利条件，却自愿把政权拱手让给了临时政府，使彼得格勒苏维埃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附属品。　　

在苏维埃中暂时处于少数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党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乃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卷所收的文献反映了列宁在这一时期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为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所进行的斗争。　　

本卷开头的几篇文献《1917年3月4日（17日）的提纲草稿》、《给启程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电报》和五封《远方来信》等，是列宁在瑞士得知二月革命胜利后为指导国内革命而写的。列宁指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不应当给予信任和支持；必须武装工人阶级并保持布尔什维克党的独立性。在《远方来信》中，列宁对于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和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原因，革命第一阶段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有关革命、国家、战争与和平等理论问题以及党的策略问题，都作了深刻的分析和阐述。列宁认为：革命正在向第二阶段过渡，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把广大劳动群众组织起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即人人普遍参加的人民武装组织；只有工农的政权才能缔结真正巩固的民主和约；为了在最近的将来取得这次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在没收地主全部土地的斗争中取得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并在这个基础上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对最重要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等等。他指出，采取这些步骤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第五封《远方来信》没有写完，从《第五封〈远方来信〉的要点》来看，未写完部分要谈的是修改党纲的问题。《要点》后来成为列宁修改党纲的基础。列宁回国后把《远方来信》中的观点加以充实和发展，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个时期的完整的战略和策略方针。　　

列宁在回国前所写的《俄国革命和各国工人的任务》、《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共和派沙文主义者的诡计》和《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等文章和书信中，向瑞士、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工人解释了俄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客观条件使全人类面临这样的抉择：或者再让千百万人丧生，或者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在国外提出的战略和策略原则没有能够及时为全党所领悟。他回国后反复阐述自己的观点，竭力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统一全党的认识。1917年4月4日（17日），即回到俄国的第二天，他先后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和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上宣读并逐条讲解他草拟的一个提纲。会后他把这个提纲冠以《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标题，并加了说明和注释在《真理报》上正式发表，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四月提纲》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性文献。它明确地回答了党当时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关于从民主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过渡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待战争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关于苏维埃共和国问题，关于在苏维埃中争取多数的途径问题，关于经济改造问题，关于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任务和建立第三国际的问题，等等。列宁说：“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本卷第114页）列宁指出：苏维埃是俄国革命中产生的新的最好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只要布尔什维党还处于少数地位，就应当揭露临时政府的谎言，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应当耐心地向群众宣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必要性。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苏维埃中争取多数，这就是列宁后来所说的革命和平发展时期的策略方针。列宁在这个提纲中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同政权问题联系起来，指出要结束战争，缔结民主的和约，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此外，提纲中还制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经济纲领，建议召开党代表大会、修改党纲、把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发起建立第三国际。《四月提纲》所提出的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具体方针和步骤，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制定政治路线的基础。　　

《四月提纲》发表后遭到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党内也出现一些异议。加米涅夫发表《我们的分歧》等文来反对《四月提纲》，断言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为了执行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开讨论《四月提纲》的决定，列宁写了小册子《论策略书》。这一著作深刻地分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政治局面，论证了如何结束这种局面的策略原则，批驳了加米涅夫的错误观点。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而不是死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按照旧的方式，先是资产阶级的统治，然后才可能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是，实际生活中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同时出现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的现实生活中的确切事实。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是列宁为召开党的代表会议而写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列宁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除了揭示并存的两个政权的不同阶级实质以及由此形成的党的策略的特点，他还分析了革命护国主义的阶级内容，阐述了苏维埃这一新型国家同旧式国家的主要区别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措施，并对社会党国际中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中派”和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这三个派别作了剖析。这一文献实际上是四月代表会议的有关决议的基础。　　

以问答形式说明当时政治形势和各个政党对形势的估计的小册子《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上一小册子的通俗本。　　

编入本卷的还有列宁1917年4月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大量政论文章。这些文章揭露临时政府的反人民本质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妥协政策，结合当时的具体问题来阐述《四月提纲》的基本思想。　　

1917年4月14—22日（4月27日—5月5日）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是以列宁的战略和策略方针统一首都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会议。列宁在会上就目前形势和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和总结发言，草拟了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关于战争等四个决议草案。在这次会议上，列宁继续批评加米涅夫的错误观点，使许多对列宁的纲领一时不理解的同志改变了看法。列宁的路线得到了彼得格勒这个最大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赞同。　　

本卷收载了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4月20—21日政治危机问题的三个决议。这次政治危机的发生是因为临时政府向各盟国发出照会，表示要将世界大战进行到完全胜利，从而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列宁针对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少数委员提出的“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在4月22日（5月5日）的决议中指出，当时提出这一口号是不正确的，因为革命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可靠的（即有觉悟的和有组织的）人民大多数，提这样的口号不是讲空话，就是在客观上导致冒险行动。在这次政治危机中，列宁还写了《告各交战国士兵书》、《临时政府的照会》、《用圣像对付大炮，用空谈对付资本》、《真诚的护国主义的内容表露出来了》等多篇文章，抨击临时政府继续进行掠夺性侵略战争，批评小资产阶级政党信任临时政府并同它妥协的政策，阐述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和结束战争的途径，总结无产阶级政党应当从危机中吸取的教训。　　

本卷还收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上作的开幕词和闭幕词、报告、发言以及为代表会议准备的决议草案等26篇文献。列宁在这些文献中继续阐述、捍卫和发展《四月提纲》所提出的思想，指明争取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道路，进一步阐明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具体纲领。列宁指出，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建立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运动正在各省广泛而深入地发展，而两个首都的情况则相反，苏维埃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表现得特别明显。因此，布尔什维克必须一方面全面支持各地革命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苏维埃内部展开争取群众的斗争，使无产阶级路线取得胜利。列宁认为，苏维埃夺取政权是为了前进，为了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步骤。现在不应该空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原理，而应该实践，应该采取已经成熟了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实行土地国有化，把银行联合为统一的中央银行，对它和最大的辛迪加进行国家监督，实行累进所得税和累进财产税，等等。列宁在他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中第一次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可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　　

列宁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和他就此问题起草的决议中，说明了全部土地实行国有化的必要性，指出这一措施不仅使土地关系摆脱半农奴制的羁绊，而且将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个农奴主权力的物质支柱和君主制借以复辟的基础，给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以沉重的打击。列宁强调指出，俄国革命的命运和结局取决于城市无产阶级是否能够领导农村无产阶级和联合农村半无产者群众。　　

列宁在为这次会议起草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必须承认俄国境内一切民族有自由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但是，决不允许把民族有权自由分离的问题同某一民族在某个时期实行分离是否适当的问题混为一谈。　　

在这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纲问题的报告和相应的决议中，列宁提出了修改党纲应当遵循的方针：鉴于社会主义革命日益逼近，应对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战争时代作出评价；提出建立工农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取消或修改党纲中已经陈旧的部分，特别要按照已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修改土地纲领；必须把那些已经有条件实行国有化的垄断组织收归国有，等等。编在本卷正文之末的《修改党纲的材料》是列宁根据这次代表会议的决定而编纂的，于6月作为小册子发表，目的在于使全体党员熟悉这些材料，以便积极参加党纲的修改工作。列宁在这些材料中草拟了新的党纲条文，提出了新的政治和经济要求。材料所包含的一些极其重要的理论原则后来写进了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中把大多数争取过来并把苏维埃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代表大会号召全党团结一致，为实现这一方针而奋斗。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33篇，其中有：《第五封〈远方来信〉的要点》，《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士兵部会议上的发言》，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的报道，在四月代表会议上的一些讲话的两种记录以及一些重要插话等等。另外，本卷收载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增补了《列宁全集》第1版未收入的第25节和第26节。　　

编入《附录》的最后一个文件《俄国革命者取道德国回国（集体公报）》是列宁在途经斯德哥尔摩时交给《政治报》编辑部的。因不能充分肯定是列宁所写，所以编入《附录》。




《列宁全集》第29卷


1917年3月4日（17日）的提纲草稿

[1]




今天，1917年3月17日，从俄国传到苏黎世的消息非常少，但目前我们国内的事态却发展得非常快，因此在判断情况时只能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

昨天来电说，沙皇已经退位，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新政府 
[2]

 已经同罗曼诺夫王朝的其他代表缔结了协定。今天来自英国的消息说，沙皇还没有退位，现在不知道他在何处！也就是说，沙皇正在作反抗的尝试，策划组织政党，也许还策划组织军队进行复辟；假如沙皇能逃出俄国或取得一部分武装力量，那他为了欺骗人民，也有可能发表立即同德国单独媾和的宣言！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任务就十分复杂了。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应当尽量好地组织起来，集结自己的力量，武装自己，巩固和发展同城乡劳动群众一切阶层的联盟，以便无情地反击沙皇反动派，彻底粉碎沙皇君主制。

另一方面，在彼得堡夺得了政权的新政府，或者确切些说，从经过英勇的流血斗争而取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的新政府，是由自由派资产者和地主组成的；而民主派农民的代表、也可能是一部分被引上资产阶级道路而忘记了国际主义的工人的代表克伦斯基，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的。新政府的组成人员是一些明目张胆地赞成和拥护同德国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人，也就是说，他们赞成和拥护同英法帝国主义政府联合进行战争，为了掠夺和侵占其他国家领土如亚美尼亚、加里西亚、君士坦丁堡等等而进行战争。

新政府不可能给俄国各族人民（以及那些因战争而同我们联结起来的民族）以和平、面包和充分的自由，因此工人阶级应当继续进行争取社会主义与和平的斗争，应当为此而利用新的形势，并且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说明这种形势。

新政府不可能给人民和平，这不仅因为它是资本家和地主的代表，而且还因为它被同英法资本家缔结的条约和对他们在财务上承担的义务束缚住了。因此，始终忠于国际主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首先和主要应当向期待和平的人民群众说明，在这个政府统治下是不可能取得和平的。这个政府在它的第一篇告人民书（3月17日） 
[3]

 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当前主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和平问题。它保守沙皇政府同英、法、意、日等国所缔结的掠夺性条约的秘密。它企图向人民隐瞒它的军事纲领的真实内容，即隐瞒它主张战争、主张战胜德国的真相。它不能做目前人民需要做的事情：马上公开建议各交战国立即停战，然后在彻底解放殖民地和一切从属的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基础上缔结和约。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个工人政府，而这个政府首先要同贫苦的农村居民群众结成联盟，其次要同各交战国的革命工人结成联盟。

新政府不可能给人民面包。而任何自由都不能满足由于缺粮、由于粮食分配不合理、更主要是由于地主和资本家夺走了粮食而处于挨饿境地的群众。要给人民面包，就必须对地主和资本家采取革命措施，而能够采取这种措施的只有工人政府。

最后，新政府也不可能给人民充分的自由，虽然它在1917年3月17日的宣言中只谈政治自由而不谈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新政府已经试着去同罗曼诺夫王朝达成协议，因为它曾提出，只要尼古拉二世退位和指派罗曼诺夫家族的一个成员来当他的儿子的摄政王，它就可以不顾人民的意志而承认罗曼诺夫王朝。新政府在它的宣言中答应给予各种自由，但是并不履行它所承担的直接的和绝对的义务：立即实现自由，由士兵选举军官等；规定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的市杜马选举在真正全民投票而不是仅由男子投票的基础上进行，开放一切官方的和公共的建筑物供人民集会之用；规定一切地方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也在真正全民投票的基础上进行；取消对地方自治权的一切限制；撤销由上面委派来监视地方自治的一切官吏；不仅实现信教自由，而且也实现不信教自由；立即使学校同教会分离，使学校不受官吏的监护，等等。

新政府3月17日的整篇宣言完全不能令人相信，因为它尽是诺言，没有提出要立即采取任何一项最迫切的、完全可以而且应当马上实行的措施。

新政府在它的纲领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八小时工作制和其他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经济措施，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农民的土地问题，即无偿地把地主的全部土地转归农民的问题，它对这些迫切的问题保持缄默也就暴露了它的资本家的和地主的本性。

能够给人民以和平、面包和充分自由的只有工人政府，因为这个政府首先依靠绝大多数农民即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其次依靠同各交战国革命工人结成的联盟。

因此，革命无产阶级不能不把3月1日（14日）的革命看作它在自己的伟大道路上取得的初步的但还远不是完全的胜利，不能不给自己提出继续为争取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任务。

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无产阶级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首先应当利用新政府所开放的相对的和不充分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有靠今后进行更坚决更顽强的革命斗争才能得到保证和扩大。

必须使全体城乡劳动群众以及军队认清目前政府的真面目和它对待迫切问题的真实态度。必须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并把工人武装起来；必须使无产阶级组织也在军队（新政府也答应给军队政治权利）和农村中建立起来；尤其必须成立农业雇佣工人的单独的阶级组织。

只有使最广大的居民群众了解真相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才能保证革命下一阶段的完全胜利，才能保证工人政府夺得政权。

这个任务在革命时期和在战争的沉痛教训的影响下，能够在比平常短得多的时间内为人民所理解。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必须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保持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这个政党始终忠于国际主义，不听信资产阶级用来欺骗人民的谎话，即关于在目前这场帝国主义掠夺性战争中“保卫祖国”的种种言论。

无论是目前的政府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府，如果它只是由克伦斯基和其他民粹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组成的，那它就不能使人民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就不能保障和平。

因此，无论同工人护国派，或是同格沃兹杰夫—波特列索夫—契恒凯里—克伦斯基这帮人，或是同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象齐赫泽等人那样立场动摇不定的人，我们都不能订立任何同盟、联盟甚至协议。这种协议不仅会使群众造成错觉而依附于俄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且会削弱和损害无产阶级在使人民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和保障各国工人政府之间真正持久和平的事业中的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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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17年3月4日（17日）的提纲草稿》是列宁在苏黎世得到俄国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批消息后，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一起草拟的一个关于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的文件。《提纲草稿》于3月4日（17日）晚写成，当天寄往斯德哥尔摩和克里斯蒂安尼亚（即奥斯陆），给即将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1。





[2]

 指1917年3月2日（15日）成立的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同把持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人协议成立的，起初称“第一届社会内阁”，3月10日（23日）定名为临时政府。这个政府的组成是：总理兼内务部长格·叶·李沃夫公爵（立宪民主党人）、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人）、陆海军部长亚·伊·古契柯夫（十月党人）、交通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人）、工商业部长亚·伊·柯诺瓦洛夫（进步党人）、财政部长米·伊·捷列先科（无党派人士）、教育部长亚·阿·曼努伊洛夫（立宪民主党人）、农业部长安·伊·盛加略夫（立宪民主党人）、司法部长亚·费·克伦斯基（劳动派）、正教院总监B．H．李沃夫、国家监察长И．В．戈德涅夫（十月党人）。——1。





[3]

 第一篇告人民书指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3月3日（16日）发表的宣言。这个宣言公布了临时政府的纲领，其内容为：对一切政治案件实行特赦，确立公民政治自由，取消等级和民族限制，筹备召开立宪会议，民主选举地方自治机关，组织隶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的民兵，不解除参加革命运动的军队的武装和不把他们调离彼得格勒，士兵享有一切公民权利。



1917年3月1日（14日）夜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进行组织临时政府的谈判时，执行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提出了苏维埃支持临时政府的八项条件，这些条件经立宪民主党领导人帕·尼·米留可夫修改后，成为上述纲领的基础。——2。







《列宁全集》第29卷


给启程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电报

[4]




（1917年3月6日〔19日〕）

我们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这是唯一的保证；立即举行彼得格勒杜马的选举；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请将此电告彼得格勒。　　



乌思扬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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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给启程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电报》是用法文写的，拍给了斯德哥尔摩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伦德斯特勒姆，由他转交给从斯德哥尔摩和克里斯蒂安尼亚启程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电报被带到了彼得格勒。1917年3月13日（26日），叶·波·博什先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会议上和党的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宣读了这份电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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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来信

[5]








	· 第一封信 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1917年3月7日〔20日〕）
· 第二封信 新政府和无产阶级（1917年3月9日〔22日〕）


· 第三封信 论无产阶级民兵（1917年3月11日〔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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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封信

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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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3月7日〔20日〕）

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所引起的第一次革命已经爆发了。这第一次革命想必不会是最后一次革命。

这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即1917年3月1日 俄国
 革命的第一阶段，根据在瑞士得到的有限的材料来看，已经结束了。这第一阶段想必不会是我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

一个已经维持了许多世纪并且在1905—1907年这三年极其伟大的全民的阶级搏斗中依然保持了下来的君主制度，竟在短短8天之内（这个天数是米留可夫先生在拍给俄国一切驻外代表的大吹大擂的电报中说的）就土崩瓦解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呢？

奇迹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急剧的转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都会使斗争形式的配合和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以致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事情都仿佛是奇迹。

为了使沙皇君主制在几天之内就土崩瓦解，当时需要有许多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条件的配合。现在把其中的主要条件列举如下。

没有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1907年三年间所进行的极其伟大的阶级搏斗和所表现出的革命毅力，第二次革命的进展就不会这样迅速，也就是说，这次革命的 开始阶段
 就不会在几天之内完成。第一次（1905年）革命深深地翻松了土壤，根除了世代相传的偏见，唤醒了数百万工人和数千万农民去参加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使俄国社会中 一切
 阶级（以及一切主要政党）彼此表明了并且向全世界表明了它们的真正的本质，表现了它们的利益、它们的力量、它们的行动方式以及它们的当前的目的和未来的目的的真正相互关系。第一次革命以及接着到来的反革命时期（1907—1914年），暴露了沙皇君主制的全部实质，使它达到了“极限”，揭露了它的全部腐败和丑恶，揭露了以穷凶极恶的拉斯普廷为首的沙皇匪帮的极端厚颜无耻和放荡淫逸，揭露了罗曼诺夫家族的全部兽行，正是这些大暴行制造者使犹太人、工人和革命者的鲜血洒遍了俄国，正是这些 占有几百万
 俄亩土地的“头号” 地主
 为了保全自己 和本阶级的
 “神圣的私有制”而无恶不作，无罪不犯，任意摧残和扼杀国民。

如果没有1905—1907年的革命，如果没有1907—1914年的反革命，俄罗斯民族和俄国境内其他民族中一切阶级的“自决”，这些阶级相互间以及它们对沙皇君主制的态度的决定，就不可能象在1917年二、三月革命的8天内表现得那样明确。这8天的革命就象是——如果可以这样譬喻的话——经过十来次主要的及次要的预演后所作的一次“表演”；“演员们”对于彼此的面貌、自己所扮的角色、自己所站的位置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都极为熟悉，连各种政治倾向和行动手段上稍微有点意义的细微差别也都揣摩得非常透彻。

但是，如果说被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及其走狗斥之为“大叛乱”的1905年第一次大革命，在12年之后引起了1917年“灿烂的”“光荣的”革命（它之所以被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宣告为“光荣的”革命，是因为它（ 暂时
 ）给了他们政权），那还必须有一个伟大的，强有力的、万能的“导演”，他一方面能大大加速世界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则能引起空前严重的世界危机，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和国际的危机。这里除了需要异常加速全世界历史的进展以外，还需要全世界历史的特别急剧的转折，才能让沾满血污的罗曼诺夫王朝的车子在这样一次转折中 一下子
 倾覆。

这个万能的“导演”，这个强有力的加速者，就是世界帝国主义大战。

说这次战争是全世界的战争，这在目前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了，因为合众国和中国今天已经有一半卷入了这场战争，明天就会完全卷进去。

说这次战争从 双方
 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这在目前也是无可争辩的了。只有资本家及其走狗，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用一般批评性的形容语，而用大家熟悉的俄国政界的人名来表示），只有古契柯夫们和李沃夫们，米留可夫们和盛加略夫们，只有格沃兹杰夫们、波特列索夫们、契恒凯里们、克伦斯基们和齐赫泽们，才能否认或抹杀这个事实。 无论
 德国资产阶级 或
 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进行这次战争都是为了掠夺别的国家，为了扼杀小民族，为了确立对于世界的金融统治，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为了用愚弄和分化各国工人的手段来挽救濒于灭亡的资本主义制度。

帝国主义战争客观上必然要异常加速和空前加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要转变为各敌对阶级间的国内战争。

这一 转变过程
 已由1917年的二、三月革命 开始了
 ，这次革命的第一阶段首先向我们表明，当时有两种力量共同打击沙皇制度：一方面是俄国整个资产阶级和地主连同他们所有不自觉的追随者，再加上他们所有自觉的领导者，即英法两国的大使和资本家；另一方面是已经开始在吸收士兵和农民代表参加的 工人代表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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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三个政治阵营，三种基本政治力量：（1）沙皇君主制政府——农奴主－地主的首脑，旧官吏和旧将军的首脑；（2）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十月党－立宪民主党，跟着他们跑的小资产阶级（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克伦斯基和齐赫泽）；（3）在整个无产阶级和全体贫苦居民群众中间寻找同盟者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三种 基本
 政治力量甚至在“第一阶段”的8天之内就把自己的面貌十分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这甚至对于笔者这样一个远离事变发生地点，只能看到外国报纸上一点简略电讯的观察者来说，也是一目了然的。

但在详细说明这点以前，我应该先回头说一说我这封信中论述头等重大因素即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那一部分。

战争的 铁链
 已经把各个交战的国家，各个交战的资本家集团，资本主义制度的“主人们”，资本主义奴隶制的奴隶主们连在一起了。 一团血污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关头的社会政治生活情景。

在战争开始时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党人，如德国的大卫之流和谢德曼之流，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等等，老早就痛骂革命家的“幻想”，痛骂巴塞尔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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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幻想”，痛骂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种“梦幻般的滑稽剧”了。他们百般颂扬似乎是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生命力和适应性，——正是 他们
 这批人曾经帮助资本家在各国工人阶级中间培养“适应性”和驯服性，愚弄和分化各国工人阶级。

但是，“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资产阶级并没有能长期推延战争所引起的革命危机的到来。这一危机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在一切国家日益发展，从正遭遇着“组织得非常高明的饥荒”（用一位不久前访问过德国的观察家的话来说）的德国起，直至 饥荒
 也已逼来而组织得远不及德国那样“高明”的英法两国止。

在无组织现象最严重而无产阶级最革命（其所以最革命，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殊的品质，而是因为有“1905年”的富于活力的传统）的沙皇俄国，革命危机自然就 最先
 爆发了。这一危机因俄国及其盟国遭到多次最严重的失败而加速到来。这种失败动摇了全部旧的政府机构和全部旧制度，引起了全国 所有
 阶级对它的仇恨，激起了军队的愤怒，大批地清除了那些带有因循守旧的贵族习气和腐败透顶的官僚性质的旧军事指挥人员，而代之以年轻的、生气勃勃的、多半是资产阶级、平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军事指挥人员。那些公然对资产阶级摇尾乞怜或者简直是毫无气节的人，曾经大吵大闹地反对“失败主义”，他们现在面临一个事实，这就是最落后最野蛮的沙皇君主制的失败同革命大火的 燃起
 有历史的联系。

但是，如果说战争初期的失败起过加速爆发的消极因素的作用，那么英法两国金融资本，英法帝国主义势力同俄国十月党及立宪民主党的资本的 联系
 ，则是通过直接 策划
 反尼古拉·罗曼诺夫的 阴谋
 而加速这一危机到来的因素。

对于事情的这一非常重要的方面，英法报刊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而保持缄默，德国报刊则幸灾乐祸地大肆渲染。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冷静地面对现实，交战的前一个帝国主义者集团的那些外交官和部长们的假仁假义的官场外交谎言也好，交战的后一个集团的那些在金融和军事方面同前者竞争的人的嬉皮笑脸和挤眉弄眼也好，都不能使我们困惑。二、三月革命的整个事变进程清楚地表明，英法两国大使馆以及它们的代理人和“内线”，为了阻止尼古拉二世（我们希望并且要设法使他成为末世）同威廉二世“单独”妥协和单独媾和，早就在作疯狂的努力了，他们联合十月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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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立宪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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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一部分将军以及军队中特别是彼得堡卫戍部队中的一部分军官，直接策划了以 废黜
 尼古拉·罗曼诺夫为目的的阴谋。

我们决不给自己制造幻想。我们决不陷入某些人所犯的错误：象动摇于格沃兹杰夫—波特列索夫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之间、动不动就陷入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的“组委会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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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孟什维克”那样，现在就准备歌颂工人党同立宪民主党的“妥协”、对立宪民主党的“支持”等等。这些人为了替自己那套陈旧的、背熟了的（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辩护，公然掩盖英法帝国主义者同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一起进行的阴谋活动，而这一阴谋活动的目的是要使尼古拉·罗曼诺夫这个“主要打手”下台，起用几个比较有活力的、有生气的、能干的 打手
 来代替他。

革命胜利所以那样迅速，而且从表面上乍一看是那样彻底，只是因为在当时那种异常奇特的历史形势下有两个 完全不同的潮流
 ，两种 完全异样的
 阶级利益，两种 完全相反的
 政治社会倾向 汇合起来
 了，并且是十分“和谐地”汇合起来了。其中一个方面是英法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他们曾经推动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一伙人去夺取政权， 以求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
 ，以求更疯狂更顽强地进行这场战争，以求 再屠杀数百万
 俄国工农，好使古契柯夫之流获得君士坦丁堡……好使法国资本家获得叙利亚……好使英国资本家获得美索不达米亚……等等；另一个方面则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全体城乡贫苦居民）争取 面包
 、争取 和平
 、争取 真正自由
 的具有革命性质的深刻的运动。

谁要是说俄国革命无产阶级“支持”用英国钞票“堆成的”、和沙皇帝国主义一样丑恶的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帝国主义，那简直是愚蠢的。革命工人一直在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坏、今后还将彻底破坏可恶的沙皇 君主制
 ，至于在一个短暂的情况特殊的历史关头，布坎南、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一伙人 图谋另换
 君主、最好 换成另一个
 罗曼诺夫，这就 帮助了革命工人
 ，但革命工人并不因此而感到欢喜，也不感到不安！

事情就是如此，而且也只能如此。一个政治家如果不害怕真理，善于冷静地权衡革命中社会力量的对比，善于在估计任何“当前形势”时不只看到它今天的、现有的特性，而且还看到它更深的动因，看到俄国和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更深刻的相互关系，他就会这样看问题，也只能这样看问题。

彼得格勒工人和全俄国其他地方的工人，为反对沙皇君主制，为争取自由，为农民争取土地， 为争取和平
 ，为反对帝国主义大厮杀，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英法帝国主义资本势力，为了继续进行和加强这场大厮杀，竟制造了宫廷倾轧，勾结近卫军军官策划阴谋，怂恿、鼓励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并暗中安排了一个 已经完全拼凑好的新政府
 ，这个政府在沙皇制度遭到无产阶级斗争的最初一些打击时就 夺得了政权
 。

在这个新政府里， 真正重要的
 岗位，战斗的岗位，决定性的岗位，即军队和官吏，都掌握在昨天还充当绞刑手斯托雷平的帮凶的十月党人和“和平革新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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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手里，即李沃夫和古契柯夫的手里，而米留可夫及其他立宪民主党人坐在那里则更多是为了装饰门面，为了充当招牌，为了发表甜蜜的教授式的演说，“劳动派分子”克伦斯基在这个政府里不过是当一个专用空话欺骗工农的丑角。这个新政府并不是偶然凑合起来的一群人。

这是已经上升到执掌俄国政权地位的新阶级，即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早已 统治着
 我国，并且在1905—1907年革命时期，在1907—1914年反革命时期，最后——而且是用特别快的速度——在1914—1917年战争时期，已经在政治上非常迅速地组织起来，已经把地方自治机关、国民教育机关、各种各样的代表大会、杜马、军事工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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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抓在自己的手里。到1917年，这个新阶级已经“几乎完全”执掌了政权；所以沙皇制度一遭到打击就立即倾覆，为资产阶级扫清了地盘。帝国主义战争要求各种力量极度紧张化，大大地加速了落后的俄国的发展进程，使我们“一下子”（ 仿佛
 是一下子）就 赶上了
 意大利和英国，并且几乎赶上了法国，获得了所谓“联合的”、“民族的”（即适合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和愚弄人民的）、“议会制的”政府。

除了这个政府（从 这次
 战争看来，实际上不过是拥有亿万资本的“英法”“公司”的伙计），同时还产生了一个主要的、非正式的、还没有发展成熟的、比较弱的 工人政府
 ，它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城乡全体贫苦居民的利益。这就是彼得格勒 工人代表苏维埃
 ，它正在努力联系士兵和农民以及农业工人，当然，特别是农业工人，首先是农业工人，同他们的联系要甚于农民。


实际的
 政治形势就是如此，我们首先应该力求尽量客观准确地判明这一形势，以便把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建立在它应当依据的唯一牢固的基础上，即建立在 事实
 的基础上。

沙皇君主制被打垮了，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摧毁。

想把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底”的、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政府，其实是“英法”金融公司的一个伙计，它 不得不许诺
 给人民一些自由和小恩小惠，而这些自由和小恩小惠是以不妨碍这个政府保持其统治人民的权力和能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为限度的。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的组织，是工人政府的萌芽，是全体 贫苦
 居民群众即十分之九的居民的利益的代表者，它正在努力争取 和平、面包和自由
 。

这三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决定着目前的形势，即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 过渡
 的形势。

第一种力量和第二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是 不
 深刻的，暂时的，是 仅仅
 由一时的特殊情况引起的，即由帝国主义战争中事态的急剧转折引起的。 整个
 新政府都是君主派，因为克伦斯基 口头上的
 共和主义实在是不庄重的，是政治家所不齿的， 客观上
 是玩弄政治手腕。新政府还没有彻底摧毁沙皇君主制，就已经 开始
 同罗曼诺夫地主王朝 勾搭上了
 。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 需要
 君主制政府作为官僚和军队的首脑，以便保护资本对于劳动者的特权。

说工人为了反对沙皇制度反动势力就应该支持新政府（这样说的显然有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和契恒凯里之流以及说话 吞吞吐吐
 的 齐赫泽之流
 ），这种人就是工人的叛徒，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和平和自由事业的叛徒。因为实际上 正是
 这个新政府 已经
 被帝国主义资本，被帝国主义 战争
 政策、掠夺政策束缚住了手脚， 已经
 开始勾结（并没有征求过人民的意见！）王朝， 已经在为复辟沙皇君主制而工作
 ，已经在迎请新的沙皇接位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登极，已经在设法为他巩固宝座，废除正统的（合法的、靠旧法律维持的）君主制而代之以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式的（靠弄虚作假的人民投票维持的）君主制。

不，为了真正同沙皇君主制进行斗争，为了真正保证自由，不只是在口头上保证，不是靠花言巧语的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空口许诺，那就 不是
 工人应该支持新政府，而是这个政府应该“支持”工人！因为获取自由和彻底摧毁沙皇制度的唯一的 保证
 ，就是把 无产阶级武装起来
 ，加强、扩大和发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作用、意义和力量。

除此以外，一切都是空话和谎言，都是自由派和激进派阵营中的政客们的自欺欺人的把戏。

要帮助工人武装起来或至少要对这件事不加阻挠，——这样，俄国的自由就将不可战胜，君主制就不可能恢复，共和制就会得到保证。

不然，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就会恢复君主制， 丝毫
 也不会实现、确确实实丝毫也不会实现他们所许诺的任何“自由”。 一切
 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客，一贯都用诺言来“款待”人民和愚弄工人。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 因此
 工人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齐赫泽之流这样说道，正如普列汉诺夫昨天说过的一样。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 因此
 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空话，只能依靠 本身的
 力量， 本身的
 组织， 本身的
 团结， 本身的
 武装。

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政府，即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政府，即使真心诚意想给人民 和平、面包和自由
 （只有小孩子才会相信古契柯夫和李沃夫有诚意），那也 不可能
 办到。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和平，因为它是主战的政府，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政府，是从事 掠夺
 的政府，它想掠夺亚美尼亚、加里西亚和土耳其，夺取君士坦丁堡，重新侵占波兰、库尔兰和立陶宛边疆区等等。这个政府被英法帝国主义资本束缚住了手脚。俄国资本只是那个掌握着 数千亿
 卢布名叫“英法”环球“公司”的分公司。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面包，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它 最多
 只能象德国那样给予人民“组织得非常高明的饥荒”。可是人民是不愿意忍饥挨饿的。人民会知道，而且大概很快会知道，面包是有的，而且也是可以取得的，但是只有采取 不崇拜资本与地产的神圣性
 的手段才能取得。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自由，因为它是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它 畏惧
 人民，并且已经开始勾结罗曼诺夫王朝了。

关于我们最近对待这个政府的策略任务问题，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里来阐述。那里我们将指出，当前形势即从革命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 过渡
 ，其特点是什么，为什么 这个
 时期的口号，即“当前任务”应该是： 工人们，你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的英雄主义的奇迹，现在你们应该显示出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组织的奇迹，以便为革命第二阶段的胜利作好准备。



现在
 ，当我们只限于分析革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在 这次
 革命中有哪些 同盟者
 ？

它有 两个
 同盟者：第一个同盟者就是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以千百万计的、广大的半无产者以及一部分小农群众。这批群众 需要
 和平、面包、自由和土地。这批群众必然会受资产阶级、特别是受就生活条件来说同他们最为接近的小资产阶级的一定影响，他们会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战争的残酷教训，因古契柯夫、李沃夫、米留可夫这伙人愈坚决地进行战争而显得 愈
 残酷的教训， 必然
 会把这批群众推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迫使他们跟着无产阶级走。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新制度下的相对自由，通过工人代表苏维埃，首先用最大的努力来 启发
 和 组织
 这批群众。成立农民代表苏维埃，成立农业工人苏维埃，这是最重大的任务之一。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农业工人单独成立自己的苏维埃，而且要使贫穷困苦的农民离开富裕农民 单独
 组织起来。关于现在所急需的这种组织工作的特殊任务和特殊形式问题，我们准备在下一封信里谈。

俄国无产阶级的第二个同盟者就是一切交战国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目前他们在颇大程度上受着战争的压制，而代表他们说话的往往是那些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格沃兹杰夫和波特列索夫一样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欧洲社会沙文主义者。可是，随着帝国主义战争一个月一个月地进行，无产阶级已经逐渐在摆脱他们的影响，而俄国革命又 必然
 会大大加速这一过程。

拥有这两个同盟者的无产阶级， 利用
 目前过渡时期的 特点
 ，就能够而且一定能够首先争得民主共和国，争得农民对地主的彻底胜利，以取代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半君主制，然后再争得唯一能给备受战争折磨的各族人民以 和平、面包
 和 自由
 的 社会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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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封信

新政府和无产阶级

（1917年3月9日〔22日〕）

今天，3月8日（21日），我手头的主要文献是一张载有关于俄国革命的综合报道的3月16日的《泰晤士报》 
[14]

 ，这是英国一家最保守、最富有资产阶级性的报纸。显然，要找到一份对于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政府怀着更大的好感（说得委婉一些）的资料是不容易的。

这家报纸的记者是在星期三，即在3月1日（14日）从彼得堡发出的消息，当时还只有 第一届
 临时政府，也就是由以罗将柯为首的、包括该报所说的两个“社会党人”克伦斯基和齐赫泽在内的13人组成的杜马执行委员会 
[15]

 。消息说：

“由古契柯夫、斯塔霍维奇、特鲁别茨科伊、瓦西里耶夫教授、格里姆、维尔纳茨基等22位经选举产生的国务会议成员组成的小组，于昨日电告沙皇”，恳求沙皇为拯救“王朝”等等计召开杜马并任命一位为“国人所信任”的政府首脑。该记者写道：“今日将抵达这里的皇帝会作何决定，目前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皇上不能立即满足他的忠顺的臣民中最稳健的人士的愿望，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现在所享有的权势就将全部落入社会党人的手中，社会党人想要建立共和国，但没有能力成立任何有秩序的政府，他们必然会使国家陷入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和外来的灾难……”

这不是对国家大事很有卓见、很有眼力吗？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英国同道者（如果不说是领导者）对各种阶级力量和各种阶级利益的对比关系了解得多么清楚！“忠顺的臣民中最稳健的人士”，即君主派的地主和资本家，想把政权抓到自己手中，他们充分意识到，如果不这样做，“权势”就将落入“社会党人”的手中。为什么恰恰是“社会党人”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呢？因为英国的古契柯夫分子看得很清楚，在政治舞台上 没有
 而且也 不可能有
 任何其他社会力量。无产阶级实现了革命，它表现了英勇精神，它流了鲜血，它吸引了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和贫苦居民群众，它要求面包、和平和自由，它要求共和国，它赞同社会主义。可是，以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为首的一小撮地主资本家，却想违背绝大多数人的意志或意愿，要同 摇摇欲坠的王朝勾结起来
 ，支持并拯救这个王朝。他们说：陛下，请您任命李沃夫和古契柯夫吧，那时我们一定同王朝携起手来共同对付人民。这就是新政府的政策的全部意义和实质！

但是怎样来为欺骗人民、愚弄人民和践踏绝大多数居民的意志的行为辩护呢？

为此必须采取资产阶级旧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手法：对人民进行诬蔑。英国的古契柯夫分子就在诬蔑、咒骂、诽谤和诋毁：“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和外来的灾难”，没有能力成立“任何有秩序的政府”！！

不对，可敬的古契柯夫分子！工人想要共和国，而共和国比起君主国来是一种“有秩序”得多的政府。什么东西能保证人民不让第二个罗曼诺夫弄出第二个拉斯普廷来呢？灾难正是继续进行战争带来的，也就是说正是新政府带来的。只有受到农业工人、贫苦的农民和市民支持的无产阶级共和国，才能保证和平，才能给予面包、秩序和自由。

反对无政府状态的叫嚣，无非是为了掩盖资本家的私利，资本家想利用战争和战时公债来发财，想恢复君主制来 反对
 人民。


　　记者接着写道：“……昨天，社会民主党发表了一篇反叛性非常强的号召书，这篇号召书已经传遍了全城。他们〈即社会民主党〉是纯粹的学理主义者，但是在目前这样的时候，他们干坏事的力量却是很大的。克伦斯基先生和齐赫泽先生懂得，没有军官和人民之中比较稳健的人士的支持就不能指望避免无政府状态，所以他们不得不重视自己的欠明智的伙伴们，并在不知不觉中推动他们去采取使临时委员会的任务复杂化的立场……”



　　啊，伟大的英国古契柯夫分子外交官啊！您是多么“不明智地”泄露了真相！“社会民主党”以及“克伦斯基和齐赫泽不得不重视”的“欠明智的伙伴们”，这显然是指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 
[16]

 所恢复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或彼得堡委员会 
[17]

 ，是指那些由于忠于“学理”即 社会主义
 的原理、原则、学说和目的而被资产者经常骂为“学理主义者”的“布尔什维克”。被英国古契柯夫分子骂作反叛性的和学理主义的，显然是我们党号召大家为共和国、为和平、为彻底摧毁沙皇君主制、为人民得到面包而斗争的号召书 
[18]

 和行动。

给人民以面包和实现和平是反叛，而给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以部长职位则是“秩序”。这是多么熟悉的陈词滥调呀！

按照英国古契柯夫分子的评论来看，克伦斯基和齐赫泽采取的是什么策略呢？

是动摇的策略：一方面，古契柯夫分子夸奖他们“懂得”（多乖的孩子！多聪明的孩子！），没有军官和比较稳健的人士的“支持”就不能避免无政府状态（可是我们根据我们的学理，即我们的社会主义学说，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认为：恰恰是资本家给人类社会带来无政府状态和战争，只有 全部
 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苦人民，才能使我们摆脱战争，摆脱无政府状态和饥饿！）。—　—　—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重视自己的欠明智的伙伴们”，即布尔什维克，即由中央委员会恢复和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克伦斯基和齐赫泽“不得不重视”他们 从来
 没有参加过的、总是被他们本人或者他们的代言人（“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党人” 
[19]

 、“孟什维克组委会分子”等等）辱骂、斥责和宣布为不足挂齿的地下小集团或学理主义者宗派等等的布尔什维克党呢？究竟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看见过在革命时期，在主要是 群众
 行动的时期，精神正常的政治家竟会“重视”“学理主义者”呢？？

我们这位可怜的英国古契柯夫分子糊涂到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步了，他既不能完全说谎，又不能完全说出真相，结果就只好暴露了自己。

使克伦斯基和齐赫泽不得不重视由中央委员会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是这个党对无产阶级、对群众的影响。 尽管
 早在1914年我们的代表就已经遭到逮捕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尽管彼得堡委员会由于在战时进行 反对
 战争和反对沙皇制度的秘密工作而遭到疯狂的迫害和逮捕，我们党仍然同群众、同革命无产阶级在一起。

英国的谚语说：“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请允许我向您提起这句谚语吧，最可尊敬的英国古契柯夫分子！我们党在伟大的革命日子里领导了、至少也是全心全意地帮助了彼得堡工人，这个事实本来应当由英国的古契柯夫分子“ 自己
 ”来承认。克伦斯基和齐赫泽曾经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之间
 摇来摆去的事实，他本来也同样应当承认。格沃兹杰夫之流，即“护国派”，社会沙文主义者，帝国主义掠夺性战争的辩护士，现在已经完全追随资产阶级；克伦斯基既已参加内阁，即参加第二届临时政府 
[20]

 ，也就完全跑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齐赫泽没有跑，他仍旧在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同无产阶级和贫苦人民群众的“临时政府”之间，即在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同工人代表苏维埃和由中央委员会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间 动摇不定
 。

因此，革命已经证实我们在号召工人明确分清工人运动中和小资产阶级中各主要党派的阶级差别时所特别坚持的东西，例如我们在大约一年半以前，在1915年10月13日日内瓦《社会民主党人报》 
[21]

 第47号上所写的一段话：


　　“我们和从前一样仍然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同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可以允许的，但只是不能
 同革命沙文主义者一起参加这种政府。我们认为，那些想借推翻沙皇制度来打败德国、掠夺其他国家、巩固大俄罗斯人对俄国其他民族的统治等等的人，是革命沙文主义者。革命沙文主义的基础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小资产阶级总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现在，它正在沙文主义（沙文主义甚至妨碍它在民主革命中成为彻底革命的阶级）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间摇摆。目前在俄国，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劳动派
[22]

 、社会革命党人、《我们的曙光》（现在的《事业》）
[23]

 、齐赫泽党团
[24]

 、组织委员会、普列汉诺夫先生等等。如果革命沙文主义者在俄国取得胜利，我们就会反对在这场战争中保卫他们的
 ‘祖国’。我们的口号是：反对沙文主义者，即使他们是革命派和共和派，我们反对
 沙文主义者而主张
 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








但是我们还是回头来看一看英国的古契柯夫分子吧。


　　他接着写道：“……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估计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有意识地放弃了逮捕大臣们的最初计划，虽然昨天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这个计划的。这样，谈判的大门就敞开了，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我们”＝英国的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就可以不经过公社的严峻考验和内战的无政府状态而获得新制度的一切好处……”　　



　　古契柯夫分子曾经 拥护
 对 他们
 有利的内战，现在他们 反对
 的则是对人民即对真正大多数劳动人民有利的内战。
　　“……杜马临时委员会〈这就是地主资本家的第四届杜马委员会！〉代表整个国家，工人代表苏维埃则代表纯粹阶级的利益〈这是外交官的语言，他想用偶尔听到的一点学术名词来掩盖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代表无产阶级和贫民即代表十分之九的居民这一事实〉，但后者在目前这样的危机时刻却有很大的力量，它们两者的关系在审慎的人们中间引起了不少忧虑，因为他们预见到它们之间可能发生后果非常可怕的冲突。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危险已被消除，——至少目前已被消除〈请注意这个“至少”！〉，这是靠了克伦斯基先生的威望，他是一位年轻的、很有演说才能的律师，他清楚地懂得〈和齐赫泽不同，齐赫泽也“懂得”，但在古契柯夫分子看来，大概不那么清楚吧？〉，为了委员会在工人阶级中的选民〈即为了取得工人的选票和笼络工人〉而有必要同委员会一起行动。”“今天〈星期三，3月1日（14日）〉已经签订令人满意的协议
[25]

 ，从而可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磨擦。”





　　我们不知道这个协议究竟怎样，是不是 整个
 工人代表苏维埃都同意，协议的条件是些什么。英国的古契柯夫分子这一回对 要点
 避而不谈。当然啦！这些条件如果很明确，大家都知道，这对资产阶级是不利的，因为那样一来，他们要破坏这些条件就比较困难了！


在写好上面这些话以后，我读到两条非常重要的消息。第一，3月20日在巴黎一家最保守、最富有资产阶级性的报纸《时报》 
[26]

 上登载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关于“支持”新政府的一篇号召书 
[27]

 ；第二，一家苏黎世报纸（《新苏黎世报》 
[28]

 ，3月21日中午第1版）根据一家柏林报纸（《民族报》 
[29]

 ）转载了斯柯别列夫3月1日（14日）在国家杜马发表的那篇演说的节录。

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号召书的文字如果没有遭到法国帝国主义者的歪曲，那倒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文件，因为它说明：彼得堡无产阶级，至少在这篇号召书发表的时候主要是处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影响之下。我要提醒大家，正象我在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我是把克伦斯基和齐赫泽这一类型的人算成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

在号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政治主张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两种口号。

第一，号召书说，政府（新的）是由“稳健的人士”组成的。这是一种奇怪的、很不完备的、纯粹是自由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我也愿意同意，在一定意义上（我在下一封信中将说明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任何政府在今天，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完成之后，都应当是“稳健的”政府。但是绝对不允许向自己和向人民隐瞒下面的事实：这个政府想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它是英国资本的代理人，它想恢复君主制和巩固地主资本家的统治。

号召书声明，一切民主派都应当“支持”新政府，工人代表苏维埃请求并授权克伦斯基参加临时政府。 
[30]

 条件是：实现还在战时就许诺过的各项改革，确保各民族有发展“文化”（仅仅这一点吗？？）的“自由”（纯立宪民主党的和自由派的贫乏纲领）和成立一个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成员和“军人”组成的、对临时政府的活动实行监督的专门委员会 
[31]

 。

监督委员会属于第二种主张和第二种口号，下面要专门来谈。

任命克伦斯基这个俄国的路易·勃朗，号召支持新政府，这可以说是背叛革命事业和背叛无产阶级事业的一个典型例子，正是这一类的背叛行为葬送了19世纪的一系列革命，而不管这种政策的领导者和拥护者是多么真诚和对社会主义是多么忠心耿耿。

无产阶级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支持进行战争的政府，试图复辟的政府。为了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为了对罗曼诺夫家族及其拥护者恢复君主制和集结反革命军队的种种可能的尝试进行反击，需要做的决不是支持古契柯夫之流，而是 组织
 、扩充和巩固 无产阶级
 民兵，在工人的领导下把人民武装起来。如果不采取这个主要的、基本的、根本的措施，那就既谈不上对恢复君主制和取消或缩小所许诺的自由的种种尝试给予有力的反击，也谈不上坚定地走上一条能获得面包、 和平
 和自由的道路。

曾经同克伦斯基一起充当第一届临时政府（13人杜马委员会）成员的齐赫泽，没有参加第二届临时政府，他这样做如果真的是从上述的或类似的原则性的理由出发，那就是他的光荣了。这一点应当坦率地说明。遗憾的是，这种解释是同其他一些事实，首先是同一向跟齐赫泽携手同行的斯柯别列夫的演说矛盾的。

斯柯别列夫是这样说的（如果上面提到的那份资料可信的话），“社会的〈？显然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集团和工人同临时政府的目的只有细微的相似〈细微的联系〉”，工人要求和平，如果继续进行战争，到春季就非遭受灾难不可，“工人同上流社会〈自由派上流社会〉已经达成了临时的协议（eine vorläufige Waffenfreundschaft），虽然他们彼此的政治目的有天壤之别”，“自由派必须放弃战争的荒谬（unsinnige）目的”，等等。

这篇演说就是我们在上面提到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段话中所讲的那种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的一个标本。当自由派还是自由派的时候，他们就 不可能
 “放弃”战争的“荒谬”目的，因为这种目的并不是由他们单独决定的，而是由数以亿万计的称霸世界的英法金融资本决定的。不应当去“劝告”自由派，而应当向工人 说明
 ，为什么自由派陷入了绝境，为什么他们被束缚住了手脚，为什么他们既 隐瞒
 沙皇同英国及其他国家缔结的条约，又 隐瞒
 俄国资本同英法及其他国家的资本的勾结等等。

斯柯别列夫说工人同自由派上流社会达成了某种协议，而他并不反对这种协议，并没有在杜马讲台上说明这种协议对工人的害处，可见他是 赞同
 这种协议的。但这是极不应该的。

斯柯别列夫直接或间接地、明里或暗里赞同工人代表苏维埃同临时政府的协议，这表明他向资产阶级摇摆。斯柯别列夫声称工人要求和平，工人的目的同自由派的目的有天壤之别，这表明他向无产阶级摇摆。

我们所研究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号召书中的第二种政治主张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的和设想十分正确的主张，这就是建立“监督委员会”（我不知道俄文名称是不是这样；我是从法文意译过来的）的主张，就是无产阶级和士兵对临时政府实行监督的主张。

这才是正经事！这才是为人民争取自由、和平和面包而流了鲜血的工人们所应当干的事！这才是使反对沙皇制度、反对君主制和反对君主派古契柯夫和李沃夫之流的任务获得 实际保证
 的一个 实际步骤
 ！这才是俄国无产阶级奋勇前进，超过1848年“授权”路易·勃朗的法国无产阶级的标志！这才是证明无产阶级群众的本能和智慧并不满足于一切激昂慷慨的言词、实行改革和自由的许诺、“工人所委派的部长”的头衔以及诸如此类的装饰门面的东西，而 只是
 在有靠山的地方，在无产阶级、觉悟的工人所组织和领导的 武装的
 人民群众那里找自己的靠山。

这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但 仅仅
 是第一步。

如果这个“监督委员会”仍然是纯议会性的政治机构，即向临时政府“质询”并从它那里得到答复的委员会，那么它就终究只是一个玩具，它就会一钱不值。

如果它能排除一切困难，立刻建立起一支真正全民的、真正包括全体男女在内的 工人民兵
 或 工人民军
 ，代替已被打垮和已被废除的警察，使 任何
 立宪君主制政府或民主共和制政府无论在彼得格勒 或
 俄国其他任何地方都 不可能
 再建立这种警察，那么俄国的先进工人就会真正走上一条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道路，走这条路就能战胜战争，真正实现据报纸报道在彼得格勒国家杜马前面的广场举行示威的骑兵部队的旗帜上赫然写着的口号：

“世界各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

关于我对这种工人民军的想法，我将在下一封信中阐述。

我在下一封信中将尽量说明，一方面，建立工人所领导的全民民军才是当前正确的口号，因为它符合俄国革命（以及世界革命）目前所处的特殊的过渡时刻的策略任务，另一方面，这种工人民军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须是全民的，必须具有 人人普遍参加的
 那种群众性，即真正包括 全体
 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居民；其次，它必须不仅把纯警察的职能，而且把全部国家机关的职能同军队的职能、对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的职能结合起来。






	

尼·列宁


1917年3月22日（9日）于苏黎世







附言：上一封信我忘记注明日期，那封信是3月20日（7日）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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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封信

论无产阶级民兵

（1917年3月11日〔24日〕）

我昨天得出的关于齐赫泽采取动摇策略的结论，已经为今天3月10日（23日）的两个文件完全证实了。第一个文件是从斯德哥尔摩用电报拍给《法兰克福报》 
[32]

 的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彼得格勃发表的一篇宣言的摘要。在这个文件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支持或者推翻古契柯夫政府；宣言号召工人和士兵组织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周围，选举代表参加苏维埃，以便为反对沙皇制度，为争取共和国、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存粮，而主要是为停止掠夺性战争而进行斗争。在这里，特别重要和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我们中央委员会的这样一个完全正确的思想：为了争取和平，必须同 一切交战国的无产者
 建立联系。

期待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之间的谈判和联系会产生和平，那是欺骗自己和欺骗人民。

第二个文件是一则消息，也是从斯德哥尔摩用电报拍给另一家德国报纸（《福斯报》 
[33]

 ）的。消息说，齐赫泽杜马党团同劳动团（？Arbeiterfraction）及15个工会的代表在3月2日（15日）举行了联席会议，并在第二天发表了一篇号召书。号召书有11项要点，电讯仅仅介绍了其中的三项：第一项是要求共和国，第七项是要求和平和立即开始和平谈判，第三项是要求“俄国工人阶级能有足够数量的代表参加政府”。

如果这一项属实，那我就懂得资产阶级为什么要夸奖齐赫泽了。我懂得，除了我上面提到的英国古契柯夫分子在《泰晤士报》上恭维齐赫泽之外，为什么法国古契柯夫分子又在《时报》上恭维他。法国百万富翁和帝国主义分子的这家报纸在3月22日写道：“工人党的领袖们，尤其是齐赫泽先生，正在利用自己的全部影响来抑制工人阶级的愿望。”

的确，提出工人“参加”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这种要求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是荒谬的——作为少数派参加进去，那就意味着充当小卒；“对等地”参加，那是办不到的，因为不可能把继续进行战争这种要求同缔结停战协定和开始和平谈判这种要求调和起来；要作为多数派“参加”，那就必须有 推翻
 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的力量。在实践中，提出“参加”这种要求是一种最坏的路易·勃朗主义，这就是说把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现实环境置于脑后，醉心于极其空洞的响亮词句，在工人中间散布幻想，把 宝贵的
 时间白白花费在同米留可夫或克伦斯基的谈判上，却不用来建立 真正
 阶级的和革命的力量，建立无产阶级民兵，这种民兵能够 取得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 
一切

 贫苦居民阶层的 信任
 ，能够 帮助他们组织起来
 ，帮助 
他们

 为争取面包、和平和自由而进行斗争。

齐赫泽和他那个党团（我不说组织委员会的 党
 ，因为在我所能看到的材料中没有一个字提到组织委员会）的号召书中的这个错误之所以特别令人感到奇怪，是因为象各报所报道的，齐赫泽的最亲密的同道者斯柯别列夫在3月2日（15日）的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俄国正处在第二次革命，真正的〈wirklich，直译是：实际的〉革命的前夜。

这才是正确的说法，但是斯柯别列夫和齐赫泽却忘记从这里作出实际的结论。我不能从我所在的这个该死的远方来判断这第二次革命究竟临近到什么程度。斯柯别列夫在当地会看得清楚一些。因此我不给自己提出那些我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具体材料来加以解决的问题。我只想强调指出，“局外的见证人”，即不隶属于我们党的斯柯别列夫，证实了我在第一封信里作出的 符合事实的
 结论：二、三月革命不过是革命的 第一阶段
 。俄国目前正处在向革命的下一阶段，也就是向斯柯别列夫所说的“第二次革命” 过渡
 的特殊的历史时刻。

如果我们想当马克思主义者，想学习世界各国革命的经验，我们就应当设法了解，这个 过渡
 时刻的 特点
 究竟是什么，从这个时刻的客观特点中要得出什么样的策略。

时局的特点在于，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由于以下三种最主要的情况而异常容易地取得了第一次胜利：（1）英法金融资本及其代理人的帮助；（2）军界一部分上层人物的帮助；（3）整个俄国资产阶级在地方自治机关、市政机关、国家杜马和军事工业委员会等机关中都有现成的组织。

古契柯夫政府受到两方面的钳制：一方面它受资本利益的约束，不得不竭力继续进行掠夺性的强盗战争，保护资本和地主的巨额利润和恢复君主制；另一方面它产生于革命并且必须从沙皇制度急剧转向民主制，又受到挨饿的、要求和平的群众的压力，所以不得不说谎话，支吾搪塞，拖延时间，“宣布”和许愿（许愿甚至在物价暴涨时期也是唯一廉价的东西）尽量多些，兑现则尽量少些，一只手拿出让步，另一只手又收回让步。

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对新政府最理想的情况下，它依靠整个俄国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界的全部组织才能，能够使崩溃推迟一些。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它也 不能
 避免崩溃，因为不抛弃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不采取革命的措施，不求助于俄国和世界无产阶级宏伟而有历史意义的英雄主义，就 
不能

 从世界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和饥荒这个可怕的妖怪的魔爪中挣脱出来。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能一举推翻新政府，即使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在革命时期可能性的限度可以扩大千百倍），但如果我们 不能使
 领导全体城乡广大贫苦群众、半无产阶级和小业主的 无产阶级
 象整个俄国资产阶级和整个资产阶级知识界那样出色地 组织起来
 的话，我们也无法保持住政权。

不管在彼得格勒是否已经爆发“第二次革命”（我已经说过，认为在国外能够估计出革命成熟的具体速度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或者这次革命要推迟一些时间，或者它在俄国某些地区已经爆发（这一点看来已有某些迹象），不管在 何种
 情况下，在新的革命的前夜也好，在它爆发的当天也好，在它爆发的第二天也好，口号都必须是 无产阶级组织起来
 。

工人同志们！你们昨天在推翻沙皇君主制时表现出了无产阶级英雄主义的奇迹。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就在现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你们为了推翻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地主资本家政权，也一定会再次表现出这种英雄主义的奇迹。你们如果不表现出 无产阶级组织的奇迹
 ，你们就不可能在这个下一次“真正的”革命中取得 巩固的胜利
 ！

目前的口号就是组织起来。但是仅仅这样说，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一方面，组织起来在 任何时候
 都是需要的，也就是说，光是指出必须“组织群众”，还是根本没有说明问题；另一方面，谁仅仅这样说，谁就只不过是自由派的应声虫，因为 自由派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正是

 希望工人的眼光 不要超出一般的

 “合法”（从“正常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来看）组织，也就是希望工人 只要
 加入自己的党、自己的工会、自己的合作社等等就行了。

工人根据自己的阶级本能懂得，在革命时期，他们 不光是
 需要一般的组织，他们还需要与此完全不同的组织，他们正确地走上了1905年我国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所指引的道路，建立了 工人代表苏维埃
 ，并且通过吸引 士兵
 代表，自然还通过吸引农村 雇佣
 工人代表以至（采取这种或那种形式）全体贫苦农民代表来发展、扩大和加强苏维埃。

在俄国所有地方，为各行各业和各个阶层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或者用经济上不大确切但比较通俗的话来说，为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建立这一类组织，是一项头等重要、刻不容缓的任务。我在这里先提一下，对于全体农民群众，我们党（关于它在新型的无产阶级组织中的 特殊
 作用，我希望在以后的一封信中谈一谈）应当特别建议 单独
 成立雇佣工人的苏维埃以及不出售粮食的小农的苏维埃， 
与

 富裕农民 
分开

 ，因为没有这个条件，一般说来，就既不可能执行真正的无产阶级政策 
［注：在农村中现在就将展开一场争夺小农和一部分中等农民的斗争。地主依靠富裕农民的帮助将引导他们去受资产阶级的支配。我们应当依靠农村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帮助引导他们去同城市无产阶级结成最紧密的联盟。］

 ，也不可能正确处理关系到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极重要的实际问题，即正确地分配 粮食
 和增加粮食生产等问题。

那么请问，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做些什么呢？我们于1915年10月13日在日内瓦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上曾经写道：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被看成是起义的机关，是革命政权机关”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

 。

这个从1871年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得出的理论原理，恰恰应当根据俄国这次革命的这一阶段的实际经验加以阐明并且更具体地加以发挥。

我们需要革命的 政权
 ，我们需要（在一定的过渡时期内） 国家
 。这是我们区别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地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不仅在于我们主张集中的、共产主义的大生产，他们主张分散的小生产。不，区别恰恰表现在政权问题，国家问题上，我们 
主张

 革命地利用革命的国家形式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无政府主义者则加以 反对
 。

我们需要国家。但我们需要的 
不是

 资产阶级到处建立的 那种
 国家，从立宪君主国直到最民主的共和国。这也是我们同开始腐烂的老社会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和考茨基分子之间的区别，这些党歪曲了或者忘记了巴黎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教训的分析 
［注：我在以后的一封信中或一篇专文中将详细地谈一谈特别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恩格斯在该书第3版的序言中，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的信中和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的信中所作的这种分析，同时也要谈一谈考茨基1912年同潘涅库克辩论所谓“破坏国家”问题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肆意歪曲（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国家与革命》。——编者注）。］

 。

我们需要国家，但 
不是

 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那种国家，因为它的政权机关如警察、军队、官僚（官吏）是脱离人民并且是同人民对立的。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只不过完善了 
这个

 国家机器，只不过把 
它

 从这个党的手中交到另一个党的手中。

而无产阶级如果想要保卫这次革命的成果和继续前进，想要争得和平、面包和自由，那就应当“ 
打碎

 ”（马克思用语）这个“现成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使警察、军队和官僚同 普遍武装的人民融为一体
 。沿着1871年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所指引的道路前进的无产阶级，应当把 一切
 被剥削的贫苦居民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使他们 自己
 能够直接掌握国家政权机关， 自己组织起
 这种政权的机构。

俄国工人在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在1917年2—3月，就已经 走上了
 这条道路。目前的全部任务就是要清楚地理解这是一条什么样的新道路，就是要勇敢地、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

英法两国和俄国的资本家“仅仅”想撤换，甚至只是想“吓唬一下”尼古拉二世，而根本不准备触动旧的国家机器，即警察、军队和官吏。

工人则往前走了，他们打碎了这个机器。现在，不仅英法两国的资本家，而且连德国的资本家，在看到诸如俄国士兵枪杀自己的长官，甚至枪杀拥护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海军将官涅佩宁时，都又恨又怕而 暴跳如雷
 。

我说工人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确切一些说应该是： 已经开始
 打碎这个机器。

我们拿一个具体例子来看。

在彼得格勒和其他许多地方，警察一部分已被歼灭，另一部分则被废除。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如果 不恢复
 警察这种脱离人民的、同人民对立的、由资产阶级指挥的武装人员组成的特殊组织，它不仅 不能
 恢复君主制，而且连政权也保持不住。这象白天一样清楚。

另一方面，新政府必须顾及革命的人民，用半让步和许诺来款待他们，拖延时间。所以它采取了敷衍的办法：它在建立“人民的民兵”和由选举产生的政权机关（这真是太好听了！真是太民主、太革命、太漂亮了！）—— 
但是

 …… 
但是

 ，第一，把人民的民兵置于地方自治机关和市自治机关的监督或指挥之下，即置于根据血腥的尼古拉和绞刑手斯托雷平的法律选举出来的地主和资本家的指挥之下！！第二，把民兵叫作“人民的”民兵，无非是为了蒙骗“人民”， 实际上
 并不是号召人民 人人
 参加这种民兵， 也不是责成
 业主和资本家 按照
 职工执行 公务
 即民兵执行勤务的 时数和天数付给
 他们通常的报酬。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地主资本家政府就是采取这种办法使“人民的民兵”始终是纸上谈兵，而实际上 资产阶级的
 反人民的民兵却在悄悄地逐渐复活，起先由“8000个大学生和教授”组成（外国报纸这样描写目前彼得格勒的民兵）——这显然是玩具！——然后逐步由旧的和新的 警察
 组成。

不让警察恢复！不把地方政权交出去！要建立一支真正全民的、人人普遍参加的、受无产阶级领导的民兵！这就是当前的任务，这就是当前的口号，而这个口号既符合以后的阶级斗争、以后的革命运动的被正确理解了的利益，又符合任何工人、任何农民、任何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主义本能，他们不能不切齿痛恨警察、乡警、巡官以及地主资本家对欺压人民的武装人员的指挥权。


他们
 ，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地主和资本家，需要什么样的警察呢？他们需要的正是沙皇君主制时代的那种警察。世界上 一切
 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非常短暂的革命时期过去以后所建立起来或者恢复起来的， 正是这样一种
 警察，即脱离人民的、由这样或那样地服从于资产阶级而与人民对立的武装人员组成的特殊组织。

我们无产阶级，全体劳动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民兵呢？我们需要真正 人民的
 民兵，也就是说，第一，它是由 全体
 居民，即由所有成年 男女
 公民组成的，第二，它把人民军队的职能同警察的职能、同维持国家秩序和进行国家管理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机关的职能集于一身。

为了把这些论点讲得更明白些，我举一个非常粗浅的例子。不用说，如果有人以为能够拟订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民兵的任何一种“计划”，那是很荒唐的，因为当工人和全体人民真正广泛地实际行动起来的时候，他们所拟订的计划和所作的安排将比任何理论家高明百倍。现在我不提“计划”，我只是想举例说明我的想法。

彼得格勒约有200万居民。其中一半以上是从15岁到65岁的人。我们如果以一半计算，就有100万人。即使从中减去四分之一的人，即病人和其他有正当理由目前没有参加公务的人，剩下来的还有75万人，假定每15天中有1天在民兵中执行勤务（执行勤务时间仍从业主那里领取报酬），那就可以组成一支5万人的大军。

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那种类型
 的“国家”！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而不是仅仅口头上的“人民的民兵”。

这才是我们应当走的道路，只有走这条道路，任何特殊的警察、任何脱离人民的特殊的军队才 无法
 复活。

这种民兵有百分之九十五将来自工人和农民，它将 真正
 表现出绝大多数人民的理智和意志、力量和权力。这种民兵将把全体人民真正武装起来，教他们学习军事，非古契柯夫式地、非米留可夫式地防备反动势力的任何复辟行动以及沙皇代理人的任何阴谋诡计。这种民兵将成为“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执行机关，它将获得居民的 绝对的
 尊敬和信任，因为它本身就是全体居民的组织。这种民兵将使民主不再是掩盖资本家奴役和嘲弄人民的漂亮招牌，而成为真正 培养群众
 参与 一切
 国家事务的手段。这种民兵将吸引少年男女参加政治生活，不仅用言语，而且通过行动，通过 工作
 对他们进行教育。这种民兵将发挥学者们所说的“福利警察”的作用，如进行卫生监督等等，同时会吸引一切成年妇女参加这类工作。如果不吸引妇女参加公务、参加民兵、参加政治生活，如果不使妇女走出使她们愚钝的家庭圈子和厨房圈子，那就 不能
 保证真正的自由，甚至不能建立民主，更不用说建立社会主义了。

这种民兵将成为无产阶级民兵，因为工业工人和城市工人将自然而然地在这种民兵中对贫苦群众起指导性的影响，正象他们自然而然地在1905—1907年和1917年整个人民革命斗争中处于领导地位一样。

这种民兵将保证绝对的秩序和矢志不渝地遵守的同志纪律。同时，在一切交战国都遭到严重危机的时刻，它使我们有可能用真正民主的方式同这种危机进行斗争，正确地迅速地分配粮食和其他物品，贯彻“普遍劳动义务制”。这种制度现在法国人叫作“公民动员制”，德国人叫作“公民服务义务制”。不实行这种制度，就 不可能
 —— 事实确实表明不可能
 ——医治可怕的掠夺性战争已经造成和正在造成的创伤。

难道俄国无产阶级流血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些关于实行政治民主改革的漂亮诺言吗？难道他们不是要求和争取使 每个
 劳动者 立刻
 看到和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吗？难道他们不是要使每个家庭都有面包吃吗？不是要使每个小孩都能得到一瓶好牛奶吗？在小孩的需要没有得到保证之前不是不许任何有钱人家的大人多拿牛奶吗？不是要使沙皇和贵族遗留下来的宫殿和富丽堂皇的住宅不致闲置而用来开设济贫院吗？而这许多措施，除了有妇女与男子平等参加的全民民兵以外，又有谁能实行呢？

这些措施 还不是
 社会主义。它们涉及消费品的分配，而不涉及生产的改组。它们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目前的问题不在于从理论上把它们分类。假使我们把复杂的、迫切的、迅速发展着的实际革命任务放在狭隘理解的“理论”的普罗克鲁斯提斯床上 
[34]

 ，而不把理论看作首先是、主要是 
行动的
 指南
 ，那就大错特错了。

俄国工人群众在直接的革命斗争中曾经表现出了勇敢、主动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奇迹，而现在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觉悟、毅力和英雄气概来表现“无产阶级组织的奇迹”呢？这一点我们是不知道的，对这一点加以猜测也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 只有
 实际生活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们所确实知道并且作为一个政党我们应当向群众说明的是，现在世界上有一部力量非常大的历史发动机，它产生空前未有的危机、饥荒和数不清的灾难。这部发动机就是战争，而这场战争是由 两个
 交战的营垒的资本家为了掠夺的目的而进行的。这部“发动机”把许多最富裕、最自由和最文明的民族推到了毁灭的边缘。它 迫使
 各国人民把最后一点力量都拿出来，使他们陷入不堪忍受的境地，它提上日程的不是实现某种“理论”（这根本谈不上，马克思总是提醒社会主义者不要有这种错觉），而是实施最极端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因为 不
 采取极端的措施，千百万人就定会立即活活地饿死。

当客观形势 要求
 全体人民采取极端措施的时候，先进阶级的革命热情能够做 很多事情
 ，这一点是用不着论证的。在俄国，大家对事情的 这个
 方面都是亲眼看到和 亲身感触到
 的。

重要的是要懂得，在革命时期，客观形势象生活激流一般，迅速而急剧地发生着变化。在每一个时期，我们应当 善于根据
 当时形势的 特点
 提出自己的策略和最近的任务。在1917年2月以前，任务是勇敢地进行革命的国际主义宣传，号召群众起来斗争，唤起群众。在二、三月的日子里，形势要求我们有忘我斗争的英雄气概，以便立刻打倒最直接的敌人——沙皇制度。现在我们正处在从革命的这个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 过渡
 的时刻，即从同沙皇制度“搏斗”向同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地主资本家的帝国主义“搏斗” 过渡
 。摆在当前日程上的是 组织
 任务，但是，决不能把这项任务刻板地理解成仅仅是建立千篇一律的组织，而应当理解为吸引空前广大的被压迫阶级群众到组织中来，并且由这个组织来执行军事的、行政的、国民经济的任务。

无产阶级已经在用不同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特殊任务，今后还将这样做。在俄国有些地方，二、三月革命几乎把全部政权交给了无产阶级，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可能用“强力”手段来建立和扩大无产阶级民兵，还有些地方，他们大概会争取根据普遍的……选举权立即举行市杜马和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以便当无产阶级组织程度还不够高，士兵和工人的关系还不够密切，农民运动还不够开展，很多很多人对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军事帝国主义政府还没有完全失望，因而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政府”代替这个政府的时机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在那里建立起革命中心等等。

我们也不会忘记，就在彼得格勒旁边有一个极先进的真正共和制的国家，这就是芬兰，从1905年到1917年，芬兰在俄国革命战斗的掩护下，比较和平地发展了民主制度，并把人民 大多数
 争取到社会主义这一边。俄国无产阶级会保证芬兰共和国有充分的自由，直到分离的自由（现在，当立宪民主党人罗季切夫在赫尔辛福斯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他为大俄罗斯人争取某些特权的交易 
[35]

 的时候，未必还有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表示犹豫），正因为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将赢得芬兰工人的 完全
 信任以及他们对全俄无产阶级事业的同志式帮助。在艰巨的事业中，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不免犯错误），芬兰工人是优秀的组织家，他们将在这方面帮助我们，他们将 按自己的方式
 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事业。

俄国境内革命取得胜利，——在这种胜利的掩护下芬兰的和平组织工作取得成就，——俄国工人以新的规模转入革命的组织任务，——无产阶级和贫苦居民阶层夺得政权，——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得到鼓励和发展，——这就是一定会把我们引向 和平
 和 社会主义
 的道路。






	

尼·列宁


1917年3月11日（24日）于苏黎世 载于1924年《共产国际》杂志第3—4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34—47页











第四封信

如何实现和平？

（1917年3月12日〔25日〕）

我现在刚刚（3月12日〔25日〕）看完《新苏黎世报》（3月24日第517号）登载的下面一则柏林发来的电讯：


　　“据瑞典消息：马克西姆·高尔基给政府和执行委员会寄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他祝贺人民对反动统治者取得的胜利，并且号召俄国所有的儿子都来帮助建设新的俄国国家大厦。同时他呼吁政府以缔结和约来完成自己的解放事业。他说这不应当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和约；俄国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争取缔结随随便便的和约。这应当是一个能够使俄国光荣地存在于世界其他各国人民面前的和约。人类已经流够了血；如果新政府能够迅速缔结和约，那么它不仅对俄国，而且对全人类将会作出极大的贡献。”



　　报上是这样转述马·高尔基的信的。读着这封充满流行的庸俗偏见的信，令人感到沉痛。笔者在卡普里岛同高尔基见过几次面，曾一再提醒他，为了他的政治错误还责备过他。高尔基用他无比和蔼的微笑和坦率的声明挡回了这种责备，他说：“我知道，我是一个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再说，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是不大能自持的人。”要反驳这种话是不容易的。

毫无疑问，高尔基是一个很大的艺术天才，他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作出了而且还将作出很多贡献。

但是，高尔基为什么要搞起政治来了呢？

在我看来，高尔基的这封信不仅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其流行的偏见，而且还反映了一部分受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的偏见。我们党的 一切
 力量，觉悟工人的全部精力，都应当放在同这种偏见作坚持不懈的全面的斗争上。

沙皇政府发动和进行目前这场 帝国主义的
 、掠夺性的强盗战争，其目的是为了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政府是地主资本家的政府，它不得不继续进行而且愿意继续进行 这样一场
 战争。建议这个政府缔结民主和约，就无异于向妓院老板宣传行善积德。

现在让我们来说明我们的见解。

什么是帝国主义呢？

我在我的一本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小册子还在革命前就已寄给孤帆出版社，该社接受了并在《年鉴》杂志上发了出版预告） 
[36]

 中曾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回答：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见《年鉴》预告的上述小册子的第7章；由于当时还存在着书报检查制度，小册子用的书名是：弗·伊林《最新的资本主义》。）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7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编者注。］





　　问题在于资本已经大大地成长了。为数不多的最大的资本家结成的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握有 亿万
 资本并且共同瓜分着整个世界。 整个
 世界已经瓜分完毕。战争是由英法和德国这两个最强大的亿万富豪集团 重新瓜分
 世界的冲突引起的。英法资本家集团想首先掠夺德国，夺取德国的殖民地（几乎已经全部夺到手），然后再侵占土耳其。

德国资本家集团则想把土耳其攫为 己
 有，并夺取弱小的邻国（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来补偿它失去的殖民地。

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关于“解放”战争、“民族”战争、“争取权利和正义的战争”的种种谎言以及诸如此类的花招所掩盖的真相，资本家总是用这些东西来愚弄普通的老百姓。

俄国不是用自己的钱打仗的。俄国资本是英法资本的 同伙
 。俄国是为了掠夺亚美尼亚、土耳其和加里西亚才进行战争的。

我国现任部长古契柯夫、李沃夫、米留可夫并不是一些偶然得势的人物。他们是整个地主资本家阶级的代表和领袖。他们受资本的利益的 约束
 。资本家不能放弃自己的利益，正象一个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

其次，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之流被英法资本所 约束
 。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用别人的钱来打仗的。他们为了几十亿借款曾经答应 每年
 付给 几亿
 利息，而这份 贡物
 是他们从俄国工人和俄国农民的身上榨取来的。

再次，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之流还受同英、法、意、日以及其他资本家强盗集团直接订立的关于这场战争的掠夺目的的 条约
 的 约束
 。这些条约还是 沙皇尼古拉二世
 缔结的。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之流为了夺取政权，利用了工人反对沙皇君主制的斗争， 而
 对沙皇缔结的 条约他们
 却一概承认

 。

整个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在自己的宣言中就是这样做的，这项宣言已由“彼得堡通讯社”于3月7日（20日）发电向国外作了报道，它说：“政府〈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政府〉将忠实遵守使我国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的一切条约。”新任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在1917年3月5日（18日）拍给俄国所有驻外代表的电报中也作了 同样的
 声明。

这些条约都是 秘密的
 ，米留可夫之流 不愿意
 公布这些条约有两个原因：（1）他们害怕人民，因为人民不愿意进行掠夺性战争；（2）他们受英法资本的约束，英法资本要求严守条约秘密。但是每一个读报和研究时事的人都知道，在这些条约中说的不外是日本掠夺中国，俄国掠夺波斯、亚美尼亚、土耳其（特别是君士坦丁堡）和加里西亚，意大利掠夺阿尔巴尼亚，法国和英国掠夺土耳其及德国的殖民地，等等。

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建议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尽速缔结真诚的、民主的、睦邻的和约，就等于一个善良的乡村“神父”要地主和商人“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慈爱待人，左脸挨了打，再让人家打右脸。地主和商人一面听说教，一面继续压迫和掠夺人民，并且由于“神父”能够很好地安抚“农夫”而感到非常高兴。

凡是在这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用善良的言词向资产阶级政府呼吁和平的人，不管他有没有意识到，都起了与上面完全一样的作用。资产阶级政府有时根本不听这种言论甚至禁止这种言论，有时则允许讲，并且随便许下种种诺言，说他们打仗无非是为了尽速缔结“最公正的”和约，有过错的只是敌方 。向资产阶级
 政府呼吁和平实际上是在 欺骗人民
 。

为了瓜分土池、市场和租借地而使世界染满鲜血的资本家集团，是 不可能
 缔结“光荣的”和约的。他们只可能缔结 可耻的
 和约，即 瓜分赃物、瓜分土耳其和殖民地
 的和约。

此外，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根本不同意在目前缔结和约，因为 现在
 它能够得到的“赃物”“ 不过
 ”是亚美尼亚及加里西亚的一部分，而它 还
 想掠夺君士坦丁堡， 甚至
 从德国人手中夺回一直受沙皇政府最残酷最无耻压迫的波兰。其次，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实质上只是英法资本的伙计，英法资本 除了
 想保住从德国夺来的殖民地 以外
 ，还想迫使德国归还比利时及法国的一部分。英法资本帮助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废黜尼古拉二世，是为了要他们帮助自己“战胜”德国。

那怎么办呢？

为了实现和平（更不用说实现真正民主的、真正光荣的和平了），国家政权就应当归 工人和贫苦农民
 ，而不应当归地主资本家。地主资本家只占人口的微不足道的少数；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资本家正在靠战争大发横财。

工人和贫苦农民占人口的 绝
 大多数。他们在战争中不是发财，而是破产、挨饿。他们既不受资本的约束，也不受资本家强盗集团之间的条约的约束，他们 能够
 而且真诚地希望停止战争。

如果俄国政权归工兵农代表 苏维埃
 ，那么这些苏维埃和由它们选出的 全俄苏维埃
 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同意实现我们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在1915年10月13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该报为了摆脱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的压迫，当时在日内瓦出版）第47号上就已拟定的和平纲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

 。

这个和平纲领大概是这样的：

（1）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或者暂时代替它的彼得堡苏维埃）立即声明，它 不
 受 任何
 条约的约束， 不管是
 沙皇君主政府的条约 还是
 资产阶级政府的条约。

（2）它立即公布 所有
 这些条约，使沙皇君主政府以及 一切
 资产阶级政府的掠夺目的当众暴露。

（3）它立即公开建议 一切
 交战国 马上
 缔结 停战协定
 。

（4）它立即向全体人民公布我们工人农民的 媾和条件
 ：

解放 一切
 殖民地；

解放 一切
 从属的、被压迫的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

（5）它声明，决不等待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发善心，而是建议各国工人推翻它们，把全部国家政权交给工人代表苏维埃。

（6）它声明，资产阶级政府为了进行这场罪恶的强盗战争所借的数十亿债款，只能由 资本家老爷们自己
 去偿还，工人和农民是 不承认
 的。为这些借款付利息，就等于向资本家长年累月地交 贡款
 ，酬谢他们开恩让工人为了资本家瓜分资本主义赃物而互相残杀。

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说：工人和农民们！你们能同意 每年
 付给资本家老爷们 几亿
 卢布来奖励他们为瓜分非洲殖民地、土耳其等等而进行的战争吗？

在我看来，为了实现 这些
 媾和条件，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会同意向世界上 任何一个
 资产阶级政府和 一切
 资产阶级政府 开战
 的，因为这将是真正正义的战争，因为 一切
 国家的 全体
 工人和劳动人民 都会帮助这种战争
 取得胜利。

德国工人现在看到，俄国这个好战的君主国已被一个 好战的
 共和国，一个想要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并且承认沙皇君主政府缔结的强盗条约的资本家共和国所代替了。

大家自己判断一下，德国工人能信任 这种
 共和国吗？

大家自己判断一下，如果过去和现在从对伟大的“1905年”革命的生动回忆中吸取了教益的俄国人民，取得充分的自由并把全部国家政权交给工农代表苏维埃，那么，战争还能进行下去吗？资本家在世界上的统治还能保持下去吗？






	

尼·列宁
1917年3月12日（25日）于苏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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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封信

革命的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任务

（1917年3月26日〔4月8日〕）

在前几封信中，对目前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大致规定如下：（1）要善于通过最可靠的途径走向革命的下一阶段或者说走向第二次革命，（2）这次革命应当把国家政权从地主资本家（古契柯夫之流、李沃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克伦斯基之流）政府手中夺过来交给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府。（3）后一政府应当按照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式样组织起来，也就是：（4）它应当打碎，应当彻底铲除 一切
 资产阶级国家中常见的旧的国家机器，即军队、警察和官僚（官吏），（5）代之以不仅是群众性的、而且是人人普遍参加的人民武装组织。（6） 
只有

 这样的政府，只有就阶级成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和管理机关（“无产阶级民兵”）来说是这样的政府， 才能
 顺利地解决目前非常困难而又十分迫切的 最主要的
 任务，这就是：争取实现 和平
 ，但不是帝国主义的和平，不是帝国主义列强勾结起来瓜分资本家及其政府所夺得的赃物，而是实现真正持久的、民主的和平，这种和平如果没有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实现不了的。（7）俄国无产阶级要在最近的将来取得胜利， 除非
 具备这样的条件：作为胜利的第一步，工人必须得到为没收全部地主土地（并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如果注意到“104人”土地纲领 
[37]

 实质上仍然是 农民
 的土地纲领）而斗争的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8）有了这种农民革命并且以这种农民革命作基础，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和有必要同 贫苦
 农民联合起来采取进一步的步骤，即对最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 监督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等等。这些步骤之所以绝对必须采取，则是由战争所造成的和战后时期在许多方面甚至会更加严重的那些情况决定的；这些步骤就其整体和发展来看，就是 向社会主义过渡
 ，因为在俄国，不采取这些过渡措施，要马上直接实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采取了这种过渡措施，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了。（9）在这里提出了一项极其迫切的任务：立刻 在农村中
 单独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即农业 雇佣
 工人苏维埃，而与其他农民代表苏维埃 分开
 。

我们根据对俄国和全世界革命的阶级力量的估计以及1871年和1905年的经验所拟定的纲领简单说来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想对这整个纲领作一总的考察，顺便谈一谈卡·考茨基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他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大的理论家，是目前在各国出现的动摇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革命国际主义者之间的“中派”、“泥潭派”的最著名代表。考茨基在自己的《新时代》杂志 
[38]

 （新历1917年4月6日号）上刊登的《俄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曾谈到这个问题。


　　考茨基写道：“首先，我们应当弄清摆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制度〈国家制度〉面前的任务。”作者接着写道：“无产阶级最迫切需要的两件东西就是民主和社会主义。”





　　令人遗憾的是，考茨基把这个完全不容争辩的原理说得十分笼统，以致实质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什么问题也没有阐明。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府的成员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会乐意赞同这个一般原理，一个赞同原理的前一部分，另一个赞同原理的后一部分……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24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3—4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55—57页











第五封《远方来信》的要点

[39]




（1917年3月26日〔4月8日〕以前）


不能
 带着旧党纲去参加立宪会议的选举。旧党纲应作如下修改：

　　（1）加上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的内容

　　（2）关于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祖国”的内容

＋ 补2
 ：关于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斗争和分裂的内容

‖注意‖（3）加上关于我们需要的那种 国家
 以及 
消亡

 的内容。

　　（4）修改

　　　　政治纲领 前面
 的最后两段（反对君主制以及恢复君主制的措施）

　　（5）对政治部分第3条补充如下：

　　　　任何官吏不得 由上面
 委派

　　　　（参看 恩格斯
 1891年的批判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277页。——编者注］

 ）

　　＋ 一切
 官吏的薪金：不超过工人的工资

　　＋有权随时召回 一切
 代表和官吏

　　＋（补5）修改关于自决问题的第九条

　　＋ 详细
 阐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

　　（6）最低纲领中的许多地方要作修改并加以 
提高

 。

　　（7）在土地纲领中：

　　　　（α）国有化代替地方公有化（我将把自己的1909年被烧毁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著作 
[40]

 的手稿寄往彼得格勒）

　　　　（β）变地主田庄为示范农场。

　　（8）“普遍劳动义务制”（Zivildienstpflicht）

　　（9）删去支持“ 任何反政府

 ”运动的内容（革命运动则是另一回事）。

　　（10）更改名称，因为

　　　　（α）这个名称不正确

　　　　（β）被社会沙文主义者糟蹋了

　　　　（γ）在选举中会把人民弄糊涂，因为社会民主党＝齐赫泽、 
波特列索夫

 之流。

这是《第五封信》的要点。望 
立即

 归还。

您有没有关于修改最低纲领实践部分的草稿和意见？（（我们 
不止一次

 谈论过这个问题，您还记得吗？））

应当 
立即

 着手这项工作。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58—59页














[5]

 《远方来信》是列宁在瑞士为《真理报》写的一组文章。列宁获悉俄国发生革命的确实消息以及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组成情况以后，就开始写这些文章。第一封信至第四封信写于1917年3月7—12日（20—25日），第五封信于3月26日（4月8日）即离开瑞士回俄国的前一天动笔，没有写完。第一封信经《真理报》编辑部作了删改后，发表于1917年3月21日和22日（4月3日和4日）该报第14号和第15号（这封信第一次全文发表于1949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3卷）。第二、第三、第四封信当时没有发表。第五封信的思想后来在《论策略书》和《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这两篇著作中得到了发挥。列宁回国前曾采取措施在侨居法国和瑞士的布尔什维克中间散发第一封信和第二封信。——9。





[6]

 《远方来信。第一封信》在《真理报》发表时被编辑部删去了约五分之一，主要删去了列宁对妥协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首领们趋奉资产阶级并试图掩盖英法政府代表同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一起参与推翻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这一事实的评述，以及对临时政府继续进行侵略战争的君主主义和帝国主义意图的揭露。——9。





[7]

 指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成立的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



俄国二月革命中，彼得格勒各工厂企业先后选举了苏维埃代表。2月27日（3月12日）白天，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库·安·格沃兹杰夫、波·奥·波格丹诺夫和国家杜马孟什维克代表尼·谢·齐赫泽、马·伊·斯柯别列夫等人为了取得苏维埃的领导权，组织了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当天晚上，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塔夫利达宫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选出了由15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孟什维克杜马党团的领导人齐赫泽当选为主席，劳动派分子亚·费·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当选为副主席，委员中有两名布尔什维克——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和彼·安·扎卢茨基。社会革命党最初反对组织苏维埃，后来向苏维埃派出自己的代表弗·亚·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弗·米·晋季诺夫。



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宣布它是工人和士兵代表的机关。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1917年6月）以前，它实际上是全俄的中心。3月1日（14日），有10名士兵和水兵代表被选进执行委员会，其中有两名布尔什维克——亚·尼·帕杰林和安·德·萨多夫斯基，工人代表苏维埃从此改称工兵代表苏维埃。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齐赫泽、尤·米·斯切克洛夫、波格丹诺夫、彼·伊·斯图契卡、彼·阿·克拉西科夫、格沃兹杰夫等。



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于2月28日（3月13日）发表了《告彼得格勒和全国居民书》，号召人民团结在苏维埃周围，把管理全部地方事务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它派遣特派员到全市各区建立人民政权机关。3月3日（16日），苏维埃成立了粮食、军事、城防、书刊等专门委员会。



尽管苏维埃的领导权掌握在妥协派手中，但是在革命工人和士兵的压力下它还是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如逮捕旧政权的代表，释放政治犯等。苏维埃还着手组织民兵，每1000名工人中有100人参加民兵。3月1日，苏维埃发布了《给彼得格勒军区卫戍部队的第1号命令》，规定军队在政治行动中服从苏维埃，各种武器转交给选举产生的连委员会和营委员会支配和控制，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命令只有在不和苏维埃的命令相抵触的情况下才予以执行等。



当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苏维埃手里。但是在关键时刻，3月1日夜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妥协派领导人却自愿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同意由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组织临时政府。这种向资产阶级投降的行为，列宁在国外无法得知。他是在回到俄国后才获悉这一情况的（见本卷第236页）。——12。





[8]

 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3。





[9]

 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俄国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同立宪民主党等组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14。





[10]

 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4。





[11]

 “组委会分子”是指由组织委员会统一的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是1912年在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孟什维克领导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委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站在沙皇政府方面为战争辩护。组委会先后出版过《我们的曙光》、《我们的事业》、《事业》、《工人晨报》、《晨报》等报刊。1917年8月孟什维克党选出中央委员会以后，组委会的职能即告终止。除了在俄国国内活动的组委会外，在国外还有一个组委会国外书记处。这个书记处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伊·谢·阿斯特罗夫－波韦斯、尔·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和谢·尤·谢姆柯夫斯基组成，持和中派相近的立场，实际上支持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书记处的机关刊物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1915年2月—1917年3月在日内瓦出版。——14。





[12]

 和平革新党人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君主立宪主义组织和平革新党的成员。和平革新党是左派十月党人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和平革新派”基础上组织的，1906年6月成立。该党持介乎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主要是在策略上与它们有所不同，而其纲领则十分接近于十月党。在第三届国家杜马（1907年选出）中，和平革新党同民主改革党联合组成“进步派”，该派是1912年成立的进步党的核心。和平革新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是《言论报》和《莫斯科周刊》。——16。





[13]

 军事工业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资产阶级的组织。这一组织是根据1915年5月第九次全俄工商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建立的，其目的是把供应军火的工厂主联合起来，动员工业企业为战争需要服务，在政治上则对沙皇政府施加压力，并把工人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1915年7月，军事工业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除讨论经济问题外，还提出了建立得到国家杜马信任的政府等政治问题。大会选出十月党人亚·伊·古契柯夫（任主席）和进步党人亚·伊·柯诺瓦洛夫为首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企图操纵全国的经济，然而沙皇政府几乎在军事工业委员会成立的同时就采取对策，成立了自己的机构，即国防、运输、燃料和粮食等“特别会议”。这就使军事工业委员会实际上只充当了国家和私营工业之间的中介人。1915年7月，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开始在委员会内建立工人团。布尔什维克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对工人团的选举进行了抵制。在244个地方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只有76个委员会进行了选举，成立了工人团的委员会则只有58个。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内组织了以孟什维克库·安·格沃兹杰夫为首的工人团。1917年二月革命后，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临时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委员会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曾试图利用军事工业委员会里的专家来整顿被战争破坏了的生产，遭到了资产阶级上层的反抗。1918年7月24日，军事工业委员会被撤销。——16。





[14]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22。





[15]

 指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第四届国家杜马各党派领袖会议曾致电沙皇尼古拉二世，声称彼得格勒形势危急，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拯救祖国和王朝”。2月27日（3月12日），杜马主席米·弗·罗将柯接到尼古拉二世的复电，命令杜马停止活动。当天下午，罗将柯匆忙召开了杜马代表非正式会议。受会议的委托，各党派领袖会议成立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其成员有：十月党人罗将柯（任主席），民族主义者瓦·维·舒利金，右派分子Ｂ．Ｈ．李沃夫，十月党人谢·伊·施德洛夫斯基和伊·伊·德米特留科夫，进步党人弗·阿·勒热夫斯基、亚·伊·柯诺瓦洛夫和亚·亚·布勃利科夫，接近进步党人的米·亚·卡拉乌洛夫，立宪民主党人帕·尼·米留可夫和尼·维·涅克拉索夫，劳动派分子亚·费·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尼·谢·齐赫泽。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任命了24名管理政府各部的委员，成立了军事、粮食等委员会，并于3月1日发出通告，宣布它暂时执行新政府的职能。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力图阻止人民革命，拯救君主制。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夜，它建立了以国家杜马代表、立宪民主党人布·阿·恩格尔哈特上校为首的一个临时机构，力图继续保持军官对士兵群众的控制。3月1日（14日），它号召陆海军继续作战。3月2日，它任命拉·格·科尔尼洛夫将军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同一天，它派遣亚·伊·古契柯夫和舒利金前往大本营，谒见沙皇尼古拉二世，敦促他让位给皇太子，由他的弟弟米哈伊尔亲王摄政。但是资产阶级复辟君主制的企图在人民革命浪潮打击下未能得逞。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于3月2日组成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作为杜马代表非正式会议的领导机关继续存在，并成为反革命中心之一。——22。





[16]

 一月代表会议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在布拉格举行，也称布拉格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有20多个党组织，即几乎所有在俄国进行活动的组织的代表参加，实际上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列宁领导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起草了所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会议肯定俄国新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代表会议宣布取消派的所作所为已使他们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决定把他们清除出党。代表会议谴责了国外反党集团——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认为必须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协助党的工作的统一的党组织。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批准了列宁提出的党的组织章程草案。代表会议恢复了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并由它重新建立了领导国内党组织实际工作的机关——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这次会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新型政党的进一步发展，对巩固党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关于一月代表会议，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24。





[17]

 这里说的中央委员会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彼得堡委员会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临时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是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其任务是领导俄国国内地方党组织的实际工作，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建立，最初在基辅，1904年设在莫斯科，从1905年起设在彼得堡。俄国局下设组织组、技术组、财务后勤组、军事组和一个协调各组工作的执行委员会。1905年11月，由于领导中央国外部分的列宁回国，俄国局的职能改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在1907—1910年反动时期，俄国局的活动曾一度恢复，但由于许多成员的被捕和俄国局内的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怠工，很快又陷于停顿。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重新建立了俄国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局做了大量工作，把布尔什维克团结在列宁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周围。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俄国局和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一起领导了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二月革命后，它又领导了消灭旧制度和巩固革命成果的斗争。



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有彼·安·扎卢茨基、维·米·莫洛托夫和亚·加·施略普尼柯夫。3月上旬陆续参加俄国局的有：安·伊·叶利扎罗娃、康·斯·叶列梅耶夫、弗·尼·扎列日斯基、米·伊·加里宁、米·斯·奥里明斯基、亚·米·斯米尔诺夫、叶·德·斯塔索娃、玛·伊·乌里扬诺娃、姆·伊·哈哈列夫、康·马·施韦奇科夫和K．и．舒特科。3月12日（25日），格·伊·博基、马·康·穆拉诺夫和斯大林进入俄国局。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会议选出了在俄国公开活动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后，俄国局不再存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临时委员会是1917年3月2日（15日）在彼得格勒各区组织的40名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成立的。成员有：波·瓦·阿维洛夫、尼·基·安季波夫、波·阿·热姆丘任、弗·尼·扎列日斯基、米·伊·加里宁、尼·巴·科马罗夫、列·米·米哈伊洛夫、维·米·莫洛托夫、K．奥尔洛夫、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彼·伊·斯图契卡、瓦·弗·施米特和K．и．舒特科。代表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参加彼得堡委员会的是亚·加·施略普尼柯夫。——24。





[18]

 指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告俄国全体公民宣言》。这个文件宣告沙皇专制制度已被推翻，并且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使用、没收存粮供应军民以及停止掠夺性战争等项要求。宣言刊登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第1号增页上。列宁是从1917年3月9日（22日）《法兰克福报》第80号上读到这篇宣言的摘要的，该报刊登宣言摘要使用的标题是：《革命社会党人的宣言》。——24。





[19]

 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社会革命党人部长曾派讨伐队镇压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谋杀了弗·沃洛达尔斯基和莫·索·乌里茨基，刺伤了列宁）。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



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该党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同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25。





[20]

 这里说的第二届临时政府是指1917年3月2日（15日）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参看注2。——26。





[21]

 《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26。





[22]

 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有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劳动派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劳动派分子亚·谢·扎鲁德内在七月事变以后曾担任临时政府司法部长，迫害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劳动派站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方面。——26。





[23]

 《我们的曙光》杂志（《Наша　Заря》）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我们的事业》杂志（《Наше　Де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刊物（月刊）。1915年1月起在彼得格勒出版，以代替被查封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共出了6期。为该杂志撰稿的有叶·马耶夫斯基、彼·巴·马斯洛夫、亚·尼·波特列索夫、涅·切列万宁等。——26。





[24]

 齐赫泽党团指以尼·谢·齐赫泽为首的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孟什维克党团，1916年其成员为马·伊·斯柯别列夫、伊·尼·图利亚科夫、瓦·伊·豪斯托夫、齐赫泽和阿·伊·契恒凯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团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全面支持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对齐赫泽党团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见《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有没有自己的路线？》、《齐赫泽党团及其作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和第28卷）等文。——26。





[25]

 指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同把持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人在1917年3月1日（14日）夜签订的关于成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协议。——28。





[26]

 《时报》（《Le　Temp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61—1942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映法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是法国外交部的机关报。——28。





[27]

 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号召书。这个号召书和临时政府组成的报道同时刊登在1917年3月3日（16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4号上。号召书说，在新政权履行所承担的义务并与旧政权作坚决斗争的情况下，民主派才给它以支持。——28。





[28]

 《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即《新苏黎世和瑞士商业报》（《Neue　Zürcher　Zeitung　und　Schweizerisches　Handelsblatt》），是瑞士资产阶级报纸，1780年起在苏黎世出版，1821年以前称《苏黎世报》。该报是瑞士最有影响的报纸。——28。





[29]

 《民族报》（《National—Zeitung》）是德国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日报），1848—1938年在柏林出版。从1914年起改称《八小时晚报。民族报》。——28。





[30]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号召书并未说苏维埃授权亚·费·克伦斯基参加临时政府，因为执行委员会已于3月1日（14日）通过决议不派“民主派代表”参加政府。《时报》是根据它的记者的报道这样写的。实际情况是，3月2日（15日）苏维埃通过决定，“在少数人的抗议下”同意克伦斯基自行加入政府担任司法部长。——29。





[31]

 指联络委员会。



联络委员会是1917年3月8日（21日）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建立的，成员有马·伊·斯柯别列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尼·苏汉诺夫、B．H．菲力波夫斯基和尼．谢·齐赫泽（后又增加维·米·切尔诺夫和伊·格·策列铁里）。联络委员会名义上是要“影响”和“监督”临时政府的活动，但实际上它的作用却是帮助临时政府利用苏维埃的威信来掩饰其反革命政策，并制止群众进行争取政权转归苏维埃的革命斗争。1917年4月中，联络委员会被取消，其职能由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执行。



列宁是根据外国报纸的报道获悉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了监督临时政府的专门机构的。他起初对这件事持肯定态度，但同时指出，只有经验才能证明设立这样的机构是否正确。——29。





[32]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33。





[33]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是德国温和自由派报纸，1704—1934年在柏林出版。——33。





[34]

 出典于希腊神话。强盗普罗克鲁斯提斯把所有落到他手里的过路客强按在一张特制的床上，身材比床长的就剁去腿脚，比床短的就抻拉身躯。——43。





[35]

 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就任命了十月党人米·亚·斯塔霍维奇为芬兰总督，立宪民主党人费·伊·罗季切夫为芬兰事务部长（亦称委员）。3月8日（21日），临时政府颁布了《关于批准芬兰大公国宪法及其全面生效的宣言》，承认芬兰有自治权，但芬兰议会通过的法律须经俄国政府批准，战时强加给芬兰人并与芬兰立法相抵触的法律在整个战争时期仍继续有效。临时政府要芬兰议会把俄国公民同芬兰公民在工商业方面一律平等这一条列入宪法，而这种权利并不为过去的芬兰法律所承认，它是沙皇政府强制实行的。临时政府拒绝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解决芬兰的自决问题，引起了同芬兰的尖锐冲突。十月革命后，1917年12月18日（31日），苏维埃政府承认芬兰完全独立。——45。





[36]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于1916年夏写成，6月19日（7月2日）经巴黎寄给了彼得格勒孤帆出版社。根据马·高尔基的倡议，孤帆出版社当时准备出一套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各国情况的通俗丛书。丛书的主编是当时在巴黎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列宁就是通过他同出版社联系的。高尔基在1916年9月29日给波克罗夫斯基的信里说，列宁的这本书“的确很出色”，可单独出版。然而孤帆出版社编辑部却极力反对列宁对卡·考茨基的叛徒立场的批判，对列宁的书稿作了重大的修改，删去了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并歪曲了列宁的许多提法。这本书于1917年中刊印，附有列宁4月26日写的序言。



孤帆出版社是马·高尔基1915年在彼得格勒创办的，存在到1918年。



《年鉴》杂志（《Летопись》）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由马·高尔基创办。1915年12月—1917年12月在彼得格勒出版。杂志撰稿人中有原布尔什维克、马赫主义者弗·亚·巴扎罗夫和亚·亚·波格丹诺夫，也有孟什维克。杂志文学栏由高尔基负责。——47。





[37]

 104人土地纲领是指劳动派1906年5月23日（6月5日）在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第13次会议上提出的有104位杜马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法案提出的土地立法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部土地及地下矿藏和水流属于全体人民、农业用地只给自力耕种者使用的制度。法案要求建立全民地产。全部官地和皇室土地、皇族土地、寺院土地、教会土地都应归入全民地产，占有面积超过当地规定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也强制转归全民地产，对私有土地的转让给予某种补偿。法案规定，份地和小块私有土地暂时保留在其所有者手里，将来也逐步转为全民财产。土地改革由经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地方委员会实施。——53。





[38]

 《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持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54。





[39]

 列宁原来打算在《远方来信》的第四封信里，以后又打算在第五封信里谈修改党纲问题，但是，这两封信都研究了其他问题。第五封《远方来信》的要点就成了列宁回国以后撰写的有关党纲问题著作的基础（参看本卷第474—478、481—493页）。列宁后来对要点作了一些补充（补2、补5和标有“＋”号的几点）。要点末尾的几句话是写给维·阿·卡尔宾斯基的。——56。





[40]

 指列宁1907年底写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该书曾于1908年在彼得堡刊印，但还在印刷所就被警察没收和销毁了，只保存下来一个孤本。1917年，该书第一次出版。——57。





《列宁全集》第29卷


俄国革命和各国工人的任务

（1917年3月12日〔25日〕）

工人同志们！

那些始终忠于社会主义、没有受野蛮的残暴的战争狂热侵袭的社会党人的预见被证实了。各国资本家之间的世界性的强盗战争所引起的第一个革命爆发了。帝国主义战争，即为了资本家瓜分赃物、为了扼杀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 
开始

 变为国内战争了，即变为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战争，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反对自己的压迫者、反对皇帝和国王、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战争，变为把人类从战争、从群众的贫困、从人压迫人的现象中彻底解放出来的战争了！

俄国工人荣幸地 第一个
 开始了革命，也就是开始了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唯一合理的正义的伟大战争。

彼得堡工人战胜了沙皇君主制。在反对警察和沙皇军队的英勇斗争中，起义工人赤手空拳地冲向机关枪，把彼得堡卫戍部队的大多数士兵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莫斯科和其他城市也有类似情形发生。被自己军队遗弃的沙皇只好投降：签字同意自己和皇太子逊位。他建议把王位传给他的兄弟米哈伊尔。


俄国的地主和资本家
 靠变革的迅速，靠英法资本家的直接援助，靠彼得堡 全体
 工人和人民群众的觉悟不高，靠自己的有组织和有准备，把国家政权夺到了手。俄国新政府即“临时政府”的重要职位，如总理、内务部和陆军部等，分给了十月党人李沃夫和古契柯夫，这帮人曾经尽一切力量帮助血腥的尼古拉和绞刑手斯托雷平扼杀1905年的革命，枪毙和绞杀为土地和自由而斗争的工人和农民。一些次要的部则归了立宪民主党人：外交部归米留可夫，国民教育部归曼努伊洛夫，农业部归盛加略夫。只把一个无足轻重的职位司法部赏给了劳动派分子克伦斯基，因为资本家需要这个空谈家，以便用空洞的诺言安慰人民，用响亮的词句愚弄人民，诱使他们“容忍”地主资本家的政府。这个政府愿意继续同英法资本家勾结起来进行强盗战争——夺取亚美尼亚、君士坦丁堡和加里西亚，使英法资本家 保持住
 从德国资本家手中夺来的赃物（全部德属非洲殖民地），同时 夺回
 德国资本家 这伙
 强盗抢走的赃物（法国的一部分领土、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等）。

自然，工人是不能信任这种政府的。工人是在争取 和平、面包
 和 自由
 的斗争中推翻沙皇君主制的。工人立即就感觉到了，为什么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之流能够把工人群众的胜利果实夺过去。因为俄国地主资本家准备和组织得好；因为他们有资本的力量，有俄国资本家和世界上最富有的英法资本家的 财富
 。工人立即就懂得了，为了争取和平、面包和自由，劳动者阶级，工人、士兵和农民，必须 组织起来
 ，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同资本家 分开
 ，同他们相 对立
 。

彼得堡工人在战胜沙皇君主制以后，就立即建立起 自己的
 组织—— 
工人代表苏维埃

 ，并立即着手巩固和扩大这个组织，建立 独立的
 士兵代表和农民代表苏维埃。革命才过几天，彼得堡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拥有了 1500多名
 工人代表和穿军装的农民代表。这个苏维埃博得了铁路职员和全体劳动者群众极大的信任，所以已经开始成为真正的 人民政府
 。

甚至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两个最可靠的伙伴和庇护人、英法强盗资本的两个最忠实的警犬——英国资本家最有钱的报纸《泰晤士报》的撰稿人罗伯特·威尔顿和法国资本家最有钱的报纸《时报》的撰稿人沙尔·里韦，一方面在疯狂地咒骂工人代表苏维埃，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 
俄国有两个政府

 。一个是“大家”都承认的（其实是全体 富人
 承认的）地主资本家的政府，即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政府。另一个是“任何人”（富有阶级中的）都 
不

 承认的工农政府，即力求 在全俄
 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彼得堡工兵代表苏维埃。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政府在说什么和做什么吧。


1．地主资本家的政府，李沃夫—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政府在做什么呢？


这个政府任意许下最冠冕堂皇的诺言。它答应给俄国人民最充分的自由，答应召开全民立宪会议来确定俄国的管理形式。克伦斯基和立宪民主党领袖们宣称他们拥护民主共和国。古契柯夫们—米留可夫们在作出革命姿态方面是别人望尘莫及的。做广告十分起劲，可是他们的 行动
 怎么样呢？

新政府答应给人民种种自由，实际上却同沙皇家族即王朝进行恢复君主制的谈判。它建议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当摄政王，即当临时皇帝。如果工人不阻止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行动，俄国早就恢复了君主制。工人们在彼得格勒举行了游行，旗帜上写的是：“要土地，要自由！处死暴君！”他们和骑兵在杜马前面的广场会合，高举写着“世界各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的旗帜。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之流的同盟者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觉察到，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推辞不干，等待立宪会议把他推上宝座。因此俄国暂时还是共和国。

政府没有把前沙皇关起来。工人却迫使政府逮捕他。政府要把军队指挥权全交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罗曼诺夫。工人却迫使政府废黜他。显然，如果没有工兵代表苏维埃，那么地主李沃夫之流—古契柯夫之流明天就会同罗曼诺夫或其他地主合流。

政府在告国民的宣言和在米留可夫拍给俄国所有驻外代表的电报中，宣称将 信守
 俄国缔结的 一切
 国际条约。这些条约是由被打倒的沙皇签订的。政府不敢公布这些条约，因为第一，它被俄英法资本束缚住了手脚，第二，它害怕人民，如果人民知道，资本家为了夺取君士坦丁堡、扼杀加里西亚等等还要让500万或1000万俄国工农到战场上去丧命，人民就一定会把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碎尸万段。

既然人民无法了解资本家为了什么样的地主－沙皇条约要士兵一再去流血的真相，那自由的诺言又有什么价值呢？

既然饥饿威胁着人民，既然人家要把他们蒙住眼睛赶进屠场去为俄英法三国资本家抢劫德国资本家卖命，那么答应给人民种种自由以至建立民主共和国又有什么价值呢？

同时，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政府正在直接用暴力镇压俄国工人同他们的兄弟即其他国家的工人取得谅解的一切尝试：政府 不准
 把革命后在彼得堡复刊的《真理报》[41]、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彼得格勒发表的宣言以及齐赫泽代表和他那个党团的号召书 携出
 俄国国境！！

工人和农民们！你们放心吧，人家答应给你们自由——死的自由，饿死和战死的自由！！

新政府在自己的纲领中对农民土地问题和提高工人工资问题 一个字也没有
 提到。直到现在没有确定召开立宪会议的任何日期。没有确定进行彼得堡市杜马的任何选举。民兵要归纯粹由资本家和最富有的地主按斯托雷平的法律选出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市自治机关管辖。要任命地主当省长——这就是你们的“自由”！


2．工农政府在做什么和应当做什么呢？
 ……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24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67—71页

















[41]《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在不同时期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有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尼·尼·巴图林、维·米·莫洛托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康·斯·叶列梅耶夫、米·伊·加里宁、尼·伊·波德沃伊斯基、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马·康·穆拉诺夫等。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积极参加了《真理报》的工作。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3年先后改称《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1914年相继改称《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报》。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61。









《列宁全集》第29卷


给《民权报》的声明
[42]



（1917年3月13日和16日〔26日和29日〕之间）

德国各报发表了我在3月19日（星期一）的一份电报，电文 被歪曲了
 。在斯堪的纳维亚我党的一些党员准备启程回俄国，要我就社会民主党应当采取的策略问题发表意见，这份电报就是打给他们的。

我的电文如下：


　　“我们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这是唯一的保证；立即举行彼得格勒杜马（市议会）的选举；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请将此电告彼得格勒。”



　　我的这份电报是以一些 侨居国外的
 中央委员的名义而不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我说的不是立宪会议，而是 市政
 机关的选举。立宪会议的选举目前还只是一个空洞的诺言。如果政府真正能实现所许诺的自由，那么彼得格勒市杜马的选举就可以而且应当 立即
 进行。这种选举会帮助无产阶级建立和巩固它的革命阵地。




	

尼·列宁


载于1917年3月29日《民权报》第7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8页

















[42]《民权报》登载列宁这个声明用的标题是《确证》。



《民权报》（《Volksre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社会民主党组织和苏黎世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日报），1898年在苏黎世创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该报编辑的是恩·诺布斯，此人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组织，但持和中派相近的立场。该报刊登过一些第一次大战期间工人运动的消息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文章。——63。



 







《列宁全集》第29卷


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

[43]




（1917年3月16日或17日〔29日或30日〕）


自拟简介


列宁的报告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列宁扼要地说明了能够而且必然促成沙皇君主制在8天内就垮台这一“奇迹”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1905一1907年的“大叛乱”。当前左右局势的人物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曾对这次“叛乱”竭力诽谤，而对1917年的“光荣革命”则竭力欢呼。但如果1905年这场真正深刻的革命没有“翻松土壤”，没有使各阶级和各政党看清彼此的行动，没有揭露沙皇匪帮的极其野蛮和残忍的本质，那么1917年就不可能这样快取得胜利。

由于各种条件的非常奇特的凑合，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才能够在1917年联合起来去共同打击沙皇制度。第一，统治和掠夺全世界最凶狠的英法金融资本在1905年反对革命，帮助沙皇政府（1906年给予贷款）扼杀革命。现在它最积极地直接插手革命，策动古契柯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和一部分高级军事指挥人员密谋废黜尼古拉二世或强迫他让步。从世界政治和全世界金融资本的角度来看，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不过是“英法”银行的伙计，不过是继续进行各民族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的工具。第二，沙皇君主政府的接连失败淘汰了旧军事指挥人员而代之以新的年轻的即资产阶级的指挥人员。第三，在1905—1914年间加紧组织起来并在1914—1917年间加快了组织步伐的俄国整个资产阶级，同地主勾结起来反对腐败的沙皇君主政府，想靠掠夺亚美尼亚、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亚等地发财。第四，除这些 帝国主义
 性质的势力以外，还有强大而深厚的无产阶级运动。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是要求 和平、面包
 和 自由
 ，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毫无共同之处，他们还带领由工农组成的军队的 大多数
 前进。帝国主义战争 已经开始
 转变为国内战争。

这就造成了当前革命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使得当前的革命仅仅成为战争引起的第一个革命的 第一
 阶段。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地主资本家政府不可能给人民和平、面包或自由。这是一个继续进行强盗战争、公然宣布信守沙皇政府缔结的国际条约即完全以掠夺为目的的条约的政府。这个政府顶多只能把危机延缓一下，它决 不
 能使国家摆脱饥饿。它也决不会给予自由，尽管它许下许许多多的“诺言”（廉价的诺言），因为它受着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资本的利益的束缚，它一开始就同王朝 勾结起来
 ，准备恢复君主制。

因此，为了所谓“同反动势力作斗争”而去“支持”新政府，这是一种最愚蠢不过的策略了。要进行这种斗争，必须 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
 ，这才是反对沙皇制度和打破古契柯夫之流与米留可夫之流恢复君主制的图谋的唯一切实可靠的保证。

因此，斯柯别列夫代表说得对，他说俄国正处在“第二次革命，真正的（wirklich）革命的前夜”。

进行这一革命的民众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日益发展。这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英法资本的代理人，《泰晤士报》和《时报》的记者肆意诽谤苏维埃，决不是没有原因的。

列宁研究了各报有关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报道，得出结论说，苏维埃中存在着三个派别。第一个是最近似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派别。这个派别信任克伦斯基，即那个爱说空话的英雄、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手中的傀儡、“路易·勃朗主义”的最坏的代表 
[44]

 。克伦斯基用空洞的诺言款待工人，象欧洲社会爱国主义者以及象考茨基之流的社会和平主义者那样尽说漂亮话，在实际行动上却劝导工人“容忍”强盗战争继续进行。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通过克伦斯基的嘴向工人说：我们将给你们共和国和八小时工作制（八小时工作制在彼得堡 已经
 实行），我们答应给你们自由，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要你们帮助我们抢劫土耳其、奥地利，从德帝国主义手中夺取 它的
 赃物，保住英法帝国主义的赃物。

第二个派别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各报都发表了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宣言》的摘要（Auszug）。这篇宣言已于3月18日在圣彼得堡出版了。宣言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土地以利于农民，没收存粮，立即由工兵代表苏维埃 而不是
 由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政府着手进行和平谈判。宣言认为这个苏维埃 是
 真正的革命政府。（列宁补充说，甚至《泰晤士报》记者也说俄国有 两个政府
 。）关于立即媾和的谈判， 不
 应当同各交战国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而应当 同
 这些国家的 无产阶级
 进行。宣言号召全体工人、农民和士兵选举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代表。

这是唯一真正社会主义的、真正革命的策略。

第三个派别是齐赫泽和他的朋友，他们总是 摇摆不定
 ，这在《泰晤士报》和《时报》时而称赞时而咒骂齐赫泽的评论中也反映得很明显。有一个时候，齐赫泽拒绝参加 第二届
 临时政府，宣称战争就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等等，这时他执行了无产阶级的政策。有一个时候，齐赫泽参加了第一届临时政府（“杜马委员会”），他在自己的号召书的第三条中要求“俄国工人阶级要有足够数量的代表参加政府”（国际主义者参加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他（还有斯柯别列夫）呼吁这个 帝国主义
 政府着手进行和平谈判（而不是向工人说明这样一个真理： 资产阶级
 被离不开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的利益束缚住了手脚），齐赫泽的朋友图利亚科夫和斯柯别列夫在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政府授意下前往“安抚”反叛了自由派将军的士兵（他们打死了涅佩宁（Admiral　Nepenin），甚至使德帝国主义者也感到 痛惜
 ！！），——这时，齐赫泽和他的朋友们陷入最糟糕的“路易·勃朗主义”，是在推行 资产阶级
 政策，损害革命事业。

列宁还抨击了高尔基的社会和平主义的呼吁书，并对这位大艺术家搞政治、重复小资产阶级偏见表示遗憾。

在第二部分中，列宁的目的是要说明无产阶级的策略应当是什么样的策略。列宁描述了 当前
 历史形势的特点，认为目前正处在一个 过渡
 时刻，即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从反对沙皇制度向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或者说向实现国民公会过渡，而 只要
 政府肯履行它所许下的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就有可能把立宪会议变为国民公会。

根据这种 过渡
 情况而制定的当前的特殊任务，就是建立 无产阶级的组织
 。但这不是各国社会主义叛徒——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以及考茨基派所满足的老一套的组织，而应当是 革命组织
 。这种组织首先必须是全民的，其次必须是把 军事
 职能和 国家
 职能结合起来的。

在第二国际中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者，歪曲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革命时期的国家的学说。考茨基在他同潘涅库克的论战（1912年）中也离开了马克思的观点。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国家与革命》第6章第3节《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编者注］

 马克思根据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当 
打碎

 这个机器（军队、警察、官僚）。 
［注：参看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致路·库格曼的信》（1871年4月12日）以及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5—216页；第17卷第355页；第33卷第206页；第18卷第105页）。——编者注］

 这就是机会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考茨基派（社会和平主义者）加以反对或掩盖的真理。这就是巴黎公社和俄国1905年革命的 最重要的
 实际教训。

我们跟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我们认为要实现革命的变革就必须有 国家
 。但我们跟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派也不同，我们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现成的”国家机器，不是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存在的那种国家机器，而是 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工人的直接政权
 。 
这

 就是 
我们

 所需要的国家。1871年的巴黎公社、1905年和1917年的 工人代表苏维埃
 实质上就是这样的国家。我们应当在这个地基上展开建设。 不让
 警察恢复！要把民兵建设成为真正 全民的
 、由无产阶级领导的 民兵
 ，成为“我们的国家”，要资本家按照工人在民兵中执行勤务的天数付给工人报酬。无产阶级在 昨天
 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中表现出了“ 无产阶级英雄主义的奇迹
 ”，在 明天
 反对古契柯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的斗争中也将同样表现出这种奇迹， 除此以外
 ，他们还应当表现出“ 无产阶级组织的奇迹
 ”。这就是当前的口号！这就是胜利的保证！

推动工人走上这条道路的 客观
 条件是：人们在挨饿，必须分配粮食，必须实行“公民服务义务制”，必须争取实现和平。列宁说，我们的媾和条件是：（1）作为革命政府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立即宣布它 不
 受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所签订的 任何
 条约的约束；（2）它立即公布这些卑鄙的掠夺性的条约；（3）它公开建议 各
 交战国立即停战；（4）它建议签订以解放 一切
 殖民地和 一切
 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为条件的和约；（5）它宣布不信任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并号召各国工人推翻这些政府；（6）它宣布用于战争的债款是资产阶级借的，应由 资本家
 偿还。

这就是能把大多数工人和贫苦农民争取到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方面来的政策。没收地主土地是保证能实现的。但 这还不
 是社会主义
 。这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一个胜利，这个胜利将能保证和平、自由和面包。为了实现 这样的
 媾和条件，我们也同意进行 革命
 战争！列宁提醒说，他在《 社会民主党人报
 》第47号（1915年10月13日）上就已经指出，社会民主党 决不拒绝
 这样的革命战争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

 。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援助保证会到来。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卑鄙号召（如盖得的可耻的信：“先争取胜利，后建立共和国”）一定会象烟雾一样化为乌有。

最后报告人高呼：俄国革命万岁！ 已经开始的
 世界工人革命万岁！





	载于1917年3月31日和4月2日《民权报》第77号和第7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72—78页

















《列宁全集》第29卷


共和派沙文主义者的诡计

[45]




1917年3月30日

我刚才读了今天（3月30日）《新苏黎世报》第557号（上午第1版）上的一则消息：


　　“米兰
 3月29日电：据驻圣彼得堡记者报道，在革命时期开始出版的社会党报纸《真理报》的编辑、一个姓切尔诺马佐夫
 的人已经被捕。切尔诺马佐夫在旧制度下原是秘密警察局的暗探，每月领取200卢布津贴。他所领导的那家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报纸，显然出于为反动派效劳的目的，猛烈地攻击临时政府。不负责任的人鼓动反对政府，总是使人怀疑他们同旧制度和敌人有勾结。甚至观点显然比临时政府激进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也唾弃了这些人。”



　　这则消息是3月29日登载在米兰的一家意大利沙文主义者的报纸《晚间信使报》 
[46]

 上的电讯的转述，电讯是3月26日晚间10时30分从彼得堡拍往米兰的。为了向读者说明这次沙文主义者所施展的“欺骗伎俩”（他们惯于施展这种伎俩）的实质，我应当先从更远的一些时候说起。社会民主党的日报《 真理报
 》是“在旧制度下”即从1912年4月到1914年7月在彼得堡出版的。实际上该报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的
 机关报。当时我作为政治流亡者留居克拉科夫，我几乎每天都从那里写文章寄给该报。几位属于我们党的、因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后来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巴达耶夫、穆拉诺夫、彼得罗夫斯基、沙果夫和萨莫伊洛夫（1914年夏天以前，还有马林诺夫斯基）经常到克拉科夫来，所以我们常常商量怎样指导报纸的问题。

不言而喻，沙皇政府不仅动用一切力量，即指派暗探包围发行量将近6万份的《真理报》，而且还竭力在报社人员中间安插奸细。在党内化名“米龙”的切尔诺马佐夫就是奸细中的一个。他在骗取信任后于1913年当上了《真理报》的秘书。

我同这些代表一起观察切尔诺马佐夫的活动，我们首先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损害了我们这一派的声誉；其次，我们认为他在政治上是否诚实值得怀疑。

但是要找一个人来代替是不容易的，何况代表团同克拉科夫联系要么是通过秘密通信，要么是由代表们自己到克拉科夫来，而代表们自己到克拉科夫来又不能很经常。直到1914年春天，我们才把罗森费尔德（加米涅夫）调到彼得堡，1914年底，他也同我们的代表们一起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

罗森费尔德（加米涅夫）受命 解除
 切尔诺马佐夫的职务，他也确实把切尔诺马佐夫的一切职务完全 解除
 了。切尔诺马佐夫被免职了。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责令对切尔诺马佐夫的可疑行迹进行 调查
 ，但是没有收集到确凿的材料，因此彼得堡的同志不敢 宣布
 他是奸细，只是把他开除出了《 真理报
 》。

切尔诺马佐夫，当然还有其他奸细，曾经帮助沙皇把我们的代表流放到西伯利亚，这是无容置疑的事。

1916年11月13日我们从彼得堡的我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得到消息说，切尔诺马佐夫又企图混到秘密组织里来，“俄国局”把“米龙”以及另一个同他有联系的人开除出了组织，并且“今后对所有继续同他发生关系的人都要这样处置”。

我们的回答当然是：切尔诺马佐夫入党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在上述代表参加下，中央委员会已经作出决定把他开除了。


在旧
 制度即沙皇制度 统治下
 出版的、在战前即1914年7月被沙皇扼杀的 旧
 《真理报》的历史，就是这样。

有人会问，切尔诺马佐夫是否又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革命以后在彼得格勒开始出版的 新
 《真理报》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自革命开始以来，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不许我打电报给《 真理报
 》，自然也不让《 真理报
 》打电报给我。我甚至不知道，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是否还安然存在，加米涅夫和代表们是否已到达彼得堡。他们是知道米龙的，要是米龙利用人员变动的机会重新混进来，他们立即就会把他清洗出去。 
[47]



法国社会沙文主义的报纸《人道报》3月28日引用了《小巴黎人报》 
[48]

 似乎从彼得堡收到的电讯。在这一电讯中，称切尔诺马佐夫为“激进社会民主党报纸《真理报》的 前
 编辑”。

我相信，读者现在会明白，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及其同伙的政府是怎样的背信弃义，其斗争手法是怎样的卑鄙下流。他们想诽谤我们党，说我们党“同旧制度和敌人有勾结”。这个政府及其朋友之所以仇视和诽谤我们党，是因为我们还在1915年10月13日就在我们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日内瓦出版）第47号上声明过，我们还是要 无条件地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即使 这次
 战争不是由沙皇政府进行的，而是由 革命沙文主义的即共和沙文主义的
 俄国政府进行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

 。

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政府正是 这样的
 政府，因为它承认了沙皇政府同英、法帝国主义缔结的 掠夺性
 条约，并且在这次战争中抱着 抢劫的
 目的（夺取亚美尼亚、加里西亚和君士坦丁堡等地）。



尼·列宁


（明天寄给《民权报》和《前进报》 
[49]

 ）





	载于1917年4月5日《民权报》第8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79—82页

















[45]

 《共和派沙文主义者的诡计》一文载于1917年4月5日（公历）瑞士《民权报》第81号，并摘要刊载于同年4月10日（公历）意大利《前进报》第99号。这篇文章由雅·斯·加涅茨基于3月22日（4月4日）转寄彼得格勒，看来因为奸细米·叶·切尔诺马佐夫的作用问题当时已在报刊上说清楚，《真理报》没有刊登。——71。





[46]

 《晚间信使报》（《Corriere　della　Sera》）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1876年在米兰创刊。——71。





[47]

 米龙即米·叶·切尔诺马佐夫。



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布尔什维克马·康·穆拉诺夫于1917年3月12日（25日）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后，立即写信给《日报》编辑部，并附了一篇说明切尔诺马佐夫参加《真理报》工作的实际情况的材料。3月14日（27日），报纸登载了这篇短文。穆拉诺夫写道：切尔诺马佐夫从1913年5月到1914年2月在《真理报》工作，因奸细嫌疑被解除职务，此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禁止一切组织和个人同他有任何来往；“米·切尔诺马佐夫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真理报》主要的和唯一的领导人，领导这个报纸的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成员组成的编辑集体。”——73。





[48]

 《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塞尔·加香领导，曾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小巴黎人报》（《Le　Petit　Parisien》）是法国的一种低级趣味的报纸（日报），1876—1944年在巴黎出版，发行量很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了极端沙文主义的立场。俄国十月革命后，该报对苏维埃俄国持敌视态度。——73。





[49]

 《前进报》（《Avanti！》）是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日报），1896年12月在罗马创刊。1926年，该报被贝·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查封，此后在国外不定期地继续出版。1943年起重新在意大利出版。——74。









《列宁全集》第29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国外委员会的决定

（1917年3月18日〔31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国外委员会决定接受罗伯特·格里姆同志关于让希望回国的侨民取道德国返回俄国的建议。[50]

中央国外委员会确认：

（1）谈判是由罗·格里姆同志和中立国的一个政府成员霍夫曼部长进行的，后者认为由瑞士正式出面是不可能的，其唯一理由是英国政府无疑会认为这是破坏中立，因为英国不希望放走国际主义者；

（2）罗·格里姆的建议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不论属于哪一个政治派别，不论对“保卫祖国”问题、对俄国继续进行战争还是缔结和约问题等等抱什么态度，都保证有通行的自由；

（3）这项建议的基础是用俄国侨民交换被拘留在俄国的德国人的计划，侨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在俄国进行宣传以促成这一交换的实现；

（4）罗·格里姆同志曾向政治流亡者的各派代表转述了这项建议，同时他声明这是当前唯一的办法，并说在目前条件下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5）我们已尽了全力说服各派的代表，要他们务必接受这一建议，绝对不容许拖延；

（6）遗憾的是，有些派别的代表主张再等一等，我们不能不认为这一决定是极端错误的，对俄国革命运动是极端有害的。

据此，中央国外委员会决定把我们已经接受建议并将立即动身这两点告诉我党全体党员，请求他们把所有希望回国的人登记下来，并把本决定的副本分发给其他派别的代表。





	

尼·列宁

［注：在这个决定上签名的除列宁外还有格·叶·季诺维也夫。——俄文版编者注］



1917年3月31日于苏黎世




载于《由中央委员会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会议记录（1917年4月8日）》传单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83—84页
















[50]列宁在获悉二月革命的确实消息后，就开始设法从瑞士回国。但是侨居国外的国际主义者要回到俄国，既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阻挠，也受到英、法“盟国”政府的阻挠。因此，列宁曾打算采取使用别人证件过境的办法回国，并就这一问题同维·阿·卡尔宾斯基和雅·斯·加涅茨基通过信。1917年3月6日（19日），在伯尔尼的俄国各党派中央机构的非正式会议上，尔·马尔托夫提出一项计划：以遣返拘留在俄国的德国人为条件，换取德国方面对取道德国的同意。这一计划得到了列宁的支持。



同德国驻瑞士公使交涉俄国政治流亡者取道德国回国事宜，开头是由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罗·格里姆负责的。由于格里姆采取模棱两可的立场，布尔什维克以后就把这件事情委托给了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弗·普拉滕。德国政府接受了俄国侨民经德国回国的条件，保证车厢通过德国时享有治外法权。



由于孟什维克要求让临时政府或彼得格勒苏维埃事先同意用被俘的德国非军事人员交换侨民，从瑞士动身的时间延迟到了3月27日（4月9日）。所有条件和动身情况都记录在议定书上，并告知德、法、波兰、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代表。此外，还以他们的名义准备了一份向报界发表的声明。声明说：“我们这些在下面署名的人知道协约国政府对俄国国际主义者回国所设置的重重障碍，我们知道德国政府允许取道德国前往瑞典的条件……我们认为，我们的俄国同志不仅有权利而且应当利用提供给他们的取道德国回国的机会。”这个声明刊登于1917年4月15日《政治报》第86号。



鉴于法国报纸报道，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对取道德国回国的侨民进行威胁，说要把他们作为叛国犯加以逮捕，以列宁为首的各派侨民在动身当天签字具结：“1．普拉滕同德国大使馆商定的各项条件已向本人宣读；2．本人服从旅程负责人普拉滕的各项安排；3．本人已被告知《小巴黎人报》的一则消息：俄国临时政府要对取道德国的俄国国民治以叛国罪；4．本人此行的全部政治责任概由自己承担；5．普拉滕只负责本人到斯德哥尔摩的旅程。”



列宁一行于3月31日（4月13日）到达斯德哥尔摩。当天离开这里经芬兰回俄国。——75。



 



　





《列宁全集》第29卷


告被俘同志书
[51]



（1917年3月中旬）

同志们！俄国的革命已经爆发了。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又一次当了伟大的解放运动的先锋。他们宣布举行政治罢工。他们举着红旗走上街头。他们象狮子一般同沙皇的警察、宪兵和没有立刻转向人民的一小部分军队搏斗。仅仅在彼得格勒这个城市就有2000多人伤亡。俄国工人用自己的鲜血换得了我国的自由。

工人的要求是： 面包、自由、和平
 。

工人要求 面包
 ，这是因为在俄国，也象在几乎所有参加这场掠夺性战争的国家一样，人民在挨饿。

工人要求 自由
 ，这是因为沙皇政府利用战争的机会把整个俄国彻底变成了一所大监狱。

工人要求 和平
 ，这是因为俄国工人也象其他国家比较觉悟的工人一样，不愿再为一小撮富人的利益卖命，不愿再进行这场由戴王冠的或不戴王冠的强盗所发动的罪恶战争。

彼得堡卫戍部队和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大多数士兵都转到起义工人方面来了。穿军装的工人和农民亲热地向不穿军装的工人和农民伸出手来，优秀的军官也参加了革命。甘愿与人民为敌的军官则被士兵枪毙了。

革命是由工人和士兵完成的。但是政权，正如以往历次革命那样，一开始就被资产阶级夺去了。地主资本家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杜马，尽了最大努力谋求同沙皇尼古拉二世妥协。甚至在彼得格勒街头内战已经非常激烈的最后时刻，国家杜马还接连不断地致电沙皇，请求他作一些小小的让步，以便保住他的王冠。不是国家杜马（地主和富人的杜马）， 而是起义的工人和士兵推翻了沙皇
 。但是新的临时政府却是国家杜马任命的。

这个临时政府是由自由派资本家和大地主的代表组成的。担任政府要职的有：李沃夫公爵（大地主和最温和的自由派分子）、亚·古契柯夫（斯托雷平的同伙，曾经赞同用军事法庭对付革命者）、捷列先科（最大的糖厂主，百万富翁）、米留可夫（过去和现在一直在为沙皇尼古拉及其匪帮迫使我国参加的这场掠夺性战争辩护）。邀请“民主派”克伦斯基参加新政府，仅仅是为了制造“人民”政府的假象，仅仅是为了在古契柯夫之流和李沃夫之流干反人民 勾当
 的时候，能有一个“民主派”空谈家出来向人民说些响亮而空洞的 话
 。

新政府想继续进行强盗战争。它是俄国、英国和法国资本家的伙计，而这三个国家的资本家同德国资本家一样，都要非“打到底”不可，想争到一份最称心的赃物。这个政府不想给也不可能给俄国和平。

新政府不愿意把地主的土地夺过来交给人民，它不愿意把战争的重担加在富人的肩上。因此，它不可能给人民面包。工人和贫苦居民都得照旧挨饿。

新政府是由资本家和地主组成的。它不愿意给俄国充分的自由。它曾经在起义的工人和士兵的压力下答应召开立宪会议来解决怎样治理俄国的问题。但是它一再拖延立宪会议的选举，企图赢得时间，然后象历史上这类政府多次做过的那样，制造蒙蔽人民的骗局。它不愿意在俄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它只愿意让所谓“好”沙皇米哈伊尔代替坏沙皇尼古拉二世坐王位。它希望俄国的政权由新沙皇和资产阶级共同掌握而不是由人民自己掌握。

新政府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在彼得格勒，除这个政府以外，还逐渐组织起另一个政府。工人和士兵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每一千个工人或士兵选出一名代表。这个苏维埃现在在塔夫利达宫举行会议，出席的代表达1000多人。工兵代表苏维埃是真正人民的代表机关。

这个苏维埃一开始可能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它一定会大声地威严地要求和平、面包和民主共和国。

工兵代表苏维埃努力争取 立即
 召开立宪会议，让士兵参加选举，参加解决战和的问题。苏维埃要做到把沙皇和地主的土地转交给农民。苏维埃要的是共和国，关于指定一个“仁慈的”新沙皇的议论它连听也不想听。苏维埃要求所有男女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苏维埃达到了逮捕沙皇和皇后的目的。苏维埃想设立一个监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检查新政府的每一项措施，而且实际上将成为一个政府。苏维埃力求同其他一切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齐心协力地打击资本家。大批的革命工人已经出发到前线去，以便利用所享有的自由，同士兵商量如何一致行动，如何结束战争，如何保障人民的权利，如何巩固在俄国争得的自由。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真理报》已在彼得格勒复刊，它将帮助工人完成上述各项重大任务。

同志们，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你们这些受苦的俘虏不能袖手旁观。你们应当做好准备，也许不要多久，一项重要的任务就将落到你们的肩上。

俄国自由的敌人有时就打你们的主意。他们说：现在约有200万士兵当了俘虏；只要士兵们回到祖国以后站到沙皇这一边，我们又能把尼古拉或他的“心爱的”御弟扶上宝座。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情：昨天的敌人同已被推翻的国王言归于好以后，就把战俘交给这个国王，好让他们帮助他反对本国人民……

同志们！你们要在一切条件允许的地方讨论我们祖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你们要大声宣布，你们同一切优秀的俄国士兵站在一起，不要沙皇，你们要求建立自由的共和国，要求把地主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求立即召开立宪会议。你们要声明你们是站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一边的，要声明你们回到俄国以后，决不保卫沙皇，而要反对沙皇，决不保卫地主和富人，而要反对地主和富人。

你们要在一切条件允许的地方组织起来，要采取实现上述要求的办法，并向落后的同志说明在我们的国家里发生了多么伟大的事件。

你们在战前、战时和被俘期间受尽了苦难。现在，我们正迎着美好的日子前进。自由的曙光已经出现了。

你们要作为一支革命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而不是沙皇的军队回到俄国去。1905年的时候，从日本回来的战俘都成了优秀的自由战士。

你们回到祖国以后将分散到全国各地。你们要把自由的消息带到每一个边远的角落去，带到每一个受尽了饥饿、凌辱和捐税负担之苦的俄国农村去。你们要开导农民兄弟，就是说你们要克服农村的愚昧无知，号召贫苦农民支援城乡工人的光荣斗争。

俄国工人在争取到共和国以后，一定会同各国工人联合起来，勇敢地带领全人类走向 社会主义
 ，走向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再有富人和穷人，一小撮富人不能再把千千万万人变成他们的雇佣奴隶。

同志们！一有可能，我们就要赶回俄国，投入我们的工人和士兵兄弟们的斗争。但是就在那里我们也决不会忘掉你们。我们一定会尽力从自由的俄国寄书报给你们，告诉你们国内的消息。我们会要求给你们送去足够的钱和面包。我们还会对起义的工人和士兵说：你们是可以依靠你们被俘的兄弟们的。他们是人民的儿子，他们一定会同我们一起投入争取自由、争取共和国，反对沙皇的战斗。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1917年印成传单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60—66页

















[51]《告被俘同志书》这份传单写于1917年3月中旬，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署名在伯尔尼刊印。传单附有这样一段话：“同志们！请你们继续同援助战俘委员会保持联系，地址是：瑞士伯尔尼法尔肯路9号什克洛夫斯基博士收。同志们一定会象过去一样设法把书籍等等寄给你们。”



布尔什维克于1915年开始同关在德国和奥匈帝国战俘营里的俄国战俘联系，为此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委员会伯尔尼社会民主党智力援助战俘委员会。委员会同关在20多个战俘营中的俘虏经常通信，每月来往信件近250封。通过被俘的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布尔什维克的拥护者或布尔什维主义的同情者，委员会在战俘中间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宣传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能经常送进战俘营，此外，还送去了有关战争、土地等问题的书刊和传单以及各种读物。1917年2月，用俘虏筹集的资金出版了《被俘者》杂志第1期。该刊第2期已准备发排，由于1917年3月底布尔什维克回国而没有出成。列宁认为在被俘者中间进行工作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回国以后将参加革命斗争。布尔什维主义思想通过战俘传播给了和他们接触的居民。1917—1918年，俄国战俘积极参加了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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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中央委员会统一的）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

[52]




（1917年3月中旬）

瑞士工人同志们：

当我们，由中央委员会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别于由组织委员会统一的 同一
 名称的 另一个
 党）的党员们，将要离开瑞士返回俄国，到我们的祖国去继续进行革命的国际主义工作的时候，我们谨向你们致以同志的敬礼，并对于你们对待外侨的同志态度表示深切的同志的谢意。

瑞士的“格留特利分子” 
[53]

 这些 公开的
 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和其他各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一样，从无产阶级阵营跑进资产阶级阵营，这些人 公开
 要求你们起来反对外国人对于瑞士工人运动的有害影响，在瑞士社会党 
[54]

 的领袖中占多数的 隐蔽的
 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也以 隐蔽的
 形式推行同样的政策，而我们应当声明，我们从采取国际主义立场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瑞士工人方面博得了热烈的同情，我们从与他们的同志式的交往中汲取了许多教益。

我们对待瑞士运动中那些必须长期参加当地的运动才能了解的问题一向是格外谨慎的。但是我们中间约有10—15个曾经当过瑞士社会党党员的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的、根本的问题上坚决捍卫我们的观点，即“齐美尔瓦尔德左派” 
[55]

 的观点，既坚决反对社会爱国主义，也坚决反对所谓的“中派”，即瑞士的罗·格里姆、弗·施奈德、雅克·施米德之流，德国的考茨基、哈阿兹、“工作小组” 
[56]

 ，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之流，英国的斯诺登、拉姆赛·麦克唐纳之流，意大利的屠拉梯、特雷维斯及其同伙，以及上面提到的俄国的“组织委员会”的党（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齐赫泽、斯柯别列夫之流）。

我们同瑞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有过亲密的合作，他们的一部分人团结在《自由青年》杂志 
[57]

 的周围，他们草拟了并且散发了举行全党投票的理由书（用德文和法文写成），要求在1917年4月召开党代表大会来解决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他们把青年派和“左派”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案 
[58]

 提交在特斯举行的苏黎世州代表大会，他们于1917年3月在瑞士法语区的若干地方刊印并散发了法德两种文字的传单《我们的媾和条件》，如此等等。

我们向这些曾经同我们亲密合作过的思想一致的同志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我们一向确信，英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决不会让俄国的国际主义者返回本国，因为这些人毫不妥协地反对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及其同伙的帝国主义政府，毫不妥协地反对俄国继续进行 帝国主义
 战争。

说到这里，我们应当简单地谈一下我们对俄国革命的任务的看法。我们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尤其是因为我们能够而且应当通过瑞士工人向德国工人、法国工人和意大利工人讲几句话，这些国家的工人同瑞士人民语言相通，而且瑞士人民直到现在还享受着和平的幸福和较多的政治自由。

我们现在仍然恪守我们在我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1915年10月13日第47号（当时在日内瓦出版）上所作的声明。声明里说，假使俄国革命取得胜利， 共和派
 政府执掌政权，这个政府想继续联合英法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进行以夺取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加里西亚等地为目的的 帝国主义
 战争，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这个政府，我们就要 
反对

 在 
这种

 战争中“保卫祖国”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

 。

与此类似的局面已经出现了。曾经同尼古拉二世的兄弟进行恢复俄国君主制谈判的、由 君主派
 李沃夫和古契柯夫担任最主要的和关键性职位的俄国新政府，试图用“德国人应当推翻威廉”（对呀！但是为什么不加上一句英国人、意大利人等等应当推翻本国国王，俄国人应当推翻本国的君主派李沃夫和古契柯夫呢？？）这一口号来欺骗俄国工人。这个政府试图利用这个口号，又 
不

 公布沙皇政府同法英等国缔结的而为 
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克伦斯基的政府所认可了的

 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条约，把自己同德国进行的 帝国主义
 战争说成是“防御的”（即甚至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也是正义的、合理的）战争，而把保卫俄英等国资本的凶恶的帝国主义掠夺目的说成是“保卫”俄罗斯共和国（俄国 还
 没有这个共和国，李沃夫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甚至还 没有答应
 建立共和国！）。

最近有几篇电讯指出，俄国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如普列汉诺夫先生、查苏利奇先生、波特列索夫先生等等）同“中派”党，“组织委员会”的党，齐赫泽和斯柯别列夫之流的党在“只要德国人没有推翻威廉，我们的战争就是防御的战争”这个口号的基础上有了某种接近。如果电讯内容属实，那我们就要用加倍的力量去同齐赫泽、斯柯别列夫之流的党进行斗争（我们 过去就
 经常对该党的机会主义的摇摆不定的政治行动进行斗争）。

我们的口号是：不给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任何支持！谁说支持这个政府对于防止沙皇制度的复辟是必要的，谁就是欺骗人民。恰恰相反，正是古契柯夫的政府 已经进行了
 恢复俄国君主制的谈判。 只有
 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才能 制止
 古契柯夫及其同伙 恢复
 俄国的君主制。只有俄国 
和全欧洲

 忠于国际主义的革命无产阶级才能使人类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祸！

我们决不闭眼不看摆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先锋队面前的巨大困难。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期，可能发生极其迅速而急剧的转变，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上直接而明确地回答了一个自然而然产生的问题：假使革命使我们党 立即
 掌握了政权，那么我们党要做哪些事情呢？我们的回答是：（1）我们将立刻向 各
 交战国建议媾和；（2）我们将宣布我们的媾和条件：立刻解放 一切
 殖民地和 一切
 被压迫的或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3）我们将立刻着手解放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各民族，并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4）我们一秒钟也不怀疑，这些条件是德国君主派资产阶级，甚至是德国共和派资产阶级所 不能接受的，而且
 这 不
 仅对德国来说是如此，就是对英法两国的资本家政府来说也是如此。

我们将被迫进行反对德国资产阶级，而且不仅仅是反对德国一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 
我们一定会进行这种战争

 。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我们反对资本家为分赃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一向认为，如果革命无产阶级断然拒绝 对于社会主义可能
 是必要的革命战争，那是荒谬绝伦的。

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上所描述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这个任务只有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多次阶级大搏斗才能解决。但不是我们的急躁心情，不是我们的愿望，而是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 客观条件
 使 全
 人类陷于绝境，使全人类要作出抉择：或者再让几百万人丧生，并让整个欧洲文化遭到彻底毁灭；或者在 
一切

 文明国家里使政权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手中，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俄国无产阶级十分荣幸的是，帝国主义战争在客观上必然引起的一系列革命由它来 
开始

 。但是我们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俄国无产阶级是各国工人中间最优秀的革命无产阶级。我们清楚地知道，俄国无产阶级的组织、修养和觉悟程度都 不及
 其他国家的工人。并不是特殊的素质而只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俄国无产阶级 在某一时期，可能是很短暂的时期内
 成为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

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 不可能立刻直接
 取得胜利。但是，在贵族地主的大量土地没有触动的情况下，在有1905年经验的基础上，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 
能够

 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使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 序幕
 ，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 阶梯
 。

这些思想已经被1905年的经验和1917年春季的变革完全证实了。我们党就是在争取实现这些思想、不调和地反对其他一切政党的斗争中形成的，我们今后还将为实现这些思想而奋斗。

社会主义在俄国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农民群众 能够
 彻底实行不可避免的、条件已经成熟的土地革命，直到 没收
 地主的广袤无垠的全部土地。我们过去一直提这个口号，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我们党的报纸《 真理报
 》也在彼得堡提出了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将为实现 这个
 口号而斗争，同时它决不忽视农业雇佣工人以及跟随他们的贫苦农民同斯托雷平（1907—1914年）土地“改革” 
[59]

 后力量得到加强的 富裕农民
 之间发生激烈的阶级冲突的必然性。决不能忘记，104个农民代表既在第一届杜马（1906年）也在第二届杜马（1907年）提出了革命的土地法草案，要求一切土地收归国有，交给按彻底的民主制原则选出的地方委员会支配。

这种变革本身还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它会极其有力地推动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它会大大巩固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阵地及其对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影响。它会使城市无产阶级能够依靠这种影响来发展“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样的革命组织，用它们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旧的压迫工具——军队、警察、官吏，并实施（在无比严酷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战争后果的压力下不得不实施）一系列革命措施来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 监督
 。

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 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的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 开始
 。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就会使自己 
主要的

 、最忠实的、最可靠的战友—— 
欧洲

 和美洲的 
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丑恶的走狗，如德国的谢德曼之流、列金之流、大卫之流，法国的桑巴、盖得和列诺得尔及其同伙，英国的费边派和“拉布分子” 
[60]

 ，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确实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就让意志不坚的人去悲观失望吧。我们则坚信，全世界工人运动的这一 污点
 很快就会被革命的浪潮冲洗掉。

德国无产阶级群众在1871—1914年这数十年的欧洲“沉寂时期”中进行了顽强的、坚持不懈的、不屈不挠的组织工作，给人类和社会主义作出了很多贡献，现在他们的情绪又 沸腾起来了
 。代表德国社会主义的未来的，决不是叛徒谢德曼之流、列金之流、大卫之流，也不是动摇不定的、没有气节的、受“平静”时期的陈规束缚的政治家哈阿兹先生、考茨基先生以及诸如此类的人。

德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属于培养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建立了“斯巴达克派” 
[61]

 、在不来梅《工人政治》 
[62]

 上进行过宣传的那个派别。

帝国主义战争的客观条件，保证了革命不会局限于俄国革命的 第一阶段，不会

 局限于俄国这一个国家。



德国无产阶级是俄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忠实最可靠的同盟军。



当我们党在1914年11月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并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这一口号的时候，社会爱国主义者曾报以敌视和恶毒的嘲笑，“中派”社会民主党人则报以不信任的、怀疑的、不置可否的、等待观望的缄默。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大卫把这个口号叫作“疯狂的”口号，俄国的（和英法的）社会沙文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先生，则称这个口号是一出“梦幻般的滑稽剧”（Mittelding　zwischen　Traum und Komödie）。而中派的代表则避而不谈或者庸俗地讥笑这是“空中楼阁”。

现在，在1917年3月以后，只有瞎子才会看不到这一口号的正确性。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 正在成为
 事实。


正在兴起的
 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这封信是受回国同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中央委员会统一的）党员的委托而写的，并由他们在1917年4月8日（新历）的会议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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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写于1917年3月中旬，当时有关俄国政治流亡者取道德国回国的事宜还是由罗·格里姆出面同德国方面交涉。在3月19日（4月1日）弄清了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以后，列宁就从信稿中删去了有关格里姆居间协助的话。告别信于3月26日（4月8日）在准备回国的布尔什维克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之后，列宁在信的开头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中央委员会统一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两行字，并在信的末尾添了一段话。



1914年列宁从波罗宁到伯尔尼以后，和瑞士社会民主党的许多活动家建立了联系。1914年8月24—26日（9月6—8日）布尔什维克伯尔尼会议通过的著名提纲《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战争中的任务》就是通过他们转交给1914年9月27日在卢加诺举行的意大利—瑞士社会党人代表会议的。苏黎世布尔什维克小组的成员还根据列宁的意见加入了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列宁先后积极参加了伯尔尼和苏黎世社会民主党组织反对以社会爱国主义者赫·格雷利希为首的党的右翼和以罗·格里姆为首的中派的党内斗争，给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分子（弗·普拉滕、恩·诺布斯等人）以巨大支援，帮助他们克服在同中派斗争中的犹豫不决情绪。左派同党内机会主义斗争的许多文件是在列宁参与下起草的。1917年2月11—12日在特斯举行的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代表大会讨论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时，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曾就代表大会通过的中派决议案提出《关于修改军事问题决议的建议》，得到了代表大会五分之一代表的赞成，这个《建议》就是列宁起草的。代表大会后，列宁立即帮助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小组出版了《小报第1号》，上面刊登了《建议》全文和列宁有关兼并问题的论述。——84。





[53]

 格留特利分子指瑞士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组织格留特利联盟的成员。据传说，瑞士的三个州于1307年在格留特利草地结盟，共同反对哈布斯堡王朝，格留特利联盟取名于此。格留特利联盟于1838年在日内瓦成立，1901年加入了瑞士社会民主党，组织上仍保持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格留特利联盟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于1916年秋从瑞士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去。同年11月该党苏黎世代表大会曾通过决议，认为格留特利联盟进行社会沙文主义活动是同它置身在社会民主党内不相容的。1925年，格留特利联盟重新并入瑞士社会民主党。——84。





[54]

 指瑞士社会民主党。



瑞士社会民主党（在瑞士法语区和意大利语区称瑞士社会党）成立于1870年，加入过第一国际，1888年重新建立。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有很大势力，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6年秋，该党右翼（格留特利联盟）从党内分裂出去。以罗·格里姆为首的多数党员采取中派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立场。党内左派则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该党左翼增强。左派于1920年12月退出该党，1921年3月同1917—1918年出现的一些共产主义团体一起组成了瑞士共产党（现称瑞士劳动党）。——84。





[55]

 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是根据列宁倡议建立的国际组织，于1915年9月4日，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在出席代表会议的左派社会党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齐美尔瓦尔德左派这一名称，则是1915年11月该组织出版刊物《国际传单》时开始正式使用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最初参加者即9月4日会议的出席者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瑞士代表弗·普拉滕，德国国际社会党人组织主席尤·博尔夏特，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扬·安·别尔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卡·伯·拉狄克，瑞典代表卡·霍格伦，挪威代表图·涅尔曼。9月4日这次会议听取了列宁关于世界战争的性质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报告，制定了准备提交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宣言草案。在代表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批评了多数代表的中派和半中派观点，提出了谴责帝国主义战争、揭露社会沙文主义者叛卖行为和指出积极进行反战斗争的必要性等决议案。他们的决议案被中派多数所否决，但是经过斗争，决议案中的一些重要论点仍写入了代表会议的宣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对宣言投了赞成票，并在一个特别声明中指出了宣言的不彻底性。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声明，它将留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宣传自己的观点和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独立的工作。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选举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组成的领导机关——执行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理论刊物——德文《先驱》杂志共出了两期，发表了列宁的几篇文章。在1916年4月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力量有所发展，它在43名代表中占了12名，它的一系列提案得到半数代表的赞成。1917年初，随着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公开背叛，列宁向左派提出了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决裂的问题。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建立本国共产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参看列宁的《第一步》和《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等文。——87。





[56]

 工作小组是德国的中派组织，由一些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议员组成，1916年3月成立。领导人为胡·哈阿兹、格·累德堡和威·迪特曼。工作小组出版《活页文选》，1916年4月以前还在《前进报》编辑部中占优势。中派分子被排除出《前进报》以后，工作小组把在柏林出版的《消息小报》作为自己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得到柏林党组织中多数的支持，是1917年4月成立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核心。——87。





[57]

 《自由青年》（《Freie　Jugend》）是瑞士社会民主主义青年组织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6—1918年2月在苏黎世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刊倾向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87。





[58]

 指瑞士社会民主党左派在1917年2月11—12日召开的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修改军事问题决议的建议》。《建议》是列宁起草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87。





[59]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即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为在农村培植富农、建立沙皇政府的巩固支柱而进行的土地改革。1906年11月9日（22日）沙皇政府颁布了关于农民退出村社和把份地确定为个人财产的程序的法令。这个法令经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作了若干修改并批准后，被称为1910年6月14日法令，通称斯托雷平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地。村社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建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土地。独立田庄主或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土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购买土地。这样，富裕农民就有可能掠夺村社土地，得到最好的地段，同时用贱价收买贫苦农民的份地。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加强了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和农民的分化，激化了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中评论了斯托雷平政策。——91。





[60]

 费边派是1884年成立的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为名。费边派虽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改良来逐渐改造社会，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4章第7节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和第26卷）。



拉布分子即英国工党党员，列宁在这里指工党领袖。工党于1900年成立，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由工联、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等组织联合组成，目的是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1906年改称工党。工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同工联总理事会、合作党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所谓全国劳动委员会。工党成立初期就成分来说是工人的政党（后来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但就思想和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组织。该党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就采取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领导机构多数人持沙文主义立场，工党领袖阿·韩德逊等参加了王国联合政府。——91。





[61]

 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创建人和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这个杂志是团结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中心。1916年1月1日，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年—1918年10月，该派定期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因此该派也被称为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92。





[62]

 《工人政治》杂志（《Arbeiterpolitik》）是德国科学社会主义杂志（周刊），以约·克尼夫和保·弗勒利希为首的不来梅左翼激进派（该派于1919年并入德国共产党）的刊物，1916—1919年在不来梅出版。为杂志撰稿的有尼·伊·布哈林、昂·吉尔波、亚·米·柯伦泰、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安·潘涅库克、卡·拉狄克和尤·米·斯切克洛夫等人。杂志反对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沙文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杂志广泛介绍了苏维埃俄国的情况，发表过列宁的几篇文章和讲话。在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期间，它刊载过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和《国家与革命》这两篇著作的一些章节。——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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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政治报》记者
[63]



（1917年3月31日〔4月13日〕）


　　我们的朋友们不想发表任何谈话。到达这里的人通过《政治报》向报界和舆论界转交了一份关于回国情况的公报，以代替谈话。



　　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 尽快
 回到俄国，——列宁激动地说。——每一天都很宝贵。一些国家的政府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回国。
　　你们会见过德国党的同志吗？



　　没有。来自柏林的威廉·扬松打算在靠近瑞士边界的林根会见我们。但普拉腾拒绝了他，并友好地向他暗示：这是想避免会见给扬松带来不愉快。




	载于1917年4月14日《政治报》第8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95页















[63]《政治报》（《Politiken》）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报纸，1916年4月27日起在斯德哥尔摩出版。最初为双日刊，后改为日刊。1917年11月起改名为《人民政治日报》。1916—1918年图·涅尔曼任编辑，1918—1920年弗·斯特勒姆任编辑。德、俄、法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曾为该报撰稿。1917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组成了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1921年，在该党改称瑞典共产党以后，该报成为瑞典共产党的机关报。——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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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代表弗·斯特勒姆

（1917年3月31日〔4月13日〕）


　　说弗雷德里克·斯特勒姆违背俄国人的愿望，没有让《社会民主党人报》[64]的代表出席会议，这是公然的捏造。列宁对斯特勒姆提出的问题回答说：




我们
 完全不信任布兰亭先生。如果 你们
 信任他，你们可以邀请他的代表。





	载于1917年4月15日《政治报》第8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96页

















[64]《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en》）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1889—1944年），卡·亚·布兰亭曾担任它的编辑。——95。



 







《列宁全集》第29卷


在与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举行的会议上的讲话
[65]



（1917年3月31日〔4月13日〕）


报道



列宁
 代表俄国同志对接待表示感谢，并说，即将召开的俄国社会党代表大会将提出一项国际性的建议。与瑞典同志，特别是与《政治报》将保持密切联系。





	载于1917年4月15日《政治报》第8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97页

















[65]这个会议于3月31日（4月13日）上午在斯德哥尔摩列吉纳旅馆举行，到会的有以列宁为首的一批俄国侨民和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卡·林德哈根、弗·斯特勒姆、卡·纳·卡尔松、卡·基尔布姆和图·涅尔曼。斯德哥尔摩市市长林德哈根和列宁主持会议。林德哈根作了题为《光明来自东方》的讲话。列宁谈了旅经德国的情况。会上宣读了关于取道德国回国的议定书。瑞典社会民主党人表示他们完全支持俄国革命者的这一步骤，并愿就此作出证明。卡尔松也在会上讲了话，希望俄国的革命发展成为国际革命。最后，瑞典同志热烈地向俄国同志和此行的组织者弗·普拉滕致意。——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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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芬兰车站广场上向工人、士兵和水兵发表演说

（1917年4月3日〔16日〕）


报道


在街头，列宁同志站在装甲车上，向不仅使俄国摆脱了沙皇专制制度，而且在国际范围内开创了社会革命的俄国革命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军队致敬，他指出，全世界无产阶级正满怀希望注视着俄国无产阶级的英勇的步伐。


整个人群跟随装甲车来到克舍辛斯卡娅宫前，群众集会就在这里继续进行。






	载于1917年4月5日《真理报》第2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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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提纲初稿

（1917年4月3日〔16日〕）


提纲：

（1）对战争的态度。

　　　　不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任何让步。

（2）“要求临时政府”“放弃侵略”。

　　 　　（α）对临时政府的态度。

　　 　　（β）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态度。

（ 
补

 2）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批评。

（3）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





	　　（α）废除军队、官吏、警察。（β）给官吏的薪金。









　　（4）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中宣传、鼓动和组织的任务的特殊性。最大限度的合法性。
　　赞成只是
 “出于不得已才进行战争”、“不是为了侵略而进行战争”的真心诚意的、但受资产阶级欺骗的人，以及资产阶级对这种人的欺骗。

　　（5）土地纲领。　　　（α）国有化。（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

　　　（β）在雇农代表苏维埃的监督下把各个大田庄改建成“示范农场”。

　　＋（γ）重点放在雇农代表苏维埃。

（6）一个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的银行。

（补6） 
不是一下子

 实施社会主义，而是立刻有系统地、逐步地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 监督
 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

（7）代表大会。

　　　　　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

　　　　　革新国际。建立革命的国际的……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99—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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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

[66]




（1917年4月4日〔17日〕）

我已经拟了一个提纲，现在准备再作一些说明。由于时间不够，我不能作详细的系统的报告。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对战争的态度问题。读一读关于俄国的报道，再看一看这里的实际情况，就会看到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护国主义占上风，社会主义的叛徒占上风，群众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显而易见，我们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宣扬护国主义，鼓吹“保卫祖国”。所不同的是，任何地方都没有我们这里自由，因此我们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负有责任。新政府尽管答应要实行共和制，但是它同前政府一样，是帝国主义政府，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府。


　　“一、这次战争从俄国方面来说，在李沃夫之流的新政府的条件下，无疑仍然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这个政府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我们对这次战争的态度上，决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觉悟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同意进行真正能够证明革命护国主义是正确的革命战争：（1）政权转到无产阶级以及跟随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手中；（2）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放弃一切兼并；（3）真正同资本的一切利益完全断绝关系。

拥护革命护国主义的广大阶层的群众无疑是真心诚意的，他们认为只是出于不得已才进行战争，而不是为了侵略去进行战争；他们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因此，我们必须特别细致地、坚持不懈地、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错误，说明资本与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反复证明，要缔结真正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来结束战争，就非
 推翻资本不可
 。

要在作战部队中广泛宣传这种观点。

举行联欢。”





　　——在新政府仍然是帝国主义政府的条件下，在我们对战争的态度上决不允许对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群众是根据实际，而不是从理论上来看问题的，他们说：“我要保卫祖国，而不要侵占别人的土地。”什么时候才可以把战争看作自己的战争？在完全放弃兼并的时候。群众不是从理论上，而是根据实际来看问题的，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总是从理论上来看问题。觉悟的无产者可以同意进行真正能够证明革命护国主义是正确的革命战争。对于广大士兵群众，应当根据实际提出问题，别的办法是不行的。我们决不是和平主义者。但基本问题是：哪个阶级在进行战争？同银行联系着的资本家阶级除了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不可能进行任何别的战争。工人阶级却能够。斯切克洛夫、齐赫泽把什么都忘记了。只要读一读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议，你就会感到惊奇，那些自称为社会党人的人怎么能提出这样的决议 
[67]

 。

从野蛮的暴力手段极其迅速地转到最巧妙的欺骗手段，这是俄国的独特之处。基本条件应该是： 不是在口头上
 而是在实际上 放弃兼并
 。《社会民主党人报》说，把库尔兰并入俄国就是兼并，《言语报》 
[68]

 对此发出了狂叫。然而兼并就是把任何具有民族特点的国家归并进来，就是违反一个民族的愿望而把它（只要它感到自己是另一个民族，有没有不同的语言无关紧要）归并进来。《言语报》的见解是好多世纪以来形成的大俄罗斯人的偏见。

只有同国际资本完全断绝关系，才能结束战争。制造战争的并不是个别人，而是国际金融资本。同国际资本断绝关系，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要结束战争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要想单方面停止战争，那是幼稚的、天真的……齐美尔瓦尔德、昆塔尔 
[69]

 ……在维护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方面，我们比任何人都负有更大的责任。很难解决……

广大群众中的确有护国主义情绪，他们认为 只是出于不得已
 才进行战争，而不是为了侵略去进行战争，因此，我们必须特别细致地、坚持不懈地、耐心地向他们说明，要想缔结非强制的和约来结束战争，就非推翻资本不可。必须广泛地、以最大的规模来宣传这种思想。士兵们要求具体回答如何结束战争的问题。但是，向人们许愿说单凭个别人的善良愿望就能结束战争，那是政治上的骗术。必须提醒群众。革命是件困难的事情。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错误就在于我们（没有揭露？）革命护国主义的根底。革命护国主义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不能局限于……我们应当承认错误。怎么办？应当做说明工作。怎样使……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人……我们不是江湖骗子。我们只能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办事。即使因此而不得不处于少数地位，也只好如此。可以暂时放弃领导地位，不要害怕处于少数。群众说他们不愿侵略别人，我相信这是真话。古契柯夫和李沃夫说不愿侵略别人，那是在骗人。工人说要保卫祖国，那是出于被压迫者的本能。


　　“二、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
 革命的第二
 阶段过渡
 ，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这个过渡的特点是：一方面有最大限度的合法性（目前
 在世界各交战国中，俄国是最自由的国家），另一方面没有用暴力压迫群众的现象，而且群众对这个资本家政府，对这个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

这种特点要求我们，在刚刚觉醒过来参加政治生活的极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党的工作时必须善于适应这种特殊
 条件。”





　　为什么没有掌握政权？斯切克洛夫说因为这个，因为那个。这都是胡说。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这一点应当承认；物质力量虽然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但是资产阶级却是自觉的和有准备的。这是一件怪事，但是必须公开地、坦率地承认这个事实，并且向人民说明，没有掌握政权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和没有觉悟……千百万人破产，千百万人死亡。一些最先进的国家正奄奄一息，因此它们面临的问题就是……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农民——过渡的特点是：一方面有最大限度的合法性（目前俄国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先进的国家），另一方面群众对政府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甚至我们的布尔什维克也有轻信政府的。这只能用革命的狂热来解释。这是会断送社会主义的。同志们，你们对政府就抱着轻信态度。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走不到一起。我宁愿处于少数。一个李卜克内西要比斯切克洛夫、齐赫泽之类的110个护国派分子更可贵。要是你们同情李卜克内西，但又（同护国派）有一点点瓜葛，那就等于背叛国际社会主义。只要我们离开那些人……一切被压迫者就会接近我们，因为战争会使他们接近我们，他们没有别的出路。

对人民讲话不要故作高深，要通俗易懂。人民有权……——必须适应……转变，但这是需要的。我们的路线将被证明是正确的。


　　“三、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所有诺言，特别是关于放弃兼并的诺言，完全是谎话。要进行揭露，而不是‘要求’这个
 政府即资本家政府不再是
 帝国主义政府，这种要求是散布幻想，是不能容许的。”



　　——《真理报》要求 政府
 放弃兼并。要求资本家政府放弃兼并，这是荒谬的，是肆意嘲弄……从科学观点来看，这简直是弥天大谎，对此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整个……是承认错误的时候了。贺词、决议都已经够多了，是动手干的时候了。必须实事求是地、冷静地……


　　“四、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大多数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我们党处于少数地位，比起受资产阶级影响并把这种影响带给无产阶级的一切
 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的联盟
 ——从人民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起直到组织委员会（齐赫泽、策列铁里等）、斯切克洛夫等等止——暂时还处于较弱的少数地位。要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
 形式，因此，当这个政府还受资产阶级影响时，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
 他们的策略的错误。

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揭示错误，同时宣传全部国家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必要性，使群众从实际经验中纠正自己的错误。”





　　——我们布尔什维克惯于发挥最大的革命性。但这还不够，还必须有分析问题的能力。真正的政府是工人代表苏维埃。不这样想就等于陷入无政府主义泥潭。我们党在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处于少数，这是公认的事实。必须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唯一可能的政府，是除巴黎公社外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政府。可是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大多数人持护国主义立场，那怎么办？那也只好由它了。我们只有耐心地、坚持不懈地、系统地说明他们的策略是错误的。

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使群众不再受骗。我们不希望群众相信我们的诺言。我们不是江湖骗子。我们希望群众 从实际经验中
 来纠正自己的错误。

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号召书中，没有一个渗透阶级意识的字眼。全部是空话！危害一切革命的唯一东西，就是空话，就是对革命人民的曲意逢迎。整个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不要受革命空话的影响，特别是在这种空话大为流行的时候。


　　“五、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
［注：即以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 ］



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这是法国巴黎公社得出的教训，这个教训被考茨基忘记了，而工人们又在1905年和1917年提供给我们。这些年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们，决不能让警察恢复，决不能让旧军队恢复。必须修改纲领，它已经陈旧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向社会主义迈出的一步。决不应当有任何的警察、军队和官吏。召开立宪会议，可是由谁来召开？写决议只不过是为了束之高阁或者当椅子垫来坐。要是明天就召开立宪会议，我是很高兴的，但是相信古契柯夫会召开立宪会议，那就太天真了。关于要迫使临时政府召开立宪会议的那些话，都是空话，完全是骗人的。搞了革命，可是警察原封未动；搞了革命，可是一切官吏等等都原封未动。这就是历次革命垮台的原因。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唯一能召开立宪会议的政府。我们大家都抓住工人代表苏维埃，但对它并不理解。我们正在从这种形式向后退，退到跟着资产阶级跑的国际那里去。

资产阶级共和国解决不了（战争）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能得到解决。我们并不许诺解放……但是我们说，只有通过这种形式（工兵代表苏维埃），这才能做到。除了工人和雇农代表苏维埃，不能有别的什么政府。谈论巴黎公社，人们是不会懂的。但是如果说要用工人和雇农代表苏维埃代替警察，要学会管理，那谁也不会来妨碍我们，——（人们就都会懂的）。

管理艺术是任何书本上都找不到的。要试一试，犯点错误，才能学会管理。


　　“六、在土地纲领上，应把重点移到雇农代表苏维埃。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

把国内一切
 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单独组织贫苦农民代表苏维埃。把各个大田庄（其面积约100俄亩至300俄亩，根据当地条件和其他条件由地方机关决定）建成示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由公家出资经营。”





　　——什么是农民？我们不知道，没有统计材料，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一种力量。只要他们取得了土地，那可以相信，他们是不会再交出来了，也不会来征求我们的意见。纲领的轴心已经转移，重点是雇农代表苏维埃。要是俄国农民解决不了革命问题，那德国工人会来解决。

坦波夫的农夫……

一俄亩不必纳税，两俄亩缴一个卢布，三俄亩缴两个卢布。我们一把土地拿到手，地主就再夺不回去了。


建立在公有基础上的农场
 。

必须单独组织贫苦农民代表苏维埃。有富裕农夫，也有雇农。雇农即使有了土地，还是无法建立农场。必须把大田庄建成公有的示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苏维埃经营。

大田庄是有的。


　　“七、立刻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



　　——银行是“公共簿记的形式”（马克思语）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86页。——编者注］

 。战争教人们精打细算，大家都知道银行在搜括人民的资财。银行是国民经济的神经和焦点。我们无法把银行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我们可以宣传把银行合并起来，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
　　“八、我们的直接
 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
 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



　　——实际生活和革命使立宪会议退居次要地位。法律重要的不在于写在纸上，而在于由谁执行。无产阶级专政是有了，但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资本主义已经转变成国家资本主义……马克思……只有实际上已经成熟的东西……
　　“九、党的任务：　　（1）立刻召开党代表大会；

　　（2）修改党纲，主要是：

　　　　（ａ）关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

　　　　（ｂ）对国家的态度以及我们
 关于‘公社国家’
［注：即由巴黎公社提供了原型的那种国家。］

 的要求；

　　　　（ｃ）修改已经陈旧的最低纲领；

　　（3）更改党的名称
［注：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在世界各地
 都背叛社会主义，投奔资产阶级了（如“护国派”和动摇的“考茨基派”），所以我们不应再叫“社会民主党”，而应改称共产党
 。］

 。

十、革新国际。

发起建立革命的国际，同社会沙文主义者
 和‘中派
 ’
［注：所谓“中派”就是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摇摆于沙文主义者（＝“护国派”）和国际主义者之间的那个派别，即德国的考茨基之流，法国的龙格之流，俄国的齐赫泽之流，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英国的麦克唐纳之流等等。］

 相对立的国际。”





　　—— 总的结论
 。工人代表苏维埃已经成立，它享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本能地支持它。这种设施所包含的革命思想，要比一切 革命空话
 所包含的多得多。如果工人代表苏维埃能够把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自由事业就能得到保障。你们可能会制定出一些最理想的法律，但由谁去执行呢？还不是那些官吏，但他们是同资产阶级搅在一起的。

必须对群众说明，现在不是要“实现社会主义”，而是要促其实现（？）。资本主义已经向前发展了，成了军事资本主义，即不是战前的那种资本主义了。

基于策略上的结论，必须进而采取实际的步骤。必须立即召开党代表大会，必须修改党纲。党纲中很多东西都已经陈旧了。必须修改最低纲领。

我个人建议更改党的名称，把党改名为 共产党
 。“共产党”这个名称人民是会理解的。大部分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背弃了、背叛了社会主义……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你们怕否定印在脑子里的旧东西。但是要换洗衣服，就得脱去脏衬衫，穿上干净的衬衫。为什么要抛弃全世界斗争的经验呢？全世界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背叛社会主义，转到本国政府方面去了（如谢德曼、普列汉诺夫、盖得）。怎样才能使谢德曼同意……这种观点是会断送社会主义的。打电报向谢德曼提出停战……——这是骗人的事情。

“社会民主党”这个词不确切。不要死抓住已经完全陈腐了的旧字眼不放。要是你们愿意建立新的政党……那一切被压迫的人们就都会靠拢你们。

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占优势的是中派……《工人报》。我们要向你们证实，全部经验表明……我们声明，我们已成立左派，并与中派断绝了关系。或者你们谈的是国际，那就实行……或者你们……

世界各国都有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群众应该看清楚，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分裂了。护国派已经背弃了社会主义。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个人……整个未来是属于他的。

听说俄国有联合的趋势，即与护国派联合。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我认为，宁可象李卜克内西那样单枪匹马，1个对1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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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列宁回国后第二天在塔夫利达宫向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和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的参加者作的报告。报告历时两小时。文本根据记录整理，有删节号处是漏记的地方。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召开的，于1917年3月29日—4月3日（4月11—16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会议的有139个苏维埃的代表以及一些在前线和后方的部队的代表，共480名，其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多数。会议讨论了对战争的态度、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组织革命力量同反革命斗争、准备召开立宪会议、土地问题、粮食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布尔什维克就议程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决议案。会议就战争问题通过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护国主义的决议案（327票赞成，57票反对，20票弃权），同意临时政府否认战争具有侵略目的的声明。以列·波·加米涅夫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小组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立场，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决议案补充了革命民主派监督和影响临时政府及其地方机关的内容以后，撤回了自己的决议案，而投票赞成这个决议案。关于土地问题，会议通过了在立宪会议上支持全部私有土地无偿转归劳动人民的决议，但反对各地“擅自解决”土地问题。会议还通过了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讨论摆脱战争的出路问题的决议。会议将10名地方代表和6名陆海军代表选进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从而使它在第一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成为全俄苏维埃的中央机关。



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召开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于1917年3月27日—4月2日（4月9日—1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又称三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约70个党组织的120多名党的工作者，他们是出席全俄苏维埃会议的代表和各地方党组织的特邀代表。会议讨论了战争问题、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以及组织革命力量同反革命斗争等问题。会议的决议反映了列宁回国以前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和各地方组织在某些重要策略问题上缺乏明确性。4月1日（14日），会议接受孟什维克提议，讨论了没有列入议程的同孟什维克统一的问题，并决定为了解情况而参加同孟什维克的联席会议。——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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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1917年3月30日（4月12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就伊·格·策列铁里关于对战争的态度的报告所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决议在关于自由和保卫革命的空泛词句掩盖下号召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对外政策。——103。





[68]

 《言语报》（《Ｐｅ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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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和1916年4月24—30日在瑞士昆塔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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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

[70]




（1917年4月4日和5日〔17日和18日〕）

4月3日夜里我才回到彼得格勒，所以我在4月4日的会议上作关于革命无产阶级任务的报告时，当然只能用我个人的名义，并且预先声明没有充分准备。

为了使我自己和 诚实的
 反对者便于工作，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准备了 书面
 提纲。我宣读了这份提纲，并把它交给了策列铁里同志。当时我读得非常慢，而且读了 两次
 ，第一次是在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后来一次是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联席会议上。

现在我把我的这份提纲交去付印，只加了一些极其简短的注释，而在报告的当时，这些注释要发挥得详尽多了。


提纲

1．这次战争从俄国方面来说，在李沃夫之流的新政府的条件下，无疑仍然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这个政府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我们对这次战争的态度上，决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

觉悟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同意进行真正能够证明革命护国主义是正确的革命战争：（1）政权转到无产阶级以及跟随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手中；（2）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放弃一切兼并；（3）真正同资本的一切利益完全断绝关系。

拥护革命护国主义的广大阶层的群众无疑是真心诚意的，他们认为只是出于不得已才进行战争，而不是为了侵略去进行战争；他们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因此，我们必须特别细致地、坚持不懈地、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错误，说明资本与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反复证明，要缔结真正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来结束战争，就 非
 推翻资本 不可
 。

要在作战部队中广泛宣传这种观点。

举行联欢。

2．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 向
 革命的 第二
 阶段 过渡
 ，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

这个过渡的特点是：一方面有最大限度的合法性（ 目前
 在世界各交战国中，俄国是最自由的国家），另一方面没有用暴力压迫群众的现象，而且群众对这个资本家政府，对这个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

这种特点要求我们，在刚刚觉醒过来参加政治生活的极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党的工作时必须善于适应这种 特殊
 条件。

3．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任何诺言，特别是关于放弃兼并的诺言，完全是谎话。要进行揭露，而不是“要求” 这个
 政府即资本家政府 不再是
 帝国主义政府，这种要求是散布幻想，是不能容许的。

4．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大多数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我们党处于少数地位，比起受资产阶级影响并把这种影响带给无产阶级的 一切
 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的 联盟
 ——从人民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起直到组织委员会（齐赫泽、策列铁里等）、斯切克洛夫等等止——暂时还处于较弱的少数地位。

要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 唯一可能的
 形式，因此，当 这个
 政府还受资产阶级影响时，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 说明
 他们的策略的错误。

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揭示错误，同时宣传全部国家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必要性，使群众从实际经验中纠正自己的错误。

5．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

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 
［注：即以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



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6．在土地纲领上，应把重点移到雇农代表苏维埃。

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

把国内 一切
 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单独组织贫苦农民代表苏维埃。把各个大田庄（其面积约100俄亩至300俄亩，根据当地条件和其他条件由地方机关决定）建成示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进行监督，由公家出资经营。

7．立刻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

8．我们的 直接
 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 监督
 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

9．党的任务：

　　（1）立刻召开党代表大会；

　　（2）修改党纲，主要是：

　　　　（ａ）关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

　　　　（ｂ）对国家的态度以及 我们
 关于“公社国家” 
［注：即由巴黎公社提供了原型的那种国家。］

 的要求；

　　　　（ｃ）修改已经陈旧的最低纲领；

　　（3）更改党的名称 
［注：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在世界各地
 都背叛社会主义，投奔资产阶级了（如“护国派”和动摇的“考茨基派”），所以我们不应再叫“社会民主党”，而应改称共产党
 。］

 。

10．革新国际。

发起建立革命的国际，同 社会沙文主义者
 和“中派” 
［注：所谓“中派”就是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摇摆于沙文主义者（＝“护国派”）和国际主义者之间的那个派别，即德国的考茨基之流，法国的龙格之流，俄国的齐赫泽之流，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英国的麦克唐纳之流等等。］

 相对立的国际。

为了使读者了解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诚实的反对者（这样的“事例”是罕见的例外），我请读者把下面戈尔登贝格先生的反对意见同这个提纲比较一下，他说：列宁“在革命民主派的队伍中竖起了内战的旗帜”（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先生的《统一报》 
[71]

 第5号）。

这岂不是奇谈吗？

我写的、宣读的和反复说明的是：“拥护革命护国主义的 广大
 阶层的 群众
 无疑是真心诚意的……他们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因此，我们必须 特别
 细致地、坚持不懈地、 耐心地
 向他们说明他们的错误……”

而资产阶级中那班既 不
 属于拥护护国主义的 广大
 阶层也 不
 属于护国主义 群众的
 、自称社会民主党人的先生们，竟然聪明地把我的观点转述成这样：“在革命民主派的队伍中〈！！〉竖起了〈！〉内战〈无论在提纲或报告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内战！〉的旗帜〈！〉……”

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呢？这同鼓吹大暴行有什么区别呢？这同《俄罗斯意志报》 
[72]

 有什么区别呢？

我写的、宣读的和反复说明的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 唯一可能的
 形式，因此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 说明
 他们的策略的错误……”

而某些反对者却把我的观点说成是号召“在革命民主派的队伍中进行内战”！！

我抨击临时政府，是因为它不但 没有
 确定近期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甚至根本没有确定召开的日期，只是用些诺言来搪塞。我曾一再说明， 没有
 工兵代表苏维埃，立宪会议的召开是没有保证的，是不可能成功的。

有人硬把一个观点加在我的头上，说我反对尽快召开立宪会议！！！

如果不是几十年的政治斗争教会我把反对者的诚实看作罕见的例外，那我也许要把这种话叫作“梦话”了。

普列汉诺夫先生在他的报纸上把我的讲话叫作“梦话”。真是好极了，普列汉诺夫先生！但是请看看，你自己在论战中是多么愚蠢、笨拙和迟钝。假使我讲了两个钟点的“梦话”，为什么几百个听众会听得下去呢？其次，为什么你的报纸竟用整栏篇幅来叙述这些“梦话”呢？这是你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

当然，喊叫、谩骂、哀号，比起试着叙述、解释和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1872年和1875年 怎样
 谈论巴黎公社的经验 
［注：参看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和卡·马克思1871年4月12日和17日给路·库格曼的信，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弗·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370页，第33卷第206—207、210—211页，第18卷第104—105页，第19卷第7—8、30—32页）。——编者注］

 以及无产阶级需要 哪种
 国家来，要容易得多。

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先生，大概不愿意再想起马克思主义了吧。

罗莎·卢森堡1914年8月4日把 德国
 社会民主党叫作“一具发臭的死尸”，我引用了她的话。而普列汉诺夫先生们、戈尔登贝格先生们等等却“叫起屈来了”……为了谁呢？为了那些被叫作沙文主义者的 德国
 沙文主义者！

可怜的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已经头脑发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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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一文最初发表于1917年4月7日（20日）《真理报》第26号，署名尼·列宁，随后为俄国各地的布尔什维克报纸所转载。著名的《四月提纲》就是在这篇文章中发表的。4月4日（17日），列宁在塔夫利达宫的两个会（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和布尔什维克代表与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上宣读了这个提纲。列宁当时把提纲交给了《真理报》的一个编委，叮嘱他于次日全文发表。但是由于印刷厂机器出了故障，提纲未能在5日刊登出来。——113。





[71]

 《统一报》（《Единство》）是俄国孟什维克护国派极右翼集团统一派的报纸，在彼得格勒出版。1914年5—6月出了4号。1917年3—11月为日刊。1917年12月—1918年1月用《我们的统一报》的名称出版。编辑部成员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柳·伊·阿克雪里罗得、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尼·瓦·瓦西里耶夫、列·格·捷依奇和尼·伊·约尔丹斯基。该报持极端沙文主义立场，主张和资产阶级合作，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用下流报刊的手法攻击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政权持敌对态度。——116。





[72]

 《俄罗斯意志报》（《Русская　Воля》）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由沙皇政府内务大臣亚·德·普罗托波波夫创办，1916年12月起在彼得格勒出版。该报靠大银行出钱维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大肆诽谤布尔什维克。列宁称它是最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之一。1917年10月25日被查封。——117。









《列宁全集》第29卷


我们是怎样回来的[73]

（1917年4月4日〔17日〕）

社会主义报刊已经透露消息，说英法政府不让侨居国外的国际主义者返回俄国。

已经回国的各党派32个侨民（其中有19个布尔什维克，6个崩得分子，巴黎国际主义报纸《我们的言论报》[74]的3个拥护者）认为有责任作如下声明：

我们掌握着若干文件，只要这些文件一从斯德哥尔摩寄来（由于瑞典俄国边界处于英国政府代表的控制之下，我们把文件留在斯德哥尔摩了），我们将立即公之于众。这些文件将使大家能够清楚地看到上述“盟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所起的丑恶作用。[75]对此我们只想补充一点：有23个集团（其中包括中央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人、崩得[76]等等）的代表参加的苏黎世侨民撤退委员会，曾在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公开证实了下述事实，即英国政府决定不让侨居国外的国际主义者返回祖国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

革命一开始，侨民就看清了英国政府的这一意图。当时社会革命党的代表（马·安·纳坦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格·季诺维也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的代表（尔·马尔托夫）、崩得的代表（科索夫斯基）在一起开会，提出了一个计划（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以遣返在俄国的德奥被拘留人员作为交换条件，让侨民取道德国回国。

就此，曾向俄国发出了若干封电报，并通过瑞士社会党人采取了实现这一计划的步骤。

发到俄国的电报，显然是被我们的临时“革命政府”（或者是它的拥护者）压下了。

我们等俄国的答复等了两个星期，这以后我们才决定自己来实现上述计划（有些侨民决定再等一等，他们认为还不能肯定临时政府真会不设法使全体侨民回国）。

这件事情由瑞士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弗里茨·普拉滕负责进行。他同德国驻瑞士大使签订了一项确切的书面协议。条款的原文我们将在以后公布。其要点如下：（1）所有侨民，不管对战争的看法如何，均可回国。（2）侨民所乘车厢享有治外法权，不经普拉滕准许，任何人不得进入车厢。护照和行李不受任何检查。（3）回国侨民必须在俄国宣传回国侨民要与数量相等的德奥被拘留人员交换。

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想同回国侨民接触的一切尝试，都被后者坚决拒绝了。一路上由普拉滕护送我们。他本来决定和我们一起到彼得格勒，但是在俄国边界上（托尔尼奥）他被阻留了。我们希望这只是暂时的。一切谈判都是在许多外国的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的参加下和同他们意见完全一致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关于回国事宜的议定书上签字的有：两个法国社会党人即洛里欧和吉尔波，李卜克内西派的一个社会党人（哈特施坦），以及瑞士社会党人普拉滕，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勃朗斯基，瑞典社会民主党议员林德哈根、卡尔松、斯特勒姆、图雷·涅尔曼等等。

这些国际主义者同志们对我们说：“假如卡尔·李卜克内西现在在俄国，米留可夫们是会乐意把他放回德国的；现在，贝特曼－霍尔韦格之流放你们这些俄国国际主义者回国了。你们要干的事情就是回到俄国去既同德帝国主义又同俄帝国主义作斗争。”我们认为他们说得很对。我们要向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回国情况的报告。我们希望该委员会能够争取到释放相等数量的被拘留人员，首先释放有名的奥地利社会党人奥托·鲍威尔，并且使所有侨民，不只是社会爱国主义者，都能回到俄国。现在，凡是比《言语报》左一些的报纸都不准出境，甚至工兵代表苏维埃告全世界工人的宣言也不准送到国外报刊发表，我们希望执行委员会也设法消除这种闻所未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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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我们是怎样回来的》是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受从瑞士回国的侨民的委托向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作的报告。执行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于4月4日晚8时举行。就流亡瑞士的侨民情况问题首先发言的是经哥本哈根回国的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阿·格·祖拉博夫。他揭露了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下令阻挠侨居国外的国际主义者回国的事实，代表留在瑞士的俄国侨民要求执行委员会出面逼迫临时政府同德国政府进行谈判，以俄国拘留的德国人或德国战俘交换俄国政治流亡者。季诺维也夫接着作了报告，提议通过一项赞成用被拘留的德国人交换俄国政治流亡者的决议。列宁建议执行委员会同意这一决议，并发言反驳了反对这个建议的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和波·奥·波格丹诺夫。这个报告于4月5日（18日）在《真理报》第23号和《消息报》第32号上同时发表。《消息报》在发表报告时还报道了执行委员会就这个问题作出的决定（见本卷第125页）。——119。



[74]《我们的言论报》（《Наше　Слово》）是俄国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报纸（日报），1915年1月—1916年9月在巴黎出版。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索·阿·洛佐夫斯基、列·达·托洛茨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尔·马尔托夫。1916年9月—1917年3月改用《开端报》的名称出版。——119。



[75]指《由中央委员会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会议记录（1917年4月8日）》，第一批取道德国回俄国的政治流亡者的《集体公报》（见本卷第509—510页）以及瑞士、德国、法国、波兰、挪威和瑞典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分别于3月25日（4月7日）在伯尔尼、3月31日（4月13日）在斯德哥尔摩签署的《声明》。——119。



[76]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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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取道德国问题的发言

（1917年4月4日〔17日〕）


记录


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报刊散播的谣言，有必要通过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出的决议案。他建议发表声明，要让一切派别的侨民通行。我们没有承担任何义务。我们只答应，回国后将吁请工人促成这次交换。如果你们认为交换是正确的，那你们也就驳斥了一切谣言。否则，你们就会为进行诋毁和诽谤提供借口……　　





	载于1925年《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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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论证四月提纲写的要点

（1917年4月4日和12日〔17日和25日〕之间）

（1）目前有经济破产的危险， 因此
 排除资产阶级是错误的。

（这是资产阶级的结论。愈接近破产，愈迫切需要排除资产阶级。）

（2）无产阶级没有组织起来，软弱无力，没有觉悟。

（很对。因此全部任务在于：同那些麻醉群众、要群众信任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民主党人，即 小资产阶级
 领袖（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进行斗争。

不是和这些小资产者（齐赫泽、斯切克洛夫、策列铁里）联合，而是 粉碎
 这个 危害
 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3）现阶段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不需要“社会主义的试验”。

（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论断。谁也没有说要做“社会主义的试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要求现在不仅要考虑阶级，而且要考虑制度。）

用甜言蜜语扼杀革命的先生们（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把革命拉向后退， 
从

 工人代表苏维埃 
退到

 资产阶级“单一政权”，退到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

我们应当巧妙地、谨慎地、循循善诱地引导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 
前进

 ，从“两个政权” 
进到

 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 
全部政权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公社，1871年试验过的公社。

问题不在于走得多快，而在于往哪里走。

问题不在于工人是否经过训练，而在于 
怎样

 训练他们和 
为什么

 训练他们。

工人代表苏维埃关于战争等等的宣言和号召书，不过是麻醉人民的极其空洞和虚伪的小资产阶级谰言，因此我们的任务，正象我已经说过的，首先是启发群众，使群众摆脱齐赫泽、斯切克洛夫、策列铁里之流的 资产阶级
 影响。

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即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等人的“革命护国主义”是极端有害的（因为是用甜言蜜语掩盖起来的）沙文主义思潮，它 企图
 使群众容忍临时革命政府。

愚钝的，不觉悟的，被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之流的先生们欺骗的群众，不理解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不理解战争是由 各国政府
 进行的。

必须讲清楚，只有改变政府的 阶级性质
 ，“人民”才能停止战争或改变战争的性质。





	载于1933年1月21日《真理报》第2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123—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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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界

（1917年4月5日〔18日〕）

资本家的报纸，象《言语报》和《新时报》[77]之类，都登载了攻击我们取道德国的文章，文内居心叵测地暗示，回国侨民说不定在帮助德帝国主义者。 
［注：著名的（臭名昭著的）《俄罗斯意志报》在攻击我们的文章中提供了与《言语报》精神一致的“材料”。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与这样的人为伍不觉得可耻吗？］



《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78] 全文
 登载了昨天《真理报》发表的报告 
［注：《言语报》敢不敢登这个报告呢？］

 ，这个报告是我们回国后 第一
 天就向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提出的；除报告外，《消息报》还登载了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决定。《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编辑部就这个决定作了如下的报道：


　　“执行委员会听取了祖拉博夫和季诺维也夫两位同志的报告，决定立即向临时政府进行交涉，同时采取措施使所有侨民都能迅速获准返回俄国，而不管他们的政治见解和对战争的态度怎样。同政府交涉的结果如何，我们将于日内发表。——编辑部
 ”



　　你们看，这就是一幅小的——非常小但非常典型的——两个世界的图景。一个是资本家、《言语报》、《俄罗斯意志报》和《新时报》的世界，他们对社会党人含沙射影无耻诽谤；另一个是革命民主派、工人代表和士兵代表的世界，他们沉着、坚定、郑重地决定“ 采取措施
 ”。采取措施干什么呢？做临时政府 没有
 做的工作！难道这不就是对临时政府的斥责吗？

难道这不是他们应得的斥责吗？

请注意，执行委员会知道布尔什维克同它 在政治上
 有分歧，但它还是通过了这个决议。对资本家来说，这是进行诽谤的借口。人类的尊严在资本家的世界里是找不到的。





	载于1917年4月6日《真理报》第2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125—126页

















[77]《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125。



[78]《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Сове-та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于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在彼得格勒创刊，最初称《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从3月2日（15日）第3号起成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编辑部成员起初有：波·瓦·阿维洛夫、弗·亚·巴扎罗夫、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约·彼·戈尔登贝格和格·弗·策彼罗维奇。由于编辑部内部意见分歧，阿维洛夫、邦契－布鲁耶维奇和策彼罗维奇于4月12日（25日）退出了编辑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费·伊·唐恩、弗·萨·沃伊京斯基、A．A．郭茨、伊·瓦·切尔内绍夫随后进入编辑部。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后，该报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7年8月1日（14日）第132号起，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的名称出版。决定该报政治方向的是当时在执行委员会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联盟的代表人物。



十月革命后，该报由布尔什维克领导。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即从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起，该报更换了编辑部成员，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正式机关报。1918年3月该报迁至莫斯科出版。从1923年7月14日起，成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38年1月26日起，改称《苏联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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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勃朗主义

（1917年4月8日〔21日〕）

法国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在1848年革命中所以声名狼藉，是因为他从阶级斗争的立场转到了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立场，而这种用貌似“社会主义”的词句装饰起来的空想，实际上只是有助于资产阶级加强其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路易·勃朗期待资产阶级的帮助，希望并且促使人们希望资产阶级 能够
 帮助工人“组织劳动”——这个含糊不清的术语大概是想用来表现“社会主义的”意向吧。

现在，路易·勃朗主义在俄国右翼“社会民主党”即组织委员会的党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以及其他许多目前是彼得格勒兵工代表苏维埃的领袖们，亦即最近结束的全俄苏维埃会议的领袖们，正是采取了路易·勃朗的立场。

这些领袖与国际“中派”即与考茨基、龙格、屠拉梯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观点接近，他们在当代政治生活的一切重大问题上，正是采取了路易·勃朗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就拿战争问题来说吧。

无产阶级的观点就是对战争作出明确的 阶级
 评价，毫不妥协地反对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即反对各资本主义国家（ 不管
 是君主制的 或是共和制的
 ）集团 之间为了
 瓜分资本主义赃物而进行的战争。

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与资产阶级的观点（公然为战争辩护，明目张胆地“保卫祖国”，即保卫 本国
 资本家的“利益”，保卫 他们
 兼并的“权利”）不同之处，就是小资产者“鄙弃”兼并，“斥责”帝国主义，“要求”资产阶级在保持世界帝国主义的联系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情况下不再成为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者只是讲讲这种好心的、无关痛痒的、空洞的大话， 实际上
 却束手无策地 跟着
 资产阶级跑，口头上在某些方面对无产阶级表示一点“同情”，实际上却仍然依从资产阶级，不能理解或者不愿理解，只有走打碎资本主义枷锁的道路，才能使人类摆脱帝国主义。

“要求”资产阶级政府“ 郑重宣布
 ”放弃兼并，——这对小资产者来说是最大的勇敢，也是“齐美尔瓦尔德的”彻底反帝的典范。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最坏的路易·勃朗主义。首先，只要多少有点经验的资产阶级政客，在任何时候都不难顺口说出一些“漂亮的”、精采的、响亮的、空洞的、不负任何责任的话，来“一般地”反对兼并。而一碰到 实际问题
 ，他们就可以象最近《言语报》那样变个戏法，厚着脸皮说，库尔兰（现在为资产阶级德国的帝国主义强盗所兼并）不是俄国兼并的土地！！

这是极其令人愤慨的戏法，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不可容忍的欺骗，因为只要稍微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会承认，库尔兰 过去一直是
 俄国 兼并的土地
 。

我们现在向《言语报》提出公开、直接的挑战：（1）请它在人民面前给“兼并”下个政治定义，这个定义应能毫无例外地适用于世界上的 一切
 兼并，无论是德国的、英国的或俄国的，无论是过去的或现在的；（2）请它明确指出，在它看来，什么叫作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 放弃兼并
 。请它对“在实际上放弃兼并”下个政治定义，这个定义不仅能适用于德国人，而且能适用于英国人和曾经进行过兼并的一切民族。

我们可以断定，《言语报》要么对我们的挑战采取躲避态度，要么在全体人民面前被我们揭穿。正是由于《言语报》提到了库尔兰问题，我们的争论才不是理论上的争论，而是实际问题的争论，是最迫切、最紧急、最现实的争论。

其次，就暂且假定，资产阶级的部长们都是善良的楷模，古契柯夫之流、李沃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等等都真心诚意地 相信
 可以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放弃兼并，而且 愿意
 放弃兼并。

甚至就暂且这样假定，作这种路易·勃朗式的假定。

试问，一个成年人能不能只满足于人们对他们自己的 看法
 而不检验他们的 行为
 呢？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不能把愿望、声明同客观实际 不
 区别开来呢？

不，不能。

兼并靠的是金融资本，银行资本，帝国主义资本的各种联系。兼并的现代经济基础 就在于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兼并就是“投入”被兼并国家的千万个企业的亿万资本获得政治上有保证的 利润
 。


不采取
 坚决的步骤打碎资本的枷锁，即使有放弃兼并的愿望，也是 做不到
 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象《统一报》、《工人报》[79]以及我国小资产阶级中其他一些“路易·勃朗分子”准备得出而且已经得出的结论那样， 不
 应当采取坚决的步骤推翻资本，应当容忍一点小规模的兼并呢？

不。 应当
 采取坚决的步骤推翻资本。应当 完全
 依靠绝大多数工人和贫苦农民的觉悟和组织性，巧妙地逐步地采取这些步骤。不管怎样必须采取这些步骤。俄国许多地方的工人代表苏维埃 已经
 开始这样做了。

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同路易·勃朗分子，即同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们，同组织委员会的党以及社会革命党等等坚决划清界限。要向群众说明，如果群众看不清这种小资产阶级空想的危害，不同觉悟的工人联合起来，采取谨慎稳妥而又坚决果断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路易·勃朗主义就一定会断送下一步革命的成果，甚至会断送自由的成果。

没有社会主义，就 不能
 使人类摆脱战争和饥饿，就 免不了
 还会有千千万万人的死亡。





	载于1917年4月8日《真理报》第2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127—130页

















[79]《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年3月7日（20日）—11月30日（12月13日）在彼得格勒出版，8月30日（9月12日）起是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参加报纸工作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波·奥·波格丹诺夫、库·安·格沃兹杰夫、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伊·格·策列铁里、尼·谢·齐赫泽、涅·切列万宁等。该报采取护国主义立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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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个政权

（1917年4月8日〔21日〕）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

我国革命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革命造成了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这一事实是需要首先认清的；不认清这个事实，就不能前进。对于旧“公式”，例如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公式”，要善于补充和修改，因为这些经实际证明大体上是正确的公式，具体实现的结果 却成了
 另一个样子。关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以前 谁
 也没有想到，而且也不可能想到。

两个政权并存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除临时政府即 资产阶级
 政府外，还形成了 另一个
 尽管还很软弱、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毕竟确实存在而且在日益成长的 政府
 ，即工兵代表苏维埃。

这另一个政府的阶级成分是什么呢？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穿了军装的农民）。这个政府的政治性质怎样呢？它是革命的专政，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政权，它直接依靠用革命的方法夺取，依靠下面人民群众的直接的创举，而 不
 依靠集中的国家政权颁布的 法律
 。这完全不是欧美先进国家中迄今最常见的那种一般类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政权。人们总是忘记这一点，不深入思考这一点，而这却是全部实质的所在。 这个
 政权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 同一类型的
 政权，其基本标志是：（1）权力的来源不是议会预先讨论和通过的法律，而是来自下面地方上人民群众的直接的创举，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直接的“夺取”；（2）用全民的直接武装代替脱离人民的、同人民对立的机构即警察和军队；在这种政权下，国家的秩序由武装的工农 自己
 ，即武装的人民 自己
 来维持；（3）官吏，官僚，或者也由人民自己的直接政权取代，或者至少要接受特别的监督，变成不仅由人民选举产生、而且一经人民要求即可 撤换的
 官吏，处于普通的受委托者的地位；他们从占有能领取资产阶级高薪的“肥缺”的特权阶层，变为特殊“兵种”的工人，其报酬 不超过
 熟练工人的一般工资。

巴黎公社这一特殊的国家类型的 实质
 就在于此，而且 仅仅
 在于此。普列汉诺夫之流（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之流（“中派”分子，即摇摆于沙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子）先生们，以及所有一切现在居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等等，都把这种实质忘掉了和歪曲了。

他们空话连篇，装聋作哑，推托躲避，千百次地相互祝贺革命成功，但是不愿意 想一想
 ，工兵代表苏维埃 究竟是什么
 。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明显的真理：既然存在着这种苏维埃， 既然
 它们是政权，那在俄国也就存在着巴黎公社 类型的
 国家。

我强调了“既然”这两个字。因为这还只是萌芽状态的政权。它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达成了直接的协议，做了许多实际的让步，是它自己把阵地 不断让给
 资产阶级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之流犯了“错误”吧？没有的话。只有庸人才会这样想，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这样想的。原因在于无产者和农民的 觉悟
 和组织程度 不够
 。上述领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采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在于他们不去启发工人的意识，反而 模糊
 他们的意识，不去打破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反而 诱发
 这种幻想，不使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反而 加强
 这种影响。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什么我们的同志也犯了这么多的错误，竟“简单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应当马上推翻临时政府？

我的回答是：（1）应该推翻它，因为它是寡头的、资产阶级的政府，不是全体人民的政府，它 不会
 给人民和平、面包和充分的自由；（2）但是不能马上推翻它，因为它有同工人代表苏维埃，首先是同彼得格勒苏维埃这样一个主要的苏维埃达成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形式的和实际的 协议
 作依靠；（3）决不能用寻常的方法去“推翻”，因为它依靠 第二个
 政府即工人代表苏维埃对资产阶级的“ 支持
 ”，而这第二个政府是直接反映大多数工农的意识和意志的唯一可能的革命政府。比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更高更好类型的政府，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来，我们至今还没有见过。

觉悟的工人要取得政权，必须把大多数群众争取过来，因为 在
 没有对群众使用暴力的 时候
 ，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取得政权。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我们不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主张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反对沙文主义－护国主义，反对空谈，反对依赖资产阶级。

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的优秀分子已经创造了这个政党的各种因素；我们要团结起来进行无产阶级本阶级的工作，无产者和 贫苦
 农民就会愈来愈多地转到我们方面来。因为 实际生活
 将时时打破“社会民主党人”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之流，以及“社会革命党人”这些更“地道的”小资产者等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

资产阶级主张资产阶级的单一政权。

觉悟的工人主张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单一政权，主张用 启发
 无产阶级意识、使它 摆脱
 资产阶级影响的办法而不是用冒险行动来取得单一政权。

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等等——则摇摆不定， 妨碍
 这种启发和摆脱的工作。

这就是决定我们任务的实际的 阶级的
 力量对比。





	载于1917年4月9日《真理报》第2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145—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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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策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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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4月8日和13日〔21日和26日〕之间）


说明

1917年4月4日，我在彼得格勒就标题所点出的问题先在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当时到会的都是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代表，他们就要回到各地去，因此不容我有任何拖延。会议结束后，主席格·季诺维也夫同志代表全体到会同志向我提议，要我随即在准备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问题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 
[81]

 上再作一次报告。

不管立刻再作一次报告对我来说有多么困难，既然 我自己的同志
 和孟什维克都有这种要求，而他们又因归期在即，确实不容我拖延，我也就没有权利推辞了。

在报告会上，我把我那篇发表在1917年4月7日《真理报》第26号上的提纲 
［注：我把登在这一号《真理报》上的提纲连同简要注释附在这封信的后面。（见本卷第113—118页。——编者注）］

 念了一遍。

无论提纲或是我的报告，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和《真理报》编辑部都引起了一些分歧。经过多次商谈，我们一致认为，最好把这些分歧拿出来公开讨论，这样，可以给将在1917年4月20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我党（由中央委员会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提供材料。

为了执行这个展开讨论的决定，我把下面这几封 信
 刊印出来，在这些信里，我并不想对问题作 全面的
 研究，而只想提出对于工人阶级运动的 实际
 任务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几个主要论据。





第一封信

对形势的估计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我们布尔什维克总是努力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因为要对政策作科学的论证，这个要求是绝对必需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6页。——编者注］

 ，他们公正地讥笑了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做法，因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 一般的
 任务，而这样的任务必然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 阶段
 的 具体的
 经济和政治情况而有所改变。

现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根据哪些确切肯定的客观 事实
 来确定自己的任务和活动方式呢？

在登载于1917年3月21日和22日《真理报》第14号和第15号上的我的第一封《远方来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中，以及在我的提纲里，我指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 
过渡

 。因此我认为， 
这一

 时期的基本口号或“当前任务”就是：“工人们，你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的英雄主义的奇迹，现在你们应该显示出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组织的奇迹，以便为革命第二阶段的胜利作好准备。”（《真理报》第15号） 
［注：见本卷第20页。——编者注］



第一阶段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中。

1917年二、三月革命以前，俄国的政权是掌握在一个旧阶级即以尼古拉·罗曼诺夫为首的农奴主－贵族－地主阶级的手里。

这次革命后，政权转到了 另一个
 阶级，即 资产阶级
 这个新阶级手里。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 
阶级

 手里转到另一个 
阶级

 手里，都是 革命
 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已经完成了
 。

这里，我们会听到喜欢把自己称作“老布尔什维克”的那些反对者的喧嚷声：难道我们不是向来都说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难道土地革命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吗？难道事实不正相反，土地革命不是 还没有
 开始吗？

我回答说：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主张 总的说来
 已得到历史充分的证实；但是 具体
 实现的结果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 不同
 ，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

忽略或忘记这一事实，就会重蹈我党历史上不止一次起过可悲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覆辙，他们只会无谓地背诵 记得烂熟的
 公式，而不去 研究
 新的生动现实的特点。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 已经
 实现了 
［注：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

 ，因为这个“公式”所预见到的只是 阶级的对比关系
 ，而不是 
实现

 这种对比关系、这种合作的 具体政治机构
 。“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 从而
 使它变了样。

现在提到日程上的已是另一个任务，新的任务：使这个专政 内部
 的无产阶级分子（反护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公社派的”即主张过渡到公社的分子）同 小业主
 或 小资产阶级
 分子（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社会革命党人等等革命护国派，即反对走向公社，主张“支持”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的人）实行分裂。


现在
 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 跑到
 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也可以叫作“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但是实现得非常奇特，有许多十分重大的变异。关于这些变异，我将在以后的一封信中专门谈到。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 大体上
 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注：见约·沃·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谁 按旧方式
 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

按照旧方式，结论是： 继
 资产阶级的统治 之后
 ，才可能和应当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统治，他们的专政。

但是生动的实际生活中 已经
 产生了 
另外一种

 情况，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崭新的、从未有过的 两种统治互相交
 错的情况。现在同时并存的 一方面是
 资产阶级的统治（即李沃夫和古契柯夫的政府）， 另一方面是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后者 
自愿

 把政权让给资产阶级，自愿做资产阶级的附属品。

因为不要忘记，彼得格勒的政权实际上是在工人和士兵的手里，新政府 没有
 而且也无法对他们施加暴力，——无论警察、脱离人民的军队或是权势极大的 居于
 人民 之上
 的官吏，都 不存在
 。这是事实。这正是反映了巴黎公社类型国家的特征的事实。这个事实是旧公式包括不了的。应当善于使公式适应实际生活，而不是重复一些已经失去意义的关于 一般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词句。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以便把问题说得更清楚。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现在执政的是资产阶级。而农民群众难道不 也是
 另一阶层、另一类型、另一性质的资产阶级吗？怎么能得出结论说 这一
 阶层 不能
 取得政权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呢？

老布尔什维克往往是这样议论的。

我的回答是：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形势时，不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

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 事实
 ：自由地选举出来的士兵和农民的代表，自由地进入了第二个政府即附属政府，自由地补充、发展和完善着这个政府。同时，他们又同样自由地把政权 让给了
 资产阶级——这是一种丝毫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现象，因为我们向来知道，并曾屡次指出，资产阶级所以能够维持， 不
 仅依靠暴力，而且还依靠群众的不觉悟、守旧、闭塞和无组织。

在今天这样的现实面前，不顾事实，只谈“可能性”，简直是太可笑了。

农民取得全部土地和全部政权，这是可能的。我不仅没有忘记这种可能，没有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今天，而且我在直接地确切地表述土地纲领时还估计到一种 新
 现象，即贫雇农和农民业主之间发生着更深刻的分裂。

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也许农民会听从社会革命党这种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劝告；这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受了资产者的影响，转向护国主义，劝告人们等待立宪会议，虽然这个会议直到现在连召开的日期都还没有确定！ 
［注：为了使我的话不被人误解，我马上要预先声明：我绝对赞成雇农和农民
苏维埃立刻

 夺取
全部

 土地，但是，它们
自己

 要严格遵守秩序和纪律，丝毫不能毁坏机器、建筑物和牲畜，万万不能破坏经济和粮食生产，而要
加强

 生产，因为士兵需要
加倍

 的粮食，人民也不应当再挨饿。］



可能，农民会继续 保持
 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协议，保持他们目前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同资产阶级达成的协议。

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忘记土地运动和土地纲领，将是极大的错误。但是忘记 现实
 ，同样会是极大的错误，因为现实向我们表明了资产阶级同农民已达成 协议的事实
 ，或者用更确切的、少带法律含义而多带经济和阶级含义的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同农民已实行 阶级合作
 的事实。

只有这一事实不再成为事实，只有农民离开资产阶级，夺取土地、夺取政权来反对资产阶级，只有那时，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而这一点要留待以后专门去谈了。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想到将来可能有这样的阶段，而忘记在农民同资产阶级达成 协议
 的 现在
 自己所负的责任，他就会变成一个小资产者。因为他在实际上会鼓动无产阶级去 信任
 小资产阶级（“它，这个小资产阶级，这些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内就一定会同资产阶级分开”）。他只想到“可能”有一个愉快而甜蜜的未来，那时农民 
不

 再是资产阶级的尾巴，社会革命党人、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之流 
不

 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属品，他只想到“可能”有这样一个愉快的未来而忘记了 
不愉快的现在

 ，忘记了农民目前还是资产阶级的尾巴，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目前还在充当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属品，充当李沃夫“陛下”的反对派 
[82]

 。

我们上面所假设的这种人，很象甜蜜蜜的路易·勃朗和媚人的考茨基分子，决不象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我们会不会有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会不会有想“跳过”尚未完成的（农民运动尚未失去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呢？

如果我说“不要沙皇，而要 工人
 政府” 
[83]

 ，那就有这种危险。但是我说的 
不是

 这个，而是别的。我是说，在俄国， 除了
 工人、雇农、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外， 不能
 有别的政府（资产阶级政府除开不算）。我是说，目前俄国的政权 只能
 从古契柯夫和李沃夫的手里转到这些苏维埃的手里，而在这些苏维埃中，占大多数的 恰巧
 是农民和士兵，如果不用生活上的、习俗上的、职业上的说法，而用阶级的说法，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说，那么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小资产阶级。

在我的提纲中，绝对保险一点也没有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或整个小资产阶级运动，一点也没有由工人政府“夺取政权”的 儿戏
 ，一点也没有布朗基主义的冒险行动，因为我直接提到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也正象马克思在1871年、恩格斯在1891年所详细论述过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370页和第22卷第216—229页。——编者注］

 ，这种经验完全排斥布朗基主义，完全根据大多数人的 自觉
 行动，充分保证 大多数人
 实行直接的、绝对的统治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

我在提纲中非常明确地把问题归结为要在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 
内部
 扩大影响
 。为了避免对这一点产生任何怀疑，我在提纲中 两次
 着重指出，必须进行耐心的、坚持不懈的、“根据 群众的实际

 需要”的“说明”工作。

愚昧无知的人或普列汉诺夫先生这类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可以叫喊什么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谁只要肯思索和学习，谁就不能不知道，布朗基主义是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而工人等等代表苏维埃却 明明
 是 大多数
 人民的公开的直接的组织。在这样的苏维埃 内部
 扩大影响，自然不会而且绝对不会陷入布朗基主义的泥潭。这样做，也不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因为无政府主义就是否认在从资产阶级统治向无产阶级统治 
过渡

 的时期 必须有国家和国家政权
 。而我则用丝毫不会引起误会的明确态度， 坚决主张
 在这个时期必须有国家，不过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和巴黎公社的经验，这种国家不是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而是 没有
 常备军、 没有
 同人民对立的警察、 没有
 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吏的国家。

普列汉诺夫先生在他的《统一报》上拚命地叫喊无政府主义，这只不过是再次证明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我在《真理报》（第26号）上曾向普列汉诺夫挑战，要他谈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1872、1875年在国家问题上是怎样教导的， 
［注：本卷第118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实质只能是默不作答，只能象被激怒了的资产阶级那样咆哮一通。

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先生， 完全
 不懂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顺便提一下，在他那本论无政府主义的德文小册子 
[84]

 里，就已经可以看出这种不懂的迹象了。


※　　　　　※　　　　　※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尤·加米涅夫同志在《真理报》第27号上的一篇短评中是怎样表述他同我的提纲和上述意见的“分歧”的。这可以帮助我们更确切地了解我的提纲和上述意见。


　　加米涅夫同志写道：“至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我们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已经完成

 ，并且指望这个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里有两大错误：第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问题 提得
 不正确。这种抽象的、简单的、单色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提法，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谁 这样
 提问题，谁 现在只是

 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已经完成”，谁就无法了解极其复杂的至少是“两色”的现实。这是从理论上说。而在实践上，他就是向 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
 举手投降。

确实是这样。现实告诉我们， 一方面
 是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手中（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 另一方面
 ，除了现实的政府外，还存在着一个附属政府，它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后一个“也是政府”，它 自己
 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 自己
 使自己依附于资产阶级政府。

加米涅夫同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老布尔什维克的公式，有没有包括这种现实呢？

没有。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已经僵死了。要使它复活是徒劳无益的。

第二，一个实际问题。我们不知道，现在在俄国是否还能建立一个 脱离
 资产阶级政府的 单独的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不能建筑在情况不明的基础上。


如果
 这样的专政还有可能，那么，走向这种专政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立刻坚决地、彻底地使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分离。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小资产阶级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转向了沙文主义（＝护国主义），“支持”资产阶级，依赖资产阶级， 害怕
 撇开资产阶级等等。

这个小资产阶级现在已经能够取得政权，但是它 不愿意
 ，那怎么才能“推动”它去执掌政权呢？

只有使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分离出来， 
摆脱

 这些小资产者的畏缩心理，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有无产者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摆脱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团结起来，才能使小资产阶级觉得脚下发“烫”，在一定条件下 不得不
 把政权拿过来；甚至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也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也会赞成齐赫泽、策列铁里、社会革命党人和斯切克洛夫掌握无限权力，建立单一政权，因为这些人毕竟都是“ 护国派
 ”！

谁立即迅速而彻底地使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即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分离，谁就是在下述两种可能情况下正确地反映运动的利益， 一种情况
 是俄国还会出现一个单独的、自主的、不服从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一种情况
 是小资产阶级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永远（也就是一直到社会主义来临）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我们之间。

谁只是根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个简单的公式行事，谁就象是在保证小资产阶级一定能够不依赖资产阶级。这样做他也就是在目前乖乖地向小资产阶级投降。

附带说一下，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公式”，不妨回忆一下我在《两种策略》（1905年7月）中特别强调的一段话（《十二年来》第435页）：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特权……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第10章《“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编者注］





　　加米涅夫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到了1917年，还只看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 过去
 。而 实际上
 ，这个专政的 未来
 已经开始，因为雇佣工人和小业主这两者的利益和政策 实际上
 已经出现了分歧，并且是在“护国主义”、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这样的极重要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里我要涉及加米涅夫同志上述议论中的第二个错误。他责备我，说我的公式“指望”“这个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不对的。我不但没有“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 社会主义
 革命，而且还直接提醒不要有这种想法，我在提纲的第8条中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 直接
 任务并 
不是

 ‘实施’社会主义……” 
［注：见本卷第116页。——编者注］



一个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是不可能反对把实施社会主义当作直接任务的，这不是很明显吗？

不仅如此。即使是在俄国建立“公社国家”（即按照巴黎公社类型建立起来的国家），也 不能
 “立刻”办到，因为这需要所有（或大多数）苏维埃中的 大多数
 代表都清楚地认识到社会革命党人、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等人的策略和政策的全部错误和全部危害。而我十分明确地声明过，我在这方面只“指望”“耐心的”说明（如果要实现“立刻”就能实行的转变，还用得着耐心吗？）！

加米涅夫同志有点“不耐心地”说过了头，他重复了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偏见，似乎巴黎公社想“立刻”实施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这样。可惜的是公社迟迟没有实施社会主义。公社的真实本质并不在资产者通常寻找的那些地方，而在于它创立了一种特殊的 国家
 类型。这样的国家在俄国 
已经

 诞生，这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

加米涅夫同志没有深入思考 事实
 ，思考 目前存在的
 苏维埃的意义，思考苏维埃在类型上、在社会政治性质上同巴黎公社国家的一致，他不去研究 事实
 ，却开始谈论我似乎“指望”“立刻”会发生的事情。很遗憾，他是在重演许多资产者的故伎：不让人们注意迫切的、现实的、实际生活提出来的问题，如 什么是
 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按类型来说是否 高于
 议会制共和国，它是否 更有益
 于人民，是否 更民主
 ，是否 更有利
 于斗争（例如同缺粮作斗争）等等，而引导人们去注意“指望立刻转变”这种空洞的、貌似科学而实际毫无内容的、教授们感兴趣的毫无生气的问题。

这是一个空洞的虚构的问题。我所“指望”的 仅仅是
 ， 无非
 是：工人、士兵和农民在处理增加粮食生产、改善粮食分配、改善士兵给养等等 实际
 困难问题上，会比官吏和警察高明。

我深信，工兵代表苏维埃会比议会制共和国更快更好地发挥人民 群众
 的主动性（关于这两种国家类型的比较，在另一封信里再详谈）。它们会更好地、更实际地、更正确地决定怎样才能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 
步骤

 以及究竟能够采取哪些走向社会主义的 
步骤

 。对银行实行监督，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银行，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但这是 走向
 社会主义的一个 步骤
 。今天，德国的容克和资产者正采取这种步骤来对付人民。明天，只要工兵代表苏维埃掌握全部国家政权，它就会更好得多地采取这种步骤来为人民谋福利。

是什么东西 
迫使

 我们采取这种步骤的呢？

是饥荒，经济失调，即将临头的崩溃，战争的惨祸，以及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惨痛的创伤。

加米涅夫同志在他的短评的结尾说：“在广泛的讨论中，他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被接受，这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唯一可能接受的观点，因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希望继续成为而且应该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党，而不至于变成共产党员宣传员的小团体。”

我认为，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对形势的估计是非常错误的。加米涅夫同志把“群众的党”和“宣传员的小团体”对立起来。但是要知道，“群众”现在正好感染上“革命”护国主义的狂热。在这种时候，一个国际主义者能够抵制“群众的”狂热，不是比“希望继续”同群众“在一起”，即一起感染上流行病要更体面些吗？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在欧洲各交战国里，沙文主义者不也是借口希望“继续同群众在一起”来为自己辩护吗？难道不应该在一定时期内站在少数地位来反对“群众的”狂热吗？为了把无产阶级的路线从“群众的”护国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中 解脱
 出来，宣传员的工作不正好是目前的中心工作吗？？把无产阶级群众和非无产阶级群众搅在一起，不分析群众内部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护国主义得以流行的条件之一。轻蔑地谈论 无产阶级
 路线的“宣传员的小团体”，恐怕不太妥当吧。





	1917年4月由彼得格勒波涛出版社印成单行本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131—144页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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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的反对派一语出自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帕·尼·米留可夫的一次讲话。1909年6月19日（7月2日），米留可夫在伦敦市长举行的早餐会上说：“在俄国存在着监督预算的立法院的时候，俄国反对派始终是陛下的反对派，而不是反对陛下的反对派。”（见1909年6月21日（7月4日）《言语报》第167号）——142。





[83]

 “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个口号是亚·李·帕尔乌斯在1905年提出的，后来成了俄国托洛茨基分子的一个论点。——142。





[84]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该书最初于1894年用德文在柏林出版。——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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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


（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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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4月10日〔23日〕）





	· 这次革命的阶级性
· 新政府的对外政策


· 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局面和它的阶级意义


· 从上述情况中产生的策略特点


· 革命护国主义和它的阶级意义


· 怎样才能结束战争？


· 在我国革命中兴起的一种新的国家类型


· 土地纲领和民族纲领


· 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的国有化


· 社会党国际的状况


·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破产——必须建立第三国际


· 我们党应当用什么名称，在科学上才是正确的，






在政治上才是有助于启发无产阶级意识的？


· 后记
















俄国现在所处的历史关头有下列基本特征：


这次革命的阶级性

1．仅仅代表一小撮操纵全部国家机器（军队、警察、官吏）的农奴主－地主的旧沙皇政权已经被打碎和废除，但还没有被彻底摧毁。君主制还没有正式废除。罗曼诺夫匪帮还在策划保留君主制的阴谋。农奴主－地主的大土地占有制还没有消灭。

2．俄国的国家政权已经转到一个新的 阶级
 ，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手里。 就这一点来说
 ，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

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同那些在1906—1914年间异常热心地拥护血腥的尼古拉和绞刑手斯托雷平的公开君主派（如古契柯夫和其他一些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右的政治家）缔结了同盟。李沃夫之流的资产阶级新政府，企图而且已经开始同罗曼诺夫家族就在俄国恢复君主制问题进行谈判。这个政府在革命词句的掩护下，任命旧制度的拥护者担任国家要职。这个政府把国家机器的全部机构（军队、警察、官吏）交给资产阶级，力求使整个机构的改革愈少愈好。新政府已开始竭力阻挠群众的革命创举，不让人民 从下面
 夺取政权（这是革命真正胜利的 唯一
 保障）。

直到现在，这个政府连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都还没有确定。它并不触动地主土地占有制这一农奴主沙皇制度的物质基础。对金融垄断组织、大银行、资本家的辛迪加和卡特尔等等的活动，它根本不想去调查、公布和监督。

新政府中有决定意义的最主要的部长职位（内务部、陆军部，即指挥军队、警察、官吏，指挥压迫群众的全部机构的司令部），都属于明显的君主派和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拥护者。立宪民主党人，这些昨天的共和派，违背自己意愿的共和派，只得到一些不能直接 指挥
 人民、同国家政权机构没有直接关系的次要职位。劳动派代表和“也是社会党人”的亚·克伦斯基，除了用响亮的词句麻痹人民的警惕性，转移人民的注意力，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由于这一切原因，即使在对内政策上，资产阶级新政府也不配享有无产阶级的丝毫信任，而无产阶级也不应当予以任何支持。








新政府的对外政策

3．由于客观条件，现在对外政策提到了首要地位；新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是为了瓜分资本主义赃物，为了扼杀弱小民族而同英法等帝国主义强国勾结起来进行战争的政府。

新政府屈从于俄国资本及其强有力的保护者和主子即世界上最富有的英法帝国主义资本的利益，违反由兵工代表苏维埃代表俄国绝大多数民族十分明确地表达出来的愿望，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步骤去制止各民族为资本家的利益而互相残杀。它甚至不公布那些明明具有掠夺内容（瓜分波斯，抢劫中国，抢劫土耳其，瓜分奥地利，夺取东普鲁士，夺取德国殖民地等等）、明明把俄国和英法帝国主义强盗资本联结在一起的秘密条约。它 承
 认沙皇政府缔结的这些条约；数百年来，沙皇政府比其他专制魔王掠夺和压迫了更多的民族，它不仅压迫大俄罗斯民族，而且玷污和腐蚀大俄罗斯民族，使它变成屠杀其他民族的刽子手。

新政府在承认这些可耻的掠夺性条约以后，违反由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俄国大多数民族明白提出的要求，不向交战的各国人民建议立刻停战。它只是用一些冠冕堂皇、有声有色、但毫无内容的宣言和词句来敷衍搪塞，这样的宣言和词句在资产阶级的外交家口里，一向是用来欺骗被压迫人民中轻信而幼稚的群众的。

4．因此，新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不配享有丝毫信任，不仅如此，向它继续提出要求，要它表达俄国各族人民的和平意志，要它放弃兼并等等，实际上也只是欺骗人民，让人民空抱不能实现的希望，阻碍人民觉醒，间接使人民容忍战争继续打下去，而这一战争的真正社会性质，则不是由善良的愿望决定的，而是由进行战争的政府的阶级性质，由这个政府所代表的阶级同俄、英、法等等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联系，以及由这个阶级所实行的 真正的实际政策
 决定的。








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局面和它的阶级意义

5．我国革命最主要的特点，最需要慎重对待的特点，就是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天内形成了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

所谓两个政权并存，就是说有 两个
 政府同时存在：一个是主要的、真正的、实际的、掌握全部政权机关的资产阶级政府，即李沃夫之流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补充的、附加的、“监督性的”政府，即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机关，但是它直接依靠显然是绝大多数的人民，依靠武装的工人和士兵。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的阶级根源和它的阶级意义在于：1917年3月的俄国革命不仅推翻了整个沙皇君主制，不仅把全部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而且 已经到达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这样的专政（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武装的居民群众的直接力量的政权），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6．俄国革命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显然得到大多数地方苏维埃信任的彼得格勒兵工代表苏维埃，竟 自愿
 把国家政权交给资产阶级及 其
 临时政府，自愿把首位 让给
 临时政府，同它达成支持它的协议，而自己则只是充当监视和监督立宪会议的召开（召开的日期，临时政府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宣布）的角色。

这种史无前例的异常独特的情况，使 两种
 专政 交织在一起
 ：一种是资产阶级专政（因为李沃夫之流的政府是一种专政，就是说，是既不依靠法律，也不依靠预先表示出来的民意，而是依靠暴力夺取的一种政权，而且这种夺取是由一定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来实现的）；另一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工兵代表苏维埃）。

毫无疑问，这种“交织”是 不能
 长久保持下去的。一国之内 决不能有
 两个政权。其中必有一个要化为乌有。现在，俄国的整个资产阶级已经在各处拚命用各种办法排除、削弱和消灭兵工代表苏维埃，以求建立资产阶级的单一政权。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只是反映了革命发展中的一个 过渡
 时刻，这时革命已超出了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 但是还没有到达
 “纯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这种过渡的不稳定的局面的阶级意义（以及阶级原因）在于：我国革命也同其他一切革命一样，要求群众有高度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来同沙皇制度作斗争，同时一下子就把数量空前的普通人 卷进了运动
 。


一切
 真正的革命，其科学的和实际政治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积极、自动和有效地参加政治生活，参加 国家制度建设
 的“普通人”非常迅速地、急剧地增加起来。

俄国就是这样。俄国正在沸腾。在政治上沉睡了10年、因受沙皇制度残酷压迫和替地主工厂主做苦工而在政治上受压抑的千百万群众，现在 已经觉醒过来并渴望干预
 政治了。这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是小业主，小资产者，即处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那些人。在欧洲各国中，俄国是最富有小资产阶级性的国家。

汹涌的小资产阶级浪潮吞没了一切，它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思想上压倒了觉悟的无产阶级，就是说，用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感染了和俘虏了非常广大的工人群众。

小资产阶级过的生活是业主式的，不是无产阶级式的（就其在社会 生产
 中的 地位
 而言），所以它在生活上依赖资产阶级，在思想方式上也跟着资产阶级走。

对资本家即对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这就是俄国 群众
 的政治现状的特点，这就是在欧洲一个最富有小资产阶级性的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以革命速度 产生出来的
 现象。这就是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之间达成“ 协议
 ”的 阶级
 根源（我要强调说：我所指的，不是形式上的协议，而是 事实上的
 支持，默默达成的协议，轻信地不觉悟地让出政权）；这种协议给了古契柯夫之流一块肥肉，给了他们真正的政权，而苏维埃所得到的只是克伦斯基之流的许诺、尊敬（暂时的）、恭维、空话、保证和奉承。

俄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较少，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这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

一切民粹主义党派，一直到社会革命党人，都始终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组织委员会的党（齐赫泽、策列铁里等等）也是一样；非党的革命者（斯切克洛夫等）同样随波逐流，或者没有抵挡住、没有来得及抵挡住这种浪潮。








从上述情况中产生的策略特点

7．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注重客观事实，注重群众和阶级，而不是注重个别人物等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上述实际情况的特点必然造成 当前
 策略的特点。

这种特点提出了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酸醋和苦汁掺入到革命民主词句的甜水中去”（这是我们党中央委员泰奥多罗维奇同志昨天在彼得格勒全俄铁路职工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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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说的，这句话说得非常中肯）。要进行批评， 说明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错误，训练和团结 觉悟的
 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成员，使无产阶级从“普遍的”小资产阶级狂热中 解脱
 出来。

这 好象
 “只是”一种宣传工作。其实这是最 实际的革命
 工作，不如此就不能把革命推向前进，因为目前革命所以停顿，所以被空话阻塞而在“原地踏步”，并 不是由于
 外界的阻碍，并 不是由于
 资产阶级 使用暴力
 （古契柯夫暂时还只是威胁说要使用暴力来对付士兵群众），而是 由于
 群众的轻信的不觉悟。

只有同这种轻信的不觉悟作斗争（斗争的方法只能是并且应当是用同志的态度在思想上进行说服，指出 实际生活的经验
 等），我们才能从 猖獗一时的革命空话
 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提高群众的觉悟，发扬群众 在地方上
 大胆坚决的首创精神，促使他们自动地去实现、发展并巩固自由、民主和全部土地归全民所有的原则。

8．全世界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府的经验创造了 两种
 保持对人民压迫的方法。第一种是使用暴力。尼古拉·罗曼诺夫一世（刑棍尼古拉）和尼古拉二世（血腥的尼古拉）已把这种屠杀方法淋漓尽致地表演给俄国人民看了。但是还有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已被受过多次大革命和群众革命运动“教训的”英法资产阶级修饰得非常精巧。这种方法就是欺骗，恭维，说空话，无数的许诺，小恩小惠，小处让步，大处不放等等。

俄国当前的特点就是从第一种方法极其迅速地转到第二种方法，从用暴力压迫人民转到 恭维
 人民，用诺言欺骗人民。猫儿瓦西卡边听边吃。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把持着政权，维护资本的利润，为了俄国资本和英法资本的利益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同时用空洞的诺言、堂皇的宣言、娓娓动听的声明来敷衍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这类“厨子”的高谈阔论，尽管这些“厨子”在那里不断地威胁、劝告、央求、恳请、要求、慷慨陈词……猫儿瓦西卡边听边吃 
[87]

 。

这种轻信的不觉悟和不觉悟的轻信，必然会日益消失，特别是对无产者和 贫苦
 农民更是这样，因为实际生活（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教他们不要信任资本家。

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应该”教导人民信任资产阶级。无产者应该教导人民不信任资产阶级。








革命护国主义和它的阶级意义

9．“几乎把一切”都吞没了的小资产阶级浪潮，它的最大最鲜明的表现要算是 革命护国主义
 了。正是革命护国主义是俄国革命向前发展和取得胜利的死敌。

谁在这一点上失足而不能自拔，谁就谈不上革命。不过群众的失足和领袖不同，因此，他们的解脱方法也 不一样
 ，他们是经过另一条发展道路、经过另一种方法求得解脱的。

革命护国主义一方面是群众受资产阶级欺骗的结果，是农民和一部分工人轻信的不觉悟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小业主的利益和观点的反映，因为小业主从兼并和银行利润中得到一定的好处，他们“神圣地”保卫着以残害其他民族来腐蚀大俄罗斯人的沙皇制度的传统。

资产阶级欺骗人民，利用了高尚的革命自豪感，把事情说成似乎由于革命的这一阶段，由于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准共和国代替了沙皇君主国，战争的 社会政治
 性质在俄国方面就发生了变化。人民也就相信了（暂时地相信了）这种谎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旧的偏见，即认为除了大俄罗斯民族以外俄国的其他民族都是大俄罗斯人的某种私有财产或世袭领地。沙皇制度卑鄙地腐蚀大俄罗斯民族，使大俄罗斯人习惯于把其他民族都看成一种下等人，“理应”受大俄罗斯支配，这种腐蚀作用是不能 一下子
 就消除的。

我们要 善于
 向群众说明，决定战争的社会政治性质的，不是某些个人、集团以至某些民族的“善良愿望”，而是进行战争的那个 阶级
 的地位，那个阶级的 政治
 （战争是这一政治的继续），资本这一在现代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的 种种联系
 ，国际资本的 帝国主义性质
 ，俄国在财政、银行、外交上对英法等国的依赖等等。要巧妙地用群众易懂的话说明这个道理，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谁也不能不出差错地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宣传的方向，确切些说，我们宣传的内容，应该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不管用多么漂亮的话，用怎样的“实际”理由来辩护，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都是 背叛社会主义
 ，都是彻底背弃 国际主义
 。

“打倒战争”的口号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估计到当前任务的特点，没有估计到必须用 另一种方法去对待
 广大群众。我看，这个口号就同“打倒沙皇”的口号一样，“想当年”笨拙的鼓动家带着“打倒沙皇”的口号贸然闯到农村，结果挨了一顿打。革命护国主义的广大拥护者 是真心诚意的
 ——不是指个人，而是指阶级来说，也就是说，他们所属的 阶级
 （工人和贫苦农民），在兼并和扼杀别的民族方面 确实
 得不到什么好处。这与资产者和“知识分子”先生们的情况不同，这些人明明知道不放弃资本的统治就 不能
 放弃兼并，却还要用漂亮的词句、无边无际的许诺、多不胜数的担保来无耻地欺骗群众。

护国主义广大拥护者把问题看得非常简单平常，他们说：“我并不愿意兼并，但是德国人向 我
 ‘闯过来了’，因此我维护的是正义的事业，而完全不是什么帝国主义的利益。”对于这种人，我们应该向他再三解释，告诉他问题不在于他个人的愿望，而在于群众的、 阶级的
 、政治的关系和条件，在于战争同资本利益、同国际银行网的联系等等。只有这样反对护国主义，才是严肃的，才有希望取得成效——也许不会很快取得，但这种成效会是牢固而可靠的。








怎样才能结束战争？

10．战争不是“凭愿望”就能结束的。靠单方面的决定是结束不了战争的。象一个护国派士兵所说的“把刺刀往地上一插”，是结束不了战争的。

靠各国社会党人的“协议”、全世界无产者发起的“行动”、各国人民的“意志”等等，是结束不了战争的。所有这类充满在护国派、半护国派、半国际主义派报纸的文章中的词句，所有这类充满在无数的决议、号召书、宣言以及兵工代表苏维埃的决议中的词句，无非是小资产者的空洞的、天真的、善良的愿望而已。关于“表达各国人民的和平意志”、关于无产阶级 轮番
 发起革命行动（继俄国无产阶级之后，按“顺序”该是德国无产阶级）等等词句，是最有害不过的了。这一切都是路易·勃朗主义，都是甜蜜的幻想，都是玩“政治运动”游戏，实际上是再现关于猫儿瓦西卡的寓言。

虽然战争确实 只
 有利于资本家强盗，只会使他们发财，但战争并不是由资本家强盗的恶念造成的。战争是由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资本的发展、全世界资本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的。不推翻资本的权力，不把国家政权转到 另一个
 阶级即无产阶级手中，就 不能
 跳出帝国主义战争， 不能
 争得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

1917年二、三月的俄国革命，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开端。这次革命迈出了停止战争的 第一步
 。但是只有迈出 第二步
 ，即把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才能 保证
 停止战争。这将是在全世界“突破战线”——突破资本利益的战线的开始；无产阶级只有突破 这条
 战线， 才能
 使人类摆脱战争的惨祸，给人类带来持久和平的幸福。

俄国革命既然创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 也就
 把俄国无产阶级推上了这种“突破”资本“战线”的阵地。








在我国革命中兴起的一种新的国家类型

11．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目前还没有为人们所理解，这不仅表现在大多数人还不明白苏维埃的阶级意义及其 在俄国
 革命 中
 的作用，而且表现在他们还不明白苏维埃是一种新的国家形式，确切些说，是一种新的 国家类型
 。

最完善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类型是 议会制民主共和国
 ：权力属于议会；国家机器，管理的机构和机关，和往常一样，有常备军、警察以及实际上从不撤换、拥有特权、 居于
 人民 之上
 的官吏。

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革命时代，产生了一种 更高
 类型的民主国家；根据恩格斯的说法，这种国家从某些方面来看已经不成其为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页。——编者注］

 。这就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它以人民自己的直接武装 代替了
 脱离人民的军队和警察。巴黎公社的实质 就在于此
 。资产阶级的著作家们曾谩骂和诽谤巴黎公社，错误地认为巴黎公社打算立刻“实施”社会主义。

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 开始
 建立的正是这种国家类型。由全俄人民代表立宪会议或由苏维埃会议统一起来的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共和国，现在在我国 已经出现了
 。它的出现是由于千百万人民的主动，是由于人民 按照自己的方式
 自动地创立民主制度，既不等待立宪民主党人的教授先生们拟定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法律草案，也不等待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中的老学究和老顽固（如普列汉诺夫先生或考茨基）放弃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

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承认在任何革命时期，特别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必须有
 国家和国家政权。

与普列汉诺夫先生和考茨基之流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上述时期需要的， 不是
 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而是巴黎公社那样的国家。

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和旧类型的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如下：

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回到君主国是非常容易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整个压迫机器——军队、警察、官吏仍然原封不动。而公社和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则 打碎
 并铲除这个机器。

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限制并压抑 群众
 自主的政治生活，不让群众自下而上地直接参加全部国家生活的 民主
 建设。工兵代表苏维埃则与此相反。

工兵代表苏维埃再现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马克思曾把这种国家类型叫作“终于发现的、 可以
 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1页。——编者注］

 。

通常有人反驳说：俄国人民还没有条件“实施”公社。这是农奴主的论调，他们也曾经说过：农民还没有条件享受自由。 凡是
 在经济现实中和在绝大多数人民的意识中还没有绝对成熟的改革，公社即工农代表苏维埃都没有“实施”，也不打算“实施”，而且也不应当实施。经济破坏和战争造成的危机愈深，就愈需要最完善的政治形式，以便 更容易地
 医治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可怕的创伤。俄国人民的组织经验愈少，就愈应当坚决 着手人民自己
 的组织建设，而不是专靠一批资产阶级政客和占据“肥缺”的官吏去做。

我们愈迅速抛弃普列汉诺夫先生和考茨基之流的冒牌马克思主义的旧偏见，愈热心帮助人民立刻在各地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并使其支配 全部
 生活，李沃夫之流先生们愈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人民就会愈容易选中（通过立宪会议，如果李沃夫迟迟不召开立宪会议，那就不通过它）工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人民自己进行新的组织建设，起初难免不犯错误 
［注：应该是“起初难免会
 犯错误”。疑为译者笔误。——上传者注］

 ，但是犯错误而不断前进，总比 等待
 李沃夫先生召集法学教授来草拟关于召开立宪会议、关于永远保存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和扼杀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法律要好。

只要我们组织起来并做好宣传，那么，不仅无产者而且十分之九的农民也会起来反对恢复警察，反对从不撤换的、拥有特权的官吏，反对脱离人民的军队。新的国家类型的实质就在这里。

12．用民兵代替警察，这是在整个革命进程中产生出来并正在俄国大多数地方实行的改革。我们应该向群众说明，在大多数通常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这种改革往往只是昙花一现；资产阶级，甚至最民主最共和的资产阶级，也总是恢复专制制度下的那种脱离人民、受资产者指挥、惯于多方压迫人民的旧式警察。


不让
 警察恢复，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建立全民的民兵，把它和军队融合起来（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从15岁到65岁（可以大体上以此为少年和老人参加的年龄标准）的男女公民，人人应当参加民兵。资本家应当按照雇佣工人和仆人等等在民兵中执行公务的天数付给他们报酬。不仅要吸引妇女独立地参加一般政治生活，而且应当吸引她们参加经常的人人要担任的公务，否则，不仅社会主义，就连完备而稳固的民主制度也无从谈起。至于护理病人、照料流离失所的孩子、注意饮食卫生等等的“警察”职能，除非妇女享有实际上的而不是纸上的平等，是根本不能完满实现的。

不让警察恢复；发动全体人民的组织力量来建立人人参加的民兵，——这就是无产阶级为捍卫、巩固和发展革命而应当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任务。








土地纲领和民族纲领

13．现在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俄国农村在最近是否会展开强大的土地革命。我们无法知道，农民中近年来确已加深的阶级分化，即一部分人成为雇农、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半无产者”），另一部分人成为富裕农民和中等农民（资本家和小资本家），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这样的问题，要靠实际经验，也只能靠实际经验来解决。

但是， 为了
 俄国农民土地革命的 利益
 ，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不仅绝对必须立即提出土地纲领，而且绝对必须宣传那些立刻可以实现的实际措施。

我们应当要求 全部
 土地国有化，就是说，把全国一切土地收归国家中央政权所有。这个政权应该规定移民用地的数量等等，定出保护森林、改良土壤等等的法律，严禁土地所有者（国家）和租地者（农户）之间有任何中介行为（严禁土地转租）。但是 支配
 土地的权力以及规定 地方上
 占用土地的 条件
 ，都应完全由各区域和各地方的 农民代表苏维埃
 掌握，而绝不应操在官僚、官吏的手里。

为了提高粮食生产的技术和增加产量，为了发展合理化的大农场和对它们实行社会监督，我们应当在农民委员会内部争取把没收来的地主田庄都改建成大规模的示范农场，由 雇农代表苏维埃
 负责监督。

社会革命党人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词藻和政策，特别是什么“消费”土地份额、“劳动”土地份额以及“土地社会化”等等空谈；与之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说明，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小经济制度 决不能
 使人类摆脱群众生活贫困和遭受压迫的状况。

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一定要立刻把农民代表苏维埃拆散，但它应当说明，必须组织单独的雇农代表苏维埃和单独的贫苦农民（半无产者）代表苏维埃，或者至少要组织 这种阶级地位
 的代表，作为总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单独的党派，举行单独的定期会议。否则，民粹主义者说到农民时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甜言蜜语，就会成为富裕农民欺骗贫苦群众的护身符，而富裕农民只不过是 资本家
 的一个变种而已。

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按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或完全是官吏的腔调进行宣传，劝告农民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不要夺取地主土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与之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号召农民立刻自动地实行土地改革，并根据当地农民代表的决定立刻没收地主土地。

同时，特别重要的是坚持必须 增加
 食品生产，以供应前方士兵和城市，严禁任何损坏牲畜、工具、机器和建筑物等现象发生。

14．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应当坚持宣布并坚持立刻实行的，就是一切受沙皇制度压迫、被强迫并入或被强迫留在俄国疆界内的各大小民族，即被兼并的民族，都享有同俄国分离的充分自由。

没有真正实现分离的自由，任何放弃兼并的声明和宣言都不过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或是小资产阶级的天真愿望。

无产阶级政党力求建立尽可能大的国家，因为这对劳动者是有利的；它力求各民族彼此 接近以至进一步融合
 ，但是它不想通过暴力，而只想通过各民族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兄弟般的自由联合来达到这个目的。

俄罗斯共和国愈民主，它组建成为工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愈顺利， 各
 民族劳动群众 自愿
 趋向这种共和国的力量就愈大。

分离的完全自由，最广泛的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详尽规定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办法，——这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纲领。








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的国有化

15．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只要绝大多数居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决不能提出“实施”社会主义的目的。

但是，只有躲在“准马克思主义”词句下的资产阶级诡辩家，才会以这个真理为借口，替那种不执行实际上业已成熟的迫切革命措施的拖延政策进行辩护，而这类措施 在战时已有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实行了
 ，因为这是同日益逼近的经济的彻底崩溃和饥荒作斗争所绝对必要的。

实行土地国有化、把一切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收归国有或至少由工人代表苏维埃 立刻加以监督
 等等措施，决不是“实施”社会主义。应当绝对坚持实现这些措施，并尽量用革命方法来实现。这些措施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经济上完全可以实现；不采取这些措施，就不可能医治战争的创伤，不可能防止即将临头的破产；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会不去侵犯那些正是靠“战争”大发横财的资本家和银行家的空前的高额利润。








社会党国际的状况

16．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义务正是在现时特别突出地提到了首要地位。

现在，只有懒汉才不拿国际主义发愿起誓，连沙文主义护国派，连普列汉诺夫先生和波特列索夫先生，连克伦斯基也都自称为国际主义者。所以无产阶级政党更有责任把真正的国际主义和口头上的国际主义作一个鲜明、确切、清晰的对照。

只向各国工人发表宣言，空口担保自己忠于国际主义，企图直接或间接地规定各交战国革命无产阶级发起行动的“顺序”，硬要在各交战国社会党人之间订立 关于
 革命斗争的“协议”，忙于召开社会党代表大会 以开展
 和平运动，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主张、企图或计划，无论它们的炮制者怎样真诚，但从 客观
 意义来看，都只是空话， 至多
 不过是天真的善良愿望，只能为沙文主义者 欺骗
 群众打掩护。在玩弄议会欺诈手段方面最圆滑、最老练的 法国
 社会沙文主义者早就打破了纪录，他们一方面高喊空前响亮的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词句， 同时
 又极其可耻地背叛社会主义和国际，加入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内阁，投票赞成军事拨款 或公债
 （象齐赫泽、斯柯别列夫、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近来在俄国所做的那样），反对 本国的
 革命斗争等等。

好心肠的人常常忘记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严峻而又险恶的环境。这种环境容不得空谈，而且会嘲弄天真甜美的愿望。

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 本国的
 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 所有
 国家的 同样的斗争
 、同样的路线，而且 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
 。

除此以外，其他一切都是欺人之谈和马尼洛夫精神 
[88]

 。

战争爆发两年多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所有国家都造成了三种派别；谁要是离开 现实的
 基础，不承认这三种派别的存在，不对它们进行分析，不为真正的国际主义派进行彻底斗争，他一定会软弱无力，束手无策，陷入错误。

三种派别如下：

（1）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这些人同意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首先是在这次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

这些人是我们的 阶级
 敌人，他们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各
 国正式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大多数都是这样。这就是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先生之流，德国的谢德曼之流，法国的列诺得尔、盖得、桑巴等，意大利的比索拉蒂之流，英国的海德门、费边社分子和“拉布分子”（指“工党”的领袖们），瑞典的布兰亭之流，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和他的党，丹麦的斯陶宁格和他的党，美国的维克多·伯杰及其他“保卫祖国派”等等。

（2）第二派即所谓“中派”，这些人摇摆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之间。

所有“中派”分子都赌咒发誓，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说他们赞成和平，赞成对政府多方施加“压力”，从多方面“要求”本国政府“表达人民的和平意志”，赞成各种各样有利于和平的运动，赞成没有兼并的和约等等， 同时也赞成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讲和平
 。“中派”赞成“团结一致”，反对分裂。

“中派”是小资产阶级的善良空话的王国，口头上是国际主义，实际上是胆怯的机会主义，向社会沙文主义者讨好。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派”不相信用革命来反对本国政府的必要性，不宣传革命，不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而捏造各种最卑鄙的——听起来好象是绝顶“马克思主义”的—— 借口
 来躲避革命。

社会沙文主义者是我们的 阶级敌人
 ，是工人运动中的 资产者
 。他们是那些 客观上
 被资产阶级收买（用优厚的工资、荣耀的职位等等）的工人阶层和集团，他们帮助 本国
 资产阶级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帮助他们 为
 瓜分资本主义的赃物而进行争斗。

“中派”是一些被腐朽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的环境等等败坏了的守旧派，是习惯于待遇优厚的职位和“安稳的”工作的官吏。从历史上和经济上来讲，他们并不代表一个 特殊的
 阶层，而只是代表工人运动从过去的阶段即从1871—1914年的阶段 向
 新 阶段的过渡
 ；过去的阶段给了无产阶级许多宝贵的东西，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所必需的一门艺术方面，这门艺术就是广泛而又广泛地进行缓慢的、坚持不懈的、有系统的组织工作；从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开创了 社会革命的纪元
 那时起，新 阶段
 的到来 在客观上
 就成为必然的了。

“中派”的主要领袖和代表卡尔·考茨基，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有威望的人物，是彻底毁坏马克思主义、毫无气节、从1914年8月起就非常可鄙地动摇和叛变的典型。“中派”就是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和帝国国会中的所谓“工作小组”，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和整个所谓“米诺利特”（少数派） 
[89]

 ，英国的菲力浦·斯诺登、拉姆赛·麦克唐纳和“独立工党” 
[90]

 的其他许多领袖以及一部分英国社会党 
[91]

 的领袖，美国的莫里斯·希尔奎特以及其他许多人，意大利的屠拉梯、特雷维斯、莫迪利扬尼等，瑞士的罗伯特·格里姆等，奥地利的维克多·阿德勒之流，俄国的组织委员会的党——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齐赫泽、策列铁里等等。

自然，个别人有时会不知不觉地从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转到“中派”立场，或者从后者转到前者。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虽然个别人可以从一个阶级随意转到另一个阶级，但阶级是各不相同的；同样，虽然个别人可以从一个派别随意转到另一派别，虽然有人力求 融合
 各个派别，但政治生活中的 派别
 是各不相同的。

（3）第三派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我们把他们1915年9月发表的宣言作为附录转载于后，使读者能够就原件了解这一派别的产生）。

这一派的主要特点就是他们既同社会沙文主义也同“中派”彻底决裂。他们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来反对 本国的
 帝国主义政府和 本国的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他们的原则是“主要的敌人在本国”。他们坚决反对社会和平主义者的甜言蜜语（社会和平主义者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梦想 不
 打破资本的枷锁和统治而获得永久的和平），反对利用种种 借口
 来否认 因
 这次战争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可能的、适当的和及时的。

这派最有名的代表，在德国是“斯巴达克派”即“国际派”，卡尔·李卜克内西就是它的成员。卡尔·李卜克内西是这一派别和真正无产阶级的 新
 国际的最有名望的代表。

卡尔·李卜克内西号召德国工人和士兵把 枪口转向本国
 政府。卡尔·李卜克内西曾在国会（帝国国会）的讲台上公开发出这一号召。随后他又到柏林一个最大的广场——波茨坦广场上，向示威群众散发秘密印成的传单，号召“打倒政府”。他被逮捕并被判处 苦役
 。他现在被关在德国的苦役监狱里，在德国少说也有 几百个真正的
 社会主义者因反对战争而被监禁。

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他的演说和信件中，不仅 同他本国
 的普列汉诺夫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即谢德曼之流、列金之流、大卫之流，等等）作无情的斗争， 而且同他本国的中派
 即同他们的齐赫泽、策列铁里（即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之流）作无情的斗争。

在110个议员中，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奥托·吕勒两个人破坏了纪律，破坏了同“中派”和沙文主义者的“团结一致”， 反对全体议员
 。 只有
 李卜克内西 一个人
 代表社会主义，代表无产阶级事业，代表无产阶级革命。除他以外， 整个
 德国社会民主党，正象罗莎·卢森堡（她也是“斯巴达克派”的成员和领袖之一）所正确形容的那样，已变成了一具 发臭的死尸
 。

德国另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团体是不来梅的《工人政治》。

堪称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在法国有洛里欧和他的朋友们（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已堕落到社会和平主义），以及在日内瓦出版《明日》杂志 
[92]

 的法国人昂利·吉尔波；在英国，有《工联主义者报》 
[93]

 及英国社会党和独立工党的 部分
 党员（如罗素·威廉斯，他曾公开号召同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们分裂），有苏格兰的国民教师社会党人 马克林
 ，他因从事反战的革命斗争而被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判处 苦役
 ，因同一罪名而入狱的还有几百个英国社会党人。他们，只有他们，才是 真正的
 国际主义者；在美国，有“社会主义工人党” 
[94]

 以及机会主义“社会党” 
[95]

 内那些从1917年1月开始出版《国际主义者周报》 
[96]

 的人；在荷兰，有出版《论坛报》的“论坛派”（潘涅库克、赫尔曼·哥尔特、怀恩科普、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后者曾是齐美尔瓦尔德的中派，现在已转向我们） 
[97]

 ；在瑞典，有青年党或左派党 
[98]

 ，党的领袖有林德哈根、图雷·涅尔曼、卡尔松、斯特勒姆、塞·霍格伦，霍格伦曾在齐美尔瓦尔德亲自参加建立“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工作，现因进行反战的革命斗争而被判罪入狱；在丹麦，有特里尔和他的朋友们，他们退出了以斯陶宁格 部长
 为首的完全变成 资产阶级
 政党的丹麦“社会民主党” 
[99]

 ；在保加利亚，有“紧密派” 
[100]

 ；在意大利，最接近国际主义的是党的书记康斯坦丁诺·拉查理和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塞拉蒂；在波兰，有拉狄克、加涅茨基和其他由“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统一起来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此外还有罗莎·卢森堡、梯什卡和其他由“总执行委员会” 
[101]

 统一起来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瑞士，有一些左派，他们草拟了举行“全民投票”的理由书（1917年1月）同 本
 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作斗争，1917年2月11日，他们在特斯举行的社会党苏黎世州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原则上革命的反战决议；在奥地利，有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左派青年朋友，其中一部分人常在维也纳的“卡尔·马克思”俱乐部内活动，极其反动的奥地利政府现已查封了这个俱乐部，这个政府还因弗·阿德勒英勇地——但欠考虑地——枪击首相而对他进行迫害；以及其他等人。

问题不在于细微差别，就是在左派中也有不同的细微差别。问题在于 派别
 。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在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时代，要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是不容易的。这样的人很少，但是 只有
 他们才代表社会主义的整个未来， 只有
 他们才是 群众的领袖
 ，而不是腐蚀群众的人。

在社会民主党人以至所有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区别，在帝国主义战争这种环境中客观上必然要起变化。谁如果只限于向资产阶级政府“要求”缔结和约或“要求”它“表达各国人民的和平意志”等等，他 在实际上
 就是堕落到改良派的立场。 因为战争问题
 在客观上只能用 革命手段
 来解决。

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摆脱战争而缔结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可以使各国人民从发“战争”财的资本家老爷们 亿万
 利息的盘剥下解放出来。

可以而且应当要求资产阶级政府实行各种各样的改良，但是不能陷入马尼洛夫精神和改良主义去要求那些与帝国主义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们和阶级 斩断
 这些联系；而不斩断这些联系，用战争反对战争的一切议论都只是空洞的骗人的词句。

“考茨基派”即“中派”是口头上的革命家，实际上的改良主义者，是口头上的国际主义者，实际上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帮凶。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破产——必须建立第三国际

17．齐美尔瓦尔德国际一开始就站到动摇的、“考茨基派的”、“中派的”立场上，这就使 齐美尔瓦尔德左派
 不得不立刻划清界限，分离出来，发表 自己的
 宣言（在瑞士用俄文、德文、法文刊印）。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主要缺点，它 破产
 （因为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经破产了）的原因，就是在同社会沙文主义、同以在海牙（荷兰）的王德威尔得、胡斯曼等等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旧国际彻底决裂的问题上，在这样一个实际 决定一切的
 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动摇不定。

在我国还有人不知道，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 就是考茨基派
 。而这正是一个不能不考虑到的基本事实，现在西欧已经都知道这个事实。就连沙文主义者，德国的极端沙文主义者海尔曼，即极端沙文主义的《开姆尼茨报》的编辑兼由帕尔乌斯出版的极端沙文主义的《钟声》 
[102]

 的撰稿人海尔曼（自然也是个“社会民主党人”，而且是热烈主张社会民主党“团结一致”的人），也不得不在报刊上承认，中派或“考茨基派”和 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
 就是一个东西。

到1916年底和1917年初，这个事实被完全确认了。虽然昆塔尔宣言 
[103]

 斥责了社会和平主义，但 整个
 齐美尔瓦尔德右派， 整个
 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堕落到社会和平主义方面去了，如：考茨基之流在1917年1月和2月的一系列演说；法国的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同社会沙文主义者 一致
 投票赞成社会党的和平主义决议（1916年12月通过）和“劳动总联合会”的和平主义决议 
[104]

 （劳动总联合会是法国工会的全国性组织，该决议也是在1916年12月通过的）；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也是这样，他们全党采取了社会和平主义的立场，而屠拉梯本人在1916年12月17日的演说中，甚至“滑到了”（当然不是偶然的）用 民族主义
 词句掩饰帝国主义战争的地步。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主席罗伯特·格里姆，在1917年1月，同 他
 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格雷利希、普弗吕格尔、古斯塔夫·弥勒等）联合起来 反对
 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在1917年1月和2月举行的各国 齐美尔瓦尔德派
 的两次会议上，有一些国家的左派国际主义者，如国际青年组织书记和出色的国际主义报纸《青年国际》 
[105]

 的编辑明岑贝格，我党中央的代表季诺维也夫，波兰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代表卡·拉狄克，“斯巴达克派”的成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哈特施坦等，曾正式痛斥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行为。

俄国无产阶级得到的很多；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人阶级都还没有机会象在俄国那样发挥出那么大的革命力量。但是多得者应当多予。

再不能容忍齐美尔瓦尔德的泥坑了。再不能为了齐美尔瓦尔德的“考茨基派”而同普列汉诺夫之流、谢德曼之流的沙文主义国际保持藕断丝连的关系了。应该立刻同这个国际断绝关系。留在齐美尔瓦尔德 只
 应该是为了了解情况。

正是我们，正是现在，应当毫不迟延地建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的 新
 国际，或者确切些说，我们应当不怕公开承认，这个国际 已经建立
 并且在活动了。

这就是我在上面一一提到的那些“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国际。他们，只有他们，才是革命国际主义群众的代表，而不是腐蚀群众的人。

如果说 这样的
 社会主义者为数尚少，那么就请每个俄国工人问一问自己：在1917年二、三月革命的 前夜
 ，俄国的觉悟的革命者多不多呢？

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正确反映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主张和政策。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宣布”国际主义，而在于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不要对订立协议和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抱希望。只要帝国主义战争继续打下去，国际间的往来就会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军事专政的铁钳钳住。不得不容忍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个附加的政府的“共和主义者”米留可夫，在1917年4月也 没有准许
 瑞士社会党人、瑞士社会党书记、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国际主义者 弗里茨·普拉滕
 进入俄国（虽然他的妻子是俄国人，他是来探望妻子的亲属的，又因他在里加参加过1905年的革命，为此坐过俄国的监狱，并为获准出狱曾向沙皇政府缴纳过保释金，他来是想取回这笔保释金的。），既然“共和主义者”米留可夫竟能够在1917年4月的俄国 做出
 这种事来，那么现在资产阶级关于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等等的诺言、词句和宣言究竟有什么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英国政府拘留托洛茨基应当怎样解释呢？不让马尔托夫离开瑞士，想把他骗到英国，使他遭到同托洛茨基一样的命运，这又应当怎样解释呢？

我们不要陷入幻想，不要自己骗自己。

既然事实证明，一些忠于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连从斯德哥尔摩进入我国都得不到许可， 连他们的信件都不准寄来
 （尽管战时书报检查机关是完全可以用最严密的手续来审查这些信件的），那么，“等待”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或会议就无异是 背叛
 国际主义。

我们党不应当“等待”，应当立刻 建立
 第三国际，这样一来，在德国和英国监狱中的千百个社会主义者就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了；成千上万正在举行罢工和示威而使威廉这个恶棍和强盗畏惧的德国工人，就可以在 秘密
 传单上看到我们的决定，看到我们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并且只是对他）的兄弟般的信任，看到 我们现在
 也决心同“革命护国主义”作斗争；他们看到了这一切，就会更加坚定自己的革命国际主义信念了。

多得者应当多予。 现在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俄国这样的自由。我们利用这种自由，不是为了鼓吹支持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革命护国主义”，而是要勇敢地、忠实地、本着无产阶级的和李卜克内西的精神去 建立第三国际
 ，建立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些叛徒以及“中派”这些动摇分子势不两立的国际。

18．根据上述情况，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绝对谈不到统一的问题，就不必多费唇舌了。

宁可象李卜克内西那样只剩下两个人—— 这就是说和革命无产阶级在一起
 ——也丝毫不能有同组织委员会的党，同齐赫泽和策列铁里统一的想法，因为这些人甘愿同《工人报》的波特列索夫结成联盟，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投票赞成公债 
[106]

 ，他们已经堕落到“护国主义”的立场了。

让死人自己去埋葬自己的尸首吧： 
[107]



谁想 帮助
 动摇分子，首先要自己不动摇。








我们党应当用什么名称，在科学上才是正确的，

在政治上才是有助于启发无产阶级意识的？

19．现在谈一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名称问题，我们应该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 共产党
 。

我们应该重复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社会民主党在下面主要两点上歪曲和背叛了这个宣言：（1）工人没有祖国，因此，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就是背叛社会主义；（2）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被第二国际歪曲了。

“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 在科学上
 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曾经屡次——例如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这一点，恩格斯在1894年又更通俗地重复谈过这一点。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1—35页和第22卷第489—490页。——编者注］

 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是我的第一个论据。

第二个论据：我们党（社会 民主党人
 ）的名称的后半部，在科学上也是不正确的。民主是一种 国家
 形式，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 任何
 国家的。

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领袖们，象普列汉诺夫先生、考茨基等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歪曲了。

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 国家
 是 必需的
 ，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考茨基之流不同）这种国家 并不是指
 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 那样的国家
 ，而是指1871年巴黎公社以及1905年和1917年工人代表苏维埃那样的国家。

我的第三个论据是： 现实生活
 ，革命， 实际上已经
 在我国创立了这种新“国家”，虽然它还处在幼弱的萌芽状态，可是这种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这 已经
 是群众的实践问题而不只是领袖们的理论了。

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是由脱离人民的武装队伍来控制群众。

我们这个 诞生中的
 新国家也是国家，因为我们需要武装队伍，需要 最严格的
 秩序，需要用暴力来 无情地
 镇压君主派和古契柯夫－资产阶级的一切反革命尝试。

但是，我们这个 诞生中的
 新国家已经 不是
 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在俄国许多地方，这种武装队伍就是 群众自己
 ，就是全体人民，而不是那些居于人民之上、脱离人民、拥有特权、实际上从不撤换的人。

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看通常是资产阶级的那种民主，这种民主通讨旧的 君主制的
 管理机关即警察、军队和官吏来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

要向前看正在诞生的新的民主，这种民主已经不成其为民主，因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而武装的人民是不能自己统治自己的。

民主这个词用于共产党，不仅仅在科学上不正确。这个词在目前，在1917年3月以后，已成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 眼罩
 ， 妨碍
 他们自由、大胆、自动地建设新的东西——工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即“国家”的 唯一政权
 ， 一切
 国家“消亡”的前驱。

我的第四个论据，就是应当考虑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形势。

现在的形势已和1871—1914年不同，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有意识地容忍了“社会民主”这个不正确的、机会主义的用语。因为当时，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历史把缓慢的组织教育工作提上了日程。此外别无他法。无政府主义者当时（现在还是）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根本错误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时局作了错误的估计，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形势：英国工人被帝国主义的利润所腐蚀，巴黎公社遭到失败，德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刚刚（1871年）胜利，半农奴制的俄国仍然沉睡不醒。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估计了时局，了解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了解了要 慢慢
 开始社会革命的任务。

我们也应该了解新时代的任务和特点。我们决不要重蹈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覆辙，马克思在谈到这些人时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04页。——编者注］



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在客观上就必然产生帝国主义战争。战争使全人类 濒临深渊
 ，使全部文化濒于毁灭，并且不知还会使多少百万人走向粗野和死亡。

除无产阶级革命外， 没有
 别的出路。

当这个革命开始的时候，当这个革命怯懦地、不坚决地、不自觉地、对资产阶级过分信任地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大多数的（这是真情，这是事实）“社会民主党”领袖、“社会民主党”议员、“社会民主党”报纸——要知道影响群众的正是这种 工具
 —— 背叛了
 社会主义， 出卖了
 社会主义，跑到“本国”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群众惶惑不安，糊里糊涂，受了 这些
 领袖的欺骗。

我们如果仍旧沿用这个同第二国际一样腐朽了的陈旧名称，就是鼓励这种欺骗，助长这种欺骗！

就让“许多”工人去真诚地 理解
 社会民主党吧。现在是学习区别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时候了。

主观上，这些工人社会民主党人是无产阶级群众最忠实的领袖。

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却是这样：我们党的旧名称 便于
 人们欺骗群众， 阻碍
 运动前进，因为群众在每种报纸上，在每个议会党团中处处见到那些说话最响亮、行动最引人注目的 领袖
 ，而这些人“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都“主张”同社会主义的叛徒，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一致”，他们都拿着“社会民主党”所开的旧期票要求兑现……

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会把我们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混淆起来……”

为什么我们不怕同社会民族主义者和社会自由主义者混淆起来，不怕同法兰西共和国激进社会党人 
[108]

 这个用资产阶级手段欺骗群众最高明最狡猾的资产阶级政党混淆起来呢？“……群众已经习惯了，工人已经‘爱上了’ 自己的
 社会民主党……”

这就是唯一的理由，但正是这个理由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把明天的革命任务，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形势，把第二国际的可耻破产，把包围着无产者的那帮“也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家伙对实际事业的破坏都丢开不管了。

这是墨守成规，不求进取和因循守旧的理由。

而我们是要改造世界。我们要结束这场有数万万人卷进去、有千百亿资本利益纠缠在内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而这场战争除了进行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用真正民主的和约来结束的。

可是我们又自己怕自己。我们还舍不得脱掉那件“穿惯了的”、“可爱的”脏衬衫……

现在已经是丢掉脏衬衫、穿上整洁的衣服的时候了。


1917年4月10日于彼得格勒








后记

由于经济破坏和彼得堡各印刷厂窝工，我这本小册子已经过时了。小册子是在1917年4月10日写成的，今天已经是5月28日了，可是还没有出版！

小册子是作为一个行动纲领 草案
 来写的，准备在我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全国代表会议 召开以
 前，用来宣传我的一些观点。小册子曾经用打字机打了若干份，在会前和会上发给一些党员，也总算起了它的一部分作用。现在，1917年4月24—29日的代表会议已经开过了，代表会议的决议也早已公布（见《士兵真理报》 
[109]

 第13号增刊），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我的小册子有不少地方成了这些决议的初稿。

现在我只希望在涉及这些决议的场合，小册子对阐明这些决议多少会有些帮助。另外我还想谈两个问题。

在第27页上我建议，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是为了了解情况 
［注：见本卷第175—176页。——编者注］

 。代表会议没有同意我这个意见，因此我不得不对关于国际的决议案投反对票。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代表会议犯了错误，事变的进程会很快地纠正这个错误。我们留在齐美尔瓦尔德，也是在推迟第三国际的建立（虽然这违反我们的意愿）；我们不摆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经死亡的齐美尔瓦尔德这个沉重的包袱，就是间接地阻碍第三国际的建立。

现在我们党的处境（在全世界所有工人党的面前）正是要求我们 必须
 立即 建立
 第三国际。 现在
 除了我们，谁也做不到这一点，而拖延是有害的。如果我们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是为了了解情况，我们就能立刻放手去建立第三国际（同时，只要情况允许，还可以 利用一下
 齐美尔瓦尔德）。

可是现在，由于代表会议的错误，我们只好消极地等待，至少要等到1917年7月5日（即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召开的日子；只要它不 再来
 一次延期，就是万幸！它已经延期一次了……） 
[110]



不过，代表会议闭幕后我党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登在5月12日《真理报》第55号上的一项决议把错误纠正了一半。决议说，如果齐美尔瓦尔德去同部长们商量问题，我们就退出齐美尔瓦尔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关于召开有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的所谓的社会党人国际代表会议》。——编者注］

 我愿表达如下希望：一旦我们召开“左派”（即“第三派”，“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见上面，第23—25页 
［注：见本卷第170—173页。——编者注］

 ）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另一半错误将会很快得到纠正。

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1917年5月6日成立的“联合内阁” 
[111]

 。在这个问题上，小册子 好象
 更是过时了。

其实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小册子一点也没有过时。它的 一切
 论述都是以 阶级
 分析为依据的，这种分析对交出6个部长给10个资本家部长做人质的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来说，象火一样可怕。既然小册子的一切论述是以阶级分析为依据的，它就没有过时，因为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加入内阁，只不过 稍微
 改变了一下彼得格勒苏维埃同资本家政府协议的 形式
 ，而我在小册子第8页上曾有意强调，“我所指的，不是形式上的协议，而是事实上的支持” 
［注：见本卷第155页。——编者注］

 。

事情愈来愈清楚：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不过是资本家的人质，“革新了的”政府无论在对外政策或对内政策上，根本不想而且也不会履行自己的任何漂亮诺言。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在政治上已经自杀，他们已经成了资本家实际扼杀革命的帮手。而克伦斯基则已堕落到对群众使用暴力的地步（参看小册子第9页：“古契柯夫还只是威胁说要使用暴力来对付群众” 
［注：同上，第156页。——编者注］

 ，而克伦斯基竟 已经来
 实现这种威胁了……） 
[112]

 。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已经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在政治上自杀。这一切，人民是会看得愈来愈清楚的。

联合内阁只是我的小册子简要分析过的我国革命根本阶级矛盾发展中的过渡现象。这种现象不会长久存在。不是后退到全面的反革命，就是前进到使政权转到另外的阶级手中。在革命时期，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环境中，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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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5月28日于彼得堡

1917年9月由彼得格勒波涛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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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有关《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这一著作写作和出版情况，见《后记》（本卷第183—185页）。——150。





[86]

 全俄铁路职工代表会议于1917年4月6—20日（4月19日—5月3日）在彼得格勒举行。这次会议在妥协主义政党领导下，采取了护国主义立场，声明完全拥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代表会议选举了执行委员会并通过了关于政治问题和关于整顿铁路运输的实际问题的委托书。布尔什维克伊·阿·泰奥多罗维奇是在4月8日（21日）的会议上发言的。《统一报》说他的发言给代表会议带来一些不协调的空气。——156。





[87]

 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猫和厨子》。厨子看见猫儿瓦西卡在偷鸡吃，便唠唠叨叨地开导它，责骂它，而瓦西卡却边听边吃，全不理会，直到整只鸡被吃完。——157。





[88]

 马尼洛夫精神意为耽于幻想，无所作为。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168。





[89]

 米诺利特（法文Minorité的音译，意为少数派）即龙格派，是1915年形成的法国社会党内的少数派，社会改良主义者让·龙格的拥护者。该派持中派观点，对社会沙文主义者采取妥协态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和平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后，该派口头上拥护、实际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并继续奉行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合作的政策，支持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1920年12月在图尔召开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龙格派和公开的改良主义者拒绝服从，另行成立一个党，仍称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70。





[90]

 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170。





[91]

 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1911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党内国际主义派（威·加拉赫、约·马克林、阿·英克平等）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2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主义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年4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1916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1919年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170。





[92]

 《明日》杂志（《Demain》）是法国国际主义者、作家昂·吉尔波创办的文艺评论性和政治性刊物（月刊），1916年1月—1919年先后在日内瓦和莫斯科出版（1917年1—4月休刊）。为它撰稿的有作家罗曼·罗兰、斯·茨威格等。该杂志反对沙文主义，宣传齐美尔瓦尔德的纲领，刊载过列宁的一些文章和讲话。从1919年9月起，成为法国共产主义者莫斯科小组的刊物。——172。





[93]

 《工联主义者报》（《The　Trade-Unionist》）是英国带国际主义倾向的工会报纸；1915年11月至1916年11月在伦敦出版。——172。





[94]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合并而成的，1876年7月在费拉德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当时称美国工人党，1877年起改用现名。绝大多数党员是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同本地工人联系很少。19世纪70年代末，党内领导职务由拉萨尔派掌握，他们执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政策，不重视在美国工人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一部分领导人热衷于议会选举活动，轻视群众的经济斗争，另一些领导人则转向工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党的领导在思想上和策略上的摇摆削弱了党。90年代初，以丹·德莱昂为首的左派领导该党，党的工作有一些活跃。从90年代末起，宗派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又在党内占了上风，表现在放弃争取实现工人局部要求的斗争，拒绝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进行工作，致使该党更加脱离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倾向于国际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党内一部分最革命的分子退出了党，积极参加建立美国共产党。此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了一个人数很少、主要和知识分子有联系的集团。——172。





[95]

 美国社会党是由美国社会民主党（尤金·维·德布兹在1897—1898年创建）和以莫·希尔奎特、麦·海斯为首的一批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联合组成的，1901年7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立。该党社会成分复杂，党员中有美国本地工人、侨民工人、小农场主、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该党重视同工会的联系，提出自己的纲领，参加选举运动，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开展反垄断的斗争方面作出了贡献。后来机会主义分子（维·路·伯杰、希尔奎特等）在党的领导中占了优势，他们强使1912年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屏弃革命斗争方法的决议，以威·海伍德为首的一大批左派分子退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党内形成了三派：支持美国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只在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中派，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少数派。1919年，退出社会党的左派代表建立了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社会党的影响下降。——172。





[96]

 《国际主义者周报》（《The　Internationalist》）是美国左翼社会党人的报纸，1917年初由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在波士顿出版。——172。





[97]

 论坛派是1907—1918年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称谓，因办有《论坛报》而得名。领导人为戴·怀恩科普、赫·哥尔持、安·潘涅库克、罕·罗兰－霍尔斯特等。1907—1909年，论坛派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反对该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1909年2月，《论坛报》编辑怀恩科普等人被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开除。同年3月，论坛派成立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论坛派基本上持国际主义立场，但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持错误观点，个别领导人在同机会主义与和平主义斗争中不够彻底，受到过列宁的批评。1918年11月，论坛派创建了荷兰共产党。 



《论坛报》（《De　Tribune》）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的报纸，1907年在阿姆斯特丹创刊。从1909年起是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从1918年起是荷兰共产党的机关报。1940年停刊。——172。 





[98]

 瑞典青年党或左派党是列宁对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称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青年党人采取了国际主义立场，加入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7年5月，他们组成了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1921年，该党在其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接受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并改名为瑞典共产党。——172。





[99]

 丹麦社会民主党原为第一国际的支部，1871年创立，1872年被政府解散。1876年该党重建，称为社会民主同盟，1884年起定名为丹麦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在丹麦工人运动中影响很大，但是改良派在党的领导中处于优势。1884年起是国会党。1889年参加第二国际。20世纪初，以弗·伯格比尔、Ｅ．安森、托·斯陶宁格为首的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的势力有了加强。1913年该党代表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站在维护“国内和平”的立场上。1918—1919年，在丹麦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党内左派退出，于1920年参与创建丹麦共产党。——172。





[100]

 紧密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社会党人），因主张建立紧密团结的党而得名，1903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成立。和它对立的派别叫宽广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宽广社会党人）。紧密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季·布拉戈耶夫，后来的领导人为格·约·基尔科夫、格·米·季米特洛夫和瓦·彼·柯拉罗夫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紧密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19年，该派加入共产国际并创建了保加利亚共产党。——172。





[101]

 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和总执行委员会都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关。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6年4月，该党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由于党的领导成员扬·梯什卡等人在策略问题上发生动摇，1911年12月该党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在国外的总执行委员会，称为总执委会派；另一派拥护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称为分裂派。分裂派主要包括华沙和洛兹的党组织，同布尔什维克密切合作，赞同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1916年该党两派合并。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172。





[102]

 这里说的《开姆尼茨报》指《人民呼声报》。



《人民呼声报》（《Volksstimm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日报），1891年1月—1933年2月在开姆尼茨出版。1907—1917年担任该报主编的是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恩·海尔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钟声》杂志（《Die　Clock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社会沙文主义者亚·李·帕尔乌斯办的刊物（双周刊），1915—1925年先后在慕尼黑和柏林出版。——174。





[103]

 指《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告遭破产和受迫害的人民书》。这个宣言号召工人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没有兼并的和约的斗争，要求社会党议员拒绝支持帝国主义政府的军事政策。宣言发展了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的思想，指出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制止战争的唯一手段，但是对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和布尔什维克的其他明确的口号避而未提。——174。





[104]

 列宁在《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一文的第三篇《法国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的和平主义》里专门批判了法国社会党和劳动总联合会的这些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这两项决议都欢迎美国总统伍·威尔逊以调解人身分敦请各国“公开说明自己关于结束战争条件的意见”，即敦请各国缔结帝国主义的和约来结束帝国主义战争。



法国社会党是由1902年建立的法国社会党（饶勒斯派）和1901年建立的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合并而成的，1905年成立。在统一的社会党内，改良派居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党领导就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该党党内有以让·龙格为首的同社会沙文主义分子妥协的中派，也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革命派。



劳动总联合会（工会总同盟）是法国工会的全国性组织，成立于1895年。总联合会长期受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影响，其领袖们仅承认经济斗争，不接受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运动的领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总联合会的领导核心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实行阶级合作，鼓吹“保卫祖国”。——175。





[105]

 《青年国际》杂志（《Jugend-Internationale》）是靠拢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的机关刊物，1915年9月—1918年5月在苏黎世出版，威·明岑贝格任编辑。列宁对它的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青年国际》一文。 



1919—1941年，该杂志是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75。





[106]

 俄国临时政府为了抵补不断增加的战争支出和支付外国贷款的利息，发行了数达60亿卢布的战争公债，即所谓“自由公债”。1917年4月7日（20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21票对14票通过了积极支持发行“自由公债”的决议案。执行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反对发行公债，提出了详细阐明自己立场的决议案。有一些不属于布尔什维克党团的执委会成员也投了反对票。问题提交苏维埃全会讨论，结果2000名代表赞成发行公债，123名代表反对。在苏维埃全会讨论前，各个党团内预先进行了讨论。——177。





[107]

 让死人自己去埋葬自己的尸首吧出典于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一个信徒请求耶稣准许他回家埋葬了父亲再跟随耶稣外出行道，耶稣就用这句话回答了他。意思是：要专注于自己的信仰，把其他一切置之度外。——177。





[108]

 指法国最老的资产阶级政党激进社会党（全称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该党于1901年6月成立，作为派别则于1869年形成。该党宗旨是一方面保卫议会制共和国免受教权派和保皇派反动势力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它基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党内大资产阶级影响加强了。党的领袖曾多次出任法国政府总理。——181。





[109]

 《士兵真理报》（《Солдатская　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年4月15日（28日）在彼得格勒创刊。它起初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军事组织的机关报，从1917年5月19日（6月1日）第26号起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的机关报。发行50000—75000份，其中一半送往前线。1917年参加该报编辑工作的有亚·费·伊林－热涅夫斯基、弗·伊·涅夫斯基、尼·伊·波德沃伊斯基等。该报刊载过列宁的60多篇文章，其中有些是特地为该报写的。为该报撰稿的还有弗·沃洛达尔斯基、费·埃·捷尔任斯基、米·伊·加里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尼·瓦·克雷连柯、德·扎·曼努伊尔斯基、维·鲁·明仁斯基等。1917年七月事变后被临时政府查封。1917年7—10月改用《工人和士兵报》和《士兵报》的名称出版，并一度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起恢复原名。1918年3月，根据俄共（布）中央决定，《士兵真理报》以及《农村贫民报》、《农村真理报》停刊，由《贫苦农民报》代替。——183。





[110]

 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原定于1917年5月31日召开，后一再延期，最终于1917年9月5—12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国社会党左派（瑞典左派、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由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统一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奥地利左派、斯巴达克派、丹麦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中派（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瑞士社会民主党、芬兰社会民主党、罗马尼亚党、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保加利亚独立工会）和社会沙文主义派（以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首的俄国孟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派代表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决议。列宁投了反对票，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应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断绝关系，立即着手组织第三国际。他只同意为了解情况而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代表布尔什维克出席会议的是瓦·瓦·沃罗夫斯基和尼·亚·谢马什柯。代表会议是秘密举行的。主要议程有：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报告；罗·格里姆事件（指原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格里姆充当瑞士部长阿·霍夫曼的密使，在俄国进行有利于德国帝国主义的单独媾和的试探一事）；对斯德哥尔摩和平代表会议的态度；为在各国争取和平和开展齐美尔瓦尔德运动而斗争。由于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代表成分非常复杂，会议的决议和宣言也就具有模棱两可的妥协性质。



沃罗夫斯基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和波兰社会民主党，要求代表会议表明对俄国孟什维克的态度。他指出，孟什维克作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成员，派代表参加了俄国卡芬雅克式的人物亚·费·克伦斯基的政府，应对这个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罪行负完全责任。一些代表对与会的布尔什维克表示支持，但以胡·哈阿兹为首的多数派借口对俄国情况不熟悉，拒绝就这个问题通过决议。



代表会议的宣言号召各国工人举行反对战争和保卫俄国革命的国际总罢工，但是没有写进革命社会民主党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各交战国政府遭到失败等口号。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声援被捕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弗·阿德勒以及囚禁在克伦斯基监狱中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亚·米·柯伦泰等。



关于这次代表会议，可参看《我党在国际中的任务》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184。





[111]

 联合内阁即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于1917年5月5日（18日）成立。这届内阁是四月危机的产物。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于1917年4月18日（5月1日）照会盟国政府，声称临时政府将遵守沙皇政府同它们签订的一切条约。消息传出后，群众自发地举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4月20日和21日（5月3日和4日），游行示威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工人和士兵运动。临时政府为了给人以改弦更张的假象，免去了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和陆军部长亚·伊·古契柯夫的职务，并建议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意组织联合政府。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违背了它3月1日（14日）通过的关于苏维埃不派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于5月1日（14日）晚召开紧急会议，以44票赞成、19票反对、两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苏维埃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为了谈判组成联合政府的条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为：尼·谢·齐赫泽、伊·格·策列铁里、费·伊·唐恩、波·奥·波格丹诺夫（以上为孟什维克）、弗·别·斯坦凯维奇、列·莫·勃拉姆桑（以上为劳动派）、阿·拉·郭茨、维·米·切尔诺夫（以上为社会革命党人）、列·波·加米涅夫（布尔什维克）、康·康·尤列涅夫（区联派）和尼·苏汉诺夫（无派别社会党人）。5月2日（15日）晚，彼得格勒苏维埃召开紧急会议，以多数票批准了执行委员会的决定。5月5日（18日）达成了关于新政府席位分配的协议，有5名社会党人参加联合内阁。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的组成是：总理兼内务部长格·叶·李沃夫（立宪民主党人）、陆海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司法部长帕·尼·佩列韦尔泽夫（劳动派）、外交部长米·伊·捷列先科（无党派人士）、交通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人）、工商业部长亚·伊·柯诺瓦洛夫（进步党人）、教育部长亚·阿·曼努伊洛夫（立宪民主党人）、财政部长安·伊·盛加略夫（立宪民主党人）、农业部长维·米·切尔诺夫（社会革命党人）、邮电部长伊·格·策列铁里（孟什维克）、劳动部长马·伊·斯柯别列夫（孟什维克）、粮食部长阿·瓦·彼舍霍诺夫（人民社会党人）、国家救济部长德·伊·沙霍夫斯科伊（立宪民主党人）、国家监察长И．В．戈德涅夫（十月党人）和正教院总监B．H．李沃夫。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联合内阁，拯救了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府，甘愿做它的奴仆和卫士。关于联合内阁，可参看列宁的《革命的教训》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184。





[112]

 指陆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1917年5月11日（24日）发布命令，颁发《士兵权利宣言》一事。这个宣言实际上取消了士兵群众在二月革命中争得的权利。为了对付拒绝进攻的士兵和军官，宣言规定：长官在战时可以对不执行命令的下属使用武力。在发布命令的同时，克伦斯基动手解散一些团队，并把“煽动抗命”的军官和士兵送交法庭审判。——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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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兹迈洛夫团的大会上对士兵的讲话

（1917年4月10日〔23日〕）

昨天在伊兹迈洛夫士兵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我都讲了话。我在彼得格勒委员会鼓动员讲完之后，讲了如下的话：

士兵同志们！国家制度问题现在提到日程上来了。目前掌握国家政权的资本家，想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即建立这样的国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没有沙皇，但是统治权属于资本家，他们通过警察、官吏、常备军等等旧机构来管理国家。

我们想建立更符合人民利益、更民主的另一种共和国。彼得格勒的革命工人和士兵推翻了沙皇制度，彻底肃清了首都的警察。全世界工人都非常高兴和满怀希望地把俄国的革命工人和士兵看作全世界工人阶级解放大军的先进部队。革命一经开始，就应当把它巩固和继续下去。不许警察恢复！全国自下而上，从最偏僻的乡村到彼得格勒各街区的全部政权，都应当归工人、士兵、雇农和农民等等代表苏维埃。作为国家的中央政权的，应当是把这些地方苏维埃统一起来的立宪会议，或人民会议，或苏维埃会议，问题倒不在于名称。

管理国家的不应当是警察，不应当是对人民不负责的、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吏，不应当是脱离人民的常备军， 而
 应当是由苏维埃联合起来的 普遍武装的人民自己
 。正是他们才会建立起必要的秩序，正是这样的政权，工农才不仅会 服从它，而且会尊敬它
 。

只有这样的政权，只有兵农代表苏维埃自己，才能够不顾地主的利益，不用官僚的方式来解决重大的土地问题。土地不应当属于地主。农民委员会应当立即夺回地主的土地，同时严格保护一切财物免遭损坏，设法 增加
 粮食生产，以便更好地保障对前线士兵的供应。一切土地应当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地方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雇农和贫苦农民为了使富裕农民（也是资本家）不能欺负和欺骗自己，必须自己独立地商讨问题，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或者单独成立自己的雇农代表苏维埃。

决不让警察恢复，决不把国家政权和国家管理权交给不是由选举产生的、不能撤换的而又领取资产阶级高薪的官吏。要自己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不轻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只有这样，俄国才能以坚定的、整齐的、正确的步伐前进，去把我国和全人类从战争的惨祸和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我国政府，资本家政府，仍然在为资本家的利益继续作战。以戴王冠的强盗威廉为首的德国资本家和其他 一切
 国家的资本家，都在为瓜分资本的利润，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战争。亿万人民和几乎一切国家都卷入了这场罪恶的战争，数千亿资本投入了“有利可图的”企业，给人民带来死亡、饥饿、破产和粗野，给资本家则带来骇人听闻的暴利。要摆脱这场可怕的战争和缔结真正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全部国家政权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工人和贫苦农民不愿维护资本的利润和掠夺弱小民族，他们一定能够真正实现资本家只在口头上承诺的东西，即缔结足以保障一切民族获得自由的可靠的和约来结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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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113]




（1917年4月上旬）


再版序言

这本小册子是1917年4月初联合内阁还没有成立时写的。从那时起已经过了许多时间，但是在以后的各个革命阶段里，无论在1917年5月6日产生的“联合内阁”时期，或在1917年6月（和7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时期，或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期，以及在1917年十月革命和革命以后的时期，各主要政党的基本特点都表现了出来，并且得到了证实。

俄国革命的整个进程，证明小册子对各主要政党及其 
阶级基础

 的论述是正确的。目前西欧的革命发展表明，西欧各主要政党的基本关系也是这样。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以及德国的考茨基分子和法国的龙格分子等等，都扮演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角色。






	
尼·列宁
1918年10月22日于莫斯科









　　本文试把主要的问题放在前面，次要的问题放在后面，用问答方式说明俄国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各个政党对它的估计。
问：（1）俄国的政党有哪几大类？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政党和集团。

二、（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党即人民自由党）以及同这个政党相近的集团。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以及同它们相近的集团。

四、（“布尔什维克”）。一个应该叫作共产党的政党，现在它叫作“由中央委员会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通常叫作“布尔什维克”。


问：（2）这些政党代表哪些阶级？它们反映哪些阶级的观点？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农奴主－地主，资产阶级（资本家）中最落后的阶层。

二、（立宪民主党）。整个资产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即变成了资本家的地主。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小业主，中小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

四、（“布尔什维克”）。觉悟的无产者，雇佣工人以及跟随他们的贫苦农民（半无产者）。


问：（3）它们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怎样？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二、（立宪民主党）。绝对仇视社会主义，因为它威胁资本家和地主的利润。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赞成社会主义，但认为考虑社会主义并立即采取实际步骤来实现社会主义为时尚早。

四、（“布尔什维克”）。赞成社会主义。认为工人等等代表苏维埃必须立即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来实现社会主义。 
［注：关于这些步骤，见问20、22。］




问：（4）它们现在想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想建立立宪君主制，让官吏和警察拥有无限权力。

二、（立宪民主党）。想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即在保留旧官吏和旧警察的情况下来巩固资本家的统治。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想建立为工农实行某些改良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

四、（“布尔什维克”）。想建立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废除常备军和警察而代之以普遍的人民武装；官吏不仅由选举产生，而且可以撤换，他们的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


问：（5）它们对罗曼诺夫王朝复辟的态度怎样？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赞成，但是由于害怕人民，干得非常隐蔽、谨慎。

二、（立宪民主党）。古契柯夫之流有力量时，立宪民主党曾经赞成尼古拉的兄弟或儿子登基；而当人民显示出力量时，他们就持反对态度。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四、（“布尔什维克”）。绝对反对以任何形式复辟君主制。


问：（6）它们对夺得政权的态度怎样？它们把什么叫作秩序，把什么叫作无政府状态？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如果沙皇或英武的将军夺得政权，那么，这就是天命，就是秩序，此外都是无政府状态。

二、（立宪民主党）。如果资本家夺得政权，即使是用暴力夺得的，那也是秩序；如果夺得政权不利于资本家，那就是无政府状态。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如果工兵等等代表苏维埃单独掌握全部政权，那就有造成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暂时还是让资本家掌握政权，工兵代表苏维埃只掌握“联络委员会”。

四、（“布尔什维克”）。全部政权只应归工人、士兵、农民和雇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应当立刻把对千百万群众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引向这一目的。 
［注：所谓无政府状态，就是否认任何国家政权，而工兵代表苏维埃也是国家政权。］




问：（7）是否应当支持临时政府？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二、（立宪民主党）。绝对应当支持，因为临时政府是目前唯一能保护资本家利益的政府。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应当支持，但是有条件：它必须履行同工兵代表苏维埃达成的协议并出席“联络委员会”的会议。

四、（“布尔什维克”）。不应当支持，让资本家去支持它好了。我们应当 
训练

 全体人民去实现工兵等等代表苏维埃单独掌握全部政权。


问：（8）赞成单一政权还是赞成两个政权？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二、（立宪民主党）。赞成资本家和地主的单一政权。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赞成两个政权：工兵代表苏维埃“监督”临时政府。考虑不掌握政权监督能否有效，是有害的。

四、（“布尔什维克”）。赞成自下而上遍及全国的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的单一政权。


问：（9）是否应当召开立宪会议？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不应当召开，因为这会损害地主的利益。搞不好农民会在立宪会议上决定要夺回地主的全部土地。

二、（立宪民主党）。应当召开，但是不要规定日期。还得多多同法学教授们商量，因为第一，倍倍尔早就说过，法学家是世界上最反动的人物；第二，一切革命的经验教导我们，把人民自由的事业托付给教授，事业就会被葬送。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应当召开，而且要快些召开。应当规定日期，这一点我们在“联络委员会”里已经说过200次了，明天我们还要最后说201次。

四、（“布尔什维克”）。应当召开，而且要快些召开。但是保证它召开并且开得成功的条件只有一个：增加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的数量，加强它们的 
力量

 ，组织和 
武装

 工人群众。这是唯一的保证。


问：（10）国家是否需要通常的那种警察和常备军？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二、（立宪民主党）。需要，绝对需要，因为这是资本家进行统治的唯一可靠的保障；象各国经验所教导我们的那样，在必要时，这样很容易使共和国回到君主国去。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一方面，也许不需要。另一方面，实行根本变革是否过早？不过我们要在“联络委员会”里谈一谈。

四、（“布尔什维克”）。绝对不需要。要立刻无条件地在各地建立普遍的人民武装，使人民同民兵、军队融合起来；资本家应当按照工人在民兵中执行勤务的天数付给工资。


问：（11）国家是否需要通常的那种官吏？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二、（立宪民主党）。绝对需要。十分之九的官吏应当是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弟。他们应当仍旧是一伙事实上不能撤换的、享有特权的人物。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马上就提出巴黎公社在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未必适当。

四、（“布尔什维克”）。绝对不需要。一切官吏和任何代表，不仅要由选举产生，而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要用全民的民兵及其分队来代替（逐步地）官吏。


问：（12）军官是否应当由士兵选举？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二、（立宪民主党）。不应当。这对地主和资本家是有害的。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对付士兵，可以暂时答应他们实行这种改良，然后尽快地取消。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 应当
 。

四、（“布尔什维克”）。不仅应当选举，而且军官和将领的每一个行动都应当受到专门选出的士兵代表的监督。


问：（13）士兵自动撤换长官是否有好处？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二、（立宪民主党）。绝对有害。古契柯夫已经禁止这样做。他已经威胁说要使用暴力。应当支持古契柯夫。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有好处。但是还没有弄清楚，应当先撤换长官，然后找“联络委员会”呢，还是相反。

四、（“布尔什维克”）。从各方面来说都有好处，都有必要。士兵只听从选举出来的当权者，只 
尊重

 这样的当权者。


问：（14）赞成还是反对这次战争？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二、（立宪民主党）。绝对赞成，因为它给资本家带来空前多的利润，并且能靠离间工人、唆使工人自相残杀来巩固资本家的统治。我们要欺骗工人，把战争叫作防御的战争，说它的目的就是推翻威廉。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我们一般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甘愿受人欺骗，把支持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之流的帝国主义政府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叫作“革命护国主义”。

四、（“布尔什维克”）。绝对反对 
一切

 帝国主义战争；反对一切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资产阶级政府，其中包括我国临时政府；绝对反对俄国的“革命护国主义”。


问：（15）赞成还是反对沙皇同英法等国缔结的掠夺性国际条约（扼杀波斯，瓜分中国、土耳其、奥地利等国）？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二、（立宪民主党）。完全而且绝对 
赞成

 。同时决不能公布这些条约，因为一方面英、法帝国主义资本及其政府不容许这样做，另一方面俄国资本也不能把自己的肮脏勾当公之于众。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反对，但我们还是希望用“联络委员会”和多次群众“运动”来“影响”资本家政府。

四、（“布尔什维克”）。反对。全部任务就是要向群众说明：在这方面对资本家政府抱任何希望都是肯定要落空的，必须使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


问：（16）赞成还是反对兼并？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二、（立宪民主党）。要是德国资本家和他们的强盗领袖威廉实行兼并，那我们反对。要是英国资本家实行兼并，那我们不反对，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盟国。要是我们的资本家实行兼并，把沙皇奴役过的各个民族强迫留在俄国疆界内，那我们 赞成
 ，我们 不
 把这叫作兼并。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反对兼并，但我们还是希望从资本家政府那里也能争取到放弃兼并的“诺言”。

四、（“布尔什维克”）。反对兼并。资本家政府放弃兼并的一切诺言完全是欺骗。要揭穿这种欺骗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求解放受 本国的
 资本家压迫的民族。


问：（17）赞成还是反对“自由公债”？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二、（立宪民主党）。绝对赞成，因为它有利于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即各资本家集团 争夺
 世界霸权的战争。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 赞成
 ，因为“革命护国主义”的错误立场注定使我们公开背离国际主义。

四、（“布尔什维克”）。反对，因为目前的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是资本家与资本家结成同盟，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


问：（18）赞成还是反对由各国资本家政府来表达人民的和平意志？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二、（立宪民主党）。赞成，因为法国共和派社会沙文主义者的经验再好不过地表明，用这种办法可以欺骗人民，因为嘴上怎么讲都可以，而实际上干的是，我们从德国人那里抢来的东西（他们的殖民地）要抓住不放，但是 这些
 德国强盗抢走的东西我们却一定要夺过来。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 赞成
 ，因为我们还没有丢掉小资产阶级对资本家的许多不切实际的希望。

四、（“布尔什维克”）。反对，因为觉悟的工人对资本家不抱 任何
 希望，我们的任务是向群众说明，对他们抱希望是不切实际的。


问：（19）是否应当推翻一切君主？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二、（立宪民主党）。不应当，不应当推翻英国、意大利等等盟国的君主，只应当推翻德国、奥地利、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的君主，因为战胜了他们，我们的利润就会增加十倍。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应当规定“顺序”，并且必须从推翻威廉开始；至于推翻各盟国的君主，则不妨等一等。

四、（“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不能规定顺序的。只应当帮助 真正的
 革命者，在一切国家里毫无例外地推翻一切君主。


问：（20）农民是否应当立刻夺取地主的全部土地？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二、（立宪民主党）。无论如何不应当。应当等到召开立宪会议。盛加略夫已经解释过：资本家夺取沙皇的政权，这是伟大而光荣的革命，而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那是越轨行动。 
［注：见本卷第232页。——编者注］

 要成立调解委员会，委员中地主和农民人数对等，主席则由官吏充当，就是说，还是由资本家和地主充当。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最好叫农民等到召开立宪会议。

四、（“布尔什维克”）。应当立刻夺取全部土地；通过农民代表苏维埃规定最严格的制度。粮食和肉类的生产应当增加——士兵的伙食应当改善。绝对不许损害牲畜、农具等等。


问：（21）是否可以只由农民代表苏维埃来处理土地和农村的一切事务？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二、（立宪民主党）。地主和资本家总是反对农民代表苏维埃单独掌握农村中的全部政权。但是如果已经没有办法摆脱这些苏维埃的话，那么当然就只好由它们来处理一切事务了，因为富农也就是资本家。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暂时不妨只由农民代表苏维埃来处理一切事务，虽然社会民主党人“原则上”并不否认农业雇佣工人单独建立组织的必要。

四、（“布尔什维克”）。不能只由一般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来处理一切事务，因为富农就是资本家，他们总想欺侮或欺骗雇农、日工和贫苦农民。必须立即建立这几类农村居民的单独组织，或设在农民代表苏维埃内，或作为单独的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


问：（22）人民是否应当把最大最强的资本家垄断组织，如银行、厂主辛迪加等等拿到自己手里？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二、（立宪民主党）。无论如何不应当，因为这会损害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一般地讲，我们赞成把这样的组织交给全体人民掌握，可是现在考虑和准备实现这一点为时尚早。

四、（“布尔什维克”）。应当立刻 
让

 工人代表苏维埃、银行职员代表苏维埃等等 
做好准备

 ，以便着手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首先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然后由工人代表苏维埃对银行和辛迪加实行监督，最后把它们收归国有，就是说归全民所有。


问：（23）各国人民现在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党国际，以争取和实现各国工人的兄弟般的联盟？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二、（立宪民主党）。一般说来，任何社会党国际对资本家和地主都是有害的和危险的，不过，要是德国的普列汉诺夫即谢德曼能够同俄国的谢德曼即普列汉诺夫意见一致，达成协议，要是他们能够互相剖白社会主义的心迹，那我们资本家也许应当欢迎站在 
各自

 政府方面的 
这种

 社会党人的 
这种

 国际。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需要一个把谢德曼之流、普列汉诺夫之流和“中派”（即动摇于社会沙文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那些人）等等都联合在内的社会党国际。成分愈混杂，就愈“团结一致”：伟大的社会主义团结万岁！

四、（“布尔什维克”）。各国人民所需要的，只是那种把真正革命的工人（他们能够制止各民族间的可怕的和罪恶的大厮杀）联合起来的国际，这种国际才能把人类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只有象被囚禁在苦役监狱里的德国社会党人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样的人（集团、政党等等），只有这些奋不顾身地反对 
本国

 政府、 
本国

 资产阶级、 
本国

 社会沙文主义者、 
本国

 “中派”的人，才能够而且应当立刻组成各国人民所需要的国际。


问：（24）是否有必要鼓励交战国的士兵在前线联欢？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二、（立宪民主党）。没有必要。这有损于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因为这会加速人类摆脱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有必要。这是有益的。但是我们并不一致深信，这种鼓励联欢的工作应当立即在所有交战国里进行。

四、（“布尔什维克”）。有必要。这是有益的，必须的。绝对必须立即在一切交战国里鼓励交战 
双方的

 士兵举行联欢。


问：（25）侨民是否应当取道英国回俄国？
 
[114]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和二、（立宪民主党）。绝对应当。英国拘留象托洛茨基这样的反战的知名国际主义者，我们资本家将会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为了避人耳目，我们将给英国资本家政府发一份合乎礼仪的电报，请他们费心告知，是否由于令人不快的误会而发生了拘留事件。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应当。如果英国拘留3人，我们就通过最强烈的抗议书，并把这一问题在“联络委员会”中提出。

四、（“布尔什维克”）。绝对不应当。英国一定会拘留反战的国际主义者或不准他们出境。无论是合乎礼仪的电报，还是措词严厉的抗议书，都不足以使英国资本家感到害怕；他们是讲究实际的人。必须打倒英国资本家，我们坚信，从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中发展起来的世界工人革命一定会把他们打倒。


问：（26）侨民是否应当取道德国回俄国？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和二、（立宪民主党）。绝对不应当。因为，第一，这样他们固然可以非常安全和迅速地回到俄国。但是，第二，这样做是可耻的、不道德的，有辱于真正俄罗斯人的心灵。如果那些富人，譬如自由派教授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通过同显贵人物的关系并通过政府，即使是沙皇政府，来交换俄德双方的拘留人员，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企图不通过政府，而通过中立国的左派社会党人来进行这种交换是极不道德的。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甚至连拥护普列汉诺夫的捷依奇也不怀疑取道德国回国的社会党人是正直的人，用鼓吹大暴行来反对他们是绝对不容许的。但是，是否应当取道德国，我们还没有决定。一方面，是不是先开展揭露米留可夫的“运动”，是不是先等一等，看看我们的老百姓愚昧到什么程度，看看他们对《俄罗斯意志报》关于大暴行的鼓吹会相信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在英国拘留托洛茨基以及马尔托夫发出愤慨的电报以后，看来只好承认必须取道德国。

四、（“布尔什维克”）。应当取道德国，但要遵守下列条件：（1）应由中立国的社会党人与帝国主义政府交涉并签订关于过境的议定书，以便把事情公开，让人们都知道，并且完全经得起检查；（2）已经回国的人必须立即向既受到彼得格勒大多数士兵和工人信任又受到他们尊敬的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作出报告。


问：（27）什么颜色的旗帜符合各个政党的本性和实质？






答：
 一、（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黑色，因为这是真正的黑帮。

二、（立宪民主党）。黄色，因为这是一些真心实意为资本效劳的工人的国际旗帜。

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粉红色，因为他们的整个政策都是玫瑰露的政策。

四、（“布尔什维克”）。红色，因为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




这本小册子是在1917年4月初写的。现在，在1917年5月6日以后，在成立了“新的”联合政府以后，这本小册子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我的答复是：

没有，因为联络委员会实质上并没有消灭，只不过搬到另一间屋子，同部长先生们在一起了。切尔诺夫之流和策列铁里之流虽然搬进另一间屋子，但是他们的政策和他们的党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正文载于1917年4月23、26、27日（5月6、9、10日）《浪潮报》第20、22、23号再版序言载于1918年莫斯科共产党人出版社出版的尼·列宁《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191—206页



















[113]

 《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这本小册子原来打算写成传单。当时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广泛利用传单作宣传，在城市里到处张贴，所以列宁认为应当在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各党的传单旁边张贴布尔什维克的传单，用问答的形式使群众了解各个党的性质和主张。但是列宁的这个设想因小册子篇幅过长而未能实现。小册子最初发表在赫尔辛福斯的布尔什维克报纸《浪潮报》上。7月4日，由生活和知识出版社在彼得格勒出了单行本，印数5万册。由于七月事变，小册子曾暂时存放在出版社仓库里，过了几天才在工人区销售。小册子很快售完，后又增印。1918年小册子在莫斯科再版，列宁为它写了序言。——189。





[114]

 由于有一批途中被英国政府扣押的国际主义者侨民于5月初回到俄国，还有250多名侨民（其中包括尔·马尔托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德·扎·曼努伊尔斯基）也取道德国回国，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取道德国回国一事的诽谤性攻击暂时有所收敛。因此，问答（25）和（26）没有收入《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的单行本。——201。





　





《列宁全集》第29卷


资本家的无耻谎言

（1917年4月11日〔24日〕）

资本家的报纸用造谣撒谎、鼓吹大暴行来反对《真理报》，在这方面，《言语报》可以同它自己也不能不蔑视的《俄罗斯意志报》相媲美。但事情还不止于此。

现在资本家政府的部长们也开始用《俄罗斯意志报》的语言说话了。《言语报》今天引用了涅克拉索夫部长在4月9日立宪民主党莫斯科会议上说的一句话：


　　“目前从石岛大街[115]发出的鼓吹暴力的声音，实在可怕。”



　　部长先生学着《俄罗斯意志报》的样子，无耻地造谣撒谎，欺骗人民，躲在大暴行制造者背后帮助大暴行制造者，不敢直截了当地指出一个名字、一家报纸、一个讲演人或一个政党。部长先生宁可这样躲躲闪闪地暗示，以为别人或许听不懂！

但是，任何一个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会懂得，部长先生指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和它的同道者。

部长先生，“人民自由党”的党员先生，您是在撒谎。鼓吹暴力的是古契柯夫先生，是他威胁说要惩办那些主张撤换当权者的士兵。鼓吹暴力的是同您友好的《俄罗斯意志报》，也就是鼓吹大暴行的“共和派”的那家鼓吹大暴行的报纸。

《真理报》和它的同道者不但没有鼓吹暴力，反而极其明确和肯定地指出，现在我们工作的整个重心是向无产阶级群众 说明
 他们的无产阶级的任务，这是与受沙文主义狂热感染的小资产阶级不同的。

只要 你们
 这些资本家先生们，古契柯夫之流，还只是用暴力来威胁， 只要你们
 还没有使用暴力，只要工兵代表苏维埃还存在，只要你们还没有把你们对苏维埃的威胁（例如米留可夫先生的合作者《泰晤士报》记者威尔顿先生毫不掩饰地发表过的那种威胁）付诸行动，只要你们还没有对群众使用暴力，那么我们真理派就要声明而且要再三声明，我们认为工兵代表苏维埃是 唯一可能的
 政府形式。

争取在无产阶级群众中间扩大影响，争取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 说明
 苏维埃策略上的错误，说明沙文主义（＝“革命护国主义”）狂热的欺骗性，——这就是我们全体真理派、我们全党在目前，在你们这些操纵着军队指挥人员的资本家先生还 没有开始使用暴力
 以前所实行的策略。

涅克拉索夫部长先生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这甚至可以从《言语报》自己不得不引用的那些话中看出来。部长先生学着《俄罗斯意志报》的样子，想用造谣、诽谤、迫害以及大暴行的威胁来 阻碍
 我们平心静气地说明真理。

涅克拉索夫之流先生们，这是办不到的，绝对办不到的！

工人和士兵想知道真相，想弄清战争、和平和国家制度的问题。他们是一定会弄清这些问题的。





	载于1917年4月12日《真理报》第3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207—208页














[115]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石岛大街上的前克舍辛斯卡娅公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所在地。——205。　







《列宁全集》第29卷


“自由公债”[116]

（工人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拟订的决议草案）

（1917年4月11日〔24日〕）


工兵代表苏维埃

关于第四次“自由公债”的决议

鉴于目前的战争是一场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鉴于这场战争的性质没有因为俄国政权转到资本家的临时政府手中而有丝毫改变，鉴于决定战争真正目的的、协约大国的秘密条约至今仍然有效，工兵代表苏维埃对发行所谓“自由公债”表示最坚决的抗议，并拒绝支持企图把这场只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有利的战争拖延下去的临时政府。

如果世界各国工人投票赞成各资产阶级政府为了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而发行的公债，那就无法摆脱战争的惨祸，而一切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兄弟团结、关于国际主义等等的词句，也就会变成十足虚伪的空话。

在投票赞成公债的同时提出愿意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的愿望、声明、宣言等等，这特别清楚地表明，使第二国际垮台的言行不一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只要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力还没有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只要战争的目的仍然由资本的利益所决定，工人们就拒绝赞成对俄国革命的自由没有好处而只有害处的新公债。

工兵代表苏维埃同时承认给军队供应一切必需品需要经费，并且不愿意让自己的兄弟们有一时一刻的挨饿，因此它认为，用于资本家战争的开支，应当由在这场战争中已经赚取并在继续赚取亿万卢布的资本家承担，必需的费用只应当从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腰包中取得。





	载于1917年4月13日《真理报》第3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209—210页

















[116]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于1917年4月10日和11日（23日和24日）讨论了如何对待“自由公债”的问题。提交苏维埃全体会议的这个决议草案是在列宁积极参加下拟定的。1917年4月13日（26日《真理报》第31号刊登的关于党团会议的报道中谈到，虽然党团的绝大多数人不赞成发行公债，但“不是党团的所有成员都认清了我们今天的政治立场的实质，都能根据我们对待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中齐赫泽、斯切克洛夫等人的政策的态度得出必然的结论”。在党团会议上，10日（23日）选出的以亚·米·柯伦泰为首的委员会先提出一个拒绝支持公债的决议案，随后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提出了补充头一个决议案的第二个决议案。两个决议案合并起来，于4月11日（24日）被一致通过。《真理报》的报道说：“少数派没敢提出自己的决议案，也没有投票反对合二为一的决议案。”这说明由于列宁回国后进行了大量解释工作，布尔什维克在一个最尖锐的政治问题——战争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布尔什维克的这个决议案未被苏维埃全会通过。——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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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士兵和水兵书

（1917年4月11日和14日〔24日和27日〕之间）

士兵同志们！水兵同志们！

资本家的各种报纸，从《言语报》到《俄罗斯意志报》，都对我和其他30位侨民取道德国回国一事发起了最无耻的造谣诽谤运动。

资本家的报纸都无耻地造谣，硬说或者暗示说，我们从德国政府那里得到了某些不可容许的或不寻常的恩惠，尽管我们认为这个政府同进行这场战争的一切资本家政府一样，也是万恶的强盗政府。

那些同沙皇时代的达官显贵有“关系”的富人们，譬如米留可夫之流的朋友、自由派教授柯瓦列夫斯基，通过俄国沙皇政府经常同德国政府进行谈判，以便交换德俄的俘虏。

为什么因进行反对沙皇的斗争而流亡国外的侨民，就没有权利 撇开
 政府来进行关于交换俄国人和德国人的谈判呢？

为什么米留可夫之流的政府，不准和我们同行的、同德国政府签订了交换协定的瑞士社会党人弗里茨·普拉滕进入俄国呢？

政府制造谣言，说普拉滕是德国人的朋友。这是诽谤。普拉滕是工人的朋友，是 
各

 国资本家的敌人。

资本家制造谣言，说我们主张同德国单独媾和，说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已经或者打算同那些站在 本国
 政府方面的德国社会党人磋商。

这是造谣诽谤。我们同这样的社会党人根本没有磋商过，而且今后也不会同他们磋商。我们认为，帮助 
本国

 资本家进行这场罪恶战争的社会党人都是社会主义的叛徒。



只有

 象被德国强盗政府判处苦役的卡尔·李卜克内西那样起来反对 
本国

 资本家的社会党人， 
才是

 我们的朋友。

我们希望的不是同德国单独媾和，我们希望的是一切民族之间实现和平，希望的是 各
 国的工人战胜 各
 国的资本家。

俄国资本家象德国资本家诽谤李卜克内西那样地诬蔑诽谤我们。资本家造谣，说我们希望工人同士兵不和和敌对。

这是胡说！我们希望工人和士兵 团结
 起来。我们想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委员们 说明
 ， 
全部

 国家政权必须由 这些
 苏维埃掌握。

资本家诽谤我们，他们已无耻到这种地步，甚至没有一家资产阶级报纸转载过《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发表的我们所作的关于我们回国情况的报告和工兵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每个工人和每个士兵都了解 自己的
 工兵代表苏维埃。我们在回国的第二天就向这个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作了报告。这个报告登在《消息报》第32号上。 
［注：见本卷第119—121页。——编者注］

 为什么 没有一张
 资本家报纸转载这个报告呢？

因为这些报纸在散布谣言和诽谤，它们害怕我们向执行委员会作的报告会揭穿骗子们的把戏。

为什么没有一家报纸登载执行委员会关于我们回国报告的 决定
 ，即发表在同一天《消息报》上的决定呢？

因为这个决定揭穿了资本家及其报纸的骗局，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使侨民回国。

苏维埃的《消息报》发表了反对英国人拘留托洛茨基的抗议书，发表了祖拉博夫揭穿米留可夫的谎言的一封信[117]，发表了马尔托夫一份同样内容的电报。

士兵们和水兵们！不要相信资本家的谎言和诽谤！要揭穿这些对《消息报》上发表的真实情况保持缄默的骗子！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224—226页

















[117]指1917年4月7日（20日）发表的阿·格·祖拉博夫给帕·尼·米留可夫的公开信。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发表声明（刊载于4月6日（19日）《言语报》第79号）说，他已采取一切措施使侨民无阻碍地回到俄国。祖拉博夫在公开信中引用米留可夫禁止俄国驻外使馆发给国际主义者回国证件的事实，揭穿了他的谎言。——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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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临时政府

（1917年4月13日〔26日〕）






	　　……我们终于迫使临时政府放弃了兼并。

　　摘自4月4日尤·斯切克洛夫在塔夫利达宫的演说

　　……不论对“没有兼并的和约”这一口号的态度如何，决不能忽视各盟国一致公认的……原则

　　摘自帕·米留可夫的演说（4月11日《言语报》）









　　临时政府的领袖们一步步地暴露了自己对战争的真正政策。临时政府的臭名远扬的宣言[118]，就已经一面在口头上“放弃”兼并，一面又说“我们”和英法政府缔结的条约仍然有效。过了两星期，我们又在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先生的机关报《言语报》上看到：

米留可夫的声明

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曾在人民自由党党员大会上作了如下的声明：

临时政府关于战争目的的宣言，并不包含媾和条件，它只包含我们盟国的国务活动家早已再三宣布过的一般原则。媾和条件只能根据伦敦协约、同我们盟国协商一致拟定出来。不论对“没有兼并的和约”这一口号的态度如何，决不能忽视各盟国一致公认的波兰、亚美尼亚恢复统一的原则，决不能不注意满足奥地利斯拉夫人的民族愿望。（1917年4月11日（24日）《言语报》第83号
 ）





　　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的这一声明，毫无疑问会在所有的外国报纸上登载出来，并且 会助长
 德国的好战情绪。米留可夫是在帮助德帝国主义者在德国煽起沙文主义， 米留可夫是在帮助威廉二世把掠夺性的战争进行“到底”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米留可夫先生的声明。米留可夫说，临时政府关于战争目的的宣言（也就是尤·斯切克洛夫由于可怜的误解而称之为放弃兼并的那篇宣言）并不包含媾和条件，而“只包含我们盟国的国务活动家早已再三宣布过的 一般原则
 ”。把它翻译成平常的话就是：放弃兼并，这只是庄严的词句，只是“一般原则”，只是空话，空话，空话。这种话“我们的”盟国也不知说过多少。至于真正的“媾和”条件，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有一个国务活动家，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就是俾斯麦，他曾经说过，外交家嘴里的“ 原则上
 ”接受， 实际上
 就是拒绝。米留可夫正是这样。“原则上”他反对兼并，实际上他赞成兼并，因此他主张把战争进行“到底”。

米留可夫先生向我们声明：庄严的词句还不是媾和条件。

那么他的媾和条件是什么呢？

这些条件在伦敦协约中已有规定。米留可夫要我们依据的正是这个协约。

这个协约（条约）是谁签订的呢？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这就是说，沙皇匪帮签订的条约仍然有效。这就是说，我们是在为沙皇匪帮和“盟国”银行家所缔结的这些掠夺性条约作战。

占领波兰、亚美尼亚，占领奥地利的一些地区（关于君士坦丁堡，米留可夫先生这次不置一词），——这就是米留可夫先生的和平纲领的实质。

对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的最近这一声明，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多数派领袖们会怎样评论呢？他们至多会以“联络”委员会的名义对米留可夫的这些话“提出警告”……尤·斯切克洛夫和尼·齐赫泽“终于”争取到的“临时政府”的放弃“兼并”，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俄国根本没有两个政权。工人代表苏维埃只是对临时政府实行好心的监督。如果相信报纸的报道，尼·谢·齐赫泽在明斯克军人代表大会[119]上就是这样说的。

看看这种好心的监督已把我们弄到什么地步！扩大战火的人仍然在用俄国的名义说话。他们在用没有兼并的和约这类空泛的言论来敷衍工人和士兵，暗中却执行着只对一小撮发战争财的亿万富翁有利的政策。

工人和士兵同志们！请你们在一切会议上宣读和说明上面提到的米留可夫的声明吧！你们要声明，你们不愿意为沙皇尼古拉二世所签订的、仍被米留可夫奉为神圣的秘密协约（条约）去送命！





	载于1917年4月13日《真理报》第3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211—213页

















[118]指俄国临时政府关于战争的宣言。该宣言发表于1917年3月28日和29日（4月10日和11日）俄国中央报纸。——212。



[119]明斯克军人代表大会即1917年4月7—16日（20—29日）在明斯克举行的西方面军各集团军和后勤机关军人、工人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1200多名士兵、工人和军官的代表。代表中占多数的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弗·约·古尔柯将军代表大本营、米·弗·罗将柯和费·伊·罗季切夫代表国家杜马、尼·谢·齐赫泽代表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大会上致词。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是维·巴·诺根和米·米·拉舍维奇。大会在讨论关于战争和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时，接受了1917年3月底和4月初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全俄苏维埃会议的妥协性决议，附和“革命护国主义”立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代表大会决定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译成德文，向敌方战壕散发。——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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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着《俄罗斯意志报》的脚印走

（1917年4月13日〔26日〕）

《俄罗斯意志报》甚至遭到了立宪民主党人的鄙弃，可是学它那套手法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请看看普列汉诺夫先生的《统一报》吧。普列汉诺夫先生想“揭露”《真理报》，就抓住列宁的提纲的第一条，摘出战争从俄国方面来说仍然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这句话，然后洋洋自得地问道：


　　“可是从德国方面来说又当怎样呢？关于这一点列宁未置一词。”



　　正是这样写的，一字不差。读到这里，简直叫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普列汉诺夫先生真的已经完全堕落到《新时报》和《俄罗斯意志报》的地步了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这样的。普列汉诺夫先生无耻到了极点。他非常熟悉在国外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书刊。他清楚地知道，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无论在演说中、文章中还是在决议中都曾无数次声明：战争从德国方面来说，象从其他所有交战的“大”国方面来说 一样
 ，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德国的资本家和他们那个戴王冠的强盗——元首威廉，也同其他国家的资本家一样，是一群帝国主义野兽。

再说一遍，任何一个识字的人，只要对布尔什维克稍微有些了解，都不会不知道我们的见解是怎样的。普列汉诺夫先生也是很清楚的。他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列宁在国外合写的一本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社会主义与战争》。——编者注］

 ，在瑞士还出过德文版，并且秘密地运进德国。这本小册子在谈到德国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德国是为了“掠夺竞争国”而进行掠夺性战争的，德国是一个“ 年轻强壮的强盗
 ”，“ 德帝国主义者无耻地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
 ，这和其他交战国随时随地所做的一样，只要需要就践踏一切条约和义务”；“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次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表面的让步”；“机会主义沙文主义者的堕落和叛变行为，在 任何地方
 都没有达到德国那样的程度”。

普列汉诺夫先生对这些是很清楚的，可是他竟堕落到采用《新时报》和《俄罗斯意志报》的手法，煞费苦心想把真理派说成是亲德派。

普列汉诺夫先生为了嘲笑马克思主义，接着又抓住是谁对谁 宣
 战的问题。

普列汉诺夫先生忘记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战争是代表一定阶级的一定政府所推行的 政治的继续
 。

尼古拉二世和威廉二世都代表着本国的反动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近几十年来他们都推行了掠夺别国的政策，例如掠夺中国、扼杀波斯、蹂躏和瓜分土耳其，这些都是事实。如果普列汉诺夫先生翻过——哪怕只是翻一翻——近几十年的外交史和对外政策史，他就不能不看到这一点，他就不敢否认这一点。

尼古拉二世和威廉二世进行这场战争，正是 继续
 推行这种同两国银行资本有密切关系的帝国主义掠夺政策。

既然战争是两个掠夺者和压迫者集团为了分赃，为了解决 谁
 该扼杀 更多的
 民族、 谁
 该掠夺 更多的
 东西而进行的，那么对于 这场
 战争来说，谁先发动、谁先宣战之类的问题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意义）了。

普列汉诺夫先生（完全同德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即谢德曼之流等等一模一样）已经堕落到俗不可耐、极其平庸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的地步，他不想知道（或者向来就不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和政治是同一定阶级的利益相联系的，应当分析哪些阶级在进行战争，它们在为什么而战。

无耻地大肆造谣，掩饰尼古拉二世的掠夺政策（李沃夫之流并没有改变这种政策，他们甚至承认了沙皇签订的条约！），——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先生的全部智慧。

觉悟的工人和觉悟的士兵是不会听信这种谎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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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谎同盟

（1917年4月13日〔26日〕）

资产阶级报刊有一种手法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都流行最广，并具有“万无一失”的效用。这就是造谣，喧嚷，叫嚣，一再重复谎言，这样“总会给人留下一点印象”。


　　《言语报》写道，“列宁在克舍辛斯卡娅宫叫嚣，声嘶力竭地叫嚣”。许多报纸都说，“列宁参加了莫杰恩[120]群众大会，站在屋顶上演讲”。



　　这完全是谎言。列宁并没有参加莫杰恩群众大会。列宁根本没有叫嚣，他只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作过 一次
 报告，给《真理报》这张小小的报纸写了几篇短文。叫嚣的是资本家和他们的报刊，正是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嚣”，竭力想 用自己的喊声压倒
 别人，不让人们听到真话，用谩骂和喊叫的声浪淹没一切， 妨碍
 别人作切实的 说明
 。

这就是资本家以及普列汉诺夫先生这类完全投靠资本家的可怜的社会党人目前的真正企图。

《言语报》在今天那篇特别“具有国家重要意义的”社论中，又大喊大叫地反对“鼓吹无政府状态”，而每一个对所见所闻加以思考的人都非常清楚，这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伟大的革命摧毁了原有的全部政权组织……”不对，还远不是全部。“只有人民的（广义地说）心理发生根本变化，更确切些说，只有产生出一种新的心理，即承认政权的必要性和服从政权的义务，政权组织才能得到恢复。”



　　这显然是撒谎，显然是资本家同斥骂无政府状态的普列汉诺夫先生们、切列万宁先生们等等结成了说谎同盟。无论在科学上或在实际的日常用语中，都无可争辩地确认，所谓无政府主义，就是 否认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有 国家
 。

社会主义导致国家的“消亡”，马克思主义是这样教导的，这是联合起来造谣撒谎的米留可夫之流、普列汉诺夫之流、切列万宁之流不会不知道的。

真理派或列宁是不是否认 现在
 必须有 国家
 呢？是不是否认必须有“政权组织”呢？是不是否认有“服从政权的义务”呢？

除说谎者同盟外，一切有知识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并没有否认。

无论是《真理报》或列宁都极其明确地说过，并且再三说过，我们都绝对肯定，不仅现在，而且在以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国家和政权组织都是必需的。

只有说谎同盟才会否认这一点或者看不到这一点。

问题在于我们 向人民推荐的是什么样的
 “政权组织”。


不是
 旧政权组织，不是警察、官吏、常备军，而是新政权组织，即 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
 。

这种苏维埃已经存在，已经在革命中诞生，所有的人甚至资本家政府都已 承认它是半个政权
 。

而且我们说得非常明确， 这种
 苏维埃是革命政府 唯一可能的形式
 。

还要怎样说才算更明确呢？

既然是“唯一可能的”，这就是说，只要没有人对群众使用暴力，就 只
 应当进行解释工作。

真理派 都
 承认“政权的必要性和服从政权的义务”，并就此向人民进行宣传。

米留可夫之流、普列汉诺夫之流、切列万宁之流等等造谣，是为了使人民看不到真相，是想回避 主要之点
 ，即 这种或那种
 政权组织的阶级性质问题。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资本家把工人等等代表苏维埃叫作“ 无政府状态
 ”，因为 这种
 政权组织事先并没有无条件地给人民套上资本家的枷锁，而是给他们自由和秩序，同时使他们有可能和平地逐渐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资本家所不满意的和深恶痛绝的就是这一点，而且只是这一点。因此就出现了说谎同盟，出现了滔滔不绝的诽谤和恶狠狠的嚎叫。

因此《言语报》才会在上述社论中隐蔽地躲躲闪闪地鼓吹 大暴行
 ，号召人们“起来反抗”，不要“漠不关心”、“消极坐视”等等。

先生们，既然人民大多数都拥护你们，既然你们同苏维埃（我们曾清楚地说过，现在那里占多数的 不是我们
 ）有巩固的联盟，既然这样，先生们，你们害怕什么呢？你们为什么要造谣呢？

我们只是想向工人和贫苦农民 说明
 他们策略上的错误。我们认为 苏维埃
 是唯一可能的政权。我们宣传政权的必要性和服从政权的义务。

你们害怕什么呢？你们为什么要造谣呢？

你们害怕的正是真理。你们造谣是为了用大暴行、诬蔑、暴力、诽谤来 阻碍
 别人 说明
 真理。

我们的某些对手也已经看出这一点。请看看今天的《人民事业报》[121]，看看这张有克伦斯基部长参加的社会革命党机关报吧。

这张报纸谈到了《俄罗斯意志报》和《言语报》的最忠实的盟友普列汉诺夫，说：“……这种言论，这种斗争方法，我们已经在《俄罗斯意志报》上看惯了。可是在社会党人的文章中看到这些东西，凭良心说，实在令人难过和痛心……”

我们的对手是这样写的。

那些民主主义良心复苏了的民主主义者是这样写的。

要使米留可夫之流、普列汉诺夫之流、切列万宁之流感到羞耻，是毫无希望的；既然普列汉诺夫使用的这种极端沙文主义的、诬蔑诽谤性的、杀气腾腾的手段，甚至遭到有克伦斯基部长参加的报纸的唾弃，那么我们可以说：

使用这种手段的英雄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





	载于1917年4月14日《真理报》第32号《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217—220页

　















  [120]指彼得格勒的莫杰恩杂技场。1917年这里是召开群众大会的场所。——218。



[121]《人民事业报》（《Дело　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日报），1917年3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6月起成为该党中央机关报。先后担任编辑的有Ｂ．Ｂ．苏霍姆林、维·米·切尔诺夫、弗·米·晋季诺夫等，撰稿人有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亚·费·克伦斯基等。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号召工农群众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继续帝国主义战争、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该报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鼓动用武力反抗革命力量。1918年1月14日（27日）被苏维埃政府封闭。以后曾用其他名称及原名（1918年3—6月）出版。1918年10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社会革命党叛乱分子占领的萨马拉出了4号。1919年3月20—30日在莫斯科出了10号后被查封。——221。









《列宁全集》第29卷


重要的揭露

（1917年4月13日〔26日〕）

有克伦斯基部长亲自参加的《人民事业报》，在今天的社论中坦白地宣称：“我们《人民事业报》从在我们看来很有权威的人士方面获悉，上述照会〈即关于放弃兼并和赔款政策的照会〉目前尚未发出。”

由此可见，那些说“我们已经迫使政府放弃了兼并”并且真是这样想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委员及其拥护者是错了。

同志们和公民们！请你们读一读，反复地读一读我们提到的《人民事业报》的这一声明，细细想一想它的意义吧！

社论接着说：


　　“而古契柯夫先生附和皇宫广场上的他那位渴求兼并君士坦丁堡和两个海峡的好战同事，在告罗马尼亚战线部队书中提出了必须彻底击溃德奥的口号……”



　　《人民事业报》既然 知道
 米留可夫渴求兼并，为什么不把这一点说得更详细些呢？难道人民的事业不要求《人民事业报》说得更明白更坦率些吗？社论在结尾提到“我们临时政府中好战的 那一部分
 人”。

再说一遍，难道人民的事业不要求《人民事业报》把姓名和事实、事实和姓名和盘托出吗？





	载于1917年4月14日《真理报》第3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221—222页













《列宁全集》第29卷


银行和部长

（1917年4月13日〔26日〕）

前外交大臣、现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H．H．波克罗夫斯基当了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的董事。前大臣会议主席弗·尼·科科夫佐夫伯爵也当了该银行的董事。　　

昨天晚报上的这个消息使我们很高兴。　　

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不论今天或明天，他们都主张“把战争进行到底”。　　

这种情形不仅在俄国，而且在资本统治着的一切地方都有。一小撮掌握着整个世界的银行家在靠战争发财。　　

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可是要知道，波克罗夫斯基和科科夫佐夫都是旧制度下的大臣，而今天我们是生活在革新了的俄国。　　

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作为答复：


　　那么现任部长古契柯夫、捷列先科、柯诺瓦洛夫加入了多少家银行（当经理、股东、实际上的老板）？


银行的职员同志（附带说一句，他们应该赶快组织自己的联合会）如果能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在工人报刊上发表出来，那可是做了一件好事。　　





	载于1917年4月14日《真理报》第3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223页













《列宁全集》第29卷


反对大暴行制造者


告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全体居民书
 [122]

（1917年4月13日或14日〔26日或27日〕）

公民们！沙皇大臣普罗托波波夫所创办的、连立宪民主党人都鄙视的《俄罗斯意志报》，正在鼓吹大暴行来对付我们党，对付《真理报》，对付我们的列宁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对付设在克舍辛斯卡娅宫的我们党的彼得堡委员会。我们接到许多口头通知和书面通知，说有人威胁要用暴力，要用炸弹等等来对付我们。

改扮成“共和派”的资本家们，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力图煽起工人和士兵之间的敌对情绪。起初他们诬蔑工人，说工人存心要让军队挨饿。现在又在竭力诋毁《真理报》。

现在我们要诉诸彼得格勒革命工人和士兵的荣誉感，我们声明： 

我们不仅从来没有直接地或间接地威胁说要用暴力来对付某些人，相反地，我们经常声明，我们的任务是向全体人民 说明
 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全体工人和士兵选出的 工兵代表苏维埃
 是 唯一可能的
 革命政府。

取道德国回国的 各
 党派的同志， 在
 回国的 第二
 天就向 全体
 工人和士兵的受托人即工兵代表苏维埃 执行委员会
 作了 报告
 。在这个执行委员会中有齐赫泽、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和斯切克洛夫等人。

同志们！工兵代表苏维埃的这些领袖，在很多地方不同意我们对国家制度问题的看法。他们不会偏袒我们。

执行委员会是怎样做的呢？

它在自己的《消息报》（1917年4月5日第32号）上 全文发表了
 我们取道德国回国的报告。

这个报告列举了一切事实，并举出了瑞士和瑞典这两个中立国的、 审查过
 我们的议定书的外国社会党人的 姓名
 。

执行委员会做了什么决定呢？它对列宁等人取道德国回国有没有加以谴责或者哪怕表示不满呢？


没有
 。《 消息报
 》编辑部在那一号报纸上对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作了如下的报道：


　　“执行委员会听取了祖拉博夫和季诺维也夫两位同志的报告，决定立即向临时政府进行交涉，同时采取措施使所有侨民都能迅速获准返回俄国，而不管他们的政治见解和对战争的态度怎样。同政府交涉的结果如何，我们将于日内发表。——编辑部
 ”



　　任何人都会看到，这里 没有
 一句责难列宁和他的同志的话。这里对临时政府提出了 警告
 ，决定 采取措施
 使临时政府不再阻挠侨民返回俄国。此后， 马尔托夫
 的电报和 托洛茨基
 在英国的被拘留，都证明米留可夫对付英法两国（这两国都把本国的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监禁起来）是软弱无力的，要不就是他 不想
 采取认真的措施。

在战争期间，俄国人和德国人交换过几十次。国务会议的成员柯瓦列夫斯基就是拿一个奥地利人交换回来的，如此等等。政府为有钱人安排过多次交换。为什么现在的政府不愿为侨民安排交换呢？原因是它想使许多战士没有可能参加革命斗争。

《俄罗斯意志报》以及踩着它的脚印走的一些报纸如《言语报》和《统一报》在做些什么呢？

它们继续进行诬蔑，唆使那些无知的人对某些人施加暴力，它们既 不登载
 报告，也 不登载
 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我们向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提出了许多社会党人的姓名，侨民回国的每一个步骤都是经过他们审查和同意的。他们就是 法国
 社会党人洛里欧和吉尔波， 瑞士
 社会党人普拉滕， 瑞典
 社会党人林德哈根（斯德哥尔摩市市长）、卡尔松、斯特勒姆、涅尔曼， 德国卡尔·李卜克内西
 派的社会党人哈特施坦， 波兰
 社会党人勃朗斯基。

《俄罗斯意志报》、《言语报》、《统一报》的这种行动，就是给用武力、大暴行、炸弹进行威胁的黑暗势力当帮凶。

士兵和工人同志们！

我们提醒你们要警惕《俄罗斯意志报》、《言语报》、《统一报》的先生们，我们再三声明：我们主张向全体人民 说明各
 党派的观点，我们认为应当 尊重
 兵工代表苏维埃。

如果临时政府、《言语报》、普列汉诺夫先生不满意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做法，那他们为什么 不公开提出来呢？为什么不要求纠正呢？
 为什么害怕转载《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32号所登载的东西呢？究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企图制造混乱！

如果将来使用了某种暴力手段，那我们认为，这要由竟敢 不登
 报告和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并进行卑鄙诬蔑的《俄罗斯意志报》、《言语报》、《统一报》等的编辑和撰稿人负责。

亚·费·克伦斯基部长亲自参加的《人民事业报》已经指出，上述报纸所用的手段是在帮助大暴行制造者（《人民事业报》第23号）。

应该让米留可夫之流、阿姆菲捷阿特罗夫之流、普列汉诺夫之流知道，如果由于他们的诬蔑而导致使用暴力，那首先遭殃的将是他们自己。

打倒鼓吹大暴行的行为！打倒隐瞒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而进行诬蔑和欺骗的英雄！

士兵和工人同志们！你们一定不会让大暴行来破坏人民的自由！你们一定会争取到对 你们的
 兵工代表苏维埃的决定的 尊重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载于1917年4月15日《真理报》第3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227—230页

















[122]《反对大暴行制造者》这篇告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全体居民书是根据《告士兵和水兵书》（见本卷第209—211页）改写的，1917年4月14日（2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提前讨论第6项议程“关于对《真理报》的攻击”时予以通过。——225。









《列宁全集》第29卷


公民们！应当懂得各国资本家采取的手法是什么！[123]


（1917年4月14日〔27日〕）

今天《言语报》社论的最后一段话是这样的：


　　“德国政府在努力维持德国的内部团结并离间各协约国。而我们的‘真理派’却千方百计地在破坏革命俄国的团结，唆使俄国政府去反对英法盟国政府。我们难道没有权利说，列宁的‘一帮人’是在替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和威廉二世效劳吗？”



　　不，资本家先生们，你们没有权利这样说。正是我们真理派，而且只有我们，不仅没有去维持德国的内部团结，而且 恰好相反，是在破坏这种团结
 。这是事实，俄国的资本家先生们无论用什么谎话都抹杀不了这个事实。

事实是，我们真理派，而且只有我们，要求德国社会党人立即无条件地同德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即谢德曼之流分裂，同德国的“中派”即不敢在原则上断然同谢德曼之流决裂的动摇分子分裂。

事实是，我们真理派，而且只有我们，主张 只
 同两个德国社会党人的派别（“斯巴达克派”和“工人政治派”）团结，这两个派别都赞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政策，即 破坏德国内部团结的政策
 。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政策是 在实际上
 而不是在口头上破坏 德国的
 资本家和工人的“内部团结”。

卡尔·李卜克内西清楚地认识到，德国资本家和他们的威廉是帝国主义者，也就是强盗。还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召开期间（1915年9月），他就写过一封信给代表会议，这封信没有发表，因为当时李卜克内西还是一个有合法身分的人，但是所有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人都知道这封信[124]。

这封信号召：不要国内和平，要国内战争。

这就是 我们的
 同道者卡尔·李卜克内西所宣传的德国的“内部团结”。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真理派（季诺维也夫和列宁）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的德译本中所宣传的东西。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社会主义与战争》。——编者注］



卡尔·李卜克内西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他在德国国会讲坛上号召德国士兵掉转枪口对准 自己的
 德国政府，后来他又参加街头示威游行，散发“打倒政府”的革命传单。

赞同我们真理派的政策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就是这样“在努力维持德国的内部团结”。正因为这样，他现在还在苦役监狱中受折磨。

不仅所有德国资本家的报刊都直截了当地把卡尔·李卜克内西叫作卖国贼和叛徒，而且所有德国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报纸也都比较明显地指责他是叛徒或无政府主义者。


一切
 国家的资本家大肆造谣，尽情诽谤、辱骂和斥责象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俄国的真理派那样的社会党人，说他们是叛徒，因为他们 破坏了
 工人同 本国的
 资本家、同本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同本国的“中派”分子的“内部团结”， 使各国工人
 为了停止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为了使全人类摆脱资本的枷锁而 团结起来
 。

德国的资本家诬蔑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们是叛徒。在德国，我们的同志卡尔·李卜克内西还不止一次地受到暴徒施加私刑的威胁。甚至连德国的普列汉诺夫——社会沙文主义者大卫也曾谈到这一点。俄国的资本家诬蔑真理派是叛徒。英国的资本家诬蔑苏格兰的国民教师马克林是叛徒，他也因犯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我们真理派所犯的 同样的
 “叛逆”罪行而在苦役监狱里受折磨。

法国的共和派资本家政府，把法国的 康坦
 和俄国的拉耶夫关在监狱里，因为他们印发了“要争取和平”的传单。

《言语报》的先生们，部长先生们，革命政府的委员先生们！把我们真理派关进苦役监狱吧，或者建议俄国人民把我们关进苦役监狱吧！这样，你们才是真正模仿“盟国”（对沙皇尼古拉二世来说是盟国，因为是 他
 签订的同盟条约！）资本主义英国的政策，英国就是把他们的真理派关在苦役监狱里的。

打倒 各
 国的工人和资本家的“内部团结”，因为这种“团结”使人类遭受了而且还在遭受着那种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进行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惨祸！


全
 世界 一切
 不仅在口头上同情卡尔·李卜克内西而且在实际上执行反对 本国
 资本家的政策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的团结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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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公民们！应当懂得各国资本家采取的手法是什么！》一文于4月21日（5月4日）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赫尔辛福斯委员会机关报《浪潮报》作为社论转载，标题改为《团结》，第一句改为“资本家们说……”。——229。



[124]指卡·李卜克内西1915年9月2日给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信。李卜克内西本人没有参加这次代表会议，因为他在1915年初被征召入伍当兵。他在这封信中写道：“要国内战争，不要国内和平。无产阶级要加强国际团结，反对假民族的假爱国主义的阶级调和，即展开争取和平、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阶级斗争……只有同心协力，只有各国互相支持，只有在这种互相支持中增强自己的力量，才能求得必要的手段，才能获得实际的效果……新的国际必将出现，它只能在旧的废墟上，在新的、更加坚实的基础上诞生。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朋友们，你们今天应该为明天的大厦奠立基石。要对假社会主义者进行无情的审判，要把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的一切动摇分子和不坚定分子推向前进。”列宁对李卜克内西所提出的口号十分赞同，并把这封信转寄给俄国的齐美尔瓦尔德派。——230。









《列宁全集》第29卷


是地主和农民的“自愿协议”吗？

（1917年4月14日〔27日〕）

昨天我们报纸的社论提到的盛加略夫部长的那份电报，今天在《日报》[125]上登载出来了，原文如下：


　　“读了拉年堡委员会关于播种谷物的决定后，我认为有责任声明，不遵照国家法律擅自解决土地问题是不能容许的。越轨行动会造成国家的不幸，会引起纠纷，使自由事业遭到危险。按照法律解决土地问题，是立宪会议的事情。目前，各地在乡粮食委员会下面设立土地问题调解室，以便土地耕作者和土地占有者达成自愿协议。关于租用荒地的问题也正在加紧研究。为了维持公共秩序，我要求按临时政府的各项决定行事，不要擅自作出其他类似法律的决定。”



　　如果显然占人口绝 大多数
 的农民没有权利作出自己的决定并加以执行，而必须等待地主和农民达成“ 自愿协议
 ”，这算是“民主”和“人民自由”吗？
一个
 地主有2000俄亩土地，而 300个
 农户也只有2000俄亩土地。俄国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300个农民必须等待 一个
 地主的“自愿”同意！！

士兵同志们，这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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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日报》（《День》）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12年在彼得堡创刊。孟什维克取消派参加了该报的工作。该报站在自由派和孟什维克立场上批评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地主政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持护国主义立场。从1917年5月30日起，成为孟什维克的机关报，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232。









《列宁全集》第29卷


诽谤者大合唱中的正直呼声

（1917年4月14日〔27日〕）

今天《小报》[126]登载了前方第四汽车医疗队的一群士兵告全体士兵同志书，要求调查列宁等人取道德国回国的情况。　　

这是从造谣诬蔑、肮脏诽谤、鼓吹大暴行的逆流中冲出来的正直呼声。的确，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 而且有义务
 要求调查任何一件有社会意义的事实。　　

这是正直的人们（不是大暴行制造者）所采取的正当的办法。　　

列宁和 所有
 同他一起回来的 各党派成员
 ，在回国的第二天就 立刻
 采取了这个办法。他们向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作了关于回国情况的 报告
 
［注：见本卷第119—121页。——编者注］

 ，在报告中举出了瑞士和瑞典两个中立国的一些社会党人的 姓名
 ，这些社会党人在关于回国事宜的议定书上签过字，并且审查过 所有的
 文件。在执行委员会中有齐赫泽、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斯切克洛夫等人。他们决定在《 消息报
 》上发表上述报告和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在审议报告以后决定：“执行委员会听取了祖拉博夫和季诺维也夫两位同志的报告，决定立即向临时政府进行交涉，同时采取措施使所有侨民都能迅速获准返回俄国，而不管他们的政治见解和对战争的态度怎样。”　　

这两个文件都登载在1917年4月5日《 苏维埃消息报
 》第32号上。　　

不转载这个报告和决定，而鼓吹大暴行，这是公平合理的吗？

前方第四汽车医疗队的同志们 不讨论
 《消息报》刊登的文件就急于“痛斥”回国者，骂他们是“叛徒”，“诅咒”他们，对他们大加辱骂，这样做对吗？

这不正是无政府主义，不正是号 召人们不尊重
 工人和士兵选出来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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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小报》（《Маленьк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黑帮的低级趣味报纸，1914年9月—1917年7月由阿·阿·苏沃林（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之子）在彼得格勒出版。该报迎合群众同情社会主义的心理，从1917年5月起，在报头下面标上“非党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字样。二月革命后该报猖狂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对列宁进行恶毒的诽谤。——233。









《列宁全集》第29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文献

[127]




（1917年4月）


1

关于目前形势和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报告

（4月14日〔27日〕）


（1）

记录

我们比其他政党确切得多地预先规定了政治路线，并用决议形式把它固定了下来。生活给我们创造了崭新的形势。革命者所犯的一个主要错误，就是往后看，只看过去的革命。可是生活却提供了很多新东西，必须把它们纳入事变的整个链条之中。

我们十分正确地确定了革命的动力。事变已经证实了我们布尔什维克的老的原理，但我们的不幸是有些同志想始终当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从前，群众运动只包括无产阶级和农民。西欧资产阶级一向是反对革命的。这在我们看来是习以为常的情况。现在完全不同了。帝国主义战争使欧洲资产阶级发生分裂，结果英法资本家出于帝国主义的目的成了俄国革命的拥护者。英国资本家直接同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以及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策划阴谋。英法资本家站到革命方面来了。欧洲报纸接二连三地报道英法派遣使节去同古契柯夫之类的“革命家”进行谈判。这是从前没有预料到的革命同盟者。这使革命出现了任何人都想不到的情况。我们得到的同盟者不仅有俄国资产阶级，而且有英法资本家。我在国外作的一个报告中也谈到过这一点 
［注：见本卷第64—65页。——编者注］

 ，当时一个孟什维克对我说，我们以前错了，因为情况表明，要使革命成功，是需要资产阶级的。我回答他说，要使革命在8天内胜利，他们才是“需要”的。要知道，米留可夫早在革命以前就声明过，如果要通过革命才能走向胜利，那他就反对胜利。米留可夫的这句话是不应当忘记的。

总之，革命第一阶段的发展情况，是任何人也没有预料到的。布尔什维克对于“保卫祖国”的可能性问题曾作过这样的回答：如果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的革命获得胜利（《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保卫祖国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

 目前情况特殊的地方，就在于有两个政权。在外国，现在任何一种比《言语报》左的报纸都不能入境，英法资产阶级的报纸又大谈临时政府掌握全部权力，而工兵代表苏维埃只是“一团糟”，因此关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谁也没有确切的概念。我们只是在这里，在本国，才知道工兵代表苏维埃已把政权交给临时政府了。工兵代表苏维埃是无产阶级和士兵的专政的体现，而士兵大多数是农民。这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可是，这个“专政”已同资产阶级妥协了。因此需要重新审查“老的”布尔什维主义。既成的局势表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同资产阶级政权交织在一起了。情况异常特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革命：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尽管握有武装，却和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尽管握有政权，却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掌握着资本的力量和组织的力量。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工人竟然还能很有组织。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因为政权已落入资产阶级手中。对此“老布尔什维克”反驳道：“它还没有完成，因为还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然而，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这样的专政。

土地运动可能有两条发展道路。农民会夺取土地，而农村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斗争则不会展开。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阶级斗争是不会停滞不前的。现在只重复我们在1905年所说的，而不谈农村的阶级斗争，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

现在，我们从一些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就看到一种等待立宪会议解决土地问题的思想，这是听从立宪民主党人的富裕农民的胜利。农民已在夺取土地，社会革命党人却阻止他们，劝他们等待立宪会议。必须把立即夺取土地的要求和建立雇农代表苏维埃的宣传工作结合起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土地纲领必须按新的方式实行。现在我们这里进行的大私有者和小私有者争夺政权的斗争，将来在乡村中也会发生。农民单有土地是不够的。无马的农户增加了很多。现在只有我们在开展土地革命，向农民宣传立刻夺取土地。夺取土地应当有组织地进行，不得损坏财物。可见，土地运动还只是一种预测，而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向农民阐明土地纲领问题；要把纲领的重点放在建立雇农代表苏维埃上。但是也应当有准备，农民可能象工兵代表苏维埃一样，去同资产阶级联合。因此，土地运动还应当开展。富裕农民自然会倾向资产阶级，倾向临时政府。他们可能比古契柯夫还要右。

资产阶级政权暂时是胜利了。农民的经济地位使他们不同于地主。农民需要的不是土地所有权，他们需要的是雇农代表苏维埃。谁劝农民等待立宪会议，谁就是欺骗农民。

我们的任务是要离开小资产阶级泥潭去开辟一条阶级路线，因为资产阶级正巧妙地干着自己的事，他们可以许下各种各样的诺言，实际上却在执行自己的阶级政策。

工兵代表苏维埃中的对比关系使政权落到了临时政府手中，社会党人自己则局限于“联络委员会”。这个政府固然由它那个阶级的最好的受托人组成，但政府毕竟是代表一个特定的阶级。小资产阶级已完全屈服于它。我们要是不划分出一条无产阶级路线，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资产阶级总是用欺骗或暴力来实现自己的统治。现在盛行的是阿谀和欺骗，这使革命沉寂下去。资产阶级只是在次要问题上作些让步。而在主要问题（土地革命）上，他们什么也不做。在俄国，除布尔什维克以外，全都沾染上革命护国主义，它处处占了上风，谁看不见这一点，谁就是无视事实，而所谓革命护国主义，就是放弃一切社会主义原则而去维护那种用“保卫祖国”的空话掩盖起来的大资本的掠夺利益，就是放弃小资产阶级已有的阵地。我谈到过“真诚的”革命护国派群众，那不是就道德范畴来说的，而是就阶级的含义来说的。工兵代表苏维埃所代表的那些阶级并不从掠夺战争中得到好处。欧洲的情况则不同。在那里，人民备受压迫，连极端机会主义的和平主义者所受的迫害也往往比我们真理派所受的厉害得多。在我国，工兵代表苏维埃不是靠暴力，而是靠群众的信任来贯彻自己的革命护国主义立场。欧洲则完全是个军事监狱。资本在那里残酷地统治着。在整个欧洲，应当推翻资产阶级，而不应当规劝资产阶级。在俄国，士兵是武装起来了，但他们甘愿受人欺骗，同意所谓只是为了“防御”威廉的进攻。在欧洲，没有“真诚的”革命护国派，这跟俄国不同。在俄国，人民由于愚昧无知、因循守旧，由于习惯于忍受棍棒，由于传统，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斯切克洛夫、齐赫泽在表面上是领袖，但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尾巴；尽管他们有种种美德，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等等，但他们在政治上已经僵死了。在我们这里，政权掌握在带有护国主义情绪的士兵手中。资本家的客观阶级地位是一回事。他们是在为自己而打仗。士兵，也就是无产者和农民，则是另一回事。夺取君士坦丁堡他们有兴趣吗？没有，他们的阶级利益同战争势不两立！因此，他们是可以教育和说服的。目前政治形势的关键，就是要善于向群众说明真理。当我们还没有向士兵或不觉悟的群众讲清“打倒战争”的口号的意义时，我们还不能认为革命群众等等是我们的“支柱”。

什么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呢？它的阶级意义就是直接的政权。当然，我们这里还没有充分的政治自由。但是象俄国现在这样的自由，如今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还没有。“打倒战争”并不是扔掉刺刀。这是要使政权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当前整个方针的重心就是要阐明这一点。布朗基主义是依靠少数人夺取政权。我们完全不同。我们还占少数，我们认识到必须争取多数。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我们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有国家。巴黎公社给我们工人代表苏维埃类型的国家提供了范例，提供了有组织的武装起来的工人直接掌握政权的范例，提供了工农专政的范例。苏维埃的作用，这种专政的意义，就在于用有组织的暴力对付反革命，靠大多数人的力量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以利于大多数人。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政权。苏维埃是一种国家类型，在这种国家里不可能有警察。这里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因而不可能回到君主制去。军队和人民应当融为一体，这才是自由的胜利！人人应当掌握武器。为了保住自由，全体人民都必须武装起来，——公社的实质就在这里。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否认国家组织，即否认暴力，尤其是否认有组织的武装起来的工人自己的国家，否认通过他们的苏维埃实现的国家组织。生活使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交织在一起。下一阶段将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无产阶级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还没有充分觉悟，应当启发他们觉悟。要在全国建立这样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是生活的要求。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这也就是巴黎公社！工人代表苏维埃不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那种职业组织。人民的看法不同，而且比较正确，他们把它看作政权。他们看到，工人代表苏维埃取得胜利才是摆脱战争的出路。这是一种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类型。一小批人夺取政权是不够的。俄国革命已更进了一步：除苏维埃以外，不可能有别的政权。资产阶级正是害怕这一点。只要苏维埃还没有取得政权，我们就不会把政权拿过来。但是必须由有生力量去推动苏维埃执掌政权。否则我们就不能摆脱资本家靠欺骗人民而进行的战争。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一点是必须认识到的；除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政府是必须推翻的，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正确地理解这一点。临时政府的政权有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依靠，因此要“简单地”推翻它是不行的。这个政府可以推翻，而且应当推翻，但要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要么前进，使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要么后退，退到帝国主义战争去，别的道路是没有的。考茨基否认战争时期进行革命的可能性。实际生活已经驳倒了他。

至于实行银行国有、对银行实行监督的问题，只要政权由工人掌握，这在经济上是可能的，在经济上不会有任何障碍。不言而喻，既然这样看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根本谈不上同“护国派”联合。

关于党的新名称：“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是不恰当的，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一点。他们“容忍了”这个名称，那是因为1871年以后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形势：必须 慢慢地
 训练人民群众，革命还没有提上日程。民主也是国家，而巴黎公社已更进了一步。目前全世界实际面临的问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社会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和全世界的其他社会沙文主义者背叛了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称作“共产党”。

（2）

报道

旧的传统公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已经不再适应变化了的情况。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但是形式和我们预定的不同，它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专政交织在一起。帝国主义战争把一切都打乱了。它使革命的狂热反对者英法资本家（还有高级军事指挥人员和反革命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变成了帮助革命取得胜利的人物。

正是这种历史上特殊的、各种情况的凑合，造成了两个专政：资产阶级专政和革命民主专政。在组织方面人民从来没有赶上过资产阶级；在俄国，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有组织的政权，但同时人民却还没有达到政治上的独立。由此就造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造成了士兵群众中小资产阶级多数和一部分工人对临时政府抱不觉悟的轻信态度，造成了革命民主派对资产阶级专政心甘情愿的服从。形势的特点在于，群众的不觉悟状态妨碍在无产阶级政策方面形成稳定的和自觉的多数（其他各种政治派别已经完全转到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革命民主派是由十分复杂的成分（就其阶级 地位
 和 利益
 而言，完全各不相同！）所组成的。他们分成以下的阶层：在农村中有靠11月9日法令而巩固了自己地位的富裕农民，以及只有一匹马的和没有马的贫苦农民；在城市中有靠近工人阶级的各阶层和小私有者。无产者、 半
 无产者从小资产阶级中分离出来是不可避免的，但革命联盟中私有者的团结，其力量有可能胜过群众在无产阶级口号下组织起来的力量。因此并不排除政权将仍然被资产阶级所把持，而不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结论：我们当前的任务不是推翻临时政府（因为这个政府现在依靠小资产阶级群众和一部分工人群众的 信任
 而维持着），而是细致地解释阶级任务和进行组织工作。

记录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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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4月14日〔27日〕）

交换意见后，证明分歧是存在的。我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

关于老的布尔什维主义。加里宁替老的布尔什维主义辩护。而他也得出结论说，我们当前的策略是对的。另外一种意见，则最明显地暴露出小资产阶级策略的倾向。

一个历来的提法：将革命进行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革命呢？1905年的客观情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是唯一的革命因素，立宪民主党人则拥护君主制。目前护国主义表明农民转向小资产阶级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将革命进行到底已没有意义。革命已把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革命分子在护国主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了。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未来如何？持护国主义观点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可能拥护君主制。

从布尔什维主义路线中产生一条新的路线。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了。我们是以各个阶级的利益不同为出发点的。雇农一定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私有者农民则一定会拥护护国主义。

护国主义表明，小资产阶级已经离开工人阶级而转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去了。部分地依靠在城市做工来维持生活的贫苦农民不需要这场战争。这个阶级一定会反对战争。

老的布尔什维主义应当抛弃。必须把小资产阶级的路线同雇佣无产阶级的路线区分开来。空喊什么革命人民，对克伦斯基来说是合适的，但对革命无产阶级并不合适。在尼古拉已被赶下台的时候当革命者，哪怕当民主主义者，并不是什么大功劳。革命民主毫无用处；那不过是空话。它是掩饰而不是揭露各阶级利益的矛盾。布尔什维克应当使工人和农民认识到这种矛盾的存在，而不应当掩盖这种矛盾。既然帝国主义战争会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在经济上遭到侵袭，这些阶级就一定会起来反对这场战争。

建立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网——这是当前的任务。现在整个俄国已经布满地方自治机关。公社也可以采取自治机关的形式。废除警察和常备军，人人武装起来，——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地方自治来实现。我所以提工人代表苏维埃，不过是因为它已经存在罢了。

有人说，应当“占有”无产阶级。齐赫泽、临时政府和其他一些人正在这样做，他们喊着关于革命民主的响亮词句。布尔什维克应当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区分开，而让克伦斯基去说“革命民主”、“革命人民”之类的空话吧。俄国的民主是帝国主义的。有人说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归结为文化工作。这是不对的。通过关于立宪会议的决议等等，这是“占有”无产阶级。

现在的任务，就是废除常备军、官吏和警察，人人武装起来。

立宪会议扼杀不了革命，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提到它了，而且谁也不打算召开它了。只有社会革命党人才会“要求”召开立宪会议。

这场战争是世界性的战争。是某些特定的阶级在进行这场战争，它是由银行资本造成的。只有使政权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才能使战争停下来。只要政权还保持在统治阶级手里，和平是改变不了任何东西的。

应当向无产阶级指出，要通过具体措施来推进革命。推进革命，就是要自动实现自治。民主的扩大并不妨碍自治，它使我们的任务能够实现。要结束战争，只有使政权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俄国已经最接近这一点），但无论如何不能靠各国资本家用交换被压制的民族的办法来实现停战。公社完全适合农民的情况。公社就是完全的自治，就是排除任何来自上层的监督。十分之九的农民一定会拥护这一措施。

如果农民拿到土地，资产阶级有可能容忍土地国有化。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声明，光有土地还养活不了人。要耕种土地，还必须建立公社。我们应当是集中主义者，但也有这样的时候，这项任务需要转到地方上去解决，我们就应该容许地方发挥最大的主动性。立宪民主党人已经象做官的样子了。他们对农民说：“等待立宪会议吧。”只有我们的党提出了确实能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口号。工人代表苏维埃完全能够在地方上建立公社。问题在于无产阶级是否有足够的组织能力，这一点事先无法估计，要在实践中学习。

托洛茨基主义是“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是不对的。小资产阶级是存在的，决不能把它一笔勾销。但它有两部分。它的贫苦部分是跟工人阶级走的。

战争。靠和平主义来结束战争，这是空想。可以缔结帝国主义和约来结束战争。但群众不要这样的和平。战争是阶级政治的继续，要改变战争的性质，只有变换掌权的阶级。

把党的名称叫作共产党，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其他国家的左派社会党人力量太弱了。我们应当采取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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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时发表的两点反驳意见

（4月15日〔28日〕）


（1）

有了昨天的讨论，我只想简短地谈一点意见。决议指出了出路在哪里。决定局势的关键不仅在于临时政府中有一定阶级的代表，而且在于它有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依靠。因此，结论不是我们应当屈从于这个小资产阶级，而是应当组织独立的集团，但这不是为了离开小资产阶级，而是为了推动它前进。夺取全部土地，就是革命人民的前进。用民兵代替常备军，也是前进。


（2）

加米涅夫同志转到齐赫泽和斯切克洛夫的政策上去了。如果我们不说，当然谁也不会说临时政府在拖延召开立宪会议。所有的人都想进行战争。这里涉及到反革命的组织问题。在革命时期实行监督是一个骗局。选举的日子有3天时间就可以确定。用列举“罪过”的办法我们可以为鼓动工作提供确切的材料。在联络委员会里不可能找到真理。不掌握政权就无法进行监督。用决议等等来监督，完全是胡说。说监督意味着消除小资产阶级幻想，那是糊涂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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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

（不晚于4月14日〔27日〕）

代表会议认为：

（1）临时政府按其阶级性质来说，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

（2）临时政府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俄国帝国主义和英法两国帝国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3）临时政府只是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压力下，某些方面也是在小资产阶级的压力下才部分地执行它所宣布的纲领；

（4）正在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反革命力量，在临时政府旗帜的掩护下，在它的公开纵容下，已经开始向革命民主派进攻；

（5）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的选举日期，阻挠人民普遍武装，反对把全部土地交给人民，强迫人民接受地主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阻挠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纵容军队中的反革命鼓动（古契柯夫之流的鼓动），策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来对付士兵等等；

（6）同时，这个政府目前依靠把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即农民）联合起来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信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依靠同它直接达成的协议；

（7）临时政府在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上的每一个步骤，不仅会使城乡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而且会使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看清这个政府的真正性质。


　　代表会议决定：


（1）为了使全部国家政权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或其他直接表达人民意志的机关手中，必须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团结城乡无产者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保证全体革命人民胜利前进；

（2）为此，必须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内部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增加苏维埃的数量，加强苏维埃的力量，使苏维埃内部我们党的一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小组团结起来；

（3）加紧组织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以便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掀起革命运动的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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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市政选举问题时发表的两点反驳意见

[128]




（4月22日〔5月5日〕）


（1）

既然我们实行比例选举制，那么联盟也就没有什么用处；少数是有保障的。我坚决反对加里宁同志的说法，因为同小资产阶级，同沙文主义者结成联盟，是不可想象的。有一点点要同资本家所支持的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想法，就是叛卖社会主义。我们要同谁联盟呢，同《国际》的出版人 
[129]

 吗？但是这个杂志还没有出版，因此我们对他们还不了解。齐赫泽是最恶劣的护国主义掩护者。在巴黎出版报纸的托洛茨基，还没有说明白他是赞成还是反对齐赫泽。我们一向反对齐赫泽，因为他是沙文主义的精巧的掩护者。托洛茨基始终没有说清楚。我们凭什么知道拉林（《国际》的出版人）执行的不是同样的策略呢？

我们应当提出明确的纲领。现在斗争是在三类政党之间进行：第一类是强盗和杀人犯的政党；第二类是用美丽的词句掩护这些强盗的政党；第三类政党不给强盗以任何赞助，它揭穿所有的错误，包括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错误。

苏维埃的过错不在于它没有取得政权，而在于它教给人民坏的东西，高喊什么它击败了政府。


（2）

我坚决赞成把那些同沙文主义决裂的孟什维克候选人列入我们的名单。这不是联盟。俄国是党派组织非常鲜明的国家。关于纲领：重要的是有报酬的民兵问题、粮食问题和税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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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政选举的决议

（4月22日〔5月5日〕以前）

市政纲领决不能只限于市政问题，特别在目前革命时期更是这样。

市政纲领对于目前政治生活中的一切根本问题，特别是战争问题和无产阶级对待中央政权的态度问题，也都应该有明确的回答。

在民兵、粮食、住宅和税收这一类市政问题上，我们不能期待小资产阶级政党会同意采取那些制止战争和消除战争后果的必要的革命措施。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我们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纲领的旗帜下单独参加选举，并向人民说明以下三大类政党的根本区别：（1）立宪民主党和比他们更右的政党；（2）小资产阶级政党（民粹主义者）和一部分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的政党（孟什维克护国派）；（3）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布尔什维克）。

按比例代表制进行的选举的技术规定，使得结成联盟在技术上成为多余之举。

最好在实际工作的基础上尽量同真正屏弃革命护国主义、拒绝支持临时政府的孟什维克接近，增进彼此的了解。只要在基本问题上取得相当一致的意见，我们就可以和这样的同志共同提出名单。必须提出有关市政纲领的具体建议，特别是在由资本家付给报酬的无产阶级民兵问题上。





	载于1917年5月2日（15日）《真理报》第4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255—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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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一批所谓“无派别”社会民主党人以及诸如此类的政治流派的态度的决议草案

（4月22日〔5月5日〕以前）

（1）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等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站到“革命护国主义”立场，投票赞成公债，这实际上就是支持古契柯夫、李沃夫之流的资本家帝国主义政府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2）这些政党都 支持
 临时政府，支持这个在对内对外政策上都代表资本利益并采取反革命立场的政府；（3）这些政党甘愿受资本家的欺骗，同时自己又拿一些虚无缥缈的希望来欺骗人民，说什么不掌握国家政权而向临时政府提出“要求”、对它实行“监督”等等，也可以改变这个资本家政府的阶级本性，使这个政府放弃资本家目前需要的帝国主义政策和侵犯自由的反革命措施；（4）由于这种欺骗而产生的、被上述政党所促成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级意识的模糊，在群众对资本家（现在资本家的主要手段是欺骗和阿谀奉承）完全采取轻信的不觉悟态度的情况下，就成了革命停滞和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有可能击败革命的主要原因。——有鉴于此，代表会议决定：

（1）认为投票赞成公债同维护整个革命护国主义立场一样，无疑地是彻底背叛社会主义，彻底背叛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原则，也就是背叛各国工人为反对各国资本家而结成兄弟联盟的原则；

（2）认为上述各党派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观点，用资产阶级的影响来腐蚀无产阶级；

（3）认为这些党派执行支持临时政府和拥护革命护国主义等等的政策，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转到了小资产阶级立场，因此，同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实行联合是绝对不可能的；

（4）个别的地方工人团体，虽然同孟什维克等等接近，但是愿意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革命护国主义”，反对投票赞成公债等等，对于这样的工人和团体，我们党的政策应该是支持他们，同他们接近，在他们彻底放弃背叛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基础上同他们联合。





	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257—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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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关于战争的决议时的讲话

（4月22日〔5月5日〕）

关于战争的决议是在委员会里起草的，但还没有最后完成。我想，这个决议完全拟好以后，将提交全党代表会议，而现在，我建议把现有的决议宣读一下。

决议分三部分：（1）战争的客观原因，（2）革命护国主义和（3）怎样结束战争。





	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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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争的决议草案

[130]




（不晚于4月14日〔27日〕）


一

目前的战争，从两个交战国集团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说，是资本家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为了分赃、为了金融资本即银行资本获得有利的市场、为了扼杀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

俄国的国家政权从尼古拉二世转到古契柯夫、李沃夫等人的政府手中，转到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手中，从俄国方面来说战争的这种阶级性质和意义并没有改变而且也不可能改变。

事实非常明显，新政府进行的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即侵略性的强盗战争，这表现在它不仅没有公布前沙皇尼古拉二世同英法等国资本家政府签订的秘密条约，而且正式承认了这些条约。新政府这样做，并没有征询人民的意见，显然是有意欺骗人民，因为大家知道，前沙皇签订的这些秘密条约是彻头彻尾的强盗条约，它们允许俄国资本家掠夺中国、波斯、土耳其、奥地利等等。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彻底背弃国际主义，就是说，不彻底破坏世界各国工人在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形成的兄弟团结，就决不能支持目前的战争、目前的政府和它发行的公债，不管这些公债的名称多么响亮。

现政府答应放弃兼并，即不再侵占别国或强迫任何民族留在俄国疆界以内，这也是完全不可信的。因为第一，同俄、英、法银行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并维护其利益的资本家，只要他们还是资本家，还没有放弃投入公债、租让企业和军工企业等等的数十亿资本的利润，他们就不会在这次战争中放弃兼并。第二，新政府为了欺骗人民而表示放弃兼并之后，却又于1917年4月9日通过米留可夫之口在莫斯科声明，它不会放弃兼并。第三，有克伦斯基部长参加的《人民事业报》揭露说，米留可夫甚至没有把他的放弃兼并的声明发往国外。

因此，为了提醒人民不要相信资本家的空洞诺言，代表会议声明必须严格区别口头上的放弃兼并和真正的放弃兼并，真正的放弃兼并，也就是立即公布一切掠夺性的秘密条约和对外政策方面的一切文件，立即使遭受资本家阶级（他们还在继续执行使我国人民蒙受耻辱的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策）压迫的、被强行并入俄国的、不享有充分权利的各民族获得彻底解放。


二

现在俄国的一切民粹主义党派（人民社会党人、劳动派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组织委员会即齐赫泽、策列铁里等）以及大多数无党派革命者，几乎都醉心于所谓“革命护国主义”，这种“革命护国主义”，就其阶级意义来说，一方面代表着同资本家一样靠压迫弱小民族来攫取利润的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和富裕农民的利益和观点，另一方面，它是资本家欺骗人民群众，不公布秘密条约而用许愿和花言巧语来敷衍搪塞的结果。

必须承认，“革命护国派”的广大群众是真诚的，就是说，他们 的确
 不愿意兼并、掠夺和压迫弱小民族， 的确
 希望 各
 交战国缔结一个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因为城乡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即完全靠或部分靠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来维持生活的那些人）的阶级地位使这些阶级从资本家的利润中得不到好处。

因此，代表会议一方面认为，绝对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任何让步，让步在实际上意味着完全背弃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同时声明，只要俄国资本家和他们的临时政府还只是用暴力威胁人民（例如，古契柯夫颁发了一个臭名昭彰的命令，威胁说要惩办擅自撤换长官的士兵），只要资本家还 没有
 用暴力来对付自由组织起来的、可以自由地撤换和选举 一切
 当权者的工人、士兵、农民和雇农等等代表苏维埃，我们党就宣传不使用暴力，完全用同志的说服方法来反对“革命护国主义”的严重而致命的错误，也就是要说明这样一个真理：广大群众对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资本家的政府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这在目前的俄国是迅速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


三

怎样才能尽快结束，不是以强制的和约而是以真正民主的和约结束这场由资本家掀起的，使全人类濒于破产、饥饿和毁灭的罪恶的强盗战争，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代表会议确认：

以为 任何一
 国的士兵单方面拒绝继续作战，单方面停止军事行动，“把刺刀往地上一插”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这是十分荒谬的。

我们党将耐心地坚持不懈地向人民说明这样一个真理：战争是由 政府
 进行的，战争总是同一定阶级的政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因此
 ，只有使全部国家政权转到真正不愿意维护资本家利润、真正能够消灭资本压迫的 阶级
 即转到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级手里，才能用真正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结束这场由尼古拉二世之类戴王冠的强盗和资本家这些不戴王冠的强盗所掀起的战争。

只有这个阶级才能 真正
 放弃兼并，挣脱金融资本即银行资本的罗网，在一定条件下，不是口头上而是 实际上
 把掠夺性的战争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战争，变成不是为了扼杀弱小民族而是为了使 全世界
 工农摆脱资本枷锁的战争。

代表会议再一次抗议资本家对我党进行的无耻诽谤，他们说我们赞同和德国单独媾和。我们认为德国资本家同俄、英、法等国的资本家一样是强盗，而德皇威廉同尼古拉二世以及英、意、罗等国的君主一样是戴王冠的强盗。我们不仅用俄文说明了我们的这一观点，而且在季诺维也夫和列宁合写的《社会主义与战争》这本小册子的德译本中也用德文说明了这个观点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社会主义与战争》。——编者注］

 。

此外，我党中央机关报的这两位编辑同志，曾于1915年10月13日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上代表我党声明：如果在战争期间革命使我党取得了政权，那我们会立即向德国和 全世界人民
 公开建议缔结非强制的即民主的和约；


如果德英法等国资本家拒绝缔结这种和约，那我们就自己进行革命战争
 ，号召全世界工人同我们联合行动。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



代表会议完全确认这项声明。

代表会议认为，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交战国，都没有俄国这样的自由，都没有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这样的革命群众组织；

因此，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全部国家政权都不可能这样容易、 这样和平地
 转到 真正的
 人民大多数即工人和贫苦农民手中。

代表会议声明，士兵粮饷的来源不应当靠发行使资本家发财的公债，而应当取自向资本家征收的高额所得税和财产税。

代表会议声明，在有宣传鼓动充分自由的条件下，在人民大多数还没有理解这次战争同资本家的利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时候，要尽快地停止各民族间的这场大厮杀，就只有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

这种办法就是在前线举行士兵联欢。

代表会议认定，甚至绝对捍卫资本家利益的《新时报》在4月12日发自基辅的电讯中也已承认，前线士兵已经开始联欢。士兵代表向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报告的一系列消息也证实了这一点。

俄德两国的士兵，即两国穿军服的无产者和农民开始联欢了，这向全世界表明，这些受资本家压迫的阶级的可靠嗅觉提示了停止各民族间大厮杀的正确途径。

所谓联欢我们认为就是：第一，要印刷俄德两种文字的号召书，在前线散发；第二，通过翻译人员在前线举行俄德两国士兵的群众大会，不许 两
 国资本家和大多数属于资本家阶级的将领和军官阻挠群众大会，没有士兵直接的特别许可，甚至不许他们参加大会。

在这种号召书中和这种群众大会上应当说明对战争与和平的上述看法，应当指出，只要德俄两国的国家政权完完全全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全人类立刻就可以松一口气，因为这会真正保证尽快结束战争，保证各国人民间实现持久的真正民主的和平，从而保证世界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





	载于1927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260—265页

















[12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是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4月6日（19日）的决定召开的，于1917年4月14—22日（4月27日—5月5日）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57名，其中包括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和立陶宛的组织的代表，军事组织的代表以及两名区联派代表。列入会议议程的问题有：当前任务——目前形势；关于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改组；党组织的建设；对其他各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市政选举；关于对《真理报》的攻击。列宁被选为代表会议的名誉主席，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报告》，参加了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和关于战争这两个决议案的起草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市政选举的决议案和关于对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一批所谓“无派别”社会民主党人以及诸如此类的政治流派的态度的决议案。



在代表会议讨论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的决议案时，列·波·加米涅夫提出修正案，坚持监督临时政府的错误主张。列宁批评了这种意见，认为它是妥协派的主张，是齐赫泽和斯切克洛夫的政策。代表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列宁的决议案。



由于爆发了抗议临时政府4月18日（5月1日）照会的群众运动，会议于4月19日（5月2日）休会。代表会议作出决定，号召工人和士兵支持4月20日（5月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临时政府上述照会引起的危机的决议（见本卷第290—291页）。代表们分赴工厂和兵营向群众进行解释。因此，代表会议后来的各次会议不是在全体代表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



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证明，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团结在列宁《四月提纲》的周围；列宁的策略得到了最大的党组织即首都党组织的赞同。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的大部分决议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决议的基础。——235。





[128]

 在代表会议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主席列·米·米哈伊洛夫作了关于市政选举问题的报告，主张同其他社会党结成联盟并提出共同的市政纲领。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和其他社会党没有分歧，而为了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这一联盟是必要的。米哈伊洛夫的市政纲领是一个一般民主的市政改革纲领，刊载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46号（未署名）。会议讨论米哈伊洛夫的报告时，列宁曾两次发言。会议最后否决了任何联盟，主张在选举市杜马时不仅提出市政问题，而且提出一般政治问题。会议通过了列宁所提出的决议案。——251。





[129]

 《国际》杂志（月刊）出版预告载于1917年4月16日（29日）《工人报》，第1期于4月18日（5月1日）在彼得格勒出版，看来列宁在4月22日（5月5日）尚未读到。该刊扉页上写明：在尔·马尔托夫到来之前，杂志由尤·拉林编辑。撰稿人名单中有尔·马尔托夫、尤·拉林、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Г．Ｏ．宾什托克。在该刊第1期，编辑部提出了妥协主义的口号：以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来实现无产阶级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的要求。杂志出到第3期（1917年6月）停刊。1917年8月，以尤·拉林为首的部分撰稿人同孟什维克决裂，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251。





[130]

 关于战争的决议草案是列宁拟定的，先在1917年4月14日（27日）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成立的委员会中进行讨论，然后由列宁在4月22日（5月5日）第四次会议上宣读。会议通过了这个草案，作为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提出的决议案定稿的基础。——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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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和土地

（1917年4月15日〔28日〕）

大多数士兵来自农民。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地主过去和现在是怎样压迫人民的。那么，地主的力量在哪里呢？

在于土地。

地主拥有几千万俄亩土地。因此，数百万农户只好去受地主的奴役，没有别的路可走。

只要地主还占有几千万俄亩土地，任何“自由”都不能对农民有所帮助。

地主的全部土地必须交给人民，国家的全部土地必须转归全体人民。土地应该由各地的农民和雇农代表苏维埃支配。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应该按照城市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式样，立刻在全俄国每一个农村里毫无例外地建立农民和雇农代表苏维埃。如果农民和雇农 自己
 不团结起来， 自己
 不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世界上任何人都帮助不了他们，任何人都无法把他们从地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为了使农民自己能够在各地立即夺取地主的全部土地，正确地支配土地，同时维持良好的秩序，避免任何财物遭到损坏，士兵必须帮助农民。

农民、士兵和工人在全国占绝大多数。这个多数 希望
 立刻把全部土地转交给农民代表苏维埃。 只要
 他们很好地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 只要
 他们有觉悟， 只要
 他们武装起来，那么谁也阻挡不住他们。

士兵们！你们要帮助全体工人和全体农民联合起来和武装起来！

士兵们！你们自己也要更牢固地联合起来，更紧密地同工人和农民联合在一起！不要让别人夺走你们手中的武装力量！

这样，只有这样，人民才能得到全部土地，才能摆脱地主的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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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哈伊洛夫练马场举行的装甲营士兵大会上的演说

（1917年4月15日〔28日〕）

报道

有人指责我们这些坚持国际社会主义观点的社会民主党人取道德国回俄国，说我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自由的叛徒，说我们被德国人收买了。

是谁在这么说？是谁在散布这种诽谤和谎言？

凡是看工人报纸的士兵和工人同志都知道，1917年4月5日《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32号上登载过苏维埃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在听取了季诺维也夫同志和祖拉博夫同志关于如何取道德国回到国内的报告后作出的。

苏维埃有没有责备我们呢？没有。苏维埃究竟是怎么说的呢？它作了答复，它要求临时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使国外所有的俄国政治流亡者不受阻挠地回到俄国。

列宁同志接着指出，临时政府至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此我们那些侨居国外的社会党人同志没有能够回到俄国。为什么？只是因为从这场骨肉相残的大厮杀中得到好处的英国，不愿意让我们那些向这场战争宣战的、要求和平的社会党人同志过境。英国人把英国自己的一名社会党人[131]关在监狱里，也把我们的托洛茨基同志（他在1905年曾担任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抓起来关在监狱里。

所有想打这场战争的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府——法国政府也好，德国政府也好，意大利政府也好，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么干的。它们把一切反对战争的社会党人投进监狱，关在那里。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取道英国回国吗？不能。所以只好求助于也主张和平的瑞士社会党人普拉滕。

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

列宁及其一行被允许过境了，但是能够证明我们没有同德国人发生任何联系的见证人普拉滕同志却没有被批准进入俄国。

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问题在于这场每个月都在夺走几十万人生命的战争是资本家进行的，战争对他们有利，战争给他们带来好处，因此各国资本家，包括威廉这个强盗和掠夺者在内，把所有希望和平、争取和平的人关进监狱，并对社会党人造谣中伤。

接着，列宁同志详细解释了战争的原因和战争的目的。他指出，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过去不愿意、现在也不愿意打这场战争和其他战争。他详细地论述了什么是工兵代表苏维埃，什么是有工厂主古契柯夫和地主参加的临时政府。

必须给予支持和帮助的不是临时政府，而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工兵代表苏维埃，因为只有这个政府才代表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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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指约·马克林。——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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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代表大会[132]


（1917年4月15日〔28日〕）

从4月13日起，在塔夫利达宫举行各农民组织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大会，大会的目的是制定召开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的条例和建立地方农民代表苏维埃。

据《人民事业报》报道，参加大会的有20多个省的代表。

大会通过了关于必须尽快自下而“上”地组织“农民”的决议。大会认为“各活动地区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是“组织农民的最好形式”。

为召开目前举行的这次代表大会而成立的临时委员会委员贝霍夫斯基指出，代表着1200万有组织的成员或5000万居民的莫斯科合作社代表大会[133]，决定用建立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办法来组织农民。

这是一件具有极重要意义的事情，必须全力予以支持。如果它能立即付诸实现，如果农民不顾盛加略夫的意见，不是按照他所说的同地主达成“自愿协议”，而是按照多数人的决定把全部土地立刻拿到自己手里，那就不仅有利于士兵，使他们获得更多的粮食和肉类，而且有利于自由事业。

因为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一定要自下而上，不要官吏，不要地主及其走狗的“监督和监视”——是革命取得胜利、自由取得胜利、俄国从地主的压迫和奴役下获得解放的最可靠的唯一的保证。

毫无疑问，我党全体党员、全体觉悟工人将全力支持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建立，关心这种苏维埃数量上的增加和力量上的巩固，并将努力使这种苏维埃按照彻底的、严格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方针进行工作。

为了进行这种工作，必须在一般农民苏维埃 内部
 把无产阶级分子（雇农、日工等）单独团结起来，或者（有时 还要
 ）组织单独的雇农代表苏维埃。

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要分散力量；相反，为了加强和扩大运动，必须把 最“下等的”
 （用地主和资本家的话来说）阶层，或正确些说阶级发动起来。

为了推进运动，必须使运动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竭力消除这个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的弱点、动摇和错误。

必须以同志的说服方式来进行这项工作，不要超越事变的进程，不要急于在组织上把农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自己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考虑到、理解到和感觉到的东西“固定”下来。但这项工作必须进行，必须立刻在各地开始进行。

应当提出来引起农民 注意
 的实际要求、口号，确切些说，建议，必须是现实生活中首要的迫切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村无产者主张立刻把全部土地毫无例外地转交给全体人民，立刻把土地交由地方委员会支配。但土地是不能吃的。千百万没有耕马、没有农具、没有种子的农户不会因土地转交给“人民”而得到什么好处。

应当立刻把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讨论并采取实际措施加以解决：如何使大农场在农艺师和雇农代表苏维埃的领导下，选用最好的机器和种子，采用最先进的耕作技术，尽可能作为大规模的企业继续经营下去。

我们不能向农民，更不能向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隐瞒：在保存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小经济是 不能
 使人类摆脱群众贫困的；必须 考虑
 如何向公共经营的大农场过渡，必须立刻 着手来实行这种过渡
 ，教导群众 并向群众学习
 用些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实现这种过渡。

另一个极重要、极迫切的问题是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问题。只是宣传民主，宣布和决定实行民主，委托代表机构中的人民“代表”去实行民主是不够的。要立即 建立
 民主，由群众自己从下面发挥主动性，有成效地参与 全部
 国家生活，而不要来自上面的“监视”，不要官吏。

用普遍的人人参加的人民武装，用普遍的人人参加的——一定要有妇女参加的—— 民兵
 代替警察、官吏和常备军，这就是能够而且应当立即着手进行的实际工作。群众在这件事上愈主动、办法愈多，胆子愈大、愈有创造性，就愈好。不仅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大概全体农民的十分之九都会拥护我们，如果我们能够用实际生活中的生动例子和教训来简单明了地阐明我们以下的建议：

——不让警察恢复；

——不让那些实际上不能撤换的、属于地主阶级或资本家阶级的官吏所享有的无限权力恢复；

——不让脱离人民的常备军恢复，这种常备军是剥夺自由和复活君主制的一切行动的最可靠保证；

——教导人民，直到最下层的人民学会管理国家的艺术，其办法是不仅仅从书本上学，而是要立刻普遍地转向实践，转向运用群众的经验。

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需要没有官吏、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的民主。由全民的普遍武装的 民兵
 来担任公务——这就是无论沙皇、威武的将军或资本家都夺不走的那种自由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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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这里说的农民代表大会是指1917年4月13—17日（26—30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各农民组织和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莫斯科合作社代表大会的倡议举行的。出席这个会议的有27个省的代表、军队的代表、农民协会总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区域委员会的代表。会议由人民社会党人、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主持，专门讨论筹备召开全俄农民代表大会的问题。会议主张成立统一的农民组织，并选出了召开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号召农民和士兵根据民主原则选举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268。



[133]指1917年3月25—28日（4月7—1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合作社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约有800名。大会讨论了成立全俄合作总社、准备立宪会议选举以及合作社组织参加粮食工作等问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左右了会议。大会主张支持临时政府和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但要求全部土地转归劳动人民所有、国家制度民主化和实行自治。代表大会在就关于合作社参加国家复兴工作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中，承认农民代表苏维埃是组织农民的最好形式。——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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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侨民回国

（1917年4月15日〔28日〕）

今天各报登载了一份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尔·马尔托夫、梁赞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纳坦松署名的电报，这份电报说：“ 我们断定，取道英国回俄国是绝对不可能的。
 ”

另一份由第二届杜马的代表曼德尔贝格，以及赖歇斯贝格教授、费利克斯·柯恩、乌斯京诺夫、巴拉巴诺娃、安德龙尼科夫等署名的电报说：


　　“我们认为出路在于俄德政府达成协议……交换
 被拘留人员……以释放同回国侨民数量相等的拘留在俄国的德国
 非军事人员作为交换条件。”



　　《俄罗斯意志报》和《统一报》的先生们怎么不把这些侨民也说成是德国间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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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士兵部会议上的发言[134]


（1917年4月17日〔30日〕）


1

关于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的发言

列宁说，他看过了执行委员会和委员会关于他的活动的决议，并决定在《真理报》上就这个决议发表自己的文章，而现在，他想简要地回答一下对他的责难。他感到有四个问题要给予回答：（1）形式上的问题，（2）土地问题，（3）政府问题，（4）战争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对决议中没有提到他取道德国回国一事表示欢迎，因为这表明，执行委员会已经同意委员会中对这件事避而不谈的那两部分人的观点。他念了决议中的一段话：“……认为所谓列宁派的宣传……”，并声明他对列宁派的宣传承担全部责任。为了回答决议中的这一责难，必须弄清楚上面提到的三个问题。列宁接着解释了这些问题。关于土地问题，他主张把全部土地无偿地转交给劳动群众使用；他谈到根据农民委员会的决定进行转交的问题，同时提到盛加略夫那份把夺取土地称为越轨行动的电报。这种论调是错误的，因为既然这是根据村委员会的决定进行的，那就是合法的夺取。如果以为来自彼得格勒的宣传能对农民产生影响，这就太天真了，那是不可能的。土地问题将在各地解决。由于饥荒日益逼近，必须立即夺取土地。同地主达成自愿协议是荒唐的，不能要求300个农户去同一个地主达成协议，而在俄国欧洲部分两者的比例就是如此。　　

（有人提议限制发言时间。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经过表决，发言时间限制为30分钟。）

列宁说，如果会议愿意的话，他可以换一个时间再作解释，但他也能在20分钟内结束解释。　　

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的问题，他说，我们不需要有官吏、资本家和军队的共和国，我们需要的是人民共和国。自下而上的工人、农民和雇农代表苏维埃，这就是理想的管理机构。政权应当掌握在人民手中。关于战争问题，列宁声明，他从来没有谈过补充连的问题，并且对此根本不了解。[135]所以他只谈战争问题。我国政府完全是由资本家组成的，进行战争是为了满足资本家的要求，只有通过工人群众的革命才能结束这种战争。我们的盟国提出的义务是掠夺性的，这些义务涉及的完全是分赃问题；兼并是同资本相联系的，只要还没有把资本夺到手，那就放弃不了兼并。他认为德国资本家和我国资本家是一路货，他把威廉看成是吸血鬼，所以当然谈不上与他单独媾和，那样做是荒谬的。资本家挑起了战争，他们不可能结束战争，为了结束战争，需要有工人革命。列宁派反对单独媾和。他们早在1915年就声明过这一点，他们说，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并公布一切条约之后，应当向全世界提议媾和。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

 如果有人拒绝这种媾和，无产阶级就将发动革命战争。只有若干国家的工人起来革命，才能结束战争。只有通过工人革命才能实现普遍的和平。结束战争的切实办法是：在前线举行联欢，加强工人、农民和雇农代表苏维埃政权。只有通过这些办法，才能实现工人革命和普遍的和平。　　

2

对问题的回答

（1）夺回库尔兰就是一种兼并，因为这样做的话，德国就有权夺回自己的殖民地。应该让一个民族有权自己决定怎样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总是按实力进行分配的，——谁强谁就多得。不应当为争夺库尔兰而战，但应当为争取让库尔兰自由决定自己的归属而战。　　

（2）关于夺取银行和货币。列宁号召不要擅自夺取，而要按照大多数人的决定来夺取。（有人喊道：“你们的理论会导致原始状态。”）——不会！（有人问：“如果其他国家想媾和，该怎么办？”）——开展工人革命，在前线举行联欢。　　

策略——应当看看实际生活将如何发展。实际生活的经验是最好的东西。必须发展俄国革命，使政权掌握在工人、农民和雇农的代表手中。（又有人问：“你们在德国宣传过这一点吗？”）——我们，即我和季诺维也夫，在国外出版过一本小册子[136]，内容就是现在所讲的，我们曾经用德文出版，德国社会党人在德国传播了这本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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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917年4月16日（29日）各报登载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士兵部执行委员会谴责列宁派的宣传的决议（参看本卷第277页），为此列宁于1917年4月17日（30日）出席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士兵部会议并要求发言。根据在士兵部中占多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要求，他的发言时间被限制为30分钟。列宁发言后回答了会上提出的问题。随后，他又在塔夫利达宫出口处的一个房间里，回答了簇拥在他周围的士兵们提出的问题。在列宁发言和孟什维克米·伊·李伯尔对列宁的发言进行辩驳以后，士兵部没有表态，决定转入原定议程。《言语报》和《统一报》登载列宁的发言时作了歪曲。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中，本文是根据会议记录刊印的。——273。　　



[135]这里说的是临时政府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调往前线一事。工人和士兵对此提出了抗议，因为临时政府采取这一措施削弱了首都革命人民的力量，并且违反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3月1日（14日）夜里提出的支持临时政府的八项条件中的一项：不把参加过推翻专制制度的卫戍部队调离彼得格勒。——274。　　



[136]指《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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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观点


答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


（1917年4月17日〔30日〕）

4月16日各报登载了以下的决议：


　　“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讨论了同志们提供的情况，即目前打着革命旗帜甚至是社会民主党旗帜的破坏性宣传，包括所谓列宁派的宣传广为流行的情况，认为这种宣传同来自右面的任何反革命宣传一样有害，同时又认为，只要这种宣传还只是宣传，就不能对它采取镇压办法，因此，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认为极其需要采取各种办法，用我们的宣传和鼓动去抵制这种宣传。我们应当竭力使我们的组织具有足够的力量，以便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我们的行动去对抗来自任何方面的反革命行动。我们恳切希望执行委员会[137]在报刊上特别是在部队中展开有计划的鼓动去同破坏性宣传作斗争。”



　　如果我们把这个决议同我们引用的《消息报》（4月17日）社论斥责这种“可耻而又可恶的诬蔑”的声明对照一下，我们就会立刻看到，在这个问题上 实际
 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分野：《俄罗斯意志报》是专事诬蔑的机关报，普列汉诺夫先生的《统一报》是重复“这种斗争方法”的报纸，《人民事业报》则是这两种情况的 证人
 。

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采取的是 另一种
 立场，它直截了当地声明：“只要宣传还只是宣传，就不能采取镇压办法。”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全文转载了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并且认为对它的实质作一番分析是有益的。

这个决议说列宁的宣传“同来自右面的任何反革命宣传一样有害”。

现在我们来看看以下三种宣传的实质性区别：（1）来自右面的反革命宣传，（2） 赞成
 临时政府和主张支持临时政府的宣传，（3）我们的宣传。

右派想推翻临时政府并恢复君主制。

临时政府 答应
 按照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达成的协议行事。

我们的宣传：全部国家政权只应当转到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手中，因为这些苏维埃显然代表着绝大多数人民。为此我们要作“说明”（象列宁在回国的第二天就在他的提纲中所明确谈到的那样） 
［注：见本卷第115页。——编者注］

 ，使大多数人民了解这种政权转移的必要性。

总之，右派主张君主政权。资本家主张资本家政权（因为临时政府就是资本家政府）；他们答应按照同工兵代表苏维埃达成的协议行事。

我们要使大多数人民相信，政权只应当归工兵等等代表苏维埃。

非常明显， 即使
 从主张同临时政府达成协议的人的观点来看，也不能把我们的宣传说成“同来自右面的任何反革命宣传一样有害”。因为主张达成协议的人现在依靠的正是大多数人民！他们怎么能够把我们 说服
 大多数人掌握全部政权的宣传，说成是“同来自右面的宣传一样有害”呢？

这显然是矛盾的。

士兵代表苏维埃未必能长久为它们的执行委员会的这种观点辩护。

我们再往下看。

实质上，我们的分歧在哪里呢？

主要是三点：

（1）关于土地。我们主张农民按照当地大多数农民自己的决定，立刻夺取 全部
 土地，以此来增加士兵所需要的粮食和肉类的生产。

临时政府主张农民同地主达成“协议”，也就是主张300个农民同一个地主达成“协议”。

让我们看看，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人民是赞成我们还是赞成临时政府。

（2）我们主张建立这样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从下到上没有警察，也没有常备军（根据我们的信念，应当用全体人民普遍的武装来代替它），没有实际上不能撤换的、享受优厚的资产阶级薪俸的官吏。我们主张一切官吏完全由选举产生，随时可以撤换，领取同无产者一样的工资。

临时政府主张恢复通常的那种警察，主张有常备军，有通常的官吏。

（3）临时政府主张把由血腥的尼古拉发动的 这样一场
 战争继续下去。临时政府主张承认 沙皇
 所缔结的掠夺性秘密条约， 不问民意如何
 ，甚至不公布那些条约。

我们反对这种战争，反对承认条约，反对不公布条约。

我们向一切国家的人民建议缔结能够毫无例外赋予所有民族以自由的非强制的即真正民主的和约来结束这次战争。我们要向人民证明，为了缔结真正非强制的和约来结束战争，必须使国家政权完完全全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

因为只要政权掌握在资本家和地主（古契柯夫、李沃夫、米留可夫）手中，战争实际上就依然受资本家控制，关于没有兼并的和约的一切诺言就依然只是诺言，全世界工人群众必然不信任资本家政府；这就是说，战争就会一天天拖延下去。

有人问：如果在俄国，政权转到了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而在德国却 没有
 发生这种既会推翻威廉二世， 也会推翻德国的古契柯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
 的革命（因为即使德国的古契柯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代替了德国的尼古拉二世，战争也是丝毫不会改变的），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的回答是：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的政权将是人民大多数的政权，而这个多数就是工人和贫苦农民。他们从兼并中 确实
 得不到好处，他们将不是在口头上而是 在实际上
 放弃兼并，他们 实际上
 将不再是资本家利润的守卫者。

在这种条件下， 我们也同意
 进行反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家的革命战争，因为这实际上将是反对任何资本的利益而不是维护一个国家的资本家的利益的战争。

有人问：如果不能把刺刀往地上一插就结束战争，那么，实际上怎样才能立即加速和平事业的到来呢？

我们的回答是：把刺刀往地上一插，一个交战国单方面拒绝打仗，是不可能结束战争的。为了加速和平的到来，立即可以采取的切实可行的办法（除工人进行革命战胜资本家以外）只有一个，而且只能有一个，就是士兵在前线举行联欢。

我们应该立刻拿出一切力量全面地无条件地帮助前线 两个
 交战集团的士兵举行联欢。

这种联欢已经开始了。让我们来帮助它吧。

这就是我们的观点。我们坚信，大多数人民 不会
 把它说成“同来自右面的任何反革命宣传一样有害”。





	载于1917年4月18日（5月1日）《真理报》第35号《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278—282页

















[137]这里说的执行委员会是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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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怎样听任资本家摆布的

（1917年4月20日〔5月3日〕）

大资本家和银行的报纸《金融报》[138]在4月17日的社论中出色地揭露了一个极重要的事实，这就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等政党怎样同临时政府达成臭名远扬的“协议”，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听任资本家摆布。

下面就是这篇社论的全文：



左派和公债

临时政府发行的自由公债在左派中间没有激起象大多数居民对公债表现出来的那种热情。

左派报纸分成了三派。列宁的《真理报》明确地反对公债，反映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报》坚决支持公债。最后，其他社会党人的机关报，如《工人报》、《土地和自由报》、《人民意志报》等，则采取了“中间的”立场：既不同于前者，也不同于后者，既不赞成公债，也不反对公债。兵工代表苏维埃的立场也是这样，它在原则上曾经决定支持公债，但目前又怀疑和动摇起来了。《日报》做得对，不久前它斥责了这个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中央最强大的集团所采取的不明确的两面立场。

似乎是为了证明这种斥责的正确，昨天兵工代表苏维埃重新提出了一度已经解决的公债问题，并且又得出了一种意见。尼·谢·齐赫泽通知说，过几天政府将发表一个新文件，详尽地阐明它在对外对内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尼·谢·齐赫泽建议，在这以前暂缓对支持公债问题进行审议。

左派的这种立场引起人们的猜疑是自不待言的。要知道，总得有人来管理国家并实行灾难深重的俄国迫切期待的那些改革。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现政府得到左派的信任，这就是说，直到目前政府丝毫没有破坏它所承担的义务；或者是它得不到这种信任。在后一种情况下，左派既然不支持临时政府，那他们自己就不仅应当担当起“监督”政府的责任，而且应当担当起管理国家的全部重任，对人民和历史负责。如果他们不能对临时政府所做的事情提出任何责难，那他们自然就没有理由等待它发表新文件，而应当全力支持它。无论如何不容许模棱两可，隐晦暧昧，吞吞吐吐，这种做法一方面丝毫没有减轻临时政府的责任，临时政府甚至不能在历史面前以自己的孤立无援为借口，另一方面，这实际上又使它丧失广大民主派群众的支持而处于困难的境地。

社会主义派别的优点在于他们一贯直率。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是同暧昧的态度、庸人的无气节和弹性的机会主义不相容的。目前在公债问题上，俄国社会主义的一些中央集团背弃了这些传统的原则，走上了十月党人的动摇不定的道路。舆论有权向他们呼吁：要直截了当地说明自己对待公债的立场，开诚布公地表明自己是赞成公债还是反对公债，从而对临时政府履行自己道义上的义务：或者使它能够依靠左派，或者确认自己同它有分歧。





　　银行巨头是些讲实际的人。他们对政治有着清醒的看法：既然你答应支持资本家政府（它正在进行帝国主义战争），那你就得认购公债。不错！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了起来，乖乖地投降了资本家。“过几天”“政府将发表一个新文件，详尽地〈！！？？〉阐明〈其实早就说得清清楚楚了！〉它在对外对内政策问题上的立场”的诺言，是一个空洞的诺言。

任何“文件”，不管是声明、保证或宣言，都改变不了事情的本质。而事情的本质是：李沃夫、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之流的资本家政府代表资本的利益，为这种利益所束缚，不能摆脱（即使它愿意也无法摆脱）帝国主义掠夺性的兼并政策。

借助于空洞而无约束力的言词来“ 依靠
 ”“左”派，也就是说想借助左派的威信来巩固自己的帝国主义政策而实际上却不在这方面作丝毫的让步，——这就是我们的帝国主义政府想做的，这就是齐赫泽和他的朋友们在客观上帮助它做的。

“十月党人的动摇不定”——这是一句流行的话，这句话就是那些看清了事情本质的政治家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路线所作的既切合实际又极其正确的评价。





	载于1917年4月20日（5月3日）《真理报》第36号《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283—235页

















[138]《金融报》（Финансов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金融、经济、工业和交易所的报纸（晚报），由维·维·普罗托波波夫创办，1915—1917年在彼得格勒出版。——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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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无产阶级民兵

（1917年4月20日〔5月3日〕）

4月14日我们的报纸登载了下诺夫哥罗德省卡纳维诺的通讯，这篇通讯说，“ 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建立了由厂方付给报酬的工人民兵
 ”。

如通讯所报道的，卡纳维诺区有16个工厂，将近3万名工人（铁路工人除外），这就是说，该区已经有不少大企业建立了由资本家付给报酬的工人民兵。

建立由资本家付给报酬的工人民兵，这无论从实际上或者从原则上来看都是具有很大意义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具有极大的、决定的意义的——措施。如果这一措施不成为普遍的措施，不贯彻到底，不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那么革命就得不到保障，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就 不可能
 。

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地主共和派之所以成为共和派，是因为他们确信 不这样
 就不可能对人民发号施令，他们力求建立一个君主制成分尽可能多的即象法国那样的共和国，谢德林曾把这种共和国称作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139]。

目前，地主和资本家看到了革命群众的力量，他们主要的一件事就是 保住
 旧制度的最重要的机关，保住旧的压迫工具：警察、官吏和常备军。他们力求把“民兵”变为一种旧式的部队，即一些不大的、脱离人民的、尽量亲近资产阶级的、受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指挥的武装部队。

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要求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但是欧洲大多数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我们孟什维克的大多数领袖“忘记了”或者是抛弃了党的纲领，而用沙文主义（“护国主义”）代替了国际主义，用改良主义代替了革命的策略。

但是正是在目前这样的革命关头，普遍的人民武装特别迫切需要。说有了革命的军队就无须武装无产阶级，或者说武器“不够”，这不过是欺骗和虚伪的遁词。问题在于：要立即着手组织普遍的民兵，使他们学会使用武器，尽管武器“不够”大家用；因为人民并不一定要人人经常备有武器。人民需要的是人人学会使用武器，人人加入这种用来代替警察和常备军的民兵。

工人需要的不是脱离人民的军队，而是工人和士兵 融成
 一体的全民的民兵。

不这样，压迫机关就仍然起作用，它今天为古契柯夫和他的朋友们即反革命的将军们服务，明天就可能为拉德科·德米特里耶夫或某个想当皇帝、想建立全民投票式的君主制的人服务。

资本家现在需要共和国，因为不这样就“应付不了”人民。但是他们需要的是“议会制”共和国，也就是要把民主制局限于民主 选举
 ，局限于有权把 代表
 人民和 镇压
 人民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0页。——编者注］

 （照马克思的极中肯极正确的说法）的人送进议会。

现时社会民主党中那些用谢德曼顶替马克思的机会主义者，背熟了“必须利用”议会制（这是无可争辩的）这条规则，但是忘记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民主 不同于
 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教导。

人民需要共和国，为的是教育群众实行民主。 不仅仅
 需要民主形式的代表机构，而且需要建立由群众自己从下面来全面管理国家的制度，让群众有效地参加各方面的生活，让群众在管理国家中起积极的作用。用普遍的人民武装即真正普遍的民兵 代替
 旧的压迫机关即警察、官吏和常备军——这是唯一可走的道路，这条道路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国家避免君主制的复辟，使国家 能够
 有计划地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不是从上面“实施”社会主义，而是发动广大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去掌握管理国家的艺术，去掌管 全部
 国家政权。

由居于人民之上的警察，由充当资产阶级最忠实的奴仆的官吏，由受地主资本家指挥的常备军来担任公务，这就是力求永远保持资本统治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理想。

由全民的、真正是男女都参加的民兵，由能够部分地代替官吏的民兵来担任公务，同时，一切当权者不仅通过选举产生，不仅随时可以撤换，而且他们的劳动报酬不是同“老爷”一样，不是同资产阶级一样，而是同工人一样，——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理想。

这个理想不仅载入了我们的党纲，不仅在西欧工人运动史上即在巴黎公社的经验中占有自己的地位，不仅被马克思评价过、强调过、阐明过和介绍过，而且已被俄国工人在1905年和1917年实践过了。

工人代表苏维埃，按其意义来说，按其所创造的国家政权的类型来说，正是这样一种民主的机构，这种民主废除旧的压迫机关，走上全民民兵的道路。

但是在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被赶入工厂、替地主和资本家做苦工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怎样才能使民兵变成全民的民兵呢？

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工人民兵的报酬应当由资本家支付。

资本家应当按照无产者执行公务的天数和时数付给他们工资。

工人群众自己正在走上这条正确的道路。下诺夫哥罗德工人的例子应当成为全俄国的榜样。

工人同志们，要使农民和全体人民相信，必须建立普遍的民兵来代替警察和旧官吏！要建立这样的而且仅仅是这样的民兵。要通过工人代表苏维埃，通过农民代表苏维埃，通过工人阶级掌握的地方自治机关来建立这种民兵。无论如何不要满足于资产阶级的民兵。要吸引妇女同男人一样去担任公务。一定要使资本家按照工人在民兵中执行公务的天数付给工资！

你们要自己立刻从下面、在实践中学习民主，要发动群众有成效地、直接地、普遍地参加国家管理，——这样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获得完全的胜利，才能保证革命坚定而有计划地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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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指1870年建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由保皇派掌握实权，它的头两任总统——阿·梯也尔和帕·莫·麦克马洪都是保皇派分子。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他的特写集《在国外》里把它称作“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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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了吧？

（1917年4月20日〔5月3日〕）

刚才有人告诉我们说，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刚刚收到我国临时政府发给驻外代表的一份照会[140]。

这份照会显然就是尼·谢·齐赫泽预料三天后就会公布的、看来是以反对兼并的几点声明为内容的那个“文件”。

结果怎么样呢？

在照会中临时政府直接声明俄国将作战到底，俄国将仍然忠实地履行对盟国的义务。

这份照会象一颗炸弹那样爆炸了。

执行委员会的多数，齐赫泽、策列铁里等人完全不知所措了。整个谋求“协议”的政策显然破产了，比我们所预料的要快得多。

靠在联络委员会里空谈，帝国主义战争是停止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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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指1917年4月18日（5月1日）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致各盟国政府的照会。关于这个照会，写参看《临时政府的照会》一文（本卷第295—297页）。——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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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临时政府1917年4月18日（5月1日）的照会引起的危机的决议

（1917年4月20日〔5月3日〕）

 　临时政府的照会证明了我党在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的决议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决议的内容是：（1）临时政府是一个手脚被英、法、俄三国资本束缚住的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府；（2）它许下的或者它能许下的一切诺言（如要“表达人民的和平意志”等等），除了欺骗以外，不会有任何别的意思；（3）临时政府（不管它的成员如何） 
不会

 放弃兼并，因为在这次战争中，特别是在目前，资本家阶级是被银行资本束缚着的；（4）民粹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目前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大多数领袖所奉行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即支持幻想“用感化的办法”来“改造”资本家（即临时政府）的政策，又一次被这份照会揭穿了。　　

有鉴于此，中央委员会认为：

一、目前政府成员的任何变动（米留可夫的辞职，克伦斯基的被召回等等）都是仿效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主义的最恶劣的手法，这种共和主义用集团的竞争和人员的调换来 代替
 阶级斗争。　　

二、动摇于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唯一生路，就是无条件地转到唯一真正能够打碎金融资本和兼并政策的桎梏的革命无产阶级一边去。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士兵一起，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在人民大多数的支持下把全部国家政权拿到自己手里，才能建立一个为各国工人信任的、能用真正民主的和约来迅速结束战争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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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各交战国士兵书[141]


（1917年4月20〔5月3日〕）

士兵弟兄们：

我们都被这场可怕的战争弄得痛苦不堪，战争夺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使几百万人成了残废，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破产和饥饿。

愈来愈多的人心中都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为什么要进行这场战争？

我们这些担负着战争的重担的工人和农民，日益清楚地了解到，战争是各国资本家为了资本家的利益，为了称霸世界，为了工厂主和银行家的市场，为了掠夺弱小民族而发动和进行的。他们瓜分殖民地，侵占巴尔干和土耳其的土地，而欧洲各国人民却要为此而破产，我们却要为此而死亡，为此而看到我们的家庭破产、挨饿和毁灭。

各国资本家阶级靠承包和军事订货，靠被兼并国家的租让企业，靠抬高产品价格，获得了空前未有的、骇人听闻的巨额利润。资本家阶级使各国人民在长长的几十年内缴纳贡税，即偿付数十亿军事借款的高额利息。而我们工人和农民却该死亡、破产和挨饿，该忍受这一切，该使各国工人互相残杀，彼此仇视来巩固我们的压迫者资本家的地位。

难道我们还要继续驯服地戴着枷锁，忍受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战争吗？难道我们还要站到本国政府，本国资产阶级，本国资本家一边，使各国工人，全世界工人的国际团结遭到破坏，从而使这场战争拖延下去吗？

不，士兵弟兄们，现在是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了，是我们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了。各国人民对把他们拖入这场战争的资本家阶级的义愤，正在日益发展、扩大和加强。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战前以最自由的国家闻名的英国，都有工人阶级的千百个正直的朋友和代表由于说了反对战争和反对资本家的真话而在监狱中遭受折磨。俄国革命只是第一次革命的第一步，随之而来的将有而且一定会有其他的革命。

俄国新政府（它推翻了象威廉二世一样的戴王冠的强盗尼古拉二世）是资本家的政府。它正象德英等国资本家那样进行着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它承认尼古拉二世同英法等国资本家缔结的掠夺性秘密条约，它不把这些条约公之于众，正象德国政府不把它同奥地利、保加利亚等国缔结的具有同样掠夺性的秘密条约公布出来一样。

4月20日俄国临时政府公布了一份照会，再次承认过去沙皇缔结的掠夺性条约，表示愿意把战争进行到彻底胜利，这甚至使一向信任并支持政府的人也都感到愤慨。

但是俄国革命除产生了资本家的政府以外，还产生了代表绝大多数工农的独创的革命组织，即彼得格勒和大多数俄国城市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到目前为止，俄国多数的士兵和部分工人，同德国的许多工人和士兵一样，对资本家政府，对资本家发表的关于没有兼并的和约、关于防御战争等等骗人的空洞言论，还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

但是工人和贫苦农民跟资本家不同，无论兼并或是保护资本家的利润，对他们都没有好处。因此，资本家政府的所作所为无论在俄国或在德国天天都会揭穿资本家的欺骗，表明只要资本家的统治继续存在，就不可能缔结会真正放弃一切兼并的，即会使一切殖民地、一切被强迫合并或没有充分权利的被压迫民族得到解放的，真正民主而非强制的和约，战争也就完全有可能愈演愈烈并拖延下去。


只有
 目前敌对的两个国家（如俄国和德国）的国家政权完完全全转到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能够冲破资本的一切关系和利益的罗网的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交战国双方的工人才会彼此信任，并在缔结真正民主的、真正解放 一切
 大小民族的和约的基础上迅速结束这场战争。

士兵弟兄们！

让我们尽一切力量来加速实现这一点，来达到这个目的吧。不要害怕牺牲，为工人革命而付出的任何牺牲都要少于战争的牺牲。革命的每一步胜利都将把几十万几百万人从死亡、破产和饥饿中拯救出来。

给茅屋和平，对宫廷宣战！给各国工人以和平！各国革命工人的兄弟团结万岁！社会主义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真理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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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真理报》刊登《告各交战国士兵书》时加了一个按语：“联欢。在前线已开始联欢。本报4月15日发表的明斯克军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用德文刊印这次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并向敌军战壕散发。现在我们发表我党通过的拟用俄文、德文和其他文字出版并在前线散发的告各交战国士兵书。”——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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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的照会

（1917年4月20日〔5月3日〕）

牌摊开了。今天各报登载了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两位先生的照会，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他们提出这份照会表示感谢。

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多数，即民粹主义者、孟什维克和所有迄今一直号召信任临时政府的人，受到了极大的惩罚。他们曾经希望、期待并且相信，临时政府在同齐赫泽、斯柯别列夫和斯切克洛夫进行有益的“联络”的影响下，会永远放弃兼并。结果却有点不对头……

在4月18日的照会中，临时政府声明“全体人民〈！〉愿将世界大战进行 到彻底胜利
 ”。

照会又说：“不言而喻，临时政府……将完全遵守对我们盟国承担的义务。”

真是简单明了。战到彻底胜利。和英法银行家的同盟是神圣的……


谁
 同“我们的”盟国即英法亿万富翁订立了这个同盟呢？当然是沙皇、拉斯普廷、沙皇匪帮。但米留可夫之流却把这个同盟条约奉为神圣。

为什么呢？

有人回答说：因为米留可夫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他很狡猾，等等。

问题根本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捷列先科、柯诺瓦洛夫是 资本家
 的代表。资本家是要侵占别国土地的。他们会获得新的市场、新的资本输出地，会更有机会为他们的成千上万个子弟谋取发财的职位等等。问题在于目前俄国资本家的 利益
 和英法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这一点，也仅仅因为这一点，沙皇同英法资本家缔结的条约才被俄国资本家的临时政府视为珍宝。

临时政府的新照会是在火上加油。它只会更加煽起德国的好战情绪。它帮助强盗威廉继续蒙骗“本国的”工人和士兵，驱使他们作战“到底”。

临时政府的新照会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后怎么办？

我国革命一开始，英法资本家就断言，俄国革命之所以发生完全是为了把战争继续进行“到底”。资本家需要掠夺土耳其、波斯、中国。如果为了这一点还要死上几千万个俄国庄稼汉，那又算得什么呢？只要能够取得“彻底胜利”就行……而现在，临时政府正是明目张胆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去打仗吧，因为我们要掠夺。

——每天几万个几万个地去死吧，因为“我们”还没有打出个名堂，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自己的一份赃物！……

任何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任何一个有觉悟的士兵，再也不会拥护“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了。信任政策破产了。

我们社会民主党全市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此后，每天都会证明 我们的
 立场是正确的 
［注：见本卷第249—250页。——编者注］

 。但是事变这样迅速地发展甚至出乎我们的意料。

在目前的工兵代表苏维埃面前有两条路可以抉择：一条路是对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忍气吞声，其结果是永远不起独立的政治作用，这样米留可夫明天就会“把脚放到桌子上来”，使苏维埃化为乌有；另一条路是回击米留可夫的照会，也就是说抛弃旧的信任政策，走上《真理报》所提出的道路。

当然，也可以找到一条腐朽的中间道路。但是，能够支撑很久吗？……

工人们，士兵们，现在你们应当大声疾呼：我们要求我国只有一个政权——工兵代表苏维埃。临时政府，一小撮资本家的政府，必须让位给工兵代表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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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根本问题

（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党人是怎样谈论的）

（1917年4月20日〔5月3日〕）

普列汉诺夫先生绝妙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在致“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的“五一”贺信（今天《言语报》、《人民事业报》和《统一报》登载了这封信）中写道：


　　“……它〈1889年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懂得，社会革命，确切些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在工人阶级中间进行长期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为前提的。现在，我国某些人忘记了这一点，他们号召俄国劳动群众夺取政权，而俄国劳动群众夺取政权只有在进行社会革命所必需的客观条件业已具备时才有意义。目前，这些条件还不具备……”



如此等等，他甚至号召“齐心协力地支持”临时政府。普列汉诺夫先生的这种议论，是一小伙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过时的人”的最典型的议论。唯其典型，所以值得详细地分析一番。

第一，援引第二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而不提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这合乎情理吗？这样做诚实吗？

第二国际（1889—1914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89年召开，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于1912年在巴塞尔召开。大会 一致
 通过的巴赛尔宣言，直截了当地、明确地（甚至普列汉诺夫之流先生们也无法加以歪曲）谈到了 无产阶级革命
 ，而且， 正是联系到
 1914年爆发的这次战争。

不难理解，为什么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党人不得不“忘记”整个巴塞尔宣言，或者“忘记”宣言的这个最重要的部分。


　　第二，我们的作者写道，“俄国劳动群众”夺取政权“只有在进行社会革命所必需的条件业已具备时才有意义”。



　　这是糊涂观念，不能叫作思想。我们 就
 假定“社会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之误。糊涂观念不仅仅表现在这里。俄国劳动群众是由哪些阶级构成的呢？谁都知道，是由工人和农民构成的。其中谁占多数呢？农民。农民按阶级地位来说是什么人呢？小业主和小经营者。请问，既然小经营者占人口的大多数，既然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还不具备，那么，大多数人怎么 会
 赞成实行社会主义呢？！谁 会
 说，谁在说要不顾大多数人的意志来实行社会主义呢？！

普列汉诺夫先生一下子就糊涂到十分可笑的地步了。

落到可笑的地步——对于那些按照资本家的报刊的做法想当然地去描绘“敌人”而不去确切地援引某些政敌的言论的人，这还是最小的惩罚。

我们再进一步看。 即使
 从《言语报》的那位庸俗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政权”应当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呢？应当掌握在大多数人的手里。糊涂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那样不恰当地谈到的“俄国劳动群众”是不是占俄国人口的大多数呢？当然是的，而且是占压倒的多数！

如果不是背叛民主（即使是按米留可夫理解的民主），怎么 能够
 反对“俄国劳动群众”“夺取政权”呢？

入林愈深，木柴愈多。分析愈深入，普列汉诺夫先生的糊涂观念也就暴露得愈彻底。

社会沙文主义者反对政权归俄国的大多数人！

普列汉诺夫先生是一知半解。他也把“劳动群众”同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混为一谈了，尽管马克思早在1875年就特别警告过不要把这两者混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9页。——编者注］

 。现在我们来向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先生解释一下这个区别。

俄国大多数农民会不会要求和实行土地国有化呢？无疑是会的。这是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呢？不是。这 还
 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土地国有化是一种可以同资本主义相容的措施。但是，这同时也是对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一个 打击
 。与17、18、19世纪的革命时期相比，这种打击会更有力得多地 加强
 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力量。

其次，俄国大多数农民会不会赞成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银行呢？会不会赞成在每一个村庄设立全国性的国家银行的代办所呢？

会的，因为这种措施无疑对人民方便有利。 甚至
 “护国派”也会赞成这种措施，因为它能够使俄国的“防御”力量增强很多倍。

从经济上来看，立刻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银行有没有可能呢？毫无疑问，完全有可能。

这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呢？不是的，这 还不是
 社会主义。

再次，俄国大多数农民会不会赞成糖厂主的辛迪加转归国有、受工农监督并使糖价降低呢？

一定会的，因为这对人民大多数有利。

从经济上来看，这样做有没有可能呢？完全有可能，因为糖厂主的辛迪加不仅在经济上确实已经成为具有全国规模的生产机体，而且早在沙皇时代就 已经处于
 “国家”（也就是为资本家效劳的官吏）的监督之下了。

把辛迪加收归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即农民的国家所有，这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呢？

不是的，这还不是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先生只要记起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也就能够很容易地相信这一点。

试问，这样一些措施，象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银行，把糖厂主的辛迪加收归民主派的即农民的国家所有，是会使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在全体居民群众中的重要性、作用和影响 加强起来呢，还是削弱下去
 ？

没有疑问，一定会加强起来，因为这 不是
 “小业主的”措施，因为现在 已经
 具备（1889年尚未具备）的“客观条件”为实行这些措施提供了可能性。

这样的措施一定会加强特别是城乡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先锋队城市工人的重要性、作用和对全体居民的影响。

这样的措施实行 之后
 ，俄国就有充分可能进一步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 步骤
 ，而在比较成熟、素质较好并且已经同西欧的普列汉诺夫们分裂的西欧工人帮助我国工人的条件下，俄国 必然
 会 真正
 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且这一过渡 一定
 会实现。

凡是没有转到“本国”资产阶级方面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党人都应该这样来谈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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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圣像对付大炮，用空谈对付资本

（1917年4月20日〔5月3日〕）

临时政府关于把战争进行到彻底胜利的照会，甚至引起了幻想资本家政府能够放弃兼并的人们的愤怒。今天，反映这种小资产阶级幻想政策的报纸，不是象《工人报》那样不知所措地支吾一番，就是企图把愤怒转移到个别人身上。　　

《新生活报》[142]写道：“民主俄国的政府中不应该有国际资本利益维护者的位置！我们确信，工兵代表苏维埃一定会毫不延误地采取最有力的措施，立即使米留可夫先生不再胡作非为。”而《人民事业报》则把同样庸俗不堪的高见表述如下：米留可夫的照会“力图使内阁一致通过的、具有十分重大国际意义的文件化为乌有”。　　

用圣像对付大炮。用空谈对付资本。政府关于放弃兼并的“文件”，原是最不值一提的外交上的官样文章，它只能欺骗愚昧无知的农夫，要想“迷惑”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新生活报》和《人民事业报》的撰稿人，那除非他们自己甘愿受骗。说“民主俄国的政府中不应该有国际资本利益的维护者的位置！”这是多么无聊的空谈。有教养的人怎么好意思写出这样的昏话来呢？

整个临时政府是资本家阶级的政府。问题在于阶级，而不在于个人。攻击米留可夫个人，直接或间接地要求把他免职，这是毫无意义的滑稽剧，因为只要执政的 阶级
 没有更换，人员的 任何
 更换都是无济于事的。　　

把俄、英、法等国的“民主”同维护资本的行为 对立起来
 ，这就是把自己降低到加邦之流的经济知识和政治知识的水平上。　　

愚昧无知的农夫要求资本家“承诺”“按照上帝的意旨生活”，而不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生活， 不
 做“资本利益的维护者”，这是可以谅解的。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领袖们，《新生活报》和《人民事业报》的撰稿人实行这种政策，那就是助长人民对资本家的幻想，这种幻想对自由事业和革命事业是极端有害、极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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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是俄国报纸（日报），由一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聚集在《年鉴》杂志周围的作家创办，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起增出莫斯科版。出版人是阿·谢列布罗夫（阿·尼·吉洪诺夫），编辑部成员有马·高尔基、谢列布罗夫、瓦·阿·杰斯尼茨基、尼·苏汉诺夫，撰稿人有弗·亚·巴扎罗夫、波·瓦·阿维洛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等。在1917年9月2—8日（15—21日）被克伦斯基政府查封期间，曾用《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十月革命以前，该报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时而反对临时政府，时而反对布尔什维克。该报对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查封。——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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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切尔诺夫公民的逻辑

（1917年4月21日〔5月4日〕）

维·切尔诺夫公民在4月16日的《人民事业报》上写道：


　　“他〈列宁〉甚至没有想一想，即使从他的观点来看，由英国许可他过境也是比较好的，因为这可以说是迫于俄国革命的压力，而由德国许可，动机就很值得怀疑了。”



　　结论：列宁无非是个狂人。好。然而30个回国的 各
 党派成员，包括崩得分子在内，又怎样呢？他们都是狂人吗？他们都“没有想一想”吗？

其次，马尔托夫、 纳坦松
 （请注意，他是社会革命党的领袖）、阿克雪里罗得等人的电报说道：“我们断定，取道英国回俄国是 绝对
 不可能的。”（见4月15日《工人报》）那么这份电报又怎样呢？

这是不是说，马尔托夫和纳坦松也是狂人，他们也“没有想一想”呢？

但是这些 并不
 属于我们党的证人（可是纳坦松却是属于 维·切尔诺夫那个党的
 证人）肯定了一个 事实
 ： 绝对
 不可能有其他走法！

结论是什么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维·切尔诺夫是一个用空话否认 事实
 的怪人，或者他被市侩沙文主义的谣言和诽谤吓得昏头昏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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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先生的未能得逞的脱身计

（1917年4月21日〔5月4日〕）

普列汉诺夫先生在《统一报》第15号上，用了连这个好骂人的报纸上一般也少见的大量骂人词句来攻击《真理报》，力图抹杀两个十分确凿的事实。

先生们，你们是抹杀不了这些事实的！

第一个事实。无论登载在1917年4月5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32号上的我们的报告 或是
 执行委员会的 决定
 ，普列汉诺夫先生都 没有转载
 。

这不仅仅是无政府主义地藐视 大多数
 士兵的代表，这是大暴行制造者的可耻手法。

第二个事实。对普列汉诺夫先生的诬蔑提出抗议的 不是
 我们，而是连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同僚克伦斯基也参加的《人民事业报》。1917年4月13日《人民事业报》关于普列汉诺夫先生的《统一报》清清楚楚地写道：


　　“……这种言论，这种斗争方法，我们已经在《俄罗斯意志报》上看惯了。可是在社会党人的文章中竟也看到这些东西，凭良心说，实在令人难过和痛心。”



　　这就是在政治上同普列汉诺夫先生接近的程度比同我们接近的程度密切一千倍的护国派证人的证词。普列汉诺夫先生说《人民事业报》的“评论拙劣”，用这样的话来 驳回证人
 的证词，他究竟是指望什么样的读者呢？

证人揭露了普列汉诺夫先生使用制造大暴行的手法。

有过一个时期普列汉诺夫先生是社会党人，现在他已经堕落到《俄罗斯意志报》的水平了。

任何谩骂都抹杀不了这样一个事实： 甚至
 《人民事业报》也揭穿了普列汉诺夫先生。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4月17日第43号）的社论称普列汉诺夫的诬蔑是“无耻而令人厌恶的”，这篇社论我们已在4月18日那号上转载了。

这个证人直截了当地说，黑暗势力及其报纸的无耻而令人厌恶的诬蔑过去有，现在也还有。堕落到《俄罗斯意志报》的水平的普列汉诺夫先生受到了足够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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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4月21日（5月4日）通过的决议



1917年4月18日临时政府发出了一份帝国主义的、富于侵略性掠夺性的照会，4月20日群众在彼得格勒街头多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讨论了这些事件在彼得格勒造成的形势，作出如下决定：

（1）资本家报纸和支持资本家的报纸说我们用 内战
 进行威胁，党的鼓动员和讲演人应当驳斥这种卑鄙的谣言。说它是卑鄙的谣言，因为在目前，即在资本家及其政府还不能够而且不敢对群众施加暴力的时候，在士兵和工人群众还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自由地选举和撤换 任何
 当权者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任何发动内战的想法都是幼稚的、荒谬的、怪诞的，在这个时候， 需要的是服从多数人的意志
 ，并允许不满意的少数对这种意志自由地进行批评；如果事情竟弄到使用暴力，那么责任就在于临时政府及其拥护者了。

（2）资本家政府及其报纸大叫内战的威胁，不过是为了掩饰只占人民的微不足道的少数的资本家不愿服从多数人的意志。

（3）为了了解彼得格勒大多数居民的意志（目前在彼得格勒，知道并能正确地表达农民情绪的士兵特别多），必须立即在彼得格勒各市区和郊区就对待政府照会的态度、支持哪一个政党、愿意要哪样的临时政府等问题举行人民投票。

（4）工厂、团队、街道等等的党的全体鼓动员，应当通过 和平
 讨论、和平示威游行以及广泛举行群众大会等方式，宣传这些观点和这一提议；要努力在各个工厂和团队里组织有计划的投票，严格遵守秩序和同志纪律。

（5）资本家说我们党主张同德国单独媾和，党的鼓动员必须一次一次地反对他们散布的这种卑鄙的诽谤；我们认为威廉二世也同尼古拉二世一样，是罪该万死的戴王冠的强盗，德国的古契柯夫之流即德国的资本家，也同俄、英等国的资本家一样，是侵略者、掠夺者、帝国主义者；我们 反对
 同资本家谈判，我们主张 同一切国家的革命工人和士兵
 谈判和联欢；我们确信，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政府所以要竭力制造紧张局势，是因为它知道，德国的工人革命已经开始，这个革命将使所有国家的资本家受到打击。

（6）临时政府散布谣言，说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完全破坏，这不仅是吓唬人民，要人民让现在的临时政府继续掌权，而且也隐隐约约地表明了一个毋容置疑的深刻真理：为着资本家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已使世界 各国
 人民走投无路，濒于灭亡，除了政权转归革命阶级即能够采取革命措施的革命无产阶级以外，确实别无出路。

如果我国还有粮食和其他物资储备，新的工农政府也会支配。既然资本主义战争把经济破坏到连粮食都没有了，那么资本家政府只会使人民群众的境况恶化，而不会使它好转。

（7）我们认为，目前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大多数领袖的政策，民粹主义者党派和孟什维克党的政策是极端错误的，因为信任临时政府、企图同它调和、在修正案上讨价还价等等，实际上无非是增加无用的公文，白白地拖延时间；此外，这种政策会造成工兵代表苏维埃同前线的、彼得格勒的大多数革命士兵及大多数工人在意志上不统一。

（8）我们号召那些认为工兵代表苏维埃应当改变自己的政策、应当放弃信任资本家政府及同它妥协的政策的工人和士兵，改选自己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只把那些会坚持符合大多数人真正意志的明确主张的人选进工兵代表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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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资本家不理智还是社会民主党欠聪明？

（1917年4月21日〔5月4日〕）

《工人报》今天写道：


　　“我们曾经坚决反对列宁的追随者煽动内战。但是现在发出内战信号的已经不是列宁的追随者，而是临时政府了，这个政府竟公布了一个嘲弄民主要求的文件。这真是一个不理智的步骤，工兵代表苏维埃必须立即采取坚决行动，以防止它造成惨重的后果。”



　　我们曾经极其肯定地、正式地、明确地宣布，全部工作的重心在于 耐心说明
 与信任资本家的小资产阶级护国主义狂热相对立的无产阶级路线，但是有人说我们是在“煽动”内战，难道有比这种神话更荒唐、更可笑的吗？难道《工人报》真的不明白目前叫嚣内战的是那些企图践踏人民大多数的意志的资本家吗？

被俄国和英法帝国主义资本的铁钳夹住的资本家，是非这样做不可的，在这种情况下说资本家的行为“不理智”，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马克思主义。

普列汉诺夫先生今天在《统一报》上比较直率地表明了整个小资产阶级护国主义联盟的政策，号召工兵代表苏维埃同临时政府“ 达成协议
 ”。发出这个号召，正象饭后送芥末一样滑稽可笑。

要知道这协议早已达成了！革命一开始就有协议了！目前这次危机的全部问题在于这个协议只是一纸空文，一张空头支票！用泛泛地号召达成“协议”（既不谈协议的条件，也不谈 实际的
 保证）或者用“唉，你们这些疯子！”这种叹息和咒骂，来回答由于这一协议 破产
 而直接提到人民面前的“该死的问题”，这难道不是小资产阶级路易·勃朗们（路易·勃朗口头上是工人的领袖，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悲喜剧吗？

“必须立即采取坚决行动”，——《工人报》一本正经地说。亲爱的同胞们，采取什么“行动”呢？你们自己也说不出来，你们自己也不知道，你们只会 唱高调
 ，因为你们就和路易·勃朗一样，实际上忘记了阶级斗争，用小资产阶级的空话和高调代替了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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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的护国主义的内容表露出来了

（1917年4月21日〔5月4日〕）

彼得格勒最近几天特别是昨天发生的事件清清楚楚地表明，我们说 群众
 的“真诚的”护国主义不同于领袖和政党的护国主义是多么正确。

居民群众是由无产者、半无产者和贫苦农民构成的。他们占人民的绝大多数。 这些
 阶级从兼并中确实得不到好处；帝国主义政策、银行资本的利润、来自波斯铁路的收入、在加里西亚或亚美尼亚的肥缺、对芬兰自由的限制，——这一切对他们（这些阶级）都 没有
 好处。

这一切合在一起，正好就是科学上和报纸上通常所说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政策。

事情的实质在于，古契柯夫们、米留可夫们、李沃夫们（即使他们本人都是善良、无私、博爱的安琪儿）是资本家 阶级
 的代表、领袖和选任的人物，而这个阶级从侵略掠夺政策中是得到好处的。这个阶级把几十亿金钱投入“战争”，“依靠战争”和兼并（即用暴力征服或 吞并
 其他民族）赚得几亿利润。

期望资本家 阶级
 能够“改邪归正”，不再做资本家阶级，期望这个阶级能够放弃自己的利润，这是一种幻想，一种空想，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欺骗人民。只有在资本家的政策和无产阶级的政策之间摇来摆去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家，才会抱这种幻想或者助长这种幻想。这正是民粹主义党派和孟什维克目前的领袖齐赫泽、策列铁里、切尔诺夫等人的错误。

护国主义广大拥护者根本不懂政治，他们既没有机会从书本上学习政治，又没有机会靠参加国家杜马，靠密切观察搞政治的人学习政治。

护国主义广大拥护者还不知道，战争是由 政府
 进行的，而政府则代表一定 阶级
 的利益，这次战争是两个交战国集团的资本家为了资本家的掠夺利益和掠夺目的而进行的。

护国主义广大拥护者不知道这些，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我们不要兼并，我们要求缔结民主的和约，我们不愿为了君士坦丁堡，为了扼杀波斯，为了掠夺土耳其等等而战，我们“要求”临时政府放弃兼并。

护国主义广大拥护者 真诚地
 要求这一点，这不是个人的要求，而是阶级的要求，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从兼并 得不到好处的
 阶级。但是群众中的这些人不知道，资本家和资本家的政府可以在口头上放弃兼并，用诺言和漂亮的词句来“搪塞”，而 实际上
 却 不
 会放弃兼并。

正因为如此，临时政府4月18日的照会才引起了护国主义广大拥护者强烈的、理所当然的愤怒。

懂政治的人不会因为这份照会而感到惊奇，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资本家“放弃兼并”的一切表示，都是毫无意义的官样文章，都不过是通常的外交手腕和外交辞令。

“真诚的”护国主义广大拥护者却大为震惊，异常愤怒，极为不满。他们 感觉到了
 ——他们还没有十分清楚地理解这回事，但他们感到自己是受骗了。

这就是危机的 实质
 ，必须把危机同个别人和某些政党的意见、期望、意图严格区别开来。

用新的宣言、新的照会、新的官样文章来临时“堵塞”一下这个危机（这是普列汉诺夫先生在《统一报》上所出的主意，也是米留可夫之流以及齐赫泽、策列铁里等双方的意图），用“官样文章”来“堵塞”已经形成了的裂口，这当然可以，但这只能造成危害。因为新的官样文章必然会欺骗群众，必然又会引起愤怒的爆发，如果这种爆发是不自觉的，那就会很容易造成极大的危害。

对群众应当讲明全部真情。资本家的政府 不
 会放弃兼并；它陷入了窘境，毫无出路。它感觉到、意识到、看到，不采取革命措施（只有革命阶级才能采取革命措施）就 没有生路
 ，它辗转不安、疯疯癫癫，说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一会儿用暴力威胁群众（古契柯夫和盛加略夫），一会儿又提议把政权从它手里拿去。

经济破坏、危机、战争的惨祸、绝境——这就是资本家带给 各国
 人民的东西。


除了
 把政权交给革命阶级即革命无产阶级，确实没有别的出路，因为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在大多数居民的支持下，促成 各
 交战国的革命胜利，引导人类走向持久和平，从资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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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加略夫的建议或命令和一个地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建议

（1917年4月22日〔5月5日〕）

4月14日彼得格勒《戈比报》[143]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征用私有土地

　　基什尼奥夫4月13日电。阿克尔曼工兵代表苏维埃鉴于县内尚有大量因租价昂贵而未租出的闲置土地，已建议所有村委员会和乡委员会，在不可能达成自愿协议的情况下，通过专员征用一切闲置的私有土地，以便耕种。




　　这则消息如果属实，那是非常重要的。阿克尔曼工兵代表苏维埃显然是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的，毫无疑问，它是清楚地直接地了解当地情况的。它考虑得很正确，播种面积无论如何要尽量扩大。但是在地主肆无忌惮地抬高租价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同地主达成自愿协议吗？

盛加略夫部长从彼得格勒坚决地建议这样做，他威胁农民，厉声斥责越轨行动。盛加略夫坐在彼得格勒说三道四，感到很自在。他以资本家政府的名义“保护”地主，感到很自在。　　

但是各地农民的处境怎样呢？阿克尔曼工兵代表苏维埃说“不可能达成自愿协议”，它对情况的估计不是更正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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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戈比报》（《Газета-Копейка》）是俄国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报纸（日报）。1908年6月19日（7月2日）起在彼得堡出版。1918年被查封。——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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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4月22日（5月5日）上午通过的决议



必须承认，4月19—21日爆发的政治危机（至少是它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

被资本家激怒了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起初 离开了
 资本家， 倒向
 工人 这一边
 ；但是过了一天，他们又去追随“信任”资本家并同资本家“妥协”的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的领袖们了。

这些领袖妥协了，交出了自己的全部阵地，满足于资本家提出的十分空洞、纯粹口头上的许诺。

危机的原因没有消除，这种危机的重演是不可避免的。

危机的实质在于：小资产阶级群众摇摆不定，他们时而保持长期以来的对资本家的信任态度，时而痛恨资本家，倾向于信赖革命无产阶级。

资本家在各种词句的掩饰下拖延战争。只有革命无产阶级正在引导人民并且能够引导人民通过全世界工人革命结束战争。这个革命正在我国蓬勃发展，正在德国成熟起来，在其他许多国家也日益逼近。

“打倒临时政府”这个口号在目前是不正确的，因为在革命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可靠的（即有觉悟的和有组织的）人民大多数的时候，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讲空话，或者在客观上是一种冒险行动。[144]

只有在工兵代表苏维埃赞成我们的政策并且愿意掌握政权的时候，我们才会主张使政权转归无产者和半无产者。

在危机期间很明显的一点是：我党在组织上是薄弱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团结是不够的。

当前的口号是：（1） 说明
 无产阶级的路线和无产阶级结束战争的途径；（2） 批评
 小资产阶级信任资本家政府并同它妥协的政策；（3） 在每个团队、每个
 工厂 中
 ，特别是在仆役、粗工等最落后的群众中，普遍深入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因为在危机期间资产阶级尤其争取他们的支持；（4）在每个工厂、每个区、每个街区中组织无产阶级， 组织
 、 组织
 、再 组织
 。

我党全体党员应当无条件地遵守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4月21日关于两天之内禁止在街头举行任何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的决定。中央昨天早晨散发了，今天又在《真理报》上刊登了这样一个决议：“在这个时候，任何发动内战的想法都是荒谬的、怪诞的”，示威游行只应该是和平的，如果发生暴力行为，其责任将在临时政府及其拥护者 
［注：见本卷第309页。——编者注］

 。所以，我党认为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上述决定（尤其是反对武装示威游行和反对朝天开枪）完全正确，必须 无条件地执行
 。

我们号召全体工人和士兵仔细讨论最近两天的危机的结局，并且只把能表达多数人的意志的同志选为工兵代表苏维埃和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如果代表不能表达多数人的意见，那就必须在工厂和兵营中进行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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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这里说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少数委员（谢·雅·巴格达季耶夫等）的冒险主义策略。在1917年的四月游行示威的日子里，他们违背党在这一时期采取的革命和平发展方针，提出了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批评了他们的这种行为。——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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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同志们注意！

（1917年4月22日〔5月5日〕）

拉舍维奇、克雷莫夫、马弗林三位同志受工兵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委托，要求我们声明：绝大多数参加4月20日和21日示威游行并举着“打倒临时政府！”标语的工人，都把这个口号仅仅理解为全部政权应当归苏维埃，理解为工人只有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争得多数以后才想取得政权。苏维埃目前的成分没有完全准确地表达工人和士兵群众多数的意志。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团认为，中央4月22日的决议没有确切地说明目前情况的特点。


编辑部的话
 。不言而喻，中央的决议并不是反对群众性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如果对上述口号作这样的理解，那就排除了任何轻举妄动或进行冒险的念头。示威游行具有和平的和广泛群众性的特点，这无论如何都是上述同志即示威游行组织者的代表的巨大功绩。资产阶级举行了有利于 自己的
 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只有上述同志才对资产阶级组织了应有的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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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教训

（1917年4月22日〔5月5日〕）

彼得格勒和全俄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经历了革命后的第一次政治危机。

4月18日临时政府通过的臭名昭彰的照会，十分明显地证实了战争的侵略掠夺目的，这就激起了过去真诚地相信资本家愿意（和能够）“放弃兼并”的广大群众的愤怒。4月20日和21日，彼得格勒沸腾起来了。街上挤满了人；一堆堆的群众，不分昼夜地到处举行大大小小的集会；群众性的示威游行接连不断地举行。昨天（4月21日）晚上，危机似乎是过去了，或者至少危机的第一阶段是过去了：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先后宣称政府对照会的“说明”、修正和“解释”（其实都是些十分空洞、毫无内容、不起作用、不负责任的废话）是令人满意的 
[145]

 ，并认为“事件已经结束”。

广大群众是否认为“事件已经结束”，将来自有分晓。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仔细研究危机中显现出来的 力量
 、阶级，并使无产阶级政党从中取得教训。因为任何一次危机的巨大意义，都在于它能使隐蔽的东西变成明显的东西，能够排除暂时的、表面的、琐碎的东西，扫除政治垃圾，显示出实际存在的 阶级斗争
 的真正动力。

实质上，资本家政府在4月18日只是重复了它过去那些用外交辞令掩盖帝国主义战争的照会。士兵群众被激怒了，因为他们曾经真诚地相信资本家的诚实和爱好和平。示威游行是从 士兵的
 游行开始的，他们喊着自相矛盾的、不自觉的、没有用的口号——“打倒米留可夫”（似乎更换某个人或某个集团就能改变政策的 实质
 ！）。

这就是说，大批不稳定的、左右摇摆的群众（他们和农民的关系最密切，按科学的阶级分析，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群众）， 从
 资本家 方面摆向
 了革命工人 方
 面。有力量 决定一切
 的群众的这种摆动或运动也就造成了危机。

于是人们立刻开始行动，跑上街头，并且组织起来，但这 不是
 中间分子，而是极端分子， 不是
 中间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而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占据了涅瓦大街（一家报纸称之为“米留可夫”大街）及其附近地区，即彼得格勒的繁华区，资本家和官员们的聚居区。军官、大学生和“中等阶级”举行了 拥护
 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在他们所举的标语中常常可以看到写着“打倒列宁”的旗帜。

无产阶级从 他们的
 中心即市郊各工人区挺身而起，在我党中央委员会的号召和口号下组织起来。中央委员会20日和21日通过决议，并立即由组织机构向无产阶级群众作了传达。工人的示威游行起初是在市内 不
 繁华的、比较偏僻的地区，后来分批涌入涅瓦大街。与资产阶级的示威游行截然不同，无产者的示威游行人更多、心更齐。他们的旗帜上写的是：“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

在涅瓦大街发生了冲突。两个“敌对的”游行队伍互相撕毁旗帜。有些地方打电话给执行委员会，说双方都开了枪，有伤亡；但是报道的消息极其矛盾，很不确实。

资产阶级表现得很惊惶，唯恐真正的群众即真正的人民大多数取得政权，大声喊叫出现了“内战的魔影”。苏维埃中的小资产阶级领袖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在革命以后，特别是在危机时期，根本没有明确的党的路线，现在他们也张皇失措了。危机前夜，执行委员会中差不多已有一半的票反对临时政府，但现在却有34票（对19票） 主张
 仍旧执行信任资本家并同他们妥协的政策。

“事件”被认为“已经结束”。

阶级斗争的 实质
 是什么呢？资本家 主张
 拖延战争，并且用空话和诺言来掩盖这一点；他们已陷入了俄国、英法两国和 美国的
 银行资本的罗网。无产阶级以它的有觉悟的先锋队为代表， 主张
 把政权转交给革命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半无产者， 主张
 开展全世界的工人革命（这一革命在德国显然也在发展）， 主张
 通过 这种
 革命来结束战争。

仍旧信任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的领袖们的广大群众，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完全被资产阶级吓倒了，他们略有保留地执行 资产阶级的
 政策，时左时右地摇摆不定。

战争是可怕的，对这一点体会最深的当然是广大群众。正是他们虽然还很不明确但已逐渐意识到这次战争是罪恶的，战争是由于资本家的竞争和内讧、由于争夺 他们的
 赃物而引起的。世界局势愈来愈复杂了。除了全世界工人起来革命， 没有别的出路，目前
 这一革命在俄国的进度已经超过其他国家，但在德国显然也在发展（罢工、联欢）。群众现在摇摆不定：他们信任昔日的老爷即资本家们，但又痛恨这些人；他们相信，一个新的、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会引导全体劳动者走向光明的未来，但又没有明确认识到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

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群众的动摇，这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后一次
 ！

工人同志们！教训是明显的。时间不等人。危机会接连到来。要拿出 全部
 力量来教育落后群众，同每一个团队、每一个尚未觉悟的劳动阶层的团体建立群众性的、同志般的、直接的（不仅是召开群众大会）联系！要拿出 全部
 力量来巩固内部团结，自下而上地把工人组织起来，直到把首都及其郊区的每一个区、每一个工厂以至每一个街区的工人组织起来！ 不要
 被那些跟着资本家跑的小资产阶级“妥协分子”，护国派，政府的“支持”派所蒙蔽，也不要被那些蓄意冒进、在人民大多数还没有紧密团结起来的时候就单枪匹马地呼喊“打倒临时政府！”的人所蒙蔽。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采取暴力，一小批武装人员发起局部的行动，布朗基式地“夺取政权”、“逮捕”临时政府官员等等，都不能消除危机。

今天的口号是：要更确切、更清楚、更广泛地说明无产阶级的路线， 无产阶级
 结束战争的途径。让各地无产阶级的队伍更加巩固、更加壮大！要在自己的苏维埃的周围团结起来！在苏维埃内部，要用同志式的说服方法和改选个别委员的方法努力把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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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说的是刊载在1917年4月22日（5月5日）报纸上的临时政府通告。通告说，“鉴于在解释外交部长照会问题上出现了疑义”，临时政府特作以下解释：4月18日（5月1日）的照会是政府一致通过的；照会中宣布战胜敌人是结束战争的条件，并不是要强占别国的领土；照会中提到的“制裁”和持久和平的“保障”，是指限制军备和建立国际法庭。——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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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怎样理解“耻辱”和无产者怎样理解“耻辱”

（1917年4月22日〔5月5日〕）

今天《统一报》在头版头条用黑体字刊出了普列汉诺夫、捷依奇和查苏利奇几位先生签署的一篇宣言。这篇宣言写道：


　　“……每一个民族都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命运。德国的威廉和奥地利的查理是永远不会同意这种看法的。我们同他们作战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和别人的自由。俄国不能背叛自己的同盟者。那样做会使它蒙受耻辱……”



　　所有的资本家都是这样议论的。他们把不遵守资本家 之间
 的条约看作耻辱，正如君主们把不履行君主们之间的条约看作耻辱一样。可是工人呢？他们是否认为不履行由君主们、资本家们签订的条约是耻辱呢？

当然不这样认为！有觉悟的工人 主张
 废除 所有
 这些条约，只承认 各
 国 工人和士兵
 缔结的有利于人民，即有利于工人和贫苦农民而不利于资本家的协议。

各国工人之间 有
 另外一种条约，即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普列汉诺夫在宣言上也签了字，但却背弃了它）。这个工人的“条约”认为，各国工人如果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互相残杀，那就是“犯罪”。

《统一报》撰稿人的看法和资本家的一样（《言语报》等也是这样看的），而和工人的不一样。

说德国的君主和奥地利的君主不会同意每个民族有自由，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这两个君主和尼古拉二世一样，也是戴王冠的强盗。但是，第一，无论英国的君主、意大利的君主或别国的君主（尼古拉二世的“同盟者”）并不就好一些。忘记这一点就会变成君主派或君主派的拥护者。

第二， 不戴
 王冠的强盗即资本家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丝毫也不比君主好些。难道美国的“民主派”即民主派资本家没有掠夺过菲律宾，没有在掠夺墨西哥吗？

德国的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如果接替了威廉二世， 同样也
 会是强盗，也不会比英国和俄国的资本家好些。

第三，俄国资本家会“同意”在他们压迫下的亚美尼亚、希瓦、乌克兰和芬兰的人民获得“自由”吗？

《统一报》撰稿人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实际上他们已经变成“本国”资本家和别国资本家进行掠夺战争的维护者了。

全世界工人国际主义者都主张推翻 一切
 资本家政府，拒绝同任何资本家妥协或协商，主张由 各
 国 革命工人
 缔结真正能够保证“每一个”民族都享有自由的 普遍的和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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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的报纸鼓吹大暴行

（1917年4月22日〔5月5日〕）

部长先生们得到苏维埃大多数领袖重新表示的信任，便向《真理报》和我们党进一步发起进攻。

部长的报纸《言语报》采取了《俄罗斯意志报》的最恶劣的手法。

部长的报纸在今天的两篇社论中重弹《俄罗斯意志报》的老调，加倍撒谎。


　　“彼得格勒全市〈！！〉居民觉醒过来了，纷纷走上街头，大声而庄严地宣布他们信任临时政府。”



　　彼得格勒“ 全市
 ”居民！——部长的报纸硬说有这么多人。……如果从彼得格勒“全市”居民中除去所有参加 反对
 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的 工人
 ，如果除去走上街头、参加 反对
 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的绝大多数士兵，如果除去几十万呆在家里根本没有出门的人，如果把彼得格勒“全市”居民理解为资产阶级极少数人、一小部分学生和一部分高级军官，那么，部长的报纸就说对了：彼得格勒“全市”居民拥护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部长的报纸依靠彼得格勒“全市”居民（请回想一下波将金村[146]吧！）的支持，公然对我们进行杀气腾腾的诋毁。


　　“……某些武装的人开枪射击的事，杀伤士兵的事，空前无耻地在德国大使馆悬挂失败主义者的旗帜这件事……昨天列宁派的血腥暴行令人忍无可忍，它对这种反民族的叛卖性宣传是一次无法补救的打击。但愿这种宣传已经不敢再抬头了。”



　　是谁“无耻”，——让读者去判断吧。这里每句话都是造谣诬蔑。我们的同志没有在德国大使馆悬挂过任何旗帜。在杀伤士兵这类事中，我们的同志没有罪过。昨天的暴力行为，责任在临时政府，完全在临时政府。让读者去判断谁的宣传是真正叛卖性的宣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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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波将金村是指实际上不存在的骗人的东西。据传说，1787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南巡时，当时南方三省总督格·亚·波将金为了显示自己“治理有方”，曾在女皇巡视沿途假造繁荣的村落。——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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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问题是怎样弄糊涂的？

（1917年4月22日〔5月5日〕）

今天，《日报》就中央委员会4月20日关于必须“ 在人民大多数支持下
 ”使政权转归革命无产阶级的决议写道：


　　“那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迟迟不动手呢？你们就来把政权拿去好了，何必作决议。”



　　这就是资产阶级报刊的典型的惯用手法。有些人对极明白的事情假装不懂，使自己在纸上轻易取胜。说“把政权拿去”这种话的人，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在 还没有
 得到人民大多数支持的时候试图取得政权就是冒险，就是布朗基主义（《真理报》早已专门地、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提出警告反对这样做）。现在，俄国有这样一种自由，就是 可以
 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成分测出多数人的意志，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要慎重地而不是布朗基式地取得政权，就必须 争取
 在苏维埃内部 扩大影响
 。

所有这一切，《真理报》早已讲过，再三地讲过，翻来覆去讲过多次，只有愚钝的人或别有用心的人才会“不懂”。《工人报》说“建议”（苏维埃）“掌握政权”是“不负责任的挑拨行为”，是“随便号召民主派进行内战、挑动工人和士兵不仅反对政府而且反对苏维埃本身的一种毫无政治责任感的蛊惑行为”等等。《工人报》究竟属于这两种不体面的角色中的哪一种，请读者自己判断吧！

在蛊惑行为的问题上，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颠倒黑白和嫁祸于人的吗？

根据4月21日《交易所新闻》[147]晚刊的报道，李沃夫总理曾发表如下的谈话：


　　“临时政府一直受到工兵代表苏维埃领导机关的支持。但近两周来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临时政府遭到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根本无法管理国家，因为在不信任和不满意的气氛下很难办事。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最好是辞职。临时政府充分意识到它对祖国所负的责任，为了祖国的利益，如有必要，它准备立刻辞职。”



　　难道这还不清楚吗？难道还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中央委员会要 在
 这个谈话发表 后
 提议调查民意吗？既然总理声明准备“辞职”，既然他承认工兵代表苏维埃是“领导机关”，那么，为什么还要讲“内战”、“挑拨行为”、“蛊惑行为”等等吓人的字眼呢？？？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工人报》认为李沃夫在用这一类声明欺骗人民，那么，它就不应当号召人们信任和支持临时政府，而应当号召人们 不信任和不支持
 临时政府；或者《工人报》认为李沃夫真的“准备辞职”，那么，它为什么还要大叫有人发动内战呢？

假如《工人报》真正了解实际情况，了解 资本家
 是为了掩盖 他们
 想用暴力粉碎多数人的意志而叫喊别人发动内战，那它跟着叫喊是何居心呢？

李沃夫有权建议苏维埃赞同和接受他李沃夫的政策。我们党也有权建议苏维埃赞同和接受我们无产阶级的政策。讲“挑拨行为”这一类话，正好说明不是对问题全然无知，就是堕落到卑鄙地进行蛊惑。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有权在中央和各地的苏维埃中争取扩大影响，争取多数。我们再说一遍：

“ 只有在工兵代表苏维埃赞成我们的政策并且愿意掌握政权的时候，我们才会主张使政权转归无产者和半无产者。
 ” 
［注：见本卷第320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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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交易所新闻》（《Биржевые　ведомости》）别称《交易所小报》（《бир-жёвка》），是俄国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报纸，1880年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每周出两次，后来出四次，从1885年起改为日刊，1902年11月起每天出两次。这个报纸的特点是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没有原则。1905年该报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曾改用《自由人民报》和《人民自由报》的名称。从1906年起，它表面上是无党派的报纸，实际上继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1917年二月革命后，它恶毒攻击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1917年10月底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被查封。——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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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爱·托尔尼艾年的谈话[148]


（1917年4月23日〔5月6日〕）

我们认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目前代表着大多数的工人和士兵。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布尔什维克）仍旧为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各个地方苏维埃中扩大影响、争取多数而斗争。我们建议工人和士兵在苏维埃代表不能完全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时举行改选。

这一次，苏维埃中的大多数是跟着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走的。

只要工人和士兵明显而稳定的多数拥护苏维埃，我们就不怀疑苏维埃能够掌握政权。况且这个政权不会拖延战争，而会在对人民群众最有利的条件下迅速结束战争。同时，我们还认为，苏维埃这个由工人和士兵选举出来的机构，一定能够把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争取过来。

资本家政府会不会拒绝召开立宪会议，这取决于反革命的发展和力量，毫无疑问，这种反革命的因素已经存在。

战争能否以缔结真正民主的和约而结束，这取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这个革命现在在俄国已经处于有利的地位，在德国显然也在发展（群众性的罢工、联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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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芬兰社会民主党报纸《工人日报》是在《同俄国革命家们的谈话》的大标题下，发表列宁同芬兰记者爱·托尔尼艾年的谈话的。——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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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蠢的幸灾乐祸

（1917年4月25日〔5月8日〕）

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决议（再加上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代表所发表的声明 
［注：见本卷第324页。——编者注］

 ）暴露出我们党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一致，于是《工人报》就幸灾乐祸、手舞足蹈起来。

让孟什维克去幸灾乐祸、手舞足蹈吧！这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安。孟什维克自己根本没有组织。齐赫泽和策列铁里是一派，他们是不管部长；组织委员会是另外一派，他们是没有路线的社会民主党人；“护国派”是第三派，他们是跟着普列汉诺夫跑的；马尔托夫则是第四派，他们是不拥护公债的。一群没有组织、没有党的人，看到别人的组织有了缺点，就得意忘形地高兴起来，这岂不是一件怪事。

我们用不着害怕真相。是的，工人同志们，危机的确暴露出我们组织中的缺点。让我们来克服这些缺点吧！

危机暴露出有人试图采取比我们中央委员会“稍左一点的”做法。我们中央委员会没有同意，但我们丝毫也不怀疑：我们党内的一致正在恢复起来，而且是一种自觉自愿的、完全协调的一致。

我们的路线愈来愈被证实是正确的。为了同心协力地执行这条路线，必须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得比现在 加倍地
 好。在每一个区、每一个街区、每一个工厂、每一个连队里，都应当有坚强的、同心协力的、能够 象一个人
 那样行动的组织。每个这样的组织都应当同它的中心即中央委员会有直接的联系，这些联系应当是牢固的，是敌人一下子破坏不了的；这些联系应当始终保持，而且要时时刻刻加以巩固并进行检查， 以防敌人对我们突然袭击
 。

工人同志们！让我们立刻在工人群众中间和部队中间自下而上地普遍建立群众性的坚强的无产阶级组织吧。我们绝不因敌人幸灾乐祸而感到不安，我们绝不害怕出现个别的错误和缺点。我们一定会克服这些错误和缺点。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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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文献

[149]




（1917年4月）





	· 1 代表会议开幕词（4月24日〔5月7日〕）
· 2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4月24日〔5月7日〕）


· 3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4月24日〔5月7日〕）


· 4 关于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方案的讲话（4月25日〔5月8日〕）


· 5 关于伯格比尔的建议的决议（4月25日〔5月8日〕）


· 6 对如何讨论维·巴·诺根的《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这一报告的建议（4月25日〔5月8日〕）


· 7 关于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的讲话（4月25日〔5月8日〕）


· 8 关于苏维埃的决议的提纲草稿（4月25—26日〔5月8—9日〕）


· 9 为维护关于战争的决议而发表的讲话（4月27日〔5月10日〕）


· 10 在讨论关于战争的决议时发表的反驳意见（4月27日〔5月10日〕）


· 11 关于战争的决议（4月27日〔5月10日〕）


· 12 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4月27日〔5月10日〕）


· 13 关于修改党纲问题的报告（4月28日〔5月11日〕）


· 14 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不晚于4月28日〔5月11日〕）


· 15 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4月28日〔5月11日〕）


· 16 在讨论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时提出的反驳意见（4月28日〔5月11日〕）


· 17 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4月24日〔5月7日〕以前）


· 18 关于联合国际主义者反对小资产阶级护国主义联盟的决议（4月27日〔5月10日〕以前）


· 19 关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决议（4月25—26日〔5月8—9日〕）


· 20 关于民族问题的讲话（4月29日〔5月12日〕）


· 21 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4月27日〔5月10日〕以前）


· 22 关于国际的现状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任务问题的讲话（4月29日〔5月12日〕）


· 23 为维护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而发表的讲话（4月29日〔5月12日〕）


· 24 在讨论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时发表的反驳意见（4月29日〔5月12日〕）


· 25 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4月24日〔5月7日〕以前）


· 26 代表会议闭幕词（4月29日〔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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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会议开幕词

（4月24日〔5月7日〕）

同志们，我们这次代表会议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爆发革命和国际革命日益发展的条件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现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论断以及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社会党人关于世界大战必然导致革命的一致预见，已经在各地得到证实。

在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观察了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研究了社会革命的可能的前途，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这些国家分别扮演的角色将与它们各自的民族历史特点大体相适应，相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的这个思想简要地表述如下：法国工人开始，德国工人完成。

现在，开始革命的巨大光荣落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头上，但它不应当忘记，俄国无产阶级的运动和革命仅仅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而这个运动——例如在德国——正一天天地壮大起来。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任务。

现在我宣布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请选举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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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4月24日〔5月7日〕）


（1）

记录

同志们，我所要谈的关于目前形势的问题，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认为，这个题目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对我们俄国政治形势的估计，对政府、对目前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态度；第二，对战争的态度；第三，目前工人运动的国际环境，这种环境已使世界工人运动面临社会主义革命。

我想，有几点我只能简要地讲一下。此外，我准备向你们提出一个涉及所有这些问题的决议草案，但要附带声明，由于我们人员非常不够，也由于在彼得格勒这里发生了政治危机，我们不仅没有能够讨论这个草案，而且没有能够及时让地方上了解这个草案。因此，我再说一遍，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草案，写出来是为了使委员会便于工作，使它的工作能够集中到几个最重要的问题上。

现在我开始谈第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莫斯科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同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的决议是一样的。（有人喊道：“有一些修改。”）这些修改我没有看到，我无法表示意见。但是，既然彼得格勒的决议在《真理报》上登过，假如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决议了。现在我就把这个决议作为草案提交本届全国代表会议。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联盟中的多数政党，都认为我们的政策和他们的政策不同，是一种冒进政策。我们的政策的特点，是我们首先要求对所发生的事情作出精确的阶级分析。小资产阶级联盟的主要过错在于用空话蒙蔽人民，使他们无法了解政府的阶级性质。

如果莫斯科的同志有修正案，他们现在可以宣读。 
[150]



（报告人念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


　　“代表会议认为：（1）临时政府按其阶级性质来说，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

（2）临时政府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俄国帝国主义和英法两国帝国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3）临时政府只是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压力下，某些方面也是在小资产阶级的压力下才部分地执行它所宣布的纲领；

（4）正在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反革命力量，在临时政府旗帜的掩护下，在它的公开纵容下，已经开始向革命民主派进攻；

（5）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的选举日期，阻挠人民普遍武装，反对把全部土地交给人民，强迫人民接受地主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阻挠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纵容军队中的反革命鼓动（古契柯夫之流的鼓动），策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来对付士兵等等……”





　　我已经念完决议的第一部分，这部分对临时政府作了阶级分析。单从决议的条文来看，可以说与莫斯科的同志的决议没有多大的分歧，但把政府笼统地说成是反革命政府，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如果要说，那就应当弄清楚这里指的是哪一种革命。如果是指资产阶级革命，这样说是不可以的，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如果是指无产阶级－农民革命，这样说为时过早，因为我们不能相信农民一定会比资产阶级走得更远。特别是在目前，当农民已经转向帝国主义和护国主义即转向支持战争的时候，对农民表示信任，在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现在农民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因此，我认为莫斯科的同志的决议的这一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们希望农民能比资产阶级走得更远，希望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但现在还根本无法断言农民将会怎样行事。我们尽量注意避免使用“革命民主”这个词。在谈到政府的进攻时，可以用这个词，但是现在，这样说就掩盖着很大的欺骗，因为卷入这个漩涡的各个阶级实在是清浊难辨。我们的任务是要解放那些做尾巴的人。对我们重要的不是苏维埃这种形式，而是苏维埃代表什么阶级。因此，必须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启发无产阶级的意识……

（报告人继续念决议。）


　　“……（6）同时，这个政府目前依靠把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即农民）联合起来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信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依靠同它直接达成的协议；（7）临时政府在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上的每一个步骤，不仅会使城乡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而且会使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看清这个政府的真正性质；


　　因此，代表会议决定：


（1）为了使全部国家政权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或其他直接表达人民意志的机关手中，必须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团结城乡无产者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保证全体革命人民胜利前进；

（2）为此，必须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内部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增加苏维埃的数量，加强苏维埃的力量，使苏维埃内部我们党的一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小组团结起来；

（3）加紧组织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以便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掀起革命运动的新浪潮。”





　　我们整个政策的关键就在这里。整个小资产阶级现在是动摇的，并且用革命民主这种空话来掩饰自己的动摇，我们应当推行无产阶级的路线来同这种动摇相对抗。反革命分子希望出现过早的发动以破坏无产阶级的路线。我们的任务是增加苏维埃的数量，加强苏维埃的力量，使我们党内团结起来。莫斯科的同志在第三点上加了监督一项。监督是齐赫泽、斯切克洛夫、策列铁里和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其他领导人提出来的。没有取得政权，监督就是空话。我怎样监督英国呢？要监督英国就必须夺取英国的舰队。我知道，不成熟的工人和士兵群众会天真地不自觉地相信监督，但是只要想一想监督的基本因素，就会了解，这种相信是背离阶级斗争基本原则的。什么是监督呢？如果我写一个文件或决议，人家就会写一个反决议。要监督必须有政权。如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广大群众不了解这一点，就应当向他们耐心地解释，但决不应当对他们说假话。假如我用监督把这个基本条件掩盖起来，那就是说假话，那就是帮助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他们说：“请你来监督我吧，但我有大炮，你尽管监督好了。”他们知道，现在拒绝人民是不行的。没有政权的监督是小资产阶级的空话，它将阻碍俄国革命的进程和发展。因此我反对莫斯科的同志的第三点。

至于说到两个政权独特地交织在一起的局面，在临时政府没有掌握实权、大炮、士兵和武装群众而依靠苏维埃的时候，在苏维埃还信赖诺言并执行支持这些诺言的政策的时候，如果你们想参加这种游戏，你们就一定会垮台。我们的任务不是参加这种游戏，我们要继续向无产阶级说明这个政策毫无根据，而实际生活也将不断地证明我们多么正确。我们现在是少数，群众还不信任我们。我们要善于等待，一旦政府显露出本来面目，群众就会转到我们这一边来。政府的摇摆不定将使它失掉群众，群众一定会涌到我们这一边来，那时，我们就会根据力量的对比宣布：我们的时候到了。

现在我来谈战争问题。这个问题使我们在反对公债的时候实际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对公债的态度立即清楚地显示出各派政治力量是怎样划分的。正象《言语报》所写的那样，除《统一报》外，大家都在动摇，整个小资产阶级都赞成公债，但有保留。资本家装出一副不满的神情，冷笑着把决议塞进口袋说：“你们尽可以讲，但还得由我们来做。”现在，世界上凡是举手赞成这类公债的人，都叫作社会沙文主义者。

现在我就来念关于战争的决议。这个决议分三部分：（1）从战争的阶级意义来剖析战争，（2）群众的革命护国主义，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3）怎样结束战争。

我们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都在群众面前，特别是在士兵面前讲过话，我想，假如所有问题都用阶级观点去解释，那么他们最难理解的是我们在怎样结束战争、怎样才能结束战争的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广大群众对我们的立场有许多误解和完全不理解的地方，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讲得极其通俗。

（报告人念关于战争的决议草案。）


　　“目前的战争，从两个交战国集团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说，是资本家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为了分赃、为了金融资本即银行资本获得有利的市场、为了扼杀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俄国的国家政权从尼古拉二世转到古契柯夫、李沃夫等人的政府手中，转到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手中，从俄国方面来说战争的这种阶级性质和意义并没有改变而且也不可能改变。

事实非常明显，新政府进行的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即侵略性的强盗战争，这表现在它不仅没有公布前沙皇尼古拉二世同英法等国资本家政府签订的秘密条约，而且正式承认了这些条约。新政府这样做，并没有征询人民的意见，显然是有意欺骗人民，因为大家知道，前沙皇签订的这些秘密条约是彻头彻尾的强盗条约，它们允许俄国资本家掠夺中国、波斯、土耳其和奥地利等等。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彻底背弃国际主义，就是说，不彻底破坏世界各国工人在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形成的兄弟团结，就决不能支持目前的战争、目前的政府和它发行的公债，不管这些公债的名称多么响亮。

现政府答应放弃兼并，即不再侵占别国或强迫任何民族留在俄国疆界以内，这也是完全不可信的。因为第一，同俄、英、法银行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并维护其利益的资本家，只要他们还是资本家，还没有放弃投入公债、租让企业、军工企业等等的数十亿资本的利润，他们就不会在这次战争中放弃兼并。第二，新政府为了欺骗人民而表示放弃兼并之后，却又于1917年4月9日通过米留可夫之口在莫斯科声明，它不会放弃兼并。第三，有克伦斯基部长参加的《人民事业报》揭露说，米留可夫甚至没有把他的放弃兼并的声明发往国外。

因此，为了提醒人民不要相信资本家的空洞诺言，代表会议声明必须严格区别口头上的放弃兼并和真正的放弃兼并，真正的放弃兼并，也就是立即公布一切掠夺性的秘密条约和对外政策方面的一切文件，立即使遭受资本家阶级（他们还在继续执行使我国人民蒙受耻辱的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策）压迫的、被强行并入俄国的、不享有充分权利的各民族获得彻底解放。”





　　这部分决议的后一半谈到了政府的诺言，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这一部分也许是多余的，但对于人民这是重要的。因此应当补充说明为什么我们不相信这些诺言，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信任政府。现政府的放弃帝国主义政策的诺言是完全不可信的。这里我们的方针不应当是指出我们要求政府公布条约。这种要求是幻想。要求资本家政府公布条约，就和要求资本家公开商业上的欺诈行为一模一样。既然我们谈到必须放弃兼并和赔款，那就应当指出怎样做到这一点；如果有人问我们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告诉他，这实质上是一个革命的步骤，只有革命无产阶级才能迈出这一步。否则，这不过是资本家用来诱骗人民的空洞的诺言和愿望而已。（报告人继续念决议草案。）


　　“现在俄国的一切民粹主义党派（人民社会党人、劳动派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组织委员会即齐赫泽、策列铁里等）以及大多数无党派革命者，几乎都醉心于所谓‘革命护国主义’，这种‘革命护国主义’，就其阶级意义来说，一方面代表着同资本家一样靠压迫弱小民族来攫取利润的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和富裕农民的利益和观点，另一方面，它是资本家欺骗人民群众，不公布秘密条约而用许愿和花言巧语来敷衍搪塞的结果。必须承认‘革命护国派’的广大群众是真诚的，就是说，他们的确
 不愿意兼并、掠夺和压迫弱小民族，的确
 希望各
 交战国缔结一个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因为城乡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即完全靠或部分靠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来维持生活的那些人）的阶级地位使这些阶级从资本家的利润中得不到好处。

因此，代表会议一方面认为，绝对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任何让步，让步在实际上意味着完全背弃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同时声明，只要俄国资本家和他们的临时政府还只是用暴力威胁人民（例如，古契柯夫颁发了一个臭名昭彰的命令，威胁说要惩办擅自撤换长官的士兵），只要资本家还没有
 用暴力来对付自由组织起来的、可以自由地撤换和选举一切
 当权者的工人、士兵、农民和雇农等等代表苏维埃，我们党就要宣传不使用暴力，完全用同志的说服方法来反对‘革命护国主义’的严重而致命的错误，也就是要说明这样一个真理：广大群众对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资本家的政府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这在目前的俄国是迅速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





　　毫无疑义，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是从资本家的这个政策中得到好处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现在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同农民的利益的一致上。我们在努力把农民争取到我们方面来，但是，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是自觉地站在资本家方面。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来说是不要战争的。他们受到传统和欺骗的影响，他们还没有政治经验。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进行长期的解释工作。我们决不能对他们作丝毫的原则性让步，但是我们不能象对待社会沙文主义者那样对待他们。居民中的这些人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刚刚觉醒过来参加政治生活。但是他们在异常迅速地提高觉悟，开阔眼界。必须善于对他们进行解释，这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对于一个昨天还处于地下的党来说，就尤其困难。

有人会想，我们是不是抛弃了自己的主张，我们本来是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现在却自食其言。但是要知道，俄国的第一次内战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正转入第二次战争，即帝国主义和武装人民之间的战争，在这个过渡期间，只要武装力量还在士兵手中，只要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还没有使用暴力，这种内战对我们来说就转化为和平的、长期的、耐心的阶级宣传。假如我们在人们还没有了解到内战的必要性时就提出内战，那我们一定会陷入布朗基主义。我们主张内战，但只能是由觉悟的阶级所进行的内战。只有人民知道谁是使用暴力的人，才能起来把他推翻。但现在根本没有人使用暴力，枪炮在士兵手中而不是在资本家手中，资本家目前不是靠暴力而是靠欺骗行事的，所以现在不能叫喊使用暴力，那样做是荒谬的。应当善于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马克思主义指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必须根据客观条件，而不能根据主观条件。我们暂时不提这个口号，但也仅仅是暂时。现在武器在工人和士兵手中，而不是在资本家手中。只要政府还没有挑起战争，我们就要进行和平宣传。

对政府有利的是我们率先采取不慎重的行动步骤，这对他们是有利的。但是，我们党提出了和平示威游行的口号，因此他们非常恼恨。我们对现在采取观望态度的小资产阶级决不能作丝毫的原则性让步。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最危险的错误莫过于在需要组织起来的时候把自己的策略建筑在主观愿望上。不能说我们已经获得多数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不信任、不信任、再一个不信任。把无产阶级的策略建筑在主观愿望上就等于把它毁掉。

第三点是关于怎样结束战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困难在于如何用最明白的方式把这个观点告诉群众。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我们不能放弃革命战争。革命战争和资本主义战争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是要看从战争中得益的是哪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战争中执行的是什么政策……向群众讲话的时候，应当向他们作出具体的答复。这样，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把革命战争同资本主义战争区别开来？群众宣传员不理解这里有什么区别，不理解这里的区别就是指阶级的差别。我们不仅应当在理论上说明，而且应当在实践上表明：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时候，我们才会进行真正革命的战争。我认为，这样提问题才能比较清楚地答复这是哪种战争、谁在进行战争的问题。

《真理报》登载了告各交战国士兵书的草稿 
［注：见本卷第292—294页。——编者注］

 。我们得到消息，说前线在举行联欢，但联欢还是半自发的。联欢所缺乏的正是明确的政治思想。士兵们本能地感到应当从下面行动起来，他们的阶级本能——一种有革命情绪的人的阶级本能，使他们意识到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对革命来说这是不够的。我们要在政治上作出明确的答复。为了使战争能够结束，必须使政权转到革命阶级手中。我想建议用代表会议的名义草拟一个告各交战国士兵书，并把这个号召书印成各国文字。如果我们不是跟着大家空谈和平会议（这种会议的一半参加者是帝国主义政府的秘密的或公开的代理人）而是去散发这个号召书，那么，我们很快就会达到目的，比召开各种各样的和平会议要快千百倍。我们不愿同德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打交道。当我们乘火车路过德国的时候，这些社会沙文主义者先生即德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硬要上我们的车厢，我们对他们说，你们这些社会党人谁也别进我们的车厢，要是进来了，我们不同你们大吵一场，是不会放你们走的。如果让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样的人来找我们，那我们一定会同他谈谈。只要我们发出告各国劳动者书并在号召书中对怎样结束战争的问题作出答复，只要士兵们看到我们的答复指出了从政治上摆脱战争的出路，联欢就会大大前进一步。为了使联欢的举行不是出于本能地害怕战争，而是提高到从政治上明确地意识到怎样摆脱这场战争，这样做是必要的。

现在我来讲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根据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和国际资本主义的情况来估计目前形势。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彼此联系得很紧密的时候，谈帝国主义而只谈一国的情况是荒谬的。现在，在战争期间，这种联系大大地增强了。全人类卷入一团血污之中，要想单独脱身是不可能的。尽管各国发达程度不同，但这场战争已经把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单独脱身都是不可能的和荒谬的。

我们大家都同意，政权应当由工兵代表苏维埃来掌握。但是，一旦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即由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来掌握以后，苏维埃能够做什么和应当做什么呢？这是一个既复杂又困难的问题。既然这里说的是政权转移，那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革命阶级拿到了国家政权而不知道怎样运用这一政权。这种危险在过去的革命中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革命因此而失败的例子在革命史上是有的。现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已经遍布全俄国，成为目前整个革命的中心，但我觉得，我们对苏维埃的了解和研究是不够的。如果苏维埃取得政权，那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国家了。这样的国家政权，而且是能长久维持的政权，在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但世界整个工人运动已在向它接近。这正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这种政权就是专政，就是说，它不是依靠法律，不是依靠形式上的多数人的意志，而是直接依靠暴力。暴力是政权的工具。苏维埃究竟怎样运用这种政权呢？是否要回到依仗警察来进行管理的老路，是否要借助旧的政权机关来进行管理呢？在我看来，苏维埃是不能这样做的，无论如何苏维埃面临的直接任务是建立一个非资产阶级的国家。我在布尔什维克内部曾经在如下意义上把这个国家比作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就是打碎旧的管理机关，并用崭新的、公开的、直接的工人机关来代替它。有人责备我不该在目前这个时候使用资本家最害怕的词，因为资本家会把这个词解释成想直接实施社会主义。但我使用它只是指用新的无产阶级的机关代替旧的机关。马克思说，这表示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211页。——编者注］

 关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任务问题，在我们看来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和其他各国联系在一起的，无法从中解脱出来——要么无产阶级整个解脱出来，要么全都被镇压下去。另一方面是因为工兵代表苏维埃已是事实。现在谁也不会怀疑，苏维埃已经遍布全俄国，成为一种政权，而且也不可能有另外一种政权。既然这样，我们就应当清楚地知道，苏维埃会怎样运用这个政权。有人说，这种政权同法国、美国的政权一样，其实那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政权，这种直接的政权在那里是不存在的。

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说明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客观形势，即世界资本主义所处的状况；第二部分是说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情况；第三部分是说明俄国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的任务。在第一部分，我得出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在战争时期比战前更加发展了。资本主义已经把整个整个的生产部门抓在自己手中。早在1891年，即在27年前，当德国人通过爱尔福特纲领时，恩格斯就说过，不能象过去那样说资本主义就是无计划性。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

 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了，因为既然有了托拉斯，无计划性就不存在了。尤其是在20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大大向前发展了，战争做了25年来没有做到的事情。工业国家化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英国也得到发展。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客观情况表明，战争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从垄断向国家化发展。这一切使社会主义革命临近了，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可见，战争的进程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

战前，英国是自由最多的一个国家，这是立宪民主党那类政治家经常提到的。过去在英国之所以有自由，是因为那里没有革命运动。战争一下子就改变了一切。一个数十年来没有侵犯过社会党报刊出版自由的国家，现在一下子采取了纯沙皇式的书报检查制度，所有的监狱都关满了社会党人。英国资本家在几个世纪里学会了不用暴力管理人民，现在他们使用了暴力，这就是说，他们感到革命运动起来了，感到非这样做不可了。我们一直说，李卜克内西代表着群众，尽管他是一个人而反对他的是上百个德国的普列汉诺夫。可是有人却对我们说，这是空想，这是幻想。可是谁要是在国外参加过一次工人集会，他就会看到群众对李卜克内西表示同情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就连反对李卜克内西最厉害的敌人，也不得不在群众面前耍滑头；如果不假装拥护李卜克内西，谁怎么也不敢出来反对李卜克内西。现在的情况又进了一步。现在已经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前线在举行联欢。在这方面急于作出预言会犯极大的错误，但是，对国际的同情在日益增长，德国军队中开始出现革命风潮，这毕竟是事实，表明那里的革命在成熟起来。

现在，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在社会党人的各种议论中，主要的缺点，主要的错误就是把问题提得太笼统，只是说向社会主义过渡。其实，应当谈到具体的步骤和措施。有些具体的步骤和措施已经成熟，有些还没有成熟。我们正处在过渡的时候。我们明确地提出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这种和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完全不同的形式，这种国家形式是任何一个国家现在和过去都没有的。这种形式标志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步骤，这种形式是社会主义社会初期所不可避免的。这个事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俄国革命创立了苏维埃。世界上所有的资产阶级国家都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这种国家机构，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除了这种政权以外不可能运用任何其他的政权。工兵代表苏维埃取得政权不是为了建立通常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或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不行的。但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苏维埃取得政权是为了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的和具体的步骤，这些步骤可以实现，而且应当实现。在这方面，主要的敌人是畏惧。应当向群众宣传：必须马上采取这些步骤，否则工兵代表苏维埃这种政权就毫无意义，就不会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

我想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向人民提出哪些具体的步骤而又不违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信念。

为什么我们想使政权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呢？

苏维埃应当实行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土地国有化。目前各族人民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有人说这种措施完全是空想，但是大家都赞成它，这是因为俄国的土地占有制十分混乱，不铲除一切地界，不把土地变为国家财产，就没有出路。必须废除土地私有制。这是一项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因为人民大多数是主张这样做的。为此我们就需要苏维埃。旧的国家官吏是不可能实行这种措施的。

第二个措施。我们不能主张“实施”社会主义，这是非常荒谬的。我们应当宣传社会主义。俄国大多数居民是农民、小业主，他们根本不会想到社会主义。但是，对于在每一个村里设立银行，使他们有可能改善经济——对于这样的事情他们有什么好反对呢？他们根本提不出反对意见。我们应当向农民宣传这些实际措施，使他们感到有采取这些措施的必要。

糖厂主的辛迪加则是另一回事，这是事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建议应当是可以直接付诸实施的，因为这些已经成熟的辛迪加应当转归国家所有。如果说苏维埃想掌握政权，那仅仅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除此之外，苏维埃掌握政权没有其他目的。问题是这样摆着的：要么是苏维埃继续发展，要么是苏维埃象巴黎公社那样无声无息地死去。如果需要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么立宪民主党人就能够把它建立起来。

最后，我要谈谈给我留下了极深刻印象的一次讲话。一个煤矿工人作了一次出色的讲话，他没有用一个书本上的字眼，讲了他们怎样进行革命。他们谈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有个总统，他所关心的倒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他们占据矿井以后，必须保存好钢绳，以防生产中断。后来出现粮食问题，他们没有粮食，于是又商量好取得粮食的办法。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纲领，而不是从书本上搬来的东西。这才是地方上的真正的夺取政权。

资产阶级无论在哪里都没有象在彼得格勒那样有组织，这里资本家掌握着政权。但在地方上，农民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社会主义计划，而是采取了完全切实的措施。我认为只有这个革命运动纲领才正确地指出了真正的革命道路。我们认为采取这些措施应当尽量小心谨慎，但是必须实行这些措施，必须只朝这个方向向前看，否则就没有出路。否则工兵代表苏维埃就会被驱散，就会无声无息地死去；而政权真正要由革命无产阶级掌握，那也只是为了前进。所谓前进，就是采取具体步骤，而不是光用空话来保证摆脱战争。只有在世界革命的条件下，当革命扑灭了战争，各国工人都起来支持革命的时候，这些步骤才能完全取得胜利，因此，取得政权是唯一的具体办法，唯一的出路。


（2）

报道

列宁同志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报告人阐述了党在两个政权并存问题上的立场，指出阶级斗争形式随着客观条件而改变，指出由于武装的人民战胜了沙皇制度，并在未经官方准许的情况下实现了最充分的政治自由，所以除了通过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启发教育的方式进行斗争之外，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进行其他方式的斗争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当然，这是在资本家本身不对大多数人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报告人接着分析了战争在我国和在西欧所造成的客观形势。

全人类都卷入一团血污之中，要想单独脱身是不可能的。交战国任何一方的士兵单方面拒绝继续作战是结束不了战争的。出路在于使政权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以及阶级地位接近无产阶级的半无产者各阶层手中。

日益遍及整个俄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新的特殊的国家政权组织，至少是处于萌芽状态的一种新的国家政权组织。这种组织与迄今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组织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们对于设立资产阶级机关来说，对于建立拥有常备军、警察和官吏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来说，无论如何是不适用的。

现在，政权直接掌握在有组织的武装起来的人民手中。强力工具由大多数人所支配。政府能维持下来，是因为这大多数人对它抱不觉悟的轻信态度。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做启发工作，说明使政权转到革命阶级手中的必要性，把群众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方面来。

工人、士兵、农民和雇农代表苏维埃一旦取得政权，它们就将采取一种与统治阶级完全不同的方式运用政权。必然会采取 由
 资本主义的发展 准备好的、符合
 大多数居民（在俄国，小资产阶级占绝对多数）利益的具体措施。

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日益发展，在俄国则还没有 直接
 提上日程，但是我们 已经
 进入向社会主义革命 过渡的
 状态。工兵等等代表苏维埃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运用的政权组织。这样的组织在西欧是根本没有的。

因此，加强苏维埃是我们的任务。因此，工人等等代表苏维埃的具体任务是：（1）土地国有化（使最主要的生产工具不再为私人所有）——这是 农民
 的要求；（2）把私人银行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银行，把已经联合成辛迪加的生产部门收归国有；（3）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

如果工人、士兵、农民和雇农代表苏维埃不执行这些任务，它们就一定会垮台。它们必将遭到与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那些机关同样的命运：不是干脆被解散或驱散，就是由于完成不了革命本身向它们提出的任务而自行瓦解（公社的例子）。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前进，采取坚决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另一条是倒退，走向灭亡。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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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4月24日〔5月7日〕）

加米涅夫同志巧妙地抓住了冒险主义这个话题。这一点需要谈一谈。加米涅夫同志深信并且断定，我们在反对“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时表现了动摇。我同意他的意见，偏离革命政策路线的动摇当然有过，而这些动摇是必须避免的。我想，我们和加米涅夫同志的分歧并不很大，因为他是在赞同我们的意见的情况下站到另一立场上去的。我们的冒险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曾经企图使用暴力手段。我们不知道，在这一紧急关头群众是否明显倒向了我们这一边，如果群众明显倒向了我们这一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提出了和平示威游行的口号，而彼得堡委员会的某些同志却提出了另外的口号，我们取消了这个口号，但是阻止已经来不及了，群众已经跟着彼得堡委员会的口号走了。我们说，“打倒临时政府”是冒险主义的口号，现在还不能推翻政府，因此我们提出了和平示威游行的口号。我们只是想和平地试探一下敌人的力量，并不想投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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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彼得堡委员会却做得稍左了一点，自然，在目前情况下这是极大的犯罪行为。实际表明组织机构并不健全，不是所有的人都执行我们的决定。在提出“工兵代表苏维埃万岁！”这个正确口号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不正确的口号——“打倒临时政府”。在行动的时刻，做得“稍左一点”是不适当的。我们认为这是极大的犯罪行为，是瓦解组织的行为。假如我们有意识地容许这样做，那就一分钟也不能呆在中央。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是组织机构不完善。是的，我们的组织有缺点。改善组织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

孟什维克及其同伙滥用“冒险主义”这个字眼，但实际上正是他们没有组织，也没有什么路线。我们有组织，也有路线。

在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动员了全部力量，中间派躲起来了，而我们则组织了和平示威游行。只有我们才有政治路线。犯过错误没有？犯过。只有什么事也不做的人才不会犯错误。要组织得好，这是一件难事。

现在谈一谈监督。

除了监督问题，我们同加米涅夫同志是一致的。他认为监督是政治行动。但是他主观上对这个词的理解比齐赫泽等人清楚。我们是不会同意监督的。有人对我们说：你们把自己孤立起来了，你们老是令人可怕地谈论共产主义，把资产阶级都吓得晕过去了……就算是这样吧！……但是使我们孤立的并不是这个问题。使我们孤立的是公债问题，是这个问题使我们陷于孤立的。我们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成了少数。是的，我们是少数。这又有什么关系！在沙文主义如此猖獗的时候，要当社会主义者就会是少数，要成为多数只有去当沙文主义者。现在，农民同米留可夫一起用公债来打击社会主义。农民跟着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走。这是事实。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已是陈旧的公式。

要推动农民去革命，就必须把无产阶级区分出来，把无产阶级政党区分出来，因为农民有沙文主义情绪。要现在就把农夫争取过来，那等于乞求米留可夫开恩。

临时政府必须推翻，但不是现在，也不能用一般的办法。我们同意加米涅夫同志的意见。但是应当做解释工作。正是对这一点加米涅夫同志喋喋不休。然而，我们目前能够做的就只是进行解释。

李可夫同志说，社会主义应当从其他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产生。这是不对的。不能说谁来开始和谁来结束。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拙劣的模仿。

马克思说过，法国开始，德国人完成。可是现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成就比谁都大。

如果我们说“不要沙皇，而要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会跃过小资产阶级。但我们说的是要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帮助革命。决不能陷入改良主义。我们进行斗争，不是要使自己失败，而是要成为胜利者，至少要取得部分的成功。即使我们失败了，我们也一定会取得部分的成功。那就是实行改良。改良是阶级斗争的辅助手段。

其次，李可夫同志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过渡时期。这是不对的。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

我们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今后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来加强组织，使不听从中央的彼得堡委员会委员那样的人不再存在。我们正在成长，一个真正的党也理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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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方案的讲话

[152]




（4月25日〔5月8日〕）


（1）

记录

我不能同意诺根同志的意见。我认为我们所遇到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事实，它使我们有责任开展一个反对俄国和英法沙文主义者的强有力的运动，这些国家的沙文主义者没有接受这位伯格比尔关于参加代表会议的建议。不应当忘记这整个事件的实质和背景。我要给你们念一念在《工人报》上作了准确报道的伯格比尔的建议，并要指出，在这整出所谓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滑稽剧背后，隐藏着德国帝国主义的最实际的政治步骤。德国资本家通过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建议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代表会议。因此，我们必须开展一个大规模的运动。

他们为什么要通过社会党人来干呢？因为他们想欺骗工人群众。搞外交的先生们是很精明的，他们知道直截了当地谈这种事不行，必须暗中派出丹麦的普列汉诺夫。我们在国外见识过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上百次，应当把他们的真面目揭露出来。

（报告人念1917年5月8日（4月25日）《工人报》第39号上的一段话。）


　　“丹麦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伯格比尔以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丹麦、挪威、瑞典）工人党联合委员会的名义通知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邀请俄国各个社会党参加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由于丹麦和德国是近邻，伯格比尔同志有可能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该党的‘多数派’交换意见，他向到会者介绍了在德国正式的社会民主党看来有可能据以签订和约的条件，这些条件将由该党的代表带到代表会议上去。条件如下：

首先他们声明，同意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的社会党人在1915年的代表会议上所通过的原则，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承认必须设立国际仲裁法庭和要求逐步裁军。然后，他们又以自己的名义补充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将要坚持的几点：

（1）德国及其盟国所占领的土地应全部归还；

（2）俄属波兰应获得宣布独立或并入俄国的完全自由；

（3）使比利时重新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4）同样也必须使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罗马尼亚重新成为独立的国家；

（5）保加利亚取得马其顿的保加利亚区，塞尔维亚获得通向亚得里亚海的自由出口。

关于阿尔萨斯－洛林，可以考虑以和平协商的方式修改洛林的疆界；关于波兹南的波兰人，德国人将尽量使他们获得民族文化自治权。”





　　毫无疑问，这是德国政府的建议，德国政府没有直接采取这些步骤，它需要丹麦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出来效劳，因为本国的代理人不便办这件事。世上所以有社会沙文主义者就是为了给人这样效劳。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以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无产阶级政党的7万名工人的名义，向全世界揭露他们所隐瞒的内幕。必须发表一份详尽的决议，译成各国文字，作出应有的答复，使这些先生不敢再来纠缠社会党。（报告人念决议草案。）今天早晨所有社会党的报纸都沉默不语。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问题的实质在哪里。他们知道，闭口是金。只有《工人报》登了一篇不作任何评论的文章：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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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政府可以比谁都不怀疑这一点：这确实是德国政府的代理人。

假如有人老是向我们叫喊解放阿尔萨斯－洛林，那就应当提醒这些先生们，这不过是一个钱袋问题，因为阿尔萨斯－洛林有极丰富的资源，德国资本家和法国资本家打仗就是为了都要夺取更多的东西。当普列汉诺夫之流说解放阿尔萨斯－洛林是神圣的事业时，这对德国和法国资本家是有利的。因此，应当把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所谓和平修改阿尔萨斯－洛林疆界读作：法国帝国主义者和德国帝国主义者实行和平分赃。

我还应当补充一点，我忘了指出德国“中派”代表（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赞成这次会议的事实。这个事实对他们来说是极为可耻的。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党人不赞成这次会议，这表明那些似乎是社会党人的英法沙文主义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因为他们促使帝国主义战争继续打下去，而不顾德国社会党多数派通过伯格比尔所作的巨大努力；因为，毫无疑问，德国政府是通过伯格比尔说：现在的情况是我必须把你们的赃物（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还给你们。证明这一点的是，德国的情况万分危急，继续作战毫无指望，国家处于毁灭的前夜。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他们愿意交出几乎是全部赃物的原由。因为他们还想借此捞到一点东西。外交家们尽情地交换了意见，而资产阶级报纸在谈到外交事务时则用空话来愚弄人民。

毫无疑问，英国和法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说他们不赞成这次会议，那是因为他们已经了解到全部情况，他们曾到自己的外交部去过，那里有人对他们说：内幕如此如此，我们不希望你们到那里去。事情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俄国士兵得到这个决议（我觉得这个决议应当以我们党的7万名党员的名义发出），他们就会真正明白对他们隐瞒起来的事情的全部真相。他们就会明白，德国已经不能继续进行侵略战争，问题仅仅是要扼杀德国，把德国抢光。决不能否认伯格比尔是德国政府的代理人。

同志们，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必须揭穿社会党代表大会这出滑稽剧的原因。所有这些代表大会都不过是掩盖外交家们背着人民群众互相勾结的滑稽剧。应当把真情实况一下子统统说出来，让各国前线士兵和各国工人都知道。我们因这样的建议而开展的运动，一方面是为了解释我们无产阶级的路线，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要造成空前未有的群众性的发动。所以，我请你们尽可能地通过这个宣言，把它送交执行委员会，并译成各国文字，明天把它刊登在《真理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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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一份记录

我不同意前一位发言人的意见。

通过伯格比尔的建议，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事实，这个事实使我们有责任揭露社会沙文主义者，开展一个政治运动。英法的“社会党人”拒绝了伯格比尔的建议。英法的普列汉诺夫之流不同意参加这次代表会议。伯格比尔的建议是一出滑稽剧。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通过伯格比尔提出自己的媾和条件。他们通过一个社会党人做这件事，这样就好掩盖他们的社会沙文主义的阴谋。必须揭穿这一点，以打消他们求助于社会党的任何念头。

丝毫不容怀疑，这是德国政府的建议，它通过本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进行活动。是德国政府在策划这次代表大会……它自己不能公开去做这件事，因此通过本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去做。德国政府采取这个外交步骤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同时又通过这些人来宣扬自己的隐蔽的意图。我给你们念一念一家国外报纸关于伯格比尔的报道：“德国皇帝希望通过丹麦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召开对自己有利的和平会议。”很显然，伯格比尔的建议完全是招摇撞骗。下面是一篇《工人报》的报道。（报告人念1917年4月25日《工人报》的报道。）可见这无疑是德国政府的建议。这些勾当就是这样策划出来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向全世界揭穿这一内幕，就是说，要作出详细的决议，把它译成几国文字，并且刊登在各种报纸上。我提出一个决议草案。

耐人寻味的是资本家的报纸保持外交式的沉默。这些报纸知道一条处世之道：开口为银，闭口是金。资产阶级报纸知道问题的实质在哪里。《工人报》之类的报纸感到不知所措。只有《统一报》说，伯格比尔是德国政府的代理人。但是《统一报》马上又指出，无论是英法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还是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都决不参加这次会议，因而它也就揭露了英、法、俄三国政府，这些政府知道德国的实际困难处境，所以想靠德国来满足自己的胃口。我们应该揭穿这出化装演出的滑稽剧。应该讲明事情的来龙去脉：贝特曼－霍尔韦格晋谒威廉，威廉召见谢德曼，谢德曼前往丹麦，结果是伯格比尔带着媾和条件来到俄国。（报告人念决议。）

特里尔是丹麦的马克思主义者。丹麦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它的资产阶级发了战争财，仇恨工人。丹麦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领袖，属于欧洲极端机会主义的领袖之列，他们的言行明显地表明，他们是货真价实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我们应当办事公道，象评价普列汉诺夫那样来评价伯格比尔。假如有人老是向我们高喊关于阿尔萨斯－洛林的漂亮话，那就应当记住，这和钱袋大有关系。实际上这里的问题涉及一些资源非常丰富的矿山。这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是德国资本家和法国资本家之间的一次和平分赃。丹麦的国际主义者拒绝参与这次交易。我忘了指出，考茨基派同意参加这次会议，这是应当加以揭露的。通过伯格比尔提出建议，这说明，德国资本家在讨价还价，因为他们已经无法保住赃物。德国已经陷入绝境，濒于灭亡。而德国资本家现在却还希望保住一小部分赃物。外交家相互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对一切都很清楚，都很了解。他们就是不把这些情况告诉人民。英法沙文主义者不同意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他们对真实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去当部长不是没有原因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扼杀和掠夺德国，因为德国已经不能长久地执行侵略政策了。伯格比尔是德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只要士兵得到这个决议，他们就会明白，现在的问题是要扼杀德国。这些代表大会都是社会沙文主义外交家们合演的滑稽剧。这里在开代表大会，而隔壁屋子里却在瓜分阿尔萨斯－洛林。应当把这些代表大会的真情实况一下子统统说出来，让人民看清楚。如果我们通过这一宣言，把它刊登出来，译成各国文字，并在工人和士兵中散发，他们就会明白事实真相。这场运动将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运动，将是对无产阶级路线的说明。


（3）

报道

列宁同志说，出席代表会议的邀请是向俄国各社会党发出的，自然我党也在被邀请之列，我们不能对这个国际性事件保持沉默。各交战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是作为本国政府和本国统治阶级的非官方代表出现的。

德国政府在国内局势动荡的压力下，准备放弃 一部分
 它所兼并的土地，而伯格比尔就是它的外交代表。他（斯陶宁格的政党的代表。斯陶宁格参加资产阶级内阁以后，以特里尔同志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退出了这个党）无论和德国工人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工人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社会爱国主义多数派的代表会议，是德国统治集团试图与另一方强盗达成协议的好机会。

社会爱国主义者参加了诺根同志称之为无耻的战争，现在他们又想参与无耻地结束这场战争的活动。另一方面，缔结三国协约的帝国主义者拒绝这个建议，清楚地暴露了他们的掠夺意图。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为了本身的利益，应当利用这件事揭露双方的欺骗。一个有7万多工人参加的政党，应当警告各国工人国际主义者不要受骗。





	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另一份记录载于195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1917年4月。记录》一书

报道载于1917年4月26日（5月9日）《真理报》第4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364—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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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伯格比尔的建议的决议

（4月25日〔5月8日〕）

鉴于丹麦“社会党人”伯格比尔已经到来，以及他建议参加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以支持德国谢德曼和普列汉诺夫一派的社会党人提出的、以德国放弃它所兼并的大部分土地为条件的和约，代表会议决定：

伯格比尔是以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即瑞典、丹麦、挪威的党的名义出面的。这里面委托他的是以布兰亭为首的瑞典党，布兰亭是一个已经转到“本国”资产阶级方面、背叛了各国工人革命联盟的社会党人。我们不能承认这个瑞典党是社会主义政党。我们认为只有以霍格伦、林德哈根、斯特勒姆、卡尔松等人为首的青年党才是瑞典的社会主义政党。

同样，我们认为那个委托伯格比尔的丹麦党也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领导该党的斯陶宁格是资产阶级内阁的成员。斯陶宁格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曾经引起特里尔同志那一派的抗议和退党，他们声明，丹麦社会党已经变成资产阶级政党。

伯格比尔本人承认，他的活动是得到谢德曼和其他德国社会党人同意的，而谢德曼等人已经转到德国政府和德国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因此，毫无疑问，伯格比尔实际上是德国帝国主义政府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代理人。

由于这种原因，代表会议认为，我党参加有伯格比尔和谢德曼参加的代表会议在原则上是不许可的，因为我们的任务不是联合各帝国主义政府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代理人，而是联合在战时就已经同本国帝国主义政府进行革命斗争的各国工人。

只有同这样的党派会谈和接近，才能真正促进和约的签订。

我们提醒工人们不要相信伯格比尔所筹备的代表会议，因为这个所谓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实际上将是一出掩盖外交家的幕后勾结的滑稽剧，他们用一些被兼并的土地交换另一些被兼并的土地，例如，把亚美尼亚“送给”俄国资本家，把英国所掠夺的德国殖民地“送给”英国，交换的条件也许是把洛林一部分蕴藏着极其丰富的优质铁矿的矿山“让给”德国资本家，等等。

社会党人不背叛无产阶级事业，就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各国资本家为了分赃而进行的这种肮脏而自私的交易。

同时，代表会议认为，就是根据伯格比尔的话来看，德国资本家也无意放弃它所兼并的全部土地，更不用说立即从他们所强占的地区撤退军队了。因为德国所占领的丹麦的一些地方、波兰的几个地区、法国阿尔萨斯的一部分，都是德国资本家所兼并的土地，正如库尔兰、芬兰、波兰、乌克兰等地是俄国历代沙皇和俄国资本家所兼并的土地一样。

至于恢复波兰的独立，那既是德奥资本家的骗人的把戏，又是高喊所谓波俄“自由”军事同盟的俄国临时政府的骗人的把戏。因为要真正判明所有被兼并地区的人民的意志，就必须撤退军队，自由地征询民意。只有在整个波兰（即不仅在俄国占领区，而且在德奥占领区）和整个亚美尼亚以及其他地区采取这种措施，才能使政府的诺言成为事实。

其次，代表会议确认如下事实：转到本国资本家政府方面去的英法社会党人已经拒绝参加伯格比尔所筹备的代表会议。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英法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他们的代理人就是这些所谓社会党人） 想继续进行，想拖延这场
 帝国主义战争，他们甚至不愿讨论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德国日益加深的贫困、饥饿、经济破坏和日益逼近的工人革命（这是主要的）的影响下，不得不通过伯格比尔答应让步的问题。

代表会议决定将所有这些事实公之于众，尤其要尽可能详细地把情况告诉前线的俄国士兵；让俄国士兵知道，英法资本家和追随他们的俄国资本家 正在拖延战争
 ，甚至不想让人就媾和条件进行商谈。

让俄国士兵知道，“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的口号现在所掩盖的是，英国想巩固它在巴格达和在非洲德国殖民地的统治地位，俄国资本家想掠夺和扼杀亚美尼亚和波斯等地，以及有人想完全粉碎德国。

让前线的俄国士兵在每个部队，每个团队和连队里进行表决，看他们是希望资本家拖延战争，还是希望国家政权完完全全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以便迅速结束战争。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只同那些在本国进行革命斗争、争取全部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的各国工人政党举行会谈和结成兄弟联盟。





	载于1917年4月26日（5月9日）《真理报》第4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372—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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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如何讨论维·巴·诺根的《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这一报告的建议

（4月25日〔5月8日〕）

建议发言人围绕制定全党行动纲领的一些问题发言。这些问题是：（1）民兵，（2）工作日，（3）工资，（4）生产的增加和缩减，（5）行政机关有否变动？由哪些人以及如何组成的？（6）单一政权还是两个政权并存，（7）使革命情绪低落的因素，（8）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9）粮食，（10）…… 
［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



补充：（1）苏维埃是否变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2）在有全国苏维埃的情况下，苏维埃的作用。





	载于1934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和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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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的讲话

（4月25日〔5月8日〕）


（1）

记录

同志们提供的关于苏维埃活动的材料，虽然并不完整，但非常有意思。也许这是代表会议所提供的材料中最重要的材料，它使我们有可能以生活的实际进程来检验我们的口号。材料中所谈到的情况使我们得出乐观的结论。运动是从中心城市开始的，起初那里的无产阶级把全部精力用于斗争。大量的精力消耗在与沙皇制度作斗争上了。通过这一斗争，在彼得格勒推翻了国家的中央政权。一项伟大的事业实现了。但如果说这导致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那也不能由此得出悲观的结论，不能认为没有夺得政权是工人的过错。如果以为群众通过几天的斗争就能把政权夺到手中，那是一种空想。在资产阶级为接管政权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革命正在从中央转向地方。这种情况在法国也发生过——革命逐渐成为地方自治革命。地方上的运动表明，那里大多数人拥护农民，拥护工人，那里很少是由资产阶级领导，那里群众没有惊慌失措。我们收集的材料愈多，就愈能使我们看到，居民中无产阶级成分愈多，中间分子愈少，地方上的革命就发展得愈好。喀山的同志们已经直接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了。我们看到，在那些无产阶级组织极弱小的地方，实际需要已经给无产阶级规定了完全正确的任务。如果没有诸如统计之类的基本要素，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实现。为了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使工程师、技师等等处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实际监督之下。地方上的革命进展顺利。在革命中，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性随时可能存在。我们这里无政府状态不… 
［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



资产阶级革命毫不顾及生产，而这里工人却关心生产。工人希望生产不要缩减。地方上的革命已经迅猛发展。各地的报告表明，阶级矛盾愈尖锐，革命就愈能正确地向前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愈能可靠地得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正在一些小的地方得到实现，中心城市却成了对革命发展最不适宜的地方。

任何悲观情绪都是毫无根据的。在中心城市，同资产阶级的合作正在开始，这是事实。资产阶级力图凭借自己的组织把无产阶级变成奴仆，使工人成为资产阶级所做事情的临时参加者。如果以为俄国人民是从书本里吸取指导原则，那是可笑的。不，群众的生活经验来源于直接的实践…… 
［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

 人民能够在群众运动中通过实践创造这种经验。人民自己开始收集群众的经验…… 
［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

 在农民专政的条件下，政权已经在奔萨省建立起来了。奔萨代表把夺取了生产工具和土地的农民的决议给大家看了。马克思的话正在得到证实…… 
［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

 革命纲领正在地方上实现，——为的是得到粮食…… 
［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

 为的是让他们自己去建立联系。这场革命造就着有实践经验的人们。只有在各地实践经验的推动下，革命才能发展。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整个俄国，革命的进程大大地鼓舞着我们。

由于在中央没有足够力量把生产掌握到自己手中，这项工作在外省进行，那里容易成功。在外省进行着地方自治革命，这一革命推动着中央；中央在收集它的经验。

一位煤矿工人同志说，当…… 
［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

 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去取得粮食……如果认为这个经验是无用的，那是错误的。没有这个经验，中心城市就无从取得进行新的革命的推动力。新的革命在发展。事变的进程，经济生活的破坏，饥荒——正是这些因素在推动着革命。由此产生了同资产阶级的支持者的斗争。事态正朝着资产阶级无法应付的破产的方向发展。我们在准备一支新的有千百万人参加的大军，它能够在苏维埃和立宪会议中显示自己的力量，——如何来显示，我们还不知道。在我们这里，在中央，力量不足。在外省占有绝对优势。正在迎头赶上和发展着的地方上的革命进程有利于我们。

人们没有向自己提出任何共产主义计划。革命阶级正在全国集结自己的力量，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收集这一经验，并根据积聚的力量的大小采取步骤，不要为他们（民粹主义者、孟什维克）占这样的绝对多数而吓倒。

现在可以根据实际经验在决议中指出…… 
［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

 在地方上，必须把生产掌握起来，否则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农民不会提供粮食。为了得到粮食，必须有革命措施，依靠千百万群众的支持，革命阶级是能够实现这些措施的。

我向地方上的同志问过你们当地的生产情况。

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八小时工作制已经实行，生产有了增长。这是保证。不然就不能摆脱经济崩溃。为此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我们正在脱离小资产阶级路线。实际生活证明我们是正确的。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办法解决不了危机，因为这些办法还不是革命措施。（盛加略夫、米留可夫。）总的革命进程表明，事业在前进。

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不在于他们说要“谨慎”，而我们说要“迅速”；我们说要“更加谨慎”。毫不留情地反对玩国家游戏…… 
［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

 与其早些，不如迟些，——中央也会取得胜利。（掌声）


（2）

报道

列宁同志指出，法国革命经历了地方自治革命的时期，它是在成为革命支柱的地方自治机关中巩固起来的。在俄国革命中，中心城市表现了某些官僚主义，而外省的各个地方则比较充分地行使了苏维埃所掌握的权力。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在政治上都比省苏维埃更加依赖资产阶级中央政权。在中心城市，支配生产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在外省，这个工作已经部分地实现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要巩固各地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在这方面可能获得进展，而首先是从外省开始。





	记录载于1934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和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报道载于1917年4月27日（5月10日）《真理报》第4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377—381页















8

关于苏维埃的决议的提纲草稿

（4月25—26日〔5月8—9日〕）

在许多地方的中心城市，特别是在工人集中的中心城市，苏维埃的作用显得特别大。单一的政权已建立起来；资产阶级完全被解除武装，完全处于服从的地位；工资提高了，在不降低生产的条件下工作日缩短了；粮食有了保证；开始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撤换了所有旧的当权者；农民在政权问题上（扫除所有旧的政权机关，产生新的政权机关）和土地问题上的革命主动性得到了鼓励。

在首都和某些大的中心城市，情况却截然相反：苏维埃的无产阶级成分比较少；在执行委员会中，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大得多，“同资产阶级的合作”——特别是在各个委员会中——也极其普遍，而资产阶级就是要阻止群众的革命主动性，使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任务 
官僚主义化

 ，对一切会“触犯”资本家的革命措施加以阻挠。

在首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革命劲头之后（在那里，人民特别是工人为推翻沙皇制度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在那里，国家的中央政权已被推翻，非常集中的资本政权赋予了资本家以最大的权力），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政权）显得力量很弱，把革命向前推进的任务特别艰巨，要使革命向新阶段过渡特别困难，资产阶级的反抗极其猛烈，这都是非常自然和不可避免的。

因此，当两个首都和某些大的中心城市正把主要精力用来 准备
 力量以便 
完成

 第二阶段的革命时，各地可以而且应当 直接
 把革命向前推进，实现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单一政权，发挥工农群众的革命劲头，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等等。

革命发展的进程是这样：（1）在中央推翻旧政权；（2）由于无产阶级对 
巨大的

 全国性的任务准备得不够，政权被资产阶级夺去；（3）革命转向地方；（4）在地方上，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集中的中心城市，公社屡见不鲜，群众的革命劲头得到了发挥；（5）夺取土地等等；（6）工厂；对工厂实行监督；（7）建立单一政权；（8）各地的地方自治革命向前发展；（9）中央官僚化，听命于资产阶级。


结论
 ：（α）1：在中央进行准备（准备力量进行新的革命）：（β）2：在地方上把革命 向前
 推进（政权？土地？工厂？）；（γ）3：在各地建立公社，即（αα）实行完全的地方自治；自己作主；（ββ）没有警察，没有官吏，武装的工农群众掌握全部政权；（δ）4：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官僚主义的影响和他们所起的资产阶级安抚人心的作用进行斗争；（ε）5：收集各地的经验，以便 推动
 中央，因为“ 地方
 ”正在作出 榜样
 。

（ζ）6：向工农兵群众解释，单一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各地革命成功的原因。

（η）7：当然，中央 比较困难
 ，需要更多的时间。

＋（ι）8：使革命在大城市的郊区和街区所建立的 各个公社
 里开展起来……

（χ）9：变成“资产阶级的奴仆”（在两个首都等等）。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382—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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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关于战争的决议而发表的讲话

（4月27日〔5月10日〕）


（1）

记录

同志们，我在全市代表会议上宣读了关于战争的决议草案初稿。由于彼得格勒所有同志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危机上了，我们没有能修改这个草案。但昨天和今天委员会的工作很有成绩，草案已经修改了，大大压缩了，我们认为比原来的好了。

我想谈谈这个决议的结构。这个决议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战争进行阶级分析，同时说明我们的根本态度，说明为什么党提醒人民千万不要相信政府的诺言，千万不要支持临时政府。决议的第二部分是关于革命护国主义的问题。革命护国主义是一种非常广泛的群众思潮，现在它使绝大多数人联合起来反对我们。问题在于如何规定这一革命护国主义的阶级意义，它的实质是什么，力量的实际对比怎样，我们应当如何同这种思潮作斗争。决议的第三部分是关于如何结束战争的问题。在这个对党非常重要的实际问题上，必须作出详细的回答，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从《真理报》的许多文章和外省报纸（外省报纸到达的时间非常不准，因为邮政不通，得碰机会才能给中央带些地方小报）所刊载的大量关于战争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对战争和公债问题是采取否定态度的。我认为，投票反对公债已经解决了对革命护国主义采取否定态度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不能详细地讲了。


　　“目前的战争，从两个交战国集团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说，是资本家为了分享统治世界的利益、为了争夺金融（银行）资本的市场、为了征服弱小民族等等而进行的战争。”



　　基本的和首要的一点就是战争的内容问题，战争的一般性质和政治性质问题，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资本家和社会沙文主义者都竭力避而不谈。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到首位并加以补充：
　　“战争每天都为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增加财富，使所有交战国以至中立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贫弱。而在俄国，战争拖延下去还会给革命的成果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极大的危险。俄国的国家政权转到临时政府手中，转到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手中，从俄国方面来说战争的这种性质和意义并没有改变而且也不可能改变。”





　　我刚才读的这段话对于我们整个宣传鼓动工作有很大的意义。战争的阶级性质现在是否已经改变和可能改变呢？我们作了回答，根据是：政权转到了地主和资本家手中，转到了就是策划这场战争的政府手中。下面我们来谈一件极清楚地表明战争性质的事实。一定的阶级在几十年内推行的全部政治所反映的阶级性质是一回事，战争的明显的阶级性质又是一回事。
　　“这一事实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新政府不仅没有公布沙皇尼古拉二世同英法等国资本家政府签订的秘密条约，而且没有征询人民的意见就正式承认了这些允许俄国资本家掠夺中国、波斯、土耳其、奥地利等国的秘密条约。由于隐瞒这些条约，俄国人民就会在战争的真正性质问题上蒙受欺骗。”



　　总之，我再强调一下，我们提出了特别清楚地说明战争性质的证据。即使根本没有条约，战争的性质也丝毫不会改变，因为资本家集团往往不缔结任何条约也会达成协议。但是现在有条约，这些条约的意义又非常明显，我们认为，为了协调鼓动员和宣传员的工作，着重指出这一事实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们决定把这一项特别提出来。人民很注意而且应当注意这一事实，尤其是因为我国的这些条约是被推翻了的沙皇缔结的。所以，应当使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点上，即这场战争是各国政府根据旧政府所缔结的条约进行的。我认为，这里非常突出地暴露了资本家利益和人民意志之间的矛盾，而鼓动员的任务就在于揭示这些矛盾，使人民注意这些矛盾，在于启发群众的阶级意识，努力使他们觉醒。条约的内容毫无疑问是允许资本家靠掠夺其他国家而获得巨额利润，这些条约在所有的国家里向来是秘密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共和国执行对外政策是公开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就不要指望资本家会公开自己的帐本。既然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存在着股票和金融业务的私有制。现在外交的主要基础就是金融业务，而金融业务归根到底就是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评价战争所依据的一些基本原理就是如此。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彻底背弃国际主义，就是说，不彻底破坏世界各国工人在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形成的兄弟团结，就决不能支持目前的战争、目前的政府和它发行的国债。”



　　这是我们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结论，它决定着我们的整个策略，并且把我们和所有其他政党（尽管他们自称为社会党）区别开来。这个对我们大家都是无可争辩的原理，预先就解决了我们对待所有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其次，谈一谈我国政府大肆宣扬的诺言。围绕这些诺言苏维埃展开了长时间的宣传运动；苏维埃被这些诺言所迷惑，它正考验着人民。因此，我们认为，除了纯粹客观地分析阶级状况外，还必须评价这些诺言。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些诺言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这对广大群众来说却有很大的意义，从政治上来说则意义更大。彼得格勒苏维埃被这些诺言迷惑住了，认为这些诺言很有份量，答应给以支持。因此我们对这一点要作如下的补充：


　　“现政府答应放弃兼并，即不再侵占别国或强迫任何民族留在俄国疆界以内，这是完全不可信的。”



　　“兼并”这个词是外来语，所以我们给它下一个确切的政治定义，这是立宪民主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政党办不到的。没有比这个词用得更乱更含混不清的了。
　　“因为第一，同银行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本家，只要还没有放弃投入公债、租让企业和军工企业等等的数十亿资本的利润，他们就不会在这次战争中放弃兼并。第二，新政府为了欺骗人民而表示放弃兼并之后，却又于1917年4月9日通过米留可夫之口在莫斯科声明，它不会放弃兼并，新政府4月18日的照会和4月22日对照会的说明也证实了它的政策的侵略性质。因此，为了提醒人民不要相信资本家的空洞诺言，代表会议声明必须严格区别口头上的放弃兼并和真正的放弃兼并，真正的放弃兼并，也就是立即公布并废除一切掠夺性的秘密条约，立即给予各民族以权利，让他们通过自由投票决定他们愿意成为独立国家还是愿意加入某个国家的问题。”





　　我们认为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兼并的和约问题是历次讨论媾和条件时的一个主要问题。所有的党派都认为，媾和是唯一的抉择，而有兼并的和约对所有的国家都是空前的灾难。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向人民提和平问题只能提没有兼并的和约问题。因此只好拥护没有兼并的和约，只好用模糊兼并这个概念的办法来撒谎或者回避这个问题。例如，《言语报》喊道：归还库尔兰就是放弃兼并。我在工兵代表苏维埃讲话时，一个士兵递给我一张条子，他问道：“我们应该战斗，把库尔兰夺回来。难道夺回库尔兰就是赞成兼并吗？”我自然作了肯定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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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反对德国用暴力吞并库尔兰，但是也反对俄国用强力保住库尔兰。例如，我国政府发出了一个关于波兰独立的宣言，其中堆砌了许多空空洞洞的词句。他们写道：波兰应当同俄国结成自由军事同盟。真正的用意就在后面这六个字上。一个小小的波兰和一个巨大的俄国结成自由军事同盟，这实际上就是在军事上完全奴役波兰。在政治上，这种同盟可以赋予自由，反正这种自由的范围要受到军事同盟的制约。假如我们进行斗争是为了让俄国资本家按照原来的疆界占有库尔兰和波兰，那就是说，德国资本家有权去掠夺库尔兰。他们会说：我们曾经一道掠夺波兰；在18世纪末我们开始瓜分波兰的时候，普鲁士是一个很弱很小的国家，而俄国是一个大国，因此俄国掠夺得多些；现在我们强大一些了，就让我们多夺得一些吧。对于资本家的这种逻辑根本无法反驳。1863年日本同俄国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1905年它却把俄国揍了一顿。在1863—1873年，德国同英国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现在它却比英国强了。德国人会说：过去我们力量弱，你们从我们手中夺去了库尔兰，现在我们比你们强大了，因此要把它夺回来。不放弃兼并就是为侵略弱小民族的无休止的战争辩护。放弃兼并就是让每个民族自由地决定，它是愿意单独生活还是愿意同其他民族生活在一起。当然，为此就得撤兵。在兼并问题上有稍许动摇就是为无休止的战争辩护。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不允许有丝毫的动摇。关于兼并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各民族自由决定。要使这一政治自由也成为经济自由，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要这样，就必须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挣脱资本的枷锁。

现在来谈决议的第二部分。


　　“现在俄国的一切民粹主义党派（人民社会党人、劳动派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组织委员会即齐赫泽、策列铁里等）以及大多数无党派革命者，都醉心于所谓‘革命护国主义’，这种革命护国主义，就其阶级意义来说，一方面代表着同资本家一样靠压迫弱小民族来攫取利润的富裕农民和部分小业主的利益和观点，另一方面，它是资本家欺骗部分城乡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结果，城乡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阶级地位使这些阶级从资本家的利润和帝国主义战争中得不到好处。”



　　可见，这方面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判明哪些阶层可能滋生并且已经滋生了护国主义情绪。俄国是一个最具有小资产阶级性的国家，小资产阶级的上层是从这场战争的继续进行中直接得到好处的。富裕农民同资本家一样从战争中获得利润。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却从兼并中得不到好处，因为他们并不拿银行资本的利润。这些阶级怎么会采取革命护国主义立场呢？这些阶级对革命护国主义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受了资本家思想的影响（就是决议中所说的“欺骗”）。这些阶级不会区别资本家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因此我们的结论是：
　　“代表会议认为，绝对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任何让步，让步在实际上意味着完全背弃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护国主义情绪，我们党将同这种情绪作斗争，即不断地说明这样一个真理：不觉悟地轻信资本家的政府是目前迅速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之一。”



　　最后一句话表明俄国根本不同于西欧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于一切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的特点。因为在西欧，不能说不觉悟的群众的轻信态度是战争继续打下去的主要原因。那里的群众现在已被军事纪律的铁钳夹住了，共和国愈民主，纪律就愈严格，因为在共和国里，法是以“人民的意志”为依据的。在俄国，由于革命，这种纪律是没有的。群众自由地选举苏维埃代表，这种现象是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但群众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所以在斗争中被别人利用。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进行解释没有别的办法。在解释时，必须提到直接的革命任务和行动方法。在群众享有自由的时候，企图不向群众解释而以少数人的名义行事，这是荒谬的布朗基主义，纯属冒险举动。只有争取群众（如果能争取的话），我们才能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胜利奠定巩固的基础。现在来谈决议的第三部分：


　　“怎样才能尽快结束，不是以强制的和约而是以真正民主的和约结束这场由资本家掀起的战争，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代表会议确认：仅仅是一方的士兵拒绝继续作战，交战的一方简单地停止军事行动，是不能结束这场战争的。”





　　有人经常硬说我们想用这种办法结束战争，他们想用歪曲对方的观点的办法轻易取胜，这是资本家的惯技，他们总是硬说我们荒谬地想用单方面拒绝作战来结束战争。他们反驳说：“把刺刀往地上一插是不能结束战争的。”这是一个士兵说的话，他是一个典型的革命护国主义者。我说这不是反驳。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即以为不更换执政阶级就能结束战争；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没有国家观念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或者是一种模糊的和平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完全不理解政治和压迫阶级之间的联系。战争是祸害，和平是幸福……当然，应当向群众解释这种思想，使群众都理解。一般说来，我们所有的决议都是为领导人员、为马克思主义者写的，根本不适合群众阅读，但它们应当为每一个宣传员和鼓动员提供一个解释全部政策的统一的指导原则。因此又补充了一段：
　　“代表会议再一次抗议资本家对我党进行的无耻诽谤，他们说我们赞同和德国单独媾和。我们认为德国资本家同俄、英、法等国的资本家一样是强盗，而德皇威廉同尼古拉二世以及英、意、罗等国的君主一样是戴王冠的强盗。”



　　委员会在这一点上发生了一些争论，有人认为我们的这一段话过于通俗，另一些人则认为在这里值不得提到英、意、罗等国的君主。但是，在详细地讨论以后，大家一致认为，当前，我们的目的是驳斥报纸对我们的诬蔑。《交易所小报》的诬蔑大多是粗暴的，《言语报》比较含蓄，而《统一报》则含沙射影。在这种问题上应当着眼于最广大的群众而对这些诬蔑进行极其鲜明极其尖锐的批判。有人对我们说，既然你们认为威廉是强盗，就帮助我们把他推翻吧，我们可以回答说，所有其他的君主也是强盗，同他们也应当进行斗争，因此不应当忘记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国王，同时在我们的盟国中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人。这两段的内容是驳斥那些要把事情弄糟和引起争吵的诬蔑。因此，下面我们必须谈一谈如何结束这场战争这个重大的实际问题。
　　“我们党将耐心地坚持不懈地向人民说明这样一个真理：战争是由政府
 进行的，战争总是同一定阶级
 的政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
 使至少几个交战国的全部国家政权转到真正能够消灭资本压迫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级手里，才能用民主的和约结束这场战争。”



　　战争是各国资本家进行的，它和资本家的阶级利益相联系，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些真理是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不需要什么解释。但是对广大群众来说，一切有本事的宣传员和鼓动员应该善于不用外来语而把这一真理解释清楚，因为在我们这里，争论往往会变成无谓的对骂。我们在决议的各个部分中都谈到这一点。我们说：要了解战争，就必须问一问战争对谁有利；要懂得用什么方法结束战争，就必须问一问战争对哪些阶级不利。这里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并且由此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革命阶级在俄国掌握国家政权之后，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摧毁资本家的经济统治，并采取一些措施使他们在政治上完全不能为害，并会立即公开向各国人民建议，在完全放弃任何兼并的基础上缔结民主的和约。”



　　既然我们代表革命阶级说话，那么人民就有权问：如果你们处在他们的地位，你们将怎样结束战争呢？这样的问题是必然会提出来的。现在人民选举我们当他们的代表，我们一定要给予十分确切的答复。革命阶级掌握政权后，首先要摧毁资本家的统治，然后向各国人民提出确切的媾和条件，因为不摧毁资本家的经济统治，一切就只会是一纸空文。只有胜利的阶级才能做到这一点，才能使政治改变过来。我再说一遍：需要向觉悟不高的人民群众由浅入深地解释这一真理，使那些缺乏认识的人了解问题的实质。目前有关战争的通俗读物的全部错误和虚伪就在于它们回避这个问题，对此保持沉默，把事情描绘成似乎阶级斗争并不存在，似乎两个国家本来是友好相处的，后来一个国家攻击了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国家就起来自卫。这是一种丝毫不客观的庸俗议论，是有教养的人对人民的有意识的欺骗。如果我们善于处理这个问题，那么，人民中的任何一员都会抓住实质，因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一回事，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又是一回事。

如果革命阶级取得政权，那会怎样呢？


　　“这些措施和这个公开的和平建议，会使各交战国的工人彼此完全信任……”



　　现在不可能有这种信任，我们靠宣言建立不起这种信任。一个思想家说过，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外交家则常说：“召开会议是为了欺骗人民群众。”不仅资本家而且社会党人也在这样议论。伯格比尔所要召开的代表会议更可以说是抱着这种目的的。
　　“……必然会使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反对那些拒绝接受所建议的和约的帝国主义政府。”



　　现在资本家政府说：“我们拥护没有兼并的和约。”这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人民群众具有被压迫阶级的本能，这种本能告诉他们说，什么也没有改变。只有一个国家里的政策真正改变了，才会产生信任，才会有起义的尝试。我们这里所讲的“起义”指的是各国的起义。“革命已经在一个国家里发生，现在应该轮到德国了”，这是一种荒谬的论调。有人企图规定一个顺序，但这样做是不行的。我们大家都经历过1905年革命，我们大家都听说过或者看到过，这次革命曾引起全世界革命思潮的高涨。马克思一向都是这么说的。革命既不能制造，也不能规定顺序。革命不能预订，——革命是发展起来的。现在俄国经常有人采用这种十足的江湖骗术。他们对人民说：瞧，你们在俄国已经完成了革命，现在该轮到德国人了。如果客观条件改变，起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按怎样的顺序，在什么时候，会得到什么成果，这些我们是不得而知的。有人对我们说：如果俄国革命阶级掌握了政权，而在其他国家里没有起义，那时革命政党做什么呢？那时怎么办呢？我们的决议的最后一段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
　　“在俄国的革命阶级还没有掌握全部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党将全力支持在战争期间事实上已向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各国无产阶级党派。”



　　这就是我们所能立即答应和应该做的一切。各国革命正在发展，但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展的，发展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有人在进行反对本国政府的革命斗争。我们应当支持的是这些人，而且只能是这些人。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其他一切都是假话。接着我们说：
　　“党尤其会支持已经在前线开始的各交战国士兵的群众性联欢……”



　　这是针对普列汉诺夫的反对意见写的，普列汉诺夫说：“这会得到什么结果呢？好，就算举行了联欢，以后又怎样呢？这就是说，可能在前线单独媾和。”这是耍花招，不是严肃的论证。我们希望各条战线都进行联欢，我们关心的是这一点。当我们在瑞士工作时，我们用两种文字刊印了呼吁书，一面是法文，一面是德文，我们号召走我们现在引导俄国士兵走的道路。我们并没有把联欢局限于俄德两国之间，我们号召所有的国家进行联欢。现在究竟应当怎样理解联欢呢？
　　“……争取把被压迫者这种自发表现出来的团结变为自觉的和尽可能有组织的运动，使所有交战国的全部国家政权都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手中。”



　　现在，联欢是自发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当欺骗自己。必须承认这一点，以免人民误解。现在参加联欢的士兵没有明确的政治思想。这是出于被压迫者的本能，他们厌倦了，受苦受够了，不再相信资本家了，他们说：“你们在那里讲和平，我们已经听了两年半了，还是让我们自己来干吧。”这是真实的阶级本能。没有这种本能，革命事业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工人自己不解放自己，谁也不会来解放他们。但是，只有这种本能是否够了呢？只有这种本能还是成不了大事。因此必须把这种本能变成觉悟。这种联欢应当变成什么呢？我们在《告各交战国士兵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答复，就是要使政权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 
［注：见本卷第292—294页。——编者注］

 当然，德国工人会给自己的苏维埃取个别的名称，这是无关紧要的。实质在于：我们十分正确地认为，联欢是自发的，我们不是只鼓励联欢，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身穿军装的各国工农的这种自发的接近变成自觉的运动，而这一运动的目的是使各交战国的政权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手中。这个任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人类在资本家统治下的处境本来就非常困难，而且正在把人类直接引向毁灭。因此，这种处境一定会引起愤怒的爆发，而这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保证。

这就是我们的决议，请代表会议审议。


（2）

报道

为了论证第一个决议， 列宁同志
 作了报告，他指出，决议分以下三部分是必要的：第一部分是对战争的阶级分析；第二部分是剖析所谓“革命护国主义”；第三部分是回答如何结束战争的问题。决议的第一部分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动力，指出这些动力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联系，阐明各国统治阶级的兼并意图。第二部分评述一种独特的思潮。第三部分在驳斥关于“单独”媾和的荒谬诽谤的同时，指出结束战争的途径，指出为夺取政权而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途径。





	记录载于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报道载于1917年4月29日（5月12日）《真理报》第4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387—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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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关于战争的决议时发表的反驳意见

（4月27日〔5月10日〕）


（1）


　　格尔曼提议把“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改为“党的机会主义一翼”，他这样提议的理由是：并非所有的孟什维克都是护国派，左翼是不同意护国主义观点的。



列宁反对这种修改，他说，我们说的是大多数，是整个孟什维克党，所以这一评语不必改动。


（2）


　　韦杰尔尼科夫提议删去下列人名：“齐赫泽、策列铁里等”……如果我们删去这些人名，决议丝毫不会走样。奥弗相尼科夫……提议去掉下列字样：齐赫泽，策列铁里，组织委员会。





列宁反对这两种修改意见。

如果不想同时保留人名和组织委员会，那么必须保留其中之一。第一位同志建议保留组织委员会，删去人名。但是群众很熟悉组织委员会吗？为了向群众说明情况，写上策列铁里、齐赫泽这两个众所周知的名字不必要吗？


（3）


　　索柯里尼柯夫提议把“采取一些措施，使他们在政治上完全不能为害”一句中的“完全”二字删掉，因为只有摧毁资本家的经济统治后，才能使他们在政治上不能为害……



列宁反对删去“完全”二字，他建议这样写：“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摧毁资本家的经济统治，并采取一些措施使他们在政治上完全……”





	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01—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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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争的决议
[155]



（4月27日〔5月10日〕）


一

目前的战争，从两个交战国集团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说，是资本家为了分享统治世界的利益、为了争夺金融（银行）资本的市场、为了征服弱小民族等等而进行的战争。战争每天都为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增加财富，使所有交战国以至中立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贫弱。而在俄国，战争拖延下去还会给革命的成果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极大的危险。

俄国的国家政权转到临时政府手中，转到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手中，从俄国方面来说战争的这种性质和意义并没有改变而且也不可能改变。

这一事实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新政府不仅没有公布沙皇尼古拉二世同英法等国资本家政府签订的秘密条约，而且没有征询人民的意见就正式承认了这些允许俄国资本家掠夺中国、波斯、土耳其、奥地利等国的秘密条约。由于隐瞒这些条约，俄国人民就会在战争的真正性质问题上蒙受欺骗。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彻底背弃国际主义，就是说，不彻底破坏世界各国工人在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形成的兄弟团结，就决不能支持目前的战争、目前的政府和它发行的公债。

现政府答应放弃兼并，即不再侵占别国或强迫任何民族留在俄国疆界以内，这是完全不可信的。因为第一，同银行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本家，只要还没有放弃投入公债、租让企业和军工企业等等的数十亿资本的利润，他们就不会在这次战争中放弃兼并。第二，新政府为了欺骗人民而表示放弃兼并之后，却又于1917年4月9日通过米留可夫之口在莫斯科声明，它不会放弃兼并，新政府4月18日的照会和4月22日对照会的说明也证实了它的政策的侵略性质。因此，为了提醒人民不要相信资本家的空洞诺言，代表会议声明必须严格区别口头上的放弃兼并和真正的放弃兼并，真正的放弃兼并，也就是立即公布并废除一切掠夺性的秘密条约，立即给予各民族以权利，让他们通过自由投票决定他们愿意成为独立国家还是愿意加入某个国家的问题。


二

现在俄国的一切民粹主义党派（人民社会党人、劳动派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组织委员会即齐赫泽、策列铁里等）以及大多数无党派革命者，都醉心于所谓“革命护国主义”，这种革命护国主义，就其阶级意义来说，一方面代表着同资本家一样靠压迫弱小民族来攫取利润的富裕农民和部分小业主的利益和观点，另一方面，它是资本家欺骗部分城乡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结果，城乡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阶级地位使这些阶级从资本家的利润和帝国主义战争中得不到好处。

代表会议认为，绝对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任何让步，让步在实际上意味着完全背弃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护国主义情绪，我们党将同这种情绪作斗争，即不断地说明这样一个真理：不觉悟地轻信资本家的政府是目前迅速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之一。


三

怎样才能尽快结束，不是以强制的和约而是以真正民主的和约结束这场由资本家掀起的战争，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代表会议确认：

仅仅是一方的士兵拒绝继续作战，交战的一方简单地停止军事行动，是不能结束这场战争的。

代表会议再一次抗议资本家对我党进行的无耻诽谤，他们说我们赞同和德国单独媾和。我们认为德国资本家同俄、英、法等国的资本家一样是强盗，而德皇威廉同尼古拉二世以及英、意、罗等国的君主一样是戴王冠的强盗。

我们党将耐心地坚持不懈地向人民说明这样一个真理：战争是由 政府
 进行的，战争总是同一定 阶级
 的政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只有
 使至少几个交战国的全部国家政权转到真正能够消灭资本压迫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级手里，才能用民主的和约结束这场战争。

革命阶级在俄国掌握国家政权之后，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摧毁资本家的经济统治，并采取一些措施使他们在政治上完全不能为害，并会立即公开向各国人民建议，在完全放弃任何兼并和赔款的基础上缔结民主的和约。这些措施和这个公开的和平建议，会使各交战国的工人彼此完全信任，必然会使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反对那些拒绝接受所建议的和约的帝国主义政府。

在俄国的革命阶级还没有掌握全部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党将全力支持在战争期间事实上已向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各国无产阶级党派。党尤其会支持已经在前线开始的各交战国士兵的群众性联欢，争取把被压迫者这种自发表现出来的团结变为自觉的和尽可能有组织的运动，使所有交战国的全部国家政权都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手中。





	载于1917年4月29日（5月12日）《真理报》第4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03—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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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

[156]




（4月27日〔5月10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认为：

（1）临时政府按其性质来说，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

（2）临时政府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俄国帝国主义和英法两国帝国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3）临时政府只是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压力下，某些方面也是在小资产阶级的压力下才部分地执行它所宣布的纲领；

（4）正在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反革命力量，在临时政府旗帜的掩护下，在它的公开协助下，已经开始向革命民主派进攻，如：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的选举日期，阻挠人民普遍武装，反对把全部土地交给人民，强迫人民接受地主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阻挠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纵容军队中的反革命鼓动（古契柯夫之流的鼓动），策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来对付士兵等等；

（5）临时政府由于要维护资本家和地主的利润，不会在经济方面（粮食等方面）采取一些因受到经济崩溃的直接威胁而绝对必须立即实行的革命措施；

（6）同时，这个政府目前依靠至今一直是大多数工人和士兵（即农民）的领导组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信任，而且还依靠同它直接达成的协议；

（7）临时政府在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上的每一个步骤，都将使城乡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看得很清楚，并将迫使小资产阶级各阶层选择一定的政治立场。

根据上述情况，代表会议决定：

（1）必须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团结城乡无产者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全部国家政权胜利地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或其他直接表达人民大多数意志的机关（地方自治机关、立宪会议等）手中。

（2）为此，必须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内部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增加苏维埃的数量，加强苏维埃的力量，使苏维埃内部我们党的一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小组团结起来。

（3）为了立即巩固和扩大各地的革命成果，必须依靠当地居民的稳定的多数，全面地开展、组织和加强独立自主的活动，以便实现自由，消灭反革命政权，实行监督生产和分配等等经济措施。

（4）临时政府的照会所引起的4月19—21日的政治危机表明，执政的立宪民主党在军队中和在街道上正在把反革命分子切实地组织起来，着手枪杀工人。由于两个政权并存所造成的不稳定的局面，这种事件的重演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用全部精力向人民说明：必须组织和武装无产阶级，使它同革命军队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必须完全抛弃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以防止发生类似1848年6月巴黎大规模枪杀无产阶级的那种严重的危险。





	载于1917年4月27日（5月10日）《真理报》第4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07—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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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党纲问题的报告

[157]




（4月28日〔5月11日〕）


（1）

记录

同志们，修改党纲的情况是这样的：总纲和政治部分若干主要点的初步修改草案，已经交给小组了。党纲应当全部修改，因为早在大战以前，党内就有人指出这个党纲已经完全陈旧了。但最后的实际情况表明，要讨论整个党纲的修改草案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另一方面，小组的全体成员都认为修改党纲是绝对必要的，在许多问题上能够而且应当指出修改党纲的方针是什么。因此，我们拟了一个决议草案，现在我来念一下，并稍微作一些说明。我们不打算现在就提出一个措词确切的提纲，而仅仅指出修改所应遵循的方针。

（报告人念决议。）


　　“代表会议认为必须依据下述方针修改党纲：（1）鉴于社会主义革命日益逼近，应对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战争时代作出评价；同所谓‘护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进行斗争，护国派忘记了马克思‘工人没有祖国’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7页。——编者注］

 的口号。”





　　这一点非常清楚，用不着解释。的确，我们党的政策已经大大向前迈进，实际上已经采取了这一条所表述的立场。
　　“（2）修改关于国家的论断和条文，应本着如下的精神：不是要求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而是要求建立无产阶级－农民民主共和国（也就是一种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没有特权官吏的国家类型）。”



　　这一条还拟了另外的提法。一个提法是引用巴黎公社的经验和70—80年代的经验，但这种提法不能令人满意，过于一般化；另一种是提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但大多数同志认为这种提法也不能令人满意。这里提法是必需的，因为问题不在于机构的名称，而在于它的政治性质和制度。我们提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指的就是它的社会内容和政治性质。
　　“（3）删除或修改政治纲领中已经陈旧的部分。”



　　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我们总的政治活动实际上已经朝这个方向进行，因此，不容置疑，修改党纲的这个方面和确切地表述我们党所处的这一革命时期是不会引起意见分歧的。
　　“（4）修改最低政治纲领中的若干条文，比较确切地指出更彻底的民主要求。（5）最低纲领中的经济部分有许多地方已经陈旧，要全部改写，关于国民教育的条文也要全部改写。”





　　主要是这些条文已经陈旧，落在工会运动后面了。
　　“（6）按照已经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改写土地纲领。（7）增加一项要求，即把若干已经有条件实行国有化的辛迪加等等收归国有。”





　　这条的措词比较谨慎，可以根据将来印出的不同草案或者压缩或者展开。
　　“（8）增加对当今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派别的评述。”



　　《共产党宣言》就作过这样的补充。
　　“代表会议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这些原则在两个月内制定出党纲草案，以便提交党的代表大会批准。代表会议号召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讨论党纲各条的草案，进行修订，或者另拟草案。”



　　有人指出，最好能出有关这个问题的读物，再办一个学术性的刊物。但是没有这方面的人力和财力。以上就是会有助于尽快修改好党纲的决议。这个决议还将送到国外去，让我们那些国际主义者同志们也能参加我们党根据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进行的修改党纲的工作。
（2）

报道

委员会建议通过一项关于修改党纲所应遵循的 方针
 的决议：（1）鉴于社会革命日益逼近，应对帝国主义作出评价；（2）应当修改关于国家的条文——建立没有常备军、警察和特权官吏的国家；（3）必须删除政治纲领中已经陈旧的部分（关于沙皇制度等）；（4）应当修改最低纲领；（5）改写纲领中显然已经陈旧的经济部分，以及纲领中的学校教育部分；（6—7）增补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演变而产生的各种要求（把辛迪加化的生产部门收归国有等）；（8）增加对社会主义运动中各种派别的评述。





	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报道载于1917年4月30日（5月13日）《真理报》第4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10—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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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

（不晚于4月28日〔5月11日〕）

代表会议认为必须依据下述方针修改党纲：

（1）鉴于社会主义革命日益逼近，应对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战争时代作出评价；同所谓“护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进行斗争，护国派忘记了马克思“工人没有祖国”的口号。

（2）修改关于国家的论断和条文，应本着如下的精神：不是要求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而是要求建立无产阶级－农民民主共和国（也就是一种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没有特权官吏的国家类型）。

（3）删除或修改政治纲领中已经陈旧的部分。

（4）修改最低政治纲领中的若干条文，比较确切地指出更彻底的民主要求。

（5）最低纲领中的经济部分有许多地方已经陈旧，要全部改写，关于国民教育的条文也要全部改写。

（6）按照已经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改写土地纲领。

（7）增加一项要求，即把若干已经有条件实行国有化的辛迪加等等收归国有。

（8）增加对当今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派别的评述。

代表会议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这些原则在两个月内制定出党纲草案，以便提交党的代表大会批准。代表会议号召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讨论党纲各条的草案，进行修订，或者另拟草案。





	载于1917年5月3日（16日）《士兵真理报》第13号增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14—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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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

（4月28日〔5月11日〕）


（1）

记录

同志们，早在第一次革命时期我们党就详细讨论过土地问题，所以我认为目前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间接证明这一点的是：由熟悉这个问题并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同志所组成的代表会议小组一致同意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没有作根本性的修改。因此，我只想极简要地谈几点意见。由于这个草案的校样已经分发给所有的代表，照念也就没有必要了。

目前，整个俄国的土地运动正在发展，这是大家有目共睹、无可争辩的事实。由孟什维克提出并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我党土地纲领，已被第一次俄国革命的进程所否定。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使他们的地方公有的纲领获得通过，地方公有的实质就是使农民的土地，不管是村社的或个体农户的，仍旧归农民所有，而地主的土地则从地主的手中转到地方自治机关的手里。孟什维克主张这种纲领的主要论据之一是：不把农民的土地交给农民而交给其他任何人，农民是永远不能理解的。凡是研究过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的人都会记得，报告人马斯洛夫和科斯特罗夫都曾经特别强调这个论据。不要忘记（现在人们常常忘记），这是第一届国家杜马以前的事情，当时还没有客观事实表明农民运动的性质和力量。当时大家都知道在俄国土地革命的烈火在熊熊燃烧，但是，谁也不知道土地运动将如何组织，农民革命运动将会怎样。那次代表大会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农民自己的严正的、求实的意见，是无法验证的，正因为这样，孟什维克的这些论据就起了作用。在我们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后不久，我们第一次获得了说明农民群众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有力证据。还在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国家杜马中，农民自己就提出了劳动派的“104人草案”。我专门研究过这个草案的署名，详细地考察了代表们的意见，考察了他们属于哪一个阶级，他们中有多少人可以称作农民。我在一本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焚毁、现在还是要再版的书中断然肯定，在这104个署名者中大多数是农民。这个草案要求土地国有化。农民说，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

因此，问题就在于怎样解释这一事实：在两届国家杜马中全俄农民的代表宁愿土地国有化，而不愿采纳孟什维克在两届国家杜马中从农民的利益出发而提出的措施。孟什维克建议农民把自己的土地留归自己所有，只有地主的土地才应当交给人民，但农民说，他们要把全部土地交给人民。这怎样解释呢？社会革命党人是这样解释的：俄国农民习惯于村社，所以同情社会化，同情劳动原则。这种说法是毫无道理的，简直是空话。但是应该怎样解释呢？我认为农民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俄国的全部土地占有制，无论是农民的或地主的，无论是村社的或个体农户的，都彻头彻尾贯穿着旧的半农奴制的关系，因此从市场条件来看，农民必然要求把土地交给全体人民。农民说，只有国有化才能消除以前土地处置中的混乱情况。他们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把平均使用土地理解为夺走地主的土地，而不是使各个业主彼此拉平。他们认为，国有化就是把全部土地拿来实际分配。这是一个宏大的资产阶级方案。没有一个农民说过平均化和社会化，但他们都说，再也不能等待了，必须铲除一切地界，也就是说，在20世纪的条件下，不能再按老办法经营了。斯托雷平的改革实行以来土地问题被弄得更加混乱。这就是农民要求土地国有化时所要说的话。这就是说，把所有的土地都拿来重新分配。决不应当有各种土地占有形式。这里根本没有任何社会化的意思。农民的这个要求之所以被叫作平均化的要求，是因为正如1905年土地占有情况统计的简要总结所表明的，一个地主有2000俄亩土地，300个农户也只有2000俄亩土地，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要求自然带有平均化的性质，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要使一切小农户彼此拉平。104人草案所说的正好相反。

可见，必须讲明上述基本情况，才能科学地论证以下见解：从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出发，在俄国必须实行土地国有化。但是，土地国有化之所以必要，还因为它对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如果以为在废除土地私有制之后俄国的一切还会照旧，那简直是荒谬的了。

其次，决议草案中得出了实际的结论并提出了实际的要求。我想提出如下几点小小的修正。第一条写道：“无产阶级政党全力支持立即完全没收全部地主土地……”——应当把“支持”改为“争取”。我们并不认为农民的土地少，所以应该多给他们一些。这是一种流行的观点。我们说，地主土地占有制是压迫农民使之窒息和落后的根源。问题并不在于农民的土地少或不少；从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而不从议论农民有多少土地、需要根据什么标准来分配土地的那些官吏的观点出发，问题的提法应当是：打倒农奴制。我建议把第二条和第三条对调一下，因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革命创举，而法律则应该是它的结果。 如果你们等待制定法律而自己不去发挥革命劲头，那么，你们将既得不到法律，也得不到土地。


反对国有化的人往往这样说，实行国有化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吏机构。这话是对的，但是要知道，国家所有意味着每一个农民都是国家土地的承租者。转让租地是禁止的。但农民能租多少地，租什么样的地，这个问题将完全由有关的民主机关来解决，而不是由官僚机关来解决。

“雇农”应改成“农业工人”。有些同志说“雇农”这个词带有侮辱的意思，反对用这个词。应当改掉。

现在，在解决土地问题时，谈论无产阶级－农民委员会或无产阶级－农民苏维埃是不适当的，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农民已经建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从而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区别开来了。

大家知道，小资产阶级护国主义政党主张把土地问题拖到立宪会议召开的时候去解决。我们则主张尽量有组织地立即把土地交给农民。我们绝对反对无政府主义地夺取土地。你们建议农民跟地主协商。我们说，必须马上把土地拿过来并进行播种，以便同粮荒作斗争，使国家免遭飞速逼近的崩溃。现在决不能接受盛加略夫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方案，他们建议等待遥遥无期的立宪会议，或是跟地主协商租地问题。但农民已经在夺取土地，有的不付任何代价，有的只缴四分之一的地租。

有一位同志从地方上，从奔萨省带来一份决议，决议上说，农民正在夺取地主的农具，但他们没有把农具按农户分掉，而是把它变为公共财产。他们定下次序和规则，以便用这些农具来耕种所有的土地。他们采取这些办法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不管地主和资本家怎样叫喊这是无政府状态，这个事实是具有极大的原则意义的。如果你们胡乱叫喊这是无政府状态，而农民则等待观望，那倒真是无政府状态了。农民已经表明，他们比官吏们更懂得经营条件和社会监督，他们运用社会监督比官吏们强百倍。自然，这种措施在小村庄是容易实现的，它无疑会推动农民采取更广泛的措施。如果农民学会这一点（他们已经开始这样学了），这里就用不着资产阶级教授的那种才能，农民自己会得出结论：农具不仅是供小农户用的，而且必须用来耕种所有的土地。至于他们的做法怎样，那并不重要。他们是否把小块土地合在一起共同耕种，这一点我们不知道，如果他们的做法不同，那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他们幸而没有遇到大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一本正经地教导人民说：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因而农民现在不能夺取土地。很幸运，在俄国农村中，这类先生还不多。如果农民只是根据同地主达成的协议来取得土地，而不集体地运用自己的经验，那么失败就不可避免，农民委员会就会变成玩具，变成毫无意思的游戏。因此，我们建议在决议草案中加上第8条 
［注：见本卷第420页。——编者注］

 。

既然我们知道地方上的农民自己已经有了这个创举，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和义务宣布：我们支持并推荐这种创举。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不致局限于形式方面的措施，才能保证克服危机的斗争不致继续成为办公室里和盛加略夫的书信里讨论的课题，才能使农民在克服粮荒和提高生产的斗争中真正有组织地前进。


（2）

报道


列宁同志
 指出，地主土地占有制，土地零乱插花的状况（这种状况是由于村长、1861年调停人以及斯托雷平的官吏先后对农民的土地乱加处置所造成的），是农村中仍然保留着农奴制盘剥关系的主要原因。

因此，农民自然渴望“铲除地界”，重新分配 全部
 土地。“一切土地都是上帝的”这句话正表达了 这种
 渴望。私有者农民不能允许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新条件下对他来说已无法容忍的那些障碍存在。这一点已被第一届和第二届的杜马中104个农民代表的草案所证明。

社会革命党人自己承认，在这个草案中，“小经济思想”战胜了“平均原则”。农民需要有自己的土地，但他需要的是适应商品经济新要求而分配的土地。如果说某些农民似乎也接受平均使用土地的原则，那么农民对这个原则的理解是与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的理解不同的。俄国地主和农民的土地占有情况统计的总结如下：300个农户占有2000俄亩土地， 一个
 地主占有的 也是这么多
 。显然，对农民来说，“平均”的要求意味着使300个农户和一个地主的权利均等。

必须实行土地国有化这种完全资产阶级的、非常进步的措施，这是由以往俄国土地处置情况的演化和世界市场的发展所决定的。战争使一切矛盾尖锐化了。现在立即把土地交给农民，这是战时的需要所威严提出的要求。盛加略夫之流建议农民 等待
 立宪会议（而 现在
 却必须播种），实际上是在扩大危机，很可能把粮荒变为真正的饥荒。他们正在把官僚－资产阶级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强加给农民。然而不能等待由法律规定土地所有制，因为危机将飞快来到。农民已经有了革命创举，奔萨省农民正在夺取地主的耕畜和农具，以供公共使用。当然，我们党只主张 有组织地
 夺取土地和农具，因为这对 增加
 生产是必要的，任何损坏农具的行为首先有害于农民和工人自己。

另一方面，我们主张把农业工人单独组织起来。





	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报道载于1917年4月30日（5月13日）《真理报》第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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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时提出的反驳意见

（4月28日〔5月11日〕）


（1）

同志们，我觉得安加尔斯基同志的意见有很多矛盾。我说的是国有化这种要求的 物质
 基础。农民决没有国有化的思想。我是说存在着全俄国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条件，而且这表现在昂贵的粮食价格上。任何一个农民都看到、知道和感觉到粮食价格的波动。而经济必须适应这些条件，适应粮食价格。就是说旧的土地占有制同新的经营体制完全不相适应，这种不相适应正好说明农民为什么要向前冲。安加尔斯基同志说，农民是私有者。他说得完全对。斯托雷平根据这一点曾经想改变土地关系，他尽了一切力量，但他没有成功，因为不实行革命的破坏，要改变土地关系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农民渴望土地国有化的物质基础，虽然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作国有化。作为私有者的农民，他们本能地要说土地是上帝的，因为在旧的土地占有制条件下已无法生活下去。安加尔斯基同志的建议完全是出于误解。第二段说：农民土地占有制完完全全彻头彻尾被旧的半农奴制的联系和关系束缚着。难道这说的是地主的土地吗？不是。安加尔斯基同志的修正是出于误解。他把决议中没有的、农民甚至毫无概念的东西强加在我的身上。农民根据粮食和日用品的价格来了解世界的情况，如果有铁路经过村子，农民就会通过他自己的经营来了解这种情况。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了，这是农民感觉到的，而且用一种想扫除整个旧的土地占有制的激进要求表达出来了。农民希望成为私有者，但是希望成为按新的方式划分的土地上的私有者，以便在这样的土地上经营，即这种土地的占有是根据他们现时的要求，而不是根据任何官吏的指示确定的。这一点农民非常清楚，当然，他们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的，但这正是他们要求土地国有化的物质基础。





	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23—424页












（2）


　　索洛维约夫认为，决议开头就应当指出最重要的一点：党要求实行土地国有化。



这个修正不是很重要的。我把国有化放在第三位，因为首要的应该是创举和革命行动，而国有化则是表达人民意志的法律。我反对这个修正。





	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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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

（4月24日〔5月7日〕以前）

俄国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存在，是农奴主－地主权力的物质支柱，是君主制有可能复辟的保证。这种土地占有制必然使俄国绝大多数居民即农民处于贫困、受奴役、受折磨的境地，必然使全国各方面的生活处于落后状态。

俄国的农民土地占有制，无论是份地的（村社的和个体农户的）还是私有土地的（租用的和购买的），完完全全彻头彻尾被旧的半农奴制的联系和关系束缚着，农民仍然分成从农奴制时代承袭下来的各种类别，土地零乱插花等等。必须冲破所有这些陈旧的有害的樊篱，必须“铲除”地界，重新改造土地占有和土地经营的一切关系，以适应全俄国和全世界经济的新条件，这就是农民渴望全国 一切
 土地国有化的物质基础。

不管一切民粹主义党派给农民群众反对农奴主地主土地占有制、反对俄国全部土地占有关系和使用关系上的一切农奴制羁绊的斗争蒙上什么样的小资产阶级空想，这场斗争本身却反映了纯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绝对进步的、经济上必然的、要求彻底摧毁所有这些羁绊的倾向。

土地国有化是资产阶级的措施，它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能实现的和可以设想的最充分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意味着土地的使用最彻底地摆脱一切非资产阶级的附加物。此外，土地国有化就是废除土地私有制，在实践上会给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以有力的打击，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力促进这种改革。

另一方面，俄国的富裕农民早已造就了农村资产阶级分子，而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无疑使这些分子增多、壮大和巩固起来了。在农村的另一极，农业雇佣工人即无产者，以及与他们相近的半无产的农民群众也同样增多和壮大起来了。

地主土地占有制摧毁和消灭得愈坚决愈彻底，俄国整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进行得愈坚决愈彻底，农业无产阶级反抗富裕农民（农村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会开展得愈有力、愈迅速。

由于正在开始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不会对我国发生直接的强大的影响，俄国革命的命运和结局将以如下情况为转移：或者是城市无产阶级能够率领农村无产阶级前进并使农村半无产者群众与之联合，或者是这些群众跟着一心想同古契柯夫、米留可夫、资本家和地主结成联盟、一心向往整个反革命势力的农村资产阶级走。

根据这种阶级状况和力量对比，代表会议决定：

（1）无产阶级政党全力争取在俄国立即完全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以及皇族、教会、皇室等等的土地）。

（2）党坚决主张立即把全部土地交给组织在农民代表苏维埃中的农民，或交给组织在其他真正完全按民主原则选出的、完全不依附地主和官吏的地方自治机关中的农民。

（3）无产阶级政党要求全国所有土地国有化；国有化就是把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交给国家，把土地的支配权交给地方民主机关。

（4）党应当坚决反对临时政府，因为临时政府通过盛加略夫之口和它的一些集体声明，强迫农民“同地主达成自愿协议”，实际上就是强迫他们接受地主式的改良，它还扬言要惩办农民的“越轨行动”，也就是说少数居民（地主和资本家）要用暴力来对付大多数居民，同时党又应当坚决反对大多数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的小资产阶级动摇，因为他们劝告农民不要在立宪会议召开前夺取全部土地。

（5）党建议农民有组织地夺取土地，绝对不许损坏一点财物，并且要关心增加生产。

（6）只有整个国家完全民主化，即一方面消灭警察、常备军和实际享有特权的官吏，另一方面最广泛地推行完全不受上面监视和监护的地方自治，整个土地改革才能顺利实现并得到巩固。

（7）必须立即在各地建立单独的农业无产阶级组织，其形式或者是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及单独的半无产阶级农民代表苏维埃），或者是在一般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在一切地方的和城市的管理机关等等中成立无产阶级小组或团体。

（8）党应当支持俄国若干地方的农民委员会的创举，把地主的耕畜和农具交给组织在这些委员会中的农民共同调剂使用，以耕种全部土地。

（9）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建议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设法把各个地主田庄改建成有相当规模的示范农场，由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用公款经营，受农艺师指导，并使用优等的技术设备。





	载于1917年4月30日（5月13日）《真理报》第4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25—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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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联合国际主义者反对小资产阶级护国主义联盟的决议

（4月27日〔5月10日〕以前）

（1）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等在绝大多数场合已经转到“革命护国主义”的立场，即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投票赞成公债，支持代表资本利益的临时政府）；

（2）这些政党的全部政策体现着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观点，它们用资产阶级的影响腐蚀无产阶级，要无产阶级相信，似乎通过协议、“监督”和参加内阁等，就可以改变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并使政府离开侵犯自由的反革命道路；

（3）这种政策助长并加强群众对资本家的不觉悟的轻信态度，而这种态度是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而且使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有可能击败革命。


有鉴于此
 ，代表会议决定：

（1）绝对不能同执行这种政策的党派联合；

（2）同真正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集团和派别接近和联合是必要的，但其基础必须是同小资产阶级背叛社会主义的政策决裂。





	载于1917年5月2日（15日）《真理报》第4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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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决议

（4月25—26日〔5月8—9日〕）

代表会议讨论了在俄国各地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工作的同志们的报告和介绍，认为：

在许多省份，革命正在向前推进：无产阶级和农民自动地起来组织苏维埃，自动地起来消灭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兵，把全部土地交给农民，实行工人对工厂的监督，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保证生产进度不下降，建立工人对粮食分配的监督等等。

革命在各省的这种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一方面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工农自己监督生产的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在全俄国范围内为革命的第二阶段准备力量的保证。革命的第二阶段应当使全部国家政权转归苏维埃或其他直接表达人民大多数的意志的机关（地方自治机关、立宪会议等等）。

在两个首都和某些大城市，使国家政权转归苏维埃是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需要极长时间来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在这些地方，资产阶级集结了最大的力量。在这些地方，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表现得更为明显，这种政策往往妨碍群众的革命创举，削弱他们的主动性。由于这些苏维埃对外省具有指导意义，上述情况就特别危险。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一方面全面支持以上所谈的各地革命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苏维埃内部不断地（通过宣传和改选）为争取无产阶级路线的胜利而斗争；把全付精力和注意力用来对工人和士兵群众进行工作，把无产阶级路线和小资产阶级路线、国际主义路线和护国主义路线、革命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区分开来，组织和武装工人，使他们准备力量迎接下一阶段的革命。

代表会议再一次声明，必须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增加苏维埃的数量，加强苏维埃的力量，使苏维埃内部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各小组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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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问题的讲话

（4月29日〔5月12日〕）


（1）

记录

自从1903年我党通过党纲以来，我们一再遭到波兰同志的激烈反对。如果你们研究一下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你们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所听到的那些论据，他们在当时就提出来过。波兰社会民主党人退出了那次代表大会，他们认为承认民族自决权是不能接受的。从那时起，我们总是遇到这个问题。在1903年，帝国主义已经出现了，但是在他们的论据中并没有提到帝国主义，因此无论在当时或现在，波兰社会民主党采取这种立场始终是一个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错误：这些人想把我们党的立场变成沙文主义者的立场。

由于俄国长期的压迫，波兰的政策完全是民族主义的，整个波兰民族充满了向莫斯卡里 
[158]

 复仇的思想。谁也没有象俄罗斯民族那样压迫过波兰人。俄罗斯民族充当了沙皇扼杀波兰自由的刽子手。没有一个民族象波兰人那样憎恨俄国，那样不喜欢俄国，因此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波兰的资产阶级使波兰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障碍。哪怕全世界遍地烽火，只要波兰自由就行。这种提法当然是对国际主义的嘲笑。自然，波兰现在是在暴力的控制下，但是波兰民族主义者指望俄国来解放波兰，那是背叛国际。波兰民族主义者把自己的观点灌输给了波兰人民，使他们也有了这种看法。

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的巨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他们提出了国际主义的口号，他们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同其他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结成兄弟联盟，我们决不会去为波兰的解放而战。这是他们的功绩，因此，我们一直认为只有这些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同志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余的人则是爱国主义者，是波兰的普列汉诺夫们。但是，由于这种特殊的立场，在人们为了拯救社会主义而不得不反对疯狂的病态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同志们跑来对我们说，我们应当拒绝给波兰自由，拒绝让波兰分离。

为什么我们这些比其他民族压迫着更多民族的大俄罗斯人应当拒绝承认波兰、乌克兰、芬兰的分离权呢？有人建议我们当沙文主义者，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使社会民主党人在波兰处于有利的地位。我们并不妄图解放波兰，因为波兰人民处在两个有战斗力的国家之间。波兰工人应当这样谈论问题：只有那些认为波兰人民应该获得自由的社会民主党人才是民主主义者，因为在社会党的队伍中不容有沙文主义者；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对工人这样说，反而说，正因为我们认为同俄国工人结成联盟有利，所以我们反对波兰分离。他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但这些人不想了解，为了加强国际主义，就不需要重复这些话，而是应当在俄国强调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在波兰强调联合的自由。联合的自由是以分离的自由为前提的。我们俄国人应当强调分离的自由，在波兰则应当强调联合的自由。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系列的诡辩，结果是把马克思主义完全抛弃了。皮达可夫同志的观点是罗莎·卢森堡观点的重复…… 
［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

 （荷兰的例子）…… 
［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

 皮达可夫同志这样说，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因为在理论上他否认分离自由，但对人民却又说：谁否认分离自由，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皮达可夫同志的话是非常混乱的。在西欧大多数国家，民族问题早已解决。说民族问题已经解决，那是指西欧。皮达可夫同志却把这一点搬到与此毫无关系的东欧来了，因此我们就陷入了可笑的境地。

你们想一想，这有多么糊涂！要知道，芬兰就在我们旁边。皮达可夫同志没有对芬兰问题作具体答复，他完全糊涂了。昨天你们在《工人报》上看到，在芬兰滋长着分离主义。芬兰人跑来说，他们那里的分离主义加强了，因为立宪民主党人不让芬兰完全自治。那里的危机增长了，对罗季切夫总督的不满增长了，而《工人报》写道，芬兰人应当等待立宪会议，因为在立宪会议上芬兰和俄国将达成协议。协议是什么意思呢？芬兰人应当说，他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大俄罗斯人要是否认这种权利，那他就是沙文主义者。如果我们对芬兰工人说，随你们自己怎样决定…… 
［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皮达可夫同志只是否定我们的口号，说这就是不肯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但他自己并没有提出适当的口号来。在“取消国界”的口号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极端荒谬的。我在一篇没有能刊登出来的文章中把这种观点称作“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论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编者注］

 。在“取消国界”的口号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主张必须有国家，而有国家就得有国界。自然，国家可以有资产阶级政府，而我们需要的是苏维埃。但苏维埃也还是有国界问题。“取消国界”是什么意思呢？无政府状态就从这里开始……在“取消国界”的口号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简直是糊涂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成熟、爆发以后，它就会蔓延到别的国家去，我们将帮助这个革命，但怎样帮助，我们还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一句毫无内容的空话。既然还存在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就主张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对分离主义运动是不感兴趣的，是中立的。如果芬兰、波兰、乌克兰同俄国分离，这没有什么不好。这有什么不好呢？谁说不好，谁就是沙文主义者。只有疯子才会继续奉行沙皇尼古拉的政策。要知道挪威已经脱离了瑞典……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曾经把民族当作交换品，皇帝们曾经把波兰当作交换品。难道我们还继续奉行这种皇帝的策略吗？这是抛弃国际主义的策略，是最坏的沙文主义。如果芬兰分离，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在挪威同瑞典分离后，两国人民、两国无产阶级更加互相信任了。瑞典的地主想进行战争，但是瑞典的工人反对战争，他们说：我们不打这种仗。

芬兰人现在仅仅希望自治。我们主张让芬兰完全自由，那他们对俄国民主派就会更加信任，只要实现了这一点，他们就不会分离。当罗季切夫先生到芬兰人那里去为了自治问题讨价还价时，芬兰同志跑来对我们说，我们要自治。人们一齐向他们开火说：“你们等待立宪会议吧。”但我们说：“否认芬兰自由的俄国社会党人就是沙文主义者。”

我们说，国界是根据居民的意志确定的。俄国，不许为争夺库尔兰而打仗！德国，把军队撤出库尔兰！我们就是这样来解决分离问题的。无产阶级不能采取暴力，因为它不应当妨碍各民族的自由。当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为现实而不只是一种方法的时候，“取消国界”的口号才是正确的，那时我们就会说：同志们，到我们这里来吧……

关于战争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必要时我们不会拒绝革命战争。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现在米留可夫在俄国执政，把罗季切夫派到芬兰去，让他在那里恬不知耻地同芬兰人讨价还价，我们说：不，俄罗斯民族，不许对芬兰人采取暴力，因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77页。——编者注］

 。在关于伯格比尔的决议中，我们说：撤出军队，让各民族自己独立地解决问题。如果苏维埃明天把政权拿到手里，那就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了，那时我们就会说：德国，把军队撤出波兰；俄国，把军队撤出亚美尼亚，——否则就是欺骗。

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谈到他的被压迫的波兰时对我们说，那里全是沙文主义者。但是关于怎样对待芬兰和乌克兰，为什么没有一个波兰人讲一句话呢？从1903年起，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争论得够多了，现在很难再谈了。愿意怎样就怎样吧……谁不赞成这种观点，谁就是兼并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我们希望所有的民族结成兄弟联盟。只要成立了乌克兰共和国和俄罗斯共和国，它们的联系和信任就会加强。如果马克兰人看到我们这里是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就不会分离；如果我们这里是米留可夫共和国，他们就会分离。皮达可夫同志的观点完全自相矛盾，他说，我们反对把其他民族强迫留在疆界内，——其实这就是承认民族自决权。我们决不希望希瓦 
[159]

 的农民处在希瓦可汗的统治下。我们将靠我们革命的发展去影响被压迫群众。在被压迫群众中的鼓动工作只能这样做。

一切不承认芬兰和乌克兰自由的俄国社会党人都会陷入沙文主义。无论他们怎样进行诡辩，怎样求助于自己的“方法”，他们永远不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2）

报道

列宁同志提醒说，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1903年就反对民族自决权，当时提出这个问题还没有联系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特殊立场，是由他们在波兰的特殊地位决定的；沙皇的压迫使波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阶层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曾不得不与“社会党人”（波兰社会党 
[160]

 ）中那些为解放波兰而准备参加欧洲战争的人进行殊死的斗争；并且只有他们，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波兰工人中间培养了国际主义团结的感情，使波兰工人同俄国工人接近。然而，他们企图把否认自决权的观点强加给 压迫
 民族的社会党人，这是极端错误的。这种企图如果得逞，只能导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转到沙文主义立场上去，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结果。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如果否认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就会变成沙文主义者，就会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俄国社会党人应当竭力争取使被压迫民族有 分离的自由
 ，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则应当拥护联合的自由，双方都应当通过形式上不同的（实质上相同的）途径达到同一个目的：用国际主义精神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那些说民族问题在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内已经解决的人们，忘记了以下事实：这个问题仅仅在西欧已经解决（也不是到处），那里居民中的民族单一程度达90％，但不是在东欧，东欧居民中的民族单一程度仅仅为43％。芬兰的例子证明，民族问题实际上已经摆到日程上了，并且必须在支持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履行国际团结的义务二者之间作出抉择，而要履行国际团结的义务就不允许践踏被压迫民族的意志。孟什维克建议芬兰社会民主党人“等待”立宪会议并同它 共同
 解决自治问题，他们实际上是在按俄国帝国主义者的调子说话。






	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报道载于1917年5月2日（15日）《真理报》第4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32—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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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

（4月27日〔5月10日〕以前）

民族压迫政策是专制制度和君主制遗留下来的，地主、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支持这种政策，是为了维护其阶级特权，分化各民族的工人。现代帝国主义加强了控制弱小民族的趋向，它是加剧民族压迫的新因素。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要消除民族压迫，除非建立最民主的共和制度和国家管理制度，保证一切民族和语言完全平等。

必须承认构成俄国的一切民族都有自由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否认这种权利和不设法保证这种权利的实现，就等于拥护侵略政策或兼并政策。无产阶级只有承认民族分离权，才能保证各民族工人的充分团结，才能促进各民族真正民主的接近。

目前芬兰和俄国临时政府间的冲突特别清楚地表明：否认自由分离权，就会导致直接继续奉行沙皇政府的政策。

决不允许把民族有权自由分离的问题同某一民族在某个时候实行分离是否适当的问题混为一谈。对于后一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根据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分别不同的场合完全独立地加以解决。

党要求广泛的区域自治，取消来自上面的监督，废除强制性国语，并且根据当地居民自己对于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居民的民族成分等等的考虑来确定自治区域的范围。

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屏弃所谓“民族文化自治”，就是说，反对把原来由国家管理的学校教育事宜等等交给某种民族议会管理。民族文化自治人为地把那些在同一地方居住、甚至在同一企业做工的工人按其所属的“民族文化”分开，也就是加强工人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联系，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则是要加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

党要求在宪法中列入一条根本性的法律，宣布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特权以及对于少数民族权利的任何侵犯都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俄国各族工人在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如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合作－教育组织等等中打成一片。只有各族工人在这种统一的组织中打成一片，无产阶级才有可能进行反对国际资本、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胜利斗争。





	载于1917年5月3日（16日）《士兵真理报》第13号增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39—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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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的现状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任务问题的讲话

（4月29日〔5月12日〕）


（1）

记录

季诺维也夫同志自己承认，我们访问斯德哥尔摩将是最后一次，我们到那里去是为了了解情况。

格里姆邀请我们参加代表会议，我不去，因为我认为不能同拥护社会沙文主义的人谈问题。我们说：“决不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起参加。”我们去是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接触。格里姆无论在道义上或在手续上都有权写今天的决议。他有权是因为他依靠德国的考茨基和法国的龙格。从手续方面说，事情是这样的：格里姆曾经书面声明，“只要胡斯曼把执行局召集起来，我们就马上解散我们的执行局。”我们说，齐美尔瓦尔德并没有作出这样的决定，格里姆表示同意，但他声明，“多数人都这样看”，——这倒是实话。

关于访问：“可以去了解情况，我们将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交往。”指望我们会争取到别的什么人，这种希望不大。不应抱任何幻想，因为第一，访问也许实现不了；第二，即使实现也是最后一次；第三，从技术方面说，我们无法把那些想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的人争取过来。但让诺根同志第一次、季诺维也夫同志最后一次去访问斯德哥尔摩吧。至于我，理所当然希望最后一次访问的尝试尽可能快、尽可能顺利地实现。


（2）

报道

列宁同志建议声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留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只是为了了解情况，因此它 已经
 退出联盟。他说，经验证明，继续留在联盟内是没有意义的。齐美尔瓦尔德在许多国家里甚至成了前进的障碍。社会沙文主义者用它来掩护自己。





	记录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报道载于1917年5月2日（15日）《真理报》第4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41—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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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而发表的讲话

（4月29日〔5月12日〕）

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只谈俄国的情况，这是错误的。战争把我们紧紧地拴在一起，因此如果我们忽视国际关系的总和，那就是极大的错误。

全世界的运动使我们面临社会革命，在这种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将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决议案里所分析的主要问题。


　　“战前在最发达的先进国家中无疑已经具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由于战争而更加成熟，并且继续在异常迅速地成熟。中小经济更加迅速地遭到排挤和破产。资本的积聚和国际化正在大大地加强。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由于情势所迫，许多国家实行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调节，其中有些国家进而采取普遍劳动义务制。”



　　战前就存在托拉斯和辛迪加的垄断，战时更出现了国家垄断。而普遍劳动义务制则是一种新的东西，它构成社会主义整体的一部分，这一点往往被害怕对当前情况作具体分析的人忘记了。决议的第一部分的重点是评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27年前就已指出，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提法，不估计到托拉斯的作用，却说“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无计划性”，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恩格斯指出：“哪里有托拉斯，哪里就没有无计划性，而有资本主义。”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

 现在指出这一点尤其恰当，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军事国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计划性并不能使工人摆脱奴隶地位，相反地，资本家将更“有计划地”攫取利润。现在资本主义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

决议的第二部分不需要作任何解释。

决议的第三部分必须比较详细地讲一讲。（报告人念决议。）


　　“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内，在大量小农居民中间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必须支持资产阶级，或者必须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小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或者在向人民解释必须立即采取若干实际上已经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方面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那就是极大的错误，在实际上甚至是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人们常常根据以上的前提作出这样的结论：“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因此根本谈不上社会革命。”但是他们忘记了，战争使我们处于特殊的境地，与小资产阶级并存的还有大资本。政权一旦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苏维埃将做些什么呢？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吗？答复是：工人阶级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在工兵代表苏维埃执掌政权的条件下，能够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呢？

首先是实行土地国有化。土地国有化是一项资产阶级措施，它不排斥资本主义，而资本也不排斥它，但对私有制却是很大的打击。接下去是（报告人念决议。）：


　　“……对所有的银行实行国家监督，把它们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同时对保险机关和资本家的最大的辛迪加（如糖厂主的辛迪加、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等等）也实行国家监督，逐步实行更合理的累进所得税和累进财产税。这样的办法在经济上已经完全成熟，在技术上完全可以立即实行，在政治上能够
 获得绝大多数农民的拥护，因为这些改革在各方面都是对他们有利的。”



　　这一点引起了辩论。我在《真理报》上就曾针对普列汉诺夫的文章这样说过：“当人们谈到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时，总是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竭力把社会主义说得模糊不清，说它是一种跳跃。”考茨基本人写道：“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谈到废除农民的私有制。”但是，这是不是说，现有的大资本使我们不必实行工兵代表苏维埃对生产、对糖厂主的辛迪加等等的监督呢？这项措施不是社会主义，这是过渡性的措施，但是由于有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实现这种措施就会使俄国一只脚踏进社会主义，说一只脚，是因为占多数的农民还支配着国家经济的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转变的条件业已成熟，这是不能否认的。要在政治上实现这些措施，就应当拥有多数，而多数就是农民，很明显，农民从这些改革中是能得到好处的。至于农民的组织程度够不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不能替他们负责。从前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社会主义就是“大兵营”，“一大批官吏”。我们现在提出社会主义的问题，提法应当不同于过去，不能再提得模糊不清，而应当提得十分具体，这就是：土地国有化，对辛迪加进行监督，等等。（报告人念决议。）


　　“所有上述的和类似的措施，在全部政权转归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条件下，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讨论，并且做好实施的准备，只要有可能，也可以而且应当由全民政权的地方革命机关去实行。在实行上述措施时，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争取稳定的居民多数，使他们自觉地确信这项或那项措施实际上已准备就绪；工人群众的有觉悟的先锋队正是应当把注意力和精力放在这一方面，因为工人群众有责任帮助农民群众找到一条摆脱业已造成的经济破坏的出路。”





　　最后几个字是整个决议的关键：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跳跃，而是一条摆脱业已造成的经济破坏的实际出路。反对者说：“既是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应当谈社会主义。”与此相反，我们说：“既然资产阶级不能摆脱现状，革命就要继续前进。”我们不应当只在民主的词句上兜圈子，而应当向群众说明目前形势，向他们指出一些实际的措施：把辛迪加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对它们进行监督等等。所有这些措施实现后，俄国的一只脚就踏进社会主义了。我们的经济纲领应当谈如何摆脱经济破坏——这是我们应当遵循的方针。





	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43—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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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时发表的反驳意见

（4月29日〔5月12日〕）


（1）


　　会场上有人问：对辛迪加和银行的监督，是仅仅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措施，还是也包括对私营企业等等的监督措施？

不错，这一点在决议中没有谈，因为这种生动的实践在另一个决议中已经谈了，那里展示了它的良好的前景。 
［注：见本卷第422页。——编者注］

 而这个决议谈的是另一个问题——实现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


（2）


　　索洛维约夫提出修正，说对这一过渡时期的国家应该略加评述，说这很重要，因为这决定着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作的总方向……

列宁反对索洛维约夫同志的修正：

在某些决议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具体的定义。工兵代表苏维埃可以不要警察而起作用，因为它有武装的士兵。工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能够取代旧官吏的机关。

旧的土地纲领未能…… 
［注：记录上有一个词无法辨认。——俄文版编者注］

 但是应当说：“党要求建立没有警察、常备军和官吏的农民－无产阶级共和国。”因此，代表会议已经预先解决了这个问题 
［注：见本卷第407页。——编者注］

 ，现在我们要做的只是用适当的措词加以表述。





	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47—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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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

（4月24日〔5月7日〕以前）

世界托拉斯和银行资本为争夺世界市场的统治权而引起的世界大战，使物质财富遭到巨大破坏，使生产力消耗殆尽，使军事工业蓬勃发展，以致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生产无法进行。

因此，这次战争使人类陷入了绝境，使人类濒于毁灭。

战前在最发达的先进国家中无疑已经具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由于战争而更加成熟，并且继续在异常迅速地成熟。中小经济更加迅速地遭到排挤和破产。资本的积聚和国际化正在大大地加强。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由于情势所迫，许多国家实行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调节，其中有些国家进而采取普遍劳动义务制。

在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所有这些使生产更加垄断化、更加国家化的措施，必然会加重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迫，造成被剥削者反抗的困难，加强反动势力和军事专制，同时，必然会使大资本家靠剥削所有其他居民阶层而得来的利润急剧增加，使劳动群众在好几十年内都不得不向资本家缴纳贡税，即支付数十亿的借款利息。但是，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国家政权完全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以后，同样的这些措施却会保证社会的改造获得成功，从而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并且保障一切人的物质福利。


※　　　　　※　　　　　※

　　另一方面，全世界社会党人在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中一致声明，鉴于帝国主义战争即将爆发（目前正在激烈进行）， 无产阶级革命
 是不可避免的，这一预见已被事变的进程清楚地证实了。俄国革命不过是战争所必然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第一个革命的第一个阶段。

在一切国家中，广大人民群众对资本家阶级的愤恨在加深，无产阶级的意识在增强，他们认识到：只有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并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使人类免于毁灭。

在一切国家中，尤其是在英国和德国这两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千百个没有转到“本国”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党人被资本家政府关进监狱，这种迫害明显地暴露出资本家政府害怕人民群众中不断深入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德国群众性罢工在最近几周声势特别大，德、俄士兵在前线联欢也日益增多，由此可以看出，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正在成熟。

各国工人（今天他们还在为资本家的利益而互相残杀）之间兄弟般的信任和兄弟般的联盟已经开始逐渐恢复，这也就为各国工人采取一致的革命行动创造了先决条件。只有这种行动才能保证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最有计划地开展并最有把握取得成功。


※　　　　　※　　　　　※

　　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内，在大量小农居民中间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必须支持资产阶级，或者必须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小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或者在向人民解释必须立即采取若干实际上已经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方面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那就是极大的错误，在实际上甚至是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这样的步骤，首先就是实行土地国有化。这种措施并没有直接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却是一个强有力的打击，因而会加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对农村半无产者的影响。

其次，这样的步骤就是对所有的银行实行国家监督，把它们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同时对保险机关和资本家的最大的辛迪加（如糖厂主的辛迪加、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等等）也实行国家监督，逐步实行更合理的累进所得税和累进财产税。这样的办法在经济上已经完全成熟，在技术上完全可以立即实行，在政治上 能够
 获得绝大多数农民的拥护，因为这些改革在各方面都是对他们有利的。

现在日益遍及俄国的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除采取上述办法外，还可以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因为这些机关的性质一方面可以保证一切新的改革只有在人民的绝大多数自觉地牢牢地领会到有实际必要时才加以实行，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证不是由警察和官吏来实行改革，而是由武装起来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来自愿地参与调节自己的经济。

所有上述的和类似的措施，在全部政权转归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条件下，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讨论，并且做好实施的准备，只要有可能，也可以而且应当由全民政权的地方革命机关去实行。

在实行上述措施时，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争取稳定的居民多数，使他们自觉地确信这项或那项措施实际上已准备就绪；工人群众的有觉悟的先锋队正是应当把注意力和精力放在这一方面，因为工人群众有责任帮助农民群众找到一条摆脱业已造成的经济破坏的出路。





	载于1917年5月3日（16日）《士兵真理报》第13号增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49—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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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会议闭幕词

（4月29日〔5月12日〕）

由于时间不够，列宁放弃了为更改党的名称申述理由的发言。但是关于这个问题，他介绍大家看他新近写的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 
［注：见本卷第150—182页。——编者注］

 ，这本小册子将作为各地讨论的材料。

关于代表会议讲了几句话。

时间不多，工作做了不少。我们党所处的条件是困难的。护国主义政党的势力很大，但是无产阶级群众对护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抱着否定的态度。我们的决议还不适宜广大群众阅读，但是它们将使我们的鼓动员和宣传员的活动协调一致，而读了决议的人会从中找到自己工作的指南。我们要面向千百万人讲话，应当从群众中吸取新的力量，要求觉悟比较高的工人能够适应群众的水平来解释我们的主要论点。我们要花力量在我们的小册子中更通俗地阐述我们的决议，我们希望各地的同志也能这样做。无产阶级将在我们的决议中找到把我们的革命推向第二阶段的指导性材料。

（代表会议在国际歌声中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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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合法条件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1917年4月24—29日（5月7—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



由于中央内部在对革命的估计、革命的前途以及党的任务问题上有分歧，根据中央的一致决定，全党在代表会议召开以前，围绕列宁的《四月提纲》，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公开争论。这样，地方组织就有可能预先讨论议程中的问题，并弄清普通党员对它们的态度。出席代表会议的有151名代表，其中133名有表决权，18名有发言权，他们代表78个大的党组织的约8万名党员。出席会议的还有前线和后方军事组织的代表，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芬兰和爱沙尼亚等民族组织的代表。这次代表会议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因而起到了党代表大会的作用。代表会议的议程是：目前形势（战争和临时政府等）；和平会议；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修改党纲；国际的现状和党的任务；同国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联合；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立宪会议；组织问题；各地的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列宁是主席团的成员，他领导了会议的全部工作，作了目前形势、修改党纲和土地问题等主要报告，发言20多次，起草了代表会议的几乎全部决议草案。斯大林作了民族问题的报告。代表会议以《四月提纲》为基础，规定了党在战争和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上的路线，确定了党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波·加米涅夫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副报告，他和阿·伊·李可夫企图证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未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尚不成熟，认为只能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苏维埃监督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讨论民族问题时，格·列·皮达可夫反对各民族有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的口号。他们的错误观点受到了会议的批判。在讨论国际的现状和党的任务时，会议通过了格·叶·季诺维也夫提出的继续留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里和参加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的错误决议案，列宁投票反对这一决议案。代表会议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弗·巴·米柳亭、维·巴·诺根、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伊·捷·斯米尔加、斯大林、Г．ф．费多罗夫共9人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次会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30—456页。——339。





[150]

 列宁说完这句话后，安·谢·布勃诺夫宣读了中部工业区（莫斯科）区域代表会议的决议。列宁接着继续作报告。——342。





[151]

 参看后来列宁在《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一文中对这一事件的评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359。





[152]

 关于召开交战国和中立国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问题，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1917年4月进行了多次讨论。4月下半月，同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有联系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弗·伯格比尔来到彼得格勒，以丹麦、挪威、瑞典三国工人党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建议俄国各社会党参加定于1917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有关签订和约问题的代表会议。



4月23日（5月6日），伯格比尔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报告，公然声称德国政府“会同意”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党代表会议上将要提出的媾和条件。4月25日（5月8日）执行委员会听取各党派有关这一问题的声明。布尔什维克宣读了四月代表会议在当天通过的《关于伯格比尔的建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42—444页），表示坚决反对参加这一会议。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赞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劳动派、崩得分子和孟什维克赞成参加会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孟什维克提出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将承担召集代表会议的发起工作并将为此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苏维埃全会批准了这一决议。



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社会党人的多数派拒绝参加这一会议，因为英法政府想彻底战胜德国。中派分子（法国的龙格派和以卡·考茨基、胡·哈阿兹和格·累德堡为首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同意参加会议，而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斯巴达克派则拒绝参加会议。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没有开成，因为一些代表没有领到本国政府的护照，还有一些代表拒绝同那些与本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的代表一起开会。——362。





[153]

 “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嘲笑自由派在政治上的无原则态度的讽刺性用语，见于他的作品《外省人旅京日记》和《葬礼》。——364。





[154]

 列宁在这里和下面提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关于第二国际各国党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宣言草案在四月代表会议的材料中没有保存下来。看来草案的部分内容已写入《关于伯格比尔的建议的决议》。——365。





[155]

 关于战争的决议是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258—263页）为基础拟定的，在四月代表会议上以多数票（有7票弃权）通过，载于1917年4月29日（5月12日）《真理报》第44号社论的位置。——397。





[156]

 《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载于1917年4月27日（5月10日）《真理报》第42号社论的位置。这项决议在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委员会中一致通过，在全体会议上以多数票通过（有8票弃权，3票反对）。——401。





[157]

 列宁在《第五封〈远方来信〉的要点》中就提出了修改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的问题。四月代表会议根据列宁的倡议通过了关于必须修改党纲的决议，确定了修改党纲的基本方针。在代表会之后不久，出版了《修改党纲的材料》这本小册子（见本卷第472—493页）。制定新党纲的工作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完成的，新党纲在1919年3月召开的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403。





[158]

 莫斯卡里是十月革命前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424。





[159]

 希瓦是16世纪初在中亚细亚阿姆河下游建立的一个封建国家（希瓦汗国），居民中有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卡拉卡尔帕克人等，1873年被沙皇俄国征服，成为其属国。——429。





[160]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6月起，左派（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领导该党。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随后该党多数派即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皮尔苏茨基分子则成立了波兰社会党—“革命派”（1909年重新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波兰社会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德奥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联合政府。1926年5月，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派。20年代末—30年代中期，该党左派力量有所增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波兰社会党党员参加了华沙等地的保卫战。华沙投降以后，波兰社会党右翼领导人济·扎列姆巴宣布该党解散。1939年10月，波兰社会党右翼领袖成立了名为“自由、平等、独立”的地下组织。左派则于1941年成立名为“波兰社会主义者”的组织，1943年改称“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在1942年成立的波兰工人党的影响下，加入了反对希特勒占领者的人民战线。1944年9月，波兰社会党重建，同波兰工人党一起参加人民民主波兰的建设。1948年12月，波兰社会党同波兰工人党合并为波兰统一工人党。——429。







《列宁全集》第29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决议的引言[161]


（1917年5月3日〔16日〕）

工人同志们！

由中央委员会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通常所说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已经结束了。

代表会议就革命的一切根本问题通过了非常重要的决议，下面刊登的是这些决议的全文。

革命正处在危机中，这从4月19—21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街头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出来。这一点临时政府承认，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也承认。当我们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古契柯夫的辞职又一次证实了这一点。

政权的危机，革命的危机，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临时政府是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他们被俄国和英法的资本所束缚，不得不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但是士兵已经被战争拖得筋疲力尽了，他们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战争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进行的，他们不要战争。同时，象在其他国家一样，崩溃、饥荒和经济彻底破坏的阴森可怖的魔影也向俄国逼来。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也陷入了绝境，因为它同临时政府缔结了协议，支持这个政府，支持公债，从而也就是支持战争。苏维埃是要为临时政府负责的，它看到目前这种局势没有出路，但是由于自己同资本家政府签订了协议而弄得也无法脱身。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关头，即在革命成败所系的时刻，在资本家手忙脚乱，一方面感到无计可施，一方面又想枪杀工人的时刻，我们党出现在人民面前，通过自己的代表会议的决议告诉人民：

必须明白哪些 
阶级

 在推动革命。必须冷静地估计到它们的不同的意图。资本家不可能和工人走同一条道路。小业主既不会完全相信资本家，也不会马上下定决心同工人建立兄弟般的紧密联盟。只有懂得了这些阶级的差别，才能为革命找到正确的道路。

我们的代表会议就人民生活的一切根本问题作出的决议，准确地区分了不同阶级的不同利益，指出了执行信任资本家政府的政策或支持资本家政府是根本不能摆脱绝境的。

处境空前困难。出路有一条，而且只有一条，这就是在整个俄国自下而上地把全部国家政权交给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只有把政权交给得到大多数农民支持的工人阶级，才能指望迅速恢复其他国家工人的信任，才能指望在欧洲掀起强大的革命来打碎资本的枷锁，粉碎罪恶的各民族间的大厮杀的铁钳。只有把政权交给得到多数农民支持的工人阶级，才能真正指望全体劳动群众完全信任这一政权，团结得象一个人，齐心协力地忘我工作，来改造全部人民生活，以利于劳动群众而不利于资本家和地主。没有这种忘我的工作，没有所有的人的极紧张的努力，没有按新方式改造生活的毅力和决心，没有全体工人和全体贫苦农民的严密组织和同志纪律， 没有这一切，就没有出路
 。

战争把全人类带到了死亡的边缘。资本家已被战争拖住而不能自拔。全世界正面临着一场大灾难。

工人同志们！事变将要求你们——千百万人——表现出新的英勇精神，表现出比在二、三月革命的光荣日子里更伟大的英勇精神，这个日子愈来愈近了。做好准备吧！ 

你们要做好准备并牢牢记住，过去，你们和资本家一起，单靠人民愤怒的爆发，几天之内就能取得胜利，而现在要取得对资本家的胜利，要战胜资本家，需要的就不仅仅是这一点了。要取得这样的胜利，要使工人和贫苦农民取得政权，要保持并巧妙地运用这一政权，就必须组织、组织、再组织。

我们的党在尽力帮助你们，首先要使你们懂得不同的阶级处于不同的地位，具有不同的力量。我们代表会议的决议就是要说明这一点。不清楚地认识这一点，组织也等于没有组织。而没有组织就不可能有千百万人的行动，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胜利。

不要相信空话。不要被诺言迷惑。不要夸大自己的力量。要在每个工厂、每个团队和连队、每个街区组织起来。要时时刻刻进行组织工作，要亲自动手，决不把这一工作委托给别人。要通过这一工作使群众逐渐地、坚定不移地完全相信先进工人。这就是我们代表会议全部决议的基本内容。这就是整个革命进程的主要教训。这就是胜利的唯一保证。

工人同志们！我们号召你们不倦地进行这一艰巨而严肃的工作，把全世界有觉悟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这条道路，而且只有这条道路才是出路，才能把人类从战争的惨祸和资本的枷锁下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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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星火”工人政治俱乐部开幕式上的讲话

（1917年4月25日〔5月8日〕）

彼得格勒工人在革命中起了决定作用。

革命没有停止，它现在刚刚开始。

彼得格勒唤醒了俄国。彼得格勒解放了俄国。彼得格勒工人的伟大事业。

以后兵工代表苏维埃将取得政权，并摆脱战争，摆脱资本的统治！

彼得格勒工人开创的事业，在前线将由士兵的联欢继续下去。

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

革命联盟。

俄国革命万岁！

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尼·列宁
　1917年4月25日

［注：最后两句话、日期和署名是列宁的手笔。——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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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欢的意义

（1917年4月28日〔5月11日〕）

资本家不是讥笑就是穷凶极恶地攻击士兵们在前线的联欢，他们造谣中伤，把事情说成是德国人“欺骗”俄国人，他们通过 自己的
 将军和军官威胁说要惩治联欢行为。

从保护资本和资本利润的“神圣私有制”来看，资本家的这种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要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萌芽状态就 镇压
 下去的确 需要
 象资本家那样对待联欢。

有觉悟的工人和由于被压迫阶级的可靠本能而跟着工人走的半无产者群众即贫苦农民群众，是深深地同情联欢的。很明显，联欢是一条通往和平的途径。很明显，这条途径不是通过资本家政府，不是去同它们联合，而是 反对
 它们。很明显，这条途径能发展、巩固和加强各国工人的兄弟般的信任。很明显，这条途径已 开始冲破
 监狱般的兵营的可恶纪律：士兵必须死板服从“自己的”军官和将军，也就是服从自己的资本家（因为大部分军官和将军不是属于资本家阶级，就是在保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很明显，联欢是 群众
 的革命创举，是被压迫阶级的良心、智慧和勇气的苏醒，换句话说，它是走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步骤之一。

联欢万岁！ 正在开始的
 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为了尽可能容易地、可靠地、迅速地通过联欢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设法使联欢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明确的政治纲领。

不管资本家及其伙伴们的居心险恶的报刊怎样诽谤我们，说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还是要不倦地反复说：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热烈主张有最好的群众组织和最坚强的“国家”政权，——不过，我们所要的国家不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而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

我们一直在发出劝告：要尽量有组织地举行联欢，要依靠士兵自己的智慧、经验和观察来防止这方面的欺骗行为，要设法使军官和将军（他们大都恶毒地诽谤联欢）远离会场。

我们要尽量做到，联欢不局限于一般地谈论和平，而要转向讨论 明确的
 政治纲领，讨论 怎样
 结束战争， 怎样
 打碎那些发动战争而现在又拖延战争的资本家的枷锁。

因此，我们党发表了告各交战国士兵书（见《真理报》第37号） 
［注：见本卷第292—294页。——编者注］

 ，清楚而准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明确的政治纲领。

士兵们诅咒战争，这是好的。他们要求和平，这是好的。他们开始感到战争对资本家有利，这是好的。他们冲破苦役营式的纪律，自己开始在各条战线上举行联欢，这也是很好的。所有这一切都很好。

但这还不够。

现在应当使士兵们举行一种能够讨论明确的政治纲领的联欢。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并不认为，简单地“拒绝”作战，个人、集团或偶然的“一群人”拒绝作战，就能结束战争。我们主张，结束战争应当是而且必将是一系列国家 革命
 的结果，即由新的阶级夺取 国家
 政权的结果。这个新的阶级不是资本家，不是小业主（其中的一半始终依附于资本家），而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

我们正是在告各交战国士兵书中阐述了我们的世界工人革命纲领：全部国家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

士兵同志们！你们自己讨论并且同德国士兵一起讨论这个纲领吧！这种讨论一定会帮助你们找到一条停止战争和打碎资本枷锁的正确道路，一条最有组织最近便的道路。


※　　　　　※　　　　　※

　　现在来谈谈资本的奴仆之一普列汉诺夫。这位前社会主义者竟堕落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惋惜！他竟把联欢与“叛卖”相提并论！！他说：联欢取得成功，岂不是会导致单独媾和吗？不，前社会主义者先生，我们支持的 各条
 战线上的联欢不会导致一些国家的资本家之间的“单独”媾和，而会 不顾
 各国资本家的愿望，导致各国革命工人之间的普遍和平， 反对
 资本家，进而打碎他们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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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措施会造成什么结果

（1917年4月28日〔5月11日〕）


我们接到这样一封电报
 ：


　　“叶尼塞斯克
 。工兵代表苏维埃听取了李沃夫总理为了进行领导而发给叶尼塞斯克省现任专员克鲁托夫斯基的电报。我们对恢复官吏的企图表示抗议，并声明：第一，我们决不让委派的官吏来管理我们；第二，决不让已被赶走的乡村长官回来；第三，我们只承认叶尼塞斯克县人民自己建立的机关；第四，委派的官吏要来统治，除非是跨过我们的尸体。



叶尼塞斯克代表苏维埃”



　　可见，临时政府从彼得格勒委派了“专员”去“领导”叶尼塞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或叶尼塞斯克的所有地方自治机关。而且，临时政府所采取的这种委派的形式，使叶尼塞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对“恢复官吏的企图”提出了抗议。叶尼塞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还声明：“委派的官吏要来统治，除非是跨过我们的尸体。”临时政府的行径，使得一个远在西伯利亚的县城通过它的由全民选出的领导机关向政府直接威胁说，要进行 武装反抗
 。

临时政府的老爷们真是治国有道！

他们又要象过去那样对“煽动”“内战”的坏蛋们咆哮起来！

从彼得格勒或从其他某个中心城市委派“专员”去“领导” 民选的
 地方机关，其用意何在呢？难道派去的人能够更好地了解地方上的疾苦，能够“领导”当地居民吗？对叶尼塞斯克人采取这种荒唐的措施有什么根据呢？ 要是
 叶尼塞斯克人同其他地区大多数公民的决定有什么抵触，那为什么不事先 了解一下
 情况，免得给人以恢复“官吏”的话柄，引起当地居民正当的愤怒和不满呢？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在临时政府中任职的地主和资本家的代表先生们一定要 保持
 沙皇旧的管理 机构
 ——从上面“委派的”官吏。世界上所有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除了有些国家在短暂的革命时期以外，几乎总是这样做的。他们这样做，也就是准备和促使共和国 回
 到君主制、回到拿破仑之流、回到军事独裁者那里去。他们是这样做了，立宪民主党的先生们也一定想要重复这种不光彩的例子。

问题非常严重。用不着欺骗自己。临时政府采取这种措施（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正好是在为俄国君主制的复辟 作准备
 。

有人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试图恢复俄国的君主制，采取上述反革命措施的临时政府应对此负全部责任。因为由上面“委派”去“领导”当地居民的官吏，正如常备军和警察一样，过去是、将来也会是恢复君主制的最可靠的保证。

叶尼塞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无论在实践上或在原则上都是万分正确的。决不允许已经被赶走的乡村长官回来。决不能容忍由上面“委派”官吏。“只”应该承认当地“人民自己建立的机关”。

必须由上面“委派”官吏来进行“领导”的主张是根本不对的，是不民主的，是凯撒式的或布朗基式的 冒险
 。恩格斯说得正确，他在1891年批判沾染上浓厚官僚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时，曾坚决主张：完全没有必要从上面来监视地方自治机关；恩格斯在提到法国的经验时正确地指出，法国从1792年到1798年由民选的地方机关进行管理，根本没有实行这种监视，但法国一点也没有“垮台”，一点也没有“解体”，却反而巩固起来了，民主地团结起来了，组织起来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6页。——编者注］



官吏的愚蠢偏见、沙皇时代的官场恶习、反动教授关于官僚制度必不可少的观念、地主和资本家的反革命习性和图谋——这些就是我们所谈的临时政府的那些措施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从上面“委派”官吏去“领导”当地成年人，去“领导”已经选出自己的领导者的绝大多数人，——这种带侮辱性的做法引起了工人和农民的愤怒，叶尼塞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正是反映了他们的这种健康的民主感。

人民需要真正民主的工农共和国，即一切当权者都必须选举产生而且按人民的愿望可以随时撤换的共和国。为了建立 这样的
 共和国，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应当起来 反对
 临时政府恢复沙皇君主制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机构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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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拙劣的谎言

（1917年4月28日〔5月11日〕）

聪明绝顶的《工人报》硬要它的读者相信，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是同盟者，因为他们两人都反对斯德哥尔摩社会沙文主义者代表会议。《工人报》只字不提我们的实质性论据，避而不谈这个代表会议是资本主义外交家的一个 幌子
 ，而用大喊大叫来敷衍了事！

可鄙的伎俩！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把真情告诉人民，应当揭露那些 通过
 社会沙文主义者进行活动的外交家的勾当。

马克思主义者不允许自己象《工人报》那样对以下这点闭口不谈：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拒绝参加代表会议， 意味着
 英法资产阶级和俄国资产阶级想把战争持续到彻底打垮德国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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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

（1917年4月29日〔5月12日〕）

背叛了社会主义而转到“本国”资本家方面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由于资本家在战争中分成集团，自然也就分裂了。这种分裂自然也是暂时的。普列汉诺夫不愿和谢德曼协商，但同一个普列汉诺夫却支持背叛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国际”。换句话说， 在
 那些分别由普列汉诺夫和谢德曼充当代理人的资本家彼此分裂的 时候
 ，普列汉诺夫就赞成和谢德曼派分裂；当“主人们”（即两国的资本家）和好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就赞成和谢德曼派团结一致。不能否认，普列汉诺夫的立场是一贯的，即一贯 背叛
 社会主义，一贯心甘情愿地为资本家效劳。

国际社会主义“中派”的代表（考茨基等）主张和所有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一致”，同意参加由谢德曼的代理人伯格比尔所筹备的代表会议，或者由他们自己（象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那样）同谢德曼派和普列汉诺夫派 一起
 策划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俄国“中派”的代表通过《工人报》对我党拒绝参加伯格比尔筹备的代表会议表示极大气愤，这也不足为奇。

昨天晚上，我们接到了我们驻斯德哥尔摩记者的来电：


　　“哈阿兹和龙格参加代表会议。‘斯巴达克’已拒绝。”




　　在德国，卡尔·李卜克内西所属的一派叫作“斯巴达克派”或“国际派”。最近有人特别是那些故意捣蛋的人大肆叫嚣，说李卜克内西派和考茨基派组成了新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62]。其实，李卜克内西派并没有完全和考茨基派联合，它仍旧保持了组织上的独立性，只不过暂时有条件地参加了反社会沙文主义者联盟。上面的电报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当实际问题一提出来，需要马上明确回答是否跟着谢德曼派及其代理人走的时候，卡·李卜克内西及其一派人同考茨基之流的联盟就 立刻瓦解了
 。

某些同志担心，我们作出的关于伯格比尔的决议会使我们“孤立”起来。

不，同志们！这个决议把我们和 动摇分子
 分隔开了。帮助动摇分子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己不动摇。

许多事件极其充分、极其迅速地证明，我们针对伯格比尔作出的决议是正确的。德国的考茨基派（哈阿兹）和法国的考茨基派（龙格）还在继续动摇，还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商讨，下不了决心同他们彻底划清界限。

我们党带头同他们彻底划清界限， 已经开始
 把主张成立第三国际的人团结起来。我们的策略和卡·李卜克内西派的策略相吻合不是偶然的，这是向就要诞生的第三国际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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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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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策列铁里和阶级斗争

（1917年4月29日〔5月12日〕）

4月27日伊·格·策列铁里在历届国家杜马代表的盛大集会上发表的演说，所有的报纸都全文或摘要转载了。

不用说，这是部长式的演说。是不管部长发表的演说。但是我们认为， 即使
 在不管部长们发表部长式的演说时，提一提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也并不是什么罪过。各有各的一套：对资产阶级来说，不谈阶级斗争，不分析不研究阶级斗争，不从阶级斗争观点论证政策，是得体的。对资产阶级来说，撇开这些在客厅交谈中称之为“不愉快的”、“失礼的”话题，赞扬“一切自由之友”的“团结”，是得体的。无产阶级政党则理应不忘记阶级斗争。

各有各的一套。

伊·格·策列铁里的演说基于两个基本的政治思想。第一，似乎可以而且应当区分两“部分”资产阶级。一部分“已经同民主派达成协议”，这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地位是“稳固的”。另一部分是一些“挑起内战的、不负责任的资产阶级人士”，策列铁里又把这部分人称为“很多都是所谓温和的有财产资格的人”。 

演讲人的第二个政治思想是：“现在就宣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是一种“绝望的”举动，而他策列铁里只有在相信（即使只有一分钟）舒利金的主张是“整个有财产资格的资产阶级的主张”时，才能同意这种绝望的举动。

我们来分析一下伊·格·策列铁里的这两个政治思想。他象一个不管部长或候补部长那样，采取了“中间”立场：既不反动，也不革命；既不同舒利金一道，也不同“绝望的举动”的拥护者一道。

策列铁里有没有指出他所划分的这两部分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差别呢？根本没有。策列铁里甚至不想一想，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论证政策并不是什么罪过。按阶级基础来说，资产阶级的这两个“部分”都是地主和资本家。至于舒利金所代表的 并不是
 古契柯夫（临时政府成员，而且是最重要成员之一）所代表的那些阶级或阶级集团，策列铁里则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策列铁里把舒利金的主张和“整个”有财产资格的资产阶级的主张截然分开，但并没有说出任何理由。其实他也说不出。舒利金“主张”临时政府单独掌握政权，反对武装士兵监督临时政府，反对“反英宣传”，反对“唆使”士兵反抗“军官”，反对“彼得格勒区”[163]的宣传等等，——这些主张，读者每天都可以在《言语报》上、在部长们的演说和宣言中看到。

差别仅仅在于舒利金说得“露骨些”，临时政府作为一个政府 说得
 含蓄些；舒利金用的是深沉的低音，米留可夫用的是假嗓子。米留可夫赞成同工兵代表苏维埃达成协议；舒利金也 不反对
 。舒利金和米留可夫都赞成采取“另外的监督办法”（不是由武装的士兵来监督）。

策列铁里把阶级斗争的一切观念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 没有
 而且也不想指出资产阶级这“两个部分”之间的阶级差别和较大的政治差别！

在策列铁里的演说中，有一段话把“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农民”理解为“民主派”。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阶级定义。资产阶级已同意和这个民主派达成协议。请问，这种协议的根据是 什么
 ？它根据的是哪个 阶级的
 利益？

对于这一点，策列铁里一声也不吭！他只谈“此刻全国都能接受的一般的民主纲领”，很明显，这里是指无产者和农民都能接受的纲领，因为除了“有财产资格的人”以外，所谓“全国”也就是工人和农民了。

这个纲领排除得掉象土地问题这样的问题吗？排除不掉。纲领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但是阶级利益及其冲突，会因为在外交文件上、在“协议”的文本上、在部长们的演说和声明中没有谈到而消失吗？

策列铁里“忘记了”提这个问题，忘记了一件“小事”，“只不过是”忘记了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

伊·格·策列铁里象夜莺一般地唱道：“俄国革命的一切任务，它的全部实质〈！！？？〉取决于有财产资格的有产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能否了解这个全民的纲领不是专门无产阶级的纲领……”

可怜的地主和资本家！他们真是“不机灵”。他们竟“不了解”。需要一个专门的民主派部长来开导开导……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这位“民主派”人士忘记了阶级斗争，滚到了路易·勃朗的立场，用空话来回避阶级利益的冲突。

是舒利金和古契柯夫以及米留可夫“不了解”在这个不涉及土地问题的纲领的基础上 可以
 使农民同地主和平相处呢，还是伊·格·策列铁里“不了解”这是 办不到
 的？

工人和农民们，你们只能提出地主和资本家“能接受的”东西——这就是舒利金—米留可夫—普列汉诺夫的立场的真正 本质
 （阶级本质，而不是口头上说的本质）。对于这一点，他们比伊·格·策列铁里“了解”得更清楚。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策列铁里的第二个政治思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顺便说一下，专政不能“宣布”，而是要争取）似乎是一种绝望的举动。第一，现在还如此简单地谈这个专政是很不应该的，但愿伊·格·策列铁里不要进“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 
［注：见我的《论策略书》（见本卷第135—149页。——编者注）。］

 ……第二，（这是主要的）难道工人和农民不是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吗？难道实现大多数人的意志不能叫“民主”吗？

既然是民主主义者，怎么能 反对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呢？怎么能因此而担心发生“内战”呢？（什么样的内战？一小撮地主资本家 反对
 工人和农民的内战？微不足道的少数反对绝大多数人的内战？）

伊·格·策列铁里完全弄糊涂了，他甚至忘记了，假如李沃夫之流履行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那么立宪会议也就会成为大多数人的“专政”。难道在立宪会议上，工人和农民也只应当提出地主和资本家“能接受的”东西吗？

工人和农民是绝大多数。全部政权归这个多数，——请看，这是一种“绝望的举动”……

策列铁里弄糊涂了，因为他完全忘记了阶级斗争。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整个地滚到了用空话“回避”阶级斗争的路易·勃朗的立场。

无产阶级领袖的任务是：阐明阶级利益的不同，说服小资产阶级中的某些阶层（即贫苦农民），使他们在工人和资本家中间作一选择，站到工人方面来。

小资产阶级的路易·勃朗之流的任务是：抹杀阶级利益的不同，劝说资产阶级中的某些阶层（主要是知识分子和议员）同工人达成“协议”，劝说工人同资本家、农民同地主达成“协议”。

路易·勃朗曾苦口婆心地劝过巴黎的资产阶级，大家知道，他差一点说服资产阶级在1848年和1871年放弃大规模的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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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彼得格勒区”是彼得格勒市的一个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设在这个区的石岛大街上的前克舍辛斯卡娅公馆。——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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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慌不安

（1917年4月29日〔5月12日〕）

《真理报》就几位前任部长出任大银行经理的一则消息问道：


　　“那么现任部长古契柯夫、捷列先科、柯诺瓦洛夫加入了多少家银行（当经理、股东、实际上的老板）？”



　　《真理报》还补充说：
　　“银行的职员同志（附带说一句，他们应该赶快组织自己的联合会）如果能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在工人报刊上发表出来，那可是做了一件好事。”
［注：见本卷第224页。——编者注］





　　关于这一点，显然“散发着”相当浓厚的银行“气味”的惊慌不安的报纸《交易所新闻》写道：
　　“建议‘职员同志’进行侦查，探明资产阶级部长们的金库有多少现金。布尔什维克还会以同样的放肆态度探索别人的信念。我们不久是否会在《真理报》上看到要同志们成立自己的保安处的建议呢？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是找得到地方的……”



　　《交易所新闻》的先生们为什么要如此惊慌不安呢？先生们，这同“侦查”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决不反对银行的职员同志公布 所有政党
 的银行巨头的名单。先生们，人民为什么没有权利知道，究竟谁是银行这类决定国家全部经济生活、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强大机构的主要老板？

先生们，你们怕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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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和俄国

（1917年4月30日和5月1日〔5月13日和14日〕）

芬兰同俄国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临时政府没能满足芬兰人民的要求，虽然他们 现在还
 不是要求分离，而只是要求广泛的自治。

最近《工人报》为临时政府不民主的兼并政策作了阐述和“辩护”。它的做法最好不过地“断送了”被辩护者。这确实是一个全国性的根本问题，因此必须十分仔细地加以探讨。


　　《工人报》第42号写道：“组织委员会认为，芬兰和俄罗斯国家之间的整个关系问题只有由芬兰议会和立宪会议达成协议才能够而且必然得到解决。在此以前，芬兰同志〈组织委员会同芬兰社会民主党人谈过话〉必须记住，如果在芬兰分离的倾向加剧，那就会使俄国资产阶级加强其集中的意图。”



　　这是资本家，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的观点，但决不是无产阶级的观点。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抛弃了社会民主党纲领中承认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决权的第9条[164]。他们实际上已经背弃了这一纲领，正如在以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问题上一样，实际上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资本家，资产阶级，包括立宪民主党在内，从来不承认各民族的政治自决权，即不承认它们有与俄国 分离的自由
 。

社会民主党在它1903年通过的党纲的第9条中 承认了
 这项权利。

既然组织委员会“劝告”芬兰社会民主党人等待芬兰议会同立宪会议达成“协议”，那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是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只要把 各个
 主要阶级和政党的立场作一清晰的比较，就可以完全相信这一点。

沙皇、右派、君主派不赞成芬兰议会同立宪会议达成协议，而赞成芬兰直接受俄罗斯民族支配。共和派资产阶级则主张芬兰议会同立宪会议 达成协议
 。觉悟的无产阶级和 忠于
 自己纲领的社会民主党人，主张芬兰也和一切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一样，有 与
 俄国 分离的自由
 。这是一幅真实、鲜明、确切的图画。在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达成协议”——因为要是达 不成
 协议，那怎么办呢？——的口号下，资产阶级仍然象沙皇那样进行压服，仍然执行兼并政策。

因为芬兰是在俄国沙皇同扼杀法国革命的拿破仑相互勾结等等的情况下而被兼并的。如果我们真正反对兼并，我们就应当说： 芬兰有分离的自由
 ！当我们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的时候， 那时
 ——也只有在那时！——同芬兰达成的“协议”才会是真正自愿的、自由的协议，才能叫作真正的协议，而不是欺骗。

只有双方平等才能达成协议。要使协议真正成为协议而不成为压服的掩饰物， 双
 方就必须有真正的平等，即俄国 和芬兰
 都有 不
 同意的权利。这象白天一样清楚。

只有“分离的自由”才能表现出这种权利，只有享有分离自由的芬兰，才能在是否需要分离的问题上真正同俄国达成“协议”。 没有
 这个条件，不承认分离的自由，谁还空谈“协议”，谁就是自欺欺人。

组织委员会本来应当向芬兰人说清楚，它是否承认分离的自由。它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掩饰这一点，从而背弃了分离的自由。它本来应当抨击俄国资产阶级不让被压迫民族享有分离权的行为，本来应当抨击这种 等同于兼并主义
 的行为。可是组织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反而攻击芬兰人，警告他们说，“分离的”（本来应当说分离主义的）倾向将加强集中的意图！！换句话说，组织委员会以兼并主义的大俄罗斯资产阶级会得到加强来威胁芬兰人，——这正是立宪民主党人经常采取的手法，罗季切夫之流也正是在这个幌子下推行着 自己的
 兼并主义。

这就是对兼并问题的清楚而实际的说明。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兼并问题，但又害怕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 谁反对分离的自由，谁就是主张兼并。


历代沙皇都粗暴地实行过兼并政策，依照同他国君主达成的协议（瓜分波兰，同拿破仑进行关于芬兰的交易等等），象地主互相交换农奴那样拿一个民族去交换另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成为共和派以后，则更加巧妙更加隐蔽地实行 同样的
 兼并政策， 答应
 订立“协议”， 但却剥夺
 真正平等达成协议的唯一实际保证即分离的自由。组织委员会实际上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当了资产阶级的尾巴。（因此，《交易所小报》做得十分正确，它转载了《工人报》的文章的全部主要内容，并赞扬了组织委员会给芬兰人的答复，把这一答复称作“俄国民主派”给予芬兰人的“教训”。《工人报》是配赢得《交易所小报》的这一吻的。）

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代表会议上，在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中，再一次确认了分离的自由。 
［注：见本卷第431页。——编者注］



阶级和政党的分野是很明显的。

小资产者让被吓倒了的资产阶级的怪影所吓倒——这就是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的实质所在。他们“害怕”分离。觉悟的无产者 不
 害怕分离。挪威于1905年自由地与瑞典分离，这样两方面都得到了好处：两个民族互相信任了，彼此自愿接近了，荒诞的有害的摩擦消除了，双方在经济和政治、文化和生活上的 亲善关系
 巩固了，两国工人的兄弟联盟加强了。

工人和农民同志们！不要向俄国资本家即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临时政府对芬兰、库尔兰、乌克兰等实行的兼并政策让步！不要害怕承认所有这些民族的分离自由。不要用暴力，而只应用真正自愿、真正自由的协议（没有分离的自由，这种协议是 不可能
 达成的）来吸引其他民族同大俄罗斯人结成联盟。

俄国愈自由，我们的共和国愈坚决地承认各个非大俄罗斯民族有分离的自由，这些民族就会愈 要
 同我们结成联盟，摩擦就会愈少，真正分离的情况就会愈少，某些民族分离的时间就会愈短，归根到底，俄罗斯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同其他任何民族的共和国结成的兄弟联盟就会愈紧密，愈巩固。





	载于1917年5月2日（15日）《真理报》第4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4—7页

















[164]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的第9条说：“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决权。”（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8页）1917年，在研究修改党纲时，列宁建议对这一条加以补充（见本卷第487页）。——468。





《列宁全集》第29卷


修改党纲的材料

（1917年4—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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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托本人立即出版中央现有的修改党纲的材料。

这些材料包括：

（1）党纲的理论部分和政治部分的修改草案初稿。这个初稿曾由笔者提交1917年4月24—29日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但只由代表会议为研究这个问题而设立的小组作过审查。

（2）该小组和个别组员对这个草案和与此有关的问题的意见。

（3）我对这些意见的答复。

（4）由1917年4月24—29日召开的代表会议的劳动保护问题分组制定的最低经济纲领修改草案全文。

（5）党纲中有关国民教育的条文的修改草案及其简短说明。这个草案是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代表会议闭幕后拟订的。

在出版这些材料时，我作了些极简要的说明，我认为目前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公布材料来吸引尽可能多的同志积极参加党纲的制定工作。

上列各修改草案构成了新党纲草案全文，因此我把新旧文本 一并
 刊印于书末，使读者能够看到全面的材料，从而便于比较和提出修正。

我受中央委托，吁请 全体
 党员同志和党的同情者尽量广泛地在党的出版物上转载这个材料，使全体党员熟悉这个材料，并把所有意见和草案寄给《真理报》编辑部（彼得格勒莫伊卡32号，并注明：修改党纲的材料寄交中央委员会）。





	
尼·列宁
1917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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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纲的理论、政治及其他一些部分的修改草案

总纲的末尾（在“具有无产阶级的观点”以后）增加下面几段话：

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20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时代，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时资本家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大量积聚的银行资本已和工业资本溶合起来，资本向外国的输出已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一些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国际托拉斯已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914—1917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正是这样的战争。

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同盟准备了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高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这个时代已经开始。

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有多大的困难和可能遭到何种暂时的失利，不论反革命的浪潮如何汹涌，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客观情况把如下任务提上了当代的日程：从各方面直接训练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以实现构成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各项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




上述任务要求一切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把革命行动直接统一起来。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立即从根本上屏弃在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上层人物中占上风的那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变态。这种变态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派别，它用“保卫祖国”的口号作掩饰，保卫“本国”资产阶级的掠夺利益；另一方面则是同样广泛而具有国际性的派别，即所谓“中派”，它主张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一致，主张保存或改良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它动摇于社会沙文主义和无产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革命国际主义的斗争之间。




最低纲领的头几段（从“在整个文明世界”起至第1条）全部删去，改为下面的几段话：

在俄国目前这种时刻，在属于资本家阶级并取得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信任（必然是不长久的）的临时政府已承诺召开立宪会议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直接任务，就是争取一个最能保证经济发展和人民权利，特别是保证痛苦最少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制度。

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局限于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在世界各地正在保存并力图永远保存警察、常备军、特权官吏等压迫群众的君主制工具。

党争取建立一个更民主的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完全废除警察和常备军，而代之以普遍的人民武装，全民的民兵；一切公职人员不仅由选举产生，而且可以按照大多数选民的要求随时撤换；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人民代表苏维埃（由各阶级、各行业或各地的代表组成）逐步代替议会制代表机构，它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执法机关。

俄罗斯民主共和国宪法应当保证：

第1条。建立人民专制；国家的最高权力应当全部属于人民代表，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且可以由人民随时撤换；人民代表组成单一的人民会议，即单一的议院。

第2条加上：

一切选举都采用比例代表制；所有代表和当选人都可以按照大多数选民的决定随时撤换。

第3条加上：

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 
［注：见1917年5月28日《真理报》第68号弗·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彻底的民主主义对任命或批准地方居民选出的政权机关问题的观点所发表的看法。
[165]

 ］



第8条的最后一句应该改为：　 

在一切地方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中，通用本民族的语言；取消强制性国语。

第9条改成：

国内各民族都有自由分离和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俄罗斯人民共和国不应当用暴力，而只应当通过自愿的协议来吸引其他民族建立共同的国家。各国工人应当团结一致，结成兄弟联盟，不容许对其他民族直接或间接地使用暴力。

第11条改成：

法官以及民政方面和军队方面的公职人员都由人民选举产生；所有这些人都可以按照大多数选民的决定随时撤换。

第12条改成：

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警察和常备军；职工应当按照在全民的民兵中执行公务的时间从资本家那里领取通常的报酬。




在党纲中关于财政的条文下面（在“民主化的基本条件”之后）加上一段话：

一方面，在银行业和托拉斯化的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已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引起一种普遍的要求，即对最主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国家和社会的监督，这就促使党提出把银行、辛迪加（托拉斯）等等收归国有的要求。




土地纲领的写法如下：

开头照旧（从“为了肃清”至“党要求”），下面改成这样：

（1）全力争取在俄国立即完全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以及皇族、教会、皇室等等的土地）。

（2）主张立即把全部土地交给组织在农民代表苏维埃中的农民，或交给组织在其他真正完全按民主原则选出的、完全不依附地主和官吏的地方自治机关中的农民。

（3）要求实行全国所有土地国有化；国有化就是把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交给国家，把土地的支配权交给地方民主机关。

（4）支持俄国若干地方的农民委员会的创举，把地主的耕畜和农具交给组织在这些委员会中的农民共同调剂使用，以耕种全部土地。

（5）建议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设法把各个地主田庄改建成具有相当规模的示范农场，由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用公款经营，受农艺师指导，并使用优等的技术设备。

在一切情况下，在民主土地改革的任何状况下……至本段末（“剥削的唯一手段”）。

最后，土地纲领的末段，即从“在一切情况下，在民主土地改革的任何状况下”起至“一切剥削的唯一手段”，照旧保留。




党纲的最后两段，即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力求达到”起至最后，全部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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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党纲小组的意见的看法

对于有关党纲总纲的这些意见，我应当指出下面几点：

在我看来，全部修改党纲总纲是没有必要的。我认为，小组所拟的修改纲要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党纲总纲目前这一稿的内容是：叙述和分析资本主义这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最主要最本质的特征。这些特征并 没有
 由于帝国主义，由于处在金融资本时代而根本改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继续，是它的最高阶段，从某个方面来说，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

因此，在分析了一般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之后补充一段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我不认为是“机械的”。其实，帝国主义没有 而且也不可能
 彻底 改造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复杂化和尖锐化，使垄断和自由竞争“搅在一起”，但它 消除不了
 交换、市场、竞争、危机等等。

帝国主义是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不是纯粹的垄断，而是垄断和交换、市场、竞争、危机并存，——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

所以，删去对交换、商品生产、危机等等的分析，用对帝国主义 整体
 的分析来“代替”，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整体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从竞争向垄断的 过渡
 。因此，如果党纲能保留对交换、商品生产、危机等等的总分析，再加上对 日益壮大的
 垄断组织的评述，它就会更加正确、更加确切地反映现实。正是竞争和垄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则”的结合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正是这种结合在酝酿着崩溃，即社会主义革命。

此外，把俄国帝国主义说成是严密的整体（帝国主义根本不是严密的整体），也是不对的，因为俄国还有许多地区和劳动部门在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这是落后现象，是一个弱点，但它毕竟存在着，在某种情况下会起到延缓资本主义崩溃的作用。

党纲先叙述（而且应该先叙述）资本主义的最简单的表现，然后叙述较复杂的和“较高的”表现，先叙述交换，然后叙述商品生产、大企业排挤小企业、危机等等，最后叙述帝国主义这个最高阶段，这个阶段正在发展，在各先进国家到目前才发展成熟。实际生活正是如此。一开始就把一般“交换”和资本输出相提并论，是违背历史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这就是我对小组意见的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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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党纲的草案


新旧党纲文本

为了使读者能够更容易、更方便地比较新旧党纲文本，现将两种文本用下列方法刊在一起：

旧党纲在新党纲中完全保留的部分用普通字体排印；


　　旧党纲在新党纲中完全删掉的部分用楷体排印；



　　旧党纲根本没有而新党纲增加的部分用黑体字排印。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

交换的发展在文明世界各民族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一定会成为而且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

俄国社会民主党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队伍，它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和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力求达到的目的相同的。这个最终目的是由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进程决定的。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手段归一个人数不多的阶级所有，绝大多数居民却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得不一直出卖或时常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受雇于资本家，并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创造收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范围随着下列情况而日益扩大：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同时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受到排挤，一部分变成无产者，其余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缩小，某些地方还使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陷入完全地、明显地、深深地依附于资本的地位。

此外，上述的技术进步又使企业主能够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愈来愈多地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另一方面，既然这种技术进步使企业主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劳动力也就必然供过于求，因此雇佣劳动愈来愈依附资本，雇佣劳动受剥削的程度不断提高。

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和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日趋尖锐的相互竞争，使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愈来愈难找到销路。在相当尖锐的工业危机（接着危机而来的是相当长的工业停滞时期）中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后果。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又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附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恶化，而且有时是绝对恶化。

这样一来，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增加的技术改进，在资产阶级社会却使社会不平等加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贫富更加悬殊，使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的生活更无保障，使失业和各种苦难加剧。

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这一切矛盾的增长和发展，被剥削劳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也在增长，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他们的团结在增强，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日益尖锐。同时，技术改进既使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集中起来，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过程社会化，也就日益迅速地造成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条件，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自觉体现者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

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一经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定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们，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

这个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由无产阶级夺取可以用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的政权。国际社会民主党以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为己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揭示剥削者的利益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向他们阐明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同时，国际社会民主党还向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指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人阶级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号召一切被剥削劳动者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正在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20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时代，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时资本家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大量积聚的银行资本已和工业资本溶合起来，资本向外国的输出已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一些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国际托拉斯已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914—1917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正是这样的战争。

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同盟准备了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高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这个时代已经开始。

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有多大的困难和可能遭到何种暂时的失利，不论反革命的浪潮如何汹涌，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客观情况把如下任务提上了当代的日程：从各方面直接训练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以实现构成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各项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





上述任务要求一切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把革命行动直接统一起来。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立即从根本上屏弃在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上层人物中占上风的那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变态。这种变态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派别，它用“保卫祖国”的口号作掩饰，保卫“本国”资产阶级的掠夺利益；另一方面则是同样广泛而具有国际性的派别，即所谓“中派”，它主张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一致，主张保存或改良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它动摇于社会沙文主义和无产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革命国际主义的斗争之间。




　　在整个文明世界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确定了共同的最终目的，但他们在走向这一目的的道路上，必须给自己提出不同的最近任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不是到处都一样，它在各国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各不相同。



在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俄国，还保存着以地主、国家或国家元首奴役劳动群众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旧制度的许多残余。

这些残余极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进步，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能全面展开，使国家和有产阶级对千百万农民的各种最野蛮的剥削保存下来并日益加重，使全体人民处于愚昧无知、毫无权利的境地。

所有这些残余中的最大残余，所有这一切野蛮行为的最强有力的支柱就是沙皇专制制度。沙皇专制制度就其本性来说是和任何社会运动敌对的，它不能不是反对无产阶级一切解放要求的最凶恶的敌人。

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近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代之以民主共和国，共和国的宪法应保证：






　　在俄国目前这种时刻，在属于资本家阶级并取得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信任（必然是不长久的）的临时政府已承诺召开立宪会议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直接任务，就是争取一个最能保证经济发展和人民权利，特别是保证痛苦最少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制度。


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局限于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在世界各地正在保存并力图永远保存警察、常备军、特权官吏等压迫群众的君主制工具。

党争取建立一个更民主的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完全废除警察和常备军，而代之以普遍的人民武装，全民的民兵；一切公职人员不仅由选举产生，而且可以按照大多数选民的要求随时撤换；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人民代表苏维埃（由各阶级、各行业或各地的代表组成）逐步代替议会制代表机构，它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执法机关。

俄罗斯民主共和国宪法应当保证：

1．建立人民专制；国家的最高权力应当全部属于人民代表，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且可以由人民随时撤换；人民代表组成单一的人民会议，即单一的议院。


　　1．建立人民专制，即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集中在立法会议手里，立法会议由人民代表组成，它是单一的议院。


2．无论选举立法会议还是选举各级地方自治机关，凡年满20岁的男女公民都有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选举时采取无记名投票；每个选民都有权被选入各级代表机构；议会每届任期两年；人民代表领取薪金； 一切选举都采用比例代表制；所有代表和当选人都可以按照大多数选民的决定随时撤换。


3．实行广泛的地方自治；在生活习俗和居民成分特殊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


4．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

5．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不受限制。

6．有迁徙和从业的自由。

7．废除等级制，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宗教信仰、种族和民族一律平等。

8．居民有权受到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的教育，国家和各级自治机关应拨款开办这类学校，以保证这种权利的实现；每个公民都有在各种会议上讲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在一切地方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中，本民族语言 和国语地位平等；
 取消强制性国语。



　　9．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决权。



　　9．国内各民族都有自由分离和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俄罗斯人民共和国不应当用暴力，而只应当通过自愿的协议来吸引其他民族建立共同的国家。各国工人应当团结一致，结成兄弟联盟，不容许对其他民族直接或间接地使用暴力。


10．人人都有权按照通常程序向陪审法庭控告任何官吏。


　　11．法官由人民选举产生。



　　11．法官以及民政方面和军队方面的公职人员都由人民选举产生；所有这些人都可以按照大多数选民的决定随时撤换。



　　12．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



　　12．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警察和常备军；职工应当按照在全民的民兵中执行公务的时间从资本家那里领取通常的报酬。


13．教会和国家分离，学校和教会分离； 学校应具有完全的世俗性
 。


　　14．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由国家供给贫苦儿童膳食、服装、教材和教具。



　　14．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一切主要生产部门）；把教学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起来。


15．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教材和教具。

16．国民教育工作交由地方自治民主机关管理；在拟订学校教学大纲和选择教学人员方面排除中央政权的一切干预；教师直接由居民自己选举，居民有解聘不称职的教师的权利。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求取消一切间接税，征收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认为这是使国家经济民主化的基本条件。


　　一方面，在银行业和托拉斯化的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已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引起一种普遍的要求，即对最主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国家和社会的监督，这就促使党提出把银行、辛迪加（托拉斯）等等收归国有的要求。


为了保护工人阶级不致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衰退，同时为了增强他们进行解放斗争的能力，党要求：


　　1．一切雇佣工人的工作日应限制为一昼夜8小时。



　　1．一切雇佣工人的工作日应限制为一昼夜8小时，在连续工作时，其中至少有1小时为用膳时间。在危险的和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门，工作日必须减到4—6小时。


2．由法律规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男女雇佣工人，每周连续休息时间不得少于42小时。

3．绝对禁止加班加点。


　　4．国民经济各部门禁止做夜工（晚9时至翌晨6时），由于技术原因绝对必须做夜工而又取得工人组织同意的部门除外。



　　4．国民经济各部门禁止做夜工（晚8时至翌晨6时），由于技术原因绝对必须做夜工而又取得工人组织同意的部门除外，但夜间工作不得超过4小时。



　　5．禁止企业主雇用学龄（未满16岁）儿童做工，少年（16—18岁）的工作时间限定为6小时。



　　5．禁止企业主雇用学龄（未满16岁）儿童做工，年轻人（16—20岁）的工作时间限定为4小时，并禁止他们在危害健康的生产部门和矿井做夜工。



　　6．禁止在对妇女身体有害的部门使用女工；女工产前给假4周，产后给假6周，产假期间保留通常数额的工资。



　　6．禁止在对妇女身体有害的部门使用女工；禁止妇女做夜工；女工在产前产后各给假8周，产假期间照发工资，免收医药费。



　　7．凡有女工的工厂和其他企业均应设立婴儿和幼儿托儿所；凡需哺乳的女工至少每隔3小时可以离开工作喂奶一次，每次不得少于半小时。



　　7．凡有女工的工厂和其他企业均应设立婴儿和幼儿托儿所，并设立哺乳室；凡需哺乳的女工至少每隔3小时可以离开工作喂奶一次，每次不得少于半小时；发给需哺乳的母亲补助金并把她们的工作日缩短到6小时。



　　8．工人在年老和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时，得享受国家保险，由国家向资本家征收特别税作为这项支出的专用基金。



　　8．工人享受全面的社会保险：


（1）各种雇佣劳动的保险；

（2）丧失劳动能力（指疾病、伤残、年老、职业病和妇女产期、鳏寡孤独）及失业等等的保险；

（3）一切保险机关都由被保险者自己管理；

（4）保险方面的开支由资本家负担；

（5）免费医疗，医疗事宜由工人选出的自治的伤病互助会经管。


　　9．禁止用商品支付工资；在一切雇工合同上应规定每周用现金发工资，并在工作时间发给。


10．禁止企业主以任何理由和为了任何目的（罚款、检验等等）克扣工资。

11．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设足够数量的工厂视察员，并把工厂视察员监督制推广到一切使用雇佣劳动的企业，包括国营企业在内（家庭佣人的劳动也在这种监督范围之内）；在使用女工的部门设女视察员；由工人选出并由国家支付薪金的代表参加监督工厂法的执行，监督工资标准的制定以及原料和产品的验收。


　　9．设立由工人组织选出的劳动监察机关，并把这种监察制度推广到各种使用雇佣劳动的企业，其中包括家庭佣人；在使用女工的部门设女视察员。



　　12．地方自治机关在工人代表的参与下共同监督企业主拨给工人的住宅的卫生状况，以及监督这些住宅的内部规章和租用条件，使雇佣工人作为私人和公民的生活和行动不受企业主的干涉。


13．在一切使用雇佣劳动的企业内建立正规的卫生监督，一切医疗卫生组织完全不受企业主管辖；工人享受免费医疗，医疗费由企业主负担，病假期间发给生活费。

14．规定雇主破坏劳动保护法应负刑事责任。


　　10．颁布卫生法规，在一切使用雇佣劳动的企业中改善劳动卫生条件，保护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并把卫生工作交由工人组织选出的卫生监督机构管理。


11．颁布住宅法规，并设立由工人组织选出的住宅检查机构（检查住宅卫生状况）。但只有废除土地私有制和建筑既经济又卫生的住宅才能解决住房问题。

12．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设立职业法庭。


　　15．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设立职业法庭，由对等的工人组织代表和企业主组织代表组成。


16．责成地方自治机关在各生产部门设立雇用本地和外来工人的介绍所（劳动介绍所），由工人和企业主双方的代表参加管理。


　　13．设立劳动介绍所以合理安排失业者的就业事宜。劳动介绍所应当是无产者的阶级组织（绝对不是工人和企业主双方权利对等的组织），它应当同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并从社会自治机关方面取得经费。
 
［注：弗·伊·列宁对由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党纲小组的劳动保护问题分组拟订的并被收入《修改党纲的材料》这本小册子的《最低经济纲领修改草案》中与此相同的一条，作了如下的注解：“（1）关于权利对等（“权利平等”，即给予工人和资本家以同等的代表权）的委员会的问题，弗·恩格斯1891年在批判爱尔福特纲领时写道：



‘应该指出的是，如果同意工人和企业主在劳动委员会里各占一半，那我们就受了大骗。这样，在许多年里，多数总是会在企业主方面，为此只要工人中有一个是害群之马〈也就是说有一个是不可靠的人〉就够了。如果没有谈妥在争论的时候两半分开
 〈黑体是恩格斯用的〉来表示意见，那么，有一个企业主委员会和一个与它平行的独立的工人委员会
 〈黑体是恩格斯用的〉，会要好得多。’
[166]

 尼·列宁”（《修改党纲的材料》1917年彼得格勒版第15页）。——俄文版编者注］

为了肃清沉重地直接压在农民身上的农奴制残余，为了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求：


　　1．取消对农民人身和财产方面的一切等级限制。


2．废除农民因等级的特殊关系而担负的种种捐税和义务，取消盘剥性的债务。

3．没收教会、寺院、皇族和皇室的土地，把它们（包括官地）交给统辖城乡地区的大的地方自治机关，同时把移民所必需的土地以及具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域交给民主国家掌管。

4．没收除小地产以外的私有土地，并把它们交给按民主原则选出的大的地方自治机关管理，应予没收的土地面积的最低限额由这种机关规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农民的一切革命行动，直到没收地主土地，但始终不渝地反对一切阻碍经济发展进程的做法。在革命顺利发展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力图把没收的土地交给地方自治民主机关掌管，在情况不利于这样做时，则主张把事实上由小农户经营的或为补足农业用地所必需的地主土地分给农民。


　　1．全力争取在俄国立即完全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以及皇族、教会等等的土地）。


2．主张立即把全部土地交给组织在农民代表苏维埃中的农民，或交给组织在其他真正完全按民主原则选出的、完全不依附地主和官吏的地方自治机关中的农民。

3．要求实行全国所有土地国有化；国有化就是把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交给国家，把土地的支配权交给地方民主机关。

4．支持俄国若干地方的农民委员会的创举，把地主的耕畜和农具交给组织在这些委员会中的农民共同调剂使用，以耕种全部土地。

5．建议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设法把各个地主田庄改建成具有相当规模的示范农场，由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用公款经营，受农艺师指导，并使用优等的技术设备。


同时，
 在一切情况下，在民主土地改革的任何状况下，党的任务都是：始终不渝地争取建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的利益和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地对立的，提醒他们不要迷恋于小经济制度，在商品生产存在的情况下，小经济制度是永远不能消灭群众的贫困的，最后，指出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必要性，说明这是消灭一切贫困和一切剥削的唯一手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力求达到自己最近的目的，支持任何反对俄国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同时坚决屏弃所有那些会使警察－官吏对劳动阶级的监护稍微扩大或巩固的改良方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自己坚信，只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召开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才能完全、彻底、可靠地实现上述各种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





	1917年6月上半月由彼得格勒波涛出版社印成小册子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135—162页


















[165]

 指恩格斯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的一段话。1917年5月28日《真理报》第68号登载的列宁的《一个原则问题》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80—183页）引用了这段话。——476。





[166]

 列宁引用的恩格斯这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8页。——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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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第四封《远方来信》的提纲

（1917年3月12日〔25日〕）



如何实现和平？






	











［10




［7

［8

［9




	
（1）大家是在口头上还是在心里。

（2）幼稚：高尔基。

（3）不觉悟的典型。

（4）帝国主义战争。

（5）什么是帝国主义？

（6）哪些势力在交战？

（补6）
帝国主义

 战争中的“保卫祖国”。

（7）如何停止？
只有

 推翻资产阶级。

（8）
亿万

 资本……

（9）国债。

（10）殖民地。

（11）一国能够吗？

（12）从第47号上引来的话。

报告 第16—17页

　　92—93：关于工人代表苏维埃

　　　　　　和
临时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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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和各国工人的任务》一文提纲

（不晚于1917年3月12日〔25日〕）





	
1

1．无产阶级和两个政府。

2．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政府在做什么？

与王朝勾结

承认条约（秘密地）

继续进行战争

答应给予自由：一切…… 诺言。

3．工农政府在做什么。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由士兵选举军官

监督临时政府

吸收工人和士兵参加组织。



2

1．俄国革命是怎样发生的？它为什么造成了两个政府？

2．李沃夫、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之流的政府在做什么？这是

地主资本家的新政府吗？

3．工农政府在做什么？

4．工农政府应当做什么？如何实现和平？

5．如何争取使工农政府成为俄国唯一的
 政府？


补5
 。工人和农民需要怎样的国家、怎样的国家制度？

6．为什么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端
 ？

7．俄国社会党人中间的三个派别。

8．全世界－－－也一样。

9．结论和结束语。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7 8—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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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及其意义和任务》报告的提纲[167]

（不晚于1917年3月14日〔27日〕）

1．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

2．不是最后一次革命，不是最后一个阶段。

3．3天就推翻一个已维持了许多世纪并且经历过1905—1907年严峻战斗的君主政府？

4．奇迹。 
［注：以上四条是列宁用德文写的。——编者注］




第一部分

1．“世界在3天内就变了样。”

2．“奇迹。”

3．怎么能在8天内推翻？



四个

 主要条件：

4．——（Ⅰ）——1905—1907年的革命

　　　　　（（（翻松土壤；使 
各

 阶级和 
各

 政党彼此看清；揭露并孤立 
尼古拉二世

 及其 
同伙

 （拉斯普廷）。

5．——（Ⅱ）——这次革命中 
三种

 力量的合作：

——（α）英法金融资本

6．——（β）俄国整个资产阶级和地主－资本家阶级

　　　（及军队上层）

7．———（γ）革命无产阶级及军队中的革命分子，士兵。

8．目前的三种力量是：

——（αα）沙皇君主制；王朝

　　　　　残余

　　　　　（南方反革命势力）

9．——（ββ）新政府和资产阶级

10．——（γγ） 工兵代表苏维埃
 。

11． 和平、面包、自由
 ＝

＝三个基本要求。

12．新政府 
不会



13．　　满足这些要求……

14：工人代表苏维埃中的 
三条路线

 ：

15：　　关于 
克伦斯基

 等等的决议[168]。

16：　　齐赫泽的摇摆。

1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的路线。 中央的宣言
 。

第二部分

18．怎么办？往哪里走，怎样走？

走向公社吗？加以论证。

19．对 形势
 的分析。形势迅速改变。


前天
 ——极严重的 
非法性

 。号召进行革命斗争。同 社会沙文主义
 作斗争。

（ 昨天
 ——在搏斗中最充分地表现出革命英雄主义。

（ 今天
 —— 
过渡

 ， 
组织

 ……

（ 明天
 ——又进行搏斗。

20． 
组织起来

 ——当前的口号。

　　 什么样的组织
 ？党？工会？等等。

21． 工人代表苏维埃
 。这是什么。第4个要点[169]。

22．我们的“ 国家
 ”。

23．巴黎公社…… 它的实质。

24．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过渡形式的国家的学说[170]：

25．无产阶级 
民兵

 。什么样的……

26．——是 他们
 所需要的

27．——也是 
我们

 所需要的。

“不让警察恢复”

28．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29．和平？ 象
 （高尔基理解的那样吗？）

30．——我们的媾和条件

（第47号上的第11个要点）[171]。

31．向社会主义迈进的一步（过渡）。

32．俄国革命万岁，正在兴起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载于1955年《历史文献》杂志第2期《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8 0—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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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及其意义和任务》报告的要点

（不晚于1917年3月14日〔27日〕）

报告拟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谈革命实际的主要力量和条件；第二部分谈革命的任务。

第一部分将说明，8天内推翻沙皇君主制这种“奇迹”之所以可能出现是由于哪些情况。

第二部分将阐述，为什么俄国无产阶级应当走向公社，走这条路首先应当采取哪些步骤，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取得胜利。





	摘自1917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国外组织苏黎世支部印的海报《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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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修改草案初稿[172]


（不晚于1917年4月24日〔5月7日〕）

总纲的末尾（在“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以后）增加下面几段话：

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20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时代，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时资本家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大量积聚的银行资本已和工业资本溶合起来，资本向外国的输出已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一些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国际托拉斯已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914—1917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正是这样的战争。

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同盟准备了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这个时代已经开始。

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有多大的困难和可能遭到何种暂时的失利，不论反革命的浪潮如何汹涌，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客观情况把如下任务提上了当代的日程：从各方面直接训练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坚决屏弃在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中占上风的那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变态，这种变态表现为社会沙文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或者用“保卫祖国”的口号作掩饰，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资本家的利益），而且还表现为“中派”（即在社会沙文主义同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斗争两者之间毫无原则地无所适从地摇摆不定）， 
［从“进行革命，坚决屏弃”到“摇摆不定），”一段话在手稿中删掉了。——俄文版编者注］

 夺取政权，以实现构成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各项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


※　　　　　※　　　　　※

　　上述任务要求一切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把革命行动直接统一起来。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立即从根本上屏弃在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上层人物中占上风的那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变态。这种变态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派别，它用“保卫祖国”的口号作掩饰，保卫“本国”资产阶级的掠夺利益；另一方面则是同样广泛而具有国际性的派别，即所谓“中派”，它主张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一致，主张保存或改良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它动摇于社会沙文主义和无产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革命国际主义的斗争之间。
※　　　　　※　　　　　※

　　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和一系列类似的组织，从而也就证实了巴黎公社的经验。这个经验就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无产阶级必须有国家，但是这个国家 
［从“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到“但是这个国家”一段话在手稿中删掉了。这段话的末尾无意中漏删了。它写在另一页上，页末有不知是谁写的说明：“加上：以托拉斯和银行的集中为形式准备了调节生产的机构。”——俄文版编者注］

 不应当是通常类型的国家，而应当是直接的群众性的并且是人人普遍参加的用来代替常备军、警察和官吏等旧管理工具的武装工人的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同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歪曲马克思主义和背叛社会主义的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1889—1914年）代表人物作斗争的同时，向无产阶级阐明这种国家的各项任务——这种国家既能巩固革命的成果，又能保证最和平最有计划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项主要任务。垄断资本主义——在战争期间，垄断资本主义在一些先进国家中非常快地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表明生产高度社会化，因而也就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地准备了客观条件。 
［从“垄断资本主义”到“客观条件”一段话在手稿中删掉了。——俄文版编者注］




※　　　　　※　　　　　※

　　最低纲领的头几段（从“在整个文明世界”起到第1条）全部删去，改为下面的几段话：在俄国目前这种时刻，在属于地主资本家阶级并取得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信任（必然是不长久的）的临时政府已承诺召开立宪会议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直接任务，就是争取一个最能保证经济发展和人民权利，特别是保证痛苦最少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制度。

党争取建立并且帮助人民群众立即争取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让群众自下而上地自动组织起来，由此着手实现各项自由，但这不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在这样的国家里，资本家的统治得到专门保障，通过保存压迫群众的旧机关——警察、常备军、官吏而可以对群众使用暴力这一点也得到专门保障），而是更民主的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不可能也不允许保留这些压迫机关，国家权力直接属于普遍武装的工人和农民自己。

第1条。国家的最高权力应当全部属于人民代表，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且可以由人民随时撤换；人民代表组成单一的人民会议，即单一的议院。

第2条加上：

一切选举都采用比例代表制；所有代表和当选人都可以按照大多数选民的决定随时撤换。

第3条加上：

对省的和地方的自治机关的决定和行动，上级不得进行任何监督和检查。

第9条改成：

国内各民族都有自由分离和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俄罗斯人民共和国不应当用暴力，而只应当通过自愿的协议来吸引其他民族建立共同的国家。各国工人应当团结一致，结成兄弟联盟，不容许对其他民族直接或间接地使用暴力。

第11条改成：

法官以及民政方面和军队方面的公职人员都由人民选举产生；所有这些人都可以按照大多数选民的决定随时撤换；国家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即300—500卢布，视其家庭成员的人数和他们收入的多少而定；绝对禁止公职人员除薪金外兼有其他收入。

第12条改成：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警察和常备军；职工应当按照在全民的民兵中执行公务的时间从资本家那里领取报酬。


※　　　　　※　　　　　※

　　政治部分的第14条、经济部分的第5条及其他条文，应当 
同整个经济部分一样

 ，由工会运动干部和教育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专门加以审查。


在党纲中关于财政的条文下面（在“民主化的基本条件”之后）加上一段话：

一方面，在银行业和托拉斯化的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已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引起一种普遍的要求，即对最主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国家和社会的监督，这就促使党提出把银行、辛迪加（托拉斯）等等收归国有的要求。


※　　　　　※　　　　　※

　　土地纲领应当用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着重参看决议本文） 
［见本卷第41 8—42 0页。——编者注］

 来代替，或者应当根据该决议加以改写。 
［同上，第47 7—478页。——编者注］


※　　　　　※　　　　　※

　　党纲的结尾（最后两段，即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力求达到”起）全部删去。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8 2—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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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者取道德国回国

（1917年3月31日〔4月13日〕）

集体公报[173]


星期五早晨到达斯德哥尔摩的俄国革命者，把下面这份关于他们回国情况的正式公报交给《政治报》发表：

曾经怀着“内心的喜悦”对俄国革命正式表示过欢迎的英国，千方百计地想要立即把革命的成果 之一
 —— 政治特赦
 化为乌有。英国政府不让侨居国外、反对战争的俄国革命者取道英国回国。在这点得到确凿证明以后（这一事实已为大量材料所证实，这些材料最近即将发表，俄国的各派社会党人在一致通过的决议中也肯定了这一点），俄国 各
 党派的一部分同志作出决定，打算从瑞士取道德国和瑞典返回俄国。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该党左翼领袖、著名的国际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 弗里茨·普拉滕
 同德国政府进行了交涉。俄国各党派同志要求他们乘坐的列车享有 治外法权
 （护照和行李不受任何检查；任何官员不得进入他们的车厢）。任何人，不论其政治观点如何，只要俄国人自己确认其资格，均可同行。俄国各党派同志声明，为此他们将要求释放被拘留在俄国的奥地利和德国的非军事人员。

德国政府接受了条件，于是4月9日俄国各党派30名男女同志从戈特马金根起程回国，其中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 列宁
 和 季诺维也夫
 ，在巴黎的《开端报》[174]编辑 米哈·茨哈卡雅
 （他是高加索社会民主党创建人之一，当年曾介绍齐赫泽入党）以及犹太工人联盟的一些成员。 弗里茨·普拉滕
 是归国事宜的主持人，他单独同随车的德国政府代表进行了一切必要的交涉。

在取道德国的3天行程里，俄国各党派同志没有离开过车厢。德国当局完全信守了协议。本月12日俄国人抵达瑞典。

从瑞士出发前，拟订了关于回国的一切准备事宜的议定书。法国社会民主党“工人生活”派代表、《明日》编辑 昂利·吉尔波
 ，巴黎的法国激进反对派的一位领导人（其姓名目前不能公开）[175]，德国激进反对派成员 保尔·哈特施坦
 ，俄国－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 美·勃朗斯基
 ，以及 弗里茨·普拉滕
 ，看过这个文件之后签署了一项声明，对俄国各党派同志的做法表示完全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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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1917年3月—4月）


1917年


3月—4月


列宁侨居瑞士苏黎世。4月3日（16日）回国后，居住彼得格勒。


3月2日（15日）


获悉二月革命取得胜利，决定立即回国。

写信告诉克拉伦的伊·费·阿尔曼德关于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并随信寄去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一份传单《戳穿保卫祖国的谎言》。信中说，俄国已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3月2日或3日（15日或16日）


打电报告诉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关于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请他立即来苏黎世。


3月3日（16日）


写信给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亚·米·柯伦泰，指出二月革命的国际意义，以及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面临的任务和应采取的策略。


3月4日（17日）


写《1917年3月4日（17日）的提纲草稿》，并于当天将提纲寄往斯德哥尔摩和克里斯蒂安尼亚，指导即将启程回国的布尔什维克回国后如何开展工作。

写信告诉亚·米·柯伦泰，已起草一份关于当前主要任务和党的策略的提纲，提出立即组织群众，为工人代表苏维埃夺取政权作准备。


3月4日—22日（3月17日—4月4日）


阅读和摘录3月4日至22日（3月17日至4月4日）各家外国报刊有关俄国二月革命的报道。


3月5日（18日）


早晨抵达瑞士的拉绍德封。下午2时，在工人俱乐部用德语作关于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发展前景的专题报告（《俄国革命会走巴黎公社的道路吗？》）。作报告前曾同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小组成员交谈。


3月6日（19日）


用法文写《给启程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电报》。


3月6日（19日）以后


写信告诉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赞同尔·马尔托夫3月6日（19日）在俄国各党派中央机构的非正式会议上提出的计划：遣返被拘留在俄国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以取得德国方面对俄国政治流亡者假道德国回国的许可。


3月7日（20日）


开始为《真理报》撰写一组文章，总标题为《远方来信》。写《远方来信。第一封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


3月8日—9日（21日—22日）


写《远方来信。第二封信。新政府和无产阶级》。


3月9日（22日）


打电报告诉亚·米·柯伦泰，已给她寄去第一封和第二封《远方来信》。

写信给雅·斯·加涅茨基，请他查问一下委托亚·米·柯伦泰转交《真理报》的第一封和第二封《远方来信》的情况。如果柯伦泰离开克里斯蒂安尼亚之前没有收到这两封信，就请他将这两封信转寄给彼得格勒的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3月10日（23日）


《给启程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电报》在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刊物《政治报》第68号上发表。


3月10日—11日（23日—24日）


写《远方来信。第三封信。论无产阶级民兵》。


3月12日（25日）以前


写回信给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拒绝他提出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同前进派举行会议的建议。强调必须保持布尔什维克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


不晚于3月12日（25日）


写《俄国革命和各国工人的任务》一文的提纲。


3月12日（25日）


写《远方来信。第四封信。如何实现和平？》和《俄国革命和各国工人的任务》一文。后者是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起草的告国际无产阶级书（文章未写完）。


3月13日（26日）


《给启程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电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会议和党的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宣读。


3月13日和16日（26日和29日）之间


鉴于德国各家报纸歪曲《给启程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电报》，列宁用德文撰写《给〈民权报〉的声明》。


不晚于3月14日（27日）


写《俄国革命及其意义和任务》的报告提纲和要点。


3月14日（27日）


出席苏黎世民众文化馆举行的集会，向瑞士工人作题为《俄国革命及其意义和任务》的报告。


3月15日（28日）


打电报告诉斯德哥尔摩的雅·斯·加涅茨基，不同意他提出的通过柏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使俄国政治流亡者回国计划；建议他争取从瑞士政府得到去哥本哈根的列车，或者谈妥以被拘留的德国人交换俄国政治流亡者。


3月中


写《告被俘同志书》，在伯尔尼印成传单，署名：《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写《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告别信刊登在5月1日《青年国际》杂志第8期。


3月16日（29日）


《给〈民权报〉的声明》以《确证》为题发表在《民权报》第75号。


3月16日或17日（29日或30日）


列宁撰写《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由美·亨·勃朗斯基译成德文，发表在1917年3月31日和4月2日（公历）《民权报》第77号和第78号。


3月17日（30日）以前


写信给雅·斯·加涅茨基，提出俄国政治流亡者从瑞士取道英国回俄国的过境条件，要求英国政府同意在报上公布这些条件，作为切实履行这些条件的保证。


3月17日（30日）


撰写《共和派沙文主义者的诡计》一文，并将该文寄给雅·斯·加涅茨基。

接到斯德哥尔摩的雅·斯·加涅茨基的急电，加涅茨基传达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要求列宁立即返回俄国的指示。

打电报告诉雅·斯·加涅茨基，不能采纳取道英国回国的计划，请他派人去彼得格勒，设法通过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遣返被拘留的德国人交换俄国政治流亡者。

出席各党派中央机构代表会议，会上旅居瑞士的俄国政治流亡者归国执行委员会委员谢·巴戈茨基报告同罗·格里姆谈判的进程。列宁说明为什么要取道德国回国。

写信给雅·斯·加涅茨基，详细研讨了俄国的政治形势以及党在革命中的任务和策略。坚决要求在彼得堡重印《社会民主党人报》、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共产党人》杂志、《〈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和自己的《几个要点》一文。


3月18日（31日）


把《共和派沙文主义者的诡计》一文寄给瑞士社会民主党左派机关报《民权报》编辑部和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编辑部。

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国外委员会的决定》。国外委员会通过决定。

打电报告诉伯尔尼的罗·格里姆，布尔什维克接受关于俄国政治流亡者取道德国回国的建议，请他立即同德国驻瑞士公使进行交涉，并告结果。


3月19日（4月1日）


打电报给斯德哥尔摩的雅·斯·加涅茨基，请拨给两三千克朗作政治流亡者回国的费用，并告诉他第一批约十人，拟于3月22日（4月4日）启程。

打电报给罗·格里姆，告诉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已批准取道德国回国的计划，并决定立即着手组织工作。格里姆接到电报后打电话给列宁说，在未经俄国临时政府批准以前，他不能继续进行关于俄国政治流亡者取道德国回国的谈判。


3月20日（4月2日）


同瑞士左派社会党人开会，商讨俄国政治流亡者回国问题。与会者认为，罗·格里姆在对待俄国政治流亡者回国问题上态度暧昧，拖延谈判，决定不再让他充当谈判的中间人。

会后，列宁同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弗·普拉滕一起由苏黎世前往伯尔尼，向罗·格里姆转达会议的决定，并同普拉滕商妥，请他接替格里姆继续交涉。


3月20日或21日（4月2日或3日）


写信给布尔什维克苏黎世支部，随信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国外委员会3月18日（31日）通过的关于俄国政治流亡者立即回国的决定。请他们把这个决定转给日内瓦的卡尔宾斯基夫妇，并把决定的内容通知洛桑的米·李·戈别尔曼。


3月20日和24日（4月2日和6日）之间


同前来苏黎世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就前进派分子随同第一批取道德国的俄国侨民一起回俄国事宜进行谈判。

领导国外布尔什维克小组代表同弗·柯恩和马·瓦列茨基（波兰社会党左派）以及亚·萨·马尔丁诺夫（孟什维克）就波兰政治流亡者和孟什维克随同第一批回国者一起取道德国回国事宜进行谈判。


3月21日（4月3日）


列宁在1914年9月至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收支决算上标注：“党的现金账1．Ⅲ．1917”。

弗·普拉滕受列宁的委托，接替罗·格里姆继续同德国驻瑞士公使进行谈判。


3月21日和22日（4月3日和4日）


《远方来信。第一封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在《真理报》第14号和第15号上发表（非全文）。


3月22日（4月4日）以前


列宁写信告诉伊·费·阿尔曼德，斯德哥尔摩寄来的路费已经收到，拟于3月22日（4月4日）启程回国。

收拾行装准备回国，处理了党的文件和个人的书籍信件等。


3月22日（4月4日）


弗·普拉滕把列宁拟定的关于俄国政治流亡者从德国过境回国的条件转告德国驻瑞士公使。

列宁写信告诉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和索·瑙·拉维奇，弗·普拉滕已同意筹办俄国政治流亡者回国事宜，要写出一份关于取道德国回国的过境谈判议定书，请普拉滕和保·莱维在议定书上签字。请他们就这一问题同昂·吉尔波谈一下，并弄清楚罗曼·罗兰能否参加签字。告诉他们法国的《小巴黎人报》的一则消息：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威胁说，要把所有取道德国回国者交付法庭。


3月23日（4月5日）


打电报告诉雅·斯·加涅茨基，因孟什维克要求工人代表苏维埃批准取道德国回国计划，启程回国日期推迟，请他派人去彼得格勒同彼得格勒苏维埃商谈。

《共和派沙文主义者的诡计》一文在《民权报》第81号上发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打电报给雅·斯·加涅茨基，要列宁火速回国。

维·阿·卡尔宾斯基写信告诉列宁，芬兰边境关卡盘查甚严，建议在瑞士报纸上发表一些文章，大谈所谓俄国政治流亡者不可能返回俄国的问题，以此迷惑关卡盘查。


3月23日—25日（4月5日—7日）


列宁阅读卡·考茨基《冰宫》一文并作摘录，该文发表在1917年3月30日《新时代》杂志第26期，论述了革命在俄国的发展及其对结束战争的意义。


3月24日（4月6日）


接到弗·普拉滕的通知：德国政府同意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条件让俄国政治流亡者取道德国回国。

同克鲁普斯卡娅前往伯尔尼。在伯尔尼打电报给日内瓦的昂·吉尔波，告诉他俄国政治流亡者将于3月25日（4月7日）中午启程回国，请他同罗曼·罗兰、沙·奈恩或厄·格拉贝一起来伯尔尼签署取道德国回国的过境谈判议定书。

雅·斯·加涅茨基和瓦·瓦·沃罗夫斯基电告列宁，党中央俄国局3月23日（4月5日）来电，请列宁尽早回国。


3月24日或25日（4月6日或7日）


列宁写信给苏黎世的莫·马·哈里东诺夫，请他找到苏黎世布尔什维克小组成员工人阿·林杰，并帮助林杰随同其他人一起回国。


3月25日（4月7日）


列宁在伯尔尼民众文化馆同法国、德国、瑞士和波兰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商俄国政治流亡者取道德国回国事宜，向他们说明情况。与会代表弗·普拉滕、保·莱维、斐·洛里欧、昂·吉尔波、美·勃朗斯基传阅了关于取道德国回国的过境谈判议定书，共同起草并签署了一项声明指出，俄国同志不仅有权而且应当利用提供给他们的机会返回俄国。

电告雅·斯·加涅茨基：俄国政治流亡者一行二十人，定于3月26日（4月8日）启程回国，并请瑞典国际主义者代表卡·林德哈根和弗·斯特勒姆务必届时在特雷勒堡相迎，另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代表在政治流亡者抵达芬兰时前往相见。随后又电告，启程日期因故推迟一天。


3月26日（4月8日）以前


写第五封《远方来信》的要点。


3月26日（4月8日）


写《远方来信。第五封信。革命的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任务》。没有写完。

在伯尔尼召集布尔什维克流亡者开会，讨论回国问题。会上宣读并通过列宁起草的《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宣读并一致确认关于俄国政治流亡者取道德国回国的过境谈判议定书。列宁同与会者一起在议定书上签字。


不晚于3月27日（4月9日）


把1916年9月用德文写的一篇关于裁军问题的文章交给《青年国际》编辑部。文章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为题发表在1917年9月和10月《青年国际》第9期和第10期。


3月27日（4月9日）


同克鲁普斯卡娅一起离开伯尔尼去苏黎世。到苏黎世以后，同准备回国的同志举行筹备会议。列宁第一个在取道德国回国人员的具结书上签字。

下午3时10分，列宁夫妇同一批俄国政治流亡者一起离开苏黎世回国。


3月27日和30日（4月9日和12日）之间


列宁一行进入德国境内。在途中列宁研究有关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并草拟提纲。


3月30日（4月12日）


列宁一行抵达德国港口城市萨斯尼茨。复乘瑞典客轮赴特雷勒堡。

当天下午6时抵达特雷勒堡，受到雅·斯·加涅茨基和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奥·格里姆伦德的欢迎。晚上乘车前往马尔默。

晚间出席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马尔默萨瓦饭店为俄国政治流亡者举行的晚宴，同他们进行了谈话。深夜乘火车离开马尔默前往斯德哥尔摩。


3月30日（4月12日）夜


赴斯德哥尔摩途中，列宁在列车上同雅·斯·加涅茨基等同志谈论俄国当前的工作，以及在斯德哥尔摩建立中央国外局的想法。


3月31日（4月13日）


列宁拒绝同登上列车的斯德哥尔摩各报记者谈话。他们仅得知将在斯德哥尔摩向报界和舆论界发表公报。

上午10时抵达斯德哥尔摩中央车站，受到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其中有斯德哥尔摩市长卡尔·林德哈根和议会议员弗·斯特勒姆）、侨居斯德哥尔摩的布尔什维克以及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政治报》的代表的欢迎。抵达车站和前往雷吉纳旅馆途中的情况都拍成纪录片。

在车站上，列宁接见瑞典《政治报》记者，回答了提出的问题，并把关于这次回国情况的正式公报交给《政治报》发表，这份公报刊登在1917年4月14日《政治报》第85号头版，标题为《俄国革命者取道德国回国。集体公报》。

参加俄国政治流亡者同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领导人在雷吉纳旅馆举行的联席会议。列宁介绍了取道德国回国的情况。瑞典同志欢迎俄国革命者，并在法国、德国、波兰和瑞士的国际主义者支持俄国同志回国的《声明》上签字。列宁致答词，感谢瑞典同志的盛情款待，并谈到了不久即将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的任务。

下午列宁阅读了许多党内文件，召集留在斯德哥尔摩的布尔什维克开会。会上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处（国外局），成员有瓦·沃罗夫斯基、雅·加涅茨基和卡·拉狄克。列宁对国外代表处的工作作了详细的指示。

列宁和弗·斯特勒姆以俄国和瑞典社会民主党人的名义打电报给坐牢的塞·霍格伦表示敬意和慰问。

列宁打电报给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尼·谢·齐赫泽，请他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回国的政治流亡者入境不受阻滞。

得到俄国驻瑞典总领事馆发给的返回俄国的证件（第109号）。出席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为俄国政治流亡者举行的午宴。

下午6时37分，列宁一行启程离斯德哥尔摩经芬兰赴彼得格勒。留在斯德哥尔摩的布尔什维克和瑞典舆论界代表百余人到车站送行。列车在《国际歌》和瑞典社会民主党人祝俄国革命胜利声中徐徐启动。


4月1日（14日）


在斯德哥尔摩到哈帕兰达的途中列宁打电报给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告诉他德国当局遵守了关于俄国政治流亡者取道德国回国的条件，请他公布《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

在列车上召集回国的政治流亡者开会，讨论如何应付瑞（典）俄边境上的盘查、彼得格勒临时政府特派员的查问以及弗·普拉滕入境等问题。会上决定，通过边境时，一切交涉由列宁和米·格·茨哈卡雅负责办理。

《答〈政治报〉记者》在《政治报》第85号上发表。


4月2日（15日）


列宁一行抵哈帕兰达，换乘马车前往瑞（典）俄边境，遭到边境的协约国军英国军官的搜查。

下午6时许抵达托尔尼奥后，列宁打电报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报告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弗·普拉滕在边境受阻，恳请尽快办理入境证。

晚上，离托尔尼奥赴彼得格勒。

《在与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举行的会议上的讲话》、《答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代表弗·斯特勒姆》、《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有删节，发表时的标题是《列宁论俄国革命。要各国人民之间直接的和平谈判，不要政府之间的谈判》）在《政治报》第86号上发表。


4月3日（16日）


列宁写《四月提纲初稿》。

在托尔尼奥到彼得格勒途中，列宁同车厢里的士兵交谈，并仔细倾听他们反对继续战争的意见。

晚9时抵达别洛奥斯特罗夫车站。党中央俄国局委员、彼得堡委员会委员率彼得格勒工人代表团及《真理报》编辑部代表到车站迎接列宁等回国同志，并陪同前往彼得格勒。列宁在车站作了简短讲话。

晚11时许抵达彼得格勒芬兰车站，受到彼得堡委员会代表团、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团、《真理报》编辑部代表团的热烈欢迎。在月台列宁检阅了仪仗队。成千上万的工人、士兵和水兵汇集在车站广场热烈欢呼。列宁站在装甲车上向欢迎群众发表演说，他向俄国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军队致敬，号召他们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斗争。列宁在成千上万的工人、士兵和水兵的簇拥下乘装甲车进入彼得格勒市区。

当晚抵达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所在地克舍辛斯卡娅公馆，出席彼得格勒的党的工作者为列宁一行组织的欢迎会。列宁站在阳台上向欢迎群众发表演讲。


4月4日（17日）


清晨离克舍辛斯卡娅公馆前往姐姐安娜家探望。

早上在弗·德·邦奇-布鲁耶维奇家里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会议。

中午12时左右赴塔夫利达宫。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作关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的报告，逐条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提纲。这一提纲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

出席布尔什维克苏维埃代表和孟什维克苏维埃代表联席会议，再次作关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的报告，宣读并阐述《四月提纲》。报告之后，把《四月提纲》文本交给伊·格·策列铁里。由于孟什维克试图把一个所谓的统一代表大会的计划强加给布尔什维克，列宁同与会的布尔什维克一起退出会场。

列宁受同行的全体政治流亡者的委托，给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写了一份报告《我们是怎样回来的》。

晚8时，前往塔夫利达宫出席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参加讨论俄国政治流亡者取道德国回国问题。会议决定在报刊上公布列宁关于取道德国回国的情况报告。会上，列宁当选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

列宁曾前往沃尔科沃墓地为母亲和妹妹扫墓。


4月4日和5日（17日和18日）


写《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一文，著名的《四月提纲》就在这篇文章中。文章发表在4月7日《真理报》第26号。


4月4日或5日（17日或18日）


开始主编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


4月4日和12日（17日和25日）之间


写《为论证四月提纲写的要点》。


4月4日（17日）以后


撰写《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小册子。


4月5日（18日）


出席在塔夫利达宫举行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四月提纲》。

写《两个世界》一文，揭露和驳斥资产阶级报刊在政治流亡者取道德国回国问题上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无耻诽谤。

《我们是怎样回来的》（报告）和4月3日（16日）列宁在芬兰车站广场向工人、士兵和水兵发表的演说（报道）在《真理报》第24号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32号上发表。

写信给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亚·加·施略普尼科夫，请他支付政治流亡者从瑞士返回俄国的费用。

编辑《真理报》第25号。


4月6日（19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四月提纲》。列宁批评了列·波·加米涅夫和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在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以及党的任务的问题上所持的机会主义立场。

编辑《真理报》第26号。

《两个世界》一文在《真理报》第25号上发表。


4月7日（20日）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在《真理报》第26号上发表。

编辑《真理报》第27号。


4月8日（21日）


列宁写《论两个政权》一文。

编辑《真理报》第28号。

《路易·勃朗主义》一文在《真理报》第27号上发表。


4月8日和13日（21日和26日）之间


撰写《论策略书》（小册子）。


4月9日（22日）


《论两个政权》一文在《真理报》第28号上发表。


4月9日和10日（22日和23日）


列宁编辑《真理报》第29号。


4月9日或16日（22日或29日）


出席布尔什维克在女子医学院举行的集会，作关于目前形势和《真理报》编辑部工作方针的报告。


不晚于4月10日（23日）


拟提纲并写《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小册子。


4月10日（23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真理报》编辑部问题和党内争论等问题。会上，列宁批评列·波·加米涅夫，捍卫《四月提纲》的基本论点。

小册子《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完稿。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组织的伊兹迈洛夫团和第二近卫军炮兵旅士兵群众大会，发表讲话，谈革命的国家制度。


4月上旬


撰写小册子《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小册子全文最初发表在《浪潮报》第20、22和23号。1917年7月在彼得格勒出单行本。


4月11日（24日）


写《资本家的无耻谎言》一文，驳斥交通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的诬蔑。

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拟定关于第四次“自由公债”的决议草案，提交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讨论。

出席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讨论对待第四次“自由公债”的态度问题。列宁提出的决议草案同亚·米·柯伦泰为首的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合并为一个决议案，经讨论通过。

编辑《真理报》第30号。


4月11日或12日（24日或25日）


撰写《战争和临时政府》、《踩着〈俄罗斯意志报〉的脚印走》两篇文章。


4月11日和14日（24日和27日）之间


就资产阶级报纸对俄国政治流亡者取道德国回国一事造谣诽谤写《告士兵和水兵书》。


4月12日（25日）


写信给党中央国外代表处代表雅·斯·加涅茨基和卡·伯·拉狄克，告诉他们即将在4月22日（5月5日）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并向他们介绍国内形势。

编辑《真理报》第31号。

列宁4月11日（24日）在伊兹迈洛夫团士兵群众大会上发表的讲话和《资本家的无耻谎言》在《真理报》第30号上发表。


4月13日（26日）


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报纸加紧诽谤布尔什维克一事，召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军事组织负责人和党中央委员会。会上，列宁听取了关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情况的报告，指示与会者在广大士兵中开展工作。

撰写《说谎同盟》、《重要的揭露》和《银行和部长》三篇文章。

编辑《真理报》第32号。

《战争和临时政府》和《踩着〈俄罗斯意志报〉的脚印走》两篇文章在《真理报》第31号上发表。


4月13日或14日（26日或27日）


写《反对大暴行制造者。告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全体居民书》。


4月13日（26日）以后


《论策略书》小册子（附《四月提纲》）在彼得格勒出版。


4月14日（27日）以前


列宁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水兵宣传员就革命发展问题进行交谈。


不晚于4月14日（27日）


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第一次代表会议，起草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和关于战争的决议。


4月14日—22日（4月27日—5月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举行。列宁主持大会的工作。


4月14日（27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第一次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会上，列宁作关于目前形势和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报告及总结发言。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鼓动部召开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宣传员会议上，听取在士兵中开展工作的情况汇报，建议他们会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几个步兵团于4月16日（29日）举行一次抗议资产阶级诽谤攻击布尔什维克和《真理报》的示威游行。

撰写《诽谤者大合唱中的正直呼声》、《公民们！应当懂得各国资本家采取的手法是什么！》和《是地主和农民的“自愿协议”吗？》三篇文章。

编辑《真理报》第33号。

《说谎同盟》、《重要的揭露》和《银行和部长》三篇文章在《真理报》第32号上发表。


4月14日和20日（4月27日和5月3日）之间


写《论无产阶级民兵》一文。


4月14日和22日（4月27日和5月5日）之间


写《盛加略夫的建议或命令和一个地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建议》一文。


4月15日（28日）以前


写《士兵和土地》一文。


4月15日（28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第一次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在讨论中，列宁两次发言，捍卫自己起草的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案。会议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草案。

出席在米哈伊洛夫练马场举行的装甲营士兵大会，并发表演说，揭露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

撰写《农民代表大会》和《关于侨民回国》两篇文章。

编辑《真理报》第34号。

《公民们！应当懂得各国资本家采取的手法是什么！》、《诽谤者大合唱中的正直呼声》、《是地主和农民的“自愿协议”吗？》三篇文章和《反对大暴行制造者。告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全体居民书》在《真理报》第33号上发表。

《士兵和土地》一文在彼得格勒《士兵真理报》创刊号上发表。


4月16日（29日）


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和水兵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资产阶级报纸诽谤攻击布尔什维克。示威游行群众汇集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前。列宁站在阳台上向他们发表演说。

修改《关于战争的决议草案》，并将草案提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第一次代表会议选出的委员会讨论。

《农民代表大会》和《关于侨民回国》两篇文章在《真理报》第34号上发表。


4月16日和17日（29日和30日）


列宁编辑《真理报》第35号。


4月17日（30日）


写《我们的观点。答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一文。

出席塔夫利达宫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士兵部的会议。在会上，批评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通过严重歪曲布尔什维克党在土地问题上、国家制度问题上和战争问题上的决议。发言后，列宁回答了士兵们提出的许多问题。


4月18日（5月1日）


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上午，参加维堡区工人群众的游行。下午，在马尔斯校场和皇宫广场，代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向游行群众发表讲话，阐明“五一”节的意义和俄国革命的任务。晚上，参加奥赫塔火药厂“五一”节庆祝会，向工人、士兵和水兵发表演说。到会的约五千人。

《我们的观点。答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一文和《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列宁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在《真理报》第35号上发表。

列宁4月15日（28日）在米哈伊洛夫练马场举行的装甲营士兵大会上的演说（报道）在彼得格勒《士兵真理报》第2号上发表。

列宁4月17日（30日）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士兵部会议上对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的发言（报道）和对问题的回答在《统一报》第17号上发表。

《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在《青年国际》第8期上发表，并印成传单在瑞士各城市向参加“五一”节示威游行的群众散发。


4月18日和19日（5月1日和2日）


列宁编辑《真理报》第36号。


4月19日（5月2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宣读芬兰社会民主党请求在反对临时政府、争取芬兰自治的斗争中给予支援的呼吁书。在议论中，列宁三次发言，建议通过关于大力支援芬兰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的决议。

写《破产了吧？》一文。


4月20日（5月3日）


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临时政府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致各盟国政府的照会引起的危机的决议草案。

写《告各交战国士兵书》。

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由于临时政府4月18日（5月1日）照会各盟国引起的政治危机问题。会议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告各交战国士兵书》。

出席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紧急会议，讨论临时政府4月18日（5月1日）致各盟国政府的照会。尼·谢·齐赫泽提议停止讨论照会，布尔什维克代表反对，坚决要求继续讨论，并提议选举列宁为主席。

撰写《临时政府的照会》、《一个根本问题（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党人是怎样谈论的）》、《用圣像对付大炮，用空谈对付资本》三篇文章。

编辑《真理报》第37号。

《他们是怎样听任资本家摆布的》、《论无产阶级民兵》和《破产了吧？》三篇文章在《真理报》第36号上发表。


4月21日（5月4日）


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起草关于党在临时政府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致各盟国政府的照会引起的政治危机而产生的任务的决议草案。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当前的政治局势问题。会议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党在临时政府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致各盟国政府照会引起的政治危机而产生的任务的决议草案。

撰写《是资本家不理智还是社会民主党欠聪明？》和《真诚的护国主义的内容表露出来了》两篇文章。

编辑《真理报》第38号。

《临时政府的照会》、《一个根本问题（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党人是怎样谈论的》、《用圣像对付大炮，用空谈对付资本》、《维·切尔诺夫公民的逻辑》、《普列汉诺夫先生的未能得逞的脱身计》五篇文章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临时政府1917年4月18日（5月1日）的照会引起的危机的决议》和《告各交战国士兵书》在《真理报》第37号上发表。


4月22日（5月5日）以前


起草《关于对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一批所谓“无派别”社会民主党人以及诸如此类的政治流派的态度的决议草案》和《关于市政选举的决议》。


4月22日（5月5日）


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四月政治危机的结局的决议草案。

上午，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四月政治危机的结局的决议草案。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第一次代表会议第四次（闭幕）会议。会议讨论市政选举问题和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会议讨论并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市政选举的决议》和《关于对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一批所谓“无派别”社会民主党人以及诸如此类的政治流派的态度的决议》两项草案。会议结束前，列宁提出关于战争的决议草案，发表讲话，并建议将此草案作为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基础。

撰写《请同志们注意！》、《清楚的问题是怎样弄糊涂的？》、《资本家怎样理解“耻辱”和无产者怎样理解“耻辱”》、《部长的报纸鼓吹大暴行》和《危机的教训》等五篇文章。

编辑《真理报》第39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4月21日（5月4日）通过的决议》以及《是资本家不理智还是社会民主党欠聪明？》、《真诚的护国主义的内容表露出来了》、《盛加略夫的建议或命令和一个地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建议》等文章在《真理报》第38号上发表。


4月23日（5月6日）


列宁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预备会议，发表关于四月危机的讲话。

在《真理报》编辑部接见芬兰社会民主党《工人日报》记者爱·托尔尼艾年，发表关于对苏维埃的态度、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等问题的谈话。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4月22日（5月5日）上午通过的决议》、《请同志们注意！》、《危机的教训》、《资本家怎样理解“耻辱”和无产者怎样理解“耻辱”》、《部长的报纸鼓吹大暴行》以及《清楚的问题是怎样弄糊涂的？》等文章在《真理报》第39号上发表。


4月23日和24日（5月6日和7日）


列宁编辑《真理报》第40号。


4月24日（5月7日）以前


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起草《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和《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两项草案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修改草案初稿》。


4月24日—29日（5月7日—1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在女子医学院召开。列宁主持大会工作。


4月24日（5月7日）


上午10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开幕，列宁致简短开幕词。

列宁被选入大会主席团。

在代表会议第一次（上午）会议上列宁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随后向会议提出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草案和关于战争的决议草案。

在代表会议第二次（下午）会议上列宁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列·波·加米涅夫和阿·伊·李可夫的错误立场。

列宁被选入代表会议决议起草委员会。


4月25日（5月8日）


在代表会议第三次（下午）会议上列宁发表关于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方案的讲话。

会上，列宁被选入宣言草案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讨论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伯格比尔的建议的决议》草案，交代表会议讨论批准。

在代表会议第四次（下午）会议上列宁作关于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的讲话。

出席“火星”工人政治俱乐部开幕式，并致贺词，指出彼得格勒工人在夺取二月革命的胜利中起了决定作用。

编辑《真理报》第41号。

《愚蠢的幸灾乐祸》一文以及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第一次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报告和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报道）在《真理报》第40号上发表。

列宁4月23日（5月6日）接见芬兰社会民主党《工人日报》记者爱·托尔尼艾年时的谈话在《工人日报》第122号上发表。


4月25日—26日（5月8日—9日）


写《关于苏维埃的决议的提纲草稿》、《关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决议》（定稿）。


4月26日（5月9日）以前


为出版论文集（收入1914—1917年在国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做准备工作（1917年因故未能出版）。


4月26日（5月9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第五次（上午）会议，听取各地代表的报告。

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一书写序言。

编辑《真理报》第42号。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方案的讲话（报道）和《关于伯格比尔的建议的决议》（列宁起草、经代表会议通过）在《真理报》第41号上发表。


4月26日—27日（5月9日—10日）


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修改《关于战争的决议》草案。


4月27日（5月10日）以前


起草《关于联合国际主义者反对小资产阶级护国主义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两项草案。


4月27日（5月10日）


在代表会议第六次（下午）会议上列宁代表决议起草委员会发言，说明关于战争的决议的基本论点。在讨论这个决议案时，列宁三次发言，就各种修正案提出反驳意见。

会议通过《关于战争的决议》和《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

编辑《真理报》第43号。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的发言（报道）和《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列宁起草、经代表会议通过）在《真理报》第42号上发表。


4月27日和28日（5月10日和11日）


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的土地问题小组、党纲修改小组以及其他小组的工作，向党纲修改小组提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修改草案初稿》。

不晚于4月28日（5月11日）

起草《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


4月28日（5月11日）


在代表会议第七次（下午）会议上列宁作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纲问题的报告。列宁向大会提出经土地问题小组和党纲修改小组同意的两项决议草案，由大会讨论通过。

编辑《真理报》第44号。

《联欢的意义》、《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措施会造成什么结果》和《十分拙劣的谎言》三篇文章在《真理报》第43号上发表。


不晚于4月29日（5月12日）


代表会议决议起草委员会讨论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草案。

列宁写信给前线代表大会主席团，感谢他们的邀请，告诉他们因主持党的代表会议不能出席他们的大会。


4月29日（5月12日）


代表会议第八次（上午）会议讨论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联合国际主义者反对小资产阶级护国主义联盟的决议》和《关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决议》。

列宁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第九次（下午）会议，就党中央委员会组成等问题发言。

会议选举列宁为党中央委员。

列宁发表关于民族问题的讲话。会议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休会。

午夜1时复会。列宁就国际的现状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任务问题以及为维护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发表讲话。会议通过相应的决议。

最后，列宁致闭幕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闭幕。

编辑《真理报》第45号。

《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伊·格·策列铁里和阶级斗争》、《惊慌不安》三篇文章，以及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上为维护关于战争的决议而发表的讲话（报道）和《关于战争的决议》（列宁起草、经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在《真理报》第44号上发表。


4月29日和5月3日（5月12日和16日）之间


列宁为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决议做准备工作，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决议的引言》。


4月30日（5月13日）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纲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报道）以及《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列宁起草、经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在《真理报》第45号上发表。


4月30日和5月1日（5月13日和14日）


写《芬兰和俄国》一文，批评孟什维克党组织委员会不支持芬兰劳动人民反对临时政府、争取芬兰自治的斗争。

编辑《真理报》第46号。


4月


参观俄罗斯科学院图书馆手稿部，了解那里收藏的布尔什维克秘密文献。

在《真理报》编辑部会见印刷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H．H．尼古拉耶夫、主席团委员A．萨哈罗夫，商谈如何按时出版《真理报》和如何在印刷工会中开展党的工作问题。

同亚·米·柯伦泰谈话，就如何开展妇女工作问题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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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彼得格勒党组织大会上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结果的报告
 （1917年5月8日〔21日〕）




· “事实上的停战”
 （1917年5月9日〔22日〕）




· 对外政策的秘密
 （1917年5月9日〔22日〕）




· 秘密条约之一
 （1917年5月10日〔23日〕）




· 部长的腔调
 （1917年5月10日〔23日〕）




· 他们在寻找拿破仑
 （1917年5月10日〔23日〕）




· 什么也没有改变
 （1917年5月10日〔23日〕）




· 可悲的背弃民主主义的行为
 （1917年5月10日〔23日〕）




· 关于召开有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的所谓的社会党人国际代表会议
 （1917年5月10日〔23日〕）




· 在普梯洛夫工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17年5月12日〔25日〕）




· 在区杜马选举中的无产阶级政党
 （1917年5月12日〔25日〕）




· 我党在革命前就战争问题发表过哪些声明
 （1917年5月13日〔26日〕）




· 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上的一页》一文中加的一段话
 （1917年5月13日〔26日〕）




· 经济破坏迫在眉睫
 （1917年5月14日〔27日〕）




· 战争与革命——1917年5月14日（27日）的演讲




· 卑鄙的手段
 （1917年5月15日〔28日〕）




· 必将到来的灾难和不讲分寸的诺言
 （1917年5月16日和17日〔29日和30日〕）




· 关于国际主义者的联合问题
 （1917年5月18日〔31日〕）




· 头脑糊涂（再论兼并）
 （1917年5月18日〔31日〕）




· 用增设委员会的办法来同经济破坏作斗争
 （1917年5月18日〔31日〕）




· 又一次背弃民主主义
 （1917年5月18日〔31日〕）




· 资本家是怎样吓唬人民的？
 （1917年5月19日〔6月1日〕）




· 资本家的又一次罪行
 （1917年5月19日〔6月1日〕）




· 一次又一次的谎言
 （1917年5月19日〔6月1日〕）




· 给编辑部的信
 （1917年5月19日〔6月1日〕）




·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消灭了吗？
 （1917年5月20日〔6月2日）




· 论“擅自夺取”土地（“社会革命党人”的糟糕论据）
 （1917年5月20日〔6月2日〕）




· 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1917年5月）




· 彼得格勒区杜马选举中的各党派
 （不晚于1917年5月23日〔6月5日〕）




· 两个缺点
 （1917年5月23日和27日〔6月5日和9日〕之间）




· 关于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几项经济措施的决议
 （1917年5月25日〔6月7日〕）




· 是同资本家做交易，还是推翻资本家？（怎样结束战争）
 （1917年5月25日〔6月7日〕）




· 链条的强度决定于最弱一环的强度
 （1917年5月27日〔6月9日〕）




· 必须揭露资本家
 （1917年5月27日〔6月9日〕）




· 关于经济破坏的报告
 （1917年5月27日〔6月9日〕）




· “手上的戏法”和政治上无原则性的戏法
 （1917年5月27日〔6月9日〕）




· 一个原则问题（关于民主制的一段“被忘记的言论”）
 （1917年5月28日〔6月10日〕）




· 黑暗势力拥护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与立宪民主党人在一个政府里
 （1917年5月28日〔6月10〕）




· 反革命势力转入进攻（“没有人民的雅各宾党人”）
 （1917年5月28日〔6月10日〕）




· 没有干净的原则性的武器，就抓起肮脏的武器
 （1917年5月28日〔6月10日〕）




· 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同“统一派”结成可耻的联盟
 （1917年5月28日〔6月10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会议文献
 （1917年5月30日〔6月12日〕）




· 论空谈的害处
 （1917年5月31日〔6月13日〕）




· 资本家在嘲弄人民
 （1917年5月31日〔6月13日〕）




·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各区委员会的一封信
 （1917年5月31日〔6月13日〕）




· 在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17年5月31日〔6月13日〕）




· 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的讲话
 （1917年5月31日〔6月13日〕）




· 为可耻行为辩护
 （1917年6月1日（14日〕）




· 经济破坏问题上的小资产阶级立场
 （1917年6月1日〔14日〕）




· 别人眼里的草屑
 （1917年6月1日〔14日〕）




· 克伦斯基公民，这不民主！
 （1917年6月1日〔14日〕）




· 布尔什维主义和军队“瓦解”
 （1917年6月3日〔16日〕）




· 你们嘲笑谁？嘲笑你们自己！
 （1917年6月3日〔16日〕）




· 经济破坏和无产阶级同它的斗争
 （1917年6月3日〔16日〕）




· 资本家的第一千零一次谎话
 （1917年6月3日〔16日〕）




· 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7年6月上旬）




· 六三死硬派主张立即进攻
 （1917年6月6日〔19日〕）




· 为制止革命而结成的联盟
 （1917年6月6日〔19日〕）




· 感谢
 （1917年6月6日〔19日〕）




· 有没有一条通向公正和约的道路？
 （1917年6月7日〔20日〕）




· 论人民公敌
 （1917年6月7日〔20日〕）




· 关于格里姆问题
 （1917年6月7日〔20日〕）




· 短评
 （1917年6月7日〔20日〕）




· “大撤退”
 （1917年6月8日〔21日〕）




· 谈谈实质性论战的好处
 （1917年6月8日〔21日〕）




· 轻信的流行病
 （1917年6月8日〔21日〕）




· 天上的仙鹤，还是手中的山雀？
 （1917年6月8日〔21日〕）




· 实施社会主义，还是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
 （1917年6月9日〔22日〕）




· 彼得格勒各区委员会及部队的代表同中央委员会及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联席会议的决议草案
 （1917年6月10日〔23日〕）




· 思想混乱和惊慌失措的人们
 （1917年6月10日〔23日〕）




· 影射
 （1917年6月10日〔23日〕）




· “扰乱人心的谣言”
 （1917年6月10日〔23日〕）




· 谜
 （1917年6月10日〔23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党团委员会就禁止游行示威向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的声明草案
 （1917年6月11日〔24日〕）




·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取消游行示威的讲话
 （1917年6月11日〔24日〕）




· 转变关头
 （1917年6月11日或12日〔24日或25日〕）




· 给编辑部的信
 （1917年6月12日〔25日〕）




· 矛盾的立场
 （1917年6月13日〔26日〕）




· 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
 （1917年6月14日〔27日〕）




· 乌克兰
 （1917年6月14日〔27日〕）




· 现在和“将来出现”卡芬雅克分子的阶级根源是什么？
 （1917年6月14日或15日〔27日或28日〕）




· 可耻！
 （1917年6月15日〔28日〕）




· 乌克兰问题和俄国执政党的失败
 （1917年6月15日〔28日〕）




· 怎样同反革命作斗争
 （1917年6月16日〔29日〕）




· 惩办包庇奸细的罗将柯和准科夫斯基！
 （1917年6月16日〔29日〕）




· 莫名其妙的断章取义
 （1917年6月17日〔30日〕）




· 执政的和负责的党
 （1917年6月17日〔30日〕）




· 又是一个委员会
 （1917年6月18日〔7月1日〕）




· 六月十八日
 （1917年6月20日〔7月3日〕）




·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前线和后方军队党组织全国代表会议上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1917年6月20日〔7月3日〕）




· 革命、进攻和我们的党
 （1917年6月21日〔7月4日〕）




·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你们同普列汉诺夫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1917年6月21日〔7月4日〕）




· 罗将柯怎样为自己辩护
 （1917年6月21日〔7月4日〕）




·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革命引向何处？
 （1917年6月22日〔7月5日〕）




· 用“雅各宾主义”能够吓住工人阶级吗？
 （1917年6月24日〔7月7日〕）




· 论建立俄国农业工人工会的必要性
 （1917年6月24日和25日〔7月7日和8日〕）




· 松垮的革命
 （1917年6月25日〔7月8日〕）




· 阶级变动
 （1917年6月27日〔7月10日〕）




· 革命毅力的奇迹
 （1917年6月27日〔7月10日〕）




· 空话与事实
 （1917年6月28日〔7月11日〕）




· 资本家先生们是怎样把利润隐藏起来的（关于监督问题）
 （1917年6月29日〔7月12日〕）




· 危机日益逼近，经济破坏日益严重
 （1917年6月29日〔7月12日〕）




· 这究竟该怎么办？
 （1917年6月29日〔7月12日〕）




· 人们怎样欺骗农民和为什么欺骗农民？
 （1917年7月1日〔14日〕）




· 由谁负责？
 （1917年7月1日〔14日〕）




· 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有什么打算？
 （1917年7月4日和14日〔17日和27日〕之间）




·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1917年7月5日〔18日〕）




· 政权在哪里？反革命在哪里？
 （1917年7月5日〔18日〕）




· 黑帮报纸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卑鄙诽谤
 （1917年7月5日〔18日〕）




· 诽谤和事实
 （1917年7月5日〔18日〕）




· 接近了本质
 （1917年7月5日〔18日〕）




· 是新的德雷福斯案件吗？
 （1917年7月5日〔18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号召书
 （1917年7月6日〔19日〕）




· 给《新生活报》编辑部的信
 （1917年7月6日或7日〔19日或20日〕）




· 德雷福斯案件重演
 （1917年7月6—7日〔19—20日〕）




· 辟谣
 （1917年7月7日〔20日〕）




· 三次危机
 （1917年7月7日〔20日〕）




· 关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出庭受审的问题
 （1917年7月8日〔21日〕）




· 给《无产阶级事业报》编辑部的信
 （1917年7月9日和14日〔22日和27日〕之间）






附录



· 《列宁全集》第30卷年表（1917年5—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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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在1917年5月至7月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闭幕后到七月事变这段时间所写的著作。

这两个多月是俄国二月革命胜利以来革命和平发展时期的继续。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仍然存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愿意结束掠夺性战争，也不能解决国内的经济危机，无法给人民以和平、面包和土地。资产阶级为了缓和临时政府同人民群众的矛盾，稳固自己的统治，于5月5日成立了以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为主、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的联合临时政府，给临时政府贴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把持着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领袖从信任和支持临时政府进而直接参加政府，充当了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工具。布尔什维克党在四月代表会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之后，全力宣传、贯彻列宁提出的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揭露临时政府的反人民本质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妥协政策，努力争取工农兵群众——首先是工人群众，以便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把苏维埃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机关。收入本卷的著作反映了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贯彻四月代表会议的方针、掌握斗争策略、教育和争取群众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些著作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只有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由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掌握政权、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摆脱灾难、战胜资本主义的出路。

在《“政权危机”》、《同资本实行阶级合作，还是同资本进行阶级斗争？》、《为制止革命而结成的联盟》、《“大撤退”》等文章中，列宁深刻地指出：成立联合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骗人手段，更换几个政府成员并没有任何阶级意义；只有把全部政权交给工兵代表苏维埃、改变苏维埃的全部政策，才能真正解决政权危机。列宁严厉批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叛变革命的行为，指出他们参加联合临时政府是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结成制止革命的联盟。列宁认为“这不是资产阶级从政府中的大撤退，而是孟什维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领袖从革命中的大撤退”（见本卷第278页）。

本卷中的许多著作揭露了临时政府所进行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掠夺性质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护国主义”的欺骗性。《对外政策的秘密》、《秘密条约之一》、《战争与革命》以及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的讲话等文献指出，临时政府是资本家的政府，它不会放弃侵略（兼并）意图，不能不保护资本家阶级的利润，不能不保护地主的土地。列宁阐明了战争同革命的相互关系，论述了这场战争的根源、起因和性质。列宁揭穿了革命护国主义者把掠夺性战争说成革命战争的企图，指出“新的‘革命护国主义’只不过是用伟大的革命概念来掩饰为了卑鄙可恶的条约而进行的肮脏的血腥战争罢了”（见本卷第92页）。列宁告诫士兵和工人：不要听信临时政府和护国派所谓打仗是在保卫自由积革命的谎言。列宁说，只要容忍本国资本家政府，只要把沙皇的秘密条约奉为神圣，那么，我们所进行的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所捍卫的就是沙皇同英法资本家缔结的掠夺性条约。列宁认为，各国资本家进行的战争，只有靠反对资本家的工人革命才能结束；不进行反对资本家的革命而空谈“没有兼并的和约”以及用这种和约来迅速结束战争，那不是幼稚无知，就是愚蠢或欺骗。列宁指出，只有使全部政权转归工兵代表苏维埃，才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

夺取地主的土地是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要求。临时政府用空话欺骗农民，要把土地问题拖延到召开立宪会议时解决。1917年春夏，各地农民不顾临时政府的阻挠，自发夺取并耕种了地主的土地。孟什维克和自称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人竟指责农民“擅自夺取土地”是无政府状态的越轨行动。列宁在《给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公开信》、《论“擅自夺取”土地》以及在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和所拟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等著作中，支持农民对土地的要求，驳斥了小资产阶级政党对农民运动的诬蔑，阐释了布尔什维克党关于土地问题的政策。列宁依据布尔什维克党的土地纲领，指出全部土地应归全体人民所有，应当无偿地交给农民使用。农民应当通过农民代表苏维埃立刻有组织地夺取当地的全部土地，而不要等待立宪会议的召开。列宁还强调指出：为了使劳动者获得全部土地，必须消除农民群众对资本家的信任，建立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紧密联盟；只有工兵代表苏维埃掌握政权，才能保证实现全体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在《给工厂和团队选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的委托书》、《别人眼里的草屑》、《克伦斯基公民，这不民主！》、《乌克兰问题和俄国执政党的失败》等文中，列宁阐释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政策，抨击了临时政府及其帮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执行的反动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政策。俄国的非俄罗斯民族在沙皇制度下备受压迫和歧视。他们对二月革命的胜利寄予莫大的希望，要求获得自由、平等，要求民族解放。但临时政府却继续推行沙皇的兼并政策，不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列宁承认和支持受沙皇制度压迫的各民族有同俄国分离的自由，同时建议各民族结成兄弟同盟，并根据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原则来组成共同的国家。他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论述了多民族的俄国可以成为一个自愿联合起来的共和国联盟的原理。列宁非常尊重被压迫民族的意愿，他在《乌克兰》一文中强调指出，俄国各族人民结成联盟必须是自愿的，俄罗斯工人不能硬要各族人民接受自己的友谊，而是要平等相待，把他们看作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同盟者和兄弟。列宁的以上这些著作说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必然实行民族压迫，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才能免除民族压迫。

本卷收入了一批列宁抨击联合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阐述布尔什维克党的经济纲领的文献。连年战争使俄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饱尝苦难，资本家却大发横财。联合临时政府维护资本家的利益，不愿意也没有能力采取切实措施来扭转经济崩溃的危险局势。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不敢触动资本家的根本利益，只用华丽的话语和空洞的计划来欺骗人民。在《经济破坏迫在眉睫》、《必将到来的灾难和不讲分寸的诺言》、《关于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几项经济措施的决议》、《必须揭露资本家》、《经济破坏问题上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等一系列文章中，列宁揭露资本家趁火打劫、大肆攫取军事订货的高额利润的罪恶，批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欺骗人民的空洞改革计划，宣传布尔什维克党的经济主张。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也侈谈社会监督、托拉斯国有化、制止投机活动、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等等，实际上却要人民信任资本家政府、在这个政府的领导下去拯救国家。列宁说，要资本家的政府去监督资本家，去同资本家的掠夺行为作斗争，就等于把梭鱼放到河里。列宁发展了《四月提纲》和四月代表会议提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经济纲领，更加具体地制定了使国家摆脱经济破坏同时也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些经济措施，例如：建立工人对生产和分配以及对银行、托拉斯和辛迪加的监督，公布军事订货的高额利润，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建立工人民兵等。在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的问题上，列宁批评了那种忘记阶级观点、空谈在民主派参加下由国家来实行监督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列宁指出：革命时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准确分析国家的本质问题；无产阶级要在绝对不信任资本家阶级的基础上制定整个政策，要在国家问题上首先辨明“国家”为哪个阶级服务，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列宁说，只有在全部政权转到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手中以后，才可能有计划地顺利地实现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经济措施。列宁的这些著作对于争取、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提高他们的觉悟，扩大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队伍有着重要的作用。

列宁在本卷的一些著作中阐述了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列宁认为苏维埃是革命群众自己建立起来的新的政权机构，在当时是大多数人民的意志的最好的表达者。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讲话指出，苏维埃是向一种新型的共和国过渡的机构，它应当是这种新型国家里的唯一政权；没有苏维埃，俄国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谈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时，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不能按照现在的样子继续存在下去，不能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长期并存；苏维埃或者是被反革命将军解散和无声无息地死去，或者是最终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列宁坚信，不管要经过什么突变和曲折，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使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口号一定能够实现。

列宁坚持不懈地揭露临时政府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本性，对劳动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和争取工作，使人民逐渐擦亮了眼睛。布尔什维克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的日益增长，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的不断壮大，引起了敌对阶级的仇视和恼怒。列宁在《现在和“将来”出现卡芬雅克分子的阶级根源是什么？》等许多文章中，揭露了资产阶级政党企图扼杀革命的反革命计划，谴责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助长和支持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为。《资本家的第一千零一次谎话》、《黑帮报纸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卑鄙诽谤》、《是新的德雷福斯案件吗？》、《关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出庭受审的问题》等文，以及分别给《新生活报》和《无产阶级事业报》编辑部的信件，是为驳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报刊对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们的诽谤、反对临时政府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迫害而写的。列宁在《转变关头》一文中指出了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迫害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的实质：“这个斗争同帝国主义者和谢德曼分子反对李卜克内西和弗·阿德勒（德国“社会党人”的中央机关报曾经把他们两人宣布为“疯子”，至于资产阶级报刊，那更不必说了，它们干脆把这两位同志宣布为替英国效劳的“叛徒”）的斗争是一样的。这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也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管他们过去是多么多么革命）对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进行的斗争。”（见本卷第303—304页）列宁深信，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一定会把人民大众愈来愈多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6月18日，彼得格勒50万工人和士兵群众举行游行示威。这次示威是革命力量的大检阅，它表明布尔什维克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大大加强了。在本卷所收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取消游行示威的讲话》和《六月十八日》等文献中，列宁对包括这次示威在内的整个六月政治危机作了评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企图把这次游行示威纳入“信任临时政府”的轨道，临时政府正计划这一天在前线发起进攻。结果和他们的愿望相反，游行队伍中最普遍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等。列宁指出，这次游行示威“十分清楚地表明，俄国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即首都工业无产阶级和首都绝大多数军队是拥护我们党一向主张的口号的”（见本卷第333页）。

收在本卷最后的一些文章是评述彼得格勒七月事变的。临时政府在前线冒险发动进攻、惨遭失败的消息传到彼得格勒后，工人和士兵无比愤怒，自发地要求推翻临时政府。鉴于条件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告诫工人和士兵不要过早采取武装行动，并设法领导了这一自发运动，使它成为和平性质的游行示威。但是，反革命势力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协助下竟从前线调回了军队残酷镇压示威群众。它们还诬蔑布尔什维克想要发动政变，并以此为借口对布尔什维克进行迫害，封闭了布尔什维克报纸。列宁在《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有什么打算？》、《诽谤和事实》和《三次危机》等文中揭露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图谋，驳斥了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党的诬蔑，说明了事件的真相。列宁在评述4月、6月和7月的三次政治危机时指出，这些事件从形式上看都是反政府的游行示威，但实质上却不是普通的游行示威，而是“某种比游行示威大得多而比革命小一些的事件”，“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同时爆发”（见本卷第410页）。列宁指出：三次事件都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危机还会发生，其形式可能改变，但实质是不会改变的；要实现伟大的改革，不对资产阶级采取最坚决的革命措施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才能实行这种革命措施。七月事变是俄国国内形势的一个转折点。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彻底背叛革命，政权完全落到了反革命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变成了临时政府的遮羞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完全消失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又被迫转入地下，开展新的斗争，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10篇，其中有《在彼得格勒党组织大会上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结果的报告》（1917年5月8日〔21日〕）、《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的讲话》（1917年5月31日〔6月13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前线和后方军队党组织全国代表会议上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1917年6月20日〔7月3日〕）等等以及《附录》中的全部文献。





《列宁全集》第30卷


“政权危机”

（1917年5月1日〔14日〕）

全俄国都还记得4月19—21日彼得格勒街头内战一触即发的情景。 
[1]



4月21日临时政府 
[2]

 拟就了一个似乎是安定人心的新文件 
[3]

 ，对它18日的强盗式的照会作了“解释”。

接着，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4]

 以多数通过决定，认为“事件已经结束”。

又过了两天，发生了联合内阁的问题。执行委员会分成了几乎是势均力敌的两派：23票反对联合内阁，22票拥护联合内阁。事件只是在纸上“已经结束”。 
[5]



又过了两天，新的“事件”发生了。临时政府首脑之一陆军部长古契柯夫呈请辞职。据说整个临时政府已决定辞职（写这篇文章时，我们还不知道整个临时政府是否确实已经辞职）。又是一起“事件”，而且这起事件使过去所有的“事件”都为之逊色。

为什么“事件”这样多呢？这里有没有一个根本原因必然使得“事件”层出不穷呢？

原因是 有的
 。这就是所谓两个政权并存，这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与临时政府达成协议后所产生的不稳定的均势。

临时政府是资本家的政府。它不会放弃侵略（兼并）意图，不会缔结民主的和约来结束掠夺性的战争，它不能不保护本阶级（资本家阶级）的利润，不能不保护地主的土地。

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着另外的阶级。苏维埃中的工兵大多数都不愿进行掠夺性的战争，资本家的利润、保持地主的特权对他们并没有好处，可是他们还信任资本家的临时政府，愿意同它妥协，同它保持联系。

工兵代表苏维埃本身是政权的萌芽。与临时政府并存的苏维埃，在某些问题上也试图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样，就造成了政权重叠的现象，造成了现在人们所说的“政权危机”。

这种情况不会拖得很久。在这种情况下，每天都会发生新的“事件”，引起新的纠纷。在纸上可以写“事件已经结束”，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些事件是不会绝迹的。原因很简单，它们根本不是“事件”，不是偶发的事情，不是小事。这是深刻的内部危机的外部表现。这是全人类陷入绝境的结果。除非决心采取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所建议的措施，否则就摆脱不了也不可能摆脱这场掠夺性的战争。

现在向俄国人民提出了三种解决“政权危机”的办法。有些人说：一切照旧吧，更加信任临时政府吧！用辞职相威胁，很可能正是为了迫使苏维埃说：我们更加信任你们。临时政府竭力想使人们向它恳求：请来统治我们吧，没有你们，我们还靠谁呢？……

另一种办法是成立联合内阁。让我们同米留可夫一伙共分部长职位，把我们的人弄几个到内阁中去，这样一来，就能奏出截然不同的音乐了 
[6]

 。

我们则建议第三种办法——改变苏维埃的全部政策，不信任资本家， 把全部政权交给工兵代表苏维埃
 。更换 几个人
 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必须改变 政策
 。必须由另一个阶级来执政。工人和士兵的政府一定会获得全世界的信任，因为谁都知道，工人和贫苦农民不愿掠夺任何人。只有这样才能加快结束战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较容易地度过经济破坏时期。


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决不信任资本家政府！


每一起“事件”，每一天，每一小时，都会证实这一口号是 正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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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1917年4月20—21日（5月3—4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为抗议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而举行群众性集会和游行示威。



1917年4月18日（5月1日），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照会英、法两国政府，保证临时政府将遵守沙皇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照会内容透露出来之后，被激怒的士兵于4月20日（5月3日）涌向临时政府当时所在地玛丽亚宫，提出“打倒米留可夫！”的口号。4月21日（5月4日），约有10万名工人和士兵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在彼得格勒举行游行示威，要求缔结民主和约和把政权交给苏维埃。以立宪民主党人为首的反革命分子在“信任临时政府！”的口号下组织了反游行示威。双方在一些地方发生冲突，并有伤亡。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拉·格·科尔尼洛夫将军下令出动炮兵对付工人，但士兵和军官拒绝执行。在莫斯科、雷瓦尔和维堡等城市也举行了抗议性游行示威。关于四月游行示威，可参看列宁的《三次危机》一文（见本卷第408—412页）。——[1]。





[2]

 指1917年3月2日（15日）成立的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同把持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人协议成立的，起初称“第一届社会内阁”，3月10日（23日）定名为临时政府。这个政府的组成是：总理兼内务部长格·叶·李沃夫公爵（立宪民主党人）、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人）、陆海军部长亚·伊·古契柯夫（十月党人）、交通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人）、工商业部长亚·伊·柯诺瓦洛夫（进步党人）、财政部长米·伊·捷列先科（无党派人士）、教育部长亚·阿·曼努伊洛夫（立宪民主党人）、农业部长安·伊·盛加略夫（立宪民主党人）、司法部长亚·费·克伦斯基（劳动派）、正教院总监B．H．李沃夫、国家监察长И．B．戈德涅夫（十月党人）。——[1]。





[3]

 安定人心的文件指1917年4月22日（5月5日）彼得格勒报纸刊载的临时政府通告。通告对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4月18日（5月1日）致盟国政府的照会加以“解释”，说什么照会谈到坚决战胜敌人是指要达到临时政府3月27日（4月9日）宣言所提出的目的，即所谓“在各民族自决的基础上建立持久的和平”等等。临时政府想用这种解释来掩饰米留可夫照会的帝国主义性质，平息群众的义愤。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于4月21日（5月4日）晚讨论了临时政府通告，以34票赞成、19票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通过决议，认为政府的解释是令人满意的，事件已经结束。——[1]。





[4]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是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最初的日子里产生的。二月革命中，彼得格勒各工厂企业先后选举了苏维埃代表。2月27日（3月12日）白天，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库·安·格沃兹杰夫、波·奥·波格丹诺夫和国家杜马孟什维克代表尼·谢·齐赫泽、马·伊·斯柯别列夫等人为了取得苏维埃的领导权，组织了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当天晚上，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塔夫利达宫举行第一次会议，选出了由15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孟什维克杜马党团的领导人齐赫泽当选为主席，劳动派分子亚·费·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当选为副主席。委员中有两名布尔什维克——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和彼·安·扎卢茨基。3月1日（14日），有10名士兵和水兵代表被选进执行委员会，其中有两名布尔什维克——亚·尼·帕杰林和安·德·萨多夫斯基，工人代表苏维埃从此改称工兵代表苏维埃。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成员有齐赫泽、尤·米·斯切克洛夫、波格丹诺夫、彼·伊·斯图契卡、彼·阿·克拉西科夫、格沃兹杰夫等。



当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苏维埃手里。但是在关键时刻，3月1日（14日）夜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妥协派领导人却自愿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同意由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组织临时政府。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护国主义联盟的把持下，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实行妥协政策，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帮助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党欺骗革命群众。——[1]。





[5]

 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关于成立联合内阁的谈判。这一谈判是临时政府为摆脱四月事变引起的政治危机并给人以改弦更张的假象而建议举行的。1917年4月26日（5月9日），临时政府发表《关于联合政府的声明（临时政府的解释）》，保证要再作努力，通过吸收“国家的积极有为之士”来扩大政府组成人员。在4月28日（5月11日）公布的临时政府总理格·叶·李沃夫给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尼·谢·齐赫泽的信中，更直接地提出了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领袖人物参加的联合政府的问题。4月28日（5月11日），这个问题提交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以23票对22票被否决（2票弃权）。5月1日（14日），执行委员会连夜举行紧急会议，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最后通过了与它3月1日通过的决议完全相反的关于派苏维埃代表参加政府的决议（劳动派、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44票赞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9票反对，社会革命党2票弃权），并选出了由各派代表组成的同临时政府进行谈判的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这些决定在5月2日（15日）晚上举行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上获得批准。经过谈判，5月5日（18日）双方达成了关于新政府席位分配的协议。当晚，彼得格勒苏维埃听取了斯柯别列夫关于谈判结果的报告后，决定派自己的代表参加政府（条件是他们要对苏维埃负责、向苏维埃报告工作），同时对新政府表示完全信任。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的组成是：总理兼内务部长格·叶·李沃夫（立宪民主党人）、陆海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司法部长巴·尼·彼列维尔泽夫（劳动派）、外交部长米·伊·捷列先科（无党派人士）、交通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人）、工商业部长亚·伊·柯诺瓦洛夫（进步党人）、教育部长亚·阿·曼努伊洛夫（立宪民主党人）、财政部长安·伊·盛加略夫（立宪民主党人）、农业部长维·米·切尔诺夫（社会革命党人）、邮电部长伊·格·策列铁里（孟什维克）、劳动部长马·伊·斯柯别列夫（孟什维克）、粮食部长阿·瓦·彼舍霍诺夫（人民社会党人）、国家救济部长德·伊·沙霍夫斯科伊（立宪民主党人）、国家监察长И．B．戈德涅夫（十月党人）和正教院总监B．H．李沃夫。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联合内阁，拯救了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府，甘愿做它的奴仆和卫士。关于联合内阁，可参看列宁的《革命的教训》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1]。





[6]

 这样一来，就能奏出截然不同的音乐了
 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四重奏》。这则寓言说：猴子、熊、驴子和山羊表演四重奏，他们演奏得不成调子，却归咎于自己没有坐对位置，以为调换一下位置就能奏出截然不同的音乐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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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编辑部的信

（1917年5月1日〔14日〕）

昨天资产阶级报纸又报道了一个不确实的消息，说我答应在4月30日（星期日）向来自前线的代表[7]讲话。我没有许下这样的诺言。我因病不能讲话。请大家只相信《真理报》[8]的报道和我自己签署的声明，否则对谎言和报道失实我将无法应付。　　






	　　尼·列宁
载于1917年5月2日（15日）《真理报》第4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8页

















[7]指参加前线士兵代表大会的代表。　　



前线士兵代表大会于1917年4月24日—5月4日（5月7—1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大会讨论了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问题、前线士兵联欢问题、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运输状况与军队的弹药和装备供给问题、土地问题和粮食问题。亚·伊·古契柯夫、帕·尼·米留可夫、亚·费·克伦斯基、伊·格·策列铁里等在会上发表讲话，为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辩护。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尼·谢·齐赫泽在发言中号召支持临时政府及其旨在继续进行战争的各种努力，并为“自由公债”辩解。　　



出席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揭露了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和把持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袖们的妥协行为。　　



由于绝大多数与会代表怀有护国主义情绪，大会通过了支持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联盟的决议，并赞同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社会党人参加联合政府的决定。——4。　　



[8]《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在不同时期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有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尼·尼·巴图林、维·米·莫洛托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康·斯·叶列梅耶夫、米·伊·加里宁、尼·伊·波德沃伊斯基、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马·康·穆拉诺夫筹。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积极参加了《真理报》的工作。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3年先后改称《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1914年相继改称《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报》。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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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美好的词句掩盖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行为

（1917年5月2日〔15日〕）

今天报上登载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告各国社会党人书[9]就是这样干的。指责帝国主义的话说了许许多多，但是一句短短的话就把所有这些话否定了，这句话就是：

“革命俄国的临时政府已接受了这个纲领”（即在民族自决基础上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的纲领）。

全部实质就在这句话里。这句话就是为 俄国
 帝国主义辩护，就是替它掩盖、粉饰。因为实际上我国临时政府不仅没有“接受”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的纲领，而且时刻在践踏这个纲领。

我国临时政府同德国资本家政府，同威廉和贝特曼－霍尔韦格强盗们一模一样，发表了关于放弃兼并的“外交式的”声明。口头上 两国
 政府都放弃兼并。实际上 两国
 政府都继续执行兼并政策：德国资本家政府要用强制手段保持比利时、法国的一部分、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波兰、丹麦的几个区、阿尔萨斯和其他地方；俄国资本家政府则要用强制手段保持加里西亚的一部分、土耳其属亚美尼亚、芬兰、乌克兰和其他地方。英国资本家政府是世界上最热中于兼并的政府，因为被它用强制手段保留在英帝国版图内的民族最多：印度（3亿人口）、爱尔兰等地方、土耳其属美索不达米亚、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等等。

执行委员会的号召书对革命事业和无产阶级事业有极大的危害，因为这个号召书是用最美好的词句来掩饰关于兼并的谎话。第一，号召书没有把口头上放弃兼并（就这个意义来说，世界上 一切
 资本家政府毫无例外都“接受了”“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的纲领”） 同实际上放弃兼并
 （就这个意义来说，世界上 任何一个
 资本家政府都没有放弃兼并）区别开来。第二，号召书不正确地、毫无根据地、不顾实际情况地为 俄国的
 资本家临时政府粉饰，其实，这个政府丝毫不比其他资本家政府好些（大概也不坏些）。

用美好的词句掩饰令人不快的真相，对无产阶级事业来说，对劳动群众的事业来说，是最有害最危险的事情。不管现实如何令人痛心，必须正视现实。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政策是自取灭亡的政策。

关于兼并问题的真相就是， 一切
 资本家政府，包括俄国临时政府在内，都用放弃兼并的 诺言
 欺骗人民， 实际上
 却继续执行兼并政策。任何一个识字的人，只要造一份 完备的
 兼并 清单
 ，即使是德、俄、英 三国
 的兼并清单，他就会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真相。

先生们，试一试吧！

谁不这样做，谁错误地为 本国
 政府辩白，给其他国家的政府抹黑，谁就在实际上成了帝国主义的维护者。

最后，我们要指出，号召书的结尾部分也搀上了“一勺焦油”[10]，即断言：“不管在三年战争期间使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的意见分歧如何，任何一个无产阶级党派都不应当拒绝共同为争取和平而斗争。”

很遗憾，这也是十分空洞的、毫无内容的美好词句。普列汉诺夫和谢德曼硬要人相信，他们两人是在“为争取和平而斗争”，而且是在为争取“没有兼并的和约”而斗争。但是，谁不知道他们两人实际上是各自在为本国资本家的帝国主义政府辩护呢？如果我们向工人阶级说些甜蜜的谎话，掩饰普列汉诺夫之流和谢德曼之流转到 本国
 资本家方面去的这种行为，这对工人阶级事业有什么好处呢？这样来掩饰真相，等于替帝国主义和它的维护者打掩护，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载于1917年5月3日（16日）《真理报》第4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11—13页

















[9]《告各国社会党人书》是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1917年4月30日（5月13日）的会议上通过的。这次会议批准了执行委员会关于召开各国社会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同时通过了两份号召书（《告各国社会党人书》和《告军队书》）。两个文件一并发表在5月2日（15日）的报纸上。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妥协派在这些文件里一方面谴责各国帝国主义者策划的世界战争是莫大罪行，另一方面却断言从俄国方面来说战争已不再是帝国主义战争了，因而号召士兵们保卫革命事业，在前线不仅要采取防御行动，而且要打进攻战。他们还为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辩护，硬说临时政府主张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承认民族自决的原则。——[5]。



[10]一勺焦油来源于俄国俗话“一勺焦油坏了一桶蜜”，意思相当于中国俗话“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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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文件

（1917年5月3日〔16日〕）

昨天报上登载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告军队书，意味着苏维埃的领袖们，即民粹主义者[11]和孟什维克又一次转到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这篇号召书思想混乱得简直令人吃惊。只有那些头脑里充斥着“革命”词句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劳动人民不需要战争。挑起战争的不是他们，而是各国皇帝和资本家……”



　　不错。正是这样。号召书“号召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工农举行起义，进行革命”，这一点我们也衷心欢迎，因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口号。但是，在讲出这个不容置疑的真理时，怎么能说出下面这种 惊人的谎话
 ：


　　“……你们〈俄国士兵〉挺身捍卫的不是沙皇，不是普罗托波波夫们和拉斯普廷们，不是地主和资本家这些有钱的人
 ……”



　　我们用黑体着重强调的那些字是明显的惊人的谎话。既然劳动人民“不需要”战争，既然挑起这场战争的 不仅
 是 各国
 皇帝，而且是“ 各国
 资本家”（在苏维埃的号召书中十分明确地承认这一点），那就很明显，只要任何一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容忍本国资本家政府，他所“捍卫”的就 正是
 资本家。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
 把这场战争只“归罪”于德奥资本家。如果彼得格勒苏维埃中的、民粹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领袖们持这种观点，那他们就完全滚到普列汉诺夫即俄国的谢德曼那里去了。这样就要把“各国资本家”“挑起”战争这句话当作谎话一笔勾销，就要把“没有兼并的和约”这个口号当作谎话加以抛弃，因为那时对这种政策来说正确的口号将是：夺走德国人兼并的土地，保留（并增加）英国人和俄国人兼并的土地。


或者
 挑起这场战争的确实是“各国资本家”。如果苏维埃中的、民粹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领袖们不否认这个不容置疑的真相，那就决不能容忍这种令人愤慨的谎话：俄国士兵容忍资本家政府“ 不是
 ”在捍卫资本家。

这样 也
 就要向俄国士兵（不仅向德奥士兵）说明真相：士兵同志们，只要我们容忍本国资本家政府，只要把沙皇的秘密条约奉为神圣，那么，我们所进行的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我们所“ 捍卫
 ”的就是前沙皇尼古拉同英法资本家缔结的掠夺性条约。

这是令人痛心的真相。但这毕竟是真相。必须向人民说明真相。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擦亮眼睛， 学会
 同谎言作斗争。

你们要从另一方面来观察问题，这样你们就会再一次确信，苏维埃的号召书是完全不正确的。号召书号召德国工农举行“起义”。好极了。可是举行起义来 反对
 谁呢？仅仅反对威廉吗？

如果用德国的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即用德国资本家阶级的代表来代替威廉，难道就能改变德国所进行的战争的侵略性质吗？显然不能。因为大家知道，而且苏维埃的号召书也承认，“挑起”战争的是“各国皇帝 和资本家
 ”。因此，推翻皇帝，把政权转归资本家，丝毫不能改变战争的性质。比利时、塞尔维亚等等被兼并的土地并没有因为德国立宪民主党人代替了威廉而不再是被兼并的土地，正如希瓦、布哈拉、亚美尼亚、芬兰、乌克兰等等被兼并的土地并没有因为俄国立宪民主党人，俄国资本家代替了尼古拉而不再是被兼并的土地一样。

我们最后再作一种假设，即苏维埃的号召书要德国工农举行起义不仅是反对威廉，而且还反对德国资本家。如果是那样，我们就要回答说：这是真正正确的号召。我们完全同意。但是，切尔诺夫、齐赫泽、策列铁里等亲爱的公民们，号召德国人举行起义反对资本家，而 自己却支持本国的资本家政府
 ，这难道是公正的、合理的、应该的吗？

可爱的同胞们，难道你们不怕德国工人骂你们口是心非，甚至是（但愿我说得不对）虚伪吗？

莫非你们不怕德国工人说：我们这里还没有爆发革命，我们还没有达到我们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公开同资本家商谈政权问题的地步。既然你们，俄国兄弟们，已经达到这种地步，那么你们为什么向我们宣传“起义”（这是艰苦、流血和困难的事情），而自己却 没有
 从声明要下野的李沃夫及其同伙手里 和和平平地把政权拿过来
 呢？你们拿俄国革命作例子，但正是你们，切尔诺夫、齐赫泽、策列铁里公民们，学过社会主义，并且很清楚，你们的革命 现在
 是使 资本家
 掌握了政权。俄国革命把政权交给了俄国的帝国主义者资本家，而你们为了俄国革命却要求我们德国人进行革命来反对帝国主义者资本家，这不是极大的虚伪吗？照你们说来，岂不是“国际主义供出口”，“革命性供出口”吗？岂不是让德国人进行革命来反对资本家，而让俄国人（尽管俄国也沸腾着革命）与资本家 妥协
 吗？

切尔诺夫、齐赫泽、策列铁里已经彻底滚到维护俄国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去了。

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但这毕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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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产阶级的恐惧吓唬人民

（1917年5月3日〔16日〕）

以《言语报》[12]为首的资本家报纸，竭力用“无政府状态”的怪影来吓唬人民。《言语报》天天叫喊无政府状态，大肆渲染关于某些破坏秩序的区区小事的消息和传闻，用被吓倒的资产者的怪影来吓唬人民。

被吓坏的民粹主义者（包括社会革命党人[13]）和孟什维克的报纸，也跟着《言语报》跑，跟着资本家的一切报纸跑。《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14]（目前这家报纸的领导人都属于这些党派），在今天的社论中彻底转到了“资产阶级的恐惧”的传播者一边，竟然作出了这种……怎样才能说得温和些呢？……显然夸大了的声明：


　　“军队正在瓦解。许多地方乱抢土地，杀害和抢劫牲畜，破坏和掠夺农具。越轨行动愈来愈多……”



　　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即小资产阶级党派，认为农民不等立宪会议召开就在各地夺取全部土地的行为也是越轨行动。大家知道，盛加略夫部长在他那封曾经载于各报（见《真理报》第33号）的有名的电报中，用的正是这个吓人的字眼（“越轨行动”）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232页。——编者注］

 。越轨行动、无政府状态……多么吓人的字眼！但是，让愿意 思索
 的民粹主义者或孟什维克稍微认真考虑一下下面的问题吧。

在革命前，土地是地主的。这 并没有
 叫作无政府状态。可是， 这种情况
 造成的后果如何呢？后果是全面崩溃，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即国家经济崩溃，大多数居民破产和灭亡。

除了 大多数
 居民发挥最大的干劲，采取主动和果断的行动，还能设想别的出路吗？显然不能。

总括起来说，情况究竟如何呢？

（1）沙皇的拥护者主张地主在农村中拥有无限权力，主张地主保持全部土地。他们并 不
 害怕由此在实际上也已经造成的“无政府状态”。

（2）立宪民主党人盛加略夫作为一切资本家和地主（一小撮皇权主义者除外）的代表，主张“在乡粮食委员会下面设立土地问题调解室，以便土地耕作者和土地占有者达成自愿协议”（见他的电报）。小资产阶级政治家——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实际上追随盛加略夫，他们劝告农民“等待”立宪会议召开，并且把农民自己在各地立即没收土地的行动称为“无政府状态”。

（3）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主张农民在各地立即夺取土地，建议他们要有最大的组织性。我们并不认为这是“无政府状态”，因为正是这样的解决办法，而且只有这样的解决办法，才是符合各地 多数
 居民利益的解决办法。

从什么时候起把符合多数人利益的解决办法叫作“无政府状态”呢？？把 无论是
 皇权主义者 或是
 盛加略夫用各种方式提出来的、符合 少数人
 利益的解决办法叫作无政府状态，不是更正确吗？

既然盛加略夫想强迫农民“自愿”同地主“妥协”，这就是符合少数人利益的解决办法，因为俄国的农户同大地主相比，平均为300比1。如果我建议300户农民“自愿”同 1户
 大剥削者达成“协议”，那么我所建议的就是符合少数人利益的解决办法，就是无政府主义的解决办法。

资本家先生们，你们是在用关于“无政府状态”的叫嚣作掩饰，来反对300户而维护1户的利益。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有人会反驳说：你们那是想不等待立宪会议而单靠当地人解决问题！要知道，这就是无政府状态！

我们的答复是：那么盛加略夫想的是什么呢？也是想不等待立宪会议而靠当地人解决问题（通过农民同地主达成“自愿协议”）！

在这一点上，我们和盛加略夫之间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双方都主张由立宪会议来最后解决问题，由当地人先初步解决问题并付诸实施。盛加略夫和我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我们说300户决定，1户服从；盛加略夫则说，300户决定，就是“越轨行动”，应该让300户同1户“达成协议”。

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堕落到多么卑鄙的地步，竟然帮助盛加略夫之流散布资产阶级的恐惧。

害怕人民——这就是这些散布恐惧和惊慌的领导者的心理。

用不着害怕人民。工兵大多数的解决办法 不
 是无政府状态。这种解决办法是实现民主特别是找到摆脱经济破坏状况的措施的唯一可能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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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夜

（1917年5月4日〔17日〕）

“妥协的”机器开足了马力。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为了制定部长人选的名单而累得满头大汗。我们正处在“新”内阁登台的前夜……

可惜！新内阁的新东西不会多。无非是在资本家的政府中添几个小资产阶级部长，添几个一心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

关于“没有兼并的和约”会有更多的空话、花样翻新的漂亮词句、华而不实的诺言和各式各样的喧嚣，但决心丝毫不会有，就连准确、直率、如实地以德俄英三国为例列举一下 实际
 兼并的土地也不敢。

旧的部长公民们和新的部长公民们，你们幻想农民（富裕农民并不是全部农民……）支持资本家，幻想前线发动“进攻”（为了“没有兼并的和约”……），这样自己骗自己你们能维持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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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临时政府的宣言的提纲

（不早于1917年5月4日〔17日〕）



提纲
 ：

（1）没有兼并的和约＝反对资本的世界革命。

（2）修改条约＝要么是做样子，要么是反对资本的世界革命。

　　“和盟国达

　　成协议的准

　　备步骤”。

（ 补2
 ）粉饰资本

　　家：“结盟的

　　民主国家”：抹杀

　　阶级斗争。

（3）全部土地归农民——不进行反对资本的革命，这也能实现，办法是通过资本家同 
富裕

 农民结成 同盟，联盟
 。

（4）全部土地归 
劳动者

 ——不进行反对资本的革命，这就不能实现。

（5）组织生产——要么是欺骗（并使资本家更加发财），要么是不进行反对资本的革命的空想。

（6）“进攻”——如果没有只能在反对资本的最伟大革命中才会产生的群众的高度革命热情，这就是空想。

（7）退出苏维埃，

　　背叛苏维埃，

　　改用

　　　　 
官吏

 ：

　　“国家监督”，我们 
同意

 。但 
谁

 来实行？

　　 
谁

 来监督？

　　　　是官吏？

　　　　 
或者是

 苏维埃。

（8）立宪会议讨论土地问题：

　　　　　　　　　　　　 已经落后了
 。

（9）不给任何信任，不给任何支持！

（10）更加大力进行：解释 
无产阶级的

 路线，把无产阶级的路线同 小资产阶级的
 路线区别开来。

　　总结＝ 
小资产阶级幻想和小资产阶级妥协的内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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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了主要的东西（无产阶级政党的市政纲领）

（1917年5月5日〔18日〕以前）

由于区杜马选举日益临近，两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民粹主义者政党和孟什维克党——各自拿出了自己的冠冕堂皇的纲领。这些纲领同欧洲资产阶级政党（它们专门利用小业主等等出身的轻信的和不觉悟的选民群众）例如法国“激进社会党”[15]的纲领，完全是一路货色。都是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许下漂亮的诺言，措词含糊，不谈或忘掉主要的东西，即实现这些诺言的 实际条件
 。

目前，这些实际条件是：（1）帝国主义战争；（2）资本家政府的存在；（3）不用革命方式侵犯“神圣的资本家私有制”，就不可能采取重大措施来改善工人和全体劳动群众的状况；（4）在旧的管理机关和管理机构存在的情况下，在警察存在的情况下，这些政党所许诺的一套改革不可能实现，因为警察不会不纵容资本家，不会不设置千百重障碍来阻挠这些改革的实现。

例如，孟什维克写道：“……规定战时房价标准”，“……征发这种储备〈即商店和个人的食品储备〉来满足社会的需要”，“……开办公共店铺、面包房、食堂和厨房”……民粹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随声附和说：“对清洁卫生要给予应有的注意。”

不用说，愿望真是太美好了，但问题的实质在于： 不放弃
 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支持、对有利于资本家的公债的支持、对维护资本的利润的资本家政府的支持，不取消警察，这样的一些愿望都不可能实现，因为即使政府和资本家不向改革者提出最后通牒（既然事情关系到资本的利润，他们就一定会提出最后通牒），警察也会制止、阻挠和彻底破坏任何一个这样的改革。

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忘记了资本的严酷的统治，那么，一切这样的纲领，一切这样的冠冕堂皇的改革清单，都是空话，实际上如果不是最天真的“虔诚的愿望”，也是鄙俗的资产阶级政客对群众的欺骗。

应当正视现实。不要隐瞒，要把真相直接告诉人民。不要掩饰阶级斗争，要阐明阶级斗争与冠冕堂皇、美妙动听的“激进”改革之间的联系。

彼得格勒的工人同志和全体公民们！为了实现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所谈论的、人民所必需的那些已经成熟的迫不及待的改革，就必须放弃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对公债的支持，放弃对资本家政府的支持，打破资本的利润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为了实现这些改革，就 不能让警察恢复
 （现在立宪民主党人正在恢复警察），而要用全民的民兵代替它。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选举期间要对人民说的话，这就是针对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小资产阶级政党所要说的话。这就是他们所掩盖的无产阶级“市政纲领”的实质。

下面三个基本要点，应当在这整个纲领中，在这些改革中占首要地位，成为这些改革真正能够实现的基本条件。

（1）决不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不管是采取支持公债的方式还是采取别的什么方式）。

（2）决不支持资本家政府。

（3）不让警察恢复。用全民的民兵代替警察。

不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根本问题上，不阐明一切市政改革都受这些根本问题的制约，市政纲领必然成为至多是一种天真的愿望。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三点。

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警察（同常备军一样）是压迫群众的主要工具，是君主制随时可能复辟的保证。不论在纽约、日内瓦或巴黎，警察在管区都是殴打“平民”，偏袒资本家，这或者是由于资本家的直接收买（美国等），或者是由于富人的“庇护”和“照顾”（瑞士），或者是由于这两种办法兼施并用（法国）。警察脱离人民，形成一个职业性的帮派，这些人“被调教出来”用暴力来对付穷人，享有较高的待遇和“权势者”的特权（更不用说“正当收入”[16]了），所以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不管在哪种民主共和国中，警察必然始终是资产阶级最可靠的工具、支柱和保卫者。 决不能
 依靠警察来实现有利于劳动群众的重大的和根本的改革。这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事。

用全民的民兵代替警察和常备军，这是顺利实行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市政改革的 条件
 。在革命时期，这个条件是可以实现的。全部市政纲领首先应当以此为基础，因为另外两个根本条件，不仅属于市政范围，而且属于全国范围。

至于究竟怎样着手建立全民的民兵，这要通过实践。为了使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能够参加，必须迫使老板按照他们在民兵中执行勤务的天数和时数付给工资。这是可以实现的。以后的问题是：依靠大工厂的工人即最有组织并能胜任民兵任务的工人 首先
 成立工人民兵呢，还是 马上
 组织全体成年男女普遍义务执行勤务，每人每年在民兵中执行勤务一周或两周等等；这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如果不同地区以不同方式开始，这并没有什么坏处，因为这会使经验更丰富，建立的过程更平稳，更接近实践的要求。

全民的民兵，就是对居民 群众
 进行切实的民主教育。

全民的民兵，就是 不
 通过富人， 不
 通过 他们的
 警察，而是由穷人占多数的人民自己来管理穷人。

全民的民兵，就是使监督（对工厂、住宅、食品分配等等的监督） 不致
 成为一纸空文。

全民的民兵，就是在不“排队”、 不给
 富人 任何
 特权的情况下分配面包。

全民的民兵，就是使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列举的许多重大的激进的改革 不致
 成为天真的愿望。

彼得格勒男女工人同志们！大家都去参加区杜马选举吧。要维护穷人的利益。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支持资本家政府，反对恢复警察，拥护立即无条件地用全民的民兵代替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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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激进社会党（全称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是法国最老的资产阶级政党，于1901年6月成立，作为派别则于1869年形成。该党宗旨是一方面保卫议会制共和国免受教权派和保皇派反动势力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它基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党内大资产阶级影响加强了。党的领袖曾多次出任法国政府总理。——[20]。



[16]“正当收入”是对沙皇俄国官场收受贿赂的讽刺性说法，见于俄国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的《玛莎》一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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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资本实行阶级合作，还是同资本进行阶级斗争？

（1917年5月5日〔18日〕）

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并且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是 今天
 俄国的经济和政治史。

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已经把联络委员会[17]从隔壁那间屋子（部长们开会的地方）干脆搬到部长的屋子里了。组成“新”内阁这一事件的纯政治意义就是这样，而且也仅仅是这样。

它的经济意义或者说阶级意义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从稳定内阁和保持资本家的统治来说），无非是从1906年起以彼舍霍诺夫为首的农民资产阶级的上层以及孟什维克式工人的小资产阶级“领袖”都 答应
 同资本家实行阶级合作。（在对资本家最糟的情况下，整个更替也只有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意义，而没有任何阶级的意义。）

假定情况确实很好。即使在那种场合，也可以绝对肯定，许下诺言的人是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的。“我们会（同资本家联合起来）帮助国家摆脱危机，使它免于崩溃，并把它从战争中拯救出来。”——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切尔诺夫之流和策列铁里之流参加内阁的真实用意就在这里。我们的回答是：你们的帮助是不够的。危机比你们所想象的要深刻得多。只有革命阶级采取反对资本的革命措施，才能拯救国家，而且不仅是拯救我们一个国家。

危机异常深刻，到处蔓延，遍及全世界，同资本又有极密切的联系，以致反对资本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的政治统治形式。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公民们，你们想激起军队的革命热情吗？这你们是制造不出来的，因为更换内阁“领袖”，发表冠冕堂皇的宣言，或者答应采取措施以修订同英国资本家缔结的条约，并不能激起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只有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能看到真正在实行革命政策， 反对
 资本的无限权力，反对资本从战争中攫取利润，即真正实行了从根本上改善贫苦群众的生活条件的政策，人民群众才会激发出革命热情。

如果不采取反对资本的革命措施，即使你们立刻把全部土地交给人民，也还是摆脱不了危机的。

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公民们，你们想进攻吗？你们是无法激励军队去进攻的，因为现在 对
 人民使用暴力是不可能的。在对人民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人民只有为了反对各国资本的伟大革命的巨大利益才会去打进攻战；这个革命还必须是实际在进行的革命，是人人看得到、人人感觉得到已经在付诸实施的革命，而不仅仅是口头上答应的、口头上宣布的革命。

彼舍霍诺夫之流和斯柯别列夫之流公民们，你们想组织供应，给农民以产品、给军队以粮食和肉类、给工业以原料等等吗？你们想监督生产、甚至部分地组织生产吗？

如果没有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的革命热情，你们是做不到这些的，而只有采取反对资本特权和资本利润的革命措施，才能激起群众的革命热情。否则，你们所答应的监督就仍然是官吏－资本家的毫无生气的敷衍办法。

同资本实行阶级合作的试验，现在正由切尔诺夫之流和策列铁里之流公民们进行着，正由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以新的、巨大的、全俄国的规模进行着。

当人民确信这种合作毫无根据而且无济于事的时候（这个时候显然很快就会到来），它对人民的教训就会更加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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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联络委员会是1917年3月8日（21日）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建立的，成员有马·伊·斯柯别列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尼·苏汉诺夫、B．H．菲力波夫斯基和尼·谢·齐赫泽（后又增加维·米·切尔诺夫和伊·格·策列铁里）。联络委员会名义上是要“影响”和“监督”临时政府的活动，但实际上它的作用却是帮助临时政府利用苏维埃的威信来掩饰其反革命政策，并制止群众进行争取政权转归苏维埃的革命斗争。1917年4月中，联络委员会被取消，其职能由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执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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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坚强的革命政权

（1917年5月5日〔18日〕）

我们拥护坚强的革命政权。不管资本家及其走狗怎样起劲地叫嚷，说我们反对这种政权，他们的谎话也还是谎话。

千万别让理智被空话蒙蔽，思想被空话搞乱。人们谈论“革命”，谈论“革命人民”，谈论“革命民主派”等等， 十之八九
 是自欺欺人。应当问一问，谈的是 哪一个阶级
 的革命？是 革谁
 的命？

是革沙皇制度的命吗？在这个意义上说，目前俄国大多数地主和资本家都是革命者。革命一成功，反动派也会来摘取革命的成果。现在，赞扬 这种
 意义的革命成了最常见、最卑鄙、最有害的欺骗群众的手段。

是革地主的命吗？在这个意义上说，大多数农民甚至大多数富裕农民，也就是约占俄国十分之九的人口都是革命者。也许，一部分资本家也想做革命者，他们心里盘算着：反正地主现在已经没救了，倒不如站到革命方面去，也好保护资本不受侵犯。

是革资本家的命吗？这才是主要问题。这才是实质，因为不进行反对资本家的革命而一味空谈“没有兼并的和约”以及用这种和约来迅速结束战争，那不是幼稚和无知，就是愚蠢和欺骗。如果没有战争，俄国也许会过上几年甚至几十年而不发生反对资本家的革命，但在有战争的情况下，这在客观上就不可能了。这时，要么是灭亡，要么是进行反对资本家的革命。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实际生活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俄国的大多数居民，即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也就是工人和贫苦农民，出于本能、感情和热望，都同情反对资本家的革命。但他们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因此，也就缺乏决心。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使他们具备这些东西。

小资产阶级的领袖——知识分子、富裕农民、当前的民粹主义党派（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现在 不主张
 进行反对资本家的革命，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是对人民非常有害的革命敌人。联合内阁的“经验”会帮助全体人民极其迅速地 抛弃
 小资产阶级的那种同资本家妥协的幻想。

结论非常清楚：只有半无产者所支持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才能使我国有一个真正坚强的、真正革命的政权。这个政权将真正是坚强的，因为可靠的觉悟的人民大多数会拥护它。这个政权将是坚强的，因为它没有必要去依靠资本家同小业主、百万富翁同小资产阶级、柯诺瓦洛夫们和盛加略夫们同切尔诺夫们和策列铁里们所达成的很不稳定的“妥协”。

只有这个政权才会是真正革命的，因为只有它才能够向人民表明，在群众遭到极大的苦难的时候，它会毫不犹豫地去触动资本的利润。这个政权将是真正革命的，因为只有它才能激发、鼓励并发扬群众的革命热情，如果群众每时每刻都能看到、感触到、觉察到这个政权信任人民而不是害怕人民，这个政权能马上帮助穷人改善生活，让富人也 均等地
 承受起人民遭受苦难的重担。

我们拥护坚强的革命政权。

我们拥护唯一可能的和唯一坚强可靠的革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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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刚诞生的……

“新”政府的小礼物[18]


（1917年5月5日〔18日〕）

《言语报》在一篇严肃的（按老百姓的说法，严重的）社论中说：


　　“我们希望，我们不必和盟国发生重大冲突就能向信奉‘没有兼并和赔款’这一公式的人们〈应读作：向新政府〉证明，这一公式实际上是不适用的。”



　　要知道，资本家通过《言语报》说的话是对的。不实际进行反对资本的革命，这一公式的确“实际上是不适用的……”！
※　　　　　※　　　　　※

　　并非自愿下台而是被赶下台的米留可夫的讲话中有这样几句话：
　　“不管我们写的表示对盟国友好的公式多么漂亮，只要我们按兵不动，事实上就是背弃我们的义务。反之，不管我们写的公式多么可怕，有失信义，只要军队事实上在作战，那当然也就是在事实上履行我们对盟国的义务……”



　　讲得对！这位米留可夫公民有时候也懂得问题的实质……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两位公民，难道你们不清楚从你们对帝国主义战争采取的 实际
 态度问题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吗？
※　　　　　※　　　　　※

　　舒利金在一次正在组织起来的反革命派的会议上说：
　　“我们宁愿当乞丐，但是要在自己的国家里当乞丐。如果你们能够为我们保住这个国家，拯救这个国家，就是把我们剥光，我们也不会为此而哭泣。”



　　舒利金先生，别吓唬人！甚至在 我们
 将来取得政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把你们“剥光”的，只要你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已经做惯的工作，我们还会保证你们有好衣穿，有好饭吃！你们的恐吓可以适用于切尔诺夫之流和策列铁里之流，但是“吓不倒”我们！
※　　　　　※　　　　　※

　　马克拉柯夫在同一次会议（“国家杜马代表会议”）上说：
　　“看来俄国不配享受它所争得的自由。”



　　应读作：农民和工人不能使马克拉柯夫之流先生们满意。这些先生希望，切尔诺夫之流和策列铁里之流能够使群众同他们“和好”。这办不到！
※　　　　　※　　　　　※

　　在同一篇讲话中还说：
　　“我们可以对很多人提出责难，但是，我们在俄国既不能离开资产阶级，也不能离开无产阶级，既不能离开各个派别，也不能离开各个个人。”



　　对不起，马克拉柯夫公民，“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能离开资产阶级”。往后你们就会看到并承认，不抛开资产阶级就不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
※　　　　　※　　　　　※

　　在同一篇讲话中还说：
　　“我们看到了很多已经表现出来的劣根性：不愿工作，不愿认识自己对祖国的职责。我们看到在残酷的战争期间，国内还到处在开庆祝大会，开群众大会，议论纷纷，国内都不承认政权机关，不愿服从它。”



　　讲得对！是有很多“劣根性”，特别是在地主和资本家身上。小资产者也有劣根性，例如想去同资本家组织联合内阁。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也有劣根性，例如不能很快抛弃小资产阶级幻想，不能很快就相信，正是他们这个阶级而且只有他们这个阶级才应取得 全部
 “政权”。
※　　　　　※　　　　　※

　　在同一篇讲话中还说：
　　“国家愈来愈右倾，政权就会愈来愈左倾。”



　　马克拉柯夫所说的“国家”是指资本家。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对的。但是，公民，我肯定地对你说，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国家”要比切尔诺夫之流和策列铁里之流左倾一千倍，要比我们左倾一百倍。往后你们就会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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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给刚诞生的……“新”政府的小礼物》一文，除开头一段引用《言语报》的社论外，全是根据1917年5月5日（18日）俄国资产阶级报纸发表的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非正式会议的材料写成的。



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不顾群众的要求，没有正式解散第四届国家杜马。杜马的代表，从狂热的君主派到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主席米·弗·罗将柯主持下定期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方针并通过决议。他们的这些会议曾被资产阶级报纸广泛报道。列宁称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的会议为“反革命的司令部”（见本卷第323页）。文中提到的这次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非正式会议于1917年5月4日（1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在会上发言的有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亚·伊·古契柯夫、帕·尼·米留可夫、瓦·阿·马克拉柯夫以及H．B．萨维奇和瓦·维·舒利金等。所有发言的中心意思是：要求恢复俄军在前线的攻势，要求整顿军队内部和国家内部的“秩序”，即消灭革命。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反革命集团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对新成立的联合政府施加压力。



6—7月间，第四届国家杜马的代表愈来愈加紧其反革命活动。6月2日（15日），罗将柯曾写信给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号召他们不要离开彼得格勒，声称“当前的政治形势要求国家杜马代表先生们作好准备，原地待命”。



一直到1917年10月6日（19日），临时政府在得到劳动群众支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要求下，才正式解散了第四届国家杜马。——[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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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已不仅落后于革命工人，而且落后于农民群众

（1917年5月5日〔18日〕）


证据如下
 ：

5月4日《俄罗斯意志报》[19]（俄罗斯的意志！）晚刊在报道正在举行的农民代表大会[20]代表的情绪时说：


　　“代表们感到农民所受的主要委屈是：一切阶级都分得了革命果实，只有农民还在等待自己的一份。人们只建议农民等待召开立宪会议，由立宪会议解决土地问题。——不，不能这样，别人没有等，我们也不想等。我们现在立刻就要土地。”





　　毫无疑问，替最坏的资本家效劳的《俄罗斯意志报》的记者，这一次没有诬蔑农民（撒谎没有好处），而是讲了真话，对资本家发出了 警告
 。来自大会的 一切
 消息都证实了这是真话。请把“新”政府的宣言草案第5条同这些真话比较一下吧：

“鉴于土地归劳动者的问题要由立宪会议解决，临时政府将采取……措施”等等（“旧”临时政府也经常“采取措施”……）。

“新”政府甚至已无可挽回地落后于农民代表大会了！！

这一事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但这是事实。

正如英国的谚语所说，事实是顽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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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俄罗斯意志报》（《Русская　 Воля》）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由沙皇政府内务大臣亚·德·普罗托波波夫创办，1916年12月起在彼得格勒出版。该报靠大银行出钱维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大肆诽谤布尔什维克。列宁称它是最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之一。1917年10月25日被查封。——[33]。



[20]指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见注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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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发制人

（1917年5月6日〔19日〕）

昨天，5月5日，在两大晨报《人民事业报》[21]和《言语报》的第一版上登载了一篇通告，这篇通告当晚就转载在古契柯夫—苏沃林的《晚间报》[22]上，很值得注意。

这篇通告的内容是，“按照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工程师协会的协议并受临时政府的全权委托”，在彼得格勒成立了“恢复和保持工业企业正常工作进程的中央委员会”。


　　通告说：“中央委员会的最主要的任务是：制定并协调各项恢复和保持工业企业正常工作进程的措施，组织对一切工业企业的经常的积极的社会监督
 。”



　　通告中最后几个字用了黑体。这几个字令人想起“当年”沙皇时代参议院所设立的委员会和其他由官吏组成的委员会。只要沙皇的大臣、省长、贵族代表等人中有一个坏蛋营私舞弊，只要直接或间接隶属于沙皇政府的一个机关在整个俄国和整个欧洲大出其丑，那立刻就要成立一个由有名的和最有名的、显要的和最显要的、富裕的和最富裕的“人物”参加的委员会来“安抚 社会
 舆论”。

而这些人物“安抚”社会舆论一向成效卓著。我们英明的沙皇安抚“社会良心”这类话说得愈漂亮，他们埋葬——必然极其隆重——一切“社会监督”就愈彻底……

当人们读到关于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夸大其词的通告的时候，忍不住要说：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

资本家先生们已经先发制人了。工人们日益意识到必须对工厂和辛迪加实行 无产阶级的
 监督。部长和接近部长的那些人中的商界“天才”巨头则产生了一种“天才”思想：先发制人。让工兵代表苏维埃做尾巴，——只要苏维埃是由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把持着，这一点是不难做到的。必须建立起“社会监督”，因为这种监督看上去非常重要，非常象国家的英明措施，非常有部长气派，非常了不起……这种监督会把一切真正的监督、一切 无产阶级的
 监督无声无息地彻底埋葬掉……真是天才的思想！真是对“社会良心”的彻底“安抚”！

怎样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呢？

哦，自然是用民主的方式。可不是，我们 大家
 都是“革命民主派”么。如果认为20万工人中派20名代表，1万工程师、资本家等等中派1名代表才是民主，那自然是“无政府主义的”错误看法。不，真正的民主制就是仿效“革命民主派”组成“新”政府的办法：让6个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代表”工人和农民，让8个立宪民主党人[23]和十月党人[24]代表地主和资本家，——新的劳动部按照它与旧的工业部的协议所完成的最新调查，不正是证明大多数俄国居民是地主和资本家吗？

你们不妨听一听按照“革命民主派”同政府的协议参加新中央委员会的那些机关的“代表”的 全部
 名单。

中央委员会由下列机关的代表组成：（1）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2）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3）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4）全俄城市联合会；（5）彼得格勒市社会管理局；（6）工程师协会；（7）军官代表苏维埃；（8）工商界代表大会委员会；（9）彼得格勒工厂主协会；（10）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11）全俄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联合会军需供应总委员会；（12）军事技术支援委员会；（13）自由经济学会[25]……

全了吗？

全了。

难道这还不足以切切实实地安抚社会良心吗？

如果同一家大银行或资本家的同一个辛迪加通过自己的股东在这10个或12个机关中获得5次或10次代表权，那怎么办呢？

唉，不必在“细节”上吹毛求疵，须知目前问题的实质在于保证“经常的积极的 社会监督
 ”！





	载于1917年5月7日（20日）《真理报》第5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37—39页

















[21]《人民事业报》（《Дело　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日报），1917年3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6月起成为该党中央机关报。先后担任编辑的有Ｂ．Ｂ．苏霍姆林、维·米·切尔诺夫、弗·米·晋季诺夫等，撰稿人有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亚·费·克伦斯基等。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号召工农群众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继续帝国主义战争、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该报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鼓动用武力反抗革命力量。1918年1月14日（27日）被苏维埃政府封闭。以后曾用其他名称及原名（1918年3—6月）出版。1918年10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社会革命党叛乱分子占领的萨马拉出了4号。1919年3月20—30日在莫斯科出了10号后被查封。——[35]。



[22]《晚间报》（《Вечернее　Время》）是俄国黑帮报纸（日报），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创办，1911年11月起在彼得堡出版。1917年成为反革命军官报纸。同年11月被查封。——[35]。



[23]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36]。



[24]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俄国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邦·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同立宪民主党等组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36]。



[25]派代表参加“恢复和保持工业企业正常工作进程的中央委员会”的大都是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拥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日益逼近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主张把帝国主义战争继续进行到最后胜利。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是在第四届杜马主席米·弗·罗将柯接到沙皇尼古拉二世命令杜马停止活动的电报后于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成立的，成员有：十月党人罗将柯（任主席），民族主义者瓦·维·舒利金，右派分子B．H．李沃夫，十月党人谢·伊·施德洛夫斯基和伊·伊·德米特留科夫，进步党人弗·阿·勒热夫斯基、亚·伊·柯诺瓦洛夫和亚·亚·布勃利科夫，接近进步党人的米·亚·卡拉乌洛夫，立宪民主党人帕·尼·米留可夫和尼·维·涅克拉索夫，劳动派分子亚·费·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尼·谢·齐赫泽。



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和全俄城市联合会是俄国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建立的组织，目的是协助沙皇政府组织战时后勤工作。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于1914年7月30日（8月1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省地方自治机关代表大会上成立，大会选出了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总委员会，以立宪民主党人格·叶·李沃夫公爵为总代表；城市联合会于同年8月8—9日（21—2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市长代表大会上成立，大会选出了城市联合会总委员会，以立宪民主党人米·瓦·切尔诺科夫为总代表。这两个联合会起初主要从事援助伤病员的工作，后来又承接军需总署的军衣军鞋订货，并对难民进行救济。两个联合会的经费都靠政府资助、地方组织交费和个人捐款。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是“进步同盟”的支柱之一。两联合会于1915年9月在莫斯科分别召开代表大会，要求延揽资产阶级活动家参加政府。大会派遣代表团向沙皇呈递关于必须“革新”政府组成的声明，但未被沙皇接见。沙皇政府并于1915年12月禁止两联合会同军事工业委员会举行联合代表大会，1916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两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也被警察驱散。于是两联合会的领导人决定参加宫廷政变，希望通过更换沙皇和组成以格·叶·李沃夫公爵为首的“责任内阁”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防止发生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后，两联合会的领导人李沃夫、安·伊·盛加略夫等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联合会敌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曾经参与策划怠工和反革命阴谋。1918年1月4日（17日），人民委员会下令撤销这两个联合会的总委员会，它们的财产移交给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全俄工程师协会是俄国工程技术人员的职业和政治组织，1917年二月革命后成立。协会领导人是一些与企业主关系密切的怀着反革命情绪的工程师，多数会员敌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5年，全俄工程师协会改组为全俄工程师联合会，1929年解散。



工商界代表大会委员会是俄国大工厂主和大商人的政治组织，成立于1907—1910年的反动时期，主要任务是对付工人罢工。委员会的头目们乐于凭借政府的武装力量镇压工人运动，同时也向沙皇政府提出一些诚惺诚恐的要求，责备它“老爷式地忽视”祖国工商业的利益等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委员会对俄军作战情况表示不满，要求成立能够得到资产阶级信任的政府。1917年10—11月间，它和其他资产阶级反革命组织一起被取缔。



彼得格勒工厂主协会是1905年3月成立的对付工人罢工的企业主组织，当时，大企业主彼此订立协议，拒绝工人关于提高工资等一切稍为重要的要求。1912年，鉴于工人运动的高涨，企业主又缔结了新协定，规定对由于某种原因违背协议条款的协会会员处以罚金。1914年该协会决定，参加协会的一切企业为抵制罢工举行两周同盟歇业，如再次发生罢工则举行一个月同盟歇业。由于企业主之间的这种勾结，致使彼得格勒75家企业的76000名罢工工人失去工作。但工人在同盟歇业期满以后仍继续罢工，直到战争爆发罢工才停下来。在莫斯科、罗兹和其他城市也有过对付罢工的企业主同盟。



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是1915年7月军事工业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建立军事工业委员会的目的是把供应军火的工厂主联合起来，动员工业企业为战争需要服务，在政治上则对沙皇政府施加压力，并把工人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是十月党的领袖、大资本家亚·伊·古契柯夫，委员有工厂主亚·伊·科诺瓦洛夫、银行家和糖业工厂主米·伊·捷列先科等。



全俄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联合会军需供应总委员会是1915年夏天沙皇军队遭到失败后于7月10日由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和全俄城市联合会组成的，目的是动员手工业为军队生产武器弹药。总委员会由两个联合会的领导人格·叶·李沃夫和米·瓦·切尔诺科夫共同领导。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军需供应总委员会和军事工业委员会操纵军队的供应，但沙皇政府于1915年8月迅即成立了调整战时经济的机构——特别会议，使这两个组织只起完成国家订货的中介作用。军需供应总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特别会议。——[37]。







《列宁全集》第30卷


给工厂和团队选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的委托书[26]


（1917年5月7日〔20日〕以前）

（1）我们的代表应无条件地反对目前这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各国（俄国、德国、英国等）资本家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润，为了扼杀弱小民族而进行这场战争的。

（2）只要领导俄国人民的还是资本家政府，就决不能支持这个进行侵略战争的政府，一文钱也不给它！

（3）我们的代表应主张立即公布前沙皇尼古拉同英法等国资本家缔结的掠夺性秘密条约（关于扼杀波斯、瓜分土耳其和奥地利等等的条约）。

（4）我们的代表应主张立即废除所有这些条约。俄罗斯人民，工人和农民，不愿意也不会压迫任何一个民族，不愿意也不会把任何一个非俄罗斯（非大俄罗斯）民族强迫留在俄国疆界内。给一切民族以自由，各族工人和农民结成兄弟联盟！

（5）我们的代表应主张俄国政府立即无保留地、不找任何借口、毫不拖延地公开向 
一切

 交战国建议缔结和约，条件是 
毫无例外地

 解放 
一切

 被压迫民族或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

这就是说，大俄罗斯人不再强制留住波兰、库尔兰、乌克兰、芬兰、亚美尼亚以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大俄罗斯人建议一切民族结成兄弟联盟，并根据每个民族的自愿而决不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暴力来组成共同的国家。根据这种媾和条件，大俄罗斯人应当立即从加里西亚、亚美尼亚和波斯撤军，让这些民族和其他 
一切

 民族都有充分的自由来决定：他们是生后在一个单独的国家内，还是愿意和哪个民族就和哪个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联盟国家内。

根据这种媾和条件，德国不仅应当毫无例外地放弃战争开始后所侵占的 
全部

 土地，而且应当放弃它强制留在德国疆界内的民族：丹麦族（石勒苏益格北部各省）、法兰西族（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部分）、波兰族（波兹南）等。德国应当和俄国同时，立刻从自己所占领的一切地区和上述各个地区撤军，让每个民族自由地通过全民投票来决定：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单独的国家内，还是 
愿意和哪个民族就和哪个民族

 共同生活在一个联盟国家内。德国必须绝对无条件地放弃它的全部殖民地，因为殖民地就是被压迫民族。

根据这种媾和条件，英国不仅应立即无条件地放弃在战争开始后所侵占的全部别人的土地（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等等；土耳其的土地，美索不达米亚等等），而且应当放弃 
它的全部殖民地

 。英国应当同俄国和德国一样，立即从所侵占的全部土地、它的全部殖民地和爱尔兰撤出自己的军队，让每个民族通过自由投票来决定：它是生活在一个单独的国家内，还是愿意和哪个民族就和哪个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联盟国家内。

总之，一切交战国都应当毫无例外地接受根据这些确切条件立即签订和约的建议。 
各

 国资本家不应当再欺骗人民，口头上答应“没有兼并的和约”（即没有侵占的和约），实际上却保持 
自己

 兼并的土地，并且为了从对手那里夺取“ 
他的

 ”兼并的土地而继续进行战争。

（6）如果政府不郑重地答应立刻向一切民族提出这种立即媾和的条件，不在 
两天

 之内把它的这种建议公布出来，那么，我们的 代表就不应当给予任何支持，不应当投票赞成任何一种公债，不应当把人民的哪怕是一文钱送给 
任何一个这样的

 政府。

（7）……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40—42页

















[26]《给工厂和团队选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的委托书》是1917年5月7日（20日）《真理报》第51号发表的《选举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委托书草案》的基础。《委托书草案》是布尔什维克党在改选苏维埃代表时提出的政纲，对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起了重要作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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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公开信

（1917年5月7日〔20日〕）

农民代表同志们：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我有幸属于其中的一员）要我代表我们党出席农民代表大会。我由于患病还不能完成这一委托，现在我写这封公开信谨向你们祝贺农民在全俄范围内的联合，并简略地谈谈是哪些深刻的意见分歧使我们党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分开的。

这些深刻的意见分歧涉及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土地问题、战争问题和国家制度问题。

全部土地应当归人民所有。全部地主土地应当无偿地转归农民。这是很明显的。所争论的是：各地农民应不应当拒付地主任何租金，不等立宪会议召开就立即夺取全部土地？

我们党认为是应当的，并建议各地农民立刻夺取全部土地，但要尽量有组织地进行，绝对不允许损坏财物，要尽力增加粮食和肉类的生产，因为前线士兵正处于极其艰苦的境地。立宪会议将确定最后如何支配土地，但现在为了春耕只好立刻先由地方机关来支配土地，因为我们的临时政府，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迟迟不召开立宪会议，直到现在连召开的日期也还没有确定。

只有地方机关才能初步地处置土地。播种是必要的。各地大多数农民完全能够有组织地处置土地，耕种全部土地。为了改善前线士兵的伙食，这是必要的。因此，决不允许等待立宪会议。我们丝毫不否认立宪会议有权最后确定全民土地所有制和处置土地的条件。但在今春则应当立刻先由各地农民自己去处置土地。前线士兵能够而且应当派代表到农村去。

其次，为了使劳动者获得全部土地，必须建立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半无产者）的紧密联盟。没有这种联盟就不能战胜资本家。如果不战胜资本家，不管土地怎么归人民所有也不能使人民摆脱贫困。土地是不能吃的，而没有钱，没有资本，就无从获得工具、牲畜和种子。农民不应当相信资本家，不应当相信富裕农民（这也是资本家），而只应当相信城市工人。贫苦农民只有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土地、铁路、银行和工厂才能统统转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否则单靠土地转归人民所有是不能消除贫困的。

俄国某些地方的工人已经开始建立工人对工厂的监察（监督）。工人的这种监察对农民有利，它能使产量增加，使产品价格降低。农民应当全力支持工人的这种创举，不相信资本家对工人的诬蔑。

第二个问题是战争问题。

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各国资本家是为了达到自己的侵略目的，为了取得更多的利润而进行这场战争的。除了造成死亡、惨祸、荒凉和粗野，这场战争决不会也不可能给劳动人民带来别的什么。因此，我们的党，觉悟工人的党，贫苦农民的党，无条件地坚决谴责这场战争，拒绝在一国资本家面前替另一国资本家辩护，拒绝支持任何国家的资本家，竭力用推翻各国资本家的办法，用掀起各国工人革命的办法来尽快结束战争。

在我国现在的新的临时政府中，10个部长属于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党，6个部长属于“民粹主义”党派（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我们深信，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参加资本家政府并同意完全支持它，是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一类人物希望促使资本家比较迅速、比较真诚地结束这场侵略战争。但是民粹主义党派和孟什维克党的这些领袖却犯了错误：实际上他们是在帮助资本家用俄国军队来对德国发动进攻，就是说，是在帮助资本家拖延战争，使俄国人民对战争所作的空前的牺牲更为严重。

我们深信，各国资本家都在欺骗人民，口头上答应迅速缔结公正的和约，实际上却在拖延侵略战争。控制过旧临时政府、现在依然控制着新政府的俄国资本家，甚至不想公布前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同英法等国资本家签订的掠夺性秘密条约——这些条约的目的是要夺取土耳其人的君士坦丁堡，抢走奥地利人的加里西亚和土耳其人的亚美尼亚，如此等等。临时政府过去和现在都承认这些条约。

我们党认为，这些条约也象德国资本家强盗及其强盗皇帝威廉同他们的盟国所签订的条约一样，是掠夺性的罪恶的条约。

工人和农民不应当为实现资本家的这种掠夺目的而流血。

必须尽快结束这场罪恶的战争，但 不是
 通过同德国单独媾和， 而是通过普遍的和约
 ，不是通过资本家的和约，而是通过 反对
 资本家的劳动群众的和约。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在俄国和其他国家中，使全部国家政权完全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只有这样的苏维埃才能真正阻止资本家欺骗人民，阻止资本家拖延战争。

现在我来谈我所指出的第三个即最后一个问题——国家制度问题。

俄国应当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一点连大多数地主和资本家也表示同意，他们过去一贯拥护君主制，现在他们相信俄国人民决不会允许恢复君主制。现在，资本家竭力使俄国的共和制尽量象君主制，尽量容易重新变成君主制（这种例子在许多国家是屡见不鲜的）。为此，资本家想保存 居于
 人民 之上
 的官吏，警察，以及脱离人民的、由非选举产生的将军和军官指挥的常备军。将军和军官如果不是由选举产生，就几乎总是由地主和资本家来充当。世界上所有共和国的经验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的党，觉悟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党，力求建立另外一种民主共和国。我们需要建立这样的共和国，那里没有欺侮人民的警察，一切官吏自下而上全由选举产生，并根据人民的要求随时可以撤换，他们的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军队中的一切长官同样由选举产生，脱离人民、受敌视人民的阶级指挥的常备军将被取消，而代之以普遍的人民武装，全民的民兵。

我们需要建立这样的共和国，那里全部国家政权自下而上完完全全归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

工人和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政权应当由他们掌握，而不应当由地主和资本家掌握。

工人和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政权和管理权应当由他们的苏维埃掌握，而不应当由官吏掌握。

农民代表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观点。我们坚信，经验会很快地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表明，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政策是错误的。经验会很快地向群众表明，同资本家妥协拯救不了和德国以及其他国家一样处于死亡边缘的俄国，拯救不了受战争折磨的人民。只有使全部国家政权直接归大多数人掌握，才能拯救全体人民。






	　　　尼·列宁
1917年5月7日于彼得格勒

载于1917年5月11日（24日）《士兵真理报》第1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4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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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党组织大会上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结果的报告[27]


（1917年5月8日〔21日〕）

列宁同志开始时谈到，我们这次代表会议是在特殊的而不是通常的时期召开的：俄国目前正在进行变革，正在革命，而全世界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战争。

因此，要理解我们这次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首先必须懂得我们进行的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它是谁发动的，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场什么样的革命以及我们将要进行一场什么样的革命。

战争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发动的；无论是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还是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以及英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没有发动这场战争。发动并继续这场战争的是全世界的资本家：英国资本家及其盟友法国、俄国、意大利的资本家以及德国资本家及其盟友奥地利资本家。

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解放，为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吗？不是。

掠夺——这就是战争的目的，瓜分别国领土——这就是驱使资本家大喊大叫要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原因。

沙皇尼古拉是和威廉一样的强盗，他同英法资本家签订了掠夺性的秘密条约；这些条约没有公布，因为一旦公布，全体人民就会识破骗局，战争就会很快结束。我们在关于战争的决议中直截了当地称这场战争为掠夺性的 帝国主义
 战争，原因就在这里。

怎样才能结束这场世界性的大厮杀？某一国家单独退出战争能结束这场大厮杀吗？

不，不能，其所以不能，是因为这次交战的不是两个国家，而是很多国家；因为资本家只能暂时停止战争以准备新的战争。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不管他们是德国人、法国人还是俄国人都不要这样的和平。

到底谁能结束这场战争呢？

只有工人和农民（但不是俄国一国的，而是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才能结束战争。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有着一致的利益，这就是同资本家和地主进行斗争。因此，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只有联合起来才能结束战争。这就是我们布尔什维克反对单独媾和，即反对只是俄德双方媾和的理由。单独媾和是愚蠢的行为，因为它不能解决同资本家和地主作斗争这个根本问题。

全世界工人和农民怎样才能联合起来呢？战争妨碍着这一联合。

俄国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给了俄国人民空前的、现在世界上任何一国人民都没有的自由。但它是否解决了俄国实际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呢？没有，因为土地至今仍然掌握在地主手里。怎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人民推翻了沙皇之后，把政权不仅交给了自己选出的工农代表，交给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而且还交给了临时政府。

而临时政府就是资本家、地主，就是那些真心实意地或虚情假意地说只有同地主一道才能拯救俄国的人。

但地主不愿把土地交给农民，资本家不愿放弃自己从战争中和对别国领土的掠夺中得到的好处。

这就是我们布尔什维克不支持临时政府、不主张社会党人去当部长的原因。

社会党人部长们将只会用自己的名字去掩盖掠夺和侵略行径，而且已经在掩盖了。他们参加政府并同资本家异口同声地说：战争不仅是防御战，而且还要进攻；至于把土地交给农民，这不是现在的事，而是立宪会议召开以后的事。

我们反对临时政府并且只承认 我们的
 政府——工兵代表苏维埃才是政府，原因就在这里。更好的政府现在还没有，它还没有被人民创造出来，臆造是造不出来的。

资本家、地主和社会党人组成的临时政府现在并不想把土地交给人民，而且还在鼓吹进攻，我们的政府为什么决定支持它呢？那是因为目前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是农民出身的士兵，他们不懂得每一个政党 实际上
 要达到什么目的。

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耐心地向工人和农民解释：一旦全国人民通过亲身实践而不是从书本上懂得，只有工农掌握全部政权，只有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权才能促使人们掀起争取和平、争取土地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坚决斗争，只有到了那时，一切才会实现——战争才会结束，农民才会获得土地，同资本家的真正的（不是口头上而是事实上的）斗争才会展开。

要越过人民是不行的。只有幻想家和密谋分子才认为，少数人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多数人。法国革命者布朗基就曾这样想过，但是他错了。如果人民大多数由于不理解而不愿意掌握政权，少数人——不管他们多么革命，多么聪明——就不能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人民大多数。

我们的行动就是以此为依据的。

我们布尔什维克应该耐心地、坚持不懈地向工人和农民解释我们的观点。我们每个人都不要用老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工作，不要指望会来一个鼓动员、宣传员，一个更高明的同志把一切都解释清楚，每一个同志都应该既是我们党的鼓动员、宣传员，又是我们党的组织者。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人民理解我们的学说、总结自己的经验并真正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





	载于1927年《列宁研究院集刊》第1集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48—51页

















[27]这份文件是列宁在彼得格勒全市党组织大会上所作报告的简要记录。这次大会于1917年5月8日（21日）在海军武备学校举行，有5000—6000名党员参加。报告记录是弗·伊·涅夫斯基作的，当时没有发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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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的停战”

（1917年5月9日〔22日〕）

5月7日的《新生活报》[28]登载了同“新”政府部长们的谈话记录。李沃夫总理声言：“国家应该表示权威性的意见并派遣军队去作战。”

这就是新政府的“纲领”的实质。进攻，进攻，再进攻！

李沃夫总理为这个目前得到切尔诺夫之流和策列铁里之流拥护的帝国主义纲领辩护，气急败坏地抨击“ 前线出现的事实上的停战
 ”！

每个俄国工人、每个农民都该好好想一想这个进攻纲领，好好想一想部长们的这些反对“事实上的停战”的声色俱厉的言论。

千百万人在战争中死亡和成为残废。战争给人类特别是给劳动群众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资本家靠战争获得骇人听闻的高额利润。士兵受尽折磨，疲惫不堪。

事实上的停战究竟有什么不好呢？停止大厮杀有什么不好呢？让士兵取得一点点喘息机会又有什么不好呢？

有人反对我们说，停战只在一条战线上，因此有造成单独媾和的危险。但是，这个反对意见显然站不住脚。既然俄国政府和俄国工农都 不愿意
 同德国资本家单独媾和（大家知道，我们党不但在《真理报》的文章中多次反对过这样的媾和，而且在代表全党说话的我们的代表会议的决议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399页。——编者注］

 中也多次反对过这样的媾和），既然在俄国谁也不愿意同个别国家的资本家单独媾和，那怎么会导致、什么样的奇迹会导致单独媾和呢？？谁能强迫这样媾和呢？？

这个反对意见显然站不住脚，分明是凭空捏造，企图混淆人们的视听。

其次，为什么一条战线事实上的停战有导致这条战线单独媾和的“危险”，却 不可能扩大为各条战线事实上的停战呢
 ？

事实上的停战是一种不稳定的过渡状态。这是不容争辩的。它会向哪里过渡呢？既然双方政府或双方人民都 不
 同意单独媾和，事实上的停战也就不可能导致单独媾和。但为什么这种停战不会过渡到 各条
 战线事实上的停战呢？和各国政府或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相反， 各国
 人民不是显然都同意这样做吗？

一条战线上的联欢可以而且应当过渡到各条战线上的联欢。一条战线事实上的停战可以而且应当过渡到各条战线事实上的停战。

那样，各国人民就会摆脱大厮杀而得到休息。 各
 国革命工人就会更有信心地行动起来，他们的影响就会扩大，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有必要进行工人革命这种信念就会增强。

这种过渡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我们不尽力促进 这种
 过渡呢？

有人会反对说，各条战线事实上的停战现在对德国资本家有利，因为现在他们夺到的东西较多。这话不对，因为英国资本家夺到的东西更多（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德国在太平洋的岛屿、美索不达米亚，还有叙利亚的一部分以及其他地方），而且与德国资本家不同，他们根本没有失掉什么。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德国资本家比英国资本家更顽固，德国的革命就会发展得更快。德国的革命显然是在成长。俄国军队的进攻会阻碍这种成长。“事实上的停战”则会加速这一革命的成长。

第三，从德国日益严重的饥荒、破产和经济破坏看来，它的处境十分恶劣，毫无出路，情况比别的任何国家都糟，在美国参战以后更是如此。“事实上的停战”不会消除 这个
 使德国虚弱的基本根源，反而会比较快地改善其他各国的状况（运输自由），并使德国资本家的状况恶化（无从输入物资，向人民隐瞒真相就会更加困难）。

俄国人民面前摆着两个纲领。一个纲领是切尔诺夫之流和策列铁里之流所奉行的资本家的纲领。这是进攻的纲领，是拖延帝国主义战争的纲领，是要继续大厮杀。

另一个纲领是我们党在俄国所捍卫的全世界革命工人的纲领。这个纲领就是：开展联欢（不让德国人欺骗俄国人），用交换号召书的办法进行联欢，把联欢和事实上的停战扩展到各条战线上去，竭力促进这个工作，从而加速各国工人革命的成长，使各交战国的士兵至少暂时取得喘息机会，使俄国政权加速转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手中，以便更快地缔结有利于劳动人民而不利于资本家的真正公正、真正普遍的和约。

我国政府以及切尔诺夫之流和策列铁里之流、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主张第一个纲领。

俄罗斯人民、俄国（不仅仅俄国）各族人民大多数，即工人和贫苦农民大多数无疑赞成第二个纲领。


第二个纲领
 的胜利已经日益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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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是俄国报纸（日报），由一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聚集在《年鉴》杂志周围的作家创办，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起增出莫斯科版。出版人是阿·谢列布罗夫（阿·尼·吉洪诺夫），编辑部成员有马·高尔基、谢列布罗夫、瓦·阿·杰斯尼茨基、尼·苏汉诺夫，撰稿人有弗·亚·巴扎罗夫、波·瓦·阿维洛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等。在1917年9月2—8日（15—21日）被克伦斯基政府查封期间，曾用《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十月革命以前，该报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时而反对临时政府，时而反对布尔什维克。该报对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查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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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政策的秘密

（1917年5月9日〔22日〕）

遗憾得很，人民群众既不能阅读外交史方面的书籍，又不能阅读资本家报纸的社论！尤其遗憾（在这里用这个词真是太轻了）的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的部长及其满可以当部长的同事，明明知道外交史方面的事实和外交界“大人物”的文章，却总是避而不谈。

《言语报》援引《交易所小报》的消息，认为消息可靠，这条消息的真实意思是说，英国决不反对放弃“肢解土耳其和瓜分奥匈帝国”，也就是说，英国准备同意 不
 让俄国得到以前的条约允许由它兼并的土地（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和加里西亚）。 在这个
 意义 上
 ，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准备修改条约。

接着《言语报》愤愤不平地说：


　　“看吧，这就是新口号〈即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这一口号〉胜利的第一个结果。”“协定大概要修改了：现在做修改协定的‘准备工作’的甚至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盟国。但是修改的结果将不是一律〈你听！你听！〉放弃各盟国提出的一切重大任务，而是单方面〈这难道不是妙论吗？〉放弃在东南欧的任务〈应读作：在奥地利和土耳其的任务，即掠夺亚美尼亚、君士坦丁堡和加里西亚〉，去执行不是我国而是我们的盟国在其他地区和殖民地的任务。特别是，报刊上已经提到，我们的盟国可能放弃在小亚细亚的任务。这话好象是阿尔伯·托马在工兵代表苏维埃说的，莫斯科报刊作了报道。不错，这话至今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至于英国，要它放弃这个任务是困难的。英国所持的观点不无道理：要想得到东西，就得先下手。〈你听！你听！〉所以英国现在已经派兵占领对英国〈应读作：对英国资本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在这种情况下，它拒绝满足其他
 〈黑体是《言语报》用的〉盟国在这方面的切身利益，当然也是单方面的，只对它本身有利。”





　　的确，不论米留可夫或是谁能写下这样的话，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应该给他竖一座纪念碑……以表彰他的坦率。真妙，妙极了，坦率的《言语报》外交家们！（为什么他们坦率呢？因为他们对米留可夫失去部长一职极其愤慨）……上面援引的几段话里谈到的一切，是一个已被近年来的全部外交史（ 和资本投放国外的历史
 ）证实了的真理。英国决不会放弃对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掠夺（兼并），但它赞同惩罚俄国人（由于德俄战线上“事实上的停战”），不让他们得到加里西亚、君士坦丁堡和亚美尼亚等地。这就是《言语报》不用外交辞令而用俄罗斯语言表述出来的这几段话的简单明了的意思。

用《言语报》的言语来讲话的俄国资本家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恨，泄露了对外政策的秘密，怒气冲冲地低声咒骂，讽刺挖苦英国资本家，说这是“单方面的”，这对你们“有利”，而对 别人
 没有好处。

工人同志们，士兵同志们！请深入思考一下《言语报》那些 见多识广的
 外交家和前部长难得有的坦率而实在的话。请深入思考一下已彻底揭露出来的、俄国资本家和英国资本家进行这场战争的 真正目的
 。

俄国的士兵同志们！你们愿意为英国资本家掠夺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而战吗？李沃夫、切尔诺夫、捷列先科、策列铁里的俄国政府与资本家有着共同的利益， 不敢
 公开说出已被《言语报》泄露的真相，你们愿意支持这个政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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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条约之一

（1917年5月10日〔23日〕）

大家知道，“革命的”临时政府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第一句话，就是声明前沙皇尼古拉二世同“盟国”资本家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仍然有效，新俄国将忠实地坚决地予以履行。

其次，大家还知道，我们的“护国派”拚命替米留可夫分子拒绝公布秘密条约辩护。这些可怜的社会党人竟堕落到这种地步：维护秘密外交，而且是维护前沙皇的秘密外交。

为什么帝国主义战争的维护者这样热心地保守条约的秘密呢？

工人和士兵同志们，你们想知道其中的奥秘吗？

只要了解一下这些崇高的条约中的一个就行了，这就是1915年初“我们”同意大利（即同意大利资本家）缔结的条约。

资产阶级民主派瓦·沃多沃佐夫先生，根据《新时报》[29]公布的材料，在《日报》[30]（1917年5月6日）上透露了这个条约的内容：


　　“盟国保证意大利得到蒂罗尔南部（包括特里恩特）、整个沿海地区、达尔马提亚北部（包括扎拉和斯帕拉托两个城市）、阿尔巴尼亚中部（包括瓦洛纳）、小亚细亚附近的爱琴海群岛，以及小亚细亚土耳其的有利可图的铁路承租权，——这就是意大利讨价还价得到的流血的代价。增加这许多土地，大大超过了意大利从前提出的一切民族要求。根据条约规定，意大利除取得拥有约60万意大利人的地区（蒂罗尔南部和的里穆斯特）以外，还能取得拥有100多万人口的土地，而这些居民在种族与宗教信仰上是和意大利完全不同的。例如，达尔马提亚的居民百分之九十七是塞尔维亚族，意大利人只占百分之二多一点。同意大利签订这个条约，不仅没有取得塞尔维亚的同意，而且根本没有通知塞尔维亚，所以在那里非常自然地引起了极大的悲愤。帕希奇曾经在议会中说，他希望有关条约的传闻并不属实，因为意大利本身就是根据民族原则统一起来的，它决不会做从根本上破坏这一原则的事。可是帕希奇错了，条约已经缔结了。我们知道内容的、与目前战争有关的条约就是这一个。这是一个极富掠夺性的条约。其他条约是否也表现出同样的掠夺性，我们就不知道了。但不管怎样，对于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没有兼并的和约’的民主派来说，认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知道”其他秘密条约带有多大的掠夺性？不，沃多沃佐夫先生，我们知道得很清楚，瓜分波斯和土耳其、侵占加里西亚和亚美尼亚的秘密条约，是和同意大利签订的掠夺性条约一样肮脏的掠夺性条约。士兵和工人同志们！有人不是对你们说你们是在保卫“自由”和“革命”吗？实际上你们是在保卫沙皇的见不得人的条约。他们向你们隐瞒了这些条约，正象把不可告人的暗疾隐瞒起来一样。





	载于1917年5月10日（23日）《真理报》第5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58—59页

















[29]《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57]。



[30]《日报》（《День》）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12年在彼得堡创刊。孟什维克取消派参加了该报的工作。该报站在自由派和孟什维克立场上批评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地主政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持护国主义立场。从1917年5月30日起，成为孟什维克的机关报，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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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的腔调

（1917年5月10日〔23日〕）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的编辑们惯于用部长的腔调训人。他们不喜欢《真理报》；他们斥责它“猛烈攻击临时政府”。

对不喜欢的事情进行批评本来是每个政论家的神圣权利。但为什么要用部长的腔调斥责“攻击”而不从实质上进行批评，使自己落到可笑的地步呢？分析一下我们的论据，哪怕只分析我们的一个决议，或是我们的一个关于阶级斗争的指示，岂不是更好吗？

《消息报》的社论说，“国家 今天
 正走向灭亡”。说得对。正因为这样，今天依靠小资产阶级即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同资本家的妥协是不明智的。用这种办法决不能使国家免遭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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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寻找拿破仑

（1917年5月10日〔23日〕）

前任部长米留可夫的报纸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某人排挤出内阁一事大为恼火，因此说出了一些不很……“谨慎的”话。


　　5月9日一篇没有署名的关于联欢的文章说道：“对罪恶的宣传能容忍下去吗？……难道这种行为制止不住吗？难道没有拿破仑就不行吗？难道我们只会满足于谈论铁的纪律吗？！！”



　　这是巧妙地、十分巧妙地暗指克伦斯基关于铁的纪律那几句臭名远扬的话。《言语报》向读者真实地准确地描绘了“我们的”“新”政府内部的情况。我们衷心感谢《言语报》说出了这种报纸上极少见的、只是由于特殊情况才说出来的老实话。

在“新”政府中，克伦斯基依靠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的支持，宣布在军队中实行“铁的纪律”（为的是实现帝国主义的进攻计划）。

在16个部长职位中占10个职位的地主和资本家，却在愤懑地抱怨克伦斯基：“难道我们只会满足于谈论铁的纪律吗？”

这句话就是怂恿克伦斯基或“适当的”将领去扮演拿破仑的角色，去扮演扼杀自由、枪杀工人的角色，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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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没有改变

（1917年5月10日〔23日〕）

现在政府中有了“社会党人”部长，奏出来的音乐就会不同了——护国派一直是这样来说服我们的。可是没有过几天，这种说法的虚伪性就开始暴露了。

大家知道，前任部长米留可夫曾经声明他不愿意也不会公布前沙皇尼古拉同英法资本家缔结的秘密条约，这个声明曾经引起士兵和工人们的极大愤慨。现在怎样呢？现在， 新
 外交部长捷列先科先生，即斯柯别列夫和策列铁里的阁僚，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呢？

捷列先科承认“这个问题〈即秘密条约问题〉激起了公愤”。但他是怎样来平息这种公愤的呢？他只 重复了
 刚刚下台的米留可夫的话。

“立即公布条约就等于和盟国决裂”，——捷列先科在同记者谈话时就是这样说的。

而“社会党人”部长们则保持缄默，把那套秘密外交掩盖起来。

联合内阁什么也没有改变。沙皇的秘密条约对它来说仍然是神圣的。

先生们，你们以为这样做就不会“激起公愤”？你们到底把觉悟的工人和士兵看作什么人？难道你们当真把他们看作“造反的奴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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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背弃民主主义的行为

（1917年5月10日〔23日〕）

《消息报》今天登载了一篇关于工兵代表苏维埃士兵部会议的报道。在这次会议上，还


　　“讨论了士兵是否可以担任民兵职务
 的问题。执行委员会向大会提出了下列决议案：鉴于士兵应该履行自己直接的
 职责，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反对士兵参加
 民兵，并建议把所有加入民兵的士兵立刻送回部队
 。

经过短时间的讨论，决议案在作了如下修改
 后被通过：从作战部队撤下来的和负伤的士兵
 可以担任民兵职务”。





　　非常遗憾的是，修正案和决议案的确切文本没有发表。尤其遗憾的是，执行委员会提出而由大会通过的这一决议案，是完全背弃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在俄国，现在未必会有一个民主主义政党不赞成用普遍的人民武装来代替常备军这一纲领性要求。现在未必会有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或一个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敢于反对这种要求。但糟糕的是，“目前”人们在高谈“革命民主”的喧嚣声中，“照例”“在原则上”承认民主主义（更不用说社会主义）纲领，但在实践上却把这种纲领置于脑后。

以“士兵应该履行自己直接的职责”为借口反对士兵参加民兵，这就是完全忘记了民主原则，也许是不由自主地、不自觉地站到拥护常备军的立场上去了。当兵是一种职业；士兵直接的职责不是为社会服务，——这就是常备军拥护者的观点。这不是民主主义的观点。这是拿破仑之流的观点。这是旧制度拥护者和幻想轻而易举地从共和制向立宪君主制倒退的资本家的观点。

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反对这种观点。士兵参加民兵是消除军民隔阂的问题。这是一个同“兵营”的万恶过去决裂的问题，在这个兵营里，脱离人民并与人民为敌，就这样“调教”、驯服和磨练了一个特殊的公民阶层，他们的“直接的职责”就是专门从事军事这一职业。士兵参加民兵是把“士兵”改造成公民－民兵、把一般居民改造成武装公民的根本问题。如果全体人民不能立刻无条件地获得学习使用武器的机会，民主就始终是一句骗人的空话，或者是一种敷衍办法。如果不是有步骤地、经常地、大批地吸收士兵参加民兵，那么这一点是做不到的。

也许有人会反对说，不能 让
 士兵 放弃
 他们的 直接的
 职责。但这根本谈不上。故意说到这一点就很可笑，这正象故意说一个守护垂危病人的医生无权去投票选举，一个忙于大家都认为绝对不能中断的生产的工人，在别的工人来接班以前，无权去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这种托词根本就是不严肃的，甚至是不怀好意的。

参加民兵，是最重要的、带根本性的民主要求之一，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之一。（顺便补充一点：加强军队的纯作战能力和军事力量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依靠士兵来训练人民；这种方法在一切真正革命的战争中都采用过，而且将来还会采用。）必须无条件地立即在各地着手组织全民的民兵，尽量想办法使士兵参加民兵，这就是工人、农民和士兵即大多数居民的切身利益所在，是不愿维护地主和资本家的利润的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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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有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的所谓的社会党人国际代表会议

（1917年5月10日〔23日〕）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今天登载了执行委员会关于成立国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组织条例”[31]。我党代表也被邀请参加这一委员会。不言而喻，不管是筹备委员会，还是拟将召开的有投靠本国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党人部长们参加的代表会议，我党都不会参加。任何一个关心我党并读过我党关于国际状况的决议 
［注：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关于《国际的现状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任务》的决议（《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48—451页）。——编者注］

 的人，都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我党中央委员会几天前就一致决定派遣一名代表出席将要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32]，并授权他在发现代表会议主张同社会沙文主义者接近或者共同讨论问题时，立即离开会场，并退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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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指各交战国和中立国社会党国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这个条例是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所把持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1917年5月8日（21日）通过的。条例规定，筹备委员会由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3名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各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在内）的代表组成。



5月20日（6月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告各国社会党和中央工会组织书，呼吁它们参加国际代表会议，并确定代表会议于1917年6月28日—7月8日（7月11—21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布尔什维克坚决拒绝参加筹备委员会和这次代表会议，并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指出：这种通过对盟国政府施加压力和同社会帝国主义者订立协议来争取和平的运动，不能不遭到严重的破产（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80—482页）。——[66]。



[32]指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



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原定于1917年5月31日召开，后一再延期，最终于1917年9月5—12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国社会党左派（瑞典左派、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由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统一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奥地利左派、斯巴达克派、丹麦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中派（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瑞士社会民主党、芬兰社会民主党、罗马尼亚党、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保加利亚独立工会）和社会沙文主义派（以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首的俄国孟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派代表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决议。列宁投了反对票，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应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断绝关系，立即着手组织第三国际。他只同意为了解情况而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代表布尔什维克出席会议的是瓦·瓦·沃罗夫斯基和尼·亚·谢马什柯。代表会议是秘密举行的。主要议程有：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报告；罗·格里姆事件（指原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格里姆充当瑞士部长阿·霍夫曼的密使，在俄国进行有利于德国帝国主义的单独媾和的试探一事）；对斯德哥尔摩和平代表会议的态度；为在各国争取和平和开展齐美尔瓦尔德运动而斗争。由于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代表成分非常复杂，会议的决议和宣言也就具有模棱两可的妥协性质。



沃罗夫斯基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和波兰社会民主党，要求代表会议表明对俄国孟什维克的态度。他指出，孟什维克作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成员，派代表参加了俄国卡芬雅克式的人物亚·费·克伦斯基的政府，应对这个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罪行负完全责任。一些代表对与会的布尔什维克表示支持，但以胡·哈阿兹为首的多数派借口对俄国情况不熟悉，拒绝就这个问题通过决议。



代表会议的宣言号召各国工人举行反对战争和保卫俄国革命的国际总罢工，但是没有写进革命社会民主党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各交战国政府遭到失败等口号。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声援被捕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弗·阿德勒以及囚禁在克伦斯基监狱中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亚·米·柯伦泰等。



关于这次代表会议可参看《我党在国际中的任务》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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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梯洛夫工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17年5月12日〔25日〕）

简要报道

列宁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对战争、和平和联合政府的基本看法。

列宁在讲话的前半部分简要地说明了他取道德国回国的原因，然后谈到战争，揭示了战争的掠夺性质。接着讲到怎样结束战争的问题，并且发挥了各交战国工人的联合是结束战争的唯一办法这一思想。

其次，列宁谈到当前各国工人的这种联合遇到什么障碍的问题，并且讲述了通过什么途径能够而且一定会达到这种联合。

这条途径不是工人同资本家妥协，不是农民-士兵同地主妥协，而是工人和农民同自己的压迫者作斗争。

联合政府就是社会党人同资本家妥协，就是扼杀革命。

工人和农民夺取政权，就能使我国解决下列迫切问题：土地问题，即把土地交给农民的问题，以及其他与战争有关的问题，如粮食问题，改善工人生活状况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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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杜马选举中的无产阶级政党

（1917年5月12日〔25日〕）

我们党提出了独立的候选人名单参加选举。根据中央秘书处得到的初步材料，在12个选区中，有4个选区（莫斯科区、罗日杰斯特沃区、科尔皮诺区和波罗霍夫卡区）我们提出候选人名单没有同别人结成任何联盟。在所有其他选区，我们只同国际主义者结成联盟：在6个选区（第二戈罗德区、纳尔瓦区、彼得格勒区、莫斯科区、第一戈罗德区和瓦西里耶夫岛区），我们同“区联派”[33]（大家知道，他们最坚决地斥责了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参加资本家内阁的行为）结成了联盟；在4个选区（维堡区、涅瓦区、第一戈罗德区和瓦西里耶夫岛区），我们同反对“社会党人的”内阁主义[34]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35]结成了联盟；在1个选区（涅瓦区），我们也同斥责社会革命党的“内阁主义”的社会革命党国际主义者结成了联盟。

同其他党派的国际主义者结成联盟，是完全符合我党代表会议（彼得格勒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256页和第421页。——编者注］

 的，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政党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护国主义、反对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的内阁主义的根本方针的。

《新生活报》也在进行“左派联盟”的宣传，当然，这动摇不了我党的决议。认为市政机关的选举“不会”象立宪会议的选举那样“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那是错误的，根本错误的。同样，说“各个社会主义〈？？〉政党提出的市政纲领没有多大区别”，那也是错误的。重复这些怪论而不从实质上反驳《真理报》的论据，就是逃避对这个极重要的问题进行分析，或者简直就是服输。

把革命时期首都的选举完全（或主要地）归结为“市政”纲领问题，实在荒唐透顶。这是对一切革命的经验的嘲弄。这是对工人的健全理性的嘲笑，工人们很清楚，彼得格勒一直起着领导作用，有时 甚至
 起着 决定
 作用。

立宪民主党人联合了一切右派，一切反革命势力，一切地主和资本家。他们拥护政府，他们想把革命的彼得格勒变成拥有10个资本家部长和6个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部长的资本家政府的应声虫。

无产阶级政党和立宪民主党人、沙文主义者、主张为夺取两个海峡而战的人截然相反，它无条件地敌视帝国主义，只有它才能同资本的利益决裂，才能采取重大的革命措施，否则，就 不能
 在灾难即将来临而且迫在眉睫的时候帮助劳动群众。不采取革命措施就 没有
 生路。不建立工人民兵（这是立即建立全民民兵前的一个步骤），即使有最美好的愿望，也 不能
 实现这样的措施，更不能避免“排队”现象和粮食恐慌。

“中间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路线，是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的路线，他们宣扬善良的愿望，但是由于同资本家妥协，向资本家屈服（6个部长对10个部长！！）而把自己的力量削弱了，所以这条路线是毫无生命力的。这一点群众通过实践经验是会很快认识到的，即使他们暂时还认为应该同资本家“妥协”。

谁赞成真正实现劳动群众的利益，谁赞成取消警察，用全民的民兵代替警察，谁赞成采取重大的革命措施使我国摆脱空前的危机、空前的经济破坏，谁就应当投票赞成无产阶级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候选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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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在革命前就战争问题发表过哪些声明

（1917年5月13日〔26日〕）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针对沙文主义（“护国主义”）革命的胜利问题所发表的声明。由季诺维也夫和列宁编辑的、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36]，在1915年10月13日第47号上以编辑部名义发表过如下声明：


　　“……（8）我们认为，那些想借推翻沙皇制度来打败德国、掠夺其他国家、巩固大俄罗斯人对俄国其他民族的统治等等的人，是革命沙文主义者。革命沙文主义的基础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小资产阶级总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现在，它正在沙文主义（沙文主义甚至妨碍它在民主革命中成为彻底革命的阶级）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间摇摆。目前在俄国，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劳动派[37]、社会革命党人、《我们的曙光》[38]、齐赫泽党团[39]、组织委员会[40]、普列汉诺夫先生等等。（9）如果革命沙文主义者在俄国取得胜利，我们就会反对在这场战争中保卫他们的
 ‘祖国’。我们的口号是：反对沙文主义者，即使他们是革命派和共和派，我们反对
 沙文主义者而主张
 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0）对于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能否起领导作用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能够起领导作用，如果
 小资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向左摆的话；而推动小资产阶级向左摆的力量，不仅是我们的宣传，而且是经济、财政（战争的重担）、军事、政治等方面的许多客观因素。（11）在目前这场战争中，如果革命使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政权，那它要做些什么呢？我们的回答是：我们要向各
 交战国建议媾和，条件是解放殖民地和所有
 从属的、受压迫的、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和法国，只要它们的现政府还在执政，都不会接受这个条件。那时我们就应当准备和进行革命战争，就是说，不仅要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彻底实现我们的整个最低纲领，还要有步骤地推动现在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一切民族、亚洲的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印度、中国、波斯等）举行起义，而且，首先要推动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使他们违反本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意志，举行起义来反对本国政府。毫无疑问，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将会给亚洲和欧洲的革命的发展创造非常有利的条件。甚至
 1905年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有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龌龊泡沫，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却已经成为事实
 。”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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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上的一页》一文中加的一段话[41]


（1917年5月13日〔26日〕）

5月9日（星期二）有200多名侨民从瑞士途经德国归来，其中有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社会革命党人领袖纳坦松等人。这次回国再一次证明，从瑞士到俄国，除了取道德国外，别无其他可靠的途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4月5日第32号）登载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关于他们取道德国一事的报告，并列举了两个中立国（瑞士和瑞典）的一些社会党人的姓名，这些社会党人亲笔签字证明，取道德国是迫不得已的，同德国政府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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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这是列宁在校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上的一页》时加的一段话。克鲁普斯卡娅的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资产阶级的以及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报刊对列宁及其他取道德国返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掀起的诽谤运动而写的，发表于1917年5月13日（26日）《士兵真理报》第21号。——[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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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破坏迫在眉睫

（1917年5月14日〔27日〕）

关于灾难临头的消息、议论、恐惧和传闻愈来愈多了。资本家的报纸恐吓人们，口沫飞溅地大声斥责布尔什维克，并且拿库特列尔不点名提到的“某个”工厂、“某些”工厂、“某个”企业等等来大肆宣扬。真是希奇的手法，古怪的“证据”……为什么不 说出
 一个工厂的 名字
 呢？为什么不让公众 和工人
 有可能来查对这些蓄意扰乱人心的传闻呢？

资本家先生们不难了解，如果他们拿不出被确切提到的企业的确切材料，那只会使自己陷入可笑的境地。资本家先生们，要知道，你们就是政府，你们在16位部长中占10位，你们负有责任，你们在发号施令。政府中占多数的发号施令的人只是把库特列尔不点名提到的事渲染一番，害怕公开而直率地发表意见，企图把责任推到其他不掌权的政党身上，这难道就不可笑吗？

小资产阶级党派的报纸，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报纸也在抱怨，不过口吻稍有不同，与其说是在责难可怕的布尔什维克（责难当然也是少不了的），不如说是在反复申述善良的愿望。由上述两党的联盟掌握了编辑部的《消息报》，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该报在5月11日第63号上登载了两篇关于同经济破坏作斗争问题的文章，两篇文章的内容是相同的。其中一篇的标题是《临时政府想要什么？》。这个标题加得极……怎样说才缓和一些呢？……极不谨慎（正象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加入帝国主义者的内阁那样“不谨慎”）。如果把标题改为《临时政府 不
 想要什么并许诺了什么？》，那也许更正确些。

另一篇文章是《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经济部的决议》。下面的摘录最能确切地表达该文的内容：


　　“对许多工业部门来说，实行国家贸易垄断（面包、肉类、食盐、皮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对另一些工业部门来说，建立由国家调节的托拉斯（开采煤和石油，生产金属，制造糖和纸）的条件已经成熟，此外，几乎对一切工业部门来说，当前的情况要求国家调节原料和成品的分配并要求规定价格……同时应当把一切信用机关置于国家社会当局的监督之下，以制止利用国家所调节的商品进行投机活动……此外应当……采取最坚决的措施，直到实行劳动义务制来同寄生行为作斗争……国家遭到了灾难，要把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只有全体人民作出创造性的努力才能办到，而领导
 人民的是自觉地担负起〈哼……哼……！？〉拯救被战争和沙皇制度破坏的国家这一巨大任务的国家政权
 。”



　　除了我们用了黑体字的最后半句话（这是以纯粹小市民的轻信态度要资本家“担负起”他们所无法完成的任务），这个纲领是宏伟的。又是监督，又是托拉斯国家化，又是制止投机活动，又是实行劳动义务制——我的天，这同“可怕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什么区别呢？“可怕的”布尔什维克有过更多的要求吗？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形形色色的市侩和庸人硬是不愿意了解的地方：对于“可怕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 不得不
 承认，因为其他的纲领不能使我们摆脱真正危险、真正可怕的崩溃， 但是
 ……但是资本家“承认”这个纲领（见“新”临时政府的宣言中有名的第3节）[42] 是为了不执行这个纲领
 。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信任”资本家，并且教人民也要有这种极端有害的信任。当前政治局势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对托拉斯实行监督——公布它们的全部报表，立即召开它们的职员代表大会， 工人自己
 必须参加监督，允许各大政党的代表独立实行监督，——这些只需公布一项法令就可以实行，而草拟这项法令只要 一天
 就够了。

盛加略夫之流、捷列先科之流、柯诺瓦洛夫之流公民们，为什么迟迟不进行这项工作呢？准社会党人部长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两位公民，为什么迟迟不进行这项工作呢？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民粹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领袖公民们，为什么迟迟不进行这项工作呢？

除了建议 立即
 对托拉斯、银行、商业、“ 寄生虫
 ”（这是《消息报》编辑笔下难得出现的一个绝妙好词……）和食物实行这种监督以外，我们没有提出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人能够提出别的什么东西。除了“全体人民作出创造性的努力……”，别的也确实想不出来。

不过不要相信资本家的话，不要相信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的天真的（说得最轻，也是天真的）希望，似乎资本家能够实行这种监督。

经济破坏迫在眉睫。灾难日益临近。资本家一直在使一切国家走向毁灭。唯一的生路是：树立革命纪律，采取 革命阶级
 即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革命措施，使全部国家政权转归这个阶级掌握，只有他们才真正能够实行这种监督，真正能够胜利地“同寄生行为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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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指1917年5月6日（19日）俄国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发表的宣言第3节，其中说：“临时政府将坚定不移地同国内的经济破坏作斗争，为此将进一步有计划地对产品的生产、运输、交换和分配实行国家和社会监督，必要时还将组织生产。”——[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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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

[43]




1917年5月14日（27日）的演讲

最近期间，在一切报刊上，在每次公众集会上，常常谈论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你们中间很多人，大概对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不仅相当熟悉，而且已经感到厌烦了。我一直没有机会在本区党的会议或一般的公众集会上讲话，甚至也没有出席过这些会议，因此，我很可能重复别人说过的话，也可能对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感兴趣的方面谈得不够详细。

我觉得，在战争问题上，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人们常常忘记和注意不够，还引起很多也许可以说是毫无意义、徒劳无益的争论，这就是忘记了一个基本问题，即这场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爆发的原因是什么，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我在群众大会和党的会议上曾经用心观察过对战争问题的提法，因此确信，在这个问题上所以产生许多争执，正是由于我们在分析战争问题的时候，往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

从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在社会主义者讨论应该怎样评价战争、应该怎样对待战争的时候，基本问题在于这场战争是由于什么引起的，是由哪些阶级准备并操纵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那种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的人。我们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在消除了人类的阶级划分之后，在消除了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其他民族的现象之后，就必然会消除发生战争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在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我们必然会遇到一个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同这种阶级斗争所引起的民族之间的战争碰在一起的情况，因此我们不能否认革命战争的可能性，即由阶级斗争所产生、由革命阶级所进行并具有直接革命意义的战争。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尤其是因为近百年来、近125—135年来，欧洲革命史上除占多半的反动战争以外，也还有革命战争，例如法国的革命人民群众反对联合起来的君主的、落后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欧洲的战争。当今在西欧，以及最近在我们俄国，最流行的一种欺骗群众的手法，就是援引革命战争的例子来愚弄群众。有各种各样的战争。必须弄清楚，这场战争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的。不弄清楚这些，我们关于战争的一切议论势必都是纯粹的空话，都是纯粹字面上的和没有结果的争论。因此，既然你们要我讲战争和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我就来详细地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

大家知道，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句名言出自这样一位著作家的笔下，他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过后不久，考察了战争史，从中得出了哲学教训。现在这位著作家的基本思想无疑已经为一切肯思考的人所接受。大约在80年前，他就反对了这样一种庸俗无知的偏见，即认为战争可以同有关政府、有关阶级的政治分开，某个时候可以把战争看成是一种破坏和平的单纯的进攻，接着又是恢复这种被破坏的和平。相互厮杀，又言归于好！这是几十年前就被驳倒的鄙陋无知的观点，对发生战争的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稍作仔细的分析，就可以驳倒这种观点。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某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某个阶级在战前长期推行的政治，这个阶级在战时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加以推行，只是变换了行动方式而已。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18世纪末，法国的革命市民和革命农民用革命手段推翻了本国的君主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在镇压了本国的君主之后，又用革命手段镇压了本国的地主），革命阶级的这种政治不能不彻底动摇欧洲所有其他专制的、皇帝的、国王的、半封建的国家。而战争也就成为获得了胜利的法国革命阶级的这种政治的必然继续，在这种战争中，欧洲的所有君主国结成了有名的同盟反对革命的法国，用反革命战争对付法国。当时革命的法国人民不但在国内第一次发挥了几百年内没有见过的最大的革命劲头，而且在18世纪末的战争中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巨大革命创造精神，他们改造了整个战略体系，冲破了一切旧的战争法规和惯例，建立了新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以代替旧军队，创立了新的作战方法。我认为这个例子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政论家目前经常忘记的东西，看到了他们是在利用完全不觉悟的人民群众的偏见和庸俗无知，而这些群众不懂得任何战争都与一个国家、一个阶级战前的政治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和历史联系。这个阶级战前就在统治，而且用所谓的“和平”手段来保证达到自己的目的。之所以说所谓的，那是因为它为了“和平地”统治殖民地而需要采用的那些镇压手段未必能称得上是和平的。

欧洲曾是一片和平景象。这种和平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欧洲各民族对殖民地亿万居民的统治完全是靠连绵不断的战争来实现的。我们欧洲人不认为这些战争是战争，因为它们往往不象什么战争，而是对手无寸铁的民族实行最野蛮的摧残和屠杀。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了解现代的战争，首先就必须对欧洲列强的全部政治作一个总的观察。不应该抓住个别的例子和事实，从社会现象的联系中抽出个别事例总是很容易的，但毫无价值，因为相反的例子也很容易举出来。应该从欧洲各国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中抓住整个欧洲国家体系的全部政治，才能了解这个体系是怎样不可避免地造成这场战争的。

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特别是资本家的报纸——不管是君主派的报纸还是共和派的报纸都一样——总是企图把与这场战争毫不相干的历史内容和这场战争凑在一起。例如，在法兰西共和国最常见的一种手法，就是试图把法国现在进行的战争说成是1792年法国大革命的战争的继续或类似那样的战争。现时最流行的一种欺骗法国人民群众、欺骗法国工人和全世界工人的手法，就是把当时的“习惯语”、当时的个别口号硬搬到我们这个时代来，企图把事情说成是，共和制的法国现在也还是在维护本国的自由而反对君主制。他们忘记一个“小小的”情况，就是1792年在法国进行战争的是一个革命阶级，它实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依靠群众空前未有的英雄主义彻底摧毁了法国的君主制；它奋起反对联合起来的君主制的欧洲，也只是为了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

当时法国的战争是法国革命阶级的政治的继续，这个阶级举行了革命，赢得了共和国，以空前未有的毅力镇压了本国的资本家和地主，并且为了这种政治，为了继续这种政治，进行了革命战争来反对联合起来的君主制的欧洲。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两个资本主义强国集团联盟，是世界上几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它们几十年来的全部政治就是不断地进行经济竞争，以求统治全世界，扼杀弱小民族，保证势力范围已囊括全世界的本国银行资本获得三倍和十倍的利润。这就是英国和德国实际的政治。这就是我要着重指出的。任何时候都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如果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根本不能理解这场战争，那时，我们就会束手无策，被一切以谎言欺骗我们的资产阶级政论家牵着鼻子走。

我们必须全面地研究和了解资本主义强国的两大集团（互相厮打的英国集团和德国集团）在战前整整几十年间的实际的政治。不然的话，我们不仅会忘记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而且会根本无法了解这场战争，我们会被骗子米留可夫牵着鼻子走。这个骗子现在正用各地都毫无例外地惯用的那种手法来鼓吹沙文主义和煽起民族仇恨；对这种手法，我在前面提到的克劳塞维茨早在80年前就评述过，早在那时他就嘲笑了这样一种观点：原来各民族和睦相处，后来互相厮杀起来了！似乎真是这样！不把战争同有关的国家、有关的国家体系、有关的阶级在战前的政治联系起来，难道能够说明战争吗？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是人们所经常忘记的一个基本问题，由于不理解这个问题，十分之九的关于战争的谈论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对骂和无谓的争吵。我们说，如果你们不研究两个交战国集团几十年来的政治（这种研究是为了避免偶然性，避免只抓个别例子），如果你们不揭示这场战争同战前政治的联系，你们就根本不能理解这场战争。

这种政治一再向我们表明，世界上两个庞然大物即两个资本主义经济集团不断地进行着经济竞争。一方面是英国，它控制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土地，财富居世界首位，它创造这些财富不单是靠本国工人的劳动，而主要是靠剥削广大的殖民地，靠英国银行拥有极大的力量。英国银行比其他各国银行更先形成为数极少的——就那么三五个——大银行集团，支配着几千亿卢布，而且这种支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已经使得地球上没有一块土地不处在这个资本的魔掌之中，没有一块土地不被英国资本的千百条绳索缠住。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个资本已大大增长，活动范围已远远超出某些国家的界限，造成了拥有空前巨大财富的大银行集团。这个资本造成了为数极少的几家银行，于是用了几千亿卢布使这个银行网布满了全世界。这就是英国和法国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情况，法国的一些著作家，例如现在由一些前社会党人（如有名的金融问题著作家利西斯）所主持的《人道报》 
[44]

 的撰稿人，早在战前几年就针对本国的经济政策写道：“法国是一个金融君主国，法国是一个金融寡头，法国是一个全世界的高利贷者。”

另一方面，同这个以英法为主的集团对立的是另一个资本家集团，这个集团更加凶恶，更加富有掠夺性。这个集团的资本家走近资本主义筵席的时候，席位已被占光了，但是他们采用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新的角斗方法，采用了优良的技术和无比优越的组织，使旧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大托拉斯、辛迪加、卡特尔的资本主义。这个集团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化的原则，把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成一部机器，使千百万人处于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之中。这就是谁也不能回避的几十年来的经济史和外交史，只有它才能给你们指出正确解决战争问题的途径，才能使你们了解到，这场战争也是在战争中互相厮杀的那些阶级的政治的产物，是两大集团的政治的产物，这两大集团在战前很久就已在世界各国建立了自己的金融剥削网，在战前就已经在经济上把世界瓜分完毕。它们势必发生冲突，因为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来，重新分配统治权是不可避免的。

旧的瓜分是以英国在几百年内把先前的许多竞争者打垮为依据的。从前同英国竞争的有称霸世界的荷兰，有进行了将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的法国。英国仗着自己的经济力量，仗着自己商业资本的力量，通过长期战争，确立了无可争辩的世界霸权。后来出现了一个新的掠夺者，1871年产生了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强国，它的发展比英国快得多。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没有一本经济史方面的书籍不承认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德国发展得更快。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就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强盗的发展。它跻身于欧洲的列强，它说：“你们搞垮了荷兰，击溃了法国，夺得了半个世界，劳驾也给我们适当的一份吧。”“适当的一份”是什么意思呢？在资本主义世界，在银行界，怎样来确定这一份呢？在那里，力量取决于银行的多少，这正象美国一家亿万富翁的报纸以纯粹美国式的直率态度，以纯粹美国式的无耻态度所讲的那样：“在欧洲，现在进行着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要想称霸世界需要两件东西：美元和银行。美元我们是有的，银行我们要建立，我们将称霸世界。”这是美国一家亿万富翁的指导性报纸的声明。我必须说，这个傲慢而无耻的美国亿万富翁的这句厚颜无耻的话，要比资产阶级撒谎家的千百篇文章实在一千倍；那些撒谎家把这场战争说成是由于某种民族利益，由于民族问题而引起的，他们散市诸如此类极其明显的谎言来推翻全部历史，并抓住德国强盗袭击比利时这样的个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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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例子。当然这件事是不假的。这个强盗集团确实空前野蛮地袭击了比利时，但是它所做的，同另一个强盗集团用其他手段对其他民族在昨天所做的和今天还在继续做的并没有任何区别。

在兼并问题（这个问题我原打算把它作为引起当前这场战争的经济关系外交关系史来简略地叙述一下）上争论时，我们总是忘记，这个问题通常就是这场战争发生的原因问题，就是瓜分侵占的土地问题，或者通俗点说，就是两伙强盗分赃的问题。我们在兼并问题上争论时，还经常遇到一些手法，这些手法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而从社会政论的角度来看，则只能叫作拙劣的欺骗。你们问问俄国的沙文主义者或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们一定会把什么是德国的兼并这个问题解释得头头是道，因为他们对这一点了解得非常清楚。但是，如果你们请他们给兼并下个总的定义，即既适用于德国也适用于英国和俄国的定义，那他们决不会满足你们的请求。他们永远下不出这样一个定义！《言语报》（为了从理论进到实践）嘲笑我们的《真理报》说：“这些真理派分子竟把库尔兰看作被兼并的土地！同这种人有什么好谈的呢？”我们回答道：“好吧，那就请你们给兼并下个定义吧，这个定义要既适用于德国人，也适用于英国人和俄国人。我们再补充一句：要么你们对此采取躲避态度，要么我们立即就把你们揭穿。”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27—130页。——编者注］

 于是《言语报》默不作声了。我们肯定地说，任何一家报纸，无论是干脆说应该保卫祖国的一般沙文主义者的报纸，还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报纸，从来都没有给兼并下过一个既适用于德国也适用于俄国即适用于任何一方的定义。它们不可能下这样一个定义，因为整个这场战争是兼并政策的继续，就是说，是交战双方的两个集团的掠夺政策即资本主义抢劫政策的继续。因此很清楚，这两个强盗中究竟哪一个先拔出刀来，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请你们看看这两个集团几十年来的海军开支和陆军开支吧，请你们看看它们在大战前所进行的那些小的战争的历史吧，——所以说是“小的”，是因为在这些战争中欧洲人死得不多，而那些被他们扼杀的、在他们看来甚至不能算是民族（难道那些亚洲人和非洲人是民族吗？）的民族却死了好几十万：他们对这些民族所进行的是这样一种战争：当地的民族赤手空拳，却遭到他们机枪的扫射。难道这是战争吗？这实在说不上是战争，可以不去管它。看，他们就是这样一味欺骗人民群众。

过去德国人和英国人在非洲、英国人和俄国人在波斯都一直在进行掠夺，屠杀整个整个民族，制造空前暴行（我不知道他们谁干得厉害些）；这场战争就是这种政治的继续。由于互相争夺，德国资本家把英国人和俄国人看成自己的敌人。怎么，你们仗着你们有钱就逞强吗？可是我们比你们更强，因此我们也有这种“神圣的”掠夺权利。这就是战前几十年英德金融资本的真正历史。这就是俄德之间、俄英之间和德英之间的关系史。这就是了解战争爆发原因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说目前流行的那种关于战争爆发原因的说法是招摇撞骗，欺人之谈。他们忘记了金融资本的历史，忘记了这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是怎样酿成的历史，却把事情说成是：两个民族原来和睦相处，后来一个进攻，一个就起来自卫。全部科学被置于脑后了，银行被置于脑后了，人民被征入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的农民被征入伍。需要自卫，这就是一切！要这样来谈论问题，那彻底的办法应当是取缔一切报纸，烧毁一切书籍，禁止在报刊上谈论兼并，只有这样，这种兼并观点才能站得住脚。他们在兼并问题上不能讲实话，因为俄、英、德三国的全部历史就是为了兼并而进行连年不断的残酷的血腥战争。自由派在波斯和非洲进行过残酷的战争；他们在印度则鞭挞过政治犯，因为政治犯竟敢提出在我们俄国有人曾经为之奋斗的那些要求。法国的殖民主义军队过去也压迫其他民族。这就是以往的历史，这就是亘古未有的掠夺的真正历史！这场战争正是这些阶级的这种政治的继续。正因为这样，他们在兼并问题上不可能作出象我们那样的答复。我们的答复是：凡是根据皇帝或政府的决定而不是根据本民族大多数人的自愿被并入另一个民族的民族，都是被兼并的民族，被掳掠的民族。放弃兼并就是使每个民族享有单独成立国家或愿意同哪个民族就同哪个民族结成联盟的权利。这样的答复，对于任何一个稍微有点觉悟的工人都是十分明了的。

决议通过了好几十个，甚至在《土地和自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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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也刊登过，你们从每一个这样的决议中可以看到一个表达得很糟糕的答复：我们不想为统治其他民族而打仗，我们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所有工人和农民都是这样讲的。他们以此来表达工人，劳动者对战争的看法。他们以此来说明：如果进行战争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是为了反对剥削者，那我们拥护战争；如果是那样，我们也会拥护战争，而且不会有一个革命政党反对这种战争。他们，这许多决议的起草人，讲得不对，因为他们把事情说成好象战争是由他们进行的。我们士兵，我们工人，我们农民，是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决议起草人在一次群众大会后向我提出的问题：“干吗你们老是谈论反对资本家？难道我是资本家吗？我们是工人，我们在捍卫自己的自由。”这话不对，你们作战是因为听从了资本家政府的旨意，进行战争的不是各国人民，而是各国政府。如果是一个对政治没有研究、不管有幸与不幸都不了解外交秘密或金融掠夺内幕（例如，俄国和英国对波斯的压榨）的工人或农民，忘记了这种事情，天真地问，我打仗，同资本家有什么相干呢？那我是不惊奇的。因为他不懂得战争同政府的联系，不懂得进行战争的是政府，而他是政府手中的工具。他可以自称为革命人民，写出许多娓娓动听的决议，——对俄国人来说，这已经是不简单了，因为这种做法是不久以前才时兴起来的。不久以前，临时政府发表了一篇“革命”宣言。但是情况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他民族在资本家写“革命”宣言来欺骗群众方面比我们更有经验，他们早就打破了世界纪录。如果看一看法兰西共和国成为支持沙皇制度的共和国以来的议会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法国几十年来的议会史上，用满篇都是最漂亮词句的宣言来掩盖最卑鄙的殖民主义掠夺政策，金融掠夺政策的例子有好几十个。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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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全部历史就是这种掠夺的历史。目前这场战争的根源就在于此。这并非由于资本家居心不良，也不是君主们推行了什么错误的政策。这样看问题是不对的。不是的，这场战争是由大资本主义尤其是银行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引起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柏林的三四家银行和伦敦的五六家银行统治着全世界，汇集着一切资金，用全部武装力量维护着自己的金融政策，最后由于世界上再没有地盘可供自由夺取，它们就在空前残酷的搏斗中冲突起来了。结果双方总有一方不得不放弃它所占有的殖民地。这样的问题在这个资本家的世界里是不能自愿解决的。这只能用战争来解决。所以，怪罪这个或那个戴王冠的强盗是可笑的。这些戴王冠的强盗都是一丘之貉。所以，怪罪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资本家也是荒唐的。他们的罪过就在于他们建立了这样一个制度。但他们这样做是符合文明国家所全力维护的一切法律的。“我有充分的权利，我购买股票。世界上一切法庭、一切警察、一切常备军、一切舰队都在保护我的这种对股票的神圣权利。”拥有几亿卢布的银行建立起来了，这些银行在全世界建立了银行掠夺网，它们在殊死的搏斗中冲突起来，这是谁的罪过呢？去找罪人吧！罪过在于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要摆脱这种情况，除了推翻资本家的统治和进行工人革命，没有别的出路。这就是我们党从分析战争中得出的答案。所以我们说：极简单的兼并问题被弄得混乱不堪，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人物谎话连篇，甚至把库尔兰说成不是俄国兼并的土地。库尔兰和波兰是被他们这三个戴王冠的强盗一起瓜分的。他们已经瓜分100年了，他们各自撕了一块鲜肉，不过俄国强盗当时强些，因而抢得多些。当时参加瓜分的一个年轻的强盗德国，后来成长为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说：让我们来重新瓜分吧！你们想保持原状吗？你们认为你们强些吗？那我们就来较量较量吧！

这就是这场战争的起因。当然，“那我们就来较量较量吧！”这种挑战，仅仅是近十年来的掠夺政策即大银行政策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在兼并问题上，没有人能象我们那样把任何一个工人和农民都能理解的简单的真情实况讲出来。正因为如此，象条约问题这样一个简单问题竟被一切报刊无耻地弄得混乱不堪。你们说，我们有革命政府，参加这个革命政府当部长的有差不多是地道的社会党人，即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可是，当这些部长声明他们主张没有兼并的和约的时候，他们却不说明没有兼并的和约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夺去德国兼并的土地，保留自己兼并的土地），既然如此，我们就要问：你们的“革命”内阁，你们的关于不愿进行侵略战争、同时却要军队实行进攻的宣言和声明，还有什么价值呢？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手中就有血腥的尼古拉用十足的强盗手段缔结的条约？这难道你们不知道？要是没有掠夺过别人、没有读过宏论大作的工人和农民不知道，那是情有可原的，然而现在宣扬这个的是熟知这些条约内容的有教养的立宪民主党人。这些条约是“秘密的”，但世界各国的外交刊物都在谈论这些条约：“你将获得两个海峡，你将获得亚美尼亚，你将获得加里西亚，你将获得阿尔萨斯－洛林，你将获得的里雅斯特，而我们则要彻底瓜分波斯。”德国资本家说：“如果你们不把我的殖民地连同利息归还给我，我就要夺取埃及，我就要扼杀欧洲的一些民族。”股票这个东西没有利息是不行的。因此，象条约问题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也使一切资本家的报纸制造了大量惊人的、闻所未闻的无耻谎言。

请你们看看今天的《日报》。沃多沃佐夫这个绝对没有犯布尔什维主义罪过的诚实的民主主义者在该报上声明说：我反对秘密条约，让我来讲讲同罗马尼亚缔结的条约吧。同罗马尼亚的秘密条约是有的，它的内容是，如果罗马尼亚站在协约国方面作战，它可以吞并一些别的民族。其他协约国缔结的一切条约无不如此。它们没有条约是不会去扼杀任何民族的。要想知道这些条约的内容，用不着去翻阅专门的杂志，只要回忆一下经济史和外交史上的一些主要事实就够了。例如，奥地利几十年来都在设法进入巴尔干，要在那里扼杀……它们在战争中冲突起来，那是因为它们不能不冲突起来。正是这个缘故，所以前任部长米留可夫和现任部长捷列先科（前者参加的政府没有一个社会党人部长，后者参加的政府有许多准社会党人部长）对于人民群众愈来愈坚决地要求公布条约的呼声，才作出这样的声明：公布条约就意味着与盟国决裂。

是的，条约是不能公布的，因为你们都是同一伙中的强盗。我们同意米留可夫和捷列先科提出的不能公布条约的意见。从这里可以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如果我们同意米留可夫和捷列先科提出的不能公布条约的意见，那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既然不能公布条约，那就应该帮助资本家部长们继续进行战争。另一个结论是，既然资本家自己不能公布条约，那就应该打倒资本家。哪一个结论比较正确，请你们自己去决断，但是你们必须仔细考虑后果。要是象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部长们那样去推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政府说不能公布条约，那就应该发表新的宣言。纸张还没有贵到连新的宣言也不能写的地步。要写出新的宣言，要举行进攻。为什么呢？目的何在呢？谁来规定这些目的呢？现在士兵们正被召去履行同罗马尼亚和法国缔结的掠夺性条约。你们把沃多沃佐夫这篇文章寄往前线吧，然后再抱怨说：这都是布尔什维克干的，这个同罗马尼亚缔结的条约一定是布尔什维克臆想出来的。如果那样的话，那就不仅应该取缔《真理报》，而且应该驱逐沃多沃佐夫，因为他研究了历史，米留可夫那些非常危险的书籍也必须全部销毁。请你们把这位“人民自由”党的领袖即前任外交部长的任何一本书打开看看。那都是一些好书。书中说的什么呢？说的是俄国有“权利”占领两个海峡，占领亚美尼亚，占领加里西亚，占领东普鲁士。他把一切都分好了，甚至还附上了地图。不仅应当把写这样的革命文章的布尔什维克和沃多沃佐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而且也应当把米留可夫的书销毁，因为如果现在把他书中的原话收集几句寄往前线，它的煽动作用是任何一张煽动性的传单都比不了的。

按照我为今天讲话拟的简短的提纲，现在我还要谈一下“革命护国主义”问题。我想，在我荣幸地向你们作了上述报告以后，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讲得简短一些。

说我们完成了革命，我们是革命人民，我们是革命民主派，用这些话作为借口来掩饰战争，这就叫作“革命护国主义”。我们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完成了什么样的革命呢？我们推翻了尼古拉。与推翻整个地主和资本家阶级的革命相比，这个革命并不十分困难。革命以后是谁掌握了政权呢？是地主和资本家，也就是在欧洲早已掌握了政权的那些阶级。欧洲早在100年以前就发生了这种革命，在那里，捷列先科之流、米留可夫之流、柯诺瓦洛夫之流早就掌握了政权，至于他们是向本国皇帝交纳皇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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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可以不要这样奢侈，那无关紧要。不管有没有把大量资本投入租让企业，银行总归是银行，不管是在共和国还是在君主国，利润总归是利润。我们的文明的资本目前正在殖民地，在非洲和波斯设立这种美妙的银行，如果哪个野蛮国家不听这种资本的摆布，如果哪些野蛮民族不听我们文明银行的摆布，那我们就要派遣我们的军队象利亚霍夫在波斯那样，象法兰西“共和国”军队残暴地屠杀非洲人民那样，在那里建立文化、秩序和文明。这有什么不同呢？这同样是“革命护国主义”，只不过它是由不觉悟的广大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他们看不见战争同政府的联系，不知道这种政策是由条约固定下来的。条约依然存在，银行依然存在，租让企业依然存在。尽管在俄国政府中坐着他们那个阶级的优秀人物，但是世界大战的性质并未因此而有丝毫改变。新的“革命护国主义”只不过是用伟大的革命概念来掩饰为了卑鄙可恶的条约而进行的肮脏的血腥战争罢了。

俄国革命没有改变战争，但它造成了任何国家都没有的、西方大多数革命也未曾有过的组织。从前的大多数革命只限于产生一个象我国捷列先科之流和柯诺瓦洛夫之流所组成的新政府，而全国仍然处于消极的、无组织的状态。俄国革命前进了一步。这个事实是一个表明俄国革命能够战胜战争的苗头。这个事实就是：除了由“准社会党人”部长们组成的政府而外，除了这个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实行进攻的政府，同英法资本勾结的政府而外，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还有一个独立于这个政府之外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网。这就是还没有完成自己的最后使命的革命。这就是西欧在同样的条件下不曾有过的革命。这就是真正不需要实行兼并的那些阶级的组织，这些阶级没有把几百万卢布投入银行，看来，它们对于俄军上校利亚霍夫和英国自由派大使是否合理地瓜分波斯也不感兴趣。这个革命能够向前发展的保证就在这里。就是说，这些从兼并中确实得不到好处的阶级，尽管它们过分轻信资本家政府，尽管它们有这种极其糊涂的思想，并且完全被“革命护国主义”这个概念所蒙蔽，尽管这些阶级支持公债，支持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建立了一种代表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组织，这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在俄国很多地方，苏维埃的革命工作要比在彼得格勒深入得多。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资本家的中央机关设在彼得格勒。

昨天斯柯别列夫在演讲中说：我们要把全部利润拿过来，要把百分之百的利润拿过来。这是说大话，是部长式的大话。如果你们看看今天的《言语报》，你们就会看到人们是怎样看他这句话的。那里写道：“要知道这样就会造成饥饿和死亡，百分之百就等于全部！”斯柯别列夫部长比最激进的布尔什维克还激进。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是最左的人，这是一种诬蔑。其实斯柯别列夫部长要“左”得多。有人用最卑鄙的话骂我，说我主张把资本家几乎剥个精光。至少舒利金说过：“让他们把我们剥个精光吧！”请你们设想一下，竟有一个布尔什维克走到舒利金公民跟前去，要把他剥个精光。其实他倒更可以在这一点上去责备斯柯别列夫部长。我们从来没有把事情做得这样过分。我们从来没有主张把百分之百的利润拿过来。但是这种诺言毕竟是可贵的。你们要是看看我们党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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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会发现，我们在那里提出了和我同样的主张，而且论证得更充分。应该对银行实行监督，然后规定合理的所得税。如此而已！斯柯别列夫却建议每一卢布征收100戈比。无论过去或现在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诸如此类的主张。斯柯别列夫完全是在说大话。他并不准备认真实行，即使他打算实行，也实行不了，原因很简单，既然他同捷列先科和柯诺瓦洛夫很有交情，那许下这种种诺言就未免有点可笑。从百万富翁身上拿走80—90％的收入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依靠这样的部长。要是政权掌握在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那倒真是可以做到的，但也不能拿走全部，因为它们不需要这样做。苏维埃会把大部分收入拿过来。别的国家政权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从斯柯别列夫部长方面说，可以怀着最美好的愿望。这些政党我已看了几十年，我投身革命运动已有30年了。因此，我决不想怀疑他们抱有善良的愿望。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不在于有善良的愿望。地狱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现在部长公民们所签署的公文已经堆满了所有办公室，但情况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要是你们想实行监督，那就开始实行吧！我们的纲领就是这样，我们读了斯柯别列夫的演讲后可以说，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要求。我们比斯柯别列夫部长温和得多。他既主张实行监督，又主张把百分之百拿过来。我们不想拿百分之百，不过我们说：“只要你们不动手干，我们就不相信你们。”我们不相信空话和诺言，也不劝别人相信，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议会制共和国的经验告诫我们，纸上的声明不可信。如果你们想实行监督，那就应该实行起来。只要一天时间就足以颁布一项关于这种监督的法律。每个银行的职员委员会、每个工厂的工人委员会、每个政党都有监督的权利。有人会对我们说，这样不行，这是商业秘密，这是神圣的私有财产！好，两条道路随你们选择一条吧。假使你们要保护托拉斯的这一切帐簿和帐单，要保护托拉斯的一切业务，那就用不着空谈什么监督，用不着说什么国家就要灭亡。

德国的情况更糟。在俄国可以弄到粮食，在德国就弄不到。在俄国只要组织起来可以办成很多事情。在德国什么也别想办到。粮食再也没有了，整个民族的灭亡不可避免。现在有人说，俄国处于灭亡的边缘。既然如此，那么保护“神圣的”私有财产就是犯罪。因此我要问：关于监督的词句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你们忘了，尼古拉·罗曼诺夫关于监督也写过很多东西。你们可以从他那里找到很多关于监督的词句：国家监督、社会监督、参议员的职责等等。革命后的两个月内，工业家们掠夺了整个俄国。资本赚了百分之几百的利润，每份报表都谈到了这点。可是当工人们在革命的两个月内“放肆地”说他们要过人的生活时，全国资本家的报刊都咆哮起来了。每一号《言语报》都疯狂地叫嚣说：工人在掠夺国家了，我们答应的只是监督资本家嘛。不能少来些诺言多来些行动吗？如果你们想让官吏来监督，想通过从前那样的机关来实行监督，那我们党就要申明我们的坚定信念，决不在这方面支持你们，尽管你们的政府中有一打而不是半打民粹主义者部长和孟什维克部长。监督只能由人民自己来实施。你们应当建立监督机构，即银行职员委员会、工程师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而且明天就应当开始实行这种监督。要是任何这类机构中的任何一个官员提供不真实的情况，那他就必须负刑事责任。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我们想知道，现在有多少粮食，多少原料，多少劳动力，应该如何处置。

现在我来谈谈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怎样结束战争的问题。有人把一种荒谬的看法强加在我们头上，说我们想单独媾和。德国资本家强盗们在采取媾和步骤，他们说：如果你把有矿藏的土地给我，我就把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的一小块给你。看，外交家们在各个中立城市里讲些什么！这是尽人皆知的。不过这个事实被外交上的暗语掩盖起来了。外交家之所以是外交家，正是为了用外交语言说话。说我们主张靠单独媾和来结束战争，真是荒谬绝伦！想靠单方面停止军事行动来结束这场由各个最富有的国家的资本家进行的战争，结束这场由十年来的经济发展进程引起的战争，这种想法愚蠢透顶，甚至加以反驳都是可笑的。我们所以专门写了决议来加以反驳，那是由于这和广大群众有关，有人在他们面前诬蔑我们。但这甚至没有必要认真地来谈论。各国资本家进行的战争，只有靠反对这些资本家的工人革命才能结束。只要监督没有由空谈变为行动，只要资本家的政府没有被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府所代替，这个政府就必定只会叫喊：我们就要灭亡了，我们就要灭亡了，我们就要灭亡了。现时在“自由的”英国监禁着许多社会党人，因为他们讲的话和我讲的一样。在德国监禁着李卜克内西，因为他讲了我所讲的话。在奥地利监禁着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他也许已被处死），因为他用手枪讲了同样的话。世界各国工人群众的同情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党人一边，而不是在那些投靠本国资本家的社会党人一边。工人革命正在全世界发展。当然，在其他国家里，革命困难一些。那里没有尼古拉和拉斯普廷那样的疯子，那里执政的是资本家阶级的优秀人物，那里不存在要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的形势，那里已经有了资本家阶级的政府。这个阶级的卓越代表早就在那里统治了。正因为如此，那里的革命虽然还没有到来，但它必然要到来，尽管许多革命家会牺牲，例如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会牺牲，卡尔·李卜克内西会牺牲。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全世界的工人是拥护他们的。全世界的工人一定会胜利。

关于美国参战一事，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有人常常争辩说，美国有民主，美国有白宫。我说，推翻奴隶制是半世纪以前的事情。解放奴隶的战争是在1865年结束的，从那时起美国的亿万富翁就成长起来了，他们把整个美国控制在自己的金融魔掌之中，他们准备扼杀墨西哥，而且必然会因瓜分太平洋而同日本开战。这场战争已经准备几十年了。各种出版物都在谈论这一点。美国参战的真正目的就是准备将来同日本作战。美国人民毕竟享有相当的自由，因此很难设想，他们能够忍受强制性的义务兵役，能够忍受建立一支以实行某种侵略为目的的军队，比如建立一支对日作战的军队。美国人从欧洲的例子看到这将造成什么后果。因此美国资本家就需要干预这场战争，以便找到借口，用保护弱小民族的权利这个崇高理想作幌子来建立强大的常备军。

农民拒绝把粮食换成货币，而要求得到农具、鞋子和衣服。这个主意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极其深刻的真理。的确，俄国遭到了严重的经济破坏，现在也出现了（虽然不太厉害）其他国家早就存在的现象：货币失去了自己的效力。整个事变进程把资本主义的统治破坏得很厉害，以致农民连货币都不要了。他们说：“我们要货币干什么？”他们讲得对。资本主义的统治遭到破坏，并不是由于谁想夺取政权。“夺取”政权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经济发展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统治的结束，那就不可能结束资本主义的统治。战争加速了这个进程，这使得资本主义不可能再继续存在下去。要是历史不冲垮和摧毁资本主义，那么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它。

这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农民说出了大家都看到的事实：货币的权力破坏了。在这里，唯一的出路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同农民代表苏维埃达成协议，用农具、鞋子和衣服换取粮食。这就是问题的解决办法，这就是现实生活所提示的答案。不这样，千百万人就要忍饥挨饿，没有鞋子和衣服穿。现在千百万人面临着死亡，根本谈不上保护资本家的利益。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使全部政权转到代表大多数人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手中。这样做可能会犯一些错误。谁也没有断言，这样困难的事一下子就能办好。我们根本没有这样说过。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想使苏维埃掌握政权，可是苏维埃不愿意。我们说，实际生活的经验将向苏维埃表明，而且全国人民也将看到，别的出路是没有的。我们不想“夺取”政权，因为多次革命的全部经验教导我们，只有依靠大多数人的政权才是巩固的。因此“夺取”政权将是一种冒险行为，我们的党不会这样做。如果政府将来成为大多数人的政府，那它可能会实行最初确有错误的政策，然而别的出路是没有的。那时将在原来的组织内部和平地改变政治方针。别的组织是臆想不出来的。因此我们说，不能设想用其他办法来解决问题。

怎样结束战争呢？如果工兵代表苏维埃取得了政权，而德国人还在继续进行战争，那我们怎么办呢？凡是关心我们党的观点的人，可以看看最近几天我们的《真理报》，在那里，我们确切地引用了我们1915年在国外就讲过的话：如果俄国的革命阶级——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它应该建议媾和。如果德国的资本家或任何别的国家的资本家拒绝接受我们的条件，那时我国工人阶级就将一致赞成进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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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并不要求一举结束战争。我们不许这种诺言。我们不宣传按照单方面的意志来结束战争，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许这种诺言是容易的，但是无法实现。要想轻而易举地摆脱这场可怕的战争是不可能的。战争已经打了3年。你们或者再打10年，或者去进行艰难困苦的革命。别的出路是没有的。我们说，资本家政府发动的战争只有靠工人革命才能结束。关心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不妨读一读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 
[49]

 ，这个宣言是世界各社会党一致通过的，后来我们把它登在我们的《真理报》上，但是任何一个交战国，无论是“自由的”英国，或是共和制的法国，目前都不可能把这个宣言公布出来，因为宣言在战前就讲出了关于战争的真话。那里说，由于资本家的竞争，英国和德国之间将要爆发战争。那里说，火药已经装满，枪就要自动发射了。那里写着，战争将由于什么原因而爆发，还说战争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对那些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字而又转到本国资本家政府方面去的社会党人，我们说，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全世界的社会党人发生了分裂。一些人当了部长，另一些人被关进了监狱。在全世界，一部分社会党人在宣传准备战争，而另一部分社会党人，如美国的倍倍尔——深受美国工人尊敬的尤·德布兹则说：“我宁愿被枪毙，也不会拿出一分钱来支持这场战争。我只准备为无产阶级反对全世界资本家的战争去作战。”这就是全世界社会党人分裂的情况。全世界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认为自己是在保卫祖国。他们错了，他们是在保卫一小撮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另一小撮资本家。我们宣传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唯一正确的事业，为了这个事业，几十个人已走上了断头台，成百成千的人被关进了监狱。这些坐牢的社会党人是少数，但工人阶级拥护他们，整个的经济发展支持他们。这一切向我们说明，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这场战争只有靠几个国家的工人革命才能结束。而目前我们应当准备这种革命，援助这种革命。俄国人民尽管痛恨战争，渴望和平，可是当沙皇还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他们要反对战争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准备革命来反对沙皇和推翻沙皇。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昨天的历史向你们证实了这一点，明天的历史也将向你们证实这一点。我们早就说过，应当援助正在发展的俄国革命。这是我们在1914年底说的。因为这一点，我们的杜马代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50]

 ，可是当时有人对我们说：“你们不作答复。罢工停止了，杜马代表服苦役去了，一种报纸也没有了，可是你们总是谈革命！”有人就是这样责备我们，说我们躲避答复。同志们，这种责备我们已经听了好多年了。我们曾经回答说：你们可以愤愤不平，但是只要沙皇没有被推翻，是没有任何办法来反对战争的。我们的预言已经得到了证实，虽然还没有完全证实，但已开始得到证实。革命已开始从俄国方面改变战争。资本家们还在继续进行战争，我们说：只要几个国家的工人革命没有到来，战争就不会停止，因为要进行这场战争的人还掌握着政权。有人对我们说：“在许多国家中，一切都好象处于沉睡状态。在德国，所有社会党人都拥护战争，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个人反对战争。”对此我回答说：这一个李卜克内西代表着工人阶级，大家的希望正是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寄托在拥护他的人身上，寄托在德国无产阶级身上。你们不相信吗？你们就继续进行战争吧！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你们不相信李卜克内西，不相信工人革命，不相信正在成熟的革命，你们就相信资本家吧！

除了几个国家的工人革命以外，谁也不能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胜利。战争不是儿戏，而是空前严重的事情，战争使千百万人牺牲，要结束它不是那么容易的。

前线士兵不可能把前线同国家分开来自己解决问题。前线士兵是国家的一部分。只要国家在作战，前线就要受苦。这是没有什么办法的。战争是统治阶级挑起的，要结束它只有靠工人阶级革命。能否很快得到和平，完全取决于革命的发展。有人说得很好听，说让我们马上来结束战争吧，不管他们怎样说，没有革命的发展，战争是结束不了的。当政权转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手里的时候，资本家们一定会反对我们：日本会反对，法国会反对，英国会反对，各国政府都会反对。反对我们的是资本家，拥护我们的是工人。那时，资本家发动的战争就会结束。这就是我对如何结束战争这一问题的答复。





	载于1929年4月23日《真理报》第9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77—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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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鄙的手段

（1917年5月15日〔28日〕）

前线士兵代表大会[51]在5月13日一致通过的决议中，谴责了《言语报》的那种卑鄙手段，该报为了挑起军队与布尔什维克的不和而诬蔑我们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尽管代表大会把决议也寄给了《言语报》，《言语报》的绅士们当然还是不想登载这个决议。而且这家不大受人尊敬的报纸还在继续进行挑拨，反对我们的报纸和我们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唆使人们组织直接的暴行。

《真理报》经常登载一些有关德国的消息，这些消息在别的报纸上是看不到的。《真理报》从哪里并用什么方法得到这些专门（！）材料的呢？——《言语报》在一篇标题颇有深意的文章《消息出奇的灵通》中，颇有深意地问道。

诽谤者先生们，要问是从哪里得到的吗？

是从我们的通讯员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拉狄克同志的电报和书信中得到的。他在沙皇监狱里呆过许多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工作过十几年，后来因为进行反对威廉、反对战争的革命鼓动而被驱逐出德国。他特地迁到斯德哥尔摩，以便从那里供给我们消息。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是从你们在俄国瑞典边境控制一切的仆从所没有截获的电报和书信中得到的，是从我们的朋友、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同道者提供给我们的剪报、德国的秘密报纸和传单中得到的。还有，罗曼·罗兰的朋友、著名的法国国际主义者洛里欧同志的同道者、 法国的
 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昂利·吉尔波，也把有关法国的材料寄给我们。

我们根据近来俄国各报的报道，在《真理报》上登载了“德国总参谋部禁止联欢”的消息。《言语报》的诽谤者对这个消息表示惊奇，并用俄国陆军部长的下述声明加以“对照”：“凡是举行联欢的前线各地段，都已被敌人的炮兵所摧毁。”

当然，我们不知道，联欢地段被摧毁的消息是否属实。 如果
 属实，恰恰是 证实
 而不是否定德国总参谋部反对联欢的消息。因为谁都明白，德国总参谋部摧毁联欢地段，是要使俄国士兵和不愿把联欢当作圈套的正直的德国士兵 放弃
 联欢。

立宪民主党的骗子先生们，你们并不能自圆其说呵！

最后，米留可夫的机关报还撒了一个谎，它说：“大家都知道，季诺维也夫在农民代表大会上连话都没有能讲完。”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大家都知道”，你们又在撒谎，正象你们在谈到前线士兵代表大会时撒了谎一样。先生们，既然你们要用这样卑鄙无耻的手段来维护你们的事业，那你们的事业就很不妙了。





	载于1917年5月16日（29日）《真理报》第5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103—104页

















[51]这次前线士兵代表大会于1917年5月12—17日（25—3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讨论了战争、前线士兵联欢、逃兵、战俘等问题。代表大会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操纵，反对前线士兵联欢，主张继续进行战争。代表大会建议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成立以前，先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下面设立前线士兵部。



列宁文中提到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发表于1917年5月14日（27日）《真理报》第57号。决议对《言语报》及其他资产阶级报纸歪曲评论5月12日（25日）会议的情况表示愤慨。——[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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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将到来的灾难和不讲分寸的诺言

（1917年5月16日和17日〔29日和30日〕）


（第一篇文章）

必将到来的空前严重的经济破坏和灾难问题，是一个必须经常加以充分说明的重要问题。我们在前一号《真理报》上已经指出，现在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 纲领
 已同“可怕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 毫无
 区别。 
［注：见本卷第75页。——编者注］

 。

今天我们应该指出，孟什维克部长斯柯别列夫的纲领比布尔什维主义 更进了一步
 。下面就是部长的报纸《言语报》所转述的这个纲领：


　　“部长〈斯柯别列夫〉说……国家经济已濒临绝境。必须干预各方面的经济生活，因为国库里没有钱了。劳动群众的状况需要改善，为此必须把企业主和银行的金库里的利润拿过来。（有人喊道：“怎么拿呢？”）劳动部长斯柯别列夫回答说，对财产课重税，财政学上是有这种方法的。必须把有产阶级的税率提高到利润的100％。（有人喊道：“这就是说全部利润。”）斯柯别列夫说，很遗憾，各种股份企业已经把红利分给了股东，因此我们必须对有产阶级个人征收累进税。我们要更进一步。如果资本要保留资产阶级的经营方式，就让它为了不失去顾客而放弃利润……我们应当对股东、银行家和工厂主先生们实行劳动义务制。这些人由于失去了以往促使他们工作的刺激因素而情绪低落……我们应当迫使股东先生们服从国家，他们必须承担义务，即承担劳动义务。”



　　我们劝工人们多读几遍这个纲领，讨论讨论，研究一下实现这一纲领的条件。全部问题在于实现的条件，在于是否能立刻去实现这一纲领。

这个纲领本身是宏伟的，是同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一致的，而且有一点比我们的纲领 更进了一步
 ，那就是许诺要“把银行的金库里的利润拿过来”，其数量是“利润的100％”。

我们党则朴实得多。它在自己的决议中提出的要求要小些，就是说，只要求对银行实行监督和“逐步实行”（你听！你听！布尔什维克主张逐步实行！）“更合理的累进所得税和累进财产税”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43页。——编者注］

 。

我们党比斯柯别列夫提得适当。

斯柯别列夫许下不适当的、甚至根本不讲分寸的诺言，他 并不了解真正能够实现这些诺言的条件
 。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无论是同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党的10位部长勾搭在一起，或是依靠资本家（及其附属品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政府不得不承袭的官僚机构，都 不可能
 执行斯柯别列夫的纲领，甚至根本 不可能
 采取稍微重大的步骤来实现这个纲领。

斯柯别列夫公民，少许些诺言，多讲些实际吧！少用些华丽的词藻，多想想 怎样着手行动
 吧！

可以而且应该立刻着手行动，一天也不耽误，以便把国家从必将到来的极其可怕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关键在于“新”临时政府 不愿意
 这样做，即使愿意，它也 办不到
 ，因为它被维护资本利益的成千条链子束缚住了。

可以而且应该在一天之内号召全体人民行动起来，在一天之内颁发一个指令：

（1） 立即
 召开各个银行的职员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以及全国银行的职员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任务是立刻拟定实际措施，把所有银行和信用机关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银行，对银行的一切业务实行最严格的监督，立刻公布监督的结果；

（2） 立即
 召开所有辛迪加和托拉斯的职员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任务是拟定监督和呈报报表的办法，立刻公布监督的结果；

（3）这一指令应把监督权不仅赋予一切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而且赋予各大工厂的工人委员会，以及各大政党（例如，5月12日在彼得格勒两个以上选区提出独立候选人名单的政党，都可以算作大政党）的代表。一切帐簿、一切文书都应该公开，以便实行这种监督；

（4）这一指令应要求各个公司的股东、经理和董事公布拥有10000（或5000）卢布以上股金的股东的名单，并开列他们的股票数目和同他们“有关的”公司的名称。凡申报不实者（由银行职员和其他职员进行监督），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处以5年以上的徒刑；

（5）这一指令应要求全体人民立刻通过地方自治机关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为了监督和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应建立全民的民兵（在农村中立刻建立，在城市中通过工人民兵来建立，如此等等）。

不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就 不能
 使国家 免于
 灭亡。而不建立全民的民兵，就不能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任何人，只要不象部长那样癫狂，不因轻信部长的花言巧语而神经错乱，就一定会懂得这一点。

谁真正想拯救千百万人免受灾难，谁就 应该
 来维护这种措施。

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将讨论如何逐步实行更合理的税收，如何从人民中选拔在上述工作中卓有成绩的真正有才能的组织者（工人中间的和资本家中间的）并把他们逐渐提到部长位子上去。


（第二篇文章）

斯柯别列夫在他的演说中摆出部长的架势，夸下海口，说要拿走资本家利润的100％，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唱高调的典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是经常用这种空话欺骗人民的。

不过这里有比空话更坏的东西。斯柯别列夫说：“如果资本要保留资产阶级的经营方式，那就让它为了不失去顾客而放弃利润。”这听起来象是对资本家的一个“可怕的”威胁，但实际上是企图（这种企图在斯柯别列夫方面可能是不自觉的，而在资本家方面则一定是自觉的）用暂时牺牲利润的手段来 维护
 资本的 无限权力
 。

资本家说：工人拿得“太多”，我们要把责任加在他们身上，既不给他们权力，也不让他们有可能真正管理全部生产。我们资本家宁可暂时不要利润，不过，为了“保留资产阶级的经营方式，不失去顾客”，我们要加速破坏工业的这种中间状态，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搞垮它，并把过错推在工人身上！

事实证明，资本家正是这样打算的。南方煤矿主正在破坏生产，“ 故意不管生产，瓦解生产
 ”（见5月16日《新生活报》转述 工人代表团
 的声明[52]）。情况很清楚：《言语报》在大撒其谎，把过错推在工人身上；煤矿主“在故意瓦解生产”；斯柯别列夫象夜莺一般地唱道：“如果资本要保留资产阶级的经营方式，那就让它放弃利润。”情况多么清楚！

对资本家和官吏来说， 有利的
 是许下“不讲分寸的诺言”，转移人民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把真正的监督权交给真正的工人这一 主要问题
 。

工人应该唾弃中央的官吏们的空话、诺言、宣言和空洞计划。这些人总喜欢草拟一些漂亮的计划、章程、规则和条例。打倒这一切撒谎的行为！打倒这种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已经到处碰壁的空洞计划的闹剧！打倒这种压下不办的作风！工人应该要求 立刻
 实行 真正的
 监督，而且必须 由工人自己来进行监督
 。

这是事情取得成功即真正能够摆脱灾难的关键。如果这一点都办不到，那其余的一切就都是骗局。如果这一点能办到，我们就根本不会急于“把利润的100％拿过来”。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处理得更适当， 逐步
 实行比较合理的税收，把小股东和大股东区别开来，对前者将征得 很少
 ，对后者才征得很多（但也 不
 一定要全部）。最大的股东人数极少，但他们所起的作用则同他们的财富总额一样是 很大的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把俄国的 5000个或3000个
 （甚至可能是1000个）大富豪的名单开列出来，或者研究一下（依靠银行职员、辛迪加职员和其他职员 从下面
 进行的监督）他们的金融资本的各种线索和联系，他们的银行联系，那就会发现资本统治的整个枢纽、靠他人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大宗财富，以及对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的全部真正重要的根源。

应该交给工人的正是 这种
 监督权。资本的利益要求对人民隐瞒的正是这个枢纽，这种根源。资本家阶级及其不自觉的奴仆即官吏说：我们宁愿暂时放弃“全部”利润或百分之九十九的收入，但决不向人民揭示我们的权力的根源。

觉悟的工人现在和将来都会说： 我们
 决不放弃我们的权利和要求——向人民公开金融资本的最主要堡垒，把它放在工人的监督之下。愈来愈多的劳苦大众，愈来愈占明显多数的人民，愈来愈多的真心寻求摆脱灾难的途径的老实人，都会日益相信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要夺取的正是金融资本的主要堡垒，否则关于摆脱灾难的一切言论和计划都是骗人的。对个别资本家，甚至对大多数资本家，无产阶级不仅不打算把他们“剥光”（舒利金就是这样“吓唬”自己及其同伙的），不仅不打算剥夺他们的“一切”，而且相反，打算让资本家在工人亲自监督下去做有益的和光荣的事情。

当必不可免的灾难已经逼近的时候，对人民来说，最有益最必需的工作就是 组织
 工作。创造无产阶级组织的奇迹——这是我们目前的口号，也是将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我们更要提出的口号和要求。群众不组织起来，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绝对必要的普遍劳动义务制，根本不可能对银行、对辛迪加、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稍微认真的监督。

因此，首先应该着手而且应该立刻着手建立工人民兵，以便坚定地、有效地、循序渐进地建立全民的民兵，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警察和常备军。因此，应该从人民的 各个
 阶层中、从 各个
 阶级中选拔有才能的组织者（丝毫也不排斥资本家， 目前
 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更多）。这种有才能的人在人民群众中是很多的。农民和无产阶级中许多这样的人由于没有机会施展才能而被埋没了。应该从下面，通过实践来提拔他们，看谁有本事消灭某个区的“排队”现象，有办法组织起住宅委员会，把仆役联合起来，在农村中建立示范农场，办好某个已由工人掌握的工厂等等。从下面，通过实践来提拔他们，在工作中检验他们的才能，要让他们都去当“部长”——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部长，不是赐给他们部长职位，而是让他们做全民的指导员，到各地去做组织者，帮助 各地
 建立严格的秩序、大量节省人力和建立严格的同志纪律。

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摆脱灾难而应该向人民宣传的措施。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已经取得政权的地区现在就应该部分实现的措施。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应该全部实现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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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指顿涅茨工人代表团向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经济部发表的声明。这个代表团由1917年4—5月召开的俄国南方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工人代表会议派遣到彼得格勒，其使命是要求工商业部和劳动部进行调停，促使顿涅茨资本家提高低工资工人的工资。代表团在声明中摆出大量确凿事实，揭露矿井和冶金工厂的老板和经理实行怠工，企图用饥饿来压制怀有革命情绪的工人。——[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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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主义者的联合问题

（1917年5月18日〔31日〕）

我们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出了决定，认为同真正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集团和派别接近和联合是必要的，但其基础必须是同小资产阶级背叛社会主义的政策决裂。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21页。——编者注］



前几天，在彼得格勒统一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区联组织代表会议上也讨论了联合问题。

为了执行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我们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同区联派联合是非常适当的，因此提出了下列建议（这些建议起初只是以列宁同志和几个中央委员的名义向区联派提出的，后来大多数中央委员也赞同了）：


　　“最好立即实行联合。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建议，立即请区联派委派两名代表分别参加两个报纸（现在的《真理报》和中央机关报，前者将成为全国性的通俗
 报纸，后者将在最近创办）的编辑部。

向中央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委员会来负责召开（一个半月以后）党的代表大会，区联派代表会议有权派两名代表参加该委员会。如果孟什维克即马尔托夫的拥护者同‘护国派’断绝关系，那么让他们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也是适当的和必要的。

为了保证对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自由争论，波涛出版社[53]将出版争论专刊，同时在将要复刊的《启蒙》杂志（《共产党人》[54]）上自由进行争论。”





　　（1917年5月10日尼·列宁以本人和几个中央委员的名义宣读的建议草稿）区联派也通过了一个决议。该决议写道：


　　“关于统一问题。鉴于只有最紧密地团结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力量，才能：（1）使无产阶级成为扫清通往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战士；

（2）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在俄国民主派反对一切半农奴制残余和沙皇制度余孽的斗争中成为民主派的领袖；

（3）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彻底解决战争与和平、没收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等等问题。

会议认为：

（а）无产阶级所十分必需的各种力量的团结，只有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昆塔尔代表会议、党纲以及1908年和1910年、1912年和1913年党的决议[55]的旗帜下才能实现；

（b）任何工人组织（无论是工会、教育俱乐部还是消费合作社）、任何工人报纸或杂志都不应当离开这面旗帜；

（c）同时，会议宣布最坚决最热烈地主张在上述决议的基础上实行统一。”





　　哪种决议能更快地导致统一，这是一切工人国际主义者目前应当讨论并解决的问题。区联派的政治决议基本上采取了同护国派决裂的正确路线。

据我们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分散力量的做法都是毫无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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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波涛出版社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出版社，1912年11月在彼得堡创办。1913年初，该社出版有关工人社会保险问题的书刊。同年7月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的出版社以后，遵照中央的指示，着重出版有关社会政治问题和党的问题的宣传鼓动性通俗读物。参加出版社工作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米·斯·奥里明斯基、费·伊·德拉布金娜等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沙皇政府加紧迫害工人出版事业，波涛出版社被迫停止活动。1917年3月复业，1918年并入共产党人出版社。——[111]。



[54]《启蒙》杂志（《Просвещение》）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一共出了27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代替被沙皇政府封闭的布尔什维克刊物——在莫斯科出版的《思想》杂志而创办的，受以列宁为首的国外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出版杂志的实际工作，由俄国国内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在不同时期参加国内编辑委员会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列·米·米哈伊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A．A．里亚比宁、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从1913年起，《启蒙》杂志文艺部由马·高尔基领导。《启蒙》杂志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机关刊物，曾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过斗争，登过列宁的28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启蒙》杂志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复刊后，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登载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两篇著作。



列宁又称该杂志为《共产党人》，说明他曾考虑杂志复刊时用《启蒙》或《共产党人》的名称。——[111]。



[55]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1910年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及1913年中央委员会在波罗宁召开的八月会议的决议。——[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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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糊涂（再论兼并）

（1917年5月18日〔31日〕）

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联盟所掌握的《消息报》的编辑们真是糊涂透顶。他们在5月16日《消息报》第67号上试图同《真理报》展开论战，当然采取了“部长式的”恶劣手法，没有指出它的名字。瞧，《真理报》在兼并问题上存在着使人发懵的糊涂 概念
 。

对不起，部长公民们和满可以当部长的编辑们，事实终究是事实：只有我们党才在明确的正式决议中给兼并下了定义。兼并（侵占）就是一个国家把别的民族强迫留在该国疆界内。任何一个能读懂俄文的人，读了《士兵真理报》第13号的增刊（1917年4月24—29日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398页。——编者注］

 ）都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消息报》的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编辑们所持的反对意见是什么呢？他们的反对意见无非是：根据我们的观点，“战争一直要打到德国变为勃兰登堡公国……俄国变为莫斯科大公国”！！编辑部教训读者说，兼并“就是用暴力侵占在宣战那一天还属于别国管辖的领土”（简单些说：没有兼并＝status　quo，即恢复战前原状）。执行委员会中的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领袖们，竟把编辑部托付给头脑这样糊涂的人，实在是太不谨慎了。

把 他们
 反对我们的意见用到 他们的
 定义上去，岂不是“战争一直要打到俄国收回波兰，德国收回多哥和其他非洲殖民地”吗？？这显然是荒谬的，不仅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实践上也是荒谬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士兵，都会把发表这种议论的编辑赶走。

他们这种议论有以下几方面的错误：

（1）兼并的理论性定义包括了“别国”民族，即保持了自己的特点和独立生存的意愿的民族这个概念。同胞们，请你们把这点思考一下；如果还不清楚，就请你们读一读恩格斯和马克思关于爱尔兰、关于德国的丹麦族地区以及关于殖民地的著作，那时你们就会知道你们是弄糊涂了。这与勃兰登堡公国和莫斯科公国毫不相干。（2）把兼并的 概念
 问题和“战争一直要打到什么时候”的问题混为一谈是荒唐的，这就是不理解战争同一定阶级的利益和统治的联系，这就是抛弃 阶级斗争
 的观点而采取市侩的“超阶级的”观点。 只要
 资本家阶级 还
 掌握政权，这个阶级要打到什么时候，各族人民必然会“打到”什么时候。企图用愿望、要求和磋商来摆脱这种情况，那是小资产者的幻想。（3） 只要
 资本家 还
 掌握政权， 他们的
 媾和 必然
 是“交换兼并的土地”，例如用亚美尼亚交换洛林，用殖民地交换殖民地，用加里西亚交换库尔兰等等。无知的人们看不见这种情形，是可以原谅的，《消息报》的编辑们看不见这种情形，就不能原谅了。（4）一旦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在各地，战争都在导致这个结局），才真正 可能
 有“没有兼并的和约”，否则这种和约是 不可能的
 。

我党在谈到“没有兼并的和约”时，为了提醒头脑糊涂的人，总是解释说，必须把这个口号同无产阶级革命 紧密
 联系起来。只有这样联系起来，这个口号才是需要的，才是正确的。这个口号只是指出 无产阶级革命的
 路线，只能促使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和成长。谁束手无策地摇摆不定，不知道是对资本家寄予希望好还是对工人革命寄予希望好，谁就一定会在兼并问题上束手无策，稀里糊涂。

附言：5月17日的《人民事业报》附和《消息报》说，“没有兼并”与恢复“原状”这个概念相等。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或孟什维克先生们，请你们试试用你们的党、你们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你们的代表大会的名义，明确地直截了当地把这一点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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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增设委员会的办法来同经济破坏作斗争

（1917年5月18日〔31日〕）

5月17日的《消息报》刊载了苏维埃经济部关于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极枯燥、极愚蠢的冗长决议。

看吧，这就是斗争！伟大的思想和美妙的计划被一个僵死的官僚机关网窒息了。“经济部要改组为〈你听，你听！〉国民经济组织部……”

妙极了！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了！祖国呵，请放心吧！经济部 更换名称了
 ！

但不掌握国家政权能够“组织国民经济”吗？这是执行委员会忘记考虑的问题。

……国民经济组织部下设 六个
 “处”……这是决议的第1条；第2条：建立“组织上的密切联系”；第3条：制定调节的“基本原则”；第4条：与各部部长建立“组织上的密切联系”（我可以发誓，这决不是有害的庄稼汉的寓言中的话，而是5月17日《消息报》第68号第3版第3栏第4条中的话……）；第5条：“政府设立委员会”；第6条：“应该在最近制定法律草案”；第7条：立刻着手按5个项目“制定出法律草案的基本原则”……

啊，圣人！立法者！路易·勃朗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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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背弃民主主义

（1917年5月18日〔31日〕）

编辑《消息报》的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总想让人家把他们着成社会主义者，其实他们却连民主主义者都不知道该怎样当。在5月17日的第68号上，他们宣传要“谨慎”对待“部分改选的口号”。他们开导工人说：“代表应该有一定的任期，例如两三个月，但决不是〈！！〉一个星期，决不是这次大会把他选上，下次大会就把他撤换。”

一家正式的机关报对改选表示不安，要大家“谨慎”，这不是有失体面吗……为什么要谨慎？因为群众 对这个机关报
 表示不信任！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自觉的民主主义要求只能从 党派
 的角度提出改选时应谨慎的问题（如果要提的话），难道不是这样吗？他们说：我们这个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联盟，认为我们的路线，联盟的路线，是如何如何正确，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如何如何不正确。但编辑们却为什么要背弃民主主义，不讲党派而求助于这样一个荒诞的论据，说什么选举中的错误是一种“例外现象”呢？难道他们不知道工人到处都在考虑和谈论斯柯别列夫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参加资本家内阁的“错误”，难道他们不知道这 决不是
 一种“例外现象”吗？

第三个问题：一个想提出改选问题的民主主义者，应当承认并且强调一条民主原则，即选民 在任何时候
 都有权撤回任何当选的代表（公职人员），难道不是这样吗？

《消息报》的编辑们如果重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就会记起这两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关于这种权利的论述，难道不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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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是怎样吓唬人民的？

（1917年5月19日〔6月1日〕）

《金融报》[56]在5月17日的社论中写道：


　　“大家迫切期望和等待的政治变革，采取了任何地方都没有过的那种社会革命的形式。自由国家中合法的和正常的‘阶级斗争’，在我们这里带有阶级战争的性质。财政破产日益逼近。工业的崩溃必不可免……为了实现政治革命，只要使尼古拉二世退位并逮捕他手下的十来个大臣就行。这在一天之内就能轻易地做到。可是要实现社会革命，就必须使几千万公民放弃他们的全部财产权，就必须把所有非社会主义者都逮捕起来。这是几十年也做不到的。”





　　不对，最可爱的同胞，完全不对！你们想说把工业 监督权
 交给工人就是“社会革命”，但你们在这里犯了三大错误：第一，2月27日的革命也是社会革命。任何一次政治变革，只要不是派系的更替，都是社会革命。问题只在于是 哪个阶级
 的社会革命。1917年2月27日的革命，把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农奴主-地主手中的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这是 资产阶级
 的社会革命。

《金融报》把“社会”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想用社会革命这个拙劣的不科学的术语来向人民 掩盖
 一个明显的事实：工人和农民不会仅仅因资产阶级夺得政权而感到满足。

资本家先生们对这个简单明白的事实避而不谈，那是自欺欺人。

第二，1914—1917年的帝国主义大战，也应当说是“任何地方都没有过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过”这样的经济破坏、这样的流血惨祸、这样的灾难和这样的 全部文化的破坏
 。不是谁失去耐性，也不是谁进行宣传，而是客观条件，是全部文化的这种空前破坏使得我们必须对生产和分配、对银行和工厂等等实行监督。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不这样做，几千万人的灭亡就是不可避免的。

但就是有了2月27日的“政治变革”所造成的自由，有了工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如果工农不占优势，少数人不服从多数人，这种监督也 不可能
 实现。不管你怎样愤慨，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

第三（这是最主要的），即使是社会主义革命，也决 不是
 “要使几千万公民放弃他们的全部财产权”。即使是社会主义（对银行和工厂实行监督还不是社会主义），也完全不需要这样做。

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的诽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剥夺“几千万人”即小农和中农的财产（＝“使他们放弃全部财产权”）。

没有这回事！

一切社会主义者一向都驳斥这种胡说。

社会主义者 只是
 要地主和资本家“放弃”财产权。为了坚决打击象煤矿主那种有意打乱和破坏生产、同人民作对的行为，只要迫使 几百个
 、最多一两千个百万富翁（银行巨头和工商业巨头）“放弃”财产权就行了。

这样就足以粉碎资本的反抗。甚至对这 一小撮富翁
 ，也 不需要
 剥夺他们的“ 全部
 ”财产权。许多消费品以及某种少量的收入可以仍归他们所有。

粉碎几百个百万富翁的反抗，——任务就是这样，也仅仅是这样。采取这种办法，而且只有采取这种办法， 才能
 避免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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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金融报》（《Финансов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金融、经济、工业和交易所的报纸（晚报），由维·维·普罗托波波夫创办，1915—1917年在彼得格勒出版。——[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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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的又一次罪行

（1917年5月19日〔6月1日〕）

不久以前，顿涅茨工人代表团在彼得格勒作报告，揭露了顿涅茨煤矿主先生们的罪行，这些先生 破坏
 生产，使生产停顿，使工人失业（为了维护他们取得暴利的“神圣”权利），使国家面临饥荒，使工业因缺煤而发生危机。

今天我们收到的一份电报，报道了俄国另一个角落的煤矿主所犯的同样可耻的罪行。下面就是这份拍给工兵代表苏维埃和三位部长的电报（括号内是我们对原文所作的订正）：


　　“士兵代表〈苏维埃〉和米歇尔逊的苏任斯克矿井职员联合会于4月29日开除了矿井行政当局9名职员，因为他们进行挑拨性罪恶活动，矿井有停工的危险。管理工作现〈由〉工程师委员会，技术会议负责处理，并受工兵代表苏维埃直接监督。托木斯克领导机构成立的委员会经调查后已批准我们的决定。米歇尔逊5月11日来电拒发工人工资。我们要求全部恢复。恢复已不可能。
［注：意思不清楚。这是不是说，停工以后就很难恢复甚至几乎不可能恢复呢？］

 矿井可能搞乱，工人可能遭难。立即设法寄来50万卢布，请决定矿井命运，加以没收。矿井为国防服务，日采量为135000普特，生产停顿将影响铁路运输和工厂〈开工〉。目前工作正常。3—4月份工资尚未完全发下。工兵代表苏维埃，职员联合会。”





　　资本家的“挑拨性的罪恶活动”——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职员联合会在这份电报中所说的这句话，是最正确不过的了。如果临时政府的全体成员，包括所谓社会党人部长在内，仍然只是用作出决议、成立委员会、同企业主磋商来同日益逼近的崩溃作“斗争”，如果他们仍然“在应当使用权力〈对付资本家）的时候大谈空话”[57]，那么他们就是这种罪恶活动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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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在应当使用权力的时候大谈空话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猫和厨子》。厨子看见猫儿瓦西卡在偷鸡吃，便唠唠叨叨地开导它，责骂它，而瓦西卡却边听边吃，全不理会，直到整只鸡被吃完。寓言最后说：“在应当使用权力的时候，就不要多说空话。”——[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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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又一次的谎言

（1917年5月19日〔6月1日〕）

《统一报》[58]（同资产阶级统一）今天断言，“列宁派认定库尔兰是德国的一个省份”。

这是谎话。这是同《俄罗斯意志报》和《言语报》一鼻孔出气，这是谎话。

《真理报》曾经向《言语报》和其他报纸挑战：请对兼并下一个既适用于德国的兼并又适用于英国和俄国的兼并的定义吧。

资产阶级报纸（《统一报》也包括在内）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于是翻来覆去地用谎话来搪塞。真是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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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统一报》（《Единство》）是俄国孟什维克护国派极右翼集团统一派的报纸，在彼得格勒出版。1914年5—6月出了4号。1917年3—11月为日刊。1917年12月—1918年1月用《我们的统一报》的名称出版。编辑部成员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柳·伊·阿克雪里罗得、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尼·瓦·瓦西里耶夫、列·格·捷依奇和尼·伊·约尔丹斯基。该报持极端沙文主义立场，主张和资产阶级合作，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用下流报刊的手法攻击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政权持敌对态度。——[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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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编辑部的信

（1917年5月19日〔6月1日〕）

有些报纸又一次报道失实，说我没有说明原因就不出席农民代表大会，逃避大会，云云。其实，我本来应当星期三在会上讲话并且已经准备出席，但当时得到通知说，星期三讨论组织问题，土地问题的讨论暂停；今天（星期四）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现在我再一次请求读者，除了《真理报》以外，不要相信其他报纸。






	　　尼·列宁
载于1917年5月19日（6月1日）《真理报》第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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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消灭了吗？

（1917年5月20日〔6月2日）

没有。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仍然存在。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国家政权问题，仍然处在不确定的、不稳定的、显然是过渡的状态中。

只要拿《言语报》那种部长的报纸同《消息报》、《人民事业报》和《工人报》[59]对照一下，只要翻阅一下那很少的、少得可怜的关于临时政府开会的情况的官方消息，看看临时政府怎样因没有力量采取任何明确的方针而“拖延”讨论最重要的问题，只要研究一下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5月16日关于同经济破坏和必将到来的灾难作斗争的办法这一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所通过的决议，你们就会相信，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大家都承认国家很快就要遭到灾难，但有人还在做官样文章。

在我们所处的这样的时刻，对灾难这样的问题作出的决议只谈增设什么委员会、什么部、什么处，这难道不是官样文章吗？对揭发顿涅茨煤矿主故意破坏生产这种骇人听闻的事件，同一个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除了表示善良的愿望以外，依旧空洞无物，这难道不是官样文章吗？确定价格，调整利润，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着手建立受国家调节的托拉斯，——这些工作通过谁来做？怎样做？“通过中央机关和顿涅茨—克里沃罗格煤田的地方机关来做。这些机关应该具有民主的性质，应该在工人、企业主、政府和民主革命组织的代表参加下组成”！

事情不弄到悲惨的结局才怪哩。

因为大家很清楚，这样的“民主”机关已经有了，现在仍然存在，不但地方上有，彼得格勒也有（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但是它们什么事也干不成。顿涅茨工人和企业主的会议从3月（3月！）底就召开了。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半月多。结果是顿涅茨工人不得不承认企业主故意破坏生产！

现在有人又用诺言、委员会、工人和企业主的代表会议（人数是否相等呢？）来款待人民，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没有个完的故事！

祸根就在于两个政权并存。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犯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不懂得阶级斗争，想用空话、诺言、官样文章以及有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下的政府……代表“参加”的委员会来代替、掩盖或调和阶级斗争！

资本家在战时无耻地大发横财。他们在政府中拥有多数。他们想掌握全部政权，从阶级地位来说，他们不能不力求取得全部政权，并且把它保住。

工人群众占居民的绝大多数，他们掌握着苏维埃，感觉到自己作为多数的力量，看到处处都在作出生活“民主化”的诺言，知道民主就是多数对少数的统治（ 而不是相反
 ，象资本家所希望的那样），他们并不是在战争开始以后，而是在革命以后才力求改善自己的生活（也不是到处都如此），他们不能不渴望人民获得全部政权，即人民大多数获得全部政权，不能不力求根据工人大多数反对资本家少数的原则，而不是根据多数同少数“达成协议”的原则来决定问题。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仍然存在。资本家政府虽然有少数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作为附属品，但它仍然是资本家政府。苏维埃仍然是多数人的组织。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领袖们无所适从地摇来摆去，想脚踏两只船。

但危机在发展。事态已经发展到煤矿主-资本家进行极端无耻的 罪恶活动
 —— 破坏和停止
 生产。失业现象日益严重。人们都在谈论同盟歇业。同盟歇业实质上 已经开始
 ，其表现形式就是资本家破坏生产（要知道，煤是 工业的粮食
 ！！），就是失业现象日益严重。

造成这次危机、造成日益逼近的灾难的全部责任，应该由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领袖们来承担。因为目前他们是苏维埃的领袖，即大多数人的领袖。少数（资本家）不愿意服从多数，也是必然的。谁没有忘记科学和世界各国的经验教导我们的一切，谁没有忘记阶级斗争，谁就不会在这个迫切的根本的问题上轻信地等待同资本家“达成协议”。

如果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领袖们不采取“妥协”政策，那么居民大多数，也就是说苏维埃，即工人和农民，就完全有可能挽救目前的局面，阻止资本家破坏和停止生产，并立即把生产真正置于 自己的
 监督之下。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领袖们对这次危机和灾难应负全部责任。

除了工农大多数决定问题来对付资本家少数以外， 没有
 别的出路。任何拖延都无济于事，只能使病情加重。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领袖们的“妥协”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的表现，小资产阶级不敢相信工人，害怕同资本家破裂。这种动摇是必然的，同样，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为克服动摇，为向人民说明必须反对资本家，争取恢复、组织和提高生产而进行斗争，那也是必然的。

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要么是后退，让资本家掌握全部政权，要么是前进，实现真正的民主，让多数人决定问题。目前这种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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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擅自夺取”土地（“社会革命党人”的糟糕论据）

（1917年5月20日〔6月2日〕）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60]5月19日第10号上登载了谢·马斯洛夫的一篇报告，谈到“夺取土地”的问题。谢·马斯洛夫说：“有些地区的农民想擅自夺取邻近的地主土地以实现其对土地的权利。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这样做是否适当？”

谢·马斯洛夫认为这样做是不适当的，并提出了四个论据。我们就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些论据。

第一个论据：俄国各州各省土地分布不均匀。谢·马斯洛夫在举出这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时说道：


　　“不难想象，如果各个省或者各个州都只想取得本地的土地，并把它们攫为己有，那么土地问题就很难得到正确解决。不难预料，如果各个农村都夺取邻近地主的土地，有的农民就会得不到土地。”



　　这种论断显然极端不符合事实。如果有人要农民夺取土地，而且是无组织地夺取土地， 归自己所有
 ，这种论断倒是切中要害的。夺来分掉，就万事大吉。那样的话，确实是无政府主义的高峰，荒谬的顶点。

有哪一个人、哪一个政党提出过这种荒谬的建议，我们不知道。如果谢·马斯洛夫是针对这一点，那他是在同风车搏斗。这是很可笑的。

我们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在一篇措辞明确的决议中提出，土地应该归全体人民 所有
 。这就是说， 我们反对任何
 把土地攫为己有的行为。

但问题不在这里。谢·马斯洛夫提到了主要的和根本的一点，即夺取 地主的
 土地，这就暴露了他自己。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谢·马斯洛夫旁敲侧击，想要说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地主的土地应该 立刻
 没收，也就是说，土地私有制应该 立刻
 废除，而且是 无偿地
 废除。

怎样 占用
 这些土地呢？应该由谁立刻占用和耕种这些土地呢？应该由当地农民有组织地即根据多数人的决定来占用和耕种这些土地。这就是我们党的建议。 立刻
 让当地农民占用地主的土地，而土地 所有权
 仍属于人民。 最后
 占用权将由立宪会议（或全俄苏维埃会议，如果人民使它成为立宪会议的话）来确定。

这与各州土地分布不均匀有什么关系呢？显然毫无关系。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按照 任何
 计划去做（按照地主的计划也好，按照谢·马斯洛夫的计划也好，按照我们的计划也好），这种不均匀总还是存在的。

谢·马斯洛夫只是转移农民的注意力。他用一些与事情毫不相干的废话来掩盖问题的实质。

地主的土地问题是事情的实质。地主想保留他们的土地。我们想 立刻
 把他们的土地 无偿地、毫无代价地
 交给农民。谢·马斯洛夫想用“调解室”来拖延问题的解决。

这是有害的。拖延是有害的。地主应该立刻服从农民大多数的意志。不应该在多数人（农民）同少数人（地主）之间“调解”。这种调解是对地主的优待，这是不合法的，不公正的，不民主的。

谢·马斯洛夫的第二个论据是：


　　“农民要夺取土地，想把他们能够耕种的那部分土地归他们所有。这只有那些有足够人手和马匹的农户才能办到。无马的农户，大部分劳动力已经入伍的农户，就不能用夺取的方法取得土地。所以很明显，这种方法只对力量较强的、甚至是土地较多的农户有利，而对更需要土地的农户是没有好处的。”



　　这个论据又显然是极端错误的。谢·马斯洛夫又使农民的注意力离开事情的实质，离开地主土地的问题。因为，如果农民不是“用夺取的办法”（即象我们所建议的那样无偿地）取得地主的土地， 而是租种即有偿地
 取得地主的土地（象地主和谢·马斯洛夫所建议的那样），事情难道会改变吗？难道租种地主的土地就不需要马匹和人手吗？难道劳动力已经入伍的农户能和人手多的农户租种一样多的土地吗？谢·马斯洛夫同我党（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部分歧，就在于他主张通过“调解”达成协议有偿地取得地主的土地，而我们则主张立即无偿地取得。

这与农民 中间
 的富裕农民的问题毫不相干。况且无偿地取得土地 对贫苦农民
 有利。有偿地取得土地则对富裕农民更有利。

要使贫苦农民不受富裕农民的欺侮，可以而且必须采取哪些措施呢？

（1）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问题（贫苦农民比富裕农民多）。这是我们所建议的。

（2）贫苦农民应该有单独的组织，以便 专门
 讨论自身的 特殊
 利益。这是我们所建议的。

（3）在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领导下，用公有的耕畜和公有的农具共同耕种地主的土地。这是我们所建议的。

“社会革命”党恰巧不赞成后面两种最重要的措施。这实在太遗憾了。

第三个论据是：


　　“开头，在革命初期，在军队的士兵中间流行一种谣言，说家乡正在分地。很多士兵怕分不到地，想跑回家去，这使开小差的现象增多了。”



　　这个论据是针对立刻把土地 分给
 大家 作私产
 这一点来说的。谁也没有提出过这种建议。谢·马斯洛夫又是无的放矢。第四个论据是：


　　“最后，夺取土地只会造成播种面积缩小的危险。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以后，耕种得很差，种子很少，或者是让自己的土地荒芜起来，这样的事例是众所周知的。现在，当我们的国家这样需要粮食的时候，这种状况是决不能容许的。”



　　这个论据实在荒谬，看了只能令人发笑！好象农民有偿地取得地主的土地就会把土地耕种得更好些！！亲爱的谢·马斯洛夫公民，请不要再用这样的论据来使自己丢脸吧！

如果农民耕种得很差，那就应该帮助农民，而且 应该帮助的正是那些贫苦农民
 ，方法是建立共同耕作的大农场。别的帮助贫苦农民的方法是 没有
 的。遗憾的是，谢·马斯洛夫恰巧 没有
 提出这种方法……

为了公正起见，还应该补充说，谢·马斯洛夫自己显然也感到了他的论据的无力，因为他紧接着就说：


　　“现在，说完了这些话以后，我感觉到你们有人会反驳说：我们饱受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折磨，怎么还要我们维持原状。我是不准备向你们提什么建议了。”



　　正是这样！根据谢·马斯洛夫的话，只能说他想维持原状（虽然他是 不
 想这样做的）。可见他的论据是非常糟糕的。问题应该由农民自己来解决。建议应该由 政党
 来提出。上面我所谈到的，就是我党的建议，这在我党的决议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18—420页。——编者注］

 中已有详细而确切的说明，请看《士兵真理报》第13号附刊，每份5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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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是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日报），1917年5月9日（22日）—1918年1月在彼得格勒出版，编辑为瑙·雅·贝霍夫斯基。该报代表社会革命党右翼的观点，敌视十月革命。因进行反革命宣传被苏维埃政权查封。——[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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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61]




（19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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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

（5月17日〔30日〕以前）

1．地主的和私人的所有土地，以及皇族和教会等等的土地，都应该立即无偿地交给人民。

2．农民应该通过农民代表苏维埃立即有组织地夺取当地的全部土地，从经济上加以支配，这丝毫不妨碍立宪会议或全俄苏维埃会议（如果人民把中央政权交给这种苏维埃会议的话）将来对土地制度作最后的决定。

3．土地私有制应该根本废除，即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只应属于全体人民。土地应该由地方民主机关来支配。

4．农民应该拒绝资本家、地主和他们的临时政府的意见，不同当地的地主达成立即支配土地的“协议”；全部土地如何支配的问题应该由当地多数农民的组织决议来确定，而不能由多数人（即农民）同少数人、而且是同极少数人（即地主）达成协议来确定。

5．不仅地主现在和将来会千方百计地反对把全部地主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而且资本家也会这样做，后者拥有巨大势力，因为他们有钱，还能够通过报纸，通过许多习惯于资本统治的官吏、职员等等来影响目前还无知的群众。因此，不消除农民群众对资本家的信任，不建立起农民同城市工人的紧密联盟，不把全部国家政权完全交给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地主的全部土地就不能彻底地、牢靠地无偿交给农民。只有国家政权由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掌握，对国家的管理不是通过警察、官吏和脱离人民的常备军，而是通过全民的、工农都参加的武装民兵，只有那样，才能保证实现全体农民所要求的上述的土地改革。

6．农业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即没有足够的土地、耕畜和农具而靠部分雇佣劳动来取得生活资料的农民，应该尽一切力量单独成立苏维埃，或者在全体农民苏维埃中成立单独的小组，以便与那些必然想同资本家和地主勾结的富裕农民进行斗争，捍卫本身的利益。

7．由于战争的缘故，俄国同一切交战国及许多中立国（非交战国）一样，因缺乏劳动力和煤铁等而受到经济破坏、灾难和饥饿的威胁。只有由工农代表监督和指导产品的全部生产和分配，才能拯救国家。因此，必须立即作好准备，使农民代表苏维埃同工人代表苏维埃达成协议，以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换取农具、鞋子、衣服和其他物品，不要通过资本家，不要让资本家管理工厂。为了同一目的，应该鼓励把地主的耕畜和农具交给农民委员会共同使用。同样，还应该鼓励根据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议，在农艺师指导下把各个大的地主田庄改建成用优良农具共同耕作的示范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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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

（5月22日〔6月4日〕）

同志们，我有幸以农民苏维埃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名义提请你们考虑的决议案，已经印发给代表们了。如果有人没有得到，我们设法明天再印一些，发给所有想要的人。

在这个简短的报告中，我当然只能谈谈农民和工人阶级最感兴趣的一些主要的、基本的问题。谁想进一步研究的话，我建议他去看看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这个决议登在《士兵真理报》第13号附刊上，我们的《真理报》已经对它作过多次解释。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18—420页。——编者注］

 现在，我只对我起草的决议和我党土地问题纲领中最重要最容易引起争论或误解的几点加以说明。其中最容易引起争论或误解的一点，就是最高土地委员会 
[62]

 在昨天或前天会议上谈到的问题，这个问题你们大概都已经听说了，或者在昨天或前天的报纸上看到了。我党的一个代表，我在中央委员会里的一个同事斯米尔加同志，出席了这次最高土地委员会会议。会上，他建议最高土地委员会支持农民立即有组织地夺取地主土地。斯米尔加同志提出这一建议，但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喊声：“这里也是这样。”）现在有人对我说，这里也会有许多同志反对这个建议。这样，我就更应该说明一下我们纲领中的这一点，因为在我看来，所有反对我们纲领的意见大部分是由于对我们的观点发生误解或者解释得不正确而引起的。

我们党的一切决议，我们机关报的一切文章，我们的《真理报》说了些什么呢？我们说，全部土地应当归全体人民所有。我们是经过研究，特别是研究了1905年的农民运动，研究了农民代表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 
[63]

 中的发言（在这两届杜马中，来自俄国各地的许多农民代表，都比较自由地——当然只是 比较
 自由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才得出这个结论的。

全部土地应该归全体人民所有。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主张立即把地主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当地农民，但决不赞成把这些土地夺过来变成私有财产，决不赞成把这些土地分掉。我们认为，必须根据当地多数农民代表的决定，由当地农民把土地拿去种上一茬。我们决不是主张，农民现在拿到土地种上一茬，土地就归这些农民所有。我经常听到并在资本家报纸上经常看到的这类反对我们的建议的意见，都是由于根本曲解了我们的观点而产生的。既然我们说（我重复一遍，我们在我们的一切决议中都是这样说的）土地应该归全体人民所有，应该无偿地交给全体人民，那就很明显，这些土地的最后分配，土地制度的最后确定，只应当是中央政权的事情，就是说，是立宪会议或全俄苏维埃会议（如果工农群众建立了苏维埃会议这样的政权的话）的事情。关于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意见分歧的。

进一步就有分歧了，有人反驳我们说：“如果这样，那么立即把地主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的一切行为都是越轨行动了。”这就是农业部长盛加略夫在他的一份众所周知的电报中最确切、最有权威、最有分量地表达的观点，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对农民、对土地耕作者、对保证国家的粮食供应来说都是没有好处的，并且是不公正的。为了说明我们主要反对什么，不妨把这份电报念一念：


　　“不遵照国家法律擅自解决土地问题是不能容许的。越轨行动会造成国家的不幸……按照法律解决土地问题，是立宪会议的事情。目前，各地土地耕作者和土地占有者在乡粮食委员会下面设立土地问题调解室。”



　　这就是政府关于土地问题的声明中的主要段落。如果你们看看最高土地委员会昨天或前天关于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决议 
[64]

 和国家杜马代表会议 
[65]

 最近几天通过的决议，你们就会知道，这两个决议都持有这种观点。两个决议都责备有的农民想立即把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并由地方农民委员会予以分配，说这是一种越轨行动，认为只有农民同土地占有者，即土地耕作者同土地占有者达成自愿协议，才符合整个国家的需要和利益。这一点，正是我们所否认的，也是我们所反对的。现在我们来把那些反对我们的建议的意见分析一下。这些反对意见通常是这样的：俄国土地分布极不均匀，在村、乡之类的小单位之间是这样，在省、州之类的大单位之间也是这样。有人说，如果各地居民只根据自己多数人的决定，不考虑地主的意愿就把土地拿过来，而且是无偿地拿过来，那么，不均匀现象还会存在，甚至有固定下来的危险。我们回答说，这种论据是由于误会而产生的。在立宪会议或中央政权没有最后确定新制度以前，土地分布不均匀现象是会继续存在的。这个问题农民要按自己的愿望解决，地主也要按自己的愿望解决，我们希望立即把土地交给农民，地主希望在佃农和地主保有各自权利的条件下把土地高价出租，不管按谁的愿望办理，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总之，在没有规定新制度以前，土地分布不均匀现象是会继续存在的。这种反对我们的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和不公正的。我们说，必须尽量迅速地建立中央政权，这个政权不仅要依靠大多数农民的意志和决定，而且要直接体现大多数农民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争论的。我们看到资本家的报纸反对布尔什维克，攻击布尔什维克，说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要坚决地予以驳斥，我们认为这种攻击是在散布恶意的谎言和诽谤。

否认国家政权必要性的人被称作无政府主义者，而我们说，国家政权不仅对目前俄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对任何一个即使要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一个十分坚强的政权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只是希望这个政权完完全全掌握在大多数工兵农代表手里。这就是我们与其他政党不同的地方。我们决不否认坚强的国家政权的必要性，我们只是说，应当根据地方农民委员会多数人通过的决定，在保证财物不受任何损害的条件下，把地主的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这一点，在我们的决议中已经作了非常明确的说明。我们坚决驳斥反对我们的观点、说我们怂恿越轨行动的意见。

在我们看来，恰恰相反，地主为一己私利抓住土地不放或者收地租，这才是越轨行动。如果多数农民说，几十年几百年来农民一直受这些地主的压迫，地主的土地不应当再留在地主手里，那么，这并不是越轨行动，这是 恢复权利
 ，而且刻不容缓地需要恢复这种权利。即使现在就把土地交给农民，也不能消除各个地区之间土地分布不均匀的现象，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任何人都无法消除这种现象。盛加略夫现在还在反对我们，并在正式文件中骂那些赞同我们观点的人有“越轨行动”。但如果问他一下，他究竟要用什么办法来消除这种不均匀现象，那他是回答不出来的。他并没有拿出什么办法来，而且也不可能拿出什么办法来。

他主张“农民同地主达成自愿协议”。这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引用一下有关俄国欧洲部分土地占有情况的两个基本数字。这些数字表明，俄国农村的一端是最富有的地主，其中包括最有钱最凶恶的地主罗曼诺夫家族，另一端则是贫苦农民。我引用这两个数字，是让你们看看盛加略夫的说教，所有地主和资本家的说教，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两个数字是这样的：俄国的整个欧洲部分的最富有的地主不到3万人，拥有近7000万俄亩土地。这就是说，平均每人拥有2000多俄亩。俄国富有地主的上层，不分等级（大多数是贵族，但也有其他土地占有者），一共只有3万人，却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根据1905年的同一次调查（这次调查所提供的最后材料是按全俄国统一的标准收集起来的，这些材料，正如在沙皇统治下由沙皇的官吏所收集的一切统计材料一样，实在不大可信，但它终究提供了最接近真相、最能用来作比较的数字），我们看到，贫苦农民有1000万户，拥有7000—7500万俄亩土地。这就是说，一方面是每人拥有2000多俄亩，另一方面是每户只有7．5俄亩！但是有人还要说，如果农民拒绝自愿协议，那就是越轨行动。这个“自愿协议”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地主也许会为了收取高额租金而让出土地，但不会无偿地交给任何人。这是否公平呢？不，这是不公平的。这是否对农民有利呢？不，这是不利的。究竟最后怎样确定土地所有制，这是将来中央政权的事情，但在目前，必须有组织地夺取地主的土地，将其立即无偿地交给农民。切尔诺夫部长在最高土地委员会反驳我的同事斯米尔加时说，“有组织的夺取”这两个词是互相排斥的：既然是夺取，那就是无组织的，如果是有组织的，那就不是夺取。我认为这种批评是不正确的。我认为，各个村或乡、各个县、省的农民是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作决定的。在某些省份（如果不是在一切省份），农民代表大会已经建立了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的地方政权，建立了代表居民即大多数土地耕作者的意志的政权。既然农民在地方上已经建立了这样的政权，那么它的决定也就是农民将要承认的那个政权的决定。这个政权不会不受到各地农民的充分尊重，因为毫无疑问，这个经过自由选举而建立起来的政权会规定地主的土地必须立即交给农民。让农民知道，他取得的是地主的土地，如果他要付钱，就把钱交到县农民储金会。让他知道，这些钱将用在改善农业和修桥筑路等等事情上。让他知道，他拿到手的将不是他自己的土地， 但也不是地主的土地
 ，而是全体人民的土地，这些土地将由立宪会议作最后的处理。因此，从革命一开始起，从第一个土地委员会成立时起，就不应当有地主对土地的任何权利，也不应当向得到这些土地的人索取任何款项。

我们和我们的反对者之间的基本矛盾在于对制度和法律的理解。人们一直认为制度和法律是给地主和官吏提供方便的东西，而我们则认定制度和法律是给大多数农民提供方便的东西。只要全俄苏维埃会议没有建立，只要立宪会议没有召开，一切地方政权（县委员会，省委员会）就是最高的制度和法律！我们认为，一个地主，根据历来的旧权利，要求同300个农户（其中每户平均只有7．5俄亩土地）达成“自愿”协议，那才是越轨行动！我们说：“让多数人决定问题吧：我们要农民连一个月、一个星期、一天也不耽误地立刻得到地主的土地！”

有人反驳我们说：“如果农民现在就夺取土地，也许土地会被那些拥有牲口、农具等等的比较富裕的农民夺去；因此，从贫苦农民的观点来看，这不是危险的事情吗？”同志们，对于这种论据我应当谈一谈，因为我们党在我们的所有决定、纲领和告人民书中都曾声明：“我们是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党；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利益；通过他们，而且只有通过他们，通过这些阶级，人类才能摆脱资本家的这场战争带来的惨祸。”

因此，对于说我们的决定不符合贫苦农民的利益的那种反对意见，我们要很仔细地加以研究，同时要请大家特别予以注意，因为这种反对意见涉及问题的实质和本源。要知道，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在当前的革命中，在当前改造俄国的事业中，用什么办法才能捍卫城乡雇佣工人的利益和贫苦农民的利益，用什么办法才能捍卫以及应当怎样捍卫他们的利益而反对地主或富裕农民（即资本家）的利益。这自然就是问题的关键和全部实质所在！现在有人反驳我们说，如果要农民立即夺取土地，那么拥有农具和牲口的人就会首先夺得土地，而穷人仍将一无所有。但是我要问，难道同地主达成自愿协议情况就会好些吗？

你们很清楚，地主并不乐意把土地租给那些身无半文的农民，而是相反，只要能够取得高额地租，他们就愿意达成“自愿”协议。地主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土地白给过人；在我们俄国似乎谁也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

同地主达成自愿协议，那就是大大提高、加强和巩固富裕农民所享有的优越的特权地位和利益，因为富裕农民确实有能力付款给地主，而且在每个地主的心目中，富裕农民是有支付能力的人。地主知道，富裕农民有能力支付，可以从他们那里收取租金，因此，在同地主签订这种“自愿”协议时，富裕农民就比贫苦农民占便宜。反之，只有用我提出的那个办法才能立即帮助贫苦农民，这个办法就是：必须立即把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

地主所有制始终是一种极不公道的现象。农民如果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无偿地占用这些土地，这不是什么越轨行动，而是恢复权利。这就是我们的观点，所以我们认为，说贫苦农民会因此吃亏，那是极不正确的。一个地主有2000俄亩土地，而300个农户平均每户只有7．5俄亩土地，这就叫“自愿”协议，也只有盛加略夫才能把它叫作“自愿”协议。把这种协议叫作自愿协议，就是嘲笑农民。对农民来说，这不是自愿协议，而是强迫协议。只要农民苏维埃（乡的、省的、县的和全俄国的）还没有宣布地主所有制是极不公道的现象，废除它是刻不容缓的事情，那么这种协议就仍然是强迫的。

土地所有制应该是全民的，而这种所有制应当由全国性的政权来规定。但在这个政权还没有建立以前，我再说一遍，地方政权必须按照有组织的大多数人的意见，把地主的土地夺过来。报纸叫喊什么俄国一片混乱，那是不对的！不对，目前农村中的秩序比过去好，因为问题是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的；对地主几乎没有使用暴力；对地主处理不当或使用暴力的事件是极个别的；这类事件微不足道，就整个俄国来说，其次数并不比过去发生的多。

现在我来谈谈我所听到的另一个论据，我曾经在我们的《真理报》上把这个论据同立即把土地交给农民的问题联系起来分析。 
［注：见本卷第131—135页。——编者注］



这个论据就是：如果要农民立即无偿地取得地主的土地，就会引起前线士兵的不满、波动和忧虑，甚至可能引起愤怒。他们可能会说：“如果农民现在就夺取土地，我们却还得留在前线，那我们就得不到土地了。”也许全体士兵都会离开前线，造成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这种反对意见丝毫没有涉及主要问题，因为不管是按照同地主达成的协议有偿地取得土地，还是按照大多数农民的决定取得土地，只要战争还在进行，反正士兵是要留在前线的。既然要留在前线，当然就不能回到农村了。前线士兵为什么不担心地主在自愿协议的幌子下把不利条件强加于人，反而担心农民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不利于地主的决定呢？真是无法理解！为什么前线士兵应当信任地主，应当相信同地主达成的“自愿”协议呢？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党这样说，我可以理解，但我不相信俄国前线士兵会这样看问题。如果同地主达成了“自愿”协议，士兵不会把这叫作秩序，不会相信这个，倒会把这看作是地主造成的原有混乱状态的继续。

谁向士兵提出下列主张，谁就会得到他们的更大的信任：土地交给人民，由当地农民租用，租金不是交给地主，而是交给自己的委员会来为大家谋福利，也是为前线士兵谋福利，但不是交给地主。如果这要由多数人决定，那么前线士兵就会知道，根本不会同地主达成任何“自愿”协议，地主也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谁都不想欺负他们。土地属于全体人民所有，这就是说，它也属于地主所有，但不是凭借贵族的特权，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享有这种权利。从沙皇政权（沙皇是最大的地主，群众的压迫者）被推翻的那一天起，地主就不该有任何特权了。随着自由的实现，地主的权力就应该认为是一去不复返了。从这个观点来看，前线士兵一点没有吃亏，相反地，他们对国家政权会更加信任，对自己的家会更加放心，相信他们的家眷不会受人欺负或无人照管了。

最后，还有一个反对我们的建议的论据。这个论据就是：如果农民立即夺取地主的土地，那么，如此仓促的缺乏准备的夺取可能会使土地耕作得更差，庄稼长得更坏。应该指出，大多数人的政权，全国性的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农民还没有足够的自信心，对地主和资本家还没有失去信任；我认为，我们正一天天地接近这样的时刻，那时农民愈来愈不信任旧的国家政权，并认识到俄国政府不应当由别的什么人组成，而应当由选举出来的农民、士兵和工人等等的代表组成；我认为，我们一天天地在接近这个时刻，这不是因为某些政党在劝告人们这样做，如果党的劝告同人民自身的生活经验所教给他们的东西不相一致的话，千百万人是决不会听从这种劝告的。我们正在迅速地接近这样的时刻，那时除了选举出来的工农代表所掌握的政权以外，俄国不会有其他任何政权。有人对我说，立即夺取土地会使耕作很差，庄稼种得不好，我要说，我国的农民由于受压抑，由于长期受地主压迫，地确实种得很差。当然，目前俄国，如同一切交战国一样，正面临着可怕的危机，要拯救俄国，就非改进耕作并大大节省人力不可。但是，同地主达成“自愿”协议，难道就能在目前第一次播种中使情况有所改变吗？怎么会呢？难道地主能更好地照管耕作吗？难道农民知道他们种的不是地主的土地而是全民的土地，不是把钱交给地主而是交给自己的农民储金会，反倒会把地种得更坏吗？这是多么荒谬的言论，我听到这种论据实在感到吃惊。这根本不能令人相信，这完全是地主的诡计。

地主已经懂得，再也不能靠棍棒来统治了。这一点他们很清楚。现在他们采取了另一种统治方法，这种方法对俄国来说还是新东西，但是在西欧，在西欧各国早就有了。再也不能靠棍棒进行统治了，这已为我国两次革命所证明，更为西欧各国几十次革命所证明。这些革命教导了地主和资本家，教导他们应当用欺骗和阿谀来统治人民，应当适应环境，在衣服上戴上红徽章，尽管是个盘剥者，也要说：“我们是革命民主派，请稍等一等吧，一切我们都会为你们安排好的。”说农民不种地主的土地而种全民的土地就会种得差些，这实在是对农民的嘲笑，是想靠欺骗来保持对农民的统治。

我再说一遍，地主所有制根本不应该存在。占用还不是占有。占用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它年年在变化。租得一小块土地的农民不能说土地是他的。土地不是他的，也不是地主的，而是人民的。我再说一遍，今年的庄稼、今年的春耕不会因此而变糟。那样假设非常荒唐，令人难以置信，所以我只想告诉你们一点：必须谨防地主，不要信任他们，不要为花言巧语所欺骗。要记住，大多数农民经过慎重考虑作出的决定，就是合法的和整个国家的决定。这方面可以信赖农民。例如，我这里有一份奔萨农民的决议，这个决议从第一点到最后一点都是极端慎重的，农民并不是要立即在全俄国实行改革，但他们不愿意再受那种无法忍受的奴役。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对的。最大的奴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地主的奴役，即土地占有者和压迫者的奴役。因此，要消除这种奴役，连一星期、一小时也不能拖延。但是任何夺取必须是有组织的夺取，不是把土地变成私有财产，不是分地，而仅仅是为了共同使用全民的土地。

关于夺取土地的问题，我想谈到这里为止，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地主和资本家反对我们的建议，是想进行欺骗；那些不是地主和资本家而是愿意捍卫劳动者利益的人反对我们的建议，则是由于误解，由于过分相信资本家和地主对我们的诬蔑。如果把我们的论据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立即废除地主所有制的正当要求，以及土地归人民所有的做法，在中央政权建立以前，还不能实现；但是我们坚决主张立即由当地农民占用土地，使秩序丝毫不受破坏。我们已经把这个主张列入我们的决议，也许这个主张是多余的，因为农民本来就会这样做。

现在我来谈需要特别注意的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土地归全民所有以后，在私有制废除以后，怎样处理土地最好，怎样处理才符合劳动群众的利益。在俄国，这已是近在眼前的事了。事实上，地主的权势即使没有消灭，也已经削弱了。当土地为全体农民占用、地主不再存在的时候，那该做些什么呢，该怎样分配土地呢？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一个总的根本的观点，因为不言而喻，地方上如何支配土地，始终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在民主国家里只能这样，这很明显，用不着多谈。但是如果有人问到怎样才能使劳动者得到土地，那我们的回答是：我们要保卫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利益。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认为这是自己的任务。我们要问一问自己，说把土地交给人民，是不是等于说把土地交给劳动者呢？我们的回答是：不，这不相同！说把土地交给人民，那就是说废除地主所有制，那就是说全部土地属于全体人民，那就是说每个人得到的土地是从全体人民那里租来的。如果这种制度建立起来，那就意味着土地占有上的任何差别都将消失，一切土地都属于同一的所有者，正象农民常说的那样：“土地上原有的一切壁障都会倒塌，土地不会再有界线，那时就会出现自由土地和自由劳动。”

这是不是说土地交给全体劳动者了呢？不，不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劳动——这是说，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完全消灭，除了国家的土地占有制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土地占有制；每个人都从国家那里租得土地；全国的政权，全体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建立起来了；农民作为租地者从这个政权那里租得土地；国家和农民之间没有任何中间人；任何人都根据平等的原则租得土地。这就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劳动。

这是不是说土地交给全体劳动者了呢？不，不是。土地是不能吃的；要经营土地，就必须有农具、牲畜、设备、资金；没有资金，没有农具，就无法经营。因此，当你们建立起这种在自由土地上进行自由劳动的制度的时候，就不会再有什么地主占有制，不会再有什么土地占有上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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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只有全民所有制和全国土的自由租地者。当你们建立起这种制度的时候，这并不是把土地交给全体劳动者，这只是说，每个经营者可以自由支配土地；谁想使用土地，谁就可以自由取得国家的土地。同沙皇的、地主的俄国比较起来，这将是一大进步。所以说是一大进步，是因为沙皇的、地主的俄国，是把7000万俄亩土地交给3万个马尔科夫、罗曼诺夫之类的地主的俄国；而现在，俄国将是一个在自由土地上自由劳动的俄国。目前在许多地方已经这样做了。同沙皇的、地主的俄国比较起来，俄国现在已经前进了一步，但是，这并不等于把土地交给劳动者，这只是把土地交给经营者，因为光是使土地归国家所有、让愿意耕种的人都得到土地是不够的，光有耕种的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会种地，但只会种地也是不够的。任何一个雇农和日工都会种地，但是他缺乏牲畜、农具和本钱，因此，不管你怎么决定，不管你怎么说，我们还是不能确立起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劳动。即使我们在每一个乡公所都贴上文告，大谈自由土地，情况也不会因此而变得对劳动者有利，这正象西欧各共和国的监狱写上“自由、平等、博爱”而监狱仍然是监狱一样。如果象美国那样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标语写在工厂里，工厂也不会因此而不再是工人的苦役营和资本家的天堂。

这就是说，现在应该想得远些，应该设法争取到的不仅仅是自由劳动。自由劳动是一个进步，但这还不是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步骤；这是使劳动者摆脱地主的掠夺，摆脱地主的剥削，摆脱马尔科夫之流，摆脱警察等等的步骤，但这并不是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步骤，因为没有牲畜，没有农具，没有本钱，贫穷的农民就无法支配土地。正因为这样，我对所谓两种尺度或两种份额（劳动土地份额和粮食土地份额）的问题抱着很大的怀疑。我知道，民粹主义党派一直在谈论和解释这两种份额。我知道，这些党派一直认为必须规定两种份额或两种尺度：一种是劳动土地份额，即一家所能耕种的土地面积；一种是粮食土地份额，即一家不致挨饿所需的土地面积。我说，我对这两种份额或尺度问题抱着很大的怀疑，我认为这是官吏的计划，这个计划不能带来好处，即使你们在这里确定下来也无法实现。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这个计划不能使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状况得到任何明显的改善。只要资本主义的统治存在，即使你接受这个计划，它也始终是一纸空文。这个计划不能帮助我们找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

当人们说到这两种尺度、这两种份额的时候，在他们的想象中，好象世界上除了土地和公民，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如果真是这样，这个计划倒是个好计划。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还存在着资本的权力、货币的权力，没有钱，即使有最自由的土地，即使有什么“尺度”，也不能经营，因为只要货币存在，雇佣劳动也就依然存在。这就是说，现在富裕农民——在俄国不下100万户——压迫和剥削雇佣工人，将来在“自由”土地上也是要压迫他们的。这些富裕农民经常（不是例外地，而是照例地）雇用年工、季节工、日工，就是说，经常剥削贫苦农民，无产者。同时，千百万农民没有耕马，他们不出卖劳动力，不去打零工等等，就无法生活。只要货币的权力还存在，只要资本的权力还存在，不管你们规定什么“份额”，反正行不通，因为这些份额没有估计到农具、牲畜和货币的分配不平均这样一个主要因素，没有估计到存在着遭受剥削的雇佣劳动。这是俄国当前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决不能置之不顾；即使我们规定出什么“尺度”，那种“尺度”也会被生活抛弃，成为一纸空文。因此，为了在俄国这次最伟大的改造中——现在你们正在进行这次改造，你们一定会把这次改造进行到底，废除土地私有制，向美好的社会主义未来迈进一步；这次改造才刚刚开始，但一定会深入下去，而且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必将在俄国实现，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它了——捍卫贫苦农民的利益，为了在这次伟大的改造中捍卫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利益，决不能规定什么份额或尺度，而应当寻找其他的办法。

我荣幸地代表党说，我和我们党的同志们只知道有两个办法能够捍卫农业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利益，现在我们就把这两个办法介绍给农民苏维埃。

第一个办法，就是把农业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我们希望并且建议，在每一个农民委员会里，在每一个乡、县和省里，单独成立农业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团体或组织。农业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应当问一问自己：如果土地明天就成为全民的财产（它一定会成为全民的财产，因为这是人民所希望的），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些没有牲畜和农具的人，从哪里去得到这些东西呢？我们怎么经营呢？我们应当怎样捍卫自己的利益呢？我们怎样使土地（它们将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全民财产）不致仅仅落到经营者手里呢？如果土地落到了拥有足够牲畜和农具的人手里，我们还能得到很多好处吗？我们实行这个伟大的变革难道就是为了这一点？难道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土地将属于“人民”，但这并不足以保护农业雇佣工人的利益。主要的办法，不在于从上面或者由农民委员会来规定一个人占用土地的“尺度”。只要资本还在进行统治，这种办法就无济于事，也决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统治。要摆脱资本主义的桎梏，要使全体人民的土地转到 劳动者
 手中，只有一个基本办法，那就是把农业雇佣工人组织起来。这些工人将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观察办事，决不相信盘剥者对他们说的话，尽管这些人打着红色蝴蝶结，自称“革命民主派”。

只有地方上的独立组织，只有亲身的经验教训，才能使贫苦农民学到东西。而这种经验不是轻易能得到的，我们不能许诺而且也没有许诺人间天堂。不，地主将被打倒，因为这是人民的愿望，但 资本主义
 将依然存在。推翻资本主义要困难得多，那得采取另一种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单独成立农业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组织。我们党把这一点放在首位。

只有采取这个办法，才能逐渐地、决非轻而易举但却是可靠地把土地真正交给劳动者。

我们党所建议的第二个步骤，就是尽可能迅速地把各个大农场，例如各个大的地主田庄——这种田庄在俄国有3万个——改建成示范农场，由农业工人和有学问的农艺师用地主的牲畜和农具等来 共同
 耕种。没有农业工人苏维埃领导下的共同耕作，就无法使全部土地归劳动者使用。当然，共同耕作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如果有人认为这可以由上面作一个决定来强制实行，那他就是发疯了，因为长期的单独经营的习惯不能一下子消除，因为这样做需要资金，需要适应新的生活准则。如果关于共同耕作、农具公有、牲畜公有以及在农艺师的协助下最有效地使用农具的劝告和意见，只是个别政党臆想出来的，那事情就糟了，因为人民生活的任何变革不会根据某个政党的劝告来实现，因为千百万人不会根据政党的劝告去进行革命，何况这种变革是比推翻昏庸无能的尼古拉·罗曼诺夫大得多的一场革命。我再说一遍，千百万人是不会按照定单进行革命的，只有在人民穷困不堪，再也无法生存，千百万人的共同压力和决心足以粉碎一切旧的壁垒并真正能够创造新生活的时候，他们才会起来革命。我们把这个办法提出来，请你们慎重考虑，我们说这样做是必要的，而我们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社会主义学说这样告诉我们，还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观察了西欧各国人民的生活。我们知道，在西欧发生过许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创立了民主共和国；我们知道，在美国，1865年打败了奴隶主，几万万俄亩土地无代价地或几乎无代价地分给了农民，可是那里资本主义的统治比别处厉害，那里劳动群众也同在其他国家里一样受压迫，甚至受的压迫更多。可见，正是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对其他国家人民的观察，使我们坚信：农业工人使用最好的机器并在有学识的农艺师的指导下共同耕种土地，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桎梏。可是，如果我们仅仅根据西欧各国的经验，那我们俄国的事情就糟了，因为大多数俄国人民，只有在极端贫困的时候，才会采取重大步骤走上这条新道路。我们说，这样的时刻已经来到了，极端贫困的现象已经呈现在全俄国人民的面前了。这种极端贫困的现象归结到一点，就是不能再按旧方式经营了。如果我们仍然依靠小经济来生活，即使我们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也不免要灭亡，因为经济破坏已一天比一天、一小时比一小时更逼近了。人人都在谈论这一点。这是事实，这不是由于个别人的恶意引起的，这是由全世界的侵略战争引起的，由资本主义引起的。

战争毁灭了大批的人，全世界都沉浸在血泊中，整个世界被战争带到了毁灭的边缘。这不是夸大，谁都不能为明天担保；大家都在谈论这一点。如果把《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拿来看看，就会知道人们都在谈论资本家采取意大利式的罢工 
[67]

 和同盟歇业。这就是说，没有工作可做了，资本家正在大批地解雇工人。这就是这场罪恶战争所造成的后果，不仅在俄国是这样，在其他各国也是这样。

因此我们说，在小块土地上经营，即使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劳动”，也不能摆脱可怕的危机和普遍的破坏，也不能走出困境。必须实行 普遍劳动义务制
 ，必须大大节省人力，必须建立一个能够实行这种普遍劳动义务制的非常坚强的政权。官吏是不能实行这种制度的，只有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才能实行这种制度，因为苏维埃就是人民自己，就是人民大众自己，因为苏维埃不是官吏的政权，因为苏维埃彻底了解农民的全部生活，能够建立劳动义务制，能够规定一套保护人们劳动的办法，使农民的劳动不致浪费，这样，就能逐渐地审慎地过渡到共同耕作。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必须过渡到在大规模的示范农场中共同耕作，否则就不能摆脱俄国现在遭到的经济破坏，就不能摆脱这种简直是绝望的处境。如果有人认为，人民生活中的这种伟大改革能够一蹴而就，那就大错特错了。不，这要求付出极大的劳动，要求每个农民和工人，在他所在的地方，在他所擅长的工作中，在他几十年来所从事的生产中，振作起来，下定决心，付出力量。这种事情不能按照什么命令来完成，但必须完成，因为这场侵略战争已经把全人类带到了毁灭的边缘，千百万人已经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牺牲，如果我们不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如果工农代表苏维埃的一切组织不采取共同的坚决的行动来实行没有资本家和地主参加的共同耕作，那就还会有更多的人死于这场可怕的战争。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使土地真正转到劳动者手中。（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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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这一组文献包括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在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草案和在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



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5月4—28日（5月17日—6月1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由各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军队农民组织选出的代表1115名，其中社会革命党人537名，社会民主党人103名（大部分是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党团只有9人），人民社会党人4名，劳动派分子6名，无党派人士136名（其中由米·瓦·伏龙芝组织的14名“无党派人士集团”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党派背景不详的329名。列入大会议程的有联合临时政府问题、粮食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土地问题等。



代表大会成了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争夺农民群众的舞台。在大会的主要问题——土地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展开了特别尖锐的斗争。列宁十分重视农民代表大会，直接领导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工作。他以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名义向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和他发表的讲话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革命党人为了避免他们自己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遭到否决，不得不在他们已经准备好的决议草案中写上“一切土地应当毫无例外地交土地委员会管理”（第2条）。他们通过这种欺骗农民的方法控制了大会。在他们的操纵下，大会表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策，赞成社会党人参加联合政府，主张把战争继续进行“到最后胜利”和在前线发动进攻，同意社会革命党人关于把土地问题拖延到召开立宪会议时再解决的主张。大会选出了由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136]。





[62]

 最高土地委员会是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于3月19日（4月1日）设立的土地机关，受农业部长直接领导。参加最高土地委员会的有农业部的主管人员、政府委派的其他官吏、各省土地委员会的代表和各政党的代表。根据土地委员会条例，建立土地委员会是为了准备土地改革并在立宪会议解决土地问题以前制定一些迫不及待的临时措施。实际上，这是临时政府采取的一种手法，目的是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和诱使农民放弃夺取地主土地的革命斗争。最高土地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是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十月革命后，最高土地委员会反对实行苏维埃政权的土地法令，1917年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被解散。——[138]。





[63]

 第一届国家杜马（即所谓维特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共有代表478名，其中立宪民主党人占三分之一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布尔什维克抵制了这一届杜马的选举。



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向杜马提出了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力图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劳动派于5月23日提出了以“104人草案”著称的土地立法草案，要求建立全民土地资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土地份额平均使用土地。沙皇政府于6月20日（7月3日）发表声明，断然表示地主土地所有制不可动摇，并于7月9日（22日）宣布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



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的界限比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



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仍然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拥护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立法草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做法减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草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



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139]。





[64]

 指1917年5月20日（6月2日）最高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最高土地委员会宣言》。《宣言》为安抚争取土地的农民群众，声称将来土地改革时所有农业用地都要交给劳动农民使用，但又把土地问题推迟到立宪会议召开时再彻底解决。最高土地委员会在宣言中坚决反对分配地主的土地，说什么“居民企图用夺取土地的办法擅自满足自己的土地需要，对国家是一种严重危险”。——[140]。





[65]

 这一次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非正式会议于1917年5月20日（6月2日）在米·弗·罗将柯主持下召开。由于5月19日最高土地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杜马代表非正式会议便把土地问题作为议题。十月党人、地主谢·阿·施德洛夫斯基在会上作报告，反对分配地主的土地，声称土地问题的中心“不是土地少，而是必须提高土地的生产力”。会议通过的决议企图吓唬为争取土地而斗争的农民，说什么用暴力解决土地问题将会导致无穷无尽的争论、冲突、歉收和饥饿。决议号召农民等待立宪会议的召开。——[140]。





[66]

 俄国农民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阶级分为三大类：（1）私有主农民即地主农民，（2）国家农民即官地农民，（3）皇族农民。每一大类又分为若干在出身、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的形式、法律地位和土地状况等等方面互不相同的等级或特殊类别。1861年的农民改革保留了五花八门的农民类别，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1917年。——[150]。





[67]

 意大利式的罢工即消极罢工或留场罢工，因首先流行于意大利而得名。这里是指资本家故意荒废和破坏生产，使工厂停工，工人失业，借以压制怀有革命情绪的工人和打击革命者。——[155]。







《列宁全集》第30卷


彼得格勒区杜马选举中的各党派

（不晚于1917年5月23日〔6月5日〕）

区杜马代表候选人名单已经公布了（见5月17日《市政府消息报》[68]免费增刊）。可惜这不是所有区的名单，而只是10个区的名单。不过在党派 分野
 问题上情况毕竟是非常清楚了。为了进行竞选鼓动，为了阐明党同阶级的关系，我们必须对此进行较细致的研究。

大家知道，党派分野既是政治开展的条件，也是政治开展的标志。按照通例，某些居民或者某个阶级在政治上愈开展，愈觉醒，愈觉悟，他们的党派分野也愈鲜明。这条通例已经为一切文明国家的经验所证实。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不难理解，不分党派或缺乏党派的确定性，缺乏党的组织性，那一定意味着阶级的不稳固（至少是如此；这种缺乏甚至意味着群众在受政治骗子的蒙蔽，这种现象在议会制国家中是人们所熟知的）。

关于党派分野问题，已经公布的彼得格勒候选人名单向我们表明了什么呢？

10个区一共提出了71份候选人名单。我们一眼就看出这些名单可以分为 五
 大类：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 布尔什维克
 。它在10个区都提出了候选人名单。我党同区联派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这两个集团结成了联盟。这个联盟是有高度原则性的，是在我党彼得格勒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255—256、421页。——编者注］

 中公开宣布的。俄国和全世界当前政治生活中的根本问题是无产者的国际主义同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或“护国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我们党曾大声宣布，我们决心实现一切国际主义者之间的“接近和联合”（见全国代表会议关于联合国际主义者反对小资产阶级护国主义联盟的决议）。

无产阶级政党明确地、公开地、一致地参加了选举。

（2）“人民自由”党，即立宪民主党，这个实际上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政党同样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阶级面貌。他们也在10个区提出了10份全是该党党员的候选人名单。大家知道，地主和资本家的 一切
 政党，现在都 支持
 立宪民主党人，不过目前只是 暗暗地
 支持。

（3）就党派的确定性来说居于第三位的是新近拼凑的激进民主党。这个政党只在10个区中的6个区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名单。这个谁都不熟悉的政党，显然也是资本家的政党，它想用不负任何责任的诺言来“骗取”居民的选票，这是一些改头换面的立宪民主党人。

（4）民粹主义者（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人民社会党人[69]）、孟什维克和臭名远扬的“统一派”[70]居于第四位，他们是拼凑成的，这个集团在9个区提出了17份候选人名单。

这真是小资产阶级的大杂烩和小资产阶级的无原则性的典型！这些党派 没有一个
 敢作出公开的、以原则为依据的决定，事先声明要互相接近和联合。事变把他们卷进了漩涡，他们随着沙文主义的潮流走。他们滚进了同一个泥潭，完全同庸人一样在里面挣扎，千方百计地想在每个区“爬进去”！想尽办法爬，爬进去就行，这就是他们的座右铭。

既然护国主义或对联合内阁的支持在原则上已把他们联合起来，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真正有原则性的、公开参加当前选举运动的政治联盟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小资产阶级即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既不讲原则，又不讲党派！他们都是护国主义者和内阁主义者。但是，他们彼此互不信任。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个区单独参加选举，在另一个区又同人民社会党人和劳动派分子结成联盟（即同那些容许赎买的人结成联盟！！同社会革命党人维赫利亚耶夫和切尔诺夫之流在1906—1907年公开斥之为崇拜 私有
 本能的那些党派结成联盟！！）。他们常同孟什维克结成联盟，有时也同《人民事业报》字里行间所敌视或蔑视的那个“统一派”结成联盟。

没有关系！小市民什么都不在乎。小资产者还管什么党派和原则性！在报纸上“我们”反对“统一派”，但是为了能进杜马，“我们” 拥护
 ……

孟什维克也一模一样。他们在报纸上反对“统一派”，在孟什维克全国代表会议[71]上大声反对臭名远扬的捷依奇，以致“统一派”对此公开表示不满。没有关系，小市民是健忘的。我们要按小市民的方式行事！我们“在原则上”反对捷依奇之流和约尔丹斯基之流，在工人面前因他们而感到羞愧，但是，为了获得席位，我们情愿和这些先生同列在一张候选人名单上！

应该让全体觉悟的工人知道，应该让他们告诉全体工人群众，社会革命党人、全体民粹主义者同孟什维克结成的联盟是偷偷地把“统一派”的英雄们拉进去的那些人的联盟，是 因自己的同盟者而感到羞愧的那些人
 的联盟！

在喀山和斯帕斯这两个区，既没有孟什维克，也没有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显然是 隐藏
 到区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候选人名单即 无党派人士
 的候选人名单里去了（在这两个区里，无党派人士的候选人没有提够，只有38人和28人，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是54和44，我们是43和46）。由此可见，在这两个区里，小资产阶级党派连它们的五光十色的半党派都没有保住，而彻头彻尾地滚到无党派的泥潭里去了。“只要能够当选，党派不党派与我们什么相干？”无论何时何地，资产阶级议员的座右铭都是如此。

（5）第五个集团完全是一个不分党派的王国。他们在10个区提出了28份候选人名单，而且其中大多数团体只存在于一个区。这不仅仅是一些小市民团体，而且是狭隘的地区性的小市民团体。那里什么人都有！有“住宅管理员”，有“教育机关职员团体”，有“诚实负责公正派”（不爱听就不要听……），有“住宅委员会内的无党派民主共和主义劳动者推选出来的民主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活动家”……

工人同志们！让我们大家都去做工作，都到贫民住宅去活动，都去唤醒和启发仆役、比较落后的工人等等！让我们都去进行鼓动，反对资本家和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冒充“激进的民主派”而躲在立宪民主党人背后的人！让我们都去进行鼓动，反对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护国主义泥潭，反对他们的不讲党派不讲原则的联盟，反对他们把主张赎买的劳动派分子和普列汉诺夫“统一派”的英雄们拉进联合名单里去。现在，甚至部长的报纸《人民事业报》和《工人报》也都耻于同这个“统一派”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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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市政府消息报》（《Ведомост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Градоначальства》）是俄国彼得格勒市政府的报纸（日报），1917年3月8日（21日）起出版。该报前身是1839年起出版的《圣彼得堡市警察局消息报》。自1917年6月22日（7月5日）起，采用《城市自治机关通报》这一名称。该报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策，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查封。——[157]。



[69]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该党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同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158]。



[70]统一派是俄国极右的孟什维克护国派分子和一些前取消派分子联合组成的集团，1914年产生，1917年3月正式成立。除彼得格勒外，莫斯科、巴库等地也有它的组织。格·瓦·普列汉诺夫以及前取消派分子安·法·布里扬诺夫和尼·伊·约尔丹斯基在统一派中起领导作用。统一派否认社会主义在俄国有胜利的可能，无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主张把帝国主义战争继续进行“到最后胜利”，并与资产阶级和黑帮报刊一起肆无忌惮地诽谤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区杜马选举中统一派独自提出候选人名单，有时则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结成联盟。该派参加一切护国主义的示威游行，欢迎六月前线进攻。七月事变后，鼓吹建立“坚强的政权”，即军事独裁。统一派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持敌对态度，1918年夏在组织上瓦解。——[158]。



[71]指孟什维克组织和统一组织全国代表会议。



孟什维克组织和统一组织全国代表会议于1917年5月7—12日（20—2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88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3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44830人。列入议程的有：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和参加临时政府的问题，对战争的态度问题，恢复国际的问题，土地问题及其他问题。会议赞成社会党人参加联合政府，主张充分支持联合政府；谴责前线士兵联欢，主张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同资产阶级政党一样认为只能由立宪会议进行土地改革，并号召“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地夺取土地和用其他各种方法擅自解决土地问题”。会议赞成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委托组织委员会参加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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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缺点

（1917年5月23日和27日〔6月5日和9日〕之间）

我们在批评其他政党的时候，也应当批评自己。已经公布的彼得格勒区杜马代表候选人名单，暴露出我们党组织和我们党的工作中的两个缺点。

第一个缺点。在利季约区，我们的名单上只有33个候选人，而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孟什维克同“统一派”和民粹主义者的联盟却有63个候选人。显然，我们党的工作者在富人区所找到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候选人只有33个。这是我们工作中一个明显的缺点，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深入劳动者和被剥削者“下层”的明证。必须打破旧的习惯；在富人区必须十分坚决地“到民间去”，使更多的劳动者和被剥削者觉悟起来。应当吸引非党的无产阶级分子、特别是吸引诸如 
仆人

 中的非党的无产阶级分子参加选举，大胆地把其中最可靠的分子列入无产阶级的候选人名单。既然大多数人是觉悟的国际主义无产者，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少数非党的 
无产阶级

 分子呢？…… 
[注 ：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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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几项经济措施的决议[72]


（1917年5月25日〔6月7日〕）

1．俄国的全部经济生活十分紊乱，这已使空前巨大的灾难不可避免：许多极重要的生产完全停顿，农村业主不能进行必要规模的经营，铁路交通断绝，千百万工业人口和城市得不到粮食供应。此外，经济破坏已经开始，它席卷了许多部门。只有地方和中央的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的力量并且立即采取各种革命措施，才能战胜这种经济破坏。

2．不论采取官僚主义的办法即建立一些由资本家和官吏占优势的机构，还是保护资本家的利润，保持他们在生产中的无限权力，保持他们对金融资本的统治，保守他们在银行业、商业和工业中的营业秘密，都不能克服这种灾难。某些生产部门中的一系列局部危机现象，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3．克服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真正的工人监督。为此必须：第一，在所有具有决定意义的机关中保证工人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多数票，同时必须吸收没有脱离工作的企业主和有科学技术修养的人参加工作；第二，工厂委员会、中央和地方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以及工会都有权参加监督，一切商业帐目和银行帐目必须向它们公开，并且必须把各种资料报告它们；第三，所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大党的代表都享有这种权利。

4．必须立刻开展工人监督（经过多次冲突以后资本家已予以承认），其办法是采取一系列经过周密考虑的、循序渐进的、但又不是拖延不决的措施，使工人能够充分调节产品的生产和分配。

5．工人还应当同样有权监督一切金融业务和银行业务，了解整个金融状况，并且应当得到即将组织起来的银行职员、辛迪加职员和其他职员的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合作。

6．要把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必须首先使工人和农民无条件地完全相信（不是用空话，而是用行动），地方和中央的享有全权的领导机关一定会把资本主义经济的银行、金融、商业和工业界巨头们的大部分利润、收入和财产交给人民。不真正实行这一办法，就无法要求和指望实行各项真正的革命措施，也无法要求和指望工农群众有真正的革命热情。

7．由于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业十分紊乱，由于在战争继续进行的情况下不可能进行整顿，全国性组织的目的应当是在各地区以至全国的范围内广泛组织农具、衣服、鞋子等物品同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交换。应广泛地吸引城乡合作社参加这项工作。

8．只有上列各项措施实现以后，才可能实行而且必须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后一措施又要求实行工人民兵制，先由工人在八小时工作日以外义务执行勤务，然后再建立由资本家支付职工报酬的全民民兵。只有这样的工人民兵以及由此而发展起来的全民民兵，才能够而且一定会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并且不是采取官僚主义的办法，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是真正为了把人民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只有这种民兵才能够而且一定会实现真正革命的纪律，最大限度地调动全民的力量来克服灾难。只有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省人民的劳动力。

9．在克服国家灾难的各项措施中，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必须把大量的劳动力投到煤和原料的生产以及运输业中去。同样，必须把生产军需品的劳动力逐步转到恢复经济所必需的生产中去。

10．只有在全部国家政权转到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手中以后，才可能有计划地顺利地实现上述各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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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关于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几项经济措施的决议》是为当时即将举行的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起草的，1917年5月25日（6月7日）由党中央委员会签署发表于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然后又在6月2日（15日）作为召集这次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发表于《真理报》第71号。代表会议于5月31日（6月13日）以绝大多数票通过这个决议，并提交专门委员会最后审定。专门委员会审定的文本在6月3日（16日）的闭幕会议上通过，次日发表于《真理报》第73号。列宁在《经济破坏和无产阶级同它的斗争》（见本卷第232—234页）一文中对这个决议进行了分析。本卷还收载了这个决议的提纲（见第423—424页）。——[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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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资本家做交易，还是推翻资本家？（怎样结束战争）

（1917年5月25日〔6月7日〕）

大家都在考虑并且谈论怎样结束战争的问题。

几乎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一致认为，战争是资本家发动的，需要战争的是 全
 世界的资本家。工兵 农
 代表苏维埃的决议就是这样写的。

这无疑是真实情况。

但再进一步，在怎样 才能
 结束战争的问题上，意见就开始分歧了（ 大家
 都清楚， 立刻
 结束战争是不可能的）。是同资本家做交易（如果是这样，又该做哪些交易），还是进行工人革命，也就是说去推翻资本家？这是一个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存在着分歧，因为这两个苏维埃 都是偏向于用对资本家有利的办法并通过资本家来解决问题的
 。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关于战争的决议特别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这个决议附和名声不佳而且言词含混的告世界人民书[73]（3月14日），它也要求：


　　“……没有侵占和罚款的和约，而每一个民族不管生活在哪个国家的疆界内，都有权独立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里对兼并（侵占）问题的提法，是与最近《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和《人民事业报》的提法 不同
 的（见5月18日的《真理报》第60号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联盟所领导的这两个机关报完全弄糊涂了，竟说什么没有侵占就是保持战前状态（用拉丁语说，没有兼并的和约就是保持status　quo）。

老实说，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同资本家做交易，就是资本家彼此做交易。也就是说，过去（战前）侵占的可以保留，不过，不要再出现新的侵占。

首先，社会主义者只要不背叛社会主义，就不能认为这种解决办法是正确的。社会主义者不应当容忍资本家保持原来的分赃即侵占。这一点是清楚的。其次，如果不进行 反对资本
 至少是 反对
 英日两国 资本
 的革命，这种解决办法就决不能实现，因为任何一个神经没有错乱的人都知道， 不进行革命
 ，日本决不会归还胶州湾，英国决不会归还巴格达和在非洲的殖民地。

农民的决议则对侵占（兼并）下了 另一个
 定义，宣称“ 每一个
 ”民族（当然，战争 以前
 被兼并的民族即被暴力并吞的民族也包括在内）都享有自由权，享有“独立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权利。

从真正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观点看来，尤其是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看来，这是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只要他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就决不能对兼并（侵占）问题再有别的提法，决不能否认 每一个
 民族都有自决权，都有分离的自由。

但是我们不会糊里糊涂，我们知道，这种要求就意味着进行反对资本家的革命。兼并（侵占）别国领土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多的英国资本家，首先就会不接受这种要求（在不进行革命的情况下）。

两种要求，两种愿望：一种是希望在恢复原状（“status　quo”）的意义上放弃兼并；一种是希望放弃一切兼并，既放弃新的，也放弃旧的。但如果不进行反对资本的革命，不推翻资本家，这两种愿望都是不能实现的。关于这一点决不能自欺欺人！

或者是鼓吹和等待同资本家做交易，这就等于要人民信任他们的死敌；或者是相信工人革命，只相信工人革命，集中全力去推翻资本家。

必须从这 两条结束
 战争的道路中 选择一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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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发表的《告世界人民书》。这个号召书是苏维埃中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多数在要求停止战争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被迫在1917年3月14日（27日）的苏维埃会议上通过的，第二天发表于《真理报》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号召书充满关于和平的华丽词句，但没有揭露战争的掠夺性质，没有提出争取和平的任何实际措施，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辩护。——[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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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的强度决定于最弱一环的强度

（1917年5月27日〔6月9日〕）

假定现在需要用一根铁链把100普特重的东西吊起来，而这根铁链上有一个环节是木头做的，那结果会怎样呢？

链条一定会断。

一根铁链上有一个环节不结实，即使其他的环节都非常坚固和完整，也无济于事。木头做的环节一坏，整根链条也就断了。

在政治上也是这样。

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先生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党派的内阁主义者先生们，在选举区杜马时同 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派”
 联合起来了。

先生们，怨你们自己吧！

在你们本来就不结实的生了锈的“铁”链上，现在有一些环节甚至不是木头做的，而是泥做的和纸做的。

怨你们自己吧！

男女工人同志们！士兵同志们！劳动者同志们！要知道，你们如果投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联盟（同盟）的票， 那就是投票支持普列汉诺夫“统一派”
 。

——那就是投票支持连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都 鄙弃
 的可耻的普列汉诺夫“统一派”！

——那就是投票支持讨好资本家、公开鼓吹 把战争进行到胜利
 的可耻的普列汉诺夫“统一派”！

——那就是投票支持每天都在替俄国资本家粉饰、把全部罪过推到德国资本家身上、污蔑 各
 国工人在反对 各
 国资本家的斗争中结成的兄弟联盟的可耻的普列汉诺夫“统一派”！

愿意捍卫劳动人民反对资本家的人们，愿意为面包、和平、自由而斗争的人们， 一票也不要投给把腐朽的“统一派”隐藏在候选人名单里的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联盟（同盟）！


请只投票支持布尔什维克和国际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候选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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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揭露资本家

（1917年5月27日〔6月9日〕）

谁也不会否认弗·巴扎罗夫在关于我国工业状况问题上的知识，他在5月24日的《新生活报》上写道：


　　“战争以及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和财政的崩溃，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私人企业主的私人利益要求的不是促进全国生产力的巩固和提高，而是破坏生产力。目前，不动用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要比把它们投入周转更为有利（因为物价可望上涨）。在国家遭到极大破坏的情况下，生产毫无用处的军需品，要比老老实实地满足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更为有利。最有利的则是建立一些永远没有用处的、经过两三年才能开工的新的国防工厂。目前我国的所谓‘国民经济’就是疯狂地趁火打劫，使工业陷于无政府状态，有步骤地盗窃国民财富，这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呢？…………觉悟不高的、甚至觉悟极高的工人既然亲眼看到资本家在盗窃和探霍亿万钱财，那他们为什么要拒绝三四个卢布的‘额外’工资呢？”





　　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不会否认弗·巴扎罗夫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趁火打劫
 ”——没有别的更合适的话可以来描述资本家在战争时期的行为了。

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正在导致整个国家灭亡。

不能再沉默了，不能再忍耐了。

希望所有知道和了解“他们的”工厂在这方面的具体情况的工人，希望所有对国家的危亡不是漠不关心的银行职员、工厂职员和商店职员，希望所有工程师、统计学家和会计师都尽力 搜集
 有关这种趁火打劫行为的确凿的（尽可能有真凭实据的）材料，即关于 价格和利润
 的材料，哪怕是零碎的也好。

不能再沉默了，不能再忍耐了。我们又不是小孩子，我们不会因有准社会党人部长们的诺言或官吏的委员会、部、处等机构而自我陶醉起来。

如果俄国政府不是资本家的俘虏，如果俄国政府是由那些愿意而且能够坚决拯救国家的人组成的，那么，这个政府就会一天甚至一小时也不拖延地立刻颁布一个法律，规定公布军事订货的 各项
 价格以及有关 利润
 的 全部
 材料。

空谈即将来临的崩溃，空谈拯救国家而 不行动
 ，就是堕落成为欺瞒人民群众的骗子或受骗子玩弄的工具。

期望资本家政府，期望李沃夫、捷列先科、盛加略夫之流先生们，期望他们的切尔诺夫、策列铁里、彼舍霍诺夫和斯柯别列夫等软弱无力的玩具似的“附属品”会颁布这种法律和揭露资本家，那真是孩子般的天真。只有“着了内阁主义迷”的人才会那样期望。

必须大力发扬个人的主动性。同志们，公民们！谁真正愿意帮助国家摆脱饥荒，谁就应该立刻把能够搜集到的关于 价格
 和 利润
 的材料都搜集起来加以公布。


揭露资本家是制服资本家的第一个步骤。


揭露趁火打劫的行为是同趁火打劫者作斗争的第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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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0卷


关于经济破坏的报告

（1917年5月27日〔6月9日〕）

灾难即将来临——这就是当前主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应该搜集这方面的尽可能确实的材料，以下就是从我们的对手即联合起来的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报纸上摘引来的几段大有教益的话（载于5月1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第70号）。


　　“大批人失业的灾难临头了。联合起来的企业主抗拒工人的要求的事情增多了。企业主采取了独特的意大利式的罢工和隐蔽的同盟歇业。”



　　接着说：
　　“……资本家丝毫没有来帮助国家摆脱经济困难…………资本家拚命抓住利润不放，他们就是真正的破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但是革命不愿意也不应当灭亡。如果资本家不是自愿地迎接革命，那么革命就应当对他们下得了手。”





　　话很难说得更漂亮了，难道不是吗？情况看来的确非常危急。“革命”应当“对资本家下得了手”—— 什么样的
 革命呢？ 哪个
 阶级的革命呢？ 怎样
 下手呢？下面就是几位报告人5月16日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回答：


　　“不少报告人都说明了国家经济生活普遍遭到破坏的严重情况……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绝口不谈灾难的真正原因：战争和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行为。”



　　在孟什维克内阁主义者切列万宁的报告中谈到：
　　“我们现在所遭到的经济破坏非常严重，采取一些治标办法或具体措施是不能使情况好转的。必须制定一个总的计划，必须由国家来调节全部经济生活……要具体地实现我们的计划，就必须在内阁下面设立一个专门的经济委员会。”





　　一座大山生了一只小老鼠。[74]不再是“对资本家下得了手的革命”，而是一张纯官僚主义的药方。阿维洛夫的报告谈到：


　　“目前经济破坏的基本原因是缺少最重要的工业品…………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许多部门的工人几乎经常挨饿……

……发了横财的企业主不同意向工人让步，除非同时提高他们产品的价格……

……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就是把商品价格规定下来。但是只有当产品的整个分配是按照公共权力机关的指示来进行的时候，这种规定才能真正实现。

在这种按照规定价格强制实行分配的情况下，必须对生产也实行监督，不然生产就会缩减甚至停顿……

……同时，必须把那些供给工业以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的基地——信用机关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





　　“国家”是一部机器，工人阶级和资本家把它各朝一个方向拉，这一点阿维洛夫同志似乎是忘记了。现在哪个阶级能够行使国家权力呢？巴扎罗夫的报告谈到：


　　“固定价格实际上并没有被遵守。国家垄断是一纸空文。调节对工厂的煤炭和金属的供应，不仅未能使生产对国家有利，甚至未能克服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消除中间转卖商的猖狂的投机活动。必须强制实行工业的国家托拉斯化。

只有号召企业的管理人员和资本家履行对国家的义务，才能采取有效措施同企业主在生产中故意制造的无政府状态作斗争。”





　　要资本家（他们故意制造无政府状态）的国家去号召资本家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这就等于把阶级斗争置于脑后。Г．B．舒布的报告谈到：


　　“尽管我们在两个月内不断地提出要求，但总的问题，即组织国民经济和劳动的问题，仍然毫无进展。结果是踏步不前。现在的情况是：我们通过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法律（虽然也经过斗争），我们已经有了粮食垄断法……但这一切仍然是一纸空文…………我们在原则上已经解决了农业机器地方公有的问题，但还不能付诸实现，因为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机器。农业机器厂生产的是根本不重要的军需品。但是，除了必须调节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以外，还应当摧毁和改建国家政权的全部执行机关……”





　　这比较接近实际，比较接近本质！“摧毁和改建国家政权的全部执行机关”，——这是对的。但国家政权 机关
 问题只是掌握政权的那个阶级的问题的一小部分，这不是很明显吗？库科韦茨基的报告谈到：


　　“国家的财政状况糟透了。我们正迅速地走向财政破产……单纯的财政措施无济于事……

必须采取强制摊派公债的办法，如果这一办法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那就实行强制公债。

第二个办法就是硬性调整工业，规定产品的固定价格。”





　　“强制”是件好事情，但问题完全在于：哪个阶级是强制者，哪个阶级是被强制者？格罗曼的报告谈到：


　　“目前在各国所发生的一切，都说明国民经济机体处于解体的过程中。到处都运用组织的办法来应付这种局面。国家在各地都已着手组织经济和劳动……直到今天，无论是政府还是全国都还没有一个能够调节国家经济生活的中心，也就是说，还没有一个经济的首脑机关。这样的机关必须建立起来……必须组织起一个有权力的执行机关。必须成立一个经济委员会……”





　　再来一个官僚机关——格罗曼的想法就是如此！实在可悲。大家都承认空前严重的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们不理解主要的一点：能够使国家摆脱灾难的 只有革命阶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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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一座大山生了一只小老鼠”意为“雷声大，雨点小”，出典于伊索寓言《大山临盆》。寓言说：大山临产，隆隆作响，人们蜂拥而至，以为大祸临头，不料结果却是从山里跑出来一只小老鼠。——[174]。







《列宁全集》第30卷


“手上的戏法”和政治上无原则性的戏法

（1917年5月27日〔6月9日〕）

“手上的戏法”这个说法是从今天《人民事业报》的社论中引来的。有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参加的这家“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在揭穿“被资产阶级驯服的社会主义运动”的 法国
 代表的伎俩时写道：


　　“……这一套老而又老的手上的戏法，格·普列汉诺夫在我们这里耍过好多次了，但是都没有成功，谁也没有被他骗过
 ……”



　　最亲爱的，难道光是普列汉诺夫吗？要知道，正是你们同 这个
 普列汉诺夫“统一派”在选举中结成了联盟，正是你们把它拉了进去，救了它的命！！

要知道，正是在你们的报纸上（5月9日第44号），谢·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在谈到普列汉诺夫时写道：


　　“俄国社会民主党不久前的思想领袖也插手这种反革命的攻讦〈象《俄罗斯意志报》和《新时报》那样〉，人们不得不抱着莫大的遗憾和真正痛惜的心情来确认这个事实，因为的确没有想到国际竟腐败到了这种地步。”



　　同 这个
 “统一派”结成联盟的社会革命党人也腐败到了这种地步！在《人民事业报》第48号（5月13日）上一篇没有署名的即编辑部的短评里，我们读到：


　　“‘统一派’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一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



　　你听！你听！“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同这个“统一派”一致的，而“统一派”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一致又是 尽人皆知的事实
 。男女工人同志们，士兵同志们，可别忘记这一点！孟什维克的《工人报》在4月20日第35号的社论中写道：


　　“我们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者。‘统一派’则反对英国社会主义者。这就是全部差别所在。‘统一派’要象霍屯督人那样议论，原因就在于此……俄国工人记得很清楚，普列汉诺夫在沙皇制度下〈刊误，应为：在沙皇-共和制度下〉曾经千方百计劝工人不要举行任何罢工。当时普列汉诺夫甚至还用更可怕的事情吓唬我们，硬说这种斗争不过是替德军总参谋部效劳。”



　　在同一家报纸的第57号（5月16日）上，最温和的内阁主义者切列万宁写道：
　　“普列汉诺夫和他的‘统一派’尽自己的（他们的）一切力量想使那个在国际上已经被德法等国大多数社会党人弄得够声名狼藉的防御原则，在我们这里也声名狼藉。”



　　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就是这样评价“统一派”的，就是这样 同它划清界限
 的，就是这样 为它感到羞愧
 的！！但同时他们却在选举中与“统一派”结成联盟（同盟），而普列汉诺夫则从这样的人那里，即从公开骂他是“变戏法者”、“被资产阶级驯服的”、“霍屯督人”、“声名狼藉的”、“与自由派资产阶级一致的”那些人那里弄到席位。

在这样一个联盟里，哪一方更坏呢？

工人和士兵们！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联盟替“ 与自由派资产阶级一致的
 ”“统一派”打掩护，还把它拉了进去，对于这样一个联盟，一票也不要投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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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0卷


一个原则问题（关于民主制的一段“被忘记的言论”）

（1917年5月28日〔6月10日〕）

资本家的报纸对喀琅施塔得同志们造谣诽谤，这股污泥浊水又一次暴露出这些报纸的全部虚伪性，它们竟把最平常的不重要的事情夸大成“脱离”俄国之类的“国家”大事。

《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第74号报道了喀琅施塔得事件已经解决的消息，不出所料，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两位部长很容易地同喀琅施塔得人达成了协议。自然，我们希望并且相信，只要 双
 方都忠实地遵守这个协议，喀琅施塔得和俄国其他地方的 革命
 工作就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顺利进行。

对我们来说，喀琅施塔得事件在两个方面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第一，它暴露出我们早已看到的、在我们党的决议（关于苏维埃的决议）里正式承认了的事实： 地方上的
 革命已经走在彼得格勒前面了。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22—423页。——编者注］

 不仅立宪民主党人，而且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也被到处泛滥的革命词句所淹没，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思考这一事实的意义。

第二，喀琅施塔得事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性的、纲领性的问题，任何一个正直的民主主义者，更不必说社会主义者，都不能对此漠不关心。那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居民选出的公职人员有没有 批准
 权的问题。

孟什维克（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两位部长就是属于孟什维克党的）还想被人看作马克思主义者。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设法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应该有这种批准权。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想过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职责吗？

读者会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幼稚，会指出孟什维克现在实际上已经完全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而且是护国主义的（即沙文主义的）政党，因此谈论马克思主义显得很可笑，对这些我们不来争论了。我们要说的只有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待整个民主制的问题一向是十分慎重的，然而否认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两位公民的民主主义者称号恐怕是不行的。

他们通过决议，认为喀琅施塔得居民选出的公职人员应由临时政府“批准”，他们想过自己作为民主主义者的职责吗？想过自己的民主主义者“称号”吗？

显然没有。

为了证实这个结论，我们引用一位著作家的意见，这位著作家即使在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的眼里大概也还没有完全丧失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这位著作家就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恩格斯在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党纲草案（即现在所谓的爱尔福特纲领）[75]时写道，德国无产阶级需要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

恩格斯又说：“但并不是象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1798年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国没有什么不同。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镇，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权。这是我们〈即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组织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给我们证明了，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给我们证明了。这种省的和市镇的自治是比例如瑞士的联邦制更自由得多的制度，在瑞士的联邦制中，州对‘联邦’〈即中央政权〉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州下面的比较小的单位如专区和市镇也具有独立性。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在讲英语的国家里，这种任命的权利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应该客客气气地否定这种权利〈由上面任命〉，就象我们应当否定普鲁士的县长和参政官那样。”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6页。——编者注］



由上面任命官吏的权利是否合乎民主主义的问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是这样评论的。为了更鲜明、更直接、更确切地表述自己的观点，他还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党的纲领中加进下列要求：


　　“省、专区和市镇通过由普选权选出的公职人员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
 ”
［注：同上，第276—277页。——编者注］





　　要想比用黑体字强调的话说得更坚决、更清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亲爱的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部长公民们！你们的名字一定会载入历史教科书，对此想必你们是很得意的。但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每个正直的民主主义者都不能不说：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两位部长帮助俄国资本家在俄国建立的共和国，其实不是共和国，而是 没有君主的君主国
 ，对于这一点你们是否也感到很得意呢？


附言：这篇文章是在今天报上所报道的喀琅施塔得事件进入最后阶段 之前
 写的。喀琅施塔得人并 没有
 破坏折衷的协议， 谁
 也没有指出 任何一件
 哪怕有一点象破坏协议的 事实
 。《言语报》提到报上的文章，这是借口，因为能够破坏协议的不是文章，而只能是行动。事实终究是事实：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两位部长及其同伙让自己第一百次地、第一千次地被吓坏了的资产者的喊声吓住了，于是对喀琅施塔得人进行了 粗暴的威胁
 。这不过是一种为反革命效劳的愚蠢而荒谬的威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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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势力拥护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与立宪民主党人在一个政府里

（1917年5月28日〔6月10〕）

谁不知道《新时报》呢？谁不知道这家报纸几十年来一直是以保卫沙皇政权，保卫资本家，迫害犹太人，迫害革命者“出名”的呢？

谁不知道，俄国所有正直的人总是愤怒地、轻蔑地嫌弃《新时报》呢？谁不知道这家报纸就是在今天，在革命之后，还是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方针呢？

现在，自由的俄国正在进行第一次选举。选举的第一天，《新时报》写道：“请投票支持人民自由党的名单吧。”

事实摆在眼前：所有的地主和资本家，所有的黑暗势力，所有竭力想使沙皇复辟的人，都拥护立宪民主党。

而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却把自己的 6个
 部长交给 10个立宪民主党人
 部长做人质。

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甘愿受空洞的诺言欺骗，这些诺言一个也没有履行。停止战争，放弃兼并（侵占） 
［注：公布秘密条约，公开地、真诚地、直接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以确切的条件为基础的媾和建议。］

 ，制服那些赚取暴利、把国家弄到毁灭地步的资本家，—— 这样的
 步骤政府 一个也没有采取
 。

战争在拖延下去，经济有崩溃的危险，资本家在发财，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劝说了又威胁，威胁了又劝说……猫儿瓦西卡（资本家们）边听边吃[76]。


工人们，士兵们，全体劳动者们！
 一票也不要投给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


请投布尔什维克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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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势力转入进攻（“没有人民的雅各宾党人”）

（1917年5月28日〔6月10日〕）

反革命已经聚集了足以转入进攻的力量。在民粹主义者部长和孟什维克部长的帮助下，资本家正在组织对自由的进攻。

解散第12师和第13师的“第45、第46、第47、第52团”的决定，“审判”“煽动者”（一个多么奇怪的词！难道在战争中，“煽动者”比“肇事者”更重要吗？）的决定，还有准尉克鲁谢尔 由于在
 斯库利亚内 群众大会上讲话而被逮捕
 的消息，以及临时政府对喀琅施塔得的空前粗暴的口气[77]（说命令“必须绝对执行”。难道对毫无过错的 从来
 没有违抗过命令的公民能这样说话吗？），——所有这一切都被反革命资本家的幸灾乐祸的卫士《言语报》大加渲染（“政府终于用掌权者的语言讲话了”），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反革命势力正在进攻。

这次“进攻”给人一种奇怪的印象。在前线，审判“煽动违抗命令的人”，“解散”四个团（即电报上所说的两个师所属的八个团中的四个团。根据《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第76号的同一电文所说，这八个团当中只有 一个
 团“全团出动”，另外只有一个团“几乎全团”出动）。统治者先生们，既然你们把解散几个团的事情告诉了人民，既然你们认为这样做有好处，既然你们准许发表关于这件事情的电报，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明确地、哪怕用短短几行字把被你们审判的人违抗命令的动机报道出来呢？

先生们，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你们一声不响地行动，反正你们有战时书报检查官，既不必为向公众报道消息而不安，也不必用自己的报道使公众不安。

或者，如果 你们
 决定要报道，那你们要说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怎样犯罪的，犯的什么罪，为了什么犯罪。被你们审判的人在什么问题上拒绝服从命令，是个别问题，还是一般问题。

含糊不清是有害的。

至于克鲁谢尔被捕的事情，那是十分清楚的。 因为在群众大会上讲了一次话
 ，就把人抓进监牢，这合理吗？这不是说明你们完全丧失了理智吗？同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联合组阁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先生们，你们出版的日报的份数，不是比你们的对手多十倍甚至百倍吗！！在主要的鼓动工具上占有这样的优势，竟然因“在群众大会上讲话”而把人抓进监牢！！先生们，难道你们吓疯了吗？

我们并不反对为了人民大多数的利益而使用革命暴力。

前几天，普列汉诺夫不知怎的想起了1793年的雅各宾党人和他们 直截了当
 声称“某某是人民的敌人”的话，我们由此想到：


任何一个
 政党都不应当发誓保证不在普列汉诺夫所举的这一点上模仿1793年的雅各宾党人。

问题就在于有各种各样的“雅各宾党人”。普列汉诺夫20年前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时喜欢提到的充满机智的法国格言，就嘲笑“没有人民的雅各宾党人”（jacobins　moins　le　peuple）。

真正的雅各宾党人即1793年的雅各宾党人在历史上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是“ 拥有
 人民的雅各宾党人”，是拥有革命的人民 大多数
 、拥有 当时的革命的
 先进阶级的雅各宾党人。

“没有人民的雅各宾党人”是那些冒充雅各宾党人的人，他们 害怕
 把人民的剥削者，人民的压迫者，各国君主制的奴仆，各国地主的拥护者清楚地、直接地、大声地宣布为人民的敌人；他们是可笑的和可怜的。

米留可夫之流和普列汉诺夫之流先生们，你们都学过历史，1793年的 伟大的
 雅各宾党人正是敢于把当时占人口 少数
 的反动剥削者的代表，当时反动 阶级
 的代表宣布为人民的敌人，你们能否认这一点吗？

你们，现在的政府，它的帮手、保卫者和仆从，能不能公开地、直截了当地、正式地说明，你们把 世界上
 哪些 阶级
 看作“人民的敌人”？

你们做不到！你们是没有人民的雅各宾党人。你们不过是冒充的雅各宾党人。你们倒更象是通常的地主和资本家反动派的通常的代表。




工人和士兵们！劳动者们！地主和资本家的反革命势力正在转入进攻！ 一票也不
 要投给 任何
 执政党， 一票也不
 要投给 参加政府的任何政党！



请投布尔什维克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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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干净的原则性的武器，就抓起肮脏的武器

（1917年5月28日〔6月10日〕）

孟什维克内阁主义者的机关报《工人报》想刺我们一下，说1911年保安处逮捕布尔什维克调和分子李可夫是为了让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在“第四届杜马选举前夕”（《工人报》特别强调这一点）有行动的“自由”。

这个事实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保安处是在为本来是奸细的马林诺夫斯基钻进杜马扫清道路。自然，保安处对自己的奸细是很关心的。

能不能因此责备我们党呢？不能，这正象 正直的
 人不会责备切尔诺夫之流错误地替阿捷夫辩护，不会责备约诺夫（崩得分子，《工人报》的同仁）之流于1910年代表统一的中央委员会替奸细日托米尔斯基（“奥佐夫”）辩护，不会责备孟什维克在1904年有一个时期替奸细多勃罗斯科科夫辩护，也不会责备那些立宪民主党人，在他们中间现在也有奸细被揭露出来。

没有认出奸细，这种错误 所有
 政党毫无例外都犯过。这是事实。《工人报》在同切尔诺夫部长结成联盟时，不去回想一下 他
 从前犯过的错误，而光谈自己现在的政敌所犯的错误，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正派的，昧良心的。《工人报》要打击我们，结果打到了自己身上，因为《工人报》自己永远也不敢在公众面前大声地承认这样的做法是正当的：对于奸细阿捷夫的事情保持缄默，对于同样的奸细马林诺夫斯基的事情则出于派别的自私动机而“大喊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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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同“统一派”结成可耻的联盟

（1917年5月28日〔6月10日〕）

今天是选举的第二天，也是选举的主要一天。

死命缠着要向选民作自我推荐的，除了立宪民主党人以外，就是联合起来的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

我们曾经指出他们同“统一派”结成联盟（同盟）这件令人愤慨的事实，他们能够用什么来回答我们呢？他们敢不敢 在原则上
 替这个联盟辩护呢？

问题就在于他们 不敢
 。

我们指出他们同“统一派”结成联盟是不体面的，《工人报》所作的 回答
 是：指出——你们想，指出谁？——奸细马林诺夫斯基和他被保安处拉进杜马！！

我们在一篇专门的短评 
［注：见本卷第189—190页。——编者注］

 里已经指出这种所谓论战是不正派的。但现在问题不在于《工人报》正派不正派，而在于它的 逻辑
 。先生们，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举出“你们的”“统一派”，而你们认为举出“我们的”奸细马林诺夫斯基就能把我们驳倒！！照这么说来，结果会怎样呢？结果是你们把“统一派”同奸细混为一谈了！！

《工人报》的机灵的人们就是这样为他们同“统一派”结成的联盟“辩护”的，不用说，他们都是聪明人。人家对他们说，在 自由
 俄国，你们 有
 普列汉诺夫“统一派”这样的可耻的伙伴，他们就 回答
 说，在 沙皇
 俄国，布尔什维克 有过
 奸细马林诺夫斯基！！这不是《工人报》在替“统一派”辩护，这是妙论！

用谢德林的话来说，《人民事业报》也同“统一派”“情投意合”了。选举的第一天，即5月27日，在克伦斯基、切尔诺夫之流的报纸的第一版上，号召人民投票 赞成把“统一派”拉在里面的名单
 。

但在同一家《人民事业报》的同一号的 第二
 版上，我们不但读到对“社会爱国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及其“统一派”的长篇申斥，而且还读到下面一句“恶毒的话”：


　　“我们很乐意告诉我们的读者，其他的自由派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言语报》、《俄罗斯意志报》和《统一报》——在意大利侵占（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是怎样想的。
 ”



　　这岂不是妙论？“社会革命党人”号召人民投票赞成窝藏着“统一派”的候选人的名单，而就是这些社会革命党人，并且就在选举那天，却把 这个“统一派”
 称为“社会帝国主义的”（即口头上是社会主义的，“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统一派，把这个“统一派”同《言语报》、《俄罗斯意志报》相提并论。

同聪明的《人民事业报》 结成联盟
 的聪明的《工人报》，今天就是这样替“统一派”“辩护”的！

而普列汉诺夫还在接受“无意之中”把他比作马林诺夫斯基或者在选举那天直接称他为“社会帝国主义者”的人们的施舍。

孟什维克 加
 民粹主义者 加
 “统一派”这个可耻的联盟的习性就是如此……

工人和士兵们！劳动者们！一票也不要投给把“社会帝国主义者”拉去的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


请投布尔什维克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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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会议文献

（1917年5月30日〔6月12日〕）


1

关于彼得堡委员会机关报问题的讲话

彼得堡委员会希望有自己单独的机关报，这对中央委员会来说是一个新问题。令人不解的是：我们自己办印刷所的事正在进行，同区联派协商让托洛茨基同志参加出版通俗的机关报的事也有了头绪，为什么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个问题呢？

在西欧各国的首都或大工业中心，地方机关报和中央机关报是不分开的，因为分开就浪费力量，会有害处。在中央机关报之外再办一个彼得堡委员会机关报是不适宜的。作为单独一个地方的彼得堡并不存在。彼得堡是全俄国的地理、政治革命中心。全俄国都注视着彼得堡的动静。彼得堡的一举一动，都是整个俄国遵循的榜样。从这种情况出发，就不能把彼得堡委员会的活动当作地方性的活动。

为什么不接受中央关于成立报刊委员会的提议呢？在西欧存在过这种委员会，在西欧的报刊史上，报纸编辑部有时自然也会同委员会发生争执，但这些争执完全是在办报的原则性问题上产生的。究竟有什么原则性的、政治上的原因会使彼得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发生冲突呢？不管彼得堡委员会机关报自己愿意不愿意，它将永远是党的指导性机关报。

只要试办一下自己的单独的机关报，彼得堡委员会很快就会相信，想局限在地方性的活动范围内是不可能的。中央并不否认必须在各家报纸上辟出相当的版面来满足彼得堡组织的需要。中央并不否认需要办通俗的机关报来向广大群众解释我们的口号。但是办通俗的报纸是很复杂的事情，需要丰富的经验。因此，中央要托洛茨基同志来参加办这种通俗的报纸的工作，他过去办通俗的《俄罗斯日报》[78]办得很好。

在西欧的历史上，办通俗的机关报的问题不象我们这里这样尖锐。在西欧，自由派在群众中进行过文化教育工作，因此群众的水平比较齐一些。在捷克和波希米亚这些地方就有通俗的机关报。通俗的机关报的任务是把读者的水平提高到能够看懂党的指导性的机关报。如果我们不办通俗的机关报，群众就会被其他政党夺去，受它们利用。通俗的机关报在类型上不应当是地方性的，但由于邮递困难，必然会成为主要是为彼得堡服务的报纸。为了正确适应地方的需要，彼得堡委员会在机关报的编辑部里应有适当的位置。


2

关于《前进报》所属委员会的一项澄清事实的声明

鉴于托姆斯基同志多次提到1906年由工人组成的报刊委员会，说它毫无成效，我声明，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前进报》[79]所属的这个委员会（由亚·亚·波格丹诺夫等人领导）无疑是作出了贡献的。


3

决议草案


第一个决议

中央在彼得格勒办两种报纸，一种是中央机关报，另一种是通俗的报纸，合设一个编辑部。彼得堡委员会在编辑部里对中央机关报有发言权，对通俗机关报有表决权。中央在两种报纸上辟出一定的版面为纯粹地方性的需要服务。


第二个决议

彼得堡委员会决定在中央提出的条件下参加中央办的两种报纸，并竭力使地方工作的需要得到更充分更广泛的满足，使全党的路线得到更详尽的阐述。彼得堡委员会有理由担心中央或中央所任命的编辑部可能过于信任与布尔什维主义有分歧的国际主义者同志，担心中央会限制地方上的同志的自由和独立性，担心中央不让他们起到与地方工作的领导者相适应的作用，因此决定选出一个委员会以确保彼得堡委员会在两种报纸的地方部里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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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俄罗斯日报》（《Русск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通俗报纸，1904—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195。



[79]《前进报》（《Вперёд》）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工人报纸，1906年9月10日（23日）—1908年1月19日（2月1日）由《无产者报》编辑部在维堡秘密出版，共出了20号。从第2号起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些地方委员会的机关报。《前进报》用广大工农读者易懂的通俗语言宣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阐述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伦敦代表大会）以及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市、区代表会议的决议，解释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同时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机会主义策略的危害。该报同工人读者联系密切，曾刊载过列宁的许多文章。——196。







《列宁全集》第30卷


论空谈的害处

（1917年5月31日〔6月13日〕）

我们曾经屡次指出，无论俄国、法国、英国或者德国的资本家政府，都不会放弃兼并（侵占），所有这类诺言都是欺骗人民的空话；法英两国政府的回答特别清楚地证实了这些话的正确性。[80]

法国人回答说：我们是在为用武力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而战，是在为胜利而战。英国人回答说：敬请履行条约，并为俄国的和德国的波兰而战。

一个辛辣的真理，即资本主义同放弃兼并是不能调和的这样一个真理，再一次被揭示出来了。极其明显，“妥协分子”即想使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调和的那些人的政策，内阁主义者即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政策，已经破产了。他们对联合政府所抱的一切希望都已破灭。他们的一切诺言都已被揭穿，这些诺言无非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空话。

在今天，对革命事业、对劳动群众的利益为害最大的莫过于妄图用空谈来掩盖事实。在这种滔滔不绝的空谈里，出现两种腔调，其实不过是“一路货色”。

内阁主义者孟什维克的机关报《工人报》是在给“立宪民主党人”助威。一方面，“在这种基础上〈在两个协约国的答复的基础上〉，我们同他们之间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我们”是谁？俄国 资本家
 吗？阶级斗争的理论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比较有利的倒是空谈一般“民主”，践踏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起码的常识：正是在“民主派” 内部
 ，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最深。

另一方面，《工人报》还想“专门召开一次盟国政府的代表会议来进行修订”（修订协定和条约）。又是老一套：同资本家妥协，实际上是在玩弄同工人阶级的阶级敌人谈判的把戏来 欺骗工人
 。

《工人报》写道：“让法国和英国的广大民主阶层向本国政府进攻，甚至让法国和英国的无产阶级单独向本国政府进攻……”孟什维克在俄国支持 本国
 帝国主义者的政府，而在别的国家则号召 进攻
 ……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骗人的空话吗？

“我们在为媾和〈国际范围内的媾和〉作准备，办法是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有过去是社会主义者而现在已经转到 本国
 政府方面去的那些部长参加！！用几次小范围的欺骗来准备一次对人民的大范围的欺骗，这种“准备”进行得多么妙，简直没有话说！

《人民事业报》唱着“雅各宾党人”的高调。声调多么严厉，革命的喊声多么响亮……“我们很清楚”……“对我国革命 
［注：上页和本页这几处原文把本来应该小写的普通名词“революция”（“革命”）和“восстание”（“起义”）写成了“Революция”和“Восстание”，以示强调。——编者注］

 〈革命这个词非大写不可〉的胜利充满信心”，“劳动人民如此幸运、如此成功地举行的 整个
 起义 
［注：上页和本页这几处原文把本来应该小写的普通名词“революция”（“革命”）和“восстание”（“起义”）写成了“Революция”和“Восстание”，以示强调。——编者注］

 〈起义这个词非大写不可〉的命运……取决于俄国革命民主派……采取哪种步骤……”

当然，如果革命和起义这两个词 
［注：上页和本页这几处原文把本来应该小写的普通名词“революция”（“革命”）和“восстание”（“起义”）写成了“Революция”和“Восстание”，以示强调。——编者注］

 用了大写，那就同雅各宾党人完全一样，显得“十分”吓人了。真是既便宜又实惠。因为讲这些话的人支持 俄国
 帝国主义者政府，支持 俄国帝国主义者
 向人民隐瞒秘密条约，支持 他们
 对立即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事拖着不办，支持 他们
 实行军事“进攻”政策，支持 他们
 对由选举产生的地方机关加以粗暴的呵斥，支持 他们
 妄想任命或批准由地方居民选举出来的公职人员等等，等等，实际上是在帮助扼杀革命和阻挠劳动者推进起义。

爱空谈的好汉先生们！满口革命词句的骑士先生们！社会主义要求区分资本家民主和无产者民主，区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区分富人为了反对沙皇而举行的起义和劳动者……为了 反对富人
 ……而举行的起义。社会主义要求区分已经结束了的我国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现在是反革命的）革命和日益发展的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革命。前一种革命 主张
 战争， 主张
 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 主张
 地方自治机关“服从”中央， 主张
 维护秘密条约。后一种革命 已经开始
 扼制战争，办法是举行革命的联欢，消灭各地的地主政权，增加苏维埃的数量，加强苏维埃的力量，完全实行选举的原则。

内阁主义者即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空谈一般“民主”，一般“革命” 
［注：上页和本页这几处原文把本来应该小写的普通名词“революция”（“革命”）和“восстание”（“起义”）写成了“Революция”和“Восстание”，以示强调。——编者注］

 ，想以此 掩饰
 自己同本国帝国主义的、实际上已经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而这种妥协实际上正在变成一场 反对
 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革命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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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指1917年5月28日（6月10日）俄国各报登载的法英两国政府答复俄国临时政府3月27日宣言的照会。



法英两国政府在照会中声称它们进行战争的任务之一是要“解放”受别国暴政压迫的民族，因此欢迎俄国临时政府宣布解放整个波兰，包括旧俄专制政府统治的波兰和并入德奥领土的那一部分波兰的意图。法国还表示要为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和迫使德国赔偿损失而战。两国照会都表示希望同俄国一起把战争进行“到胜利”。——[198]。







《列宁全集》第30卷


资本家在嘲弄人民

（1917年5月31日〔6月13日〕）

5月23日，南方采矿工业资本家和工人代表会议[81]结束了。

会议 毫无
 结果。资本家先生们认为工人的一切要求不能接受。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团声明，它 对于可能发生的纠纷不负责任
 。

这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危机丝毫没有消除。企业主根本没有被制服。

会议决定再成立一个有政府代表和双方代表参加的委员会（！！）；企业主们请求 立即
 提高价格！！！读到这些，就会感到可笑，更感到可悲。 
［注：引自俄国诗人米·尤·莱蒙托夫的短诗《致亚·奥·斯米尔诺娃》。——编者注］

 。

为了使读者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资本家先生们对人民的嘲弄已经达到什么地步，我们从一家 部长的
 报纸（即有自己的代表参加内阁的一个政党的报纸）上摘引几段话来看看：


　　“来到这里的工人代表团〈南方采矿工业的〉向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经济部报告了事情的真相，根据这个报告，我们可以说，尼·尼·库特列尔引用的工业家们所提供的数字，是根本靠不住的。……在革命前，煤矿主攫取了巨额利润，尽管如此，他们在革命爆发前夕还不断同旧政府讨价还价，要提高煤的征购价格。煤矿主看到连旧政府都愿意给他们加3戈比，于是就要求再增加5戈比。他们在革命的最初日子里一下子就从革命临时政府那里得到了8戈比，并且要求铁路部门的旧订货和从1月份起征购的煤也都加价8戈比，随后他们又多得了3戈比，于是总共得了11戈比。

革命前的征购价格是18戈比，现在是29戈比。从前，同政府订的合同是每普特22戈比，现在则是每普特33—34戈比，甚至更多……”





　　请看，这难道不是资本家对人民肆无忌惮的 嘲弄
 吗？资本家政府利用革命的机会，把自己叫作“革命”政府，拿这个“光荣的”称号欺骗无知的人民，一再给资本家加价！一再把几百万几百万的钱塞进资本家的口袋！

国家处在毁灭的前夕，而10个资本家即临时政府的10个成员却在纵容企业主，听任他们抢劫国家，抢劫人民， 增加
 本来就已很高的资本利润。


　　“工商业部成了俄国南部采矿工业家代表大会的俘虏，它面临南方工业遭受灾难的危险，但不仅不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防止，反而在行动中一步步地向南方工业家的压力屈服。”



　　1917年5月14日，在联合内阁成立一个多星期以后，同一家部长的报纸即孟什维克的机关报《工人报》就是这样写的。
从那时以来，情况毫无变化。


不过，部长的报纸却不得不承认一件更糟糕的事实。请听吧：


　　“……工业家正在实行意大利式的罢工。他们故意不采取措施。要抽水机，找不着；要灯罩，弄不到。工业家们不愿意增加生产。同时他们不愿意花钱对企业中磨损的设备作必要的修复。机器陈旧了，快要不能用了。对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工业家们总是答复说这也不能买那也不能买，工人们常常只好自己去购买和张罗必要的工具。企业主根本不想办法把产品——煤和生铁运出来。价值成千万成亿的这种产品白白地存放着，同时国家却急需这些产品。”



　　部长的报纸，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所属的孟什维克党的报纸，就是这样写的。这真是资本家对人民的公然嘲弄！这简直象一所疯人院：资本家同临时政府（其中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中的资产阶级人物狼狈为奸；资本家在 妨碍
 工作， 破坏
 工作， 不想办法
 把产品运出来，可是没有这些产品国家就要 灭亡
 。

没有煤，工厂和铁路就要停工。失业现象在日益增长。商品愈来愈缺乏。农民不能白白提供粮食。饥荒必不可免。

所有这些都是资本家同政府勾结在一起干出来的！！

对于这一切，民粹主义者即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孟什维克竟然能够容忍！！他们只是用空话敷衍搪塞，尽管他们 早在5月14日
 就已谈过资本家的这些罪行。今天已经是5月31日。两个多星期过去了，而一切仍然照旧。饥荒愈来愈逼近了。

为了掩盖资本家的种种罪行，为了转移人民的注意力，所有的资本家报纸，如《言语报》、《日报》、《新时报》、《俄罗斯意志报》、《交易所小报》[82]、《统一报》等，天天都在拚命造谣诽谤，把污水泼到“布尔什维克”身上……煤矿主同政府暗中勾结，破坏和阻碍生产，而这些竟然都成了布尔什维克的过错！！

这看上去真象是一所疯人院，幸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全世界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资本家和 他们的
 政府（得到孟什维克的支持）为了维护利润是不惜犯下任何罪行的。

这种局面要拖到哪一天呢？难道非要拖到遍地遭灾、成千上万的人饿死吗？





	载于1917年5月31日（6月13日）《真理报》第6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232—235页

















《列宁全集》第30卷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各区委员会的一封信

（1917年5月31日〔6月13日〕）

敬爱的同志们：

附上彼得堡委员会关于创办自己的报纸的决议和我于5月30日（星期二）在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上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两个决议 
［注：见本卷第197页。——编者注］

 ，请你们把这几个决议讨论一下，提出你们的看法，并尽量详细地说明理由。

由于彼得堡委员会是否需要在彼得格勒出单独的报纸问题，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即将发生冲突。现在最重要和最合乎愿望的是，能有尽可能多的我党在彼得格勒的党员积极参加讨论这个就要发生的冲突，并提出解决办法来帮助消除这个冲突。

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一致主张在彼得格勒创办彼得堡委员会单独的机关报，而不顾中央的决议——创办 两种
 报纸来代替版面显然不够用的《真理报》，即一种是过去的《真理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另一种是小《人民真理》报（这两种报纸的名称都还没有最后确定），作为供最广大群众阅读的通俗机关报。根据中央的决定，两种报纸只应有一个编辑部，同时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应当参加两种报纸的编辑部（对中央机关报有发言权，对通俗机关报有表决权）。应当建立一个“报刊委员会”（由各地区同群众有极密切联系的工人组成），此外，应当在 两种
 报纸上辟出一定的版面以满足地方工人运动的纯粹地方性的需要。

中央的计划就是如此。

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没有执行这个计划，却想创办彼得堡委员会 自己的
 单独的报纸。执行委员会一致作出了这个决定。

在彼得堡委员会5月30日的会议上，在米·托姆斯基同志作了报告和总结发言、我作了发言、许多同志参加了辩论以后，表决结果一半对一半：14票拥护执行委员会，14票反对。我提出的决议案以16票对12票被否决。

我深信，彼得堡委员会根本不需要出单独的报纸，因为在 首都
 ，由于首都对全国有指导作用，有 一个
 党的机关报即中央机关报就够了，而编写得 特别
 通俗的通俗报纸，则应当由 同一个
 编辑部编辑。

有了彼得堡委员会单独的机关报，必然使工作很难充分协调，甚至会造成路线（或路线色彩）上的差异，这样做的害处（尤其在革命时期）会是很大的。

为什么我们要分散力量呢？

我们都肩负着过于繁重的工作，我们的力量不足；写作的人愈来愈离开我们转到护国派方面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容许分散力量吗？

应当聚集力量，而不应当分散力量。

是否可以不信任中央，担心中央在编辑部的组成上会处理不当，在这两种报纸上会不给地方工作提供足够的版面，或者会“委屈”彼得堡委员会的处于少数的编辑，如此等等。

我在第二个决议草案里，特意列举了这些论据（这些论据我是在彼得堡委员会5月30日的会议上听到的），以便把问题公开提到全体党员面前，让他们去仔细衡量两类论据中的 每一个
 论据，并采取认真负责的解决办法。

同志们，如果你们有重大而严正的理由不信任中央，就请你们直言相告。这是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我党的每一个党员的义务，而我们党中央有责任专门讨论你们的不信任案，并报告党代表大会，举行专门的会谈来消除地方组织对中央的这种可悲的不信任。

如果这种不信任并不存在，那么，硬要中央放弃党代表大会赋予它的 领导
 全党特别是领导首都的 工作
 的权利，这就不公道和不正确了。

我们中央要领导彼得格勒的报纸，这种要求是不是过分呢？并不过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在党的较好的时期即在威廉·李卜克内西处于党的领导地位的几十年内，李卜克内西一直是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柏林党组织从来没有单独的柏林的报纸。有过工人组成的“报刊委员会”，有过党中央机关报 地方部
 。我们为什么要抛弃我们外国同志的这个范例呢？

同志们，如果你们希望中央作出 特别的保证
 ，如果你们希望修改某些地方（即中央关于创办两种报纸的计划中的某些地方），那我代表中央请你们切实地加以讨论和说明。

我认为，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关于创办彼得格勒 单独的
 报纸的决议是极不正确的，极不适当的，它会分散力量，给我们党带来一些冲突的隐患。我认为（而在这一点上我只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彼得堡组织最好支持中央的决议，等一个时候，看一看按中央计划创办两种报纸取得的工作经验，然后，如果有必要，再作出关于试办结果的专门决议。　　顺致

社会民主主义的同志敬礼






	　　尼·列宁
　1917年5月31日

载于1925年《红色史料》杂志第3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236—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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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83]


（1917年5月31日〔6月13日〕）

简要报道

阿维洛夫同志的决议案完全忘记了阶级立场。波·瓦·阿维洛夫似乎执意要在他的决议案中收罗和集中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决议所固有的一切缺点。

阿维洛夫在他的决议案的开头，确认了目前对任何一个社会党人来说都没有争议的一个论点：资本家的掠夺性经营已把俄国弄到了经济和工业彻底破产的地步。可是接着他提出了一个在广大民主阶层参与下“国家政权”对工业实行监督的模糊公式。

目前人人都在大谈监督，连从前一听到“监督”就要高喊“救命”的人，现在也承认监督是必要的。

他们玩弄“监督”这个笼统的字眼，实际上是想把监督化为乌有。

当前有“社会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实现这种监督。因此，工厂委员会希望实行真正的工人监督而不是纸上的监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阐明“监督”这个概念，阐明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来实现这种监督的问题时，一刻也不应忽视仅仅作为阶级统治组织的现代国家的阶级性质。在说明“革命民主派”这个概念时，也必须同样运用阶级分析。在作这种分析时，必须从社会力量的实际对比出发。

阿维洛夫的决议案一开头就许下种种诺言，到最后，实质上则是建议一切照旧。他的整个决议案没有半点革命气味。

革命时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准确分析国家的本质问题，弄清楚国家将维护谁的利益以及应当怎样建立国家才能真正维护劳动者的利益。而这些问题在阿维洛夫的决议案中都根本没有阐明。

当前我国新的有“社会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三个月来一直没有实现监督，不仅没有实现监督，在俄国南方采矿工业家和工人的冲突中还公开站到资本家方面去了，这是为什么？

为了真正实现对工业的监督，这种监督必须是 工人监督
 ，让大多数工人参加各自的负责机关，让管理人员向各自最有权威的工人组织报告工作。

工人同志们，你们要争取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监督，你们要彻底抛弃一切主张这种虚假的纸上的监督的决议案和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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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这是列宁在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就实行工人对生产的监督问题发表的讲话。



工厂委员会是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出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由各企业职工大会选举产生。它与工会的区别在于它以企业为单位联合工人，而不论他们属于哪个工会或从事哪种职业。工厂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它集中工人的经济要求向企业主提出，不经官方许可径自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监督厂方对劳动力的雇用和解雇，建立工人民兵队伍，解决工人的粮食供应问题，并与工会一起解决签订集体合同和处理工资福利等问题。一旦企业主关闭工厂或缩减生产，工厂委员会就履行管理的职能。工厂委员会是布尔什维克在企业中的可靠支柱。在准备和进行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工厂委员会起了积极的作用。1918年工厂委员会与工会合并，成为工会的基层组织。



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7年5月30日—6月3日（6月12—16日）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彼得格勒市区和郊区各工厂委员会、工会理事会及其他工人组织的代表共568名。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担任会议主席。代表会议讨论了关于彼得格勒的工业状况和对生产的监督与调节、关于工厂委员会的任务及其在工会运动中的作用等问题。



在代表会议上，孟什维克企图把工厂委员会的政治作用和经济作用化为乌有，并用有资产阶级政党参加的国家监督代替工人监督。经过激烈斗争，代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案。代表会议选出了由25人（其中19人是布尔什维克）组成的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它实际上是全俄工厂委员会的中心。——[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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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的讲话

（1917年5月31日〔6月13日〕）

简要报道

列宁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各派所有国际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致敬。

演讲人接着谈到怎样才能消除这场欧洲战争的问题。原来他对解决欧洲危机的看法并不象阿·卢那察尔斯基那么乐观[84]。他说，“没有兼并”这个公式绝不意味着要使欧洲恢复到“原状”（“status　quo　ante”）。我们认为，“没有兼并”——这就是说这场战争以前的侵占行为也不能容许。对我们说来，这个公式就是让各民族有同一国分离和并入另一国的充分自由。但是，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实现这个公式，因此，要摆脱这场欧洲战争，除了进行世界革命，没有别的出路。

在谈到联欢时，列宁说，自发的联欢虽不能解决媾和的问题，但我们仍把它当作一项最重要的革命工作。联欢本身不能解决问题，但是任何其他办法，只要它不能引起革命，也都不能解决革命的问题。罢工和游行示威是什么呢？那也只是革命斗争总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有人对我们说，联欢使其他战线上的情况变坏了。这话不对。联欢在我们这条战线上造成了事实上的停战，在西方战线上也引起了一些不大的变化。但对谁有利呢？对英法有利。与此同时，英国在亚洲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吞并了巴格达。我们这条战线上的停战是由革命的联欢引起的，克伦斯基反对这个联欢，继续进行战争，宣布了为孟什维克所赞同的进攻。

应当使联欢成为自觉的行动，应当使它变成交流思想的活动，使它扩展到其他战线，并在战壕的另一边燃起革命的火种。

在谈到关于工业调整的问题时，演讲人指出，2月28日以来，政府还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减少企业主的利润。最近我们得到消息，说成立了一个由斯柯别列夫为首的几名部长组成的委员会来拟订监督措施。但是在沙皇时代也有过各种委员会，这不过是欺骗罢了。演讲人谈到立即夺取地主土地的必要性，并在讲话结束时指出，工兵代表苏维埃要么取得全部政权，要么无声无息地死去。

人们从四面八方向演讲人递字条，不大一会就递来了20张。第一张字条提问道，要不要派补充连去前线。列宁对这个问题回答说：在沙皇统治时期，我们不得不到军队中去并在那里进行工作。李卜克内西曾穿了军装去进行反战宣传。认为用分散的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就可以消除战争，那是天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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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在列宁讲话之前发言。他在发言中建议：向法英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迫使它们同意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这一原则；宣布全线停战；呼吁盟国以及德奥两国的人民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他认为，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如果德国政府还要继续进行战争，那么，它所谓自己是在进行防御战争的谎言就被戳穿了。——[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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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耻行为辩护

（1917年6月1日（14日〕）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所属国际联络局，给已经破产并转向“本”国政府的第二国际的著名书记胡斯曼发去一个通知，这个通知登在《消息报》第78号上。

这个通知是要证明，决不能把俄国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府同西欧各国社会主义叛徒参加“他们的”政府“相提并论”。“联络局”的论据软弱无力，浅薄得令人发笑，因此必须再一次把这些拙劣不堪的论据展示出来。

第一个论据：在其他国家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参加政府的。不对。英国、法国、丹麦、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同当前的俄国的差别“完全” 不是
 实质性的，因为任何一个 没有
 背叛社会主义的人都知道，问题的实质在于资产阶级的阶级 统治
 。从 这个
 意义上说，上述各国的条件不是“不同”，而是相同。民族特点并不能使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这个根本问题发生任何变化。

第二个论据：“我们的”部长参加的是“革命”政府。这是拿“革命”这个伟大的字眼来极端无耻地欺骗人民，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搬弄这个字眼正是想掩饰他们叛变革命的行为。因为谁都知道，在当前“革命”政府的16位部长中，有10位是属于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党的，这些政党拥护帝国主义战争，主张不公布秘密条约，执行着 反革命的
 政策。这在5月27—29日的彼得堡区杜马选举中得到特别明显的证明，当时 所有的
 黑帮分子都一致 拥护
 我国“革命”政府中的多数。

第三个论据：“我们的”部长参加政府“是受了明确的委托的，就是要通过各民族的协议来实现普遍的和平，而不是为了用武力解放某些民族来拖延帝国主义战争”。首先，这种委托一点也不“明确”，因为它既不意味着明确的 纲领
 ，也不意味着明确的 行动
 ，这只是空话。这正象一个工会书记当了资本家联合会的理事，领取高达一万卢布的薪金，而他接受的“明确的委托”却是为工人谋福利，而不是延长资本主义的统治。其次，说什么 一切
 帝国主义者，包括威廉和彭加勒等等在内，都力求达成“各民族的协议”，这同样是最无聊的空话。最后，从俄国方面来看，1917年5月6日以后，显然在“拖延”战争，其办法之一就是我们的帝国主义政府至今没有公布和提出明确的媾和条件，即达成协议的条件。

第四个论据：“我们的”部长的目的“不是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用政权这一手段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好极了！这样一来，只要用良好的目的或“参与”卑鄙勾当的良好的“动机”把卑鄙勾当掩盖起来，就万事大吉了！！请看，竟可以把参加 事实上
 进行着帝国主义战争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府说成是“用政权这一手段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真是妙论。我们建议每次工人集会，每次公众集会，都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彼舍霍诺夫、斯柯别列夫这些同捷列先科和李沃夫之流进行“ 阶级斗争
 ”的人高喊“乌拉”。

“联络局”的先生们，你们拿这样的论据来替内阁主义辩护，你们是会被人笑死的。不过，这不是你们的独创，普列汉诺夫的朋友著名的王德威尔得（你们在骂他，但是，既然你们已经参加内阁，那在道义上就根本没有资格这样做）老早就说过，他参加内阁也是“为了继续进行阶级斗争”。

第五个论据：“我们的”部长参加政府是在推翻了沙皇制度以后，是在“4月20—21日的革命群众运动”赶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敌人”（即米留可夫、古契柯夫）以后。

法国人不是100天以前而是122年以前推翻了专制制度，英国人是260多年以前、意大利人是几十年以前推翻了专制制度，他们有什么过错呢？4月20日赶走了米留可夫，由捷列先科来代替他，这就是说，无论就阶级或党派来说都丝毫没有改变。新的诺言并不等于新的政策。

你撵走了大主教而以教皇来代替，这不能说你已经不再是教权主义者了。

第六个论据：在俄国，“无产阶级和军队有充分的自由”。不对， 不
 充分。自由只是比其他国家充分一些，正因为如此，用参加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府的卑鄙行为来 玷污
 这种新生的刚刚获得的自由，就更加无耻。

俄国的社会主义叛徒同欧洲的社会主义叛徒之间的区别，不过是强奸者同强奸幼女者之间的区别。

第七个论据：“此外，俄国无产阶级拥有对当选者实行充分监督的手段。”

不对。在俄国，党派分野还不鲜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瓦解已十分明显（马尔托夫半脱离；卡姆柯夫一再抗议，他在选举中同我们结成联盟反对 自己的
 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 他们自己
 都认为是 帝国主义的
 “统一派”结成联盟，等等），以致“无产阶级”对部长们不仅 谈不上
 “充分的”监督，甚至 谈不上
 什么认真的监督。

何况无产阶级是一个 阶级
 概念，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无权使用这个概念，因为他们更多是依靠 小资产阶级
 。既然 你们
 谈到了阶级，那说话就得准确！

第八个论据：“俄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决不意味着削弱他们同各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社会党人之间的纽带，相反地，却标志着这种纽带在争取普遍和平的共同斗争中更加牢固。”

不对。这是空话和谎言。

谁都知道，参加俄国内阁只是加强了各国帝国主义 拥护者
 、社会沙文主义者、 社会帝国主义者
 韩德逊之流、托马之流以及 谢德曼
 之流联系的 纽带
 。

是的，甚至包括谢德曼！因为他知道，既然 连
 俄国人， 甚至
 在有很大自由的条件下， 甚至
 在革命时期都同 本国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结成可耻的同盟，那么， 德国
 社会帝国主义就尽可 心安理得地
 给世界工人运动以有害的影响。





	载于1917年6月1日（14日）《真理报》第7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243—246页














《列宁全集》第30卷


经济破坏问题上的小资产阶级立场

（1917年6月1日〔14日〕）

《新生活报》今天刊载了阿维洛夫同志在工厂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决议案。遗憾的是，只能说这个决议案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态度和社会主义态度而是用小资产阶级态度对待问题的典范。这个决议案非常突出地集中了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的苏维埃通常所作决议中的一切弱点，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个决议案是典型的，是值得注意的。

决议案的开头是极其出色的一段议论，它痛斥资本家说：“现时的经济破坏……是战争的结果， 是资本家和政府进行掠夺性的无政府式的管理的结果。
 ……”说得很对！资本是压迫者，是掠夺者，资本才是无政府状态的根源，在这点上，小资产者可以和无产者的意见一致。但是两者之间马上就有了分歧：无产者认为资本家的经济是掠夺性的， 所以要
 对它进行阶级斗争， 要
 在绝对不信任资本家阶级的基础上制定整个政策， 要
 在国家问题上首先辨明“国家”为哪个阶级服务，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小资产者有时是“疯狂地”反对资本，但疯劲过后，立刻又对资本家表示信任，对资本家的“国家”……寄予期望！

阿维洛夫同志也是如此。

阿维洛夫同志的引言写得很出色，很坚决，很严正，指责了资本家的“掠夺行为”，甚至不仅指责了资本家，而且指责了资本家的政府，但阿维洛夫同志在整个决议案中，在决议案的全部具体内容中，在决议案的一切实际建议中， 却忘记了阶级观点
 ，象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一样，完全陷入了对笼统的“国家”和“革命民主派”的空谈。

工人们！掠夺性的资本用它的掠夺行为造成了无政府状态和经济破坏，而资本家的政府也在无政府式地进行管理。挽救的办法就是由“国家在革命民主派参加下”实行监督。这就是阿维洛夫的决议案的内容。

当心上帝惩罚吧，阿维洛夫同志！难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忘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吗？为反对“资本家的掠夺行为”而 向资本家的国家
 呼吁岂不是很可笑吗？

难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忘记，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英国在1649年，法国在1789年、1830年、1848年和1870年，俄国在1917年2月），资本家也不止一次地成为“革命民主派”吗？

难道你真的忘记了必须把资本家的、小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区别开来吗？我刚才举出的 那些
 革命的 全部
 历史，难道不都是说明“革命民主派” 内部
 有不同的阶级吗？

现在，在经历了1917年2月、3月、4月和5月以后，谁还在俄国泛泛地谈论“革命民主派”，他就是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欺骗人民。因为各阶级联合起来一致反对沙皇制度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国家杜马第一届“临时委员会”同苏维埃的第一个协议，就已标志着阶级联合的 终结
 和阶级斗争的开始。

四月危机（4月20日）、5月6日危机、5月27—29日（选举）危机等等，终于把在俄国革命中“革命民主派”内部 各个阶级
 的界限划清了。忽略这一点，那就表明同小资产者一样无能。

现在向“国家”和“革命民主派”呼吁，而且恰恰是在资本家掠夺行为的问题上向它们呼吁，那就是把工人阶级拉向后退， 事实上
 就是鼓吹完全停止革命。因为 现在
 ，在4月和5月以后，我们的“国家”是（进行掠夺的）资本家的国家，这些资本家 驯养了
 切尔诺夫、策列铁里等一大批“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


这个
 国家在对内对外政策的一切方面，处处都阻碍着革命。

让 这个
 国家去同资本家的“掠夺行为”作斗争，就等于 把狗鱼投到河里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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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把狗鱼投到河里”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狗鱼》。狗鱼因危害鱼类而受到审判。糊涂法官听从了和狗鱼狼狈为奸的检察官狐狸的建议，判决把狗鱼投到河里淹死。——[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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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眼里的草屑[86]


（1917年6月1日〔14日〕）

阿尔及利亚把西洋景戳穿了……我们的善于当部长的“社会革命党人”口口声声说他们承认“没有兼并的和约”（即没有侵占他国领土的和约），这使得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听众完全陶醉了，可是……阿尔及利亚把西洋景戳穿了！有“社会革命”党的两位部长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参加的《人民事业报》……很不谨慎，同协约国的三位部长（也是准社会党人）谈起了阿尔及利亚。读者从下文可以清楚地看出，克伦斯基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的报纸的这种不谨慎达到了何等可怕的程度。

英国、法国、比利时三个协约国的三位部长韩德逊、托马和王德威尔得先生宣称，他们并不希望“兼并”，而只希望“解放领土”。克伦斯基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的报纸把这叫作“资产阶级驯养的社会党人”玩弄的“手上的戏法”（这是非常正确的），并发表了如下一段激烈的讽刺文字痛斥他们：


　　“‘诚然，他们’〈三位部长〉只是‘根据民众的意志要求解放领土’。好极了！那么，我们就要求他们和我们自己都应彻底，我们认为一方面应当‘解放’爱尔兰和芬兰的‘领土’，另一方面应当‘解放’阿尔及利亚和暹罗的‘领土’。我们很想听一听例如社会党人阿尔伯·托马对阿尔及利亚的‘自决’的看法。”



　　是的，一点不错，“我们很想听一听”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切尔诺夫、斯柯别列夫对亚美尼亚、加里西亚、乌克兰和土耳其斯坦的“自决”的“看法”。要知道，你们，俄国的民粹主义者部长和孟什维克部长先生们，已经用爱尔兰和阿尔及利亚的例子彻底揭穿了你们的立场和行为的虚伪。你们已经以此表明， 决不能
 把“兼并”理解为只是 这场战争中
 的侵占行为。就是说，你们自己痛打了自己，也痛打了最近还傲慢无知地宣称兼并只应当理解为这场战争中的侵占行为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谁不知道爱尔兰和阿尔及利亚早在这场战争爆发前几十年、几百年就已被侵占了呢？

《人民事业报》太不谨慎了，它暴露了它自己、孟什维克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在兼并这样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根本的问题上思想极端混乱。

但还不止于此。你们拿爱尔兰问题来质问韩德逊，拿阿尔及利亚问题来质问阿尔伯·托马，你们把“执政的法国 资产阶级
 ”对兼并的看法同法国 人民
 的看法对立起来，你们把韩德逊和阿尔伯·托马叫作“资产阶级驯养的社会党人”，可是，你们为什么忘记看一看自己呢？？

你们，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切尔诺夫、斯柯别列夫，到底是些什么人呢？难道你们不是“资产阶级驯养的社会党人”吗？难道你们在“执政的俄国 资产阶级
 ”内阁中提出过关于 俄国的
 爱尔兰和 俄国的
 阿尔及利亚问题，即关于土耳其斯坦、亚美尼亚、乌克兰、芬兰等等的问题吗？你们在什么时候提过这个问题呢？你们为什么不把这种事告诉俄国“人民”呢？ 俄国的
 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和内阁中，在人民面前玩弄的手法——大谈“没有兼并的和约”的漂亮话，却 没有
 确切地、清楚地、斩钉截铁地 提出
 象爱尔兰和阿尔及利亚那样的 一切俄国
 兼并的土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把这叫作“手上的戏法”呢？

善于当部长的俄国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已经糊涂了，他们愈来愈暴露了自己。

他们常常提出“最后一个”论据：我们革命了。但这个论据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 直到今天
 ，我国革命象在法国和英国一样，只造成了 资产阶级
 政权，同时也象在法国和英国一样，“资产阶级驯养的社会党人”在其中占“无害的少数”。至于我国革命明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是回到君主制去，使资产阶级得到加强，还是使政权转到更先进的阶级手中，这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知道。因此，拿“革命”来辩解，就是赤裸裸地欺骗人民和欺骗自己。

兼并问题是检验弄虚作假的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很好的试金石。他们象普列汉诺夫、韩德逊、谢德曼之流 一样
 糊涂，他们彼此只是 在说法上
 有不同， 实际上
 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他们同样都已经失去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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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这个标题采自俄国民间谚语：“看得见别人眼里的草屑，看不见自己眼里的木块。”意思是：明于察人，暗于察己。——[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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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斯基公民，这不民主！

（1917年6月1日〔14日〕）

彼得格勒通讯社报道说：


　　基辅5月30日电
 。全乌克兰农民代表大会会议宣读了陆军部长克伦斯基的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里，部长认为由于军事情况，召开乌克兰军人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不合时宜的。大会认为部长的命令破坏了乌克兰人的集会自由，因而向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发出如下电报：“我们注意到克伦斯基部长在召开乌克兰军人代表大会一事上第一次违反了集会自由的法律。我们对于因乌克兰人的新生活的民主原则被破坏而可能产生的后果不负责任，我们坚决抗议，同时希望对乌克兰中央拉达代表团向临时政府提出的要求立即作出答复。”





　　这个消息无疑会在工人社会党人队伍中引起极大的震惊。陆军部长认为召开乌克兰人的代表大会“不合时宜”，他竟然运用自己的权力，禁止召开这次大会！克伦斯基公民不久前刚刚把芬兰“整了一下”，现在他又决定“整”乌克兰人了。而这一切都是在“民主”的名义下干的！

亚·伊·赫尔岑曾经说过，只要看一看俄国统治阶级的“行径”，就会羞于承认自己是俄国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俄国还在农奴制的桎梏下呻吟，鞭子和棍棒还统治着我国。

现在俄国推翻了沙皇。现在是克伦斯基之流和李沃夫之流代表俄国说话。克伦斯基之流和李沃夫之流的俄国对待各个从属民族的态度，使人们今天还不由自主地想说出亚·伊·赫尔岑说过的辛酸的话来。

更不用说，克伦斯基公民的“大国”民族主义政策只会煽起和加强克伦斯基之流和李沃夫之流所要反对的“分离主义”倾向。

我们要问，对被压迫民族的这种藐视态度，不必说同社会主义的尊严，就是同一般民主主义的尊严难道能够相容吗？

我们要问，克伦斯基公民和他的伙伴们的这种“嬉戏”有没有个限度呢？我们要问“社会革命”党，它是否同意它的荣誉党员克伦斯基公民禁止召开乌克兰代表大会？


※　　　　　※　　　　　※

　　我们获悉，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昨天通过一项决定，要邀请克伦斯基公民专门去解释一下关于民族自决和一般民族政策的问题。另外，据说“联络委员会”已经垮台了。先生们，根本没有！两个政权仍然并存着。除非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否则没有摆脱现状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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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主义和军队“瓦解”

（1917年6月3日〔16日〕）

人人都在叫喊要有“坚强的政权”。说出路在于专政，在于“铁的纪律”，在于迫使“左”“右”两方面的一切不服从的人默默服从。我们知道他们想迫使 哪些人
 沉默。右派分子并不叫喊，他们 在活动
 。他们有的在内阁里，有的在工厂里，以同盟歇业相威胁，发布解散团队的命令，拿服苦役来恫吓。柯诺瓦洛夫之流和捷列先科之流靠克伦斯基之流和斯柯别列夫之流的帮助，为自己的利益 有组织地
 在活动。自然用不着迫使他们沉默……

我们 只
 有 讲话
 的权利。

现在连我们这种讲话的权利，他们也想剥夺……

《真理报》不准运往前线。基辅“代办员”决定不推销《真理报》。“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的书亭不出售《真理报》。而且人们向我们表示要“有步骤地同列宁主义的宣传进行斗争”……（《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而一切自发的抗议，一切捣乱行为，不管它们发生在哪里，却 都要归罪于我们
 。

这也是一种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方法。

这是一种颇有效验的方法。

群众得不到明确的指示，他们本能地感到民主派正式领袖的立场的虚伪和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不得不 自己摸索着寻找道路
 ……

结果，一切心怀不满的觉悟的革命者，一切愤愤不平的战士，一切怀念家乡、看不到战争的尽头的人，有时甚至是公开害怕丢掉性命的人都站到布尔什维主义旗帜下面来了……

哪里布尔什维主义能够公开传播，哪里就没有混乱现象。

哪里没有布尔什维克或者不让布尔什维克说话，哪里就要出现捣乱现象、瓦解现象，出现假布尔什维克……

而这正是我们的敌人需要的。

他们需要寻找借口，说 “布尔什维克在瓦解军队”，然后把布尔什维克的嘴巴堵住
 。

为了彻底制止“敌人”的诽谤和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极为荒谬的歪曲，我们把全俄代表大会开会前一位代表在军队中散发的一张传单的最后一部分引来看一看。

原文如下：



　　“同志们！你们应当说心里话。

不需要同资产阶级妥协！






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


这不是说应当马上推翻现政府，不服从现政府。只要人民大多数拥护这个政府，相信五个社会党人能够应付，我们就不能用某些暴动来分散自己的力量。

决不能！

要珍惜力量！要召集群众大会！要作出决议！要提出把政权完全转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要求！要说服不同意的人！请用团队的名义把你们的决议寄到彼得格勒代表大会我那里，以便我能在会上传达你们的呼声！

但也要谨防挑拨者，谨防他们披着布尔什维克的外衣，唆使你们骚乱和暴动，以掩盖他们自己的怯懦！要知道，他们现在跟你们一起走，是想在发生危机的头一分钟就把你们出卖给旧制度。

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不是号召你们暴动，而是号召你们进行自觉的革命斗争。

同志们！全俄代表大会将选出代表，而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要向这些代表报告工作。

同志们！我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要求：

第一，把全部政权交给工兵代表苏维埃
 。

第二，以人民的名义立即向包括盟国和敌国在内的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提出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的和平建议
 。要是某个政府试图拒绝，它就会被本国人民推翻
 。

第三，通过没收资本家的战争利润的办法
 把发战争财的人的钱拿来用于国家需要。

同志们！只有使政权转到俄、德、法等国的民主派手中，只有在一切国家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战争才能结束。






我国革命已经为此打下基础，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俄国的人民的全权政府向欧洲各国政府提出和平建议，通过加强同西欧各国革命民主派的联盟给世界革命以新的推动力。



哪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还想进行战争，它就一定要倒霉。






我们将同该国人民一起，以革命战争对付这个政府。


我被选为彼得格勒代表大会的代表，就是要代表你们把这些话告诉我们在彼得格勒的政府。

第十一集团军委员会委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出席西南方面军代表大会的代表准尉克雷连柯
 。”[87]





任何一个用心读过我们党的决议的人都会看出，克雷连柯同志十分正确地表达了这些决议的 实质
 。

布尔什维克不是号召无产阶级、贫苦农民和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去进行骚乱和暴动，而是号召他们进行自觉的革命斗争。

只有真正人民的政权即人民 大多数
 的政权，才能走上 正确的
 道路，使人类打碎资本家的枷锁，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祸和灾难，建立持久的和公正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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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嘲笑谁？嘲笑你们自己！

（1917年6月3日〔16日〕）

“君士坦丁国王〈希腊〉追于协约国的外交压力，在逊位书上签字了。”——“革命”临时政府前任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先生的报纸对逊位事件就是这样写的。

协约国的外交家先生们 扼杀了
 希腊，他们的做法是首先挑起威尼齐洛斯运动（威尼齐洛斯是君士坦丁的一位前任大臣，他转而为英国资本服务了），分化出一部分军队，用武力侵占希腊的一部分领土，最后用“压力”迫使“合法的”君主退位，也就是用强制的办法从上面实行革命。谁都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这就是用 饥饿
 来压服，用英法两国帝国主义者和俄国帝国主义者的军舰来封锁希腊，使希腊陷于 绝粮状态
 。对希腊施加的这种“压力”，同俄国一个偏僻地方的愚昧农民不久以前的做法完全一样（如果相信报纸报道的话），他们给一个乡民加上侮辱基督教的罪名，作出了把他活活饿死的判决。

俄国的一个半野蛮的偏僻地方的愚昧农民用饥饿杀死“罪犯”。英、法、俄等国的“文明的”帝国主义者则 用饥饿折磨
 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用“压力”迫使一个国家改变政策。

这就是帝国主义战争的 实际情况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国际关系的现实环境。而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则对此进行嘲笑……这真是太可笑了……

克伦斯基之流、切尔诺夫之流的部长的报纸《人民事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希腊的“自决”》的充满嘲笑的社论。社会革命党人对希腊“自决”的这种 嘲笑如果是真诚的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所谓政治上的真诚，并不是要克伦斯基之流、切尔诺夫之流先生们证明他们个人是真诚的。这一点我们是乐意承认的，但问题根本不在这里。政治上的真诚，也就是不是涉及个别人而是涉及 千百万人
 的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真诚，是完全可以检验的 言行一致
 。

《人民事业报》的社论是不真诚的，因为正是社会革命党， 正是该党的领袖
 克伦斯基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同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两位公民一道，支持扼杀希腊的……（对不起！），支持让希腊“自决”的内阁。


　　《人民事业报》写道：“……每个人都很清楚，帝国主义德国对比利时的强盗式的进攻，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强盗式的进攻，同各盟国政府目前‘向希腊内地的进攻’实质上毫无区别。”



　　是的，这是很清楚的，这完全不是社会革命党人所想象的“道德问题”，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强盗式的进攻——这就是 你们
 社会革命党人公民们，孟什维克公民们， 由于参加政府
 而参与了的 勾当
 。强盗式的进攻是事实，“协约国的外交压力”（所有协约国的，就是说，也包括 俄国
 在内） 甚至
 在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参加内阁以后也显然是存在的。而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的纲领呢？向新政府提出的实行“革命民主”的“要求”呢？各种各样的宣言呢？所有这一切纲领、宣言、诺言、声明、誓约和誓言等等， 完全是
 对人民的 嘲笑
 ，这难道还不明显吧？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你们是在嘲笑自己！你们是在嘲笑你们信任资本家和资本家政府的政策！你们是在嘲笑你们充当的夸夸其谈、大言不惭、挂着部长头衔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效劳的奴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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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破坏和无产阶级同它的斗争

（1917年6月3日〔16日〕）

本报今天刊载了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经济措施问题的决议 
［注：见本卷第163—165页。——编者注］

 。

这一决议的基本思想，就是针对资产阶级和市侩官吏们关于监督的 空谈
 ，提出 实际
 监督资本家、监督生产的条件。资产者骗人，用一些保障资本家获得3倍甚至10倍利润的国家计划措施来冒充“监督”。小资产者一半由于幼稚，一半由于自私，信任资本家和资本家的国家，满足于官吏们极为空洞的监督计划。工人通过的决议则把 主要的东西
 提到了首位：（1）怎样才能做到在实际上“不保护”资本家的利润；（2）怎样才能揭开商业秘密的内幕；（3）怎样才能使工人在监督机关中占多数；（4）怎样才能使“全国范围的”组织（监督和领导方面的）受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指导， 而不受资本家
 指导。

没有这些，所有关于监督和调节的言论都是空话，甚至简直是对人民的欺骗。

这是每一个有觉悟有思想的工人一下子就能理解的真理，但是我国小资产阶级的领袖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消息报》、《工人报》）却反对这个真理。遗憾的是，多次动摇于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新生活报》撰稿人，这次也滚到他们那边去了。

阿维洛夫同志和巴扎罗夫同志“掉进了”小资产阶级的轻信、妥协和官吏们的空洞计划这一泥潭，却用听起来很象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加以掩盖。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论据。

我们真理派捍卫组织局的决议（经代表会议通过的）似乎就是背弃马克思主义而转向工团主义！！阿维洛夫同志和巴扎罗夫同志，你们应该感到羞耻，只有《言语报》和《统一报》才会这样疏忽大意（或这样故意歪曲）！我们根本没有说过铁路要交给铁路员工、制革厂要交给制革工人这类可笑的话，我们说的是 工人监督
 ，这种监督要逐步过渡到由工人来全面调节生产和分配，过渡到“在全国组织”粮食同工业品等等的交换（“广泛地吸引城乡合作社参加”），我们说的是要求“使 全部
 国家政权转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手中”。

只有没有读完这个决议或者不会读的人，才会真的在这个决议中看出工团主义。

只有象司徒卢威和所有自由派官吏那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究，才会这样议论：“要跨过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空想”，“在我国，调节这类措施本身也应当含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

拿糖业辛迪加、俄国的官办铁路或石油大王等等来说吧。这些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难道可以“跳过” 已经存在的
 东西吗？

问题正在于，在俄国，现实生活已经在实际上把工业中的辛迪加和农村中的小农经济结合在一起了，而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某种“资产阶级的、死板的”学说的人，却用貌似渊博、实则空洞的关于“不断革命”、关于“实施”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议论来 逃避
 现实生活所提出的具体任务。

讲些实际吧！少来些遁词，多接触些实际！是否还要维持高达500％的军事订货利润等等呢？是否还要维护商业秘密的不可侵犯性呢？让不让工人有实行监督的可能呢？

阿维洛夫同志和巴扎罗夫同志没有答复这些实际问题，而是发表一些听起来“差不多象马克思主义”的“司徒卢威式”的议论，这就使他们不自觉地堕落为资产阶级的帮凶。对于人民就军火商的骇人听闻的利润和经济破坏问题所提出的质问，资产者最希望用社会主义是“空想”这种“深奥的”议论来答复。

这种议论愚蠢到了可笑的地步，因为社会主义在客观上不可能实现是与 小
 经济有关的，我们不仅根本不想剥夺小经济，甚至根本不想调节它，监督它。

孟什维克、民粹主义者和一切官吏（他们吸引了阿维洛夫同志和巴扎罗夫同志）谈论“国家调节”是为了敷衍搪塞，他们制定有关“国家调节”的空洞计划是为了 保护
 资本家的利润，他们高谈“国家调节”是为了维护商业秘密的不可侵犯性；而我们正是要竭力使这种国家调节 不致成为骗局
 。亲爱的准马克思主义者们，实质就在这里，而不在“实施”社会主义！

不是由资本家阶级来调节和监督工人，而是 相反
 ，——这就是实质所在。不是象路易·勃朗之流那样信赖“国家”，而是要求建立一个由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领导的国家，—— 同经济破坏作斗争
 就应该是这样。其他任何解决办法都是空话和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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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的第一千零一次谎话

（1917年6月3日〔16日〕）

《言语报》今天在社论中写道：


　　“如果德国有自己的列宁，并且在国外得到罗伯特·格里姆之流和拉柯夫斯基之流的热心援助，那就可以推断，国际并不愿意妨碍伟大的俄国革命巩固自己的阵地，尤其是不愿意妨碍它深入发展。可是现在德国人却客气地回答说，他们并不需要共和国，他们对自己的威廉感到满意。例如《前进报》就更为热心地证明，俄国民主派不应当容忍秘密条约；关于德国民主派，社会党的机关报却谦逊地保持缄默。”



　　说“罗伯特·格里姆之流和拉柯夫斯基之流”曾经给予布尔什维克种种“援助”（他们 从来
 不同意布尔什维克），那是撒谎。把“德国的” 普列汉诺夫派
 （正是 他们
 而且只有他们在《前进报》[88]上写文章）同 成百地
 关在德国监狱里的德国的 革命国际主义派
 （如卡尔·李卜克内西）混为一谈，是《言语报》和资本家们的第一千零一次最卑鄙最无耻的谎话。

现在有 两个
 国际：（1） 普列汉诺夫派
 的国际，即转到 本国
 政府方面去的普列汉诺夫、盖得、谢德曼、桑巴、托马、韩德逊、王德威尔得、比索拉蒂等等社会主义叛徒的国际。（2） 革命国际主义派
 的国际，他们就是在战争时期也到处进行反对 本国
 政府、反对 本国
 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伟大的俄国革命”只有不支持帝国主义的“联合”政府，不支持这个政府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不支持整个资本家阶级，才能 成为
 “伟大的”革命，才能“巩固自己的阵地”和“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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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前进报》（《Vorwap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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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89]


（1917年6月上旬）


1

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

（6月4日〔17日〕）

同志们，在给我的短短的时间里，我只能谈一谈执行委员会报告人和随后几个发言人提出的一些基本的原则问题，我想这样比较适当。

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出席的是 
什么会议

 ，现在召开全俄代表大会的苏维埃是怎么一回事，有人在这里大谈特谈的革命民主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大谈特谈革命民主，是为了掩盖他们对革命民主的毫不理解和彻底背弃。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谈论革命民主，而又模糊这个机构的性质、阶级成分和它在革命中的作用，对这些问题一字不提，同时却想要取得民主派的称号，真是怪事。他们把整个西欧过去就有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纲领向我们描述一番，把现在所有资产阶级政府（我国政府也在内）都承认的改革纲领也向我们描述一番，同时又对我们谈论革命民主。他们是对什么人谈这些话呢？是对苏维埃。那我就来问问你们，欧洲哪个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共和制的国家有类似苏维埃这样的机构呢？你们一定会回答说：没有。这种机构哪里也没有，也不可能有，因为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

 资产阶级政府以及人们向我们描述的、在所有国家里都提过几十次但仍然是一纸空文的改革“计划”； 
或者是

 人们现在向之发出呼吁的机构，即革命所创造的新型“政府”，这样的政府只是在革命最高涨的年代有过先例，例如1792年在法国，1871年也在法国，1905年在俄国。苏维埃，这是任何一个通常类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所没有的机构，而且是不可能与资产阶级政府并存的机构。这是一种新的、更民主的国家类型，我们在我们党的决议中把它叫作农民-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这样的共和国里，唯一的政权属于工兵代表苏维埃。如果认为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如果以为这是可以回避的问题，或者用现在有某种机构与工兵代表苏维埃并存来搪塞，那都是徒劳的。不错，它们并存着。但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了空前多的争执、冲突和摩擦。正是这种情况使俄国革命刚一高涨、刚一前进就转向停滞和倒退，也就是目前在我国联合政府中，在整个对内对外政策中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因准备发动帝国主义进攻而出现的倒退。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通常的资产阶级政府，那就不需要农民、工人、士兵等等苏维埃，苏维埃不是被那些手里有军队、根本不理会克伦斯基部长高谈阔论的反革命将军解散，便是无声无息地死去。这些机构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不能后退，也不能停在原地，只有前进才能生存。这种国家类型不是俄国人臆想出来的，而是革命创造出来的，因为不这样，革命就不能胜利。在全俄苏维埃内部，必然会发生摩擦，发生党派争夺权力的斗争。但这将是以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来消除各种可能产生的错误和幻想（喧声），而不是靠部长们作报告，讲一些他们昨天说过的、明天要写的、后天要许诺的东西。同志们，从俄国革命所创立的、现在面临着生死存亡问题的机构的角度看来，这是很可笑的。苏维埃不能再按照现在的样子存在下去。工人和农民又不是小孩子，竟要聚集在一起，通过一些决议，听取一些根本经不起实际检验的报告！这样的机构是向一种共和国过渡，这种共和国将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建立一个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的坚强政权，这种政权在西欧还不能存在，而俄国革命没有这种政权就不能取得胜利，即不能取得对地主的胜利，对帝国主义的胜利。

没有这种政权，就谈不上我们自己会取得这样的胜利，并且愈深入地研究人们在这里向我们建议的纲领和我们面临的事实，一个基本的矛盾就愈突出。象报告人和其他发言人一样，人们都对我们说第一届临时政府真糟糕！可是以前，当布尔什维克，不走运的布尔什维克说“不给这个政府任何支持和信任”的时候，人们却纷纷责骂我们是“无政府主义”！现在大家都说上一届政府很糟糕，可是有准社会党人担任部长的联合政府又怎样呢？它和上一届政府有什么区别呢？难道空谈纲领、方案还谈得不够吗？难道这些东西还谈得不够吗？难道还不到采取行动的时候吗？从5月6日联合政府成立以来，一个月已经过去了。请大家看看事实，看看俄国和所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经济破坏的情形吧。造成经济破坏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资本家的掠夺。这才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这是报纸公开承认的事实，而且不是我们的报纸，不是什么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绝对不是，而是部长的《工人报》。这家报纸说：“革命”政府 
提高了

 工业用煤的订货价格！！联合政府丝毫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有人问我们，俄国是否可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立刻进行根本的改造。同志们，这都是些毫无根据的托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正象他们经常阐述的那样：“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6页。——编者注］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而且在战争期间也不可能有向纯粹社会主义过渡的纯粹资本主义，只有某种中间的、某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因为卷入资本家之间的罪恶战争的几亿人正面临着死亡。问题不在于答应进行一些改革——这是空话，问题在于采取我们现在需要采取的步骤。

如果你们要谈“ 
革命

 ”民主，那就请把这个概念同资本家内阁的 
改良主义

 民主区别开来，因为现在应当抛掉“革命民主”的空谈，不再拿“革命民主”来互相庆贺，而要按马克思主义和一般科学社会主义教导我们的那样来作 
阶级

 评价。人们建议我们实行资本家内阁执政下的改良主义民主。从西欧通常的范例来看，这也许很好。可是，现在许多国家都处在灭亡的前夕，而那些实际措施，据前面发言的邮电部长公民说来，似乎复杂得简直难于实行，必须特别加以研究，其实这些措施是十分清楚的。他说，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表示决心要掌握全部政权。我回答说：“有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放弃这样做，我们的党也不放弃这样做，它每一分钟都准备掌握全部政权。”（掌声，笑声）你们爱怎么笑就怎么笑，但是，如果部长公民向我们和右派政党都提出这个问题，那他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回答。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放弃这样做。在还有自由的时候，在逮捕和流放西伯利亚等等威胁——这些来自同我们的准社会党人部长们共事的反革命分子的威胁还只是威胁的时候，任何一个政党都会说：信任我们，我们就会拿出我们的纲领。

我们的代表会议在4月29日已经提出这个纲领 
［注：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30—456页）。——编者注］

 。可惜人们不重视这个纲领，不按这个纲领去做。看来需要对这个纲领作一番通俗的解释。那就尽我所能，向邮电部长公民通俗地解释一下我们的决议，我们的纲领。关于经济危机，我们的纲领要求立刻——毫不拖延——公布资本家所获得的高达500—800％的骇人听闻的全部利润。这些利润并不是资本家在自由市场上，在“纯粹”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的，而是靠军事订货获得的。这才是真正需要而且可能实行工人监督的地方。这就是你们这些自称“革命”民主派的人应该代表苏维埃实行而且一夜之间就可以实行的措施。这不是社会主义。这是让人民看清什么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什么是真正玩弄帝国主义的把戏，玩弄人民财产、玩弄几十万人生命的行为。这几十万人明天就会因我们继续扼杀希腊而丧命。把资本家老爷们的利润公布出来吧，把50个或100个最大的百万富翁逮捕起来吧，哪怕是以软禁尼古拉·罗曼诺夫的优待条件拘留他们几个星期也行，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迫使他们提供各种线索，说出种种骗人的把戏、肮脏的活动、自私自利的勾当，而这些东西使我们国家甚至在新政府管理下每天也得损失千百万财富。这就是无政府状态和经济破坏的基本原因，因此我们说：我国一切都是老样子，联合内阁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只是多了一大堆宣言和动听的声明而已。不管人们多么真诚，不管他们多么真诚地希望劳动者过好日子，但是情况并没有改变，掌握政权的仍旧是 
原来那个阶级

 。现在实行的政治并不是民主政治。

有人对我们说，要使“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民主化”。难道你们真不知道，这些话只有对俄国才是新鲜东西吗？在其他国家不是已经有几十个准社会党人部长向他们的国家许过这样的诺言吗？我们面前摆着的活生生的具体事实是，地方居民选举政权机关，而中央却硬要任命或批准地方政权机关的人选，从而破坏了起码的民主。在这种情况下，试问这些诺言还有什么意义呢？资本家还在盗窃人民的财产。帝国主义战争还在进行。而有人却答应我们改革，改革，改革，这些改革在现在这个框框内根本不能实现，因为战争压倒一切，决定一切。有人说，战争并 不是
 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你们为什么不同意这种说法呢？标准是什么呢？首先是看哪个阶级在当权，哪个阶级在继续做主人，哪个阶级在继续利用银行业务和金融业务赚取几千亿利润。这个阶级仍然是资本家阶级，因此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第一届临时政府也好，有准社会党人担任部长的政府也好，什么都没有改变：秘密条约还是秘密条约，俄国还是在为争夺两个海峡[90]而战，为继续贯彻利亚霍夫对波斯的政策而战，以及其他等等。

我知道，你们不希望这样做，你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不希望这样做，部长们也不希望这样做，因为不能希望这样做，因为这是杀害几亿人的生命。可是请看一看米留可夫之流和马克拉柯夫之流现在大谈特谈的进攻吧。他们完全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知道，这同政权问题，同革命问题有关。有人对我们说，应该把政治问题和战略问题区别开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可笑的。立宪民主党人非常清楚现在提出的是政治问题。

至于说从下面发动的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可能导致单独媾和，这是诬蔑。如果我们掌握政权，那我们要实行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逮捕那些最大的资本家，割断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一切线索。否则，谈论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都是讲空话。我们所要实行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撇开各国政府，向各国人民宣布：我们认为所有的资本家都是强盗，不论是捷列先科——捷列先科丝毫不比米留可夫好些，不过比他稍微蠢些——还是法国的、英国的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本家。

你们自己的《消息报》弄糊涂了，不是提议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而是提议保持原状。不，我们不是这样理解“没有兼并”的和约的。甚至农民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都比较接近真理，它谈到要建立“联邦”共和国[91]，意思就是说，俄罗斯共和国不想用新的或旧的方式压迫任何一个民族，不想靠强制办法同任何一个民族共处，不论是芬兰也好，乌克兰也好，而陆军部长却对芬兰和乌克兰百般刁难，造成不能容许和无法容忍的冲突。我们所希望的是一个有坚强政权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共和国，但是坚强的政权要靠各民族自愿协议才能建立起来。“革命民主”是庄严的字眼，如今却用到了以卑鄙的刁难使乌克兰和芬兰问题复杂化的政府身上！其实乌克兰和芬兰并不愿意分离，它们只是说，不要把实施起码的民主拖延到召开立宪会议的时候。

只要你们不放弃你们的兼并，就缔结不了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这实在可笑，象是耍把戏，欧洲每个工人都会嘲笑说：他们口头上说得很漂亮，号召各国人民打倒银行家，而自己却把本国银行家送进内阁去。逮捕银行家，揭穿他们的勾当，查出各种线索，——这些事情你们都不做，尽管你们拥有不容抗拒的权力机关。你们经历了1905年和1917年，你们知道，革命不是按照定单制造的，其他国家的革命都是通过流血起义的艰苦道路实现的，而在俄国没有一个集团、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抗拒苏维埃政权。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这个革命如果立刻同一切资本家阶级决裂，立刻向各国人民提议媾和，那么在极短时期内就会得到法国人民和德国人民的赞同，因为这些国家快要灭亡了，因为德国已经陷于绝境而不能自拔，因为法国……

（主席：“您发言的时间到了。”）

再有半分钟我就结束……（喧声，会场上有人要求继续讲下去，有人反对，有人鼓掌。）

（主席：“我向大会报告，主席团建议延长发言时间。谁反对？大多数赞成延长。”）

我刚才谈到，假如俄国的革命民主派不是口头上的民主派，而是实际上的民主派，那它就会推动革命前进，而不是同资本家妥协，不是空谈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而是取消俄国自己的兼并，并且公开宣告，它认为任何兼并都是犯罪和强盗行为。这样就能避免帝国主义为瓜分波斯和巴尔干而发动的使千百万人受到死亡威胁的进攻。这样就能开辟一条通向和平的道路，但这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它并不排除真正革命的战争。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并不象巴扎罗夫今天在《新生活报》上提出的那样[92]；我们只是说：俄国现在的情况是，它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阶段的任务比想象的要容易一些。俄国的地理条件非常好，假如强国敢于凭资本及资本的掠夺利益来反对俄国工人阶级和同它接近的半无产阶级即贫苦农民，假如强国敢于这样做，那对它们来说这将是极其困难的任务。德国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在美国参战以后（美国想吞并墨西哥，而且大概很快就会同日本打起来），德国就陷于绝境，它将被消灭。法国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吃的苦头比谁都多，它的力量消耗殆尽。这个国家的饥荒虽然没有德国厉害，但人力的损失比德国大得多。如果你们第一步从限制俄国资本家的利润开始，使他们根本无法榨取几亿利润，如果你们向 
各国

 人民提议媾和，反对 
一切

 国家的资本家，并且直截了当地声明，你们决不同德国资本家以及一切直接或间接纵容他们或者同他们勾结在一起的人进行任何谈判和发生任何关系，你们拒绝同法国和英国资本家谈判，那你们才能够在工人面前控诉他们。你们也就不会把发给麦克唐纳出国护照这件事[93]看成一个胜利，麦克唐纳从来没有进行过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允许他出国，是因为他没有表现出反对英国资本家的革命斗争的思想、原则、实践和经验，而我们的马克林同志和其他几百个英国社会党人就是因为进行这种斗争而坐牢的，我们的李卜克内西同志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坐牢的，他被关在苦役监狱里就是因为他说过：“德国士兵们，向你们的皇帝开枪吧。”

临时政府的大多数成员在专门重新召集的第三届杜马中（不过我不知道这届杜马算是第三届还是第四届），每天都在准备并且扬言要把我们送去服苦役，而且司法部已经在拟订有关的新法律草案，其实，把帝国主义者资本家送去服苦役岂不更正确吗？马克林和李卜克内西才是把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思想付诸行动的社会党人。这就是必须向各国政府说的话，为了争取和平，必须向各国人民控诉各国政府。这样，你们就能使一切帝国主义政府陷于混乱的境地。现在你们自己却陷于混乱的境地了，因为你们一方面在3月14日向人民发表的和平号召书上说，“打倒你们的皇帝、你们的国王和你们的银行家吧”，但另一方面，我们虽然掌握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这样一种人数众多、经验丰富、有强大物质力量的空前未有的组织，却同我们的银行家订立联盟，成立准社会党人联合政府，草拟一些在欧洲已经草拟了好几十年的改革方案。欧洲在嘲笑这种争取和平的斗争。只有苏维埃取得了政权并且采取革命行动的时候，欧洲人才能理解这种斗争。

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够以阶级的规模、通过反对资本家而不经过流血的革命来采取停止帝国主义战争的步骤。这样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俄国。只要工兵代表苏维埃存在，俄国就始终是这样的国家。苏维埃不可能同普通类型的临时政府长期共存。只有在不转入进攻的时候，苏维埃才会照旧存在。转入进攻是俄国革命整个政策的转变，即从期待和平，从由下面举行革命起义来准备和平转为恢复战争。从一条战线上的士兵联欢进到所有战线上的士兵联欢，从冒着服苦役的危险用面包皮同饥饿的德国无产者交换小折刀的自发联欢进到自觉的联欢，这就是已经显示出来的道路。

我们一经掌握政权，就要制服资本家，那时，战争就 不是
 现在所进行的 这种
 战争了，因为战争的性质是由哪个阶级进行战争来决定的，而不是由纸上写的东西来决定的。在纸上，要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但是，只要资本家阶级的代表在政府中占多数，那么无论你写什么，无论你说得多漂亮，无论有多少准社会党人部长，战争还是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大家都知道、都看到的。阿尔巴尼亚的例子，希腊和波斯的例子[94]，都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攻击我们关于进攻的书面声明[95]，而关于具体例子，却没有一个人吭一声！答应拟订一些方案是容易的，可是具体的措施总是迟迟不采取。草拟关于没有兼并的和约的宣言是容易的，可是，阿尔巴尼亚、希腊和波斯的事例恰恰是在联合内阁成立 以后
 发生的。《人民事业报》（这家报纸并不是我们党的机关报，它是政府的机关报，部长们的机关报）就这些事例写道：扼杀希腊是对俄国民主的嘲弄。而米留可夫，就是那个被你们当作了不起的人物，其实不过是他们党里的一个普通党员，跟捷列先科没有任何区别的米留可夫，连他也写道，协约国的外交扼杀了希腊。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因此，不管你们多么想要和平，不管你们对劳动者的同情多么真诚，不管你们的和平愿望多么真诚（我完全相信，群众的和平愿望不可能不是真诚的），你们还是无能为力，因为除了进一步发展革命以外，没有其他办法能够结束战争。俄国革命一开始，来自下层的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也就开始了。如果你们掌握了政权，如果政权转归革命组织并被用来进行反对俄国资本家的斗争，那时其他国家的劳动者就会信任你们，你们就可以提出媾和建议。那时我们的和平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保证，即从大量流血牺牲、陷于绝境的两个民族，从德国和法国得到保证。如果那时的形势使我们不得不进行革命战争（这一点谁也不知道，我们也不能担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们就会说：“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如果革命阶级掌握了政权，如果它真正消除了资本家对事务的任何影响，使他们无法扩大经济破坏，无法从经济破坏中获得几亿利润，那我们是不会拒绝进行战争的。”革命政权会毫无例外地向一切国家的人民解释说，各国人民都应该是自由的，德国人民不应该为保住阿尔萨斯和洛林而战，法国人民也不应该为保住法国的殖民地而战。因为法国如果为它的殖民地而战，那俄国有希瓦和布哈拉[96]，这也是类似殖民地的地区，那时就会开始瓜分殖民地了。怎样进行瓜分，按照什么标准呢？按照实力。而实力已经起了变化，资本家的处境就是这样：除了战争，没有别的出路。一旦你们取得革命政权，你们就可以通过革命道路来达到和平：向各国人民发出革命号召，用你们的例子来说明策略。那时在你们面前就会展开一条用革命方法取得和平的道路，你们就很有可能使几十万人免于死亡。那时你们就可以确信，德国人民和法国人民会声明赞成你们。而英国、美国、日本的资本家即使想要进行反对革命工人阶级的战争（资本家一旦被制服、被排除，监督权一旦转到工人阶级手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就会增加十倍），即使美国、英国、日本的资本家想要进行战争，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不可能。你们只要声明，你们不是和平主义者，你们要保卫自己的共和国，保卫工人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不受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家侵犯，这样就足以保障和平了。

这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关于进攻的声明具有如此根本性意义的原因。整个俄国革命史上的转折关头已经到来了。俄国革命的发生，英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是帮了忙的，英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为俄国同中国或印度差不多。可是不然，俄国除了有一个现在是地主和资本家占多数的政府外，还产生了苏维埃这种按力量来说是世界上从未听到过和看见过的代表机构，虽然你们参加资产阶级联合内阁就是在扼杀这个代表机构。而且俄国革命还做到了使来自下层的反对资本家政府的革命斗争在各个国家中都获得了极大的同情。现在的问题是：前进还是后退。革命时期停留在原地不动是不行的。因此，从政治、经济的意义来说，而不是从战略的意义来说，进攻是整个俄国革命的转折点。现在举行进攻，就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就是继续使几十万、几百万人为扼杀波斯和其他弱小民族而丧命，客观上就是这样，不管这个或那个部长的意志和认识如何。在贫苦农民的支持下把政权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手里，就是转到以人类历史上痛苦最少的最可靠的方式来进行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就是转到使革命工人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有取得政权和获得胜利的保障。（会场上一部分人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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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争

（6月9日〔22日〕）

同志们，为了分析战争问题，请允许我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3月14日向各国发出的号召书中引两段话。这个号召书说：“同各国政府的侵略意图展开坚决斗争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各国人民自己来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号召书的另一段话是对德奥同盟国的无产者说的：“别再给国王、地主和银行家充当侵略和使用暴力的工具了。”俄国工人和农民有几十个、几百个，我甚至认为有几千个决议，用不同的说法在重复这两段话。

依我看，这两段话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革命工农由于受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的现行政策的影响，已陷入自相矛盾、混乱不堪的境地。一方面，他们支持战争，另一方面，他们属于同各国政府的侵略野心无关的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不把这一点说出来。这种心理和思想虽然模糊不清，在每个工人和农民的身上却几乎都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意识到进行战争是为了实现各国政府的侵略野心，但又很不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一个政府不管它的管理形式如何，总是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因此，象我所引的第一段话那样，把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就是理论上的极大混乱，政治上的一筹莫展，并且必然使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全部政策摇摆不定。我所引的第二段话的最后一句也是这样。“别再给国王、地主和银行家充当侵略和使用暴力的工具了。”——这种精采的呼吁真是妙极了，但是别忘了自己的国王、地主和银行家，因为德奥两国的政府和统治阶级进行的战争，同俄国的、英法两国的资本家和银行家进行的一样，都是强盗式的掠夺战争，如果你们，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对德奥两国的工人和农民说：“别再给你们的银行家充当工具了”，而自己却把本国的银行家送进内阁，让他们同社会党人部长们并肩而坐，那你们就是把你们的一切宣言变成废纸，实际上推翻了自己的全部政策。实际上你们的良好意图或愿望等于没有，因为你们在帮助俄国进行同样的帝国主义战争，同样的侵略战争。你们同你们所代表的群众是矛盾的，因为这些群众永远不会接受米留可夫、马克拉柯夫等人的公开表述的资本家观点——“认为打仗是为了资本的利益，真是罪大恶极。”

我不知道这种思想是不是罪恶的思想，但我并不怀疑，在那些今天半存在而明天也许就不存在的人看来，这种思想是罪恶的思想，但这是唯一正确的思想，只有它才表达了我们对这场战争的理解，只有它才表达了被压迫阶级的利益，这就是要对压迫者进行斗争；当我们说这场战争是资本主义战争，是侵略战争的时候，不应该造成错觉，这决不是说，个别人、个别国王的罪行就能引起这样的战争。

帝国主义是世界资本发展的一定阶段；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少数几个极富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超过4个，这就是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聚集了数以千亿计的大量财富，把这种力量聚集在大银行和大资本家手里（这样的大银行和大资本家在这些国家里各有两三个，最多不过半打），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伸展到全世界，在瓜分领土、瓜分殖民地这种直接意义上瓜分了整个地球。地球上的一切地方都有这些强国的殖民地。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也重新瓜分了全球，因为在地球的每一块土地上都有租让企业渗入，都有金融资本的线索渗入，这就是兼并的基础。兼并不是凭空臆造的，兼并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有人突然从自由的爱好者变成了反动分子。兼并无非是大银行统治的政治表现和政治形式，而大银行统治从资本主义中产生是必然的，这不是由于谁的罪过，因为股票是银行的基础，而股票的聚集则是帝国主义的基础。大银行靠数千亿资本统治整个世界，把整个整个工业部门同资本家和垄断者的同盟联结起来，——这就叫作帝国主义，它把全世界分成了三个极富有的掠夺者集团。

在欧洲与我们比较接近的一个集团，也就是第一个集团是以英国为首的，另外两个集团以德国和美国为首。其他的国家，只要还保持着资本主义关系，就不得不充当它们的帮凶。因此，如果你们弄清楚事情的这个实质（这个实质是每一个被压迫者都本能地意识到的，是俄国每一个工人和绝大多数农民都本能地意识到的），那么你们就会明白，用言论、宣言、传单、社会党代表大会来反对战争的想法是多么可笑。这种想法之所以可笑，是因为不管你们发出多少这样的宣言，不管你们进行了多少次政治变革（你们在俄国推翻了尼古拉·罗曼诺夫，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共和国；俄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几乎一下子赶上了在不同条件下用100年才做到这一点而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国），但是银行仍然拥有无限权力，资本家仍然存在。如果说资本家受到了一些限制，那他们在1905年也受到了限制，但是这难道就是把他们搞垮了吗？如果说这对俄国人说来是新东西，那么在欧洲，每一次革命都表明，在每次革命浪潮高涨时，工人们虽然多得到了一点东西，但是资本家的政权仍然是政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只能是世界范围内的革命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这里说的统治阶级不是指地主，虽然俄国有地主，而且他们在俄国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地主要大，但这不是造成帝国主义的那个阶级。这里指的是以最大的金融巨头和银行家为首的资本家阶级。这个阶级统治着被压迫的无产者及其同盟者贫苦农民（即我们党纲中所说的半无产者），不推翻这个阶级，便不能摆脱这场战争。只有从俄国人狭隘的观点出发，才会产生幻想，认为你们用宣言和告各国人民书就能把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不知道西欧报纸是怎样嘲笑这类空话和宣言的。在西欧，工人和农民已经习惯于政治变革，而且已经看到过几十次。他们不知道，俄国的工人群众已经真正站起来了，就其大多数来说，都绝对真诚地相信各国资本家抱有侵略意图并且斥责这种意图，希望各国人民从银行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但是，这些欧洲人弄不明白：既然你们有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国人民都没有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这种有武装的组织，那为什么还把你们的社会党人送去当部长。你们还是把政权交给了这些银行家。在国外，人们不只是责备你们幼稚，这倒没有什么——欧洲人无法理解这种政治上的幼稚，无法理解在俄国有几千万人是第一次觉醒过来，无法理解在俄国人们不知道什么是阶级和政府之间的联系，什么是政府和战争之间的联系。战争无非是资产阶级政治的继续。战时的政治也是由统治阶级决定的。战争完完全全是政治，是这些阶级通过另一种途径继续实现原来的目的。因此，当你们在工农的号召书中说“打倒你们的银行家”的时候，欧洲国家的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是发笑，便是感到痛心，并自言自语地说：“在那里，推翻了一个半野蛮的白痴和魔鬼般的君主，而这些东西我们早已清除了（这是我们的全部罪过），现在他们却又和他们的‘准社会党人’部长们一起去支持俄国的银行家，那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银行家仍然掌握着政权，通过帝国主义战争来推行他们的对外政策，全力支持俄国尼古拉二世签订的那些条约。在我国，这一点特别明显。俄国对外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一切原则，不是现在的资本家确定的，而是以前的政府和已被我们推翻的尼古拉·罗曼诺夫确定的。他签订了这些条约，这些条约至今还是秘密的，资本家不会把这些条约公布出来，因为他们是资本家。但是没有一个工人和农民会了解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因为他们想，既然我们呼吁打倒其他国家的资本家，那我们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银行家，否则谁也不会信任我们，也不会郑重地对待我们，人们会这样议论我们：你们这些幼稚的俄国蛮子讲的话倒十分动听，但是没有政治内容。或者想得更坏些，认为我们是伪君子。这种议论你们可以在外国报纸上看到，如果各种色彩的外国报纸能够自由地通过国界来到俄国，不在托尔尼奥被英法当局扣留的话。只要看一下从外国报纸摘选的话，你们就会确信，你们陷入了多么惊人的矛盾，就会确信，靠召开社会党代表会议、靠在代表大会上同社会党人达成协议来反对这场战争的想法是多么荒唐可笑，多么错误。如果帝国主义是个别人的过错或罪恶，那么社会主义运动就会仍然是社会主义运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这时它已经瓜分了全世界，两大集团卷入了生死的搏斗。或者为这个集团服务，或者为那个集团服务，或者把这两个集团都打倒，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你们拒绝单独媾和，理由是不愿意为德帝国主义服务，这是完全对的，因此，我们也反对单独媾和。但是，你们实际上违背了自己的心愿，继续为抱着同样的侵略和掠夺意图的英法帝国主义服务，而这种意图已被俄国资本家在尼古拉·罗曼诺夫帮助下变成了条约。我们不知道这些条约的条文，不过凡是注意政治书刊的人，凡是读过一本关于经济或外交的书籍的人，都会知道这些条约的内容。我还记得，米留可夫就曾在他的书中谈到这些条约和诺言，说他们要掠夺加里西亚、两个海峡、亚美尼亚，保持从前兼并的土地，并得到一批新兼并的土地。这些事尽人皆知，可是关于条约却继续保守秘密，而且还对我们说，如果你们要废除这些条约，就等于和盟国决裂。

关于单独媾和问题，我已经说过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就从我们党的决议来看，也丝毫不必怀疑我们是拒绝单独媾和的，正象我们拒绝同资本家进行任何妥协一样。我们认为，单独媾和就是同德国强盗妥协，因为他们也和其他强盗一样在进行抢劫。但是，同俄国临时政府中的俄国资本家妥协，也同样是单独媾和。沙皇签订的条约仍然有效，根据这些条约还在抢劫和扼杀其他国家的人民。人们说“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正象每个俄国工人和农民要说的那样，因为生活教他们这样说，因为银行利润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他们要活下去，可是我要回答他们说，目前工兵代表苏维埃中的你们那些来自民粹主义党派和孟什维克党的领袖，却在这个口号问题上弄糊涂了。他们在自己的《消息报》上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保持status　quo，即恢复战前原状，回到战前的状况。这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的和平吗？而且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主义的和平！既然你们提出这个口号，那就要知道，事变的进程有可能使你们的党取得政权，这在革命时期是可能的，你们就必须照你们所说的去做。如果你们现在提议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德国人一定会接受，英国人却不会接受，因为英国资本家一寸土地也没有丧失，还在世界各地抢了很多东西。德国人抢了很多东西，可是也丢了不少东西，不仅丢了不少东西，还面临着美国这个最强大的敌人。你们提议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如果你们把这种和约了解为保持原状，那就会滑到这样的地步，即从你们的建议中得出要同资本家单独媾和的结论，因为，你们提出这一点，德国资本家面对曾经与自己订过条约的美国和意大利，就会说：“好，我们接受这个没有兼并的和约。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失败，而是对美国和意大利的胜利。”你们客观上会滑到你们责备我们要实行的同资本家单独媾和的地步，因为在你们的政策中，在实际行动中，在你们的实际措施中，你们并没有同你们和你们的“社会党人”部长们在临时政府中所支持的银行家——全世界帝国主义统治的代表——从原则上实行决裂。

因此，你们就使自己处于矛盾和摇摆之中，以致群众不大能够了解你们。从兼并中得不到好处的群众说：我们不愿意为任何资本家去打仗。有人对我们说，各国社会党人召开代表大会达成协议就可以中止这种政策，我们说，如果帝国主义是由个别罪犯造成的，那也许会这样；但是帝国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工人运动是与此相联系的。

帝国主义的胜利是各国社会党人必不可免地分裂为两个阵营的开始。现在谁要是还把各国社会党人说成一个整体，或者说成可以成为一个整体，那就是自欺欺人。大家一致签名的巴塞尔宣言，宣布这场战争是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这以后，战争的整个进程，两年半的战争，已经引起了这种分裂。在巴塞尔宣言中没有一个字谈到“保卫祖国”。在战争爆发以前所写的宣言只能如此，同样，现在社会党人中谁也不会提议起草一个在日美战争中“保卫祖国”的宣言，因为还没有触及他们自己的利益，还没有触及他们的资本家和部长们的利益。请你们为国际代表大会写一项决议吧！你们知道，日美之间的战争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战争已经准备了好几十年，它不是偶然的；策略并不取决于谁打第一枪。如果那样看，就太可笑了。你们都很清楚，日本资本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同样都是掠夺成性的。双方都会说“保卫祖国”；这样说就是犯罪，不然就是由于要“保卫”我们的敌人——资本家的利益而产生的极大弱点。所以我们说，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无可挽回地分裂了。完全背离社会主义的正是这样一些社会党人，这些人已经跑到本国政府或者本国银行家、本国资本家那方面去了，尽管表面上还在回避他们，斥责他们。问题不在于斥责。而且斥责德国人支持本国的资本家，有时正是替俄国人为同样的“罪恶”辩解打掩护！既然你们指责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也许其中许多人是真心诚意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指责他们实际上不是保卫德国人民，而是保卫肮脏的、贪婪的、掠夺成性的德国资本家，那么你们就不要保卫英国、法国和俄国的资本家。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并不比我们内阁中那些继续执行同样的秘密条约政策即掠夺政策的人更坏些，这些人以善良天真的愿望来掩饰他们继续执行这种政策。其中有许多愿望还是好的，从群众的观点来看，我承认它们是绝对真诚的，但是，我不承认也不能承认其中哪一句话是政治上的真话。这只是你们的愿望罢了，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仍然是为了那些秘密条约！你们号召别国人民打倒银行家，自己却支持本国的银行家！你们谈和平，但是，你们没有说是什么样的和平。当我们指出以保持原状为基础的和平是显著的矛盾时，没有一个人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在你们将要谈到没有兼并的和约的决议中，你们不能说这不是保持原状。你们也不能说这是保持原状，即恢复战前状况。那么，怎么办呢？从英国手里夺走德国的殖民地吗？你们用和平协商的办法试试看！大家都会笑你们的。你们试试不用革命的办法从日本手里夺走它抢去的胶州湾和太平洋岛屿！

你们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矛盾。我们说“没有兼并”，那是说，在我们看来，这个口号只不过是反对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的一个从属部分。我们说，我们要解放各个民族，并且从解放本国各个民族开始。你们谈论反兼并的战争和没有兼并的和约，可是你们在俄国国内却继续实行兼并政策。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实际上，你们和你们的政府，你们的新部长们在继续对芬兰和乌克兰实行兼并政策。你们对乌克兰代表大会百般刁难，通过你们的部长来禁止乌克兰代表大会开会[97]。这还不是兼并吗？这种政策是对一个民族的权利的侮辱，这个民族因为自己的儿女要使用本民族语言而受尽了沙皇的折磨。这就是害怕出现单独的共和国。在工人和农民看来，这并不可怕。让俄国成为一个自由共和国的联盟吧。工农群众是决不会为阻碍这件事而战的。让每个民族都获得解放吧，首先让那些跟你们一起在俄国进行革命的民族获得解放。如果不那样做，你们就必然使自己落到这样的下场：你们在口头上是“革命民主派”，实际上你们的全部政策却是反革命的政策。

你们的对外政策是反民主、反革命的，而革命政策会使你们必须进行革命战争。但这也不一定。关于这一点，报告人和最近的报纸谈得很多。我也很想谈一谈。

我们实际上认为摆脱这场战争的出路是什么呢？我们说，摆脱这场战争的唯一出路是革命。支持受资本家压迫的阶级起来革命吧，推翻本国的资本家阶级，给其他国家树立榜样。这才是社会主义。这才是反对战争。其他一切都只是诺言、空话或天真善良的愿望而已。在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分裂。而你们还糊里糊涂，同那些支持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来往，忘记了英国和德国那些把群众的社会主义表达出来的真正社会主义者仍处于孤独的境地，而且正在坐牢。但是，只有他们才表达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如果俄国被压迫阶级取得了政权，那会怎么样呢？要是有人问我们：你们将怎样单独摆脱战争？那我们就回答说：单独摆脱是不行的。我们党的每一个决议，我们在群众大会上的每一次演说都谈到，要想单独摆脱这场战争是荒唐的。几亿人，几千亿资本都卷入了这场战争。除非把政权转到那个确实有责任破坏帝国主义，即破坏金融的、银行的以及兼并的线索的革命阶级手里，没有别的办法能摆脱这场战争。只要事实上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什么也没有做。已实行的变革仅仅限于用彻头彻尾帝国主义的准共和国代替沙皇制度和帝国主义，这个共和国甚至由革命工农的代表出面，也还不善于对芬兰和乌克兰采取民主的态度，就是说，还是害怕它们分离。

有人说我们在力求单独媾和，这不是事实。我们说，不同任何资本家单独媾和，首先是不同俄国资本家单独媾和。同俄国资本家单独媾和的是临时政府。打倒这种单独媾和！（鼓掌）我们不承认同德国资本家的任何单独媾和，不同他们进行任何谈判，也不承认同英法帝国主义者的任何单独媾和。有人对我们说，同英法帝国主义者决裂，就等于同德国帝国主义者妥协。这话不对，应当立即同他们决裂，因为这是一个掠夺同盟。有人说，条约是决不能公布的，因为这样做就是在每个工人和农民面前把我们整个政府、我们的全部政策搞臭。如果把这些条约公布出来，并且在各种集会上，特别是在每个偏僻的小村庄里，明白地告诉俄国工人和农民说：你们现在就是为这些东西而战，为两个海峡而战，为控制亚美尼亚而战，那么他们每个人都会说：我们不愿意打这样的仗。（主席：“您发言的时间到了。”喊声：“请讲下去！”）再讲十分钟就完了。（喊声：“请讲下去！”）

有人认为，“不是同英国帝国主义者在一起，就是同德国帝国主义者在一起”，如果同德国帝国主义者讲和，那就要同英国帝国主义者打仗，倒过来也一样。我说，这样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这对那些没有同本国的资本家和银行家决裂而同他们结成各种各样联盟的人是有利的。这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说的是我们要维护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的联盟，要忠实于这种联盟，这样你们才是革命民主派。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这个任务不容许我们忘记：在一定的条件下，非进行革命战争不可。任何一个革命阶级都不能发誓不进行革命战争，否则就必然会陷入可笑的和平主义。我们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98]。如果革命阶级掌握了政权，如果在这个阶级的国家里不再有兼并的事情，如果政权不再属于银行和大资本（要在俄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那么革命阶级将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进行革命战争。决不能发誓不进行这种战争。这样做就是陷入了托尔斯泰主义，陷入了小市民习气，完全忘掉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和欧洲历次革命的经验。

单单俄国一国是摆脱不了战争的。但是，俄国的广大的同盟者在成长，这些同盟者现在不相信你们了，正是因为你们的立场是矛盾的，或者说是幼稚的，正是因为你们劝别国人民“打倒兼并”而自己却在实行兼并。你们对别国人民说，打倒银行家吧！而自己的银行家却不打倒。请你们试试别的政策吧。要把条约公布出来，使它们遭到每个工人和农民的斥责，遭到各种会议的斥责。请这样说：决不同德国资本家媾和，还要跟英法资本家彻底决裂。让英国人滚出土耳其，不再为争夺巴格达而战。让他们滚出印度和埃及。我们不愿意为保持掠夺来的赃物而战，也不愿意花费丝毫力气去帮助德国强盗保持他们的赃物。如果你们做到这一点（你们过去只是说说而已，在政治上，说空话是没有人相信的，不相信空话是完全对的），如果你们不仅说到，而且做到这一点，那么现有的同盟者就会显示出他们的力量。请看一看每个被压迫的工人和农民的情绪吧，他们同情你们，又为你们感到惋惜，因为你们这样软弱，有了武器却不去触动银行家。你们的同盟者是各国被压迫的工人。1905年革命实际显示的情形又将发生。这个革命在开始时非常软弱。可是它在国际上产生了什么后果？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是怎样根据这种政治，根据1905年的历史确定的呢？现在，你们完全是同资本家一起在执行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而1905年已经表明，俄国革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明显的事实是：1905年10月17日以后，在维也纳和布拉格的街头掀起了群众性的风潮，修筑了街垒。在1905年以后，接着就是土耳其的1908年，波斯的1909年，中国的1910年。如果你们向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即向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呼吁，而不去同资本家妥协，那你们的同盟者将不是压迫阶级，而是被压迫阶级，将不是压迫阶级现在暂时占优势的民族，而是正在被肢解的民族。

有人在这里向我们提起德国战线。在那里，我们除了建议自由散发我们那些一面印有俄文一面印有德文的号召书以外，没有建议要作任何改变。这些号召书上写道：两国的资本家都是强盗。赶走他们只是实现和平的一个步骤。但是还有其他战线。土耳其战线有我们的军队，我不知道人数有多少。假定那里大约有300万。这些军队现在还留在亚美尼亚进行兼并，你们虽然有力量和政权，却容忍这种兼并行为，同时又向别国人民宣传没有兼并的和约。如果这些军队转而实行这个纲领，使亚美尼亚成为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共和国，把英法金融资本家从我们身上榨取的钱送给他们，那就好了。

据说，我们没有英法的财政援助就不行。但是这种援助却象用绳索去“援助” 
［注：双关语，俄文“поддерживать”一词，既有“援助”的意思，也有“吊住”的意思。——编者注］

 被吊的人一样。让俄国的革命阶级说：取消这种援助，我们不承认欠法国和英国资本家的债务，我们号召大家起来反对资本家。决不同德国资本家媾和，也决不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结盟！如果在实际上执行这种政策，那我们在土耳其的军队就可以脱身，调回其他战线，因为，亚洲各国人民将会看到：俄国人民不是仅仅在口头上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宣布没有兼并的和约，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实际上是站在各被压迫民族的前头的；对于俄国的工农说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不是空洞的愿望，不是部长们冠冕堂皇的言词，而是革命的切身利益。

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革命战争可能加到我们头上，但也不一定发生，如果你们以自己的行动给俄国周围各国的人民作出榜样，英国帝国主义者就未必能够对我们进行战争。应当向人们证明，你们要解放亚美尼亚共和国，要同每个国家的工农代表苏维埃订立协定，主张建立自由共和国，那样，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就会成为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的对外政策。现在，这个政策只在口头上是这样，而实际上是反革命的，因为你们被英法帝国主义束缚住了，而且不愿意公开说出这一点，害怕承认这一点。如果你们不是去号召“打倒外国银行家”，而是直接对俄国人民，对工人和农民说，“我们太软弱了，我们摆脱不了英法帝国主义者的羁绊，我们是他们的奴隶，所以我们只好打仗”，那倒还好一些。这是令人痛苦的真话，但它具有革命意义，能真正促使这场掠夺战争趋于结束。这样做比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达成协议，召开有他们参加的代表大会，继续实行你们实际上害怕跟一国的帝国主义者决裂、又仍想做另一国的同盟者的政策要好千倍。你们可以依靠欧洲各国的被压迫阶级，依靠沙皇时代受俄国摧残而且现在还受它摧残的比较弱小的国家（如现在的亚美尼亚）的被压迫人民；你们依靠他们，同时可以给他们自由，帮助他们的工人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这样你们就能站在一切被压迫阶级、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前头，来进行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和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德国帝国主义和英国帝国主义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你们，因为它们双方正在进行生死的搏斗，因为它们正处于不可挽救的困难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的真诚同盟，就会获得成功，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获得成功！

不久以前，在莫斯科我们党的报纸上，我们看到一位农民写的信，他阐述了我们的纲领。让我引用这封信中的几句话来结束我的讲话，这些话表明这位农民是怎样理解我们的纲领的。这封信登在莫斯科我们党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99]第59号上，《真理报》第68号也转载了。这段话是这样的：“应该对资产阶级施加更大的压力，把它压得粉碎。这样战争就会结束。如果对资产阶级的压力不够大，那就糟了。”（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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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死硬派主张立即进攻

（1917年6月6日〔19日〕）

六三派[100]老爷们，这些在1905年以后帮助尼古拉·罗曼诺夫血洗我国、残杀革命者、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无限权力的人，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也召开了自己的会议。

当策列铁里沦为资产阶级的俘虏，企图用种种遁词来掩盖立即进攻这一政治问题的迫切性、重要性和紧急性时，血腥的尼古拉和绞刑手斯托雷平的同伙六三死硬派，地主和资本家们，却敢于直截了当地公开提出问题。下面就是他们最近 一致
 通过的关于进攻问题的最重要的决议：


　　“国家杜马〈？？〉认为，只有立即进攻，只有与盟国密切交往，才能保证尽快结束战争，永远巩固人民所争得的自由。”



　　这是很清楚的。这是一些政治家，是一些讲究实际的人，是 本
 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的忠实奴仆。

而策列铁里、切尔诺夫之流是怎样为 本
 阶级服务的呢？他们在口头上用善良的愿望来敷衍搪塞，实际上却支持资本家。

策列铁里硬说，关于立即进攻的问题连提都不能提，假如他策列铁里部长知道关于“立即”进攻的事情，那他这位部长是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的。策列铁里这样说时却没有料到（多么天真！）六三死硬派已经把他 驳倒了
 ，已经 用事实
 把他驳倒了，因为他们 甚至
 敢于在决议中高谈进攻，并且不是泛泛地谈进攻，而是谈 立即
 进攻。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我国整个革命的命运问题。

这里没有中间道路：要么拥护“立即进攻”，要么反对；弃权是不行的；明里暗里拿军事秘密作借口来支吾搪塞是和一个负责的政治家完全不相称的。

主张立即进攻，就是主张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主张为了扼杀波斯、希腊和加里西亚以及巴尔干的各族人民等等而使俄国工农遭到屠杀，主张让反革命势力活跃起来并得到加强，主张把“没有兼并的和约”的词句一笔勾销，主张 为
 兼并而战。

反对立即进攻，就是主张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主张激发被压迫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主张由各国被压迫阶级 立即
 提议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即缔结以推翻资本压迫、毫无例外地解放 一切
 殖民地和 一切
 被压迫的或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为明确条件的和约。

第一条道路是同资本家一起，为了资本家的利益，为了达到资本家的目的而走的道路，这是信任资本家的道路，资本家两年多来一直在许愿说，要把世界上的一切，甚至世界上没有的许多东西给我们，条件是“继续”把战争“进行到胜利”。

第二条道路是同资本家决裂、不信任资本家并制止他们谋求卑鄙的私利和靠订货发数亿横财的道路，是信任 各
 国被压迫阶级、首先是信任 各
 国工人的道路，是信任 反对资本的
 国际 工人革命
 的道路，是全力支持这一革命的道路。

只能在这两条道路中间进行选择。策列铁里、切尔诺夫之流是中间道路的爱好者。但是在这里，中间道路是不可能有的，因此，如果他们动摇不定或用空话支吾搪塞，那么他们，策列铁里、切尔诺夫之流，最终必然沦为反革命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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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六三派指俄国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党派——右派、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这些党派因沙皇政府于1907年6月3日（16日）颁布反动的选举法，大大削减了工农本来就很有限的选举权而在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中占了优势。



六三派定期举行所谓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非正式会议。1917年6月3日（16日），正当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那天，六三派举行了自己的例会，这显然是对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占多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施加政治压力。这次例会的主题是讨论对外政策。六三派的著名首领瓦·阿·马克拉柯夫、帕·尼·米留可夫、瓦·维·舒利金等都在会上发言，要求积极履行对盟国的条约义务并消灭革命。会议通过了具有这种精神的决议。——[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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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止革命而结成的联盟

（1917年6月6日〔19日〕）

新的联合政府正是资本家同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为了制止革命而结成的联盟，这一点远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的。也许连属于这两个政党的部长们也不了解。然而这是事实。

这一事实在星期日（6月4日）揭示得特别清楚：早晨报纸上刚刊登了米留可夫和马克拉柯夫在第三届杜马（按照尼古拉·罗曼诺夫和绞刑手斯托雷平的传统，这届杜马被称为“国家杜马”）反革命分子会议上所作演说的报道，晚上策列铁里和其他部长就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为政府辩护，为进攻政策辩护。

米留可夫和马克拉柯夫，象资本家和反革命派的一切有点价值的领袖一样，是讲究实际的人，当问题涉及 他们的
 阶级的时候，他们是非常了解阶级斗争的意义的。因此，他们把进攻问题提得十分明确，决不从战略的角度空谈进攻，决不说策列铁里用来自欺欺人的那种空话。

不，立宪民主党人是十分精明的。他们知道，目前 实际生活提出来的
 进攻问题，完全不是一个战略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 整个俄国革命转变
 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和国际主义者早在星期六晚上就在给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书面声明中提出这个问题，同样，立宪民主党人在“国家杜马”中也正是从政治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绞刑手斯托雷平的著名帮凶马克拉柯夫宣称：“俄国的命运掌握在它自己的手中，这个命运很快就可以决定了〈对！对！〉。如果我们真正能够不只是用决议、不只是用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和街头招展的旗帜来进攻和作战，而是认真地作战，象我们从前作战那样〈你听！你听！“象我们
 从前作战那样”，这是资本家领袖的历史性名言！〉，那么很快就会使俄国完全恢复元气。”



　　这几句话真是妙不可言，应当把它牢牢记住并且反复思索。说它妙不可言，是因为它说出了 阶级的真话
 。米留可夫也重复了这一真话，只是稍有不同，他责备彼得格勒苏维埃“为什么在〈它的〉声明中丝毫没有谈到进攻”，他还着重指出，意大利帝国主义者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这是米留可夫先生的讽刺！〉问题：你们进攻不进攻？但是他们也没有得到〈彼得格勒苏维埃〉对这个问题的明确答复”。同时，马克拉柯夫向克伦斯基表示了“自己深切的敬意”，而米留可夫对这一点作了解释，他说：
　　“我很担心，我们的〈对！我们的，也就是资本家掌握下的！〉陆军部长安排好了的事情又会因此而弄糟，对于盟国提出的我们是否进攻的问题还能〈请注意这个“还”字〉作出使我们和他们双方都满意的答复的最后机会也将失去。”



　　“使我们和他们双方”，那就是既使俄国帝国主义者又使英法两国及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进攻“还能”使他们“满意”，也就是说进攻能够帮助他们扼杀波斯、阿尔巴尼亚、希腊、美索不达米亚，保全他们从德国人那里掠夺来的东西并夺取德国强盗抢到手的东西。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关于进攻的政治意义的阶级的真话。满足俄国、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的胃口，延长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不是
 走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的道路（这条道路只有继续进行革命才可能走通）， 而是
 走 为兼并而战
 的道路。从对外政策的角度来看，进攻的实质就是这样。而马克拉柯夫在上面所引的那句历史性名言中，是从 对内
 政策的角度来规定这一实质的。马克拉柯夫口中的“使俄国完全恢复元气”，意思就是让反革命取得完全的胜利。谁没有忘记马克拉柯夫关于1905年和1907—1913年这个时期的精彩演说，谁就可以几乎从他的每一次演说中得到对这一判断的佐证。

“ 象我们从前作战那样
 ”（这里的“我们”就是以沙皇为首的资本家！）来进行战争，来进行这场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就是使俄国“恢复元气”，也就是保证资本家和地主的胜利。

这是阶级的真话。

不论进攻从军事观点来看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它总是意味着在政治上加强帝国主义的精神、帝国主义的情绪、帝国主义的狂热，加强军队中没有更换过的旧指挥人员（“ 象我们从前作战那样
 来进行战争”），加强 反革命的基本阵地
 。

不管策列铁里和克伦斯基、斯柯别列夫和切尔诺夫是否愿意，也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民粹主义党派和孟什维克党的领袖）支持了反革命，转到了（在 这个决定性关头
 ）反革命方面，在为了制止革命、为了“ 象我们从前作战那样
 ”继续进行战争而结成的联盟内占了一个位置。

在这一点上，决不要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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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1917年6月6日〔19日〕）

沙文主义的《人民意志报》[101]6月4日转载了我们关于取道德国一事的文件[102]，对此，我们深表感谢。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 早在那时
 我们就认为格里姆的态度“暧昧”，并且拒绝了他的帮助。

这是事实，事实是不能回避的。

对《人民意志报》的吞吞吐吐的暗示，我们回答说：先生们，别胆小， 公开
 指控我们犯了什么罪行或过失吧！试一试吧！用吞吞吐吐的暗示遮遮掩掩或者不敢用自己的名义提出指控，都 是不正派的
 ，这难道还不容易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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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人民意志报》《Воля　 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的机关报（日报），1917年4月29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皮·亚·索罗金、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等。1917年11月被查封后，曾以《意志报》、《自由的意志报》、《人民的意志报》、《国家意志报》、《独立意志报》等名称出版。1918年2月最终被查封。——[271]。



[102]指《由中央委员会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会议记录（1917年4月8日）》。这个文件记载了俄国各政治派别的侨民就取道德国返回俄国一事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罗·格里姆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弗·普拉滕进行的谈判。



列宁在获悉二月革命的确实消息后，就开始设法从瑞士回国。但是侨居国外的国际主义者要回到俄国，既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阻挠，也受到英、法“盟国”政府的阻挠。因此，列宁曾打算采取使用别人证件过境的办法回国，并就这一问题同维·阿·卡尔宾斯基和雅·斯·加涅茨基通过信。1917年3月6日（19日），在伯尔尼的俄国各党派中央机构的非正式会议上，尔·马尔托夫提出一项计划：以遣返拘留在俄国的德国人为条件，换取德国方面对取道德国的同意。这一计划得到了列宁的支持。



同德国驻瑞士公使交涉俄国政治流亡者取道德国回国事宜，开头是由瑞士社会民主党人格里姆负责的。由于格里姆采取模棱两可的立场，布尔什维克以后就把这件事情委托给了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普拉滕。德国政府接受了俄国侨民经德国回国的条件，保证车厢通过德国时享有治外法权。



所有条件和动身的情况都记录在议定书上，并告知德、法、波兰、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代表。此外，还以他们的名义准备了一份向报界发表的声明。声明说：“我们这些在下面署名的人知道协约国政府对俄国国际主义者回国所设置的重重障碍，我们知道德国政府允许取道德国前往瑞典的条件……我们认为，我们的俄国同志不仅有权利而且应当利用提供给他们的取道德国回国的机会。”这个声明刊登于1917年4月15日《政治报》第86号。



鉴于法国报纸报道，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对取道德国回国的侨民进行威胁，说要把他们作为叛国犯加以逮捕，以列宁为首的各派侨民在3月27日（4月9日）动身当天签字具结：“1．普拉滕同德国大使馆商定的各项条件已向本人宣读；2．本人服从旅程负责人普拉滕的各项安排；3．本人已被告知《小巴黎人报》的一则消息：俄国临时政府要对取道德国的俄国国民治以叛国罪；4．本人此行的全部政治责任概由自己承担；5．普拉滕只负责本人到斯德哥尔摩的旅程。”



列宁一行于3月31日（4月13日）到达斯德哥尔摩。当天离开这里经芬兰回俄国。4月3日到达彼得格勒以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受由瑞士回来的侨民的委托，于4月4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取道德国回国的报告。执行委员会听取了报告，决定“立即向临时政府进行交涉，同时采取措施使所有侨民都能迅速获准返回俄国，而不管他们的政治见解和对战争的态度怎样”。就在这次会议上，列宁被补选进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尽管这些事实都十分清楚和无可辩驳，资产阶级的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报刊仍试图利用取道德国一事诽谤和污蔑布尔什维克党。——[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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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一条通向公正和约的道路？

（1917年6月7日〔20日〕）

有没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向这样的和约，即没有资本家强盗们交换兼并土地（侵占土地）和分赃的和约？

有的，那就是通过反对各国资本家的工人革命。

俄国现在比任何国家都更接近于发生这样的革命。

只有俄国才有可能不经过起义，和平地立即使政权转归苏维埃这一现成的机构，因为资本家无法抗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在政权这样转变的条件下，就可以制服那些靠订货发了数十亿横财的资本家，揭穿他们的一切勾当，逮捕盗窃国库的百万富翁，摧毁他们的无限权力。

只有在政权转归被压迫阶级之后，俄国才能不向各国被压迫阶级说废话、发表空洞的宣言，而是由自己作出榜样并立即准确地 提出普遍媾和
 的明确条件。

在这个要求立即媾和的建议中可以写上：各国的工人和劳动者同志们！血流够了。媾和是可能的。公正的和约就是没有兼并、没有侵占的和约。让德国的资本家强盗们和他们的戴皇冠的强盗威廉知道，我们不会同他们去磋商，我们不仅认为他们在战争爆发后夺到的土地是侵占的土地，而且认为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及归属普鲁士的丹麦土地和波兰土地也统统都是侵占的土地。

我们认为波兰、芬兰、乌克兰以及其他非大俄罗斯的土地都是俄国沙皇和资本家侵占的土地。

我们认为英法等国 所有的
 殖民地、爱尔兰以及其他等地，都是这些国家的资本家侵占的土地。

我们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决不强制保留 任何一块
 非大俄罗斯的土地或殖民地（如土耳其斯坦、蒙古、波斯）。打倒 瓜分殖民地
 、瓜分兼并的土地（侵占的土地）和瓜分资本家赃物的战争！

俄国工人的榜样必然有人仿效，这也许不是在明天（革命不是按照定单制造的），但是必然有人仿效， 至少
 德国和法国 这两个大国
 的工人和劳动者会这样。

因为 这两个国家正趋向灭亡
 ，德国是由于饥荒，法国是由于人口减少。 不管它们的资本家政府愿不愿意
 ，这两个国家是会根据我们的公正条件缔结和约的。

通向缔结和约的道路就在我们面前。

如果英国、日本和美国的资本家企图抗拒 这种
 和约，俄国和其他各国的被压迫阶级就不怕进行 反对资本家
 的革命战争。 在这种
 战争中，他们不仅会战胜这三个远离俄国、彼此角逐的国家的资本家，而且会战胜 全世界的
 资本家。

通向公正和约的道路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决不害怕 走上
 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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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民公敌

（1917年6月7日〔20日〕）

不久以前，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报》（连社会革命党的《人民事业报》也公正地称它是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统一的报纸）想起了1793年法兰西共和国关于人民公敌的法律。

这是十分及时的。

1793年的雅各宾派是18世纪最革命的阶级即城乡贫民的代表。当时，这个阶级已经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用最革命的办法，直到用上断头台的办法镇压了本国的君主、本国的地主、本国的温和的资产者，而欧洲的君主们就联合起来用战争来对付这个18世纪真正革命的阶级。

雅各宾派宣布：“协助联合起来的暴君策动反对共和国的阴谋”的人是人民公敌。

雅各宾派的榜样是很有教益的。直到现在它还没有过时，只不过应当把它运用于20世纪的革命阶级，即工人和半无产者。对于20世纪的这个阶级来说，人民公敌已不是君主，而是地主和资本家阶级。

如果政权转到20世纪的“雅各宾派”即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手中，那他们就会宣布：在帝国主义战争中， 也就是
 在为了瓜分资本家的赃物和利润而进行的战争中发了数十亿横财的资本家是人民公敌。

20世纪的“雅各宾派”不必把资本家送上断头台——仿效好的榜样并不是生搬硬套。只要把50—100个银行资本的巨头和大王，即把这些盗窃国库、利用银行巧取豪夺的主犯逮捕起来，关上几个星期，就足以 揭穿他们的勾当
 ，足以向全体被剥削者表明“谁需要战争”。揭穿银行大王的勾当之后，将银行、资本家的辛迪加以及所有为国家“工作的”承包商都置于工人的监督之下，就可以释放他们。

1793年的雅各宾派是以掌握 全部
 国家政权的 劳动者和被压迫者阶级
 同 剥削者阶级
 进行真正革命斗争的伟大典范而载入史册的。

可怜的《统一报》（孟什维克护国派由于同它结成联盟而感到羞愧）想仿效的是雅各宾主义的字句而不是它的精神，是它的外表而不是它的政治内容。这实质上等于背叛20世纪的革命，不过是打着效法18世纪革命者的虚伪幌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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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格里姆问题

（1917年6月7日〔20日〕）

有人问我们，我们认为格里姆的行为“暧昧”是指什么。我们对未能拿到我们所指的那一号《人民意志报》的读者回答说：在我们签字的议定书（如果《真理报》上有版面，我们是愿意转载这个议定书的）中所说的仅仅是格里姆 对同一个
 中立国（瑞士）的资产阶级部长 霍夫曼
 的态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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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1917年6月7日〔20日〕）

6月6日的《新时报》上有一段话：


　　“在自由的日子里，不知从哪儿伸出这只黑手，牵动了俄国民主派的傀儡，这是怎么回事？列宁！……但是，列宁的名字有千千万万。每个十字路口都会跳出一个列宁。显然，力量不在于列宁本人，而在于无政府状态和疯狂行为的种子有容易滋长的土壤。”



　　资本家从订货中获得骇人听闻的利润，我们称之为无政府状态。资本家为瓜分兼并的土地、为瓜分利润而进行战争，我们称之为疯狂行为。如果说正是这些观点在“每个十字路口”都得到了人们的同情，那是因为它们正确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正确地反映了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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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撤退”

（1917年6月8日〔21日〕）

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人在星期日把成立联合政府和前社会主义者参加内阁说成是“资产阶级从政府中的大撤退”。

这句名言只有后面三个字是正确的。“大撤退”对于理解5月6日事件（成立联合政府）确实很说明问题。“大撤退”真的是在那天开始的，或者确切些说，真的是在那天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的。不过这不是资产阶级从政府中的大撤退，而是孟什维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领袖从革命中的大撤退。

现在正在举行的兵工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义，就在于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5月6日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个好日子。当时它的政府已濒临死亡。群众旗帜鲜明地、无条件地、激烈地反对这个政府，与这个政府势不两立。只要苏维埃的那些民粹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领袖说一句话，政府就得乖乖地把自己的政权交出来，李沃夫在玛丽亚宫的会议上也不得不公开承认这一点。

资产阶级玩弄巧妙的手法，这使俄国小资产者以至所有广大群众感到新奇，使孟什维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知识分子领袖陶醉，玩弄这种手法是正确地估计到了他们的路易·勃朗式的本性的。我们提醒一下，路易·勃朗是著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于1848年参加政府，1871年也同样名声不好。路易·勃朗以“劳动民主派”或“社会主义民主派”（民主派这个词1848年在法国是常用的，正如1917年在 社会革命党人
 和孟什维克的书刊上常用一样）的 领袖
 自居，而实际上却是资产阶级的 尾巴
 ，资产阶级手中的玩具。

从那时以来将近70年中，西方资产阶级一再玩弄这种现在使俄国感到新奇的手法。这种手法的实质，就是使“脱离”社会主义和“脱离”革命的“社会主义民主派”领袖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充当对资产阶级无害的 附属品
 ，靠准社会党人部长们的帮助使人民看不清这个政府的真面目，用“社会党人”参加内阁这块光辉夺目的漂亮招牌来掩盖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

资产阶级的这套手法，在法国经过精心炮制，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许多罗曼语国家中试用过多次。1917年5月6日在俄国玩弄的也正是这种手法。

“我们的”准社会党人部长们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资产阶级借 他们的
 手火中取栗， 通过他们
 来做那些没有他们就永远做不到的事情。

通过古契柯夫已不能吸引群众继续进行 帝国主义
 侵略战争，即 为了瓜分
 殖民地和兼并的土地而进行的战争。通过克伦斯基（以及策列铁里，他卫护捷列先科甚于卫护邮电部门的职工），资产阶级却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把继续进行这样一场战争的事情“安排好”，这是米留可夫和马克拉柯夫老老实实地承认的。

通过盛加略夫，即使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也保不住地主土地占有制（马克拉柯夫说过，如果举行进攻，那就会“使俄国完全恢复元气”；这就是说，立宪会议也会“恢复元气”）。通过切尔诺夫却能做到这一点。虽然农民不太愿意，他们还是要农民接受这样的思想，即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按照与地主分别达成的协议租种地主的土地是“正常的秩序”，而立刻废除地主土地占有制， 向人民
 租种过去地主的土地则是“无政府状态”。如果不通过切尔诺夫，这种地主的反革命思想是不能贯彻的。

通过柯诺瓦洛夫，那就不能维护（ 并提高
 ——见部长的报纸《工人报》关于煤矿主的报道）军事订货的骇人听闻的利润。通过斯柯别列夫或者在他的参与下，却能在所谓维持原状的形式下，在用准“马克思主义”否认“实施”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一形式下维护这种利润。

社会主义不能实施， 因此
 资本家的那些不是靠纯粹资本主义经营而是 靠军事订货和国家订货
 获得的骇人听闻的高额利润可以向人民隐瞒并加以维护！——这就是司徒卢威式的妙论，捷列先科、李沃夫和“马克思主义者”斯柯别列夫就是在这种论调下联合起来的。

通过李沃夫、米留可夫、捷列先科、盛加略夫之流不能影响人民的集会和苏维埃。通过策列铁里、切尔诺夫之流却能给它们同样的资产阶级的影响，却能借助非常吸引人的、听起来非常“善意的”词句来执行 同样的
 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政策，甚至否认 选举
 地方政权、不由上面任命和批准这样一种最起码的民主权利。

前社会主义者策列铁里、切尔诺夫之流否认这种权利，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前民主主义者。

无疑的，这是一次“大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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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实质性论战的好处

（1917年6月8日〔21日〕）

可爱的《新生活报》撰稿人同志们！你们不满意我们的批评，说它有火气。现在我们就尽量温和一些，客气一些。

我们就从你们提出的两个问题谈起。

不打破“商业秘密的不可侵犯性”，能不能认真地谈对生产的监督（姑且不谈调节）呢？

我们曾经肯定说，《新生活报》对这个“实际”问题没有答复。《新生活报》却反驳说，“即使”在《工人报》上我们也会“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可爱的同志们，我们找不到！你们也永远找不到。你们再好好地找一找吧，不过你们是找不到的。

对不起，《新生活报》的过错正是在于它大谈“监督”，而没有切实提出关于商业秘密不可侵犯性的实际问题。

第二个问题：能不能把立即实施社会主义（《新生活报》反对这样做，而我们也并没有建议这样做）同立即对银行和辛迪加实行实际监督混为一谈呢？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指出，对于小经济，我们既不想去剥夺，也不想去调节和监督，而《新生活报》却反对说，这是“可贵的自白”，这“合情合理”，但是来得“太匆忙”了。

天哪，可爱的同志们，这里有什么“匆忙”可言！这不过是把我们代表会议的一大篇详尽的决议简短地转述一下而已。也许你们没有兴趣把这个决议读一遍吧？

进行实质性论战是有好处的。用模棱两可的话来回避这样的论战则是有害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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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信的流行病

（1917年6月8日〔21日〕）

“同志们，资本家的反抗看来已经被打垮了。”

这个可喜的消息，我们是从彼舍霍诺夫部长的演说中得来的。真是一个惊人的消息！“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打垮了”……

人们经常听到部长们的这类演说，经常鼓掌欢迎部长们的这类声明。这怎么不是轻信的流行病呢？

一方面，他们最喜欢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吓唬自己和吓唬别人。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同打垮资本家的反抗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根本没有什么区别。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科学的术语，这个术语规定了在这方面起作用的阶级以及叫作专政的那种特殊的国家政权形式，即不是依靠法律、不是依靠选举、而是直接依靠某一部分居民的武装力量的政权。

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和作用何在呢？正是在于打垮资本家的反抗！如果说在俄国“资本家的反抗看来已经被打垮了”，那就等于说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看来已经实现了”。

不幸的“仅仅”是，我们得到的不过是部长的一句空话。这就象斯柯别列夫扬言“必须把利润的100％拿过来” 
［注：见本卷第103页。——编者注］

 一样。这是今天在俄国到处传扬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漂亮词句中的精华之一，这句话使小资产阶级如醉如痴，使人民群众受到腐蚀和愚弄，使大量轻信的流行病病菌到处散布。

在一部法国喜剧中（法国人玩弄社会党人内阁的把戏好象比其他民族精通），描写过有一架留声机在法国各个角落的选民大会上反复放送一位“社会党人”部长许愿的演说。我们认为，彼舍霍诺夫公民应该向发行留声机片的公司转达自己的历史性名言：“同志们，资本家的反抗看来已经被打垮了。”用各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播送这句名言将是很合适很有益的（对于资本家来说），据说这是俄国试验资产阶级同社会党人组织联合内阁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现在，彼舍霍诺夫部长公民 在同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一起进入内阁以后
 ，已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称为社会党人（1906年他们曾在报刊上表示同他划清界限，说他是一个向右转得太过分的小资产者），所以彼舍霍诺夫部长公民不妨回答一下下面这个简单而普通的问题：

我们从哪儿着手去打垮资本家的反抗呢？我们不应该向工会和各大政党揭露资本家获得空前的利润吗？我们不应该取消商业秘密吗？

我们怎么能谈“无产阶级专政”（“打垮资本家的反抗”）呢？着手 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
 不是更好吗？

如果象部长的《工人报》所报道的，革命政府 提高了
 煤的订货价格，那么这算不算是盗窃国库的行为呢？哪怕每星期公布一次银行的“保证书”和其他有关军事订货及其价格的文件，不是也比大谈“打垮资本家的反抗”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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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仙鹤，还是手中的山雀？[103]


（1917年6月8日〔21日〕）

彼舍霍诺夫部长在自己的演说中谈到了许多美妙崇高的东西：既谈到了“平均分配我们所有的一切”，又谈到了“资本家的反抗看来已经被打垮了”，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东西。

但是，他举出的确切数字只有一个。他的演说中指出的确切事实只有一件，在共有8栏的演说中只占6行。这件事实就是：钉子出厂是20戈比1俄磅，而卖给居民则高达2卢布1俄磅。

如果“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打垮了”，那么能不能通过一个法律，规定必须公布：（1）所有关于订货价格的保证书，（2）所有国家订货的价格，（3）提供给国家的产品的成本，以及（4）能不能让工人组织来检查所有这一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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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这个标题出于俄国民间谚语：“天上的仙鹤，不如手中的山雀。”——[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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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社会主义，还是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

（1917年6月9日〔22日〕）

在俄国不能实施社会主义，人们对这一点已经作出决定而且签字表示赞同。米留可夫先生继孟什维克部长的《工人报》之后，在六三死硬派的会议上证明了这一点（差不多完全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意这一点的有全国最大的、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也是最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它不仅是最大的政党，而且对革命朝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前进所感到的思想上的（不是出于私利的）恐惧也是最大的。

老实说，只要查一下1917年4月24—29日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决议就可以证明，布尔什维克也认为不能立即在俄国“实施”社会主义。

那么究竟争论什么呢？究竟为什么叫嚷呢？

大声叫嚷反对在俄国“实施”社会主义，是为了支持（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些反对 揭露盗窃国库行为
 的人的活动。

公民们，我们不想争论字眼！这种争论不仅对于“革命民主派”是不相称的，甚至对于一般成年人也是不相称的。我们不想谈“大家”都已经否定的“实施”社会主义的问题。让我们来谈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吧。

资本家为国防工作，也就是为国家工作，显然，这已经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是国民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纯粹的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是为 情况不明的
 自由市场工作的。为国防“工作”的资本家则完全不是为市场“工作”，而是 按照
 国家 订货
 ，甚至往往是靠从国家得到的贷款“工作”的。

我们认为，隐瞒这种特殊业务所得的利润量，攫取高于实际参加生产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的利润，就是 盗窃国库的行为
 。

如果你们不同意，那么你们显然是同绝大多数居民的意见不一致。丝毫不用怀疑，俄国工人和农民的绝大多数是同意这种意见的，只要不转弯抹角，不寻找借口，不用隐晦的外交辞令向他们提出问题，他们是会直截了当地表达这种意见的。

如果你们同意，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同诡辩和借口作斗争吧。

为了在 共同
 事业即在这一斗争中表示最大的让步，为了表示最大限度的温和，我们谨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如下的决议草案：


　　“作出一项决定，取消与国家订货或整个国防订货有关的各项业务的商业（包括银行）秘密，这不仅是任何调节的第一步，甚至也是单纯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的第一步〈加一个不写进决议本文的附注：甚至彼舍霍诺夫部长也答应竭力做到“平均分配我们所有的一切”〉，是同经济破坏和国家面临的灾难认真进行各种斗争的第一步。决定作出后，再立即制定一项法律，规定凡对享有全权的个人或团体直接或间接隐瞒有关商业秘密的文件或事实者，须给予刑事处分，这些享有全权的团体是：（1）任何工人、士兵或农民代表苏维埃；

（2）任何工人或职员等等的工会；

（3）任何大的政党（确切规定“大”党这一概念，即使根据选民的人数规定也可以）。”





　　大家都同意不能立即在俄国实施社会主义。大家是否同意必须立即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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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勒各区委员会及部队的代表同中央委员会及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联席会议的决议草案

（1917年6月10日〔23日〕）

会议研究了今天发表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上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其他组织的各项决议以及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中央委员会关于服从在三天内不准举行游行示威的禁令的决议，在研究了上述决议并对局势进行了讨论之后，


决定：

　　鉴于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其号召书中直截了当地宣称：“我们获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想利用你们的行动”

鉴于上述情况，必须承认：

——由于我们尚未获悉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获悉的情况，我们对反革命估计不足；

——同反革命的斗争自然也就更为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

——中央委员会关于服从在三天内不准游行示威的公开禁令的决议是正确的；

——必须……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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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混乱和惊慌失措的人们

（1917年6月10日〔23日〕）

现在，恐惧与惊慌的气氛笼罩着彼得格勒，简直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

在我们党原定于星期六举行的游行示威遭到禁止这件大事[104]发生以前，有一件小事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那就是占用杜尔诺沃别墅这件小事。佩列韦尔泽夫部长起初下令腾出杜尔诺沃别墅，后来在代表大会上却声称，他要把别墅的花园留给人民，工会组织也完全不用搬出别墅了！说什么，仅仅是为了要逮捕几个无政府主义者。[105]

如果说占用杜尔诺沃别墅是违法的，那么无论是把花园留给人民，还是把工会组织留在别墅里，都是 不行
 的。如果说逮捕是有合法理由的，那么捕人同别墅 没有
 任何关系，因为 无论
 在别墅里， 还是
 在别墅外，都可以逮捕。结果是：别墅既没有“腾出来”，逮捕也没有进行。政府显然是陷入了思想混乱和惊慌失措的境地。如果不是这些人神经紧张，那就不会发生这场“风波”，因为一切都依然照旧。

大事就是关于游行示威的事。我党中央委员会和其他许多组织（包括总工会在内）决定在首都的大街上举行和平游行示威。在任何一个立宪的国家里，举行这种游行示威是公民不容置疑的权利。任何一个自由国家的任何法律，都不会认为举行街头和平游行示威、提出诸如修改宪法或更换政府成员的口号是什么违法行为。

思想混乱和惊慌失措的人们，特别是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借游行示威制造了一个前所未闻的“事件”。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多数派通过了一项气势汹汹的、满篇都是用非常激烈的措词攻击我党的、反对游行示威的决议， 禁止
 在三天内举行任何游行示威，其中包括和平游行示威。

当这项正式决议通过时，我党中央委员会在星期六凌晨2时便决定取消游行示威。星期六早晨，在有各区的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上贯彻了这个决定。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的第二“政府”即苏维埃代表大会禁止游行示威 是什么原因
 ？当然，自由国家里的任何一个政党都有权举行游行示威，而任何一个政府也可以宣布紧急状态来禁止游行示威，但是还有一个政治问题需要弄清楚：为什么要禁止游行示威呢？

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明白指出的唯一的政治理由是：


　　“……我们获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想利用你们的〈即我们党所组织的〉行动……”



　　这就是禁止和平游行示威的理由。苏维埃代表大会“获悉”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获悉”他们正想“利用”我们党决定发起的行动。这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声明。必须再三强调这个 举出了事实的
 声明，这个声明因为举出了事实而不同于对我们的一连串谩骂。但是我们的第二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对付“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呢？这个政府所“获悉”的到底是什么呢？反革命分子到底想怎样利用这种或那种借口呢？

人民不能也不会耐心地、消极地等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起来行动。

我们的第二政府如果不愿用一道道禁令和一连串谩骂来掩盖自己的思想混乱和受到右边来的威胁而惊慌失措的心理，那它就应该向人民多 说些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多 做些
 认真对付他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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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射

（1917年6月10日〔23日〕）

疯狂的、凶恶的、咆哮的、咬牙切齿的、用辱骂和恶毒的字眼不断诬蔑我们党的人们，不是直截了当地指控我们犯了什么罪，而是用“影射”。

影射什么呢？

能影射的也只有一点：布尔什维克想举行政变，这是一伙卡提利纳， 所以
 他们是应该千刀万剐的坏蛋和恶棍。

我们的敌人不敢公开说出这种蠢话，于是就“影射”，就“用语言”进行发泄。因为这个指控愚蠢到了极点，竟然说有人要通过星期四决定的、预定在星期六早晨宣布并在当天举行的和平游行示威来搞政变！先生们，你们用这种荒唐的影射来吓唬谁呢？

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说有人“要求推翻临时政府”。难道要临时政府的一部分部长下台（在准备打出的旗帜上有一条标语是：打倒政府中的资产阶级成员）就是搞政变吗？？

人们曾无数次举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旗帜走上彼得格勒街头，为什么谁也没有试图、甚至也没有威胁说要把他们送交法庭呢？

这些狂人害怕的是他们自己。

一个政府如果知道它的 全体
 成员都照人民大多数的意志办事，那就不会害怕预先宣布的游行示威。

它就不会禁止这种游行示威。

只有知道多数不在自己一边、人民群众也不赞成自己的人，才会如此野蛮地发作，才会在恶毒的文章里作 这样的影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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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乱人心的谣言”

（1917年6月10日〔23日〕）

临时政府今天号召“居民”对“市内流传的扰乱人心的谣言”保持镇静。

这个临时政府是否以为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中的一句话会扰乱人心，而且一定会比其他各种“谣言”千百倍地扰乱人心呢？这句话就是：


　　“我们获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想利用你们的〈布尔什维克的〉行动。”



　　难道这句“何止是谣言”的话就不会扰乱人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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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

（1917年6月10日〔23日〕）

寻常的资产阶级政府同不寻常的、革命的、不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政府有什么区别呢？

据说有如下区别：

寻常的资产阶级政府只有遵照宪法并且先实行戒严才可以禁止游行示威。

不寻常的和准社会党人的政府借口只有它自己知道的“事实”，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禁止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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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党团委员会就禁止游行示威向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的声明草案[106]


（1917年6月11日〔24日〕）

我们认为，被称作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这种独特的机构，最近似代表人民大多数意志的全民机关，最近似革命的议会。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在原则上赞成全部政权转归这样的机关掌握，尽管它现在还操纵在敌视无产阶级政党的、护国主义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手里。

苏维埃内部有矛盾，摇摆不定，对反革命无能为力，这是由于它容忍一伙反革命，即容忍10个资产阶级部长，并且没有同英法帝国主义资本断绝关系。这种摇摆不定就是苏维埃目前的多数派神经紧张并对指出它摇摆不定的人动辄谩骂的根源。

我们决不让我们反对反革命的斗争同护国主义内阁主义党派进行的“斗争”配合和协调起来。

只要10个米留可夫精神十足的、属于米留可夫阶级的资产阶级反革命部长还在，我们就不能承认苏维埃的决议是正确政权的正确决议。即使苏维埃取得了全部政权（这是我们所期望的，也是我们始终支持的），即使苏维埃成了拥有无限权力的革命议会，我们也不会服从它那些限制我们宣传自由的决议，如禁止在后方或前线散发传单，禁止举行和平游行示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宁愿成为受正式迫害的不合法的党，也决不放弃自己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原则。

如果苏维埃代表大会要在俄国全体居民面前正式把我们当作“人民公敌”或者“革命的敌人”，我们就要这样做。

禁止在三天内举行游行示威的那些理由，我们只有条件地承认其中一点是正确的，即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想暗中利用这次游行示威。如果这个理由确有事实根据，如果整个苏维埃都知道反革命分子的名字（我们是从李伯尔和执行委员会的其他人的口头通知中非正式地知道的），那就必须立即宣布这些反革命分子是人民公敌，逮捕他们，并且追查他们的同党和帮凶。

苏维埃如不采取这些措施，就会使它的正确理由也只是有条件地正确，或者完全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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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这个草案的基本论点写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委员会就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禁止布尔什维克党原定在1917年6月10日（23日）举行的和平游行示威一事发表的声明。声明刊载于1917年6月13日（26日）《真理报》第80号。——[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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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取消游行示威的讲话

（1917年6月11日〔24日〕）

大多数同志对取消游行示威表示不满是十分正当的，但是中央不能不这样做，理由有两个：第一，我们接到了半政权机关不许游行示威的正式禁令；第二，这个禁令所持的理由是：“我们获悉，暗藏的反革命势力想利用你们的行动。”为了证实这个说法，他们对我们说了一些人的名字，例如举出了一位将军，并且答应三天后逮捕他；又说黑帮分子要在6月10日举行游行示威，他们准备干扰我们的游行示威，把它变成一场混战。

即使在通常的战争中，由于战略上的原因有时也会不得不取消预定的进攻；在阶级斗争中，由于中间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动摇，就更有可能如此。必须善于估计形势，当机立断。

取消游行示威是绝对必要的，后来的事件证实了这一点。今天，策列铁里发表了一篇有历史意义的歇斯底里的演说[107]。今天，革命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他们先禁止我们在三天内举行和平游行示威。现在又想禁止我们在代表大会整个召开期间举行游行示威，他们要求我们服从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用开除出代表大会来威胁我们。但是，我们已经声明，我们宁愿被逮捕，也决不放弃宣传自由。

策列铁里的演说表明他是一个露骨的反革命分子，他宣称不应当用言词、决议来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而应当剥夺他们手中的一切技术兵器。历次资产阶级革命的总结是：起初武装无产阶级，然后解除它的武装，使它不能继续前进。既然到了必须禁止和平游行示威的地步，情况自然很严重了。

来自临时政府核心圈子的策列铁里，在代表大会上明确地表示要解除工人的武装。他表现得十分疯狂，他要布尔什维克成为站在革命民主派行列之外的党。工人们应该冷静地考虑到，现在根本谈不上举行和平游行示威了。情况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我们举行和平游行示威，是为了对代表大会作决定施加最大的压力，这是我们的权利，然而人们指责我们，说我们策划阴谋，要逮捕政府人员。

策列铁里说，除布尔什维克外，没有别的反革命分子。代表大会主席团、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和代表大会各党党团委员会，特别郑重地举行了一次会议来审判我们，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向我们泄露了全部真相，宣布向我们进攻。

无产阶级的回答是：最大限度地保持镇静、谨慎、坚毅、组织性，并牢牢记住，和平游行示威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们不应该给人家提供进攻的口实，让他们来进攻吧，这样工人们就会了解，他们是在直接危害无产阶级的生存。但是，现实生活对我们有利，他们的进攻能否得手还不得而知，因为前线军队的不满情绪非常强烈，后方则是物价高涨，经济遭到破坏等等。

中央不想对你们作决定施加压力。你们有权对中央的行动提出抗议，这是合法的，你们的决定应当是自由作出的。





	载于1923年《红色史料》杂志第9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330—331页

















[107]指俄国临时政府部长、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1917年6月11日（24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各党团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演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首领们召开这次会议，把布尔什维克党原定于6月10日（23日）举行游行示威的问题列入议程，是要利用自己的多数地位，来打击布尔什维克党。策列铁里在他的演说中诬蔑布尔什维克准备举行的游行示威是“企图推翻政府和由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阴谋”，声言“必须解除布尔什维克的武装”。为了对策列铁里以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其他首领表示抗议，布尔什维克退出了会场。列宁没有出席并且反对参加这次会议。他在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说明了不参加这次会议的理由（见本卷第305页）。——[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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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关头

（1917年6月11日或12日〔24日或25日〕）

俄国革命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把政权交给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同时建立了与这个政权并存的苏维埃；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的第二阶段（5月6日），正式把恬不知耻的帝国主义代表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排除出政权机关，而且使苏维埃中的多数派政党在事实上变成了执政党。我们党无论在5月6日以前或以后都处在反对派少数的地位。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是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不能不反对进行这场战争的任何政权，不管这个政权是君主政权、共和政权，还是“社会党人”护国派的政权。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必然会把因战争长期拖延而遭到破产的人民大众愈来愈多地团结在自己周围，人民大众现在不再相信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社会党人”了，正如他们过去不再相信正统的帝国主义者一样。所以，反对我们党的斗争从革命最初的日子起就开始了。立宪民主党人和普列汉诺夫派先生们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不管采取怎样卑鄙下流的形式，斗争的实质总是清楚的。这个斗争同帝国主义者和谢德曼分子反对李卜克内西和弗·阿德勒（德国“社会党人”的中央机关报曾经把他们两人宣布为“疯子”，至于资产阶级报刊，那更不必说了，它们干脆把这两位同志宣布为替英国效劳的“叛徒”）的斗争是一样的。这是 整个
 资产阶级社会（ 也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不管他们过去是多么多么革命）对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进行的斗争。

在俄国，这个斗争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帝国主义者企图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策列铁里之流、切尔诺夫之流等等之手，坚决果断地一举消灭无产阶级政党的日益壮大的力量。于是，策列铁里部长找到了反革命派已经多次使用过的手法—— 指控我们搞阴谋
 ，以此作为进行这一坚决打击的借口。这种指控只不过是一个借口。问题的实质在于：听命于俄国和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必须一劳永逸地把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消灭掉。他们认为打击的时机已经到了。他们在主子的皮鞭下，又激愤又惶恐地决定：现在就动手，不然就动不了手了。

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我们党应该尽量保持冷静，应该表现出高度的坚定性和警惕性。让未来的卡芬雅克们先动手吧。我们党在自己的代表会议上早就警告说他们会来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决不容许他们推卸责任。彼得格勒无产阶级要等待时机，积蓄力量，准备在这些先生们敢于从言论转为行动的 时候
 给予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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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编辑部的信

（1917年6月12日〔25日〕）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出席星期日晚上举行的执行委员会、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党团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这是因为我主张，布尔什维克根本不参加这次会议，并且要发表书面声明：讨论这类问题（禁止游行示威）的会议，我们一概不参加。






	　　尼·列宁
载于1917年6月13日（26日）《真理报》第8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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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立场

（1917年6月13日〔26日〕）

今天报纸上刊载了代表大会谴责我们党的决议，毫无疑问，一切觉悟的工人和士兵都会拿它同11日宣读的、今天在《真理报》发表的我们党向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的声明[108]作一个对比。

代表大会的决议暴露了代表大会领袖们立场的矛盾，我们的声明则特别清楚地揭露了这种矛盾。

代表大会的决议的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样说的：“整个革命民主派——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团结一致，是俄国革命成功的基础，也是它的力量的基础。”在这里如果把“团结一致”理解为 反对反革命的团结一致
 ，那么这一点当然无可争议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一部分“工人、士兵和农民”通过他们的领袖去同反革命联合和团结，那又怎么办呢？正是 这
 部分“民主派” 实际上
 已经不是“革命的”了，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我们认为，某一部分“工人、士兵和农民”去同反革命“团结”是可能的，是可以想象的，这一点想必会使民粹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大为恼火。

谁企图用这种恼怒来抵消我们的论据和掩盖事情的实质，那我们只须引用同一决议的第3点来回答他们：“…… 有产阶级
 中反革命阶层的 反抗正在增长
 。”这是实事求是的见解！如果不是说“有产阶级”（因为富裕的那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也包括在“有产阶级”之内）而是说资产阶级或资本家和地主，那就完全正确了。

毫无疑义，资产阶级的反抗正在增长。

但是要知道，正是资产阶级掌握了临时政府中的多数，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却同这个多数 团结在一起
 ，不但在一般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即在一个机构内，在一个内阁中团结在一起！

这就是苏维埃的领袖们立场矛盾的关键所在，这就是他们的全部政策摇摆不定的主要根源。他们通过政府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他们在政府中受占多数的资产阶级部长的支配，但同时他们又 不得不
 承认“有产阶级中反革命阶层的反抗正在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显然只能“有条件地”承认同声名狼藉的“革命”（口头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民主派“团结一致”。他们同反革命作斗争，我们就同他们团结一致；他们同反革命团结在一起，我们就不同他们团结一致。

实际生活正是把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反抗正在增长”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泛泛地谈论“革命民主派团结一致或行动协调一致”来 回避
 这个主要的根本的问题，掩盖一部分革命民主派同反革命团结一致或行动协调一致的事实，都是不合逻辑的、不明智的。

由此可见，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指责我们“秘密”准备游行示威，说群众性的行动和游行示威必须事先通知苏维埃或得到它的同意才能举行，所有这些论点在原则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些论点没有任何意义。正如我们向全俄代表大会提出的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无产阶级政党决不承认这些论点。因为任何游行示威，只要它是和平的，都 不过是
 一种鼓动，禁止鼓动或强求鼓动的一致是行不通的。

从正式手续来说，决议显得更软弱无力。要下禁令或者发命令，就必须执掌国家政权。苏维埃现在的领袖先生们，你们执政吧，——我们赞成，虽然你们是我们的政敌——这样你们才有权下禁令或者发命令。现在你们还没有执掌全国政权，还容忍10个资产阶级部长来支配你们，你们因软弱和不果断而不能自拔。

用“明显表现出来的意志”之类的空话来搪塞是不行的，意志如果是国家的意志，就应该表现为 政权机关
 所制定的 法律
 ，否则，“意志”一词不过是放空炮而已。先生们，只要你们考虑到 法律
 ，你们就不能不想到自由共和国的宪法是 不会
 禁止任何政党、任何团体的和平游行示威和任何群众性的行动的。

矛盾的立场使革命观念，同反革命作斗争的观念，国家（宪法）观念，一般法律观念变得非常离奇古怪。在对我党的粗野的辱骂声消失以后，就什么也没有留下，一点也没有留下！

把我们举行游行示威的倡议粗野地辱骂一顿之后，又决定游行示威……一星期以后举行。





	载于1917年6月14日（27日）《真理报》第8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338—340页














《列宁全集》第30卷


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

（1917年6月14日〔27日〕）

把对外政策同对内政策割裂开来，这是一种最错误最有害的思想。正是在战争期间这种严重的错误显得更加严重。而资产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灌输和支持这种思想。人民群众不了解对外政策的要比不了解对内政策的广泛得多。连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最民主的共和国也严守外交“秘密”。

在对外政策“事务”方面对人民群众的欺骗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我们的革命由于这种欺骗而遭到极大的危害。千百万份资产阶级报纸到处散布欺骗的毒素。

同两个最富最强的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中的哪一个集团结成联盟——这就是资本主义现实所提出的目前对外政策的根本问题。资本家阶级就是这样提这个问题的。自然，那些仍然持有陈腐的资本主义观点和偏见的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也是这样提问题的。

思想上摆脱不了资本主义关系的人不理解，为什么觉悟的工人阶级对 哪
 一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都不能 支持
 。反过来说，工人也不理解，为什么有人指责始终忠于反对各国资本家的各国工人兄弟联盟的社会党人，说他们想同德国人单独媾和或实际上为这种媾和效劳。这样的社会党人（自然也包括布尔什维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赞同各国资本家之间的任何单独媾和。既不同德国资本家单独媾和，也不同英法资本家结成联盟，——这就是觉悟的无产阶级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对这个纲领，害怕同“英国和法国”决裂，实际上是在执行资本家的对外政策纲领，用“修改条约”、拥护“没有兼并的和约”之类的天真的冠冕堂皇的空话来粉饰资本家的纲领。所有这些善良的愿望都必将成为泡影，因为 资本主义
 现实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要么受某一个集团的帝国主义者支配，要么进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

在这种斗争中有没有同盟者呢？有。那就是欧洲各被压迫阶级，首先是无产阶级；还有就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个民族，首先是同我们邻近的亚洲各个民族。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自称“革命民主派”，实际上却在推行反革命反民主的对外政策。如果他们是革命者，那他们就会要俄国工人和农民站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个民族和各个被压迫阶级的前头。

惊慌失措的庸人们反对说：“如果那样做，其他各国资本家就会联合起来反对俄国。”这也有可能。“ 革命
 ”民主派没有权利发誓不进行任何革命战争。但是进行这种战争的实际可能性并不大。英帝国主义者和德帝国主义者不会“言归于好”来反对革命的俄国。俄国革命早在1905年就引起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现在如果能够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农结成真正革命的联盟来反对暴君和可汗，把德国人逐出土耳其，把英国人逐出土耳其、波斯、印度、埃及等地，那就会使德帝国主义者和英帝国主义者都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法国和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喜欢援引1793年的历史，用这种动人的引证来掩盖自己对革命的背叛。俄国 真正
 “革命的”民主派能够而且应当 本着
 1793年的 精神
 来对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而我们这里的人恰恰不愿意考虑这一点。

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即可耻地依附他们，——这就是资本家和小资产者的对外政策。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各被压迫民族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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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委员会的声明。这项声明曾在1917年6月11日（24日）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各党团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宣读。列宁所写的草案（见本卷第298—299页）是这篇声明的基础。



声明指出，6月10日（23日）的游行示威没有举行，并不是由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多数下了禁令，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取消了它。声明揭露了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对反革命势力的纵容和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声明指出，临时政府的成员伊·格·策列铁里捏造所谓布尔什维克搞军事阴谋的无稽之谈，是为了要解除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武装和解散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而解除革命先锋队的武装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惯技。策列铁里等人不会不知道，无产阶级从来没有不经战斗就放下从革命中获得的武器。由此可见，当权的资产阶级及其“社会党人”部长们是在有意识地挑动内战。



布尔什维克本想在苏维埃代表大会6月12日（25日）的会议上宣读这篇声明，可是大会主席不让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发言。声明交给了大会主席团。尽管布尔什维克已经取消了游行示威，这次会议仍作出了谴责布尔什维克党的决议。——[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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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

（1917年6月14日〔27日〕）

新的联合的临时政府的政策愈来愈明显地破产了。乌克兰中央拉达[109]颁布并经全乌克兰军人代表大会1917年6月11日通过的关于乌克兰体制的“宣言书”，就直截了当地揭露了这一政策，确凿地证明了它的破产。


　　该宣言书宣布：“乌克兰人民在不同整个俄国分离，不同俄罗斯国家断绝关系的条件下，有权在自己的土地上安排自己的生活……确定乌克兰制度的一切法律，只有我们乌克兰的议会才有权颁布；确定整个俄罗斯国家领土上的制度的法律，则应当由全俄议会颁布。”



　　这些话说得非常明白。这些话极其确切地表明，乌克兰人民现在不愿意同俄国分离。他们要求自治，但是丝毫没有否认“全俄议会”的必要性和它的最高权力。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都不会否认乌克兰人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更不用说社会主义者了。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也都不会否认乌克兰有同俄国自由分离的 权利
 ，因为只有无条件地承认这种权利，才有可能宣传乌克兰人和大俄罗斯人结成自由联盟，宣传两个民族 自愿
 联合成一个国家。只有无条件地承认这种权利，才能真正同万恶的沙皇制度的过去永远彻底决裂。那时采取了 种种
 办法使在语言、居住地区、性格、历史等方面十分接近的各族人民 互相疏远
 。万恶的沙皇制度把大俄罗斯人变成屠杀乌克兰人民的刽子手，千方百计地培养乌克兰人民的仇恨心理，使他们去仇恨那些甚至禁止乌克兰儿童用本民族语言讲话和学习的人。俄罗斯革命民主派要想成为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派，就必须同过去这一切决裂，必须使乌克兰工人和农民重新象兄弟一样信任自己，信任俄罗斯的工人和农民。不完全承认乌克兰的权利，包括自由分离的 权利
 ，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不赞成分裂成许多小国家。我们主张各国工人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反对“本国的”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本家。但正是为了使这个联盟成为自愿的联盟，俄罗斯工人不论在什么事情上片刻都不信任俄罗斯资产阶级和乌克兰资产阶级，现在他们主张让乌克兰人有分离权，同时 不是硬要
 他们 接受
 自己的友谊，而是平等相待，把他们看作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同盟者和兄弟来 赢得这种友谊
 。


※　　　　　※　　　　　※

　　恶狠狠的半疯狂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言语报》，对乌克兰人，对他们“擅自”作出的决议进行了粗暴的攻击。“乌克兰人的行为”似乎“是公然的违法行为，应该立即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对于凶相毕露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这种攻击，用不着再作任何的说明。打倒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自由乌克兰的自由农民和工人同革命俄罗斯的工人和农民的自由联盟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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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乌克兰中央拉达是1917—1918年乌克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和团体的联合机关，1917年3月4日（17日）在有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以及各社会团体参加的乌克兰社会联邦党总委员会会议上成立。1917年6月，产生了称为小拉达的执行机关，主席是乌克兰资产阶级思想家米·谢·格鲁舍夫斯基，副主席是弗·基·温尼琴科和谢·亚·叶弗列莫夫。中央拉达在1917年3月9日（22日）的告乌克兰人民书中号召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6月10日（23日），它宣布乌克兰自治，建立了名为总书记处的政府，但很快就同临时政府妥协，赞成将自治问题搁置到召开立宪会议时再解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中央拉达于11月7日（20日）宣布自己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机关，1918年1月11日（24日）宣布乌克兰独立。1917年11月—1918年1月，中央拉达同苏俄人民委员会举行谈判，同时却支持阿·马·卡列金等白卫将军，并违背自己的诺言，不解决土地问题、工人问题及民族问题。中央拉达既向协约国寻求财政上的支持，又同德奥同盟进行秘密谈判。1917年12月，列宁起草的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告乌克兰人民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揭露了中央拉达的反革命面目。12月11—12日（24—25日）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乌克兰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中央拉达不受法律保护。乌克兰人民逐渐认清了中央拉达的反革命政策，于1917年12月—1918年1月在乌克兰全境举行了反对中央拉达的武装起义。1918年1月26日（2月8日）苏维埃军队占领基辅后，中央拉达逃往沃伦。次日它与德奥同盟签订了叛卖性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并于3月1日与德奥占领军一起返回基辅，成了武装占领者操纵的傀儡。由于中央拉达无力镇压乌克兰的革命运动和往德国调运粮食，1918年4月29日德军指挥部将它解散，而以君主派地主、乌克兰盖特曼帕·彼·斯科罗帕茨基的傀儡政府代之。——[312]。







《列宁全集》第30卷


现在和“将来出现”卡芬雅克分子的阶级根源是什么？

（1917年6月14日或15日〔27日或28日〕）

“一旦出现真正的卡芬雅克，我们就同你们在一个行列里共同进行战斗。”——这是那个孟什维克党的机关报《工人报》在第80号上对我们说的话，这个党的党员策列铁里部长以前在他那篇臭名远扬的演说中却威胁说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的武装。

上面援引的《工人报》的这句名言，特别明显地暴露了俄国的两个执政党即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的根本错误，因此是值得注意的。你们找卡芬雅克找得不是时候，或者说找得不是地方，——这就是部长的机关报这句话的含义。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卡芬雅克的阶级作用。1848年2月，法国的君主制被推翻。资产阶级共和派上台执政。他们象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想建立“秩序”，而所谓建立秩序就是恢复和加强警察、常备军、特权官吏等君主制压迫群众的工具。他们象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想结束革命，因为他们仇视革命无产阶级及其当时表现得还很不明显的“社会的”（即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们象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极端仇视把法国革命传到整个欧洲去的政策，极端仇视把法国革命变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策。他们象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巧妙地利用了路易·勃朗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让他当部长，而他本来想当社会主义工人的领袖，结果却变成了资产阶级的附属品和走狗。

这就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立场和政策。

另一种基本的社会力量是小资产阶级，他们动摇不定，被红色的幽灵所吓坏，还受了反对“无政府主义者”这种叫嚣的影响。小资产阶级倾向于幻想的和空谈的“社会主义”，喜欢把自己称作“社会主义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现在连这个名词也采用了！），但他们不敢信任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不懂得这种胆怯心理必然使自己去信任资产阶级。因为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社会里，特别是在革命必然使这个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中间”路线是 不可能
 有的。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它的倾向的全部实质，就是想要不可能有的东西，向往不可能有的东西，也就是向往这样一条“中间路线”。

起决定作用的第三种阶级力量是无产阶级，他们向往的不是同资产阶级“调和”，而是战胜资产阶级，大胆地推进革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推进革命。

这就是 产生
 卡芬雅克的客观历史基础。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不定使它“失去了”积极的活动家的作用，而法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卡芬雅克将军就利用小资产阶级不敢信任无产者的心理，悍然 解除了
 巴黎工人的 武装
 ，大批枪杀他们。

革命以这次历史上有名的枪杀而结束；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软弱无力，一直做资产阶级的尾巴，于是过了三年，在法国又以一种特别丑恶的形式恢复了凯撒式的君主制。

策列铁里在6月11日发表的那篇有历史意义的演说，显然是受立宪民主党人卡芬雅克分子指使的（可能直接受了资产阶级部长们的指使，也可能间接受了资产阶级报刊和资产阶级舆论的提示，这个区别并不重要）。这篇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之所以出名，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是因为策列铁里无比天真地 吐露了
 整个小资产阶级（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隐疾”。这种“隐疾”就是：第一，完全没有能力执行独立的政策；第二，不敢信任革命无产阶级，不敢全心全意地支持 它的
 独立政策；第三，因此就必然会屈从立宪民主党人或资产阶级（ 即屈从卡芬雅克分子
 ）。

这就是症结所在。策列铁里或切尔诺夫本人，甚至克伦斯基，都不配扮演卡芬雅克的角色，这一角色将由另一些人扮演，这些人在适当的时候会向俄国的路易·勃朗们说：“躲开”！但策列铁里之流、切尔诺夫之流却是推行小资产阶级政策的首领，这种政策使卡芬雅克分子的出现不但可能而且必不可免。

“一旦出现真正的卡芬雅克，我们就同你们在一起。”——这是多么漂亮的诺言，这是多么美好的愿望！可惜的只是，这种诺言或愿望暴露了多愁善感或胆怯畏缩的小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对阶级斗争的不理解。因为卡芬雅克并不是偶然出现的，他的“出现”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卡芬雅克是一个阶级（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是这个阶级的政策的执行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你们 现在
 所支持的正是这个阶级，正是这种政策！你们目前在国内拥有明显的多数，但是 你们
 却让这个阶级及其政策在政府中占 优势
 ，也就是给他们提供良好的活动基地。

确实是这样。在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上几乎全由社会革命党人左右一切。在全俄工兵代表大会上掌握大多数的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在彼得格勒区杜马选举时情况也是这样。事实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现在是执政党。而这个执政党却自愿把政权（政府中的多数）交给 卡芬雅克分子的政党
 ！！

有坟就有鬼。有不坚定的、动摇的、害怕革命发展的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有卡芬雅克分子出现。

俄国目前有许多情况使我国革命不同于1848年的法国革命，这些情况是：帝国主义战争；毗邻的国家比较先进（而法国当时是与比较落后的国家为邻）；土地运动和民族运动。但是，这一切只能改变卡芬雅克分子出现的形式、时间、外因等等。这一切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因为问题的实质是 阶级的相互关系
 。

在口头上，路易·勃朗也和卡芬雅克有天壤之别。同革命工人“在一个行列里”共同对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进行“战斗”，这类诺言路易·勃朗也不知许过多少。可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决不会怀疑，正是由于路易·勃朗之流的软弱、动摇以及对资产阶级的信任，卡芬雅克才得以产生，才获得了胜利。

以立宪民主党人为首的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动摇、胆怯、不坚定，必然促使俄国的卡芬雅克分子产生。至于俄国的卡芬雅克分子的成败，那就完全要看俄国革命工人的坚定性和警惕性以及他们的力量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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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耻！

（1917年6月15日〔28日〕）

请看，《新生活报》社论作者斯坦尼·沃尔斯基先生今天竟然写出这样的话：


　　“……社会主义在否定大民族有权奴役小民族的同时，从来没有提出要小民族反过来奴役大民族。然而，乌克兰拉达的纲领，至少是它的策略，恰恰是在压制整个俄国民主派的意志，否定共同的革命民主活动，用民族仇恨取代阶级斗争……”



　　请看，《新生活报》的小资产阶级空谈家已经摇摆到何等地步，竟宣传起露骨的黑帮思想来了！只有昨天的缅施科夫们和前天的卡特柯夫们才会把乌克兰人希望有自己的议会、自己的部长、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财政等等统统称之为乌克兰人对俄罗斯民族的“奴役”！用甜蜜的、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饰起来的肮脏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就是维·切尔诺夫部长、沃尔斯基先生和《工人报》的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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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问题和俄国执政党的失败

（1917年6月15日〔28日〕）

在乌克兰问题上，俄国的执政党，即在政府中占多数、在经济上拥有 资本
 的莫大势力的立宪民主党人，以及目前在国内拥有明显多数的（但是在政府中、在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却是软弱无力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都
 遭到了明显的失败，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内，在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上遭到了明显的失败。

立宪民主党人即反革命资产者的临时政府， 没有
 履行自己起码的民主主义义务， 没有
 宣布 赞成
 乌克兰自治， 赞成
 它有分离的完全自由，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竟容忍了这一切。正如切尔诺夫部长今天在《人民事业报》上所说的那样，乌克兰人的要求还要低得多，他们只要求“临时政府颁布一项特别法令，宣布它 不反对
 乌克兰人民有自治权”。这是一个很有节制的、完全合理的要求，而另外的两条要求也是同样很有节制的：（1）乌克兰由当地居民选出一名代表参加俄国中央政府；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这个要求是多么有节制：1897年在俄国，大俄罗斯人占人口的43％，乌克兰人占17％，也就是说，乌克兰人可以要求在16个部长席位中占6个席位，而不是占1个席位！！（2）在乌克兰应该“由当地居民选出1名代表参加俄国中央政府”，——难道还有比这种要求更合理的吗？民主主义者凭什么权利可以违背“不得由上面为地方居民任命一切政权机关”这个已经由理论和民主革命的经验证实了的原则呢？？

临时政府拒绝了这些很有节制的、完全合理的要求，这是反革命分子的空前未有的无耻行为、野蛮的粗暴做法，是大俄罗斯“杰尔席莫尔达”[110]政策的真正表现，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嘲弄了他们自己的党纲，在政府中容忍了这种行为，并且现在还在自己的报纸上为这种行为辩护！！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堕落到了多么可耻的地步！今天他们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和《工人报》的诡辩是多么可鄙。

混乱、骚动、“民族问题上的列宁派思想”、无政府状态——这就是这两家报纸象野蛮的地主那样向乌克兰人发出的叫嚣。

我们暂且不谈这种叫嚣。实质性的论据是什么呢？

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不论是乌克兰的疆界，还是它的意愿、征税的权利等等，等等，都无法“正确地”解决——这就是他们唯一的论据。他们要求“保证正确”，——《工人报》的一篇社论中的这种说法就是他们的论据的 全部实质
 。

但是，先生们，这是反革命分子的明显的谎言、明显的无耻行为，提出这种论据实际上就是帮助货真价实的革命变节者和叛徒！！

“保证正确”……你们就稍微想一想这种说法吧。在俄国的任何地方， 无论在中央政府内
 或是在某个地方机关内（除了彼得堡区杜马这样一些小机关以外），都 没有能够
 保证正确，甚至显然 没有
 什么正确可言。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的存在显然就不“正确”。临时政府的组成显然就不“正确”，因为这种组成是对俄国农工兵大多数的意志和觉悟的嘲弄。苏维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组成显然就不“正确”，因为这些机关至今还没有订出办法，保证选举严格按照普遍和民主的原则进行，虽然这并不妨碍 我们党
 和全体工农群众认为它们在目前是人民大多数的意志的 最好的
 表达者。在俄国到处都不会 而且也不可能
 “保证正确”， 在以往这样的革命时刻也从来没有能够
 “保证正确”，这一点大家都理解，谁也不会要求别的，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 惟独
 对于乌克兰要求“保证正确”！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你们吓昏了，面对以罗将柯和米留可夫、李沃夫和捷列先科、涅克拉索夫和盛加略夫之流为首的大俄罗斯地主和资本家的反革命叫嚣，你们屈服了。你们现在已经完全成为被新出现的（ 和“暗藏的”
 ）卡芬雅克分子吓倒的人了。

无论在乌克兰人的决议中，还是在他们的要求里，都丝毫没有可怕的东西，丝毫没有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向这些完全合理的、很有节制的要求让步吧，这样，你们在乌克兰享有的威信也不会比在俄国任何地方享有的低，而在俄国， 只有
 苏维埃（苏维埃 没有能够
 “保证正确”！！）是享有威信的。未来的议会，未来的立宪会议将不单单在乌克兰问题上，而且在 所有
 问题上向你们和俄国各族人民“保证正确”，因为目前在俄国，显然在 任何一个
 问题上都没有什么“正确”可言。向乌克兰人让步吧，——这才是明智的，否则就会更糟。用强力是留不住乌克兰人的，而只会引起怨恨。向乌克兰人让步吧，——这样你们就能为两个民族的互相信任，为它们之间平等的兄弟般的联合开辟道路！

作为执政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已经在乌克兰问题上遭到了失败，因为他们屈从于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的卡芬雅克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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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杰尔席莫尔达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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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同反革命作斗争

（1917年6月16日〔29日〕）

几天以前，策列铁里部长还在他那篇“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中声称不存在任何反革命。而今天，部长的《工人报》在《可怕的征兆》一文中却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调子。



　　“到处都可以觉察到反革命正在动员的明显迹象。”




　　总算不错，最后还是承认了事实。但是部长的机关报接着说：“我们不知道它的〈反革命的〉司令部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它组织得如何。”

原来如此！你们不知道反革命的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吗？让我们来帮你们弄明白吧。正在组织起来的反革命的司令部在临时政府里，就在有你们的6位同志参加的那个联合内阁里，先生们！反革命的司令部就在第四届国家杜马的会议厅里，在那里，领头的是米留可夫、罗将柯、舒利金、古契柯夫、安·盛加略夫、曼努伊洛夫之流，参加联合内阁的立宪民主党人则是米留可夫之流的左右手。反革命的司令部收罗了一些反动将军。在反革命的司令部里还有几个退休的高级官员。

如果你们除了抱怨反革命之外还想同他们作斗争，那你们就应该同我们一起说：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

《工人报》接着指出，反革命的主要工具是煽动反犹太主义、唆使群众反对犹太人的报刊。这不错。但结论是什么呢？先生们，你们不是执政党吗？你们采取了什么办法来管束这种下流的反革命报刊呢？既然你们自称为“革命民主派”，对这种为所欲为的显然是反革命的报刊，你们怎么能拒绝采取革命措施呢？其次，你们为什么不出版国家的机关报来刊登广告，以便剥夺下流的反革命报刊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使它们失去欺骗人民的主要机会呢？说实在的，为了出版《新时报》、《小报》[111]、《俄罗斯意志报》以及其他御用报刊，何以见得现在必须使成千上万的人脱离真正有成效的劳动呢？

在同集中全力攻击我们党的反革命报刊作斗争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你们自己还为这种攻击提供了材料。你们一向忙于同左边来的危险进行斗争。

先生们，现在你们只好自食其果了。

如果你们继续在资产阶级立场和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场之间动摇不定，那么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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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小报》（《Маленвк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黑帮的低级趣味报纸，1914年9月—1917年7月由阿·阿·苏沃林（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之子）在彼得格勒出版。该报迎合群众同情社会主义的心理，从1917年5月起，在报头下面标上“非党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字样。二月革命后该报猖狂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对列宁进行恶毒的诽谤。——[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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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办包庇奸细的罗将柯和准科夫斯基！

（1917年6月16日〔29日〕）

从调查委员会[112]对奸细马林诺夫斯基案件所作的结论中可以看出，已查明如下事实：

准科夫斯基和 罗将柯
 在1914年5月7日以前就都 已经知道
 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113]。

这两位人物谁也 没有
 要杜马中有代表的政党首先是布尔什维克 提防
 他们中间的奸细！！

这难道不是犯罪吗？

在这以后，难道还能够容忍把准科夫斯基和 罗将柯
 算作清白的公民吗？

请每一个政党想一想这件事，表示一下自己的意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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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指俄国临时政府为审理前沙皇政府大臣以及其他高级军政官员渎职罪行而设的特别调查委员会。这个机构于1917年3月11日（24日）成立，受司法部长直接领导。同年6月16日（29日），《日报》、《交易所新闻》、《新生活报》等发表了该委员会关于奸细马林诺夫斯基案件的结论。——[325]。



[113]沙皇政府副内务大臣弗·费·准科夫斯基在1914年就了解到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罗·瓦·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当年5月7日（20日），他将此事告诉了第四届国家杜马主席米·弗·罗将柯，并“以名誉担保属实”。他们决定让马林诺夫斯基离开杜马，而又不致使杜马和部长们丢丑，于是就建议马林诺夫斯基辞去杜马代表职务，在警察司协助下移居国外。直到1917年6月，在审理旧政权罪行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公布了警察司有关的档案材料后，马林诺夫斯基才被揭发出来。资产阶级的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曾利用这件事起劲污蔑布尔什维克。1918年，马林诺夫斯基回俄国后受到审判，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庭11月5日的判决被枪决。——[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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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其妙的断章取义

（1917年6月17日〔30日〕）

昨天《日报》和《新生活报》比别的报纸更加详细地登载了调查委员会的结论，并且摘登了我的一段证词[114]，《交易所小报》没有登这段证词，但在某些方面更充分地叙述了这个结论。

前两家报纸摘登的我的证词是这样开头的：“我不相信这里有奸细活动。”引文前面没有加省略号。结果弄得很荒谬，好象我现在还“不相信”。

只有这两家报纸上的这种极其莫名其妙的断章取义，才会造成这种荒谬的说法。实际上我就是这样作证的：“我本人 曾经
 不止一次地这样想过（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被揭发以前）：在阿捷夫案件以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会使我惊奇。但是我不相信这里有奸细活动，这不仅因为我没有看到证据，没有看到罪证，而且还因为”[115]（以下同《日报》所说的一样：即使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保安处还是得不到它想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们这里的一切事情都是通过两个合法基地进行的，等等）。

由此可见，在我的证词中所说的是过去。《日报》和《新生活报》 
［注：在这两家报纸上还有一个印刷错误：“布尔什维克不举行武装起义”中的“不”字应改成“要”字。］

 通过一种莫名其妙的断章取义的手法，把如此荒谬的东西栽到我头上，好象我说的是现在。

结果，就同我实际上所说的完完全全相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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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由于调查前沙皇政府内务大臣和其他官员的罪行时发现了罗·瓦·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律师H．A．科洛科洛夫于1917年5月26日（6月8日）请求列宁提供证词。列宁在证词中写道：“我听说，大约是在1911年，莫斯科有人曾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政治诚实发生过怀疑，而在他1914年春突然退出国家杜马以后，有人曾特别明确地把这种怀疑告诉了我们。至于莫斯科的传闻，那是在‘奸细狂热’达到顶点时候的事，当时连一件稍微经过核对的事实也没有告诉我们。



马林诺夫斯基退出国家杜马后，我们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季诺维也夫、加涅茨基和我）来调查疑点。我们询问了不少证人，安排了同马林诺夫斯基的对质，证词记录了不下100页（可惜，好多都毁于战争或者留在克拉科夫了）。委员会所有委员当时都未能发现丝毫证据。马林诺夫斯基向我们解释：他所以退出杜马是因为他再也无法隐瞒迫使他改名的一段个人经历，这段经历和一个女人的名誉有关，事情发生在他结婚以前很久。他给我们举出了很多证人，有在华沙的，也有在喀山的，记得其中还有一位是喀山大学教授。这段经历我们当时看来是近乎情理的，而马林诺夫斯基易于激动的气质又使这段经历看来很有可能，我们认为把这种案件宣扬出去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决定把证人召到克拉科夫来，或者派委员会的代表到俄国国内去会见他们，由于战争爆发而未能进行。



但是，委员会的三个委员当时都确信马林诺夫斯基不是奸细，我们在报刊上声明了这一点。”



资产阶级的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纸在摘引列宁的证词时，故意断章取义，作了许多歪曲。——[326]。



[115]列宁的证词接下去是：“即使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保安处从这里得到的，也并不如我们党从《真理报》和整个合法机关得到的那样多。



保安处把奸细塞进杜马，为此而除掉布尔什维主义的对手，如此等等，这显然出于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一种粗俗观念，甚至可以说，是基于歪曲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幅粗陋的漫画，他们以为布尔什维克要‘举行武装起义’。为了掌握这个正在准备中的起义的一切线索，在保安处看来，应当不择手段地让马林诺夫斯基打进国家杜马和中央委员会。



保安处做到了这两点以后，马林诺夫斯基却成了这样一根结实的长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这根链条把我们的非法基地同党影响群众的两个最大机关——《真理报》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联系在一起（而且是从各个方面）。奸细要取得我们的信任，就不得不保护这两个机关。”——[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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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的和负责的党

（1917年6月17日〔30日〕）

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共同成立一个统一的或者说联合的中央委员会，这将是最近几天的事。问题已经提上日程，日内即将解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组成中央委员会的方法问题上发生的小小“争吵”，一点也不值得注意，因为两个同样持有护国主义（即支持掠夺战争）和内阁主义（即支持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政府）观点的政党之间的这种争执是无关紧要的。

成立中央委员会这件事意义重大，突出地说明了当前政局与以往不同。当前的政局是，情况已经彻底明朗化，现在大多数居民跟着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走，而大家知道，这两个党是互相结成了联盟的。

全俄农民苏维埃、正在开会的全俄兵工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彼得格勒区杜马选举，最终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是 俄国的执政党
 。

这个联盟现在在人民中显然拥有多数。毫无疑问，在即将成立的统一的或者说联合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或者叫作苏维埃会议，——名称看来还没有确定）中，它也将拥有多数。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执政的和负责的党。

这就是当前政局的基本事实。如果说在彼得格勒选举以前，在农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可以躲躲闪闪，拿似乎有点道理的理由来搪塞，说什么多数人的意志还不清楚，立宪民主党人或许也近似多数，如此等等，那么现在就不能再拿这些来支吾搪塞了。人为的迷雾已经消散了。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你们拥有多数，你们是执政党，或者确切些说，是执政联盟。 你们是负有责任的
 。

在宣传鼓动方面，特别是在立宪会议的选举运动中，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极其详尽地、实事求是地和明明白白地向广大的工农群众说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作为执政党目前要对我国的政策负责。在此以前，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作为政党，他们还没有弄清自己拥有多数，而乐于把自己说成是立宪民主党执政下的“反对党”。现在，多数人跟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走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了。

他们要对国家的全部政策负责。

他们现在要对“联合内阁”执政一个半月以来的后果负责。

他们要对政府中多数部长来自反革命资产阶级政党这一点负责。人人都知道、看到和感觉到，如果 没有
 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苏维埃的 同意
 ，这些部长一天也当不下去。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要对政策的基本矛盾负责，这些矛盾愈来愈尖锐，愈来愈严重，而且愈来愈明显地强加到群众的头上。

——口头上“谴责”侵略战争和“要求”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实际上正是继续进行侵略战争，同明明是侵略者的英法等国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实际上根据这些盟国的要求，按照尼古拉二世为了使俄国地主和资本家发财而签订的掠夺性秘密条约准备进攻。

实际上执行兼并政策，即把一些民族（阿尔巴尼亚、希腊）强制并入一个国家或一个帝国主义者集团， 在
 “革命的”（但是走反革命道路的）俄国 内部
 也执行兼并政策，把芬兰和乌克兰作为被兼并的民族来对待，而不是作为真正自由的、真正平等的、拥有不容置疑的自治权和分离权的民族来对待。

——口头上说“资本家的反抗看来已经被打垮了”，执政联盟的部长彼舍霍诺夫就这样吹嘘过。实际上就连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也不得不承认，“有产阶级〈即反革命资产阶级，16个部长中，资本家当部长的占10个，这个阶级在国内经济中实际上拥有莫大的势力〉的反抗正在加强”。

——口头上答应实行监督和调节，答应要把利润的100％拿过来（斯柯别列夫部长语）。实际上一个半月以来什么也没有做！无论对实行同盟歇业的资本家，还是对投机奸商和靠军事订货发财的骑士，对银行巨头都没有采取任何切实的、认真的措施！！

用不到再一一列举这些触目惊心的矛盾。上面指出的已经足够了。

经济破坏在加剧。危机在逼近。灾难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来临。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在向资本家劝善，用取走利润的100％来吓唬他们，一面吹嘘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打垮，一面起草各种各样的决议和计划，计划和决议。

灾难临头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执政联盟要对此负 全部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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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委员会

（1917年6月18日〔7月1日〕）

经济崩溃已经开始了。资产阶级正在展开全线进攻。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

临时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呢？

为了挽救俄国，为了制止经济崩溃，为了组织经济生活，它拟订了成立一个新组织的草案，一个同经济崩溃作斗争的详细计划。

“组织国民经济和劳动”的全部工作将由一个 经济委员会
 来领导。

终于采取措施，从口头转到行动了。好极了，早就该这么办了！

但是，这个 经济委员会
 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

谁去同经济崩溃作斗争呢？谁去同资本家、企业主和工厂主的罪恶政策作斗争呢？

原来在这个委员会里资本家将占压倒多数。这不是开玩笑吗？！

下面就是这个可敬的机构的成员：


　　资产者部长…………………………………………………………6人资本家（银行委员会、交易所、农业等方面）的代表…………9人

　　　　　　　　　　　　　　　　　　　　————————

　　　　　　　　　　　　　　　　　　　　　总计
 …………15人

工人（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3人

工会代表……………………………………………………………3人

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3人

　　　　　　　　　　　　　　　　　　　　————————

　　　　　　　　　　　　　　　　　　　　　总计
 …………9人





　　此外，还有一名陆军部长、一名劳动部长和三名合作社的代表。可见，起决定作用的将是资本家。

将要成立的又是一个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的机构。

此外，照例还要成立数不胜数的大小委员会、常设委员会等等。

他们就是打算这样来同经济崩溃作斗争。

这是把狗鱼投到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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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八日

（1917年6月20日〔7月3日〕）

不管怎样，6月18日将作为一个转折的日子载入俄国革命的史册。

各阶级彼此所处的地位，它们在斗争中的相互关系，它们的力量（特别是同各政党的力量相比），——这一切都在星期日的游行示威中显示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非常深刻，因此，无论今后发展的进程和速度如何，人们的觉悟和认识总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数小时内，游行示威象吹散一撮尘土似地吹散了布尔什维克是阴谋家的无稽之谈，并且十分清楚地表明，俄国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即首都工业无产阶级和首都绝大多数军队是拥护我们党一向主张的口号的。

工人和士兵的队伍步伐整齐。参加示威的约有50万人。他们万众一心地向前挺进。他们一致拥护的口号中，最常见的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反对同德国人单独媾和，反对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秘密条约”，等等。凡是看到游行示威的人，都毫不怀疑这些口号在俄国工人和士兵群众的有组织的先锋队中深得人心。

6月18日的游行示威，成了指出革命方向、指出摆脱绝境的出路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政策的示威。星期日游行示威的巨大历史意义就在这里，它同革命烈士安葬日和五一节的游行示威的原则区别就在这里。革命烈士安葬日是全体人民对革命的最初胜利和对革命的英雄表示的 敬意
 ，是人民对自己十分迅速、十分成功地走过的争取自由的第一阶段的回顾。五一节是表示愿望和希望的 节日
 ，这些愿望和希望是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同这一运动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理想联系着的。

这两次游行示威都没有打算指出革命今后发展的 方向
 ，而且也不可能指出。这两次游行示威都没有向群众和代表群众提出具体的、明确的和迫切的问题：革命应当向何处去，应当怎样进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6月18日是第一次 实际行动起来
 的政治示威；它说明——不是在书本上或报纸上，而是在大街上；不是通过领袖，而是通过群众——为了继续推进革命，各个阶级正在怎样行动，打算怎样行动和将要怎样行动。

资产阶级躲藏起来了。在各政党自由提出口号的情况下，由人民的显著多数举行的、以反对反革命为主要目标的和平游行示威，资产阶级拒绝参加。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资产阶级也就是反革命。它躲避人民，它策划真正的反革命阴谋来反对人民。现在在俄国执政的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6月18日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清清楚楚地表明自己是动摇的党。他们的口号表明了动摇，而且大家看得很清楚，赞成他们的口号的是少数。站在原地不动，暂时一切照旧，——这就是 他们
 通过他们的口号、他们的动摇向人民提出的劝告。而人民已经感觉到，他们自己也已经感觉到，那是不可能的。

动摇得够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俄国工人和士兵群众的先锋队这样说。动摇得够了。信任资本家，信任 他们的
 政府、 他们的
 枉费心机的改良、 他们的
 战争和 他们的
 进攻政策——这种信任政策是靠不住的。它的破产已为时不远。它的破产将不可避免。这也将是执政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破产。经济破坏日益逼近。除非由掌握政权的革命阶级采取革命措施，否则经济破坏将 无法
 避免。

愿人民同这种信任资本家的政策决裂，愿人民信任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力量的源泉。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保证为 大多数人
 的利益服务，即为受战争和资本压迫但有能力战胜战争和资本的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服务！

空前未有的危机已经逼近俄国和全人类了。信任被剥削劳动者的最有组织的先进部队，拥护它的政策，这才是出路。

人民是否会很快懂得这个道理以及将怎样加以贯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深知：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摆脱绝境的出路；可能发生的动摇或反革命的暴行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除人民群众完全信任自己的领导者无产阶级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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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前线和后方军队党组织全国代表会议上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116]


（1917年6月20日〔7月3日〕）

简要报道

在上午会议上，列宁就目前形势问题作了报告。他指出了今天的形势与党的四月代表会议时的形势的区别。当时某些社会党的立场几乎还不明确。只有现在，在当前的事态和刚刚发生的事件的条件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真实政治面目才暴露了出来。小资产阶级尽管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可以具有真正的民主主义思想。如果用这种观点来看待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群众，那就不能否认他们的彻底的民主主义。但对他们的领袖就不能这样说了，因此我们发现，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群众与他们的领袖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这些群众的领袖不仅在逐渐背离社会主义，而且也在逐渐背离民主主义。这从社会党人部长们对待当前三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

在土地问题上，政府中的社会党人与农民的观点截然不同，这些社会党人帮助地主继续支配他们所有的土地。鉴别社会党人部长们是否具有民主主义的第二块试金石，是他们对待地方自治的态度。民主主义的一条起码原则就是地方政权应该由当地人民自己选举产生，可是在这方面临时政府与地方自治机关之间发生过多次冲突，而内阁中的社会党人充当了反对这些真正民主原则的积极斗士。最后，第三个问题即关于进攻的问题。克伦斯基这个社会党人做了公开的帝国主义者古契柯夫没有能做到的事情。

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把自己的精力放到启发民主派群众的阶级自觉上去。因此我们应该无情地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些前领袖，给民主派指出，他们的唯一道路是革命无产阶级将要领着他们走的那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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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列宁的报告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前线和后方军队党组织全国代表会议的各项工作中占中心地位。据米·谢·克德罗夫回忆，在非布尔什维克报刊中，代表会议主席团只准许《新生活报》派一名记者以客观报道会议工作为条件出席会议。收入本卷的这个报告文本就是《新生活报》记者的记录。保存下来的还有一份克德罗夫所作的记录，见《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革命参加者回忆录）》一书1957年莫斯科版第77—79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前线和后方军队党组织全国代表会议于1917年6月16—23日（6月29日—7月6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共107名，代表43个前线军队中布尔什维克组织和17个后方军队中布尔什维克组织的26000名党员。会议议程包括：各地的报告；对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决议的态度；目前形势；政权组织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战争、和平与进攻；土地问题等。列宁在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关于土地问题的两个报告。代表会议在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中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军队党组织的任务是在士兵中进行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和鼓动；无产阶级和革命军队必须全面地准备力量，来迎接新的革命阶段。会议批准了军队党组织章程草案，选出了由米·谢·克德罗夫、尼·瓦·克雷连柯、弗·伊·涅夫斯基和尼·伊·波德沃伊斯基等组成的全俄军队党组织中央局。这次会议对加强无产阶级同士兵群众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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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进攻和我们的党

（1917年6月21日〔7月4日〕）

策列铁里在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进攻已经开始[117]的时候说：“俄国革命到了一个转折关头。”是的，不仅俄国革命，而且世界大战整个进程也都到了一个转折关头。俄国政府经过3个月的动摇之后，实际上作出了“盟国”政府要求它作出的决定。

宣布进攻据说是为了和平。但是各国帝国主义者“为了和平”竟把军队投入战斗，每次进攻的时候，每个交战国的将军们都力图拿诱人的希望来提高士气，说这次进攻一定会很快取得和平。

一切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惯技被俄国的“社会党人”部长们用最漂亮的词句装饰起来，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这些字眼就象灵巧的杂技演员手中的玩意儿一样被耍弄得有声有色。任何漂亮的词句也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俄国的革命军队被派去作战是为了达到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者的目的。过去是齐美尔瓦尔德派、现在是劳合-乔治的伙伴的切尔诺夫，用任何诡辩都掩盖不了这样一点：即使俄国军队和俄国无产阶级确实没有抱侵略的目的，那也丝毫不会改变两大世界托拉斯的斗争的帝国主义掠夺性质。只要使俄国同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联结在一起的秘密条约还没有修改，只要俄国的同盟者里博、劳合-乔治和索尼诺还在继续谈论他们的对外政策的侵略目的，那么俄国军队的进攻就始终是为帝国主义者服务的。

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反驳说：可是，我们曾经再三声明我们拒绝进行任何侵略。我们说，这就更坏，这说明你们言行不一，因为实际上你们既在为俄国的帝国主义、也在为外国的帝国主义服务。而当你们开始积极地帮助“盟国的”帝国主义时，你们就是在出色地为俄国的反革命效劳。一切黑帮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对你们的政策的断然转变表示高兴，就再明显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是的，俄国革命处在一个转折关头。俄国政府通过“社会党人”部长们做了帝国主义者部长们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做不到的事情：它把俄国军队交给司令部和外交官去支配，他们这些人是为了履行和依据未被废除的秘密条约，为了里博和劳合-乔治公开宣布的目的而行动的。但是，政府所以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只是因为军队信任它，跟着它走。军队肯去牺牲，是因为相信自己作出牺牲是为了自由，为了革命，为了尽快取得和平。

但是军队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它不过是在革命现阶段跟着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走的人民的一部分。大多数人相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即依附于资本家的政策。这个总的和基本的事实决定了我们党的立场和行动。

我们要继续努力，揭露政府的政策，一如既往地坚决告诫工人和士兵，不对分散的、无组织的行动抱任何幻想。

这是全民革命阶段的问题。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跟着帝国主义跑，正处在小资产阶级幻想和小资产阶级空话的阶段，而小资产阶级幻想和小资产阶级空话都是掩饰这个最无耻的帝国主义的。

这个阶段应当结束了。我们要促使这个阶段较快地较少痛苦地结束。这将使人民摆脱 最后的
 小资产阶级幻想，使政权转到革命阶级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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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指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根据俄国和英法两国的帝国主义者的要求而组织的1917年6月俄军在前线的进攻。6月16日（29日），陆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发布了进攻的命令。6月18日（7月1日），俄军在西南战线转入进攻。最初几天，俄军进展顺利，俘获德军数千人。但是由于俄军士兵疲惫不堪、不理解进攻目的以及技术训练差，战线很快就被德军突破了。俄军狼狈溃退，在10天战斗中损失约6万人。



前线进攻遭到重大损失，引起劳动人民的极大愤慨，加速了国内新的政治危机的到来。——[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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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你们同普列汉诺夫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1917年6月21日〔7月4日〕）

《人民事业报》屡次宣布“统一派”是社会帝国主义者。《工人报》也正式谴责同“统一派”建立选举联盟（在几乎所有的区杜马都进行了选举以后）。

目前，已经开始的进攻驱散了这些空话的烟幕，让人民看清了一个赤裸裸的事实。每个人都看到，对于已经开始的进攻这个重大的实际问题，普列汉诺夫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的态度 是一致的
 。

这就是说，你们所有人——既包括“统一派”，也包括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都是“社会帝国主义者”（按照《人民事业报》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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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将柯怎样为自己辩护

（1917年6月21日〔7月4日〕）

《俄罗斯意志报》第143号刊载了罗将柯对记者的谈话，罗将柯认为谴责（《真理报》和《工人报》谴责）他包庇马林诺夫斯基是“不公正的”。原来准科夫斯基 早在1914年4月22日
 就对罗将柯说过，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但是曾经取得罗将柯的“保证”（！！！），不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罗将柯向暗探作了“保证”， 却没有
 把有关奸细的事 通知杜马代表
 。奸细马林诺夫斯基继续同我们党和各种人士周旋，而他们 依然蒙在鼓里
 ……因为罗将柯已经向暗探“保证” 不告发奸细
 。

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

难道可以认为罗将柯不是罪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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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革命引向何处？

（1917年6月22日〔7月5日〕）

他们把革命引向服从帝国主义者。

进攻就是重新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彼此交战的两大资本家同盟的相互关系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2月27日革命之后，那些通过结盟以及通过以前沙皇时代的秘密条约同英法帝国主义资本联系在一起的资本家仍然在俄国主宰一切。在继续进行战争的情况下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和从前一样：还是那个帝国主义银行资本统治着经济生活；还是那些秘密条约起着作用，还是推行联合一个帝国主义者集团、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者集团的对外政策。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空话始终是空话，实际上不过是用甜言蜜语来为重新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涂脂抹粉，这自然能博得一切反革命分子、整个资产阶级和普列汉诺夫的一片热烈的赞扬。孟什维克的《工人报》说普列汉诺夫“跟着资产阶级报刊跑”，其实它自己也跟着一帮社会沙文主义者跑。

不过别忘了目前这场重新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特点。重新进行战争是经过3个月的动摇之后开始的，在这期间工农群众曾千百次地谴责侵略战争（同时，实际上却继续支持进行侵略和掠夺的俄国资产阶级的政府）。群众动摇不定，他们好象要 在本国
 履行3月14日告全世界人民书向 别国
 人民提出的忠告：“别再给 银行家
 充当侵略和使用暴力的工具了。”而实际上在我们本国，在“革命民主的”俄国，群众正是成了“银行家”进行侵略和使用暴力的工具。

这种情况的特点是：它是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享有相当大的自由来组织群众的条件下造成的。目前，正是这两个党赢得了多数，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苏维埃都确定无疑地证明了这一点。

正是这两个党现在要对俄国的政策负责。

正是这两个党要对重新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负责，要对实际上是为了让一伙资本家“战胜”另一伙资本家而重新造成千百万人的牺牲负责，要对进攻必然引起的经济破坏进一步加剧负责。

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小资产阶级群众在自己欺骗自己，同时又受到资产阶级的欺骗，而资产阶级的这种欺骗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帮助下进行的。口头上这两个党是“革命民主派”。实际上它们，正是它们，把人民的命运交给了反革命资产阶级，交给了立宪民主党人；正是它们，从革命退到了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从民主退到了向立宪民主党人“让步”——无论在政权问题上（例如由上面“批准”地方居民选举的政权机关）和土地问题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放弃了 他们
 自己的纲领，即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 直到没收
 地主的土地），还是在民族问题上（为立宪民主党对乌克兰和芬兰的反民主的态度辩护），都是如此。

小资产阶级群众不能不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在一切国家，特别是在1789—1871年间，情况都是这样。俄国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已经把群众引向
 服从反革命资产者的政策。

目前情况的实质就在于此。进攻的意义就在于此。特点就在于此：不是暴力而是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信任把人民引上了歧途。

这种情况会保持很久吗？

不会保持很久的。群众将从亲身的经验中学到东西。战争的新阶段（现在已经开始）的惨痛经验，因进攻而进一步加剧的经济破坏的惨痛经验，必然导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政治破产。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首先是帮助群众理解和正确吸取这个经验，对这个大破产正确地做好准备，这个破产将向群众指明，他们的真正领袖是有组织的城市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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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雅各宾主义”能够吓住工人阶级吗？

（1917年6月24日〔7月7日〕）

“社会主义思想”（这不是说着玩的！）的机关报即资产阶级的和沙文主义的《日报》，在第91号上又提到了6月18日《言语报》的那篇确实很有意思的社论。《日报》完全没有理解这篇以一种既是 历史学家
 又是凶恶的反革命资产者的口吻写的社论。《日报》从社论中看到，“立宪民主党人已下定决心要退出联合政府”。

这没有什么。立宪民主党人进行威胁不过是想吓唬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和有意思的是6月18日《言语报》社论的作者是怎样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提出政权问题的。


　　他写道：“如果说在原先的政府组成的情况下至少还能对俄国革命的进程进行某种引导的话，那么现在看来俄国革命注定要按照一切革命的自发规律发展下去……政府组成不当的状况不宜继续存在，这个问题已不仅仅由布尔什维克〈注意：不
 仅仅由布尔什维克！〉提出……也不仅仅由苏维埃的多数提出……问题还应当由资本家部长自己提出来。”



　　历史学家正确地认为， 不
 仅仅布尔什维克，还有各阶级的全部相互关系，社会的全部生活也把“政府组成不当的状况不宜继续存在”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动摇不定——这就是现实。进攻——这是一条可能导致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胜利的出路。是否还可能有别的出路呢？历史学家在《言语报》上回答这个问题说：


　　“苏维埃取得‘全部政权’后，很快就会发现它的权力是很小的。所以它势必要用历史上曾经试验过的、青年土耳其党或雅各宾党的办法去弥补权力的不足……苏维埃把全部问题重新提出之后，是愿意堕落到雅各宾主义和采取恐怖手段呢，还是想表明与自己无关？这就是最近几天应当解决的迫切问题。”



　　历史学家说得对。不管是不是最近几天，反正很快就应当解决这个问题。 要么是
 进攻，转向反革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事业取得胜利（能保持很久吗？），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表明与自己无关”。
要么是
 实行“雅各宾主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认为雅各宾主义是没落（“堕落”）。无产阶级历史学家则认为雅各宾主义是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种极大的 高涨
 。雅各宾党人给法国作出了民主革命和抗击反共和国的君主联盟的最好榜样。雅各宾党人未能取得完全的胜利，主要是因为18世纪法国在大陆上被极端落后的国家所包围，同时法国本身也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没有银行，没有资本家的辛迪加，没有机器工业，没有铁路。

在20世纪的欧洲或在欧洲和亚洲接壤的地方，“雅各宾主义”将会是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统治。得到贫苦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依靠已经具备的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物质基础，不仅能够做出18世纪雅各宾党人做过的伟大的、不可磨灭的、令人难忘的一切，而且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把劳动者引导到永久的胜利。

资产阶级的特性是仇视雅各宾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是害怕雅各宾主义。觉悟的工人和劳动者则相信政权会转归革命的被压迫的阶级，因为 这是
 雅各宾主义的实质，是克服危机的唯一出路，是摆脱经济破坏和摆脱战争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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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立俄国农业工人工会的必要性

（1917年6月24日和25日〔7月7日和8日〕）


第一篇文章

必须向正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全俄工会代表会议[118]提出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建立全俄农业工人工会的问题。

俄国的一切阶级都组织起来了。但是最受剥削、最穷困、最分散和最受压迫的俄国农业雇佣工人阶级似乎被遗忘了。在一些非俄罗斯的边疆地区，例如在拉脱维亚边疆区，有农业雇佣工人的组织。在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绝大多数省份中，还没有农村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

俄国无产者的先进部队——产业工人工会——重大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帮助自己的弟兄农业工人。组织农业工人有很大的困难，这是很明显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也都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就更加需要尽量迅速、尽量积极地着手利用俄国的政治自由，立即建立全俄农业工人工会。正是工会代表会议能够而且应当做这件事。正是现在出席代表会议的经验较多、比较有知识、觉悟较高的无产阶级代表，能够而且应当向农业工人大声呼吁，号召他们来加入独立组织起来的无产者队伍，加入他们的工会队伍。正是工厂的雇佣工人应当发挥主动性，利用遍布全俄国的工会支部、小组和分会，以唤醒农业工人去进行独立的活动，积极投入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斗争，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

大概很多人会认为，甚至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也可能认为，现在，正当农民在全俄国组织起来，宣布废除土地私有制、“平均”使用土地的时候，成立农业工人工会是不合时宜的。

恰恰相反。正是在这个时候，成立农业工人工会是很合时宜的，并且是迫切需要的。布尔什维克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提出并为孟什维克所接受的下述主张，从那时起一直包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中，凡是持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的人，都不会怀疑它的正确性。这个主张是：


　　“在一切
 情况下，在民主土地改革的任何
 状况下，党的任务都是：始终不渝地
 争取建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
 组织，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的利益和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地对立的，提醒他们不要迷恋于小经济制度，在商品生产存在的情况下，小经济制度是永远不能消灭群众的贫困的，最后，指出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必要性，说明这是消灭一切贫困和一切剥削的唯一手段。”



　　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任何一个工会会员，都不会不承认这种主张是正确的。既然问题涉及 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
 ，那么实现这种主张正是工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希望，正是在革命时期，在一般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渴望发挥自己的作用，为自己开辟道路，坚持由工人自己独立解决劳动的各种问题以建立新生活的时候，工会不要局限于狭隘的行会利益，不要忘记自己的力量较弱的弟兄农业工人，而要用一切力量来帮助他们建立俄国农业工人工会。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要指出这方面应当采取的几个实际步骤。


第二篇文章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们论述了俄国农业工人工会问题的原则意义。现在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的若干实际方面。

俄国农业工人工会应包括所有基本上或主要地、 或至少部分地
 在农业企业中从事雇佣劳动的人。

至于是否有必要把这样的工会分成纯粹农业工人的工会和只是部分地从事雇佣劳动的工人的工会，这要由经验来证明。不过，这一点毫不重要。重要的是， 所有
 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的基本阶级利益是一致的，把 所有
 靠给“外人”当雇工来取得生活资料哪怕是部分生活资料的人团结在一起是绝对必要的。

城市中、工厂中的雇佣工人同农村中的雇佣工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向后者发出号召一定会得到响应。但是不应仅仅限于号召。城市工人的经验、知识、财力和人力要多得多。应当 从这些力量中拿出一部分
 直接用来 扶助
 农业工人。

应当规定一个日子，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都把这一天所得的工资献给发展和巩固城乡雇佣工人联合的整个事业。譬如可以从这笔款项中拨出一部分完全用于城市工人帮助农业工人实现阶级联合的事业。可以从这笔基金中拨款印发许多最通俗的传单，出版农业工人的报纸（即使先出一个周刊也好），派遣哪怕是少数鼓动员和组织者到农村去， 以便立即
 在各地 建立
 农业雇佣工人的工会。

只有这些工会本身的经验，才有助于找到今后开展工作的正确途径。每一个这样的工会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改善向农业企业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的生活状况，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食宿条件等等。

必须最坚决地反对这样一种偏见，即认为土地私有制即将废除，那时就会“把土地分给”每一个雇工和日工，就会把农业中的雇佣劳动连根除掉。这是一种偏见，而且是一种极端有害的偏见。废除土地私有制是一个重大的而且无疑是进步的改革，这种改革无疑是符合经济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每一个雇佣工人都会全心全意地尽力给予支持，但是这种改革还丝毫不能消灭雇佣劳动。

土地是不能吃的。没有牲畜、农具、种子，没有存粮，没有钱，要经营土地是不可能的。相信有人会“帮助”农村雇佣工人得到牲畜、农具等等的“诺言”（不管它出自什么人之口），是最严重的错误，是不可饶恕的幼稚。

一切工会运动的基本准则，它的第一个信条，就是不相信“国家”，只相信 本阶级的力量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组织。

不相信诺言，只相信本阶级团结和觉悟的力量！

因此，农业工人工会的迫切任务应当是：不仅要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而且特别要在当前的伟大的土地改革中 捍卫他们的阶级利益
 。

农民和社会革命党人常常说：“劳力必须受乡委员会支配”。农业雇佣工人阶级的看法则恰恰相反：乡委员会必须受“劳力”支配！这种对立的看法清楚地表明了雇主的立场和雇佣工人的立场。

“土地归全体人民所有”，这是正确的。 但人民是分为阶级的
 。每一个工人都知道、看到、感觉到、体验到这个被资产阶级故意抹杀和 被小资产阶级经常忘记的
 真理。

谁也帮助不了单个的穷人。如果 农村雇佣工人
 ——雇工、日工、贫苦农民、半无产者 不自己帮助自己
 ，那么任何“国家”都帮助不了他们。自己帮助自己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建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

我们希望全俄工会代表会议用最大的力量来做这件事，向全俄国发出号召，向农村无产者伸出援助的手，伸出有组织的无产者先锋队的强有力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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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全俄工会代表会议（第三次）于1917年6月21—28日（7月4—11日）在彼得格勒举行。这是在全俄国范围内首次公开召集的工会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共211人，代表140万工会会员。由于选举没有采取比例制，大小工会派出同等数量的代表，因此由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乌拉尔等大工业中心选派的布尔什维克只有73名。代表会议讨论了工会运动的任务、工会建设、经济斗争等问题。列宁亲自领导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工作。从会议的第一天起，布尔什维克就联合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在议程所有基本问题上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崩得分子等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布尔什维克揭露了妥协派集团的路线，批判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宣扬的工会“中立”论。代表会议以10—1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各项决议案。这些决议把工会任务仅仅归结为领导向企业主争取改善出卖劳动力的条件的斗争，不主张工会会员参加工人对生产的监督，而建议他们参加临时政府建立的国家监督。但是经过布尔什维克的努力，代表会议仍通过了按生产原则建立工会的决定以及向当局提出立即颁布八小时工作制法令和禁止加班等要求。会议选举了工会临时中央理事会，35名理事中有16名是布尔什维克。——[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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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垮的革命

（1917年6月25日〔7月8日〕）

“一切都是布尔什维克的过错”，——无论是领导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或者是自称“革命民主派”但每天都背离民主背离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可爱的联盟，都同意这种说法。

“一切都是布尔什维克的过错”，这么说来，经济破坏日益严重，对此没有采取任何相应的措施，粮食状况很糟，临时政府处理乌克兰和芬兰问题遭到“挫折”也都是布尔什维克的过错。也许还可以设想是某个可恶的布尔什维克钻到谦逊、温和、谨慎的芬兰人当中“煽动了”全体人民吧！

到处都对布尔什维克发出恶毒而疯狂的叫嚣，卑鄙的扎斯拉夫斯基之流先生们和《言语报》、《工人报》的匿名作者们掀起了一个卑鄙的诽谤运动，——这一切无非说明，松垮的革命的代表人物看到自己的政策屡遭“挫折”而必然要“发泄心头之恨”。

立宪民主党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政党。在俄国执政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也承认这一点，这个联盟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宣称，有产阶级的反抗正在增长，而且形成了反革命的基础。同时，这个由于没有气节而每天受《言语报》指责的联盟本身又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了联盟，并且是一种用临时政府的人员构成固定下来的最奇特的联盟！

统治俄国的就是这两个联盟——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的联盟以及这个联盟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而立宪民主党人又同比他们更右的一切政党结成了联盟。革命的松垮必然由此产生。因为这个执政的“联盟的联盟”的每一部分都是松垮的。

立宪民主党人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共和主义了，目前躲在立宪民主党人背后并投票拥护他们的形形色色的十月党人和君主派，那就更加不相信共和主义了。立宪民主党人不相信“社会联盟派”，却乐意把他们派来的部长“派去”进行种种“安抚”，但是同时又因一些农民群众和部分工人的“过分要求”而咬牙切齿，怒不可遏。这些农民群众和部分工人听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冠冕堂皇的诺言（“既满足劳动者，又不得罪资本家”）已经信任了他们，可是现在竟敢期待和要求真正实现这些诺言！

社会联盟派是互不信任的：社会革命党人不信任孟什维克，孟什维克也不信任社会革命党人。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最亲爱的一半” 
［注：俄语中对妻子或丈夫的谑称。——编者注］

 敢于比较明确地、公开地、原则地向大家正式声明，司徒卢威式的被阉割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和“土地所有权”的拥护者是怎样联合起来的，由于什么原因联合起来的，为了什么联合起来的，联合到了什么程度。这两个“最亲爱的一半”在各自内部也四分五裂：在社会革命党人那里，他们的代表大会以136票对134票“选掉了”克伦斯基，这使“老太太”自己退出了中央委员会[119]，而中央委员会的解释是，没有选举克伦斯基似乎完全是因为他所担任的内阁职务太繁重（与切尔诺夫不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人民意志报》上责骂自己的党及其代表大会，左派则栖身于《土地和自由报》，敢于谈论群众不要战争，继续认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

受到“统一派”（昨天在彼得格勒的选举中还同整个孟什维克党保持联盟）“青睐”的波特列索夫所领导的孟什维克右翼转移到了《日报》方面。左翼对国际主义表示同情，并且正在创办自己的报纸。银行通过《日报》同波特列索夫之流结成联盟；全体孟什维克，包括波特列索夫和马尔托夫在内，通过“统一的”孟什维克党结成联盟。

这还不松垮吗？

“护国主义”掩盖不住这个松垮的革命，因为甚至在现在，甚至在重新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甚至在进攻所引起的狂欢的情况下，在一个同盟内，波特列索夫的拥护者向波特列索夫的反对者的“进攻”更加激烈了，在另一个同盟内，克伦斯基的拥护者向克伦斯基的反对者的“进攻”也更加激烈了。

“革命民主派”不再相信革命，并且害怕民主，惟恐同英法资本家决裂，惟恐俄国资本家不满。（“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切尔诺夫部长“本人”信仰的就是这条被唐恩、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可笑地歪曲了的“真理”。）立宪民主党人仇视革命和民主。

这还不松垮吗？

到处都对布尔什维克发出野蛮的、恶毒的和疯狂的叫嚣，这正是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本身的松垮的普遍抱怨。

他们是大多数。他们掌握政权。他们互相结成联盟。而他们看到自己却一事无成！！怎么能不朝着布尔什维克发狠呢？

革命提出了异常困难的、极其重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如果不采取最坚决的、以被压迫被剥削群众忘我的英雄主义为依靠的革命措施，如果这些群众对自己的有组织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不予以信任和支持，那就不可能战胜经济破坏，也不可能从帝国主义战争的可怕的铁钳下挣脱出来。

群众目前还在试图“比较容易地”，即通过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结成联盟，寻找出路。

可是看不出有什么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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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变动

（1917年6月27日〔7月10日〕）

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都可以归结为阶级变动。因此，启发群众的觉悟，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分析这一革命中究竟发生了和发生着怎样的阶级变动。

在1904—1916年，即沙皇制度最后十几年，俄国的阶级对比关系表现得特别鲜明。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一小撮农奴主-地主掌握了政权，他们同那些获得欧洲闻所未闻的暴利并且签订对自己有利的掠夺性外交条约的金融资本巨头结成了最紧密的联盟。

以立宪民主党人为首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它害怕人民比害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通过同君主制的妥协逐步接近于取得政权。

人民，即工人和农民，连同被迫转入地下的领导者是革命的，是无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

1917年2月27日的革命扫除了君主制，使自由派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自由派资产阶级直接同英法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曾经想搞一个小小的宫廷政变。它决不想超越有选举资格限制的立宪君主制。当革命真正发展到要彻底消灭君主制并建立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时候，自由派资产阶级就完全成了反革命的阶级。

现在，革命过去了4个月，立宪民主党这个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的反革命性已经昭然若揭。大家都看到了这种反革命性，而且不得不承认这种反革命性。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正视这个真理并且考虑它的意义。

现在，俄国是一个民主共和国，由可以在人民中间进行自由鼓动的 各政党
 通过自由协商来管理。在2月27日以后的4个月中间， 所有
 比较大的政党都已经完全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在选举（苏维埃和地方机关的选举）中出头露面，这些政党同各阶级的联系也显露出来了。

现在，在俄国掌握政权的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则成了反革命资产阶级“陛下的反对派”[120]。这两个党的政策的实质就是同反革命资产阶级 妥协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执掌政权，首先占据了地方机关（就象自由派在沙皇制度下首先夺取地方自治机关一样）。现在这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同资产阶级 分掌政权
 而不想推翻资产阶级，这跟过去立宪民主党人想同朝廷分掌政权而不想推翻君主制一模一样。小资产者和大资产者的深厚的阶级血缘关系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人妥协，就象资本家和生活在20世纪的地主的阶级血缘关系使他们围绕在“受人崇敬的”君主周围互相拥抱一样。

妥协的 形式
 改变了：在君主制度下，这种形式是笨拙的，沙皇只准许立宪民主党人在国家杜马中占一个角落。在民主共和国时代，妥协已经成了欧洲式的巧妙的妥协，即准许小资产者在内阁中占无害的少数，扮演一些无害的（对资本家来说）角色。

立宪民主党人占了朝廷的位置。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占了立宪民主党人的位置。无产阶级民主派占了 真正
 革命民主派的位置。

帝国主义战争异常地加快了整个发展进程。没有帝国主义战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很可能望着部长的职位叹息几十年。可是这场战争还会继续加快发展进程。因为战争不是改良主义地而是革命地 提出
 问题的。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本来可以按照同资产阶级达成的协议，给俄国带来不少的改良。但是客观的世界政治形势是革命的，改良 不能改变
 这种形势。

帝国主义战争蹂躏着、摧残着各国人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许能够短时期地延缓各国人民的死亡。但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使他们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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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陛下的反对派”一词出自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帕·尼·米留可夫的一次讲话。1909年6月19日（7月2日），米留可夫在伦敦市长举行的早餐会上说：“在俄国存在着监督预算的立法院的时候，俄国反对派始终是陛下的反对派，而不是反对陛下的反对派。”（见1909年6月21日（7月4日）《言语报》第167号）——[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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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毅力的奇迹

（1917年6月27日〔7月10日〕）

我们的准社会党人部长们正在发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彼舍霍诺夫宣称，“资本家的反抗看来已经被打垮了”，在我们神圣的俄罗斯，所有一切都要“平均”分配。斯柯别列夫宣称，必须把资本家利润的100％拿过来。策列铁里宣称，无论从民主或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实行进攻是最正义的事情。

但是，切尔诺夫部长无疑打破了这一切奇迹般的毅力的记录。在临时政府最近一次会议上，切尔诺夫要立宪民主党的先生们听他作关于他那个部门的一般政策的报告，并且声明，他要提出整整 10项
 法案！

这岂不是革命毅力的奇迹吗？从5月6日到现在还不到6个星期，在这短短的时期内竟 许下了
 整整10项法案！而且都是些什么样的法案啊！部长的《人民事业报》报道说，这些法案“加起来囊括了农村经济生活的一切主要表现”。

不多不少，正好是“一切表现”……干吗要这样起誓呢？

可疑的一点是：部长的报纸用100多行的版面来列举这些宏伟的法案中的 若干
 法案，但是对 任何一项
 法案都没有说清楚。“某些关于农民的法令停止生效”……哪些法令，不知道。最有意思的是“关于调解室”的法案，为哪些人调解，怎样调解，不知道。“调整租地关系”——简直令人莫名其妙；甚至不知道是否指租种那些原来说要无偿剥夺的地主土地。

“进行改革，使地方土地委员会更加民主化”……编造冠冕堂皇的诺言的先生们，你们如能马上举出哪怕是10个地方土地委员会，确切地说明，它们的组成在革命后的现在仍然不完全是民主的（照你们的自供），岂不是更好吗？

切尔诺夫部长以及上面提到的其他部长的紧张活动，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自由派官吏和革命民主派之间的区别，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自由派官吏向“上司”即向李沃夫、盛加略夫等先生作的是关于几百项造福人类的法案的大报告，而送给人民的呢……送给人民的只是一大堆废话、诺言和诺兹德列夫式的空谈[121]（如必须把利润的100％拿过来或必须在前线实行“社会主义”进攻等等）。

革命民主派在向“上司”提出报告的同时，甚至在提出报告之前，就向人民揭露一切弊病和一切缺点，向 人民
 的毅力呼吁。

“农民们，揭露地主，揭露他们借‘地租’之名向你们搜刮了多少钱，揭露他们在‘调解室’或地方土地委员会里捞了多少钱，揭露他们如何制造许多麻烦来阻挠耕种全部土地，阻挠把地主的农具和牲畜交给人民特别是交给贫苦的人民使用！农民们，你们自己来揭露，而我，‘革命俄国的部长’，‘革命民主派的部长’，将 帮助
 你们把所有这类的揭露材料公布出来，通过你们在下面的压力和我在上面的压力来消除一切欺压行为！！！”真正革命民主派的言行难道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哪儿会有这样的事！他们根本不会这样做！请看部长的报纸是用什么样的口吻来谈切尔诺夫向李沃夫之流先生们作的“报告”的。“维·米·切尔诺夫不否认某些省份在土地问题上发生过一系列过火行为，但同时认为，整个说来，俄国农村比预料的要平稳得多……”

在谈到“停止土地买卖”这项唯一提得明确的法律草案时，对于 停止执行
 这项法律草案的原因却只字未提。早就答应过农民要立刻停止土地买卖，早在5月就答应了，而6月25日的消息却说，切尔诺夫作了“报告”，临时政府“尚未作出最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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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诺兹德列夫式的空谈意为大话和假话。诺兹德列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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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话与事实

（1917年6月28日〔7月11日〕）

斯柯别列夫部长发表了告全国工人书。为了“我们的”（就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为了革命，以革命民主派的名义，以其他各种各样的名义，向工人宣传“调解室”的作用，并且严厉地斥责各种各样的“越轨”行动。

请听，这位准社会党人部长，这位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唱得多么好听：


　　“你们〈工人们〉完全有理由对有产阶级在战争期间大发横财表示愤怒。沙皇政府滥用了人民的几十亿金钱。革命政府应当把这些钱归还人民的国库。”



　　唱得倒好听，可是天晓得做不做！斯柯别列夫先生的告工人书是6月28日发表的。联合内阁是5月6日组成的[122]。在这一段时间内，国家有迅即遭到经济破坏和空前灾难的危险，可是政府并没有对发了“ 几十亿
 ”横财的资本家采取任何严正的措施！要把这几十亿“ 归还人民的国库
 ”，在 5月7日
 就应当颁布一项法律，取消商业秘密和银行秘密，立即对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实行监督，因为不然的话，这几十亿不仅 
不可能

 “归还”，而且 
不可能
 找到
 。

现在好几个星期已经过去了，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部长 能够办到
 和必须办到的都没有办到，难道他认为工人都是小孩子，用不兑现的诺言（“归还”“几十亿”是不可能的，只要能停止盗窃国库，退还一两个亿也就谢天谢地了）就能骗过吗？

当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部长又拿着一篮子最动人的关于共和国的、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空话在工人面前散布的时候，偏偏就在同一天，主张把护国派（就是沙文主义者）同工人“联合”起来的阿维洛夫同志却想出了一个十分巧妙的好主意，他在《新生活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没有结论， 但是有事实
 。

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些简单的事实更为雄辩的了。

5月5日联合内阁组成了。在一篇庄严的宣言中，它 答应
 …… 实行监督
 ，甚至还答应“组织生产”。5月16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给自己的部长们的“指令”，要求“立即〈你听！〉开始最坚决地实行〈千真万确，就是这样写的！〉国家调节生产”以及其他等等。

于是就开始坚决地实行了。

5月19日柯诺瓦洛夫离职，并且发表了一篇非常“坚决”的声明来反对……“极端的社会主义者”！6月1日召开了全俄工商业代表会议[123]，会议表示坚决 反对
 监督。在柯诺瓦洛夫走后，留下来的三位副部长“坚决地实行”以下几项措施：第一副部长斯捷潘诺夫在顿涅茨煤矿主制造的冲突（用意大利式的罢工破坏生产）中，支持…… 企业主
 。从此，企业主就不再接受斯柯别列夫的任何调解建议了。

第二副部长帕尔钦斯基对“燃料会议”实行怠工。

第三副部长萨温搞了一种“部门协商会议”来调节生产，这对调节生产可说是一种“拙劣的甚至是愚蠢的讽刺”。

6月10日，第一副部长斯捷潘诺夫向临时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对执行委员会的纲领 提出异议
 。

6月21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又通过了决议……

下面自发地建立了供应委员会。上面答应成立总“经济委员会”。第二副部长帕尔钦斯基解释说：“该机构〈经济委员会〉何时开始工作，还很难说……”

听起来这简直是笑话，但这是事实。

资本家嘲弄工人和人民，他们一方面继续实行隐蔽的同盟歇业政策和掩盖骇人听闻的利润的政策，另一方面却派斯柯别列夫之流、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用空话去“安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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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于1917年5月5日（18日）组成。5月6日（19日），资产阶级的以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纸公布了参加临时政府的社会党人部长名单。关于这届政府，见注5。——[364]。



[123]全俄工商业代表会议于1917年6月1—2日（14—1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会议由立宪民主党人尼·尼·库特列尔担任主席，讨论了工业状况问题和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措施。大企业主以关闭工厂相威胁，要求临时政府采取措施反对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给工人提高工资。为了使企业主的利益得到最好的保护，会议决定由大工商业联合组织的代表组成统一的全俄工商业机关。——[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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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先生们是怎样把利润隐藏起来的

（关于监督问题）

（1917年6月29日〔7月12日〕）

人们对监督谈论得太多了！可是在那么多的谈论中，内容却很少。人们用空泛的言论、夸夸其谈的词句、庄严的“方案”（这种方案注定永远是方案）来回避问题的实质！

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不取消商业秘密和银行秘密，不立即颁布一项法律，规定向工会公开商业帐目，那么一切关于监督的谈论，一切关于监督的方案就都是空谈。

下面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小小的然而是颇有教益的说明。有一位同志是银行职员，他告诉我们以下的材料，说明资本家是怎样把利润隐藏在正式的报表里面的。

在1917年5月7日的《财政通报》[124]第18期上，公布了彼得格勒贴现贷款银行的一份报表。从这份报表看，该银行的纯利一共是1300万卢布（准确数字是1296万，在文中我们引用整数，把准确数字放在括号内）。

但是，只要仔细研究一下报表，内行的人立刻就会看出，这 远不是全部利润
 ，很大一部分利润被狡猾地隐藏在其他项目里了，如果不完全取消商业秘密和银行秘密，那么任何“捐税”，任何“强制公债”以及一切财政措施也都永远抓不住这部分利润。实际上，特种后备资本的项目上标有550万卢布的数目。正是在这种所谓后备或后备资本中，往往记入了所要隐藏的利润。比方我是一个百万富翁，得了1700万卢布的利润，要提出500万“作后备”，那我只要把这500万作为“后备资本”记入帐内，就万事大吉了！所有关于“国家监督”、“国家征收利润税”的法律等等就都 避开了
 ！！

其次，在这份报表中，利息和佣金收入这一项的金额差不多有100万卢布（825000卢布）。这个银行职员写道：“如果收到的利息不记入利润项目，那么请问，银行的利润究竟是由哪些款项构成的呢？？”

第三，往年利润结余这一项的金额为30万卢布，可是 在利润总额中没有列入
 这一笔钱！！这就是说，连同前面的一项共隐藏了100多万的利润。同样，一笔“没有发给股东的股息”224000卢布也 没有
 列入利润总额内，而股息由纯利支付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

第四，报表中还有“结转金额”380万卢布。这位同志写道：“这一笔结转金额是怎么回事呢？没有直接参与其事的人是很难弄明白的。只能这样说：在编制报表时，在‘结转金额’的名义下可以隐藏部分利润，然后再从这里转移到‘该转移的地方去’。”

结论是：所谓1300万卢布的利润，实际上大概是1900万到2400万，达到3000万卢布固定资本的80％。

在没有取消商业秘密和银行秘密以前，政府对资本家的威胁，政府向工人许下的诺言，政府征收大资本家90％的利润的方案和法律，都不过是一些空话，这不是很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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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财政通报》即《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Финансов，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Торговли》）是沙皇俄国财政部的刊物（周刊），1883年11月—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1885年1月前称《财政部政府命令一览》。该杂志刊登政府命令、经济方面的文章和评论、官方统计资料等。——[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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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日益逼近，经济破坏日益严重

（1917年6月29日〔7月12日〕）

每天都得敲警钟。各种各样的蠢人曾经责备我们“急于”要把全部国家政权转到兵工农代表苏维埃手中，说循规蹈矩地“等待”循规蹈矩的立宪会议的召开才“更温和更谨慎”。

现在连这些小资产阶级蠢人中最蠢的人都能看出， 实际生活是不等人的
 ，不是我们“急”，而是 经济破坏来得急
 。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所表现的小资产阶级懦弱性促使他们作出这样的决定：目前我们还是把事情留给资本家办吧，也许经济破坏会“等待”立宪会议召开！

每天的事实都在说明，经济破坏大约不会等待立宪会议的召开，崩溃会提前来到。

就拿今天公布的事实来说吧。彼得格勒兵工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经济部决定“通知临时政府”：“莫斯科地区（15个省）五金工业的情况十分危急”，“ 古容的工厂管理处显然在瓦解生产，有意识地使企业停工
 ”，因此“国家政权〈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正好把这个政权留在 古容之流的党
 手中，即留在实行同盟歇业的反革命资本家的政党手中〉应当把工厂掌管起来……并供给它流动资金”。

迫切要求拨给500万卢布的流动资金。

协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经济部和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供给部的代表）“提请临时政府注意〈可怜的、天真的、幼稚无知的临时政府啊！它是不知道这一点的！它是无罪的！它一定会弄明白，唐恩之流和切列万宁之流、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一定会劝告它、忠告它！〉，莫斯科工厂协商会议和莫斯科地区供给委员会临时小组 已经不得不去阻止
 科洛姆纳机车制造厂以及别热茨克的索尔莫夫斯克工厂和布良斯克工厂停工。尽管如此，索尔莫夫斯克工厂现在还是因工人罢工而停工，其余的工厂每天都可能停工……”

灾难是不等人的。它在异常迅速地逼近。A．桑多米尔斯基无疑非常透彻地了解实际情况，今天他在《新生活报》上写了顿涅茨区的情况：


　　“愈来愈多的企业陷入了恶性循环——缺乏煤，缺乏金属，缺乏机车和车辆，生产停顿，在这同时，煤却在烧掉，金属积压在工厂里，需要金属的地方却得不到金属。”



　　得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持的政府公然 阻挠
 同经济破坏作斗争。A．桑多米尔斯基报道了一件事实：根据工业家的申诉，商业部副部长帕尔钦斯基（实际上是策列铁里之流、切尔诺夫之流的同僚）针对顿涅茨委员会要调查金属数量一事，宣布禁止（！！）“擅自”（！！）成立的监督委员会干预。想想吧，这简直成了疯人院！国家正在毁灭，人民处于饥饿和破产的前夕，煤和铁短缺，而这些本来是可以弄到的。顿涅茨委员会要 通过
 兵工代表 苏维埃
 对金属数量进行调查，也就是给人民寻找铁。工业家的奴仆，资本家的奴仆帕尔钦斯基部长却伙同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禁止调查。于是危机继续加剧，灾难更加逼近。

从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才能弄到钱呢？一个工厂“要”500万卢布还容易，但是必须懂得，所有工厂需要的就多得多了，这不是很明显吗？

不实行我们 在4月初
 提出和宣传的那种措施，不把所有的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对这个银行实行监督，不取消商业秘密，就 弄不到钱
 ，这不是很明显吗？

古容之流和其他资本家在帕尔钦斯基之流的帮助下，“有意识地”（这是经济部所用的字眼）使企业停工。政府是 站在他们那一边的
 。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不过是装饰品或者走卒罢了。

先生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 作为政党
 ，必须在人民面前对灾难负责，这一点现在难道还不该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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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究竟该怎么办？

（1917年6月29日〔7月12日〕）

《工人报》对进攻的政治含义感到不安。该报一位撰稿人甚至责备另一位撰稿人说，他的闪烁其词最终是等于承认，现在俄国革命军队客观上不是为没有兼并的和约流血，而是为协约国资产阶级的侵略计划流血（《工人报》第93号第2版小品文栏第1部分）。

请看，进攻的这种“客观”含义已经不能不使工人群众感到不安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在追随孟什维克）。而这也反映在《工人报》上。该报不愿同工人公开决裂，总是企图把“进攻”同革命无产阶级争取和平的斗争联系起来。而狡猾的编辑部的不幸就在于，除了 否定的
 联系之外，这里根本不能建立任何联系。

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个可敬的编辑部更可怜更糊涂的了，这个编辑部被他们自己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招来的阴魂吓倒了。

一方面，《工人报》报道说：“现在西欧把俄国进攻的意义完全理解错了。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报纸认为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苏维埃的‘空想’计划。在向克伦斯基和进攻的革命军队致敬的幌子下，一项项沙文主义的决议被通过了。在为俄国的进攻伴奏的雷鸣般的战鼓声中，那些同俄国民主派持同样见解并承认同一个和平纲领的人正在受到加紧的迫害。”

这种自供真是宝贵极了！尤其是出现在部长的报纸上，因为这家报纸昨天还认为，我们布尔什维克预先指出进攻 必然
 产生这种后果，是别有用心。原来，问题不在于我们“别有用心”，而在于苏维埃的领袖们执行的政策有自己的 逻辑
 ，按照这个逻辑，结果必然是国内外 反革命力量
 的加强。

这正是《工人报》总想掩盖的不愉快的事实。编辑部建议的办法是极其简单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必须立即同农民代表苏维埃一起明确地坚决地声明：在俄国民主派看来，战争的目的仍然和从前一样”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请看，孟什维克是多么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他们准备再作一次紧急的坚决的声明。他们不知道作过多少次这种最“紧急”、最“坚决”、最“热情”的声明了。他们用最迅速的方式不知道重复过多少次这种最坚决的声明，目的不过是想用这些话来稍微冲淡一下部长的《工人报》全力支持的这个政府的 行动
 。

不，先生们，最“坚决的”词句、宣言和照会并不能冲淡你们自己报道的事实。能够同这些事实相抗衡的，只有 行动
 ，只有 真正
 表明已同继续进行 帝国主义
 战争的政策决裂的行动。但这是李沃夫—捷列先科—盛加略夫—克伦斯基—策列铁里政府办不到的。这个政府对芬兰和乌克兰的怯懦而可怜的政策，只是证实自己完全不能实现关于“没有兼并”和关于自决“权”的最“坚决的”声明。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这些满篇诺言的宣言都是用来迷惑群众的幌子。用响亮的宣言来迷惑群众，而不开展“无产阶级争取和平的斗争”，这就是《工人报》的纲领，这就是该报对反革命力量因进攻而得到加强的真正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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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怎样欺骗农民和为什么欺骗农民？

（1917年7月1日〔14日〕）

大家知道，在全国的农民代表来到彼得格勒参加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会议时，社会革命党人和政府都答应农民要立刻禁止土地买卖。

佩列韦尔泽夫部长最初确实想履行这个诺言，并且发出电报制止土地买卖。但是，后来不知是谁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干预了这件事，于是佩列韦尔泽夫部长便收回他给公证人的电报，就是说，又准许土地买卖了。

农民焦急不安了。如果我们没有弄错，他们好象还派了一个专门的代表团到内阁去。

有人来安慰农民，象哄小孩一样说服农民，要他们相信：马上就会颁布禁止土地买卖的 法律
 ，“ 只是
 ”为了要颁布这项法律，佩列韦尔泽夫的临时命令才“搁置”下来。

社会革命党人安慰了农民，用诺言满足了他们。农民相信了。农民放心了。农民各自回去了。

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

6月24日（直到6月24日），报纸上出现了一条消息，说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部长向政府提出了关于禁止土地买卖的法案（还仅仅是法案）。

6月29日，报纸上发表了关于国家杜马在6月28日举行“非正式会议”[125]的消息。据《言语报》（这是在临时政府中占多数的党的报纸）报道，在这次会议上，罗将柯先生


　　“在总结发言中就政府采取的新〈哦，的确非常新！新到了极点！〉措施谈到了土地买卖问题。他论证说，如果禁止土地买卖，那就会使土地失去价值〈对谁来说失去价值呢？显然是对地主！！但是，农民就是要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夺过来！〉，使贷款的抵押品贬值，而土地占有者〈过去的土地占有者，罗将柯先生！〉便得不到任何贷款。于是，米·弗·罗将柯问道：土地占有者将拿什么钱向银行偿清自己的债务呢？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债款都已经逾期，而根据这项法案的规定，将不经拍卖而根据法律立刻废除土地所有权。因此，米·弗·罗将柯建议会议委托一个临时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设法阻止实施
 这个不是摧毁私人土地所有制而是危害国家的法律
 ”。





　　正是在这个时候，那只“看不见的手”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了！请看，有准社会党人部长参加的联合政府的“巧妙把戏”，被国家杜马前主席、前地主、绞刑手斯托雷平的前亲信、奸细马林诺夫斯基的前庇护人——说话不小心的罗将柯先生揭穿了！我们就假定说，现在，在这位罗将柯先生如此愚蠢地泄漏了秘密之后，禁止土地买卖的法律最后还会颁布。最后还是要颁布！

但是问题不仅在这里。问题还在于，通过这个鲜明的例子，我们大家都应当理解，并且应当帮助农民群众理解， 人们怎样欺骗农民和为什么欺骗农民
 。因为这毕竟是无可争辩的不容置疑的事实：农民受了骗，人们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会议上答应农民要立刻实行的措施并 没有
 立刻实行。

人们是怎样欺骗农民的呢？是用诺言来款待农民。这就是世界上一切联合内阁，即有社会主义的叛徒参加的资产阶级内阁的“巧妙把戏”。在这种内阁中，前社会主义者成了（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资本家欺骗群众的工具。

人们为什么欺骗农民呢？因为作为欺骗工具的社会革命党人 本身不了解
 （根据对他们的最好假设）目前俄国行政当局在阶级统治和阶级政策方面的巧妙把戏。社会革命党人沉湎于空谈。但实际上正象罗将柯“事件”极其明显地证实的那样，实际统治俄国的是两个联盟的联盟，两个同盟的同盟。

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同君主派地主的联盟，罗将柯先生则是这个联盟的首脑。在彼得堡选举的时候， 一切
 黑帮报纸以及 一切
 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报纸都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这就向全俄国证实了这个联盟的存在已经是一个政治事实。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过错，这个联盟在政府中占了 多数
 。这个联盟迟迟不实行禁止土地买卖的措施，这个联盟支持地主和 实行同盟歇业的资本家
 。

另一个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这个联盟用空洞的诺言来欺骗人民。斯柯别列夫和策列铁里，彼舍霍诺夫和切尔诺夫都曾经许下一大堆诺言。许诺言是容易的。“社会党人”部长用诺言安抚人民的手法在世界一切先进国家中都试用过，结果到处都遭到破产。而俄国的特点则是：由于国内的革命形势，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将比往常更加彻底更加迅速地遭到破产。

让每个工人和每个士兵都通过这个对农民特别有教益的例子，好好地向农民解释： 人们怎样欺骗他们和为什么欺骗他们！


农民只有同工人结成同盟而不同资本家结成联盟（同盟）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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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这次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非正式会议由米·弗·罗将柯主持于1917年6月28日（7月11日）在塔夫利达宫召开。正式公布的议程是讨论国家的财政和经济状况问题。实际上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对联合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拒绝在土地问题上采取任何措施，特别是拒绝通过禁止买卖土地的法律。——[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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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谁负责？

（1917年7月1日〔14日〕）

在部长的《工人报》上，恩·罗斯托夫先生从一些士兵的来信中摘录了几段话，说明农村极端愚昧无知。据作者自己说，他在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鼓动部有一大包全国各地的来信，他说这些信件都发出同样的呼声：报纸！请送报纸来！

这个孟什维克撰稿人恍然大悟并惊呼起来：“如果革命不能让他们〈农民〉看到明显的极大好处，他们就会起来反对革命”……农民“仍旧是愚昧无知的”。

这位有一包信件的孟什维克内阁官员醒悟得未免晚了一点。从5月6日起，即从孟什维克为资本家效劳时起，已经有7个多星期了，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谎言，他们对革命的诽谤，通过处于优势地位的资产阶级报纸，通过孟什维克所支持的资本家政府的直接间接的奴仆和拥护者，畅行无阻地泛滥到农村去了。

假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出卖革命，假如他们不支持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政权在5月初就转到执行委员会手中了，执行委员会就能够马上对报纸上的私人广告实行国家垄断，用这个办法就能够获得 几千万
 份报纸， 免费
 分送农村。那时，大规模的印刷厂和大量的纸张就会在执行委员会的掌握下为教育农村而“服务”，再不让那些实际上在新闻业中起 主导作用
 的10多家资产阶级反革命报纸去蒙骗农村。

那时，执行委员会就能够解散国家杜马，从而节省一笔人民的金钱（其他好多方面就不用说了），用这笔钱可以派遣一千个鼓动员甚至几千个鼓动员到农村去。

在革命时期，迟缓有时就等于完全背叛革命。迟迟不把政权交给工人、士兵和农民，迟迟不采取革命措施教育愚昧的农村，这完全应当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负责。 他们
 在这一点上背叛了革命。 他们
 使工人和士兵在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报纸和鼓动作斗争时不得不局限于目前的“手工业”手段，而本来工人和士兵是能够并且应当握有 全国性的手段
 去进行这种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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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有什么打算？[126]


（1917年7月4日和14日〔17日和27日〕之间）

产生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为了采取一定的策略来正确地应付事变，就必须正确地理解事变。那么，怎样来理解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呢？

是由于懊恼吗？是由于在乌克兰问题上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吗？当然不是。谁要是以为立宪民主党人会有什么原则性，或者以为资产阶级会由于懊恼而行动，那简直可笑。

不是的。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只能理解为经过考虑的结果。这种考虑的实质是什么呢？

实质就是：要管理一个完成了一次大革命而又不能安定下来的国家，而且又是在进行世界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那就需要真正革命阶级的一种极其勇敢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充满忘我热情的首创精神和气魄。要么是用暴力镇压这个阶级（立宪民主党早从5月6日起就这样宣传了）；要么是信任它的领导。要么是同帝国主义资本结成同盟，那就必须实行进攻，必须成为资本的顺从奴仆，必须受资本的奴役，必须抛弃无偿废除土地所有权的空想（见李沃夫在《交易所小报》上反对切尔诺夫纲领的言论）；要么是反对帝国主义资本，那就必须立即向各国人民提出确切的媾和条件（因为各国人民已经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必须勇于和善于举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革命旗帜，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做到这一点，最坚决地把俄国本身的革命推向前进。

立宪民主党人无论在商业、财政金融、维护资本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是十分精明的生意人。立宪民主党人正确地估计到， 
客观上

 是革命的形势。他们同意改良，而且愿意同改良主义者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分掌政权。但是改良没有用。摆脱危机即摆脱战争、摆脱经济破坏的改良道路 
是没有的

 。

从本阶级的观点来看，从帝国主义剥削者阶级的观点来看，立宪民主党人的打算是正确的，他们说：我们退出内阁，也就是提出最后通牒；我们知道，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现在并不信任真正革命的阶级，现在并不想实行真正革命的政策；我们是吓唬吓唬他们；失去立宪民主党人，就是失去遍及全世界的英美资本的“帮助”，就是也要革英美资本的命；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不敢这样做！他们一定会向我们让步！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革资本的命，但即使革命开始了，它也不会成功，我们还是会回来的。

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这样打算的。我们重复一遍：从剥削者阶级的观点来看，这种打算是正确的。

如果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不是站在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而是站在被剥削阶级的立场上，他们就会用赞同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一正确的行动来回答立宪民主党人的正确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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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列宁的这篇文章是就立宪民主党人退出临时政府一事而写的。1917年7月2日（15日），立宪民主党人部长安·伊·盛加略夫、亚·阿·曼努伊洛夫和德·伊·沙霍夫斯科伊在得到六月进攻失败的最初消息后，退出了联合临时政府。他们所持的借口是：临时政府在对乌克兰中央拉达的宣言中保证按照双方同意的原则来任命乌克兰管理机关——总书记处，而立宪民主党人主张只能由立宪会议来解决乌克兰问题。实际上，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是要制造政府危机，向社会党人部长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同意实行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纲领——解除赤卫队的武装，把革命军队调出彼得格勒，取缔布尔什维克党。——[381]。





《列宁全集》第30卷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1917年7月5日〔18日〕）

“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127]看来，执政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还得一次次地通过亲身的经验来“体会”这个简单的真理。他们既然要做“革命民主派”，既然处在革命民主派的地位，就应当作出任何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所应当作出的结论。

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在多数人的意志还不清楚的时候，在这样说似乎还有点道理的时候，人们奉献给人民的是一个挂着“民主”政府招牌的反革命资产者的政府。不过这种局面是不会拖延很久的。在2月27日以后的几个月里，工农大多数的意志即我国绝大多数居民的意志，不仅仅是大体上清楚了。这种意志已通过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些群众组织表达出来了。

怎么可以顶着不把全部国家政权交给苏维埃呢？这正是意味着背弃民主！这恰恰是把一个 显然
 不可能通过 民主的
 方法，即不可能通过真正自由、真正全民的选举的方法产生出来和维持下去的政府强加给人民。

不管初看起来多么奇怪，但事实上正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忘记了
 这个最简单、最清楚、最明显的真理！他们那种虚假的地位把他们弄得糊里糊涂，晕头转向，以至“捕捉”不住这个被他们遗忘的真理。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选举之后，在全俄农民苏维埃和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各阶级和各政党的立场在全国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除了精神失常和假装糊涂的人以外，谁也不会看不清这一点。

对立宪民主党部长、立宪民主党政府或者立宪民主党政策的容忍，就是对民主和民主主义的挑战。而这正是2月27日以来历次政治危机的根源，也是我国政府系统不稳定的根源。他们事事处处、每天甚至每小时都以最有权威的国家机关和代表大会的名义，向人民的革命性和民主主义呼吁，但同时，政府的总政策，特别是它的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却都背弃了革命性，违反了民主主义。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由于种种原因，出现目前这样的不稳定局面是不可避免的。固执己见并不是很聪明的政策。经过推动和飞跃，一定会使我党早已提出的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口号得到实现。





	载于1917年7月5日（18日）《真理报》第9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408—409页

















[127]“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是法国作家让·拉封丹所写寓言《变成女人的牝猫》的结束语，意思是事物的本性不能改变。寓言说，一个男人养了一只牝猫，经过日夜祈祷，牝猫终于变成了女人，做了他的妻子。可是一天夜里，老鼠来咬席子，新娘又象猫一样捉起老鼠来。——[383]。





《列宁全集》第29卷


政权在哪里？反革命在哪里？

（1917年7月5日〔18日〕）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往往回答得很简单：反革命根本就没有，或者是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至于政权，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它掌握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128]监督下的临时政府手中。这就是通常的回答。

各种各样的危机多数都能揭露一切假象、消除各种错觉，同样，昨天的政治危机[129]发生后，我们方才引用的对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通常的回答中所表现的错觉，也就烟消云散了。

曾任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的阿列克辛斯基还活在世上，但是 在他没有恢复自己的名誉以前
 ，也就是说在他没有恢复自己的人格以前，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执政党，即 社会革命党人
 和 孟什维克拒绝
 让他参加兵工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130]。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执行委员会公开正式表示不信任阿列克辛斯基，要求他恢复人格，即认为他是一个身败名裂的人呢？

因为阿列克辛斯基以专事诽谤出名，巴黎各党派的记者曾经宣布他是一个诽谤者。阿列克辛斯基并没有想在执行委员会面前恢复自己的人格，却宁愿在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报》中躲藏下来，起初用缩写的名字发表文章，后来胆子大了，就公开发表文章。

昨天（7月4日）白天，有几个布尔什维克从熟人那里得到警告，说阿列克辛斯基告诉彼得格勒记者委员会一个新的诽谤性消息。获悉情况的人多数根本没有重视这一警告，他们对阿列克辛斯基和他的“工作”只是感到厌恶和鄙视。但是有一个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朱加施维里（斯大林），他是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老早就认识齐赫泽同志，他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同齐赫泽同志谈起了阿列克辛斯基这一新的卑鄙的诽谤活动。

当时已是深夜，但齐赫泽表示，中央执行委员会对那些害怕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讯和侦查的人的造谣诽谤，决不会置之不理。他立刻用自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临时政府成员策列铁里的名义， 打电话
 给各报编辑部，要它们 拒绝刊登
 阿列克辛斯基的诽谤。他告诉斯大林说，大多数报纸表示要按他的要求办，只有《统一报》和《言语报》有些“装聋作哑”（《统一报》我们没有看到，《言语报》没有转载这一诽谤）。结果，只有知识界多半根本没有听说过的、由A．M．乌曼斯基编辑和出版的黄色小报《现代言论报》[131]（第51号（总第404号））刊载了这一诽谤性消息。

现在，诽谤者将要受到审讯。从这一方面说来，问题很简单，并不复杂。

这一诽谤显然是十分荒唐的：第16西伯利亚步兵团有一个叫什么叶尔莫连科的准尉“在4月25日被派到〈？〉第6集团军战线的后方，向我们宣传尽速单独对德媾和”。看来，这家伙是个逃出来的俘虏。《现代言论报》刊登的“文件”又说：“叶尔莫连科是在他的同志再三请求下接受这个任务的！！”

由此就可以断定，对一个愿意接受这种“任务”的无耻之徒究竟能给予多大的信任！……证人是个毫无人格的人。这是事实。

那么，这个证人说了些什么呢？

他作证说：“德国总参谋部的军官希迪茨基和吕贝尔斯告诉我，在俄国进行这种宣传的还有德国总参谋部的间谍、‘乌克兰解放协会’[132]乌克兰分会主席A．斯柯罗皮西-约尔图霍夫斯基和列宁。列宁的任务是竭力破坏俄国人民对临时政府的信任。”

总之，德国军官为了要叶尔莫连科从事可耻的勾当，就在他面前恬不知耻地诬蔑列宁。但是，正象大家所知道的，正象布尔什维克党 全党
 所正式声明的，列宁一直是坚定不移地断然 否定
 单独对德媾和的！！德国军官的谎话是如此明显、笨拙和荒诞，任何一个有见识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说，这是谎话。而一个有政治见识的人更会毫不迟疑地说，把列宁同约尔图霍夫斯基（？）这等人以及同“乌克兰解放协会”相提并论，显然是荒谬绝伦的，因为列宁和一切国际主义者正是在战争期间曾多次公开同这个可疑的社会爱国主义的“协会” 划清了界限
 ！

被德国人收买的叶尔莫连科或德国军官的笨拙谎话，本来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如果“文件”不加上一条所谓“新到消息”的话（谁收到的消息，怎样收到的，从谁那里收到的，什么时候收到的，这一切都不清楚）。据这条消息说：“宣传经费”是“经过”“可靠的人”，即“布尔什维克”菲尔斯滕贝格（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领到”的（谁领到的？“文件” 不敢
 直截了当地说列宁受到指控或怀疑！！文件没有说是 谁
 “领到”的！）。据说还有关于银行汇款的材料，“战时邮检机关已查明，德国间谍同布尔什维克首领们不断〈！〉有政治和金钱方面的电报来往”！！

这同样是极其笨拙的谎话，它的荒诞无稽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如果这里有一句话是真的，那么试问：（1）为什么 在不久以前
 还让加涅茨基自由地进入俄国，又自由地离开俄国呢？（2）为什么 在
 报上公布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的罪行 之前没有
 把他们逮捕起来呢？如果总参谋部确实掌握了关于汇款、电报等等多少有些可靠的情报，难道会不逮捕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反而让阿列克辛斯基之流和黄色报纸走漏风声吗？我们现在碰到的不过是报纸上下流的诽谤者炮制的蹩脚货色，这还不明白吗？

我们再补充一点，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都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波兰社会民主党党员，加涅茨基是该党的中央委员，我们是在伦敦代表大会（1903年）[133]上认识他的，波兰代表后来退出了这次代表大会，如此等等。无论从加涅茨基那里还是从科兹洛夫斯基那里，布尔什维克都 没有
 收到过 任何
 钱。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拙劣的谎话。

这种谎话的政治意义是什么呢？第一，布尔什维克的政敌不撒谎、不诽谤就过不了日子。这些敌人就是这样卑鄙和下流。

第二，我们找到了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关于“文件”的报告早在 5月
 16日就送交克伦斯基了。克伦斯基既是临时政府的成员，又是苏维埃的委员，也就是说，他是两个“政权”的成员。从5月16日到7月5日，时间是很多的。政权既然是政权，它就能够而且应当 自己
 研究这些“文件”，传讯证人，逮捕嫌疑分子。政权，即 两个
 “政权”，无论临时政府或中央执行委员会，都是能够而且应当这样做的。

两个政权都没有行动。而总参谋部却同因为进行诽谤活动而不能参加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阿列克辛斯基有某种关系！总参谋部恰恰在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的时候（想必是偶然的）把自己的正式文件交给阿列克辛斯基去公布！

政权没有行动。即使列宁、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受到了怀疑，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或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连想都没有想过要逮捕他们。昨天（7月4日）夜里，齐赫泽和策列铁里还要求各家报纸不刊登这种十分明显的诽谤。但是过了不久，在深夜里，波洛夫采夫却派士官生和哥萨克捣毁了《真理报》，使它不能出版，并且逮捕了出版人，抄走了帐簿（似乎是为了检查一下其中有没有可疑的款项），就在这个时候，黄色的、下流的、卑鄙龌龊的《现代言论报》登出了卑鄙的诽谤，想煽起狂热，污辱布尔什维克，造成行凶的气氛，替捣毁《真理报》的波洛夫采夫、士官生和哥萨克的行为开脱。

只要不是闭眼 不看真实情况
 的人，就不会迷惑。必须行动的时候， 两个
 政权都没有行动——中央执行委员会是由于“信任”立宪民主党人，怕触怒他们，立宪民主党人则是不愿意作为政权出面行动，他们宁愿从事 幕后
 活动。

十分明显，幕后的反革命就是立宪民主党人、总参谋部的某些人物（我们党的决议把他们叫作“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和形迹可疑的半黑帮报纸。这些人 不是
 没有行动，他们是齐心协力地在“工作”；正是这批人在制造行凶的气氛、策动大暴行、枪杀游行示威者等等，等等。

只要不是故意闭眼不看真实情况的人，就不会再迷惑下去。

在政权转归苏维埃，从而奠定建立政权的基础以前，不存在政权，也不会有政权。反革命势力把立宪民主党人同军队的某些高级指挥官以及黑帮报纸联合在一起，正在利用这种无政权的局面。这就是可悲的现实，但这是现实。

工人和士兵们！你们要沉着、坚定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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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这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在1917年6月举行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共有委员320名，其中孟什维克123名，社会革命党人119名，布尔什维克58名，统一社会民主党人13名，其他党派代表7名。孟什维克尼·谢·齐赫泽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存在到1917年10月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为止。——[385]。



[129]指1917年7月3—4日（16—17日）在彼得格勒爆发的群众性游行示威。



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组织的前线进攻以惨败告终，激怒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7月3日（16日），由第一机枪团带头，自发的游行示威从维堡区开始，并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行动的趋势。鉴于当时俄国革命危机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党不赞成搞武装行动。7月3日（16日）下午4时，党中央决定劝阻群众。但是示威已经开始，制止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7月3日（16日）夜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又同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组织一起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当时正在内沃拉村休息的列宁，闻讯后于7月4日（17日）晨赶回彼得格勒。7月4日（17日）这天参加游行示威的共50多万人。列宁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的阳台上向游行的水兵发表了演说，要求群众沉着、坚定和警惕。示威群众派代表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遭到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首领的拒绝。军事当局派军队镇压和平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市内好几个地方同武装的反革命分子发生冲突，死56人，伤650人。在人民意志表达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于5日发表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等城市也发生了反政府的游行示威。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积极支持下：随即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7月5—6日（18—19日），《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7月6日（19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工人被解除武装。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被调出首都，派往前线。七月事变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附属品，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告终，武装起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列宁在《三次危机》（见本卷第408—412页）、《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等文中对七月事变作了评述。——[385]。



[130]列宁指的是下述事实：1917年4月，诽谤者和阴谋家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回到俄国后，曾向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提出愿意为它效力。执行委员会为此通过了如下决议：“鉴于已经查明的有关格·阿·阿列克辛斯基活动的事实，执行委员会认为不能允许他参加自己的机构。如果他希望恢复自己的名誉，执行委员会不回避参加调查工作。”



阿列克辛斯基是资产阶级报纸《俄罗斯意志报》的撰稿人。——[385]。



[131]《现代言论报》（《Живое 　Слово》）是俄国一种低级趣味的黑帮报纸（日报），1916年起在彼得格勒出版，A．M．乌曼斯基任编辑。该报最初称为《新小报》，1917年3月8日（21日）起改称《现代言论报》，1917年8月：起改名《言论报》，后又改为《新言论报》。该报曾对布尔什维克掀起疯狂的诽谤运动。1917年10月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查封。——[386]。



[132]“乌克兰解放协会”是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建立，领导人为德·顿佐夫、A．Ф．斯科罗皮西-约尔图霍夫斯基和马·伊·美列涅夫斯基。该协会指望沙皇俄国在战争中被摧毁，力图使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建立一个受德国保护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乌克兰君主国。——[389]。



[133]伦敦代表大会即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头13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由于警察迫害，后来的会议移到伦敦举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代表大会上有发言权，他们因不同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条款而退出了代表大会。——[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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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帮报纸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卑鄙诽谤

（1917年7月5日〔18日〕）

具有明显的黑帮性质的报纸《现代言论报》，今天刊登了一个卑鄙龌龊的诽谤，诬蔑列宁。 
［注：这一诽谤还印成传单张贴，但没有署名。］



《真理报》在7月4日夜里被士官生捣毁，无法出版，因此我们不能立即详尽地驳斥这种卑鄙的诽谤。

我们暂且声明，《现代言论报》登载的消息是 诽谤
 ， 齐赫泽
 在4日深夜曾经打电话 给各大报纸
 ，要求它们不要刊登这种诽谤中伤的东西。各大报纸都按齐赫泽的要求办了，7月5日，除了卑鄙龌龊的《现代言论报》以外， 没有
 一家报纸 刊登这一卑鄙的诽谤
 。

至于阿列克辛斯基，则是一个臭名远扬的诽谤者，因此， 在他
 没有恢复名誉 以前
 ，也就是说 在他没有恢复人格以前，没有允许
 他参加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公民们！不要相信卑鄙的诽谤者阿列克辛斯基和《现代言论报》。

从下面这一点就可以立即看出《现代言论报》的诽谤，该报写道：总参谋部在 5月16日
 就把控告列宁的公函（第3719号）送交克伦斯基了。很明显，如果克伦斯基对这种指控或怀疑多少有点信以为真，那他就必定会立即逮捕列宁并且指定由 政府
 进行 侦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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诽谤和事实

（1917年7月5日〔18日〕）

7月3日和4日的游行示威发生以后，无数的谩骂和诽谤落到了布尔什维克身上。

有人甚至给布尔什维克加上了“力图占领城市”、“强奸”苏维埃的意志、“侵犯苏维埃的权力”等各种各样的罪名。

但是事实说明，尽管群众已经武装起来了，布尔什维克并 没有
 占领（虽然能够占领）而且也 没有
 打算占领城市的一个角落，更不用说一座建筑物或一个机关。

事实说明， 对机关
 使用暴力的唯一 政治
 事件是发生在7月4日的夜里，士官生和哥萨克按照波洛夫采夫的命令， 没有通知苏维埃，不顾苏维埃的意志
 ，捣毁了《真理报》。

这才是事实。

这才是经过周密考虑对整个机关凶狠地使用暴力的行为，这才是事实上的而不是口头上的“侵犯”和“强奸”。如果这种侵犯行为是正当的，那么，无论临时政府或者苏维埃都会批准这种做法，但是， 没有一个政权这样做
 。捣毁《真理报》的暴徒们无论在苏维埃中或者在临时政府中都 没有得到支持
 。

布尔什维克号召开始行动的士兵采取 和平的有组织的
 行动。

临时政府和苏维埃都 没有
 号召士官生、哥萨克和波洛夫采夫采取和平的有组织的行动，采取合法的行动。


※　　　　　※　　　　　※

　　但是，我们听说，当时有人开枪。是的，当时确实有人开枪。但是谁开的枪呢？谁敢不经过侦查就给人加上开枪的罪名呢？

你们不妨听一下 资产阶级方面的目击者
 所讲的话。

这个目击者就是《交易所新闻》（7月4日的晚刊）；这个目击者不会偏袒布尔什维克，大概世界上不会有人怀疑这点吧！请看这个目击者所说的话：


　　“下午2时正，正当武装示威队伍通过花园街和涅瓦大街的拐角处，许多人聚集在那里安静地观看游行的时候，从花园街的右方传来了一声震耳的枪声
 ，接着开始了连珠般的射击。”



　　资产阶级报纸这个目击者也不得不承认真实的情况，承认枪声 首先
 是从 花园街右方
 发出的！！这难道不是清楚地表明有人 向示威者
 开枪吗？如果示威群众一定要使用暴力或者想使用暴力， 他们就该派人到某一机关去
 （象波洛夫采夫向《真理报》派出士官生和哥萨克一样），这难道不好理解吗？但是相反，既然有许多水兵被打死，既然资产阶级报纸的目击者说，“正当武装示威队伍通过……的时候，从花园街的右方”有人先开枪，这难道不是清楚地证明，要求使用暴力、希望使用暴力的 正是黑帮分子，正是
 民主的敌人，正是同立宪民主党人接近的那些集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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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了本质

（1917年7月5日〔18日〕）

柴可夫斯基公民7月4日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令人惊异地接近了事情的本质。

他反对苏维埃掌握政权，并且还提出了一个可以说“有决定意义的”理由：我们必须打仗，而没有钱是不能打仗的，如果政权掌握在“社会党人”手中，英国人和美国人就不肯借钱给我们，只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政府，他们才肯借钱。

这是接近了本质。

要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就不能不向资本家老爷借债，“参加”资本主义奴役人民的勾当。

要真正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就必须割断同资本联系和受资本牵制的 一切
 线索，大胆地让工人和农民监督银行、监督生产和调节生产。

我们也这样想：没有立宪民主党人作担保，英国人和美国人是不肯借钱的。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为立宪民主党人效劳，为资本效劳，借帝国主义的债愈积愈多（那就休想得到“革命”民主派的称号，而只好容忍 帝国主义
 民主派这个公允的绰号）；要么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刀两断，同资本家一刀两断，同帝国主义一刀两断，在战争问题上也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柴可夫斯基接近了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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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的德雷福斯案件吗？

（1917年7月5日〔18日〕）

我们总参谋部的某些“长官”是不是想重演德雷福斯案件[134]呢？

《现代言论报》上登载的一则令人愤慨的卑鄙而荒唐的诽谤（我们已在别的地方作了详尽的剖析），就使人产生这种想法。

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法国总参谋部不惜采取各种违反规定的、不正派的、简直是罪恶的（卑鄙的）手段来加罪于德雷福斯，结果在全世界面前可悲而又可耻地丢了脸。

我们的总参谋部好象是第一次公开通过……（令人惊奇地、意味深长地、难以置信地）通过黑帮的《现代言论报》在反布尔什维克“案件”中出面了。该报刊登了一个明显的诽谤，说列宁是间谍。这条消息开头说：


　　“最高总司令部长官把审讯记录〈叶尔莫连科的〉随同1917年5月16日的第3719号公函送给了陆军部长。”



　　在办案时如果情况多少是正常的，难道能够设想参谋部的审讯记录 在
 进行侦查 之前
 或 在
 逮捕嫌疑犯 之前
 就在黑帮报纸上公布吗？参谋部管侦查工作，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5月16日发出的、克伦斯基早已收到的文件，不是由 克伦斯基
 而是由黑帮报纸来散布，这样的侦查工作难道可以设想吗？？

实质上，这同德雷福斯案件中采取的那些手段又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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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德雷福斯案件是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上台后，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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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号召书

（1917年7月6日〔19日〕）

为了执行昨天公布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彼得堡委员会也在决定上签了名）[135]，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号召工人从明天（7月7日）早晨起复工。

维堡区各厂职工代表会议也同意上述决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423页

















[135]在1917年7月4日（17日）深夜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停止游行示威的决定，在为此拟定的给工人和士兵的号召书中指出，游行示威的目的已经达到，应当和平地、有组织地结束游行示威，并为今后的斗争准备力量。号召书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联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军事组织和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人部委员会联名签署，刊载于7月5日（18日）《真理报》第99号。——[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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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新生活报》编辑部的信

（1917年7月6日或7日〔19日或20日〕）

同志们，由于我们党的报纸被迫停刊[137]，请允许我们向你们求助。有一类报纸对我们进行疯狂的攻击，指控我们进行间谍活动或私通敌国政府。

以下一些简单的事实足以证明，这种攻击简直是空前地……轻率（用词不当，太轻了）。《现代言论报》最初说列宁是间谍，后来又装腔作势地发表一个于事无补的“更正”，声明并未指控他进行间谍活动！最初他们搬出叶尔莫连科的证词，后来又不得不承认，把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些证词当作凭据简直是笨拙和可耻。

他们拉扯上帕尔乌斯的名字，却避而不谈，早在1915年，谁也没有象我们编辑的日内瓦的《社会民主党人报》那样无情地尖锐地斥责过帕尔乌斯，该报在《堕落到了极点》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编者注］

 一文中就曾经痛斥帕尔乌斯是“向兴登堡摇尾乞怜”的“叛徒”，如此等等。稍有见识的人都知道，或者不难知道，我们和帕尔乌斯绝对谈不上有什么政治关系或者其他关系。

他们把一个叫什么苏缅松的人牵连进来，我们不仅从未与此人打过交道，也从未见到过她。他们又扯到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的商务，但是没有举出一件事实，说明商务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以及怎样掩护间谍活动的。我们不仅从未直接或间接参与商务，而且根本没有从上面提到的两位同志那里为个人或党拿过一个戈比。

他们甚至把德国报纸转载（有歪曲）《真理报》电讯也算作我们的罪过，却“忘记”提到《真理报》用德文和法文在国外出版新闻简报[138]，而这个新闻简报上的东西是完全可以自由转载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阿列克辛斯基的参加下甚至倡导下进行的，而此人没有获准参加苏维埃，他是公认的，或者说是出了名的诽谤者！！难道真的不明白，对我们采取 这种
 手段就是 法律暗杀
 吗？一般说来，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庭受审的条件问题，无疑带有整顿的成分[139]。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想参加法律暗杀的阴谋活动吗？想甚至不指出我们究竟犯了间谍罪还是谋叛罪就送交法庭审判，也就是根本没有在法律上明确地定出罪名就送交法庭审判吗？想通过显然有倾向性的诉讼来阻挠他们自己的党指定的立宪会议代表取得候选人资格吗？这两个党是否想把俄国立宪会议召开的前夕变成俄国国土上的德雷福斯案件的开端呢？

不久的将来，这些问题都会得到回答。我们认为，公开提出这些问题是自由报刊的责任。

关于资产阶级的报刊我们就不谈了。不言而喻，米留可夫认定我们进行间谍活动或者领取德国的津贴，就象马尔柯夫和扎梅斯洛夫斯基认定犹太人喝儿童的鲜血一样。

不过，米留可夫及其同伙很清楚，自己干的是什么。






	　　尼·列宁
载于1917年7月11日（24日）《新生活报》第7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6—7页

















[136]这封信刊登在1917年7月11日（24日）《新生活报》第71号，在信上签名的，除列宁外，还有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尤·加米涅夫。关于《新生活报》见注28。——[402]。



[137]指《真理报》编辑部于1917年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一事。——[402]。



[138]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机关于1917年6—11月在斯德哥尔摩用德文和法文出版的《〈真理报〉俄国新闻简报》。——[403]。



[139]在俄国黑帮报纸《现代言论报》登出诽谤列宁的材料以后，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布尔什维克党团的要求，于1917年7月5日（18日）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对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的诬告。但在临时政府作出关于由彼得格勒高等法院检察官负责调查所谓“1917年7月3—5日在彼得格勒组织反对国家政权的武装行动”一案的决定以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调查委员会立即放弃自己的职权，于7月9日（22日）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上发表声明，自行宣布“停止活动，并把收集到的材料移交给政府委员会”。7月13日（26日），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下通过决议，声称列宁规避出庭受审是完全不能容许的，所有受司法机关指控的人应一律停止参加苏维埃的工作。——[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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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案件重演

（1917年7月6—7日〔19—20日〕）

新旧手法兼施并用，——这就是沙皇政府进行剥削和镇压的一贯手段，共和制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反革命资产阶级在对各族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布尔什维克进行政治迫害时，总是还要进行极端卑鄙的诽谤，在报刊上展开“攻势”，同法国教权派和君主派的报刊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的攻势一模一样。

要不惜一切给德雷福斯加上进行间谍活动的罪名！——这是那时的暗号。要不惜一切给某个布尔什维克加上进行间谍活动的罪名！——这是现在的暗号。卑鄙地诽谤，颠倒是非，漫天撒谎，挖空心思地混淆读者视听，——所有这些手法，黄色报纸和一切资产阶级报纸都在非常卖力地采用。他们的嚎叫简直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别说论据，有时就连叫些什么也听不清楚。

下面就是最近在我们共和国上演德雷福斯案件时采用的几种手法。最初他们“搬出”三个主要“论据”：叶尔莫连科；科兹洛夫斯基的2000万；同帕尔乌斯的关系。

第二天，鼓吹行凶的主要报纸《现代言论报》就刊登了两点“更正”，承认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不是被人收买，而是狂热分子，同时把2000万改成了2万。另一家报纸则说叶尔莫连科的证词是次要的。

我们在7月6日的《〈真理报〉小报》[140]上已经指出，叶尔莫连科的证词完全是荒诞无稽的 
［注：见本卷第385—392页。——编者注］

 。显然，他的证词已不便再引用了。

同一号《〈真理报〉小报》还刊登了科兹洛夫斯基驳斥诽谤的一封信。遭到驳斥之后，2000万减到了2万，但仍然没有说出确切数字，而是用了一个“整数”！

他们把帕尔乌斯扯在里面，竭力捏造说帕尔乌斯同布尔什维克有某种联系。其实正是布尔什维克，早在日内瓦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就把他叫作叛徒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堕落到了极点》。——编者注］

 ，把他当作德国的普列汉诺夫无情地加以斥责，永远排除了同这种社会沙文主义者进行任何接触的一切可能。正是布尔什维克，在有瑞典左派社会党人[141]参加的斯德哥尔摩欢迎大会上，不仅断然拒绝同帕尔乌斯交谈，而且不让他以任何身分，甚至以来宾身分参加大会。

加涅茨基是经商的，他供职的那家公司有帕尔乌斯的股份。有关商务和钱财的通信当然要经过邮检机关，而且完全能够彻底加以检查。有人却毫无根据地竭力把商务同政治搅在一起！！

甚至还有这样可笑的事情：有人指责《真理报》，就因为《真理报》发给瑞典及其他国家社会党报纸的电讯（当然也经过邮检机关，这个机关是了解得十分清楚的）德国报纸也转载了，有时还加以歪曲！好象电讯被人转载或者遭到恶意的歪曲也应当受指责似的！

这是地地道道的德雷福斯案件，采取撒谎和诽谤的攻势是基于疯狂的政治仇恨……但是，用散布诽谤来代替思想斗争的谣言制造者该是多么卑鄙啊！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第424—426页

















[140]《〈真理报〉小报》（《Листок《Правды》》）是布尔什维克合法日报《真理报》在遭受临时政府迫害时使用过的名称之一，1917年7月6日（19日）出了一号，以代替当天应出的《真理报》。《〈真理报〉小报》以《坚定和沉着》为题刊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军事组织的号召书，还刊载了列宁的《政权在哪里？反革命在哪里？》、《黑帮报纸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卑鄙诽谤》、《诽谤和事实》、《接近了本质》和《是新的德雷福斯案件吗？》等文。——[405]。



[141]瑞典左派社会党人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左派社会党人采取了国际主义立场，加入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7年5月，他们组成了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1919年该党成为共产国际成员，1921年，在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接受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并改名为瑞典共产党。——[405]。





《列宁全集》第30卷


辟谣

（1917年7月7日〔20日〕）

7月6日的《〈真理报〉小报》已经详尽地驳斥了黑帮报纸对列宁等人的卑鄙诽谤 
［注：见本卷第385—392页。——编者注］

 ，另外，还以我党中央的名义印发了传单，对这种诽谤作了同样的但是比较简短的驳斥。

我们所要补充的只是回答人们向我们提出的如下问题：传说列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已被逮捕，是否确实？不，这种传说 
不确实

 。这里提到的几个被卑鄙无耻、专事诽谤的报纸攻击得特别厉害的布尔什维克，都是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再一次请求每一个正直的公民不要相信卑鄙龌龊的诽谤和谣言。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427页














《列宁全集》第30卷


三次危机

（1917年7月7日〔20日〕）

在这些日子里，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和造谣中伤愈厉害，我们在驳斥谣言和诽谤时就愈应当沉着地深入考察事件的历史联系和目前革命进程的政治意义 
即阶级

 意义。

为了驳斥谣言和诽谤，在这里我们只须再次指出7月6日的《〈真理报〉小报》，并请读者特别注意发表在后面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确凿地证明：7月2日布尔什维克进行了 
反对

 发起行动的宣传（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承认这一点），7月3日群众情绪沸腾，不顾我们的劝告而开始了行动，7月4日我们在传单（正是那家社会革命党人的《人民事业报》也转载过这一传单）中号召举行 
和平的有组织的

 游行示威。7月4日夜间我们决定停止游行示威。诽谤家们，你们诽谤吧！你们永远也驳不倒这些事实及其全部联系的决定意义！

现在我们来谈谈事件的历史联系问题。早在4月初，当我们反对支持临时政府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攻击过我们。但是，实际生活证明了什么呢？

4月20日和21日、6月10日和18日、7月3日和4日这三次政治危机证明了什么呢？

它们证明：第一，群众对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多数派的资产阶级政策日益不满。

值得指出的是，执政的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人民事业报》虽然极端敌视布尔什维克，但是它在7月6日不得不承认7月3日和4日的运动有深刻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说这个运动是人为地挑起的，说布尔什维克的鼓动 支持
 这次行动，这种愚蠢的、拙劣的、卑鄙的谎言将愈来愈被揭露出来。

上述三次政治危机总的原因，总的由来，总的深刻的根源是清楚的，如果按照科学所要求于我们的那样来观察政治，即从相互联系中来观察这三次政治危机，那就更加清楚了。认为这样的三次危机可能是人为地挑起的，那是荒谬的。

第二，深入考察一下什么是三次危机中共同的东西，什么是每次危机中特有的东西，是有教益的。

共同的东西就是群众对资产阶级及 
其

 政府表示极端的不满和愤慨。谁要是忘记、抹杀或轻视 
问题的这一实质

 ，谁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起码常识。

让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并且知道一点欧洲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的那些人想想俄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吧。

这三次危机各有它自己独特的表现：第一次（4月20—21日）是自发的、猛烈的、完全没有组织的行动，这次行动导致黑帮分子对示威群众开枪射击，给布尔什维克加上荒谬绝伦的莫须有的罪名。这一爆发之后发生了政治危机。

第二次，布尔什维克决定举行游行示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威胁性的最后通牒和明令禁止之后，取消了游行示威；6月18日举行了总示威，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显然占了上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自己在6月18日晚上承认，假如前线不发动进攻，政治危机可能就爆发了。

第三次危机是在7月3日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尽管布尔什维克在7月2日曾竭力加以制止；7月4日，危机达到了最高点，在5日和6日便导向反革命的顶点。斯皮里多诺娃和其他一些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政权转归苏维埃，这表现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动摇，过去反对这样做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也这样主张了。

最后，分析事件的联系，从中得出的最终的、也许是最有教益的结论就是：在波浪起伏的运动（迅速的高涨和急遽的低落）中，在革命和反革命都锋芒毕露的情况下，在中间分子较长时间被“冲刷掉”的情况下， 
所有

 这三次危机都向我们表明，出现了我国革命史上不曾有过的某种更加复杂的游行示威的形式。

这三次危机期间的运动形式都是 
游行示威

 。反政府的游行示威——从形式上看，这是对事件最确切的描绘。但实质上，这不是普通的游行示威，而是某种比游行示威大得多而比革命小一些的事件。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 
同时

 爆发，这是无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猛然显示力量而使中间分子剧烈地、有时几乎是突然地被“冲刷掉”。

这方面很能说明问题的是， 
每一次

 运动，所有中间分子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 
两种

 特定的阶级力量都要分别责骂一通。请看一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吧：他们拚命叫嚷，说布尔什维克的极端行为帮助了反革命，同时又一再承认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政府中与立宪民主党人结成了联盟）是反革命的。昨天的《人民事业报》写道：“与一切右倾分子，包括好战成性的‘统一派’〈可以补充一句，社会革命党人在选举中同“统一派”结成了联盟〉断然划清界限，——这就是我们的迫切任务。”

请拿今天（7月7日）的《统一报》同这些话比较一下吧，普列汉诺夫为该报写的社论不得不确认下述无可争辩的事实：苏维埃（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要求“考虑两周”，以及政权如果转归苏维埃，那就“等于列宁派取得胜利”。普列汉诺夫写道：“如果立宪民主党人不遵循愈坏愈好的准则……那么他们自己将不得不承认他们犯了大错〈退出内阁〉，便利了列宁派的工作。”

难道这不说明问题吗？中间分子谴责立宪民主党人便利了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同时又谴责布尔什维克便利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工作！！应该用阶级名称代替政治名称，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小资产阶级幻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已经消失，看到小资产阶级埋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难道难以揣摩吗？如果不是最深刻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使无产阶级行动起来，世界上任何布尔什维克连一次“人民运动”也无力“挑起”，更不用说三次了；如果不是同样深刻的原因使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具有反革命性，任何立宪民主党人和君主派合在一起也都无力“从右边”挑起任何运动，这难道难以揣摩吗？

由于4月20—21日运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责骂我们、也责骂立宪民主党人固执、极端和过火，甚至把涅瓦大街发生枪击的事归罪于布尔什维克（多么荒谬），而在运动结束以后，这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又在自己的统一的正式机关报《消息报》上写道，“人民运动”“清除了帝国主义者米留可夫等等”，也就是说，他们又 
赞扬了

 运动！！难道这不说明问题吗？难道这不是非常清楚地表明小资产阶级不了解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奥妙或实质吗？

客观情况是这样的：国内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状况、特别是思想状况是小资产阶级的。但是在国内占统治的是大资本，统治的办法首先通过银行和辛迪加。我国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城市无产阶级，能够走自己的路，但是还不能一下子把大多数半无产者争取过来。由于这个基本的即阶级的事实，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我们所研究的这三次危机，并且产生了这三次危机的形式。

当然危机的形式将来可能改变，但是事情的实质是不会改变的，即使社会革命党的立宪会议在10月召开，情况也是一样。社会革命党人向农民许了愿：（1）废除土地私有制；（2）把土地转交劳动者；（3）没收地主土地，把土地无偿地转交农民。要实现这些伟大的改革，不对资产阶级采取最坚决的革命措施是绝对不可能的。要采取这些措施， 
只有

 使贫苦农民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只有

 把银行和辛迪加收归国有。

轻信的农民暂时还相信同资产阶级妥协就可以得到这些美妙的东西，他们对于无产阶级为了真正实现社会革命党人的诺言而同资产阶级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必然会感到失望和……“不满”（说得轻一点）。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





	载于1917年7月19日《女工》杂志第7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428—432页

















[142]由于《真理报》被士官生捣毁，《三次危机》一文发表于1917年7月19日（8月1日）布尔什维克合法杂志《女工》第7期。编辑部在这期杂志的封面上刊登告全体男女工人、工会、工厂委员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组织书，呼吁他们采取有效措施使这期杂志得到最广泛的传播。——[408]。





《列宁全集》第30卷


关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出庭受审的问题[143]


（1917年7月8日〔21日〕）

从私下的谈话来看，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

沉醉于“苏维埃气氛”中的同志往往倾向于出庭受审。

比较接近工人群众的同志显然不倾向于出庭受审。

从原则上说，问题主要可以归结为怎样评价通常所谓的立宪幻想。

如果认为，在俄国现在有或者可能有正确的政府和正确的法庭，可能召开立宪会议，那就可以得出应当出庭受审的结论。

但是这种意见是根本错误的。正是最近（7月4日以后）的一些事件已经极为清楚地表明，召开立宪会议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发生新的革命），俄国目前没有而且（眼下）也不可能有正确的政府和正确的法庭。

法庭是政权机关。自由派有时忘记了这一点。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忘记这一点就是罪过。

那么政权在哪里呢？谁在掌握政权呢？

没有政府。它每天都在变动。它不起作用。

起作用的是军人专政。在这种情况下谈“审判”是可笑的。这不是“审判”的问题，而是 内战的一个插曲
 。那些主张出庭受审的人毫无理由地拒绝了解的正是这一点。

佩列韦尔泽夫和阿列克辛斯基是“案件”的策划者！！在这种情况下谈审判，难道不可笑吗？认为在这种条件下法庭还能够进行什么分析、判断和调查，难道不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吗？

政权掌握在军事独裁者手里，如果没有新的革命，这个政权在一定的时期，首先是在战争时期只会得到巩固。

“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法庭是公正的。法庭会把事情审清楚。审判会公开进行。人民是会理解的。我要出庭受审。”

这是一种天真到了幼稚程度的议论。不是审判，而是对国际主义者进行迫害，——这就是 
政权需要做的

 。把国际主义者抓起来和关起来，——这就是克伦斯基之流先生们所需要的。过去如此（在英国和法国），将来还会如此（在俄国）。

让国际主义者尽自己的力量秘密地工作吧，但是决不能让他们去做自愿出庭受审的蠢事！





	载于1925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433—434页

















[143]本文可能是列宁对1917年7月7日（20日）晚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和一些党的工作者讨论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是否出庭问题的情况所作的概括。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一爆发，沙皇俄国的保安机关就开始诽谤布尔什维克，说布尔什维克主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宣传使沙皇政府在战争中失败是叛国行为，是为德国效劳。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由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在俄国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资产阶级的以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便利用以列宁为首的一批布尔什维克取道德国返回俄国这件事掀起了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运动。六月事变、特别是七月事变显示出布尔什维克在工人、士兵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增强时，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也变本加厉了。反革命势力在反间谍机关的帮助下炮制了所谓列宁和德国总参谋部有联系的案件。由于人民群众不相信沙皇政府的反间谍机关，他们便决定由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头号诽谤家和阴谋家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和民意党人瓦·谢·潘克拉托夫在报上进行这一显系虚构的指控。7月5日（18日），黑帮报纸《现代言论报》首先刊登了由阿列克辛斯基和潘克拉托夫署名的声明。第二天，这一声明也出现在其他报纸上。



7月6日（19日），临时政府发出了逮捕列宁的命令。从7月5日（18日）起已转入地下的列宁，对这种诽谤性指控极为愤慨。他起初倾向于同意出席临时政府的法庭。他在为抗议7月6日（19日）夜里对他的住所进行搜查而给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信中写道，如果中央执行委员会认可临时政府关于逮捕他的命令，他将服从。他当时认为，必须争取公开审判，以便揭露对他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诽谤，把这一审判变成对反革命临时政府的审判。



由于列宁出庭问题关系全党的大局，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进行过几次讨论。1917年7月7日（20日）晚上，在列宁当时匿居的老布尔什维克、工人谢·雅·阿利卢耶夫家里，召开了中央委员和党的一些工作者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列宁、斯大林、维·巴·诺根、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叶·德·斯塔索娃等人。会议决定列宁不应出席临时政府的法庭。在7月13—14日（26—27日）召开的有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区域局、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以及中央军事组织代表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也讨论了这一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格·伊·博基、安·谢·布勃诺夫、尼·伊·布哈林、弗·沃洛达尔斯基、维·米·莫洛托夫、诺根、尼·伊·波德沃伊斯基、马·亚·萨韦利耶夫、格·雅·索柯里尼柯夫、阿·伊·李可夫等人。会议决定，列宁不应出席临时政府的法庭。7月26日—8月3日（8月8—16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经过集体讨论，也一致通过了反对列宁出庭受审的决议，并写信给列宁表示慰问。——[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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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无产阶级事业报》编辑部的信[144]


（1917年7月9日和14日〔22日和27日〕之间）

同志们：

我们改变了本来的打算，决定不服从临时政府逮捕我们的命令，理由如下：

从星期日《新时报》刊登的前司法部长佩列韦尔泽夫的信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关于列宁等人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件”，完全是反革命政党蓄意捏造的。

佩列韦尔泽夫完全公开地承认：他利用未经核实的指控，是为了激起士兵对我们党的愤恨（他的原话）。供认这一点的是昨天的司法部长，是昨天还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佩列韦尔泽夫下台了。但是，谁也不敢说新的司法部长不会采用佩列韦尔泽夫和阿列克辛斯基的这些手法。

反革命资产阶级试图制造新的德雷福斯案件。他们认定我们从事“间谍活动”，正如制造贝利斯案件[145]的俄国反动派头子认定犹太人喝儿童的鲜血一样。目前在俄国根本没有公正审判的保障。

以俄国民主派的全权代表机关自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过一个委员会来调查间谍案件，但是在反革命势力的压力下又把这个委员会解散了。对于逮捕我们的命令，中央执行委员会既不想直接批准也不想撤销。它表明与自己无关，事实上是把我们交给了反革命。

控告我们进行“阴谋活动”和在“精神上”“煽动”叛乱，其性质已十分明确。无论是临时政府或者苏维埃都根本没有对我们的所谓罪行在法律上明确地定出罪名，它们明明知道，说7月3—5日的运动有什么“阴谋”简直是无稽之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领袖不过是想引起对他们也在施加压力的反革命的怜悯，按照反革命的指示把我党的一些党员交给反革命。现在，在俄国根本没有什么合法的基础，就连走上正轨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存在的宪法保障也谈不上。现在把自己交给当局，就是把自己交给米留可夫之流、阿列克辛斯基之流、佩列韦尔泽夫之流，交给疯狂的反革命分子。在这些反革命分子看来，对我们的一切控告只不过是内战的一个插曲而已。

在7月6—8日的事件发生以后，没有一个俄国革命者还会抱立宪幻想了。革命和反革命正在进行决定性的搏斗。我们要一如既往站在革命方面进行斗争。

我们要一如既往尽力帮助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如果立宪会议召开，并且不是由资产阶级召开的，那就只有立宪会议才有权处置临时政府发出的逮捕我们的命令。






	　　尼·列宁
载于1917年7月15日（28日）《无产阶级事业报》第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8—9页

















[144]这封给俄国喀琅施塔得工兵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机关报《无产阶级事业报》的信，于1917年7月15日（28日）在该报发表，署名的除列宁外，还有格·叶·季诺维也夫。同年7月18日（31日），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0号转载了这封信，文字稍有改动，并增加了列·波·加米涅夫的署名。——[415]。



[145]贝利斯案件是沙皇政府和黑帮分子迫害俄国一个砖厂的营业员犹太人门·捷·贝利斯的冤案。贝利斯被控出于宗教仪式的目的杀害了信基督教的俄国男孩A．尤辛斯基，而真正的杀人犯却在司法大臣伊·格·舍格洛维托夫的庇护下逍遥法外。贝利斯案件的侦查工作从1911年持续到1913年。黑帮分子企图利用贝利斯案件进攻民主力量，并策动政变。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外国社会活动家则仗义执言，为贝利斯辩护。1913年9—10月在基辅对贝利斯案件进行审判。俄国许多城市举行了抗议罢工。布尔什维克还作好准备，一旦贝利斯被判刑，就在彼得堡举行总罢工。贝利斯终于被宣告无罪。——[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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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0卷

年表

（1917年5月—7月）


1917年


5月—7月


列宁在彼得格勒，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和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工作。


5月1日（14日）


写《“政权危机”》和《给编辑部的信》。


5月2日（15日）


写《用美好的词句掩盖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行为》一文。

编辑《真理报》第47号。

《“政权危机”》、《芬兰和俄国》、《给编辑部的信》三篇文章，以及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当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民族问题、关于国际的现状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任务问题的发言（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关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决议、关于联合国际主义者反对小资产阶级护国主义联盟的决议（列宁起草）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第一次代表会议《关于市政选举的决议》（列宁起草）在《真理报》第46号上发表。


5月3日（16日）


写《可悲的文件》和《以资产阶级的恐惧吓唬人民》两篇文章。

编辑《真理报》第48号。

《用美好的词句掩盖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行为》和《可悲的文件》两篇文章在《真理报》第47号上发表。

由列宁起草并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战争的决议、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关于伯格比尔的建议的决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关于联合国际主义者反对小资产阶级护国主义联盟的决议、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关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决议，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决议的引言》在《士兵真理报》第13号增刊上发表。


5月4日（17日）


写《前夜》一文。

编辑《真理报》第49号。

《以资产阶级的恐惧吓唬人民》一文在《真理报》第48号上发表。


5月4日和28日（5月17和6月10日）之间


领导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向农民代表解释布尔什维克党的土地问题纲领。


不早于5月4日（17日）


拟写《关于临时政府的宣言的提纲》，阐述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

写回信给第八骑炮连士兵委员会，应来信请求，向他们介绍自己的履历（没有写完）。


5月5日（18日）以前


写《忘记了主要的东西（无产阶级政党的市政纲领）》一文。


5月5日（18日）


写《同资本实行阶级合作，还是同资本进行阶级斗争？》、《论坚强的革命政权》、《给刚诞生的……“新”政府的小礼物》、《“新”政府已不仅落后于革命工人，而且落后于农民群众》四篇文章。

编辑《真理报》第50号。

《前夜》和《忘记了主要的东西（无产阶级政党的市政纲领）》两篇文章在《真理报》第49号上发表。


5月6日（19日）


写《先发制人》一文。

编辑《真理报》第51号。

《同资本实行阶级合作，还是同资本进行阶级斗争？》、《论坚强的革命政权》、《给刚诞生的……“新”政府的小礼物》、《“新”政府已不仅落后于革命工人，而且落后于农民群众》四篇文章在《真理报》第50号上发表。


5月6日和8日（19日和21日）之间


为在5月8日（21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党组织大会上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结果的报告，拟写报告提纲。


5月7日（20日）以前


写《给工厂和团队选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的委托书》。


5月7日（20日）


写《给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公开信》。

《先发制人》一文在《真理报》第51号上发表。


5月7日和8日（20日和21日）


编辑《真理报》第52号。


不晚于5月8日（21日）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派代表出席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


5月8日（21日）


打电报通知斯德哥尔摩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成员雅·斯·加涅茨基，将派一名特别代表出席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

赴海军武备学校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党组织大会，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结果的报告。


5月9日（22日）


写《对外政策的秘密》一文。

编辑《真理报》第53号。

《“事实上的停战”》一文在《真理报》第52号上发表。


不晚于5月10日（23日）


拟订同彼得格勒统一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区联组织（区联派）联合的条件。


5月10日（23日）


赴《前进》杂志编辑部，出席区联派代表会议。在会上发表讲话，谈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派别和集团同布尔什维克实行联合的条件问题。

写《什么也没有改变》、《可悲的背弃民主主义的行为》、《关于召开有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的所谓的社会党人国际代表会议》三篇文章。

编辑《真理报》第54号。

《对外政策的秘密》、《秘密条约之一》、《部长的腔调》和《他们在寻找拿破仑》四篇文章在《真理报》第53号上发表。


5月11日（24日）


编辑《真理报》第55号。

《什么也没有改变》一文在《真理报》第54号上发表，《给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公开信》在《士兵真理报》第19号上发表。


5月11日（24日）以后


《给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公开信》在戈梅利、敖德萨和其他城市印成传单。


5月12日（25日）


写《在区杜马选举中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文。

赴普梯洛夫工厂，在普梯洛夫工厂和普梯洛夫造船厂工人群众大会上作关于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的讲话。

出席海军部造船厂、法俄工厂和附近各工厂工人万人大会，作关于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的讲话。大会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为抗议奥地利当局判处弗·阿德勒死刑而召开的。

编辑《真理报》第56号。

《可悲的背弃民主主义的行为》和《关于召开有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的所谓的社会党人国际代表会议》两篇文章在《真理报》第55号上发表。


5月13日（26日）以前


校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上的一页》一文，作了修改和补充。文章发表在5月13日（26日）《士兵真理报》第21号。


5月13日（26日）


编辑《真理报》第57号。

《在区杜马选举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我党在革命前就战争问题发表过哪些声明》两篇文章在《真理报》第56号上发表。


5月14日（27日）


在海军武备学校礼堂举行的、有工人、士兵和知识分子等两千余人参加的集会上作题为《战争与革命》的演讲。

《经济破坏迫在眉睫》一文在《真理报》第57号上发表。


5月14日和15日（27日和28日）


编辑《真理报》第58号。


5月15日（28日）


写《卑鄙的手段》一文。


5月上半月


参加奥布霍夫工厂工人群众大会，作关于目前形势的讲话。参加大会的还有谢米扬尼科夫工厂、亚历山德罗夫工厂以及涅瓦关卡一些企业的工人。

参加尼古拉铁路车辆总修配厂工人群众大会，作关于目前形势的讲话。参加大会的还有亚历山德罗夫机械厂、涅瓦造船厂以及其他工厂的工人。


5月16日（29日）


编辑《真理报》第59号。

《卑鄙的手段》、《必将到来的灾难和不讲分寸的诺言（第一篇文章）》在《真理报》第58号上发表。


5月17日（30日）以前


拟写《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准备提交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


5月17日（30日）


写《又一次背弃民主主义》、《用增设委员会的办法来同经济破坏作斗争》两篇文章。

参加在制管厂举行的竞选大会，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演说；参加在彼得格勒工艺学院礼堂举行的工人和学生群众大会，发表关于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的演说。

编辑《真理报》第60号。

《必将到来的灾难和不讲分寸的诺言（第二篇文章》一文在《真理报》第59号上发表。


5月18日（31日）


写《一次又一次的谎言》一文和《给编辑部的信》。

编辑《真理报》第61号。

《关于国际主义者的联合问题》、《头脑糊涂（再论兼并）》、《用增设委员会的办法来同经济破坏作斗争》和《又一次背弃民主主义》四篇文章在《真理报》第60号上发表。


5月19日（6月1日）


写《论“擅自夺取”土地（“社会革命党人”的糟糕论据）》一文。

编辑《真理报》第62号。

《资本家是怎样吓唬人民的？》、《资本家的又一次罪行》、《一次又一次的谎言》三篇文章和《给编辑部的信》在《真理报》第61号上发表。

列宁5月12日（25日）在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简要报道）在《士兵真理报》第26号上发表。


5月20日（6月2日）


为小册子《修改党纲的材料》写序言。

编辑《真理报》第63号。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消灭了吗？》、《论“擅自夺取”土地（“社会革命党人”的糟糕论据）》两篇文章在《真理报》第62号上发表。


5月21日（6月3日）


上午10时，列宁出席彼得格勒市莫斯科关卡的“捷足”制鞋厂及其他企业的工人群众大会，作关于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的讲话。


5月22日（6月4日）


出席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并以农民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名义向大会提出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


5月22日和23日（6月4日和5日）


编辑《真理报》第64号。


5月23日和27日（6月5日和9日）之间


写《两个缺点》一文（没有写完）。


不晚于5月23日（6月5日）


写《彼得格勒区杜马选举中的各党派》一文。


5月24日（6月6日）


编辑《真理报》第65号。

《彼得格勒区杜马选举中的各党派》一文在《真理报》第64号上发表。

列宁5月22日（6月4日）在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报道）在彼得格勒的《士兵呼声报》第16号和莫斯科的《无产者报》第23号上发表。


5月25日（6月7日）以前


为即将举行的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拟写《关于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几项经济措施的决议）的提纲和草稿。决议草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通过。


5月25日（6月7日）


写《“手上的戏法”和政治上无原则性的戏法》一文。

编辑《真理报》第66号。

《是同资本家做交易，还是推翻资本家？（怎样结束战争）》一文在《真理报》第65号上发表。

列宁5月22日（6月4日）在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在彼得格勒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14号上全文发表。

列宁起草的《关于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几项经济措施的决议》在莫斯科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64号上公布，署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


5月26日（6月8日）


应临时政府为审理前沙皇政府大臣以及其他高级官员违法渎职行为而设的特别调查委员会科洛科洛夫律师的请求，就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奸细活动案一事，提供证词。

编辑《真理报》第67号。


5月27日（6月9日）


写《没有干净的原则性的武器，就抓起肮脏的武器》、《黑暗势力拥护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与立宪民主党人在

编辑《真理报》第68号。

《链条的强度决定于最弱一环的强度》、《必须揭露资本家》、《关于经济破坏的报告》和《“手上的戏法”和政治上无原则性的戏法》四篇文章在《真理报》第67号上发表。


5月28日（6月10日）


为小册子《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写《跋》，写《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同“统一派”结成可耻的联盟》一文。

《一个原则问题（关于民主制的一段“被忘记的言论”）》、《黑暗势力拥护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与立宪民主党人在一个政府里》、《反革命势力转入进攻（“没有人民的雅各宾党人”）》、《没有干净的原则性的武器，就抓起肮脏的武器》和《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同“统一派”结成可耻的联盟》等文章在《真理报》第68号上发表。


5月28日和30日（6月10日和12日）


编辑《真理报》第69号。


5月29日（6月11日）以前


会见从斯德哥尔摩回到彼得格勒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成员瓦·瓦·沃罗夫斯基，同他交谈国外局的工作情况。


5月29日（6月11日）


写信给斯德哥尔摩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指示必须立即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断绝关系，并尽早召开左派的国际会议为成立第三国际创造条件。


5月30日（6月12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彼得堡委员会单独创办机关报的问题。列宁发表关于彼得堡委员会机关报问题的讲话。会上，列宁提出两个决议草案，要求会议表决。随后又发表《关于〈前进报〉所属委员会的一项澄清事实的声明》。

彼得堡委员会决定把这个问题交付各区党组织讨论。


5月31日（6月13日）


写《资本家在嘲弄人民》、《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各区委员会的一封信》、《经济破坏问题上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等文章和信件。

出席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发表关于工人监督生产问题的讲话。会议讨论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几项经济措施的决议》，并将决议草案提交专门委员会最后审定。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讲话。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接受中央委员证书。

编辑《真理报》第70号。

《论空谈的害处》和《资本家在嘲弄人民》两篇文章在《真理报》第69号上发表。


5月底


同前线士兵A．И．涅姆奇诺夫交谈前线联欢、俄德两国官兵对待战争和革命的态度等问题。


5月底—6月初


委派亚·米·柯伦泰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代表前往赫尔辛福斯出席芬兰社会民主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并指令她进行工作使大会通过退出第二国际、加入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决议。列宁审阅了柯伦泰拟写的决议草案。


5月


准备付排小册子《修改党纲的材料》。


5月—6月


为小册子《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写跋。


6月1日（14日）


写《克伦斯基公民，这不民主！》一文。

编辑《真理报》第71号。

列宁5月31日（6月13日）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发表的关于目前形势的讲话（简要报道）在彼得格勒的《新生活报》第37号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80号上发表，列宁5月31日（6月13日）在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工人监督生产问题的讲话（简要报道）在彼得格勒的《士兵真理报》第36号上发表。

《为可耻行为辩护》、《经济破坏问题上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和《别人眼里的草屑》三篇文章在《真理报》第70号上发表。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各区委员会的一封信》和列宁以党中央的名义提出的关于彼得堡委员会机关报问题的两个决议草案，经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讨论后分发给各区党组织。


6月2日（15日）


编辑《真理报》第72号。

《克伦斯基公民，这不民主！》一文和《关于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几项经济措施的决议》（列宁起草、作为召集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在《真理报》第71号上发表。


6月3日（16日）


写《经济破坏和无产阶级同它的斗争》和《资本家的第一千零一次谎话》两篇文章。

编辑《真理报》第73号。

《布尔什维主义和军队“瓦解”》、《你们嘲笑谁？嘲笑你们自己！》两篇文章和列宁5月31日（6月13日）在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工人监督生产问题的讲话（简要报道）在《真理报》第72号上发表。


6月3日—24日（6月16日—7月7日）


参加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6月4日（17日）


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下午会议，发表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讲话。

《经济破坏和无产阶级同它的斗争》和《资本家的第一千零一次谎话》两篇文章和《关于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几项经济措施的决议》（列宁起草、由专门委员会最后审定和代表会议通过的文本）在《真理报》第73号上发表。


6月4日和5日（17日和18日）


编辑《真理报》第74号。


6月5日（18日）


写《为制止革命而结成的联盟》一文。


6月6日（19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和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会上讨论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为显示对临时政府反人民政策的强烈不满而举行游行示威的问题。列宁赞成举行和平游行示威，口号是：反对资产阶级部长，反对同立宪民主党人妥协，政权归苏维埃。

写《关于格里姆问题》一文和《短评》一篇。

编辑《真理报》第75号。

列宁6月4日（17日）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讲话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84号、彼得格勒的《新生活报》第41号以及其他各报上发表。

《六三死硬派主张立即进攻》、《为制止革命而结成的联盟》和《感谢》等三篇文章在《真理报》第74号上发表。


6月7日（20日）


编辑《真理报》第76号。

《有没有一条通向公正和约的道路？》、《论人民公敌》、《关于格里姆问题》三篇文章和《短评》在《真理报》第75号上发表。


6月8日（21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联席会议（彼得格勒各区的代表、各部队、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代表列席会议），会上讨论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群众的情绪和举行和平游行示威准备情况等问题。

编辑《真理报》第77号。

《“大撤退”》、《谈谈实质性论战的好处》和《轻信的流行病》三篇文章以及短评《天上的仙鹤，还是手中的山雀？》在《真理报》第76号上发表。


6月9日（22日）


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关于战争的讲话，指出临时政府在为资本家的利益继续进行非正义的掠夺战争。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联席会议，讨论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内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人禁止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于6月10日（23日）举行和平游行示威的问题。会议通过决议：“捍卫任何反对党举行和平游行示威的权利”。

编辑《真理报》第78号。

《实施社会主义，还是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一文在《真理报》第77号上发表。


6月9日（22日）夜


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讨论游行示威问题（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依仗其代表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占居多数，决定三日内不得举行游行示威）。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宣布取消预定在6月10日（23日）举行的游行示威。

当夜，列宁向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宣布党中央关于取消这次游行示威的决定。

列宁同其他中央委员一起准备关于中央决定取消游行示威的材料供《真理报》刊用。材料在《真理报》第78、79号上发表，署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


6月10日（23日）


拟写《彼得格勒各区委员会及部队的代表同中央委员会及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联席会议的决议草案（1917年6月10日〔23日〕）》。会议通过决议草案，同意中央关于取消6月10日（23日）的游行示威的决定，号召同嚣张的反革命作斗争。

写《思想混乱和惊慌失措的人们》、《影射》、《“扰乱人心的谣言”》和《谜》等文章。

编辑《真理报》第79号。

列宁6月9日（22日）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战争的讲话（简要报道）在《士兵真理报》第31号、《统一报》第61号、《新生活报》第45号以及其他各报上发表。


6月10日或11日（23日或24日）


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在会上发言，不主张布尔什维克参加由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各党团委员会为讨论6月10日（23日）未曾举行的游行示威的问题而召集的联席会议。


6月11日（24日）


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党团委员会就禁止游行示威向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的声明草案》。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会议。就党中央作出取消游行示威的决定发表讲话，指出取消游行示威是“绝对必要的”。

列宁6月9日（22日）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战争的讲话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89号上全文发表。

《思想混乱和惊慌失措的人们》、《影射》、《“扰乱人心的谣言”》和《谜》等文章在《真理报》第79号上发表。


6月11日或12日（24日或25日）


写《转变关头》一文。


6月11日和12日（24日和25日）


编辑《真理报》第80号。


6月12日（25日）


写《给编辑部的信》。


6月13日（26日）


写《矛盾的立场》一文。

编辑《真理报》第81号。

《转变关头》和《给编辑部的信》在《真理报》第80号上发表。


6月14日（27日）


写《乌克兰》一文。

编辑《真理报》第82号。

《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和《矛盾的立场》两篇文章在《真理报》第81号上发表。


6月14日—18日（6月27日—7月1日）


积极参加定于6月18日（7月1日）举行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被迫决定举行这次游行示威）。在党中央所在地召开各区党的工作人员会议，讨论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


6月14日或15日（27日或28日）


写《现在和“将来出现”卡芬雅克分子的阶级根源是什么？》一文。


6月15日（28日）


写《可耻！》和《乌克兰问题和俄国执政党的失败》两篇文章。

编辑《真理报》第83号。

《乌克兰》一文在《真理报》第82号上发表。


6月15日和16日（28日和29日）


列宁6月4日（17日）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讲话在《真理报》第82、83号上全文发表。


6月上半月


拟写《关于苏维埃代表大会》一文（或讲话）的提纲。

《修改党纲的材料》（列宁编辑并作序）由彼得格勒波涛出版社印成小册子出版。


6月15日和23日（6月28日和7月6日）之间


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列宁建议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为基础起草决议。


6月16日（29日）


写《怎样同反革命作斗争》和《惩办包庇奸细的罗将柯和准科夫斯基！》两篇文章。

编辑《真理报》第84号。

打电报给斯德哥尔摩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告诉他们6月18日（7月1日）的游行示威将是革命力量对反革命力量的一次较量。口号是：打倒反革命，打倒第四届国家杜马，打倒国务会议，打倒策动反革命活动的帝国主义者，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等等。

《现在和“将来出现”卡芬雅克分子的阶级根源是什么？》和《可耻！》两篇文章在《真理报》第83号上发表。


6月16日—23日（6月29日—7月6日）


参加在《真理报》士兵俱乐部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前线和后方军队党组织全国代表会议的工作。列宁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会议期间，列宁先后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和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


6月17日（30日）


写《莫名其妙的断章取义》和《执政的和负责的党》两篇文章。

写信给斯德哥尔摩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要求坚决断绝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关系，争取建立全由反对考茨基分子的左派组成的第三国际。

编辑《真理报》第85号。

《怎样同反革命作斗争》、《乌克兰问题和俄国执政党的失败》、《惩办包庇奸细的罗将柯和准科夫斯基！》和《莫名其妙的断章取义》等文章在《真理报》第84号上发表。


6月18日（7月1日）


参加马尔斯校场的游行示威群众的集会。

在姐姐安娜家里召开党中央委员会非正式会议，总结这次游行示威。

《真理报》公布彼得格勒市杜马代表候选人名单。列宁被列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候选人。

《执政的和负责的党》和《又是一个委员会》两篇文章在《真理报》第85号上发表。


6月18日和19日（7月1日和2日）


编辑《真理报》第86号。


6月20日（7月3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前线和后方军队党组织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编辑《真理报》第87号。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列宁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六月十八日》一文在《真理报》第86号上发表。


6月20日和23日（7月3日和6日）之间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前线和后方军队党组织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


6月20日和29日（7月3日和12日）之间


在《真理报》编辑部召开工会工作者会议。向与会者了解各地工会的工作情况和向前线和农村派遣宣传鼓动员的情况。

列宁领导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工作，出席党团的各次会议，并讲话。


6月21日（7月4日）


编辑《真理报》第88号。

列宁6月20日（7月3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前线和后方军队党组织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简要报道）在彼得格勒的《新生活报》第54号上发表。

《革命、进攻和我们的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你们同普列汉诺夫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和《罗将柯怎样为自己辩护》等文章在《真理报》第87号上发表。


6月22日（7月5日）


编辑《真理报》第89号。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革命引向何处？》一文在《真理报》第88号上发表。


6月23日（7月6日）


编辑《真理报》第90号。


6月24日（7月7日）


编辑《真理报》第91号。

《用“雅各宾主义”能够吓住工人阶级吗？》和《论建立俄国农业工人工会的必要性》（第一篇文章）在《真理报》第90号上发表。


6月25日（7月8日）


《论建立俄国农业工人工会的必要性》（第二篇文章）和《松垮的革命》在《真理报》第91号上发表。


6月25日和26日（7月8日和9日）


编辑《真理报》第92号。


6月26日（7月9日）


根据列宁的建议，亚·米·柯伦泰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召开的代表会议。


6月27日（7月10日）


编辑《真理报》第93号。

《阶级变动》和《革命毅力的奇迹》两篇文章在《真理报》第92号上发表。


不晚于6月28日（7月11日）


应布尔什维克党团的请求，出席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在讨论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米·伊·李伯尔和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时发表了讲话。

出席列契金车辆制造厂工人群众大会，作关于国际形势和俄国革命的任务的报告。

会见巴库来的斯·格·邵武勉，谈论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


6月28日（7月11日）


写《空话与事实》一文。

编辑《真理报》第94号。


6月29日（7月12日）


写《危机日益逼近，经济破坏日益严重》和《这究竟该怎么办？》两篇文章。

《空话与事实》和《资本家先生们是怎样把利润隐藏起来的（关于监督问题）》两篇文章在《真理报》第94号上发表。


6月29日—7月4日（7月12日—17日）


因疲劳过度，由妹妹玛丽亚陪同在穆斯塔米亚基车站附近内沃拉村（弗·德·邦奇-布鲁耶维奇的别墅）休息。


6月30日（7月13日）


《危机日益逼近，经济破坏日益严重》和《这究竟该怎么办？》两篇文章在《真理报》第95号上发表。


6月


拟订写作《国家与革命》一书所需要的书单。


7月1日（14日）


《人们怎样欺骗农民和为什么欺骗农民？》和《由谁负责？》两篇文章在《真理报》第96号上发表。


7月3日（16日）夜


党中央委派《真理报》编辑部负责人马·亚·萨韦利耶夫去内沃拉村，向列宁报告彼得格勒发生的反对临时政府的群众游行示威的情况。


7月3日和25日（7月16日和8月7日）之间


列宁收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国外局7月3日（16日）的信，来信报告了亚·米·柯伦泰和瓦·瓦·沃罗夫斯基所参加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会议的情况。


7月4日（17日）


清晨，听了马·亚·萨韦利耶夫关于彼得格勒游行示威情况的汇报后，立即启程回彼得格勒。

抵达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所在地后，列宁得知党中央、彼得堡委员会和党中央军事组织在事先未能阻止游行示威爆发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参加并领导这次游行示威，使之成为和平的有组织的行动，对此表示赞许。

列宁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阳台上向游行示威群众发表简短演说。

列宁去塔夫利达宫，在那里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同党的领导工作人员交谈。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党中央军事组织和区联派委员会联席会议。会上，列宁发言，说明必须停止这次游行示威的理由。会议通过关于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


7月4日（17日）夜


得知临时政府和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把持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前线调回军队。深夜离开塔夫利达宫。

列宁去《真理报》编辑部。离开后不久，编辑部被一队士官生和哥萨克士兵捣毁。

编辑《真理报》第99号。


7月4日和14日（17日和27日）之间


写《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有什么打算？》一文。


7月5日（18日）


凌晨，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来见列宁，告知《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的情况，坚决要求列宁立即隐藏，以免被捕。

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的陪同下，转移到苏利莫娃的住所，开始转入地下。

写《政权在哪里？反革命在哪里？》、《黑帮报纸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卑鄙诽谤》、《诽谤和事实》、《接近了本质》和《是新的德雷福斯案件吗？》等文章。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一文在《真理报》第99号上发表。


7月5日—10月24日（7月18日—11月6日）


列宁处于地下状态，同党中央保持密切联系，指导党的活动，继续为各家布尔什维克报纸撰稿，研究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的理论问题，领导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7月5日和7日（18日和20日）之间


写便条告诉列·波·加米涅夫，自己如遭不测，请他出版《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本笔记。


7月6日（19日）


鉴于苏利莫娃住所有被搜查的危险，列宁一早同克鲁普斯卡娅一起离开那里，转移到维堡区工人卡尤罗夫家里。

出席在“俄国雷诺”工厂警卫室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停止政治总罢工问题。会上，列宁起草并提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号召书》，号召工人从7月7日（20日）起复工。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号召书。

在玛·瓦·福法诺娃家里召集少数中央委员开会，讨论这次七月事件问题。会议要求列宁继续隐藏。

夜晚转移到尼·古·波列塔耶夫家，呆到7月7日（20日）清晨。

《政权在哪里？反革命在哪里？》、《黑帮报纸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卑鄙诽谤》、《诽谤和事实》、《接近了本质》、《是新的德雷福斯案件吗？》等文章在《〈真理报〉小报》上发表。


7月6日或7日（19日或20日）


写《给〈新生活报〉编辑部的信》。


7月6日—7日（19日—20日）


写《德雷福斯案件重演》一文。


7月6日（19日）夜


一队士官生和士兵闯入列宁的姐姐安娜的住所，搜捕列宁。


7月7日（20日）


清晨，列宁从波列塔耶夫家转移到老工人党员谢·雅·阿利卢耶夫家，在那里呆了三昼夜。

写信给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抗议搜查他的住所。

写《辟谣》和《三次危机》两篇文章。

约·维·斯大林、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到阿利卢耶夫家见列宁。他们开会讨论列宁是否出席临时政府法庭受审的问题。会议决定，列宁不出庭受审，决定让列宁离开彼得格勒，隐藏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

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和审判列宁等七月游行示威的参加者。


7月8日（21日）


写《关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出庭受审的问题》一文。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区域局印发传单，揭露资产阶级对列宁的诽谤。


7月9日和14日（22日和27日）之间


写《给〈无产阶级事业报〉编辑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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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刊载的是列宁在1917年8—9月间所写的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名著《国家与革命》，在《附录》中还收载了被称作“蓝皮笔记”的《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以及1916年夏至1917年9月的有关材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深和激化，这些矛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帝国主义时代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高度集中的垄断经济形式，则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正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已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各国经济的严重破坏，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时空前加重的压迫和剥削迫使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奋起斗争。欧洲许多国家在客观上出现了革命的形势，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日趋成熟。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在当时的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政治实践上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国家问题恰恰是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搅得最乱的问题。特别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严重地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为了捍卫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批判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歪曲，列宁从1916年秋天起就精心研究国家问题，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国家问题的大量文献，翻阅了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的著作，在1917年1—2月间作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准备写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态度问题的论文。

1917年3月，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国内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积极争取群众，为和平地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斗争。但是，在当时的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却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奉行妥协投降的政策，致使政权完全落入反革命资产阶级手中。七月事变标志着形势的急剧变化，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告结束，反革命势力开始向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猖狂反扑，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这时，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一般现实意义，而且具有了最迫切的意义。为了从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向他们说明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应当做些什么，列宁在拉兹里夫湖畔的草棚中开始撰写《国家与革命》这部光辉的著作。

本书分为六章，列宁原来打算写的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只开了一个头，因忙于直接领导十月革命而没有写成。

在第一章中，列宁根据恩格斯的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最基本的观点，说明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国家的基本特征和职能、国家消亡与暴力革命的关系等问题。他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压迫阶级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而无产阶级国家只能“自行消亡”。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同时，列宁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国家看作阶级调和机关，以为有了普选权，资产阶级国家就能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等错误观点，着重揭露了考茨基“忽视或抹杀”暴力革命的行径。

在第二章至第四章中，列宁按照历史顺序叙述了1847年至189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观点的发展。

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欧洲1848年革命的前夜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利用这种政治统治剥夺资产阶级，把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尽快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而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列宁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

列宁引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总结1848—1851年革命的论述，认为马克思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得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与《共产党宣言》相比，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认为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原理。但当时还没有提出应当怎样以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

1871年巴黎公社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实践经验。列宁摘录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分析，着重阐释了马克思根据公社经验得出的而且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必须加进《共产党宣言》的一个基本教训，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接着，列宁详细论述并高度评价了马克思所总结的公社为代替被破坏的国家机器而采取的实际步骤、公社的国家制度和政治形式。列宁最后总结说：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是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在叙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时，列宁反复强调马克思的严格的科学态度。他指出，马克思始终忠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每一历史阶段都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而是根据事变的实际发展作出自己的结论，并且根据群众运动的经验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修改过时的结论，提出新的论断。列宁也正是以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研究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俄国1905年、1917年两次革命的经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许多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新的理论概括。

列宁揭示了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列宁根据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统治工具——官吏和军队普遍得到加强的事实，进一步论证了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认为这是一切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针对机会主义者的歪曲，列宁详尽地阐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现；只有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使它能够镇压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拚死反抗，并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建立新的经济制度，才能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需要专政的国家，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调整”社会主义经济，以便最终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因此，“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见本卷第33页）。

列宁总结了俄国两次革命中群众创造的苏维埃的经验，认为苏维埃是继巴黎公社之后的又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他还科学地预言：“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见本卷第33页）我国出现的人民民主专政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充分证实了列宁的这一预见。

另外，列宁还揭示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阐明了民主与社会主义、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是只供少数富人享受的、残缺不全的民主，而无产阶级民主却是大多数人的民主，它能保证大多数人真正当家作主，参加国家的管理。列宁在引述了恩格斯总结的巴黎公社为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所采取的措施后指出，民主扩展到一定的界限，彻底的民主就变成社会主义，同时也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彻底发展民主，找出彻底发展的种种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任务之一。任何单独存在的民主制度都不会产生社会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总是“共同存在”的民主制度，既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又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

在探讨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第五章中，列宁阐明了专政和民主的关系、无产阶级国家的消亡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列宁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学说。列宁指出了两个阶段的共同特征，又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从而消除了人剥削人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和高级阶段有共同之处，但由于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人们觉悟水平的限制，社会主义阶段实行的是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就要求国家和社会对劳动量和消费量进行极严格的计算和监督。列宁认为，计算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见本卷第97页），只有到了各方面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即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考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的。他批驳了那种把社会主义看成“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他指出：“实际上，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见本卷第95—96页）

列宁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各章中对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的歪曲作了有力的批判，最后又专辟一章（第六章）揭露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径。在这一章中，列宁集中批判了考茨基“盲目崇拜”国家、“迷信”官僚制度、取消打碎旧国家机器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目的局限于“取得议会多数”、“使议会变成政府的主宰”等错误观点。列宁指出，这是最纯粹最庸俗的机会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倒退到了庸人思想的地步。此外，列宁还揭露了普列汉诺夫在1894年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完全回避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和整个国家问题的错误。

本卷《附录》收载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一读书笔记，笔记中摘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重要论述以及考茨基、伯恩施坦、潘涅库克的著作。列宁读书时所作的大量批注包含着许多深刻的思想，其中大部分在《国家与革命》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但是还有一部分材料以及列宁在批语中所阐述的思想并没有反映在他的著作中，因此笔记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列宁本人曾十分关切这本笔记的出版。

《附录》所载的《未写成的〈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一文的材料》是在1916年夏天至冬天形成的。从这组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针对布哈林在《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和《帝国主义强盗国家》这两篇文章中的某些错误观点，列宁准备写文章阐述国家的作用问题。在广泛收集材料、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之后，列宁的想法有改变。他在1917年2月给柯伦泰和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中说，他得出的结论与其说和布哈林的见解不同，不如说和考茨基的见解针锋相对。后来写成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反映了列宁的这一想法。

本卷《附录》中的文献未收入《列宁全集》第1版。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列宁在书中阐述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不仅教育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他们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也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结合本国具体实际解决本国的革命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十月革命后，列宁总结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进一步发展了《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思想。列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来自各方面的歪曲作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又总结群众革命实践的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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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

[1]




（1917年8—9月）


第一版序言

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势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各先进国家（我们指的是它们的“后方”）变成了工人的军事苦役监狱。

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的空前惨祸和灾难，使群众生活痛苦不堪，使他们更加愤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这个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已经具有实践的意义了。

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造成了在世界各个正式的社会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这个流派（在俄国有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鲁巴诺维奇以及以稍加掩饰的形式出现的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在德国有谢德曼、列金、大卫等；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列诺得尔、盖得、王德威尔得；在英国有海德门和费边派 
[2]

 ，等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其特点就在于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因为大多数所谓大国早就在剥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而帝国主义战争正是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这种赃物而进行的战争。如果不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就无法进行。

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谈谈这个学说被人忘记或遭到机会主义歪曲的那些方面。其次，我们要专门分析一下歪曲这个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这次战争中如此可悲地遭到破产的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最著名领袖卡尔·考茨基。最后，我们要给俄国1905年革命、特别是1917年革命的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后面这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看来现在（1917年8月初）正在结束，但整个这次革命只能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这个问题是要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





	作者1917年8月















第二版序言

本版，即第2版，几乎没有变动，仅在第2章中增加了第3节。





	作者1918年12月17日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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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1．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2．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



3．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4．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1．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 名字
 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 内容
 ，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剿灭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似乎马克思培育出了为进行掠夺战争而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联合会！

在这种情况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 恢复
 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并且丝毫无助于通俗化。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确凿地证明并清楚地揭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我们先从传播最广的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讲起，这本书已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出了第6版。我们必须根据德文原著来译出引文，因为俄文译本虽然很多，但多半不是译得不全，就是译得很糟。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作的历史的分析时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德文第6版第177—178页）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4页。——编者注］





　　这一段话十分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见和意义这一问题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 不可调和
 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 不能
 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正是从这最重要的和根本的一点上开始的，这种歪曲来自两个主要方面。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不得不承认，只有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这样来“稍稍纠正”马克思，把国家说成是阶级 调和
 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而照市侩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论家们说来（往往还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 统治
 的机关，是一个阶级 压迫
 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抑制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例如，在1917年革命中，当国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正好显得极为重要，即作为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规模行动的问题在实践上提出来的时候，全体社会革命党人 
[3]

 和孟什维克一下子就完全滚到“国家”“调和”阶级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方面去了。这两个政党的政治家写的无数决议和文章，都浸透了这种市侩的庸俗的“调和”论。至于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 不可能
 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始终不能了解的。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布尔什维克一直都在这样证明），而是唱着准社会主义的高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对国家的态度就是最明显的表现之一。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要巧妙得多。“在理论上”，它既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但是，它忽视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站在社会之上并且“ 
日益

 同社会 
相异化

 ”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 
而且非消灭

 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这个在理论上不言而喻的结论，下面我们会看到，是马克思对革命的任务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后十分明确地得出来的。正是这个结论被考茨基……“忘记”和歪曲了，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的叙述中还要详细地证明。





2．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


　　恩格斯继续说：“……国家和旧的氏族〈或克兰
[4]

 〉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我们现在觉得这种划分“很自然”，但这是同血族或氏族的旧组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才获得的。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这种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克兰〉社会所没有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4—195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被称为国家的那种“力量”的概念，即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概念。这种力量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拥有监狱等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应该说这是特殊的武装队伍，因为任何国家所具有的公共权力已经“不再”同武装的居民，即同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直接符合”了。

同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样，恩格斯也竭力促使有觉悟的工人去注意被流行的庸俗观念认为最不值得注意、最习以为常的东西，被根深蒂固的甚至可说是顽固不化的偏见奉为神圣的东西。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但是，难道能够不是这样吗？

19世纪末，大多数欧洲人认为只能是这样。恩格斯的话正是对这些人说的。他们没有经历过，也没有亲眼看到过一次大的革命。他们完全不了解什么是“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对于为什么要有特殊的、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同社会相异化的武装队伍（警察、常备军）这个问题，西欧和俄国的庸人总是喜欢借用斯宾塞或米海洛夫斯基的几句话来答复，说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复杂化、职能分化等等。

这种说法似乎是“科学的”，而且很能迷惑一般人；它掩盖了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事实。

如果没有这种分裂，“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就其复杂程度、技术水平等等来说，固然会不同于拿着树棍的猿猴群或原始人或组成克兰社会的人们的原始组织，但这样的组织是可能有的。

这样的组织所以不可能有，是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如果这些阶级都有“自动的”武装，就会导致它们之间的武装斗争。于是国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即特殊的武装队伍建立起来了。每次大革命在破坏国家机构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新型的同类组织。

恩格斯在上面的论述中从理论上提出的问题，正是每次大革命实际地、明显地而且是以大规模的行动提到我们面前的问题，即“特殊的”武装队伍同“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欧洲和俄国历次革命的经验是怎样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恩格斯的论述。

他指出，有时，如在北美某些地方，这种公共权力极其微小（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罕见的例外，指的是帝国主义以前时期北美那些自由移民占多数的地方），但一般说来，它是在加强：


　　“……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使公共权力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5页。——编者注］





　　这段话至迟是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期写的。恩格斯最后的序言 
［注：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第4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6—259页）。——编者注］

 注明的日期是1891年6月16日。当时向帝国主义的转变，无论就托拉斯的完全统治或大银行的无限权力或大规模的殖民政策等等来说，在法国还是刚刚开始，在北美和德国更要差一些。此后，“侵略竞争”进了一大步，尤其是到了20世纪第二个10年的初期，世界已被这些“竞争的侵略者”，即进行掠夺的大国瓜分完了。从此陆海军备无限增长，1914—1917年由于英德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即由于瓜分赃物而进行的掠夺战争，使贪婪的国家政权对社会一切力量的“吞食”快要酿成大灾大难了。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竞争”是各个大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在1914—1917年，即正是这个竞争加剧了许多倍而引起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社会沙文主义的恶棍们却用“保卫祖国”、“保卫共和国和革命”等等词句来掩盖他们维护“自己”资产阶级强盗利益的行为！





3．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为了维持特殊的、站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就需要捐税和国债。


　　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站在
 社会之上
 。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克兰〉社会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于是制定了官吏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法律。“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比克兰代表更大的“权威”，然而，即使是文明国家掌握军权的首脑，也会对“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社会“尊敬”的克兰首领表示羡慕。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5页。——编者注］





　　这里提出了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官吏的特权地位问题。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究竟什么东西使他们居于社会 之上
 ？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个理论问题在1871年如何被巴黎公社实际地解决了，而在1912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动地抹杀了。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是剥削奴隶和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
［注：同上，第196页。——编者注］

 17世纪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德国的俾斯麦，都是如此。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在开始迫害革命无产阶级以后，在苏维埃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而 已经
 软弱无力，资产阶级又 还
 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直接解散它的时候，共和制俄国的克伦斯基政府也是如此。
　　恩格斯继续说，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法国和美国）。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7页。——编者注］





　　目前，在任何民主共和国中，帝国主义和银行统治都把这两种维护和实现财富的无限权力的方法“发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国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头几个月里，也可以说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社会党人”同资产阶级在联合政府中联姻的蜜月期间，帕尔钦斯基先生暗中破坏，不愿意实施遏止资本家、制止他们进行掠夺和借军事订货盗窃国库的种种措施，而在帕尔钦斯基先生退出内阁以后（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样的人），资本家“奖赏”给他年薪12万卢布的肥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买，还是间接的收买？是政府同辛迪加结成联盟，还是“仅仅”是一种友谊关系？切尔诺夫、策列铁里、阿夫克森齐耶夫、斯柯别列夫之流究竟起着什么作用？他们是盗窃国库的百万富翁的“直接”同盟者，还是仅仅是间接的同盟者？“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 更可靠
 ，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 任何
 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还应该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认为，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他显然是考虑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经验，说普选制是


　　“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7页。——编者注］

 。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以及他们的同胞兄弟西欧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却正是期待从普选制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这种荒谬的想法：普选制“在 现今的
 国家里”能够真正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并保证实现这种意志。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这种荒谬的想法，只能指出，恩格斯这个十分明白、准确而具体的说明，经常在“正式的”（即机会主义的）社会党的宣传鼓动中遭到歪曲。至于恩格斯在这里所唾弃的这种想法的全部荒谬性，我们在下面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 现今的
 ”国家的看法时还会详细地加以阐明。

恩格斯在他那部流传最广的著作中，把自己的看法总结如下：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接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那时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7—198页。——编者注］





　　这一段引文在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书刊中很少遇到，即使遇到，这种引用也多半好象是对神像鞠一下躬，也就是为了例行公事式地对恩格斯表示一下尊敬，而丝毫不去考虑，先要经过多么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才能“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他们甚至往往不懂恩格斯说的国家机器究竟是什么。



4．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恩格斯所说的国家“自行消亡”这句话是这样著名，这样经常地被人引证，又这样清楚地表明了通常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手法的实质，以致对它必须详细地考察一下。现在我们把谈到这句话的整段论述援引如下：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还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德文第3版第301—303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5—306页。——编者注］





　　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在恩格斯这一段思想极其丰富的论述中，被现代社会党的社会主义思想实际接受的只有这样一点：和无政府主义的国家“废除”说不同，按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是“自行消亡”的。这样来削剪马克思主义，无异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会主义，因为这样来“解释”，就只会留下一个模糊的观念，似乎变化就是缓慢的、平稳的、逐渐的，似乎没有飞跃和风暴，没有革命。对国家“自行消亡”的普遍的、流行的、大众化的（如果能这样说的话）理解，无疑意味着回避革命，甚至是否定革命。实际上，这样的“解释”是对马克思主义最粗暴的、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歪曲，所以产生这种歪曲，从理论上说，是由于忘记了我们上面完整地摘引的恩格斯的“总结性”论述中就已指出的那些极重要的情况和想法。

第一，恩格斯在这段论述中一开始就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这样一来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这是什么意思，人们是“照例不”思索的。通常不是完全忽略这一点，就是认为这是恩格斯的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毛病”。其实这句话扼要地表明了最伟大的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即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地加以论述。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 资产阶级的
 国家，而他讲的自行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 以后无产阶级
 国家制度残余。按恩格斯的看法，资产阶级国家不是“自行消亡”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 
消灭

 ”的。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

第二，国家是“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恩格斯这个出色的极其深刻的定义在这里说得十分清楚。从这个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即一小撮富人对千百万劳动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应该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这就是“消灭作为国家的国家”。这就是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的“行动”。显然，以一种（无产阶级的）“特殊力量”来代替另一种（资产阶级的）“特殊力量”， 这样一种
 更替是决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

第三，恩格斯所说的“自行消亡”，甚至更突出更鲜明地说的“自行停止”，是十分明确而肯定地指“国家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 
以后

 即社会主义革命 
以后

 的时期。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时“国家”的政治形式是最完全的民主。但是那些无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却没有一个人想到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就是 
民主

 的“自行停止”和“自行消亡”。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只有那些没有想到民主 
也

 是国家、因而在国家消失时民主也会消失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不可理解”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只有革命才能“消灭”。国家本身，就是说最完全的民主，只能“自行消亡”。

第四，恩格斯在提出“国家自行消亡”这个著名的原理以后，立刻就具体地说明这个原理是既反对机会主义者又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而且恩格斯放在首位的，是从“国家自行消亡”这个原理中得出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结论。

可以担保，在1万个读过或听过国家“自行消亡”论的人中，有9990人完全不知道或不记得恩格斯从这个原理中得出的结论不仅是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其余的10个人中可能有9个人不知道什么是“自由的人民国家”，不知道为什么反对这个口号就是反对机会主义者。历史竟然被写成这样！伟大的革命学说竟然这样被人不知不觉地篡改成了流行的庸俗观念。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结论被千百次地重复，庸俗化，极其简单地灌到头脑中去，变成固执的偏见。而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结论，却被抹杀和“忘记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这个口号除了对于民主概念的市侩的、夸张的描写，没有任何政治内容。由于当时是在合法地用这个口号暗示民主共和国，恩格斯也就从鼓动的观点上同意“暂时”替这个口号“辩护”。但这个口号是机会主义的，因为它不仅起了粉饰资产阶级民主的作用，而且表现出不懂得社会主义对任何国家的批评。我们赞成民主共和国，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其次，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 任何
 国家都 不是
 自由的，都 不是
 人民的。在7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向他们党内的同志解释这一点。 
[5]



第五，在恩格斯这同一本著作中，除了大家记得的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论述，还有关于暴力革命意义的论述。恩格斯从历史上对于暴力革命的作用所作的评述变成了对暴力革命的真正的颂扬。但是，“谁都不记得”这一点，这个思想的意义在现代社会党内是照例不谈、甚至照例不想的，这些思想在对群众进行的日常宣传鼓动中也不占任何地位。其实，这些思想同国家“自行消亡”论是紧紧联在一起的，是联成一个严密的整体的。

请看恩格斯的论述：


　　“……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除作恶以外〉，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编者注］

 ；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带着叹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因为暴力的任何应用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尽管每一次革命的胜利都引起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涨，他还要这么说！而且这话是在德国说的，在那里，人民可能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扫除三十年战争
[6]

 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而这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竟要强迫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来接受！”（德文第3版第193页；第2编第4章末）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00页。——编者注］





　　怎样才能把恩格斯从1878年起至1894年即快到他逝世的时候为止，一再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这一颂扬暴力革命的论点，同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结合在一个学说里呢？人们通常是借助折衷主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他们随心所欲（或者为了讨好当权者），无原则地或诡辩式地时而抽出这个论述时而抽出那个论述，而且在100次中有99次（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正是把“自行消亡”论摆在首位。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这就是目前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书刊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这种做法，自然并不新鲜，甚至在希腊古典哲学史上也是可以见到的。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最容易欺骗群众，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作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下面还要更详尽地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 不能
 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颂扬同马克思的屡次声明完全符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的结尾部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198页和第503—504页。——编者注］

 ，曾自豪地公开声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约在30年以后，马克思在1875年批判哥达纲领 
[7]

 的时候，曾无情地抨击了这个纲领的机会主义），这种颂扬决不是“过头话”，决不是夸张，也决不是论战伎俩。必须系统地教育群众 这样
 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全部
 学说的基础。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 这方面的
 宣传和鼓动忘记了。

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个革命形势，分析每一次革命的经验教训时，都详细而具体地发展了他们的这些观点。我们现在就来谈谈他们学说中这个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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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1848—1851年的经验





	
1．革命的前夜

2．革命的总结



3．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1．革命的前夜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头两部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恰巧是在1848年革命前夜写成的。由于这种情况，这两部著作除了叙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具体的革命形势。因此，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两部著作的作者从1848—1851年革命的经验作出结论以前不久关于国家问题的言论，也许更为恰当。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1885年德文版第182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编者注］





　　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个月以后（1847年11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的论述，同这一段关于国家在阶级消灭之后消失的思想的一般论述对照一下，是颇有教益的：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直译是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906年德文第7版第31页和第37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3页和第272页。——编者注］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开始这样说） 
[8]

 这个思想的表述，其次我们还看到给国家下的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的这个定义，在正式社会民主党的占支配地位的宣传鼓动书刊中不仅从来没有解释过，而且恰巧被人忘记了，因为它同改良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直接打击了“民主的和平发展”这种常见的机会主义偏见和市侩的幻想。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 忘记
 ”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要镇压的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呢？当然只是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领导和实行这种镇压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资产阶级完全铲除的阶级。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持剥削，也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去反对绝大多数人。被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也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去反对极少数的现代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改造也想入非非，他们不是把改造想象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想象为少数和平地服从那已经理解到本身任务的多数。这种小资产阶级空想同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它在实践中导致出卖劳动阶级的利益，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的历史就表明了这一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法、意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一生都在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即目前在俄国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复活起来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把阶级斗争学说一直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特殊阶级，它的生存的经济条件为它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了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在分离和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同时，却使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 一切
 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摧残比起无产阶级来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 独立地
 进行斗争。

阶级斗争学说经马克思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 政治统治
 ，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转化成 统治阶级
 ，从而能把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拼死反抗镇压下去，并组织 一切
 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 领导
 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 引导全体人民
 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反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为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资优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 
[9]

 ，也就是放弃那领导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作用。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

既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样一个 反对
 资产阶级的 特殊
 暴力组织，那么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不预先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 自己
 建立的国家机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接近于得出这个结论，马克思在总结1848—1851年革命的经验时也就谈到了这个结论。





2．革命的总结

关于我们感到兴趣的国家问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总结1848—1851年的革命时写道：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
[10]

 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日子〉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力
 臻于完备，使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权力
 〈黑体是我们用的〉。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站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
[11]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和军事组织，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第一次法国革命发展了中央集权，“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职能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

……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
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

 〈黑体和着重号是我们用的〉。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907年汉堡第4版第98—99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1—692页。——编者注］







　　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精彩的论述里，与《共产党宣言》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那里，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只用了最一般的概念和说法。在这里，问题提得具体了，并且作出了非常准确、明确、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正是这个基本的东西，不仅被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社会民主党完全 忘记了
 ，而且被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卡·考茨基公然 歪曲了
 （这点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



　　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历史作了一般的总结，使人们认识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还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统治，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它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里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怎样（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马克思在1852年提出并加以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马克思忠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他以1848—1851伟大革命年代的历史经验作为依据。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 经验总结
 。

国家问题现在提得很具体：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统治所需要的国家机器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和面对着各被压迫阶级的独立行动，国家机器如何改变，如何演变？无产阶级在对待这个国家机器方面的任务是什么？

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产生于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最能表明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屡次谈到，这两种机构恰巧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工人的经验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种联系。工人阶级是根据亲身的体验来学习领会这种联系的，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很容易懂得并且很深刻地理解这种联系不可避免的道理，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无知地、轻率地否认这个道理，便是更轻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认而忘记作出相应的实际结论。

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身上的“寄生物”，是使这个社会分裂的内部矛盾所产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机会主义，认为把国家看做 寄生机体
 是无政府主义独具的特性。当然，这样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那些空前地玷污社会主义、竟把“保卫祖国”的概念应用于帝国主义战争来替这个战争辩护和粉饰的市侩，是大有好处的，然而这毕竟是无可置疑的歪曲。

经过从封建制度崩溃以来欧洲所发生的为数很多的各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官吏和军事机构逐渐发展、完备和巩固起来。还必须指出，小资产阶级被吸引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去并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个机构，这个机构给农民、小手工业者、商人等等的上层分子以比较舒适、安闲和荣耀的职位，使这些职位的占有者居于人民 之上
 。看一看俄国在 　　1917年2月27日以后这半年中发生的情况吧：以前优先给予黑帮分子 
[12]

 的官吏位置，现已成为立宪民主党人 
[13]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猎取的对象。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想进行任何认真的改革，力图把这些改革推迟“到立宪会议召集的时候”，而且又把立宪会议慢吞吞地推迟到战争结束再举行！至于瓜分战利品，攫取部长、副部长、总督等等职位，却没有延期，没有等待任何立宪会议！玩弄联合组阁的把戏，其实不过是全国上下一切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关中瓜分和重新瓜分“战利品”的一种表现。各种改革都延期了，官吏职位已经瓜分了，瓜分方面的“错误”也由几次重新瓜分纠正了，——这无疑就是1917年2月27日—8月27日这半年的总结，客观的总结。

但是在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拿俄国的例子来讲，就是在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之间）“重新瓜分”官吏机构的次数愈多，各被压迫阶级，以无产阶级为首，就会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同 整个
 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调和的敌对性。因此，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甚至包括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党，都必须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革命的无产阶级，巩固高压机构，也就是巩固原有的国家机器。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 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
 ”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这样的任务：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而是 破坏
 它、 消灭
 它。

这样提出任务，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而是根据事变的实际发展，根据1848—1851年的生动经验。马克思在1852年还没有具体提出 
用什么东西

 来代替这个必须消灭的国家机器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多么严格地以实际的历史经验为依据。那时在这个问题上，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1871年，历史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1852年，要以观察自然历史那样的精确性下断语，还只能说，无产阶级革命已 
面临

 “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国家政权的任务，即“摧毁”国家机器的任务。

这里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把马克思的经验、观察和结论加以推广，用到比1848—1851年这三年法国历史更广阔的范围上去是否正确呢？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重温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话，然后再来研究实际材料。



　　恩格斯在《雾月十八日》第3版序言里写道：“……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1907年版第4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1—602页。 ——编者注］





　　最后一句评语已经过时了，因为从1871年起，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停顿了，虽然这种停顿（无论它会持续多久）丝毫不排除法国在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有可能成为使阶级斗争达到彻底的结局的典型国家。现在我们来概括地看一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先进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更缓慢地、更多样地、范围更广阔得多地进行着那同一个过程：一方面，无论在共和制的国家（法国、美国、瑞士），还是在君主制的国家（英国、一定程度上的德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都逐渐形成“议会权力”；另一方面，在不改变资产阶级制度基础的情况下，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瓜分着和重新瓜分着官吏职位这种“战利品”，为争夺政权进行着斗争；最后，“行政权力”，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日益完备和巩固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整个演变过程的共同特征。法国在1848—1851年这3年内迅速地、鲜明地、集中地显示出来的，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特有的那种发展过程。　　

特别是帝国主义，即银行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大垄断组织的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还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国家，由于要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就大大强化了，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就空前膨胀起来了。

现在，全世界的历史无疑正在较之1852年广阔得无比的范围内，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破坏”国家机器。

至于无产阶级将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个国家机器，关于这一点，巴黎公社提供了极有教益的材料。





3．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注：第2版增加的一节。］



1907年，梅林把1852年3月5日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摘要登在《新时代》杂志 
[14]

 上（第25年卷第2册第164页）。在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证明了：（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编者注］





　　在这一段话里，马克思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两点：第一，他的学说同先进的和最渊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第二，他的国家学说的实质。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 不是
 由马克思 而是
 由资产阶级 在
 马克思 以前
 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 可以接受的
 。谁要是 仅仅
 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 同时也
 承认 无产阶级专政
 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 真正
 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当欧洲的历史 在实践上
 向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人），都成了 否认
 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918年8月即本书第1版刊行以后很久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就是 口头上
 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 实际上
 市侩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和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见我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29—327页。——编者注］

 ）。

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机会主义，完全符合马克思对 资产阶级
 立场所作的上述评语，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把承认阶级斗争的领域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内，在这个领域的范围内，任何一个有知识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绝“在原则上”承认阶级斗争！）机会主义恰巧 不把
 承认阶级斗争 贯彻
 到最主要之点， 贯彻
 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 贯彻
 到 推翻
 资产阶级并完全 消灭
 资产阶级的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 新型
 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 新型
 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其次，只有懂得 一个
 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 无产阶级
 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 历史时期
 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 资产阶级专政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 无产阶级专政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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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社战士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个月，即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告诫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会是一种绝望的愚蠢举动。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92页。——编者注］

 但是，当1871年3月工人 被迫
 进行决战的时候，当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极其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并没有固执己见，学究式地非难运动“不合时宜”，象臭名昭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汉诺夫那样：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1月曾写文章鼓励工人农民进行斗争，而在1905年12月以后却自由派式地大叫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16]

 。

然而，马克思不仅是为“冲天的”（他的用语）公社战士的英雄主义感到欢欣鼓舞，他还从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虽然它没有达到目的）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作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战士的革命经验作出的。

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署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72年6月24日。在这篇序言中，作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接着他们说：“……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 
［注：同上，第18卷第105页。——编者注］





　　这段引文中单引号内的话，是两位作者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借用来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页。——编者注］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们把这个教训加进《共产党宣言》，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个极其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而《共产党宣言》的读者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都不知道这个修改所包含的意思。我们在下面专论歪曲的那一章里，还要对这种歪曲加以详细说明。现在只须指出，对于我们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流行的庸俗的“理解”就是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强调缓慢发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

实际上 
恰巧相反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 
打碎、摧毁

 “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1871年4月12日，即正当巴黎公社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
打碎

 〈黑体和着重号是马克思用的；原文是zerbre-chen〉，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709页）
［注：同上，第33卷第206页。——编者注］

 （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书信至少有两种俄文版本，其中有一种是由我编辑和作序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编者注］

 的。）



　　“把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打碎”这几个字，已经简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而正是这个教训，不仅被人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现时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流行的即考茨基主义的“解释”公然歪曲了！至于马克思提到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有关地方，我们在前面已经全部引用了。

在以上引证的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结论只限于大陆。这在1871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英国还是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有军阀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官僚的国家的典型。所以马克思把英国除外，当时在英国，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设想有可能而且确实有可能 不以
 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

现在，在1917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马克思的这个限制已经不能成立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和官僚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官僚和军阀支配一切、压制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 
打碎、破坏

 “现成的”（是1914—1917年间在这两个国家已制造出来而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第二，马克思说破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 人民
 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个非常深刻的见解是值得特别注的意。“人民”革命这一概念出自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国的普列权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愿意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司徒卢威信徒，也许会说马克思是“失言”。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非常贫乏的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这种对立的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如果以20世纪的革命为例，那么无论葡萄牙革命 
[17]

 或土耳其革命 
[18]

 ，当然都应该算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在这两次革命中都没有很积极地、独立地起来斗争，都没有明显地提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反之，1905—190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象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某些时候得到的那些“辉煌”成绩，但无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惨遭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曾经独立奋起，给整个革命进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 自己的
 要求， 自己
 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新社会来代替正被破坏的旧社会。

1871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大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真正把大多数吸引到运动中来的“人民”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而联合起来。 打碎
 这个机器， 摧毁
 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大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着力求为自己开辟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马克思在谈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时，极严格地估计到了1871年欧洲大陆上多数国家中实际的阶级对比关系，但他丝毫没有忘记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关于这些特点，他说得很多而且常常说）。另一方面，他又确认，“打碎”国家机器是工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使他们联合起来，在他们面前提出了铲除“寄生物”、用一种新东西来代替的共同任务。

究竟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





2．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1847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十分抽象，确切些说，只是指出了任务，而没有指出解决任务的方法。以“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代替，以“争得民主”来代替，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回答。

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究竟怎样才能组织得同最完全最彻底地“争得民主”这点相适应，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 经验
 来解答。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公社的经验（尽管经验很少）作了极仔细的分析。现在我们把该书中最重要的地方摘录下来：


　　起源于中世纪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在19世纪发展起来了。随着资本和劳动之间阶级对抗的发展，“国家政权也就愈益具有压迫劳动的公共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第二帝国把这种情况固定下来了。“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公社正是”“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种“一定的”形式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已开始建立的国家是怎样的呢？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现在一切愿意以社会党自命的政党的纲领中都载有这个要求。但是它们的纲领究竟有什么价值，这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行径中看得最清楚，因为他们恰巧是在2月27日革命以后就已在实际上拒绝实现这个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
 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359页。——编者注］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例子：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是实行镇压的机关在这里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象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那样总是居民的少数。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 自己
 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 
也就不需要了

 ！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 开始消亡
 。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 所有
 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 工人工资
 ”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 转变
 ：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 特殊力量
 ”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 共同的力量
 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最干净！通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多不胜数）是不提这一点的。人们把这一点看作已经过时的“幼稚的东西”，“照例”不讲它，正如基督教徒在获得国教地位以后，把带有民主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的种种“幼稚的东西”“忘记了”一样。

降低国家高级官吏的薪金，看来“不过”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主制度的要求。现代机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爱·伯恩施坦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资产阶级那种嘲笑“原始的”民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同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一样，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是不可能的
 （因为，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行使国家职能呢？）；第二，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原始时代或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文化 创立了
 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 在这个基础上
 ，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

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 随时
 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的“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对社会进行的国家的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和作用。


　　马克思写道：“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1页。——编者注］





　　农民同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一样，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上升”，能够“出人头地”（从资产阶级的意义来说），即变成富人，变成资产者，或者变成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权的官吏。在任何一个有农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大多数农民是受政府压迫而渴望推翻这个政府、渴望有一个“廉价”政府的。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 只有
 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实现了这一要求，也就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



3．取消议会制


　　马克思写道：“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
［注：同上，第358页和第360页。——编者注］







　　由于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占了统治地位，这个在1871年对议会制提出的精彩的批评，现在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之列。部长和职业议员们，现今的无产阶级叛徒和“专讲实利的”社会党人，把批评议会制完全让给无政府主义者去做，又根据这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宣布，对议会制的 任何
 批评都是“无政府主义”！！难怪“先进的”议会制国家的无产阶级一看到谢德曼、大卫、列金、桑巴、列诺得尔、韩德逊、王德威尔得、斯陶宁格、布兰亭、比索拉蒂之流的“社会党人”就产生恶感，而日益同情无政府工团主义，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是机会主义的同胞兄弟。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象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样，把革命的辩证法看作是一种时髦的空谈或动听的词藻。马克思善于无情地屏弃无政府主义，鄙视它甚至不会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这个“畜圈”，特别是在显然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时候，但同时马克思又善于给议会制一种真正革命无产阶级的批评。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

但是，如果提出国家问题，如果把议会看作国家的一种机构，从无产阶级在 这
 方面的任务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摆脱议会制的出路何在呢？怎样才可以不要议会制呢？

我们不得不一再指出，马克思从研究公社得出的教训竟被忘得这样干净，以致对议会制的批评，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或反动的批评，任何其他的批评都简直为现代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读作：现代的社会主义叛徒）所不知道了。

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

“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这正好击中了现代的议员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哈巴狗”的要害！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幕后做的，是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进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甚至在俄罗斯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在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真正的议会以前，议会制的所有这些弊病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带有腐朽的市侩习气的英雄们，如斯柯别列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切尔诺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竟把苏维埃糟蹋成最卑鄙的资产阶级的议会，把它变成了清谈馆。在苏维埃里，“社会党人”部长先生们用空谈和决议来愚弄轻信的农民。在政府里，不断地更换角色，一方面为的是依次让更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尝尝高官厚禄的“甜头”，另一方面为的是“转移”人民的“视线”。而在官厅里，在司令部里，却在“干着”“国家”工作！

执政的“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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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以前在一篇社论中，用“大家”都以政治卖淫为业的“上流社会”中的人物的无比坦率的口吻自供说，甚至在“社会党人”（请原谅我用这个名词！）主管的各部中，整个官吏机构实际上还是旧的，还在按旧的方式行使职权，十分“自由地”暗中破坏革命的创举！即使没有这个自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政府的实际情况不也证明了这一点吗？这里值得注意的只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呆在官场里的切尔诺夫、鲁萨诺夫、晋季诺夫之流以及《人民事业报》的其他编辑先生，是这样的不知羞耻，竟满不在乎地在公众面前象谈小事情一样厚着脸皮说，在“他们的”各部中一切照旧！！革命民主的词句是用来愚弄乡下佬的，官吏的官厅的拖拉作风则是为了博得资本家的“欢心”，这就是“真诚”联合的 实质
 。

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那些机构中，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因为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代表机构仍然存在，然而议会制这种特殊的制度，这种立法和行政的分工，这种议员们享有的特权地位，在这里 是不存在的
 。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而没有议会制，我们却能够想象和 应该
 想象，除非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是空谈，除非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愿望不是我们真正的和真诚的愿望，而是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象谢德曼、列金、桑巴、王德威尔得之流的那种骗取工人选票的“竞选”词句。

非常有教益的是：马克思在谈到既为公社需要、又为无产阶级民主需要的 那种
 官吏的职能时，拿“任何一个工厂主”雇用的人员来作比喻，即拿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的普通资本主义企业来作比喻。

马克思没有丝毫的空想主义，就是说，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 
从

 旧社会 诞生
 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他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依据，竭力从这个经验中取得实际教训。他向公社“学习”，就象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压迫阶级的伟大运动的经验学习而从来不对这些运动作学究式的“训诫”（象普列汉诺夫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或者象策列铁里说“阶级应当自己约束自己”）一样。

要一下子、普遍地、彻底地取消官吏，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 打碎
 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取消任何官吏，这并 
不是

 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

资本主义使“国家”管理的职能简化了，使我们有可能抛弃“长官职能”，把全部问题归结为无产者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以全社会名义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并不“幻想” 一下子
 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不要任何服从；这种由于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实际上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的人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立即开始、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的水平就完全能够胜任，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工人工资”就完全可以了。

我们工人 自己
 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各种等级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时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 开始
 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端自然会导致任何官吏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职能和填制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 特殊
 职能了。

19世纪70年代，有一位聪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 邮政
 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型。这是非常正确的。目前邮政是按国家 资本主义
 垄断组织的样式组成的一种经济。帝国主义逐渐把所有托拉斯都变为这种样式的组织。这里压在那些工作 繁重
 、忍饥挨饿的“粗笨的”劳动者头上的仍然是那个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但是管理社会事务的机构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推翻资本家，用武装工人的铁拳粉碎这些剥削者的反抗，摧毁现代国家的官僚机器，我们就会有一个除掉了“寄生物”而技术装备程度很高的机构，这个机构完全可以由已经联合起来的工人自己使用，雇用一些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对 所有
 这些人的工作如同对 所有
 “国家”官吏的工作一样，付给工人的工资。这就是在对待一切托拉斯方面具体、实际而且立即可行的任务，它使劳动者免除剥削，并考虑到了实际上已经由公社开始了的尝试（特别是在国家建设方面）。

把 整个
 国民经济组织得象邮政一样，做到在武装的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下使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如同 所有
 公职人员一样，都领取不超过“工人工资”的薪金，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才能取消议会制而保留代表机构，这样才能使劳动阶级的这些机构免除资产阶级的糟蹋。





4．组织起民族的统一


　　“……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也应当由各个公社选举出来。“……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象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

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站在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9—360页。——编者注］







　　叛徒伯恩施坦所著的有赫罗斯特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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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声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是多么不理解，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多么不愿意理解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伯恩施坦正是在谈到马克思的上述这些话时写道：这个纲领“就其政治内容来说，在一切要点上都十分类似蒲鲁东主张的联邦制……尽管马克思和‘小资产者’蒲鲁东〈伯恩施坦把“小资产者”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内，想必他是表示讽刺〉之间有其他种种分歧，可是在这几点上，他们的思路是再接近不过的”。伯恩施坦接着又说：自然，地方自治机关的意义在增长，但是“民主的第一个任务是不是就象马克思和蒲鲁东所想象的那样是废除〈Auflösung——直译是解散、融解〉现代国家和完全改变〈Umwandlung——变革〉其组织（由各省或各州的会议选出代表组织全国会议，而各省或各州的会议则由各公社选出代表组成），从而使全国代表机关的整个旧形式完全消失，对此我是有怀疑的”。（伯恩施坦《前提》1899年德文版第134页和第136页）把马克思关于“消灭国家政权——寄生物”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联邦制混为一谈，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机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想到，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同集中制对立的联邦制，而是要打碎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里都存在的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机会主义者所想到的，只是在自己周围、在充满市侩的庸俗习气和“改良主义的”停滞现象的环境中他所看到的东西，即只是“地方自治机关”！至于无产阶级革命，机会主义者连想都不会去想了。

这是很可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竟没有人同伯恩施坦进行过争论。许多人都曾驳斥过伯恩施坦，特别是俄国著作界的普列汉诺夫和欧洲著作界的考茨基，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 没有
 谈到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 这一
 歪曲。

机会主义者根本不会革命地思考，根本不会思考革命，他们竟把“联邦制”强加在马克思头上，把他同无政府主义的始祖蒲鲁东混为一谈。而想成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想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却对此默不作声！这就是考茨基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极端庸俗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的根源之一。关于这种庸俗的观点，我们以后还要讲到。

在上述的马克思关于公社经验的论述中根本没有一点联邦制的痕迹。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恰巧是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看不到的。而马克思和蒲鲁东不同的地方，恰巧是伯恩施坦认为相同的。

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两人都主张“打碎”现代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不管是蒲鲁东或巴枯宁）这一相同的地方，无论机会主义者或考茨基主义者都不愿意看见，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同蒲鲁东和巴枯宁不同的地方，恰巧就在联邦制问题上（更不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了）。联邦制在原则上是从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在他上述的论述中，丝毫也没有离开集中制。只有对国家充满市侩“迷信”的人们，才会把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看成是消灭集中制！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按公社体制组织起来，把所有公社的行动 统一
 起来去打击资本，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铁路、工厂、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财产交给 整个
 民族、整个社会，难道这不是集中制吗？难道这不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吗？

伯恩施坦根本不会想到可能有自愿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愿统一为一个民族，可能使无产阶级的公社在破坏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事业中自愿溶合在一起。伯恩施坦同其他所有的庸人一样，以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的东西。

马克思似乎预料到会有人歪曲他的这些观点，所以特意着重指出，如果非难公社要破坏民族的统一、废除中央政权，那就是故意捏造。马克思特意使用“组织起民族的统一”这样的说法，以便提出自觉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来同资产阶级的、军阀的、官吏的集中制相对立。

但是……充耳不闻比聋子还糟。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正是充耳不闻消灭国家政权、铲除寄生物这样的话。






5．消灭寄生物——国家


我们已经引用了马克思有关的言论，现在还应当补充几段。


　　马克思写道：“……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bricht——打碎〉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误认为是……中世纪公社的复活。……是……许多小邦的联盟〈孟德斯鸠，吉伦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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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反对过分的中央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

……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0—361页。——编者注］







　　“消灭国家政权”这个“寄生赘瘤”，“铲除”它，“破坏”它；“国家政权现在已被废弃”，——这就是马克思评价和分析公社的经验时在国家问题上使用的说法。所有这些都是在将近半世纪以前写的，现在必须把这些话发掘出来，使广大群众能够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马克思观察了他经历的最后一次大革命之后作出的结论，恰巧在新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时代到来的时候被人忘记了。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
 ，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就是骗人的东西。……”
［注：同上，第361页。——编者注］







　　空想主义者致力于“发现”可以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政治形式。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考虑政治形式问题。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则把议会制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形式当作不可逾越的极限，对这个“典范”崇拜得五体投地，宣布 摧毁
 这些形式的任何意图都是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结论：国家一定会消失；国家消失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去 发现
 这个未来的政治 形式
 。他只是对法国历史作了精确的观察，对它进行了分析，得出了1851年所导致的结论：事情已到了 破坏
 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地步。

当无产阶级的群众革命运动已经爆发的时候，马克思就来研究这个运动究竟 发现了
 什么样的形式，虽然这个运动遭到了挫折，虽然这个运动为期很短而且有显著的弱点。

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

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 打碎
 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和“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 代替
 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我们往下就会看到，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在另一个环境和另一种条件下继续着公社的事业，证实着马克思这种天才的历史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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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公社经验的意义问题指出了基本的要点。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说明马克思的分析和结论，并且有时非常有力非常突出地阐明这个问题的 其他
 方面，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来谈谈这些说明。





1．《住宅问题》

恩格斯在他论住宅问题的著作（1872年）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33—321页。——编者注］

 中，已经考虑到了公社的经验，几次谈到了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很有意思的是，他在谈到这个具体问题时，一方面明显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国家同现今的国家相似的地方，根据这些相似的地方我们可以把两者都称为国家；另一方面又明显地说明了两者不同的地方，或者说，说明了向消灭国家的过渡。


　　“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就是说，一点也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的问题。既然我们不必为未来社会的组织臆造种种空想方案，也就用不着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帮助解决真正的住宅缺乏
 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到这些住宅里去。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为社会福利所要求的措施就会象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占据住宅那样容易实现了。”（1887年德文版第22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52页。——编者注］





　　这里没有考察国家政权形式的改变，只谈到国家政权活动的内容。剥夺和占据住宅是根据现今国家的命令进行的。无产阶级的国家，从形式上来讲，也会“下令”占据住宅和剥夺房屋。但是很明显，旧的执行机构，即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官吏机构，是根本不能用来执行无产阶级国家的命令的。
　　“……必须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和全部工业，是同蒲鲁东主义
[22]

 的‘赎买’办法完全相反的。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单个劳动者将成为某一所住宅、某一块农民土地、某些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如果采用前一种办法，则‘劳动人民’将成为全部住宅、工厂和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者。这些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无论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第68页）
［注：同上，第315页。——编者注］





　　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考察在这段论述中触及的问题，即关于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问题。恩格斯非常谨慎，他说无产阶级国家“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分配住宅。把属于全民的住宅租给单个家庭就既要征收租金，又要实行一定的监督，还要规定分配住宅的某种标准。这一切都需要有一定的国家形式，但决不需要那种公职人员享有特权地位的特殊的军事和官僚机构。至于过渡到免费分配住宅，那是与国家的完全“消亡”联系着的。恩格斯谈到布朗基主义者 
[23]

 在公社以后因受到公社经验的影响而转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上的时候，曾顺便把这个立场表述如下：


　　“……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作为向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过渡……”（第55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97页。——编者注］





　　一些喜欢咬文嚼字的批评家或者“从事剿灭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大概以为，在这里 承认
 “废除国家”，在上述《反杜林论》的一段论述中又把这个公式当作无政府主义的公式加以否定，是矛盾的。如果机会主义者把恩格斯也算作“无政府主义者”，那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给国际主义者加上无政府主义的罪名现在是愈来愈时行了。国家会随着阶级的废除而废除，马克思主义向来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反杜林论》的那段人所共知的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并不是简单地斥责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国家，而是斥责他们鼓吹可以“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把马克思主义在消灭国家问题上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完全歪曲了，因此我们来回忆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一次论战，是特别有益的。





2．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这次论战发生在187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把驳斥蒲鲁东主义者即“自治论者”或“反权威主义者”的文章 
[24]

 寄给意大利的一个社会主义文集。这些文章在1913年才译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上。


　　马克思讥笑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时写道：“……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新时代》第32年卷（1913—1914）第1册第40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35页。——编者注］





　　请看，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仅仅是反对这样地“废除”国家！马克思完全不是反对国家将随阶级的消失而消失，或国家将随阶级的废除而废除，而是反对要工人拒绝使用武器，拒绝使用有组织的暴力， 即拒绝
 使用应为“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这一目的服务的 国家
 。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国家具有“革命的 暂时的
 形式”，以免人们歪曲他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真正意思。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只是暂时的。在废除国家是 目的
 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没有分歧。我们所断言的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暂时利用国家权力的工具、手段、方法去 反对
 剥削者，正如为了消灭阶级，就必须实行被压迫阶级的暂时专政一样。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把问题提得非常尖锐，非常明确：工人在推翻资本家的压迫时，应当“放下武器”呢，还是应当利用它来反对资本家以粉碎他们的反抗？一个阶级有系统地利用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这不是国家的“暂时的形式”又是什么呢？

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问问自己：他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是 这样
 提出国家问题的吗？第二国际大多数正式的社会党是 这样
 提出国家问题的吗？

恩格斯更加详尽更加通俗地阐明了这同一个思想。他首先讥笑了蒲鲁东主义者的糊涂观念，讥笑他们把自己称为“反权威主义者”，也就是否认任何权威、任何服从、任何权力。恩格斯说，试拿工厂、铁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轮船来说吧，这是一些使用机器的、很多人有计划地共同工作的复杂技术设施，如果没有一定的服从，因而没有一定的权威或权力，那就没有一样能够开动起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恩格斯写道：“……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
 。’这些人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3页。——编者注］





　　恩格斯指出，权威和自治都是相对的概念，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把它们看作绝对的东西是荒谬的；并且补充说，使用机器和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在日益扩大。然后恩格斯从权威问题的一般论述转到国家问题。
　　他写道：“……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拚命反对字眼。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

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第39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3—344页。——编者注］







　　在这些论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国家消亡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下一章要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时应该考察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社会职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管理职能的问题和关于“政治国家”的问题。后面这个说法（它特别容易引起误会）指出了国家消亡有一个过程：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国家。恩格斯这些论述中最精彩的地方，仍然是他用来反驳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提法。愿意做恩格斯的学生的社会民主党人，从1873年以来同无政府主义者争论过无数次，但他们在争论时所采取的态度，恰巧 
不是

 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废除国家的观念是糊涂的，而且是 不革命的
 ，恩格斯就是这样提问题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愿看见的，正是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正是革命在对待暴力、权威、政权、国家方面的特殊任务。

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通常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可以归结为一种十足的市侩式的庸俗论调：“我们承认国家，而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这样的庸俗论调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头脑的革命的工人感到厌恶。恩格斯就不是这样谈问题的。他着重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承认国家的消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然后他具体地提出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恰巧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通常避而不谈而可以说是把它留给无政府主义者去专门“研究”的。恩格斯一提出这个问题就抓住了关键：公社难道不应该 更多地
 运用 国家
 即武装起来并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个 革命
 政权吗？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具体任务问题，通常是简单地用庸人的讥笑来敷衍，至多也不过是含糊地用诡辩来搪塞，说什么“将来再看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有权责备这样的社会民主党，责备他们背弃了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的任务。恩格斯运用最近这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正是为了十分具体地研究一下无产阶级无论在对待银行方面还是在对待国家方面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





3．给倍倍尔的信

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这段话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著作中，如果不算是最精彩的论述，也得算是最精彩的论述之一。附带说一下，据我们所知，倍倍尔第一次发表这封信是在他1911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一生》）第2卷里，也就是在恩格斯写好并发出这封信的36年之后。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里批判了也被马克思在给白拉克的有名的信里批判过的哥达纲领草案，并且特别谈到了国家问题，他写道：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出现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巴黎公社以后。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
 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
 一词全部改成‘公团’（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德文原版第321—322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8页。——编者注］





　　应当指出：这封信是谈党纲的，这个党纲马克思在离这封信仅仅几星期以后的一封信（马克思的信写于1875年5月5日）里曾作过批判；当时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住在伦敦。因此，恩格斯在最后一句话里用“我们”二字，无疑是以他自己和马克思的名义向德国工人党的领袖建议，把“国家”一词 从党纲中去掉
 ，用“ 公团
 ”来代替。如果向为了迁就机会主义者而伪造出来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的首领们建议这样来修改党纲，那他们该会怎样狂吠，骂这是“无政府主义”啊！

让他们狂吠吧。资产阶级会因此称赞他们的。

我们还是要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在修改我们的党纲时，绝对必须考虑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意见，以便更接近真理，以便清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而恢复马克思主义，以便更正确地指导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大概不会有人反对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建议。困难也许只是在用词上。德文中有两个词都作“公团”解释，恩格斯用的那个词 不是
 指单个的公团，而是指公团的总和即公团体系。俄文中没有这样一个词，也许只好采用法文中的“公社”一词，虽然这也有它的不足之处。

“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这是恩格斯在理论上最重要的论断。看了上文以后，这个论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公社已经 不再是
 国家了，因为公社所要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剥削者）；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镇压的 特殊
 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如果公社得到巩固，那么公社的国家痕迹就会自行“消亡”，它就用不着“废除”国家机构，因为国家机构将无事可做而逐渐失去其作用。

“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挖苦我们”，——恩格斯的这句话首先是指巴枯宁和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攻击说的。恩格斯认为这种攻击有正确之处， 因为
 “人民国家”象“自由的人民国家”一样，都是无稽之谈，都是背离社会主义的。恩格斯竭力纠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这个斗争在原则上正确，使它摆脱在“国家”问题上的种种机会主义偏见。真可惜！恩格斯的这封信竟被搁置了36年。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即使在这封信发表以后，考茨基实际上还是顽固地重犯恩格斯告诫过的那些错误。

倍倍尔在1875年9月21日写回信给恩格斯，信中也谈到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对纲领草案的意见，并说他责备了李卜克内西的让步态度（倍倍尔的回忆录德文版第2卷第334页）。但是把倍倍尔的《我们的目的》这本小册子拿来，我们却可以看到国家问题上一种完全错误的论调：


　　“国家应当由基于阶级统治
 的国家变成人民国家
 。”（《我们的目的》1886年德文版第14页）



　　这就是倍倍尔那本小册子 第
 9版（第9版！）中的话！难怪德国社会民主党竟听任一些人如此顽固地重复关于国家问题的机会主义论调，特别是在恩格斯所作的革命解释被搁置起来而整个生活环境又长期使人“忘记”革命的时候。



4．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时，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寄给考茨基而过了10年以后才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对爱尔福特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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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的批判，因为这篇文章主要就是批判社会民主党在 国家
 结构问题上的 机会主义
 观点的。

顺便指出，恩格斯还对经济问题作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指示，这说明恩格斯是如何细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态的变化，因而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预先想到当前帝国主义时代的任务。这个指示是恩格斯由于该纲领草案用“无计划性”这个词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作的，他写道：


　　“……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8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





　　这里抓住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 资本主义
 。后面这四个字必须用黑体加以强调，因为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断言的什么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已经不
 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如此等等。完全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但是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能预先考虑到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我们还是处在 资本主义
 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 这种
 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刻不容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现在我们回过来讲国家问题。恩格斯在这里作了三方面的特别宝贵的指示：第一是关于共和国问题；第二是关于民族问题同国家结构的联系；第三是关于地方自治。

关于共和国，恩格斯把这点作为批判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重点。如果我们还记得当时爱尔福特纲领在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它怎样成了整个第二国际的典范，那么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在这里是批判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


　　恩格斯写道：“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里没有说
 〈黑体是恩格斯用的〉本来应当说的东西。”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2页。——编者注］





　　接着，恩格斯解释道：德国的宪法实质上是1850年最反动的宪法的抄本；帝国国会，正如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只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把各小邦的存在合法化、把德意志各小邦的联盟合法化的宪法的基础上实现“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是荒谬的”。
　　“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恩格斯补充说，因为他深知在德国不能在纲领中公开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但是，恩格斯并不因为这个理由很明显，“大家”都满意，就这样算了。他接着说：“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是要去解决的。这样做是多么必要，正好现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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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编者注］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行事是害怕非常法重新恢复，——恩格斯把这个主要事实提到首位，毫不犹豫地称之为机会主义，而且指出，正是因为在德国没有共和制和自由，所以幻想走“和平”道路是十分荒谬的。恩格斯非常谨慎，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他承认，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里，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可以设想”（仅仅是“设想”！）的，但是在德国，他重复说：
　　“……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注：同上。——编者注］





　　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这些指示“束之高阁”，党的大多数正式领袖果然就成了专制制度的遮羞者。
　　“……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而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274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明确地重申了贯穿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旦出现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必然通过而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的领导得到实现。对于整个第二国际来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而孟什维克党在俄国1917年革命头半年的历史则把这种忘却揭示得再清楚不过了。恩格斯在谈到同居民的民族成分有关的联邦制共和国问题时写道：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现在的德国呢？〈它拥有反动的君主制宪法和同样反动的小邦分立制，这种分立制把“普鲁士主义”的种种特点固定下来，而不是使它们在德国的整体中被融解掉〉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说来现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已经成为障碍。在英国，联邦制共和国将是前进一步，因为在这里，两个岛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议会虽然是统一的，但是却有三种立法体系同时并存。联邦制共和国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为障碍，它之所以还能被容忍，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纯粹消极的一员。对德国说来，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有两点区别，这就是：每个加盟的邦，即每个州都有它特别的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法院组织；其次，与国民议院并存的还有联邦议院，在联邦议院中，每一个州无分大小，都以一州的资格参加表决。”在德国，联邦制国家是向单一制国家的过渡，所以不是要使1866年和1870年的“来自上面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来自下面的运动”来加以补充。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5页。——编者注］





　　恩格斯对国家形式问题不但不抱冷淡态度，相反，他非常细致地努力去分析的正是过渡形式，以便根据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历史特点来弄清各该场合的过渡形式是 从什么到什么
 的过渡。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他认为联邦制共和国或者是一种例外，是发展的障碍，或者是由君主国向集中制共和国的过渡，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的“前进一步”。而在这些特殊条件中，民族问题占有突出的地位。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虽然无情地批判了小邦制的反动性和在一定的具体情况下用民族问题来掩盖这种反动性的行为，但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丝毫没有忽视民族问题的倾向，而荷兰和波兰两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自己”小国的狭隘市侩民族主义的极正当的斗争中，却常常表现出这种倾向。

在英国，无论从地理条件、从共同的语言或从数百年的历史来看，似乎已经把各个小地区的民族问题都“解决了”。可是，甚至在这个国家里，恩格斯也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民族问题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他承认建立联邦制共和国是“前进一步”。自然，这里他丝毫没有放弃批评联邦制共和国的缺点，丝毫没有放弃为实现单一制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而最坚决地进行宣传和斗争。

但是，恩格斯绝对不象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那样，从官僚制度的意义上去了解民主集中制。在恩格斯看来，集中制丝毫不排斥这样一种广泛的地方自治，这种自治在各个市镇和省自愿坚持国家统一的同时，绝对能够消除任何官僚制度和任何来自上面的“发号施令”。


　　恩格斯在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问题的纲领性观点时写道：“……因此，需要单一制的共和国，但并不是象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1798年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国没有什么不同。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镇，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权，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组织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给我们证明了，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给我们证明了。这种省〈州〉的和市镇的自治是比例如瑞士的联邦制更自由得多的制度，在瑞士的联邦制中，州对Bund〈即对整个联邦国家〉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专区和市镇也具有独立性。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坚决不要这样的官吏，就象不要普鲁士的Landrat和Regierungsrat〈专员、县长、省长以及所有由上面任命的官吏〉一样。”根据这一点，恩格斯建议把党纲关于自治问题的条文表述如下：“省〈省或州〉、专区和市镇通过由普选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6—277页。——编者注］





　　在被克伦斯基和其他“社会党人”部长的政府封闭的《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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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5月28日第68号）上我已经指出过，在这一点上（自然远不止这一点），我国所谓革命民主派的所谓社会党人代表们是如何令人气愤地 背弃民主主义
 。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一个原则问题（关于民主制的一段“被忘记的言论”）》。——编者注］

 自然，这些通过“联合”而把自己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拴在一起的人，对我指出的这些是充耳不闻的。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恩格斯用事实和最确切的例子推翻了一种非常流行的、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非常流行的偏见，即认为联邦制共和国一定要比集中制共和国自由。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恩格斯所举的1792—1798年法兰西集中制共和国和瑞士联邦制共和国的事实推翻了这种偏见。真正民主的集中制共和国赋予的自由比联邦制共和国要 多
 。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地方、州等等能够享有 最多
 自由的是 集中制
 共和国，而不是联邦制共和国。

对于这个事实，以及关于联邦制共和国与集中制共和国和关于地方自治这整个问题，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都没有充分注意。





5．1891年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

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第3版写的导言中（导言注明的日期是1891年3月18日，最初刊载在《新时代》杂志上），除了顺便就有关对国家的态度的问题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意见，还对公社的教训作了极其鲜明的概括。这个概括，由于考虑到了公社以后20年的全部经验而作得非常深刻，并且是专门用来反对流行于德国的“对国家的迷信”的，完全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 最高成就
 。


　　恩格斯指出：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18页。——编者注］





　　对各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作出的这个总结，真是又简短，又明了。这里正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是国家问题的实质（ 
被压迫阶级有没有武装

 ？）。正是这个实质却是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教授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常常避而不谈的。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泄露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秘密的荣幸（卡芬雅克式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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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到了“孟什维克”、“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策列铁里身上。他在6月11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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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脱口说出了资产阶级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武装的决定，当然，他把这个决定既说成是他自己的决定，又说成这就是“国家的”需要！策列铁里在6月11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当然会成为每一个研究1917年革命的历史学家都要援引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证明策列铁里先生所率领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的联盟如何转到资产阶级方面来 反对
 革命的无产阶级。

恩格斯顺便提出的另外一个也是有关国家问题的意见是谈宗教的。大家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随着它的日益腐化而愈来愈机会主义化，愈来愈对“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个有名的公式进行庸俗的歪曲。就是说，把这个公式歪曲成似乎宗教问题 对于
 革命无产阶级 政党也
 是私人的事情！！恩格斯起来反对的就是这种对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的完全背叛，但恩格斯在1891年还只看到自己党内机会主义的 最小的
 萌芽，因此他说得很谨慎：


　　“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些决议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肯实行的、然而是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些改革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
 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有些决议则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脏。……”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3页。——编者注］





　　恩格斯故意强调“对国家来说”这几个字，目的是要击中德国机会主义的要害，因为德国机会主义宣布宗教 对党来说
 是私人的事情，这样也就把革命无产阶级政党降低到最庸俗的“自由思想派”那班市侩的水平，这种市侩可以容许不信宗教，但是拒绝执行对麻醉人民的宗教鸦片进行 党的
 斗争的任务。将来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学家在探讨该党1914年遭到可耻的破产的根源时，会找到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有趣的材料：从该党思想领袖考茨基的论文中为机会主义打开大门的暧昧言论起，直到党对1913年的与教会分离的运动 
[30]

 的态度止。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恩格斯在公社以后20年是怎样为斗争的无产阶级总结公社教训的。

下面就是恩格斯认为最重要的教训：


　　“……正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这种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即由拿破仑在1798年建立，以后一直被每届新政府当作合意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应该在全国各地覆没，正如它已在巴黎覆没一样。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6—227页。——编者注］







　　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不仅在君主国，而且 在民主共和国
 ，国家依然是国家，也就是说仍然保留着它的基本特征：把公职人员，“社会公仆”，社会机关，变为社会的 主人
 。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
［注：名义上约等于2400卢布，但按现在的汇率计算，约等于6000卢布。有些布尔什维克提议，例如在市杜马内，给9000卢布的薪金，而不提议全国以
 6000卢布（这个数目是足够的）为最高薪金，这是完全不可饶恕的。
[31]

 ］

 。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表机构的代表以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这里接触到了一个有趣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彻底的民主 变成了
 社会主义，同时也 要求
 实行社会主义。因为，要消灭国家就必须把国家机关的职能变为非常简单的监督和计算的手续，使大多数居民，而后再使全体居民，都能够办理，都能够胜任。而要完全消除升官发财的思想，就必须使国家机关中那些无利可图但是“荣耀的”职位 
不

 能成为在银行和股份公司内找到肥缺的桥梁，象在一切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所 经常
 看到的那样。但是，恩格斯并没有犯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所犯的那种错误：他们说民族自决权在资本主义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下则是多余的。这种似乎很巧妙但实际上并不正确的论断，对于 任何一种
 民主制度，包括给官吏发微薄薪金的办法在内，都可以套得上，因为在资本主义下彻底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在社会主义下则任何民主都是会 消亡
 的。

这是一种诡辩，正象一句古老的笑话所说的：一个人掉了一根头发，他是否就成了秃子呢？


彻底
 发展民主，找出彻底发展的种种 形式
 ，用 实践
 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这一切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基本任务之一。任何单独存在的民主制度都不会产生社会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共同存在”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 经济
 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

恩格斯继续写道：


　　“……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政权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3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地谈到这种代替的几个特点，这是必要的，因为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盲目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229页。——编者注］





　　恩格斯告诫德国人，叫他们在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的时候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关于一般国家问题的原理。他的告诫现在看起来好象是直接对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先生们的教训，因为他们在“联合的”实践中正好表现出对国家的迷信和盲目崇拜！还应当指出两点：（1）恩格斯说，在民主共和制下，国家之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但这决不等于说，压迫的 形式
 对于无产阶级是无所谓的，象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所“教导”的那样。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采取更广泛、更自由、更公开的 形式
 ，能够大大便于无产阶级为消灭一切阶级而进行的斗争。

（2）为什么只有新的一代才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呢？这个问题是同民主的消除问题联系着的，现在我们就来谈这个问题。





6．恩格斯论民主的消除

恩格斯在谈到“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名称 在科学上
 不正确的时候，曾连带说到这一点。

恩格斯在给自己那本19世纪70年代主要是论述“国际”问题的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作序（1894年1月3日，即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半）的时候写道，在所有的文章里，他都用“共产党人”这个名词， 而不用
 “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当时法国的蒲鲁东派和德国的拉萨尔派 
[32]

 都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


　　　恩格斯接着写道：“……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社会民主党人”〉也许可以过得去（mag　passieren），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unpas-send，不恰当的〉。然而，对真正的
 〈黑体是恩格斯用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0页。——编者注］





　　辩证法家恩格斯到临终时仍然忠于辩证法。他说：马克思和我有过一个很好的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可是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即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19世纪末）真正的政党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但这不要紧，“可以过得去”，只要党 在发展
 ，只要党意识到它的名称在科学上不确切，不让这一点妨碍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行！也许哪一位爱开玩笑的人会用恩格斯的话来安慰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我们有真正的政党，它在很好地发展；就连“布尔什维克”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奇怪的名词，这个除了表示我们在1903年布鲁塞尔—伦敦代表大会 
[33]

 上占多数这一完全偶然的情况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意思的名词，也还“可以过得去”……现在，由于共和党人和“革命”市侩民主派在7、8月间对我党实行迫害，“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获得了全民的荣誉，除此而外，这种迫害还表明我党在 真正的
 发展过程中迈进了多么巨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在这个时候，也许连我自己也对我在4月间提出的改变我党名称的建议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四月提纲初稿》、《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和《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编者注］

 表示怀疑了。也许我要向同志们提出一个“妥协办法”：把我们党称为共产党，而把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放在括号内……

但是党的名称问题远不及革命无产阶级对国家的态度问题重要。

人们通常在谈论国家问题的时候，老是犯恩格斯在这里所告诫的而我们在前面也顺便提到的那个错误。这就是：老是忘记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乍看起来，这样的论断似乎是极端古怪而难于理解的；甚至也许有人会耽心，是不是我们在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因为民主也就是承认这个原则。

不是的。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不是

 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 国家
 ，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 暴力
 的组织。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对人们使用暴力，使一个人 服从
 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 服从
 另一部分居民的任何必要也将随之消失，因为人们 将习惯于
 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 不需要暴力
 和 服从
 。

为了强调这个习惯的因素，恩格斯就说到了新的一代，他们是“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这里所谓国家是指任何一种国家，其中也包括民主共和制的国家。

为了说明这一点，就必须分析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问题。






[22]

 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思想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广泛地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55。





[23]

 布朗基主义者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由杰出的革命家路·奥·布朗基领导的一个派别。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者期待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1872年秋天，在伦敦的布朗基派公社流亡者发表了题为《国际和革命》的小册子，宣布拥护《共产党宣言》这个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对此，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予以肯定（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79—587页）。——56。





[24]

 指马克思的《政治冷淡主义》和恩格斯的《论权威》这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34—340、341一344页）。——56。





[25]

 爱尔福特纲领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领导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的通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拉萨尔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潮的胜利。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重大缺点，主要是没有提出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任务，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曾对爱尔损特纲领的草案提出过批评，可是他的一些重要意见在纲领定稿时没有被采纳。——64。





[26]

 反社会党人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66。





[27]

 《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曾多次被查封。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月15日（28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正式下令封闭《真理报》。7—10月，该报曾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70。





[28]

 列宁谈到伊·格·策列铁里在1917年6月11日的演说中声言要解除工人武装的问题时，曾不止一次地拿法国将军路·欧·卡芬雅克的行为来对比。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现在和“将来出现”卡芬雅克分子的阶级根源是什么？》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14—317页）。——72。





[29]

 指俄国临时政府部长、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1917年6月11日（24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各党团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演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首领召开这次会议，把布尔什维克党原定于6月10日（23日）举行游行示威的问题列入议程，是要利用自己的多数地位来打击布尔什维克党。策列铁里在他的演说中诬蔑布尔什维克准备举行的游行示威是“企图推翻政府和夺取政权的阴谋”，说什么“布尔什维克现在从事的不是思想宣传，而是阴谋。批判的武器正在被武器的批判所代替。……对于那些不善于恰当掌握手中武器的革命者，要从他们手中把武器夺走。必须解除布尔什维克的武装。不能让他们迄今拥有的过多的技术兵器留在他们手里。不能让机关枪和武器留在他们手里”。列宁指出，策列铁里的演说表明他是露骨的反革命分子。——72。





[30]

 与教会分离的运动，又称退出教会的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发生的群众性的反教会运动。1914年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发表了修正主义者保尔·格雷的《与教会分离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一文，开始就党对待反教会运动的态度问题展开讨论。格雷断言党应当对这一运动取中立态度，应当禁止党员以党的名义进行反宗教和反教会的宣传。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们在讨论过程中始终没有批判格雷的错误。——73。





[31]

 这里说的是1917年下半年的纸币。俄国的纸卢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贬值得很厉害。——74。





[32]

 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订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主义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1875年，拉萨尔派同爱森纳赫派合并成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77。





[33]

 指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先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受警察迫寄迁移到伦敦继续进行。这次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大会一致批准了《火星报》编辑部拟定的党纲（一票弃权），并基本批准了列宁拟定的党章，但是在党章第一条这个有关党员资格的重要问题上，却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尔·马尔托夫的机会主义条文。以列宁为首的坚定的火星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温和的”火星派发生了分裂。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由于崩得和经济派分子退出了大会，列宁派获得了多数票，从此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机会主义分子获得了少数票，从此被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这次代表大会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列宁曾经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从1903年起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派别和一个政党而存在的。——77。







《列宁全集》第31卷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1．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2．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3．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4．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即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这封信直到1891年才在《新时代》第9年卷第1册上发表，有俄文单行本）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1—35页。——编者注］

 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最详尽的说明。在这篇出色的著作中，批判拉萨尔主义的论战部分可以说是遮盖了正面论述的部分，即遮盖了对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之间的联系的分析。





1．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如果把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同我们在前面研究过的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粗略地对照一下，也许会觉得马克思比恩格斯带有浓厚得多的“国家派”色彩，也许会觉得这两位著作家对国家的看法有很大差别。

恩格斯建议倍倍尔根本抛弃关于国家的废话，把国家一词从纲领中完全去掉而用“公团”一词来代替；恩格斯甚至宣布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马克思却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页。——编者注］

 ，这就是说，似乎他认为就是在共产主义下也还需要国家。

但这种看法是根本不对的。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和国家消亡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话指的正是 正在消亡的
 国家制度。

很清楚，确定 未来的
 “消亡”的日期，这是无从谈起的，何况它显然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仿佛存在差别，是因为他们研究的题目不同，要解决的任务不同。恩格斯的任务是要清楚地、尖锐地、概括地向倍倍尔指明，当时流行的（也是拉萨尔颇为赞同的）关于国家问题的偏见是十分荒谬的。而马克思只是在论述另一个题目即共产主义社会的 发展时
 ，顺便提到了 
这个

 问题。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 即将到来的
 崩溃和 未来
 共产主义的 未来的
 发展。

究竟根据什么 材料
 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呢？

这里所根据的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 产生出来
 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 产生
 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象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

马克思首先扫除了哥达纲领在国家同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造成的糊涂观念。


　　他写道：“……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31页。——编者注］







　　马克思这样讥笑了关于“人民国家”的一切空话以后，就来提出问题，并且好象是告诫说：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只有依靠确实肯定了的科学材料。由整个发展论和全部科学十分正确地肯定了的首要的一点，也是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忘记、现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现代机会主义者所忘记的那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 过渡的
 特殊时期或特殊阶段。





2．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马克思继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
［注：同上，第31页。——编者注］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根据他对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据关于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材料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利益不可调和的材料所得出的。从前，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

现在，问题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个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到，《共产党宣言》是干脆把“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编者注］

 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的。根据上述一切，可以更准确地断定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是怎样变化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的自由即奴隶主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结果都“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德国可以说是证实这一论断的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宪法规定的合法性保持得惊人地长久和稳定，几乎有半世纪之久（1871—1914年），而在这个时期内，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相比，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做了多得多的工作来“利用合法性”，来使工人参加党的比例达到举世未有的高度。

这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能看到的有政治觉悟的积极的雇佣奴隶所占的最大的百分比究竟是多少呢？1500万雇佣工人中有100万是社会民主党党员！1500万雇佣工人中有300万是工会会员！

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那么无论在选举权的一些“微小的”（似乎是微小的）细节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表机构的办事手续上，或是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建筑物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的办报原则上，等等，到处都可以看到对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用来对付穷人的这些限制、例外、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微小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贫困、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起来是很微小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就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

马克思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 
实质

 ，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0页。——编者注］



但是从这种必然是狭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资本主义民主向前发展，并不象自由派教授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直线地、平稳地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 粉碎
 剥削者资本家的 反抗
 。

而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仅仅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 
第一次

 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 
之外

 ，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

读者总还记得，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说：“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页。——编者注］



人民这个大多数享有民主，对人民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这就是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 过渡
 时改变了的形态。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的时候，—— 只有
 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 有可能谈自由
 ”。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 消亡
 ，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的现象，也就会逐渐 
习惯于

 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 
不需要

 强制，不需要服从， 
不需要

 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 
特殊机构

 。

“国家 消亡
 ”这个说法选得非常恰当，因为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只有习惯才能够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周围千百万次地看到，如果没有剥削，如果根本没有令人气愤、引起抗议和起义而使 镇压
 成为必要的现象，那么人们是多么容易习惯于遵守他们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规则。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而且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很明显，剥削者少数要能有系统地镇压被剥削者多数，就必须实行极凶狠极残酷的镇压，就必须造成大量的流血，而人类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其次，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 过渡
 的时候镇压 还是
 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特殊机器，即“国家”， 还是
 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由 昨天
 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相对来说，还是一件很容易、很简单和很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而且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以致对实行镇压的 特殊机器
 的需要就开始消失。自然，剥削者没有极复杂的实行镇压的机器就镇压不住人民，但是 人民
 镇压剥削者却只需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即几乎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殊的机构，而只需要有简单的 武装群众的组织
 （如工兵代表苏维埃，——我们先在这里提一下）。

最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 没有人
 需要加以镇压了，——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 阶级
 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 个别人
 采取极端行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 这种
 行动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特殊机构，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就象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强行拉开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第二，我们知道，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极端行动的根本社会原因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极端行动就必然开始“ 消亡
 ”。虽然我们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过程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行动一定会消亡。而这种行动一消亡，国家也就随之 消亡
 。

关于这个未来，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 现在
 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





3．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详细地驳斥了拉萨尔关于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下将领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的劳动产品”的思想。马克思指出，从整个社会的全部社会劳动中，必须扣除后备基金、扩大生产的基金和机器“磨损”的补偿等等，然后从消费品中还要扣除用作管理费用以及用于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等的基金。

马克思不象拉萨尔那样说些含糊不清的笼统的话（“全部劳动产品归劳动者”），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怎样管理的问题作了冷静的估计。马克思 具体地
 分析了这种没有资本主义存在的社会的生活条件，他说：


　　“我们这里所说的〈在分析工人党的纲领时〉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
 ，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
 ，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1页。——编者注］





　　就是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们已归全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完成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就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他根据这张凭证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应数量的产品。这样，扣除了用作社会基金的那部分劳动量，每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

似乎“平等”就实现了。

但是，当拉萨尔把这样的社会制度（通常叫做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说成是“公平的分配”，说成是“每人有获得同等劳动产品的平等的权利”的时候，他是错误的，于是马克思对他的错误进行了分析。

马克思说：这里确实有“平等的权利”，但这 
仍然是

 “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资产阶级权利”同任何权利一样， 
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

 。任何权利都是把 
同一

 标准应用在 
不同的

 人身上，即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的权利”就是破坏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个人付出与别人同等份额的社会劳动，就能领取同等份额的社会产品（作了上述各项扣除之后）。

然而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如此等等。


　　马克思总结说：“……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页。——编者注］





　　可见，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 剥削
 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 生产资料
 攫为私有了。马克思通过驳斥拉萨尔泛谈 一般
 “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言论，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 发展进程
 ，说明这个社会最初 只能
 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 不能
 立即消灭另一不公平现象：“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庸俗的经济学家，包括资产阶级教授，包括“我们的”杜冈在内，经常谴责社会主义者，说他们忘记了人与人的不平等，说他们“幻想”消灭这种不平等。我们看到，这种谴责只能证明资产阶级思想家先生们的极端无知。 
［注：对杜冈的批判，还可参看列宁《自由派教授论平等》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编者注］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了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 不能消除
 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只要产品“按劳动”分配，“资产阶级权利”就会 继续通行
 。


　　马克思继续说道：“……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页。——编者注］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 
没有

 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 公有
 财产。 在这个范围内
 ，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权利”才不存在了。但是它在它的另一部分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 已经
 实现了；“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 已经
 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弊病”，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 不要任何权利准则
 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 不能立即为这
 种变更 创造
 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权利”以外，没有其他准则。所以就这一点说，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 阶级
 可以 镇压
 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4．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接着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23页。——编者注］





　　只是现在我们才可以充分地认识到，恩格斯无情地讥笑那种把“自由”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的荒谬见解，是多么正确。还有国家的时候就没有自由。到有自由的时候就不会有国家了。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 社会
 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 可能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目前已经在令人难以置信地 阻碍
 这种发展，而在现代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因此我们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前发展，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 不可能
 知道的。

因此，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指出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 高级阶段
 的发展速度，而把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 没有
 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当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极大地提高，以致他们能够自愿地 尽其所能
 来劳动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就会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 
[34]

 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那时，分配产品就无需社会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诺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巧克力糖、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不加任何监督。就是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在用这样的嘲讽来搪塞，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

说他们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 预见
 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 不是现在的
 庸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作品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很会“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 和国家
 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 极严格的
 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 开始
 ，并且不是由官吏的国家而是由 武装工人
 的国家来实行。

说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他们的走卒，如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正是因为他们一味争论和空谈遥远的未来，而 不谈目前
 政治上的迫切问题：剥夺资本家，把 全体
 公民变为 一个
 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者和职员，并使这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 工兵代表苏维埃国家
 。

其实，当博学的教授，以及附和教授的庸人和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谈到荒诞的乌托邦，谈到布尔什维克的蛊惑人心的许诺，谈到“实施”社会主义不可能做到的时候，他们指的正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但是无论是谁都不仅没有许诺过，而且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实施”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因为这根本无法“实施”。

这里我们也就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问题，这个问题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说“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名称不正确的一段话里已经谈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在政治上说将来也许很大，但现在在资本主义下来着重谈论它就很可笑了，把这个差别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许只有个别无政府主义者（在克鲁泡特金之流、格拉弗、科尔纳利森和其他无政府主义“大师”们已经“象普列汉诺夫那样”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或者如少数没有丧失廉耻和良心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格耶所说，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卫国战士以后，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当中还有人丝毫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话）。

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 公有
 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 不是
 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 从
 资本主义 中
 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 不
 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 资产阶级
 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 消费
 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 资产阶级国家
 ，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 强制
 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这好象是奇谈怪论，或只是一种玩弄聪明的辩证把戏，那些没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内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谴责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权利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 从
 资本主义 脱胎
 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

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民主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决不是不可逾越的极限，它只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的阶段之一。

民主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理解为消灭 阶级
 ，那么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极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仅仅意味着 形式上的
 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 在
 占有生产资料 方面
 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措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须认识到：通常的资产阶级观念，即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的这种观念，是非常荒谬的；实际上， 只是
 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 大多数
 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

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会产生如下的结果：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彻底摧毁、彻底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吏，代之以武装的工人群众（然后是人民普遍参加民兵）这样一种 更
 民主的机器，但这仍然是国家机器。

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因为 这样
 高度的民主制度，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如果真是 所有的人
 都参加国家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为真是“所有的人” 能够
 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 前提
 。这种前提就是：在一些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做到的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业等等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的机构里“受了训练并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在这种 经济
 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的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 监督
 生产和分配， 计算
 劳动和产品。（不要把监督和计算的问题同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些先生今天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会更好地工作。）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 第一阶段
 “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 主要条件
 。在这里， 全体
 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 全体
 公民都成了 一个
 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 
简化

 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　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 
［注：当国家的最主要职能简化为由工人自己来进行的这样一种计算和监督的时候，国家就不再是“政治国家”，“社会职能就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的管理职能”（参看上面第4章第2节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当 大多数
 人对资本家（这时已成为职员）和保留着资本主义恶习的知识分子先生们开始独立进行和到处进行这种计算即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会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对它就绝对无法逃避、“无处躲藏”了。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

但是，无产阶级在战胜资本家和推翻剥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纪律，决不是我们的理想，也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制造成的卑鄙丑恶现象 和为了继续
 前进所必需的一个 阶段
 。

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哪怕是大多数成员 自己
 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就开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 任何
 国家就会愈迅速地开始消亡。

因为当 
所有的人

 都学会了管理，都来实际地独立地管理社会生产，对寄生虫、老爷、骗子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独立地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时候，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会成为极难得逞的、极罕见的例外，可能还会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重实际的人，而不是重感情的知识分子；他们未必会让人跟自己开玩笑），以致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 
必须

 遵守变成 
习惯于

 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随之完全消亡。






[34]

 夏洛克是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一个残忍冷酷的高利贷者。他曾根据借约提供的权利，要求从没有如期还债的商人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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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





	
1．普列汉诺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2．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



3．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










国家对社会革命的态度和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象整个革命问题一样，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著名的理论家和政论家们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机会主义逐渐滋长而使第二国际在1914年破产的过程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甚至当他们直接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 竭力回避
 或者不加理会。

总的看来可以说，由于在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采取了有利于机会主义和助长机会主义的 躲躲闪闪的态度
 ，结果就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 歪曲
 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庸俗化。

为了说明（哪怕是简要地说明）这个可悲的过程，我们就拿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来说吧。





1．普列汉诺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普列汉诺夫写了一本专门论述无政府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的小册子，书名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于1894年用德文出版。

普列汉诺夫竟有这样的本事，能够论述这个主题而完全回避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最现实、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和整个国家问题！他的这本小册子有两部分特别突出：一部分是历史文献，其中有关于施蒂纳和蒲鲁东等人思想演变的宝贵材料；另一部分是庸俗的，其中有关于无政府主义者与强盗没有区别这样拙劣的议论。

这两个主题拼在一起十分可笑，很足以说明普列汉诺夫在俄国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时期的全部活动，因为在1905—1917年，普列汉诺夫正是这样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当资产阶级尾巴的半学理主义者 
[35]

 ，半庸人。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怎样极其详尽地说明了自己在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的观点。恩格斯在1891年出版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时写道：“我们〈即恩格斯和马克思〉那时正在同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最激烈的斗争，——那时离〈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36]

 闭幕才两年。”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06页。——编者注］



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所谓“自己的”，说它证实了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对这些教训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 打碎
 旧的国家机器以及 用什么东西
 来代替这两个具体政治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连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没有提出过。

但是在谈“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时回避整个国家问题， 不理会
 马克思主义在公社以前和以后的全部发展，那就必然会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因为机会主义求之不得的，正是完全 不
 提我们刚才所指出的那两个问题。光是这一点， 已经
 是机会主义的胜利了。





2．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

考茨基的著作译成俄文的无疑比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要多得多。难怪有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开玩笑说，在俄国读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国还多（附带说一说，在这个玩笑里含有比开这个玩笑的人所料到的更深刻得多的历史内容：俄国工人在1905年对世界最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的最优秀的著作表现了空前强烈的、前所未见的需求，他们得到的这些著作的译本和版本也远比其他各国多，这样就把一个比较先进的邻国的丰富经验加速地移植到我国无产阶级运动这块所谓新垦的土地上来了）。

考茨基在俄国特别出名，是因为他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通俗的解释，还同机会主义者及其首领伯恩施坦进行了论战。但是有一个事实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而如果想要考察一下考茨基在1914—1915年危机最尖锐时期怎样堕落到最可耻地表现出张皇失措和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地步，那又不能放过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考茨基在起来反对法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米勒兰和饶勒斯）和德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伯恩施坦）之前，表现过很大的动摇。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捍卫革命无产阶级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曙光》 
[37]

 ，曾不得不同考茨基进行 论战
 ，把他在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38]

 上提出的决议叫作“橡皮性”决议，因为这个决议对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暧昧的，躲躲闪闪的，调和的。在德国的书刊中还刊载过一些考茨基的信件，这些信件也表明他在攻击伯恩施坦之前有过很大的动摇。

但是另一件事情的意义更重大得多，这就是：现在，当我们来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马克思主义的 经过
 的时候，就从他同机会主义者的论战本身来看，从他提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方法来看，我们也看到，他恰恰是在国家问题上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

我们拿考茨基反对机会主义的第一部大作《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来说。考茨基详细地驳斥了伯恩施坦。但是下面的情况值得注意。

伯恩施坦在他著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指责马克思主义为“ 布朗基主义
 ”（此后，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自由派资产者千百次地重复这种指责，用以攻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布尔什维克）。而且伯恩施坦还特别谈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企图（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枉费心机）把马克思对公社的教训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观点混为一谈。伯恩施坦特别注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1872年序言中着重指出的结论，这个结论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05页。——编者注］



伯恩施坦非常“喜爱”这句名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书里至少重复了三遍，并且把它完全歪曲成机会主义的见解。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是想说工人阶级应当 打碎、摧毁、炸毁
 （Sprengung——炸毁，是恩格斯用的字眼）全部国家机器。但在伯恩施坦看来，似乎马克思说这句话是告诫工人阶级 不要
 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

不能想象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还有比这更严重更不象样的了。

而考茨基在详尽驳斥伯恩施坦主义 
[39]

 的时候是怎样做的呢？

他不去分析机会主义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歪曲。他引证了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恩格斯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中的一段话，然后就说：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工人阶级不能 简单地
 掌握 现成的
 国家机器，但一般说来它是 能够
 掌握这个机器的。仅此而已。至于伯恩施坦把同马克思的真正思想 
完全相反的东西

 硬加在马克思的身上，以及马克思从1852年起就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负有“打碎”国家机器的任务，考茨基却只字不提。

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问题上的最本质的差别被考茨基抹杀了！


　　考茨基在“反驳
 ”伯恩施坦时写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德文版第172页）



　　这不是 反驳
 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 让步
 ，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者现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一切根本问题都“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1年这40年当中，教导无产阶级应当打碎国家机器。而考茨基在1899年，当机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用打碎国家机器的具体形式问题来 偷换
 要不要打碎这个机器的问题，把我们无法预先知道具体形式这种“无可争辩的”（也是争不出结果的）庸俗道理当作护身符！！

在马克思和考茨基之间，在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准备这一任务所持的态度上，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们再拿考茨基后来一部更成熟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驳斥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著作来说。这就是他那本论“社会革命”的小册子。作者在这里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制度”的问题作为自己专门的研究课题。作者发表了许多极宝贵的见解，但是恰恰 回避了
 国家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到处都在谈夺取国家政权，并且只限于此，也就是说，考茨基选择的说法是向机会主义者让步的，因为他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 能
 夺得政权。恰巧马克思在1872年认为《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中已经“过时的”东西，考茨基却在1902年把它 恢复了
 。

在这本小册子里，专门有这样一节：“社会革命的形式与武器”。其中既讲到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又讲到国内战争，又讲到“现代大国的强力工具即官僚和军队”，但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公社已经给了工人什么教训。可见，恩格斯告诫人们特别是告诫德国社会党人不要“盲目崇拜”国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考茨基把问题说成这样：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将实现民主纲领”。接着他叙述了纲领的各条。至于1871年在以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上所提出的一些新东西，他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考茨基用下面这种听起来好象“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来搪塞：


　　“不言而喻，在现行制度下我们是不能取得统治的。革命本身要求先要进行持久的和深入的斗争来改变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



　　毫无疑义，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马吃燕麦和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的真理一样。所可惜的是他通过“深入的”斗争这种空洞而浮夸的言词 回避了
 革命无产阶级的迫切问题： 无产阶级
 革命对国家、对民主的态度与以往非无产阶级革命不同的“深入的地方” 究竟在哪里
 。考茨基回避这个问题， 实际上
 就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向机会主义让步，但他 在口头上
 却气势汹汹地向它宣战，强调“革命这个思想”的意义（如果怕向工人宣传革命的具体教训，那么试问这种“思想”还有多大价值呢？），或者说“革命的理想主义高于一切”，或者宣称英国工人现在“几乎与小资产者不相上下”。


　　考茨基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同时并存的可以有……各种形式上极不相同的企业：官僚的〈？？〉、工会的、合作社的、个人的”……“例如，有些企业非有官僚〈？？〉组织不可，铁路就是这样。在这里，民主组织可以采取这样的形式：工人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由这个议会制定工作条例并监督官僚机构的管理工作。有些企业可以交给工会管理，另外一些企业则可以按合作原则来组织。”（1903年日内瓦版俄译本第148页和第115页）



　　这种论断是错误的，它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年代用公社的教训作例子来说明的倒退了一步。从必须有所谓“官僚”组织这一点看来，铁路同大机器工业的一切企业，同任何一个工厂、大商店和大型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根本没有区别。在所有这些企业中，技术条件都绝对要求严格地遵守纪律，要求每个人十分准确地执行给他指定的那一份工作，不然就会有完全停产或损坏机器和产品的危险。在所有这些企业中，工人当然要“选出代表来组成 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
 ”。

但是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 
不

 会是资产阶级议会机构式的议会。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 
不

 会仅仅“制定条例和监督官僚机构的管理工作”，象思想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框子的考茨基所想象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当然会“制定条例和监督”“机构的”“管理工作”， 
可是

 这个机构却 
不

 会是“官僚的”机构。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彻底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 
防止

 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 所有的人
 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 所有的人
 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 
任何人

 都不能成为“官僚”。

考茨基完全没有弄清楚马克思的话：“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8页。——编者注］



考茨基完全不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与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把民主（ 
不是人民享受的

 ）同官僚制（ 
反人民的

 ）结合在一起，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则立即采取措施来根除官僚制，它能够把这些措施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人民的民主完全实现。

考茨基在这里暴露出来的仍然是那个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对官僚制的“迷信”。

现在来研究考茨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即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的小册子（好象没有俄文版本，因为它是在1909年我们国内最反动的时期出版的 
[40]

 ）。这本小册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它不象1899年所写的反对伯恩施坦的小册子那样泛谈革命纲领，也不象1902年写的小册子《社会革命》那样不涉及社会革命到来的时间问题而泛谈社会革命的任务，它谈的是那些使我们不得不承认“革命纪元” 已经到来
 的具体情况。

作者明确地指出了阶级矛盾一般都在尖锐化和帝国主义在这方面起着特别巨大的作用。在西欧“1789—1871年的革命时期”之后，东方从1905年起也开始了同样的时期。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说革命为时过早了。”“我们已经进入革命时期。”“革命纪元开始了。”

这些话是说得非常清楚的。应当把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当作一个尺度来衡量一下，看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 答应要做
 什么，在战争爆时它（包括考茨基本人）又堕落到多么卑鄙的地步。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写道：“目前的形势会引起这样一种危险：人们很容易把我们〈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看得比实际上温和。”事实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比它表面看来要温和得多，要机会主义得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虽然如此明确地说革命纪元已经开始，但是就在他这本自称为专门分析“ 政治
 革命”问题的小册子里，却又完全回避了国家问题。

所有这些回避问题、保持缄默、躲躲闪闪的做法加在一起，就必然使他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德国社会民主党，以考茨基为代表，好象是在声明说：我仍然坚持革命观点（1899年）；我特别承认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2年）；我承认革命的新纪元已经到来（1909年）；但是，一涉及无产阶级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我还是要从马克思在1852年所说的话向后倒退（1912年）。

在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中，问题就是这样明摆着的。





3．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

潘涅库克以“左翼激进”派的一个代表的资格出来反对考茨基，在这个派别内有罗莎·卢森堡、卡尔·拉狄克等人，这个派别坚持革命策略，一致确信考茨基已经转到“中派”立场而无原则地摇摆于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这个看法已经由战争充分证明是正确的，在战时，“中派”（有人称它为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是错误的），即“考茨基派”，充分暴露了它的丑态。

潘涅库克在一篇谈到了国家问题的文章《群众行动与革命》（《新时代》第30年卷（1912）第2册）里，说考茨基的立场是“消极的激进主义”立场，是“毫无作为的等待论”。“考茨基不愿看到革命的过程。”（第616页）潘涅库克这样提出问题，就接触到了我们所关心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


　　他写道：“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单纯是为了
 国家政权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是反对
 国家政权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就是用无产阶级的强力工具去消灭和取消〈Auflösung——直译是解散〉国家的强力工具……只有当斗争的最后结果是国家组织的完全破坏时，斗争才告终止。多数人的组织的优越性的证明，就是它能消灭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组织。”（第548页）



　　潘涅库克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在措词上有很大的缺点，但是意思还是清楚的，现在来看一看考茨基 怎样
 反驳这种思想倒是很有意思的。
　　考茨基写道：“到现在为止，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就在于前者想夺取国家政权，后者却想破坏国家政权。潘涅库克则既想这样又想那样。”（第724页）



　　如果说潘涅库克的说法犯了不明确和不具体的毛病（他的文章中其他一些与本题无关的缺点，这里暂且不谈），那么考茨基倒恰恰是把潘涅库克指出的 具有原则意义的
 实质抓住了，而就在这个根本的 具有原则意义的
 问题上，他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完全转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他对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所作的说明是完全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完全被他歪曲和庸俗化了。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是在于：（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即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消灭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武装工人的组织组成的、公社那种类型的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将 用什么
 来代替它以及无产阶级将 怎样
 利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定革命无产阶级应利用国家政权，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利用现代国家来使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准备；无政府主义者则否定这一点。

在这场争论中，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恰恰是潘涅库克而不是考茨基，因为正是马克思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能只是把旧的国家机构转到新的人手中，而应当打碎、摧毁这个机构，用新的机构来代替它。

考茨基离开马克思主义而转到机会主义者那边去了，因为正是机会主义者所完全不能接受的破坏国家机器的思想在他那里完全不见了，而他把“夺取”解释成简单地获得多数，这也给机会主义者留下了后路。

考茨基为了掩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就采用了书呆子的办法：“引证”马克思本人的话。马克思在1850年曾说必须“坚决使权力集中于国家政权掌握之下” 
[41]

 。考茨基就得意洋洋地问道：潘涅库克是不是想破坏“集中制”呢？

这不过是一种把戏，正象伯恩施坦说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都主张用联邦制代替集中制一样。

考茨基的“引证”是牛头不对马嘴。集中制无论在旧的国家机器或新的国家机器的条件下，都是可能实现的。工人们自愿地把自己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这就是集中制，但这要以“完全破坏”常备军、警察和官僚这种集中制的国家机构为基础。考茨基采取了十足的欺骗手段，回避了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社的言论，却搬出一些文不对题的引证来。


　　考茨基继续写道：“……也许是潘涅库克想要取消官吏的国家职能吧？但是，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更不必说在国家管理机关内了。我们的纲领不是要求取消国家官吏，而是要求由人民选举官吏……现在我们谈的并不是‘未来的国家’的管理机构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而是在我们夺取国家政权以前
 〈黑体是考茨基用的〉我们的政治斗争要不要消灭〈auflöst——直译是解散〉国家政权。哪一个部和它的官吏可以取消呢？”他列举了教育部、司法部、财政部、陆军部。“不，现有各部中没有一个部是我们反政府的政治斗争要取消的……为了避免误会，我再说一遍：现在谈的不是获得胜利的社会民主党将赋予‘未来的国家’以什么样的形式，而是我们作为反对党应该怎样去改变现今的国家。”（第725页）



　　这显然是故意歪曲。潘涅库克提出的正是 革命
 问题。这无论在他那篇文章的标题上或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中都讲得很清楚。考茨基跳到“反对党”问题上去，正是以机会主义观点偷换革命观点。照他的意思：现在我们是反对党，到夺取政权 以后
 我们再专门来谈。 革命不见了！
 这正是机会主义者所需要的。这里所说的不是反对党，也不是一般的政治斗争，而正是 革命
 。革命就是无产阶级 
破坏

 “管理机构”和 
整个

 国家机构，用武装工人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考茨基暴露了自己对“各部”的“盲目崇拜”，试问，为什么不可以由——譬如说——拥有全权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设立的各种专家委员会去代替“各部”呢？

问题的本质完全不在于将来是否保留“各部”，是否设立“各种专家委员会”或其他什么机构，这根本不重要。问题的本质在于：是保存旧的国家机器（它与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浸透了因循守旧的恶习）呢，还是 破坏
 它并用 新的
 来代替它。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 旧的
 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 打碎
 这个机器，利用 新的
 机器来指挥、管理，——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完全不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
 思想。

他提出的官吏问题，清楚地表明他不理解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的学说。他说：“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

我们 在资本主义下
 ，在 资产阶级统治
 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劳动群众受资本主义的奴役。在资本主义下，由于雇佣奴隶制和群众贫困的整个环境，民主制度受到束缚、限制、阉割和弄得残缺不全。因为这个缘故，而且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内的公职人员是受到了资本主义环境的腐蚀（确切些说，有被腐蚀的趋势），是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是有变为脱离群众、站 在
 群众 之上
 、享有特权的人物的趋势。

这就是官僚制的 实质
 ，在资本家被剥夺以前，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前， 甚至
 无产阶级的公职人员也免不了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

在考茨基看来，既然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还会存在，那也就是说，官吏在社会主义下也还会存在，官僚还会存在！这一点恰恰是不对的。马克思正是以公社为例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 因为
 除了选举产生， 还
 可以随时撤换， 并且还
 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 并且还
 以“工作的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去代替议会式的机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8页。——编者注］



实质上，考茨基用来反驳潘涅库克的全部论据，特别是考茨基说我们无论在工会组织或在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这个绝妙的理由，证明考茨基是在重复过去伯恩施坦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理由”。伯恩施坦在他那本背叛变节的作品《社会主义的前提》中，激烈反对“原始”民主的思想，反对他所称为“学理主义的民主制度”的东西，即实行限权委托书制度，公职人员不领报酬，中央代表机关软弱无力等等。为了证明这种“原始”民主制度的不中用，伯恩施坦就援引了维伯夫妇所阐述的英国工联的经验。据说，工联根据自己70年来在“完全自由”（德文版第137页）的条件下发展的情形，确信原始的民主制度已不中用，因而用普通的民主制度，即与官僚制相结合的议会制代替了它。

其实，工联并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 而是在完全的资本主义奴役下
 发展的，在这种奴役下，对普遍存在的邪恶现象、暴虐、欺骗以及把穷人排斥在“最高”管理机关之外的现象，自然非作种种让步“不可”。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 群众
 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 独立地
 参加投票和选举， 而且独立地
 参加 日常管理
 。在社会主义下， 
所有的人

 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

马克思以其天才的批判分析才能，从公社所采取的实际措施中看到了一个 转变
 。机会主义者因为胆怯，因为不愿意与资产阶级断然决裂而害怕这个转变，不愿意承认这个转变；无政府主义者则由于急躁或由于根本不懂得大规模社会变动的条件而不愿意看到这个转变。“根本用不着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我们没有各部和官吏可不行啊！”——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他们满身庸人气，实际上不但不相信革命和革命的创造力，而且还对革命害怕得要死（象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害怕革命一样）。

“ 只
 需要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不着探究以往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教训，用不着分析应当 用什么
 来代替和 怎样
 代替要破坏的东西。”——无政府主义者（当然是无政府主义者当中的优秀分子，而不是那些追随克鲁泡特金之流的先生去做资产阶级尾巴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所以他们就采取 拚命的
 策略，而不是为完成具体的任务以大无畏的精神同时考虑到群众运动的实际条件来进行革命的工作。

马克思教导我们要避免这两种错误，教导我们要以敢于舍身的勇气去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同时又教导我们要具体地提问题：看，公社就是通过实行上述种种措施来扩大民主制度和根绝官僚制，得以在数星期内 开始
 建立 新的
 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我们要学习公社战士的革命勇气，要把他们的实际措施看作是具有实际迫切意义并立即可行的那些措施的一个 轮廓
 ，如果 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
 ，我们就一定能彻底破坏官僚制。

彻底破坏官僚制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因为社会主义将缩短工作日，使 群众
 能过新的生活，使 大多数
 居民无一例外地 
人人

 都来执行“国家职能”，这也就会使任何国家 完全消亡
 。


　　考茨基继续写道：“……群众罢工的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破坏
 国家政权，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个问题上让步，或用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去代替敌视无产阶级的政府……可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这〈即无产阶级对敌对政府的胜利〉都不能导致国家政权的破坏
 ，而只能引起国家政权内部
 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
 ……因此，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政府的主宰。”（第726、727、732页）



　　这真是最纯粹最庸俗的机会主义，是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考茨基的思想仅限于要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这与1847年《共产党宣言》宣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编者注］

 比较起来，是倒退到了庸人思想的地步。考茨基只得去同谢德曼、普列汉诺夫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实行他所爱好的“统一”了，因为他们都赞成为争取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而斗争。

我们却要同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决裂，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斗争，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 成为政府
 。这二者有莫大的区别。

考茨基只得成为列金和大卫之流，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亲密伙伴了，因为他们完全赞同为争取“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斗争，为“取得议会多数和争取一个主宰政府的全权议会”而斗争，——这是一个极为崇高的目的，在这个目的下，一切都可以为机会主义者接受，一切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框子。

我们却要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不是去争取“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是去 推翻资产阶级，破坏
 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建立公社类型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　　　　　※　　　　　※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别，在德国有《社会主义月刊》 
[42]

 派（列金、大卫、科尔布以及其他许多人，其中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斯陶宁格和布兰亭），在法国和比利时有饶勒斯派 
[43]

 和王德威尔得，在意大利党 
[44]

 内有屠拉梯、特雷维斯以及其他右翼代表，在英国有费边派和“独立党人”（即“独立工党” 
[45]

 ，实际上始终依附于自由派的党），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无论在议会工作中或在党的政论方面都起着很大作用而且往往是主要作用的先生，都公开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实行露骨的机会主义。在这些先生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与民主“矛盾”的！！他们在实质上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没有重大的区别。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正式代表已经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公社的经验不仅被忘记了，而且被歪曲了。他们不仅没有教导工人群众说，工人们应当起来的时候快到了，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统治变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时候快到了，——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教导工人群众相反的东西，而他们对“夺取政权”的理解，则给机会主义留下无数的后路。

当着国家，当着军事机构由于帝国主义竞赛而强化的国家已经变成军事怪物，为着解决究竟由英国还是德国、由这个金融资本还是那个金融资本来统治世界的争执而去屠杀千百万人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歪曲和避而不谈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就不能不产生极大的影响。



［注：手稿上还有下面这一段：　　　




“第七章



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


这一章的题目非常大，可以而且应当写几卷书来论述它。这本小册子自然就只能涉及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政权方面的任务直接有关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了。”（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35]

 学理主义者指盲目地拘守某种学理，崇尚空谈，脱离实际的人，意思同“教条主义者”相近。——99。





[36]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即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激烈斗争的形势下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和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两个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关于总委员会会址迁往纽约、关于巴枯宁派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等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大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代表大会就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无产阶级的伟大任务就是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应当组织政党，以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和达到消灭阶级的最终目的。大会从理论上、组织上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活动，并把该派首领米·亚·巴枯宁和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胜利，为后来建立各国工人阶级独立的政党奠定了基础。——99。





[37]

 《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第1期曾刊登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略论最近一次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批评了卡·考茨基在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101。





[38]

 指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0年9月23—27日在巴黎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的代表791名。俄国代表团由24名代表组成，在大会上分裂为以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为首的多数派和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少数派。代表大会注意的中心问题，是与1899年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的瓦尔德克-卢梭政府这一事件有关的“夺取公共权力和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问题。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了卡·考茨基提出的决议案，其中说：“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的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俄国代表团多数派投票赞成考茨基的这个含糊其词的“橡皮性”决议案，少数派支持茹·盖得提出的谴责米勒兰主义的决议案。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建立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的社会党国际局和在布鲁塞尔设立国际局书记处的决议。——101。





[39]

 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102。





[40]

 卡·考茨基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关于长入革命的政论）》的俄译本是1918年出版的。——106。





[41]

 这句话出自《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7页）。《告同盟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底写的，1885年恩格斯把它作为附录发表在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109。





[42]

 《社会主义月刊》派是围绕《社会主义月刊》杂志而形成的集团。



《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14。





[43]

 饶勒斯派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派。饶勒斯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持修正态度，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1905年该党和盖得派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成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社会党领导中占优势的饶勒斯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114。





[44]

 指意大利社会党。



意大利社会党于1892年8月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最初叫意大利劳动党，1893年改称意大利劳动社会党，1895年开始称意大利社会党。从该党成立起，党内的革命派就同机会主义派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1912年在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分子伊·博诺米、莱·比索拉蒂等被开除出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战，意大利社会党一直反对战争，提出了“反对战争，赞成中立！”的口号。1914年12月，拥护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战争的叛徒集团（贝·墨索里尼等）被开除出党。意大利社会党人曾于1914年同瑞士社会党人一起在卢加诺召开了联合代表会议，并积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1916年底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改良派的影响下走上了社会和平主义的道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意大利社会党积极支持保卫苏维埃俄国的运动，1919年宣布参加共产国际。1921年，革命的一翼退出该党，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114。





[45]

 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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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跋

这本小册子是在1917年8、9月间写成的。我当时已经拟定了下一章即第7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的提纲。但这一章除了题目以外，我连一行字也没有来得及写，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但是本书第2册（《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只好长时间拖下去了；做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





	　　　　　作者
1917年11月30日于彼得格勒

1918年在彼得格勒印成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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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
 （1917年10月18日〔31日〕）




·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1917年10月19日〔11月1日〕）




· 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又一次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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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同立宪民主党人串通一气了”
 （1917年10月20日〔11月2日〕以后）




· 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信
 （1917年10月22日或23日〔11月4日或5日〕）




· 给中央委员的信
 （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






附录



· 备忘记事
 （1917年8月12日〔25日〕以后）




· 同意做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的两份声明
 （1917年10月）




· 关于传单附录的设想
 （1917年10月20日〔11月2日〕）




· 《列宁全集》第32卷年表（1917年7月—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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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

LIENING　QUANJI

第三十二卷

1917年7—10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 ］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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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的是列宁在1917年7月10日（23日）至10月24日（11月6日）即从七月事变后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夕这一期间所写的著作。

在此期间，俄国的政治形势复杂多变，阶级斗争异常激烈。七月事变是形势急剧变化的转折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凶残地镇压7月4日（1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和平游行示威的工人和士兵，诽谤并迫害布尔什维克党，下令逮捕列宁。一句话，政权完全转到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手中，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至此终结了。

七月事变后，列宁按照党中央的安排，开始隐居离彼得格勒不远的拉兹里夫湖畔，不久移居芬兰。10月7日（20日）又秘密回到彼得格勒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从本卷所收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列宁在这三个月秘密活动期间如何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及时为无产阶级制定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指引布尔什维克党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列宁在七月间写的《政治形势》、《论口号》、《波拿巴主义的开始》和《革命的教训》等文章中，回顾二月革命以来阶级斗争的特点和经验教训，深刻分析了七月事变以后的新形势，制定了布尔什维克的新策略。他指出：资产阶级的领导力量——立宪民主党、军人集团和黑帮君主派这三股主要的反革命势力已经完全组织起来和巩固起来，并且实际上取得了国家政权；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领袖们彻底背叛了革命事业，他们操纵的苏维埃领导机关变成了反革命的一块遮羞布；革命的和平发展已不可能，“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已不适用，必须撤回。列宁在《论口号》一文中写道，每个口号都应当以一定政治形势的全部特点作为依据。“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在七月事变以前是正确的，因为那时的“苏维埃是由广大自由的即不受任何外力强制的、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的代表组成的。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强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开辟并保障了整个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道路”（本卷第6—7页）。政权及时地和平地转归苏维埃，对人民来说是最为有利的痛苦最少的道路，然而现在已经毫无可能。如果不撤回这个口号，客观上会使人民对屈从于资产阶级的苏维埃产生错觉和幻想，似乎只要苏维埃愿意，现在就可以取得政权。而当时能取得政权的唯一方法是举行工人武装起义，战胜掌握实权的军人集团。但是，列宁提醒全党，目前还不能立即举行起义，必须重新组织力量，聚集力量，等待时机。他说，撤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不等于放弃苏维埃共和国这一新型的国家形式，苏维埃在新的革命中一定会重新出现，不过它不再是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机关，而是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机关。

《政治形势》和《论口号》两篇文章是1917年7月26日—8月3日（8月8—16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报告和决议的思想指南。列宁未能出席这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他通过中央委员会指派的同志同代表大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领导了代表大会的工作。根据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准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武装起义方针，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本卷中的许多文献是为揭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争取群众而写的。《感谢李沃夫公爵》、《答复》、《政治讹诈》、《论诽谤者》等文章驳斥了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党的诋毁中伤，揭穿他们卑劣的政治讹诈手段。《论立宪幻想》一文用政府无限期拖延召开立宪会议和一手制造七月事变的事实，说明国家政权实际上已经转到反革命手中。列宁揭穿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散布的立宪幻想。他说，如果不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如果人民仍然信任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立宪会议就永远召开不了，即使能够召开，也不过变成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客的清谈馆罢了。在《政论家札记（农民和工人）》和《社会革命党对农民又一次欺骗》两篇文章中，列宁着重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工农联盟政策，揭露了社会革命党人对农民的欺骗和背叛。

8月25日发生了科尔尼洛夫叛乱。沙皇的将军、军队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在立宪民主党的支持下，把“野蛮师”和哥萨克调往彼得格勒，企图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建立军人专政，复辟君主制度。列宁在8月30日（9月12日）《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出，科尔尼洛夫叛乱是出乎意料的急剧转变，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审慎地修改和变更策略。他写道，同克伦斯基的军队一样，我们要同科尔尼洛夫作战，但是，我们不支持克伦斯基政府，决不放弃推翻克伦斯基的任务，而现在要用另一种方法同他斗争，要揭露其软弱和动摇。列宁强调应当发动群众并带领群众去同科尔尼洛夫进行斗争。

科尔尼洛夫叛乱被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和组织的工人农民平息以后，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布尔什维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迅速提高，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许多地方的苏维埃都先后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此时又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再度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列宁在9月上旬写的一些文章反复阐明了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可能和必要。他在《论妥协》一文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妥协的重要原则，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可以向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政治上作某些让步以达成协议的问题。列宁说：“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本卷第130页）他指出，只是由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奇特的转变，只是为了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在历史上是极罕见的），我们才向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建议妥协，就当前来说，就是恢复七月事变前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成立没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对苏维埃负责的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成的政府。布尔什维克不要求参加政府，不立刻要求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然而要有鼓动的充分自由，以便在苏维埃中扩大自己的影响。

在稍后一些日子写的《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革命的任务》等文章中，列宁继续阐明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的问题。他指出，当时的俄国没有出现哪一个阶级敢于掀起反对苏维埃的暴动的形势，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让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还能够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列宁认为这是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了这个机会，无产阶级起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领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妥协的建议，他们在联合“国内一切活跃力量”的口号下，支持资产阶级组成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所谓执政内阁，并准备草草召开民主会议，组成所谓预备议会。短暂出现的革命和平发展的时机消失了，武装起义势在必行。

9月中旬列宁在给党组织的两封信《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中，对国内形势作了全面剖析，指出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已经成熟，建议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

在上述的两封信和10月写的《局外人的意见》一文中，列宁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武装起义的观点。他指出，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应当依靠一个政党，而应当依靠先进的阶级，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依靠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高涨而敌人和不坚定的革命朋友动摇得最厉害的时机。他为起义制定了具体计划，要求全党象对待艺术那样认真对待起义，从各方面周密地作好起义的准备。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和《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是本卷中两篇比较重要的著作。在这两篇著作中，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制定了无产阶级国家的基本政策，阐明了布尔什维克的经济纲领。

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列宁提出并详细论证了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办法：工人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取消商业秘密、没收地主土地和全部土地国有化等。这些措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然而它们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列宁进一步发挥了他在1916年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原理，批驳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谓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谬论。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战争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本卷第219页）。列宁指出，俄国的垄断资本主义也在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俄国，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就不能前进。

在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中，列宁驳斥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散布的所谓布尔什维克永远不敢单独夺取政权、即使夺取了政权也无法保持的论调。列宁论证了俄国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和政治前提，指出布尔什维克不仅准备夺取政权，而且能够依靠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保持政权，组织新社会的建设。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强调工人阶级必须摧毁地主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建立起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机构——苏维埃。同时列宁又指出，对于那些执行计算登记工作的机构，则不可能打碎，也用不着打碎，相反地，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服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成为更广泛、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列宁还着重指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最广泛地吸收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管理。

《论修改党纲》一文是针对修改党纲的不同草案和意见而写的。列宁详细分析了索柯里尼柯夫草案，着重批评了他在帝国主义问题表述上的一系列理论性错误。列宁还批评了布哈林和斯米尔诺夫关于取消最低纲领的错误建议。他指出，二月革命并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所有任务，抛弃最低纲领就等于超越运动的尚未过去的阶段。

在本卷收载的《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政论家札记（我们党的错误）》、《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等文章中，列宁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党参加民主会议的错误策略，指出在革命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参加旨在欺骗人民的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无异于助长这种欺骗，增加革命准备工作的困难，分散人民的注意力和党的力量，忽视推翻临时政府的斗争这一迫切任务。他主张退出会议，把党的一切优秀力量都派到工厂和兵营去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遵照列宁的指示，党中央纠正了加米涅夫等人关于应当参加预备议会的错误主张，于10月5日（18日）通过了关于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的决议。

在9月29日（10月12日）写的《危机成熟了》一文和10月1日（14日）《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信》中，列宁坚决反对党内有些人提出的等到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时举行起义的建议。他特别强调，全国危机已经成熟，“俄国革命的整个前途已处在决定关头。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荣誉正在受到考验。争取社会主义的国际工人革命的整个前途都在此一举”（本卷第275页）。

列宁在10月8日（21日）即回到彼得格勒的第二天写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中，再次呼吁迅速而坚决地组织起义，夺取政权。他反复强调：拖延等于自取灭亡。

本卷还收入列宁在1917年10月10日（23日）和16日（29日）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发言记录，以及他起草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列宁在会议上论证了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断定大多数人都拥护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问题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号召工人和士兵全面加紧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中央委员会的这两次会议上坚持起义为时尚早、起义必然失败的错误观点，反对中央委员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列宁在10月17日《给同志们的信》中尖锐地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的错误，指出这是他们惊慌失措心理的具体表现。

10月18日（13日）加米涅夫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季诺维也夫在半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的题为《尤·加米涅夫谈“发起行动”》一文，不同意中央委员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泄露了党中央关于决定起义的秘密。列宁在10月18日《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和10月19日《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对他们的工贼和叛徒行为严加痛斥，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

编在本卷正文最末一篇的列宁10月24日（11月6日）晚间写给中央委员的信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列宁指出：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各族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夜里逮捕政府成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历史不会饶恕那些拖延时间而贻误战机的革命者。当夜，列宁来到了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震撼世界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7篇：《就印发〈关于里加沦陷的传单〉所写的一封信》、《“地主同立宪民主党人串通一气了”》、《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信》以及《附录》中的全部文献。在本卷收栽的《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10月8日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中，增补了全集第1版未收入的《关于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及其《附注》。





《列宁全集》第29卷


政治形势

[1]




（1917年7月10日〔23日〕）

1．反革命组织起来了，巩固起来了，并且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 
[2]



反革命已经完全组织起来和巩固起来，这表现在三种主要的反革命力量经过周密考虑已经实现了联合。这三种主要的反革命力量是：（1）立宪民主党 
[3]

 ，即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真正领袖，它退出内阁时，向内阁提出了最后通牒，为反革命推翻这个内阁扫清了道路。（2）军队的总参谋部和高级将领，他们在克伦斯基（现在连一些最著名的社会革命党人 
[4]

 都称他为卡芬雅克）有意识的或半有意识的帮助下，已经把实际的国家政权夺到手中，并且开始枪杀前线的革命部队，解除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革命军队和工人的武装，在下诺夫哥罗德进行镇压 
[5]

 ，不仅不经法庭判决，而且不经政府批准，就逮捕布尔什维克并封闭他们的报馆。现在俄国基本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是军事专政，这个事实还被许多口头上革命而行动上软弱无力的机关掩盖着。但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是带根本性的事实，不了解它就完全不能了解政治形势。（3）黑帮君主派的和资产阶级的报刊，它们已经从疯狂地攻击布尔什维克转而攻击苏维埃，攻击“煽动者”切尔诺夫等等，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现在掌握大权并受到立宪民主党人和君主派支持的军事专政的政策的真正实质，就是准备解散苏维埃。目前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许多领袖，在最近几天已经承认了和谈出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他们是真正的小资产者，他们又用最空洞的漂亮词句来掩饰这个可怕的现实。

2．苏维埃以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领袖们，以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为首，已经彻底出卖了革命事业，把革命事业交给反革命分子，使自己和自己的党以及苏维埃变成了反革命的遮羞布。

这个事实已经得到证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出卖了布尔什维克，默许了捣毁布尔什维克报馆的行动，甚至不敢直接地公开地告诉人民，这是他们干的，以及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干。他们使解除工人和革命部队武装的行为合法化，从而就使自己失去了一切实权。他们成了最无聊的空谈家，正在帮助反动势力“转移”人民的注意力，直到反动势力完成解散苏维埃的最后准备。不认识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以及目前的苏维埃多数派这种完全的彻底的破产，不认识到他们的“督政府”以及其他假面具的彻头彻尾的虚伪性，就根本不能了解目前的整个政治形势。

3．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客观情况是：或者是军事专政取得最终胜利；或者是工人的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而工人的武装起义，只有同经济破坏和战争延长所引起的反政府反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的巨大高潮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在4月、5月、6月，直到7月5—9日以前，即实际权力转到军事独裁者手中以前，革命和平发展是可能的。现在这个口号已经不正确了，因为它没有考虑到目前发生的这种转变，没有考虑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对革命的彻底背叛。冒险，骚动，分散地对反动势力进行反抗，进行分散的没有希望的抵抗，——这些对事业都没有帮助；只有认清形势，发扬工人阶级先锋队坚韧不拔的精神，准备力量举行武装起义，才能对事业有所帮助。目前要使武装起义取得胜利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上面所指出的事实和潮流相结合的情况下，仍然是可能的。不要对立宪和共和国抱任何幻想，不要再对和平道路抱任何幻想，不要进行任何分散的活动， 
现在

 不要接受黑帮和哥萨克的挑衅，而要聚集力量，重新组织力量，并在危机的进程允许进行真正群众性的全民的武装起义的时候坚决地准备武装起义。现在，不举行武装起义就不可能使土地转归农民，因为反革命在取得政权之后，已经完全同地主阶级联合起来了。

武装起义的目的只能是使政权转到受贫苦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手中，以实现我们党的纲领。

4．工人阶级的党决不放弃合法活动，但一分钟也不对合法活动抱过高的希望，应当象在1912—1914年那样把合法活动和秘密活动 
结合起来

 。

就是一小时的合法活动也不要放弃。但是也决不要相信立宪和“和平道路”的幻想。立即在各地建立秘密的组织或支部，来印发传单等等。立即沉着地坚定地在各方面重新部署。

要象在1912—1914年那样进行活动，当时我们就是既讲要通过革命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制度，又不丢掉合法的基地，无论在国家杜马、保险基金会、工会或在其他方面，都没有丢掉合法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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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形势》这一提纲写于1917年7月10日（23日），在7月13—14日（26—27日）举行的有彼得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莫斯科区域局、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代表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讨论过。提纲曾以《政治情绪》为题，用文章形式发表在1917年7月20日（8月2日）的喀琅施塔得工兵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机关报《无产阶级事业报》第6号上。发表时删去了分节的数码和提纲的结尾（从“立即在各地……”起），并改动了一些字句，如把“武装起义”改成了“坚决斗争”等等。——[1]。





[2]

 这里说的是七月事变以后的形势。七月事变是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继四月危机和六月危机而发生的又一次危机，是达到全国性危机的一个新的重要的阶段。



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组织的前线进攻以惨败告终，激怒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1917年7月3日（16日），由第一机枪团带头，自发的游行示威从维堡区开始，并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行动的趋势。鉴于当时俄国革命危机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党不赞成搞武装行动。7月3日（16日）下午4时，党中央决定劝阻群众。但是示威已经开始，制止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7月3日（16日）夜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又同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组织一起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当时正在内沃拉村休息的列宁，闻讯后于7月4日（17日）晨赶回彼得格勒。7月4日（17日）这天参加游行示威的共50多万人。列宁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的阳台上向游行的水兵发表了演说，要求群众沉着、坚定和警惕。示威群众派代表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遭到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首领的拒绝。军事当局派军队镇压和平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市内好几个地方同武装的反革命分子发生冲突，死56人，伤650人。在人民意志表达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于5日发表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等城市也发生了反政府的游行示威。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积极支持下，随即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7月5—6日（18—19日），《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7月6日（19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工人被解除武装。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被调出首都，派往前线。七月事变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附属品，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告终，武装起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1]。





[3]

 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1917年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



1917年7月2日（15日），立宪民主党人（盛加略夫、亚·阿·曼努伊洛夫和德·伊·沙霍夫斯科伊三个部长）退出政府，表面上的理由是他们不同意临时政府当天通过的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决定。而实际上他们是预料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首领们不敢单独执政，因而必定会向立宪民主党让步，会同意坚决推行扼杀革命的政策并把全部政权交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列宁在《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有什么打算？》一文中揭露了他们这一手腕的反革命实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81—382页）。七月事变后，立宪民主党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





[4]

 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社会革命党人部长曾派讨伐队镇压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谋杀了弗·沃洛达尔斯基和莫·索·乌里茨基，刺伤了列宁）。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





[5]

 1917年7月4日（17日），一批从前线撤退回来的士兵在下诺夫哥罗德举行了和平的游行示威，并同军事当局派来弹压的士官生发生了武装冲突。游行示威者得到了两个步兵团的支持。下诺夫哥罗德的政权一度转到革命民主派手中。7月7日（20日），从莫斯科派来的讨伐队镇压了这场革命斗争。——[1]。





《列宁全集》第32卷


论口号

（1917年7月中旬）

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种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今天却已经失去任何意义，而且失去得如此“突然”，就象历史的急剧转变来得如此“突然”一样。

看来，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也会遇到某种类似的情况。在我国革命已经永远过去的一个时期里，比如在2月27日至7月4日，这个口号是正确的。现在，它显然已经不正确了。不懂得这一点，就根本不能理解当前的迫切问题。每一个口号都应当以一定政治形势的全部特点为依据。而当前，在7月4日以后，俄国的政治形势同2月27日至7月4日这段时期的形势是根本不同的。

那时候，即在过去的这一段革命时期，国内存在着所谓“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无论在物质上或形式上都表明，国家政权处于不稳定的过渡状态。我们不会忘记，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

那时候，政权处于动摇不定的状态。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根据自愿达成的协议分掌政权。苏维埃是由广大自由的即不受任何外力强制的、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的代表组成的。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强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 实质
 。这就开辟并保障了整个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道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在这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最先迈出的、能够直接实现的一步的口号。这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在2月27日至7月4日这段时期内，革命的和平发展是可能的，当然也是最合乎愿望的，但是现在，革命的和平发展是绝对不可能了。

十分明显，不是所有拥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的人都充分考虑到这是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口号。说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不仅仅是指当时（2月27日至7月4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一种较强的力量能够抗拒和阻碍政权归苏维埃。不仅仅是如此。说当时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甚至还指苏维埃 内部
 各阶级间和各政党间的斗争在全部国家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能够最和平痛苦最少地进行。

人们对于后面这一点也是注意不够的。苏维埃按其阶级成分来说，是工农运动的机关，是工农专政的现成形式。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那么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主要缺点、主要毛病，即对资本家的轻信态度，就会在实践中得到克服，就会通过试行他们自己的措施受到批判。在苏维埃独掌全部政权的基础上，执政阶级和执政党的更迭本来是有可能在苏维埃内部和平地进行的；苏维埃内部的一切政党同群众的联系还可能仍然是牢固的，而不会削弱。我们丝毫不能忽视，只有苏维埃内部的各个政党同群众的这种最密切的、可以自由地扩展和深入的联系，才有助于和平地消除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政权归苏维埃，这本身不会改变而且也不可能改变各阶级间的对比关系，也丝毫不能改变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但是这会及时地有力地促使农民离开资产阶级，靠拢工人，进而同工人联合起来。

如果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是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这对人民来说是最轻松、最有利的。这是一条痛苦最少的道路，所以在当时是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来争取这条道路的。但是现在，这个争取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的斗争已经结束。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开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

我们所以说7月4日是一个转折点，正是因为在这以后客观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政权动摇不定的状态结束了。政权在决定性的地方已经转到反革命手中。在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同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妥协的基础上，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发展演变使它们实际上成了反革命屠杀的参与者和帮凶。小资产者不自觉地轻信资本家，因而在党派斗争的发展进程中堕落到自觉地去支持反革命分子的地步。各党派关系发展的一个周期已告结束。2月27日，各阶级是一起反对君主制的。7月4日以后，反革命资产阶级同君主派和黑帮勾结在一起，半拉半吓地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拉了过去，把实际的国家政权交给了卡芬雅克分子，交给了在前线枪杀违抗命令者和在彼得格勒残杀布尔什维克的那帮军人。

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现在听起来好象是唐·吉诃德精神[6]，或者是一种嘲笑。这个口号在客观上会欺骗人民，会使人民产生一种错觉，似乎 现在
 也是只要苏维埃愿意取得政权或作出这种决定，它就可以取得政权，似乎在苏维埃内还有一些政党并没有因帮助刽子手而玷污了自己，似乎可以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只当作没有发生。

如果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会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持过残杀布尔什维克、支持过在前线进行枪杀和解除过工人的武装而要实行所谓“报复”，“拒绝”支持他们去反对反革命势力，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样提问题首先是把市侩的道德观念强加在无产阶级头上（ 为了事业的利益
 ，无产阶级不仅一向支持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而且也支持大资产阶级）；其次（这是主要的）是象市侩那样企图用“道德说教”来模糊问题的政治实质。

问题的这一实质在于，用和平方法现在已经不可能取得政权了。现在能够取得政权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坚决的斗争，战胜目前实际的执政者，即依靠调到彼得格勒来的反动军队、依靠立宪民主党人和君主派的那帮军人卡芬雅克分子。

问题的实质在于，只有革命的人民群众才能够战胜这些新的执政者，而开展群众运动的条件是：不仅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人民群众，而且要人民群众离弃已经背叛革命事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

谁把市侩的道德观念混杂在政治问题中，谁就会这样议论：就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持过卡芬雅克分子解除无产阶级和革命部队的武装，犯了“错误”，但也应当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要阻难”他们改正“错误”；要使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地倒向工人方面来。这种议论，如果不是对工人的又一次欺骗，也是一种幼稚的或简直是愚蠢的见解，因为小资产阶级群众倒向工人方面来，只是而且正是指他们离弃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现在只有宣布策列铁里、切尔诺夫、唐恩和拉基特尼科夫是刽子手的帮凶，那才能算是改正“错误”。我们完全地无条件地赞成这样“改正错误”……

我们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现在应当作一补充：正是在革命中，我们随时会遇到看不清真正的政权 在哪里
 这种情况，会遇到形式上的政权和实际的政权相分离的情况。这也正是一切革命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1917年3、4月间，人们不知道实际的政权是在政府手中，还是在苏维埃手中。

现在特别重要的是要使觉悟的工人冷静地观察一下革命的根本问题：目前国家政权是在谁的手里。只要你想一想政权的物质表现是什么，而不把空话当作事实，那你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道，国家首先就是武装队伍以及监狱之类的物质的附属物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5页。——编者注］

 。在目前，那就是士官生和特地调到彼得格勒来的反动的哥萨克，就是那些把加米涅夫等人关在监狱里的人，就是那些封闭《真理报》[7]的人，就是那些解除工人和某一部分士兵武装的人，就是那些枪杀某一部分士兵的人，就是那些枪杀某一部分军队的人。正是这些刽子手掌握着实际的政权。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是没有实权的部长，是傀儡部长，是支持屠杀的那些政党的领袖。这是事实。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本人也许“不赞成”屠杀，他们的报纸战战兢兢地表白同屠杀没有瓜葛，那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这种政治外表的变化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

封闭彼得格勒15万选民的报纸，士官生因工人沃伊诺夫从印刷厂拿出《〈真理报〉小报》[8]就把他杀害（7月6日），这难道不是屠杀吗？这难道不是卡芬雅克分子干的勾当吗？有人会对我们说：无论是政府，还是苏维埃都“没有过错”。

我们回答说，这对政府和苏维埃来说就更糟糕，因为这说明它们等于零，它们是傀儡，并不掌握实际的政权。

人民首先应当十分清楚地知道事情的 真相
 ，应当知道实际上是谁掌握着国家政权。必须把全部真相告诉人民：政权掌握在那帮军人卡芬雅克分子（克伦斯基、某些将军和军官等）手里，而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整个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所有黑帮报纸，通过《新时报》[9]、《现代言论报》[10]等等进行活动的一切君主派都支持他们。

必须推翻这个政权。否则一切关于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话都是空话，都是“欺骗自己，欺骗人民”。

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部长们以及他们的政党现在都拥护这个政权，因此必须向人民说明他们充当着刽子手的角色，并且说明这些政党在4月21日、5月5日、6月9日和7月4日犯了“错误”[11]以后，在他们赞同进攻政策（这种政策预先就大体决定了卡芬雅克分子在7月的胜利）以后，是必然会有这种“结局”的。

必须改变对人民的全部鼓动工作，使鼓动工作考虑到当前革命的具体经验，特别是七月事变的具体经验，也就是说，应当清楚地指出人民的真正敌人是那帮军人，是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并且应当明确地揭露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一直起着刽子手帮凶的作用。

必须改变对人民的全部鼓动工作，必须说明，不推翻那帮军人的政权，不揭露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不使他们失去人民的信任，农民就绝对没有希望获得土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条件下，要达到这一步将是一个漫长的极其困难的过程，但是战争和经济破坏会大大加速这一过程。这种“加速器”可以使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相当于一年。

对于以上论述，大概会有两种反对意见：第一种反对意见是，现在谈坚决斗争就是鼓励分散地发动斗争，而这正好是帮助反革命势力；第二种反对意见是，推翻反革命势力，这意味着政权仍然转到苏维埃手里。

我们对第一种反对意见回答说，俄国工人已经有很高的觉悟，决不会在显然对自己不利的时刻受人挑拨。如果他们现在就起来斗争和反抗，那会对反革命有利，这一点是无庸争辩的。只有在广大群众中重新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才能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一点也是无庸争辩的。但是只是一般地谈论革命高涨、革命高潮、西欧工人的援助等等是不够的，必须从我们的过去得出明确的结论，必须考虑我们自己的教训。经过这样考虑就一定会提出同夺得了政权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口号。

第二种反对意见归结起来也是用过于一般的议论来偷换具体的真理。除革命的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推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正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有了1917年7月的经验以后，应当独立地掌握国家政权，否则革命就 不可能
 胜利。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支持无产阶级，这是唯一的出路，而且我们已经回答过，哪些情况能够非常迅速地使这一点加快实现。

在这新的革命中可能而且一定会出现苏维埃，但是 不是
 现在的苏维埃，不是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机关，而是同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机关。到那时候，我们也会主张按照苏维埃类型来组织整个国家，这是必然的。这并不是一般苏维埃的问题，而是同 目前的
 反革命势力，同 目前的
 苏维埃的背叛行为作斗争的问题。

用抽象的东西来偷换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现在的苏维埃由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而垮台了，完全破产了。现在，这些苏维埃象是一群被牵去宰割、在屠刀下咩咩哀叫的绵羊。 现在
 ，苏维埃在节节胜利的反革命势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一筹莫展。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可能被理解为“只是”号召把政权交给现在的苏维埃，如果这样说，如果号召这样做，那在目前情况下就是欺骗人民。而欺骗是最危险的行为。

从2月27日至7月4日这个俄国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的发展周期已告结束。新的周期开始了，在这个周期参加活动的不是旧的阶级、旧的政党、旧的苏维埃，而是在斗争烈火中更生的并在斗争中经过锻炼、训练和改造的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苏维埃。不要向后看，而要向前看。应当运用新的即七月事变以后的阶级和政党的范畴来思考问题，而不应当运用旧的范畴来思考问题。在新的周期开始时，必须以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已经取得胜利这一事实作为出发点；反革命势力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它妥协，而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战胜它。当然，在这个新的周期，无论是反革命势力获得彻底的胜利，无论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遭到彻底的失败（不进行斗争），或是掀起新革命的新高潮，都还要经过许多不同的阶段。但是关于这一点，只能留待以后这些阶段分别出现时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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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吉诃德精神意思是徒怀善良愿望而行为完全脱离实际。唐·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米·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一心要做一个扶危济困、锄暴安良的游侠骑士，但由于把现实中的一切都幻想成骑士小说中的东西，结果干出了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8]。



[7]《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后，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和《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10]。



[8]《〈真理报〉小报》（《Листок《Правды》》）是布尔什维克合法日报《真理报》有遭受临时政府迫害时使用过的名称之一，1917年7月6日（19日）出了一号，以代替当天应出的《真理报》。——[10]。



[9]《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11]。



[10]《现代言论报》（《Живое　Слово》）是俄国一种低级趣昧的黑帮报纸（日报），1916年起在彼得格勒出版，A．M．乌曼斯基任编辑。该报最初称为《新小报》，1917年3月8日（21日）起改称《现代言论报》，1917年8月起改名《言论报》，后又改为《新言论报》。该报曾对布尔什维克掀起疯狂的诽谤运动。1917年10月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查封。——[11]。



[11]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的三次危机中的表现。



1917年4月18日（5月1日），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照会英、法两盟国政府，保证临时政府将遵守沙皇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这一照会引起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极大愤慨。他们于4月20—21日（5月3—4日）举行群众性集会和游行示威，抗议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既没有群众支持，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苏维埃完全能够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而不会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抵抗。但是，苏维埃中的妥协派多数却在这种形势下直接同资产阶级串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表示，只要临时政府对米留可夫照会作出“解释”，苏维埃就保证给它以支持。4月21日晚，彼得格勒苏维埃讨论了临时政府解释照会的公告，宣布“解释令人满意”，“事件已经结束”。随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妥协主义政党的代表于5月5日参加了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挽救了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府。



1917年6月初，为抗议临时政府拖延战争、准备在前线发动进攻以及粮食匮乏，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自发地上街游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在6月10日（23日）举行有组织的和平游行示威。这一决定引起临时政府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惊慌。为了阻挠这一游行示威，6月9日（22日）晚，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三天内禁止举行任何游行示威的决议。孟什维克领袖伊·格·策列铁里公然诬蔑准备在6月10日举行的游行示威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阴谋”，要求解除工人的武装。



在1917年的七月危机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7月4日群众游行示威是“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拒绝了群众向它提出的由它夺取全部政权的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还事先知道并同意临时政府派反革命的士官生和哥萨克部队对这次游行示威进行武力镇压。（参看注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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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格·叶·李沃夫公爵

（1917年7月19日〔8月1日〕）

临时政府前首脑格·叶·李沃夫公爵在同临时政府记者委员会代表们告别的谈话中，作了宝贵的自白，工人们一定会为此而感谢他的。


　　李沃夫说：“最近国内发生的事件大大加强了我的乐观精神。我相信，对于俄国说来，我们‘纵深突破’列宁战线，比德国人突破我们的西南战线，意义要重大得多。”



　　工人们怎能不感谢公爵估量阶级斗争的这种冷静态度呢？工人们不仅要感谢李沃夫，而且还要向他学习。所有的资产者、地主以及尾随他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反对“内战”的言论是多么冠冕堂皇，多么虚伪！看一看李沃夫公爵的宝贵自白，你们就会明白，他正是从内战的角度十分冷静地估量俄国国内形势的。领导反革命力量的资产阶级纵深地突破了革命工人的战线，这就是公爵的自白中所包含的一点点真理。两个敌人、两个敌对的营垒，一个突破另一个的战线，这就是李沃夫公爵所总结的俄国国内形势。我们衷心感谢李沃夫公爵的坦率！要知道，他比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伤感的市侩正确一千倍，因为他们认为，在革命时期必然极度激化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会因他们的诅咒和恳求而消失！

两个敌人、两个敌对的营垒，一个突破另一个的战线，这就是李沃夫公爵的正确的历史哲学。他实际上没有把第三个营垒即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算在里边，这是对的。这第三个营垒看来很大，事实上却不能独立解决任何事情；冷静地发表议论的公爵明白这一点，每一个了解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明白这一点，并且每一个深入思考革命历史教训的人也明白这一点，因为革命历史教训始终表明，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政党总是软弱无力的。

甚至在战争时期，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比同国外敌人的斗争重要得多，——大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种种粗野的语言谩骂布尔什维克，就是因为布尔什维克肯定这个真理！无数喜欢谈论“统一”、“革命民主”等等冠冕堂皇词句的人竭力屏弃的也就是这个真理！

但是到了严重的决定性的关头，李沃夫公爵立刻完全承认了这个真理，他公开宣称，“战胜”国内阶级敌人，比同国外敌人斗争的战线上的形势更重要。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真理。这是一个大有教益的真理。工人们将十分感谢李沃夫公爵，感谢他承认、提示和传播了这个真理。为了感谢公爵，工人们将运用党的力量，使最广泛的被剥削劳动群众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这个真理。在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真理更有用的了。

李沃夫公爵谈得如此扬扬得意的内战战线的“突破”是指什么呢？这个问题应该特别仔细地分析一下，使工人们能够好好地向李沃夫学习。

这一次内战“战线的突破”，首先是指资产阶级把无数谰言和诽谤加在它的阶级敌人布尔什维克身上，在诬蔑政敌这个最卑鄙最肮脏的勾当中空前地卖力。这可以说是“突破阶级斗争战线的”“思想准备”。

其次是物质的、关系事物实质的“突破”，指的是逮捕敌对政派的人员，宣布这些人不受法律保护，不经审判就在街上把他们的一部分人打死（7月6日沃伊诺夫从《真理报》印刷厂拿报纸出来就被杀害了），查封他们的报纸，解除工人和革命士兵的武装。

这就是“阶级敌人战线的突破”。愿工人们好好地考虑一下这种办法，到时候也能用它来对付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永远不会采用诽谤手段。它查封资产阶级报纸的时候，会在法律和政府的命令中公然宣布资本家及其辩护者是人民公敌。以我们的敌人即政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以苏维埃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根本不敢直率地公开地说出要查封《真理报》，说出查封它的原因。无产阶级采取行动，将不是靠诽谤，而是靠讲真话。无产阶级会向农民和全体人民如实说明资产阶级报纸的真相，说明必须把它们查封的原因。

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同，无产阶级一定会深刻地了解，阶级斗争“战线的突破”，制服敌人，制服剥削者，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李沃夫公爵帮助无产阶级认识了这个真理。我们感谢李沃夫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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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立宪幻想

[12]




（1917年7月5日和26日〔7月18日和8月8日〕之间）

所谓立宪幻想，是指这样一种政治错误：尽管规范的、法定的、正规的、合法的，总之是“立宪的”制度实际上并不存在，人们却把它当作现行的制度。乍看起来，也许会认为在今天的俄国，在1917年7月，在宪法根本还没有制定的时候，谈不上产生立宪幻想。但是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实际上，俄国目前整个政治形势的关键就在于非常广大的人民群众充满了立宪幻想。不了解这一点，就根本不能了解俄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如果不把重点放在系统地和无情地揭穿立宪幻想上面，不揭露这些幻想的一切根源，重新指明正确的政治前途，那在正确提出当前俄国的策略任务方面就肯定寸步难行。

现在我们来看看目前抱有立宪幻想的人的三种最典型的意见，并比较仔细地加以分析。

第一种意见是，我国正处于立宪会议召开的前夕 
[13]

 ，因此目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临时的、暂行的、不大重要的、非决定性的，不久就要由立宪会议重新审议并最后确定。第二种意见是，某些政党，例如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或这两个党的联盟，在人民中或者在苏维埃这样“最有威信的”机关中拥有明显的无可怀疑的多数，因此在共和制的、民主的、革命的俄国，这些政党的意志，这些机关的意志，就和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一样，不可能被忽视，尤其不可能违背。第三种意见是， 某种措施
 ，例如查封《真理报》，无论临时政府还是苏维埃都没有肯定它是合法的，因此只是一个插曲，一个偶然的现象，决不能认为它具有某种决定性的意义。

下面就来逐条分析这几种意见。


一

召开立宪会议还是第一届临时政府就许下的诺言。它认为把国家引导到召开立宪会议是自己的主要任务。第二届临时政府决定9月30日为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第三届临时政府在7月4日以后又极其郑重地肯定了这个日期。

但是，立宪会议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不会如期召开。在第二次俄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前，即使如期召开，立宪会议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还会象第一届杜马 
[14]

 那样软弱无力和毫无用处。只要稍微避开一下那些嘈杂的令人晕头转向的空谈、许愿和日常琐事，看一看社会生活中基本的、决定一切的东西即阶级斗争，就会深信这一点。

俄国资产阶级已经同地主极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是很明显的。所有的报刊、所有的选举、立宪民主党和比它更右的各个政党的全部政策以及“有关”人士在各种“代表大会”上的全部发言都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非常清楚地了解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孟什维克这些小资产阶级空谈家所不了解的东西，那就是：如果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经济革命，不把银行置于全民的监督之下，不实行辛迪加国有化，不对资本采取一些最无情的革命措施，在俄国就 
不可能

 废除土地私有制，何况是无偿地废除。资产阶级非常清楚地了这—点。同时他们也不能不知道，不能不看到和觉察到，现在俄国大多数农民不仅会主张没收地主土地，而且会表现得比切尔诺夫左得多。因为资产阶级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就在5月6日至7月2日这一段时期内，切尔诺夫在拖延和削减农民的各种要求的问题上向资产阶级作了多少局部的让步， 右派
 社会革命党人（要知道，切尔诺夫在社会革命党人眼中是个“中派”！）在农民代表大会 
[15]

 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上，曾经费了多少心血去“安抚”农民，用明天就办的空话哄骗他们。

资产阶级不同于小资产阶级的地方，就在于它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经验中了解到保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秩序”（即对群众的奴役）所必需的条件。资产者是一些讲实际的人，是做大买卖的人，而且习惯于以严格的求实态度对待政治问题，不相信空话，善于抓住事情的关键。

在今天的俄国召开立宪会议，比社会革命党人左的农民就会占大多数。资产阶级是知道这一点的。它既然知道这一点，就不能不最坚决地反对早日召开立宪会议。 有了
 立宪会议，要本着尼古拉二世所签订的秘密条约的精神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要保护地主土地占有制或赎金，就不可能或者非常困难了。战争是不等人的。阶级斗争是不等人的。即使是2月28日至4月21日这样一段短短的时间，也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从革命一开始，对于立宪会议就有两种看法。完全沉溺在立宪幻想中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用不愿了解阶级斗争的小资产者的轻信态度看待问题，说什么立宪会议已经宣布要召开啦，立宪会议就要召开啦，这就够了！除此之外，都是鬼话！但是，布尔什维克却说：只有巩固苏维埃的力量和权力，才能保证立宪会议的召开和会议的成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重心放在法律行为上：宣布，许诺，公告要召开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则把重心放在阶级斗争上：如果苏维埃取得胜利，召开立宪会议就有保证，否则就没有保证。

事实也正是这样。资产阶级一直或明或暗地、坚持不懈地反对召开立宪会议。这表现在他们企图把立宪会议拖延到战争结束后再召开，表现在一再拖延确定召开会议的日期。在6月18日以后，在联合内阁成立一个多月以后，当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终于确定下来的时候，莫斯科一家资产阶级报纸宣称，这是受了布尔什维克鼓动的影响。《真理报》曾一字不差地引用了这家报纸的这段话。

在7月4日以后，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献媚和胆怯使反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言语报》 
[16]

 就露出了一句简短而又妙不可言的话：召开立宪会议“过于急促”！！7月16日，《人民意志报》 
[17]

 和《俄罗斯意志报》 
[18]

 发表短评，说立宪民主党人借口立宪会议“不可能”在这样“短促的”期间内召开，要求推迟开会日期，而且据这篇短评说，向反革命摇尾乞怜的孟什维克策列铁里已经同意延期到11月20日召开！

毫无疑问，这种短评得以发表，完全是违背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这种“揭露”对资产阶级不利。但是口袋里藏不住锥子。7月4日以后变得放肆起来的反革命说走了嘴。反革命资产阶级在7月4日后一夺得政权，紧接着的一步（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 反对
 召开立宪会议。

这是事实。这个事实暴露了立宪幻想的虚无缥缈。如果俄国不发生一次新的革命，如果不推翻反革命资产阶级（首先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权，如果人民仍然信任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这两个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党，立宪会议要么永远开不成，要么会变成“法兰克福清谈馆” 
[19]

 ，变成软弱无力毫无用处的小资产者的会议，这种小资产者被战争和资产阶级“抵制政权”的前景吓得要死，无力地挣扎着，既想撇开资产阶级而由自己当权，又怕没有资产阶级不行。

立宪会议的问题 
服从于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进程和结局问题。记得有一次《工人报》 
[20]

 曾经脱口说出立宪会议将成为国民公会 
[21]

 。这是我国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奴仆孟什维克的那种空洞、可怜、可鄙的豪言壮语的范例之一。为了使立宪会议不致成为“法兰克福清谈馆”或第一届杜马，而能成为国民公会，必须具有无情地打击反革命而不同他们妥协的勇气、本领和力量。为此，必须使现代最先进、最坚决、最革命的阶级掌握政权。为此，必须使全体城乡贫民（半无产者）拥护这个阶级。为此，必须无情地镇压反革命资产阶级，首先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军队中的高级将领。这就是召开国民公会的现实的、阶级的、物质的条件。只要明确地列举出这些条件，就可以了解《工人报》的豪言壮语是多么可笑，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今天俄国的立宪会议所抱的立宪幻想是多么愚蠢。


二

马克思在抨击1848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派”时，特别严厉地斥责他们喋喋不休地空谈“人民”和人民大多数。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17—227页。——编者注］

 在分析第二种意见时，在分析“大多数”这一点上的立宪幻想时，不妨回忆一下这件事。

要使大多数真正能够决定国家大事，必须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这就是：必须巩固地建立一种有可能按照大多数的意志决定问题并保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国家制度、国家政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使这个大多数在阶级成分上，在其内部（和外部）各阶级的对比关系上， 能够
 协力地有效地驾驭国家这辆马车。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在关于人民大多数以及按照这个大多数的意志处理国家事务的问题上，这两个现实条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全部政治书刊，特别是他们的全部政治行动，都暴露了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两个条件。

如果国家政权掌握在同大多数的利益一致的阶级手中，那么就能够真正按照大多数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如果政权掌握在同大多数的利益不一致的阶级手中，那么任何按照大多数的意志进行的管理都不可避免地要变成对这个大多数的欺骗或压制。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都向我们提供了千百个这样的例子。在俄国，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占着统治地位。它的利益同大多数的利益极不一致，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更是如此。因此，如果根据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不是根据形式主义的、法律的观点来提出问题，那么问题的整个关键就在于揭露这种不一致，戳穿资产阶级对群众的欺骗。

相反，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完全证明和表明他们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就是充当资产阶级欺骗群众（“大多数”）的工具，充当进行这种欺骗的媒介和同谋。不管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个人怎样真诚，只要他们还认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也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缔结“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和约”，也能把土地无偿地交给人民并且对生产实行“监督”以维护人民的利益，那么他们的这些基本政治主张（当然还有经济主张）在客观上总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欺骗，同样也是资产阶级对群众（“大多数”）的欺骗。

这就是我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对路易·勃朗式的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大多数这个问题的提法上所作的第一个也是主要的“修正”。如果“大多数”本身只是一种形式，而在物质上、在实际上是一些政党拥有的大多数，这些政党又在实行资产阶级对这个大多数的欺骗，那么这个大多数实际上又有什么价值呢？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个“修正”，来谈上面指出的第二种基本情况。当然，只有弄清这种欺骗的阶级根源和阶级意义，才能正确地理解这种欺骗。这不是个人的欺骗，不是“诈骗”（说得粗一些），这是因阶级的经济地位而产生的具有欺骗性的思想。小资产者所处的经济地位及其生活条件使他们不能不欺骗自己，他们不由自主地必然地时而倾向资产阶级，时而倾向无产阶级。他们 
在经济上

 是 
不

 可能有独立的“路线”的。

他们的过去使他们向往资产阶级，他们的未来使他们向往无产阶级。他们的理智使他们倾向后者，他们的偏见（根据马克思的名言）使他们倾向前者。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8页。——编者注］

 为了使人民大多数能够成为管理国家的真正的大多数，成为大多数的利益的真正服务者，成为大多数的权利的真正维护者，等等，就必须具备一定的阶级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至少在决定性的关头和决定性的地方，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同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不具备这个条件，大多数就是一个空架子，虽然能够维持一些时候，炫耀一番，喧嚣一阵，显赫一时，但终究是绝对注定要破产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拥有的大多数1917年7月在俄国革命中所遭到的破产就是这样。

其次，革命与国家的“通常”状态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国家生活中有争论的问题在革命时期是直接通过阶级斗争、群众斗争以至群众的武装斗争来解决的。既然群众是自由的而且是有武装的，也就不能不是这样。从这个基本事实中可以得出结论，在革命时期仅仅显示“大多数的意志”是不够的；不，应当在决定性的关头和决定性的地方 表现得更有力量
 ，应当 赢得胜利
 。从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起，经过历次大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时期，直到1848年和1871年，直到1905年，我们看到无数这样的例子：组织得较好、觉悟较高、武装较好的少数迫使大多数服从自己的意志并且战胜了大多数。

弗·恩格斯特别强调16世纪德国农民起义和1848年德国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共同的经验教训，这个教训就是：被压迫群众因其小资产阶级生活地位的限制而行动分散，缺乏集中性。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3—483页。——编者注］

 从这方面来看问题，我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单纯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大多数还不解决也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 只有
 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对他们的领导，才能使千百万分散的农村小业主的行动具有组织性，具有政治自觉性，具有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集中性。

大家知道，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归根到底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最激烈最尖锐的形式即内战的形式解决的。在这种战争中，也象在其他任何战争中一样，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这也是大家都知道而且在原则上谁也不能反驳的事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社会革命党人或是孟什维克，“在原则上”都不否认这一点，并且也很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俄国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他们不敢冷静地正视真理。他们害怕承认这样一个真理：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俄国在内，基本上分为三种根本的主要的力量，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家都谈论第一种力量和第三种力量，都承认这两种力量，但是对第二种力量却不愿意从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去冷静地估计，而这种力量在人数上恰恰是占 大多数
 ！

真理的光芒是刺眼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害怕自我认识的原因就在这里。


三

在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查封《真理报》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还没有得到国家政权的认可。现在，在7月16日以后，这个政权已经正式把《真理报》查封了。

如果历史地即从事情的整体来看，从准备到实行这一措施的整个过程来看，这次查封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俄国“立宪的实质”和立宪幻想的危害。

大家知道，以米留可夫和《言语报》为首的立宪民主党，从4月起就要求对布尔什维克进行镇压。这种进行镇压的要求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从《言语报》发表“有全国意义的”文章起，到米留可夫屡次叫喊“逮捕”（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止，这种要求如果不是立宪民主党人在革命中的政治纲领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6、7月间阿列克辛斯基之流罗织罪名、无耻地诬告布尔什维克充当德国间谍或领取德国津贴之前，在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已公布的文件，诬告布尔什维克组织“武装暴动”或策动“叛乱”之前，立宪民主党早就一直不断地要求对布尔什维克进行镇压。现在既然这种要求已经实现了，那么，对于那些忘记或者假装忘记产生这种要求的真正阶级根源和党派根源的人的真诚和判断力，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呢？既然现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竭力把事情说成是：他们相信镇压布尔什维克的“缘由”在于7月4日出现的某种“偶然的”或“个别的”情况，这能说不是肆无忌惮的伪造或政治上的极端愚钝吗？歪曲不容争辩的历史真相总该有个限度吧！

只要把4月20—21日的运动和7月3—4日的运动比较一下，就立刻会相信这两次运动具有共同的特点：群众的不满、焦急和愤怒自发地爆发出来；挑衅性的射击来自右边；死者是在涅瓦大街上被枪杀的；资产阶级特别是立宪民主党人大叫大嚷地诬蔑“列宁分子在涅瓦大街上开枪”；无产阶级群众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极端残酷和尖锐；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吓得完全手足无措，在政策上和整个国家政权问题上大幅度地来回摇摆。所有这些客观事实都说明了这两次运动的特点。而6月9—10日和18日则以另一种形式向我们展示出一幅与此完全相同的阶级图画。

事变的进程是非常清楚的：群众的不满、焦急和愤怒日益增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特别是争夺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斗争日趋尖锐，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两大历史事件，从而造成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的依附。一个事件是5月6日联合内阁的组成，在这个内阁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成了资产阶级的奴仆，他们同资产阶级勾结和妥协，百般地为资产阶级“效劳”，迟迟不采取最必要的革命措施，在这些方面愈陷愈深。另一个事件是前线的进攻。进攻必然意味着重新恢复帝国主义战争，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声望和作用大大加强，使沙文主义在群众中广为传播，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使权力，先是军权，然后是整个国家政权，转到军队中的反革命高级将领手中。

历史事变的进程就是如此，这一进程在4月20—21日到7月3—4日期间加深和激化了阶级矛盾，使反革命资产阶级在7月4日以后得以实现早在4月20—21日就已经十分清晰地显露出来的他们的纲领和策略、他们的最近目标以及用来达到这一目标的“纯洁的”手段。

市侩们抱怨7月4日事变（顺便说一下，尔·马尔托夫也在这样抱怨），说布尔什维克“弄巧成拙”，给自己带来了失败，是“冒险主义”招致了他们的失败，如此等等。从历史观点来看，这种抱怨毫无意思，在理论上非常可怜，在实践上非常可笑。所有这些抱怨，所有这些说“本来不该”参与的论调（不该参与使群众完全正当的不满和愤怒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这件事！！），如果来自布尔什维克内部，那就是背叛行为，要不然就是小资产者常有的惊慌失措和思想混乱的表现。事实上，7月3—4日的运动是由4月20—21日以及以后的运动发展起来的，这象春去夏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和群众在一起，竭力使群众发起的正当的行动具有最和平最有组织的性质，而不是躲在一边，象彼拉多 
[22]

 那样表明与自己无关，学究般地举出理由，说什么群众还没有一个不剩地组织起来，说什么群众运动常有过火行为（似乎4月20—21日没有过火行为！似乎历史上真有过——哪怕只有一次——未曾发生过火行为的大的群众运动！）。

布尔什维克在7月4日以后受到的挫折是过去整个事变进程的历史必然结果，原因就在于：小资产阶级群众及其领袖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4月20—21日还没有被进攻捆住手脚，还没有因为同资产阶级勾结而束缚在“联合内阁”内，到了7月4日，他们已经把自己束缚起来，以致不能不堕落到同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合作（一起进行镇压、诽谤和屠杀）的地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所以在7月4日完全掉进反革命的污水潭，是因为他们在5、6月间就一个劲儿地往这个污水潭滚，参加联合内阁并赞同他们的进攻政策。

表面看来，我们有些离开本题，离开了查封《真理报》的问题而去谈7月4日事变的历史评价问题了。但这只是表面如此而已，因为不谈后一个问题就不能了解前一个问题。如果考察一下问题的实质以及历次事件之间的联系，我们就可以看到，查封《真理报》、逮捕布尔什维克以及用其他办法迫害布尔什维克，都不过是在执行反革命特别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早就存在的纲领罢了。

现在来看一下究竟是 
谁

 用什么办法贯彻了这个纲领，是大有教益的。

让我们来看事实。7月2日和3日，运动已一触即发，群情鼎沸，他们对政府不起作用、物价高涨、经济破坏和前线进攻义愤填膺。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玩弄“以退为进”的把戏，并且向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提出最后通牒，让他们这些束缚在权位上而无实权的人对失败和群众的愤怒负责。

布尔什维克在7月2日和3日曾经设法制止发起行动。 
甚至连

 《人民事业报》 
[23]

 的一个目击者也承认这一点，他叙述了7月2日在精选团里发生的事情 
[24]

 。3日晚上，运动终于爆发，于是布尔什维克草拟了一篇号召书，说明必须使运动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7月4日，由于来自右边的挑衅性射击，双方开枪打死的人数增加了。必须强调指出，执行委员会答应对事件进行调查，答应每天发表两次公报云云，都不过是空洞的诺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什么也没有做， 
甚至连

 双方死亡者的全部名单都没有公布！！

4日夜里，布尔什维克草拟了关于停止行动的号召书，当夜就刊印在《真理报》上。但是就在那天夜里，第一，反革命的军队开始进驻彼得格勒（看来，这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及其苏维埃召来的，或者是得到他们同意的，不过他们对于这“微妙的”一点当然始终绝口不谈，虽然这已经丝毫没有保守秘密的必要！）。第二，就在那天夜里，士官生和其他部队显然奉司令官波洛夫采夫和总参谋部的命令，开始对布尔什维克大肆行凶。4日深夜《真理报》被捣毁，5日和6日《真理报》的劳动印刷所被捣毁，工人沃伊诺夫从印刷厂拿着《〈真理报〉小报》出来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害，布尔什维克被搜查被逮捕，革命部队被解除武装。

这一切是谁开始干的呢？不是政府，也不是苏维埃，而是那帮反革命军人，这帮人以总参谋部为中心，借“反间谍机关”的名义进行活动，散布佩列韦尔泽夫和阿列克辛斯基的诽谤言论以“激怒”军队，如此等等。

政府不见了。苏维埃也不见了；苏维埃正在为自己的命运胆战心惊，它们得到许多消息，说哥萨克要来消灭它们。攻击布尔什维克的黑帮报刊和立宪民主党报刊开始攻击苏维埃了。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手脚被自己的全部政策束缚住了。这些手脚被束缚住的人，请求调（或者说容忍调）反革命军队到彼得格勒来。可是这把他们束缚得更紧了。他们滚到了可憎的反革命泥潭的深底。他们胆怯地解散了自己成立的侦查布尔什维克“案件”的委员会。他们卑鄙地把布尔什维克出卖给反革命。他们低声下气地参加了为被打死的哥萨克送葬的游行，用这种方式来吻反革命分子的手。

他们是一些手脚被束缚住的人。他们陷入了泥潭的深底。

他们四出奔走，把部长职位奉献给克伦斯基，到卡诺萨去 
[25]

 求见立宪民主党，在莫斯科张罗“国民代表会议”或者说为反革命政府“加冕” 
[26]

 。克伦斯基撤换了波洛夫采夫。

但是他们的奔走完全徒劳无益，丝毫没有改变 问题的实质
 。克伦斯基虽然撤换了波洛夫采夫，却通过正式手续肯定了波洛夫采夫的措施和政策，使它合法化，他查封了《真理报》，对士兵实行死刑，禁止在前线召开群众大会，继续按照阿列克辛斯基的计划逮捕布尔什维克（连柯伦泰也在被捕之列！）。

俄国“立宪的实质”已经非常明显：在前线实行的进攻和在后方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滚进了反革命的泥潭。 
实际上

 ，国家政权已经转到反革命手中，转到一帮军人手中了。克伦斯基以及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的政府 只不过是反革命的挡箭牌
 ，他们不得不 事后
 使反革命的措施、步骤和政策合法化。

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同立宪民主党人的交易只有次要的意义，甚至没有什么意义。在这次交易中，立宪民主党人是否能占便宜，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是否还能“单独”维持下去，这都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转向反革命（这个转变是由他们5月6日以来的全部政策造成的）始终是基本的、主要的、有决定意义的事实。

各政党发展的一个周期已告结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一级一级地往下滚的，从2月28日对克伦斯基表示“信任”，到5月6日同反革命拴在一起，到7月5日滚到了反革命泥潭的深底。

新的时期开始了。反革命的得势使群众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感到失望，同时也为群众转而采取拥护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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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论立宪幻想》一文最初在《工人和士兵报》发表时，该报编辑部曾对文章作了一些修改，如把“如果不推翻反革命资产阶级（首先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权”删去，把“无情地镇压反革命资产阶级，首先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军队中的高级将领”改为“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把“阶级斗争、群众斗争以至群众的武装斗争”改为“阶级斗争、群众斗争以至它们的最后形式”（见本卷第21、24页）。1917年，该文以《论当前局势》为题出版单行本时，仍保留了这些改动。《列宁全集》俄文第2—5版都是按列宁手稿刊印的。——[17]。





[13]

 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于1917年6月14日（27日）宣布立宪会议选举定于9月17日（30日）举行。8月9日（22日），临时政府又把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



俄国的立宪会议是议会式机关。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最早提出的，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纲领也列入了这项要求。



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诱使群众放弃革命斗争，断言立宪会议能通过立法方法解决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害怕比社会革命党左的农民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又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布尔什维克党在不否定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的同时，号召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条件下，现实生活和革命本身将把立宪会议推到后台。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让小资产阶级群众通过自身经验来消除资产阶级立宪幻想的方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开幕。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穆斯林代表也退出了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17]。





[14]

 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共有代表478名，其中立宪民主党人占三分之一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



国家杜马名义上是立法机关，但是由于沙皇政府施加了种种限制，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沙皇政府不能容许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土地问题，于1906年6月20日（7月3日）发表声明，断然表示地主土地所有制不可动摇；7月9日（22日），由沙皇下诏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7月9—10日，部分杜马代表约200人（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在维堡开会，号召对政府实行消极抵抗（不当兵、不纳税、不买公债）。然而刚到9月，立宪民主党连这一点温和的反抗也公开放弃了。——[18]。





[15]

 指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



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5月4—28日（5月17日—6月1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由各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军队农民组织选出的代表1115名，其中社会革命党人537名，社会民主党人103名（大部分是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党团只有9人），人民社会党人4名，劳动派分子6名，无党派人士136名（其中由米·瓦·伏龙芝组织的“14名无党派人士集团”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党派背景不详的329名。列入大会议程的有联合临时政府问题、粮食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土地问题等。



代表大会成了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争夺农民群众的舞台。在大会的主要问题——土地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展开了特别尖锐的斗争。列宁十分重视农民代表大会，直接领导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工作。他以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名义向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和他发表的讲话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革命党人为了避免他们自己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遭到否决，不得不在他们已经准备好的决议草案中写上“一切土地应当毫无例外地交土地委员会管理”（第2条）。他们通过这种欺骗农民的方法控制了大会。在他们的操纵下，大会表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策，赞成社会党人参加联合政府，主张把战争继续进行“到最后胜利”和在前线发动进攻，同意社会革命党人关于把土地问题拖延到召开立宪会议时再解决的主张。大会选出了由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19]。





[16]

 《言语报》（《Речъ》）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20]。





[17]

 《人民意志报》（《Воля　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的机关报（日报），1917年4月29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皮·亚·索罗金、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等。1917年11月被查封后，曾以《意志报》、《自由的意志报》、《人民的意志报》、《国家意志报》、《独立意志报》等名称出版。1918年2月最终被查封。——[20]。





[18]

 《俄罗斯意志报》（《Русская　Воля》）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由沙皇政府内务大臣亚·德·普罗托波波夫创办，1916年12月起在彼得格勒出版。该报靠大银行出钱维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大肆诽谤布尔什维克。列宁称它是最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之一。1917年10月25日被查封。——[20]。





[19]

 指法兰克福议会。



法兰克福议会是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正式开幕。法兰克福议会的选举由各邦自行办理，代表中资产阶级自由派占多数。由于自由派的怯懦和动摇以及小资产阶级左派的不坚定和不彻底，法兰克福议会不敢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也没有能建立人民武装来粉碎反革命，以克服德国的分崩离析状态。法兰克福议会从一开始就宣布制定全德宪法为其唯一重要任务。在制宪过程中，代表们竞相发表演说，无休止地空谈和争辩。直至1849年3月27日，议会才通过了帝国宪法，而这时反动势力已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得胜。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宪法尽管很保守，但毕竟主张德国统一，有些自由主义气味，因此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等邦纷纷宣布予以拒绝，并从议会召回自己的代表。留在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不敢领导已经兴起的人民群众保卫宪法的斗争，于1849年5月30日把法兰克福议会迁至持中立立场的符腾堡的斯图加特。6月18日，法兰克福议会被符腾堡军队解散。——[21]。





[20]

 《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年3月7日（20日）—11月30日（12月13日）在彼得格勒出版，8月30日（9月12日）起是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参加报纸工作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波·奥·波格丹诺夫、库·安·格沃兹杰夫、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伊·格·策列铁里、尼·谢·齐赫泽、涅·切列万宁等。该报采取护国主义立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21]。





[21]

 国民公会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存在于1792年9月21日—1795年10月26日。在雅各宾派执政时期（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日），国民公会是雅各宾专政的最高机关。这一专政完成了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如组织全国力量战胜反革命，清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通过1793年民主宪法等。——[21]。





[22]

 彼拉多是罗马帝国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据《新约全书·路加福音》说，犹太教的当权者判处耶稣死刑后，彼拉多明知耶稣无罪，但迫于犹太教派的压力，只好予以批准。但在批准时，他按古代犹太习俗，在众人面前洗手，表示这一罪行与己无关。——[28]。





[23]

 《人民事业报》（《Дело　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日报），1917年3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6月起成为该党中央机关报。先后担任编辑的有B．B．苏霍姆林、维·米·切尔诺夫、弗·米·晋季诺夫等，撰稿人有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亚·费·克伦斯基等。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号召工农群众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继续帝国主义战争、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该报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鼓动用武力反抗革命力量。1918年1月14日（27日）被苏维埃政府封闭。以后曾用其他名称及原名（1918年3—6月）出版。1918年10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社会革命党叛乱分子占领的萨马拉出了4号。1919年3月20—30日在莫斯科出了10号后被查封。——[29]。





[24]

 精选团是由特别挑选的士兵组成的团队，属于俄国军队的一个兵种。精选部队渊源于掷弹兵，因此其帽徽、纽扣和皮带扣都饰有一枚冒烟的手榴弹。在精选团里发生的事，是指布尔什维克在一个精选团发表演说反对在当时发起行动。——[29]。





[25]

 到卡诺萨去意为屈辱求降。卡诺萨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古城堡。传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争夺授职权的斗争中被开除教籍、废黜帝位以后，曾于1077年1月身着罪衣，冒着严寒，立于这个城堡门口三昼夜，向格列高利七世祈求赦免。——[31]。





[26]

 这里说的是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动员反革命力量粉碎革命而筹备召开的国务会议。召开这一会议的主张得到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完全支持。由于对彼得格勒的革命工人有所畏惧，资产阶级决定在莫斯科开这个会。



国务会议于1917年8月12—15日（25—28日）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参加会议的有2500人左右，其中有历届国家杜马代表、农民代表苏维埃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市杜马代表、陆海军代表、合作社代表、工商界和银行界代表、工会代表以及地方自治机关、知识分子、民族组织和宗教界等方面的代表。苏维埃代表团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布尔什维克完全被排除在外。国务会议的主席是亚·费·克伦斯基，他在开幕词中声称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继续进行战争，在军队中和国内建立秩序，组织强有力的政权。拉·格·科尔尼洛夫将军、阿·马·卡列金将军、帕·尼·米留可夫、瓦·维·舒利金等在发言中，要求取缔各级苏维埃、取消军队中的社会团体、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等，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镇压革命的纲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首领在发言中为临时政府的政策辩护，并谴责群众的革命行动。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8月6日（19日）通过决议，要求党的组织揭露这一会议的反人民性质，号召工人、士兵和农民进行群众性的抗议。国务会议开幕那天，莫斯科及其郊区的工人举行了为期一天的总罢工，参加罢工的有40多万人。基辅、哈尔科夫、叶卡捷琳堡、弗拉基米尔、萨拉托夫、下诺夫哥罗德等城市也都举行了罢工和抗议集会。



召开莫斯科国务会议是俄国反革命力量准备实行反革命专政的一个重要步骤。会议以后，反革命势力就着手实施自己的计划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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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

[27]




（1917年7月26日和27日〔8月8日和9日〕）


一

7月22日的报纸登载了“由彼得格勒高等法院检察官发出的”关于审理7月3—5日事件并以叛国和组织武装暴动的罪名传讯我和其他几位布尔什维克出庭受审的通告。

政府被迫公布这个通告，是因为这桩卑鄙无耻的案子，这桩显然（在任何一个有知识的人看来显然）是为了实现反革命立宪民主党的宿愿和要求而在诽谤者阿列克辛斯基参与下假造出来的案子，闹得太不象样了。

但是，策列铁里之流的政府公布这个通告必然使自己加倍出丑，因为造假案的拙劣手法现在看得尤其清楚了。

我因病在6月29日（星期四）离开彼得格勒，7月4日（星期二）早晨才回来。 
[28]

 当然，对于我党中央以及全党所采取的一切步骤和措施，我承担全部的绝对的责任。我所以必须指出我曾离开过彼得格勒，是为了说明我并不了解某些细节，说明我为什么主要是援引报上发表的文件。

显然，正是这类文件，尤其是登在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的文件，检察官首先应当仔细收集，汇总起来加以分析。但是执行“社会党人”部长策列铁里的政策的“共和派”检察官恰恰不愿意履行他这个最基本的职责！

7月4日以后不久，部长的报纸《人民事业报》承认下列事实：7月2日布尔什维克在精选团发表演说宣传 反对
 发起行动。

试问检察官有没有权利不提这个文件呢？试问他有没有理由撇开这种证人的证词呢？

这篇证词确认了一件头等重要的事实：运动是自发地展开的，布尔什维克不是竭力加速而是竭力延缓这一行动。

其次，该报还刊载了一个更加重要的文件，即我党中央签署的在7月3日夜里拟定的号召书。这篇号召书是在运动已经越出界限以后（虽然我们竭力制止这次运动，或更确切些说，竭力调节这次运动），是在行动已经成为事实以后拟定和付印的。

策列铁里的检察官的极端卑鄙和绝无信义就在于他 回避
 这一问题：行动究竟是在什么时候 开始
 的，是在哪一天，几点钟，在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书发表以前还是以后。

就是这篇号召书谈到必须使运动具有 和平的
 和 有组织的
 性质！

在3日夜里，即在有决定性意义的那一天前夜，我们的组织发表了主张采取“和平的和有组织的行动”的号召书 
[29]

 。指控这样的组织“组织武装暴动”，难道能够设想还有比这更可笑的吗？还有一个问题：“社会党人”部长策列铁里的那位“共和派”检察官绝口不提这篇号召书，他同德雷福斯案件或贝利斯案件 
[30]

 的检察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其次，我们党中央在4日夜里拟定了停止示威游行的号召书，并在《真理报》刊载了这个号召书（就在那天夜里《真理报》报馆被一支反革命部队捣毁了） 
[31]

 ，检察官对于这件事情也一字不提。

还有，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向7月4日到塔夫利达宫来的工人和士兵们发表 几次
 讲话，号召他们 解散
 ，因为他们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志，检察官对于这件事情也一字不提。

成千上万的人听了这些讲话。请每一个不愿使自己的国家因有人制造“贝利斯案件”而受到耻辱的正直的公民，都来设法让听到这些讲话的人，不管他属于哪个政党，向检察官提出书面声明（自己留下副本），说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讲话中有没有号召解散。一个正派的检察官本来自己会吁请人民这样做的。但是，在克伦斯基、叶弗列莫夫、策列铁里之流的内阁里怎么可能有正派的检察官呢？现在不是应该由俄国公民自己来设法防止“贝利斯案件”在本国发生吗？

顺便再谈一点。我本人因病仅仅7月4日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的阳台上讲过一次话。检察官提到了这次讲话，并试图叙述它的内容，但是，他不仅没有指出证人，而且也一字不提报刊上所提供的证词！虽然我根本不可能有各报整套的报纸，我还是在报上看到了两篇证词：（1）在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事业报》 
[32]

 （喀琅施塔得）上；（2）在孟什维克部长的《工人报》上。为什么不用这些文件和公开的调查来核实我那次讲话的内容呢？

那次讲话的内容如下：（1）表示歉意，因我有病只能讲几句话；（2）代表彼得格勒工人向革命的喀琅施塔得人致敬；（3）深信我们“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应该胜利而且必定胜利，不管历史道路多么曲折；（4）号召大家要“坚定，沉着，保持警惕”。

我谈这些细节，为的是不把这微末的然而是真正确实的材料忽略过去，而检察官却是如此草率、如此漫不经心地提到（勉强提到）这一材料。

当然，主要的不是细节，而是7月4日的总的情况和总的意义。关于这个问题，检察官连思考一下的能力也根本没有。

首先，报上有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极宝贵的证词，是由布尔什维主义的凶恶敌人、部长的《工人报》的一名破口大骂和恶毒诅咒我们的记者提供的。这位记者在7月4日以后不久发表了他亲身的见闻。他确切查明的事实归结起来，就是他的见闻和经历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分，他把前后两部分作了对比，说后来事情发生了对他“有利的转变”。

作者经历的前一部分是说他试图在愤怒的人群中为部长们辩解。他受到了侮辱和暴力的袭击，最后还被扣留起来。他听到一些激动到极点的呼声和口号，其中他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揍死克伦斯基”（因为他发动了进攻，“让4万人送了命”等等）。

作者经历的后一部分，也就是对他来说事情发生了所谓“有利的”转变的那部分，是从愤怒的人群把他带到克舍辛斯卡娅公馆“受审”开始的。在那里人们立即把他释放了。

作者没完没了地谩骂布尔什维克，其借口无非就是这些事实。一个政敌谩骂我们是很自然的事情，况且这个政敌是孟什维克，他感觉到受资本和帝国主义战争压迫的群众已经不同他站在一起，而是在反对他了。但是，谩骂改变不了事实，这些事实即使照布尔什维克最疯狂的敌人所叙述的那样，也说明和证明激动的群众甚至提出了“揍死克伦斯基”的口号，而布尔什维克组织却只是一般地向运动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证明只有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在群众中享有道义上的威信，才能劝导群众放弃使用暴力。

事实就是这样。让自觉的和不自觉的资产阶级奴仆们因这些事实而叫嚣和谩骂，指责布尔什维克“放纵自发势力”等等吧！作为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我们要说，在被压迫群众因物价高涨，因“社会党人”部长们的无所作为和叛变行为，因帝国主义战争及战争的拖延而表示万分正当和合理的愤怒时，我们党无论过去或将来都始终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党履行了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在7月4日那天和义愤填膺的群众走在一起，竭力使他们的运动，使他们的行动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因为在7月4日 
还有

 可能使政权和平地转归苏维埃， 
还有

 可能使俄国革命和平地向前发展。

谁也不否认，7月4日出现在彼得格勒街头的武装士兵和水兵大多数是站在我们党方面的。由此可以看出检察官所说的“组织武装暴动”的神话愚蠢到什么程度了。当时我们党完全有可能着手撤换和逮捕几百个官员，占领几十座国家和政府的大厦和机关等等。但是这类事情并没有发生。只有那些糊涂到不断重复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所散布的种种神话的人才看不出，一口咬定7月3日或4日有人“组织武装暴动”，是多么荒唐可笑。

如果侦查还有一点象侦查的话，那首先应当提出的问题是谁先开枪，其次还要提出的问题是双方究竟死伤多少人，每一起死伤事件发生的情况如何。如果侦查还有一点象侦查的话（而不象唐恩、阿列克辛斯基之流的机关刊物上发表的闹意气的文章），那么侦查人员的责任就是就这些问题公开传讯证人，并且立即公布传讯记录。

当英国还是一个自由国家的时候，英国的侦查委员会总是这样做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最初，即还没有因害怕立宪民主党人而完全不问自己良心的时候，也觉得这样做或大致这样做是自己的义务。大家知道，那时候执行委员会曾在报刊上答应每天两次发布它的侦查委员会的工作通报。大家也知道，执行委员会（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欺骗了人民，许下这个诺言却并 
没有

 履行。但是这个诺言已留在历史上，它表明我们的敌人也承认每一个稍微正直一点的侦查人员应当怎样做。

在切齿痛恨布尔什维主义的 
资产阶级

 报纸中，7月4日的《交易所小报》 
[33]

 晚刊是最先报道当天枪杀消息的报纸之一，指出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有好处的。从这家报纸的报道中正可以看出：并 
不是

 示威游行者先开枪，最初开的枪是 
对着

 示威游行者的！！自然，“社会党人”内阁的“共和派”检察官认为还是不提《交易所小报》的这篇证词为好！！但是这家无疑是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交易所小报》的证词，同我们党对事件总情况的看法完全一致。如果这次事件是武装暴动，那么暴动者当然不会向举行反示威的人开枪，而会去包围某些兵营、某些建筑，歼灭某些军队，等等。相反，如果这次事件只是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和保政府的反示威游行，那么反革命分子首先开枪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痛恨广大的示威群众，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抱着挑衅的目的，而示威游行者开枪还击也就很自然了。

死亡者名单虽然难免有遗漏，但终究在几家报纸上（记得是在《言语报》和《人民事业报》上）刊登出来了。侦查的直接的和首要的任务就是核对、补充和正式公布这些名单。不这样做，就等于 隐瞒
 反革命分子首先开枪的证据。

实际上，只要粗略看一下已经登出来的名单，就可以知道，两个主要的十分明显的集团即哥萨克和水兵的死亡人数几乎相等。假如1万名武装水兵7月4日到彼得格勒同工人和士兵，特别是同拥有很多机枪的机枪手们汇合，目的是武装暴动，那么试问，情况会不会这样呢？

显然，假如是那样，哥萨克和其他反对暴动者方面的死亡人数就会多十来倍，因为谁也不否认，7月4日在彼得格勒街头的武装者中布尔什维克占很大的优势。关于这一点，报上刊登了许多由反对我们党的人提供的证词，稍微公正一点的侦查无疑会收集和公布所有这些证词的。

既然双方死亡的人数几乎相等，这就表明正是反革命分子对示威游行者首先开枪的，而示威游行者只是还击而已。否则，死亡的人数是不可能相等的。

最后，在已发表的消息中有一点极为重要：枪杀哥萨克的事发生在7月4日，即示威游行者和反示威游行者公开互相射击的时候。这种互相射击的事情即使不在革命时期，当人民相当激动的时候也时常发生，例如在罗马语系各国（特别是在南方）这类事情就并不罕见。而布尔什维克被枪杀的事情在7月4日以后还在发生，那时根本不存在激动的示威游行者和反示威游行者的接触，因此那时武装的人枪杀手无寸铁的人简直就是屠杀。7月6日布尔什维克沃伊诺夫在什帕列尔街上就是这样被杀害的。

如果连报上已经发表的关于双方死亡的人数、关于每一起死亡事件的时间和情况的材料也不全部收集，那又叫什么侦查呢？这不是侦查，而是对侦查的嘲弄。

显然，不能期望这种性质的“侦查”会历史地评价7月4日的事件。但是每一个愿意用审慎的态度看待政治问题的人都必须对此作出评价。

谁想历史地评价7月3日和4日的事件，谁就不能闭眼不看这次运动与4月20日和21日的运动完全相同的地方。

在这两次运动中，群众的愤怒都是自发地爆发出来的。

在这两次运动中，都是武装的群众走上街头。

在这两次运动中，都发生了示威游行者和反示威游行者的互相射击，双方都有一定数量的（几乎相等的）伤亡。

在这两次运动中，革命群众同反革命分子即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都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有妥协倾向的中间分子暂时退出战场。

在这两次运动中，特殊形式（特殊性如上所述）的反政府示威游行都是同深刻而长久的政权危机有关的。

两次运动的差别在于后来的一次比前一次剧烈得多，在于4月20—21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还保持中立，从此以后就陷入依附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的境地（通过联合内阁和进攻政策），因此在7月3日和4日就站在反革命方面了。

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在4月20—21日以后还在无耻地撒谎，叫嚷“列宁分子在涅瓦大街开枪了”，并且装模作样地要求侦查。立宪民主党人及其同伙当时在政府中占多数，因此侦查工作也就完全操纵在他们手里。他们开始了这个工作，但是又扔下了，什么也没有公布。

为什么？显然因为事实怎么也证明不了立宪民主党人想证明的东西。换句话说，事实“扑灭了”4月20—21日事件的侦查，因为事实证明首先开枪的是反革命分子，是立宪民主党人及其同伙。这是很明显的。

7月3—4日的事件看来也是这样，因此检察官先生的捏造才这样粗糙和拙劣，他为了讨好策列铁里之流，竟嘲弄稍微公正的侦查所应遵循的一切规则。

7月3日和4日的运动是用游行的方式促使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最后一次尝试。从那时起，苏维埃，也就是在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把政权交给了反革命，他们把反革命军队调到彼得格勒来，解除革命部队和工人的武装，解散革命部队和工人组织，赞许和容忍对布尔什维克专横跋扈和使用暴力，以及在前线实行死刑等等。

现在军权以及国家政权，实际上已经落到以立宪民主党人为代表并得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持的反革命手里。现在俄国革命的和平发展已经不可能了，历史这样提出了问题：或者是反革命完全胜利，或者是发动一次新的革命。


二

指控我们进行间谍活动，私通德国，这已经是地道的贝利斯案件的重演。这一点只需要很简短地谈一谈。在这里，“侦查”只不过是重复臭名昭彰的诽谤者阿列克辛斯基的诽谤言论，非常拙劣地捏造一些事实。

说1914年我和季诺维也夫在奥地利被捕，这不对。被捕的只有我一个人。

说我因为是俄国臣民才被捕的，这不对。我被捕的原因是当地的宪兵把我笔记本上的土地统计图表当作了“平面图”而怀疑我有间谍活动！显然，这位奥地利宪兵完全够得上阿列克辛斯基和“统一派” 
[34]

 的水平。看来，我在国际主义遭受迫害方面毕竟打破了记录，因为 
两个

 交战国联盟都把我当作间谍来加以迫害，在奥地利是宪兵，在俄国是立宪民主党人和阿列克辛斯基之流。

说我在奥地利获释出狱，是加涅茨基起了作用，这不对。起作用的是谴责奥地利当局的维克多·阿德勒。起作用的是波兰人，他们因在波兰国土上发生逮捕俄国革命者这种卑鄙行为而感到羞耻。

说我同帕尔乌斯有交往，到过俘虏营等等，这都是无耻的谎言。根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帕尔乌斯的《钟声》杂志 
[35]

 刚出版几期，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报》 
[36]

 就把帕尔乌斯称作叛徒，称作德国的普列汉诺夫。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堕落到了极点》。——编者注］

 帕尔乌斯是站在德国方面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正象普列汉诺夫是站在俄国方面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一样。我们这些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无论同德国的、俄国的或乌克兰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乌克兰解放协会” 
[37]

 ）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

施泰因贝格是斯德哥尔摩俄侨委员会的委员。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斯德哥尔摩。施泰因贝格是在4月20日左右或者更晚一些来到彼得格勒的，我记得，他是来为俄侨协会请求津贴的。检察官只要愿意查对，是很容易查清这件事的。

检察官竟玩弄花样，说帕尔乌斯同加涅茨基有联系，而加涅茨基则同列宁有联系！这简直是骗子的手法，因为大家都知道，加涅茨基和帕尔乌斯之间有钱财关系，而我和加涅茨基之间却没有任何关系。

加涅茨基是一个商人，曾在帕尔乌斯那里供职，或者是同他合伙经商的。但是有许多名字见过报的俄国侨民都曾在帕尔乌斯的企业和机构里供职。

检察官竟玩弄花样，说商业上的通信往来可以掩盖间谍性质的关系。有趣的是，按照这个绝妙的公式，不知该有多少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会因为商业上的通信往来而受到控告啊！

既然检察官手头有加涅茨基给苏缅松的一些电报（这些电报已经发表），既然检察官知道苏缅松什么时候在哪一家银行里存有多少钱（检察官公布了这方面的一些数字），那么检察官为什么不吸收两三个银行办事员或商业职员参加侦查呢？他们不是在两天之内就可以从商业帐本和银行帐本中摘抄出 
全部

 数字给他吗？

检察官只举出了一些不完全的数字，说苏缅松在半年内从她的往来帐户提取了75万卢布，还剩下18万卢布，恐怕没有再比这种做法更明显地暴露出“贝利斯案件”的性质的了！！既然公布数字，为什么不全部公布出来：苏缅松“在半年内”得到的钱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得到的，是从谁那里得到的，又付给了谁？几批货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得到的，是哪些货物？

收集这类完整的数字，岂不是最容易的事吗？这只要两三天时间就可以办到而且一定会办到！这样做就可以弄清加涅茨基和苏缅松的全部商业活动范围！这样做就可以使检察官玩弄的含沙射影的伎俩没有施展的余地！

策列铁里之流的内阁的官吏们不过是用“公文”笔法抄录阿列克辛斯基那些最卑鄙龌龊的诽谤，——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竟堕落到了这样下流的地步！


三

如果把策列铁里、克伦斯基之流的内阁针对布尔什维克的“诉讼”看作真正的诉讼，那自然是太天真了。那将是一种完全不可饶恕的立宪幻想。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5月6日同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结成了联盟，并采取了进攻政策即恢复和延长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这样他们就必然成为立宪民主党的俘虏。

既然做了俘虏，也就不得不参与立宪民主党人最卑鄙的活动和最无耻的诽谤勾当。

切尔诺夫“案件” 
[38]

 很快就使落后的人们也开始醒悟，这也就证明我们上述的看法是正确的。《言语报》在攻击切尔诺夫之后，现在又在攻击策列铁里了，说他是“伪君子”和“齐美尔瓦尔德派”。

现在就连瞎子也会看见，石头也会说话了。

反革命势力团结起来了。立宪民主党人就是反革命的骨干。司令部、军事首脑和克伦斯基都掌握在他们手里，黑帮的报纸在为他们效劳，——这些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同盟者。

对政敌的无耻诽谤有助于无产阶级更快地看清反革命在什么地方，并且为了自由与和平，为了给饥饿者以面包、给农民以土地而去 
消灭

 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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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这篇文章在1917年7月26日和27日《工人和士兵报》第3号和第4号上发表时用的标题是：《尼·列宁的答复》。——[33]。





[28]

 1917年6月29日—7月4日（7月12—17日），列宁因极度疲劳曾在彼得格勒附近内沃拉村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别墅里稍事休息。——[33]。





[29]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联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和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人部委员会呼吁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举行和平的有组织的游行示威的号召书。号召书写于7月3日（16日）深夜，印成传单后于7月4日（17日）在彼得格勒工人区散发。七月游行示威后的次日，即7月5日（18日），《人民事业报》以《文件》为题刊登了传单全文。——[34]。





[30]

 德雷福斯案件是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



贝利斯案件是沙皇政府和黑帮分子迫害俄国一个砖厂的营业员犹太人门·捷·贝利斯的冤案。贝利斯被控出于宗教仪式的目的杀害了信基督教的俄国男孩A．尤辛斯基，而真正的杀人犯却在司法大臣伊·格·舍格洛维托夫的庇护下逍遥法外。贝利斯案件的侦查工作从1911年持续到1913年。黑帮分子企图利用贝利斯案件进攻民主力量，并策动政变。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外国社会活动家则仗义执言，为贝利斯辩护。1913年9—10月在基辅对贝利斯案件进行审判。俄国许多城市举行了抗议罢工。布尔什维克还作好准备，一旦贝利斯被判刑，就在彼得堡举行总罢工。贝利斯终于被宣告无罪。——[34]。





[31]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联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和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人部委员会关于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号召书刊登于1917年7月5日（18日）《真理报》第99号。由于7月5日（18日）凌晨《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被士官生捣毁，这一号报纸只发行了几百份。——[35]。





[32]

 《无产阶级事业报》（《Пролетарское　Дело》）是俄国喀琅施塔得工兵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的机关报，1917年7月14日—10月27日（7月27日—11月9日）出版。它的前身是七月事变时被临时政府查封的《真理呼声报》。——[35]。





[33]

 《交易所小报》（《Ъиржёвка》）是俄国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报纸《交易所新闻》的别称。该报于1880年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每周出两次，后来出四次，从1885年起改为日刊，1902年11月起每天出两次。这个报纸的特点是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没有原则。1905年该报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曾改用《自由人民报》和《人民自由报》的名称。从1906年起，它表面上是无党派的报纸，实际上继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1917年二月革命后，它恶毒攻击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1917年10月底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被查封。——[38]。





[34]

 统一派是俄国极右的孟什维克护国派分子和一些前取消派分子联合组成的集团，1914年产生，1917年3月正式成立。除彼得格勒外，莫斯科、巴库等地也有它的组织。格·瓦·普列汉诺夫以及前取消派分子安·法·布里扬诺夫和尼·伊·约尔丹斯基在统一派中起领导作用。统一派否认社会主义在俄国有胜利的可能，无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主张把帝国主义战争继续进行“到最后胜利”，并与资产阶级和黑帮报刊一起肆无忌惮地诽谤布尔什维克。七月事变后，它鼓吹建立“坚强的政权”，即军事独裁。统一派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持敌对态度，1918年夏在组织上瓦解。——[41]。





[35]

 《钟声》杂志（《Die　Glock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社会沙文主义者亚·李·帕尔乌斯办的刊物（双周刊），1915—1925年先后在慕尼黑和柏林出版。——[42]。





[36]

 《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42]。





[37]

 “乌克兰解放协会”是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建立，领导人为德·顿佐夫、A．φ．斯科罗皮西－约尔图霍夫斯基和马·伊·美列涅夫斯基。该协会指望沙皇俄国在战争中被摧毁，力图使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建立一个受德国保护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乌克兰君主国。——[42]。





[38]

 切尔诺夫“案件”指资产阶级报刊指控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临时政府部长维·米·切尔诺夫于战争初期在国外写过失败主义文章和参加过由德国出钱办的刊物一事。由于这一指控，切尔诺夫于7月20日（8月2日）退出了临时政府，并宣称只有在彻底恢复名誉之后他才会重返政府。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赞同切尔诺夫的这一行动。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要求临时政府在三天内查清切尔诺夫案件。7月24日（8月6日），临时政府司法部长宣布，对切尔诺夫的指控完全没有根据。于是，切尔诺夫又参加了亚·费·克伦斯基新组成的政府，仍任农业部长。——[44]。





《列宁全集》第32卷


波拿巴主义的开始

（1917年7月29日〔8月11日〕）

现在，当克伦斯基、涅克拉索夫、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的内阁[39]组成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可能犯的最大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把空谈当作事实，把虚假的表面现象当作实质或某种重要的东西。

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去干这种事情吧，他们真的已经在扮演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身旁的小丑了。克伦斯基显然是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授意下，同涅克拉索夫、捷列先科和萨文柯夫组成了某种类似秘密督政府的东西，只字不提立宪会议和7月8日宣言[40]，在告人民书中宣扬各阶级的神圣统一，根据谁也不知道的条件同最蛮横地提出最后通牒的科尔尼洛夫缔结协定，继续实行丑恶的令人痛恨的逮捕政策；而切尔诺夫、阿夫克森齐耶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却在高谈阔论，装腔作势，——难道这不是小丑行为吗？

切尔诺夫在这种时候来传唤米留可夫去仲裁法庭；阿夫克森齐耶夫宣扬狭隘的阶级观点不适用；策列铁里和唐恩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些毫无内容通篇空话的决议，令人想起立宪民主党人的第一届杜马在沙皇政府面前软弱无力的悲惨时刻，——难道这不是小丑行为吗？

立宪民主党人在1906年玷污了俄国第一届国民代表会议，使它在日益加强的沙皇反革命面前变成了可怜的清谈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是一样，在1917年玷污了苏维埃，使它在日益加强的波拿巴主义反革命面前变成了可怜的清谈馆。

克伦斯基内阁无疑是波拿巴主义已迈出头几步的内阁。

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波拿巴主义的基本历史特征，那就是：以军阀（军队中的坏分子）为后盾的国家政权在大致势均力敌的两个敌对阶级和敌对力量之间看风使舵。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尖锐到了极点：无论是在4月20—21日还是在7月3—5日，内战都有一触即发之势。难道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不是产生波拿巴主义的典型土壤吗？要知道，除了这个条件外，还有同这个条件十分相近的其他条件；资产阶级对苏维埃火冒三丈，但是还没有力量立刻解散苏维埃，而被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玷污了的苏维埃 已经
 没有力量对资产阶级进行有力的抵抗了。

地主和农民也处在内战的前夜：农民要求土地和自由，只有善于向各阶级许下最无耻的诺言而一个也不予兑现的波拿巴主义政府才能够——如果能够的话——制止他们。

除此以外，再加上冒险进攻引起军事失败，而拯救祖国的言论（用来掩饰拯救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纲领的愿望）又特别流行，这样，你们就会看到产生波拿巴主义的社会政治环境的一幅最完整的图画。

我们不会被空谈所欺骗。我们不会因为看到波拿巴主义才迈出头几步而掉以轻心。正是对头几步就应该善于及时识破，使自己不致陷入愚蠢庸人的可笑境地：尽管是他自己帮助波拿巴主义迈出了第一步，却对它的第二步表示惊诧。

现在如果还抱着立宪幻想，譬如说，认为现在的内阁也许比以前各届内阁都左（见《消息报》[41]），或者认为苏维埃的善意批评能够纠正政府的错误，或者认为任意捕人和查封报纸只是个别事件，应该相信这种事件不会再发生，或者认为扎鲁德内是一位正直的人，在共和制的民主的俄国会出现公正的法庭，任何人都应该出庭，等等，——这一切都不过是愚蠢的庸人之见罢了。

这种庸人的立宪幻想是很愚蠢的，这太明显了，不值得专门加以驳斥。

但是，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进行斗争要求我们冷静，要求我们善于看出和说出真实情况。

波拿巴主义在俄国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革命无产阶级已经诞生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阶级斗争发展的自然产物。4月20—21日、5月6日、6月9—10日、6月18—19日、7月3—5日这些历史阶段，都是清楚表明波拿巴主义如何形成的标志。认为民主环境可以排除波拿巴主义，那是极端错误的。正好相反，波拿巴主义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法国的历史两次证实了这一点）、在一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关系下生长起来的。

但是承认波拿巴主义不可避免，决不等于忘记了它的必然破产。

如果我们 只是
 说俄国的反革命取得了暂时的胜利，那是敷衍塞责。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波拿巴主义如何产生，大胆正视现实，告诉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波拿巴主义开始抬头已经成为事实，那我们就是在广泛的政治范围内开始进行一场严肃而顽强的打倒波拿巴主义的斗争，一场以深刻的阶级利益为依据的斗争。

1917年的俄国波拿巴主义同1799年和1849年法国波拿巴主义开始的情况比起来，有很多条件是不同的，例如，我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一个都没有得到解决。为解决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而进行的斗争，现在才开始激烈起来。

克伦斯基和把他当作小卒任意摆布的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无论是如期召开立宪会议，或者推迟会期，都不能不使革命更加深入。拖延帝国主义战争而造成的大灾难，正以较前大为迅速猛烈之势继续向我们逼近。

俄国无产阶级先进队伍能够应付我国6月和7月事变而避免大规模的流血牺牲。无产阶级政党完全有可能选择一种策略、一种或多种组织形式，使波拿巴主义者的突然的（似乎是突然的）迫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终止无产阶级政党的存在，都不能制止它继续不断地向人民说出自己要说的话。

党要明确地大声地向人民说出全部真相：我们正处在波拿巴主义开始抬头的时刻；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的“新”政府只是用来掩饰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和掌握政权的军人集团的幌子；不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人民就得不到和平，农民就得不到土地，工人就得不到八小时工作制，挨饿的人就得不到面包。党要把这些都说出来，而局势发展的每一步都会证实党是正确的。

俄国非常迅速地度过了大多数人民轻信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整个时代。现在，大多数劳动群众已经由于这种轻信而开始受到残酷的惩罚。

一切迹象都表明，局势正以最快的速度继续发展，全国正在接近另一个时代，即大多数劳动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革命无产阶级的时代。革命无产阶级将夺取政权，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不顾一切困难和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曲折，把一切先进国家的无产者引向社会主义革命，战胜战争和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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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指俄国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



俄国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是在三个立宪民主党人部长和临时政府总理格·叶·李沃夫相继辞职以后，于1917年7月24日（8月6日）组成的。在此以前，亚·费·克伦斯基已被任命力总理兼陆海军部长，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把持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克伦斯基政府是“拯救革命的政府”，承认它有无限权力。



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实际上由立宪民主党人掌握，其成员是：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激进民主党人，原属立宪民主党）、内务部长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社会革命党人）、外交部长米·伊·捷列先科（无党派人士）、司法部长亚·谢·扎鲁德内（人民社会党人）、教育部长谢·费·奥登堡（立宪民主党人）、工商业部长谢·尼·普罗柯波维奇（“无派别社会民主党人”）、农业部长维·米·切尔诺夫（社会革命党人）、邮电部长A．M．尼基京（孟什维克）、劳动部长马·伊·斯柯别列夫（孟什维克）、粮食部长阿·瓦·彼舍霍诺夫（人民社会党人）、国家救济部长伊·尼·叶弗列莫夫（激进民主党人）、交通部长п．п．尤列涅夫（立宪民主党人）、正教院总监安·弗·卡尔塔舍夫（立宪民主党人）、国家监察长费·费·科科什金（立宪民主党人）。



7月25日（8月7日），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决议，要求给予新成立的联合政府以最积极的支持。——[45]。



[40]指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七月事变后于1917年7月8日（21日）发表的宣言。为了安抚群众，临时政府在宣言里提出了一系列诺言，包括在9月17日（30日）如期进行立宪会议选举，尽快在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选举的基础上实行城市和地方自治，取消等级制度，采取必要措施制止经济破坏，制订关于八小时工作制、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的法律以及草拟供立宪会议审议的土地改革法案。这些诺言一项也没有兑现。——[45]。



[41]《彼得格勤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Совета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于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在彼得格勒创刊，最初称《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从3月2日（15日）第3号起成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编辑部成员起初有：波·瓦·阿维洛夫、弗·亚·巴扎罗夫、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约·彼·戈尔登贝格和格·弗·策彼罗维奇。由于编辑部内部意见分歧，阿维洛夫、邦契－布鲁耶维奇和策彼罗维奇于4月12日（25日）退出了编辑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费·伊·唐恩、弗·萨·沃伊京斯基、A．A．郭茨、伊·瓦·切尔内绍夫随后进入编辑部。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后，该报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7年8月1日（14日）第132号起，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的名称出版。决定该报政治方向的是当时在执行委员会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联盟的代表人物。



十月革命后，该报由布尔什维克领导。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即从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起，该报更换了编辑部成员，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正式机关报。1918年3月该报迁至莫斯科出版。从1923年7月14日起，成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38年1月26日起，改称《苏联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47]。







《列宁全集》第32卷


革命的教训

（1917年7月底）

一切革命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急剧转变。这种转变如果没有成熟，便不能发生真正的革命。每一个人生活上的任何转变，都会使他学到许多东西，使他体验和感受许多东西，革命也是一样，它能使全体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内容最宝贵的教训。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在人民中间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

每一个觉悟的工人、士兵和农民都应当仔细考虑俄国革命的教训，特别是现在7月底，在已经清楚地看出我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更应当如此。


一

我们看一看，工农群众进行革命究竟是要得到什么？他们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大家知道，他们期待的是自由、和平、面包和土地。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不是给人们自由，而是开始恢复从前的专横。对前线士兵实行死刑 
[42]

 ，把擅自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送交法庭审判。捣毁工人报纸的印刷所。非法查封工人报纸。常常甚至没有提出任何罪名，或提出显然是诬告的罪名，就逮捕布尔什维克。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惩办布尔什维克并不是破坏自由，因为这只是根据一定的罪名惩办一定的人。这种反驳显然是故意胡说，即使个别人犯了罪，即使这种罪名已经由法庭证明和认定，那也不能因此而捣毁印刷所和查封报纸。如果政府公布一条法律，确认整个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它的方针和观点都是违法的，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谁都知道，自由俄国的政府根本不能这样做，也没有这样做。

地主和资本家的报纸因布尔什维克进行反对战争、反对地主、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而疯狂地谩骂布尔什维克，甚至在还没有找到一条指控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罪名时，就公开要求逮捕和惩办布尔什维克，这是揭穿对布尔什维克的指控纯属诬陷的主要证据。

人民要求和平。而自由俄国的革命政府，却依然根据从前沙皇尼古拉二世为了让俄国资本家掠夺别国人民而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秘密条约，又重新恢复了侵略战争。这些秘密条约一直没有公布。自由俄国的政府借词推托，始终没有向各国人民提议缔结公正的和约。

粮食没有了。饥荒又要来了。大家都看到，资本家和富人靠军事订货丧心病狂地盗窃国库（现在战争每天要耗费人民5000万卢布），靠抬高物价榨取空前多的利润，但是，在让工人认真地计算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方面，简直什么也没有做。资本家愈来愈猖狂，把工人赶出大门，而且正是在人民苦于商品匮乏的时候。

大多数农民在许多次代表大会上响亮而明确地发表声明，宣布地主占有土地是不合理的，是一种抢劫。但是自称为革命的和民主的政府却一连好几个月都在愚弄农民，用诺言和拖延手段欺骗农民。资本家一连好几个月不让切尔诺夫部长颁布关于禁止土地买卖的法律。而在这个法律终于公布出来之后，资本家又对切尔诺夫进行无耻的诽谤性攻击，并且直到现在还在攻击。政府在保护地主方面是这样的卑鄙无耻，竟开始把“擅自”夺取土地的农民送交法庭审判。

愚弄农民，劝他们等待立宪会议。资本家则一再拖延，推迟召开这个会议。现在，在布尔什维克的要求下，这个会议已定于9月30日召开，可是资本家又公开叫嚷，说这个期限“过于”短促，要求延期召开立宪会议……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党“立宪民主”党即“人民自由”党的一些最有势力的党员，如帕宁娜，就公然鼓吹把立宪会议召开的日期推迟到战争结束之后。

解决土地问题要等到立宪会议召开。召开立宪会议要等到战争结束。结束战争要等到完全胜利。结果就是这样。在政府中占多数的资本家和地主简直是在嘲弄农民。


二

在推翻了沙皇政权的自由国家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在不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是未经任何人选举的沙皇和一小撮地主、资本家与官吏。

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只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人。在选举时，人民分属于不同的政党，一般都是每一个阶级分别组成自己的政党，例如，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都各自组成自己的政党。因此，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

1917年2月27日推翻沙皇政权以后，在将近4个月中，俄国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是通过各个自由组成的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管理的。因此，要了解俄国革命的发展，首先必须研究主要政党的情况，这些政党维护哪些阶级的利益，所有这些政党的相互关系怎样。


三

在推翻沙皇政权以后，国家政权转到第一届临时政府 
[43]

 手中。这个政府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即资本家所组成，而同他们连成一气的还有地主。资本家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占最重要的地位，它是资产阶级的执政党或者说政府党。

政权落到这个政党手中并不是偶然的，虽然当时同沙皇军队斗争、为争取自由而流血的根本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和农民，水兵和士兵。政权之所以落到资本家政党手中，是因为这个阶级拥有财富、组织和知识这些力量。在1905年以后，特别是在大战期间，俄国的资本家阶级以及同它勾结在一起的地主阶级在本身的组织方面取得的成绩最大。

立宪民主党一直是君主派政党，1905年是这样，从1905年到1917年还是这样。在人民战胜沙皇暴政以后，这个党就宣布自己是共和派政党了。历史经验表明，当人民战胜了君主制的时候，资本家的政党总是愿意成为共和派政党的，只要能够保住资本家的特权和它对人民的绝对统治。

立宪民主党在口头上拥护“人民自由”，实际上它拥护的是资本家，于是所有的地主、君主派和黑帮分子马上就站到它那边去了。报刊和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在革命以后，所有资产阶级的报纸和所有黑帮的刊物都同立宪民主党人唱起了一个调子。一切君主派政党还不敢公开活动，于是在选举中，例如在彼得格勒的选举中，就支持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人在取得政府权力以后，便想方设法继续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战争，这个战争是同英法资本家签订掠夺性秘密条约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开始进行的。根据这些条约，俄国资本家在战争胜利后可以占领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亚和亚美尼亚等地。对于人民，立宪民主党政府则用种种空洞的托词和诺言支吾搪塞，把对工农来说至关重要的一切问题都推给立宪会议去解决，但是又不确定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

人民利用获得的自由，自动地开始组织起来。占俄国人口压倒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主要组织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在二月革命时已开始形成，二月革命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在俄国多数大城市和许多县城中，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的一切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就通过苏维埃联合起来了。

苏维埃的选举是完全自由的。苏维埃是真正的人民群众的组织即工农的组织。苏维埃是真正的大多数人民的组织。工人和穿着军服的农民已经武装起来了。

不言而喻，苏维埃能够而且应当把全部国家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除了苏维埃以外，国家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政权存在。只有这样，我国革命才能成为真正人民的、真正民主的革命。只有这样，真正争取和平、真正厌恶侵略战争的劳动群众，才能够开始坚定不移地实行结束侵略战争和实现和平的政策。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才能制裁那些大发“战争”横财而使国家遭到经济破坏和饥荒的资本家。但是，在苏维埃中，只有少数代表拥护革命工人的政党，即拥护要求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多数代表则拥护反对政权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两个政党不但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并用苏维埃政府来代替，反而主张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并同它妥协，同它组织共同的政府。获得多数人民信任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这种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就是革命从开始以来整整5个月内全部发展进程的主要内容。


四

我们首先看一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怎样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然后再来探讨多数人民信任他们的原因。


五

在俄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总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同资本家妥协。

在1917年2月底，当人民刚取得胜利，沙皇政权刚被推翻的时候，资本家的临时政府就把克伦斯基当作“社会党人”拉到政府中去了。其实克伦斯基从来都不是社会党人，他不过是个劳动派分子 
[44]

 ，直到1917年3月才成为“社会革命党人”，因为这在当时已经没有危险了，而且还有好处。克伦斯基当时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副主席，资本家的临时政府马上就通过他来尽量拉拢和软化苏维埃。而苏维埃，也就是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果然给软化了，他们在资本家的临时政府成立后马上就同意“支持它”，“只要”它履行自己的诺言。

苏维埃认为自己是检查和监督临时政府行动的机关。苏维埃的领袖们成立了所谓“联络委员会” 
[45]

 ，也就是同政府联络、接洽的委员会。在这个联络委员会中，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领袖经常同资本家政府进行谈判，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不管部部长或非正式的部长。

整个3月间和几乎整个4月间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资本家一再拖延，支吾搪塞，竭力争取时间。在这个时期中，资本家政府没有为发展革命采取过任何一项比较认真的措施，连召开立宪会议这个由它直接承担的任务，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完成，没有向各地提出这个问题，甚至还没有成立中央的筹备委员会。政府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暗中恢复由沙皇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掠夺性国际条约，尽量小心谨慎、不露形迹地阻挠革命，什么都答应，什么都不执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联络委员会”里当了傻瓜，他们被动听的词句、诺言和“明天就办”的空话喂饱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象一篇著名寓言中的乌鸦 
[46]

 一样，经不起阿谀奉承，高兴地听信资本家所作的保证，说什么他们高度尊重苏维埃，未经苏维埃同意决不采取任何措施。

实际上，时间一天天过去，资本家政府并没有为革命做任何事情。但是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恢复了掠夺性的秘密条约，更确切些说，就是确认了这些条约，并且还同样秘密地同英法帝国主义的外交官进行谈判，使这些条约“起死回生”。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为作战部队的将军和军官建立反革命组织（至少使他们互相接近）奠定了基础。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开始把工业家、厂主组织起来，这些人在工人的压力下不得不一再让步，但同时又开始暗中破坏生产，准备一到适当的时机就停止生产。

但是，把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组织到苏维埃中去的工作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被压迫阶级的优秀分子已经感觉到，尽管政府同彼得格勒苏维埃达成了协议，尽管克伦斯基吹得天花乱坠，尽管有了“联络委员会”，这个政府仍然是人民的敌人，革命的敌人。群众已经感觉到，如果不粉碎资本家的反抗，和平、自由、革命的事业就必然遭到失败。群众已经愈来愈愤怒了，愈来愈不能忍耐了。


六

群众的这种情绪在4月20—21日爆发了。运动是自发产生的，谁也没有作过准备。这个运动非常猛烈地反对政府，有一个团甚至全副武装出动，到玛丽亚宫去逮捕各部部长。大家都非常清楚，政府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苏维埃本来可以（而且应当）把政权拿到手，不会遇到任何方面的任何反抗。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支持摇摇欲坠的资本家政府，由于同政府妥协而更加束缚了自己，采取了更加危险的断送革命的步骤。

革命迅速地深刻地教育了各个阶级，这种速度和深刻程度在平时，在平静时期是不曾有过的。组织得最好、在阶级斗争和政治方面经验最多的资本家学得最快。他们看到政府已经无法维持，于是就采取了其他国家资本家在1848年以后的几十年中用来愚弄、分裂和削弱工人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组织所谓“联合内阁”，即由资产阶级和背叛社会主义的倒戈分子联合组成共同的内阁。

在自由、民主和革命工人运动同时并存最长久的国家，如英国和法国，资本家曾多次利用这种手段，而且收到很大的效果。“社会党人”领袖们加入资产阶级内阁后，必然成为资本家的傀儡、玩物和挡箭牌，成为欺骗工人的工具。俄国“民主共和派”资本家所运用的正是这种手段。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马上就上了钩，于是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参加的“联合”内阁也就在5月6日成了事实。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傻瓜们欢天喜地，沐浴在领袖入阁的荣耀的光辉中洋洋自得。资本家也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他们得到了“苏维埃领袖”这些反人民的帮手，得到了这些人支持“在前线发动进攻”即恢复已经中断的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承诺。资本家知道这些领袖外强中干，知道资产阶级关于监督生产以至组织生产、关于实行和平政策等等诺言是永远不会兑现的。

结果正是这样。在革命发展的第二阶段，即从5月6日到6月9日或18日，完全证实资本家的算盘打对了，他们的确毫不费力就愚弄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当彼舍霍诺夫和斯柯别列夫宣称要把资本家的利润100％拿过来，说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粉碎了”等等，用这些花言巧语欺骗自己又欺骗人民的时候，资本家却在不断地巩固自己的力量。实际上在这段时间内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制裁资本家。那些背叛了社会主义的部长已经成了转移被压迫阶级视线的留声机，而整个国家管理机关实际上仍然操在官僚（官吏）和资产阶级手中。臭名昭著的工业部副部长帕尔钦斯基就是这类机关的典型人物，他对任何反对资本家的措施都加以阻挠。部长们专事空谈，一切仍然照旧。

策列铁里部长更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革命的工具。当喀琅施塔得的革命者大胆地起来撤换政府任命的委员时，策列铁里就被派到那里去做“安抚”工作。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报纸上对喀琅施塔得大肆进行恶毒的疯狂的造谣、诽谤和攻击，给它加上企图“脱离俄国”的罪名，并且用各种各样的调子重复这种无稽之谈，来吓唬小资产阶级和庸人。而策列铁里就是被吓坏了的愚蠢庸人中最典型的一个，他比谁都“老实地”落入了资产阶级攻击的圈套，比谁都卖力地“抨击和安抚了”喀琅施塔得，可是就不明白自己是当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奴仆。结果他成了同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成立如下一项“协议”的工具：喀琅施塔得的委员不能简单地由政府任命，而是由地方选举，政府 批准
 。背离社会主义而投靠资产阶级的部长们就是把时间花在进行这类可耻的妥协上面。

凡是资产者部长不能出面替政府讲话的地方，如在革命工人面前或在苏维埃中，“社会党人”部长斯柯别列夫、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等便出面讲话（确切些说，是资产阶级派去的），他们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的任务，拚命替内阁辩护，粉饰资本家，一次又一次地用诺言欺骗人民，劝大家等待，等待，再等待。

切尔诺夫部长尤其忙于同自己的资产阶级同僚作交易，直到7月间，直到在7月3—4日的运动后新的“政权危机”发生，直到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切尔诺夫部长一直忙于办一件有益的、有趣的、深孚众望的事情，即“开导”自己的资产阶级同僚，劝他们至少要同意禁止土地买卖。禁止土地买卖的诺言是在彼得格勒全俄农民代表大会（苏维埃）上极其庄重地向农民宣布的。但是诺言仍旧是诺言。切尔诺夫无论在5月或6月都没有能履行这个诺言，直到7月3—4日，由于革命的浪潮自发地起来了，恰好立宪民主党人又退出内阁，这样他才有可能实行这项措施。但是就在当时，这也是一项孤立的措施，不能使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真正得到改善。

人民痛恨的古契柯夫未能完成的帝国主义反革命的任务，即恢复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任务，这时由社会革命党新党员“革命民主派”克伦斯基在前线顺利地出色地执行了。克伦斯基在欣赏自己的口才，而那些把他当作小卒任意摆布的帝国主义者则恭维他，奉承他，崇拜他，因为他死心塌地为资本家服务，劝导“革命军队”同意恢复战争，以履行沙皇尼古拉二世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条约，使俄国资本家能得到君士坦丁堡和利沃夫，得到埃尔泽鲁姆和特拉布宗 
[47]

 。

俄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即5月6日到6月9日这个阶段，就这样过去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在“社会党人”部长的掩护和保卫下，加强和巩固了自己的力量，准备好了进攻，既要对外部敌人发动攻势，又要向内部敌人即革命工人进攻。


七

6月9日，革命工人的党，布尔什维克党，准备在彼得格勒举行示威，使群众中日益增长的不可抑制的不满和愤怒有组织地表现出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领袖被自己同资产阶级达成的协议所牵制，被帝国主义的进攻政策所束缚，感到自己在群众中失去了威信而非常恐慌。到处都发出反对游行示威的狂吠，而且这一次是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沆瀣一气。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行同资本家妥协的政策，在他们的领导下，小资产阶级群众转向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联盟的形势就完全确定了，并且非常明显。6月9日危机的历史意义和阶级意义就在这里。

布尔什维克取消了这次示威，他们决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引导工人去同联合起来的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作殊死的斗争。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了多少保持一点群众的信任，不得不定于6月18日举行总示威。资产阶级怒不可遏，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倒向无产阶级方面的表现，于是决定在前线发动攻势来麻痹民主派的行动。

果然，6月18日使革命无产阶级的口号即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在彼得堡的群众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6月19日资产阶级和波拿巴主义者 
［注：所谓波拿巴主义（因法国两个名叫波拿巴的皇帝而得名），是指这样一种政府，这种政府利用资本家政党和工人政党之间的极端尖锐的斗争，竭力装作超越党派。实际上这种政府是替资本家服务的，它最善于用诺言和小恩小惠欺骗工人。］

 克伦斯基庄严宣布，就在6月18日前线发起了进攻。

这次进攻实际上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违背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志而恢复掠夺战争。因此，进攻一方面必然使沙文主义大大加强，使军权（因而也使政权）转到波拿巴主义者这一帮军人手中，另一方面必然对群众采取暴力，迫害国际主义者，取消鼓动自由，逮捕和枪杀反对战争的人。

如果说5月6日是用绳索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绑在资产阶级胜利的战车上，那么6月19日则是用锁链把他们当作资本家的奴仆锁住了。


八

由于重新挑起掠夺战争，群众的愤怒自然更加迅速更加激烈地增长起来。7月3—4日，群众的愤怒爆发了，布尔什维克试图制止这种爆发，而且理所当然应该设法使它采取最有组织的形式。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被主人锁住了的资产阶级奴隶同意一切照办：同意把反动军队调进彼得格勒，同意恢复死刑，同意解除工人和革命军队的武装，同意非法逮捕、缉拿人犯和查封报纸。于是资产阶级在政府中不能完全掌握的而苏维埃又不愿意掌握的政权，就落到波拿巴主义者这一帮军人手中，当然，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地主和资本家是完全支持他们的。

一级一级滚下去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既然躺在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斜坡上，就不能不往下滚，一直滚到底。2月28日，他们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答应有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政府。5月6日，他们拯救了要垮台的资产阶级政府，甘愿做它的奴仆和卫士，并且同意实行进攻。6月9日，他们同反革命资产阶级一起对革命无产阶级大肆进行恶毒的攻击、造谣和诽谤。6月19日，他们赞同重新挑起掠夺战争。7月3日，他们同意把反动军队调来，这是向波拿巴主义者彻底交权的开端。一级一级地滚下去了。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落得这样可耻的下场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小业主即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造成的结果，欧洲的经验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九

当然，谁都看见过小业主怎样拚命挣扎，想“出人头地”，想做真正的业主，想上升到“大”老板的地位，即资产阶级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小业主或者是自己成为资本家（在100个小业主中，至多有1个能达到这个目的），或者是破产，成为半无产者，最后成为无产者，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在政治上也是一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它的领袖们，总是想跟着资产阶级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们总是用诺言和保证来安慰自己的群众，说同大资本家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可是，他们顶多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使资本家对劳动群众中的少数上层分子作些小小的让步，而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成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的附属品，成为金融大王手中的顺从的工具。这是英国和法国的经验多次证明了的。

俄国革命的事态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它所造成的极深刻的危机的影响下发展得非常迅速，俄国革命的经验即1917年2月到7月的经验，非常明显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小资产阶级地位不稳定这一条老真理。

俄国革命的教训是：劳动群众要挣脱战争、饥荒和地主资本家奴役的铁钳，就只有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完全决裂，认清他们的叛徒嘴脸，拒绝同资产阶级实行任何妥协，坚决站到革命工人这边来。只有革命工人（如果贫苦农民支持他们的话）才能粉碎资本家的反抗，引导人民无偿地夺取土地，获得完全的自由，战胜饥荒，消除战争，达到公正的持久的和平。


后记

从文章内容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在7月底写的。

8月间革命的进程完全证实了本文的论点。后来在8月底发生了科尔尼洛夫叛乱 
[48]

 ，造成了革命的新转变，从而向全体人民清楚地表明，立宪民主党人勾结反革命将军是想解散苏维埃，恢复君主制。革命的这一新转变的势头究竟有多大，它能不能结束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有害政策，不久即可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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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俄国临时政府于1917年7月12日（25日）在前线恢复死刑。按照沙皇时代战地法庭的样式，军队在师一级建立了“军事革命法庭”，其判决在公布以后立即生效，并必须立即执行。——[51]。





[43]

 指1917年3月2日（15日）成立的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同把持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人协议成立的，起初称“第一届社会内阁”，3月10日（23日）定名为临时政府。这个政府的组成是：总理兼内务部长格·叶·李沃夫公爵（立宪民主党人）、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人）、陆海军部长亚·伊·古契柯夫（十月党人）、交通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人）、工商业部长亚·伊·柯诺瓦洛夫（进步党人）、财政部长米·伊·捷列先科（无党派人士）、教育部长亚·阿·曼努伊洛夫（立宪民主党人），农业部长安·伊·盛加略夫（立宪民主党人）、司法部长亚·费·克伦斯基（劳动派）、正教院总监B．H．李沃夫、国家监察长И．B．戈德涅夫（十月党人）。——[53]。





[44]

 劳动派分子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劳动派的成员。劳动派于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有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劳动派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十月革命后，劳动派站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方面。——[56]。





[45]

 联络委员会是1917年3月8日（21日）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建立的，成员有马·伊·斯柯别列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尼·苏汉诺夫、B．H．菲力波夫斯基和尼·谢·齐赫泽（后又增加维·米·切尔诺夫和伊·格·策列铁里）。联络委员会名义上是要“影响”和“监督”临时政府的活动，但实际上它的作用却是帮助临时政府利用苏维埃的威信来掩饰其反革命政策，并制止群众进行争取政权转归苏维埃的革命斗争。1917年4月中，联络委员会被取消，其职能由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执行。——[56]。





[46]

 指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乌鸦和狐狸》。狐狸看到乌鸦噙着一块乳酪停在树上，就用各种赞美的词句诱骗它唱歌。乌鸦被恭维得忘乎所以，不禁张嘴大叫。乳酪立时从乌鸦嘴里掉了下来，被狐狸叼走。——[57]。





[47]

 埃尔泽鲁姆即埃尔祖鲁姆，是土耳其东部山区的最大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俄国军队占领。



特拉布宗是土耳其东北部的一个城市，黑海东岸的一个港口。——[61]。





[48]

 科尔尼洛夫暴动是发生在1917年8月的一次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叛乱。叛乱的头子是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在国内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为恢复君主制作准备。立宪民主党在这一反革命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是叛乱的同谋者，但是在判乱发动后，他既害怕科尔尼洛夫在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同时也镇压小资产阶级政党，也担心人民群众在扫除科尔尼洛夫的同时也把他扫除掉，因此就同科尔尼洛夫断绝了关系，宣布其为反对临时政府的叛乱分子。



叛乱于8月25日（9月7日）开始。科尔尼洛夫调动第三骑兵军扑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内的反革命组织也准备起事。布尔什维克党是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按照列宁的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同时，并不停止对临时政府及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仆从的揭露。彼得格勒工人、革命士兵和水兵响应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号召，奋起同叛乱分子斗争，三天内有15000名工人参加赤卫队。叛军推进处处受阻，内部开始瓦解。8月31日（9月13日），叛乱正式宣告平息。在群众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下令逮捕科尔尼洛夫及其同伙，交付法庭审判。——[64]。







《列宁全集》第32卷


论加米涅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发言[49]


（1917年8月16日〔29日〕）

8月6日加米涅夫同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发言，不能不引起忠于自己的党、自己的原则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击。

加米涅夫同志在发言一开始就作了正式的声明，从而使他的发言具有骇人听闻的性质。他声明发言只代表个人，“我们的党团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第一，从什么时候起，在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内个别党员能够“代表个人”对重要问题发表意见？既然党团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加米涅夫同志就没有权利发言。这是从他的发言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

第二，加米涅夫同志有什么权利忘记党中央关于反对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决定？这个决定如果没有被代表大会或中央新的决定所取消，它就仍然是党的法律。如果这个决定取消了，那么加米涅夫同志就不能不提到这件事，就不能这样说：“我们布尔什维克以前一直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抱否定态度。”

结论还是一样：加米涅夫不仅没有权利发言，而且他还公然违反党的决定，公然发言反对党，破坏党的意志，因为他只字不提他必须遵守的中央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当时在《真理报》上登载过，甚至还补充说，如果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主张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我党代表就要退出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66页。——编者注］



加米涅夫没有正确地说明布尔什维克“以前”对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抱否定态度的理由。他没有提到：社会帝国主义者将参加这次会议；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同这种人交往是可耻的。

不管多么令人痛心，也必须承认：经常弄错事情的斯塔罗斯京表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要比加米涅夫高明一千倍，正确一千倍，恰当一千倍。同社会帝国主义者、部长们、俄国屠杀政策的帮凶们一起开会，——这是耻辱和背叛。根本谈不上什么国际主义。

加米涅夫提出的论据实质上是要“改变”我们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看法，但这些论据无力到了可笑的地步。


　　加米涅夫说：“我们明白了，从现在〈？？〉起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不再〈？？〉是帝国主义国家手中的盲目工具了。”



　　这是谎话。没有一点事实根据，加米涅夫也举不出什么重要的事实。英法社会帝国主义者不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而德国社会帝国主义者参加了，难道这是根本的变化吗？？从国际主义者的观点看来，难道这算是一个变化吗？莫非加米涅夫已经“忘记了”我们党的代表会议（4月29日）就丹麦社会帝国主义者的邀请这件完全相同的事情所作的决定？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42—444页。——编者注］


　　据报纸报道，加米涅夫还说：“在斯德哥尔摩的上空开始飘扬革命的大旗，在这面旗帜下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在动员起来。”



　　这是充满了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精神的最空洞的豪言壮语。这是弥天大谎。不是革命的旗帜，而是勾结、妥协的旗帜，是赦免社会帝国主义者、让银行家谈判瓜分兼并的土地的旗帜，——事实上正是这样的旗帜在斯德哥尔摩上空开始飘扬。对全世界负有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的国际主义者政党，决不能去迎合俄国的和德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勾当，去迎合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府中的部长们——切尔诺夫、斯柯别列夫之流的阴谋勾当而败坏自己的名誉。

我们已决定建立第三国际。我们应该不顾一切困难来实现它。决不后退一步，决不迎合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倒戈分子的勾结行为！





	载于1917年8月16日（29日）《无产者报》第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70—72页

















[49]1917年4月，同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有联系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弗·伯格比尔来到彼得格勒，以丹麦、挪威、瑞典三国工人党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建议俄国各社会党参加定于1917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有关签订和约问题的各交战国和中立国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4月23日（5月6日），伯格比尔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报告，公然声称德国政府“会同意”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党代表会议上将要提出的媾和条件。4月25日（5月8日），执行委员会听取各党派有关这一问题的声明。布尔什维克宣读了四月代表会议在当天通过的《关于伯格比尔的建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42—444页），表示坚决反对参加这一会议。执行委员会最后通过了孟什维克提出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将承担召集代表会议的发起工作并将为此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苏维埃全会批准了这一决议。



8月6日（19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筹备召开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问题时，列·波·加米涅夫发言认为必须参加这个会议，并说应重新审查布尔什维克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加米涅夫发言后，布尔什维克代表彼·伊·斯塔罗斯京当即指出加米涅夫发言只代表他个人，布尔什维克党团对这个会议的态度没有改变。8月16日（29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讨论了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问题，重申了不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决定。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后来没有开成。



列宁对加米涅夫这次发言的批评，除这篇文章外，还见他在1917年8月17日（30日）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信（《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66]。







《列宁全集》第32卷


关于阴谋的谣言

（1917年8月18—19日〔8月31日—9月1日〕）

8月17日《新生活报》[50]第103号用这个标题发表的一则简讯，值得严重注意，而且应当［再一次］加以研究，虽然其中那些貌似严肃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点也不严肃的。

这篇简讯的内容是：8月14日在莫斯科流传一种谣言，说有几支哥萨克部队正从前线开到莫斯科来，同时“某些军人集团在莫斯科的一些社会集团的赞许下”正在组织“决定性的反革命行动”。其次，说军事当局已经把这个情况通知莫斯科兵工代表苏维埃，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的参加下”（即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参加下）设法使士兵认识保卫城市的必要性等等。简讯最后说：“这些准备工作还吸收在许多部队中享有威信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参加，这一次给布尔什维克接近这些部队开辟了道路。”

最后这句话是故意写得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既然布尔什维克在许多部队中享有威信（这一点是不容争辩的，也是尽人皆知的），那么用什么方式、有什么人 能够
 给布尔什维克“接近”这些部队“开辟道路”呢？这分明是无稽之谈。如果“这一次”真的给布尔什维克“接近” 任何一支
 部队“开辟了道路”（是谁开辟的呢？显然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和护国派之间，在“抵御反革命”这种事情上有某种 同盟
 、联盟或协定。

这种情况就使这篇不严肃的简讯有了严肃的意义，就要求所有觉悟的工人以最审慎的态度来对待上述事实。

护国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散布的谣言显然是荒诞无稽的，散布这些谣言的卑鄙龌龊的政治目的也十分明显。真正反革命的恰好就是护国派想保卫的那个临时政府。真正把哥萨克军队从前线调到两个首都来的（如7月3日调来彼得格勒）正是临时政府和“社会党人”部长们，这一点哥萨克将军卡列金在莫斯科反革命帝国主义者会议上也已正式确认。这是事实。

正是这个事实揭穿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证明他们已经背叛革命， 他们
 已经同反革命分子 结成联盟
 ，同卡列金分子 结成联盟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借助“谣言”来抹杀和掩盖这个事实，要人们忘记这个事实，相信哥萨克进驻莫斯科与克伦斯基、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无关，相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正在捍卫革命”，等等。孟什维克和护国派叛徒们的政治目的是最明显不过的：他们想欺骗工人，冒充革命者，探听布尔什维克的一些情况（当然是为了报告反间谍机关），挽回自己的声誉！他们用心之卑鄙真是昭然若揭！他们自以为，只要付出低廉的代价，只要制造一些愚蠢的“谣言”，就会得到“接近”布尔什维克派部队的机会，就会增强大家对临时政府的信任，就会使天真幼稚的人相信，似乎哥萨克想打倒这个政府，似乎政府 
并没有

 同哥萨克结成联盟，似乎它“正在捍卫革命”，如此等等。

用心是明显的。谣言是荒唐的，捏造的。但是，他们自以为既能真正使人民信任临时政府，顺便又能把布尔什维克拉过来同自己结成“联盟”！

很难令人相信在布尔什维克中间能找到现在愿意同护国派结成联盟的傻瓜和坏蛋。这令人难以置信，首先是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作出了明确的决议[51]，决议中说（见《无产者报》[52]第4号）：“孟什维克已经完全投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营垒中去了。”没有人会同完全投到敌人营垒中去的人协商，同他们结成联盟。这项决议接着又说：“革命社会民主党的首要任务”是“使他们〈孟什维克护国派〉在一切稍有革命意识的工人中完全孤立起来”。显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散布荒诞无稽的谣言就是要避免孤立。显然，在莫斯科以及在彼得格勒，工人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革命叛变政策，愈来愈避开他们，护国派为了“挽回局面”就只好“不择手段”了。

既然代表大会有这样的决议，如果还有哪个布尔什维克同护国派结成联盟去“开辟道路”或对临时政府（它似乎是在受到保护以免遭哥萨克的袭击）间接表示信任，那当然会被立即清除出党，这是咎由自取。

根据其他理由也很难相信，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方有哪个布尔什维克会同护国派结成联盟、成立某种共同的即使是临时的机关、达成某种协定等等。尽管如此，我们姑且为这种不大会有的布尔什维克作一个最好的假定：假定他们由于天真幼稚真的相信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告诉他们的谣言，甚至假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了博得信任还告诉了他们一些同样是捏造的“事实”。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正直的或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的布尔什维克也不会去同护国派结成任何联盟，也不会去达成任何“开辟道路”的协定，如此等等。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也会说：如果反革命军队现在开始向临时政府进攻，那么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士兵就一定要同他们作战，这 不是
 为了保护这个在7月3日召来卡列金之流的政府，而是为了独立地保卫革命，追求自己的目的，即追求工人的胜利、穷人的胜利、和平事业的胜利，而不是追求帝国主义者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之流的胜利。即使在我们所假定的这种绝无仅有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也会对孟什维克说：当然，我们要作战，但我们决不同你们结成任何政治联盟，我们决不对你们表示一点信任，完全和1917年2月一样，那时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为反对沙皇制度而战，但社会民主党人不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任何联盟，一秒钟也不相信立宪民主党人。现在如果对孟什维克表示一点信任，那就和1905—1917年对立宪民主党人表示信任一样，都是背叛革命。

布尔什维克会对工人和士兵说：让我们作战吧，但是，你们如果不愿意让人夺走胜利的果实，那就丝毫不要信任孟什维克。

散布谣言和推测，对孟什维克极为有利，可以使人误认为他们所拥护的政府在拯救革命，但事实上这个政府 已经
 同卡列金分子结成了 联盟
 ， 已经
 成了反革命的政府， 已经
 采取了许多步骤而且每天还在采取新的步骤来履行同卡列金分子联盟的各项条件。

相信这些谣言，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这些谣言，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就是背叛革命事业。现在革命胜利的主要保证是：让群众认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背叛行为，同他们完全断绝关系，让一切革命的无产者无条件地抵制他们，就象取得1905年的经验之后无条件地抵制立宪民主党人那样。




（（请把这篇文章打几份寄给党的几种报纸和杂志发表，同时以我的名义提交中央委员会，并附上下面的话：

我请求把这篇文章看作是我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同时我还建议：决定由中央委员会进行正式调查（吸收非中央委员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参加），查明布尔什维克和护国派是否在这个基础上成立过共同的机关，是否有过联盟或协定，内容是什么，等等。必须正式调查事实及其详细情形，弄清一切细节。如果查明联盟是事实，那就必须停止有关中央委员或莫斯科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把下届代表大会之前正式停止他们职务的问题提交最近一次中央全会。因为 现在
 ，在莫斯科会议以后，在罢工以后，在7月3—5日的事变以后，莫斯科具有或者可能具有 中心
 的意义。在这个比彼得格勒还大的无产阶级的巨大中心，完全有可能产生7月3—5日那样的运动。当时在彼得格勒的任务是使运动具有和平的有组织的性质。 当时
 这个口号 是
 正确的。现在在莫斯科却 摆着
 一个完全不同的任务；旧口号已经极不正确了。现在的任务是自己 夺取政权
 ，宣布自己为政府，以便获得和平，把土地转交农民，按照同各地农民商定的期限召开立宪会议，等等。由于失业、饥荒、铁路员工罢工和经济破坏等等，极有可能在莫斯科爆发类似的运动。特别重要的是莫斯科的“掌舵”人不能向右摆，不能同孟什维克结成联盟，在运动展开时要能了解 新
 任务，了解夺取政权的 新
 口号以及 新
 方法和 新
 手段。因此，“审查”联盟事件，斥责进行联盟活动的布尔什维克（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停止他们的职务，这都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严肃纪律，不仅是为了纠正已经干出的蠢事，也是为了维护 未来
 运动最根本的利益。莫斯科8月12日的罢工证明，尽管社会革命党人在杜马选举中获得了多数， 
积极的

 无产阶级还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这很象1917年7月3—5日以前彼得格勒的情况。不过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当时彼得格勒从物质力量来看也还不能夺取政权；即使靠物质力量夺得了政权，在政治上也是不能支持的，因为当时策列铁里之流还没有堕落到支持屠杀的地步。正因为如此， 那时候
 ，即1917年7月3—5日，夺取政权的口号在彼得格勒是 不正确
 的。那时候连布尔什维克也没有而且不可能明确地断定策列铁里之流是反革命分子。那时候不论士兵或工人都不可能有7月所提供的经验。

现在就完全不同了。现在莫斯科如果爆发自发的运动，口号就应当是夺取政权。因此，在莫斯科由 完全
 理解这个口号并对这个口号周密思考过的适当的人来领导运动是极其重要、百倍重要的。这就是必须再次坚持加以审查和停止犯错误者职务的原因。））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73—78页

















《列宁全集》第32卷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1917年8月19日〔9月1日〕）

尔·马尔托夫在8月4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策列铁里的批评太温和”，“政府没有对军界的反革命活动进行还击”，“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推翻现政府，或者破坏对它的信任……”马尔托夫接着又说：“根据现实的力量对比，现在没有理由要求政权转归苏维埃。只有在国内战争过程中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现在进行国内战争是不能容许的。”最后他说：“我们并不打算推翻政府，但是，我们应该向它指出，国内除了立宪民主党和军人以外，还有另外的力量。那就是革命民主派的力量，临时政府应该依靠这个力量。”（摘自《新生活报》报道）

马尔托夫的这些话很精彩，值得十分仔细地加以研究。这些话所以精彩，是因为这些话非常有特色地再现了小资产阶级群众那些最流行、最有害、最危险的政治错误和最典型的偏见。马尔托夫这位政论家大概是所有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最“左”、最革命、最觉悟和最老练的代表人物之一。正因为如此，分析他的这些话要比剖析卖弄空话的切尔诺夫或笨伯策列铁里之流要有益些。我们分析马尔托夫的话，也就是分析现在小资产阶级思想中最有意义的东西。

最突出的首先是马尔托夫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问题上所表现的摇摆。在7月4日以前，马尔托夫 反对
 这个口号，7月4日以后又 拥护
 这个口号，8月初他又反对。请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他的论据是多么不合逻辑，多么滑稽可笑！他反对这个口号是因为“根据现实的力量对比，现在没有理由要求政权转归苏维埃。只有在国内战争过程中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现在进行国内战争是不能容许的”。

糊涂就糊涂在这里。照这么说来，7月4日以前可以 不经过
 国内战争而使政权转归苏维埃（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正是在这个时候，马尔托夫反对政权转归苏维埃。……其次，照这么说来，在7月4日以后（当时马尔托夫又赞成政权转归苏维埃），似乎还可以不经过国内战争而使政权转归苏维埃。这显然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对事实的歪曲，因为正是在7月4日夜里波拿巴主义者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支持下和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的伺候下，把反革命军队调到了彼得格勒。在这种情况下，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是绝对不可能的。

最后，照马尔托夫说来，不但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就是革命民主派，也有理由放弃这个正确反映人民利益和革命利益的口号，因为它“只有在国内战争过程中”才能实现……但是这显然是胡说八道，显然是放弃一切阶级斗争，放弃一切革命。因为谁都知道，世界上各次革命的历史都向我们表明，阶级斗争变为国内战争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谁都知道，正好 在
 7月4日 以后
 ，我们看到反革命资产阶级在俄国已经开始了国内战争，也就是解除军队武装，枪杀前线士兵，杀害布尔什维克。请看，正当事变的发展进程必然导致反革命资产阶级挑起国内战争的时候，却说革命民主派进行国内战争“是不能容许的”。

马尔托夫的糊涂是最难以想象、最滑稽可笑、最不可救药的。

要澄清他所引起的糊涂观念，就应该说明：

正是在7月4日以前，全部政权转归当时的苏维埃的口号是唯一正确的口号。当时是可以不经过国内战争和平地办到这一点的，因为当时还没有象7月4日以后那样对群众、对人民施行系统的暴力。当时政权转归苏维埃可以保证整个革命和平地向前发展，而且也可能使苏维埃 内部的
 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和平地得到解决。

7月4日以后，不经过国内战争就不可能使政权转归苏维埃，因为从7月4—5日起，政权已经落到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所支持的波拿巴主义军人集团手里。由此得出结论，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切拥护革命无产阶级的人，一切正直的革命民主派，现在都 应该
 向工人和农民说明：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就决定政权转归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必须通过另一条道路。

马尔托夫没有提出论据替他的“现在”不能容许进行国内战争的“思想”辩护，替他的目的“不是要推翻现政府”的声明辩护。既然没有说明理由，他的意见，特别是他在护国会议上发表的这种意见，必然会与护国派的论据不谋而合：外敌当前，决不能容许进行国内战争。

我们不知道马尔托夫敢不敢公开提出这种论据。这是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最流行的一种论据。这种论据当然是最庸俗的。无论在1870年9月的法国，或是在1917年2月的俄国，资产阶级都不怕在外敌当前的时候进行革命和国内战争。资产阶级并不怕在外敌当前的时候用国内战争的代价来夺取政权。所以革命无产阶级也不用多考虑资产阶级的骗子和奴仆的这种“论据”。


※　　　　　※　　　　　※

　　马尔托夫犯下的一个最令人不能容忍的理论错误，也是整个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界最典型的理论错误，就是把拥护沙皇制度和一般君主制度的反革命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混为一谈。这正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有的狭隘和愚蠢，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不能摆脱对资产阶级的依赖，他们把优先权奉送给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看成是一种“理想”，相信资产阶级叫喊的“来自右边的反革命”的危险。马尔托夫反映了这种思想，更正确些说，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困惑不解，他在发言中说：“我们应该用反压力来对抗右边对它〈对政府〉的压力。”

这正是庸人们的轻信和忘记阶级斗争的典型例子。政府似乎是超阶级和超党派的，右边对它“施加”的压力过大时，就应该从左边对它施加更大的压力。啊！多么聪明，真可以同路易·勃朗、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以及所有这类可鄙的家伙媲美。而这种庸人的聪明又多么有利于波拿巴主义者，波拿巴主义者多么想在“愚蠢的农夫”面前把事情说成这样：现在这个政府正在同极端行为作斗争，不管来自右边还是左边，以实现真正的国家制度，贯彻真正的民主制。实际上，这个波拿巴主义的政府却正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政府。

欺骗人民，把事情描绘成资产阶级似乎代表“整个革命，而反革命的威胁来自右边即来自沙皇”，这对资产阶级是有利的（对长久稳固资产阶级的统治也是必要的）。整个“革命民主派”的这种由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养成的观念，只能靠唐恩和策列铁里之流无限的愚蠢以及切尔诺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无限的自我欣赏来维持。

但是，无论哪一个人，只要他学过一点历史或者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就一定会承认，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应该提出 阶级
 问题：是哪个阶级的革命？是哪个阶级的反革命？

法国的历史向我们表明，波拿巴主义反革命派是18世纪末（第二次是在1848—1852年之前）在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又为正统君主制的复辟铺平了道路。波拿巴主义是一种治理形式，是在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的环境里由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而产生的。

只有故意闭上眼睛，才看不见波拿巴主义正在俄国这种极其相似的条件下就在我们眼前滋长起来。拥护沙皇制度的反革命现在已经极其微弱，已经没有任何政治意义，也不起任何政治作用。骗子们故意抬出和渲染拥护沙皇制度的反革命这具稻草人，是要吓唬傻瓜，用政治奇闻款待庸人，转移人民对真正严重的反革命势力的注意。任何人看了那个叫作扎鲁德内的人的议论都不免要发笑，他全神贯注地在估量次要的同盟者“神圣的俄罗斯”的反革命作用，而“不注意”叫作立宪民主党的全俄资产阶级联盟的反革命作用。

立宪民主党是俄国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主要政治力量。这个力量在选举中，更重要的是在军政管理机构中以及在先后对布尔什维克即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和苏维埃大肆诬蔑、中伤、攻击的报刊宣传中，把一切黑帮分子牢固地团结在自己周围。

现在的政府逐步地然而坚决地执行的政策，正是立宪民主党1917年3月以来有步骤地鼓吹和策划的政策。恢复和拖延帝国主义战争，不再“谈论”和平，授权各个部长封闭报馆，禁止举行代表大会，实行逮捕和流放，恢复死刑，枪杀前线士兵，解除工人和革命部队的武装，让反革命军队充斥首都，开始逮捕和迫害自己起来“夺取”土地的农民，关闭工厂和实行同盟歇业等等，这类措施还远没有列举全，但已经最清楚不过地勾划出了波拿巴主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情景。

立宪会议延期召开，莫斯科“国民代表会议”为波拿巴主义的政策“加冕”，——这不是把立宪会议拖到战争结束后召开的过渡步骤吗？这难道不是波拿巴主义的政策的法宝吗？而马尔托夫却看不到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参谋总部在哪里……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　　　　　※　　　　　※

　　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在其中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延期召开立宪会议的事情上，扮演了一个多么卑鄙的奴仆角色啊！立宪民主党人定出调子，主张延期召开立宪会议，在报刊上大肆宣传，抬出要求延期召开立宪会议的 哥萨克代表大会
 。（哥萨克代表大会！李伯尔、阿夫克森齐耶夫、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怎么会不讨好呢！）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立即尾随着立宪民主党人，正象狗在主人皮鞭的威胁下应着主人的口哨走过来一样。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不仅不向人民提供简单的实际材料，指明3月以来立宪民主党人怎样蛮横（怎样无耻地拖延和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不仅不揭露立宪会议不可能按期召开的骗人遁词和断言，反而很快地撇开了甚至是唐恩、甚至是唐恩！）提出的“疑虑”，从奴仆式的常务委员会中派出两名奴仆勃拉姆桑和布龙佐夫去向临时政府报告“立宪会议的选举必须延期到10月28—29日……”这是莫斯科国民代表会议给波拿巴主义者加冕的隆重序幕。不论是谁，只要他还没有堕落到极端卑鄙的地步，就应该团结在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周围。没有无产阶级的胜利，人民就 得不到
 和平，农民就 得不到
 土地，工人和全体劳动者就 得不到
 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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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2卷


就印发《关于里加沦陷的传单》所写的一封信[53]


（1917年8月下旬）

这份传单当然不能公开印发，但是必须设法秘密印发。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合法报纸去冒遭到查封的风险（这些合法报纸本来就很难保存，但对我们又极其重要），而不能象在1912—1914年间那样善于利用合法机会，那是极其愚蠢的。这篇文章（传单）既不应该公开刊印，也不应该为了适合公开发表而把它改坏。

合法言论的自由明显地已被政府缩小，而且在一天天缩小，如果我们还 仅限于
 合法言论，那就不但是愚蠢的，而且是卑鄙的。

我知道，我们一些布尔什维克非常因循守旧，我知道，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印发秘密传单。但是，我将不断坚持，因为这是现实生活的要求，运动的要求。

应该秘密地印发自由的即可以明言直说、讲话不打折扣的各种传单。传单上的署名应该是：“一批受迫害的布尔什维克”。可以只用这个署名，也可以用小号字在下面加一说明：“一批受迫害的布尔什维克都是受政府迫害而被迫从事秘密工作的布尔什维克。”或者还可以这样写：“一批受迫害的布尔什维克都是受政府迫害并被剥夺出版自由而迫不得已秘密印发自由传单、在合法的布尔什维克党范围以外进行活动的布尔什维克。”



关于里加沦陷的传单

工人、士兵和全体劳动者！

敌军占领了里加。我们又一次遭到惨重的失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空前的灾难，还在加剧，还在延续。

战争拖延下去是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资本家强盗之间的分赃，即德国资本家强盗能否保住比利时、塞尔维亚、波兰、里加和其他地方，英国资本家强盗能否保住巴格达和他们所掠夺的德国殖民地，俄国资本家强盗能否保住亚美尼亚，等等。克伦斯基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参加和支持下厚颜无耻地欺骗人民，用他们希望和平这样一些空洞的、不负任何责任的话麻痹人民，而实际上却在拖延掠夺战争，不公布沙皇为了使俄国资本家发财而与英法资本家缔结的秘密条约，俄国资本家已经得到了获得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亚、亚美尼亚的许诺。

俄国人民虽然有了共和国，但还在为履行秘密条约，履行资本家之间的掠夺性条约而流血。

“共和派”克伦斯基、斯柯别列夫、切尔诺夫之流不是解除掠夺性的秘密条约，不是向所有交战国的人民提出明确的、公正的媾和条件，而是一月又一月地欺骗俄国的工人和农民。

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欺骗了人民。只有工人政府能拯救国家，能使国家免遭战争的损害，免遭趁火打劫的资本家的掠夺。

由于里加的失败，资产阶级已经在得意地打算对士兵、工人和农民实施新的苦役法和苦役措施。农民的粮食已经开始被夺走，资本家获得的暴利却不予触动，他们的神圣的“商业秘密”得到保护，使银行家和百万富翁免遭揭露，而不许工人监督。

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资产阶级面前无耻地卑躬屈膝，继续支持他们，并且叫嚷必须“停止”“一切党派纠纷”，也就是让资本家继续拥有无上权力，让资本家照旧掠夺国家，让他们保持拖延战争的“自由”……

数以万计的人由于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在6月发动的进攻而丧命。只要人民容忍这样的政府，还会有数以万计的人由于战争的拖延而丧命。

只有工人政府能拯救国家。只有工人政府不会欺骗人民，而会立即向所有的国家提出明确的、公正的媾和条件。

资产阶级吓唬人民，力图制造惊慌，使愚昧无知的人们确信，现在不能马上提出媾和，否则就等于“失去里加”等等。这是欺骗人民。

即使进行和谈的那些政府维护资本家对其抢来的财富和别国土地（兼并的土地）的神圣权利，提出媾和也不意味着放弃里加。里加是德国资本家强盗抢得的赃物。亚美尼亚是俄国资本家强盗抢得的赃物。当强盗们进行和谈的时候，他们或是保留各自的赃物，或是互换部分赃物。只要政权在资本家手里，所有的战争都会这样结束，过去如此，将来也会如此。

但是，我们所说的是工人
 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能立即提出公正的媾和条件，关于这一点，全俄的工人和农民在无数的委托书和决议中讲了几百次。这些条件就是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即不掠夺别国土地的和约。这就是说：无论是德国人还是俄国人，不得到波兰人自愿同意，都不能强行并吞波兰或拉脱维亚边疆区；无论是土耳其人还是俄国人，都不能夺取亚美尼亚，如此等等。

工人政府会立刻把这些公正的媾和条件毫无例外地向所有交战国提出。只要这一点没有做到，只要明确的、正式的媾和建议没有提出，只要还保留秘密的掠夺性条约，只要那些靠军事订货发几亿横财的资本家的无上权力没有被摧毁，他们的掠夺没有被制止，所有关于和平的漂亮话都只能是对人民的欺骗，彻头彻尾的无耻欺骗。

所有的资本家政府包括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府都对人民进行这种欺骗。它们满嘴都是空洞的、不负任何责任的关于和平的漂亮话，没有哪一个提出明确的媾和条件，没有哪一个撕毁秘密条约，事实上，它们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在继续拖延危害人民的、罪恶的掠夺战争。

打倒战争！打倒欺骗人民、拖延战争、保护资本家掠夺利益、将立宪会议选举一拖再拖的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

只有得到贫苦农民支持的工人政府才能提议媾和，终止资本家的掠夺，给劳动者面包和自由。每一个工人和士兵都要去向人民解释推翻克伦斯基政府和建立工人政府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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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917年8月21日（9月3日），德军突破俄军防线后攻占了里加。列宁的这封信附在《关于里加沦陷的传单》后面，根据内容判断，是写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关于里加沦陷的传单》没有发表过，其作者可能也是列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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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讹诈

（1917年8月24日〔9月6日〕）

揭发某些事实或某些捏造的“轶事”，使被揭露者感到头痛，或者给他制造某些其他的麻烦，用这种威胁手法勒索钱财，这叫作讹诈。

以揭露相威胁，或者揭发一些真实的、但更经常的是捏造的“轶事”，在政治上损害、诬陷政敌，使之无法进行或很难进行政治活动，这就是政治讹诈。

我们的共和派的（请原谅我用了这个词）甚至民主派的资产者和小资产者，就是进行政治讹诈的英雄，他们掀起诬蔑诽谤、造谣中伤的“运动”，打击他们不喜欢的政党和政治家。过去沙皇政府进行粗暴、野蛮、残酷的迫害。现在共和派资产阶级进行 卑鄙龌龊的
 迫害，拚命用诽谤诬蔑、造谣中伤、流言蜚语等等来污辱他们所仇视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

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有幸领教了共和派帝国主义者这种种迫害的办法。布尔什维克完全可以拿一位诗人的名句用在自己身上：


　　他听到的赞许声不是在娓娓动听的赞词里，

而是在粗野疯狂的叫嚣中。





　　俄国革命 刚一
 开始，所有资产阶级的报刊和几乎所有小资产阶级的报刊都向布尔什维克粗野地疯狂地叫嚣起来。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理应在这种粗野疯狂的叫嚣中“听到”赞许的声音，因为资产阶级的疯狂的仇恨，往往是被诽谤、被陷害、被迫害的人正确而忠诚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最好证明。资产阶级诽谤手法的讹诈性质，我们举一个与我党 无
 关的例子，即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的例子，就可以特别清楚地加以说明。人所共知的诽谤者立宪民主党人，以米留可夫和盖森为首，想要恐吓或赶走切尔诺夫，于是就攻击切尔诺夫在国外写过“失败主义的”文章、同接受德帝国主义代理人津贴的人有牵连等等。攻击激烈起来了。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都随声附和。

但是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阁组成问题上“取得了和解”。于是——啊，真是怪事！——切尔诺夫“案件”烟消云散了！！不过几天，没有经过审判，没有经过审理，没有公布文件，没有传讯证人，没有鉴定人的鉴定书，“案件”就烟消云散了。当立宪民主党人不满意切尔诺夫的时候，诽谤性的“案件”就发生了。当立宪民主党人同切尔诺夫在政治上和解了，即便是暂时的和解，“案件”就烟消云散了。

这种政治讹诈是一目了然的。在报上进行个人攻击、造谣中伤，正是资产阶级以及米留可夫、盖森、扎斯拉夫斯基、唐恩等这些无赖进行政治斗争和政治报复的工具。政治目的一旦达到，攻击某某或某某的“案件”顿时“烟消云散”，这也就证明了“案件”制造者的卑劣本质、下流无耻和讹诈成性。

因为很清楚，如果 不是
 讹诈者，如果他进行揭露的动机是纯正的，那么，无论政治上有什么变化，他都不会停止揭露；如果 不是
 讹诈者，那么就无论如何要揭露到底，直到法庭宣判，公众完全弄清真相， 所有的
 文件都汇集公布为止，或者直到公开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误解为止。

切尔诺夫这个非布尔什维克的例子，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资产阶级报刊和小资产阶级报刊对布尔什维克进行讹诈性攻击的真正本质。一旦资本的这些骑士和走狗认为自己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布尔什维克已被逮捕，报纸已被查封，这些讹诈者就会 一声不响
 了！米留可夫、盖森、扎斯拉夫斯基、唐恩之流这些向布尔什维克进攻的好汉们，拥有一切可以用来揭露真相的手段：报刊、金钱、外国资产阶级的帮助、俄国整个资产阶级“舆论”的协助、世界大国之一的国家政权的友善支持等等，但是，他们 一声不响
 。

米留可夫、盖森、扎斯拉夫斯基、唐恩之流是一些 政治讹诈者
 ，有觉悟的工人一下子就看清楚了，因为整个生活训练他们能很快识破资产阶级的手法；现在任何一个正直的人也愈来愈清楚了。这种认识应该巩固下来，向群众说清楚，天天登报，把这方面的材料汇集起来编成小册子，抵制讹诈者，如此等等。这才是无产阶级对付诽谤和讹诈应当采取的方法！

我们的加米涅夫同志也是最近受到讹诈之害的一个。他在案件审理以前就“丢开了社会活动”。依我们看来，这样做是错误的。讹诈者正需要我们这样做。审理案件他们是不愿意的。加米涅夫可以不理这些无赖，相信 自己的
 党就行了，让《言语报》、《交易所小报》、《日报》[54]、《工人报》等等下流报纸的恶狗们以后去狂吠吧！

要是我们党一听到资产阶级诽谤我们党的领袖就同意他们丢开社会活动，那就要吃大亏，就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失，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拍手称快。因为资产阶级的报纸很多，资产阶级雇来进行讹诈的文人（象扎斯拉夫斯基之流）更多，资产阶级要使我们党的工作人员“丢开”社会活动，那太容易了！至于审理案件、弄清真相，他们连想都不想。

不，同志们！我们决不向资产阶级报刊的叫嚣屈服！我们决不让米留可夫、盖森、扎斯拉夫斯基之流这些进行讹诈的无赖们拍手称快。我们相信无产者、觉悟工人和由24万国际主义者组成的我们党的审判。我们不会忘记，在全世界，资产阶级正同护国派勾结起来，用造谣、诽谤、讹诈的手法迫害国际主义者。

我们要坚决痛斥讹诈者。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让觉悟的工人、自己的党来审判，弄清每一个最细微的疑点。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作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我们把革命国际主义者的国际联盟看作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唯一保证。

对于那些同立宪民主党人呆在一个内阁里的人，对于那些同米留可夫、唐恩、扎斯拉夫斯基之流握手言欢的人，我们决不受他们“舆论”的任何影响！

打倒政治讹诈者！蔑视他们，抵制他们！不断向工人群众揭露他们的丑恶面貌！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保卫自己党的工作能力，保卫党的领袖，而且使他们不要因为那些坏人和坏人们的无耻诽谤而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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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日报》（《День》）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12年在彼得堡创刊。孟什维克取消派参加了该报的工作。该报站在自由派和孟什维克立场上批评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地主政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从1917年5月30日起，成为孟什维克的机关报，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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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决议

（1917年8月26日〔9月8日〕）

策列铁里先生是一个最饶舌的“社会党人”部长和庸人的领袖。他那些数不清的演讲，那些言之无物、不负责任、毫无重要意义、真所谓是“部长式的”演讲是那样空洞庸俗，实在令人难以卒读。他那种登峰造极的妄自尊大使这些娓娓动听的“发言”（正因为这些发言空洞，策列铁里才成了资产阶级的宠儿）特别令人不能容忍。因此，很难断定这些圆滑动听的甜言蜜语掩盖下的究竟是超乎寻常的愚蠢呢，还是恬不知耻的政治上的实用主义。

策列铁里的演讲愈空洞，就愈应该特别强调指出他8月18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上所做的那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平常的事情。[55]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策列铁里竟吐露了一句简单、明了、贴切、正确的话。这句话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深刻而重要的政治真理，这个真理不是只有偶然的意义，而是表明了当前整个政局重大的根本的特征和这种局势的根源。

根据《言语报》的报道，策列铁里说（读者当然记得，策列铁里是反对废除死刑的决议的）：


　　“……你们的任何决议都无济于事。这里需要的不是纸上的决议，而是实际的行动……”



　　真话总是真话。聪明的话听起来也入耳……当然，策列铁里的这句真话首先是狠狠地击中了他自己。因为正是他，这位苏维埃最著名的领袖促使这个机关名誉扫地，使它沦为一种自由派会议的可怜角色，给世界留下了一份记载典型的毫无作用的善良愿望的档案。策列铁里通过被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阉割了的苏维埃，作过几百个“纸上的决议”。现在，当通过一项狠狠打击他本人的决议的时候，正是他最没有权利叫喊什么“纸上的决议”。策列铁里使自己陷入了一个特别可笑的议员的境地：最热中于“议会的”决议，最爱把决议的作用说得天花乱坠，最爱为了决议劳碌奔走，而一碰到 反对自己
 的决议，就拚命叫喊“葡萄是酸的”[56]，说句老实话，决议本来就是纸上的。

真话毕竟是真话，哪怕它是出自伪君子之口，哪怕它是用虚伪的口吻讲出来的。

决议之所以是纸上的，并不是因为那位认为为了保卫革命（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必须采用死刑的前任部长策列铁里宣布它是纸上的。决议之所以是纸上的，是因为决议又在重复从1917年3月起就背得烂熟的、毫无意义地再三重复的死板公式：“苏维埃要求临时政府如何如何”。人们已习惯于“要求”，照例不断地重复，但是没有看到情况已经变了，力量已经消失了，没有实力作后盾，“要求”是可笑的。

不仅如此，死板地重复“要求”，会给群众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情况并没有改变，苏维埃还有实力，只要它说一声“要求”，事情就能办到，就可以躺下来大做其尽了自己职责的“革命”（请原谅……）“民主派”的美梦。

也许有的读者要问：难道主张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要估计实力，反对说空话的布尔什维克，不应当投票赞成这一决议吗？

不，应当投票赞成，因为决议里有一节（第3节）包含着一个很好很正确的思想（基本的、主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思想）：死刑是对付 群众
 的手段（如果是对付地主和资本家的手段，那就又当别论了）。虽然社会革命党这班庸人改坏了马尔托夫原案的文字，不提“违背人民利益的帝国主义”目的，而添上“保卫祖国和革命”这种纯粹是虚伪的、欺骗人民的、掩饰掠夺性战争的词句，但是我们还是应当投票赞成。

应当投票赞成，但要预先说明我们有个别地方不同意，并且声明：工人们！你们别以为今天的苏维埃还能够向临时政府要求什么东西。不要抱幻想。要知道苏维埃 已经
 没有力量要求了， 今天
 的政府完全成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俘虏。好好地想一想这个令人痛苦的现实吧！只要苏维埃委员们用某种方式作了如上的保留，谁也不会阻止他们投 赞成
 票。

只有这样，决议才会不再是“纸上的”东西。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避开策列铁里如下的挑拨性的问题：苏维埃的委员们是不是想“推翻”临时政府。这跟卡特柯夫在亚历山大三世时问自由派是不是想“推翻”专制制度一模一样，一字不差。我们倒想回答前任部长说：亲爱的公民，你们刚刚颁布了苦役法来对付那些“图谋”或者仅仅是想要“推翻”政府（地主、资本家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叛徒们协商组成的政府）的人。我们完全懂得，如果你们再“拉”几个布尔什维克来受这个令人满意的（对你们来说）法律的制裁，所有的资产者会更加夸奖你们。可是，如果我们不来帮助你们找到运用这个“令人满意的”法律的机会，那也请你们不要感到奇怪。


※　　　　　※　　　　　※

　　就象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那样，8月18日的事件反映出俄国的整个政治制度。波拿巴主义的政府，死刑，苦役法，以及用路易－拿破仑到处宣扬的平等、博爱、自由、祖国的光荣和尊严、大革命的传统、镇压无政府主义等等词句来给这些“令人满意的”（对挑拨者来说）东西裹上一层糖衣。甜蜜蜜的、甜得腻人的小资产阶级部长和前任部长们捶着胸脯说，他们是有良心的，他们规定和采用死刑来对付群众是在毁灭自己的良心，他们是流着泪这样做的。这正是上一世纪60年代一位“教师”的更好的翻版。这位教师不是按老规矩平平常常地把平民百姓的子弟鞭打一顿了事，而是遵照皮罗戈夫的遗训，挥着仁慈的眼泪，“合法地”、“公正地”鞭挞他们。

农民们受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领袖的欺骗，还相信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同资产阶级成婚后会生出……土地私有制的无偿废除。

工人呢……工人想的是什么，在“人道的”策列铁里还没有废除新的苦役法以前，对此我们暂且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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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七月事变后，俄国临时政府在前线恢复了死刑。1917年8月18日（31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孟什维克领袖伊·格·策列铁里坚决反对在前线废除死刑的决议案。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抗议实行死刑的决议。——[90]。



[56]“葡萄是酸的！”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和葡萄》，是狐狸吃不到葡萄时宽慰自己的话。——[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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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

（1917年8月26日〔9月8日〕）

现在有许多人又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发生兴趣了。报纸上热烈地讨论了会议的意义问题。这个问题同评价当代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它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方面的基本原则，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我们必须较详细地来谈一谈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表示反对参加这次代表会议。而他们这样做是以原则性的理由为出发点的。谁都知道，世界各国的社会党人，不管他们是交战国的或中立国的，在对战争的态度问题上已经分裂成两大主要部分。一部分人站在本国政府、本国资产阶级方面。我们把他们叫作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凡是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来掩盖保卫“本国”统治阶级的掠夺利益的人，都叫作沙文主义者。在这场战争中，两大交战国联盟的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掠夺的目的：德国资产阶级为了掠夺比利时、塞尔维亚等等而战；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为了掠夺德国的殖民地等等而战；俄国资产阶级为了掠夺奥地利（利沃夫）、土耳其（亚美尼亚、君士坦丁堡）而战。

因此，凡是在这场战争中站在本国资产阶级立场上的社会党人，就不再是社会党人了；他们背叛了工人阶级，实际上已经转到资产阶级营垒里去了。他们成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特别是第二国际时代即1889—1914年的历史向我们表明，一部分社会党人，特别是大多数领袖和议员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并不是偶然的。在一切国家中，正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提供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骨干。如果我们对社会沙文主义科学地进行考察，即不是抽出个别的人，而是从这整个国际思潮的发展及其社会联系的总和来考察，那么社会沙文主义就是达到了逻辑终端的机会主义。

各地的无产阶级群众在不同程度上清楚而敏锐地意识到社会沙文主义者背叛了社会主义，都痛恨和蔑视最著名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德国的谢德曼，法国的盖得和列诺得尔之流，英国的海德门，等等。

在战争期间，尽管资产阶级进行疯狂的迫害，堵住人们的嘴巴，可是在所有的国家里革命的国际主义派还是形成了。这一派始终忠于社会主义。他们没有向沙文主义屈服，也不容许用保卫祖国的谎言来掩盖沙文主义，而是彻底揭露这些言论的虚伪，揭露两大联盟的资产阶级为了掠夺的目的而进行的这场战争的全部罪恶。属于这一派的有：英国的马克林，他因为反对掠夺成性的英国资产阶级而被判处服一年半苦役；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他被德国帝国主义强盗判处服苦役，“罪名”是在德国号召革命，揭露战争从德国方面来说是掠夺战争。属于这一派的还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因为有和马克林、卡尔·李卜克内西同样的“罪名”而受到俄国共和派和民主派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的迫害。

这一派是唯一忠于社会主义的派别。只有这一派没有背叛在1912年11月世界各国社会党人一致签字的巴塞尔宣言[57]中表示自己信念的庄严声明，庄严诺言。这个宣言所说的恰恰不是一般战争（战争有各种各样），而正是1912年大家都清楚地看到的正在准备并在1914年爆发的战争，也就是德英两国及各自的盟国之间为争夺世界霸权而爆发的战争。面对这样的战争，巴塞尔宣言一个字也没有提到社会党人有“保卫祖国”（也就是为自己参加战争辩护）的义务和权利，而是极其肯定地指出，这样的战争一定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从以下事实看得特别明显：现在他们所有的人都胆怯地躲开巴塞尔宣言中谈到目前这次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的地方，就象小偷躲开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

显然，始终忠于巴塞尔宣言、用宣传和准备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来“回答”战争的社会党人和那些用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行动来回答战争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显然，想“调和”或“统一”这两派的尝试是多么软弱无力，多么幼稚和虚伪。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第三个派别即所谓的“中派”或“考茨基派”（因“中派”最著名的代表卡尔·考茨基而得名）正是在进行这种非常可怜的尝试。在整整三年战争期间这个派别在各国都暴露出自己毫无思想性和软弱无力。例如在德国，事态的发展迫使考茨基派同德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分裂而另外建立所谓“独立社会民主党”[58]，但是这个党还是不敢作出必要的结论，还是鼓吹在国际范围内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统一”，继续欺骗工人群众，要他们寄希望于在德国恢复这种统一，并且阻挠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策略的贯彻，即阻挠同“本国”政府进行革命斗争，这种斗争在战时也要进行，斗争形式可以而且应当改变，但斗争决不能延缓推迟。

这就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没有明确的估计，对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各个派别没有原则性的看法，那就无法着手讨论象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这样的实际问题。然而 只有
 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4月24—29日代表会议通过的、8月经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批准的详尽决议中，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 各个
 派别作了原则性的评价。忘记这种原则性的评价，回避这种评价来谈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那就是站在毫无原则的立场上。

这种无原则性盛行于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中间。8月10日《新生活报》上的一篇文章可算是这种无原则性的典范。这篇文章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在这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极左翼的报纸上集中了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最流行的错误、偏见和无思想性。


　　《新生活报》的社论写道：“人们可以根据某些理由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抱否定态度，也可以在原则上非难‘护国主义多数派’的妥协尝试。但是为什么要否定一目了然的事情呢？要知道，在英国工人通过了一项引起国内政治危机、使大不列颠的‘举国一致’出现第一道深刻裂痕的著名决议以后，代表会议就具有了以前所没有的意义。”



　　这种议论是无原则性的典范。事实上，怎么能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问题给英国的“举国一致”造成深刻裂痕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弥合而不应该加深这个裂痕呢？原则性的问题是而且只能是：同护国派（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还是同他们妥协。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是多次妥协尝试中的一次。会议没有开成。它之所以没有开成，是因为英法帝国主义者不同意 现在
 进行和平谈判，而德帝国主义者则同意。英国工人较清楚地感觉到英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是在欺骗他们。试问，应当怎样来利用这一点呢？我们是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我们说：应当利用这一点来加深无产阶级群众同本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分裂，以便达到彻底的决裂，排除在群众反对本国政府、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发展中的一切障碍。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能而且也只有我们才能加深裂痕，导致完全决裂。

而那些到斯德哥尔摩去的人，或者确切些说，向群众鼓吹有必要到那里去的人，在实际生活已经“屏弃了”他们这种打算的今天，实际上究竟要干什么呢？不过是要弥合裂痕，因为众所周知，召集和支持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是拥护 本国
 政府的人们，即内阁派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斯陶宁格、布兰亭和特鲁尔斯特拉之流，更不必说谢德曼之流了。

这就是“一目了然”的事情，这就是《新生活报》的机会主义者忘掉的或有意掩盖的事情，他们完全无原则地发表议论，对社会沙文主义这种思潮却不作总的评价。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是帝国主义者政府的部长们的座谈会。这一事实不管《新生活报》怎样竭力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号召工人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号召他们等待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号召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上，这就等于向群众说：你们能够而且应当从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帝国主义者政府内拥护这种政府的部长们的妥协中期待美好的东西。

《新生活报》正是在进行这种极端无原则的极端有害的宣传，但它自己竟毫无觉察。

《新生活报》看到英法两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他们的政府发生冲突，就忘记了切尔诺夫、斯柯别列夫、策列铁里、阿夫克森齐耶夫、布兰亭、斯陶宁格、谢德曼之流也都同样是拥护本国政府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这难道不是无原则性吗？

《新生活报》不是向工人说：你们看，英法帝国主义者甚至不允许本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去同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谈判，——这就是说，从英法方面来说战争 也是
 掠夺性的战争；这就是说，除了同 一切
 政府、 一切
 社会沙文主义者彻底决裂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新生活报》不是向工人这样说，而是用幻想来安慰工人。


　　该报写道：“人们准备在斯德哥尔摩达成和平协定，并一起制定共同的斗争
 计划：拒绝表决军事拨款，抛弃‘举国一致’，召回政府中的部长，等等。”



　　唯一可以证明这段完全骗人的话真实可信的是，“斗争”二字用了黑体。不用说，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证明！经过三年战争以后，还在用最空洞的诺言来哄骗工人：“人们准备在斯德哥尔摩”抛弃举国一致……

谁准备这样做呢？是谢德曼、切尔诺夫、斯柯别列夫、阿夫克森齐耶夫、策列铁里、斯陶宁格、布兰亭之流，也就是那些几年来或几个月来一直推行举国一致政策的人（和政党）。不管《新生活报》怎样真诚地相信这种奇迹，不管它怎样诚心诚意地相信这种事情是可能的，我们还必须说，《新生活报》是在工人中散布弥天大谎。

《新生活报》是在欺骗工人，要工人信任社会沙文主义者。照它说来，虽然社会沙文主义者一向参加内阁并推行举国一致的政策，但是他们不久就要在斯德哥尔摩进行磋商，取得谅解，达成协议而不会再这样做了。他们将开始为和平而斗争，他们将拒绝表决军事拨款，等等，等等……

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这一切都是对工人的反动的宽慰和安抚，都是想使工人信任社会沙文主义者。但是那些“为和平而斗争”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不是为了欺骗自己，也不是为了欺骗工人的社会党人，并没有等待任何国际会议，早就开始了这种斗争，而且正象英国的马克林、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那样，是从抛弃举国一致做起的。

《新生活报》写道：“我们完全理解布尔什维克对于列诺得尔之流和谢德曼之流的合理的和正当的怀疑，但是《工人和士兵报》的政论家们却教条主义地只愿见树木而不愿见森林，他们没有注意到列诺得尔和谢德曼所依靠的群众的情绪在转变。”先生们，问题不在于怀疑，——掩盖无原则性、又表现无原则性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情绪倒是你们的主导情绪。我们对于列诺得尔和谢德曼之流并不怀疑，我们是他们的敌人。这是“两种大不相同的情况”。我们已经同他们决裂，并且号召群众同他们决裂。正是我们而且只有我们既“注意到”群众情绪的转变，又“注意到”比情绪及其转变更重要得多、深刻得多的东西，即群众的基本利益，以及这种利益同列诺得尔和谢德曼之流所代表的社会沙文主义政策不可调和。《新生活报》的先生们和俄国帝国主义者政府的部长们一道在斯德哥尔摩恰恰会碰到谢德曼分子和列诺得尔分子（因为斯陶宁格和特鲁尔斯特拉同列诺得尔分子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区别，至于阿夫克森齐耶夫和斯柯别列夫，那更不必说了）。我们不去看这场由几方社会沙文主义者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圈子里演出的斯德哥尔摩滑稽剧，正是为了使 群众
 睁开眼睛，为了表达他们的利益，为了号召他们革命，为了利用他们情绪上的转变去进行原则性的斗争，同社会沙文主义完全决裂，而不是无原则地迁就这种情绪。


　　《新生活报》写道：“……布尔什维克喜欢挖苦那些到斯德哥尔摩去的国际主义者，说他们同谢德曼分子和韩德逊分子妥协，他们‘没有觉察到’自己对代表会议的态度——当然由于根本不同的原因——却是同普列汉诺夫之流、盖得之流和海德门之流一致的。”



　　说我们对代表会议的态度同普列汉诺夫之流一致，这话不对！这显然是无稽之谈。我们不愿意同一部分社会沙文主义者一道去参加不彻底的代表会议，这一点我们同普列汉诺夫之流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对代表会议的 态度
 无论在原则上或在实践上都和普列汉诺夫之流完全不同。而你们这些自命为国际主义者的人，才真正同谢德曼、斯陶宁格和布兰亭分子一道去参加代表会议，你们才真正去同他们妥协。这是事实。你们把 团结社会沙文主义者
 这一渺小的、可怜的、带有极大阴谋性的、依赖两大联盟之一的帝国主义者的事业叫作“团结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这是事实。你们这些假国际主义者要是不说一大堆谎话，散播一些幻想，把社会沙文主义者打扮一番，使群众产生一种希望，似乎斯陶宁格和布兰亭之流、斯柯别列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真能抛弃“举国一致”，那你们就无法向群众鼓吹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很有可能，就是鼓吹一番，事情到此为止，因为代表会议是开不成的，但是这种鼓吹的思想意义还会存在）。

然而，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反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宣传中却向群众说明全部真相，继续揭穿社会沙文主义者，揭穿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妥协的政策，并引导群众同他们完全决裂。如果事情是这样：德帝国主义认为目前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对自己有利，因而派它的代理人谢德曼之流到那里去，而英帝国主义认为目前这个时机对自己不利，甚至不愿意现在谈和平，那么我们就揭露英帝国主义，并利用英帝国主义和英国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冲突来提高英国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加强国际主义的宣传，向他们说明必须同社会沙文主义完全决裂。

《新生活报》的假国际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正象知识分子气十足的印象主义者，即毫无主见，容易受一时情绪的影响而忘记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新生活报》的那些人是这样来推论的：既然英帝国主义 反对
 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那就是说我们必须 赞成
 。也就是说，代表会议已经具有了以前所没有的意义。

这样来推论，实际上就是陷入无原则的泥坑，因为德帝国主义者现在 赞成
 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是为了自己的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的掠夺利益。既然这些“国际主义者”不敢直率地承认这一无可争辩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既然他们不得不回避这一事实，那么他们的“国际主义”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先生们，假如你们和谢德曼、斯陶宁格之流一道去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那么你们究竟有什么保证能使自己在实际上不变成德帝国主义秘密外交家手中的玩物和工具呢？你们不可能有这种保证。这种保证是不存在的。如果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毕竟开成了（这种可能性很小），那也不过是德帝国主义者的一种试探，看能不能以某种方式交换兼并的土地。这就是谢德曼和斯柯别列夫之流的娓娓动听的演说的真正的现实意义。如果这次会议开不成，那么你们对群众的鼓吹也有现实意义，它会使群众对社会沙文主义者，对他们不久大概可能“改邪归正”抱幻想。

在这两种情况下，你们尽管想做一个国际主义者，但实际上却成了某一联盟或两个联盟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帮凶。

而我们却估计到政治的一切变化和细节，我们始终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我们鼓吹工人的兄弟般的联合，鼓吹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鼓吹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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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96]。



[58]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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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

（1917手8月29日〔9月11日〕）


农民和工人

8月19日《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59]第88号登载了一篇非常值得注意的文章，这篇文章应该成为每个同农民有接触的党的宣传员和鼓动员以及每个派往农村工作或者同农村有联系的觉悟工人手头必备的基本文件之一。

这篇文章就是《根据1917年彼得格勒第一次全俄农民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带来的242份委托书拟订的示范委托书》。

万分希望农民代表苏维埃把有关所有这些委托书的尽可能详细的材料公布出来（如果根本不可能把这些委托书全部刊印的话；如能全部刊印，当然最好）。例如，特别需要把提出委托书的省、县、乡全部开列出来，注明每个地方提出了多少份委托书，委托书是在什么时候起草或提出的，至少应对各项基本要求作一分析，以便看出各地区在某些条文上差别大不大。譬如说，各农户占有土地的地区和村社占有土地的地区、大俄罗斯人地区和其他民族地区、中部地区和边疆地区、没有农奴制的地区等等，在取消一切 农民
 土地所有权、定期重分土地、禁止使用雇佣劳动、没收地主的农具和牲畜等等问题的提法上，有什么差别。如果没有这些详细的资料，就不可能对农民委托书中非常宝贵的材料进行科学的研究。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的研究，因为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

在 综合委托书
 （我们将这样称呼“示范委托书”）中，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事实上的错误。由于没有更好的材料，它仍然是这方面的唯一材料。我们再说一遍，它应当是我们党的每个党员手头必备的材料。

综合委托书的第一部分是讲一般的政治原则，即政治民主的要求；第二部分是讲土地问题。（我们希望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或其他人能综合一下农民关于战争问题的委托书和决议。）对于第一部分，我们现在不作详细论述，只指出两点。第6条要求全体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第11条要求战争结束后废除常备军。这两点使农民的政治纲领 最接近
 于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根据这两点，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全部宣传鼓动中指出并证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而且是民主主义的叛徒，因为他们违背民意，违背民主原则，为了讨好资本家而坚持委员人选必须经政府 批准
 ，即不是完全由选举决定，例如在喀琅施塔得就是这样。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在彼得格勒的区杜马和其他地方自治机关里，违背民主原则，反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立即建立工人民兵，进而建立全民民兵的要求。

根据综合委托书，农民的土地要求首先在于无偿地废除一切形式的土地私有制，直到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把经营水平高的农场交给国家或村社；被没收的土地上的全部耕畜和农具也一起没收（土地少的农民除外），交给国家或村社；禁止使用雇佣劳动；劳动者平分土地，并定期重分，等等。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农民要求 立即
 颁布禁止土地买卖的法律，废止关于退出村社、关于独立田庄土地等等的法律，颁布关于保护森林、渔业和其他副业，以及关于取消长期租约和修改短期租约等等的法律，作为过渡时期的措施。

只要稍微考虑一下这些要求就可以看到，如果不同资本家完全决裂，不同资本家阶级作最坚决最无情的斗争，不推翻其统治，而同资本家建立 联盟
 ，那么这些要求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社会革命党人对自己和对农民的欺骗，就在于他们设想并且宣传这种设想，以为资本家的统治不推翻，全部国家政权不转归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对资本家采取的最坚决最革命的措施没有贫苦农民的支持，也可以实现这种改革，也可以实现 类似的
 改革。“社会革命党”分化出左翼的意义，也正在于它证明这个党的内部已经逐渐意识到这种欺骗。

实际上，没收全部私有土地就意味着没收亿万的银行资本，因为大部分土地是抵押给银行的。如果革命阶级不采取革命措施去打垮资本家的反抗，这种措施难道是可以设想的吗？况且这里所谈的是最集中的银行资本，它同我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最重要中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同样集中的城市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战胜这种资本。

其次，把经营水平高的农场交给国家。能够把这些农场接受过来并且真正为劳动者的利益而不为官吏和资本家的利益去经营的“国家”，只能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国家，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没收养马场等等，进而没收一切耕畜和农具，这不仅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一连串的巨大打击，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因为 耕畜和农具
 “只给国家或村社使用”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或者至少要对联合的小农户实行社会主义的监督，对它们的经营实行社会主义的调节。

而“禁止”使用雇佣劳动呢？这是一句空话，是受压制的小业主不自觉的无用的幼稚愿望。他们没有看到，没有农村的雇佣劳动后备军，整个资本主义工业就会停顿；城市里允许使用雇佣劳动，在农村就不可能“禁止”使用雇佣劳动；“禁止”使用雇佣劳动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

说到这里，我们就涉及工人对农民的态度这一根本问题。

群众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在俄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如果从1896年的大罢工算起）。在这个很长的时期内，有一个问题象一根红线贯穿着两次伟大的革命，贯穿着俄国的全部政治史，这个问题就是：由工人阶级带领农民前进，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让自由派资产者拖着农民后退，容忍资本主义？

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总是按照下面这个聪明绝顶的公式来推断： 因为
 社会革命党人是小资产者，所以“我们”屏弃他们的小市民空想的社会主义观点， 为的是
 象资产阶级那样否定社会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就被巧妙地偷换成了司徒卢威主义[60]，孟什维克就堕落为立宪民主党奴仆的角色，叫农民“容忍”资产阶级的统治。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同切尔诺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一起，忙于以“革命民主派”的名义签署立宪民主党的反动地主的法令。这就是这种角色最近最明显的表现。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放弃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进行批评，除非为了 反对
 立宪民主党人， 从来没有
 同他们 结成联盟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总是争取使农民 摆脱
 立宪民主党人的影响，不是以自由派那种对资本主义的容忍，而是以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道路来对抗小市民空想的社会主义观点。

现在，战争异乎寻常地加快了事态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地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要求各族人民立即作出选择：是死亡，还是马上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坚决步骤。现在，半自由派的孟什维主义和革命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全部深刻分歧，在实践中清楚地表现为数千万农民如何行动的问题。

容忍资本的统治吧， 因为
 “我们”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孟什维克就是这样对农民说的，顺便用一般“社会主义”的抽象问题偷换了下面这个具体问题：如果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坚决步骤，能不能医治战争的创伤？

容忍资本主义吧， 因为
 社会革命党人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家，——孟什维克就是这样对农民说的，并且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去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府……

社会革命党人则拍着自己的胸脯要农民相信，他们根本反对同资本家和好，他们从来不认为俄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 因此
 他们 就去
 同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机会主义者建立联盟，就去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社会革命党人可以赞同任何最革命的农民纲领，为的是把它们束之高阁而不付诸实施，为的是用最空洞的诺言来欺骗农民，实际上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联合内阁中同立宪民主党人搞“妥协”。

社会革命党人这样明目张胆地、实际地、直接地、明显地背叛农民的利益，使形势大为改变。应该估计到这种改变，不能完全按老套套，完全象我们在1902—1903年和1905—1907年那样来进行反对社会革命党人的鼓动工作。不能只限于在理论上揭穿“土地社会化”、“平均使用土地”、“禁止使用雇佣劳动”等等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那时还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或者说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所以全部任务首先在于把革命推进到推翻君主制。

现在君主制已经推翻了。俄国已经成了一个由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政府的民主共和国，就这一点来说，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了。但三年来的战争把我们向前推进了三十来年，它在欧洲造成了普遍劳动义务制和企业的强迫辛迪加化，它使最先进的国家濒于饥荒和空前破坏的境地，迫使人们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能推翻君主制，——这是当时对我们的阶级政策的基本规定。这样规定是正确的。1917年2月和3月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只有领导着贫苦农民（即我们党纲所说的半无产者）的无产阶级才能以民主的和约结束战争，医好战争创伤，开始实行那些已成为绝对必要的 刻不容缓的
 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这是现在对我们的阶级政策的规定。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反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的重心应该移到说明社会革命党人背叛农民这一点上。他们代表的不是贫苦农民群众，而是少数富裕的业主。他们引导农民不是同工人结成联盟，而是同资本家结成联盟，也就是要他们服从资本家。他们为了取得部长职位，为了同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而出卖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利益。

因战争而加速发展的历史，已经大大向前推进，因而旧提法增添了新内容。“禁止使用雇佣劳动”这在以前 不过是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句空话，但在现时的实际生活中却有了另一种意义：千百万贫苦农民在242份委托书中表示，他们愿意废除雇佣劳动，但是他们不知道应当怎样做。而我们却知道应当怎样做。我们知道，只有同工人结成联盟，在工人的领导下反对资本家，而不是同资本家“妥协”，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进行反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的基本方针，即我们对农民讲话的基本方针，现在应该作这样的改变。

农民同志们，社会革命党背叛了你们。它背叛了茅舍而投靠宫廷，即使不是君主的宫廷，也是革命的死敌、特别是农民革命的死敌立宪民主党人同切尔诺夫、彼舍霍诺夫、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组成的政府在那里开会的宫廷。

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只有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党，才能 实际
 执行242份委托书中提出的贫苦农民的纲领。因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不是用不许或“禁止”雇用工人的办法，而是通过推翻资本这一唯一正确的道路 真正
 达到废除雇佣劳动的目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是要真正达到没收土地、耕畜、农具和技术农业企业的目的，给予农民想要而社会革命党人 不能
 给予的东西。

工人对农民讲话的基本方针现在应该作这样的改变。你们贫苦农民想要的、正在寻找的、但常常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寻找和怎样寻找的东西，我们工人能够而且一定会给你们。我们工人 反对资本家
 ，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维护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而社会革命党人却同资本家建立联盟，背叛这种利益。


※　　　　　※　　　　　※

　　提醒读者注意一下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关于农民问题所说的话。恩格斯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者并不想剥夺小农，只有 通过示范的力量
 ，小农才会明白使用机器的社会主义农业的优越性。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0—584页。——编者注］

现在，战争在实践中向俄国提出的正是这样的问题。农具很少。要没收农具，但“不能分掉”经营水平高的农场。

农民开始懂得这一点了。贫困迫使他们懂得了。战争也迫使他们懂得了，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得到农具。必须爱护农具。大经济就意味着借助农具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来节省劳动。

农民希望保留自己的小经济，希望平均分配，定期重分……让他们这样希望吧。没有一个明智的社会主义者会因此而同贫苦农民分手。既然没收土地 意味着
 摧毁银行的统治，没收农具 意味着
 摧毁资本的统治，那么， 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中央的统治
 ，政权转到了无产阶级手里，其他一切自然而然就会得到解决，就会因“示范的力量”而产生，就会由实践本身来提示。

政权转归无产阶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到那个时候，242份委托书的纲领中所包含的一切重大的、主要的、根本的东西 就可以实现
 。实际生活也会表明，这些东西在实现时将有哪些变更。但这无关紧要。我们不是学理主义者。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 千百万人的经验
 来表明。

农民同志们，相信工人吧！抛弃同资本家的联盟吧！只有同工人紧密地结成联盟，你们 才能
 真正开始实现242份委托书的纲领。如果同资本家结成联盟，受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你们将永远等不到一个符合这个纲领精神的果断的坚定不移的步骤。

如果你们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同资本作无情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 开始
 实现242份委托书的纲领，那么全世界将帮助你们和我们，那时这个纲领（不是指纲领现在这样的措词，而是指它的实质）就有实现的保证。那时资本统治和雇佣奴隶制的末日就会到来。那时就会开创社会主义的天下，和平的天下，劳动者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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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是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日报），1917年5月9日（22日）—1918年1月在彼得格勒出版，编辑为瑙·雅·贝霍夫斯基。该报代表社会革命党右翼的观点，敌视十月革命。因进行反革命宣传被苏维埃政权查封。——[104]。



[60]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司徒卢威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锐敏地看出司徒卢威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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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诽谤者

（1917年8月30日〔9月12日〕）

8月20日的《言语报》和《俄罗斯意志报》（它显然是用来路不明的钱办的，而且曾向选民宣传说：如果你们有“社会主义的情绪”，那就应该投“统一派”和“人民社会党人”[61]的票）又一次刊登了诽谤我的消息。

据这两家报纸报道，这些消息来自“陆军部”，《言语报》 甚至断言
 ，这些消息是“根据文件材料和大量的个人证词”核实过的。

禁止报刊进行诽谤的法律在俄国事实上已经不起作用了。诽谤者先生们特别是在资产阶级报刊上享有充分的自由：任意在报刊上匿名发表议论，造谣诽谤，用一些没有任何官方人士署名的但似乎又是官方的消息来掩盖自己的行为，等等，——不管怎样做，都可以逍遥法外！以米留可夫先生之流为首的卑鄙的诽谤者正在享受这种豁免的特权。

诽谤者断言，我同“乌克兰解放协会”有某些关系。米留可夫的报纸写道：“德国政府曾委托列宁鼓吹和平。”“在柏林社会党人开过两次会，列宁和约尔图霍夫斯基都参加了。”《俄罗斯意志报》还对后一句话作了补充，说“列宁曾在约尔图霍夫斯基那里住过”。

既然米留可夫先生以及诸如此类的坏蛋、进行无耻诽谤的骑士们，可以逍遥法外，那我只有一个办法：再次重申，这是诽谤；再次举出群众知道的一个证人，来驳斥借证人的态度进行讹诈的骑士们。

“乌克兰解放协会”有一个活动家叫巴索克，我是在1906年认识的，当时他是一个孟什维克，同我一起参加过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62]。1914年秋或1915年初（当时我住在伯尔尼），一个高加索著名的孟什维克特里亚从君士坦丁堡来，顺便到我住处来看我。他把巴索克参加“乌克兰解放协会”和这个协会同德国政府的关系都告诉了我，同时向我转交了巴索克给我的信。在信里，巴索克对我表示同情，希望彼此的观点能够接近。我当时非常气愤，当着特里亚的面，马上就写了一封回信，托他转交巴索克，因为特里亚打算再次去君士坦丁堡。

我在给巴索克的信中声明，既然他同一个帝国主义分子有往来，那我们就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共同之点。

我同“乌克兰解放协会”的全部“关系”不过如此而已。





	载于1917年8月30日（9月12日）《工人日报》第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集5版第34卷第117—118页

















[61]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该党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同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113]。



[62]指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参看列宁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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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1917年8月30日〔9月12日〕）

事态迅速地发展着，有时简直是瞬息万变，所以这封信可能已经过时了。这封信我是在星期三，8月30日写的，你们最早要到星期五，9月2日才能收到。但我还是存着侥幸心理，我认为我有义务写这封信。

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事态完全出人意外的（在这个时候、以这种形式，是出人意外的）、简直难以置信的急剧转变。

和任何一次急剧的转变一样，这次转变也要求修改和变更策略。而且和任何一次修改策略一样，这次修改也必须极其慎重，以免陷入无原则性的泥坑。

我深信，那些滚到护国主义立场上去的人（象沃洛达尔斯基）或堕落到同社会革命党人 结盟、支持
 临时政府的人（象另外一些布尔什维克），都陷入了无原则性的泥坑。这是非常错误的，这是毫无原则的。 
只有

 政权转归无产阶级 以后
 ，媾和 以后
 ，撕毁秘密条约和割断同银行的联系 以后
 ，—— 
只有在

 这 
以后

 ，我们才能成为护国派。无论是占领里加， 或是占领彼得格勒
 ，都不能使我们成为护国派。（极盼将这封信交沃洛达尔斯基一阅。）在这以前，我们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反对战争，我们 不是
 护国派。


就是现在
 我们也不应该支持克伦斯基政府。支持这个政府就是无原则性。有人问：难道不打科尔尼洛夫了吗？当然要打！但这不是一回事；这里有一个界限；有些布尔什维克越出了这个界限，因而陷入了“妥协”的泥坑， 卷入
 事变的急流而不能自拔。

我们 跟
 克伦斯基的军队 一样
 ，要同而且正在同科尔尼洛夫作战，但是我们不支持克伦斯基， 而
 要揭露他的软弱性。这是差别。这个差别相当微妙，但是非常重要，决不能把它忘记。

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我们策略上的改变究竟表现在哪里呢？

表现在我们改变了同克伦斯基斗争的 方式
 。我们丝毫没有减弱对克伦斯基的敌视，我们决不收回我们说过的任何一句反对他的话，我们决不放弃推翻克伦斯基的任务，但我们说：应该 考虑
 时机，现在我们不打算推翻克伦斯基，现在要 用别的方法
 来同他斗争，这个方法就是向人民（同科尔尼洛夫斗争的人民）说明克伦斯基的 软弱
 和 动摇
 。我们过去 也是
 这样做的，不过现在这一点已是 主要
 的了，改变就在这里。

其次，改变还表现在：现在的 主要
 任务是加强向克伦斯基提出一种“局部要求”的鼓动，即要求逮捕米留可夫，武装彼得格勒工人，调喀琅旋塔得、维堡、赫尔辛福斯的军队到彼得格勒来，解散国家杜马，逮捕罗将柯，用法律规定地主土地转交农民，实行工人对粮食和工厂的监督，等等。这些要求我们不只是应该向克伦斯基提出， 
与其说

 应该向克伦斯基提出，还不如说应该向 投入
 反科尔尼洛夫斗争的工兵农提出来。我们要 带领
 工兵农向前进，鼓励他们去痛打那些拥护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和军官，竭力促使 
他们

 立刻提出把土地转交给农民的要求，让 
他们

 认识到必须逮捕罗将柯和米留可夫，解散国家杜马，封闭《言语报》和其他资产阶级报纸，并对之进行侦查。特别应该推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向这方面走。

如果认为我们离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 更远
 了，那是不对的。不，我们是大大接近这个任务了，不过 不是正面
 接近，而是从侧面接近。 
此刻

 与其说应该鼓动直接反对克伦斯基，不如说应该鼓动 间接
 反对他，还是反对他，不过是间接反对，所谓间接，就是要求对科尔尼洛夫进行一场积极而又积极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只有这个战争的发展才能使 我们
 掌握政权，但鼓动时应该少 
说

 这些话（牢牢记住，明天事变就可能使我们掌握政权，那时我们决不放弃政权）。我认为应该在给鼓动员的信中（不是在报刊上）向全体鼓动员、宣传员以及一般党员说明这一点。应该无情地反对所谓保卫国家、组成革命民主派的统一战线、支持临时政府等等空话，对 空话
 就是应当如此。现在是 行动
 的时候了，——这种空话早被你们这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说烂了。现在正是 行动
 的时候了，应该以革命的方式进行反科尔尼洛夫的战争，应该带领群众，唤起群众，激发群众（克伦斯基却 
害怕

 群众， 害怕
 人民）。在对德国人的战争中现在所需要的正是 行动
 ： 
立刻无条件地
 提议
 在 
明确的

 条件下 
媾和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 
可以

 或者迅速地获得和平，或者把战争变为革命战争，不然，所有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仍将是帝国主义的奴仆。




附言：写完这封信 
之后

 ，看了6份《工人日报》[63]，应该说，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我衷心欢迎这几篇写得出色的社论、报刊评论以及弗·米—亭和沃洛—基的文章。至于沃洛达尔斯基的演说，我看到了他给编辑部的信[64]，这封信也“消除了”我对他的责难。再一次衷心地致敬和问好！






	　　列宁
载于1920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5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19—121页

















[63]《工人日报》（《Рабочи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1917年8月25日—9月2日（9月7—15日）在彼得格勒出版，以代替被临时政府封闭的《真理报》。该报共出了12号（包括号外）。——[117]。



[64]指刊登在1917年8月26日（9月8日）《工人日报》第2号上的弗·沃洛达尔斯基的信《致全体同志》。这封信指出，《新生活报》等报纸报道他在8月24日（9月6日）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关于前线形势的发言时说他讲了“护国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这样一句话，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沃洛达尔斯基写道，他在发言中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团关于德军突破里加战线问题的宣言的论点，而该宣言尖锐地谴责了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号召用革命方法摆脱帝国主义战争。——[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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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

（1917年9月1日〔14日〕）





	· 1．祸根
· 2．徭役制和社会主义














1．祸根

提起《新生活报》的作家尼·苏汉诺夫，可能大家都会同意说，他不是一个很坏的而是一个很优秀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他真诚地倾心于国际主义，这在最艰苦的时期，在沙皇反动势力和沙文主义猖獗的年代已得到证实。他很有学问，很想独立地研究一些重大的问题，他从社会革命党的思想转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长期过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最紧要的关头，在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上，甚至这样的人也会用下面这种十分轻率的见解来款待读者：


　　……“不管最近几个星期我们失掉了多少革命成果，但有一个成果，也许是最重要的成果，却仍然在发挥作用，那就是政府及其政策只有靠苏维埃大多数的意志才能支持下去。革命民主派的一切权力是自愿让出去的；民主机关要收回它还是十分容易的；只要对当前形势的要求有应有的了解，就不难把临时政府的政策引上正轨。”（8月20日《新生活报》第106号）



　　这些话包含着关于革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的最轻率最惊人的谎言，正是这种谎言在各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当中最流行，革命多半是被它断送了的。如果你思索一下上面那段话里所包含的那一套小资产阶级的幻想，那就一定会想到：《新生活报》的公民们决非偶然地同部长们，同那些入阁的社会党人，同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之流，同政府成员即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之流的同事坐在一起开“统一”代表大会[65]。这决不是偶然的。他们的确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那就是不加批判地从庸人那里学来的对善良愿望采取荒唐的小市民式的轻信态度。原来苏汉诺夫的全部议论同那些真心诚意的孟什维克护国派的全部活动一样，都充满了这种轻信。而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轻信正是我国革命的祸根。

马克思主义要求，任何郑重的政策必须以经得起严格的客观检验的 事实
 作为根据。苏汉诺夫大概会举双手赞成这个要求。现在我们就从这个要求来看看苏汉诺夫的上述论断。

这个论断是以什么事实作根据的呢？苏汉诺夫凭什么说政府“只有靠”苏维埃的“意志才能支持下去”，苏维埃可以“十分容易地”“收回它的一切权力”，不“难”改变临时政府的政策呢？

第一，苏汉诺夫所根据的可能是自己的一般印象，是苏维埃的“十分明显”的力量，克伦斯基的出席苏维埃，这个或那个部长彬彬有礼的言词，等等。这当然是十分糟糕的证据，更正确些说，这等于供认完全没有证据，完全缺乏客观事实。

第二，苏汉诺夫所根据的可能是工人、士兵和农民的绝大多数决议都坚决拥护和支持苏维埃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他说，这些决议表明了大多数人民的意志。

这种论断也和前一种一样，在庸人当中常常可以听到，但是毫无根据。

在历次革命中，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的意志，无疑也就是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是拥护民主的。但是大多数的革命还是以民主的失败而告终。

马克思考虑到大多数革命特别是1848年革命（同我国现在的革命最相似）的这个经验，无情地嘲笑了那些想用决议、想抬出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来取得胜利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我们的亲身经验更加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1906年春天，工人和农民的大多数决议无疑是拥护第一届杜马的。大多数人民无疑是拥护它的。但是，它还是被沙皇解散了，因为革命阶级奋起斗争（1906年春天的工人罢工和农民风潮）的力量不足以掀起一次新的革命。

好好考虑一下当前革命的经验吧！1917年3、4月间和7、8月间，大多数决议都是拥护苏维埃的，大多数人民都是拥护苏维埃的。但是，大家都看到、知道并且感觉到，革命在3、4月间前进了，而在7、8月间却后退了。这就是说，抬出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解决不了革命的任何具体问题。

光抬出人民大多数来作证明，正是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典型，正是不愿意承认在革命中应该 战胜
 敌对阶级，应该 推翻
 维护它们的国家政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光靠“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是不够的，还必须使愿意战斗并能够战斗的革命阶级具有 力量
 ，而且这种力量能够在决定性的关头和决定性的地方 摧毁
 敌对的力量。

地主和资产阶级这些统治阶级力量虽小，但组织和武装都很好，而且很集中，他们能够把组织和武装都很差而且很分散的“大多数人民”的力量——击破，这种事情在革命中真不知有过多少次！

当革命使阶级斗争变得特别尖锐的时候，不研究阶级斗争的具体问题，只“泛泛地”谈论“人民的意志”，这只有最愚蠢的小资产者才做得出来。

第三，苏汉诺夫在上面那段话里还提出了一个“论据”，这个论据在庸人当中也是常常可以听到的。他说，“革命民主派的一切权力是自愿让出去的”。似乎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自愿”让出的东西就容易收回来……

这种论断一文不值。首先，收回自愿让出去的东西的前提是接受让步的人“自愿同意”。可见，要人家自愿同意才行。可是谁接受了“ 让步
 ”呢？谁得到了“革命民主派”让出的“权力”呢？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对于任何一个还有头脑的政治家说来都是基本的问题，却被苏汉诺夫完全回避了……“革命的〈请原谅我这样讲〉民主派”“自愿让出去”的东西 实际上
 落到了谁的手里呢？这才是关键的所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苏汉诺夫同所有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回避的正是问题的这个实质。

其次，在儿童室里，“自愿让出去的东西”也许很容易收回。例如，卡佳自愿地把小皮球让给了玛莎，那么收回它也许是“十分容易的”。但是把这些概念搬到政治和阶级斗争上来，除了俄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几个人敢于这样做。

在政治上，自愿让出“权力”，这证明出让者非常软弱无力，非常萎靡不振，非常没有气节，非常懦弱无能。因此，一般说来，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谁自愿让出权力，谁就不仅“应该”被剥夺权力，而且“应该”被剥夺生存的权利。换句话说，自愿让出权力这件事本身就只能“证明”，接受这种自愿让出的权力的人，必然会连出让者的权利也加以剥夺。

既然“革命民主派”自愿把权力让出去，那它就不是革命的民主派，而是象小市民那样卑鄙的、胆怯的、没有摆脱奴才气的民主派；正是在作了这种让步之后，敌人就会把它驱散，或者干脆把它消灭，叫它“自愿”死亡，就象它“自愿”让出权力一样。

把政党的行动看成 一时的冲动
 ，就是根本拒绝 研究
 政治。这两个大党，而且从有关选举的各种消息、报道和客观材料来看在人民中拥有多数的两个大党，竟“自愿地让出权力”，为什么有这样的行动，这应当加以 说明
 。这样的行动不可能是偶然的，它不能不同人民中某个大阶级的一定的经济地位有关。这样的行动不能不同这两个党的发展历史有关。

在成千上万种类似的庸俗论调中，苏汉诺夫的论断之所以十分典型，就是因为他的论断实际上是以善良意志（“自愿”）这个概念为根据，而忽略了我们所提到的这两个政党的 历史
 。苏汉诺夫根本不研究它们的历史，忘记了自愿让出权力其实是从2月28日开始的，当时苏维埃表示信任克伦斯基，赞同与临时政府达成“协议”。而5月6日的事件简直是大规模地让出权力了。总起来看，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幕十分清楚的情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一下子就登上了斜坡，愈来愈快地滚了下去。7月3—5日以后，他们完全滚到泥坑里去了。

现在说什么让步是自愿的，可以“十分容易地”使两大政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难”促使它们采取同他们多年以来（革命好几个月以来）的方针相反的方针，“十分容易地”从泥坑里爬出来，沿着斜坡爬上去，——这些说法难道不是轻率到了极点吗？

最后，第四，苏汉诺夫为了替自己的意见辩护，可能会说，对苏维埃表示信任的工人和士兵有武装，所以“十分容易”收回自己的一切权力。但正是在这个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上，《新生活报》作者的庸俗论调显得特别糟糕。

为了尽可能说得更具体一些，现在把4月20—21日的事件同7月3—5日的事件比较一下。

4月20日，群众对政府的愤怒迸发出来了。武装的团队走上彼得格勒街头，要去逮捕政府成员。逮捕虽然没有进行，但政府清楚地看到它已经没有人可以依靠了。没有军队 拥护它
 了。推翻 这样的
 政府的确是“十分容易”的，因此政府向苏维埃提出最后通牒：或者是我走，或者是你们支持我。

7月4日，同样爆发了群众的愤怒。所有的政党都想抑制住群众的愤怒，但是这种愤怒仍然冲破了 种种
 抑制迸发出来了。同样举行了反政府的武装示威，但是有很大的差别：头脑混乱的、脱离人民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 在7月3日就已经
 同意资产阶级调 卡列金
 的军队列彼得格勒来。这就是关键所在！

卡列金在莫斯科会议上以军人的坦率直言不讳地说：不是你们这些社会党人部长自己在7月3日叫“我们”来援助的吗！……没有一个人敢在莫斯科会议上反驳卡列金，因为他说的是实话。卡列金奚落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只好默不作声。哥萨克将军吐了他们一脸的口水，他们擦了擦说：“这是圣水！”

资产阶级的报纸都登出了卡列金的这些话，然而孟什维克的《工人报》和社会革命党的《人民事业报》却把莫斯科会议上的这个最重要的政治声明 隐瞒起来
 ，不让读者知道。

结果是：政府第一次专门调来了卡列金的军队，而坚决的真正革命的军队和工人却被解除了武装。这个根本的事实虽然被苏汉诺夫“十分容易地”回避和忘却了，但它终归是事实。对于现阶段革命，对于 第一次
 革命来说，这是一件有决定意义的事实。

在前线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以及后来在军队里，权力落到了 卡列金之流
 的手里。这是事实。最积极反对他们的部队被解除了武装。卡列金之流虽然没有马上利用这种权力来建立完全的专政，但这决不能驳倒权力操在他们手里这件事实。难道1905年12月以后沙皇没有权力吗？难道当时的情况不是迫使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使用这个权力，在没有攫取 全部权力
 即没有实行政变[66]以前召开了两届杜马吗？

判定权力属于谁，要根据行动，而不能根据言论。政府7月5日以来的行动，就证明权力操在卡列金之流手里，他们慢慢地然而 不停地
 向前推进，每天都接受“大大小小的让步”：今天让捣毁《真理报》、杀害真理派的人员、任意逮捕人的士官生逍遥法外，明天下令封闭报社，解散各种集会和代表大会，不加审判就把人驱逐出境，把侮辱“亲善使节”的送进监狱，把危害政府的送去服苦役，在前线实行死刑，等等， 等等
 。

卡列金之流并不是傻瓜。他们既然 每天
 都能得到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那又何必非要去硬碰硬闯，冒失败的危险呢？斯柯别列夫和策列铁里、切尔诺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唐恩和李伯尔之流才是傻瓜，他们每当卡列金之流前进一步就叫喊：“民主的凯旋！胜利！”他们认为，卡列金、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之流没有一下子吞掉他们，这就是“胜利”！！

祸根就在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经济地位本身使他们养成了一种惊人的轻信和缺乏觉悟，他们还在半睡半醒中说着梦话：收回自愿让出的东西是“十分容易的”！那就请去收回吧，从卡列金和科尔尼洛夫之流那里随意收回吧！

祸根就在于“民主的”政论界支持这种梦境中的、庸俗的、愚蠢的奴才幻想，而不去同它作斗争。

如果我们用一般政治史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观点来考察事物，即把事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就十分清楚，决定性的转变现在不仅不“容易”，而且相反， 没有新的革命
 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在这里并不涉及这样的革命是否需要的问题，我也并不是分析这样的革命能不能和平地合法地进行（一般地讲，历史上有过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的先例）。我仅仅是断定，没有新的革命，决定性的转变从历史上来看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权已经落到别人手里， 已经
 不在“革命民主派”手里了，政权 已经
 被夺走并且得到了巩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所作所为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产物，是2月28日到5月6日、5月6日到6月9日、6月9日到6月18日和19日（进攻）等等一连串政治事件的结果。这里的所谓转变，就是要求政权的整个情况、政权的整个成分、两大党的全部活动条件以及扶植这两个党的阶级的“意图”，都来一个转变。而这样一些转变，从历史上来看， 没有新的革命
 是不可思议的。

苏汉诺夫和许多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不是向人民解释新的革命的一切主要历史条件，它的经济前提和政治前提，它的政治任务，以及同它有关的阶级对比关系等等，而是搞些“无聊的把戏”，说一些自我安慰的话，什么我们“可以不难收回一切”，“十分容易地”收回一切，什么“最重要的”革命成果“仍然在发生作用”，以及诸如此类轻率的、无知的、简直等于犯罪的胡说，用这些来 麻痹
 人民。

现在，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征兆已经出现。这些征兆清楚地指出了工作的方向。在无产阶级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威信显著降低，而布尔什维克的威信显著提高。尽管“卡列金的军队调到彼得格勒”来了，可是就在彼得格勒，8月20日的选举同6月的区杜马选举相比，布尔什维克得票的比例仍然 增加了
 [67]。

在不能不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马尔托夫等孟什维克以及斯皮里多诺娃、卡姆柯夫等社会革命党人，这些革命的国际主义派的加强、壮大和发展，是转变的客观标志。不用说，日益逼近的饥荒、经济破坏、军事失败，一定能大大加速这个转变的到来，使政权转到贫苦农民所支持的无产阶级手中。








2．徭役制和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特别凶恶的敌人所表现的那种愚蠢的“揭露”狂，有时候却帮了社会主义的忙。他们所攻击的正是值得大家赞同和仿效的事情。他们攻击的性质本身就使人民擦亮了眼睛，认清了资产阶级的卑鄙无耻。

在最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之一《俄罗斯意志报》上就发生了这种事情，它在8月20日登载了一篇标题为《徭役制》的叶卡捷琳堡通讯。这篇通讯报道说：


　　“……工兵代表苏维埃在我市实行一种劳役制，规定凡有马匹的公民必须轮流把马牵来供苏维埃委员们每天因公外出使用。同时还制定了专门的值日表；每个‘有马的公民’应该在什么时候、在几点钟以前把马牵到什么地方来值班，都有详细的书面通知。

为了更加明白起见，在‘命令’里还加了一句：‘如果不执行这个要求，苏维埃雇用马车的费用（不超过25个卢布）要由您负担’……”





　　资本家的辩护人当然要生气了。大多数人民终生受苦受难，不仅要服“徭役”，而且被雇到工厂、矿山或其他地方去做苦工，经常还失业挨饿，资本家对于这些却安之若素。但是，当工人和士兵要资本家哪怕是尽一点点社会义务时，这些剥削者老爷们便大喊大叫，说这是“徭役制”！！

请问一问任何一个工人和农民，如果工兵代表苏维埃成了唯一的国家政权机关，在各地规定富人必须尽社会义务，例如必须带着马、汽车、自行车来值班，必须每天做点书写工作，来统计产品数量和贫民的人数，等等，等等，这样做不好吗？

大概除富农之外，任何一个工人和农民都会说，能这样就好了。

这是实话。这还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之一，但这正是贫苦人民迫切需要的。没有这样的措施，就不能使人民免于饥饿和死亡。

为什么叶卡捷琳堡苏维埃的这种做法还十分少见呢？为什么这类措施在全国没有更早实行，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呢？

在规定富人提供马匹的社会义务之后，为什么没有随即规定他们还有另外一些同样是对社会的义务，即呈报有关金融业务，特别是有关国家订货的完整报表，接受苏维埃的监督，并且同样发出“详细的书面通知”，规定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点呈报，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点纳多少税呢？

这是因为大多数苏维埃都是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领导的，他们实际上跑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答应支持它，他们不仅背叛了社会主义，而且背叛了民主。这些领袖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而资产阶级不仅不容许在彼得格勒这样的地方规定富人尽社会义务，而且对一些很小的改革几个月来也一直加以阻挠。

这些领袖推说“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施社会主义”，以此来欺骗自己的良心和欺骗人民。

为什么说这是欺骗呢？

因为根据这种说法，事情就被歪曲成这样：似乎现在说的是要进行一场空前复杂和困难的改革，而这种改革势必打破千百万人民习惯的生活。事情被歪曲成这样：似乎有人想用一道命令在俄国“实施”社会主义，既不管技术水平，也不管存在着大量的小企业，不管大多数居民的习惯和意志。

这完全是谎话。谁也没有要这样做。任何一个党，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打算用命令来“实施社会主义”。这里所谈的只不过是类似叶卡捷琳堡规定富人的社会义务这样一些得到贫苦大众即人民大多数衷心拥护的措施。这类措施从技术方面和文化方面来看，已经完全可以采取，并且立刻能使贫苦人民日子好过一些，减轻战争的负担，让大家比较平均地来分担。

革命以来，差不多有半年之久了，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仍在阻挠所有这类措施的实现，出卖人民的利益，谋求同资产阶级“妥协”。

只要工人和农民还没有认识到这些领袖就是叛徒，应该把他们赶走，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那么劳动者就必然会继续受资产阶级的奴役。





	载于1917年9月1日（14日）《工人日报》第1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22—132页

















[65]俄国孟什维克“统一代表大会”于1917年8月19—26日（9月1—8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代表大会的目的是把各孟什维克团体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党。出席大会的有孟什维克护国派（普列汉诺夫分子和波特列索夫分子）、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马尔托夫派）和《新生活报》的代表。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决议，主张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赞同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表示信任临时政府。代表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其成员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伊·格·策列铁里、尼·谢·齐赫泽等。但是在大会进行过程中，与会者之间就呈现出极端涣散的状态，因此把孟什维克统一起来的目的实际上没有达到。——[120]。



[66]指六三政变。



六三政变是俄国沙皇政府在1907年6月3日发动的反动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的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6月2日晚逮捕了他们。6月3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政府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放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125]。



[67]1917年5月底6月初彼得格勒区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得票数占总票数的20％，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得票数占总票数的58％。1917年8月20日（9月2日）彼得格勒市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得票数增加到33％，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得票数则下降为4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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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妥协

（1917年9月1日和3日〔14日和16日〕）

为了同别的政党达成协议而在某些要求上让步，放弃一部分自己的要求，这在政治上叫作妥协。

庸人们常有的一种看法认为，布尔什维克任何时候都不愿意对任何人作任何妥协，这种看法得到诽谤布尔什维克的报刊的支持。

这种看法对我们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倒是一种颂扬，因为它证明，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忠于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根本原则。但还是应该说实话，这种看法不符合真实情况。恩格斯对布朗基派共产主义者的宣言（1873年）批评得很对，说他们声明“决不妥协！”是可笑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79—587页。——编者注］

 。他说这是空话，因为各种情况往往不可避免地迫使进行斗争的政党采取妥协手段，绝对拒绝“分期偿付的债款” 
［注：同上，第22卷第516页。——编者注］

 是荒谬的。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不妥协，而是要 通过各种妥协
 （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

举一个例子来说。参加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是妥协，是暂时放弃革命要求。但这完全是被迫的妥协，因为当时力量的对比决定我们在一个时期内不可能发动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为了做好这种斗争的长期准备，还 必须
 善于在这种“牲畜栏” 内部
 工作。布尔什维克党这样提问题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点已由历史证明了。

现在摆在日程上的不是被迫妥协的问题，而是自愿妥协的问题。

我们党和其他任何政党一样，力图 为自己
 争得政治上的统治。我们的目的是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半年的革命非常鲜明地、有力地、令人信服地证明，正是为了 当前
 革命的利益，提出这种要求是正确的、必然的，因为不这样人民就不能得到民主的和平，就不能把土地转交农民，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完全民主的共和国）。我国革命半年来的事变进程，各阶级间和各党派间的斗争，4月20—21日、6月9—10、6月18—19日、7月3—5日、8月27—31日这几次危机的发展，都表明并且证实了这一点。

现在俄国革命发生了一个十分急剧、十分奇特的转变，使我们能够以政党的资格建议实行自愿的妥协，当然，这不是向资产阶级，不是向我们直接的主要的阶级敌人建议，而是向我们最接近的政敌，向“居领导地位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建议。

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只是由于情况特殊（显然，这种情况只能持续极短的时间），我们才能向这些政党建议妥协，而且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

从我们方面来说，妥协就是回到7月前的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成立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成的政府。

现在，只是在现在，也许 只有在几天
 或一两个星期的 时间内
 ，这样的政府可以完全和平地成立并得到巩固。它可以保证（这种可能性极大）俄国整个革命和平地 向前
 推进，保证全世界争取和平和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运动有极大的可能性大踏步前进。

我认为，只是为了革命的这种和平发展（这种可能性在历史上是 非常
 罕见， 非常
 可贵的，是极其罕见的），只是为了这种可能性，主张世界革命、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布尔什维克，才可以而且应当谋求这种妥协。

妥协的内容就是：布尔什维克不要求参加政府（不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条件，国际主义者参加政府是不可能的），不立刻要求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不采取革命方法来实现这个要求。条件是不言而喻的，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来说也并不新奇，那就是要有鼓动的充分自由，不再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甚至要在更短的时期内召开立宪会议。

联合执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应同意（假定妥协实现），在地方上的全部政权也转归苏维埃的基础上，成立完全对苏维埃负责而且仅仅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这是“新的”条件。我想布尔什维克不会再提出其他任何条件，因为他们相信，只要真正有鼓动的充分自由，只要在苏维埃的组成（改选苏维埃）和苏维埃的职能方面立即贯彻新的民主制，自然就能保证革命和平地向前推进， 和平地解决
 苏维埃内部的党派斗争。

也许这 已经
 不可能了？也许是这样。但是假如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那还是值得试一试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

“协议”双方，即以布尔什维克为一方，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为另一方，从这个“妥协”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假如 双
 方得不到什么好处，那就应当承认妥协是不可能的，那也就不必谈它了。不管现在（在7、8两月以后，在这等于“平静”时期即沉睡时期20年的两个月以后）实行这个妥协怎样困难，但我认为还是有实行的一线希望，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已决定不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参加政府了。

布尔什维克从这个妥协中会得到的好处，就是他们能够充分自由地宣传自己的见解，能够在真正充分民主的条件下扩大自己在苏维埃中的影响。现在“大家”口头上都承认布尔什维克有这种自由。事实上，在资产阶级政府或有资产阶级参加的政府的统治下，即在非苏维埃的政府的统治下，这种自由是 不可能
 有的。在苏维埃政府的统治下，这种自由才有 可能
 得到（不是说绝对有保证，但毕竟有可能）。由于有这种可能，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就应该同现时苏维埃中的多数派妥协。在真正民主的条件下， 我们
 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实际生活对我们有利，甚至敌视我们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内部派别发展的进程，也证实我们是正确的。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会得到的好处，就是他们能够依靠人民中显然的大多数，能够“和平地”利用自己在苏维埃中的多数，从而立刻有充分的可能来实现 他们的
 联盟的纲领。

这个联盟不是清一色的，一方面正因为它是联盟，另一方面因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比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复杂，很可能从这个联盟中会发出两种声音。

一种声音会说：我们决不同布尔什维克、同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起走。革命无产阶级总要提出过分的要求，总要诱惑贫苦农民。他们会要求和平，要求与盟国决裂。这是不可能的。对我们来说，还是资产阶级较为亲近、较为可靠，要知道，我们并没有同资产阶级绝交，只是为了科尔尼洛夫事件同他们暂时 吵了嘴
 。吵过嘴还可以言归于好。况且布尔什维克根本没有对我们作出什么“让步”，因为他们搞暴动的做法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一样，反正是注定要失败的。

另外一种声音会说：拿巴黎公社作例证，是非常肤浅的，甚至是愚蠢的。因为第一，布尔什维克从1871年以来多多少少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不会不把银行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不会放弃向凡尔赛进攻，巴黎公社要是这样做了，也能够取得胜利。此外，巴黎公社当时不能立刻向人民提供的东西，布尔什维克一旦掌握政权就能提供，这就是：把土地转交农民，立刻建议媾和，真正监督生产，同乌克兰人和芬兰人真诚和好，等等。用俗话说，布尔什维克手中的“王牌”要比巴黎公社多十倍。第二，不管怎样，公社意味着苦难的内战，意味着内战后文化和平发展的长期停滞，意味着给一切麦克马洪分子和科尔尼洛夫分子采取军事行动和进行各种勾当打开方便之门，而这种行动是威胁我们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因此，让公社建立起来是否明智呢？

如果我们不取得政权，如果情况还象5月6日—8月31日这段时期那样严重，那么公社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个革命的工人和士兵都必然会想到公社，相信公社，必然会试图建立公社。他们会说：人们在死亡，战争在继续，饥荒和经济破坏愈来愈严重，只有公社能够挽救我们。我们大家宁可牺牲，宁可去死，也要把公社建立起来。工人必然会有这种想法，而且现在要战胜公社已不象在1871年那么容易了。俄国公社在全世界的同盟者将比1871年强大百倍……我们让公社建立起来是否明智呢？我也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妥协实质上不会给我们什么东西。一切文明国家的文明部长们在战争期间都非常重视同无产阶级达成的任何协议，即使是小小的协议。他们是非常重视的。要知道，他们是讲实际的人，是真正的部长。不管怎样镇压，不管布尔什维克的报刊力量怎样薄弱，布尔什维克还是很快地强大起来了……我们让公社建立起来是否明智呢？

我们确保有大多数人拥护（贫苦农民觉醒还不会那么快），而且够我们受用一辈子。我不相信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大多数人会跟极端派走。在真正民主的共和国里，反对明显的大多数的暴动是不可能的。第二种声音会这样说。

也许还可以从马尔托夫、斯皮里多诺娃的某些信徒中间找到第三种声音，这种声音说道：“同志们”，你们两个在议论公社及其可能性时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公社反对者一边，这使我很气愤。你们两个以不同的形式都站在镇压公社的人一边。我不想为公社鼓动，我不能象所有布尔什维克那样预先答应参加公社的队伍去作战，但我还是应当说： 如果不管
 我怎样努力，公社还是突然出现了，那我宁愿帮助公社的保卫者，而不愿帮助公社的反对者……

“联盟”内部意见分歧很大，而且不可避免，因为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有许多小派别，从完全够部长资格的十足资产者起，到还没有完全转到无产者立场上来的半赤贫者止。这种意见分歧在当前每一时刻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谁也不知道。


※　　　　　※　　　　　※

　　上文是在星期五（9月1日）写的。由于偶然的原因（历史将告诉人们，在克伦斯基执政时不是所有布尔什维克都有选择住地的自由），没有在当天送到编辑部。看了星期六和今天星期日的报纸以后，我心想：也许建议妥协已经晚了。也许革命还有和平发展的可能的那几天也已经过去了。[68]真的，从种种迹象看来，那种日子已经过去了。克伦斯基一定会这样或那样地 离弃
 社会革命党和社会革命党人，一定会在资产者的帮助下巩固起来，而 撇开
 社会革命党人，因为他们毫无作为……真的，从种种迹象看来，和平发展的道路偶然成为可能的那几天已经过去了。只好把这篇短文送到编辑部去，并请求加上一个《过时的想法》的标题……有时候知道一下过时的想法也许不是没有意思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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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指由于俄国临时政府建立了督政府，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已随之消失。



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后，俄国临时政府再次陷入危机。在改组临时政府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害怕完全失去群众的信任，宣布拒绝加入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政府。1917年9月1日（14日），临时政府决定成立由亚·费·克伦斯基、亚·伊·维尔霍夫斯基、德·尼·韦尔杰列夫斯基、A．M．尼基京和米·伊·捷列先科组成的督政府，在内阁组成前管理国家事务。这个督政府班子形式上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实际上是同立宪民主党人幕后协议组成的。然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在9月2日（15日）举行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了支持新政府的决议案，从而再次帮助了地主和资本家掌握政权。



9月25日（10月8日）组成的第三届联合临时政府，仍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而且实际上是由一批立宪民主党人部长和工业家部长操纵的。——[136]。







《列宁全集》第32卷


党纲问题[69]


（不晚于1917年9月3日〔16日〕）

布哈林同志在《斯巴达克》[70]上发表的关于召开“小型”代表大会来通过党纲的消息，表明这个问题已经成熟。

问题确实是刻不容缓的。

我们党走在其他国际主义的政党的前面，这是当前的事实。

因此，我们党应当带头，应当提出能 回答
 有关帝国主义的各种问题的纲领。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是一种丑闻和耻辱。

建议中央委员会决定：



每个

 党组织立即成立一个或几个纲领起草委员会， 
责成

 它们以及一切理论家、著作家等等 摆脱一切
 来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在3天到7天之内提出自己的草案，或者对别人的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只要坚持不懈地工作，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要在两三星期之内把这些草案加以综合并刊印出来，或打字后分送各主要组织。

然后， 马上
 宣布在 一个月以后
 召开 小型
 代表大会（每4000个或5000个党员中产生1个代表）来通过纲领。

我们党应当提出纲领，只有 
这样

 ，才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 
推动

 第三国际的创立。

其他都不过是空话、约许、无限期的拖延。我们带了头，就能从各方面加快工作，也只有这样才能草拟出第三国际的纲领。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40—141页

















[69]《党纲问题》这一文件是准备提交原定于1917年9月3日（16日）召开的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的。但是从中央委员会记录看，9月3日召开的不是全会，而是例会，会上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列宁就提出了修改党纲的问题。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1917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确认了四月代表会议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并决定召开专门的代表大会来制定新党纲。1917年9月20日（10月3日），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问题，党中央组织局发表公告宣布，紧急代表大会定于1917年10月17日（30日）召开，其议程为：（1）修改党纲；（2）组织问题。党中央委员会就代表大会的筹备和代表选举问题向党组织发了通告信。1917年10月5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推迟召开大会，并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党纲草案。1917年10月，列宁发表了《论修改党纲》一文（见本卷第344—372页）。由于准备和实行十月武装起义，党的紧急代表大会没有开成。



十月革命后，1918年3月举行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讨论了党纲问题，决定制定新的党纲，以确定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任务。代表大会委托以列宁为首的委员会起草新党纲。1919年3月举行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纲，党纲草案的所有主要部分都是列宁起草的。——[137]。



[70]《斯巴达克》杂志（《Спарта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从第2期起）的理论刊物，1917年5月20日—10月29日（6月2日—11月11日）在莫斯科出版。该刊编辑是尼·伊·布哈林。参加该刊工作的有米·斯·奥里明斯基、尼·列·美舍利亚科夫、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恩·奥新斯基、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等。——[137]。







《列宁全集》第32卷


齐美尔瓦尔德问题[71]


（不晚于1917年9月3日〔16日〕）

现在十分清楚，我们 没有
 退出齐美尔瓦尔德是错误的。

有人正在欺骗大家，要大家寄希望于斯德哥尔摩。可是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在一月一月地“延期”。

齐美尔瓦尔德却在“ 
等待

 ”斯德哥尔摩！考茨基分子加上意大利人，即齐美尔瓦尔德的多数派在“等待”斯德哥尔摩。

我们也参加了这出滑稽剧，在工人面前要对这出滑稽剧 
负责

 。

这是耻辱。

应该 
立即

 退出齐美尔瓦尔德。

要是我们留在那里只是为了了解情况，我们不会失掉什么，而且可以 不对
 这出“等待”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滑稽剧 负责
 。

我们在退出腐朽的齐美尔瓦尔德时，应该马上在1917年9月3日的全会上决定： 
召开左派代表会议

 ，把这项工作委托给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代表。

而结果是：我们党做了蠢事，没有退出齐美尔瓦尔德，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7种报纸及其他机构的世界上唯一的国际主义者政党，竟同德国和意大利的马尔托夫分子和策列铁里分子 玩弄妥协的把戏

 ，正象马尔托夫同策列铁里、策列铁里同社会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一样。

而这也算是“拥护”第三国际！！！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42页

















[71]《齐美尔瓦尔德问题》这一文件是准备提交原定于1917年9月3日（16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的。从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看，这个文件没有在中央会议或中央全会上讨论过。



早在1917年4月，列宁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就谈到了齐美尔瓦尔德问题。他指出，齐美尔瓦尔德的多数派持中派立场，应该立刻和这一国际断绝关系，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应该是为了了解情况，否则就会阻碍和拖延第三国际的建立（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75—176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通过了《国际的现状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任务》这一决议，说布尔什维克党仍然留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是要在那里捍卫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策略，并决定派代表参加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列宁不同意这一决议。他在1917年5月28日（6月10日）写的《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这本小册子的《后记》中指出：事变的进程会很快地纠正代表会议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代表会议以后，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并刊登在5月12日（25日）《真理报》上的决议，把错误纠正了一半（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83页）。中央的这项决议说，应当派遣一名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并给他一个委托：如果代表会议主张同社会沙文主义者接近或者和他们共同讨论问题，不论情形如何，就应当立即离开会场并退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66页）。8月16日（29日），中央委员会会议确定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代表人选时，重申了这一决议。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于1917年9月5—12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关于这次会议，可参看列宁的《我党在国际中的任务》一文（本卷第264—266页）。——[139]。







《列宁全集》第32卷


关于在群众组织中违反民主的现象

（不晚于1917年9月3日〔16日〕）

应该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做法（士兵每500人产生1个代表，工人每1000人产生1个代表）[72]和总工会的做法（小的工会每ａ个会员产生1个代表，大的工会每a－b个会员产生1个代表）是 
伪造

 民主 
［注：“任何地方的1个代表都由
同等

 数量的选民选出”，这是最起码的民主。否则就是
伪造

 民主。］

 ，是尼古拉二世的那种伪造民主。

如果我们默默地容忍这种 伪造
 ，那么我们还算什么 民主主义者
 呢？

那么，“赐予”农民和地主的代表权同样 
不平等

 的尼古拉二世还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容忍这种事情，就是糟踏民主。

应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 平等的
 选举权（在苏维埃里和在工会代表大会上），谴责任何 
一点

 违反平等原则的做法都是 
伪造

 （就是要用这个词）民主，都是 
尼古垃二世的手法

 。应该把中央全会的这个决议写得通俗易懂，印成传单，散发给工人群众。

既然称为“民主主义者”，就决不能容忍 
伪造

 民主的行为。要是容忍这种事情，我们就不是民主主义者，而是一些没有原则的人！！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43页　 

















[72]由于改选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1917年8月23日（9月5日）苏维埃工人部会议提出了修改苏维埃选举制度的问题。根据原来的选举制度，工人每1000人产生1名代表，而士兵每个分队、每个连就产生1名代表。这样，士兵在苏维埃中的代表人数就大大超过了工人。工人部以多数票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案，认为应按比例选举制的原则修改选举制度，每1000名选举人产生1名代表。然而8月25日（9月7日）举行的士兵部会议没有通过这项建议，而通过了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保留原来的选举制度的决议案。——[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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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73]


（不晚于1917年9月3日〔1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形势的决议，结合目前形势，在全体会议上确认：

1．由于革命空前迅速的发展，在7月3日到9月3日两个月内，阶级斗争的进程和政治事态的发展把全国大大地向前推进了，这在没有革命和没有战争的平静时期是许多年内也做不到的。

2．7月3—5日的事件是整个革命的转折点，这一点愈来愈明显了。对这些事件没有正确的估计，就不可能正确估计无产阶级的任务，也不可能正确估计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革命事态发展的速度。

3．资产阶级竭力散布的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报纸和出版社的大量投资向人民群众广为散布的诽谤，正在日益迅速、日益广泛地被揭穿。首先是首都和大城市的工人群众，然后是农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地主和资本家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是他们同捍卫工人和贫苦农民利益的布尔什维克斗争的主要武器之一。

4．资产阶级企图用诽谤布尔什维克的老办法来公然掩饰科尔尼洛夫叛乱，即得到以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为首的地主资本家支持的将军和军官的叛乱，从而使极其广大的人民群众看透了资产阶级诽谤真正保护穷人的布尔什维克工党的真正用意。

5．如果我们党不支持7月3—4日这次不顾我们劝阻而自发掀起的群众运动，那就是直接地完全地背叛无产阶级，因为群众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反对拖延帝国主义战争，即侵略的、掠夺的、为资本家利益而进行的战争，不满意政府和苏维埃对加剧经济破坏和粮荒的资产阶级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们的愤慨是合理的，是正当的。

6．尽管资产阶级和政府用尽一切办法，逮捕几百个布尔什维克，没收他们的各种文件，搜查编辑部，等等，他们还是没有证明而且永远也不能证明这样的诽谤，即我们党除了举行“和平的有组织的”示威游行并提出全部国家政权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以外，对7月3—4日的运动还抱有其他的什么目的。

7．如果布尔什维克在7月3—4日把取得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那就错了，因为不仅大多数人民，而且大多数工人当时还没有实际体会到军队里的将军、农村里的地主和城市里的资本家所实行的反革命政策，这种政策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的妥协造成的，7月5日以后群众才把它认清了。无论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或地方机关都不仅没有书面或口头提出过在7月3—4日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且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过。

8．现在的事态表明，我们党在7月3—4日这两天所犯的真正错误，就在于党对全体人民的革命情绪估计 
不足

 ，党认为政治改革 
还

 可以通过苏维埃的改变政策而和平发展，但事实上，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经陷入同资产阶级的妥协而不能自拔，被束缚住了手脚，而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了反革命，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和平发展。这种错误观点的唯一依据就是希望事态不要发展得太快；党只有带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带着使运动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的任务参加7月3—4日的人民运动，才能克服这种错误观点。

9．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异常有效地使人民群众看清楚了过去和现在一直被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用妥协词句掩盖起来的真相：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地主资本家以及站在他们一边的将军和军官已经组织起来了，他们准备进行并且已经在进行罪恶滔天的活动，把里加（然后把彼得格勒）拱手让给德国人，向他们开放战线，让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团队遭到枪击，发动叛乱，把以“野蛮师”[74]为首的军队调到首都，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资产阶级掌握全部政权，为了使地主在农村的统治得到巩固，为了让工农的鲜血洒遍全国。

科尔尼洛夫叛乱向俄国证明了整个历史向各国证明了的事实：资产阶级只要能保住自己对人民的统治和自己的收入，就会出卖祖国和干出一切罪恶的勾当。

10．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只有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战胜地主和资产阶级，战胜立宪民主党，战胜同情立宪民主党的将军和军官，此外绝对没有别的出路。而能够带领人民即全体劳动者进行这一斗争并且取得胜利的，只有城市工人阶级，只有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并得到贫苦农民支持的城市工人阶级。

11．特别是在5月6日以后，俄国革命的事态犹如风云突变，发展非常迅速，在7月3日以后，发展得尤其迅速，因此，党的任务决不是加速事态的发展，相反地，应该尽一切努力赶上事态的发展，并及时向工人和劳动者做力所能及的解释工作，说明形势的变化和阶级斗争进程的变化。目前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向群众说明：形势非常危急，任何行动结果都可能变成爆发，因此，过早的起义会带来极大的危害。然而，这种危急的形势又不可避免地、而且可能会极其迅速地迫使工人阶级不得不（由于事态发生了不取决于工人阶级的转变）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进行决战并且夺取政权。

12．科尔尼洛夫叛乱充分揭示了全军 憎恨大本营
 这个事实。这一点连几个月来竭力证明自己憎恨布尔什维克、拥护工农同地主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不得不承认。军队对大本营的憎恨有增无减，因为克伦斯基政府只是用阿列克谢耶夫替换了科尔尼洛夫，而克列姆博夫斯基以及科尔尼洛夫的其他将领仍保留原职，在军队民主化和清除反革命指挥官方面，根本没有采取任何重大措施。苏维埃容忍和支持克伦斯基的这种软弱无力、动摇不定、毫无原则的政策，在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时，又放过了一次和平取得全部政权的时机，苏维埃的过错已不仅是一般的妥协，而且是罪恶的妥协。

军队憎恨大本营，他们看到了战争的侵略性而不愿意进行战争，这样的军队注定是会遭到新的惨败的。

13．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在行动上面不是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它决不会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而行动上支持资产阶级及其所缔结的秘密条约。这就是说，无论在什么军事形势下，即使在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已经让出里加并且又要让出彼得格勒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还是会立即向 
各国

 人民提出公开的、明确的、 
公正的

 媾和条件。工人阶级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做到这一点，因为俄国绝大多数工人和农民都反对目前的侵略战争，主张在公正的条件下，即在没有兼并（没有侵占）没有赔款的条件下缔结和约。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几个月以来也在谈论这种和约，那是在欺骗他们自己，欺骗人民。工人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就会立即向各国人民提出这种和约。

各国资本家要制止到处都在发展的反对战争的工人革命已十分吃力，如果俄国革命从无力地可怜地乞求和平转到直接提议媾和，并且公布和撕毁秘密条约，等等，那么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和平就会很快到来，资本家再也无法阻挠了。

如果发生一种很少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资本家违背本国人民的意志，拒绝俄国工人政府提出的媾和条件，那么欧洲的革命就会以百倍的速度迫近，我们的工农军队就会挑选出他们所尊敬的而不是他们所憎恨的长官和司令官，在提议媾和、撕毁秘密条约、结束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把全部土地转交农民以后，军队就会确信战争是正义的。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从俄国方面来讲，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只有这样的战争，工人和农民才不是被迫进行的，而是自愿进行的；这样的战争才会使先进国家的必然到来的工人革命更加迫近。

14．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保证迅速地把地主的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这件事是决不能拖延的。立宪会议将使这件事法律化，但是，立宪会议一再延期，这怪不得农民。农民日益确信，同地主资本家妥协是不能得到土地的。贫苦农民只有同工人结成真诚的兄弟般的联盟，才能得到土地。

几个月来，切尔诺夫试图对地主立宪民主党人实行大大小小的让步来捍卫农民的利益，但是这些尝试都遭到了破产，于是切尔诺夫退出了政府，这就特别明显地暴露了妥协政策是靠不住的。各地农民都已经看到、知道、感受到和觉察到，7月5日以后，地主在农村中更加肆无忌惮了，必须制服他们，不许他们为非作歹。

15．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结束经济破坏，消灭日益逼近的粮荒。政府从5月6日起就一再答应实行监督，但是它什么也没有做，也不可能做，因为资本家和地主破坏了全部工作。失业日益严重，粮荒日渐逼近，货币不断贬值，彼舍霍诺夫在固定价格增加了一倍之后退出政府，又进一步加深了危机，并且再一次证明了政府的软弱无力。只有工人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才能摆脱这种状况。只有工人政府才能制服资本家，才能使全体劳动者英勇地支持 政权
 的种种努力，才能建立秩序以及粮食和产品的正常交换。

16．由于资产阶级的诽谤，由于对妥协政策抱着幻想，贫苦农民对城市工人阶级的信任曾一度受到破坏，但是后来，特别是在7月5日以后，在农村中捕人，对劳动者进行种种迫害，再加上科尔尼洛夫叛乱，人民的眼睛擦亮了，这种信任又重新恢复了。人民不再相信同资本家的妥协，其标志之一就是：在实行并彻底贯彻这种妥协政策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两大政党内，特别是在7月5日以后，对妥协不满和反对妥协的人愈来愈多了，在最近召开的社会革命党“党务会议”和孟什维克党代表大会上，反对派几乎占了 2
 / 5
 （40％）。

17．整个事变进程、一切经济政治条件以及军队里的一切事件，愈来愈快地在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成功作好准备，而工人阶级一旦成功，就会给予和平、面包和自由，就会加速其他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44—150页

















[73]《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是为原定于1917年9月3日（16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准备的。但9月3日召开的不是中央全会，而是例会，会上没有讨论目前政治形势问题。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看，这个草案没有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过。——[142]。



[74]“野蛮师”是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建的高加索土著骑兵师的绰号。该师由北高加索的山地居民组成，辖6个冠以民族名称的骑兵团以及若干附属单位，军官中既有当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封建主，也有俄罗斯人，主要是近卫军军官。二月革命后，该师由沙俄将军德·巴·巴格拉季昂任师长。拉·格·科尔尼洛夫将军于1917年8月举行反革命判乱时，利用这个师广大士兵缺乏政治觉悟，把它作为反革命的支柱。布尔什维克派遣山地民族代表前往该师进行工作，挫败了科尔尼洛夫的这一阴谋。——[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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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任务

（1917年9月6日〔19日〕）

俄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大多数居民都属于这个阶级。这个阶级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只有当它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时候，才能保证革命的事业，和平、自由以及劳动群众争取土地的事业顺利、和平、迅速、稳妥地获得胜利。

我国革命的进程在实践中使我们看到了这些动摇。我们决不要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抱幻想，我们要坚定地走我们的无产阶级的道路。贫苦农民的穷困，战争和饥荒的惨状，这一切愈来愈明显地向群众表明：无产阶级的道路是正确的，必须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

小资产阶级希望同资产阶级“联合”、同资产阶级妥协，希望能够“平静地”等待“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等等。他们这些“和平的”希望都被革命的进程残酷无情地打破了。科尔尼洛夫叛乱是最近的一个惨痛的教训，是在各地的资本家和地主欺骗工农、军官欺骗士兵等等的千万个小教训上又添上的一个大教训。

在军队、农民和工人中间，不满、愤慨和怨恨的情绪日益增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的“联合”什么都答应而又不兑现，这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擦亮了他们的眼睛，推动他们走上起义的道路。

社会革命党人中间的左派反对派（斯皮里多诺娃等）和孟什维克中间的左派反对派（马尔托夫等）的人数增加了，他们在这两个党的“党务会议”和“代表大会”中已经占40％。而 在下层
 ，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中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大多数
 都是“ 左派
 ”。

科尔尼洛夫叛乱教育了群众，使群众学到了好多东西。

我们还无法知道，现在苏维埃能不能走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前面去，从而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或者苏维埃仍旧在原地踏步，从而使无产阶级起义必不可免。

这一点现在还无法知道。

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人们尽一切可能不放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帮助的办法就是解释我们的纲领，说明它的全民性质，说明它是绝对符合大多数居民的利益和要求的。

以下各节就是我们解释这个纲领的一次尝试。

我们要尽量把这个纲领带到“下层”去，带到群众中去，带给职员、工人和农民，不仅要带给受我们影响的群众，而且特别要带给受社会革命党人影响的群众，带给没有党派倾向的和无知的群众。我们要尽量提高他们的认识，使他们能独立判断问题，作出自己的决定并向民主会议、苏维埃、政府派遣 自己的
 代表团。这样一来， 不管
 民主会议的结果 如何
 ，我们的工作总不会徒劳无益。无论对于民主会议，无论对于立宪会议的选举或者一切政治活动，我们的工作都是有用处的。

生活教导群众认识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策略的正确性。从4月20日到科尔尼洛夫叛乱，“时间虽十分短促，而经历却非常丰富”。


群众
 的经验， 被压迫
 阶级的经验，使他们自己在这段时期内学会了很多东西，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完全离开了群众。只要能让群众来讨论极其具体的纲领，这一点一定会在这种纲领中如实反映出来。


同资本家妥协的危害性

1．如果照旧让资产阶级的代表（即使人数不多）掌握政权，让阿列克谢耶夫、克列姆博夫斯基、巴格拉季昂、加加林这样一些显然是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将军掌握政权，或者让那些在资产阶级面前完全软弱无力但却善于效法波拿巴的克伦斯基之流掌握政权，那就是对饥荒敞开大门，对资本家蓄意加速、加深的必不可免的经济崩溃敞开大门，另一方面，也就是对军事崩溃敞开大门，因为军队痛恨大本营，他们决不会热心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此外，如果照旧让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和军官掌握政权，他们一定会象在加里西亚和里加干过的那样， 故意给德国人开放战线
 。只有根据下面的新原则建立新政府，才能防止这一点。在有了4月20日以来的全部经验以后，要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照旧同资产阶级妥协，不管是怎样的妥协，那就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公然背叛人民、背叛革命。


政权归苏维埃

2．全部国家政权应当根据一定的纲领并且在政府完全对苏维埃负责的条件下整个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各地苏维埃应当立刻改选，这既是为了吸收人民在内容极其丰富的最近几个星期来的革命中所取得的全部经验，也是为了消除有些地方一直没有纠正的极不公正的现象（如选举时不按比例、不平等，等等）。

在还没有民主选举的机关的地方和在军队中，全部政权应当完全转归地方苏维埃和它们选出的委员，或者转归必须由选举产生的其他机关。

在国家的全力支持下，应当把工人和革命军队，即经实际证明能够镇压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军队，无条件地和普遍地武装起来。


给各国人民以和平

3．苏维埃政府应当 立即
 向 一切
 交战国的人民（即同时向各交战国的政府和工农群众）提出马上根据民主条件缔结全面和约，马上签订停战协定（哪怕停战3个月也好）。

民主和约的主要条件是放弃兼并（侵占），这并不是说各个强国收回自己失去的东西，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唯一正确的理解是：无论在欧洲或者殖民地， 每一个
 民族毫无例外地都有自己决定成立 单独的
 国家或者加入任何别的国家的自由和可能。

苏维埃政府既然提出媾和条件，自己就应当立刻履行这些条件，就是应当公布并且废除我们至今受之约束的秘密条约，即沙皇签订的准许俄国资本家掠夺土耳其和奥地利等国的秘密条约。其次，我们有义务立即满足乌克兰人和芬兰人的要求，保证他们以及俄国境内的一切非俄罗斯民族有充分的自由，直到分离的自由；对于 整个
 亚美尼亚也要采取同样的原则，我们必须撤离亚美尼亚和我们所占据的土耳其领土，等等。

这样的媾和条件是不会受到资本家欢迎的，但一定会得到各国人民热烈的赞同，一定会激起他们的具有巨大世界历史意义的热情高涨和对拖延掠夺战争的一致愤恨，这样，很可能会立即停战并同意开始和谈。因为，工人反对战争的革命正在各地不可遏止地发展着，而要推进这个革命，决不能空谈和平（一切帝国主义政府早就用空谈在欺骗工人和农民，我们的克伦斯基政府也不例外），只有同资本家决裂并提议媾和才能做到。

如果任何一个交战国连停战都不同意（这种可能性很小），那么，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战争就成为真正被迫进行的战争，成为真正的正义战争和防御战争。单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对这一点的认识，就会使俄国在军事方面强大好多倍，特别是在同掠夺人民的资本家完全决裂以后；更不用说，到那时候我们方面进行的战争将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成为同一切国家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进行的战争了。

在这里必须特别提醒人民，不要相信资本家的话。他们说：要是我们同英国及其他国家的资本家结成的目前这种掠夺性的同盟一旦破裂，这些国家的资本家就会使俄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害。一些胆子最小的人和小市民有时就信以为真。其实这完全是谎话，因为“盟国的财政援助”是让银行家发财，它对俄国工人和农民的“援助”不过是绳索对被吊的人的援助 
［注：双关语，俄文“поддерживать”一词，既有“援助”的意思，也有“吊住”的意思。——编者注］

 。俄国有足够的粮食、煤炭、石油和钢铁，不过要做到正确地分配这些产品，必须摆脱掠夺人民的地主和资本家。至于说到俄国人民可能受到来自目前的盟国方面的军事威胁，有人推测，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会把他们的军队同德国军队联合起来进攻提出公正和约的俄国，这种推测显然是荒谬的；至于英国、美国和日本，即使它们向俄国宣战（这是它们万难做到的，因为这样的战争极不得人心，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由于瓜分亚洲，特别是由于掠夺中国而发生了物质利益的冲突），也不会使俄国受到它在同德国、奥地利、土耳其作战时所受到的损失、所遭到的灾难的百分之一。


土地归劳动者

4．苏维埃政府应当立即宣布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在立宪会议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把这些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管理。地主的耕畜和农具也应当交给这些农民委员会支配，以便无条件地首先交给贫苦农民无偿地使用。

绝大多数农民在历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来自各地的数以百计的委托书中（在《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所载的根据242份委托书写成的综合委托书中也可以看到）早就要求采取的这些措施，是绝对迫切需要的。农民在“联合”内阁时期已经尝够了拖延的苦头，再不能容许丝毫拖延了。

凡是拖延实行这些措施的政府，应当被看作 反人民的
 政府，理应被工人和农民的起义推翻打垮。相反地，只有实行这些措施的政府，才是全民的政府。


防止饥荒和消除经济破坏

5．苏维埃政府应当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对生产和消费实行工人监督。5月6日以来的经验已经证明，不采取这项措施，一切改良的诺言和尝试都无能为力，而饥荒和空前未有的灾难则一星期比一星期迫近，威胁着全国。

必须立刻把银行、保险事业以及各个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石油、煤炭、冶金、制糖等）收归国有，同时必须无条件地取消商业秘密，并且规定由工人和农民严格地监督一小撮资本家，因为他们一向靠国家订货发财，而又拒绝公布报表，逃避合理的利润税和财产税。

这些措施对于平均分担战争重负说来是绝对公平合理的，对于防止饥荒说来是刻不容缓的，这些措施并不剥夺中农、哥萨克和小手工业者一个戈比的私有财产。只有制止资本家的掠夺行为，禁止他们故意停止生产，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实行粮食同工业品的正常交换，并且把富人隐藏起来的数十亿纸币收回国库。

不实行这些措施，就不能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因为地主的土地大部分都抵押给银行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部最近通过的决议中（《工人报》第152号），不仅承认政府的措施（如提高粮价使地主富农发财）“ 极端有害
 ”，不仅承认“政府所设的调节经济生活的各中央机关 不起任何作用
 的事实”，甚至还承认这个政府“ 违犯法律
 ”。执政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这一自供，再一次表明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是十分罪恶的政策。


同地主和资本家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

6．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的叛乱得到了以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为首的整个地主和资本家阶级的支持。这已经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公布的事实完全证实了。

可是，在彻底镇压这种反革命方面，甚至在清查反革命方面，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如果不把政权交给苏维埃，也决不可能在这些方面采取任何认真的措施。不管是什么委员会，不掌握国家政权，就不能彻底查清和逮捕罪犯，等等。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而且应当做到这一点。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逮捕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头子（古契柯夫、米留可夫、里亚布申斯基、马克拉柯夫等），取缔反革命组织（国家杜马和军官联合会等），把这些组织的成员交给地方苏维埃监视，解散反革命军队，使“科尔尼洛夫式的”叛乱不致在俄国必然重演。

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彻底地公开地调查科尔尼洛夫分子的案件和其他一切案件，哪怕是资产阶级起诉的案件；只有这样的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才会号召工人完全服从它和协助它。

资本家利用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数百万金钱，霸占最大的印刷厂和大部分报纸，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有效地消除这种极不合理的现象。必须封闭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报纸（《言语报》、《俄罗斯言论报》[75]等），没收它们的印刷厂，宣布由国家垄断报纸的私人广告业务，即由苏维埃发行的、向农民讲真话的政府报纸登载私人广告。只有这样才能够而且一定能够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走这个用来任意造谣诬蔑、欺骗人民、把农民引入迷途、筹划反革命活动的有力工具。


革命的和平发展

7．目前在俄国民主派面前，在苏维埃面前，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面前，出现了革命史上极为罕见的机会，也就是保证立宪会议如期召开而不再拖延、保证国家不致遭到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崩溃、保证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

如果苏维埃现在把国家政权完完全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执行上述纲领，那么，苏维埃就不仅会得到俄国十分之九的居民即工人阶级和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而且会激起军队和大多数人民的极大的革命热情，没有这种热情就不能战胜饥荒和战争。

现在如果苏维埃本身不动摇，就根本谈不到对苏维埃的任何抗拒。没有一个阶级敢于掀起反对苏维埃的暴动，地主和资本家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已经受到教训，面对苏维埃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他们会和平地交出政权。只要工人和农民起来监视剥削者，对抗拒者采取没收全部财产和短期拘留的惩治办法，就足以制止资本家抗拒苏维埃纲领的行动。

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现在还能够（看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通过实践来考验各政党的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

如果错过这个机会，那么从4月20日运动到科尔尼洛夫叛乱这段时间革命发展的全部进程表明，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最尖锐的国内战争。不可避免的崩溃将使这一战争日益迫近。人们的理智能够考虑到的事实和理由都说明，这次战争的结局一定是工人阶级在贫苦农民的支持下取得彻底的胜利，使上述纲领得以实现；然而这可能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流血战争，会使好多万地主、资本家和同情他们的军官丧命。无产阶级将不惜任何牺牲以挽救革命，而不实行上述纲领就不能挽救革命。但是如果苏维埃抓住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那么无产阶级一定会全力支持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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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俄罗斯言论报》（《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是俄国报纸（日报），189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第1号为试刊号，于1894年出版）。出版人是伊·德·瑟京，撰稿人有弗·米·多罗舍维奇（1902年起实际上为该报编辑）、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彼·德·博博雷金、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瓦·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等。该报表面上是无党派报纸，实际上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曾拥护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家公开的反革命报纸。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查封，其印刷厂被没收。1918年1月起，该报曾一度以《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的名称出版。1918年7月最终被查封。——[156]。







《列宁全集》第32卷


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

（1917年9月7日〔20日〕）

毫无疑问，任何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俄国主要执政党的报纸《人民事业报》最近（第147号）埋怨大家争论政权问题而忘了立宪会议问题和粮食问题，我们要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说：你们还是埋怨自己吧。要知道，“更换阁员的把戏”连续不断，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资本家对已经通过和拟订的关于粮食垄断和保证国家粮食供应的措施进行破坏，这一切主要应归咎于 你们
 党的动摇和犹豫。

政权问题既不能回避，也不能撇开不管，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革命发展中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 一切问题
 。我国的革命在政权结构问题上摇摆不定，“白费了”半年的时间，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事实是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动摇政策所决定的。而这两个党的政策，归根到底又是由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小资产阶级在资本同劳动的斗争中经济上的不稳定性所决定的。

现在全部问题就在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这内容异常丰富的伟大的半年里有没有学到一点东西。如果没有，那革命就完了，只有无产阶级举行胜利的起义，才能挽救革命。如果学到了一点东西，就首先应当立即建立稳固的不动摇的政权。在大多数工农群众已被革命唤醒的人民革命时期，只有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依靠 大多数
 居民的政权，才能成为稳固的政权。直到今天，俄国的国家政权 实际上
 还是在 资产阶级
 手里，资产阶级只不过是迫不得已才作些个别的让步（想第二天就收回），才到处许下诺言（并不打算履行），才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的统治（用“真诚联合”作幌子来欺骗人民），如此等等。口头上是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政府，而行动上是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这就是至今还存在的矛盾，这就是政权极不稳固和摇摆不定的根源，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如此可悲地（对人民来说）热中于玩弄那套“更换阁员的把戏”的根源。

要么是解散苏维埃，让它无声无息地死去；要么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是1917年6月初我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讲的[76]，7月和8月的历史十分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些话是正确的。不管资产阶级的奴才波特列索夫、普列汉诺夫等人怎样撒谎，把政权实际上落到人民中占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剥削者手中说成政权“基础的扩大”，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成为真正依靠大多数人民的稳固的政权。

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是稳固的政权，才是在最猛烈的革命风暴中也不会被推翻的政权，只有这个政权才能保证革命不断地广泛地发展，保证苏维埃内部和平地进行党派斗争。不建立这个政权，就必然会产生犹豫、动荡和摇摆，不断发生“政权危机”和更换阁员的滑稽剧，忽而从左面、忽而从右面爆发。

但是，“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如果不是在多数场合那也是经常被误解为“由苏维埃的多数派政党组成内阁”。关于这种十分错误的见解，我们想谈得详细一点。

“由苏维埃的多数派政党组成内阁”，就是只更换部长的人选，而整个旧的政府权力机关——这个完全是官吏的、没有一点民主气息的、连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纲领中写明的那些重大改革也不能实行的机关——却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

“政权归苏维埃”，就是对整个旧的国家机构，对这种阻挠一切民主措施的官吏机构，来一个根本的改造，取消这种机构，代之以新的、人民的机构，真正民主的苏维埃机构，即有组织的、武装起来的大多数人民——工人、士兵、农民的机构，使大多数人民不但在选举代表方面，而且在管理国家、实现改革和改造方面，能够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

为了把这种差别说得更清楚更明白，我们可以提一下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人民事业报》不久以前的一个宝贵的自供。这家报纸写道： 即使
 在交给社会党人部长管的那些部里（这是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上部长，臭名昭著地同立宪民主党人搞联合时写的），整个管理机构也还是旧的，它阻挠着整个工作的进行。

这也是不难理解的。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国家的全部历史表明，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历史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明，更换部长意义极小，因为实际的管理工作掌握在一支庞大的官吏队伍手中。这支官吏队伍浸透了反民主的意识，同地主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各方面都依附他们。这支队伍被资产阶级关系的气氛所笼罩，他们呼吸的就是这种空气，他们凝固了，变硬了，僵化了，摆脱不了这种空气，他们的思想、感情、行为不能不是老样子的。对上司毕恭毕敬的习气和某些“公”务特权把他们拴住了，通过股票和银行，这支队伍的上层分子完全成了金融资本的奴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的代理人，它的利益的代表者和影响的传播者。

企图通过 这种
 国家机构来实行改革，即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或实行粮食垄断制等等，这完全是幻想，是十足的自欺欺人之谈。这种机构 能够
 为共和派资产阶级服务，建立起象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即“没有君主的君主国”，但是，要实行改革，这种国家机构是绝对做不到的，不要说消灭资本的权利、“神圣的私有”权，连认真加以削减或限制，也绝对做不到。因此，结果总是这样：无论在哪一种有“社会党人”参加的“联合”内阁里，哪怕其中个别的人的确是十分真诚的，这些社会党人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摆设和屏风，是这个政府躲避人民愤怒的避雷针，是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1848年的路易·勃朗是这样，后来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党人几十次参加内阁也是这样，1917年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也是这样。只要资产阶级制度存在，只要旧的、资产阶级的、官吏的国家机构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过去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之所以特别可贵，就是因为它是新的、高得多、民主得多的国家机构 类型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千方百计把苏维埃（特别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全俄苏维埃即中央执行委员会）变成一个清谈馆，在“监督”的名义下通过一些软弱无力的决议和建议，而政府却谦恭有礼、笑容可掬地把它们束之高阁。但是，只要吹来一阵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清风”，预示大风暴即将来临，苏维埃里的一切沉闷空气就会暂时吹散，革命群众的创造性就会开始表现为一种雄伟、壮观、不可战胜的力量。

让所有信念不坚定的人学习这个历史实例吧！让那些说“我们没有机构来代替这个必然倾向于维护资产阶级的旧机构”的人感到羞耻吧！因为这种机构 有
 ，这就是苏维埃。不要害怕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要相信群众的革命组织，那你们就一定会在国家生活的 各个
 方面看到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奋勇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所表现的那种力量和那种伟大而不可战胜的精神。

不是全心全意从各方面去支持群众，而是不相信群众，怕他们发挥创造性，怕他们发挥主动性，在他们的革命毅力面前发抖，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最严重的罪过。他们动摇犹豫，永无休止永无成效地试图在旧的官僚国家机构这个旧皮囊里装新酒，其最深刻的根源之一也就在这里。

拿1917年俄国革命中军队民主化、切尔诺夫出任部长、帕尔钦斯基“当权”、彼舍霍诺夫去职等情况来看，处处都最清楚不过地证实了上面的话。不充分信任选举产生的士兵组织，不彻底实行士兵选举长官的原则，结果就是科尔尼洛夫之流、卡列金之流和反革命军官指挥军队。这是事实。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就不会看不见：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克伦斯基政府还是一切 照旧，实际上是要让科尔尼洛夫叛乱再起
 。任命阿列克谢耶夫，同克列姆博夫斯基、加加林、巴格拉季昂之流以及其他科尔尼洛夫分子“和解”，对待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本人的态度宽容，这一切最清楚不过地表明克伦斯基实际上是要让科尔尼洛夫叛乱再起。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经验也证明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要么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军队彻底民主化，要么是发生科尔尼洛夫叛乱。

切尔诺夫出任部长这件事又说明什么呢？这难道不是证明为真正满足农民需要而采取的任何一个稍微认真的步骤，任何一个足以证明相信农民、相信农民自己的群众组织和行动的步骤，都激起了全体农民的满腔热情吗？可是切尔诺夫在将近4个月内却不得不去“讨价还价”，同立宪民主党人和官吏们“讨价还价”，而这些人无限期地拖延，进行种种陷害，逼得切尔诺夫只好下台，什么事也没干成。地主和资本家“赢得了”这4个月的时间，在这4个月里他们保住了地主土地占有制，拖延了立宪会议的召开，甚至对土地委员会开始了一连串的迫害。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经验也证明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要么是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全部土地在立宪会议作出决定之前立即交给农民；要么是让地主资本家阻挠一切，恢复地主权力，激怒农民，导致无比暴烈的农民起义。

对生产稍微认真的监督遭到了资本家的破坏（在帕尔钦斯基的帮助下），粮食垄断和彼舍霍诺夫对粮食和食物的分配刚开始进行的民主调整遭到了商人的破坏，——这些情况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俄国今天的问题，决不是发明什么“新的改革”，搞什么“包罗万象的”改造“计划”。根本不是这样。只有那些高喊反对“实施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资本家、波特列索夫之流、普列汉诺夫之流，才会把问题说成这样，才会这样明目张胆地撒谎。
 实际上，俄国的情况是：战争带来的空前的负担和灾难，史无前例的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和饥荒，这一切本身就暗示了出路，指出了出路，不仅指出，而且已经提出了一些刻不容缓的改革和改造措施，即实行粮食垄断，监督生产和分配，限制纸币的发行，实行粮食和商品的正常交换，等等。

这一类措施，这方面的措施，大家都公认是非实行不可的，而且许多地方已经从各方面开始实行了。 措施已经开始实行
 ，但是到处遭到地主和资本家抗拒阻挠而无法贯彻下去，这种抗拒既是通过克伦斯基政府（ 实际上
 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波拿巴分子的政府），通过旧国家的官吏机构进行的，也是通过俄国和“盟国”的金融资本直接和间接的压力进行的。

不久以前，И．普里列扎耶夫在《人民事业报》（第147号）上写了一篇文章，为彼舍霍诺夫的去职，为固定价格的破产和粮食垄断的破产而痛惜：


　　“勇气和决心，这就是我们历届政府所缺乏的东西……革命民主派不应当等待，而应当表现出主动的精神，有计划地干预经济混乱的现象……如果问哪里需要坚定的方针和坚决的政权，那就正是这里。”



　　真话总是真话。真是金玉良言。只是作者没有想一想，坚定的方针、勇气和决心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能够表现出勇气和决心的那个 阶级
 的问题。这样的阶级只有一个，就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勇气和决心，政权的坚定方针，不是别的，正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И．普里列扎耶夫不知不觉地在向往 这个专政
 了。这种专政实际上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粉碎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反抗，恢复和完成军队的彻底民主化。这种专政建立两天以后就会得到军队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热烈拥护。这个专政会把土地交给农民，把全部权力交给当地的农民委员会。如果不是发疯，怎么会对农民支持这个专政发生怀疑呢？彼舍霍诺夫只是 许愿
 要办的事（“粉碎资本家的反抗”——这是彼舍霍诺夫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那篇著名演说的原话），这个专政将付诸实施，使之变成现实，对于已经开始建立的管理粮食和进行监督等等的民主机构，不但决不取消，而且要加以支持，促进其发展，消除其工作中的一切障碍。

只有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专政才能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才能表现出一个政权的真正伟大的勇气和决心，才能保证自己在军队和农民中得到群众热烈的、奋不顾身的和真正英勇的支持。


只有政权归苏维埃才能使今后的发展成为循序渐进的、和平的、平稳的发展
 ，使之同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认识、决心和他们的亲身经验完全适应。政权归苏维埃，就是把管理国家和监督国家经济的事情完全交给工人和农民， 谁也
 不敢反抗他们，他们 很快就会
 从经验中，从自己亲身的实践中， 学会
 正确地分配土地、产品和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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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列宁说的是他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讲话（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36—238页）。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6月3—24日（6月16日—7月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90名，代表305个工兵农代表联合苏维埃，53个区、州和省苏维埃，21个作战部队组织，8个后方军队组织和5个海军组织。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联盟和支持它的一些小集团，当时在苏维埃中占少数的布尔什维克只有105名代表。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有革命民主和政权问题、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立宪会议的筹备问题、民族问题、土地问题等12项。列宁在会上就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和战争问题发表了讲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会上号召加强军队纪律、在前线发动进攻、支持临时政府，并试图证明苏维埃不能掌握政权。布尔什维克充分利用大会讲台揭露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策略，对每个主要问题都提出并坚持自己的决议案。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下通过的代表大会决议支持临时政府、赞成前线的进攻、反对政权转归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了由320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绝大多数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159]。







《列宁全集》第32卷


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

有人用国内战争来吓唬人

（1917年9月8日和9日〔21日和22日〕）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民主派也许会出色地组成一个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政府并且违反立宪民主党人的意愿来管理俄国，对此，资产阶级非常害怕，于是竭尽全力吓唬民主派。

尽最大的努力来进行恐吓，这就是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口号。尽一切力量来进行恐吓！造谣，诽谤，只要能吓唬人就行！

《交易所小报》捏造布尔什维克将发起行动的消息来吓唬人。有人放出空气来吓唬人，说阿列克谢耶夫要辞职，彼得格勒有被德国人突破的危险。似乎事实还没有证明，正是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阿列克谢耶夫无疑也属于他们之列）才会对德国人开放加里西亚的和里加城下的战线，甚至彼得格勒城下的战线，正是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引起军队对大本营的切齿痛恨。

有人举出“国内战争”的危险性，借此尽量使这种恐吓民主派的说法显得最“确实”可信。在各种各样的恐吓中，用国内战争来恐吓也许是最流行的一种。人民自由党顿河畔罗斯托夫委员会在9月1日的决议中，把这种流行的即在庸人当中不胫而走的思想表述如下（《言语报》第210号）：


　　“……委员会深信，国内战争会毁掉革命的全部成果，会血流成河，吞没我们幼嫩的、尚未巩固的自由，因此委员会认为，为了拯救革命的成果，必须竭力反对在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空想驱使之下把革命引向深入……”



　　这段话用最明确、最缜密和最详尽的方式表述了在《言语报》社论、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的文章、孟什维克报纸的社论及其他文章中出现过无数次的一个基本思想。所以，较详细地谈谈这种思想不是没有好处的。我们想根据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已有经验，尽可能具体地分析一下国内战争问题。

这种经验同18世纪末开始的所有欧洲革命的经验是完全一致的，它告诉我们：国内战争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一系列经济的和政治的冲突和搏斗经过不断的重复、积累、扩大和激化，最后就变成一个阶级拿起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在一些稍微自由和先进的国家里，最常见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它们之间的对立是由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发展和全世界现代社会的全部历史造成和加深的，这两个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同样，在我国革命以来的半年内，我们经历了4月20—21日和7月3—4日这两次异常猛烈的自发的爆发，这种爆发已非常接近于无产阶级发动的国内战争的开端。而科尔尼洛夫叛乱则是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地主和资本家所支持的军事阴谋，这种军事阴谋事实上已经是资产阶级发动的国内战争的开端。

事实就是这样。我们自己革命的历史就是这样。而这段历史首先应当好好地加以学习，应当好好地考虑这段历史的进程和它的阶级意义。

对于无产阶级所发动的和资产阶级所发动的俄国国内战争的开端，我们试从下列几点来加以比较：（1）运动的自发性，（2）运动的目的，（3）参加运动的群众的觉悟性，（4）运动的力量，（5）运动的顽强性。我们认为，如果现在所有那些不加分析地“乱用”“国内战争”一词的政党都能这样提出问题，并试着实际研究一下国内战争的开端，那么整个俄国革命的觉悟性一定会大大提高。

先谈运动的自发性。关于7月3—4日事件，我们有孟什维克的《工人报》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人民事业报》这两个见证人的证词，他们都承认运动是自发兴起的 事实
 。这些证词，我在《无产阶级事业报》上的一篇文章 
［注：见本卷第33—44页。——编者注］

 中曾经引证过，这篇文章还以《答复诽谤者》为题印成了单页传单。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为了替自己辩护，为了替自己参与迫害布尔什维克的行为辩护，还在郑重其事地继续否认7月3—4日事件是自发爆发的。

我们暂且抛开有争议的事实，就谈没有争议的事实。任何人也不否认4月20—21日运动的自发性。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参加这个自发的运动的。已故的林杰当时把3万名准备要去逮捕政府成员的武装士兵带上街头，他参加运动与我党毫无关系。（顺便指出，对于带出士兵这个事实还没作过调查研究。但是，如果深入地思考一下这个事实，把4月20日事件同事态发展历史地联系起来，即把它当作从2月28日到8月29日整个事态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那就可以清楚看出：布尔什维克的过错在于他们的策略 不够
 革命，而决不象庸人们所指责的那样，在于他们的策略过分革命。）

总之，这个接近于无产阶级所发动的国内战争的开端的运动具有自发性，这是毫无疑问的。而科尔尼洛夫叛乱连一点近似自发的迹象都没有，它完全是那些指望靠欺骗和命令来胁迫一部分军队的将军们策划的阴谋。

运动的自发性是运动深入群众、运动根深蒂固、运动不可避免的标志，这是不容怀疑的。从运动的自发性来看，事实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有根基，资产阶级反革命没有根基。

现在来看看运动的目的。4月20—21日事件最接近布尔什维克的口号，7月3—4日事件则是直接与这些口号有关，是在这些口号影响和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进行国内战争的主要 目的
 是实行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实现和平和立即提出缔结和约、没收地主土地，关于这一切布尔什维克党在自己的报纸上和口头鼓动中都是完全公开、肯定、明确、毫不隐讳地说出来的。

至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目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民主派中谁也不否认，那就是实行地主和资产阶级专政、驱散苏维埃、准备恢复君主制。立宪民主党是主要的科尔尼洛夫式的政党（顺便讲一下，今后应当称它为科尔尼洛夫党），它拥有的报刊和鼓动人员比布尔什维克多，但是它从来不敢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驱散苏维埃以及科尔尼洛夫的全部目的公开告诉人民！

从运动的目的来看，事实表明，无产阶级进行的国内战争可以公开向人民说明自己的最终目的，以此赢得劳动人民的同情，而资产阶级进行的国内战争只有掩盖自己的目的才能设法抓住一部分群众；可见，在群众的觉悟性问题上存在很大差别。

在这个问题上的客观材料，大概全是同党派倾向和选举有关的。其他足以确切判断群众觉悟性的事实似乎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是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运动则是由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这是很清楚的，在有了半年的革命经验之后，未必还会引起争议。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根据事实作三个比较。把彼得格勒的区杜马的5月选举和中央杜马的8月选举作一比较，可以看出立宪民主党人的票数减少了，而布尔什维克的票数大大增加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承认，哪里聚集着工人或士兵群众，哪里照例总会显示出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

其次， 群众
 关心党的这种觉悟性，在有关党员人数变动以及出席会议人数等等的统计材料都没有的条件下，只能根据事实，根据已经公布的为党捐款的资料来判断。这些资料表明，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在为《真理报》和其他被封闭的报纸捐款方面表现了极大的群众性的英勇精神。捐款报表向来是公布的。我们没看到立宪民主党人有任何类似的做法，他们的党的工作显然是靠富人出钱来“维持”的。根本没有一点群众积极支援的影子。

最后，把4月20—21日的运动、7月3—4日的运动跟科尔尼洛夫叛乱作一比较，我们就会看出，布尔什维克总是向群众直接指出他们在国内战争中的敌人是资产阶级，是地主和资本家。而科尔尼洛夫叛乱已经表明，跟着科尔尼洛夫走的军队是 完全受骗
 了，当“野蛮师”和科尔尼洛夫的部队同彼得格勒人一接触，这一骗局就被揭穿了。

下面来谈谈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国内战争中的 力量
 的材料。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完全在于无产者的人数和觉悟性，在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和孟什维克的“下层”（即工人和贫苦农民）对布尔什维克口号的赞同，而实际上正是这些口号在4月26—21日、6月18日和7月3—4日吸引了彼得格勒 大多数
 积极的革命群众，这是事实。

这样把“议会”选举的材料和上述群众运动的材料加以比较，就完全证实俄国也出现了西欧出现过多次的情况，就是从影响 群众
 和吸引群众参加斗争的角度来看，革命无产阶级在 议会外
 斗争中的 力量大大
 超过在议会斗争中的 力量
 。这是在国内战争问题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为什么议会斗争和选举的一切条件和整个环境会使被压迫阶级的力量看起来不及他们在国内战争中实际上能发挥出来的力量，这是不难理解的。

立宪民主党人和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力量在于 财富
 。英法资本和帝国主义 支持
 立宪民主党人， 支持
 科尔尼洛夫叛乱，这已经为许许多多政治行动和报刊所证实。大家知道，在8月12日召开的莫斯科会议上整个“右派”都疯狂地拥护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大家知道，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也“援助”科尔尼洛夫。还有材料说他得到 银行
 的援助。

全部财富的力量都支持科尔尼洛夫，可是他垮得多么可悲而迅速！除富人外，科尔尼洛夫分子可以说只有两种社会力量：“野蛮师”和哥萨克。前者仅仅是一种无知和受骗的力量。报刊愈是被资产阶级把持，这种力量就愈可怕。无产阶级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就会立刻彻底铲除这个“力量”源泉。

至于哥萨克，它是俄国一个边疆区的居民阶层，由富有者、中小土地占有者（平均占有土地约50俄亩）所构成，这个阶层保留着特别多的中世纪生活、经济和习俗的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到俄国旺代[77]的社会经济基础。但是，有关科尔尼洛夫—卡列金运动的 事实
 表明了什么呢？甚至连卡列金这样一位为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和里亚布申斯基之流所支持的“敬爱的领袖”， 也还是没有
 把群众运动 发动起来
 ！！卡列金发动内战远比布尔什维克“直接”，即远比布尔什维克直截了当。卡列金直接“到顿河去发动”，可是，他在“自己”的边疆区，即在远离全俄民主派的哥萨克边疆区，也还是没有把任何群众运动发动起来！相反地，在无产阶级方面，我们在反布尔什维克的全俄民主派影响和势力的中心，却看到运动多次自发地爆发起来。

现在还没有说明各个阶层和各个经济类别的哥萨克对民主派和对科尔尼洛夫叛乱采取什么态度的客观材料。现有的材料只能说明，大多数贫穷的和中等的哥萨克比较倾向于民主派，只有军官和富裕的哥萨克上层才是完全拥护科尔尼洛夫的。

无论如何，在有了8月26—31日的经验之后，历史已经证明，有利于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哥萨克群众运动是非常脆弱的。

剩下来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运动的 顽强性
 问题。关于布尔什维克运动，即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一个证实了的事实，就是在俄国建立共和国的半年来，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既在出版机构和鼓动人员占巨大优势的情况下对布尔什维主义进行了思想斗争（“姑妄”把诽谤运动也算作“思想”斗争），又对它使用了 迫害手段
 ，成百地逮捕人，捣毁了一个主要的印刷所，查封了一家主要的报纸和其他许多报纸。事实所证明的结果是：在彼得格勒的8月选举中布尔什维主义大大加强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中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主义派和“左派”也随之加强了。这就说明，在共和制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异常顽强的。事实表明，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再加上孟什维克的共同努力丝毫 没有能
 削弱这个运动。相反，正是科尔尼洛夫分子和“民主派”的联合 加强了
 布尔什维主义。而除了思想影响和迫害手段之外，再不可能有其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段了。

目前还没有说明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运动的顽强性的材料。立宪民主党人没有遭到过任何迫害。连古契柯夫都被释放了，连马克拉柯夫和米留可夫都没有被逮捕。连《言语报》都没有被查封。立宪民主党人被宽恕了。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受到克伦斯基政府的 照顾
 。如果这样提出问题：假设英法的和俄国的里亚布申斯基之流再成百万地资助立宪民主党人、《统一报》、《日报》等等参加彼得格勒的新的竞选运动，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的今天，他们得票会不会增加呢？从集会等等情况看来，恐怕不得不对这一问题作否定的回答……


※　　　　　※　　　　　※

　　我们把对俄国革命历史材料所作的比较综合起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产阶级发动的国内战争的开端显示出运动的力量、运动的觉悟性、运动的根基、运动的发展和运动的顽强性。而资产阶级发动的国内战争的开端没有显示出任何力量、任何群众的觉悟性、任何根基、任何胜利的可能性。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结成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即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联盟，已经经过了好几个月实践的考验，暂时隐蔽起来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和“民主派”的这个联盟，实际上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布尔什维克，使“联合”遭到了破产，也使孟什维克中“左的”反对派增强了力量。

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结成的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即反对资产阶级的联盟， 还没有受到考验
 。或者更确切些说，这个联盟只 在一条战线上
 ，只在8月26—31日这5天里，即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 受到了考验
 ，这个联盟当时最彻底地战胜了反革命，这样轻易地取得胜利是以前任何一次革命没有的，它给了资产阶级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和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以致命的镇压，使 反革命方面
 所发动的国内战争彻底破产，使这种战争一开始就烟消云散，没有展开任何“战斗”就破灭了。

而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及其一切应声虫（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之流等等）面对这个历史事实竟拚命叫喊：正是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有“招致”国内战争惨祸的“危险”！……

这话令人可笑，更令人可悲。令人可悲的是，象这样公开、露骨、惊人的谬论，对事实的嘲弄，对我国整个革命历史的嘲弄，居然还能够找到听众……这表明资产阶级别有用心的谎话还在广泛流传（只要报刊还被资产阶级垄断着，这种谎话就必然要流传），它正在压倒和淹没绝对无可怀疑、显然无可争辩的革命教训。

如果说有一种绝对不容争辩、完全被事实证实了的革命教训，那就只有一个：唯有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结成联盟，唯有立即使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才能使俄国的国内战争不可能发生。因为面对这种联盟，面对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资产阶级发动的任何国内战争都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战争”甚至连一仗都打不成，资产阶级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甚至连“野蛮师”、连原先那么几支哥萨克部队也无法 再一
 次调来反对苏维埃政府了！

任何革命的和平发展，一般说来，都是一件非常罕见和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革命是最尖锐的阶级矛盾的极度激化；但是在一个农民的国家里，如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 能够
 给被非正义的万恶的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群众以 和平
 ，给农民以全部 土地
 ，那么在这样的国家里，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机，在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革命的和平发展是 可能的
 而且是 很有可能的
 。如果苏维埃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如果苏维埃屏弃对民主原则的“小偷”、“盗窃”行为，例如不再规定士兵每500人有1名代表，而工人选民每1000人才有1名代表，那么苏维埃内部各党派争取政权的斗争就可以和平地进行。在一个民主的共和国里，这种小偷行为是一定会消灭的。

苏维埃会把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向各国人民提出缔结公正的和约，在这样的苏维埃面前，无论是英法和俄国资产阶级的联盟，还是科尔尼洛夫、布坎南和里亚布申斯基之流的联盟，米留可夫同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之流的联盟，都是完全不可怕的，完全没有力量的。

资产阶级会进行反抗，反对无偿地把土地交给农民，反对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实行类似的改革，反对公正的和约，反对同帝国主义决裂，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使这种反抗发展到国内战争的地步，那就多少要有一些能 打仗
 并且能战胜苏维埃的 群众
 。可是资产阶级 没有
 这样的群众，而且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这样的群众。苏维埃愈迅速愈坚决地掌握全部政权，“野蛮师”以及哥萨克就会分裂得愈快，分裂成极少数自觉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和绝大多数工农民主和 社会主义
 （因为那时谈的正是社会主义）联盟的拥护者。

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反抗就会使 每个
 资本家受到 几十个几百个
 工人和农民的“照管”、监察、监督和计算，因为他们的利益要求对资本家欺骗人民的行为进行斗争。这种计算和监督的形式和方法正是由资本主义，正是由银行、大工厂、辛迪加、铁路、邮局、消费合作社和工会这些资本主义的产物制定出来的，而且变得简单易行了。苏维埃只要惩办那些逃避精细的计算或者欺骗人民的资本家，没收其全部财产并予以短期拘留，用这种不流血的办法就足以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因为正是通过国有化的银行，通过职员联合会、邮局、消费合作社和工会，监督和计算将包罗万象、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往不胜。

况且，俄国的苏维埃，即俄国工人和贫苦农民的联盟，在自己 向
 社会主义 迈进
 的道路上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假如我们是孤立无援的，我们就不能彻底地而且是和平地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实质上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任务。但是我们有极其强大的后备军，即其他国家的更先进的工人大军，而且，俄国同帝国主义决裂，同帝国主义战争决裂，必然会加速这些国家日益成熟的工人社会主义革命。


※　　　　　※　　　　　※

　　有人谈到国内战争会“血流成河”。上面引证的科尔尼洛夫分子立宪民主党人的决议中就谈到了这一点。所有资产者和所有机会主义者都在用千百种不同的腔调重复着这种说法。所有觉悟的工人都在嘲笑这种说法，而且会一直嘲笑下去，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对这种说法是不能不加以嘲笑的。但是，关于我们当前战争时期“血流成河”的问题，可以而且应当根据对力量的大致的估计，根据对影响和结果的估计来考察，并且要认真对待，而不能把它当作一句人云亦云的空话，不能把它仅仅当作立宪民主党人的一种假仁假义，诚然，他们所做的 一切都是为了
 让科尔尼洛夫能够得逞，使俄国“血流成河”，以达到恢复资产阶级专政、地主政权和君主制的目的。

既然有人对我们说到“血流成河”，我们 也来
 分析一下 这
 方面的问题。

假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继续动摇不定， 不
 把政权交给苏维埃， 不
 推翻克伦斯基，而用稍微不同的形式（例如用“无党派的” 科尔尼洛夫分子
 来代替立宪民主党人）恢复过去同资产阶级的腐败的妥协，不用苏维埃机关来代替国家政权机关，不提出缔结和约，不同帝国主义决裂，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假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目前动摇的结果就是这样，“9月12日”[78]的结果也正是这样。

我们俄国革命的经验最清楚地表明，这样做的后果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更加削弱，更加脱离群众，群众的愤怒和痛恨极度增长，群众对革命无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同情大大加强。

那时首都的无产阶级会比现在更接近于公社，接近于工人起义，接近于夺取政权，接近于更高形式的、更坚决的国内战争；在有了4月20—21日和7月3—4日的经验之后，应当承认这种结果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

立宪民主党人在喊叫“血流成河”。但是，这种血流成河会使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取得胜利，而这种胜利又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能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带来 和平，也就是说
 会保全目前正在为着资本家瓜分利润和赃物（兼并的土地）而流血的 几十万
 人的生命。假如4月20—21日事件的结果是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而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的布尔什维克又在苏维埃内部取得了胜利，那么即使为此付出了“血流成河”的代价，但可以把显然死于6月18日战斗的 50万
 俄国士兵的生命保全下来。

每个觉悟的俄国工人和士兵，只要权衡一下、考虑一下目前到处都提出的国内战争问题，现在和将来都会算这笔帐；当然，这种多少有些阅历、多少用过脑子的工人和士兵决不会被“血流成河”的哭叫声吓倒，因为这样哭叫的个人、政党和集团正打算为了君士坦丁堡、为了利沃夫、为了华沙、为了“战胜德国”而 再
 葬送 几百万
 俄国士兵的生命。

国内战争中不管怎样“血流成河”，远不能同俄国帝国主义者在6月19日以后所造成的血流成 海
 相比（只要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这个惨剧本来是极有可能避免的）。

米留可夫、波特列索夫、普列汉诺夫之流的先生们，你们在战争时期提出论据来 反对
 国内战争中的“血流成河”可得小心一些，因为士兵们都知道也看到过血流成 海
 的情景。

在1917年的现在，在空前艰苦的、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万恶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的今天，俄国革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这样的，只要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提出缔结公正的和约，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能赢得停战，赢得和平， 避免再流几个血海
 。

因为，互相敌对的英法帝国主义和德帝国主义联合起来 反对
 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实际上 是不可能的
 ，英日美帝国主义要联合起来反对我们也极难办到，并且单单由于俄国的地理位置，我们就丝毫也不怕这种联合。同时，在欧洲 所有的
 国家中都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群众，这是事实，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和必然性是不容置疑的，要认真支持这个革命，当然不能靠派遣代表团去跟外国的普列汉诺夫或策列铁里之流玩弄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把戏，而只能靠推进俄国革命。

资产者叫喊道，即使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俄国公社的失败，即无产阶级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这是骗人的出于阶级私利的叫嚣。

俄国无产阶级一旦夺得政权，就完全有可能保持政权，并且使俄国一直坚持到西欧革命的胜利。

这是因为，第一，从巴黎公社那时以来，我们学会了很多东西，我们不会重犯公社的致命错误，不会把银行留在资产阶级手里，不会对我们的凡尔赛分子（即科尔尼洛夫分子）只取守势，而会转为攻势，消灭他们。

第二，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一定会给俄国带来和平。在各国人民经历了三年多的大厮杀惨祸之后，任何力量也推翻不了 和平
 的政府，推翻不了提出缔结真诚的公正的和约的政府。

第三，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会立即无偿地给农民土地。被我们的政府，特别是“联合”政府，特别是克伦斯基政府玩弄的“与地主勾结的把戏”所折磨和激怒了的广大农民，会竭尽全力、全心全意、奋不顾身地支持胜利了的无产阶级。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你们总在谈论人民的“英勇努力”。就在最近几天，我在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社论上还看到这句话。对你们来说，这 只是
 一句空话。但是，读到这句话的工人和农民却在 考虑
 这句话，而且每一次的思考由于有了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经验、彼舍霍诺夫出任部长的“经验”、切尔诺夫出任部长的“经验” 等等
 而更为深刻；每一次思考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英勇努力”只能是贫苦农民对城市工人，即对自己的最可靠的同盟者和领袖的信任。这种英勇努力只能是俄国无产阶级在国内战争中去战胜资产阶级，因为只有这种胜利才能消除折磨人的动摇，才能带来出路，带来土地，带来和平。

如果能通过立即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途径，实现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的联盟，这是最好的。布尔什维克会尽 一切可能
 ，使革命发展的这条 和平
 道路得到保证。否则，单靠立宪会议本身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在立宪会议中，社会革命党人还是可以继续跟立宪民主党人，跟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克伦斯基（他们比立宪民主党人好在哪里呢？）等等搞妥协的“把戏”。

如果连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经验都没有使“民主派”学到什么东西，他们仍继续奉行有害的动摇妥协的政策，那我们就要说：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这种动摇更能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了。先生们，别用国内战争来吓唬人吧！国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们不肯立即彻底清算科尔尼洛夫叛乱，清算“联合”的话，——而这场战争一定会战胜剥削者，给农民土地，给人民和平，开辟一条走向世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道路。





	载于1917年9月16日（29日）《工人之路报》第1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14—228页

















[77]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93年3月这里爆发了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革命叛乱。大多数叛乱者是受反革命教士和贵族唆使的当地农民。——[171]。



[78]9月12日是全俄民主会议原定的开幕日期。会议后来改在9月14日（27日）开幕。——[177]。







《列宁全集》第32卷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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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逼近

不可避免的灾难威胁着俄国。铁路运输已经十分混乱，而且愈来愈混乱，不久就会全部停顿。工厂需要的原料和煤的运送将要停止。粮食的运送也要中断。资本家一直故意在暗中破坏（危害、停止、破坏和阻挠）生产，指望空前的灾难能使共和国和民主制度破产，使苏维埃和所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团体瓦解，这样就便于恢复君主制和恢复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无限权力。

规模空前的灾难和饥荒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报纸都无数次地谈到这一点。各政党、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通过的无数决议也都承认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灾难已经迫在眉睫，必须同它作殊死的斗争，人民必须“英勇努力”以防止毁灭，等等。

大家都在谈论这一点，都公认这是事实，都决定这样去做。

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做。

革命已经半年了，灾难更加逼近，大批人员失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国内有足够的粮食和原料，但是却不见商品，国家因食品不足、劳动力缺乏而面临灭亡的危险，就在这样的国家里，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却又有大批人员失业！革命（有人称之为伟大的革命，可是，暂时称之为腐朽的革命也许更公道些）半年来，既有民主共和制，又有许许多多傲然自命为“革命民主的”团体、组织和机关，但是实际上根本 
没有

 采取任何认真的措施来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我们正愈来愈快地接近崩溃，因为战争是不等人的，它在人民生活各方面造成的混乱正在不断加剧。

其实，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和思索一下，就会相信，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办法是有的，并且十分简单明了，完全切实可行，用人民的力量完全能够办到， 
没有

 采取这些办法， 
只是

 因为， 
纯粹是

 因为实行这些办法将触动一小撮地主和资本家的闻所未闻的利润。

情况确实如此。可以保证，任何一次演说，任何派别的报纸的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会议或机关的任何一个决议，都十分明确地承认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基本的主要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由国家实行监督、监察、计算和调节，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正确调配劳动力，爱惜人民的力量，杜绝力量的任何浪费，节约力量。监督，监察，计算，——这就是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首要办法。这是无可争辩的，是大家公认的。然而这也正是人们 
所不敢做的

 ，他们唯恐侵犯地主和资本家的无限权力，唯恐侵犯地主和资本家靠抬高物价和军事订货（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为战争“服务”）而得来的空前的惊人的巨额利润，这种利润谁都知道，谁都看到，谁都为之惊叹不已。

可是国家方面丝毫没有实行稍微认真的监督、计算和监察。





政府不起任何作用

国家的任何监督、监察、计算以及要调整好这项工作的任何尝试，在各地不断遭到暗中破坏。只有幼稚到了极点的人才不懂得，只有虚伪透顶的人才假装不知道，这种暗中破坏是从哪里来的，是用什么手段进行的。因为银行家和资本家的这种暗中破坏，这种对任何监督、监察、计算的 
破坏

 ，都是同民主共和的国家形式相适应的，同“革命民主”机关的存在相适应的。资本家老爷们很好地领悟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一切赞成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在口头上都承认的，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的朋友占据了部长、副部长等职位之后，就立刻把它忘掉了。这个真理就是：用民主共和的管理形式代替君主制的管理形式，丝毫也不会触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经济本质，相反地，只要把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利润的斗争方式改变一下，在民主共和制下照样可以顺利地保持这种利润，如同在专制君主制下一样。

当前有一种最新的、适应民主共和制的暗中破坏监督、计算、监察的手段，就是资本家在口头上“热烈”拥护监督“原则”，承认它的必要性（所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也是这样），不过坚持要“逐渐地”有计划地“由国家正规地”实施这种监督。其实，这种好听的词句不过是用来掩盖他们对监督的 破坏
 ，把监督化为乌有，使之有名无实，成为儿戏，把任何切实认真的步骤都搁置起来，建立各种非常复杂庞大、毫无生气的官僚监督机关，而这些机关完全依赖资本家，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也不可能做。

为了不致空口无凭，我们可以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找出一些证人。正是他们在革命头半年内在苏维埃中占多数，参加了“联合政府”，因此，他们在俄国工农面前，要对纵容资本家、对资本家破坏任何监督负政治责任。

在“革命”民主派的所谓“全权”（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机关中的最高机关（即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17年9月7日第164号上，登载了一个处理监督问题的专门机关的 
决议

 ，这个专门机关也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的，并且是由他们把持的。这个专门机关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经济部”。它的决议正式承认，“ 
政府所设调节经济生活的各中央机关不起任何作用

 ”是事实。

难道还有什么证据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亲手签字的这个文件更能证明他们政策的破产吗？

早在沙皇制度下人们就认为有调节经济生活的必要，并且为此也建立了一些机关。可是在沙皇制度下，经济破坏不断加剧，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革命共和政府的任务，本来是要立刻采取重大的坚决的措施来消除这种经济破坏现象。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刚一成立，就在5月6日的告全国人民的郑重宣言中，答应并保证实行国家监督和调节。那时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以及所有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都赌咒发誓说，他们不仅对政府的行动负责，而且他们所掌握的“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正在实际监视和检查政府的工作。

从5月6日到现在已经4个月了，在这漫长的4个月中，俄国因实行帝国主义的荒谬“进攻”而葬送了几十万士兵，在这期间经济破坏和灾难飞速逼来，夏季无论在水运方面，还是在农业和矿山勘探等等方面本来完全有可能做出许多事情，但是4个月之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不得不正式承认政府所设的监督机关“不起任何作用”！！

而现在（我写这篇文章正好是在9月12日民主会议 
[80]

 召开的前夕），这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俨然以政界大人物的姿态侈谈什么只要同工商界的基特·基特奇 
[81]

 之流，即同里亚布申斯基、布勃利科夫、捷列先科之流搞联合，以代替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事情还能补救！

试问，怎样来解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种惊人的盲目呢？是否应该把他们看作政界的黄口小儿？他们是由于极端鲁莽幼稚，才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是真心诚意而犯了错误，还是由于占据了部长、副部长、总督、委员等等许多职位，就必然产生一种特殊的“政治”盲目症？





监督办法是众所周知和轻而易举的

这里可能发生一个问题：也许监督的办法和措施是一种极端复杂困难、没有经过试验、甚至人们都不知道的事情吧？也许监督之所以迟迟没有实行，是因为立宪民主党、工商业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中的国家要人虽然已经累得满头大汗，用了半年的时间来探求、研究、发现监督的措施和办法，但这个任务过于困难而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吧？

唉！的确有人竭力想“蒙蔽”那些不识字的闭塞无知的农民以及那些不动脑筋而轻信别人的庸人，就把事情说成这样。其实，甚至沙皇政府，甚至“旧统治当局”在建立军事工业委员会时就 已经知道
 监督的基本措施、主要办法和途径：把居民按各种职业、工作目的、劳动部门等等联合起来。可是沙皇政府 害怕
 居民联合起来，所以极力限制和故意排斥这种众所周知、轻而易举、完全可行的监督办法和途径。

各交战国在遭到极端严重的战争灾难和不同程度的经济破坏和饥荒时，早已拟出、决定、采用并试行过 一系列的
 监督办法。这些办法归结起来，总不外是把居民联合起来，建立或鼓励各种各样的团体，这些团体由国家派代表参加，受国家的监察等等。所有这些监督办法都是众所周知的，并且讲过许多，写过许多。各个参战的先进国家所颁布的有关监督的法律已经译成俄文，或者在俄国报刊上已作详细介绍。

假如我们的国家真正 想
 切实认真地实行监督，假如它的机关不是甘当资本家奴才而注定“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国家只要从大量可供选用的监督办法中把已经知道、已经采用过的办法随手拿来就行了。这里的唯一障碍，也是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向人民所隐瞒的障碍，始终在于：实行监督就会暴露资本家的骇人听闻的利润，就会损害这些利润。

为了把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质上就是 任何一个
 愿意把俄国从战争和饥荒中拯救出来的真正革命政府的纲领问题）解释得更加明白，我们把这些最主要的监督办法列举出来，逐一加以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个政府不是为了开玩笑才叫作革命民主政府，那它只要在成立的头一星期中，颁布法令（作出决定、发布命令）来实施最主要的监督办法，规定认真的而不是儿戏的惩罚办法，来处分那些用欺骗手段逃避监督的资本家，并号召居民自己来监视资本家，监视他们是否诚实执行有关监督的各项命令，只要这样，监督早就在俄国实现了。

以下便是最主要的监督办法：

（1）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者说实行银行国有化；

（2）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最大的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等辛迪加）收归国有；

（3）取消商业秘密；

（4）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所有企业主辛迪加化（即强迫他们参加各种联合组织）；

（5）强迫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或者说鼓励加入并且对此实行监督。

现在我们把这些办法逐一地加以考察，看看它们在用革命民主手段来实行的条件下究竟具有什么意义。





银行国有化

大家都知道，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谈“调节经济生活”而避开银行国有化问题，就等于暴露自己的极端无知，或者是用华丽的词句和事先就拿定主意不准备履行的漂亮诺言来欺骗“老百姓”。

要监督和调节粮食的运送以至食品的生产和分配，而不监督和调节银行的业务，那是荒谬可笑的。这就象只抓偶然碰到的“几个戈比”，而闭眼不看成百万的卢布。现代银行同商业（粮食及其他一切商业）和工业如此密不可分地长合在一起，以致不“插手”银行，就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来。

然而，国家“插手”银行也许是一种非常困难复杂的事情吧？有人常常就是竭力拿这一点来吓唬庸人，而这样做的当然是资本家及其辩护人，因为这样对他们有利。

其实，银行国有化决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绝对没有任何技术上和文化上的困难，障碍 完全
 来自一小撮富人谋求卑鄙的私利。人们常常把银行国有化同没收私有财产混为一谈，这应当归咎于散布这种混乱概念的资产阶级报刊，因为它们一心想欺骗公众。

银行所支配和银行所汇集的那些资本的所有权，是有印制和书写的凭据为证的，这些凭据就叫作股票、债券、期票、收据等等。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即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时，这些凭据一个也不会作废，一个也不会改变。谁的存折上有15个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旧是15卢布的所有者，谁有1500万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然握有1500万卢布的股票、债券、期票、货单等等。

那么，银行国有化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在于对各单个银行及其业务不可能实行任何真正的监督（即使取消了商业秘密等等），因为无法查出它们在编制资产负债表、虚设企业、成立分行、冒名顶替等等时所采取的种种极复杂、极纷繁、极狡猾的手段。只有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这种合并本身丝毫也不改变财产关系，再说一遍，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 才有可能
 实行真正的监督，当然，同时还要采取上述其他各种措施。只有实行银行国有化， 才能使
 国家知道几百万以至几十亿卢布流动的来去方向、流动的方式和时间。只有监督银行，监督这个资本主义周转过程的中枢、轴心和基本机构，才能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做好对全部经济生活的监督，做好对最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才能做到“调节经济生活”，否则这必将仍然是欺骗老百姓的一句部长式的空话。只有把各个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对它的业务进行监督，再采取一系列简单易行的措施，才能真正征收到所得税，才不致发生隐瞒财产和收入的事情，而现在的所得税在极大程度上都落空了。

银行国有化只需颁布一项法令，银行经理和职员自己就会付诸实施。不需要国家设立任何特别机构和采取任何特别的准备步骤，这项措施只要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一举”实现。因为资本主义既然发展到了通用期票、股票、债券等等的程度，那它也就恰好在经济上造成了实行这种措施的可能性。这里剩下的事情 只是合并帐务
 。如果革命民主国家作出决定：立刻用电报通知在每个城市中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会议，在各州和全国范围内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代表大会，以便立刻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那么这一改革在几星期内就可以完成。当然，那些经理和高级职员会进行抗拒，竭力欺骗国家，故意拖延等等，因为这班老爷将会失去他们收入特别多的职位，再不能施展他们获利特别大的欺诈手段， 全部实质就在于此
 。可是，合并银行并不会有丝毫技术上的困难，如果国家政权不只在口头上是革命的（即不怕破除一切因循守旧的积习），不只在口头上是民主的（即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维护一小撮富人的利益），那么，只要颁布一项法令，用没收财产和监禁的办法来惩治那些对事情稍有拖延和企图隐瞒文据报表的银行经理、董事和大股东；只要——比如说——把那些穷职员 单独
 组织起来，并给他们中揭发富人的欺骗和拖延行为的人发奖金，银行国有化就可以极顺利极迅速地实行。

银行国有化对于全体人民，特别是对于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众，而 不是
 对于工人（因为工人很少同银行有来往），好处是非常大的。劳动将大大节省，假定国家仍保持银行原有职员的数量，那就是说，在使银行得到普遍利用方面，即在增加分行数目，银行业务便利公众等等方面会有极大的进步。正是对 小
 业主，对农民来说，信贷将变得非常方便和容易。国家也就第一次有可能首先是 考察
 一切主要的金融业务，不准加以隐瞒，接着 监督
 这种业务，然后 调节
 经济生活，最后是 获得
 几百万以至几十亿的巨款，用于国家经办的大规模的业务，而不必再向资本家老爷们支付巨额“佣金”，作为他们的“酬劳”。正因为这样，而且只因为这样，一切资本家、一切资产阶级教授、整个资产阶级以及所有为它效劳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和波特列索夫之流，都怒火万丈地叫嚣反对银行国有化，臆造出几千个借口来反对这个极简单而又极必要的办法，这个办法 即使
 从国家“防御”的观点，即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也有极大的好处，它可以大大地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

这里也许会有人反驳说：象德国和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却没有想要实行银行国有化呢？

我们回答说：因为，这两个国家虽然一个是君主国，一个是共和国，可是 二者
 都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既然是这样的国家，在实行它们所必需的改革时就要采用反动官僚的手段，而我们在这里说的则是革命民主的手段。

这个“小小的差别”有极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个差别，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照例不”想的。“革命民主”一语在我国（特别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里）几乎成了一句口头禅，就象“感谢上帝”这句话一样，即使不是愚昧到相信上帝的人也常常会说的，或者象“可敬的公民”这个称呼，有时甚至也用来称呼那些《日报》或《统一报》的撰稿人，虽然几乎人人都看得出来，这些报纸是资本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创办和出钱维持的，因而所谓的社会党人参加这些报纸本身是很少有“可敬”之处的。

如果不是把“革命民主”当作公式化的装饰门面的词句，当作口头禅来用，而 考虑到
 它的意义，那么要做一个民主主义者，就要真正重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只顾少数人的利益，要做一个革命者，就要最坚决最无情地打破一切有害的过时的东西。

无论在美国或德国，无论是政府或统治阶级，就我们所知，根本不追求“革命民主”这个称号，而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追求这个称号（其实是玷污这个称号）。

在德国一共只有 
四个

 全国性的私人大银行，在美国只有 
两个

 。对于这些银行的金融大王来说，用私下的、秘密的、反动的手段而不是革命手段，用官僚手段而不是民主手段来实行联合，比较容易，比较方便，比较有利；他们收买国家的官吏（这无论在美国 
或德国

 都成了通例），保持银行的私有性质，这正是为了保守业务秘密，正是为了从国家那里赚取亿万“超额利润”，正是为了确保金融诈骗勾当。

无论美国或德国，“调节经济生活”的结果都是给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农民）建立了 军事苦役营
 ，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了 天堂
 。这些国家的调节就是把工人“勒紧”到挨饿的地步，就是保证（在私下用反动官僚手段）资本家获得比战前 更高的
 利润。

这种办法在共和制的帝国主义的俄国也完全可能实行，而且正在实行，不仅米留可夫之流和盛加略夫之流在实行，克伦斯基同捷列先科、涅克拉索夫、别尔纳茨基、普罗柯波维奇等等也在实行，他们 也是
 用反动官僚手段来 掩护
 银行的“不可侵犯”， 掩护
 它们获取暴利的神圣权利。最好还是说 真话
 吧：有人想在共和制的俄国用反动官僚手段来调节经济生活，可是，由于“苏维埃”的存在，“常常”难以实行，第一个科尔尼洛夫曾想驱散“苏维埃”，没有成功，第二个科尔尼洛夫又会竭力设法来驱散它的……

这就是真话。这句朴实的真话虽然很辛辣，但对人民的启发却比说什么“我们的”、“伟大的”、“革命的”民主等等动听的谎话要有益得多。


※　　　　　※　　　　　※

　　银行国有化将会大大有助于保险事业的一并国有化，也就是把一切保险公司合并成一个，把它们的活动集中起来，受国家的监督。只要革命民主国家颁布一项有关法令，责令各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和大股东各自认真负责地毫不迟延地实行这种合并，那么，通过保险公司职员代表大会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立刻实现这种合并。保险事业方面的几亿资金是资本家投入的，全部工作是由职员进行的。把这一事业统一起来，就可以减低保险金，使所有投保者能够获得许多便利，并大大减轻他们的负担，在原有人力和资金的条件下可以增加投保者的数目。除占据肥缺的一小撮人的因循守旧和自私自利以外，决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阻碍这种改革，而这种改革又能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节省国民劳动，为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调节经济生活”又开辟一些极为重要的途径。



辛迪加国有化

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前的旧的国民经济体系不同，它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形成了一种极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顺便说一句，要是没有这一点，任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技术上都是不能实现的。由银行统治生产的现代资本主义，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发展到了最高峰。银行和各大工商业部门不可分割地长合在一起。一方面就是说，不采取步骤对工商业辛迪加（糖业、煤业、铁业、石油业等等辛迪加）实行国家垄断，不把这些辛迪加收归国有，而只把银行收归国有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就是说，要认真调节经济生活，就要把银行和辛迪加同时收归国有。

就举糖业辛迪加这个例子来说吧。这个辛迪加在沙皇制度下就已经建立起来，那时已把许多设备好的工厂合并为一个极大的资本主义联合组织，自然，这个联合组织充满了最反动的、官僚的气息，它保证资本家获得骇人听闻的高额利润，使职员和工人处于绝对无权的、卑贱的、受压制的、奴隶的地位。国家在那时就已经对生产实行监督和调节——有利于资本巨头和富人的监督和调节。

这里要做的事情， 只是
 发布一些简单的法令，规定召开职员、工程师、经理、股东的代表大会，采用统一的报表，由工会实行监督等等，从而把反动官僚方式的调节变为革命民主方式的调节。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件事情至今还没有做！！ 事实上
 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在制糖业方面仍旧用反动官僚方式进行调节，一切都是老样子，浪费国民劳动，因循守旧，停滞不前，让鲍勃凌斯基之流和捷列先科之流大发其财。应当号召发挥独立主动精神，向民主派而不是向官僚号召，向工人和职员而不是向“糖业大王”号召，要不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用“联合”这些糖业大王的计划来模糊人民的意识，这本来是能够而且一定会在几天之内一举做到的。然而正因为同富人实行联合，政府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不起任何作用”也就完全不可避免了。 
［注：写到这里时，我在报纸上看到克伦斯基政府正在实行糖业垄断，实行的方式自然是反动官僚的方式，不召开职员和工人的代表大会，不明文公布，也不制裁资本家！！］



再拿石油业来说吧。资本主义先前的发展已经使石油业在极大程度上“社会化”了。两三个石油大王——就是他们操纵着几百万以至几亿资金，靠剪息票为生，从那个在事实上、技术上、社会意义上都 已经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并且 已经
 由数百数千个职员、工程师等经营着的“事业”中获取惊人的利润。石油工业国有化是可以 立即
 实行的，而且是革命民主国家必须做的事情，在国家经受极大的危机，必须千方百计节省国民劳动和增加燃料生产的时候，尤其如此。当然，官僚式的监督在这里不会有丝毫结果，丝毫不会改变情况，因为“石油大王”无论对付捷列先科之流、克伦斯基之流、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或斯柯别列夫之流，都象对付沙皇的大臣一样容易，对付的办法就是拖延、推托、许诺，以至直接和间接地收买资产阶级报刊（这就是所谓“舆论”，而这种“舆论”是为克伦斯基之流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所“重视的”），收买官吏（那些在原封未动的旧国家机构中被克伦斯基之流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留任原职的官吏）。

要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就必须从官僚制度转到民主制度，而且要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来实行这种转变，就是说，要向石油大王和股东宣战，用法令规定，如果他们拖延石油业国有化，隐瞒收入或报表，暗中破坏生产，不采取增产措施，就要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处以监禁。应当唤起工人和职员的主动性，立刻召集 
他们

 开会和举行代表大会，只要建立起全面的监督并增加了生产，就分出一部分利润给 
他们

 。如果能在1917年4月立刻就采取这种革命民主的步骤，那么作为世界上液体燃料储量最丰富国家之一的俄国，就能够在夏季利用水运在供给人民必需数量的燃料方面做出许许多多的事情。

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或者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政府，都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玩弄了一套官僚主义的改良把戏，连一个革命民主的步骤也不敢采取。仍然是那些石油大王，仍然是那种停滞，仍然是工人和职员对剥削者的憎恨，仍然是这一基础上的瓦解，仍然是对国民劳动的侵占，一切都和沙皇制度下一样，改变的只是“共和国”各办公厅发文和收文上的 名称
 ！

至于煤炭工业，它在技术上和文化上同样“具备”了实现国有化的“条件”；掠夺人民的煤业大王在管理上也同样卑鄙无耻，工业家公然怠工、公然 破坏
 和停止生产的桩桩 事实
 有目共睹。甚至孟什维克部长的报纸《工人报》也承认了这些事实。那又怎么样呢？除了举行几次工人代表和煤业辛迪加强盗的代表各占“半数”的旧的反动官僚式的会议，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连一个革命民主的步骤也没有采取，丝毫也没有想到要建立唯一切实的 来自下面的
 监督，即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用恐怖手段来对付那些危害国家、停止生产的煤炭工业家！怎么可以这样呢？要知道，我们“大家”都主张“联合”，不是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就是同工商界“联合”，而联合就意味着把政权留在资本家手里，让他们横行无忌，让他们阻碍事业，把一切都归罪于工人，使经济破坏加剧， 从而
 准备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





取消商业秘密

如果不取消商业秘密，对生产和分配的监督，要么仍旧是空洞的诺言——立宪民主党人用它来愚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又用它来愚弄劳动阶级；要么可能完全用反动官僚的办法和措施来实现。尽管这一点对任何不抱成见的人来说十分明显，尽管《真理报》一直坚持取消商业秘密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71—172、285、286—288、364—366、367—369、370—372页。——编者注］

 （为资本效劳的克伦斯基政府封闭《真理报》，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件事），但无论是我们的共和政府或是“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对真正监督的这一 首要条件
 连想也没有想过。

这正是实行任何监督的关键。这一点正是那些掠夺人民并暗中破坏生产的资本家的最敏感之处。正因为这样，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就害怕触及这一点。

资本家通常提出的、小资产阶级不加思索一再重复的理由，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绝对不容许取消商业秘密，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各企业对市场的依赖，使商业帐目和商业周转（当然银行周转也在内）必须保持“神圣不可侵犯”。

凡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种理由或类似理由的人，都是自己甘愿受骗，又在欺骗人民，他们闭眼不看现代经济生活中两个众所周知的极其重大的基本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大资本主义，这是银行、辛迪加、大工厂等等的经济特点。第二个事实就是战争。

现代大资本主义到处都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正是它消除了商业秘密的任何合理性，使商业秘密成为虚伪的东西，成为只是掩盖大资本的金融诈骗行为和惊人利润的手段。大资本主义经济，就其技术本性来说，是社会化的经济，就是说，它为千百万人工作，它通过自己的各种业务把成百、成千、成万个家庭直接或间接地连在一起。这并不是小手工业者或一般农民的经济，他们根本不记商业帐，所以取消商业秘密同他们没有关系！

在大经济中，它的业务反正有几百人以至更多的人知道。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在这里并不是为生产或交换的需要服务的，而是为投机买卖和用极不正当的手段牟取暴利，以及真正的诈骗行为服务的。大家知道，在股份企业中这种诈骗行为特别流行，而且用伪造得足以欺骗公众的报表和资产负债表非常巧妙地掩盖起来。

如果说在那些生产本身还没有社会化、还是分散零星的小商品经济中，即在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中，保持商业秘密是必不可免的，那么在大资本主义经济中保护这种秘密，便是保护真正一小撮人的特权和利润而 损害
 全体人民。既然规定股份公司必须公布报表，那就是说，法律也已经肯定了这一点，不过 这种
 监督（这在一切先进国家以及俄国都可以实行）正是反动官僚式的监督，这种监督不是擦亮 人民
 的眼睛，而是 不让
 人民知道股份公司业务的 全部真相
 。

按革命民主方式行事，就应该立刻颁布另一种法律：取消商业秘密，要求大企业和富人有最完备的报表，让任何一个公民团体（在民主的意义上说已达到相当人数的团体，譬如1000或10000选民）有权审查任何一个大企业的 一切
 文据。这样的办法只要有一项法令就完全可以很容易地实现； 只有
 这个办法才能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联合会，通过各政党来调动 人民
 对监督的主动性；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监督成为认真的和民主的监督。

此外还要考虑到战争。现在绝大多数工商企业不是为“自由市场”服务，而是 为国家
 、为战争服务。所以我已经在《真理报》上说过，用不可能实施社会主义这一理由来反驳我们的人是撒谎，是彻头彻尾的撒谎，因为这里所说的，不是要现在立刻直接实施社会主义，而是要 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86—288页。——编者注］

 。

为“战争”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即直接或间接地同军事订货有关的经济）在法律保护下一直在 盗窃国库
 ，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和反对取消商业秘密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无非是 盗窃国库的帮手和庇护者
 。

为了战争俄国现在 
每天

 耗费5000万卢布。每天5000万，这个数目大部分是付给军火商的。在这5000万中 
每天

 至少有500万，也许有1000万以至更大的数目成了资本家和同他们有某种勾结的官吏们的“正当收入”。特别是那些为军事订货提供贷款的大公司和大银行，在这里赚取了闻所未闻的利润，它们大发横财就是靠盗窃国库，因为这种乘战争灾难的“机会”，乘几十万、几百万人死亡的“机会”来欺诈和掠夺人民的行为，决不能叫作别的。

关于这种从军事订货中获得的可耻的利润，关于银行隐匿的各种“保证书”，关于靠物价飞涨发财的是些什么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社会上”也用嘲笑态度谈论着这些事， 甚至
 那些通常避而不谈“不愉快的”事实、绕开“棘手”问题的资产阶级报刊，对这点也明确无误地多次提到。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都不说，都忍气吞声，都听任政府冠冕堂皇地谈论“监督”和“调节”！！

革命民主主义者，如果他们真是革命者和民主主义者，那他们就应该立刻颁布法律：取消商业秘密，责成军火商和商人公布报表，未经当局允许不得擅自丢弃他们所经营的业务，用没收财产和枪毙 
［注：我有一次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指出过，只有在剥削者为了维护剥削而用死刑来对付劳动群众
 的时候，才能认为反对死刑的理由是正当的。（参看本卷第90—93页。——编者注）不用死刑来对付剥削者
 （即地主和资本家），这是任何革命政府都未必能做到的。］

 来惩治那些隐瞒实情和欺骗人民的人，组织 来自下面的
 、民主的检查和监督，即由人民自己，由职员联合会、工人联合会以及消费者团体等等实行检查和监督。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完全称得上是被吓倒的民主派，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重复所有被吓倒的市侩的话，说什么采用“过严的”办法，资本家就会“逃走一空”，说没有资本家“我们”就不行，说也许英法百万富翁也会因此“见怪”，而他们本来是“支持”我们的，如此等等。使人觉得，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从未试行过的东西，是“乌托邦”。其实早在125年以前，在法国就有过真正的“革命民主派”，他们真正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他们真正依靠同样有这种真诚信念的人民群众，——这些人能够建立起对富人的 革命
 监督，并且获得了举世钦佩的结果。而在这125年中，资本主义发展了，建立起银行、辛迪加、铁路等等，这就使工人和农民对剥削者，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真正民主监督的措施要容易和简单百倍。

就实质来说，监督的全部问题归根到底在于谁监督谁，就是说哪一个阶级是监督阶级，哪一个阶级是被监督阶级。直到现在，在我们共和制的俄国，在所谓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参与下，仍旧承认地主和资本家是监督者，仍旧让他们当监督者。结果，资本家激起人民公愤的掠夺行为就必然出现，资本家故意维持的经济破坏现象也就必不可免。应当不怕打破旧的，不怕大胆建设新的，坚决彻底地实行 由
 工人和农民 对
 地主和资本家的监督。而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最害怕的事情。





强迫参加联合组织

强迫辛迪加化，即强迫参加联合组织，例如强迫工业家参加联合组织，在德国已经这样做了。这里丝毫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过错，共和制的俄国在这方面也是完全陷于停滞状态，这两个不那么可敬的政党还在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和布勃利科夫之流，或者和捷列先科及克伦斯基跳起卡德里尔舞 
[82]

 供俄国“消遣”。

强迫辛迪加化，一方面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推动，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遍地使阶级斗争成为有组织的斗争，使联合组织的数量增加，名目繁多，作用增大。另一方面，强迫“联合化”又是任何一种稍微认真的监督办法和任何一种节省国民劳动的办法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例如，德国的法律责成当地或全国的制革工厂主组成一个联合组织，由国家派代表参加这个联合组织的董事会，进行监督。这种法律丝毫没有直接（指法律本身）触动财产关系，没有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没有预先决定，这种监督是用反动官僚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还是用革命民主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

这种法律可以而且应当在我国立即颁布，哪怕一个星期的宝贵时间也不要失掉，让 
社会环境本身

 去规定实施法律的更具体的方式、速度以及监督法律实施的办法等等。为了颁布这样的法律，国家并不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专门的考察以及事先的调查，只要有决心同那些“不习惯”这种干预、不愿意丧失超额利润（按老规矩经营又不受监督而得来的）的资本家的某些私人利益断绝关系就行。


为了
 颁布这样的法律，并不需要任何机构，任何“统计”（切尔诺夫曾想用“统计”来代替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因为这种法律应当由工厂主或工业家本身，由现有的社会力量来实施，并由 现有的
 社会（即不是政府的，不是官僚的）力量加以监督，不过这种社会力量一定要来自所谓“下层等级”，即来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因为这些阶级的英勇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和集体纪律，在历史上总是比剥削者 高出
 无数倍。

假定我国有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它规定每个生产部门中凡是雇用工人两个以上的工厂主和工业家都必须立刻参加县和省的联合组织。首先要责成工厂主、经理、董事、大股东始终如一地执行法律（因为这些人都是现代工业真正的领袖、真正的主人）。如果他们规避立刻执行法律的工作，就把他们当作逃避兵役者加以惩办，并实行连环保，各人用自己的全部财产担保，大家对一人负责，一人对大家负责。其次，所有职员也有责任执行这个法律，他们也必须成立 一个
 团体，所有工人和工会也有责任执行这个法律。“联合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最完备、最严格和最详细的报表制度，而主要是把购买原料、销售产品、 节省
 国民财力和人力方面的 业务联合起来
 。分散的企业联合为一个辛迪加，就能大大节省，这是经济学告诉我们的，也是一切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的例子说明了的。应当再重复一遍，联合成一个辛迪加，这本身丝毫不改变财产关系，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这一点必须再三强调，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一直在“吓唬”中小业主，说社会党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想“剥夺”他们；这种说法显然是骗人的，因为社会党人 就是在完全的社会主义
 变革时也不想剥夺、不能剥夺并且不会剥夺小农。我们说的始终 只是
 最紧迫最必要的办法，这些办法在西欧已经实现了，凡是稍微彻底一点的民主派都应当立刻在我国采取这些办法，以便同日益逼近的不可避免的灾难进行斗争。

如果要小的和极小的业主都参加各种联合组织，那无论在技术上或者文化上都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因为他们的企业非常分散，技术简陋，业主本人又不识字或无知识。然而正是这些企业可以不包括在这项法律之内（我们在上面假设的例子中已经指出了），即使不把它们联合起来，更不用说联合得晚一些，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障碍，因为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在生产总额中的比重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意义都是 微不足道的
 ，况且这些企业通常都是这样或那样地依赖大企业的。

有决定意义的只是大企业，这种企业在技术和文化方面 已经具备了
 “联合化”所必需的手段和人力，所缺少的只是 革命
 政权调动这些人力和手段所必需的严厉无情地对待剥削者的那种坚决果断的主动精神。

国家愈缺乏受过技术教育的人才和一般知识分子，就愈 迫切
 需要尽可能迅速、尽可能坚决地下令实行强迫联合，而且要从大的和最大的企业开始，因为正是联合才能 节省
 知识分子，才能 充分
 使用和更合理地调配这些力量。既然沙皇政府统治下的穷乡僻壤的俄国农民，努力排除政府所造成的无数障碍，也能在1905年以后，在成立各种联合组织方面大大跨进一步，那么现在大工商业和中等工商业的联合自然就能够在几个月内实现，或者还要快些，只要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能强制执行，能依靠“下层”即民主派、职员、工人的支持和参加，使他们从中得利受益，并且号召 他们
 起来实行监督。





调节消费

战争迫使所有交战国和许多中立国都实行了调节消费的办法。面包配给证出世了，成了很普通的现象，接着又出现了其他各种配给证。俄国也不例外，也采用了面包配给证。

然而，正好用这个例子，我们也许可以把对付灾难的反动官僚办法同革命民主办法作一个最鲜明的对比，前一种办法力求局限于最微小的改革，而后一种办法要名副其实，首要任务就是强制地同过时的老一套决裂，尽可能加快事情的进展。

采用面包配给证，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消费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任务，它所要做到的只有一点（至多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把现有粮食分配得让大家够吃。规定最高消费量的远不是一切食品，而只是几种主要的“大众”食品。如此而已。别的就再也不管了。官僚式地统计现有存粮，按人口分配，规定定量，付诸实施，这样就算完事。奢侈品是不涉及的，因为这些东西“反正”很少，“反正”很贵，“人民大众”是买不起的。所以在无一例外的 所有
 交战国中， 甚至
 在德国这样一个无可争辩地可以说是最准确、最精密、最严格调节消费的模范国家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富人一直 不受
 任何消费“定量”的 限制
 。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大家”谈起来都是加以嘲笑的。德国社会党的报刊（有时甚至是资产阶级的报刊），不管德国军营般森严的书报检查机关如何横暴，经常登载一些短评和消息，报道富人的“菜单”，披露富人在某某疗养地（凡是……有钱的，都可以托病到那里疗养）可以无限制得到白面包，富人吃的是难以见到的珍馐佳肴，而不是大众食品。

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 害怕
 损坏资本主义的基石，雇佣奴隶制的基石，富人经济统治的基石， 害怕
 发挥工人以及所有劳动者的主动性， 害怕
 “煽起”他们的要求； 这样的
 国家除了面包配给证，其他什么也不需要。这样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采取任何一个步骤，都不会忽略自己的 反动
 目的：巩固资本主义，不使它受到损害，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尤其在调节消费方面，仅仅采取一些使人民不致挨饿所绝对必需的办法，而决 不打算
 真正调节消费，就是说，并不想 监督富人
 ，并不想把战时 更多的
 负担加到那些在和平时期养尊处优、享有特权、饱食终日的富人身上。

用反动官僚办法解决战争向人民提出的任务，就只限于实行面包配给制，平均分配那些生活绝对必需的“大众”食品，一点也不放弃官僚主义和反动性，就是说，一点也不放弃自己的目的： 不
 调动穷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平民”）的主动性， 不
 容许 他们
 监督富人， 更多地
 为富人留下享受奢侈品的漏洞。在 所有
 国家中，重复一句，甚至在德国，更不消说俄国了，这样的漏洞是留得很多的，“老百姓”在挨饿，而富人却到疗养地去，除官方规定的很少一点定量外，还得到各种“补贴”，而且 
不

 许别人对 
自己

 监督。

在刚刚完成了反对沙皇制度、争取自由平等的革命的俄国，在按实际政治制度来说一下子就成了民主共和国的俄国， 大家
 看到富人可以轻易躲过“面包配给制”的限制，这特别使人民感到刺眼，特别引起群众的不满、恼怒、痛恨和愤慨。他们这样做非常容易。他们“暗地里”用特别高的价格，尤其是“ 
依靠交情

 ”（这种交情只有富人才有），就能得到一切，而且数量很大。人民却在挨饿。调节消费受到最狭窄的官僚反动的框框的限制。政府方面丝毫没有想到，丝毫没有设法根据真正革命民主的原则来进行这种调节。

“大家”都吃到排队买东西的苦头，可是……可是富人却派仆人去排队，甚至雇用专门的仆人来做这件事！这也叫作“民主制度”！

在国家经受空前的灾难的时候，为了战胜当前的灾难，革命民主政策应不限于实行面包配给制，还要加上以下的办法：第一，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因为不这样就无法充分贯彻对消费的监督；第二，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要他们无报酬地在这些消费合作社中从事文书之类的劳动；第三，把一切消费品真正平均分配给居民，使战争的重负真正平均分担；第四，实行监督，要使富人的消费受到居民中贫苦阶级的监督。

在这方面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在组织人民中最贫苦阶级实行监督方面表现真正的革命性，就能大大推动现有的每个知识分子努力工作，就能发挥全体人民真正的革命干劲。然而现在，共和制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俄国的部长们，和他们在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同行一样，说些“为人民利益共同劳动”、“调动一切力量”这样的漂亮话，可是人民到底还是看到了、感受到了、觉察到了这些话的虚伪性。

结果是踏步不前，瓦解现象日趋严重而无法控制，灾难日益逼近，其原因在于：按照科尔尼洛夫方式，按照兴登堡方式，按照一般帝国主义方式来让工人服军事苦役吧，我国政府无法做到，因为 革命
 的传统、记忆、痕迹、习惯和制度还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之中；真正认真地沿着革命民主的道路前进几步吧，我国政府又不愿意，因为它完全依赖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搞“联合”，生怕触犯资产阶级事实上的特权，这样就把它浑身上下都束缚住了。





政府破坏民主组织的工作

我们探讨了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各种办法和方法。我们处处都看到了，以民主派为一方，以政府以及支持政府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为另一方，彼此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证明这些矛盾不仅我们说存在，而且在实际上存在，为了证明这些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已为具有全民意义的冲突所 实际
 证实，只要提一下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历史中两个特别典型的“总结”和教训就够了。

帕尔钦斯基“当权”的历史是一个教训。彼舍霍诺夫“当权”和垮台的历史又是一个教训。

上述各种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办法，实质上就是要从各方面鼓励（直到强迫）居民，首先是民主派即大多数居民“联合化”，也就是说首先鼓励被压迫阶级，鼓励工人和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联合化”。为了克服战争所带来的空前的困难、重担和灾难，居民自己已经自发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沙皇政府曾千方百计地阻挠居民自动地和自由地“联合化”。但在沙皇君主制崩溃后，民主组织便在俄国各地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自发的民主组织，即各种供给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燃料会议以及诸如此类的组织，进行了克服灾难的工作。

在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全部历史中，在这个问题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自称为共和的革命的 政府
 ，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革命民主派全权机关”的名义 支持的
 政府，竟 
反对

 民主组织，并且 
搞垮了这些组织

 ！！

帕尔钦斯基由于进行这个斗争，臭名传遍了俄国。他藏在政府背后进行活动，而不在大庭广众公开出面（所有立宪民主党人也喜欢以这种方式活动，乐意推出策列铁里来“对付人民”，自己却在暗中包办一切重要事情）。帕尔钦斯基阻挠和破坏了自发民主组织的一切重大措施，因为任何一项重大措施都不能不“损害”基特·基特奇之流的无限利润和专横气焰。而帕尔钦斯基正是基特·基特奇之流的忠实卫士和奴仆。事情弄到这种地步，——这是报上公布过的事实——帕尔钦斯基竟公然 撤销
 自发民主组织的指令！！

帕尔钦斯基“当权”的全部历史（他“当权了”好几个月，而且正是在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切尔诺夫当“部长”的时候），完全是一部 讨好
 资本家、为了资本家的卑鄙私利而践踏民意、破坏民主派决定的见不得人的丑史。自然，报纸上能够发表的只是帕尔钦斯基“功绩”的极小一部分，要把他 阻挠
 克服饥荒的罪行彻底查清，只有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的政府才能做到，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会把帕尔钦斯基及其同类人物的案件毫不隐匿地提交人民 审判
 。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帕尔钦斯基只是一种例外，他不是已经被赶走了吗……可是问题正在于：帕尔钦斯基不是例外，而是 通例
 ；赶走了帕尔钦斯基，情况丝毫也没有改善；代替他的只是一些名字不同的帕尔钦斯基罢了；资本家的全部“ 影响
 ”， 为讨好资本家而破坏克服饥荒
 的全部政策，仍丝毫没有触动。因为克伦斯基之流不过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屏风而已。

对这一点的最明显的证明，就是粮食部长彼舍霍诺夫退出内阁。大家知道，彼舍霍诺夫是个最最温和的民粹派。可是他在组织粮食工作方面很想老老实实地做些事情，同民主组织取得联系，把它们作为依靠。彼舍霍诺夫的工作 经历
 和 退出
 内阁之所以更值得注意，是因为这个极温和的民粹派分子，这个“人民社会”党党员，虽然决心同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还是不得不退出内阁！原因是克伦斯基政府为了讨好资本家、地主和富农而 提高了
 粮食的固定价格！！

请看玛·斯米特在9月2日《自由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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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号上对这个“步骤”及其意义的描写吧：


　　“在政府决定提高固定价格的前几天，全国粮食委员会里曾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右派代表罗洛维奇这个顽固维护私人商业利益、激烈反对粮食垄断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人，洋洋得意地当众宣布，据他所知，粮食的固定价格很快就要提高了。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回答说，他丝毫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只要革命还在俄国进行，决不会有这种事，不同民主派的全权机关经济委员会和全国粮食委员会商量，政府无论如何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也同意这个声明。

但是，可惜！事实对这个反声明作了非常严酷的修正：言中的不是民主派的代表，而是有产者的代表。关于准备侵犯民主派权利这件事，他消息很灵通，而民主派的代表连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也愤慨地加以否认。”





　　总之，无论工人代表或农民代表，都以绝大多数人民的名义明确地申述了自己的意见，而克伦斯基政府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却反其道而行之！罗洛维奇这个资本家的代表对于民主派不知道的那些事情，消息是非常灵通的，这正象我们常常看到而且现在还能看到的情形一样：资产阶级报纸《言语报》和《交易所小报》对于克伦斯基政府中所发生的事情，消息是非常灵通的。

这种消息灵通说明什么呢？显然说明资本家有自己的“门路”，并且 在事实上
 掌握着政权。克伦斯基是一个傀儡，他们要怎样使用他，就怎样使用他，要什么时候使用他，就什么时候使用他。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成了一小撮富人利润的牺牲品。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怎样回答这种令人愤慨的嘲弄人民的行为呢？也许他们已经发表了告工人和农民书，宣告干这种事情的克伦斯基及其同僚只配进监狱吧？

根本没有这回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仅仅以他们所把持的“经济部”的名义通过了一项我们已经提到的虚声恫吓的决议！他们在这个决议中声称，克伦斯基政府提高粮食价格是一种“ 
有害的

 办法，使粮食工作以及全国经济生活遭受 
莫大的打击

 ”，说实施这些有害的办法是公然“ 
违反

 ”法律的！！

这就是妥协政策的结果，这就是向克伦斯基讨好并想对他“宽恕”的政策的结果！

政府讨好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富人，采取这种对整个监督工作、粮食工作和整顿摇摇欲坠的财政的工作 有害
 的办法，就是违反法律，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继续谈论同工商界达成协议，继续同捷列先科磋商，继续宽恕克伦斯基，只是通过了一纸决议表示抗议，但就是这个决议也被政府若无其事地束之高阁了！！

这里特别清楚地揭示了一个真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背叛了人民和革命，而布尔什维克才是群众（ 甚至
 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群众）的真正领袖。

这是因为，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才能肃清克伦斯基之流所造成的混乱现象，才能 
恢复

 被克伦斯基及其政府所 破坏
 的粮食、供给等等的民主组织的工作。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极其明显地看出，布尔什维克代表 全体
 人民的利益，即做好粮食和供给工作、满足工人 和农民
 的迫切需要这样的利益，这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动摇的、不坚决的、真正叛卖性的政策正好相反，他们的政策竟使国家干出了提高粮价这种可耻的事情！





财政破产和挽救的办法

提高粮食固定价格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价格的提高意味着更多地滥发纸币，物价更加高涨，财政紊乱加剧，财政破产逼近。大家都认为，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制性借款，它使工人这一部分最贫困的居民境况尤其恶化，它是财政混乱的主要祸害。

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支持的克伦斯基政府恰恰采用了这种办法！

要认真克服财政紊乱和必不可免的财政破产，除用革命手段同资本的利益决裂，组织真正民主的、“来自下面的”监督，即工人和贫苦农民 对
 资本家的监督之外，也就是除前面我们所说的办法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滥发纸币就是鼓励投机，让资本家靠投机大发横财，并且给亟需扩大的生产造成莫大困难，因为材料、机器等等的价格日益昂贵，不停地飞涨。富人把投机得来的财富隐瞒起来，那该怎么办呢？

可以对数额很大和极大的收入征收税率很高的累进所得税。继其他帝国主义政府之后，我国政府也实行了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多半是落空的，是一纸空文，因为第一，货币贬值愈来愈快，第二，收入来源愈是靠投机，商业秘密保守得愈严，隐瞒收入也就愈厉害。

要使税收实际可靠，不致落空，就必须实行实际的而不是停留在纸上的监督。如果监督仍然是官僚式的，那就不可能对资本家实行监督，因为官僚本身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里，不管是君主国也好，共和国也好，整顿财政完全靠实行“劳动义务制”，而实行的办法就是让工人服 军事苦役
 或者说沦为 军事奴隶
 。

反动官僚式的监督是帝国主义国家（法国和美国这两个民主共和国也不例外）把战争重担转嫁给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唯一手段。

我国政府政策的基本矛盾就在于：为了不同资产阶级闹翻，不破坏同它的“联合”，就不得不实行反动官僚式的监督，同时为了不断欺骗人民，又把这种监督叫作“革命民主的”监督，这样就激起了刚把沙皇制度推翻的群众的愤怒和痛恨。

其实，只有采取革命民主的办法，把工农被压迫阶级，把群众联合在各种团体中，才能 对富人
 实行真正的监督，才能最有效地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

现在正在大力鼓励用支票流通的办法来防止滥发纸币。这种办法对穷人没有意义，因为穷人反正是过一天算一天，一星期就完成一次“经济周转”，把挣来的很少几个钱又还给资本家。对于富人，支票流通则有巨大的意义，特别是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和取消商业秘密之后，支票流通就能够使国家 真正监督
 资本家的收入，真正抽他们的税，真正把财政体系“民主化”（同时加以整顿）。

但是这里的障碍正是那种害怕侵犯资产阶级特权、害怕破坏同它的“联合”的心理。因为不采取真正革命的办法，不使用极严厉的强制手段，资本家就不会服从任何监督，不会公开自己的收支情况，不会向民主国家“申报”储藏的纸币。

联合在各种团体中的工人和农民，只要把银行收归国有，实行一切富人都必须依法执行的支票流通的办法，取消商业秘密，规定没收隐瞒收入者的财产，等等，就能非常容易地使监督成为真正的和普遍的监督，正是这种对富人的监督，能使国库发行的纸币 从那些
 拥有和隐藏纸币的人手中 回交国库
 。

为此就必须有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派的革命专政，就是说，为此民主派就必须成为 真正
 革命的民主派。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关键。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愿意做的事，他们打着“革命民主”的 旗帜
 来欺骗人民，实际上支持资产阶级的反动官僚政策，而资产阶级总是遵循下列原则：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　nous　le　déluge”） 
[84]

 ！

我们平常甚至没有察觉到，所谓资产阶级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反民主的习惯和成见是如何深刻地侵蚀了我们的心灵。某个工程师或银行家公布工人的收支情况，公布关于工人工资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材料，被认为是非常合理合法的事情。谁也不认为这是侵犯工人的“私生活”，是工程师在“侦探或告密”。资产阶级社会把雇佣工人的劳动和工资看作 自己的
 公开帐簿，任何一个资产者都有权随时查看，随时揭露工人如何“奢侈”、如何“懒惰”等等。

可是，如果反过来进行监督呢？如果职员、办事员和 仆役
 的团体应 民主
 国家的邀请来检查资本家的收支情况，公布这方面的材料，协助政府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那又会怎样呢？

那资产阶级就会大嚷大叫地反对“侦探”，反对“告密”了！“老爷”监督仆役，资本家监督工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认为被剥削劳动者的私生活并 不是
 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有权要求每个“雇佣奴隶”报帐，有权随时公布他的收支情况。而被压迫者要监督压迫者，要查清 他的
 收支情况，要揭露 他的
 奢侈生活——哪怕在战争期间，在这种奢侈生活已经直接引起了前线军队的饥饿和死亡的时候——啊，那可不行，资产阶级是不容许“侦探”和“告密”的！

问题归结起来还是在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的制度是 不可调和的
 。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里， 如果害怕
 走向社会主义，那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害怕走向社会主义能不能前进？

以上所说的，很容易引起那些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流行的机会主义思想侵蚀的读者的反驳，说这里描述的实质上多半不是民主的措施，而 已经
 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了！

这种在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常见的（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流行的反驳，是对落后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动的司徒卢威式的辩护。他们说什么我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实施”社会主义还为时过早，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应该做资产阶级的奴仆（虽然法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125年以前就对一切压迫者，即地主和资本家采取了 恐怖手段
 ，从而使革命成了伟大的革命！）。

那些替资产阶级效劳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也转到他们那边去了）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不懂得（从他们这种意见的理论根据来看）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革命民主制。因为，懂得这些东西的人决不会不承认，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

大家都在谈论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无非是垄断资本主义。

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点可以由“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糖业辛迪加等等充分证明。而这个糖业辛迪加又使我们亲眼看到垄断资本主义怎样转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什么是国家呢？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组织，例如在德国便是容克和资本家的组织。所以德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谢德曼、伦施等人）称之为“军事社会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得简明些，就是使工人服军事苦役，使资本家的利润得到军事保护。

如果试一试用 革命民主
 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 一切
 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 代替
 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如果资本主义大企业成了垄断组织，那就是说，它面向全体人民。如果它成了国家垄断组织，那就是说，由国家（在 革命
 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就是居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来指导整个企业。但是为谁的利益服务呢？

——或者是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服务，那就不是革命民主国家，而是反动官僚国家，是帝国主义共和国；

——或者是为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服务，那 
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 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
 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 不再是
 资本主义垄断了。

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客观的发展进程是这样：不走向社会主义，就 不能
 从 垄断组织
 （战争使垄断组织的数目、作用和意义增大了十倍）向前进。

或者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那就不能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或者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象普列汉诺夫、唐恩、切尔诺夫那样，借口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实施”社会主义等等来非难这些步骤，那就必然会滚到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科尔尼洛夫那边去，即用 反动官僚手段
 来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民主的”要求。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我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也就在这里。

在整个历史上，特别在战争期间，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纪的俄国，不 
走向

 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 
步骤

 （这些步骤为技术和文化的水平所制约和决定．在农民的耕作业中“实行”大机器经济固然不行，在糖业生产中要取消大机器经济也是不行的），就 不能
 前进。

害怕前进， 
那就意味着

 后退，而克伦斯基之流先生们在米留可夫之流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欣然赞赏下，在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的愚蠢帮助下，正是这样做的。

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 
从而

 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 
物质

 准备，是社会主义的 
前阶

 ，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 没有任何中间级
 。


※　　　　　※　　　　　※

　　对于社会主义问题，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抱着学理主义的态度，即根据他们背得烂熟但理解得很差的教条来看待的。他们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远的、情况不明的、渺茫的未来。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 实际地
 显现出来了。

什么是普遍劳动义务制呢？

这就是在最新的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是朝着按照某一总计划来调节整个经济生活的方向，朝着节省国民劳动、防止资本主义加以滥用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在德国，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是容克（地主）和资本家，所以它对工人来说必然成为军事苦役。

可是这一制度如果由革命民主国家来实行，那么请想一想，它会有怎样的意义呢？由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实行、调节、指导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虽然 还不是
 社会主义，但是 已经不是
 资本主义了。这是 走向
 社会主义的一个巨大 步骤
 ，在保持充分民主的条件下，除非对群众施加空前未有的暴力，决不可能从这样的步骤退到资本主义去。





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

既然谈到战胜日益逼近的灾难的办法问题，我们就得说明一下另外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之间、罪恶的掠夺战争和正义的民主战争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上面已经指出，我们所描述的一切战胜灾难的办法，会大大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换句话说，会大大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不把侵略战争变为正义战争，不把资本家为了本身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变为无产阶级为了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那么这些办法就不能实施。

情况确实如此。实行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同时取消商业秘密和实行工人对资本家的监督，不仅可以大大节省国民劳动，可以节省人力和物力，而且会使居民中的劳动 群众
 即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大家知道，在现代战争中，经济组织是有决定意义的。在俄国，粮食、煤、石油、铁都很充足，在这方面，我国的状况比欧洲任何一个交战国都好。如果在用上述办法消除经济破坏时，发挥群众在这方面的主动性，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实行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俄国就能利用自己的革命和自己的民主制度把整个国家的经济组织水平大大提高。

假如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同那些阻挠一切监督办法、暗中破坏生产的资产阶级搞“联合”，而在4月间就使政权转归苏维埃，并且不把自己的力量用在玩弄“更换阁员的把戏”，用在争取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分享部长、副部长等等官位，而是把力量用来领导工农实行 他们对
 资本家的监督，领导工农进行 反对
 资本家的 战争
 ，那么俄国现在就会成为一个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造的国家，成为一个土地归农民、银行国有化的国家，也就是说， 在这些方面
 （而这是现代生活极其重要的经济基础）会 超过
 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


实现了
 银行国有化的国家，它的防御能力即军事实力 超过
 银行留在私人手里的国家。土地由农民委员会掌握的农民国家，它的军事实力 超过
 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国家。

人们常常拿法国人在1792—1793年所表现的英勇爱国精神和奋勇作战的奇迹作例证。但是，他们常常忘记了当时唯一可能造成这种奇迹的物质条件，即历史经济条件。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毁过时的封建制度，使全国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并且是以真正革命民主主义者那种迅猛、果敢、坚韧和忘我的精神来实现这种过渡，——这就是那些用“神奇的”速度挽救了法国，把它的经济基础加以 改造
 、加以 革新
 的物质经济条件。

法国的例子告诉我们的唯一的一点就是：要使俄国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要使俄国也出现群众英勇奋斗的“奇迹”，就必须用“雅各宾式的”无情手段来扫除一切旧的东西， 在经济上
 革新俄国，改造俄国。这在20世纪不是光靠推翻沙皇制度（法国在125年前就已经不限于此了）就能办到的。这甚至也不是光靠用革命手段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我们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背叛了农民！），光靠把土地转归农民就能办到的。因为现在是在20世纪，只有对土地的统治，而 没有对银行的统治
 是不能改造和革新人民的生活的。

18世纪末，法国在物质方面即生产方面的革新是同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革新，同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当时民主派还没有同无产阶级分开，无产阶级几乎还同民主派融合在一起），同向一切反动势力宣布的无情战争联系着的。全体人民，特别是群众即各 被压迫
 阶级，都充满了无限的革命热情； 大家
 都认为当时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战争，而且 事实上也是
 这样。革命的法国抵御了反动君主制欧洲的侵犯。不是在1792—1793年，而是过了很多年， 在
 国内反动势力取得胜利 以后
 ，拿破仑的反革命专政才把法国进行的战争由防御战争变成了侵略战争。

俄国的情况怎样呢？我们继续在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战争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是同其他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遵照 沙皇
 同英国等国的资本家签订的秘密条约进行的，这些条约允许俄国资本家掠夺别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利沃夫、亚美尼亚等等。

只要俄国还没有提出缔结公正的和约，还没有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从俄国方面来说，战争仍然是非正义的、反动的侵略战争。战争的社会性质和它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由敌军盘踞在什么地方决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是这样想的，他们堕落到了无知农夫的庸俗水平）。决定战争社会性质的是战争所继续的是 什么政治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由 哪一个阶级
 进行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

引导群众去参加履行秘密条约的掠夺战争，还指望群众表现热情，这是不可能的。革命俄国的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日益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的罪恶性质，资产阶级不仅不能打消群众的这种信念，群众对战争的罪恶性质的认识反而日益提高了。俄国 两个首都
 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为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了！

这里怎么谈得上群众拥护战争的热情呢！

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是彼此紧密联系着的。没有人民在果敢地实现伟大的经济改造中所表现的大无畏的英勇精神，就不能使国家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而不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不向各国人民提出缔结民主的和约，不用这种办法把侵略的、掠夺的、罪恶的战争变为正义的、防御的、革命的战争，就不能激发群众的英勇精神。

只有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完全彻底地同资本家断绝关系，才能挽救我们的革命，挽救我们这个被帝国主义的铁钳钳制着的国家。





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

目前俄国的民主派要想成为真正革命的民主派，就应当同无产阶级结成最紧密的联盟，一起前进，支持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所进行的斗争。

分析了同规模空前的不可避免的灾难作斗争的办法问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

战争造成了如此重大的危机，使人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达到如此紧张的地步，使整个现代社会组织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因此人类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是灭亡，要么是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最革命的阶级，以便最迅速最激进地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

由于许多历史原因（俄国比其他国家落后得多，战争带给它的困难特别大，沙皇制度腐朽透顶，1905年的传统还充满活力），俄国比其他国家先爆发了革命。革命在几个月以内就使得俄国在 
政治

 制度方面赶上了先进国家。

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严酷地尖锐地提出问题：要么是灭亡，要么是 
在经济方面也

 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

这是可能的，因为在我们面前摆着许多先进国家的现成经验以及它们在技术和文化方面的现成成就。欧洲日益高涨的反战浪潮，全世界工人革命日益发展的气氛，给我们以精神上的支持。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极为罕见的革命民主的自由正激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

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在这样的时刻，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态度证明布尔什维克的老提法（只要形式上相应地作些改变）是正确的，即必须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挽救革命。

而农民在整个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是人数最多的。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担任了反动的角色：他们让农民继续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引导农民去同资产阶级联合，而不是去同无产阶级联合。

革命的经验迅速地教育了群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反动政策正在破产：他们已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遭到失败 
[85]

 。在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的内部都有“左的”反对派在成长。1917年9月1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社会革命党市代表会议上，趋向于同无产阶级联盟而拒绝同资产阶级联盟（联合）的 左派
 社会革命党人占三分之二的多数。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重复资产阶级所喜爱的对比方法，即拿资产阶级与民主派作对比。但是，这种对比实质上就象拿尺与斗作对比那样荒谬。

有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也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只有对历史和政治经济学都十分无知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所以要作这种不正确的对比，是为了 掩盖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就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还有一个 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阶级的经济地位，必然会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小资产阶级拉去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他们整个“联合”的实质、整个联合内阁的实质、克伦斯基这个典型的半立宪民主党人的全部政策的实质就在这里。在这半年的革命中，这个政策已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立宪民主党人幸灾乐祸，说革命遭到了破产，革命既 没有
 消除战争，也 没有
 消除经济破坏。

这话不对。遭到破产的是 立宪民主党人
 以及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因为半年来是这个联盟在统治俄国，而且在这半年中使经济破坏加剧了，使战争局势变得更加混乱、更加困难了。

资产阶级同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
 破产愈彻底，人民 受到教育
 也就愈快。人民也就会更容易地找到 正确的
 出路，那就是：贫苦农民即大多数农民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





	1917年9月10—14日1917年10月底由波涛出版社彼得格勒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在第34卷第151—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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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

（关于出版自由）

（1917年9月12日〔25日〕以前）

4月初，我在阐明布尔什维克对要不要召开立宪会议这个问题的态度时写道：


　　“应当召开，而且要快些召开。但是保证它召开并且开得成功的条件只有一个：增加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的数量，加强它们的
力量

 ；组织和
武装

 工人群众。这是唯一的保证。”（《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生活和知识出版社普及丛书第3册第9页和第29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94页。——编者注］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5个月了，由于立宪民主党人的过错，会议一再延期召开，这就证明了这些话是正确的。此外，科尔尼洛夫叛乱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些话是正确的。现在，由于民主会议就要在9月12日召开，我想谈谈问题的另一方面。

孟什维克的《工人报》和《人民事业报》看到对农民的鼓动工作，对俄国人民中的这一真正的 大头
 、真正的多数的教育工作做得太少，对此表示遗憾。大家都意识到而且都承认，立宪会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对农民的教育，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简直少得可笑。而虚伪透顶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和“黄色的”报纸却在欺骗、愚弄和吓唬农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更不用说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与之相比就显得十分软弱无力。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这正是因为执政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软弱无能，不果断，不起作用；这正是因为他们不同意由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让农民仍然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下无人过问，听任农民受资本家和 他们的
 报纸、 他们的
 鼓动的“摆布”。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我国革命吹嘘成伟大的革命，到处大发其关于“革命民主”的豪言壮语， 行动上
 却使俄国局限于最普通的最典型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内，这次革命推翻了沙皇，但其他一切依然如故，并没有对农民认真进行任何政治教育，一点不触动农民的愚昧无知这个 最后的
 （也是最强有力的）堡垒——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的 堡垒
 。

正是现在应该提请人们注意这一点。现在，在民主会议召开以前，在离“预定”（为了再延期）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还有两个月的时候，正应该指出，如果……如果我们的带引号的“革命民主派”是真正革命的和真正民主的，而所谓革命的，就是能够采取革命的行动，所谓民主的，就是照顾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而不是照顾继续掌握政权（克伦斯基政府）的少数资本家的意志和利益，那么事情就很容易挽回，在农民的政治教育方面就可以做许多工作，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总是想同这些资本家“妥协”，不是直接就是间接、不是通过旧方式就是通过新方式同他们“妥协”。

资本家（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无知或守旧而追随他们）把取消书报检查和各党派可以自由出版任何报纸叫作“出版自由”。

这实际上并不是出版自由，而是资产阶级富翁欺骗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群众的自由。

情况确实如此。就拿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报纸来说，你立刻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的报纸，如《言语报》、《交易所小报》、《新时报》、《俄罗斯言论报》等等等等（因为这类报纸很多），在发行量上占很大的优势。这种优势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决不是建筑在大多数人的意志上的，因为选举表明两个首都的大多数人（而且是绝大多数人）是站在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这方面的。这3个党所获得的票数占全部票数的 3
 / 4
 到 4
 / 5
 ，而他们出版的报纸的份数大概不及所有资产阶级报纸（我们现在知道而且看到，这些报纸直接或间接为科尔尼洛夫叛乱辩护）的 1
 / 4
 甚至 1
 / 5
 。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为什么。因为出版报纸是资本主义的有利可图的大行业，富人把几百万几百万卢布投入这一行业。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版自由”就是 富人
 有自由在每天数百万份的报纸上有计划地不断地欺骗、腐蚀和愚弄穷人——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

这就是大家都看到、都认识到的一个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显而易见的事实，也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羞羞答答地”故意不谈或胆怯地加以回避的事实。

现在要问：可不可以同这种令人气愤的弊端作斗争，怎样同它作斗争呢？

首先要有一个最简单、最有效、最合法的办法，这个办法我在《真理报》上早已指出过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23—324页。——编者注］

 ，现在，在9月12日就要到来的时候尤其值得一提，而且工人应该经常记住这个办法，因为他们在取得政权时不用这个办法恐怕是不行的。

这个办法就是报纸的私人广告业务由国家垄断。

只要翻一翻《俄罗斯言论报》、《新时报》、《交易所小报》、《言语报》等等，就可以看到大量的私人广告，这些广告给出版这些报纸的资本家带来一笔巨大的甚至是主要的收入。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报纸就是这样经营，这样发财， 这样贩卖毒品毒害人民
 的。

在欧洲，有些报纸的发行量达到该市居民人数的 1
 / 3
 （比如，居民24万人，发行量8万份），这些报纸虽然 免费
 送到 每一
 家，但是它们的出版者还能得到一笔很可观的收入。这些报纸都是靠登私人广告的收入维持的，而报纸免费送到每一家则保证了这些广告得到最广泛的传播。

试问，为什么自称革命的民主派不能实行这项措施，不能宣布报纸的私人广告业务由国家垄断呢？为什么不能宣布 除了
 省、市苏维埃出版的报纸以及彼得格勒 中央苏维埃
 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其他任何报纸不得刊登广告呢？为什么“革命”民主派必须容忍那些拥护科尔尼洛夫并且散布谣言诬蔑苏维埃的富人靠登私人广告来发财呢？

这种办法无疑是公平的。它对登广告的人有很大的益处，也对全体人民特别是受压迫最深和最愚昧的农民有很大的益处，他们花不了几个钱或不用花钱就能拿到附有农民专刊的 苏维埃
 报纸。

为什么不实行这种办法呢？只是因为资本家老爷们的私有权和继承权（广告收入的私有权和继承权）是神圣的。自称为20世纪的、第二次俄国革命中的革命民主派的人，难道可以承认这种权利是“神圣的”吗？！

有人会说：但是这样就破坏了出版自由。

不对。这样会扩大和恢复出版自由。因为出版自由就是 全体
 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

可是现在怎么样呢？现在 只有
 富人以及大党才有这种垄断权。要是能出版刊登各种广告的大型 苏维埃
 报纸，就完全能够保证更多的公民发表自己的意见，譬如能够保证每一个征集到一定数量签名的团体发表意见。经过这样的改革，出版自由 实际上
 就会变得更加民主，更加完备。

但是有人会说：到哪儿去找印刷所和纸张呢？

这才是关键！！！问题不在于“出版自由”，而在于剥削者对他们占有的印刷所和纸张拥有神圣的所有权！！！

为什么我们工人和农民要承认这种神圣的权利呢？这种刊登不真实的消息的“权利”比占有农奴的“权利”好在什么地方呢？

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可以而且到处都在征用房屋、住宅、马车、马匹、粮食、五金等等，而印刷所和纸张就不能征用呢？

不，把这种办法说成是不公正的或者是难以实现的，这只能暂时欺骗工人和农民，但是真理一定会取胜。

苏维埃形式的国家政权要把 所有的
 印刷所和 所有的
 纸张拿来 公平地
 分配：首先是给国家，这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大多数穷人的利益，特别是世世代代受地主和资本家折磨、压抑和愚弄的大多数农民的利益。

其次，是给比如在两个首都获得10万或20万选票的大党。

再次，是给比较小的党以及任何一个达到一定人数或征集到一定数量签名的公民团体。

只有这样分配纸张和印刷所才是公平的；在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实行这种分配是毫无困难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立宪会议召开前的两个月内真正帮助农民，保证把 每个
 大党的 为数几百万
 册的十来种小册子（或者是若干号报纸，或者是特刊）送到 每一个
 农村去。

这才是为立宪会议选举所作的“ 革命民主的
 ”准备，这才是先进工人和士兵对农村的帮助，这才是国家为了教育人民而不是愚弄和欺骗人民所给予的帮助，这才是 供所有人
 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真正的出版自由，这才是同迫使我们容忍富人霸占宣传和教育农民的伟大事业的可诅咒和受奴役的过去实行决裂。





	载于1917年9月15日（28日）《工人之路报》第1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08—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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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86]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的信

（1917年9月12—14日〔25—27日〕）

布尔什维克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之后，可以而且 应当
 夺取国家政权。

说可以，是因为两个首都人民中革命分子这个活跃的多数足以带动群众，战胜敌人的反抗，打垮敌人，夺取政权并且保持政权，是因为布尔什维克通过立即提议缔结民主和约，马上把土地交给农民，恢复受到克伦斯基糟蹋和破坏的民主机构和自由，一定能建立 谁
 也推翻不了的政府。

多数人民是 拥护
 我们的。从5月6日到8月31日以及到9月12日这段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我们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获得多数，是人民 倒向我们这一边的结果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动摇，他们中间国际主义者的力量的增长，也证明了这一点。

民主会议 并不
 代表革命人民这个大多数，它 只
 代表 妥协的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
 。决不要受选举票数的骗，问题不在于选举，不妨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市杜马的选举同苏维埃的选举比较一下。不妨把莫斯科的选举同8月12日莫斯科的罢工比较一下，这才是说明带领群众的革命分子已占多数的客观材料。

民主会议欺骗农民，它既不会给农民和平，也不会给农民土地。


只有
 布尔什维克政府才能够满足农民的要求。


※　　　　　※　　　　　※

　　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正是 现在
 应当夺取政权呢？因为彼得格勒眼看就要被放弃，而这会使我们的成功机会减少百分之九十九。

军队既然由克伦斯基之流领导，我们就 无法
 阻止放弃彼得格勒。

也不能“等待”立宪会议，因为克伦斯基之流随时都 可能
 用放弃彼得格勒来 破坏
 立宪会议。只有我们的党掌握了政权才能够保证立宪会议的召开，我们的党在掌握政权之后，就要对其他政党的拖延提出控告，并证实这种罪行。

英帝国主义者和德帝国主义者单独媾和是应当而且能够阻止的，只是必须赶快行动起来。

人民对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摇摆不定已经感到厌烦。只要我们在两个首都取得胜利，就能把农民争取过来。


※　　　　　※　　　　　※

　　问题不在于起义的“日期”，不在于起义的狭义的“时机”，这只能由那些 接近
 工人和士兵、 接近群众
 的人共同来决定。问题在于，我们党现在在民主会议里事实上有 自己的代表大会
 ，这个代表大会 应该
 （不管它是不是愿意，但应该）决定 革命的命运
 。

问题在于使全党明白我们的 任务
 ：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莫斯科区域）举行 武装起义
 、夺取政权和推翻政府的问题提上日程。必须周密地考虑一下， 怎样
 才能在这一方面进行鼓动而又不在报刊上这么说。

要记住并且深入思考马克思的关于起义的名言，如“ 起义是一种艺术
 ”[87]等等。


※　　　　　※　　　　　※

　　等待布尔什维克得到“形式上的”大多数，这是天真的想法，没有一次革命 这样
 等待过。克伦斯基之流也并没有等待，他们正在准备放弃彼得格勒。正是“民主会议”的可耻的动摇，一定会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弄得忍无可忍！如果我们现在不夺取政权，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没有起义的机关吗？有的，那就是苏维埃和民主组织。现在是英国人同德国人单独媾和的 前夜
 ， 正是
 现在这种国际局势 对我们是有利的
 。正是现在，向各国人民提议媾和就意味着 取得胜利
 。

只要 立刻
 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夺得政权（从哪里开始都可以，这无关紧要，也许，莫斯科甚至可以先开始），我们 毫无疑问一定
 能取得胜利。






	　　尼·列宁
载于1921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39—241页

















[86]《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是列宁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封信。1917年9月15日（28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这两封信，决定于最近期间召开会议来讨论策略问题。列·波·加米涅夫提出了下述决议案：“中央讨论了列宁的信，不接受信中提出的实际建议，号召所有组织只遵循中央的指示，并重申中央认为目前任何上街的行动都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中央同时要求列宁同志专门写一本小册子，详细分析他在信中提出的对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和党的政策问题。”决议案被会议否决。——[232]。



[87]这句话出自《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02页）。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是恩格斯所写的一组论述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文章。1851年8月初，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向马克思约稿。马克思因忙于经济学研究工作，转请恩格斯为该报写一些关于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和马克思向他提供的一些补充材料，并经常同马克思交换意见。文章寄发之前也都经马克思看过。文章发表时署名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这些文章没有重新出版过。以后出版的一些单行本也都用马克思的名义。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才知道这组文章是恩格斯写的。——[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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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起义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1917年9月13—14日〔26—27日〕）

现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政党，散布一种机会主义的谎话，说什么准备起义以及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是“布朗基主义”。这是这些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恶毒、也许是最流行的一种曲解。

机会主义的首领伯恩施坦由于诬蔑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早已弄得声名狼藉，现时的机会主义者又叫喊什么布朗基主义，其实他们一点也没有翻新和“丰富”伯恩施坦的贫乏“思想”。

马克思主义者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竟有人因此而诬蔑他们是布朗基主义！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样曲解真理更令人气愤的吗？因为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正是马克思把这个问题说得最肯定、最准确、最无可争辩，正是他把起义叫作 艺术
 ，他说，必须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必须 赢得
 第一次胜利，并且趁敌人张皇失措的时候，不停地向敌人 进攻
 ，不断地取得胜利，如此等等。

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 人民的革命高潮
 。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 转折点
 ，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 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
 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正是 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
 不同的地方。

既然这些条件已经具备，那么不愿象对待 艺术
 那样对待起义，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革命。

为什么应当承认正是在目前这个时机我们党 必须
 承认 起义
 已经被客观事变进程提上日程， 必须
 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呢？要证明这一点，也许最好使用比较法，把7月3—4日的情形和9月间的情形作一对比。

在7月3—4日，可以这样提出问题，而并不违背常理：夺取政权可能更正确些，因为敌人反正会指控我们搞暴动，把我们当作暴动者来惩办。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当时就该夺取政权的结论，因为当时还不具备起义获胜的客观条件。

（1）当时作为革命先锋队的阶级还没有跟我们走。

当时我们在两个首都的工人和士兵中间还没有获得多数。现在我们已经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获得多数。这种多数 只是
 经过了7月和8月的事变，经过了“惩办”布尔什维克和科尔尼洛夫叛乱才形成的。

（2）当时还没有全民的革命高潮。而现在，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已经有了这种高潮。外省的情形和许多地方苏维埃掌握政权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3）当时在我们的敌人中间以及在三心二意的小资产阶级中间，还没有发生关系政治全局的严重 动摇
 。而现在却发生了很厉害的动摇。我们的主要敌人，即协约国的也是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因为“协约国”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首脑）， 开始犹豫了
 ：究竟是战到最后胜利呢，还是实行单独媾和来反对俄国。我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人民中显然失去多数之后，也极厉害地动摇起来，放弃了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即不再同他们联合执政了。

（4）所以说，在7月3—4日举行起义就会犯错误，因为当时我们无论在实力上或者在政治上都不能保持政权。尽管彼得格勒有时也在我们手中，我们在实力上还是不能保持政权，因为当时我们的工人和士兵还不会为占领彼得格勒 去搏斗，去献身
 ，他们还没有下这样的“狠心”，他们 无论对
 克伦斯基之流 或者对
 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都还没有这样切齿痛恨，当时我们的人还没有经受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参与的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没有经受过这种锻炼。

在7月3—4日的时候，我们在政治上也不能保持政权，因为军队和外省 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
 有可能而且一定会向彼得格勒进攻。

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现在 阶级
 的大多数，即能够带动群众的革命先锋队、人民先锋队的大多数已经跟我们走了。

现在人民的 大多数
 已经跟我们走了，因为切尔诺夫退出政府虽然远不是唯一的标志，但是是一个极为明显的标志，说明农民从社会革命党人所实行的联盟（以及从社会革命党人本身）是 得不到土地
 的。而这正是革命能否具有全民性的关键所在。

现在我们的党所处的地位也对我们有利，当 整个帝国主义
 以及整个孟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都发生空前动摇的时候，我们的党却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走的道路。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胜利的保证
 ，因为人民快要完全绝望了，而我们给全体人民指出了正确的出路，我们“在科尔尼洛夫事变的日子里”向全体人民显示了我们的领导作用，后来我们又向联盟派 提出
 妥协的 建议
 ，而且在他们始终动摇不定的情况下 遭到了他们的拒绝
 。

如果现在以为我们的妥协的建议 还
 没有遭到拒绝，以为民主会议 还
 会接受这个建议，那就大错特错了。妥协是由 一个政党向其他政党
 提出来的，不然就没有可能提出来。 其他政党
 已经拒绝了这个建议。民主会议只不过是一个 会议
 罢了。有一点不能忘记，民主会议里并没有 大多数
 革命人民的代表，并没有满腔愤恨的贫苦农民的代表。它是 少数人民
 的会议，决不能忘记这一明显的真理。我们如果把民主会议当作议会看待，那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就成了十足的议会迷。因为， 即使
 民主会议宣布自己为拥有最高权力的常设的革命议会，它还是丝毫 不能解决问题
 ，问题只能 在民主会议外面
 ，只能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区内解决。

现在我们具备了起义胜利的一切客观前提。我们所处的地位非常有利，因为 只有
 我们起义的胜利才能消除一切使人民受折磨的动摇，才能消除世界上这种最折磨人的东西，因为 只有
 我们起义的胜利才能立即给农民以土地，因为只有 我们
 起义的胜利才能 粉碎
 用单独媾和来反对革命的鬼把戏，才能公开提议迅速缔结更全面、更公正的和约， 有利于
 革命的和约，来粉碎这种鬼把戏。

最后，只有我们党在起义中获得胜利， 才能
 拯救彼得格勒。这是因为，如果我们的媾和建议竟遭到拒绝，如果我们连停战都得不到，那时 我们
 就会成为“护国派”，成为 各主战政党的首领
 ，成为 最“主战的”
 政党，我们就要以真正革命的方式来进行战争。我们将夺取资本家所有的面包和 所有的
 靴子。我们只留给他们一些面包皮，我们要叫他们穿草鞋，我们将把所有的面包和鞋子都送到前线去。

那时，我们一定能捍卫住彼得格勒。

进行真正的革命战争的资源，无论是物质资源或者精神资源，俄国都还非常丰富。德国人至少会跟我们停战，这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而在目前赢得停战，就无异是战胜了 全世界
 。


※　　　　　※　　　　　※

　　既然我们意识到绝对必须由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举行起义来挽救革命，使俄国免遭两个联盟的帝国主义者“单独”瓜分，那么，我们首先应该使我们自己在民主会议上的政治策略适应于日益成熟的起义条件；其次，我们应该证明，我们不是只在口头上接受了马克思的必须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的思想。我们应该立刻在民主会议中巩固布尔什维克党团，不要追求数量，不要怕把动摇分子留在动摇分子的营垒中，他们留在 那里
 要比混在坚决忠诚的战士的营垒里对革命事业更有利。

我们应该写一篇布尔什维克的简短的宣言，用最有力的词句着重指出：现在冗长的演说不合时宜，任何“演说”也不合时宜；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挽救革命；绝对必须同资产阶级一刀两断，撤换现政府的全部阁员，同准备“单独”瓜分俄国的英法帝国主义者完全决裂；必须使全部政权立即转归 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民主派
 。

我们的宣言应当以极其简短有力的措词表述 上述
 结论，并且同如下纲领性的要求结合起来：给各国人民以和平，给农民以土地，没收骇人听闻的利润，制裁资本家骇人听闻的破坏生产的行为。

这个宣言愈简短愈好，愈有力愈好。在宣言中还必须明确指出极其重要的两点：人民已经吃尽了动摇的苦头，受尽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犹豫不决的折磨；我们必须同这 两个政党
 彻底决裂，因为它们背叛了革命。

另一点是：我们要立刻提议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立刻同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以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者断绝关系，这样做我们马上就可以赢得停战，或者使整个革命的无产阶级转到保卫国家方面来，使革命民主派在革命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真正正义的、真正革命的战争。

我们宣读了这篇宣言，号召 解决
 问题而不是说空话，号召 行动起来
 而不是写决议案，我们就应当把整个党团 都派到工厂和兵营里去
 ，那里才是我们党团工作的地方，那里才是我们的生命线，那里才是挽救革命的力量的源泉，那里才是民主会议的原动力。

在那里，我们应该作慷慨激昂、充满热情的演讲来说明我们的纲领，并且这样提出问题：要么是民主会议 全盘
 接受这个纲领，要么是举行起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等待是不行的。革命危在旦夕。

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并且把我们的整个党团都集中到工厂和兵营里去，那么 我们就能正确估计开始起义的时机
 。

既然要象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待起义，也就是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那么我们就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应当立即组织起义队伍的 司令部
 ，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队调到最重要的据点去，包围亚历山大剧院，占领彼得罗巴甫洛夫卡[88]，逮捕总参谋部和政府成员，派遣那些宁可战死也不让敌人向城市各中心地点推进的队伍去抵御士官生和野蛮师；我们应当动员武装的工人，号召他们进行最后的殊死的战斗，一开始就占领电报局和电话局，把我们的起义司令部设在中央电话局附近，使它能同所有的工厂、团队、武装斗争地点通话，如此等等。

当然，这都是大概而言的，无非是为了 说明
 在目前这个时机要继续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革命， 就必须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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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亚历山大剧院是1917年9月全俄民主会议会址，现为列宁格勒普希金模范剧院。



彼得罗巴甫洛夫卡，即彼得保罗要塞，位于彼得格勒市中心，隔涅瓦河与冬宫相望，拥有一个大军火库，是彼得格勒的战略要地。沙皇时代是政治犯监狱。现为列宁格勒历史博物馆分馆。——[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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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

[89]




（1917年9月17日和23日〔9月30日和10月6日〕之间）

所谓的民主会议结束了。谢天谢地，又演完了一出滑稽剧。既然我国革命命中注定要演出若干出滑稽剧，我们现在总算又前进了一步。

要正确地估计这个会议的政治结果，就必须根据客观事实弄清会议确切的阶级意义。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这两个执政党进一步分化；它们在革命民主派中丧失多数已是有目共睹；无论克伦斯基先生的还是策列铁里、切尔诺夫先生等人的波拿巴主义，彼此已进一步结合起来，暴露出来了，——这就是这个会议的阶级意义。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失去了多数。因此他们只好进行伪造：他们违背自己提出的3个月后召开新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保证，逃避向选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报告工作，而去伪造“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在会议召开以前就指出了这种伪造行为，会议的结果也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的话。李伯尔唐恩 
[90]

 之流以及策列铁里、切尔诺夫先生之流，看到自己在苏维埃中的多数逐渐消失，于是就去进行伪造。

他们提出这样的论据，说合作社“在所有民主组织中是已经起着很大作用”的组织，“正常”选出的城市代表和地方自治机关代表情况也是如此。只有十分虚伪的人才会郑重其事地提出这种不攻自破的论据。第一，中央执行委员会是由各苏维埃选出来的，它逃避向 后者
 报告工作，不履行职责，那就是玩弄波拿巴式的骗术。第二，苏维埃是革命民主派的代表，那是因为参加苏维埃的都是愿意从事革命斗争的人。苏维埃并没有对合作社派 
[91]

 和市民关上大门。曾经主持苏维埃的也就是那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谁要是始终 仅仅
 留在合作社里面， 仅仅
 局限于城乡地方自治机关的工作，那他就是甘愿退出革命民主派的行列，不是把自己列入反动民主派，就是把自己列入中间民主派。谁都知道，现在参加合作社工作和地方自治工作的， 不
 仅有革命者， 而且
 还有反动分子。谁都知道，把某些人选入合作社和地方自治机关，主要是为了进行 不
 涉及政治全局的、 没有
 一般政治意义的工作。

企图偷偷地取得《统一报》的拥护者和“无党派”反动分子的援助，这就是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切尔诺夫之流伪造这个会议的目的。他们的伪造也就在这里。使他们同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结合起来的他们的波拿巴主义就表现在这里。实质就是，在假装遵守民主的幌子下盗窃民主。

尼古拉二世可说是盗窃民主的大盗：他召集过好多代议机关，但是他给地主的代表权，要比给农民的多一百倍。而现在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则是盗窃民主的小偷：他们召开了“民主会议”，在会议上 不论
 工人 或者
 农民，都理由充分地指出他们的代表权遭到了削减，指出名额分配得 
不

 合比例、 
不

 公平，偏袒了最靠拢资产阶级（和最靠拢反动民主派）的合作社派分子和地方自治机关的人员。

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切尔诺夫之流的先生们同广大贫苦的工人和农民决裂了，他们离开了这些群众。他们靠伪造来挽救自己，“他们的”克伦斯基也是靠这一套来维持的。

阶级的分野愈来愈明显。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出卖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们党内的抗议声日益强烈，酝酿着公开的分裂。领袖们依靠的是 少数人
 ，这是违反民主原则的。因此，他们 必然
 要进行伪造。

克伦斯基这个波拿巴主义者日益明显地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他过去被认为是“社会革命党人”。现在我们知道，他不仅是一个“为了作广告”由劳动派分子变成的“马尔托夫式的”社会革命党人。他还是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这位社会革命党人中的“普列汉诺娃太太”或者说社会革命党《日报》中的“波特列索娃太太”的信徒。普列汉诺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波特列索夫之流是所谓“社会主义”政党中的所谓“右”翼，克伦斯基就 属于
 这一翼，而这个右翼同立宪民主党人并没有 什么
 重大差别。

克伦斯基受到立宪民主党人的称赞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奉行 
他们的

 政策， 背着人民
 同他们磋商，同罗将柯磋商，克伦斯基已经被切尔诺夫以及其他跟科尔尼洛夫的朋友萨文柯夫一鼻孔出气的人揭穿了。他是 偶然
 同科尔尼洛夫闹翻、现在还继续同别的科尔尼洛夫分子结成极亲密联盟的 科尔尼洛夫分子
 。这是 事实
 。无论是萨文柯夫和《人民事业报》所泄漏的情况，还是克伦斯基同打着“工商业阶级”的招牌的科尔尼洛夫分子继续玩弄的“更换阁员”的政治把戏，都证实了这一点。

偷偷地勾结科尔尼洛夫分子，偷偷地勾结“盟国”帝国主义者（通过捷列先科之流），偷偷地拖延和抵制立宪会议的召开，偷偷地欺骗农民，为罗将柯即地主们效劳（把粮价抬高一倍），——这就是克伦斯基 实际上
 所进行的活动。这就是他的 阶级
 政策。这就是他的波拿巴主义。

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以及切尔诺夫之流为了在会议上掩盖上述种种事实，就不得不伪造这次会议。

布尔什维克参加这个可耻的伪造的会议，参加这出滑稽剧的理由，完全同我们参加第三届杜马的理由相同：既要在“牲畜栏”里捍卫我们的事业，又要从“牲畜栏”里取得揭发的材料来教育人民。

不过这里也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召集第三届杜马的时候革命显然处于低潮，而现在 新的革命
 显然正在高涨。遗憾的是我们还不大知道这次高涨的规模和速度。


※　　　　　※　　　　　※

　　我认为扎鲁德内的演说是民主会议上一个最典型的插曲。他说，克伦斯基“刚一暗示”改组政府，所有的部长马上就提出辞职。天真的、象三岁小孩子一样天真的（如果 只是
 天真倒还好）扎鲁德内接着说：“虽然我们辞职了，但是第二天就把我们找去，同我们磋商，最后还是把我们挽留下来了。”“全场大笑”，官方《消息报》是这样报道当时的情形的。

他们真开心，这些打着共和派的旗号，参与用波拿巴手法欺骗人民的人！要知道我们都是革命民主派，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扎鲁德内说：“最初，我们听到两件事：努力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和促进符合民主原则的和平。关于促进和平，在我当临时政府成员的一个半月里，我不知道临时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我没有看到一点动静。（鼓掌，有人喊道：“什么也没有做。”——《消息报》注）我曾以临时政府成员的身分询问过这件事，但是没有得到答复……”



　　根据官方《消息报》的报道，扎鲁德内是这么说的。民主会议默默地听着，容忍了这样的事情，没有打断他的发言，没有中断会议，没有人站出来把克伦斯基及其政府成员赶走！这怎么可能呢！这些“革命民主派”是竭力庇护克伦斯基的！先生们，好极了，可是这样一来“革命民主派”的概念同奴仆、无耻之徒的概念又有什么区别呢？

无耻之徒在“他们的”那位极端天真或者极端愚蠢的部长向他们报告克伦斯基怎样赶走部长们（为了背着人民同科尔尼洛夫分子商谈，“不让别人看见”）的时候哈哈大笑，这是很自然的。奴仆们在“他们的”那位听了空泛的和平词句信以为真，而不了解这些词句的虚伪性的部长，承认他自己问过关于争取和平的实际步骤而没有得到答复的时候，都保持沉默，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奴仆们本来就该这样——听任政府愚弄。可是这哪里谈得上革命，哪里谈得上民主呢？？

如果革命士兵和工人产生以下想法，恐怕并不奇怪，他们会想：“要是亚历山大剧院的天花板塌下来，把这班卑鄙无耻的家伙统统砸死，那该多好。这些家伙，在人家明明白白地向他们说明，克伦斯基之流怎样用空谈和平来愚弄他们的时候，他们竟会一声不吭；在他们自己的部长清清楚楚地向他们说明，更换阁员是一出滑稽剧（掩护克伦斯基同科尔尼洛夫分子进行勾结）的时候，他们竟会哈哈大笑。愿上帝保佑我们摆脱这些朋友，至于敌人，让我们自己来对付吧！愿上帝保佑我们摆脱这些妄想充当革命民主派领袖的人物，至于克伦斯基、立宪民主党人和科尔尼洛夫分子；让我们自己来对付吧！”


※　　　　　※　　　　　※

　　说到这里，我要谈谈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在这种时候只是喝倒采，那显然是错误的。人民已经吃尽了动摇和拖延的苦头。不满情绪显然日益增长。新的革命就要到来。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之流等等反动民主派的用意就是用滑稽剧式的“会议”来 转移
 人民的注意力，用这出滑稽剧来“ 缠住
 ”人民， 割断
 布尔什维克同群众的联系，让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去干无聊的事情，坐在那里听扎鲁德内之流的演说！不过，扎鲁德内之流比其他人还诚实一些！！

布尔什维克为了不落入圈套，不让人们用这次会议来转移人民对重大问题的注意，本来应当退出会议以示抗议。布尔什维克应当从自己的136名代表中留下两三个人“通风报信”，用电话通知什么时候结束了令人讨厌的空谈，开始进行表决。但是，布尔什维克决不应当让这种显然无谓的事情，让显然是为了 削弱
 日益高涨的革命而用无聊把戏来欺骗人民的明显的骗局 缠住自己
 。

百分之九十九的布尔什维克代表都应当到工厂和兵营中去，这是来自全俄各地的代表听了扎鲁德内的演说、看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腐朽透顶之后真正该去的地方。在那里，在最接近群众的地方，应该召开千百次的会议，讨论、座谈这次滑稽剧式的会议的教训。这次滑稽剧式的会议显然只是给科尔尼洛夫分子克伦斯基一再拖延的机会，显然只是使他便于玩弄各种“更换阁员”的新把戏。

布尔什维克在革命的（不是“立宪的”）紧要关头，对议会活动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

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是很明显的：由于科尔尼洛夫叛乱，历史发生了一个 
非常

 急剧的转变。党在这一转变中没有跟上历史飞快的发展速度，使自己一时陷入了可耻的清谈馆的圈套。

本来应当把百分之一的人力用于这个清谈馆，而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力用于 群众
 。

既然这一转变要求我们向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提出妥协的建议（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这一转变的要求），那就应当明确、公开、迅速地这样做，以便 立刻估计到
 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的朋友们很可能拒绝同布尔什维克妥协。

在民主会议召开的 前夕
 ，《人民事业报》和《工人报》的一些文章已经表示拒绝妥协。本来应当 一分钟也不
 迟延，尽可能正式、公开、明确地对群众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已经拒绝我们提出的妥协，打倒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工厂和兵营的 这种
 口号声中，民主会议可能会“嘲笑”扎鲁德内的天真！

这种迷恋于“民主会议”及其环境的气氛，显然是由各个方面造成的。季诺维也夫同志的错误在于，他写到公社时含糊其词（至少是含糊其词），照他说来，似乎公社即使在彼得格勒取得了胜利，也可能 象1871年在法国那样
 遭到失败。这是绝对错误的。公社在彼得格勒取得胜利之后，也会在全俄国 取得胜利
 。他的错误还在于，说布尔什维克提出按比例组成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是好的。如果让策列铁里之流的先生们按这样的比例参加，革命无产阶级 在苏维埃里
 就永远办不成任何有益的事情，因为容许他们，就是 剥夺自己
 进行工作的可能，就是 葬送
 苏维埃的工作。加米涅夫同志的错误在于，他在民主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贯穿着纯粹“立宪的”精神，提出了信任还是“不信任”政府这样可笑的问题。如果在这样的会议上 不能
 说出《工人之路报》 
[92]

 和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报》 
[93]

 早已
 说过的关于科尔尼洛夫分子克伦斯基的 真实情况
 ，那为什么不引用这两家报纸的言论， 向群众证实
 这个会议根本不愿意倾听关于科尔尼洛夫分子克伦斯基的真实情况呢？

彼得格勒工人代表团的错误在于，他们在扎鲁德内发表了演说，局势明朗化以后，还派人到 这样的
 会议上去发言。何必对克伦斯基的朋友们白费唇舌呢？为什么要把无产阶级的力量转移到滑稽剧式的会议上去呢？为什么不把那些代表团十分和平地、合法地派到各兵营和最落后的工厂里去呢？这比去逛一趟亚历山大剧院，跟同情《统一报》和克伦斯基的合作社派交谈，要有益、紧迫、重要和实在百万倍。

十个觉悟了的士兵或者落后工厂的十个觉悟了的工人，要比李伯尔唐恩之流所伪造的各代表团的 一百个
 代表 重要一千倍
 。利用议会活动（特别是在革命时期），决不是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腐败的代表身上，而是 
拿腐败的事例去教育群众

 。

为什么这些无产阶级代表团不这样“利用”民主会议，譬如说，印两幅说明民主会议是一出滑稽剧的宣传画，并且 张贴
 到各兵营和各工厂里去呢？一幅画着戴着小丑圆筒帽的扎鲁德内，在台上手舞足蹈地唱着小调：“克伦斯基 撤了
 我们的 差
 ，克伦斯基又把我们 挽留下来
 。”台下的策列铁里、切尔诺夫、斯柯别列夫和一个跟李伯尔、唐恩手挽着手的合作社派分子，笑得前仰后合。标题：《他们真开心》。

另一幅画：同一个扎鲁德内对同样的听众说：“关于和平的事情我询问了一个半月， 我没有得到答复
 。”听众沉默不语，摆出一副“办国事的严肃”面孔，其中策列铁里特别严肃，他悄悄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好一个笨蛋扎鲁德内！这样的傻瓜只配送大粪，哪配当部长！他是一个联合的拥护者，却比一百个布尔什维克更有害地破坏了联合！身为部长，却没有学会用部长的口吻说：一个半月以来，我一直注视争取和平的运动的发展，我深信在有了斯德哥尔摩的伟大思想之后，联合一定会使这一运动取得彻底的胜利，如此等等。要是这样的话，《俄罗斯意志报》也会把扎鲁德内当作俄国革命的英雄加以赞扬的。”

标题：一群男娼的“革命民主”会议。








本文写于民主会议闭幕 之前
 ，第一句话应该改动一下，例如改成“实际上结束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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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一文在1917年9月24日（10月7日）《工人之路报》第19号上发表时，文中批评布尔什维克在对待民主会议问题上的错误以及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列·波·加米涅夫的错误的部分被删去，标题也被改为《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删去的文字是：（1）从“如果革命士兵和工人产生以下想法，恐怕并不奇怪”到“至于克伦斯基、立宪民主党人和科尔尼洛夫分子让我们自己来对付吧！”（见本卷第246页）；（2）从“布尔什维克应当从自己的136名代表中留下两三个人”到“欺骗人民的明显的骗局缠住自己”（同上，第247页）；（3）从“这次滑稽剧式的会议显然只是”到“要有益、紧迫、重要和实在千百万倍”（同上，第247—249页）；（4）从“为什么这些无产阶级代表团”到全文结束（同上，第249—250页）。列宁在《危机成熟了》一文的第6节中说，中央机关报删去了他文章中指出“布尔什维克……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内容（同上，第278页），显然首先是指这件事。——[242]。





[90]

 李伯尔唐恩由孟什维克米·伊·李伯尔和费·伊·唐恩两人的姓氏缀合而成，出自俄国诗人杰·别德内依的同名讽刺诗，是诗人给十月革命前夕鼓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李伯尔和唐恩及其一伙起的绰号。——[242]。





[91]

 合作社派指合作社工作者。在俄国，合作社运动始于19世纪60年代。到1917年1月，俄国有各种类型的合作社63000个，社员2400万人。1917年二月革命后，合作社派的领袖们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3月25—28日（4月7—1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合作社代表大会表示赞同临时政府的政策。1917年9月，资产阶级合作社派参加了全俄民主会议的工作。十月革命后，合作社派的领袖们敌视苏维埃政权，拒绝同苏维埃政权合作，遭到了中、下层合作社人员的反对。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革命前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社逐步转变为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社会主义的合作社。——[243]。





[92]

 《工人之路报》（《Рабочий　Пут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17年9月3日—10月26日（9月16日—11月8日）在彼得格勒出版，以代替被临时政府查封的《真理报》。该报共出了46号。从10月27日（11月9日）起，《真理报》用本名继续出版。——[248]。





[93]

 《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莫斯科区域局和莫斯科委员会的机关报，稍后也是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机关报，1917年3月7日（20日）—1918年3月15日在莫斯科出版，总共出了292号。在不同时期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伊·布哈林、米·斯·奥里明斯基、恩·奥新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阿·亚·索尔茨、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等。1918年3月，由于苏维埃政府和俄共（布）中央由彼得格勒迁至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报》同俄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合并。——[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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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

（1917年9月22—24日〔10月5—7日〕）


我们党的错误

1917年9月22日星期五

对所谓民主会议的意义愈深入思考，站在旁观者的地位（常言道，旁观者清）对民主会议愈仔细观察，就会愈加确信，我们党参加这个会议是犯了错误。本来应当抵制这个会议。也许有人会说，分析这种问题有什么益处呢？过去的事情是无法挽回的。但是，这样反对提及昨天的策略显然没有道理。我们向来都谴责，并且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也应当谴责“过一天算一天”的策略。我们取得一时的成功是不够的。我们只有一分钟或一天的计划也是不够的。对一连串的政治事件，我们应当从它们的整体上，从它们的因果关系和结果上加以 研究
 ，以此来不断地检验自己。我们分析昨天的错误，这样就可以学会避免今天和明天再犯错误。

目前在国内，一场新的革命， 另一些
 阶级（不同于实现了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的那些阶级）的革命，显然在日益成熟。当时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同英法金融资本勾结在一起的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

现在正在成熟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即贫苦农民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同盟者英法金融资本、反对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府机构的革命。

现在我们不谈那些证明新的革命日益成熟的事实，因为根据我们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报》的文章来判断，党已经说明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新的革命日益成熟，看来是全党公认的现象。当然，有关新革命成熟的材料还需要综合起来，但是这应该是写其他文章的题目。

目前更重要的是，充分注意新的革命和旧的革命之间的阶级差别，充分注意从这一基本现象，即从阶级对比关系的角度对政治时局和我们的任务作出估计。在第一次革命中，先锋队是工人和士兵，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先进阶层。

这个先锋队不仅 带动了
 许多不可靠的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我们都还记得孟什维克和劳动派分子在共和制问题上的动摇），而且 带动了
 主张君主制的立宪民主党，自由派资产阶级，从而把自由派资产阶级变成了共和派资产阶级。为什么能有这种转变呢？

因为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经济统治就是一切，至于政治统治的形式，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资产阶级在共和制度下照样可以统治，这种政治制度不会因政府的成分或执政党的成分和组合发生任何变化而触犯资产阶级，就这点来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共和制度下甚至更加稳固。

当然，资产阶级拥护过而且还会拥护君主制，因为君主制机关那种采用比较粗暴的军事手段对资本的护卫，一切资本家和地主都看得更清楚，感到“更贴近”。但是，在“来自下面的”强大压力下，资产阶级总是处处“容忍”共和制，只求保住自己的经济统治。

现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即 大多数
 人民与资产阶级和“盟国的”（以及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形成了这样的关系，以致“ 带动
 ”资产阶级 是不可能的了
 。不仅如此， 小
 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以及 民主派
 小资产阶级中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显然都反对新的革命。这一事实非常明显，因此现在不需要再加以说明。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先生们都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阶级间的相互关系已经发生变化。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现在站在“街垒两边”的，已经不是原来那些阶级了。

这是主要之点。

正是这一点也 只有
 这一点才是谈论 新
 革命的 科学
 根据；如果纯粹从理论上推论，抽象地研究问题，那么只要在资产阶级召开的立宪会议中反对资产阶级的分子占了多数，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党占了多数，新的革命就可以合法地进行。

阶级间客观的相互关系、各阶级在这种类型的代议机关内外的作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革命的高涨或者低落、议会斗争和议会外斗争这两种手段的相互关系，这都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客观情况，必须估计到这些情况，才能不是随意地，不是凭自己的“好感”，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决定抵制或者参加的策略。

我们革命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应当怎样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对待抵制问题。

为什么抵制布里根杜马[94]是正确的策略呢？

因为抵制符合发展中的社会力量的客观对比关系。它是为日益成熟的推翻旧政权的革命提出口号，当时旧政权为了引诱人民离开革命，正在拼凑妥协的、伪造得十分拙劣的、因而前途不可能真正同议会制度“挂钩”的机关（布里根杜马）。当时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议会外斗争的手段比较有力。抵制布里根杜马这一正确的、估计到客观形势的策略，就是根据这些因素制定的。

为什么抵制第三届杜马的策略是错误的呢？

因为这一策略依据的只是抵制口号的“鲜明性”，只是人们对六三“牲畜栏”赤裸裸的反动性的厌恶。而客观形势却是：一方面，革命十分低落，并且在继续低落。为了将革命推向高潮，我们在议会里面的（即使是“牲畜栏”里面的）据点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当时议会外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手段几乎没有，或者十分无力；另一方面，第三届杜马赤裸裸的反动性，并没有妨碍杜马成为体现实际的阶级关系的机关，即由斯托雷平把君主制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机关。国家不得不经受这种新的阶级关系。

参加第三届杜马这一正确估计到客观形势的策略，就是根据这些因素制定的。

只要仔细想一想这些经验教训，想一想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处理抵制或参加的问题的条件，就会深信，参加“民主会议”、“民主苏维埃”即预备议会的策略是完全错误的。

一方面，新的革命正在成熟。战争正在升级。议会外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手段多得很。这个预备议会的“议会”讲坛作用微不足道。另一方面，这个预备议会并不代表任何新的阶级关系，也不是为它“服务”的；例如，拿代表农民这一点来说，它 不如
 现有的机关（农民代表苏维埃）。预备议会实质上完全是一种波拿巴式的 伪造
 。这样说不仅是因为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一帮卑鄙龌龊的党徒伙同克伦斯基之流弄虚作假， 伪造了
 这个策列铁里的布里根杜马的成员，而且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是因为预备议会的唯一用处是欺骗群众，愚弄工人和农民，引诱他们离开新的日益发展的革命，给 旧的
 、早已试验过的、破烂不堪的同资产阶级的“联合”披上新外衣（也就是资产阶级把策列铁里先生之流变成帮助他们驱使人民服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小丑），来蒙蔽被压迫阶级。

1905年8月，沙皇对他的农奴主－地主说：现在我们力量很弱。我们的政权不稳。工人和农民革命的浪潮日益高涨。必须哄骗那些“大老粗”，用甜言蜜语引他们上钩……

现在的“沙皇”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对立宪民主党人、无党派的季特·季特奇、普列汉诺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之流说：现在我们力量很弱。我们的政权不稳。工人和农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浪潮日益高涨。必须哄骗民主派，为此，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革命民主派领袖”，我们亲爱的朋友策列铁里们和切尔诺夫们从1917年5月6日就穿起来欺骗人民的那套小丑服装，必须换一换颜色。用“预备议会”这种甜言蜜语不难引他们上钩。

1907年6月，沙皇对他的农奴主－地主说：现在我们强大了。工人和农民革命的浪潮不断低落。但是，再按老一套办法我们就无法维持下去，单靠欺骗是不够的。要制定新的农村政策，要同古契柯夫们、米留可夫们，同资产阶级建立新的经济和政治的联盟。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抵制策略的客观根据，以及这一策略同阶级关系的联系，可以设想1905年8月、1917年9月和1907年6月这样三种情况。压迫者总是要欺骗被压迫阶级的，但是，这种欺骗的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各不相同。决不能只根据压迫者欺骗人民这一点来制定策略；确定策略时，应当 从整体上
 分析阶级关系以及议会外斗争和议会斗争的发展。

参加预备议会的策略 是错误的
 ，这一策略不符合客观的阶级关系，不符合当前的客观条件。

本来应当抵制民主会议，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都犯了错误，但错误并不等于欺骗。只要我们真诚地愿意支持群众的革命斗争，认真地考虑策略的客观根据，我们就一定会改正错误。

应当抵制预备议会。应当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去，到工会中去，总之应当到群众中去。应当号召 他们
 进行斗争。应当给 他们
 提出正确、鲜明的口号：驱逐克伦斯基的波拿巴主义匪帮和解散 他
 伪造的预备议会，解散这个策列铁里的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还不肯接受我们提出的把政权和平地转交给苏维埃的妥协办法（ 当时
 我们在苏维埃中还 没
 有占多数），他们又滚到卑鄙无耻地勾结立宪民主党人的泥坑里去了。打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毫不留情地把他们从一切革命组织中赶出去！不要同 基什金之流的
 这些 朋友
 ，科尔尼洛夫派地主和资本家的朋友进行任何谈判！不要同他们有任何来往！

9月23日星期六

托洛茨基是主张抵制的。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

在参加民主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中，抵制的主张失败了。

抵制万岁！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容忍也不应当容忍参加的主张。参加一个会议的党团不是党的最高机关，即使是最高机关的决定，也要根据实际生活的经验重新审议。

无论如何要让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党的紧急代表大会对抵制问题作出决定。现在就应当把抵制问题作为代表大会选举和党内 一切
 选举的纲领。应当吸引 群众
 来讨论这一问题。应当让觉悟的工人自己来抓这件事，进行讨论，并对“ 上层分子
 ”施加压力。

毫无疑问，在我们党的“上层分子”中，显然存在着动摇的现象。这种动摇可能会 招致灭亡
 ，因为斗争正在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机，动摇会把事业 葬送掉
 。现在还不晚，应当拿出全部力量来进行斗争，捍卫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路线。

在我们党的“议会”上层分子中间，并不是一切都令人满意的；工人们应当对他们多加注意，多加监督，应当更严格地确定议会党团的职权。

我们党的错误是很明显的。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

9月24日星期日

苏维埃代表大会延期到10月20日召开。以目前的俄国生活节奏看，这简直等于无限期地拖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4月20—21日以后演过的滑稽剧，又在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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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布里根杜马是俄国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谘议性国家杜马。召开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由以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拟定，于1905年8月6日（19日）和沙皇的诏书一起公布。按照法令和条例，多数居民，包括工人、妇女、军人、学生等，没有选举权；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谘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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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主席伊·捷·斯米尔加的信

（1917年9月27日〔10月10日〕）

致斯米尔加同志。

我想利用这个好机会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1

整个政局使我感到非常不安。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已经向政府宣战。但是，政府拥有军队并正在 有计划地
 进行准备（显然，克伦斯基正在大本营和科尔尼洛夫分子商谈派军队镇压布尔什维克的问题，而且是在 认真地
 商谈）。

而我们在做什么？只是通过决议。我们在浪费时间，我们在确定“日期”（定于10月20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样拖延难道不可笑吗？指望这个难道不可笑吗？）。布尔什维克 没有
 有计划地进行工作，为推翻克伦斯基准备好 
自己的

 军事力量。

事态完全证明我在民主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即党 应当
 把武装起义的问题提上日程的建议是正确的 
［注：见本卷第232—234、235—241页。——编者注］

 。事态 逼迫
 我们这样做。历史使 军事
 问题在目前变成了一个根本的 政治
 问题。我担心，布尔什维克忘掉这一点，而迷恋于“当前问题”，迷恋于眼前的琐碎问题，“ 希望
 ”“巨浪把克伦斯基冲垮”。存这种希望是很幼稚的，这简直是在“碰运气”。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这可能是犯罪。

我认为，必须在党内进行鼓动，让大家认真对待武装起义，为此应当把这封信打印出来，分寄给彼得格勒人和莫斯科人。


2

下面谈谈您的任务。目前看来，我们能够 完全
 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能在军事上起 重大
 作用的唯一力量，就是芬兰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我认为您应当利用自己的崇高地位，应当把所有琐碎的例行公事交给助手和秘书去做，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决议”上，而要集中 全副精力
 做好芬兰陆军＋海军的 军事
 准备工作，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推翻克伦斯基的任务。应当建立一个由 
最可靠的

 军人组成的 秘密
 委员会，同他们进行 周密
 的讨论，收集（并 亲自
 核对）关于彼得格勒郊区和市区军队的编制和布防、关于芬兰部队向彼得格勒的调动、关于舰队的动向等等的精确情报。

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变成可笑的傻瓜，就会只有一些漂亮的决议和苏维埃，而 没有政权！！
 我认为你们有可能挑选出真正可靠、真正内行的军事人员，巡视伊诺[95]和其他最重要的据点， 认真
 估计和研究情况，而不要相信那些在我们这儿 到处可以听到的
 大话空话。

显然，我们 
无论如何

 不能允许从芬兰调出部队。宁可 
什么

 都干，宁可举行起义，夺取政权，以便把政权转交给苏维埃代表大会。今天的报上说，再过两星期，登陆的危险性就会等于零。这就是说，你们进行准备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3

其次，应当利用芬兰的“政权”，对驻在当地的哥萨克进行有系统的宣传工作。克伦斯基之流害怕他们“布尔什维克化”，故意把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从维堡调出，令其驻扎在维堡和泰里约基之间的乌西基尔科和佩尔克亚尔维，即与布尔什维克隔离的安全地带。应当研究关于哥萨克布防的一切情报，并派遣由芬兰水兵和士兵中的优秀分子组成的 鼓动队
 到他们那里去。这是必要的。为了散发宣传品也需要这样做。


4

其次，无论水兵或者士兵，当然都有休假。应当把到农村作短期休假的人组成鼓动队，让他们有计划地走访各省，在农村进行一般的以及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您的地位非常优越，因为您能马上 开始
 实现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只有这个联盟能使我们在俄国建立巩固的政权，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趁那里事情还没有头绪，立即在你们那里结成这样的 联盟
 ，组织印制传单的工作（请说明，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为了把传单运到俄国来，哪些技术工作你们是可以做到的），务必使每一个农村鼓动组至少有 两个
 人：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目前社会革命党人的“招牌”在农村里很吃香，因此，应当利用你们的好机会（你们那里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利用这块

 招牌，在农村中实现布尔什维克同 
左派

 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使农民同工人而不是同资本家结成联盟。


5

我认为，为了使大家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准备，应当立即广泛宣传这样的口号：政权应当立即转交给彼得格勒苏维埃，再由 彼得格勒苏维埃转交给
 苏维埃代表大会。何必再忍受三个星期的战争和克伦斯基进行的“科尔尼洛夫式的准备”呢？

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芬兰 宣传
 这个口号，只会带来好处。


6

既然您主持芬兰的“政权”，那就再请您担负一项虽然很平凡，但极其重要的任务：安排 
从

 瑞典秘密运送宣传品的工作。如果不做到这一点，那么谈论“国际”就都是 空谈
 。安排这项工作是完全可能的：第一，可以在国境线上建立 由士兵
 组成的我们自己的组织；第二，假如这个办法不行，至少可以布置 
一个

 可靠的人 经常
 到某地去 旅行
 ，我已经在该地依靠 某人
 的帮助着手安排运送工作，所谓某人，就是在 我
 进入赫尔辛福斯以前 在他那里住过一天的那个人
 [96]（罗维奥认识他）。也许，要接济一点钱。请务必把这件事安排好！


7

我想，我们应当面谈一下这些问题。您用不到一昼夜时间就可以来一趟，如果您来 只是
 为了和我会面，那请先叫罗维奥打电话问胡顿宁：罗维奥的“小姨子”（“小姨子”＝您）能不能见到胡顿宁的“姐姐”（姐姐＝我）。因为我也可能突然离去。

务必给我一个回信，说明此信（ 请把信烧掉
 ）已经收到，回信交给带信给罗维奥的那个同志， 
他很快就要回来

 。

考虑到我可能要在这里逗留很久，所以必须把我们的通信工作安排好， 
您能帮助做好

 这件事，只须把信件交给铁路员工，信封上写给维堡 
苏维埃

 （而信内写给胡顿宁）就行了。


8

请您通过该同志带给我一张证明（尽可能正式一点：用区域委员会信笺，由主席签字，盖上公章，或者打字，或者 写得很工整
 ），上面用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伊万诺夫的名字，说明区域委员会主席保证这位同志可靠，请 维堡
 士兵代表苏维埃及其他 所有苏维埃充分
 信任这位同志并给以协助和支持。

我需要这个东西以防 
万一

 ，因为很可能发生“冲突”和“遭遇”。


9

您那里有没有莫斯科出版的《修改党纲》的文集[97]？请在赫尔辛福斯无论谁那里找一下，也请那位同志带给我。


10

请注意，罗维奥是一个好人，但又是一个 
懒汉

 。应当督促他，一天要 
提醒

 他两次。否则他是不会办的。　　此致

敬礼






	　　康·伊万诺夫
载于1925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5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64—268页

















[95]伊诺炮台位于俄国芬兰边境，和喀琅施塔得同为拱卫彼得格勒的军事要地。——[259]。



[96]指芬兰议会议员卡·维克。1917年8月，列宁在去赫尔辛福斯的途中，曾到马尔姆车站他的别墅逗留一天。——[262]。



[97]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工业区区域局1917年出版的文集《修改党纲的材料》。文集载有弗·巴·米柳亭、维·索柯里尼柯夫、阿·洛莫夫、弗·米·斯米尔诺夫的文章。列宁在《论修改党纲》一文（见本卷第344—372页）中详细分析和批评了索柯里尼柯夫和斯米尔诺夫的文章。——[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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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在国际中的任务（评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98]
 ）

（1917年9月28日〔10月11日〕以后）

9月28日《工人之路报》第22号刊登了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的宣言。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这篇宣言只有在9月26日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火星报》[99]第1号上发表过，该报还简短地说明了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的成分和会议的日期（公历8月20—27日）；而其他报纸既没有刊登宣言，也没有刊登有关这次会议的稍为详细的消息。

有关这次代表会议的材料，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一些，这些材料就是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报》上面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已由芬兰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工人日报》翻译出来了）[100]，以及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位波兰同志和一位俄国同志所写的两篇报道。我们先根据这些材料谈谈这次会议的一般情况，然后对这次会议以及我们党的任务作出评价。


一

出席代表会议的有下列各党派的代表：（1）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考茨基派”）；（2）瑞士党；（3）瑞典左派的党（大家知道，它已经同布兰亭的机会主义的党断绝了一切关系）；（4）挪威人；（5）丹麦人（我们的材料中没有说明，是不是以斯陶宁格大臣为首的丹麦正式的机会主义的党）；（6）芬兰社会民主党；（7）罗马尼亚人；（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9）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帕宁发表书面声明，他将不参加会议，理由是这次会议没有充分的代表性；阿克雪里罗得虽然有时也到会， 但没有在宣言上签字
 ）；（10）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1）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派”（？）；（12）美国“社会民主主义宣传派”（大概就是我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这本小册子的第24页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72页。——编者注］

 上所提到的那个派别，因为正是这一派在1917年1月开始出版《国际主义者周报》[101]）；（13）由“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统一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14）奥地利反对派（即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处死施图尔克以后，被奥地利政府查封的“卡尔·马克思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在上述小册子的第25页 
［注：同上。——编者注］

 上也提到过）；（15）保加利亚“独立工会”（正如我手头这封信的作者所补充的，它不属于“紧密派”，即不属于保加利亚左派国际主义的党，而属于“宽广派”[102]，即属于保加利亚机会主义的党）；它的代表在会议结束后才到达；（16）塞尔维亚党，它的代表也是会后才到达的。

在这16个党派中，属于1917年4月24—29日我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所说的“第三”派的（在我的小册子的第23页 
［注：同上，第170—173页。——编者注］

 上把这个派别叫作“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派）有3、8、12、13和14；其次，接近于“左”派，或介乎“左”派和考茨基“中派”之间的有4和16，不过要弄清他们的立场是困难的，他们很可能也属于“中派”。再其次，1，也许还包括2、6、7，以及10，也许还包括15，都属于考茨基的“中派”。5（如果是斯陶宁格的党）和9是护国派、内阁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最后，11显然完全是偶然形成的一个派别。

由此可见，代表会议的成分非常复杂，甚至显得很荒唐，因为参加会的是一些在基本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的人，因此他们不可能真正齐心协力，共同行动，在政策的根本方针上必然彼此分歧。当然，这班人“合作”的“结果”，不是争吵、“对骂”，就是通过一些模棱两可的妥协的决议以掩盖真相。这方面的例证，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69—271页

















[98]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原定于1917年5月31日召开，后一再延期，最终于1917年9月5—12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代表布尔什维克出席会议的是瓦·瓦·沃罗夫斯基和尼·亚·谢马什柯。代表会议是秘密举行的。主要议程有：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报告；罗·格里姆事件（指原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格里姆充当瑞士部长阿·霍夫曼的密使，在俄国进行有利于德国帝国主义的单独媾和的试探一事）；对斯德哥尔摩和平代表会议的态度；为在各国争取和平和开展齐美尔瓦尔德运动而斗争。由于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代表成分非常复杂，会议的决议和宣言也就具有模棱两可的妥协性质。



沃罗夫斯基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和波兰社会民主党，要求代表会议表明对俄国孟什维克的态度。他指出，孟什维克作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成员，派代表参加了俄国卡芬雅克式的人物亚·费·克伦斯基的政府，应对这个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罪行负完全责任。一些代表对与会的布尔什维克表示支持，但以胡·哈阿兹为首的多数派借口对俄国情况不熟悉，拒绝就这个问题通过决议。



代表会议的宣言号召各国工人举行反对战争和保卫俄国革命的国际总罢工，但是没有写进革命社会民主党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各交战国政府遭到失败等口号。



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是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最后一次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完全证实了列宁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已彻底破产、必须立即同它断绝关系和建立共产国际的结论。



列宁文中所说的会议日期系引自孟什维克《火星报》，有误。——[264]。



[99]《火星报》（《Искра》）是俄国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报纸，1917年9月26日—12月4日（10月9日—12月17日）在彼得格勒出版。——[264]。



[100]《政治报》（《Politiken》）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报纸，1916年4月27日起在斯德哥尔摩出版。最初为双日刊，后改为日刊。1917年11月起改名为《人民政治日报》。1916—1918年图·涅尔曼任编辑，1918—1920年弗·斯特勒姆任编辑。德、俄、法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曾为该报撰稿。1917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组成了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1921年，在该党改称瑞典共产党以后，该报成为瑞典共产党的机关报。



《工人日报》（《Ty？mies》）是芬兰社会民主党的报纸，1895年3月—1918年在赫尔辛福斯出版。——[264]。



[101]《国际主义者周报》（《The　Internationalist》）是美国左翼社会党人的报纸，1917年初由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在波士顿出版。——[265]。



[102]紧密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社会党人），因主张建立紧密团结的党而得名，1903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成立。紧密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季·布拉戈耶夫，后来的领导人为格·约·基尔科夫、格·米·季米特洛夫、瓦·彼·柯拉罗夫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紧密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19年，紧密派加入共产国际并创建了保加利亚共产党。



宽广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宽广社会党人），1903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成立，领导人是扬·伊·萨克佐夫。宽广派力求把党变成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生产阶层”的宽广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宽广派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1923年宽广派领袖曾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和灿科夫法西斯政府。——[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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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成熟了

[103]




（1917年9月29日〔10月12日〕）


一

毫无疑问，9月底是俄国革命史上，显然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的一个最伟大的转折点。

世界工人革命是从一些单个人的行动开始的，他们无所畏惧地代表着正式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沙文主义）腐朽以后所剩下的一切正直的力量。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奥地利的阿德勒、英国的马克林，这些肩负起世界革命先驱者的艰巨使命的孤胆英雄是人们最为熟悉的。

这次革命的第二个历史准备阶段，就是到处群情激愤，这既表现在正式的党的分裂，也表现在秘密出版物的出版和街头游行等等。对战争的抗议愈来愈强烈，遭到政府迫害的人愈来愈多。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这些标榜法治甚至标榜自由的国家中，几十几百个国际主义者、反对战争和拥护工人革命的人被投进监狱。

现在，第三个阶段已经到来，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革命的前夜。在自由的意大利成批地逮捕党的领袖，特别是在德国开始了 军队的起义
 
[104]

 ，这些无疑是大转折的标志，是全世界 革命前夜
 的标志。

毫无疑问，以前德国也个别地发生过士兵哗变的事情，但是规模很小，很零散，没有力量，因此还可以暗中平息、压下不提，这曾经是制止骚乱行动 大规模蔓延
 的主要办法。可是，这样的运动终于在海军中也发生了，尽管有制定得极其细密、执行得一丝不苟的严格的德国军事苦役制，但这个运动再也 无法
 暗中平息，压下不提了。

不容怀疑，我们正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阶。在世界各国所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派当中，只有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享有比较大的自由，拥有公开的党和二十来家报纸，得到两个首都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支持，在革命时期得到 大多数
 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对我们来说，真用得上而且应当用上这样一句话：多得者应当多予。


二

在俄国，革命的转折时机显然已经到来。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昨天还占优势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所支持的革命共和政府统治之下， 农民起义
 正在发展。

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这是事实。

这一事实并不使我们布尔什维克感到惊奇，我们一直说，这个同资产阶级实行恶名昭彰的“联合”的政府，是 背叛
 民主和革命的政府，是进行 帝国主义
 大厮杀的政府，是 保护
 资本家和地主 不受
 人民攻击的政府。

在俄国，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玩弄了骗局，在共和制度下，在革命的时期，仍然有一个资本家地主的政府同苏维埃同时并存。这是痛苦的严峻的现实。既然帝国主义战争的拖延及其后果正在使俄国人民遭受到空前未有的灾难，那么在俄国爆发农民起义，并且日益扩大，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这有什么奇怪呢？甚至布尔什维克的敌人， 正式的
 社会革命党的领袖，甚至这个一直支持“联合”的政党的领袖，甚至这个直到最近几天或最近几星期还受到多数人民拥护的政党的领袖，甚至这个正在继续斥责和迫害那些深信联合政策是出卖农民利益的“新”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党的领袖，也在他们的正式机关报《人民事业报》9月29日的社论中写道：


　　“……直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为消灭俄国中部农村中仍占统治地位的奴役关系做什么事……调整农村土地关系的法律，早已提交临时政府，甚至已经通过了司法会议这样的涤罪所，但是迄今仍杳无音信，不知压在哪个办公室里……我们说，我们的共和政府还远没有摆脱沙皇行政机关的旧习气，斯托雷平那套作风在革命的部长们的办事方式中依然清晰可见，这难道说得不对吗？”



　　正式的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写的！真是意想不到，主张联合的人居然 不得不
 承认，在一个农民国家里经过7个月的革命之后，“几乎没有为消灭〈地主对农民的〉奴役做什么事”！这些社会革命党人 不得不
 把他们的同事克伦斯基及其一帮部长称为 斯托雷平分子
 。我们从敌人营垒里得到的证据证明，不仅联合已经破产，不仅那班容忍克伦斯基的正式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变成 反人民、反农民、反革命
 的政党，而且整个俄国革命已经到了转折点，难道还能找到比这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吗？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农民竟举行起义，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尼基京和格沃兹杰夫以及代表资本、代表地主利益的其他部长们的政府！共和政府居然采取 军事手段
 来镇压这一起义。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难道真心诚意拥护无产阶级的人，还能否认危机已经成熟，革命正处在最伟大的转折点吗？还能否认现在让政府战胜农民起义，就等于彻底葬送革命，等于让科尔尼洛夫叛乱取得最后的胜利吗？


三

十分明显，既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了7个月之后，居然弄到发生农民起义的地步，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革命正面临着全国性的崩溃，革命危机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反革命势力快要达到 极限
 了。

这是非常明显的。在农民起义这样的事实面前，其他一切政治征兆，即使同这种全国性危机的成熟相矛盾，也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况且情况相反，一切征兆都表明，全国性危机已经成熟。

在全俄政治生活中，除了土地问题以外，民族问题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对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更是如此。我们看到，在策列铁里先生之流所伪造的“民主”会议上，“民族”代表团就激进性来说占第二位，仅次于工会代表团，对联合投 反对
 票的百分比（55票中，反对的占40票） 高于
 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团。克伦斯基政府，即镇压农民起义的政府正在从芬兰撤出革命的部队，以加强反动的芬兰资产阶级。在乌克兰，乌克兰人特别是乌克兰军队同政府的冲突日益频繁。

其次，我们来看看军队。在战争时期，军队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我们看到，芬兰陆军和波罗的海舰队完全同政府 决裂
 了。我们看到非布尔什维克军官杜巴索夫的发言，他代表整个前线发表了比所有布尔什维克还要革命的言论：士兵不会再打下去了。 
[105]

 我们看到政府的报告说，士兵的情绪“极易波动”，不能保证“秩序”（即不能保证这些部队去参加镇压农民起义）。最后，我们看到，在莫斯科的选举中，17000名士兵中有14000名投布尔什维克的票。

莫斯科区杜马选举的投票结果，是全国人心发生极深刻变化的最明显的征兆之一。大家都知道，莫斯科要比彼得格勒更带有小资产阶级性。莫斯科的无产阶级同农村关系要密切得多，更加同情农村，更加接近农民的情绪，这是多次证实了的无可争辩的事实。

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莫斯科所得的选票，从6月份的70％降到18％。小资产阶级抛弃了联合，人民抛弃了联合，这是无可怀疑的。立宪民主党所得的选票从17％增加到30％，他们仍旧是少数，毫无希望的少数，尽管“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右派”孟什维克显然同他们结合在一起了。《俄罗斯新闻》 
[106]

 说，立宪民主党得票的 绝对
 数字从 67000
 减少到 62000
 。只有布尔什维克得票的数字增加，从34000增加到82000。布尔什维克得票占总数47％。现在我们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不论在苏维埃中，不论在军队里，不论 在整个国家中
 都拥有了多数，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

此外，下述事实也应当算作一个不仅具有征兆的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大的实际意义的征兆：对整个经济、对整个政治、对军事都是举足轻重的铁路邮电员工大军，还在继续同政府发生尖锐的冲突 
[107]

 ；连孟什维克护国派对“自己的”部长尼基京也表示不满，连正式的社会革命党人也把克伦斯基之流称为“斯托雷平分子”。由此可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政府的这种“支持”只具有（如果有的话）反面的意义，难道不是这样吗？


四


……………………………………………………………………………………………


五

是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正在实行保护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正确策略。要是布尔什维克落入立宪幻想的圈套，落入“相信”苏维埃代表大会、“相信”立宪会议的召开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的圈套，——毫无疑问，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无产阶级事业的 可耻的叛徒
 。

如果这样，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因为他们以这种行为出卖了已经在海军中开始起义的德国革命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就是 背叛国际主义
 ，背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

因为国际主义不在于言词，不在于表示声援，不在于决议，而在于 行动
 。

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出卖 农民
 的叛徒，因为容许政府（ 甚至
 《人民事业报》也把这个政府比作斯托雷平分子）镇压农民起义，就等于 断送
 整个革命，永远地无法挽回地断送革命。有人叫喊什么无政府状态，叫喊什么群众的态度日益冷漠。既然农民 被逼到不得不举行起义的地步
 ，而所谓“革命民主派”又容许对它实行军事镇压，那么群众怎么会不对选举表示冷漠呢！！

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出卖民主和自由的叛徒，因为在这样的时机容许镇压农民起义， 
无异是

 听任伪造立宪会议的选举，如同伪造“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 一模一样
 ，甚至伪造得更拙劣更粗暴。

危机成熟了。俄国革命的整个前途已处在决定关头。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荣誉正在受到考验。争取社会主义的国际工人革命的整个前途都在此一举。

危机成熟了……


1917年9月29日




以上可以发表。以下 
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

 以及 
苏维埃

 的委员。


六

究竟该做什么呢？应当aussprechen　was　ist，“有什么，说什么”，应当老实承认：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上层分子中存在着一种主张 等待
 苏维埃代表大会， 反对
 立即夺取政权 ，反
 对立即起义的倾向或意见。必须 
制止

 这种倾向或意见 
[108]

 。

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会 
遗臭

 万年， 
毁灭

 自己的党。

因为错过这样的时机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 十足的白痴
 或 彻底背叛
 。

这就是彻底背叛德国工人。我们不能等待他们 开始
 革命！！要是这样，李伯尔唐恩之流也将同意“支持”革命了。但是，在克伦斯基和基什金之流掌握政权的时候，革命是 不能
 开始的。

这就是彻底背叛农民。我们既然拥有两个 首都的
 苏维埃，却又让农民起义受到镇压，这样就会 丧失
 而且 理应丧失
 农民的一切信任，在他们看来我们同李伯尔唐恩之流以及其他坏蛋就不相上下了。

“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十足的白痴，因为这样就要耽误 
几个星期

 ，而现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可以决定 
一切

 。这样就是畏缩不前， 放弃
 夺取政权，因为到11月1—2日夺取政权就不可能了（不论在政治上或者技术上都不可能，因为在愚蠢地“规定的” 
［注：主张10月20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决定“夺取政权”的问题，这同愚蠢地“规定”起义日期究竟有什么区别呢？？现在夺取政权是可能的，而到10月20—29日，就不容许你夺取了。］

 起义日期到来之前，哥萨克已经调到了）。

“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白痴，因为代表 大会不会有什么结累，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

具有“道义上的”意义吗？那才奇怪呢！！我们知道，苏维埃 
支持

 农民，而农民起义 正受到镇压
 ，在这个时候竟谈论什么决议的“意义”，同李伯尔唐恩之流谈判的“意义”！！这样一来，我们倒真会使 苏维埃
 流为可耻的空谈家。先战胜克伦斯基，然后再召开代表大会吧！

现在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起义的胜利 
是有保证

 的：（1）我们能够 
［注：党在研究
 军队布防以及进行象“艺术”一样的起义等等方面，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只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发发议论，如此等等！！］

 （如果不“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从彼得格勒、莫斯科和波罗的海舰队这三个据点 出其不意地
 进行攻击；（2）我们有保证能得到拥护的口号：打倒镇压农民反对地主的起义的政府！（3）我们 在全国
 拥有多数；（4）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经乱作一团；（5）我们在莫斯科（为了乘其不备，击破敌人，甚至可以从这里首先发难）有夺取政权的技术能力；（6）我们在彼得格勒有 
数千名

 武装工人和士兵，他们能够 
一举

 占领冬宫、总参谋部、电话局以及各大印刷厂；我们不会被人从那里撵走，因为我们将在 军队
 中进行这样的鼓动：他们 
不能

 反对给人民以和平、给农民以土地等等的政府。

如果我们立刻从彼得格勒、莫斯科和波罗的海舰队这三个据点突然进行攻击，那么我们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获得胜利，而且我们的牺牲会比7月3—5日的牺牲小，因为 
军队不会

 反对和平的政府。即使克伦斯基在彼得格勒 
已经

 有“可靠的”骑兵等等，在两面夹攻以及军队同情 
我们

 的情况下，他也不得不 
投降

 。如果有目前这样的机会还不夺取政权，那么一切关于政权归苏维埃的言论就都成了 
谎话

 。

现在不夺取政权，而要“等待”，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里空谈，仅限于“为争取机关”（苏维埃的）“而斗争”、“为争取代表大会而斗争”，这就等于 断送革命
 。

鉴于中央委员会 
甚至

 迄今 
没有答复

 我自民主会议开幕以来所坚持的上述精神的主张，鉴于中央机关报 
删掉了

 我的文章中指出布尔什维克作出参加预备议会的可耻决定，把苏维埃主席团的席位让给孟什维克等等，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几段话，我不能不认为这是“微妙地”暗示中央委员会甚至不愿意讨论这一问题，“微妙地”暗示要封住我的嘴，并且要我引退。

我不得不 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
 ，在此我提出这一请求，同时保留 
在

 党的 
下层

 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

因为我深信，如果我们“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放过目前的时机，就等于 
断送

 革命。





	
尼·列宁
9月29日











附言：许多事实表明， 
就连

 哥萨克军队也不会反对和平的政府！而这些军队又有多少呢？他们在哪里呢？难道整个军队不会派部队来 
援助

 我们吗？





	第1—3节和第5节载于1917年10月7日（20日）《工人之路报》第30号；第6节发表于1924年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72—283页

















[103]

 《危机成熟了》一文写于维堡，全文共6节，第6节不供发表，只“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彼得堡科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以及苏维埃的委员”。



这篇文章最初在1917年10月7日（20日）《工人之路报》第30号上发表时，只有4节，即漏掉了第4节，而把第5节改为第4节。现存手稿只有第5和第6两节，第4节手稿没有找到，《列宁全集》俄文各版第4节均付阙如。



俄国各地的布尔什维克报刊普遍地转载了列宁的这篇文章。——[267]。





[104]

 指发生在1917年8月的德国水兵起义。这次起义由以“弗里德里希大帝号”军舰水兵马克斯·赖希皮奇和阿尔宾·克比斯为首的革命水兵组织领导。6月中旬，这个组织通过了争取民主和平和准备起义的决议。8月初开始公开行动。停泊在威廉港的“卢伊特波尔德摄政王号”战列舰上的水兵自行登岸，要求释放早些时候因罢工而被捕的同志。8月16日，“威斯特伐利亚号”军舰上的司炉拒绝工作。与此同时，正在海上航行的“纽伦堡号”巡洋舰全体人员举行了起义。水兵运动还扩大到了威廉港几个分舰队的舰艇。这次起义遭到残酷镇压，领导人赖希皮奇和克比斯被枪决，约有50名积极参加者被判处服长期苦役。——[267]。





[105]

 指来自前线的军官杜巴索夫在1917年9月21日（10月4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杜巴索夫在发言中说：“现在士兵们要的不是自由，也不是土地。他们要的只是一样，那就是结束战争。不管你们在这里怎么说，士兵们不会再打下去了。”——[273]。





[106]

 《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该报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273]。





[107]

 指俄国铁路和邮电员工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由于纸卢布贬值，实际工资剧减，铁路和邮电员工于1917年夏开展了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斗争持续了几个月，毫无结果。铁路员工乃决定举行全俄铁路总罢工。罢工从9月23日（10月6日）夜开始，在临时政府部分地满足了铁路员工的要求以后，于9月26日（10月9日）夜结束。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于9月24日（10月7日）讨论了铁路罢工问题，在《工人之路报》上发表了关于支援铁路员工的号召书。——[274]。





[108]

 这是列·达·托洛茨基等的主张。——[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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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工人、农民、士兵书

（1917年9月30日〔10月13日〕以后）

同志们！克伦斯基所属的“社会革命”党在它的《人民事业报》（9月30日）上号召你们“ 容忍
 ”。

该报写道：“必须容忍”，并且建议把政权继续留给克伦斯基政府，不要交给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些人对我们说，就让克伦斯基去依靠地主、资本家和富农吧，就让完成了革命和战胜了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的苏维埃“容忍”一下吧。就让人们“容忍”到很快就要召开的立宪会议的时候吧。

同志们！你们只要看看自己的周围，看看农村的情况，军队的情况，就会看到，农民和士兵再也不能容忍了。 农民起义
 象滔滔大江在俄国各地泛滥，因为有人使用欺骗手法，至今迟迟不给农民土地。农民不能容忍了。克伦斯基派 军队
 去镇压农民，保卫地主，克伦斯基又同给地主撑腰的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和军官们勾结起来了。

无论城市的工人，或者前线的士兵，现在都不能容忍用武力镇压农民争取土地的正义斗争。

关于前线军队的情况，无党派军官杜巴索夫曾经向全俄国宣称：“士兵不会再打下去了。”士兵受尽折磨，他们光着脚，饿着肚子，他们不愿为资本家的利益打仗，不能“ 容忍
 ”光用漂亮的和平词句来款待他们，实际上却一连好几个月地拖延下去（象克伦斯基那样拖延），迟迟不向 一切
 交战国的人民 提出和约
 ，公正的没有兼并的和约。

同志们！要知道，克伦斯基又在同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和军官们进行谈判，以便 
调兵对付

 工兵代表 
苏维埃

 ， 
不把政权交给

 苏维埃！《人民事业报》坦率地承认：克伦斯基“ 
决不听命

 ”于苏维埃。

请大家到各兵营里去，到哥萨克部队里去，到劳动群众那里去，向人民说明 
这个道理

 ：

如果政权由苏维埃掌握，那么在10月25日以前（如果苏维埃代表大会在10月20日召开） 
就会

 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 
提出公正的和约

 。俄国将有一个 
工农政府

 ，它会一天也不迟延， 
立刻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提出公正的和约

 。那时人员就会知道谁要非正义的战争。那时人民就会在立宪会议中作出决定。

如果政权由苏维埃掌握，那么 立刻
 就会宣布 
地主的

 土地是 
全体人民的财产

 。

你们看，克伦斯基及其依靠富农、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府反对的是什么！

你们看，他们号召你们“容忍”是为了谁，是为了谁的利益！

你们同意“容忍”，听任克伦斯基用武力镇压为了土地而举行起义的农民吗？

你们同意“容忍”，听任他们把战争再长久地拖延下去，迟迟不 提出和约
 ，迟迟不废除过去沙皇同俄英法资本家缔结的秘密条约吗？

同志们！要记住，克伦斯基答应过召开立宪会议，他已经欺骗过人民一次了！7月8日他郑重其事地答应在9月17日以前召开立宪会议，而结果是 欺骗了人民
 。同志们！谁信任克伦斯基政府，谁就是出卖自己的弟兄——农民和士兵的叛徒！

不，人民 
连一天也

 不肯再容忍拖延了！ 
连一天也

 不能容忍用武力镇压农民， 
连一天也

 不能容忍在可以并且应当立刻 提出公正和约
 的时候，让成千上万的人在战争中丧命。



打倒

 同科尔尼洛夫的地主将军们策划镇压农民、屠杀农民和拖延战争的 
克伦斯基政府

 ！



全部政权

 归工兵代表苏维埃！





	载于1924年4月23日《真理报》第9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84—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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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109]




（1917年9月底—10月1日〔14日〕）


再版序言

从下面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这本小册子是1917年9月底开始写，10月1日写成的。

10月25日的革命，已经把这本小册子提出的问题从理论的领域转到了实践的领域。

现在不应当用言论，而应当用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理论根据，是不堪一驳的。这些论据已经被推翻了。现在的任务，就是用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的 实践
 来证明工农政府的生命力。一切觉悟的工人，一切活跃的正直的农民，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一定会竭尽全力在实践中解决这个极其重大的历史性的问题。

干起来吧，大家都干起来吧，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应当胜利而且一定会胜利。






	　　　尼·列宁
1917年11月9日于彼得堡









　　从《言语报》到《新生活报》，从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到半布尔什维克，总之，除布尔什维克以外， 所有
 派别在哪一点上看法是一致的呢？在以下这点上：布尔什维克永远不敢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或者即使敢于夺取并且夺到了政权，也不能保持这个政权，连一个极短暂的时期也保持不住。

如果有人说，布尔什维克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是一个很不现实的政治问题，只有某些极愚蠢的自以为是的“狂热者”才会认为这个问题是现实的， 那么我们只要把负有最重大责任、最有影响的各种“色彩”的政党和派别的言论一字不改地引来，就能驳倒这种论调。

但是首先我要就上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即布尔什维克敢不敢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谈几句。我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听策列铁里部长的一次发言时当即在席位上大声插话，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肯定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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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不论在报刊上或者在口头上，我从来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布尔什维克发表过关于我们不应当单独夺取政权的声明。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任何政党，特别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绝夺取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渺小的无用之辈。

现在，我们来引用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半布尔什维克（我倒更愿意称他们为四分之一布尔什维克）在我们关心的这个问题上所发表的言论。

9月16日《言语报》的社论说：


　　“……亚历山大剧院的大厅里笼罩着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的气氛，社会党人的报刊也反映出同样的情况。只有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十分明确而且毫不隐讳。在民主会议上，这是少数人的观点。然而在苏维埃里，却是一种日益强大的思潮。尽管布尔什维克言词激昂，自吹自擂，摆出十分自信的姿态，但是他们除一小部分狂热者以外，其他的人都不过是嘴上勇敢。他们的本意并不想夺取‘全部政权’。他们这些地道的捣乱分子和破坏分子，骨子里却是一群胆小鬼，他们内心里深知自己腹中空洞无物，深知他们目前的成功不过是昙花一现。他们也象我们大家一样非常清楚：他们彻底胜利的第一天，也就是他们迅速垮台的第一天。他们按本性来讲是一些毫不负责的人，按方法和手段来讲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只能算作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流派，说得更确切些，是政治思想中的一种偏向。要永远摆脱和根除布尔什维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要不是意识到这种试验是不能容许的，有招致毁灭的危险，真可以豁出去试一试这种有英雄气魄的办法。我们再说一遍，好在这些可悲的当代英雄自己也决不想真正夺取全部政权。在任何条件下，建设性的工作都是他们难以胜任的。因此，他们的十分明确和毫不隐讳的态度，只能表现于政治讲坛上和群众大会上的空谈。实际上，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们的立场都是不值得注意的。但是，这种立场在某一方面也取得了某些实际结果：它把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思想’派别联合起来反对自己……”



　　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这样议论的。现在请看俄国最大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观点。这种观点表现在他们的正式机关报《人民事业报》9月21日的一篇同样未署名的即编辑部的社论中：
　　“……如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资产阶级不愿意根据民主会议批准的纲领同民主派合作，那么，联合内阁就应当从民主会议的成员内部产生出来
 。这对拥护联合的人来说，是一种严重的牺牲，但是，宣传政权‘清一色路线’这种主张的人也应当作这样的牺牲
 。不过，我们担心在这方面可能达不成协议。那就只有第三种即最后一种办法了：政权由民主会议中原则上
 拥护清一色政权的主张的那一半成员负责
 组织。明确地说，就是将由布尔什维克负责组阁
 。布尔什维克极力把仇视联合的思想灌输给革命民主派，答应在消灭‘妥协’以后给他们各种好处，并且说妥协是我国一切灾难的根源。

如果布尔什维克了解自己鼓动
 的是什么，如果他们不欺骗群众
 ，那么他们
 就有责任
 兑现到处随便开出的支票。

问题非常明显。

希望他们不要枉费心机用匆忙炮制的关于他们不能夺取政权的理论来掩饰自己。

民主派不会接受这样的理论。

同时，主张联合的人应当保证给他们以充分的支持。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三种办法，三条道路，其他的办法和道路是没有的！”（黑体是《人民事业报》原来用的）





　　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议论的。最后，请看新生活派“四分之一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如果脚踏两只船也可以称作立场的话）。下面这一段话摘自9月23日《新生活报》编辑部的社论：
　　“……如果再同柯诺瓦洛夫、基什金一起组织联合内阁，那就只能意味着民主派又一次投降，意味着撤销民主会议的关于根据8月14日的纲领建立责任政权的决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清一色的内阁，就象联合内阁里负有责任的社会党人部长一样，很难感到自己的责任……这样的政府不但不能把革命的‘活跃的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且也不能指望从革命的先锋队——无产阶级那里得到稍微积极的支持。

但是组织另一种清一色的内阁，即组织‘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政府，这也不是更好的出路，而是更坏的出路，其实这不是出路，简直是死路。诚然，这样的口号谁也没有提出过，只有《工人之路报》在偶尔发表的不那么大胆的意见中提到过，后来才不断加以‘解释’。”（这些负责的政论家连9月21日《人民事业报》的社论也忘掉了，居然“大胆地”写出这样骇人听闻的谎话……）





　　“现在，布尔什维克在形式上恢复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在七月事变之后，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代表的苏维埃明确地走上积极反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道路的时候取消的。现在不仅可以认为‘苏维埃路线’是经过校正的路线，并且有一切根据可以预料到，在准备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布尔什维克将获得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重新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是一条旨在建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策略路线’。其实，苏维埃也可以理解为农民代表苏维埃，因此，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要建立一个依靠俄国整个民主派绝大多数人的政权。但是这样一来，‘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失去独特的意义，因为它使苏维埃成为在组织成分上同民主会议所组织的‘预备议会’几乎相同的东西……”（《新生活报》的论断是最无耻的谎话，这等于说，冒牌和伪造的民主同民主是“几乎相同的东西”：预备议会是 伪造的
 ，它是以少数人，特别是以库斯柯娃、柏肯盖姆、柴可夫斯基之流的意志来冒充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这是第一点。第二，甚至阿夫克森齐耶夫和柴可夫斯基之流所伪造的农民苏维埃在民主会议上反对联合的也占很大的百分比，如果同工兵代表苏维埃合在一起，其结果也足以使 联合彻底垮台
 。第三，“政权归苏维埃”意味着，农民苏维埃的政权主要会扩展到农村去，而在农村中贫苦农民可以稳占优势。）“……既然两者都是同样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就应当立刻取消。如果‘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只是掩饰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那么这样的政权正是意味着革命的破产和失败。不仅脱离国内其他阶级、而且也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的无产阶级，既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使它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运转起来，也不能在政治上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会连带消灭整个革命），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

目前唯一符合时局要求的政权，就是民主派内部真诚联合的政权。”


※　　　　　※　　　　　※

　　请读者原谅，我们摘引了这样多的话，但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必须确切地介绍一下敌视布尔什维克的各个党派的立场。必须确凿地证明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 所有
 这些党派都承认，布尔什维克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不仅是十分现实的问题，而且也是目前十分迫切的问题。从立宪民主党人到新生活派，“大家”都确信布尔什维克不能保持政权，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所持的理由。

堂堂的《言语报》根本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它不过是用最下流、最恶毒的话把布尔什维克痛骂了一顿。顺便说一下，我们引用的话也表明，如果以为《言语报》在“挑动”布尔什维克去夺取政权，因此说什么，“同志们，要当心，敌人建议我们干的准不是好事！”要是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我们不实事求是地估计到一般的用意和具体的用意，就“相信”这是资产阶级在“挑动”我们去夺取政权，那我们就上了资产阶级的当，因为资产阶级无疑永远会恶毒地预言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会造成千万种灾难，永远会恶毒地叫嚣“要一下子‘永远’摆脱布尔什维克，最好是让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然后把他们彻底打垮。”这种叫嚣也可以说是一种“挑动”，不过是出于相反用意的挑动。立宪民主党人和资产者决不是“建议”我们而且从来没有“建议”我们夺取政权。他们只不过想用政权面临的似乎是无法解决的任务来 吓唬
 我们。

不，我们不应当被吓坏了的资产者的叫嚣吓倒。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我们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无法解决的”社会任务，至于马上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作为摆脱极端困难的状况的唯一出路，这些 完全
 可以解决的任务 只有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 才能解决
 。如果俄国无产阶级现在夺到了政权，那么它就能保证获得胜利，获得比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更巩固的胜利。

我们要完全实事求是地讨论那些会使某一时机变得不利的 具体
 情况，但是我们一分钟也不能让资产阶级疯狂的叫嚣吓倒，同时也不能忘记，布尔什维克夺取全部政权的问题确实成了十分 迫切的
 问题。现在我们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对我们的党有莫大的危险，比我们认为夺取政权“为时过早”要危险得多。在这方面，现在决不可能说什么“为时过早”，因为千百万件事都证明了这一点，也许只有一两件例外。

对《言语报》的恶毒的谩骂，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背诵几句诗：


　　我们听到的赞许声不是在娓娓动听的赞词里，

而是在粗野疯狂的叫嚣中！





　　资产阶级对我们这样切齿痛恨，这也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一个真理：我们 正确地
 给人民指出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道路和方法。
※　　　　　※　　　　　※

　　非常难得，这一次《人民事业报》没有赏我们一顿痛骂，但也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它只是指出“将由布尔什维克负责组阁”的前景，企图用这种间接的暗示的方式来 吓唬
 我们。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社会革命党人在吓唬我们的时候，自己却着实被吓倒了，被吓坏了的自由派的幽灵吓得魂不附体了。我可以同样肯定地说，在某些特别高级和特别腐朽的机关里，如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类似的“联络”（就是同立宪民主党人接触的，老实说，就是同立宪民主党人勾勾搭搭的）委员会里，社会革命党人也能吓倒个别的布尔什维克。因为第一，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预备议会”等等这一切机关里，空气坏到极点，臭得令人作呕，长久地呼吸这种空气对 任何
 人都是有害的；第二，着实的惊恐是有感染力的，着实被吓倒的庸人甚至能把个别革命者一时变成庸人。尽管“按人之常情”来说，一个过去不幸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当部长或者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能当部长的社会革命党人着实被吓倒，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让别人把我们吓倒，那就是犯了政治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很容易弄到背叛无产阶级的地步。先生们，把你们的切实的理由摆出来！别以为我们会被你们的惊恐吓倒！


※　　　　　※　　　　　※

　　这一次，我们只在《新生活报》上找到一些切实的理由。《新生活报》这次所扮演的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扮演这种角色对它来说，要比扮演使这位通体漂亮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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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感到“怪难为情”的布尔什维克的辩护士的角色更合适些。这位辩护士提出了 六条
 理由：

（1）无产阶级“脱离国内其他阶级”；

（2）无产阶级“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

（3）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

（4）无产阶级“不能使”这个机构“运转起来”；

（5）“环境非常复杂”；

（6）无产阶级“不能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会连带消灭整个革命）”。

《新生活报》提出第一条理由，实在笨得令人可笑，因为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半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三个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是这一阶级的主要代表）和无产阶级。在谈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时，说无产阶级脱离其他阶级，这是什么意思呢？

《新生活报》大概是想说，无产阶级脱离了农民，因为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决不会是地主。但是又不能明确地说无产阶级现在脱离了农民，因为这种说法显而易见是十分荒谬的。

很难设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象现在俄国的无产阶级这样很少脱离小资产阶级，请注意，这是指在 反对资产阶级
 的革命中。在客观的不容争辩的材料中，我们有一些最近的材料，它们说明了策列铁里“布里根杜马”，也就是声名狼藉的“民主”会议的“各选民团”赞成和反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表决情况。试以苏维埃的选民团作例子，情况如下：





	　　　　　　　　　　　　　　赞成联合的　　　　　　　　　 反对联合的工兵代表苏维埃……………………… 83　　　　　　　　　　　　192

农民代表苏维埃………………………102　　　　　　　　　　　　 70

　　—————————————————————————————

　　总　计………………………185　　　　　　　　　　　　262









可见，多数人总的说来拥护无产阶级的口号： 反对
 同资产阶级联合。同时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就是立宪民主党人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在增长。要知道，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民主会议，是由苏维埃的 昨天的
 领袖，即在中央机关中拥有可靠的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召集的会议！显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 实际的
 优势，在这里是 被缩小了
 。

无论在同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上，或者在立刻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目前都已经得到了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里的 多数
 的拥护，得到了 多数人民
 的拥护，得到了多数小资产阶级的拥护。9月24日的《工人之路报》第19号转载了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劳动旗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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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5号上发表的关于9月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地方农民代表苏维埃会议的消息。在这个会议上，主张无限制联合的有4个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科斯特罗马省、莫斯科省、萨马拉省和塔夫利达省）；主张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联合的有 3个
 省（弗拉基米尔省、梁赞省和黑海省）和 2个
 集团军执行委员会；而反对联合的有 23个
 省和 4个
 集团军的执行委员会。


可见，大多数农民是反对联合的！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无产阶级脱离国内其他阶级”。

此外还应当指出，主张联合的是3个边区省（萨马拉省、塔夫利达省、黑海省）和4个工业省（弗拉基米尔省、梁赞省、科斯特罗马省和莫斯科省）。在这3个边区省份中，使用雇佣工人的富裕农民和大地主比其他各省多得多，在4个工业省份中，农民资产阶级的势力也比俄国大多数省份强。把有关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材料收集起来，看看有没有关于农民最“ 富裕的
 ”那些省份里的 贫苦
 农民的资料，那倒是很有意思的。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民族集团”中反对联合的人占了很大的优势：40票对15票。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之流对俄国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采取兼并政策，横施暴力的政策，已经自食其果了。被压迫民族的广大居民群众，即他们中间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对俄国无产阶级的信任超过了对资产阶级的信任，因为历史已经把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提到日程上来了。资产阶级卑鄙地背叛了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的事业，无产阶级则忠于这一事业。

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是目前俄国小资产阶级群众切望解决的根本问题。这是不容争辩的。在这两个问题上，无产阶级一点也“ 没有
 脱离”其他阶级。它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在这两个问题上， 只有
 无产阶级才能执行坚决的、真正“革命民主的”政策，从而不仅能保证无产阶级政权一下子得到大多数居民的支持，而且能使群众的革命热情真正爆发出来，因为群众将从政府那里第一次看到，不是沙皇制度下那种地主对农民、大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残酷压迫，不是共和制度下那种在花言巧语掩盖下继续实行类似政策的意图，也不是挑剔、凌辱、诬蔑、拖拉、阻难和搪塞（也就是克伦斯基赐给农民和各个被压迫民族的一切），而是见诸行动的热烈同情，是反对地主的紧急的革命措施，是立刻恢复芬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穆斯林等等的 充分
 自由。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因此拉拢合作社派的半立宪民主党人上层分子来帮助自己执行 反对
 群众的 反动
 民主政策。所以，对于实际政策的某些事项，例如是不是应当立刻把所有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是不是应当满足芬兰人或乌克兰人的某些要求，等等，他们永远不敢征求群众的意见，不敢举行全民投票，甚至不敢在各个地方苏维埃、各个地方组织中进行表决。

而在和平问题这个当今整个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上，他们叫嚷无产阶级“脱离其他阶级”……其实无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是 全
 民族的代表，是 各个
 阶级中一切活跃的和正直的分子的代表，是绝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夺到政权以后才会 立刻
 向各交战国的人民提出公正的和约，只有无产阶级才会采取真正 革命的
 措施（公布秘密条约，等等），尽可能快地取得尽可能公正的和平。

不，《新生活报》的先生们叫嚷无产阶级脱离其他阶级，只能表明他们自己主观上被资产阶级吓倒了。毫无疑问，俄国的客观情况是，无产阶级 恰好在现在没有
 “脱离”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恰好在现在，在人们取得了“联合”的惨痛教训之后，得到了 大多数
 人民的同情。布尔什维克保持政权的 
这个

 条件已经 具备了
 。


※　　　　　※　　　　　※

　　第二条理由是所谓无产阶级“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实在费解。这大概“讲的是希腊语”，——法国人遇到这种场合常这么说。《新生活报》的撰稿人是一些能当部长的角色。他们完全适合在立宪民主党人手下当部长。因为对这种部长所要求的无非是善于说冠冕堂皇、八面玲珑、根本没有什么意思的空话，这种空话可以用来掩盖一切丑恶行为，因此一定可以博得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掌声。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一定会鼓掌赞成新生活派认为无产阶级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的说法，因为这种话的 言外之意
 是（或者说，这种话他们一听就明白说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普列汉诺夫和克伦斯基之流是“民主派活跃的力量”。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们是僵死的力量。这一点已经由联合的历史证实了。

新生活派被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气氛吓倒了，竟把那些同立宪民主党人没有重大差别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 右
 翼，如《人民意志报》和《统一报》等等当作“活跃的”力量。而我们认为，只有那些跟群众而不是跟富农有联系的力量，只有那些受到联合的教训因而抛弃联合的力量，才是活跃的力量。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左翼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积极的活跃的力量”的代表。这个左翼的加强（特别是在七月反革命事变以后），是无产阶级 没有
 脱离民主派活跃的力量的一个最可靠的客观标志。

最近社会革命党中派的向左摆更加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切尔诺夫9月24日的声明就是向左摆的证明，他说他那一派不赞成重新同基什金之流联合。从社会革命党在城市尤其是在农村所得的选票的数目来看，这个党是目前占优势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而在这个党的代表中中派一直占绝大多数，因此它的中派向左摆证明：上面引的《人民事业报》关于民主派必须在一定条件下“保证给”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以充分的支持”的声明，无论如何都不是说说而已的。

社会革命党的中派拒绝重新同基什金联合的事实，以及外省 孟什维克护国派
 （高加索的饶尔丹尼亚等）中 反对
 联合 的人
 占优势的事实，都是客观证据，证明一部分一直跟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走的 群众将支持
 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

俄国无产阶级现在恰恰没有脱离民主派 活跃
 的力量。


※　　　　　※　　　　　※

　　第三条理由：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这也许是最常见最流行的理由。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这个理由指出了摆在胜利的无产阶级面前的最 重要
 、最 困难
 的任务之一，所以它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毫无疑问，这些任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假使我们这些自称为社会党人的人指出这个困难仅仅是为了 逃避
 完成这种任务，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同资产阶级的奴仆毫无差别了。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困难，应该促使无产阶级的拥护者更仔细更具体地研究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国家机构首先指的是常备军、警察和官吏。《新生活报》的撰稿人说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这个机构，这就暴露出他们非常愚昧无知，他们既不肯重视实际生活中的事实，又不愿考虑布尔什维克出版物中早已说明的道理。

《新生活报》的所有撰稿人，都认为自己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少也是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是有学识的社会党人。可是，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导说，无产阶级 不能
 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当 打碎
 这个机器，而用新的机器来代替它（我在一本小册子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这一点，这本小册子的第一册已经印好，不日即可问世，书名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巴黎公社创造了这种新型的国家机器，俄国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也是 这一类型
 的“国家机构”。1917年4月4日以来，我曾经多次指出这一点，在布尔什维克几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中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中也谈到过这一点。当然，《新生活报》本来可以声明他们根本不赞成马克思和布尔什维克，但是象这样一家经常傲慢地责骂布尔什维克对困难问题采取了所谓不严肃态度的报纸，却对这个问题完全避而不谈，这无异是证明自己思想贫乏。

无产阶级 不
 能“掌握”“国家机构”并“使它运转起来”。但是，它能够 打碎
 旧国家机构中一切具有压迫性的、因循守旧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不可更改的东西，而用 自己的
 新机构来代替它。这个机构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新生活报》居然把这个“国家机构”完全忘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怪事。新生活派这样谈理论，实质上就是在政治理论领域干着立宪民主党人在政治实践中所干的事情。因为，既然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确实 不需要
 任何新的国家机构，那么苏维埃也就失掉存在的理由和存在的权利了，那么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消灭苏维埃的意图也就 是正当的
 了！

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新生活报》在彼得格勒市杜马最近一次的选举中曾经同他们结成联盟）也表现出某些与布尔什维克接近的地方，所以《新生活报》这种骇人听闻的理论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盲目无知，就显得越发骇人听闻了。例如，马尔托夫同志在民主会议上宣读的那份苏维埃多数派的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革命最初的日子里由猛烈迸发出来的真正人民的创造力所建立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构成了一种革命国家机构的新机体，以代替旧制度国家机构衰朽的机体……”



　　这未免说得过分漂亮了一点，就是说，在这里华丽的辞藻掩盖着政治思想上明确性的不足。苏维埃 还没有
 代替旧“机体”，而且这个旧“机体”并 不
 是旧制度的国家机构，它 既是
 沙皇制度的 又是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但是不管怎样，马尔托夫在这里毕竟要比新生活派高明得多。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第一，它有工农武装力量，并且这个武装力量不是象过去的常备军那样脱离人民，而是同人民有极密切的联系；在军事方面，这个武装力量比从前的军队强大得多；在革命方面，它是无可替代的。第二，这个机构同群众，同大多数人民有极其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这样的联系从前的国家机构是根本没有的。第三，这个机构的成员不是经过官僚主义的手续而是按照人民的意志选举产生的，并且可以撤换，所以它比从前的机构民主得多。第四，它同各种各样的行业有牢固的联系，所以它能够不要官僚而使各种各样的极深刻的改革容易实行。第五，它为先锋队即 被压迫
 工农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毅力、最先进的部分提供了组织形式，所以它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能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 全体广大群众
 的机构，而这些群众向来都是完全处在政治生活之外，处在历史之外的。第六，它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 和执法
 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

我国1905年的苏维埃，可以说只是腹内的胚胎，因为它们总共只存在了几个星期。显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谈不上苏维埃的全面发展。在1917年的革命中也还谈不上这一点，因为几个月的时间太短促，尤其是因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 糟蹋了
 苏维埃，把它们变成了清谈馆，变成了这些领袖的妥协政策的附属品。苏维埃在李伯尔、唐恩、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领导下活活地腐烂了，解体了。苏维埃只有在取得 全部
 国家政权之后，才能真正发育起来，才能发挥自己全部的潜力和才能，否则就会 无所作为
 ，或者仍不过是个胚胎（而过久地作为胚胎存在是不可能的），或者成为一种玩物。“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就意味着苏维埃的瘫痪。

假如革命阶级的人民创造力没有建立起苏维埃，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就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因为毫无疑义，无产阶级决不能利用旧的机构来保持政权，而新的机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糟蹋苏维埃的悲惨历史，实行“联合”的历史，同时也就是苏维埃摆脱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历史，也就是苏维埃通过“涤罪所”，即苏维埃实际领教了 各种各样的
 资产阶级联合的全部卑鄙龌龊行为的历史。但愿这个“涤罪所”没有使苏维埃受到损伤，而是使它们受到了锻炼。


※　　　　　※　　　　　※

　　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困难，就是在全民范围内实行最精确的、最认真的计算和监督，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 工人监督
 。《新生活报》的撰稿人反驳我们，说我们提出“工人监督”口号就是陷入工团主义。这种反驳是小学生蠢笨地运用不是经过思考而是象司徒卢威那样 死背下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工团主义就是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或者是把它和任何政权一样放在最末一位。而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如果照新生活派的意思直说： 不是
 实行工人监督， 而是
 实行国家监督，那得出的是一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空话，实质上是一个纯粹立宪民主党人的公式，因为立宪民主党人一点也不反对工人 参加
 “国家”监督。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非常清楚，这种参加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最好的办法，是在政治上极巧妙地 收买
 格沃兹杰夫、尼基京、普罗柯波维奇、策列铁里之流以及所有这帮歹徒的最好的办法。

我们一谈到“工人监督”，总是把这个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在 一起
 ，总是 跟着
 无产阶级专政提出的，以此说明我们谈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国家是 阶级
 统治的机关。是哪个阶级的统治呢？如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那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的”国家，俄国工人群众在它的统治下“遭受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的折磨”已经有半年多了。如果是无产阶级的统治，如果谈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 即
 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工人监督就 可以
 成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最精确、最认真的 计算
 。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的主要的困难，主要任务。没有苏维埃，这个任务至少在俄国是解决不了的。苏维埃 正在筹划
 无产阶级的这种 可以
 解决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的组织工作。

这里我们就涉及国家机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现代国家中，除常备军、警察、官吏这种主要是“压迫性的”机构以外，还有一种同银行和辛迪加关系非常密切的机构，它执行着大量计算登记工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机构不能打碎，也用不着打碎。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应当 割去、砍掉、斩断
 资本家影响它的线索，应当使它 服从
 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使它成为更广泛、更包罗万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只要依靠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一般说来，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依靠这种成就，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都是 可以
 做到的。

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计算 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


大银行 是
 我们实现社会主义 所必需的
 “国家机构”，我们可以把它 当作现成的机构
 从资本主义那里 拿过来
 ，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 砍掉
 使这个极好机构 资本主义畸形化
 的东西，使它成为 更巨大
 、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那时候量就会转化为质。统一的规模巨大无比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各工厂中的分支机构——这已经是十分之九的 社会主义
 机构了。这是全国性的 簿记机关
 ，全国性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计算机关，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 骨骼
 。

这个“国家机构”（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完全是国家机构，但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将完全是国家机构），我们下一道命令一下子就能够把它“拿过来”，使它“运转起来”，因为这里的簿记、监督、登记、计算和核算等实际工作都是由 职员
 来进行的，而他们本身大多数处于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的地位。

无产阶级政府用一道命令就能够而且定会把这些职员变成国家职员，这正象资本主义的看门狗白里安等资产阶级部长用一道命令把罢工的铁路员工变成国家职工一样。我们需要而且 能够
 找到更多的这样的国家职工，因为资本主义简化了计算和监督的工作，使之成为每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并不那么复杂的 记录
 工作。

把银行、辛迪加、商业等部门的大批职工“国家化”，无论在技术上（由于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给我们做好了准备工作），或者在政治上（在 苏维埃
 进行监督和监察的条件下），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但是对待极少数跟着资本家跑的高级职员，应当和对待资本家一样，只能“从严”。他们一定会和资本家一样起来 反抗
 。一定要 粉碎
 这种反抗；一贯天真得可爱的彼舍霍诺夫是一个真正的“政界的黄口小儿”，他早在1917年6月就咿咿呀呀地说过，“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粉碎了”，而 无产阶级一定会认真地把
 这句小孩子话、这句幼稚的狂言 变成现实
 。

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因为问题只是粉碎极少数人，简直可以说是一小撮人的反抗；职员联合会、工会、消费合作社和苏维埃将对他们每个人实行 监察
 ，使所有的季特·季特奇之流都受到 包围
 ，就象一个法国人被困在色当城下一样。只要弄到一张经理、董事、大股东等的名单，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季特·季特奇的名字。他们在 全
 俄国总共只有几百人，最多也不过几千人，拥有苏维埃、职员联合会等机构的无产阶级国家，可以给他们每个人指定10个甚至100个监督者，这样一来，甚至通过 工人监督
 （监督资本家）也许就能使任何反抗都成为 
不可能的

 事情，而用不着去“粉碎反抗”了。

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在于对资本家及其可能有的拥护者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工人监督。单靠没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其中并不包含组织要素和计算正确分配的要素。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征收 公正的
 捐税（甚至按“盛加略夫的”税率）的办法来代替没收，不过需要排除一切逃避公开帐目、隐瞒真相、回避法律的可能性。而可以 排除
 这种可能性的 只有工人国家
 的工人监督。


强迫辛迪加化
 ，即强迫参加受国家监督的联合组织，这就是由资本主义准备好了的办法，这就是容克国家在德国已经实现、苏维埃即无产阶级专政也完全可以在俄国实现的办法，它将保证我们有一个无所不包的、最新式的和非官僚主义的“ 国家机构
 ”。 
［注：参看我的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那里更详细地说明了强迫辛迪加化的意义。（见本卷第181—226页。——编者注）］




※　　　　　※　　　　　※

　　资产阶级辩护士的第四条理由是：无产阶级不能使国家机构“运转起来”。这个理由同前一个理由比起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旧机构我们当然既不能掌握也不能使它运转起来。新机构苏维埃则借助“猛烈迸发出来的真正人民的创造力” 已经
 运转起来了。不过必须解除领导这个机构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套在它身上的 羁绊
 。这个机构 已经
 在运转，不过必须去掉那些妨碍它全速前进的畸形的小资产阶级赘瘤。为了补充以上所述，还应当研究两点：第一， 不是
 我们而是资本主义在军事帝国主义阶段创造出来的新的监督方法；第二，在 管理
 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方面加强民主制的意义。

粮食垄断和面包配给制不是我们而是一个正在打仗的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这个国家已经建立了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这是用来对付工人的一种军事苦役监狱。但是，无产阶级在这方面，也和它整个历史创造活动一样，是从资本主义那里获得自己的武器，而不是“臆造”和“凭空创造”这种武器。

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在拥有充分权力的苏维埃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这个手段一旦用来对付资本家和 所有富人
 ，一旦由 工人
 用来对付这班人，它就会产生一种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力量，使国家机构“运转起来”，以镇压资本家的反抗，使他们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监督和 强迫劳动
 的手段比法国国民公会的法律和断头台还要厉害。断头台 只能
 起震慑的作用，只能粉碎 积极的
 反抗。 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


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震慑”资本家，使他们感到无产阶级国家具有无限威力，不敢再存积极反抗它的念头，而且还要粉碎 消极的
 、无疑是更危险更有害的反抗。我们不仅要粉碎任何反抗，而且还要 强迫
 他们在新国家组织范围内 工作
 。“赶走”资本家是不够的，还应当（在赶走恶劣的不可救药的“反抗分子”以后）要他们 重新为国家服务
 。无论是对资本家，或者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某些上层人物以及某些高级职员等等，都应当如此。

我们也有做到这一点的手段。一个正在打仗的资本主义国家向我们提供了做到这一点的手段和武器。这个手段就是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政权后能够实现而且一定要实现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根本原则。

每个工人都要有一本劳动手册。那时，这个证件对他并不是一种侮辱，虽然 现在
 它无疑是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证件，是劳动者隶属于某个寄生虫的证明。

苏维埃将首先 在富人中间，然后

 逐渐在全体居民中间推行劳动手册的制度（在一个农民国家里，绝大多数农民大概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用不着劳动手册的）。劳动手册将不再是“贱民”的标志，不再是“下”等人的证件，不再是雇佣奴隶制的证明。它将是新社会里不再有“工人”但人人又都是 工作者
 的证明。

富人应当向最接近他们的工作范围的工人联合会或职员联合会领取劳动手册，每周或每隔一定时间必须从该联合会取得他们工作踏实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不能领到面包配给证和其他一切食品。无产阶级的国家会说：我们需要银行业的和企业联合的优秀组织者（在这方面，资本家有比较多的经验，而使用有经验的人，工作就比较容易进行），我们需要比从前愈来愈多的工程师、农艺师、技术人员以及各种具有科学知识的专家。我们要所有这类工作人员担任他们能胜任的和熟悉的工作，我们大概只能逐渐实现报酬的完全平等，在过渡期间将保留这些专家较高的报酬，但是，我们要使他们受到工人的全面监督，我们要彻底地无条件地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我们并不臆造什么工作组织形式，而是从资本主义那里把银行、辛迪加、最好的工厂、试验站、科学院等这些现成的组织形式拿过来；我们只能借鉴先进国家最好的经验。

我们说，整个资本家阶级一定会进行最顽强的反抗，但是苏维埃把全体居民组织进来就能粉碎这种反抗，对特别顽强和拒不服从的资本家自然必须惩办，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把他们关进监狱，只要无产阶级胜利了，象我今天在《消息报》上看到的那种事情就会 多起来
 。我们这样说，当然丝毫不会陷入空想主义，不会离开极其冷静而实际地估计情况的立场。今天的《消息报》说：


　　“9月26日有两个工程师到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声明说，有一批工程师决定组织一个社会主义者工程师协会。鉴于现在实质上已经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该协会愿意听从工人群众指挥，并且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愿同各个工人组织采取完全一致的行动。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回答说，理事会愿意在自己组织中成立工程师部，该部应当把工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关于工人监督生产的要点列入自己的纲领。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和社会主义者工程师团体的发起人近日将举行联席会议。”（1917年9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　　　　　※　　　　　※

　　有人对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使国家机构运转起来。1905年革命以后是13万地主管理俄国，他们管理的方法就是对15000万人滥用暴力，肆意侮辱，强迫大多数人从事苦役、过半饥饿的生活。

而24万布尔什维克党员似乎不能管理俄国，不能为了替穷人谋福利、为了反对富人而管理俄国。这24万人现在至少已经拥有100万成年人的选票，因为欧洲的经验和俄国的经验都证明，就连彼得格勒杜马8月的选举也证明，党员人数同党的得票数的比例正是如此。可见，我们已经有一个由 一百万
 思想上忠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为了在每月20日领取大笔薪俸的人组成的“国家机构”。

此外，我们还有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的国家机构 扩大十倍
 的“妙法”，这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这个妙法就是吸引劳动者，吸引贫民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

为了说明这种妙法是多么简便，效果是多么灵验，我们且举一个尽可能简单明了的例子。

国家有时要强迫某一家搬出住宅而让另一家搬进去。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常有的事，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或者说社会主义国家也会遇到这样的事。

资本主义国家要撵走一个失去了干活的人而缴不起房租的工人家庭，就要派来一大帮法警、警察或民警。如果是在工人区撵人搬家，那就要派一个哥萨克分队。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很强大的武装保护，法警和“民警”是不肯去的。他们知道，撵人搬家的场面会在邻近所有居民当中，会在成千上万濒于绝望的人当中激起无比的愤怒，激起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无比的仇恨，这些人随时都可能把法警和民警队打成肉酱。需要大量的兵力，而且一定要从某边远地区调几个团到大城市来，这样士兵就不熟悉城市贫民的生活，不致“传染上”社会主义。

假设无产阶级国家要让一个极其贫苦的家庭强行搬进富人住宅。假设我们的工人民兵分队由15个人组成：2个水兵，2个士兵，2个觉悟工人（就算其中只有1人是我们的党员或者党的同情者），再加上1个知识分子和8个劳动贫民，这8人当中至少必须有5个妇女，而且要有仆人、粗工等等。这一队人来到富人住宅进行检查，发现2男2女住着5个房间，于是说：“公民们，请你们挤在两个房间里过冬吧，腾出两间房让住在地下室的两家搬进去。在我们还没有在工程师（您大概是工程师吧？）的帮助之下为所有的人盖好舒适的住宅以前，你们必须挤一挤。你们的电话要10家共用。这样可以不必跑遍各家铺子等等，可以节省100来个工时。其次，你们家里有两个能从事轻劳动而没有事干的半劳动力：55岁的女公民和14岁的男公民。他们每天要值班3小时，监督供应10家的食品的合理分配并进行必要的登记。我们队里的一位大学生公民马上就把这项国家的命令抄成两份，现在请你们给我们一个字据，保证切实执行这个命令。”

依我看来，资产阶级的旧国家机构和国家管理同社会主义的新国家机构和国家管理对比起来，如用浅显的例子来说明，情形就会是这样。

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知道，不是随便哪一个粗工和厨娘都能马上参加国家管理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同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同策列铁里是意见一致的。我们同这些公民不一致的地方是我们要求立刻破除这样一种偏见，似乎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 管理
 国家，才能担任日常管理工作。我们要求由觉悟的工人和士兵来领导 学习
 管理国家的工作，并且要求立刻开始这样做，即立刻 开始
 吸引一切劳动者、一切贫民来学习这一工作。

我们知道，立宪民主党人也同意把民主制教给人民。立宪民主党的女士们同意根据英国和法国最好的资料给女仆们作关于妇女平等的讲演，并且还准备在最近的音乐会上，在露天舞台上，在几千人面前表演接吻：演讲人立宪民主党的女士吻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吻前任部长策列铁里。感激不尽的人民将受到一次实例的教育，知道什么叫作共和制的平等、自由、博爱……

是的，我们承认，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策列铁里按照他们的方式忠于民主制，并且在人民中间宣传这种民主制。可是，如果我们对于民主制有某种不同的概念，那该怎么办呢？

在我们看来，为了减轻战争所造成的空前的负担和灾难，为了医治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创伤，就需要实行 革命的
 民主制，就需要采取上述例子中那种根据贫民利益分配住房的 革命
 措施。无论在城市或农村，对食品、衣服、靴鞋等等的处理，以及在农村对土地等等的处理都应当 这样
 。我们可以 立刻吸引
 1000万人，甚至2000万人组成的 国家
 机构从事 这种
 意义上的国家管理，而这样的国家机构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有过的。这样的机构只有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我们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充分的、毫无保留的支持。这样的机构只有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我们有觉悟的、由于受过资本主义长期“训练”（我们并没有白受资本主义的训练）而富有纪律性的工人，他们 能够
 建立工人的民兵并 逐渐
 把它扩充（要立刻开始扩充） 为全民的
 民兵。觉悟的工人应该进行领导，并且他们也能够吸引真正的被压迫劳动群众来从事管理工作。

自然，这种新机构在开始的时候是免不了要犯错误的。但是，难道农民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开始自己经营的时候没有犯过错误吗？难道除了通过实践，除了立刻开始实行真正的人民自治，还有其他训练人民自己管理自己、避免犯错误的方法吗？现在最主要的是抛弃那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仿佛只有那些按整个社会地位来说完全依附于资本的特殊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最主要的是要结束这样一种局面，即资产者、官吏和“社会党人”部长们企图按老办法管理国家，但又无法管理，结果7个月之后居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激起了农民起义！！最主要的是使被压迫的劳动者相信自己的力量，通过实践让他们看到，他们能够而且应该亲自动手来 合理地
 最有秩序最有组织地分配面包、各种食品、牛奶、衣服、住宅等等，使这种分配 符合贫民的利益
 。不这样，就 不能
 把俄国从崩溃和灭亡中拯救出来，而认真地、勇敢地、普遍地开始把管理工作交给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就会激发群众史无前例的革命热情，就会使人民同灾难斗争的力量增加无数倍，以致许多在我们那些眼界狭窄的旧官僚分子看来似乎是办不到的事情，对千百万 开始为自己
 而不是在棍棒威逼下为资本家、为贵族公子、为官吏 工作
 的群众的力量来讲，却成为可以实现的了。


※　　　　　※　　　　　※

　　同国家机构问题有关的还有集中制问题，巴扎罗夫同志在9月27日《新生活报》第138号《布尔什维克和政权问题》一文中，十分有力又十分不能令人满意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巴扎罗夫同志是这样推论的：“苏维埃不是适应国家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机构”，因为7个月的经验已经表明，“彼得堡执行委员会经济部有几十份、几百份文件资料”已经证实，苏维埃虽然在许多地方实际上已享有“充分权力”，但是“在消除经济破坏方面，并没有能取得稍微令人满意的结果”。需要一个“按生产部门划分的、在每个部门内实行严格集中制并服从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心”的机构。“请看，问题不在于更换旧机构，而仅仅在于改良旧机构……尽管布尔什维克一直讥笑持有这种计划的人……”

巴扎罗夫同志所有这些同资产阶级论调一模一样、反映资产阶级观点的论断，简直是软弱无力得令人吃惊！

确实如此。说苏维埃在俄国某地某时曾享有“充分权力”，这简直是可笑的（即使这不是在重复资本家出于阶级私利的谎言）。所谓享有充分权力，就是要有支配全部土地、所有银行和所有工厂的权力；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经验以及有关政治同经济的关系的学术资料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小小的”情况。

资产阶级的欺骗手法就在于它 不
 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对苏维埃采取的任何一种重要步骤都 暗中破坏
 ，继续把持政府，保留支配土地和银行等等的权力，却又把经济破坏的罪责推在苏维埃身上！！联合的全部惨痛教训也在于此。

苏维埃从来没有掌握过充分的权力，它的措施除起缓解作用和加剧混乱外，什么结果也没有。

向布尔什维克，向这些按他们全党的信念、纲领和策略来讲都是集中主义者的人证明集中制的必要性，那简直是多此一举。《新生活报》的撰稿人干这种无聊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了解我们对他们那个“全国性的”观点加以嘲笑的意思和意义。而新生活派没有了解这一点，又是因为他们只是 在嘴巴上
 而不是在脑子里承认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们一面背诵关于阶级斗争的词句，一面却时时抱着理论上是可笑的、实践上是反动的“超阶级观点”，并把这种为资产阶级的效劳叫作“全国性的”计划。

可爱的人们，国家是个阶级概念。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关或者机器。在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口号只能有一个： 破坏
 这个国家。而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

更通俗一点讲：我们不是讥笑那些“计划”，而是讥笑巴扎罗夫之流不懂得否认“工人监督”、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 拥护
 资产阶级专政。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中间道路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虚无缥缈的空想。

从来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反对过苏维埃的 集中制
 ，反对过苏维埃的统一。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反对按生产部门成立工厂委员会，反对工厂委员会的集中化。巴扎罗夫在 无的
 放矢。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讥笑的都不是“集中制”，也不是那些“计划”，而是 改良主义
 。因为在有了联合的教训之后，你们的改良主义是太可笑了。谁说问题“不在于更换机构，而在于改良”，谁就是改良主义者，就成了不是革命的而是改良主义的民主派。改良主义无非是要统治阶级让步而 不是
 推翻统治阶级，无非是在保持 统治阶级的
 政权的条件下要统治阶级让步。

这正是半年来联合所作的尝试。

我们所讥笑的就是这一点。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说：“是呀，正是呀，我们恰好不反对改良，我们主张工人参加全国性的监督，我们完全同意。”而巴扎罗夫由于没有对阶级斗争的学说细加思索，就上了资产阶级的这个圈套，于是好心的巴扎罗夫 在客观上
 就扮演了资本家应声虫的角色。

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企图站在“中间”立场上的人们的下场，过去一向如此，将来还会永远如此。正因为《新生活报》的撰稿人不能理解阶级斗争，他们的政策是十分可笑地永远动摇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可爱的公民们，去拟订“计划”吧，那不是政治，不是阶级斗争的事情，在那一方面你们可以给人民带来好处。你们的报纸有许多经济学家。请你们同那些准备研究调节生产和分配问题的工程师及其他人联合起来吧，请你们的大“机构”（报纸）拿出一个副刊来认真研究关于俄国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关于银行和辛迪加等等的精确材料，正是在这一方面你们会给人民带来好处，正是在这一方面你们的脚踏两只船的态度不致引起特别有害的影响，正是这种“计划”工作不致引起工人的讥笑，而会得到工人的感谢。

无产阶级胜利后，就会这样做：让经济学家、工程师、农艺师等等在工人组织的 监督之下
 来拟订“计划”、检查计划，寻求通过集中化来节省劳动的办法，探索最简单的、最便宜的、最方便的和最全面的监督方式和方法。为此，我们要发给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技师很高的薪金，但是……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老老实实、一心一意地 为劳动者的利益
 去做这项工作，我们就不给他们饭吃。

我们拥护集中制，也拥护“计划”，但是，我们拥护的是 无产阶级
 国家的集中制和计划，是无产阶级为了贫民、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为了 反对
 剥削者而调节生产和分配的集中制和计划。我们只同意把所谓“全国性”理解为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全部政权交给大多数人民，即交给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也就是工人和贫苦农民。


※　　　　　※　　　　　※

　　第五条理由是：布尔什维克不能保持政权，因为“环境非常复杂……”真是聪明人！他们也许愿意顺应革命，但只能是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的革命。

这样的革命是没有的，向往这种革命而发出的叹息，无非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动的哀鸣。即使革命开始时环境并不太复杂，革命本身在发展过程中 总是
 要造成 非常
 复杂的环境的。因为革命，真正的、深刻的、“人民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页。——编者注］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革命是旧事物无比复杂而痛苦的死亡过程和新社会制度即千百万人新生活方式的诞生。革命是最尖锐、最激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没有经过国内战争。而只有套中人 
[113]

 才会认为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的国内战争是可以设想的。

如果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那么也就没有革命。你怕狼，就别到森林里去。

第五条理由没有什么可以分析的，因为这里既没有什么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也没有任何别的思想。这里有的只是革命使之感到忧愁和恐惧的人们所发出的叹息。为了说明这种叹息的性质，不妨谈一下我个人经历的两件小事。

七月事变前不久，我同一个富有的工程师谈过一次话。这个工程师曾经是一个革命者，做过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甚至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现在，他完全被吓坏了，对情绪激昂、无法制服的工人充满愤恨。他（一个有学识的到过外国的人）说，假如这些工人能和德国工人一样就好了，当然，我了解社会革命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这里，在战争造成工人水平下降的情况下……这不是革命，这是毁灭。

要是历史象德国特别快车进站那样平平安安、稳稳当当、正点到达社会革命，他是愿意承认社会革命的。文雅的乘务员打开车厢门喊道：“社会革命站到了。请全体下车（Alle　aussteigen）！”那时，有什么理由不从季特·季特奇之流手下的工程师的地位转到工人组织中的工程师的地位呢？

这个人见过罢工。他知道，就是在最平静的时候，一次最普通的罢工也总要掀起一场情绪激昂的狂风暴雨。他当然懂得，在阶级斗争唤起了一个大国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时候，在战争和剥削把千百万受地主数百年折磨，受资本家和沙皇官吏数十年掠夺和殴打的人民弄到几乎绝望的时候，这种狂风暴雨必然要更加猛烈千万倍。他“在理论上”了解这一切，但他仅仅 在嘴巴上
 承认这一切，他简直被“非常复杂的环境”吓坏了。

七月事变后，承蒙克伦斯基政府的特别照顾，我有幸转入了地下。掩护我们这种人的当然是工人。有一次，在离彼得格勒市区很远的工人区的一所小小的工人住宅里，正在准备开午饭。女主人拿出面包来，男主人说：“你看，多么好的面包。‘他们’现在大概不敢再给坏面包了。我们早就不指望在彼得格勒还能买到好面包。”

对七月事变的这种阶级估量使我感到惊奇。我常常思索这次事变的政治意义，衡量这次事变在整个形势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分析由于什么形势产生了历史的这种曲折，它又将造成什么局势，想到我们应该如何改变我们的口号和我们党的机构，以适应改变了的形势。关于面包，我这个没挨过饿的人是没有想到的。面包对我来讲自然就象是写作的副产品。要通过政治分析这种非常复杂的途径才会想到一切的根本，想到争取面包的阶级斗争。

而被压迫阶级的人，哪怕是待遇很好和十分有知识的工人，一下子就能抓住问题的关键，而且说得那样朴实直率、斩钉截铁、观点鲜明，令人感到惊奇，这是我们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整个世界分成两个阵营：“我们”劳动者和“他们”剥削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丝毫没有感到不安：这只是劳动跟资本的长期斗争中的一次战斗。要砍树木就别怕木片飞迸。

“革命的这种‘非常复杂的环境’真令人难以忍受！”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这样想和这样感觉的。

“我们把‘他们’压了一下，‘他们’已经不敢象先前那样耍无赖，了。我们再压一下，就可以完全把他们压倒。”工人是这样想和这样感觉的。


※　　　　　※　　　　　※

　　第六条，即最后一条理由：无产阶级“不能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会连带消灭整个革命）”。先生们，请别吓唬人，你们吓不倒谁。我们已经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克伦斯基执政和它没什么两样）领教过这些敌对力量和它们的进攻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是怎样消灭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和为数不多的特别富有、同革命特别“敌对”的地方小土地占有者阶层的代表曾处于多么可怜和无可奈何的境地，这是大家都看见了的，这是人民都还记得的。9月30日的《人民事业报》劝导工人在立宪会议召开（在对付起义农民的“军事措施”保护下召开！）以前要“容忍”克伦斯基执政（即科尔尼洛夫叛乱）和伪策列铁里布里根杜马。《人民事业报》上气不接下气地再三重复《新生活报》的第六条理由，并声嘶力竭地喊道：“克伦斯基政府决不听命。”（不听命于苏维埃政权，即不听命于工农政权，《人民事业报》为了不落在暴徒、反犹太主义者、君主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后面，竟把这个政权叫作“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政权，请看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多么卑鄙的手段！！）

但是，无论《新生活报》或者《人民事业报》都吓不倒觉悟的工人。你们说：“克伦斯基政府决不听命”，更简单明了、更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克伦斯基政府要重演科尔尼洛夫叛乱。《人民事业报》的先生们竟敢说什么这将是“国内战争”，这将是“可怕的前途”！

不，先生们，你们欺骗不了工人。这将不是国内战争，而是一小撮科尔尼洛夫分子的绝望的骚乱。就是说，他们想“不听命”于人民，并且想不顾一切地挑动人民大规模地重复在维堡对待科尔尼洛夫分子的那种行动， 要是
 社会革命党人 想
 这样做，要是社会革命党党员克伦斯基想这样做，他就会触怒人民。不过，先生们，你们这样是吓不倒工人和士兵的。

真是卑鄙无耻到绝顶了：他们伪造了新布里根杜马，利用伪造手段招募了一些反动合作社派即农村富农当作帮凶，再加上一些资本家和地主（所谓有选举资格的分子），又企图利用这帮科尔尼洛夫匪徒来 蹂躏人民的意志，蹂躏
 工农的意志。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他们竟把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农民起义象滔滔大江到处泛滥！请想一想吧：在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民主共和国中，竟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同一家《人民事业报》，即切尔诺夫的报纸，也就是在9月30日恬不知耻地劝导工人和农民“容忍”的“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在9月29日的社论中也不得不承认：


　　“直到现在为止，几乎
 没有为消灭俄国中部农村中仍占统治地位的奴役
 关系做什么事
 。”



　　同一家《人民事业报》在9月29日的同一篇社论中又说，“斯托雷平那套作风”在“革命的部长们”的办事方式中“依然清晰可见”。换句更简单明了的话说，就是把克伦斯基、尼基京、基什金之流称为 斯托雷平分子
 。“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之流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目前正在对农民采取“军事措施”，却又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安慰人民（虽然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已经 欺骗过
 人民一次了，他们在7月8日曾庄严地宣布，立宪会议将于9月17日如期召开，可是后来却 自食其言
 ，甚至不顾 孟什维克唐恩
 的劝阻而推迟立宪会议，把立宪会议延迟到11月底，而不是象当时孟什维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希望的那样延迟到10月底）。“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之流用即将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来安慰人民，似乎人民还会相信那些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扯过一次谎的人，似乎人民还会相信在偏僻农村中采用 军事措施
 的政府，对任意逮捕觉悟农民和 伪造
 选举的行为明目张胆地进行 庇护
 的政府会 如期
 召开立宪会议。

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竟然又恬不知耻地向他们说：“应当‘容忍’，应当等待，应当相信那个采取‘军事措施’镇压起义农民的政府！”

使几十万俄国士兵在6月19日之后的进攻中送了命，使战争拖延下来，使德国水兵不得不举行起义，把自己的长官投到水里，事情弄到了这种地步，还在一味地空谈和平而 不向各
 交战国 提出
 公正的和约，还在恬不知耻地向工人和农民，向朝不保夕的士兵说：“必须容忍”，要相信“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的政府，要再相信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一个月，而他们在一个月中又会把几万士兵送到屠宰场……“必须容忍”。

难道这还不是恬不知耻吗？？

不，社会革命党的老爷们，克伦斯基的同党们，你们是骗不了士兵的！

工人和士兵就连一天，就连 多
 一个小时都不会容忍克伦斯基政府了，因为他们知道， 苏维埃
 政府将 立刻
 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约，因此 一定
 能立刻实现停战并迅速缔结和约。

我们农民军队的士兵就连一天，就连 多
 一个小时都不会容忍这个采取 军事措施
 镇压农民起义的克伦斯基政府违反苏维埃意志存在下去了。

不，社会革命党老爷们，克伦斯基的同党们，你们再也骗不了工人和农民了！


※　　　　　※　　　　　※

　　在各种敌对力量的进攻的问题上，也就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新生活报》深信会把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的那种进攻的问题上，还有一个逻辑上和政治上的非常惊人的错误，只有那些已经让别人吓得几乎神经失常的人才看不出来。你们说：“各种敌对力量的进攻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说得好。不过可爱的同胞，你们都是些经济学家和有学识的人。你们都知道，拿民主派同资产阶级作对比是荒诞的和愚蠢的，这就象拿斗同尺作对比一样，因为世上有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也有非民主派的（能参加旺代叛乱的）小资产阶级阶层。

“各种敌对力量”，这是一句空话。而阶级的概念是 资产阶级
 （拥护它的还有地主）。

俄国也和 任何一个
 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分成三种主要“力量”：资产阶级和地主，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即小业主，首先是农民。正是这三种主要“力量”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在俄国），不仅早已为科学的经济分析所证明，而且也为 一切
 国家的整个现代史的 政治经验
 、为18世纪以来欧洲 所有
 革命的经验、为1905年和1917年 两次
 俄国革命的经验所证明了。

那么，你们是想恐吓无产者，说资产阶级的进攻会把他们的政权消灭吗？你们的恐吓就是这个意思，也只有这个意思，此外再也没有什么其他内容了。

好吧。比方说，如果资产阶级能够消灭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权，那剩下的就只是“联合”，也就是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或妥协。任何别的都是根本不能设想的！！

要知道联合已经试验了半年，已经遭到了破产，并且你们这些可爱而不善于思考的《新生活报》的公民们，自己也已经 
放弃了

 联合。

结果怎样呢？

《新生活报》的公民们，你们吓糊涂了，你们让别人吓得甚至连最简单的议论都不能自圆其说了， 连总共不到五而只到三的数目
 都弄不清了。

或者全部政权归资产阶级，这你们早已不赞成了，甚至资产阶级自己也不敢提了，因为它知道，在4月20—21日，人民用肩膀一撞就把这种政权撞翻了，现在更是会加倍坚决地、无情地打翻这种政权。或者政权归小资产阶级，即由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联盟，妥协），因为小资产阶级不愿意而且 不
 能独立自主地掌握政权，这是一切革命的经验证明了的，也是经济科学证明了的。经济科学表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可以拥护资本，可以拥护劳动，但在中间是站不住的。这个联合半年来在俄国试用过不下几十种方法，但还是失败了。

最后，或者全部政权归无产者和贫苦农民，而不是归资产阶级，以便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这还没有尝试过，而这是你们《新生活报》的先生们 劝
 人民 不要去干的
 ，你们用自己畏惧资产阶级的心理去吓唬人民。

第四种办法是连臆造也臆造不出来的。

这就是说，如果《新生活报》因为无产阶级政权仿佛可能被资产阶级搞垮而害怕无产阶级专政并拒绝无产阶级专政，那就等于 暗地里回到
 同资本家 妥协
 的立场！！！很明显，谁害怕反抗，谁不相信能够粉碎这种反抗，谁教导人民说，“你们应当害怕资本家的反抗，你们制服不了这种反抗”，谁就是 以此
 号召重新同资本家妥协。

现在，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都已看到联合的破产，不敢公开拥护联合，同时他们又得到资产阶级的保护，而害怕无产者和贫苦农民掌握全部政权，所以弄得糊里糊涂，《新生活报》也象他们一样，糊涂到了手足无措、狼狈不堪的地步。


※　　　　　※　　　　　※

　　害怕资本家的反抗，同时又自命为革命者，希望被人看作社会主义者——多么可耻！被机会主义败坏了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要在思想上堕落到什么地步，才 能
 发出这种论调！资本家的反抗力量我们已经看到过了，全体人民也看到过了，因为资本家比其他阶级更有觉悟，他们一下子就理解了苏维埃的意义，马上竭尽 自己的一切力量
 ，采取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直到采取空前未有的造谣诽谤的手段，制造军事阴谋， 来破坏苏维埃
 ，消灭苏维埃，糟蹋苏维埃（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帮助之下），把苏维埃变为清谈馆，长年累月地用无聊的空话和玩弄革命的把戏使农民和工人厌倦。

而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反抗力量 我们还没有看到过
 ，因为只有当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当千百万为贫困和资本主义奴隶制所摧残的人们实际看到和 感觉到
 国家政权到了被压迫阶级手中，并正在帮助贫民对地主和资本家展开斗争， 
粉碎

 他们的反抗的时候，这种力量才会充分发挥出来。 只有
 那时，我们才能看出，人民中间蕴藏着什么样的回击资本家的潜在力量；只有那时，恩格斯称为“隐蔽的社会主义”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3页。——编者注］

 的东西才会显示出来；只有那时，如果工人阶级政权有 1万
 个公开的或暗藏的、积极活动或消极顽抗的敌人，就会有 100万
 个新战士起来和他们斗争，而这些新战士至今在政治上还没有觉醒，他们一直在贫困折磨和绝望状态中苟延残喘，不敢相信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生活的权利，不敢相信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全部实力也会为他们服务，不敢相信无产阶级民兵分队会完全信任地召请 他们
 直接地经常地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

在普列汉诺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这帮先生善意参加下，资本家和地主用尽 一切
 办法 糟蹋
 民主共和国，用效劳财富来糟蹋民主共和国，致使人民变得冷漠无情，使 他们觉得反正都一样
 ，因为一个挨饿的人不会去区分共和国和君主国，一个挨冻、赤足、受尽折磨、为旁人的利益去送命的士兵是不会爱上共和国的。

但是，一旦无论哪个粗工，任何一个失业者，每一个厨娘，随便哪个破产农民都看到，不是从报纸上而是亲眼看到：无产阶级政权不向财富卑躬屈节，而是帮助贫民；这个政权敢于采取革命措施；这个政权把寄生虫的多余食品拿来分给饥民；这个政权让无家可归的人强行搬进富人的住宅；这个政权强迫富人出牛奶钱，可是在所有贫苦人家的儿童没有得到足够的牛奶供应以前，一滴牛奶也不给他们；土地交给劳动者，工厂和银行受工人监督；百万富翁隐匿财产会立刻受到严厉的惩罚，——一旦贫民看到这一切并且感觉到这一切，那时任何资本家和富农的力量，任何拥有数千亿的世界金融资本的力量也战胜不了人民革命，相反地， 人民革命
 将战胜整个世界，因为在所有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成熟。

如果我们的革命自己不害怕自己，如果它把全部政权交给无产阶级，那它就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支持我们的有无比广大的、更加成熟的和更加有组织的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这种力量暂时受到了战争的压制，但并没有被消灭，相反地，战争使它更加强大了。


※　　　　　※　　　　　※

　　担心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即保证能得到贫苦农民全力支持的无产阶级政权会被资本家先生们“消灭”！这是多么近视！这是多么可耻的害怕人民的心理！这是多么虚伪！流露出这种恐惧心理的人都属于“上等”（这是按资本主义的尺度，而实际上是 腐朽的
 ）“社会”，这个“社会”讲到“正义”这个词，自己并不相信，而是习惯于把它当作一种空话，并不赋予它任何内容。这里有个例子：

彼舍霍诺夫先生是个著名的半立宪民主党人。再找不到比他更温和的劳动派分子，与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更志同道合的人了。没有哪个部长比他更热心地替资产阶级效劳。世界上还没有哪个人比他更热烈地拥护“联合”、拥护同资本家的妥协！

请看，根据护国派《消息报》的报道，这位先生在“民主”（应读作：布里根）会议上的发言 不得不
 供认：


　　“有两个纲领。一个是反映集团要求即阶级要求和民族要求的纲领。最坦率地维护这个纲领的是布尔什维克。而民主派其他部分的人也很难拒绝这个纲领。要知道，这是劳动群众的要求，是被歧视和被压迫民族的要求。民主派难以同布尔什维克决裂，拒绝这些阶级要求，首先是因为这些要求实质上是正义的。我们在革命前为这个纲领奋斗过，为这个纲领进行过革命，在其他条件下我们都会一致地拥护它，但是在目前条件下，这个纲领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现在，这种危险性更大，因为这些要求恰恰是在国家不能予以满足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首先要保卫国家这个整体，把它从毁灭中拯救出来，而要做到这点，就只有一条路：不管提出的要求多么正义和强烈，一概不予以满足，相反地，要各方面忍受必须忍受的限制和牺牲。”（9月17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当资本家们还掌权的时候，他所保卫的 不是
 什么整体，而是俄国的和“盟国的”帝国主义资本的私利。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只有和资本家，和 他们的
 秘密条约，和 他们的
 兼并（侵占别人土地），和 他们的
 银行的金融诈骗行为断绝关系之后，战争才不再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战争。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只有 在
 断绝这种关系 之后
 ，战争才会在敌人拒绝接受正式向他提出的公正的和约的情况下，成为防御性的、正义的战争。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一个摆脱资本的枷锁、把土地交给农民、把银行和工厂置于工人监督之下的国家的防御力量，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大 许多倍
 。而最重要的是，彼舍霍诺夫先生 不
 了解，既然他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主义的正义性，不得不承认它的要求是“ 劳动群众
 ”即多数居民的要求，那也就是 放弃了
 自己的全部立场， 放弃了
 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全部立场。

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我们的政府将是不可战胜的原因就在这里：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是“劳动群众”和“被压迫民族”的纲领。

要知道，彼舍霍诺夫先生是立宪民主党人、《统一报》和《人民事业报》的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政治朋友，是富农之类的老爷们的代表，如果科尔尼洛夫的军队或者克伦斯基的军队（他们是一路货）打败了布尔什维克，这些老爷们的老婆和姐妹第二天就会用小伞挑出被打得半死的布尔什维克的眼珠。

就连这样的一位先生也 不得不
 承认布尔什维克的要求的“正义性”。

在他看来，“正义”不过是空话。但是在半无产者群众看来，在被战争弄得破产，弄得痛苦不堪，弄得疲惫已极的大多数城乡小资产阶级看来，这不是空话，而是最尖锐、最迫切、最重大的问题，是关系到会不会饿死、能不能取得一片面包的问题。正因为如此， 无论什么
 政策都 不能
 建立在“联合”的基础上， 不能
 建立在挨饿者和破产者的利益同剥削者的利益“妥协”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政府 一定会
 得到 这些
 群众的绝大多数的支持。

知识分子和那些根据他们“洞悉”经济唯物主义的“ 奥妙
 ”这个堂皇的理由而喜欢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坏蛋们说：正义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

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变成力量。正是在目前，布尔什维克即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代表，以自己的政策体现了那种在全世界推动广大劳动群众的思想。

单是正义，单是群众对剥削愤恨的感情，永远也不会把他们引上通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但是，当大银行、辛迪加、铁路等物质机构依靠着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先进国家极其丰富的经验积累了奇妙的技术，而资本主义却 妨碍
 这些技术的运用的时候，当觉悟的工人团结成一个有25万党员的党，以便在全体被剥削劳动者支持下有计划地掌握这种机构并使它运转起来的时候，——当这些条件已经 具备
 的时候， 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让别人吓倒
 而能夺得政权，那么，地球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挡他们把政权一直保持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后记

上面这篇文章写好了的时候，10月1日的《新生活报》社论又提出了一套糊涂的新妙论，这套妙论特别危险，因为它是隐藏在同情布尔什维克的旗帜后面的，隐藏在“不要受人挑动”这种深奥的庸俗议论的烟幕后面的（可别落入这种关于挑动的叫喊的圈套，因为这种叫喊无非是企图恐吓布尔什维克，使他们 不要
 夺取政权）。

这套妙论说：


　　“无论是7月3—5日运动的教训，还是科尔尼洛夫事变的教训，都非常明显地表明：民主派拥有在人民中威信最高的机关，如果它在国内战争中采取防御立场，那它就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它掌握进攻的主动权，那它就要失去一切中间的、动摇的分子而遭到失败。”



　　如果布尔什维克对这一套议论中所反映的这种庸俗的糊涂思想表示任何形式的一点点让步，那他们就会既葬送自己的党，又葬送革命。因为发表这种议论的作者在谈到国内战争（这个话题恰好是通体漂亮的太太搭得上话的）的时候，把关于这个问题的 历史教训
 曲解到了极端滑稽可笑的地步。

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代表和奠基人卡尔·马克思谈到 这些
 教训，谈到 这个
 问题上的历史教训时是这样论述的：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么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决心干到底（直译：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全部后果）。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据优势〈马克思指的是起义的最“困难的”情况，即必须反对“巩固的”旧政权，反对还没有在革命影响和政府动摇影响下瓦解的军队〉；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907年德文版第118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02页。——编者注］





　　《新生活报》的这些“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会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 
[114]

 ，我们有的不是三倍的勇敢，而是两种长处，“我们有这样两种长处：温和和谨慎”。在“我们”看来，世界历史的经验、法国大革命的经验算不了什么。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1917年两次运动的经验——透过莫尔恰林 
[115]

 的眼镜被歪曲了的经验。让我们不戴这副可爱的眼镜来看看这个经验吧。

你们拿7月3—5日的事变同“国内战争”相提并论，是因为你们相信了阿列克辛斯基和佩列韦尔泽夫之流。而相信 这样的
 人正是《新生活报》的先生们的特色（尽管他们拥有大型日报的庞大机构，但在 收集
 有关7月3—5日事变的 材料
 方面却没有独立地做过一点事情）。

我们姑且假定，7月3—5日的事变不是被布尔什维克控制在雏形阶段内的国内战争的胚胎，而是真正的国内战争。我们就这样假定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教训证明了什么呢？

第一，布尔什维克 没有
 转入进攻，因为毫无疑问，如果他们转入进攻，那就会在7月3日夜里，甚至在7月4日拿下许多东西。如果说这是国内战争（《新生活报》正是这样看的，而不是 如实地
 看作自发的爆发向4月20—21日那种示威的转变），采取防御正是他们的弱点。

由此可见，“教训”同《新生活报》那些聪明人所说的 相反
 。

第二，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在7月3—4日连起义的打算都没有，为什么当时 任何一个
 布尔什维克 领导集体
 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提出，它并 不在
 我们和《新生活报》争论的范围 之内
 。因为，我们争论的是“国内战争”即起义的 
教训

 ，而不是革命政党由于显然缺乏多数人的支持而放弃起义的念头。

因为大家知道，1917年7月 过了很久以后
 ，布尔什维克才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和在全国获得了多数（在莫斯科获得了49％以上的选票），可见，得到的“教训”又完全不是新生活派那位通体漂亮的太太想看到的那些。

不，不，《新生活报》的公民们，请你们最好还是不要搞政治吧！

如果革命党在各个革命阶级的先进队伍内和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争得多数，那就谈不到什么起义。此外，起义还需要：（1）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2）旧政府，如“联合”政府，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彻底破产；（3）在一切中间分子阵营中，即在那些尽管昨天还完全拥护政府、但现在已经 不
 完全拥护政府的中间分子的阵营中发生大摇摆。

为什么《新生活报》谈到7月3—5日事变的“教训”，却没有注意到这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呢？那是因为谈论政治问题的不是政治家，而是知识分子小团体中被资产阶级吓倒了的人们。

还有，第三，事实表明，正是 在
 7月3—4日事变 之后
 ，正是由于策列铁里先生之流被自己的七月政策 揭穿了
 ，正是由于 群众
 看到了布尔什维克是 自己的
 先进战士而“社会联盟派”是叛徒，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才开始 垮台
 的。他们的垮台 还在
 科尔尼洛夫叛乱 之前
 就完全为彼得格勒8月20日的选举所证实了，因为在这次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获得了胜利，而“社会联盟派”遭到了失败。（《人民事业报》不久前 隐瞒各
 党派得票的总数，企图推翻这一事实，但这是欺骗自己和欺骗读者；根据8月24日《日报》仅仅关于城市的材料来看，立宪民主党人得票的百分数从22％增加到23％，绝对票数减少了40％；布尔什维克得票的百分数从20％增加到33％，绝对票数只减少了10％；所有“中间”党派得票的百分数从58％下降到44％，绝对票数减少了60％！！）

七月事变后和科尔尼洛夫事变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垮台，也为两党中的“左”翼人数几乎增加到40％这一情况所证实，这真是替遭到克伦斯基先生之流迫害的布尔什维克“报了仇”。

无产阶级政党虽然“失去了”数百个党员，但是在7月3—4日事变中 赢得了
 许多东西，因为，正是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 群众
 懂得了并看到了它的忠诚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 背叛
 。这就是说，得到的“教训”和“新生活派”所说的完全不同，这个“教训”就是：决不能离开沸腾的群众而去迁就“民主派的莫尔恰林们”，如果是起义，那就要趁敌军分散的时候转入进攻，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新生活报》的“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先生们，难道不是这样吗？

难道“马克思主义” 不是
 把精确估计 客观
 形势作为策略的基础，而是荒谬地和不加分析地把“国内战争”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召开立宪会议”混为一谈吗？

先生们，这简直令人可笑，这简直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任何逻辑的嘲弄！

如果在 客观
 形势中 没有
 使阶级斗争激化到“国内战争”程度的根据，你们在 
谈论

 “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立宪会议”（这里分析的《新生活报》社论的标题就是如此）的时候，为什么要谈到“国内战争”呢？如果这样，那就应当明确地向读者说明并且证明，在客观形势中 没有
 进行国内战争的基础，因而可以并且应该把和平的、符合宪法的、在法律上和议会制上是“简单的”东西，如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立宪会议之类放在策略的首要地位。如果这样，那就 可以
 认为这类代表大会和这类会议确实能够 解决问题
 。

如果国内战争的必然性或者哪怕只是可能性是以目前的客观形势为根据的，如果你们不是“信口”谈论国内战争，而是明显地看到、感觉到和觉察到国内战争形势的存在，那么，怎么能把苏维埃代表大会或者立宪会议放在首要地位呢？？这简直是嘲弄挨饿的和受蹂躏的群众！难道挨饿的人会同意“等待”两个月吗？难道你们自己每天都在描写的日益加剧的经济破坏会允许“等待”到苏维埃代表大会或立宪会议吗？难道在我方没有采取争取和平的重要步骤（即没有正式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约）的条件下，德国的进攻会允许“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或立宪会议吗？难道你们有这样的材料，使你们能够断定，从2月28日到9月30日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的俄国革命的历史，从10月1日起到11月29日 
[116]

 就会发展得极其平静、和平、稳步、合法，而决不会有爆发、飞跃、战争的失败和经济的危机吗？难道前线的军队，由 非
 布尔什维克军官杜巴索夫代表前线正式宣布“不会再打下去”的那个军队，会平静地忍受饥寒，直到“预定的”日子吗？难道由于你们把农民起义叫作“无政府状态”和“暴行”，由于克伦斯基派“武装”力量去 镇压农民
 ，农民起义就不再是国内战争的因素了吗？难道可以 设想
 一个 在农民
 国家 里镇压
 农民起义的政府能平静地、公平地、 不
 伪造地进行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作吗？

先生们，你们不要讥笑“斯莫尔尼学校张皇失措” 
[117]

 ！你们张皇失措的程度并不小些。是你们在用张皇失措的言语和可怜的立宪幻想来回答国内战争的各种严重问题。正因为如此，我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染上了这种情绪，那他们就会既葬送自己的党，又葬送自己的革命。






	　尼·列宁
1917年10月1日

正文和后记载于1917年10月《启蒙》杂志第1—2期合刊

再版序言载于1918年彼得格勒出版的本文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87—339页

















[109]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是在维堡写的，最初发表于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刊物《启蒙》杂志1917年10月第1—2期合刊。——[282]。





[110]

 1917年6月4日（17日），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上，临时政府部长、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在发言中说：“现在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说：你们把政权交给我们，你们走开吧，我们将取而代之。俄国没有这样的政党。”列宁当即在席位上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反驳说：“有的！”接着又在自己发言时讲到这个问题，宣布布尔什维克党随时都“准备夺取全部政权”（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40页）。——[283]。





[111]

 通体漂亮的太太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一个以制造流言、搬弄是非为能事的女人，见于该书第1部第9章。——[289]。





[112]

 《劳动旗帜报》（《Знамя　Тру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政治和文学报纸（日报），1917年8月23日（9月5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担任该报编辑的有Ｂ．Ｂ．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波·达·卡姆柯夫和玛·亚·斯皮里多诺娃等。该报起初是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机关报，1917年11月1日（14日）第59号起成为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机关报，1917年12月28日（1918年1月10日）第105号起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1918年3月15日迁往莫斯科。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后被查封。——[291]。





[113]

 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312]。





[114]

 “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是法国作家让·巴·莫里哀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中的一句台词。剧中，一个樵夫冒充医生给财主女儿治病，竟把心脏和肝脏的位置说颠倒了。在事情败露之后，他又说什么“以前确是心在左面，肝在右面，不过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326]。





[115]

 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中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他夸耀自己有两种长处：“温和和谨慎”。——[327]。





[116]

 2月28日（3月13日）指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9月30日（10月13日）是临时政府最初规定的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这个日期后来被它改为11月28日（12月11日）。——[330]。





[117]

 这句话出自《新生活报》上刊登的俄国孟什维克尼·苏汉诺夫的《雷声又响了》一文。



斯莫尔尼学校即斯莫尔尼宫。1917年8月4日（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从塔夫利达宫迁到这里。它的一个房间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办公处。1917年10月成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也设在此地。列宁在这里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30]。







《列宁全集》第32卷


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委员的信[118]


（1917年10月1日〔14日〕）

亲爱的同志们，事变这样明确地规定了我们的任务，拖延简直等于 犯罪
 。

土地运动正在发展。政府正在加紧野蛮的镇压，军队对我们的同情日益增长（莫斯科有99％的士兵投票拥护我们，芬兰的陆军和海军反对政府，杜巴索夫提供的前线的总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德国的革命显然已经开始，在水兵遭枪杀以后尤为明显。莫斯科选举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得到47％的选票，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我们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 在全国显然
 拥有了多数。

铁路邮电员工已经同政府发生冲突。李伯尔唐恩之流把原定10月20日召开的代表大会，改说成10月下旬的代表大会，如此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等待”就是犯罪。

布尔什维克没有权利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他们应当 立刻夺取政
 权。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世界革命（因为不这样，各国帝国主义者就有勾结起来的危险，他们在德国大屠杀以后，将会相互迁就， 联合起来反对我们
 ），才能挽救俄国革命（不然真正无政府状态的浪潮将会比 我们
 更强大），才能挽救战争中的几十万人的生命。

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义的把戏，耍可耻的形式主义的把戏，就是背叛革命。

既然不起义就不能夺得政权，那就应当 立即举行起义
 。很可能正是现在还可以不起义而夺得政权，譬如，莫斯科苏维埃立即夺得政权，宣布自己（同彼得格勒苏维埃一起）是政府。莫斯科的胜利是有把握的，用不着谁去战斗。在彼得格勒，可以待机行事。政府已经无能为力，没有出路了，它一定会投降的。

因为莫斯科苏维埃一旦夺取了政权、银行、工厂和《俄罗斯言论报》，就有了强大的基地和力量，就可以向全俄国进行鼓动，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如果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投降（不投降，我们就推翻他），我们 明天
 就提出 和约
 ， 立刻
 把 土地
 给农民， 立刻
 向铁路邮电员工让步，等等。

不一定要从彼得格勒“开始”。如果莫斯科能不流血地“开始”，那它一定能得到支援：（1）前线军队的同情，（2）全国各地农民的支持，（3）海军和芬兰军队将 进攻彼得格勒
 。

就算克伦斯基在彼得格勒附近有一两个骑兵军，他也不得不投降。彼得格勒苏维埃可以等待时机，同时为莫斯科苏维埃政府进行鼓动。口号是：政权归苏维埃！给农民土地！给各国人民和平！给饥饿者面包！

胜利是有把握的，而且十有八九可以不流血。

等待就是对革命犯罪。　　顺致

敬礼






	
尼·列宁
1921年载于《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340—341页

















[118]1917年10月5日（18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讨论了列宁的这封信。会议由米·伊·加里宁主持。大多数与会者支持列宁提出的武装起义方针。弗·沃洛达尔斯基和米·拉舍维奇反对列宁的方针，受到加里宁、伊·阿·拉希亚、马·扬·拉齐斯等人的坚决驳斥。



在莫斯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召开党的领导干部会议讨论了这封信。10月7日（20日），莫斯科委员会通过决议，提出了立即开展夺取政权斗争的任务。10月10日（23日）举行的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代表会议在决议中责成莫斯科委员会采取措施，使一切革命力量都作好战斗的准备。——[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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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10月8日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119]


（1917年9月底—10月初）


关于党参加预备议会的问题

（1）我党参加“预备议会”，即“民主议会”或“共和国议会”，是一种明显的错误，是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表现。

（2）目前客观的形势是：反对克伦斯基的波拿巴主义政府的革命无疑地在国内不断发展（农民起义，军队和各民族集团中的不满情绪以及同政府的冲突的加剧，铁路邮电员工同政府的冲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妥协派在选举中遭到的彻底破产，如此等等）。

在革命如此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参加旨在欺骗人民的伪议会，就等于助长这种欺骗， 增加
 革命准备工作的 困难
 ，分散人民的注意力和党的力量，使他们忽视夺取政权、推翻政府的斗争这一迫切任务。

（3）因此，党代表大会应当召回我党在预备议会中的党员，宣布抵制预备议会，号召人民准备力量解散这个策列铁里的“布里根杜马”。


关于“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1．半年来布尔什维克的全部革命工作，他们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政策”的批评，对这两个党把苏维埃变成清谈馆的行径的批评，要求布尔什维克老老实实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始终不渝地贯彻这一口号；遗憾的是，在党的上层领导人员中显然有动摇，似乎“害怕”夺取政权的斗争，倾向于用决议、抗议和代表大会来代替这一斗争。

2．1905年和1917年两次革命的全部经验，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多年来的一切决定和一切政治声明，归结起来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只有作为起义机关，只有作为革命政权机关，才是实实在在的。离开了这个任务，苏维埃就是无用的玩物，势必引起群众的冷淡、漠不关心和失望，因为群众对决议和抗议的无限重复表示厌恶是完全理所当然的。

3．特别是现在，农民起义泛滥于全国，克伦斯基借助精选的部队予以镇压；在农村中采取的军事措施也显然预示着有伪造立宪会议选举的危险，德国已经弄到海军中爆发起义的地步，在这种时候，布尔什维克拒绝变苏维埃为起义机关，那就是背叛农民，背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

4．苏维埃夺取政权的任务就是胜利的起义的任务。因此应当把党的一切优秀力量都派到工厂和兵营中去，向群众解释他们的任务，正确地估计群众的情绪，选择推翻克伦斯基政府的适当时机。

如果硬要把这个任务同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系起来，使它服从苏维埃代表大会，这就等于预先规定起义日期，使政府便于准备兵力，使群众被一种错觉所迷惑，似乎有了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就能解决只有起义的无产阶级用自己的力量才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 玩弄起义
 。

5．必须打破立宪幻想，打破对苏维埃代表大会所抱的希望，抛弃那种认为一定要“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偏见，集中全部力量向群众解释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作好起义的准备。布尔什维克既然掌握了两个首都的苏维埃，还放弃这个任务，容忍克伦斯基政府召开立宪会议（ 即
 容忍伪造立宪会议），就是把自己宣传“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的言论变成了空谈，在政治上玷污了自己这个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

6．这一点在目前尤其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的选举中已获得49．5％的选票，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事实上早已在支持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无疑得到国内大多数人的拥护。


关于“政权归苏维埃”的决议草案的附注

“政权归苏维埃”的提纲，可以不全部发表，但如果 拒绝在党内进行讨论，拒绝向群众解释
 这些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这些由于现在没有充分的出版自由而无法讨论、或者不能在敌人面前提出的问题，那就等于使党同无产阶级先锋队失掉联系。


关于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

中央委员会公布的候选人名单拟得令人不能容忍，必须对此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因为在农民的立宪会议里必须有多3倍或4倍的工人，只有他们才能密切联系农民代表。同样完全不能容忍的是，经受考验很少、不久前才加入我们党的人（如拉林）被提为候选人的过多。中央委员会把这些本来应该先在党内工作相当时间的人列入名单，这就为追名逐利，为追求立宪会议席位敞开大门。必须刻不容缓地重新审议和修改名单。


《关于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这一提纲的附注

不言而喻，在 按
 我党 方针
 进行的无产阶级工作中经受考验极少的区联派[120]当中，提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当候选人，谁也不会提出异议，因为第一，托洛茨基一回来就采取了国际主义者的立场；第二，他在区联派中为争取合并进行过斗争；第三，在七月事变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能胜任工作，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忠诚拥护者。显然，不能说列入名单的许多新近入党的人都是这样。

特别令人难堪的是拉林被提名（而且列在彼得罗夫斯基、克雷连柯等人之前）。拉林早在战争时期就 帮助过沙文主义者
 ，在瑞典代表大会上 代表他们
 发过言，曾帮助刊登反对彼得堡工人、反对他们抵制军事工业委员会的谬论。战争时期，直到革命，拉林一次也没有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国际主义 战士
 。拉林回到俄国以后，长期帮助孟什维克，甚至在报刊上发表象阿列克辛斯基写的那样下流无耻的文章，攻击我们的党。拉林以擅长“跳跃”而著名：只要回想一下他的关于工人代表大会和关于同社会革命党合并的那本小册子就行了。

当然，如果拉林加入了我们的党，愿意改正错误，那也就无须旧事重提了。但是，在他入党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要把他选入立宪会议，这 实际上
 等于要使我们党和欧洲大多数党一样，变成钻营者的肮脏马厩。 
［注：而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候选资格又如何呢？他在1907年脱离布尔什维克，袖手旁观了好几年。如果他完全回到我们这边来，那就好了。但是先要用长期的工作来证明这一点。］



在立宪会议内，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与农民 建立
 亲密无间的 联系
 。只有生活上同农民相近的工人才适合做这件事。把一些演说家和著作家充塞到立宪会议中去，这就意味着走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老路。这有损于“第三国际”。





	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非全文）译自《列宁全集》俄文集5版第34卷第342—346页

















[119]《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10月8日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全文首次发表于《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在《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和第4版第26卷中，没有发表提纲的第三部分。《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1卷发表了这一部分，但不完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第三次全市代表会议于1917年10月7—11日（20—24日）在斯莫尔尼宫举行。出席会议的有9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40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会议选举列宁为名誉主席。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关于赤卫队、关于“7月3—5日（16—18日）案件”的政治犯在狱中的绝食斗争等决议。代表会议在决议中声明，必须以工农革命政府取代克伦斯基政府，因为只有工农政府才能把土地交给农民，才能使国家摆脱战争和经济破坏的困境。代表会议的决议强调指出“我们正处在大规模无产阶级起义的前夕”，表示坚信这次起义必将胜利。代表会议还讨论了立宪会议的选举问题。在10月11日（2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列宁给代表会议的信（见本卷第340—343页）。这次代表会议对于准备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重大的意义。——[335]。



[120]区联派（联合派）是俄国联合社会民主党人区联组织的成员。区联组织于1913年11月出现于彼得堡，起初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联工作委员会，1914年底起改称区联委员会。参加这个组织的有托洛茨基分子、一部分孟什维克护党派、前进派和对机会主义分子持调和态度而离开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区联派企图把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和孟什维克组织联合起来，建成“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区联派持中派立场，反对社会沙文主义，但没有与孟什维主义完全决裂。1917年二月革命后，区联组织与护国派决裂，声明赞成布尔什维克党的路线。区联派代表参加了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局。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区联组织（约4000名成员）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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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的信

供在秘密会议上宣读（1917年10月7日〔20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提醒代表会议注意目前极端严重的政治形势。我能作为根据的只是星期六早报的消息，但这些消息使我们不得不这样提出问题：

整个英国舰队和所有英国潜水艇，在德军攻占厄塞尔[121]的时候毫无动静，而政府又计划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这是不是证明俄国帝国主义者同英国帝国主义者，克伦斯基同英法资本家策划了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 从而
 扼杀俄国革命的 阴谋
 呢？

我认为是的。

阴谋也许不是直接策划的，而是通过某些科尔尼洛夫分子（马克拉柯夫和其他立宪民主党人以及“无党派的”俄国百万富翁等等）策划的。但是，这丝毫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

结论很明显：

应当承认，如果克伦斯基政府在最近的将来不被无产者和士兵推翻，革命就会失败。起义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向工人和士兵灌输绝对必须进行推翻克伦斯基政府的殊死的、最后的斗争的思想。

必须说服莫斯科的同志，要他们在莫斯科夺取政权，宣布克伦斯基政府已被推翻，宣布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俄国临时政府，以便立刻提议媾和、拯救俄国、使它不受阴谋的危害。要莫斯科的同志把在莫斯科起义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应当利用10月8日在赫尔辛福斯召开北方地区士兵代表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22]的机会，在代表们路过彼得格勒回去的时候，动员一切力量，争取他们参加起义。

必须向我们党中央请求和建议，赶快让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用全副力量向群众揭露克伦斯基同别国帝国主义者策划的阴谋，作好起义准备，以便正确选定起义的 时机
 。

附言：彼得格勒苏维埃 士兵
 部反对政府撤离彼得格勒的决议[123]表明：士兵们也 日益
 相信克伦斯基在策划阴谋。应当集中一切力量，支持这种 正确的
 看法，并在士兵中进行鼓动。


※　　　　　※　　　　　※

　　我建议通过如下决议：“代表会议讨论了大家都认为万分危急的目前形势以后，确认了下列事实：

1．德国舰队连续几次发动攻势，而英国舰队却非常奇怪地毫无动静，临时政府又计划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这引起人们极大的怀疑：克伦斯基政府（或者躲在它背后的俄国帝国主义者，这反正都是一样）勾结英法帝国主义者策划了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用 这种
 方法来扑灭革命的阴谋。

2．这些怀疑是非常有根据的，而且具有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可能性，因为：

第一，军队中早已相信，而且坚决相信，过去沙皇的将军们出卖过军队，现在的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的将军们也在出卖军队（特别是放弃里加）；

第二，英法资产阶级报纸并不掩盖它们对苏维埃的强烈的甚至达到疯狂地步的仇恨以及不惜以任何血的代价消灭苏维埃的决心；

第三，克伦斯基、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普列汉诺夫以及诸如此类的政客，是英法帝国主义手中的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工具，这是半年来俄国革命的历史所完全证实了的；

第四，关于英国‘牺牲俄国’单独对德媾和这种含糊不清而又经久不绝的流言，决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

第五，科尔尼洛夫阴谋的全部情况，即使是基本上同情克伦斯基的《人民事业报》和《消息报》的言论所透露的情况，都已证明：克伦斯基非常积极地参与了科尔尼洛夫事件；克伦斯基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旧是最危险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克伦斯基掩护了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头子，如罗将柯、克列姆博夫斯基、马克拉柯夫等人。

因此代表会议认为：克伦斯基以及支持他的资产阶级报纸关于保卫彼得格勒的一切喊叫，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和伪善的伎俩，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严厉斥责迁离彼得格勒的计划是完全正确的；其次，为了保卫彼得格勒，为了挽救革命，绝对迫切需要使受尽折磨的军队相信政府具有诚意，需要不惜对资本家（他们一直在暗中破坏制止经济破坏的斗争，这是连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部也承认的）采取革命措施，使军队得到粮食、衣服和靴鞋。

因此代表会议宣布：只有推翻克伦斯基政府和伪造的共和国议会，而代之以工农革命政府，才能：

（一）给农民土地而不是镇压农民起义；

（二）立刻提出公正的和约，使我们整个军队相信这是真话；

（三）对资本家采取最坚决的革命措施，以保证军队得到粮食、衣服和靴鞋，制止经济破坏。

代表会议坚决请求中央采取一切措施，领导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不可避免的起义，以推翻克伦斯基的反人民的农奴制政府。

代表会议决定立刻派一个代表团到赫尔辛福斯、维堡、喀琅施塔得、雷瓦尔，到彼得格勒以南的部队，到莫斯科去，进行鼓动工作，使那里的同志赞同这一决议，并认识到必须迅速举行总起义、推翻克伦斯基，从而开辟一条走向和平、挽救彼得格勒和革命、把土地给农民、把政权给苏维埃的大道。”





	发表于1924年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347—350页

















[121]厄塞尔是波罗的海里加湾蒙海峡群岛中最大的岛，现称萨列马岛，属苏联爱沙尼亚共和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厄塞尔于1917年10月3日（16日）被德军攻占。——[340]。



[122]俄国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原定于1917年10月8日（21日）在芬兰赫尔辛福斯召开。10月5日（18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决定将这次会议延期至10月10日（23日）并改在彼得格勒召开。代表大会于10月11—13日（24—26日）在斯莫尔尼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彼得格勒、莫斯科、诺夫哥罗德、旧鲁萨、博罗维奇、雷瓦尔、尤里耶夫、阿尔汉格尔斯克、喀琅施塔得、加契纳、皇村、谢斯特罗列茨克、维堡、赫尔辛福斯等地苏维埃的代表，共94人，其中布尔什维克有51人。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宣称这次代表大会只是某些苏维埃的非正式会议，孟什维克党团示威性地退出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议程是：各地的报告；目前形势；土地问题；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立宪会议；组织问题。列宁很重视这次代表大会。10月8日（21日），他写了《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见本卷第376—382页）。布尔什维克党团于10月11日（24日）讨论了这封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强调：只有立即把全部政权交给中央和各地苏维埃，才能拯救国家和革命。代表大会通过对农民的号召书，要求他们支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7人组成的北方区域委员会，其中11人是布尔什维克，6人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组织和动员一切力量夺取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341]。



[123]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于1917年10月6日（19日）通过决议，坚决反对临时政府拟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决议说，如果“临时政府不能保卫彼得格勒，它就应该或者缔结和约，或者让位给另一个政府”。士兵部的抗议得到了首都工人和士兵的支持，迫使临时政府不得不留在彼得格勒。——[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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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修改党纲

（1917年10月6—8日〔19—21日〕）

修改党纲已被已被列入中央委员会定于10月17日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紧急代表大会的议程。早在4月24—29日召开的代表会议 
[124]

 上就通过了关于必须修改党纲的决议，并且订出了8条修改方针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07—408页。——编者注］

 。后来在彼得格勒 
［注：由尼·列宁编辑并作序的《修改党纲的材料》，1917年波涛出版社版。］

 和莫斯科 
［注：《修改党纲的材料》——弗·米柳亭、维·索柯里尼柯夫、阿·洛莫夫、弗·斯米尔诺夫论文集，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工业区区域局出版社版。］

 各出版了一本关于修改党纲的小册子，8月10日莫斯科出版的《斯巴达克》杂志第4期刊登了尼·伊·布哈林同志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

我们来研究一下莫斯科同志的意见。


一

布尔什维克一致同意，“鉴于社会主义革命日益逼近，应对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战争时代作出评价”（4月24—29日代表会议决议第1节），因此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修改党纲时的主要问题是草拟新党纲的方法问题。是在旧党纲中补充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这个意见是我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小册子中所主张的），还是修改旧党纲的全文（这个意见是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小组提出的，莫斯科的同志也赞成这个意见），这是我们党首先遇到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两个草案：一个是我提出的，在旧党纲中补充了对帝国主义的分析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74—475页和第483—484页。——编者注］

 ；另一个是维·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提出的，这个草案是以三人委员会（四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小组所选出的）的意见为依据的，把整个总纲部分改写了。

我也曾经指出过（在上述小册子第11页上 
［注：同上，第479—480页。——编者注］

 ）该小组拟订的改写大纲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来看看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草案是怎样体现这个大纲的。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把我们党纲的总纲分为10部分，并给每一部分或每一段都编了号（见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第11—18页）。为了使读者便于找到相应的段落，我们也采用这种编号。

现行党纲的第1段有两句话：第一，由于交换的发展，工人运动已经成为国际的运动。第二，俄国社会民主党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队伍。（接着在第2段里讲到了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共同的最终目的。）

索·同志对第2句话没有作修改，但是把第1句话换成了新的提法，在谈到交换的发展时补充了“资本输出”和无产阶级斗争转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一来，就弄得不合逻辑， 论题
 混乱，把两种 类型
 的党纲结构混杂起来了。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
 是从分析 整个
 帝国主义开始，这样就不能仅仅抽出“资本输出”来谈，也不能象索·同志那样，把 第2
 段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的分析照旧保留；或者是保留原来的党纲结构形式，也就是说先解释为什么我们的运动成了国际的运动，它的共同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是怎样导向这一目的的。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索·同志采用的党纲结构不合逻辑、前后不连贯，我们把旧党纲的开头部分全部引在下面：


　　“交换的发展在文明世界各民族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一定会成为而且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



　　索·同志对其中两点感到不满：（1）党纲谈到交换的发展时所描述的是已经过去的“发展时期”；（2）索·同志在“文明”一词后面打上一个惊叹号，并且指出我们“没有预见到”“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密切联系”。索·同志自问自答地说：“保护关税政策、海关战争以及帝国主义战争是不是会切断无产阶级运动的联系？”“如果相信我们党纲的文字，那是会切断的，因为通过交换建立的联系经常被切断。”

多么奇怪的批评。保护关税政策也好，海关战争也好，都不会“切断”交换，而只是暂时改变一下形式，或者在一个地方中断，而在另一个地方继续。目前这次战争也没有使交换中断，交换只是在一些地方遇到了困难，转移到另一些地方去了；交换 仍然是
 世界的联系。汇率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是第一点。第二，在索·同志的草案里，我们看到这样的话：“生产力的发展在商品交换和资本输出的基础上把各民族卷入世界经济”等等。但是帝国主义战争同样会中断（在某一地方暂时地）资本输出，正象中断交换一样；这就是说，索·同志的“批评”正好打了 自己的
 嘴巴。

第三，在旧党纲中说的是为什么工人运动“ 早已成为
 ”国际的运动。无庸争辩，工人运动在资本输出之前，即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前，就已经成为国际的运动了。

总之，索·同志显然把有关帝国主义的 一小部分
 定义（资本输出）摆得 不是地方
 。

其次，索·同志不喜欢“文明世界”这几个字，在他看来，这几个字暗示着某种和平的、协调的东西，而忘记了殖民地。

恰恰相反，党纲中写着“文明世界”，这正好说明 不
 协调，说明有不文明的国家存在（这是 事实
 ）；而照索·同志的草案说来却 协调得多
 ，因为那里只是说“把各民族卷入世界经济”！！似乎各民族 均等地
 被卷入世界经济！似乎“文明”民族和不文明民族之间没有那种正是 建立在
 “各民族卷入世界经济”这一 基础上
 的 奴役
 关系！

索·同志在他所涉及的这两个问题上，简直把旧党纲 改坏
 了。他对国际性的强调 不够
 。国际性 早就
 形成，比金融资本时代早得多，我们认为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对殖民地关系的问题上他写得“协调” 得多
 。可惜工人运动目前还 仅仅
 波及文明国家，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不谈这个事实是完全不合适的。

如果索·同志要求 更
 明确地指出对殖民地的剥削，那我倒很愿意赞同他的见解。这一点的确是帝国主义的概念的 重要
 组成部分。但是，恰恰在索·同志所写的第1段里对这一点没有任何暗示。他把帝国主义的概念的各个组成部分 分散
 在各个段落，这样就损害了连贯性和明确性。

现在我们来谈谈索·同志的 整个
 草案所犯的这种分散和不连贯的毛病。


二

请读者总的看一下旧党纲各段 论题
 的联系和连贯性（各段按索·同志的编号排列）：

（1）工人运动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我们是其中的一支队伍。

（2）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由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进程决定的。出发点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无产者没有自己的经济。

（3）资本主义的发展。小生产者受到排挤。

（4）剥削的加重（妇女劳动，后备军等等）。

（5）危机。

（6）技术的进步和不平等的加剧。

（7）无产者斗争的发展。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

（8）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9）这一社会革命的条件是无产阶级专政。

（10）党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为社会革命而斗争。

我再补充一个论题：

（11）资本主义已经成长到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现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

试把这些同索·同志草案的各个 论题
 （不是对党纲原文的局部修改，而是论题）以及 他补充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论题
 的安排比较一下：

（1）工人运动是国际性的。我们是其中的一支队伍。（加进了：资本输出，世界经济，斗争转变为世界革命，也就是加进了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小部分定义。）

（2）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由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进程决定的。出发点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无产者没有自己的经济。（中间加进了：具有莫大势力的银行和辛迪加，世界垄断同盟，也就是加进了关于帝国主义的另一小部分定义。）

（3）资本主义的发展。小生产者受到排挤。

（4）剥削的加重（妇女劳动、后备军、外国工人等等）。

（5）危机和战争。又加进了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小部分定义：“瓜分世界的企图”；又重复提到垄断同盟和资本输出；在金融资本一词后面加上了一个带括号的解释：“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的产物。”

（6）技术的进步和不平等的加剧。又加进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小部分定义：物价飞涨，军国主义。又重复提到垄断同盟。

（7）无产者斗争的发展。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中间又重复了“垄断资本主义”，并且指出银行和辛迪加准备了社会调节机构等等。

（8）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加进了：它将结束金融资本的统治。）

（9）无产阶级专政是这一革命的条件。

（10）党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为社会革命而斗争。（中间加进了：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已经提上日程。）

我认为，从上面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对党纲作“机械的”补充的（这是有些同志所担心的）正是索·同志的草案。他把关于帝国主义的一鳞半爪的定义毫不连贯地分散在各个条文中，真是杂乱无章，使人对帝国主义得不到一个总的完整的概念。重复的地方过多。原来的要点是保留下来了。也保留了旧党纲的总的结构，即表明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由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性质 及其发展的进程
 “决定的”。但是在他的草案里恰恰看不出“发展的进程”，有的只是帝国主义定义的片断，而且大部分都摆得 不是
 地方。

我们来看看第2段。这一段的开头和结尾，索·同志没有加以改动。开头讲到生产资料归少数人所有，结尾说大部分居民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索·同志 在中间
 加上了另外一句话：“近25年来，对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生产的直接或间接的支配权已经转到具有莫大势力的”银行和托拉斯手中，如此等等。

这句话竟放在叙述 大经济排挤小经济
 这个论点 之前
 ！！而到 第3
 段才叙述到这种排挤。其实，托拉斯恰恰是大经济排挤小经济这一过程最高和最后的表现。怎么能先讲托拉斯的出现，然后再讲大经济排挤小经济呢？难道这不是破坏了逻辑的连贯性吗？请问托拉斯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这不是理论上的错误吗？支配权是怎样和为什么“转到”它们手中去的？如果不首先把大经济排挤小经济弄清楚，就不能理解这一点。

我们再来看第3段。它的论题是大企业排挤小企业，索·同志把这一段的开头（大企业的作用日益扩大）和结尾（小生产者逐渐被排挤）也都保留下来了，然而在中间却加上一句：大企业“合并成包括生产和流通中一系列彼此衔接的阶段的大机构”。但是这一补充说的已经是另一个论题，即生产资料的集中、资本主义形成的劳动社会化以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的形成。在旧党纲中，第7段才阐述这个论题。

索·同志保留了原来的总的结构。他也是 在第7段才
 说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而且在第7段里也照旧提到了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

这样一来，对集中的片断说明，竟放在专门对集中作全面、综合、完整的论述的那一段的好几段 之前
 。这是极不合逻辑的，这只能使广大群众难于理解我们的党纲。


三

对党纲中论述危机的第5段，索·同志“作了全面的修改”。他认为旧党纲“为了通俗而犯了理论上的错误”，“背离了马克思关于危机的理论”。

索·同志认为，旧党纲所使用的“生产过剩”一词被当作“解释”危机的“根据”“这种观点倒是比较符合洛贝尔图斯用工人阶级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的理论”。

索·同志这样寻找理论错误是多么不高明，在这里把洛贝尔图斯拉来又是多么 牵强附会
 ，这一点只要把旧条文同索·同志建议的新条文比较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旧条文在指出“技术进步”、对工人剥削的程度不断提高、对工人的需要相对减少（第4段） 之后
 写道：“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使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愈来愈难找到销路。在……危机和……停滞时期中表现出来的 生产过剩
 ，是……必然后果。”

显然，这里决不是把生产过剩当作“解释的根据”，而只是 描述
 危机和停滞时期的由来。我们来看看索·同志的草案：


　　“在这些矛盾形式（生产条件同消费条件的冲突；资本实现的条件同资本积累的条件的冲突）中进行的、完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生产力的发展，其必然的后果是尖锐的工业危机和萧条，也就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发生滞销。”



　　索·同志说的是同样的东西，因为“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发生“滞销”也就是 生产过剩
 。索·同志怕用这个没有任何错误的名词，是没有道理的。索·同志说，“这里用生产不足一词”代替“生产过剩”，“也同样可以，甚至更为恰当”（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第15页），这种说法也是没有道理的。您就试一试把“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发生滞销”说成“生产不足”吧！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

洛贝尔图斯主义决不在于使用了“生产过剩”一词（只有这个词才能 真实地描绘出
 资本主义最深刻的 矛盾
 之一），而在于 光
 用工人阶级消费的不足来解释危机。而旧党纲 不是
 根据这一点来解释危机的。它所根据的是“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 这种
 状况”，也就是前一段所指出的“技术进步”以及“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同时，旧党纲还谈到“在世界市场上日趋尖锐的竞争”。

这里正好说到了积累条件同实现条件冲突的 根本原因
 ，而且说得 明确
 得多。这里没有象索·同志错误地认为的那样，“为了通俗”起见而“改变”理论；这里把理论阐述得又明确又通俗。这是一个优点。

关于危机，当然可以写几部书，可以对积累的条件作更具体的分析，阐述 生产资料
 的作用，说明体现为生产资料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同体现为消费品的不变资本相交换，以及新的发明使不变资本贬值，如此等等。可是索·同志并不打算这么做！！他对党纲的所谓修改只有下列几点：

（1）他保留了由指出技术进步等内容的第4段转到关于危机的第5段的结构；但是把“ 这种
 状况”几个字删掉了，因而 削弱了
 这两段之间的联系。

（2）他补充了一些听起来理论味道十足的关于生产条件同消费条件的冲突、实现条件同积累条件的冲突的词句。这些话虽没有什么不对，但也没有新的见解，因为基本意思前一段正好已经讲了，而且讲得更清楚。

（3）他补充了“追求利润”这几个字，可是这写在党纲里是不太合适的，也许这正是“ 为了
 通俗”才用的，因为 同一个意思
 已经用“实现条件”、“商品”生产等不同的词句重复过好几次了。

（4）他以“萧条”代替“停滞”，是很不恰当的。

（5）他在旧条文中加了“在无政府状态下”这几个字（“在无政府状态下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这一补充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因为“无政府状态”即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所用的、受到恩格斯批判的“无计划性”，恰恰 不能
 说明托拉斯的特征。 
［注：恩格斯批判了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所用的“私人生产”和“无计划性”的说法，他写道：“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



索·同志得出这样的结论：


　　“……商品在无政府状态下生产着，而且产量不断增加，资本家同盟（托拉斯等等）用限制生产来消除危机的尝试遭到了破产”，如此等等……



　　可是，托拉斯生产商品恰恰 不是
 无政府状态的而是按计算进行的。托拉斯 不仅仅
 是“限制”生产。它们并没有作消除危机的 尝试
 ，也不可能作这种“尝试”。索·同志的草案中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应当这样说：虽然托拉斯生产商品不是无政府状态的，而是按计算进行的，但是，由于在托拉斯时期还保留着上述资本主义特性，危机仍然无法消除。即使在最繁荣、投机最盛的时期，托拉斯为了“不过分冒险”而限制生产，那至多也只能保存一些最大的企业，危机照样会到来。综合上述有关危机问题的言论，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索·同志的草案并 没有
 把旧党纲改好；相反地，新草案倒有很多不确切的地方。这样修订旧党纲的必要性并没有得到证明。


四

在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的问题上，索·同志的草案在理论上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他没有对目前这场战争作出评价。他说，帝国主义时代产生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对的，在党纲上写上这一点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这还不够，还必须指出目前这场1914—1917年的战争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德国“斯巴达克派”在1915年用德文出版的“提纲”中，提出了在帝国主义时代 不可能有
 民族战争的论断 
[125]

 。这是显然不正确的论断，因为帝国主义加重了民族压迫，所以民族起义和民族战争（试图在起义和战争之间划一条界线，是注定要失败的）不但非常可能而且简直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主义要求根据具体材料对各次战争分别作出绝对准确的评价。用空泛的议论来回避目前这场战争的问题，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不能容许的；因为这样，机会主义者就有了藏身之处，可以借口说：一般说来，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但是， 这场
 战争 不完全
 是帝国主义战争（例如，考茨基就是这样说的）。

第二，索·同志把“危机和战争”搅在 一起
 ，把它们当成一般资本主义的，特别是最新资本主义的两位一体的旅伴。在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第20—21页上，索·同志的草案 三次
 把危机和战争相提并论。问题不仅在于党纲里出现重复不好。问题在于原则性的错误。

表现为生产过剩或“商品滞销”（如果索·同志硬要不用“生产过剩”这几个字的话）的危机， 仅仅
 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现象。而战争呢，也是奴隶经济制度和农奴经济制度所固有的现象。帝国主义战争在奴隶制基础上也发生过（罗马同迦太基的战争，从双方来看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在中世纪和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也发生过。凡是交战 双方
 在战争中压迫别的国家或民族，为了分赃、为了“谁该多压榨一些，或多掠夺一些”而厮杀的战争，都不能不叫作帝国主义战争。

如果我们说，只有最新的资本主义，只有帝国主义才带来帝国主义战争，这就正确了，因为在西欧，资本主义的 前一
 阶段即自由竞争阶段，或者说垄断前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主要是 民族
 战争。但是，说资本主义的前一阶段根本没有帝国主义战争，这就不对了，这样就是忘记了“殖民战争”，这种战争 也是
 帝国主义战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把危机和战争 相提并论
 这本身就是不对的，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现象，有着不同的历史起源和不同的阶级意义。比如，不能象索·同志在他的草案中那样说：“无论危机或战争反过来又使小生产者更加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附于资本……”因为也 可能
 有旨在使雇佣劳动摆脱资本的战争，在雇佣工人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过程中，不仅可能有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也可能有革命的战争。“战争是”这个 或
 那个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在每一种阶级社会里，在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有过作为压迫阶级政治的继续的战争，也有过作为被压迫阶级政治的继续的战争。根据同样的理由，不能象索·同志那样说：“危机和战争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逐渐变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它的反动性和它带来的深重苦难促进了群众的革命化，加速了革命的到来，这样说是对的，是应该的。对于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 典型
 战争的所有帝国主义战争，这样说也是对的，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说任何“战争”都是如此，更不能把危机和战争搅在一起。


五

现在，我们应当把全体布尔什维克一致决定在新党纲内应首先加以阐述和评价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总结一下。这就是关于 帝国主义
 的问题。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认为，把帝国主义不同的特征分散在党纲的各个段落里，也可以说，零敲碎打地加以阐述和评价更合理些；而我认为，把必须讲到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内容集中起来，在党纲内单独写成一段或一节更合理些。现在摆在党员面前有两个草案，将由代表大会决定取舍。但我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在必须谈到帝国主义这一点上意见完全一致，需要研究的只是：在应该 怎样
 阐述和评价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有没有分歧。

现在从这个角度把新党纲的两个草案比较一下。在我的草案里列举了帝国主义的五个主要特征：（1）资本家的垄断同盟；（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溶合；（3）向外国的资本输出；（4）瓜分世界领土，而且已经瓜分完毕；（5）经济上是国际性的托拉斯瓜分世界。（我在比《修改党纲的材料》晚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一书第85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7章。——编者注］

 列举了帝国主义的这五个特征。）我们在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草案里所看到的，其实也就是这五个基本特征。可见，在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已取得了原则上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也是可以意料得到的。因为我们党在这一问题上所进行的实际鼓动，无论口头的或者文字的，从革命一开始早就表现出全体布尔什维克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

剩下需要研究的是：这两个草案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和分析 在表述上
 有什么区别。两个草案都具体指出了，从什么时候起才真正说得上资本主义变为帝国主义。对经济发展的整个评价要准确无误，符合历史，就必须指出这一点，这恐怕是不会有争议的。索·同志说“近25年来”，而我说的是“约从20世纪初开始”。在方才引用的那本关于帝国主义的小册子中（例如在第10—11页 
［注：同上，第1章。——编者注］

 ），列举了一位专门研究卡特尔和辛迪加的经济学家的证据，他认为1900—1903年的危机是卡特尔在欧洲取得 彻底
 胜利的转折点。因此我认为“约从20世纪初开始”的说法比“近25年来”要确切一些。这种说法所以比较正确，还因为我刚才举出的这位专家以及一般的欧洲经济学家大都引用德国的资料，而德国在卡特尔的形成过程中是 超过了
 其他国家的。

其次，关于垄断组织我在草案里是这样写的：“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在索·同志的草案中有 好几处
 提到垄断同盟，但其中只有一处说得比较明确，那就是：


　　“……近25年来，对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生产的直接或间接的支配权，已经转到具有莫大势力的、彼此联合的银行、托拉斯和辛迪加手中，它们组成了世界垄断同盟，由一小撮金融资本巨头领导。”



　　我认为这里“鼓动”的色彩太浓了，也就是说，“为了通俗”不惜在党纲内加进一些不应有的东西。在报纸的文章中、在讲演中、在通俗小册子中作一些“鼓动”是必要的，但是党纲的特点应当有经济学那样的准确性，不容许说多余的话。我认为，垄断同盟已具有“决定的意义”这种说法最确切，而且概括了一切。但是，从索·同志的草案中引出的这一段不仅有许多多余的话，而且“对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生产的支配权”这样的说法在理论上还值得怀疑。难道支配的仅仅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生产吗？不，这远远不够。一些明明 不是
 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生产，如小手工业者、农民、殖民地的棉花小生产者等等，也是受银行以至金融资本的控制的。既然我们要说的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这里说的也只能是这种资本主义，否则就要犯错误），那么我们说垄断同盟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就不会把 任何
 生产者排除在“决定的意义”的影响之外。把垄断同盟的影响局限于“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生产”，是不对的。另外，关于银行的作用，在索·同志的草案里把同样的内容重复了两次：一次在刚才引证的那段话里；另一次是在关于危机和战争的那一段里，他在那里下了定义：“金融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的产物）”。而我的草案说的是：“高度集中的银行资本已和工业资本溶合起来。”这在党纲内讲一次就够了。

第三个特征：“向外国的资本输出已发展到很大的规模”（我的草案里是这样说的）。在索·同志的草案里有两处谈到，第一次只是简单地提到“资本输出”，第二次则在完全另一个问题上讲到“新的国家是……为寻求超额利润而输出的资本的投资场所”。这里提到超额利润和新的国家，很难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德国向意大利、法国向瑞士等等的资本输出也得到了发展。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也开始向老的国家输出，而且不仅是为了 超额
 利润。可见，对于新的国家来说是对的，对于整个资本输出来说就不对了。

第四个特征，即希法亭所说的“争夺经济领土”。这种说法并 不
 确切，因为它没有说明现代帝国主义同 过去
 争夺经济领土的形式的主要差别。古罗马也争夺过这种领土；16—18世纪的欧洲国家掠取殖民地，旧俄国掠取西伯利亚，如此等等，它们也都争夺过这种领土。现代帝国主义的特征（就象我在党纲草案里所说的）是“各个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这就是说，各国已经把土地瓜分干净。正因为如此， 重新瓜分
 世界的斗争才特别尖锐，冲突才特别激烈，以至引起战争。

索·同志的草案把这一点说得十分累赘，而且理论上也未必正确。我马上就要引用他的表述。但是，他的这个表述是和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问题并在一起写的，所以必须先提一下帝国主义的最后一个即第五个特征。这一特征在我的草案里是这样表述的：

“……国际托拉斯已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由于政治经济学材料和统计材料所限，我们无法作更多的说明。对世界的 这种
 瓜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程，但还刚刚开始。既然领土已经瓜分完毕，也就是说不同对手交战就能侵占的“空闲”土地已经 没有
 了，因此为了对世界进行 这种
 瓜分，为了 重新瓜分
 ，自然要爆发帝国主义战争。

现在，我们来看看索·同志的表述：


　　“但是，资本主义关系的统治范围也不断向外扩张，其方法是把资本主义的关系移植到新的国家，而新的国家对资本家垄断同盟来说是商品市场、原料提供者和为寻求超额利润而输出的资本的投资场所。金融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的产物）所支配的大量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被投入世界市场。为了争夺对市场的统治，为了占有或控制较弱国家的领土，也就是为了取得无情压榨这些国家的优先权，一国的、有时甚至是国际间组织起来的强大的资本家同盟相互竞争，必然使那些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试图瓜分世界，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普遍的灾难、破产和野蛮。”



　　这里包藏着一系列理论性错误的话太多了。决不能说“试图”瓜分世界，因为世界 已经
 瓜分完毕。1914—1917年的战争并不是“试图瓜分”世界，而是一场 为了重新瓜分
 已经被瓜分的世界的斗争。战争对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战前若干年内帝国主义已经按照原有实力的所谓标码 瓜分了
 世界，而这种标码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校正”。无论是争夺殖民地（争夺“新的国家”）的斗争，还是为了“占有较弱国家的领土”的斗争，这一切 在
 帝国主义 之前
 就已经有了。能说明现代帝国主义特征的却是 另一种
 情况：整个世界在20世纪初已被这个或那个国家所占领，所瓜分。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要 重分
 “世界霸权”，只有通过世界大战。“国际间组织起来的资本家同盟”也是 在
 帝国主义 之前
 就有了，因为凡是有不同国家的资本家参加的股份公司都是“国际间组织起来的资本家同盟”。

能说明帝国主义特征的是 另一种
 情况，这在20世纪以前 是没有的
 ，这个情况就是：国际托拉斯从经济上瓜分世界， 按照协定
 把世界各国作为销售区加以瓜分。索·同志的草案恰恰没有把这一点表达出来；因此把帝国主义的力量说得比实际的 要弱
 。

最后，大量积累起来的 剩余价值
 投入世界市场的说法在理论上是不对的。这同蒲鲁东的实现论很相似。按照这种理论，资本家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可是在实现剩余价值时却遇到困难。事实上，资本家不仅在实现剩余价值时，就是在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时也不能不遇到困难和危机。投入市场的大量商品中不仅有积累起来的价值，也有再生产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价值。例如，投入世界市场的大量钢轨或生铁必须靠换取工人的消费品或别的生产资料（木材、石油等等）来实现。


六

对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草案就分析到这里，在结束之前，我们应当特别指出他所作的一点很可贵的补充。依我看，这一补充应当采纳，甚至应当加以发挥。这就是他在叙述技术进步和愈来愈多地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的一节里所作的补充：“以及〈使用〉从落后国家输入的、未经训练的外国工人的劳动。”这是很有意义的必要的补充。剥削从落后国家来的、 低工资的
 工人的劳动，正好是帝国主义的特别典型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富裕的帝国主义国家的 寄生性
 就建立在这一点上面，这些国家在无耻地大肆剥削“廉价的”外国工人劳动的同时还以较高的工资收买一部分本国工人，“低工资的”这几个字应当加上，同时还应当加上“而且往往是无权的”字样，因为“文明”国家的剥削者总是利用输入的外国工人毫无权利这一点的。这种现象经常可以看到：不但德国对俄国的（即从俄国去的）工人如此，而且瑞士对意大利人，法国对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等等也都是如此。

现在已经冒出极少数最富裕的、靠掠夺殖民地和弱小民族发财的、寄生的帝国主义国家，党纲对这一点更强调一些，说得更鲜明一些，也许是恰当的。因为这是帝国主义极重要的一个特点，它在某种程度上使那些受到帝国主义掠夺、受到帝国主义巨头瓜分和扼杀的威胁的国家（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易于发生深刻的革命运动；反之，在某种程度上使那些对许多殖民地和其他国家进行帝国主义掠夺、从而使本国很大一部分（比较而言）居民成为帝国主义分赃的 参与者
 的国家难以发生深刻的革命运动。

因此我建议再加进一段话，比如就加在我的草案分析社会沙文主义的那一部分里（小册子第22页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84—485页。——编者注］

 ），指出最富裕的国家对其他许多国家的这种剥削。草案中相应的部分便成为这样（新增加的部分我用黑体表示）：


　　“这种变态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派别，它用‘保卫祖国’的口号作掩饰，在帝国主义战争中
 保卫‘本国’资产阶级的掠夺利益，同时也保卫从殖民地和弱小民族得到大量收入的富裕国家的公民的特权地位
 。另一个方面则是同样广泛而具有国际性的‘中派’……”



　　为了更确切起见，补充“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这几个字是必要的，因为“保卫祖国”无非是为战争辩护、承认战争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的口号。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也可能有革命的战争。因此，应当十分精确地指出，这里说的正是帝国主义战争。这一点本来是意在其中的，但是为了避免产生曲解，所以不要采用这种意在其中的说法，而要说得直截了当、十分明确。
七

以上谈的是党纲的总纲部分即理论部分，下面来谈话最低纲领。在这里我们马上就要碰到尼·布哈林和弗·斯米尔诺夫两位同志提出的表面上“十分激进”其实完全站不住脚的建议，那就是： 根本取消
 最低纲领。他们认为，把党纲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已经“过时了”，既然说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那何必还要这样划分呢？根本不需要最低纲领，只要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的纲领就够了。

上述两位同志的建议就是如此，可是他们不知为什么不敢提出相应的草案（既然修改党纲已列入最近这次党代表大会的议程，这两位同志本来是有责任拟出这样的草案的）。很可能，这两位提出了似乎很“激进的”建议的同志自己还在犹豫不决……不管怎样，他们的意见应当加以研究。

战争和经济破坏逼迫各国从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客观的形势。但是在革命的环境中，在发生革命的情况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直接地
 转化为社会主义。因为在发生革命的情况下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这也是战争和革命所造成的客观形势。我们的四月代表会议是估计到这一形势的，因而提出了“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以及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措施）的口号。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彼此意见都是一致的。而弗·斯米尔诺夫和尼·布哈林两位同志却想跑得更远，要 根本
 抛弃最低纲领。这就是不听中肯的谚语的中肯的劝告，谚语说：

“ 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
 ”

我们正奔赴战场，正在为我党夺取政权而斗争。这个政权应该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我们在夺取这一政权时，不仅不怕越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反而要清楚地、直截了当地、明确地大声疾呼：我们一定要越出这个范围，我们要毫不畏惧地向社会主义迈进，我们的道路是通过苏维埃共和国，通过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工人监督、普遍劳动义务制、土地国有化以及没收地主的农具和牲畜等等走向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已经制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的纲领。

但是，我们不应该在上战场的时候吹牛，我们不应该抛弃最低纲领，因为这就等于瞎吹：我们什么也不“求资产阶级”，我们什么都要自己来实现；我们不愿意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框子内做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这样就是瞎吹，因为首先应当夺取政权，而我们还没有夺到。首先应当真正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把我国革命进行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到以后“ 下战场
 ”的时候才能够而且应当抛弃这个 再也无用的
 最低纲领。

现在能不能担保说，它再也没有用了呢？当然还不能，原因很简单：我们还没有夺到政权，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甚至还没有看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我们应当坚决、勇敢、毫不动摇地向这一目标 前进
 。可是，这一目标明明没有达到却宣布已经达到，这岂不可笑。抛弃最低纲领，就等于公开宣布（老实说，这就是吹牛）：“我们已经胜利了。”

不，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还没有胜利。

我们不知道几时胜利，是明天还是再晚一些时候。（我写这篇东西是在1917年10月6日，我个人的想法倾向于明天，我们也可能耽误一些时候才能夺到政权，但明天终究是明天，决不是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西欧的革命是不是很快就来到。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是不是还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性。

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也 不可能知道
 。任何人也 不可能
 知道。因此现在抛弃最低纲领是可笑的，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框子里，只要我们还没有砸烂这个框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措施还没有实现，敌人（资产阶级）还没有打垮，就算是打垮了，也还没有消灭，最低纲领就是 不可缺少的
 。以上这一切都会办到，也许要比许多人想象的快得多（我个人认为明天就应该 开始
 ）， 但毕竟还没有办到
 。

请看看最低纲领的政治部分。最低纲领预定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我们要补充一点，我们并不受这个范围的限制，而要立刻争取更高类型的 苏维埃共和国
 。我们应当做到这一点。我们应当奋不顾身和坚韧不拔地向新的共和国前进， 而且我深信，我们一定能够这样前进
 。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抛弃最低纲领，因为第一，还没有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复辟活动”的可能性并未排除，首先必须能经受并战胜这些复辟活动；第三，在由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时，可能暂时采用“配合形式”（最近《工人之路报》指出这一点是有道理的），例如，既有苏维埃共和国，又有立宪会议。我们先 经历了
 这一切，然后再抛弃最低纲领也不迟。

经济部分也是一样。我们一致同意， 害怕
 向社会主义前进是最卑鄙的行为，是对无产阶级的事业的 背叛
 。我们一致同意，走这条道路应采取的最初步骤主要是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我们要先实现这些步骤以及类似的其他措施， 那时就看得清楚了
 。那时就会看得 更清楚
 ，因为比最好的党纲还要胜过百万倍的实际经验将无限地扩大我们的眼界。这方面也许，甚至肯定地、甚至无疑地非采取过渡的“配合形式”不可；比如说，我们不能使雇用一两个工人的小企业一下子实行国有化，甚至无法对它们实行真正的工人监督。尽管小企业的作用将微不足道，尽管它们将被银行和托拉斯的国有化束缚住手脚，尽管如此，但只要资产阶级关系的小角落还存在，那怎么能抛弃最低纲领呢？我们是勇敢地进行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同时又冷静考虑事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没有权利抛弃最低纲领。

如果现在我们抛弃最低纲领，这证明我们没有胜利就失去了头脑。可是无论在胜利前、胜利中或胜利后，我们都不应当失去头脑，因为一失去头脑，我们就会丧失一切。

至于具体的建议，尼·布哈林同志其实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重复早已说过的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弗·斯米尔诺夫同志在文章里列举了一些示范性的改革，这是很有趣、很有教益的，归结起来就是对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进行调节。这一点例如在我的草案里 已经
 概括地提到了，并且紧接着有“ 等等
 ”的字样。现在要再进一步，要使某些措施具体化，我认为是不恰当的。 在
 采取新型的基本的措施 以后
 ， 在
 实行银行国有化 以后
 ， 在
 着手推行工人监督 以后
 ，许多事情将会看得更清楚，经验将告诉我们 大量的新事物
 ，因为这将是千百万人的经验，是千百万人自觉地参加新经济制度的建设的经验。当然，在文章、小册子、讲演里可以 描绘出
 新事物的 轮廓
 ，提出计划，加以评价，整理各级苏维埃或供给委员会的地方性的、局部的经验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十分有益的工作。但是把过多的细节加进党纲还为时过早，甚至是有害的，只能让细节束缚住我们的双手。而我们必须有一双自由的手，才能在我们完全踏上新的道路之后更有力地创造新的东西。


八

布哈林同志的文章还涉及一个问题，应该谈一谈。


　　“……修改我党党纲的问题应当同制定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的纲领联系起来。”



　　这话说得不十分明确。如果这句话的意思是作者劝我们不要通过新党纲，而把问题推迟到国际统一的纲领即第三国际的纲领制定之后再解决，那就应该坚决反对。因为，根据这一理由而延期（我认为延期的其他理由并不存在，例如谁也没有因我们党修改党纲的材料准备不充分而要求延期），就等于在 我们
 方面拖延建立第三国际的工作。建立第三国际当然不能从形式上来理解。在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之前，或者在战争还没有结束之前，不能指望召开各国革命国际主义政党的 大型
 代表会议的工作有迅速顺利的进展，也不能指望各国党就正式通过新纲领的问题达成协议。可是在此以前，现有条件比别国政党好的政党应当带头来推进这项工作，它们可以先迈第一步，当然，绝对不能把它当作最后的一步，也绝对不能把自己的纲领同其他“左派的”（即革命国际主义的）纲领对立起来，而要朝着制定一个共同的纲领 前进
 。目前除俄国以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让国际主义者比较自由地举行代表大会，也没有一个国家象我们党那样有很多非常熟悉国际上各种思潮及纲领的同志。因此，我们必须起带头作用。这是我们国际主义者的天职所要求的。看来，布哈林同志也正是这样看问题的，因为他在文章的开头就说：“刚刚结束的〈此文写于8月〉党代表大会认为修改党纲是必要的”，“为此将召开专门的代表大会”；从这些话可以断定，布哈林同志丝毫不反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新的党纲。

如果这样，那么在上述问题上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未必有谁会反对我们的代表大会在通过新党纲之后，表示希望制定第三国际统一的共同纲领，并为此采取一定的措施，如：尽快地召开左派代表会议，用若干种文字出版文集，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汇总材料，介绍其他国家在“摸索”（按布哈林同志的正确的说法）制定新纲领的途径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荷兰的论坛派 
[126]

 ，德国的左派。美国的“社会主义宣传同盟” 
[127]

 布哈林同志已经提到，但还可以指出美国的“社会主义 工人党
 ” 
[128]

 以及该党提出的以“工业民主”代替“政治国家”的问题）。

其次，布哈林同志指出了我的草案中的一个缺点，我应当无条件地承认他说得对。布·同志引了草案中谈到俄国目前的形势和资本家的临时政府等等的那一段（小册子第23页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85—486页。——编者注］

 ）。布哈林同志批评这一段说，应当把这一点挪到策略决议或行动纲领中去，这是正确的。因此，我提议或者把第23页最后一段全部删去，或者这样表述：

“为了争取一个最能保证经济发展和人民权利，特别是保证痛苦最少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制度，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局限于……”如此等等。

最后，我应当在这里答复某些同志对草案中的一条所产生的问题，据我所知，这个问题没有在出版物上提出过。这就是关于政治纲领第9条，即关于民族自决权的问题。这一条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对自决权作了新的表述；第二部分的内容不是要求，而是宣言。向我提出的问题是：把宣言摆在这里是否妥当。一般说来，党纲内不应有宣言，但我认为这里的例外是必要的。“自决”一词曾多次引起了曲解，因此我改用了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自由分离的权利”。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用大俄罗斯语言进行工作的政党，必须承认分离权，这一点在有了1917年这半年来的革命经验以后，未必再会引起争论了。我们夺得政权之后，会无条件地立刻承认芬兰、乌克兰、亚美尼亚以及任何一个受沙皇制度（和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压迫的民族都享有这种权利。但是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决不希望分离。我们希望有一个尽可能大的国家，尽可能紧密的联盟，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民族同大俄罗斯人毗邻而居；我们这样希望是为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利益，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吸引不同民族的劳动者来参加无产阶级的斗争。我们希望的是 革命无产阶级
 的团结和 联合
 ，而不是分离。我们希望的是 革命的
 联合，因此我们不提所有一切国家联合起来的口号，这是因为社会革命只把已经过渡到或正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正在获得解放的殖民地等等联合起来的问题提上日程。我们希望的是 自由的
 联合，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分离的自由（没有分离的自由就无所谓自由的联合）。我们尤其必须承认分离的自由，因为沙皇制度和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压迫在邻近的民族里留下了对所有大俄罗斯人极深的仇恨和不信任；必须用 行动
 而不是用言论来消除这种不信任。

但我们是希望联合的，这一点应当说清楚，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党的纲领里讲明这一点极为重要，为此，就必须打破惯例，容许提出宣言。我们希望俄罗斯（我甚至想说大俄罗斯，因为这样更正确）人民的共和国能把其他民族 吸引
 到自己方面来，但用什么方法呢？不是用暴力，而是完全靠自愿的协议。否则就要破坏各国 工人
 的团结和兄弟般的联盟。我们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同，我们提出的口号不是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而是各族 工人
 兄弟般的团结；因为我们不信任各国资产阶级，认为他们是敌人。

所以这里应该容许例外，在第9条里加进一项 原则的宣言
 。


九

刊有尤·拉林同志的《我们党纲中的工人的要求》一文的《工人之路报》第31号出版时，上面几段我已经写好了。对这篇文章不能不表示欢迎，因为这是我们中央机关报讨论党纲草案的开始。拉林同志专门谈到的那一部分党纲，我没有参加起草工作，这部分草案完全是由1917年4月24—29日的代表会议成立的“劳动保护问题小组”拟订的。拉林同志提出的许多 补充
 ，在我看来完全可以采纳，可惜不是所有的补充都经过精确的推敲。

我认为拉林同志有一条表述得并不成功：“在支配〈？〉工人个人〈？〉方面实行工人民主〈？〉自治的基础上〈？〉正确〈？〉分配劳动力”。依我看，这还不如小组的表述：“劳动介绍所应当是无产者的阶级组织”，如此等等（见《材料》第15页）。其次，关于最低工资问题，拉林同志应当更仔细地研究和精确地表述自己的建议，应当把这一建议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有关观点的 历史联系起来
 。

其次，关于党纲政治部分和土地部分的问题，拉林同志认为必须“作更细致的文字修改”。我们希望，对某些要求的表述作 文字修改
 的问题，也能在我们的党报上立即开始讨论，决不要拖到代表大会才进行，否则我们的代表大会就会准备得不充分，这是第一；第二，凡是参加过党纲和决议起草工作的人都知道，精心提炼某一条文的 措辞
 往往能 发现和消除
 一些原则性的模糊之处或分歧。

最后，关于党纲的财政经济部分的问题，拉林同志写道：“这部分几乎是一个空白，连废除沙皇政府的战时借款和公债”（岂止沙皇政府的？）、“反对利用国家垄断来增加国库收入等等都没有提到”。非常希望拉林同志立刻提出自己的具体建议，不要拖到代表大会的时候才提，否则会议准备就不会充分。关于废除公债（当然不仅是沙皇政府的，还有资产阶级的）的问题，应当周密地考虑到小额认购者；关于“反对利用国家垄断来增加国库收入”的问题，应当考虑到奢侈品生产的垄断这一情况，以及该条同党纲关于废除一切间接税的要求的关系。

再说一遍，为了认真地做好党纲的准备工作，为了真正做到全党动手，凡是关心这一工作的人都应当 立即
 行动起来，无论是一些设想，还是补充或修改过的已经作了文字推敲的 准确条文
 都应当 刊印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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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指1917年4月24—29日（5月7—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合法条件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有151名代表，代表78个大的党组织的约8万名党员。由于具有充分的代表性，这次代表会议起到了党代表大会的作用。代表会议以列宁的《四月提纲》为基础，规定了党在战争和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上的路线，确定了党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并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344]。





[125]

 列宁在这里指的是斯巴达克派的纲领性文件《指导原则》的第5条，其中说：“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了。民族利益只是欺骗的工具，驱使劳动人民群众为其死敌——帝国主义效劳。”



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创建人和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这个杂志是团结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中心。1916年1月1日，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年—1918年10月，该派定期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因此该派也被称为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354]。





[126]

 论坛派是1907—1918年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称谓，因办有《论坛报》而得名。领导人为戴·怀恩科普、赫·哥尔特、安·潘涅库克、罕·罗兰－霍尔斯特等。1907—1909年，论坛派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反对该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1909年2月，《论坛报》编辑怀恩科普等人被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开除。同年3月，论坛派成立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论坛派基本上持国际主义立场，但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持错误观点，个别领导人在同机会主义与和平主义斗争中不够彻底，受到过列宁的批评。1918年11月，论坛派创建了荷兰共产党。——[369]。





[127]

 社会主义宣传同盟是美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根据美国国际主义者和以荷兰侨民塞·尤·鲁特格尔斯为首的一批政治流亡者的创议于1915年在波士顿成立。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问题上，该组织持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纲领相近的立场。美国社会党的革命分子开始集结在它的周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宣传同盟支持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并在各工会组织中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活动。1918年，同盟加入了美国社会党的左翼。——[369]。





[128]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合并而成的，1876年7月在费拉德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当时称美国工人党，1877年起改用现名。绝大多数党员是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同本地工人联系很少。19世纪70年代末，党内领导职务由拉萨尔派掌握，他们执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政策，不重视在美国工人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一部分领导人热中于议会选举活动，轻视群众的经济斗争，另一些领导人则转向工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党的领导在思想上和策略上的摇摆削弱了党。90年代初，以丹·德莱昂为首的左派领导该党，党的工作有一些活跃。从90年代末起，宗派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又在党内占了上风，表现在放弃争取实现工人局部要求的斗争，拒绝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进行工作，致使该党更加脱离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倾向于国际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党内一部分最革命的分子退出了党，积极参加建立美国共产党。此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了一个人数很少、主要和知识分子有联系的集团。——[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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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的意见

（1917年10月8日〔21日〕）

我写这篇东西是在10月8日，要在9日就送到彼得格勒同志们手中，恐怕希望不大。也许这篇东西写晚了，因为北方苏维埃代表大会已定于10月10日召开。尽管这样，我还是想提出我的“局外人的意见”，说不定彼得格勒及其“四周”的工人和士兵可能很快发起行动，但是还没有真正行动。

全部政权应转归苏维埃，这是很清楚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权（或者说布尔什维克的政权，这在目前来说是一回事），一定会获得世界各国包括各交战国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特别是俄国农民的最大的同情和全心全意的支持，这对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同样应该是无可争辩的。这些人所共知的早已证明的真理，无须多谈。

现在必须谈谈未必所有同志都十分清楚的问题，即政权转归苏维埃目前在实践上就意味着武装起义。看起来，这似乎很明显，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一直在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现在拒绝武装起义，就等于背弃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等于完全背弃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但是武装起义是受特殊规律支配的一种 特殊的
 政治斗争形式，必须仔细考虑这些规律。卡尔·马克思把这个真理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武装“ 起义也正如战争一样，是一种艺术
 ”。

马克思指出的这种艺术的主要规则如下：

（1）任何时候都不要 玩弄起义
 ，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 干到底
 。

（2）必须在决定性的地点，在决定性的关头，集中 强大的优势力量
 ，否则，更有训练、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3）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 决心
 行动起来并坚决采取 进攻
 。“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4）必须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不放过敌军还分散的时机。

（5） 每天
 （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 精神上的优势
 ”。

马克思并用“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02页。——编者注］

 这句话总结了一切革命中关于武装起义的教训。

如果把这点应用于俄国，应用于1917年10月，那就是说：一定要既从外面，又从内部，既从工人区，又从芬兰、雷瓦尔、喀琅施塔得等各方面，同时地、尽可能出其不意地、迅速地对彼得格勒进攻，要使用 全部
 舰队来进攻，要使集中的力量 大大超过
 那拥有15000—20000（也许更多些）人的我国“资产阶级近卫军”（士官生）以及我国“旺代军队”（一部分哥萨克）等等。

要把我们的 三支
 主要力量——海军、工人和陆军部队配合起来，一定要占领并不惜 任何代价
 守住：（1）电话局，（2）电报局，（3）火车站，（4）特别是桥梁。

要挑选 最坚决的
 分子（我们的“突击队员”、 青年工人
 和优秀水兵）组成一些小分队去占领一切最重要的据点，并 参加
 各处一切重要的军事行动，例如：

包围彼得格勒，使之与外界隔绝，用海军、工人和陆军部队的联合进攻把它占领，——这是需要有 艺术和三倍的勇敢
 才能完成的任务。

要把最优秀的工人编成配备枪枝炸弹的队伍去进攻和包围敌人的“中枢机关”（士官生学校、电报局、电话局等等），口号是： 宁可全体牺牲，决不放过一个敌人
 。

我们希望，一旦决定行动，每个领导者都能够很好地运用丹东和马克思的伟大遗训。

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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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

（1917年10月8日〔21日〕）

同志们！我们的革命正处于万分紧要的关头。这个紧要关头是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中和全世界帝国主义反对这一革命的斗争中出现的至关紧要的关头相吻合的。我们党负责的领导人员肩负着一项巨大的任务，不完成这项任务，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运动就有完全破产的危险。目前的局势是：拖延确实等于自取灭亡。

请看一下国际形势吧！世界革命的发展是无可争辩的。捷克工人怒火的爆发被非常残暴地扑灭了，这种残暴证明政府极度的恐惧。在意大利，事情也发展到了都灵的群众性的爆发。[129]然而最重要的是德国海军的起义。必须想到，在德国这样一个国家里，尤其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革命遇到的困难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毫无疑问，德国海军的起义意味着世界革命发展到了至关紧要的关头。我国那些鼓吹打败德国的沙文主义者要求德国工人马上起义，然而我们这些俄国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根据1905—1917年的经验知道，不能设想有哪一种革命发展的标志比军队起义更具有说服力。

请考虑一下，在德国革命者的心目中，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他们会向我们说：我们这里公开号召革命的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个人。而且他的呼声也被苦役监狱封锁住了。我们连一家能公开说明革命必要性的报纸都没有，我们没有集会自由。我们没有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或者士兵代表苏维埃。我们的呼声很难使真正的广大群众听到。尽管我们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取得胜利，我们还是作了起义的尝试！而你们俄国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已经进行了半年的自由鼓动，你们有二十来家报纸，你们有许多工兵代表苏维埃，你们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里取得了胜利，整个波罗的海舰队和驻在芬兰的全部俄国军队都站在你们一边。尽管你们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取得起义的胜利，可是你们却不响应我们起义的号召，你们却不去推翻你们的帝国主义者克伦斯基！

是的，如果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我们 只是
 用……决议来响应德国革命者关于起义的号召，那么我们就是“国际”的真正的叛徒！

再补充一句，我们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国际帝国主义者正在迅速地、变本加厉地合谋反对俄国的革命。千方百计地扼杀俄国革命，用军事手段，用牺牲俄国取得的和平来扼杀俄国革命，这就是国际帝国主义急于要做的事。这就使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处于特别严重的紧要关头。这就使拖延起义变得特别危险，我甚至要说，变成我们的罪行。

其次，请看看俄国国内的形势吧！反映了群众对克伦斯基和一切帝国主义者盲目信任的小资产阶级妥协政党，已经濒于破产，濒于彻底的破产。苏维埃选民团在民主会议上投票反对联合， 大多数
 地方农民代表苏维埃（违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和克伦斯基的其他伙伴控制的中央苏维埃的意志）投票反对联合；在工人居民最接近于农民的莫斯科，选举结果有 49％以上
 的选民投了布尔什维克的票（而在17000名士兵中，有14000人投了布尔什维克的票），难道这些不都表明人民群众对克伦斯基、对同克伦斯基之流妥协的分子的信任彻底破灭了吗？难道还能设想人民群众能够用比这次投票更明白的方式对布尔什维克说：领导我们吧，我们一定跟你们走！

而我们在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控制了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以后，还要等待吗？等待什么呢？等待克伦斯基和他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将军们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公开或秘密地 既
 同布坎南、 又
 同威廉勾结起来把俄国革命彻底扼杀吗？

人民用莫斯科的选举和各苏维埃的改选表明了对我们的信任，不仅如此，群众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情绪也有增长的迹象。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并不象立宪民主党人及其应声虫所叫喊的那样，意味着革命的低落，而是意味着群众对决议和选举的信任一落千丈。在革命中，群众向居于领导地位的政党要求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论，是斗争的胜利，而不是空谈。不久人民就可能议论纷纷，说布尔什维克也不比别人强，我们对他们表示了信任，他们却没有能够 行动
 ……

农民起义已蔓延于全国。十分明显，立宪民主党人及其走狗在百般诋毁农民起义，说它是“暴行”，是“无政府状态”。但是在各个起义中心已经开始把土地转交给农民，这种谎言就不攻自破，因为“暴行”和“无政府状态”从来没有产生过如此辉煌的政治成果！农民起义威力之大有以下事实为证：现在无论妥协派，或者《人民事业报》的社会革命党人， 甚至
 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都开始谈论把土地给农民的问题了，他们想趁运动的烈焰还没有把他们完全吞没的时候扑灭这个运动。

而我们却要等待，看科尔尼洛夫分子克伦斯基（恰巧在最近，社会革命党人自己暴露了他是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哥萨克部队能不能把这次农民起义 
各个

 击破。

显然，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没有理会到我们一致公认、一再重复的那个口号的 特殊
 意义。这个口号就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革命的半年中，有些时期、有些日子这个口号并 不
 意味着起义。这些时期、这些日子也许使一部分同志迷惑了，忘记了目前（至少从9月中旬起）这个口号对我们来说就 等于号召起义
 。

这一点是丝毫也不容怀疑的。不久前《人民事业报》“通俗地”解释了这一点，它说：“克伦斯基决不肯听命！”当然啦！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就是号召起义。我们几个月来一直号召群众举行起义，拒绝妥协，而在群众对我们表示信任以后，我们如果不领导群众在革命崩溃的前夜发动起义，这全部罪责就无条件地要由我们承担。

立宪民主党人和妥协分子正在用7月3—5日事件的例子，用黑帮加紧煽动等情况来吓唬人。但是，如果说在7月3—5日有错误的话，那只是错在我们没有夺取政权。我认为，那时并不存在这个错误，因为那时我们 还
 不是多数。而现在如果还这样，那就是致命的错误，甚至比错误更坏。黑帮加紧煽动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日益高涨的气氛下形势极端紧张的表现。但是，由此得出 反对
 起义的结论是可笑的，因为被资本家收买的黑帮分子软弱无力， 黑帮在斗争中完全无能为力
 ，这一点甚至是用不着证明的。他们在斗争中简直等于零。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在斗争中所能依靠的只有野蛮师和哥萨克。而现在，哥萨克也开始分化了，此外，农民在哥萨克居住区域内正在用内战威胁着他们。

我这封信是在10月8日星期日写的，你们最早到10月10日才能看到。我听一位路过这里的同志说，据华沙铁路的旅客讲：克伦斯基正在把哥萨克调往彼得格勒！这十分可能，如果我们不 从各方面
 核实这一情况，不 研究第二次应召的科尔尼洛夫军队
 的兵力及其分布情况，那完全是我们的过错。

克伦斯基又一次把科尔尼洛夫的军队调到了彼得格勒市郊，以便阻止政权转归苏维埃，阻止苏维埃政权立即提议媾和，阻止全部土地马上转归农民，以便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而自己逃往莫斯科！这就是我们必须尽量广泛宣传的起义口号，这就是一定能获得巨大成功的起义口号。

我们不能等待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可能会把它拖到11月份。我们不能耽搁了，不能再让克伦斯基调来科尔尼洛夫军队了。芬兰、海军和雷瓦尔都派有代表出席你们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三方面合在一起，就可以立刻向彼得格勒进军，抗击科尔尼洛夫军队，可以调动海军、炮兵、机关枪部队和两三个军的步兵到彼得格勒来，这些士兵已经表明——例如在维堡——他们恨透了克伦斯基又与之勾结的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

谁以为波罗的海舰队开往彼得格勒就是向德国人开放战线，因而放弃立即打垮第二次应召的科尔尼洛夫军队的机会，那就大错特错了。科尔尼洛夫分子诽谤者一定会这样说，就象他们一定会制造其他种种谣言一样，但被这种谣言和诽谤吓倒就不配做革命家。克伦斯基一定会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这一点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任何相反的断言都不能打消我们这一十分肯定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是从事变的整个进程，从克伦斯基的全部政策中得出的。

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分子一定会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正是为了拯救彼得格勒，必须推翻克伦斯基， 两个首都的苏维埃
 必须掌握政权。这两个苏维埃将立刻向各国人民提议媾和，以此履行自己对德国革命者的义务，以此作为粉碎反对俄国革命的罪恶阴谋、粉碎国际帝国主义阴谋的果断措施。

只有波罗的海舰队、芬兰军队、雷瓦尔和喀琅施塔得立即进军来攻打彼得格勒附近的科尔尼洛夫军队，才能挽救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这一进军，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 
在几天之内

 使哥萨克军队一部分投降，另一部分全部就歼，使克伦斯基倒台，因为两个首都的工人和士兵都将支持这一行动。

拖延等于自取灭亡。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起义的口号。谁运用这一口号，却不理解这一点，不考虑这一点，那只能怪自己。而对待起义就必须和对待 艺术
 一样，——我在民主会议期间就坚持这一点，现在仍然坚持，因为 这一点
 是马克思主义所教导的，也是目前俄国和全世界的整个形势所教导的。

问题不在于投票，不在于吸引“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在于增加地方苏维埃，也不在于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在于起义，这是彼得格勒、莫斯科、赫尔辛福斯、喀琅施塔得、维堡和雷瓦尔 
能够

 而且应当解决的问题。 
彼得格勒市郊

 和彼得格勒市区，——这就是能够而且应当尽可能认真地、有准备地、迅速地、坚决地决定起义和举行起义的地方。

海军、喀琅施塔得、维堡、雷瓦尔能够而且应当向彼得格勒进军，打垮科尔尼洛夫军队，发动两个首都的群众，为立即给农民土地、立即提出和约的政权展开大规模的鼓动工作，推翻克伦斯基政府，建立这样的政权。

拖延等于自取灭亡。






	　　尼·列宁
　1917年10月8日

载于1925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5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385—390页

















[129]1917年夏季，捷克和摩拉维亚的一些城市（布拉格、比尔森、布隆、维特科维采等）爆发了罢工。罢工者先是反对征收食品并将其运往德国和维也纳，进而要求制止战争和释放政治犯。有些地方的运动明显具有群众革命起义的性质。在布隆，进行了好几天的武装斗争。斗争遭到了残暴镇压。



1917年8月21日，意大利都灵市因严重缺粮而爆发游行示威。次日工人举行罢工。罢工很快发展为总罢工，有4万多人参加。罢工者在市内修筑了街垒，运动开始具有反战的政治性质。8月23日，都灵郊区已为起义者所控制。为了镇压这次运动，政府调来了军队并宣布戒严。8月27日，都灵的总罢工结束。——[376]。









《列宁全集》第32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10月10日（23日）会议文献[130]



1

报告

记录

列宁同志指出，9月初以来，出现了一种对起义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既然我们认真地提出苏维埃夺取政权的口号，这种态度就是不能容许的。因此，早就应当注意这个问题的技术方面。现在看来，大量的时间是放过了。

尽管如此，问题还是十分尖锐，决定性的关头就要到了。

目前的国际形势使我们必须采取主动。

放弃纳尔瓦以西的国土、放弃彼得格勒的阴谋，更使我们非采取果断行动不可。

政治形势同样令人信服地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如果我们在7月3—5日采取果断行动，那一定要遭到失败，因为当时还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从那时以来，我们的威信已经大大提高了。群众所以采取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其原因是他们对于空话和决议已经感到厌倦了。

现在，大多数人都拥护我们。权力转移在政治上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

土地运动也正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很明显，除非有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否则是扑灭不了这一运动的。全部土地转归农民的口号，已成为农民共同的口号。因此，政治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谈到技术方面的问题。关键就在这里。可是我们却步护国派的后尘，喜欢把有步骤地准备起义看成是一种政治上的罪过。

等待显然不会同我们站在一起的立宪会议，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只能使我们的任务更加复杂化。

应该趁召开区域代表大会和明斯克提出建议[131]的机会开始采取果断行动。


2

决议

中央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德国海军中的起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欧洲发展的最高表现；其次，帝国主义者为扼杀俄国革命而媾和的危险），军事形势（俄国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之流无疑已经决定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再加上农民起义和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莫斯科的选举）以及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显然已在准备（军队撤出彼得格勒、哥萨克调往彼得格勒、哥萨克包围明斯克，等等），——这一切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

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撤出彼得格勒、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发起行动，等等）。





	载于1922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0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391—393页

















[130]1917年10月10日（23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是七月事变以后列宁参加的第一次党中央会议。会议在卡尔波夫卡32号住宅31号内秘密举行。住宅的主人Г．K．苏汉诺娃（弗拉克谢尔曼）是布尔什维克，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她的丈夫是孟什维克尼·苏汉诺夫，当时不在家。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列·达·托洛茨基、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莫·索·乌里茨基、费·埃·捷尔任斯基、亚·米·柯伦泰、安·谢·布勃诺夫、格·雅·索柯里尼柯夫、阿·洛莫夫（奥波科夫）。候补中央委员瓦·尼·雅柯夫列娃作记录。会议由斯维尔德洛夫主持。会议的议程是：罗马尼亚战线；立陶宛人；明斯克和北方战线；目前形势；区域代表大会；撤出军队。列宁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会议以10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列宁的决议案（见本卷第385页），把立即准备武装起义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投反对票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了对起义实行政治领导，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布勃诺夫等7人组成的政治局。——[383]。



[131]指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10月10日（23日）会议上就第3项议程“明斯克和北方战线”所作的报告。斯维尔德洛夫在报告中说：明斯克在技术上有举行武装起义的可能性；明斯克方面提出由它派遣一个军的革命部队援助彼得格勒。——[384]。









《列宁全集》第32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10月16日（29日）会议文献[132]




1

报告

记录

列宁同志宣读中央委员会上一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他说，决议被通过了，有两票反对。现在由他说明作出这一决议的理由，如果反对的同志希望发表意见，可以展开讨论。

如果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抛弃妥协，那我们就可以向它们提出妥协的建议。我们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但是大家知道，妥协的建议遭到了这两个政党的拒绝 
［注：见本卷第130—136页。——编者注］

 。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之前已经十分清楚，群众是跟我们走的。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已经是这样。列宁同志引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选举的统计材料作为证明。科尔尼洛夫叛乱则更有力地把群众推向我们这边。民主会议上力量的对比说明了这一点。形势很清楚：或者是科尔尼洛夫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的专政。我们不能从群众的情绪出发，因为群众情绪是善变的，无法估计；我们应当依据的是对革命的客观的分析和估计。群众信任布尔什维克，群众向布尔什维克要求的不是空话，而是行动，是反对战争、制止经济破坏的坚定政策。如果拿对革命的政治分析作为根据，那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现在连无政府主义的暴动也证实了这一点。

接着，列宁同志分析了欧洲的形势，并且证明那里进行革命要比我们更困难；既然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弄到海军中发生起义的地步，这就证明那里的事情也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国际形势向我们提供了许多客观材料，说明我们现在一旦发起行动，就能得到欧洲全体无产阶级的支持；列宁同志证明，资产阶级打算放弃彼得格勒。我们只有拿下彼得格勒，才能幸免这种毒手。综上所述，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所谈到的武装起义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结论是不容置疑的。

至于决议如何实施，还是在听取了各中央机关的代表的报告以后再作决定比较合适。

根据对俄国和欧洲阶级斗争的政治分析，必须制定最坚决、最积极的政策，这个政策只能是武装起义。


2

发言

记录


（1）

列宁同志同米柳亭和绍特曼发生争论，列宁同志证明，问题不在于武装力量，问题不在于同军队作战，而在于一部分军队同另一部分军队作战。他不认为这里所谈的有什么悲观主义。他证明，资产阶级方面的力量并不强大。事实证明，我们有胜过敌人的优势。为什么中央不能开始行动呢？从所有的材料都得不出这种结论。要推翻中央的决议，必须证明没有经济破坏，国际形势没有日趋复杂。既然工会工作者要求全部政权，那就说明他们十分清楚他们需要什么。客观情况证明，对农民需要加以领导，他们会跟着无产阶级走的。

有人担心我们保持不住政权，而现在正是我们保持政权的大好时机。

列宁同志希望会上的讨论能围绕决议的实质来进行。


（2）

如果所有的决议都这样被否决，那是再好不过的了。现在，季诺维也夫说：要取消“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而对政府施加压力。如果说起义已经成熟，那就说不上是什么密谋。如果在政治上起义已经不可避免，那就应当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况且在政治上起义已经成熟。

正因为粮食只能维持几天，我们不能再等待立宪会议了。列宁同志建议批准决议，坚决准备起义，起义日期由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决定。


（3）

列宁同志反驳季诺维也夫说，决不能拿这次革命同二月革命相比。他就实质性问题提出如下的决议案：


决议

会议十分欢迎并完全支持中央的决议，号召一切组织、全体工人和士兵从各方面加紧准备武装起义，支持中央委员会为此而成立的总部；会议完全相信中央和苏维埃会及时指出进攻的有利时机和适当方法。





	载于1927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0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394—397页

















[132]1917年10月16日（29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在米·伊·加里宁任主席的彼得格勒列斯诺伊区杜马举行。除了中央委员以外，出席会议的还有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会、工厂委员会、铁路职工和彼得格勒郊区委员会的代表。会议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主持。列宁就中央委员会10月10日（23日）会议通过的决议作了报告。列·波·加米涅夫和格·叶·季诺维也夫再次表示反对起义，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十分薄弱，因此应该等待立宪会议的召开。发言支持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有费·埃·捷尔任斯基、加里宁、伊·阿·拉希亚、斯维尔德洛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斯大林等。会议以19票赞成、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决议案以6票赞成、15票反对、3票弃权被否决。在随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秘密会议上成立了由中央委员安·谢·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和莫·索·乌里茨基组成的起义领导机构——军事革命总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指出，党的军事革命总部的成员同时也是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386]。









《列宁全集》第32卷


给同志们的信

（1917年10月17日〔30日〕）

同志们！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这样危急，事态的发展是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迅速，以致一个受命运摆布而稍微离开历史主流的政论家，经常有放马后炮或消息不灵的危险，如果他的文章发表迟了，就更是如此。尽管我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甚至这封信还有根本不予发表的可能，但是我还是不得不给布尔什维克写这封信，因为这次动摇是闻所未闻的，它会给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给革命造成致命的影响，而我认为有责任同这种动摇作最坚决的斗争。至于说到放马后炮的危险，那么，为了防止这一点，我将指明我所掌握的是什么样的消息，是哪一天的消息。

直到10月16日星期一的早晨，我才遇到了一位前一天在彼得格勒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的同志，他把讨论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我。[133]会议讨论的就是星期日各派报纸也都在讨论的起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首都布尔什维克各工作部门的所有的最有威信的代表。会上只有极少数的人，总共只有两个同志抱否定态度。这两个同志所持的理由毫无力量，鲜明地反映出他们张皇失措、惊恐万状，布尔什维主义和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在他们身上已丧失殆尽，因此很难为这么可耻的动摇找到辩解。可是事实俱在，革命的政党不能容忍在这样严重的问题上表现动摇，而这两个丧失原则的同志又可能引起某种混乱，所以必须分析他们的理由，揭露他们的动摇，说明他们是多么可耻。下面的文字就算是执行这一任务的一次尝试吧。





　　“……我们没有大多数人民的拥护，缺少这个条件，起义是没有希望的……”



　　能够说出这种话的人，不是歪曲事实，就是书呆子，丝毫不顾革命的实际形势，无论如何要布尔什维克党预先得到保证，一定能在全国获得恰好半数加一票。历史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都没有提供过也绝对无法提供这样的保证。提出这一类要求等于嘲弄听众，无非是掩饰自己 逃避
 现实。因为现实使我们看得很清楚，正是在七月事变以后，大多数人民开始迅速地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还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彼得格勒8月20日的选举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次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在市区（不包括市郊）获得的票数由占20％增加到占33％。后来9月举行的莫斯科区杜马的选举也证明了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在这次选举中获得的票数由占11％增加到占49.33％（前几天我遇到的一位莫斯科的同志对我说，准确的数字是51％）。苏维埃的改选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农民苏维埃都违背自己的“阿夫克森齐耶夫的”中央苏维埃的意志，表示 反对
 联合，这个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所谓反对联合， 实际上
 就是跟布尔什维克走。此外，前线的消息愈来愈频繁、愈来愈肯定地说明， 广大
 士兵不听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领袖、军官、代表等等的恶意诽谤和攻击，日益坚决地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

最后，俄国当前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就是 农民起义
 。这就是人民在客观上、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论表明已经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因为不管资产阶级报刊和它们在“动摇的”新生活派及其同伙中的可怜的应声虫如何造谣，叫嚷起义是暴行、是无政府状态，而事实还是明摆着。无论从物质意义上或政治意义上来说，坦波夫省的农民运动[134]都是一次起义，而且是取得了辉煌的政治成果的一次起义，首先它迫使人们同意把土地给农民了。难怪被起义吓破胆的社会革命党党徒，直到《人民事业报》，现在都在 叫喊
 必须把土地给农民！可见，这 实际上
 证明布尔什维主义是正确的，证明它已经赢得了胜利。除起义外，用别的办法“教训”波拿巴主义者及其在预备议会中的奴才 证明是
 不可能的。

这是事实。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这种以事实为依据的 主张
 起义的“理由”比惊慌失措、吓破了胆的政治家的一千种“悲观的”遁词有力得多。

如果农民起义不是一个具有全国性政治意义的事件，那么预备议会里的那班社会革命党奴才就不会叫喊必须把土地交给农民了。

农民起义的另一个辉煌的政治和革命的结果，《工人之路报》已经指出了，那就是粮食运到了坦波夫省的各火车站。惊慌失措的先生们，这就是给你们举出的另一个主张起义的“理由”，它证明起义是使国家摆脱迫在眉睫的饥荒和规模空前的危机的唯一手段。正当背叛人民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埋怨、威胁、写决议、答应用召开立宪会议来喂饱挨饿的人的时候，人民却 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针
 开始 用
 反对地主、资本家和包买主的 起义
 来解决粮食问题了。


资产阶级
 报刊，甚至连《俄罗斯意志报》也不得不承认， 这种
 解决粮食问题的（唯一切实的）办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报刊登的一条消息说，坦波夫省的各个车站都堆满了粮食…… 这是农民起义以后的事
 ！！

不，现在这个时候怀疑多数人民是不是和会不会跟布尔什维克走，那就是可耻的动摇，就是在实际上抛弃无产阶级革命性的一切原则，完全背弃布尔什维主义。





　　“……要夺取政权，我们的力量还不够；要破坏立宪会议，资产阶级的力量也不够……”



　　这个理由的前一半是上面一个理由的简单的重复。这个理由并没有更大的分量和说服力。这是对工人表示悲观，对资产阶级表示乐观，从而反映了自己的惊慌失措和对资产阶级的畏惧心理。对士官生和哥萨克说的，要同布尔什维克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应当完全相信；至于工人和士兵在几百次会议上表示完全信任布尔什维克，并且下决心要为政权归苏维埃挺身奋斗，那“最好”要记住，表决是一回事，战斗又是一回事！如果能这样论证的话，那起义当然就“被驳倒了”。不过试问，这种别有目的、别有用心的“悲观主义”同政治上投奔资产阶级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请看一下事实，请回忆一下布尔什维克说过几千次，还是被我们的悲观主义者“忘记的”言论吧。我们说过几千次，工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力量，是革命的先锋队，它 能够
 夺取政权。我们指责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几千次，说他们空谈“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同时又 害怕
 让苏维埃掌握政权。

科尔尼洛夫叛乱证明了什么呢？证明苏维埃确实是一种力量。

在这一点被经验、被事实证明了之后，我们竟要抛弃布尔什维主义，否定自己，说什么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尽管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和大多数地方苏维埃都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难道这不是可耻的动摇吗？其实，我们的“悲观主义者”是在抛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却又 不敢
 承认这一点。

怎么能证明，要破坏立宪会议，资产阶级的力量也不够呢？

如果苏维埃 没有力量
 推翻资产阶级，那 就是说
 ，资产阶级有足够的力量破坏立宪会议，因为再没有谁能阻止它。相信克伦斯基之流的诺言，相信奴才们的预备议会的决议，这难道同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一个革命者的身分相称吗？

如果现在的政府不推翻，资产阶级不仅 有力量
 破坏立宪会议，而且还能采取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开放战线、加紧同盟歇业和暗中破坏运粮的办法 间接地
 达到这个目的。 事实
 证明，这一切资产阶级已经在干了，干了一部分。这就是说，如果工人和士兵不推翻资产阶级，那么它也有力量把这些 完全
 干成。





　　“……苏维埃应当是一支对准政府的太阳穴的手枪，强迫它召开立宪会议，放弃科尔尼洛夫那种尝试……”



　　这两个可悲的悲观主义者中间，有一个竟说出这种话来！其实也必然会这样说的，因为拒绝起义 就是
 拒绝“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当然，口号“不是圣物”，这是不待言的。可是为什么 谁
 也没有（象我在七月事变后那样 
［注：见本卷第6—13页。——编者注］

 ）提出改变这个口号的问题呢？为什么 不敢
 公开说出这一点呢？虽然党内从9月份起就一直在讨论今后为了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起义 不可避免
 的问题。

我们可悲的悲观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永远不能自圆其说。拒绝起义就是拒绝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而把一切希望和期待都“交给”“答应”召开立宪会议的善心的资产阶级。

唯有在苏维埃掌握 政权的条件下
 ，才能 保证
 立宪会议会召开，才能保证它的成功，难道这还难以理解吗？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已经说过几千遍。从来 没有人
 试图驳倒它。这种“配合形式”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现在有人以“配合形式”为托词 拒绝
 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而且 偷偷摸摸
 地干， 不敢
 公开否认我们的口号，这是什么行为呢？能找得出议会用语来形容这种行为吗？

有人一针见血地回答我们那位悲观主义者说：“是一支没有子弹的手枪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公然投奔了李伯尔唐恩之流，因为他们千百次地宣称苏维埃是“手枪”并且千百次地欺骗了人民，因为苏维埃 在他们的统治下
 简直等于零。

如果是“有子弹的”手枪，那这也就是起义的 技术
 准备，因为子弹要弄到手，手枪要装上子弹，而且光有子弹也是不够的。

或者是投奔李伯尔唐恩之流， 公开
 拒绝“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或者是起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资产阶级不可能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尽管罗将柯希望这样做，因为打仗的不是资产者，而是我们英勇的水兵……”



　　这个理由又可以归结为 对资产阶级
 的“乐观主义”，凡是对革命力量和无产阶级的能力抱悲观态度的人必然会处处表现出这种“乐观主义”。打仗的是英勇的水兵， 但是
 这并没有妨碍 两个
 海军上将在厄塞尔沦陷之前 潜逃
 。

这是事实。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事实证明，海军上将们叛变的 本领
 并不亚于科尔尼洛夫。大本营又没有改组，指挥人员还是科尔尼洛夫的班子，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如果科尔尼洛夫分子（以克伦斯基为首，因为他也是科尔尼洛夫分子） 想要
 放弃彼得格勒，他们可以双管齐下，甚至“三管齐下”。

第一，他们能够通过科尔尼洛夫的指挥人员叛变投敌，开放北方的陆上战线。

第二，他们能够“商定”，不仅同德帝国主义者而且同英帝国主义者商定，让 比
 我们 强大的
 整个德国舰队自由行动。此外，“潜逃的海军上将”还可以把 计划也
 献给德国人。

第三，他们能用同盟歇业、暗中破坏运粮的办法，使我们的军队处于 完全
 绝望和无能为力的境地。

这三种途径哪一种也否定不了。事实证明，这三扇门俄国资产阶级哥萨克党都敲过了，都曾想把它们打开。

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无权 等待
 资产阶级扑灭革命。

罗将柯之流的“希望”可不是空谈，——这一点已为经验所证实。罗将柯是实干的人。罗将柯有 资本
 给他撑腰。这是无可争辩的。在无产阶级没有掌握政权以前资本还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罗将柯死心塌地执行资本的政策已经有 几十年
 了。

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作为拯救革命的唯一手段的起义问题上犹豫动摇，就是轻信资产阶级，一半是李伯尔唐恩、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那种出于怯懦的轻信，一半是“农夫”那种盲目的轻信，而布尔什维克是最反对轻信资产阶级的。

或者是发誓“笃信”立宪会议，束手等待罗将柯之流放弃彼得格勒，扑灭革命；或者是举行起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就是单单召开立宪会议也不会使情况有什么变化，因为任何“立宪”，任何哪怕是最有权威的会议的表决也感动不了饥荒，也感动不了威廉。况且立宪会议能不能召开，能不能 成功
 ，都取决于政权是否转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讲的这个老的真理正在被现实愈来愈清楚、愈来愈 无情地
 证实。





　　“……我们一天比一天强大，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参加立宪会议，我们何必孤注一掷……”



　　这是庸人的理由，这种人“读到”立宪会议将要召开的话，就信以为真，安心走最合法的、最安分的立宪道路了。但可惜的是 等待
 立宪会议既不能解决饥荒问题，也不能解决放弃彼得格勒的问题。那些天真的，或者是惊慌失措的，或者是被人吓破了胆的人，忘记了这件“小事情”。

饥荒是不等待的。农民起义就没有等待。战争是不等待的。潜逃的海军上将就没有等待。

难道我们布尔什维克 宣布
 相信立宪会议会召开，饥荒就会答应等一等吗？潜逃的海军上将就会答应等一等吗？马克拉柯夫之流和罗将柯之流就会答应停止同盟歇业、停止暗中破坏运粮，不再同英德帝国主义者秘密磋商吗？

可是，照那些抱“立宪幻想”和着了议会迷的英雄说来，事情就会是 这样
 。生气勃勃的生活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 一纸空文
 ，只有选举。

这些瞎子还在惊疑，为什么挨饿的人民和被海陆军将军们出卖的士兵对选举漠不关心！啊，好聪明的人啊！





　　“……要是科尔尼洛夫分子再次先动手，那时我们就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何必我们自己先动手，去冒险呢？……”



　　这真是太有说服力，太革命了。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但是，如果我们能转过身子把背朝着历史，想着第一次科尔尼洛夫叛乱，絮絮叨叨地说：“要是科尔尼洛夫分子先动手就好了”；如果这一点我们能办到，这是多么卓越的革命战略啊！这种战略多么象“碰运气”啊！也许科尔尼洛夫分子又会在不适当的时候动手呢？这不是有力的“理由”吗？这不是对无产阶级政策的严肃的论证吗？可是，如果第二次应召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学乖了呢？如果他们要 等到
 饥民举行暴动，战线被突破，彼得格勒被放弃以后才动手，否则就 不动手
 呢？那怎么办呢？

有人竟要我们把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建筑在科尔尼洛夫分子可能重犯他们的某一个旧错误的基础上！

要我们忘记布尔什维克证明过而且 证明了
 数百次的一切，忘记半年来我国革命历史所证明了的一切，即 除了
 科尔尼洛夫分子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 以外，没有
 ，客观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出路，要我们忘记这一点，否定这一切，而去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奇迹，等待4月20日到8月29日的一系列暴风骤雨般的灾变性的事变（在战争拖延和饥荒加剧的情况下）转为和平地、平静地、顺利地、合法地召开立宪会议，执行会议的最合法的决议。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挨饿的人们，等着吧，克伦斯基已经答应召开立宪会议了！





　　“……老实说，国际形势方面没有任何情况迫使我们立即发起行动，如果我们被人枪杀了，反而会危害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



　　这个理由真是妙极了，谢德曼“本人”和列诺得尔“本人”也未必能更巧妙地“利用”工人对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同情。只要想一想，德国人处境极端困难，他们 只有一个
 李卜克内西（而且还在服苦役），没有报纸，没有集会自由，没有苏维埃，而居民的各个阶级直到所有的富裕农民都对国际主义思想极端仇视，帝国主义的大、中、小资产阶级都有完善的组织，在这样的处境下，德国人，即德国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穿着水兵服的工人，也举行了海军起义，尽管也许只有百分之一的胜利可能。

而我们呢，有几十家报纸，有集会自由，在苏维埃中占 多数
 ，我们是世界上处境最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可是我们却要拒绝用起义来支持德国的革命者。我们却要象谢德曼和列诺得尔之流那样说：最明智的办法就是不起义，因为我们要是被打死了，世界就会失去那么优秀、那么明智、那么理想的国际主义者！！

现在来证明一下我们的明智吧。我们将通过一项同情 德国起义者
 的决议，同时拒绝在俄国举行 起义
 。这将是真正的、明智的国际主义。如果这种英明的政策能在 各地
 赢得胜利，那世界国际主义将会多么迅速地发扬光大啊！……

各国工人受战争的折磨，痛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无论在意大利、在德国，还是在奥地利，工人的爆发都愈来愈频繁了。而 唯一
 有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我们，却要 等待
 ，要出卖德国的国际主义者，正象我们现在出卖俄国那些不是用言论而是用行动、用反对地主的起义来号召我们举行起义、推翻克伦斯基政府的农民一样……

各国资本家都准备扑灭俄国革命，尽管他们的帝国主义阴谋的乌云已经密集起来，我们却要安静地等着他们 用卢布
 来扼杀我们！既然克伦斯基和罗将柯真心诚意要召开立宪会议，我们就不要去进攻阴谋者，不要用工兵代表苏维埃的胜利击溃他们的队伍，我们要等待立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用 表决
 一定能战胜一切国际阴谋。我们有什么权利怀疑克伦斯基和罗将柯的真诚呢？





　　“……但是‘大家’都反对我们！我们被孤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好，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也好，新生活派也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好，都已经发表并且还要发表声明反对我们！……”



　　好一个有力的理由。我们一向都无情地痛斥动摇者的动摇。 凭这一点
 ，我们赢得了人民的同情。 凭这一点
 ，我们争得了苏维埃，而没有苏维埃就不能有迅速可靠的起义。我们现在利用争到手的苏维埃，却是为了使 我们自己也投向动摇者的营垒
 。布尔什维主义的前程多么美好啊！李伯尔唐恩和切尔诺夫之流以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孟什维克的政策的全部实质就是 动摇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作为 群众向左转的指示器
 ，具有 巨大的
 政治意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约有40％转到左派阵营，另一方面农民举行起义，这两个事实无疑有着明显的联系。

但正是这一联系的性质揭示出，那些现在看到活活腐烂了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或者动摇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流反对我们就想哭诉的人，是毫无气节的。应当把小资产阶级领袖马尔托夫、卡姆柯夫、苏汉诺夫之流的这种 动摇
 和农民 起义
 对照一下。这是 现实的
 政治对照。同谁一起走呢？是同 间接地
 反映群众的 向左转
 、而在 每一次
 政治转折关头都可耻地哭诉、动摇、跑去哀求李伯尔唐恩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原谅的彼得格勒一小撮动摇的领袖一起走呢， 还是同这些向左转的群众一起走
 ？

问题就是这样，而且也只能是这样。

看到马尔托夫、卡姆柯夫和苏汉诺夫之流出卖农民起义，有人就建议我们革命国际主义者的工人政党也出卖农民起义。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看齐”的政策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说过，要帮助动摇者，自己就应当不动摇。这些“可爱的”左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动摇过，赞成过联合！由于我们自己不动摇，终于引导他们跟着我们走了。实际生活证实我们是正确的。

过去这班先生总是以自己的动摇危害革命。只有我们挽救了革命。现在，当饥荒降临彼得格勒，罗将柯之流准备放弃彼得格勒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屈服吗？！





　　“……但我们同铁路员工和邮电职工连巩固的联系也没有。他们的正式代表都是普兰松之流的人物。没有邮局，没有铁路，我们能取得胜利吗？……”



　　是的，是的，这里是普兰松之流，那里是李伯尔唐恩之流。但是 群众
 对他们表示了怎样的信任呢？一直证明这些领袖在出卖 群众
 的不正是我们吗？无论在莫斯科的选举还是在苏维埃的选举中，群众不正是离开了这些领袖而转到 我们方面
 来了吗？难道广大铁路和邮电职工没有挨饿，没有举行罢工反对克伦斯基之流的政府吗？有一个同志问“悲观主义者”：“那2月28日以前，我们同这两个工会有联系吗？”对方回答说，这两次革命是不能相比的。但是这一回答只能 加强
 发问者的立场。因为，说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
 革命应作长期准备而且说过几千遍的恰恰是布尔什维克（说这话不是为了在紧要关头的前夕把这一点忘掉）。现在邮电工会和铁路工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特点，正是群众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 分离
 。问题决不在于一定要预先同这个或那个工会取得“联系”；问题在于，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起义的胜利 才能
 满足铁路和邮电职工大军中的 群众
 的要求。





　　“……彼得格勒的粮食只够吃两三天。我们能给起义者粮食吗？……”



　　这是成千种怀疑意见中的一种（怀疑论者永远会“怀疑”，除非用经验，否则是驳不倒他们的），是一种诿罪于人的意见。正是罗将柯之流，正是资产阶级在制造饥荒，利用饥荒来扼杀革命。除了农民在农村中举行反对地主的起义，除了工人在城市和首都战胜资本家，没有也 不可能
 有摆脱饥荒的其他办法。不这样做，要从富人那里弄到粮食，要不顾他们的暗中破坏把粮食运出来，要粉碎受人收买的职员和发财致富的资本家的反抗，要实行严格的计算，都是 办不到
 的。“民主派”粮食机构及“民主派”在粮食问题上弄得焦头烂额的经历就是证明，他们千百万次地 埋怨
 资本家不该怠工，他们 哭诉，哀求
 。

世界上，除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以外，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不埋怨，不哀求，不流泪，而去从事 革命的事业
 。无产阶级革命延误愈长久，事变或者动摇分子、惊慌失措分子的动摇使革命愈推迟，革命的牺牲就愈大，要 整顿好
 粮食的运输和分配也就愈困难。

拖延起义等于自取灭亡，——对于那些具有可悲的“勇气”，眼看着经济破坏加剧、饥荒迫近，而 劝告
 工人 不要
 起义（ 即劝告他们等待，仍旧信赖资产阶级
 ）的人们，就应当这样来回答。





　　“……前线情况也还没有危险。即使士兵自己缔结停战协定，也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士兵是不会缔结停战协定的。要缔结停战协定，就必须有国家政权，而不起义是得不到政权的。士兵们都会 一跑
 了之。前线来的报告都谈到了这一点。等待不可能不冒这样的风险：如果士兵们（ 已经接近于绝望
 ）完全绝望，丢下一切听凭命运摆布而大批逃跑，等待就会帮助罗将柯同威廉勾结起来，并且使经济遭到 完全
 破坏。



　　“……可是，如果我们取得了政权，却得不到停战，也得不到民主的和约，士兵就可能不愿去进行革命战争。那时怎么办呢？”



　　这个理由使人想起了一句谚语：一个傻瓜能够提出的问题，比十个聪明人能够解答的还要多十倍。我们从来也没有否认过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 政权
 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我们始终还是 宣传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难道行动的时刻到了，我们反而要放弃这一点吗？？

我们一直说，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会使国际形势、国内经济、军队状况和士兵情绪都发生巨大的变化，难道现在我们应该让革命的“困难”吓倒而“忘记”这一切吗？？





　　“……正如大家所说，群众还没有激奋到要冲上街头的情绪。暴行煽动者和黑帮的报纸发行份数大大增加，也是说明悲观有道理的一个迹象……”



　　当人们被资产阶级吓破了胆的时候，在他们看来，一切事物和现象自然都蒙上了一层黄色。第一，他们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运动，而代之以知识分子印象主义的标准；他们 不
 对全国的和整个国际环境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以及事变的进程作政治上的分析，而代之以对情绪的主观印象。党的坚定的路线和不可动摇的决心 也
 是情绪的 一个要素
 ，特别是在最紧要的革命关头，这一点人们当然“凑巧”忘掉了。有时人们还十分“凑巧”地忘掉：主要领导人的动摇和他们朝三暮四的倾向会使某些阶层的群众在情绪上也发生极不体面的动摇。第二，这在目前是主要的一点，一些毫无气节的人讲到群众情绪时忘记了补充：

“大家”都说群众的情绪是高昂的，是焦急的；

“大家”同意：在苏维埃的号召下，为了保卫苏维埃，工人一定会万众一心地行动起来；

“大家”同意：工人对中央机关在明知不可避免的“最后的斗争”的问题上不果断非常不满；

“大家”一致认为最广大的群众的情绪已近于绝望，并且举出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无政府主义抬头的事实；

“大家”也承认，觉悟的工人不大愿意 只是
 为了示威， 只是
 为了局部的斗争而上街，因为从气氛中已经预感到即将来临的不是局部的战斗，而是整体的战斗，工人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和认识到靠个别罢工，靠示威，靠施加压力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如此等等
 。

如果我们从我国革命半年来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整个发展着眼，从事变的整个进程着眼来看待这种对群众情绪的评价，那我们就会明白：那些被资产阶级吓破了胆的人是怎样歪曲实际情况的。现在的情况恰巧跟4月20—21日前夜、6月9日前夜、7月3日前夜的情况不同，因为当时是 自发的激奋
 ，而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对此或者没有理解（如4月20日），或者是加以抑止而使它形成为和平的示威（如6月9日和7月3日）。当时我们清楚地知道，苏维埃 还
 不是我们的，农民 还
 相信李伯尔唐恩和切尔诺夫的道路，而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道路（起义），所以大多数人民不会跟我们走，起义还为时过早。

当时，大多数觉悟工人根本 没有
 想到最后的斗争的问题，党的任何一个委员会也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而相当广泛的觉悟低的群众还没有高昂的斗志和拚命的决心，而只有自发的 激奋
 ，天真地希望单凭发起“行动”、单凭游行示威来“影响”克伦斯基之流和资产阶级。

起义所需要的不是这些，而是觉悟者自觉的、坚定的、不可动摇的、战斗到底的决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需要广大群众高昂的拚命的情绪，他们 感到
 ，现在用不彻底的办法是无济于事了，要“影响”是无论如何影响不了的， 如果
 布尔什维克不能在决战中领导饥民，那么他们“甚至会采取无政府主义行动，捣毁一切、粉碎一切”。

革命的发展实际上 既
 使工人 也
 使农民把觉悟者从经验中锻炼出来的高昂的斗志和广大群众对同盟歇业者、对资本家的那些近乎拚命的仇恨情绪这二者结合了起来。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也才能理解，为什么黑帮报刊的那些打着布尔什维主义幌子的恶棍能取得“成就”。黑帮分子看到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决战即将到来就幸灾乐祸，这是向来如此的，这毫无例外地在任何革命中都可以看到，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如果被 这一
 情况吓倒，那就不但应当放弃起义，而且应当根本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革命的增长 不
 可能 不
 引起黑帮的幸灾乐祸以及从中渔利的希望。

觉悟工人清楚地知道，黑帮和资产阶级在手携手地进行活动，工人一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小资产者不相信，资本家害怕，黑帮有时出于幸灾乐祸倒希望看到这种胜利，因为他们相信布尔什维克保持不住政权），就会把黑帮彻底 粉碎
 ，布尔什维克一定 能够
 牢牢地保持政权，为备受战争折磨、摧残的全人类谋最大的利益。

情况确实如此， 罗将柯之流
 和苏沃林之流正在一唱一和，分担了不同的角色，这一点除了疯子有谁会怀疑呢？

难道事实没有证明，克伦斯基是按照罗将柯的指示行事的，而“俄罗斯共和国国家印刷厂”（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是用国家的钱来刊印“国家杜马”中黑帮分子发表的黑帮演说的吗？ 连
 《人民事业报》那些在“自己人”面前阿谀奉承的奴才不也揭露了这一事实吗？难道 各次
 选举的经验没有证明：卖身投靠的、为沙皇地主“利益”所左右的《新时报》是全力支持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的吗？

难道我们昨天没有读到，工商业资本（无党无派的，哦！不用说，当然是无党无派的，要知道维赫利亚耶夫、拉基特尼科夫、格沃兹杰夫和尼基京之流，上帝作证，绝不是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而是和 无党无派的
 工商界联合的！）慷慨地给了立宪民主党人30万卢布吗？

如果不从情感出发，而从阶级的观点出发来看问题，那么所有黑帮的报刊无非是“里亚布申斯基—米留可夫公司”的 分
 公司。资本一方面收买米留可夫、扎斯拉夫斯基、波特列索夫之流的人物，另一方面也收买黑帮分子。

除了无产阶级的胜利，再没有别的方法能根除黑帮的廉价毒品对人民的极其严重的毒害。

备受饥荒和连年战争折磨、摧残的民众“抓住”黑帮的毒品，这有什么奇怪呢？难道可以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前夕，被压迫的群众能 没有
 绝望情绪吗？群众（其中有不少愚昧无知的人）的绝望能 不
 表现在各种毒品的畅销上吗？

有人在讲到群众情绪的时候，把自己个人的毫无气节说成是群众的毫无气节，他们的这种立场是没有希望的。群众有自觉地等待的，也有会不自觉地陷入绝望的，但是被压迫的和挨饿的群众决 不是
 毫无气节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可不能把起义问题搞成军事密谋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深刻的和多方面的学说。因此，在那些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提出的“理由”中，随时可以看到引自马克思著作的 只言片语
 （特别是引证得 不
 对头的时候），这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
 策划军事密谋的不是一定阶级的政党， 如果
 密谋的策划者没有估计到总的政治局势，特别是国际局势， 如果
 这个政党没有赢得为客观事实所证明的大多数人民的同情， 如果
 革命事变的发展没有在实践中打破小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 如果
 象“苏维埃”这样的被公认为“全权的”或以别种方式发挥自己作用的革命斗争机关的大多数没有被争取过来， 如果
 在军队中（假如事情是发生在战时）对违背人民的意志拖延非正义战争的政府没有十分强烈的反对情绪， 如果
 起义的口号（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土地归农民”、“立即向各交战国人民提出民主的和约，同时立即废除秘密条约和秘密外交”等）没有家喻户晓， 如果
 先进的工人不相信群众已处于绝望的境地，对能否得到农村支持没有把握（这种支持已为巨大的农民运动，即反对地主、反对维护地主的政府的起义所证实）， 如果
 国内的经济状况还能使人们对用和平的和议会的手段来顺利解决危机抱有巨大的希望， 如果
 这样，那么军事密谋就是布朗基主义。大概够了吧？

我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这本小册子里（我希望这本小册子在日内就能出版）引用了马克思真正涉及起义问题的话，这些话指出了起义作为一种“艺术”所具有的特征 
［注：见本卷第325—326页。——编者注］

 。

我敢打赌，如果请那些现在在俄国大喊反对军事密谋的空谈家打开话匣，请他们解释一下武装起义的“艺术”同应该受到指责的军事密谋之间的区别，那他们不是重复上述的一切，就是大出洋相，引起工人们哄堂大笑。亲爱的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请试一试吧！给我们唱一首 反
 “军事密谋”的歌儿吧！


后记

星期二晚上8点，当我收到彼得格勒早晨的报纸，看到《新生活报》弗·巴扎罗夫先生的文章时，上面这篇东西已经写好了。弗·巴扎罗夫先生肯定地说：“市内流传着一份以两个知名的布尔什维克的名义表示反对发起行动的手抄传单。”

如果这是真的，我请求收到这封信的同志们尽快地 把它刊印出来
 ，预计信最早也要到星期三中午才能送到。

这封信并不是为报刊写的，而只是为了和党员们笔谈。但是，如果《新生活报》那些不属于我们党的、而且由于他们可鄙的毫无气节而受到我们党千百次嘲笑的英雄（他们前天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昨天又赞成孟什维克，并且在世界闻名的统一代表大会上， 几乎
 把他们二者联合了起来），如果这班家伙拿到了我党党员鼓动反对起义的 传单
 ，那就决不能沉默了。应当进行 拥护
 起义的鼓动。让匿名者在光天化日之下彻底暴露出来，让他们可耻的动摇受到应得的惩罚，哪怕只是受到全体觉悟工人的嘲笑也好。现在离发信到彼得格勒的时间只有一小时，我只能简短地指出没有头脑的“新生活派”那些可悲的英雄们所用的一种“手法”。弗·巴扎罗夫先生试图同梁赞诺夫同志争辩，因为梁赞诺夫同志说过，而且说得万分正确：“为起义作准备的正是那些在群众中造成绝望情绪和冷漠情绪的人。”

可悲事业的可悲英雄“反问”道：


　　“难道绝望和冷漠曾经取得过胜利吗？”



　　啊，《新生活报》的可鄙的傻瓜！难道他们知道历史上有过 这样的
 起义的先例：被压迫阶级群众在殊死战斗中取得胜利，而这些群众并没有被长期的苦难和各种极端严重的危机弄到绝望境地，对各种奴才式的预备议会、对毫无意义的革命游戏、对李伯尔唐恩之流把苏维埃从政权和起义机关贬为清谈馆的活动也并没有表示冷漠（漠不关心）？或者，也许《新生活报》可鄙的傻瓜发现群众对……粮食问题、拖延战争问题、给农民以土地的问题表示 漠不关心
 吧？






	　　尼·列宁
载于1917年10月19、20、21日（11月1、2、3日）《工人之路报》第40、41、4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398—418页

















[133]指1917年10月16日（29日）举行的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列宁参加了这次会议，但由于他当时处于秘密状态，所以假托一个同志通知了他关于会议的情况，并把会议日期说成是10月15日（28日）。——[390]。



[134]1917年9月，俄国坦波夫省的农民运动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农民抢占地主的土地，捣毁和焚烧庄园，夺取地主的粮食。9月份，全俄境内有82处地主庄园被捣毁，其中32处在坦波夫省。全省记录在案的农民起事有166次。慑于农民运动的威势，地主们纷纷大量外运粮食，把所有车站都堆满了。为了镇压农民运动，莫斯科军区司令把军队调到坦波夫省，并宣布该省戒严。但是农民争取土地的革命斗争仍然不断地发展和扩大。——[392]。









《列宁全集》第32卷


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135]


（1917年10月18日〔31日〕）

同志们！我还未能收到10月18日星期三的彼得格勒报纸。有人打电话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非党的《新生活报》上发表的声明全文[136]告诉了我，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是，怀疑毕竟是不行了，我只好利用这机会给党员们写这封信，希望在星期四晚上或者在星期五早上大家都能看到，因为对这种前所未闻的 工贼行为
 保持沉默就是犯罪。

实践问题愈严重，犯有工贼行为的人愈负责、愈“知名”，工贼行为的危险性就愈大，驱逐这些工贼就应该愈坚决，念及这些工贼过去甚至有过“功劳”而犹豫不决也就愈不可饶恕。

真令人难以想象！党内都知道，党从9月份起就在讨论起义问题。谁也没听说这两个人中有谁写过一封信或一篇东西！现在可以说是到了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前夕，这两个知名的布尔什维克却出来 反对
 多数，显然也 反对中央委员会
 。这一点没有明说，但这样对事业危害更大，因为含沙射影更加危险。

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声明的行文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他们是反对中央的，否则他们的声明就毫无意义了，可是他们究竟反对中央的 哪一个
 决定，这点却没有说明。

为什么呢？

显然是因为中央没有公布那个决定。

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两个“知名的布尔什维克”在10月20日这一紧要关头的前夕，就最重要的战斗问题，竟在一家 
非

 党的而且正好在这个问题上 同资产阶级携手反对工人政党
 的报纸上，抨击党中央 
没有

 公布的决定！

这可是比普列汉诺夫1906—1907年在非党报刊上发表的那些受到党痛斥的言论[137]还要卑鄙千倍， 
有害百万倍

 ！因为当时涉及的只是选举的问题，而现在涉及的是举行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

在这样的问题上， 在
 中央作出决定 之后
 ，在罗将柯和克伦斯基之流面前，在非党的报纸上反对这项 没有公布的
 决定，——难道还有比这更卑鄙的叛变活动，更可耻的工贼行为吗？

过去我同这两个从前的同志关系很密切，如果我因此犹豫不决，不去谴责他们，那我认为这是自己的耻辱。我直率地说，我不再把他们两个当作同志了，我将据理力争，要求中央和代表大会把他们两人开除出党。

因为，中央已经通过但还未公布的决定居然在非党报纸上遭到非议，从而在战士的队伍中引起动摇和混乱，这样的工人政党就没有能力解决实际生活愈来愈频繁地提到它面前的困难的起义任务。

让季诺维也夫先生和加米涅夫先生同几十个惊慌失措的分子或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去建立自己的政党吧。工人是不会加入这种政党的，因为它的第一个口号是：


　　“在中央会议上讨论决战问题遭到失败的中央委员，都可以在非党的报纸上攻击党没有公布的决定。”



　　让他们去建立 这样的
 党吧；这样，我们布尔什维克工人党只会得到好处。将来所有文件都公布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工贼行为还会更清楚地暴露出来。暂时让工人把下面这个问题考虑一下：


　　“假定全俄工会理事会经过一个月的讨论，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多数决定准备罢工，但是罢工日期等等暂不公布。假定有两个理事以‘不同意见’为借口，在
 决定通过之后
 不仅写信给各地组织，说要重新审查决定，而且允许把自己的信告知
非

 党报纸。最后，假定他们本人还在非党的报纸上抨击甚至尚未公布的决定，并且在资本家面前诋毁罢工。试问，工人会犹豫不决，不把这种工贼从自己的队伍中开除出去吗？”





※　　　　　※　　　　　※

　　现在离10月20日已经很近了，至于说到目前起义问题的情况，我从远方无法判断工贼在非党报纸上发表声明使事业究竟受了多大的损失。但毫无疑义， 实际的
 危害是非常大的。要补救这一点，首先必须开除工贼以恢复布尔什维克阵线的统一。把思想上的反对起义的理由愈充分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理由的弱点就愈加明显。前几天我刚给《工人之路报》寄去一篇有关的文章，如果编辑部认为不能发表，也许可以让党员看到这篇文章的手稿 
［注：见本卷第390—410页，——编者注］

 。

这些“思想上的”（姑且这样说）理由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等待”立宪会议。等等再说，也许我们能熬过去，这就是全部理由。即使有饥荒、经济破坏、士兵忍无可忍的情绪，即使罗将柯采取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的步骤，即使有同盟歇业，我们也许还能熬过去。

碰运气，这就是全部理由。

第二，大喊大叫的悲观主义。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资本家的一切都准备得好得出奇，工人的一切都不行。“悲观主义者”就问题的军事方面声嘶力竭地叫喊，而“乐观主义者”却默不作声，因为在罗将柯和克伦斯基面前泄露点什么，除了工贼恐怕未必会有人引以为快。




困难的时刻。艰巨的任务。严重的叛变。

但是任务总归会得到解决的，工人们会团结起来，农民起义和前线士兵忍无可忍的情绪一定会发生作用！我们把队伍团结得更紧密，无产阶级就必定胜利！






	　　尼·列宁
载于1927年11月1日《真理报》第2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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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917年10月11日（24日），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会议通过举行武装起义决议的次日，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列·波·加米涅夫向中央提出一个声明，并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莫斯科区域委员会、芬兰区域委员会以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写了一封名为《论时局》的信，申述他们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理由。他们的信曾在10月15日（28日）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宣读过。但是，不论在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还是在10月16日（29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他们都没有得到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仍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加米涅夫于10月18日（31日）在半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上用他们两人名义发表了反对武装起义的声明。列宁对此极为愤慨，当天写了《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第二天又写了《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在这两封信中，列宁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称作工贼，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



1917年10月20日（11月2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列宁《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决定接受加米涅夫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辞呈，并责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得发表任何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和它规定的工作路线的声明。中央委员会还决定，任何中央委员都不得反对中央通过的决议。



列宁不同意中央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决定。在给斯维尔德洛夫的信中，他把这个决定称作妥协（见本卷第429页）。——[411]。



[136]1917年10月18日（31日），《新生活报》第156号以《尤·加米涅夫谈“发起行动”》为题发表了列·波·加米涅夫的声明，全文如下：



“弗·巴扎罗夫昨天的文章提到了以两个知名的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发出的一份反对发起行动的传单。



尤·加米涅夫就此宣布：鉴于发起行动的问题在加紧讨论，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给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芬兰的我们党的各大组织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党在最近期间主动发起任何武装行动。



应当说，我并不知道我们党有什么定于某某时间举行某某行动的决议。



党的这样的决议是没有的。大家懂得，在目前的革命形势下，并不是搞什么类似‘武装游行示威’的事情的问题。问题只能是武装夺取政权，而对无产阶级负有责任的人不会不懂得，只有清楚明确地给自己提出了武装起义的任务，才能举行某种群众性‘行动’。不仅仅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并且还有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都认为，在目前，在现在的社会力量对比下，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主动发起武装起义，是一种不能允许的、对无产阶级和革命极端危险的步骤。



任何一个党，尤其是我们这个越来越集中着群众希望和信任的党，决不会不力图掌握政权，通过国家政权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纲领。任何一个革命的党，尤其是我们的党，无产阶级、城乡贫民的党，决不会也无权利放弃起义，起誓永不起义。举行起义来反对祸国的政权，是劳动群众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在某种时刻也是那些得到群众信任的政党的神圣义务。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起义是艺术。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现在，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有责任反对一切主动发起武装起义的企图，因为这种起义是注定要失败的，会给党、给无产阶级、给革命的命运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的。把一切都押在近日发起行动这张牌上，这就是采取绝望的举动。而我们党是强有力的，是有远大前途的，决不会采取这种绝望的举动。”——[411]。



[137]指1906—1907年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叶·德·库斯柯娃出版的接近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同志报》上发表言论，主张在选举第二届杜马时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412]。









《列宁全集》第32卷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1917年10月19日〔11月1日〕）

亲爱的同志们：

一个有自尊心的政党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发生工贼行为和有工贼存在。这是很明显的。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非党报纸上发表的言论考虑得愈深，他们的行为是彻头彻尾的工贼行为这一点就愈无可争辩。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支吾搪塞的发言简直卑鄙到极点了，他说同托洛茨基意见完全一致。但是，托洛茨基除已经讲的以外， 不能
 、没有权利、也不应当在敌人面前说得更多了，这难道不容易理解吗？党的 责任
 ，就是不让敌人知道 自己的
 决定（说明武装起义的必要性，说明起义已经完全成熟，应从各方面作好准备，等等），这个决定 责成
 我们在公开言论中必须把“过错”和起因都推在敌人身上，这难道不容易理解吗？只有小孩子才不懂得这一点。加米涅夫的支吾搪塞简直是欺骗行为。关于季诺维也夫的遁词，也应当这么说。至少季诺维也夫的“申辩”信（好象是给中央机关报的）是这样，而我看到的只有这封信（因为 资产阶级
 报纸所渲染的不同意见，“所谓的不同意见”，我这个中央委员 到现在为止
 没有看到过）。季诺维也夫的“理由”之一就是：列宁“ 在
 通过任何决定 之前
 ”总是向四处写信，而你们没有表示反对。季诺维也夫就是这么写的，一字也不差，并在“ 在
 …… 之前
 ”底下划了四条线。 在
 中央尚未决定罢工问题 之前
 ，无论鼓动赞成罢工或者反对罢工都可以，可是作出罢工的决定 之后
 （作出不让敌人知道这一点的补充决定之后），再煽动反对罢工，就是工贼行为，这难道还不容易理解吗？随便哪个工人都会懂得这一点。武装起义问题从9月份起就在中央展开讨论了。正是在那个时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可以而且 应当
 发表书面意见，好让 大家
 都看到他们的理由，评论他们的张皇失措。 在
 通过决定 之前
 整整一个月里，对党隐瞒了自己的观点，而 在
 作出决定 以后
 又到处散布他们的不同意见，这就是工贼行为。

季诺维也夫假装不懂得这种差别，不懂得在中央作出罢工的决定以后，只有工贼才会向下级机关煽动反对中央的决定。任何一个工人都会懂得这一点。

可是，季诺维也夫无论在星期日的会议上[138]（他和加米涅夫一票也没有得到），还是在现在的这封信中，恰恰进行了这样的煽动，破坏了中央的决定。季诺维也夫居然厚颜无耻地说：“没有向全党征求意见”，这样的问题“不是10个人所能决定的”。真令人难以想象。所有的中央委员都知道，出席这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不止10个中央委员， 全会的大多数成员
 都参加了，加米涅夫本人在这次会议上还说过：“这次会议是有决定意义的。”至于没有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大家都清楚地知道，他们 大多数都不同意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见。在加米涅夫本人也承认 有决定意义的
 会议上中央作出了决定 以后
 ，这位中央委员竟然恬不知耻地说：“没有向全党征求意见”，“这样的问题不是10个人所能决定的”；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工贼行为。在党代表大会之前，中央可以作出决定，而且也作出了决定。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在
 作出决定 之前
 ，并没有提出书面意见， 在
 作出决定 以后
 ，却又 反对
 中央的决定。

这是彻头彻尾的工贼行为。既然是涉及立即 秘密
 准备罢工的问题，那么作出决定之后，就决 不容许
 再有任何异议。现在季诺维也夫居然恬不知耻地把“预先通知敌人”的罪名推在 我们
 身上。还有比这更无耻的吗？用“预先通知敌人”的办法真正搞坏了事情、破坏了罢工的，不就是在 非党
 报纸上发表文章的那些人吗？

竟然在一家在 这个
 问题上同整个资产阶级一鼻孔出气的报纸上 反对
 党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决定。

如果容忍这一点，党就不可能存在，党就要被毁掉。

把巴扎罗夫所知道的并且在非党报纸上发表的东西称作“不同意见”，那是对党的嘲弄。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非党报纸上发表声明所以特别卑鄙，还因为党不能公开地驳斥他们 诬蔑性的谎话
 。加米涅夫用自己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在报纸上声明：我不知道关于日期的决定（有了这样的声明之后，季诺维也夫要对加米涅夫的一切言行负全部责任）。

中央委员会怎么能够驳斥这一点呢？

我们根本不能对资本家说实话，说我们 已经决定
 罢工，决定对 选定
 的罢工 日期保守秘密
 。

我们要驳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这种诬蔑性的谎话，就会 使事业遭到更大的损失
 。这两个人的极端卑鄙和纯属叛卖的行为就在于，他们向资本家泄露了罢工者的计划；因为，既然我们在报刊上保持沉默，那么谁都可以猜到是 怎么
 回事。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向罗将柯和克伦斯基 泄露了
 自己党的中央关于武装起义，关于武装起义的准备和选定的起义日期应对敌人保守秘密的决定。这是事实。无论怎样支吾搪塞也推翻不了这一事实。两个中央委员竟用诬蔑性的谎话把工人的决定 泄露
 给资本家。对此只能而且应该作出这样的答复——由中央委员会马上作出决定：

“中央委员会认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非党报纸上发表声明，是彻头彻尾的工贼行为，因此把他们两人开除出党。”

关于过去的亲密的同志，我写下这些话，是很难过的，但是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犹豫就是犯罪；因为，一个革命者的政党不惩罚知名的工贼就会 灭亡
 。

武装起义问题即使因工贼向罗将柯和克伦斯基泄露而推迟较长时间，那也并没有被 撤销
 ，没有被党所撤销。如果在我们的队伍中 容忍
 这种“知名的”工贼，怎么能够准备和筹划武装起义呢？名气愈大，就愈 危险
 ，就愈不能“宽恕”。法国人说：On n’est trahi que par les siens（只有 自己
 人才能成为叛徒）。

工贼愈“ 知名
 ”，就愈有必要立刻用开除来惩罚他们。

只有这样，才能健全工人的政党，清除一批毫无气节的知识分子，团结革命者的队伍， 同革命工人一起
 迎着巨大的、万分巨大的困难前进。

我们不能在报上说明真相： 在
 中央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 之后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竟厚颜无耻地要求在星期日会议上 重新审议
 。加米涅夫恬不知耻地喊道：“中央垮了，因为它一星期以来什么事也没有做成”（而我 不
 能加以驳斥，因为我不能把我们 究竟做了些什么
 说出去）。季诺维也夫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提出了一项已被会议否决了的决议案：“在同10月20日将到这里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磋商之前，不发起行动。”

真令人难以想象：在 中央机关
 作出罢工问题的决定以后，竟向基层的大会建议推迟决定的执行，并把问题转给（在10月20日的代表大会以前，后来代表大会又延期了……季诺维也夫之流是相信李伯尔唐恩之流的） 这样一个
 党章上没有规定的、 没有权力
 管中央的、又 不
 知道彼得格勒情况的集体去解决。


在此以后
 ，季诺维也夫还恬不知耻地写道：“这样未必能加强党的统一。”

这只能叫作用分裂进行威胁，还能叫作别的吗？

我对这种威胁的答复是：一定要干到底，要争取到对工人讲话的自由， 无论如何
 要给工贼季诺维也夫打上工贼的烙印。对于分裂的威胁，我的答复是：宣布要战斗到底，要把这两个工贼开除出党。

工会理事会经过 一个月的
 辩论后作出决定，认为罢工不可避免而且时机已经成熟，但罢工的日期不能让老板知道。会后，有两个理事跑到基层，对这一决定表示异议，但是遭到了失败；于是他们索性在报纸上用诬蔑性的谎话把理事会的决定透露给资本家，用预先通知敌人的办法把罢工破坏了一半，或者把罢工延迟到极不利的时机举行。

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工贼行为。所以，我请求开除这两个工贼，并且保留在可以发表的时候发表 一切
 的权利（因为他们用分裂来威胁）。





	载于1927年11月1日《真理报》第25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423—427页

















[138]列宁在这里以及在本卷第418页上所说的“星期日会议”都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10月16日（29日）扩大会议。——[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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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又一次欺骗

（1917年10月20日〔11月2日〕）

10月18日和19日，社会革命党在它的主要报纸《人民事业报》上，向全国人民郑重其事地宣称：农业部部长提出的新的土地法案“向实现党的土地纲领迈进了一大步”，“党中央坚决要求各级党组织大力宣传这个法案，使群众普遍都知道”。

其实，社会革命党人谢·列·马斯洛夫部长提出的、由《人民事业报》摘要刊载的这一法案，是 对农民的一种欺骗
 。社会革命党欺骗了农民，因为它放弃了自己的土地法案，而接受了地主的即立宪民主党人的“公平议价”和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计划。在第一次俄国革命（1905年）期间和第二次俄国革命（1917年）期间，社会革命党在几次代表大会上，都郑重其事地向全国人民保证，一定支持农民 没收
 地主土地的要求，也就是把地主的土地 无偿地
 交给农民的要求。可是，在谢·列·马斯洛夫先生现在的这个草案中不仅保留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甚至按“公平”议价订出的、农民“租用”土地的租金也必须 交给地主
 。

谢·列·马斯洛夫先生的这个法案说明社会革命党彻底背叛了农民，而完全效忠于地主了。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在农民中间进行尽可能广泛的宣传，使他们了解这一真相。

10月18日《人民事业报》刊载了谢·列·马斯洛夫草案的第25—40条。这个草案基本的和最主要的内容就是：

（1） 不是全部
 地主土地都列入拟将设立的“临时的备租土地”。

（2）地主的哪些土地列入备租土地，由根据李沃夫公爵的 地主
 政府于1917年4月21日颁布的法律成立的 土地委员会
 决定。

（3）农民租用地主土地的租金由土地委员会“按照纯收入”规定，在扣除各项支出后，全部交给“原主”，即 交给地主
 。

这是社会革命党人对农民的三重欺骗，所以每一点都必须详细地讲一下。

8月19日《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88号登载了“一份示范委托书，它是根据1917年出席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从各地带来的242份委托书写成的”。

各地农民选出的代表根据以 242份委托书
 写成的 这份综合委托书
 ，是判断 农民要求什么
 的 最好的
 材料。这份综合委托书十分清楚地证明，谢·列·马斯洛夫和社会革命党的草案是对农民的一种欺骗。

农民要求废除土地私有权；要求把 一切
 私有的和其他的土地无偿地变为全民的财产；要求把经营水平高的农场（果园、种植园等等）变为“示范农场”，交给“国家和村社专用”；要求没收“ 全部
 耕畜和农具”，等等。

根据农民自己提出的242份地方委托书，农民的要求就是这样表达的，很明确。

可是，社会革命党不但不提出这些要求，反而同资产阶级（资本家）和地主“联合”（即结成同盟或达成协议），参加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府；现在又拟订了这样一个草案，主张 不废除地主所有制
 ，而 只是
 把地主的 一部分
 土地划为 临时的备租土地
 ！！

根据这个草案，果园、种植园和甜菜地等等 不
 能列入备租土地！“为了满足原主本人及其家庭和职工的需要，以及为了饲养现有的家畜”所必需的土地，也 不
 能列入备租土地！！

这就是说，有制糖厂、马铃薯淀粉厂、油坊、磨坊、果园和种植园以及数百头牲口和几十名职工的富有的地主，仍将拥有 大农场
 ， 而且是资本主义大农场
 。看，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卑鄙无耻地欺骗了农民！

地主的即草案所说的“私人所有的”土地，哪些划为备租土地，由 土地委员会
 决定，而这些委员会是由 李沃夫公爵
 之流的 地主
 政府根据1917年4月21日所颁布的法律成立的，这个政府就是正好半年前被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用4月20—21日的运动搞垮的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的政府，即帝国主义者和人民群众的掠夺者的政府。

不言而喻，这个地主政府关于土地委员会的法律远不是民主的（人民的）法律。相反地，这个法律有许多方面都令人极其愤慨地违背了民主制度。例如，这个法律的第11条“授权省土地委员会可以中止乡、县土地委员会决议的执行，直至最高土地委员会作出最后决定”。根据这一骗人的地主法律，各级委员会是这样组成的：县委员会比乡委员会更不民主，省委员会比县委员会更不民主，最高委员会又比省委员会更不民主！

乡土地委员会完全由乡民选举产生。而县委员会，按照法律规定，比如说，应有1个治安法官和5个“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在新的自治机关组成之前）。至于省委员会，那不仅有地方法院的法官和治安法官参加，而且还有部长 任命的
 部代表以及其他人员参加。在最高土地委员会中有27名“临时政府邀请”的委员！此外，11个政党各派1名代表参加，其中大多数（11个中间有6个）是 立宪民主党人和比他们更右的分子
 。难道这不是李沃夫、盛加略夫（他们签署了这个法律）及其伙伴们玩弄的骗术吗？难道这不是嘲弄民主制度，讨好地主吗？

这难道不是充分证明布尔什维克说得对吗？布尔什维克多次说，只有 劳动群众
 选出的、群众随时可以撤换的 农民代表苏维埃
 ，才能正确表达和实现农民的意志。

社会革命党人利用农民的盲目信任，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占了多数，但是他们 背叛了
 农民， 出卖了
 农民苏维埃， 转到了地主那一边
 ，迁就了地主李沃夫公爵关于土地委员会的法律。这就是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第二个大欺骗。

因此我们工人政党必须更坚决地重申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农村的全部政权归农民代表和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

农民的委托书要求没收即 无偿
 转让地主土地，没收养马场，没收私人的种畜场和种禽场，把经营水平高的农场交给国家使用，没收地主田庄里的全部耕畜和农具。

社会革命党人部长的草案不但不提出这些要求，反而用 保留租金
 、使租金仍旧落入地主腰包的规定来款待农民！

社会革命党人草案的第33条说：“租金须交给委员会，委员会〈扣除官税等支出以后〉将余款交给原主。”

“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用堂皇的诺言欺骗了农民，把一个 地主立宪民主党人的
 土地法案献给了农民！！

这纯属对农民的欺骗。

这里根本没有保留农民提出的各项没收的要求。这不是没收地主的地产，而是由“共和”政府 巩固
 地主的地产，使地主 既能保留
 耕畜和农具、维持“职工”生活所需的土地以及“占有者预定〈只要来一个“预定”就够了！！〉播种甜菜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土地”，又能 保留
 从转为备租土地的其余土地上收取的 租金
 。土地委员会竟成了贵族地主老爷的 收租人
 ！！

地主所有制没有被社会革命党人消灭，反而被他们巩固了。他们投奔地主、背叛农民的真相现在已经暴露无遗。

不要受资本家和地主的忠实朋友狡猾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欺骗。立宪民主党人装出一副样子，说社会革命党人的草案非常“革命”。所有的资产阶级报纸都在吵吵闹闹地 反对
 这个草案，各报都刊登了资产阶级部长（当然还有完全充当资产阶级走狗的克伦斯基之流）“ 抵制
 ”这个“可怕的”法案的简讯。这一切是在做戏，在耍把戏，是做生意的商人在漫天要价，他看到社会革命党人毫无气节，希望再多要一点价。实际上，谢·列·马斯洛夫的法案是 为了
 和地主妥协、 为了
 挽救地主而写的“ 地主的
 ”法案。

《人民事业报》在上述两号中把这个草案叫作“开始实行〈！〉伟大的〈！！〉土地社会化〈！！！〉改革的出色的土地法案”，而这纯粹是一种江湖骗术。这个法案没有丝毫的“社会化”（有的只是“社会”帮助地主一定获得租金）；甚至连一点“革命民主的”气息都没有，其中除了欧洲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那种通常的爱尔兰式的“改革”[139]以外，根本没有别的东西。

再说一遍，这是一个 意在
 拯救地主、用保持地主手中的主要东西的微小让步来“平息”已经开始的农民起义的草案。

社会革命党人向政府提出这种可耻的草案，清楚地说明他们极其虚伪，同那些指责布尔什维克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计划“破坏”立宪会议的人一样虚伪。立宪民主党人、资本家、地主、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虚伪地叫嚷：“离立宪会议只有40天了！”就在这种喧嚷声中，有人向政府提出了一项重大的土地法案，一项 欺骗
 农民、把农民交给地主 盘剥、巩固
 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法案。

当需要支持地主反对日益扩大的农民起义的时候，即使在立宪会议召开前40天，甚至前30天也“ 能够
 ”搬出一项重大的法案。

可是一谈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以便
 把 全部
 土地交给农民，以便 立即
 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 立即
 提出公正的和约，哦，这时候，立宪民主党人、资本家、地主、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异口同声地发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狂叫。

让农民知道，社会革命党是怎样欺骗他们，怎样把他们出卖给地主的。

让农民知道，只有 工人
 政党，只有 布尔什维克
 才是坚决彻底 反对
 资本家、 反对
 地主，保护 贫苦
 农民和 一切
 劳动者的利益的。






	　　1917年10月20日载于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工人之路报》第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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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指英国格莱斯顿自由党政府为了诱使爱尔兰人民群众放弃革命斗争而在爱尔兰实行的土地改革。188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爱尔兰土地法，规定成立专门土地法庭来确定所谓“公平”租金，15年不变，在此期间地主不得驱逐佃农。此后又颁布一系列土地购买条例，规定佃农可以用分年付款的办法购买土地，即先由政府以公债券形式将地价垫付给地主，然后由购地农民在49年内分年加利息摊还。关于爱尔兰的土地改革，还可参看列宁的《英国自由党人和爱尔兰》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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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同立宪民主党人串通一气了”

（1917年10月20日〔11月2日〕以后）

这个说法并非出自我们之口。10月3日《人民事业报》第170号曾借用“一位外省工作人员”的这句话来描述俄国1917年夏秋两季发生的事件。人所共知，《人民事业报》是“社会革命”党主要的、正式的机关报。前部长切尔诺夫就是该报的一位编辑。

这家报纸的自白是极其可贵的。下面就是它的自白：


　　“按照一位外省工作人员的说法，地主同立宪民主党人串通一气了。如果翻译成比较准确的语言，那就是说，土地占有者在中央和地方得到了某些政府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从最初的惊恐中清醒过来，并且开始组织自己的力量了……对土地委员会的攻击开始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激烈，起初是数不胜数的起诉和叫嚣，说这是‘抢劫掠夺’、‘横行不法’、‘残酷蹂躏’……继起诉之后是由上面下达各种限制性的指令，并对土地委员会进行司法追究，而在临近前线的地区，军事当局则以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命令来横加干涉。甚至在彼得格勒这里，司法部也曾以追究最高土地委员会的刑事责任相威胁。交付法庭、提起民事诉讼的一个最常用的借口，是废除了革命前的租约。地主及其同伙们异口同声地反复说：关于租约的法律并未废除，就是说一切租约仍然有效，因而‘任何委员会、任何个人’都无权废除这些租约……于是‘不谨慎的’委员会，便因废约、减租而纷纷遭到旧司法制度的打击。然而减租是根本无法避免的，恐怕无论哪里都没有一个租约能够原样不动。”





　　（接着援引了“最温和的卡布鲁柯夫教授”关于短期租地农民的处境还“ 不如农奴
 ”的证明）……
　　“在这种情况下，废除革命前订立的苛刻租约，不仅不是犯罪，而且是政权机关应尽的职责……企图不顾一切地迫使部分租地农民依旧处于‘不如农奴’的境地，就是蓄意挑动暴乱，这种挑动是犯罪行为，尤其是因为这样做只符合农奴主阶级的利益，而且又适逢共和国和全国人民正遭遇严重灾难的时刻……事实上，恰恰是在把大批土地委员会交付法庭的坦波夫省，发生多起暴行和焚烧地主‘家园’的事件，这并不是偶然的……”



　　执政的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人民事业报》就是这样说的！应该把这些话在全国各地翻印出来，印成传单，在农民中间散发千百万份，因为其中包含了社会革命党人自己在维·切尔诺夫亲自主办的报纸上援引的证词，证明社会革命党人把农民 出卖
 给地主 了
 ，社会革命党 背叛了
 农民，这个党 同样
 同地主“串通一气了”，或者说向地主 投降了
 。

要让人民读，而且要反复读这几段自白。要让每一个有觉悟的农民、士兵和工人深入思考这些自白的含义。

革命过去7个月了。人民无数次地表示信任社会革命党人，使他们在竞选中赢得多数，人民对社会革命党说：你领导我们吧，我们授予你领导权！在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自1917年3月以来便同 孟什维克
 结成联盟（同盟），月复一月地拥有 多数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自5月6日以来便 同
 “立宪民主党徒” 一起
 ， 同
 “立宪民主党徒” 并肩携手
 ， 同
 “立宪民主党徒” 联合起来一直担任着
 部长和副部长！！

现在，同立宪民主党徒 以及地主
 联合（结成同盟、达成协议）所造成的结果，已被《人民事业报》自己承认了。

革命过了7个月，民主共和国成立了7个月，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统治了7个月，结果却是“大批”土地委员会委员 被交付法庭
 ——交付 旧司法制度
 的法庭，旧的法庭，沙皇地主的法庭；结果却是逼得坦波夫等省的农民 起义
 ！

这就是农民信任社会革命党的结果。而社会革命党的部长谢·列·马斯洛夫的新土地草案又再一次表明（参看本文作者的《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又一次欺骗》一文 
［注：见本卷第420—425页。——编者注］

 ），社会革命党是怎样出卖农民的。





	载于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农村贫民报》第1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77—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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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信

（1917年10月22日或23日〔11月4日或5日〕）

致斯维尔德洛夫同志。

昨天晚上我才知道，季诺维也夫 书面
 否认自己参与了加米涅夫在《新生活报》上的声明。

怎么您什么也不给我寄来呢？？？

所有关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信件，我 只
 寄给了中央委员。这您是知道的；既然知道，您对此好象又有怀疑，这不是很奇怪吗？

看来，我无法参加全会，因为正在“抓”我。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事件上，如果 你们
 （＋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捷尔任斯基）要求妥协[140]，就请提出 不同意
 我的意见的建议——把这一事件提交党的法庭审理（事实很清楚，季诺维也夫也蓄意 破坏过
 ）：这样做将是拖延时日。

“加米涅夫的辞职已被接受”？是退出中央委员会吗？请把他的声明全文寄来。

哥萨克的游行示威被取消[141]是一个巨大的 胜利
 。乌拉！ 
全力进攻

 ，几天之内我们一定会取得完全胜利！致崇高的敬礼！您的。





	载于1957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的《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434页

















[140]指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费·埃·捷尔任斯基、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10月20日（11月2日）会议讨论列宁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时的发言。当时的记录如下：



“捷尔任斯基同志提议要求加米涅夫完全退出政治活动，同时注意到季诺维也夫本来就隐蔽着的，没有参加党的工作。



斯大林同志认为，列宁同志的提议应当由全会解决，建议目前不作决定。



……



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证明，在加米涅夫和伊里奇的行为之间有巨大的差别；他认为加米涅夫的行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但是中央委员会无开除出党之权；他认为问题应当现在解决，会议具有足够的权威，应当既对列宁的声明也对加米涅夫关于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作出回答。加米涅夫的辞职应予接受。



……



斯大林同志认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会服从中央委员会决定的，他证明，我们的整个处境是矛盾的；他认为，开除出党不是办法，需要保持党的统一；他建议责令这两位同志服从，但把他们留在中央委员会里。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说明，他没有参与编辑部就季诺维也夫的信发表声明等事，认为这一声明是错误的。”——[429]。



[141]哥萨克的游行示威即哥萨克的“宗教游行”，原定于1917年10月22日（11月4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反革命势力把这次游行示威看作是对自己力量的一次检阅。布尔什维克在哥萨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号召他们拒绝参加这次游行示威。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发出了对哥萨克的号召书。各哥萨克团代表应邀出席了彼得格勒苏维埃10月21日（11月3日）在斯莫尔尼宫召开的各团委员会会议。会上，哥萨克声明他们决不反对工人和士兵。当天夜里，临时政府被迫取消了哥萨克的“宗教游行”。——[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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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央委员的信[142]


（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

同志们：

我写这封信是在24日晚上，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确实等于自取灭亡。

我力劝同志们相信，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各族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

资产阶级通过科尔尼洛夫分子发起的攻击、维尔霍夫斯基的离职都说明不能等待了。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成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击败他们），如此等等。

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

立刻夺取政权的好处就是：能保护 人民
 （不是代表大会，而是人民，首先是军队和农民）免遭科尔尼洛夫政府，即赶走维尔霍夫斯基、策划第二次科尔尼洛夫阴谋活动的政府的蹂躏。

谁应当取得政权呢？

目前这并不重要，让军事革命委员会[143]“或其他机关”取得政权吧，只要它声明，政权只交给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军队利益（立即提议媾和）、农民利益（立刻夺取土地，废除私有制）和饥民利益的人。

必须立刻把各区、各团、各种力量都动员起来，立即派遣代表团到军事革命委员会，到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去，坚决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让克伦斯基一伙人手中的政权保留到25日，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或夜里解决问题。

历史不会饶恕那些延误时日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

我们今天夺取政权不是要反对苏维埃，而是为了把政权交给苏维埃。

夺取政权是起义的任务，起义的政治目的在夺取政权之后就会清楚的。

等待10月25日捉摸不定的表决，就是自取灭亡或拘泥于形式；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不用表决，而用强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指导自己的代表，甚至自己最优秀的代表，而不是等待他们。

这是各次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如果革命者明知 挽救革命
 、提出媾和、挽救彼得格勒、摆脱饥饿、把土地交给农民等事业都取决于自己，可是放过了时机，那就是犯了滔天的大罪。

政府摇摇欲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 彻底击溃它
 ！

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





	发表于1924年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435—436页

















[142]列宁写完这封信以后，于当天深夜秘密地来到斯莫尔尼宫，承担起了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职责。——[430]。



[143]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是十月革命准备和实行期间的公开的军事作战司令部。十月起义就是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夺取政权的。



彼得格勒苏维埃于1917年10月9日（22日）决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会最初是以巩固城防的名义建立的，曾称作彼得格勒城防革命委员会。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10月12日（25日）通过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条例也规定，由军事革命委员会确定保卫首都所必需的不得撤离的战斗部队的数量，统计和登记卫戍部队全体人员和装备，制订城防计划等。但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议规定的，这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举行武装起义，保证起义的军事技术准备，统一赤卫队、卫戍部队士兵和波罗的海舰队水兵的作战行动。



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活动是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列宁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列宁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在10月16日（29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成立的军事革命总部作为领导核心参加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还有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党的军事组织，彼得格勒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工会，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喀琅施塔得苏维埃，铁路工会，邮电工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等组织的代表。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最初是帕·叶·拉济米尔（当时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18年起是布尔什维克），后改由尼·伊·波德沃伊斯基担任。



十月革命胜利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反革命和维护革命秩序。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派13名代表加入后，曾正式改称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随着苏维埃机关的建立和巩固，军事革命委员会逐步把所属机构人员移交给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相应部门。1917年12月5日（18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停止活动。——[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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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记事[144]


（1917年8月12日〔25日〕以后）

　‖帽带（黑色带子）

牙粉（白色的。 
白粉

 ）

　‖理发推子（零号）

刮脸用的小刷子

刮脸用的碗（金属的）

刮脸用的粉（肥皂粉）

牙签（羽毛做的）

面包

赫尔辛福斯平面图

胶水：一小管

　‖针和黑线

普通的信封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

红蓝铅笔

铅笔刀

化学铅笔

笔尖

笔杆

我的关于政治形势的提纲（向代表大会）[145]

　‖通晓瑞典和芬兰语言的人

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问题的演说

《真理报》，《消息报》

《反杜林论》

《关于对7月3—4日事变的评价》？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雷恩施坦

奥托·鲍威尔？？

斯皮里多诺娃的杂志[146]

（1）每周：哈帕兰达的地址

（2）暗号

（3）秘密约定的明信片。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443—444页

















[144]《备忘记事》这一材料，最初发表在《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标题为《临去赫尔辛福斯时委托同志们办理的事项清单》。可是，从材料内容看，它其实是列宁自己的一张备忘记事单。



材料中有很大一部分已被划掉，没有划掉的有以下这些：



“帽带（黑色带子）



针和黑线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



通晓瑞典和芬兰语言的人



《真理报》、《消息报》



《关于对7月3—4日事变的评价》？



（1）每周：哈帕兰达的地址



（2）暗号



（3）秘密约定的明信片。”——[433]。



[145]此处是指列宁在1917年7月10日（23日）写的提纲《政治形势》（见本卷第1—5页），还是指他专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写的提纲，尚未查明。——[434]。



[146]指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玛·亚·斯皮里多诺娃主编的《我们之路》杂志。1917年8月12日（25日），《人民事业报》报道了该杂志创刊号出版的消息。看来，列宁是要别人给他寄来这一期杂志。——[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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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做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的两份声明[147]


（1917年10月）


1

声明

（10月15日〔28日〕）

签字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声明同意做波罗的海舰队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不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海军组织提出的名单次序。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地址：彼得堡斯莫尔尼学校18号房间
2

声明

（10月15日〔28日〕以后）

签字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声明同意做北方面军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不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陆军组织提出的名单次序。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地址：彼得格勒宽街48号住宅24号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445—446页

















[147]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共在五个区被列入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这五个区是：彼得格勒—首都区、彼得格勒省、乌法、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面军。



列宁关于同意做北方面军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的声明是由别人按规定格式填写的，列宁签了名并写了地址。关于同意做波罗的海舰队的候选人的声明也是由别人填写、列宁签名的。——[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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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单附录的设想[148]


（1917年10月20日〔11月2日〕）

传单拟增加下列附录：

放在 附录
 里的有：

一、 
农民希望什么

 ？

8月19日《农民代表消息报》第88号上刊登的《示范委托书》全文。

二、 
社会革命党怎样欺骗了农民

 ？

照录10月18日《人民事业报》（第4版）所刊登的社会革命党人的草案即他们的马斯洛夫部长的草案的部分条文。

三、 
布尔什维克为农民要求的是什么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全文。

四、“ 
地主同立宪民主党徒串通一气了

 ”——《 
人民事业报

 》 
的可贵自白



（即附上的这篇短文）。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439页

















[148]列宁拟加附录的传单没有发表。十月革命以后出版的、署名尼·列宁的小册子《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欺骗人民，布尔什维克的新政府给了人民什么》（《士兵和农民丛书》之一）收入了打算作为传单附录的个别文件。这本小册子编入了：（1）发表于1917年10月18日《人民事业报》的临时政府农业部长、社会革命党人谢·列·马斯洛夫的土地法草案（第25—40条）；（2）列宁的文章《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又一次欺骗》（见本卷第420—425页）；（3）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标题是：《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政府给人民的东西》。列宁为小册子写了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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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2卷

年表

（1917年7月—10月）


1917年


7月5日—10月24日（7月18日—11月6日）


列宁处于地下状态，同党中央保持密切联系，指导党的活动，继续为各家布尔什维克报刊撰稿，研究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的理论问题，领导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7月9日（22日）夜


离开彼得格勒老工人党员谢·雅·阿利卢耶夫家，秘密前往拉兹利夫车站附近镇上工人尼·亚·叶梅利亚诺夫家。


7月10日—8月8日（7月23日—8月21日）


起初匿居在尼·亚·叶梅利亚诺夫家，不久搬到叶梅利亚诺夫在拉兹利夫湖对岸搭起的窝棚里，装成一个芬兰割草人。通过党中央委派的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维·伊·佐夫、亚·瓦·绍特曼和埃·阿·拉希亚同党中央保持联系；为各家布尔什维克报刊撰稿。撰写《国家与革命》一书。


7月10日（23日）


写《政治形势》一文，深刻分析七月事变后反革命取得国家政权、小资产阶级政党彻底叛变、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遭到镇压的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明确提出布尔什维克党的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新的策略路线。


7月10日和16日（23日和29日）之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讨论列宁的《政治形势》一文。


7月11日（24日）


列宁的《给〈新生活报〉编辑部的信》在该报第71号和《土地和自由报》第86号上发表。

临时政府军队第三次搜查列宁的姐姐安娜的住所。

不早于7月11日（24日）

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卡·维克和古·谢·罗维奥在赫尔辛福斯商讨彼得格勒提请安排列宁在芬兰匿居的问题。


7月12日和19日（7月25日和8月1日）之间


列宁写《感谢格·叶·李沃夫公爵》一文。


7月13日—14日（26日—2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彼得堡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莫斯科区域局、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代表列席会议），讨论列宁的《政治形势》一文。会议的决议反映了列宁关于新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的结论，但对“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会议决定，列宁不出席反革命临时政府法庭受审。


7月15日（28日）


列宁的《给〈无产阶级事业报〉编辑部的信》和《立宪民主党退出内阁有什么打算？》一文在《无产阶级事业报》第2号上发表。


7月中


会见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听取他关于彼得格勒的局势、关于工人和士兵的情绪、关于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活动的汇报；指出苏维埃由于不愿取得政权而使自己威信扫地；表示相信武装起义将不会晚于今年9、10月份发生并取得胜利；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作了指示；托付奥尔忠尼启则转寄自己的文章和书信。

写《论口号》一文，说明在实际政权已经转到军事独裁者手中以后，“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已经不正确了，必须取消，认为用和平的方法已经不可能取得政权，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坚决的斗争，战胜实际的执政者。文章于1917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喀琅施塔得委员会出版单行本。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决定把列宁转移到芬兰，转移事宜委托亚·瓦·绍特曼办理。

列宁同前来拉兹利夫的亚·瓦·绍特曼见面；听取他关于彼得格勒局势的汇报；谈到俄国革命发展的几种可能的道路；商议秘密转移芬兰的事宜；把《论口号》一文的手稿交给绍特曼送去发表。


7月19日（8月1日）


列宁的《感谢格·叶·李沃夫公爵》一文在《无产阶级事业报》第5号上发表，《三次危机》一文在《女工》杂志第7期上发表。


7月20日（8月2日）


《政治形势》一文以《政治情绪》为题在《无产阶级事业报》第6号上发表。


7月22日（8月4日）


各报刊登由彼得格勒高等法院检察官发出的关于审理7月3—5日事件和传讯列宁出庭受审的通告。


7月22日和26日（8月4日和8日）之间


列宁写《答复》一文。


7月26日（8月8日）或7月5日和26日（7月18日和8月8日）之间


写《论立宪幻想》一文。


7月26日和27日（8月8日和9日）


《答复》一文在《工人和士兵报》第3号和第4号上发表。


7月26日—8月3日（8月8日—16日）


列宁处于地下状态，不能亲自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只能从隐藏地通过党中央特派人员同彼得格勒保持联系，领导大会的工作。准备代表大会的一些最重要的决议草案。

代表大会选举列宁为名誉主席并写信慰问。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关于列宁不出庭受审的决议。


7月27日或28日（8月9日或10日）


列宁写《波拿巴主义的开始》一文。


7月29日（8月11日）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为列宁办妥通过俄芬边境所需的证件，证件上填写的是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工人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伊万诺夫。

《波拿巴主义的开始》一文在《工人和士兵报》第6号上发表。


7月底


列宁写《革命的教训》一文。


7月或8月


写便条（收件人没有查明），请帮助找到为撰写《国家与革命》一书所急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这两本书的德文版和俄文版。


7月—9月


撰写《国家与革命》一书以及该书的提纲和纲要。


8月3日（1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名列宁为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


8月4日和5日（17日和18日）


《论立宪幻想》一文在《工人和士兵报》第11号和第12号上发表。


8月5日和18日（8月18日和31日）之间


列宁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文。


8月8日（21日）夜


列宁离开窝棚，由亚·瓦·绍特曼、埃诺·拉希亚和尼·亚·叶梅利亚诺夫护送，步行十公里，到达季布内车站，然后同拉希亚和绍特曼一起，乘火车到达皇族车站，在“阿伊瓦兹”工厂的芬兰工人埃·卡尔斯克家里住了一夜并度过第二天。


8月9日（22日）晚


列宁化装成工人，戴上假发，持填写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工人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伊万诺夫名字的证件，乘火车秘密前往芬兰。在皇族车站登上司机胡·埃·雅拉瓦驾驶的机车司机室，装作司炉，越过俄芬边境到达泰里约基车站。


8月10日—10月7日（8月23日—10月20日）


列宁隐藏在芬兰。


8月10日—9月17日（8月23日—9月30日）


列宁在去赫尔辛福斯之前暂住亚尔卡拉村（离泰里约基车站12公里）芬兰工人彼·帕尔维艾宁家里，通过这位工人的女儿莉·帕尔维艾宁与彼得格勒保持联系。

后来列宁化装成牧师，由派来接他的两个芬兰同志护送，离亚尔卡拉村乘火车到拉赫蒂市（离赫尔辛福斯130公里）。

根据安排，列宁从拉赫蒂进入赫尔辛福斯以前，先在马尔姆车站下车，在离火车站不远的芬兰议会议员卡·维克的别墅逗留一天，随后由维克陪同，前往赫尔辛福斯。

通过维克开始同当时设在瑞典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委员会国外局进行秘密通信联系。

在赫尔辛福斯时，起初住在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古·谢·罗维奥处，后来又先后住在芬兰工人阿·乌塞尼乌斯和阿·布卢姆奎斯特家。继续写作《国家与革命》一书，给布尔什维克报刊写文章，给党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写信，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信和便条。秘密会见芬兰革命运动的一些领导人。


8月12日（25日）以后


作备忘记事，开列所需的物品以及书籍和材料。


8月中和9月中之间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曾两次前往赫尔辛福斯探望列宁。


8月16日（29日）


《论加米涅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发言》一信在《无产者报》第3号上发表。

不晚于8月17日（30日）

列宁草拟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信的提纲。


8月17日、18日、20日和25日（8月30日、31日、9月2日和7日）


写信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要求对资产阶级掀起的卑劣诽谤国际主义者的运动作斗争。他指出，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就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坚持立即召开左派代表会议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


8月18日—19日（8月31日—9月1日）


写《关于阴谋的谣言》一文。


8月19日（9月1日）


同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卡·维克见面，并由古·谢·罗维奥和卡·维克陪同到卡·维克另外找到的住处芬兰工人阿·乌塞尼乌斯家。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文在《无产者报》第6号上发表，署名：尼·卡尔波夫。


8月19日和21日（9月1日和3日）之间


写《政论家札记。农民和工人》一文。


8月19日和26日（9月1日和8日）之间


写《纸上的决议》一文。


8月20日和28日（9月2日和10日）之间


写《政论家札记》一文。


8月20日和30日（9月2日和12日）之间


写《论诽谤者》一文。


8月22日（9月4日）以后


就印发《关于里加沦陷的传单》一事写信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


8月24日（9月6日）


《政治讹诈》一文在《无产者报》第10号上发表。


8月24日（9月6日）以后


列宁摘录1917年8月24日（9月6日）《日报》刊登的有关彼得格勒市杜马选举的材料，后来在撰写《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时使用了这些材料。


8月25日（9月7日）


晚上会见卡·维克，并请他把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信寄往斯德哥尔摩。


8月26日（9月8日）


《纸上的决议》和《论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两篇文章在《工人报》第2号上发表。


8月29日（9月11日）


《政论家札记。农民和工人》一文在《工人报》第6号上发表。


8月30日（9月12日）


《论诽谤者》一文在《工人报》第8号上发表。

写信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认为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形势变化了，党的策略也要随之改变。


8月30日和31日（9月12日和13日）


《革命的教训》一文在《工人报》第8号和第9号上发表。


8月31日（9月13日）


《政论家札记》一文的第二部分《徭役制和社会主义》在《士兵报》第15号上发表。


8月—9月


撰写《国家与革命》一书。


9月1日（14日）


《政论家札记》一文在《工人报》第10号上发表。


9月1日和3日（14日和16日）


写《论妥协》一文，指出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平定以后，在俄国革命进程中再一次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为了利用这种可能性，认为布尔什维克可以而且应当与其他政党实行妥协。

不晚于9月3日（16日）

积极参加定于9月3日（16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准备工作。给中央委员会写三封信，谈党纲问题、齐美尔瓦尔德问题和群众组织中违反民主的现象。起草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


9月3日（16日）


列宁8月30日（9月12日）写的《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在党中央会议上宣读。


9月6日（19日）


写《革命的任务》一文。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被提名为民主会议代表候选人。

为小册子《革命的教训》写后记。小册子于1917年由波涛出版社出版。

《论妥协》一文在《工人之路报》第3号上发表。


9月7日（20日）


写《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一文，着重指出国家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主要问题。


9月8日和9日（21日和22日）


写《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有人用国内战争来吓唬人》一文。


9月10日—14日（23日—27日）


撰写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论证布尔什维克党的经济纲领。小册子于1917年10月由波涛出版社出版。


9月11日（24日）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选举列宁为民主会议代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区域局提名列宁为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


9月12日（25日）以前


列宁写《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关于出版自由）》一文。


9月12日—14日（25日—27日）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写《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一信。


9月12日和14日（25日和27日）之间


阅读各报刊登的关于财政部长把实行食糖垄断法案提交临时政府审批的报道。在撰写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时使用了这一材料。


9月13日（26日）


通过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同生活与知识出版社代表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签订出版《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国家与革命》等七部著作的合同。


9月13日—14日（26日—27日）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写《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一信。


9月13日（26日）以后


写便条给《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出版者。


9月14日（27日）


《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一文在《工人之路报》第10号上发表。


9月15日（28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列宁的信《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

《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关于出版自由）》一文在《工人之路报》第11号上发表。


9月16日（29日）


《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有人用国内战争来吓唬人》一文在《工人之路报》第12号上发表。

不晚于9月17日（30日）

列宁会见芬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库·曼纳，交谈芬兰工人运动问题。

在离开赫尔辛福斯的前夕，会见芬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奥·威·库西宁；建议芬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议会里支持芬兰同俄国临时政府脱离关系，赞同芬兰社会民主党人抵制克伦斯基的命令、不承认解散芬兰议会的合法性，指出布尔什维克党赞成芬兰独立。


9月17日（30日）


为了及时了解局势和取得同党中央委员会更密切的联系，列宁从赫尔辛福斯秘密转移到维堡。到达后先在芬兰工人报纸《劳动报》主编埃·胡顿宁家休息，当晚转移到居住在维堡的工人区塔利卡拉的芬兰新闻记者尤·拉图卡家里，一直住到回彼得格勒。


9月17日和23日（9月30日和10月6日）之间


写《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一文。


9月20日和28日（10月3日和11日）之间


阅读尼·亚·谢马什柯关于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在报告上作批注和划线。在撰写《我党在国际中的任务（评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一文时使用了报告的材料。


9月22日—24日（10月5日—7日）


写《政论家札记。我们党的错误》一文。


9月23日（10月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确定布尔什维克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在25名正式候选人名单上列宁排在第一位。


9月24日（10月7日）


《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一文以《论进行伪造的英雄》为题，在《工人之路报》第19号上发表，作了删节。


9月26日和27日（10月9日和10日）


《革命的任务》一文在《工人之路报》第20号和第21号上发表。


9月27日（10月10日）


列宁写信给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主席伊·捷·斯米尔加。

写信给赫尔辛福斯的古·谢·罗维奥，请他把附上的信亲自转交伊·捷·斯米尔加，并请把报纸和列宁名下的信件交来人带回；询问托转的信件是否已经交给了瑞典朋友。


9月27日（10月10日）以后


写信给古·谢·罗维奥，问是否收到内附给伊·捷·斯米尔加的信的那封信，给瑞典的信件和报纸是否已经寄出，另请带给一套《波涛报》和最近十来天的《社会革命党人报》。


9月28日（10月11日）


撰写《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结尾部分的最后几页和跋（书印好后于1908年被沙皇政府查获销毁。只保存下来一本，末尾还缺了几页）。本书与跋一起第一次于1917年出版。


9月28日（10月11日）以后


写《我党在国际中的任务（评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一文。


9月29日（10月12日）


写《危机成熟了》一文。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推荐列宁为彼得格勒、彼得格勒省、乌法、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面军五个选区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


9月29日和10月3日（10月12日和16日）之间


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联络员亚·瓦·绍特曼见面，要求立即返回彼得格勒。绍特曼说服列宁等党中央决定后再行定夺。


9月29日和10月4日（10月12日和17日）之间


写《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10月8日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


9月30日（10月13日）以后


写《告工人、农民、士兵书》，号召推翻克伦斯基政府，把全部政权交给工兵代表苏维埃。


9月底


玛·伊·乌里扬诺娃和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准备以弗·弗·伊万诺夫斯基这一笔名出版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


9月底—10月1日（14日）


列宁写《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和后记。文章发表在1917年10月《启蒙》杂志第1—2期，并于同年出版单行本。


9月底—10月初


写便条给彼得格勒的埃·拉希亚，请他前来维堡，为返回彼得格勒作安排。


10月1日（14日）


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委员，号召立刻举行起义。


10月3日（1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全市代表会议提名列宁为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决定：“建议伊里奇返回彼得格勒，以便能保持经常和密切的联系。”


10月3日和7日（16日和20日）之间


列宁同彼得格勒来的埃·拉希亚谈话，指出近期即将爆发革命，要准备起义，否则就要失败，损失将比七月事件时还大。

赞同拉希亚提出的返回彼得格勒的计划并准备启程。


10月5日（18日）


中央委员会成立以列宁为首的党纲草案起草委员会。


10月6日—8日（19日—21日）


列宁写《论修改党纲》一文。文章发表在1917年10月《启蒙》杂志第1—2期。


10月7日（20日）


列宁从维堡秘密回到彼得格勒，住在玛·瓦·福法诺娃家，一直住到10月24日（11月6日）晚上。

写信给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第三次全市代表会议开幕，列宁被选为名誉主席。这次代表会议对于准备十月武装起义具有重大意义。

《危机成熟了》一文的一至三节和五节在《工人之路报》第30号上发表。


10月8日（21日）


写《局外人的意见》一文和《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


10月9日（2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第三次全市代表会议提名列宁为彼得格勒市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


10月10日（23日）


列宁处于地下状态三个月以后第一次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提出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案，由中央委员会通过。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由七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对起义进行政治领导。

散会后，列宁在护送他参加这次会议的埃·拉希亚家过夜，清晨返回玛·瓦·福法诺娃家。


10月10日和16日（23日和29日）之间


在米·伊·加里宁住所会见中央委员们，讨论准备武装起义问题。


10月12日和15日（25日和28日）之间


在秘密住所（地址不详）多次会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的代表奥·阿·皮亚特尼茨基，交谈莫斯科准备武装起义问题；书面声明同意做莫斯科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


10月14日（27日）


列宁在芬兰铁路司机胡·埃·雅拉瓦家里会见党中央及其军事组织的领导工作人员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费·埃·捷尔任斯基、米·谢·克德罗夫、弗·伊·涅夫斯基、尼·伊·波德沃伊斯基等，讨论准备武装起义问题。


10月15日（28日）


在同意做波罗的海舰队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的声明上签名。


10月15日（28日）以后


在同意做北方面军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的声明上签名。


10月16日（29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就中央委员会10月10日会议通过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作报告；在讨论时三次发言，坚持党所采取的立即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批驳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理由。


10月17日（30日）


写《给同志们的信》，再次批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理由。

晚上阅读《新生活报》，从弗·巴扎罗夫的文章得知市内流传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信，即在刚写好的《给同志们的信》后添写《后记》，号召党员进行拥护起义的宣传鼓动工作。


10月18日（31日）


写《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要求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为工贼开除出党，因为他们泄露了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


10月18日和20日（10月31日和11月2日）之间


阅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谢·列·马斯洛夫提出的刊登在《人民事业报》上的社会革命党的土地法案，在《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又一次欺骗》一文中对这一法案作了分析批判。

不晚于10月19日（11月1日）

阅读格·叶·季诺维也夫企图为自己反对立即举行起义行为辩护而写给《工人之路报》编辑部的信，认为这是一种欺骗行为。


10月19日（11月1日）


写《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继续要求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为工贼开除出党。


10月19日、20日和21日（11月1日、2日和3日）


《给同志们的信》在《工人之路报》第40、41和42号上发表。


10月19日和25日（11月1日和7日）之间


列宁十分关心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的成分问题，要求根据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材料每天向他报告两次，精确统计属于布尔什维克及其拥护者的代表有多少，其他党派的代表有多少，根据这些材料估计代表大会上可能出现的力量对比情况。


10月20日（11月2日）


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列宁《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列宁写《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又一次欺骗》一文。

写《关于传单附录的设想》。


10月20日（11月2日）夜


在工人Д．A．巴甫洛夫家里会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领导人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弗·伊·涅夫斯基，听取他们关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准备工作进程的报告。波德沃伊斯基报告说，军事组织决定派代表到各地军队中去了解一下，军队能给予起义多大支持，因此要延期举行起义。列宁坚决反对延期举行起义，要求加速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就其他有关事宜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


10月20日（11月2日）以后


写《“地主同立宪民主党人串通一气了”》一文，批评社会革命党对待农民的政策。


10月21日（11月3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确定列宁在即将举行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土地、战争和政权问题的报告。


10月22日或23日（11月4日或5日）


列宁就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决议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写信，要求立即举行起义。


10月24日（11月6日）


早晨，党中央举行紧急会议，要求所有中央委员留在斯莫尔尼宫。会议听取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关于最近情况的报告，要求各中央委员分工负责领导起义的各个重要岗位。列宁未能出席会议，写便条一再请求中央准许他去斯莫尔尼宫。

晚上，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认为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坚决谴责托洛茨基把政权问题拖延到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再解决的主张，建议逮捕临时政府成员，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

《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又一次欺骗》一文在《工人之路报》第44号上发表。《“地主同立宪民主党人串通一气了”》一文在《农村贫民报》第11号上发表。

列宁由埃·拉希亚护送前往斯莫尔尼宫。

10时，一队士官生查封《工人之路报》，并在报纸编辑的住所搜查列宁。

深夜，列宁终于进入起义领导中心斯莫尔尼宫，直接领导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和水兵的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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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12月11日或12日〔24日或25日〕）


· 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
 （1917年12月11日或12日〔24日或25日〕）


·* 在全俄铁路工人非常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7年12月13日〔26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国家机关职员工资问题的决定草案
 （1917年12月13日〔26日〕）


· 为了面包与和平
 （1917年12月14日〔27日〕）


·*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银行国有化问题的讲话（记录）
 （1917年12月14日〔27日〕）


· 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
 （不早于1917年12月14日〔27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专家委员会的决定草案
 （1917年12月15日〔28日〕）


·* 关于将问题列入人民委员会会议议事日程的程序的指令
 （1917年12月16日〔29日〕）


· 向为复员军队而召开的全军代表大会的代表提出的问题
 （1917年12月17日〔30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同德国和谈等问题的决议草案
 （1917年12月18日〔31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司法人民委员伊·扎·施泰因贝格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弗·亚·卡列林错误行动的决定草案
 （1917年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同拉达举行谈判的决议
 （1917年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


· 普列汉诺夫论恐怖
 （1917年12月22日〔1918年1月4日〕）


· 政论家札记（待研究的问题）
 （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 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人们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人们
 （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 怎样组织竞赛？
 （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 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
 （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拨款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筹备和召开例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草案
 （1917年12月29日〔1918年1月11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拉达给人民委员会的答复的决定
 （1917年12月30日〔1918年1月12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索·阿·洛佐夫斯基的党籍的决议草案
 （1917年12月30日〔1918年1月12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同卡列金作斗争的决定
 （1917年底—1918年初）



1918年

·* 在欢送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1月1日〔14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高级公职人员的薪金标准的决定草案
 （1918年1月2日〔15日〕）


·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不晚于1918年1月3日〔16日〕）


· 致为复员军队而召开的全军代表大会
 （1918年1月3日〔16日〕）


·* 同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苏维埃和谈代表团团长列·达·托洛茨基在直达电报中的谈话
 （1918年1月3日〔16日〕）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1918年1月3日〔16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声明
 （1918年1月5日〔18日〕）


· 来自另一世界的人们
 （1918年1月6日〔19日〕）


·* 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
 （1918年1月6日〔19日〕）


·*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
 （1918年1月6日〔19日〕）


· 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
 （1918年1月7日〔20日〕—2月11日〔24日〕以前）


·* 《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的补充说明
 （1918年1月8日和11日〔21日和24日〕之间）


·*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讲话
 （1918年1月11日〔24日〕）


·*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
 （1918年1月中旬）



1 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1月11日〔24日〕）



2 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1月12日〔25日〕）



3 关于取消苏维埃法律中所有涉及立宪会议的内容的法令草案（1月18日〔31日〕）



4 代表大会闭幕词（1月18日〔31日〕）


·* 给赤卫队司令部的命令
 （1918年1月12日）


·* 在全俄铁路员工非常代表大会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1918年1月13日〔26日〕）


·* 对《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草案的补充
 （1918年1月13日和27日〔1月26日和2月9日〕之间）


·* 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和粮食机关代表联席会议文献
 （1918年1月14日〔27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粮食状况的措施的决定草案
 （1918年1月14日〔27日〕）


·* 人民委员会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质问
 （1918年1月15日〔28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的上下隶属关系的决定草案
 （1918年1月15日〔28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工资的决定草案
 （1918年1月16日〔29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粮食工作问题的两个决定草案
 （1918年1月16日〔29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海洋与内河商船国有化法令草案
 （1918年1月18日〔31日〕）


·*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18年1月19日〔2月1日〕）


·* 致全国人民、特别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代表团的通电
 （1918年1月21日〔2月3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活动问题的决定草案
 （1918年1月21日〔2月3日〕）


·* 致全国人民的通电
 （1918年1月22日〔2月4日〕）


·* 对派往地方的鼓动员的讲话（报道）
 （1918年1月23日〔2月5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赋予副人民委员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的表决权问题的决定草案
 （1918年1月23日〔2月5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军工厂转向有益于经济的生产的决定草案
 （1918年1月23日〔2月5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彼得格勒各监狱粮食状况的决定草案
 （1918年1月23日〔2月5日〕）


·*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18年1月24日〔2月6日〕）


·* 在土地委员会代表大会代表和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农民代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报道）
 （1918年1月28日〔2月10日〕）


· 给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俄国和谈代表团托洛茨基的电报
 （1918年1月28日〔2月10日〕）


·* 对关于建立全俄部际保卫铁路特设委员会的法令草案的补充
 （1918年1月30日〔2月12日〕）


·* 关于改善彼得格勒粮食状况的措施的建议
 （1918年1月30日〔2月12日〕）


·*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区分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各种职能的决定草案的几点补充
 （1918年1月31日〔2月13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接收怠工者参加工作的手续的决定
 （1918年1月31日〔2月13日〕）


·*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18年2月18日）


·*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18年2月18日）


·* 给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无线电报的草稿
 （1918年2月18日）


·*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简要报道）
 （1918年2月19日）


·* 同莫斯科苏维埃在直达电报中的谈话
 （1918年2月20日）


·* 对拉脱维亚步兵的讲话（简要报道）
 （1918年2月20日）


· 论革命空谈
 （1918年2月21日）


· 给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及各区委员会的电话
 （1918年2月21日）


·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1918年2月21日）


·* 对人民委员会法令《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补充
 （1918年2月21日或22日）


· 论疥疮
 （1918年2月22日）


·* 给莫斯科瓦·尼·波德别尔斯基的直达电报
 （1918年2月22日）


· 和平还是战争？
 （1918年3月23日）


·*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18年2月23日）


·* 给皇村无线电台的指令
 （1918年2月23日〔10日〕）


· 不幸的和约
 （1918年2月23日）


·*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报道）
 （1918年2月23日）


· 错在哪里？
 （1928年2月23日或24日）


·*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
 （1918年2月24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接受德国和约条件的决定
 （1918年2月24日）


·* 关于必须签订和约的意见
 （1918年2月24日）


·*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18年2月24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上的立场
 （1918年2月24日）


· 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训
 （1918年2月25日）


·* 关于同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签订的条约
 （1918年2月下旬）


·* 人民委员会关于迁移政府的决定草案
 （1918年2月26日）


·*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活动的决定草案的补充
 （1918年2月26日）


· 奇谈与怪论
 （1918年2月28日和3月1日）


· 脚踏实地
 （1918年3月1日）


·* 给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命令的草案
 （1918年3月2日）


·* 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1918年3月4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水运管理委员会的决定草案
 （1918年3月4日）


· 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
 （1918年3月5日）



附录

·* 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的提纲
 （1917年11月14日〔27日〕）


·* 《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的要点
 （1917年12月11日〔24日〕）


·* 《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的草稿和提纲
 （1917年12月14日〔27日〕以后）


·* 经济政策问题笔记
 （不早于1917年12月14日〔27日〕）


·* 《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的提纲初稿
 （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 《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的提纲
 （1918年1月5—6日〔18—19日〕）


·* 《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的要点
 （不晚于1918年1月7日〔20日〕）


· 《列宁全集》第33卷年表（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1918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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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至1918年3月5日即十月革命胜利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近四个月期间的著作。

1917年10月24—25日（11月6—7日），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首都彼得格勒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布尔什维克党成了执政党，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环境下，着手建设苏维埃国家，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继续进行，苏维埃俄国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包围，同德国仍处于交战状态，这对苏维埃政权是极大的威胁。被打倒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向工农政权进行疯狂的反扑。原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逃往外地，收罗一些哥萨克部队，由前沙皇将军克拉斯诺夫率领在十月起义胜利的第三天向彼得格勒进发。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织的反革命团体“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于10月29日在首都发动士官生叛乱。苏维埃政权在几小时之内就把士官生叛乱镇压下去，于10月底击溃了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的武装进攻，随后又粉碎了立宪民主党人在首都策划的反革命阴谋。社会主义革命迅速向首都以外的地区扩展。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一方面镇压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叛乱，一方面建设新型的苏维埃国家。列宁直接领导了苏维埃政权的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以及政府各种机构的组建工作。君主派分子、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地破坏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和苏维埃政府机关的工作，鼓动旧政府各部的官吏和银行、邮局等的上层职员实行怠工，拒绝服从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委派自己的优秀干部并吸收工人和士兵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旧官吏和旧职员的怠工失败了。布尔什维克党还粉碎了反动势力企图利用立宪会议和成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来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阴谋。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措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本卷的开篇《告俄国公民书》是列宁在10月25日武装起义成功的当天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所拟的文件。文件庄严宣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归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本卷的第二篇文献是列宁10月25日下午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报告》和列宁起草的相应决议。列宁在报告中宣布：“在俄国，我们现在应该着手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见本卷第3页）本卷中接着收载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是一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其中包括列宁起草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法令和决定。10月25—26日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首先通过列宁所写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其中宣告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苏维埃政权将要执行一系列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列宁在大会上作《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相应通过的列宁草拟的《和平法令》充分表达了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它宣布苏维埃政府完全废除一切侵略性条约，建议各交战国人民及其政府立即就缔结普遍的对一切民族都公正的民主和约进行谈判，并郑重声明俄国决心本着公正的条件立即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大会通过的列宁草拟的《土地法令》宣布：立刻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地主的田庄以及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这个土地法令包括根据242份地方委托书拟定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会上有人指责这个法令和委托书是社会革命党人拟订的，列宁回答说：“谁拟定的不都是一样吗？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定，即使我们并不同意。只要把这个决议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在各地实行起来，那时农民自己就会通过实际生活烈火的检验懂得，究竟什么是对的。”（见本卷第20页）根据大会所通过的列宁草拟的《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成立了以列宁为主席的工农政权的中央国家管理机关——人民委员会，这个政府最初只由布尔什维克组成。

本卷中的不少文献反映了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形成的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关系和新的政治力量对比。在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发动的反革命叛乱猖獗之际，孟什维克党和右派社会革命党所把持的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要求改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所确立的政府，成立由所有参加苏维埃的政党组成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他们企图在这个政府中占据多数，恢复自己的执政党地位。为了揭穿他们的阴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同意与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举行谈判，提出达成协议的条件是各小资产阶级政党必须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列宁认为，谈判应该成为同克伦斯基作战的外交掩护。但被派率代表团参加这一谈判的列·加米涅夫却不顾党中央的指示，同意成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甚至不惜放弃苏维埃政权的纲领，对撤销列宁的政府首脑职务的要求也不表示反对。加米涅夫及其支持者格·季诺维也夫、阿·李可夫、维·诺根、弗·米柳亭等的机会主义立场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严厉批评。但他们竟以辞去在党和政府中担任的职务相要挟。列宁所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等表现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对他们的错误所作的原则斗争。

反动势力企图利用立宪会议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而苏维埃与立宪会议的相互关系问题又是巩固苏维埃国家制度方面的一个复杂问题。收入本卷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来自另一世界的人们》、《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等文献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鉴于千百万劳动群众不完全相信政权属于苏维埃并对立宪会议存有幻想，列宁主张召开立宪会议、让群众通过对立宪会议与苏维埃的比较来放弃立宪幻想。列宁在阐明布尔什维克党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无产阶级民主制、立宪会议和苏维埃问题的观点时指出：立宪会议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最高形式，苏维埃共和国是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制更高的民主制形式，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列宁指出，根据十月革命前所提的候选人名单选举的立宪会议成员的构成没有反映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阶级力量的真实对比关系，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下把立宪会议看作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和转向资产阶级立场。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5日（18日）开幕。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会议上占多数。以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为首的反革命势力企图使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他们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这样也就是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因此，立宪会议不仅过时，而且成了苏维埃政权前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终于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解散。

为了与立宪会议抗衡，苏维埃政权于1918年1月10—18日（23—31日）召开了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赞同布尔什维克党和工农政府对立宪会议的政策，正式批准列宁草拟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这个宣言按内容来说，具有立法性质，因而成了后来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基础。宣言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消灭剥削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宣言说明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体制：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宣言肯定了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法令和决定，公布了建立红军的命令和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列宁在大会上作《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回顾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说明了苏维埃政权胜利的原因及其在同反革命斗争中取得的成就。列宁着重指出：除了无产阶级专政，再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通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是同其他各国劳动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紧密相连的。列宁在报告的最后部分说：“我们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将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火炬，作为各国劳动群众的范例而稳固地屹立着。”（见本卷第279页）

本卷中的一些文献阐述了工农管理国家的问题。列宁充分相信劳动群众的被革命激发起来的创造力量，认为广大群众自觉地参加国家管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源泉之一。列宁在《告人民书》中写道：“劳动者同志们！请记住，现在是你们自己管理国家。如果你们自己不团结起来，不把国家的一切事务自己担当起来，谁也帮不了你们。你们的苏维埃从现在起就是国家政权机关，即拥有全权的决策机关。”（见本卷第62页）列宁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全俄铁路工人非常代表大会等等会议上所作的讲话和发言在阐明政治形势、革命的任务和前途时，号召人民进行独立创造、同反革命势力作坚决斗争、奋力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列宁也指出了可能发生的困难和敌人的阴谋，使人民对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充满信心。列宁说：“我们想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苏维埃应当取代旧官吏，全体人民都应当学习管理。”（见本卷第59页）列宁多次指出，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才能管理国家，那是一种偏见；无产阶级一定能够打破资产阶级的垄断，把管理国家的工作担当起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答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时指出：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认为，有的人远远地站在生活之外，用旧框框来束缚群众的手脚，“然而，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见本卷第281页）。列宁在《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人们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人们》一文中断言：胜利属于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真诚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工人和农民。

本卷收载的《怎样组织竞赛？》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列宁发现社会主义竞赛是吸收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发挥劳动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极好形式。列宁说，“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见本卷第200页）。列宁认为，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农民和工人中间是很多的，他们已觉醒过来，正独立地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列宁非常重视工农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他写道，“‘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见本卷第208页）。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还阐述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指出：无论是死套公式或者由上面规定划一办法，都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集中制毫无共同之点；在细节方面，在地方特征方面，在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手段方面，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

本卷收载的许多列宁文献，包括列宁起草的或参加制定的法令和决定等，阐述了俄国无产阶级所采取的一些最初的社会主义改造措施。革命一胜利，苏维埃国家就宣布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这为后来对俄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打下了基础。列宁一再指出，工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列宁所拟《工人监督条例草案》规定了工人监督生产的任务，它是后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通过的《工人监督条例》的基础。列宁认为银行和大工业的国有化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极其重要的措施。列宁在这方面的文献有《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银行国有化问题的讲话》、《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海洋与内河商船国有化法令草案》等。在这些文献中规定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化的方式、方法的基本原则。列宁在说到银行国有化时指出：“银行，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大中心。它们汇集空前的财富，又在幅员辽阔的整个国家内进行分配，它们是全部资本主义生活的神经。”（见本卷第273页）苏维埃政权把银行收归国有以后，又把交通、邮电这些重要国民经济部门收归国有。通过国有化，苏维埃政权掌握了经济命脉，夺取了主要经济阵地。《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经济措施纲要草稿》以及列宁就建立消费公社、使军工厂转向有益于经济的生产、改善粮食供应状况等问题所拟的法令、决定草案都提出了革命胜利后的重要经济措施。尽管这些措施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但必将引导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列宁说：“我们已经从实行工人监督进而建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见本卷第275页）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指导和调节苏维埃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列宁认为它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就象人民委员会在政治方面的作用那样。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各经济人民委员部的建立有助于改造旧经济、建立新经济。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拚命反抗，苏维埃政权用革命的强制手段来对付资产阶级的反抗。本卷中的一些文献阐述了“劳动义务制”的原则，论证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

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承袭着沙皇政府、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遗留下来的沉重战争负担。工农国家一成立就宣布了同各国人民友好的政策。收载于本卷的反映苏维埃政权同德国媾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过程的文献包括列宁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多次发言，还有他为党起草的许多文件和他所写的文章，如《和平谈判纲要》、《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致全国人民、特别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代表团的通电》、《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奇谈与怪论》、《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等。苏维埃政府曾不止一次地向协约国各政府建议，共同与德国及其盟国进行关于停战和签订和约的谈判，但是这项建议遭到了拒绝。由于法、英、美不愿意进行任何和平谈判和缔结普遍的和约，苏维埃政府便决定单独同德奥集团的国家进行谈判，以便尽快使俄国摆脱战争。1917年12月2日（15日），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在布列斯特通过预备谈判同德国达成停战协定，12月9日（22日）开始缔结和约的谈判。布尔什维克党内在缔结和约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尼·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反对缔结和约，提出进行革命战争的口号。率领苏维埃和谈代表团的列·托洛茨基主张停止战争、复员军队、但不签订和约。“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的错误立场都有葬送掉十月革命胜利成果的危险。列宁认为：“革命战争”的口号不过是“单纯的示威”，是冒险主义的空话，只有利于想把苏维埃国家继续拖在战争泥潭中而加以消灭的帝国主义者；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队，而德国则是用最先进的技术装备起来的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苏维埃政权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作战，那是自取灭亡。列宁指出，把第一个工农政权——苏维埃共和国保存下来，无论对俄国无产阶级还是对国际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一件大事。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的声明出卖了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德国人利用他的声明，在2月18日悍然发动进攻。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十分危急的形势，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动员一切力量抵抗德国侵略者。列宁为了争取时间来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尽快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改革，坚决要求接受更加苛刻的条件、立即缔结和约，并为此以极大的忍耐进行说服工作。列宁的主张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终于获得多数的支持，布列斯特和约得以签订。列宁后来指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执行革命的妥协策略，这的确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恰恰是必要的。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俄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来积蓄力量，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红军以巩固国防。事实证明列宁所制定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是完全正确的。1918年11月德国发生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废除了布列斯特和约。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55篇，其中有《同美联社记者格·雅罗斯的谈话》，《对游行示威口号的补充》、《关于党的任务的提纲＋目前形势》、《答赫尔曼·费尔瑙》、《普列汉诺夫论恐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索·阿·洛佐夫斯基的党籍的决议草案》、《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18年3月4日）以及《〈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的提纲》等等。很大一部分新文献是列宁所拟的人民委员会决议草案和苏维埃政权法令草案。






《列宁全集》第33卷


告俄国公民书[1]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

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业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2]手中。

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成立苏维埃政府，人民为之奋斗的这一切事业都有了保证。

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万岁！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


1917年10月25日上午10时

载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工人和士兵报》第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页

















[1]《告俄国公民书》是列宁在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上午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起草的文告，由“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电台播发，并在当天刊登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机关报《工人和士兵报》，后来转载于《农村贫民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和其他报纸。——1。



[2]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是十月革命准备和实行期间的公开的军事作战司令部。



彼得格勒苏维埃于1917年10月9日（22日）决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会最初是以巩固城防的名义建立的，曾称作彼得格勒城防革命委员会。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10月12日（25日）通过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条例也规定，由军事革命委员会确定保卫首都所必需的不得撤离的战斗部队的数量，统计和登记卫戍部队全体人员和装备，制订城防计划等。但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议规定的，这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举行武装起义，保证起义的军事技术准备，统一赤卫队、卫戍部队士兵和波罗的海舰队水兵的作战行动。



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活动是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列宁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列宁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在10月16日（29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成立的由安·谢·布勃诺夫、费·埃·捷尔任斯基、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莫·索·乌里茨基组成的军事革命总部作为领导核心参加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还有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党的军事组织，彼得格勒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工会，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喀琅施塔得苏维埃，铁路工会，邮电工会，左派社会革命党等单位的代表。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最初是帕·叶·拉济米尔（当时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18年起是布尔什维克），后改由尼·伊·波德沃伊斯基担任。



十月革命胜利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反革命和维护革命秩序。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派13名代表加入后，曾正式改称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随着苏维埃机关的建立和巩固，军事革命委员会逐步把所属机构和人员移交给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相应部门。1917年12月5日（18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停止活动。——1。









《列宁全集》第33卷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文献[3]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

1

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报告

报道

同志们！布尔什维克始终认为必要的工农革命，已经成功了。

这个工农革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意义首先在于我们将拥有一个苏维埃政府，一个绝无资产阶级参加的我们自己的政权机关。被压迫的群众将亲自建立政权。旧的国家机构将被彻底打碎，而新的管理机构即苏维埃组织将建立起来。

俄国历史的新时期从此开始了，这第三次俄国革命终将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

我们当前的任务之一，就是必须立刻结束战争。可是大家都很清楚，要结束同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密切联系着的这场战争，就必须打倒资本本身。

在意大利、英国和德国已经逐渐展开的世界工人运动一定会在这方面帮助我们。

我们向国际民主派提出的立即缔结公正和约的建议，一定会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群众的热烈响应。为了增强无产阶级的这种信任，必须立刻公布一切秘密条约[4]。

在国内，农民中很大一部分人都说：我们不再跟资本家打交道了，我们要同工人一道干。我们只要颁布一项废除地主所有制的法令，就可以赢得农民的信任。农民会懂得，只有同工人结成联盟，他们才能得救。我们要对生产实行真正的工人监督。

现在我们已学会了齐心协力地工作。刚刚发生的革命就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拥有群众组织的力量，它定能战胜一切，并把无产阶级引向世界革命。

在俄国，我们现在应该着手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热烈鼓掌）


2

决议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祝贺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革命胜利。苏维埃特别强调群众在这次罕见的不流血的和异常顺利的起义中所表现的团结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同心同德的精神。

苏维埃坚定不移地相信，革命将建立起保证城市无产阶级得到全体贫苦农民群众支持的工农政府，即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一定会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采取这个能使国家摆脱战争的奇灾大祸的唯一办法。

新的工农政府定会立即向各交战国人民提议缔结公正的民主和约。

这个政府定会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土地交给农民。定会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对各家银行实行全民监督，同时把这些银行变为单一的国营企业。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号召全体工人和全体农民竭尽全力奋不顾身地支持工农革命。苏维埃确信，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的城市工人定能表现出不可动摇的同志式的纪律性，建立起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最严格的革命秩序。

苏维埃相信，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定会帮助我们把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取得完全的巩固的胜利。





	载于1917年10月2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5页

















[3]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下午2时35分召开紧急会议，听取军事革命委员会关于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和革命取得胜利的汇报。列宁在这次会上作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报告。会议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2。



[4]指俄国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同英、法、德、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秘密条约。从1917年11月10日（23日）起，苏维埃政府在《真理报》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陆续公布这些秘密条约。1917年12月—1918年2月出版了7部《前外交部档案秘密文件汇编》。秘密条约的公布，起了巨大的革命宣传作用。——3。









《列宁全集》第33卷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

[5]




（1917年10月下旬）





	· 1 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10月25日〔11月7日〕）
· 2 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10月26日〔11月8日〕）



和平法令


· 3 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的总结发言（10月26日〔11月8日〕）


· 4 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10月26日〔11月8日〕）



土地法令


· 5 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10月26日〔11月8日〕）












1

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

（10月25日〔11月7日〕）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绝大多数苏维埃都派出代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很多农民苏维埃的代表也出席了代表大会。妥协派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6]

 的权力结束了。根据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依靠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所举行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临时政府的大多数成员已被逮捕。

苏维埃政权将向各国人民提议立即缔结民主和约，立即在各条战线上停战。苏维埃政权将保证把地主、皇族和寺院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委员会处置；将使军队彻底民主化，以维护士兵的权利；将规定工人监督生产；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将设法把粮食运往城市，把生活必需品运往农村；将保证俄国境内各民族都享有真正的自决权。

代表大会决定：全部地方政权一律转归当地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各地苏维埃应负责保证真正的革命秩序。

代表大会号召前线士兵要警惕沉着。苏维埃代表大会深信，在新政府向各国人民直接提出的民主和约尚未缔结以前，革命军队定能捍卫革命，使其不受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犯。新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实行向有产阶级征收和课税的果断政策，以保证供给革命军队一切必需品，并改善士兵家属的生活。

克伦斯基和卡列金等科尔尼洛夫分子正试图调军队到彼得格勒来。有几支被克伦斯基用欺骗手段调动的部队已经站到起义的人民这一边来了。


士兵们，积极反抗科尔尼洛夫分子克伦斯基！提高警惕！



铁路员工们，使克伦斯基派到彼得格勒来的所有军车都停下来！



士兵们，工人们，职员们，革命的命运和民主和约的命运完全操在你们手里！




革命万岁
 ！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



农民苏维埃代表


载于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工人和士兵报》第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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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

（10月26日〔11月8日〕）

和平问题是现时紧要而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讲得很多，写得很多，想必你们大家对这个问题也讨论得不少了。因此让我来宣读一个宣言，这个宣言拟将由你们选出的政府来发表。





和平法令

10月24—25日的革命所建立的、依靠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工农政府，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开始谈判。

本政府认为，一切交战国中因战争而精疲力竭、困顿不堪、痛苦万状的工人和劳动阶级的绝大多数所渴望的公正的或民主的和约，推翻沙皇君主制以后俄国工农最明确最坚决地要求的和约，就是立即缔结的没有兼并（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制归并别的民族）没有赔款的和约。

俄国政府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建议立即缔结这种和约，并且决心不等到各国和各民族的享有全权的人民代表会议最后批准这种和约的全部条件，就立即毫不迟延地采取一切果断步骤。

本政府根据一般民主派的法的观念，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法的观念，认为凡是把一个没有明确而自愿地表示同意和希望归并的弱民族或小民族并入一个大国或强国，就是兼并或侵占别国领土，不管这种强制归并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管这个被强制归并或强制留在该国疆界内的民族的发达或落后程度如何，也不管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

不管哪个民族被强制留在该国的疆界内，也就是违反这个民族的愿望（不管这种愿望是在报刊上、人民会议上、政党的决议上表示的，或是以反对民族压迫的骚动和起义表示的，都完全一样），不让它有权在归并它的民族或较强的民族完全撤军的条件下，不受丝毫强制地用自由投票的方式决定本民族的国家生存形式问题，这种归并就是兼并，即侵占和暴力行为。

本政府认为，各富强民族为了如何瓜分它们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决心根据上述的、对所有民族都无一例外是公正的条件，立即签订和约，终止这场战争。

同时本政府声明，上述和平条件决非最后通牒式的条件，也就是说，它愿意考虑任何其他和平条件，而只坚持任何交战国都要尽快地提出这种条件，条件要提得极端明确，没有丝毫的含糊和秘密。

本政府废除秘密外交，决意在全体人民面前完全公开地进行一切谈判，并立刻着手无保留地公布地主资本家政府从1917年2月到10月25日所批准和缔结的各项秘密条约。本政府宣布立即无条件地废除这些条约的全部规定，因为这些规定多半是为了替俄国地主和资本家谋取利益和特权，是为了保持和扩大大俄罗斯人所兼并的土地。

本政府在建议各国政府和人民立即就缔结和约问题进行公开谈判的同时，表示愿意通过电报往来，通过各国代表之间的会谈，或通过各国代表的会议来进行这种谈判。为了便于进行这种谈判，本政府特派自己的全权代表前往中立的国家。

本政府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建议，立即缔结停战协定，并认为停战时间最好不少于三个月，以便有充分的时间使所有卷入战争或被迫参战的民族的代表完成他们所参加的和约谈判，同时也使各国享有全权的人民代表会议能召开会议最终批准和约条件。

俄国工农临时政府在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提出以上媾和建议的同时，特别向人类三个最先进的民族，这次战争中三个最大的参战国，即英法德三国的觉悟工人呼吁。这些国家的工人对于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最多，例如英国的宪章运动 
[7]

 树立了伟大的榜样，法国无产阶级进行过多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最后，德国工人进行过反对非常法 
[8]

 的英勇斗争，并为建立德国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进行过堪称全世界工人楷模的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有纪律的工作。所有这些无产阶级英雄主义和历史性的创造的范例，都使我们坚信上述各国工人定会了解他们现在所担负的使人类摆脱战祸及其恶果的任务，定会从各方面奋力采取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




10月24—25日的革命所建立的、依靠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工农政府，应当立即开始和平谈判。我们应当既向各国政府，也向各国人民呼吁。我们不能漠视各国政府，否则就可能拖延和约的签订，人民政府不应当这样做，但是我们也没有任何权利不同时向各国人民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都有分歧，所以我们应当帮助各国人民干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当然，我们要极力坚持我们的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全部和平纲领。我们决不放弃这个纲领，但是我们应当使敌人无法抓住把柄说，他们的条件跟我们不同，因此没有必要同我们谈判。不，我们应当使他们无机可乘，我们不应当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我们的条件。所以才写进这样一句话，说我们将考虑任何和平条件和一切建议。我们将予以考虑，这并不是说将予以接受。我们要把它们提交立宪会议讨论，立宪会议有权决定什么可以让步，什么不可以。我们要与各国政府的欺骗行为作斗争，它们都口头上高谈和平和正义，而实际上却在进行掠夺性的强盗战争。没有一个政府会把它想的统统说出来。我们是反对秘密外交的，我们要在全体人民面前公开行事。我们不忽视，而且也没有忽视过困难。战争不能用拒绝的办法来结束，不能由单方面来结束。我们建议停战三个月，可是我们也不拒绝较短的期限，以便使疲惫不堪的军队可以得到哪怕是短暂的喘息，同时，一切文明国家也有必要召集人民会议，讨论和平条件。

在建议立即缔结停战协定的同时，我们也向那些对开展无产阶级运动有过许多贡献的国家的觉悟工人呼吁。我们向进行过宪章运动的英国工人呼吁，向屡次在起义中充分表现出阶级觉悟的力量的法国工人呼吁，也向经历过反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艰苦斗争并建立了强大组织的德国工人呼吁。

在3月14日的宣言 
[9]

 中，曾提出要推翻银行家，可是我们自己不但没有推翻本国的银行家，甚至还同他们结成了联盟。现在我们已经把银行家的政府推翻了。

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定会竭尽全力以图联合起来，把工农革命淹没在血泊里。可是三年战争已使群众获得了充分的教训。其他国家也发生了苏维埃运动，在德国有过海军起义 
[10]

 ，尽管它被刽子手威廉的士官生镇压下去了。最后，要记着，我们不是处在非洲的荒漠，而是处在欧洲，这里的一切可以很快地让人们都知道。

工人运动定会占上风，定会铺平走向和平与社会主义的道路。（掌声经久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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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10月26日〔11月8日〕）

我不打算谈宣言的一般性质。你们的代表大会将要建立的政府，对于一些不大重要的条款可以修改。

我将坚决反对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我们的和平要求。最后通牒的方式会葬送我们的整个事业。我们不能坚持我们的要求毫无变通的余地，这会给帝国主义政府以口实，它们会说，我们抱着毫不妥协的态度，所以无法进行和平谈判。

我们把我们的宣言散发到各地去，大家就会知道。谁想隐瞒我们工农政府提出的条件，就办不到了。

要想隐瞒我国推翻了银行家地主政府的工农革命，是不可能的。

如果采用最后通牒的方式，各国政府就可能置之不理，如果采用我们那样的措辞，它们就不得不答复。要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政府究竟是怎样想的。我们不希望有什么秘密。我们希望政府时刻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

如果由于我们采取最后通牒的方式，某边远省份的某农民无从知道别国政府想些什么，那他会怎样说呢？他会说：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让别人有提出各种和平条件的机会呢？我倒要琢磨琢磨，看看各种条件，然后再告诉我们那些出席立宪会议的代表怎样做。如果别国政府都不同意，我决心用革命的手段为争取公正的条件而斗争；不过，某些国家也可能有这样的条件，我愿意让这些国家的政府自己去继续斗争。我们的想法，只有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完全实现。这就是农民可能会对我们说的话，他还会责备我们在细节上太不通融，因为我们当前主要是要揭露资产阶级及其派去充当政府首脑的戴皇冠的和不戴皇冠的刽子手的一切卑鄙行径。

我们不能够而且不应当让各国政府把我们毫不通融的态度当作借口，向人民隐瞒它们驱使人民互相厮杀的目的。这不过是一滴水，但是我们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放弃这一滴可以滴穿资产阶级掠夺行为顽石的水。最后通牒方式会缓和我们敌人的困难处境。我们要把一切条件都告诉人民。我们要使各国政府正视我们的条件，让它们去回答本国的人民。我们要把一切和平建议提交立宪会议决定。

同志们，条文中还有一点你们应当十分注意。秘密条约一定要公布。关于兼并和赔款的条款一定要废除。同志们，有各种各样的条款，各个强盗政府不仅达成了关于掠夺的协议，而且还就经济问题以及关于睦邻关系的其他各种条款达成了协议。

我们既不用条约来束缚自己，也不让别人用条约来束缚我们。我们拒绝一切关于掠夺和暴力的条款，但是我们乐于接受一切关于睦邻关系的条款和经济协定，这些我们是不能拒绝的。我们建议停战三个月，我们选择一个长的期限，是因为各国人民已被拖了三年多的流血战争弄得疲惫不堪，渴望休息。我们应当懂得，必须让各国人民在议会参加下讨论和平条件，表明自己的意愿，而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要求长时间停战，是为了让前线部队得到休息，停止恶梦似的无休止的厮杀，可是我们也不拒绝较短时间的停战的建议，我们要研究这种建议，而且应当接受这种建议，哪怕向我们提出的是停战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的建议。我们的停战建议也不应当是最后通牒式的，因为决不能让敌人把我们毫不妥协的态度当作借口，向人民隐瞒全部真相。这种建议决不应当是最后通牒式的，因为不愿停战的政府就是犯罪的政府。如果我们不把停战建议变成最后通牒式的，我们就能使各国政府成为本国人民眼里的罪犯，而人民对于这样的罪犯是决不会客气的。有人反驳我们说，我们不采用最后通牒方式，就是表示我们软弱；可是现在该是抛弃资产阶级所谓人民力量的一切谎话的时候了。在资产阶级看来，只有当群众听从帝国主义政府指使，盲目去进行厮杀的时候，才算是有力量。只有当一个国家能运用政府机构的全部威力，把群众派遣到资产阶级当权者想叫他们去的地方的时候，资产阶级才认为这个国家有力量。而我们对力量的理解却不同。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我们丝毫用不着害怕说出疲乏的真情实况，试问现在哪一个国家不是疲乏不堪，哪一国人民不在公开谈论这一点呢？就拿意大利来说吧，那里由于疲乏不堪而产生过要求结束这场厮杀的长期的革命运动。难道在德国没有发生过工人的群众性示威运动，提出停止战争的口号吗？难道被刽子手威廉及其奴仆残暴地镇压下去的德国海军起义不是疲乏不堪引起的吗？既然在德国这样纪律严明的国家都可能发生这样的现象，开始说疲乏，说要停止战争，那我们就丝毫用不着害怕公开讲出这一点，因为这无论对于我们，对于一切交战国，甚至对于非交战国来说，都是千真万确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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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

（10月26日〔11月8日〕）

我们认为革命已经证实和表明，把土地问题提得很明确是十分重要的。武装起义，第二次革命即十月革命的发生已经清楚地证明，应当把土地交给农民。已被推翻的政府，以及妥协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 
[11]

 ]犯下了罪行，它们用各种口实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从而使国家陷于经济破坏，激起了农民的起义。他们大谈农村里的大暴行和无政府状态，显然是撒谎和玩弄怯懦的欺骗手腕。试问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明智的措施造成过大暴行和无政府状态呢？如果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如果它的措施合乎贫苦农民的需要，难道农民群众还会闹风潮吗？但是政府所采取的、阿夫克森齐耶夫和唐恩领导的苏维埃所赞同的一切措施，都是反对农民的，逼得他们不得不举行起义。

这个政府引起了起义，却又对它自己引起的大暴行和无政府状态大叫大嚷。政府本想用铁和血来镇压起义，可是它自己却被革命士兵、水兵和工人的武装起义扫除了。工农革命政府首先应当解决土地问题，——能使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得到安慰和满足的问题。现在我向你们宣读拟由你们的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法令的条文，其中一条附有根据242份地方农民代表苏维埃委托书拟订的给各地土地委员会的委托书。





土地法令

（1）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

（2）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所有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到召开立宪会议时为止。

（3）任何毁坏被没收的即今后属于全民的财产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罪行，革命法庭应予惩处。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在没收地主田庄时遵守最严格的秩序，确定达到多大面积的土地以及哪些土地应予没收，编制全部没收财产的清册，并对转归人民所有的、土地上的产业，包括一切建筑物、工具、牲畜和储存产品等等，用革命手段严加保护。

（4）下附农民委托书是由《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 
[12]

 编辑部根据242份地方农民委托书拟订的，公布于该报第88号（彼得格勒，1917年8月19日第88号），在立宪会议对伟大的土地改革作出最后决定以前，各地应该以这份委托书作为实行这一改革的指南。



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

“土地问题只有全民立宪会议才能加以通盘解决。

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公正的办法应该是：

（1）永远废除土地私有权
 ；禁止买卖、出租、典押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转让土地。

一切土地：国家的、皇族的、皇室的、寺院的、教会的、工厂占有的、长子继承的、私有的、公共的和农民等等的土地，一律无偿转让
 ，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

因财产变革而受到损失的人，只有在适应新生活条件所必需的时间内，才有权取得社会帮助。

（2）所有地下资源，如矿石、石油、煤炭、盐等等，以及具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流，归国家专用。一切小的河流、湖泊和森林等等交给村社利用，但必须由地方自治机关管理。

（3）经营水平高
 的农场所占的土地，如果园、种植园、苗圃、养殖场、温室等等，不得分割，而应改为示范农场
 ，并视其规模和作用，归国家或村社
 专用。

城乡的宅地连同家用果园和菜园，仍归原主使用，其面积和税额，由法律规定之。

（4）养马场，官办和民营的种畜场和种禽场等等，一律没收，变为全民财产，并视其规模和作用，归国家或村社专用。

赎金问题应由立宪会议审议。

（5）被没收的土地上的全部耕畜和农具，视其大小和用途，无偿转归国家或村社专用。

土地少的农民的耕畜和农具不在没收之列。

（6）凡愿意用自己的劳动，依靠家属的帮助或组织协作社从事耕种的一切俄国公民（不分性别），均享有土地使用权，但仅以有力耕种的期间为限。禁止使用雇佣劳动。

村团成员一时丧失劳动力在两年以内者，村团在该成员劳动力尚未恢复的这段时间，有责任通过共耕制的办法予以帮助。

农民因年老或残废而不再能自己耕种土地时，便丧失其土地使用权，但可向国家领取赡养费。

（7）土地应当平均使用，即根据当地条件，按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把土地分配给劳动者。

使用土地的方式应完全自由，究竟采用按户、按独立农庄、按村社、还是按劳动组合的方式，由各乡村自行决定。

（8）一切土地转让后都归入全民地产。在劳动者中分配土地的事宜，由地方的和中心的自治机关（从按民主原则组成的无等级的城乡村社起到各区域中心的机关止）负责主持。

根据人口增加、农业生产率和经营水平的提高等情况，土地应定期重新分配。

改变份地地界时，原份地的基本地段应予保留。

因故离村者应交还其土地，但其近亲及其所指定的人，有取得该段土地的优先权。

施肥和改良土壤（根本改良）投入的价值，由于在交还份地时尚未用尽，应予补偿。

如果个别地方现有土地不能满足当地全体居民需要，过剩人口应迁往他处。

组织移民和移民费用以及农具供应等等概由国家负责。

移民应按下列次序办理：首先是自愿迁移的无地农民，其次是品行不良的村社社员、逃兵等等，最后，才采取抽签或协商的办法。”





　　这个委托书的全部内容表达了全俄绝大多数觉悟农民的绝对意志，应立即宣布为临时法律，并应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尽可能立即实行，其中哪些部分必须逐步实行，应由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决定。（5）普通农民和普通哥萨克的土地概不没收。




这里有人叫嚷，说这个法令和委托书是社会革命党人拟订的。就让它这样吧。谁拟订的不都是一样吗？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定，即使我们并不同意。只要把这个决议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在各地实行起来，那时农民自己就会通过实际生活烈火的检验懂得，究竟什么是对的。即使农民还继续跟社会革命党人走，即使他们使这个党在立宪会议上获得多数，那时我们还是要说：就让它这样吧。实际生活是最好的教师，它会指明谁是正确的；就让农民从这一头，而我们从另一头来解决这个问题吧。实际生活会使我们双方在革命创造的总的巨流中，在制定新的国家形式的事业中接近起来的。我们应当跟随着实际生活前进，我们应当让人民群众享有发挥创造精神的充分自由。已被武装起义推翻的旧政府，曾想依靠没有撤换的沙皇旧官僚来解决土地问题。可是这些官僚不去解决问题，反而一味反对农民。农民在我国八个月的革命当中，已学会了一些东西，他们想要亲自解决一切有关土地的问题。所以我们反对对这个法案作任何修改，我们不希望规定得很详细，因为我们写的是法令，而不是行动纲领。俄国幅员广大，各地条件不同；我们相信农民自己会比我们更善于正确地妥当地解决问题。至于究竟是按照我们的方式，还是按照社会革命党人纲领所规定的方式，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使农民坚信农村中再不会有地主了，一切问题将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将由他们自己来安排。（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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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

（10月26日〔11月8日〕）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

成立工农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管理国家，临时政府定名为人民委员会。设立各种委员会，主持国家生活各部门的事务，其成员应与工人、水兵、士兵、农民和职员等群众组织紧密团结，保证实行代表大会所宣布的纲领。行政权属于由这些委员会主席组成的会议，即人民委员会。

监督和撤换各人民委员的权利，属于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

现在的人民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

内务人民委员：阿·伊·李可夫；

农业人民委员：弗·巴·米柳亭；

劳动人民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

陆海军人民委员会，其成员是：弗·亚·奥弗申柯（安东诺夫），尼·瓦·克雷连柯和帕·叶·德宾科；

工商业人民委员：维·巴·诺根；

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财政人民委员：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

外交人民委员：列·达·勃朗施坦（托洛茨基）；

司法人民委员：格·伊·奥波科夫（洛莫夫）；

粮食人民委员：伊·阿·泰奥多罗维奇；

邮电人民委员：尼·巴·阿维洛夫（格列博夫）；

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约·维·朱加施维里（斯大林）。

铁道人民委员人选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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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关于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0月25—27日（11月7—9日）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举行，有一些县和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根据代表大会开幕时的统计，到会代表共649人，按党派分，有布尔什维克390人，社会革命党人160人，孟什维克72人，统一国际主义者14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6人，乌克兰社会党人7人。



根据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本应在9月中旬召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这个决议实行怠工。他们打算用民主会议来代替苏维埃的代表大会。只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坚持，中央执行委员会才不得不于9月23日（10月6日）通过决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日期先定在10月20日（11月2日），后来改为10月25日（11月7日）。10月21日（11月3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开会讨论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并委托列宁就政权、战争、土地等问题作报告。



代表大会于10月25日（11月7日）晚10时40分开幕。当时赤卫队、水兵和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正在冲击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列宁因忙于领导起义，没有出席大会的第一次会议。被选进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有列宁、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尼·瓦·克雷连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14名布尔什维克，还有波·达·卡姆柯夫、弗·亚·卡列林、玛·亚·斯皮里多诺娃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1名乌克兰社会党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主席团，他们把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称为阴谋，要求与临时政府谈判建立联合政府。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崩得分子在断定代表大会的多数支持布尔什维克之后，退出了大会。10月26日（11月8日）凌晨3时许，代表大会听取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关于占领冬宫和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报告，随后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会议在凌晨5时15分结束。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0月26日（11月8日）晚9时开始。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以绝大多数票（有1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代表大会组成了工农政府——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政府名单上全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01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62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9人，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6人，乌克兰社会党人3人，社会革命党人最高纲领派1人。代表大会还决定，农民苏维埃和部队组织的代表以及退出大会的那些集团的代表可以补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前线废除死刑、在军队中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立即逮捕前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等决定。10月27日（11月9日）凌晨5时15分，代表大会闭幕。——5。





[6]

 指1917年6月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这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多数。——5。





[7]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1838年5月在伦敦公布。宪章提出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议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11。





[8]

 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11。





[9]

 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1917年3月14日（27日）会议通过的《告世界人民书》。这个宣言于3月15日（28日）刊载在《真理报》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上。——12。





[10]

 海军起义指发生在1917年8月的德国水兵起义。这次起义由以“弗里德里希大帝号”军舰水兵马克斯·赖希皮奇和阿尔宾·克比斯为首的革命水兵组织领导。6月中旬，这个组织通过了争取民主和平和准备起义的决议。8月初开始公开行动。停泊在威廉港的“卢伊特波尔德摄政王号”战列舰上的水兵自行登岸，要求释放早些时候因罢工而被捕的同志。8月16日，“威斯特伐利亚号”军舰上的司炉拒绝工作。与此同时，正在海上航行的“纽伦堡号”巡洋舰全体人员举行了起义。水兵运动扩大到了威廉港几个分舰队的舰艇。这次起义遭到残酷镇压，领导人赖希皮奇和克比斯被枪决，约有50名积极参加者被判处长期苦役。——13。





[11]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社会革命党人部长曾派讨伐队镇压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人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7。





[12]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вег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是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日报），1917年5月9日（22日）—1918年1月在彼得格勒出版，编辑为瑙·雅·贝霍夫斯基。该报代表社会革命党右翼的观点，敌视十月革命。因进行反革命宣传被苏维埃政权查封。——18。







《列宁全集》第33卷


工人监督条例草案[13]


（1917年10月26日或27日〔11月8日或9日〕）

1．在工人和职员（共计）人数不少于5人，或年周转额不少于1万卢布的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农业等企业中，对一切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储藏和买卖事宜应实行 
工人监督

 。

2．企业较小，可由全体工人和职员直接实行工人监督者，则直接实行，否则，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实行，代表应 
立即

 在全体大会上选出，作出选举记录，并将当选人名单报告政府和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3．非经工人和职员选出的代表许可，绝对禁止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或生产部门（参看第7条）停工，以及对生产进度作任何改变。

4． 一切
 账簿和文据，以及 一切
 仓库和库存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等，应毫无例外，一律对选出的代表公开。

5．工人和职员选出的代表所作的决定，企业主必须服从，只有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有权加以撤销。

6．在一切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里， 
一切

 企业主和 
一切

 由工人和职员选出实行工人监督的代表，均应对国家负责，维持严格的秩序和纪律，并保护财产。凡玩忽职守、隐瞒存货和报表等等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判处5年以下的徒刑。

7．凡为国防服务以及与生产人民大众生活必需品有关的企业，都是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

8．工人监督细则，由各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以及职员委员会代表会议的代表联席会议制定。





	载于1929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2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0—31页

















[13]《工人监督条例草案》于1917年10月26日或27日（11月8日或9日）在有列宁参加的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基本上通过，随后于10月27日提交人民委员会审查。人民委员会委托弗·巴·米柳亭和尤·拉林在两天之内制定出工人监督条例的详细草案。但他们制定出来的草案违背了列宁提出的革命工人监督的任务，例如草案没有写进企业主必须服从工人监督机构的决定这一最重要的条款。列宁的草案是后来制定工人监督法案的基础，这一草案经过补充之后于11月1日（14日）发表在《工农临时政府报》第3号上，标题为《工人监督法草案（提交劳动委员会审查稿）》。在进一步讨论草案的过程中，有人提议由国家机关代替正在各地成立的工人监督机构和只在最大的工厂、铁路等企业建立工人监督机构。列宁坚决主张普遍实施工人监督，充分发挥工人的主动精神。草案的定稿工作委托给了在11月8日（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成立的专门委员会。11月14日（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了专门委员会提出的草案并通过了《工人监督条例》这一法令。列宁草案的基本原则都体现在这个条例中。这个法令发表于11月16日（2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27号。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对准备工业国有化起了重大作用。——24。









《列宁全集》第33卷


同赫尔辛福斯在直达电报中的谈话

（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


1

同芬兰赫尔辛福斯陆军、海军和

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

亚·李·舍印曼的谈话

——您可以代表陆海军区域委员会说话吗？


——当然可以。


——您能马上尽可能多调一些雷击舰和其他军舰到彼得格勒来吗？


——我们立即请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来，因为这纯粹是海军方面的事情。


——彼得格勒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有消息说，克伦斯基的军队已经迫近，并占领了加特契纳，因为一部分彼得格勒的军队已经疲乏不堪，所以迫切需要最迅速最有力的增援。


——还有什么情况？


——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们表示准备出发和战斗的决心，而不是询问“还有什么情况”


——这似乎没有必要再重复：我们已经表明过决心，因此，一切都会见诸实际行动。


——你们有机关枪和备用的步枪吗？有多少？


——区域委员会军事部主任米哈伊洛夫在这里。他会告诉您芬兰军队的情况。



2

同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

军事部主任米哈伊洛夫的谈话


——你们需要多少战士？


——能派出多少我们就要多少，但是必须忠实可靠，有作战的决心。这样的人你们有多少？


——将近5000。可以马上派去，他们一定能打。


——用最快的速度运送，能保证在几小时内到达彼得格勒？


——从现在起，最多24小时。


——走陆路吗？


——走铁路。


——你们能够保证他们的粮食供应吗？


——行。粮食很多。而且还有大约35挺机关枪；我们还可以在不影响这里的局势的情况下调去少数野战炮兵。


——我代表共和国政府坚决请求你们立即调派，同时还请您回答：你们知道不知道新政府成立的消息，你们那里的苏维埃对新政府的态度怎样？


——现在只是从报纸上看到了政府成立的消息。我们这里对于已转到苏维埃手中的政权表示热烈欢迎。


——那就是说，陆军可以马上出发，而且可以保证他们的粮食供应？


——是的，我们马上调派，并供给他们粮食。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电报机旁边，因为德宾科在今天晚上10点钟到彼得格勒去了。



3

同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

尼·费·伊兹迈洛夫的谈话

——你们能够调来多少艘雷击舰和其他军舰？


——可以调去“共和国号”战列舰和两艘雷击舰。


——他们也是由你们供应粮食吗？


——我们海军有粮食，可以供应他们。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所有被调去的雷击舰和“共和国号”战列舰定会完成自己的保卫革命的任务。关于派遣武装力量的问题，请放心。我们绝对执行。


——要过几小时？


——最多18小时。是否必须马上派出？


——是的。政府绝对认为必须立即派来，让战列舰驶入莫尔斯科伊运河，并尽可能靠近河岸。


——战列舰是一艘装有12英寸口径大炮的巨型舰只，不能靠近河岸，否则，敌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夺去。这个任务装有小炮和机关枪的雷击舰就可以执行。至于战列舰，它大概只能停在停泊场或“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旁边，因为它的大炮射程达25俄里，——总之，水兵和指挥人员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雷击舰应该开到涅瓦河的雷巴茨科耶村附近，以便保护尼古拉路以及通向这条路的一切要冲。


——好，一定完成这一切任务。还有什么事？


——“共和国号”上有无线电收发报机吗？在途中能同彼得格勒联系吗？


——不仅“共和国号”上有，而且雷击舰上也有，它们能同埃菲尔铁塔取得联系。总之，我们保证很好地完成一切任务。


——这么说，我们可以期望这几艘舰艇立刻出发了？


——是的，可以。现在我们就下紧急命令，让这几艘舰艇按时到达彼得格勒。


——你们有备用的枪支和弹药吗？尽量多送一些来。


——有，但是在舰艇上的不多，我们把现有的都送去。


——再见，祝您好。


——再见，您是？您贵姓？


——列宁。


——再见。我们现在就执行任务。






	载于1922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0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2—35页















《列宁全集》第33卷


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和发言[14]


（1917年10月29日〔11月11日〕）

报道





	· 1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 2 关于部队装备问题的发言


· 3 关于建立城市秩序问题的发言














1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政治形势用不着多讲了。现在政治问题简直就是军事问题。十分明显，克伦斯基收罗了科尔尼洛夫分子，因为除了他们就再没有人可以依靠了。他们在莫斯科虽然占据了克里姆林宫，却控制不了住着工人和一般贫民的城边地区。在前线，没有人拥护克伦斯基。甚至动摇分子，例如铁路工会会员，也表示拥护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

绝大多数的农民、士兵和工人都拥护和平政策。

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而且根本不是“政党的”政策，而是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政策，是大多数人民的政策。我们不是在实行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我们在土地问题上的纲领也完全取自农民的委托书。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退出了，这不能怪我们。我们曾经建议同他们分掌政权，可是他们却要等与克伦斯基的这场斗争有了结果再说。

我们曾经邀请大家都来参加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5]声明，他们愿意支持苏维埃政府的政策。至于不同意新政府的纲领这一点，他们连提也不敢提。

在地方上人们还相信《人民事业报》[16]之类的报纸。但是我们这里大家都知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由于成了少数才退出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是知道这一点的。他们知道，我们愿意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我们没有把任何人排除于苏维埃之外。他们不愿意同我们一起工作，这对他们更不利。士兵和农民群众是不会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走的。我毫不怀疑，在任何工人和士兵的集会上，十分之九的人会拥护我们。

克伦斯基的尝试同科尔尼洛夫的尝试一样，是一种可怜的冒险。但是目前形势是困难的。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整顿粮食工作，制止战争的灾难。我们不能等待，我们对克伦斯基的叛乱一天也不能容忍。如果科尔尼洛夫分子组织新的进攻，他们将遭到今天士官生暴动所遭到的那种回击。让士官生去抱怨自己吧！我们夺取政权几乎没有流血。要说有牺牲，那也只是我们方面的牺牲。新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正是全体人民所期望的政策。这种政策新政府并不是从布尔什维克那里取来的，而是从前线的士兵，从农村的农民，从城市的工人那里取来的。

关于工人监督的法令这几天就要公布。我再说一遍：目前政治局势就是军事局势。我们决不能听任克伦斯基取得胜利，否则就不会有和平，不会有土地，不会有自由。我毫不怀疑，刚刚胜利地完成起义的彼得格勒的士兵和工人，是一定能够把科尔尼洛夫分子镇压下去的。我们有缺点，用不着否认。由于这些缺点，我们受到了某些损失。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克服的。我们一小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我们必须自己组织起来，成立司令部，这是今天就必须做的事情。只要组织起来，我们就能够保证在几天之内，也许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胜利。

根据工兵农代表的意志建立起来的政府，决不容许科尔尼洛夫分子嘲弄自己。

目前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就是组织司令部，集中一切物质力量，保证供给士兵一切必需品；为了使一切能象过去一样胜利地发展，必须进行这些工作，一小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





2

关于部队装备问题的发言

大混乱的时期结束了。司令部的司令已经任命，并且马上就要正式宣布。犹豫动摇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们曾痛感缺少军事秩序和联系。但是现在证明，部队是十分团结的，士气是高昂的。你们必须自己动手，自己检查每一个行动，交办的事情是不是办好了，同工人组织有没有联系上等等。在这方面工人是会来帮助你们的。我想对你们提出一个建议：不要依赖任何人，要通过监察委员会或团队代表来检查每一个消息，检查命令执行了没有，关于军需储备的报告确实不确实。你们要亲自动手，亲自检查一切，对每一种军需储备、每一个步骤都要考虑到，——这是成功的最可靠的保证。





3

关于建立城市秩序问题的发言

我完全赞成前面所讲的意见：工人应该担负一部分城市警卫工作。在这件协同进行的工作中，士兵要教工人掌握武器。实行普遍的人民武装，取消常备军，这是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忽视的任务。如果能把工人居民吸引进来，工作就比较容易了。同志们建议每天聚会一次，这是切实可行的。俄国革命提供了许多新的、任何革命不曾有的东西，这样说是正确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这种机关就是过去所没有的。你们应当同工人打成一片，资产阶级至今一直不能正常供应的东西，他们都能供应你们。每一个部队都必须同工人组织一起设法把你们这次作战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储备起来，不要等待上面的指令。从今天晚上起就应当独立地担负起这项任务。不必等待司令部的指示，让各部队自己出主意。你们有一种资产阶级从来没有过的办法，资产阶级唯一的办法是采购，而你们可以同生产这一切东西的工人直接联系。





	载于1917年10月31日（11月13日）《真理报》第17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6—40页

















[14]这是有关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会议的一组文献。这个会议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在1917年10月29日（11月11日）召开的，主要研究反击反革命力量、保卫彼得格勒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40名部队代表。会议议程为：通报情况，成立司令部，武装军队，建立城市秩序。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并就议事日程中其他问题发了言。会议的一些参加者就各地情况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告彼得格勒士兵书。——30。



[15]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于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31。



[16]《人民事业报》（《Дело　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日报），1917年3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6月起成为该党中央机关报。先后担任编辑的有Ｂ．Ｂ．苏霍姆林、维·米·切尔诺夫、弗·米·晋季诺夫等，撰稿人有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亚·费·克伦斯基等。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号召工农群众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继续帝国主义战争、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该报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鼓动用武力反抗革命力量。1918年1月14日（27日）被苏维埃政府封闭。以后曾用其他名称及原名（1918年3—6月）出版。1918年10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社会革命党叛乱分子占领的萨马拉出了4号。1919年3月20—30日在莫斯科出了10号后被查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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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通电

（1917年10月30日〔11月12日〕）


致全体公民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组成了新的苏维埃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已经被推翻，其成员已经被逮捕。克伦斯基逃跑了。所有机关已经掌握在苏维埃政府手里。在10月25日提出保证后获释的士官生，在10月29日举行了暴动。暴动当天就被镇压下去了。克伦斯基和萨文柯夫率领士官生和一部分哥萨克用欺骗的方法钻进了皇村。苏维埃政府已经动员武装力量来粉碎科尔尼洛夫分子对彼得格勒的新的进攻。一支以“共和国号”装甲舰为首的舰队已奉命调往首都。[17]克伦斯基的士官生和哥萨克动摇了。被俘的克伦斯基人员肯定地对我们说，哥萨克是受骗的，他们一旦了解真相，就不会再开枪。苏维埃政府尽量设法防止流血。如果流血无法避免，如果克伦斯基的部队仍要开枪，苏维埃政府将毫不犹豫地采取无情的措施来粉碎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分子的新的进攻。

我们通知你们，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闭幕，它通过了两项重要的法令：（1）立即把所有的地主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掌握；（2）提出缔结民主和约。






	苏维埃政府主席
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17年10月30日（11月12日）《工农临时政府报》第2号和1917年10月3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1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1页

















[17]这句话在播发时作了改动。“共和国号”战列舰和“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巡洋舰的收报记录本上记的是：“忠于革命事业的波罗的海舰队已来支援起义的人民了。”这是因为“共和国号”战列舰未出动，前往彼得格勒的是“奥列格号”巡洋舰和“胜利者号”驱逐舰。——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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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守则草稿

（1917年10月底）

1．国营、公营和私营工业等大型企业（雇佣工人不少于5人）中的全体职员，必须完成其所担负的工作，非经政府、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或工会特别许可，不得擅离职守。

2．凡违反第1条的规定，以及在向政府和政权机关交出文书和报表方面或在为公众和国民经济服务方面玩忽职守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判处5年以下的徒刑。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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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1917年11月1日〔14日〕）

记录[18]




1

列宁同志认为，加米涅夫的政策应当立即执行。现在不必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谈判[19]。必须派军队到莫斯科去。他提出关于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没有参加苏维埃，也不能让它参加；苏维埃是群众自愿组成的机关，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没有群众基础。


2

列宁同志认为，谈判本来应该成为军事行动的外交掩护。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就是消除动摇分子的动摇，而且我们自己要坚决果断。必须援助莫斯科人，这样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


3


列宁同志
 ：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现在是结束动摇的时候了。很明显，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站在卡列金分子和科尔尼洛夫分子那一边。我们决不能动摇。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军队都拥护我们。这里谁也无法证明基层群众反对我们；或者是同卡列金的代理人站在一起，或者是同基层群众站在一起。我们应该依靠群众，应该派鼓动员到农村中去。我们曾经要求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把军队运往莫斯科，可是它拒绝了，我们应当向群众呼吁，群众一定会把它抛弃的。





	载于1922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0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3页

















[1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有两种：一种是秘书的原始记录，记在单张纸上，包括1917年10月10日（23日）—1918年2月24日的记录；另一种是中央书记处的记录，记在记录本上，包括1917年8月4日（17日）—1918年2月24日的记录。本卷收载的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在俄文原本中是按秘书的原始记录刊印的，并根据中央书记处的记录作过校订，只有1917年11月29日（12月12日）和12月11日（24日）的发言是按中央书记处的记录刊印的。——38。



[19]这里说的是布尔什维克参加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就政府组成问题进行谈判一事。



1917年10月29日（11月11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建立新的、从布尔什维克到人民社会党人都有代表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并出面召开关于政府组成问题的会议。孟什维克护国派、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邮电职员联合会、彼得格勒市杜马、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列·波·加米涅夫和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受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委托参加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也派了自己的代表达·波·梁赞诺夫等人出席。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认为，关于扩大政府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问题的一切谈判，都应在承认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活动纲领的基础上进行。然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妄想在联合政府中居领导地位，并利用它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坚持建立由他们领导的组织的代表占优势的“人民会议”来取代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要求成立以维·米·切尔诺夫或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为首的新政府。参加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采取了妥协立场，没有反对讨论这些建议。



11月1日（14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会议讨论了同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的谈判和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行为问题。大多数中央委员谴责妥协立场，建议中断谈判或是使谈判具有最后通牒性质。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参加关于政权问题的会议的唯一目的是揭露建立联合政权的企图的荒谬性，并最终停止谈判。11月1日（14日）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谈判进行情况，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根据中央11月1日（14日）决议的精神起草的决议，11月2日（15日），党中央又通过了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见本卷第40—42页）。但是加米涅夫、格·叶·季诺维也夫、阿·伊·李可夫、弗·巴·米柳亭、尤·拉林、梁赞诺夫等人坚持对抗中央的路线。在11月2日（15日）深夜举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言要求重新审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协议条件的决议时，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了一项与中央委员会11月2日（15日）决议背道而驰的决议案，要求改变政府组成，使布尔什维克在政府中只占一半席位。反对派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这一决议案投了赞成票。在中央委员会多数于11月3日（16日）向反对派少数提出最后通牒（见本卷第43—45页）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米柳亭和维·巴·诺根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后3人和伊·阿·泰奥多罗维奇并辞去了人民委员职务。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再次写信向反对派的首领提出最后通牒，并在《真理报》发表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谴责反对派的逃兵行为（见本卷第66页和第67—71页）。——38。









《列宁全集》第33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

（1917年11月2日〔15日〕）

中央委员会认为，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此有必要把会上显露出来的两种立场记录在案。

（1）中央委员会认为，中央内部形成的反对派一再发表绝非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说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不可能成功，必须向苏维埃组织中明显的少数派所提出的最后通牒和退出的威胁让步，这样就是违反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和决议，暗中破坏刚建立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从而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根本立场，完全背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2）中央委员会认为，反对派必须对阻碍革命工作，对目前等于犯罪的动摇负完全责任，中央委员会请反对派放下他们所不相信的实际工作，而把自己的争论意见和自己的怀疑论搬到报刊上来谈。因为反对派无非是被资产阶级吓倒了，是反映了倦怠的（而不是革命的）那部分居民的情绪。

（3）中央委员会确认，既然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在没有将任何人排斥在大会之外的情况下，把政权交给了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那么，拒绝这个政府，就不可能不背叛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4）中央委员会确认，采用小商贩讨价还价的办法以求让非苏维埃类型的组织，即不是由为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而斗争的群众的革命先锋队自愿结合的组织并入苏维埃，就不可能不背叛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5）中央委员会确认，对苏维埃中少数派的最后通牒和威胁让步，不仅等于完全背弃苏维埃政权，而且等于完全背弃民主制，因为这种让步就等于多数派害怕运用自己的多数，就等于屈服于无政府状态，纵容任何少数派再提出最后通牒。

（6）中央委员会确认，它没有将任何人排斥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外，即使在目前它也十分愿意让退出的人再回来，愿意承认他们在苏维埃范围内的联合，因此，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不愿意同任何人分掌政权，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

（7）中央委员会确认，在现政府成立的那一天，在成立前几小时，中央委员会曾邀请三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出席自己的会议，并正式建议他们参加政府。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了，虽然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但他们仍然必须对不能达成协议负完全责任。

（8）中央委员会提请注意，由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并经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表示苏维埃要增补前线来的士兵和各地农村来的农民，因此，硬说布尔什维克政府反对同农民联合，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相反，中央委员会声明，我们政府的土地法完全是按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书照抄的，这实际证明，布尔什维克有极大的诚意，愿意实现同俄国居民大多数的联合。

（9）最后，中央委员会确认，不管有多少困难，只要坚定不渝地继续贯彻现政府的政策，社会主义在俄国和在欧洲的胜利是有把握的。中央委员会对这次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希望所有的怀疑派和动摇分子抛弃一切动摇，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地支持这个政府的活动。






	　　列宁
载于1917年11月4日（17日）《真理报》第180号（无前三点）

全文载于193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30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4—46页

















[20]决议的头3点在手稿中被勾掉。看来决议先逐点表决，因为页边上有列宁记的表决结果。在最后一页的背面上写着：“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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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21]


（1917年11月3日〔1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完全赞同人民委员会迄今执行的政策，认为必须向中央委员会少数派作以下坚决的声明：

由列宁同志提出的、中央委员会昨天（11月2日）通过的决议 
［注：见本卷第40—42页。——编者注］

 已经规定了我党目前的政策。决议宣布，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既然代表千百万工人、士兵和农民，根据我们的纲领，把政权交给了我党的代表，那么，强迫我党放弃政权的任何企图都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我们从反对妥协的整个斗争中得出的这一基本的策略路线，曾经是我们推翻克伦斯基政府的起义的指南，现在是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实质，它又一次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赞同，全体党员首先是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但是少数派的代表，不论在昨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以前，或者在会议以后，始终执行一条公然反对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瓦解我们自己队伍的政策，在必须表现最大的坚定性和不可动摇性的时刻，他们却在制造动摇。

例如，在昨天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在少数派中央委员直接参加下，布尔什维克党团竟公然投票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关于我党在政府中的代表人数和代表人选问题的决定）。如此骇人听闻的破坏纪律的行为是这些中央委员背着中央干的，是在这几位反对派的代表在中央挑起了好多小时的争论之后干的，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出，反对派想用纠缠的办法掌握党的机构，在党的命运、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党的工作的最近结果的时候，他们却在暗中破坏党的工作。

我们不能也不愿对这种情况负责。

在向中央委员会少数派作这个声明的同时，我们要求少数派以书面形式明确地回答：少数派是不是保证服从党的纪律并执行列宁同志提出的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中所制定的政策？

如果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或者含糊不清的回答，我们将立即请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对以下建议加以抉择：

或者是党不得不委托目前的反对派和他们的同盟者（为了这些人，反对派现在正在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暗中破坏）一道组织新政权，那时我们将认为我们不受这个只会造成动摇、软弱和混乱的新政权的任何约束。

或者是党赞同中央委员会昨天的决议中提出的唯一可行的革命路线（我们对这一点毫不怀疑），那党就应当坚决要求反对派代表到我们党组织以外去搞他们的瓦解工作。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结局。当然，分裂会是一件极可悲的事。但是现在开诚布公地分裂要比在内部进行暗中破坏、撕毁自己的决议、进行瓦解活动和散布沮丧情绪好得多。不管怎样，我们一分钟也不怀疑，如果把我们的意见分歧（基本上是重复我们同“新生活派”[22]和马尔托夫派的意见分歧）交给群众来评判，我们的政策保证会得到革命的工人、农民、士兵的无条件的、奋不顾身的支持，而使动摇的反对派在最短期间陷入软弱无力的孤立境地。





	载于1922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7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7—49页

















[21]这个最后通牒是向坚持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政党分掌政权的少数中央委员发出的。在最后通牒上签名的，除列宁外，还有安·谢·布勃诺夫、费·埃·捷尔任斯基、阿·阿·越飞、马·康·穆拉诺夫、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格·雅·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列·达·托洛茨基和莫·索·乌里茨基。——43。



[22]新生活派是在《新生活报》周围形成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集团。《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ъ》）是俄国报纸（日报），由一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聚集在《年鉴》杂志周围的作家创办，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起增出莫斯科版。出版人是阿·谢列布罗夫（阿·尼·吉洪诺夫），编辑部成员有马·高尔基、谢列布罗夫、瓦·阿·杰斯尼茨基、尼·苏汉诺夫，撰稿人有弗·亚·巴扎罗夫、波·瓦·阿维洛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等。在1917年9月2—8日（15—21日）被克伦斯基政府查封期间，曾用《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十月革命以前，该报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时而反对临时政府，时而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在评论新生活派时指出，“掩盖无原则性、又表现无原则性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情绪”是他们的主导情绪（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00页）。该报对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查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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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1917年11月3日〔16日〕）

列宁同志反对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达成任何协议，这个执委会明天就要被下层用革命手段推翻。必须从彼得格勒派遣有创造精神的、有组织能力的革命力量即水兵增援莫斯科。粮食问题：我们已从北方得到保证。占领莫斯科并从下面推翻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以后，我们将从伏尔加河流域得到粮食供应。





	载于1927年11月6—7日《真理报》第255号尼·哥尔布诺夫《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机构是怎样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建立起来的》一文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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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23]


（1917年11月4日〔17日〕）

资产阶级认为，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报刊。这种霸占的实际结果是使包括最自由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卖身投靠的报刊。

工农政府认为，出版自由就是使报刊摆脱资本的压迫，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如1万人）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应数量的纸张和相应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

这一目的同劳动者摆脱资本压迫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工农临时政府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设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定期刊物同资本的联系，调查它们的经费和收入的来源，捐助者是哪些人，它们弥补赤字的方法直至报馆的整个经济情况。凡对调查委员会隐瞒账簿或其他文据者，凡显系谎报情况者，均将受到革命法庭的制裁。

所有报馆的业主、股东和职员必须立即向设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学校的调查报刊同资本的联系、报刊对资本的依赖关系的 调查委员会
 提出有关上述问题的书面报告和材料。

调查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注：手稿中此处留有填写名单的空白。——俄文版编者注］



委员会有权补充人员，传讯鉴定人和证人，要求公开各种账簿等等。





	载于1932年11月7日《真理报》第30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51—52页

















[23]《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是因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7年11月4日（17日）会议讨论出版问题而写的。



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封闭了进行反革命煽动的《言语报》、《日报》等资产阶级报纸。第二天，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出版问题的法令。11月4日（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出版问题时，尤·拉林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安·卢·柯列加耶夫、弗·亚·卡列林、普·佩·普罗和等人反对该法令。列宁针对他们的发言，说明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采取的措施的必要性（见本卷第49—51页）。会议以多数票（34票赞成，24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关于无保留地支持人民委员会的出版政策的决议案。列宁写的决议草案没有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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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献

（1917年11月4日〔17日〕）





	
1 关于出版问题的讲话

2 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



3 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而作的发言



4 关于一部分人民委员声明退出人民委员会问题的讲话和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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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版问题的讲话

卡列林同志要我们相信，他走的那条道路是通向社会主义的。但是他那样走向社会主义其实是退着走。托洛茨基说得对：为了出版自由，士官生曾经举行过暴动，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宣布了战争。这次社会革命党人的表现既不象社会主义者，也不象革命者。在这一星期中，所有的电报局都曾被克伦斯基占据。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也站在他们那边。但是他们没有军队。实际表明，军队是拥护我们的。一小撮人挑起了国内战争。这场战争并没有结束。卡列金的部队正在逼近莫斯科，突击队[24]正在逼近彼得格勒。我们不愿意进行国内战争。我们的军队表现了很大的克制。他们等待过，没有开枪，是突击队先打死了我们的三个人。我们对克拉斯诺夫采取的措施是宽大的。他只是被软禁在家里。我们反对国内战争。但是，如果国内战争还是要打下去，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托洛茨基问得好：你们是替谁说话。我们问克拉斯诺夫能不能担保卡列金不再打了。他自然回答说不能。既然敌人不停止敌对行动，我们怎么能停止追击敌人的措施呢？

只要有人向我们提出媾和的条件，我们就谈判。可是目前建议我们媾和的人是一些在媾和问题上作不了主的人。这不过是些漂亮话罢了。《言语报》[25]本来就是卡列金派的报纸。我们完全可以假定社会革命党人是有诚意的，但是他们背后毕竟还有卡列金和米留可夫。

士兵们、工人们！你们愈坚定，我们的成绩就愈大。不然有人会对我们说：“他们要放走米留可夫，可见还不怎么坚强。”我们早些时候就声明过，我们一旦取得政权，就要查封资产阶级报纸。容许这些报纸存在，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了。谁主张“开放资产阶级报纸”，谁就是不了解我们正在大踏步地向社会主义前进。沙皇制度被推翻后，维护沙皇制度的报纸就被封闭了。现在我们粉碎了资产阶级的桎梏。社会革命不是由我们凭空臆造的，而是由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宣布的，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一个人反对，一致通过了宣布社会革命的法令。资产阶级宣布自由、平等、博爱。工人说：“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个。”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在倒退。”不对，同志们，是社会革命党人倒退到克伦斯基那里去了。有人对我们说，我们的决议里有新东西。当然，我们提出了新东西，因为我们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党人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发言的时候，也曾有人嘲笑他们标新立异。

私人广告应该实行垄断。印刷工会会员是从吃饭问题着眼。我们给他们饭吃，但是要通过另一种方式。我们不能给资产阶级诬蔑我们的机会。必须立即任命一个委员会以调查资产阶级报纸对银行的依赖关系。这些报纸需要的是什么自由？是购买大批纸张、雇用许多下流作家的自由吗？我们应当屏弃这种依赖资本的出版自由。这是一个有原则意义的问题。既然我们要进行社会革命，我们就不能在卡列金的炸弹上再加上造谣诽谤的炸弹。

我们的法案当然是有缺点的。但是各地苏维埃都将因地制宜地实行。我们不是官僚主义者，我们不愿象旧衙门那样到处死搬硬套。我记得社会革命党人说过：农村里知道的事情极少，而且都是从《俄罗斯言论报》[26]看来的。可见，我们过去把报纸留在资产阶级手中是错误的。必须前进，向新社会前进，必须象我们在2—3月间对待黑帮报纸那样对待资产阶级报纸。





2

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

列宁同志回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质问[27]。他提醒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天就建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加入新政府，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党团自己拒绝同布尔什维克合作，不愿意在这些艰难的、危急的日子里同它的左邻分担责任。

新政权虽然严格遵守一切程序，仍会遇到种种作难的事情，它在自己的活动中就顾不了这么多了。当时情况十分严重，不允许有一点拖延。不能浪费时间去精雕细琢，因为这只是表面的修饰，丝毫不会改变新措施的实质。就是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也曾不顾一切形式上的困难，在一次大会上通过了两项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律。尽管用资产阶级社会的眼光来看，这些法律有形式上的缺点，但是，政权在苏维埃手中，苏维埃可以作必要的修改。克伦斯基政府那种罪恶的无所作为，使国家和革命濒于灭亡；拖延确实等于自取灭亡，新政权颁布了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希望的法律，从而在新的生活方式的发展道路上立下了里程碑。各地苏维埃可以因地、因时制宜，修改和扩充政府所制定的基本条例。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让工人着手在自己的工厂建立工人监督吧，让他们用工业品来供应农村，换取粮食吧。每一件产品、每一俄磅粮食都应当计算到，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计算。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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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而作的发言


（1）

列宁谈到了对人民委员会提出的一些具体的指责。关于穆拉维约夫的命令[28]，人民委员会只是从报上知道的，因为总司令根据他的权限有权颁发紧急命令。这个命令在内容上同新政权的精神没有丝毫抵触，但是它的措辞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把它撤销了。其次，你们批评土地法令。然而这个法令是符合人民要求的。你们责备我们的法令写得过于简略。那你们的草案、修正案和决议案在哪里呢？你们的立法创造的成果在哪里呢？你们有过立法的自由。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成果。你们说我们是极端分子，那么，你们呢？你们是议会中阻碍议事的行为的辩护士，即过去所谓的讼棍伎俩的辩护士。如果你们不满意的话，就去召开新的代表大会吧，去吧，但是不要说什么政权崩溃了。政权属于我们的党，属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党。就让我们的某些同志去拥护同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政纲吧。但是莫斯科的工人群众是不会跟李可夫和诺根走的。普罗相同志说，在芬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群众保持着联系，他们认为革命社会主义的整个左翼必须紧密地合作。我们这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愿和我们联合起来，那只能说明他们遭到了和自己前辈护国派一样的命运。他们脱离了人民。


（2）

列宁和托洛茨基举了历次党代表大会的例子，认为他们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因此声明将参加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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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部分人民委员声明退出人民委员会问题的讲话和决议案

列宁同志反驳前面几个发言人。他指出，“西欧可耻地保持沉默”[29]这种说法，出自国际主义者之口，是不能容许的。只有瞎子才看不见德国和西欧的工人群情激愤。德国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社会党知识分子，也象其他各国一样，大多数都是护国派。但是无产阶级的下层却违反自己上层的意志，准备响应我们的号召。统治着德国陆军和海军的残暴的纪律并没有阻止住反政府分子的起事。德国海军的革命水兵事先就知道他们的尝试一定会失败，但仍然不惜英勇牺牲，只求自己的牺牲能唤醒人民中还在沉睡的起义思想。斯巴达克派[30]正在日益紧张地展开自己的革命宣传活动。为无产阶级的理想进行不倦斗争的战士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的声望愈来愈高了。

我们坚信西欧一定会发生革命。我们知道西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按定单制造革命当然是不行的。难道我们在去年12月就能确切知道将要发生的二月事变吗？难道我们在9月里就肯定知道一个月以后俄国的革命民主派将完成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吗？我们知道旧政权正处在火山上。根据许多迹象，我们可以揣测到，地层下的巨大活动正在人们内心深处进行着。我们已经感到空中雷电密集。我们知道它必将爆发为一场冲掉一切污秽的大雷雨。但是我们不能预言这场雷雨在哪一天下，在几点钟下。我们的这种情景今天也能在德国看到了。那里，人民群众暗中的不满正在增长，它必然会酿成人民的运动。我们不能用法令来制造革命，但是我们能够促进革命。我们将在战壕里举行有组织的联欢，将帮助西欧各国人民发动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来扎克斯同志又说到用法令来建立社会主义。难道现在的政权没有号召群众自己去创造更好的生活方式吗？用加工工业的产品交换粮食，对生产实行严格的监督和计算，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开端。是的，我国将成为劳动的共和国。不劳动者不得食。

其次，我们党的孤立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个别知识分子离开党。但是农民对我们的支持与日俱增。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

接着，列宁同志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下列决议案：

中央执行委员会责成人民委员会在召开下次会议之前提出内务人民委员、工商业人民委员的人选，并提议由柯列加耶夫同志担任农业人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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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突击队是俄国军队中一种由志愿人员组成的部队。这种部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俄军进攻力普遍低落的情况下组建的，在亚·费·克伦斯基当政时期，有若干个特种突击团，甚至还有一个女兵突击营。实行这一措施并没有提高俄军的士气。突击队本身后来变成了反革命的工具。——49。



[25]《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9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50。



[26]《俄罗斯言论报》（《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是俄国报纸（日报），189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第1号为试刊号，于1894年出版）。出版人是伊·德·瑟京，撰稿人有弗·米·多罗舍维奇（1902年起实际上为该报编辑）、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彼·德·博博雷金、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瓦·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等。该报表面上是无党派报纸，实际上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曾拥护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家公开的反革命报纸。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查封，其印刷厂被没收。1918年1月起，该报曾一度以《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的名称出版，1918年7月最终被查封。——51。　



[27]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7年11月4日（17）会议上，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就人民委员会未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公布一系列法令一事向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提出质问；在列宁作了答复后又认为答复不能令人满意。莫·索·乌里茨基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了完全信任人民委员会的决议案。在这一决议案表决之前，左派社会革命党声明：人民委员作为当事人不应当参加投票。列宁对这一声明作了回答（见本卷第55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了赞同人民委员会活动的决议。——52。



[28]指彼得格勒城防部队总司令米·阿·穆拉维约夫1917年11月1日（14日）发布的第1号命令。命令号召士兵、水兵、赤卫队无情地、毫不犹豫地镇压犯罪分子。由于命令的措辞可能引起不良影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1月2日（15日）的会议上建议内务人民委员部撤销这个命令。——54。



[29]这句话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Г．Д扎克斯说的。他在为赞成建立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维·巴·诺根、阿·伊·李可夫、弗·巴·米柳亭等人辩护时说：他担心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仍然是孤立的，因为“西欧可耻地保持沉默”。——56。



[30]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创建人和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这个杂志是团结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中心。1916年1月1日，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年—1918年10月，该派定期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因此该派也被称为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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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前线代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1917年11月4日〔17日〕）


报道

我今天不能作大报告，只能简略地谈一谈新政府的状况，它的纲领和任务。

你们都知道，实行和平政策、立即提议媾和是大家一致的要求。在全欧洲，在我国，没有一个资产阶级部长不曾许下和平的诺言；俄国士兵已经看透了他们这些诺言的虚伪性；他们答应士兵实行和平政策，但是没有提议媾和，反而驱使士兵去进攻。我们认为，我们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立即提议媾和，并且已经这样做了。

列宁同志说明了新政府建议根据什么条件媾和，接着说，如果各国要保留殖民地，那就意味着这场战争永远也不会结束。出路是什么呢？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工农革命战胜资本。我们从来也没有许过愿，说把刺刀往地上一插，一下子就可以结束战争。发生战争是因为已将全世界瓜分完毕的亿万资本彼此之间发生了冲突，因此，不消灭资本的政权，就无法结束战争。

在谈到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的时候，列宁同志说他现在看到一种新的现象：农民还不相信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他们还在期待政府拿出东西来，忘记了苏维埃不是私人机关，而是国家机关。我们说，我们想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苏维埃应当取代旧官吏，全体人民都应当学习管理。挺起胸来，抬起头来，这样我们对威胁就不感到可怕了。士官生尝试过举行暴动，但是我们制服了他们；他们在莫斯科进行过屠杀，在克里姆林宫的墙头上枪杀过士兵。但是人民取得了胜利以后，不仅让敌人保持了军人的荣誉，而且还让他们保持了武器。

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用罢工来威胁我们，但是我们要向群众呼吁，我们要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想用罢工使前线的士兵和后方的人民挨饿？我深信铁路部门的无产者是不会这样做的。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抓人。是的，我们是在抓人，今天我们还抓了国家银行的经理。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采取恐怖手段，但是，我们还没有采取法国革命者所采取的那种恐怖手段，把赤手空拳的人送上断头台，我希望我们将来也不采取这种恐怖手段。我希望不采取这种手段，是因为我们有力量。我们每抓一个人，就对他说，如果你具结保证今后不再暗中破坏，我们就放了你。他们都具了结。我们的缺点是，苏维埃组织还没有学会管理，我们的大会开得太多。苏维埃应该分成若干小组，把管理工作担当起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向社会主义前进。前几天工人已经接到一个监督生产的法律[31]。按照这个法律，工厂委员会成了国家机关。工人应该立即贯彻这个法律。工人供给农民布和铁，而农民则提供粮食。我刚才见到一位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来的同志，他对我说，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情。社会主义就是计算。如果你们愿意对每一块铁和每一块布都实行计算，那就是社会主义。在生产中我们需要工程师，我们很重视他们的劳动。我们将很乐意付给他们报酬。我们暂时还不打算取消他们的特权地位。我们重视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但是，希望他们在工作中不要摆官架子，而应当同大家一样受工人监督。我们对个人没有丝毫怨恨，我们将努力帮助他们转到新的地位上来。

至于说到农民，我们主张：对劳动农民应该帮助，对中农不应该得罪，对富农则应该使用强制手段。10月25日革命以后，有人威胁过我们，说我们要被消灭。有的人被吓得魂不附体，想丢下政权逃跑，但是消灭我们的尝试没有得逞。没有得逞的原因，是我们的敌人只能够依靠士官生，而人民则支持我们。如果不是每个士兵和工人的斗志都十分高昂，政权永远也不会脱离统治者之手。政权已经转归苏维埃了。苏维埃，这是人民享有充分自由的组织。我们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权力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给的，我们仍会象过去那样行动，我们深信会赢得你们的支持。我们没有排斥过任何人。既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退出，那就是他们的罪过。我们曾经建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但是他们拒绝了。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不愿意讲价钱，我们不愿意搞二次拍卖。我们不允许市杜马这个科尔尼洛夫分子的中心参加政权。有人说我们被孤立了。虽然资产阶级对我们大肆造谣诽谤，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士兵不欢天喜地地庆贺政权转归苏维埃。我没有看到过一个农民表示反对苏维埃。贫苦农民和工人必须结成联盟，这样，社会主义就会在全世界获得胜利。（苏维埃代表起立，热烈欢呼，欢送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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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指《工人监督法草案（提交劳动委员会审查稿）》。——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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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人民书

（1917年11月5日〔18日〕）

工人、士兵、农民以及一切劳动者同志们：

工农革命驱散和逮捕了为数不多的受克伦斯基欺骗的哥萨克残部，在彼得格勒取得了彻底的胜利。革命在莫斯科也取得了胜利。从彼得格勒开出的几列军车还没有到达莫斯科，那里的士官生和其他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就接受了解除士官生武装和解散拯救委员会[32]的和平条件。

从前线和农村每日每时都传来消息，说前线的士兵和各县的农民绝大多数都拥护新政府，拥护新政府的关于建议媾和和立即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法令。工农革命的胜利已经有了保证，因为大多数人民已经起来支持这个革命。

地主和资本家，同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 
高级

 职员和官吏，一句话，一切富人以及伸手援助富人的人，都敌视新的革命，反抗革命的胜利，用停止银行业务来进行威胁，破坏或停止各个机关的工作，千方百计地、直接间接地阻挠革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每个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必然会遇到这种抵抗；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切报刊都一再指出过这一点。各劳动阶级一分钟也不会害怕这种反抗，丝毫也不会在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威胁和罢工面前表示畏缩。

大多数人民拥护我们。全世界的大多数被压迫劳动者拥护我们。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资本家和高级职员的抵抗一定会被粉碎。在国家还未颁布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的专门法令之前，我们不会剥夺任何人的财产。这项法令正在制定。任何一个劳动者和工作人员都不会失掉一个戈比，相反地，他会得到帮助。除实行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把以前所规定的捐税全部征收上来外，政府不打算再采取任何其他措施。　

为了实现这些公正的要求，绝大多数的人民已经在工农临时政府的周围团结起来了。

劳动者同志们！请记住，现在是 
你们自己

 管理国家。如果你们自己不团结起来，不把国家的 
一切事务自己

 担当起来，谁也帮不了你们。 
你们的

 苏维埃从现在起就是国家政权机关，即拥有全权的决策机关。

你们要团结在你们的苏维埃的周围。要巩固苏维埃。自己动手从下面干起来，不要等待任何人。建立最严格的革命秩序；无情地粉碎醉鬼、流氓、反革命士官生和科尔尼洛夫分子等等制造无政府状态的一切活动。

你们要对生产和产品计算实行最严格的监督。把一切胆敢危害人民事业的分子抓起来，交付人民革命法庭审判，不管这种危害的表现形式如何，是暗中破坏（损坏、阻碍、搞垮）生产、隐瞒存粮和产品、阻挠粮食运输，还是扰乱铁路运输和邮电业务，总之是千方百计地抗拒伟大的和平事业、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事业以及保证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的事业。

工人、士兵、农民以及一切劳动者同志们！把 
全部

 政权掌握到 
自己的

 苏维埃手里。象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惜和保护土地、粮食、工厂、工具、产品和运输设备，所有这一切从现在起都 
完全

 是你们的、即全民的财产了。我们在取得大多数农民的同意和赞许的情况下，根据他们和工人的 
实际

 经验，将逐步地、坚定不移地、勇往直前地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最文明国家的先进工人一定会使这个胜利得到巩固，这个胜利将使各国人民赢得持久和平，摆脱一切压迫和剥削。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17年11月5日于彼得格勒

载于1917年11月6日（19日）《真理报》第4号（晚上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65—67页

















[32]拯救委员会（社会保安委员会）是直属莫斯科市杜马的反革命组织，以进行武装斗争反对莫斯科各苏维埃为目的，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成立。拯救委员会领导了10月28日（11月10日）爆发的反革命士官生叛乱。叛乱于11月2日（15日）失败后，拯救委员会被解散。——61。









《列宁全集》第33卷


答复农民的问题[33]


（1917年11月5日〔18日〕）

为了答复农民的许多问题，必须说明国家的全部政权从此已经完全转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手中。工人革命已经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获得胜利，并正在俄国其他地方获得胜利。工农政府保证广大农民，即占农民多数的贫苦农民，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反对地主，反对资本家。

因此，从现在起一直到立宪会议召开的时候为止，农民代表苏维埃，首先是县苏维埃，其次是省苏维埃，是地方国家政权的全权机关。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 
废除

 地主土地所有制。现在的工农临时政府已经颁布了土地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地主的全部土地完全交给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

乡土地委员会必须立刻将地主的全部土地收归自己支配，实行严格的计算，维持良好的秩序，严格保护从前属于地主的财产，这些财产现在已成为全民的财产，因此人民自己应当加以保护。

乡土地委员会的一切命令，取得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同意后，都是 
法律

 ，应当无条件地立即执行。

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任命的工农政府称为人民委员会。

人民委员会号召农民自己把地方上的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工人将尽一切可能全力支持农民，安排好机器和工具的生产，但请求农民供给粮食。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17年11月5日于彼得格勒

载于1917年11月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1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68—69页

















[33]《答复农民的问题》是针对农民请愿代表给人民委员会送来的大量请愿书而写的。《答复》用打字机打出，由列宁亲笔签名，分发给请愿代表。《答复》刊登在《农村贫民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和其他报纸上，并用《给农民的指示》这个标题印成传单。1917年12月4日（17日），《答复》发表于《工农政府法令汇编》，标题为《关于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处置》。——64。









《列宁全集》第33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信

（1917年11月5日或6日〔18日或19日〕） 致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梁赞诺夫及拉林同志

　　中央委员会已经向你们政策最著名的代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过一次最后通牒，要求你们完全服从中央的决定和路线，完全停止对中央工作的暗中破坏和瓦解活动 
［注：见本卷第41—43页。——编者注］

 。你们政策的代表虽然退出了中央，但还留在党内，因此有服从中央决定的义务。然而你们不限于在党内进行批评，还在未把起义进行完毕的战士队伍中制造动摇，继续违反党的纪律，在我们党的范围以外，在苏维埃、地方自治机关、工会等组织中破坏中央的决议，阻挠中央的工作。

有鉴于此，中央不得不重申它的最后通牒，要求你们或者立即书面保证服从中央的决议，并在你们的一切言行中贯彻它的政策，或者在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前退出党的一切公开活动，辞去工人运动中的一切重要职务。

如果拒不作出上述两种保证之一，中央将不得不提出立即开除你们出党的问题。





	载于1927年《党在1917年10月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工贼行为的斗争》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7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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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

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

（1917年11月5—6日〔18—19日〕）

同志们：

大家知道，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占了多数。

这一事实是理解刚刚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在全俄各地发生并获得胜利的革命所必需的基本事实。一切拥护资本家和不自觉地充当资本家帮手的人，这些破坏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这一新革命的基本原则的人，常常忘记和回避的也正是这个事实。俄国除了 苏维埃政府
 以外，不应当有别的政府。在俄国，已经争得了苏维埃政权，因此，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经过任何革命，只要通过苏维埃的决议、苏维埃代表的改选，就可以实现。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党占了多数。因此，只有这个党组织的政府才是苏维埃政府。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成立新政府和向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新政府成员名单前数小时，曾邀请三位最著名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即卡姆柯夫、斯皮罗、卡列林同志参加自己的会议， 并建议他们
 参加新政府。我们极为遗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志们拒绝了这个建议，我们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对革命者和劳动群众的拥护者说来是不能容许的，我们随时都准备接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然而我们声明，我们作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多数党，不仅有权利， 而且
 对人民 负有义务
 组织政府。

大家知道，我党中央委员会向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清一色布尔什维克的人民委员名单，而 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清一色布尔什维克的政府成员名单
 。

因此，说什么布尔什维克政府 不是
 苏维埃政府，这种骗人的鬼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都是来自人民的敌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也只能出自他们的口。恰恰相反，现在，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直到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或直到苏维埃改选，或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新政府时为止， 只有
 布尔什维克政府方能被认为是 苏维埃
 政府。


※　　　　※　　　　※

　　同志们！我党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几个成员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诺根、李可夫、米柳亭以及其他几个人昨天，即11月4日，退出了我党中央委员会，后面三人还退出了人民委员会。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党里，虽然我们的政策方针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但也难免有个别同志在反对人民公敌的斗争中表现得不够坚定，不够果敢。现在摆在我党面前的任务的确是非常巨大的，困难也是很大的，于是有几个以前担任重要职务的我党党员在资产阶级进攻的面前动摇了，从我们的队伍中逃跑了。整个资产阶级及其所有帮手都因此而欢天喜地，幸灾乐祸，高喊布尔什维克政府已经瓦解，预言布尔什维克政府必将覆灭。同志们！不要相信这些谎话。这些退出的同志不仅抛弃了托付给他们的岗位，而且还违反了我党中央要求他们至少等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党组织作出决定后再退出的明确决定，他们的行为和逃兵一样。我们坚决斥责这种临阵脱逃的行为。我们深信，一切身为我党党员或同情我党的觉悟的工人、士兵和农民也都会坚决斥责这种逃兵行为。

可是，我们声明，我党几个上层分子的逃兵行为一分钟也不会，丝毫也不会动摇拥护我们党的 群众
 的团结，因而也不会动摇我们的党。

同志们总还记得，其中两个逃兵，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还在彼得格勒起义以前就有过逃兵行为和工贼行为，因为他们不仅在1917年10月10日那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中央会议上投票反对起义，而且竟 在
 中央作出决定 以后
 ，鼓动党的工作人员反对起义。大家都知道，当时那些不敢站到工人方面来、更多地倾向于资产阶级方面的报纸（如《新生活报》）同所有资产阶级报刊一起大喊大叫起来，说什么我们党“瓦解了”，“起义破产了”，如此等等。可是实际生活很快就驳倒了一些人的谎话和诬蔑，另一些人的怀疑、动摇和怯懦。利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破坏彼得格勒起义的行为所掀起的“风波”，原来不过是 杯水风波
 而已，群众的伟大热情，千百万工人、士兵和农民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前线，在战壕中和在农村里所表现的伟大英勇精神，好象火车抛弃木屑一样，轻而易举地抛弃了这些逃兵。

让一切信念不坚定的分子，一切动摇分子，一切怀疑分子以及一切被资产阶级吓倒、听信于资产阶级直接间接的帮手的叫喊的分子去惭愧吧。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其他各地的工人和士兵 群众中没有发生丝毫
 动摇。我们的党团结得象一个人，坚定地捍卫着苏维埃政权，捍卫着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首先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利益！

资产阶级的下流作家和那些被资产阶级吓倒的人齐声责备我们，说我们不肯让步、不愿和解，说我们不愿意同别的政党分掌政权。同志们，这都是谎话！ 我们曾经建议
 ，而且还在建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我们分掌政权。 他们拒绝了
 我们的建议，可见并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开始了谈判，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我们又在谈判中作了种种让步，甚至有条件地同意容纳彼得格勒市杜马这个科尔尼洛夫分子巢穴的一部分代表。如果万恶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如果士官生这些资本家和地主的子弟，象他们上星期日在彼得格勒所干的那样，象他们现在打算再干的那样（这已由破获普利什凯维奇阴谋和昨天即11月3日在他那里搜获的文件证实了），还试图反抗人民的意志，那么人民首先就要铲除这个巢穴。但是，那些站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背后，通过他们来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先生们，却把我们的让步说成是软弱的表示，乘机向我们提出新的最后通牒。阿布拉莫维奇和马尔托夫两位先生出席了11月3日的会议[34]，并提出了最后通牒：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停止逮捕，不停止查封资产阶级报纸，就不进行任何谈判。

我们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 拒绝
 接受这个显然出自卡列金、资产阶级、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的拥护者的最后通牒。普利什凯维奇阴谋，以及第17军某部的代表于11月5日来到彼得格勒，说要向彼得格勒进攻，对我们进行威胁（这种威胁是可笑的，因为这些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先头部队已被击溃，在加契纳附近溃散了，而其中大部分都拒绝反对苏维埃），所有这些事件都表明，阿布拉莫维奇和马尔托夫两位先生的最后通牒， 实际上
 是由谁发出的，他们这些人 实际上
 是为谁服务的。

但愿全体劳动者都能沉着而坚定！苏维埃中的少数派被资产阶级吓倒了，不管他们抱着怎样“良好的愿望”，事实上都是科尔尼洛夫分子手中的傀儡，我们党决不会向他们提出的最后通牒让步。

我们坚持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即由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 多数派
 掌握政权的原则；我们过去同意，并且 现在仍旧同意
 同苏维埃中的少数派分掌政权，但这个少数派必须诚心诚意地服从多数，并执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全体批准的
 ，采取渐进的、然而是坚定不移的步骤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可是，对于那些没有群众拥护， 实际上
 只有科尔尼洛夫分子、萨文柯夫分子、士官生等拥护的知识分子集团所提出的最后通牒，我们是决不会屈服的。

但愿全体劳动者都能沉着而坚定！我们的党，苏维埃中多数派的党是团结一致地保卫着他们的利益的，而千百万城市中的工人、前线的士兵和农村中的农民一如既往地拥护我们的党，决心无论如何要使和平成功，使社会主义胜利！





	载于1917年11月7日（20日）《真理报》第18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72—76页

















[34]指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的就建立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问题进行谈判的会议。——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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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为前线士兵征收防寒物品法令草案的几点补充[35]


（1917年11月7日〔20日〕以前）

补充如下：


标题：＋……和为减轻贫民困难而征用富户住房……


第一条。……除被子外，增加一件防寒物品（大衣、皮大衣、外套、毡靴等等）。

第二条。……凡房间数目等于或者多于常住人口的住房，也应看作是宽绰住房。

宽绰住房的房主应立即提出关于他们现有的和他们支援前线的防寒物品的报告一式两份，一份交住宅委员会，一份交区工兵代表苏维埃；否则将没收其全部财产。

宽绰住房的房主应立即提出关于将两套宽绰住房腾出一套供首都贫苦居民使用的报告（即占有两套宽绰住房的两家富户今冬必须合住一套住房，鉴于战争造成的严重困难，另一套住房应提供给贫苦居民居住），也是一式两份，分送给上述两机关；否则，也将没收其全部财产。

住宅委员会要立即将应予征用的宽绰住房登记造册，由区工人代表苏维埃批准，并定出贫苦家庭迁入这些住房的条件和手续。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80—381页

















[35]《为前线士兵征收防寒物品的法令草案》于1917年11月8日（21日）提交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讨论通过。法令定稿时考虑了列宁对法令草案补充中有关征收防寒物品的意见（见1917年11月9日（22日）《真理报》第184号）。至于为减轻贫民困难而征用富户住房的问题，则根据列宁建议制定了《关于红军家属和失业工人迁入资产阶级的住宅和关于住房分配标准的法令草案》。这一法令经彼得格勒苏维埃1918年3月1日会议批准（见1918年3月2日《全概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38号）。——72。









《列宁全集》第33卷


政府同大本营在直达电报中的谈话[36]


（1917年11月9日〔22日〕）

——您是最高总司令吗？


　　——我是季捷里赫斯。


——劳驾去请一下代理最高总司令。如果杜鹤宁将军不担任这个职务了，就请目前接替他的职务的人来。据我们知道，杜鹤宁将军还没有卸职。


　　大本营答：代理最高总司令杜鹤宁将军等你们的电报一直等到夜里一点钟，现在在睡觉。电报机发生过故障，后来又用于大本营同作战部门通电。


——如果可以的话，请告诉我们：人民委员会在四点钟发出的无线电报，你们收到了没有，人民委员会的命令，你们是怎样执行的？


　　大本营答：收到过一份有关国家要事的电报，但没有号码和日期，所以杜鹤宁将军要求马尼科夫斯基将军提供能证实该电报的真实性的必要保证。


——马尼科夫斯基对这个要求是怎么答复的，这个要求是在几点钟，用什么方式提出的，用无线电报、电话还是有线电报？


　　大本营答：回电还没有收到，一小时前曾催问过。


——请您确切说明，第一次要求是在几点钟，究竟用什么方式提出的？能否快一点？


　　大本营答：给马尼科夫斯基将军的电报是用有线电报和无线电报分头发出的，——马上就告诉你们几点钟。


——电报是在19点50分发出的。

——我是陆军人民委员[37]，为什么没有同时向我提出这个要求，最高总司令同我亲自谈过话，知道马尼科夫斯基将军所担负的责任只是接管供应和粮食方面的技术工作，而对陆军部的工作进行政治领导和负责的是我。


　　大本营答：关于这一点我无从答复。


——我们坚决声明，杜鹤宁将军必须对拖延如此重要的国家大事负完全责任，我们坚决要求：第一，立即派出军事谈判代表；第二，要杜鹤宁将军在明天上午11时整亲自来接电报。如果因拖延而引起饥荒、瓦解或失败，或者引起无政府主义的暴乱，你们要负全部责任，这一点我们将告诉所有的士兵。


　　大本营答：这一点我一定报告杜鹤宁将军。


——什么时候报告？——现在吗？——那我们就等着杜鹤宁。


　　大本营答：我马上去叫醒他。


——我是临时代理最高总司令杜鹤宁将军。

——我们是人民委员，我们正在等您的答复。


　　——看了刚才给我的作战局局长同你们谈话的电报纸带，我确信给我的电报是你们发出的，在我根据人民委员乌里扬诺夫－列宁、托洛茨基、克雷连柯签署的电报的内容作出决定之前，我十分需要知道下列实际情况：（1）人民委员会向各参战国发出和平法令后，有没有得到什么答复；（2）打算如何处理加入我方阵线的罗马尼亚军队；（3）是否打算进行单独停战的谈判，同谁谈判，只是同德国人谈判，还是也同土耳其人谈判，或者是进行全面停战的谈判？


——在给您的电报中已经说得十分明确，立即开始同所有的参战国进行停战谈判，我们决不容许用预先提出种种问题的办法来拖延这件国家大事，坚决要求立即派出军事谈判代表，并且每小时向我们报告一次谈判进程。


　　大本营答：我的问题都是纯技术性的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进行谈判。


——您不会不懂得，在谈判中一定会产生许多技术性问题，更确切些说，许多细节问题，将来问题产生了，或者由敌人提出了，我们随时给您答复；因此，我们再次断然要求您立刻无条件地着手同所有参战国，既同盟国，也同与我国处在敌对行动中的国家正式进行停战谈判。请给以明确的答复。


　　——我只懂得，由你们同列强直接谈判是不可能的，由我代表你们去进行谈判，更加不可能。只有受到军队和全国拥护的中央政权，在敌人看来才有足够的威望和意义，从而使谈判具有必要的权威性，使谈判获得结果。我也认为，迅速签订全面和约是符合俄国的利益的。


——您是否坚决拒绝给我们明确的答复，拒绝执行我们的命令？


　　——关于我不能执行你们的电报的原因，我已经作了明确的答复，我再重复一次，只有中央政府才能缔结俄国所必需的和约。杜鹤宁



——由于您不服从政府的命令，由于您的行为给各国劳动群众，特别是给军队带来了空前深重的灾难，我们受人民委员会的委托，以俄罗斯共和国政府的名义解除您所担任的职务。我们命令您在新任总司令或他的全权代表来到大本营接管您的工作之前，必须继续进行工作，否则将按战时法律处分。现在任命克雷连柯准尉为总司令。






	　　列宁、斯大林、克雷连柯
载于1917年11月9日（22日）《工人和士兵报》第2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77—80页

















[36]苏维埃政府成员同设在莫吉廖夫的最高总司令大本营进行谈话的有关情况，列宁在1917年11月9日（22日）致各团、师、军、集团军等委员会及全体革命陆军士兵和革命海军水兵的通电中和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10日（23日）会议上关于同尼·尼·杜鹤宁通话的报告中作了说明（见本卷第77—78、82—85页）。



大本营当时是制定扼杀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计划的中心之一，11月20日（12月3日）被革命部队所占领。——74。



[37]谈话是以陆军人民委员尼·瓦·克雷连柯的名义进行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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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电

致各团、师、军、集团军等委员会，全体革命陆军士兵和革命海军水兵[38]


（1917年11月9日〔22日〕）

11月7日夜，人民委员会打无线电报给杜鹤宁总司令，命令他立刻向所有参战国，既向盟国，也向同我国处在敌对行动中的国家正式提出停战建议。

大本营在11月8日凌晨5时5分收到了这份电报。电报命令杜鹤宁不断向人民委员会报告谈判进程，只有在人民委员会批准后才可以签订停战协定。同时，缔结停战协定的建议也正式向各盟国驻彼得格勒的全权代表提出了。

人民委员会直到11月8日晚上，还没有收到杜鹤宁的回电，因此授权列宁、斯大林和克雷连柯打直达电报给杜鹤宁，问他拖延的原因。

通话从11月9日凌晨2时一直进行到4时半。杜鹤宁一再企图回避对他的行为作出解释，回避对政府的命令作出明确的答复，当我们坚决命令杜鹤宁立刻开始正式停战谈判的时候，他竟拒不服从命令。因此我们受人民委员会的委托，以俄罗斯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向杜鹤宁宣布，由于他不服从政府的命令，由于他的行为给各国劳动群众，特别是给军队带来了空前深重的灾难，我们解除他的职务。并且命令杜鹤宁，在新任总司令或他派去接管杜鹤宁工作的全权代表到达以前，必须继续进行工作。现在已经任命克雷连柯准尉为新任总司令。

士兵们！和平的事业掌握在你们手里。不要让反革命将军破坏伟大的和平事业，你们要派卫兵看守他们，避免发生在革命军队里不应有的私自审判的事情，不让这些将军逃避以后法庭的审判。你们要维持极其严格的革命军事秩序。

前沿阵地的各团要立刻推选全权代表同敌人正式进行停战谈判。

人民委员会授予你们这种权利。

你们要用各种办法把谈判的每一步骤通知我们。至于最后的停战协定，只有人民委员会才有权签订。

士兵们！和平事业掌握在你们手里！要保持警惕，坚韧不拔，充满毅力，和平事业就一定胜利！






	　　俄国斯共和国政府代表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陆军人民委员兼最高总司令　尼·克雷连柯
载于1917年11月9日（22日）《工人和士兵报》第2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81—82页

















[38]苏维埃政府向士兵发出的关于把停战谈判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号召，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在各战区，个别的师、团、集团军，甚至整个方面军（例如西方面军），都派遣了军使到和自己对垒的敌方部队中谈判缔结停战协定。在停战协定的条款中规定停止军事行动、停止运送军队和停止构筑军事设施等。这些条约，即所谓“士兵的和约”，生效到总的停战协定缔结为止。——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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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欺骗人民，布尔什维克的

新政府给了人民什么》小册子的序言

（1917年11月9日〔22日〕）

现在俄国农民就要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工人革命在两个首都和俄国绝大多数地区取得了胜利，使农民 能够
 把制定土地制度的工作掌握在 自己的
 手里。现在还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明白， 他们的
 农民代表苏维埃就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最高 国家
 政权，不过，他们很快就会明白的。

农民只要明白了这一点，他们同工人的联盟，也就是说，占农民多数的贫苦的劳动农民同工人的联盟，就会巩固起来。不论在苏维埃里，还是在立宪会议里，真正能够保障劳动者利益的只有这个联盟，而不是农民同资本家的联盟。

毫无疑问，农民很快就会明白，他们要从战争的灾难中得救，要从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得救，就必须同城市劳动者，首先同工厂工人结成联盟，而 不是
 同富人结成联盟。

为了使农民更快地明白这一点，尤其需要让农民更准确地、更有凭据地把社会革命党人关于土地问题的诺言和法案同新的工农政府的土地法进行核对，对照和比较。

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了作这种比较而编的。读者只要愿意认真弄清楚问题，在这里可以找到最必需的 文件
 。社会革命党人方面的主要文件是社会革命党部长马斯洛夫的土地法案。这个法案我是照《人民事业报》（切尔诺夫办的报纸）全文转载的。同时，我也转载了发表在《工人之路报》[39]上的我的一篇有关的文章。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420—425页。——编者注］



工农政府的土地法 
［注：见本卷第18—20页。——编者注］

 也全文转载了。

农民同志们！把各党的真情弄清楚吧，你们会弄清楚的。请你们自己把各党的土地法案收集起来比较一下吧。

请你们认真地读一读社会革命党部长的土地法案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授予全权的布尔什维克现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我们一分钟都不怀疑，最后农民会得出什么样的看法。






	　　　　尼·列宁
1917年11月9日于彼得格勒

载于1917年农村通报印刷厂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小册子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83—84页

















[39]《工人之路报》（《Рабочий　Пут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17年9月3日—10月26日（9月16日—11月8日）在彼得格勒出版，以代替被临时政府查封的《真理报》。该报共出了46号。从10月27日（11月9日）起，《真理报》用本名继续出版。——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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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给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

（1917年11月9日或10日〔22日或23日〕）

由于投机倒把分子、趁火打劫者及其在铁路、轮船公司、运输办事处等部门中的一批帮手在兴风作浪，战争和管理不当引起的粮食恐慌已经严重到了极点。

在人民灾难深重的情况下，这些万恶的匪徒为了发财，竟把千百万士兵和工人的健康与生命当作儿戏。

这种情况一天也不能容忍了。

人民委员会命令军事革命委员会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以铲除投机倒把、暗中破坏、隐藏存粮、恶意积压货物等现象。

凡犯有这类罪行的人，应当依照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专门决定 立即逮捕
 ，并在送交军事革命法庭审判以前 拘留在喀琅施塔得的监狱里
 。

应当吸收所有的人民团体参加反对粮匪的斗争。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17年11月1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2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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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同杜鹤宁通话的报告

（1917年11月10日〔23日〕）


1

报告

我们同杜鹤宁通话的全文已经发表，因此我只要稍微说明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清楚，我们在同违背人民意志、与革命为敌的人打交道。杜鹤宁那一边的人用各种借口和诡计来拖延问题。他们对我们电报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是不向克雷连柯，而向马尼科夫斯基将军询问电报是不是真的。这样一来，将军们在和平这一重要和迫切的问题上，至少窃取了一昼夜的时间。直到我们声明要向士兵呼吁的时候，杜鹤宁将军才来接直达电报。我们对杜鹤宁说，我们要求他立即开始停战谈判，仅此而已。我们没有给杜鹤宁签订停战协定的权利。不仅签订停战协定的问题不在杜鹤宁的职权范围以内，就是他在停战谈判方面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也要受人民委员的监督。资产阶级报纸指责我们，说什么我们在建议单独停战，不顾罗马尼亚军队的利益。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我们建议毫无例外地同一切国家立即开始和平谈判，缔结停战协定。据悉，我们的无线电报传到了欧洲。例如，我们的关于战胜克伦斯基的无线电报 
［注：见本卷第35—36页。——编者注］

 就被奥地利无线电台截听到并且转播出去了。德国人却发出了干扰电波，阻止人们收听它。我们现在能够用无线电报同巴黎联系，一旦和约拟就，我们就能告诉法国人民，和约是可能签订的，能不能在两小时内签订停战协定完全取决于法国人民。那时就能看清，克列孟梭会说什么。我们党从来没说过，它能马上给人们和平。它说它将立即提议媾和，公布秘密条约。这一点已经做到了，争取和平的斗争已经开始。这将是一场困难而顽强的斗争。国际帝国主义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反对我们，但是不管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多么强大，我们取胜的条件是非常好的；在这场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将把革命联欢同争取和平的斗争结合起来。资产阶级很希望各帝国主义政府能够勾结起来反对我们。


2

总结发言

丘德诺夫斯基同志在这里说，他“冒昧地”对人民委员的行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里根本谈不上能不能冒昧地进行尖锐的批评，进行尖锐的批评是革命者的责任，人民委员并不认为自己绝对没有过错。

丘德诺夫斯基同志说，我们不能接受难堪的和约，但究竟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这种和约，他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也举不出一件事实。我们说过，只有人民委员会能够签订和约。我们去同杜鹤宁通话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和敌人通话，既然是同敌人打交道，那就不能延缓自己的行动。谈话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但是我们下了决心。我们必须在直达电报机旁边立即作出决定。对于违抗命令的将军应当立刻采取措施。我们不可能通过直达电报来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在这个问题上丝毫没有破坏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特权。在战争中必须当机立断，而这是一场反对反革命将领的战争，因此我们立刻向士兵呼吁，反对这批将领 
［注：见本卷第77—78页。——编者注］

 。我们已经把杜鹤宁撤职了，但我们不是形式主义者，也不是官僚主义者，我们知道，光撤职是不够的。他决心反对我们，我们就呼吁士兵群众来反对他。我们给士兵群众进行停战谈判的权利。但是，我们没有签订停战协定。士兵已经得到警告：要看守反革命将军。我认为，各团都很有组织，能够维持必要的革命秩序。如果在士兵进行停战谈判时有人趁机叛变，如果在联欢时有人发动进攻，那么士兵的职责就是：就地枪毙叛徒，无需通过任何手续。

说我们现在削弱了我们的战线，万一德国人转入进攻怎么办，这真是奇谈怪论。在杜鹤宁被揭露、被撤职以前，军队不相信自己在执行和平的国际政策。现在相信这一点了：同杜鹤宁斗只有依靠士兵群众的组织性和主动性。签订和约不能光靠上面。应当从下面争取和平。对德国的将领我们一点也不信任，但是我们信任德国人民。没有士兵的积极参加，总司令所签订的和约是不牢靠的。我反对加米涅夫的提议，并不是因为我在原则上不同意，而是因为加米涅夫的建议不恰当，太不高明[40]。我丝毫不反对建立委员会，但是建议不要预先决定委员会的职能；我反对的是不高明的措施，我建议不要在这方面束缚我们的手脚。





	载于1917年11月13日（26日）《真理报》第18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85—88页

















[40]列·波·加米涅夫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起草告人民书，以解释1917年11月9日（22日）通过无线电播发的人民委员会告士兵书（见本卷第77—78页）。在列宁作了总结发言后，加米涅夫宣称，他同意不要预先决定委员会的职能。——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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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芬兰同志们的信

（1917年11月11日〔24日〕） 致曼纳、西罗拉、库西宁、瓦尔帕斯、维克

　　敬爱的同志们：我非常高兴地从我的芬兰朋友们那里听说，你们领导着芬兰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派，正在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而斗争。我可以代表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满怀信心地宣称，芬兰工人的伟大组织才能、他们的高度素养以及在民主体制下所受到的长期的政治训练，将帮助他们卓有成效地实现芬兰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期望得到革命的芬兰社会民主党兄弟般的援助。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致真挚的敬礼






	　　尼·列宁
　1917年11月11日

载于1931年1月21日《真理报》第2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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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文献[41]


（1917年11月中旬）





	
1 给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声明（11月12日〔25日〕）

2 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报道）（11月14日〔27日〕）



3 决议草案（11月14日〔27日〕）



4 关于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声明的讲话（报道）（11月18日〔12月1日〕）



5 关于土地问题的总结发言（报道）（11月18日〔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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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声明[42]


（11月12日〔25日〕）

我们坚决要求布尔什维克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代表大会就 
立即

 邀请 
若干

 政府代表的问题进行公开的 
表决

 。

如果在全体会议上拒绝 宣读
 和表决这一建议，布尔什维克党团应当全部 退出
 会议，以示抗议。






	　　列宁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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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

（11月14日〔27日〕）

报道

列宁同志受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委托，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对土地问题的观点。

社会革命党口头上宣传没收地主土地，事实上却拒绝实行，因而在土地问题上遭到了破产。

地主占有土地是农奴制压迫的基础，没收地主土地是俄国革命的第一步。但是土地问题离开革命的其他任务是不可能解决的。要正确地提出这些任务，必须首先分析革命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第一步是推翻专制制度，确立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权。地主的利益同资产阶级、银行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了。第二个阶段是巩固苏维埃和实行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当时借口群众觉悟不够而没有反对妥协政策。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水平，而是带领群众前进。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志要带领动摇的人们前进，那就自己必须先停止动摇。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志们！人民群众同妥协政策决裂的时期在7月间就开始了，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至今还是伸出整只手去援助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对工人却只伸出一个小指头。如果继续妥协下去，革命就完了。只有农民支持工人，各项革命任务才能得到解决。妥协就是工农兵群众试图不用社会主义革命，而用改良的办法，用取得资本让步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要求。然而不推翻资产阶级，不实行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给人民以和平和土地。革命的任务就是要终止妥协，而终止妥协就意味着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接着列宁同志为乡委员会的工作条例[43]辩护，并且谈到必须同集团军委员会、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这一类上层机构决裂。他说：我们的关于乡委员会的法律是从农民那里得来的。农民希望有土地、希望禁止使用雇佣劳动、希望得到耕作的农具。但是，不推翻资本，就不能得到这些东西。我们对他们说：你们希望得到土地，但是土地已被抵押出去，属于俄国资本和世界资本了。你们向资本挑战，虽然你们走的道路和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和你们都在走向而且应该走向社会革命，这一点是一致的，至于立宪会议，有一位报告人说，它的工作将以国内的民意为转移；但我要说：依靠民意吧，可是不能忘掉步枪。

接着列宁同志谈到战争问题。当发言人讲到撤换杜鹤宁和任命克雷连柯为总司令时，场内发出笑声。他说：你们觉得好笑，可是士兵们会因此而谴责你们的。如果这里有人认为我们撤换反革命将军而委任反对这个将军并去进行谈判[44]的克雷连柯是可笑的，那我们同这班人就无话可谈了。我们和不赞成同反革命将领作斗争的人是毫无共同之点的；我们宁愿退出政权，甚至转入地下，也决不和这些人同流合污。





	载于1917年11月15日（28日）《真理报》第190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2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9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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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

（11月14日〔27日〕）

农民代表大会完全拥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的、由俄罗斯共和国工农临时政府即人民委员会颁布的1917年10月26日的土地法（法令）。农民代表大会表明坚定不移的决心，要全力维护这项法律的实施，号召全体农民一致拥护这项法律并且由农民自己立即在各地付诸实施，同时号召农民只选举那些不是用空话而是用行动证明自己完全忠于被剥削劳动农民的利益，证明自己有决心、有能力去对付地主、资本家及其随从或走狗的任何反抗以维护被剥削劳动农民利益的人担任一切重要职务。

同时农民代表大会表示深信，只有在10月25日开始的工人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条件下，土地法规定的一切措施才能全部实现。因为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保证土地无偿地转归劳动农民，保证没收地主的耕畜和农具，保证在立即着手无条件地消灭整个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同时充分保护农业雇佣工人的利益，保证把农产品和工业品合理地和有计划地分配给国内各个地区和居民，保证对银行的控制（没有这种控制，即使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人民也无法控制土地），保证国家给被剥削劳动者以各方面的援助，如此等等。

因此农民代表大会完全拥护10月25日的革命，而且拥护的正是这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大会表示坚定不移的决心，要稳妥而又毫不动摇地实现俄罗斯共和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措施。

只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保证土地法获得巩固的成就和得以全部实现。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是各先进国家的被剥削劳动农民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结成完全的联盟。今后俄罗斯共和国的整个国家体制和管理工作，从上到下都必须以这种联盟为基础。这种联盟将扫除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公开和隐蔽的重新同资产阶级及其政策推行者妥协的企图，这种妥协已为实际生活所否定；只有这种联盟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载于1917年11月15日（28日）《真理报》第190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2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9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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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声明的讲话

（11月18日〔12月1日〕）

报道

同志们！

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声明，毫无疑问，不过是一种误会。难道你们能够设想，即使有一分钟这样设想：一支认识到自己的革命天职、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部队，竟会开到大本营，不提出要求，不说明来意，甚至对驻在大本营周围的士兵也不说明来意就动手捣毁一切吗？同志们，你们知道，这种事情是不可能有的。懂得自己在做什么的革命军队希望对方知道对他们的要求。而且我们的军队在提出要求时，还做了更多的事情：它指出和说明违抗就是违抗人民的意志，这不仅是通常的严重罪行，而且是反对人民自由、反对人民利益、反对人民最崇高愿望的道义上的罪行。革命军队从来不先放第一枪，只有对掠夺人民压迫人民的人，它才凶狠。不然，革命这个字眼就会失去它的意义。我不能不注意到：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不经过调查就横加指责，同时又声明自己是“中立”的。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没有丝毫权利说这种话。在革命斗争的日子里，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不一致和中立就使敌人有话可说了，况且现在还有人听信敌人的话，还有人不急于帮助人民为争取最神圣的权利而斗争，因此，这种立场，我决不能称之为中立。这不是中立；革命者应把这叫作教唆。（鼓掌）你们采取这种立场，就是教唆那些将军叛乱，你们不支持我们，就是反对人民。

杜鹤宁将军所需要的无非就是推迟停战。你们帮助他，就是破坏停战。你们想一想，自己要负多么重大的责任，人民将怎样看待你们。

列宁同志接着说，有些地方的电报局在怠工。政府得不到消息，而敌人营垒在散布荒唐的谣言。譬如，说波兰营在反对政府，其实波兰人已经屡次声明，他们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干涉俄国的事务，我们还收到了他们赞成停战的声明。





	载于1917年11目1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3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9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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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问题的总结发言

（11月18日〔12月1日〕）

报道

列宁同志首先指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责备布尔什维克搞无政府主义，这是没有根据的。

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政权，而社会主义者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则主张在我们目前所处的状况和我们要进入的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内要有政权。

我们布尔什维克主张要有坚强的政权，然而必须是工农的政权。

任何国家政权都是一种强制力量，但是迄今为止国家政权一向是少数人的政权，是地主资本家压迫工农的政权。

而我们则主张要有大多数工人农民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坚强的政权。

其次，列宁同志在指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关于土地的决议中称新政府为人民社会主义政府以后，详细地说明了能把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是什么。

工农联盟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的基础。

这是一种真诚的联合，真诚的联盟，如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能更明确地说他们深信我们所经历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那么，这一联盟也会成为上层的，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真诚的联合。这次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这一切都是导向社会主义的措施。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但这是引导我们大踏步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措施。我们没有向农民和工人许愿，说一下子就能过人间天堂的生活，但是我们说：工人和被剥削农民的紧密联盟、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坚定不移的斗争，会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任何一个政党真正想要成为人民的政党，就必须明确地、斩钉截铁地说：我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

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明确地而不是含糊其词地声明这一点，我们同他们的联盟才会巩固和发展。

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反对土地社会化，因此我们不能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达成协议。

我们的回答是：是的，我们反对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但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真诚的联盟。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日内就会提出自己的农业部长，如果他要实行社会化的法律，我们不投反对票。我们将弃权。

列宁同志在发言快要结束时着重指出，只有实行工农联盟才能获得土地与和平。

有人还向列宁同志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立宪会议中只占少数，并且提出土地社会化的法律，那时布尔什维克将怎么办，是不是弃权？当然不弃权。布尔什维克将投票赞成这个法律，但是要预先声明，我们投票赞成这个法律是为了支持农民反对他们的敌人。





	载于1917年11月1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30号和1917年11月21日（12月4日）《真理报》第19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00—101页

















[41]这是有关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召开的，1917年11月11—25日（11月24日—12月8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第一届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企图阻挠大会的召开，但没有得逞。出席大会的有各省、县农民苏维埃和各方面军、集团军、军、师农民委员会的代表330名（据11月18日（12月1日）的统计），其中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5名、布尔什维克37名、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65名。会议议程包括政权问题、土地问题、粮食问题和其他问题。



代表大会左翼同右翼之间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立场不坚定，影响了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在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代表大会关于政权问题的决议里，包含了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关于成立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要求，但是这项决议承认成立政府是为了实现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并规定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要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合并。



11月15日（28日）下午，代表大会讨论并批准了大会主席团关于它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共同拟定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合并的条件的报告。然后，大会全体代表前往斯莫尔尼宫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联席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同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合并的报告，还通过了承认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人监督法令的决议。



在土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以平均使用土地的原则为基础的决议。



代表大会委托主席团于11月26日（12月9日）召开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非常代表大会的代表全部参加了第二次代表大会。——87。



[42]这个声明是因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团要求让列宁以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一事而写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认为，这样发言将预先决定政权问题。根据他们的建议，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否决了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因此列宁在代表大会上是以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的身分发言的。——87。



[43]指1917年6月23日（7月6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准的乡土地委员会工作条例。该条例于1917年11月3日（16日）以《关于乡委员会》为题公布于《工农临时政府报》。——89。



[44]这里说的是苏维埃俄国同德国开始和平谈判一事。



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颁布以后，苏维埃政府就开始采取使交战国之间签订普遍的民主和约的实际步骤。1917年11月7日（20日），人民委员会发布特别命令，责成俄军最高总司令尼·尼·杜鹤宁将军向敌军司令部提出停止军事行动和开始和平谈判的建议。11月8日（21日），外交人民委员部向各盟国大使发出照会，建议在各条战线立即签订停战协定并开始和平谈判。11月9日（22日），协约国大使在彼得格勒美国大使馆开会，通过了不理睬苏维埃政府照会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委员会不得不与德国单独进行和谈。11月14日（27日），苏维埃政府收到了德国最高统帅部同意进行停战谈判的通知。根据苏维埃政府的建议，谈判推迟5天开始，以便在这段时间内再次建议各盟国政府决定自己对媾和问题的态度。11月15日（28日），苏维埃政府向各交战国的政府和人民发出呼吁，建议它们参加和平谈判。这一呼吁没有得到盟国的回答。11月19日（12月2日），阿·阿·越飞率领的苏维埃政府和谈代表团抵达中立区，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在那里会见了包括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代表在内的德奥同盟的代表团。11月20—22日（12月3—5日），双方进行谈判，达成了临时停战10天的协议。苏维埃政府利用停战的机会，再一次试图把同德国的单独谈判变成签订普遍的民主和约的谈判。11月24日（12月7日），重新给各盟国大使发出建议参加谈判的照会。照会没有得到答复。12月2日（15日）双方恢复谈判，同日签订了停战28天的协定。停战协定中规定要召开的和平会议，于12月9日（22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幕。——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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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美联社记者格·雅罗斯的谈话

（1917年11月15日〔28日〕）


　　鉴于彼得格勒选举揭晓，布尔什维克获得6席[45]，美联社记者特走访了为自己的党取得巨大胜利而兴致勃勃的人民委员会主席。


——您对立宪会议选举结果有何看法？——记者问。

——我认为，这次选举是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巨大胜利的证明。5月、8月和9月选举中投布尔什维克党的票数不断增长。[46]在这个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势力很强的城市里布尔什维克在12个席位中获得了6席，这就意味着在俄国获胜。


　　——立宪会议的组成假如象彼得格勒选举结果预示的那样，您是否认为立宪会议会批准人民委员政府的全部措施？


——是的，会批准的。到那时，情况即使象您假设的那样，也决不会有多数人反对我们，因为我们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在彼得格勒将形成多数（12票中占7票）。


　　——哪些党将参加新的人民委员会？


——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认为，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载于1962年《苏联历史》杂志第2期（部分）和1963年4月20日《在国外》杂志第16期（非全文）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81—382页

















[45]指1917年11月12—14日（25—27日）举行的彼得格勒（首都）选区立宪会议选举的情况。11月15日（28日），选举的初步结果揭晓。第二天公布了最后结果：布尔什维克得票424000张（6个席位，而彼得格勒选区共有12个席位）；立宪民主党得票247000张（4个席位），社会革命党得票152000张（2个席位，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的1个席位）。——97。



[46]在1917年5月底—6月初举行的彼得格勒区杜马选举中，百分之二十的选民投了布尔什维克的票。在8月20日（9月2日）举行的彼得格勒市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获得了百分之三十三的选票。列宁谈到的9月选举，指的大概是1917年9月24日（10月7日）举行的莫斯科区杜马选举。那次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获得了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列宁指出，这次投票是全国情绪发生最深刻变化的最明显征兆之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273页）。——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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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

（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

今天，11月18日星期六，我在农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有人当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我立刻作了答复。这个问题以及我的答复必须立即让所有读者都知道，因为，从形式上说，我只是以个人名义讲话，而实质上我是代表整个布尔什维克党讲话的。

事情是这样的。

我在讲话中提到工人布尔什维克同目前许多农民所信任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问题时作过论证，这个联盟 可以
 成为“真诚的联合”，真诚的联盟，因为雇佣工人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利益 没有
 根本相悖的地方。社会主义 完全
 能够满足两者的利益。而且 
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因此，无产者同被剥削劳动农民之间的“真诚的联合”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相反地，以被剥削劳动阶级为一方同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联合”（联盟），由于两者的利益是根本相悖的， 
不

 可能是“真诚的联合”。

我说过：假定政府中布尔什维克占多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少数，甚至只有一个农业人民委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是不是能够实现真诚的联合呢？

能够，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反对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护国派）的斗争中固然决不调和，但在就有关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批准的土地纲领中纯社会革命党的条文的问题进行表决时则应当 弃权
 。例如，土地平均使用和在小业主中间重分土地就属于这样的条文。

布尔什维克在表决这样的条文时弃权，丝毫没有违背自己的纲领。因为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对工厂实行工人监督，接着是剥夺这些工厂，实现银行国有化，建立调节国内整个国民经济的最高经济委员会），工人们 必须同意
 被剥削劳动农民小农提出的过渡办法，只要这些办法 不危害
 社会主义事业。我说过：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1899—1909年），他多次肯定，大农业的国家和小农业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

在人民委员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表决这类条文时，我们布尔什维克必须弃权，因为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农民）同意实行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等等条件下，土地平均使用不过是达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一种 过渡
 办法。无产阶级 硬性规定
 这样的过渡办法是荒谬的；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它在选择这些过渡办法的时候，必须向被剥削劳动农民小农 让步
 ，因为这些办法不会 危害
 社会主义事业。

当时有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费奥菲拉克托夫同志）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在立宪会议中，农民希望通过关于土地平均使用的法律，而资产阶级反对农民，如何解决取决于布尔什维克，这时布尔什维克将采取什么态度？”



　　我回答说：在实行了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等等措施、社会主义事业有了保障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必须投票赞成农民，反对资产阶级。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在投票的时候，可以提出自己的特别声明，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等等，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弃权，那就是由于局部的意见分歧而出卖自己 
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

 的同盟者。布尔什维克在这种情况下决不会出卖农民。只要政权掌握在工农政府手里，只要实行了工人监督，实行了银行国有化，建立了指导（调节） 
整个

 国民经济的工农最高经济机构等等，土地平均使用等办法是 
决不会

 危害社会主义的。这就是我的答复。






	　　尼·列宁
载于1917年11月19日（12月2日）《真理报》第19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02—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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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额的决定草案[47]


（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

人民委员会认为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毫无例外地降低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私人机构和企业中的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特决定：

（1）规定人民委员每月最高薪金无未成年子女者为500卢布，有未成年子女者每个子女另增100卢布；家庭成员的住房每人不得超过一间；（2）请各地方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制定并实行革命措施对高级职员征收特别税；（3）委托财政部拟订降薪的总法案；（4）委托财政部和各人民委员立即研究各部预算并削减一切过高的薪金及退休金。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05页

















[47]这个草案是在人民委员会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会议讨论人民委员薪金问题时写的。草案略加修改后通过，作为人民委员会《关于人民委员、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额的决定》发表于1917年11月23日（12月6日）《工农临时政府报》第16号。



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后来重新考虑了专家报酬问题。这个问题可参看《人民委员会关于高级公职人员的薪金标准的决定草案》（见本卷第223页）和列宁1921年10月29日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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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免权法令草案[48]


（1917年11月19日〔12月2日〕）

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真正民主制的这一基本原则，毫无例外地适用于一切代表会议，同样也适用于立宪会议。

比多数选举制更民主的比例选举制，要求采取比较复杂的措施来实现罢免权，也就是说，使人民的代表真正服从人民。但是，任何以此为理由而拒绝实行罢免权、阻挠行使罢免权以及限制罢免权的行为都是违反民主制的，是完全背离俄国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和任务的。比例选举制所要求的只是改变罢免权的形式，决不是缩小罢免权。

比例选举制的基础是承认党派和通过有组织的政党来进行选举，所以，当阶级力量的对比和阶级对政党的态度发生任何巨大变化时，特别是当大党内部发生分裂时，在各党当选代表比例显然不符合各阶级的意志和力量的选区，必然会产生改选的要求。同时，按真正的民主制的要求，绝对不能只由被改选的机关来决定改选，这就是说，不能让当选人因为要保持自己的代表资格而阻挠人民实现罢免自己代表的意志。

因此，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每一个选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以及农民代表苏维埃，都有权决定改选参加市的、地方自治的以及包括立宪会议在内的一切代表机关的代表。苏维埃也有权决定改选日期。改选本身则要根据严格的比例选举制原则按照通常程序进行。





	载于1918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社出版的《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06—107页

















[48]《罢免权法令草案》是列宁在1917年11月19日（12月2日）写的，由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1日（12月4日）会议上提出。讨论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原则上同意罢免权，只有两人反对，一人未表示意见。草案随后交给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协商委员会最后定稿。定稿中对列宁的草案作了一些补充，如决定改选的权力不归苏维埃而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但是苏维埃可以根据相应选区半数以上选民的要求决定改选。协商委员会提出的法令草案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致通过，公布于11月23日（12月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33号。



根据罢免权法令，一些农民和军队的代表大会通过决议，罢免了立宪会议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代表，包括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帕·尼·米留可夫等。——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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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陆军部问题的决定草案[49]


（1917年11月19日〔12月2日〕）

鉴于马尼科夫斯基将军向莫斯科军区发出了不准选举产生的指挥员接替原委任的指挥员的反革命命令，——

鉴于马鲁舍夫斯基将军同杜鹤宁进行了旨在反对苏维埃的谈判，在组织停战谈判代表团时罪恶地进行暗中破坏， 
［注：第一、二两段是列·达·托洛茨基写的。——俄文版编者注］

 ——

（1）立即逮捕马尼科夫斯基和马鲁舍夫斯基，未经人民委员会批准，不得释放[50]；

（2）立即开始对陆军部进行最坚决的清洗，清除高级指挥员中的不可靠分子；

（3）立即从各拉脱维亚步兵团的指挥人员中调可靠人员到彼得格勒；

（4）立即调一个拉脱维亚步兵团到彼得格勒[51]；

（5）逐日向人民委员会报告上述措施的实际执行情况。本决定不予公布。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82页















[49]这个草案是列宁在1917年11月19日（12月2日）草拟的，由人民委员会当天的会议通过。——104。



[50]阿·阿·马尼科夫斯基将军被捕后，军事部门的管理工作即由陆军人民委员尼·伊·波德沃伊斯基以及陆军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波·瓦·列格兰、康·亚·梅霍诺申和埃·马·斯克良斯基接管。



11月30日（12月13日），人民委员会决定将马尼科夫斯基和弗·弗·马鲁舍夫斯基交保释放。——104。



[51]1917年11月25日（12月8日），拉脱维亚步兵第六图库姆团从瓦尔克调到彼得格勒。从11月28日（12月11日）起，该团在斯莫尔尼宫和塔夫利达宫地区执行警备任务。——104。









《列宁全集》第33卷


没收出租住房法令的提纲[52]


（1917年11月20日〔12月3日〕）

（1） 全部
 （城市的）土地转为人民财产（人民所有）。

（2） 长期
 出租的房屋予以没收，归人民所有。

（3） 非
 出租房屋的房主在立宪会议作出决定以前仍为房主，其所有权不作任何改变。

（4）对被没收房屋的房主，付给几个月（2—3月）的赎金，如果这些房主证明自己不…… 
［注：原句未完。——俄文版编者注］



（5）房租（由谁？）由 苏维埃
 收（记入苏维埃的往来账户）。

（6）建筑委员会（工会＋建筑业联合会）兼管住房服务（燃料及其他）。

（7）立即开始收房租。

（8）由工会和苏维埃设立的建筑－住房服务委员会，视其筹建情况，逐步开展工作。

（9）房屋的供暖和维修是住宅委员会和其他机关（工会、苏维埃、城市杜马燃料部门等）的职责。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08页

















[52]这是列宁为人民委员会制定关于城市不动产国有化的法令草案而写的提纲。该法令草案由人民委员会1917年11月23日（12月6日）会议批准后，以《关于废除城市不动产私有权的法令草案（人民委员会通过）》为题公布于11月25日（12月8日）《工农临时政府报》第18号。法令于1918年8月20日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批准，8月24日公布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82号。——105。









《列宁全集》第33卷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罢免权的报告

（1917年11月21日〔12月4日〕）

改选问题，这是一个真正实现民主原则的问题。一切先进国家的惯例，只有当选者可以就国家立法问题说说话。资产阶级虽然给了选举代表来开动国家机器的权利，但是故意不给罢免权，即真正的监督权。

然而，在历史上所有的革命时期，对宪法的一切修改都贯穿着这样一个基本精神：要求得到罢免权。

凡是实行议会制的地方，都实行并且承认民主的代表权。但是，这种代表权只限于人民两年有一次投票权，而且往往有这样的情形：靠人民的选票当选的人，却去帮助镇压人民，而人民则没有撤换和采取有效制裁措施的民主权利。

在保留着旧的民主传统的国家，例如，在瑞士和美国的某些州，还保留了民主的罢免权。 
［注：在发表于1917年11月22日（12月5日）《真理报》第196号上的报道中，这一段的措辞如下：“在保留着革命时期（建国时期）的旧传统的国家，例如，在瑞士和美国的某些州，还保留了民主的罢免权。”——俄文版编者注］



任何重大变革提到人民面前的任务显然不仅是利用现有法规，而且要制定新的相应的法规。因此，在召开立宪会议的前夕，必须重新审订新的选举条例。

苏维埃是劳动者自己建立的，是他们用革命毅力和创造精神建立的，这就是苏维埃能完全为实现群众的利益而工作的保证。每个农民既能选派代表参加苏维埃，又可罢免他们，苏维埃的真正人民性就在这里。

在我国，不同的政党相继掌过权；当政权最后一次由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的手里时，发生了一次变革，一次相当猛烈的变革，然而，如果有罢免权的话，只要进行一次投票就可以了。

我们常说自由这个词。从前所谓的自由，不过是资产阶级靠他们的几百万钱财来进行欺骗的自由，是他们靠这种欺骗手段来运用他们力量的自由。我们已经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和这种自由。国家是一种实行强制的机关。从前这是一小撮富豪对全体人民使用的暴力。我们则要把国家变成强制执行人民意志的机关。为了劳动群众的利益，我们要把暴力组织起来。

不赋予罢免立宪会议代表的权利，就是不让表达人民的革命意志，也就是篡夺了人民的权利。我们实行的是比例制选举，这的确是最民主的选举。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罢免权是有一些困难，但是，这方面的困难纯粹是技术性的，而且很容易克服。比例制选举和罢免权之间无论如何是没有矛盾的。

人民不是投个人的票，而是投政党的票。在俄国，党派分野非常明显，在人民面前每个政党都有一定的政治面貌。因此，如果不规定有罢免权，一个党内部的任何分裂都必然会带来混乱。社会革命党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提出名单以后发生了分裂。名单不能更改，立宪会议也不能延期。因此，人民实际上把票投给了一个已不存在的政党。这一点已经为左派的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53]所证实。农民不是上了个人的当，而是上了党的分裂的当。这种情况需要纠正。必须实行直接、彻底和立即见效的民主原则：实现罢免权。

可怕的是我们对不正确的选举不闻不问。拿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过程相比，现在群众已经有了高度的觉悟，在这种情况下实现改选的权利倒并不可怕。

我们曾经告诉人民，苏维埃是权力机关，人民相信并且实现了这一点。必须继续执行民主化的路线，实现罢免权。

苏维埃作为国家观念即强制观念最完全的体现者，应当享有罢免权。那时政权从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只要通过和平的方法，简单改选的办法就行了。





	载于1917年11月22日（12月5日）《真理报》第19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09—111页

















[53]指1917年11月11—25日（11月24日—12月8日）召开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108。









《列宁全集》第33卷


在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54]


（1917年11月22日〔12月5日〕）

记录

列宁同志代表人民委员会通过代表大会向劳动阶级解放事业的先进战士——海军致敬。

接着，列宁同志开始谈目前形势的特点。他指出，克伦斯基妥协政府的政策不是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为目的，而是以资产阶级利益、压迫阶级利益完全不受侵犯的原则为基础的，这种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个政府的垮台。讲话人继续说：

但是，与临时政府同时并存的有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是起义人民革命创造的产物，它越来越广泛地把各个阶层的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只是由于有了苏维埃，俄国才做到了欧洲任何一次革命也没有做到的事情：人民推选出真正的人民政府，并且支持这个政府。摆在被压迫群众面前的极其艰巨的任务，就是自己动手来建设国家。你们看到，资产阶级曾怎样激烈地反抗我们，现在又怎样竭力暗中破坏我们的活动，怎样大肆诽谤和诬蔑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借口，甚至无中生有。

他们纷纷责难我们，说我们实行恐怖和采取暴力。但是，我们对这些攻击坦然处之。我们说，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是国家的拥护者。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摧毁，资本主义政权必须消灭。我们的任务是建设新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朝这个方向不断地努力，任何障碍都吓不倒我们，也挡不住我们。新政府采取的初步措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向新制度过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为了便于实现这个过渡，必须有坚强的国家政权。在此以前，政权一直掌握在君主和资产阶级走狗手里。他们的一切努力和全部政策都是用来强制人民群众的。而我们说，坚强的政权是需要的，暴力和强制是需要的，但是，我们是用来对付一小撮资本家，对付资产阶级的。我们将永远用强制手段来对付那些反抗苏维埃政权的疯狂的和绝望的活动。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概由反抗者负责。

列宁同志接着讲到建立国家机关的问题，他认为为了人民的利益，国家机关必须清除一切官僚主义，必须为发挥我国的一切创造力量开辟最广阔的天地。他说：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界正千方百计地暗中破坏人民政权。劳动群众除了对自己，不应对任何人抱希望。毫无疑问，摆在人民面前的任务是无比艰巨的。但是，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应该使人民中一切觉醒了的和能够创造的力量，参加到我们现有的和今后由劳动人民群众建立的组织中来。如果群众是分散的，他们就会软弱无力；如果他们是团结的，他们就会强大无比。群众已经相信自己有力量，他们不怕资产阶级攻击，开始独立进行管理国家的工作。他们起初可能遇到种种困难，可能显得准备不足。但是，必须在实践中学习管理国家，学习从前由资产阶级垄断的东西。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海军是劳动群众创造能力的光辉榜样，在这方面海军已经表明它是一支先进部队。

接着列宁同志谈到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土地问题、工人政策问题、民族问题、和平问题，并且对每个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说明。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法令。在这个法令里，布尔什维克完全重申了农民委托书中提出的原则。这表明从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后退了一步，因为委托书同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的精神是一致的，然而，这恰恰证明人民政权不愿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而是竭力照顾到人民的意志。

不管怎样解决土地问题，不管是在什么纲领的基础上把土地转交给农民，都不妨碍农民和工人结成巩固的联盟。既然农民世世代代都坚决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那就应该加以废除，这才是重要的事情。

讲话人接着指出工业问题是同土地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除了实行土地革命，还应当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关系，他着重指出，巩固的工农联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俄国革命的发展表明，对地主和资本家卑躬屈节的妥协政策已经象肥皂泡那样地破灭了。居于统治地位的应当是多数人的意志：这种多数人的意志要靠劳动者联盟，要靠工人和农民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真诚的联合来贯彻。政党会更换和灭亡，而劳动者却始终存在，因此讲话人号召大家要特别关心巩固这个联盟。

他说，希望海军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使这个联盟始终是国家生活的基础；只要这个联盟是巩固的，任何东西也破坏不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事业。

讲到民族问题，列宁同志说，必须指出俄国民族的成分是特别复杂的，在俄国，大俄罗斯人仅占40％左右，而占多数的其余人口则属于其他民族。在沙皇制度下，对其他民族的民族压迫空前残酷和野蛮，它使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对君主积下了深仇大恨。对于那些甚至禁止使用本族语言、使人民群众目不识丁的人怀有的这种仇恨，扩大到全体大俄罗斯人身上是不足为奇的。人们认为，享有特权的大俄罗斯人是想给自己保持住尼古拉二世和克伦斯基一心为他们维护的那种优越地位。

有人对我们说，俄国一定会四分五裂，分裂成一些单独的共和国，不过我们用不着害怕这一点。不论有多少独立共和国，我们都不怕。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在于国界划在哪里，而在于保持各民族劳动者的联盟，以便同任何民族的资产阶级作斗争。（热烈鼓掌）

如果芬兰资产阶级购买德国人的武器，来反对本国的工人，我们就建议芬兰工人同俄国的劳动人民联合起来。让资产阶级为了国界进行卑鄙无耻的争吵和讨价还价吧，反正各国和各民族的工人是不会因为这类丑事而分手的。（热烈鼓掌）

用一个不好听的词来说，我们现在正在“征服”芬兰，但是不象国际资本家强盗所干的那样。我们的征服办法是允许芬兰有同我们或同其他国家结成联盟的完全自由，保证完全支持一切民族的劳动人民反对各国的资产阶级。这种联盟不是以条约，而是以被剥削者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的团结为基础的。

我们现在都注视着乌克兰的民族运动，我们说，我们绝对赞成乌克兰民族有完全的和无限制的自由。我们应当摧毁旧的、血腥的、肮脏的过去，那对资本家压迫者的俄国充当了屠杀其他民族的刽子手。我们一定要清除这种过去，我们一定要彻底消灭这种过去。（热烈鼓掌）

我们要对乌克兰人说，你们乌克兰人可以按照你们的愿望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我们要向乌克兰工人伸出兄弟之手，并且对他们说，我们将同你们一起为反对你们的和我们的资产阶级而斗争。只有各国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联盟才能消灭民族迫害和民族纠纷的一切根源。（热烈鼓掌）

现在谈谈战争问题。对于由掠夺者分赃的冲突而引起的这场战争，我们已经展开坚决的斗争。在此以前，一切政党都谈过这种斗争，但是，它们不过是谈谈或者是装装样子而已。现在争取和平的斗争已经开始了。这个斗争是困难的。谁以为和平可以轻易获得，以为只要一提和平，资产阶级就会用盘子托着和平奉献给我们，谁就是一个过于天真的人。谁把这种观点说成是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谁就是在骗人。资本家拼命厮杀，是为了分赃。很明显，粉碎战争就是战胜资本，而苏维埃政权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开始进行斗争的。我们公布了秘密条约，而且今后还要公布。任何恼怒和诽谤都不能阻止我们这样做。资产者老爷们所以恼怒，是因为人民已经看清这些老爷们为什么把他们赶入屠场。资产者老爷们恫吓全国人民，说可能发生新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俄国将孤立无援。但是，我们不会由于资产阶级对我们、对我们走向和平的行动怀有疯狂的仇恨就停步不前。让资产阶级试一试把各国人民带进战争的第四个年头继续互相残杀吧！这他们办不到。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一切交战国都酝酿着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斗争。甚至在德国也弄到海军公开举行起义的地步。几十年来帝国主义者一直竭力把德国变成一个兵营，那里整个政府机构的宗旨是：人民有一点表示愤慨的苗头就加以镇压。只有知道德国警察怎样横行无忌的人，才会懂得这种起义具有多么大的意义。但是，革命是不能定制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不满爆发的结果。对付罗曼诺夫和拉斯普廷这群可怜的发狂的奸党是轻而易举的，而同德国戴王冠的和不戴王冠的帝国主义者有组织的强大集团进行斗争就无比困难了。但是可以而且应当同各国革命的劳动者阶级携起手来，共同奋斗。苏维埃政府公布了秘密条约，并且指出各国统治者都是强盗，这表明它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这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进行的宣传。（热烈鼓掌）

讲话人最后谈到关于和平谈判的问题，他说：

德国人答复我们提出的不把军队调到西方战线和意大利战线的要求时含糊其词，于是我们中断了谈判，不过，过些时候还要恢复谈判。如果我们把这一点公开告诉全世界，那么每个德国工人都会知道，中断和平谈判并不是我们的过错。假如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德国的工人阶级竟同本国的帝国主义强盗政府共同行动，致使我们不得不把战争继续打下去，那么，毫无疑问，曾经毫无怨言地流过血的俄国人民，曾经执行过残杀人民的政府的意志而不知道为了什么和要达到什么目的的俄国人民，那时一定会以十倍的毅力、十倍的英勇精神去进行斗争，因为这是一场争取社会主义、争取自由、使之不受国际资产阶级刺刀侵犯的斗争。但是，我们相信劳动群众的国际团结，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扫除争取社会主义斗争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热烈鼓掌）





	载于1917年11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3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12—118页

















[54]这是列宁在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目前形势的讲话。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1月18—25日（12月1—8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大会议程包括关于目前形势问题和关于政权、关于海军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活动、关于海军部门的改革等问题。大会谴责了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多数的海军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活动，指出它背叛了自己的选举人。大会欢迎海军革命委员会解散海军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动。大会批准了成立海军部门管理机构的方案，选出20人参加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09。









《列宁全集》第33卷


《土地问题资料》一书序言

（1917年11月27日〔12月10日〕）

推荐给读者的这本书收入了（不是根据作者的意见，而是根据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建议收入的）我关于土地问题的适于广为发行的最主要的论文和讲话。收入这里面的是1917年4月底到10月底这一时期的论文和讲话。除了论文以外，还加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的决议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18—420页。——编者注］

 和1917年10月26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 
［注：见本卷第18—20页。——编者注］

 。这两个文件的初稿（即 草案
 ）都是由我起草的。

这些文件和论文汇集在一起，准确地反映了布尔什维克观点在近半年革命中的发展及其实际运用的情况。

这里还可以举出一篇我登在《工人日报》（彼得堡，1917年9月11日（8月29日）第6号）的文章，即《政论家札记。农民和工人》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04—112页。——编者注］

 。在这篇文章里，详细地分析了8月19日《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88号上发表的那份综合的农民委托书。这份委托书以后收在1917年10月26日土地法令里。在10月25日革命前两个月，这篇文章就说明必须“改变工人对农民讲话的基本方针”。






	　　　　尼·列宁
1917年11月27日于彼得堡

载于1917年彼得堡波涛出版社出版的尼·列宁《土地问题资料》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19—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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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谈判纲要[55]


（1917年11月27日〔12月10日〕）

（1）政治谈判和经济谈判。

（2）政治谈判的主要问题和基本原则是：

　　　　“ 没有兼并和赔款
 。”

（3）兼并的概念：


　　（a）规定兼并的领土即目前这场战争宣战后归并的土地，是不合适的。
［注：拒绝承认把宣战后归并的土地视为兼并领土的定义。］



（b）任何领土上的居民，只要最近数十年来（从19世纪后半叶起）对于把他们的领土归并入其他国家或者对于他们在该国的地位表示了不满，这些领土都应宣布为兼并领土，——不管这种不满是表现在书籍报刊上，表现在议会、地方自治机关、会议和类似机关的决议中，或是表现在由被归并领土上的民族运动而引起的国家活动和外交活动中，还是表现在民族的纠纷、冲突和骚动中等等。
［注：以下是约·维·斯大林写的。——俄文版编者注］




　　（1）正式承认有关参战国的每个（非统治的）民族都享有自由自决直至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2）自决权由自决地区全体居民进行全民投票实现；（3）自决地区的地理界线由本区和邻区以民主方式选出的代表确定；（4）保证实现民族自由自决权的先决条件是：
　　（a）从自决地区撤出军队；

（b）在上述地区安置难民以及战争开始以后由当局迁出的当地居民；

（c）在该区建立由自决民族以民主方式选举的代表组成的临时管理机构，它有实现ｂ款的权利（除其他权利外）

（d）在临时管理机构下，成立有权互相监督的谈判双方的委员会；

（e）实现b、c二款所需费用，在占领当局提供的特别基金中开支。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21—122页

















[55]1917年11月27日（12月10日），人民委员会讨论了给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进行和平谈判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问题。这个文件看来是为此而写的。



布列斯特和平谈判于1917年12月9日（22日）开始。苏俄代表团首先提出以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民主和约的原则为谈判基础，德方（以德国为主的同盟国）虚伪地声明同意，但以协约国也承认这些原则为先决条件。随后德方就以协约国拒绝参加谈判为由而宣布其声明失效，并于1918年1月5日（18日）向苏俄方面提出领土要求（所谓霍夫曼线），将原属俄国的约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以及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的大片地区——划出去。苏俄方面要求暂停谈判。



面对德方提出的掠夺性条件，布尔什维克党内在是否签订和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分歧。列宁权衡国内和国际形势，主张接受德方的条件，签订和约，以便得到喘息时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巩固苏维埃政权。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坚决反对签订和约，主张对国际帝国主义宣布革命战争。列·达·托洛茨基则主张苏俄应宣布停战、复员军队、但不签订兼并性和约，即所谓不战不和。列宁的主张暂时未能得到中央多数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在1月11日（24日）中央会议上提出了竭力拖延谈判的提案，以12票对1票获得通过。1月14日（27日），在当时担任谈判代表团团长的托洛茨基动身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列宁和他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一直坚持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再让步。”（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页）



谈判重新开始后，德方拒绝同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团进行谈判，而在1月27日（2月9日）同乌克兰中央拉达代表团签订了和约。根据这个条约，拉达同意向德方提供大量粮食、牲畜等物资，以换取德方的军事援助。德方随后即以最后通牒口气要求苏俄立即接受德方条件。1月28日（2月10日），托洛茨基违背了同列宁的约定，书面声明苏俄宣布停止战争、复员军队、但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随即退出谈判。德方利用这一点，于2月16日宣布停战协定失效，2月18日发起全线进攻。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在2月18日晚以7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同意签订和约的决定。2月23日上午，苏俄方面收到了德方提出的新的、条件更为苛刻的最后通牒。当天中央会议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同意签订和约。2月24日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接受德方的最后通牒。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了和约。根据和约，苏俄共丧失约100万平方公里领土（包括乌克兰），还必须复员全部军队，立即同乌克兰中央拉达签订和约。



1918年11月13日，在德国爆发了革命以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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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贯彻社会主义经济政策问题的决定草案[56]


（1917年11月27日〔12月10日〕）

（1）派2—3名工程师参加国防特别会议[57]，以便监督和制订总的工业复员[58]计划（委托科兹明组织这个小组）；

（2）由3—5名人民委员会委员（和非委员）组成委员会，以便讨论政府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委托皮达可夫和布哈林组织这个委员会）；

（3）组织粮食工作者会议，以便讨论打击投机倒把和改善赤贫阶层状况的实际措施（委托施略普尼柯夫＋曼努伊尔斯基组织这个会议）。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83页

















[56]这个决定草案是列宁为人民委员会1917年11月27日（12月10日）会议讨论他关于成立贯彻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特别委员会的建议而写的。草案稍作修改后被批准。——119。



[57]国防特别会议是1915年8月17日（30日）成立的，其任务是“讨论和统一国家防务措施并保证对陆、海军作战物资及其他物资的供应”。1917年12月11日（24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决定，责成国防特别会议“结束国防订货或将其降至和平时期的正常水平，并与之相应，使工厂复员，转向和平时期的生产”（《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214页）。——119。



[58]这里说的工业复员是指军事工厂转产消费品。这对于消除战后的经济破坏现象和改善全国居民的经济状况具有重大意义。列宁在《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和《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专家委员会的决定草案》（见本卷第176—179、180页）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个问题。1917年12月9日（22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告俄国全体工人同志书》，提出了使工业转入和平生产的措施。——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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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59]


（1917年11月27日〔12月10日〕）



指示？


（1）银行国有化

（2）强迫辛迪加化。

（3）国家垄断对外贸易。

（4）采取革命措施同奸商行为作斗争。

（5）揭露金融和银行的掠夺。

（6）给工业拨款。

（7）失业。

（8）复员——军队？工业？

（9）粮食。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23页

















[59]这个文件是列宁在人民委员会1917年11月27日（12月10日）会议讨论他关于成立贯彻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特别委员会的建议时写的。列宁就这个问题起草的决定草案中有一条写道：“由3—5名人民委员会委员（和非委员）组成委员会，以便讨论政府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见本卷第119页）这个文件就是一张准备拟定指示加以实际贯彻的经济政策问题项目单。——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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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措施纲要草稿

（不早于1917年11月27日〔12月10日〕）

银行国有化

货币回笼

大额票面的新币

是采取革命措施使工厂转向有益的生产

用强迫参加消费合作社的办法使消费集中 

国家垄断对外贸易

工业国有化

公债。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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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游行示威口号的补充[60]


（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

对11月28日公布的游行示威口号，建议补充：

退出农民代表大会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切尔诺夫分子”可耻！

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全俄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万岁！

劳动人民要求立宪会议承认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政府！

银行国有化万岁！

打倒怠工分子和罢工官吏！抵制他们，对他们实行革命恐怖！






	　　列宁
载于1957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3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25页

















[60]《对游行示威口号的补充》是列宁对彼得格勒苏维埃《告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书》的补充意见。



立宪民主党人定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举行游行示威，并企图非法召开立宪会议，发动反革命政变。11月27日（12月10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在听取了弗·沃洛达尔斯基关于这一策划中的反革命活动的报告后，通过了《告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书》，号召工人和士兵不要参加立宪民主党组织的游行示威。这个文件于11月28日（12月11日）发表在《真理报》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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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
[61]



（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

作为人民公敌的政党的立宪民主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必须逮捕，并送交革命法庭审判。

鉴于立宪民主党同科尔尼洛夫—卡列金进行的反革命内战有联系，责成地方苏维埃对该党加以特别管制。

本法令自签署之时起生效。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17年11月28日晚10时30分于彼得格勒

载于1917年11月29日（12月12日）《真理报》第23号（晚上版）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3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26页

















[61]《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是人民委员会在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晚上通过的。颁布这一法令的直接原因是：立宪民主党人这一天在彼得格勒组织了所谓保卫立宪会议的反革命游行示威；游行示威后，几十名立宪民主党及其他政党的立宪会议代表，违反人民委员会1917年11月26日（12月9日）颁布的关于立宪会议应在有400名以上立宪会议代表出席的情况下由人民委员会授权专人召开的法令，冲进塔夫利达宫，企图擅自召开立宪会议，并发动反革命政变。人民委员会命令赤卫队占领塔夫利达宫，将这些立宪会议代表驱散。——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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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追究诬告责任的决定草案[62]


（1917年11月29日〔12月12日〕）

中央委员会规定如下原则：

在一切纠纷案件和个人控告中，凡提出控告而不向法院提出确凿证据的人，应视为诬告者；

——凡认为自己受到此类诬告的人，可向法院申诉。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27页

















[62]关于追究诬告责任的决定草案是由于雅·斯·加涅茨基被匿名指控曾在德国商行供职而写的。



列宁就此问题还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写过一封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8卷）。——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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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1917年11月29日〔12月12日〕）

记录1


　　会议讨论《真理报》编委会成员问题。尼·伊·布哈林要求解除他在经济会议中担任的职务，以便能专做《真理报》的工作。[63]



　　列宁同志指出，经济会议[64]至今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它是当前国家建设中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因素，因此需要象布哈林同志这样的行家，所以他坚持不把布哈林同志列入《真理报》编委会。
2


　　叶·德·斯塔索娃建议《真理报》编委会由约·维·斯大林、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尼·伊·布哈林三人组成。



　　列宁同志则建议另由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三人组成。
3


　　讨论阿·伊·李可夫、列·波·加米涅夫、弗·巴·米柳亭、维·巴·诺根关于重新接受他们回到党中央的申请。



　　列宁同志宣读了他对这一请求答复的要点[65]，指出这四个人的申请清楚地说明他们同我们完全背道而驰，因为他们认为是中央同意作让步。他具体建议，要求这四个人提出书面声明，说明他们想把自己的信递到哪里去，即是否想发表在报刊上。我们不主动在报刊上发表他们的信，而是书面回答他们：我们不接受他们回中央。



	载于1929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917年8月—1918年2月》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28—129页

















[63]用小号字刊印的文字是俄文版编者加的，下同。——125。



[64]指筹备中的苏维埃国家最高经济机关。这一机关起初曾打算称为最高经济会议。——125。



[65]阿·伊·李可夫、列·波·加米涅夫、弗·巴·米柳亭和维·巴·诺根要求接受他们回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申请以及列宁起草的关于这个申请的决议草案，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记录中都没有保存下来。中央基本上通过了列宁的草案，决定把它交给由三名中央委员组成的委员会进行审订，并在加米涅夫等人要求公布他们的申请时加以公布。结果两个文件都未公布。——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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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军工厂转向有益于经济的生产的决定

（1917年11月29日〔12月12日〕）

委派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火速前往工商业人民委员部及粮食人民委员部（机器供应处），立即组织可以交给制造海军装备和从事维修的工厂的订货。尤其紧迫的是农具、农机的生产和机车的生产及修理。首先要注意彼得堡五金工厂，因为供应该厂的燃料和金属已够用较长时间。

委托海洋经济管理总局立即重新审查海军部1917年预算，以便暂时停止建造军舰计划的一切开支及其他一切非生产性开支，并把这些拨款转用于有益的国民经济生产。派伊·埃·古科夫斯基同志作为重新审查各主管部门预算的特派员参加这一工作。

责成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和海洋经济管理总局的全权代表（或古科夫斯基同志）以及工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全权代表， 
每天

 向人民委员会报告本命令的执行情况。






	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30—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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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的任务的提纲＋目前形势

（1917年11月）

（α）承认10月25日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

（β）拒绝用退回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精神对上述论点作任何限制（过渡的渐进性；与小资产阶级联盟的“阶段”，等等）。

（γ）无产阶级专政，它区别于“一般的”、形式上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的特点，它的策略。

（δ）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政权。

（ε）同小资产阶级达成协议不是要联合起来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要限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仅仅是一种使小资产阶级 某些
 阶层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 形式
 。

（ι）资产阶级自由与镇压剥削者。

（κ）怠工者和资本家；资本家和资产阶级“舆论”。

（ζ）立宪会议和使它服从苏维埃政权、国内战争的利益和条件。

（η）上层组织（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农民中央执行委员会等）和同它们的斗争。

（θ）同下列 当前
 形式的改良主义作斗争：

　　（1）让小资产阶级同路人束缚无产阶级的手脚

　　（2）限制“下层”革命斗争的规模

　　（3）拒绝实行恐怖。





	载于1957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1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24—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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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意见

（1917年11月）

要理智地、自觉地、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就必须学习。

由于多年来沙皇制度对国民教育的摧残，彼得格勒的图书馆工作做得非常糟糕。

必须根据西方自由国家，特别是瑞士和北美合众国早已实行的原则，立即无条件地进行如下的根本改革：

（1）公共图书馆（前帝国图书馆）应当立即同彼得格勒和外省的 
所有

 公共图书馆和国立图书馆 交换
 书籍，同时也 
同国外的

 （芬兰、瑞典 等国
 ）图书馆 交换
 书籍。

（2） 
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

 互寄书籍，应当由法律规定予以 
免费

 。

（3）图书馆阅览室的开放时间应当象文明国家为 
有钱

 人服务的 
私立

 图书馆和阅览室那样，

每天从上午8时到晚11时，节日和星期日也 
不

 例外。

（4）所需数量的职员应当立即从国民教育部的各个司局抽调到公共图书馆去（由于军事上需要男子，应多利用妇女的劳动），因为在这些司局里，十分之九的人所干的工作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32—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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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献

（1917年12月1日〔14日〕）





	
1 关于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问题的发言（报道）

2 关于立宪会议问题的讲话



3 关于处置立宪民主党的法令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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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问题的发言[66]


报道

列宁发言捍卫委员会的草案，指出不能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变成议会，它应当是在经济上同资本家和地主作斗争的战斗机关，就象人民委员会是在政治上同他们作斗争的那种机关。





	载于1917年12月3日（16日）《新生活报》第19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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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立宪会议问题的讲话[67]


如果撇开已经发展成内战的阶级斗争的局势来看立宪会议，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有什么机关能比这更完善地表达人民的意志。但是，我们不能沉溺于空想。立宪会议必须在内战的环境中活动。而内战是资产阶级—卡列金分子发动的。

在拖延莫斯科起义的尝试、克伦斯基向彼得格勒派兵的尝试遭到失败以后，在组织军队中反革命的高级指挥人员的尝试没有成功以后，现在他们又妄想在顿河流域组织暴动。这种企图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哥萨克劳动者反对卡列金分子。

有人责备我们迫害立宪民主党，列宁同志反驳说，不能把阶级斗争同政敌分开。如果说立宪民主党不是一个强大的集团，那是假话。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参谋部。立宪民主党人把一切有产阶级都吸收到他们的党内；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右的分子已经跟他们勾结在一起。他们全都支持立宪民主党。

有人建议我们按照原来的设想召开立宪会议。对不起，这不行！原来有人设想用它来反对人民。而我们进行革命，就是要保证立宪会议不致被用来反对人民，就是要使政府能够获得这种保证。什么时候召开立宪会议，在我们的法令[68]中已经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说过了。在这个法令中我们明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不要在心里瞎猜吧，我们毫无隐瞒。我们已经说过，有400个代表，我们就召开立宪会议。选举比预定的时间晚，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某些地方的苏维埃自己规定的选举日期就晚。由于选举时间不一致，就必须确定立宪会议要有多少代表才能召开。有人企图利用法律上没有规定人数这一情况，要求不管有多少代表都可以召开立宪会议。政府要是允许这样做，它的处境会是怎样呢？苏维埃政权做得对，它规定必须有多少代表召开立宪会议才算有效。苏维埃政权已经这样做了。谁不同意，应当对这个法令提出批评。如果我们听到的不是批评，而是暗示或者一般的猜测，那我们将置之不理。

革命阶级在同进行反抗的有产阶级作斗争时，对于他们的反抗应该加以镇压；我们也要用有产者镇压无产阶级的全套办法来镇压有产者的反抗，因为其他办法还没有发明出来。 

你们说应该孤立资产阶级。但是，立宪民主党人以形式上的民主制的口号即立宪会议的口号为掩护，实际上却在发动内战。他们说：“我们要在立宪会议里有席位，同时又要组织内战”，而你们却拿孤立他们的空话来作回答。

我们不能只追究违背程序的人，我们公开地在政治上对政党提出指控。法国革命者就是这样做的。这就是我们对那些参加了选举而不知道选了谁的农民的回答。要让人民知道，立宪会议不会按照克伦斯基的愿望召开。我们实行了罢免权，立宪会议决不会成为资产阶级原先所设想的样子。在离立宪会议的召开只有几天的时候，资产阶级却在组织内战，加紧暗中破坏，破坏停战。我们不会受形式上的口号的骗。他们希望在立宪会议里占有席位，同时又要组织内战。但愿人们从本质上来分析一下我们对立宪民主党提出的指控，证明立宪民主党不是这场显然无望的、使全国淹没在血泊中的内战的司令部吧。施泰因贝格同志并没有花力气来证明这一点。他把说明立宪民主党同科尔尼洛夫有联系的一切事情都忘记了；揭露这种联系的并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政敌切尔诺夫。有人建议我们追究那些代人受过的人。但是，我们不会因为对个别人的追究而不对整个阶级的司令部提出政治指控。

接着，列宁同志又对布尔什维克也曾被宣布为人民公敌一事加以驳斥。有人曾威胁我们，说要宣布我们是人民公敌，但是他们没有干成。他们不敢这样干。当时我们就对他们说：“要是你们能办到，就不妨试一试。你们试试对人民说，布尔什维克这个党，这个派别是人民公敌。”他们不敢这样做，他们只是抓住个别人来进行诽谤。我们对他们说：你们无法宣布我们是人民公敌，你们提不出任何原则性的意见来反对布尔什维克，你们只能散布诽谤言论。我们对立宪民主党提出的指控结束了零敲碎打的政治斗争方式。我们要对人民讲真话。我们要告诉人民，他们的利益高于民主机关的利益。不要倒退到那种使人民利益服从形式上的民主制的旧偏见上去。立宪民主党人高喊“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实际上这就是说：“全部政权归卡列金”。必须把这一点告诉人民，人民是会赞成我们的。





	载于1917年12月6日（19日）《真理报》第20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35—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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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处置立宪民主党的法令的决议

中央执行委员会听取了人民委员会代表就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政党并下令逮捕该党领导机关成员以及由苏维埃对整个立宪民主党实行管制的法令所作的说明，认为必须同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挑起激烈内战来反对工农革命基础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中央执行委员会将继续在这方面支持人民委员会，并且拒绝接受那些由于本身动摇而破坏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政治集团的抗议。





	载于1917年12月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4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38页

















[66]关于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问题，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立即提出的。1917年10月26日或27日（11月8日或9日），在列宁参加下，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召开会议讨论了成立经济领导机关的方案。11月15日（28日），人民委员会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成立最高经济机关的方案。11月25日（12月8日）和12月1日（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方案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要求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50％的席位给予他们所领导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并且主张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由人民委员会领导而直属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以多数票否决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这些修正案。《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于12月2日（15日）被批准，公布于12月5日（18日）《工农临时政府报》第25号。



这里收载的列宁的讲话，就是对上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修正案的回答。——131。



[67]这个讲话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1917年11月25日（12月8日）提出的质问时发表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担任全俄立宪会议选举委员会委员的立宪民主党人被逮捕一事提出质问，并要求解释：作为最高权力机构成员的立宪会议代表，其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为什么遭到破坏。在列宁发言和进行辩论以后，会议以150票赞成、98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列宁起草的赞同人民委员会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的决议。



立宪民主党人把持的全俄立宪会议选举委员会从十月革命胜利起就反对苏维埃政权。委员会千方百计阻挠选举的筹备工作，并且违抗人民委员会的一再要求，拒绝向它报告全国立宪会议选举的进度。为了对选举委员会的活动加以领导，人民委员会于11月23日（12月6日）委派莫·索·乌里茨基主持该委员会的工作。同一天，该委员会的委员因拒绝在乌里茨基领导下工作被逮捕。但是11月27日（12月10日）就按照列宁的命令把他们释放了。——132。



[68]指《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法令》。该法令在人民委员会1917年11月26日（12月9日）会议上通过，并在11月27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37号上公布。人民委员会之所以颁布这个法令，是因为11月17日（30日）一些右派报纸刊登了一批前临时政府部长以“临时政府”名义发表的所谓“决定”，说什么立宪会议定于11月28日（12月11日）下午2时在塔夫利达宫开幕。——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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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69]


（1917年12月2日〔15日〕）

同志们，在上次农民非常代表大会上，我是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而不是代表人民委员会出席会议的。现在我还是以同样的身分来发言，因为我认为重要的是让你们农民代表大会知道布尔什维克党的意见。

我进来以后，听到刚才那位发言人的一部分讲话，他看着我对你们说，我想用刺刀把你们赶走。同志们，俄国已经长大成人了，再不会听人摆布了。你们知道，从军队能用武器来争取自由那时起，从穿军大衣的农民能够同不穿军大衣的农民在一起开会商量问题那时起，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蹂躏人民的意志，蹂躏农民和工人的意志了。

同志们，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对10月25日的革命是怎样理解的。同志们，这里有人说，新的革命浪潮也许会把苏维埃冲掉。我说不会有这种事。我坚信苏维埃永远不会灭亡；10月25日革命就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苏维埃永远不会灭亡，因为它早在1905年第一次革命的时候就建立过；在二月革命以后又建立起来，并且都不是由某个人发起的，而是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从下面建立起来的。这里不可能有任何限制，不拘泥任何形式，因为它们是根据人民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可以随时罢免他们的代表。苏维埃高于任何议会，任何立宪会议。（喧哗声，高喊：“撒谎！”）布尔什维克党一向说，最高的机关就是苏维埃。决不能说这是撒谎，因为欧洲推翻君主制的历次革命，通过立宪会议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象我国这样的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还没有过。有人说，10月25日的革命只是成立了“布尔什维克政府”。但我可以说，在人民委员会里并不完全是布尔什维克。你们中间谁还记得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谁就该知道，那时布尔什维克只占少数；但是现在，人民凭经验认识到妥协政策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于是在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让布尔什维克党获得了多数。现在有人对我说，并且敌对的报刊也在大肆叫嚣，说刺刀可能指向苏维埃，我听了好笑。刺刀在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手里，他们手里的刺刀决不会指向苏维埃。让反革命用刺刀来反对苏维埃吧，苏维埃是不怕刺刀的。

谈到立宪会议问题，我必须指出，只有到人民自己可以自由发展，可以建立新生活的时候，立宪会议才有用处。试问，情形是不是这样的呢？

用一句你们大家都知道的话来说，就是“并非人为安息日而生，而是安息日为人而设”。同志们，你们知道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是怎样进行的。这是一种最先进的选举方法，因为这里选举的不是个人，而是政党的代表。这是一个进步，因为革命不是由个人而是由政党来进行的。在选举立宪会议代表的时候，只有一个社会革命党，它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可是现在不是这样了。你们是不是会说，这也是布尔什维克搞的？不，同志们，这是一条世界性的规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人民总是缓慢而艰难地分成两个营垒：一个是贫困的受侮辱的营垒，即为全体劳动者美好的将来而奋斗的营垒；一个是以各种方式拥护地主资本家的营垒。在选举的时候，人民选举的不是表达他们的意志和愿望的人。你们说，我们把整个立宪民主党宣布为人民公敌。是的，我们这样做了，从而表达了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目前，在我们正面临着和平，三年可怕的大屠杀就要终止的时候，我们深信，这是各国全体劳动者的一致要求。在欧洲，推翻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在缓慢而艰难地进行着，现在各国的帝国主义者都会看到，人民是强大的，人民有力量打倒一切阻挡他们前进的人。有人用一只手组织暴动来反对工人农民，反对苏维埃，而用另一只手出示立宪会议代表的崇高证书，这不能阻挡我们前进。7月间有人对我们说：“我们要把你们宣布为人民公敌。”我们回答说：“你们不妨试一试。”资产者老爷们及其娄罗要是果真试着公开对人民这么说，那倒好了；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却进行了种种诽谤、造谣和中伤。当资产阶级发动内战（我们就是这次内战的见证人）时，他们煽动了士官生进行暴动。但是，作为胜利者，我们对他们这些战败者是宽大的。不仅宽大，甚至还给他们保留了军人的荣誉。而在目前要召开立宪会议的时候，我们说：只要有立宪会议的400名代表到会，我们就召开。 
［注：1917年12月4日（17日）《工人和士兵报》第42号所发表的讲话，结尾部分如下：“人民政权决不同资本结成任何同盟。我们不缔结秘密条约。人民政权把自己采取的每个步骤都通知苏维埃。我们以苏维埃的名义提出了停战建议，如果条件不合适，人民就不采纳。对革命人民没有使用过任何暴力。（有人喊道：“那么杜鹤宁呢？”）是的，曾经命令杜鹤宁开始停战谈判。他拒绝了。杜鹤宁同科尔尼洛夫、卡列金等人民公敌结成了联盟。人民出于对敌人的极大义愤，杀死了他。但你们忘记了另一个事实。在什帕列拉街，工人沃伊诺夫散发布尔什维克传单，被哥萨克杀害了。这两件事实是有区别的。在工人沃伊诺夫被杀后，只有《工人报》提到这件事，它只是说沃伊诺夫死去，而不说被杀。被杀的一个是普通工人，一个是阻挠和平、违反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士兵愿望的人。而且，在杜鹤宁将军被杀后，我们的报纸最先谴责私自处刑。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就在于此。凡是赞成对生产实行工人监督、赞成民主的和约、反对血腥屠杀继续下去的人，都不会拥护立宪民主党人。”——俄文版编者注］

 我们看出，立宪民主党在继续进行阴谋活动，我们看出，他们正为了钱袋、私利和财富而组织反对苏维埃的暴动，所以我们公开地宣布他们为人民公敌。最近，媾和条件即将公布，我们就要停战，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再不会被逮捕，地主土地即将没收，工厂就要实行工人监督。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制造阴谋来反对我们，反对苏维埃。所以我们说，他们立宪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是人民的公敌；我们要同他们进行斗争。





	载于1917年12月4日（17日）《工人和士兵报》第4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39—142页

















[69]这是列宁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1月26日—12月10日（12月9—23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除有来自各地的代表外，还有参加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在79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303名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35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91名布尔什维克。大会是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下进行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力图把采取妥协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到自己方面去。大会在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和对待人民委员会宣布立宪民主党人为人民公敌的法令的态度问题上，展开了特别尖锐的斗争。大会起初以不多的票数通过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要求把国家权力交给立宪会议和谴责人民委员会下令逮捕立宪民主党人的决议。在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坚决要求下，大会对这个决议重新进行表决，结果通过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案。在土地问题上，大会也通过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决议，表示欢迎苏维埃政府废除土地私有制，但要求按社会革命党纲领的精神解决土地问题。右派和部分中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大会。此后，代表大会表示赞同苏维埃政府的活动，并同意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大会选出了由250人组成的新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其中108人（布尔什维克20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81人，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1人，无党派人士6人）被选入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对于巩固苏维埃政权具有重大意义。——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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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乌克兰人民书

（1917年12月3日〔16日〕）

根据工人和被剥削劳动群众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团结一致、结成兄弟同盟的需要，根据革命民主机关苏维埃、特别是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许多决议对这种原则的承认，俄国社会主义政府即人民委员会再次确认，凡是过去受沙皇政府和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压迫的民族都享有自决权，直至这些民族同俄国分离的权利。

因此，我们人民委员会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承认它有权同俄国完全分离或同俄罗斯共和国缔结建立联邦关系或其他类似的相互关系的条约。

我们人民委员会现在就无保留无条件地承认有关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的一切事项。

我们没有对目前仍为资产阶级所掌握的芬兰资产阶级共和国采取任何步骤来限制芬兰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我们也不会采取任何步骤来限制已经参加或者愿意参加俄罗斯共和国的任何民族的民族独立。

我们谴责拉达[70]，因为它在民族主义词句的掩盖下，奉行一种资产阶级的两面派政策，这种政策早已在拉达不承认乌克兰的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这一点上表现出来了（还表现在拉达拒绝乌克兰苏维埃的要求，不肯立即召开乌克兰苏维埃边疆区代表大会）。这种两面派政策使我们不能承认拉达是乌克兰共和国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全权代表，这种政策使拉达最近竟采取了一些意味着排除达成协议的任何可能性的步骤。

这样的步骤是：第一，瓦解前线。

拉达 
单方面

 发出命令，从前线调动和召回乌克兰部队，从而在划界 
以前

 破坏了统一的共同战线，而划界只有通过两国政府有步骤地达成协议才能实现。

第二，拉达开始解除驻在乌克兰的苏维埃部队的武装。

第三，拉达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和叛乱。拉达显然虚伪地借口“顿河和库班”有什么自治权利，以此来掩护卡列金的违反绝大多数哥萨克劳动者利益和要求的反革命叛乱。拉达允许投奔卡列金的部队过境， 
却拒绝允许反对卡列金的部队过境

 。

拉达走上了这条骇人听闻的叛变革命的道路，走上了支持既是俄国各族人民民族独立的死敌又是苏维埃政权死敌的道路，即走上了支持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敌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道路，这样就会迫使我们毫不犹豫地向它宣战，即使拉达是一个已经被完全正式承认和一致公认的最高国家政权机关，即独立的乌克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最高国家政权机关。

现在鉴于上述一切情况，人民委员会 
［注：下面是列·达·托洛茨基写的，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作了修改。——俄文版编者注］

 在乌克兰共和国和俄罗斯共和国的人民的面前，向拉达提出下列问题：

1．拉达是不是保证放弃瓦解共同战线的活动？

2．拉达是不是保证今后未经最高总司令同意，不让开往顿河、乌拉尔或其他地方的任何部队过境？

3．拉达是不是保证协助革命军队同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反革命叛乱作斗争？

4．拉达是不是保证中止一切解除驻在乌克兰的苏维埃军队和工人赤卫队的武装的活动，并立刻把夺去的武器交还给原部队？

如果在48小时内不能得到对这些问题的满意答复，人民委员会就认为拉达处于公开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战争状态。





	载于1917年12月5日（18日）《真理报》第206号和1917年12月6日（1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4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43—145页

















[70]乌克兰拉达（中央拉达）是1917—1918年乌克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的联合机关，1917年3月4日（17日）在有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以及各社会团体参加的乌克兰社会联邦党总委员会会议上成立。1917年6月，产生了称为小拉达的执行机关，主席是乌克兰资产阶级思想家米·谢·格鲁舍夫斯基，副主席是弗·基·温尼琴科和谢·亚·叶弗列莫夫。中央拉达在1917年3月9日（22日）的告乌克兰人民书中号召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6月10日（23日），它宣布乌克兰自治，建立了名为总书记处的政府，但很快就同临时政府妥协，赞成将自治问题搁置到召开立宪会议时再解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中央拉达于11月7日（20日）宣布自己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机关，1918年1月11日（24日）宣布乌克兰独立。1917年11月—1918年1月，中央拉达同苏俄人民委员会举行谈判，同时却支持阿·马·卡列金等白卫将军，并违背自己的诺言，不解决土地问题、工人问题及民族问题。中央拉达既向协约国寻求财政上的支持，又同德奥同盟进行秘密谈判。12月11—12日（24—25日）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乌克兰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中央拉达不受法律保护。乌克兰人民逐渐认清了中央拉达的反革命政策，于1917年12月—1918年1月在乌克兰全境举行了反对中央拉达的武装起义。1918年1月26日（2月8日）苏维埃军队占领基辅后，中央拉达逃往沃伦。次日，它与德奥同盟签订了叛卖性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并于3月1日与德奥占领军一起返回基辅，成了武装占领者操纵的傀儡。由于中央拉达无力镇压乌克兰的革命运动和往德国调运粮食，1918年4月29日德军指挥部将它解散，而以君主派地主、乌克兰盖特曼帕·彼·斯科罗帕茨基的傀儡政府代之。——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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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人部的会议上

关于彼得格勒工人经济状况和工人阶级任务的报告

（1917年12月4日〔17日〕）

报道


10月25日的革命表明，显示出有能力坚决对抗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非常成熟。但是，要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胜利，还必须有高度的组织能力，而且要始终意识到无产阶级应当成为统治阶级。

无产阶级现在正面临着对国家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任何折中的解决办法，不管替它找些理由是多么容易，都是不足取的，因为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不允许采取折中解决办法的地步。在我们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的斗争中，根本没有采取治标办法的余地。不胜则败，问题就这样摆着。

工人必须懂得而且的确懂得这个道理；从他们拒绝采取折中的妥协的解决办法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变革愈深刻，完成用社会主义机构代替资本主义机构的工作所需要的积极的工作人员也就愈多。因此，即使没有怠工现象，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是不够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只有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因此现在不应当考虑在这个时候改善自己的状况，而应当考虑怎样才能成为统治阶级。不能指望农村无产阶级会明确无误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这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做到，而每个无产者如果意识到伟大的前途，就应当感觉到自己是领导者，并带领群众前进。

无产阶级应当成为统治阶级即领导全体劳动人民的阶级，而且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

必须同那种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才能管理国家的偏见作斗争。无产阶级应当把国家的管理工作担当起来。

资本家正在用尽一切办法阻挠工人阶级完成这些任务。因此，摆在每个工人组织——工会、工厂委员会等等——面前的任务，就是从经济上给以坚决的回击。资产阶级正在破坏一切，实行全面怠工，企图搞垮工人革命。因此，组织生产的任务就完全落到了工人阶级的身上。我们要彻底抛弃这样一种偏见，即认为国家事务、银行和工厂的管理是工人无法胜任的。但是，要解决这些任务，只有通过日常的巨大的组织工作。

必须组织产品交换，使计算和监督形成制度，这是工人阶级的任务，他们的工厂生活已经给他们提供了完成这些任务的知识。

让每个工厂委员会都感觉到自己不仅是从事本厂的工作，而且是建设整个国家生活的组织细胞。

颁布废除私有制的法令是容易的，但是要实行这个法令就必须由而且只能由工人自己动手，即使会犯错误，那也是新阶级在创造新生活过程中的错误。

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组织经济生活的具体计划。

谁也不能提供这种计划。然而群众通过试验能够从下面做到这一点。当然要发布指示，指出道路，但是必须上下一起同时开始行动。

苏维埃应当成为调节俄国全部生产的机关，但是为了苏维埃不致成为没有军队的司令部，必须在基层进行工作…… 
［注：此处记录有几个字字迹不清，从略。——俄文版编者注］



工人群众应当在全国范围内把组织监督和生产的工作担当起来。胜利的保证不在于组织单个的人，而在于组织全体劳动群众，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安排好经济生活，那么，一切对抗我们的东西就会自然而然地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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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赫尔曼·费尔瑙[71]


（1917年12月5日和23日〔1917年12月18日和1918年1月5日〕之间）

您在12月18日《 日内瓦日报
 》上发表的公开信中，试图在俄国人民委员会告各交战国劳动群众书和俄国人民委员会与德国、奥匈帝国的政府和军阀进行的谈判之间找出矛盾。

您援引了我们的话：“取得革命胜利的政府不需要资本主义职业外交家的承认。但是我们要问一问各国人民：反动外交是否表达了他们的想法和意愿？人民是否同意让本国政府的外交错过俄国革命所造成的大好和平时机？”然后您对这一段话作了如下解释：

“我们要问一问各国人民”，这就是说：不是人民选举的、不是人民授予全权的一切君主、部长、外交官给我们的答复，我们都应加以拒绝。接着您好意地告诉我，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不是德国人民，而是他们的皇帝；在这些问题上德国人民的意志是从来不受重视的，如此等等。请允许我告诉您，这些我已经知道了。我还知道，一切交战国的情形都是如此。在这些国家里，有没有选举制、议院监督或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无所谓。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因此在我们未来的宪法的一项最重要条文中，我们规定选民可以罢免任何一个行为同委托书相悖的代表。布赖斯勋爵对这个问题当然是很了解的，他写道：在英国，“所有议院之本”即最重要的国家事务，实际上都是由一打不承担责任的人物主宰的。可以给纯粹的君主制度记上一功，因为它起码是毫不掩饰的。

是的，我们问过各国人民：他们是否想使“这场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的大屠杀继续延宕下去，盲目走向整个欧洲文化的毁灭”。费尔瑙先生，这里说的不是 文化
 ，而是 文明
 ，——请允许我用法文给您指出这一点，作为对您给我上了一堂国家法课的回报。不错，我们想要拯救文明，于是我们向所有人民呼吁。但是各国人民没有回答我们，因为他们的政府，君主制的也罢，伪民主制的也罢，都不让他们发言；我们想要拯救本国人民，他们正在死于战争，他们绝对需要和平。假如其他国家的人民仍然在任人蹂躏，您是不是要求我国人民也本着一致的精神去任人蹂躏呢。您对荣誉的理解是不是象封建时代日本人理解的那样，即：受凌辱者用军刀剖腹，凌辱人者如果不愿被人当作胆小鬼蔑视的话，也应当这样做？

您对我个人说话，仿佛我是一个君主，您说：“列宁先生！您向各国人民提出问题，回答您的却是赫特林伯爵、屈尔曼外交大臣、采尔宁伯爵、冯·赛德勒尔首相[72]。把这些先生当成各国人民真正的负责的代表，那就等于公然违背你们的全部民主原则。为什么您不要求事先进行德国人的民意测验，您本来可以向他们提出问题：媾和和宣战的最高权力该不该仍然属于德国皇帝？”

然而，费尔瑙先生，请您也注意一下现实关系。我们最需要和平。我们建议大家缔结和约。有两个政府正在同我们缔结和约，难道您认为这样做违背它们的人民的心愿吗？假如其他政府连听都不想听，那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是建议它们去征询本国人民的意见，还是号召这些国家的人民自己把事情管起来？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提出要求吗？但我们用什么办法来提出任何一种要求呢？

您同我一样清楚，戒严以及它使政府得以采取的严厉镇压手段，对于您和我一样盼望的民主革命来说，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俄国人只是到战争处于某种——用你们的话该怎么说呢？大概是——低潮的时候，才能够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而克列孟梭先生为了自己的政权，最害怕他称之为 失败主义
 的东西。您说的完全正确，德国人的失败对你们的人民有好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胜利者是致命的！承您的情，跟着我承认“无情的逻辑”。我不禁要说，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您希望德国人失败，因为您是德国人，您的一本书的标题不就叫作《正因为我是德国人》吗？可是您却希望俄国人胜利，因为您很少关心俄国人民的祸福。这不怎么人道吧，费尔瑙先生。

你们伟大的海涅说过，我们本都是神的创造物。我们的看法同您一样，我们为了所有的人，希望军国主义失败，也就是希望和平、快乐。你们伟大的席勒说过，只要在你温柔的羽翼之下，一切的人们都成为兄弟。至于谈到战争、外交骗局、伪民主的寡头统治等等，你们伟大的歌德说过：

……真正是令人厌烦；

一次刚好完，一次又重新开端；

……

名目上是为的争取自由人权，

细审，其实是奴隶与奴隶之战。

对我们来说这就够了，于是我们停止打仗。别人也正在或将要按照我们这样做。渐渐地，一批接一批：罗马尼亚，葡萄牙，下一个是谁呢？我不知道，您也不知道。我感到很遗憾，一年前，各国的军队多少都吃了败仗，各国人民同时能够利用我和您都承认的那种失败带来的好处，可是，那时人们没有想到要签订普遍和约。您也许知道我国有一句谚语：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和平也是这样：要使同盟破裂，在1914年顶多需要几天工夫，现在摆脱困境要多少时间？谁能说得准呢？无论如何总得有人开个头；榜样是有感染力的。

军国主义之所以至今犹存，是因为各人都宣称只要邻国裁军，自己就准备裁军；其实只要某一个大国率先裁军而别国（或早或迟）相继仿效，军国主义就会销声匿迹。费尔瑙先生，请读一读我们斯堪的纳维亚邻邦不久前建立的和平主义同盟的章程吧，这个同盟要求不等别国裁军而首先在斯堪的纳维亚本土裁军。还请读一读或者再读一遍托尔斯泰的《呆子伊凡的故事》中关于沙皇的故事吧，沙皇的士兵没有遇到被占领国人民的任何反抗，对这场纯属单方面的战争产生厌战情绪，回乡种地去了。这就是明天的现实。费尔瑙先生，同我们一起为明天的胜利而工作吧！不要让血雨腥风的往日的幻想充斥你富有生机的理智，只要一切正直的人们为此而作出自己的努力，往日的遗痕很快就会消失。






	　　忠实于您的　列宁
载于1917年12月30日—1918年1月5日《国民报》（日内瓦）第31号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9卷第182—185页

















[71]本文是列宁对德国自由主义政治家赫·费尔瑙给他的公开信的答复。费尔瑙的公开信载于1917年12月18日法文报纸《日内瓦日报》第348号，标题是《一个德国人致列宁先生的公开信》。——146。



[72]这些人都是当时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政界人物：格·赫特林于1917—1918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理·屈尔曼于1917—1918年任德意志帝国外交大臣，在布列斯特和平谈判中率领德国代表团；恩·赛德勒尔于1917—1918年任契地利首相；奥·采尔宁于1916—1918年任奥地利外交大臣，在布列斯特和平谈判中率领奥匈帝国代表团。——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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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声明

（1917年12月6日〔19日〕）

主要由于前全俄选举委员会的过错，立宪会议的选举拖延了下来，加之反革命集团组织了立宪会议特别委员会同苏维埃政权建立的人民委员部对抗，因此到处都在传说，立宪会议决不会按照目前的组成情况召开。人民委员会认为必须声明，农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敌人恶意散播的这些传闻纯属谣言。根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人民委员会的法令，立宪会议的代表只要有半数即400名按照规定到塔夫利达宫办公室报到，立宪会议即可召开。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17年12月6日（19日）《真理报》第20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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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告农民书草稿[73]


（1917年12月6日或7日〔19日或20日〕）

全俄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热烈号召俄国各族农民在伟大的俄国革命目前所处的也许是最紧要的关头，发挥全部智慧和意志的力量，发挥自己人数和力量的全部威力把沉睡的人们唤醒，振奋不坚定者的精神，并从全国各地、从每个村庄、大城市的每个街区，大声疾呼，说出自己有份量的、决定性的意见。

农民同志们！我们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我们是被剥削劳动者的基本群众。我们是为满足劳动者正当的、合法的要求，首先是对土地的要求，为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一切压迫和剥削而斗争的基本群众。

农民同志们！我们是我国军队的基本群众。我们军队首先受到了沙皇和资本家发动的三年多战争的非人的折磨，这支军队还担负起了艰难而令人感激的光荣使命，担负起了——和工人们一起——为自由、土地、和平，为使劳动者摆脱一切压迫和剥削、获得彻底解放而斗争的先进战士的使命。

农民同志们！请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农民代表们向俄国各族农民发出的呼吁和号召；请你们在每个村庄、每个农舍读一读我们的呼吁书；请你们无一例外地在所有的农民集会上，在所有的农民机关中展开讨论，请你们自己在当地作出坚定不移的决定。因为我们祖国的命运主要取决于你们的决定，大多数人民的决定，农民自己的决定。

存亡的关头即将到来。最后的斗争日益临近。整个国家，我们共和国的各个民族都已经分成两大营垒。

一个营垒是地主和资本家，富人和他们的仆从，达官显贵和他们的朋友，骑在人民头上的人和战争的拥护者。

另一个营垒是工人和被剥削劳动农民，贫苦人民和他们的朋友，普通的士兵和和平的拥护者，主张展开果敢忘我的、对压迫人民的人毫不留情的、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的人。

这两个营垒之间的斗争在国内某些地区已经极其尖锐，发展成了直接的公开的内战，发展成了苏维埃军队反对一小撮人的战争，这些人依仗财势，希望推翻苏维埃政权，推翻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政权和政府。

农民同志们！现在有许多事情都要靠你们一句有份量的坚决果断的话来决定，能不能停止这场内战，俄国能不能和平地实现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劳动者，能不能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的胜利，都要靠你们一句话来决定。农民同志们！你们要万众一心地奋起，大声疾呼，申述你们的要求，从每个村庄提出 
你们的委托书

 ！你们能够使人倾听你们的意见，你们现在就要使所有的人都倾听你们的意见！

农民同志们！你们应当首先坚决谴责那些 脱离
 全俄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谴责分裂分子。谴责破坏农民团结、破坏劳动人民团结、破坏工农团结的人。这些分裂分子，这些破坏农民团结的人，这些投靠富人营垒，投靠地主资本家营垒的倒戈分子犯了滔天大罪。这些人称自己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右翼和中派，是阿夫克森齐耶夫和切尔诺夫的拥护者。他们背叛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全部学说和整个纲领，跑到社会主义的敌人、要扼杀革命的人那边去了。他们同忠实维护社会革命党人的学说、纲领和要求的人决裂了，同始终忠于劳动农民利益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国际主义者”的党决裂了。他们这些阿夫克森齐耶夫和切尔诺夫的拥护者退出了全俄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拒绝服从大多数农民的决定，为的是执行富人和资本家反对农民的意旨，阻挠和平事业，阻止立即把全部土地无偿地交到劳动人民手里，挽救阿夫克森齐耶夫、切尔诺夫和马斯洛夫之流损害农民的政策。

谴责这些农民事业的叛徒吧！这样你们就可以挽救许多动摇分子和意志薄弱的人，你们就可以使俄国免遭内战这种疯狂举动的劫难。说这种举动是疯狂的，是因为它除了白白地使血流成河以外，什么也改变不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破坏工兵农的一致决定和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

谴责这些农民事业的叛徒吧！让每个村庄都对这两次代表大会即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表示信任吧。让每个村庄都从立宪会议中 
召回

 那些没有公开声明和没有用行动证明自己完全承认这些决定的社会革命党代表或农民苏维埃和农民机关的代表吧。

农民同志们！你们大家都知道，反对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的人，只有 
靠欺骗

 才能当选为立宪会议的农民代表，并且已经当选了。这些常常自称“社会革命党人”的人，事实上欺骗了农民，因为农民当时还没有看透阿夫克森齐耶夫、切尔诺夫和马斯洛夫的政策的真相，即向地主让步、同资本家妥协、逮捕各地农民土地委员会委员的政策的真相。这些阿夫克森齐耶夫分子、马斯洛夫分子和切尔诺夫分子能够欺骗农民，是因为社会革命党总的候选人名单在10月17日以前已经拟好，而这个真相 
在

 全国暴露出来却是在10月17日 
以后

 。

1917年10月25—26日举行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向全国揭露了这个真相。后来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府第一次公布了可耻的秘密条约，第一次展开了争取和平的真正的革命斗争，第一次 
用行动

 表明了应当怎样进行这一斗争，并且获得了在一条战线上停战的初步成就，从而揭露了这个真相。

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法令，这样一来便毫无保留地站到农民一边，消除了一切可能妨碍农民在各地拥有充分权力的外来因素，从而揭露了这个真相。

全俄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在一个详细的特别决议中向农民揭露了阿夫克森齐耶夫和切尔诺夫的执行委员会所扮演的可耻角色，从而揭露了这个真相。这次代表大会将在12月8日结束，它是在1917年11月30日（？）[74]开幕的。

农民同志们！你们可以看出，农民在拟定10月17日的候选人名单和参加11月12日的立宪会议选举时，还 
不可能

 知道土地问题和和平问题的真相， 
不可能

 分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谁是披着羊皮的狼。你们可以看出，那些反对全俄工兵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的社会革命党人， 
只有靠欺骗

 才能代表农民发言。

农民同志们！决不能让 
这种欺骗

 造成流血的后果！你们要对那些退出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人提出坚决的抗议。在每个省、每个县、每个乡、每个村都要接受 
委托书

 ，对退出代表大会的人表示抗议， 
公布

 各地 
不

 接受这两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立宪会议农民代表的 
姓名

 ， 要求
 这些代表 退出
 立宪会议，因为他们只有欺骗人民才能冒充人民代表。

农民同志们！立宪会议应该表达人民的意志。谁退出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谁违反代表大会的意志，谁分裂农民，谁背弃农民而投靠富人，谁就不是人民代表，谁就是叛徒，在立宪会议中就不能有他的席位。他不会带来和平，不会给劳动者带来土地，他只能给人民带来富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荒诞而罪恶的骚乱。人民不能容忍欺骗。人民不能容忍违反他们意志的行为。人民不会拿苏维埃政权来讨好富人。人民不会让富人毁掉掌握在人民手中的 
和平

 事业和立即将 
土地

 毫无例外地无偿地交给劳动者的事业。

摆在整个国家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

或者是一场由卡列金分子、立宪民主党人、科尔尼洛夫分子（及其暗藏的同谋者阿夫克森齐耶夫分子、切尔诺夫分子和马斯洛夫分子）发动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内战，一场流血的战争，一场战争祸首绝无获胜希望的战争；这场战争决不能剥夺苏维埃的权力，而只能激起更大的民愤，引起更多的牺牲，造成更多的流血，使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更加推迟，使缺粮省份的饥荒更加严重。或者是大家都老老实实地承认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就是那些反对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人，只是靠欺骗才被农民选入立宪会议；因此这种代表必须 
改选

 。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或者是在一场流血的战争中消灭富人、阿夫克森齐耶夫分子、切尔诺夫分子、马斯洛夫分子等等。或者是他们同意：只要反对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两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的人以农民的名义在立宪会议上出现，就要改选出席立宪会议的农民代表。

农民同志们！是你们说话的时候了！

是你们说出决定性意见的时候了！

只要 
全体

 农民说话坚决，只要 
全体

 农民从 
各地

 发出 
委托书

 ，你们就 
能

 在全国、在俄国各民族中建立和平，就能停止内战，就能保证召开一个不是欺骗的而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立宪会议，就能通过签订公正的和约促使战争早日结束，就能使全部土地更快地交给劳动者，巩固工农联盟，加速社会主义的胜利。

农民同志们，是你们说出决定性意见的时候了！土地归还劳动者万岁！和平万岁！社会主义万岁！






	　　全俄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50—155页

















[73]《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告农民书草稿》是列宁在1917年12月6日或7日（19日或20日）写的。草稿先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作了介绍，然后以主席团的名义于12月8日（21日）在大会上宣读。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坚持，草稿中许多处措辞被改得缓和了。告农民书通过后，以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公布于12月15日（28日）《劳动农民呼声报》第22号，标题为《告劳动农民书》。——151。



[74]这次代表大会的开幕、闭幕日期见注6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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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费·埃·捷尔任斯基的便条并附

关于同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作斗争的法令草案[75]


（1917年12月7日〔20日〕） 致捷尔任斯基同志

　　对您今天关于同怠工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措施的报告，我有一个想法。能不能提出 
类似这样的

 一个法令：


关于同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作斗争

资产阶级、地主以及一切富有阶级，正在拼命破坏以保障工人和被剥削劳动群众利益为宗旨的革命。

资产阶级正在进行极其疯狂的罪恶活动，收买社会渣滓和堕落分子，纠集他们去制造大暴行。拥护资产阶级的人，特别是高级职员、银行官吏等等正在实行怠工，组织罢工，来破坏政府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他们甚至对粮食工作也实行怠工，使千百万人面临饥饿的威胁。

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同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作斗争。人民委员会有鉴于此，特规定：

1．凡属富有阶级者（即每月收入在500卢布以上者，拥有城市不动产、股票或1000卢布以上现款者），以及银行、股份企业、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员，都要在三天以内 
［注：在手稿中，弗·伊·列宁在“三天以内”上面写有“在24小时以内”。——俄文版编者注］

 向住宅委员会递交报告一式三份，上面须有本人签名，并注明地址、收入、职务和职业等。

2．报告经住宅委员会调查属实签字以后，一份由住宅委员会保存，其余两份分送市政管理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地址：…… 
［注：弗·伊·列宁在手稿中此处留有填写地址的空白。——俄文版编者注］

 ）。

3．凡不执行本法律者（不交报告或提供假材料等等），以及住宅委员会人员不遵守关于保存、收集报告和将报告送交上述机关的规定者，得视其过失程度，每次罚5000卢布以下现金，处一年以下徒刑或押送前线。

4．凡在银行、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股份企业、铁路等部门怠工或逃避工作者，也应受到同样处罚。

5．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作出规定：第一，凡合乎第1条规定者，务须经常随身携带上述报告副本，该副本必须有住宅委员会以及机关首长或由选举产生的机关（工厂委员会、粮食委员会、铁路员工委员会、职员联合会等等）的证明，在证明中须写明此人担任何种社会职务或做何种工作，是否因为没有工作能力而呆在家里，等等。

6．第二，这种人务须于本法律颁布之日起一周以内，领取劳动消费手册（附上样本），以便每周填写收支情况，并且由委员会和本人所服务的机关在手册上加以证明。

7．凡不合第1条规定者，也要向住宅委员会送交一份关于本人收入和工作地点的报告，并须随身携带有住宅委员会证明的报告副本。





	载于1924年《红色文献》杂志第5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56—158页

















[75]鉴于苏维埃政权采取的措施遭到激烈抵抗以及政府机关的高级职员有可能举行罢工，列宁在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6日（19日）会议上提出了同国内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作斗争的问题。费·埃·捷尔任斯基受命组织一个委员会，以弄清同怠工行为作斗争的方法。12月7日（20日），捷尔任斯基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作了报告。这里收载的法令草案看来是列宁听取捷尔任斯基的报告以后起草的。就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全俄肃反委员会），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157。









《列宁全集》第33卷


对亚历山德罗－格鲁舍夫斯克区工人代表团所提问题的答复[76]


（1917年12月11日〔24日〕）


　　（1）关于临时管制亚历山德罗－格鲁舍夫斯克区的矿山和工厂的问题。



　　只有当该区从卡列金军队手中及其势力下解放出来以后，才能没收矿山和工厂。
　　（2）现在是否要放弃矿山撤到俄国中部去。



　　只要能够坚持，就不要撤离而要继续工作。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是：建议亚历山德罗－格鲁舍夫斯克区的工人同哈尔科夫进行联系，以便把赤卫队武装起来。请同志们竭尽全力坚持到最后，不要放弃工作。
　　（3）关于给矿山派警卫队的问题。



　　我军正以足够的兵力向卡列金军队方向推进。
　　（4）关于给予300万卢布的工作补助金的问题。



　　阿尔乔姆同志从哈尔科夫来后，燃料垄断委员会[77]的问题即可查明。
　　（5）是否认为卡列金政府的纸币有效。



　　认为该纸币无效。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59页

















[76]答复中提到的亚历山德罗－格鲁舍夫斯克矿区的问题，在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9日（22日）会议上进行了讨论。——160。



[77]燃料垄断委员会即顿涅茨燃料贸易垄断事务委员会，是俄国临时政府在1917年建立的。十月革命后，燃料垄断委员会对苏维埃俄国中部地区运输业和工业企业的燃料供应实行了怠工政策。——160。









《列宁全集》第33卷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78]


（1917年12月11日〔24日〕）

记录

列宁同志提议：（1）撤销立宪会议党团委员会；（2）以提纲形式向党团阐明我党对立宪会议的态度；（3）起草告党团书，提醒党团注意党章中关于一切代表机关都应服从中央的规定；（4）指定一名中央委员领导党团工作；（5）制定党团章程。





	载于1929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917年8月—1918年2月》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60页

















[78]这是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12月11日（24日）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专门讨论了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的立场问题。当时，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临时委员会反对中央委员会的路线，从资产阶级民主的立场出发对立宪会议的作用进行估价，认为立宪会议的召开是革命的完成阶段，建议不要对此实行监督。党中央委员会决定草拟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并定于12月12日（25日）下午4时在斯莫尔尼宫召开党团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提纲并改选党团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列宁宣读了他受中央委托起草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见本卷第163—167页）。党团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一致通过了提纲。12月13日（26日），提纲在《真理报》上发表。——161。









《列宁全集》第33卷


关于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临时委员会的决议草案

（1917年12月11日或12日〔24日或25日〕）

鉴于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临时委员会对于自己的主要任务，即制定关于我党对立宪会议态度的原则性决议很不得力；

许多单独的声明、提案和表决表明临时委员会大多数（或者是全体？）成员所持的完全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暴露出他们无视阶级斗争和内战的现实条件，对立宪会议抱着资产阶级民主观点。

——党团决定撤销临时委员会并选举新的委员会。





	载于1949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61页














《列宁全集》第33卷


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

（1917年12月11日或12日〔24日或25日〕）

1．过去把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列入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立宪会议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因为以克伦斯基为首的帝国主义共和国在建立预备议会时，曾用许多违反民主制的办法搞了假选举。

2．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从1917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

3．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

4．按照1917年10月中旬提出的名单召集我国革命中的立宪会议，就是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不可能正确表达人民的意志、特别是劳动群众的意志的情况下召集立宪会议。

5．第一，只有在各党派名单符合人民真正分属于这些名单所反映的各党派的实际情况时，比例选举制才能真正表达人民的意志。在我国，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从5月到10月在人民中特别是在农民中最受拥护的党是社会革命党，它在1917年10月中旬提出了统一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但是在1917年11月，即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后，会议召开之前，这个党发生了分裂。

因此，立宪会议的当选代表的比例，即使在形式上也不符合而且也不可能符合大多数选民的意志。

6．第二，立宪会议当选代表的比例之所以不符合人民意志，特别是不符合劳动阶级的意志，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根源，不是形式上、法律上的根源，而是社会经济的根源，即阶级的根源，这就是在进行立宪会议选举时，绝大多数人民还无法知道在1917年10月25日，即在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提出以后开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十月苏维埃革命的全部规模和意义。

7．十月革命为苏维埃夺取了政权，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了政治统治权，并把它交给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我们看到这次革命正经历着自身循序发展的各个阶段。

8．革命是从10月24—25日在首都取得胜利开始的，当时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无产者和政治上最积极的那部分农民的先锋队——第二次代表大会，使布尔什维克党获得了优势，掌握了政权。

9．然后，在11月和12月间，革命席卷了军队和农民的全体群众，这首先表现为撤销和改选旧的上层组织（集团军委员会、省农民委员会、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等），这些组织所代表的是革命已经走过的、妥协的阶段，即资产阶级的阶段，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阶段，因此这些组织必然要在更深更广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下退出舞台。

10．直到现在，即1917年12月中旬，被剥削群众的这种改造自己组织的领导机关的强大运动还没有结束，而还没有闭幕的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就是其中的一个阶段。

11．因此，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俄国各种阶级力量的划分情况，在1917年11月和12月间，实际上根本不同于1917年10月中旬各党派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所反映的情况。

12．最近乌克兰的事件同样也说明（芬兰、白俄罗斯和高加索的事件也部分地说明），在乌克兰拉达、芬兰议会等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同各该民族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阶级力量正在重新划分。

13．最后，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工农政府的反革命叛乱所挑起的内战，使阶级斗争达到最尖锐的程度，使历史向俄国各族人民、首先是向工人阶级和农民提出的最尖锐的问题，完全没有可能用形式上民主的方式来解决。

14．只有工农完全战胜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叛乱（其表现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运动）只有用武力无情地镇压这种奴隶主的叛乱，才能真正保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在革命中，事变的进程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已经使“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 实际上成了
 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及其帮凶的口号。这个口号不考虑工农革命的成果，不考虑苏维埃政权，不考虑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等。全体人民已经完全明白，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

15．和平问题是人民生活中特别尖锐的问题之一。争取和平的真正革命斗争，在俄国只是在10月25日革命胜利以后才开始的，这个胜利产生的初步成果就是公布秘密条约，缔结停战协议，开始就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普遍和约进行公开谈判。

广大人民群众只有现在才真正地、充分地、公开地得到机会，看到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的政策，并研究它的结果。

在立宪会议选举时，人民群众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显然，就从这一方面来看，立宪会议当选代表的比例不符合人民在结束战争这个问题上的真正意志也是必然的。

16．上述所有情况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按照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以前、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存在的那些党派所提的候选人名单召集的立宪会议，必然同10月25日开始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相冲突。这个革命的利益自然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何况这些形式上的权利由于立宪会议法没有规定人民有权随时改选自己的代表而已经遭到破坏。

17．凡是直接或间接想从形式上即法律上，想在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内来考察立宪会议问题，而不考虑到阶级斗争和内战，那都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和转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布尔什维克党的少数领导人因为不能正确评价十月起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犯了这种错误。革命社会民主党应尽的责任就是警告所有的人不要犯这种错误。

18．由于立宪会议的选举不符合人民的意志和被剥削劳动阶级的利益，因而产生了危机。唯一可能无痛苦地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是：让人民尽量广泛地、迅速地实际行使改选立宪会议代表的权利；立宪会议自己同意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选种改选的法令；立宪会议无条件地宣布承认苏维埃政权、苏维埃革命以及它在和平问题、土地问题和工人监督问题上的政策；立宪会议坚决站到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反革命势力的营垒中来。

19．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因立宪会议而产生的危机便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解决，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要采取最有力、最迅速、最坚决的革命手段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反革命势力，而不管他们用什么口号和机构（即使是用立宪会议代表的资格）作掩护。凡试图在这场斗争中束缚苏维埃政权手脚的行动都是帮助反革命的行为。





	载于1917年12月13日（26日）《真理报》第21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62—166页















《列宁全集》第33卷


在全俄铁路工人非常代表大会上的讲话[79]


（1917年12月13日〔26日〕）

——请允许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向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并且希望铁路组织同俄国绝大多数工农携手合作。工人、农民和士兵所完成的十月革命，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和高级职员的一切力量都起来反对这个革命，他们习惯于旧秩序，不能了解这个革命将会改造整个旧制度。请看一看，他们叫嚣得多么厉害，他们高喊苏维埃政权没有得到俄国大多数人的承认。你们当然知道这种叫嚣能值几个钱。电报雪片似地向我们飞来，说什么军队正向彼得格勒推进，要来摧毁十月革命成果。我们把这些电报扔到字纸篓里去了，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要不了多久就会被驳倒的。以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的老爷们为代表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80]的上层组织，曾用农民群众的名义声明，他们反对掠夺者和强暴者的政权。而我们说：“让他们骂好了，到我们开始没收地主土地并把它们交给农民的时候，看农民会说些什么。”果然，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使苏维埃政权取得了胜利。我们同第二届农民代表苏维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们同农民代表一起组织了工兵农苏维埃政权。在铁路群众中，我们也一定会得到这种合作。你们知道，由于上层官吏的怠工而日益加剧的铁路瘫痪使国家遭到多么大的困难。你们知道，铁路瘫痪使城乡之间不能进行正常的交换，而进行这种交换是调节粮食所必需的。同志们，为了整顿铁路交通，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只有和你们通力合作，我们才能消除混乱状态和巩固工兵农政权。苏维埃政权也只有在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下，才能保持得住。我们相信，这次铁路工人代表大会一定能建立一个帮助我们为和平和土地而斗争的组织，来巩固人民委员的政权。因此，同志们，最后让我再一次向你们表示祝贺，并希望你们的工作取得卓越的成绩。（全场几乎一齐鼓掌，欢送列宁同志离开会场。代表大会一致鼓掌选举列宁同志为大会名誉主席。）





	载于1917年12月14日（27日）《真理报》第214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67—168页

















[79]这是列宁在全俄铁路工人非常代表大会上致的贺词。



全俄铁路工人非常代表大会于1917年12月12—30日（1917年12月25日—1918年1月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这次大会是根据莫斯科枢纽站和彼得格勒枢纽站铁路工会的倡议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共300名左右，其中半数以上是布尔什维克。列宁被选为代表大会的名誉主席。大会听取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讲话、关于粮食状况的报告、关于工会建设的报告和关于普遍成立地方铁路代表苏维埃的报告。出席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拥护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认为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帮助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对它表示不信任。大会选派78名代表出席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定于1917年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召开的全国铁路员工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168。



[80]指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



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5月4—28日（5月17日—6月1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由各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军队农民组织选出的代表1115名，其中社会革命党人537名，社会民主党人103名（大部分是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党团只有9人），人民社会党人4名，劳动派分子6名，无党派人士136名（其中由米·瓦·伏龙芝组织的“14名无党派人士集团”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党派背景不详的329名。列入大会议程的有联合临时政府问题、粮食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土地问题等。



代表大会成了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争夺农民群众的舞台。在大会的主要问题——土地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展开了特别尖锐的斗争。列宁十分重视农民代表大会，直接领导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工作。他以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名义向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和他发表的讲话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革命党人为了避免他们自己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遭到否决，不得不在他们已经准备好的决议草案中写上“一切土地应当毫无例外地交土地委员会管理”（第2条）。他们通过这种欺骗农民的方法控制了大会。在他们的操纵下，大会表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策，赞成社会党人参加联合政府，主张把战争继续进行“到最后胜利”和在前线发动进攻，同意社会革命党人关于把土地问题拖延到召开立宪会议时再解决的主张。大会选出了由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168。









《列宁全集》第33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国家机关职员工资问题的决定草案[81]


（1917年12月13日〔26日〕）

人民委员会认为，政府机关职员编制委员会所认可的、经全俄政府机关低级职员代表大会通过的工资定额应作为标准，予以遵照执行。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83页















[81]1917年12月11日（24日），人民委员会为研究政府机关职员的工资问题而任命了一个协商委员会。12月13日（26日），财政人民委员助理德·彼·博哥列波夫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协商委员会工作结果的报告。这里收载的决定草案是列宁在会议讨论博哥列波夫的报告时写的。草案稍加修改后通过。



鉴于国家机关职员物质生活状况极端困难，人民委员会根据通过的决定向所有人民委员部发出命令：自1917年11月1日（14日）起实行新的提高了的国家机关职员工资标准；各人民委员受命立即对1918年工资预算作必要的修改。——170。









《列宁全集》第33卷


为了面包与和平[82]


（1917年12月14日〔27日〕）

当前有两个问题比其他一切政治问题更为重要，这就是面包问题与和平问题。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是“英国”同“德国”这两家最大最富的银号为了称霸世界，为了进行分赃，为了掠夺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这场恐怖的、罪恶的战争使所有国家破产、使各族人民受尽折磨，它迫使人类作出抉择：或者是毁灭全部文化从而毁灭人类自己；或者是用革命的办法摆脱资本的桎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赢得社会主义和持久和平。

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取胜，那么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不过是暂时的停战，暂时的间歇，驱赶各国人民进行新的大厮杀的准备。和平与面包，这就是工人和被剥削者的基本要求。战争已经使这些要求变得十分迫切。战争使最文明的、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陷于饥饿的境地。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战争这一巨大的历史过程又空前地加速了社会的发展。发展成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战争的影响下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达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已是贴近社会主义的前阶。

因此，在俄国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仅仅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和平与面包，推翻资产阶级，用革命手段医治战争创伤，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这就是斗争的目的。






	1917年12月14日于彼得格勒载于1913年5月《青年国际》杂志第1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69—170页

















[82]《为了面包与和平》是应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卡·塞·康·霍格伦的请求而写的，最初于1918年5月用德文刊登在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的机关刊物《青年国际》杂志上。1919年11月，左派社会党前进出版社为纪念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两周年而在斯德哥尔摩出版的专刊《俄国革命。1917年11月7日—1919年11月7日》把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作为插图制版刊出。——171。









《列宁全集》第33卷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银行国有化问题的讲话[83]


（1917年12月14日〔27日〕）

记录

上一个发言人试图恐吓我们，说我们一定会走向灭亡，一定会堕入深渊。[84]这种恐吓对我们并不新鲜。代表他那一派意见的报纸《新生活报》在十月革命前就曾写道：我国的革命除了造成暴行和无政府主义骚动以外，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可见，关于我们走上错误道路的说法，不过是资产阶级心理的反映，甚至同资产阶级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也摆脱不了这种心理。（国际主义者喊道：“巧言惑众！”）不，这不是巧言惑众，你们常用的那种一斧头的说法，才真正是巧言惑众呢。

在法令中规定的一切办法，无非是切实保证监督的实施。

你们说机构太复杂、很脆弱，会把问题搞乱。这是老生常谈，尽人皆知。如果这种老生常谈只是用来阻挠一切社会主义的创举，那我们说，采取这种手法的人才是巧言惑众之徒呢，而且是有害的巧言惑众之徒。

我们想开始检查保险箱，但是有人却以有学识的专家的名义向我们说，那里除了文据和有价证券以外，什么也没有。既然如此，那么人民代表把这些东西监督起来，有什么坏处呢？

既然如此，这些提出批评的有学识的专家们自己又为什么要躲藏起来呢？对于苏维埃的一切决定，他们都声明同意，但只是原则上的同意。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切妥协派的惯技，他们总是用原则上同意而实际上不同意的手段来葬送一切。

如果你们对一切事情都有办法、有经验，那你们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在困难的道路上，只见到你们在怠工呢？你们从正确的科学理论出发，但在我们看来，理论就是论证所采取的行动，使人们对行动具有信心，而不是叫人望而生畏。当然，创新是困难的，我们常常遇到一些脆弱的事物，然而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我们都应付得了。

假如一本书除了妨碍采取新的办法，使人永远害怕新的办法，就毫无用处，那么这本书是分文不值的。

除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人会武断地说：不遭到反抗，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用铁腕来对付旧世界，就可以获得胜利。你们在原则上也接受了这个专政，但是一旦把这个字眼译成俄文，叫作“铁腕”并应用于实际时，你们就警告说，这太不可靠了，会把事情搞乱。

你们就是不愿意看到这只铁腕在破坏的同时也在建设。如果我们从原则转向实际行动，这无疑正是我们的长处。

为了实行监督，我们曾经把银行家找来，同他们一起制定了他们也同意的办法，以便在实行充分的监督和报表制度的条件下领取贷款。而在银行职员当中就有关切人民利益的人，这些人说：“他们在欺骗你们，你们要赶紧制止他们直接危害你们的罪恶活动。”于是我们赶紧采取了措施。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复杂的办法。在我们中间，甚至包括有经济学识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负责实行这种办法。我们要把从事这种工作的专家召来，但是这只有当钥匙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时候才行。那时我们甚至能够聘请以前的百万富翁来当顾问。谁愿意工作，就敬请光临，只是不要把任何革命的创举变成一纸空文，我们是不会上这个当的。我们说出无产阶级专政这几个字是很严肃的，我们一定要实现它。

我们本来想走同银行妥协的道路，我们给它们贷款以便向企业提供资金，可是它们却暗中策划了规模空前的破坏，实际情况使我们不得不采取另一种办法来进行监督。

一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志说，他们在原则上将投票赞成立即把银行收归国有，以便稍后在极短期内制定出实际办法。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草案所包含的无非是几项原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正等着讨论这些原则，如果现在不批准这个法令，那只会使银行采取种种措施，来加倍地破坏经济。

立即实行这个法令，不然反抗和暗中破坏就会毁灭我们。（鼓掌，转为欢呼）





	载于1917年12月16日（29日）《真理报》第216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71—173页

















[83]这个讲话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银行国有化法令时发表的。



俄国国家银行是1971年10月25日（11月7日）在十月武装起义中被夺取的。苏维埃政权粉碎了资产阶级官吏的怠工，很快就实际掌握了国家银行，并且作为国有化的过渡措施，对私营银行建立了监督。银行人员的怠工迫使苏维埃政府加速实行私营银行的国有化。12月14日（27日），按照政府的命令，工人和赤卫队占领了彼得格勒所有的银行和信贷机构。当天，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关于银行国有化的法令》和《关于检查银行钢制保险箱的法令》。两个法令公布于12月15日（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2号。——173。



[84]指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派的代表波·瓦·阿维洛夫的发言。他说：“你们用这样简单的方法来处理问题，希望一斧头下去就解决一切，这只能破坏信贷制度的脆弱机体，降低卢布的市价，因而，我确信，除了彻底崩溃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173。









《列宁全集》第33卷


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85]


（不早于1917年12月14日〔27日〕）

粮食的紧张情况，投机倒把、资本家和官吏的怠工以及整个经济破坏所造成的饥荒威胁，使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革命措施来同这种祸害作斗争。

为了使全国公民，首先是一切劳动阶级，能够在自己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领导下，立即从各方面，不惜采取最革命的手段来展开这种斗争并着手安排全国正常的经济生活，特制定下列条例：


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



1．宣布一切股份企业为国家财产。

2．各股份公司的董事和经理以及一切属于富有阶级（即全部财产在5000卢布以上或每月收入在500卢布以上者）的股东，都必须继续有条不紊地经营企业的业务，执行工人监督的法令，向国家银行交出一切股票，并且每周向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报告本人的活动情况。

3．国家的内债外债一律废除（勾销）。

4．债券和各种股票的小额持有者，即属于各劳动阶级的小额持有者的利益，完全予以保护。

5．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凡16岁至55岁的男女公民，都必须执行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或其他苏维埃政权机关所指定的工作。

6．规定下列办法作为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第一个步骤：凡属于富有阶级的人（见第2条）都必须备有劳动消费手册或劳动收支手册并如实登记，必须把上述手册送交相应的工人组织，或当地苏维埃及其机关，以便每周登记各人完成工作的情况。

7．为了正确地计算和分配粮食和其他必需品，全国公民都必须加入某个消费合作社。粮食局、供给委员会和其他类似机关，以及铁路工会和运输工会，都必须在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领导下监督本法令的执行。特别是属于富有阶级的人，在组织和管理消费合作社的业务方面，必须执行苏维埃所指定的工作。

8．各铁路职工工会必须火速制定并立刻实行各种非常措施，以便更合理地安排运输工作，特别是粮食、燃料以及其他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的输送工作，首先要听从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嘱咐和指令，其次要听从苏维埃授予全权的机关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嘱咐和指令。

责成各地铁路工会协同当地苏维埃采取最积极的办法直至革命手段来坚决制止私贩粮食，并无情打击一切投机倒把分子。

9．各工人组织、职员联合会和地方苏维埃，必须立即促使即将关闭和即将复员的企业以及停产的企业转到进行有益的工作和生产必需品方面来，必须立即寻找订货、原材料和燃料。在没有接到上级特别指令以前，各地工会和苏维埃无论如何不得拖延这项工作以及开展城乡产品交换的工作，必须严格遵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指示和命令。

10．凡属于富有阶级的人必须将其全部现金存入国家银行及其分行或储蓄所，每周取作消费用的数目不得超过100—125卢布（按照当地苏维埃的规定），而取作生产和商业用的数目，必须具有工人监督机关发给的书面证明。

为了监督本法令的切实执行，将颁布用现行纸币兑换其他纸币的条例，犯有欺骗国家和人民的罪行者，没收其全部财产。

11．凡不服从本法令者、怠工者、罢工的官吏以及投机倒把分子都应给予上述处分，并加以监禁或押送前线、强迫劳动。各地苏维埃及其所属机关，必须火速制定最革命的办法来对付这些真正的人民公敌。

12．工会及其他劳动者组织应协同地方苏维埃，组织若干流动检查小组，其中须有党和其他组织所推荐的最可靠的人参加，监督本法令的执行，检查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并把违反或规避本法令的犯罪分子交付革命法庭审判。

收归国有的企业中的职工应当竭尽全力，采取非常措施来组织好工作，巩固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人监督机关必须每周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报告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凡贻误工作和玩忽职守的犯罪分子，交由革命法庭制裁。





	载于1918年11月《国民经济》杂志第11期（非全文）全文载于1949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74—177页

















[85]《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是列宁1917年12月14日（27日）前后提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讨论的。——176。









《列宁全集》第33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专家委员会的决定草案[86]


（1917年12月15日〔28日〕）

人民委员会建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立即组织专家委员会，委托该委员会向所有部门、机关和组织承揽有用产品的订货，把订货交给业已停产和即将关闭的工厂，并检查提出订货和完成订货的情况。该委员会应按照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总的经济计划，向人民委员会提出火速完成自己的任务的革命措施，并每周两次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78页

















[86]这个草案是列宁在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15日（28日）会议讨论普梯洛夫工厂停工问题时提出并得到通过的。文件作为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专家委员会的决定》公布于1917年12月17日（30日）《工农临时政府报》第35号。——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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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将问题列入人民委员会会议议事日程的程序的指令[87]


（1917年12月16日〔29日〕）

每个委员，不管他要求把什么问题列入人民委员会议事日程，都要事前提出 
书面

 申请，说明：

（1）是什么问题（简要地）［这个说明不能只是点一下题（“某某问题”），而应当 说明
 问题的 
内容

 ］

（2）究竟要人民委员会做什么？（批钱；通过 
这样那样的

 决议等等——明确说明提出问题的人希望 什么
 ）

（3）所提问题是否涉及其他委员主管的部门？是哪些委员？是否有他们的书面结论？






	　　列宁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84页

















    [87]列宁关于向人民委员会会议提出议案的程序的建议，在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18日（31日）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会议通过决定：“批准列宁提出的指令和尼·彼·哥尔布诺夫关于在事先指定的会议开始时间前半小时停止接受议案的建议，责成各人民委员签阅后遵照执行。”——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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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为复员军队而召开的全军代表大会的代表提出的问题[88]


（1917年12月17日〔30日〕）

（1）德国人在最近的将来发动攻势的可能性是大还是小：

　　　　（a）从发动冬季攻势的体力上和技术上的可能性来看；

　　　　（b）从德国广大士兵的士气来看；这种士气能不能阻止或者至少延缓德军的攻势？

（2）如果我们马上终止和谈，德军立刻发动攻势，可否预料德国人能使我们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他们能否占领彼得格勒？

（3）是否要担心和谈破裂的消息会在军队中引起普遍的无政府主义情绪以及前线逃亡的现象？或者可以深信，军队听到这种消息以后还会坚守防线？

（4）如果德军在1月1日发动攻势，我军在战斗力方面能够抵抗得住吗？如果不能，那要过多少时间我军才能抵挡德军攻势？

（5）在德军快速进攻的情况下，我军能否有秩序地退却，并保留住火炮，如果能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能否长期地阻止德军向俄国腹地推进？

（6）总的结论是：从军队状况来看，是否应当竭力延长和谈？还是由于德国人的兼并政策，宁肯采取革命手段立刻断然终止和谈，作为一个坚决而强硬的步骤，为可能进行的革命战争打下基础？

（7）是否应当立刻加紧进行反对德国兼并政策的鼓动工作和主张革命战争的鼓动工作？

（8）为了得到对上述问题比较合乎格式和比较完整的答复，能否在极短的时间内（例如5—10天）向相当广泛的作战部队征求意见？

（9）能否指望在听到德国兼并政策的消息以后，大俄罗斯人同乌克兰人的纷争便会和缓下来，甚至转变为这两种力量的友好团结？还是要估计到乌克兰人会利用大俄罗斯人更加困难的处境来加紧进行他们反对大俄罗斯人的斗争？

（10）如军队能够举行表决，那它会赞成接受兼并的（丧失所有被占领地区）条件和对俄国极其苛刻的经济条件而立刻媾和，还是会赞成尽最大的努力来进行革命战争，即赞成抵抗德国人？





	载于1927年《列宁研究院集刊》第2集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79—180页

















    [88]这些问题是1917年12月17日（30日）列宁在为复员军队而召开的全军代表大会部分代表会议上提出的，由与会者书面作答。这是一次调查，它使列宁确信继续对德作战已不可能，对布尔什维克党确定对德和谈的策略有重要作用。12月18日（31日），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调查结果，认为它是详尽的，并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184页）。



列宁的问题表手稿没有保存下来。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中，这一文献是按照会议参加者Д．Ｃ．维捷布斯基1924年给列宁研究院的信中提供的文本刊印的。



为复员军队而召开的全军代表大会于1917年12月15日—1918年1月3日（1917年12月28日—1918年1月16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各工兵代表苏维埃、方面军和军的委员会、工程兵部队、炮兵部队、参谋部等单位派出的代表。大会开幕时到会代表234人，其中布尔什维克119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45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无党派集团旗号的掩护下出席会议。代表大会的任务是使自发开始的军队复员有组织地进行，并讨论建立新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问题。代表大会实际上成了领导军队复员工作的临时机关，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17年12月28日（1918年1月10日），在大会讨论组建社会主义军队问题时，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建立工农军队的方案。有过一些动摇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终于支持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方案以153人赞成、40人反对、13人弃权被通过。——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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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同德国和谈等问题的决议草案[89]


（1917年12月18日〔31日〕）

1．加紧进行反对德国兼并政策的鼓动工作。

2．追加这项鼓动的拨款。　 

3．和谈改在斯德哥尔摩举行。[90]

4．继续和谈，反对德国人加快和谈的速度。

5．在缩减军队编制和加强防御能力的条件下，加紧采取措施改组军队。

6．采取紧急保卫措施，以防敌人楔入彼得格勒。

7．宣传和鼓动革命战争的必要性。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81页

















[89]这个决议草案由人民委员会于1917年12月18日（31日）通过。——184。



[90]根据列宁的这个意见，苏维埃政府曾于1917年12月20日（1918年1月2日）分别致电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要求把谈判地点改在中立国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这一要求为德方所拒绝。——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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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司法人民委员伊·扎·施泰因贝格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弗·亚·卡列林错误行动的决定草案[91]


（1917年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

人民委员会认为，对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决议，和对苏维埃任命的其他委员会[92]的决议一样，要作任何修改，都必须就这些决议投诉人民委员会，绝对不能由司法人民委员擅自处理。

其次，人民委员会认为，施泰因贝格同志和卡列林同志12月18日夜间释放被捕人员一事，无论从手续还是从事情的实质看都是非法的，因为这不仅侵犯了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职权，而且也违背了人民委员会12月18日晚通过的关于拘留上述人员以便查明其身分的明确决定。






	　　列宁


［注：在文件上签字的还有约·维·斯大林。——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集5版第54卷第384—385页

















[91]这个决定草案是就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会议讨论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埃·捷尔任斯基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司法人民委员伊·扎·施泰因贝格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弗·亚·卡列林的抗议而写的。前一天晚上，人民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列宁获悉全俄肃反委员会在自由经济学会会所逮捕了反革命组织保卫立宪会议同盟的一些成员，这些人无视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企图擅自召开立宪会议。人民委员会当即决定对被捕人员加以拘留以查明其身分。施泰因贝格和卡列林赶赴现场处理此事，却违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把全部被捕人员释放了，连全俄肃反委员会也没有通知。



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列宁写的这个决定草案。——185。



[92]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侦查委员会、海军侦查委员会和打击酗酒肇事委员会。——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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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同拉达举行谈判的决议

（1917年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

人民委员会听取了普罗相同志以农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分同拉达官方代表温尼琴科、格鲁舍夫斯基、波尔什等人举行会谈后所作的报告，

——注意到拉达的这些官方代表表示原则上同意和人民委员会就达成一项以如下原则为基础的协议举行谈判，即：人民委员会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拉达承认卡列金及其帮凶是反革命；

——其次注意到：人民委员会一向无条件地承认，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任何民族都有作为独立国家生存的权利；

——如果拉达承认卡列金是反革命，不阻挠对卡列金的战争，那么，任何消除同拉达的战争的尝试，无疑都是好的； 
［注：下面直到“特决定：”是列·达·托洛茨基写的。——俄文版编者注］



人民委员会坚信，只有乌克兰贫苦农民、工人和士兵的苏维埃，才能在乌克兰建立一个使各兄弟民族之间不再发生冲突的政权，

同时也认为，为了消除拉达对共同战线、对卡列金反革命叛乱的政策所引起的冲突，同拉达举行切实的谈判是适宜的，特决定：

建议拉达就达成一项以上述原则为基础的协议举行谈判，提出斯摩棱斯克市或维捷布斯克市作为最适于进行谈判的地点之一。





	载于1917年12月21日（1918年1月3日）《真理报》第220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82—183页















《列宁全集》第33卷


普列汉诺夫论恐怖

（1917年12月22日〔1918年1月4日〕）

曾经有个时期，普列汉诺夫是社会主义者——革命社会主义的最著名的代表之一。

在那个时期（唉，那个时期已经永不复返地消逝了），普列汉诺夫就一个恰恰对我们今天的时代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发表了意见。

这发生在1903年，正当俄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制定自己纲领的时候。

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里，保存着如下大有教益的一页，就象专门为今天而写的：


　　“波萨多夫斯基
 ：这里发表的赞成和反对修正案的那些声明，据我看来，不是枝节问题的争论，而是严重的意见分歧。毫无疑问，在下面这个基本问题上我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是应该认为这些或那些基本民主原则具有绝对价值，从而使我们将来的政策服从它们呢，
 还是所有的民主原则应该完全服从我们党的利益呢？
 我坚决赞成后一种意见。在民主原则中，没有一条不应该使之服从我们党的利益
 。（喊声：“人身不可侵犯也在内吗？”）对！人身不可侵犯也在内！作为一个致力于实现自己最终目的——社会革命——的革命政党，我们应当完全从尽快实现这个目的的角度，从我们党的利益的角度来对待民主原则。如果某一要求对我们不利，我们就不予采用。因此，我反对提出的修正案，因为这些修正案将来可能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


普列汉诺夫：完全同意波萨多夫斯基同志的发言。对每一个民主原则都不应该孤立地、抽象地去看待，而应该把它同可以称为基本民主原则的那个原则联系起来看，这个原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用革命者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胜利是最高的法律。因此，如果为了革命的胜利需要暂时限制某一个民主原则的作用，那么，不作这种限制就是犯罪。作为个人意见，我要说，甚至对于普选权原则也应当用我上面指出的那个基本民主原则的观点去看待。可以设想，有那么一天，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会反对普选权。意大利各共和国中，资产阶级曾经剥夺过属于贵族阶层的人的政治权利。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就象上层阶级曾经限制过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一样。这种措施是否适宜，只有根据革命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这个原则才能判断。就是在议会任期的问题上，我们也必须持有这样的观点。如果在革命热情迸发的情况下，人民选出了一个很好的议会——一种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的议会），那么，我们应该力求使它成为长期的议会；如果选举结果不能令人满意，那我们就应当力求解散它，不是过两年，要是可能的话，过两周就解散它。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68—169页）





　　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出版自由，而且可以剥夺他们的普选权。不好的议会应力求在两周内将它“解散”。革命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就是最高的法律。当普列汉诺夫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他是这样论述的。现在叫嚷“布尔什维克恐怖”的绝大多数孟什维克，当时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就是这样论述的。现在，“革命的利益”要求同怠工者、士官生暴动的组织者、靠银行家出钱维持的报纸进行严酷的斗争。当苏维埃政权开始进行这场斗争的时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阵营里的“社会主义者”先生们却到处大喊大叫不能容忍内战和恐怖。

先生们，你们的克伦斯基在前线恢复了死刑，这不是恐怖吗？

先生们，你们的联合内阁因作战中士气不振而用科尔尼洛夫之流的手，枪杀了整团整团的士兵，这不是内战吗？

先生们，你们的克伦斯基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以进行“有害的鼓动”为罪名，仅在明斯克的一所监狱里就监禁了3000名士兵，这不是恐怖吗？

先生们，你们扼杀了工人的报纸，这不是恐怖吗？

区别仅仅在于：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李伯尔唐恩之流同科尔尼洛夫、萨文柯夫之流勾结起来 对工人、士兵和农民
 实行恐怖，是为了一小撮地主和银行家的利益；而苏维埃政权对地主、奸商及其奴仆采取坚决的手段，是 为了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利益
 。





	载于1917年12月22日（1918年1月4日）《真理报》第221号和1917年12月2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84—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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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

（待研究的问题）[93]



（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1．“现在不用怕带枪的人了。”


补1
 ：贫民的住宅问题及其粮食供应。


再补1
 。没有成长起来的苏维埃政权的弱点。

2．“用行动进行的宣传。”

3．靠鼓动员还是检查员？

4．求实精神和“有益的工作”。

5．组织工作和人民中的组织家。

补5：参看4月4日以前《真理报》上关于组织的奇迹的文章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20页。——编者注］

 。

6．我们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


补6
 ：出于误解的无政府主义者，出于急躁的无政府主义者，出于情绪波动的无政府主义者，出于本能的无政府主义者。

7．工人中的不满分子。

8．知识分子的拖拉作风和马虎态度。

9．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粉碎了吗？（好心肠的彼舍霍诺夫的有历史意义的一句话[94]。）



补
 9
 ：内战，它的意义，它的重负（倒戈分子）和它在1917—1918年的必然性。

10．压迫民族中的和被压迫民族中的民族沙文主义。


补10
 ：小资产阶级的寄生性及芬兰社会民主党的叛变。

11．如何“征服”其他民族，特别是至今还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民族，把它们争取到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方面来？

12．镇压剥削者。

13．怎样组织竞赛？

14．计算和监督是社会主义的实质。



补
 14
 ：流动检查小组。


再补14
 ：革命中的骗子。

15．是管理企业还是争论社会主义？

16．工人的纪律性和游民习气。


16ａ
 ．赤卫队要对盗贼判处死刑和执行枪决。

17．游民和知识分子有哪些近似之处？


补17
 。“右派布尔什维主义”；能让它存在于我们党内吗？

18．立宪会议和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

　　革命是一浪接一浪，不平稳，不均衡，不总是一个样子。


补
 18：资产阶级的形式上的民主制与无产阶级借以吸引人民投入反资产阶级战争的机关（对比）。



再补
 18
 ：民主制与无产阶级专政（对比）。

19．引普列汉诺夫1903年发言中的话[95]。“他们”思想上的彻底破产表现在哪里？（小资产者，机会主义的社会党人，孟什维克，切尔诺夫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新生活派及其同伙）（参看↗ 再补18
 ）

20．“单独媾和”及其危险性和可能起的作用。单独媾和是否就是同帝国主义者“妥协”（“妥协行为”）？


补
 20．单独媾和及我们对国际无产阶级的责任。“德国人需要失败。”[96]

21．革命的步骤或阶段。对阶级力量及同盟者的估计。和平和土地——在俄国。

22．帝国主义者的挑衅：苏维埃共和国，给我们一个便于尽快扼杀你的借口！


补22
 ：12月24日《真理报》：《他们的计划》。劳合－乔治的有历史意义的话。“牺牲俄国”[97]。

23．从革命国际主义者转变成“护国派”。

24．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政策。

25．革命战争问题上的革命空谈和革命责任。

26．应当如何“准备”革命战争？

27．执政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只应该是为捍卫已确立的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战争。


28
 ．首先战胜俄国的资产阶级，然后同外部的，国外的，别国的资产阶级作战。


29
 ．西欧“寄生”国家革命的困难。

31 
［注：手稿中遗漏编号“30”。——俄文版编者注］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把火车头开得飞快并使它沿着轨道前进。

32．发动最下层群众进行历史创造：“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Mit dem Umfang der geschichtlichen Aktion wird auch der Umfang der Masse zunehmen，deren Aktion sieist．）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编者注］



33．永远获得的东西

　　已经争得的有：

　　α．最大限度的民主

　　β．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已具体化

　　γ．和平和土地。

34．财政和粮食。

　　中央和地方。

35．“追捕”投机倒把分子和怠工分子。

36．货币。货币的作用。货币回笼。

37．工业国有化及工人在工作中的“责任”。

38．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

39．国库（“金库”）和这个概念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变化。

40．银行——簿记机关的形式。（《真理报》上皮达可夫的文章[98]。）

41．“赢得时间”＝单独媾和（全欧洲革命 
以前

 ）。

42． 3个“日期”。
 4月20日和7月3日的“失败”与10月25日的胜利。

43．把这个“失败”同单独媾和相比较。

44．劳动的分配和产品的分配＝总结。

　　　　　经济问题：

　　　　　民族问题：

　　　　　政治问题：

　　　　　组织问题：

　　　　　国际政策：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87—190页

















[93]《政论家札记（待研究的问题）》是列宁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在芬兰度假期间写的。札记开列的第一个问题“现在不用怕带枪的人了”，是列宁在芬兰铁路的火车上从群众交谈中听到的一句话。列宁后来于1918年1月11日（24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讲到过这件事（见本卷第270页）。列宁在休假期间还写了《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人们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人们》、《怎样组织竞赛？》和《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见本卷第196—199、200—211、212—213页），对札记中提出的很大一部分问题作了研究。上述文章列宁认为尚未定稿，因此在他在世时均未发表。



《政论家札记》中提出的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列宁在他1918年3—4月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作了充分研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191。



[94]指人民社会党人阿·瓦·彼舍霍诺夫1917年6月5日（18日）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中讲的一句话：“资本家的反抗看来已经被粉碎了。”——192。



[95]指格·瓦·普列汉诺夫1903年7月30日（8月12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普列汉诺夫在这次发言中指出：所有的民主原则都应该完全服从革命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革命的胜利，社会民主党可以暂时限制某一个民主原则的作用；为了革命的利益，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可以反对普遍选举制。（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8年俄文版第181—182页）



列宁在《普列汉诺夫论恐怖》一文（见本卷第188—190页）中专门论述了革命政党对待恐怖的态度问题。——192。



[96]在《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见本卷第247—255页）中，列宁研究了第20个问题及“补20”。《提纲》的第11条对“德国人需要失败”一语作了详细分析。——193。



[97]刊登在1917年12月24日（1918年1月6日）《真理报》第233号上的一篇未署名文章《他们的计划》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讲话的意思是：让俄国先确定同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未来疆界，然后再来进行全面的和谈”，而“协约国官方政论家们讲得更坦率：对盟国来说，把俄国排除在外进行和平谈判将更为有利，因为俄国是共同企业里的一个有亏欠的股东”。该文得出结论说，盟国正在试探对德和平谈判的基础，“但盟国认为先让德国同俄国清账更为有利。德国应该……靠牺牲俄国获得补偿”。——193。



[98]指彼·基辅斯基（尤·皮达可夫）《无产阶级和银行》一文，该文发表于1917年12月5日（18日）《真理报》第206号。——194。









《列宁全集》第33卷


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人们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人们

（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布尔什维克执政已经两个月了，但我们所看到的却不是社会主义的天堂，而是由混乱、内战和更大的经济破坏所造成的地狱。”资本家同他们的自觉的和半自觉的拥护者就是这样写，这样说，这样想的。

我们回答说，布尔什维克执政虽然才两个月，可是已经向社会主义迈出了一大步。只有那些不愿意联系起来看历史事件或者不善于联系起来评价这些历史事件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不愿意看到，军队、农村和工厂里的各种不民主的制度，在几个星期内就几乎被彻底摧毁了。不经过这种破坏，便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不愿意看到，那种在拖延战争、用秘密条约掩饰掠夺和侵略的对外政策方面的帝国主义谎言，在几个星期内就被争取真正民主和平的真正革命民主的政策代替了。这一政策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实际成果，即实现了停战和百倍地加强了我们革命的宣传力量。他们不愿意看到，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已经开始实行，而这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

有些人看不清历史的前景，他们被资本主义的陈规所束缚，他们被旧事物的急剧破灭、被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建筑崩溃倒塌的折裂声、巨响和“混乱”（表面上的混乱）弄得目瞪口呆，他们被发展到极端尖锐程度的，即变成了内战的阶级斗争吓坏了，而这是唯一合理的、唯一正义的、唯一神圣的战争，这不是神父所说的神圣战争，而是凡人所说的神圣战争，即被压迫者要推翻压迫者，使劳动者从一切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神圣战争。实质上，所有这些受到束缚的、被弄得目瞪口呆的、被吓坏了的资产者、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手下的职员”，常常不自觉地以那种“道听途说”的、陈旧的、荒谬的、温情的、知识分子庸俗的关于“实施社会主义”的观念为指导，抓住社会主义学说的一鳞半爪，重复着被那些不学无术和一知半解的人所歪曲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且把这种“实施”社会主义的思想，甚至计划，硬加到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头上。

这种思想是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相容的，更不用说这种计划了。我们一向就知道，并且反复地说过，社会主义是不能“实施”的；社会主义是在最激烈的、最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内战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助产婆；同资产阶级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相适应的，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这就是对某一阶级有组织地使用暴力的特殊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而这种专政的前提和含意就是被抑制着的战争的状态，就是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敌人采取军事斗争措施的状态。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责备过公社，认为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在运用自己的武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时 不够
 坚决。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2页和第206—207页。——编者注］



实质上，知识分子对于镇压资本家的反抗而发出的这种种号叫，说得“客气”一点，不过是旧的“妥协主义”的复活。如果使用无产阶级的直率的说法，那就得说：是继续向富人讨好的奴才行为，这就是反对现在工人对资产阶级、怠工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使用暴力（可惜还太弱，还不够坚决）的号叫的实质。一个妥协派的部长，好心肠的彼舍霍诺夫在1917年6月曾经宣布过：“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粉碎了。”这个好心人甚至没有怀疑过，反抗确实应该 被粉碎
 ，它 一定会
 被粉碎，用科学的语言来说，这种粉碎就叫作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就是镇压资本家的反抗，因而也就是系统地对整个阶级（资产阶级）及其帮凶使用 暴力
 。

富人的贪婪，肮脏的、狠毒的、疯狂的贪婪，他们的食客的那种惊惶万状和奴颜婢膝，这就是现在从《言语报》到《新生活报》的知识分子大肆叫嚣，反对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使用暴力的真正的社会基础。他们的叫嚣，他们的抱怨的话，他们关于“自由”（资本家压迫人民的自由）的虚伪叫喊等等的客观意义就是这样。假如人类能够来一次精彩的跳跃，一下子就跳到社会主义，没有摩擦，没有斗争，没有剥削者的切齿痛恨，没有剥削者用迂回办法维护或恢复旧制度的多种尝试，没有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对这种尝试作出的一次又一次的“回答”，那么，这些知识分子是“愿意”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食客，正如德国一句有名的谚语所说的，只要毛皮一刻不湿，他们“愿意”进水洗一洗。

当资产阶级和惯于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官吏、职员、医生、工程师等等采取最极端的反抗手段时，这些知识分子就吓坏了。他们怕得发抖，他们更加凄厉地哀号必须回到“妥协主义”上去。我们和所有被压迫阶级的真诚朋友对剥削者所采取的极端的反抗手段只能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并不期待通过商议和规劝，通过甜蜜的宣传或夸夸其谈的说教，而是通过生活的锻炼、斗争的锻炼，使无产阶级成长壮大起来，掌握好政权。无产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并且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就应该 学会
 这一点，因为它不能立刻得到这种本领。必须在斗争中学到本领。只有严酷的、顽强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才能把这种本领教给无产阶级。剥削者的反抗愈激烈，被剥削者对他们的镇压也就愈有力，愈坚决，愈无情，愈有效。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拼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他最后的藏身之所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铲除能够滋生（而且必然滋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贫困和富人大发横财、厚颜无耻的肥壤沃土。

随着资产阶级及其食客们的反抗的加强，无产阶级和同它联合在一起的农民的力量也在增长。随着被剥削者的敌人——剥削者反抗的加强，被剥削者也在成长壮大、学习本事，并且从自己身上抛掉雇佣奴隶制的“旧亚当”[99]。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真诚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才能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胜利一定是他们的。





	载于1929年1月22日《真理报》第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91—194页

















[99]“旧亚当”意为旧的人。《旧约全书·创世记》说，亚当是上帝造的第一个人。——199。









《列宁全集》第33卷


怎样组织竞赛？

（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过去和现在耗费了无数的笔墨，来赞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私人进取心及其他绝妙的品质和魅力。他们责备社会主义者不愿意了解这些品质的意义和不顾“人的本性”。其实，资本主义早已把那种能使竞争在稍微 广阔的
 范围内培植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的独立的小商品生产排挤掉了，而代之以大的和最大的工厂生产、股份企业、辛迪加和其他垄断组织。在 这样的
 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意味着空前残暴地压制 广大的
 、占绝大多数的居民，即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者的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而且还意味着排斥竞赛，而代之以社会阶梯上层的金融诈骗、任人唯亲和阿谀逢迎。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第一次造成真正 广泛地
 、真正 大规模地
 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现有才能的人。有才能的人在人民中间是无穷无尽的，可是资本主义却把他们成千上万乃至成百万地摧残、压制和窒息了。

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竞赛。

资产阶级的走卒和食客们把社会主义描写成生活千篇一律的、死气沉沉的、单调无味的军营。富人的奴才，剥削者的仆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总是拿社会主义来“吓唬”人民，然而，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才注定了要过那种服苦役住军营的生活，从事永无休止、令人厌烦的劳动，过着半饥半饱、贫困不堪的日子。使劳动者摆脱这种苦役生活的第一步，就是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工人监督，把银行收归国有。下一步便是把工厂收归国有，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同时又是产品销售合作社），以及由国家垄断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贸易。只有现在才广泛地、真正普遍地开辟了表现进取心、进行竞赛和发挥大胆首创精神的可能性。每个赶走了资本家或者至少是用真正的工人监督制服了资本家的工厂，每个赶跑了地主剥削者并且剥夺了他们土地的农村，现在而且只有现在才成了劳动者可以大显身手的场所，在这里劳动者可以稍微直一点腰，可以挺起胸来，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被迫为剥削者做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 为自己工作
 ，而且可以利用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来工作了。

用为自己劳动取代被迫劳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更替，当然不能不发生摩擦、困难和冲突，不能不对那些顽固的寄生虫及其走卒采用暴力。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工人都不抱什么幻想。工人和贫苦农民成年累月地替剥削者做苦工，受到了剥削者无数的欺侮和凌辱，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由于他们经受了这些磨炼，他们知道要粉碎剥削者的反抗是需要时间的。工人和农民丝毫没有染上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老爷们、所有这些新生活派和其他废物的幻想，这些人力竭声嘶地“高喊”反对资本家，“指骂”资本家、“痛斥”资本家，可是一到 要真正行动
 ，要把威胁变成事实，要在实践中真正去掉资本家的时候，他们就痛哭流涕，活象一只挨了打的小狗。

用全国广大范围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国际的、世界的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为自己的劳动取代被迫劳动，——这种伟大的更替除需要采取“ 军事
 ”措施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还需要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作出 组织方面的
 即组织家的巨大努力。组织任务同采取军事措施无情地镇压昨天的奴隶主（资本家）及其奴才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的任务，已经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昨天的奴隶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奴仆们总是这样想，这样说：我们一向是组织者和长官，一向是发号施令的，我们仍旧要这样，我们不会听“老百姓”的话，不会听工人和农民的话，不会服从他们，我们要把知识变成保护富人特权和保护资本对人民的统治的工具。

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想，这样说，这样做的。从 一己私利的
 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农奴主－地主所豢养的食客和寄生虫，神父、录事、果戈里笔下的那类官吏、那些痛恨别林斯基的“知识分子”，对农奴制也是“恋恋”不舍的。可是剥削者及其知识分子奴仆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事业。工人和农民正在粉碎他们的反抗（可惜还不够坚决、果断和无情），而且 一定会粉碎
 他们的反抗。

“他们”以为，社会主义革命赋予劳动者的那种伟大的、在世界历史上是真正豪迈的组织任务，“老百姓”即“普通”工人和贫苦农民是负担不了的。那些惯于替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效劳的知识分子自我安慰说：“没有我们不行。”他们厚颜无耻的盘算是不会实现的，因为有学问的人现在正在分化，正在转到人民方面，转到劳动者方面来，并且帮助他们粉碎资本奴仆们的反抗。而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间是很多的，他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认识自己，觉醒过来，投入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伟大的工作，独立地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许就是最主要的任务，是尽量广泛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 组织
 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 荒谬的
 、怪诞的、卑劣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建设。

这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受到了陈规陋习、守旧心理、奴才习气，尤其是资本家的卑鄙私利的支持。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借掠夺来管理，借管理来掠夺。不，工人们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工人们在追求知识方面表现出非常大的热情，而且正是在现在表现出来，这证明无产阶级在这方面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迷误。凡是识字的、有识别人的本领的、有实际经验的 普通
 工人和农民都能够胜任 组织家
 的工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傲慢蔑视态度谈论的“老百姓”中，有 很多
 这样的人。这样的有才能的人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是无穷无尽、源源不绝的。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对于 自己
 现在是 统治
 阶级这一点还不习惯，他们还不够坚决。革命不可能 立刻
 在一生困于饥饿贫穷而不得不在棍棒下工作的千百万人身上培养出这些品质。但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力量，它的生命力，它的不可战胜性，正是在于它 激发
 这些品质，破除一切旧的障碍，摧毁腐朽的桎梏，把劳动者引上 独立
 创造新生活的道路。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每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工会或供给委员会、每个工厂委员会或一般工人监督机关的 主要
 经济任务。

用被迫劳动者的眼光来看待劳动量，看待生产资料，即尽量躲避加重的担子，只求 从资产阶级那里
 捞一把，——这种旧习惯必须破除。先进的有觉悟的工人已经开始了这场斗争，坚决反击有些新进厂的人（这样的人在战争时期特别多），因为他们现在对待人民的工厂，对待已经变成人民财产的工厂，还象从前那样，一心想“多捞一把，然后溜之大吉”。一切有觉悟的、诚实的、有头脑的农民和劳动群众，在这场斗争中一定会站到先进工人这方面来。

既然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已经建立，已经有了保障，那么，实行计算和监督，实行全面的、普遍的、包括一切的计算和监督，即对劳动数量和产品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 只要
 它们由作为最高国家政权机关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来实行，或者依照 这个
 政权机关的指示和委托来实行，——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 实质
 。

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计算和监督，只能由群众来实行。只有工农 群众
 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自愿地和诚挚地进行合作，共同 对富人、骗子、懒汉
 和 流氓
 实行计算和监督，才能清除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残余，清除人类的这些渣滓，清除这些无可救药的、腐烂的、坏死的部分，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

工人和农民们，被剥削劳动者们！土地、银行、工厂已经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了！大家 亲自
 来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吧，这是 唯一
 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社会主义胜利的保障，战胜一切剥削和一切贫困的保障！因为俄国有足够的粮食、铁、木料、羊毛、棉花和亚麻，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只是必须正确地分配劳动和产品，对这种分配建立 
切实可行的

 全民监督， 
不仅

 在政治上而且在 
日常经济

 生活中战胜那些人民的敌人——首先是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其次是骗子、懒汉和流氓。

对这些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劳动者的敌人要毫不宽容。必须同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殊死的斗争，向骗子、懒汉、流氓开战。这前后两种人，都是同胞兄弟，都是资本主义的儿女，都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产儿。在这种社会中，一小撮人掠夺人民，侮辱人民。在这种社会中，贫困驱使成千上万的人走上流氓无赖、卖身投靠、尔虞我诈、丧失人格的道路。在这种社会中，必然使劳动者养成这样一种心理：为了逃避剥削，就是欺骗也行；为了躲避和摆脱令人厌恶的工作，就是少干一分钟也行；为了不挨饿，为了使自己和亲人吃饱肚子，就是不择手段，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捞到一块面包也行。

富人和骗子是一枚奖章的两面，这是资本主义豢养的两种主要 寄生虫
 ，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些敌人应当由全体人民专门管制起来，只要他们稍一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规章和法律，就要无情地予以惩治。在这方面任何软弱、任何动摇、任何怜悯，都是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犯罪。

要使社会主义社会不受这些寄生虫的危害，就必须对劳动数量，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全民的、千百万工人和农民自愿地积极地用满腔革命热情来支持的计算和监督。而要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即每个诚实、精明、能干的工人和农民 完全能够做到
 和完全能够胜任的计算和监督，就必须唤起工农自己的、也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有组织才能的人，必须鼓励他们在组织工作方面实行 竞赛
 ，并在全国范围内把这种竞赛组织起来，必须使工人和农民清楚地懂得，应当向有学问的人请教是一回事，而应当由“普通的”工农来监督那些“有学问的”人所常有的 懈怠
 是另一回事。

这种懈怠、大意、马虎、草率、急躁，喜欢用讨论代替行动，用空谈代替工作，干什么事都是开一个头但又半途而废，——这是“有学问的人”的特点之一，这根本不是由他们天性低劣，更不是由他们存心不良造成的，而是由他们的全套生活习惯、他们的劳动环境、疲劳过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反常分离等等造成的。

由于我们的知识分子的这种可悲的、但在目前不可避免的特点，由于 工人
 对知识分子的 组织
 工作 缺乏
 应有的监督，因而产生了一些错误、缺点和失策，这些东西在我国革命的错误、缺点和失策中占了不小的地位。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他们应当克服这种毛病，他们 
一定

 会克服这种毛病。没有知识分子、专家这些有学问的人的建议和指导性的意见是不行的。任何一个有点头脑的工人和农民，对于这一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们的知识分子不能抱怨工农对他们不够重视，对他们缺少同志式的尊敬。但是，建议和意见是一回事，组织 
实际的

 计算和监督又是一回事。知识分子往往能够提出极好的建议和意见，可是他们“笨手笨脚”到了可笑、 荒谬
 和丢脸的地步，没有本事去 实行
 这些建议和意见， 
切实
 监督
 怎样把言论变成行动。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来自“老百姓”即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实际组织工作者的帮助， 
没有

 这些人的 
领导作用

 ，是绝对不行的。“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 在于实践
 ，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说的“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页。——编者注］

 这句话，显得尤其正确了，——在对富人和骗子切实进行惩治、限制，对他们充分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每一步，都比一打冠冕堂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议论更重要。要知道，“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必须组织来自工农的实际组织工作者互相展开竞赛。必须反对知识分子所爱好的一切死套公式和由上面规定划一办法的企图。无论是死套公式或者由上面规定划一办法，都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集中制毫无共同之点。在细节方面，在地方特征方面，在处理问题的方法、实现监督的方法以及消灭和制裁寄生虫（富人和骗子，知识分子中间的懒汉和歇斯底里人物等等）的 手段
 方面， 多样性
 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

巴黎公社作出了把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独立性、放手的行动、雄伟的魄力和自愿实行的、与死套公式不相容的集中制互相结合起来的伟大榜样。我们的苏维埃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但是苏维埃还有些“胆怯”，还没有放开手脚，还没有“渗透”到建立社会主义秩序这一新的、伟大的、创造性的工作中去。必须使苏维埃更大胆、更主动地去从事工作。必须使每个“公社”——每个工厂，每个乡村，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供给委员会——都能作为对劳动和产品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实际组织工作者，互相展开 竞赛
 。这种计算和监督的纲领是简单明了的，谁都懂得的：它就是要使每个人都有面包吃，都能穿上结实的鞋子和整洁的衣服，都有温暖的住宅，都能勤勤恳恳地工作；不让一个骗子（其中也包括不愿做工的懒汉）逍遥自在，而是把他们关进监牢，或者给予最繁重的强迫劳动的处分；不让一个违反社会主义规章和法律的富人逃脱理所当然与骗子同样的命运。“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就是社会主义 实践的
 训条。这就是必须 实际
 安排好的事情。我们的“公社”、我们的来自工农的组织工作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组织工作者，应当为这些 实际
 成就而自豪（这里加上 尤其
 二字，是因为知识分子太习惯于而且 过分
 习惯于以自己的空泛的意见和决议而自豪）。

对富人、骗子和懒汉切实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成千上万种方式和方法，应当由公社本身、由城乡基层组织在实践中来创造和检验。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可以保证具有活力，保证成功地达到共同的一致的目标，即 肃清
 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 肃清
 骗子这种跳蚤和富人这种臭虫，等等。有的地方会监禁十来个富人、一打骗子、半打逃避工作的工人（在彼得格勒，特别是党的各个印刷所，有许多排字工人逃避工作，这同样也是流氓行为）。有的地方会叫他们去打扫厕所。有的地方在他们监禁期满后发给黄色身分证，使全体人民在他们改过自新以前把他们当作 危害
 分子加以监视。有的地方会从十个寄生虫中挑出一个来就地枪决。还有的地方会想到把不同办法配合起来运用，例如，把富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骗子和流氓中的那些可以改正的人有条件地释放，使他迅速改过自新。方式愈多愈好，方式愈多，共同的经验就愈加丰富，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愈加可靠、愈加迅速，而实践也就愈容易创造出——因为只有实践才能创造出—— 最好的
 斗争方式和手段。

看哪一个公社，大城市的哪一个街区，哪一个工厂，哪一个村子， 没有
 挨饿的人， 没有
 失业的人， 没有
 有钱的懒汉， 没有
 资产阶级奴才中的恶棍和自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看哪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做的事情最多；看哪里为穷人建造新的好的住宅、安置穷人住进富人的住宅、按时供给穷人家小孩每人一瓶牛奶等方面做的事情最多；——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各个公社、村社、消费生产合作社和协作社以及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应当展开 竞赛
 。正是应当通过这些工作让 
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实践中

 脱颖而出，并且把他们提拔上来，参加全国的管理工作。这样的人在人民中间是很多的。不过他们都被埋没了。必须帮助他们发挥才能。他们， 
而且只有他们

 才能在群众的支持下拯救俄国，拯救社会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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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3卷


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100]


（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由资本家争夺赃物而引起的战争，造成了空前的经济破坏。而罪恶的投机倒把活动和唯利是图的行为——特别是富有阶级的这种行为——使经济破坏更加严重，使几十万几百万人遭到饥饿失业的痛苦。现在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来救济饥民并且同投机倒把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因此工农政府制定下列条例，作为俄罗斯共和国的一项法律：

全国公民都必须参加当地的（村的、乡的、镇的，或包括城市某一部分、街道某一部分等等的）消费合作社。

各户可以自由联合组成消费合作社，但是每个社至少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户数属于非富有阶级（即工人、完全不用雇佣工人的农民等等）。

每个消费合作社除采购和分配产品以外，还要主持当地产品的销售。由消费合作社理事会设立若干 供给委员会
 ，如无有关的供给委员会的书面证明，不许运输任何产品。

现有的消费合作社一律国有化，并且必须无一例外地接受当地的全体居民入社。

私人可以不在当地货栈而到中心货栈购买产品，但是必须记入所属的地方消费合作社的账簿。

如无供给委员会的证明而私自运输、买卖产品者，应当没收其全部财产，判处半年以上的监禁，并强迫劳动。

运输、买卖产品的证明书，应当一式两份，要有有关的供给委员会理事会理事至少三人签名；一份须交理事会存档。

每份证明书上都应写明：产品是由哪个消费合作社发出的，应当送交哪个消费合作社。

电报局对于供给委员会的电报优先拍发。

各供给委员会都应该在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监督下遵照它的指示办事。

除了对国外进口的商品可能作某些限制性规定以外，每人都可以通过他所属的消费合作社自由购得任何产品，不受任何限制。

为销售而生产的产品，必须售给当地供给委员会，不按限价，但法律规定了固定价格的除外。应付的产品价款，记入所有者在当地（村、乡、城市、工厂等等）人民银行分行的往来账户上。

每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都必须组织若干监督、检查和指导小组来协助居民组成消费合作社（供给委员会），并检查它们的报表以及它们管理的全部事项。

给供给委员会的关于管理报表和文牍的指示另行发布。





	载于1929年1月22日《消息报》第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08—210页

















[100]《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是列宁在芬兰度假期间写的。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这个草案拟了一个详细的法令草案，由粮食人民委员亚·格·施利希特尔签署，公布于1918年1月19日（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4号。草案遭到了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的激烈反对，他们坚持合作社应该完全独立，不受苏维埃机关领导。人民委员会为了利用现有的合作社机构来开展商业工作和搞好对居民的粮食分配，不得不对合作社工作者作了一些让步。1918年3—4月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合作社和粮食组织三方代表举行谈判，重新制定了法令草案。4月9日和10日，草案提交人民委员会讨论，经列宁作了补充和修改后通过。法令的第11、12、13条完全是列宁写的。4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法令，同时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决议，指出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是妥协的产物，有一些重大缺点，因而是作为过渡性措施通过的。法令公布于4月13日《真理报》第71号。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对这个法令作了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212。









《列宁全集》第33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拨款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筹备和召开例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草案[101]


（1917年12月29日〔1918年1月11日〕）

人民委员会认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开支应从全国经费中支付，建议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于最短期内提出此项开支的概算，概算要由有关部门负责人签字，并尽可能单独开列免费分发材料所需的款额。



列宁


附言：所申请的经费，待上述概算提出后拨发。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85页

















[101]这个草案是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申请拨款200万卢布以供1918年1月筹备和召开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之用一事而写的。——214。









《列宁全集》第33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拉达给人民委员会的答复的决定

（1917年12月30日〔1918年1月12日〕）

人民委员会认为拉达的答复极其含糊、模棱两可，简直近乎嘲弄。人民委员会在建议拉达举行和谈的第一个文件 
［注：见本卷第140—142页。——编者注］

 中明确指出的事实，是我们同拉达发生意见分歧的基本原因。也就是说，这个文件说明，拉达对卡列金分子直接或间接的支持，是我们对拉达采取军事行动的绝对正当的理由。在卡列金的周围，麇集了来自俄国各地的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然而，甚至顿河流域的大多数农民和哥萨克劳动者，也显然是反对卡列金的。俄国大多数人，首先是各民族的劳动群众，都承认苏维埃政权，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就在乌克兰，各劳动阶级争取政权全部归苏维埃的革命运动的规模也愈来愈大，战胜乌克兰资产阶级看来已经为期不远了。

拉达对于是否不再直接和间接地支持卡列金分子的问题避而不答，从而破坏了我们发起的和谈，因此拉达必须对继续进行内战负完全责任。这场内战是由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挑起的，但它们毫无希望获胜，因为绝大多数工人、农民和军队都坚决拥护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

至于乌克兰人的民族要求，即他们的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共和国要求结成联邦关系的权利，得到了人民委员会的全部承认，不会引起任何争执。





	载于1917年12月31日（1918年1月13日）《真理报》第227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6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11—212页















《列宁全集》第33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索·阿·洛佐夫斯基的党籍的决议草案

（1917年12月30日〔1918年1月1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决议

鉴于：

（1）洛佐夫斯基同志从十月革命一开始就表现出，他所持的观点同党和整个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存在着根本分歧，而同小资产阶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阶段的看法基本一致；

（2）洛佐夫斯基同志11月…… 
［注：弗·伊·列宁在手稿中留有填写日期的空白。——俄文版编者注］

 在业已倒向资产阶级的《新生活报》上所发表的声明[102]，不仅在全体党员中，而且在一般的有觉悟的工人中引起了公愤。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个声明发表之后立即通过了关于开除洛佐夫斯基同志党籍的决定，当时之所以没有宣布和执行，仅仅因为有些同志希望洛佐夫斯基同志的动摇只是由于他未能立即理解这场迅猛异常的历史变革的意义而产生的暂时现象；

（3）同志们愿意让洛佐夫斯基同志有时间去充分理解已经发生的革命的意义，但这个希望落空了，洛佐夫斯基同志的整个政治表现，特别是他发表在《工会通报》第7期和第8期上的文章[103]，证明这个同志在对待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4）一个人在工会运动中担任重要职务，却把骇人听闻的资产阶级腐化作风带进这个运动中来，让这样的人留在党内，不仅损害党的声誉，败坏在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的各种组织工作，而且给工会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迫切任务带来巨大的实际损失；

（5）一个人不懂得我们党纲所确认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不懂得如果没有这样的专政，也就是说，如果不对剥削者的反抗实行连续不断的、无情的、不受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公式束缚的镇压，那么，不仅社会主义变革，而且彻底的民主改革都是不可想象的，采取同战争造成的危机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任何重大措施也是不可想象的，跟这样的人不可能在一个党的队伍内共事；

（6）一个人否认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使命，一个人否认工会有责任承担国家的职能，有责任以最大的毅力、忘我的决心在全国范围内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跟这样的人不可能在一个党的队伍内共事；

鉴于上述情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将洛佐夫斯基同志开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并立即公布此项决议。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13—214页

















[102]指当时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的索·阿·洛佐夫斯基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声明，声明发表于1917年11月4日（17日）《新生活报》第172号。1917年12月，洛佐夫斯基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1919年12月，他重新加入了俄共（布）。——217。



[103]指索·阿·洛佐夫斯基发表在1917年《工会通报》杂志第7期和第8期上的《论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和《工会和苏维埃政权》两篇文章。



《工会通报》杂志（《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й　Вестник》）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机关刊物，1917年9月—1919年3月在彼得格勒出版。——218。









《列宁全集》第33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同卡列金作斗争的决定

（1917年底—1918年初）


1

决定

（1917年12月30日〔1918年1月12日〕）

人民委员会赞同安东诺夫同志在同卡列金分子及其帮凶的斗争中采取的果断措施，同时决定：军队司令员有权惩办那些造成失业和饥荒危险的怠工的资本家，直至把罪犯押送到矿山强迫劳动。


2

对决定的补充

（1918年1月1日〔14日〕）

革命法庭一旦得以建立，应立即审查定为强迫劳动的每一案例，或者确定劳动的期限，或者释放被捕者。





	决定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第3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俄文版第35卷第215页

对决定的补充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列宁全集》第33卷


在欢送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大会上的讲话[104]


（1918年1月1日〔14日〕）

简要报道

同志们，我向你们致敬，因为你们体现了俄国无产阶级争取俄国革命胜利的决心，体现了要使俄国革命的伟大口号不仅在我国土地上，而且在全世界各族人民当中获得胜利的决心。我向你们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英雄的志愿人员致敬，相信你们一定会建立起强大的革命军。目前正在召集这种军队来保卫革命的成果，保卫我们的人民政权，保卫兵工农代表苏维埃，保卫整个真正民主的新制度，抗击一切为了消灭革命而不择手段的人民的敌人。这些敌人就是全世界的资本家，他们目前正在组织进攻，反对为一切劳动者带来解放的俄国革命。我们必须表明，我们是能克服世界革命道路上一切障碍的力量。请开往前线的同志们帮助怯弱者，坚定动摇者，用自己的榜样来鼓舞一切疲惫的人们！各国人民已经在觉醒，已经听到我国革命的热情号召，我们很快就不会孤军作战了，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力量一定会加强我们这支军队。（列宁同志的讲话不断地为欢呼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所淹没……社会主义军队的志愿人员高唱《国际歌》送列宁同志上汽车。）





	载于1918年1月4日（17日）《真理报》第3号（晚上版）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16—217页

















[104]由于俄国旧军队的复员和前线的普遍崩溃，1917年底，苏维埃政权在彼得格勒开始着手组织社会主义军队志愿部队，用它们来代替离开前线的部队。欢送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上前线的大会于1918年1月1日（14日）在彼得格勒米哈伊洛夫练马场举行。列宁在会上讲了话。——221。







《列宁全集》第33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高级公职人员的薪金标准的决定草案[105]


（1918年1月2日〔15日〕）

鉴于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对高级公职人员薪金标准的询问，人民委员会决定：

（1）确认人民委员会成员月薪为500卢布的法令是指最高薪金的 大致
 标准，至于付给专家更高的报酬则不在此限；

（2）提请注意，人民委员会的法令[106]中有要求采取革命措施降低过高薪金的内容；

（3）建议全体人民委员立即提出报告，说明为执行该法令究竟做了什么工作；

（4）建议财政人民委员提出报告，说明是否已采取坚决措施征收所得税和杜绝逃避交纳所得税的现象；

（5）建议各地方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对过高的收入征收特别税。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18页

















[105]这个草案是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1月2日（15日）会议讨论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关于工厂管理机构高级公职人员薪金标准的询问时由列宁提出并经会议通过的。——223。



[106]指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人民委员会《关于人民委员、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额的决定》（参看本卷第101页）。——223。









《列宁全集》第33卷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107]




（不晚于1918年1月3日〔16日〕）

立宪会议决定：


一

1．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

2．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


二

立宪会议的基本任务是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完全消除社会的阶级划分，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因此决定：

1．废除土地私有制。宣布全部土地连同一切建筑物、农具和其他农业生产用具均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财产。

2．批准苏维埃关于工人监督和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以保证劳动人民对剥削者的统治，并作为使工厂、矿山、铁路及其他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完全为工农国家所有的第一个步骤。

3．批准将一切银行收归工农国家所有，这是使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压迫的条件之一。

4．为了消灭社会上的寄生阶层起见，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

5．为了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和根除剥削者的政权复辟的一切可能，特命令武装劳动者，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红军，彻底解除有产阶级的武装。


三

1．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使全世界都淹没在这次空前的罪大恶极的战争的血泊之中，立宪会议表示坚定不移的决心，要把人类从它们的魔掌中拯救出来，因此完全赞同苏维埃政权所执行的下述政策：废除秘密条约，组织目前交战国双方军队中的工农进行最广泛的联欢，无论如何都要用革命手段争取在各国人民之间缔结以自由的民族自决为基础的、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民主的和约。

2．为了同一目的，立宪会议坚持必须同资产阶级文明世界的野蛮政策彻底决裂，这种政策把不多几个特殊民族的剥削者的幸福建筑在对亚洲和一切殖民地以及小国亿万劳动人民的奴役之上。

立宪会议欢迎人民委员会宣布芬兰完全独立、开始从波斯撤出军队、宣布亚美尼亚有自决自由的政策 
[108]

 。

3．立宪会议认为苏维埃关于废除（取消）沙皇、地主和资产阶级政府所订立的债约的法令，是对国际银行资本即金融资本的第一个打击，并深信苏维埃政权将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直到国际工人奋起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获得完全胜利。


四

立宪会议是根据十月革命前各党所提的名单选出的，当时人民还不可能全体都起来反对剥削者，还不知道剥削者为保护他们的阶级特权而进行的反抗会多么激烈，还没有实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立宪会议认为，如果它同苏维埃政权对立起来，即使从形式的观点来看，也是根本不正确的。

而就问题实质来说，立宪会议认为，现在正是人民同剥削者进行最后斗争的时刻，任何政权机关都不能有剥削者立足之地。政权应当完全地、绝对地属于劳动群众和他们的全权代表机关——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立宪会议拥护苏维埃政权和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并且认为它本身的全部任务就是规定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原则。同时，立宪会议力求建立俄国各民族劳动阶级的真正自由和自愿的、因而也是更加紧密和巩固的联盟，不过它的任务只限于规定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根本原则，而让每个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自己的全权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独立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参加和在什么基础上参加联邦政府及其他联邦苏维埃机关。










	载于1918年1月4日（17日）《真理报》第2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21—223页

















[107]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的草案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1月3日（16日）会议上提出的。草案以多数票（有两票反对，一票弃权）通过后，交协商委员会最后审定。《宣言》发表于1月4日（17日）《真理报》第2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号。1月5日（18日），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立宪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了《宣言》，并建议批准。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拒绝予以讨论。《宣言》于1月18日（31日）被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后来被写入1918年俄罗斯联行宪法，作为它的第1篇。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宣言时，删去了原稿中涉及立宪会议的地方。



斯大林和尼·伊·布哈林参加了草案的起草：列宁手稿的第2部分中，有斯大林的修改；第4部分第2段是由布哈林起草、列宁审定的。——224。





[108]

 1917年12月6日（19日），芬兰议会通过了宣布芬兰为独立国家的宣言。12月18日（3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芬兰独立的法令。列宁亲自把法令文本交给了芬兰政府代表团团长、芬兰政府首脑佩·埃·斯温胡武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17年12月22日（1918年1月4日）批准了关于芬兰独立的法令。



1917年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苏维埃政府根据12月2日（15日）俄国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的停战协定，向波斯政府提出了关于制定撤退波斯境内俄军的总计划的建议。



1917年12月29日（1918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土耳其属亚美尼亚”的法令》，并公布于1917年12月31日（1918年1月13日）《真理报》第227号。——228。









《列宁全集》第33卷


致为复员军队而召开的全军代表大会

（1918年1月3日〔16日〕）

亲爱的同志们：

波德沃伊斯基同志向我转达了你们的建议，而我只能限于给你们写一封信，请原谅，不要误会。你们深信，尽管目前有种种困难，但是不顾这一切， 你们一定会胜利地解决建立社会主义军队的伟大任务
 ，我对此表示热烈祝贺。也许我们正经历着革命的危急时期之一，苏维埃政权目前既受到外部敌人——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的威胁，也受到内部敌人——隐藏在“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后面的反革命的威胁。

我们也一定能战胜这个危机。这是毫无疑问的！苏维埃所夺得的政权，一定会保持在苏维埃的手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了，它一定会在俄国和全世界继续走向胜利。

向你们致以最好的祝愿，希望你们在工作中鼓足勇气和取得成就。


你们的　列宁


　　（这封信引起了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载于1918年1月6日（19日）《工农俄国陆海军报》第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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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苏维埃和谈代表团团长列·达·托洛茨基在直达电报中的谈话

（1918年1月3日〔16日〕）


1

——我是列宁。我刚刚收到你们的专信。斯大林不在，信还没有给他看。你们的计划我认为可以讨论。不过最后执行是否缓一步，等这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后再作出最后决定？斯大林一回来，我就把信给他看。



列宁



2

——在答复你们的问题之前，我想先同斯大林商量一下。哈尔科夫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团今天出发去你们那里，他们使我深信，基辅拉达已经奄奄一息。



列宁



3

现在斯大林来了，我和他商量一下，马上把我们的答复告诉你们。



列宁



4

请转告托洛茨基。请他把和谈中断一下，到彼得格勒来。



列宁　斯大林







	载于1929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5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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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1918年1月3日〔16日〕）

根据十月革命取得的全部成果，按照今年1月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俄罗斯共和国的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任何人和任何机关攫取国家政权某种职能的任何尝试，都应视为反革命行动。任何这类尝试，苏维埃政权都将使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予以镇压，直至使用武力。





	载于1918年1月4日（17日）《真理报》第2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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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声明[109]


（1918年1月5日〔18日〕）

俄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和士兵，要求立宪会议承认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成果，承认苏维埃的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工人监督法令，并且首先要承认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政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实现俄国劳动阶级这个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提议立宪会议必须服从这一意志。然而，立宪会议的多数竟按照资产阶级的要求，否决了这个提议，这就向俄国全体劳动人民提出了挑战。

右派社会革命党，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切尔诺夫的党，在立宪会议中获得了多数。这个党自命为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政党，但是却领导资产阶级分子反对工农革命，它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政党。

目前这种成分的立宪会议，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前形成的力量对比的结果。现在立宪会议中的反革命多数是按照过了时的政党候选人名单选出的，它代表革命的昨天，它企图阻挡工农运动的道路。

整整一天的辩论清楚地表明，右派社会革命党仍和克伦斯基执政时一样，向人民许下了许多诺言，口头上对人民什么都答应，事实上却决意反对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反对社会主义措施，反对把土地和一切农具无偿地交给农民，反对银行国有化，反对废除公债。

我们一分钟也不愿意掩饰人民公敌的罪行，我们声明退出立宪会议，以便把怎样对待反革命的那部分立宪会议代表问题提交苏维埃政权作最后决定。





	载于1918年1月6日（19日）《真理报》第5号（晚上版）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27—228页

















[109]这个声明是列宁在立宪会议休会时起草的。



在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拒绝讨论《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后，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要求休会，以便各党团举行会议。在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列宁提议在复会后宣读他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声明并退出立宪会议。党团通过了这一建议。



布尔什维克退出会议以后，在对待立宪会议问题上有过摇摆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议立即就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政策的态度问题进行表决。立宪会议的右翼否决了这一建议，于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离开了会议大厅。



在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离开后不久，负责警卫塔夫利达宫的海军人民委员帕·叶·德宾科向卫兵下达了制止立宪会议继续开会的命令。列宁得知这一情况后，曾命令士兵不得对立宪会议的反革命代表采取任何暴力行动（参看1918年1月5日夜的命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8卷）。



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6日（19日）凌晨4时40分停止了会议。——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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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另一世界的人们

（1918年1月6日〔19日〕）

“我的朋友们，我白花了一天的时间。”这是一句古老的拉丁名言。一想到白花了1月5日这一天的时间，就不禁想起这句话来。

我在那些埋头 工作
 ，忙着砍伐和挖掉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这棵大树及其老根的工人和农民中间做了富有朝气的、真正的、苏维埃的工作以后，忽然不得不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同那些来自另一世界的人们打交道。他们来自资产阶级和它的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的捍卫者、食客、奴仆和辩护士的阵营。我从劳动群众和他们的苏维埃组织为反对剥削者进行斗争的世界，来到了一个仍然主张同资本家妥协的甜言蜜语、废话连篇、空口许愿的世界。

好象历史无意地或由于错误而把自己的时钟倒拨了回去，这一天我们好象不是生活在1918年的1月，而是生活在1917年的5月或者6月！

这太可怕了！从活人的世界来到了死尸的社会，闻着尸臭，听着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这班僵尸发表的关于“社会的”空话，路易·勃朗式的空话[110]，这实在使人受不了。

斯克沃尔佐夫同志说得对，他三言两语、简单明了、心平气和但又十分尖锐地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说：“我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要把反对资产阶级的十月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和你们是站在街垒的两个方面。”

接着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作了答复。他们说了一大串娓娓动听的空话，只是（只是！）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关于苏维埃政权和十月革命的问题。切尔诺夫代表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为革命祷告说：“但愿不会打内战，不会发生怠工。”于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就象棺材里的死人一样，从1917年6月到1918年1月睡了半年的大觉以后，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个劲儿地拼命给他鼓掌喝采。用祈祷来解决革命问题，那真是太轻松愉快了。“但愿不会打内战，不会发生怠工，大家都承认立宪会议。”这和为工人同资本家妥协而祈祷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一点也没有。无论是嗓音甜蜜的歌手切尔诺夫的祈祷，或者是策列铁里那些枯燥无味的、并未理解和深入思考过而是按照本本以讹传讹的、歪曲事实的说教，都不会使卡列金和里亚布申斯基之流以及他们的所有帝国主义伙伴自行消失和改变他们的政策。

或者是打败卡列金和里亚布申斯基之流，或者是放弃革命。或者是在内战中战胜剥削者，或者是让革命遭到失败。在 一切
 革命中，不管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还是18世纪的法国革命，或者是19世纪的德国革命，问题都是这样摆着的。怎么能设想在20世纪的俄国革命中问题就不是这样了呢？豺狼怎么会变成羔羊呢？

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丝毫没有想到，也根本不愿想到要承认阶级斗争的事实。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变成内战，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下子由于什么人的心血来潮或居心险恶造成的，而是必然的，是在革命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

在华丽的塔夫利达宫里，度过了沉闷、无聊而又令人厌倦的一天。塔夫利达宫在外表上和斯莫尔尼不同，就跟资产阶级议会制和无产阶级苏维埃机关不同差不多：资产阶级议会制虽然华丽，但它是死气沉沉的；苏维埃机关虽然平常，在许多方面还没有就绪，尚待努力改善，但它是朝气勃勃和富有生气的。在那里，在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旧世界里，敌对阶级的和资产阶级敌对集团的领袖们 进行着舌战
 。在这里，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世界里，被压迫阶级正在笨手笨脚地、不熟练地做着……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26年1月21日《真理报》第1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29—231页

















[110]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口头上喊“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帮助资产阶级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列宁在这里用“路易·勃朗式的空话”来说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立场。——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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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111]


（1918年1月6日〔19日〕）

俄国革命一开始就提供了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个一切被剥削劳动阶级的群众组织，只有它才能领导这些阶级为争取它们政治上经济上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在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苏维埃一直在增加、发展和巩固，它根据本身的经验打消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形式的欺骗性，从实践中得出了结论：不同这些议会制形式以及一切妥协行为决裂，被压迫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解放。而这种决裂的表现，便是举行十月革命，把全部政权交给苏维埃。

根据十月革命前拟出的候选人名单选举的立宪会议，反映了过去在妥协派和立宪民主党人执政时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当时，人民在投社会革命党候选人的票时，还不可能在拥护资产阶级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进行选择。因此，这个应该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花冠的立宪会议，就不能不成为横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道路上的障碍。

十月革命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并通过苏维埃把政权交给了被剥削劳动阶级，因此引起了剥削者的拚命反抗，它对这种反抗的镇压充分显示出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劳动阶级根据经验确信：旧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已经过时，它同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完全不相容，只有阶级的机关（如苏维埃）才能战胜有产阶级的反抗和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全民的机关是办不到的。现在，反对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反对人民所争得的苏维埃共和国，支持资产阶级议会制和立宪会议，那就是向后倒退，就是要使整个工农十月革命失败。

在1月5日召开的立宪会议上，由于前面提到的情况，右派社会革命党，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切尔诺夫的党占了多数。当然，这个党拒绝讨论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机关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提出的非常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建议，即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承认《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承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这样，立宪会议就割断了它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联系。因此，目前在苏维埃中显然占有绝大多数、并得到工人和大多数农民信任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退出这样的立宪会议，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在立宪会议外面，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正在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最激烈的斗争，它们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公开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说劳动阶级为了摆脱剥削而对剥削者的反抗进行必要的武力镇压是非法的暴行，它们替那些为资本服务的怠工分子辩护，甚至还赤裸裸地号召采取恐怖手段，而“一些不知名的团体”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手段了。因此，留在立宪会议的那部分人所起的作用，显然只能是给反革命分子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打掩护。

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解散立宪会议。





	载于1918年1月7日（20日）《真理报》第5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35—237页

















[111]人民委员会1918年1月6日（19日）会议审议了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在会议前一天，列宁写了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提纲初稿（见本卷第451—452页）。在会议召开前，列宁又在初稿的基础上写成了法令提纲。会议逐条宣读和批准了提纲。根据人民委员会记录，对第2条所作的决定是：“通过，并指出穆斯林党团的一部分人也退出了”。对其余各条所作的决定是：“通过”。



1月6日（19日）深夜举行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以多数票（有2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了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列宁发表了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见本卷第242—246页）。列宁的草案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法令的基础。——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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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

（1918年1月6日〔19日〕）

同志们！苏维埃政权和立宪会议的冲突是由俄国革命的全部历史造成的，而这个革命面临的空前未有的任务就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1905年的事变之后，毫无疑问，沙皇制度已经末日临头，只是因为农村的落后和愚昧，它才爬出了深渊。1917年的革命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党因大势所趋而变成了共和党，另一方面出现了苏维埃这种民主组织。苏维埃在1905年就建立了，那时社会党人就已经懂得，随着这些苏维埃的建立，一种伟大的、世界革命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正在形成。由人民完全独立地创造出来的苏维埃，是一种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民主制形式。

革命产生了两种力量：群众为推翻沙皇制度而实现的联合和劳动人民的组织。当我听到十月革命的敌人叫嚣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时，在这种场合我总是向他们提出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苏维埃是一种什么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世界革命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组织？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得到而且也不可能得到明确的回答。他们抱残守缺，维护资产阶级制度，所以反对这种世界上任何革命中都不曾有过的强大组织。而反对地主的人都参加农民代表苏维埃。苏维埃容纳了所有致力于创造性工作而不愿无所事事的人。人民苏维埃已经遍布全国，它分布得愈密，劳动人民受剥削的可能就愈小，因为苏维埃的存在和资产阶级制度的繁荣是不相容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分子的所有这些矛盾的根源，他们反对我们的苏维埃，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需要经过长期的、顽强的斗争。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俄罗斯的革命应当继续始终不渝地前进，决不能局限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为战争以及战争给疲惫不堪的人民所造成的空前灾难已经为社会革命的爆发打下了基础。因此，说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群众愤怒的加剧是某一个党、某一个人引起的，或者象有些人叫喊的那样，是“独裁者”的意志引起的，这再可笑不过了。革命的烈火完全是由俄国所遭受的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战争所造成的种种条件点燃起来的，战争尖锐而严峻地向劳动人民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者是奋不顾身地勇敢前进，或者是毁灭——饿死。

革命之火的光辉就表现在建立了劳动者革命的支柱苏维埃。俄国人民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从沙皇制度跃进到了苏维埃。这是一个确凿的、任何地方还不曾有过的事实。各国资产阶级的议会，由于被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锁链束缚，从来没有对革命运动给予过任何支持，而苏维埃却燃起革命的烈火，它坚决地命令人民：斗争！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里！组织起来！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力量所唤起的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各种错误和失策，但是谁都知道，任何革命运动都免不了会产生暂时的混乱、破坏和无秩序的现象。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就等于战争，等于屠杀，这种现象引起并且加剧了立宪会议和苏维埃之间的冲突。谁要是说我们以前拥护过立宪会议而现在却把它“驱散”，那他就是没有一点头脑，只会说一些漂亮的空话。因为过去，同沙皇制度和克伦斯基的共和国相比较，立宪会议在我们看来，要比那些臭名昭彰的政权机关好，但是，随着苏维埃的出现，这种全民的革命组织当然无可比拟地高出世界上的任何议会，这种现象我还在4月间就已着重指出。苏维埃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所有制，促进彻底的革命，即扫除一切资产阶级制度残余的革命，推动我们去引导人民建设自己的生活。我们已经着手从事这个伟大的建设，我们这样做好极了。毫无疑问，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一呈现在人民面前就那样纯洁、平稳和完美无缺，不可能不引起内战、怠工和反抗。谁要是向你们证明事情不是这样，那他不是骗子就是套中人[112]。（热烈鼓掌）4月20日的事变是人民自己独立地起来反对妥协的政府，并没有“独裁者”或政党的任何指示，这种现象说明资产阶级的基础在当时就是薄弱的、不稳固的。群众已经感到自己的力量，因此有人为了讨好群众，开始玩起有名的更换阁员的把戏，以达到欺骗人民的目的。但是，人民很快就看穿了，特别是在克伦斯基的两个口袋装满了同帝国主义者签订的掠夺性秘密条约和他调兵进攻以后。被欺骗的人民逐渐明白了妥协派的全部行径，他们不能再忍耐了，结果便爆发了十月革命。人民尝够了拷打、死刑和大屠杀的滋味，从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刽子手们要他们相信，劳动者起义要怪布尔什维克或什么“独裁者”，那是枉费心机。人民群众内部的分裂和各种会议上的分裂也证明了这一点。人民一直在领会十月革命，至今还没有结束。这次革命实际表明，人民应当怎样把土地、自然富源、交通工具和生产资料夺到自己手中，工农国家手中。我们说：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我们为了这个目的而斗争。人民要求召集立宪会议，于是我们召集了立宪会议。但是，人民立刻就感觉到这个名声显赫的立宪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了。现在我们执行了人民的意志，——人民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我们要打倒怠工者。当我从沸腾着的、充满生机的斯莫尔尼来到塔夫利达宫时，我觉得好象是置身在死尸和木乃伊的中间。他们使用了所有的办法，采取了武力和怠工来反对社会主义，甚至把人类最大的骄傲——知识也变成了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他们这样做虽然稍微打乱了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步伐，但是他们不能并且永远不能阻止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苏维埃的力量非常强大，它不是用老爷方式，而是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方式去摧毁旧的、腐朽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

把全部政权交给立宪会议就等于和凶恶的资产阶级妥协。俄国苏维埃把劳动群众的利益置于改换新装的叛卖性妥协的利益之上。从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这些过时人物的演说中，发出了一股陈腐发霉的臭味，他们仍旧在哼着令人厌倦的停止内战的老调。但是，只要卡列金仍旧存在，只要在“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下仍旧藏着一个“打倒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我们就无法避免内战，因为我们决不会为换取世上任何东西而让出苏维埃政权！（热烈鼓掌）立宪会议再次表示要拖延苏维埃向它提出的一切迫切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任务，我们已经给了回答：一分钟都不能拖延。根据苏维埃政权的意志，现在解散不承认人民政权的立宪会议。里亚布申斯基之流的大本营被粉碎了，他们的反抗只能加速和引起内战的重新爆发。

立宪会议立即解放，苏维埃革命共和国一定胜利。（热烈鼓掌，转为经久不息的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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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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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

（1918年1月7日〔20日〕—2月11日〔24日〕以前）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顾不得谈历史。是的，如果在某一个问题上过去和现在没有不可分割的直接的实际联系，那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关于不幸的和约，即极其苛刻的和约的问题，却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非加以说明不可。因此，我把1918年1月8日我就这个问题在我党近60名最著名的彼得格勒工作人员的会议上宣读过的提纲刊登出来。

下面就是这个提纲：

1918年1月7日


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113]


1．目前俄国革命的形势是这样的：几乎全体工人和绝大多数农民无疑都拥护苏维埃政权和它开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有保证的。

2．同时，有产阶级的疯狂反抗引起的内战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正面临着维护土地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最后的斗争。在这场战争中，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是有把握的，但是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必须付出巨大努力，必须经过一段任何战争尤其是国内战争必然带来的严重破坏和混乱的时期，才能把资产阶级的反抗镇压下去。

3．此外，这种反抗还采取了比较缓和的和非军事的形式，如怠工，收买游民，收买钻进社会党人队伍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来破坏他们的事业，如此等等。这种反抗是这样的顽强，而且能采取如此多样的形式，以致同这种反抗进行的斗争必然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拿几种主要形式的斗争来说，几个月内也未必能结束。不坚决战胜资产阶级及其拥护者的这种消极的和隐蔽的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4．最后，俄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组织任务十分艰巨，因而解决这些任务——由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人数众多而自己的文化水平又不高——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5．总括所有这些情况，可以十分肯定地得出结论说，为了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必须有一段时间，至少是几个月，使社会主义政府得以放手首先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且安排好广泛而深入的群众性的组织工作。

6．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应当是我们苏维埃政权确定国际任务的基础，因为战争第四年的国际局势使人根本无法估计，大概在什么时候爆发革命从而把某一个欧洲的帝国主义政府（也包括德国在内）推翻。毫无疑问，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取得 最终
 胜利的一切希望，都是以这种信心和科学预见为基础的。应当加强和展开我们的宣传工作，特别是组织联欢的工作。但是，如果把俄国社会主义政府的策略建立在预测欧洲的尤其是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会不会在最近半年内（或大致这样短的时间内）爆发这种基础上，如果这样做，那就错了。因为这是根本无法预测的，所以一切类似的做法在客观上都是盲目的赌博。

7．到现在，即到1918年1月7日，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平谈判已经充分说明，实质上已经向俄国提出最后通牒（随时都应该预料到而且必须预料到这种最后通牒会正式提出）的主战派，在德国政府（它完全控制了四国同盟中其他几国的政府）内无疑占了上风。这个最后通牒就是或者继续进行战争，或者签订兼并性和约，也就是说和约的条件是我们放弃我们所占领的 
一切

 土地，德国人则继续保持他们占领的一切土地，并且要求我们赔款（名义上是支付俘虏的给养费），其数目大约为30亿卢布，分数年付清。

8．现在俄国社会主义政府面临着一个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是立刻接受这个兼并性和约呢，还是马上进行革命战争。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不可能有任何折中的解决办法。再也无法继续拖延了，因为我们为了故意拖延谈判， 
已经

 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办法。

9．在考察主张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各种理由时，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理由是，单独媾和目前在客观上就是同德国帝国主义者妥协，是“帝国主义的交易”等等，因此这种和约是完全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的。

但是，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工人在罢工失败以后，同意不利于他们而有利于资本家的复工条件，这并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只有那些为了追求部分工人的利益而使资本家得到利益的人，才是背叛社会主义，只有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才是不能允许的。

谁把同德国帝国主义进行的战争称作防御的正义的战争，而实际上却得到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支持，并且对人民隐瞒同这些帝国主义者签订的秘密条约，谁才是背叛社会主义。谁一点也不向人民隐瞒，不同帝国主义签订任何秘密条约，只是由于当时没有力量继续作战，才同意签订不利于一个弱国而有利于某个集团的帝国主义者的和约，谁就丝毫没有背叛社会主义。

10．主张立刻进行战争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签订和约在客观上就成了德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因为这样不但使德国帝国主义能从我国战线上腾出军队，并且还能获得数百万名俘虏等等。但是，这个理由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现在进行革命战争，会帮助英法帝国主义达到自己的目的，使我们在客观上变成英法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英国人曾经直接向我军最高总司令克雷连柯建议，只要我们继续作战，他们每月可以发给我们每个士兵100卢布。即使我们不拿英法一文钱，但是，由于我们牵制了一部分德国军队，在客观上我们还是帮助了他们。

从这方面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完全摆脱同帝国主义的某种联系，并且很明显，不推翻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就不能完全摆脱这种联系。因此，正确的结论应当是：从社会主义政府在一个国家里获得胜利的时候起，解决各种问题时就不能从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较好这点出发，而只能从发展和巩固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有利的条件出发。

换句话说，现在我们策略的基础，不应当是这样的原则，即现在帮助两个帝国主义中的哪一个较为有利，而应当是这样的原则，即如何才能更加稳妥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能够巩固起来，或者至少可以支持到其他国家也起来响应。

11．有人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反对战争的人现在已经变成了“失败主义者”，并且请求我们不要向德国帝国主义让步。但是，我们只承认针对 本国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失败主义，我们始终反对同“友好的”帝国主义结成正式的或事实上的联盟去战胜其他帝国主义，这种办法是根本不能容许的，也是完全无用的。

可见，这个理由不过是上述理由的改头换面。如果德国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建议我们把缔结单独和约拖延 一定的
 时候，并且保证在这期间在德国发动革命，那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也许
 就不同了。但是，德国的左派不仅不这样说，反而正式声明：“你们能坚持就尽量坚持吧，但是，解决问题要根据 俄国
 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因为关于德国的革命，我们无法作出任何肯定的承诺。”

12．有人说：我们在党的许多声明中曾经公开“答应”要进行革命战争，因而签订单独和约就是违背我们的诺言。

这样说是不正确的。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政府在帝国主义时代必须“ 准备和进行
 ”革命战争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

 ；我们这样说是为了反对抽象的和平主义，反对在帝国主义时代完全否定“保卫祖国”的理论，最后，是为了反对一部分士兵的纯粹自私的本能，但是，我们并没有承担不顾时机是否成熟就发动革命战争的义务。

我们就是在今天也绝对必须 准备
 革命战争。我们现在正象过去履行自己的一切诺言那样履行着自己的这项诺言，我们的诺言只要是能够立刻履行的，都已经履行了，例如，我们废除了各种秘密条约，向各国人民建议缔结公正的和约，屡次设法拖延和平谈判，以便使其他国家的人民有时间来响应。

但是，要解决 现在
 能不能 立刻
 进行革命战争的问题，就只能根据实现这一点的物质条件和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来考虑。

13．如果对主张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各种理由作一总的评价，就应当得出以下的结论：这种政策也许适合人们追求漂亮、动人、鲜明那种欲望，可是完全不顾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的阶级力量和物质因素的客观对比。

14．毫无疑问，我军在目前和在最近几个星期内（也许在最近几个月内）绝对不能击退德国的进攻，因为第一，大多数士兵疲惫不堪和精疲力竭，加之粮食方面遭到空前的破坏，过度疲劳的士兵无人替换，等等；第二，马匹完全无法使用，因而我们的炮兵必定会被歼灭；第三，我们根本不可能保卫从里加到雷瓦尔的海岸线，因此敌人完全可能占领里夫兰的其余部分，然后占领爱斯兰，并从后方包围我们很大一部分军队，最后占领彼得格勒。

15．其次，同样也毫无疑问，在我们军队中占大多数的农民，现在一定会赞成签订兼并性和约，不赞成立刻进行革命战争，因为依照社会主义原则整编军队、把赤卫队充实到军队中去等工作都还刚刚开始。

在军队完全实现民主化的情况下，违背大多数士兵意志去进行战争将是一种冒险行为，而要建立一支真正可靠和思想上巩固的社会主义工农军队，至少需要好几个月。

16．俄国的贫苦农民有能力支持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们没有能力立刻在现在这个时候去进行严重的革命战争。在这个问题上，忽略阶级力量的这种客观对比将是致命的错误。

17．因此，对于现在进行革命战争的问题应当这样来认识：

如果德国革命在最近三四个月内爆发并且获得胜利，那么，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策略，也许不致于断送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如果德国的革命在最近几个月内不会到来，那么，在继续进行战争的情况下，事件的发展必然是：最严重的失败将迫使俄国缔结更加不利的单独和约，并且缔结这个和约的将不是社会主义政府，而是某个其他的政府（诸如资产阶级拉达和切尔诺夫派的联合政府，或者其他类似的政府）。因为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农民军队受到最初的几次挫折以后，甚至过不了几个月，只要过几个星期，大概就会把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府推翻。

18．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因为德国革命可能在近期内，即可以用星期来计算的短时间内开始，就拿俄国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孤注一掷，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策略。这种策略将是一种冒险。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去冒险。

19．德国的革命有其客观的根据，即使我们签订单独和约，也决不会增加它的困难。沙文主义的狂热也许会暂时削弱德国的革命，但是德国的处境仍将极端困难，德国同英美的战争将继续拖延下去，双方面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面貌已经被彻底揭穿了。社会主义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例子将成为各国人民的活榜样，而这个榜样所起的使人革命化的宣传作用将是巨大的。一边是资产阶级制度和两个强盗集团之间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另一边是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

20．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 目前可能的
 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将阻碍它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腾出手来继续推进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在银行和大工业国有化的基础上，在城市同农村小农的消费合作社实行实物 
产品交换

 的情况下，只要保证有几个月的和平工作，那么，俄国的改造在经济上是完全可能的。而这种改造将使社会主义既在俄国又在全世界都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也将为强大的工农红军建立巩固的经济基础。

21．现在，只有明确提出推翻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这一目标并得到社会主义军队完全赞同的那种社会主义共和国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战争，才是真正的革命战争。但是，在 
目前

 这种时候我们 
显然

 还不能给自己提出这个目标。如果我们现在进行战争，客观上就是为解放波兰、立陶宛和库尔兰而战。但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愿违背马克思主义和整个社会主义的原则，那就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为了实现芬兰、乌克兰及其他民族的自决权，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做了它所能够做的一切，并且还在继续做下去。但是，既然具体情况是，为了几个民族（波兰、立陶宛、库尔兰等）的自决权遭到侵犯这件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目前受到了威胁，那就很清楚，保存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更高的利益。

因此，谁要是说：“我们不能签订耻辱的难堪的和约，我们不能出卖波兰等等”，那他就是没有看到，要是签订以解放波兰为条件的和约，那只会 更加
 增强德国帝国主义的力量，去对付英国、比利时、塞尔维亚以及其他国家。 从俄国方面来看
 ，以解放波兰、立陶宛和库尔兰为条件的和约，也许是“爱国主义的”和约，但是它仍然是 同兼并者
 ，同德国帝国主义者签订的和约，这不会有丝毫改变。

1918年1月21日。对本提纲作如下补充：

22．奥地利和德国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接着柏林和维也纳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最后1月18—20日柏林开始发生武装冲突和巷战，所有这一切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德国革命已经开始这一事实。

根据这一事实，我们还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推迟和拖延和平谈判。





	载于1918年2月11日（24日）《真理报》第34号（无第22条）全文载于1949冬《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43—252页

















[113]《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于1918年1月8日（21日）由列宁在有党的工作人员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出席会议的共有63人。会议记录没有保存下来，只留下了列宁所作的恩·奥新斯基（瓦·瓦·奥博连斯基）、列·达·托洛茨基、阿·洛莫夫（格·伊·奥波科夫）、列·波·加米涅夫等人发言的简要记录。



提纲第21条结尾（从“但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起）是由列宁在会上口头叙述、会后补写的。在提纲手稿中，列宁在该处画了三条竖线，并在页边上写道：“缮写员：请在缮写时也打上这三条竖线。”



列宁在中央委员会1918年1月11日（24日）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那次会议的参加者中有15人投票赞成这个提纲，32人支持“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立场，16人支持托洛茨基的立场。



提纲到2月24日才发表。这时在签订和约的问题上，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已站到列宁的立场上来了。——247。









《列宁全集》第33卷


《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的补充说明

（1918年1月8日和11日〔21日和24日〕之间）

上述提纲是我在1918年1月8日党的工作人员的一个规模不大的非正式的会议上宣读的。讨论提纲的情况表明，党内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意见：参加会议的人约有半数主张进行革命战争（这种观点有时也叫“莫斯科的”观点，因为我党莫斯科区域局[114]采取这种观点比其他组织为早）；其次，约有四分之一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即“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复员军队，将士兵遣散回家，但不签订和约”，最后，约有四分之一同意我的意见。

现在党内的情况特别使我想起1907年夏天的情况，那时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都主张抵制第三届杜马，而我和唐恩则主张参加杜马，因此我遭到了十分猛烈的攻击，被指责为搞机会主义。现在的问题客观上也完全相同：和当时一样，大多数党的工作人员从他们最美好的革命动机和党的优良传统出发，让自己被“鲜明的”口号吸引住了， 不了解新的
 社会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没有考虑到 条件已经发生变化
 ，而这种变化要求我们迅速地急剧地改变策略。因此，我的全部争辩也和当时一样，都是为了集中说明：马克思主义要求考虑客观条件及其变化；应当根据这些条件具体地提出问题；现在根本的变化就在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建立；不管是对于我们 或者是从国际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
 ，保存这个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和国是高于一切的；目前俄国提出革命战争的口号，不是意味着空谈和单纯的示威，就是等于客观上落入帝国主义者给我们布置的圈套，因为帝国主义者很想把我们这个力量暂时还很薄弱的国家 拖去
 继续进行 帝国主义
 战争，用尽可能便宜的方法来 摧毁
 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

“我赞成列宁过去的立场”，——一个年轻的莫斯科人喊道（这些发言者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年轻）。这位发言者还指责我，说我是在重复护国派不相信德国革命会发生的陈词滥调。

不幸也就在于：莫斯科派要坚持过去的 策略
 立场，顽固地不愿看到客观的立场 已经改变，新的客观的
 立场已经形成。

莫斯科派在热中于重复旧口号时，甚至没有注意到，我们布尔什维克现在已经都成了护国派了。因为在推翻了资产阶级、废除和揭露了秘密条约之后，在向各国人民真正提议媾和之后……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53—254页

















[11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莫斯科区域局是党中央的全权代表机关，从1917年3月起领导下述中部工业地区各省的党组织：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特维尔、科斯特罗马、弗拉基米尔、沃罗涅日、斯摩棱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图拉、梁赞、坦波夫、卡卢加和奥廖尔，稍后还包括库尔斯克。在1918年春季以前，莫斯科区域局实际上是“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个派别组织的中心。——256。









《列宁全集》第33卷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讲话[115]


（1918年1月11日〔24日〕）


记录

1

第一个发言的是列宁同志，他指出，在1月8日（21日）的会议上对这个问题有三种看法，因此，他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按照他阐述的提纲逐条讨论问题呢，还是展开一般性的辩论。结果采用了后一种办法，并由列宁同志发言。

他首先叙述了上次会议上出现的三种看法：（1）签订单独的兼并性和约，（2）进行革命战争，以及（3）宣布停止战争，复员军队，但不签订和约。在上次会议上，赞同第一种看法的有15票，赞同第二种的有32票，赞同第三种的有16票。

列宁同志指出，布尔什维克从来不拒绝防卫，只是防卫和保卫祖国必须考虑到目前存在的特定的具体情况，这就是：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受异常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侵犯。问题仅仅在于我们应该怎样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共和国。战争使得军队疲惫不堪；马匹已无力在敌人进攻时拉走我们的大炮；德国人在波罗的海各岛屿所处的地位非常有利，在进攻时他们即使赤手空拳也能占领雷瓦尔和彼得格勒。我们在这种条件下继续进行战争，会大大加强德帝国主义；和约终究是要签订的，不过那个时候签订的和约将会更糟，因为签订和约的将不是我们。我们现在不得不签订的和约无疑是一个耻辱的和约，但是如果进行战争，我们的政府就会被推翻，而和约将由另一个政府来签订。现在我们不仅依靠无产阶级，而且还依靠贫苦农民，如果继续进行战争，贫苦农民就会离开我们。拖延战争对法、英、美帝国主义有利，美国人向克雷连柯大本营提出，愿为每个俄国士兵支付100卢布，这个例子就是证明。主张进行革命战争的人说，我们打下去就是同德帝国主义进行国内战争，这样就会唤起德国的革命。但是要知道，德国还只是在孕育革命，而在我国，十分健康的婴儿——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诞生了，如果进行战争，我们就会使这个婴儿送命。我们手头有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通告信，有中派中两派对待我们的态度的情报。一派认为，我们被收买了，现在在布列斯特正上演一出事先配好了角色的滑稽剧。这部分人因我们主张停战而攻击我们。考茨基派的另外一部分人宣称，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个人的诚实是丝毫不容怀疑的，但是布尔什维克的行为是一个猜不透的谜[116]。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我们还不知道。英国工人支持我们追求和平的愿望。当然，我们将签订的和约是一个耻辱的和约，然而我们必须争取间息时机来实行社会改革（哪怕只是在运输部门实行也好）；我们必须巩固起来，这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必须扼死资产阶级，但为此我们必须先腾出双手。做到这一点以后，我们就能再度腾出双手，那时我们就能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战争了。目前建立的革命志愿军部队就是我国未来的军队的军官。

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做法——停止战争，不签订和约和复员军队——不过是国际性的政治示威。我们撤走军队，就会把爱斯兰社会主义共和国奉送给德国人。有人说，我们签订和约会使日本人和美国人不受拘束，他们就会立刻占领符拉迪沃斯托克 
［注：即海参崴。——编者注］

 。但是，在他们只到达伊尔库茨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得到巩固了。当然，我们签订和约会背叛获得了自决权的波兰，但是我们能保存社会主义的爱斯兰共和国，并且能够巩固我们的成果。当然，我们是在右转弯，转这个弯需要走过非常肮脏的牲畜栏，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做。假如德国人开始进攻，那我们就不得不签订任何一种和约，那个时候签订的和约当然会更糟糕。为了拯救社会主义共和国，30亿赔款不算是过高的代价。我们现在签订和约，就会使广大群众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者（德、英、法帝国主义者）占领了里加和巴格达之后，还在继续搏斗，而我们却在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共和国却在发展壮大。


2

列宁同志指出，他在某些方面不同意与他观点相同的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意见[117]。当然，一方面在西欧有群众运动，但是那里的革命还没有爆发。然而，假如由于这一点我们就改变我们的策略，我们就会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叛徒。他不同意季诺维也夫的这一说法：签订和约暂时会削弱西欧的运动。如果我们相信，在和谈中断的情况下，德国的运动马上会发展起来，那么我们就应当牺牲自己，因为德国革命在力量上将会大大超过我们。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那里的运动还没有开始，而在我们这里，运动已经有了一个新生的呱呱坠地的婴儿。我们现在必须清楚地说明我们同意签订和约，否则，我们就会完蛋。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坚持到总的社会主义革命出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签订和约。


3

列宁同志建议，把我们目前竭力拖延签订和约的意见交付表决。





	载于192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第三次发言载于1929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917年8月—1918年2月》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55—258页

















[115]这是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8年1月11日（24日）会议上的三次讲话。这次会议讨论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列·达·托洛茨基发言反对列宁。一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尼·伊·布哈林、莫·索·乌里茨基和阿·洛莫夫（格·伊·奥波科夫）——发言支持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的建议。斯大林、费·安·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主张签订和约。“左派共产主义者”看到立即进行革命战争的口号没有成功的希望（只有2人投票赞成），就在投票的时候支持托洛茨基的建议，使之获得9票对7票的多数。为了消除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签订和约问题上的阻力和转变一部分追随革命战争拥护者的群众的情绪，列宁提出了竭力拖延谈判的建议。该建议以12票对1票被会议通过。——258。



[116]大概是指刊登在1918年1月11日（24日）《新生活报》第7号上的一篇未署名文章：《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该报说，这篇文章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一位著名代表写的。——259。



[117]指会议记录中下述斯大林的话：“斯大林同志认为，如果接受革命战争的口号，那我们就帮助了帝国主义。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是不成其为立场的。现在西方没有革命运动，没有事实，有的只是可能性，而对这种可能性，我们是不能重视的。如果德国人开始进攻，就会加强我国的反革命。”



格·叶·季诺维也夫的话，在会议记录中是：“……当然，我们面临着一次严重的外科手术，因为我们缔结和约就会加强德国的沙文主义，并在一段时间内削弱西方各国的运动。接着还会出现另一个前景——这就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灭亡。”（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1917年8月—1918年2月）》1958年俄文版第171—172页）——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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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1月11日〔24日〕）

2 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1月12日〔25日〕）



3 关于取消苏维埃法律中所有涉及立宪会议的内容的法令草案（1月18日〔31日〕）



4 代表大会闭幕词（1月18日〔31日〕）












1

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

（1月11日〔24日〕）

同志们！俄国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政府成立已经2个月零15天了。我应该代表人民委员会向你们报告它在这段时期的工作。

2个月零15天，这比以前那个统治过全国，或者说统治过剥削者和资本家的工人政权——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的巴黎工人政权存在的时间只多5天。

我们应当首先回顾一下那个工人政权，追溯一下过去的历史，把它同10月25日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作一比较。把以前的无产阶级专政同现在的比较一下，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尽管在战争和经济破坏的环境中情况空前复杂，国际工人运动还是有了巨大的进步，俄国苏维埃政权所处的环境也有利得多了。

第一次创立了公社这种苏维埃政权萌芽的巴黎工人，仅仅支持了2个月零10天，就被法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列金分子枪杀了。法国工人不得不为成立工人政府的第一次尝试付出空前未有的重大牺牲，而对成立这个政府的意义和目的，当时法国绝大部分农民是不了解的。

我们的情况有利得多，因为俄国的士兵、工人和农民创立了已向全世界宣告他们的斗争形式的机构——苏维埃政府。正是这一点，首先是这一点使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处境不同于巴黎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黎的无产阶级没有这样的机构，没有为全国所了解，而我们却立即能依靠苏维埃政权，因而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苏维埃政权能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同情，受到他们最热烈、最衷心的拥护，因而苏维埃政权是不可战胜的。

有人对苏维埃政权抱着怀疑的态度，为了同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妥协，往往有意无意地出卖和背叛苏维埃政权，他们喋喋不休地说，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权是不能在俄国支持下去的。仿佛有哪个布尔什维克及其拥护者忘记了（哪怕只是一分钟）：在俄国，一个政权要能长期存在下去，就要有能力把工人阶级、大多数农民、一切被剥削劳动阶级团结成一支彼此密切联系的反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力量。

我们从来也不怀疑，只有象我们党纲中所说的工人同贫苦农民这些半无产者的联盟，才能包括俄国人口的大多数，才能保证政权有可靠的支持。10月25日以后，我们一下子——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克服了种种困难，把政权建立在这种稳固的联盟的基础之上了。

是的，同志们，旧的社会革命党在农民还没有弄清他们当中谁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拥护者的时候，提出过土地平均使用的口号，但它不想知道，这个任务究竟由谁来完成，是否要联合资产阶级来完成。当时我们就说过，这是一种欺骗。这部分人现在发觉自己没有群众，是一个空架子，在当时他们却以为可以联合资产阶级来实现土地平均使用；最大的欺骗就在这里。当俄国革命在人民生活最重大的关头表明了劳动群众同资产阶级合作的经验的时候，当战争一直摧残着人民，使千百万群众遭到活活饿死的命运，而战争的恶果已实际表明了妥协的经验的时候，当苏维埃本身经受了妥协的教训，经历和饱尝了妥协的痛苦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那些想把劳动者农民联合到全世界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方面来的人们的学说中，有着健康的、富有生命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种子。

这个问题在实践中明确地一提到农民面前，就发生了一个情况：到了要实际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农民已有可能看清两条基本政治路线——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还是同劳动群众结成联盟，正如农民苏维埃和农民代表大会现在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人对这一情况表示怀疑；这时农民明白了，代表农民的真正愿望和真正利益的政党，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当我们同这个政党订立我们的政府联盟的时候，一开始就使这个联盟建筑在最明显而清楚的原则上。如果俄国农民愿意同将要实行银行国有化和建立工人监督制的工人结成联盟来实现土地社会化，那他们是我们忠实的合作者，是我们最忠实和最宝贵的同盟者。同志们，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真理：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漫长的、比较困难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将取决于占优势的是小私有制还是大私有制，是小农业还是大农业。不言而喻，爱斯兰这样一个人人识字和全国都是大农业的小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和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情况不可能是相同的。我们应该估计到这一点。

每一个觉悟的社会主义者都说，不能强迫农民接受社会主义，而只能靠榜样的力量，靠农民群众对日常实际生活的认识。农民群众认为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才合适呢？这就是现在实际生活摆在俄国农民面前的问题。农民群众自身能怎样来支持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呢？其实，农民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我们对他们是完全信任的。

我们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的联盟，是建筑在坚固的基础上的，这个联盟不是一天一天地在巩固，而是每时每刻地在巩固。最初我们在人民委员会内还担心派别斗争会妨碍工作，但根据两个月共事的经验，我应该肯定地说，我们在大多数问题上都能作出意见一致的决定。

我们知道，只要实际经验向农民表明例如城乡间应该如何进行交换，农民自己就会根据切身的经验，从下面来建立自己的联系。另一方面，国内战争的经验向农民代表清楚地指出，除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对剥削者统治的无情镇压，再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通向社会主义。（鼓掌）

同志们！在这次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每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总会听到会上右派的喊声：“独裁者！”。的确，“当我们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大家都承认过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甚至在自己的党纲上也写上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也曾憎恨过下面这种流行的偏见：似乎可以说服居民，向他们证明，不应该剥削劳动群众，这是有罪的和可耻的，似乎一旦把居民说服了，世界上就会出现天堂。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这种空想的偏见在理论上早已被粉碎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实践中把它粉碎。

不能这样设想社会主义，不能认为社会主义者先生们会将现成的社会主义用盘子托着奉献给我们，这是不会有的事。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如果暴力是被剥削劳动群众用来对付剥削者的，那么我们拥护这种暴力！（掌声雷动）有些人有意无意地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或者被资产阶级吓坏了，被资产阶级的统治压垮了，以致于他们现在一看见这种空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就张皇失措，痛哭流涕，忘记了自己的一切前提，向我们提出了无法做到的要求，要我们社会主义者取得完全的胜利，但不许同剥削者进行斗争，不许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些人的哀号丝毫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安。

早在1917年夏天，剥削者老爷们就已经知道：这是“最后的斗争”问题；如果苏维埃取得政权，他们就会失去资产阶级的最后支柱，失去资产阶级镇压劳动群众的主要基础。

因此，十月革命展开了这场有系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要使剥削者停止自己的反抗，使他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对他们中间最开明的人来说也很难）：剥削阶级的统治是再也不会有了，今后发号施令的是大老粗，他们必须听他的，不管感到多么不愉快，也只好如此。

这里会遇到许多困难，遭到许多牺牲，犯许多错误，这是一项历史上没有见过、书本上也读不到的新事业。事情很明显，这是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过渡，采用别的方法根本不能完成这个伟大的过渡。俄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的这个事实表明，最富有革命经验的就是革命群众自身，当千百万人都来援助数十个党员时，他们自己实际上就在掐住他们的剥削者的咽喉。

因此，国内战争目前在俄国占了主要地位。有人提出“打倒国内战争”的口号来反对我们。我从所谓的立宪会议的右派代表们那里听到过这个口号。打倒国内战争……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同谁进行的国内战争呢？是指同耗资数百万来收买游民和官吏的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里亚布申斯基之流进行的国内战争吗？是指同那些接受这种收买的——不管他们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怠工者进行的国内战争吗？毫无疑问，在后一种人中间，有些人思想不开展，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收买，因为他们根本不能设想，可以而且应该彻底摧毁过去的资产阶级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开始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毫无疑义，这种人是有的。但是，这难道能改变情况吗？

因此，有产阶级的代表们孤注一掷，在他们看来这是最后的斗争，只要能摧毁苏维埃政权，他们便会不惜采取任何罪恶手段。全部社会主义史，尤其是非常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法国的全部社会主义史，难道没有告诉我们：在劳动群众自己夺取政权的时候，在问题涉及保护统治阶级自己钱袋的时候，统治阶级便会进行空前的罪恶活动和屠杀。当这些人向我们谈国内战争的时候，我们置之一笑，当这些人在青年学生中间散布他们的口号的时候，我们向他们说：你们在欺骗他们！

阶级斗争采取它的最后的形式不是偶然的，因为被剥削阶级夺取政权的一切手段，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自己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要在俄国这块土地上不仅消灭官吏，而且消灭地主，正象俄国农民在某些省份做过的那样。

有人对我们说，人民委员会遇到官吏和地主的怠工，证明人们不愿意走向社会主义。他们似乎不明白，这帮资本家和骗子，游民和怠工者，是一批被资产阶级收买来反抗劳动人民政权的匪徒。当然，谁认为可以一下子从资本主义跳到社会主义，谁认为可以使大多数居民相信，经过立宪会议可以达到社会主义，谁如果相信这种资产阶级民主的神话，那就让他安然自得地去继续相信吧，可是，当实际生活粉碎这种神话的时候，希望他不要责怪实际生活。

谁懂得了什么是阶级斗争，懂得了官吏们所组织的怠工意味着什么，谁就会知道，我们不能一下子跳到社会主义。现在还遗留着资产者、资本家，他们希望恢复自己的统治，并且在保护自己的钱袋；现在还遗留着游民，他们是一批被收买的人，完全被资本主义所压倒，不能提高到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水平；现在还遗留着这样一些职员和官吏，他们以为保护旧制度符合社会的利益。除了这些阶层的彻底崩溃，除了俄国和欧洲资产阶级的完全覆灭以外，怎么能设想社会主义的胜利呢？我们难道认为里亚布申斯基之流的老爷们不懂得自己的阶级利益吗？正是他们收买怠工者，叫他们不做工。难道他们是单独行动的吗？他们购买有价证券，难道不是同法、英、美资本家们一起行动的吗？不过，现在我们倒要看看，买这些有价证券还能不能给他们很大帮助。难道他们现在所得到的堆积如山的有价证券不会变成一文不值的毫无用处的废纸吗？

因此，同志们，当人们咒骂和责怪我们实行恐怖、专政和进行国内战争的时候，——虽然我们还远没有实行真正的恐怖，因为我们的力量比他们强大，我们有苏维埃，我们只要将银行收为国有，没收产业，就足以使他们就范，——对有关国内战争的一切指责我们回答说：是的，我们公开宣布了任何政府所不能宣布的事情。世界上第一个能够公开谈论国内战争的政府，就是工农兵群众的政府。是的，我们已经开始并且正在进行反对剥削者的战争。我们愈是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这个战争就结束得愈快，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就会愈迅速地了解我们，了解苏维埃政权正在完成一项真正与全体劳动者有切身关系的事业。

同志们，我并不认为我们在这个斗争中很快就能得到胜利，可是我们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在两个月中，我们获得了很多东西。我们经历了克伦斯基进攻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并看到了这次尝试的彻底破产。我们经历了乌克兰克伦斯基分子组织政权的活动，那里的斗争现在还没有结束，但是每一个留心这个斗争的人，每一个只要听过几次苏维埃政权代表实事求是的报告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乌克兰拉达中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末日快要到了。（鼓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苏维埃政权将战胜乌克兰资产阶级拉达，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

现在谈谈同卡列金的斗争。如果要说卡列金有什么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基础，那么，那里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以剥削劳动者、以资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农民代表大会清楚地表明，卡列金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它遭到劳动群众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验，以行动进行的宣传，以苏维埃组织为实例进行的宣传，正在发挥作用；现在卡列金在顿河区的内部支柱的崩溃，与其说是起因于外部，还不如说是起因于内部。

因此，考察了俄国国内战争前线的状况以后，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苏维埃政权的彻底胜利是完全有保障的。同志们，这个苏维埃政权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就贯彻社会主义历来的训条，彻底地坚决地依靠群众，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唤醒社会上最受压迫最受摧残的阶层，让他们投入生气勃勃的生活，起来创立社会主义。因此，旧军队，即对士兵实行严酷教练和严刑拷打的军队已经成为过去。这种军队已经被废除，已经彻底摧毁了。（鼓掌）军队的完全民主化已经实现了。

现在让我向大家谈一件我遇到的事情。有一次，我在芬兰铁路的火车上听到几个芬兰人和一位老太太谈话。我不能参加这次谈话，因为我不懂芬兰话。但是有一位芬兰人向我说：“您知道这位老太太讲出一件多么新奇的事情吗？她说，现在不用怕带枪的人了。有一次我在森林中碰到一个带枪的人，他没有夺去我的干柴，还帮我找了一些。”

我听了这番话，就想：让数百份报纸，——不管它们叫作社会党的报纸、准社会党的报纸、还是什么别的报纸，——让数百个喧嚣的喉咙骂我们是“独裁者”、“暴力者”等等吧。我们知道，在人民群众中，现在响起了另一种声音。他们心中说：现在不用怕带枪的人了，因为他们保护劳动者，并且会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统治。（鼓掌）这就是人民的感受。那些没受过教育的普通人讲述赤卫队正竭尽全力反对剥削者，这就是在宣传，而这种宣传所以不可战胜，原因也就在这里。这种宣传会传遍千百万群众，会扎实地建立一支19世纪法国公社就开始创建的（不过创建时间很短，因为公社被资产阶级消灭了）、一切社会主义者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的红军——全民的武装。这种宣传会造就许多新的赤卫队干部，以便能训练劳动群众去进行武装斗争。

有人议论俄国，说它不能作战，因为它不会有军官，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正是那些资产阶级军官在观察了同克伦斯基和卡列金作战的工人以后讲过的一番话。他们说：“是的，这些赤卫队在技术上差劲透了，但是这些人如果能够稍微学一学，那么，他们就会有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因为参加军队的人虽然没有受过刻板的正规训练，但他们有争取被剥削者解放的思想作为指南，这在世界斗争史上是第一次。一旦我们所开始的工作最后完成，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将是不可战胜的。（鼓掌）

同志们！苏维埃政权在社会主义军队方面所采用的办法，在对待统治阶级的另一种更精巧更复杂的工具——资产阶级法庭方面也采用了。自称维持秩序的资产阶级法庭，实际上是一种盲目的、被用来无情镇压被剥削者以保护富人利益的精巧工具。苏维埃政权遵照历次无产阶级革命的遗训，立即废除了旧法庭。让别人去叫喊，说我们不进行改良而一下子就废除了旧法庭吧。我们这样做，为创造真正的人民法庭扫清了道路，并且主要不是用高压的力量，而是用群众的实例，用劳动者的威信，不拘形式地把法庭这一剥削的工具改造成了按照社会主义社会坚定的原则施行教育的工具。毫无疑问，我们是不能一下子就得到这样的社会的。

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在世界历次极伟大的人民革命的全部经验所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时采取的一些主要步骤。在以往的革命中，劳动群众没有一次不在这条道路上采取步骤，以求创立新的国家政权。可惜，他们总是开了个头，而没有能将事业进行到底，没有能创立新型的国家政权。我们创立了新型的国家政权，我们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

我并不抱幻想，我知道我们才开始进入向社会主义 过渡的
 时期，我们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但如果你们说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那你们是正确的，正如人们把西欧许多资产阶级共和国称为民主共和国是正确的一样，尽管谁都知道，没有一个最民主的共和国是完全民主的。它们只提供一点点民主制，在小事情上削减剥削者一些权利，可是那里的劳动群众仍然和各处一样受到压迫。虽然如此，但我们还是说，资产阶级的制度既有旧的君主制，也有立宪共和制。

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甚至远没有结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们从来没有幻想过，不靠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就能结束这个过渡时期。我们从来没有在这方面产生过错觉，我们知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这条道路，是多么艰难，但是我们必须说，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而这些话决不是空话。

我们开始实行了许多摧毁资本家统治的措施。我们知道，我们的政权应该用一个原则把一切机关的活动联合起来，这个原则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这就是：“俄国宣布为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鼓掌）这是一个以我们应该做的和已经开始做的一切为依据的真理；这是我们一切活动的最好的统一，是这种活动纲领的宣布，是对各国被剥削劳动者的号召。这些被剥削劳动者或者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或者，更糟的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式的资产阶级改良的混合物，而这种混合物，我们在十个月的革命时期内已经尝试过和体验过，并且证实，这是伪造品，而不是社会主义。

因此，“自由的”英国和法国采取了一切手段，在我国革命的十个月内，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一张也不许入境。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他们看到，各国都有大量的工人和农民本能地理解了俄国工人所做的一切。因为在每一个会议上，人们都以雷鸣般的掌声来欢迎俄国革命的消息和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各地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已经同自己政党的上层分子发生矛盾了。这种上层分子的旧式的社会主义，还没有象我们俄国的齐赫泽和策列铁里那样被埋葬，但是它在世界各国已经被击毙，它已经死了。

现在同这种资产阶级旧制度相对立的，已经有新的国家——苏维埃共和国，正在摧毁资产阶级旧壁障的被剥削劳动阶级的共和国。新的国家形式已经建立起来了，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已经有可能去镇压剥削者，有可能去镇压这些因旧日的钱袋和旧有的知识而显得强有力的极少数人的反抗。他们——教授、教师、工程师将自己的知识变为剥削劳动者的工具，他们说，我要以自己的知识为资产阶级效劳，不然我就不工作。但他们的政权已经为工农革命所摧毁，一个同他们相对立的国家产生了，在这个国家内，群众自己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代表。

只有现在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有了这样的政权组织，这种组织清楚地表明，我们正在向完全取消任何政权、任何国家过渡。这一点，只有到没有任何剥削痕迹的时候，即只有到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

现在我简单地讲一讲俄国社会主义苏维埃政府开始在实行的那些措施。为了在俄国土地上不仅消灭地主，而且要根本铲除资产阶级的统治，铲除资本压迫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可能性，苏维埃政府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之一，便是过渡到银行国有化。银行，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大中心。它们汇集空前的财富，又在幅员辽阔的整个国家内进行分配，它们是全部资本主义生活的神经。这是一些精巧而复杂的机构，是经过几个世纪才形成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打击，就是针对这些机构的，它起初在国家银行中遇到了拼命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没有能阻止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在组织国家银行方面，我们已经完成了主要的事情；这方面的基本成果已经掌握在工农手里。我们在实行这些基本措施以后（这些措施还需要长期加以完善），就腾出手去搞私人银行了。

我们当时并没有按照妥协派可能提出的建议去做：首先等待立宪会议，也许接着制定一个法案，并把它提交给立宪会议，这样就把我们的意图告诉资产者老爷们，使他们能够找到一条退路，逃避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也许吸引他们参加合作，那时你们就能制定国法，——这就会是“国家的法令”了。

这是取消社会主义。我们当时做得很简单：我们不怕引起“有学问的”人的非难，更正确地说，是贩卖一星半点知识的没有学问的资产阶级拥护者的非难；我们说，我们有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应当在今天早上占领一切私人银行。（鼓掌）在他们这样做了以后，在权力已经握在我们手里以后，只有在这以后，我们才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早上占领了银行，晚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就通过决议：“宣布银行为国有财产。”银行业就这样实现了国家化、社会化，转交到了苏维埃政权手中。

在我们的队伍中，没有一个人认为：银行这种在资本主义经营制度内经过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如此奇妙和精巧的机构，可以在几天内被打破或改造好。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断言过。当学者们或冒牌的学者们摇头晃脑地预言未来的时候，我们说：随便你们怎样去预言未来吧！我们只知道一条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占领敌人的阵地，从经验中，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会执掌政权。我们决不低估我们道路上的困难，可是基本的事情，我们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财富的来源在财富分配方面已被摧毁。在这以后，取消公债，推翻金融压迫，都变得轻而易举。在实行工人监督以后，没收工厂也变得十分容易。有人责备我们，说由于实行工人监督，我们将生产分割成许多单个的车间，我们批驳了这种胡说。我们在实行工人监督的时候就知道，要工人监督普及到整个俄国，须经过不少的时间，但我们想表明，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从下面来进行改造的道路，以便工人自己从下面来创立经济条件的新基础。创立这样的新基础，需要不少的时间。

我们已经从实行工人监督进而建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只有这个措施以及近几天就要实行的银行和铁路的国有化，才使我们有可能着手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深知我们事业的艰巨，但是我们断定，只有信赖劳动群众的经验和本能，切实担负起这个任务的人，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劳动群众会犯很多错误，但是基本的事情已经完成了。他们知道，他们向苏维埃政权求助时，苏维埃政权只会支持他们反对剥削者。任何一种减轻他们劳动的措施，都会得到苏维埃政权的全力支持。苏维埃政权并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及时完成，它经常会遇到困难的任务。工农群众常常派代表团到政府里来询问，比如说，对于某块土地，他们应该怎样处置。当我看到他们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自己也常常感到困难。我就对他们说：你们就是政权，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我们支持你们，然而你们要关心生产，要使生产成为有益的生产。当你们着手去做有益的工作的时候，你们会犯错误，不过，你们一定能学会工作。工人已经开始学习，他们已经开始同怠工者进行斗争。有学问的人筑起了一道围墙，阻止劳动者前进。这道围墙一定会被清除。

毫无疑问，战争腐蚀着前线和后方的人们，付给为战争而工作的人以高过任何标准的薪金，诱惑着一切逃避战争的人，诱惑着只想“捞一把”就溜走的游民或二流子。这些分子，这些从资本主义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最坏的分子，带来了旧制度的一切恶习。我们应当将他们抛开赶走，而将一切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吸收到工厂企业中来，使他们成为未来社会主义俄国的核心。实行这个措施是不容易的，它总会引起许多纠纷、摩擦和冲突。我们人民委员会和我个人，都曾遭到他们的抱怨和威胁，但我们处之泰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可以求助的裁判人。这个裁判人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鼓掌）这个裁判人的话是无可抗辩的，我们永远信赖他。

资本主义有意要分化工人，以便使工人阶级中一小撮上层分子同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同这些上层分子发生冲突，是必不可免的。不经过斗争，我们不能达到社会主义。我们已作好了斗争的准备，我们开始了斗争，并且我们要在叫作苏维埃的这个机构的帮助下把斗争进行到底。如果我们将发生的各种纠纷交给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个法庭去仲裁，那么，任何问题都很容易解决。因为不论特权工人集团多么有力，但把他们放到全体工人的代表机关面前的时候，那么这种法庭的裁决，我再重复一遍，对于他们将是无可抗辩的。这种整治方法，现在还刚刚开始实行，工人和农民，还没有充分地相信自己的力量；由于历代的传统影响，他们非常习惯于等待上面的命令。他们还没有完全领会到：无产阶级现在已经是一个统治阶级；在他们的队伍中，还有一些被吓倒了和压垮了的人，竟认为自己应该进资产阶级的卑劣的学校。这种非常卑劣的资产阶级偏见保留得最为长久，但是现在它正在破除，而且一定会彻底破除。我们相信，随着苏维埃政权一步步前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完全摆脱所谓普通工人和农民不能管理国家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旧偏见。只要动手管理，就能够管理并学会管理！（鼓掌）

我们在组织方面的任务，就是要从人民群众中选拔出领导者和组织者。这一项巨大的工作，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如果没有苏维埃政权，没有这种能够选拔人才的过滤器，那么，要想完成这个任务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仅有关于监督的国家法令，甚至还有更宝贵的东西，这就是无产阶级试图同工厂主同盟订立合同，以保证工人能够管理整个工业部门。制革工人同全俄皮革业工厂主协会已经开始拟订这种合同，并且差不多就要签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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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种合同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种合同表明，工人已逐渐在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同志们！我的报告，并没有谈到特别迫切和特别困难的问题——和平问题和粮食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列为议程上的特别项目，将要进行专门的讨论。

我作这个简短的报告，目的是要说明我个人和整个人民委员会对于我们所经历了的这两个半月历史的总看法，说明在俄国革命的这个新时期，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是怎样形成的，新的国家政权是怎样形成的，这个政权面临着哪些社会任务。

俄国走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实行银行国有化，把全部土地交给劳动群众。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面临着多么大的困难，但是，同过去的革命比较，我们深信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就，我们所走的道路一定能保证完全的胜利。

将同我们一起前进的，还有被掠夺战争分开的那些较先进国家的群众。这些国家的工人，受过较长时期的民主化的教育。有人向我们描绘我们事业的困难；有人对我们说，社会主义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取得胜利。我们认为，这些议论只是说明资产阶级及其有意无意的拥护者毫无希望地企图曲解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当然，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我国工农队伍，是世界大军的一个支队，这支世界大军现在被世界大战分散了，但它正在力求联合起来。关于我国革命的每一条新闻，每一段报告，每一个人名，都赢得无产阶级雷鸣般的同情的掌声，因为他们知道，俄国正在实现他们的共同事业——无产阶级起义的事业，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某个国家的某个地方实际行动起来的活榜样的作用，比任何宣言和任何会议都要大，正是这点使各国劳动群众感到振奋。

1905年的十月罢工——革命胜利的第一步，一下子就传播到了西欧，并在当时，1905年，就引起了奥地利的工人运动，我们当时已在实践中看到，革命的实例、一国工人的行动有多大的价值，而现在我们看到，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在成熟起来。

如果我们犯些错误，有些失算，如果在我们的道路上发生些摩擦，那么，这对他们并不重要，对他们重要的是我们的实例，正是这个实例在把他们团结起来。他们说：我们会不顾一切，共同前进，取得胜利。（鼓掌）

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十年中考察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长，清楚地看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经过长久的阵痛，经过长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摧毁一切旧东西，无情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需要有全世界工人的合作，全世界的工人则应当联合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保证彻底的胜利。他们并且说过，在19世纪末，“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27页。——编者注］

 ，其所以由法国人开始，是因为法国人在几十年的革命中养成了发起革命行动的奋不顾身的首创精神，从而使他们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的另一种结合。我们说，比较容易开始革命运动的，并不是那些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掠夺和有力量收买本国工人上层分子的剥削国家。西欧这些所谓社会主义的、几乎都加入了内阁的切尔诺夫—策列铁里式的政党，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也没有巩固的基础。我们看到了意大利的实例，我们在最近几天看到了奥地利工人反对帝国主义者强盗们的英勇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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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假定强盗们能够暂时阻碍运动的开展吧，但是要想完全制止这个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个运动是不可战胜的。

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榜样将长期地摆在他们面前。我们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将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火炬，作为各国劳动群众的范例而稳固地屹立着。在那边是冲突、战争、流血、千百万人的牺牲、资本的剥削，在这边是真正的和平政策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

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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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

（1月12日〔25日〕）

今天听了来自右面的反对我的报告的发言人的讲话之后，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们到现在非但什么也没有学到，反而把一切被他们徒然叫作“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忘了。一个反对我的发言人说，我们拥护过民主专政，我们承认过民主政权。这种说法是如此的荒唐、毫无意义，简直是把几个词瞎凑在一起。这同铁制的雪之类的话并无二致。（笑声）民主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受到一切背弃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叛徒们的拥护，他们目前领导着正式的社会主义，并且断言，民主是同无产阶级专政相矛盾的。在革命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框框时，我们赞成民主，但是，我们在整个革命进程中刚一发现社会主义的闪光，就站到坚决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上来了。

奇怪的是，那些理解不了或不愿理解规定“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两个词的含意的简单真理的人，竟敢在人数众多的大会上大谈其过了时的废话，反对者先生们的全部发言充满了这种滥调。民主是一种形式上的议会制，而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连续不断的无情嘲弄和不堪忍受的残酷压迫。反对这种提法的人绝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代表，而只能是些可怜的套中人。他们始终远远地站在生活之外，沉睡不醒，在枕头下面小心地摆着一本旧的、谁也不需要的翻烂了的小书，这本书是他们传播正式的社会主义的指南和教科书。然而，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真正的即革命的社会主义并不只是在今天，而是从战争初期就分裂出来了。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国家在社会主义学说上没有发生这种意义重大的分裂，没有产生这种裂痕。这太好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终于分裂出来了！

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反对“社会主义者”，对此我们只能回答说，在议会制时代，议会制的这些拥护者同社会主义已经再也没有一点共同之处了，他们腐朽了，过时了，落后了，最后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那些在由国际掠夺者的帝国主义野心引起的战争中高喊“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的仆从和食客。

那些大谈其民主专政的人，他们不过是在大发谬论，既没有经济知识，又不懂政治。

一个反对者在这里说，巴黎公社可以引以自豪的是，巴黎工人在起义期间没有采取暴力，没有干过专横的事情。但是毫无疑问，公社所以失败，正是由于它在必要时没有充分使用武力，虽然它因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而在历史上永垂不朽。

在简略地谈到同资产阶级、地主和资本家的代表进行斗争时，演讲人在热烈的掌声中坚决地说：不论他们怎么说，革命人民的意志终究会迫使资产阶级不是投降，就是灭亡。

列宁同志在对比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时说，现在，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制度的时代，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概念终于有了符合实际生活的全貌。但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制度的压迫，需要有劳动阶级的坚实的革命政权即革命国家的政权。共产主义的实质就在这里。现在，当群众自己掌握了武器，并开始对剥削者进行无情的斗争的时候，当实行了与议会制政权根本不同的新的人民政权的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那种在传统上和形式上过了时的旧国家，而是一种以下层群众的创造力量为基础的新东西。有些无政府主义者怀着恐惧的心情谈论苏维埃，还摆脱不了陈腐观点的影响，与此同时，另一个新的无政府主义流派却明确地站在苏维埃方面，因为他们看到苏维埃富有生命力，能够获得群众的同情和发挥群众的创造力。

演讲人对“反对者”说，你们的过错和无知就在于你们不会向革命学习。早在4月4日，我就在这个大厅里断定说，苏维埃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13—118页——编者注］

 。要么苏维埃灭亡，那么革命也必定灭亡，要么苏维埃生存下去，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走向全面繁荣而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时候，再谈论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只能令人发笑。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曾谈论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现在，苏维埃已经掌握了政权，工人、士兵和农民正处在空前的艰难困苦和灾难丛生的战争环境中，处在崩溃的气氛中和受到饿死的威胁，他们说：我们要夺取全部政权，要亲自动手建设新的生活，——在这个时候就根本不能再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关于这个道理，早在去年4月，布尔什维克就已经在各种代表大会、会议和代表会议上的决议中谈过了。

有人说我们什么事都没有干成，说我们始终无所作为，说苏维埃政权的统治没有带来任何成果，对这些人我们只能说：请你们深入到劳动人民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看一看吧，那里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创造性的组织工作，那里正沸腾着不断更新的、由于革命而焕然一新的生活。农民在农村获得土地，工人夺取工厂，到处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组织。

苏维埃政权正在争取结束战争，我们相信，苏维埃政权一定能够早于克伦斯基政府的代表们所许诺的日期结束战争。因为废除条约和取消债务已成为结束战争的革命因素。战争会由于国际革命运动而结束。

最后，演讲人扼要地谈到了反革命怠工者，说这是一支被资产阶级收买的队伍，资产阶级为了使反动势力获胜而向那些进行怠工、宣布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官吏大加犒赏。在怠工者看来，人民挥动工农的巨斧猛砍资产阶级这种现象，仿佛是真正的世界末日，万物的彻底毁灭。如果说我们有什么过错的话，那就是我们过去对那些做出骇人听闻的出卖行为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制度的代表们过于人道，过于善良。

前几天，《新生活报》的一些撰稿人来见我，说他们是代表银行职员来的，这些银行职员愿意到职工作，不再怠工并完全服从苏维埃政权。我回答他们说：早就该这样 
［注：见本卷第307页。——编者注］

 。不过，在这里不妨说一下，如果他们以为我们在这些谈判中会放弃一点我们的革命立场，那么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

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象今天在我们俄国这样一个分成许多单独的国家而又由许多大大小小的民族组成的大国里所发生的事情：所有的县和区域都展开了巨大的组织工作，组织基层群众，开展直接的群众工作，进行创造性的建设活动，这一切都受到帝国主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代表的阻挠。他们，这些工人和农民，开始了按其巨大的任务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工作，并且同苏维埃一起将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资产阶级的压迫最后一定会永远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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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取消苏维埃法律中所有涉及立宪会议的内容的法令草案

[121]




（1月18日〔31日〕）


法令


在苏维埃政权的许多法律、法令和决定中，都有涉及立宪会议及其立法性质的内容。

所有这些内容，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解散立宪会议和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这一步骤以后，就自行失效和废除。

因此，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在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和法律的所有新版本中，涉及原定召开的立宪会议的任何内容一概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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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闭幕词

（1月18日〔31日〕）

同志们，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之前，必须完全公正地肯定这次代表大会在国际革命史上、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历史作用。我们有无可辩驳的理由说，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现在，在世界革命的条件下，这次代表大会的整个意义开始越来越为人们所领会。这次代表大会巩固了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家政权组织，为全世界、为各国劳动人民画出了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标。

在我们俄国，在内政方面，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即俄国境内各民族的自由共和国联邦的新的国家制度，现在已得到最终的确认。现在所有的人，我相信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都看出来了，苏维埃政权这一新制度并不是虚构的东西，也不是党派的手段，而是生活本身发展的结果，是自发形成的世界革命的结果。请大家回忆一下，一切伟大的革命总是力求彻底摧毁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力求获得政治权利，而且力求从统治阶级、劳动人民的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手中夺得国家管理权本身，以求永远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历次伟大的革命就是力图摧毁这种旧的剥削者的国家机构，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彻底做到。俄国由于自己的经济政治状况的特点，现在第一个做到了国家管理权转归劳动人民自己。现在我们将在已经清除了历史垃圾的道路上建设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厦。一种史无前例的新型的国家政权正在形成，革命的意志要求这种政权把一切剥削、暴力和奴役从地球上彻底清除。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管理国家的新的社会主义原则在我们的对内政策方面取得了什么成果。同志们，你们都记得，就在不久以前资产阶级报刊还不停地大喊大叫，说我们正在毁灭俄罗斯国家，说我们不会管理，因此所有民族如芬兰、乌克兰等都在脱离我们。资产阶级报刊幸灾乐祸得忘乎所以，几乎每天都报道关于这种“脱离”的消息。同志们，我们比他们了解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其根源就在于劳动群众不信任克伦斯基之流老爷们的妥协的帝国主义政府。我们没有说什么，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的正义原则、我们自己的管理将能比语言更好地向全体劳动人民证明我们的真正目的和愿望。

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思想在芬兰、乌克兰已经取得胜利，在顿河区也正在取得胜利，它正在激发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坚强的联盟。我们没有用外交家，也没有采取帝国主义者所采用的老一套方法来进行活动，却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绩：革命胜利了，取得了胜利的人民同我们结成了一个强大的革命联邦。我们掌握着政权，我们不是根据残酷的古罗马法来分离一切劳动人民，而是根据他们的切身利益和阶级意识紧密地把他们联合起来。我们的联盟、我们的新国家要比暴力政权巩固，因为暴力政权用欺骗和武力把全体劳动人民结合进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人为形成的国家里。例如，芬兰的工人和农民刚一把政权夺到手中，就向我们表示他们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忠诚，并向我们祝贺，从他们的贺词中可以看出他们沿着“国际”指出的道路同我们一道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122]

 这就是我们联邦的基础，所以我深信，由自由民族组成的各种单独的联邦将会愈来愈紧密地聚集在革命的俄罗斯的周围。这种联邦既不靠欺骗又不靠武力，而将完全自愿地发展起来，因此它是不可摧毁的。这种联邦之所以不可摧毁，其最好的保证就是我们在这里创造的那些法律和国家制度。你们刚刚听取了土地社会化法令 
[123]

 。难道这个法令不是一种保证吗？它保证工农现在团结得亲密无间，保证我们能依靠这种团结克服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不容讳言，这些障碍是很大的。资产阶级会使出一切手段，不惜孤注一掷来破坏我们的团结。会有骗子、挑拨者、叛徒，也可能会有不觉悟的人，但是今后我们什么也不用怕了，因为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新的国家政权，因为我们掌握了自己管理国家的大权。我们将用我们的全部力量来打击各种反革命活动。然而巩固新制度的主要基础则是我们为了社会主义将要实行的那些组织措施。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同志们，请回忆一下，把各民族拖入战争的世界帝国主义者强盗彻底破坏了世界的整个经济生活。他们留给我们的沉重负担就是恢复被他们破坏了的一切。

当然，劳动人民没有管理的经验，但是这一点吓不倒我们。现在展现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面前的，是已经变成全民财产的土地，无产阶级一定能够根据社会主义原则组织新的生产和消费。过去，人类的全部智慧、人类的全部天才所进行的创造，只是为了让一部分人独享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使另一部分人连最必需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也被剥夺了。然而现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将成为全民的财产，从今以后，人类的智慧和天才永远不会变成暴力手段，变成剥削手段。这些我们是知道的，因此，为了实现这一最伟大的历史任务，难道还不值得去工作，还不值得献出全部力量吗？劳动者一定能完成这一宏伟的历史任务，因为在他们身上蕴藏着革命、复兴和革新的尚未苏醒的伟大力量。

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了。近几天来，不仅在乌克兰和顿河区，不仅在我们的卡列金分子和克伦斯基分子统治的地方，而且在西欧也都发生了意义重大的事件。关于德国革命形势的电讯，你们都已经看到了。革命势力的烈焰在整个腐朽的世界旧制度上越烧越旺。由于我们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其他国家也在实行这种尝试，这已经不是脱离实际的理论，也不是书呆子的幻想。因为，我再重复一遍，劳动人民要摆脱这次血腥的大厮杀，没有别的出路。现在这种尝试已在变成国际革命的巩固的成果。 
［注：1918年1月20日（2月2日）《真理报》第15号所发表的闭幕词，还有以下一段：“你们都记得，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仆从们曾对我们大喊大叫说：‘你们由于自己的政策而失去了英美法这些同盟国’，他们叫嚷什么‘我们使俄国孤立无援……’是的，同志们，我们失去了英美法的资本家，但是我们却得到了英法德的工人、士兵和农民。就让他们去说我们现在没有同盟国吧。”——俄文版编者注］

 我们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在世界革命日益壮大的标志下闭幕的，各国劳动人民汇合成一个全人类的大国家，共同努力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大厦已经为期不远了。这种建设的道路是通过苏维埃的，苏维埃是正在开始的世界革命的一种形式。（热烈鼓掌）

我向你们致敬，我号召你们建设这幢新的大厦。你们回到地方上以后，要竭尽全力做好组织工作和巩固我们最伟大的胜利。

（代表们起立，热烈鼓掌向列宁同志致敬）





	载于1918年1月12、13、14、2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8、9、10、15号和1918年1月13日（26日）、14日（27日）、1月20日（2月2日）《真理报》第9、10、1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59—290页

关于取消苏维埃法律中所有涉及立宪会议的内容的法令草案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

















[118]

 这是关于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1月10—18日（23—31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大会起初是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有1046名代表。1月13日（26日），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合并，加上陆续到会的其他方面的代表，大会结束时共有有表决权的代表1647名（其中有布尔什维克860多名），有发言权的代表219名。



在代表大会上，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作了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作了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在讨论这两个报告时，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发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内外政策。列宁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中，专门批判了他们的立场。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完全赞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政策，并对它们表示完全信任。



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赞同人民委员会在和平问题上的政策，授予它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广泛的权力。



代表大会听取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联邦制度的基础和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的决议并宣布俄国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代表大会赞同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



代表大会批准了根据土地法令制定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代表大会赞同解散立宪会议，并把苏维埃政府的名称由“工农临时政府”改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府”。



大会选出了由322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正式委员305人，候补委员17人。——262。





[119]

 指全俄制革工人工会和企业主的谈判。这一谈判是1917年12月开始的，主要问题是按照民主原则改组在十月革命以前成立的制革业总委员会，增加其中的工人代表。1918年初，根据多次谈判的结果，制革业总委员会和各地区委员会都进行了改组，工人在委员会中得到了三分之二席位。1918年4月6日向各地苏维埃发出了列宁签署的关于制革业总委员会的地方机关必须民主化和制革业总委员会和各地区委员会的指示必须严格执行的电报。——277。





[120]

 指1917年8月在意大利都灵爆发的工人反战总罢工和1918年1月奥地利工人在布列斯特和平谈判期间举行的要求缔结全面和约和改善粮食状况的罢工。——279。





[121]

 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审议了关于取消苏维埃法律中涉及立宪会议的内容的问题后，通过了以本草案最末一段为内容的决定。手稿中第1、2两段和第3段开头部分均被删掉。——285。





[122]

 指发表在1918年1月17日（30日）《真理报》第13号（晚上版）上的《芬兰革命政府致俄罗斯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书》。



芬兰革命是1918年1月在芬兰南部工业地区爆发的。1918年1月27日夜，芬兰赤卫队占领了芬兰首都赫尔辛福斯，资产阶级的斯温胡武德政府被推翻。1月28日，工人们建立了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参加革命政府的有库·曼纳、奥·库西宁、尤·西罗拉等人。国家政权的基础是由工人选出的工人组织议会。革命政府的最主要的措施是：将一部分工商企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把芬兰银行收归政府管理，并建立对私营银行的监督；建立工人对企业的监督；将土地无偿地交给佃农。芬兰这次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在芬兰南部取得了胜利。斯温胡武德政府在芬兰北部站稳了脚跟之后，集结了一切反革命力量，在德国政府的援助下向革命政权发动进攻。由于德国的武装干涉，芬兰革命经过激烈的国内战争以后，于1918年5月初被镇压了下去。——288。





[123]

 指提交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这个法令的草案是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拟定的，曾交有列宁参加的代表大会特设的委员会审定。1918年1月18日（31日），代表大会批准了《土地社会化基本法》（第一章《总则》）。法令的进一步详细制定是在土地委员会代表大会代表和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农民代表的联席会议上进行的。法令的最后文本于1918年1月27日（2月9日）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2月15日和16日在《士兵真理报》第25号和第26号上公布。



《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规定平均分配土地（按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这是苏维埃政府为巩固工农联盟而对中农作出的让步。法令还提出了发展农业中的集体经济的任务，规定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和农业协作社有使用土地的优先权。——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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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赤卫队司令部的命令

1918年1月12日

鉴于彼得格勒饥荒的危险极其严重，并根据人民委员会关于在彼得格勒及其近郊铁路线上检查有无装有粮食的车皮的决定，兹命令赤卫队司令部协助此项检查并逮捕投机倒把分子和怠工分子。

为此目的，命令立即组成适当数量的检查队，于明日（1月13日）早晨前往铁道人民委员部涅夫斯基同志或其副手处，配合行动：

（1）巡视各车站，并由站长和其他管理人员签字，证明车站和铁路线上没有一辆装有粮食或其他食品的车皮；

（2）检查是否真正没有装有粮食等物资的车皮，检查应同铁路员工一起进行；

（3）如果发现有提供伪证或报告不真实的情况，应将管理人员逮捕（在取得铁路工人委员会同意后）并送交革命法庭。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1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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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铁路员工非常代表大会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124]




（1918年1月13日〔26日〕）


1

报告

同志们，很遗憾，我没有可能给你们作一个完整的报告，我相信你们当中那些比较细心注意时局的人，一方面根据报上的消息，一方面根据个人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取得的印象，对于苏维埃政权目前的处境，它同其他机关的关系以及它所面临的任务，已经能有一个完整而明确的概念。因此，请允许我只简略地补充说明几点。为了说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和处境，我必须谈一谈，它同铁路无产阶级即铁路劳动者的组织有着一种什么关系。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苏维埃政权同立宪会议发生了冲突，由于苏维埃政权解散了立宪会议，一切有产阶级，即地主、资产阶级、卡列金分子以及拥护他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肆责难我们。但是，少数资产阶级报纸的这种责备越厉害，工人、士兵、被剥削劳动者的呼声也就越高。农民宣称：他们从来也不怀疑苏维埃政权高于其他任何政权，无论工人、士兵或农民，都决不会把他们所选举、他们所创造以及受他们监督和检查的苏维埃送给任何人或任何机关。苏维埃政权之所以同立宪会议发生冲突，正如你们大家都知道的，首先是因为立宪会议是根据十月革命前就拟好的候选人名单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是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按比例代表制来选举的。这种选举制是最完善的选举制，但是，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只有在那些根据这个制度有权利并有可能拟订候选人名单的党派真正代表了选举他们的选民集团的情绪、愿望、利益和要求的时候，这种选举制才能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意志，因为在另一种选举制度下，即在各地区选举各自的候选人或代表的情况下，选民容易根据自己的情绪或已发生的政治变化，立即纠正自己的错误。而在比例选举制下，在选举前好久，每一个党就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拟出本党的候选人名单，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立宪会议要在11月12日才召开，而各党派在9月或10月初就要拟好候选人名单。你们都记得，曾经依法规定了一个期限，在这个期限之内，各党派都必须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而且过期就不能改变名单了。因此，俄国最大的政党，即在去年夏天和秋天无疑是最大政党的社会革命党，就必须在1917年10月初以前以整个社会革命党的名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10月初候选人名单提出来了，上面列出社会革命党的候选人；这样的政党当时似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然而，在候选人名单拟好以后，在革命一开始就创立自己的苏维埃的俄国工人和农民走完了漫长而艰苦的道路以后，同克伦斯基的妥协结束了。要知道，这个人也被认为是社会革命党人，——他既象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又象是一个革命者，而实际上他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他口袋里藏着秘密条约，同法英帝国主义者签订的秘密条约，也正是2月间被推翻的沙皇所签订的那些条约，正是这些条约注定要俄国人民去大厮杀，以便决定俄国资本家是否能侵占君士坦丁堡、达达尼尔、亚美尼亚或加里西亚的一部分，而那些特别疯狂的分子，象显赫一时的米留可夫之流，事先就画好了地图，标明东普鲁士的一部分也应划归俄国人民，作为千百万工人和士兵流血的奖赏。这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克伦斯基俄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共和国的真实面目，而克伦斯基却继续被认为是，而且确实仍然是一个社会革命党党员。

10月底召开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人民对于同帝国主义者的这种妥协已感到厌倦了，6月发起的进攻牺牲了我们几十万人，并清楚地表明：战争为什么会拖下来，这些秘密条约怎样注定了士兵去大厮杀，关于和平的“言论”怎样始终只是一种空话。因此，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推翻了这个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府的政权，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结果，在11月12日进行了立宪会议选举；工人、士兵，尤其是农民不得不按照旧的候选人名单选举，因为没有其他的名单，也不可能拟出其他名单。现在有人对我们说：“你们驱散了代表大多数人民意志的立宪会议”，资产阶级的下流文人以及象克伦斯基之流的社会主义者的报纸都异口同声地重复着这一点，而我们回答他们说：“关于我方才向你们说明的以及在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中所提出的那个理由，为什么你们对人民只字不提呢？”我们不能认为立宪会议是人民意志的表达者，因为它是按旧的候选人名单选举出来的。工人，特别是农民，投社会革命党的票，是把它看作一个整体的，而这个党在选举以后却分裂了，因而在选举以后，该党在人民面前就变成了两个党——同资产阶级走在一起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以及同工人阶级、同劳动人民一道前进，并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当立宪会议还存在的时候，人民能够在右派社会革命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之间进行选择吗？——不能，因此，即使从拟订候选人名单和进行选举方面来看，即从形式上来看，我们也认为，谁也不能驳倒我们这样的看法：立宪会议不能正确地表达人民意志。革命发生在拟出候选人名单之后，而在立宪会议选举之前，这并不是革命的过错。社会革命党长期使人民，特别是农民不明真相，一直用空话欺骗他们；直到10月25日以后，在召开了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才看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已无调和的余地；并且在此以后，才召开了一系列的士兵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直到这次铁路员工代表大会；所有这一切也都不是革命的过错。

我们到处都看到一幅同样的图画，到处都是这样：一方面，真正属于被剥削劳动者方面的绝大多数人都全心全意地、毫无保留地、坚定不移地站到苏维埃政权一边，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职员、管理人员、富裕农民都站到有产阶级一边，站到资产阶级一边，并提出“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这就是说，要求把政权交给那个在革命前选举出来的机关，交给那个在人民还不知道如何区别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情况下选举出来的机关。这是不行的，劳动阶级的革命高于旧的候选人名单，革命前受压迫的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应当摆在首位，——如果立宪会议违背苏维埃政权的意志，违背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那么，我们就要高呼：打倒立宪会议，苏维埃政权万岁。（鼓掌）同志们，现在我们一天比一天更相信，苏维埃政权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全国各个角落正得到贫苦人民、被剥削劳动者的愈来愈大的支持，无论资产阶级的报纸以及象右派社会革命党即克伦斯基党的报纸这一类所谓社会主义政党的报纸怎样诽谤我们，说我们的政权反对人民，不依靠人民，但这毕竟是明显的谎言。今天我们恰好得到一个特别明显的证据，一条来自顿河区的消息（夜间电报）说，在沃罗涅日召开了哥萨克部队代表大会，在卡缅斯克村召开了20个哥萨克团和5个炮兵连的代表大会。前线的哥萨克之所以要召开代表大会，是因为他们看到：一些对俄国政权转归苏维埃心怀不满，希望顿河区自决的军官、士官生和地主子弟聚集在卡列金分子周围。那里正在组织一个卡列金的党，卡列金自封为最高阿塔曼 
[125]

 。这个前线哥萨克的代表大会被驱散了。 
[126]

 他们为了对这种行为给以反击，采取了下列措施：第一，同沃罗涅日代表大会合并举行；第二，对卡列金宣战；第三，逮捕阿塔曼；第四，占领各主要车站。

里亚布申斯基之流的老爷们往那里送去了几百万，在这里又花费了几百万作为发给怠工分子的薪金，鼓励他们同苏维埃政权捣乱，现在让他们同法英资本家老爷们以及罗马尼亚国王一起为自己的命运去悲伤哭泣吧，因为就连在顿河区这样的地方，他们的最后赌注也输掉了，顿河区的富裕农民最多，他们靠雇佣劳动为生，剥削他人的劳动，一贯反对为贫困所迫而自远方迁来的农民；就连在这个剥削者农民最多的地方，坚决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士官生、军官和有产者的这个组织也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就连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发现了那种谁都不愿看见的、有人因此而责备我们的分裂现象。“是布尔什维克宣布打内战的。”也许卡列金是我们臆造出来的吧？也许里亚布申斯基是布尔什维克臆造出来的吧？可是我们知道，在沙皇时代这些人就是沙皇政权的主要支柱，现在他们不过是隐藏了起来，想把俄罗斯共和国变成存在于大多数国家的那种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些国家里，虽然也存在各种自由和选举制度，但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仍和在任何一个君主国里一样，甚至还要厉害。当有人说布尔什维克煽起了兄弟自相残杀的内战的时候，当他们咒骂布尔什维克挑起罪恶的兄弟自相残杀的内战的时候，我们就回答他们说：“这算什么兄弟自相残杀的战争呢？难道里亚布申斯基和卡列金之流是劳动人民的兄弟吗？奇怪的是，水兵、士兵、工人和农民都不知道这一点。奇怪的是，他们都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奇怪的是，他们都十分坚决地说，叫里亚布申斯基和卡列金之流服从苏维埃政权。”

士官生和军官曾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组织暴动，这种疯狂而愚蠢的举动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士兵都无条件地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士官生和军官知道，战争一开始，士兵就会武装起来，而且不会把武器交给任何人。人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为的是要独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发动革命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士官生和军官也都清楚地看到和知道，在这里，在彼得格勒，人民完全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因此，当他们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被击溃以后，就逃窜到顿河区去了，准备在那里制造阴谋，并期望在这个反对劳动群众的反革命阴谋中，得到资产阶级基辅拉达的支持。可是资产阶级基辅拉达的末日已到，因为它已经信誉扫地。他们到处向劳动人民宣布内战，却责难我们发动战争，他们嚷道：你们挑起了内战；打倒内战！我们回答说：打倒里亚布申斯基和卡列金之流及其一切帮凶！（鼓掌）

因此，同志们，当资产阶级对我们进行严厉指责，硬说我们正在破坏民主，说我们破坏了对民主形式，即民主机构的信仰，说这些机构是珍贵的，它们长期以来支援和滋养了俄国革命运动，说我们破坏了最高的民主形式——立宪会议的时候，我们回答说：不，不是这么回事；社会党人克伦斯基的共和国是口袋里装着秘密条约的帝国主义领袖即资产阶级领袖的共和国，也就是驱使士兵去进行战争（所谓正义战争）的共和国。当我国还是这样的共和国的时候，立宪会议当然比预备议会好，因为克伦斯基在预备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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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同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达成协议，仍旧奉行同样的政策。革命一开始（即从1917年4月起），我们就直截了当地公开说过，苏维埃是一种比立宪会议高得多、完善得多、适宜得多的民主形式，即劳动者民主的形式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13—118页。——编者注］

 。立宪会议联合了所有的阶级，就是说，也联合了各个剥削阶级，联合了有产阶级、联合了资产阶级，联合了那些靠人民、靠被剥削者才受到教育，却离开他们去投靠资本家，把自己的知识，最高的知识成就用来反对劳动者，把自己的知识变成了压迫人民的工具的人。可是，我们说，一旦开始革命——这是被剥削劳动者的革命——全部国家政权就只能属于劳动者的组织，只能属于被剥削者的组织；这种民主制比旧民主制高得无法比拟。苏维埃不是某一个政党所臆造的。你们都十分清楚，能臆造出苏维埃的政党从来没有过。它是由1905年的革命产生的。不管当时苏维埃存在的时间多么短促，但已经很清楚，苏维埃是人民反专制制度斗争的唯一可靠的支柱。当苏维埃刚刚趋于没落，并被全民代表机关所取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这些机关里，即在所有杜马、代表大会、会议中——立宪民主党人、资本家、剥削者在大肆活动，同沙皇谋求妥协的活动也展开了；人民运动的机关趋于没落，革命也就失败了。因此，当1917年革命不仅恢复了苏维埃，而且使苏维埃遍布全国的时候，苏维埃教育了工人、士兵和农民，使他们懂得，他们能够而且应当把全部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能象资产阶级议会那样，那里每一个公民都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要是工人宣布自己同里亚布申斯基平等，农民宣布自己同拥有12000俄亩土地的地主平等，那么，穷人就过不上好日子。因此，最好的民主形式，最好的民主共和国就是排除地主和富人的政权。

由于我们面临战争，面临空前的破坏，面临饥荒，面临千百万人民被毁灭、即肉体被直接毁灭的危险，——由于这种种原因，俄国人民比较迅速地亲身体验了一切，并在几个月之内作出了决定。从4月20日负伤的林杰把士兵领到彼得格勒的街头，打算推翻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的政府以来，人民领略了长时间玩弄更换阁员的把戏，——在此期间所有的政党都恭敬地去吻立宪民主党，并抛出一个比一个更漂亮、更诱人和更冠冕堂皇的纲领——他们终于确信，这不会有任何结果，答应给他们和平，而事实上却引他们去进攻：1917年6月间数万士兵丧失了性命，就是由于克伦斯基确认了沙皇同欧洲帝国主义者签订的秘密条约。根据这种经验，根据这种亲身的经验，而不是根据宣传，人民把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同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作了比较，获得一个信念：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旧的改革和旧的机关不符合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只有苏维埃政权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无论是工人、无论是士兵、农民、铁路员工，一切劳动者都可以自由地把自己的代表选进苏维埃，自由地罢免那些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代表。出席苏维埃并不是为了议论法令，卖弄议会式的演说，而是为了实现自由和摆脱剥削的枷锁。工人自己将根据新的原则来建立国家，建设剥削者无容身之地的新俄国的新生活。就是这些创立了苏维埃，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俄国革命的经验向人们表明和证实了我们早已指出的几点：苏维埃政权是一种比在西欧各国所形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高得多的民主形式；这是真正的民主，劳动者、工人可以而且应当统治非劳动者，统治社会上的剥削阶层，工人、士兵、农民和铁路员工没有地主、资本家，自己也能够当家作主，进行城乡产品的交换，规定合理的工资。

正因为这个缘故，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现在已完全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了，它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在工厂里建立了工人监督，通过工人的社会主义组织掌握了银行，从而为人民开辟了亲自管理资本家所聚敛的前所未闻的大量财富的途径，以便利用这种财富来发展全体劳动者的福利和提高他们的文化，而不是利用它来压迫劳动者。这就是苏维埃共和国要实现的使命。这就是为什么国外的人民，各劳动阶级这样同情我们的缘故，尽管那里有帝王的战时书报检查制度，尽管外国的克伦斯基之流查禁社会主义报纸。那里的资产阶级报纸无耻地诽谤我国；查禁我们的报纸，不放进一份《真理报》。我有一个同志前两天刚从瑞士回来，他所呆的地方就是不久以前我曾在那里度过不少艰苦日子的地方。他说，在自由的瑞士听不到一点真情实况，自由欧洲的一些自由共和国连一份我们的报纸都不许带入，在那里只能读到一味辱骂布尔什维克的谎话连篇的资产阶级报纸。尽管如此，但各国工人都懂得俄国的苏维埃政权确实是劳动者的政府。在现时的欧洲，无论在英国，在法国，在德国，或在其他的国家，没有一个工人不鼓掌欢迎俄国革命的消息，因为他们把俄国革命当作他们的希望，当作将会燃起全欧洲燎原之火的火炬。

俄国革命之所以如此容易发生，只是因为俄国受到沙皇政府极其野蛮的压榨，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象俄国那样严重地受到战争的磨难。

俄国人民首先举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炬，可见他们知道，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的，他们将在最忠实的同志和朋友的援助下完成这项事业。到其他国家也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也许还要经过不少的时间，究竟要经过多少时间，我们不知道。你们都知道，革命在其他国家一般是怎样发生的。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1917年，你们都知道，在革命开始的三个月之前，谁都不知道会发生革命。我们知道，工人罢工运动正向奥地利蔓延。当欧洲各国的以本国的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为首的政党开始失掉对事变进程的任何影响的时候，当这些政党开始感到自己已完全孤立的时候，就在那里谈论起实行戒严的事来，而在德国则开始谈论实行军事独裁的事；现在维也纳的罢工已经暂时停止，报纸已开始出版。我接到我国驻斯德哥尔摩代表沃罗夫斯基的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说，毫无疑问，运动已经暂时停止了，但是要把它完全镇压下去是不可能的，它必然还会高涨起来。这就是开始布列斯特和平谈判的效果之一，并且我们履行了自己许下的诺言。秘密条约已经废除和公布，这种可耻的东西已经在你们面前暴露无遗了。我们已经表示，过去资本家承担的这些义务，不管将来把它们叫作秘密条约还是债务，现在对我们来说都无非是一些废纸，已经被我们抛弃了，因为这些东西妨碍我们劳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德国人在布列斯特提出了无耻的要求，他们口头上承认要缔结公正的和约，而实际上还是暴露了同样的强盗和掠夺者的野心，现在劳动群众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一种人为的拖延，这一点群众很清楚；他们说，既然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终止了战争，那就是说，可以终止战争，可以向各自的政府进攻。1905年10月27日伟大的第一次全国总罢工被专制政府镇压下去了，但是，它却在奥地利，在维也纳和布拉格引起了一连串的事变和工人的游行示威，而且奥地利人民还争得了普选权。1905年俄国革命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了，但是它却使西欧的工人对未来的伟大改革，也就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有了信心。

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时，你们都看见了许多外国党的代表，他们说，他们观察了英国、瑞士和美国的工人运动，他们一致认为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成为当前的任务。欧洲的资产阶级要比我国的克伦斯基之流强大和聪明，他们做好了一些安排，使群众比较难以起来斗争。那里的工人享有某些福利，因此，要在那里击破维持了数十年、参加了政权并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威信的旧社会党，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这种威信已经在丧失，群众沸腾起来了，毫无疑问，在不久的将来，也许是遥远的将来，社会主义革命在所有的国家中都将提到日程上来，因为资本压迫的末日已经来到了。

如果有人对我们说，布尔什维克虚构了一个在俄国实施社会主义的想入非非的玩意，说这是不可能的事，那我们就回答说：空想家和幻想家怎么能赢得大多数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同情呢？大多数工人、农民和士兵之所以站在我们一边，难道不是因为他们亲身体验到了战争的后果，看到在旧社会已经没有出路，看到资本家运用一切技术和文化的奇迹来进行毁灭性的战争，看到人们都变得残暴野蛮，陷于饥饿吗？这就是资本家干的事，因此在我们面前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或者是死亡，或者是彻底摧毁这个资产阶级旧社会。这就是我国革命的深刻根源。因此我们看到，在人人都识字的小邻邦爱斯兰，前两天举行了雇农代表大会，选出全权代表接管了一切采用先进技术的农场。这是一个有世界意义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雇农处于社会阶梯的最下层，而现在他们管理农场了。其次，看看芬兰的情况，那里议会代表全民族讲话，那里的资产阶级要求我们承认他们独立。我们不会强行把任何过去在沙皇政府羁绊下的民族继续控制在俄罗斯的手中，或留在俄国一个国家里。我们曾希望把其他的民族，如乌克兰、芬兰吸引过来，但不是通过暴力和强制手段，而是通过这些民族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世界、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办法。现在我们看到，在芬兰，工人革命随时都会发生；芬兰自1905年以来，已有12年享有内部的充分的自由和民主机关选举权。自1905年到1917年，仿佛是布尔什维克有意煽起的大火迸发出来的火星，落到了这个以高度文化水平、优良的经济制度和光辉历史著称的国家里，连这种地方，我们看到，社会主义革命也即将发生。这种现象证明：我们并不是迷恋于党派斗争，也没有进行有计划的活动，仅仅是由于战后整个人类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才造成了这一次革命，才使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不可战胜的。

同志们，最后请允许我指出，在你们的铁路员工代表大会上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我们知道，同你们铁路的上层领导组织作斗争是多么的困难。你们都是铁路员工，你们亲身体验到铁路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承担了组织铁路运输的全部重担。这一工作陷入了绝境，这不是臆造，也不是出于偶然：这或者是由于不惜花费数十万卢布，千方百计破坏苏维埃政权的百万富翁收买的资产阶级蓄意阻挠的结果；或者是由于资产阶级拒绝改变事物秩序的结果，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有长官和为他们做工的穷人，前者可以虐待后者，这是上帝的安排。的确，管理者认为，上帝真是这样安排的，别的秩序是不可能有的，如果触犯了这种秩序，就会发生混乱。其实不然。劳动群众的团结胜过一切，他们会建立自己的同志式的纪律，会利用一切技术和文化的成就来正确地安排铁路运输和城乡产品交换，帮助工人和农民组织全国范围的国民经济，使劳动群众能够在没有地主和资本家的情况下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使科学技术知识不是为一小撮人服务，不是为了造成脑满肠肥的富人，而是用来改善整个铁路部门的状况。这对我们特别重要。你们知道，在每一个枢纽车站周围有多少贿赂、欺骗和投机活动；你们知道，剥削者怎样花费了数百万卢布来破坏运输，把车厢藏起来，使我们找不着。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剧饥荒，挑拨人民反对苏维埃政权。但是，你们大家都知道，只有大多数铁路员工的组织都团结起来，把支持苏维埃政权当作自己的任务，才能通过无情的斗争清除一切骗子、怠工者、资本家和剥削者，清除这一切资产阶级社会的渣滓，才能正确地组织好铁路部门的工作，使工人、士兵和农民完全从压迫者的政权下解放出来，我们才能得到社会主义。（全场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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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问题

同志们，摆在我面前的纸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另一类是关于饥荒和经济破坏的问题。我把问题大体相同的纸条归纳起来，按这两类问题来回答。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我们这里有人问：解散立宪会议是否正当？应不应该召集新的立宪会议？或者在解散立宪会议以前，就这个问题进行全民投票是不是更正确一些？不，同志们，无论全民投票也好，召集新的立宪会议也好，都无济于事了。俄国各党派已经形成目前这样的状态。资本家同情谁，工人和农民同情谁，我们都看到了。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各政党，它是根据革命的经验，根据千百万人的经验建立的；苏维埃在1905年诞生，而在1917年成长起来，建立了新型的共和国，这决不是偶然的。这种新型的共和国欧洲国家现在没有，而且只要那里还有资本的统治，将来也不会有。但是苏维埃共和国一定会在各个国家取得胜利，那时资本就会遭到决定性的打击。我必须指出，立宪会议和全民投票都是按照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旧模式搞起来的，而且由于资本占统治地位，人民投票就不得不考虑它，同它讨价还价。而苏维埃政权产生的不是那种为了建立资本和官僚机构的稳固统治而在议会里唇枪舌战，炫耀辞令的代表。苏维埃政权来自劳动群众本身，它不召开议会，而召开劳动者代表的会议，由这种会议颁布直接执行和贯彻的旨在反对剥削者的法律。旧式的立宪会议和旧式的全民投票的任务是统一整个民族的意志，创造狼同羊、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和睦共处的条件。不，我们不愿意这样做。这一切我们都经历过了，我们都领教过了。这一切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深信，大多数工人农民和士兵都受够了。当战争迫使我们进行一系列英勇斗争来挣脱资本的控制，否则就要灭亡的时候，竟有人要我们进行那种在欧洲国家已经进行过的试验，这种试验只会给我们带来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全民的代表机构，而不会带来劳动群众的代表机构。我们需要的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机构，而是能同剥削者进行无情斗争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代表机构。这就是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它既不要议会，也不要全民投票。它比这些都高，它使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的政党的时候，可以改选自己的代表，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就可以改组政府。因为克伦斯基—卡列金和资产阶级拉达的经验已经表明，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说现在在俄国还有几十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那么这样的怪人也是很少了，再过几个星期这种人便会绝迹，苏维埃政权这个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者和去除剥削者的组织便会取得胜利。

现在我来谈谈目前威胁我们的最可怕的灾难——饥荒。经济破坏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使城市和工业地区受到饥荒威胁的经济破坏的主要原因，就是怠工者十分猖狂，他们支持经济破坏，却又拿这一点来责难我们。我们非常清楚，俄国有足够的粮食，粮食都在卡列金的统治地区，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和各个产粮的省份。我必须指出，如果被剥削阶级不建立坚强的、无情的革命政权，他们就决不会得到解放。同志们，关于怠工者我还要指出，我们知道怠工的官吏经常出出进进的地方，这些人在那里已经预领了三个月的薪金，里亚布申斯基给了500万，英法帝国主义者也给了这么多，罗马尼亚帝国主义者也给了这么多。怠工就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些被收买的高级职员，他们追求的唯一目的是破坏苏维埃政权，虽然他们中间许多人并不了解这一点。怠工，这就是企图恢复剥削者的旧日天堂、劳动人民的旧日地狱。但是为了使他们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粉碎他们的反抗。

其次，有人向我们提出了有关铁路职员的劳动报酬的问题。这完全是一种误会。仅仅是一位人民委员可能这样解释过这件事，并颁布了这个指令，但在一接到人民委员会的指示之后，他就更改了这个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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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说这是苏维埃政权的意图，那是不了解情况。为了消除饥荒和无政府状态，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首先，应该粉碎资本家的反抗和使怠工者不能进行反抗。既然《新生活报》的拥护者和其他所谓的社会主义报刊说，两个半月过去了，怠工并没有停止，那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你们不帮助我们制止这种怠工呢？现在银行已归苏维埃管理。昨天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叫芬－叶诺塔耶夫斯基的著作家来见我，他代表5万人向我声明，银行准备在完全服从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工作。（热烈鼓掌）我对银行职员的代表回答说：“早就该这样。”只要这种对苏维埃政权的承认真正为大多数劳动人民所认可，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认可，我们就不拒绝同任何组织谈判，不管是银行职员的组织或其他什么组织。我们听了银行职员的这样一个声明。这些银行职员专门爱搞一些闻所未闻的投机倒把的勾当，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把一个戈比变成一个卢布，所以他们的口袋里塞满了几百万利润。

现在，他们建议我们谈判，但是这不是克伦斯基所进行的那种谈判。我们将不谈银行改革问题。我们先用武力占领了银行，然后我们再谈判并发布决定和命令。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首先要粉碎怠工者的反抗，然后再来谈判。这就是克服饥荒和无政府状态的途径，只有依靠这一途径才能克服资本主义造成的和经济破坏造成的恐怖。你们知道，在全世界，尤其在俄国发生了多么巨大的经济破坏，在俄国还存在着沙皇政府遗留下来的贪污、横暴、对劳动人民的仇视和嘲弄。而现在人们又埋怨无政府状态；你们自己想一想，那些蹲了三年战壕、受尽战争苦难的人们能不能为了俄国资本家大发横财，为了他们需要君士坦丁堡而去战斗呢？他们到处都会看见，有人在利用千百万卢布去推翻苏维埃政权，以获得对国家的统治。

同志们，想在一天里完成这种变革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确立同志式的而不是兵营般的纪律，取决于劳动群众自己的纪律，而不是资本家的纪律。一旦铁路劳动者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他们就会在武装组织的帮助下，粉碎怠工和投机行为，惩办一切进行贿赂和破坏铁路正常运行的人。必须把这些反对人民政权的人按罪大恶极者论处。因此，只有依靠这样的组织即苏维埃组织，依靠它的团结和毅力才能同资本家、怠工者、骗子和里亚布申斯基之流作斗争。为了战胜饥荒必须选择这样的道路，因为俄国什么都有，有铁，有石油，有粮食，一句话，凡是人们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都有。如果战胜了剥削者，苏维埃政权和经济管理制度就必然在俄国确立，将来一定会这样。（热烈鼓掌）





	载于1918年《1918年1月5—3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全俄铁路员工非常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92—310页

















[124]

 这是列宁在全俄铁路员工非常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和对代表们围绕这个报告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回答。



全俄铁路员工非常代表大会于1918年1月5—30日（1月18日—2月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是1917年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的铁路员工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中的左派代表，他们在右派代表（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等）于1月4日（17日）以12票的多数强使代表大会通过了全国政权应归立宪会议的决议后退出了这个代表大会。



全俄铁路员工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说，代表大会完全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代表大会制定了铁路员工的新的工资标准，通过了铁路管理条例和铁路民兵条例，听取了关于私营铁路国有化的报告并选举了全俄铁路员工执行委员会。——292。





[125]

 阿塔曼是革命前俄国哥萨克军队的统领和哥萨克行政单位的长官。——296。





[126]

 阿·马·卡列金签发对在卡缅斯克村举行的前线哥萨克代表大会代表的逮捕令晚了一步，因为在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已经夺取了卡缅斯克村的政权。卡缅斯克村事变的参加者、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位代表在代表大会上讲了这件事。——296。





[127]

 预备议会是根据全俄民主会议主席团1917年9月20日（10月3日）的决定，由参加会议各集团分别派出名额为其人数15％的代表组成的常设机关。成立预备议会是企图造成俄国已经建立了议会制度的假象。



9月23日（10月6日），预备议会首次会议批准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的关于建立新的联合政府的协议。而9月25日（10月8日）组成的新的联合临时政府则把一大批立宪民主党人及其他资产阶级地主组织的代表补充进预备议会，并且限制了它的权利和职能。根据临时政府批准的条例，预备议会被称为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仅仅是政府的谘询机关。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于9月21日（10月4日）曾以9票对8票作出了不参加预备议会的决定。由于双方票数大体相等，问题又交给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讨论，结果却以77票对50票作出了参加预备议会的决议，并经中央批准。列宁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在对待民主会议问题上的策略错误，坚决要求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集中力量准备起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讨论了列宁的建议，不顾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等人的反对，作出了退出预备议会的决定。10月7日（20日），在预备议会开幕那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宣读声明后退出。10月25日（11月7日），预备议会被赤卫队解散。——298。





[128]

 指交通人民委员马·季·叶利扎罗夫1918年1月2日（15日）发布的关于铁路员工劳动报酬标准的指令。根据这项指令，熟练工人和工程师的劳动报酬几乎与非熟练工人没有差别。1918年1月7日（20日），人民委员会就把这项指令撤销了。——307。　







《列宁全集》第33卷


对《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草案的补充[129]


（1918年1月13日和27日〔1月26日和2月9日〕之间）

如果土地不是用于耕种（如用于建筑、文化教育、特殊行业等等），拨地面积由地方苏维埃斟酌申请人或申请机构的需要，根据申请土地的目的的社会必要性决定之。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89页

















[129]列宁所作的补充，稍加修改后写进了《土地社会化基本法》，作为该法令的第26条。这一条构成法令的第5章：《为建筑、副业生产、文化教育等等之用拨给土地时土地使用标准的确定》（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414页）。——309。









《列宁全集》第33卷


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和粮食机关代表联席会议文献[130]


（1918年1月14日〔27日〕）

1

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措施的发言


（1）

从弗拉基米罗夫的材料可以看出，口粮必须维持原状。必须采取措施，把彼得格勒有的东西都找出来。


（2）

所有这些报告都说明，彼得格勒工人毫无作为的情况是令人吃惊的。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应当了解，除了他们自己，是没有人会帮助他们的。违法乱纪的事实有目共睹，投机倒把的活动骇人听闻，然而士兵和工人在反对投机倒把方面在群众中做了些什么呢？如果不发动群众自己动手，那就会一事无成。必须召开苏维埃全体会议并作出决定，在彼得格勒和各个货运车站进行群众性的搜查。为了进行搜查，每个工厂，每个连队都必须派出检查队，必须吸收那些不愿去搜查的人，每一个人都得去，否则就收回面包配给证。如果我们对投机倒把分子不采取就地枪决的恐怖手段，我们就会一事无成。只要检查队是由临时召集的、不曾串通好的人组成，那么就不可能发生盗窃事件。此外，对盗窃者也必须采取同样坚决的行动——就地枪决。

至于富裕的居民，应当3天不配给粮食，因为他们都有存粮和其他食品，并且可以用高价向投机商人购买。


2

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措施的决议草案

召集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采取同投机倒把分子作斗争和摆脱饥荒的革命措施：

（1）吸引全体士兵和工人组成几千个检查队（每队10—15人，或者更多些），责成它们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例如3—4小时）来做粮食工作。

（2）凡是不能认真提供必要数量的检查队的团和工厂，他们的面包配给证一律收回，而且对他们要采取有效的革命措施并给予惩罚。

（3）检查队必须立即搜查：一、车站，并检查和计算装有粮食的车皮；二、彼得格勒附近的铁路和枢纽站；三、所有的仓库和私人住宅。

关于检查、计算和征收的工作细则，由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会同区苏维埃代表或由特设委员会制定。

（4）对于当场捕获的和罪证确凿的投机倒把分子，检查队可以就地枪决。凡查明有营私舞弊行为的检查队员，也将受到同样的制裁。

（5）为了采取非常措施以摆脱饥荒，应当从所有的革命检查队中选出最可靠、武装得最好的检查队，派往各个车站和主要产粮省份的各县。这些检查队有地方铁路委员会委派的铁路员工参加，其任务是：一、监督粮食的运输，二、监督粮食的征集和交送；三、采取最严厉的革命措施以反对投机倒把分子和征收存粮。

（6）革命检查队每次写征收、逮捕或枪决的报告时，必须有6个以上的证人参加，证人一律由邻近的贫苦居民推选。





	载于1924年《红色史料》杂志第1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11—313页

















[130]这是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和粮食机关代表联席会议的两篇文献。这次会议是为了讨论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士兵口粮严重不足的问题而召开的，当时他们每天只领1/4磅面包。会议听取了粮食局代表关于向彼得格勒运输粮食的前景的报告和装卸委员会代表的报告。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从1918年1月19日（2月1日）起，彼得格勒全市居民的口粮增加到了1/2磅。——310。









《列宁全集》第33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粮食状况的措施的决定草案[131]


（1918年1月14日〔27日〕）

人民委员会将关于粮食委员会的法令推迟到粮食代表大会召开时颁布，坚决要求全体粮食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并避免局部冲突；

兹建议全俄粮食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不仅增派委员，而且增派大量武装部队，以便采取最革命的措施运输货物、征集和交送粮食等，并同投机倒把分子进行无情斗争，直至建议地方苏维埃就地枪决罪证确凿的投机倒把分子和怠工分子。

人民委员会建议，不增加口粮，而且要加紧派出直达货运列车，密切注意运行情况。

采取紧急措施，清理彼得堡枢纽站，责成全俄粮食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

责成全俄粮食委员会每天向人民委员会报告粮食工作的进展情况并提出粮食工作计划。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14页

















[131]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粮食状况的措施的决定于1918年1月14日（27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通过。



全俄粮食委员会是在1917年11月于莫斯科举行的粮食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对粮食人民委员部采取对立态度并抵制苏维埃政权的措施。这个决定是争取它同苏维埃政权一道工作的尝试。有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参加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粮食代表大会于1月14日（27日）在彼得格勒开幕。大会撤销了粮食委员会和其他粮食组织，把解决粮食问题的领导权集中到苏维埃政权机关的手中。——314。









《列宁全集》第33卷


人民委员会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质问[132]


（1918年1月15日〔28日〕）

根据人民委员会1月14日夜的决定——记录摘录附上——请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见告：

（1）左派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是什么时候通过决议，说只要科兹洛夫斯基在侦查委员会内，就不愿向该委员会派遣工作人员？

（2）这个决议是怎样写的？

（3）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是否知道这个决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对它是否表示过意见？

（4）什么时候，是谁（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或其执行委员会中说，只要科兹洛夫斯基在侦查委员会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不参加这个委员会？

（5）彼得格勒苏维埃要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定期限内提出指控科兹洛夫斯基的材料，这个决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执行了没有？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86页

















[132]根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司法人民委员伊·扎·施泰因贝格的建议，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1月11日（24日）决定对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的活动进行审查，并停止该委员会全体人员的工作，直到情况查明为止。1月14日（27日），人民委员会研究了侦查委员会主席美·尤·科兹洛夫斯基和彼·阿·克拉西科夫要求重新考虑人民委员会决定的声明后，建议人民委员会所成立的检查委员会在48小时内提出审查结果，同时还决定就左派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不许其代表参加侦查委员会问题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提出质问。列宁根据该决定写了这里收载的文件。



人民委员会在1918年1月17日（30日）、1月21日（2月3日）和2月26日的会议上讨论了检查委员会的报告。1月21日（2月3日），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所拟的草案（见本卷第325页）通过了一个决定。2月26日，人民委员会认定“对侦查委员会负责人犯有贪污受贿和其他罪行或丑行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决定结束对侦查委员会活动的审查，恢复该委员会领导人克拉西科夫、科兹洛夫斯基、林杰曼、米茨根德列尔和罗津的工作。（参看《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499页和本卷第415页）——315。









《列宁全集》第33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的上下隶属关系的决定草案[133]


（1918年1月15日〔28日〕）

人民委员会认为，第51条的附注[134]的提法是不准确的或者说是基于似是而非的理解，因为从字面上看，否定了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权力，因此请海军立法机关重新修订这条注解。

鉴于海军代表声明这条注解根本不包含对苏维埃政府中央政权的否定，人民委员会责成普罗相同志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为人民委员会起草一封说明理由的信件给海军立法机关，阐明人民委员会的观点。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86—387页

















[133]这个草案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1月15日（28日）会议上获得批准。——316。



[134]指1918年1月8日（21日）最高海军委员会命令批准的《海军民主化条例》第51条的附注。这个附注说：“包括海军部门和各全国性部门在内的各中央机关的所有命令，以及任何委员会的决议……只有得到中央海军委员会的确认，才能在舰队或区舰队执行……”——316。









《列宁全集》第33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工资的决定草案[135]


（1918年1月16日〔29日〕）

人民委员会暂时批准邮电人民委员部两个月的预算，以便立即着手对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的薪金和工资标准进行普遍的审查和平衡。

这次审查，委托劳动人民委员部同所有其他人民委员部和工人组织协商进行。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15页

















[135]这个决定草案是列宁为人民委员会1918年1月16日（29日）会议研究邮电职员工资问题而写的。决定草案被会议通过。——317。









《列宁全集》第33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粮食工作问题的两个决定草案[136]


（1918年1月16日〔29日〕）

人民委员会要求粮食代表大会立即派出，明天早晨就派出若干名——哪怕是三名——最有经验的粮食工作人员，马上参加现有各最高粮食机关的工作，参加讨论同饥荒作斗争的最果断、最革命的措施。

人民委员会要求粮食代表大会选出一个委员会听取目前发生分歧的所有从事粮食工作的团体、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申诉，并将该委员会的结论提交人民委员会。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87页

















[136]这两个决定草案是列宁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1月16日（29日）会议上写的。这次会议讨论了1918年1月14日（27日）在彼得格勒开幕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粮食代表大会主席团关于建立粮食工作统一中心问题的报告。根据会上宣读的代表大会决议，中央和地方的粮食机关均将由各级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组建，这证明苏维埃政权在团结粮食工作者的工作中取得了重大进展。



两个草案中，第二个草案是针对以粮食人民委员亚·格·施利希特尔为一方，以粮食代表大会主席团、全俄粮食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局为另一方发生了意见分歧这件事而写的，没有载入会议记录；第一个草案由人民委员会通过。——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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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海洋与内河商船国有化法令草案[137]


（1918年1月18日〔31日〕）


1

法令草案

1．人民委员会确认，中央委员会[138]和水运工会伏尔加航区委员会完全同意必须立即将一切海洋与内河商船无偿地收归国有。

2．因此，人民委员会决定立即实行这项国有化，责成专门委员会（由海军人民委员部的若干名代表、中央委员会的两名代表、水运工会伏尔加航区委员会的两名代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任命的主席组成）制定下列国有化法令的原则，并于两天后提交人民委员会。

3．现命令将一切船只收归国有。

4．维持船上的秩序、保存船只等等，这直接由全体船员负责，而各航区或各海区的船员工会也要负责。

5．在代表大会召开，中央委员会和水运工会伏尔加航区委员会合并以前，暂时决定这两个机构为一切国有化船只的总管理处。如果不能自愿地实行合并，则由苏维埃政权强制合并。

6．总管理处的工作必须完全服从地方和中央苏维埃政权机关。


2

对草案的补充

对 立即颁布的
 国有化法令补充如下：

（ａ）逮捕所有的董事（软禁），

（β）对船只的损坏等等要负重大责任。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16—317页

















[137]人民委员会1918年1月18日（31日）会议讨论了关于海洋与内河商船国有化的问题。会议听取了三个报告：水运工会伏尔加航区委员会的报告、全俄海洋与内河商船船工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的报告。列宁拟的法令草案作为《人民委员会关于海洋与内河商船船工的决定》被批准。



在法令草案手稿的第4条后面有列宁写的批注：“补充奥博连斯基的第3条”，第5条后面写着：“＋＋奥博连斯基同志的决议第1条”。



恩·奥新斯基（瓦·瓦·奥博连斯基）提出的人民委员会决议草案的第3条说：“在解决商船国有化问题以前，查封海洋与内河的货船和客船，在船工组织的监督下，强迫船主出资修理这些船只。”第1条说：“建议内河与海洋船工工会中央委员会同水运工会伏尔加航区委员会在这次内河船工和海员代表大会上合并，并立即进行事务上的联系。”——319。



[138]指全俄海洋与内河商船船工工会中央委员会。——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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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1918年1月19日〔2月1日〕）

记录



1

列宁同志提出一个问题：要召开什么代表会议[139]？他认为，应当向主张革命战争的人说清楚，因为从他们的插话里可以听出一种责难，说党内有一派人怀疑另一派人在和平问题上耍外交手腕；其实什么外交手腕也没有，因为在关于停战的决定中已经完全公开地宣布，任何一方要结束停战，必须在开始军事行动的前7天发表声明。我们就是根据这一点来拖延和谈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是怎样通过这个决定的呢？是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提案通过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是根据党团的决定作出的，而党团的决定又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作出的。列宁认为，要使这些主张革命战争的同志改变观点，最好让他们到前线亲眼去看一看，这样他们就会相信进行战争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列宁认为开代表会议之所以没有意义，还因为代表会议的决议对于中央委员会是没有约束力的；因此，为了取得党的确切指示，我们必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140]，这是可能的。拖延和谈，我们能够继续组织联欢，而缔结和约，我们就能立即交换战俘，从而把一大批实际看到过我国革命的人遣送到德国去；他们受到过革命的教育，在德国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诱发革命的工作。此外，列宁认为，要确凿地查明德国的情况，我们应派飞行员到柏林去，据飞行员说，这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2

列宁同志建议在议程中增加如下一项：布哈林对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情况作实际的说明。


3

列宁同志提出一项明确的建议。他向那些主张召开代表会议的人指出，代表会议并不能解决业已形成的裂痕。党代表大会是必要的，代表会议只能收集必须记录在案的党内意见。因此，列宁建议召开协商会议，把各种意见、各种观点都在会上提出来，同时每一个持有不同观点的派别可以有三人出席。这次协商会议应当制定出协议。


4

列宁同志赞成两三天后召开协商会议，但不要印提纲，因为我们不能让这些提纲变成德国可以利用的东西。在协商会议召开以前不要决定关于代表会议的问题，但在不发表提纲的情况下把和平问题留到代表大会去解决，这是荒谬的。


5

列宁同志建议为即将离开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组织一次会议，但是不发任何书面文件。


6

列宁同志指出，在2月15日以前不能赶出党纲来，他建议：在1月20日召开协商会议，其成员是：（1）中央委员会；（2）明确提出不同意见的代表，即：列宁、索柯里尼柯夫、布哈林、奥博连斯基、斯图科夫。如果斯米尔诺夫、奥博连斯基、斯图科夫和皮达可夫在论点上还有分歧，他们可以派两名代表，如果没有，就派一名代表；（3）彼得格勒委员会由费尼格施泰因代表；（4）一名拉脱维亚人。

委托布哈林和洛莫夫同莫斯科派和皮达可夫进行磋商。任何一派都要提出自己的提纲。[141]





	第1次和第6次发言载于192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第2—5次发言载于1929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917年8月—1918年2月》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18—320页

















　139]指“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尼·伊·布哈林、阿·洛莫夫（格·伊·奥波科夫）、恩·奥新斯基（瓦·瓦·奥博连斯基）等人于1918年1月15日（28日）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决定和平问题的声明。——321。



[140]列宁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议获得通过。中央委员会1918年1月19日（2月1日）会议原确定于2月20日召开代表大会，后来推迟到3月6日。——321。



[141]列宁关于召开和平问题各派代表协商会议的建议被通过。会议于1918年1月21日（2月3日）举行。关于这次会议，保存下来的只有与会者对有关缔结和约的10个问题的表决记录。对“是否允许立即签订德国提出的兼并性的和约？”这一基本问题，同意的有5人：列宁、斯大林、马·康·穆拉诺夫、阿尔乔姆（费·安·谢尔盖耶夫）和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反对的有9人：阿·洛莫夫（格·伊·奥波科夫）、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安·谢·布勃诺夫、斯·维·柯秀尔、恩·奥新斯基（瓦·瓦·奥博连斯基）、英·尼·斯图科夫、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亚·彼·斯蓬德和雅·亨·费尼格施泰因。格·叶·季诺维也夫、尼·伊·布哈林和莫·索·乌里茨基在表决前离开了会议。——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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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国人民、特别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代表团的通电

（1918年1月21日〔2月3日〕）

我们也因与你们失去了通讯联系[142]而万分焦急，看来这是德国人搞的。基辅拉达已经垮台。乌克兰的全部政权已由苏维埃掌握。哈尔科夫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乌克兰的权力已经毫无问题；布尔什维克科秋宾斯基被任命为乌克兰共和国军队的总司令。芬兰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已经无望，工人对他们愤恨已极。在顿河区，46个哥萨克团在卡缅斯克村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宣布自己为政府，现在他们正同卡列金作战。由于柏林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彼得格勒的工人欢欣鼓舞，热情高涨。传说卡尔·李卜克内西已经获释，并且即将主持德国政府。明天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将讨论向柏林和维也纳工人苏维埃致贺的问题。






	　　列宁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21页

















[142]指莫斯科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之间电报联系的中断。这一联系常被德国人破坏或切断。——324。　







《列宁全集》第33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活动问题的决定草案

（1918年1月21日〔2月3日〕）


1918年1月21日会议

人民委员会听取了对侦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委员会的报告，特决定：

给委员会补充两名委员，即阿尔加索夫同志和由斯维尔德洛夫指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

授予委员会进行搜查、查抄和逮捕的权力，无须事先与任何机关联系。

向委员会提供技术设备，并用司法人民委员部的经费给予贷款。

要求委员会加紧工作，以便把那些显系受到诬告而已经确认无罪的人早日解脱出来。[143]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88页

















[143]文件上有列宁的批注：“一致通过”。文件上方有列宁的批示：“发表”；列宁圈掉了“即……一名布尔什维克”这段话，在旁边空白处注明：“不必发表”。文件在文字上稍作修订并删去列宁圈掉的那段话后，作为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公布于1918年1月23日（2月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7号。——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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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国人民的通电

（1918年1月22日〔2月4日〕）


致全国人民

许多外国报纸编造了关于彼得格勒一片恐怖和混乱以及诸如此类的假报道。

所有这些报道纯属虚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十分安宁。没有发生任何逮捕社会党人的事件。基辅已由乌克兰苏维埃政权掌握。基辅的资产阶级拉达已经土崩瓦解。哈尔科夫的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权力已完全得到承认。顿河区有46个哥萨克团起义反对卡列金。苏维埃政权已经占领了奥伦堡，哥萨克首领杜托夫被击败并正在逃窜。在芬兰，芬兰工人政府的胜利正在迅速巩固，反革命的白卫军已被驱逐到北部，工人完全有把握战胜他们。

彼得格勒的粮食状况有了好转；今天（旧历1918年1月22日）彼得格勒工人运出10车皮粮食支援芬兰人。

德国的消息很少。显然，德国人在隐瞒德国革命运动的真相。托洛茨基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给彼得格勒的电报中说，德国人在拖延谈判。显然受人操纵的德国资产阶级报刊，正在散布有关俄国的谣言来恫吓公众。

昨天（1918年1月21日）公布了教会同国家完全分离和没收教会全部财产的法令。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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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派往地方的鼓动员的讲话

（1918年1月23日〔2月5日〕）

报道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无论是大俄罗斯，还是组成俄国的其他民族（过去被迫并入俄国，而现在已成为自由的俄罗斯共和国的成员）的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都承认苏维埃政权。我们同反革命的卡列金残部不会有什么大的战斗了，因为看来卡列金在他自己的顿河区也不得不提防革命的哥萨克了。

反革命的最后一根支柱就要倒坍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苏维埃政权正在巩固。苏维埃政权也一定会巩固。这是大家都很明白的，因为经验清楚地表明：只有这个政权，只有团结在苏维埃中的工人、士兵和农民自己才能把俄国引上全体劳动者自由地共同生活的道路。

我们面前有两个劲敌：第一个是国际资本。它站在我们面前，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它所痛恨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毫无疑问，这些亿万富翁们为了多拿到一点从别人手中夺来的东西不可能不进行战争。同时也毫无疑问，他们暂时还比苏维埃共和国强大。

资本家虽然比我们强大，但是已经私下派代表来见我们的人民委员了，他们大概还会承认苏维埃政权，甚至同意取消债务，——这对他们塞得满满的腰包是一个最可怕的、最厉害的打击。国际金融寡头的代表讲这些话，表明国际资本家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如果能摆脱战争，能用全部力量来进攻在整个欧美两洲燃起熊熊大火的可恶的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当然非常高兴，可是这却办不到。

我们的革命是由战争引起的；要是没有战争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全世界资本家的联合，因为他们都会在共同对付我们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如何使我们这里的大火所迸出的火星不致掉到他们的房顶上。但是，万里长城也不能把俄国隔离起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工人组织不热烈欢迎我国的土地法令和银行国有化法令等。

也许我们以后还要经历一场激烈的斗争，但是，同志们，你们要牢牢地记住，在大多数国家里，受本国资本家压迫的工人已经在觉醒，不管各国的卡列金分子多么猖狂，即使能暂时使俄国遭受打击，但是他们的地位也并不会因此而得到巩固。而我们的地位则是十分巩固的，因为各国的工人都拥护我们。（鼓掌）

我们的另一个敌人就是经济破坏。当苏维埃的地位已经巩固的时候，更加需要同经济破坏作斗争。同志们，你们应该去开展这一斗争。你们是目前领导苏维埃政权的两个执政党的鼓动员，你们这次下去有很大的意义。我认为，你们到偏僻的地方去巩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传播革命思想，消除经济破坏，把劳动农民从乡村富农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是一项艰巨但一定会取得成效的工作。

我们面前摆着一项艰巨的工作——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欧洲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比我国更有准备。那里早有了正常的产品分配，因此他们现在的情况比较好，前线士兵一直能正常轮换。而沙皇政府和克伦斯基摇摆不定的资产阶级妥协政府，在这方面却什么也没有做。

因此，俄国目前的处境特别困难。俄国要在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必须完成许多组织任务，必须同那些颓丧分子，同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加剧经济破坏的流氓分子作斗争。

同志们，你们面前的任务是整顿农村的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正象我方才所说的，这是一项困难但一定会取得成效的工作。不过，会有人帮助你们的，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自食其力的工人和农民都了解，没有苏维埃政权，就无法摆脱饥饿和灭亡。我们能够拯救俄国。一切材料都说明，俄国有粮食，只要登记及时，分配公平，粮食是有的。你们看一看俄国辽阔的土地和铁路破坏的状况就会相信，我们必须加强对现有粮食的控制和分配，不然我们和你们都会饿死。做好这件工作只要具体一个条件，就是让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公民都了解，他自己，也只有他自己才能帮助自己。同志们，此外谁都不会帮助你们。所有的资产阶级、官吏和怠工分子都反对你们，因为他们知道，人民既然能分掉过去掌握在资本家和富农手中的这种全民财富，也就会铲除俄国的寄生虫和莠草。因此，他们聚集一切力量来反对劳动人民，从卡列金、杜托夫一直到实行消极怠工，收买游民以及那些疲惫不堪的和受了资产阶级剥削者那种旧习惯影响而没有抵制能力的分子。他们今天收买没有觉悟的愚昧的士兵去抢劫酿酒厂。明天会收买铁路的董事扣留运往首都的物资；以后还会收买船主扣留运粮的驳船，如此等等。但如果人民懂得了，只有组织起来才能使他们团结一致，建立起同志式的纪律，那么对他们来说，资产阶级的任何诡计就都不可怕了。

这就是你们的任务，这就是你们应当做好团结工作、组织工作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的地方。在农村里，你们会碰到农民“资产者”——富农，他们总想破坏苏维埃政权。你们同他们作斗争还是容易的，因为群众会拥护你们。群众看到，中央派到农村来的不是讨伐队，而是给农村带来光明的鼓动员，其目的是要把每一个农村中自食其力而不靠剥削为生的人团结起来。

就拿土地问题来说吧，土地已经被宣布为人民的财产，各种私有制正在消灭，这就向消灭剥削跨出了一大步。

在这里，有钱人同劳动农民的斗争一定会激烈起来，你们应当帮助贫苦农民，不是用书本，而是用经验、用亲身的斗争来帮助。我们剥夺地主的土地，不是为了给有钱人和富农，而是为了给贫苦农民。这样你们一定会得到贫苦农民的好感和同情。

必须防止农具和农业机器落入富农和有钱人的手中。这些东西都应当属于苏维埃政权，并通过乡委员会暂时交给劳动群众使用。劳动群众自己也应当注意，不要让这些机器变成富农发财的手段，而只能用来耕种自己的土地。

任何一个农民都会帮助你们进行这件困难的工作。应该向农民说明，富农和寄生虫必须加以限制。必须合理、平均地分配产品，使人民劳动的果实都用之于劳动人民。如果有一个富人把贪婪的爪子伸向人民的财富，就应当发动十个劳动者来对付他。

苏维埃的收入是80亿，而支出是280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把这辆被沙皇政府赶进泥潭的国家马车拉出来，我们自然都要垮台。

对外的战争已经结束，或者说正在结束。这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现在内战开始了。资产阶级把抢来的钱财装进箱子，镇定自若地想道：“没什么，能躲过去。”人民应当把这种“吸血鬼”揪出来，强迫他交还抢去的东西。你们到了地方上就应该这样办。我们要不被彻底破产所毁灭，就不能让他们躲过去。而且，不是要警察去强迫他们（警察已经被消灭，被埋葬了），而是要人民自己动手干，此外没有别的办法同他们斗争。

有一个布尔什维克老头向一个哥萨克解释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解释得很正确。

哥萨克问：你们布尔什维克真的要抢东西吗？那个老头回答说：对，我们要抢那些抢来的东西。[144]

如果我们不把他们多年丧尽天良地罪恶地剥削来的钱财从他们隐藏起来的钱罐中全部掏出来，我们就会淹死在这一片汪洋大海中。

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很快就要通过一项关于向有产者征收一种新税的法令，但是这项法令你们应当自己在地方上贯彻执行，以便战时得来的每100个卢布，都由劳动人民来控制。但你们不应当拿着武器去贯彻，因为动用武器的战争已经结束，现在开始的是不用武器的战争了。

只要我们现在有组织地着手工作，剥削者的力量就打败不了我们的革命，因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我们，都同我们站在一起。





	载于1918年1月24日（2月6日）《真理报》第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23—327页

















[144]卡缅斯克村哥萨克代表大会的一名参加者在1918年1月16日（29日）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件事。——331。









《列宁全集》第33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赋予副人民委员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的表决权问题的决定草案[145]


（1918年1月23日〔2月5日〕）

人民委员缺席时，副人民委员可以出席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并享有表决权，但是，这些副人民委员必须是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从相应的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中任命的。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89页

















[145]这个决定草案经人民委员会1918年1月23日（2月5日）会议批准。——332。









《列宁全集》第33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军工厂转向有益于经济的生产的决定草案

（1918年1月23日〔2月5日〕）

有关各人民委员部极大地延误了五金工厂转向有益于生产的实施，人民委员会对此极为遗憾，请彼得格勒五金工会在劳动人民委员部、彼得格勒苏维埃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协助下，立即着手使五金工厂转向修理和加紧生产铁路器材，以及生产可用来交换粮食的产品等等。

停止一切军事订货。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28页















《列宁全集》第33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彼得格勒各监狱粮食状况的决定草案[146]


（1918年1月23日〔2月5日〕）

人民委员会决定：

（1）采取紧急措施，迅速改善彼得格勒各监狱的粮食状况。委托司法人民委员和粮食人民委员处理。

　　 无条件地按各监狱供应表配给粮食。

（2）把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囚犯急速转移到设在粮食情况好的地区的地方监狱。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38页

















[146]这个决定草案是列宁在1918年1月23日（2月5日）人民委员会讨论缩短刑事犯罪分子的刑期和改善其处境问题时起草并由会议批准的。——334。









《列宁全集》第33卷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47]


（1918年1月24日〔2月6日〕）


记录

1

列宁同志认为，应当把党纲、和约问题和策略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


2


　　尼·伊·布哈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约·维·斯大林对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议程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列宁同志同意他们的全部意见，但是对党内有大量的十月布尔什维克这一情况表示不安，担心这会妨碍代表大会制定原则坚定的党纲。
3

列宁同志认为，在接收代表时必须写明何时入党：10月25日以前还是以后。党认为有关十月革命的策略是正确的，新入党的人都得承认这一策略是必须执行的。





	载于1929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917年8月—1918年2月》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29页

















[147]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于1918年1月24日（2月6日）举行会议，专门讨论了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列宁在会上作了这三次发言。根据各种建议，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如下议程：修改党纲；当前局势（国内形势、国外形势、经济状况）；工会、工厂委员会等等；组织问题；其他。



为了制定党纲草案，成立了由列宁、尼·伊·布哈林、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组成的委员会。——335。









《列宁全集》第33卷


在土地委员会代表大会代表和

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农民代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48]


（1918年1月28日〔2月10日〕）


报道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巩固劳动群众的战果、团结工兵农的伟大事业。早在右派占多数的那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我就说过，如果农民承认我们的全部要求，我们也一定支持农民的全部要求，其中包括土地社会化这一基本要求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38—156页。——编者注］

 。现在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有了世界上第一个废除一切土地私有制的法律。我们现在有了政权——苏维埃政权。这个由人民自己创立的政权，给各国人民伟大的和平事业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战争已经停止，各条战线已经宣布复员。但是同动员一切力量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仍然还有战争。我们正在打垮俄国的反革命。目前各条战线都在进行斗争，而我们几乎总是胜利者。还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国际资本；我们还将同它作长期的斗争，我们依靠本身的组织，依靠国际无产阶级对我国革命的支援，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在国内我们还得进行一场巨大的斗争——阶级斗争。这是一场同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斗争，资产阶级正在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我们的敌人，拚命想取得对劳动群众的经济统治。

没有钱，这就是我们的弱点，这就是我们力量薄弱、我们国家受苦的原因。还有很多钱在城市和乡村的大盘剥者手里。这些钱证明他们剥削了人民的劳动，这些钱应当属于人民。我们深信，劳动农民一定会向自己的压迫者——盘剥者宣布无情的战争，一定会帮助我们为人民美好的将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载于1918年2月2日（15日）《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区域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2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30—331页

















[148]列宁的这篇讲话是在土地委员会代表大会代表和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农民代表联席会议最后一次会上发表的。



土地委员会代表大会于1918年1月17日（30日）在彼得格勒开幕。出席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有来自43个省和243个县的472名代表。后来，代表大会和1月18日（31日）结束的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农民代表联合举行。出席土地委员会代表大会代表和农民代表联席会议的有1000多人。在联席会议以及分组会上进一步详细制定了《土地社会化基本法》。——337。









《列宁全集》第33卷


给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俄国和谈代表团托洛茨基的电报[149]





复电


［注：“复电”、“1月28日晚6时30分”、“请向我们多提供消息”等字样是约·维·斯大林写的——俄文版编者注］

1月28日晚6时30分

我们的观点您是知道的，在最近，特别是在越飞来信后，这一观点更加坚定了。再说一遍，基辅拉达已荡然无存，这一事实德国人尚未承认，然而他们将不得不承认。请向我们多提供消息。






	　　列宁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32页

















[149]这封电报是对列·达·托洛茨基就1918年1月28日（2月10日）德国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提出最后通牒一事而发来的询问电报的答复。在电报上署名的除列宁外，还有斯大林。——339。









《列宁全集》第33卷


对关于建立全俄部际保卫铁路特设委员会的法令草案的补充[150]


（1918年1月30日〔2月12日〕）

保卫机构的职责首先是同投机倒把和非法运输粮食作无情的斗争。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90页

















[150]这是列宁对关于建立部际保卫铁路特设委员会法令草案的补充。这个草案由为制订改善彼得格勒粮食状况的措施而在1月25日（2月7日）成立的一个委员会起草。1918年1月30日（2月12日），人民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法令草案。列宁的补充构成人民委员会批准后的法令的第5条（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454页）。



人民委员会就上述委员会的报告还通过了一个决议，其中采纳了列宁的关于改善彼得格勒粮食状况的措施的建议（见本卷第341页）。——340。









《列宁全集》第33卷


关于改善彼得格勒粮食状况的措施的建议

（1918年1月30日〔2月12日〕）

人民委员会责成交通人民委员部立即拟定一个法令草案报人民委员会，规定禁止任何人免费乘坐火车，但每个士兵从服役地点复员返乡的一次单程除外。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会责成国家银行行长，要想尽一切办法首先给南方雅库波夫工作队拨款2亿卢布，以便按照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向缺粮地区供应粮食。

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尽快同军事委员部协商，立即吸收前线现有的筑路队参加粮食工作。这些筑路队应尽可能多地调往产粮区，以便采取紧急措施铺设铁路，并用其他办法改进和加速粮食的调集、装载和运送。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8卷第54卷第390—391页　














《列宁全集》第33卷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区分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

各种职能的决定草案的几点补充[151]


（1918年1月31日〔2月13日〕）

建议这两个委员会把它们的工作分成反奸[152]、刑事、打击投机倒把和肃清反革命几个方面。

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把侦查委员会委员人选的名单上报工兵代表苏维埃。

责成该人民委员部采取措施，增设监禁点，改进监禁条件，并加强对刑事犯的镇压。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91页

















[151]这几点补充是列宁在1918年1月31日（2月13日）人民委员会开会讨论司法人民委员伊·扎·施泰因贝格提出的明确区分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职能的建议时起草的，被会议所批准。——342。



[152]反奸是指对反革命分子组织的以败坏苏维埃政权声誉为目的的挑拨活动进行调查。——342。









《列宁全集》第33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接收怠工者参加工作的手续的决定[153]


（1918年1月31日〔2月13日〕）

人民委员会决定：

不同怠工者进行任何谈判。

对那些已完全服从并拥护苏维埃政权而又为有关部门的工作所必需的怠工者，各人民委员可以个别地接收参加工作。





	载于1918年2月1日（14日）《真理报》第2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33页

















[153]《关于接收怠工者参加工作的手续的决定》是人民委员会1918年1月31日（2月13日）会议讨论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关于消灭旧官吏怠工行为的报告后通过的。——343。









《列宁全集》第33卷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54]


（1918年2月18日）

记录 1


　　会议讨论关于德国进攻的问题，阿•洛莫夫（格•伊•奥波科夫）提议延期讨论。



　　列宁同志反对，但赞成对发言人加以限制（各派代表的发言以5分钟为限）。
2


　　决定讨论问题以后，尼•伊•布哈林提议让更多的人发言。



　　列宁同志对此表示反对，并提议把问题归结为要不要发出建议媾和的电报，让大家表示赞成或反对。
　　列宁的提议被通过。




3


　　列•达•托洛茨基发言反对发出建议媾和的电报。



　　列宁同志（赞成建议媾和）：昨天的表决特别能说明问题，大家都承认，如果德国的运动不发生而德国人发动进攻，那就非缔结和约不可。[155]但是有一个疑问：难道德国人不想发动进攻来推翻苏维埃政府吗？我们面临着必须采取行动的局势。如果帝国主义的进攻已经十分明显，那我们大家都会赞成防御，而且对人民也能讲清楚这一点。但是，如果进攻现在就开始，而我们在进攻开始后才向群众作解释，那和立即进行延长停战期的谈判相比，会引起更大的思想混乱。现在一小时也不能耽误，因为那样提出问题群众不能理解。或者是我们为争取土地社会化而进行革命战争，那时群众会理解我们，或者是我们进行和平谈判。



	第1次和第2次发言载于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2期；第3次发言载于192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34—335页














[154] 这是列宁在中央委员会1918年2月18日上午的会议讨论德国进攻和向德国政府发出同意签订和约的电报问题时的三次发言。



1918年2月16日19时30分，德国统帅部向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苏俄代表正式声明，从2月18日12时起结束俄德停战，恢复战争状态。按照1917年12月2日（15日）签订的停战协定，缔约一方如果想废除协定，必须在开始军事行动前7天通知另一方。德国统帅部违反了这一规定。苏维埃政府就此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答复。2月18日晨，已收到德军活动频繁的情报。



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达·托洛茨基和尼·伊·布哈林发言反对列宁关于立刻发电报给德国政府的建议，格·叶·季诺维也夫表示赞成发电报。列宁的建议付表决，结果6票赞成，7票反对。会议决定于次日2时召开下一次会议。由于德国开始进攻，下一次会议提前于2月18日晚间召开。——344。



[155]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在前一天即2月17日晚举行的会议。会上讨论了德国可能发动进攻的问题。列宁提议立即再次与德国就缔结和约问题进行谈判。对这一建议投赞成票的有5人，他们是列宁、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和伊·捷·斯米尔加；投反对票的有6人，他们是列·达·托洛茨基、尼·伊·布哈林、阿·洛莫夫、莫·索·乌里茨基、阿·阿·越飞和尼·尼·克列斯廷斯基。但是当变换问题提法，提出“如果德国发动进攻已成事实，而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我们是否要缔结和约”的问题进行表决时，托洛茨基投了赞成票，布哈林、洛莫夫、乌里茨基和克列斯廷斯基弃权，只有越飞1人投反对票。这个建议便以多数票通过。——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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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56]


（1918年2月18日）

记录1


列宁同志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乌里茨基的建议使人感到惊奇。中央委员会表决结果反对进行革命战争，而现在我们既没有进行战争也没有签订和约，却正在被卷入革命战争。战争是不能闹着玩的。我们的车厢不断损失，我们的交通运输每况愈下。现在不能观望，因为局势已经十分明显。人民不会理解这种做法，既然打仗，军队就不能复员；现在德国人会把一切都拿走。这种把戏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如果继续采取折中的政策，革命非失败不可。越飞从布列斯特写信来说，在德国甚至还没有开始革命；如果是这样的话，德国人就会因继续推进而得到奖励。现在不能观望了。观望就等于听任俄国革命遭到破坏。如果德国人说，他们要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那当然必须作战；现在再不能有任何拖延了。现在问题所关系到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向德国人提出质问，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这不是办法。唯一的出路是向德国人建议恢复谈判。现在不可能有折中的解决办法。如果是革命战争，就应该宣战和停止复员，但是不能这样做。我们在这里写公文，而德国人却在抢劫仓库和车厢，我们岂不是在等死。现在面临的危险是：我们如果把战争当儿戏，就会使革命断送在德国人手里。

历史将会告诉人们，是你们断送了革命。我们本来可以签订对革命毫无威胁的和约。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撤退时，甚至连破坏也来不及。过去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帮助了芬兰的革命，而现在我们无能为力了。现在不是交换照会的时候，不应该再观望了。现在“试探”已经晚了，因为现在已经很明显，德国人能够进攻。不能说服主张进行革命战争的人，但是可以而且应当说服主张观望的人。必须向德国人提议媾和。


2


列宁同志
 ：布哈林还没有发觉，他已经转到主张革命战争的立场上去了。农民不愿意打仗，也不会去打仗。现在能叫农民去进行革命战争吗？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当初就不该让军队复员。不断的农民战争是一种空想。革命战争不应当是一句空话。如果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就应该签订和约。既然已经让军队复员，谈论不断的战争就显得可笑。决不能把它同内战相比。庄稼人不会去进行革命战争，并且他们会抛弃一切公开散布这种论调的人。德国的革命尚未开始，而我们知道，我国的革命也不是一下子就取得胜利的。这里有人说，德国人要占领里夫兰和爱斯兰，但是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可以放弃这两个地方。如果他们要我们把军队缴出芬兰，好吧，就让他们去占领革命的芬兰。即使我们放弃了芬兰、里夫兰和爱斯兰，革命也不会毁掉。昨天越飞同志用来吓唬我们的那种前景，丝毫也不会危及革命。

我建议发表声明，表示我们愿意签订昨天德国人向我们提出的和约；即使他们把不干涉乌克兰、芬兰、里夫世和爱斯兰的事务列入和约之内，我们也应当无条件地接受。我们的士兵根本不能作战了；德国人要的是粮食，他们要抢了粮食再退回去，使苏维埃政权不可能继续存在。宣布停止复员，就意味着垮台。





	载于192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36—338页

















[156]这是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8年2月18日晚间的会议上所作的三次发言。这次会议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召开的，当天德军发动了全线进攻，并迅速推进，占领了德文斯克。在这次会议上，“左派共产主义者”再一次反对列宁的立场。列·达·托洛茨基建议向柏林和维也纳询问德国政府的要求，但不提同意缔结和约一事。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格·叶·季诺维也夫赞成向德国政府发出同意恢复和谈的电报。经过激烈的斗争，列宁首次赢得了赞成缔结和约的多数票。列宁关于立即通知德国政府同意缔结和约的建议，以7票赞成、6票反对得到通过。——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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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无线电报的草稿[157]


（1918年2月18日）

人民委员会抗议德国政府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开始复员各线军队以后向它发动进攻。俄国工农政府不可能预料到这种行动，尤其是因为停战双方的任何一方，无论在2月10日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没有按1917年12月2日（15日）的条约的规定，直接或间接地宣布结束停战。

鉴于既成的局势，人民委员会认为必须声明，它愿意根据德国政府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在所要求的条件正式签订和约。

此外，如果德国政府能提出确切的和约条件，人民委员会愿意在12小时之内对我们能否接受的问题给予答复。





	无线电报载于1918年2月6日（19日）《真理报》第30号（晚上版）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39页

















[157]给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无线电报是在1918年2月19日晨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往柏林的，然而德国政府拖到2月22日才把答复交给苏俄信使；2月23日上午答复才送到彼得格勒。德国政府在答复中提出了新的更加苛刻的条件，并限定48小时内接受。德国在拖延答复的同时继续进攻，迅速推进，占领了许多城市，并威胁到彼得格勒。——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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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

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1918年2月19日）

简要报道

列宁的长篇讲话持续两小时。在讲话中，他阐发了下列论点：俄国没有别的出路，必须立即单独媾和，因为德国人正在以大批兵力在全线展开进攻，而我们是无力抵抗百万大军的进攻的。缔结和约后，我们就能处理国内事务和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能顺利地完成那些必将使我们在俄国尽快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改革。





	载于1918年2月7日（2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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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莫斯科苏维埃在直达电报中的谈话

（1918年2月20日）


　　下午2时15分，执行委员会委员费尔德曼同志打直达电报给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这位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代表向列宁同志询问：（1）关于柏林来电后的情况。

（2）关于目前人民委员会所采取的措施。

（3）除了霍夫曼的电报，柏林有没有其他的复电？

列宁同志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没有军队；德国人从里加开始全线进攻。德文斯克和列日察已经沦陷，卢茨克和明斯克正遭到进攻。凡是注重实际而不注重空话的人，都应当签订和约，应当使革命在国内继续巩固，继续深入。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进攻目前还没有停止，现已命令能抵抗的地方必须抵抗，沿途必须把一切都毁掉，连一块面包都不留。
　　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



　　没有。



	载于1918年2月8日（21日）《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区域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2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41页















《列宁全集》第33卷


对拉脱维亚步兵的讲话

（1918年2月20日）

简要报道

列宁作了长篇讲话，号召拉脱维亚人在和平问题上支持苏维埃政权。我们无论如何要给疲惫不堪的俄国人民以和平，这样我们才能巩固革命并开始建设年轻的新俄国。反正割让的地区德国人是控制不了的，因为俄国革命最近不仅会蔓延到德国，而且会蔓延到其他交战国。在世界社会革命的影响下，德帝国主义将不得不放弃它的一切占领地。





	载于1918年2月8日（21日）《新生活报》第3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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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革命空谈[158]


（1918年2月21日）

我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会断送我们的革命，当时有人责备我，说我的提法太尖锐了。但是，当党和革命有受到无法补救的损害的危险的时候，就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说出事实的真相。

革命政党在它直接或间接实行无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联系、联合和结合的情况下，在革命事变进程发生巨大的、急剧的转折的情况下，最容易害革命空谈病。革命空谈就是在这种事变发生转折、既成局面已经造成的情况下，不顾客观形势而一味重复革命口号。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

我们来考察一下主张现在——1918年1—2月——在俄国进行革命战争的各种论据，哪怕只是最重要的一些论据；只要把客观现实同这个口号对照一下，就可以对我的评论是否正确作出回答。


1

我国报刊过去经常说：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了胜利，而邻国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必须做好进行革命战争的准备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

试问，这个准备工作在我国十月革命以后 实际上
 是怎样进行的呢？

这个准备工作是这样进行的：我们不得不复员了军队，我们这样做是被迫的，是迫于非常明显、至关重要和无法抗拒的形势，因此党内不仅没有产生反对复员的“派别”或情绪，甚至连一个反对复员的意见都没有提出过。谁要愿意 想想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没有结束同帝国主义邻国的战争就复员军队这种奇特现象的阶级原因，谁就不难发现原因就在于经过3年战争经济遭到极度破坏的落后的小农国家的社会结构。复员几百万军队，开始按照 志愿
 原则建立红军[159]，——事实就是这样。

把主张1918年1—2月进行革命战争的空谈与这些事实对照一下，你们就会了解革命空谈的实质。

如果——譬如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组织“坚持”革命战争不是空谈，那么我们在10月到1月这段时间就会看到另外的 事实
 ：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坚决反对复员。但是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就会看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把 几万
 名鼓动员和士兵派往前线，并且每天会从那里传来他们反对复员而且不断取得成效、复员已经停止的消息。

但是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就会看到几百条消息，报道许多团队正在编成红军，正在采取恐怖手段阻止复员，正在重新修复防御工事，来抵抗德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进攻。

但是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复员正在大力进行。旧的军队已经没有了。新的军队刚刚开始诞生。

谁不愿意用空话、高调和叫喊来安慰自己，谁就不会不看到，主张在1918年2月进行革命战争的“口号”是一句毫无内容的空话，没有一点现实的、客观的根据。感情用事，一厢情愿，怒气冲冲，愤愤不平，就是这个口号在目前的唯一 内容
 。而仅有这种内容的口号就叫作革命空谈。

我们党本身和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情况、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情况表明：用志愿人员组成红军的工作只是开了个头， 目前
 还没有进展。一面用唱高调来掩饰这个令人不愉快的然而是明摆着的事实，一面不但不阻挠复员，而且也不反对复员，——这就是用响亮的词句自我陶醉。

下面的事实突出地证明了上面所说的一切，例如我们党中央 大多数
 最著名的反对单独媾和的人物都投票 反对
 革命战争，不论是在1月或在2月，他们都是投票反对的[160]。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不能进行革命战争已为所有敢于正视真实情况的人所公认。

在这种情况下，却还有人托词回避或者试图托词回避真实情况。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托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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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托词。1792年的法国遭受的经济破坏并不小些，但是革命战争治好了一切，鼓舞了所有的人，唤起了热情，战胜了一切。只有不相信革命的人，只有机会主义者，才会在我国更加深刻的革命条件下，反对革命战争。

我们把这种托词或者论据跟事实对照一下吧。事实是这样的：在18世纪末的法国，新的、更高的生产方式的 经济
 基础建立 在先
 ，而强大的革命军队则是结果，是上层建筑。法国先于其他国家推翻了封建制度， 经过几年
 胜利的革命消灭了封建制度，于是带领没有被任何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争得了自由和土地的、由于铲除封建制度而增强了力量的人民去同许多经济和政治落后的国家打仗。

请把现时的俄国情况跟上述事实对照一下吧。俄国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新的经济制度，即比用精良技术装备起来的德国那种有组织的国家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制度 还
 不存在。它刚刚开始建立。我们的农民还只有一个土地社会化法令，还没有干过一年自由的（摆脱了地主和战争苦难的）劳动。我国工人已经开始抛开资本家，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组织生产、建立产品交换、整顿粮食供应、 提高
 劳动生产率。

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走，我们已经踏上了这条道路，但是很明显，新的经济上更高的制度 还不存在
 。

封建制度被战胜，资产阶级自由得到巩固，由吃饱饭的农民来对付那些封建国家，——这就是1792—1793年军事“奇迹”的经济基础。

陷于饥饿、受尽战争折磨、刚刚开始医治自己创伤的小农国家要对付技术水平和组织水平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就是1918年初的客观情况。

因此，关于1792年的任何回忆等等都只是革命空谈。人们一味重复口号、空话和战斗叫喊，却怕分析客观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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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托词。德国“无法进攻”， 国内
 发展着的革命不会允许这么做。

德国人“无法进攻”这个论据，1918年1月和2月初，反对单独媾和的人们重复了千百万次。据其中最慎重的人估计（当然是大致估计）德国人无法进攻的可能性为25—33％。

事实推翻了这种估计。反对单独媾和的人常常逃避事实，在这里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害怕事实的铁的逻辑。

真正的革命家（不是感情用事的革命家）应该善于承认和考虑的这个错误，其根源在哪里呢？

是不是就在于，总的来说，我们 在
 和谈 问题上
 施展了计谋和进行了鼓动呢？不，不在这里。施展计谋和进行鼓动是需要的。但是也需要确定“时机”，能够施展计谋和进行鼓动的时候就施展计谋和进行鼓动，问题已变得极其尖锐的时候就停止施展任何计谋。

错误的根源在于，我们同德国革命工人的革命合作关系变成了空谈。我们曾经而且还在继续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方式——联欢、鼓动、公布秘密条约等等帮助德国革命工人。这是用行动来帮助，是实际的帮助。

而我们有些同志所说的“德国人无法进攻”却是空谈。我们自己刚刚经历了一次革命。我们都很清楚，为什么革命在俄国比在欧洲容易 开始
 。我们知道，我们没有阻止住俄国帝国主义在1917年6月发动进攻，虽然那时我们的革命不仅已经开始了，不仅已经推翻了君主制，而且已经到处建立了苏维埃。当时我们看到了，知道了，向工人解释了：战争是各国政府进行的。要停止资产阶级的战争，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政府。

因此，说“德国人无法进攻”，就等于说，“我们知道，德国政府 最近几个星期
 就会被推翻”。实际上，这一点我们并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因此这种说法就是空谈。

深信德国革命会成熟，认真帮助它成熟，通过 实际工作
 ，如鼓动、联欢等等——只要是 实际工作
 就行，尽力帮助它成熟。——这是一回事。这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直接或间接地、公开或隐蔽地宣称，德国革命已经成熟（虽然明明不是这样），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策略的基础，这是另一回事。这没有丝毫的革命性，这只是空谈。

“德国人无法进攻”这个“自负的、鲜明的、动人的、响亮的”论断的错误，其根源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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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反抗德帝国主义就是援助德国革命，以此加速李卜克内西对威廉的胜利。”这个论断不过是上述毫无意义的空谈的不同说法而已。

当然，李卜克内西的胜利（德国革命成熟和迫近的时候，他的胜利是可能的、必然的）会使我们摆脱一切国际困难，从而会使我们不再需要进行革命战争。李卜克内西的胜利会消除我们干任何蠢事的后果。难道这就是应当干蠢事的理由吗？

是不是任何一种对德帝国主义的“反抗”都有助于德国革命呢？谁只要稍微想一想或者即使回忆一下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谁就不难看出：只有对反动势力进行 恰当的
 反抗才对革命有利。我们在半个世纪的俄国革命运动中间，知道和看见了许许多多对反动势力进行不恰当的反抗的例子。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引以自豪的是，我们总是根据对群众力量和阶级对比关系的精确估计来决定这种或那种斗争形式是否恰当。我们说过：起义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恰当的，没有一定的群众前提，起义就是冒险；我们常常指责最英勇的个人反抗的形式，认为这种形式从革命的观点看来是不恰当的，有害的。1907年，我们根据沉痛的经验，屏弃了拒绝参加第三届杜马这种不恰当的反抗，如此等等。

为了援助德国革命，或者应当只限于宣传、鼓动和联欢，因为暂时没有力量在公开的军事冲突或起义冲突中给予敌人坚决有力的决定性打击；或者 知道
 这种冲突不会帮助敌人，那就应当投入这种冲突。

谁都清楚（除了完全陶醉于空谈的人）： 明明
 没有力量， 明明
 没有军队，偏要投入重大的起义冲突或军事冲突，这就是冒险，这不会帮助德国工人，而只会妨碍他们的斗争，有利于他们的敌人和我们的敌人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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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个十分幼稚可笑的托词，如果不是亲耳听到，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能有这样的论据。


　　“10月的时候，机会主义者不是也对我们说过：我们没有力量，没有军队，没有机关枪，没有技术装备；但是在斗争中，在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开始后，这一切都有了。所以，在俄国无产阶级反对德国资本家阶级的斗争中，这一切也会有的，德国无产者会来帮助我们的。”



　　10月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恰好对 群众的
 力量作出了准确的估计。我们不仅认为，而且根据 群众
 选举苏维埃的经验切实地 知道
 ：9月和10月初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 已经
 转到我们方面来了。我们单从民主会议的表决情况[161]也可以看出：即使在农民中，联合也破产了，就是说，我们的事业 已经
 赢得了胜利。十月起义斗争具有下面两个客观前提：

（1）士兵头上的棍子已经没有了：1917年的2月把它打掉了（德国“自己的”2月尚未成熟）。

（2）士兵和工人一样，已经经历了并且完成了他们经过深入思考和亲身体验自觉 抛弃
 联合的过程。

由于而且仅仅由于上述前提， 10月
 “举行起义”的 口号
 才是 正确
 的（7月提出这个口号就不正确，因此我们当时也没有提出）。

10月的机会主义者的错误[162]并不在于他们“关心了”客观前提（只有小孩子才会这样想），而在于他们 不正确地
 估计了 事实
 ，抓住了枝节，忽视了 主要之点
 ：苏维埃从妥协派方面转到我们这边来了。

把同德国（它既没有经过自己的“2月”，也没有经过自己的“7月”，更不用说10月了），即同 君主制
 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府的德国的军事冲突，跟10月反对苏维埃（苏维埃1917年2月起开始成熟，到了9—10月间已经完全成熟）的敌人的起义斗争相比，这简直幼稚得不值一提。空谈竟使人们荒唐到这种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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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托词是：“但是德国会用单独媾和的条约从经济上扼杀我们，夺去煤炭和粮食，奴役我们。”

好一个聪明透顶的论据： 没有军队
 也应该投入军事冲突，哪怕这种冲突显然不仅会带来奴役，而且会扼杀我们，会无偿地夺走粮食，会使我们陷于塞尔维亚和比利时的境地；即使如此，也应该投入军事冲突，因为 不然
 就要签订不利的条约，德国就会向我们分期索取60亿或120亿卢布的贡赋，用机器换去粮食，等等。

嘿，真是革命空谈的英雄！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却又 腼腆地
 不肯说出：要想彻底摆脱奴役，就要 打倒
 帝国主义。

我们准备签订不利的条约和单独媾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好革命战争的准备，应当善于等待（正象我们从7月到10月那样，一面忍受克伦斯基的奴役，忍受我国资产阶级的奴役，一面等待），等待我们强大起来。因此， 如果能够
 单独媾和，即使条件极端不利，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也 必须接受
 。这个革命 还
 很虚弱，因为德国正在酝酿的革命 还
 没有前来援助我们俄国人。只有在 根本
 不可能单独媾和的情况下，才不得不立即进行战斗，但 决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而是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可能有两种策略的争论，必然只能进行最激烈的抵抗。但是只要还有选择的余地，那就应当选择单独媾和和极端不利的条约，因为这毕竟要比比利时的处境[163]好一百倍。

虽然我们现在还很虚弱，但是我们一月比一月强大。虽然欧洲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还没有到来，但是它一月比一月成熟。因此……因此，——“革命家们”（别叫我难受了……）推论说——在德帝国主义 明明
 比我们强大的情况下，虽然它一月比一月 削弱
 （由于德国革命缓慢地但是不断地成熟），我们仍然应当进行战斗。

感情用事的“革命家们”的推论真是万分精彩，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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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也是最“机智”、最流行的一个托词是：“签订难堪的和约是一种耻辱，是对拉脱维亚、波兰、库尔兰和立陶宛的背叛。”

正是俄国 资产者
 （及其走卒——新光线派[164]、人民事业派[165]和新生活派）最热心制造这种貌似国际主义的论据，这不是很奇怪吗？

不，并不奇怪，因为这种论据是资产阶级有意要把俄国布尔什维克拖进去的圈套，而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却由于喜欢空谈无意中陷入了这个圈套。

我们从理论上来看一下这个论据：究竟什么更重要，是民族自决权呢，还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更重要。

是不是可以为了怕违背民族自决权，而当着帝国主义明明强大、苏维埃共和国明明虚弱的时候，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去送死，去遭受帝国主义的打击呢？

不，不可以。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政策，这是 资产阶级的
 政策。

其次，以波兰、立陶宛、库尔兰归还“我们”为条件的和约是否就是耻辱 少些
 、兼并少些的和约呢？

从俄国资产者的观点来看， 是这样
 。

从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的观点来看， 不是这样
 。

因为德帝国主义放弃波兰（有个时期德国某些 资产者
 就愿意这样）之后，就会 更有力量
 去扼杀塞尔维亚、比利时等国。

至于俄国资产阶级大叫大嚷反对“难堪的”和约，那是它的阶级利益的真实反映。

但是某些（害了空谈脓疮的）布尔什维克一味重复这种论据，那就只能使人伤心了。

请看看英法资产阶级进行活动的 事实
 吧！它们现在千方百计地要把我们拖入对德战争，答应给我们无数的货物，如皮靴、马铃薯、炮弹、机车（是贷给……这不是“奴役”，不要害怕！这“只是”贷给！）。它们希望我们 现在
 同德国打起来。

为什么它们一定希望这样，这是很明显的：第一，因为这样，我们就会牵制住一部分德国兵力；第二，因为苏维埃政权同德帝国主义进行不合时宜的军事搏斗，就最容易遭到毁灭。

英法资产阶级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亲爱的，你们 现在
 去打吧，我们会因此获得很大的好处。德国人会掠夺你们，在东方“赚足了”，在西方就会廉价出让，顺便又可以使苏维埃政权垮台……打吧，亲爱的“同盟者”布尔什维克，我们会援助你们的！

于是，“左派”（别叫我难受了）布尔什维克就上了圈套，滔滔不绝地大谈最革命的空话……

是的，是的，容易接受革命空谈是小资产阶级性的一种残余表现。这是一个老真理，一个常被当作新鲜事的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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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夏天，我们党也曾害过某些方面类似的革命空谈病。

彼得堡和莫斯科，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主张抵制第三届杜马，他们以“感情用事”代替客观分析，上了圈套。

旧病复发了。

现在是更加困难的时候。问题还要重要千百万倍。在这样的时候害这种病，就有断送革命的危险。

为了将来任何时候人们谈到我们时都不会提起“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断送了革命”这个沉痛的事实，我们应当反对革命空谈，必须反对革命空谈，一定要反对革命空谈。





	载于1918年2月8日（21日）《真理报》第3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43—353页

















[158]《论革命空谈》一文发表于1918年2月21日《真理报》，署名卡尔波夫。列宁在报刊上为缔结和约展开公开斗争由此开始。——353。



[159]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1月15日（28日）通过了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1月29日（2月11日）通过了建立工农红海军的法令。——354。



[160]指1918年1月11日（24日）和2月17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和平问题时的表决情况。——355。



[161]这里说的是全俄民主会议就同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进行表决的情况。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中对这次表决作了分析（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90—293页）。



全俄民主会议是根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召开的，1917年9月14—22日（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维埃、工会、陆海军组织、合作社和民族机关等方面的代表共1582人。这个会议是为解决政权问题而召开的。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妥协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他们便伪造民主会议，企图以此代替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建立新的联合临时政府，使政权继续留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力图把国家纳入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轨道，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布尔什维克参加了民主会议，目的是利用会议的讲坛来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9月18日（10月1日），布尔什维克党团在民主会议上宣读了党中央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给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们的妥协政策以尖锐批评。9月19日（10月2日），会议就政权问题进行表决，结果是赞成同资产阶级联合而把立宪民主党排除在外（四分之三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代表反对联合）。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决议案，由于妥协派内部的分歧只得到了183张赞成票。9月20日（10月3日），民主会议主席团通过决定，由组成会议各集团分别派出名额为其人数15％的代表组成常设机关——预备议会，以履行民主会议的职能。——360。



[162]指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列·波·加米涅夫在1917年10月反对武装起义的机会主义错误。——360。



[163]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粗暴地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占领了比利时，企图利用它的领土对法国进行决定性打击。由于德国的占领和掠夺，比利时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工业濒于崩溃。1918年德国战败后，比利时才获得解放。——362。



[164]新光线派是指集结在《新光线报》周围的孟什维克。



《新光线报》（《Новый　Луч》）是俄国孟什维克统一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17年12月1日（14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编辑是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等。因进行反革命宣传于1918年6月被查封。——362。



[165]人民事业派是指集结在俄国社会革命党机关报《人民事业报》周围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关于《人民事业报》见注16。——362。









《列宁全集》第33卷


给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及各区委员会的电话[166]


1918年2月21日（8日）下午12时20分

我们建议一小时也不要耽误，把全体工人发动起来，遵照彼得格勒苏维埃今晚将要通过的决议，组织几万工人，并把所有资产阶级分子一个不漏地赶到彼得格勒近郊，在这些工人监督下挖战壕。只有这样才能拯救革命。革命在危急中。战壕线路由军人指定。你们准备好工具，最要紧的是把人人都组织起来，动员起来。





	
列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54页

















[166]这篇电话稿是由列宁和斯大林两人署名的，曾按保存下来的打字稿编入《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4卷。《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是按后来得到的列宁手稿刊印的。——365。　







《列宁全集》第33卷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167]


（1918年2月21日）

为了使疲惫不堪、疮痍满目的国家免除新的战祸，我们愿忍受最大的牺牲，向德国人声明我们同意接受他们提出的媾和条件。我们的军事谈判代表已于2月20日（7日）傍晚离开列日察到德文斯克去了， 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回音
 。德国政府显然是在拖延答复。它显然是不愿意媾和。德国军国主义履行各国资本家的委托， 要扼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要把土地归还地主，工厂归还银行家，政权恢复君主制
 。德国将军们想在彼得格勒和基辅建立自己的“秩序”。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万分危急中
 。在德国无产阶级尚未行动起来和取得胜利之前，俄国工农的神圣义务，就是要奋不顾身地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抗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德国的庞大军队。人民委员会决定： （1）全国所有一切人力物力全部用于革命的国防事业。（2）各级苏维埃和革命组织务必保卫每一个阵地，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3）所有铁路组织及与之有关的苏维埃，必须全力阻挠敌人利用铁路设施；在退却时必须破坏轨道，炸毁和烧掉铁路建筑物；全部车辆——车厢和机车——立即开往我国东部内地去。（4）凡有落入敌人手中危险的全部谷物储备和存粮以及一切贵重财物，应当无条件地销毁；责成各地苏维埃监督执行，并由各苏维埃主席亲自负责。（5）彼得格勒、基辅以及新战线沿线所有城镇乡村的工人和农民，都应当动员起来组成挖壕营，在军事专家指导下挖掘战壕。 （6）资产阶级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员的监视；违者枪毙。
 （7）一切反对革命的国防事业而站到德国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以及想利用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来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出版机关，一律封闭；这些出版机关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编辑和工作人员都动员去挖掘战壕和修筑其他防御工事。 （8）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社会主义祖国万岁！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人民委员会
1918年2月21日于彼得格勒

载于1918年2月22日（3月9日）《真理报》第32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3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57—358页

















[167]《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这一法令于1918年2月21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2月22日在《真理报》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公布，并印成了单页。——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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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委员会法令《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补充

（1918年2月21日或22日）

为了正确地和无条件地执行人民委员会2月21日的法令，兹决定：

（1）每个工人一昼夜完成8小时工作后，每天必须为军事部门或行政部门工作3小时（或者工作4小时半，第3天休息）。

（2）每个属于富有阶级或有钱阶层的人（每月收入500卢布以上或有现金储备1500卢布以上）必须立即领取一个 劳动手册
 ，以便每星期在手册上标明，他是否完成了自己担当的那份军事工作或行政工作。此事由所属工会、工人代表苏维埃或赤卫队地方部队司令部负责。

有钱人领取一本劳动手册须缴50卢布。

（3）不是工人但也不属于有钱阶级的人也必须领取劳动手册，但是他们领取一本只缴5卢布（或者只缴工本费1卢布）。

在有钱人的劳动手册上列有表格，以便每星期登记收支数目。没有劳动手册的或者填写得不对的（尤其是弄虚作假的），依战时法律惩办。

凡持有武器者必须向（一）当地住宅委员会和（二）第2条指出的机关领取新的许可证。没有这两种许可证，禁止持有武器。违者枪决。

隐匿存粮者也枪决。

为了合理解决粮食问题， 全体
 公民必须参加 消费合作社
 、住宅……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27年12月22日《真理报》第29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59—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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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疥疮[168]


（1918年2月22日）

疥疮是一种折磨人的疾病。而当人们害了革命空谈这种疥疮时，观察它一下都会觉得很难受。

简单明了、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劳动群众的代表都感到无庸争论的真理，却被害了这种疥疮的人歪曲了。他们歪曲这些真理，常常出于最好、最纯洁、最高尚的动机，“只不过是”由于没有领会某种正确理论，或者说，由于象小孩子那样生硬地、象小学生那样盲从地乱套这些理论（他们正象俗话所说，不懂得“该说什么说什么”）。但是，疥疮并不因此就不再令人厌恶了。

譬如说，一个给受尽了三年掠夺战争折磨的人民带来了苏维埃政权、土地、工人监督和和平的政府，是不可战胜的，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个真理更加不可争辩、更加清楚呢？和平是主要的。在争取普遍的、公正的和约方面 真心诚意
 作了努力之后，实际证明， 现在
 不可能获得这种和约，既然如此，任何一个庄稼汉都会懂得，现在必须争取的已不是全面的和约而是单独的（个别的）和不公正的和约。任何一个庄稼汉，甚至最愚昧最没有文化的庄稼汉也会懂得这一点，并且会 赞扬
 即使给他带来这种和平的政府。

有些布尔什维克一定是害了空谈疥疮，才会忘了这一点，从而引起农民对他们的极为合理的不满，因为这种疥疮已经导致掠夺成性的德国对疲惫不堪的俄国发动新的战争！至于这种疥疮是用哪些可笑而又可怜的“理论”废话和诡辩掩盖起来的，我在《论革命空谈》（2月21日（8日）《真理报》） 
［注：见本卷第353—364页。——编者注］

 一文中已经指出，假如这种疥疮今天没有蔓延到（多么缠人的病呀！）新的地方，我是不会想起这一点来的。

为了说明这是怎么一回事情，我先举个小小的例子，说得简单明了一些，不谈“理论”（如果拿疥疮冒充“理论”，那是不能容忍的），不用奥妙的词句，不用群众不懂的东西。

假定说，卡利亚耶夫为了刺杀暴君和恶棍，从一个大坏蛋或大骗子或大强盗那里搞到一支手枪，答应用面包、金钱和烧酒作报酬。

能不能因为卡利亚耶夫为了搞到杀人武器“同强盗作交易”而谴责他呢？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说：不能。如果卡利亚耶夫不能从别的地方用别的办法搞到手枪，如果他做的事情的确是正当的（是刺杀暴君，而不是为了杀人越货），那么，他用这种办法搞到手枪就不应该受到非难，而应该得到赞许。

可是，如果一个强盗为了杀人越货而以金钱、烧酒和面包作报酬从另一个强盗那里搞到手枪，那么能不能把 这种
 “同强盗作交易”跟卡利亚耶夫的作交易相比（更不用说同等看待了）呢？

不能。任何一个人，只要不是疯子，只要没有染上疥疮，都会同意说不能。随便哪一个庄稼汉，如果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用空话来规避这个如此明显的真理，都会说：老爷，你可管理不了国家，还是去当一个耍嘴皮子的小丑吧，或者干脆去洗个蒸汽浴，治好你的疥疮吧。

如果统治国家的资产阶级即剥削者阶级的代表克伦斯基同英法剥削者作成交易，从他们那里取得武器和马铃薯，同时向人民隐瞒了答应（在胜利时）把亚美尼亚、加里西亚和君士坦丁堡给一个强盗，把巴格达、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给另一个强盗的条约，那么从克伦斯基及其朋友们来说，这种交易是掠夺性的、诈骗性的、肮脏的交易，这还难以理解吗？

不。这完全不难理解。任何一个庄稼汉，甚至最愚昧最没有文化的庄稼汉都会理解。

可是，如果被剥削被压迫者阶级的代表在这个阶级推翻了剥削者之后公布了和废除了一切秘密的和掠夺性的条约，遭到了德国帝国主义者强盗般的进攻，那么能不能因为他“同”英法“作交易”、因为他用金钱或木料等换取他们的武器和马铃薯而谴责他呢？能不能认为这种交易是不正当的、可耻的、肮脏的呢？

不，不能。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懂得这一点，都会象嘲笑小丑似地嘲笑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想以“高贵的气度”和学者的姿态证明，“群众不会懂得”帝国主义者克伦斯基的强盗战争（和他同强盗所作的有关分赃的可耻交易）跟布尔什维克政府为了从英法强盗那里取得武器和马铃薯以抵抗德国强盗而同他们所作的 卡利亚耶夫式的
 交易有什么区别。

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说：为了抢劫而向强盗购买武器是卑鄙龌龊的行为；但是为了同暴徒进行正义的斗争而向强盗购买武器则是完全合理的事情。只有“读过一点书”、只学到装腔作势的那些矫揉造作的小姐和公子才会认为这种事情有什么“不干净的地方”。除了这样一些人而外，也许还有害了疥疮的人会犯类似的“错误”。

那么，德国工人是不是会懂得克伦斯基为了夺取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奥地利的加里西亚、德国的东普鲁士……而向英法强盗购买武器跟布尔什维克为了抗击威廉（当他派兵进攻向所有国家提议缔结真诚的、公正的和约并且宣布战争已经结束的社会主义俄国的时候）而向同样一些强盗购买武器的区别呢？

应该认为德国工人是“会懂得”这一点的，第一，因为他们是聪明的、受过教育的工人；第二，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文明的和整洁的生活，他们没有害俄国那种疥疮，特别是革命空谈的疥疮。

杀人越货和杀死暴徒是不是有区别呢？

两个掠夺者集团为了分赃而进行的战争跟已经推翻了掠夺者的人民为了摆脱掠夺者的侵犯而进行的正义战争，是不是有区别呢？

评论我从强盗那里搞到武器是做了好事还是坏事，难道不取决于搞这些武器的目的和用途吗？难道不取决于这些武器是用于罪恶的、龌龊的战争还是用于正义的、正当的战争吗？

咳！疥疮真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疾病。而在澡堂里不得不给害疥疮的人洗蒸汽浴也是一种令人苦恼的行业……

附言：北美人在18世纪末的反英解放斗争中曾利用了竞争者——同英国一样的殖民强盗西班牙和法国两国的帮助。据说现在有些“左派布尔什维克”竟坐下来写论述这些美国人作了“肮脏交易”的“学术论文”……





	载于1918年2月9日（22日）《真理报》第33号（晚上版）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61—364页

















[168]《论疥疮》一文是为“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8年2月22日会议上反对从英法方面购买武器和粮食以抵抗德帝国主义者一事而写的。



人民委员会于2月21日讨论这个问题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利用盟国援助。会议决定休会，让各党团自行磋商。2月2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列宁因故没有出席，他给中央委员会送来了一个声明：“我赞成从英法帝国主义强盗方面取得马铃薯和武器，请把我这一票加上。”中央委员会以6票对5票通过决议，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方面购买为装备革命军队所必需的一切物资，而同时保持外交政策的完全独立。表决后，尼·伊·布哈林申请退出中央委员会并辞去《真理报》编辑的职务。阿·洛莫夫（格·伊·奥波科夫）、莫·索·乌里茨基、布哈林、安·谢·布勃诺夫、弗·米·斯米尔诺夫、英·尼·斯图科夫、美·亨·勃朗斯基、瓦·尼·雅柯夫列娃、亚·彼·斯蓬德、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和格·列·皮达可夫共11名“左派共产主义者”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指责中央委员会投降国际资产阶级，声称要开展广泛的鼓动，以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政策。



同一天，人民委员会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作出了同意购买的决定。——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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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莫斯科瓦·尼·波德别尔斯基的直达电报[169]


（1918年2月22日）

总的说来，德国人一直在向前推进，因为没有遇到抵抗。此外，我没有其他经过核实的新消息。我认为局势极其严重，不容许我方有丝毫延误。至于奥匈帝国不参战的消息，我个人跟托洛茨基不同，并不认为这个消息已经核实。据说，已截获无线电报，并有来自斯德哥尔摩的关于这个消息的电报，但我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文件。






	　　列宁
载于1918年2月10日（23日）《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区域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3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65页



















[169]这个电报是对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区域邮电委员瓦·尼·波德别尔斯基如下询问的答复：“刚才有人以托洛茨基名义打电话通知我们，似乎奥匈帝国已声明拒绝进攻俄国。请您立即设法同托洛茨基或任何一位人民委员通话，核实这个消息并通知我们。我们正在召开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议，会议等待着这个消息核实的结果。顺便请您设法弄到最新消息，只要是经过核实的，请立即告诉我们。同志，这件事请您一定办到，它对我们非常重要。”——376。









《列宁全集》第33卷


和平还是战争？

（1918年3月23日）

读者可以看见，德国人在答复中向我们提出的和约条件比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提出的更苛刻了。虽然如此，我还是绝对相信，只有完全陶醉于革命空谈的人才会怂恿别人拒绝签署这些条件。正因为我一直认为革命空谈是对我们党的（因而也是对革命的）最大威胁，所以我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论“革命空谈”和论“疥疮”这两篇文章（署名：卡尔波夫） 
［注：见本卷第353—364页和第372—375页。——编者注］

 ，开始了反对革命空谈的无情斗争。一些严格执行革命口号的革命政党害了革命空谈病而遭到毁灭，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在此以前，我曾竭力提示党同革命空谈进行斗争。现在我必须公开做这件事情。因为——真糟糕！——我最坏的推测被证实了。

1918年1月8日，我在大约有60位彼得格勒最著名的党的工作人员参加的会议上宣读了我的《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即明天就要发表的17条）。我在这个提纲中（第13条）已向革命空谈宣了战，但是采取了最婉转的、同志般的方式（现在我深深责备自己不该那样婉转）。我说过，拒绝签订德国人提出的和约的政策，“也许适合人们追求漂亮、动人、鲜明那种欲望，可是完全不顾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的阶级力量和物质因素的客观对比” 
［注：见本卷第252页。——编者注］

 。

我在提纲第17条中写道，如果我们拒绝签订向我们提出的和约，那么“最严重的失败将迫使俄国缔结更加不利的单独和约”。

事实证明情况更坏，因为我们正在退却的和复员的军队根本拒绝作战。

在目前这样一种情况下，只有漫无边际的空谈才会怂恿俄国进行战争。如果空谈的政策占了上风，那我个人当然连一秒钟也不会留在政府和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里。

现在痛苦的真相已经万分明显，要想不看见它是不可能的。俄国整个资产阶级都在欢呼和庆祝德国人的到来。只有瞎子和陶醉于空谈的人才会看不见，进行革命战争（ 在没有军队的情况下
 ……）的政策就是给我国资产阶级帮忙。在德文斯克，俄国军官已经戴上了肩章。

在列日察，资产者欢天喜地地迎接德国人。在彼得格勒的涅瓦大街上，在资产阶级报纸（《言语报》、《人民事业报》、《新光线报》等）上，他们都在津津乐道苏维埃政权将被德国人推翻。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吧，谁要反对立刻签订即使是极端苛刻的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维埃政权。

我们被迫签订一个苛刻的和约。它不会阻止德国和欧洲的革命。我们将要开始组织革命军队，但不是依靠空谈和叫喊（象有些人所做的那样，这些人从1月7日起甚至没有做一点工作来阻止我们的军队逃跑）， 而是依靠组织工作
 ，依靠建立严整的、全民的和强大的军队的实际行动。





	载于1918年2月10日（23日）《真理报》第34号（晚上版）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66—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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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70]


（1918年2月23日）

记录

1

列宁同志认为，革命空谈的政策必须结束。如果这种政策现在还继续下去，他就要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进行革命战争是需要军队的，但是我们没有军队。这就是说，只好接受条件。


2


列宁同志
 ：有些人指责我提出了最后通牒。我提出最后通牒是万不得已的。我们的中央委员在谈论国际性的国内战争，那是一种嘲弄。国内战争在俄国有，但是在德国还没有。我们的鼓动工作还要继续进行。我们不是用空话，而是用革命在进行鼓动。这还要继续进行。斯大林说可以不签订和约，那是不对的。必须签字接受这些条件，如果你们不签字接受这些条件，那么三个星期之后你们就得在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这些条件动摇不了苏维埃政权。我丝毫也不犹豫。我提出最后通牒不是为了撤回它。我不愿听革命空话。德国的革命还没有成熟。这需要几个月时间。应该接受条件。如果以后还有新的最后通牒，那将是在新形势下提出来的。


3


列宁同志
 ：我也认为必须准备革命战争。可以解释条约，我们也将作解释。复员在这里是从纯粹军事意义上来说的。战前我们也有军队。对于革命战争，要认真作准备。我一秒钟也不怀疑，群众是主张和平的。


4

列宁提议表决：（1）是否立即接受德方的建议，（2）是否立即准备革命战争，（3）是否立即征询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选民的意见。


5


　　阿·洛莫夫提出一个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准不准许暗地里或公开地鼓动反对签订和约。



　　列宁同志作了肯定的回答。
6


　　由于某些中央委员声明要辞去苏维埃和党的一切重要职务，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建议，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央委员都留在原岗位上，可以在党内进行自己的鼓动。



　　列宁同志主张讨论斯维尔德洛夫提出的问题，因为，第一，离签订和约还有3天时间，第二，离批准和约还有12天时间，因此，还可以听取党的意见，如果党反对签订和约，那就用不着批准了。但是由于今天时间很紧，建议把问题搁到明天讨论。
7


　　约·维·斯大林提出一个问题：辞职是否意味着事实上退党。



　　列宁同志指出，退出中央委员会并不意味着退党。
8

列宁同志建议同志们可以在表决时离开会场和不在任何文件上签字，以免承担责任，但是不要把苏维埃的工作抛开不管。





	第1—3次发言载于192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第4—8次发言载于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69—371页

















[170]这是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8年2月23日会议上的八次发言。这次会议是由于德国提出了新的更加苛刻的和约条件并限定48小时内接受而召开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尼·伊·布哈林、莫·索·乌里茨基、阿·洛莫夫（格·伊·奥波科夫）再次反对列宁提出的立即接受德国的条件并签订和约的最后通牒式的建议。列·达·托洛茨基反对签订和约，并且宣称，由于不同意列宁的意见他要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格·叶·季诺维也夫、格·雅·索柯里尼柯夫赞成签订和约。表决时赞成立即接受德国条件的有：列宁、叶·德·斯塔索娃、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伊·捷·斯米尔加；反对的有：安·谢·布勃诺夫、乌里茨基、布哈林和洛莫夫（奥波科夫）；弃权的有：托洛茨基、尼·尼·克列斯廷斯基、费·埃·捷尔任斯基和阿·阿·越飞。表决后，“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布哈林、洛莫夫、布勃诺夫、格·列·皮达可夫、瓦·尼·雅柯夫列娃和乌里茨基发表声明，宣布他们辞去党和苏维埃的一切负责职务，保留在党内和党外进行鼓动的充分自由。——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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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皇村无线电台的指令[171]


1918年2月23日（10日）

兹命令正式通知皇村无线电台，今夜（23日夜）至明晨7时务必安排值班员发无线电报。

夜间应停止收报，以便（从该时起）充分保证我们的无线电报 能够
 毫不延搁地 发出
 。

正式而准确地回报收到此令的情况和为执行此令所采取的措施。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91—392页

















[171]《给皇村无线电台的指令》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讨论缔结对德和约问题之前草拟和下达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后，列宁根据会议决议起草了人民委员会决定（见本卷第396页）。决定于6时40分发往皇村无线电台，7时32分由电台发往柏林。——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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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和约

（1918年2月23日）

托洛茨基说得对，这个和约可能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和约，但是这个要结束一场难堪百倍的战争的和约则不可能是一个难堪的、耻辱的、肮脏的和约。

当强者踩着弱者胸口的时候，签订不幸的、无比苛刻的、无限屈辱的和约，是非常痛苦的，极端痛苦的。但是决不能悲观失望，不要忘记：历史上有过更加屈辱的先例，有过和约条件更加不幸、更加苛刻的先例。然而受尽野兽一样残酷的胜利者摧残的人民，终于恢复了元气，站了起来。

拿破仑一世当时对普鲁士的摧残和侮辱比威廉现在对俄国的摧残和侮辱要厉害得多。[172]好多年里，拿破仑一世在大陆上一直是所向无敌的，他当时战胜普鲁士比现在威廉战胜俄国要彻底得多。但是几年之后，普鲁士恢复了元气，并且在解放战争中，利用了决不是同拿破仑进行解放战争而是同他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强盗国家的援助，推翻了拿破仑的压迫。

拿破仑的帝国主义战争继续了许多年，占去了整整一个时代，表现了帝国主义 
［注：我这里讲的帝国主义是泛指对别的国家的掠夺，帝国主义战争是指掠夺者为了瓜分这些赃物而进行的战争。］

 关系和民族解放运动交织在一起的异常复杂的情景。结果，历史经过了充满战争和悲剧（许多国家人民的悲剧）的这一整个时代，从封建主义向“自由的”资本主义前进。

现在，历史前进得更快，正在遭受帝国主义战争摧残和已经被它压垮的许多国家人民的悲剧更加令人惊心动魄。帝国主义的和民族解放的思潮、运动和意向也交织在一起，不过它们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差别：民族解放运动无比弱小，帝国主义运动无比强大。但历史还是不断前进，而在一切先进国家内部，社会主义革命，即远比以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更深刻、更具有人民性、更强大的革命，正在成熟起来，不可阻挡地成熟起来。

因此，我们再三说：悲观失望是绝不容许的。和约条件苛刻得难以忍受。但是历史终究会占上风，其他国家不断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来援助我们（即使不象我们大家所希望的那样快）。

强盗包围我们，摧残我们，侮辱我们，——所有这些痛苦，我们都能忍受。我们在世界上并不孤立。我们有朋友，有支持者，有最忠实的援助者。他们由于许多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条件来不及赶来，但是他们一定会来的。

我们要组织、组织、再组织。不管经受什么样的考验，未来一定属于我们。





	载于1918年2月24日《真理报》第3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82—383页

















[172]指拿破仑第一击败普鲁士和俄国军队后，法国和普鲁士于1807年7月在蒂尔西特（今苏联加里宁格勒州苏维埃茨克市）缔结的和约。和约使普鲁士承担了沉重的、屈辱性的义务。普鲁士丧失了一半领土，担负了1亿法郎的赔款，此外还必须把军队缩减到4万人，按照拿破仑第一的要求提供辅助性的军队，并停止同英国的贸易。——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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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

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73]


（1918年2月23日）

报道

列宁发言主张接受德国人提出的条件。他一开始就说，苏维埃政权应该正视真实情况，应该确认抵抗德国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谈到前面几个发言人拒绝签订条约的理由时反驳说，认为我们最近就能把军队组织起来是毫无根据的；军队不愿打仗，而且谁也不能强迫它去打仗。如果我们现在着手组织军队，如果我们集合起很少几个勇敢的战士，把他们投入帝国主义的血口，那我们就会因此断送掉为我们争得了自由的坚强而又有思想的战士。

列宁接着说，德国革命迟延爆发决不能怪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德国革命一定会到来，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来，因此我们最好的出路就是要赢得时间。如果我们现在签订了和平条约，那么我们今后就会通过积极的有组织的工作、通过修筑铁路，通过整顿粮食问题建立一支坚强可靠的军队，来保卫我们的革命，到那时，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无疑是会及时赶到的。





	载于1918年2月11日（24日）《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区域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3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72页

















[173]这是列宁在1918年2月23日晚举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讨论接受德国提出的新的和约条件的问题，会上气氛非常紧张。最高总司令尼·瓦·克雷连柯报告了前线形势以及军队自发复员的情况以后，卡·伯·拉狄克、达·波·梁赞诺夫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伊·扎·施泰因贝格发言反对签订和约。列宁发表讲话，维护签订和约的主张。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决议。



继两党团联席会议之后，举行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党团会议否决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关于在即将召开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自由投票的建议，以多数票通过了在这个会议上投票赞成签订和约的决议。——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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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在哪里？[174]


（1928年2月23日或24日）

反对按照布列斯特的条件缔结单独和约的最著名和担任最重要职务的人把自己论据的要点叙述如下：






	││││││

│││

　


	　　“……－－－－－－－－　　－－－－－－－－

　　－－－－－－－－…”











　　这里几乎用决议的形式提出了最集中、最重要的论据。为了便于分析这些论据，我们把每句话都编上号码。一看这些论据就会马上发现作者们的基本的错误。他们只字不提目前进行革命战争的具体条件。主和派主要的、基本的理由，即我们 
现在

 不可能进行战争，这一点恰恰没有谈到。为了进行反驳（即使是反驳我的提纲 
［注：见本卷第247—255页。——编者注］

 ，而这个提纲是作者们从1月8日起就知道得很清楚的），他们提出的尽是 一般的
 理由、抽象的概念，那就必然变成说空话。因为任何一般的历史的理由，如果用在个别场合而不对该场合的条件作专门的分析，都会变成空话。

就拿第一个论点来说吧。其全部“精华”就是：非难，叫喊，唱高调，竭力“羞辱”对方，感情用事。你看你们多么糟糕，帝国主义者进攻你们，并且“宣布”自己的目的就是要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而你们竟回答说同意缔结和约！但是要知道，连作者们也很清楚，我们的论据是：我们拒绝缔结苛刻的和约 恰好便于
 敌人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而且我们还十分具体地举出了有关军队情况及其阶级成分等等许多事实来证实这一论据（譬如在我的提纲中就是这样）。作者们回避一切具体的东西，只谈空话。因为如果敌人“宣布”自己的目的就是要镇压革命，而一个革命者却选择显然不能采取的反抗形式，正好使敌人“宣布”的目的得以 实现
 ，那他就是一个蹩脚的革命者。

第二个论据：“非难”更加厉害了。你看，敌人刚发起第一次攻击，你们就同意媾和……难道作者们真的认为，这会把那些从1月起即在“攻击”之前很久就分析了力量对比和目前进行战争的具体条件的人们说服吗？如果把“非难”当作对分析的反驳，那么这种反驳不就是空谈吗？？

他们对我们说，在目前条件下同意媾和，“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向国际资产阶级投降”。

又是空谈。把一般真理鼓吹得过了头，就会变成谬误，变成唱高调。德国资产阶级不是“国际”资产阶级，因为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 欢迎
 我们拒绝签订和约。“投降”一般说来是件坏事，但是这个值得重视的真理并不适用于每一个别情况，因为在显然不利的条件下放弃战斗也可以叫作投降，但是 这样的
 投降却是严肃的革命者应该做的。同意参加第三届杜马，与斯托雷平媾和，一般讲来也是投降，正象当时我们唱高调的“左派”所说的那样。从带头革命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先进部队，这是不容争辩的；但是在同先进的帝国主义的力量进行军事搏斗这一点上，要说我们是先进部队，那就……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73—375页

















[174]《错在哪里？》一文是为分析11名“左派共产主义者”于1918年2月22日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声明而写的。参看注16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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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175]


（1918年2月24日）

同志们，德帝国主义的代表向我们提出的条件空前苛刻，这是具有无比的压迫性和掠夺性的条件。德帝国主义者趁俄国虚弱，用膝盖压住了我们的胸口。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向大家隐瞒我所深信的痛苦的真相，我不能不向大家说，我们除签字接受这些条件外没有别的出路。其他任何建议都是有意无意地招致更大的不幸，使苏维埃共和国更加（如果这里可以说程度的话）彻底屈服于德帝国主义，遭受它的奴役，或者就是可悲地企图用空话来回避严重的、无比痛苦的但是千真万确的现实。同志们，你们大家都很清楚，而且你们中的许多人还亲身体验到，过去压在俄国身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的负担，由于众所周知的无可辩驳的原因，比其他国家更沉重、更厉害；因此你们知道，我国军队受战争的摧残和折磨，是任何其他军队不能相比的；资产阶级报刊以及那些帮助他们的，或者说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党对我们的一切诬蔑，说什么布尔什维克瓦解了军队，都是一派胡言。我再一次向大家提一下当时还是克伦斯基手下一名准尉的克雷连柯临去彼得格勒以前散发给军队的那张传单。这张传单后来转载在《真理报》上，他在传单中说：我们并不号召你们暴动，我们号召你们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力求尽可能有组织地活动。[176]这就是一个最热情、最接近军队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所作的宣传。为了保持这个疲惫不堪的军队、为了加强这个军队，能做的都做了。现在我们都知道，例如，最近一个月来，我绝口不提我的那个可能显得悲观的看法，我们都知道，最近一个月来，为了改进现状，对于军队我们讲了所能讲的一切，做了所能做的一切，而现实却向我们表明，经过了三年战争的我们的军队无论如何是不能也不愿打仗了。这才是根本的原因，这个原因是简单的、明显的、十分痛苦和沉重的，但也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住在我们旁边的帝国主义强盗用膝盖压住了我们的胸口，我们不得不接受和约条件。因此我说，我完全意识到我现在担负着什么样的责任，并且再说一遍，任何一个苏维埃政权的代表都没有权利规避这个责任。当然，向工人、农民和士兵们讲述十月革命以后革命进展的情形是轻松愉快的，看着这种情形也是轻松愉快的，可是现在，当必须承认痛苦的、无庸置疑的真相——不可能进行革命战争——的时候，要想规避这个责任是不允许的，应当毫不犹豫地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我认为我应该而且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直率地讲出实际情况，因此我确信，俄国劳动阶级知道（我一秒钟也不怀疑他们知道）战争是怎么一回事、战争需要劳动人民付出多大代价、战争已经使他们疲惫到了什么程度，尽管他们和我们一样会意识到这些和约条件是空前苛刻的、蛮横的、卑鄙的，但他们会为我们的做法辩护。他们会说：你们提出立刻缔结公正的和约的条件，这是应该的，你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拖延和约的签订也是应该的，以便看看其他国家是不是赞同，欧洲无产阶级是不是会来帮助我们，而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我们要想获得巩固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为了拖延谈判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甚至比所能做的还多，我们在布列斯特谈判开始以后甚至宣布战争状态业已停止，当时我们和我们中间许多人一样，确信德国的情况使它不可能向俄国发动残酷的、野蛮的进攻。这一次我们却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必须善于正视失败。是的，在此以前，革命一直是上升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现在却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开头来势迅猛的德国工人运动暂时中断了。我们知道，这个运动的基本原因并未消除，而且还在增长，势必还会扩大，因为折磨人的战争还在拖下去，因为帝国主义的兽行暴露得愈来愈彻底、愈来愈露骨，使那些看来最不关心政治或不能理解社会主义政策的群众睁开了眼睛。因此就形成了一个十分危急和悲惨的局面，迫使我们不得不马上接受和约，劳动群众一定会说：是的，他们做得对，他们为了提议签订公正的和约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他们接受最具有压迫性和最不幸的和约是应该的，因为我国已没有别的出路。德国人的处境使他们不得不跟苏维埃共和国决一死战；他们现在之所以没有继续实行进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计划，那完全是因为同英国进行的流血的掠夺战争牵制了他们，而内部又发生了危机。当有人向我指出，德帝国主义者可能明天或后天提出还要坏的条件时，我就说应该对此有所准备；苏维埃共和国就在残暴的强盗身旁，自然应该预料到会遭受进犯。我们现在不能用战争回答敌人，那是因为没有力量，因为只有同人民一起才能进行战争。如果革命所获得的胜利使许多同志持相反的意见，那也决不是普遍的现象，也决不反映真正群众的意志和意见；如果你们到真正的劳动者阶级，到工人和农民中去，那你们只会听到一种答复，如一个士兵所说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进行战争，我们已经没有力气，我们已淹没在血泊中了。当我们签订这个被迫的、无比苛刻的和约时，这些群众是会理解我们的，会替我们辩护的。也许群众要养息不少时间才能复原，但是那些在革命高涨时期和在革命低落时期，即向群众发出的革命号召得不到群众响应的时期，经历过长年累月的革命战斗的人都知道，革命终究是要重新高涨起来的；所以我们说，是的，现在群众没有能力进行战争，现在苏维埃政权的每个代表都应该公开向人民说明全部痛苦的真相，三年战争以及沙皇制度造成的经济极端严重破坏所带来的负担无比沉重的时期将会过去，人民会发现自己有力量和可能回击敌人。现在有个压迫者来压迫我们；对于压迫的最好的回答，当然是革命战争，是起义；可惜历史表明，对于压迫，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用起义来回答的；放弃起义并不就是放弃革命。不要受资产阶级报纸，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挑拨吧；不错，他们对于这个和约除了叫喊“难堪的和约”和“可耻！”以外没有说过别的话，但实际上这个资产阶级却在欣喜若狂地欢迎德国侵略者。他们说：“德国人终于要来了，他们会替我们建立秩序。”这就是他们的希望，也是他们用“难堪的和约，耻辱的和约”这种叫喊来中伤我们的原因。他们希望苏维埃政权进行战斗，进行无比残酷的战斗，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没有力量；他们拖我们去受德帝国主义者的彻底奴役，以便同德国警察进行勾结，但是他们代表的只是本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苏维埃政权正在日益巩固。这些反对和约的言论和叫喊，我认为是一个绝好的证明：拒绝和约的人不仅以不可救药的幻想安慰自己而且已经中了敌人的挑拨。不，应该正视这个生死攸关的真相：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用膝盖压住了我们胸口的压迫者，我们将要采取一切革命斗争手段进行斗争。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极端困难，我们的同盟者不能赶来援助，国际无产阶级不能马上前来，但它一定会来的。这个现在不能给敌人以军事回击的革命运动正在高涨，它的回击会迟一些，但它是一定要回击的。（鼓掌）





	简要报道载于1918年2月12日（25日）《真理报》第35号（晚上版）全文载于1926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26卷第2册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76—380页

















[175]这是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讨论缔结对德和约问题的会议上作的报告。这次会议于1918年2月24日凌晨3时在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主持下召开。在讨论列宁的报告时，孟什维克、右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发言反对签订和约。会议以116票赞成、85票反对、26票弃权批准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接受德国和约条件的决议。大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退出了会场，没有参加表决。——391。



[176]指尼·瓦·克雷连柯的致士兵书。列宁在《布尔什维主义和军队“瓦解”》一文中曾经加以引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25—228页）。——392。









《列宁全集》第33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接受德国和约条件的决定[177]


（1918年2月24日）

根据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2月24日凌晨4时半通过的决议，人民委员会决定接受德国政府提出的和约条件，并派代表团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18年2月12日（25日）《真理报》第35号（晚上版）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33号（晚上版号外）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81页

















[177]人民委员会的这一决定在1918年2月24日清晨就通知了柏林德国政府，但是，德国统帅部却拒绝苏维埃军队最高总司令尼·瓦·克雷连柯关于承认以前签订的停战协定有效的建议，坚持认为该协定已经失效。德军的进攻直到3月3日和约签订后才停止。——396。







《列宁全集》第33卷


关于必须签订和约的意见

（1918年2月24日）

当前不签订和约就等于向德帝国主义宣布武装起义或革命战争。而这要么是空谈，要么是渴望德国人到来的俄国资产阶级的挑拨。实际上，我们目前不能作战，因为军队反对战争，军队不能打仗。从1918年2月18日至24日同德国人作战的一个星期中，我们的部队碰到德国人就干脆逃跑的情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成了德帝国主义的俘虏。目前不要空谈举行反抗德国人的武装起义，而要进行系统的、认真的、不间断的准备革命战争的工作，建立纪律和军队，整顿好铁路和粮食工作。这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多数人的看法，其中包括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多数人）和斯皮里多诺娃、马尔金（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少数人）。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84页















《列宁全集》第33卷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1918年2月24日）

记录

1


　　讨论派遣代表团去布列斯特签订和平条约的问题。



　　列宁同志认为必须保持同原代表团的继承性，由于卡拉汉同志一人不够，最好越飞和季诺维也夫两位同志也去。
2


　　阿·阿·越飞坚决不肯去，他说，“签订和约是断送整个布列斯特政策”。



　　列宁同志说，他并不坚持要越飞去担任签订条约的全权代表，但是他认为越飞同志以顾问的身分去是必要的。当然，德国人唯恐我方反对，寄来了最后通牒式的答复，但是当看到我们同意签订和约时，他们也会同意谈判。因此就需要一个了解全部情况的顾问。如果到那里只是签一下字，那当然就什么也不用说，而顾问甚至可以不出席会议。
3

列宁同志说，拉狄克反对缔结和约，但是他同意去，可是波兰人不许他去。


4


　　在争论过程中，列·达·托洛茨基说，这次去布列斯特只是在和约上签一下字，那里并不需要阿·阿·越飞，因为最重要的问题，德国人的答复里已经谈到了。



　　列宁同志认为他的看法不对，因为签订条约无疑需要专家，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专家，即使是签订通商条约方面的专家也没有。本来克拉辛可以去，但是他到斯德哥尔摩去了，要过一个时候才能回来。正如代表团所说，我们要咬紧牙关签订和约，但是我们不知道事态将如何发展，不知道在代表团到达布列斯特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越飞以顾问的身分去是必要的。总之应该注意到，我们给代表团的任务是：只要有可能，就进行谈判。
5


　　在讨论过程中，格·叶·季诺维也夫和格·雅·索柯里尼柯夫两人被提名为和谈代表团成员的候选人。



　　列宁同志认为，应该把他们两人都派去，如果问题只是在和约上签一下字，那么跟契切林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做法以后，两人就可以马上动身。
6


　　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声明，他不去布列斯特，如果中央委员会硬要他去，他就退出中央委员会。



　　列宁同志请同志们不要激动，并且指出，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可以以人民委员的身分参加代表团前往。
7


　　讨论列·达·托洛茨基关于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的申请书。



　　列宁同志指出，这是不能接受的，改变政策会引起危机。政策征询书已寄往各省[178]，进行一些争论决不会有害处。他提出一项实际建议：中央委员会请托洛茨基同志把自己的申请书搁到中央委员会下次会议即星期二再提出。（修正：搁到代表团从布列斯特回来。）


8

列宁同志提议表决以下声明：中央委员会认为，现在不能接受托洛茨基同志的辞呈，请他把自己这个决定推迟到代表团从布列斯特回来或者实际情况改变以后提出。


　　通过。3票弃权。




9


　　列·达·托洛茨基认为，既然他的申请书未被接受，他就不得不避免在官方机关露面。



　　列宁同志提议表决：中央委员会听取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在人民委员会解决外交问题时缺席，但是请托洛茨基同志在解决其他问题时不要缺席。
　　通过。




10


　　讨论阿·洛莫夫、莫·索·乌里茨基、弗·米·斯米尔诺夫、格·列·皮达可夫、德·彼·博哥列波夫、亚·彼·斯蓬德关于辞去在人民委员会所任职务的申请书。莫·索·乌里茨基希望能公布他们辞去党和苏维埃重要职务的申请书。



　　列宁同志提议通过：中央委员会请提出申请书的同志们把自己的决定推迟到代表团从布列斯特回来以后再提出，并请他们一起讨论一下中央委员会的这项决定。
11

列宁同志提出两项建议：

（1）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们四个人的请求是合法的，但是鉴于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政治局势复杂，请他们讨论一下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把自己的申请书暂时搁一下。

（2）中央委员会保证把他们的申请书登在《真理报》上，但是请他们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决定，并且讨论一下他们可不可以留在负责岗位上和中央委员会里。[179]


　　建议被通过。








	第1—10次发言载于1928年《无产版阶级革命》杂志第2期；第11次发言载于192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第35卷第385—388页

















[178]指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给各省、县苏维埃和各省、县、乡土地委员会的电报征询书。征询书叙述了德国的和约条件，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接受这些条件，举出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表决结果，叙述了在缔结和约问题上的两种观点，要求各单位收到后立即报告它们对签署德国提出的和约条件的态度。这个文件当时没有在报上公布，1931年首次发表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



列宁十分重视收到的答复。在发出征询书的第二天，他就对通过直达电报收到的头一批答复作了研究，指出：“很显然，农村不想打仗，应该专门征询各乡的意见，这样，情况就会完全清楚。”随后就以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用急电直接向各乡发出了征询书。两周内，陆续收到了俄国各地的答复。列宁把答复按“主和”和“主战”分类，编成了两份汇总表（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第59—60页和第36卷第30页）。下表大约是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编的。














	　
	主和
	主战
	　
	　
	答复：
	　
	　



	2月26日
	60
	61
	
╔

║

║

║

║

║

║

║

╚


	　
	　
	　
	　



	2月27日
	54
	24
	收到答复者：
	主和
	主战
	　



	2月28日
	26
	23
	人民委员会
	155＋
	119＝
	274



	3月1日
	9
	7
	中央执行委员会
	95＋
	105＝
	200



	3月2日
	 6
	 4
	
总计＝


	250＋
	224＝
	474



	总计：
	155
	119
	　
	167＋
	128＝
	295



	3月3、4、5日
	12
	 9
	　
	　
	95＋
	105＝
	200



	　
	167
	128
	　
	　
	262＋
	233＝
	495



	　
	——400。










[179]1918年2月25日，“左派共产主义者”就他们要求退出中央委员会和辞去负责职务问题发表声明说：“当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还在被迫实行防御路线时，我们延缓实行自己的决定。”然而在和约签订以后，他们又重申这些要求。——402。








《列宁全集》第33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在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上的立场

（1918年2月24日）



［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上的立场》这一文件的第一段和最后两段是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写的。——俄文版编者注］



亲爱的同志们：

中央委员会组织局认为必须向大家说明迫使中央委员会同意德国政府提出的和约条件的理由。同志们，组织局所以要向大家进行说明，目的是要把代表大会休会期间代表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观点向全体党员广泛进行传达。组织局认为必须指出，在签字接受和约条件的问题上，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但是决定既然已经通过，全党就应该给以支持。最近就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只有在代表大会上才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中央委员会在多大程度上正确表达了全党的实际立场。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全体党员为了履行党员的义务，为了保持我们自己队伍的统一，应贯彻自己的中央领导机关——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当前（1918年2月24日）绝对必须同德国签订掠夺性的、无比苛刻的和约，这首先是因为我们没有军队，我们不能自卫。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1917年10月25日以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胜利以后，我们大家都成了护国派，我们都主张保卫祖国。

从保卫祖国的观点看来，当自己没有军队而敌人却武装到牙齿、准备得十分充分的时候，是不允许卷入军事搏斗的。

选出苏维埃的工农兵群众的明显的多数反对进行战争，因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能进行战争。否则就是冒险。如果这个战争即使是以签订极端苛刻的和约而结束，但德帝国主义以后又想发动进攻俄国的战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时大部分苏维埃一定会主张战争。

现在进行战争，等于客观上受了俄国资产阶级的挑拨。他们很清楚，俄国现在是无法自卫的，德国人甚至只要用一点点力量就会把它打垮，他们只要切断主要铁路线，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就会由于饥饿而陷落。资产阶级希望有战争，因为他们想推翻苏维埃政权，跟德国资产阶级妥协。德文斯克和列日察、文登和哈朴萨尔、明斯克和德里萨的资产者在德国人进入时欢呼胜利的情景，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要在当前进行革命战争的主张必然变成革命空谈。因为没有军队，没有极其认真的经济上的准备，要进行现代战争去反抗先进的帝国主义，对于破产的农民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俘虏了我们之后要彻底击溃我们的德帝国主义进行反抗，是绝对必需的。但是，如果要求必须通过武装起义来进行反抗，而且必须现在就干，虽然 这种
 反抗明明对我们毫无希望，明明既有利于德国资产阶级，又有利于俄国资产阶级，——那就是十足的空谈。

借口支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而主张目前进行革命战争，同样也是空谈。如果我们不合时宜地同德帝国主义打仗而有利于德帝国主义击溃苏维埃共和国，那我们就会损害而不是帮助德国的和国际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进行各方面的、顽强的、系统的工作，来专门帮助各国国内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但在武装起义明明是冒险行动的时候还要去冒险举行武装起义，那就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如果李卜克内西在两三个星期内就取得胜利（这是可能的），那他当然会使我们从一切困难中解脱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心血来潮，向人民保证，说李卜克内西一定会在最近几个星期内取得胜利，那就太愚笨了，那就是对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这个伟大口号的嘲弄。这样推论，就是把“我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这一伟大口号变成十足的空话。

实际情况客观上和1907年的夏天相似。当时压制我们、俘虏我们的是俄国君主派斯托雷平，而现在是德帝国主义者。当时立即举行起义的口号是句十足的空话，遗憾的是这种空话充斥于社会革命党全党。现在，在当前，进行革命战争的口号显然是句空话，它吸引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在重复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理由。我们现在是德帝国主义的俘虏，为打垮这个世界帝国主义的急先锋，我们要进行艰巨的、长期的斗争；这次斗争毫无问题是为了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最后的斗争，但是在当前以发动武装起义来开始这场反对帝国主义急先锋的斗争就是冒险，马克思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不会进行这种冒险。

系统地、不断地、全面地增强国防力量，到处建立自觉纪律，利用惨重的失败来提高各个生活领域的纪律，以便发展国家的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这就是当前的任务，这就是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为革命战争作准备。

最后，组织局认为必须指出，由于德帝国主义的进攻至今尚未停止，全体党员必须同心协力地组织反击。如果不能签订和约，即使是极端苛刻的和约，借以争取时间来准备新的战斗，那么我党就应当指明，必须动员一切力量进行大张旗鼓的反抗。

如果能够赢得时间来进行组织工作，哪怕是短暂的喘息时机，我们也必须争取。如果我们得不到一点拖延的时间，我党就必须号召群众进行斗争，进行极其坚决的自卫。我们相信，全体党员一定能够履行自己对党、对我国工人阶级、对人民和无产阶级所负的义务。我们保卫苏维埃政权就是对各国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无比艰巨的斗争的最好的、最有力的支援。现在，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再没有也不可能有比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崩溃更大的打击了。

致同志的敬礼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组织局
载于1918年2月13日（26日）《真理报》第3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89—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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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训

（1918年2月25日）

1918年2月18日至24日这一星期将作为最伟大的历史转折之一载入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史册。

1917年2月27日，俄国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在战争进程中觉醒过来的农民以及资产阶级，共同推翻了君主制。1917年4月21日，它推翻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独掌的政权，把政权转到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小资产阶级妥协派的手里，7月3日，城市无产阶级自发地举行游行示威，震撼了妥协派的政府。10月25日，它推翻了这个政府，建立了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

当时必须在国内战争中捍卫住这个胜利。这占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首先在加契纳附近战胜了克伦斯基，接着在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奥伦堡、基辅战胜了资产阶级、士官生、一部分反革命哥萨克，最后在顿河畔罗斯托夫战胜了卡列金、科尔尼洛夫和阿列克谢耶夫。

芬兰燃起了无产阶级起义的烈火。火焰蔓延到罗马尼亚。

在国内战线上取得胜利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敌人不论在技术上或在组织上都不占任何优势，同时他们既没有任何经济基础，也没有任何群众基础。轻易得来的胜利不能不冲昏许多领导人的头脑。于是出现了“我们投鞭就能断流”的轻敌情绪。

他们假装没有看见军队离开前线迅速复员的普遍瓦解现象。他们陶醉于革命空谈，并把这种空谈搬到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上来。他们把俄国未受世界帝国主义侵犯的暂时的“自由”当作一种常态，而这种“自由”实际上不过是德国强盗同英法强盗之间的战争的间歇。他们把奥地利和德国群众罢工的开端当作革命，似乎这个革命已经使我们从德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中解脱了出来。他们不是严肃地、认真地、始终不渝地进行工作，去支援正经历特别艰苦的道路而成长的德国革命，反而不屑一顾地说：“德帝国主义者算得了什么，我们和李卜克内西一起马上就会把他们赶走！”

1918年2月18—24日，即从德文斯克被占到普斯科夫被占（后来夺回来了）的一个星期，也就是帝国主义德国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军事进攻的一个星期，是一个痛苦的、难受的、沉重的，但却是必要的、有益的、很好的教训。如果把这一星期内在政府中心汇集的两类电报和电话比较一下，那该有多大的教育意义呵！一种是无休止的“决议式的”革命空谈，如果回想一下这种空谈的杰作——“左派”（噢……噢……）社会革命党人施泰因贝格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星期六会议[180]上的发言，那么可以把这种空谈叫作施泰因贝格式的空谈。另一种是痛苦的、耻辱的报道——团队拒绝守住阵地，甚至拒绝保卫纳尔瓦防线，不执行撤退时毁掉一切的命令；我们更不必谈逃跑、混乱、张皇失措、束手无策、松懈怠惰的情形了。

这是一个痛苦的、难受的、沉重的，但又是必要的、有益的、很好的教训！

觉悟的、善于思索的工人会从这个历史教训中得出三点结论：关于我们对待保卫祖国，对待我国国防力量和对待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战争的态度的结论；关于我们同世界帝国主义进行冲突的条件的结论；关于我们对待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这一问题的正确提法的结论。

从1917年10月25日起，现在我们是护国派了，从这一天起，我们主张保卫祖国。因为我们 用行动
 证明我们已经同帝国主义决裂。我们废除并且公布了肮脏的、血腥的帝国主义阴谋条约。我们推翻了 本国
 资产阶级。我们给了曾受 我们
 压迫的各族人民以自由。我们把土地交给了人民，实行了工人监督。我们主张保卫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但是，正因为我们主张保卫祖国，所以我们才要求对我国国防力量和作战准备采取 严肃的
 态度。我们宣布向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进行无情的斗争。为了进行革命战争，必须进行长期的、认真的准备，首先必须发展国家的经济，整顿铁路（因为没有铁路，进行现代战争就是十足的空谈），处处恢复最严格的革命纪律和自觉纪律。

从保卫祖国的观点看来，在明明没有军队的时候，却要同无法与之较量和准备充分的敌人进行军事搏斗，这是犯罪。从保卫祖国的观点看来，我们必须签订最苛刻、最具有压迫性、最野蛮、最耻辱的和约，但这不是为了向帝国主义“投降”，而是为了学习和准备同它进行严肃认真的战斗。

过去的这一星期把俄国革命提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几天功夫，历史向前一下子登上了好几级。

在此以前，我们遇到的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从世界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看）敌人：有点象白痴罗曼诺夫、吹牛大王克伦斯基、士官生和资产者匪帮。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有文化的、用头等技术装备起来的、组织得非常严密的世界帝国主义巨人。 必须
 同他斗争。必须 善于
 同他斗争。经过三年战争受到空前破坏的、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农民国家应当避免军事搏斗（趁着还能避免的时候，即使以最大的牺牲作代价），以便能够做些重大的工作，迎接“最后的斗争”。

最后的斗争只有当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时才会爆发。毫无疑问，这个革命每月、每星期都在成熟壮大。 应当
 帮助这个正在成熟的力量。应当 善于
 帮助这个力量。如果让邻近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明明没有军队的情况下去遭受毁灭性打击，那就不是帮助而是损害这个力量。

不应当把“我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上”这个伟大口号变成空谈。这个口号是一条真理，如果考虑到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是要经过漫长的、艰苦的道路的话。这个口号是一条无庸争辩的、哲学的历史的真理，如果把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话。但是任何一个抽象的真理，如果把它套用在 不管什么样的
 具体场合，那就会变成空谈。“每次罢工中都潜伏着社会革命这条九头蛇”，这是无庸争辩的。但是要说从每次罢工可以一步就跨到革命，那是胡说。如果我们说“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上”，意思是向人民保证，在最近几个星期以内，在德国人还没有打到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没有“消灭”我们的铁路运输时，欧洲革命一定会爆发并取得胜利，那我们就不是严肃的革命国际主义者，而是冒险家。

如果李卜克内西能在两三个星期以内战胜资产阶级（这不是不可能的），那他就会使我们从一切困难中解脱出来。这是无庸争辩的。但是，如果我们决定自己今天的策略，即同当今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策略，基于这样的希望，希望李卜克内西在最近几个星期以内一定取得胜利，那我们就只配遭到嘲笑。那我们就把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口号变成了革命空谈。

工人同志们！学习沉痛的但是有益的革命教训！认真地、紧张地、百折不挠地准备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苏维埃的共和国！





	载于1918年2月12日（25日）《真理报》第35号（晚上版）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93—397页

















[180]指1918年2月23日召开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联席会议。——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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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签订的条约[181]


（1918年2月下旬）


1

人民委员会决定草案[182]


（2月25日）

人民委员会决定：

承认芬兰同志关于把芬方对条约草案第6条所作补充中指出的那部分领土移交给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的愿望原则上是正当的。

委托协商委员会拟定实际进行移交的办法。


2

人民委员会给俄芬协商委员会的指示

（2月25日）

人民委员会给委员会以下指示：

为两个共和国的侨居对方国家的公民争取充分的政治权利是公正的和必须的。


3

人民委员会决定草案[183]


（2月27日）

鉴于：第一，紧靠芬兰有一个资产阶级居民占很高比例的大城市；

第二，从芬兰迁往彼得格勒的芬兰工人通常为3万左右；

第三，彼得格勒资产阶级中迁往芬兰的资产者通常为20万左右；

第四，因此，芬兰和俄国公民形式上的平等（在国外享受政治权利问题上）事实上使俄国资产阶级取得一种明显的特权，

人民委员会建议俄芬协商委员会对草案第13条作如下修改：

或者在第13条中不讲公民，而只讲工人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

或者在原第13条里加上一笔：凡迁往芬兰而不能证明自己是属于上述两类劳动者的俄国公民在芬兰不得享有政治权利。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92—393页

















[181]1918年1月14日（27日）芬兰发生革命，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2月，根据芬兰工人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的倡议，开始了关于缔结俄罗斯和芬兰两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条约的谈判。俄芬协商委员会草拟的条约草案在人民委员会2月25、27、28日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3月1日，缔约双方的代表在条约上签字。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条约。



列宁直接参加了条约的制定工作，同受权签订条约的芬兰工人政府代表进行了会谈，并审订了条约草案。——412。



[182]这个决定草案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2月25日会议上被批准。——412。



[183]这个决定草案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2月27日会议上通过。



俄罗斯和芬兰两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条约第13条规定：“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给予属于工人阶级或不雇用他人劳动的农民的在俄芬兰公民以俄国公民的全部政治权利，如果他们居住在俄国境内是为了从事劳动的话。



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方面则保证给在芬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公民以获得政治权利的最方便条件，并特别照顾非定居的劳动人民的利益。”（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508页）——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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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迁移政府的决定草案[184]


（1918年2月26日）

（1）选定莫斯科为政府所在地。

（2）每个部门只准撤走中央行政机构的极少数的领导人员，至多不得超过20—30人（加上家属）。

（3）无论如何要立即搬走国家银行、黄金和国家有价证券印刷厂。

（4）开始疏散莫斯科的贵重物品。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98页

















[184]由于德军进攻普斯科夫，人民委员会1918年2月26日会议讨论了将政府和政府机关从彼得格勒撤往莫斯科的问题。列宁的决定草案略经修改后被人民委员会通过。2月底，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了苏维埃共和国迁都莫斯科的决定。1918年3月，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决定。——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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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活动的决定草案的补充[185]


（1918年2月26日）

鉴于施雷德尔同志声明，他与委员会意见相反，坚信米茨根德列尔同志犯有贪污罪，人民委员会认为施雷德尔同志有责任：第一，书面重申自己的声明；第二，立即以其个人名义向法院控告米茨根德列尔。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93—394页

















[185]这个文件是列宁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2月26日会议上写的，作为人民委员会关于审查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活动问题决定的补充被会议通过（参看注13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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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谈与怪论

（1918年2月28日和3月1日）

我党莫斯科区域局在1918年2月24日通过的决议中，表示不信任中央委员会，拒绝服从中央所作的“与履行对奥德和平条约的条件有关的”各项决定，并在该决议的“说明”中声称，“认为党在最近的将来恐难避免分裂”。 
［注：决议全文如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讨论了中央的工作，鉴于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成员状况，对中央表示不信任，主张一有机会就改选中央。此外，莫斯科区域局认为没有义务绝对服从中央所作的与履行对奥德和平条约的条件有关的各项决定。”决议是一致通过的。］



这里既没有怪论，也没有奇谈。在单独媾和问题上同中央意见有严重分歧的同志，严厉责备中央，并认定分裂不可避免，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都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奇谈与怪论是有的。决议后面附有一个“说明”。它的全文如下：


　　“莫斯科区域局认为党在最近的将来恐难避免分裂，并且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团结一切既反对单独媾和派、也反对党内一切温和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作好可能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
 我们一如既往认为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向其他所有国家传播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坚决实行工人专政，无情地镇压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



　　这里我们把那些……奇谈与怪论加上了着重标记。关键就在这句话。

这句话把决议起草人的全部路线引导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这句话非常清楚地揭示了他们错误的根源。

“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这是奇谈，因为在前提和结论之间连一点联系都没有。“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招致苏维埃政权在 军事上的失败
 是合适的”，这样的命题不管对不对，却不能称之为奇谈。这是第一。

第二，苏维埃政权“目前完全流于形式”。这就不仅是奇谈，而简直是怪论了。显然，起草人陷入了思想极度混乱的困境。因此必须加以澄清。

关于第一个问题，起草人的意思显然是说，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作好可能战败的准备是合适的，而这种失败会导致苏维埃政权的丧失，也就是说导致俄国资产阶级的胜利。起草人说出这层意思，就是间接承认我在提纲（1918年1月8日宣读的、1918年2月24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提纲） 
［注：见本卷第247—255页。——编者注］

 中说得对：不接受德国向我们提出的和约条件，就会导致俄国的失败和苏维埃政权的垮台。

可见，la raison finit toujours par avoir raison——真理总是要占上风的！“极端”反对我的，拿分裂相威胁的莫斯科派，正因为已经公开说到分裂，所以不得不把自己的 具体
 看法和盘托出，而这正是那些用革命战争这种笼统的空谈来支吾搪塞的人讳莫如深的。我的提纲和论据的全部实质（凡是愿意细心阅读我的1918年1月7日提纲的人都能看出），就是指明在认真 准备
 革命战争的同时必须在 现在
 、在目前这种时刻就接受极端苛刻的和约（这也正是 为了
 认真作好这种准备）。可是那些专门笼统地空谈革命战争的人，却回避了，或者是没有看到，不愿意看到我的论据的全部实质。现在我应当衷心地感谢“极端”反对我的莫斯科派，感谢他们打破了对我的论据的 实质
 保持“沉默的阴谋”。莫斯科派 首先
 对我的论据作了答复。

他们的答复是什么呢？

他们的答复就是 承认
 我的 具体
 论据是 正确的
 ：莫斯科派承认，是呀，如果我们马上迎战德国人，失败的确就在眼前。 
［注：有人反驳说，战争反正是躲避不了的。可是事实作了回答：我的提纲是在1月8日宣读的；1月15日以前我们本来有可能
 得到和平。如果……如果不是由于革命空谈，我们无疑会得到喘息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即使是最短暂的喘息，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德国人
 势必要宣布新的
 战争）。］

 是呀，这种失败的确会使苏维埃政权垮台。

我再次衷心感谢“极端”反对我的莫斯科派，感谢他们打破了对我的论据的实质，即对我指出的如果我们立刻应战将会遇到何种作战条件的 具体
 说明保持“沉默的阴谋”，并感谢他们大胆地承认了我的具体说明是正确的。

其次，既然莫斯科派实质上已被迫承认我的论据是正确的，那反驳我的论据用意何在呢？

用意在于：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 应该
 作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

国际革命的利益为什么要求这样做呢？关键就在于此，那些想驳倒我的论据的人，其立论的真正实质就在于此。可是，无论在决议中还是在决议的说明中，对于这个最重要最主要最根本的一点，偏偏只字未提。关于一些众所周知的、无可争辩的问题，决议起草人找到了时间和场合来谈论——既谈到“无情地镇压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是用丧失苏维埃政权这种政策的手段和办法吗？），又谈到反对党内一切温和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关于恰恰是争论的问题，也就是有关反对媾和的人的立场的实质问题，却绝口不谈！

奇怪！非常奇怪！决议起草人对此避而不谈，难道是因为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特别心虚吗？如果明白地说出 为什么
 （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这样做），也许就会揭露他们自己……

不管怎样，我们还得 找出
 决议起草人 可能
 依据的论据。

也许起草人以为，国际革命的利益不允许同帝国主义者缔结任何和约。在彼得格勒的一次会议上有些反对媾和的人提出过这种意见，可是支持这种意见的，即使在反对单独媾和的人中间，也是极少数。[186]显然，这种意见就是要否认布列斯特谈判是适当的，就是要否认“甚至”以归还波兰、拉脱维亚和库尔兰为条件的和约。这种观点的不正确是一目了然的（例如，它遭到了彼得格勒大多数反对媾和的人的反对）。按照这种观点，处在帝国主义列强中间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不能缔结任何经济条约的，如果不飞到月球上去，那就无法生存。

也许起草人以为，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 强行推动
 国际革命，而强行推动这种革命的只能是战争，决不是和平，和平只会给群众造成帝国主义“合法化”的印象。如果是这种“理论”，那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来都否认“强行推动”革命，因为革命是随着产生革命的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而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同认为武装起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必须采取的斗争形式这一观点是一样的。其实，国际革命的利益固然要求已经推翻国内资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 援助
 这一革命，不过援助的方式应该量力而定。即使可能使 本国的
 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也要援助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观点，甚至从强行推动论中也是引伸不出来的。

也许决议起草人以为，德国革命已经开始，已经酿成公开的全国范围的内战，所以我们应当拿出自己的力量，帮助德国工人，应当牺牲自己（“丧失苏维埃政权”）， 拯救
 已经开始决战而受到严重打击的德国革命。按照这种观点，我们牺牲自己，就可以牵制住德国一部分反革命势力，从而就会拯救德国革命。

当然，在这种前提下，作好可能失败和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不但是“合适的”（用决议起草人的话来说），而且是完全必须的。但是很明显，这种前提并不存在。德国革命正在成熟，但显然还没有到在德国爆发的程度，还没有到在德国发生内战的程度。我们“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显然也不能帮助德国革命的成熟，反而会 妨碍
 它。我们这样做只会帮助德国反动势力，为他们效劳，给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困难，使那些还没有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德国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广大群众更加离开社会主义，因为他们会被苏维埃俄国的失败所吓倒，如同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把英国工人吓倒一样。

不管怎样找，也找不出起草人推理的逻辑。“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这种说法是没有合理的论据的。

“苏维埃政权目前完全流于形式”，——这真是怪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莫斯科决议的起草人竟然说出了这种话。

据说，既然德帝国主义者要向我们索取贡赋，既然他们要禁止我们进行反德的宣传鼓动，那么苏维埃政权便失去了意义，便“完全流于形式”，大概这就是决议起草人的“思”路。我说“大概”，是因为起草人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理由来证实上述命题。

说苏维埃政权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因而可以采取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策略，这种“理论”的内容无非是感到没有出路的极端悲观的情绪和完全绝望的心理。反正是没有救了，就让苏维埃政权灭亡吧，——这就是支配人们写出这种怪诞决议的心理。有时用来掩饰这种意思的所谓“经济上的”论据，归结起来也还是这种感到没有出路的悲观主义：既然人家可以向我们索取贡赋，可以要这个要那个，那还叫什么苏维埃共和国呢？

反正要灭亡！除了绝望，没有别的了。

在俄国目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觉悟的革命者有这种心理则是不能“理解”的。莫斯科派的观点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就是这种心理的很好的说明。1793年的法国人决不会说他们的胜利果实——共和国和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应该作好可能丧失共和国的准备。他们不是充满绝望，而是充满胜利的信心。既然号召进行革命战争，可是又在正式的决议中写着“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这是在彻底揭露自己。

在19世纪初，在拿破仑战争的时候，普鲁士及其他许多国家因失败以及受征服者征服、凌辱和压迫而遭受的困苦，比1918年俄国所受的大得无可比拟、难以估量。普鲁士的优秀志士，在拿破仑的铁蹄之下比我们现在所受的蹂躏厉害百倍，但是他们没有绝望过，没有说过他们的国家政治机关“完全流于形式”。他们没有垂头丧气，没有被“反正要灭亡”的心理所支配。他们签订了比布列斯特和约更苛刻、更野蛮、更耻辱和更具有压迫性的和约，他们后来善于等待，坚定地忍受征服者的压迫，再次起来战斗，再次受征服者的压迫，再次签订难堪的、极其难堪的和约，然后再次奋起， 终于获得了解放
 （当然也利用了那些互相竞争的较强大的征服者之间的纠纷）。

为什么类似的事情不能在我国的历史上重演呢？

为什么我们要悲观绝望，要写出比最耻辱的和约实在更耻辱的决议，说什么“苏维埃政权完全流于形式”呢？

为什么同现代帝国主义巨人作战遭到严重的军事失败，就不可能在俄国也锻炼人民的性格，加强自觉纪律，杜绝高傲空谈的风气，教给人们坚韧不拔的精神，引导群众采取普鲁士人被拿破仑打败后所采取过的正确策略：在没有军队时签订最耻辱的和约，以便养精蓄锐，以后一次再次地重新奋起呢？

为什么别国人民能坚定地经受更为惨痛的苦难，而我们却因第一个空前苛刻的和约就悲观绝望了呢？

试问，符合这种绝望策略的是无产者的刚毅精神，还是小资产者的毫无骨气？无产者懂得，既然没有力量，就得屈从，然而他善于后来在 任何
 条件下都养精蓄锐，无论如何要一次再次地重新奋起；而小资产者，在我们这里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代表，却在空谈革命战争方面打破了纪录。

亲爱的莫斯科“极端”派同志们，这决不是无产者的刚毅精神！每天的考验都会使最觉悟、最坚定的工人离开你们。他们会说，苏维埃政权没有 流于
 形式，也决不会 流于
 形式，不仅在征服者打到普斯科夫，要我们交纳粮食、矿产、现金等价值100亿的贡赋时是如此，就是在敌人将来占领下诺夫哥罗德和顿河畔罗斯托夫，要我们交纳价值200亿的贡赋时，也将是如此。

任何时候，任何外国的侵略，都不能使人民的政治机关（况且苏维埃政权 不
 仅仅是一个政治机关，它比历史上有过的政治机关要高得多）“流于形式”。相反地，外国的侵略，只会加强人民对苏维埃政权的同情，只要……只要苏维埃政权不去冒险。

既然没有军队，拒绝签订最难堪的和约就是冒险，人民有权利指责政权拒绝签订和约的冒险行为。

签订比布列斯特和约苛刻得多、耻辱得多的和约，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如上面所举的），这样做非但没有使政权丧失威信，没有使政权流于形式，没有使政权或人民遭到灭亡，反而锻炼了人民， 教会了
 人民掌握一套困难的本领：即使在征服者的铁蹄践踏下，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也能建立强大的军队。

俄国正在准备新的、真正的卫国战争，即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很可能以后一个时代——象拿破仑战争时代那样——是征服者强迫苏维埃俄国进行 多次
 解放 战争
 （是多次，而不是一次）的时代。这是很可能的。

因此，这种可耻的绝望，比任何一个由于没有军队迫不得已缔结的苛刻的、极端苛刻的和约更加可耻，比任何一个耻辱的和约还要可耻。只要我们 认真
 对待起义和战争，我们就是签订十个极端苛刻的和约，也决不会灭亡。只要我们不被绝望和空谈所断送，我们是不会亡在征服者手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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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指1918年1月21日（2月3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内各派代表的协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投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缔结任何和约的有两名“左派共产主义者”——恩·奥新斯基（瓦·瓦·奥博连斯基）和英·尼·斯图科夫。大多数“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表决时采取骑墙立场：他们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可以缔结和约，另一方面又反对立刻和德国签订和约。——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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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实地

（1918年3月1日）

德国白卫军背信弃义地袭击俄国革命，引起了革命的高潮。各地纷纷来电，表示决心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这是意料之中的，对待自己的工农政权不可能有别的态度。

但是，同德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进行战争，单靠热情是不够的。如果以轻率的态度来对待目前这场 真正的、顽强的、浴血的
 战争，那不仅是极端幼稚，甚至是犯罪行为。

战争必须认真地进行，否则，就根本不要进行。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既然德帝国主义者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的神圣责任，就是要冷静地评价我们的处境，估计力量，检查经济机构，这一切都应当以战时的速度来进行，因为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任何拖延确实“等于自取灭亡”。汉尼拔已经到了门前[187]，这一点我们连一分钟都不要忘记。

要 认真地
 进行战争，就必须有巩固的有组织的后方。如果没有充分的装备、给养和训练，最好的军队，最忠于革命事业的人，也会很快被敌人消灭。这个道理十分明显，用不着加以解释。

目前我们革命军队的后方情形怎样呢？至少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以往几年的战争已经使我们的运输完全瘫痪、城乡的商品交换遭到破坏，它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大城市的饥荒。

我们的军队在敌人的打击下，正在进行根本的改组。熟悉在现代条件下作战情况的旧军队，已经不存在了。被以往几年的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由于三年半的战壕生活而精疲力尽的旧军队，战斗力等于零。红军无疑是极好的战斗材料，但却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原材料。要使红军不致于成为德军炮火下的炮灰，就必须对它进行训练，使它纪律严明。

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各个地方苏维埃在发出表示决心与外敌斗争的电报后，应当随即报告：有多少车皮粮食运往彼得格勒；能立即派遣多少军队到前线去；有多少红军战士在受训练。所有的武器和弹药都要进行登记，并应当立即恢复武器弹药的生产。必须肃清铁路上的粮贩和流氓。各地必须重新建立极严格的革命纪律。只有按 所有
 这些条件办了，才能 认真地
 来谈战争。否则，关于“最革命的战争”的一切议论，都是 空话
 。空话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害的，在目前的紧急关头，它会起致命的作用。

我深信，我们的革命一定能克服当前的巨大困难。它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为了顺利地完成我们的事业，还必须百倍地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取得胜利。





	载于1918年2月16日（3月1日）《真理报》第3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08—409页

















[187]汉尼拔已经到了门前意为情况危急。相传这是古代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奇袭罗马城时，猝不及防的罗马人喊出的一句话。——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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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命令的草案

（1918年3月2日）

我们估计明天（3月3日）将签署和约，但是从我们的情报人员汇报的各种情况来看，必须预料到，最近几天内德国人中主张对俄作战的那一派将占上风。因此，我无条件地命令你们：延缓红军的复员；加紧做好破坏铁路、桥梁和公路的准备工作；集结和武装军队；继续加快疏散；把武器运往内地。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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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1918年3月4日）


1

我完全同意特鲁托夫斯基同志的意见，我们在这里听到的那些意图和打算，完全背离了工农政府的任务，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188]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把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体人民所有，而绝不是把船舶转归船舶工人，把银行转归银行职员。如果人们当真听信这样的胡言乱语，那就应当取消国有化[189]，因为这完全是胡闹。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和目的是把土地、企业转归苏维埃共和国所有。农民必须认真耕作，才能得到土地。如果河运员工要得到船舶，就必须认真经营管理：他们应该提出预算，以便至少核准收支；他们应该爱护船舶。如果他们做不到，我们就撇开他们。如果他们争吵上三个星期，那么，我就要建议把他们全部撇开，不要他们管理，因为这说明他们毫无组织能力，完全不懂得苏维埃共和国的紧要任务。这叫混乱，涣散组织，说得更糟些——跟怠工差不多。他们纠集人们有组织地到工会去告状，而伏尔加河上的船舶却停在那里无人修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疯人院吗？我非常相信他们会意识到：如果我们继续处于这种混乱状态，那么，更严重的灾难将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守纪律，把一切财产有组织地转归人民，把一切资源有组织地转到苏维埃共和国手中，并严格地有纪律地支配它们，这是我们的基本条件。因此，如果有人对我们说，河运员工将是从事管理的私人业主，我们显然是不会同意的。应当由苏维埃政权来管理。而你们在统一各个组织的过程中却搞什么辩论…… 
［注：部分速记记录无法辨认。——俄文版编者注］

 他们如果不满意，可以请求撤销指令。但是，他们重新提出要首先研究船舶归谁所有的问题，以便船舶工人能要求增加百分之一百四十的工资。


2

很多意见我完全同意，但是对管理委员会的组成，我认为河运员工同志们的建议是根本不能采纳的。我们首先要研究的不是这个问题。基本问题是人们拿不到钱。这真是太不象话了。我们拨款是为了什么呢？是使它成为一纸空文吗？我们听到成千上万次抱怨，说如果还不把钱送来，我们的运输就要完蛋。如果2月21日拨款，而22日钱还没有收到，23日他们就应该来告状。我们在闹钱荒，纸币不够，印刷厂不能按需要量印制。我们拨款，由你们分发，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下去。你们应在2月23日到这里来，而不是3月3日来。我们曾要求把这几千万拨下去。我不知道，主要应该怪谁。我认为，应该怪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代表。我们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我们供给彼得格勒，莫斯科就闹钱荒…… 
［注：部分速记记录无法辨认。——俄文版编者注］

 如果只开拨款单，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么，他们本应该到这里来，打电话给我或其他人，提出申诉。我几乎每个星期都收到申诉，说没有发钱给我们。可是从你们那里我却连一份申诉也没有收到过。应当追究责任，至少要警告他们。2月21日的决定责成河运员工代表大会提出预算。至于管理委员会的组成，我认为，本来应该最好按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建议的精神修改我们的法令。第3条规定成立七人管理委员会。这一点为什么没有实行，不可理解。这里面可以吸收许多工会代表参加。我建议采取坚决措施，立即用直达列车把这些钱送去，然后按通常的办法立即通知，钱已送出。至于第2项，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唯一可能的管理委员会，即大家和人民委员会最能接受的唯一的管理委员会，我认为，就是昨天人民委员会通过的管理委员会。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应该将这一点付诸实行。如果事实真的是，把200卢布的薪金看成不可变动的，并提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实行运输国有化，如果是这样，如果出现要与其他组织平衡的要求，那么，我个人就建议提出取消国有化的问题。过些时候，可能发生完全没有钱的情况。我们要实行国有化所依靠的唯一保证，我们本来是具备的，可是有人却要把我们的这一保证夺走。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取消这一措施。不然的话，就又将接受一个亏损极大的企业。


3

我认为，任命委员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妥当的。担任这个职务的无可争议的人选是没有的。这样我们就满足不了所有的要求，因为双方都不会满意的。用我们任命委员的方式排除工会，这不是一种民主的办法。我们要通过一项决定，让他们明天早晨以前把建议提出来。如果管理委员会很庞大，那么它可以选出执行委员会。我们可以在明天或后天在组织上通过，以便在一定限期内迅速从组织上贯彻。在任命执行委员会成员时，也许应该指派一些人进去。这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并不排斥河运员工。他们不可能反对来自工会的合作。如果这样行不通，那么我们再提出任命委员的问题。人民委员同志们都知道，人选的问题当然是个困难的问题，现在决定任命委员，就意味着什么都决定不了，因为我们常常为此要浪费整整一周的时间。最好采取这样的办法。还有一个建议，取消第5、第6和第7项。通过了。根据第3条，管理委员会的6名委员由工会临时代表代替。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11—414页















[188]这里说的是水运工会中央委员会代表关于把水运管理集中在工会手里的建议。人民委员会拒绝了水运员工的这个要求。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水上运输转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水路交通局的局务委员会应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水运工会和各个区域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代表组成。



人民委员会1918年3月4日会议讨论了根据1918年2月27日通过的人民委员会《关于海洋与内河商船及水路交通管理的决定》建立水运管理委员会的问题和付给伏尔加河和玛丽亚水系各船坞工人薪金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作出了决定。决定的主要条款是列宁写的（见本卷第431页）。——427。



[189]指1918年1月23日（2月5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商船国有化的法令》。该法令公布于1月26日（2月8日）《工农临时政府报》第18号。——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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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水运管理委员会的决定草案

（1918年3月4日）

委托米柳亭、施略普尼柯夫和阿普雷列夫同志根据第3条明天马上组建管理委员会，以便就每一项专门职能都任命一名向整个管理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负责的专门的全权代表。

第3条规定的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推选的6名委员以及各区域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代表暂时由各全俄工会的代表代替。

应当立即指派两名同志，水运工会出一名，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出一名，明天就到斯蓬德处，以便争取立即把款子拨下去。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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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

（1918年3月5日）

我们可怜的“左派”昨天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共产主义者报》[190]（应当补充说：马克思以前那个时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想逃避历史教训，逃避多次的历史教训，逃避自己的责任。

逃避也是枉然，他们是逃避不了的。

他们拚命逃避，在报纸上堆砌无数文章，累得满头大汗，“甚至”不惜印刷油墨，把“喘息”“论”说成是毫无根据的坏“理论”。

可惜！他们再卖劲也推翻不了事实。英国的谚语说得好：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事实是：自3月3日下午1时德国人停止军事行动时起，至3月5日晚上7时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为止，我们获得了喘息时机，并且 已经
 利用这两天工夫进行了 切实的
 （不是空谈，而是实在的）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工作。这是事实，群众会一天比一天看得更清楚。这个事实就是：当前线军队无力再战、抛弃大炮、连桥梁也顾不上炸毁、慌忙溃逃的时候，保卫祖国和 提高
 国防能力不是靠空谈进行革命战争（主张革命战争的人，在军队这样慌忙溃逃时， 连一支
 部队 也没有阻止住
 。空谈简直可耻），而是靠有秩序地退却来挽救残余的军队，靠利用每天的喘息时机来实现这一目的。

事实是顽强的东西。

我们可怜的“左派”，为了逃避事实，逃避事实的教训，逃避责任问题，极力对读者 掩盖
 不久前发生的、还很新鲜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而用早已过去了的、无关紧要的事来 搪塞
 。例如卡·拉狄克在自己的文章中，回忆他12月间（12月！）在“给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书”中写过关于必须帮助军队支持下去的问题。我没有机会把这个报告书读一遍，我问自己：为什么卡尔·拉狄克不把这个报告书 全文
 发表出来？为什么他没有确切而直接地说明，他当时对“妥协和约”究竟是如何理解的？为什么他不回想一下不久前他在《真理报》上写过自己幻想（最坏的幻想）有可能在归还波兰的条件下与德帝国主义者缔结和约的事实？

为什么？

就是因为可怜的“左派”不能不抹杀那些会暴露 他们
 “左派”对散布幻想应负的责任的事实，因为这种幻想实际上 帮助了
 德帝国主义者， 阻碍了
 德国革命的壮大和发展。

尼·布哈林现在甚至企图否认他同他的朋友们曾断言德国人不可能进攻这一事实。可是，许许多多人都知道这是事实，都知道布哈林和他的朋友们这样断言过，都知道他们散布过这种幻想从而 帮助了
 德帝国主义， 阻碍了
 德国革命的壮大；德国革命现在被削弱了，这是因为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在农民组成的军队慌忙溃逃时被夺走了成千成万的大炮和价值若干亿的财富。这是我在1月7日提纲中 
［注：见本卷第247—255页。——编者注］

 已明确地预言过的。如果尼·布哈林现在只好“抵赖”，那对于他就更坏。凡是记得布哈林和他的朋友们说过德国人不可能进攻这句话的人，现在看到尼·布哈林不得不“抵赖”他亲口说过的话，只会耸肩表示诧异。

而对于那些不记得这些话的人，没有听见过这些话的人，我们介绍他们看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在 目前
 来说比卡·拉狄克在12月所写的东西价值、意义和教益要更大一些。这个文件（可惜，“左派”向他们的读者隐瞒了）就是：（1）1918年1月21日我党中央与现在的“左派”反对派一起参加的那次会议的表决结果；（2）1918年2月17日中央委员会的表决结果。

1918年1月21日，在表决是否立刻中断与德国人谈判这一问题时， 赞成的
 （在可怜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报》的撰稿人中）只有斯图科夫一人。其余的人都反对。

在表决万一德国人中断谈判或提出最后通牒，是否允许准备签订兼并性和约这一问题时， 反对的
 只有奥博连斯基（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把“他的”提纲登载出来？为什么《共产主义者报》对此默不作声？）和斯图科夫，其余的人都 赞成
 。

在表决在这样的情形下是否 应当
 签订已提出的和约问题时，反对的只有奥博连斯基和斯图科夫，其余的“左派” 统统弃权
 ！！这是事实。

1918年2月17日，在表决谁赞成进行革命战争这一问题时，布哈林和洛莫夫“由于这种提法而拒绝参加表决”。 赞成的
 一个都没有。这是事实！

在表决是否应当“在德国的进攻还不十分〈正是如此！〉明显以及这种进攻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暂不恢复和平谈判”这一问题时， 赞成的
 有现在的“左派”报纸撰稿人中的布哈林、洛莫夫和乌里茨基。

在表决“如果德国人进攻已成事实，而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要缔结和约”这一问题时， 
弃权的

 有洛莫夫、布哈林和乌里茨基。

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而这些事实都说明布哈林否认了德国有进攻的可能，散布了幻想，他 实际上
 ——虽不是他所愿意的——用这种幻想 帮助了
 德帝国主义者， 阻碍了
 德国革命的壮大。革命空谈的实质也就在于此。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191]

尼·布哈林责难我不具体分析现在这个和约的条件。可是不难了解，对于我的论据而言和从问题的实质来看，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必要来具体分析这些条件。只要证明如下这一点就足够了，即我们的实际的而不是幻想中的抉择只有一个：或者是承认 这样的
 条件，从而获得哪怕是几天的喘息时间，或者是沦于比利时和塞尔维亚的境地。至少就彼得格勒来说，布哈林是无法驳倒这一点的。他的同事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也承认这一点。

至于说新条件恶劣、苛刻、屈辱的程度比布列斯特条件更甚，那么对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负有 这方面罪责的
 是 我们可怜的“左派”
 布哈林、洛莫夫、乌里茨基之流。这是上面援引的表决情形证实了的历史事实。这个事实是怎样逃避也逃避不了的。 给过
 你们布列斯特的条件，而你们却用装腔作势、吹牛唬人来回答， 以至招来
 更恶劣的条件。这是事实。你们对此应负的责任是推卸不掉的。

我在1918年1月7日的提纲中，极其明确地预言过，由于我们军队的状况（这是空谈“ 反对
 ”疲惫的农民群众所不能改变的），俄国如果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约，就 一定会
 缔结 更坏的
 单独和约。

“左派”落入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圈套，因为俄国资产阶级本来 就是要
 把我们拉进对于我们 最
 不利的战争中去。

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主张 现在
 进行战争，显然是脱离了农民，这是事实。而这个事实也就说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政策的 不郑重
 ，正如1907年夏季所有社会革命党人所执行的那种似乎“革命的”政策一样不郑重。

最觉悟最先进的工人正在迅速地抛弃这种革命空谈的歪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作出了榜样。彼得格勒市内的优秀工人区，如维堡区和瓦西里耶夫岛区已经觉醒起来了。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不主张 现在
 进行战争，它懂得必须 准备
 [192]，并且正在准备。在1918年3月3日和4日举行的莫斯科市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反对革命空谈的人已经获得胜利了。[193]

“左派”狂妄自欺到了多么荒唐的地步，这从波克罗夫斯基文章里的一句话就可看出来。他说：“要打仗，就要 现在
 打”（黑体是波克罗夫斯基用的）……趁——听着！听着！——“趁俄国军队包括新组建的部队尚未复员的时候就打。”

谁不逃避事实，那他就会知道，在1918年2月间，无论在大俄罗斯，无论在乌克兰，无论在芬兰，回击德军的最大 障碍
 就是 我们的没有复员的军队
 。这是事实。因为这个军队已经不能不慌忙溃逃，并且还带红军部队一起溃逃。

谁愿意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正视对这种教训应负的责任，不逃避这种教训，他至少会记得拿破仑一世与德国的战争。

普鲁士和德国多次同征服者缔结过苛刻 十倍
 和屈辱 十倍
 （同我们相比）的和约，直到承认由外国人充任警察，直到承担派遣自己的部队去帮助拿破仑一世进行侵略战争的义务。拿破仑一世同普鲁士签订的条约对于德国的压迫和宰割，比现在兴登堡和威廉对我们的压迫要厉害十倍。可是，在普鲁士有这样的人，他们并不装腔作势，而是签订了极其“耻辱”的和约，他们签订这样的和约，是因为没有军队。他们虽然签署了压迫重十倍、屈辱十倍的条件，但后来 
终于

 举行了起义，进行了战争。这样的情形不是一次，而是许多次。历史上有过好几次类似的和约和战争。有过好几次得到喘息的机会。有过好几次征服者重新宣战的事实，有过好几次某一被压迫民族联合某一压迫民族的事件，这个压迫民族既是征服者的竞争对手，同时自己也是一个征服者（请那些主张 不要
 帝国主义者帮助而进行“革命战争”的人们注意！）。

历史就是这样演进的。

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我们已进入战争 频繁
 的时代。我们正接近新的 卫国
 战争。我们将在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成熟的条件下去进行这个新战争。在这艰难的道路上，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一定会纠正装腔作势和革命空谈的作风，一定既能接受极苛刻的和约，也能重新奋起。

我们签订了 
蒂尔西特式和约

 。我们也会取得我们的胜利，获得我们的解放，正如德国人在1807年签订蒂尔西特和约之后，在1813年和1814年便达到了从拿破仑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目的一样。从我们签订蒂尔西特式和约到我们获得解放的距离，很可能要短一些，因为现在历史进展得更快了。

打倒装腔作势的作风！认真进行整顿纪律、加强组织的工作！





	载于1918年2月21日（3月6日）《真理报》第4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15—420页



















[190]《共产主义者报》（《Коммунист》）是“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一派别组织的报纸（日报），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和彼得堡郊区委员会机关报的名义，于1918年3月5—19日在彼得格勒出版，共出了11号。根据彼得格勒市党代表会议1918年3月20日决定，《共产主义者报》停刊。代表会议宣布以《彼得格勒真理报》为彼得格勒党组织的机关报。——432。



[191]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4场，意为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435。



[192]1918年2月24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通过决议，赞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必须签订和约的决议，同时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组织军队开往前线。——436。



[193]1918年3月3日，莫斯科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举行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工厂委员会、工会、区苏维埃的代表和负责工作人员等。大多数与会者赞同签订和约。3月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讨论和约问题，以10票对7票通过了赞成签订和约的决议。3月4日深夜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决议，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在和约问题上的立场。——436。　 









《列宁全集》第33卷


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的提纲

（1917年11月14日〔27日〕）



［注：讲话见本卷第88—89页。——编者注］



提纲





	引言{{



	（1）不代表政府，而代表党和党团。（2）维护自己的事业。







　　（3）没收—— 
社会革命党人

 背叛了。（4） 第二次
 革命是必要的，“政权在资产阶级手里”（一位报告人说）和在 
妥协派

 手里。

（5）工人社会主义革命。

（6）同农民的“联合”。

（7）法令＝ 242份委托书

 ， 下层
 。

（8）下层和上层，群众和官吏，劳动人民和习惯者[194]。

（9）根据 242份委托书

 拟订的法令中的社会主义：

　




	　　10．{{



	没收……银行……

农具……




	　　不分掉，而是公共产业。







　　11．同妥协决裂……12．————立宪会议的选举。名单。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23页 















　 ?[194]指惯于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看本卷第198页和第204页）。——439。









《列宁全集》第33卷


《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的要点

（1917年12月11日〔24日〕）



［注：提纲见本卷第163—167页。——编者注］




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

1．立宪会议和10月25日革命：人民在11月12日还不可能知道。

2．立宪会议和争取和平的斗争：人民在11月12日还不可能对这一斗争作出判断，甚至不可能知道。

3．立宪会议和党派（比例制选举）。

4．　　　　　　1917年12月6日农民代表大会的分裂。

5．　　　　　　社会革命党的分裂（1917年11月底）。

6．　　　　　　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和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内部的斗争（12月10日和15日）

7．　　　　　　军队内部的斗争（群众和集团军委员会）。

（与4—7有关。）工人浪潮和苏维埃浪潮（1917年10月25日以前）：在11月12日以前，总共18天时间就准备好了名单。

　　　　　　　　军队 跟着
 行动（1917年11月的军队代表大会）。

　　　　　　　　农民 跟着
 行动（1917年12月7日的全俄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

8．立宪会议和苏维埃政权。群众的先锋队和全体群众。

9．立宪会议和国内战争（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武装暴动）。

10．总结＝并非人为安息日而生。

11．（革命）高涨的浪潮和立宪会议的选举不是同时发生的。

12．改选权。

　　　　选举和民主制。罢免权。

13．盲目选举：在人民还 不知道
 斗争的真正对象时。

　　（与12有关。）

14．立宪会议和党纲。

　　纲领同1917年10—12月对比：

　　　　　　有立宪会议的共和国高于有预备议会的共和国。

　　　　　　苏维埃共和国高于有立宪会议的共和国。

　　　　　　完全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高于苏维埃共和国。

　　　　　　共产主义社会高于社会主义共和国。





	载于1957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3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26—427页















《列宁全集》第33卷


《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的草稿和提纲

（1917年12月14日〔27日〕以后）



［注：法令草案见本卷第176—179页。——编者注］




1

草稿


［注：手稿第1页没有保存下来。——俄文版编者注］

5．应专门公布关于银行现金支付以及银行结算私人帐户和贷款合同等帐目的业务细则。

向消费合作社出售产品并通过银行往来帐户支取现金时，按一般价格的50％征收产品费。 
［注：手稿中这一段已删去，缺编号“6”。——俄文版编者注］



7．私人的全部现金（个人每周消费的100—200卢布除外），必须存入国家银行及其分行的往来帐户。隐瞒者以没收惩处。

8．凡属于富有阶级者，必须备有劳动消费（收支）手册，并将其摘记每周送交国家银行。

9．凡占有不动产＞25000卢布或每月收入超过500卢布，或持有现金1000卢布以上者，均属富有阶级。

10．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建立若干流动检查小组（包括监察员、统计员、会计员等），这些小组持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委托书，有权彻底地、无条件地检查任何企业和任何私营经济。

11．宣布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


2

提纲

　　1．宣布一切股份企业为国家财产。

　　2．董事、经理及 全部
 财产达5000卢布的股东，必须以其财产和自由来保证很好地经营业务（“人民公敌”）。

（8）3．强制居民参加消费合作社。

（9）4．在这方面协助贫民（特别是农民）。打击投机倒把分子和逃避者：“人民公敌”。

（7）5．现金超过500卢布必须全部存入银行，否则就要没收和逮捕（然后盖上戳子，兑换成其他纸币以及采取其他措施）。每周消费额不得＞125卢布。





	押送前线强迫劳动




	
}}



	（3）6．普遍劳动义务制：第一个步骤——为富人准备劳动消费手册、劳动收支手册，监督他们。他们的义务——按规定劳动，否则——“人民公敌”。












	
{{



	　
	没收逮捕




	
}}



	（12）（10）7．怠工者和罢工的官吏——人民公敌。　（4）8．铁路火速优先运输粮食和必需品，首先要遵循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指令。同“私贩粮食者”作斗争，全面追捕投机倒把分子。









　　（5）9．转向生产有用的产品并开始进行粮食和产品的合理的商品交换：上下齐动手，寻找订货、原料等，从各方面着手。（6）10．废除公债。保护和照顾小额存户的利益。

（10）11．流动检查小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苏维埃）应有党组织推荐的人参加。

（11）12．由工人（和农民）组成法庭，检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







	载于1957年《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28—430页















《列宁全集》第33卷


经济政策问题笔记[195]


（不早于1917年12月14日〔27日〕）


备忘：


联合成消费合作社。劳动消费手册。

从富人开始：劳动消费手册，每册50卢布。

收入2400卢布以上的房产主

房间数超过人口数的房产主

不动产超过25000卢布者。

担任国家职务和社会职务收入3000卢布以上者（每册10卢布）。

（（1）准备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和（2）同怠工作斗争）＋（（3）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的阶级联合。）

私营铁路（收归国有）予以没收。

股份公司收归国有。

工人超过20名或资金周转额超过10万卢布的工厂予以没收。

“Whip”

　　　　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每五人抽一人当“值班”或“督办”（“Whip”）或“催办”。

　　　　党团委员会：表决时服从。

检查组织委员会或流动检查组织小组（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中委派）。

流动会计小组：银行及其他经理处。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88—489页

















[195]这篇笔记中提出的经济政策问题，列宁在《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和该草案的准备材料中作了详细研究（见本卷第176—179页和第443—444页）。——446。









《列宁全集》第33卷


《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的提纲初稿

（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提纲初稿

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供给局”、“代表委员会”等的草案，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草案[196]，使人产生一种必须把这些组织联合起来的思想。








	　
	
提纲初稿：





	（大致是）：
	供销委员会？供给和销售委员会？



［注：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所属供给和销售委员会（供销委员会）。]　









　　基层单位应当是乡的消费生产联合会（比采购贸易等等联合会好），其作用相当于供给委员会和销售机构，乡界必要时可以改变。

在城市中，可能要以街区委员会或街道委员会作为基层单位。

如果能在各地建立起这样的基层单位委员会，那么把这些委员会联合起来，就会形成能够正确组织全体居民一切必需品的供应和正确组织全国范围内生产的整套的组织。

也可能不是“联合会”，而是包括商业服务人员等等在内的“工农代表苏维埃”。

每个这样的联合会或委员会或苏维埃（或供销委员会），将按销售品的生产部门
 和供应的产品种类
 分科或部，以便统一调整生产和消费（每个供销委员会都应该有财务科或出纳科）。在有权征收所得税，可以给无产者贷款而不取利息，以及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情况下，这种组织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乡银行那时就应该同国家储金局合并，应该把帐目纳入全国簿记，纳入国家收支总帐。

产品的调运以及买卖
只能

 在供销委员会之间进行，禁止一切私人间的销售。凭乡（一般是“基层的”即下层的）供给和销售委员会的证明，个人也可以向中央仓库购买产品，但必须记在乡或其他供给和销售委员会的帐上（在小单位内或购买零星物品不在此例）。没有供销委员会的证明，产品不许作任何调运。







	　　这就要　　　合并农业人民委员部

　　　　工商业人民委员部

　　　　　劳动人民委员部

　　　　　粮食人民委员部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财政人民委员部

　　　　　交通人民委员部










　　注意：


“供给和销售委员会”：乡的、县的、省的、区域的（总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供给和销售委员会所属各部：中央布匹委员会、中央制糖工业委员会、中央煤炭工业委员会等等（总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银行等。


　　注意：


城市的富人区（或富人的别墅区等），应该服从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就是工农所占的百分比低于，譬如说，60％的某些住宅区等等也应如此。





	载于1929年1月22日《消息报》第2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06—208页

















[196]指粮食人民委员部拟定的关于组织粮食机构给各地苏维埃的指令、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供给委员部的方案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条例。



鉴于旧的粮食机关对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实行怠工，粮食人民委员部于1917年12月22日（1918年1月4日）向各地苏维埃发出指令，要求它们依靠在粮食机关之下建立的各消费省份和军队的代表组织（“代表委员会”），把粮食工作掌握在自己手里，成立自己的粮食机构。粮食人民委员部同时还曾制定把该委员部改组为供给委员部的方案。根据方案，这个委员部的工作范围是不仅向居民供应食品，而且供应一切商品，私人贸易从而应当大大缩减。供给委员部的地方机关应成为各苏维埃的供给局。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组织和调整各工业区的经济生活，于1917年12月23日（1918年1月5日）通过了《区（区域）和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条例》。根据条例，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应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和调整各地的生产。——448。









《列宁全集》第33卷


《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的提纲

（1918年1月5—6日〔18—19日〕）


1

提纲初稿

（1月5日〔18日〕）

穆斯林的退出

引证喀山的分裂？

2．　　　　β（1）在苏维埃和人民中占多数的两党的退出……

历史 
［注：见本卷第236—238页。——编者注］



＋1　　　　 （2）形式方面……（在X 
［注：指十月革命。——编者注］

 前选出）

3．　　　　α（3）物质方面（问题的本质）劳动者的组织……

　　　　　　从阶级斗争观点来看的原则意义。

＋4．　　　 （4）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政权的直接声明没有答复

5．　　　　 （5）总结＝为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斗争打掩护。

6．　　　　 （6）解散……

7．　　　　 （7）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






　　与＋ 1有关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各省的名单）补＋4：仍是这个政治派别（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最疯狂的斗争。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第48页


2

提纲

（1月6日〔19日〕）

1．发展中的俄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已到达立宪会议与苏维埃政权之间发生冲突的阶段：

——苏维埃是摧毁君主制的唯一的人民力量；

——从2月28日到10月25日期间苏维埃的成长和巩固；

——社会革命党人分裂 
以前

 和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前的立宪会议选举；

——根据苏维埃提出的名单选举社会革命党人。





	
{



	穆斯林的退出　
	
{

	一天的事？


	　　2．在苏维埃和劳动群众中显然占多数的两个党——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退出立宪会议，明显地表明了苏维埃同它决裂，造成了它不可能存在的局面。







　　3．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不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所谓“全民”机关，而是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阶级机关。

俄国革命在斗争和妥协的发展过程中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创建了苏维埃共和国这一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形式。

　　　　　　　一步也不后退。

4．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和公开提出的质问立宪会议没有答复……

5．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立宪会议外面，疯狂地进行着反对十月革命的反革命斗争。

6．结论：立宪会议，即留在立宪会议里的那部分人，是为反革命分子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打掩护
 的……

7．解散立宪会议。

8．此法令草案今天就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32—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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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的要点[197]


（不晚于1918年1月7日〔20日〕）

9．主张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各种理由（理由的不正确）

9．—（гг）（1）“答应过”……（对比1915年10月13日）————（我们的责任是 
准备

 革命战争）

10．—（aa）（2）国际义务…… 
［注：手稿中的“10．—（aa）（2）”和“11．—（бб）（4）”两项已删去。列宁在“11．—（бб）（4）”这一项之后写了“见背面的补11”，页边也注有“见补11”字样。——俄文版编者注］



11．—（BB）（3）士气沮丧……　 

　　　（бб）（4）同德帝国主义“妥协”。 
［注：手稿中的“10．—（aa）（2）”和“11．—（бб）（4）”两项已删去。列宁在“11．—（бб）（4）”这一项之后写了“见背面的补11
 ”，页边也注有“见补11
 ”字样。——俄文版编者注］




补
 11。同德帝国主义“妥协”？

　　　　　　不正确。罢工的例子。

12．反对立刻进行革命战争，赞成兼并性和约：

　　（α）客观上＝威尔逊的走狗

　　　　　　　　（每个士兵100卢布）

13．（β）孤注一掷（雷瓦尔和爱斯兰将被占领，损失炮兵，可能还会丢掉彼得格勒）。

14．（γ）在继续进行战争的情况下， 
不可能

 完成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各项任务。

14．（δ）军队（现在已是民主的）的疲劳和情绪。

15．（ε）首先 扼杀
 俄国资产阶级，对俄国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
 ， 
然后

 ，开始革命战争。一刻都不停顿地准备革命战争。

16．总的结论： 
如果

 最近三个月到半年德国发生革命， 
那么

 ，尽管有革命战争的重压，我们也能打赢。



如果再晚一些

 发生革命，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疲惫不堪的工人和农民将要推翻我们的政权，把政权交给冒险家，而冒险家们会去签订 更加不利的
 兼并性和约。

17．我们没有权利使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陷于这种捉摸不定的、毫无把握的处境。

18．怎样更好：失掉波兰＋立陶宛＋库尔兰＋其他，还是失掉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接着是：


为了
 波兰等， 甘冒
 失掉社会主义革命的 风险
 ？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毫无疑问的。

19．不把赌注押在欧洲革命的 迅速
 （三个月到半年）到来上，而要利用 
两

 大帝国主义集团“ 
忙于

 ” 
战争

 的时机， 坚持不懈地
 、没有狂热地 
准备

 革命战争。

20．│漂亮姿势和革命空谈的政策——这就是当前的危险。　

21．│客观上：同威尔逊结盟， 或者
 宁愿失败也绝不同帝国主义者建立 
任何

 联盟。

22．我们退出之后，两大集团几乎势均力敌。让他们去两败俱伤（直到他们那里也爆发革命），而我们将巩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 
更可靠的

 途径。这是唯一的没有冒险、没有狂热、不孤注一掷的道路。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89—491页

















[197]《〈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的要点》的开头部分没有找到。列宁注明写于1918年1月7日（20日）的《提纲》，见本卷第247—255页。——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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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3卷

年表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1918年3月5日）


1917年


10月24日（11月6日）深夜


列宁由埃·拉希亚护送来到起义领导中心斯莫尔尼宫，直接领导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和水兵的武装起义；指挥各路起义军民攻占市内各处要地和重要部门。

列宁采取一切措施，争取及时出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报》。黎明时分，报纸全部印完。

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听取关于武装起义进展情况的汇报，讨论俄国苏维埃政府的组成和名称问题。会议决定，苏维埃政府定名为“工农政府”，政府成员称“人民委员”。会议初步确定了人民委员的人选问题，讨论了制定土地法令问题。


10月25日（11月7日）


列宁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告俄国公民书》，宣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政权转到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

上午10时《告俄国公民书》送去付印。当天发表在《工人和士兵报》第8号，署名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并印成传单散发。

指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攻占冬宫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逮捕临时政府的重要官员。

下午2时35分，出席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军事革命委员会向会议报告：起义军民已经推翻临时政府，革命取得胜利。

会上，列宁作《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列宁以布尔什维克名义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

晚10时40分以前，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会议，作了讲话。会议讨论了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组成和代表大会的议程问题。

晚10时40分以后，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团代表被选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

午夜1时50分以后，起草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经代表大会讨论，于凌晨5时被通过。

休会后，列宁离斯莫尔尼宫前往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住所稍事休息，随后起草《土地法令》。


10月25日或26日（11月7日或8日）


作有关苏维埃政府的组织机构和纲领的备忘记事。


10月26日（11月8日）


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会议，会议讨论了苏维埃政府的组成问题。

起草《和平法令》和《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

晚7时左右，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应邀列席会议）。鉴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拒绝参加苏维埃政府，会议决定完全由布尔什维克组成政府，提出政府成员的人选。

晚7时至9时，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以及其他问题。

晚9时至凌晨5时，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作《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的总结发言》和《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讨论并通过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和《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大会宣布组成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府——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0月26日或27日（11月8日或9日）


拟写《工人监督条例草案》。

出席彼得格勒工会和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工作人员联席会议。会议研究了工人监督法令的几个草案，最后采纳列宁提出的草案作为制定工人监督法令草案的基础。

会议还讨论了成立全俄经济领导机关的问题，列宁建议把苏维埃政权要首先掌握的经济机构开列出来。


10月27日（11月9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列宁起草的《工人监督条例草案》，批准《出版法令》和《政府关于如期召开立宪会议的决定》。列宁签署了上述法令和决定。

接见出席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水兵代表，同他们进行了谈话。鉴于全俄海军中央委员会（即海军中央执行委员会）加入了反革命团体——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列宁建议解散海军中央委员会，成立海军管理局。

下午5时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军事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列宁为首的委员会来直接领导各个组织保卫彼得格勒、平息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的反革命叛乱。

下午7时，出席第二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农业人民委员弗·巴·米柳亭的关于召开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及其他问题。会议通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各级苏维埃、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书》。

以人民委员会名义命令陆海军事务委员会委员帕·叶·德宾科立即率领陆海军部队从赫尔辛福斯前来支援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

深夜，来到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听取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康·亚·梅霍诺申关于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部队占领加特契纳后的局势和军区司令部的作战计划的报告，要求军事革命委员会司令部组织彼得格勒保卫战。根据列宁的建议，决定调遣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增援。

从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通过直达电报，同赫尔辛福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亚·李·舍印曼、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军事部主任米哈伊洛夫和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尼·费·伊兹迈洛夫谈话，命令他们立即调遣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和水兵以及陆军部队增援彼得格勒，抗击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的进犯。


10月28日（11月10日）


凌晨6时前，任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米·阿·穆拉维约夫沙俄中校为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地区城防司令。

清晨，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回斯莫尔尼宫，召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各区党的工作者开会，介绍彼得格勒的局势，建议与会者立即动员全体工人奔赴城郊修筑战壕，架设铁丝网。

接见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代表T．H．阿莫索夫和M．H．日沃托夫，同他们交谈建立最高经济机关一事。

中午12时，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司令部，亲自领导保卫彼得格勒的组织工作，派人去各工厂、机关和团体，动员一切人力和物力参加彼得格勒城市保卫战，抗击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

召集各党组织、工厂委员会、区苏维埃、工会和卫戍部队的代表开会，向他们说明，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以武器、粮食和被服支援革命部队。列宁向到会的代表分配具体任务，限期完成。

下午5时左右，来到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组织力量歼灭来犯的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问题。

下午7时至8时，回到斯莫尔尼宫，了解和研究战况。

晚上，接见陆海军事务委员会委员帕·叶·德宾科，就普尔科沃的局势交换意见，赞成德宾科提出的立即把刚从赫尔辛福斯调来的波罗的海水兵部队派往前线迎击敌人的建议。

深夜，听取陆海军事务委员会委员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关于加特契纳前线战况报告。

午夜1时左右，来到普梯洛夫工厂，同工人谈话，了解工人的思想状况、粮食供应和燃料等各方面的情况，要求他们加紧生产装甲车和大炮支援前线。

从普梯洛夫工厂回到斯莫尔尼宫，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值班委员B．A．阿列克谢耶夫向列宁报告士官生从米哈伊洛夫练马场夺走三辆装甲车，列宁立即亲自处理这一事件。

列宁指示军事革命委员会立即采取措施，平定士官生发动的叛乱。


10月29日（11月11日）


清晨，召集军事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开会，讨论士官生叛乱问题。

接见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代表米·巴·托姆斯基，了解莫斯科十月武装起义的进展情况，请他找斯大林商谈支援莫斯科革命工人和士兵问题。

召集派往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担任鼓动员的人员谈话，告诉他们彼得格勒的局势非常危急，要求他们深入兵营，动员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士兵起来抗击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

晚10时，出席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联席会议，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还就武装军队问题、建立城市秩序问题作了发言。


10月29日（11月11日）夜


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会议讨论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建立从布尔什维克到人民社会党人都有代表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建议。

列宁就这一问题作长篇讲话，批评列·波·加米涅夫及其拥护者要求接受建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妥协政策，重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关于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进行政府组成问题谈判的决议。

深夜，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司令部讨论支援莫斯科革命工人和士兵的问题。


10月30日（11月12日）


接见芬兰中央革命工人委员会代表尤·西罗拉和埃·胡顿宁（他们代表芬兰工人和芬兰社会民主工党专程到彼得格勒向刚诞生的苏维埃俄国工农政府表示祝贺），同他们进行亲切的谈话；了解芬兰的情况，询问他们能否从芬兰运粮食供应彼得格勒。

出席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发表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土地政策的讲话。

起草人民委员会告全体公民的广播稿，宣告克伦斯基政府已被推翻，苏维埃新政府正式成立，士官生暴动已平定，新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粉碎反革命的进攻。

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采取一系列措施组织保卫彼得格勒的命令上批示：请采取一切办法立即执行。


10月31日（11月13日）


主持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会议。会议讨论派军队支援莫斯科起义的问题。


10月底


拟写《职员守则草稿》。

接见彼得格勒市政管理委员会粮食特别会议成员玛·纳·斯米特－法尔克涅尔，同她交谈如何制止粮食机关工作人员怠工问题。

几次接见法国军事使团成员雅克·沙杜尔，向他介绍布尔什维克在建立俄国新苏维埃政府问题上的立场。


11月初


接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委员索·瑙·拉维奇，谈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军事革命委员会派往地方的工人特别代表和鼓动员进行准备工作的情况，并应拉维奇的邀请给工人特别代表和鼓动员作报告，列宁教导他们到地方去宣传十月革命的意义，建立革命秩序，把贫农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周围，努力完成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11月1日（14日）


下午3时许，同加特契纳通电话，得知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叛乱已被平息。

下午7时许，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会议，发表讲话，阐明苏维埃政权的实质，揭露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要求在建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问题上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妥协的投降立场。

深夜，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上，列宁就建立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进行谈判问题三次发言，批评列·波·加米涅夫等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妥协立场，并向会议提出关于谈判问题的决议草案。


11月1日和8日（14日和21日）之间


领导工人监督法令草案起革委员会的工作。


11月2日（15日）


签署《俄国各民族权利宣言》。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尤·拉林、弗·巴·米柳亭、阿·伊·李可夫、达·波·梁赞诺夫等人）问题。列宁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会议通过决议草案。


11月3日（16日）


撰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维·巴·诺根关于莫斯科形势的报告。列宁发言反对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达成任何协议，重申必须从彼得格勒派遣赤卫队、水兵和士兵增援莫斯科。


不早于11月3日（16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代表联席会议，讨论《消息报》编辑部对建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谈判所持的立场问题。


11月4日（17日）


拟写《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

接见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派赴南方各省和黑海地区工作的宣传员，交谈此行的目的和波罗的海舰队水兵的思想情况，以及他们对党内在建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问题上的分歧所抱的态度。

接见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革命司令部负责人阿·谢·基谢廖夫，向他了解当地革命进行的情况，当地工人、士兵和农民对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态度，赞扬地方苏维埃的工作，并答应帮助基谢廖夫解决当地缺粮缺钱问题。

起草《告人民书》。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宣读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并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出版自由问题决议的几个草案。

下午4时许，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主张建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人退出党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问题。列宁听取会上的发言，不时插话，并发言批评列·波·加米涅夫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等人的立场。下午7时半，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作关于出版问题的讲话，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所谓人民委员会未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公布一系列法令的质问作了回答，并两次发言反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指责。列宁还就维·巴·诺根、阿·伊·李可夫、弗·巴·米柳亭和伊·阿·泰奥多罗维奇退出人民委员会的声明发表讲话，并将关于维·巴·诺根等人声明退出人民委员会问题的决议案提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


11月4日（17日）夜


出席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前线代表联席会议，作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形势、它的纲领和任务的讲话。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接替退出人民委员会的人民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问题。


11月5日（18日）


会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代表，商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人民委员会问题。

修改《告人民书》，最后定稿，交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彼·哥尔布诺夫发表。

撰写《答复农民的问题》。

接见萨拉托夫省谢尔多布斯克苏维埃代表φ．西嘉金、A．克利莫夫和A．施什金，同他们进行谈话，并回答了他们要了解的人民革命、新成立的工农政府以及土地与和平等问题。

接见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和彼得格勒其他工厂的比利时籍工人代表团。

晚10时许，接见出席筹备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彼得格勒和彼得格勒郊区女工预备会议的代表，并同她们进行谈话。列宁说，革命能否得到巩固，取决于妇女参加革命的积极程度。

午夜2时左右，出席前线代表会议，作关于十月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讲话。


11月5日或6日（18日或19日）


鉴于列·波·加米涅夫、格·叶·季诺维也夫、尤·拉林和达·波·梁赞诺夫等人无视党的纪律，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决议，继续阻挠党中央的工作，列宁再次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起草给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的第二号最后通牒（《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信》）。


11月5日—6日（18日—19日）


起草《帝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


11月7日（20日）以前


对《为前线士兵征收防寒物品法令草案》作几点补充。


11月7日（20日）


接见前来请求帮助的普梯洛夫工厂委员会代表A．斯米尔诺夫和H．施洛巴科夫，同他们进行谈话，了解工厂的情况，并帮助解决他们提出的困难。列宁说，苏维埃俄国工人阶级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整顿生产组织，实行严格的劳动纪律。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解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米·阿·穆拉维约夫中校担任的彼得格勒城防司令和彼得格勒军区军队司令的职务和任命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继任彼得格勒城防司令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的决定。


11月7日（20日）夜


签署给俄军最高总司令尼·尼·杜鹤宁将军的电报稿，命令他立即向交战国军队司令部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令其随时向人民委员会报告谈判的进行情况。 


11月8日（21日）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提名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下午3时，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选举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晚9时，出席彼得格勒和彼得格勒郊区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会议，作关于目前形势、苏维埃政权驻各企业、机关和部队特派员的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报告。

深夜，出席人民委员会和军事革命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通过决议，授权列宁、斯大林和尼·瓦·克雷连柯同俄军最高总司令尼·尼·杜鹤宁将军通过直达电报进行谈判。


不晚于11月9日（22日）


接见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就顿巴斯冶金工业和煤炭工业国有化的问题同他交换了意见。


11月9日（22日）


午夜2时，同斯大林和尼·瓦·克雷连柯一起来到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通过直达电报质问尼·尼·杜鹤宁将军，为何拖延停战谈判。由于杜鹤宁拒不执行苏维埃工农政府的命令，列宁等宣布解除他最高总司令职务。

凌晨4时30分，列宁同斯大林和克雷连柯一起驱车前往陆海军电台。早6时，列宁起草《致各团、师、军、集团军等委员会，革命陆军的全体士兵和革命海军的全体水兵书》广播稿，宣布解除杜鹤宁最高总司令职务，任命尼·瓦·克雷连柯为最高总司令；号召士兵和水兵担负起停止战争、争取和平的使命，维持前线的秩序；要求前线各团立即推选代表同敌军举行停战谈判，并及时报告谈判的结果。

为小册子《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欺骗人民，布尔什维克的新政府给了人民什么》和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第二版写序言。

晚8时许，出席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作关于目前形势的讲话，详细阐述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


11月9日或10日（22日或23日）


起草人民委员会给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要求军事革命委员会采取坚决措施，取缔投机倒把，制止消极怠工。


11月9日和14日（22日和27日）之间


列宁编的小册子《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欺骗人民，布尔什维克的新政权给了人民什么》，附列宁写的序言出版。


11月10日（23日）


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作关于同杜鹤宁谈判的报告和关于这个报告的总结发言。


11月11日（24日）


写信给芬兰社会民主工党左派领导人库·曼纳、尤·西罗拉、奥·库西宁、爱·瓦尔帕斯和卡·维克，代表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向芬兰社会民主工党非常代表大会致贺，并祝愿芬兰社会民主党革命派在为无产阶级事业斗争中取得胜利。

召见停战谈判代表尼·瓦·克雷连柯和阿·阿·越飞，同他们进行谈话，并对如何同德军司令部进行谈判作了详细指示。

签署《关于废除一切等级和文官官衔的法令》。


11月12日（25日）


听取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主席Д．И．格拉兹金关于代表大会情况的汇报，写《给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声明》。

接见第49军代表团，向他们介绍苏维埃工农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并将自己签署的人民委员会给第49军委员会的正式解释文本交给他们。这份文件是对第49军代表大会紧急会议1917年11月9日（22日）关于政权问题和国内形势问题的决议的答复。

当选为北方面军、波罗的海舰队、彼得格勒、彼得格勒省和莫斯科五个选区的立宪会议代表。


11月12日或13日（25日或26日）


接见从莫斯科来的亚·格·施利希特尔，同他进行谈话，通知他已被任命为代理农业人民委员，委托他立即接待各地的农民代表，并要他着手制定《土地条例》，接管原农业部机关。


11月13日（2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派列宁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

列宁召见新任驻国家银行政府专员瓦·瓦·奥博连斯基（恩·奥新斯基），同他进行谈话，并告诉他，接管国家银行第一步是把银行金库和各个库房的钥匙拿到手。


11月14日（27日）


拟写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

出席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会议。在聆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B．M．卡钦斯基作关于土地问题报告时记下要点，并写了自己发言提纲，随后以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名义作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并宣读他起草的决议草案。

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并批准《工人监督条例》。

签署《工人监督条例》；签署人民委员会致各交战国政府和人民书，吁请各交战国政府参加苏维埃俄国同德奥同盟各国定于1917年11月19日（12月2日）举行的停战谈判。


11月14日（27日）夜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扩大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人民委员会的问题。

深夜，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会议拟定了关于两个主席团合并和充实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草案。


11月15日（28日）以前


接见弗拉基米尔省利基纳纺织厂工人И．С．莫罗兹金和A．季莫费耶夫，并同他们交谈工厂情况。


11月15日（28日）


写信给谢·伊·奥金佐夫少将，请他于11月16日（29日）早上召集一些愿意同苏维埃政权合作的参谋和将军研究对德停战谈判的军事技术问题，并于当日傍晚把拟定的关于停战协定的基本问题、要点和设想的提纲送来，同时指明哪些专家可以直接参加停战谈判。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提议内务部归军事革命委员会管辖。会议还讨论关于组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问题、关于没收利基纳纺织厂问题、关于失业保险条例草案、关于革命法庭和司法部等问题。

接见美联社记者格·亚罗斯，并同他谈话，回答提出的问题，阐明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首都）选区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的深远意义。

列宁签署的人民委员会致各交战国政府和人民书在《真理报》第190号上发表。


11月16日（29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革命法庭和撤销全部旧司法机关的法令草案、关于把乌克兰的珍贵历史文物归还乌克兰人民的问题，以及关于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他们参加政府的谈判等问题。


不晚于11月17日（30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告德国士兵书，吁请支持苏维埃俄国劳动者为立即签订民主和约和为社会主义进行的斗争。


11月18日（12月1日）


召见即将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阿·阿·越飞，同他进行谈话，并就和谈代表团在谈判中应采取的策略作了重要指示。

接见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彼·阿·科兹明和阿·斯·雅库波夫，同他们交谈部内的情况等问题。

出席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会议。会上，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代表指责布尔什维克发动内战。列宁两次发言进行批驳，并以布尔什维克党党团的名义同意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的关于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声明的决议。列宁还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总结发言。写《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人民委员、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标准问题时，拟写关于高级职员和官员薪金额和人民委员最高薪金的决定草案，并发言。会议还讨论了关于组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草案、关于顿巴斯各工厂国有化问题、关于征用农业机械和农具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11月19日（12月2日）


拟写《罢免权法令草案》。

拟写给莫斯科省苏维埃的回电，告诉他们只要政权在苏维埃手中，苏维埃的任命新的省人民委员的决定就是法律，不需要确认。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拟写关于陆军部问题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关于俄国同芬兰的贸易和财政关系问题、关于乌克兰局势和中央拉达的报告、关于中央各部“清洗”问题，莫斯科苏维埃关于苏维埃是否有权在工厂主进行抵制时暂行接管工厂的请示以及其他问题。


11月20日（12月3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拟写关于拨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费决定草案和《没收出租住房法令的提纲》。会议还讨论关于成立特别的人民保健委员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11月21日（12月4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城市不动产国有化草案和征收所得税新条例草案等。

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作关于罢免权的报告。


11月22日（12月5日）


由列宁签署的苏维埃政府《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在《真理报》第196号和《消息报》第232号上发表。

接见库尔斯克省利戈夫苏维埃代表A．И．克里施托帕和Я．М．法捷耶夫，同他们谈话，向他们了解库尔斯克省的情况；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并建议他们给《贫苦农民报》写文章。

出席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关于目前形势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法庭的法令草案和其他问题。


11月23日（12月6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废除城市不动产私有权法令草案》、关于召开全俄铁路职工代表大会问题、关于彼得格勒市政管理委员会的状况、赤卫队的状况，以及邮电职工的状况等问题。


11月24日（12月7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所得税法令草案、关于成立削减国家开支委员会问题、关于政府机关职员编制等问题。


11月24日和29日（12月7日和12日）之间


接见前来向俄国劳动者和苏维埃政府转达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祝贺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塞特·霍格伦和卡尔·基尔布姆。


11月25日（12月8日）


写便条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请告知彼得格勒苏维埃是否通过了关于法院的决议，采取了哪些措施，并将如何贯彻执行。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向会议报告接见哥萨克军联合会委员会代表团的情况，拟写关于撤销贵族土地银行和农民土地银行的法令草案的引言部分，提议减轻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负担，把部分工作交其他人民委员部管理。


不早于11月25日（12月8日）


接见芬兰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代表库·曼纳、埃·胡顿宁和埃·萨林（他们是专程来彼得格勒弄清布尔什维克党对给予芬兰国家独立问题的立场），同他们进行亲切的谈话，告诉他们，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承认芬兰人民享有完全的自决权，苏维埃政府希望芬兰议会和芬兰社会民主党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并将正式文件送来。列宁还向他们了解芬兰工人11月举行总罢工的情况。


11月26日（12月9日）


接见奥伦堡铁路员工代表团，同他们讨论同杜托夫反革命叛乱作斗争的任务；写便条给尼·伊·波德沃斯基和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请他们解决派军队平定杜托夫叛乱的问题。


11月26日—12月10日（12月9日—23日）


多次会见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安·卢·柯列加耶夫、普·佩·普罗相、玛·亚·斯皮里多诺娃和阿·米·乌斯京诺夫，同他们商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问题，并劝告他们不要过早同代表大会的右派分裂；不断地就代表大会工作问题向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领导人作指示，要他们多做右派社会革命党普通党员代表的工作，向他们讲清楚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同右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谢·列·马斯洛夫和维·米·切尔诺夫的政策的根本区别。


11月27日（12月10日）


写《土地问题资料》一书序言。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提议成立贯彻社会主义财政经济政策的特别委员会，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五次发言，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贯彻社会主义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会议还讨论关于政府和谈代表团的组成问题和关于进行谈判的指示等问题。

起草《和平谈判纲要》。


不早于11月27日（12月10日）


拟写《经济措施纲要草稿》。


11月28日（12月11日）


拟写《对游行示威口号的补充意见》——对彼得格勒苏维埃11月27日（12月10日）通过的《告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书》的补充。

写信给全俄立宪会议选举委员会，声明只同意做波罗的海舰队的立宪会议代表。

接见乌法省粮食委员亚·德·瞿鲁巴，同他谈话，要他担任副粮食人民委员，并议论在口粮分配上贯彻阶级原则的必要性。

得知反革命党派无视人民委员会11月26日（12月9日）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法令企图召开立宪会议和资产阶级分子要在塔夫利达宫附近举行游行示威，召见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命令他立即制止反苏维埃政权的行动。

写《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草案。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阴谋问题。列宁提请人民委员会审批由他拟写的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草案。法令经会议批准，由列宁签署后颁布。


11月29日（12月12日）


拟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诬告的责任的决定草案》。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就“重新配备力量（《真理报》和党的工作）”问题两次发言。在会议讨论阿·伊·李可夫、列·波·加米涅夫、弗·巴·米柳亭和维·巴·诺根要求接受他们回到党中央的申请时，列宁宣读由他起草的决议草案。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关于军工厂转向有益于经济的生产的决定，并提请人民委员会审批。


11月30日（12月13日）


写《国家与革命》第一版序言。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失业保险条例草案、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接见彼得格勒五金工厂工人代表团，告诉他们，人民委员会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向军工厂提供所需资金，使工厂转向民用生产。


11月底


召见乌克兰布尔什维克代表С．С．巴金斯基，详细了解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同中央拉达交往的情况。

接见乌拉尔区域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维·A．沃罗比约夫，交谈乌拉尔工业情况，并向他了解乌拉尔的情况、当地工人的生活和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以及解决乌拉尔土地问题的计划等；写便条给劳动人民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和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费·埃·捷尔任斯基，要他们起草一个把乌拉尔所有工厂收归国有的决定。

接见尼古拉铁路职工非常代表大会左派代表，同他们谈话。

接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奥·阿·皮亚特尼茨基，就布尔什维克对立宪会议的策略问题同他交换了意见。

去国家银行，召集银行领导干部开会，了解银行的情况，了解他们如何解决怠工问题，如何保证向工厂提供所需的现金。


11月


写《关于党的任务的提纲＋目前形势》和《对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意见》。


12月1日（14日）


出席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作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对立宪会议的策略的报告。


12月1日（14日）夜


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作《关于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问题的发言》和《关于立宪会议问题的讲话》，向会议提出他起草的《关于处置立宪民主党的法令的决议》，请会议审批。


12月2日（15日）


签署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就乌克兰问题治最高总司令尼·瓦·克雷连柯的指示、关于白俄罗斯拉达和给白俄罗斯区域委员会财政援助等问题。


12月2日（15日）夜


出席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会上，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发表讲话，阐明布尔什维克党对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的政策。


12月3日（16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为讨论乌克兰中央拉达问题，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委员会，起草告乌克兰人民书和向乌克兰拉达提出的最后通牒。列宁被选入起草委员会。休会期间，列宁拟写《告乌克兰人民书》的提纲和草案。下午6时复会。会议审议并通过起草委员会提出的《告乌克兰人民书》。


12月4日（17日）


出席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人部、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各工会理事会和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联席会议，作关于彼得格勒工人经济状况和工人阶级任务的报告。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征用农业机械和农具的法令草案。列宁对草案的个别条款作了补充。会议还讨论粮食政策等问题。


不晚于12月5日（18日）


接见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成员П．H．阿莫索夫、阿·马·卡克滕和М．C．伊万诺夫－米哈伊洛夫，同他们谈话。在听取他们请求政府正式批准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起草的工人监督细则后，建议他们先在群众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阐明实行工人监督的革命方法。


12月5日（18日）


接见叶卡捷琳堡省博戈斯洛夫斯克矿区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代表A．B．库尔雷宁和М．A．安德列耶夫，同他们谈话，向他们了解矿区的纳杰日金斯基工厂和各矿井的情况，询问能否转向民用产品生产，并对工人们要求把矿区企业收归国有表示支持。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上成立两个委员会，责成一个委员会审定乡土地委员会条例和细则草案，责成另一个委员会组织军事行动向中央拉达宣战并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告乌克兰人民和士兵书。列宁被选入两个委员会。


12月5日（18日）夜


接见法国军事使团成员雅克·沙杜尔，同他谈话。列宁认为，俄国昔日的盟国——法国、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都应参加议和谈判。


12月5日和11日（18日和24日）之间


《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一书（写于1914—1915年）由彼得格勒生活和知识出版社出版。


12月5日和23日（12月18日和1918年1月5日）之间


为答复德国政治活动家赫尔曼·费尔瑙在1917年12月5日（18日）《日内瓦报》第348号上发表的《一个德国人给列宁先生的公开信》写《答赫尔曼·费尔瑙》。


12月6日（19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关于没收博戈斯洛夫斯克矿区股份公司财产的法令草案时，拟写对法令草案的补充。

《关于立宪会议开幕的问题》在《真理报》第207号和《消息报》第204号上发表。


12月6日或7日（19日或20日）


拟写《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告农民书草稿》。


12月7日（20日）


写便条给费·埃·捷尔任斯基，并附上拟写的《关于同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作斗争的紧急措施》草案，请他在向人民委员会会议作关于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报告时向会议提出。

把《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告农民书草稿》交给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阿·米·乌斯京诺夫，并授权他在大会代表提出要求修改时，可对这个草稿作必要的修改。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苏维埃政府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12月8日（22日）


指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抽调至少百名绝对可靠的党员由抗暴委员会分配工作。就奥斯特罗戈日斯克苏维埃主席询问如何处置没收庄园时掠走的珍宝一事，打电报指示编造清册，妥为保护，把掠夺者交付法庭，并把判决告人民委员会。

接见从大本营回来的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听取他对卡列金反革命军队的作战计划，并查阅他的军事行动准备工作记要。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苏维埃政府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列宁起草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告农民书草稿》。


12月9日（22日）以前


接见彼得格勒制管厂工人代表团。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苏维埃政府问题、工业复员、亚历山德罗－格鲁舍夫斯克区等问题以及几项任命。


12月11日（24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情绪问题。列宁建议撤销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临时委员会，阐明党中央对立宪会议的态度，指派一名中央委员领导党团和制定党团章程。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国家机关的编制、关于教会学校归国家国民教育委员会管理、关于加速贯彻政教分离等问题。

拟写《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的要点和《对亚历山德罗－格鲁舍夫斯克区工人代表团所提问题的答复》。


12月11日或12日（24日或25日）


拟写《关于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临时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和《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


12月12日（25日）


就准备把彼得格勒私营银行收归国有一事，指示举行银行职员中的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会议。

出席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会议，代表党中央向会议提出《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提纲经党团会议讨论后，一致通过。


12月12日或13日（25日或26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秘密会议，讨论把私人银行收归国有问题。


12月12日和23日（12月25日和1918年1月5日）之间


《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写于1907年11—12月）由彼得格勒生活和知识出版社出版。


12月13日（26日）


出席全俄铁路工人非常代表大会，代表人民委员会致贺词。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国家机关职员工资问题的决定草案。


12月13日（26日）夜


来到原财政部，主持准备接管彼得格勒各私营银行收归国有的秘密会议，向与会同志交代这次行动计划和任务。


12月14日（27日）


写《为了面包与和平》一文。

领导由赤卫队员、水兵和士兵组成的工作分队接管彼得格勒私营银行的行动，听取工作队领导人的汇报，委派苏维埃政府任命的委员到被接管的私营银行。

接见前来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递交请俄国党协助实现芬兰独立的信件的芬兰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库·曼纳、爱·居林和卡·维克，同他们谈话，并表示将在人民委员会讨论支持这一请求。

晚10时半，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银行国有化问题时，列宁作关于银行国有化问题的讲话。


不早于12月14（27日）


拟写《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及其草稿和提纲；作苏维埃国家经济政策问题笔记。

出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提请会议讨论《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对草案作了说明，对会上提出的问题作了解答。


12月15日（28日）


接见芬兰议会代表团。代表团询问，苏维埃政府对给予芬兰独立的问题持什么态度。列宁向代表团明确表示，只要芬兰议会正式提出请求，苏维埃政府一定予以承认。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普梯洛夫工厂停工问题和改组燃料特别会议问题。列宁就上述问题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专家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和关于改组燃料特别会议的决定草案。

会议还讨论关于人民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对定于1917年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举行的铁路工人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的态度问题、关于全体军人一律平等的法令草案、关于军队选举制的法令草案等问题。


12月16日（29日）


起草《关于将问题列入人民委员会会议议事日程的程序的指令》。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军队复员时期军队建设的过渡形式问题、关于军队中的民族部队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12月17日（30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芬兰政府吁请俄罗斯苏维埃政府承认芬兰独立问题、苏维埃政府和谈代表团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进程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赴陆军人民委员部出席由他提议的有全军代表大会代表选出的各战线、各部队、海军等单位的代表、陆军人民委员部领导干部和军事专家数十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介绍政府和谈代表团向人民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内容和谈判情况，听取会上的发言，写了十个问题（即《向为复员军队而召开的全军代表大会的代表提出的问题》），要求与会同志对这些问题作书面回答。

《国家与革命》的序言和第一章第一、二节在《真理报》第217号上发表。


12月17日—23日（12月30日—1918年1月5日）


《答赫尔曼·费尔瑙》在《国民》周刊第31期上发表。


不晚于12月18日（31日）


《土地问题资料》一书由彼得格勒波涛出版社出版。本书收集了列宁在1917年4月底至10月底发表的关于土地问题的重要文章和讲话。


12月18日（31日）


阅读为复员军队而召开的全军代表大会代表交来的对列宁提出的十个问题的书面答案。

从下午5时到深夜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列宁起草的《关于将问题列入人民委员会会议议事日程的程序的指令》、关于成立小人民委员会、关于承认芬兰独立的法令、尼·瓦·克雷连柯关于前线局势和军队状况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列宁就克雷连柯的报告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同德国和谈等问题的决议草案》。

会议期间，列宁在得知以佩·埃·斯温胡武德为首的芬兰政府代表团已到接待室后，当即签署人民委员会刚通过的关于承认芬兰国家独立的法令，随后离开会场会见代表团，将法令文本交给代表团，并同他们谈话。


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


接见顿河军屯州卡缅斯克村第二铸钢厂代表，听取他们反映该厂的问题。代表们请求政府停发该厂的经费。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期间，列宁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司法人民委员伊·扎·施泰因贝格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弗·亚·卡列林错误行动的决定草案》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同拉达举行谈判的决议草案》，并提交会议讨论批准。


12月20日（1918年1月2日）


写便条给国防特别会议副主席彼·阿·科兹明，请他一起研究处理顿河军屯州卡缅斯克村第二铸钢厂代表反映的问题。

晚8时至深夜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斯大林关于人民委员会同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同拉达举行谈判的决定进行谈判的情况报告和关于立宪会议开幕等问题。


12月21日（1918年1月3日）


收到法国议员、社会党人沙尔·迪马来信，信中请求接见。列宁复信说，由于彼此之间的重大政治分歧，个人之间的关系早已不复存在，因此，拒绝他的请求。

参加陆军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会议，讨论组建苏维埃国家新军队的问题。

晚7时至深夜，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审定和补充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全俄肃反委员会和侦查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决定草案，修改和补充关于彼得格勒和彼得格勒铁路枢纽站实行扫雷的普遍义务劳动制的法令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制止法国使团从事反革命活动而采取的策略和措施等问题。


12月22日（1918年1月4日）


出席陆军人民委员部因最高总司令尼·瓦·克雷连柯来电告急而召开的有总参谋部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罗马尼亚战线的严重局势问题。列宁在听取军事专家们的意见后，反对尼·瓦·克雷连柯要求军队向后方撤退的建议。列宁主张加紧整顿运输工作和供应前线粮食的工作，迅即调遣彼得格勒军区和莫斯科军区的赤卫队增援罗马尼亚战线，并立即在这两个军区内着手组建社会主义新军队十个军。会上还制定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新军队的基本条例。


12月22日和23日（1918年1月4日和5日）


《普列汉诺夫论恐怖》一文在《真理报》第221号（标题为《普列汉诺夫赞成恐怖》）和《消息报》第259号上发表。


12月23日（1918年1月5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了人民委员会成员的休假问题，作出决定给予列宁3—5天假期。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土耳其属亚美尼亚”的法令草案和关于小人民委员会的组成等问题。


12月24日—27日（1918年1月6日—9日）


在芬兰铁路委员埃·阿·拉希亚的陪同下，列宁同克鲁普斯卡娅和妹妹玛丽亚一起去芬兰卡累利阿地峡“哈利拉”疗养院度假。

休假期间，列宁拟写《政论家札记（提纲）》、《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提纲初稿和最后定稿以及《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和《怎样组织竞赛？》等文章。


12月28日（1918年1月10日）


出席当选为立宪会议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会议，会上讨论定于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开幕问题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问题。

列宁接见陆军人民委员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同他谈话，建议他把建立社会主义新军队的问题提交地方苏维埃，首先是彼得格勒苏维埃讨论。


12月29日（1918年1月11日）


打电报给在哈尔科夫的人民委员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嘉许他在同卡列金分子的斗争中采取的坚决行动。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申请本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经费的报告，讨论期间，列宁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拨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筹备和召开本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经费问题的决定草案》。在讨论关于拨给《工农临时政府报》20万卢布经费的申请报告时，列宁就政府报纸集中问题作了发言。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发给商品进出口许可证手续的决定草案、关于“土耳其属亚美尼亚”的法令草案、关于从芬兰撤退军队的问题以及关于政府职员的劳动工资标准等问题。

接见法国军事使团成员雅·沙杜尔，同他谈话，告诉他，苏维埃俄国需要休战时间，将同德国单独缔结和约以及建立社会主义新军队之事。


12月30日（1918年1月12日）


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拉达给人民委员会的答复的决定》草案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索·阿·洛佐夫斯基的党籍的决议草案》。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人民委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列宁12月29日（1918年1月11日）给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电报提出的质询时，列宁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同卡列金作斗争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乌克兰临时特别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决定草案，并提交会议批准。在讨论乌克兰中央拉达的照会和苏维埃政府和谈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对拉达的态度的问题时，列宁提请会议讨论他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拉达给人民委员会的答复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立宪会议问题和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员的任命等问题。


12月31日（1918年1月13日）


写便条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请他同雅·斯·加涅茨基商量派代表团出国同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联系之事。

在接到关于罗马尼亚军事当局对俄军第49革命师采取敌对行动的报告后，随即命令陆军人民委员部马上逮捕罗马尼亚使馆和罗马尼亚军事使团的全体人员，签署《人民委员会给罗马尼亚政府的最后通牒》，要求迅即释放被捕的俄军士兵，惩办肇事者，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午夜11时30分，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维堡区委员会、维堡区苏维埃和赤卫队司令部联合举办的迎新晚会。


1918年


年初


接见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普·佩·普罗相，就他提出的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同布尔什维克党合并的建议交换意见。


1月初


接见爱沙尼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Я．Я．安韦尔特，交谈1917年12月31日（1918年1月13日）在雷瓦尔（现称塔林）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爱斯兰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爱斯兰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雷瓦尔委员会工作人员联席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讨论了关于宣布爱沙尼亚为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


1月1日（14日）


接见由马克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Ｅ．Г．梅德维捷夫率领的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出席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会议代表团，向他们了解乌克兰的形势、乌克兰中央拉达的情况和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的各项计划。列宁还向他们提出有关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和谈代表团的立场的建议，同时建议教育人民委员弗·彼·扎东斯基留在彼得格勒，担任乌克兰苏维埃政府驻人民委员会代表。

接见前来递交关于罗马尼亚使馆事件备忘录的各协约国和中立国驻彼得格勒的外交代表，同他们谈话。列宁向外交使团代表表示，即日就把备忘录和这次谈话的内容报告人民委员会。

接见陪同俄国政治流亡者从瑞士回国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弗·普拉滕，向他介绍建立社会主义新军队的意义，并邀请他一起参加欢送第一批社会主义新军队大会。

列宁、玛·伊·乌里扬诺娃和弗·普拉滕在陆军人民委员尼·伊·波德沃伊斯基的陪同下，乘车前往米哈伊洛夫练马场，出席欢送大会。会上，列宁发表讲话。

会后，在返回斯莫尔尼宫的途中，列宁的汽车遭反革命恐怖分子枪击，列宁脱险，普拉滕为掩护列宁手部负伤。

晚8时，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作关于逮捕罗马尼亚公使及使馆全体人员以后所发生的事件的报告。会议委托列宁起草政府关于逮捕和释放罗马尼亚公使的情况的通告，并授权列宁处理这一事件。

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30日（1918年1月12日）关于同卡列金作斗争的决定时，列宁对这一决定作了补充。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废除国债的法令草案。

深夜，委托斯大林通过直达电报把人民委员会关于逮捕罗马尼亚公使及使馆全体人员以后所发生的事件的决定通知苏维埃政府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代表团。

午夜2时许，起草并签署给彼得保罗要塞政委格·伊·布拉贡拉沃夫关于释放罗马尼亚公使及使馆全体人员的命令。


1月2日（15日）


接见外交人民委员部代表И．A．扎尔金德，交谈扎尔金德同罗马尼亚公使康·迪亚曼迪谈判情况。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问题、改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问题以及关于远洋商船和内河商船国有化等问题。会议期间，列宁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高级公职人员的薪金标准的决定草案》。

深夜，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讨论立宪会议问题和1918年1月1日（14日）列宁遇刺问题。


不晚于1月3日（16日）


拟写《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草案。


1月3日（16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写信给为复员军队而召开的全军代表大会。

起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通过直达电报同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苏维埃和谈代表团团长列·达·托洛茨基谈话，通知他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必须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定，并告诉他乌克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即将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随后列宁收到苏维埃政府和谈代表团秘书列·米·卡拉汉转发的第8集团军军事革命委员会报告乌克兰中央拉达在罗马尼亚战线进行反革命挑衅活动和集团军军事革命委员会采取相应行动的电报，即复电卡拉汉，并通知最高总司令尼·瓦·克雷连柯不要理睬中央拉达的挑衅活动，而要采取最坚决行动对付罗马尼亚反革命司令部、卡列金反革命分子及其在中央拉达的同谋者。

再次通过直达电报同苏维埃政府和谈代表团谈话，就代表团提出的问题，同斯大林磋商后，指示列·达·托洛茨基暂时停止谈判，立即返回彼得格勒。


1月4日（17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和行动的问题、关于红十字会和全俄城市联合会的产业收归国有的法令草案等问题。


1月5日（18日）


下午1时左右，来到塔夫利达宫出席立宪会议。

会前，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与立宪会议开幕程序有关的问题。

出席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会议。会议宣读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且通过决定：如果立宪会议于当天开幕时不通过这个宣言，全体布尔什维克代表就退出立宪会议。

下午4时，列宁出席立宪会议开幕式，听取各党团代表的发言。

晚10时至午夜1时，立宪会议休会。在此期间，列宁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对立宪会议的策略问题。会上，列宁起草关于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立宪会议的宣言。

立宪会议休会期间，列宁几次会见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同他们商讨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问题。

午夜1时许，召集人民委员会成员开会。会上，列宁拟写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提纲初稿，并就这个问题四次发言。

在得知海军人民委员帕·叶·德宾科下令驱赶反动的立宪会议代表后，指示德宾科和塔夫利达宫警卫队长A．Г．热列兹尼亚科夫：对反动的立宪会议代表不得使用暴力，可以放行，但不准许随便进入塔夫利达宫。


1月6日（19日）


写《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物》（文章没有写完）和《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的提纲。

听取海军人民委员帕·叶·德宾科关于立宪会议已经按塔夫利达宫警卫队长A．Г．热列兹尼亚科夫的要求停止开会的报告。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列宁写的《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提纲和关于吸收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党团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享有表决权）的问题。拟写《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


1月6日（19日）夜


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发表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会议批准列宁起草的《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


不晚于1月7日（20日）


拟写《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要点。


1月7日（20日）


接见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罗·彼·阿夫拉莫夫，在同他谈话时，收到关于原临时政府部长安·伊·盛加略夫和费·费·科科什金在医院里被一伙无政府主义的水兵杀死的报告，遂召请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和打电话给司法人民委员伊·扎·施泰因贝格，命令他们立即组织调查，逮捕凶手。

拟写《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

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穆斯林社会主义委员会主席穆拉努尔·瓦希托夫和巴什基尔区域苏维埃主席沙里夫·马纳托夫谈话，向瓦希托夫和马纳托夫了解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的民族运动情况，了解穆斯林立宪会议代表的立场；建议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穆斯林立宪会议代表率先成立穆斯林的中央机构和着手起草有关穆斯林居民的法令。

接见全俄铁路员工非常代表大会左翼代表团。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进程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不早于1月7日（20日）


为英国社会主义报纸《呼声报》撰写《什么是苏维埃？》一文。


1月8日（21日）


在有党的工作者列席的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和阐明起草的《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粮食政策问题和几项人事任命等问题。


1月8日和11日（21日和24日）之间


综合党中央委员会1月8日（21日）会议上《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的讨论情况，并增写对《提纲》的补充说明。


1月9日（22日）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力量配备、党的中央机关报、外交人民委员部、银行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颁布法令的程序和权利”问题、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弗·彼·扎东斯基参加人民委员会等问题。


1月10日—18日（23日—31日）


领导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1月11日（24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发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讲话。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全俄工会理事会主席团委员的选举问题。

赴塔夫利达宫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


1月12日（25日）


拟写给赤卫队司令部的命令，命令协助交通人民委员部检查彼得格勒及其郊区各铁路线的运粮专列，逮捕投机倒把分子和怠工分子。

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大会通过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关于同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政策的决议，并批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1月13日（26日）


接见乌拉尔苏维埃区域委员会代表A．И．苏沃洛夫和П．B．安特罗波夫，谈话后派他们持他写的便条去粮食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局，指令上述单位必须委托持条同志采取一切坚决措施使运粮专列从西伯利亚开到彼得格勒。

接见从普斯科夫开赴哈尔科夫同卡列金反革命军队作战的第3库尔泽姆拉脱维亚步兵团代表团，向代表们介绍苏俄的国内外形势和苏维埃政权镇压反革命的任务。

出席全俄铁路员工非常代表大会，作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并回答大会代表提出的问题。


1月13日和27日（1月26日和2月9日）之间


参加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草案审定委员会的工作；对《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草案逐条修订并作补充。

出席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和粮食机关代表联席会议，就与饥荒作斗争的措施问题两次发言；写《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措施的问题的决议草案》，提请会议审议。

接见全俄粮食代表大会的两位代表，同他们交谈大会的决议。


1月14日（27日）夜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期间，列宁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粮食状况的措施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了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情况和工业生产情况等问题。


1月15日（28日）


写《人民委员会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质询》一文。

写信给在哈尔科夫的乌克兰特别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和司令员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要求他们采取最坚决的革命措施，征集粮食，组织并派人护送运粮专列开到彼得格勒。

下令给海军革命委员会，要求立即调派2000名水兵给姆·卡·捷尔－阿鲁琼扬茨，参加讨伐乌克兰中央拉达的军事行动。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的隶属问题、陆军人民委员部关于建立红军的法令草案的报告、关于邮电职工工资等问题。

会上，列宁就拨款100万卢布给最高总司令大本营革命野战司令部一事作报告，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的隶属问题的决定草案》，并提请人民委员会批准，审定和补充关于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草案，审定并签署关于法庭的法令（第2号）。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


1月16日（29日）


接见卡缅斯卡亚镇顿河哥萨克前线士兵代表大会代表团。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列宁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工资的决定草案》。在会议讨论关于建立粮食管理统一中心问题时，列宁赞同全俄粮食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的提纲，并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粮食工作组织问题的两个决定草案》。


1月17日（30日）


打电报给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对顿河哥萨克军事革命委员会承认人民委员会表示欢迎。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增加彼得格勒口粮定量等问题。会上，列宁综合一份运送和运到彼得格勒的粮食材料。同穆斯林事务委员部委员谈话，赞同他们拟定的关于归还穆斯林圣物的法令草案。


1月18日（31日）


同水运工会伏尔加航区委员会代表交谈人民委员会会议正在讨论的商船国有化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远洋与内河商船国有化等问题。列宁作了发言，拟定《人民委员会关于远洋与内河商船国有化法令草案》，并对这个法令草案作了补充。

拟写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取消苏维埃法律中涉及立宪会议的内容的法令草案。

出席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阐明《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草案的实质和解散立宪会议的原因。


1月18日（31日）夜


出席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式。列宁致闭幕词。


1月19日（2月1日）以前


拟写给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指令，要求加快拟定关于政教分离的法令。


1月19日（2月1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就同德国缔结和约问题六次发言。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列宁对关于各人民委员部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相互关系的决定草案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


1月19日和21日（2月1日和3日）之间


接见海军部立法会议代表B．Ф．波卢欣，同他交谈舰队状况。


1月20日（2月2日）


接见莫斯科军区司令员尼·伊·穆拉洛夫和副司令A．B．曼德尔施塔姆，同他们交谈同德国缔结和约问题，批评莫斯科党组织领导提出的进行“革命战争”对付德国的口号，告诉他们前线发来的关于俄军溃败的消息。列宁强调，战争不能再进行下去，战争必须停止，并且坚决地把工人迅速武装起来，组织起来，集中人力和物力，巩固地方政权。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政教分离的问题。列宁审定和补充《关于信仰自由、教会团体和宗教团体法令》草案。在会议讨论《一次财产税草案》时，列宁对草案第一条和第二条提了意见，并建议将草案提交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农民部讨论。

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增加士兵军饷、发行新币等问题。


1月21日（2月3日）以前


打电报给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询问他同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和的原因，指出只要不致动武，就不希望对乌克兰内政作任何干涉。


1月21日（2月3日）


拟写《致全国人民、特别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代表团的通电》。出席持有各种不同观点的代表参加的党中央委员会协商会议，讨论同德国缔结和约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活动的报告。列宁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活动问题的决定草案》。

写信给弗·亚·安东诺夫，再次提醒他消除同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间的不和。


1月22日（2月4日）


鉴于各国资产阶级报刊散布关于苏维埃俄国的种种谣言，列宁拟写《致全国人民的通电》（第2号）。

接见法国军事使团成员雅·沙杜尔，谈苏俄政府同德国缔结和约的必要性。

打电报给乌克兰特别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感谢他对征粮工作采取有力措施，获得成效，希望再接再厉，继续组织征粮和向首都运粮。


1月23日（2月5日）


签署《致全国人民的通电》（第4号），宣布苏维埃军队在当地起义军民的配合下，于1月16日（29日）开进基辅，乌克兰中央拉达被推翻，奥伦堡宣告解放，奥伦显哥萨克白军统领杜托夫率残部溃逃，全部政权已掌握在全克里木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手中。

对派往各地农村的鼓动员训练班的结业学员发表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撤销已经疏散的专区、省、县三级政府机关的法令》草案、关于赋予副人民委员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的表决权问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关于工业复员的报告、关于小人民委员会更名为人民委员会直属委员会问题以及关于增加士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实行新历法问题、关于成立医疗委员会（政府最高医疗机构）问题和关于革命出版法庭等问题。列宁签署《关于俄罗斯共和国实行公历的法令》。

《对派往地方的鼓动员的讲话》（报道）在《真理报》第18号上发表。


1月25日（2月7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粮食现状问题和人事任命等问题。


1月27日（2月9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邮电人民委员关于提高邮电费的决定》，经会议批准后，列宁签署了这一决定。

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油田国有化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1月28日（2月10日）


出席全俄土地委员会代表大会代表和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农民代表联席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发表讲话。

拟写《给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俄国和谈代表团托洛茨基的电报》稿。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革命出版法庭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月29日（2月1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作关于迅速实施财政措施的报告。

会议讨论因和谈代表列·达·托洛茨基发表关于拒绝签订和约并宣布俄国退出战争的声明后而引起的苏俄政治形势问题。会议决定撤销最高总司令尼·瓦·克雷连柯根据列·达·托洛茨基1月28日（2月10日）的电报所发布的各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和军队总复员令。

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海军实行志愿兵制问题（即关于组织工农红海军的法令草案）和关于把前沙皇尼古拉二世送回彼得格勒交付法庭审判等问题。

电令最高总司令大本营，扣发由列·达·托洛茨基和尼·瓦·克雷连柯签署的关于军队总复员的电报。


1月30日（2月12日）


接见第一个俄国共产党员共耕社管理委员会代表，答应支持他们办社，请他们持他写的便条去找农业人民委员安·卢·柯列加耶夫帮助解决土地问题和办社有关的一些问题；写便条给格·叶·季诺维也夫，请他选派一位有经验的人参加第一个俄国共产党员共耕社成立大会，指导办社工作。

接见冯·梅尔策飞机厂工人代表团，听取工厂情况的汇报，并将汇报内容记下。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对保护铁路法令草案作补充，起草关于责成交通人民委员部拟定禁止任何人免费乘车的法令的决定、关于责成国家银行行长拨发雅库波夫的征粮队两亿卢布的决定和关于吸收前线筑路队参加粮食工作的决定，对关于法庭的第2号法令草案作修改和补充。


1月31日（2月13日）


接见中断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回到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政府和谈代表团，同代表团谈话。

签署1918年1月29日（2月11日）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工农红海军的法令。


1月31日（2月13日）夜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期间，起草关于成立粮食非常委员会的决定和关于接收怠工者参加工作的手续的决定，并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区分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各种职能的决定草案作几点补充。

会议讨论了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会议和国际形势等问题。会上，列宁对拍给最高总司令大本营关于撤销最高总司令尼·瓦·克雷连柯发布的军队复员令的电报一事作了说明。


1月底


接见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代表，代表们建议政府发布关于集中工业订货的法令。列宁向代表们解释不能采纳他们建议的原因是，俄国现对的国民经济情况不容许这样做。


1月或2月


接见匈牙利共产主义者库恩·贝拉，就同德国缔结和约问题交换意见。


2月14日


阅读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关于瑞典军舰驶靠奥兰岛派兵登陆并迫使波罗的海舰队通信联络人员撤退的报告，批示秘书将报告转交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请他速向瑞典大使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报给芬兰人民政府库·曼纳，请他立即向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了解瑞典军舰活动及小股部队登陆的情况，并希告知芬兰人民政府方面所掌握的情况以及它对这一事件所持的态度。

电令在基辅的米·阿·穆拉维约夫在征得俄国罗马尼亚事务最高委员会的同意后，在罗马尼亚战线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打电报给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核实瑞典军舰驶靠奥兰岛和小股部队登陆的消息，询问采取了哪些军事措施。


2月15日


接见奥洛涅茨省普多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Л．A．吉日茨基，向他了解奥洛涅茨省和普多日县的经济困难情况。列宁写便条给各人民委员部，请各部接待吉日茨基。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油田国有化和粮食仓库国有化问题。列宁对关于粮食仓库国有化法令草案提出补充，并加以审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俄德两国交换被扣留的公民的条约问题、关于成立水路、公路和航空人民委员部等问题。


2月16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宣布铁路处于战时状态问题和关于削减开支特别委员会的法令草案等问题。会上，列宁拟写关于拨款10万卢布给人民委员会保护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珍宝的北方工作队的决议草案。


2月17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就德军司令部2月16日发表的关于终止停战状态并从2月18日12时起恢复军事行动的声明进行讨论并决定采取相应的对策。


2月18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德军当日清晨开始的军事行动问题。列宁两次发言，力持同德国签订和约，建议打电报给德国政府举行和谈。

晚10时，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由于德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和德军开始全线进攻所造成的局势等问题。


2月18日夜


来到塔夫利达宫，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开会，研究当前的局势等问题。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两次讲话，主张立即接受德国提出的和约条件，反对列·达·托洛茨基一味拖延不办的策略，也反对主张“立即进行革命战争”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会议对列宁的建议进行表决，结果7票赞成，5票反对，获得通过。

列宁受党中央的委托拟写人民委员会给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无线电报的草稿，抗议德国破坏停战，并且声明同意签订和约。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两党中央联席会议。


2月19日


凌晨4时以前，主持人民委员会紧急会议。在表决向德国政府发出关于同意签订和约的电报时，列宁投赞成票。

上午10时，召集紧急会议，讨论抗暴委员会主席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关于德国战俘酝酿反对苏维埃政权暴动的报告。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苏俄政府在德军发动进攻和向德国政府发出关于同意签订和约的电报以后的对外政策和组织国防等问题。

晚8时至深夜，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联席会议。列宁发表长篇讲话，阐述同德国缔结单独和约的必要性，并回答会上提出的问题。


2月20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前线局势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列宁被选入人民委员会临时执行委员会。

通过直达电报同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Г．К．费尔德曼谈话，回答他询问的德军发动进攻后的局势和人民委员会采取的措施等问题。

召集申请上前线的拉脱维亚步兵到斯莫尔尼宫开会，列宁用德语发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讲话。

参加人民委员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午夜2时，临时执行委员会通过人民委员会《告全俄劳动人民书》。


2月21日


《论革命空谈》一文在《真理报》第31号上发表。

拟写给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及各区委员会的电话稿，命令立即组织保卫彼得格勒的工作。

起草人民委员会法令《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通过直达电报命令哈尔科夫的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立即攻占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派去2000名可靠的彼得格勒赤卫队员助战。”

通过直达电报命令雷瓦尔的Я．Я．安韦尔特：“率部迎敌，将其歼灭。如难做到，则破坏所有道路，进行袭扰，不让敌人巩固阵地。”晚上，出席有军事专家参加的人民委员会委员会议，研究保卫彼得格勒的问题。

深夜，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油田国有化问题时，通过列宁的建议：把油田国有化问题提交财政人民委员部研究办理，三日后将结果报送人民委员会。会议还讨论关于制止资产阶级报刊发表不该公开发表的消息的措施、人民委员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活动等问题。会上，列宁宣读由他起草的人民委员会法令《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法令在会议通过后，由列宁交彼得格勒通讯社立即向全国播发。


2月21日或22日


写对人民委员会法令《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补充。


2月22日


通过直达电报回答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区域邮电委员瓦·尼·波德别尔斯基的询问。

就党中央委员会讨论关于为组织抵御德国的侵略可否从协约国方面得到武器和粮食的问题，写便条给党中央说，他对讨论的问题投赞成票。

写《论疥疮》一文，当天在《真理报》第33号（下午版）上发表。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铁路管理条例草案、关于在军队复员时铁路保护条例草案以及从英法等国得到武器、食品和其他物品等问题。

接见刚从莫吉廖夫来的已被撤销的大本营的参谋长米·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其他将军，同他们谈话，责成他们制订保卫彼得格勒的计划。


2月23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德国政府最后通牒中提出的新条件。列宁发言，要求签订和约。

写《和平还是战争？》一文，当天在《真理报》第34号（下午版）上发表。

准备以文章形式在《真理报》发表自己的《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文章标题为《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写了引言。

拟写《给皇村无线电台的指令》，令其作好准备，保证当晚至次日晨7时能够发出苏维埃政府给德国政府的无线电报。

接见美国社会党人阿·威廉斯和С．阿古尔斯基，同他们谈话，对他们提出组织红军国际支队的建议表示赞成。列宁写便条给尼·瓦·克雷连柯，请他协助建立这支部队。

晚上，列宁打电话给《真理报》编辑部，请在《真理报》上刊登阿·威廉斯和С．阿古尔斯基等人号召参加红军国际支队的告全体旅居俄国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外侨书。

写《不幸的和约》一文。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尖锐批评“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要求政府拒绝德国提出的和约条件和进行“革命战争”。

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联席会议，发言主张按德国的条件签订和约。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开会前，同党团工人成员交谈，了解他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态度。

晚9时，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党的彼得格勒组织积极分子会议，发表讲话，并对会上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2月23日或24日


写《错在哪里？》一文。


2月24日


凌晨3时许，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签订对德和约问题。列宁作关于德国提出的和约条件的报告。

会议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案进行表决，以116票赞成，85票反对，26票弃权，获得通过。

清晨，起草并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接受德国和约条件的决定》。《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缺第22条提纲）和《不幸的和约》两篇文章在《真理报》第34号上发表。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派代表团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和约问题和列·达·托洛茨基以及“左派共产主义者”阿·洛莫夫、莫·索·乌里茨基、弗·米·斯米尔诺夫、格·列·皮达可夫、德·彼·博哥列波夫和亚·彼·斯蓬德关于辞去党和苏维埃的负责职务的声明，列宁十一次发言。

写《关于必须签订和约的意见》。

与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共同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组织局告党员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上的立场》。


2月24日夜


主持人民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德军占领普斯科夫以后的局势问题。


2月24日或25日


接见前来彼得格勒要求苏俄政府尽早讨论俄芬两国条约草案的芬兰人民代表委员会代表团，就芬兰工人革命的进展情况和芬兰社会民主工党的立场问题交换了意见。


2月24日
 以后

向上前线抗击进攻彼得格勒的德军的彼得格勒工人队伍发表讲话。


2月25日


收到苏维埃政府和谈代表团从新谢利耶车站发来的电报，得知代表团因桥梁被炸，滞留该地，难以同德意志帝国政府进行联系。列宁复电指示代表团，在签订和约问题上决不允许动摇，答应将尽快派出军使同德国方面联系。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俄芬条约草案。列宁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俄芬条约的决定草案和人民委员会给俄芬协商委员会的指示。

《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训》一文在《真理报》第35号（下午版）上发表。


不早于2月25日


列宁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交谈苏维埃政权粮食政策的原则。


2月26日


打电报给苏俄驻斯德哥尔摩外交全权代表瓦·瓦·沃罗夫斯基，询问他是否了解德国的和约条件和苏俄政府业已接受和约条件的情况，指示他每日报告斯堪的纳维亚的局势和国外报刊上的消息。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迁移政府的决定草案》和《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活动的决定草案的补充》。


2月27日


接见法国军事使团成员雅·沙杜尔和让·吕贝尔萨克，就法国爆破军官提出的为阻止德军推进而破坏铁路的建议进行谈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继续讨论俄芬条约草案。列宁反对草案第13条关于俄芬两国公民权利平等的条款所做的规定。列宁拟写关于重新制定第13条条文的决定草案，并建议俄芬协商委员会的芬兰代表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立即请示本国政府解决。会议还讨论了关于远洋商船、内河商船和水上交通管理的决定草案等问题。


2月28日


复电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电报说，顿河州的城乡苏维埃州代表大会可以制定土地法案，但须报请人民委员会批准；顿河州的边界问题须同邻区和顿涅茨－克里沃罗格共和国的居民协商解决。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继续讨论俄芬条约草案。列宁对条约第5、11、13、15、16诸条条文提出修改，人民委员会授权列宁等同志代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在俄芬条约上签字。

《奇谈与怪论》一文前半部分在《真理报》第37号上发表。


2月底或3月初


接见芬兰革命家埃·拉希亚，同他交谈芬兰的革命及其前途。列宁还向他介绍了同芬兰人民代表委员会代表团会谈的情况。


3月1日


《奇谈与怪论》一文后半部分和《脚踏实地》一文在《真理报》第38号上发表。

接见法国军事使团成员雅·沙杜尔，建议他去沃洛格达通知美国大使戴维·弗兰西斯，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干涉会给各“盟国”造成困难。

接见英国外交代表罗伯特·洛克哈特，同他交谈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的进展情况。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油田国有化问题、普梯洛夫工厂国有化问题以及关于批准俄芬条约等问题。

下午1时半许，签署俄芬条约。


3月2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批准教育人民委员部预算问题和彼得格勒装卸委员会的报告等问题。

起草人民委员会《给各级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命令草案》。


3月3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最高军事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军事领导人米·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政治委员普·佩·普罗相和Ｋ．И．舒特科。


3月4日


清晨，接见最高军事委员会军事领导人米·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就苏维埃俄国的军事状况同他交换意见。列宁听取他从军事角度提出关于苏维埃政府不宜留在彼得格勒的意见后，建议他写报告给人民委员会。

列宁批阅米·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关于苏维埃政府必须撤离彼得格勒的报告。

签署关于签订对德和约的通告。通告说，苏维埃俄国已于3月3日下午5时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了苏俄国德国及其盟国的和约，3月17日完成最后批准换文手续。因此，定于3月12日在莫斯科召开全俄工人、农民、士兵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批准和约。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疏散政府机关问题、关于成立水运管理委员会等问题。会上，列宁多次发言和发表讲话，并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水运管理委员会的决定草案》。


3月5日


接见美国红十字会驻俄国使团领导人雷蒙·罗宾斯和陪同的记者亚·龚贝格，向他们解释苏维埃政府给美国政府的照会。询问在苏维埃俄国和德国重启战事时，苏维埃政府能否指望得到美、英、法三国的支持，具体是哪些方面的支持。

写《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一文。


3月5日或6日


出席政府成员会议。会上，苏维埃政府和谈代表团作关于苏俄同德国及其盟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和约的报告。列宁称赞和谈代表团的策略。

列宁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收到的各地苏维埃就人民委员会2月25日征询各地苏维埃和土地委员会对按德国政府的条件签订和约的态度一事的回答综合成材料。


3月6日


《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一文在《真理报》第42号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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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补充（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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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关于选举中央委员会问题的发言（3月8日）



17 关于“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问题的决议（3月8日）



18 党纲草案草稿（不晚于3月8日）


· 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行为
 （1918年3月8日和16日之间）

· 当前的主要任务
 （1918年3月11日）

· 在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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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的组织”和专政



苏维埃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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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委员会关于监督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费开支的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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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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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1918年5月5日）

· 俄共（布）中央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决定
 （1918年5月6日）

· 关于粮食专卖法令的要点
 （1918年5月8日）

· 对粮食专卖法令的补充
 （1918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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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
 （1918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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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的主要任务》小册子序言
 （1918年5月17日）

· 给国有化企业代表会议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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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俄苏维埃财政部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18年5月18日）

· 对《关于组织征粮队问题告彼得格勒工人书》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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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饥荒（给彼得格勒工人的信）
 （1918年5月22日）

· 在全俄劳动委员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5月22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燃料的决定草案
 （1918年5月24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汽车运输的决定草案
 （1918年5月25日）

·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
 （1918年5月25日和6月7日）

· 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
 （1918年5月26日）

· 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5月26日）

· 关于各自单独收购粮食
 （1918年5月29日）

· 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措施
 （1918年5月或6月）

· 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商业人民委员部关于城乡商品交换条件的协议草稿
 （1918年5月或6月）

· 对《国有化企业管理条例》草案的意见
 （1918年6月2日）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会联席会议文献
 （1918年6月4日）

· 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6月5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图书馆工作的决定草案
 （1918年6月7日）

· 对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草案的意见
 （1918年6月8日）

·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草案的意见
 （1918年6月10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整顿铁路运输的决定草案
 （1918年6月14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给制革业总委员会拨款的决定草案
 （1918年6月15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给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贷款的决定草案
 （1918年6月15日）

· 在莫斯科工人大会上关于征粮队问题的讲话
 （1918年6月20日）

· 在索科利尼基俱乐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6月21日）

· 关于组织征粮队
 （1918年6月27日）

· 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文献
 （1918年6月）

· 在西蒙诺沃分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6月28日）

· 预言
 （1918年6月29日）

· 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
 （1918年上半年）

· 同《人民政治日报》记者的谈话
 （1918年7月1日）

· 在阿列克谢耶夫练马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7月2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保证向农民提供农业机械的决定草案
 （1918年7月2日）

· 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
 （1918年7月3日）

· 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1918年7月5日）

· 俄罗斯联邦宪法第二章第二十条草稿
 （1918年7月5日以前）

· 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记者的谈话
 （1918年7月7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未执行《共和国纪念碑法令》问题的决定草案
 （1918年7月8日）

· 告彼得格勒工人书
 （1918年7月12日）

·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和政府声明
 （1918年7月15日）

· 在列福尔托沃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7月19日）

· 在莫斯科省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1918年7月23日）

· 在哈莫夫尼基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7月26日）

· 在普列斯尼亚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7月26日）


附录

· 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的提纲
 （1918年3月13日或14日）

· 关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业电气化的记要
 （1918年3月18日）

·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几个提纲
 （1918年3月—4月）

· 《银行政策提纲》草稿
 （1918年4月10日和15日之间）

·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作的《总结发言》的提纲草稿
 （1918年4月29日）

·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初稿
 （1918年5月10日）

· 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会联席会议上作的《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的提纲
 （不晚于1918年6月4日）

· 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提纲
 （1918年6月26日或27日）

· 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的提纲草稿
 （不晚于1918年7月5日）

· 《列宁全集》第34卷年表
 （1918年3月6日—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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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18年3月至7月即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的“和平喘息”时期的著作。

这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俄国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历时三个月之久的对德和平谈判冲破重重阻力取得成功。苏维埃俄国在1918年3月3日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赢得了宝贵的和平喘息时机，从而有可能把工作重心从“剥夺剥夺者”转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

但是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不得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新生的共和国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和平很不稳固，外国帝国主义随时可能进行武装干涉，国内政局动荡，得到外国帝国主义者支持的反革命势力蠢蠢欲动。旧俄国遗留下来的社会经济、技术与文化极其落后，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的破坏更使俄国满目疮痍。同时，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任务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事业，既不能从以往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也没有任何先例可资借鉴。而当时党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又不顾实际情况，在签订和约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国际国内问题上竭力鼓吹各种错误主张。本卷收载的文献，反映了列宁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困难复杂条件下领导党和国家进行的坚忍不拔的斗争和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出的卓越贡献。

本卷的开卷篇《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即如何对待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争取和平喘息时机的问题；二是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问题。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报告中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立即签订对德和约、争取和平喘息时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严厉地批评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在和约问题上的错误，同时拟定了展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蓝图和加强苏维埃国家防御能力的任务。

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是代表大会的另一项重要议程。列宁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论证了更改党的名称的必要性，阐明了关于修改党纲的指导思想。

1918年4月列宁受党中央委托写作的纲领性文献《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以及列宁在此以前向速记员口授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在本卷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列宁在其中明确提出和深刻论证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要把主要力量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拟定了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方针和措施。

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掌握了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尤其需要坚决地尽快地转向经济建设，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追上”发达国家，使社会主义具有自己的物质基础。这是列宁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贯指导思想。1918年初，在布列斯特和约刚一签订之后，列宁就立即提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列宁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他指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劳动群众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消极的或者说破坏性的工作。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他们的主要任务却是进行积极的或者说创造性的工作，“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最严格的普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本卷第154页）。列宁说，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由夺取政权和剥夺剥夺者、镇压剥削阶级反抗的任务，转到“组织任务”，转到“组织对俄国的管理”。列宁还明确指出，现在所说的管理，已经“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具有主要的意义”，因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原则和实质，以及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实质，是政治任务对经济任务来说居于从属地位……管理国家的任务现在首先是归结为纯粹经济的任务”（本卷第122页）。从1918年夏开始爆发的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使工作重心的转移未能实现。但是，列宁的这个思想，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和国家活动的重要指针。

苏维埃政权面临的新的任务，不能不引起干部结构的变化。列宁指出，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转移，要求“相应地改变领导人的职能”（本卷第132页）。列宁说，在过去，领导人主要是从事政治斗争的职业革命家，“对群众进行宣传的鼓动家”，这是很自然的。而在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建设的任务“把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和组织家提到了最重要的地位。根据这一情况，如果领导人不能适应新条件和新任务，就应当对他们进行适当的重新评价，适当的调动”（本卷第132页）。列宁号召各级领导人重新学习，变为内行，主张把那些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本领、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又能埋头苦干的干部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列宁还反复论述了在新的条件下使用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科学技术专家的必要性。他说，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列宁十分关注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应用现代技术和先进科学的最新成就。他认为，应当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为社会主义的工具，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起来。列宁指出，只有把资产阶级所积累的全部经验和知识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动性、毅力和工作结合起来，才能“架设起从资本主义旧社会通往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桥梁”（本卷第129页）。

列宁专门论述了组织竞赛的问题。列宁认为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是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方式，是改造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他主张把那些不好好工作的、搞无政府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单位登上“黑榜”，而对生产上作出成绩的优秀的单位给以奖励。

列宁还反复强调要加强劳动纪律，反对无政府主义。列宁要求在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中实行民主集中制。他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和生产中实行个人独裁权力之间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矛盾。他指出大机器工业本身需要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并根据这个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论证了千百人服从领导者所体现的统一意志的必要性。列宁号召把经常开大会讨论工作这种可贵的民主精神同铁的纪律结合起来，同劳动时绝对服从领导者一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

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几乎同时写成的《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在内容上和前者密切相关，可以看作是《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设想的一种具体化。它反映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列宁要求国民经济计划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要求国家管理工作与科学家的研究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中，列宁建议“成立一系列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以便尽快制定俄国的工业改造和经济发展计划”（本卷第212页）。在这篇文献中，列宁还第一次提出了国家电气化的思想，他要求特别注意促进工业和运输业的电气化以及在农业中运用电力。

1918年5月发表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是本卷中另一篇有重大意义的著作。如果说《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主要是从正面论述党所面临的重大任务的话，那么《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则是采取了论战的形式。列宁在文章中批驳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国际国内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和策略原则。

列宁首先驳斥了“左派”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错误论调，指出反对缔结和约的人，是主张在条件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去同帝国主义作战，从而落入帝国主义者的圈套。

在国内政策方面，“左派”认为党的领导是“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苏维埃共和国在“右派布尔什维克倾向”的影响之下有“演变到国家资本主义去”的危险。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左派”根本不懂得，“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本卷第274页）。列宁在文章中对当时俄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第一次指明了俄国在过渡时期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反复论证了国家资本主义在苏维埃俄国发展中的重大作用，驳斥了“左派”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相容的论调，指出在当时的俄国，国家资本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可靠道路。

列宁在同“左派”的论战中精辟地阐明了社会化大生产与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两个必要条件即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的思想。他指出，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同时，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本卷第279页）。

列宁在文章中再一次驳斥了“左派”反对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科学技术专家的错误主张。列宁说，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要靠夺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掌握和运用托拉斯所创造的一切有用的经验去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从资本主义的第一流的专家那里才能学到组织大生产的本领。

争取粮食的斗争，实际上是一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当时，国内饥荒极端严重，人心浮动。苏维埃政权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粮食问题的解决。因此，反映这一斗争的文献在本卷中占了很大篇幅。它们是：《关于粮食专卖法令的要点》及其《补充》、《人民委员会关于动员工人同饥荒作斗争的决定草案》、《论饥荒（给彼得格勒工人的信）》、《关于组织征粮队》等等。

《经济政策特别是银行政策的要点》、《在全俄苏维埃财政部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等文件，反映了列宁领导党和政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具体活动。

编入本卷的《在索科利尼基俱乐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在西蒙诺沃分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记者的谈话》、《在莫斯科省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抗议德国政府占领克里木》等，反映了列宁领导党和国家在同国内外反革命进行斗争、建立苏维埃国家防御能力方面的卓越活动。

在编入本卷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中，第四章的一部分、第五章到第九章和第十章的前面部分是《列宁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新编入的这几章连同原来的几章一起，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在内容上有密切的联系。

《附录》部分刊载的文献，反映了列宁在准备有关的报告、讲话和著作过程中的思考过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列宁的有关著作中发挥的思想。有些观点的表述比正文更加鲜明突出。例如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几个提纲》中，在说明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验时，就直接借用了算术公式来表述：“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社会主义。”（本卷第520页）

收入本卷的文献，从各个方面反映和记录了夺得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领导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着手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坚苦卓绝的斗争和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正如列宁所说，当俄国开始进行伟大的改造的时候，在这个国家取得了胜利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功绩，就在于他们已经在实践上直接着手实现那些以前只是在理论上抽象地提出的任务。列宁说，不管俄国革命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经历多么痛苦的曲折，俄国工人阶级所取得的经验是不会被忘掉的，它已经载入史册，未来的国际革命将根据这个经验来建造自己的社会主义大厦。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一版相应时期所收文献增加37篇，其中有《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的提纲》、《同〈每日新闻报〉记者阿·兰塞姆的谈话》、《对关于各种保险事业实行国家监督的法令草案的意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第四章至第十章（部分）、《人民委员会关于监督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费开支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水路运输问题的决定草案》、《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关于劳动义务制问题的讲话》、《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对关于向外省派遣委员的规定的法令草案的补充》、《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致顿河共和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对登记股票、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法令草案的补充》、《人民委员会关于糖用甜菜种植贷款的决定》、《关于建立全俄疏散委员会的法令草案》、《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给农业供应生产工具和金属的法令草案的补充》、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播种面积组织处的法令草案的补充》、《关于农业人民委员部领导问题事先协商会议的决定草案》、《对粮食专卖法令的补充》、《人民委员会关于动员工人同饥荒作斗争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燃料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汽车运输的决定草案》、《关于各自单独收购粮食》、《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措施》、《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商业人民委员部关于城乡商品交换条件的协议草稿》、《对〈国有化企业管理条例〉草案的意见》、《人民委员会关于图书馆工作的决定草案》、《对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草案的意见》、《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草案的意见》、《人民委员会关于整顿铁路运输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给制革业总委员会拨款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给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贷款的决定草案》、《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同〈人民政治日报〉记者的谈话》、《人民委员会关于保证向农民提供农业机械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未执行〈共和国纪念碑法令〉问题的决定草案》、《俄罗斯联邦宪法第二章第二十条草稿》、《在普列斯尼亚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等等以及《附录》中的全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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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央委员会政治报告（3月7日）

2 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3月8日）



3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不晚于3月8日）



4 就托洛茨基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3月8日）



5 就“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关于支持托洛茨基的修正的声明所作的发言（3月8日）



6 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补充（3月8日）



7 就季诺维也夫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补充提出的修正所作的发言（3月8日）



8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建议（3月8日）



9 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3月8日）



10 关于更改党的名称和修改党纲的决议（3月8日）



11 关于修改党纲问题的建议（3月8日）



12 就姆格拉泽关于吸收最大的党组织参加制定党纲的建议所作的发言（3月8日）



13 就拉林对党的名称的修正所作的发言（3月8日）



14 就佩尔舍对关于党纲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3月8日）



15 就布哈林对关于党纲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3月8日）



16 关于选举中央委员会问题的发言（3月8日）



17 关于“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问题的决议（3月8日）



18 党纲草案草稿（不晚于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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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委员会政治报告

（3月7日）

政治报告的内容本来可以是列举中央委员会的各项措施，但是目前迫切需要的不是这种报告，而是 关于我国革命的全面概述
 ；只有这样，才能给我们的一切决议提供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我们必须考察前一段革命发展的全部进程，弄清楚为什么后来革命的发展起了变化。我国革命发生了对国际革命将有巨大意义的转折，这就是 十月革命
 。

二月革命最初获得胜利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跟着无产阶级走的不仅有农民群众，而且还有资产阶级。因此我们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沙皇制度，达到了我们在1905年没有能够达到的目的。二月革命时期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自动的、自发的建立，再现了1905年的经验。于是我们宣布了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原则。群众根据自身的斗争经验懂得了革命的任务。4月20—21日的事变是示威游行与某种类似武装起义的行动的特殊结合。这已经足以使资产阶级政府倒台了。接着开始了一种长时期的妥协政策，这种政策是从当时执政的小资产阶级政府的本质中产生的。七月事变还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因为群众还没有作好准备。所以任何一个负责的组织都没有号召群众这样做。但是，从侦察敌情的意义上说来，七月事变具有很大的意义。科尔尼洛夫叛乱和接着发生的一些事变都是实际的教训，使十月革命能够取得胜利。那些到了十月还想让其他政党分掌政权的人的错误 
[2]

 ，就在于他们没有把十月的胜利同七月事变、前线进攻和科尔尼洛夫叛乱等等事实联系起来，正是这些事实使千百万群众意识到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不可避免的。接着就是我们在全俄各地的胜利进军和随之而来的大家对和平的渴望。我们知道，单方面拒绝作战是得不到和平的；早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我们就指出了这一点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388—390页。——编者注］

 。在4月至10月这段时期，士兵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妥协政策一直在拖延战争，使帝国主义者发动荒唐的、失去理智的进攻，更深地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必须尽快地转而采取积极的和平政策，必须把政权掌握到苏维埃手里，彻底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你们知道，维护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不仅是克伦斯基，而且还有阿夫克森齐耶夫，他们甚至逮捕了土地委员会的委员。正是我们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意识中去的这个政策，“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使我们能够在十月间在彼得堡十分容易地取得了胜利，并把最近几个月的俄国革命变成了一次全面的胜利进军。

内战已经成为事实。我们在革命初期甚至在战争初期所预言的，当时被很大一部分社会党人所怀疑甚至嘲笑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点，1917年10月25日已经在一个最大而又最落后的参战国中成为事实。在这次内战中，绝大多数居民都站在我们这方面，因此我们非常容易地取得了胜利。

从前线归来的军队，把结束妥协主义的最大的革命决心带到了他们足迹所到的每个地方；这样，妥协分子、白卫军、地主子弟等就在居民中间失去了任何支持。同他们进行的战争，由于广大群众和被调来进攻我们的军队转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就逐渐变成了革命的胜利进军。彼得格勒的加契纳战线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企图用来进攻红色首都的哥萨克发生了动摇；后来在莫斯科、奥伦堡、乌克兰等地的情况也是这样。整个俄国都掀起了内战的浪潮，而我们到处都异常容易地取得了胜利，正是因为果实已经成熟了，群众已经领受了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全部教训。我们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已经经过群众长期历史经验的实际检验而成为他们的切身要求。

这就是俄国革命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全面胜利进军的原因。由于这种全面胜利进军，有些人就把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所立即碰到的而且不能不碰到的困难忘记了，把它们放到了次要地位。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屏弃、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它所应做的一切，即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了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如果有过1905年伟大经验的俄国革命的人民创造力，不是早在1917年2月间就建立了苏维埃，那么苏维埃在10月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夺得政权，因为当时要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运动是否具备现成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就是这种现成的形式，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政治方面才会有我们后来取得的那些辉煌成就，即全面胜利进军；因为新的政权形式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只须颁布一些法令把苏维埃政权从它在革命最初几月间所处的胚胎状态变成在俄罗斯国家内奠定下来的法定形式，即变成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一下子就诞生了，它的诞生这样容易，是因为1917年2月甚至任何一个政党都还没有来得及宣布苏维埃的口号以前，群众就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正是有过1905年的痛苦经验而变得聪明的人民的深刻创造力建立了这种无产阶级政权形式。当时，战胜国内敌人的任务是极其容易的任务。建立政权的任务是极其容易的，因为群众已经为我们创立了这个政权的骨骼，即基础。苏维埃共和国一下子就诞生了。可是还剩下两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用我们革命在最初几月间所经历的那种胜利进军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不曾怀疑，而且也不可能怀疑，社会主义革命往后会遇到十分困难的任务。

第一，就是摆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面前的内部组织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现成的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组织计算，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落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根据目前的劳动条件，这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象我们从前解决内战任务那样用高呼“乌拉”的方式来解决。任务本身的性质不允许采用这种解决方式。我们很容易地战胜了我国的卡列金分子，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而只遇到一些甚至不值得严重注意的反抗，那是因为事件的这一进程已经由以往的整个客观发展预先决定好了，我们只要最后说一句话，换一块招牌，把“苏维埃是工会组织”的字样擦掉，写上“苏维埃是唯一的国家政权形式”就行了。可是在组织任务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每一个愿意深思熟虑地对待我国革命任务的人，立即就会明白：只有通过艰苦的、长期的自觉遵守纪律的办法，才能消灭战争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瓦解现象；只有经过非常艰苦的、长期的和顽强的努力才能消灭这种瓦解现象，并战胜助长这种现象的分子，这些人把革命看成是摆脱旧的束缚、尽量为自己捞一把的手段。在小农国家里，在遭受严重经济破坏的时候，这种分子大量出现是必然的，而同这些分子的斗争要困难一百倍，不能指望轻易打开惊人的局面。这个斗争我们刚刚才开始。现在我们正处在这个斗争的第一阶段。我们还得经受严峻的考验。在这里，由于客观情况的不同，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象过去和卡列金分子进行斗争时那样只用高举大旗胜利进军的方式。谁要想把这种斗争方式拿来解决摆在革命道路上的组织任务，作为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他就会彻底破产。

当革命具体地碰到第二个极大的困难即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们中间一些迷恋于革命初期胜利进军的青年同志也准备采取同样的办法。如果说，我们很容易地战胜了克伦斯基匪帮，很容易地在本国建立了政权，毫不费力地得到了关于土地社会化和关于工人监督的法令，——如果说，我们很容易地获得了这一切，那只是因为当时侥幸凑成的条件使我们在一个短时间内得以避免了国际帝国主义的侵害。国际帝国主义拥有雄厚的资本，拥有非常先进而成为国际资本真正实力和真正堡垒的军事技术装备，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无论按其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都是这样，——其所以不能，是由于贸易联系，是由于国际金融关系。在这方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任务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很多自认为是左派的青年朋友们开始忘掉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即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取得伟大胜利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我们能够如此容易地节节取得胜利。其实这只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暂时使我们得以避免了帝国主义的侵害。帝国主义顾不上我们。我们也似乎顾不上帝国主义。而一些帝国主义者当时所以顾不上我们，那只是因为现代世界帝国主义的全部巨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由于内讧当时已分裂成为两个集团。卷入这场斗争的帝国主义强盗都全力以赴，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以致无论哪一个帝国主义集团都无法集中较大的力量来反对俄国革命。在10月的时候，我们恰好碰上了这样一个时机，我国革命恰好碰上了一个幸运的时机（这令人难以相信，但确实就是这样），当时绝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都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千百万人的生命遭到毁灭；战争所引起的空前灾难使各国人民吃尽了苦头；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各交战国都陷入绝境，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客观形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陷于这种境地的各国人民还能继续打下去吗？只是由于我国革命碰上了一个幸运的时机，即两大强盗集团，无论哪一个都不能马上向对方猛扑过去，也不能立即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我们的革命只是由于能够利用而且利用了国际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这个时机，才在欧俄实现了光辉的胜利进军，才蔓延到了芬兰，并且开始波及高加索和罗马尼亚。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在我们党的领导层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党的工作人员，一些超人知识分子，他们迷恋这种胜利进军，他们说：我们对付得了国际帝国主义；在这方面也照样会胜利进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困难。而这是不符合俄国革命的客观情况的。俄国革命只是利用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暂时故障，因为向我们冲来的机车暂时抛了锚，它本来一定会象火车辗碎独轮车那样把我们辗得粉碎，可是它抛了锚，原因是两个强盗集团发生了冲突。当时革命运动到处都在展开，但是在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大都还处在开始阶段。它的发展速度完全不象我国那样。每一个认真考虑过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的人都不会不了解，在欧洲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而在我国开始要容易得多，但是要继续下去，却比在欧洲困难。这个客观情况使得我们不得不经历异常艰难、异常急剧的历史转折。我们必须从10月、11月和12月在国内战场上反对反革命势力、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时的全面胜利进军，转到同真正敌视我们的真正国际帝国主义交锋。我们必须从胜利进军的时期过渡到异常艰难的时期，用空话和漂亮口号避开这种情况（虽然这样做很痛快）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我们这个遭受破坏的国家里，群众已经极度疲惫了，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下去了，三年的痛苦的战争使他们精疲力竭，完全无力作战了。还在十月革命以前就有一些非布尔什维克党的士兵群众的代表，在全体资产阶级面前毫不犹豫地说了真实情况：俄国军队不会再去打仗了。军队的这种情况造成了严重的危机。一个遭到战争空前破坏的小农国家，现在正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我们没有军队，但不得不继续呆在武装到牙齿的强盗（从前是强盗现在还是强盗）身旁，靠宣传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是感动不了强盗的。这正象一只驯顺的家畜同猛虎躺在一起，劝猛虎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一样，而这种和约只有用袭击猛虎的办法才能争取到。关于这样一种前景我们党的一些上层分子（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工人组织）企图主要用空话和“不应该这样”的托词搪塞过去。他们说，实现这样一种和平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怎么能让我们这些一向高举大旗同敌人公开作战、振臂一呼就能战胜一切敌人的人作出让步，接受屈辱的条件。这永远办不到。我们是堂堂的革命家，我们首先声明：“德国人无法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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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这些人聊以自慰的第一个托词。现在历史使我们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在进行空前困难的组织工作时必将经受一系列痛苦的失败。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已经把全部事业掌握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的手里，当我们肩负起这个事业时，确信各国的革命正在成熟起来，不管我们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不管我们会遭到多大的失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最终（不是马上）一定会到来，因为它正在到来；它一定会成熟，因为它正在成熟起来，而且会完全成熟。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但是当我们从这个完全抽象的真理出发，以这个真理为指南时，一定要注意，不要使这个真理以后变成空谈，因为一切抽象真理，如果应用时不加任何分析，都会变成空谈。如果你们说在每一次罢工的背后都潜伏着革命这条九头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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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不懂得这个道理，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那是说得很对的。的确，在每一次罢工的背后都潜伏着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如果你们说目前任何一次罢工都能一步跨到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十足的空话。“每次都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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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我们都听腻了，工人们早就把这些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抛弃了，因为，毫无疑问，在每一次罢工的背后都潜伏着社会主义革命这条九头蛇，但同样明显的是，如果硬说每一次罢工都能转变成革命，那就是废话。只有当目前到处都在成熟起来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成熟的时候，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一切困难才能被战胜，这样说是完全无可争辩的。但是，下面这种说法却是完全荒谬的，即硬说我们可以把当前我国革命中的每一个具体困难掩盖起来，说什么“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上，所以什么蠢事我都可以干”。“李卜克内西会搭救我们，因为他反正会取得胜利”。他会给我们提供完善的组织，会把一切预先安排妥当，使我们可以得到现成的形式，就象我们曾经得到西欧现成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样，——可能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我国在几个月内就取得了胜利，而为了在西欧取得胜利却已经花了几十年的工夫。总之，把胜利进军这种解决斗争问题的旧方式搬用到新的历史时期，是毫无益处的冒险。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它使我们遇到的不是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那样腐朽的家伙，而是国际强盗德帝国主义，而德国革命只是刚刚开始在成熟起来，显然还没有完全成熟。硬说敌人不敢向革命进攻就属于这种冒险。布列斯特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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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我们还不是非接受任何和约条件不可。根据当时客观的力量对比，得到的将不止是喘息时机。从布列斯特谈判本来就应当看到，德国人一定会发动进攻，德国社会内部孕育着的革命还没有达到立即爆发的程度。而我们不能责怪德帝国主义者，说他们还没有用自己的行动为革命的爆发作好准备，或者象我国某些自命为左派的青年朋友们所说的，他们还没有用自己的行动造成使德国人无法进攻的局面。当我们对这些青年朋友们说，我们没有军队，我们是被迫复员军队的，——我们是被迫的，我们决没有忘记在我们驯顺的家畜旁边卧着一只猛虎，——他们却不愿意了解这一点。我们是被迫复员军队的，但我们决没有忘记，单方面下命令把刺刀往地上一插是不能结束战争的。

我们党内没有一个派别，没有一个组织，反对复员军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我们都发疯了吗？当然不是。还在十月革命以前，一些非布尔什维克的军官就说过，军队已经不能打仗，让它在前线再留几个星期都不可能了。十月革命以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任何人，只要他愿意看到事实，愿意正视丑恶的令人痛心的现实，而不是躲起来或故意把眼睛蒙上，用傲慢的空话来回避现实，对于这种情况都是一目了然的。我们没有军队，我们无法把军队保住。我们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复员军队。军队是机体上患病的部分，它经历了空前的痛苦，受尽了战争的折磨，它在技术装备方面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投入了战争，最后在一触即溃的情况下退出了战争。这不应该归咎于那些忍受了空前痛苦的人们。士兵们在成百次的决议中，甚至在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就直截了当地说过：“我们已经淹没在血泊中，我们没法再打下去了。”当时尽管可以人为地拖延战争的结束，尽管可以象克伦斯基那样进行欺骗，尽管可以把战争的结束推迟几个星期，但是，客观现实还是在为自己开辟道路，军队是俄国国家机体上患病的部分，它不能再承受这场战争的重担了。我们愈是迅速地把军队复员，它在其他部分病情还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就能愈是迅速地得到消除，国家就能愈是迅速地作好准备来迎接新的严峻的考验。正是因为我们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才没有任何异议地一致通过了复员军队的决议，通过了这个从对外事件看来好象是荒谬的决议。这是一个正确的步骤。我们说，保住军队是一种轻率的幻想。愈是迅速地把军队复员，整个社会机体也就能愈是迅速地康复起来。因此，“德国人无法进攻”这句革命空话，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是对事态的十分令人痛心的过高估计，而从这句空话中又产生了另一种空谈：“我们可以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但是，如果德国人进攻呢？“不会的，他们无法进攻。”可是你们有权利拿来孤注一掷的不是国际革命的命运，而是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如果德国人一旦发动进攻，你们岂不成了德帝国主义的帮凶吗？但是，我们所有这些从1917年10月起成为承认保卫祖国的护国派的人都知道，我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同帝国主义者断绝了关系：我们废除了秘密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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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胜了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且建议签订公开的、真诚的和约，使各国人民都能从行动上看到我们的一切愿望。真正主张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怎么能采取这种已经带来恶果的冒险行动呢？然而这是事实，因为我们党现在由于党内形成“左的”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俄国革命所遇到的最大的危机之一。

这个危机将被消除。无论是我们党或我国革命，都决不会由于这个危机而遭到灭亡，尽管目前这种情况十分逼近，完全可能发生。我们不会由于这个问题而灭亡的保证在于：事变使人们抛弃了解决派别分歧的旧办法，抛弃了那种大量发表文字材料、不停地进行争论、动辄实行分裂的旧办法，而掌握了一种新的学习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用事实、事件和世界历史的教训来检验一切。你们说，德国人无法进攻。根据你们的策略，便得出了可以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的结论。历史给你们上了一课，它打破了这种幻想。是的，德国革命在发展，但是并不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并不象俄国知识分子所希望的那样快，并不象我国历史在10月发展的那样迅速，——那时，我们无论到哪个城市去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几天以内十分之九的工人都会站到我们这方面来。德国革命的发展，可惜没有这样快。应该谁照顾谁呢？是我们照顾德国革命还是德国革命照顾我们呢？你们曾经希望德国革命照顾你们，而历史给你们上了一课。这是一个教训。因为，如果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会灭亡，——灭亡的地方也许不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注：即海参崴。——编者注］

 ，或更远的地方，我们也许不得不迁到那里去，到那里的距离可能比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距离要远，但不管怎样，无论发生什么可能设想的情况，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这是绝对的真理。然而，这丝毫动摇不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一定能够踏踏实实地度过最困难的关头。

革命的到来，并不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快。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应当承认这是事实，要估计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各先进国家，不可能象革命在俄国这个尼古拉和拉斯普廷统治的国家那么容易开始，在这个国家里，大部分居民对于俄国边疆上居住的是些什么民族，俄国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毫不关心的。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开始革命是很容易的，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为每个居民提供了民主的文化和组织的国家里，如果没有准备就开始革命，那是不对的，荒谬的。现在我们还只是接近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痛苦时期。这是事实。我们不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也许在几星期以后，甚至在几天以后就会胜利（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应该准备应付特别严重的困难，应付特别严重的失败，这些困难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欧洲的革命还没有开始，虽然它明天可能开始。而欧洲革命一爆发，我们当然就不会再有疑虑，就不会再有革命战争的问题，而只会是全面的胜利进军。这种情况将会出现，必然会出现，但是现在还没有出现。这就是历史教训了我们，严厉地惩罚了我们的一个简单事实，——而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有挨过打的。因此我认为，当我们的这种希望——德国人无法进攻，可以高呼“乌拉”——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之后，我们的各级苏维埃组织会很快地使全苏维埃俄国的群众认识到这一教训。他们都行动起来，聚集在一起，准备召开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考虑已经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进行的争论，不是革命前那种仅限于党的狭隘范围的旧的争论，而是把一切决议都交给群众去讨论，他们要求用经验和事实来检验这些决议，他们从来不会被轻率的言论所迷惑，也不让自己离开事变的客观进程所规定的道路。一个知识分子或左派布尔什维克，当然可以回避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他当然可以避而不谈我们没有军队、德国革命尚未到来等问题。数以千百万计的群众，——哪里有千百万人，哪里才是政治的起点；哪里有千百万人，而不是几千人，哪里才是真正的政治的起点。——千百万群众看见从前线归来的士兵，知道军队成了什么样子。他们（不是指个别的人，而是指真正的群众）知道：我们已经不能打仗了；前线上的每一个人都忍受了人们所能想象到的一切。群众懂得了一个真理：既然没有军队，猛兽又躺在身边，那就不得不签订极苛刻的屈辱的和约。只要革命还未爆发，你们还没有把自己的军队整顿好，还没有让军队复员回家，这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这以前，病体是不能恢复健康的。我们高呼“乌拉”是不能打败德国强盗的，是不能象打垮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那样打垮德国强盗的。这就是群众得出的教训，他们并没有提出某些想回避痛苦现实的人强加给他们的保留条件。

起先，俄国革命在10月和11月是全面胜利进军，后来在几星期内突然为德国强盗所击败，准备接受掠夺性的媾和条件。的确，历史的转折是非常痛苦的，——我们遇到的所有这样的转折都非常痛苦。1907年，我们同斯托雷平签订了空前耻辱的内部条约，我们不得不通过斯托雷平杜马这个牲畜栏，在保皇书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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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了某些义务，当时我们经受了同样的痛苦，只是程度比现在的小一些罢了。当时优秀的革命先锋队里有一些人说（他们也丝毫不怀疑自己是正确的）：“我们是堂堂的革命家，我们对俄国革命充满信心，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去参加斯托雷平的合法机关。”你们会去参加的。群众生活和历史比你们的信心更有力量。如果你们不参加，历史会强迫你们去参加的。这是一些非常左的人，可是当历史刚一发生转折，他们这一派人就烟消云散了。既然过去我们一直是革命者，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并且又能够摆脱这种处境，那么，现在我们也一定能够摆脱这种处境，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妄想，而是客观的必然性。在一个遭到彻底破坏的国家内之所以产生这种必然性，是因为欧洲的革命不顾我们的愿望，竟然迟迟没有爆发，而德帝国主义不顾我们的愿望，竟然发动了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善于退却。用空话掩盖不住令人万分痛心而可悲的现实；我们要说：但愿退却稍微有些秩序。秩序井然的退却我们做不到，——但愿我们的退却稍微有些秩序，赢得一个短促的时间，使我们机体上的患病部分能够多少得到消除。整个机体是健康的，它一定能战胜疾病。但是，不能要求它转瞬之间立刻就战胜，要想制止军队的溃逃是不可能的。我曾经对一位自命为左派的青年朋友说：同志，请你到前线去，看看那里军队的情况吧。他认为我的建议不怀好意，他说：“有人想流放我们，不让我们在这里宣传革命战争的伟大原则。”我提出这样的建议，确实没有要流放反对派的意思，不过是建议他们去看一看军队已经开始大量溃逃的情形。我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形，早就不能不看到，前线军队的瓦解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甚至把我们的大炮廉价卖给德国人。这种情况当时我们就知道，正如现在我们也知道军队已经无法保持住。所以，用“德国人无法进攻”作为借口，是极大的冒险。既然欧洲革命延迟爆发，那么，我们就会遭到十分严重的失败，因为我们没有军队，因为我们没有组织，因为这两个任务不可能马上解决。如果不能适应形势，不准备在污泥中爬行，那就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空谈家。我建议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这样做，而是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历史的安排并不那么符合我们的心愿，没有让各国革命同时成熟。

现在的情况是：内战已经开始了，这是同帝国主义冲突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证明帝国主义已经完全腐朽，各国军队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开始行动起来。是的，我们会看到国际范围的世界革命，但是，目前这还只是一个非常动听、非常美妙的童话。我很了解，爱听美妙的童话是儿童的天性。但是请问，相信童话是一个严肃的革命者的天性吗？任何童话中都包括着现实的因素：如果你给孩子们讲童话，里面的鸡儿猫儿不说人的话，孩子们对你所讲的童话就不会发生兴趣。同样，如果向人民说，在德国内战一定会到来，并且担保国际的战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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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代替同帝国主义的冲突，那么，人民会说你们在欺骗他们。你们这样做，就只能是在自己的想象中，在自己的愿望里克服历史所造成的困难。如果德国无产阶级将来能够行动起来，那当然很好。但是，你们是否已经测算好了，是否已经找到一种能够测定德国革命在哪一天爆发的仪器呢？不，这一点你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是在孤注一掷。如果革命爆发了，一切都可以得救。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它并不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如果它不能明天就取得胜利，那怎么办呢？那时群众会对你们说：你们的行动和冒险家一样，——你们指望能侥幸遇上这种事态的发展，可是并没有遇上，结果你们就束手无策，无法应付这种国际革命没有到来的局面。国际革命必然会到来，但是目前还没有成熟。

已经到来的时期，是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使我们这个把自己的军队复员（不得不复员）的国家遭到严重失败的时期。我的预言完全证实了：由于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约的人的过错，我们签订了一个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加屈辱得多的和约。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为军队的缘故才同帝国主义缔结和约的。我们是同霍夫曼谈判，而不是同李卜克内西谈判，——我们就是这样援助了德国的革命。而现在你们却在帮助德帝国主义，因为你们把价值以百万计的财富（大炮和炮弹）送掉了，——这种情况是每一个见到军队的不堪设想的状况的人都应该预料到的。从前线回来的每一个诚实的人都说，只要德国人稍微一进攻，我们就会一败涂地。我们不出几天就会成为敌人的牺牲品。

我们记取了这个教训，就会消除我们的分裂，消除我们的危机，不管这种病多么严重，因为最可靠的同盟者——世界革命一定会来援助我们。有人说我们批准的这个和约是蒂尔西特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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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空前未有的和约，是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屈辱、更具有掠夺性的和约。我回答说：完全正确。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是从群众观点来看问题的。企图依靠自己的幻想，把10—11月间一个国家中革命胜利进军时期的策略搬到世界革命的事态发展进程上去，这种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当人们说喘息是幻想的时候，当名叫《共产主义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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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报纸——这名称大概是从公社这个词来的——连篇累牍地批驳喘息论的时候，我说：我经历过许多次派别冲突和分裂，所以我有很多实际经验，而我要说，我看得很清楚，这种病用党内派别分裂的旧办法是治不好的，因为现实生活会先把它治好。现实生活在迅速前进。在这方面它起着非常出色的作用。历史把它的火车头推动得这样迅速，以致《共产主义者报》编辑部还来不及出版下一号，彼得格勒的大多数工人就会开始对该报的主张感到失望，因为现实生活表明，喘息已经成为事实。而现在我们签订和约，有了一个喘息时机，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更好地保卫祖国，——因为如果我们继续进行战争，我们的军队就会狼狈溃逃，而这种情形本来是必须加以制止的，但是我们的同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无法制止，因为战争比宣传，比成千上万的议论更有力量。既然他们不了解客观情况，他们就无法制止军队的溃逃，他们也制止不了。这支患病的军队使整个机体都受了感染，因此我们遭到了新的空前的失败，遭到了德帝国主义对革命的新的打击，——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们轻率地使自己落到了在帝国主义的攻击面前没有机关枪的境地。但是，我们将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来说服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战斗，并告诉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要建立自觉的纪律，严格的纪律，否则你们还会象现在这样遭受德国人的铁蹄的蹂躏，只要人民还没有学会斗争，没有建立起一支不逃跑而能忍受空前痛苦的军队，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这种蹂躏。”其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德国革命还没有爆发，而且也不能保证它明天一定爆发。

因此，《共产主义者报》上的大量文章所坚决反对的喘息论是由实际生活本身提出来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喘息时机已经成为事实，每个人都在利用它。我们曾经设想过，我们在几天以内就会失去彼得格勒，因为当时逼近我们的德国军队离彼得格勒只有几天的路程，优秀的水兵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尽管斗志高昂，终究是孤军作战。当时情况空前混乱，一片惊慌，军队被迫一直溃退到加契纳，当时我们竟然收复了不曾丢失的地方。事情是这样：一位报务员来到一个火车站，坐在发报机旁发出这样的电报：“未见德军。我们已占领火车站。”几小时以后，交通人民委员部给我打电话说：“下一个火车站已占领，我们正向扬堡逼近。未见德军。报务员照常工作。”这就是当时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这就是十一天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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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实际情况。这些情况是水兵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告诉我们的，应该把他们请到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来。让他们讲讲真实情况。这是一种令人非常痛心和难过，令人感到痛苦和丢脸的真实情况，但是它要有用得多，俄国人民是能够理解的。

我觉得人们向往国际的战场革命是可以的，因为它肯定会到来。时机一到，一切都会到来，可是现在必须建立自觉的纪律，无论如何必须服从指挥，以便建立模范的秩序，使工人们学习作战，哪怕一天只学习一小时也好。这比讲美妙的童话要困难一些。这就是现在的情况，你们这样做就会帮助德国革命，就会帮助国际革命。喘息时机能持续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喘息时机我们已经得到了。必须尽快复员军队，因为这是一个有病的器官；同时，我们还要援助芬兰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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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然，我们是在违反条约，我们已经违反了三四十次。只有小孩子才不了解，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并且有了很大发展的痛苦而漫长的解放斗争时期，必须进行长期的谨慎的斗争。耻辱的和约引起人们的反抗，但是《共产主义者报》的同志们在谈论战争的时候，却感情用事，忘记了当时人们一直紧握拳头眼前不时出现倒在血泊中的孩子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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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一个有觉悟的革命者，绝对不能这样过日子，不能忍受这种耻辱。”他们的报纸名叫《共产主义者》，其实应该叫作《小贵族》，因为它看问题活象一个小贵族，死到临头还手握利剑，摆出一副了不起的姿态说：“媾和是耻辱，战争才是光荣。”他们谈论问题是用小贵族的观点，而我却是用农民的观点。

军队在溃逃，为了不丧失成千上万人不能不溃逃，我在这种时候接受和约，是为了不让情况变得更坏。难道缔结条约是耻辱吗？任何一个实事求是的农民和工人都会为我辩护，因为他们懂得，媾和是积聚力量的手段。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德国人在缔结了蒂尔西特和约以后从拿破仑的压迫下获得了解放，这件事我讲过不止一次；我有意把我们的和约称为蒂尔西特和约，虽然我们并没有接受蒂尔西特和约上的那些条件，即承担派遣我国军队去帮助侵略者侵略其他民族的义务，——这是历史上有过的事实，如果我们只是寄希望于国际的战场革命，那么，我们的事情也会弄到这种地步。要当心，不要让历史也把你们变成这种军事奴隶。只要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切国家内取得胜利，苏维埃共和国就有沦为奴隶的可能。拿破仑曾经在蒂尔西特强迫德国人接受空前耻辱的和约条件。和约签订了好几次。当时的霍夫曼——拿破仑——曾经抓住过德国人违反和约的事，现在的霍夫曼也会在同样的问题上抓住我们。不过，我们要竭力设法不让他很快抓住。

这次战争给了俄国人一个辛酸、痛苦、同时又是很重要的教训：组织起来，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建立一种可以作为模范的纪律。要学习德国人的纪律，否则，我们这个遭到失败的民族就会永远当奴隶。

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而且也只能是这样。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战争的喘息时机，战争是获得某种更好一点或者更坏一点的和平的手段。在布列斯特，根据力量的对比我们本来可以签订一个战败国的和约，但还不是屈辱的和约。在普斯科夫，根据力量的对比就只能签订一个耻辱的、比较屈辱的和约了。而在下一阶段，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我们将被迫签订一个更加屈辱得多的和约。我们不会说，苏维埃政权只是一种形式，就象莫斯科的青年朋友们对我们说的那样 
[15]

 。我们不会说，为了某些革命原则，可以牺牲内容。我们说：让俄国人民懂得，应该遵守纪律，组织起来，这样就能经受住一切蒂尔西特式的和约。解放战争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这些战争有广大群众参加，解放就会很快到来。我们说：既然历史是这么发展的，我们就可能不得不从和平重新转到战争，——这也许就是几天以内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作好准备。如果各报所载属实，纳尔瓦还没有被德国人占领，那么，我丝毫不怀疑德国人正在纳尔瓦城外作准备。德国人不是在纳尔瓦城里就是在纳尔瓦近郊，不是在普斯科夫城里就是在普斯科夫近郊正在集结自己的正规军，修复铁路，以便下一次一跃而夺取彼得格勒。这只野兽很会跳跃，它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他还要再跳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应当作好准备，不要说大话，哪怕是一天的喘息时机也要争取，因为即使是一天的时间也可以用来从彼得格勒撤退。如果彼得格勒被占领，我们的几十万无产者就会遭受空前未有的磨难。我再说一次，我决心签订并且认为有义务签订屈辱二十倍以至一百倍的条约，以便取得哪怕是几天的时间来撤出彼得格勒。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减轻工人们的痛苦，否则他们就会遭受德国人的蹂躏；同时我可以使我们所需要的物资、火药等等更容易地从彼得格勒运出，因为我是护国派，我主张训练军队，哪怕是在最遥远的大后方训练，我们正在那里治疗目前这支已经复员的患病的军队。

我们不知道，喘息时机会继续多久，我们要设法抓住时机。喘息时机可能比较长，也可能只有几天。一切都是可能的，这一点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所有的大国都受约束，受牵制，不得不在几条战线上作战。霍夫曼的行动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方面要击溃苏维埃共和国；另一方面，他要在好几条战线上作战；第三方面，德国革命正在成熟、发展。霍夫曼也了解这一点，正象人们所断定的那样，他不能马上夺取彼得格勒，夺取莫斯科。但是，明天他会这样干，这是完全可能的。我再说一遍：在军队已经有病，我们尽量利用每一个机会来争取哪怕是一天的喘息时间的时候，每一个联系群众、知道什么是战争、什么是群众的严肃的革命者，都应该教育群众遵守纪律，治好群众的疾病，设法唤起群众去进行新的战争。每一个这样的革命者，都会为我们辩护，认为签订任何耻辱的条约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有利于复兴俄国和治好它有病的器官。每个神志清醒的人都懂得，我们签订这项和约，并不是停止我们的工人革命；谁都知道，我们同德国人签订和约，也并不是停止我们的军事援助。我们正在给芬兰人运去武器，而不是派去不中用的部队。

也许，我们即将应战；可能明天我们把莫斯科也放弃，然后，再转入进攻，调动我们的军队去迎击敌军，但这需要人民的情绪有所转变，这种转变还在酝酿之中，也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种转变一定会到来，那时广大群众说的就会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哪怕是极其苛刻的和约，我也不得不接受，因为目前我还不能说，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复兴的时期一旦到来，大家都会体会到这一点，都会看到，俄国人并不是傻瓜；他们看到，他们懂得，应该克制，应该贯彻实行这个口号，——这就是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

应该学会按新的方式进行工作。这样做要困难得多，但这并不是根本办不到的。这样做决不会毁掉苏维埃政权，只要我们自己不用愚蠢透顶的冒险行动来毁掉它。将来总有一天，人民会说：我们不能再受人蹂躏了。但是这就要求我们不去采取这种冒险行动，而要善于在困难的条件下，在日前我们签订的空前屈辱的条约下进行工作，因为这样的历史危机，决不是一场战争、一个和约所能解决的。由于德国存在着君主制的组织，德国人民被捆住了手脚，在1807年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在签订这项和约之前就签订过好几次屈辱的和约，这些和约变成了喘息时机之后，每次随之而来的都是新的屈辱和新的违反。群众的苏维埃组织使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口号应当只有一个：认真学习军事，整顿铁路秩序。没有铁路而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战争，就是十足的叛变。必须建立秩序，必须培养能够取得优异革命成就的最大毅力和力量。

既然得到了喘息时机，哪怕只有一小时，也要紧紧抓住，利用这个时机同大后方保持联系，在那里建立新的军队。抛弃幻想吧，这些幻想已经使你们受到实际生活的惩罚，将来还会受到更重的惩罚。在我们面临的这个时期，我们会遭受许多严重的失败，这个时期已经到来，要善于认真地对待它，要作好准备，以便在不合法的条件下，在完全受德国人奴役的条件下顽强地进行工作。这一切用不着遮遮盖盖；这确实就是一个蒂尔西特和约。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那么，尽管遭到失败，我们仍然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一定会胜利。（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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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

（3月8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先讲一些比较小的意见，先从后面谈起。布哈林同志在他讲话的结尾中，竟把我们和佩特留拉相提并论。既然他有这种看法，那么，他怎么还能和我们留在同一个党内呢？难道这不是一句空话吗？当然，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不会在同一个党内了。我们仍然在一起这件事说明，我们同布哈林在十分之九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诚然，他还讲了一些革命的空话，说我们要出卖乌克兰。我相信，对这些明显的废话值不得枉费唇舌。现在我来谈谈梁赞诺夫同志，我想在这里指出，正如十年发生一次例外只是证实了常规一样，梁赞诺夫也无意中讲了一句正经话。（鼓掌）他说，列宁是让出空间以便赢得时间。这简直称得上是一个哲学论断。这一次梁赞诺夫同志竟然说了一句确实十分正经的话。这句话表达了全部实质：我要让出空间给实际的胜利者，以便赢得时间。全部实质就在于此，也仅仅在于此。其他的话——革命战争的必要性，农民的奋起，等等，都不过是空话。布哈林同志认为，对于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不可能有两种意见，并且说：“请你们去问任何一个军人”（这是我记下的他的原话），既然他这样提出问题，要我们去问任何一个军人，那么，我要告诉他：一个同我谈过话的法国军官，就是这样的任何一个军人 
[16]

 。这个法国军官当然是用恶意的眼光望着我——他认为我把俄国出卖给德国人了——对我说：“我是一个君主派，我主张在法国也实行君主制度，主张击败德国。你们不要以为我会拥护苏维埃政权〈既然他是君主派，谁还会这样以为呢〉，但是，我主张你们在布列斯特签订条约，因为这是必要的。”你们看，这就是“请你们去问任何一个军人”所得到的回答。任何一个军人都会说出我说过的话：必须在布列斯特签订条约。如果现在从布哈林同志的讲话中得出结论说，我们的意见分歧已经大大减少了，那么，这是因为拥护他的人把意见分歧的主要之点掩盖了起来。

现在布哈林攻击我们，说我们使群众心灰意冷，他的话完全正确，不过，他所攻击的是他自己，而不是我们。是谁在中央委员会里造成了这种混乱呢？是您，布哈林同志。（笑声）不管您怎样叫喊“不是”，但真相终将大白。我们是在自己同志的大家庭中，是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用不着隐瞒什么，必须讲真实情况。而真实情况是，当时中央委员会内有三派。2月17日洛莫夫和布哈林没有参加表决。我曾经要求把1月21日的表决情况印出来，多印一些，每个愿意看看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表决情况的党员，都可以到秘书处去看。这次表决说明，他们是动摇的，而我们丝毫没有动摇，我们说：“为了准备革命战争，我们应该接受布列斯特和约，因为不可能得到更有利的和约。”现在我们已经为撤出彼得格勒赢得了5天时间。现在克雷连柯和波德沃伊斯基的呼吁书 
[17]

 已经发表。他们都不是左派，因此布哈林鄙视他们，说克雷连柯是被人“拖出来”的，好象克雷连柯报告的情况是我们想出来的。我们完全同意这些；因为情况正是这样，因为这两位军人正好证明了我说过的话，而你们却以德国人无法进攻作为托词。难道能够把这种情况同10月的情况（当时问题并不在于技术装备）相提并论吗？不能。如果你们愿意考虑事实，那就请你们考虑这样一点：分歧所涉及的是，在显然不利的情况下不能进行战争。布哈林同志在总结发言的开头，气势汹汹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最近的将来可能发生战争吗？”这使我十分吃惊。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可能发生，而现在应该接受和约。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

在讲了这些简短的意见以后，现在我对前面几位发言人作详细的答复。至于拉狄克，我要作为例外。但是还有另一个发言，乌里茨基同志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除了讲什么到卡诺萨去 
[18]

 、“叛卖”、“退却”、“迁就”以外，还有些什么呢？这是一些什么言论呢？难道你们这种批评不是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上抄来的吗？布勃诺夫同志向我们宣读了一些自认为很左的中央委员给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他们提供了一个向全世界显示自己的明显的例子。他们说：“中央委员会的行动打击了国际无产阶级。”难道这不是一句空话吗？“向全世界显示自己软弱无力！”我们是怎样显示的呢？是我们建议媾和吗？是军队溃逃吗？难道我们没有证明，在目前，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约而对德国作战，就会向全世界表明我们的军队已经有病，不愿意打仗了吗？布勃诺夫硬说，这种动摇完全是由我们造成的，这是彻头彻尾的废话。这种动摇是由于我们军队有病造成的。或迟或早，总是需要一个喘息时机。如果采取正确的战略，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月的喘息时机，而由于你们采取了错误的战略，我们只有5天喘息时机，即使这样也是好的。战争的历史表明，要制止狼狈溃逃的军队，有时候甚至几天的时间就够了。在目前，谁不接受苛刻的和约，谁就是空谈家，而不是战略家。悲剧就在这里。一些中央委员写信给我，说什么“显示了软弱无力”，“叛卖”——这是最有害最幼稚的空话。我们确实显示了软弱无力，那就是试图在不应当显示的时候，试图在我们要遭到不可避免的进攻的时候去作战。至于普斯科夫的农民，我们将把他们请到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来，让他们谈谈德国人的所作所为，以便使患了狼狈溃逃症的士兵改变心理，开始恢复正常，他们会说：“是的，现在我明白了，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答应要停止的那个战争，这是德国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新战争。”那时军队的情况就会好起来。但是，你们提出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谁也不知道喘息时机有多长。

其次，我要谈一谈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应该把他的活动的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当他开始在布列斯特进行谈判，并且出色地利用了这次谈判来进行宣传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做法。他引用了同我的谈话的一部分，但是，我要补充一点，当时我们之间曾经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坚持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再让步。德国人欺骗了我们，他们从7天中偷走了5天 
[19]

 。托洛茨基的策略要拖延谈判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而又不签订和约，那就不正确了。我曾经十分肯定地建议签订和约。我们不可能得到比布列斯特和约更有利的和约。大家都可以清楚看到，当时有可能得到一个月的喘息时机，我们不会吃亏。既然历史把这变成了泡影，那么，也就值不得再去提了，但是可笑的是，布哈林同志说：“生活一定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我是正确的，因为我还在1915年就谈到这一点：“应该准备进行战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它正在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

 但是，当时需要接受和约，而不是硬充好汉。之所以特别需要接受和约，是因为战争一定会到来，而当前我们至少使彼得格勒的疏散容易一些，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事实。当托洛茨基同志提出“请保证不同温尼琴科签订和约”这个新的要求时，我说，无论如何我不会承担这个义务 
[20]

 。如果代表大会承担了这个义务，那么，我和与我思想一致的人，谁也不会对此负责。这等于放弃明确的随机应变的策略——在可以的情况下退却，有时也进攻，——再用形式上的决议把自己束缚起来。在战争中，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用着眼于形式的考虑束缚自己。不懂战争史，不懂签订条约是积聚力量的手段（这一点我已经举过普鲁士的历史作例子），那是可笑的。某些人显然象孩子一样，认为签订了条约就是把自己出卖给了魔鬼，堕入了地狱。这实在是可笑，因为战争史已经最明显不过地告诉我们：失败的时候签订条约是积聚力量的手段。一场战争接着一场战争，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这一点我们完全忘记了，我们看到，旧的战争正在变成…… 
［注：速记记录里此处脱漏了若干字。——俄文版编者注］

 如果你们愿意，那就用着眼于形式的考虑把自己永远束缚起来吧，那时你们就把重要职位让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21]

 吧。我们是不负这个责任的。这决不是要分裂。我相信，生活会教训你们。3月12日已经为期不远，到时候你们会得到许多材料。 
[22]



托洛茨基同志说：这将是名副其实的叛卖。我肯定地说，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注：在秘书记录中，从“……是积聚力量的手段……”开始，是这样记录的：“……是为了积聚力量。历史上有过几百个各种各样的条约。那时你们就把职位让给托洛茨基等人吧……”——俄文版编者注］

 为了具体地说明问题，我举一个例子：两个人在一起走路，突然遭到十个人的袭击，一个人进行抵抗，另一个人逃之夭夭，这是叛卖；但是，如果两支各为10万人的军队，同5支敌军作战，其中一支军队被20万敌军包围了，另一支军队应该去援助，但是它知道，其余30万敌军已经在那里设好埋伏，这时能不能去援助呢？不能，不能去援助。这不是叛卖，不是怯懦，因为单是数字的增大已改变了所有的概念，每个军人都知道这个道理，这已经不是那种个人的概念。我这样做，就可以保存自己的军队，即使另一支军队成为俘虏，但我将整顿好自己的军队，我有友军，我等待友军的到来。只能这样来谈问题；如果把其他考虑同军事上的考虑纠缠在一起，这就完全是空谈。搞政治决不能这样。

我们已经做了一切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用签订条约的办法保住了彼得格勒，即使只能保住几天的时间。（大会秘书和速记员不必把这句话记录下来。）条约规定要从芬兰撤出我们的军队，撤出那些显然已经不中用的军队，但是并没有禁止我们把武器运进芬兰。如果几天以前彼得格勒失守，那么，彼得格勒就一片慌乱，我们也就什么东西都运不出来了；而在这5天里，我们已经援助了我们的芬兰同志，我不说我们援助了多少，他们自己知道。

说我们出卖了芬兰，这种话实在太幼稚了。我们在德国人面前及时地退却，恰恰是帮助了芬兰。即使彼得格勒失守，俄国也决不会灭亡，——布哈林同志说得非常正确，而如果按照布哈林那样搞法，就会把好端端的革命断送掉。（笑声）

我们既没有出卖芬兰，也没有出卖乌克兰。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不会这样责备我们。我们是在尽力给以援助。我们没有把我们军队中的任何一个优秀的人员调走，将来也不会这样做。你们说，霍夫曼会抓住我们，识破我们，当然可能，这一点我并不怀疑，但是，要经过多少日子他才能办到，他自己不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此外，你们所说的会抓住我们，识破我们，是政治力量对比方面的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下面我还要谈到。

我已经说明我为什么绝对不能接受托洛茨基的建议——搞政治不能这样，——现在我应该指出，拉狄克的榜样可以说明，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同志们已经完全放弃了说空话，实际上还未放弃说空话的就是乌里茨基。我无论如何不能责备拉狄克的发言是空话。他说：“既没有丝毫的叛卖，也没有任何的可耻，因为十分明显，你们是在占绝对优势的敌军面前退却的。”这个评价可以摧毁托洛茨基的全部立场。拉狄克说：“要咬紧牙关，准备力量”，这是正确的，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不要硬充好汉，要咬紧牙关，进行准备。

咬紧牙关，不要硬充好汉，而要准备力量。革命战争一定会到来，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分歧，分歧在于蒂尔西特和约——是否要签订？最糟糕的是，我们的军队是一支患病的军队，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央委员会应该有一条坚定的路线，而不应该有分歧或者是布哈林同志也支持的中间路线。我并没有把喘息时机说得天花乱坠；谁也不知道喘息时机会有多久，我也不知道。有些人竭力想逼我说出喘息时机会有多久，这种做法是可笑的。由于保全了主要的铁路干线，我们就援助了乌克兰和芬兰。我们正在利用喘息时机随机应变，实行退却。

现在不能再向德国工人说俄国人反复无常了，因为现在已经很明显，德、日帝国主义正在发动进攻，这一点每个人都会看得很清楚的；德国人不仅想扼杀布尔什维克，也想蹂躏西欧，一切都混杂在一起，因此，在这场新战争中，应该而且也必须善于随机应变。

至于布哈林同志的讲话，我要指出，当他论据不足的时候，他就从乌里茨基那里捡了一点来，他说：“条约侮辱了我们。”这里不需要论据；既然我们被侮辱了，我们就应该收起文件逃走。但是，虽然我们被“侮辱”了，我认为我们的立场并没有动摇。布哈林同志本来要分析我们的立场的阶级基础，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叙述了一位已故的莫斯科经济学家的笑话。他们发觉我们的策略同私贩粮食的投机勾当有联系，但令人感到非常可笑的是，他们忘记了，整个阶级的态度——指的是阶级，不是粮食贩子——告诉我们：俄国资产阶级及其一切奴仆——人民事业派和新生活派 
[23]

 ——竭力怂恿我们进行这场战争。而你们并没有强调指出这样一个阶级事实。现在对德国宣战，就等于接受俄国资产阶级的挑拨。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这是目前推翻我们的一个最可靠的办法，——我不说这是绝对可靠的办法，因为不存在任何绝对可靠的东西。布哈林同志说：生活是支持他们的，我们最终还得承认革命战争，——他这样庆祝胜利未免太容易了，因为我们早在1915年就预言过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分歧在于：德国人会怎样，会不会进攻；我们是否本来应该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为了革命战争的利益，是否应该在实际上退却，让出领土，以便赢得时间。战略和政治要求我们签订最屈辱的和约。如果我们承认这个策略，我们的分歧就会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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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

[24]




（不晚于3月8日）

鉴于我们没有军队，鉴于前线士气低落的部队完全有病，鉴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帝国主义的进攻而必须利用一切喘息机会，即使是最短暂的喘息机会，代表大会认为，必须批准苏维埃政权同德国签订的极苛刻和极屈辱的和约。

在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现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国发动多次军事进攻（既包括从西方，也包括从东方），这是历史的必然。在目前一切国内关系——即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都极其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进攻的历史必然性在任何时候，在最近期间，甚至在几天之内，就可能导致反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反对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新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因此，代表大会声明：代表大会认为，我们的党、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这一先锋队和苏维埃政权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是采取最有力、最果断和最严厉的措施来加强俄国工人和农民的自觉纪律和纪律，阐明俄国进行解放战争，卫国战争，社会主义战争的日子愈来愈近的历史必然性，在各处建立有严密联系的并以钢铁般的统一意志团结在一起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能够在平时，特别是在危急关头采取一致的和自我牺牲的行动，——最后，对成年居民不分性别一律实行全面的、系统的和普遍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

代表大会认为，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这个革命能够巩固的最可靠的保证。

代表大会确信，从国际革命的利益看来，苏维埃政权在目前世界舞台力量对比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步骤，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

代表大会确信，工人革命正在各交战国中不断地成熟，为帝国主义的必然的彻底失败作准备，代表大会声明，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竭尽全力并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手段来支持一切国家无产阶级兄弟的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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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托洛茨基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

[25]




（3月8日）


一

同志们，我在自己的讲话中已经说过，不管是我或是支持我的人，都认为不能接受这个修正。在任何一个战略活动中我们都决不应该束缚自己的手脚。一切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和什么时候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向我们进攻，取决于什么时候我们的军队能整顿（无疑已经开始得到整顿）到使我们能够而且必须不仅拒绝签订和约，而且向敌人宣战的程度。我反对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修正，而同意采纳下列几点意见：

第一，要指出，——这一点我要绝对坚持，——在报刊上不公布这个决议，只发表批准和约的消息。

第二，由于日本人可能发动进攻，中央委员会有权在决议的公布方式和内容方面作某些改动。

第三，要指出，代表大会授权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刻废除一切和约以及对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宣战。

我们应该授权中央委员会可以随时废除和约，但这决不是说，现在，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立刻废除和约。现在，我们不应该在任何方面束缚自己的手脚。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修正意见，会得到那些根本反对批准和约的人的拥护，会得到那些主张中间路线的人的拥护，这种中间路线会重新造成这样一种情况，使任何一个工人和士兵都丝毫不能理解我们的决议。

现在我们要决定必须批准和约，并且授权中央委员会可以随时宣战，因为敌人正在准备向我们发动进攻，这种进攻可能来自三个方面；英国或法国企图夺取我们的阿尔汉格尔斯克——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任何时候，无论是废除和约还是宣战，我们都不要对自己的中央机关的行动加以任何限制。我们正在给乌克兰人以财政上的援助，并且尽力援助他们。任何时候都不要规定不签订任何和约来约束自己。在当前这样一个战争接连不断发生的时代，各种新的形势也会不断产生。签订和约完全是一种灵活的随机应变——或者我们掌握这种条件，随机应变，或者我们事先被形式束缚住手脚而动弹不得，既不能和，也不能战。


二

我好象说过：不，我不能采纳这个修正。这个修正含有一种暗示，反映了托洛茨基同志要说的话。决议里不应该有暗示。

决议的第一节谈到，鉴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帝国主义的进攻而必须利用一切喘息机会，即使是最短暂的喘息机会，我们同意批准和约。我们在谈论喘息时机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敌人还在进攻我们共和国。这就是我在总结发言里所强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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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关于支持托洛茨基的修正的声明所作的发言

[26]




（3月8日）

我不可能马上回答拉狄克同志的争辩，——因为我不是在投票表决，无需申述投票的理由。按照通常的程序，我不能答复，也不愿意为了请求发言答复这个争辩而拖延代表大会的进行。因此，我只想提醒大家注意我在总结发言中所讲的话；其次，我反对把申述投票理由的发言变成争辩，对这种争辩我是不能答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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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补充

（3月8日）

我请求发言，是为了对决议作如下补充：

代表大会认为，不公布已经通过的决议是必要的，并且责成全体党员对这项决议保守秘密。在报刊上只发表代表大会同意批准和约的消息，并且不是在今天发表，而是要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来发表。

此外，代表大会特别强调指出，已授权中央委员会可以随时废除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签订的一切和约，并且可以对这些国家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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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季诺维也夫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补充提出的修正所作的发言

（3月8日）

同志们，我认为，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出的这个修正是不必要的 
[27]

 。我相信，在座的都是党员，我想，由于问题具有全国性的重要意义，可以作出一项让在座的每一个人亲自签名的决定。

这种办法决不是多余的。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况是，保守军事机密成了俄罗斯共和国很重要的问题，最重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报刊上说，代表大会已经同意批准和约，那就不会发生误解。我只是提议现在不要对这一点进行表决，因为可能还会有一些修改。今天还会收到一些消息，我们已经采取特别措施以便得到东北和南方的报告，——这些消息可能会使决议作某些修改。既然代表大会同意我们应该根据革命战争的利益采取随机应变的办法，甚至授权中央委员会可以宣战，——那么，事情就很明显，在这一点上我们党内两部分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争论只在于是否不要任何喘息时机而继续进行战争。我认为，我提出的这个修正，对于大多数人和反对派来说，都是无庸争辩的；我认为，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我想，只需确认必须保守决议的秘密，这是更实际的。此外，应该采取一些补充的办法，在这件事情上还应该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亲自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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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建议

（3月8日）


一

鉴于决议已经分发给大家，是否可以现在就作出决定，让每一个拿到决议的人立即把它交回到这张桌子上来。这是保守军事机密的办法之一。


二

我建议进行表决。我们的党中央机关是由成年人组成的，他们都知道带有军事机密的消息应该口头传达。因此，我坚决主张，分发到每个人手中的决议都交回到这张桌子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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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

[28]




（3月8日）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关于更改党的名称的问题从1917年4月起就在党内展开了相当详细的讨论，因此，中央委员会一下子就通过了看来不会引起很大争论、甚至不会引起任何争论的决议，即中央委员会建议更改我们党的名称，把它叫作俄国共产党，并在括号里附上布尔什维克。我们都认为附上这几个字是必要的，因为“布尔什维克”这个词不仅在俄国政治生活中，而且在一切注视俄国整个事态发展的外国报刊上都得到了公认。“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这一点在我们的报刊上也已经作过解释。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就了解到民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旧概念在我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过时了。我们建立了西欧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民主类型。只有巴黎公社是它的雏型，而恩格斯在谈到巴黎公社时说过，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页。——编者注］

 。总之，既然劳动群众亲自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立维持这种国家制度的武装力量的事业，那么，特殊的管理机构，实行某种国家强力的特殊机构就开始消失，因此，我们也就不能赞成旧形式的民主。

另外，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仅限于剥夺工厂、土地和生产资料，不仅仅限于严格地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并且要更进一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因此，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唯一正确的。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有人可能因此把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混淆起来，这种意见在中央委员会里马上就遭到了否决，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从来不把自己仅仅称为共产主义者，总是附加一些东西。社会主义在这方面也是各式各样的，但是这并没有使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改良派、民族社会党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党派混淆起来。

另外，更改党的名称的最重要的理由是：直到现在，欧洲各先进国家旧的正式的社会党，都没有摆脱使欧洲正式社会主义在这次战争中彻底破产的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乌烟瘴气，因此直到现在，几乎所有正式的社会党都是工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真正的障碍，真正的绊脚石。现在各国劳动群众对我们党无疑抱有极大的同情，我们党应该尽量坚决果断、明白无误地声明我们党同这种旧的正式的社会主义断绝关系，而更改党的名称将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

其次，同志们，关于党纲的理论部分、关于它的实践和政治部分的问题是一个更加困难得多的问题。关于党纲的理论部分，我们已有了一些材料：莫斯科和彼得堡出版了关于修改党纲的文集 
[29]

 ，在我们党的两个主要理论刊物（彼得堡出版的《启蒙》 
[30]

 和莫斯科出版的《斯巴达克》 
[31]

 ）上刊登过论述怎样修改我们党纲理论部分的文章。我们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材料。曾经有过两种基本观点，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并没有分歧，至少没有原则上、根本上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丢掉我们纲领中原有的理论部分是没有根据的，甚至是不正确的。我赞成这个观点。不过应该把关于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述补充进去，同时，考虑到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已经开始，还应当把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论述补充进去。不管我们的革命，国际无产阶级大军中的我们这支队伍的命运如何，不管革命今后的变化如何，不管怎么样，卷入这场战争并把最先进国家弄到饥荒、破产和野蛮地步的帝国主义国家，实际上都已经陷入绝境。这里应该用30年前（1887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估计欧洲战争的前途时说过的话。他说，在欧洲，王冠将成打地滚落街头而无人拾取；他说，许多欧洲国家都难免要遭到难以置信的经济破坏，欧洲战争惨祸只能有一个结局，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不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就是造成可能取得和必然取得这个胜利的条件。”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2页。——编者注］

 恩格斯对这一点说得非常精确和谨慎。恩格斯不同于那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同于那些拿自己过了时的谬论来炫耀的人，他们认为在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恩格斯清楚地知道，甚至在任何一个先进的社会里，任何一次战争不仅会造成破坏、野蛮、痛苦，使群众遭受灾难，使他们淹没在血泊中，同时，也不能保证这就会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说，将来“不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就是造成可能取得和必然取得这个胜利的条件”，因此，也就是说，在文化和生产资料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可能还会有许多艰苦的过渡阶段，但结果只能是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的奋起和过渡到由它夺取政权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不管文化遭到怎样的破坏，都不能把它从历史生活中除掉，要恢复它虽然困难，但是，在任何时候无论什么样的破坏都不能使文化完全消灭。这种文化的某些部分、某些物质残余是消灭不了的，困难只是在于恢复文化。因此，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保留旧的纲领，而把有关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开始的论述补充进去。

我已经在我发表的党纲草案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81—493页。——编者注］

 里表明了这个观点。另外一个草案由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发表在莫斯科的文集中。另一种观点反映在我们的一些交谈中，特别是反映在布哈林同志的谈话中，由弗·斯米尔诺夫同志发表在莫斯科的文集中。这个观点认为，必须把纲领中原有的理论部分全部删去或者差不多全部删去，用新的来代替它，也就是说不象我们的纲领那样论述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而是论述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以及直接向社会革命时代的过渡。我并不认为这两个观点有原则的、根本的分歧，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把论述从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旧纲领删去，在理论上是不对的。那里并没有什么不正确的东西。过去和现在事情正是这样发展的，因为商品生产产生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导致帝国主义。这是总的世界历史前景，不应当忘记社会主义的基础。无论今后的斗争会有什么变故，无论有多少局部的曲折需要我们去克服（这种曲折今后会有很多——我们亲眼看到革命历史有过多大的波折，这还是仅就我国来说的；当革命转变为欧洲革命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就会更复杂、更迅速，发展的速度就会更迅猛，转变也就会更复杂），为了在这些历史的曲折和波折中不致于迷失方向，并牢记总的前景，以便能看到贯穿资本主义整个发展过程和通向社会主义整个道路的红线——自然，这条道路在我们的想象中是笔直的，而我们也应该把它想象为笔直的，以便看到它的开始、继续和终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条道路决不会是笔直的，而将是难以想象的复杂，——为了在这些波折中不致于迷失方向，为了在向后退却、暂时失利的时候，或者在历史或敌人把我们抛到后面去的时候不致于迷失方向，在我看来，不丢掉我们旧的基本的纲领是重要的，在理论上也是唯一正确的。因为目前我们俄国还只是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我们在某个时期曾经在理论上设想过、符合我们愿望并且能使我们迅速度过这些过渡阶段的和平环境。我们立刻看到的是俄国内战怎样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困难以及内战怎样跟其他许多战争交织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将必然伴随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而且这种暴力将构成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一个充满着各式各样战争的整个时代，其中包括帝国主义战争，内战，二者相互交织的战争，民族战争，即受帝国主义者以及在大规模国家资本主义、军事托拉斯和辛迪加时期必然结成这种或那种联盟的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民族的解放战争。这个时代，这个发生大崩溃、动辄诉诸武力、充满危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而这还仅仅是开始。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完全删掉论述一般商品生产和一般资本主义的部分。在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刚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具有相当规模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取决于它轻易地、迅速地还是缓慢地战胜自己的敌人，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我们不知道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应该以绝对确凿的事实为依据。我们纲领的力量就在这里，这个纲领已为革命的种种变故所验证。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把自己的纲领完全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依据的绝对确凿的事实就是：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全世界已经成了占主要地位的历史现象，导致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发展到了帝国主义，这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必须首先在纲领中把这一点确定下来。这个帝国主义开始了社会革命的时代，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我们也必须把它说清楚。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确认这个事实，就是向全世界高举社会革命的火炬，——这不仅是作鼓动宣传，而且是展示新的纲领，告诉西欧各国人民：“这就是我们大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得出的结论。这就是资本主义，它就是这样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这就是现在正在开始的、按时间先后来说由我们担负了第一个角色的社会革命的时代。”我们要在一切文明国家的面前发表这个宣言，这个宣言不仅是热烈的号召，而且是有绝对确凿的论据的，是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承认的事实当中得出来的。这样就会使这些现在已经背弃社会主义的政党的策略，同我们所赞同的、每个觉悟工人都熟知的理论前提，即资本主义在发展并转化为帝国主义这个理论前提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夜，在开姆尼茨代表大会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曾经对帝国主义作过论述，这个论述同社会主义叛徒目前的策略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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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应该重申这个主要之点，以便更清楚地告诉西欧的劳动群众，他们的领导人应该在哪一点上受到谴责。

我认为这样的纲领结构在理论上是唯一正确的，其主要根据就在这里。把对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论述当作陈旧的废物抛弃，这不是从当前发生的事件的历史性质出发，因为我们还没有超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几个阶段，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这些特点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内是没有的。因此，在欧洲，这些过渡阶段将是另外一种样子，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然如此；所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带民族特色的过渡阶段上，从理论上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过渡阶段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对欧洲来说却未必必要。我们应该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这样，我们就能从理论上占领和巩固阵地，任何一个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人都不会把我们赶出这个阵地。从这里可以得出同样必然的结论：社会革命的时代开始了。

我们这样做，始终是以确凿的事实为根据的。

其次，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阐明苏维埃类型的国家。我在《国家与革命》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116页。——编者注］

 一书中曾尽力说明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受到西欧占支配地位的正式社会主义的严重歪曲，苏维埃革命和俄国建立苏维埃的经验非常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苏维埃还有许多东西很粗糙，不完善，这是毫无疑问的，每一个细心观察苏维埃工作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但是，这里重要的、有历史价值的、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向前迈进了一步的东西，就是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在巴黎公社时期，这种类型的国家在一个城市里存在了几个星期，而且人们并没有理解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些创造了公社的人并不了解公社，他们以觉醒了的群众的天才的敏感创造了公社，但是没有一个法国社会主义派别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而我们的情况不同，在我们之前有巴黎公社，有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多年的发展，我们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尽管苏维埃中存在着粗糙和无纪律这种我国小资产阶级特性的残余，新型的国家还是由人民群众建立起来了。它已经活动了不是几个星期，而是好几个月了，不是在一个城市，而是在一个大国，在好几个民族地区。苏维埃政权这种类型显示了威力，连芬兰这样一个在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国家也接受了，那里虽然没有苏维埃，但政权类型毕竟也是新的、无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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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证明：苏维埃政权是新型的国家，没有官僚，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以新的民主制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制，这种新的民主制把劳动群众的先锋队推到了最重要的地位，使他们既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和武装保卫者，并建立能够重新教育群众的机构，——所有这些，在理论上是无可争辩的。

在俄国这才刚刚开始，而且开始得并不好。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开始做的有哪些做得不好，我们是能够加以克服的，只要历史让我们能够有更多一些时间致力于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所以，我认为，对新型的国家的论述在我们的纲领中应该占有显著的地位。遗憾的是，目前我们不得不在从事政府工作的条件下，在异常匆忙的条件下来制定党纲，我们甚至未能召集自己的委员会，拟出正式的纲领草案。分发给代表同志们的东西只能称为草稿 
［注：见本卷第65—71页。——编者注］

 ，这一点大家都会清楚地看到。其中关于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占了很大的篇幅，而我觉得正是在这里可以表现出我们的纲领的国际意义。我认为，如果我们只是用号召、口号、游行、宣言等等来表示我国革命的国际意义，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具体地指给欧洲工人看，我们着手做了什么事情，怎样着手做的，怎样来理解这一点。这样就会促使他们具体地了解怎样达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他们必然会看到：俄国人正在着手做一件好事，如果俄国人做得不好，那么我们要做得好些。为此必须尽量提供更多的具体材料，说明我们试图创造什么新的东西。我们有苏维埃政权这种新型的国家；我们要竭力描述它的任务和结构，竭力说明，这种还有很多混乱和不合理现象的新型民主制，其活的灵魂就是政权转归劳动者，消灭剥削和镇压机关。国家是镇压机关。必须镇压剥削者，但是，用警察是镇压不了他们的，只有群众自己才能镇压他们，这种机关应该象苏维埃那样和群众有联系，应该代表群众。苏维埃同群众要接近得多，它们提供了接近群众的机会，它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去教育这些群众。我们清楚地知道，俄国农民渴望学习，但我们希望他们不要从书本上学习，而要从自身经验中来学习。苏维埃政权是群众立即开始学习管理国家和组织全国范围的生产的机关。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是，我们正在着手解决这个任务，并且不仅着眼于我们一个国家，而且还号召欧洲工人来援助。我们正应该从这个总的观点来具体地说明我们的纲领。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这是巴黎公社道路的继续。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欧洲工人在走上这条道路以后一定会来援助我们。他们会更好地去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把重心从形式方面转到具体条件上来。如果说过去要求保证集会权利特别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对集会权利的看法是：现在谁也不能妨碍集会了，苏维埃政权只需要提供集会用的大厅。对资产阶级来说，重要的是一般地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他们说：“所有公民均有集会权利，但是只能在露天集会，我们不提供会场。”而我们说：“少讲空话，多做实事。”必须夺取宫殿，不仅夺取塔夫利达宫，还要夺取其他许多宫殿，关于集会权利我们则不谈。这一点也应适用于民主纲领的其他各条。我们应该自己来审判，公民应该普遍参加审判工作和国家管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我们认为，我们的功劳就在于竭力帮助群众立即亲自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从书本上或从讲课中学习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能具体地、明确地说出我们的这些任务，我们就会推动全欧洲的群众去讨论这个问题和实际提出这个问题。也许该做的事情我们做得并不好，但是我们是在推动群众去做他们应做的事情。如果我国革命所做的事情不是偶然的，——我们深信它不是偶然的，不是我们党的决议的产物，而是马克思称之为人民革命的任何一次革命的必然产物，即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口号、依自己的愿望而不是靠重复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所进行的革命的产物，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就能抓住最本质的东西。这里我们接触到是否应该取消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差别问题。也应该，也不应该。我不怕取消，因为去年夏天有过的那种观点，现在不应该再有了。当我们还没有夺得政权的时候，我说“还早”，而现在，我们已经夺得了政权并且考验了这个政权，这就不早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63—367页。——编者注］

 。我们现在应该拟定苏维埃政权的新纲领来代替旧纲领，但丝毫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以为我们不会被迫倒退回去，那是空想。

俄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这在历史上是不容否认的。我们说，在任何被迫倒退的情况下，我们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如果敌对阶级的力量把我们赶上这条老路的话，但是我们的目标仍是争取经验所得到的东西，即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类型的国家——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这一点应该在纲领中写明。我们要制定苏维埃政权的纲领来代替最低纲领。对新型国家的论述应该在我们的纲领中占显著的地位。

显然，我们现在还制定不出纲领。我们应该拟定纲领的基本要点，交给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去制定基本提纲。甚至可以更简单些，可以根据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会议的决议 
［注：见本卷第32—33页。——编者注］

 来制定，因为那里已经提供了一个提纲。应当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苏维埃政权作出这种论述，然后提出实际的改造措施。我觉得，在这里，在纲领的历史部分，要指出目前已经开始没收土地和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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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要提出具体的任务，即组织消费，普遍设立银行，把银行变成遍布全国的国家机关网，为我们提供公共簿记，提供由居民自己来进行的计算和监督，这是社会主义的下一些步骤的基础。我认为这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应该以我们苏维埃政权的具体要求的形式写出来，即目前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在银行政策方面，在组织产品生产，组织交换、计算和监督，实行劳动义务制等等方面打算进行哪些改革。如果获得成功，我们就要补充说明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大大小小的步骤。这里应该十分精确和清楚地说明，什么是我们已经开始做了的，什么是我们还没有做完的。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已经开始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还没有做完。我们丝毫不要夸大，不要脱离事实，要非常客观地在纲领中叙述我们已经做到的和我们打算要做的事情。我们要让欧洲的无产阶级看到真实情况，并对他们说：这是应该做的，——好让他们说：俄国人哪些事情做得不好，我们会做得好些。当群众都一心要这样做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就会不可战胜。在大家眼前正在进行着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一场纯粹掠夺性的战争。当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在大家眼中露出原形，变成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时，这将再一次给西欧无产阶级以新的推动。必须揭露这一点，指出这是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战争。这就是我认为必须同你们谈谈的总的想法，根据这些想法，我具体建议马上交换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然后或许就在这里制定几条基本要点，如果认为这样做有困难，那现在就不这样做，而把党纲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或者一个专门委员会，委托它根据现有的材料和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或秘书的详细记录来制定党的纲领，而党的名称应该立即更换。我觉得，我们目前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我认为大家都会同意：由于我们遇到了种种事件，我们的纲领在起草工作方面还没有准备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我相信，我们在几个星期之内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我们党的各个派别中有足够的理论人才，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制定出纲领来。当然，纲领中会有许多错误之处，更不用说在文字和修辞方面不确切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进行这项工作，而安静却是文字工作所必需的。

所有这些错误我们将在工作过程中加以纠正，而我们深信，我们是在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实现这个纲领。我们至少要根据实际情况准确说明苏维埃政权是新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说明我们为民主制提出了不同的任务，我们把社会主义的任务从“剥夺剥夺者”这个一般的抽象的公式转到银行国有化 
[35]

 和土地国有化这样一些具体的公式，而这些将是纲领的主要部分。

土地问题应该这样进行修改：这里要反映出愿意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愿意帮助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小农是怎样在抱有各种偏见、各种旧观点的情况下开始给自己提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实际任务的。我们不把这一点强加于别的国家，但这是事实。农民不是用空话，而是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愿意帮助并且正在帮助已经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有人责备我们想用暴力实施社会主义，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将主要是从小农经济的观点来公平地分配土地。同时我们要优先照顾公社和大的劳动组合 
[36]

 。农民说：我们赞成垄断粮食贸易，我们赞成没收银行和工厂。我们愿意帮助工人实现社会主义。我认为必须用各种文字出版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这个法令正准备出版，也许已经出版了。我们要在纲领中具体地表达出这个思想，要在理论上谈清楚，同时丝毫不要离开确定不移的具体事实。在西欧将会有另外的做法。也许我们会犯错误，但是我们希望西欧无产阶级会纠正它。我们请求欧洲的无产阶级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

这样，我们就能在几个星期内制定我们的纲领，而我们可能犯的错误，实际生活会纠正它，我们自己会纠正它。这些错误与我们将要取得的成绩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4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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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更改党的名称和修改党纲的决议

（3月8日）

代表大会决定今后把我们党（俄国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改为 
俄国共产党

 ，并加上括号注明“布尔什维克”。

代表大会决定修改我们党的纲领，改写理论部分或在理论部分中增加对帝国主义和已经开始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论述。

其次，对我们纲领的政治部分的修改，应该尽量确切而详细地阐明新型的国家即苏维埃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是从巴黎公社起开始获得的国际工人革命成果的继续。纲领应该指出，如果斗争的进程在一段时间内把我们抛回到现在已经被我们的革命所超越的资产阶级议会制这个历史阶段，我们党也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但是，无论如何，在任何情况下，党都将为苏维埃共和国而奋斗，因为它就民主制来说是最高的国家类型，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是推翻剥削者的压迫和镇压他们的反抗的形式。

我们纲领的经济部分（其中包括土地部分），还有教育部分以及其他部分，也同样应该根据这一精神和方针加以改写。重点应该放在确切地阐明我们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实行的经济改造及其他改造，并具体地说明苏维埃政权所提出的、由于我们采取了剥夺剥夺者的实际步骤而产生的当前的具体任务。

代表大会委托专门委员会根据上述指示尽快草拟我们党的纲领并把它作为我们党的纲领定下来。





	载于1918年3月9日《真理报》第4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58—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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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党纲问题的建议

（3月8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宣读一下决议草案，这个草案提出了一项略微不同的建议，然而，实质上与前面一位发言人 
[37]

 所谈的有些相同。现在我想提请代表大会审议如下的决议。（读决议） 
［注：见本卷第53—54页。——编者注］



同志们，这个建议的特点就是，我想首先坚持我的这个想法：尽快颁布纲领，直接委托中央委员会颁布纲领或委托它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

发展的速度异常迅猛，我们不应再拖下去。我们在目前的困难情况下制定出来的纲领会有很多错误，但这没有关系，下一次代表大会可以改正，虽然这样修改纲领会显得太快了，但是生活前进得非常迅速，所以如果需要对纲领进行若干修改的话，我们就得修改。现在，我们的纲领主要不是按照书本来制定，而是根据实践，根据苏维埃政权的经验来制定。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对国际无产阶级发出热烈的号召，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规劝性的演说，也不要空口叫喊，而要向他们发表我们党的明确的具体的纲领。尽管这个纲领可能不太令人满意，不如经过几个委员会加工并经代表大会批准的纲领。

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致通过这项决议，因为我避开了布哈林同志所指出的意见分歧；我的写法是把这个问题留作悬案。我们可以指望，如果不作太大的修改，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将成为全党的准确的文献的新纲领，不会再发生我在上次代表大会上遇到的那种令人十分尴尬的场面，当时，一位瑞典左派人士问我：“你们党的纲领是怎样的，是和孟什维克的一样吗？” 
[38]

 可以想见，这位瑞典人当时非常惊讶，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我们同孟什维克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不能对这种惊人的矛盾漠然置之。我认为，修改党纲会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实际的好处，而我们的收获无疑将超过纲领可能有错误这种损失。

因此，我建议加快进行这项工作，丝毫不必担心代表大会将来还会修改纲领。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0—61页













12

就姆格拉泽关于吸收最大的党组织参加制定党纲的建议所作的发言

（3月8日）

在俄国目前所处的条件下，在进行内战和被分割的情况下，这是不能允许的。不言而喻，只要稍有可能，对党纲进行修改的委员会就将立即把党纲印出来，地方党组织随时都可以表示意见，而且应该表示意见，但是，如果以今后无法做到的东西从形式上束缚住自己，那将比召开代表大会拖延得更久。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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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拉林对党的名称的修正所作的发言

[39]




（3月8日）

同志们，我同意拉林同志的说法，更改党的名称和去掉工人党的字样确实会被人利用，但是不必顾虑这一点。如果我们对每一件坏事都要顾虑，我们就会变得谨小慎微。要知道我们是在恢复举世皆知的老的优良范例。我们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宣言》，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宣言；要修改的并不是下面的内容：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其余各个阶级，包括劳动农民在内只有转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才能够成为革命的阶级。这是《共产党宣言》的一个基本原理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477页。——编者注］

 ，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论点，这里不可能有任何善意的误会，至于那些不怀好意的误会和曲解，你是怎么也管不了的。因此，必须恢复老的优良范例，完全正确的范例，这个范例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它传遍了全世界，传遍了所有的国家；在我看来，背离这个优良的范例是没有根据的。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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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佩尔舍对关于党纲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

（3月8日）

我觉得，前面一位发言人说的不对 
[40]

 。群众不是小孩子，他们懂得斗争是非常严肃的。他们看到，先前，譬如在7月里，我们是怎样被迫后退的。这些词句不能删掉。无论如何不应该作出一副姿态，似乎我们认为资产阶级议会机关毫无价值。资产阶级议会机关同过去相比是一大进步。所以，如果我们删掉这些词句，就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目前达到的阶段是绝对稳固的。我们知道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如果有国际运动的支持，将来会做到这一点。我同意删掉“在任何情况下”这几个字；可以保留“党不拒绝利用”这几个字，但是，我们不能替纯属无政府主义的否认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想法开辟道路。这是相互有直接联系的两个阶段，只要我们被抛回到过去，那就会回到这个阶段上去。我并不认为这会使群众灰心丧气。如果所说的群众是指毫无政治素养的人，那么，他们是会不理解的，但党员和党的同情者却会理解这一点，他们会理解：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所夺得的阵地已经完全巩固了。如果我们能以高度坚强的意志充分发挥各个阶级的力量，巩固住这个阵地，那时我们就不用再提过去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欧洲的支持。而现在说我们能够在极坏的条件下工作，这决不会使群众灰心丧气。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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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布哈林对关于党纲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

[41]




（3月8日）


一

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布哈林同志的修正。纲领应该论述帝国主义和已经开始的社会革命时代。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已经是确定不移的事实。而布哈林同志希望什么呢？他希望论述一下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这里他有一些不确切的地方。我们目前是绝对主张要有国家的，至于说要论述国家不复存在的、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那只能谈谈那时将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别的就什么也想不出来了。但是，这些还是遥远的事，现在说这些，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除非是说基础还很薄弱。如果我们达到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总有一天会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所说过的，已经够我们做的了。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些，那就是巨大的历史功绩。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会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说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说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工作，还想做些什么，——这些我们是知道的，也是我们要说的，而这会向欧洲工人表明，我们可以说丝毫没有夸大自己的力量，而只是说，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些什么，我们还打算做些什么。但是，要我们现在就知道完全建成的社会主义将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在理论上，在理论著作里，在文章里，在讲话里，在讲演里，我们将阐述这样一种看法，即象考茨基那样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一点放到纲领里去，因为还没有可以用来论述社会主义的材料。建设社会主义的砖头现在还没有烧好。我们不能再多说什么，而应当尽量谨慎和精确。我们纲领的吸引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要我们表示一点点奢望，硬要提供我们不能提供的东西，那就会削弱我们纲领的力量。他们就会怀疑我们的纲领只不过是一种空想。纲领要论述我们已经开始做的和今后我们准备采取的步骤。我们现在还无法论述社会主义，所以提出这个任务是不正确的。


二

因为不是用书面形式提出的，自然可能产生误解。然而布哈林同志并没有使我信服。我们党的名称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们在向着完全的共产主义前进，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些抽象的原理，即我们每个人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没有任何军事监督和强制。现在来谈这些为时过早。什么时候国家才开始消亡呢？在我们说“请看，我们的国家在消亡”以前，至少还可以召开两次代表大会。现在还早得很。提前宣布国家的消亡将违背历史的前景。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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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中央委员会问题的发言

[42]




（3月8日）

洛莫夫非常巧妙地援引了我的发言。我在发言中要求中央委员会能够采取单一的路线。这倒不是说在中央委员会里大家都得有同样的见解。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导致分裂，所以我建议代表大会不要接受这样的声明，以便同志们能够向自己的地方组织征求意见，然后再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决定。以前在中央委员会通过不签订和约的提案时，我也曾有过这种处境，我当时明明知道我对这件事不能承担责任，可是我保持了沉默。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对某事不承担责任，而无需退出中央委员会，也无需吵吵闹闹。当然，同志们，在某种情况下，那样做是容许的，有时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目前有了苏维埃政权这样的组织，它使我们有可能检查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与群众保持着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那样做，对此我表示怀疑。我想，如果说出现了关于温尼琴科的问题，同志们可以为自己的观点申辩，而无需退出中央委员会。如果我们赞成准备进行革命战争的观点和实行随机应变的策略的观点，那就应该参加中央委员会，可以声明下面产生了意见分歧，我们完全有权作这样的声明。丝毫用不着担心历史会由于乌里茨基和洛莫夫没有放弃中央委员的称号而把责任加到他们身上。必须设法制止这种动辄退出中央委员会的风气。应该说明，代表大会希望同志们通过表示异议的方式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而不要采取退出中央委员会的方式，同时，考虑自己的这个声明，不撤销一些同志的候选资格，请他们收回自己的声明并进行选举。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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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问题的决议

（3月8日）

代表大会认为，在党目前所处的情况下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特别不适宜，因为这对希望党统一的人来说是根本不能容许的，这种行为在目前会加倍地威胁着党的统一。

代表大会声明，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用发表相应声明的办法来表明他对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他所不赞同的步骤不承担责任，而不要用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办法。

因此，代表大会迫切希望，同志们在向人数众多的组织征求意见之后放弃自己的声明，代表大会将不考虑这项声明而进行选举。





	载于1928年《苏联共产党（布）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记录。——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3月》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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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纲草案草稿

（不晚于3月8日）

以我的草案 
［注：党的名称就叫“共产党”（不加“俄国”字样），用括号注明：（布尔什维克党）。］

 作基础（小册子第19页及以下各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81—493页。——编者注］

 ）。

保留理论部分，删掉第一部分的最后一段（小册子第22页从“因此，客观情况”开始，到“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各项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 
［注：同上，第484页。——编者注］

 为止，共3行）。

在以“上述任务要求”开始的下一段（第22页）里，按照《论修改党纲》一文中提出的内容（见《启蒙》（1917年9—10月第1—2期合刊）第93页 
［注：同上，第29卷第484—485页和第32卷第362—363页。——编者注］

 ）进行修改。

在同一段里，把“社会沙文主义”（两处）改为：

（1）“ 
机会主义

 和社会沙文主义”；

（2）“动摇于 
机会主义

 和社会沙文主义与无产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革命国际主义的斗争之间”。








　　其次，全部必须大致作如下的修改：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在俄国实现了得到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专政向俄国的共产党提出了下列任务：彻底完成已经开始的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剥夺，将所有的工厂、铁路、银行、船舶及其他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变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

利用城市工人与贫苦农民的联盟逐步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向共耕制和社会主义大农业过渡，由于这个联盟，土地私有制已被废除，关于从小农经济转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的法令已经颁布，站在无产者方面的农民思想家们把这种形式称之为土地社会化；

巩固和进一步发展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它是比资产阶级议会制要高得多和进步得多的民主形式，根据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及1905年和1917—1918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它是适合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唯一的国家类型；

在各方面尽量利用在俄国点燃起来的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炬，以制止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家干涉俄国内政或联合起来公然对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斗争和战争的行动，把革命传到更先进的国家以及一切国家里去。


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十个要点



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


巩固和发展作为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半无产者）专政形式的苏维埃政权，这一形式已经受过实际经验的检验，是由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提出来的。

要巩固和发展，就必须实现（更广泛、更普遍和更有计划地实现）这种形式的国家政权、这种新型的国家所肩负的历史任务。这些任务就是：

（1）把受资本主义压迫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和组织起来，——这里只限于被剥削劳动群众，即工人和贫苦农民（半无产者），自然不包括剥削阶级和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2）把被压迫阶级中最活动、最积极、最觉悟的部分，即他们的先锋队联合起来。先锋队应该不是从理论上而是通过实践教育全体劳动人民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

（4）　　（3）废除议会制（立法和行政的分立）；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合在一起。

（3）　　（4）使整个国家政权机关和国家管理机关同群众的联系比过去的民主制形式更加密切。

（5）建立一支最不脱离人民的工农武装力量（苏维埃＝武装的工人和农民）。加强全民武装的组织性作为完全实现武装全民的最初步骤之一。

（6）实行更充分的民主制，其方法是简化手续，使选举和罢免更简便易行。

（7）同各个行业和生产单位、经济单位建立密切的（和直接的）联系（按工厂、按农业区和手工业区为单位进行选举）。有了这种密切联系，就有可能实现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

（8）（此项全部或部分归入前项）——就有可能取消官僚制，不要官僚制，并使这种可能性开始变为现实。

（9）在民主制的问题上，把重心从形式上承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穷人和富人的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使被剥削劳动居民群众能实际上享受自由（民主）。

（10）为了进一步发展苏维埃国家组织，应该使每一个苏维埃成员除参加苏维埃的会议外，都必须担负管理国家的经常工作；然后逐步做到使全体居民都来参加苏维埃组织（在服从劳动者组织的条件下）并担负管理国家的职务。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要求：



（一）在政治方面：

发展苏维埃共和国。


苏维埃的优越性
 ；(《启蒙》第13—14页,［共6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96—298页。——编者注］

 ；



随着

 剥削者反抗的停止，苏维埃宪法将适用于 
全体

 居民；

实行联邦制作为已经学会 自愿
 超脱民族纠纷的劳动者走向 自觉的
 更紧密的统一的过渡办法。

必须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一般”（ 即
 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准则应服从这个目的，顺应这个目的：

“自由”和民主不是供所有的人享用，而是供被剥削劳动群众享用，以利于摆脱剥削；无情地镇压剥削者。

注意：　　重心从形式上 
承认

 自由（如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下那样）转 到
 在实际上保证推翻了剥削者的劳动者 
享受

 自由。

例如，从 承认
 集会自由转到把一切最好的大厅和场所 交给
 工人，从承认言论自由转到把所有最好的印刷所交给工人，等等。

｛简单地列举一下旧的最低纲领中的这些“自由”

　［武装工人和解除资产阶级武装］　　　　　　｝



通过

 苏维埃国家过渡到逐步消灭国家，其办法是有步骤地吸引愈来愈多的公民，直到吸引 
所有

 公民直接地 
经常地

 担负自己应承担的管理国家的责任。


（二）在经济方面：

用社会主义方式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生产：由 工人组织
 （工会、工厂委员会等等）在唯一 拥有主权
 的苏维埃政权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管理。

运输业和分配也是如此（起初是国家对“贸易”实行垄断，然后通过工商业职员联合会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以有计划有组织的分配来完全彻底地代替“贸易”）。

——强迫 
全体

 居民参加消费生产公社。

不废除（暂时）货币，不禁止户与户之间的交易，但我们应该首先使所有这类交易必须依法通过消费生产公社。

——立即着手全面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要极其慎重地逐步把它推行到不使用雇佣劳动而靠自己的经营维持生活的小农中去；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第一个措施，第一个步骤，应该是给所有的富人（＝每月收入在500卢布以上的人，其次给雇有雇佣工人的企业主、雇有佣人的家庭等）建立（必须建立）劳动消费（收支）手册。

买卖可以不通过自己的公社（在途中、在市场等等），但是交易必须记入（假如超过一定数额）劳动消费手册。

——银行业完全集中在国家手里，一切货币－贸易周转完全集中于银行。普遍建立银行往来账户：逐渐过渡到强制在银行建立往来账户（起初是最大的企业，然后是全国所有的企业）。货币都要存入银行，汇款必须通过银行。

——对产品的全部生产和分配普遍实行计算和监督，这种计算和监督应该起初由工人组织进行，以后由全体居民进行。

——为了不断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和劳动生产率，为了过渡到使用更高的技术，为了节约劳动和产品，为了把工作日逐渐缩短到每昼夜6小时，为了使 
一切

 行业和工种中的 
一切

 工资和薪金逐步取平，在国内各个（所有）消费生产公社之间组织竞赛。

——不断地有步骤地采取各种措施（向公共伙食过渡），为大量家庭办理集体伙食以代替各个家庭单独料理。



　　在教育方面：


　　　　　？

旧条文再加上



　　在财政方面：


用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以及用对来自国家垄断组织的（某种）收入的提成来代替间接税。与此同时，将粮食和其他产品等实物调拨给由国家支付报酬的、从事某些社会必要工作的工人。



　　国际政策


首先支持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宣传。鼓动。联欢。

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

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主革命运动。

殖民地的解放。联邦制，作为向自愿合并的一种过渡。





	载于1918年3月9日《共产主义者报》第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70—76页

















[1]

 这是有关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于1918年3月6—8日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举行。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首次召开的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最终解决同德国签订和约的问题。



在签订对德和约的问题上，当时党内斗争非常尖锐。列宁和支持他的中央委员力主苏维埃俄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列宁的立场的基本原则最充分地反映在他的《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中（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47—255页）。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本列斯特和约。“左派共产主义者”掌握了莫斯科、彼得格勒、乌拉尔等地的党组织的领导权，激烈反对列宁的路线。列·达·托洛茨基的立场接近于“左派共产主义者”。“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冒险主义口号遭到了大多数基层党组织的驳斥。到召开代表大会时，列宁的缔结和约的路线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党组织的支持。



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47名，有发言权的代表59名，共代表17万左右党员。当时俄共（布）有30多万党员，由于大会召开过分紧急和某些地区暂时被德国占领，一部分党组织未能选派代表。大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组织报告；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组织问题；选举中央委员会。



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全部工作。他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参加了所有问题的讨论，总共发言18次。



列宁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之后，布哈林作了副报告，他仍然坚持其对德作战、反对签订和约的立场。会上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18位代表发言。支持列宁的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费·安·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伊·捷·斯米尔加、雅罗斯拉夫尔的代表罗扎诺夫以及其他代表。列宁的富于说服力的论据使得一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代表大会一致批准了列宁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否决了“左派共产主义者”作为决议提出的《关于当前形势的提纲》，而以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决议。这一和约随后在3月14—16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得到批准。



代表大会接着讨论了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问题。列宁写的《党纲草案草稿》在大会开幕时就分发给了大会代表，他的报告就是以这个文件为基础的。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关于把党的名称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为了制定新党纲，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七人委员会。



代表大会以秘密投票方式选出了由15名委员和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1]。





[2]

 指十月革命后列·波·加米涅夫、格·叶·季诺维也夫、阿·伊·李可夫以及其他一些中央委员和苏维埃政府成员支持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关于成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要求一事（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0—42、43—45页）。——[2]。





[3]

 这项反对按德国提出的条件缔结和约的论据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18年1月8日（21日）召开的中央委员和党的工作人员会议上提出来的。瓦·瓦·奥博连斯基（恩·奥新斯基）断言：“德国兵不会进攻”，而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力图证明，德国军队“从技术上说无法进攻，因为时处严冬，没有道路……”列宁在《论革命空谈》一文中揭露了这些论断的错误和危害（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353—364页）。——[8]。





[4]

 九头蛇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条非常凶猛而且生命力极强的怪蛇。——[9]。





[5]

 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伊·费·哥尔布诺夫的故事《在驿站》。一个驿站马车夫自吹赶了15年车，对山坡很熟悉，却老是把车赶翻，翻车以后还满不在乎地逗趣说：“你看，每次都在这个地方……”列宁套用这句话来讽刺无政府主义者的空谈。——[9]。





[6]

 布列斯特谈判指以苏俄为一方和以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四国同盟为另一方在当时德军东线司令部所在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举行的和平谈判。



谈判于1917年12月9日（22日）开始。苏俄代表团首先提出以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民主和平的原则为谈判基础，德方虚伪地声明同意，但以协约国也承认这些原则为先决条件。随后德方就以协约国拒绝参加谈判为由而宣布其声明失效，并于1918年1月5日（18日）向苏俄方面提出领土要求（所谓霍夫曼线），将原属俄国的约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以及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的大片地区划出去。苏俄方面要求暂停谈判。



面对德方提出的掠夺性条件，布尔什维克党内在是否签订和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分歧。列宁权衡国内和国际形势，主张接受德方的条件，签订和约，以便得到喘息时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巩固苏维埃政权。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坚决反对签订和约，主张对国际帝国主义宣布革命战争。列·达·托洛茨基则主张苏俄应宣布停战，复员军队，但不签订兼并性和约，即所谓不战不和。列宁的主张暂时未能得到中央多数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在1月11日（24日）中央会议上提出了竭力拖延谈判的提案，并且以12票对1票获得通过。1月14日（27日），在当时担任谈判代表团团长的托洛茨基动身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列宁和他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一直坚持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再让步。”



谈判重新开始后，德方拒绝同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团进行谈判，而在1月27日（2月9日）同乌克兰中央拉达代表团签订了和约。根据这个条约，拉达同意向德方提供大量粮食、牲畜等物资，以换取德方的军事援助。德方随后即以最后通牒口气要求苏俄立即接受德方条件。1月28日（2月10日），托洛茨基违背了同列宁的约定，书面声明苏俄宣布停止战争，复员军队，但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随即退出谈判。德方利用这一点于2月16日宣布停战协定失效，2月18日发起全线进攻。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在2月18日晚以7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同意签订和约的决定。2月23日上午，苏俄方面收到了德方提出的新的、条件更为苛刻的最后通牒。当天中央会议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同意签订和约。2月24日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接受德方的最后通牒。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了和约。根据和约，苏俄共丧失约100万平方公里领土（包括乌克兰），还必须复员全部军队，立即同乌克兰中央拉达签订和约。



1918年11月13日，在德国爆发了革命以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10]。





[7]

 苏维埃政府从1917年11月10日（23日）起在《真理报》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陆续公布了俄国沙皇政府和后来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同英、法、德、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秘密条约。1917年12月—1918年2月出版了7部《前外交部档案秘密文件汇编》。秘密条约的公布，起了巨大的革命宣传作用。——[11]。





[8]

 这里说的是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必须在其上签名的效忠沙皇宣誓书。由于拒绝签名会失去动员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所必需的杜马讲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和杜马其他代表一起在宣誓书上签了名。——[14]。





[9]

 国际的战场革命一词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瓦·瓦·奥博连斯基（恩·奥新斯基）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提纲》中使用的，这个提纲是提交1918年1月21日（2月3日）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载于1918年3月14日《共产主义者报》第8号。奥博连斯基在这个提纲里写道：“革命战争是战场上的国内战争，不可能具有那些进行战略性战役的全民族军队的正规军事行动的性质。在这里，和资产阶级国家（德国）的民族军队对峙的是无产阶级的武装队伍，这些队伍不只是作战，而且还以显示自己的阶级立场来‘瓦解’敌人，呼唤他们不是向柏林而是向资产阶级进攻。军事行动具有游击斗争（类似街垒战）性质并和阶级的鼓动相结合。这些军事行动是群众性的有组织的革命运动的武装表现。革命战争就是‘国际的战场革命’。”——[16]。





[10]

 指拿破仑第一击败普鲁士和俄国军队后，法国和普鲁士于1807年7月在蒂尔西特（今苏联加里宁格勒州苏维埃茨克市）缔结的和约。和约使普鲁士承担了沉重的、屈辱性的义务。普鲁士丧失了一半领土，担负了1亿法郎的赔款，此外还必须把军队缩减到4万人，按照拿破仑第一的要求提供辅助性的军队，并停止同英国的贸易。——[17]。





[11]

 《共产主义者报》（《Коммунист》）是“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一派别组织的报纸（日报），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和彼得堡郊区委员会机关报的名义，于1918年3月5—19日在彼得格勒出版，共出了11号。根据彼得格勒市党代表会议1918年3月20日的决定，《共产主义者报》停刊。代表会议宣布以《彼得格勒真理报》为彼得格勒党组织的机关报。——[17]。





[12]

 这里说的11天看来是指从1918年2月18日德国军队开始进攻到1918年2月28日苏俄代表团抵达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这一段时间。但实际上，德国军队的进攻一直延续到1918年3月3日签订和约那一天。——[18]。





[13]

 芬兰革命是1918年1月在芬兰南部工业地区爆发的。1918年1月27日夜，芬兰赤卫队占领了芬兰首都赫尔辛福斯，资产阶级的斯温胡武德政府被推翻。1月28日，工人们建立了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参加革命政府的有库·曼纳、奥·库西宁、尤·西罗拉等人。国家政权的基础是由工人选出的工人组织议会。革命政府的最主要的措施是：将一部分工商企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把芬兰银行收归政府管理，并建立对私营银行的监督；建立工人对企业的监督；将土地无偿地交给佃农。芬兰这次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在芬兰南部取得了胜利。斯温胡武德政府在芬兰北部站稳了脚跟之后，集结了一切反革命力量，在德国政府的援助下向革命政权发动进攻。由于德国的武装干涉，芬兰革命经过激烈的内战以后于1918年5月初被镇压了下去。——[19]。





[14]

 眼前不时出现倒在血泊中的孩子的情景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普希金的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鲍里斯·戈都诺夫阴谋杀害了九岁的王子季米特里，自己当了沙皇，但他常常惊慌不安，说他总是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孩子。列宁借用这句话来形容当时人们的厌战心理。——[19]。





[15]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莫斯科区域局1918年2月24日决议所附的“说明”。这个“说明”里说：“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列宁在《奇谈与怪论》一文中对它作了分析和批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16—423页）。——[20]。





[16]

 指法国驻俄国军事使团代表让·吕贝尔萨克。列宁在1918年2月27日同他谈过话。——[24]。





[17]

 指刊载在1918年3月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40号上的苏俄陆军人民委员部文告。这个文告号召苏维埃共和国全体工人和农民参加自愿的军事训练。当时学习军事采取自愿方式是因为根据布列斯特和约俄国军队应全部复员。——[25]。





[18]

 到卡诺萨去意为屈辱求降。卡诺萨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古城堡。传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争夺授职权的斗争中被开除教籍，废黜帝位以后，曾于1077年1月身着罪衣，冒着严寒，立于这个城堡门口三昼夜，向格列高利七世祈求赦免。——[26]。





[19]

 按照1917年12月2日（15日）苏维埃俄国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四国同盟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缔结的停战协定，缔约国一方要恢复军事行动，必须在开始进攻前7天通知另一方。但是德帝国主义者违反协定，在1918年2月16日宣布终止停战状态后仅仅过了两天，就在2月18日发起了全线进攻。——[27]。





[20]

 这里说的是同反革命的乌克兰中央拉达缔结和约的问题。按照1918年3月3日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第6条，俄国必须同乌克兰中央拉达缔结和约。苏维埃政府与乌克兰中央拉达之间的和平谈判当时没有举行。1918年4月29日，德国占领者在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在乌克兰搞了一个政变，抛弃了拉达，而以帕·彼·斯科罗帕茨基的盖特曼独裁政府代之。苏维埃共和国与斯科罗帕茨基政府的和平谈判于5月23日开始，6月14日签订了停战协定。——[28]。





[21]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要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中开除出去。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很大一部分普通党员甚至领导人并不支持其领导机构的冒险主义行动。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28]。





[22]

 3月12日是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原定的开幕日期。代表大会后来改期于1918年3月14—16日举行。——[28]。





[23]

 人民事业派是集结在俄国社会革命党机关报《人民事业报》周围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新生活派是在《新生活报》周围形成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集团。——[31]。





[24]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是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3月8日上午会议上通过的。根据列宁的提议并经代表大会批准，决议在当时没有公布（见本卷第32页）。决议于1919年1月1日第一次发表在俄共（布）中央在莫斯科出版的工人报纸《公社战士报》第1号上。



据俄文版编者说，决议的最后三段从笔迹看是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和格·叶·季诺维也夫写的。——[32]。





[25]

 在代表大会讨论列宁起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案时，列·达·托洛茨基建议在决议的末尾另加一条：“代表大会认为，对苏维埃政权来说，同基辅拉达和芬兰资产阶级政府签订和约，是不能容许的。”



列宁发言后，大会否决了托洛茨基的修正意见。——[34]。





[26]

 卡·拉狄克代表“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发表声明，赞同列·达·托洛茨基对战争与和平决议案的修正意见，反对苏维埃政权与乌克兰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并企图就此问题展开辩论。



列宁发言后，大会否决了拉狄克的意见。——[36]。





[27]

 在代表大会上，格·叶·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提出的不公布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建议。他认为决议保密是做不到的，而且会给传播有害于党的事业的谣言提供土壤。至于采取什么方式公布决议，他建议授权新的中央委员会去处理。代表大会否决了季诺维也夫的修正意见，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的建议。——[38]。





[28]

 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列宁就提出了修改党纲的问题。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1917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确认了四月代表会议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并决定召开专门的代表大会来制定新党纲。1917年9月20日（10月3日），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问题，党中央组织局发表公告，宣布紧急代表大会定于1917年10月17日（30日）召开，其议程为：（1）修改党纲；（2）组织问题。党中央委员会就代表大会的筹备和代表选举问题向党组织发了通告信。1917年10月5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推迟召开大会，并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党纲草案。1917年10月，列宁发表了《论修改党纲》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44—372页）。由于准备和实行十月武装起义，党的紧急代表大会没有开成。十月革命后，1918年3月举行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定制定新的党纲，以确定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任务。1919年3月举行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纲，党纲草案的所有主要部分都是列宁起草的。



更改党的名称问题是列宁在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提出的。以后列宁在《四月提纲》中、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16、178—182页）以及1917年发表的其他许多著作和讲话中都论证了更改党的名称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在1917年的四月代表会议和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都没有审议。直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才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更改党的名称的决议。——[40]。





[29]

 指1917年出版的两本有关修改党纲的文集。一本是列宁编辑并作序、彼得格勒波涛出版社出版的《修改党纲的材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72—493页）。另一本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工业区区域局出版的《修改党纲的材料》，载有弗·巴·米柳亭、维·索柯里尼柯夫、阿·洛莫夫和弗·米·斯米尔诺夫的文章。列宁在《论修改党纲》一文中详细分析和批评了索柯里尼柯夫和斯米尔诺夫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44—372页）。——[41]。





[30]

 《启蒙》杂志（《Просвещение》）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一共出了27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创办的，受以列宁为首的国外编辑委员会领导。出版杂志的实际工作，由俄国国内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在不同时期参加国内编辑委员会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列·米·米哈伊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A．A．里亚比宁、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从1913年起，《启蒙》杂志文艺部由马·高尔基领导。《启蒙》杂志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机关刊物，曾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过斗争，登过列宁的28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启蒙》杂志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复刊后，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登载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两篇著作。——[41]。





[31]

 《斯巴达克》杂志（《Спарта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从第2期起）的理论刊物，1917年5月20日—10月29日（6月2日—11月11日）在莫斯科出版。该刊编辑是尼·伊·布哈林。参加该刊工作的有米·斯·奥里明斯基、尼·列·美舍利亚科夫、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恩·奥新斯基、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等。——[41]。





[32]

 开姆尼茨代表大会即1912年9月15—21日在开姆尼茨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决议》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是“卑鄙的掠夺和侵略政策”，号召工人阶级“加倍努力来反对帝国主义”。



巴塞尔代表大会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第二国际非常代表大会。大会一致通过的宣言，号召全世界工人积极展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并建议社会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违反这个宣言和历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站到了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对第二国际领袖们的这种变节行为，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等著作中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45]。





[33]

 指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它是在推翻斯温胡武德资产阶级政府以后于1918年1月28日建立的。除人民代表委员会外，还成立了工人组织总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由有组织的工人选举产生的各工人组织议会构成了国家政权的基础。——[47]。





[34]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俄国通过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的土地法令实现了土地国有化，同时逐步把工业和基本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到1918年春，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地区的最大的冶金工厂和机器制造工厂以及乌拉尔和顿巴斯的采矿业已转归国家所有。从1918年5月起，制糖、石油等工业的整个部门开始国有化。1918年6月2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把全部大工业收归国有。——[50]。





[35]

 银行国有化法令于1917年12月14日（27日）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并在1917年12月15日（2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2号上公布（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225—230页）。——[52]。





[36]

 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的《土地法令》和1918年1月18日（31日）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都规定平均分配土地（按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这是苏维埃政权为巩固工农联盟而对中农作出的一种让步。同时，《土地社会化基本法》提出了发展农业中的集体经济的任务，规定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和农业协作社享有使用土地的优先权。——[52]。





[37]

 指彼得格勒党组织的代表雅·亨·费尼格施泰因。鉴于各个党组织都没有讨论党纲草案，他提议代表大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列宁的草案并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把党纲制定出来。——[55]。





[38]

 列宁没有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这里看来是指他同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领袖卡·塞·霍格伦的谈话；霍格伦曾于1918年2月前来苏维埃俄国。——[56]。





[39]

 尤·拉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建议在党的名称中加进“工人”一词，这一修正意见被代表大会否决。——[58]。





[40]

 指罗·安·佩尔舍。他在代表大会上建议从党纲中删掉利用议会斗争的论点，这一修正意见被代表大会否决。——[59]。





[41]

 尼·伊·布哈林建议在列宁的决议案中加一些话，说明应从评述帝国主义和评述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方面来补充和修改党纲的理论部分。布哈林的这一修正意见，在列宁发言之后，为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否决。——[60]。





[42]

 在代表大会进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这项议程时，莫·索·乌里茨基代表出席大会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发表声明，声称他们不愿对中央委员会所实行的政策承担责任，所以决定不参加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见本卷第64页）。但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这以后仍不放弃自己的声明，而且宣布他们不仅不参加中央委员会，也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为此，代表大会又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选举的行为，并决定把这种行为转告选派他们出席代表大会的党组织。受到代表大会的严厉谴责以后，“左派共产主义者”声明：他们不参加中央委员会，但将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这样，《就“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通过的决议》也就予以撤销。代表大会期望“左派共产主义者”会服从党的纪律，因此把他们的代表尼·伊·布哈林、阿·洛莫夫和乌里茨基选入中央委员会。他们三人当即声明拒绝在中央工作。代表大会未经辩论通过决定：如果他们离开中央，递补问题交中央自行处理。在党的代表大会和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之后，他们不顾中央的坚决要求，有好几个月不参加中央的工作。——[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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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行为

（1918年3月8日和16日之间）

在布列斯特和约缔结以后，一些自称为“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同志采取了党内“反对派”的立场，因此他们的活动愈来愈滑向完全不正派地和不能容忍地破坏党的纪律。　　

布哈林同志拒绝接受党代表大会要他担任的中央委员的职务。　　

斯米尔诺夫、奥博连斯基和雅柯夫列娃三位同志分别辞去了人民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职务。　　

这完全是一种不正派的、非同志式的、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这种行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上述同志 走向分裂的一个步骤
 ……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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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主要任务[43]


（1918年3月11日）






	你又贫穷，你又富饶，你又强大，你又衰弱，

俄罗斯母亲！









人类历史现在正经历着一个最伟大、最困难的转折，这个转折，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具有解放全世界的巨大意义。它由战争转到和平；由强盗们为重新瓜分最大的强盗已经抢到的赃物而驱使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去厮杀的战争，转到被压迫者为摆脱资本枷锁而反抗压迫者的战争；由痛苦、灾难、饥饿、野蛮化的深渊，转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幸福和持久和平的光明未来；——在这种急剧转折的紧急关头，在周围旧事物如山崩地裂般倒塌下来，同时新事物又在无法形容的痛苦中产生的时候，有的人头晕目眩，有的人陷于绝望，有的人则靠一些漂亮动听的话来逃避那有时令人过分痛苦的现实，这都是毫不奇怪的。

俄国特别清楚地目睹了，特别强烈而痛苦地感受到由帝国主义转向共产主义革命这段历史进程中一些最急剧的转折。我们在几天内就摧毁了一个最古老、最强大、最野蛮和最残暴的君主制度。我们在几个月中就经过了同资产阶级妥协和消除小资产阶级幻想的许多阶段，而别的国家走过这些阶段曾经花费了几十年的工夫。我们在几个星期内就推翻了资产阶级，并且在内战中战胜了资产阶级的公开反抗。我们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到处实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进军。我们唤起了受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压迫的最下层劳动群众去争取自由和独立的生活。我们创立并且巩固了苏维埃共和国，这是比最完善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高得多和民主得多的新型国家。我们建立了为贫苦农民所拥护的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了一系列宏伟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唤醒全世界千百万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燃起他们热情的火焰。我们到处发出了国际工人革命的号召。我们向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强盗提出了挑战。

于是帝国主义强盗乘我们手无寸铁的时候进行袭击，在几天之内就把我们打倒在地上。他强迫我们签订了极苛刻极屈辱的和约，这是我们为了敢于从帝国主义战争的铁钳中挣脱出来——哪怕只是一个极短的时间——而付出的代价。而且随着这个强盗的本国工人革命的幽灵愈是可怕地显现在他面前，他也就愈加残暴地压迫、扼杀、肢解俄国。

我们被迫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不要欺骗自己。要有勇气正视未加掩饰的痛苦的现实。要充分地、彻底地认清我们现在所陷入的遭受失败、分割、奴役、屈辱的深渊。我们对此认识得愈清楚，我们争取解放的意志，我们从奴役境地重新获得独立的愿望，我们无论如何要使俄罗斯不再是又贫穷又衰弱而成为真正又强大又富饶的国家的决心，就会愈加坚不可摧，象钢铁一样坚强。

俄罗斯能够成为这样的国家，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广大的国土和天然财富，足以供给所有的人生活资料，虽说不是很丰富，至少是足够的。我们在天然财富方面，在人力后备方面，在伟大革命为人民创造力提供的广阔天地方面，都有足够的材料来建立真正又强大又富饶的俄罗斯。

俄罗斯一定会成为这样的国家，只要她抛掉一切颓丧情绪和一切空谈，只要她咬紧牙关，聚集自己的一切力量，只要她振作精神，鼓起劲来，只要她认识到 唯有
 走我们已经走上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得救。沿着这条道路迈进，不因失败而气馁，用一块块基石去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固基础，坚持不懈地建立纪律与自觉纪律，处处加强组织性，加强秩序和求实精神，加强全民力量的紧密合作，加强对于产品生产和分配的普遍计算和监督，——这就是达到建立军事实力和社会主义实力的道路。

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遭受严重失败的时候，既不应当硬充好汉，也不应当悲观失望。说什么我们只能在两种死亡中选择一种，或者是缔结极其苛刻的和约而“无声无息地”（从小贵族观点看来）死去，或者是进行无法取胜的战斗而“壮烈”牺牲，此外别无出路，这是不对的。说什么我们签订“蒂尔西特”和约，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理想或背叛了自己的朋友，这也是不对的。我们没有背叛任何事和任何人，我们没有为任何谎言辩护或加以掩饰，我们从来没有拒绝尽自己的所能和所有去帮助任何患难朋友和同志。如果一个统帅率领被击溃的或仓皇溃逃的残余部队向腹地撤退，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用签订极其苛刻极其屈辱的和约的办法掩护这种退却，他这样做并不是背叛他无力援助的、被敌人分割开的那部分军队。这个统帅选择了挽救那尚可挽救的队伍的唯一道路，不同意去冒险，不向人民掩饰痛苦的真实情况，“让出空间以便赢得时间”，利用一切喘息时机，哪怕是最短的时机，来聚集力量，使军队喘一口气，或医治它所患的溃逃病和颓丧病，——这样的统帅是尽了自己的职责的。

我们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当拿破仑第一在1807年强迫普鲁士签订蒂尔西特和约时，征服者把德国人的全部军队都击溃了，占领了首都及一切大城市，设置了自己的警察，强迫战败者提供辅助军替征服者去进行新的掠夺战争，分裂了德意志，同一些德意志国家结盟去反对另一些德意志国家。虽然如此，可是德国人民甚至在签订了 这样的
 和约之后仍然站了起来，能够聚集力量，奋起为自身争得自由与独立的权利。

凡是愿意思索并善于思索的人，都可以从蒂尔西特和约（这不过是那个时代德国人被迫签订的许多苛刻而屈辱的条约之一而已）的例子中明显地看出，那种以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签订极其苛刻的和约都是陷入灭亡的深渊，而进行战争则是英勇行为和得救之路的想法是何等幼稚可笑。各个战争时代都教导我们，和约起到获得喘息时机和聚集力量来准备新的战斗的作用，这在历史上并不罕见。蒂尔西特和约对于德国曾是莫大的屈辱，而同时它又是德国走向民族大复兴的转折。当时历史环境除了提供走向 资产阶级
 国家的出路之外，没有给这个复兴提供别的出路。当时，在一百多年以前，创造历史的是一小撮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则尚处于沉睡状态。因此，当时历史的进展也只能是极端缓慢的。

现在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整个文化，其中包括群众的文化。战争震动了群众，以空前未有的惨祸和苦难唤醒了他们。战争推动了历史，历史现在正以火车头的速度飞驰前进。现在千百万人正在独立创造历史。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了。

因此，如果说俄国现在是在从“蒂尔西特”和约走向——它无可争辩地是在走向——民族复兴，走向伟大卫国战争的话，那么这个复兴的出路就不是走向资产阶级国家，而是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从1917年10月25日起已经是护国派了。我们主张“保卫祖国”，不过我们准备进行的卫国战争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争，保卫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的战争，保卫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大军的一支 队伍
 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

“仇恨德国人，打击德国人”——这始终是通常的爱国主义即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口号。而我们说，“仇恨帝国主义强盗，仇恨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同时又说，“要向德国人学习！要始终忠实于同德国工人的兄弟联盟。他们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我们会赢得时间，我们会等得到他们的，他们 一定会来
 援助我们”。

是的，要向德国人学习！历史的发展是迂回曲折的。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正是德国人，除了体现残暴的帝国主义，同时又体现了纪律、组织、在现代机器工业基础上的紧密协作以及极严格的计算与监督的原则。

而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这正是我们要学会的。这正是我们伟大革命由胜利的开始经过许多严重考验而走向胜利的结局所缺少的东西。这正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再做又贫穷又衰弱的国家，而永远成为又强大又富饶的国家所需要的东西。






	　　1918年3月11日载于1918年3月1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4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78—82页

















[43]本文曾同列宁的另一篇文章《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见本卷第264—293页）合编成一本小册子，在1918年5月出版，题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列宁为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见本卷第324页）。——[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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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讲话

（1918年3月12日）

（列宁同志出现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同志们！我们是在革命艰苦的时刻，在许多人灰心丧气和悲观失望的时候来庆祝俄国革命一周年的。可是，如果我们环顾四周，回想一下这一年来革命做了些什么，国际形势在怎样形成，那么我相信，我们谁也不会再悲观失望，灰心丧气。毫无疑问，由10月开始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虽然有重重困难和障碍，虽然它的敌人拚命反对，但它一定会赢得胜利。　　

同志们，请回想一下俄国革命走过了怎样的道路……在2月，由于无产阶级同认清在沙皇制度下连资产阶级社会也无法存在的资产阶级实行了联合，由于工人和最觉醒的一部分农民即饱经战争惨祸的士兵进行了合作，他们在几天之内就推翻了君主制度，而这个制度在1905年、1906年、1907年曾经抵抗过更加沉重的打击，把革命的俄罗斯淹没在血泊之中。二月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开始执政，革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俄国革命产生了和西欧革命截然不同的结果。它培养了一批经过1905年的锻炼而能独立活动的革命群众；它产生了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种机关比以前所有的机关要民主得多，它能教育和提高无权的工兵农群众，领导他们前进。正由于这样，俄国革命在几个月内就结束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在西欧却延续了整整几十年。资产阶级现在把军队的无能归罪于工人阶级及其代表——布尔什维克。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如果在3月、4月那个时候执政的不是妥协派，不是给自己谋取肥缺，让资本家当权，让军队挨饿受冻的资产阶级，不是克伦斯基这帮老爷（他们自称为社会党人，实际上他们所有的口袋里都藏着强迫俄国人民作战到1918年的秘密条约），那么也许可以使俄国的军队和革命免受我们不得不经受的那些极其痛苦的磨难和屈辱。如果当时政权转归苏维埃，如果妥协派不帮助克伦斯基把军队赶去打仗，而提出缔结民主和约的建议，那么军队就不会瓦解到如此地步。他们本应该对军队说：安静地站着吧。让军队一只手拿着撕毁的同帝国主义者签订的秘密条约和向各国人民提出的缔结民主和约的建议，另一只手拿着枪炮，确保阵地的稳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军队和革命。采取这样的姿态，即使面对德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甚至整个资产阶级、全世界所有的资本家、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代表人物都去帮助它，采取这样的姿态也会对事情有好处。采取这种姿态可以让敌人一方面看到向他提出的民主和约和被揭露的条约，另一方面也看到枪杆。可是，现在我们没有这样巩固的阵地。没有大炮，我们也无法巩固阵地。恢复阵地非常困难，进展很慢，因为我们还没有对付过这样的敌人。同白痴罗曼诺夫或吹牛大王克伦斯基作斗争是一回事，而这里我们是对付组织起本国的一切力量和全部经济生活来抵御革命的敌人。我们知道，1917年6月克伦斯基的政权不但不撕毁帝国主义的条约，反而把士兵投入进攻，结果是军队的力量彻底削弱了。现在，资产阶级大叫空前的崩溃和民族的耻辱，难道他们认为，战争所引起的革命，空前的破坏所引起的革命，能够进行得十分平静、顺利、平稳，没有痛苦、没有折磨、没有惨祸吗？如果有人想象革命会是这样地诞生，那么这不是废话，便是不懂得这次战争和革命的意义的软弱的知识分子所发的议论。是的，他们正在发这样的议论。然而我们清楚地看到，通过这一过程，最伟大的人民热情正在高涨，而那些大叫民族耻辱的人却看不到这一点。　　

不管怎样，我们摆脱了战争。我们不是说，我们摆脱战争没有付出任何代价，没有交纳任何贡赋。但是，我们摆脱了战争。我们使人民得到了喘息时机。我们不知道这个喘息时机会持续多久，也许它非常短促，因为帝国主义强盗正在从东西两方向我们袭来，一场新的战争必然要爆发。是的，我们看到，我们这里一切都遭到了破坏。但是，人民终于摆脱了沙皇政府，摆脱了资产阶级政府，建立起苏维埃组织。而只是在士兵们从前线回家后的今天，苏维埃组织才发展到了最偏僻的农村。关于苏维埃组织的必要性和意义，连过去备受沙皇、地主、资本家的侮辱，很难把自己的全副心思和创造能力用于自己事业的最底层、最受压迫、最受欺侮的群众也都懂得了。他们已经使苏维埃政权不仅在大城市和工厂区建立起来，并且深入到所有偏僻角落。从前，每一个农民所看到的政权只是压迫和掠夺，而现在他们看到执政的是穷人的政府，这个政府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使他们摆脱了压迫，虽然还有许多严重的障碍和困难，但一定能够引导他们继续前进。　　

同志们！由于俄国革命遭到普鲁士地主和帝国主义者铁蹄的践踏，我们现在不得不在经受严重失败和沉重压迫的情况下生活，但是我相信，不管个别阶层怎样气愤和不满，人民群众的内部正在积蓄力量，加强纪律，这将给我们一种经受住任何打击的顽强精神，并证明我们过去没有背叛革命，将来也不会背叛革命。我们所以不得不经历这些考验和失败，那是因为历史没有安排得那么一帆风顺，那么称心如意，使各国的劳动者和我们同时行动起来。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是在对付什么样的敌人。以前我们对付的敌人是罗曼诺夫，是克伦斯基，是呆头呆脑、没有组织、没有文化的俄国资产阶级，他们昨天还亲吻罗曼诺夫的皮靴，而后就口袋里装着秘密条约四处奔走，——所有这些人同那些把人类智慧的一切成果变为压制劳动者意志的工具，把自己的一切组织用来屠杀人民的国际资产阶级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就是在我们完全解除武装的时刻向我们发动猛烈进攻的敌人，当时我们简直可以说没有军队，而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只好接受空前耻辱的和约。　　

我们不背叛任何人，我们不出卖任何人，我们不拒绝帮助自己的同伴。但是，为了赢得可能赢得的时间，为了等待同盟者的到来（而同盟者我们是有的），我们应该接受空前苛刻的和约，我们应该接受可怕的条件，我们应该实行退却。不管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有多深，不管对帝国主义的义愤和不满如何强烈，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是护国派。我们不是保护秘密条约，我们是保护社会主义，保护社会主义祖国。但是为了能够保护它，我们必须忍受最沉痛的屈辱。我们知道，在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上都有过在狂暴的强敌压力下被迫让步的时期。我们获得了喘一口气的机会，我们应该利用它，让军队稍微休息一下，让他们大多数人，即不是常在大城市里参加群众大会的几万人，而是已经跑到各地乡村的几百万几千万人都知道，旧的战争结束了，新的战争正在开始；对这场新的战争我们报之以和平建议，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作了让步，为的是消除我们的无纪律状态，克服我们的松懈和萎靡不振，以前有这些缺点，我们还能战胜沙皇制度和俄国资产阶级，可是现在要战胜欧洲国际资产阶级就不行了。只要我们能够克服这些缺点，我们就一定会赢得胜利，因为我们有同盟者，我们对这点是确信无疑的。　　

尽管国际帝国主义者看到我们的失败而张牙舞爪，可是在他们国内，他们的敌人即我们的同盟者，却正在日益壮大。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很清楚地知道，在德国工人阶级中，这个过程可能比我们曾经期待的，可能比我们现在所希望的要慢一些，但是，毫无疑问，对帝国主义者的愤慨正在加剧，我们事业的同盟者的人数正在增加，他们一定会来援助我们的。　　

你们要输送人员，要提出口号，要加强纪律，这是我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义务。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一定能够坚持住，直到与我们结成同盟的无产阶级来援助我们，而同他们一起，我们一定能战胜一切帝国主义者和一切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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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4卷


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的提纲[44]


（1918年3月12日或13日）

1．转折点：1917年10月25日—1918年2月17日及其后一段时间。

2．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及现在……（托洛茨基与革命战争拥护者对比）……

3．“喘息时机”。

4．严重的经济困难……而比利时？

5．“背叛”。

　　　　空谈。

　　　　　　　2∶10及200000∶1000000。

6．乌克兰和芬兰。

7．农民群众、小资产阶级、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士兵的观点……

8．阶级力量和“难堪的和约”。

　　　　而俄国资产阶级呢？

9．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左倾”。

10．甚至“绝望”？

11．利用“缝隙”、“矛盾”

　　战略上的力量配置：

　　　　德国——英国——日本——美国……

注意： 
补11：蒂尔西特

 。和平与战争，两者之间的关系。

12．等待，为了等待而退却。

　　　等待什么？等待谁？国际革命。

13．准备力量。 
主张

 “保卫祖国”。

　　　　纪律，纪律（直至采取严厉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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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在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1918年3月13日召开。这是列宁在会上作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讲话的简单提纲。讲话的记录极不完全（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第68—70页），《列宁全集》俄文各版都没有收载。——[83]。







《列宁全集》第34卷


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文献

[45]




（1918年3月）





	
1 关于威尔逊的声明的决议草案（3月14日）

2 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3月14日）



3 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的总结发言（3月15日）



4 关于批准布列斯特条约的决议（3月13日或14日）














1

关于威尔逊的声明的决议草案

[46]




（3月14日）

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经受严重考验的日子里，威尔逊总统通过苏维埃代表大会表达了他对俄国人民的同情，为此，代表大会向美国人民，首先是北美合众国的被剥削劳动者阶级表示谢意。

作为中立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愿借威尔逊总统向它发表声明的机会，向遭受帝国主义战争惨祸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各国人民表示热烈的同情，它坚信各资产阶级国家的劳动群众摆脱资本的枷锁，建立起唯一能提供持久而公正的和平、为全体劳动者提供文化和福利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幸福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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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

（3月14日）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标志着俄国革命发展的转折点，而且不仅是俄国革命，同时也是国际革命发展的转折点。为了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即苏维埃政权代表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缔结的、苏维埃政权提交大会批准的极其苛刻的和约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了解我们所面临的转折的历史意义，必须懂得到现在为止革命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我们所以遭受严重失败，经历严峻考验，其根本原因究竟何在。

我觉得，参加苏维埃的政党 
[47]

 在这个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的主要根源，就是有些人因为苏维埃共和国被帝国主义打败而过于感情用事，被理所当然的愤怒心情所支配，他们有时过于悲观失望。他们不是考虑革命发展的历史条件，不考虑这些条件在这个和约缔结以前如何形成，缔结以后又如何表现出来，而试图单凭感情来回答革命策略问题。然而，一切革命史的全部经验教导我们，当我们在进行任何一种群众运动或阶级斗争的时候，尤其是现在这种不仅席卷了整整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而且波及到各种国际关系的阶级斗争的时候，首先和主要的是必须把估计客观情况作为自己策略的根据，必须用分析的态度来考察革命的进程迄今为止的情况，它为什么发生了那么危险、那么急剧、那么不利于我们的变化。

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考察一下我国革命的发展情形，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到目前为止，它经历了比较独立自主、在相当程度上似乎是独立自主的时期，即暂时不受国际关系影响的时期。从1917年2月底到今年2月11日 
[48]

 德国开始进攻为止，我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总的说来，是迅速而容易地获得胜利的道路。如果我们单从俄国革命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次革命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一年中我们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俄国工人阶级得到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同所有先进的、觉悟的、积极的农民一道，在几天之内就推倒了君主制度。我们能够获得这种令人头晕目眩的成就，一方面是由于俄国人民从1905年的经验中吸取了大量蕴积的革命战斗力，另一方面是由于俄国是一个特别落后的国家，遭受战争的痛苦特别深重，在旧制度下特别早地达到无法再继续进行战争的程度。

继短暂的急风暴雨的胜利（建立了新的组织——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组织）之后，就是我国革命的长达好几个月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被苏维埃一下子摧毁了的资产阶级政权又被那些支持过这一政权的小资产阶级妥协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扶持和加强起来。这是一个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支持帝国主义秘密条约、用诺言来哄骗工人阶级的政权，它简直什么事情也不干，对经济破坏状态听其自然。在这段对于我们俄国革命来说是很长的时期，苏维埃积蓄了力量；这一时期对俄国革命来说是很长的，可是从国际革命来看却很短，因为在大多数主要国家里，消除小资产阶级幻想的时期，经历各党各派妥协的时期，不是几个月，而是长达数十年。从4月20日起到6月克伦斯基在口袋里装着秘密的帝国主义条约恢复帝国主义战争的这一段时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在这个时期，我们经历了七月的失败，经历了科尔尼洛夫叛乱，而只是根据群众斗争的经验，只是在广大工农群众从亲身经验中，而不是从说教中看清了小资产阶级妥协活动徒劳无益的时候，——只是在长期的政治发展之后，在长期准备和各党各派在情绪上和观点上的变化为十月革命打下基础之后，才开始了同国际革命隔绝或者说暂时分开的俄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第三个时期。

这第三个时期，十月革命时期，组织起来的时期，是最困难同时也是最迅速地获得伟大胜利的时期。从10月起我国革命把政权交给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它的专政，获得了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对它的支持，从10月起我国革命开始了胜利进军。受一部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支持的剥削者即地主和资产阶级实行反抗，俄国各地开始了内战。

内战开始了。在这场内战中，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力量，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敌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在这场内战中，苏维埃政权取得了全面胜利，因为它的敌人——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剥削者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得不到任何支持，他们的进攻被粉碎了。同他们作斗争与其说是采用军事行动，还不如说是靠了宣传鼓动；人民一个阶层又一个阶层，一批又一批，甚至连哥萨克劳动者都离开了那些企图使他们脱离苏维埃政权的剥削者。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胜利进军的时期。苏维埃政权把俄国广大的被剥削劳动群众无条件地、坚决地、不可逆转地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这个时期标志着似乎始终未受国际帝国主义影响的俄国革命发展的最高峰。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极其落后、同时又因1905年的经验而最有革命训练的国家，能够那样迅速、那样容易、那样有秩序地把一个又一个的阶级推到台上执政，淘汰了一个又一个政治组合，最后建立了一种不仅是俄国革命，而且也是西欧工人革命的最新的政治组合。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得到了巩固，并赢得了被剥削劳动者的坚决支持，因为它消灭了旧的国家政权压迫机构，因为它从根本上建立了最高类型的新型国家。巴黎公社曾经是它的雏形，巴黎公社推翻了旧的机构，代之以群众自己的武装力量，实行除剥削者以外的劳动群众的民主制来代替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并且有步骤地镇压了剥削者的反抗。

这就是俄国革命在这段时期所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人数不多的俄国革命先锋队中造成一种印象，认为俄国革命这种胜利的进程，这种迅速的进军可以指望继续取得胜利。可是错也就错在这里，因为历史上所以能有这样一个时期，俄国革命得到了发展，把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到了另一个阶级手里，并在俄国一国范围内结束了阶级妥协，仅仅是由于那些最大的世界帝国主义强盗暂时停止了对苏维埃政权的进攻。革命在几天之内就推翻了君主制度，在几个月之内就消除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一切尝试，并在几星期之内就在内战中战胜了资产阶级的各种反抗；这样的革命，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革命，所以能够在帝国主义列强中间，在世界强盗包围之下，在国际帝国主义野兽身旁生存下来，仅仅是因为资产阶级彼此之间正在进行殊死的搏斗，无暇进攻俄国。

接着，又一个期开始了，我们清楚而沉重地感觉到它，这是俄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和严重考验的时期，我们无法向革命的敌人作迅速的、正面的、公开的进攻，而只能忍受严重失败，只能在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力量面前，在国际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力量面前，在具有现代技术和全套组织的整个资产阶级为了掠夺、压迫和扼杀弱小民族，为了对付我们而集结起来的军事力量面前实行退却；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力量的悬殊，我们面临的是极困难的任务，同我们短兵相接的不是罗曼诺夫和克伦斯基那样微不足道的敌人，我们遇到的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军事力量，面对的是世界强盗。显然，由于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援助不能及时到来，我们不得不自己来抗击这些力量，不得不遭到严重失败。

这个时期是严重失败的时期，是退却的时期，我们应该挽救哪怕是一小部分的阵地，我们应该在帝国主义面前退却，等待整个国际条件发生变化，直到欧洲无产阶级力量前来援助我们，这支力量是存在的，而且正在成熟，可是他们不可能象我们这样容易地对付自己的敌人。如果忘记了俄国革命开始容易，继续前进困难这一点，那就是想入非非，就是大错特错。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是从推翻最腐朽、最落后的政治制度开始的。而欧洲革命一开头就得在艰难得多的情况下对付资产阶级，对付厉害得多的敌人。因此欧洲革命开始将困难得多。我们看到，欧洲革命要打开压迫它的制度的第一个缺口是困难得多的。它进入革命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要容易得多。由于现时国际舞台上革命阶级同反革命阶级的力量对比，情况也不能不是这样。可是那些不从历史的观点出发而从感情和愤慨出发来观察现状，观察革命所遇到的异常严重的形势的人，却经常忽略这一基本的转变。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所有的革命中，每当革命发生急剧的转折，由迅速胜利转入严重失败时期的时候，就会听到总是对革命发展为害不浅的貌似革命的空谈。同志们！我们只有估计到使我们从迅速而轻易取得的全面胜利落入严重失败的这一转折，才能对我们的策略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一个非常困难、非常严重的问题，它的产生是目前革命发展中从对内轻易取得胜利到对外遭到严重失败这一转折的结果，同时整个国际革命的转折，从俄国革命进行宣传鼓动活动，而帝国主义尚在观望的时期转为帝国主义直接进攻苏维埃政权的时期，也向整个西欧国际运动提出了特别严重、特别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打算忘掉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就要弄清在目前这个极其苛刻的、所谓难堪的和约问题上，俄国的基本利益是什么。

在同那些否认接受这个和约的必要性的人争论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听到他们说，签订和约的主张似乎只是反映了疲惫的农民群众、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士兵的利益，等等，等等。我听了这种话，总是感到惊奇，为什么这些同志忘掉了一个国家的发展中的阶级关系。这些人只是牵强附会地寻找各种解释。似乎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了政权时事先没有预计到，只有无产阶级同半无产阶级，即贫苦农民，即俄国农民的大多数的联盟，才能使俄国的统治权掌握在革命的苏维埃政权手中，掌握在多数人的政权，真正多数人的政权手中；否则任何建立政权的企图都是毫无意义的，特别是在困难的历史转变关头。似乎现在可以撇开我们大家公认的真理，可以用轻蔑的口吻来谈论所谓农民和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士兵的疲惫状态。讲到农民和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士兵的疲惫状态，我们应该说，国家就算是准备抵抗，可是贫苦农民只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才会同意去抵抗。

我们在10月夺取政权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事变的进程必然会如此，苏维埃转向布尔什维主义是一个全国性的转折，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权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在10月夺取政权的时候，我们十分明确地向自己、向全国人民说，这一次是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无产阶级知道会得到农民的支持，至于支持什么，你们自己知道，就是支持无产阶级积极争取和平，支持他们决心同大金融资本继续进行斗争。这一点我们没有错，任何人，只要还有一点阶级力量和阶级关系的观念，那就回避不了这样一个十分明显的真理：我们不能要求已经对欧洲革命和国际革命作了那么多贡献的一个小农国家，在目前这种艰苦的、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再进行斗争，因为尽管西欧无产阶级一定会来援助我们（罢工等等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但毕竟是没有及时到来。因此我说，所谓农民群众疲惫等等这种说法无非表明那些搬出这种论据的人缺乏论据，毫无办法，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能力整个地、全部地把握无产阶级和多数农民的革命的阶级关系。在每一个急剧的历史转变关头，我们要估计到各个阶级整个的阶级对比关系，而不是抽出个别例子和个别特殊事件，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感到自己是稳固地立足于对可靠事实的分析之上。我完全明白，现在俄国资产阶级是在我们完全无法作战的时候推着我们去进行革命战争。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这样做。

当他们叫喊这是难堪的和约，却只字不提是谁把军队弄到这种地步的时候，我完全明白，这批人就是资产阶级加上人民事业派分子、孟什维克策列铁里分子、切尔诺夫分子以及他们的应声虫。（鼓掌）我完全明白，这是资产阶级在叫喊革命战争。这样做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要求的，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力图使苏维埃政权采取错误的步骤。这些人这样做是并不奇怪的，他们一方面在自己的报纸上登满了反革命言论……（喊声：“全都封掉了。”）可惜还没有全都封掉，但是一定会把它们全都封掉的。（鼓掌）我倒想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无产阶级，他们允许反革命分子、拥护资产阶级的分子和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分子继续利用对财富的垄断，用资产阶级的鸦片来毒害人民。这样的无产阶级是没有的。（鼓掌）

我完全明白，这样一些出版物发出一片反对难堪的和约的狂吠、呼号和叫喊。我完全明白，这些主张这种革命战争的人，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到德军进攻时就会出门迎接，兴高采烈地说：德国人可来了，他们并且会让自己的军官带上肩章在德帝国主义占领的地区神气十足地走来走去。当然，这样的资产者、这样的妥协分子鼓吹革命战争，我丝毫不感到惊奇。他们想使苏维埃政权落入陷阱。这些资产者和妥协分子，他们已经表演得够了。我们过去和现在都看到过这样一些活生生的例子，我们知道温尼琴科这帮老爷就是乌克兰的克伦斯基，乌克兰的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这帮老爷，这些乌克兰的克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背着人民，同德帝国主义者缔结了和约，而现在，在德国人的刺刀的帮助下要推翻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这就是那些资产者和妥协分子以及他们的同伙们所干的勾当。（鼓掌）这就是这些乌克兰的资产者和妥协分子所干的勾当，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他们一直向人民隐瞒了自己的秘密条约，他们在德国人的刺刀的帮助下反对苏维埃政权。这就是俄国资产阶级所要干的勾当，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们有意无意地想把苏维埃政权推上去的道路，他们是知道现在苏维埃政权绝对没有能力同强大的帝国主义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因此，只有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只有在这种总的阶级情况下，才能了解左派社会革命党这类人的错误多么严重，这类人陶醉于半是绝望、半是空谈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各国革命的历史上，在困难关头是屡见不鲜的。他们不是清醒地正视现实，不是从阶级力量方面估计革命对待内外敌人的任务，而是要人们感情用事，单凭感情解决重大的和极端困难的问题。和约的确非常苛刻，非常耻辱。我在自己的声明和讲话中曾不止一次地称它为蒂尔西特和约，即征服者拿破仑在普鲁士和德意志人民多次遭到严重失败后强加于他们的那种和约。是的，这个和约是一次极严重的失败，是对苏维埃政权的侮辱，可是，如果你们根据这一点，局限于这一点，感情用事，怒不可遏，企图这样来解决极其重大的历史性问题，那你们就会陷入社会革命党全党有一次陷入过的那种可笑而又可怜的境地。（鼓掌）那是在1907年，形势同目前有某些相似，社会革命党当时也是诉诸革命者的感情。在1906年和1907年我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之后，斯托雷平强迫我们接受关于第三届杜马的法律，在一个最丑恶的代表机关里给我们造成了最耻辱、最苛刻的工作条件，当时我们党在内部稍微犹豫了一下（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比现在要厉害）之后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没有权利感情用事，不管我们对最可耻的第三届杜马有多大的愤慨和不满，我们应该承认，这不是偶然性，而是发展着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必然性。继续斗争力量不足，而即使在这种强加的耻辱条件下也可以积聚起力量，结果证明我们是正确的。那些要人陶醉于革命空谈，陶醉于正义感（虽然这是一种十分正当的感情）的人，得到了一次任何善于思索和有头脑的革命者所不能忘怀的教训。

革命的发展不会那么顺利，使我们能很快地很容易地达到高潮。任何一次伟大的革命，即使是一国范围内的革命，都不可能不经受失败的艰苦时期，因此，不能这样对待群众运动，对待发展着的革命这一类重大的问题，说什么和约使人难堪、蒙受屈辱，一个革命者对此不能容忍；不能光是讲一些鼓动性的话，对我们签订和约横加指责，——这是人所共知的革命常识，是人所共知的一切革命的经验。应该学习我们从1905年以来的经验。如果说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如果说由于某种原因，俄国的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担负了开始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最艰巨而又最光荣的使命，那是因为俄国人民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的凑合，在20世纪初进行了两次伟大的革命，因此必须学习这两次革命的经验，应该善于懂得，只有注意到国与国之间的阶级对比关系的变化，才能明确地断定，我们现在无力应战。我们应该考虑这种情况，应该心里明白：无论喘息时机能有多长，无论和平多么不牢靠，不持久，和约多么苛刻和屈辱，它总比战争好，因为它能够让人民群众喘一口气，能够纠正资产阶级所干下的那些事，他们现在在可能叫喊的地方到处叫喊，特别是在沦陷区，在德国人的保护之下。（鼓掌）

资产阶级叫嚷说，布尔什维克瓦解了军队，现在没有军队，要怪布尔什维克。可是，同志们，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首先回顾一下我国革命的发展吧。远在革命前，早在1916年，我们的军队就开始逃跑和瓦解了，凡是当时见过军队的人，都得承认这一点，这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我国资产阶级采取过任何预防措施没有呢？很明显，当时摆脱帝国主义者的唯一机会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中，并且在3—4月间就有过这种机会，那时候苏维埃组织只要对资产阶级动一下手就能夺取政权。如果当时苏维埃夺取了政权，如果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起帮助克伦斯基欺骗人民，隐瞒秘密条约，驱使军队去进攻，而是帮助军队，供给他们武器装备和粮食，迫使资产阶级在一切知识分子的协助下帮助祖国，当然不是商人的祖国，不是签订帮助屠杀人民的条约的祖国（鼓掌），如果苏维埃迫使资产阶级帮助劳动者、工人的祖国，从而帮助饥寒交迫的军队，那我们也许会有10个月的时间足以让军队喘一口气，并且万众一心地支援他们，使军队不从前线后退一步，并提出签订普遍的民主和约，撕毁秘密条约，但仍然坚守阵地，寸步不让。这就是工人农民提供并赞成的和平的机会。这是保卫祖国的策略，不是保卫罗曼诺夫、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之流的祖国，不是保卫签订秘密条约的祖国，也不是保卫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的祖国，而是保卫劳动群众的祖国。由此可见，究竟是谁使战争到革命的过渡，使俄国革命到国际社会主义的过渡遇到了这么严重的考验。由此可见，为什么象革命战争这样的建议听起来是那样的空泛，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没有军队，也无法保持军队，凡是了解情况的人都不会不看到，我们的复员令并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由于明显的需要，由于军队实在无法保持了，军队保持不住了。有一个非布尔什维克的军官早在十月革命前就说过，军队已经不能打仗，而且也不会去打仗了，他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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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月来同资产阶级的讨价还价以及所有关于必须继续进行战争的言论的结果就是如此；许多革命者或者说少数革命者的这些言论不管出于多么高尚的感情，也都是十足的革命空谈，结果只能是让我们去承受国际帝国主义的伤害，使帝国主义可以再来掠夺我们，和我们犯了策略的或者说外交的错误以后，即拒绝签订布列斯特条约以后它已经掠夺的同样多，甚至更多。当时我们向反对签订和约的人说，只要有了一定的喘息时机，你们就会明白，恢复军队的元气的利益和劳动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为此应该缔结和约，可是他们硬说，喘息时机是不可能有的。

但我国革命和以往所有革命的差别，就在于它激起了群众对建设和创造的渴望；现在，生活在最偏僻的农村中的劳动群众，过去受沙皇、地主和资产阶级鄙视、欺凌和压迫的劳动群众，都站起来了；革命的这一时期只有在目前，在创建新生活的农村革命发生的今天才能完成。如果我们把劳动群众的利益放在挥舞马刀、号召我们去作战的资产阶级武士的利益之上，那么，为了获得这个喘息时机，不管它多么短暂，我们都必须签订这个条约。革命就是这样教导的。革命教导说，当我们犯了外交上的错误时，当我们以为德国工人明天就会来援助我们，指望李卜克内西马上就会胜利时（当然我们知道，李卜克内西无论如何一定会胜利，这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是必然的（鼓掌）），这就意味着陷于狂热而把艰巨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口号变成空话。没有一个劳动者的代表，没有一个正直的工人，会拒绝承担最大的牺牲来帮助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因为他们在前线整个这一段时间里已经学会辨别，谁是德帝国主义者，谁是受德国纪律折磨的、多半是同情我们的士兵。所以我说，俄国革命实际上已经改正了我们的错误，是用这个喘息时机改正的。完全可能，这个喘息时机将是很短暂的，但即使是最短暂的喘息时机，我们也能让受苦挨饿的军队深深地了解到，他们可以喘喘气了。我们十分清楚，旧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时期结束了，而新战争的新惨祸又在威胁着我们；但是，这种战争的时期在许多历史时代都有过，而且在它结束之前总是特别紧张。我们不但要让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参加群众大会的人了解这一点，而且要让农村中千百万群众了解这一点，让农村中那些饱经战争惨祸、从前线回来的见识最广的那部分人帮助他们了解这一点，让广大的工农群众深信必须有革命的战线，并说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

有人说，我们出卖了乌克兰和芬兰，——这是多么可耻啊！然而，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革命开始以前同芬兰就有不成文的条约，而现在缔结了正式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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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目前同芬兰的联系被切断了。有人说，我们要把切尔诺夫、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正在毁灭的乌克兰割让出去。有人对我们说：你们这帮叛徒出卖了乌克兰！我说：同志们，我在革命的历史上见得多了，那些感情用事、不能明辨是非的人的敌视的目光和叫嚣搅扰不了我。我给你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假如两个朋友夜间在一起走路，突然遭到十个人的袭击。如果其中一个人被坏蛋们拦住了，另外一个人怎么办呢？他不能去援救；如果他跑掉，能说他是叛徒吗？ 
［注：看来速记记录记得不确切，应该是：“他不能不去援助；如果他跑掉，能说他不是叛徒吗？”（见本卷第28—29页）——俄文版编者注］

 可是我们要谈的不是关于个人或单纯感情问题。假定有5支军队，每支10万人，包围了20万人的一支军队，另外一支军队本来应该去援助，可是它知道，这样一定会中埋伏，因此只好退却；而且它不能不退却，甚至为了掩护退却，还必须签订难堪的、令人反感的和约，随便你们怎么骂，和约是非签订不可的。这里不能按决斗者的感情办事，不能手持长剑，说什么要强迫我缔结屈辱的和约，我一定得拚个死活。我们大家知道，无论你们怎样决定，反正我们现在没有军队，不论摆什么姿态，我们都免不了要退却，都必须赢得时间，好让军队能喘一口气；任何人，只要他正视现实，不用革命的空谈欺骗自己，都会同意这种看法。任何人，只要他正视现实，不用空谈和傲慢欺骗自己，都应当懂得这一点。

既然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的革命职责就是签订哪怕是苛刻的、极其苛刻的和强制性的条约，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改善自己和我们同盟者的处境。3月3日我们签订了和约，难道我们吃亏了吗？凡是愿意从群众的观点，而不是从小贵族决斗者的观点看事物的人都会懂得，没有军队或者只有一些患病的残余部队，要进行战争，而且美其名曰革命战争，那是自我欺骗，也是对人民的最大欺骗，我们的责任是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是的，和约极其苛刻，乌克兰和芬兰将会沦亡，但是我们必须签订这个和约，俄罗斯全体觉悟的劳动人民都会同意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真实情况，他们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知道，考虑德国革命即将爆发而不惜一切是自我欺骗。和约签订以后，我们得到了芬兰朋友从我们这里得到的东西——喘息时机，援助，而不是灭亡。

我知道，在一些民族的历史上签订强制性厉害得多的和约是不乏其例的，这种和约使一些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听凭胜利者摆布。现在拿我们的和约同蒂尔西特和约比较一下；蒂尔西特和约是胜利的征服者强加于普鲁士和德意志的。这个和约非常苛刻，当时不仅德意志各国的首都被占领，不仅普鲁士人被驱逐到蒂尔西特（这就相当于我们被驱逐到鄂木斯克或托木斯克）。不仅如此，最大的灾祸是拿破仑强迫战败的民族提供辅助军队为他卖命。然而，当形势使德意志民族只好忍受征服者的压迫时，法国的革命战争时代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时代所代替时，那些热中于空谈、把签订和约说或是沦亡的人所不愿意理解的事情开始清楚地显露出来。这种心理从小贵族决斗者的观点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决不是从工人和农民的观点。工人和农民受过战争的严峻锻炼，学会了怎样考虑问题。过去也有过更加严峻的考验，而一些更落后的民族也经受住了。过去也有过更加苛刻的和约，是德国人在没有军队，或者说，他们的军队也象我们的军队那样处于患病的情况下签订的。他们同拿破仑缔结了极其苛刻的和约。但这个和约并没有使德国沦亡，相反，它是一个转折点，使民族得到保护和复兴。我们也正处在这种转折点的前夕，情况大体相似。我们应该正视现实，抛弃空谈和高调。应当说，既然需要，就应该缔结和约。拿破仑式的战争一定要被解放战争、阶级战争、人民战争所代替。拿破仑式的战争的体系一定会改变，和平将代替战争，战争又将代替和平，每次新的极其苛刻的和约总是导致更大规模的备战。最苛刻的和约——蒂尔西特和约已经作为德国人民开始转折的一个转折点载入了史册，当时他们退到了蒂尔西特，退到了俄国，而实际上却赢得了时间，以等待使拿破仑——同现在的霍亨索伦、兴登堡不相上下的掠夺者拿破仑——一时得以取胜的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等待饱受连年的拿破仑战争灾祸和多次战败之苦的德国人民觉醒起来，重新走向新的生活。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教导，这就是为什么任何绝望和空谈都等于犯罪，这就是为什么人人都会说：的确，旧的帝国主义战争正在结束。历史的转折点来到了。

从10月起，我们的革命曾经是全面胜利进军，而现在，开始了漫长而困难的时期。我们不知道会有多长，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漫长而困难的失败和退却的时期，因为力量的对比就是这样，我们要用退却让人民得到休息。我们要让每个工人和农民都能了解真实情况，从而使他们有可能了解帝国主义强盗对被压迫民族的新战争就要来到，那时工人和农民就会懂得，我们应该奋起保卫祖国，因为从10月起我们就是护国派了。从10月25日起，我们就公开说，我们主张保卫祖国，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祖国，我们把克伦斯基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从其中赶了出去，因为我们废除了秘密条约，镇压了资产阶级，这件事暂时还做得不好，然而，我们一定能学会把它做得更好。

同志们，在德国征服者面前遭到严重失败的俄国人民同过去德国人民相比，情况还有更重要的和极大的差别。关于这一点，虽然我在前面已经简单地提到了，这里还要再谈一下。同志们，100多年以前，德国人民曾经陷入最艰苦的侵略战争时期，他们在觉醒以前只得退却，只得接二连三地签订耻辱的和约，当时的情形是德国人民只是贫弱和落后。而它面对的不仅是征服者拿破仑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是一个在革命和政治方面，在一切方面都超过德国，也大大超过其他国家的最先进的国家。这个国家比在帝国主义者和地主统治下苟延残喘的德国人民要强得多。我再说一遍，从前只是贫弱和落后的人民，由于能够从痛苦的教训中学习，而终于站了起来。我们的处境要好得多，我们并不只是贫弱和落后的人民，而是——这倒不是由于有特殊的贡献或历史注定，而是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的凑合——光荣地举起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人民。（鼓掌）

同志们，我知道得很清楚，而且屡次直率地说，这面旗帜现在握在一双软弱无力的手中，如果各先进国家的工人不来援助，这个最落后国家的工人是保持不住这面旗帜的。我们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方面还是不完善的，有缺点的，不充分的，但是这对西欧的先进工人将是一种启示，他们会说：“俄国人开始做了应该开始做的事，可是做得还不怎么好。”但重要的是，同德国人民相比，我国人民并不只是贫弱和落后的人民，而是举起了革命旗帜的人民。虽然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都充满着对布尔什维克的诬蔑，虽然法、英、德等帝国主义者的报刊在这方面异口同声地咒骂布尔什维克，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集会会对我们社会主义政权的名字和口号表示气愤。（有人喊道：“谎话。”）不，不是谎话，是真话，凡是在最近几个月到过德国、奥地利、瑞士和美国的人，都会告诉你们。这不是谎话，是真话，俄国苏维埃政权代表的名字和口号在工人中受到最热情的欢迎；工人群众不相信德、法等国资产阶级的所有谣言，他们明白，不管我们怎么贫弱，在这里，在俄国，进行的是他们自己的事业。是的，我国人民应该挑好这副已经担在自己肩上的重担，人民既然能创立苏维埃政权，就不会灭亡。我再说一遍，任何一个觉悟的社会主义者，任何一个善于思考革命历史的工人，都不能否认，尽管苏维埃政权有许多缺点，——对于这些缺点，我很清楚，并且非常重视，——苏维埃政权是最高的国家类型，是巴黎公社的直接继续。苏维埃政权比欧洲其他革命更高了一级，因此，我们的情况并不象100年前的德国人民那样艰难；当时对于受农奴制压迫的德国人民来说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等待掠夺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利用冲突，满足拿破仑、亚历山大一世以及英国君主国这些掠夺者们的要求，然而，即使这样，德国人民也并没有因蒂尔西特和约而一蹶不振。而我们呢，我再说一遍，我们的条件要好得多，因为我们在西欧各国有伟大的同盟者——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不管我们的敌人怎么说，他们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鼓掌）不错，我们的同盟者要发出自己的呼声是不容易的，正象我们在1917年2月底以前一样。他们生活在地下，生活在军事苦役监狱的环境下，现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变成了这样的监狱，但是他们都知道我们，了解我们的事业；他们很难来援助我们，因此，苏维埃军队需要有充裕的时间和很大的耐心。要经得住严峻的考验，等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极小的机会拖延时间，因为时间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的事业正在巩固，帝国主义者的力量正在削弱；不管“蒂尔西特”和约会产生什么样的考验和失败，我们都开始实行退却的策略。我再重复一遍：毫无疑问，觉悟的无产阶级和觉悟的农民都是拥护我们的，我们不但要善于英勇地进攻，而且也要善于英勇地退却，我们要等到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前来援助我们的那一天，那时，我们就要在世界范围内开始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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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3月15日）

同志们，如果我想找一个证据，来证实我在第一次讲话中关于对人们向我们提出的革命战争的性质所说的话，那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的报告 
[51]

 ，便给我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最清楚的证据。所以我认为，最好是根据速记记录引用一下他的讲话，看看他们是拿什么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论点的。（读速记记录）

这就是说明他们依靠什么论据的一个例子。在这里有人谈到了乡会 
[52]

 。那些以为这个会议是乡会的人，可以采用这样的论据，但是很明显，人们在这里重复我们的话，却不善于思考这些话的意义。人们重复过去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起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教导他们的那些话，而当他们重复这些话的时候，可以看出，他们把我们说的话都背熟了，但是这些话的根据是什么他们并不了解，所以现在还在重复。过去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是护国派，而现在我们是护国派，是“变节者”，是“叛徒”。资产阶级的奴仆们在这里谈到乡会，——他们这样说时还挤眉弄眼，——但是，任何一个工人都十分了解过去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所奉行的护国主义的目的，也十分了解现在促使我们变成护国派的原因。

秘密条约上写着，俄国资本家想得到达达尼尔、亚美尼亚和加里西亚，如果我们支持这些俄国资本家，那就是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式的护国主义。这种护国主义在当时是可耻的，而现在我们的护国主义却是光荣的。（鼓掌）

除了以上所说的论据，在卡姆柯夫讲话的速记记录里，我还在两个地方看到他这样重复说，布尔什维克是德帝国主义的走狗。（右边鼓掌）话很刺耳，我很高兴那些执行了克伦斯基政策的人用掌声来强调这一点。（鼓掌）当然，同志们，我不是要反对刺耳的话。我决不会反对。不过要说刺耳的话，就得有说刺耳的话的权利，而要取得这种权利，必须言行一致。这就是许多知识分子所不重视的一个小小的条件，而工人和农民无论在各个乡会上（乡会是微不足道的），还是在各苏维埃组织中都非常注意这个小小的条件，所以他们总是言行一致的。但是，我们十分了解，他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10月以前一直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个党内，而当时后者参加过分赃，当过走狗，因为当时许给了他们部长职位，只要求对一切秘密条约守口如瓶。（鼓掌）但是决不能把下面这样的人称作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曾经用实际行动向帝国主义宣战，废除了条约，冒了这样做所带来的危险，明知拖延布列斯特谈判会毁灭国家，还是拖延了这一谈判，忍受了军事进攻和一系列空前未有的失败，并且丝毫不向人民隐瞒。

马尔托夫在这里硬说，他没有看见过条约。让愿意相信他的人去相信他吧。我们知道，这些人有看大量报纸的习惯，可就是没有看见过条约。（鼓掌）让愿意相信他的人去相信他吧。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既然社会革命党十分了解，我们是向自己彻底揭露的暴力让步，我们是有意这样做的，我们公开说，现在我们不能打仗，只能让步，——历史上有过许多极其耻辱的条约和一系列的战争，——有人用“走狗”这种字眼来回敬，但这种刺耳的字眼正好揭露了他们自己。当他们硬说他们对于自己所做的事不能负责的时候，他们一面说他们不能负责，一面却继续留在政府里，这难道不是虚伪吗？当他们说他们不能负责的时候，我就肯定地说，不，他们推卸不掉责任，而且他们把这个会议当成乡会也是枉然的。不，这全是劳动群众中最优秀最正直的人。（鼓掌）这不是一两年选举一次、让当选的人坐在那里干拿薪水的资产阶级议会。这是一些由地方上派来的人，而明天他们又要回到地方上去，明天他们会告诉人们：如果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票数愈来愈少，那是理所当然，因为这个党的表现是这个样子，它在农民中也象在工人阶级中那样，不过是一个肥皂泡而已。（鼓掌，喊声：“对。”）

下面，我从卡姆柯夫的讲话中再给你们引一段话，以便说明每个被剥削劳动群众的代表对此抱什么态度。“昨天列宁同志在这里硬说，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同志及其他人瓦解了军队，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勇气说，我同列宁也瓦解了军队。”真是胡说八道。（鼓掌）他曾听说我们是失败主义者，然而当他想起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是失败主义者了。他想起得太不及时了。记住了字眼，弄到了一件革命的装饰品，可是却不善于考虑实际情况。（鼓掌）我断定，在苏维埃政权已经得到巩固的1000个乡会中，900个以上的乡会里面都会有人向左派社会革命党说，它是得不到任何信任的。他们会说，请想一想：过去我们瓦解过军队，现在我们应该记住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是怎样瓦解了军队的呢？在沙皇时代，我们是失败主义者，而在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时代，我们已经不是失败主义者了。我们在《真理报》上刊登过当时还受迫害的克雷连柯向军队发出的呼吁书《为什么我要到彼得格勒去》。他说：“我们不号召你们暴动。”这并不是瓦解军队。瓦解军队的，是那些把这场战争宣扬成伟大战争的人。

瓦解军队的是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因为他们向人民所说的，都是各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惯于随便乱说的漂亮话。这些话是没有价值的，而俄国人民在乡会中却惯于深思熟虑，谨慎从事。既然他们向人民说：我们渴望和平，我们在讨论帝国主义战争的情况，那么，我就要问：秘密条约和六月进攻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就是这样瓦解了军队。既然他们向人民讲同帝国主义者作斗争，保卫祖国，那人民就要问自己：他们在什么地方触犯过资本家呢？——他们就是这样瓦解了军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说过，而且谁也没有驳倒过，如果我们在3、4月里夺取了政权，如果剥削者不因我们镇压了他们而疯狂地仇恨我们，——剥削者仇恨我们是很自然的，——如果他们能把被剥削劳动者的祖国的利益看得高于克伦斯基的祖国和里亚布申斯基的秘密条约的利益，看得高于夺取亚美尼亚、加里西亚和达达尼尔的计划，那就能挽救军队。可是在这方面从伟大的俄国革命开始以来，特别是从3月以后，从不彻底的告世界人民书 
[53]

 发表以后，发表这个文告、号召推翻各国的银行家的政府，自己却同银行家分赃，——这样就瓦解了军队，这就是军队不能维持的原因。（鼓掌）

克雷连柯的呼吁书并不是第一个呼吁书 
[54]

 ，我之所以想起来，是因为它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肯定地说，我们发表这个呼吁书并没有瓦解军队，而是向军队说：要守住阵地，——你们愈能迅速地夺取政权，就愈容易保持住政权。而现在有人说，我们反对内战，主张起义，——这是多么可耻，这是多么卑鄙的胡扯。如果这种话传到农村，那里的士兵——他们看到的战争可不象知识分子看到的那样，并且知道光是挥舞纸剑是很容易的——就会说，过去人们在紧急关头对他们这些缺衣少鞋、受尽折磨的人的帮助，就是驱使他们去进攻，——而现在人们向他们说：没有军队也没有关系，可以发动起义。驱使人民反对具有高度技术装备的正规军，这是犯罪的行为，我们社会主义者已经指明过这一点。要知道，战争使人得到了许多教益，它不仅使人知道人们要遭受痛苦，而且使人懂得，占上风的总是拥有高度的技术装备、组织性、纪律性和精良的机器的人；战争教导人们懂得了这一点，这种教导好极了。应该懂得，没有机器，缺乏纪律性，在现代社会中是不能生存的，——或者是必须掌握高度的技术装备，或者是被消灭。令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岁月使农民懂得了什么是战争。如果有谁到乡会上去空发议论，如果左派社会革命党去参加乡会，那一定会受到完全应得的惩罚。（鼓掌）

还有一个例子，从卡姆柯夫的讲话中再引一段话。（读这段话）

提问题有时是非常容易的；不过，关于这种问题有这么一句谚语——这句谚语是不太礼貌和粗鲁的，但俗话说，歌里的词是不能随便删改的，——我要说的谚语是：一个傻瓜提问题，十个聪明人也回答不过来。（鼓掌，喧嚷）

同志们，在我给你们读过的这段话里，要我答复这样的问题：喘息时机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还是更长一些？我肯定地说，在任何一个乡会和每一个工厂中，如果有人以严肃的政党的名义在人民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人民一定会嘲笑他，并且会把他轰走，因为在每个乡会中，人们都懂得不能对那些无法知道的事情提问题。每个工人和农民都懂得这一点。（鼓掌）如果你们一定要得到答复，那我就告诉你们，每一个在报纸上写文章或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然都会告诉你们这个时期的长短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日本在什么时候进攻，力量如何，会遭到怎样的反抗；取决于德国人陷在芬兰和乌克兰的程度如何；取决于全线进攻什么时候发动；取决于进攻的发展如何；取决于奥地利和德国内部的冲突怎样发展，还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鼓掌）

因此，如果有人在严肃的会议上神气十足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请回答我，是什么样的喘息时机？我说，那些懂得在三年痛苦的战争之后哪怕有一星期的喘息时机都非常可贵的人，一定会把这种人从工农的会议上轰走。（鼓掌）而且我肯定地说，不管现在人们在这里怎样骂我们，如果明天把右派、准右派、近右派、左派等各派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骂我们的话收集在一起并且印出来，即使有几百普特重，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话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团十分之九的代表所说的话比较起来都轻如鸿毛。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团十分之九的代表说：我们懂得战争，我们看到，现在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短暂的喘息时机，对于恢复我们患病的军队的元气是有利的。在每次农民的会议上，十分之九的农民都会说出任何一个重视实际的人所知道的东西，而他们的任何一个实际建议，只要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去实现，无论过去或现在我们是从来不拒绝的。

由于我们执行了同革命空谈和“公众”舆论相反的政策，所以获得了一个喘口气的机会，哪怕只有12天的时间。当卡姆柯夫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向你们献媚讨好和挤眉弄眼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向你们挤眉弄眼，另一方面又向立宪民主党人说：把我们算上，我们和你们其实是一条心的。（有人喊道：“撒谎。”）而社会革命党人——似乎还不是左派，而是超左派——的一位代表，一位最高纲领派分子，在讲到空谈的时候，说我们把关系到荣誉的一切都称之为空谈。（喊声：“对。”）右派阵营中的人们当然要喊“对”；我认为这样喊比喊“撒谎”使我更高兴一些，尽管后者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也许会说我责备他们空谈而没有举出任何明确的证据，可是我已经举了两个例子，而且我这两个例子不是杜撰的，而是实际发生过的事情。

请你们回想一下，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所处的地位，难道不就是他们在1907年向斯托雷平保证全心全意效忠君主尼古拉二世时所处的地位吗？我相信，我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多多少少学到了一点东西，如果有人骂我背叛，那我就说：应该首先把历史弄清。如果我们本来想扭转历史的方向，而结果是我们自己扭转了方向，历史并没有扭转方向，——那就该把我们处死。空谈说服不了历史，而历史将会表明：我们是对的，我们带领工人组织参加了1917年伟大的十月革命，这只是由于我们不是按照空谈来行动，而是善于观察事实和善于从事实中学习。现在，到了3月14—15日，情况已经很明显，如果我们打仗，那就会帮助帝国主义，彻底毁掉运输并失掉彼得格勒。我们看到，信口开河和挥舞纸剑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如果卡姆柯夫跑来问我：“这个喘息时机会长久吗？”对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因为在国际上客观的革命形势还不存在。现在对反动势力来说也不可能有很长的喘息时机，因为客观形势到处都是革命的，因为工人群众到处都义愤填膺，他们已经忍无可忍，已经被战争折磨到极点了，这是事实。决不能忽视这个事实，因此我曾经向你们证明，过去有过革命向前发展的时期，当时我们在前面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我们后面跟着跑。（鼓掌）而现在是不得不向强大的压力让步的时期。这是一个十分具体的说明。谁也不能驳倒我这个说明。历史的分析不能不肯定这一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准马克思主义者——马尔托夫会嘲笑乡会，他会嘲笑我们查封报纸，他会夸耀说查封那些受压制和受欺侮的报纸是因为这些报纸帮助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会嘲笑（鼓掌）……关于这一点，他不会保持沉默。他会向你们宣扬这些事情，至于回答我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的历史问题：从10月开始，我们是不是在胜利进军……（右边喊：“不是。”）你们说“不是”，而这边的人都会说“是”。我要问：现在我们能不能向国际帝国主义展开胜利的进攻呢？不能，大家都知道这一点。这是简单明了的道理，把这个道理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是为了让人们学习革命（革命是一门需要聪明才智的、困难而复杂的科学），为了让正在从事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学习革命，敌人在叫喊胆小鬼、叛徒、扔掉了旗帜，他们玩弄辞藻，挥舞空拳。不。这种惯说空话的革命家在整个革命史上是很多的，他们除了乌烟瘴气，什么也没有留下。（鼓掌）

同志们，我另外再举一个德国的例子，这个国家受过拿破仑蹂躏，签订过好几次耻辱的和约，经历了同这些和约相交替的战争。人们问我：我们将长期遵守条约吗？如果一个三岁孩子问我：你们是否要遵守条约？那是天真可爱的表现。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成年人卡姆柯夫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知道，只有少数的成年工人和农民才会相信这是天真，而大多数人一定会说：“别装模作样了。”因为我举的这个历史上的例子最清楚不过地说明，有些民族的解放战争——这些民族失去了军队（这种情况发生过不止一次），丧失了全部国土，被迫向征服者提供辅助军队去进行新的侵略战争——是不能从历史上勾掉的，你们无论如何也抹不掉。但是，我在速记记录中看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姆柯夫反驳我说：“可是西班牙就有过革命战争”。他这样说正好证实了我的话，实在是打了自己的嘴巴。西班牙和德国恰恰证实了我所举的例子，根据“你们将来是否遵守条约，你们什么时候破坏条约，你们什么时候被人抓住……”来解决关于侵略战争的历史时期的问题，这种事确实只有小孩子才干得出。而历史表明，任何条约都是由于斗争的暂时停止和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造成的；有几天以后就被撕毁的和约；有经过一个月就被撕毁的和约；也有长达许多年的时期，其间德国和西班牙缔结了和约，几个月以后就违反了和约，而且一再违反，因此在一系列的战争中人民懂得了进行战争是怎么一回事。当拿破仑率领德国军队去扼杀其他民族的时候，他也教会了德国军队如何进行革命战争。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同志们，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向你们说，我深信，俄国一切觉悟的工农劳动者，十分之九都会作出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团十分之九所作出的决议 
[55]

 。（鼓掌）

我们可以检验，看我说对了，还是说错了，因为你们就要回到地方上去，人人都要向各地的苏维埃作报告，同时各个地方都要作出地方的决议。最后，我要说的是：不要受人挑拨。（鼓掌）资产阶级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勾当；资产阶级知道，为什么他们在普斯科夫狂欢，为什么温尼琴科之流，乌克兰的克伦斯基之流，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等资产阶级前几天在敖德萨狂欢。他们狂欢，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苏维埃政权由于试图用一支溃逃的患病的军队去进行战争，在外交上，在对形势的估计上，犯了多么重大的错误。资产阶级正在把你们拖入战争的陷阱。不单单是需要进攻，也需要退却。这是任何一个士兵都知道的。要明白，资产阶级正在把你们和我们都拖入陷阱。要明白，整个资产阶级及其一切有意和无意的帮凶正在设置这个陷阱。你们一定能够经受住最严重的失败，保持住最困难的阵地，并利用退却来赢得时间。时间对我们是有利的。帝国主义者贪得无厌，定要撑破肚皮，而且在他们的肚子里正在成长着一个新的巨人；这个巨人成长得没有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快，但是他在成长着，他一定会来援助我们，当我们看到他开始举行第一次冲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退却的时期结束了，在全世界展开进攻的时代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代开始了。（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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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准布列斯特条约的决议

（3月13日或14日）

代表大会核准（批准）我们的代表于1918年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缔结的和约。

鉴于我们没有军队，人民力量因战争而消耗殆尽，同时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但不支持人民战胜灾难，反而为了阶级的私利而利用这些灾难，代表大会认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缔结这个极其苛刻的、强制性的、屈辱的和约的做法是正确的。

代表大会认为，和谈代表团拒绝详细讨论德国所提的和约条件的做法，也是绝对正确的，因为这些条件是以明显的最后通牒和赤裸裸的暴力强加给我们的。

代表大会向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向全体被压迫劳动群众坚决地提出当前最重要和最紧急的任务：加强劳动者的纪律和自觉纪律；在所有地方建立起尽可能包括产品的全部生产和全部分配的巩固而又协调的组织；同混乱、组织涣散和经济破坏等现象作无情的斗争，这种现象作为残酷的战争的后果来说，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又是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和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最大障碍。

现在，在十月革命以后，在推翻了俄国的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我们废除和公布了一切秘密的帝国主义条约以后，在取消了外债以后，在工农政府向各国人民建议签订公正的和约以后，俄国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束缚，它有权声明：俄国不参加掠夺和压迫别的国家。

从今以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在一致斥责掠夺战争的同时，认为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反对来自任何帝国主义强国的一切可能的侵犯。

因此，代表大会认为，全体劳动群众不容推脱的责任是尽一切力量来恢复和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并在实行社会主义民兵制和对全体少年和成年男女公民实行普遍军训的基础上，重建它的军事实力。

代表大会表示坚信，在各国工人反对资本压迫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坚决履行了各国工人国际团结的一切义务的苏维埃政权，今后仍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促进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保证使人类早日摆脱资本压迫和雇佣奴隶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各国人民之间的持久的公正的和平。

代表大会深信，尽管各国帝国主义者不惜采用最野蛮的手段来镇压社会主义运动，但是国际工人革命已经为期不远，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一定会取得完全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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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这是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和提出的决议草案。



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于1918年3月14—16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为解决批准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召开的。



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讨论了和约问题，列宁在会上讲了话。党团会议以453票赞成、36票反对、8票弃权赞同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由于代表还没有全部到达，党团的人数不齐。



3月14日，代表大会开幕。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共1232名，其中布尔什维克79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83名，中派社会革命党人25名，孟什维克21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1名。副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向代表大会介绍了和约的内容后，列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批准和约问题作了报告。波·达·卡姆柯夫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作了反对批准和约的副报告。



会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结成统一阵线，反对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经过辩论，大会以784票赞成、261票反对、115票弃权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批准和约的决议。“左派共产主义者”不顾党的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和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决定以及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作出的党员不得反对党的决定的规定，投了弃权票。和约批准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宣布退出人民委员会。



大会还批准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2月底作出的关于把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由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决定，选出了由207人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85]。





[46]

 这个决议草案是为答复美国总统伍·威尔逊致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声明而起草的。威尔逊在声明中就德国人占领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向俄国人民表示“同情”，并说“合众国政府将尽一切可能保证俄国在其内部事务中重新获得完全的主权和独立，完全恢复其在欧洲和当代人类生活中的伟大作用”。威尔逊企图用这个声明对代表大会的决定施加影响，阻挠批准对德和约。



决议草案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后通过。——[85]。





[47]

 这里是指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这两个政党当时都有代表参加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但是很快就走上了公开反革命的道路。因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6月14日通过决议，把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和孟什维克党的代表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决议于6月18日发表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23号（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430—431页）。——[86]。





[48]

 看来，列宁把革命发展中的转折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破裂和德国发动进攻联系在一起。他在这个报告和报告的提纲（见本卷第507页）中把这个日子定为2月11日，即和谈破裂的第二天，而在另一个文件即《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的提纲》（见本卷第83—84页）中则把这个日子定为2月17日，即德军全线进攻开始的前一天。——[87]。





[49]

 指来自前线的军官杜巴索夫在1917年9月21日（10月4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杜巴索夫在发言中说：“现在士兵们要的不是自由，也不是土地。他们要的只是一样，那就是结束战争。不管你们在这里怎么说，士兵们不会再打下去了。”——[96]。





[50]

 1918年1月14日（27日）芬兰发生革命，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2月，根据芬兰工人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的倡议，开始了关于缔结俄罗斯和芬兰两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条约的谈判。俄芬协商委员会草拟的条约草案在人民委员会2月25、27、28日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3月1日，缔约双方代表在条约上签字。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条约。



列宁直接参加了条约的制定工作，同受权签订条约的芬兰工人政府代表进行了会谈，并审订了条约草案。——[98]。





[51]

 指波·达·卡姆柯夫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就批准对德和约问题所作的副报告。——[104]。





[52]

 这里说的是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据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他在发言中说：“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能对签署政治文件承担责任……就象农民在乡会里那样，不知道手脚麻利的地方长官强迫他们签名的是什么字据，就在上面签了名，结果受了30年的盘剥。俄国的领导者们想对你们做的就是这个。我们至今没有条约的文本（会场喧哗，纷纷向发言人抛掷条约文本），至少我到现在还未收到，我的同志们也未收到。”



乡会是俄国1861年改革后设立的地方农民管理机关，由乡长、村长等地方公职人员和农民代表（每10户选一人）组成，每年开会两三次。乡会选举乡长等地方公职人员，解决本乡的一些行政和经济问题。乡会掌握在农民资产阶级手中，实际是乡公所的谘询机关。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于1917年5月21日颁布法令，撤销乡会，在乡一级设地方自治机关。——[104]。





[53]

 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告全世界人民书》。这个文件发表于1917年3月15日（28日）俄国中央各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战争的讲话对这个不彻底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文告作了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50—264页）。——[107]。





[54]

 第一个呼吁书是列宁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真理报》编辑部的名义写的《告各交战国士兵书》，载于1917年4月21日（5月4日）《真理报》第37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292—294页）。——[107]。





[55]

 这里说的是1918年3月13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表决的票数，赞成批准和约的票数为453张，占9/10。参看注4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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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潮流》文集序言

（1918年3月19日和26日之间）

收入本书的大部分文章，曾经发表于1914年底至1917年初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56]。只有一篇在杂志上发表过的长文章选自《共产党人》杂志[57]（该杂志于1915年只在瑞士出了一期）。　　

为了正确地了解各篇文章之间的联系，应该注意它们在报上登载的时间的先后顺序。　　

文章分为两大类：第一部分是对战争的估计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政治任务的估计。另一部分分析了党内的关系即党内的派别斗争，这一斗争长期以来被那些目光短浅的人看作是“混乱状态”或“私人冲突”，而事实上，如大家所看到的，这一斗争现在使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奴仆，同李伯尔唐恩[58]先生们、马尔托夫先生们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先生们区分开来。　　

显然，第一部分或者说第一大类文章的意义要重要得多。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如果想 了解
 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发展及其在1917年10月25日的第一次胜利，这些文章是不可不看的。　　






	　　尼·列宁
载于1918年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出版的文集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124页

















[56]《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1907—1914年），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116]。



[57]《共产党人》杂志（《Коммунист》）是列宁创办的，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资助杂志的格·列·皮达可夫、叶·波·博什共同出版，尼·伊·布哈林参加了杂志编辑部。杂志于1915年9月在日内瓦出了一期合刊，其中刊载了列宁的三篇文章：《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个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和《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曾打算把《共产党人》杂志办成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机关刊物。可是在杂志筹办期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布哈林、皮达可夫、博什之间就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杂志创刊以后，分歧愈益加剧。这些分歧涉及对民主要求的作用和整个最低纲领的作用的估计。根据列宁的提议，《共产党人》杂志只出这一期就停刊了。——[116]。　　



[58]李伯尔唐恩由孟什维克米·伊·李伯尔和费·伊·唐恩两人的姓氏缀合而成，出自俄国诗人杰·别德内依的同名讽刺诗，是诗人给十月革命前夕鼓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李伯尔和唐恩及其一伙起的绰号。——[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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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每日新闻报》记者阿·兰塞姆的谈话[59]


（1918年3月23日）

巴尔福演说的一个要害就是宣称日本人是在援助俄国人。[60] 究竟是援助什么样的俄国人呢
 ？

在当今的俄国有一种力量，按它的本性是必定要同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犯作你死我活的斗争的，这就是苏维埃政权。日本人打算“援助”的那些俄国人，一听说日本人已经接近，第一步就是要求取消苏维埃政权。一旦日本人深入到西伯利亚腹地，他们打算“援助”的那些“俄国人”就会要求在整个西伯利亚取消苏维埃。那么会用什么来代替苏维埃政权呢？

唯一可能用来代替苏维埃政权的是资产阶级政府。但是俄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分清楚地证明，它只有依靠外援才能够维持政权。如果一个依靠外援的资产阶级政府在西伯利亚掌握政权，苏维埃政权失去俄国东部，那么，在俄国西部苏维埃政权也会被大大削弱，以致未必能维持多久，而接替它的将是一个同样需要外援的资产阶级政府。会给予这种援助的大国，当然不会是英国。不难看出，这种可能性预示着什么样的前景。

我证明，同兰塞姆的谈话中我的确说过这些话并同意发表。






	　　　　　　列宁
1918年3月23日于莫斯科

载于1932年伦敦出版的罗·汉·布鲁斯·洛克哈特《一个英国驻外代表的回忆录》一书（英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125—126页

　















[59]《每日新闻报》（《The　Daily　News》）是1846—1928年在伦敦出版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111]。



[60]指英国外交大臣阿·巴尔福于1918年3月14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说。巴尔福在演说中掩盖日本对苏维埃俄国武装干涉的真实目的，说什么日本经盟国同意占领西伯利亚和控制西伯利亚铁路，将会阻止德国向亚洲北部的入侵。——[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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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各种保险事业实行国家监督的法令草案的意见[61]


（1918年3月23日）

改组保险理事会，使劳动者阶级的代表增加到占全体理事总数的 2
 / 3
 左右。

确定保险事务总委员部与人民委员会的关系如下：总委员参加人民委员会，有发言权。

增加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94—395页

















[61]1918年3月9日，人民委员会就各种保险事业实行国家垄断的问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制定俄国保险事业托拉斯化的法令和程序，委员会由财政、内务、国家监察等人民委员部和各工会及其他部门委派代表组成，马·季·叶利扎罗夫为主持人。这个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各种保险事业实行国家监督的法令草案，经人民委员会1918年3月23日会议讨论并作了补充修改后通过。列宁的建议成为该法令的第5条的基础。此外，列宁将法令的名称改为：《关于对除社会保险（即国家义务保险）之外的各种保险事业实行国家监督的法令》（黑体是列宁用的）。法令公布于1918年4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5—11页。——[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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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62]


（1918年3月23日和28日之间）

口授


第四章

现在，这个任务当然还没有充分完成，而且永远也不会彻底完成，不过这已经不是苏维埃政权的首要任务了。最近几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特别是莫斯科全俄代表大会表明，各劳动者阶级的绝大多数人都自觉地坚定地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也就是转到布尔什维克党方面。不用说，稍微民主的政府是永远不会把说服人民群众的任务完全放在一边的，相反，这个任务将始终列为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只有对在野党或为实现未来的理想而斗争的党来说，这种任务才会提到首要地位。早在沙皇制度时代和克伦斯基政府时期，布尔什维克把劳动群众中的大多数积极的觉悟的分子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以后，我们党就面临着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当时首要的任务不是说服，而是夺取俄国。从1917年10月底大约到1918年2月，这个战斗任务或者说军事任务成了首要的任务，对于任何一个在尖锐的、最激烈的斗争的环境中夺取统治权的政党来说，这种任务很自然地应当成为首要的任务。当然，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特别尖锐，因为这时反对日益站到无产阶级一边的劳动群众的，是彼此联合起来的有产阶级分子，他们是以资本的力量、知识的力量、多年的甚至是多少世纪的管理习惯和管理技能武装起来的。在1905年革命尚未遗忘的教训的影响下，在目前这次战争非常沉痛而深刻的教训的影响下，在俄国历史地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条件，由于这些条件，布尔什维克能够比较起来算是极其容易地在俄国首都和各主要工业中心解决了夺取政权的任务。但是在外省，在远离中心的地方，特别是在俄国的那些最根深蒂固地保持着君主制度和中世纪传统的比较落后的居民聚居的地区（例如在哥萨克地区），苏维埃政权遭到了军事形式的反抗，这种反抗只是在十月革命已经过去四个多月的今天才接近于全部结束。目前在俄国，战胜和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已经完成。布尔什维克能夺得俄国的主要原因，正如顿河反革命哥萨克的头面人物鲍加耶夫斯基在不久以前也承认的那样，是由于连哥萨克中的绝大多数人也都自觉地坚决地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但是，有产阶级在经济地位上所处的特殊条件，使他们自然不仅能够组织消极的反抗（怠工），而且能够再次对苏维埃政权进行军事反抗。因此，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也不能认为是彻底完成了。但是不管怎样，这个任务现在显然大体上已经完成，而退居次要地位了。苏维埃政权一分钟也不能忘记这个任务，也决不会受任何政治的或者貌似社会主义的牌号和高调的迷惑而不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一点必须预先声明，因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我们这里的表现说明他们都是一些最善变的、有时甚至是最无耻的反革命活动家，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比反对反动的和地主的政府激烈得多，而又指望用自己党的招牌或名称作掩护。显然，苏维埃政权永远不会停止执行自己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不管这种反抗用什么样的党的旗帜，用什么样的受人欢迎的和冠冕堂皇的牌号作掩护。但是，镇压反抗的任务目前大体上已经完成，现在提到日程上来的是管理国家的任务。

从说服人民群众这一过去列为首位的任务和夺取政权并对反抗的剥削者进行武力镇压的任务，过渡到管理国家这一现在列为首位的任务，正是这种过渡构成我们所处的时期的主要特点。苏维埃政权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使人民的政治领导人以及劳动群众中所有的觉悟的分子都清楚地理解这种过渡的特点。因为现在有些地方内战还没有结束，苏维埃共和国还受到东西两面严重的军事威胁，战争造成了空前的经济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要过渡到管理全体居民（不分阶级）的和平任务，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第五章

苏维埃政权现在所面临的管理国家这一提到首位的任务，还有这样一个特点：现在（在文明民族的现代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所说的管理，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具有主要的意义。通常，人们正是首先把主要是甚至纯粹是政治的活动同“管理”一词联系在一起。然而，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原则和实质，以及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实质，是政治任务对经济任务来说居于从属地位。而现在，特别是有了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存在四个多月的实际经验之后，我们应当十分清楚，管理国家的任务现在首先是归结为纯粹经济的任务：医治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创伤，恢复生产力，调整好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总之，归结为经济改造的任务。

可以说，这一任务分为两个主要项目：（1）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以各种形式实行最广泛的、遍及各地的和包罗万象的计算和监督；（2）提高劳动生产率。任何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集体或国家，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地造成了完成这两项任务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基本前提这种条件下，才能够解决这些任务。没有大机器生产，没有比较发达的铁路网和邮电网，没有比较发达的国民教育机构网，这两项任务无疑都不可能在全民范围内系统地得到解决。俄国现在的情况是，这种过渡的许多初步的前提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也有许多这样的前提我国还不具备，但是，我国可以比较容易地借助先进得多的邻国的实际经验，这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关系和国际交往早就同俄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第六章

任何一个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使无产阶级这个统治阶级，或者确切些说，正在发展成统治阶级的阶级，按照上面所说的那样战胜资产阶级。现在，这个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正以新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完全不同于几十年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现在，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内战取得胜利之后，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把战胜资产阶级理解为一种高得多的事情，虽然形式上是比较和平的，这就是说，在政治上已战胜资产阶级并且用军事方式巩固了这个胜利之后，现在应当在组织国民经济方面、在组织生产方面、在全民的计算和监督方面也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生产的规模愈大，把当今大国的几千万和几亿居民都包括在内的全国性经济机构网愈稠密，资产阶级解决生产的计算和监督的任务就愈有成效。这个任务现在我们应当按新的方式来解决，依靠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依靠大多数被剥削劳动群众对它的支持，利用旧社会所积蓄的有组织才能和技术知识的分子，虽然他们十分之九、也许百分之九十九属于敌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


第七章

现在不仅军事实力和军事技术最先进，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组织方面也最先进的德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先进的标志之一，就是它比其他国家更早地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很明显，在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特别是在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君主制国家的条件下，劳动义务制对工人来说无非是军事苦役监狱，是奴役被剥削劳动群众的一种新手段，是镇压这些群众各种反抗的一套新办法。但是，毫无疑问，只是由于具备了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经济前提，这种改革才能提上日程，才得以实现。而现在，在战后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所造成的条件下，毫无疑问，我们也不得不把这种改革提到一个首要的地位。但是很明显，从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向社会主义社会组织过渡的苏维埃政权从哪一头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决不应当和德帝国主义一样。对德国的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来说，劳动义务制就是奴役工人。对俄国的工人和贫苦农民来说，劳动义务制应当是首先和主要地使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承担自己的社会勤务。我们应当从富人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

这样做所以必要，一般说来，不仅仅因为苏维埃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这样做所以必要，还因为正是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进行军事的和消极（怠工）的反抗，给医治俄国战争创伤的事业——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的事业，造成了最大的困难。因此，现在应当成为整个国家管理重点的计算和监督，应当首先要求在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的分子中实行。正是这些阶级的分子利用他们在战争期间向劳动者征收的数量特别多的贡赋，逃避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执行的医治国家创伤和复兴国家的任务；正是他们利用自己搜刮来的贡赋，躲进不受侵犯的避难所，并且千方百计地阻挠社会结构的社会主义原则战胜资本主义原则。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对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进行这种斗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他们拥有大量的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产阶级所以富有，首先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工厂等等。苏维埃政权由于得到工人和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取消地主和资产阶级对国家的这种主要形式的财富的权利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颁布法令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没有遇到困难。把很大一部分工厂收归国有也没有遇到困难。毫无疑问，把其余的大工业企业和运输工具也收归国有，是一项在最近的将来很容易实现的任务。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还创造了另一种形式的财富，要清算这种形式的财富，对苏维埃政权来说，远不是那么容易了。这种形式的财富就是钱，或者确切些说，就是货币。在战争期间，货币的发行额特别大。战事隔断了俄国同那些在俄国的进出口中一直占有最大份额的许多国家的贸易往来。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几乎人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以高价供应军需品和订立军事承包合同的投机活动，由此他们手中聚积了大量的货币，这是他们积累财富和积累对劳动者的权力的主要方法之一。现在俄国的经济状况显然也同任何一个经历了三年战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它的特点是，在资产阶级和有产阶级这些比较少数的人手里集中和隐藏了大量的货币，这些货币由于大量发行纸币而大大贬值，但目前仍然是一种有权向劳动居民索取贡赋的凭证。

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不要货币或者在短期内代之以新的货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苏维埃政权现在面临着一项困难的而又非解决不可的任务，就是同富人以保存和隐藏向劳动者索取贡赋的凭证的形式进行的反抗作斗争的任务。这种凭证就是货币。这些货币以前提供了获得购买生产资料如土地、工厂等等的权利，就这方面来说，这些货币的作用当然是下降了，甚至是完全没有了。因为在土地社会化法令颁布以后，购买土地在俄国已经不可能了，购买工厂以及类似的大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也由于所有这类大企业的国有化和没收过程进展很快而几乎不可能了。这就是说，要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对资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包括农民资产阶级）分子来说，是一件愈来愈困难、几乎是办不到的事情了。但是，为了维护自己原来的特权，并尽可能设法延缓和阻挠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资产阶级保存和隐藏分享社会财富的凭证，向劳动者索取贡赋的凭证，即保存和隐藏货币，以便在俄国一旦再遇到军事和贸易方面的困难或危机时，保证自己有可能——哪怕是某些可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和恢复原来的特权。

至于消费品，资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几乎还完全能够用战时通过投机活动聚集起来的货币买到，因为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在小农、小手艺人或小手工业者阶层的居民人数极多的情况下，对消费品实行正确的配售、正确的分配这一任务是极其困难的，而在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的条件下，这个任务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什么解决。因此，苏维埃政权要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和监督，就必须首先对隐藏大量货币、逃避国家任何监督的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进行有组织的斗争。

俄国目前已发行的货币估计约为300亿卢布。其中大概至少有200亿，也许还要多得多，是商业周转根本不需要的，这些货币被资产阶级分子和有产阶级分子为了私利（或阶级的私利）保存和隐藏起来了。

苏维埃政权应当把实行劳动义务制与首先对资产阶级分子和有产阶级分子进行登记结合起来，应当要求如实呈报（填单申报）持有的货币数量，应当采取一系列措施，使这一要求不停留在纸面上，应当周密考虑一些过渡性的措施，把全部储藏的货币集中在国家银行或它的分支机构。不采取这类措施，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就不可能彻底实现。


第八章

但是，实行劳动义务制不能只限于对集中在有产阶级手里的货币进行计算和监督。苏维埃政权还必须对资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在企业管理和为企业服务的各种辅助工作（会计、事务、记帐、技术、行政等工作）方面的直接活动，也实行劳动义务制的原则。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现在也从直接反对怠工转到按新的情况有组织地安排工作，因为苏维埃政权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从10月到2月）以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消极形式的反抗即怠工，实际上已被粉碎。现在我们看到，过去的怠工者即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情绪和政治表现方面出现异常广泛的可以说是普遍的转变，这不是偶然的。现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在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大量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动家都表示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苏维埃政权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善于利用这种服务，这种服务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绝对必需的，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里尤其如此，而苏维埃政权在利用这种服务时必须充分保持对它的新的帮手和助手（他们的行动往往违反本意而心里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统率、领导和监督的地位。

为了表明苏维埃政权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服务，我冒昧地说一句骤然听来似乎是奇谈怪论的话：学习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要向托拉斯的领导者学习，学习社会主义，要向资本主义最大的组织者学习。正是大工厂，正是把对劳动者的剥削发展到空前规模的大机器工业，是唯一能够消灭资本统治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个阶级集中的中心；凡是考虑到这一点的人都不难相信，上面的说法并不是奇谈怪论。因此，当社会主义的组织工作提到日程上时，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的实际任务，我们就必须吸收大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曾经从事过资本主义的最大生产的实际组织工作，首先是组织过辛迪加、卡特尔和托拉斯的人来协助苏维埃政权，这是毫不奇怪的。为了解决苏维埃政权的这项任务，当然需要国民经济各部门广大劳动群众鼓起干劲，发挥首创精神，因为苏维埃政权决不会把旧的地位，即长官和剥削者的地位交给所谓的工业领袖。从前的工业领袖，从前的长官和剥削者，应当担任技术鉴定人、指导人、参谋和顾问的职务。应当解决一项新的困难的却最能收效的任务，即把这些剥削阶级分子所积累的全部经验和知识同广大劳动群众的首创精神、毅力和工作结合起来，因为只有这种结合才能架设起从资本主义旧社会通往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桥梁。

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或者至少是在许多先进国家中同时取得了胜利，那么，吸收旧的资本主义的领导人中的优秀技术专家来参加重新组织生产这一任务就会非常容易解决。那时，落后的俄国就不必独自来考虑解决这一任务了，因为西欧各国的先进工人会来帮助我们，排除我们在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困难的任务即所谓组织任务时会遇到的大部分困难。可是现在，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延迟到来，而俄国必须加紧采取措施由自己进行改造（哪怕只是为了使居民摆脱饥饿，以及使整个国家免受可能的军事侵犯），在这种实际情况下，我们现在需要向先进国家借助的，不是社会主义组织的帮助和工人的支援，而是那里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的帮助。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能够得到这种帮助，在苏维埃政权解决新的组织问题方面设法取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协助。可以通过付给我国的或从国外聘请的各方面最优秀的专家以高额劳动报酬的办法得到这种协助。当然，从已经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获得比工人阶级的优秀阶层高得多的劳动报酬，是根本不公平和不正确的。但是，在实际的现实的条件下…… 
［注：句中记录不清的部分从略。——俄文版编者注］

 我们却必须通过付给资产阶级专家这种高得多的（不公平的）劳动报酬的办法来解决迫切的任务。譬如，假定俄国为了按新的原则组织生产，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训练我国人民掌握在优良的条件下工作的技能；假定我们为此不得不雇用比方说2000个各种不同知识领域的大专家——其中有俄国的专家，而更多的是外国的专家，譬如说美国的专家，假定我们每年要付给他们5000万或1亿卢布，那么，从国民经济的利益来看，从由陈旧的生产方法过渡到最新的、最完善的生产方法来看，花这笔钱是完全有理由的。为了学习生产好的方式方法而花这样一笔钱，是应当的，是值得的，而我们所以必须花这样一笔钱，是因为除非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得到这样的指导。

当然，一方面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劳动和指导，同时劳动者的民主组织和苏维埃又实行必要的监督，这将产生许多新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而且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也不会向任何困难低头，因为在当前情况下，我们要达到更高级的生产组织，没有别的出路。

我继续讲下去。最大的资本主义在劳动组织方面创造了这样一些制度，这种制度在居民群众受剥削的情况下，是少数有产阶级奴役劳动者，压榨劳动者额外的劳动、体力、血汗和神经的最残酷的形式，但这种制度同时又是科学组织生产的最新成就。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应当学会这种制度，并且为了实行我们对生产的计算和监督以及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应当对这种制度加以改造。例如，在美国广泛采用的著名的泰罗制之所以著名，就因为它是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最新方法。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这种制度遭到工人群众那样大的仇视和愤恨。但同时丝毫也不应忘记，泰罗制体现了科学的巨大进步，它系统地分析了生产过程，为大大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开辟了途径。在美国，由于实行泰罗制而开始的科学研究，特别是美国人所说的对动作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材料，可以用来训练劳动居民掌握无比高超的一般劳动方法，特别是劳动组织方法。

泰罗制中消极的一面就是，它是在资本主义奴役制的环境下实行的，它是在工资不变的条件下从工人身上榨取多一倍、两倍的劳动量的手段，根本不管雇佣工人在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是否能够提供多一倍或两倍的劳动量而不损害他们的身体。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的任务，简单说来就是，我们应当在全国实行泰罗制和美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科学方法，把这种制度同缩短劳动时间结合起来，同利用新的生产方法和劳动组织方法结合起来，而丝毫不损害劳动居民的劳动力。相反，如果劳动者有足够的觉悟，那么，在他们自己正确指导下运用泰罗制会成为进一步大大缩短全体劳动居民的必要劳动日的最可靠的手段，是我们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实现下述任务的最可靠的手段，这项任务大致说来就是：每个成年公民每天从事体力工作6小时，从事管理国家的工作4小时。

向这种制度过渡要求有很多新的技能和新的组织措施。毫无疑问，这种过渡会使我们遇到不少困难，提出这样的任务甚至会使劳动者本身的某些阶层感到困惑莫解，可能还引起他们的抵制。但是可以相信：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会了解这种过渡的必要性；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现在刚刚在城乡显露出来，当数百万脱离生产的人从前线归来，第一次看到战争把经济破坏到了这种程度，这无疑就会为劳动者在这方面的舆论准备打下基础；我们在上面大致谈到的这种过渡，将被现在已站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劳动者阶级中的全体有觉悟的分子作为一项实际任务提出来。


第九章

上述性质的经济过渡，还要求苏维埃政权的代表相应地改变领导人的职能。很自然，在说服大多数人民或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提到首位时，在领导人中间被提到最重要地位的也主要是对群众进行宣传的鼓动家，因为苏维埃政权同群众的联系比过去任何民主形式的政权都要密切。很自然，要说服大多数居民或者吸引他们同剥削者进行艰苦的军事斗争，特别需要鼓动的才能。相反，前面简略叙述的任务，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和监督的任务，把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和组织家提到了最重要的地位。根据这一情况，如果领导人不能适应新条件和新任务，就应当对他们进行适当的重新评价，适当的调动。自然，对前一时期主要是适应宣传鼓动任务的领导机构来说，这种过渡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错误，这是很自然的。现在务必要使领导人和苏维埃的选民群众即被剥削劳动群众都真正理解这里所指出的改变的必要性。

在被剥削劳动群众中，有组织才干和能力的人比有鼓动才干和能力的人多得多，因为这些阶级的整个劳动生活环境要求他们具有多得多的本领来安排好共同的劳动，安排好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而过去的生活条件从群众中极少造就出有鼓动或宣传才能的活动家。可能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现在经常看到，职业的鼓动家和宣传家或适合做宣传鼓动工作的人不得不担负起组织任务，他们必然处处都感到自己不大适合于解决这些任务，必然感到工人农民的失望和不满。经常可以看到国内敌视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阶级——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人物或那些在我们这里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而事实上通常却热衷于为资产阶级效劳的人，如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对苏维埃政权的这些错误和挫折幸灾乐祸。事实上，既然这些错误从历史上来看是不可避免的，那也就很清楚，这方面的缺点只不过是社会主义新社会成长中的毛病。要重新学习，以便把实际工作者－鼓动家提到他应有的首要地位，这样重新学习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毫无疑问，俄国各地的苏维埃政权的代表都不难做到。但这需要时间，只有犯错误的实际经验才能使人认清改变的必要性，才能造就出许多甚至一大批适于解决新任务的人才。工人和农民中间有组织才能的人无疑比资产阶级想象的要多，但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环境里，这些有才能的人绝对不可能涌现出来，绝对不可能站住脚，获得自己的地位。

相反，如果我们现在清楚地了解到必须广泛吸收新的有组织才能的人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如果我们正是从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出发，不断推动在这方面经过实践考验的活动家前进，那么，我们就能够在短时期内，根据苏维埃政权发展了的、拿到群众中去然后由群众在自己的代表苏维埃机关成员监督下贯彻执行的原则，使一批新的实际生产组织者涌现出来，获得自己的地位，取得适当的领导位置。


第十章

苏维埃政权应当从对富人实施劳动义务制转到对大多数劳动者即工人和农民实施相应的原则，确切些说，应当同时把这一任务提到日程上来。这里实行劳动义务制的任务对我们来说具有另一方面的含义。对这一任务应当采用另一种处理方法，提到首位的不是对富有阶级要做的那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没有必要去登记所有的劳动者，去监视他们的货币储蓄或他们的消费情况，因为全部生活条件本身决定了这类居民的大多数必须劳动，而且不可能有什么积蓄，就是有也少得可怜。因此，在这个范围内建立劳动义务制的任务就变成建立劳动纪律和自觉纪律的任务。

在资本主义旧社会，资本靠经常的饥饿威胁来实行强加给劳动者的纪律。这种饥饿的威胁同过重的劳动，同劳动者意识到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的利益而工作的情况结合在一起，因此，劳动状况就成了绝大多数劳动者反对生产领导者的经常斗争。在这种基础上，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心理：劳动者的舆论不但不追究不好好干活或逃避工作的现象，反而认为这是对剥削者的过分要求的一种必然和合理的抗议，或者说是一种反抗的方法。现在，资产阶级报刊及其应声虫大叫大嚷，说工人闹无政府主义，自由散漫或要求过高，这种指责的恶毒性太明显了，不值得多谈。不难理解，在一个大多数居民象俄国居民近三年来那样遭受空前的饥荒和痛苦的国家里，出现情绪极其低落、任何组织性都丧失殆尽等一系列现象，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要求迅速转变这种情况或者指望颁布几个法令就能改变这种局面，这正如企图用号召使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振作精神、恢复劳动能力一样，是十分荒唐的。只有劳动者自己创立的、关心劳动群众不断恢复元气的苏维埃政权，才能根本改变这方面的情况。

在苏维埃政权的代表中间，在它的拥护者如工会的先进领导者中间，制定一些系统的措施来增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的必要性已经完全成熟。毫无疑问，在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中，尤其是在战争所造成的疯狂的放肆的投机活动的环境中，松懈散漫已渗入工人阶级，这样就免不了要同它作严重的斗争。而且由于战争的关系，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成分也远不是朝好的方向改变。因此，在劳动者中间建立纪律，组织对劳动标准和劳动强度的监督，成立专门的工业法庭来规定劳动标准，对任何恶意破坏这种标准的行为追究责任，经常教育多数人提高这个标准，——这一切现在都作为苏维埃政权的极其迫切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此外应当尽可能注意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教育的主要工具之一即报刊，在上述方面完全没有执行自己的任务。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苏维埃报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资产阶级社会的旧习惯和旧传统的影响。这一点还表现在，我们的报刊，也和旧的资产阶级报刊一样，继续用过多的篇幅和注意力来报道政治上的一些琐事、政治领导人员的一些个人问题，而各国资本家正是竭力利用这些来转移人民群众的视线，使他们忽视自己生活中真正重大而深刻的根本问题。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几乎还要重新解决一项任务，解决这项任务的一切物质前提都已具备，只是缺少对这项任务的必要性的认识和解决这项任务的决心。这项任务就是把报刊由主要报道日常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为苏维埃群众服务的报刊，对于政治领导人员的问题，对于无关紧要的政治措施，即各个政治机关的日常工作和例行公事，要少费一些篇幅。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到，而且也一定能做到。报刊应当把实践中直接提出的劳动问题放在首要地位。报刊应当成为劳动公社的报刊，也就是说，正是要公开报道资本主义企业的领导人竭力不让群众知道的东西。在资本家看来，他们企业的内部组织是一块用商业秘密保护起来的不让局外人窥视的领地，在那里他们好象要成为绝对的统治者，唯一的统治者，不仅不准外人批评，不准外人干涉，而且也不许外人窥视。在苏维埃政权看来，恰恰相反，各个大企业和各个村社的劳动组织，正是整个社会生活中最主要、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报刊应当成为我们加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即完全无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懒方法的首要工具，它应当揭露每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的缺点，无情地抨击这些缺点，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弊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弊病。让我们把报刊上那些报道所谓日常新闻的材料减少到 1
 / 10
 （如能减少到 1
 / 100
 更好），而让那些向全体居民介绍我国少数先进的劳动公社的模范事迹的报刊广泛销行几十万几百万份吧！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劳动组合和农业企业，每一个在土地社会化法令实施以后向新的农业过渡的村庄，现在都是按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原则拥有其内部劳动组织的独立公社。在每个公社内，劳动者加强自觉纪律，他们善于同做指导工作的专家们（哪怕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合作，他们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人力、防止目前我们深受其害的骇人听闻的盗窃产品的行为方面取得实际成绩，——所有这些，应当成为我们苏维埃报刊的主要内容。这样我们就能够而且一定会使榜样的力量在新的苏维埃俄国成为首先是道义上的、其次是强制推行的劳动组织的范例。

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些希望和平地、没有痛苦地说服人类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保证社会主义实现的人组织过劳动公社，这样的榜样有过不止一次。这种观点和这种做法理所当然地引起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嘲笑，因为在存在着资本主义奴役制的情况下，想通过孤立的榜样来达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事实上是十足的空想，在实践中，它不是使这样的企业奄奄一息，就是使它们变成小资本家的联合会。

这种嘲笑和轻视榜样在广大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的习惯，现在有时还在某些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根本变化没有好好加以思考的人的身上表现出来。现在，土地不再是私有财产，工厂也几乎不再是私有财产，而且无疑在最近的将来就会不再是私有财产（苏维埃政权在目前情况下要实行相应的法令是毫不困难的），在这个时候，劳动公社的榜样作用就有了很大的意义，因为它可以比任何其他办法都更好地解决组织任务。正是在今天，我们必须注意使大量非常珍贵的资料，即各个城市、企业和村社中新的组织生产的经验，变成群众的财富。

直到现在，我们还受到资产阶级陈腐舆论的很大压力。如果注意一下我们的报纸就不难看出，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提出的问题花费过多的篇幅。而资产阶级正想用这些问题来转移劳动者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的实际任务。我们应当而且一定要把报刊从发表耸人听闻的消息的工具，从报道政治新闻的普通工具，从驳斥资产阶级谎言的工具，变成在经济上重新教育群众的工具，变成向群众介绍如何按新的方式组织劳动的工具。各社会主义政党要把那些不接受整顿自觉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何号召和要求的企业和村社登上黑榜，把它们或者列为病态企业，要采取特别的办法（特别的措施和法令）把它们整顿好，或者列为受罚企业，把它们关闭，并且应当把它们的工作人员送交人民法庭审判。公开报道这方面的情况，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它能够吸引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地参加解决这些与他们最有切身关系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收获不大，就是因为各个企业、各个村社中过去不让人知道的东西，现在仍然是个秘密，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希望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则是十分荒谬的，不可思议的。榜样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能显示出来，而在废除了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的社会里会起巨大的作用。这不仅因为在这里人们将会仿效好的榜样，而且因为组织生产的好的榜样必然会使那些采用好的组织方法的人减轻劳动并增加他们的消费额。在这里，联系到报刊在经济上重新组织和重新教育群众方面的作用问题，我们还应当谈谈报刊在组织竞赛中的作用问题。

组织竞赛在苏维埃政权的经济任务中应当占有显著的地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批评社会主义时不止一次地说什么社会主义者否认竞赛的作用，说什么在社会主义者的体系里，或者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在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结构的兰图里，是不容许竞赛存在的。不用说，这种指责是十分荒谬的，它已经不止一次地受到社会主义报刊的驳斥。象通常一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问题与另一种组织竞赛的形式问题混为一谈了。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抨击过竞赛本身，他们只是抨击竞争。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竞赛，是各个生产者争夺面包、争夺市场上的势力和地位的斗争。消灭竞争这种生产者之间的只同市场相联系的斗争，决不意味着消灭竞赛，相反，正是消灭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才为组织人与人之间而不是兽与兽之间的竞赛提供可能。目前在俄国，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奠定了政权的基础，它在经济上又具有幅员辽阔和具备多种多样的条件这样的特点，正是现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竞赛应该是我们一项最重要而又最能收效的改造社会的任务。

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因此必须弄明白，民主集中制一方面同官僚主义集中制，另一方面同无政府主义有多么大的区别。反对集中制的人常常提出自治和联邦制作为消除集中制的差错的方法。实际上，民主集中制不但丝毫不排斥自治，反而以必须实行自治为前提。实际上，甚至联邦制，只要它是在合理的（从经济观点来看）范围内实行，只要它是以真正需要某种程度的国家独立性的重大的民族差别为基础，那么它同民主集中制也丝毫不抵触。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尤其是在苏维埃国家制度下，联邦制往往只是达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过渡性步骤。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例子特别清楚地表明，我们目前实行的和将要实行的联邦制，正是使俄国各民族最牢固地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民主集中的苏维埃国家的最可靠的步骤。

民主集中制决不排斥自治和联邦制，同样，它也丝毫不排斥各个地区以至全国各个村社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有采取各种形式的完全自由，反而要以这种自由为前提。把民主集中制同官僚主义和公式化混为一谈，是再错误不过的了。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在经济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保证铁路、邮电和其他运输部门等等经济企业在发挥其职能时绝对的协调和统一；同时，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的前提是历史上第一次造成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不仅使地方的特点，而且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达到总目标的各种不同的途径、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地顺利地发展。因此，组织竞赛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要求实行上述的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它意味着有可能找出改造俄国经济制度的最正确最经济的途径。总的说来，这种途径已经知道了。这就是向建立在机器工业基础上的大经济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由于开始向建立社会主义前进时所处的条件不同，这种过渡的具体条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素质、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所有这些都必定会在国家这个或那个劳动公社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的特点上反映出来。这种多样性愈是丰富（当然，不是标新立异），我们就能愈可靠愈迅速地达到民主集中制和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在还需要我们做的就是组织竞赛，即保证公开报道，使国家所有的村社都有可能了解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其次，保证使这个公社和那个公社在向社会主义进展方面的成果可以进行比较；最后，保证一个村社取得的经验能为其他村社实际运用，保证在国民经济或国家管理的有关方面表现得很突出的物力和人力能够进行交换。由于受资本主义制度的压制，现在我们甚至还不能确切地设想，在劳动群众中，在这个大国的各种各样的劳动公社中，在一向死气沉沉、默不作声地执行资本家命令的知识分子中，蕴藏着多大的力量，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下蕴藏着并且能够发挥出多大的力量。我们的工作就在于为这些力量扫清道路。如果我们把组织竞赛作为我们国家的任务提出来，那么在实行苏维埃国家制度的原则的条件下，在废除土地、工厂等私有制的条件下，我们一定会取得成绩，而这些成绩会给我们提示未来的建设形式。


第十一章

我在开头提到的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的决议还谈到，必须建立协调而又巩固的组织。 
［注：见本卷第114—115页。——编者注］

 目前，俄国境内的苏维埃机关和经济单位的组织性都很差。可以说，严重的组织涣散状态占着上风。

但是，如果把这种状态看成是瓦解、破产和衰落的状态，那是不对的。如果资产阶级报刊这样来评价，那显然是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迫使他们这样看，或者确切些说，迫使他们装出这样看的姿态。实际上，任何一个多少能够历史地观察事物的人，一分钟也不会怀疑，目前的组织涣散状态是过渡状态，是从旧事物到新事物的过渡状态，是这种新事物成长的状态。从旧事物到新事物的过渡，如果象1917年2月起在俄国所进行的那样急剧，那当然首先会大大地破坏社会生活中陈旧和腐朽的东西。显然，对新事物的探索，不可能立即提供过去许多世纪以来所形成并保持下来的那种确定不移的、几乎是固定不变的形式。目前的苏维埃机关以及属于工业中工人监督这个范畴的经济组织，仍然处在酝酿和完全没有定型的时期。在这些组织中，所谓辩论的方面或开群众大会的方面自然超过实际工作的方面。也只能是这样，因为不吸引更多的人民阶层参加社会建设，不激发一直沉睡的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改革。数不清的辩论和数不清的群众大会（关于这一点，资产阶级报刊谈得很多也很恶毒），对那些在从事社会建设方面还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群众是一种必要的过渡，即从历史的沉睡状态向新的历史的创造活动的过渡。至于说这种过渡在有些地方被拖延，或者教育群众从事新的工作，进行得不象一个习惯于单独工作而不懂得什么叫作发动千百人、千百万人参加独立政治生活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快，这完全没有什么可怕。但是，在了解这一点的同时，我们还应当了解在这方面正在到来的转变。当苏维埃机关还没有在全国普遍建立，当土地社会化和工厂国有化还只是一种例外的时候，自然，对国民经济的公共管理还不能超出（如果从全国范围来说）预先辩论的准备阶段、讨论阶段和解释阶段。现在转变正在到来，苏维埃机关已经在全国普遍建立。它们已经从大俄罗斯伸展到俄国大多数其他民族。农村中的土地社会化和城市中的工人监督已经不再是例外，而成为一种通例了。

另外，在保证大多数居民有起码的生存条件方面，即在保证他们免于饥饿方面，国家还处在极其困难、甚至是非常危急的境地，这些经济状况迫切要求取得一定的实际效果。农村的粮食可以自给，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有真正对现有的全部粮食进行最严格的计算并且能够最节约地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全体居民，农村才能做到粮食自给。要正确地进行分配，就必须正确地安排交通运输。而交通运输恰恰被战争破坏得最严重。要在俄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恢复交通运输，最需要的是协调的巩固的组织，而且需要确实是几百万人象钟表一样准确地进行工作。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在这个时候，我们一方面决不停止训练群众参加对社会一切事务的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决不妨碍群众十分详尽地讨论新的任务（相反，应当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进行这种讨论，使他们能够独立地作出正确的决定），同时，我们应当开始严格区分民主的两种职能：一种是辩论和开群众大会，另一种是对各项执行的职能建立最严格的责任制和无条件地在劳动中有纪律地、自愿地执行各项必要的指令和命令，以便使经济机构真正象钟表一样工作。早先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要是在几个月以前提出这种要求，那会是迂阔之论，甚至是恶意挑拨。总而言之，这种改革不是用任何法令或指令所能完成的。但是，现在时机已经到了，实行这种改革已经成为我们整个革命改造活动的中心环节。现在改革已经准备好，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不能再拖延和等待了。不久以前，在讨论铁路运输的改组和正常运营问题时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个人指挥权力（也可以称为独裁权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同一般民主组织，特别是同集体管理原则，同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组织原则相容。没有疑问，一种相当普遍的意见是认为根本谈不上相容，认为个人独裁权力无论同民主制还是同苏维埃类型的国家、同集体管理制[63]都是不相容的。这种意见是极端错误的。

民主的组织原则，其最高级形式就是由苏维埃建议和要求群众不仅积极参加一般规章、决议和法律的讨论，不仅监督它们的执行，而且还要直接执行这些规章、决议和法律；这就是说，要给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提供这样的条件，使他们既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也能参加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执行国家的法律。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下面的问题上可以容许有丝毫的混乱或无秩序现象：在每一具体场合由谁来负责一定的执行的职能，负责执行一定的命令，在一段时间内负责领导整个劳动的一定过程。群众应当有权为自己选举负责的领导者。群众应当有权撤换他们。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细节。群众应当有权推举任何工人群众承担执行的职能，但是这丝毫不是说，集体的劳动过程可以不要一定的领导，不要明确规定领导者的责任，不要由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建立起来的严格秩序。如果没有统一的意志把全体劳动者结合成一个象钟表一样准确地工作的经济机关，那么无论是铁路、运输、大机器和企业都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社会主义是大机器工业的产物。如果正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不能使自己的各种机构象大机器工业所应该做的那样进行工作，那么也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目前，当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相当巩固的时候，当顽抗的敌人即顽抗的剥削者的主要战线已被完全摧毁而再不能为害的时候，当苏维埃机构在培养人民群众独立参加整个社会生活方面已经做了足够的工作的时候，提上日程的任务就是把辩论、开群众大会同绝对执行领导者的一切命令严格地区分开来，这就是说，把培养群众去实行某项措施和监督这项措施的实施这一必要的、有益的并且为任何一个苏维埃所完全认可的准备工作同实行措施本身区别开来。现在群众能够（这是苏维埃给予的保证）掌握全部政权，并且能够巩固这个政权。但是，为了避免目前我们深受其害的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的现象，对每一项执行的职能我们都要确切地了解究竟是哪些人被选上了负责的领导岗位，对整个经济机体的工作负责。为此必须尽可能经常地、一有可能就确定由选举出来的负责人员个人指挥整个经济机体。必须自愿地执行这个领导者的命令，必须从既有辩论、开群众大会、执行命令，同时又有批评、检查、纠正这种混合方式，过渡到机器企业极其正规的工作过程。俄国绝大多数劳动公社、工人和农民群众正在开始执行或已经执行这个任务了。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就是对现在正在到来的转变进行解释并用法律肯定这种转变的必要性。


第十二章

实际主义和求实精神在革命者中间是一个不大受欢迎的口号，甚至可以说是最不受欢迎的口号。十分明显，当革命者的任务是摧毁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时候，他们应当以否定和嘲笑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口号。因为实际上，这个口号当时是以某种形式来掩饰同资本主义调和的意图，掩饰削弱无产阶级冲击资本主义基础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意图。十分明显，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这个政权得到保障以后，在着手大规模地建设新的即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基础以后，情况不能不发生根本的变化。正象上面所指出的，即使在目前我们也丝毫没有权利削弱说服人民群众相信我们的主张正确的工作，削弱我们粉碎剥削者反抗的工作。但是我们在执行这两项职能方面的主要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讲求实际和求实精神正是当前的主要口号。由此可见，吸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工作是当前一项迫切的和必要的任务。如果把这个任务看成是什么政权的动摇，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离或者对资产阶级不可容忍的妥协，那是荒唐可笑的。发表这种意见，就是毫无意义地重复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活动时期所讲的话。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执行我们的革命任务，并且使这些任务不致成为空想或天真的愿望，而能真正变成现实（能迅速得以实现），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现在应当把组织工作中的讲求实际和求实精神作为当前首要的、最主要的任务。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从各方面实际地建造一座大厦，这座大厦的图样我们早已绘好，它的地基我们曾经奋力争夺并且已经牢固地夺取到了，大厦所用的材料我们已经备足，现在就应当搭起脚手架，穿上工作服，不要怕各种辅助材料弄脏衣服，严格执行实际工作的领导者的命令，应当把这座大厦建造，建造，再建造。

人们有时对于在确定我们的任务方面的上述转变是多么不理解，这也可从不久以前关于工会作用的争论[64]中看出。有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得到孟什维克的支持，当然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进行挑拨，也就是想挑唆我们采取只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步骤），认为工会为了保持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就不应当成为国家的组织。这种观点用所谓劳动反对资本和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等冠冕堂皇的、用惯了的、背得烂熟的词句作掩饰。实际上，不论过去和现在，这种观点不是资产阶级的赤裸裸的挑拨，就是根本不了解或盲目地重复昨天的口号，这只要分析一下目前历史时期已经改变的条件就可以明白。昨天，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资本和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昨天的口号是不信任国家，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今天，国家正在成为并且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工人阶级正在成为并且已经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工会正在成为并且应当成为国家的组织，它首先担负着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整个经济生活的责任。因此把旧的工会主义的口号用于当前的时代，就是放弃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任务。

对合作社也应当这样说。合作社是商店，无论什么变动、改善和改革都改变不了这一点。资本主义时代使社会主义者习惯于这种观点。毫无疑问，当合作社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这部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的时候，这种观点正确地反映了合作社的实质。但是问题也就在于：从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的时候起，从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着手有系统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起，合作社的地位就起了原则性的根本变化。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合作社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小岛，它不过是一个小商店。如果合作社把土地实行了社会化、工厂实行了国有化的整个社会包括在内，那它就是社会主义。当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剥夺以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显然（主要）在于使合作社组织遍及整个社会，使本国的全体公民人人都成为一个全民合作社的社员，或者确切些说，成为全国性合作社的社员。如果我们借口工人合作社的阶级性质而取消这项任务，那我们就是从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时代退回到没有取得政权的时代的反动分子。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中表现了两种趋向。一种趋向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过舒适的、不愁温饱的生活，这只有无产阶级中的少数上层分子才能做得到。另一种趋向是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用革命去推翻整个资本的统治。很明显，当第二种趋向取得胜利，资本已被推翻并且应当着手建立全民的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时候，我们对合作社运动的任务和条件的看法就要根本改变。我们应当同资产阶级的合作社达成协议，就象同无产阶级的合作社达成协议一样。我们用不着害怕。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害怕同资产阶级的合作社达成协议，那是可笑的，因为我们现在掌握着统治权。我们需要这样的协议，以便找到切实可行的、方便的、对我们适合的形式，从局部的零散的合作社过渡到统一的全民合作社。我们既然掌握了国家政权，就用不着害怕同资产阶级合作社达成协议，因为这种协议必然使它们服从我们。同时，我们应当了解，我们代表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工人阶级已经成为现在在国家中居统治地位的阶级。因此，工人合作社应当领导使单个的合作社转变为统一的全民合作社的运动。工人阶级不应当脱离其他部分居民，而应当领导毫无例外的各部分居民，使他们个个都参加统一的全民合作社。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哪些实际的、直接可行的过渡措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并且断然决定，现在全部问题就在于这个实际的过渡，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应当着手做这项工作，用实际经验检验这一过渡的各种改革措施，并且不惜任何代价实现这个过渡。


第十三章

在讨论整顿劳动者的纪律和自觉纪律的问题时，特别应当指出法院在目前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法院主要是压迫机构，是资产阶级的剥削机构。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对义务，不是改良司法机关（立宪民主党人及其应声虫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局限于这个任务），而是要完全消灭和彻底摧毁全部旧的法院和它的机构。十月革命已经完成了而且是顺利地完成了这个必要的任务。它着手创立新的人民法院，确切些说，建立在被剥削劳动者阶级（仅仅是这些阶级）参加国家管理的原则上的苏维埃法院，来代替旧的法院。新的法院之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对付那些企图恢复自己的统治或维护自己的特权，或者用明骗暗窃的手段来谋得部分特权的剥削者。除此以外，如果法院真正是按照苏维埃机关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它还担负着另一项更重要的任务。这项任务就是保证劳动者的纪律和自觉纪律得到严格的执行。如果我们设想，这种任务在资产阶级政权垮台的第二天，也就是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内就能实现，或者不用强制就能实现，那我们就是可笑的空想家。这种任务不用强制是根本不能完成的。我们需要国家，我们需要强制。苏维埃法院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国家实行这种强制的机关。苏维埃法院还应当担负起教育居民遵守劳动纪律的巨大任务。在这方面我们还做得非常少，确切些说，几乎没有做什么。我们应当最广泛地建立这种法院，并且使它们的活动扩展到国内的整个劳动生活中去。只有这样的法院，在最广大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参加下，才能通过与苏维埃政权的原则相适应的民主形式，使遵守纪律和自觉纪律的愿望不致成为空洞的愿望。只有这样的法院，才能使我们有革命的政权。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口头上都认为要有这样的政权，但我们在周围经常看到的却不是这样的政权，而是一摊浆糊似的东西。话又说回来，如果把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状态不是比作浆糊，而是比作为炼出更坚硬的合金而回炉的金属会更恰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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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是列宁1918年3月23—28日口授的速记记录稿。原稿没有标题，标题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这篇文章的写作看来是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准备讨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有关。3月31日，有列宁参加的党中央会议确认，夺取政权的时期已经结束，当前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设，因此，必须吸收有知识、有经验的实干家参加建设工作。鉴于会上出现了不同意见，会议决定召开中央全会以统一看法。1918年4月4日，在中央委员同“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联席会议上，列宁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的《目前形势的提纲》，提出了自己的建设纲领和口号。4月7日中央全会开幕，列宁在开幕词中再次强调，革命正处于“新的时期”。全会委托列宁起草一个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提交中央。根据这个决定，列宁写了《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这是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手稿中用的标题）。



《初稿》的第1—3章和第4章前面部分，据《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79年第5期《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两个稿本》一文的考证，“实际上并不存在”。——[120]。



[63]集体管理制（俄语为Коллегиальность，亦译：委员会制、会议制）是一种集体决定问题的管理方式。按照这种方式，一个机关、一个组织或整个部门的领导，不是委托给一个负责人，而是委托给由选举产生的或任命的享有同等表决权的几个负责人；由这些人组成该单位的集体管理机构来实施领导。苏俄当时各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会（Коллегия）就是这种机构。——[143]。　



[64]指1918年1月7—14日（20—2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作用问题的争论。会上，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坚持工会运动对政党和国家保持“独立”。　



列宁在这里提到的工会不应该成为国家组织的论点是索·阿·洛佐夫斯基提出的。他在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活动的报告中强调，“工会应该走完全独立的道路”，“处于国家政权的压力范围之外”。代表大会否决了洛佐夫斯基及其追随者按照上述精神草拟的决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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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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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环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取得了和平（虽然是条件极其苛刻和极不稳固的和平），因而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和最困难的方面，即集中到组织任务上来。

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1918年3月15日通过的决议第4段（第4部分），在谈到劳动者的自觉纪律以及同混乱和组织涣散现象作无情的斗争的那一段（或那一部分），已经把这个任务向一切被压迫劳动群众明确地提出来了。 
［注：见本卷第114—115页。——编者注］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得到的和平不稳固，自然不是由于它现在想要恢复军事行动；除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及其应声虫（孟什维克等等）外，没有一个头脑健全的政治家会想到这种事情。和平不稳固，是由于在东西两面同俄国接壤的、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帝国主义国家里，主战派随时可能占上风，俄国的暂时虚弱使他们跃跃欲试，仇视社会主义和酷嗜抢劫的资本家们也在怂恿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已经白热化的纠纷，对于我们说来，才是实际的而不是纸上的和平保证。这种纠纷一方面表现在西欧各国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在重新进行，另一方面表现为日美争夺太平洋及其沿岸地区的霸权的帝国主义竞争极其剧烈。

很明显，防御力如此薄弱的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于极不稳固、十分危急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利用客观条件的凑合给我们造成的喘息时机，医治战争带给俄国整个社会机体的极其严重的创伤，发展国家的经济。不这样做，就谈不到使国防力量真正有所增强。

同样很明显，我们对西欧由于种种原因而迟迟尚未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能给予多少重大的援助，全看我们对面临的组织任务解决得如何。

顺利解决我们当前首要的组织任务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使人民的政治领导者即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员以及劳动群众中一切觉悟的分子，能够完全理解过去的历次资产阶级革命同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方面的根本区别。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劳动群众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消灭封建制度、君主制度、中世纪制度这种消极的或者说破坏性的工作。组织新社会的积极的或者说建设性的工作，是由占人口少数的有产者即资产者来完成的。他们能够不顾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反抗而比较容易地完成这种任务，原因不仅在于受资本剥削的群众由于自身的涣散和不成熟，当时的反抗极其微弱，而且还在于自发地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是在无政府状态中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组织力量。

相反，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因而也在我们于1917年10月25日所开始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贫苦农民的主要任务，却是进行积极的或者说创造性的工作，就是要把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这一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这种革命，只有在人口的大多数首先是劳动群众的大多数进行独立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实现。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我们建立了使被压迫劳动群众能够十分积极地参加独立建设新社会的新型的国家，即苏维埃类型的国家，这还只是解决了困难任务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困难是在经济方面：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最严格的普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 在事实上社会化
 。




现在成为俄国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特别明显地表明，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构成目前政治局势的特点，要求苏维埃政权确定新的方针，就是说，以新的方式提出新的任务。

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的正确。无论在沙皇制度时代或在切尔诺夫之流、策列铁里之流同克伦斯基之流、基什金之流妥协的时期，这个任务都曾占据首要地位。现在这个任务当然还远未完成（而且无论何时都不会彻底完成），但是大体上已经解决了，因为在莫斯科举行的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俄国大多数工人农民明显地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

我们党的第二个任务，是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个任务也远没有彻底完成。因此对这个任务不能忽视，因为君主派和立宪民主党人以及他们的应声虫和走卒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仍然试图联合起来推翻苏维埃政权。可是，镇压剥削者反抗这个任务，在1917年10月25日到（大约）1918年2月或者说到鲍加耶夫斯基投降这个时期中，已经大体上解决了。

现在，构成目前时局特点的第三个迫切任务提上了日程，这就是组织对俄国的 管理
 。当然，我们在1917年10月25日的第二天，就已经提出并且着手解决这个任务，可是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剥削者还采取公开的内战形式进行反抗，管理的任务 不可能
 成为 主要的中心的
 任务。

现在它已经成为这样的任务了。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 夺回了
 俄国——为了穷人，为了劳动者，从富人手里，从剥削者手里夺回了俄国。现在我们应当 管理
 俄国。目前时局的全部特点，全部困难，就是要了解从主要任务是说服人民和用武力镇压剥削者转到主要任务是 管理
 这一 过渡的特征
 。

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能够做到大体上完成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事业，能够做到 直接着手管理
 任务，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我们应该不愧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最困难的（也是最能收效的）任务的人。应该 考虑到
 ，要有成效地进行管理， 除了
 善于说服，除了善于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还必须善于 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
 。这是一项最困难的任务，因为这是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的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这也是一项最能收效的任务，因为只有解决（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这项任务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 成了
 苏维埃共和国，而且 成了
 社会主义共和国。





当前的总口号

条件极其苛刻和不稳固的和平，战争和资产阶级统治（其代表为克伦斯基和支持他的孟什维克以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遗留给我们的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失业和饥荒，——这一切所造成的上述客观形势，必然使广大劳动群众十分疲惫，甚至精疲力竭。他们迫切要求（也不能不要求）一定的休息。现在提上日程的是恢复被战争和资产阶级统治所破坏的生产力，医治由战争、军事失败、投机活动和资产阶级妄图恢复被推翻的剥削者政权的行径所造成的创伤，发展国家的经济，稳固地维持基本秩序。苏维埃政权目前只有排除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抗，实际解决这些维持社会生活的基本的和最基本的任务，才能保障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看来好象是一种怪论，但事实上，在上述客观条件下，这却是毫无疑义的。现在，由于当前形势的具体特点，由于有了苏维埃政权及其关于土地社会化、工人监督等等法令，实际解决这些最基本的任务同克服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的组织工作上的困难，已经成为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精打细算，节俭办事，不偷懒，不盗窃，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正是这些从前被资产阶级用来掩饰他们这个剥削阶级的统治时受到革命无产者的正当讥笑的口号，现在，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已变成当前迫切的主要的口号。一方面，劳动 群众
 切实实现这些口号，是挽救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强盗（以克伦斯基为首）弄得半死的国家的 唯一
 条件；另一方面， 苏维埃
 政权用 自己的
 方法，根据 自己的
 法令来切实实现这些口号，又是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必需的和 足够的
 条件。那些鄙夷地拒绝把这些如此“陈腐的”和“庸俗的”口号提到首要地位的人，正是不善于了解这个道理。在推翻了沙皇制度仅仅一年、摆脱克伦斯基之流还不到半年的小农国家里，当然还有不少自发的无政府主义（每一次长期的和反动的战争带来的野蛮残暴行为更加强了这种无政府主义），还产生了不少悲观绝望和无端愤怒的情绪；如果再加上资产阶级的走狗（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挑拨政策，那么，非常明显，要使群众的情绪完全转变，要使群众转到正规的、坚持不懈的、有纪律的劳动，优秀的和最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需要作出多么长期而顽强的努力。只有贫苦群众（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实现了这种转变，才能完全战胜资产阶级，尤其是最顽固的和人数众多的农民资产阶级。





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阶段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要由继续剥夺资本家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这个任务不完成，那就还没有社会主义。

拿西欧革命的规模来比较，我们现在大约处于1793年和1871年达到的水平。我们完全有理由引以自豪的是：我们达到了这种水平，并且在一个方面无疑还超过了一些，这就是用法令确认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最高的国家 类型
 ——苏维埃政权。但是我们绝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因为我们仅仅是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在 这
 方面我们 还
 没有做出有决定意义的事情。

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但是在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过来的那些企业、经济部门和经济领域中，我们 还没有
 做到计算和监督。而不做到这一点，便谈不到实施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同样非常重要的物质条件，即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

因此，不能以继续向资本进攻这个简单的公式来规定当前的任务。虽然资本显然还没有被我们彻底击败，虽然向劳动者的这个敌人继续进攻也是绝对必要的，但这样规定当前任务就会不确切，不具体，其中没有估计到目前时局的 特点
 ：为了 今后
 进攻的胜利， 目前
 应当“暂停”进攻。

这一点可以打个比喻来说明。我们在反资本战争中的状况好比一支打胜仗的军队的状况，它已经从敌人手中夺取了比如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地盘，它必须暂停进攻，以便聚集力量，增加武器弹药的储备，修理和加固交通线，建筑新的仓库，调集新的后备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打胜仗的军队暂停进攻，正是为了夺取敌人其余的地盘，即为了取得完全胜利所必需的。目前客观形势要求我们的正是要这样“暂停”向资本的进攻，谁不懂得这一点，那他就是完全不了解目前的政治局势。

当然，所谓“暂停”向资本的进攻只能是带引号的，只是个比喻。在通常的战争中，可以下一道暂停进攻的通令，可以实际停止前进。而在反资本的战争中，却不能停止前进，也谈不上我们不再继续剥夺资本。这里讲的是改变我们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 重心
 。在此以前，居 首要地位
 的是直接剥夺剥夺者的措施。现在居 首要地位
 的是在资本家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计算和监督。

如果我们现在想用以前的速度继续剥夺资本，那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 落后于直接
 “剥夺剥夺者”的工作，而这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的。如果我们现在竭尽全力进行组织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我们就能解决这个任务，就能弥补疏忽了的事情，就能赢得我们反资本的 整个
 “战役”。

但是，我们承认必须弥补疏忽了的事情，是否等于承认某些事情做错了呢？丝毫不是。我们再拿军事作比喻吧。如果单用轻骑兵就能够击溃并且击退敌人，那就应该这样做。但是，如果这样做只能取得一定限度的胜利，那就完全可以想见，要超出这个限度，就有必要调来重炮兵。我们承认现在应该弥补以前没有调来重炮兵这件疏忽了的事情，这绝不是承认轻骑兵的胜利的进攻是一个错误。

资产阶级的走狗常常责骂我们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这种责骂是荒谬的，只能出于富人的走狗之口。因为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是 当时
 的情况所绝对要求的：第一， 当时
 资本是通过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萨文柯夫和郭茨、杜托夫和鲍加耶夫斯基等人进行军事反抗（格格奇柯利直到目前还在进行这样的反抗）。粉碎军事反抗非用军事手段不可，赤卫队正是完成了使被剥削劳动者摆脱剥削者压迫的极其崇高伟大的历史事业。

第二，当时我们不能把管理的方法摆在首要地位来代替镇压的方法，还因为管理的艺术并不是人们生来就有，而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当时我们还没有这种经验。而现在已经有了。第三，当时我们还不可能支配各种学术和技术领域的专家，因为他们或者是在鲍加耶夫斯基之流的队伍中作战，或者是还能用 怠工
 不断进行顽强的消极反抗。现在我们已经粉碎了怠工。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收到了成效，获得了胜利，因为我们既战胜了资本的军事反抗，又战胜了资本的怠工反抗。

这是不是说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在 任何时候
 和 任何
 形势之下都是适当的，是不是说我们 没有
 其他办法同资本作斗争呢？这样想是幼稚无知。我们用轻骑兵获得了胜利，可是我们也有重炮兵。我们用镇压的方法获得了胜利，我们也能够用管理的方法获得胜利。形势改变了，对敌斗争的方法也要善于改变。我们一分钟也不放弃采用“赤卫队”镇压萨文柯夫之流和格格奇柯利之流先生们以及其他一切地主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可是，我们并不会如此愚蠢，竟在需要用赤卫队进攻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而且已经胜利地结束），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来重耕土壤，使它绝不能再生长任何资产阶级这种时代已经来到的时候，还把“赤卫队式的”方法摆在首要地位。

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代，或者确切些说，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要彻底战胜资本，就应该善于使我们的斗争形式适合这个阶段的特殊情况。

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要求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向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迈进。社会主义应该 按照自己的方式
 ，用自己的方法——具体些说，用 苏维埃的
 方法——来实现这种迈进。而专家大多数必然是资产阶级的，这是把他们培养成为专家的整个社会生活环境造成的。如果我们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迅速地在全民范围内解决了计算、监督和组织的任务（当时由于战争和俄国的落后，这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在粉碎了怠工以后，我们就能用普遍的计算和监督的方法使资产阶级专家也完全服从我们。由于整个计算和监督工作搞得相当“晚”，我们虽然已经战胜了怠工，但 还没有
 造成使资产阶级专家受我们支配的局面；大多数怠工者虽然“上班”了，但是国家要利用优秀的组织家和最大的专家只有两种方式：或是按照旧的方式，资产阶级的方式（即付给高额报酬），或是按照新的方式，无产阶级的方式（即造成全民计算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的局面，这样就必然而且自然地使这些专家服从，并把他们吸引过来）。

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对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的“服务”付给高额报酬。熟悉情况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仔细考虑到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这种办法的意义。显然，这种办法是一种妥协，是对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背离，这些原则要求把薪金降到中等工人工资的水平，要求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名利思想作斗争。

不仅如此。显然，这种办法不只是在一定的部门和一定的程度上暂停向资本的进攻（因为资本不是一笔货币，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 后退了一步
 ，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曾宣布并实行了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 
[66]

 。

自然，资产阶级的走狗，尤其是象孟什维克、新生活派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这帮下等奴仆，会因为我们承认后退了一步而耻笑我们。可是我们丝毫用不着去理睬这种耻笑。我们应该研究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极端困难的新道路的特点，不要掩盖我们的错误和弱点，而要努力及时做完尚未完成的事情。用非常高的薪金吸引资产阶级专家是对公社原则的背离，如果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是堕落到资产阶级政客的水平，那就是欺骗群众。公开说明我们怎样和为什么后退了一步，然后公开讨论，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疏忽了的事情，——这就是教育群众，同他们一块从实际经验中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在历史上任何一次胜利的战役中，胜利者未必没有犯过个别的错误，遭受过局部的失败，在某一方面和某一地方暂时后退过。而我们所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战役”，比最困难的战役还要困难百万倍，如果因为部分和局部的后退就垂头丧气，那是愚蠢而可耻的。

我们从实际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假设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需要1000名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第一流的学者和专家来指导国民劳动，以便尽快地发展国家的经济。假设应当付给这些“头等明星”——当然，其中大多数叫喊工人腐化叫得最凶的人，他们自己就是受资产阶级道德腐化最深的人——每年每人25000卢布。假设这个总数（2500万卢布）增加一倍（假定对成绩特别优良而迅速地完成了最重要的组织技术任务的人给以奖金），或者甚至再加三倍（假定还要聘请几百个要价更高的外国专家）。试问，为了按照最新的科学技术改组国民劳动，苏维埃共和国每年花费5000万或1亿卢布，能不能说是花费过多或担负不起呢？当然不能。绝大多数觉悟的工人农民会赞成花这笔钱，因为他们从实际生活中认识到：我们的落后使我们不能不损失数十亿卢布，而在组织、计算和监督方面，我们 还没有
 达到能使资产阶级知识界的“明星”人人自愿来参加 我们的
 工作的程度。

当然，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用既影响到苏维埃政权（尤其在急剧变革的情况下，不会没有相当数量的冒险家和骗子混入这个政权，他们和各种委员当中那些无能的或者无耻的人，也是乐意充当“明星”——盗窃公产的“明星”的），也影响到工人群众，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每一个有头脑的正直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会同意我们的做法，都会认识到：要一下子摆脱资本主义的遗毒是办不到的；要使苏维埃共和国免除5000万或1亿卢布的“贡赋”（因我们在组织 全民
 计算和 自下而上
 的监督工作上的落后而付出的贡赋），就只有组织起来，整顿自己队伍的纪律，清除自己行列中一切“保存资本主义遗产”、“拘守资本主义传统”的人，即清除一切懒汉、寄生虫、公产盗窃者（现在一切土地、一切工厂、一切铁路都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公产”）。如果觉悟的先进的工人和贫苦农民在苏维埃机关帮助之下，能够在一年内组织起来，有了纪律，振奋起精神，建立起强有力的劳动纪律，那么，一年以后我们便能免除这项“贡赋”，甚至在这之前，随着我们工人农民的劳动纪律和组织性的提高，就能缩减这种“贡赋”。我们工人农民通过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自己愈快地学会最好的劳动纪律和高级劳动技术，我们就能愈快地免除向这些专家交纳的一切“贡赋”。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组织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全民的计算和监督方面，我们的工作大大地落后于我们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这种状况对于了解目前时局的特点和由此产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各种任务是一个关键。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重心正在转移到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的工作上来。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在银行国有化、垄断对外贸易、国家监督货币流通、征收在无产阶级看来是适当的财产税和所得税以及在实行劳动义务制方面，正确规定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当前任务。

在这些方面（而这都是极其重要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上，我们还极为落后。其所以落后，正是因为整个计算和监督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自然，这是最困难的任务中的一项任务，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的情形下，这项任务只有经过长时期才能解决，可是，不能忘记，资产阶级，尤其是人数众多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恰恰是在这里同我们进行最严重的较量，他们破坏正在建立的监督，例如破坏粮食垄断，夺取阵地进行投机活动和投机买卖。我们已经用法令规定的事情还远没有充分实现，而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全力，认真地切实 实现
 那些已经成为法令（可是还没有成为事实）的改造原则。

要继续实行银行国有化，坚决地把银行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共簿记的枢纽机关，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做出下列的实际成果：增加人民银行分行的数量，吸收存款，简化储户存款取款的手续，消灭“排队”现象，逮捕和 枪毙
 受贿者和骗子等等。先把最简单的事情切实做好，把目前的事情安排好，然后再准备做比较复杂的事情。

巩固并且整顿那些已经实行了国家垄断的事业（如粮食垄断、皮革垄断等等），借此准备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没有这种垄断，我们就不能用交纳“贡赋”的办法“摆脱”外国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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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可能，就全看我们能否在一定的过渡时期内，用向外国资本交纳一些贡赋的办法保护自己国内经济的独立。

一般的征税工作，特别是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的工作，我们也非常落后。向资产阶级征收特别税（这是一项在原则上完全可行并且得到无产阶级赞同的措施）表明，我们在这一方面仍然更接近于夺取的方法（为了穷人，从富人手里把俄国夺取回来的方法），而不是管理的方法。可是，我们要想更加强大，要想更稳固地站住脚，就必须转而采用这后一种方法，就必须用常规的、照章征收的财产税和所得税来代替向资产阶级征收特别税的办法。这能给无产阶级国家 更多的
 好处，但也要求我们有更高的组织程度，有更完善的计算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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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实行劳动义务制过迟再一次表明，当前迫切需要着手的正是组织准备工作，这项工作一方面是要彻底巩固已得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为准备一次“包围”资本并迫使它“投降”的战役所必需的。我们应该立刻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但在实行时应当十分慎重，逐步进行，用实际经验检验每一步骤，而且，第一步当然是 对富人
 实行劳动义务制。对每个资产者（农村资产者也在内）建立劳动消费收支手册，将是进到完全“包围”敌人和建立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真正全民计算和监督的一个重大步骤。





为全民计算和监督而斗争的意义

千百年来，国家都是压迫人民和掠夺人民的机关，它留给我们的遗产是群众对国家的一切极端仇视和不信任。克服这一点，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胜任，然而就是苏维埃政权也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和坚韧不拔的努力。在计算和监督的问题上，即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立即面临的这个根本问题上，这个“遗产”的影响表现得特别尖锐。推翻地主和资产阶级之后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的群众，必然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认识（不是根据书本，而是根据亲身的 苏维埃的
 经验）并且 感受到
 ：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 
不

 能维持，重新受资本主义的压迫 
就不可避免

 。

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一切习惯和传统，也是反对 国家
 监督而主张“神圣的私有财产”和“神圣的”私有企业不可侵犯。现在我们看得特别明显：马克思主义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是 资产阶级
 思潮的论点是多么正确，这些思潮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矛盾是多么不可调和。努力把由 苏维埃
 即国家实行监督和计算的思想灌输到群众中去，力求实现这种思想，力求破除把获得衣食看作“私”事，把买卖看作“只是与我有关”的这种旧时恶习，——这是一场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极其伟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自觉性反对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性的斗争。

我们已经把工人监督制定为法律，可是它刚刚开始深入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生活，甚至刚刚开始深入他们的意识。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方面没有表报，没有监督，就是扼杀社会主义的幼芽，就是盗窃公产（因为现在一切财产都属于公家，而公家也就是苏维埃政权，即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政权）；对计算和监督漫不经心就是直接帮助德国的和俄国的科尔尼洛夫之流，因为 只有
 在我们解决不了计算和监督的任务的情况下，这些人才能推翻劳动者的政权，他们正在全体农民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在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帮助下“窥伺着”我们，待机而动，——以上这些情况，我们在鼓动工作中说得不够，先进的工人和农民也想得不够，说得不够。可是只要工人监督还没有成为事实，只要先进工人还没有对破坏这种监督或对监督掉以轻心的人组织并开展胜利的和无情的斗争，就不能从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从工人监督）进到第二步，即转到工人调节生产。

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在以下情况下产生：它已经成为一个生产消费公社网，这些公社诚实地计算自己的生产和消费，节省劳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能够把工作日缩短到每天7小时或6小时以至更少。这就非搞好对 粮食
 和 粮食生产
 （然后，再对一切其他必需品）的最严格的、无所不包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不可。资本主义留给我们一种便于过渡到对产品分配实行广泛的计算和监督的群众组织——消费合作社。在俄国，这种组织不象在先进国家里那样发达，可是还是拥有1000万以上的社员。前几天颁布的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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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清楚地表明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目前形势和任务的特点。

这个法令是同资产阶级合作社以及仍然持资产阶级观点的工人合作社达成的一种协议。说它是协议或妥协，是因为第一，上述这些组织的代表不仅参加了法令的讨论，而且实际上还取得了表决权，法令中有一部分条文因受到这些组织的坚决反对而删掉了。第二，这种妥协实质上就是苏维埃政权放弃了免费入社的原则（这是唯一的彻底无产阶级的原则），而且还放弃了一地全体居民加入一个合作社的原则。放弃这个同消灭阶级的任务相符合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原则，就给了“工人的阶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在这种场合叫“阶级合作社”，只是因为它们服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继续存在的权利。最后，苏维埃政权所提出的把资产阶级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完全排除出去的条文也大大放宽了，只禁止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企业的老板进入合作社管理委员会。

如果无产阶级通过苏维埃政权已经搞好了全国范围内的计算和监督，或者至少是搞好了这种监督的基础，那就不会有作这种妥协的必要。那时我们就能通过各地苏维埃的粮食部门，通过各地苏维埃下设的供给机关，使居民都参加统一的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合作社，而用不着资产阶级合作社的协助，用不着对纯粹资产阶级的原则让步，这种原则使得工人合作社仍然与资产阶级合作社 同时并存，而不是
 使这个资产阶级合作社完全服从自己，把两种合作社合并起来， 自己
 掌握 
全部

 管理权， 自己
 监视富人的消费。

苏维埃政权同资产阶级合作社达成这种协议时，具体确定了自己在目前发展阶段上的策略任务和特殊的工作方法：领导资产阶级分子，利用他们，对他们作某些局部的让步，这样我们就能创造向前进展的条件，这种进展比我们最初预计的要缓慢些，但是会更稳固，能更可靠地保证根据地和交通线，更好地巩固已经夺得的阵地。苏维埃现在能够（ 
而且应该

 ）用一种非常明显、简单、实际的尺度测量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成绩，这就是看合作社的发展有多少村社（公社或村庄、街区等等）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于包括全体居民。





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我们苏维埃政权正处于这样一种形势：它已经战胜了剥削者——从克伦斯基到科尔尼洛夫，因而有可能立即开始解决这项任务，直接着手执行这项任务。这里也立刻可以看出，夺取国家中央政权可以只花几天工夫，在这个大国的各个角落镇压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可以只用几个星期，而要切实地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至少（尤其是在极其残酷和带来极大破坏的战争以后）需要几年的工夫。这个工作的长期性完全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

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需要保证大工业的物质基础，即发展燃料、铁、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的生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条件非常优越，甚至在布列斯特和约以后也还拥有丰富的资源，如矿石（乌拉尔一带）、燃料（西西伯利亚的煤、高加索和俄国东南部的石油以及中部地区的泥炭）、极丰富的森林、水力、化学工业原料（卡拉布加兹湾）等等。用最新技术来开采这些天然富源，就能造成生产力空前发展的基础。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另一种条件就是：第一，提高居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现在这一工作正在突飞猛进，那些被资产阶级陈腐观念所蒙蔽的人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不能了解，由于存在苏维埃组织，现在人民“下层”中的求知热情和首创精神是多么高涨。第二，提高劳动者的纪律、工作技能、效率、劳动强度，改善劳动组织，这也是发展经济的条件。

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情况特别不好，要是相信那些被资产阶级吓倒或为私利而替资产阶级效劳的人的说法，甚至是没有希望的。这些人不懂得，从来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一种革命是不被旧事物拥护者责骂为崩溃和无政府状态等等的。自然，刚刚摆脱空前残酷压迫的群众，他们的情绪是沸腾激昂的；要群众培植出劳动纪律的新基础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没有完全战胜地主和资产阶级以前，这种工作甚至还不可能开始。

我们绝不受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保住自己旧有的特权已经绝望）所散布的、往往是制造出来的那种悲观失望情绪的影响，可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掩盖明显的坏事。恰恰相反，我们要揭发它，加强用苏维埃的方法同它斗争，因为如果无产阶级自觉的纪律性不能战胜自发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克伦斯基分子和科尔尼洛夫分子可能复辟的真正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便不能设想。

俄国无产阶级最觉悟的先锋队，已经给自己提出了加强劳动纪律的任务。例如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工会中央理事会，已经开始制定相应的办法和法令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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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工作应该加以支持和全力推进。目前应当提上日程的是实际采用和试行计件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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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泰罗制中许多科学的先进的方法，以及使工资同产品的总额或铁路水路运输的经营总额等等相适应。

同先进民族比较起来，俄国人是比较差的工作者。在沙皇制度统治下和农奴制残余存在的时候，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学会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应该充分地向人民提出的一项任务。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应该在俄国组织对泰罗制的研究和传授，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使之适用。在着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还要考虑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特点。这些特点一方面要求为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竞赛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求采取强制手段，使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不致为无产阶级政权在实践中的软弱无力所玷污。





组织竞赛

说社会主义者否认竞赛的意义，这是资产阶级谈到社会主义时喜欢散布的一种谬论。实际上只有社会主义，通过消灭阶级因而也消灭对群众的奴役，第一次开辟了真正大规模竞赛的途径。正是苏维埃组织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上的民主转到劳动群众实际参加 管理
 ，才第一次广泛地组织竞赛。在政治方面实行竞赛比在经济方面容易得多，可是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重要的正是经济方面的竞赛。

就拿公开报道这样一种组织竞赛的方法来讲吧。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在形式上保证这点，实际上却使报刊受资本的支配，拿一些耸人听闻的政治上的琐事供“小百姓”消遣，用保护“神圣财产”的“商业秘密”掩盖作坊中、交易中、以及供应等等活动中的真实情况。苏维埃政权取消了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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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上新的道路，可是在为经济竞赛而利用公开报道方面，我们几乎还没有做什么事。必须系统地进行工作，除了无情地压制那些满篇谎言和无耻诽谤的资产阶级报刊，还要努力创办这样一种报刊：它不是拿一些政治上的耸人听闻的琐事供群众消遣和愚弄群众，而是把日常的经济问题提交群众评判，帮助他们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每个工厂、每个乡村都是一个生产消费公社，都有权并且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实行共同的苏维埃法规（所谓“按照自己的方式”，并不是说违反法规，而是说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实行这些法规），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个别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的“私事”。在苏维埃政权下，这不是私事，而是国家大事。

我们差不多还没有着手进行这种艰巨的然而是能收效的工作——组织各公社间的竞赛，在生产粮食衣服等等的过程中实行表报制度和公开报道的方法，把枯燥的、死板的官僚主义的表报变成生动的实例（既有使人厌弃的例子，也有令人向往的榜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别榜样的意义，比如说，某个生产合作社的榜样的意义，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只有小资产阶级幻想家，才会梦想用慈善机关示范的影响来“纠正”资本主义。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以后，在剥夺了剥夺者以后，情况就根本改变了，而且，如一些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多次指出过的那样，榜样的力量第一次有可能表现自己的广大影响。模范公社应该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落后公社的辅导者、教师和促进者。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详细介绍模范公社的成绩，研究它们取得成绩的原因和它们经营的方法；另一方面，把那些顽固地保持“资本主义传统”，即无政府状态、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活动的公社登上“黑榜”。在资本主义社会，统计纯粹是“官府人员”或本行专家的事情；我们则应该把它带到群众中去，使它普及，让劳动群众自己能逐渐懂得和看到应该如何工作，工作多少，怎样休息，休息多久，使各个公社经营的 业务成绩的比较
 成为大家共同关心和研究的事情，使优秀的公社立即得到奖赏（如在一定时期内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提供许多文化或艺术方面的福利和奖品等等）。

一个新的阶级作为社会的领袖和指导者走上历史舞台时，从来没有不经过极大的“颠簸”、震撼、斗争和风暴时期的，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在选择适合新的客观环境的新方法上，也从来没有不经过无把握的步骤、试验、动摇和犹豫时期的。趋于灭亡的封建贵族在报复战胜和排挤它的资产阶级时，不仅施展了各种阴谋手段，进行种种图谋暴动和复辟的活动，并且还不断讥笑那些没有王公贵族那种长期执政的素养而胆敢执掌国家“神圣大权”的“暴发户”、“无耻之徒”的低能、笨拙和错误，——现在，科尔尼洛夫之流和克伦斯基之流，郭茨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所有这帮资产阶级投机取巧的或资产阶级怀疑论的英雄，对于“胆敢”夺取政权的俄国工人阶级，也正是采用这种报复手段。

不用说，新的社会阶级，而且是以前一直受压迫、被贫困和愚昧无知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阶级，要适应新的地位，认清环境，搞好自己的工作，选拔出 自己的
 组织家，这不是几个星期的事情，而是长年累月的事情。显然，领导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过去不可能取得从事大规模的、包括千百万公民的组织事业的经验和技能；要把旧的、差不多完全从事鼓动工作的技能改造过来，是一件很长期的事情。可是这绝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只要我们明确意识到必须转变，有实现这种转变的坚定决心，有达到这个伟大而困难的目标的毅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这个转变。在“老百姓”即工人和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农民中，有大量有组织家才能的人；成千上万这样的人被资本摧残、毁灭和抛弃，而我们呢，也还不善于去发现、鼓励、扶持、提拔他们。可是，如果我们能以全部的革命热忱——没有这种革命热忱，便不会有胜利的革命——着手学习这项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够学会。

历史上任何一次深刻而强大的人民运动都不免会有肮脏的泡沫泛起，不免有些冒险家和骗子、吹牛大王和大喊大叫的人混杂在没有经验的革新者中间，不免有瞎忙乱干、杂乱无章、空忙一阵的现象，不免有个别“领袖”企图百废俱兴而一事无成的现象。让资产阶级社会的哈巴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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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别洛鲁索夫到马尔托夫，为采伐古老森林时多砍下一块碎木片而狂吠吧！既然是些哈巴狗，也就只能向无产阶级大象狂吠。让他们去狂吠吧！我们走自己的路，力求尽量慎重而耐心地去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即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才干的人，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又善于不声不响地（而且能排除各种纷扰和喧嚷）使很多人在苏维埃组织范围内坚定地、同心协力地工作。 只有
 这样的人，经过多次考验，让他们从担负最简单的任务进而担负最困难的任务，然后才应提拔到领导国民劳动和领导管理工作的负责岗位上来。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一点。但是我们一定能学会。





“协调的组织”和专政

最近的（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建立“协调的组织”和加强纪律作为目前的首要任务 
［注：见本卷第114—115页。——编者注］

 。现在大家都乐意“投票赞成”和“签署”这类决议，但是关于实现这些决议需要强制，而且正是专政形式的强制这一点，人们通常却不去仔细考虑。可是，认为不要强制，不要专政，便可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那就是极端的愚蠢和最荒唐的空想主义。马克思的理论很早就十分明确地反对过这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胡说。1917—1918年的俄国，也在这方面非常明显、具体、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只有绝顶愚钝或硬不承认真理的人，才会在这方面仍然执迷不悟。或者是科尔尼洛夫专政（如果把科尔尼洛夫看作俄国式资产阶级的卡芬雅克的话），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个经过了几次非常急剧的转变而非常迅速地发展的国家，在灾难性的战争造成惨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 根本不可能有
 其他出路。一切中间的解决办法，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资产阶级不能讲真话，不能说他们需要科尔尼洛夫），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切尔诺夫之流、策列铁里之流、马尔托夫之流的愚蠢念头（他们一味宣扬所谓民主派的统一、民主派专政、民主联合战线、以及诸如此类的谬论）。如果1917—1918年俄国革命的进程都没有使一个人懂得不可能有中间的解决办法，那么对这样的人也就不必抱什么希望了。

另一方面，不难了解，凡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面，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这些剥削者的财富，他们在组织能力上和知识上的优势是不可能一下子被剥夺掉的，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试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外部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内部战争即内战，而内战造成的经济破坏会比外部战争造成的更大，内战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极不明确、极不稳定、极为混乱的状态。旧社会的一切有害分子——其数量当然非常之多，而且大半都是同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和毁灭——在这种深刻变革的时候，自然不能不“大显身手”。而这些有害分子“大显身手”就 只能
 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收买、投机活动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需要时间， 需要铁的手腕
 。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通过把盗贼就地枪决来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的。从前历次革命的不幸，就在于使革命保持紧张状态并使它有力量去无情镇压有害分子的那种群众革命热忱，未能长久保持下去。群众革命热忱未能持久的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就是无产阶级还不强大，而 唯有
 它才能（如果它有足够的数量、觉悟和纪律）把 大多数
 被剥削劳动者（如果简单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贫民）吸引过来，并且长期掌握政权来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有害分子。

马克思正是总结了历次革命的这个历史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提出了一个简短、尖锐、准确、鲜明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俄国革命已正确地开始实现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苏维埃组织在俄国一切民族地区的胜利进军 证明了
 这一点。因为苏维埃政权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先进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这个先进阶级发动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来实行新的民主，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他们正根据亲身体验认识到，有纪律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自己最可靠的领袖。

但是，专政是一个大字眼，大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说的。专政就是铁的政权，是有革命勇气的和果敢的政权，是无论对剥削者或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而我们的政权却软弱得很，往往不大象铁，却很象浆糊。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两方面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一方面是从外部进行活动，采取萨文柯夫之流、郭茨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科尔尼洛夫之流的办法，搞阴谋和暴动，以及通过他们污浊的“思想上的”反映，在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不断造谣诬蔑；另一方面，这种自发势力还从内部进行活动，利用一切有害分子、一切弱点来进行收买，来助长无纪律、自由散漫和混乱现象。我们愈接近于用武力把资产阶级彻底镇压下去，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对于我们也就愈加危险。要同这种自发势力作斗争，决不能只靠宣传和鼓动，只靠组织竞赛，只靠选拔组织家，——进行这种斗争还必须依靠强制。

随着政权的基本任务由武力镇压转向管理工作，镇压和强制的典型表现也会由就地枪决转向法庭审判。在这一方面，革命群众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也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证明了革命的生命力，在解散资产阶级官僚司法机关的任何法令颁布以前就已经开始组织自己的即工农的法院。可是，我们革命的人民的法院还非常非常软弱。还可以感觉到，人民把法院看作一种同自己对立的衙门，这种由于地主资产阶级压迫而留传下来的观点，还没有彻底打破。人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法院正是吸引全体贫民参加国家管理的机关（因为司法工作是国家管理的职能之一），法院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 权力机关
 ，法院是 纪律教育
 的工具。人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俄国的主要苦难既然是饥荒和失业，那么要战胜这种苦难，就决不能凭一时的热情，而只能靠全面的、无所不包的、全民的组织和纪律来增产人民所需要的粮食和工业所需要的粮食（燃料），把它们及时运到并且正确地进行分配。因此，在任何工厂、任何经济单位、任何事情上， 凡是
 破坏劳动纪律的人，就是造成饥荒和失业痛苦的 罪人
 ；应该善于查出这种罪人，交付审判，严厉惩办。我们现在要最坚决反对的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就表现在对饥荒和失业现象同组织和纪律方面的普遍自由散漫有着国民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联系这一点认识不足，就表现在还牢固地保持着这样一种 小私有者的
 观点：只要我能够多捞一把，哪管它寸草不生。

在铁路这个可以说是最明显地体现着大资本主义造成的机构的经济联系的部门，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自发势力反对无产阶级组织性的这种斗争表现得特别突出。“蹲办公室的”人员中间产生出大量的怠工者和受贿者；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为纪律而斗争；而在前后两种人之间，自然有很多动摇的、“软弱的”人，他们无力抗拒投机活动、贿赂和私利的“诱惑”，不惜破坏整个机构来换取私利，而战胜饥荒和失业是要靠这些机构正确地进行工作的。

在这个基础上围绕最近颁布的关于铁路管理的法令，即赋予领导者个人以独裁的权力（或“无限的”权力）的法令展开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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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说明问题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自觉的（而大部分大概是不自觉的）代表，想把赋予个人以“无限的”（即独裁的）权力看作是背离集体管理制原则，背离民主制和背离苏维埃政权的原则。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些地方利用一些人的劣根性和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进行了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反对关于独裁权的法令。问题变得确实意义重大：第一是原则问题，即委派拥有独裁者无限权力的个人的这种做法同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原则究竟是否相容；第二，这件事情，也可说是这个先例，同政权在目前具体形势下的特殊任务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都应该非常仔细地加以研究。

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说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独裁的表现者、体现者和贯彻者，是屡见不鲜的。个人独裁同资产阶级民主制，无疑是彼此相容的。可是在这一点上，咒骂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应声虫总是耍弄手腕，一方面，他们说苏维埃政权不过是一种荒谬的、无政府主义的、野蛮的东西，极力避开我们用来证明苏维埃是民主制的高级形式，甚至是民主制的 社会主义
 形式的开端的所有历史对比和理论论据；另一方面，他们却向我们要求高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民主制，并且说，个人独裁是同你们布尔什维克的（即不是资产阶级的， 而是社会主义的
 ）苏维埃民主制绝不相容的。

这种论断是十分拙劣的。如果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我们就应该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需有国家， 即强制
 。强制的形式，取决于当时革命阶级发展的程度，其次取决于某些特殊情况，如长期反动战争造成的后果，再其次，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抗的形式。所以苏维埃的（ 即
 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和实行个人独裁权力之间，根本 
没有

 任何原则上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就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是打击占少数的剥削者以利于占多数的被剥削者，其次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由被剥削劳动群众—— 
也是通过个人

 ——来实现的，而且是由正是为了唤起和发动这些群众去从事历史创造活动而建立起来的组织（苏维埃组织就是这种组织）来实现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从当前特殊任务来看个人独裁权力的意义问题。应该说，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 统一意志
 ，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在参加共同工作的人们具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就很象听从乐团指挥者的柔和的指挥。如果没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那就可能采取严厉的独裁形式。但是，不管怎样，为了使按大机器工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无条件服从
 统一意志是绝对必要的。对铁路来说，这种服从更是加倍地和三倍地必要。这种由一个政治任务向另一个政治任务的过渡（ 在表面上看来
 ，后一种任务同前一种任务是完全不相象的），构成目前时局的突出特点。革命刚刚打碎了强加于群众的那种最陈旧、最牢固、最沉重的镣铐。这是昨天的事。但是在今天，同样是这个革命，并且正是为了发展和巩固这个革命，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 无条件服从
 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 统一意志
 。当然，这种过渡是不能一下子做到的。当然，只有经过极大的动荡、震撼、倒退，经过领导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巨大努力，这个过渡才会实现。害了《新生活报》、《前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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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事业报》或《我们时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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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庸人的歇斯底里症的人，是不肯考虑这一点的。

就拿一个普普通通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心理来看，把这种心理同他的社会生活的客观物质条件比较一下吧。在十月革命以前，他实际上从来 没有
 看到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真正作出过任何对他们来说是真正重大的牺牲或做过有利于他的事情。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把许诺过多次的土地和自由给他，把和平给他，牺牲“大国地位”的利益和大国秘密条约的利益，牺牲资本和利润。只是 在
 1917年10月25日 以后
 ，当他自己用强力取得了这种东西，并且必须用强力来保卫这种东西不受克伦斯基之流、郭茨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杜托夫之流、科尔尼洛夫之流侵犯的时候，他才看到了这种情形。当然，在一定时间内，他的一切注意、一切思想、一切精力都只求喘喘气，伸伸腰和舒展一下躯体，取得一些可以取得的而被推翻的剥削者没有给过他的眼前生活上的福利。当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普通的群众才能不仅亲眼看见，不仅信服，而且还会亲身感到：这样随便地“取得”、夺得、捞一把是不行的，这样会助长经济破坏，招致灭亡，导致科尔尼洛夫之流的卷土重来。普通劳动群众生活条件上（因而还有心理上）相应的转变不过刚刚开始。我们的全部任务，被剥削者求解放愿望的自觉代表者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就在于认识这个转变，了解这种转变的必然性，领导为寻找出路而精疲力竭的群众，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即遵守劳动纪律，把开群众大会 
讨论

 工作条件同在工作 
时间

 无条件服从拥有独裁权力的苏维埃领导者的意志这两项任务结合起来。

资产者、孟什维克和新生活派嘲笑“开群众大会”，更常常恶意地加以指摘，认为这只是混乱、胡闹和小私有者利己主义的发作。可是，不开群众大会，被压迫群众永远也不能由剥削者强加给他们的纪律转到自觉自愿的纪律。开群众大会，这也就是劳动者的真正民主，是他们扬眉吐气的机会，是他们觉醒过来投入新生活的行动，是他们在这样一个活动场所的初步行动，他们自己从这个场所清除了恶棍（剥削者、帝国主义者、地主、资本家），他们自己还希望学会按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的、 苏维埃的
 政权（不是别人的，不是贵族的，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的原则，整顿这个活动场所。正是要有劳动者战胜剥削者的十月胜利，正是要有由劳动者自己初步讨论新生活条件和新任务的整个历史时期，才能够稳固地过渡到更高形式的劳动纪律，过渡到自觉地领会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过渡到在工作时间无条件服从苏维埃政权代表的个人指挥。

这个过渡现在已经开始了。

我们已经胜利地解决了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我们看到，劳动群众怎样在自己中间创造出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为推翻剥削者而共同奋斗。1905年10月以及1917年2月和10月这样一些阶段，是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

我们已经胜利地解决了革命的第二个任务：唤醒和发动被剥削者推下去的社会“下层”，这些人只是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才得到了推翻剥削者、开始认识环境和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生活的完全自由。正是这些被压迫被蹂躏得最厉害的、受教育最少的劳动群众开群众大会，他们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到处建立自己的苏维埃组织，——这便是革命的第二个伟大阶段。

现在正开始第三个阶段。必须使我们自己夺得的东西，使我们自己颁布过的、确定为法令的、讨论过的、拟订了的东西巩固下来，用 日常劳动纪律
 这种稳定的形式巩固下来。这是一项最困难而又最能收效的任务，因为只有解决这项任务，我们才能有社会主义的秩序。劳动群众开群众大会的这种民主精神，犹如春潮泛滥，汹涌澎群，漫过一切堤岸。我们应该学会把这种民主精神同劳动时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同劳动时无条件服从苏维埃领导者一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

这件事我们还没有学会。

这件事我们一定能学会。

昨天，我们曾遇到以科尔尼洛夫之流、郭茨之流、杜托夫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鲍加耶夫斯基之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剥削制复辟的威胁。我们战胜了他们。今天，这种复辟，这种同样的复辟，又以另一种形式威胁着我们，它表现为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以及小私有者“事不关己”心理的自发势力，表现为这种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纪律性进行的日常的、细小的、可是为数极多的进攻和袭击。我们必须战胜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而且我们一定能战胜它。





苏维埃组织的发展

苏维埃民主制即目前具体实施的 无产阶级
 民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在于：第一，选举人是被剥削劳动群众，排除了资产阶级；第二，废除了选举上一切官僚主义的手续和限制，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并且有罢免当选人的完全自由；第三，建立了劳动者先锋队即大工业无产阶级的最优良的群众组织，这种组织使劳动者先锋队能够领导最广大的被剥削群众，吸收他们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根据他们亲身的体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从而第一次着手使真正 全体
 人民都学习管理，并且开始管理。

这就是在俄国实行的民主制的主要特征，这种民主制是更高 类型
 的民主制，是与资产阶级所歪曲的民主制截然不同的民主制，是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和使国家能开始消亡的条件的过渡。

当然，小资产阶级涣散组织的自发势力（在 任何
 无产阶级革命中，这种自发势力都 必然
 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而在我国革命中，由于我国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落后以及反动战争所造成的恶果，更表现得特别厉害），也不能不对苏维埃产生影响。

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苏维埃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织。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成员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 全体
 苏维埃成员实际参加管理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正在变成一种逐渐同各人民委员部合并的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 全体贫民
 实际参加管理，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愈多样化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广泛的经验来检验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 每个
 劳动者做完8小时“份内的”生产劳动之后，还要 无报酬地
 履行国家义务。过渡到这一点特别困难，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这种转变是新鲜事物，是一件难事，当然会产生许多可说是摸索的步骤，许多错误和动摇，——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任何显著的进步。在许多想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看来目前情况十分独特，因为他们惯于抽象地把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而又在两者之间意味深长地加上一个词：“飞跃”（有些人想起从恩格斯著作中看到的片言只语，作了更加意味深长的补充：“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8页。——编者注］

 ）。“在书本上读过”社会主义，却从来没有认真加以钻研的大多数所谓社会主义者，都认识不到：社会主义的导师们是从全世界历史上的转变这个角度把那种突然转折称之为“飞跃”的，这种飞跃要延续10来年或更长的时间。自然，在这样的时期，在所谓“知识界”中，会出现无数的哭丧妇：有的哭立宪会议，有的哭资产阶级纪律，有的哭资本主义秩序，有的哭文明地主，有的哭帝国主义的大国地位以及诸如此类等等。

大飞跃时代真正应该注意的是：旧事物的碎片极多，并且有时比新事物的幼芽（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的数量积累得更快，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找出最重要的环节。有这样的历史时刻，当时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多积累一些碎片，就是多破坏些旧机构；也有另一种时刻，即在破坏已经够了的时候，那就需要做些“平凡的”工作（在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看来是“枯燥无味的”工作），清除地面上的碎片；还有一种时刻，这时最重要的是精心照料在瓦砾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地面上从碎片底下生长出来的新事物的幼芽。

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这里，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联接，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象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

苏维埃同“人民”之间，即同被剥削劳动者之间的联系的牢固性，以及这种联系的灵活性和伸缩性，是消除苏维埃组织的官僚主义弊病的保证。即使是世界上民主制最完善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议会，贫民也从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机关。而苏维埃在工农群众看来，则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无论是谢德曼式的，或者是同他们如出一辙的马尔托夫式的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都厌恶苏维埃，羡慕体面的资产阶级议会或立宪会议，正如60年前屠格涅夫羡慕温和的君主贵族立宪制，而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农夫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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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正是苏维埃同劳动“人民”的亲密关系，造成一些特殊的罢免形式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些现在应该大力加以发展。例如，国民教育委员会，作为苏维埃选民及其代表为讨论和监督苏维埃政权在这方面的工作而举行的定期会议，是应该得到充分的赞同和支持的。如果把苏维埃变成一种停滞不前的和自满自足的东西，那是再愚蠢不过的。现在我们愈是要坚决主张有绝对强硬的政权，主张 
在一定的工作过程中

 ，在履行 
纯粹执行

 的职能的一定时期实行个人独裁，就愈是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





结论

国际方面的情况是非常严重、困难和危险的；必须随机应变和退却；这是等待西欧极其缓慢地成熟起来的革命重新爆发的时期；在国内，是缓慢建设和无情“整饬”的时期，是无产阶级严格的纪律性同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及无政府状态的危险的自发势力作长期的坚决斗争的时期，——简单说来，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革命特殊阶段的特点。这就是历史事变链条中我们现在必须用全力抓住的环节，抓住这个环节才能顺利解决当前的任务，直至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这下一个环节闪耀着特别的令人向往的光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光辉。

我们可以把从当前阶段的特点产生出来的随机应变、退却、等待、缓慢建设、无情整饬、严守纪律、消灭自由散漫这些口号同通常流行的“革命家”这个概念放到一起试试看……有些“革命家”听到这些口号不禁义愤填膺，他们开始“痛斥”我们，说我们忘掉了十月革命的传统，说我们同资产阶级专家妥协，同资产阶级调和，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倾向，是改良主义，等等，等等，这有什么奇怪呢？

这些可怜的革命家的不幸就在于，连他们中间那些具有世界上最高尚的动机并且绝对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不了解一个落后的、被反动和不幸的战争严重破坏、又远远早于先进国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必然要经历的特殊的和特别“不愉快的”状态，都缺乏经受住这个艰难过渡中的艰难时刻的坚毅精神。自然，对我们党持 这种
 “正式”反对态度的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在集团和阶级的代表人物中，个人的例外当然是有的，而且总是会有的。可是，各类社会代表人物始终是存在的。在小私有者人口比纯粹无产阶级人口占有巨大优势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者同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之间的差别必然会显露出来，而且有时会极其尖锐地显露出来。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事变的每一转折关头都会犹豫和动摇，由1917年3月间的激烈的革命态度转到5月间的颂扬“联合”，转到7月间的仇视布尔什维克（或者为布尔什维克的“冒险主义”痛哭流涕），又转到10月底小心翼翼地回避布尔什维克，再转到12月间支持布尔什维克，最后，在1918年3月和4月间，这种人物又常常摆出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说：“我可不是那种为‘机关’工作、实际主义和渐进精神唱赞歌的人。”

这种人物的社会来源就是小业主，他们被战争的惨祸、突然破产以及饥荒和破坏的空前折磨弄得暴怒发狂，他们疯狂地东奔西窜，寻求出路和解救办法，他们摇摆不定，时而信任和支持无产阶级，时而又爆发绝望情绪。应该清楚懂得和明确了解：靠这种社会基础，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只有毫不动摇地走自己的路，在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转变时刻也不灰心失望的阶级，才能领导被剥削劳动群众。我们不需要狂热。我们需要的是无产阶级铁军的匀整的步伐。





	载于1918年4月28日《真理报》第83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85号附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165—208页

















[65]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是列宁受党中央全会的委托于1918年4月间写的，手稿中标题为《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1918年4月26日，中央委员会讨论并一致批准了这个《提纲》，决定以文章形式在《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发表，并出版单行本。——[150]。





[66]

 指人民委员会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委员、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额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列宁起草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01页）。按照这个决定，人民委员领取的最高工资额每月是500卢布，另给没有劳动能力的家属每人补贴100卢布。这大体上相当于中等工人工资水平。



1918年1月2日（15日），人民委员会为答复劳动人民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询问在列宁起草的一项决定中解释说，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的法令并不禁止付给专家以超过规定界限的报酬，这样就批准了对科学技术专家支付较高的工资。——[161]。





[67]

 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就对对外贸易实行监督。最初，由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调节对外贸易，审查进出口商品申请和监督海关活动。1917年12月29日（1918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下令由工商业人民委员部监督对外贸易。但是仅仅靠监督和关税保护，还不可能可靠地保护苏维埃经济免受外国资本的侵害。1917年12月，列宁在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草稿的第11条中就提出了实行对外贸易国家垄断的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44页）。1918年4月22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外贸易垄断的法令。——[164]。





[68]

 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强征和特别税曾是补充预算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地方上尤其如此。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苏俄政府采取了向正规课税过渡的措施。1918年5月17—21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财政部门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必须实行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建议，并选出专门的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纲制定了相应的条例。1918年6月17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对1917年11月24日的直接税法令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法令》，这一法令规定了征收所得税和财产税的严格制度（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441—443页）。——[165]。





[69]

 指《关于消费合作组织的法令》。这个法令的最初草案是列宁写的《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12—213页）。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列宁的草案拟了一个详细的法令草案，由粮食人民委员亚·格·施利希特尔签署，公布于1918年1月19日（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4号。草案遭到了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的激烈反对，他们坚持合作社应该完全独立，不受苏维埃机关领导。人民委员会为了利用现有的合作社机构来开展商业工作和搞好对居民的粮食分配，不得不对合作社工作者作了一些让步。1918年3—4月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合作社和粮食组织三方代表举行谈判，重新制定了法令草案。4月9日和10日，草案提交人民委员会讨论，经列宁作了补充和修改后通过。法令的第11、12、13条完全是列宁写的。4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法令，同时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决议，指出这个法令是妥协的产物，有一些重大缺点，因而是作为过渡性措施通过的。法令公布于4月13日《真理报》第71号和4月1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75号。——[167]。





[70]

 为了适应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生产的需要，1918年3月27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委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制定总的劳动纪律条例草案。4月1日，在列宁参加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审查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起草的关于劳动纪律的决议，建议把决议改写成法令，并在改写时考虑列宁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见本卷第195—196页）。4月3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劳动纪律条例》，发表在1918年4月《国民经济》杂志第2期。《条例》要求一切国营企业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规定生产定额和计算劳动生产率，实行计件工资和超额奖励制，对破坏劳动纪律的人严加惩处。各工厂根据这个《条例》都制定了各自的具体的章程。这对整顿社会主义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



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是率先实现列宁关于实行计件和奖励工资制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指示的单位之一。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讨论加强劳动纪律的问题时，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坚持把必须实行计件工资制写进提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4月1日审查的决议中。根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的决定，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于1918年4月向所有基层组织发出了关于在金属工业中实行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的指示。——[170]。





[71]

 十月革命后，在苏俄，计件工资几乎完全被计时工资所代替，这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巩固劳动纪律起了消极作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苏维埃政权首先在第一批国有化企业里推行计件工资制。在和平喘息时期，计件工资制得到广泛推广。到1918年7月，彼得格勒各企业已对四分之一的工人实行计件工资。1918年12月颁布的苏维埃劳动法典最后肯定了计件工资原则。——[170]。　





[72]

 商业秘密指资本主义企业对其一切生产、贸易和金融业务及全部有关文据保守秘密的权利，这种权利受资产阶级立法的保护。十月革命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于1917年11月14日（27日）通过了工人监督条例，从而废除了商业秘密。——[171]。





[73]

 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象和哈巴狗》。寓言讲一只小哈巴狗朝着一只大象狂吠乱叫，无理取闹，以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毫不费力地成为“大名鼎鼎的好汉”。——[174]。





[74]

 指人民委员会《关于铁路的集中管理、保护和提高运输能力的法令》。这项法令规定，交通人民委员对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在运输方面拥有无限的权力，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不得直接干预他的命令。所有联邦一级、区域一级及其他各级地方苏维埃组织都无权干预运输事宜。



这项法令的制定过程是：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3月18日审查了交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关于各机关不得干预铁路部门事务的法令草案后，责成专门委员会根据列宁提出的下述要点改写这个法令：“1．大集中。2．根据铁路组织的挑选任命各个负责人，即每一地方中心的执行者。3．对他们的命令不折不扣地执行。4．军事警卫队在保障秩序方面的独裁权力。5．立即核查流动人员及其分布的措施。6．建立技术部的措施。7．燃料。”对专门委员会改写后提交人民委员会3月21日会议讨论的草案，列宁又作了一系列重要修改。之后，草案被政府批准。由于法令受到在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影响下的全俄铁路员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反对，交通人民委员部3月23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修改这个法令的问题。全俄铁路员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在会上攻击这个法令取消了全俄铁路员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作用，而代之以委员的个人权力。列宁批驳了这种攻击，指出必须采取最强硬的措施来消除铁路上的怠工和松垮现象，并对法令又作了两处修改。3月23日，法令被政府最终批准，由列宁签署，公布于3月2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57号（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18—20页）。——[178]。





[75]

 《前进报》（《Вперёд》）是俄国孟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年3月起在莫斯科出版。该报最初是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的机关报，后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委员会和中部区域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8年4月2日起，是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尔·马尔托夫、费·伊·唐恩和亚·萨·马尔丁诺夫都参加了该报编辑部。1918年5月10日，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该报被查封，领导人被送交法庭审判。5月14日，该报改称《永远前进报》，出了1号。1919年1月22日—2月25日继续出版。1919年2月，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被最终查封（决定草案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180]。





[76]

 《我们时代报》（《Наш　Век》）即俄国立宪民主党中央机关报《言语报》。《言语报》在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查封后，曾用《我们时代报》以及《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等名称出版。——[180]。　





[77]

 关于伊·谢·屠格涅夫对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态度，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为表谢忱》一文（《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51年俄文版第4卷第122—123页）。——[186]。





《列宁全集》第34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监督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费开支的决定草案[78]


（1918年3月26日）

人民委员会责成监察部代表一人和财政人民委员部代表一人组成委员会，明日即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燃料局会计稽核处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其他会计稽核处进行检查。

委员会由博哥列波夫同志负责召集。

责成该委员会，第一，专门审查一下表报格式问题；第二，索取经所有有关人员签字的、说明他们参加了拨款工作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各部门经济活动的准确无误的书面证件。

此外，还要求这些领导人在最近期间向经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费开支的下属机关和人员索取相应文件上交。








　　人民委员会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特别是燃料局管理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向它们提出警告。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95页

















[78]这个草案是在1918年3月26日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部门经费开支进行监督问题时提出和通过的。——[189]。







《列宁全集》第34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水路运输问题的决定草案[79]


（1918年3月26日）

人民委员会听取了有关水路运输极为严重的状况的汇报并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协同全俄水运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水运工会伏尔加航区委员会的代表制定的法令草案之后，批准这一草案作为临时措施；

——最坚决地要求下诺夫哥罗德航运代表大会立即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草案；

——如果代表大会将来认为必须对法令作某些修改，人民委员会建议代表大会派自己的全权代表团来人民委员会讨论，并最后决定这些修改问题。

人民委员会警告代表大会：水路运输极为严重的状况要求丝毫不得拖延和必须绝对严格认真地执行里伏玛水系[80]管理局的一切指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人民委员会才能向全国证明拨付巨款用于商船国有化[81]是正确的。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09页

















[79]人民委员会1918年3月26日会议听取了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关于2月14—2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水运工人代表大会情况的报告并审查了尤·拉林提出的《伏尔加河水运管理法令》草案。这个决定草案是列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并获通过的。



决定中提到的下诺夫哥罗德航运职工代表大会于1918年3月25日—4月10日举行。——[190]。



[80]里伏玛是里海—伏尔加河—玛丽亚水系的简称。该水系管理局是根据《伏尔加河水运管理法令》建立的，其任务是管理里海、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和玛丽亚水系航线上的国有化商船和全部客货运输。根据1918年5月18日人民委员会关于改组水运管理机构的决定，该管理局被撤销，其职能移交水运管理总局。——[190]。



[81]1918年2月5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商船国有化法令》。这一法令宣布：“凡属于股份公司、合股公司、商号和大企业主个人并拥有用于货运和客运的各式海船和内河轮船的航运企业以及这些企业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资产和负债，均为苏维埃共和国不可分割的全民财产。”该法令公布于1918年2月8日《工农政府报》第18号（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391—397页）。——[190]。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关于劳动义务制问题的讲话[82]


（1918年3月27日）


1

列宁同志指出，我们不能大规模地实行劳动义务制。应当把问题限制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工人们在工作，对他们在进行登记和计算。应当对富人也进行计算和登记，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强迫他们工作。要进行庞大的普遍的计算工作，今天我们还力不胜任。对工人需要的是实行劳动纪律。


　　译自1985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1期第6页


2


列宁
 ：实行劳动纪律单靠法令是不行的。必须作好准备工作。劳动纪律的规则应当委托实际工作人员制定，由工会负责贯彻执行。工会本身恐怕难以制定好规则。

也许，需要建立一些不是由本行业的人组成的流动检查小组，因为工会不可避免地要从本行业的利益出发。关于同破坏劳动纪律作斗争的措施，仅限于不警告就解雇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系列措施。这方面需要一些什么措施，应当问一下实际工作人员、工程师和工长们。为了实行我们对富人采用的劳动义务制，需要拟定每个富人的劳动手册的格式。





	载于197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72页，

并根据1985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1期第6页作了校订

















[82]列宁在1918年3月27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该委员会副主席弗·巴·米柳亭提出的关于劳动义务制的提纲时作了这两个讲话。列宁的第一个讲话过去一直没有发现，1985年1月第一次发表于《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1期。列宁的第二个讲话这次在《苏共历史问题》杂志上重新发表时在文字上作了订正。——[190]。







《列宁全集》第34卷


关于革命法庭法令的两个文件[83]


（1918年3月30日）


1

致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并抄送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我认为，关于苏维埃法庭的这项法令是完全不正确的，应该作根本的修改。

对于出版法庭[84]的工作事先未作总结（和讨论），就撤销关于出版法庭的法令是不对的。

在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之外，另设个人“护民官”的职务，也是不对的。这样又会重复类似“总检查官”那种糟糕的事。

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机构的改革方面，放在细小的或几乎完全是名称上的改革（“护民官”）方面，而应该注意使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在建立真正革命的、能迅速而无情地严惩反革命分子、流氓、懒汉和捣乱者的法院方面作出实际的成绩。






	　　列宁
1918年3月30日














人民委员会决定草案2

人民委员会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修改关于法庭的法令草案，取消“护民官”的个人权力，不要把重点放在对1917年10月以来所建立的机构进行细微的改革方面，而要在建立真正办事迅速的、真正革命的、能无情地严惩反革命分子、受贿者、捣乱者和破坏纪律分子的法院方面作出实际的成绩。

修改过的草案印送中央执行委员会。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10—211页

















[83]1918年3月30日，司法人民委员部将关于革命法庭法令的最初草案提请人民委员会批准。在讨论草案时，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修改这个草案的决定。草案根据列宁的指示修改后，由人民委员会1918年5月4日会议批准，公布于1918年5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97号（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231—234页）。——[193]。



[84]革命出版法庭是根据1917年12月18日（31日）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决定，为对资产阶级报刊进行系统监督而建立的，1918年1月在彼得格勒开始工作。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该法庭曾将关于革命出版法庭的决定解释为只追究报刊文字而不追究人。为纠正决定的缺点，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1月28日（2月10日）通过了关于革命出版法庭的新法令。法令宣布，凡发表关于社会生活的造谣诬蔑性的消息以及“违反苏维埃政权颁布的出版法令”，都属犯罪和过失行为。出版法庭有权剥夺犯罪者的全部或某些政治权利，将其驱逐出首都、某些地区以至俄罗斯共和国国境。



1918年5月，出版法庭被撤销，其职权移交给革命法庭。——[193]。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

（1918年4月1日）

会议讨论了全俄工会理事会拟订的关于劳动纪律的草案。列宁同志建议对草案的某些条文作一些修改，并且提出一些更为明确的说法。他建议把草案写得更加具体。应该规定所有生产部门无条件地实行计件工资，在那些无法实行计件工资的工种中，实行奖励制度。为了计算生产率和维护劳动纪律，必须建立工业法庭，建立不是由企业内部而是由不同行业的检查员组成的小组，并吸收工程师、会计和农民参加。法令必须明确规定要实行泰罗制，换句话说，要采用这一制度所提供的一切科学的工作方法。否则就无法提高生产率，而不提高生产率我们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在实行这一制度时要吸收美国工程师参加。当然，实行这个制度必须考虑到饮食差这一情况，因此，采用的生产定额应该〔考虑到〕饥饿这个因素。 进一步限制
 产量 不让超过一定的最高限额是不行的
 ，因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下，超过这个最高限额可以使我们缩短工作日。法令应该提到公开的表报制度和公布有关各个企业生产率的表报。对不遵守劳动纪律的惩罚应该从严，直到监禁。开除出厂的办法也可以采用，但其性质已经完全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开除是违反民事契约的。而现在要是违反劳动纪律，特别是在实行劳动义务制的情况下，那就是犯刑事罪，应当受到一定的惩罚。





	载于1940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期（非全文）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12—213页，

并根据1985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1期第7页作了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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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向外省派遣委员的规定的法令草案的补充[85]


（1918年4月5日）

（3）各级苏维埃对持有合乎规定的全权证书的委员，在其证书规定的职权范围内，给予全力支持。

（4）各级苏维埃对人民委员会委派的所有特命的和其他性质的委员给予无条件的支持，上述委员的命令各地方和各区域苏维埃必须执行。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96页














　[85]人民委员会1918年4月1日会议讨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关于各委员部向外省派遣其委员和代表的规定的法令》草案，建议所有委员部研究这个草案，并提出意见。法令经列宁补充后，于4月5日批准，4月11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公布（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58—59页）。——[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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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符拉迪沃斯托克苏维埃的指示[86]


（1918年4月7日）

应当往伊尔库茨克（转符拉迪沃斯托克 
［注：即海参崴。——编者注］

 ）拍一份直达电报，电文如下：

我们认为局势十分严重，并提醒同志们严加注意。不要抱幻想；日本人一定会进攻。这是不可避免的。协约国所有国家都可能帮助日本人。因此，必须毫不迟延地立即开始准备，必须认真地、全力以赴地进行准备。应该特别注意正确地撤退、退却、运走储备和铁路器材。不要提出做不到的事情。要准备炸毁铁轨，运走车厢和机车，在伊尔库茨克附近或外贝加尔一带布设地雷屏障。每星期向我们汇报两次，准确报告机车和车厢运走了多少，还留下多少。除此以外，我们不相信，也不会相信别的。我们现在没有货币，但是从4月下半月起会有很多。但是我们给你们的支援要取决于你们在运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车厢和机车方面，在炸毁桥梁等准备工作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绩。　





	
列宁
影印件载于1930年出版的《国内战争（1918—1921）》第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16页

















[86]1918年4月5日，日本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登陆以后，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立即通过决议，抗议日本政府的非法行动，宣布整个西伯利亚处于战争状态，责成各地方苏维埃立即着手加紧组织红军。同一天，列宁打电报给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他们通过的决议，并特别强调不要相信任何保证的表示，唯一重要的保证就是要扎扎实实地作好作战的准备。但是有些地方仍然幻想借助协约国的军事使团来和平解决冲突，因此，列宁拍去了这里收载的电报。——[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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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列克谢耶夫练马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87]


（1918年4月7日）

报道

（列宁登上讲台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列宁说，我们现在正处于革命最艰难的年月。饥荒日益严重，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同饥荒作斗争，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直在幸灾乐祸。他们的策略，就是杜托夫和科尔尼洛夫的策略，就是在莫斯科举行暴乱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士官生的策略。在这方面一心想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孟什维克，站在他们那边，站在资产阶级那边，因而在出卖我们。当我们施用死刑的时候，他们装成托尔斯泰主义者流下鳄鱼的眼泪，叫嚷我们太残忍了。他们忘记了他们怎样把秘密条约藏在口袋里，同克伦斯基一起把工人赶上了屠场。他们忘记了这一切，摇身一变，成了慈悲为怀、悲天怜人的基督教徒。

没有武器，我们就不能压倒敌人，这一点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但是他们仍然千方百计地诋毁我们。

我们要整顿国民经济，而由于我国革命是头一个在社会改革的道路上走得这样远，所以这项艰巨的事业就变得更加困难。为了能够比较容易地解决这一困难的任务，我们必须学习，但不是从书本中学习，而是从工作中，从经验中学习。只有苏维埃政权才适用于建设国民经济，因此我建议你们把我们数以千计的同志输送到全国各地的苏维埃中去。此外，我们还必须制定同志式的纪律。工人和农民们应该了解，土地和工厂是他们的财产，所以应该象爱护自己的东西那样爱护土地和工厂。

只是在现在，当我们回顾过去，看到资产阶级已完全孤立无援，怠工的知识分子已遭到鄙弃的时候，我确信，我们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为了能继续顺利地前进，我们必须去掉自己身上的愚昧无知和办事马虎的态度，而做到这一点比推翻白痴罗曼诺夫或傻瓜克伦斯基要困难得多。

德国要扼杀我们，日本向我们进攻[88]。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时刻，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些温和的羔羊却叫嚷我们太残忍，而忘记了他们自己曾经企图绞死邵武勉同志[89]。我可以回答他们说：是的，我们并不否认要对剥削者施行暴力。

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为我们的残忍而如此哭天抹泪，这是他们参加国内政治生活的最后一次尝试，同时这也是他们软弱的象征。我们要同他们作无情的斗争。现在我们必须为沙皇制度的遗毒，为尼古拉的和克伦斯基的统治付出代价。而只要我们能克服组织涣散和冷漠态度，我们就一定能够通过坚持不懈的工作取得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热烈鼓掌）





	载于1918年4月13日《萨拉托夫苏维埃消息报》第7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14—215页90














[87]1918年4月7日，在莫斯科阿列克谢耶夫练马场举行群众大会，抗议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在1918年2月10日（23日）外高加索议会开幕那天开枪镇压举行集会的梯弗利斯工人。参加群众大会的有8000人。列宁、尼·瓦·克雷连柯、尼·伊·波德沃伊斯基等人在会上讲了话。列宁的讲话当时没有在中央报纸发表。——199。

[88]1917年12月30日（1918年1月12日），日本军舰和商船没有预先通知苏维埃政权的地方机关就开进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港。同一天，日本驻符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照会该市当局，说日本政府派军舰到港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臣民”。



1918年3月29日，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市杜马迎合日本军阀的要求，声称自己无力维护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秩序。4月4日，在该市发生了一起蓄意制造的杀死两个日本人的挑衅事件。4月5日，日本以此为借口，在俄国白卫分子的协助下，派第一批陆战队登陆，占领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是协约国公开干涉苏俄远东地区的开始。——200。



[89]斯·格·邵武勉当时任苏维埃政府的高加索事务临时特别委员和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1918年2月，孟什维克曾策划杀害他。只是由于外高加索孟什维克政府没有能逮住他，这一凶恶的阴谋才未得逞。列宁在这里说的就是这件事。——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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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特别是银行政策的要点[90]


（1918年4月10日和15日之间）

一、彻底完成工业和交换的国有化。

二、实行银行国有化，并且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三、强迫居民参加消费合作社。

　　{＋商品交换}

四、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

五、劳动纪律。

　　{＋税收政策}

从上面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

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制止混乱、无秩序和游手好闲的现象，采取最坚决最严厉的措施来加强工农的纪律和自觉纪律，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

国家监察部要进行名副其实的监察，要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部门建立流动检查小组。

规定切实的条件，吸收那些表示愿意为苏维埃政权工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怠工者参加工作。

设立工业法庭来计算产品的生产、储备和劳动生产率。


集中化
 。

　　（必须立即做的）

　　1．彻底完成工业国有化。

　　2．逐步做到人人参加消费合作社和实行产品交换。

　　3．银行政策。

　　4．劳动纪律及其他。

　　5．税收政策（财政）。

1．彻底完成一切工厂、铁路、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国有化。坚决地严厉地制止对国有化企业采取工团主义的和混乱的做法[91]。坚决实行全国范围的经济生活的集中化。坚定不移地要求编制初步计划和初步预算，编制周报表，实际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并在实际中检验管理国有化工业部门的机构。

采取措施强制建立往来帐户或强制把货币存入银行。

强迫居民参加消费合作社并采取措施向这方面过渡。

同合作社工作者商定条件，以便把他们的机构逐步变为全体居民参加的消费合作社。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17—218页














　[90]这个文件写在财政人民委员部提出的《银行政策提纲》的下面。《提纲》的正文是：“1．不是垄断化，而是银行机构的国有化。在基层组织有组织地作好准备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和加深工业和交换的国有化。2．原则上继续调节消费用款。3．在建立（列宁把“建立”改为“保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编者注）对私营企业的支票流通的监督权的情况下，实行支票流通自由。4．在急速地预先准备技术机构的条件下，强制建立往来账户。5．对外贸易国有化和保护关税政策。”——[201]。

[91]这里说的是在苏维埃俄国实行国有化的过程中曾发生过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即个别企业的职工和某些工会企图把国有化的企业和经济部门看作是本单位职工或本工会的财产。列宁在1918年3月4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批评过这种倾向（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27—428页）。——[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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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政策提纲[92]


（1918年4月10日和15日之间）

1．编制私营银行收入报表，在报表中包括每家私营银行一切业务的清理。


（一致同意）

关于怎样编制报表的问题，意见如下：

（一）向每个私营银行的旧职员（国家银行人民委员部有权解雇其中某些人员）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限于最短期间清理好银行的一切业务，编制出截止1917年12月14日[93]和银行营业最后一天的最后的资产负债表。

（二）私营银行编制报表，清理一切银行业务，只是作为统一的俄罗斯共和国人民银行的分行进行活动，目的仅仅是为了清理，不再办理任何新的业务。


(加涅茨基、古科夫斯基和列宁)



斯蓬德的不同意见：

　　截至1917年12月14日的资产负债表由我们任命的特别委员会编制。

　　其他的资产负债表用不着编制。

　　从1917年12月14日起用人民银行的名义继续营业。

　　一切私营银行和国家银行一样，宣布为统一的俄罗斯共和国人民银行。

2．编制报表的全部工作由国家银行人民委员部领导。

尽量多聘请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前国家银行和私营银行的职员。


（一致同意）

3．银行政策不限于把银行国有化，而且应该逐渐地、但是不断地把银行变为全国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经济生活的统一的簿记机关和调节机关。

　　斯蓬德和列宁赞成

　　古科夫斯基反对

　　加涅茨基弃权，

　　认为实际上实现不了。

4．采取紧急措施，在全国各地尽量多设人民银行分行。

为了公众的方便，应在城市和乡村中最合理地分布这些分行。

利用前私营银行的分行作为人民银行分行。


（一致同意）

5．宣布存款不受侵犯（这当然决不缩小国家征税的权利）。

6．支票周转自由。

7．充分保持工人对提款的监督。

8．提取消费用款仍须有一定的限额。

实行一系列方便公众的办法，加快存款取款速度，简化各种手续。

9．设法使居民把一切非极端必需的消费用款都存入银行。拟订法律和切实的步骤，用强制办法来实行这一原则。


（不予发表）

10．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境内的各人民银行分行，必须认真遵照中央管理机关的指示和命令办事，无权制定任何地方的规则和限制。例外情况必须征得中央管理机关的同意。





	载于1926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6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19—221页

















[92]《银行政策提纲》是列宁在有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的领导工作人员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草拟的。——[203]。



[93]1917年12月14日（27日）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关于银行国有化和关于检查银行钢制保险箱这两个法令的日子。这两个法令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225—231页。——[203]。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

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94]


（1918年4月11日）

摘自报道

列宁同志坚持把所有托拉斯化的企业完全收归国有，以便使提出方案的那些资本家为国家服务。





	载于1918年4月1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7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22页

















[94]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于1918年4月11日举行，列宁在会上讲了话。会议是为讨论以“索尔莫沃—科洛姆纳”工业联合企业经理A．П．美舍尔斯基为首的一批资本家提出的成立托拉斯“全国公司”的方案而召开的。这个方案规定把生产机车、车辆、船舶、钢轨、重型机械设备的企业以及顿巴斯矿井和乌拉尔、南方冶金企业的相当大一部分并入托拉斯；此外，还要求向托拉斯提供大量土地以组织自己的农业生产。托拉斯固定资本总额预定为15亿卢布，工人总数为30万人。在原始的固定资本中，属于国家的只占33％，其余的归私人资本所有；而且国家的份额还应以现金交付，这实际上是要国家为托拉斯提供资金。



成立托拉斯的谈判从1917年11月持续到1918年4月。苏维埃政府拒绝了垄断资本家的要求，但同时表示愿意吸收资产阶级专家参加经济机关的工作。鉴于美舍尔斯基领导的“索尔莫沃—科洛姆纳”各厂管理委员会组织怠工并企图关闭这些工厂，工人们坚决要求对其追究法律责任，把这些工厂收归国有，并且提出自己的国有化企业联合计划。1918年4月14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停止同美舍尔斯基谈判的决定；4月18日，人民委员会否决了美舍尔斯基的方案并决定实行工厂国有化。1918年5月12—18日举行的机器制造企业代表会议也表示赞成国有化（见本卷第325—326页）。——[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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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顿河共和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95]


（1918年4月13日）

顿河畔罗斯托夫

向顿河共和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致以衷心的祝贺。

我特别热烈地赞同决议中谈到必须胜利地完成正在顿河地区广泛开展的对哥萨克富农分子的斗争的那些话。这些话最正确地规定了革命的任务。这样的斗争也正是当前全俄国面临的任务。






	　　列宁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23页

















[95]顿河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4月9—12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750名代表。列宁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大会宣布自己是顿河地区的最高苏维埃政权。列宁提到的决议是4月12日以压倒多数通过的。——[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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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登记股票、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法令草案的补充[96]


（1918年4月16日）

1917年12月29日法令中规定的禁止股票转让，在实行股票准许转让办法的法令颁布以前继续有效。股票持有者只有及时按规定登记股票，才有权在企业收归国有时按国有化法令所规定的数额和条件取得补偿。

同样，只有这样的股票持有者，在1917年12月29日法令规定暂停支付的股息被准许支付之后，才有权获得股息。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24页

















[96]关于股票的法令草案是苏俄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A．E．阿克雪里罗得起草的，列宁曾把它分送给副财政人民委员德·彼·博哥列波夫和伊·埃·古科夫斯基，请他们讨论并征求专家意见。1918年4月17日，人民委员会又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司法人民委员部会同专家审查这个草案并在下次会议上提出结论。草案由列宁审订、补充和加了标题后，经人民委员会4月18日会议讨论批准。该法令发表于4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78号（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130—138页）。——[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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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糖用甜菜种植贷款的决定[97]


（1918年4月17日）

将供农民种植甜菜用的定金2000万卢布拨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支配，以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这笔款项合理使用和及时归还。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25页

















[97]关于拨发种植甜菜的预支款问题是糖业总委员会提出的。1918年4月17日，人民委员会讨论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执给糖业总委员会2000万卢布的申请后，批准了列宁提出的决定草案。——[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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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财政问题的讲话[98]


（1918年4月18日）

目前有一点很清楚，就是我们最近还不能解决财政问题，还不能把财政机关纳入正轨。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但是必须指出，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大家在这方面至今还毫无作为，连指引财政机关走上正轨的路标都没有找到。古科夫斯基同志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计划。计划是好是坏，我暂且不谈。只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在目前，即使是最好的财政计划也无法完成，因为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建立能够完成这个财政计划的机关。如果我们试图征收某一种税，我们马上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各地区谁想怎么征就怎么征，谁需要怎么征就怎么征，当地条件允许怎么征就怎么征。作为地方政权的各级苏维埃，目前在这方面彼此没有联系。一方面它们因此与中央政权脱节，另一方面它们又组织得不好，不能切实执行我们在这里所要拟订的计划。我们可以随便举个例子。我曾经亲自看到，有些苏维埃不但不可能实现我们正在这里拟订的财政计划，甚至在当地往往连应有的权力都没有。由于我们目前的政策，这些苏维埃常常没有运用自己的权力，没有可能运用自己的权力，因为权力实际上落在经常与苏维埃为敌的一些人手中，他们不服从苏维埃，而且不幸的是他们还控制着一定的武装力量。为了不致于空口无凭，我举一个例子。就在离莫斯科不远的梁赞省，我看到过这样一种现象。那里有苏维埃。除了苏维埃，还有军事革命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认为自己是不受苏维埃管辖的独立机关，它自己征税，甚至不向苏维埃报告。苏维埃也自己征税。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试图由这里来实行什么计划，那当然会毫无结果，当然会一事无成，因为连当地的军事革命委员会都不服从苏维埃，苏维埃因此也就不能为中央政权做任何事情了。所以必须采取某种措施。必须建立另一种组织，使所有已经颁布的法令不致仅仅停留在字面上，要使这些法令能够贯彻实施，而不要成为一纸空文。





	载于1920年出版的《第四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26—227页

















[98]1918年4月15日，伊·埃·古科夫斯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家财政状况和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政策的报告。报告论证了取消强征和实行正规税收的必要性，建议扩大现有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开征新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彻底改组信贷机构、缩减管理费用等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尖锐地批评古科夫斯基的建议，说它们是苏维埃政权财经政策向右转的表现，是对原先党的路线的背弃。



列宁的讲话是在讨论这个报告时作的。——[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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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99]


（1918年4月18日和25日之间）

科学院已经开始对俄国自然生产力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调查 
［注：注意：应当尽力加快出版这些材料，并就此发一个通知给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印刷工人工会和劳动人民委员部。[100]］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应当立即委托科学院

成立一系列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以便尽快制定俄国的工业改造和经济发展计划。

这个计划应当包括：

使俄国工业 布局
 合理，着眼点是接近原料产地，尽量减少从原料加工转到半成品加工一直到制出成品等阶段时的劳动消耗。

从现代最大工业的角度，特别是从托拉斯的角度，把生产合理地合并和集中于少数最大的企业。

最大限度地保证现在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不包括乌克兰及德国人占领的地区）能够在 一切
 最主要的原料和工业品方面 自给自足
 。

特别注意工业和运输业的电气化以及电力在农业中的运用。利用次等燃料（泥炭、劣质煤），以燃料开采和运送方面最少的耗费取得电力。

注意水力和风力发动机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





	载于1924年3月4日《真理报》第5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28—231

















[99]为了吸收科学技术力量参加国民经济问题的研究工作，根据列宁和苏维埃政权的倡议，从1918年1月开始，由教育人民委员部出面同科学院进行谈判。3月底，科学院写信给苏维埃政府，表示同意政府关于在考察国家自然资源方面进行工作的建议。4月12日，根据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提议，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会议通过的决定中向科学院提出了系统地解决国内工业正确布局这一迫切任务以及如何最合理地利用国家经济力量的问题，并认为必须对科学院的相应工作提供经费。过了不久，在4月下旬，列宁写了《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这一文件。——[212]。



[100]指俄国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的材料。这个委员会是科学院在1915年建立的。根据列宁的指示，这个委员会大大加强了出版活动，开始出《俄国财富》丛书和多卷本的《俄国自然生产力》文集。它在苏维埃政权头3年（1918—1920年）出版的书籍比革命前3年增加了3倍。——[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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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全俄疏散委员会的法令草案[101]


（不晚于1918年4月19日）

建立全俄疏散委员会以便最迅速地、最有计划地将军用物资和其他物资疏散到新的指定地点（而疏散的总目的是复员工业和满足正在改造的国民经济的需要，决不只是军事上的需要）。

委员会根据人民委员会正在审批、修改和补充的计划进行工作。这个计划中确定，主要疏散那几类物资以及各类物资的大致疏散日期。

任命一名拥有独裁权力的特命全权代表领导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在人民委员会有发言权和提出议题的权利（在不少于三分之一成员表决支持的情况下）。

委员会委员包括特命全权代表（任委员会主席）的副手和陆军、海军、交通、粮食、劳动等人民委员部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代表。





	载于1959年《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2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96—397页

















[101]这份文件稍加修改后，作为《关于建立全俄疏散委员会的法令》于1918年4月19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法令在1918年4月23日和24日《劳动旗帜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公布（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140—142页）。——[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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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讲话

（1918年4月23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首先向新选出的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祝贺。

你们在非常艰苦的日子里，在我国革命发展过程进入最危险最艰难阶段的危急时刻，选出了新的成员。敌视革命的分子，所有支持人民敌人、追随资产阶级的分子，对我们苏维埃的改选都抱着很大的希望，因为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现在革命的胜利进军已经结束，革命进入了苦痛甚至是失败的时期。但是就在这种时候，无产阶级又一次表现出自己高度的觉悟。工人们看到目前这段时期的全部困难，清楚地了解到，劳动人民今天所受的极大的痛苦能否消除，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整个历史事变的进程。只要能保卫住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工人一定会英勇果断地去忍受新的困苦。

毫无疑问，革命虽然受到严峻的考验，但还是进入了不明显的、不引人注目的新的胜利时期，按重要性来说，这个胜利并不亚于十月街垒战时期的辉煌胜利。在我们面前耸立着两大死敌，这就是全副武装的、准备扑灭革命的外部敌人和内部敌人，他们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好给我们最后的一击。外部敌人是武装到牙齿的、技术力量雄厚的国际帝国主义，它想等等时机，向苏维埃俄国再次发动强盗式的袭击。有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非常清醒地正视严峻的现实。

我们这个痛苦不堪的国家所遭遇的最反动的战争，使我们目前没有足够的力量同世界反动势力进行积极的武装斗争，我们没有军队，没有力量抗击国际反革命势力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有先进的技术和良好的纪律这种强大的力量。我们目前还孤立无援，被死敌们团团包围。

在劳动人民十月起义的时期，我们在工人面前展开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红旗，这是我们轻易地取得令人目眩的胜利的时期。其他国家的工人听到遥远的俄国革命的炮声，知道俄国发生了什么事情，认识到俄国无产阶级正在做与他们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情。当时我们轻易地战胜了反动的匪帮，镇压了反抗人民的孟什维克匪帮残余。孟什维克匪帮不是公开地拿着武器反对我们，而是用造谣、诬蔑、空前未有的叛变行为等卑鄙手段反对我们。我们同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头号勇敢的反革命分子科尔尼洛夫被自己手下愤怒的士兵杀死了 
[102]

 。

我们在各个战线同本国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广泛的斗争时，利用了国际资产阶级的暂时受挫，及时而有力地打击了现在已经被击溃的反革命势力。可以有把握地说，内战基本上已经结束。当然，个别的小战斗还会有，某些城市的街道上还可能发生枪战，因为反动分子还会企图进行一些推翻革命力量——苏维埃政权的零星的活动。但是，毫无疑问，国内战线上的反动派已被奋起进行斗争的人民彻底打垮了。这样，我们经历了从10月开始的第一个革命发展时期，一个足以令人陶醉的并且已经陶醉了某些人的胜利时期。

我再说一遍，现在，我国革命生活中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已经到来了。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竭尽一切力量去进行新的创造性的工作，因为只有钢铁般的坚韧精神和劳动纪律，才能帮助在自己宏伟的革命工作中暂时还孤立无援的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等待解救时刻的到来，等待国际无产阶级来援助我们。

我们是工人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支部队，我们所以走在前面，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国家的工人能干，不是因为俄国的无产阶级比别国的工人阶级高明，而仅仅是因为我国曾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我们只有最后彻底地粉碎凭借技术和纪律的巨大力量支持的国际帝国主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而且我们只有同世界各国的工人一道才能取得胜利。

历史的意志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布列斯特签订苛刻的和约，我们并不讳言，革命的众多敌人随时都可能背信弃义地撕毁这个和约，他们目前正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进攻，而我们目前却无力对他们作积极的斗争。你们应该知道，现在谁号召你们同凶恶的国际帝国主义进行这种积极公开的武装斗争，谁就是背叛人民，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充当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者集团的挑衅者和奴仆。反对我们最近时期的策略的人，尽管自称为最“左”派共产主义者，甚至超左派共产主义者，其实都是蹩脚的革命者，说重一点，根本不是革命者。（鼓掌）

我们的落后使我们走在了前面，而如果不能坚持到其他各国工人起来大力支援我们，我们就会灭亡。我们的任务是继续不断地贯彻我们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

我们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暗藏的敌人，它比许多公开的反革命分子更危险；这个敌人就是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死敌，是任何地方都从未有过的新型的穷人国民议会苏维埃政权的死敌。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在着手克服社会主义革命发展道路上的最大的障碍。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建立劳动纪律、在生产和分配产品等各个方面充分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所提到的敌人就是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小私有者只有一个思想，就是“能捞则捞，哪管它寸草不生”，这个敌人比所有的科尔尼洛夫、杜托夫和卡列金们加在一起还厉害。这些小富农、小业主和小私有者说：“咱们过去总是受人欺侮，受人压迫，现在怎能不利用这样良好的时机呢。”这种现象是一个严重的障碍，不克服它，就别想取得胜利，因为从每个小业主、每个贪婪的攫取者中间都会产生出新的科尔尼洛夫。

除这种危险之外，日益逼近的饥荒和大批失业 
[103]

 的景象犹如可怕的怪影也出现在我们面前。然而我们看到，一切觉悟的工人，——这种工人的数量不是每日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增多，——我说，一切觉悟的工人，都会考虑到和认识到，目前同严重危险进行斗争的唯一手段就是竭尽全力，坚韧不拔。让那些在我们革命的艰苦时刻悲观失望、意志消沉的人记住我们常说的话：我们通过说服和妥协这种不流血的不费力的途径是不能从资本主义走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的，只有经过激烈的斗争我们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对剥削者使用暴力。我们的道路就是：坚韧不拔，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实行劳动人民钢铁般的专政。毫无疑问，苏维埃政权在许多场合同反革命作斗争是不够坚决的，它表现得不象是钢铁，而象是浆糊，而在浆糊上面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还没有战胜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历史的进程把我国推上了世界革命战场的最前沿，我们这个民穷财尽、元气大伤的国家处境非常困难，如果我们不用觉悟工人钢铁般的专政来对付瓦解、组织涣散和悲观失望，我们就会被人打垮。对于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坚决无情，对于我们自己队伍中那些敢于破坏我国劳动人民建设新生活这一艰巨的创造性工作的动摇分子和有害分子，我们也要同样毫不留情。

我们已经开始解决一项任务，完成这项任务，就能充分保障和巩固社会主义。为了克服所有的困难，为了同饥荒和失业现象进行有效的斗争，我们要做一项不显眼的、平凡的、然而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艰巨的工作，谁要反对我们，谁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凶恶敌人。

莫斯科苏维埃的选举表明，工人对目前发生的事变认识得多么清楚，他们懂得，苏维埃政权不是装饰品，而是自己切身的事业。在最近这次苏维埃的改选中，那些对改选抱有很大希望的人以及那些动摇分子都遭到了失败，因此，我希望并且深信，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它一定会把我们引向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欢呼，全体高唱《国际歌》）





	载于1918年4月24日《真理报》第79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8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32—237页

















[102]

 1918年4月，报纸登载了拉·格·科尔尼洛夫将军被自己手下的士兵杀死的消息。后来查明，科尔尼洛夫是1918年4月13日在叶卡捷琳诺达尔（今克拉斯诺达尔）和红军部队作战时被炮弹炸死的。——218。





[103]

 在苏维埃俄国，旧制度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在1918年加重了，这是由于大量军队复员、一系列工业部门缩减或完全停止军事订货的生产、许多企业因原料和燃料不足而关闭以及大批工人从德军和其他敌军占领的地区撤退造成的。这一年，经劳动介绍所登记的失业工人有80万左右。苏维埃政权尽管财政困难，仍给了失业工人巨大的帮助。——220。









《列宁全集》第34卷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给农业供应生产工具和金属的法令草案的补充[104]


（1918年4月23日）

分配农业机械等的基本原则应当是，既要首先保证有利于农业生产，有利于全部土地的耕作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又要对贫苦的劳动农民优先供应农业机械等；而总的目的应当是保证全国居民正常地得到足够的粮食。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38页

















[104]关于《给农业供应生产工具和金属的法令》草案以及列宁对它的补充，由人民委员会1918年4月23日会议基本通过。次日，人民委员会又对法令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新加了一条），最后予以批准。法令公布于1918年4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84号（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169—172页）。列宁的补充写入了该法令的第7条。——[222]。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105]




（1918年4月29日）


1

报告

同志们！我今天的报告要用跟往常有些不同的方式来谈问题。因为真正的报告是我的那篇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文章 
［注：见本卷第150—188页。——编者注］

 ，那篇文章星期天已经在两家报纸上发表了，我想在座的大多数同志都已经读过。

因此我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报告中已经讲过的东西，只要作一些补充和说明就行了。我觉得，现在作这些说明的最合适的方式是论战，因为我在关于当前任务的提纲中所谈到的问题，不外乎是对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非常代表大会3月15日通过的决议 
［注：同上，第114—115页。——编者注］

 的发展，这个决议不仅谈到了当时十分迫切的和约问题，而且还指出了当前的主要任务，即组织任务、自觉纪律的任务和同组织涣散现象作斗争的任务。

我觉得，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国各政治派别或我国政治派别中的主要派别近来已经相当清晰地显示出来了；因此我认为，用论战方式可以最清楚地证实我在关于当前任务的那篇文章中竭力用正面叙述方式所阐明的东西。

同志们！如果你们要考察现代俄国的政治派别，你们首先就应当——为了在评价时不犯错误，在这里，也象在任何时候一样——尽量把所有的政治派别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因为只有这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避免在援引个别例子的时候犯错误。很明显，为了证实某一个论点，我们可以随便找出多少例子。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只有把所有这些政治派别放在一起全面地进行考察，我们才有可能弄清国内各政治派别命运之间的联系，弄清总是体现在大的重要的政治派别中的阶级利益的命运之间的联系。

如果看一看俄国的大的政治派别，那么我认为，他们显然地、无疑地分为三大集团。第一个大集团就是整个资产阶级，他们对苏维埃政权采取最坚决的、可以说是肆无忌惮的“反对派”立场，而且在这一点上紧紧地坚实地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当然，“反对派”这个词用在这个场合只能是打引号的，因为事实上这是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现在把在革命时期同克伦斯基观点一致的所有小资产阶级政党都吸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些政党就是孟什维克、新生活派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对我们的攻击甚至比资产阶级更疯狂，因为大家知道，攻击的疯狂程度和号叫的响亮程度往往同发出疯狂攻击的政治派别的实力成反比。（鼓掌）

整个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一切应声虫和奴仆，如切尔诺夫之流和策列铁里之流，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猛烈攻击中是联合一致的。他们都憧憬着他们在乌克兰的朋友即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者实现的美好远景，即缔结一项使他们能够借助德国人的刺刀和本国的资产阶级来压倒布尔什维克影响的和约。这是十分清楚的。高加索的契恒凯里是我们看到的这类朋友的又一个极好的例子。大家还都记得报上曾经登过这件事情。

很明显，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并开始实行劳动者专政即穷人对剥削者的专政以后，自然不能不碰到这种事情。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个侧翼，一条战线，一条完全统一的战线。人们有时还要向我们推销关于统一的民主战线的幻想，可是，至少当我偶尔拿起资产阶级的报纸，偶尔有幸阅读《我们时代报》、《人民事业报》等这样一些报纸——哪怕就是翻一翻——的时候，我总是这样想：在“民主战线的统一”方面你们还需要什么呢？

他们这条“民主战线”的统一已经是最完全的了，而我们只能为这种统一感到高兴，因为群众也多少风闻这种资产阶级的政论，知道这不是民主战线的统一，而是攻击布尔什维克的统一。从米留可夫到马尔托夫的战线的这种统一，值得我们在五一节前发给它一张奖状，以表彰它为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出色的宣传。

同志们！你们再拿另外一个同它对立的阵营来看吧，在这个阵营里现在你们能看到的只有我们的党，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的党。事态的发展形成了这样的情况：在十月革命后较长一段时期里曾是我们盟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现在已经拒绝正式参加政权。他们最近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 
[106]

 特别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党的极端动摇，而这一点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个党甚至在报刊上也表现出完全惊慌失措和动摇不定。

如果你们打算画一条曲线按月表明社会革命党从1917年2月起——当然是在它分裂成左派和右派以前——站在哪一方面，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还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如果把他们全年的变化画成一条曲线，那么这条曲线就好象一张病历表，任何人一看就会说：多么惊人的冷热病啊！真是顽症啊！

的确，象这个党这样经常不断的动摇，恐怕是革命史上任何其他的政党所没有过的。

如果我们把这三个主要派别拿来考察一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派别划分不是偶然的，它完全证实了我们布尔什维克早在1915年在国外所说的话，当时我们得到最初的消息，说俄国革命正在发展，说它不可避免，当时我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战争还在进行之中事态的发展就使党掌握了政权，那么党会处在什么样的境地？当时我们回答说：从阶级观点来看，只要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分子在决定性的时刻，在决定性的关头倒向无产阶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可能的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

 ；结果和我们说的完全一样，俄国革命的历史过去和现在正是这样发展的。当然，我们丝毫没有理由因为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这些动摇而感到悲观，甚至感到绝望。很明显，在一个早于其他国家转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中，在一个由于自身落后而被事态的发展大大推到其他更先进国家的前头（当然，是在短时期内，在个别问题上）的落后国家中，当然，革命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经历最艰难困苦的时刻，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还会经历最令人沮丧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革命始终保持住自己行进的排面和自己的同盟军，要它不出动摇分子，那是完全反常的；那说明完全没有考虑到变革的阶级性质，没有考虑到政党和政治集团的特性。

如果我们从目前的任务，从我们面临的当前的首要任务，即从组织和纪律任务、计算和监督任务来考察俄国的一切政治派别，我们就会看到，从米留可夫到马尔托夫的“统一的民主战线”所组成的阵营，根本没有试图认真地考虑这个任务。他们没有这样做，而且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只有一个恶毒的愿望（这个愿望愈是恶毒，我们愈觉得光荣），只想找到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某种机会，或者说线索，或者说幻想，此外没有别的。在左派社会革命党内，尽管有很多党员对革命表示了莫大的忠诚，并且一直表现了很大的主动精神和毅力，但遗憾的是，正是这个党的代表人物恰恰在无产阶级纪律、计算、组织和监督等当前任务的问题上表现了最大的动摇，而提出这些任务，在夺得了政权和击溃了从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到科尔尼洛夫、格格奇柯利和阿列克谢耶夫的军事进攻以后，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是很自然的。

现在，当我们第一次进入革命进程的中心阶段时，问题就在于：是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性取得胜利呢，还是俄国特别强大的小资产阶级私有者的自发势力取得胜利？

小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我们的敌人把对内政策和经济建设当作同我们进行斗争的主要场所；他们的手段就是破坏无产阶级在建立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事业方面用法令规定的和力图实现的一切。在这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即小私有者和极端利己主义的自发势力是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敌人。

从小资产阶级在一切革命事件上的表现所画成的这条曲线，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我们决然分手了；很自然，在这个阵营中，我们会遇到反对当前任务的主要的、真正的反对派；这里的反对派是由那些不反对在原则上同意我们，在比他们所批评的问题更重大的问题上支持我们的人组成的，这是把支持和反对结合在一起的反对派。

我们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报刊上看到我在4月25日《劳动旗帜报》 
[107]

 上看到的那样的言论并不觉得奇怪。那里写道：“右派布尔什维克是批准派”（一个非常轻蔑的外号）。如果我们回敬这些好战者一个相反的外号，那会怎么样呢？它给人的印象会比这好些吗？既然我们在布尔什维克中也碰到这样一些派别，这就说明了一些问题。正是在4月25日，我在给我们做过政治鉴定的那家报纸上看到了一个提纲。读完这个提纲以后，我就想，这里有没有“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者报》或他们的杂志 
[108]

 的人，因为其中有很多类似的东西；但是我很失望，原来这是刊载在《前进报》上的伊苏夫的提纲 
[109]

 。（笑声，鼓掌）

同志们，当我们看见这样一些政治现象，如《劳动旗帜报》同布尔什维克中一个特殊派别一致，或者同孟什维克党（这个党奉行同克伦斯基联合的政策，在这个党内，策列铁里同资产阶级达成了协议）制定的某种孟什维主义提纲一致时，当我们遭到同我们从“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和新杂志那里听到的完全一模一样的攻击时，这里就有问题。这里有一些东西可以说明这些攻击的真正意义，而这些攻击所以值得注意，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在同人们的争论中使大家认清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任务，而同这些人争论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这里也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我们注意到革命中的各种事件的意义和追求真理的明显愿望。这场原则争论的主要基础是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和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坚定不移的决心，不管在这些或那些个人、集团或派别看来，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在这方面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我说同他们争论有意义，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指争论本身，而是指我们所争论的问题是当前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问题。争论恰恰在这方面展开并不是偶然的。现在这方面客观地摆着一个根本的任务，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任务，这个任务是由俄国当前的条件决定的，尽管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大量存在，这个任务也必须尽力完成，而且无产阶级绝对必须打定主意：在这一点上不能作任何让步，因为从夺取资产阶级政权开始的、接着又粉碎了资产阶级一切反抗的社会主义革命，坚决要求把无产阶级纪律和劳动者组织的问题，把用严格的求实精神和熟悉大工业要求的知识来处理工作的本领的问题提到首位。无产阶级应当实际解决这些问题，否则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的、真正的困难就在这里。正因为如此，同“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代表们的争论，从历史和政治上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很重要的，尽管当我们分析他们的论点和理论时，我们看到，我要再说一遍，——而且下面我就要来证明这一点，——除了还是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同志们（不管他们怎样称呼自己），他们首先攻击的是自己的提纲。我想，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知道他们的观点，因为我们从3月初开始在布尔什维克当中讨论过这些观点的实质，而由于在最近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展开了争论，连那些对大块的政治文章不感兴趣的人也已经了解这些观点，讨论过这些观点。

首先，我们在他们的提纲中看到的和我们目前在整个社会革命党中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和我们目前在右派阵营以及从米留可夫到马尔托夫的资产阶级阵营中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这些人对俄国目前的这种困难处境特别感到难过，他们的着眼点是：俄国失去了大国地位；它从一个古老民族，一个压迫别人的国家变成了被压迫的国家；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了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究竟值不值得让国家在它的国家地位方面，在它的民族独立方面处于最困难的境地，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随便谈谈，而是要在行动上加以解决了。

这个问题把两种人截然区分开来，一种人把被整个资产阶级奉为理想和极限、奉为最神圣的东西的国家自主独立，看作是不可逾越的极限，如果它受到侵犯，那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另一种人却说，在帝国主义者为了瓜分世界而进行疯狂厮杀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免不了会使许多原先被认为是压迫者的民族遭受惨重的失败。不管这对人类来说会多么痛苦，社会主义者，觉悟的社会主义者，决心去经受所有这些考验。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最不能接受的这个问题上表现了最大的动摇，而我们看到，“左派共产主义者”恰恰也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最大的摇摆。

现在，他们在自己的提纲中又来谈和约问题，我们知道，他们曾在4月4日同我们一起讨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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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在4月20日发表了这个提纲。

他们最注意的是对和约问题的估价，因此他们竭力证明，和约是疲惫的、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群众的心理表现。

他们的论据太可笑了，他们举出了这样的数字：12票反对缔结和约，28票赞成缔结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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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既然收集数字，既然提到一个半月以前的表决，那么也许应该举出更近一些的数字。如果认为这次表决具有政治意义，那么在说什么健康的南方反对和约而疲惫的、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和工业削弱的北方似乎赞成和约这种话以前，也许应该想起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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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应该想起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大多数人的表决情况，当时在这个党团内找不出十分之一的票数反对和约。如果提到数字并且认为这些数字具有政治意义，那就应该看看整个的政治表决，这样，你们马上就会看到，那些背熟了人所共知的口号并且把这些口号奉为偶像的政党是站在小资产阶级方面的，而被剥削劳动群众，工人、士兵和农民群众，却没有拒绝和约。

现在，有人除了批评我们签订和约的这种立场，还断言是疲惫的、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群众坚持要这样干的，而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那些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知识分子才反对和约；现在人们对事态作出我在报上看到的这种评价，——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在缔结和约的问题上，我们党的大多数同志是绝对正确的；当时有人对我们说，不值得这样做，所有帝国主义者都已经联合起来反对我们，他们反正会扼杀我们，使我们蒙受耻辱等等，然而我们还是缔结了和约。在他们看来，和约不仅是一种耻辱，而且也是无济于事的。还有人对我们说，你们不会得到喘息时机的。当时我们回答说，谁也不知道国际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敌人彼此正在搏斗，许多事件都证实了这一点，连我们的思想上和原则上的反对者（总的来说还是持共产主义观点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也承认这一点。

单是这句话就是对我们策略的正确性的充分肯定，是对在和约问题上的动摇的最充分的谴责；主要就是由于这种动摇，拥护我们的某些派别离开了我们，这里既包括聚集在左派社会革命党内的整个派别，也包括过去、现在、而且肯定说将来还会存在于我们党内、在动摇时特别明显地暴露出这种动摇的根源的派别。是的，我们得到的这个和平是很不稳固的，我们获得的喘息时机无论在西面还是在东面随时都有被破坏的可能，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非常危急，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支持得尽可能长久一些，直到西欧的革命成熟，目前西欧的革命成熟得比我们所期望的要慢得多，但毕竟是在成熟起来；毫无疑问，它正在吸收和得到愈来愈多的燃料。

如果说我们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一支部队首先走在前面，那决不是因为这支部队组织得比较强。不，它比其他部队组织得更差一些，更弱一些，但是如果象许多人那样发出下面这样的议论，那就是荒谬和迂腐透顶了，他们说：是呀！如果是最有组织的先干起来，接下去是组织得较差的，然后是组织得最差的，那么我们大家都会乐于充当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者。但是，既然事物的发展和书上写的不一样，既然先头部队没有得到其他部队的支援，那我们的革命就注定要失败。然而我们说：不，我们的任务是改变整个组织；既然我们孤立无援，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其他国家的革命到来之前，在其他部队到达之前把革命坚持下来，哪怕为革命保持一座不够坚固的规模不大的社会主义堡垒也好。相反，期待历史严格地按部就班和按照计划推动各国的社会主义部队，那就是不懂得革命，或者是由于自己的愚蠢而拒绝支持社会主义革命。

当我们弄清楚了并且证明我们在俄国有巩固的阵地，但没有力量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我们的策略只能是随机应变、等待和退却。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些话是不会受人欢迎的，如果对这些话作适当的歪曲，并且同“联盟”这个词连在一起，那就会替种种尖刻的讽喻、各式各样的责难和形形色色的嘲笑打开大门，但是，不管我们的反对者——右面是资产阶级，左面是我们昨天的朋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我深信是我们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朋友“左派共产主义者”——怎样在这方面费尽心机进行攻击，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证据来替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辩护，他们也不能驳倒这些事实。种种事件证明，我们之所以获得了喘息时机，只是因为在西欧帝国主义大厮杀还在进行，在远东帝国主义竞争日益激烈，仅仅由于这一点，苏维埃共和国才得以生存，这是在当前这种政治形势下我们所能抓住的一根很不结实的绳子。当然，一纸和约并不能保住我们，我们不愿同日本作战这个情况也不能保住我们；的确，日本进行掠夺根本不会受任何条约、任何手续的约束。当然，不是一纸条约或者“和平状态”就能保住我们，能保住我们的是两个帝国主义“巨人”之间在西欧接连不断的搏斗和我们的坚忍不拔。我们没有忘记为俄国革命所清楚证明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训：要考虑的是千百万人的力量；少了，在政治上是不能算数的，政治会把它作为没有意义的数量舍弃掉；如果能从这个方面来看国际革命，那问题就十分清楚：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革命比较容易，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敌人已经腐朽，资产阶级没有组织起来，但是要把革命继续下去，就需要万分谨慎、小心和坚忍不拔。西欧的情况将会不同，那里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要继续下去却容易得多。这是必然的，因为那里的无产阶级在组织和团结方面要高得多。在目前我们还是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根据对力量的考虑，我们应该对自己说：在能使我们摆脱一切困难的欧洲革命爆发以前，我们唯一的一个有利时机，就是国际帝国主义列强的继续搏斗；我们正确地估计了这个时机，我们也把它保持了几个星期，但是也许它明天就会消失。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对外政策方面，要继续实行我们从3月开始实行的方针，它可以概括为：随机应变，退却，等待。当左派的《共产主义者》上出现“积极的对外政策”这种提法的时候，当人们把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这句话打上引号，使它含有讽刺意味的时候，我曾对自己说：这些人真是一点也不了解西欧无产阶级的情况。他们自称为“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的见解却近似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是把革命看作对他们独特的制度的保障。国际间的相互关系最清楚地说明，哪一个俄国人想根据俄国的力量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任务，那他就是疯子。当西欧的革命还在成熟之中的时候，——虽然它现在成熟得比过去快些，——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这样：我们这支走在前面的部队，尽管力量弱小，还是应该尽一切力量，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在已经夺取的阵地上坚持下来。所有其他的考虑都应当服从这一点：充分利用有利时机，把国际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时刻推迟几个星期。如果我们能这样做，我们就会受到欧洲国家每一个觉悟的工人的赞赏，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只是从1905年起才学会的东西，法国和英国已学了几百年，——他们知道，在资产阶级已经联合起来的自由社会里，革命发展得多么缓慢；他们知道，要反对这种力量，必须推动鼓动机构的工作，使它能在我们跟德国、法国、英国的起义的无产阶级并肩而立的时候进行名副其实的宣传。在此以前，不管这多么令人难过，不管这多么有损革命传统，策略只是也只能是等待、随机应变和退却。

有人说我们没有对外的国际政策，我说：其他任何政策都会有意或无意地起挑拨的作用，使俄国变成契恒凯里式或谢苗诺夫式的与帝国主义者的联盟的工具。

同时，我们说：宁可忍耐和经受民族的和国家的极大屈辱和痛苦，但要坚守自己作为一支社会主义部队的岗位，虽然这支部队由于各种事件脱离了社会主义大军的队伍而不得不等待其他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前来援助。现在它正在前来援助我们。虽然来得缓慢，但正在前来。目前正在西欧激烈进行的战争，使群众比以前更加革命化，使起义的时刻日益临近。

过去进行的宣传一直说，帝国主义战争是罪大恶极的和十分反动的掠夺战争。但现在证明：在有千百万法国和德国的士兵进行厮杀的西线，革命肯定要成熟得比以前快些，虽然它的到来会比我们所期望的慢些。

关于对外政策问题，我讲的已经比我原来想讲的要多了。我觉得，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对外政策问题方面，实际上我们面前摆着两条基本路线：一条是无产阶级的路线，它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重于一切，高于一切，而且应当估计到西欧革命是否很快爆发，另一条是资产阶级的路线，它认为大国地位和民族独立重于一切，高于一切。

在国内问题上，我们也看到“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在重复资产阶级阵营发出的反对我们的基本论据。例如，“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反对我们的一个基本论据是：出现了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倾向，这种倾向有使革命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

据说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就是罪恶，就是我们必须与之斗争的敌人。

当我在“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报纸上看到谈及这类敌人的话时，我不禁要问：这些人怎么啦，怎么能够抓住书本上的片言只语而忘掉现实呢？现实告诉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进步。如果我们在短期内能够在俄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那是一个胜利。他们怎么看不到：小私有者，小资本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怎么能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主要的敌人呢？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他们不应该忘记，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是它的风尚、习惯和经济地位。小私有者首先害怕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小私有者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多捞一把，多得一些，使大地主、大剥削者破产，把他们消灭。在这方面小私有者是乐意支持我们的。

在这方面小私有者比工人还要革命些，因为他的怨恨、愤怒要多些，所以他很乐意消灭资产阶级，但是他不象社会主义者那样，在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之后就开始在严格的劳动纪律的原则上、在严密的组织内、在正确的监督和计算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想多捞一把，将胜利的果实据为已有，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丝毫不顾全国的利益和整个劳动者阶级的利益。

苏维埃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在目前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实行资本家阶级曾经实行的计算和监督。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样板。我们知道德国比我们高明。只要稍微想一想，在俄国，在苏维埃俄国，确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将意味着什么，那么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都一定会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

我说国家资本主义将会是我们的救星；如果我们俄国有了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就会容易，就会有把握，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集中的，有计算和监督的，社会化的，而我们正好缺少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懈怠懒惰的自发势力正在威胁我们，这种自发势力主要是由俄国的历史和经济造成的，它恰恰不让我们采取这个能决定社会主义胜利的步骤。我想提醒你们：我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言论是在革命前一些时候写的，所以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吓唬我们，是十分荒谬的。我提醒你们，我在《大难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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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小册子中是这样写的……（读《大难临头》）

我的这些话当时说的是革命民主国家，克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基什金及其同伙的国家，说的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上的，没有脱离而且也不可能脱离这个基础的国家。当时我说，国家资本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我说这话是在1917年9月，而现在，在1918年4月，在无产阶级已经在10月夺取了政权，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它没收了许多工厂，把企业和银行收归国有，并且粉碎了资产阶级和怠工者的军事反抗）以后，现在竟还有人用资本主义来吓唬我们，这实在太可笑了，实在是绝顶的愚蠢和荒谬，简直令人惊奇，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人怎么会产生这种想法呢？他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在俄国存在着一个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它赞成消灭一切国家的大资产阶级，但不赞成实行计算、社会化和监督，——革命的危险就在这里，曾经摧毁而且不能不摧毁法国大革命的那些社会力量的一致也就表现在这里，如果俄国的无产阶级软弱无力，那么光是这种一致就足以摧毁俄国革命。正象我们所看到的，小资产阶级使整个社会气氛浸透了小私有者的倾向，这种倾向简单说来就是：富人的东西我拿到了手，别人的事我不管。

这是主要的危险。如果小资产者接受其他阶级成分的领导，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领导，那么觉悟的工人应当举双手欢迎，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在克伦斯基的民主制度下可以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而在苏维埃政权下则会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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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可以使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者成为我们的助手。“左派共产主义者”对这件事的态度却不同，他们抱鄙视的态度，——4月4日我们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却证明以前争论了很久的这个老问题已经成为过去——于是我说，如果我们正确地了解自己的任务，那就应当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社会主义。

这些话大大激怒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其中有一位（奥新斯基同志）写了一大篇文章来攻击这些话。他的论据的实质归结起来就是：我们不想去教导他们，而是要向他们学习；我们是“右派”布尔什维克；我们要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而“左派共产主义者”却要教导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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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们想教给他们什么呢？也许是社会主义吧？把社会主义教给那些商人、生意人吗？（鼓掌）不，如果你们想这样做，那就去做吧，我们可不帮你们的忙，这是徒劳无益的事。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给这些工程师、生意人和商人。用不着教他们学社会主义。如果我们是实行资产阶级革命，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向他们学习的，所要学的只不过是尽量捞点什么，如此而已，再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但这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1793年曾经在法国发生过的事，这里没有社会主义，这只是社会主义的序幕。

地主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应当推翻。历史将会证明，布尔什维克的一切行动，一切斗争，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的暴力和剥夺，对他们的反抗采取的暴力镇压，都是万分正确的。整个说来，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任务，但这只是第一步。这里问题在于，我们当初为了什么镇压他们，是为了提出在彻底镇压他们之后的今天向他们的资本主义卑躬屈膝吗？不，我们现在要向他们学习，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因为我们没有这些知识。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但是没有组织千百万人的知识，没有组织和分配产品等等的知识。老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没有教给我们这些东西。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这门课程我们还没有学过。所以我们说，哪怕他是一个大骗子，只要他组织过托拉斯，只要他这个商人曾经搞过千百万人的生产和分配，只要他有经验，我们就应该向他学习。如果我们不从他们那里学会这些东西，我们就得不到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会在它已经达到的阶段上停滞不前。只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只有精心做好计算和监督工作，只有建立起最严密的组织和劳动纪律，我们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否则，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鼓掌）

我们不必去干那种可笑的事情，去教托拉斯的组织者，对他们没有什么可教的。我们需要的是剥夺他们。问题并不在这里。这方面没有任何困难。（鼓掌）我们已经充分地表明了、证明了这一点。

在我所接触的每一个工人代表团向我抱怨工厂停工的时候，我就说：你们愿意你们的工厂被没收吗？那很好，我们这里写法令的公文纸是现成的，一分钟就可以签署好。（鼓掌）但是请你们讲一讲，你们能不能把生产担当起来，你们计算过你们的生产没有，知道不知道你们的生产同国内外市场的联系。原来，这些东西他们还没有学会，这些东西还没有写进布尔什维克的书本，在孟什维克的书本里也一点都没有。

制革工人、纺织工人和制糖工人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他们的情况最好，因为他们有无产者清醒的头脑，了解自己的生产，希望维持生产，并且使生产更加发展，——因为这就是最大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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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这个工作我们现在还搞不好，我们请资本家来，给他们三分之一的位置，向他们学习。“左派共产主义者”讽刺说：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利用谁。看到这句话，我对他们的目光短浅感到奇怪。当然，如果在10月夺取政权以后，在10月到4月间向整个资产阶级展开胜利进军以后，我们还可以怀疑究竟是谁利用谁，是工人利用托拉斯的组织者呢，还是生意人和骗子利用工人，——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我们就应当卷起铺盖回家，把位置让给米留可夫们和马尔托夫们。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觉悟的工人是不会相信的，小资产阶级的担心是可笑的。觉悟的工人知道：社会主义的起点是在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生产的地方，而商人和生意人是有搞大生产的亲身经验的。

我们说过：只有这些物质条件，即大机器工业、为千百万人服务的大企业，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国家里要学会这件事是困难的，但也是可能的。革命是以内战为代价的，一个国家愈文明，愈发达，革命也就愈困难；在德国，国家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所以德国革命的破坏性和毁灭性比在小资产阶级国家里要大一百倍，那里会遇到巨大的困难、严重的混乱和不平衡。俄国革命首先解决了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这项比较容易的任务，现在面临着组织全民计算和监督这项更加困难的社会主义任务，面临着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起点的任务，面临着大多数的工人和觉悟的劳动者都拥护的任务，我看不出这里有丝毫悲观失望的理由。是的，大多数工人组织得比较好，受过工会的教育，他们是完全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前进报》的先生们企图以鄙视的态度加以排除的关于计件工资的问题和泰罗制的问题，大多数工人早在我们之前，早在苏维埃政权及其各级苏维埃建立之前，就在各工会会议上提出来了，他们还积极着手制订劳动纪律条例。这些人表明，由于自己的无产阶级的谦逊，他们对工厂劳动情况和社会主义实质的了解，胜过那些满嘴革命词句、实际上却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到小资产阶级水平的人。小资产阶级认为：富人是要打倒的，但不需要把自己置于一个组织的计算和监督之下；这对小私有者是多余的，这对他们来说是不需要的，然而，这正是我国革命巩固和胜利的唯一保证。

同志们，我不想再细谈和引证《左派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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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上的话了，我只想说：对于那些竟然认为实行劳动纪律就是后退一步的人，现在是大喝一声的时候了。我要说，这种说法是空前反动的，是对革命的威胁；要不是我知道这是一些没有影响的人说的，这种说法在觉悟工人的任何一次会议上都会受到驳斥，那我一定会说，俄国革命完蛋了。

左派共产主义者写道：“由于恢复资本家在生产中的领导地位，实行劳动纪律不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主动性、积极性和组织性。实行劳动纪律有使工人阶级陷于奴隶地位的危险……”这话不对。如果是这样，执行社会主义任务、具有社会主义实质的俄国革命也就要垮台了。但这是不对的。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主要困难在于保障劳动纪律。这一点社会主义者早就写过，这一点很久以前他们就想过很多，他们对此非常重视并且作了分析，他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困难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过去多次发生的革命都无情地推翻了资产阶级，论魄力并不亚于我们，但是我们做到了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就表明：我们正在实际地从经济解放转向自觉的劳动纪律，我们的政权要成为真正的劳动政权。有人说我们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在说空话，这恰好说明他们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只是推翻资产阶级或推翻地主，——一切革命都这样做过，——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要保证建立秩序、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计算和监督，建立比过去更巩固更坚强的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这就是你们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没有学会的东西，这就是工人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最好让他们照照镜子，从中清楚地看到所有这些缺点。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能使一切有头脑的、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把他们全部主要力量投到这上面来。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因为，从历史上看，在清除了一代资产阶级的土壤上总是不断出现新的一代，只要土壤还长东西，而土壤长出资产者是可以要多少有多少的。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当有人对我们说什么在恢复资本家领导地位的情况下实行劳动纪律是对革命的威胁的时候，我说，这些人正是不了解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正是在重复那些容易把他们同小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因为小资产阶级对纪律、组织、计算和监督总是怕得要命。

也许他们会说，你们这是想让资本家到我们这里当领导者，当工人的领导者。是的，是这样，因为他们具有我们所没有的组织工作方面的知识。觉悟的工人决不会害怕这样的领导者，因为他们知道，苏维埃政权是自己的政权，这个政权会坚决地保护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想学会做组织工作。

在沙皇时代，我们组织过几千人，在克伦斯基时代，我们组织过几十万人。这算不了什么，这在政治上是不能算数的。这是准备工作，这是预备班。先进工人在没有学会组织几千万人以前，他们还不是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者，还没有获得必要的组织知识。组织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要求顽强持久地工作和具备我们所缺乏的相应的知识。即使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更加成熟一些，也未必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

请回想一下，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怎样写的；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值得怀疑的，这是因为托拉斯的组织者曾从事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我们用不着教给他们社会主义，而是要剥夺他们，粉碎他们的怠工。这两个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现在要强迫他们服从工人的监督。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批评家们曾经责难我们，说我们采取的策略不是在走向共产主义，而是在后退。他们的责难是可笑的，他们忘记了，我们的计算和监督工作做晚了，因为当时粉碎资产阶级及其技师和专家的反抗并且让他们为我们服务非常困难。而他们的知识、经验和劳动却是我们需要的，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真正掌握旧的社会关系所创造的、作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保留下来的文化。“左派共产主义者”不了解这一点，那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实际生活，把国家资本主义同理想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并根据这一点来编造自己的口号。我们应该向工人说：是的，这是后退了一步，但是我们应该自己设法找到一条出路。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人人组织起来，组织对生产的计算，组织对消费的计算和监督，做到不靠印刷机投放千千万万的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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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不正当地落到任何人手里的每张百卢布纸币都收归国库。这决不是靠革命激情，靠消灭资产阶级就能办到的。这只有靠自觉纪律，只有靠组织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只有靠计算和监督才能办到。这些我们还没有做到，我们为此以高薪形式付出的贡赋，比资本家组织者付给你们的要多。这些我们还没有学会，但是必须学会，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训练工人实际管理大型企业、组织大生产和最大规模的分配的唯一道路。

同志们，我很清楚地知道，处于某种社会地位的人谈起计算、监督、纪律和自觉纪律来是很容易的。但是有人也可以从中得出许多用于冷嘲热讽的材料，他们会说：你们的党在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曾经许诺工人将来过天堂般的生活，可是当这些人掌握了政权的时候，还不是照样变了，开始谈起什么计算、纪律、自觉纪律、监督等等来了。我很清楚地知道，对于米留可夫和马尔托夫之流政论家来说，这是多么宝贵的材料。

我清楚地知道，对于那种一心赚取稿费或者哗众取宠的人，那种专爱找一些很少能在觉悟的工人中得到共鸣的毫无价值论据的人，这是多么丰富的材料。

我在《左派共产主义者》报上看到了布哈林这位卓越的政论家对我的小册子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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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还是赞同我的，但是当我读完这个评论之后，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对我来说都变得毫无价值了。我发觉，布哈林没有看到应该看到的东西，因为他的评论是在4月间写的，而引证的却是在4月说来已经过时的东西，已经是属于昨天的事情，即必须打碎旧的国家。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这是昨天的任务；我们应该前进，不要往后看，而要向前看，要建立公社国家。他所写的都是已经在苏维埃组织中体现了的东西，而对计算、监督、纪律却一字未提。这些人的想法，他们的心理，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如出一辙：富人要打倒，监督不需要。他们就是这样看的；这种看法使他们不能自拔，同时也把觉悟的无产者同小资产阶级，甚至同极端的革命派区分开来。无产者说：让我们组织起来，振作起来，不然，千千万万的小暴发户就要把我们打倒。

这就是觉悟的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不同的地方；革命在这里同小资产阶级分道扬镳了。这些人真是瞎子，他们根本不谈这一点。

我还想向你们重提一下我说过的话。我说过，当人们习惯于这样做的时候，就用不着强制了。当然，这种习惯只能是长期教育的结果。

“左派共产主义者”要是听到这些话，就会搔着头皮说：我们怎么没有看到这一点呢；布哈林，您为什么不批评这一点呢？在镇压地主和资产阶级方面，我们显示了自己的力量，现在，在自觉纪律和组织方面，我们也要显示自己的力量，因为过去上千年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应该对人民说，只有这样，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我们的工人专政，我们的无产阶级权威才有力量。而小资产者却用革命的空话做盾牌，回避这个真理。

我们应该显示自己的力量。是的，小业主、小私有者是愿意帮助我们无产者打倒地主和资本家的。但是再往前走，他们就同我们分道扬镳了。他们不喜欢组织和纪律，他们反对这些东西。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同这些小私有者，同这些小业主作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因为，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建设正是在这里，在组织方面开始的。有些人说他们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答应工人要享有多少就给多少，要享有什么就给什么，我反驳他们说，共产主义的前提并不是现在这样的劳动生产率。我们的生产率太低，这是事实。资本主义，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遗留给我们一大堆恶习，人们总是把所有属于国家的公物看成可以任意糟蹋的东西。这种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心理到处都可以感觉到。在这方面斗争也很艰巨。只有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够经受住一切。我曾经写过：“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要求社会和国家实行极严格的监督。”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93页。——编者注］



这是我在十月革命以前写的，现在我还坚持这一点。

我们已经打垮了资产阶级，粉碎了怠工，现在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了。在这以前，时代的英雄，革命的英雄是赤卫队，他们进行了自己的伟大的历史事业。他们未经有产阶级的同意就拿起了武器。他们进行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业。他们拿起武器，为的是打倒剥削者，把自己的武器变成保护工人的工具，为的是监督生产和劳动的数量以及消费的数量。

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做到，而社会主义的关键和基础正是在这里。谁要是觉得这项工作枯燥无味，谁就是小资产阶级懒惰习气的代表。

我们的革命即使是停留在这里，它在历史上的地位也不次于1793年的革命。但是人们会说，那是在18世纪。在18世纪这已经很可观了，而在20世纪这就不够了。计算和监督是使共产主义社会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我在十月革命前也是这样写的。 
［注：同上，第97页。——编者注］

 我再说一遍：在阿列克谢耶夫之流、科尔尼洛夫之流和克伦斯基之流还没有被镇压下去之前，是不可能着手进行这项工作的。现在资产阶级的军事反抗已经被镇压下去了。我们的任务是使一切怠工者在我们的监督之下，在苏维埃政权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建立管理机关来实行严格的计算和监督。由于在战后没有正常生存的起码条件，国家在走向毁灭。向我们进攻的敌人对我们来说所以可怕，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搞好计算和监督。我听到千百万人对饿肚子怨声载道，我们看到而且知道，这些抱怨是合理的，我们有粮食，可是我们运不出来，我们听到“左派共产主义者”嘲笑和反对我们的铁路法令（他们曾两次提到这个法令）之类的措施，这算不得什么。

在4月4日我们同“左派共产主义者”举行的会议上我说过：请把你们的法令草案拿出来吧！要知道你们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是苏维埃机关的成员，你们不要当那种站在旁边，站在背后说三道四的批评家，象资产阶级商人和怠工者那样，他们批评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怨恨。我再说一遍：你们是苏维埃组织的领导者，请你们还是拿出你们的法令草案吧。他们拿不出来，而且永远也拿不出来，因为我们的铁路法令是正确的，因为实行独裁制是得到全体群众和觉悟的铁路员工支持的，反对的只是那些贪污受贿的主管人员；因为对这个法令表示怀疑的都是些在苏维埃政权和它的敌人之间摇摆不定的人，而在大生产中受过纪律教育的无产阶级知道，只要一天不组织起更大的生产，只要一天不建立起更加严格的纪律，就一天不会有社会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在铁路工作方面是拥护我们的。它将和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作斗争，并将表明：能够取得辉煌胜利的俄国革命，也能够战胜它本身的无组织现象。它会根据当前的任务特别重视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五一节口号中的这样一个口号：“我们战胜了资本，我们也一定能战胜本身的无组织现象。”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热烈鼓掌）


2

总结发言

首先我要谈谈布哈林同志的发言。我在第一次的发言中已经指出，我们同他有十分之九是一致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同他有十分之一的分歧是令人惋惜的；这十分之一的分歧使他不得不用一半的发言表白自己并同所有一切发言支持他的人划清界线。不管他和他的集团的用意多么好，他们的态度却是不对的，这从下述情况就可以得到证明：他不得不老是花费时间为自己辩护，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表白自己。

布哈林同志完全错了。我将在报纸上也谈谈这一点，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注：见本卷第264—293页。——编者注］

 下面我想稍微指出一下：“左派共产主义者”曾经指责我们有倒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而现在布哈林同志又错误地说什么在苏维埃政权下不可能有国家资本主义。可见，他是自相矛盾的，说在苏维埃政权下不可能有国家资本主义，这显然是荒谬的。成批的企业和工厂处在苏维埃政权的监督之下并且为国家所有，单是这一点已经表明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布哈林同志不想具体地谈这一点，却回想我们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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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怎样写文章反对他，可是这已经是老早老早以前的事了，而现在，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半年以后，在我们实行了剥夺、没收和国有化之后尽我们所能作了一些尝试以后，这时再回想我们在1915年所写的东西，这是令人可笑的……现在我们不能不提出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不能不提出关于在过渡时代如何行动的问题，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因素并存于苏维埃政权之下。布哈林同志也不愿意了解这个问题，而我认为，我们不能马上撇开这个问题，布哈林同志没有提议撇开它，也没有否认这种国家资本主义高于残存的但还有很大影响的小私有者的情绪和经济生活条件，布哈林同志并没有否认这一点，如果没有忘记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也就不能否认这一点。

抱着格耶的观点，说什么欧洲的无产阶级害了鼠疫，德国的无产阶级变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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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可笑的。这是一种荒唐的民族偏见，我真不知道还有比这更愚蠢的见解。欧洲无产阶级害的鼠疫，一点不比俄国无产阶级害得严重，而欧洲开始革命比较困难，是因为在那里执政的，既不是象罗曼诺夫那样的白痴，也不是象克伦斯基那样的吹牛大王，而是资本主义的真正的领导者，这种情况过去在俄国是不存在的。

最后，我再来谈谈各方面对我的文章和发言提出的主要反驳。受攻击最厉害的，是“掠夺掠夺物”这个口号。历史舞台上出现这样一个口号，不管我怎样琢磨，也不能从这个口号中找出任何不对的地方。既然我们可以用剥夺剥夺者这样的字眼，那么为什么在这里不用拉丁词就不可以呢？（鼓掌）

我认为，历史将会证实我们是完全正确的，而劳动群众不等历史证实就会站到我们这方面来；但是，既然在苏维埃的活动中已经不受任何限制地实现了“掠夺掠夺物”这个口号，既然我们在饥荒和失业这种实际的根本的问题上碰到了极大的困难，那就要及时指出，在“掠夺掠夺物”这句话以后开始发生了分歧，无产阶级革命主张：要清点掠夺物，不允许瓜分，如果有人直接或间接地攫为己有，那么，就要把这些破坏纪律的人枪毙……

而有人反对这一点，他们开始大喊大叫，他们说这是独裁，他们叫喊说这是拿破仑第三，是尤利乌斯·凯撒，他们说这是工人阶级态度轻率的表现，他们谴责托洛茨基。这都是他们头脑中的糊涂观念和政治情绪，它表明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这种自发势力所反对的不是“掠夺掠夺物”这个口号，而是“计算和合理分配”的口号。只要我们清点一下粮食，查清现有的全部贮存，并且严惩违法行为，俄国就不会出现饥荒。分歧就在这里。这是由以下情况决定的：只有无产阶级真正拥护社会主义革命，而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是动摇的，这一点我们是一直看到并且考虑到的；而且在这种动摇中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这并不能使我们动摇，我们将继续走自己的道路，相信半数的无产阶级一定会跟我们走，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过去工厂主把掠夺物掠夺一空，完全是为了不让穷人们得到。

所谓独裁、拿破仑第三、尤利乌斯·凯撒等等，这一切都是欺人之谈。在这里可以用这些话蒙骗人，但是在地方上，在每个工厂和每个乡村中，人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落后了，任何人都不会反对这个口号，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我们要用一切力量去组织计算、监督和合理的分配，这也是不容怀疑的。

布哈林向我们说：“我要同那些吻我的人划清界限”，但是这样的人很多，以致布哈林同志无法摆脱。他们没有对我们说他们要提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提出什么。你们知道该提出什么吗？我在报上和发言中都责备过你们。在关于铁路法令的问题上，我们满意地回想起你们的杂志曾提到过的4月4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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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说过，如果你们不完全满意这个法令，那你们可以提出一个新的法令来。但是关于这一点，在第1期和第2期（第2期的校样承蒙送给我看过）的杂志上都只字未提，在布哈林同志的发言中也只字未提，真是不谋而合。布哈林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都抓住铁路法令这个话题大做文章。他们大谈所谓拿破仑第三的独裁、尤利乌斯·凯撒等等，提供了可以出版100期杂志的材料，但这些杂志是不会有人看的。这稍微接近了正题。这涉及到工人和铁路的问题，没有铁路不仅不会有社会主义，而且大家都会象狗一样地饿死，而粮食就堆放在附近。大家都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为什么没有回答呢？你们闭上了眼睛。你们蒙骗工人，——新生活派和孟什维克是有意这样做，布哈林同志则是由于错误而这样做，——你们谈建设的时候不让工人知道主要的问题。没有铁路能建设什么呢？在会见或接见代表团的时候，要是我看到一个商人对我说，某某条铁路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我觉得，这样的赞扬要比共产党人和其他任何人的20个决议，以及各种各样的演说珍贵一百万倍。

工程师、商人等等这些讲实际的人说，只要这个政权能把铁路多少整顿出个样子，我们就承认它是政权。他们对政权的这种看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铁路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业间最明显的联系的表现之一，社会主义是完全建立在这种联系上的。要想建立这种联系来为全体人民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就必须有铁路。

他们的所有这些关于独裁等等的空话，得到了所有马尔托夫们和卡列林们的一致赞同，立宪民主党的报刊也刊登了两次，但是，这些话毫无用处。

我已经给你们举出了这样做的工人组织的例子，以及其他企业、其它工业部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烟草工人和制革工人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比其他部门要多一些，秩序也要好一些，因此那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更有保证。不能掩盖这个事实，也不能象格耶那样发谬论，说什么他要用枪杆子来强迫每个人。这话荒唐透顶，这是不懂得枪杆子的用处。要是这样做的话，那就可以认为，枪杆子是坏东西，不然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格耶的头脑是坏东西。（鼓掌）当需要枪毙那些用战争来反对我们的资本家，逮捕和枪毙行窃的盗贼的时候，枪杆子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布哈林同志说：有些人收入4000卢布，应当把他们拉到墙脚下枪毙，——这是不对的。我们正需要发现这样的人。因为在我们这里人们能够领取4000卢布的职位并不很多。到处都需要他们，我们没有专家，这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必须招到1000个精通本行业务的第一流专家，这些专家重视自己的业务，热爱大生产，因为他们知道这意味着技术的进步。有人在这里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没有邮电和机器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但是，不能马上就把资产阶级的环境和资产阶级的习惯清除干净，这需要有一种整个现代科学和技术建立其上的组织。在这件事情上想用枪杆子是最愚蠢不过的。要使全体居民交纳所得税，实行劳动义务制，使每个人进行登记，这些都有赖于全民的组织程度；在他们没有登记之前，我们要付给他们报酬。布哈林说他看不出有什么原则，这就是另一回事了。马克思曾设想过，对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实行赎买。他谈的是英国，当时英国还没有帝国主义，当时有可能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这决不是在引证以往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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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所谈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吸收专家的问题。我已经举过一个例子，还可以举出几千个例子来。这里谈的只是吸收那些可以吸收的人，吸收的办法，或者用高薪收买，或者通过思想工作，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不能抹杀全部薪金都照付给他们了。从我所举的例子中，我们知道（直到现在你们只是以沉默来进行批评），而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非常清楚：付出的薪金是很高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新生活派也知道这一点。

他们对此没有提出批评。这就是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真实批评！他们看到开始付给他们的工程师每人1500卢布，他们没有说话。付给这些工程师报酬是大有好处的。这里既没有尤利乌斯·凯撒，也没有独裁。这正是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教育。可是，如果我说，我们开始每月付给1500—2000卢布的报酬，这就成了倒退一步。于是什么都来了——又是尤利乌斯·凯撒，又是拿破仑第三，又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如此等等；而关于你们的专家，你们的工程师，你们一声不响。当有些人说，当布哈林说，这没有违反原则的时候，我说，这违反了巴黎公社的原则。构成国家资本主义的，不是金钱，而是社会关系。如果我们根据铁路法令付给2000卢布的报酬，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布哈林同志谈到了1915年齐美尔瓦尔德的决议，这说明他没有摆脱这种没有经过好好消化的理论。布哈林同志，请你摆脱它吧。现在，布哈林同志说，我在攻击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

我在谈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时候，并没有攻击劳动农民。我们且不谈劳动农民，我谈的不是劳动农民。在农民中间有劳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农民作为小私有者是靠别人生活的，而劳动农民却受别人剥削，他们愿意自食其力。因此，卡列林同志说我们攻击劳动农民，这话是不对的。从掠夺掠夺物方面得不到任何好处的贫苦农民，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他们会接受我们的口号。我们清楚地知道并且看到，在农村中人们是怎样理解掠夺掠夺物这个口号的。如果我们的论敌到那里去进行关于独裁的煽动和散布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等等的空话，他们会陷于孤立，得不到支持。无产阶级，在从事个人经营方面已经破产和绝望的农民群众，一定会站在我们方面，因为他们完全懂得，俄国是不可能单靠掠夺维持下去的。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每个人都能从自己那里看到和感觉到这一点。

在这方面我们同劳动群众的经济要求和情绪是一致的。因此，当“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知识分子对我们大发雷霆的时候，我们应该坚信：不管他们怎样骂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口号是唯一正确的口号，如果我们想要巩固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要让劳动群众理解并且采用这个口号。在任何一个工人会议上都回避不了这个问题。在这项法令和这个问题上一定会受到种种指责。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从来没有过错的，我们有许多不好的法令。请你们纠正吧，你们有各种各样的杂志和一批文人。请你们指出，铁路法令的缺点在哪里。我们在4月4日的会议上就建议你们这样做，而今天已经是4月29日了，已经过去25天了，但是那批大文人都默不作声，因为他们什么也讲不出来。

你们知道，尽管我们的铁路法令有种种错误，——我们愿意改正这些错误，——但是它抓住了我们所需要的最根本的东西；它依靠那些遵守最严格的纪律的工人群众，这些群众需要通过个人权力联合起来，这种权力由苏维埃赋予和撤销。苏维埃要求在工作时间，在劳动时间，在这过程中，无条件地执行命令，因为必须使大生产象一部机器那样工作，必须使成千上万的人在工作和劳动时间遵循一个意志，服从一个苏维埃领导人的命令。（鼓掌）由此而联想到拿破仑和尤利乌斯·凯撒，这不是发疯，就是被那些专门咒骂布尔什维克的特权阶级书报完全弄糊涂了。同志们，颁布铁路法令，这一步表明我们已经走上正确的道路，走上了轨道。我在自己的发言中也告诉过你们，为什么我们要走这条道路；我们在人民委员会中没有谈论什么拿破仑大帝和尤利乌斯·凯撒，而是几百次地谈论如何整顿铁路，我们知道来自地方上的意见，我们从与铁路组织的许多次谈话中也知道，无产阶级分子是拥护我们的，他们要求有纪律，希望有秩序，他们看到，在俄国中部地区人们在挨饿，而粮食是有的，但是由于运输混乱而很难送到那里。

可是，有一些人动摇不定，茫然失措，带有小资产阶级情绪，他们被个人权力吓坏了，害了歇斯底里症，不同我们一道走，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有右派，还是因为有人，特别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害了歇斯底里症呢？这里简直是乱作一团，谁也理不清楚。为了避免无谓的争吵，我们说：希望你们抓住根本问题并进行具体分析。

在这里也有人象卡列林和马尔托夫一样说我们同资产阶级调和，这是胡说。我劝你们读一下考茨基那本权威性的小册子，看看考茨基是怎样设想社会革命后的第一天的生活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他写的大意就是：不应该让托拉斯的组织者闲着没有事情干。这样写的人懂得，组织千百万人从事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没有学过这个，也没有地方去学，而托拉斯的组织者懂得，没有这个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我们也应该懂得这一点。因此，所谓同资产阶级调和、妥协等等这些话，全然都是胡说。考茨基认为，必须通过经验懂得大生产，这个论点是谁也驳不倒的。





	载于1920年《第四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39—276页

















[105]

 这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于1918年4月29日，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次日举行。列宁受俄共（布）中央的委托在会上作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为使莫斯科广大的工人积极分子能够听到，报告是在综合技术博物馆作的。在讨论列宁报告时发言的有：Φ．Κ．斯韦特洛夫（代表最高纲领派）、弗•亚•卡列林（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尔•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加•林多夫（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振）、列•谢•索斯诺夫斯基（代表布尔什维克）、亚•格耶（代表无政府主义者）和尼•伊•布哈林（以个人的名义）。列宁作了总结发言后，会议通过决议，表示赞同列宁报告的基本论点，并委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同报告人一起用这些论点编成一个简要的提纲，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任务予以公布。——223。





[106]

 指左派社会革命党1918年4月17—2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在讨论该党当前任务问题时形成了两派。以波·达·卡姆柯夫为首的一派，为该党中央进行反对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活动辩护，认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拒绝参加苏维埃政权中央机关的工作是正确的。以玛·亚·斯皮里多诺娃为首的另一派，批评该党中央极“左”，主张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苏维埃政府，以便实行该党的土地纲领。经过激烈的辩论，代表大会通过了折中的决议：一方面赞同该党中央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立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人民委员会的行动，同时主张参加中央的和地方的政权机关，以便“纠正苏维埃政策的总路线”。——225。





[107]

 《劳动旗帜报》（《Знамя　Тру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政治和文学报纸（日报），1917年8月23日（9月5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担任该报编辑的有B．B．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波·达·卡姆柯夫和玛·亚·斯皮里多诺娃等。该报起初是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机关报。1917年11月1日（14日）第59号起成为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机关报，1917年12月28日（1918年1月10日）第105号起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1918年3月15日迁往莫斯科。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后被查封。——228。





[108]

 指“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派别刊物《共产主义者》杂志（周刊）。该杂志从1918年4月20日起在莫斯科出版，头几期是作为俄共（布）莫斯科区域局的机关刊物出版的。由于5月召开的莫斯科区域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莫斯科区域局从杂志上撤销了自己的署名，因此最后一期即第4期（1918年6月）是作为“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机关刊物出版的。——228。





[109]

 伊苏夫的提纲是指1918年4月孟什维克莫斯科区域委员会全会根据约·安·伊苏夫的建议通过的提纲。这里说的是该提纲的第3条。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曾把伊苏夫提纲的这一条同“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的经济论点作了对比，揭露了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见本卷第286—289页）。——228。





[110]

 指“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目前形势的提纲》。这个提纲曾在1918年4月4日召开的党的中央委员和“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联席会议上讨论过。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对这个提纲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批判（见本卷第264—293页）。——230。





[111]

 这里说的是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关于批准和约问题的表决情况。在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有两个决议草案：一个是列宁提出的，主张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另一个是“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的，反对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即《关于当前形势的提纲》）。这两个决议草案究竟哪一个可以作为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决议的基础，在3月8日的上午会议上进行了表决。结果列宁的决议案得28票，获通过，“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决议案得9票，被否决。会议接着对列宁的决议案进行讨论，提出补充和修正意见，最后进行记名表决，结果以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左派共产主义者”把两次表决结果搅和到一起：12票反对和约用的是第二次表决的数字，28票赞成缔结和约用的是第一次表决的数字。——230。





[112]

 指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表决结果。



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3月17—19日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共964名，其中有布尔什维克428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414名，无党派人士82名，其他方面的代表40名。代表大会宣布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独立，号召乌克兰工人和农民给予侵犯乌克兰的德帝国主义者最坚决的回击。“左派共产主义者”企图利用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推行自己的路线，在会上提出了谴责苏维埃政府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提案。由扬·波·加马尔尼克、阿尔乔姆、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和约问题上坚持了列宁的立场。代表大会以408票对308票的多数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231。





[113]

 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再次批判了这一论点（见本卷第289—290页）。——238。





[114]

 指在制革业、纺织业和制糖业中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联合企业。1918年初，制革工会与全俄制革业厂主协会达成协议：制革厂应按苏维埃政府指派的任务并在苏维埃政府资助下进行生产，全部产品交国家支配。在制革业的管理机构——制革业总委员会中，工人占三分之二席位，而私人企业主和资产阶级技术知识分子占三分之一席位。纺织业、制糖业以及轻工、食品工业的其他一些部门也签订了类似的协定。同时国家还保留着没收加入国家资本主义联合企业的工厂的权力。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人民委员会活动的报告时，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同厂主联合会订立合同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并且指出这种协议可以保证工人对整个工业部门进行管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77页）。——240。





[115]

 《左派共产主义者》是列宁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者》杂志的讽刺性称呼。——241。





[116]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发行纸币曾是国民经济、军事和社会文化事业拨款的最重要来源之一。但列宁当时就强调说，发行纸币——“印票子的办法”——“只能当作一种临时性的措施”（见本卷第329页）。——243。





[117]

 指《国家与革命》。布哈林对该书的评论载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者》杂志1918年4月20日第1期。——244。





[118]

 “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是1915年9月在齐美尔瓦尔德举行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时，根据列宁的倡议组成的左派国际主义者集团。——248。





[119]

 无政府主义者亚·格耶在这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列宁的报告发言说，德国的无产阶级以及整个西欧的无产阶级“害了鼠疫”，“由于腐化了的正统的社会民主党的教育”而“昏昏欲睡”，所以“指望德国无产阶级的帮助是一种空想”。——249。





[120]

 1918年4月4日，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举行了联席会议。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是会上的一次争论。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也谈到了这件事（见本卷第291页）。——251。





[121]

 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经讲到，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马克思认为，向资本家赎买生产资料就是这种过渡的具体道路之一。恩格斯写道：“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5页）——253。





　





《列宁全集》第34卷


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122]


（1918年4月29日和5月3日之间）

1．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极端困难和危急的，因为国际资本和帝国主义最切身的根本利益促使帝国主义不仅力图对俄国实行军事进攻，而且力图达成瓜分俄国和扼杀苏维埃政权的协议。

西欧各国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的加剧，以及日本和美国在远东的帝国主义竞争，牵制了或制止了这种企图，不过这也只能是部分的，只能在一段时间，而且可能是短暂的。

因此，苏维埃共和国必须采取以下策略：一方面，要竭尽全力以求最快地发展国家的经济，加强国防力量，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军队；另一方面，在国际政策方面必须实行随机应变、退却和等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正在许多先进国家内比以前更迅速地成熟起来）最后成熟的策略。

2．根据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1918年3月15日的决议，在对内政策方面目前提到日程上来的是组织任务。正是这个任务，即在社会化的大机器（劳动）生产的基础上用新的更高级的方式来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构成1917年10月25日在俄国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主要条件。

3．从单纯的政治观点来看，目前形势的关键是：说服劳动者的俄国相信社会主义革命纲领正确的任务和为劳动者从剥削者手中夺回俄国的任务，已经大体上和基本上完成，而提到日程上来的主要任务是如何管理俄国。组织正确的管理，坚定不移地执行苏维埃政权的决议，这就是苏维埃的迫切任务，这就是苏维埃类型的国家取得完全胜利的条件。这种类型的国家只是以法令形式宣告成立是不够的，只是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是不够的，还必须实际地组织好，并且通过正规的、日常的管理工作加以检验。

4．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目前的关键是：我们在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全民的无所不包的计算和监督方面，以及对生产实行无产阶级的调节方面的工作，大大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地主和资本家的工作。这就是决定我们任务的基本事实。

由此可见，一方面，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说，成为当前的重心的是组织计算和监督。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自10月以来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取得的一切经济成果以及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国有化方面采取的一切措施才能得到巩固，也只有做到这一点，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才能完全巩固。

另一方面，上述基本事实也说明了，为什么苏维埃政权在一定情况下不得不后退一步，或者说同资产阶级倾向实行妥协。例如，对许多资产阶级专家付给高额薪金，就是这种后退和对巴黎公社原则的背离。同资产阶级合作社达成关于逐步吸收全体居民加入合作社的步骤和措施的协定，就是这种妥协。当无产阶级政权还没有完全搞好全民的监督和计算的时候，这样的妥协是必要的，而我们的任务是：在丝毫不向人民隐瞒妥协的消极面的同时，尽力改善计算和监督，作为将来彻底消除一切这类妥协的唯一方法和手段。目前，这样的妥协是必要的，它是比较缓慢但是比较踏实地前进的唯一保证（因为我们的计算和监督实行得晚了）。当我们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完全实行了计算和监督的时候，这种妥协就没有必要了。

5．现在，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特别重要。这方面已经采取的步骤，尤其是工会已经采取的步骤，应当全力予以支持、巩固和加强。这里包括例如实行计件工资，采用泰罗制中许多科学的先进的因素，使工资同工厂的总工作量或铁路水路运输等的经营结果相适应。这里还包括组织各生产和消费公社之间的竞赛、选拔组织家等等。

6．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对必需的，这一真理在我国革命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实际的证明。但是，专政首先要有一个真正坚强的、对剥削者和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革命政权，而我们的政权却太软弱了。在劳动时间服从，而且是无条件地服从苏维埃领导人的个人指挥，服从选举产生或苏维埃机关任命的、拥有独裁权力（如铁路法令要求的那样）的独裁者的个人指挥，这一点还做得远远不够。这里表现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即与无产阶级纪律性和社会主义根本抵触的小私有者的习惯、意向和情绪的自发势力的影响。无产阶级的一切觉悟分子都应该积极地同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这种自发势力不但直接地表现出来（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等所支持的各种对抗无产阶级政权的行为），而且也间接地表现出来（小资产阶级左派社会革命党和我们党内把自己降低到采取小资产阶级革命手段、仿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个派别在主要的政策问题上所暴露的历史性动摇）。

建立铁的纪律和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摇摆——这就是当前的总口号。





	载于1918年5月9日《贫苦农民报》第3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77—280页

















[122]《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是列宁在1918年4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报告后，受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写的。5月3日，党中央委员会对提纲稍加修改，一致通过。5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把它发给各级地方苏维埃，并在通告信中指出，列宁的提纲“应该作为所有苏维埃活动的基础”（参看注105）。——[257]。







《列宁全集》第34卷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播种面积组织处的法令草案的补充[123]


（1918年5月2日）

委托农业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采取紧急措施，使农民土地以及已作安排的国家耕地尽可能减少春播谷物播种不足的情况，发展蔬菜种植业和作好秋播的准备。





	载于1918年5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91号（非全文）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81页

全文载于1959年《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2卷

















[123]这个法令连同列宁的补充于1918年5月2日由人民委员会批准，发表于5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91号（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212—216页）。——[261]。







《列宁全集》第34卷


农业人民委员部领导问题事先协商会议的决定草案[124]


（1918年5月3日）

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谢列达同志和美舍利亚科夫同志同列宁举行的事先协商会议（研究斯皮里多诺娃同志和卡列林同志提出的问题）作出如下结论：所提问题应视为重大政治问题加以研究，因此，应无条件地提交俄共中央。

会议认为，这些问题必须紧急、火速提交中央委员会。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97页

　















[124]文件中提到的问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玛·亚·斯皮里多诺娃和弗·亚·卡列林要求把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权全部交给左派社会革命党，而只给布尔什维克保留政治代表权。关于这个问题，还见列宁1918年5月3日给俄共（布）中央的便函（《列宁全集》第2版第48卷）。



1918年5月3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要求。——[262]。



　





《列宁全集》第34卷


致俄共中央[125]


（1918年5月4日）

我请求把审判贪污案件（1918年5月2日）的党员开除出党的问题列入议程，因为他们对案情属实、本人供认不讳的受贿者只判了半年监禁。

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而判以轻得令人发笑的刑罚，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 可耻的
 行为。这样的同志应该受到舆论的 谴责
 ，并且应该 开除出党
 ，因为他们应该是与克伦斯基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为伍，而不能跻身于革命的共产党人之列。






	　　列宁
1918年5月4日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82页

















[125]1918年5月2日，莫斯科革命法庭审理了莫斯科侦查委员会4名工作人员被控受贿和敲诈勒索一案后，轻判了这些人。为此，列宁写了这封信。列宁先把这封信寄给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尼·瓦·克雷连柯，要他把犯人和法官的名字告诉党中央委员会。收到答复后，列宁把这封信寄给了中央。由于列宁的坚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审理了这个案件，其中3名被告各被判处10年徒刑。



在把信寄给中央的同时，列宁还给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写了一个便条，要求他急速提出一项法令草案，规定对贿赂行为起码判处徒刑10年，外加强迫劳动10年。



人民委员会还根据列宁的倡议于1918年5月4日通过了一项决定，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制定一个法令草案，对受贿以及与受贿有牵连的行为规定一个比较高的最低惩处标准。司法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关于惩办受贿的法令》草案经人民委员会5月8日会议审查批准，列宁对草案作了修改（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236—237页和240—242页）。——[263]。





《列宁全集》第34卷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1918年5月5日）

“左派共产主义者”小集团的刊物《共产主义者》杂志的出版（1918年4月20日第1期）和他们的“提纲”的发表，有力地证实了我在论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那本小册子 
［注：见本卷第150—188页。——编者注］

 里所谈到的内容。那种有时隐藏在“左的”口号下面来为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辩护的全部幼稚性，在政治出版物中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明显的证明了。研究“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议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因为这些议论在当前是有代表性的；它们从反面非常清楚地指明了目前形势的“关键”；它们是有教育意义的，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些不了解形势的人中比较好的人，他们无论在知识方面或在忠诚方面，都远远超过那些犯有同样错误的 平庸
 之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一

“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以政治——或想起政治作用的——权威的资格，向我们提出了他们的“目前形势的提纲”。把自己的观点和策略的基本原则连贯地完整地阐述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好习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好习惯，有助于揭露我们的“左派”的错误，因为他们一着手进行论证而不是唱高调，就暴露出他们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字里行间以各种暗示的方式拐弯抹角地提起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是否正确这个老问题。“左派”不敢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只是滑稽可笑地东拉西扯，堆砌一个又一个论据，挖空心思编造各种理由，罗列种种“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信口开河，废话连篇，毫不理会他们是怎样地自相矛盾。“左派”对于在党代表大会上有12票反对和约这个数字津津乐道，尽管赞成和约的有28票，而对于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内的好几百票中他们得到的票数还不到十分之一这个事实，却讳莫如深。他们制造一种“理论”，说赞成和约的是些“疲惫的、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人”，而反对和约的“是经济上比较有生气和粮食比较有保证的南部地区的工人和农民……”这种说法怎能不令人发笑？他们对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赞成和约的表决情况一声不响，对过去反对和约的、俄国的典型小资产阶级的和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政治集团（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只字不提。用所谓“有科学根据”这种可笑的解释来掩盖自己的破产，来掩盖种种事实，那是一种十分幼稚的伎俩，只要综观一下这些事实，就可以看到，用小资产阶级革命空谈的口号来反对和约的，正是一些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党内知识分子“头面人物”和上层分子，而赞成和约的正是工人和被剥削农民 群众
 。

尽管“左派”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提出了上述种种声明和狡辩，但是简单而明显的真理毕竟是掩盖不住的。提纲的作者们不得不承认：“和约的缔结暂时削弱了帝国主义者进行国际勾结的意图”（“左派”的这种说法不确切，不过在这里用不着来谈这些不确切的地方）。“和约的缔结，已经使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搏斗更加剧烈了。”

这就是事实。这就是具有 决定性
 意义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反对缔结和约的人客观上成了帝国主义者手中的玩物，落入了他们的圈套。因为在包括几国的、力量大到足以战胜 国际帝国主义
 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以前，已经在一个国家中（尤其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中）获得了胜利的社会主义者的直接使命， 不是
 去同强大的帝国主义作战，而要竭力避免作战，要等待，让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搏斗 进一步
 削弱他们自己，加速其他国家革命的到来。我们的“左派”在1月、2月和3月不懂得这个简单的真理，就是现在，他们还是害怕公开承认这个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却透过他们的种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诸如“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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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而清楚地显示出来。


　　“左派”在自己的提纲中写道：“在即将到来的春季和夏季里，帝国主义体系必定开始崩溃，即令德帝国主义赢得当前战局的胜利，也只能使这个崩溃延缓一下，但那样就会崩溃得更惨。”



　　这种说法尽管看起来好象很有科学性，实际上是更加幼稚，更加不准确。只有小孩子才这样来“理解”科学：似乎科学能够断定在哪一年内，在春季和夏季或秋季和冬季里，“必定”“开始崩溃”。想要弄清无法弄清的事情，那是可笑的徒劳之举。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家决不会说一个“体系”的某种崩溃 在什么时候
 “必定开始”（况且，事实上这个 体系
 已经开始崩溃，问题是在 各个
 国家在什么时候爆发）。但是，一个无可争辩的真理透过这种幼稚得可怜的说法日益清楚地显示出来了：在其他比较先进的国家里爆发革命一事，在和约签订以后开始的“喘息时机”已经过了一个月的今天，比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以前离我们 更近
 了。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主张缔结和约的人是完全正确的，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们曾向那些崇尚浮夸的人指出：必须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不要在社会主义力量还薄弱、作战时机显然 不
 利于社会主义的时候同帝国主义者作战，便于他们反对社会主义， 不要
 以此 帮助
 帝国主义者。

但是，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也爱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因为在他们身上无产阶级的东西特别少，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特别多）却不善于考虑力量的对比，不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关键就在这里，而他们却看不见这个“关键”，只是“傲慢地”说一些空话，例如：


　　“……萎靡不振的‘和平心理’在群众中深深地扎根，这是政治形势方面的客观事实……”



　　这真是奇谈妙论！经过三年最痛苦最反动的战争以后，由于有了苏维埃政权及其正确的不尚空谈的策略，人民得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很不巩固和很不充分的喘息时机。而“左派”知识分子却象自命不凡的纳尔苏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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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神气活现、煞有介事地说：“萎靡不振的〈！！！？？？〉和平心理在群众中〈？？？〉深深地扎根〈！！！〉。”我在党代表大会上说过，“左派”的报纸或杂志的刊名不应该叫《共产主义者》，而应该叫《小贵族》 
［注：见本卷第19页。——编者注］

 ，我这种说法难道不正确吗？一个稍微懂得被剥削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和心理的共产主义者，难道可以采取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充满小贵族情绪的、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说“和平心理”是“萎靡不振”，而挥舞纸剑倒是“奋发有为”吗？其实我们的“左派”正是在挥舞纸剑，他们回避人所共知的并且为乌克兰战争所再度证明了的事实：被三年残酷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人民，如果得不到喘息时机，就不能继续作战；如果无力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战争，战争所造成的往往就是小私有者的涣散心理，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我们在《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到处都可以看出，我们的“左派”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以及如何培养这种纪律，他们浸透了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心理。


二

但是，也许“左派”关于战争的空谈不过是一种幼稚的热情，而且事关过去，因此并没有丝毫政治意义吧？有些人这样为我们的“左派”辩护。但这是不对的。如果希望起政治领导作用，就要善于 周密地考虑
 政治任务，而“左派”由于没有这种能力，就变成一些毫无定见的传播动摇情绪的人，这种动摇情绪在客观上只有一个意义：“左派”以自己的动摇 帮助
 帝国主义者诱使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去投入对自己显然不利的战斗， 帮助
 帝国主义者把我们拖下陷阱。请听吧：


　　“……俄国工人革命如果离开世界革命的道路，一味地避免战斗，在国际资本的进攻面前退却，向‘本国资本’让步，它就不能‘保全自己’。从这个观点出发，必须采取坚决的、阶级的、国际的政策；既用言论又用实际行动来进行国际的革命宣传，必须同国际社会主义（而不是同国际资产阶级）加强有机联系……”





　　关于这里在国内政策方面所作的攻击，将另外再谈。现在就来看看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这种言词上的狂热（和实际行动中的畏怯）吧。 目前
 每一个不愿意做帝国主义挑拨工具和不愿意落入陷阱的人， 应该
 执行什么策略呢？每个政治家都应该明确地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党的回答是众所周知的： 目前
 应该 退却
 ，避免作战。我们的“左派”不敢作相反的回答，却放空炮说：“采取坚决的、阶级的、国际的政策”！！这是欺骗群众。如果想现在作战，就请直说吧。如果不愿意现在 退却
 ，就请直说吧。否则，就你们的客观作用来说，你们就是帝国主义挑拨的工具。而你们的主观“心理”就是发了狂的小资产者的心理，这种小资产者尽管硬充好汉，夸口吹牛，但心里很清楚：无产者实行退却并力求有组织地退却 是正确的
 ；无产者考虑到在没有力量的时候应该（在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面前）退却，甚至退到乌拉尔一带，这是正确的，因为在西欧的革命还在酝酿的时期，这是赢得时间的 唯一
 希望，这个革命虽然不是“必定”（不象“左派”空谈的那样）在“春季或夏季”开始，但是它 一月比一月
 更加临近，更加肯定。

“左派”没有“自己的”政策；他们 不敢
 宣布 现在
 退却是不必要的。他们拐弯抹角，闪烁其词，玩弄字眼，把 目前
 避免作战的问题偷换成“一味”避免作战的问题。他们光是吹肥皂泡，说什么“用实际行动来进行国际的革命宣传”！！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只能意味着：或者是诺兹德列夫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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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发动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为目的的进攻战，二者必居其一。公开说出这种荒唐的话是不行的，所以“左派”共产主义者不能不用响亮的十足的空谈来作掩护，以逃避一切觉悟的无产者对他们的讥笑；他们以为，粗心的读者也许看不出“用实际行动来进行国际的革命宣传”这句话的真正意义。

空话连篇，夸夸其谈，这是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对于有这种“习性”的人，一定会给以惩罚，大概最轻也要加以嘲笑和撤销其一切负责职务。应该简单明了、直截了当地向群众讲明令人痛苦的真实情况：主战派在德国会再一次占上风（就是说很快就会向我们发动进攻），德国和日本将根据成文或不成文的协议来共同瓜分我们，扼杀我们，这是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听从空喊家的意见，我们的策略就应该是：等待，拖延，避免作战，退却。如果我们丢开空喊家，并且“振奋起来”，建立真正铁的、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共产主义的纪律，我们就很有希望赢得好几个月的时间，那时，就是退到了乌拉尔（在最坏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也 能使
 我们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 更加
 有可能来援助我们。 更加
 有可能“跑完”（用体育用语来讲）从开始爆发革命行动到实行革命之间的距离。

这样的策略，也只有这样的策略，才能切实加强国际社会主义的一支暂时处于孤立的队伍同其余队伍间的联系；而你们呢，亲爱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老实说，你们只是在一个响亮词句同另一个响亮词句间“加强有机联系”。这可是一种很不好的“有机联系”啊！

亲爱的朋友们，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会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这是因为你们对于革命口号背诵得多，死记得多，而思索得却很少。因此你们把“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这句话加上引号，想必是要表示你们的讥讽，但实际上这个引号正表示出你们的头脑糊涂。你们惯于把“护国主义”看作卑鄙龌龊的东西，你们记住了、背熟了这一点，你们热心地反复背诵这一点，以致你们中间有些人竟然荒谬到以为在帝国主义 时代
 保卫祖国是不能容忍的（实际上，只是在资产阶级所进行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才是不能容忍的）。但是你们没有很好考虑：“护国主义”为什么是并且在什么时候才是卑鄙的。

承认保卫祖国，就是承认战争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从什么观点出发来看这种合理性和正义性呢？只有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及其争取自己解放的观点出发；其他的观点，我们是不承认的，如果是剥削者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而进行战争，这就是罪恶的战争，在 这种
 战争中采取“护国主义”就是卑鄙行为，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如果是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而进行战争，那么这种战争就是合理的和“神圣的”。

1917年10月25日以后我们是护国派。我曾十分明确地一再讲过这一点，你们也不敢反驳这一点。正是为了同国际社会主义“加强联系”，就 必须
 保卫 社会主义
 祖国。谁要是对无产阶级已经获得胜利的国家的国防采取轻率的态度，他就是在破坏同国际社会主义的联系。当我们是被压迫阶级的代表时，我们不曾轻率地对待过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问题，我们从原则上否认了这种保卫。当我们已成为开始组织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的代表时，我们就要求一切人 严肃地
 对待国防。严肃地对待国防，这就是说要切实备战并精确地估计力量的对比。如果力量显然不够，那么最重要的防御手段就是 向腹地退却
 （谁要是认为这只是临时拿来应急的公式，那么，他可以去读一读伟大的军事著作家之一老克劳塞维茨关于这一点的历史教训的总结）。可是“左派共产主义者”丝毫也不象是懂得力量对比问题的意义。

过去，我们从原则上反对护国主义，所以我们当时有理由讥笑那些好象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想“保护”自己祖国的人。现在我们已经获得做无产阶级护国派的权利，问题的整个提法就根本改变了。我们的责任就是慎重估计各种力量，仔细考虑我们的同盟者（国家无产资级）是否来得及援助我们。资本的利益，就是要在一切国家工人还没有联合起来（实际上联合起来，即开始革命）以前，把敌人（革命的无产资级）各个击破。我们的利益，就是要尽一切可能，利用甚至是最小的机会，使决战推迟到整个国际大军的各上个革命部队实现这种联合的时候（或者实现了这种联合“之后”）。


三

现在我们来谈谈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国内政策方面的不幸。读一读他们关于 目前
 形势的提纲中的下列词句，实在令人不禁失笑：


　　“……只有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才能有计划地利用现存的生产资料”……“不是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而是要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和彻底粉碎怠工……”



　　可爱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坚决性那么多……而思考力却那么少！所谓“最坚决的社会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国有化问题和没收问题上，可以有坚决的或者是不坚决的态度。关键却在于：要 从
 国有化和没收过渡 到
 社会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也是不够的。我们的“左派”的不幸，就在于他们天真地、幼稚地把“最坚决的……社会化”这些字眼联在一起，从而暴露了他们对问题的关键完全无知，对“目前”形势的关键完全无知。“左派”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目前形势”的实质，没有看到从没收（在实行没收时，政治家的主要品质就是坚决性）到社会化（要实行社会化，就要求革命家有 另一种
 品质）的过渡的实质。

昨天，形势的关键在于尽量坚决地实行国有化，实行没收，打击和打倒资产阶级，粉碎怠工，今天，只有瞎子才看不到，我们已经国有化的，已经没收的，已经打倒的和粉粹的， 比我们来得及加以计算的
 要多。可是社会化和简单的没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实行没收单有“坚决性”就可以了，用不着有正确计算和正确分配的才能， 而实行社会化，没有这种才能就不行
 。

我们的历史功绩，就是昨天（明天也会如此）在实行没收方面，在打倒资产阶级和粉碎怠工方面，我们是坚决的。如果今天把这一点写入“目前形势的提纲”，就是面向过去而不懂得转向未来。　 

“……彻底粉碎怠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项任务！但是我们这里的怠工已经完全“粉碎”了。我们所缺乏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即 进行计算
 ，盘算一下应该把哪些怠工者安插到哪些地方去，怎样组织 自己的
 力量去实施监督，譬如说，派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或监督者去监督一百个到我们这里来上班的怠工者，在这种情况下，侈谈“最坚决的社会化”、“完全打倒”、“彻底粉碎”，就是胡说八道。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点就是不知道打倒、粉碎等等对于社会主义是不够的，只有疯狂反对大私有者的小私有者才认为这样就够了，而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犯这种错误。

如果说我们上面所引的话使人不禁失笑，那么“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下述发现就简直使人捧腹大笑了，他们发现：苏维埃共和国在“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倾向”的影响之下有“演变到国家资本主义去”的危险，这可真要把人吓坏了！而且“左派共产主义者”又是多么卖力地在提纲中、在论文中，到处重复着这一骇人听闻的发现啊……

但是他们从没有想过，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 一个进步
 。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

我可以想象，“左派共产主义者”将怎样义愤填膺，怒斥这些话，他们将在工人面前给“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倾向”以何等“致命的批评”。怎么？在苏维埃 社会主义
 共和国内，向国家 资本主义
 过渡竟会是一个进步？……这岂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吗？

“左派共产主义者” 在经济问题上的
 错误的根源正是在这里。因此，正是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第一，“左派共产主义者”不了解，这个使我们有权利和有根据自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 过渡
 ，究竟是怎样的。

第二，他们暴露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就因为他们 看不到
 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 主要
 敌人。

第三，他们拿出“国家资本主义”来吓人，这就暴露出他们不了解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与资产阶级国家迥然不同。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三点。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 既有
 资本主义的 也有
 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

（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

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

试问，占优势的是哪些成分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在我国， 投机商
 时此时彼地破坏国家资本主义的外壳（粮食垄断，受监督的企业主和商人，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而投机活动的主要对象是 粮食
 。

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展开。如果用“国家资本主义”等这些经济范畴的术语来说，究竟是谁和谁进行这一斗争呢？按我刚才列举的次序，是第四种成分和第五种成分作斗争吗？当然不是。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小资产阶级抗拒 任何的
 国家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事实，“左派共产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这一事实，投机商、奸商、垄断制破坏者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措施的敌人。如果说在125年以前，法国小资产者这些最热情、最真诚的革命家想通过处死个别几个“要犯”和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来战胜投机商的愿望在当时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现在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用纯粹的空谈来对待这个问题，就只能引起每个觉悟的革命者的憎恶或厌弃了。我们非常明白，投机活动的经济基础，就是在俄国人数特别众多的小私有者阶层，以及以 每一个
 小资产者作为自己代理人的私人资本主义。我们知道，这种小资产阶级九头蛇的千百万触角，时此时彼地缠住了工人中的个别阶层，投机活动正在 取代国家垄断
 而渗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毛孔。

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恰恰由于盲目无知而暴露出自己做了小资产阶级偏见的俘虏。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在口头上是（当然，他们也深信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敌人，而在实际上却正好是帮助小资产阶级，正好是为小资产阶级效劳，正好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因为他们要—— 在1918年4月！！
 ——反对……“国家资本主义”！真是胡闹！

小资产者手头拥有在战时用“正当”办法，特别是用不正当办法积攒起来的几千几千的小款项。这就是作为投机活动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基础的典型经济形式。货币是取得社会财富的凭证，千百万小私有者紧紧地握住这种凭证，把它瞒过“国家”的耳目，不相信任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心想“躲过”无产阶级的风暴。或者是我们使这些小资产者服从 我们的
 监督和计算（只有把贫民即多数居民或者说半无产者组织在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是这些小资产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推翻我们的工人政权，就象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者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仑们和卡芬雅克们推翻了革命一样。问题就是如此。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由于一味空谈所谓“劳动”农民而看不到这个简单而明显的真理，但是有谁会认真地对待这些沉溺于空谈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呢？

存有几千小款项的小资产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敌人，他们希望一定要为自己使用这几千小款项，反对贫民，反对任何的国家监督，而这几千几千的小款项加起来就是好多个亿，它们成为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投机活动的基础。假定说，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几天内创造出为数1000的价值。又假定说，由于小投机活动，由于各种盗窃行为，由于小私有者“逃避”苏维埃的法令和条例，这个总数中的200消失了。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说：假如我从这1000中拿出300来就能建立起更好的秩序和组织，那我乐意拿出300，而不是200，因为在苏维埃政权下，既然秩序和组织会整顿好，既然小私有者对国家各种垄断的破坏会被彻底粉碎，那么以后减少这种“贡赋”，比如说减到100或50，就会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个用简单数字来表示的例子（为了使说明通俗起见，我故意把它尽量简化）说明了当前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相互关系
 ，工人掌握着国家政权，他们在法律上有最充分的可能把1000统统“拿到手”，就是说，不让一个戈比落在非社会主义用途上。这种由于政权实际已转到工人手中而产生的法律上的可能性，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

但小私有者的和私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却通过很多渠道来破坏法律上的规定，暗中投机，破坏苏维埃法令的执行。国家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哪怕
 （我故意用这样的数字作例子，是为了更明显地说明这点）我们付出的代价要比现在 大
 ，因为“为了学习”是值得付出代价的，因为这对工人有好处，因为消除无秩序、经济破坏和松懈现象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让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就是最大、最严重的危险，它 无疑
 会葬送我们（如果我们不战胜它的话），而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赋，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一经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恕我如此来形容），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

国家资本主义 在经济上
 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

第二，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因为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和贫民的权力得到保障的国家。“左派共产主义者”不懂得这些无可争辩的真理，没有一点政治经济学头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也永远不会懂得这些真理，但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却 不得不
 承认这些真理。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值得争论，只要指出他们是空谈家的“可憎的样板”就够了；而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却 应该
 争论，因为这里是马克思主义者犯了错误，而分析他们的错误，可以帮助 工人阶级
 找到正确的道路。


四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首先来举一个最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就是德国。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 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
 有计划的组织。如果把这些黑体字删掉，不要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 国家，同样用国家
 ，然而是另一种社会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国家， 苏维埃
 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那你们就会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 全部
 条件。

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这么说的，而对那些 甚至连
 这点都不了解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至少半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不值得多费唇舌的。

同时，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这也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除了孟什维克这类头号蠢人，没有人期待历史会顺利、平静、轻易、简单地产生出“完整的”社会主义来）发展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 产生出
 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两者紧挨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

如果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那它就能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击破任何帝国主义的蛋壳（可惜这种蛋壳是由最好的钢材制成的，因此不是 任何
 ……鸡雏的力量所能啄破的），就一定能不经过困难或只经过极小的困难而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当然这里是指全世界历史范围的“困难”，而不是指平常小范围的“困难”。

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诞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 全力
 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要不惜采用 独裁的
 方法加紧仿效，甚于当年的彼得，他曾不惜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对付野蛮，以促使野蛮的俄罗斯加紧仿效西欧文化。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人（我不由得想起了卡列林和格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竟象纳尔苏修斯那样地议论说，向德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那么我们只需这样回答：要是认真听信这帮人的意见，革命早就会遭到无可挽救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失败了。

在俄国目前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这种资本主义 无论
 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 或者
 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 同一条道路
 ，都是 经过同一个
 中间站，即我们所说的“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他们或者是不了解具体事实，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视现实，或者是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目前我国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步骤。顺便说一下，这就是把《新生活报》和《前进报》营垒中的优秀人物弄糊涂的同一个理论错误。这个营垒中最差的和中等的人物，由于秉性愚钝，毫无气节，已被资产阶级吓倒，做了他们的尾巴；而其优秀人物也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导师们之所以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要有一整个过渡时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强调新社会诞生时的那种“长久的阵痛”也不是没有缘故的，并且这新社会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

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 共有的
 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俄国现时的经济情况前进，正因为如此，用“向国家资本主义 方向
 演变”（《共产主义者》第1期第8页第1栏）来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在理论上是荒谬透顶的。这恰恰意味着在思想上“偏离了方向”，离开了“演变”的真正道路，不懂得这条道路；而在实践上，这等于是向小私有者的资本主义倒退。

我绝不只是现在，而是早 在
 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 以前
 ，就对国家资本主义作过“高度的”评价；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一点，我想从我在1917年9月所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本小册子中摘引几段：


　　“……试一试用革命民主
 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
 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
 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
物质

 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
 ，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
 。”（第27页和第28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17、219页。——编者注］







　　请注意，这几段话是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写的，这里所谈的 不是
 无产阶级专政， 不是
 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革命民主”国家。我们由这一政治阶梯往上登得 愈高
 ，我们在苏维埃内把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得 愈充分
 ，我们就应该 愈不
 惧怕“国家资本主义”，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从 物质
 、经济、生产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这难道还不清楚吗？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问题，结论只有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对我们的威胁的论断，是一个极大的经济错误，它清楚地证明他们完全成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五

下面这个情况也是极有教益的。

当我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布哈林同志争论时 
［注：见本卷第252—253页。——编者注］

 ，他还谈到一个意见：在给专家以高额薪金的问题上，“我们〈显然，这个我们是指“左派共产主义者”〉比列宁要右一些”，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我们记得马克思说过，在一定条件下，对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是“用赎买摆脱这个匪帮”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5页。——编者注］

 （指资本家匪帮，也就是说，从资产阶级手里 赎买
 土地、工厂及其他生产资料）。

这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意见表明：第一，布哈林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高出一筹，他完全不是不可救药地堕入空谈，恰恰相反，他在极力思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痛苦而艰难的过渡——的 具体
 困难。

第二，这个意见更加明显地暴露了布哈林的错误。

确实如此。让我们深入思考一下马克思的思想吧。

他指的是上一世纪70年代的英国，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极盛时代，是当时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最少的国家，是当时最有可能“和平地”即通过工人向资产阶级“赎买”的办法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所以马克思说：在一定条件下，工人决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情况会怎样 频繁
 而 剧烈地
 变化。

在苏维埃俄国， 在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 以后
 ， 在
 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被镇压下去 以后
 ，已经形成 某些
 类似半世纪前在英国可以形成的条件（如果英国当时开始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话），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当时英国有下列种种情况可以保证资本家屈服于工人：（1）工人即无产者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因为已经没有农民（在70年代的英国已经有一些征象，可以指望社会主义在农业工人中非常迅速地得到成功）；（2）加入工会的无产阶级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当时英国在这方面居世界第一位）；（3）在长期的政治自由发展中受到严格训练的无产阶级具有比较高的文明程度；（4）组织得极好的英国资本家——当时他们是世界各国中最有组织的资本家（现在这个领先地位已经转到德国）——长时期惯于用妥协的方法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就因为这些情况，当时才会产生有可能使英国资本家 和平地
 屈服于英国工人的想法。

在我国，目前已有某些基本前提（10月的胜利和从10月到今年2月对资本家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的镇压）使这种屈服得到保证。在我国，工人即无产者 没有
 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 没有
 很高的组织程度，胜利的因素是最贫苦的、迅速破产的农民对无产者的支持。最后，在我国，既没有高度的文明，也没有妥协的习惯。如果考虑一下这些具体条件，那就很清楚，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把两种办法 结合起来
 ，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继续以投机和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无情地加以惩治 
［注：这里也应该正视现实：我们还缺少为争取社会主义胜利所必要的无情，而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坚决性。我们的坚决性是很足的，而是我们没有本领相当迅速地捉到人数相当多的破坏苏维埃措施的投机商、奸商、资本家。因为只有组织计算和监督，才能获得这种“本领”！第二，我们的法庭不够强硬，对于受贿者，不判处死刑，而只判处半年监禁。我们这两种缺点有一个共同的社会根源：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它的软弱性。］

 ；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 大
 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 谋求妥协
 或向他们实行赎买。

布哈林是一位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因此他想起马克思曾经十分正确地教导工人说：正是为了易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保存大生产的组织是很重要的； 如果
 （作为一种例外，当时英国是一种例外）将来种种情况迫使资本家和平屈服，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 给资本家付相当多的钱
 ，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

但是，布哈林错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俄国目前的具体特点。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 先进
 ，但在组织象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 落后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工人们目前有必要对那些最文明、最有才干、最有组织能力、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并且诚心诚意地帮助搞好大的和最大的“国家”生产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应该竭力避免两种都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白吗？一方面，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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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套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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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和在社会的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 一切
 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纵容那些空喊家和清谈家，显然也是错误的，这些人一味陶醉于“鲜明的”革命性，但要从事坚忍不拔、深思熟虑、周密审慎并考虑到各种十分困难的转变的革命工作，他们却无能为力。

幸而一些革命政党的发展史以及布尔什维主义与它们作斗争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各种鲜明的典型，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无政府主义者充分表现出自己是一种不大好的革命者典型。现在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嚣，上气不接下气，高喊反对“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妥协”。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深入地思考一下，过去那种“妥协”究竟坏在 哪里
 ，它 为什么
 理所当然地受到历史和革命进程的谴责。

克伦斯基时代的妥协把政权交给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1917年10月和11月间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妥协或者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或者是想不仅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不可靠的同路人”，而且同切尔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敌人来平等地 分掌
 政权，而这些敌人在驱散立宪会议、无情地消灭鲍加耶夫斯基之流、普遍实行苏维埃制度和进行每一次没收等基本问题上是必然会妨碍我们的。

现在政权已经由一个政党，由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到手，保持下来，巩固下来，甚至没有“不可靠的同路人”参加。现在已不存在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分掌 政权
 和放弃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问题，这时候再说什么妥协，那就等于是鹦鹉学舌，只是简单重复一些背得烂熟但毫不了解其意义的词句。现在，当我们能够而且应该管理国家的时候，我们不吝惜金钱，竭力把那些受过资本主义训练的最文明的人吸引过来，利用他们来对付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如果把这说成是“妥协”，那就是根本不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任务。

所以，尽管布哈林同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因卡列林和格耶这类人为他“效劳”而马上“感到羞耻”这一点值得赞扬，对于“左派共产主义者” 这一派人
 来说，指出他们政治上的战友是些什么人，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例如，1918年4月25日的那一号《劳动旗帜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自豪地宣称：“我党现时的立场与市尔什维主义中的另一派（布哈林、波克罗夫斯基等人）是一致的。”又如，同一天的孟什维克的《前进报》刊登了有点儿名气的孟什维克伊苏夫的“提纲”：


　　“苏维埃政权的政策一开始就与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背道而驰，最近更日益公开地走上与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而带有明显的反工人的性质。在工业国有化的幌子下实行培植工业托拉斯的政策，在恢复国家生产力的幌子下企图取消八小时工作制，实行计件工资和泰罗制，搞黑名单和黑籍证。这个政策会使无产阶级丧失经济方面的基本成果，而变成资产阶级任意剥削的牺牲品。”



　　说得太妙了，不是吗？为了履行那些许诺俄国资本家兼并别国领土的秘密条约而同克伦斯基一起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克伦斯基的朋友们，打算在6月11日解除工人武装的策列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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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同事们，用响亮的词句掩饰资产阶级统治的李伯尔唐恩之流，就是他们，就是这些人在指责苏维埃政权“与资产阶级妥协”，“培植托拉斯”（即培植“国家资本主义”！），采用泰罗制。

说实在的，布尔什维克应该授给伊苏夫一枚奖章，他的提纲作为 资产阶级挑拨言论
 的一个标本应该拿到每一个工人俱乐部和工会去展览。现在，工人们已经认清了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之流和伊苏夫之流的真面目，已经处处根据实际经验认识了他们，而用心思索一下为什么 资产阶级的这些走狗
 要挑拨工人们来反对采用泰罗制和“培植托拉斯”，这对于工人们是大有益处的。

觉悟的工人会把李伯尔唐恩先生们和策列铁里先生们的朋友伊苏夫的“提纲”，拿来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下述提纲作一番仔细的比较：


　　“在生产中由于恢复资本家的领导地位，实行劳动纪律并不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主动性、积极性和组织性。实行劳动纪律有使工人阶级受奴役的危险，它将不仅激起落后阶层，而且激起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不满。在无产者普遍仇视‘资本家怠工者’的情况下，为了推行这种制度，共产党就势必依靠小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工人，这就会把自己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毁掉。”（《共产主义者》杂志第1期第8页第2栏）



　　这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它表明“左派”落入了圈套，受了伊苏夫之流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奸细的挑拨。这对于工人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工人们知道，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主张实行劳动纪律，正是小资产阶级拼命破坏这个纪律。象上述的“左派”提纲这样的言论实在是一种奇耻大辱，事实上完全背弃了共产主义，完全转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了。“由于恢复资本家的领导地位”，“左派共产主义者”想用这样的话来“辩解”。这种辩解是没有用的，因为第一，苏维埃政权是在设有工人委员或工人委员会的情况下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的，这些工人委员或工人委员会监督领导人的每一步骤，学习他们的领导经验，不仅能够对他们的命令提出申诉，而且还能够通过苏维埃政权机关来撤换他们。第二，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是为了在工作时间内让他们履行职务，而他们的工作条件则是由苏维埃政权规定的，并且要由它来修改和取消。第三，苏维埃政权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并不是把他们当作资本家，而是把他们当作领取高额薪金的技术专家或组织者。而且工人们知道得很清楚：真正大型的企业、托拉斯或其他机构的组织者，也和第一流的技术专家一样，百分之九十九是属于资本家阶级的，——可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正应该任用他们为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的“领导人”，因为我们 没有
 其他有经验的、熟悉这方面实际工作的人。因为工人们在跨出可能被“左的”词句或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所迷惑的幼年时期以后，恰恰是要经过资本家对托拉斯的领导，经过大机器生产，经过年周转额达几百万的企业，就是说，只有经过这种生产和企业，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工人们不是小资产者。他们不害怕大规模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重视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认为这是他们的工具， 无产阶级的
 工具， 他们的苏维埃
 政权将利用这种工具来反对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和涣散现象。

只有那些没有固定阶级特性因而也是彻头彻尾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才不了解这一点。奥新斯基在“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中和在他们的杂志上的表现，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写道：


　　“……组织和领导企业方面的全部主动权将属于‘托拉斯的组织者’，因为我们不是想教导
 他们，不是想把他们变成普通的工作人员，而是想向他们学习
 。”（《共产主义者》第1期第14页第2栏）



　　在这段话中所卖弄的讽刺，是针对我说的“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社会主义”这句话的。在奥新斯基看来，这句话是很可笑的。他想把托拉斯的组织者变成“普通的工作人员”。如果这种言论是出于诗人所描写的“年方十五，不会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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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年龄的人的口中，那是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学习过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道理，竟讲出这种话，这就未免叫人有些奇怪了。这里已经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

不，只有那些懂得 不
 向托拉斯的组织者 学习就不能
 建立或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要靠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运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象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 无从
 获得这种本领。

如果不是抱着幼稚的目的要“教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社会主义，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教导他们的。对于他们，不是应该教导，而是应该剥夺（这一点在俄国做得相当“坚决”），他们的怠工应该 粉碎
 ，他们作为一个阶层或集团应该 服从
 苏维埃政权。而我们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是年幼无知，就应该向他们学习，而且有东西可学，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办理为千百万人服务的大企业方面 没有
 独立工作的 经验
 。

俄国优秀的工人是懂得这层道理的。他们已经开始向资本家组织者，向工程师领导者，向技术专家学习了。他们已经开始坚定而谨慎地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学起，然后再逐渐学习最难的东西。在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中，这件工作进行得比较缓慢，那是因为它比较困难。而纺织工人、烟草工人和制革工人，不象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害怕“国家资本主义”，害怕“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这些工人在“制革工业总管理局”、“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这一类中央领导机关内同资本家坐在一起， 向他们学习
 ，办理托拉斯，办理“国家资本主义”。而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的胜利的条件。

俄国先进工人的这种工作是同他们实行劳动纪律方面的工作一起进行的，并且在继续进行，他们并不大吹大擂，到处宣扬（大吹大擂对某些“左派”却是必需的），而是非常谨慎，循序渐进，汲取实践中的教训。这项艰难的工作，这项实际 学习
 建设大生产的工作，是我们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保证，是俄国的觉悟工人反对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和涣散现象、反对小资产阶级无纪律现象 
［注：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提纲作者对无产阶级专政
 在经济
 生活方面的作用一声不响。他们只讲“组织性”等等。但是，这一点，就是害怕经济关系上的工人专政
 的小资产者也会承认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决不能在这种时候“忘记”这个旨在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

 的保证，是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


六

在结束本文时，要作两点说明。

1918年4月4日我们同“左派共产主义者”争论的时候（见《共产主义者》第1期第4页注释），我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请解释一下，你们对铁路法令中哪些东西不满意，请拿出 你们的
 修正案来。这是你们这些无产阶级苏维埃领导人的义务，否则你们的言论就只是空谈。

1918年4月20日《共产主义者》第1期出版了，其中 没有一个字
 讲到“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要如何更改或修正铁路法令。

“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这种沉默就是对自己的谴责。他们只限于用一些暗示性的攻击来 反对
 铁路法令（第1期第8页和第16页），而对于“既然铁路法令不正确，那么应该怎样修正呢？”这个问题，却 没有作
 任何明确的回答。

这不用评注就清楚了。对于铁路法令（这个法令是我们的路线即强硬的路线、专政的路线、无产阶级纪律的路线的榜样）所作的 这种
 “批评”，觉悟的工人会把它叫作“伊苏夫式的”批评，或者叫作空谈。

另一点说明。在《共产主义者》第1期里刊载了布哈林同志称赞我的《国家与革命》这本小册子的书评。尽管布哈林这样的人的评论对我来说很有价值，但是老实说，这个书评的 性质
 暴露了一个可悲的和值得注意的事实：布哈林考察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时是面向 过去
 ，而不是面向未来。布哈林注意到了并着重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国家问题上可能有的共同看法。布哈林偏偏“没有注意到”无产阶级革命家区别于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地方。

布哈林注意到了并着重指出了：应该“打碎”、“炸毁”旧的国家机构，应该“扼杀”资产阶级等等。狂热的小资产者也会愿意这么干的。而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2月，我们的革命大体上 已经
 做到了这一点。

可是我的小册子里还讲到了连最革命的小资产者都不会愿意做的、觉悟的无产者愿意做而我们革命 还没有
 做到的事情。关于这个任务，明天的任务，布哈林却保持沉默。

而我对此不保持沉默就更有理由，因为：第一，共产主义者应该更加注意的是明天的任务，而不是昨天的任务；第二，我这本小册子是 在
 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 以前
 写成的，那时，人们还不能以庸俗的小市民的想法来非难布尔什维克，说什么“是啊， 在
 夺得政权 以后
 ， 当然
 要高谈纪律了……”

“……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国家与革命》第77—78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78—79页。——编者注］

 。可见， 在
 夺得政权 以前
 就已讲到了“起码规则”）

“……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那时“人们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同上，第84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85页。——编者注］

 ， 在
 夺得政权 以前
 就已讲到了“行为守则”）

“……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作品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很会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同上，第91页） 
［注：同上，第93页。——编者注］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同上）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同上，第95页） 
［注：同上，第97页。——编者注］

 因此，不仅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而且对那些“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同上，第96页） 
［注：同上。——编者注］

 ，对“寄生虫、老爷、骗子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同上），都必须做好这种监督。

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 没有
 着重指出 这一点
 。






	　　1918年5月5日载于1918年5月9、10、11日《真理报》第88、89、9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83—314页

















《列宁全集》第34卷


俄共（布）中央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决定[133]


（1918年5月6日）

向德国的最后通牒让步。拒绝英国的最后通牒。（因为对德战争将直接带来比对日战争更严重的损失和灾难。）

鉴于乌克兰反革命势力同俄国反革命势力公然结成政治联盟，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军事管制。

尽一切力量保卫乌拉尔—库兹涅茨克地区，既要抵御日本的也要抵御德国的入侵。 
［注：立即开始把一切疏散到乌拉尔去，特别是有价证券印刷厂。］



同米尔巴赫进行谈判，以便弄清是否答应让芬兰和乌克兰同俄国缔结和约，尽管我们知道这一和约将会带来 新的
 兼并，但仍应设法促进和约的缔结。






	1918年5月6日（星期一）夜由中央委员会通过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15页

　















[133]这是列宁为俄共（布）中央起草的一个决定。



俄共（布）中央由于下述原因讨论了国际形势问题：一是同德国的关系日益紧张，德国要求把伊诺炮台（在俄国芬兰边界线上，和喀琅施塔得共同构成彼得格勒的屏障）交给芬兰资产阶级政府；一是英国人不顾苏维埃政府一再抗议，继续占领摩尔曼斯克，干涉者并准备向内地推进。1918年5月14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作报告时详细地阐述了这两个问题（见本卷第320—321页）。——[294]。



　





《列宁全集》第34卷


关于粮食专卖法令的要点[134]


（1918年5月8日）

决议草案作下列修改：

（1）取消关于国际形势的说明；

（2）增加：同乌克兰媾和以后，我们留下的粮食 勉强够吃
 ，不致饿死；

（3）增加：专卖负责人的决定由各该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不能阻止决定的执行，但有权向人民委员会提出申诉意见；

（4）增加：按性质来说与交通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部门有关的决议，应该同有关部门协商后通过；

（5）在法律上更确切地规定粮食人民委员的新的权利；

（6）更加强调如下的基本思想：要摆脱饥荒，必须向囤积余粮的农民资产阶级和其他资产阶级展开无情的恐怖的斗争；

（7）明确规定，凡有余粮而不 把余粮运到
 收粮站者一律宣布为 
人民的敌人

 ，判处10年以上的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永远驱逐出村社；

（8）补充：贫苦的和没有余粮的劳动农民必须团结起来同富农作无情的斗争；

（9）明确规定代表委员会对省粮食委员会的关系，以及代表委员会在粮食工作中的权利和义务。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16—317页

　















[134]列宁的这些建议是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5月8日会议讨论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关于粮食情况的报告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粮食人民委员特别权力的法令草案时提出和通过的，是对这次会议成立的修改上述法令草案的委员会的指示。根据列宁提出的要点拟定的《关于粮食人民委员特别权力的法令》，先后由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5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5月13日批准，发表于5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94号（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261—266页）。——[295]。



　





《列宁全集》第34卷


对粮食专卖法令的补充

（1918年5月9日）

凡有余粮而不把余粮运到收粮站者以及滥用存粮酿私酒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交革命法庭判处10年以上的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永远驱逐出村社；对酿私酒者还要处以强制性的社会劳动。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18页














《列宁全集》第34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动员工人同饥荒作斗争的决定草案[135]


（1918年5月9日）

委托劳动人民委员部采取最紧急的措施，以便和工会协同一致并在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绝对领导下，动员尽可能多的先进的、有组织的觉悟工人支援贫苦农民同财主－富农的斗争，无情镇压粮食投机活动和破坏粮食垄断的活动。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19页

　















[135]这个决定草案是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5月9日讨论关于粮食人民委员特别权力的法令时通过的。——[298]。





　





《列宁全集》第34卷


抗议德国政府占领克里木[136]


1918年5月11日

外交人民委员收到了东线德军总司令的无线电报，认为必须向德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1）德国政府从来没有在任何文件中向我们声明说我们的舰队在乌克兰参加了对德军的战斗。

（2）因此，1918年5月11日无线电报中的有关声明显然是不正确的，在德国政府的文件中找不到证据。

（3）我们一部分舰队虽然编入了乌克兰舰队，但仍然驻在塞瓦斯托波尔。

补（3）我们的舰队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只是在德国人发动进攻和向塞瓦斯托波尔进犯以后。可见，在这种情况下破坏布列斯特条约的显然是德国人，而不是我们。

（4）因此，事实证明，我们是坚决遵守布列斯特条约的，而德国人却背弃这个条约，占领了整个克里木。

（5）他们赶走了那里所有的乌克兰人，完全由德军占领了克里木。

（6）在德国人占领克里木之前，德国政府在1918年……月的电文[137]中曾十分明确地声明克里木不属于乌克兰的疆域。

（7）德国大使米尔巴赫曾向我国外交人民委员声明，德国没有新的领土要求。

（8）既然目前德国政府改变立场，要求得到克里木的全部或一部分，或提出其他的领土要求，那我们认为，彻底澄清这个问题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我们再一次正式声明，我们坚持同芬兰、乌克兰和不顾布列斯特和约而继续打仗的土耳其缔结确切的和约。

（9）我们再一次坚决要求德国政府通知我们，它是否赞同和乌克兰、芬兰、土耳其缔结和约的立场，它采取了什么步骤和将要采取什么步骤来达到这一目的。

（10）如果德国政府把全面和约，即同芬兰、乌克兰和土耳其的和约的确切条件通知我们，如果我们所坚持的这个和约能够缔结，那么，关于黑海舰队问题，我们同意提供各种新的保证，保证舰队不介入战争或者解除武装（这是昨天即1918年5月10日米尔巴赫大使正式告诉我们的）。

（11）如果根据1918年5月10日米尔巴赫同外交人民委员举行会谈时的声明，德国不以任何形式兼并和占领塞瓦斯托波尔港，如果能同作为芬兰、乌克兰和土耳其军队组成部分的德国人缔结确切而全面的和约，那我们决不拒绝把舰队调回塞瓦斯托波尔。





	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20—321页

　















[136]1918年春天，德帝国主义者占领乌克兰，并违反布列斯特和约，侵入克里木，进抵黑海舰队的集结地——塞瓦斯托波尔。根据苏维埃政府的命令，黑海舰队的一部分舰只，即它的战斗核心，于1918年4月29—30日从塞瓦斯托波尔转移到新罗西斯克。留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是一些因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而不服从调动命令或因技术故障无法驶离的舰只。5月11日，德国统帅部最后通牒式地要求舰队返回原地，声称黑海舰队离开塞瓦斯托波尔是违反布列斯特和约的，并威胁要继续进攻黑海沿岸。



列宁写的这个文件是1918年5月13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致德国外交部照会的基础。——[299]。



[137]指德国政府1918年3月30日的无线电报。这个电报声称，乌克兰包括9个省，其中有塔夫利达省，但没有克里木。可见，德国占领克里木是与德国政府的正式声明矛盾的。——[299]。



　





《列宁全集》第34卷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138]


（1918年5月12日或13日）


一

布尔什维克的报刊已经多次指出，最高苏维埃政权机关的正式决议也一再认为，受帝国主义列强包围的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极不稳定。

最近以来，即1918年5月上旬以来，由于下列国内外的种种原因，政治形势显得十分紧张：

第一，在远东，反革命军队（谢苗诺夫等）在日本人帮助下加强了直接进攻，与此有关，许多迹象表明，整个反德的帝国主义联盟有可能一致同意向俄国提出最后通牒：或者你们同德国作战，或者我们帮助日本人进攻。

第二，布列斯特和约以后，在德国的整个政治中，主战派占了上风，这个主战派在关于向俄国立刻发动全面进攻的问题上，现在也随时可能占上风，即完全抛弃德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集团的另一种政策：力图在俄国再兼并一些土地，但暂时同俄国保持和约，而不向俄国发动全面进攻。

第三，资产阶级地主君主制，在全俄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支持下，在德军的帮助下，已经在乌克兰复辟，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同反革命的斗争尖锐起来，不能不鼓舞我国的反革命加快实现它们的计划，助长它们的气焰。

第四，由于顿河畔罗斯托夫同我们的联系被切断，还由于小资产阶级和所有资本家加紧破坏粮食垄断，加上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对他们的这种企图和活动反击得不够坚决、有力和无情，因此，粮食工作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从而在很多地方造成了严重的饥荒。


二

苏维埃政权的对外政策无论如何不应该改变。我们的作战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因此总口号仍然是：随机应变，退却，等待，继续全力以赴地进行这项准备工作。

只要军事协定不违背苏维埃政权的原则，能够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和阻止某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对它的进攻，我们决不一概拒绝同一个帝国主义联盟缔结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的军事协定，但是，目前我们不能同英法联盟缔结军事协定，因为把德军从西线吸引过来，也就是说，让日本的许多个军深入欧俄腹地，这对英法联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个条件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完全崩溃，如果英法联盟向我们提出这样的最后通牒，那我们就拒绝，因为和德国人占领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大部分欧俄的危险相比，日本人进攻的危险可能比较容易消除（或者可能推迟更长一段时间）。


三

目前在考虑苏维埃政权的对外政策的任务时，需要特别谨慎、周密和冷静，这样才不致因自己的轻举妄动而帮助日本或德国的主战派极端分子。

问题在于，这两个国家的主战派极端分子都主张立刻向俄国发动全面进攻，以便占领俄国全部领土和推翻苏维埃政权。而且这些极端分子随时都可能占上风。

但是，另一方面，不容怀疑的事实是：德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多数反对这种政策，目前宁愿保持兼并性的对俄和约，而不愿意继续进行战争，因为他们考虑到，这样的战争会使他们把兵力调离西线，使德国国内本来已经显然不稳定的局势更加动荡，并使他们难以从起义的地区或铁路遭到破坏、播种不足等等的地区获得原料。

而日本进攻俄国的意图还受到两方面的牵制：第一，中国的革命运动和起义的危险；第二，美国的某种敌意，因为它害怕日本强大起来，并且希望在和平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地从俄国获得原料。

当然，无论在日本或者在德国，主战派极端分子随时都可能占上风。只要德国还没有爆发革命，就不能保证不发生这样的事情。美国资产阶级可能同日本资产阶级暗中勾结起来；日本资产阶级也可能同德国资产阶级暗中勾结起来。因此，大力加强作战的准备工作，是我们无可回避的责任。

但是，现在哪怕有一线希望可以保持和约，或者可以以遭受某些新的兼并或新的损失为代价同芬兰、乌克兰和土耳其签订和约。我们就绝对不要采取任何可能给帝国主义列强的主战派极端分子帮忙的步骤。


四

在加强作战的准备工作的问题上也和在同饥荒作斗争的问题上一样，首先是组织任务。

不克服粮食方面的困难，不保证居民有正常的粮食供应，不建立最严格的铁路运输秩序，不在劳动居民群众中（不只是在他们的上层分子中）建立起真正铁的纪律，就谈不到进行任何认真的作战的准备工作。我们正是在这方面最落后。

那些叫嚣组织“起义”委员会、大叫“拿起武器”等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最大过错正是在于完全不了解这个真理。这些叫嚣和叫喊愚蠢到了极点，同时也是最可怜、最可鄙和最讨厌的空话，因为当中央苏维埃政权竭力说服居民学习军事和武装起来的时候，当我们的武器比我们能够计算和分发的要多得多的时候，当经济破坏现象和缺乏纪律现象使我们无法利用现有的武器并且使我们不得不失掉宝贵的准备时间的时候，侈谈“起义”和“起义委员会”是可笑的。

为了进行重大的战争而加紧作战的准备工作，需要的不是冲动，不是叫嚷，不是战斗口号，而是大量持续、紧张、顽强和有纪律的工作。必须给不愿意了解这一点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以无情的反击，不让他们把自己的歇斯底里症传染给我们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某些党员。


五

要反对由于上述情况最近有所抬头的资产阶级，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实行军事管制，查封报纸，逮捕为首分子，等等。这些措施必须采取，就象必须对囤积余粮、破坏粮食垄断的农村资产阶级实行军事进攻一样。没有无产阶级铁的纪律，既不能摆脱反革命的威胁，也不能避免饥荒。

还要特别注意，最近以来，资产阶级非常巧妙、十分狡猾地利用散布惊慌情绪这种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政权。而我们的某些同志，特别是对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空谈半信半疑的同志们，已经受了迷惑，陷于惊慌失措之中，或者不能辨别哪些是为防止威胁我们的危险而提出的正当的和必要的警告，哪些是在散布惊慌情绪。

必须牢牢记住俄国当前整个经济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由于这些特点，任何冲动都无补于事。必须使自己并且使全体工人深刻领悟这个真理：只有坚忍不拔地去建立和恢复无产阶级铁的纪律，无情地镇压流氓、富农和捣乱者，才能在目前这个由于西欧革命延迟爆发而不可避免要经历的最困难最危险的过渡时期，捍卫住苏维埃政权。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22—326页

　















[138]《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的草案写于1918年5月10日，当时就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进行了讨论。1918年5月13日，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提纲》的最后订正本，并委托列宁在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上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作报告，把这一提纲作为决议在会上提出。同一天，列宁根据提纲在莫斯科市党代会上作了报告。代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的提纲。



5月14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见本卷第306—322页），全面地发挥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5月14日和15日，俄共（布）莫斯科郊区代表会议和莫斯科区域代表会议都通过了列宁的提纲。



据《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编者说，在手稿第2节第2段的边上有列宁的两处批语：“不在报上发表”。——[301]。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

[139]




（1918年5月14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一下目前对外政策中的一些情况。同志们，最近以来，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在许多方面都复杂化了，这是因为总的形势紧张了。由于总的形势紧张，资产阶级报刊及其应声虫——社会党人的报刊，又在趁机挑拨，故意散布惊慌情绪，干起它们卑鄙龌龊的勾当，重演科尔尼洛夫叛乱。

我首先请你们注意在根本上决定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东西，然后谈谈决定这一环境的外部的法律形式，并在这个基础上来说明重新产生的困难，或者确切些说，描述一下我们所面临的转折点，即目前政治形势紧张的根源。

同志们，你们知道，而且根据俄国两次革命的经验特别深刻地知道，我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归根结底是由我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决定的。这个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个世界观的基础，对于我们俄国革命者来说，它已经被俄国两次革命的伟大经验所证实了。我们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个原理，这样才不致堕入外交手腕的迷宫，——这种迷宫往往是那些喜欢浑水摸鱼或者不得不浑水摸鱼的个人、阶级、政党和集团故意制造出来并且故意搞得错综复杂的。

不久前我们经历过的和现在在一定程度上经历的正是这样一种时刻，这就是我国的反革命分子——立宪民主党人和他们的头号应声虫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企图利用复杂化了的国际环境。

目前的形势大体上是这样的：由于我们在报刊上屡次说过而大家都已知道的那些经济和政治性质的原因，由于发展的速度和基础与西欧不同，我们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暂时还是处在帝国主义强盗势力的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个孤岛。西欧的基本经济因素是，这场蹂躏和折磨人类的帝国主义战争，造成了如此复杂、如此尖锐和如此混乱的冲突，以致每走一步都产生这样的情况：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战争还是和平，有利于这一集团还是那一集团，往往系于一发。最近我们经历的正是这样的情况。被卷入战争——这场由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条件造成的战争——的帝国主义列强彼此间的疯狂搏斗所产生的矛盾，使帝国主义者自己已经无力制止这场战争。由于这些矛盾，结果形成了一个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联盟基础的各国帝国主义者的总的联盟，一个自然和必然以保卫资本为目的的联盟。资本是不知有祖国的，而且它通过世界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证明它把维护各国资本家反对劳动者的联盟放在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之上，放在一切之上，但是这种联盟并不是一种政治动力。

当然，这种联盟目前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经济趋势，这种趋势最后必然会显露出来。而帝国主义战争把目前瓜分了可说是整个地球的帝国主义列强分成敌对的集团、敌对的联盟，则是资本主义基本趋势的一个例外。这种敌对、这种斗争、这种殊死的搏斗说明，在一定情况下，各国帝国主义者是不可能结成同盟的。我们现在的境况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各国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汹涌浪涛，冲击着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座小岛，并且大有把它淹没之势，但是这些浪涛却又往往相互冲散了。

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基本矛盾导致了十分残酷的斗争，甚至当这两个集团都意识到打下去没有出路的时候，它们也无法随意挣脱这场战争的铁钳。同时战争决定了两大矛盾，两大矛盾决定了当前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环境。第一个矛盾是德国和英国在西线的激战。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交战阵营中时而这方时而那方的代表人物向本国人民和向别国人民许诺和保证，说只要再加一把劲，敌人就会被摧毁，祖国就能得到保卫，文明和解放战争的利益就能永远得到保障。其实，这场空前的斗争拖得愈久，斗争双方陷得愈深，这场无休止的战争就结束得愈慢。这次搏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因此帝国主义列强要结成同盟来进攻苏维埃共和国，是极其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苏维埃共和国在它建国短短的半年以来，则已赢得了世界各国觉悟工人的热烈的同情和一致的支持。

决定俄国国际环境的第二个矛盾是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几十年来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积下了无数的易燃物，使这两个大国为争夺太平洋及其沿岸地区的霸权而必然展开殊死的搏斗。远东的全部外交史和经济史使人毫不怀疑，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防止日美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是不可能的。这个现在暂时被日美反德同盟掩蔽着的矛盾，阻碍着日本帝国主义向俄国进攻。这种进攻早就在准备了，并且早就不止一次地进行试探，这种进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开始并得到反革命势力的支持。已经开始的向苏维埃共和国的进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注：即海参崴。——编者注］

 登陆，援助谢苗诺夫匪帮）所以受到阻碍，是因为日美之间的暗中冲突有变成公开战争的危险。当然，完全有可能，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结合的集团，不管看起来多么牢固，只要神圣的私有制利益、神圣的租借权利等等要求闹翻，那么在几天之内就可以闹翻。也许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火星就足以毁掉现有的大国集团，那时，上述矛盾就不能再掩护我们了。

上述形势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小岛能在狂风暴雨中保存下来，同时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形势十分不稳定，有时，眼看浪涛就要吞没这个小岛，使资产阶级欣喜若狂，使小资产阶级惊慌失措。

这一形势的外壳和外部表现，一方面是布列斯特条约，另一方面是关于中立国的惯例和法律。

你们知道，在激化了的国际冲突面前，条约有多大价值，法律有多大价值，——统统不过是一纸空文。

通常提起这些词都是作为帝国主义对外政策无耻的例证。但是真正无耻的不在于这些词，而在于无情的、残酷无情的帝国主义战争，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在这种战争中，一切和约和一切中立法永远都会遭到践踏。

因此，当我们在谈到对我们来说是最主要的问题——布列斯特和约问题时，在谈到破坏和约的可能性和由此而对我们所造成的后果的问题时，如果我们想守住自己的社会主义阵地，不想让那些贴上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标签的反革命分子用阴谋和挑拨手段把我们推翻，那么我们一分钟也不应该忘记包括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在内的一切和约的经济基础，以及包括我国中立在内的任何中立的经济基础。我们一方面不应该忘记国际范围内的情况，国际帝国主义内部的情况，关于正在成长、迟早（即使比我们所期待的要晚）要成为资本主义的继承人并一定会战胜全世界资本主义的那个阶级的情况。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经济集团之间的关系。

同志们，我认为，如果我们弄清了这个情况，那就不难了解，我们近来最注意、最放在心上的那些外交细节——有时甚至是一些小事情——具有多么大的意义。不难了解，国际环境不稳是产生惊慌情绪的根源。这种情绪来自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维护那些一心想散布这种情绪的人的利益。我们决不能闭起眼睛不看形势的全部危险性和悲剧性。通过对国际范围的经济关系的分析，我们应该说，是的，无论在西欧或远东，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都是系于一发，因为存在着两种趋势：一种趋势使各国帝国主义者必然结成同盟，另一种趋势使一些帝国主义者同另一些帝国主义者对立起来，而这两种趋势本身不管哪一种都没有坚实的基础。是的，日本有100万军队，显然能够占领软弱的俄国，但它现在还不能下决心全面进攻。究竟什么时候进攻，我不知道，谁也不可能知道。

现在我们面临着最后通牒式的威胁：要就同协约国作战，要就同德国签订条约，但是这种情况过几天可能改变。这种情况总是有可能改变的，因为美国资产阶级今天同日本勾心斗角，明天就可能同它发生冲突；日本资产阶级明天也可能就同德国资产阶级发生冲突。他们的基本利益，就是瓜分地球，就是地主和资本的利益，照他们的说法，就是保障本民族的尊严和本民族的利益。凡是阅读（我不知道这是由于不幸，还是出于习惯）象社会革命党人出版的那一类报纸的人，都很熟悉这种语言。人们时常向我们谈论民族尊严，但我们有过1914年的经验，十分清楚地知道，有多少帝国主义掠夺行径都假借民族尊严之名。很明显，由于这个关系，远东的局势变得不稳定。我们应该说明这样一点：应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利益的这些矛盾；应该知道，苏维埃共和国正在一周一周、一月一月地不断巩固起来，同时得到世界各国被剥削劳动人民愈来愈多的同情。

但同时，要时时刻刻做好准备，要预料到国际政治的变化可能有利于极端主战派的政策。

关于德国联盟的情况我们是清楚的。目前德国大多数资产阶级政党都主张遵守布列斯特和约，当然，他们很乐意“改善”和约，从俄国再兼并一些土地。使他们这样看问题的，是他们所说的从德国民族利益即帝国主义利益出发所作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就是这个原因使他们情愿在东线媾和，好腾出手来对付西线，德帝国主义已经多次许下诺言，说西线很快就能获胜，可是每周、每月的情况表明，他们获得的局部胜利愈多，离开完全的胜利就愈远，以至无穷远。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主战派在布列斯特条约方面不止一次地显过身手，这种主战派当然在所有帝国主义大国里都有，他们说：不管后果如何，都必须立刻动用武力。这是极端主战派的论调。他们自从在历史上开始获得一些令人头晕目眩的军事胜利的时候起，就在德国历史上享有盛名了；这些德国极端主战派自从例如1866年战胜奥地利，把这一胜利变成了大失败的时候起，就享有盛名了。这一切冲突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并且造成了目前这种千钧一发的局势；德国国会中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多数，德国的有产阶级，德国的资本家情愿停留在布列斯特条约的基础上，当然，再说一遍，他们决不会拒绝“改善”条约，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我们要时时刻刻作好准备，要预料到政治的变化可能有利于极端主战派。

由此可见，国际环境不稳；由此可见，在这种情况下使一个政党落入这种或那种境况是多么容易；由此可见，苏维埃政权确定自己的任务需要多么小心谨慎、多么沉着冷静。让俄国的资产阶级慌张地从亲法立场转到亲德立场吧！他们喜欢那样做。他们在某些地方看到，德国的支持是对付夺取土地的庄稼汉、对付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工人的最可靠的保证。他们在过去，在很长时间里，在几年里，一直把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和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本质的人称作卖国贼，现在他们自己打算在几星期之内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从同英国强盗合伙转到同德国强盗合伙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让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去反复折腾吧。这是他们的本性。让他们去散布惊慌情绪吧，因为他们自己就惊慌失措。让他们去反复折腾吧，因为他们不知道别的出路，只能摇来摆去，胡言乱语，不可能考虑到革命一达到巨大的规模，由于革命的深入，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派别划分，并且不断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我们俄国的革命者有幸在20世纪亲身经历两次革命，每次革命都给了我们许多在人民的生活中留下深刻印象的经验：怎样准备一次深刻的重大的革命运动；不同的阶级在这运动中有怎样的表现，新兴阶级要通过怎样艰难痛苦的道路，有时得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达到成熟。

请回忆一下，1905年在自发的热潮中建立的苏维埃付出了多少代价，1917年它又重新活动，后来又经受种种苦难，同资产阶级妥协，同嘴上说要保卫革命、高举红旗而在1917年6月犯下滔天罪行的、隐蔽的、最凶恶的工人阶级敌人实行妥协，这当中又付出了多少代价，——现在，当工人阶级中大多数人都已经拥护我们的时候，请回想一下，在伟大的1905年革命以后，我们为了工农阶级的苏维埃的出现付出了多少代价。请记住这一点，请想一想，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发展到了怎样广泛的规模，请想一想，走在社会主义大军的其他部队前面的俄罗斯共和国达到这一步遇到过多少困难。

我知道，当然有一些自以为很明智、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聪明人，他们硬说在一切国家爆发革命以前不应夺取政权。他们没有料到他们这样说就是脱离革命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要等待劳动者阶级完成国际范围的革命，那就是要大家在等待中停滞不前。这是荒谬的。革命的困难是大家都知道的。革命在一个国家虽以辉煌的成就开始，但以后可能要经历痛苦的时期，因为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终取得胜利。我们要坚定谨慎，在我们没有得到增援以前，我们应该随机应变，应该退却。不管那些自称是革命者但根本不懂得革命的人怎样嘲笑，采取这一策略是不可避免的。

总的形势就谈到这里。下面我想谈一谈，最近究竟什么东西弄得人心惶惶，惊慌失措，使反革命分子又有可能干起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勾当来。

我已经说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切国际关系，其外部的法律形式和外壳，一方面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另一方面是规定一个中立国在其他交战国中间所处的地位的公法和惯例，而这一情况形成了我们最近的困难。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自然地导致同芬兰、乌克兰和土耳其缔结全面的和约，可是现在我们同这些国家还在继续作战，这不是我国内部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暂时的出路只能是利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所获得的短暂的喘息时机，关于这种喘息时机，有人讲了许多废话，说不可能获得它，但结果还是获得了，而且两个月来已经带来了结果，大多数俄国士兵都感觉到了，能够回家去看看那里的情况，享用一下革命的果实——土地，看看周围，并为以后忍受新的牺牲汲取了新的力量。

很明显，这个短暂的喘息时机看来行将结束，因为芬兰、乌克兰、土耳其的局势却紧张了，我们没有得到全面的和约，而只是推迟了战争还是和平这一尖锐的经济问题。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投入战争，是不是应该不顾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和平愿望，不顾它有充分的决心牺牲所谓的大国地位，即牺牲签订秘密条约的权利，决不在切尔诺夫、策列铁里和克伦斯基之流的帮助下向人民隐瞒这些条约，再去签订秘密的掠夺性条约和进行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呢？我们毕竟没有得到全面的和约，只是把战争与和平这个尖锐的问题稍微推迟罢了。

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而且你们可以再一次清楚地看到，它最终将如何解决，问题将取决于两个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集团间的斗争——美国在远东的冲突和德国英国在西欧的冲突的结果如何。不难了解，这些矛盾由于乌克兰被占领而尖锐化了，可是德帝国主义者，特别是德国的主要主战派，却往往把这一情况描写得非常美妙，非常轻松，而这一情况恰恰给德国的这个极端主战派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它也给欣赏斯科罗帕茨基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的俄国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带来了一线希望，他们希望这种事情也在俄罗斯很容易地发生。这帮先生们想错了，他们的希望只能成为泡影，因为……（热烈鼓掌）因为，我说，连德国最惯于动用武力的主要主战派，这次也没有得到多数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集团的支持，这些帝国主义者看到，征服乌克兰，使整个民族屈服，以及强迫实行骇人听闻的政变，是十分困难的。

德国的主要主战派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因为这个极端主战派曾经向本国人民，向工人许下诺言，要在西线取得最大的胜利，因为它面临许多新的难以想象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困难，还要用军事力量去解决起初也认为是十分容易解决的任务，还要同已经签订了和约的乌克兰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去缔结条约。

德国的极端主战派以为：只要我们把大军派去就能获得粮食，后来发现，还必须进行国家政变。这在那里很容易地做到了，因为乌克兰的孟什维克很容易就同意了这样做。可是后来发觉，国家政变造成许多新的巨大的困难，因为，要获得粮食和原料，还得步步战斗，没有粮食和原料，德国就无法生存，而要在被占领的国家用武力去夺取，又费力太大，牺牲太重。

这就是乌克兰的局势，它肯定使俄国的反革命势力受到了鼓舞。当然，未能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军队的俄国，在这一斗争中过去和现在都不断遭受损失。一次一次的和谈带来了一个又一个苛刻的条件，一笔又一笔明的和暗的赔款。他们究竟想按哪个公告来划定乌克兰的疆域，——这个问题还不清楚。签署过公告的拉达已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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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而代之的是地主盖特曼。而在这种不稳定的局势之下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说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还是同原来一样。目前俄军与德军的局部停战丝毫不能预先决定总的形势。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格鲁吉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高加索孟什维克政府要同我们进行长期的反革命斗争，自称社会民主党人的反革命分子要同我们进行长期斗争。当苏维埃政权和劳动群众不但在全俄罗斯，而且在非俄罗斯边疆地区也取得胜利的时候，当情况已经十分明显，已经确定无疑，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正如顿河哥萨克的反革命代表所承认的）已经不可阻止的时候，当高加索的孟什维克政权——格格奇柯利和饶尔丹尼亚（他们很迟才醒悟过来，并且开始谈论他们是否要和布尔什维克寻求共同语言）的政权开始动荡的时候，当策列铁里在土耳其军队帮助之下出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得到同拉达一样的下场。（鼓掌）

但是请记住，如果高加索拉达的这帮混蛋能象乌克兰拉达那样得到德国军队的援助，那么显然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就会遇到新的困难，就必然会陷入新的战争，就会面临新的危险和新的动荡不定的局势。有人在谈到这种动荡不定的局势及其严重性的时候（确实，这种动荡不定的局势有时比任何明确的局势都更加险恶），说只要公开要求德国人遵守布列斯特条约，就很容易消除这种动荡不定的局势。

我曾经听到过这些天真的人的讲话，他们自称是左派，其实却反映了我国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 
［注：删节处原记录不清楚。——俄文版编者注］



他们忘记了，首先应该获得胜利，然后才能提出某些要求。如果你没有获得胜利，敌人就可以对你的要求迟迟不作答复，甚至根本置之不理。这就是帝国主义战争的规律。

你们对这一点不满，那你们就要善于保卫自己的祖国！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工人阶级，为了劳动者，我们有权保卫祖国。

我再谈一点，高加索边境局势的动荡不定是由于格格奇柯利政府的不可宽恕的动摇造成的。它起先声明，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后来又宣布独立，可是没有向我们说明究竟包括哪些地区。我们拍出了无数的电报，请他们通知我们，他们要哪些地区。要求独立，这是你们的权利，但是，既然你们谈到独立，就有责任说明你们所代表的是哪些地区。这是一星期以前的事。电报打了不少，可是一个回电都没有。德帝国主义想趁此机会捞一把。德国和附庸国土耳其可以因此得寸进尺，不作任何答复，不予任何理睬，声明说，我们只是拿可以拿到的东西，我们没有破坏布列斯特和约，因为南高加索的军队不承认这个和约，因为高加索独立了。

格格奇柯利政府对谁独立呢？它对苏维埃共和国独立，但是对德帝国主义却不怎么独立，而这也是很自然的。（鼓掌）

同志们，这就是最近的形势，这就是最近各种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这一形势又一次向我们非常清楚地证明，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绝大多数所实行并且在最近几个月中坚持的策略是正确的。

我们有丰富的革命经验，我们从这个经验中学会了这样一点：当客观条件许可的时候，当妥协的经验表明，群众已经十分愤慨，只有冲击才能体现这一转变的时候，就应该采取无情攻击的策略。但是，如果客观情况不允许我们号召进行无情的总攻击，那我们必须采取等待的策略，必须慢慢积聚力量。

只要不是闭上眼睛，只要不是瞎子，就都能看到，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在重复以前讲过的话，我们一直说，我们没有忘记俄国工人阶级比国际无产阶级的其他队伍要弱一些。使我们这支队伍走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其他队伍前面的，是历史形势，是沙皇制度的后果，是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而不是我们的意志，也不是因为我们要这样做，而是形势要求这样做。但是我们应该坚守自己的岗位，直到我们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到来，他们是会来的，而且一定会来，但比我们所期待和希望的要慢得多。如果我们看到，由于客观情况，国际无产阶级来得十分缓慢，那我们的策略仍然应该是等待和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慢慢积蓄力量，在波涛汹涌的帝国主义大海中保持住苏维埃政权这一全世界工人和劳动者所瞩目的孤岛。因此，我们说，如果极端主战派能够随时击败所有其他的帝国主义联盟，建立起新的没有意料到的帝国主义联盟来对付我们，那我们是无论如何也缓和不了这种情况的。如果他们进攻我们（不错，我们现在是护国派），我们就要尽一切努力，发挥外交策略的一切作用，推迟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使我们在3月所获得的短暂的、不稳固的喘息时机能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坚信，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站在我们一边，他们知道，他们不仅从这个喘息时机的每月、而且从每周都获得新的力量，他们在巩固苏维埃政权，他们在使它变得牢不可破，他们带来新的精神，他们在被这场艰苦的反动战争搞得疲惫不堪以后，定能坚定不移，决心在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遭受外力侵犯的时候投入最后的斗争。

我们从1917年10月25日起就是护国派了，我们赢得了保卫祖国的权利。我们不维护秘密条约，我们废除了它们，并且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些秘密条约，我们保卫祖国使它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犯。我们在保卫祖国，我们一定胜利。我们维护的不是大国地位（俄国遗留下来的除了大俄罗斯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不是民族利益，我们肯定地说，社会主义的利益，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的利益，高于国家的利益。我们是社会主义祖国的护国派。

这不是一篇宣言所能做到的，这只有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进行无情的殊死的斗争才能做到，这种战争已经开始，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胜利。这是一个为席卷帝国主义世界的战争所包围的小岛，但是在这个小岛上我们显示和证明了工人阶级能够做到的一切。现在人人都知道，都承认这一点。我们证明，我们有保卫祖国的权利，我们是护国派，我们在保卫祖国这一点上，是采取四年战争教给我们的那种极其严肃慎重的态度的，凡是看到过士兵和知道士兵在这四年战争中的经历的工人和农民，都会理解这种严肃慎重的态度，对此，只有那些口头上的、而不是真正的革命家才会不理解，才会哭，才会以轻浮的态度加以嘲笑。正因为我们主张保卫祖国，所以我们说：为了防御，需要有坚强的军队和巩固的后方，为了有坚强的军队，首先要坚决地把粮食工作组织好。为此必须使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体现于中央政权，这是第一步，仅仅是第一步，无产阶级专政还应该体现于全俄国，这是第二步，也仅仅是第二步，这一步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我们应该有而且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要使我国每个遥远的角落都感到觉悟工人的坚强的钢铁般的政权的存在，要使任何一个富农、财主和违抗粮食垄断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不能逃脱纪律严明的工人阶级专政者即无产阶级专政者的铁腕的制裁。（鼓掌）

我们说：我们对保卫祖国是采取谨慎态度的。为了推迟战争，为了延长暂息时间，只要我们的外交能办得到的，我们一定办到，我们向工人和农民保证要为和平采取一切办法。我们一定做到这一点。资产者先生及其应声虫们以为，既然在乌克兰那么容易地就完成了政变，在我们这里也能产生出一些新的斯科罗帕茨基，但是请他们不要忘记，既然德国主战派在乌克兰搞政变都费了那么大的劲，那么在苏维埃俄国就更会遇到强烈的反抗。是的，一切都证实了这一点，苏维埃政权坚持了这一路线，忍受了种种牺牲，来巩固劳动群众在国内的地位。

由和约问题、芬兰问题造成的局势可以用几个字来说明，这就是：伊诺炮台和摩尔曼。伊诺炮台是彼得格勒的屏碍，按其地理位置来说属于芬兰的版图。我们社会主义俄国的代表同芬兰的工人政府缔结和约时，承认芬兰有充分的权利享有全部领土，但经两国政府一致同意，伊诺炮台仍留给俄国，正如已经缔结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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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所说，这是“为了保卫两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共同利益”。所以，我们的军队在芬兰签订了这个和约，签署了这些条件。所以，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芬兰不能不掀起一场骚乱。所以，芬兰反动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要求收回这个要塞。所以，问题一再闹得很尖锐，现在也还是很尖锐。情况真是千钧一发。

很明显，摩尔曼问题造成的局势更加尖锐，英国人和法国人觊觎摩尔曼，因为他们为了保证自己在同德国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有自己的军事后方，曾花了数千万金钱来修建这个港口。他们对于中立是如此尊重，凡有可乘之机就捞一把。他们进行抢劫的充分理由，就是他们拥有装甲舰，而我们却没有东西来驱逐它。很明显，问题不能不因此而尖锐化。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地位所造成的外壳，即法律上的表现，要求任何一个交战国的武装力量都不得开进一个中立国的领土，除非是解除武装。然而英国人的武装力量却在摩尔曼登陆，而我们无法也用武力阻止这一行动。结果，人家就向我们提出了近乎最后通牒性质的要求：如果你们不能维护自己的中立，那我们将在你们的领土上作战。

但是工农军队已经建立了，它在各县各省把农民团结起来，这些农民回到了从地主手中夺回的自己的土地上；他们现在有东西要保卫了。这支军队着手建设苏维埃政权，一旦俄国遭到入侵，他们就会打先锋；我们将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奋起迎击敌人。我的报告已经超过时间了，最后我想念一下苏维埃共和国驻柏林大使越飞同志打给我们的电报。这份电报会向你们表明，我在这里关于国际关系讲的话是否正确，你们可以从我们的大使那里得到证实，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电报还能说明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对外政策是郑重的政策，——是做好保卫祖国的准备的政策，是坚定的政策，它决不采取任何步骤去帮助西方和东方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极端主战派。这个政策基于郑重的考虑，而不带任何幻想。我们随时遭受武力入侵的可能性始终都存在着，而我们工人农民对自己和全世界说，并且能够证明，我们会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奋起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因此我想，在我讲话的最后可以宣读一下这份电报，它将向我们说明，苏维埃共和国的代表在国外为了苏维埃的利益，为了所有苏维埃机关的利益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利益，是以怎样的精神在工作着。


　　“据今天刚接到的无线电报称，德国战俘委员会于5月10日（星期五）出发。德国政府已向我们提出照会，建议设立专门委员会，商讨我国在乌克兰和芬兰的一切财产权问题。我已经同意成立这种委员会，并且已请您派遣适当的军事代表和法学家代表。今天我就德军继续推进的问题发表谈话，要求他们撤出伊诺炮台，并表明俄国人对德国的态度。得到的答复如下：德国最高统帅部宣布，不再继续推进，德国在乌克兰和芬兰的使命已经完成，德国同意促进我们同基辅和赫尔辛福斯的和谈，并就这个问题同上述政府进行接触。在同芬兰进行的和谈中，关于伊诺炮台的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根据条约的规定，炮台应当拆毁。德国认为，在划定疆界的时候可以接受我们同红色政府所订的条约，白色政府尚未答复。德国政府正式声明：德国坚决遵守布列斯特条约，愿意同我们保持和平关系，决没有任何侵略计划，也不会向我们发动任何进攻。根据我的要求，德国答应对俄国公民和对其他中立国公民一视同仁。”








	载于1920年《第四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27—345页

　















[139]

 列宁的这个报告引起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猛烈攻击。他们企图利用国际和国内的紧张局势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波·达·卡姆柯夫作了副报告，号召撕毁布列斯特和约，同德国人进行武装斗争。右派社会革命党人Э．科甘－伯恩施坦要求搬开“麻木不仁的革命家列宁”。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声明：孟什维克预先对列宁的政府表示不信任。他在发言结束时高呼：“打倒独裁，共和万岁！”



列宁因有急事离开了会议。根据商定，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代替列宁作了总结发言。他给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坚决的回击。会议否决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要求召集立宪会议、撕毁布列斯特和约、同协约国集团结盟和继续对德战争的决议，而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斯维尔德洛夫起草的赞同苏维埃政权政策的决议。



列宁的这个报告的提纲载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第92页。——[306]。





[140]

 拉达（中央拉达）是乌克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和团体的联合机关，1917年3月4日（17日）在有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以及各社会团体参加的乌克兰社会联邦党总委员会会议上成立。1917年6月，产生了称为小拉达的执行机关，主席是乌克兰资产阶级思想家米·谢·格鲁舍夫斯基，副主席是弗·基·温尼琴科和谢·亚·叶弗列莫夫。中央拉达在1917年3月9日（22日）的告乌克兰人民书中号召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6月10日（23日），它宣布乌克兰自治，建立了名为总书记处的政府，但很快就同临时政府妥协，赞成将自治问题搁置到召开立宪会议时再解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中央拉达于11月7日（20日）宣布自己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机关，1918年1月11日（24日）宣布乌克兰独立。1917年11月—1918年1月，中央拉达同苏俄人民委员会举行谈判，同时却支持阿·马·卡列金等白卫将军，并违背自己的诺言，不解决土地问题、工人问题及民族问题。中央拉达既向协约国寻求财政上的支持，又同德奥同盟进行秘密谈判。1917年12月，列宁起草的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告乌克兰人民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40—142页）揭露了中央拉达的反革命面目。12月11—12日（24—25日）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乌克兰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中央拉达不受法律保护。乌克兰人民逐渐认清了中央拉达的反革命政策，于1917年12月—1918年1月在乌克兰全境举行了反对中央拉达的武装起义。1918年1月26日（2月8日）苏维埃军队占领基辅后，中央拉达逃往沃伦。次日它与德奥同盟签订了叛卖性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根据条约，中央拉达必须在1918年7月31日以前向德国和奥匈帝国提供100万吨粮食、4亿个鸡蛋、毛重5万吨的牛羊以及其他物资，以换取德奥的军事援助。3月1日中央拉达与德奥占领军一起返回基辅，成了武装占领者操纵的傀儡。由于中央拉达无力镇压乌克兰的革命运动和往德国调运粮食，1918年4月29日德军指挥部将它解散，而以君主派地主、乌克兰盖特曼帕·彼·斯科罗帕茨基的傀儡政府代之。——[315]。





[141]

 指1918年3月1日在彼得格勒签订的《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芬兰社会主义共和国条约》（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505—510页）。——[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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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莫斯科区域代表会议上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142]


（1918年5月15日）

简要报道

列宁首先谈到“左派”关于对外政策的看法，并且指出布列斯特谈判具有很大的鼓动作用，因为西欧的无产阶级从中可以知道很多东西，可以了解布尔什维克是什么人，革命以后我们的情况怎样，等等。目前整个出路不是公开撕毁布列斯特条约，而是善于在帝国主义各国的利益对立所造成的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随机应变。应当估计到日美之间、德英之间的关系、德国的资本家集团和主战派之间的意见分歧等等。在对内政策方面必须树立无产阶级的纪律，同农村富农进行斗争，关心粮食问题，完全实行粮食专卖，在全国建立工人阶级专政。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列宁同志驳斥了“左派”，说明国家资本主义对我们并不可怕，因为在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痛苦的过渡中，首先要关心的是保护工业，只有用组织大工业的办法（目前只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才有可能组织大工业）才能调整生产，并对生产和消费实行精确的计算。工人监督是做到这一点的必要条件。列宁同志以制革工人为例，谈到他们高度的组织性和在私营企业中的工人监督。





	载于1918年5月17日《真理报》第9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46页

　















[142]这是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区域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的摘要。



俄共（布）莫斯科区域代表会议于1918年5月14—17日举行。会议听取了特维尔省、弗拉基米尔省和雅罗斯拉夫尔省党组织的代表关于党的工作情况、红军的发展及其他问题的报告，讨论了莫斯科区域局、莫斯科委员会以及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总结报告。5月15日，会议讨论目前形势问题。阿·洛莫夫（格·伊·奥波科夫）代表“左派共产主义者”作报告，猛烈批评党中央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立场。接着列宁作报告。会议对两个报告进行了讨论，列宁和洛莫夫分别作了总结发言。随后，会议以42票对9票的多数通过决定，以列宁《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见本卷第301—305页）为决议的基础。在选举时，“左派共产主义者”声明他们拒绝参加新的俄共（布）莫斯科区域局。——[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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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主要任务》小册子序言

（1918年5月17日）

这本小册子收集了两篇报纸上的文章：一篇收自1918年3月1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另一篇收自1918年5月9—11日《真理报》。 
［注：见本卷第73—77、264—293页。——编者注］

 这两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这本小册子的标题所表明的同一个问题。






	　　　　作者1918年5月17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8年出版的小册子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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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国有化企业代表会议的信[143]


（1918年5月17日）

听了出席大型金属加工厂代表会议的工人代表团选出的同志的汇报，又看到代表会议的决议，我可以说：依我看来，只要代表会议竭力保证有计划地和严密地组织各项工作，并且提高工作效率，人民委员会大概会一致 赞成
 立刻实行国有化。

因此，希望代表会议：

（1）立刻选出一个筹备各工厂联合的临时委员会；

（2）授权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在取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同意之后改变上述临时委员会的形式，补充它的成员，以便把它变成一切国有化工厂的统一联合会的 管理委员会
 ；

（3）批准仿照布良斯克金属工厂规则[144]制定的厂内规则，或者用决议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以利于建立严格的劳动纪律；

（4）从专家、工程师和大生产的组织者中提出参加管理委员会的人选，或者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物色和指派这些人员；

（5）最好（由临时委员会或者是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把办得最好的工厂中的工人，或者是领导大生产最有经验的工人，派到办得较差的工厂里去，协助它们搞好工作；

（6）在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对一切材料实行严格的计算和监督的条件下，必须做到而且能够做到大量节约原料和劳动。

我认为，只要代表会议和代表会议选出的各机构努力工作，人民委员会 在最近几天内
 将会通过实行国有化。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18年5月17日

载于1918年5月1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9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48—349页

　















[143]国有化企业代表会议于1918年5月12—18日在莫斯科举行。每个企业有6名代表参加会议，其中工人3名，工程师2名，职员1名。代表会议的任务是讨论有关国内各大工厂（布良斯克、科洛姆纳、索尔莫沃等厂）的国有化的问题。会议以前，这个问题已在各经济机关、工会和人民委员会讨论过。在讨论过程中否定了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专家提出的把大的机器厂合并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建议（即美舍尔斯基方案，参看注94），肯定这些企业必须收归国有。5月17日，代表会议以多数票表示赞同国有化的方针，只有列席会议的资产阶级专家为美舍尔斯基方案辩护。



列宁给代表会议的信是在5月18日上午会议上宣读的。根据列宁信中的建议，代表会议选出了一个筹备各国营金属工厂联合的临时委员会（直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并批准了委员会的章程和国有化企业管理条例。——[325]。



[144]《布良斯克金属工厂规则》即别日察市国有化的布良斯克钢轨铁件机器厂（今奥尔忠尼启则格勒市红色工会国际工厂）工厂委员会和工人管理处制定的《厂内暂行规则》，1918年5月9日由该厂工厂委员会和厂长签署作为命令公布。这一规则是根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1918年4月3日通过的劳动纪律条例制定的。它规定了严格的厂规，加强了生产管理的一长制。规则规定：对劳动生产率进行严格的计算，工人对废品应负责任；职工只能领取与其完成的工作额相应的工资；工作时间禁止开会；职工破坏劳动纪律要受严厉的处分，直至开除。由于这一规则的实行、劳动纪律的加强和其他一系列措施的采取，工厂迅速地达到了战前的生产率水平。——[325]。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全俄苏维埃财政部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45]


（1918年5月18日）

（列宁同志在大厅出现时代表们经久不息地鼓掌欢迎）国家的财政状况十分紧张。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将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这些困难有时看来好象无法克服，但是，我认为，不管我们的工作多么艰难，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小资产阶级、投机商和有产阶级的反抗，我们必须完成这项工作。

你们这些有实际经验的人，比谁都了解，从提出一般的设想和制定法令到贯彻于日常生活，需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眼前的工作是艰巨的，因为有产阶级一定会拼命反抗，但是，工作愈艰难，工作的效果就会愈好，我们一定会战胜资产阶级并使它服从苏维埃政权的监督。我们的任务值得我们花力气，值得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最后的斗争，因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取决于这些任务的实现。

苏维埃政权制定的基本财政任务要求立刻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而同你们交换意见可以使我们所拟定的改造办法不致于成为空话。

我们无论如何要争取完成财政的扎实的改造，但必须记住，如果我们的财政政策不成功，那么，我们的一切根本改革都会遭到失败。

我代表人民委员会提请你们注意在许多会议上已经阐明了的任务，并请你们详细地加以研究，以便切实贯彻到生活中去。这些任务有以下各项：


财政集中

我们需要财政集中，需要力量集中；不实现这些原则，我们就不能完成经济改造，而只有完成经济改造，每一个公民才能有饭吃，个人的文化需要才能得到满足。

目前，集中的必要性这一点已经深入人心；虽然这个转变进展缓慢，但是它将更深入、更广泛；如果说出现了分散的趋向，那是过渡时期的病态，是发展中的病态；出现这种病态是很自然的，因为沙皇和资产阶级的集中制使人民群众敌视和厌恶任何中央集权。

我认为集中制是劳动群众最起码的一种保证。我赞成地方苏维埃组织实行最广泛的自治，但是我也认为，为了使我们有意识地改造国家的工作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必须有统一的、严格规定的财政政策，必须从上到下执行命令。

我们期待着你们制定出关于国家财政集中的法令。


所得税和财产税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任务，就是正确规定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你们知道，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反对间接税，因为，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唯一正确的税收是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无需讳言，在实行这项税收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碰到许多严重的困难，有产阶级将拼命进行反抗。

目前资产阶级用收买和拉拢的手段来逃避税收。我们必须防止他们钻空子。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想出了许多办法，作地基用的场地已经清理出来，但是这座大厦的地基还没有打好。现在，这个时刻快要到了。

关于实行所得税的问题，仅靠一些法令是不够的，必须有切实的办法和经验。

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改用按月征收所得税的办法。从国库获得收入的人数在增加；应当采取措施，用扣薪金的办法向这些人征收所得税。

一切收入和工资，毫无例外都应当征收所得税。迄今所采用的印票子的办法，只能当作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应当用经常征收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办法来代替这一措施。

我请你们对这个办法详细加以研究，切实而准确地确定一些我们能够在最短期间内使之成为法令或指令的方案。

关于强征的问题，列宁说：我决不是笼统地反对强征；为了消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强征的办法；这是过渡期间一项正确的措施，但是现在这段时间已经结束，因此，应当用国家集中的单一税来代替向有产阶级强征的办法。

毫无疑问，资产阶级一定会千方百计地逃避我们的法律，玩弄小小的骗局。我们要反对这种勾当，以便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残余。


劳动义务制

我们的财政政策的第三个任务，就是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对有产阶级实行登记。

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旧资本主义已被这场战争彻底摧毁，它已经让位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西欧先进国家英国和德国，已经由于战争的缘故对全部生产实行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它们对无产者阶级实行劳动义务制，而对资产阶级则大开方便之门。我们应当利用这些国家的经验，但是，实行劳动义务制首先不是从在战争中本来就承担了重大牺牲的穷人开始，而是要从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的有产者开始。

现在首先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填写劳动纳税收支手册的制度，以便了解他们每人为国家做了多少工作。各级地方苏维埃应当负责进行监督。对穷人来说，这种办法现在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们本来已经在尽力劳动了，而且工会将采取各种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

对每个有产者进行登记，制定富人必须持有劳动纳税收支手册的法律，——这就是我们首先应当解决的任务。应当切实地和具体地研究这个问题。这项措施能把纳税的重担转到富人身上，也只有这样才是公平合理的。


新币

当前的第四个任务，就是要用新币代替旧币[146]。货币、纸币——凡是现在称作货币的东西——这些社会财富的凭据，现在起着瓦解的作用，并且包含着这样的危险：资产阶级保存着这些纸币，就能继续保持经济权力。

为了削弱这种现象，我们应当对于现行纸币实行最严格的登记，以便用新币全部代替旧币。毫无疑问，在实行这项措施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遇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严重困难；必须做好细致的准备工作——准备几十亿新币，在每个乡和大城市的每个街区都建立起储蓄所，但是，我们不会向这些困难低头。我们要规定一个最短的期限，在这个期限内，每人都要填单申报自己持有的货币数目，并且把这些货币兑换成新币；如果数目不大，可以按一对一兑换，如果数目超过限额，那就只能领到一部分。毫无疑问，这项措施不仅会遭到资产阶级的激烈反对，而且还会遇到那些在战争中大发横财并把大量纸币装在瓶子里埋在地下的农村富农的激烈反对。我们将同阶级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斗争将是艰苦的，但也是能收效的。我们决不怀疑，我们应当挑起这场斗争的全部重担，因为这场斗争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要实行这项措施，就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必须制定报表的格式，必须在各地开展宣传活动，规定旧币兑换新币的期限等等。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些。这将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的最后的斗争，这将使我们有可能在西欧社会革命尚未到来的时候向外国资本交纳临时贡赋，并在国内进行必要的改革。

列宁同志最后代表人民委员会祝愿代表大会圆满成功。（列宁同志的讲话不止一次地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载于1918年《全俄区域、省、县苏维埃财政部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总结》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50—355页

















[145]列宁的这个报告是在全俄苏维埃财政部门第一次代表大会5月18日晚的会议上作的。代表大会于1918年5月17—21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230名代表。大会议程是：各地报告；总的财政政策；地方财政；银行、地方金库和税务检查；合理利用信贷；组织问题。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提出了一个以列宁报告中关于苏维埃财政政策的任务的论点为基础的决议案，为代表大会多数票通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本来提出了自己的决议案。在大会讨论以后，他们撤回了自己的决议案，而同意了共产党的决议案。大会委托一个六人委员会会同财政人民委员部在最短期间拟出下列决定：关于累进所得税和普遍财产税的条例（以列宁提纲为基础）；关于在国家专营组织基础上的间接税制度；关于税收集中化和现金出纳统一化；关于银行业务集中化；关于换发货币；关于“统一集中地组织一切（地方和中央）财政管理机关”。——[327]。



[146]关于准备币制改革的问题是列宁1917年12月在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的法令草案中提出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78页）。1918年春天，列宁制定了币制改革计划，目的是建立稳定的苏维埃通货，消灭由于战争和沙皇政府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胡作非为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币制改革的具体的准备工作也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开始进行。但是由于进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的战争，由于过渡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币制改革在当时未能实现。苏联的第一次币制改革是根据列宁的原则在1922—1924年实行的。——[331]。







《列宁全集》第34卷


对《关于组织征粮队问题告彼得格勒工人书》的补充[147]


（1918年5月20日）

只有在觉悟工人掌握了强有力的、钢铁般的权力的情况下，才能保持住苏维埃政权，才能保持住并且巩固被剥削劳动者对地主和资本家的胜利。只有这种权力能把所有的劳动者和贫民吸引过来，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

工人同志们！你们要记着，革命处于危急之中。你们要记着，只有你们能拯救革命；此外再没有别的人。

我们需要几万名精干、先进、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工人，他们决不会受贿行窃，而能组成一支钢铁般的力量去反对富农、投机商、奸商、受贿者、捣乱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这就是我们所迫切需要的。

没有这些，饥荒、失业和革命的毁灭就不可避免。

组织就是工人的力量和工人的救星。这一点所有的人都知道。现在需要特殊的工人组织，需要工人掌握钢铁般权力的组织以战胜资产阶级。工人同志们！革命的事业，革命的出路掌握在你们的手中。

时不我待。在十分艰苦的5月之后，接着将是更艰苦的6月和7月，也许还包括8月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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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对〈关于组织征粮队问题告彼得格勒工人书〉的补充》是在1918年5月20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起草的，在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商议后加进了《告彼得格勒工人书》的最后定稿。《告彼得格勒工人书》先用电报发给了彼得格勒党委会，并附指示：“下列号召书在一切工厂公布，并设法立即组织参加征粮队的报名工作。”随后由列宁和瞿鲁巴署名发表于1918年5月22日《彼得格勒真理报》第103号和5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07号以及其他报纸。列宁在《论饥荒》这封给彼得格勒工人的信（见本卷第334—341页）中更详细地发挥了《补充》中的思想。



在《列宁全集》第1版第27卷中，本篇标题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译为《给彼得堡工人的电报草稿》。——[333]。



　





《列宁全集》第34卷


论饥荒（给彼得格勒工人的信）

[148]




（1918年5月22日）

同志们！前几天你们的一位代表来我这里，他是位党员同志，是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这个同志把彼得格勒极端严重的饥荒情形详细地讲给我听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许多工业省份，粮食问题也同样尖锐，饥荒也同样无情地威胁着工人和所有贫苦农民。

同时我们看到在粮食和其他食品方面投机活动十分猖獗。饥荒的造成并不是由于俄国没有粮食，而是由于资产阶级和一切富人在粮食这个最重要最尖锐的问题上，同劳动者的统治，同工人国家，同苏维埃政权作最后的斗争。资产阶级和一切富人，其中包括农村的财主，富农，破坏粮食垄断，破坏国家的粮食分配办法，这种办法是为了把粮食供给全体人民，首先是供给工人、劳动者和穷人。资产阶级破坏固定价格，进行粮食投机，每普特粮食赚一二百以至更多的卢布，破坏粮食垄断和合理分配粮食的办法，他们所用的破坏手段，就是贿赂、收买和恶意赞助一切危害工人政权的行为，这个工人政权正在力求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

“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任何一个劳动者都懂得的。这是一切工人，一切贫苦农民以至中农，一切过过穷日子的人，一切靠自己的工资生活的人都同意的。十分之九的俄国居民赞成这个真理。这个简单的、十分简单和明显不过的真理，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力量的取之不尽的泉源，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不可摧毁的保障。

但问题的实质在于：表示同意这个真理，发誓赞成这个真理，口头上承认这个真理，是一回事，而善于实现这个真理却是另一回事。在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中，当几十万以至几百万人忍饥挨饿（在彼得格勒，在非农业省份，在莫斯科），而财主、富农和投机商却把千百万普特粮食隐藏起来的时候，每一个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都应该认真而深入地思考一下。

怎样才能实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呢？非常清楚，要实现这个原则，第一，必须实行国家粮食垄断，即绝对禁止任何私人买卖粮食，全部余粮都必须按照固定价格交售给国家，绝对禁止任何人保存和隐藏余粮。第二，为此必须最严格地计算一切余粮，妥善地把粮食从余粮区运往缺粮区，与此同时还要建立供消费、加工和播种用的储备。第三，为此必须在工人的即无产阶级的国家的监督下，公平合理地把粮食分配给全体公民，不给富人任何特权和优待。

只要把这些战胜饥荒的条件稍微想一想，就足以了解那些可鄙的无政府主义空谈家愚蠢到了何等的地步，他们竟否认国家政权（并且是一个对资产阶级极端严酷、对捣乱者铁面无情的政权）对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对于劳动者摆脱一切压迫和一切剥削的必要性。正是现在，当我国革命已经直接地、具体地、实际着手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这也正是这一革命的不可磨灭的功绩）的时候，并且恰恰是在主要问题即粮食问题上，可以最明显地看到，必须有钢铁般的革命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在全国广大范围内组织食品的收集、运输和分配，同时要计算千千万万人的消费，要估计到今后一年以至许多年内的生产条件和成果（因为会有歉收的年份，为了增加粮食收成而常常要进行多年的工作来改良土壤，等等）。

罗曼诺夫和克伦斯基遗留给工人阶级的，是一个被他们所进行的掠夺的、罪恶的、非常痛苦的战争弄得完全破产的国家，是一个被俄国和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劫掠一空的国家。只有最严格地计算每一普特粮食，只有绝对平均地分配每一磅粮食，才能使粮食够一切人吃。机器的粮食即燃料也极端缺乏，如果不集中全力来严格无情地节省消费和实行合理分配，那么铁路和工厂就会停顿，全国人民就会遭受失业和饥荒的危害。灾难就在眼前，已经非常逼近了。在非常艰苦的5月之后，还有更艰苦的6月、7月和8月。

实行国家粮食垄断，在我国已由法律明文规定，可是实际上每走一步都遭到资产阶级的破坏。农村的财主，富农，土豪，鱼肉乡里几十年，现在宁愿靠投机、酿私酒来营利，因为这可以使他们发财，至于造成饥荒的罪过，他们就推到苏维埃政权身上。那些富农的政治上的辩护士——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是这样干的，他们公开地和秘密地“从事”反对粮食垄断，反对苏维埃政权。无气节者的党，即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这方面也是毫无气节：它为资产阶级的自私的叫喊号泣所迷惑，大叫反对粮食垄断，“抗议”粮食专卖，它被资产阶级弄得恐慌不安，害怕同富农作斗争，歇斯底里地东奔西窜，要求提高固定价格，允许私人买卖等等。

这个无气节者的党在政治上反映实际生活中常有的一种情况：当富农挑唆贫苦农民去反对苏维埃的时候，就收买贫苦农民，譬如给某个贫苦农民一普特粮食，不要他付6卢布，而只要他付3卢布，让这个被腐蚀的贫农也去“享受”投机的甜头，以150卢布的投机价格出卖这一普特粮食而“发发小财”，让他也变成大喊大叫的人，去反对禁止私人买卖粮食的苏维埃。

凡是能够思索的人，凡是愿意稍加思索的人，都会明白目前进行的是一场什么样的斗争：

或者是觉悟的先进工人把贫苦农民群众团结到自己周围，建立钢铁般的秩序，建立严厉无情的政权，即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从而获得胜利，强迫富农服从，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分配粮食和燃料；

或者是资产阶级在富农的帮助下，在无气节的和昏头昏脑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间接支持下，把苏维埃政权推翻，拥立一个亲德的或亲日的科尔尼洛夫，这个科尔尼洛夫就会强迫人民每日做工16小时，每星期只给八分之一磅的面包，枪杀工人群众，在审讯室里实行拷打，象在芬兰和乌克兰那样。

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国家的状况危急到了极点。

凡是细心思索政治生活的人都不会不看见，立宪民主党人正在设法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达成谅解：究竟是亲德的科尔尼洛夫还是亲日的科尔尼洛夫“更令人称心一些”，究竟是戴王冠的科尔尼洛夫还是实行共和的科尔尼洛夫对于镇压革命更好和更可靠一些。

现在是一切觉悟工人，一切先进工人达成谅解的时候了，是他们振奋起来并懂得每一分钟的迟延都有断送国家、断送革命的危险的时候了。

用治标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诉苦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企图为“自己”即为“自己的”工厂、“自己的”企业“零星”弄一点粮食和燃料的办法，只会助长混乱状态，只会方便投机商的自私自利的、黑暗龌龊的勾当。

彼得格勒的工人同志们！我之所以要写这封信给你们，原因就在这里。彼得格勒不是全俄国。彼得格勒的工人只是俄国工人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彼得格勒的工人是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中的一支优秀的、先进的、最觉悟、最革命、最坚决、最不容易受空话影响、最少受毫无气节的绝望情绪影响、最不怕资产阶级威吓的队伍。在各国人民的生活的危急关头，甚至先进阶级人数不多的先进队伍，也能把所有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燃起群众革命热情的火焰，完成伟大的历史功勋，这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

彼得格勒工人的代表向我说：在他们普梯洛夫工厂里原来有4万工人，但其中大多数都是“临时”工，不是无产者，而是些不可靠的、软弱的人。现在只剩下15000人了，但都是无产者，都是经过斗争考验和锻炼的人。

正是这样的革命先锋队——无论在彼得格勒还是在全国——应当大声号召，应当 一致奋起
 ，应当认清，国家命运就操在他们手中，他们必须表现出与1905年1月和10月、1917年2月和10月时同样的英勇精神，应当组织伟大的“ 十字军讨伐
 ”来反对粮食投机商，反对富农、土豪、捣乱者和受贿者，组织伟大的“ 十字军讨伐
 ”来反对在收集、运输和分配粮食和燃料方面破坏国家严格秩序的人。

只有先进工人普遍振奋起来，才能拯救国家和革命。需要有几万个先进工人，受过锻炼的无产者。他们要具有很高的觉悟，能够向全国各地千百万贫苦农民说明情况，并成为他们的领袖。他们要具有十分坚毅的精神，能够无情地屏弃和枪毙一切受投机利益“诱惑”（这是常有的事）、从为人民事业奋斗的战士堕落为掠夺者的人。他们要非常坚定和忠于革命，能够有组织地把在全国各地进行讨伐的一切重担挑起来，以便建立秩序，巩固各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在各地对每一普特粮食和每一普特燃料进行监督。

这比在几天中表现英勇精神，既不离开久居之地，也不作长途讨伐，而只是举行突发性的起义去打倒恶魔和白痴罗曼诺夫或者傻瓜和吹牛大王克伦斯基要困难得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长期坚毅的组织工作上表现英勇精神，比在起义中表现英勇精神困难得多，同时也高得多。而工人政党和工人阶级之所以有力量，始终是由于它们能勇敢、直接、公开地正视危险，不害怕承认危险，能清醒地估量哪些势力是站在“自己”营垒方面，哪些势力是站在“外人”即剥削者的营垒方面。革命在前进、发展和增长。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也在增长。斗争的广度和深度在增长。合理地分配粮食和燃料，努力获得粮食和燃料， 由工人
 在全国范围内对此实行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的、主要的前阶。这已经不是“一般革命的”任务，而正是 共产主义的
 任务，正是劳动者和贫苦农民应当向资本主义进行决战的任务。

在这个战斗上值得献出一切力量。这个战斗的困难是很大的，然而我们为之奋斗的消灭压迫和剥削的事业也是伟大的。

当人民在挨饿，当失业现象日益严重的时候，凡是隐藏一普特余粮的人，凡是使国家损失一普特燃料的人，都是最大的罪犯。

在这样的时候（而对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说永远如此），每一普特粮食和燃料都是真正的圣物，比神父们用来愚弄蠢人的圣物要高尚得多，因为神父们不过是以升天堂来安慰在地上过着奴隶生活的人们罢了。为了从这种真正的圣物上扫除一切神父式的“神圣性”，就必须 实际掌握这种圣物
 ，必须做到 在实际上
 合理分配这些圣物，必须把所有一切余粮彻底地搜集起来，作为国家的存粮，必须 在全国范围内肃清
 隐藏余粮或尚未收集余粮的现象，必须通过工人的坚决有力的手做到竭力增产燃料，大大节省燃料，在燃料运输和消费方面建立极严格的秩序。

需要先进工人到所有生产粮食和燃料的地区，到所有运输和分配粮食和燃料的重要地区，去进行大规模的“十字军讨伐”，以便加强工作，十倍地加强工作，以便帮助各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实行计算和监督，以便用武力消灭投机活动、受贿和懒散现象。这个任务并不是新任务。老实说，历史并没有提出新任务，只是随着革命规模的扩大、革命困难的增加及其全世界历史任务的意义的增高，而扩大旧任务的范围和规模。

十月革命的、苏维埃革命的最伟大而不可破灭的成就之一，就是先进工人 以
 贫苦农民 领导者的资格
 、 以
 农村劳动群众 领袖的资格、以劳动国家建设者的资格
 “到民间去”。彼得格勒派出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工人到农村去，其他的无产阶级中心也派出了优秀工人到那里去。同卡列金之流和杜托夫之流作斗争的战斗队，征粮队，都已经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了。任务只是在于，由于灾难逼近，情况艰难，我们必须去做比以前多 十倍
 的工作。

工人成了贫苦农民的先进的领袖，并不就成了圣人。他领导人民前进，可是他也染上了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毛病。工人队伍中最有组织、最有觉悟、最守纪律和最坚决的工人愈少，这些队伍就愈容易涣散，代表过去的小私有者自发势力战胜代表未来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觉悟的情况也就愈多。

工人阶级开创了共产主义革命，并不能一下子就丢掉自己身上的弱点和毛病。这些东西都是从地主资本家社会，从剥削者和土豪的社会，从少数人卑鄙地钻营财富而多数人遭受贫困的社会继承下来的。可是工人阶级能够战胜 并且归根到底肯定必然会战胜
 旧世界，能够战胜它的毛病和弱点，只要不断有一批又一批人数更多、经验更丰富、在困难斗争中受到更多锻炼的工人队伍去同敌人作斗争就能做到这一点。

现在俄国的情形正是这样。个人行动，分散作战，决不能战胜饥荒和失业。需要先进工人到幅员广大的全国各地去进行大规模的“十字军讨伐”。需要派出人数多十倍的由觉悟的、无限忠于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所组成的 钢铁般的队伍
 。那时我们就能战胜饥荒和失业。那时我们就能使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前阶。那时我们也就能够进行胜利的防御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强盗。






	　尼·列宁
1918年5月22日

载于1918年5月24日《真理报》第10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57—364页

　















[148]

 《论饥荒（给彼得格勒工人的信）》是列宁接见了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今基洛末工厂）采购委员会主席A．B．伊万诺夫以后写的。接见中，列宁倾听了这位工人代表的意见，然后请他转告彼得格勒劳动者：政府正在采取坚决措施整顿国内的粮食工作。列宁还把关于授予粮食人民委员特别权力的法令交给他，由他向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们传达。



列宁在给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的信里说他已告诉伊万诺夫，如果不组成可靠的工人大军来讨伐农村资产阶级，那么饥荒和革命失败就不可避免。列宁要粮食人民委员部尽力协助彼得格勒工人征粮队。



彼得格勒工人执行列宁的指示，于1918年6月初派出了由400人组成的第一个征粮队。——[334]。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全俄劳动委员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49]


（1918年5月22日）

同志们！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向劳动委员代表大会表示祝贺。（热烈鼓掌）

在昨天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施略普尼柯夫同志说，你们的代表大会赞同工会关于劳动纪律和生产定额的决议。同志们！我认为你们作出这个决定就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一步不仅关系到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条件，而且从目前总的形势来看具有非常重要的原则意义。你们同广大工人群众有着经常的工作上的、而不是偶然的联系，你们知道，我们的革命在发展中正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时刻。

你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敌人西欧帝国主义者在暗中窥伺着我们，也许有一天他们的大军会向我们猛扑过来。目前，除了这些外部敌人，还有一个危险的内部敌人，那就是瓦解、混乱和组织涣散，这些现象被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以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奴仆走狗搞得更加严重了。同志们！你们知道，沙皇制度和以克伦斯基为首的妥协分子把我们卷进了痛苦的战争，战争结束后我们所继承的只是瓦解和严重的经济破坏。现在到了一个最危急的关头，现在愈来愈多的工人濒于饥荒和失业，成千上万的人遭受饥荒的痛苦，情况因缺粮而更加恶化，但是，我们是可以有粮食的，因为我们知道，合理的分配取决于正常的运输。自从我们和盛产燃料的边疆区被切断联系以后出现燃料不足，铁路发生危机，交通运输也许有停顿的危险。这些情况给革命造成了困难，使得各式各样的科尔尼洛夫分子欢天喜地。现在，他们每天，也许每小时都在盘算如何利用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困难，重新把科尔尼洛夫推上宝座。他们正在争吵的是究竟拥立哪国的科尔尼洛夫，不过不管是戴王冠的科尔尼洛夫，还是实行共和的科尔尼洛夫，都必须对资产阶级有利。现在工人们已经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自从俄国革命经历了克伦斯基统治时期之后，他们对这一点丝毫也不感到惊奇了。但是，工人组织和工人革命的力量在于：不是闭眼不看真实情况，而是对情况要有最准确的认识。

我们曾经说过，这样大规模的空前残酷的战争，有使欧洲文化遭到全部毁灭的危险。唯一的拯救办法，只能是把政权转到工人手里，以建立钢铁般的秩序。1905年以后，俄国革命的进程和特殊的历史情况使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一段时间内远远走在其他国际无产阶级队伍的前面。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的阶段，西欧各国的革命尚在酝酿之中，德国的工人大军显然处于一筹莫展的境地。我们知道，在那里，在西欧，对付劳动者的不是罗曼诺夫和吹牛大王的腐朽制度，而是依靠现代文化和技术的全部成果的、普遍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因此，我们的革命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而西欧的革命是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我们的困难在于，我们全要靠俄国无产阶级的努力来完成一切，并要坚持下去，直到我们的同盟者——世界各国的国际无产阶级——壮大起来。我们日益感觉到，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在得不到支援的情况下，我们又面临着铁路运输的破坏和粮食恐慌，这样就使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了。这里应该向大家明确地提出问题。

劳动委员代表大会同工人的直接接触比其他组织更多，所以我希望，这次大会不仅在直接改善劳动秩序（我们应该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的基础）方面是一个新阶段，而且在启发工人认识目前形势方面也是一个新阶段。现在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任务是困难的，但也是能收效的，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俄国甚至在其他各国的命运。正因为这样，关于劳动纪律的决议非常重要。

现在，政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工人手里，一切事情都决定于无产阶级的纪律和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现在的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的纪律和专政，是关于钢铁般的政权。这个受到贫民最热烈的同情和最坚决的支持的政权，应该成为钢铁般的政权，因为空前的灾难正在到来。工人群众还生活在旧事物的影响下，他们希望，我们设法摆脱这种状况。

但是，这种幻想一天天地破灭了，现在愈来愈明显，如果工人阶级不以自己的组织性战胜这种破坏，世界大战会给许多国家带来饥荒和退化。我们看到工人阶级的觉悟分子在致力于奠定新的同志纪律的基础，但同时也看到，千百万的小私有者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从自己狭隘的利益出发来看待一切。不建立觉悟工人的钢铁般的秩序，我们就不能战胜行将到来的饥荒和灾难，我们就会一事无成。由于俄国幅员辽阔，因此我们往往是一个地区粮食很多，而另一个地区却一点粮食也没有。应该想到，一场别人强加给我们的防御战争是会发生的。应该想到，没有正常的运输就不能养活城市和大工业中心。每一普特粮食都必须精打细算，决不能糟踏。但我们知道，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而只是纸上空谈。在实际生活中，小投机商一味腐蚀贫苦农民，使他们相信私人买卖能补上他们所缺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摆脱危机。在俄国，要使人的粮食和工业的粮食即燃料够用，只有把我们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极其严格地分配给所有的公民，不许任何人多拿一磅粮食，不许浪费一磅燃料。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家从饥荒中拯救出来。要使人有粮食吃，工业有燃料用，一切都必须精打细算。这是共产主义分配的教训，这个教训我们不是从书本上得到的，而是从痛苦的经验中得到的。

也许广大的工人群众不能一下子了解我们正面临着灾难。需要工人对组织涣散和隐藏粮食进行十字军讨伐。需要十字军讨伐，把你们作出了决定的、在工厂里谈论的劳动纪律推广到全国去，让广大群众都认识到没有别的出路。在我国革命的历史上，觉悟工人的力量始终是在于能完全正视最痛苦的危险的现实，不抱任何幻想，准确地估计力量。我们可以指望的只有觉悟的工人；其他群众如资产阶级和小业主反对我们，他们不相信新秩序，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加重人民的贫困。我们在乌克兰和芬兰所看到的，就是一个例子：资产阶级及其拥护者，从立宪民主党人到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的同盟者帮助下征服了城市，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暴行，使城市血流成河。这一切说明，如果无产阶级不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它将会有怎样的遭遇。我们知道，俄国先进的觉悟的工人是不多的。我们也知道人民的贫困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定能够使广大群众都了解，用治标的办法是不能摆脱这种状况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是绝对不行的。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时期，许多国家都弄得民穷财尽，千百万人濒于死亡或变为军事奴隶。因此，历史加之于我们的革命并不是出于个别人的恶意，而是因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摇摇欲坠。

劳动委员同志们，你们要利用每一次出席工厂集会的机会，每一次会见工人代表团的机会，利用一切机会，向他们解释这种情况，让他们知道，我们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灭亡，要么建立自觉纪律，组织起来，创造自卫的可能性。如果觉悟的工人不组织以全体贫民为首的十字军讨伐，去反对各地被小资产阶级搞得日益严重的和我们应该加以克服的混乱和组织涣散，那么，我们所面临的将是俄国的、日本的或德国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卷土重来，每星期给八分之一磅面包。问题在于如何使觉悟的工人感觉到自己不仅是自己工厂的主人，而且是国家的代表，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责任。觉悟的工人应该知道，自己是阶级的代表。他们既然领导反对资产阶级和投机商的运动，就必须获得胜利。觉悟的工人一定会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者的基本任务，到那时候我们就会取得胜利。到那时候我们一定能找到力量，一定能进行斗争。（长时间热烈鼓掌）





	载于1918年5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02号和1918年5月24日《真理报》第10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65—370页

　















[149]这是列宁在全俄劳动委员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这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5月18—25日在莫斯科召开，出席的有区域、省、县的劳动委员部、劳动介绍所、伤病救济和保险基金会、失业基金会、工会中央理事会及其他组织的代表共600人左右。大会议程包括：劳动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工业状况；劳动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工资标准和生产率定额；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等。代表大会赞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1918年4月日颁布的劳动纪律条例和核准工资等级表的程序的条例，并据此通过了关于劳动纪律、工资政策、工人阶级经济状况等决议。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劳动保护法规和关于在各地设立规定工资标准和劳动定额的机关的决议。——[342]。



　





《列宁全集》第34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燃料的决定草案[150]


（1918年5月24日）

人民委员会委托报告人立即制定出详细的切实具体的条例草案，目的是：

（1）加强燃料的开采，

（2）节约使用燃料，

（3）合理分配生产燃料的地区或区域的技术力量，

（4）对节约燃料的重要性进行通俗的鼓动和宣传。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71页

　















[150]人民委员会1918年5月24日会议讨论了燃料问题。在会上代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燃料局作报告的是H．N．索洛维约夫，代表莫斯科燃料部作报告的是C．C．季坎斯基。这个决定草案是在这次会上写的。——[347]。



　





《列宁全集》第34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汽车运输的决定草案[151]


（1918年5月25日）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军事、交通、国家监察、汽车运输总局、劳动和粮食等部门组成的委员会要再一次审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汽车运输总局的方案。

给委员会五天期限。

要求所有部门在此期限内提出准确材料，说明有多少载重汽车已经移交给粮食人民委员部，最近还将移交多少（从载重汽车总数中）。

仔细查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汽车运输处的组成人员。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97—398页

　















[151]这个草案是在1918年5月25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这次会议讨论了关于把汽车运输交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运输局汽车运输处管理的问题。——[348]。



　





《列宁全集》第34卷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152]


（1918年5月25日和6月7日）


1

人民委员会决定草案

人民委员会完全同意和赞成社会主义科学院成立草案的基本精神，责成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根据下述原则修改这一草案：

（1）——把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出版协会放在首位；

（2）——特别要大量吸收国外的马克思主义人才；

（3）——首要任务之一是组织一系列的社会调查；

（4）——立即采取措施，以查明、招聘和利用俄国的教师力量。


2

给委员会的指示

责成委员会：

（1）详细审查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的章程，以便呈报人民委员会，然后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

（2）立刻就这个问题和组成人员问题同非俄罗斯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交换意见；

（3）拟定、讨论适于并愿意担任创办人和教师的人选名单，以便呈报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153]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72—373页

　















[152]这是列宁起草的有关成立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的两个文件。第一个文件《人民委员会决定草案》看来是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5月25日会议讨论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条例草案时起草并通过的。根据列宁指示改写过的社会科学院条例提交人民委员会6月7日会议讨论。这次会议原则上批准了条例，并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来详细拟定社会科学院的章程。第二个文件是这次会议通过的给专门委员会的指示。



社会科学院章程于6月15日经人民委员会批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6月25日通过了关于社会科学院的法令，7月12日公布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45号（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468—479页）。



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于1918年10月1日正式成立，其任务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对社会科学、哲学以及同社会科学有关的自然科学进行科学研究；培养社会知识各个领域的专门家；向群众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根据1919年4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条例，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定名为社会主义科学院。从1924年4月17日起改称共产主义科学院。1936年2月，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共产主义科学院撤销，所属各研究所和主要工作人员并入苏联科学院。——[349]。



[153]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正式院士和教员名单发表于1918年8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69号。1922年2月5日，列宁当选为社会主义科学院正式院士。收到该院主席团的通知后，列宁因病复信辞谢（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350]。



　





《列宁全集》第34卷


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154]


（1918年5月26日）

（1）把军事人民委员部改为军事粮食人民委员部，即集中军事人民委员部 9
 / 10
 的力量来改编军队，以进行一场争夺粮食的战争，并利用6月到8月三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这场战争。

（2）这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宣布军事管制。

（3）动员军队，挑选其中健康可靠的人员，并征召年满19岁的公民（至少在几个地区），去进行夺取、夺回、收集、运输粮食和燃料的有系统的军事行动。

（4）枪毙不守纪律的人。

（5）用取得粮食的成绩和收集余粮的实际结果来衡量这些队伍的成绩。

（6）军事行动的任务应当是：

　　　　（一）收集存粮供应居民；

　　　　（二）收集存粮以便为这场战争准备三个月的储存；

　　　　（三）保护储备的煤，把它们收集起来，增加生产。

（7）把遭受饥荒的省份中的工人和贫苦农民编入作战（同富农等作战）的部队（每队占 1
 / 3
 到 1
 / 2
 ）。

（8）给每支部队印发两本须知：

　　　　（一）思想政治手册，讲战胜饥荒、战胜富农的意义，讲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政权；

　　　　（二）军事组织手册，讲部队的内务条例、纪律、监督以及对每一次战役进行监督的文件等等。

（9）实行整个部队的连环保，例如，发生一次抢劫事件，按规定就要每十个人枪毙一个人。

（10）动员城市富人的 
一切

 运输工具来运送粮食；动员有钱阶级担任文书和干事。

（11）如果部队的腐化行为有日益增多的迹象，那么过一个月就把这种“患病的”部队撤回派出的原地，以便查明情况，进行“医治”。

（12）要在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里通过以下几点：

　　　　（一）承认国家在粮食方面处于 
极其危险的境地

 ；

　　　　（二）军事管制；

　　　　（三）除进行上述形式的改编以外，动员军队 为争夺粮食而进军
 ；

　　　　（四）在每个有余粮的县和乡中，立即编造富有的土地占有者（富农）和粮商等的 
名册

 ，责成他们对收集全部余粮负个人的责任；

　　　　（五）每支武装部队要配备（大致每十个人至少配备一名）由俄国共产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或工会介绍去的人。

（13）在实行粮食垄断时，除了无情地镇压囤积余粮的富农外，还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不惜在财务方面作出一切牺牲去帮助贫苦农民，并把一部分收集来的富农的余粮无偿地分给他们。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74—376页

　















[154]《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写于俄国国内粮食状况极端严重的时期。依据这个提纲，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5月28日通过了关于粮食政策的决定（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第95页），并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就组织武装征粮队的问题在第二天起草一份给工人和农民的号召书。根据列宁的提纲起草的号召书于1918年5月29日由人民委员会批准，5月31日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在报纸上公布。——[351]。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55]




（1918年5月26日）

（列宁同志出现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同志们，请允许我首先代表人民委员会向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表示祝贺。（鼓掌）

同志们，现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担负着一项困难而又最能收效的任务。毫无疑问，十月革命的成果愈扩大，由十月革命所开始的这个变革愈深入，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基础愈稳固，社会主义制度愈巩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作用就愈增大和提高。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将来只有国民经济委员会能够保持自己巩固的地位，我们愈接近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对于纯行政机构，即实际上只是做管理工作的机构的需要愈减少，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这种地位就愈巩固。在剥削者的反抗被彻底粉碎以后，在劳动者学会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以后，——这种原来意义的、狭义的管理机构，旧国家的机构，必定消亡，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必定成长、发展和巩固，它将担负起有组织的社会的一切最主要的活动。

同志们，所以在研究我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经验以及与它有密切的工作联系的各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经验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没有丝毫的根据作出任何悲观的结论，尽管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没有做到尽善尽美，没有组织就绪。因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各区域和各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所担负的任务这样巨大，这样无所不包，所以根本没有理由对我们大家看见的现象产生忧虑。有很多次——当然，在我们看来，也许次数过多——没有采用俗话说的“七次量衣一次裁”的办法。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组织经济，可惜并不象这个俗话所说的那样简单。

随着全部权力——这一次不仅是政治权力，而且主要的甚至不是政治权力，而是经济权力，即涉及人们日常生活最深基础的权力——转归新的阶级，而且是转归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领导大多数人民即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阶级，我们的任务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不言而喻，在组织任务极其重要而又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当我们必须完全按照新的方式来组织亿万人生活的最深基础的时候，十分明显，这里没有可能象俗话所说“七次量，一次裁”那样简单地处理事情。实际上，我们不能预先量很多次，然后再裁剪和缝制已经完全量好的衣料。我们必须在工作进程中考查这些或那些机关，在实践中观察它们，用劳动者集体的共同经验，而主要是用工作结果的经验来检查它们，我们必须在工作进程本身中，而且是在剥削者进行殊死斗争和疯狂反抗的情况下（我们愈是接近彻底拔掉资本主义剥削制的最后几个坏牙，这些剥削者也就愈加疯狂），来建造我们的经济大厦。显然，在这种条件下，根本没有理由悲观失望，虽然我们有时甚至在一个短时期内要几次改组国民经济各种部门进行管理的形式、规章和机构，——自然，这是资产阶级和高贵的感情受到侮辱的剥削者老爷们进行恶毒攻击的一个充足的理由。当然，由于有时三番五次地改变管理的规章、准则和法规，那些最接近和最直接参加这种工作的人，例如水运总管理局的人，自然有时觉得很不愉快，对这样做不可能太满意。可是，如果稍微抛开因法令过于频繁改动而直接引起的不愉快，如果目光稍微放远些去看看俄国无产阶级暂时还只能依靠本身不足的力量去完成的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么立刻就会明白：甚至作更多次的改动，在实践中对各种管理制度和整顿纪律的各种规定进行试验，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伟大的事业中，我们决不能要求，而且无论哪个谈论未来远景的有卓见的社会主义者也从来不会想到，我们能够根据某种预先作出的指示立即构思出和一下子规定出新社会的组织形式。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洞悉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优秀的学者、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最大的思想家给我们准确地指出的一切，就是社会的改造在历史上必然要经过一段很长的路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命运已为历史所注定，它必将崩溃，剥削者必然要被剥夺。这个道理已经以科学的精确性阐明了。当我们举起社会主义旗帜，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着手改造社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了。当我们取得政权以便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了，但是，无论改造的形式或具体改造的发展速度，我们都不可能知道。只有集体的经验，只有千百万人的经验，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指示，这是因为对于我们的事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前无论在地主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左右历史的成千上万上层分子的经验都是不够的。我们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依靠共同的经验，千百万劳动者的经验。

所以我们知道，作为苏维埃的主要的、根本的和基本的任务的组织工作，必然会要求我们进行许多试验，采取许多步骤，作出许多变动，使我们遇到许多困难，尤其是在怎样使人人各得其所方面，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需要我们自己来定出每一个步骤，而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错误愈是严重，我们就愈是坚信：随着工会会员人数每增加一次，随着一直遵照传统和习惯生活的被剥削劳动者从他们的营垒转到苏维埃组织建设者营垒的人数每增加几千人，几十万人，能够适应工作需要并能使工作步入正轨的人数也会增加。

拿国民经济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特别经常遇到的一项次要任务——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这项任务来谈。我们大家都知道，至少那些站在科学和社会主义立场上的人都知道，这个任务只有在国际资本主义发展了劳动的物质技术前提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种劳动是大规模的，是建立在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因而也是建立在造就出大批科学上有造诣的专家的基础上的。我们知道，不实现这个任务，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有些社会主义者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次又一次地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多读读这些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毫无例外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科学摆脱资产阶级的桎梏，摆脱资本的奴役，摆脱做卑污的资本主义私利的奴隶的地位。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

我们必须依靠敌视这一点的分子来实现它，因为资本愈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工人所受的迫害也愈厉害。当政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的时候，当政权在这些群众的拥护下提出自己任务的时候，我们要在资产阶级专家的帮助下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些专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受的教育，他们没有见过另外的环境，也不能想象另外的社会环境，因此，就是在他们非常真诚和忠于自己工作的情况下，他们也是满脑袋资产阶级偏见，同垂死的、腐朽的、因而进行疯狂反抗的资产阶级社会有着他们觉察不到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不能不看到完成任务会遇到的这些困难以及获得的成绩。在一切论述过这个问题的社会主义者当中，我不记得在我所知道的任何一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或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见中曾经谈到，已经夺得了政权的工人阶级在它着手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从历史的角度讲对我们是必然需要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时，会遇到哪些具体实际的困难。这用一般的公式，用抽象的对比来谈是容易的，可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资本主义并不会马上死亡，而且它愈是接近死亡，就愈是疯狂地进行反抗），这个任务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在这方面进行试验，屡次修改局部的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还不能在国民经济的哪一个部门中，马上把专家由资本主义的服务者变成劳动群众的服务者，变成劳动群众的顾问。如果我们不能马上做到这一点，那也丝毫不会使我们悲观失望，因为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困难任务。我们并没有闭眼不看这件事实：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这个国家远不象俄国这样落后，即使我们所处的条件比经过四年空前艰苦、破坏惨重的战争以后的条件要好得多。谁只指出明显的力量不相称的情况，而掉头不顾在俄国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他就象思想僵化的套中人，他只看到自己的鼻子尖，忘记了没有一次稍微重大的历史变革不出现许多力量不相称的情况。力量是在斗争过程中随着革命的增长而增长的。当国家已经走上了进行最伟大的改造的道路的时候，这个国家和已经在这个国家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功绩，就在于我们已经在实践上直接着手实现那些以前在理论上抽象地提出的任务。这个经验是不会被忘掉的。无论如何，不管俄国革命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会有多么痛苦的曲折，终究不能夺去现在已经联合在工会和地方组织内、正在实践上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安排全部生产的工人们的这个经验。这个经验已经作为社会主义的成就载入史册，未来的国际革命将根据这个经验来建造自己的社会主义大厦。

我还要指出一个也许是最困难的、要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予以切实解决的任务。这就是关于劳动纪律的任务。老实说，在我们指出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应该承认，而且应该满意地着重指出：正是工会，工会的最大组织——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全俄工会理事会这些联合了几百万劳动者的最高工会组织，首先独立地着手解决这个任务，而这个任务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要了解这个任务，就应该撇开那些个别的小挫折，撇开那些难以相信的困难，这些挫折和困难，孤立地来看，好象是不可克服的。应该站得更高，看到各种社会经济结构在历史上的更替。只有持这种观点才能够看清楚：我们担负起多么巨大的任务，现在社会最先进的代表——被剥削劳动群众把1861年以前农奴制俄国的少数地主解决的一个任务（他们认为那是自己的事情）自己主动担当起来具有多么伟大的意义。以前，建立全国的联系和纪律是少数地主的事情。

我们知道农奴主－地主们是怎样建立这种纪律的。这就是使大多数人民遭受压迫、侮辱和空前的苦役的折磨。请回忆一下由农奴制向资产阶级经济的全部过渡过程吧。你们已经看见的（虽然你们中间大多数人没有能够看见），以及你们从老一辈人那里听到的，1861年以后向新的资产阶级经济的这种过渡，是由旧的农奴制的棍棒纪律，由最无理性、最蛮横粗暴的侮辱和强制人的纪律，向资产阶级纪律，向饥饿纪律即所谓自由雇佣而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奴役制的纪律过渡，这个过渡在历史上看来是容易的，因为这是人类由一种剥削者转到另一种剥削者，因为这是掠夺和剥削人民劳动的少数人让位给另外的同样是掠夺和剥削人民劳动的少数人，因为这是地主让位给资本家，是在镇压被剥削劳动者阶级广大群众的情况下少数人让位给另外的少数人。但是，就是这种由一种剥削者的纪律代替另一种剥削者的纪律的更替，尚且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旧的地主－农奴主们诚心诚意地认为一切都会毁灭，没有农奴制是无法经营的，而新主人——资本家每走一步都碰到实际的困难，对于自己的经济往往束手无策。可以表明这个过渡的困难情况的一个物质上的标志，一个物证，就是当时俄国从国外定购了一些机器，为的是用机器做工，用最优良的机器做工，而结果是既没有会使用机器的人，也没有管理者。当时，俄国各地都出现优良的机器被搁置不用的情况，可以看出，从旧的农奴制的纪律转到新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纪律是多么困难。

所以，同志们，如果你们这样观察问题，你们就不会让那些人，让那些阶级，让资产阶级，让资产阶级走卒把你们弄得思想混乱，他们的全部任务就是散布惊慌失措和灰心丧气的情绪，制造对全部工作完全灰心的气氛，把全部工作描绘成毫无希望的事情，他们指出每一个别的无纪律和腐化的情况，并因此而鄙弃革命，似乎世界上，历史上有过任何一次真正的大革命，在群众制定新纪律的时候，不曾有过腐化现象、违反纪律现象和不经过痛苦的尝试步骤。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是第一次接近这样一个历史的起点；即真正由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来制定新的纪律，劳动的纪律，同志关系的纪律，苏维埃的纪律。我们并不要求也不指望在这方面迅速获得成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我们已经开始了这样一个历史时代，现在，我们正在一个还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内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纪律，我们感到自豪的是，一切觉悟的工人和全体劳动农民正在尽力帮助破坏这种纪律；现在，在群众中正在自愿地、主动地提高这样一种认识：他们不应该等待上面的命令，而应该根据自己生活的经验，用联合起来的劳动的新纪律，用拥有千千万万人口的整个俄国的联合起来的、有组织的工人和劳动农民的纪律，去代替那种建立在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奴役上的纪律。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但也是一项能收效的任务，因为我们只有切实解决了这个任务，才算是最终埋葬了我们要加以埋葬的资本主义社会。（鼓掌）





	载于1918年《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书。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77—386页

　















[155]

 列宁的这篇讲话是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　



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5月26日—6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52人，代表5个区域、30个省和许多县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工会组织和工厂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中占多数。



大会开幕前，5月23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在列宁参加下仔细地审议了有关大会的各项问题，确定了大会的议程。在讨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加·达·魏恩贝尔格关于建立国有化企业管理机构的报告提纲时，列宁建议把国有化企业管理体系简化为地方的工厂管理机构和中央的管理机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生产局），撤销一切中间的管理机构。



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以下问题：布列斯特条约的经济后果；俄国的一般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活动；俄国的财政状祝；国家预算；对外贸易；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地方报告。在代表大会上，反对列宁关于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和管理的计划的有“左派共产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经过斗争，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原则方针通过了国有化企业管理条例以及关于必须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关于城乡商品交换、关于改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等决定。代表大会还制定了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353]。



　





《列宁全集》第34卷


关于各自单独收购粮食

（1918年5月29日）


1

人民委员会决定草案[156]


一切为某个行业粮食组织服务的各自单独的机构，如“铁路粮管处”或“水运粮管处”等等，应把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特派员、自己的征粮队同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整个力量联合起来。拒绝这种联合，就意味着或者可能意味着拒绝支持苏维埃政权，拒绝帮助全体工人和全体农民同饥荒作斗争。只有把力量联合起来，才能摆脱饥荒。


2

告工人农民书草案[157]


在听取了铁路组织和水运组织的代表以及冶金工厂和铁路工会的工人代表的意见之后，

——在听取了这些同志关于允许他们的组织“铁路粮管处”、“水运粮管处”等单独收购粮食的建议之后，

人民委员会坚决提醒一切有组织的、觉悟的和有头脑的工人和劳动农民注意，这类建议显然是不明智的。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我们允许“铁路粮管处”、“水运粮管处”、“五金粮管处”、“橡胶粮管处”等等诸如此类的组织各自单独收购粮食，那我们就会完全破坏整个粮食工作，就会破坏工人和贫苦农民的一切国家组织，就会替富农和斯科罗帕茨基之流的胜利完全扫清道路。

所有的工人和饥饿的农民都应该懂得，只有共同努力，只有把成千上万的优秀工人组成共同的征粮队，只有把工人的统一起来的、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众多力量调动起来去为秩序和粮食而斗争，才能战胜饥荒，战胜混乱，战胜投机商和富农。

那些请求让“铁路粮管处”和“水运粮管处”单独收购粮食的人，没有考虑到非农业省份的 
每个县

 里都有 
几万

 几十 
万

 几个月得不到一粒粮食的饥饿的农民，因此，听从他们是愚蠢的。

如果让每个县的农民都各自去收购粮食，那岂不乱了吗？如果让“铁路粮管处”象它所希望的那样单独收购6000万普特粮食，而不让每个挨饿的县份单独收购1000万普特粮食，这难道公平吗？

每个铁路工厂，每一千名职员或水运工人或工厂工人应该推选出一队最优秀和最可靠的人，由他们同心协力地帮助全体工人和农民摆脱饥荒，战胜饥荒。

各自单独收购粮食就是断送整个粮食工作，就是断送革命，就会引起混乱和崩溃。

从每一千名职工中挑出若干优秀的和忠诚的人参加征粮队，组成一支 
全体工人的

 战斗队伍去建立秩序，帮助监督，收集一切余粮，彻底战胜投机商——这是唯一的解救办法。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87—389页

　















[156]这个文件于1918年5月29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全文加进了人民委员会关于单独收购粮食问题的决定。决定公布于6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10号（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344—348页）。——[361]。



[157]这个文件是因为铁路组织、水运组织、冶金工厂等单位纷纷申请授权它们单独收购粮食而写的。在1918年5月29日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交换意见后，决定发表这一文件。文件稍加修改，作为《人民委员会关于单独收购问题的决定》于6月1日通过，发表于6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12号。



在《列宁全集》第1版第27卷中，这个文件的标题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译为《告铁路员工、水运工作人员和五金工人书》。——[362]。



　





《列宁全集》第34卷


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措施

（1918年5月或6月）

1．当彼得格勒、莫斯科和数十个非农业县的人民不仅缺乏粮食，而且在遭受饥荒折磨的时候，囤积余粮和多余的其他食品是极大的犯罪，应毫不留情地给予惩处。

2．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不仅是从产粮地区弄到粮食，而且要把所有余粮以及各种食品全部收集起来，作为国家储备。做不到这一点，就根本不能保证进行任何社会主义改造，也不能保证顺利地进行防御战争。

3．……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编者注］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90页

　












《列宁全集》第34卷


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商业人民委员部关于城乡商品交换条件的协议草稿

（1918年5月或6月）


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协议

商品不应交给个人，而应交给乡的、村的或其他的农民协会，但必须以贫苦农民在这些协会中占绝对优势为条件。

商品换粮食的条件是：用商品支付款项的25％，换取当地消费量以外的全部余粮。





	　　
摊派

 ：100万户

每户1000卢布


	

}}


	组织贫苦农民有步骤地、坚持地对农民资产阶级贮存的货币征收一次高额税。





　　派遣武装部队到农村去征收上述税款并彻底粉碎农村资产阶级的反抗。



	　　从军需仓库取：　　　　　　　　
	　
	
［已经做了］






　　公布1917年10月25日以前粮食部的总结（即使是初步的）。机构：粮食特派员代表大会？莫斯科区域机构……

　　　　　　（我们25人；他们2000人。）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91页












《列宁全集》第34卷


对《国有化企业管理条例》草案的意见[158]


（1918年6月2日）

共产主义要求全国大生产的最高度的集中。因此，应无条件地授权全俄中心直接管辖该部门的一切企业。区域中心按照全俄中心总的生产指示和决定，并根据本地的、生活上的及其他的条件确定自己的职能。

如按委员会的草案所提出的要剥夺全俄中心直接管辖该部门在全国的一切企业的权利，那就是地方主义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92页 　















[158]这是列宁对《国有化企业管理条例》草案提出的意见。



1918年5月28日和30日，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生产组织小组会议讨论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起草的《国有化企业管理条例》草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草案起草人加·达·魏恩贝尔格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左派共产主义者”弗·米·斯米尔诺夫和乌拉尔工业方面的代表弗·尼·安德龙尼科夫作了副报告。生产组织小组在“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压力下，通过了同党的关于实行一长制和国有化企业管理集中化的方针相抵触的《条例》草案。获悉这一情况后，列宁建议在6月2日特地成立的协商委员会审查这一草案，参加协商委员会的有列宁（代表人民委员会）、阿·伊·李可夫和魏恩贝尔格（代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协商委员会以列宁的意见为基础，改写了《条例》草案。协商委员会的草案被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



根据代表大会批准的《条例》，国有化企业管理机构的成员三分之二由区域国民经济委员会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直属中央管理的企业）任命，并且国民经济委员会有权让区域的（或全俄的）工会联合组织提出一半候选人；管理机构的成员三分之一由参加工会的工人选举。工厂管理机构还应有三分之一的成员是技术专家和购销专家。——[367]。





　





《列宁全集》第34卷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会联席会议文献

[159]




（1918年6月4日）


1

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关于目前世界各国遭到的最大危机，这个危机可以说现在最沉重地压在俄国身上，至少，俄国感到比其他国家沉重得多。我应该根据总的形势向我们提出的任务来谈这个危机，来谈已经临近我们的饥荒。而在谈到总的形势的时候，当然不能只限于俄国，何况目前所有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国家彼此已经比以前更加令人痛苦、令人苦脑地连结在一起了。

战争，即两大强盗集团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任何地方，无论在交战国或者在中立国，都使生产力消耗殆尽。破坏和贫困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不知道什么是饥荒的最先进、最文明和最有文化的国家，也由于战争而遭到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饥荒。诚然，在先进国家中，特别是在那些最大的资本主义早已使人们学会了这种制度下最可行的经济组织方法的先进国家中，能够适当地调节饥荒，推迟饥荒，缓和饥荒，然而，就象德国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长时期以来也都遭到饥荒的痛苦，而且是真正饥荒的痛苦，更不用说那些被打败的和被奴役的国家了。现在我们打开任何一张报纸，都可以看到来自许多先进文明国家（不但是交战国，而且包括瑞士和几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样一些中立国）的许多关于战争带给人类饥荒和可怕的灾难的消息。

同志们，那些考察过欧洲社会发展的人早就不怀疑，资本主义决不会和平地自行灭亡，它不是直接导致广大群众起来推翻资本的压迫，就是经过更加艰难痛苦的流血战争而导致同样的结局。

早在战前许多年，各国社会党人就指出，并且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庄严地声明：先进国家之间的战争不仅是极大的罪恶行为，这种为了资本家瓜分殖民地和赃物的战争不仅会完全破坏现代文明和文化的成就，而且也必然会摧毁人类社会存在的条件。因为最大的技术成就被用于屠杀千百万人的生命，其规模如此广泛，破坏如此严重，能量如此巨大，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由于一切生产资料被用来为战争服务，我们看到，最令人痛苦的预言正在实现，野蛮、饥荒和一切生产力完全衰退的景象笼罩着愈来愈多的国家。

因此，我想起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在1887年即俄国革命爆发前30年讲的话是多么正确，他说，欧洲战争的结果，不仅王冠成打地从国王们头上落下而无人拾取，而且将使整个欧洲变得空前的残暴、野蛮和落后，同时，这一战争的结果，不是工人阶级取得统治，就是造成条件使这种统治成为必然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1—402页。——编者注］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里说得非常谨慎，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如果历史走上这条道路，结果一定是资本主义的崩溃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时也不能设想还有什么比这更痛苦、更困难的过渡，还有什么比这更厉害的贫困和更尖锐的破坏一切生产力的危机了。

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拖延四年之久的各国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的结果意味着什么，现在一切国家，就连最先进的国家也感到：战争已经走进一个死胡同，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无法摆脱战争，战争必然导致令人痛苦的破坏。同志们，如果说我们，如果说俄国革命（这个革命决不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功劳，而是由于历史事变的总进程造成的，这些历史事变遵照历史的意志暂时把俄国无产阶级推到第一位，使它暂时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遭到特别严重而且愈来愈严重的饥荒痛苦，那我们应该认清，这些灾难首先是而且主要是这场万恶的帝国主义大厮杀造成的，它使世界各国都遭到空前未有的灾难，只是在所有国家里，这些灾难都还暂时瞒着群众，不让绝大多数人民知道罢了。

目前，军事压迫还继续存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同时，一方面，对于战争人们还怀着胜利的希望，以为通过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的胜利可以摆脱这场危机，另一方面，战时书报检查机关为所欲为地控制一切，全体人民沉溺于战争的狂热，这就蒙蔽了大多数国家的居民群众，使他们不知道正在陷入怎样的深渊，不知道半个身子已经陷入了怎样的深渊。我们现在特别尖锐地感觉到这一点，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象俄国这样，对于起义的无产阶级所提出的巨大任务存在这么大的矛盾；俄国无产阶级懂得，要制止战争，要制止这场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世界战争，如果没有最强大的、同样是包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那是不可能的。

既然事变的进程使我们在这个革命中居于一个突出的地位，并在长时间内，至少从1917年10月起，是一支孤立无援的部队，事态使我们没有可能比较迅速地得到国际社会主义其他部队的援助，那我们现在就只好忍受艰苦十倍的处境。为了推翻主要的敌人，捍卫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做了直接起义的无产阶级和支持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所能做到的一切，同时我们看到，包围着俄国的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的压迫和战争的后果怎样日益沉重地处处压在我们身上。这些战争后果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现在，1918年的夏天，我们面临的也许是我们革命中一个最困难、最艰苦和最危急的过渡阶段。这不仅是从国际方面来看的，在国际方面我们不可避免地注定要采取退却的政策，这是因为目前我们唯一的、忠实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还只是在作起义的准备，只是在酝酿起义，还不能公开地完全地发动起义，虽然西欧的一切事变、西线最近的疯狂凶狠的搏斗和各交战国国内日益严重的整个危机都表明，欧洲工人的起义已经为期不远了，无论它怎样延缓，终究会要爆发。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国内不得不承受极大的困难，于是，产生了许多动摇现象，这主要是由严重的粮食危机、严重的饥荒引起的，它正在向我们迫近，它向我们提出一个任务，要求我们竭尽全力，充分地组织起来，同时，它不允许我们用旧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任务。我们要同曾经和我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阶级，要同曾经和我们一起推翻了帝国主义君主制度和俄国帝国主义共和派资产阶级的阶级，要同在困难日益增加、革命的任务和规模日益扩大的过程中锤炼自己的武器、发展自己的力量、建立自己的组织的阶级一起来解决这个任务。

现在我们面临着一项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战胜饥荒，至少是立即缓和遍及农业俄国的两个首都和数十个县的严重饥荒。而且我们必须在内战的情况下，在各种各样、形形色色和各种不同倾向的剥削者疯狂地拼命地反抗的情况下来解决这个任务。无疑，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既不能同旧事物决裂，又不相信新事物的政党的分子就会处在战争状态中，利用战争来达到一个目的：使剥削者复辟。

来自俄国各个角落的每一个消息，都要求我们注意这个问题，注意饥荒同反对剥削者和反对正在抬头的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之间的这种联系。目前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战胜饥荒，或者至少在新收获期之前减轻它的严重性，维护粮食垄断，维护苏维埃国家的法制，维护无产阶级国家的法制。我们必须收集一切余粮，尽量把一切存粮都运到迫切需要的地方去，并且进行合理的分配。这是一个维持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任务（同时也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普遍地大大提高劳动效率。

有些国家是用战争的办法，用军事奴役的办法，用对工人、农民实行军事奴役的办法，用让剥削者获得更多更大的利益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任务的。例如，在舆论受到压制、任何反战行动都遭到镇压（但是毕竟还保留着现实观念和社会主义的反战情绪）的德国，除了迅速增加大发战争财的新兴百万富翁以外，找不到更为常用的办法来维持局面。这些新兴的百万富翁拼命地、疯狂地大发横财。

目前在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群众的饥荒成了发展最疯狂的投机活动的最好条件，成了靠贫困和饥荒大发横财的最好条件。

帝国主义国家都鼓励这样做，例如在德国，饥荒是组织得最好的。怪不得有人说，德国是有组织的饥荒的中心，那里口粮和面包皮在居民中间分配得最好。我们看到，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新兴的百万富翁的产生是很普通的现象，它们不可能用别的办法同饥荒斗争。它们让那些拥有大量粮食而又善于投机，善于把组织、配给制、调节和分配用来从事投机活动的人获得一倍、两倍以至三倍的暴利。不管谁有意或无意地把我们往这条路上推，我们是决不愿意走这条路的。我们说，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同曾经和我们一起反对战争、一起推翻资产阶级而现在又一起遭受当前这场危机的所有痛苦的阶级携手前进。我们必须把粮食垄断坚持到底，决不让资本主义的大大小小的投机活动合法化，而要同蓄意的奸商掠夺行为作斗争。

在这里，我们遇到比我们对付武装到牙齿的反人民的沙皇制度或武装到牙齿的俄国资产阶级的时候更大的困难和更危险的斗争。那时资产阶级口袋里装着秘密条约，参加分赃，认为让成千上万俄国工农在去年六月进攻中流血牺牲不是罪恶行为，而现在却认为劳动人民反对压迫者的这种唯一正义的和神圣的战争是罪恶行为。关于这个战争，我们在帝国主义大厮杀刚开始时就谈过了，现在，一切事变每走一步都必然使这个战争同饥荒连在一起。

我们知道，一开始沙皇专制政府就规定了固定的粮价，并且随即提高了这种粮价。当然得这样办啦！它始终忠于自己的同盟者——粮商、投机商和银行寡头，这些人在这上面赚了千百万卢布。

我们知道，立宪民主党妥协派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起以及克伦斯基，曾经实行过粮食垄断，因为当时全欧洲都说，不实行垄断就无法维持下去，同是这位克伦斯基在1917年8月就规避了当时的民主法律。原来，制定民主法律和冠冕堂皇的制度，正是为了好规避它们。而我们知道，同是这位克伦斯基在8月里怎样把粮价提高了一倍，当时各派社会主义者都反对这个措施，为这件事感到愤慨。当时没有一家报纸不为克伦斯基的这种行为感到愤慨，没有一家报纸不揭露这样一个事实，即共和国各部部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内阁，是在为投机商的勾当打掩护，把粮价提高一倍，就是向投机商让步，这不是别的，正是向投机商让步。这个过程我们都知道。

现在我们把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粮食垄断和同饥荒作斗争的情况同我们的情况作一番比较。我们看到，现在反革命分子怎样在利用这一点。我们必须从这个教训中得出坚定不移的结论。的确，事变进程的结果是，发展到令人难以忍受的饥荒地步的这场危机只是更加加剧了内战，暴露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政党的面目，这些政党和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不同，无非是立宪民主党是露骨的黑帮分子的党罢了。立宪民主党人没有什么话可说，也不需要对人民说什么，他们无需掩饰自己的目的，而这些政党，这些曾经同克伦斯基妥协、同他分掌过政权和合伙签订过秘密条约的政党，却需要向人民说话。（鼓掌）因此，他们时常不得不违背他们的愿望和意图而暴露自己的面目。

我们看到，由于饥荒，一方面，受饥荒折磨的人们举行暴动和骚乱，另一方面，在俄国各个角落里此起彼落地发生一连串的反革命暴动，这些暴动显然是得到英法帝国主义者的资助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的全力支持的（鼓掌），因此我们说，情况清清楚楚，谁还要梦想什么统一战线，那就让他去梦想吧。

现在我们看得特别清楚，当俄国的资产阶级在公开的军事冲突中失败以后，也就是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2月和3月间，革命势力同反革命势力的一切公开搏斗都向反革命分子，甚至向他们寄予最大希望的顿河哥萨克首领们表明，他们的事业已经完蛋了，因为大多数人民到处都在反对他们。反革命势力的任何一个新的尝试，即使是在宗法制最盛行的地方，在那些象哥萨克那样最富裕、等级观念最深的农民居住的地方，到处都毫无例外地引起了愈来愈多的被压迫劳动者阶层的实际的（不是口头上的）反对。

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这一时期的内战的教训表明，俄国各个角落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和靠自己劳动生活、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普遍地都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但是，谁如果以为我们已经走上了比较正常发展的道路，那他就应该认识到是想错了。

资产阶级看到自己是失败了…… 
［注：删节处原记录不清楚。——俄文版编者注］

 但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开始分裂：一部分倾向于德国，另一部分倾向于英法。然而，两部分人又有一致的地方，他们在利用饥荒这一点上联合了起来。

同志们，为了让你们明白，不是我们党而是我们党的敌人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正在调解亲德派和亲英法派之间的争执，把他们统一在一个纲领上，即利用饥荒推翻苏维埃政权，为了让你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让我扼要地引证一下最近一次孟什维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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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报道。这个报道登载在《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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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喧嚷，鼓掌）

从登在《生活报》第26号上的这个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政策问题的报告人切列万宁批评了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提出了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即吸取商业资本的代表从事实际工作，让他们根据特别有利于他们的条件充当代办。我们从这个报道中知道，出席会议的北方粮食管理局局长格罗曼，如报道中所说的，根据自己多次的观察和每次观察的经验（我要补充一句，这只是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观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说：“应该采取两种办法：第一，目前的价格必须提高；第二，必须规定一种特别奖励，奖励迅速把粮食送到的人”等等。（有人喊道：“这有什么不好呢？”）是啊，是应该听一听这有什么不好，虽然那个人没有得到发言权就在角落里发言（鼓掌），他企图使你们相信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他大概忘记了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的整个过程。就是这一号《生活报》又说，在格罗曼发言以后，科洛科尔尼科夫代表发表了这样的论点：“有人建议我们参加布尔什维克的粮食组织。”请看，这就说明了有什么不好——听了前面那个人的插话，就该这么说。如果刚才那个发言人不愿意平静下去，没有得到允许而硬要发言，叫喊这是撒谎，说科洛科尔尼科夫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那我就要把这一点记录在案。请你把这些反驳的话清清楚楚地、大声地再说一遍。请你们回想一下那位有点名气的马尔托夫在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谈到苏维埃政权问题时虽然所用的词句和说法不同，但是内容完全一样。（喧嚷，叫喊）是的，不管你们怎样嘲笑，但这是事实，——根据粮食工作的报告，孟什维克的代表说苏维埃政权不是无产阶级的组织，而是一个没有用的组织。

目前，当反革命暴动由于饥荒而爆发并且正在利用饥荒的时候，任何反驳和任何诡计都无济于事，而事实总是事实。我们看到，上述问题上的政策被切列万宁、格罗曼和科洛科尔尼科夫出色地加以发挥。我们看到，内战愈来愈激烈，反革命势力正在抬头，而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工农已经从这些事件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一点还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正在和将要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只有对反革命给以迎头痛击，只有在饥荒问题上继续执行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才能在同饥荒的斗争中战胜饥荒，也战胜利用这一饥荒的反革命分子。

同志们，我们现在正进入这样一个时期：苏维埃政权同难以对付的强大的反革命敌人作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在公开搏斗的过程中取得了胜利，战胜了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一切怠工者的反抗，现在已经直接地着手进行组织工作了。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是十分困难和艰巨的，这也正说明我们已经在直接解决组织任务了。

起义取得胜利是十分容易的。战胜顽抗的反革命势力比胜利地完成组织任务要容易百万倍，尤其是因为我们已经解决的任务是起义的无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广大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共同解决的任务，因为在这一任务中还包含许多一般民主主义的、一般劳动的成分。现在我们已经从这个任务转到了另一个任务。难以忍受的饥荒迫使我们去担负纯粹共产主义的任务。在这里，我们直接遇到了实现革命社会主义的任务，在这里，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

我们并不害怕这些困难，我们过去就知道这些困难，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会是轻而易举的。这是包含着极其残酷的内战的整整一个时代，在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赶来和一个国家里已经起义的无产阶级部队共同纠正错误之前，还得采取某些痛苦的步骤。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组织任务，这个任务关系到大众普遍需要的消费品，关系到投机活动的最深刻的根子，关系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资本主义剥削的上层分子，而这些人不是仅仅靠一次大的冲击就能轻易除掉的。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小规模的、盘根错节地遍布于各地的资产阶级剥削，即小私有者，小私有者和小业主的整个生活方式、习惯和情绪。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小投机商，他们不习惯、不相信新的生活制度，悲观失望。

事实就是这样：有很多劳动群众感到革命使我们遇到的困难太大而陷于悲观失望。我们不怕这个。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一次革命中，总是会有一些人悲观失望的。

如果群众中出现一支有纪律的先锋队，如果这支先锋队知道这个专政、这个强有力的政权会把全体贫苦农民吸引过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场艰巨的斗争，——这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当我们看到，联合起来的工人和贫苦农民群众在反对财主和投机商，反对那帮听信许多知识分子象切列万宁们和格罗曼们那样自觉或不自觉地鼓吹投机商的口号的人的时候，当这些被弄糊涂了的工人也来谈论自由出卖粮食、进口载重车辆的时候，我们就回答说，这是在帮富农的忙。我们决不走这条路。我们说：我们要依靠那些同我们一起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劳动者，我们只有同自己的阶级在一起，只有在各阶层的劳动人民中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纪律，才能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任务。

我们需要克服巨大的困难，我们必须收集所有的余粮和存粮，合理地进行分配，合理地把它运给千千万万的人，使工作进行得象钟表那样绝对准确，战胜被那些散布惊慌情绪的投机商和动摇分子所利用和加深的经济破坏现象。这项组织任务，只有敢于正视实际困难的觉悟工人才能完成。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值得拿出全部力量，进行一次最后的斗争。我们一定会在这场战斗中取得胜利。（鼓掌）

同志们，最近颁布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措施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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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我们表明，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对于每一个不是徒有其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明显地、无可争辩地是一条需要经受严峻考验的道路。

最近颁布的法令提出了一个最根本的生活问题，这就是粮食问题。这些法令贯穿着三个主导思想，首先是集中的思想，或者说把大家联合起来，在中央的领导下进行共同的工作；严肃认真，克服任何灰心丧气的情绪，不要任何粮贩的效劳，团结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因为在同饥荒作斗争的问题上，我们所依靠的正是那些被压迫的阶级，而且认为只有在他们顽强地反对剥削者，只有把他们的全部活动联合起来，才有出路。

的确，人们向我们指出，粮食垄断处处遭到私贩粮食和投机活动的破坏。经常可以听到知识分子说，粮贩在为他们效劳，粮贩在养活他们。的确是这样，不过粮贩是按富农的方式养活他们，粮贩这样做，正是为了建立、巩固和永远保持富农的权力，使掌握权力的人可以用自己的利润通过个别人物来扩大对周围人的权力。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把那些目前主要的过错只是抱怀疑态度的人的力量联合起来，斗争就会容易得多。如果什么地方有那么一个革命者，指望一帆风顺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那我们可以说，这样的革命者，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是分文不值的。

我们知道，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斗争。但是我们准备忍受几千个困难，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现在我们正在引导一切苏维埃组织创造新的生活，发动新的力量。我们指望用吸引新的阶层和组织贫苦农民的办法来战胜新的困难。现在我来谈一谈第二个基本任务。

我已经说过，我们的第一个思想，就是贯穿在所有法令中的关于集中的思想。只有把全部粮食集中在公共的粮袋里，我们才能战胜饥荒，但是无论怎样，粮食还只是刚刚够吃。过去那种粮食充裕的情况在俄国已不复存在，必须使共产主义深入每个人的意识，使大家把余粮看作人民的财产，并且充分意识到劳动者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取苏维埃政权提出的办法。

如果有人向我们提出另外的办法，那我们就用曾经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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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回答过的话来回答他们：你们到斯科罗帕茨基那里去吧，到资产阶级那里去吧，你们去教他们采取象提高粮价、同富农结成联盟等等的办法吧，你们在那里可以找到愿意听你们的话的人。苏维埃政权只讲一点，困难多得很，需要不断加强组织和纪律来对付每一个困难。这些困难不是一个月之内就能克服的。在各民族的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例子，人们花几十年的时间去克服较小的困难，但是这几十年作为最伟大最有成绩的年代而载入了史册。你们永远也别想利用伟大革命头半年和第一年遭到的挫折来向我们散布灰心丧气的情绪。我们还要提我们的老口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集中、联合、无产阶级纪律。

如果有人向我们指出，如格罗曼在自己的报告中说的那样：“你们的征粮队酗酒，自己变成了酿私酒者，变成了掠夺者”，那我就要说：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常常有这种事情发生，对于这些我们决不掩盖，决不粉饰，也决不用似乎是左的词句和想法来加以回避。是的，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象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尸体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世界上没有一次伟大的革命不是这样的，而且也不能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腐烂的尸体散发着臭气的环境中为了保护和培植新事物的幼苗而必须反对的东西，那种文坛和政治环境，那种从立宪民主党到孟什维克的浑身是腐烂的尸体散发出来的臭气的政党的煽动，——所有这一切都被他们拿来作为阻挡我们前进的绊脚石。社会主义革命也决不可能通过别的方式发生，任何一个国家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都不可能离开这种腐朽的资本主义和同它进行痛苦斗争的环境。因此我们说，我们的第一个口号是集中，我们的第二个口号是把工人联合起来。工人们，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这是一个老口号了，这个口号听来并不动人，也不新鲜，这也不是那种许诺会取得骗人的成就的口号，有些人，象克伦斯基，就是用这种骗人的成就来诱惑你们，他在1917年8月把粮价提高了一倍，正如德国资产者把粮价提高了一倍、十倍一样，这些人许诺立刻取得成就，实际上却一再地纵容富农。我们当然不会走这条路，我们说，我们的第二个办法虽然是个老办法，却是一个永久的办法：联合起来！（鼓掌）

我们的处境是困难的。苏维埃共和国正经历着一个艰难的过渡阶段。会有愈来愈多的工人阶层来援助我们。我们没有警察，我们也不会有特殊的军阀，我们除了工人的自觉的联合以外，没有别的机构。这些工人会使俄国摆脱绝望的、万分困难的处境。（鼓掌）我们要把工人联合起来，把工人的队伍组织起来，把遭受饥荒的非农业县的挨饿的人们组织起来，我们号召他们帮助我们，我们的粮食人民委员部向他们呼吁，我们对他们说：为了获得粮食，为了反对投机商，反对富农，恢复秩序，进行一次十字军讨伐吧。

过去的十字军讨伐，除了物质力量以外，还要加上一种信念：相信几百年以前曾经用刑罚迫使人们奉为神圣的东西。而我们希望，我们认为，我们深信，我们知道，十月革命已经使先进工人和贫苦农民中的先进农民把保持自己对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权力看作神圣的东西。（鼓掌）他们知道，单纯用物质力量去影响人民群众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物质力量，是因为我们要建立专政，要建立用来对付一切剥削者的暴力，谁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就鄙弃谁，免得白费口舌来空谈社会主义的形式。（鼓掌）

但是我们说：我们面临着新的历史任务。我们应该让这个新的历史阶级懂得，我们需要工人鼓动队。我们需要来自非产粮省份的各县的工人。我们需要他们作为苏维埃政权的自觉的宣传者到农村去；需要他们去阐明我们所进行的粮食战争、反对富农的战争、反对混乱现象的战争是神圣的、合法的，从而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创造条件；需要他们向农村说明贫富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是每个农民都可以了解的，是我们力量的最深刻的源泉。要使这个源泉成为汹涌迸发的洪流还是困难的，因为我们这里还有许多剥削者，他们正在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使群众服从他们，例如收买贫苦农民，使他们靠酿私酒或倒卖私酒来发财致富，用一个卢布的本钱赚几个卢布的利润。这就是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用来影响群众的办法。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责备贫苦农民，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几十年来、几千年来一直受人奴役，他们经受了农奴制和农奴制废除后在俄国依然存在的各种制度的压迫。我们不仅要给他们武器去反对富农，而且要让觉悟的工人向他们宣传，把工人的组织力量带到那里去。贫苦农民，联合起来，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口号。这不是讨好富农，也不是提高粮价的荒谬措施。如果我们把粮价提高一倍，富农就会说：给我们提高粮价了，他们在挨饿了，再等一等，他们还会提高的。（鼓掌）

这是一条迎合富农和投机商的好路子，走这条道路并且描绘一幅诱人的图画是容易的。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很愿意给我们涂绘出这样的图画，这样的知识分子真是太多了。可我们对他们说：谁愿意跟着苏维埃政权走，谁尊重苏维埃政权并且把它当作劳动者的政权，当作被剥削阶级的政权，那我们就号召他们走另一条道路。这个新的历史任务是一个困难的任务。要解决这个任务，就得发动新的阶层，向被剥削劳动者提出新的组织形式，因为他们大多数备受压制，愚昧无知，几乎没有联合起来，还有待联合起来。

在全世界，城市工人和产业工人的先进队伍都联合起来了，全部联合起来了。但是，世界上几乎还没有一个地方试图系统地、不顾一切地、自我牺牲地把那些住在农村、从事小农业生产、身居穷乡僻壤并且由于生活条件的限制而变得愚昧无知的人们联合起来。在这里，我们面临的任务不仅把战胜饥荒的斗争，而且把整个争取深刻而重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融合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这里我们面临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战斗，值得我们全力以赴，不惜一切，因为这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战斗（鼓掌），因为这是争取建立被剥削劳动者的制度的战斗。

我们要把劳动农民看作自己在这条道路上的拥护者。在这条道路上，等待着我们的是巩固的胜利，不仅是巩固的胜利，而且是不可摧毁的胜利。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有重大意义的口号！

三个基本口号就是：集中粮食工作，联合无产阶级，组织贫苦农民。我们的呼吁书，我们粮食人民委员部在向每个工会、每个工厂委员会发出的呼吁书说：同志们，你们的境况很困难，那就来帮助我们吧，让我们共同努力吧，让我们惩治任何破坏秩序和违反粮食垄断的行为吧。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但只要一次又一次地，一百次一千次地反对私贩粮食、投机活动和富农，我们就一定会胜利，因为实际生活的整个进程和我们在粮食工作中的失败和考验的一切沉痛教训正在使大多数工人走上这条道路。他们知道，如果在俄国还没有十分缺粮的时候，粮食组织的缺点就通过单独的个别的行动得到改正，那么后来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现在只有共同努力，只有把遭受饥荒的城市和省份中受痛苦最深的人们都联合起来，才能帮助我们，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号召你们走的道路：把工人，把他们的先进部队联合起来，在各地进行宣传鼓动，为夺取粮食而对富农进行斗争。

根据谨慎的专家们的计算，离莫斯科不远，在附近的库尔斯克省、奥廖尔省和坦波夫省现在还有1000万普特余粮。我们还远没有能够把这些余粮收集起来作为国家的储备。

让我们努力进行这项工作吧。在某些工厂里，悲观失望的情绪暂时占了上风，人们由于饥荒的折磨而不知所措，准备接受那些要退回去实行克伦斯基的办法提高固定价格的人的骗人口号，让有觉悟的工人去到每一个这样的工厂里，让他去说：我们看到有人对苏维埃政权失望了，——来吧，参加我们战斗的鼓动队吧，不要因为这些鼓动队发生过许多腐化和酗酒的事情而惶惑不安。这些事情不是证明工人阶级不中用，而是证明工人阶级暂时还没有去掉旧的掠夺社会带给他们的缺点，证明这些缺点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去掉的。让我们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组织几十个鼓动队，把它们的活动联合起来，坚决克服这些缺点。同志们，请允许我在报告结束的时候给你们讲一下人民委员会特别是我们粮食人民委员部接到的几份电报。（读电报）

同志们，由于粮食危机，由于遍及所有城市的饥荒的折磨，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用一句俗语来说，就是“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我想宣读一下苏维埃政权机关在5月13日颁布粮食专卖法令以后收到的一些电报（在粮食专卖法令中讲到，我们同过去一样，只能依靠无产阶级）。电报指出，各地已经走上我们所号召的进行反对富农的十字军讨伐的道路，走上了组织贫苦农民的道路。我们接到的电报就证明了这一点。

让那些号召要消灭和摧毁苏维埃政权的人们去大嚷大叫吧，让他们从切列万宁—格罗曼的钟楼上散布惊慌情绪吧！埋头工作的人根本不会因为有人散布这种惊慌情绪而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将研究事实，他们会看到，工作正在进行，新的队伍正在联合起来，这样的队伍现在已经有了。

反对富农的新的斗争形式，贫苦农民结成联盟的形式，正在形成。贫苦农民需要帮助，需要联合起来。有人建议我们对运粮的人给以奖励，我们应该加以支持。我们同意给贫苦农民以这种奖励，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对富农，对那些使千百万人受饥荒折磨的罪人，我们要使用暴力。对贫苦农民我们要给以各种奖励，他们有权得到这些奖励。贫苦农民第一次获得过好日子的机会，我们看到，他们的日子比工人还苦。对这些贫苦农民我们要给以鼓励，我们要给以各种奖励，如果他们帮助我们收集粮食，从富农那里取得粮食，我们就帮助他们，为了使这一点在俄国成为现实，我们要不惜采取一切办法。

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觉悟工人的每一点经验，以及新的鼓动队，都会使它不断得到发展。

同志们，工作已经开始，工作正在进行。我们并不期待会有惊人的辉煌成就，但成就一定会有。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破坏时期，进入一个最艰苦最困难的革命时期。反革命势力正在抬头，我们队伍中动摇的和悲观失望的人正在不断增加，这丝毫不使我们惊奇。我们说：你们别再动摇了，抛弃你们悲观失望的情绪吧，资产阶级正想利用这种情绪，因为散布惊慌情绪对他们有利，着手进行工作吧，我们颁布了粮食法令，制定了依靠贫苦农民的计划，站在唯一正确的道路上。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我们号召你们奋起，再奋起。这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但是我再重复一遍，这也是一项非常能收效的任务。这里我们正在为打下共产主义分配的基础，为真正奠定共产主义社会的牢固基石而奋斗。大家一起来干吧。我们一定会战胜饥荒，一定会赢得社会主义的胜利。（热烈鼓掌，转为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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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同志们，各派的发言，在我看来正如预料的一样。

虽然布尔什维克同某些党派和集团之间有分歧，但是我们深信，群众同饥荒斗争的高涨情绪不仅会使布尔什维克组织团结起来，而且会使大家都团结起来。同时我们也毫不怀疑，同饥荒的斗争愈深入，隐藏在捷克斯洛伐克匪帮和其他匪帮背后的反革命势力暴露得愈彻底，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工农劳动群众同我们与之论战的形形色色的敌人的界线就会划得愈清楚。这些敌人仍然搬出陈旧的、过时的关于布列斯特和约和内战的论据，好象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的三个月以来，各种事件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证实人们说的：只有共产党人的策略才能给人民和平，才能使人民腾出手来去从事组织和团结的工作，去准备在另一种环境下进行的新的、伟大的战争。各种事件充分表明，当时还不能前来援助的欧洲无产阶级，每个月——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每个月都在前进，起义总有一天会被充分地认识到，并将成为不可避免。各种事件充分地表明，当时只有一种选择，就是签订强制性的、掠夺性的和约。

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感觉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反革命的决议案 
[163]

 ；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应该感觉到孟什维克提出的决议案也是一样的货色，他们直到现在还在叫嚣打倒布列斯特和约，并且装出一副样子，好象真的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正是想利用捷克斯洛伐克叛乱者 
[164]

 和雇佣走狗把我们拖入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战争。

有人说共产党人应该对饥荒负责，这种责备根本不值一谈。在十月革命期间也有过同样的情况。只要不是神经失常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不管你们怎样称呼他都可以），都不敢在任何会议上说可以不通过内战而达到社会主义。

你们可以看一看所有比较负责任的社会主义政党、派别和集团的全部文献。你们在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和严肃的社会主义者那里都不会找到这样的谬论，说什么不经过内战社会主义也可以到来，地主和资本家会自动放弃自己的特权。这是一种近乎愚蠢的天真想法。现在，在资产阶级和它的拥护者遭到一系列失败以后，我们可以听到这样一些自供，例如，象拥有顿河地区这样一个最好的俄国反革命基地的鲍加耶夫斯基也供认，大多数人民是反对他们的，因此，如果没有外国人的刺刀，资产阶级的任何阴谋活动都帮不了他们的忙。可是，有人在这里借内战攻击布尔什维克。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转到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尽管他们用种种口号来掩饰自己。

无论在革命以前，还是在今天，我们都指出：当国际资本把战争提到了历史日程上的时候，当千百万人在死亡的时候，战争改变了风气，使人们习惯于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时候，在这种时候，以为不把这个战争变为内战就可以摆脱它，那就太奇怪了。在奥地利、意大利和德国正在酝酿的事件表明，内战在这些国家将会进行得更加剧烈，更加尖锐。要达到社会主义，没有别的道路可走。谁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谁就是完全背弃社会主义。

关于粮食措施，有人说我没有详细地谈。但是这完全不是我的任务。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已经由我的同志们作了 
[165]

 ，他们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研究了不是几个月，而是不止一年了，他们不仅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办公室里研究，而且到地方上去进行实地的研究，研究如何收集粮食，如何建立收粮站等等问题。这些报告已经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里作过了，那里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至于提出切实的批评和实际的指示，那也不是我的任务。我的任务是在原则上说明我们当前的任务，在这里我也没有听到有原则性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批评或合理的意见。同志们，在讲话结束的时候我要说，按我的想法，我确信，这也会是绝大多数人的想法，因为我们这次会议的任务并不在于通过一定的决议，当然，通过决议也是重要的，因为这将表明无产阶级能够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但是这还不够，还远远不够，我们现在应该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知道，特别是工人同志们知道，在实际生活中每走一步，在每个工厂里，在每次会议上，在街头偶然聚集的人群中，总是提出而且愈来愈尖锐地提出饥荒问题。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使这次会议，我们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以及工会的代表们一起举行的这次会议，也成为我们整个实际工作转变的起点。所有其他工作都应该完全服从于做好我们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把同饥荒作斗争的问题完全提到首要地位，并且把这个问题与无产阶级同富农和投机商进行无情的坚决斗争的问题完全结合起来。

我们的粮食人民委员部已经向工厂委员会、工会和我们在其中直接进行活动的那些大的无产阶级中心区，向那些把莫斯科工人和各个大工业区的千百万有组织的工厂工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无数环节发出呼吁。

我们应该更多地利用这些环节。

情况是危急的。饥荒不仅威胁着我们，而且已经来到了。应该使每个工人、每个党的工作者了解，他的任务就是要立即切实地改变自己工作的基本方向。

让我们都到工厂里去，到群众中去，应该立即实际地着手工作！工作会给我们提供许多实际的指示，提出更多的办法，同时在工作中会涌现出新的力量。有了这些新的力量，我们就能够广泛地开展工作，我们坚信，比以往要困难得多的三个月，一定会使我们的力量受到锻炼，使我们完全战胜饥荒并有助于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一切计划。（热烈鼓掌）


3

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的决议草案

联席会议提请全体工人和劳动农民注意：全国许多地方遭受饥荒，要求我们采取最坚决最果断的措施同这种灾难作斗争。

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地主、资本家、富农以及他们的无数走卒试图象在乌克兰那样利用灾难制造暴乱，加剧经济破坏和混乱，推翻苏维埃政权，恢复奴役劳动人民的旧制度，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

只有竭力动员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一切力量，才能使国家摆脱饥荒，才能保障革命果实不受剥削阶级的侵犯。

联席会议认为，苏维埃政权在同饥荒作斗争中所采取的果断政策无疑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只有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特别是在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方面建立钢铁般的革命秩序，只有建立工人的铁的纪律，只有工人以自我牺牲精神帮助鼓动队和军队去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富农，只有贫苦农民独立地组织起来，才能拯救国家和革命。

联席会议坚决号召全体工农同心协力地联合起来，克服经济破坏、混乱和各自为政的现象。





	载于1920年《第四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93—419页

　















[159]

 这是列宁在1918年6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和其他文献。这次会议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主持。会议议程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同饥荒作斗争。会上，左派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孟什维克激烈攻击苏维埃政权，批评它的粮食政策。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以列宁的草案（见本卷第391页）为基础的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决议案，否决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反对组织贫苦农民、反对固定粮食价格以及苏维埃政权其他措施的决议案。——[368]。





[160]

 指1918年5月21—2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孟什维克会议。这次会议特别明显地反映出孟什维克活动的反苏维埃的性质。孟什维克利用国内粮食困难来攻击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他们咒骂苏维埃政权将很快灭亡，说列宁号召工人组织征粮队和为粮食而进行“十字军讨伐”是“垂死挣扎”，甚至提出了“向资本主义挺进”的口号，声称哪怕“付出挨饿的代价”也要“推翻苏维埃”。米·伊·李伯尔要求在会议的决议中加进“判处苏维埃死刑”这样的话，并立即从苏维埃召回自己的代表。费·伊·唐恩在结束发言时高呼“打倒人民委员专制的社会主义，有监督的资本主义万岁”的口号。会议还宣读了尔·马尔托夫的提纲，号召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在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又重新提出撕毁布列斯特和约、同德国进行战争等问题。孟什维克的反苏维埃、反革命的活动促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6月14日通过决定，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建议所有苏维埃把这些党派的代表开除出去。——[375]。





[161]

 《生活报》（《Жизнь》）是俄国无政府主义报纸，1918年4月23日—7月6日在莫斯科出版，编辑为阿·阿·博罗沃伊和я．诺沃米尔斯基。该报曾为各种反苏维埃分子所利用，同其他一些反革命报纸一起被查封。——[375]。





[162]

 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5月13日《关于粮食人民委员的特别权力的法令》（《关于粮食专卖法令》）和5月27日《关于改组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地方粮食机关的法令》（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261—264页和第307—312页）。这两个法令规定粮食部门在采购和分配粮食方面一律实行绝对集中制，并提出了组织工人征购粮食、支援贫苦农民同富农作斗争等方面的措施。——[378]。





[163]

 指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他们在决议案中强烈反对布列斯特和约，要求立即取消苏维埃政权和召开立宪会议。——[387]。





[164]

 指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在俄国策划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武装叛乱。



在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有两个师和一个预备旅，约5万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奥匈帝国军队的战俘和侨居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组成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决定利用该军反对苏维埃共和国，主动给它提供军费。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主席托·马萨里克征得法国同意后宣布该军是法军的部队，协约国代表随后要求苏俄政府遣送该军回法国。1918年3月26日，苏俄政府已经决定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军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撤走，条件是要把主要武器交给当地苏维埃政府。但该军指挥人员却同协约国代表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于5月14日在车里雅宾斯克举行会议，决定举行叛乱。这些人煽惑士兵，妄说苏维埃政府要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关进战俘营等等，同时鼓动他们用武力开路，冲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5月25日和26日，叛乱在马林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开始。接着，叛军同社会革命党白卫部队一起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大部地区。在占领区，捷克斯洛伐克叛军大批逮捕和杀害当地党政工作人员和革命工农，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机关，协助建立反革命政府（萨马拉的立宪会议委员会，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政府，托木斯克的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苏俄红军于1918年9月转入进攻，解放了伏尔加河流域。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和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军开始瓦解，拒绝站在白军一边作战。1919年下半年，该军随着高尔察克军队的败退而东撤。1920年2月7日，红军同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1920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军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陆续撤出俄国。——[388]。





[165]

 指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于1918年5月9日、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于5月2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分别作的关于改组粮食机关和粮食工作状况的报告。——[389]。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66]


（1918年6月5日）

简要记录

（代表大会以热烈的欢呼欢迎列宁同志）列宁代表人民委员会向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并且说，过去教师在下决心和苏维埃政权合作方面做得很慢，现在大家愈来愈相信这种合作是必要的了。这种从反对苏维埃政权到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转变，在其他社会阶层也是屡见不鲜的。

教师大军应该向自己提出巨大的教育任务，而且首先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主力军。应该使生活和知识摆脱对资本的从属，摆脱资产阶级的枷锁。不能把自己限制在狭窄的教师活动的圈子里，教师应该和一切战斗着的劳动群众打成一片。新教育学的任务是要把教师活动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联系起来。

应该说，旧俄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是直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毫无疑问，要克服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困难是不容易的。在广大的教师群众中发生变化的过程刚刚开始，真正的人民教师不应该局限在全俄教师联合会的圈子里，而应该充满信心地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这条道路会引导无产阶级和教师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去共同进行斗争。（列宁在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中离开会场）





	载于1918年《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联合会文集》第1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420—421页

　















[166]这是列宁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一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6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到会代表约150人。代表大会听取和讨论了国际主义者教师联合会的任务、学校改革、组织国民教育事业总计划、综合技术教育、新教师的组织宣传任务、教师的物质生活状况等报告以及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作的题为《学校与国家》的报告。代表大会在决议中号召教师最积极地支持工农政权。大会规定了苏维埃学校的任务，批准了国际主义者教师联合会的章程。代表大会还向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了设立教育科学院的建议。——[392]。



　





《列宁全集》第34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图书馆工作的决定草案[167]


（1918年6月7日）

人民委员会提醒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注意：它对正确安排俄国图书馆工作是关心不够的，并责成它立即采取最有力的措施，以便第一，对俄国的图书馆工作进行集中管理，第二，实行瑞士和美国的制度[168]。

要求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每月两次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它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实际工作。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422页

　















[167]1918年4月26日，人民委员会曾建议教育人民委员部召开会议来拟订成立中央档案馆管理局的详细方案以及按照瑞士和美国的制度改革整个图书馆工作的方案。由于这个会议没有举行，1918年6月7日，在人民委员会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条例》时，列宁又起草了这个决定草案。草案经人民委员会通过。——[394]。



[168]列宁使用瑞士和美国的制度一词指瑞士和美国的图书馆在为居民服务的组织工作方面采取的种种改进措施，如实行开架制、馆际互借、各馆备有联合目录以及为读者利用图书创造必要的方便条件等等。参看列宁写的《对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意见》（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29—130页）。——[394]。



　





《列宁全集》第34卷


对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草案的意见[169]


（1918年6月8日）

为了对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组成和活动进行总的领导，特成立一个常设会议，由粮食人民委员部代表二人和农业人民委员部代表一人组成。

所有地方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粮食机关、贫苦农民委员会以及所有其他苏维埃政权机关都应服从该会议在相应问题上的指示。

凡不拥有余粮或其他食品，不拥有商业、工业等企业，不使用长工和短工雇佣劳动的农村居民，无论是当地的还是外来的，都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170]

关于贫苦农民委员会与地方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关系及关于二者主管事务的分工的详细规定将另行发布。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98页

















[169]列宁对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草案的意见，大概是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6月8日会议讨论该草案时写的。法令草案作了很大修改后通过。6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一法令，公布于1918年6月1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412—419页）。贫苦农民委员会就是根据这个法令建立的。——[395]。



[170]列宁的这条意见涉及法令草案第2条。按照列宁意见修改后，法令第2条的措辞如下：　



“除确系拥有剩余粮食或其他食品、拥有工商企业、雇用长工或使用雇佣劳动等的富农和富户外，所有农村居民，无论是当地的还是外来的，都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选举或被选入乡和村的贫苦农民委员会。附注：使用雇佣劳动而所经营之经济不超过消费土地份额者可以选举或被选入贫苦农民委员会。”——[395]。







《列宁全集》第34卷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草案的意见[171]


（1918年6月10日）

人民委员会责成李可夫同志，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公布我们在吸收工程师参加专家委员会工作和担任行政职务方面的政策的基本原则、所宣布的条件、工人组织的评论等等。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99页

















[171]1918年6月10日，人民委员会听取了米·巴·巴甫洛维奇和阿·伊·李可夫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批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根据人民委员会1918年5月9日法令建立）人员组成的报告。列宁在讨论时写的这条意见成为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的第2条。——[396]。







《列宁全集》第34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整顿铁路运输的决定草案[172]


（1918年6月14日）

人民委员会就整顿铁路运输问题交换意见后决定：责成涅夫斯基同志在同严格执行苏维埃的、真正社会主义的而不是工团主义的政策的同事商议之后，在最近期间就下列事项向人民委员会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同工团主义和自由散漫作斗争，采取措施揭发和追究苏维埃政策的破坏者，采取措施建立明确的责任制，使每个公职人员切实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采取措施吸收有管理工作才能的同志参加管理工作。

鉴于法令[173]尚未公布，暂缓任命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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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这个草案是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6月14日会议上讨论副交通人民委员弗·伊·涅夫斯基的报告时起草和通过的。6月18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由9人组成的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其中4人是布尔什维克，2人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3人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397]。



[173]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8日批准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铁路交通管理基本条例》。这个文件发表于6月1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22号（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365—367页）。——[397]。



　





《列宁全集》第34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给制革业总委员会拨款的决定草案[174]


（1918年6月15日）

在人民委员会最后批准3700万卢布的整个财政计划或全部预算之前，立即预支制革业总委员会1000万卢布。

指定一个委员会立即研究这个计划和这项预算，委员会由

制革业总委员会

粮食人民委员部

财政人民委员部

监察人民委员部代表组成。

由制革业总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主席图尔克斯坦诺夫同志负责召集，要求委员会在5天期限内完成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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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这个草案是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6月15日会议讨论给制革业总委员会拨款采购原料的问题时通过的。——[398]。



　





《列宁全集》第34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给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贷款的决定草案[175]


（1918年6月15日）

（1）给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亚麻处贷款5000万卢布。

（2）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军事人民委员部在3天内提出关于它们欠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的款项的准确材料。

（3）责成亚麻处在同一期限内向所有欠该处款项的人民委员部提出账单。账上款项在收到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提出采购原料请求单时随时以现金支付。

（4）成立一个委员会紧急审查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亚麻处的预算、资料及公文处理情况，并向人民委员会提出报告。

财政、国家监察、粮食等人民委员部各派1名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责成兰德尔同志负责召集。限期3天完成，从6月17日星期一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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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这个草案是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6月15日会议讨论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贷款采购亚麻的问题时通过的。——[399]。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莫斯科工人大会上关于征粮队问题的讲话[176]


（1918年6月20日）

简要报道

根据我在莫斯科工人住宅区的几次视察，我坚信所有的工人群众都已经意识到建立征粮队的必要了。只有印刷工人表示“怀疑”，因为他们依靠利用报纸的诽谤来毒害贫民的资产阶级，生活一般比其他工人优裕。广大的工人群众，在俄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即在同饥荒作斗争的问题上，都表现出自觉的态度，因此我认为，社会主义俄国一定能顺利地克服一切暂时的挫折和旧制度所造成的经济破坏。即使我们不能迅速地歼灭捷克斯洛伐克军（这是不大可能的），沃罗涅日、奥廖尔和坦波夫各省的富农所隐藏的大批存粮也能让我们度过新收获期之前困难的最后两个月。粮食问题是我国革命最棘手的问题。所有工人都应该懂得，争取粮食的斗争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征粮队的任务只是帮助收集富农的余粮，而不是（象我们的敌人要先吓唬一下农村时说的那样）在农村里抢劫一切……凡是出粮的，一定给予纺织品、纱线、日用品和农具。

应该设法不让那些总想浑水摸鱼的流氓和骗子混进派往农村的征粮队。宁可少派一些人，但一定要派合适的人。

是的，有时候不坚定的、意志薄弱的工人也钻进了征粮队，他们被富农用私酿的烧酒收买了。不过这一点已经引起了注意……对于参加征粮队的每个工人，必须确切地弄清楚他们过去的情况。必须向工厂委员会、工会和党支部了解，工人阶级委以如此重任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许多工厂的党员同志不愿吸收“非党员”参加征粮队。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一个“非党员”，只要十分正直，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在饥饿者争取粮食的进军中可以成为非常可贵的同志。

象这样觉悟的队伍，人民委员会要给以最广泛的帮助，给钱，给纺织品，还要给武器。

要紧的是工人应该积极地、尽快地担负起跟自己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事情——同饥荒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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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列宁这篇讲话的简要报道载于俄共（布）中央出版的《贫苦农民报》。



征粮队是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征购粮食的工作队。早在1917年11月，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就曾派出征粮队到产粮省份。1918年5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法令规定，在地方粮食机关之下建立工人征粮队，这些征粮队多数是武装的。1918年夏，在国内饥荒最严重的时期，征粮队开始具有群众性。大的工会、工厂委员会、县市苏维埃都可成立征粮队。征粮队只能按固定价格购粮或征用富农怠工分子的粮食。征粮队所征购的粮食一半归派出征粮队的单位支配，一半交粮食人民委员部。征粮队分属征粮军和全俄中央军事粮食局两系统，1918年11月有72000人，1919—1920年在55000人到82000人之间。征粮队在对贫苦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制止富农对收购粮食怠工和实行余粮收集制方面也起了巨大作用。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征粮队于1921年撤销。——[400]。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索科利尼基俱乐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6月21日）

报道

（热烈鼓掌）我们党决定今天在莫斯科尽量多召集一些群众大会，让工人阶级注意到苏维埃政权的处境，以及苏维埃政权要战胜现状必须作哪些努力。

你们知道，最近几个月来，甚至最近几星期来，反革命势力又抬头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责难苏维埃政权，说它把俄国出卖给德帝国主义。

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在高加索和乌克兰发生了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高加索的孟什维克同土耳其帝国主义缔结了同盟，乌克兰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德帝国主义缔结了同盟。同志们，不仅如此，在那里，他们把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成果化为乌有，他们逮捕和枪杀工人，夺取工人的一切成果，扶植斯科罗帕茨基。他们的这一切所作所为，当然得不到工人阶级的同情。因此，目前反革命势力想趁俄国人民疲惫不堪、遭受饥荒的机会，作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最后尝试。

现在他们抓住了捷克斯洛伐克人，应该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根本不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是捷克斯洛伐克人，而是他们的反革命军官。帝国主义想靠这些军官把俄国拖进正在继续进行的世界大厮杀。

值得注意的是，只要什么地方的政权一落到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手里，马上就会发现，他们想赐给我们一位斯科罗帕茨基。但是，只要群众一懂得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把他们引向何处，这些人就会被群众所抛弃。

他们被抛弃了。于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是利用饥荒来进行投机，而当这种做法也不奏效时，他们就不惜采取暗杀手段。

你们都知道，为了自己的信念历尽千辛万苦的老工作人员沃洛达尔斯基同志被杀害了。当然，他们也许还能杀害几位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活动家，但是，这只能使苏维埃政权在群众中更加巩固，只能推动我们更加牢固地保持我们的胜利果实。

目前使苏维埃共和国处境特别困难的两件事，就是饥荒和国际形势。

国际形势所以严重，是因为德、法、英帝国主义正在等待时机，准备再次向苏维埃共和国扑过来。我们党的任务是粉碎资本主义枷锁；这只有在发生国际革命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但是，同志们，你们应该认识到，革命是不能按定单制造的。我们认识到，在俄罗斯共和国出现的情况是俄国工人阶级第一个粉碎了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枷锁；我们也认识到，所以做到了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国工人阶级更先进，更完美，而是因为我国最落后。

要最终推翻资本主义，至少要有几个国家联合进行这种冲击。我们知道，在一切国家中，尽管书报检查很严，我们还是看到，在一切会议上，一提到共产党和俄罗斯共和国就激起奔放的热情。（热烈鼓掌）

我们说，只要在那里，在西欧，世界大厮杀还在继续，我们就有保证。无论战争的结果如何，它必然会引起革命，这个革命将是，而且现在就是我们的同盟军。

列宁同志在说明了苏维埃俄国受国外敌人包围、受国内反革命势力攻击的严重情况之后，接着谈到饥荒问题。

我国的革命使得帝国主义阶级胆战心惊，它们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生存取决于它们的资本能否保得住，因此，我们应当继续同和我们一起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的阶级携手前进。

在同饥荒作斗争中我们也和这个阶级在一起。

在目前一两个月这个最艰难的时期，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全力以赴。

过去在有些国家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国家政权转到了工人阶级手中，但是他们没有能够保住它。而我们却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有苏维埃政权，它把着手进行自己的事业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不管我们的处境多么困难，不管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制造什么阴谋，我们知道，甚至在首都周围各省就有粮食。而要得到这些粮食，必须保持和巩固工人阶级同贫苦农民的联盟。

红军战士征粮队怀着极好的愿望从首都出发，可是，一到了地方上，有时就经不住抢劫和酗酒的诱惑。这应该归咎于四年大厮杀，它使人们长时期地蹲在战壕里，使人变成了野兽，互相残杀。这种情况在各国都能见到。要经过若干年人们才会不再是野兽，才会恢复人的面目。

我们号召工人献出自己的力量。

我看到一则通讯，在坦波夫省乌斯曼县，征粮队从征收到的6000普特粮食中拿出3000普特给了贫苦农民，我说，即使有人向我证明，到现在为止俄国还只有一个这样的征粮队，我还是要说，苏维埃政权起了自己的作用。[177]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征粮队！（热烈鼓掌）

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利益看得很清楚，并且尽一切可能来保障自己的利益。他们意识到，如果农民经过多少世纪今年秋天第一次得到自己的劳动果实，收获到自己的庄稼，并保证城市劳动者阶级有粮食吃，那么资产阶级一切复辟的希望都将成为泡影，苏维埃政权就会得到巩固。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现在张皇失措地到处东奔西窜。

必须尽一切力量同农村的财主、投机商和城市资产阶级作斗争。

我国革命最大的缺陷之一，就是我们工人的胆怯，他们直到现在还相信，只有“上等人”……掠夺的本领属于上等的人，才能管理国家。

但是，在每一个工厂里都有优秀的工作者。即便他们不是党员，你们也应该把他们紧紧地团结起来，联合起来，而国家将尽一切可能保证他们的困难的工作得到成功。（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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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这里说的是在坦波夫省乌斯曼县库利科沃村工作的征粮队。该征粮队在贫苦农民的帮助下没收了富农隐藏的武器和大批存粮——4073普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黑麦，1006普特燕麦，428普特黍子，188普特面粉；被征用的粮食一半以上留给库利科沃村挨饿的贫苦农民。在征粮队的支持下，改选了以前由富农组成的村苏维埃。——[405]。



　





《列宁全集》第34卷


关于组织征粮队[178]


（1918年6月27日）

鉴于粮食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来不及出席代表大会，请将下列意见转告代表大会：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大会代表应该记住，第一，粮食垄断是与纺织品及其他最主要的消费品的垄断同时实行的，第二，要求废除粮食垄断是反革命阶层的一个政治步骤，他们力图破坏由革命无产阶级垄断价格调整的制度，而这个制度是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应该向代表大会说明，对于战胜饥荒来说，废除垄断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乌克兰就是一个例子，斯科罗帕茨基在那里废除了粮食垄断，结果没有几天粮食投机活动就达到空前未有的规模，以致现在乌克兰无产阶级比实行垄断时更加挨饿。

应该指出，人民委员会强征富农粮食并把它分给城乡贫民的决定，是增加口粮的唯一正确的手段。为此，需要使贫民迅速而坚决地加入粮食人民委员部正在建立的征粮大军。

应当建议代表大会立即着手向工人进行鼓动工作，要他们报名参加奔萨苏维埃的征粮军，并规定如下：（1）每个工厂每25人出1人；（2）由工厂委员会办理报名参加征粮军的手续，并编造应征人员的名册两份，一份呈报粮食人民委员部，一份自己保存；（3）编制名册时，应由工厂委员会，或工会组织，或苏维埃机关，或苏维埃机构的负责人提出保证，保证每个候选人忠诚老实，能遵守革命纪律。对征粮军人员的挑选必须审慎，使得今后在这些下乡去拯救千百万劳动群众免于饥饿而同一小撮富农强盗作斗争的人身上没有一点污点。

工人同志们，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才会了解，向富农征粮不是掠夺，而是对正在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农群众应尽的革命义务！

（4）每个工厂的应征人员推选出自己的代表，由这个代表完成一切组织步骤，以便人民委员部正式接受该厂提出的候选人为征粮军的人员；（5）编入征粮军的人员自实际入队之日起，照领原薪，并得到食物和服装；（6）编入征粮军的人员必须保证无条件地执行粮食人民委员部在派征粮队赴各地时发出的指令，并服从各队的政治委员的领导。我相信，如果把坚定的、忠于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派去领导征粮队，他们一定会组织起贫苦农民委员会[179]，并同它们一道，甚至不需使用武力，就能夺得富农的粮食。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
　　1918年6月27日

载于1918年7月《粮食人民委员部通报》杂志第10—11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430—432页

　















[178]《关于组织征粮队》这个电报是为答复奔萨省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亚·叶·敏金的来信而发给苏俄奔萨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大会于1918年6月24日开幕，列宁当选为名誉主席。——[406]。



[179]贫苦农民委员会（贫委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建立的，由一个乡或村的贫苦农民以及中农选举产生。根据上述法令，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的余粮。到1918年11月，在欧俄33省和白俄罗斯，共建立了122000个贫苦农民委员会。在许多地方，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受富农影响的苏维埃，或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超出了6月11日法令规定的范围，它们为红军动员和征集志愿兵员，从事文教工作，参加农民土地（包括份地）的分配，夺取富农的超过当地平均份额的土地（从富农8000万俄亩土地中割去了5000万俄亩），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农具，积极参加组织农村集体经济。贫苦农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到1918年底，贫苦农民委员会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根据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由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乡、村苏维埃，改选后贫苦农民委员会停止活动。——[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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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文献[180]


（1918年6月）


1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6月27日）

（列宁同志出现时，会场响起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同志们！你们当然都知道，目前我们的国家遭到了最大的灾难——饥荒。在未谈如何同这一灾难（它正是在目前最为严重）作斗争的问题以前，我们首先要提出一个问题：引起这一灾难的基本原因是什么。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应该知道并且记住：现在不仅俄国，而且一切国家，甚至最发达、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都遭受了这种灾难。

近几十年来，特别是目前革命时期，饥荒不止一次地袭击俄国这个农业国的许多地区。俄国的绝大多数农民由于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而遭受破产和摧残。这种灾难现在也遍及于西欧各国。由于西欧许多国家的农业已经高度发展，有些本国粮食不够消费的西欧国家又能得到大量进口粮食，所以，它们不仅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已经忘记了什么是饥荒。可是现在，在20世纪，虽然欧洲各国的技术有更大的进步，有惊人的发明，在农业中广泛采用了机器、电力和新式内燃机，但是我们看到，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毫无例外地，人民也遭到了同样的灾难——饥荒。文明的发达的国家好象又回到了原始的野蛮状态，重新处于风气变得野蛮、人们象野兽似地争夺一片面包的境地。许多欧洲国家，而且是大多数欧洲国家，回到这种野蛮状态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都知道，这是由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这场战争残害人类已达4年之久，使各国人民失去的年轻生命已超过1000万，大大超过1000万，这场战争是由利欲薰心的资本家引起的，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决定将来究竟由谁，由哪一个大强盗，由英国还是德国取得世界霸权，攫取殖民地，扼杀弱小民族。

这场战争几乎席卷全球，至少已经夺去了1000万人的生命，受伤、致残和患病的几百万人还不算在内，这场战争还使几百万身强力壮的人脱离了生产劳动。总之，这场战争使人类现在处于完全野蛮的状态。许多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家所预料的资本主义最坏的、最悲惨和最痛苦的结局已经到来。这些著作家说过：以一小撮资本家（垄断资本家）占有私有财产、土地、工厂和工具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将变成唯一能够消除战争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文明的”、“有教养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在走向空前未有的崩溃，这种崩溃会破坏而且一定要破坏文明生活的一切基础。我再说一遍，不仅在俄国，而且在象德国这样的最文明的先进国家里（德国有无比高的劳动生产率，它的技术设备供给全世界而绰绰有余，它还同远方的国家自由交往，可以供应居民所需的食品），现在也发生了饥荒。对于饥荒，那里比俄国安排得好得多，时间拖得比较长些，但是这种饥荒更为严重，更为痛苦。资本主义已经到了这样严重和痛苦的崩溃阶段，以致使大家现在完全明白：要结束这场战争，必须进行一系列最艰苦的大量流血的革命，而俄国革命只是这一系列革命中的第一个革命，只是一个开始。

现在，你们已经听到这样的消息：例如，在维也纳再度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劳动居民再度几乎普遍参加了群众性的总罢工[181]。我们听说，在象柏林这些先前一直是资本主义的秩序、教养和文明的模范的城市里，现在夜晚上街也很危险，因为尽管有最严厉的惩罚办法和最森严的戒备，但是，战争和饥荒使那里的人们也变得这样野蛮，造成了这样的无政府状态，引起这样大的愤懑，以致在一切有教养的、文明的国家里，现在已经不只是卖面包，而是到处在公开抢面包，为了一块面包而公开厮打。

同志们，既然我们现在看到国内因饥荒而造成了十分痛苦和严峻的局面，我们就应该向那些完全盲目无知的人（这种人为数不多，但毕竟还有）说明产生饥荒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原因。在我们国内，可能还会有人说：在沙皇时代毕竟还有面包，而革命一来，面包也没有了。当然，在某些乡下老太婆看来，近10年历史的整个发展，也许的确是这样：从前有面包，而现在却没有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饥荒这种灾难扫除了、排开了一切其他问题，成了最重要的、压倒一切的事情。但是很显然，我们的任务，觉悟工人的任务，是向广大群众，向城乡全体劳动群众说明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不说明这一点，我们自己和劳动群众就不能树立起正确的态度，就不能正确认识饥荒的危害，就不会有同这种灾难作斗争所必需的坚定的决心和愿望。只要我们回想一下，这种灾难是由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现在甚至最富裕的国家也遭到空前未有的饥荒，绝大多数劳动群众都在受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只要我们回想一下，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已经迫使各国工人为资本家的利润和私欲流了4年血；只要我们回想一下，这场战争拖得愈久，就愈是难于摆脱战争，那么，我们就会懂得必须有多么巨大的力量投入运动。

战争已经拖延将近4年了。俄国已经退出了战争，由于俄国单独一国退出战争，所以它处于两伙帝国主义强盗之间，他们双方都要分割俄国，扼杀俄国，利用俄国暂时没有自卫能力和缺乏武装的情况。战争已经拖了4年。德帝国主义强盗已经获得了许多胜利，现在还在继续欺骗本国的工人，其中一部分工人已经为资产阶级所收买，转到资产阶级方面，重复着所谓保卫祖国的卑鄙的血腥的谎话，因为实际上德国士兵所维护的是德国资本家的自私的掠夺的利益。这些德国资本家向士兵们说，德国会带来和平，会缔造幸福，而实际上我们却看到：德国的胜利愈多，德国就愈是陷于绝望的境地。

在布列斯特和谈期间，在缔结以暴力和对别国人民的压迫为基础的强制性的剥削的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德国曾经夸口，德国的资本家曾经夸口，说他们能给工人面包与和平。而现在德国每人配给的口粮却减少了。在富饶的乌克兰掠夺粮食，大家公认已经破产了，而在奥地利，事情也闹到发生饥民暴动和全民大骚乱的地步，因为德国愈是继续不断地取得胜利，所有的人，甚至许多德国大资产阶级分子就愈是清楚地看到战争没有出路，即使德国人能在西线进行抵抗，也决不会使他们加快结束战争，反而造成要由德军去占领的新的被奴役的国家，使德军必须继续作战，并且使德军腐化，他们现在正在从一支军队变成（而且将来一定会完全变成）一伙强盗，他们对手无寸铁的他国人民使用暴力，不顾当地人民的大力反抗，将一切食物和原料搜括净尽。德国愈是向欧洲的边缘推进，就愈是清楚地看到，它面对的是拥有更大生产力的更为发达的英国和美国，它们正在寻找时机把几万优秀的生力军调到欧洲去，以便把一切机器、一切工厂都变成破坏的工具。战争又前进了，这就是说，这个战争在一年一年地，甚至一月一月地扩大。要摆脱这场战争，除了革命，除了内战，除了将各资本家之间为了利润、为了分赃、为了扼杀弱小国家而进行的战争变成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别无出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在历史上不仅总是随着伟大的革命而爆发，而且也随着某些不很重大的革命而爆发，从被压迫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利益来看，这种战争是唯一合理的、正义的和神圣的战争。（鼓掌）没有这种战争，便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我们应该看清楚，内战会给每个国家造成什么样的新灾难。国家愈文明，这些灾难就愈严重。我们想一想一个拥有机器和铁路的国家在一场使全国各地区之间的交通断绝的内战中的情况。请你们想一想，几十年来都靠交换工业品过活的各地区将处于怎样的境地，然后你们就会懂得，任何一场内战都会造成严重的新灾难，而这些灾难也是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们早就设想到的。帝国主义者是必定要使工人阶级遭受灾难、痛苦和死亡的。不管全人类的这些痛苦多么严重，多么折磨人，摆在社会主义新社会面前的情况日益清楚：这些帝国主义者不能结束他们自己发动的战争，而要由另外的阶级——工人阶级来结束，各国的工人阶级正在一天天更有力地行动起来，愈来愈感到不满和愤慨，不管人们的感情和情绪怎样，这种行动，这种不满和愤慨，客观上必将导致推翻资本家的统治。在俄国，饥荒的灾难特别严重，我们不得不经历任何一次革命从未经历过的最困难的时期，而且不可能指望立即得到西欧的同志们的援助。俄国革命的全部困难在于：俄国革命的工人阶级开始革命比西欧的工人阶级容易得多，但是，我们要把革命继续下去则比较困难。在西欧国家开始革命比较困难，因为革命无产阶级面对的是高度的文化思想，而工人阶级在文化上处于受奴役的地位。

在这个时候，由于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我们不得不经历一个极端困难的时期，我们这些劳动群众的代表，觉悟的工人，在自己一切鼓动和宣传中，在每次演说和号召中，在工厂内举行的座谈中，在每次同农民的会见中，都要向他们说明：我们遭到的灾难，是国际性的灾难；要摆脱这个灾难，除了国际性的革命，没有其他出路。既然我们不得不经历这种暂时孤立无援的痛苦时期，那么，我们就应该全力以赴，坚忍不拔地度过这个困难时期，我们知道，我们终归不会孤立无援，我们遭到的灾难正在向欧洲各国蔓延，而且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举行一系列的革命，就找不到出路。

在俄国我们遭到了饥荒，而且由于强制性的和约夺去了俄国土地最肥沃、产粮最多的省份，饥荒变得更加严重；它之所以更加严重，还由于目前正处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距丰收在望的新收获期还有几个星期，因此这几个星期是最困难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通常总是困难的，现在又因俄国已被推翻的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剥削阶级竭尽全力一次再次地想恢复自己的政权而更加困难了。这就是西伯利亚盛产粮食的省份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暴动现在同我们失去联系的基本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十分了解，是什么力量促成了这次暴动。我们清楚地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对我们的军队、工人和农民的代表们说：他们不愿意同俄国和俄国苏维埃政权作战；他们只想手执武器冲到边境去，可是领导他们的，还是那些为英法的金钱工作、受投靠资产阶级的俄国社会主义叛徒支持的昨天的将军、地主和资本家。（鼓掌）

所有这帮恶棍利用饥荒再一次试图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同志们，我们的革命经验已经证实了始终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代表，把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同空想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和幻想社会主义者区别开来的那些话。喜欢幻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曾经认为，也许现在还认为，还幻想：用说服的办法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以为大多数人是可以说服的，只要说服大多数人，少数人就会顺从，然后再由大多数人投票表决，社会主义就会实现。（鼓掌）不，世界上的事不是那么称心如意的；剥削者，残暴的地主，资本家阶级是说不服的。社会主义革命证实了大家所见到的事情——剥削者进行激烈的反抗。被压迫阶级受的压迫愈大，他们愈是接近于推翻一切压迫和一切剥削，被压迫的农民和被压迫的工人愈是坚决地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剥削者的反抗就愈是疯狂。

现在我们经历着一个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最困难和最痛苦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在一切国家里都必然会是很长的，我再说一遍，这是因为被压迫阶级的每一个胜利都会引起压迫者一次又一次的反抗和推翻被压迫阶级政权的活动。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显然是得到了执行推翻苏维埃政权政策的英法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的叛乱表明，这种反抗使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们看到，这次叛乱自然因饥荒而得到加强。显然，在广大劳动群众中有很多人——这一点你们特别了解，因为你们每个人在工厂里都看到了这一点——并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受过教育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要在工厂里从事苦役般的劳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当然，这些人看到工厂里的工人积极行动起来，能够开始亲自学习管理企业，是赞许的。学习管理企业是一件困难艰巨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犯错误，但是唯有这件事情能使工人们最后实现自己的宿愿，让机器、工厂、优良的现代技术和人类的优异成果不为剥削服务，而为改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服务。但是，当这些人看到来自西方、北方和东方的帝国主义强盗利用俄国缺乏自卫能力来蹂躏俄国的时候，当他们不了解其他各国的工人运动如何发展的时候，显然，他们是充满绝望情绪的。不产生这种情绪是不可能的。如果希望和认为，在以剥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能够立刻产生对于社会主义必要性的充分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那是可笑的，是荒谬的。这是不可能的。这种认识和理解，只有到最后才能形成，只有经过在痛苦的时期中所进行的斗争才能形成，在这个痛苦的时期，一个国家的革命首先发生，得不到其他国家革命的援助，并且面临饥荒。各阶层的劳动者必然充满绝望和不满的情绪，必然产生厌弃一切的情绪，这是很自然的。显然，反革命分子、地主和资本家以及他们的庇护者和帮凶们，都在利用这种情况向社会主义政权不断发动进攻。

我们看到，这在没有外国军队援助的各个城市里得到了什么结果。我们知道，以前，只有当那些大喊大叫保卫祖国和一再宣扬自己的爱国主义的人露出自己资本家本性，今天同德国军队勾结起来共同屠杀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明天同土耳其军队一起进攻布尔什维克，后天又同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一起去推翻萨马拉的苏维埃政权和屠杀布尔什维克的时候，苏维埃政权才遭到失败。资本主义妥协分子和地主们，以前只是依靠外国的援助，依靠外国军队的援助和向日本、德国和土耳其的军队出卖俄国，才取得了一点胜利。但是，我们知道，当那种由于饥荒和群众绝望而产生的暴动爆发起来，并且蔓延到象萨拉托夫、科兹洛夫和坦波夫这些得不到外国军队援助的地方的时候，地主、资本家和他们那些以立宪会议的漂亮口号作掩饰的伙伴们的政权只存在了几天，甚至只存在几小时。当时苏维埃军队离反革命势力暂时盘踞的中心愈远，城市工人的行动就愈坚决，这些工人和农民就愈是主动地去支援萨拉托夫、奔萨和科兹洛夫，立即推翻已建立的反革命政权。

同志们，如果你们从世界历史上正在发生的一切来观察这些事件，如果你们记得你们的任务——我们共同的任务——就是自己弄清并且竭力向群众说明，我们遭到这些最严重的灾难并不是偶然的，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其次是由于地主、资本家和剥削者的疯狂反抗，如果我们自己认清这一点，那就可以保证，不管有怎样的困难，这种正确的认识一定会愈来愈为广大的群众所接受，我们也就能够建立起纪律来，消除我们工厂中无纪律的现象，帮助人民度过这个特别困难的痛苦时期，这个时期距新收获期可能是一两个月，几个星期。

你们知道，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叛乱切断了我们和西伯利亚的联系，由于南方经常发生骚动，由于战争，现在我们俄国的处境特别困难，但是很明显，这个面临饥荒的国家的处境愈是困难，我们同饥荒作斗争的措施就应该愈是坚决，愈是果断。主要的斗争措施，就是实行粮食垄断。关于这一点你们都十分了解，同时也亲眼看到，富农们，财主们如何到处叫嚣反对粮食垄断。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粮食垄断暂时被废止（如斯科罗帕茨基在基辅所干的那样）的地方，投机活动达到了空前未有的规模，粮价涨到200卢布一普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没有生活所必需的食品的时候，每一个握有食品的人都可以成为财主，价格就会飞涨。显然，害怕饿死的惊慌情绪会造成价格飞涨，所以在基辅就不得不考虑恢复垄断。尽管俄国有很多粮食，但在很久以前，布尔什维克还未执政的时候，政府就已经认识到实行粮食垄断的必要性。只有完全无知的人，或者公然卖身投靠财主的人，才会反对粮食垄断。（鼓掌）

但是，同志们，在我们谈粮食垄断的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这句话做起来有多么大的困难。粮食垄断讲讲很容易，但是应该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切余粮都属于国家；这意味着除了每个农民的经济所需要的，除了他全家的口粮和牲畜饲料所需要的，除了他播种所需要的，剩下的每一普特粮食都要收到国家手里。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必须由国家规定价格，必须把每一普特余粮找出来，运出来。几百年来一直受地主和资本家愚弄、掠夺、被折磨得愚昧无知、从来吃不饱的农民，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哪里会知道什么是粮食垄断呢？过去从国家那里得到的只是压迫、只是暴力、只是官吏的掠夺和压榨的千百万人，这些被抛弃在穷乡僻壤、注定陷于破产的农民，哪里会认识什么是工农政权和贫民掌握政权，哪里会知道不把余粮交给国家而留在自己手里的人就是强盗，就是剥削者，就是使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等地的工人遭受饥荒折磨的罪人呢？这些农民一向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他们在农村所干的事就是出卖粮食，他们从哪里会知道，从哪里会认识这些呢？如果我们更切近实际生活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看到，在大多数农民被沙皇制度和地主置于无知状态的国家里，在几百年来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播种粮食的农民的国家里，实现粮食垄断这一任务会碰到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这是不足为奇的。（鼓掌）

但是，这种困难愈大，它愈是需要细心而慎重地加以对待，我们就愈是应该很好地记住我们常说的话：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我们常说：劳动者不能依靠外力摆脱压迫；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斗争、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鼓动，学会解决新的历史任务，而新的历史任务愈艰巨，愈伟大，愈重要，所需要的人就愈多，应该吸引千百万人自动参与解决这些任务。把粮食卖给任何一个商人，任何一个小贩，并不需要什么认识，也不需要什么组织。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按照资产阶级的安排去生活：只需要充当驯服的奴隶，认为并且承认资产阶级建立的世界是尽善尽美的。而要克服这种资本主义的混乱现象，要实行粮食垄断，要让每一普特余粮都属于国家，需要的就不是由组织家和鼓动家，而是由群众自己进行长期的、困难而艰巨的组织工作。

这样的人在俄国农村中是有的；大多数农民属于最贫苦的和贫苦的农民，他们不可能买卖余粮，不可能成为在别人挨饿时自己囤积几百普特粮食的强盗。现在的情况是，任何一个农民也许都会自称为劳动农民，这个字眼有些人很欣赏，但是，如果你们所说的劳动农民是这样的人，他们依靠自己的劳动，甚至不使用任何雇佣劳动收获了几百普特粮食，而现在看到，如果把这几百普特粮食囤积起来，可以不按6卢布一普特的价格出卖，而可以卖给投机商或者卖给受饥饿折磨、煎熬、家口嗷嗷待哺、能拿200卢布来买一普特粮食的城市工人，——那么，这种把几百普特粮食隐藏和囤积起来以便抬高粮价，哪怕是想用一普特粮食来换取100卢布的农民，就会变成比强盗更坏的剥削者。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在我们的斗争中，可以依靠谁呢？我们知道，苏维埃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与其他革命和其他政权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苏维埃革命不仅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政权，不仅破坏了农奴制的专制国家，而且在于群众起来反对一切官吏，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政权应该属于工人和农民，不仅应该属于，而且已经属于他们了。在这个国家里，没有警察和官吏，也没有过去那种长期关在兵营里的脱离人民和被训练来枪杀人民的常备军。

我们正在武装工人和农民，他们应该学习军事。有些队伍受了诱惑，染上一些恶习，甚至还有犯罪的行为，这是因为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把他们同人压迫人的世界隔开，把他们同饱食者希望利用自己饱食者的地位来发财的饥荒世界隔开。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由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觉悟的工作人员组成的队伍，到了地方上往往走上歧途，变成罪人。我们也看到，资产阶级在鼓掌喝彩，他们在自己出卖灵魂的报刊上登满了各种吓唬人民的言论：看看你们的队伍成了什么样子，多么没有秩序，私人资本家的队伍要好得多呀！

太谢谢你们啦，资产者老爷们！不，你们吓不倒我们！你们十分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灾难和溃疡是不能马上治好的。而我们知道，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治好，我们要把每一个这样的情况都摆出来，并不是为了发泄愤恨，也不是为了支持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诡计，而是为了教育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既然我们的队伍不履行自己的职责，那么，我们就从忠实于本阶级的，比受诱惑的人多许多倍的工人当中组织觉悟更高、人数更多的队伍。必须把这样的工人组织起来，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必须把被剥削和遭受饥荒的不觉悟的劳动者团结在每个觉悟的工人周围。必须把贫苦农民发动起来，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应当向他们表明：苏维埃政权将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援助他们，以便实现粮食垄断。

现在我们已经着手解决这项任务，苏维埃政权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这些问题，它说：工人同志们，组织起来，把征粮力量联合起来，消除征粮队的各种不称职的表现，更牢固地组织起来，改正自己的缺点，把贫苦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富农们知道，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因为他们的敌人不仅仅是宣传宣传，发发言论，而是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如果我们能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富农。富农们知道，现在已经到了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最后的殊死斗争的时刻。看起来这仅仅是一场争夺粮食的斗争，实际上这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如果工人们学会独立地解决这些任务，——谁也不会来帮助他们，——如果他们学会把贫苦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那就会获得胜利，获得粮食，就能合理地分配粮食，以至会合理地安排劳动，因为，合理地安排劳动，我们就能支配各个劳动部门，支配各个工业部门。

由于预见到这一点，所以富农们不止一次地试图收买贫苦农民。他们知道，必须按6卢布一普特的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他们以3卢布一普特的价格卖给邻近的穷苦农民，并且对他们说：“你可以按40卢布一普特的价格卖给投机商；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共同反对国家掠夺我们；每一普特他们只想付给我们6卢布，你拿去两三普特就可以赚60卢布，至于我赚多少，你就不必管了，这是我的事。”

我知道，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屡次酿成同农民的武装冲突，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对此幸灾乐祸，在一旁嘿嘿窃笑，并尽一切力量想推翻苏维埃政权。我们说，这是因为派出的征粮队的觉悟还不够。征粮队的觉悟愈高，不采用任何暴力人们就交出粮食的情况也就愈是常见，——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因为觉悟的工人注意到：他们不是压迫者，他们的主要力量在于他们是贫苦农民的代表，是有组织的、有教养的贫苦农民的代表，而在农村中，很多人都是愚昧无知的，那里的贫苦农民没有什么教养。如果善于接近他们，如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而不是用书本上的词句向他们说明，以合乎人情的方式向他们解释，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几十个县里人们在挨饿，甚至造成了伤寒的流行，成千上万的俄国农民和工人活活饿死，富人们却伤天害理地囤积粮食，利用人民挨饿搞投机活动，那么，就能够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把余粮收集起来，而且将不是依靠暴力，而是用组织贫苦农民的办法做到这一点。我经常听取那些和征粮队一起下去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同志们关于反对富农的报告。我想举一个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例子，因为昨天我听了关于叶列茨县的情况[182]。在那里，由于建立了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由于那里觉悟的工人和贫苦农民很多，所以贫民政权已经稳固。当叶列茨县的代表们第一次向我报告的时候，我还不相信，我以为这些人的话有点夸张，但是，由莫斯科专门派到各省去的同志们向我证实，对他们的工作不能不加以赞扬，这些同志证实，俄国确有一些县份，那里的地方苏维埃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彻底清除了苏维埃中的富农和剥削者，把劳动者组织了起来，把贫苦农民组织了起来。谁想用自己手中的财富来大发横财，那就让他从苏维埃政权中滚出去！（鼓掌）

赶走了富农之后，他们进入叶列茨这个商业城市，在那里他们并没有等待法令来实行粮食垄断，他们想起苏维埃是同人民密切联系的政权，每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革命者，如果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真正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就应该迅速而坚决地行动起来。他们把所有的工作人员和贫苦农民都组织起来，成立了许多工作队，在整个叶列茨进行了搜查。他们只派可靠的和负责的队长到居民家中去，他们不派任何一个他们不信任的人进入居民家中，因为他们知道，常有动摇的事情发生，他们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比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和不称职的公仆的掠夺行为更使苏维埃政权丢脸的了。他们收集到了大量余粮，在叶列茨这个商业城市里没有留下任何一个可以让资产阶级投机牟利的处所。

当然，我知道，在一个小城市里做到这一点，比在莫斯科这样的城市里要容易得多。但是不要忘记，莫斯科无产阶级的力量也是任何县城所不可能有的。

就在坦波夫，不久以前，反革命取得了几小时的胜利；他们甚至出版了一期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的报纸，号召举行立宪会议，推翻苏维埃政权，并且吹嘘新政权的胜利如何巩固，哪知从县里去的红军和农民一赶到，当天就驱逐了这个似乎要以立宪会议作为支柱的“巩固的”新政权。（鼓掌）

同志们，在地域广阔的坦波夫省，其他各县的情况也是这样。该省北部各县接近非农业区，南部各县非常富饶，盛产粮食。那里有余粮的农民很多，在那里工作要特别努力，要有特别坚定而明确的认识，以便依靠贫苦农民战胜富农。那里的富农仇视任何工农政权，因此那里不得不等待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去支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每次都依靠自己的组织这个武器把苏维埃中的富农赶跑，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并和当地农民一起取得为实现国家粮食垄断而斗争的经验，把贫苦农民和城市劳动者组织起来的经验，这种组织工作将使我们获得最后的完全胜利。同志们，我想用这些例子向你们说明粮食方面的情况，因为我认为，从劳动者的观点来看，说明收集粮食、反对富农的斗争对于我们，对于工人，对于觉悟的无产阶级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用一些统计数字表明究竟能够弄到几百万普特粮食。这件事情我要留给粮食工作的专家去做，我要说的是，如果能够从邻接莫斯科非农业区和邻接盛产粮食的西伯利亚的那些省弄到余粮，那么，即使在新收获期之前这几个艰难的星期内，我们也有足够的粮食来救济遭受饥荒的非农业省份的人民，使他们不致饿死。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更多的觉悟的先进工人组织起来。这是过去一切革命的主要教训，这也是我国革命的主要教训。组织得愈多，愈广泛，工厂里的工人愈了解，只有他们和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战胜饥荒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愈有保障，因为，我再说一遍，我们的任务不是臆造新的政权，而是发动、教育和组织偏僻农村中的每一个贫苦农民进行独立的活动。一些觉悟的城市工人，如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甚至对偏僻农村中的农民不难说清楚：当莫斯科有几十万人在死亡的时候，囤积粮食，利用粮食搞投机活动，把粮食当作酿私酒的原料是多么伤天害理。要做到这一点，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特别是你们这些工厂委员会的代表，各行业和各工厂的代表同志们，必须清楚地了解：没有人来帮助你们；来自其他阶级的人，不是你们的助手，而是你们的敌人；苏维埃政权没有忠诚的知识分子为它效劳。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人类最宝贵的财富——用来为剥削者服务，并用尽一切办法阻挠我们战胜剥削者；他们可以使成千上万人饿死，但是却摧毁不了劳动者的反抗。除了同我们一起进行了革命，并将同我们一起度过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最艰苦的时期的阶级以外，我们再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这个阶级，就是工厂的，城市的和农村的无产阶级，他们之间用彼此可以理解的语言讲话，他们能够战胜城乡的一切敌人——富农和财主。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记住工人们常常忘记的一条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理：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举行社会主义革命，使人民摆脱压迫，并不需要马上消灭阶级；应该由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的工人掌握政权。工人应该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这是你们大多数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多年以前写成并在世界各国以各种语言流传的《共产党宣言》中已经读到过的真理。到处显示出这样的真理：为了战胜资本家，要使有组织的城市工厂工人在同剥削制度作斗争的时期，当人们还愚昧无知，还不相信新制度的时候，成为统治阶级。你们在自己的工厂委员会里开会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如果你们在自己的工厂委员会里只注意技术性问题或纯粹钱财方面的工人利益，那么，任何革命成果都保不住。工人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过去不止一次地夺到过政权，但是他们没有一次能把政权保住。要保住政权，工人们不仅要能够进行英勇的斗争和推翻剥削制度，而且当周围都在摇摆、动摇的时候，当自己受到攻击的时候，无休止的流言蜚语到处传播的时候，要能够进行组织，加强纪律，坚忍不拔，要能够进行判断——正是在这种时候，在各方面和广大的千百万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工厂委员会担负着一项最伟大的政治任务，即首先要成为管理国家生活的机构。我们如何保证合理地分配粮食，这是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一个基本政治问题。如果说叶列茨已经制服了当地的资产阶级，那么，在莫斯科要做到这一点就比较困难，但是，这里的组织要大得多，在这里你们能够比较容易地挑选出几万名诚实可靠的人，你们的党组织和你们的工会一定能推举出这样的人，并绝对保证这些人有能力领导征粮队，他们不管什么样的困难，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诱惑，也不管怎样遭受饥饿的痛苦，都将始终思想坚定，忠诚不渝。除了工厂的城市无产阶级，再没有别的阶级现在能够担当这一事业，能够领导常常陷于绝望的人民。你们的工厂委员会不应该仅仅是工厂委员会，而应该成为统治阶级主要的国家基层机构。（鼓掌）你们的组织性，你们的团结，你们的毅力，决定着我们能不能以苏维埃政权应有的坚忍不拔的精神经受住这个艰难的过渡。你们要自己把事业担当起来，在各个方面都担当起来，天天都要揭露营私舞弊行为，用自己亲身的经验来改正所犯的每一个错误，——现在犯的错误很多，因为工人阶级还没有经验，但是，重要的是让工人阶级自己把事业担当起来，自己来改正错误。如果我们都这样做，如果每一个委员会都懂得，它自己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的领导者，那么，我们就一定能为全世界争得社会主义！（鼓掌，转为热烈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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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请允许我首先来谈谈副报告人帕杰林反驳我的几个论点。我在速记记录上看到他说的话：“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英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首先有可能反对本国的压迫者。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应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应该去帮助这些压迫者吗？如果我们在国内煽起敌对情绪，破坏和削弱国家，那就等于无限地巩固英、法、德帝国主义者的地位，他们归根到底是会勾结起来扼杀俄国工人阶级的。”这些话说明，孟什维克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是多么不坚决，因为我所念的这段话，只有自称为护国派、完全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的人才说得出来（鼓掌），只有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重复所谓工人是在这次战争中保卫自己祖国这种资产阶级谰言的人才说得出来。实际上，主张工人在这次战争中不应该破坏和削弱自己的国家，就等于号召工人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而你们知道，把公布、揭露和公开痛斥秘密条约看作是自己首要责任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做了些什么事情。你们知道：盟国进行战争是由于有秘密条约；依靠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帮助和支持而得以生存的克伦斯基政府，不但没有废除秘密条约，而且也没有公布秘密条约；俄国人民进行战争也是由于有秘密条约，因为条约中许诺俄国的地主和资本家，一旦胜利就可占领君士坦丁堡、海峡、利沃夫、加里西亚和亚美尼亚。因此，既然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既然我们反对战争，那我们怎能容忍这些秘密条约呢？如果我们容忍秘密条约，容忍本国的资产阶级政权，那就等于支持德国工人的沙文主义信念：俄国没有觉悟的工人，整个俄国都跟着帝国主义走，俄国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掠夺奥地利和土耳其。相反，为了削弱德帝国主义者，为了使德国工人摆脱德帝国主义者，工农政府做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所没有做过的许多工作，因为，一旦这些秘密条约向全世界公布和揭露出来，甚至德国沙文主义者，甚至德国护国派，甚至跟着本国政府走的工人们，也不得不在自己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承认，这是社会主义政府的真正革命的行动[183]。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为任何一个卷入战争的帝国主义政府都没有这样做，只有我国政府撕毁了秘密条约。

当然，在每一个德国工人的心里，不管他怎样受到帝国主义者的恫吓、压制或收买，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难道我们的政府没有秘密条约吗？（有人喊道：“您跟我们讲讲黑海舰队的情况吧！”）好，我要讲的，虽然这与本题无关。每一个德国工人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既然俄国工人已经撕毁了秘密条约，难道德国政府就没有秘密条约吗？当布列斯特条约谈判开始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向全世界进行了揭露，而在同其他国家的政府进行可怕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敌对国家中，我们的政策没有引起人民群众的仇视，而是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这难道不是我们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吗？我们的政府是实行这种政策的唯一的政府。我们的革命使敌对国家在战争期间爆发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引起革命运动的原因，仅仅是由于我们撕毁了秘密条约，由于我们说过，我们不怕任何危险。既然我们知道，既然我们常说，而且不仅仅口头上说，也通过事实说明，只有国际革命才能使各国人民摆脱国际战争，摆脱各国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那么我们必须不顾任何困难，不顾任何危险，使我们的革命达到这个目的。当我们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在帝国主义性最强的、最有纪律的国家德国，今年1月破天荒第一次在战争期间燃起和爆发了群众性罢工。当然，有人以为，革命可以按定单和协议在别人的国家里发生。这些人不是疯子就是挑拨者。近12年来，我们经历了两次革命。我们知道，革命是不能按定单和协议制造的，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得出结论认为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我们知道，1905年和1907年两次革命的产生曾遇到了怎样的困难，而我们从来没有期望靠一个号召，革命就在其他国家里一下子爆发起来，但是，革命开始在德国和奥地利发展起来，这的确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功绩。（鼓掌）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报纸上看到，在维也纳——那里每人配给的口粮比我们这里的还少，掠夺乌克兰也无济于事，那里的居民说，他们从来没有遭受过这样可怕的饥荒——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维也纳又发生了总罢工。

我们认为，这就是第二个步骤，这又一次证明，俄国工人撕毁帝国主义的秘密条约，赶走本国的资产阶级，正是觉悟的工人国际主义者合乎逻辑的行动，他们促进了德国和奥地利革命的发展，而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一个革命曾经这样促进处于战争状态和极端仇视状态的敌对国家的革命。

预言革命什么时候会发生，许诺革命明天就会到来，那是欺骗你们。你们，特别是你们中间经历过两次俄国革命的人，不妨回想一下，在1904年11月的时候，你们中间谁能保证，两个月以后10万彼得格勒工人会前往冬宫，开始伟大的革命呢？

请你们回想一下，在1916年12月的时候，我们怎能保证两个月以后沙皇君主制会在几天之内被推翻。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经历了两次革命，我们知道，革命的进程是无法预言的，革命是不能呼之即来的。只能为推动革命而进行工作。如果能始终不懈地、忘我地进行工作，如果这项工作与占人口多数的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联系起来，那么革命就会到来，但是不能预言革命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由于什么原因爆发和怎样爆发。因此，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允许自己欺骗群众说：明天德国的工人就会来帮助我们，后天他们就会推翻他们的皇帝。决不能这样说。

俄国革命发生在其他各国革命之前，这使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但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几乎每天都有消息向我们表明这一点，一切优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克拉拉·蔡特金，而后弗兰茨·梅林在德国公开的报刊上都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弗兰茨·梅林现在写了许多文章向德国工人证明，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正确地了解了社会主义，不久以前，在符腾堡州议会上，有一位社会民主党人霍什卡肯定说，他认为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是坚定不移和正确贯彻革命政策的典范。你们认为，这些事情在早已赞同它们的成千上万的德国工人中间不会引起反应吗？当德国和奥地利的事态发展到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和举行第二次群众性罢工的时候，我们可以毫不夸大、毫不自欺地说，这意味着革命的到来。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道路，我们帮助了奥地利和德国的工人，让他们感到自己不是为德国皇帝和德国资本家的利益来扼杀俄国工人的敌人，而感到自己是正在进行同样革命工作的俄国工人的弟兄。（鼓掌）

我还想指出帕杰林的讲话中的一个地方，我认为这个地方更值得注意，因为它和前面一位发言人[184]的意见有些相同。这个地方是这么说的：“我们看到，现在内战正在工人阶级内部进行，难道我们能容忍这一点吗？”请看，他把内战称为工人阶级内部的战争，或者象前面一位发言人所说的，是对农民的战争。然而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俄国的内战是工人和贫苦农民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战争，这个战争正在持续、拖延下去，因为俄国的地主和资本家在10月和11月时虽然被打败了，但是牺牲比较小，他们所以失败是因为人民群众起来了，当时他们立刻清楚地看到，人民不会支持他们，当时甚至在靠剥削雇佣劳动为生的富裕哥萨克最多的、进行反革命活动希望最大的顿河地区，甚至那里的反革命暴动领导人鲍加耶夫斯基也不得不承认并且已经公开承认：“我们输了，因为连我们这里的大多数居民也拥护布尔什维克。”（鼓掌）

情况确实如此，地主和资本家的这场赌博，他们的这场反革命赌博就是这样在10月和11月里输掉了。

他们的冒险行为的结果就是如此，当时他们企图把士官生、军官以及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弟组织成一支反对工农革命的白卫军。而现在，——如果你们不知道，请看一看今天的报纸，——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冒险行为正在得到英法资本家的金钱的支持[185]，这些资本家正在收买军队，以便把我们重新拖入战争。难道你们在报纸上没有看到捷克斯洛伐克人在萨马拉说的话吗？他们说：我们要同杜托夫和谢苗诺夫他们联合起来，迫使俄国工人和俄国人民重新和英法一起对德国作战，恢复那些被撕毁了的秘密条约，并让你们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也许再进行四年帝国主义战争。与此相反，我们现在正进行反对我国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战争，正是由于我们进行这种战争，我们才得到了其他国家工人的同情和支持。如果一个交战国的工人看到，另一个交战国的工人和资产阶级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那就会使各国工人彼此分裂，使他们同本国的资产阶级打成一片；这是最大的坏事，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破产，这是整个国际的破产和灭亡。（鼓掌）

1914年，国际遭到了灭亡，因为各国工人同本国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而彼此分裂，现在这个分裂正趋于结束。不久以前，也许你们在报纸上看到，英国一位苏格兰国民教师、工会工作者马克林第二次被捕入狱，判处5年徒刑。他第一次被捕坐牢一年半，是因为他揭露了战争，诉说了英帝国主义的罪行。当他出狱的时候，苏维埃政府的代表李维诺夫已经在英国了，当时李维诺夫立即委任马克林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驻英国领事，驻英国代表，这个委任受到苏格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现在英国政府再次迫害这位不仅身为苏格兰国民教师而且身为苏维埃联邦共和国领事的马克林。马克林这次坐牢，是因为他以我国政府代表的资格公开发表演说，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他也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的党。他是苏格兰工人敬爱的领袖。尽管英国政府在收买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实行把俄罗斯共和国拖入战争的疯狂政策，但是我们和他，俄国工人和苏格兰工人，已经联合起来反对英国政府。这些事实证明，在一切国家，不管它们在战争中的地位如何，无论在同我们作战的德国，或者在企图把巴格达攫为己有、彻底扼杀土耳其的英国，工人们都和俄国布尔什维克、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团结在一起。上面我提到的那位发言人在这里说，内战是一部分工农反对另一部分工农的战争，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不对的。工人阶级是一回事，工人阶级中的某些集团、某些小的阶层又是一回事。从1871年到1914年将近半世纪以来，德国工人阶级一直是全世界社会主义组织的榜样。我们知道，当时德国工人阶级有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党，并且建立了拥有200万、300万、400万会员的工会，然而，在这半个世纪以来，也还有几十万德国工人加入了基督教的工会，竭力维护牧师、教会和本国皇帝。究竟谁真正代表工人阶级，是人数众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呢，还是几十万教会工人呢？团结着绝大多数觉悟的先进的有头脑的工人的工人阶级是一回事，而继续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某一个工厂、某一个地区或某些工人集团，是另一回事。

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代表会议的各次选举向你们表明，俄国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即99％是站在苏维埃政权方面的，（鼓掌）他们知道，这个政权所进行的战争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富农，而不是反对农民和工人。即使还有一小部分工人继续奴隶般地听命于资产阶级，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不是跟他们作战，而是跟资产阶级作战，这对至今还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那一小部分人说来是更糟糕的。（鼓掌）

这里有人用字条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反革命的报纸至今还在出版？”其原因之一就是印刷工人中间也有一些被资产阶级收买的分子[186]。（喧嚷，高喊：“不对”）你们可以尽量叫喊，但是你们却不能阻止我说出真实情况，这个真实情况是所有的工人都知道的，而我刚刚才开始说明。如果一个工人只看重他在资产阶级报刊所得到的工资，如果他说，我要保住自己因帮助资产阶级贩卖毒品毒害人民而得到的高工资，我就要说，这些工人等于是被资产阶级收买了（鼓掌），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中间的哪个个人被雇用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象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说英国工人同本国资本家结成联盟这样的意思。你们大家都看过工会的书刊，也知道这样的事情：在英国不仅有工会，而且还有同一行业中的工人和资本家为了提高价格、掠夺所有其他行业而组织起来的协会。各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明确指出这样的事情，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都谈到过由于没有觉悟和为了行会的利益而被资产阶级收买的工人。他们与本国的资本家结成联盟，反对本国大多数工人和被压迫的劳动阶层，反对自己的阶级，这样他们就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权利。我们这里的情况也是这样。有一些工人说，我们排印的东西是不是造谣挑拨的麻醉品、毒品，这与我们无关。我只要能得到高工资，别的事一概不管。这样的工人，我们要加以谴责，这样的工人，我们在自己的一切出版物中经常讲到，并且公开指出，他们脱离工人阶级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鼓掌）

同志们！现在我来谈一谈向我提出的几个问题，为了免得忘记，我首先来回答关于黑海舰队的问题[187]。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为了揭露我们。然而，我要告诉你们，在那里进行活动的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对他所进行的鼓动工作和党的工作是十分了解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将亲自来这里告诉你们，当时他是怎样为我们宁可凿沉舰队、也不让德国军队搭乘舰队船只去进攻新罗西斯克而进行鼓动的。黑海舰队事件的经过就是这样。人民委员斯大林、施略普尼柯夫和拉斯科尔尼科夫很快就要来莫斯科，他们将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们。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政策是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政策一样的唯一的政策，它虽然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严重的灾难，但是使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和工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各国工人面前继续高举自己的旗帜。现在在德国，抛弃对布尔什维克的旧偏见，认识到我们政策的正确性的工人人数日益增加，这是我们从签订布列斯特条约以来所实行的策略的功绩。

在向我提出的那些问题中，我只想谈两个有关运送粮食的问题。有些工人说，有些工人运送粮食是为了赡养家口，你们为什么禁止他们运送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请你们想一想，如果某个地方、某个工厂、某个地区、某个街区所必需的几千普特粮食都由几千人去运来，那会造成什么后果。如果我们同意这样做，那么粮食组织就会完全瓦解。我们决不责备那些单独去搜寻粮食和用各种手段弄到粮食的受苦挨饿的人，但是我们说，我们工农政府的存在，不是为了鼓励涣散和混乱，不是为了使这种现象合法化。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有政府。政府之所以需要，就是为了把他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自觉地去反对没有觉悟的现象。决不能责备那些由于没有觉悟而把一切抛开不管，闭眼不看一切，用各种手段拯救自己即弄到粮食的人，但是可以责备那些身为党员但在宣传粮食垄断时表现得不够自觉和缺乏团结精神的人。的确，反对粮贩，反对个人运送粮食的斗争是一场困难的斗争，因为这是同广大群众的愚昧、没有觉悟和无组织性的斗争，但是我们决不放弃这场斗争。每当人们单独去采购粮食的时候，我们都一再号召他们采取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办法来同饥荒作斗争：团结起来，用新的力量来代替不健全的征粮队，即代之以朝气勃勃的、更坚强、更忠诚、更有觉悟和受过更多考验的人，我们一定要把同样多的粮食，即几千普特粮食运来，这些粮食如果由200人分开运，每人运15普特，那就会提高价格，助长投机活动。而我们要把这200人联合起来，组成一支团结一致的强有力的工人大军。如果我们一下子办不到，那我们就再努力。在每个工厂里，我们要极力设法使觉悟的工人拿出更多的力量，派出更加可靠的人来同投机活动作斗争。我们深信，工人的觉悟、纪律和组织性最后一定能战胜一切严峻的考验。一旦人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确信，个别的私贩粮食的活动拯救不了几十万挨饿的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有组织的自觉的行动一定会取得胜利，我们一定能够通过团结的办法同饥荒作斗争，并做到合理地分配粮食。

这里有人问我：为什么对于其他一些和粮食一样必需的工业品不实行垄断呢？我的答复是：苏维埃政权正在对此采取一切措施。你们知道，现在有一种把纺织工厂、纺织生产组织起来、联合起来的趋势。你们知道，在这个机构中，大多数的领导核心都是工人担任的；你们知道，苏维埃政权正在着手把一切工业部门收归国有；你们知道，在进行这项工作的道路上，困难是很大的，需要很多力量才能把这一切有组织地建立起来。我们进行这项工作跟那些依靠官吏的政府的做法不同。他们进行管理是很容易的：让一个人拿400卢布，让另一个人多拿一些，拿1000卢布，我们发号施令，你们必须执行。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都是这样进行管理的，它们以高薪雇用官吏，雇用资产阶级的子弟来管理。苏维埃共和国不能这样进行管理。它没有官吏来管理和领导联合所有纺织工厂的工作、进行计算的工作以及对一切日用品实行垄断并进行合理分配的工作。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号召那些工人，那些纺织工会的代表们：你们必须在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中占多数，如象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中占多数一样。工人同志们，你们亲自把这一项最重要的国家大事担当起来吧，我们知道，这要比任命一些内行的官员困难些，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别的路可走。必须把政权交给工人阶级，必须克服一切困难教会先进工人根据自己亲身的经验，通过自己动手，懂得应该怎样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分配一切日用品，一切纺织品。（鼓掌）

因此，为了实行国家垄断，规定固定价格，苏维埃政权正采取在目前情况下能够采取的一切措施，并且是通过工人，同工人一起采取的，使工人在每一个管理委员会里，每一个中央机构——无论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五金工人联合会，还是最近几星期内收归国有的制糖厂联合公司——中都占多数。这是一条困难的道路，但是，我再说一遍，不经过困难，就不能使早先已经习惯于并且几百年来被资产阶级训练得只会驯顺执行它的命令、象苦役犯人那样劳动的工人转到另一种地位，就不能使他们感觉到，政权属于他们自己。工业的主人，粮食的主人，全国一切产品的主人，是他们自己。只有当工人阶级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只有当他们以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力量增大十倍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困难才会克服。

最后，我再一次提请工厂代表会议注意，莫斯科这个城市的困难特别大，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商业和投机活动的中心，在这里，有几万人许多年来专靠经商、投机活动取得生活资料，这里的困难特别大，但是这里有着任何小城市所没有的力量。让这些工人组织、工厂委员会很好地记住并切实地注意目前一切事件和目前俄国劳动者遭受的饥荒所给予的教训。只有把觉悟的先进的工人不断地更广泛地组织起来，才能拯救革命，防止政权回到地主和资本家手中。这样的工人现在占多数，但这还不够；必须使他们更多地担负全国性的工作。在莫斯科，投机商利用饥荒大发横财和破坏粮食垄断的情形，富人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情形是屡见不鲜的。莫斯科有8000名共产党员，莫斯科的工会中也有2—3万工会可以保证的、可以信赖的、能够坚决体现无产阶级政策的人。你们要把他们联合起来，建立几千几万支征粮队，把粮食工作担当起来，搜查所有的富人，这样，你们就能达到你们所要达到的目的。（鼓掌）

我已经对你们谈过，叶列茨城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在莫斯科要做到这一点却比较困难。我说过，叶列茨城是搞得最好的一个城市，有许多城市搞得很不好，因为这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武器不够，武器要多少有多少，困难在于如何把成百成千的工人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来，这些工人绝对可靠，能够懂得自己所做的工作不只是自己本地方的工作而是全俄国的工作，能够作为整个阶级的代表克尽自己的职责，能够按照严密的计划从事工作和执行指示，执行莫斯科苏维埃和整个无产阶级莫斯科的组织的决议。全部困难就在于组织无产阶级，就在于使它比目前更有觉悟。你们看一看彼得格勒的选举[188]就可以看出，尽管那里的饥荒比莫斯科还要严重，那里的灾难比莫斯科更利害，那里对工人革命的忠诚精神却在不断增强，那里组织性和团结却在不断增强，这样你们也就会了解，与我们所遭受的灾难增多的同时，工人阶级克服这一切困难的决心也会日益增强。你们要走上这条道路，增强你们的毅力，让成千个征粮队走上这条道路，支援粮食工作，这样，我们就能依靠你们的支持，同你们一起战胜饥荒并做到合理的分配。（热烈鼓掌）


3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决议



（6月27日）

莫斯科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完全支持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特别赞同（而且主张全体工人必须支持）联合贫苦农民的政策。

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而且只有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结成最紧密的联盟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反抗，才能掌握一切余粮并在城市和农村急需粮食的人中间进行合理的分配。

代表会议号召各工厂委员会集中一切力量来组织更广泛的工人群众参加征粮队，并推动他们在最可靠的同志的领导下积极而全面地支持工农政府的粮食政策。





	载于1918年《莫斯科市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433—469页

















[180]这是列宁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及其他有关文献。这次代表会议于1918年6月27日—7月2日举行。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代表472名，其中共产党人341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34名，孟什维克24名，右派社会革命党人9名，无党派人士和其他团体的代表64名。代表会议审议了同目前形势有关的粮食问题以及普遍军训和动员、劳动纪律、劳动介绍所的活动、工厂委员会的章程等问题。代表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各项决议。——[408]。



[181]指1918年6月中旬在维也纳爆发的抗议削减口粮的群众性罢工。在罢工中维也纳再度成立了苏维埃。苏维埃代表罢工者向政府当局提出了缔结和约、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补足口粮等要求。



在1918年1月罢工斗争中，维也纳也成立过苏维埃。那次罢工的要求是按照苏维埃俄国提出的条件签订普遍和约、废除战时法令、大赦政治犯、合理分配食品等。罢工运动遭镇压后，苏维埃随之被驱散。



奥匈帝国的其他一些城市（如布达佩斯）在1918年1月和6月也成立过苏维埃。——[410]。　



[182]1918年5月30日，列宁会见了奥廖尔省叶列茨县苏维埃的代表。列宁认为该县在建立秩序、统计和管理文明庄园以及镇压资产阶级等方面都堪称模范，因此建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登载对他们的访问记。6月26日，即在代表会议上作报告的前一天，列宁会见了从图拉、叶列茨和奥廖尔视察回来的副内务人民委员约·格·普拉夫金，又同他交谈了这些地区的情况。——[421]。



[183]指登在1917年11月28日《前进报》第326号上的文章《揭露了的秘密条约》。该文承认：“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发表彼得格勒同巴黎来往的秘密电报是真正革命的行动。”



《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427]。



[184]指博戈罗茨克工人代表苏维埃代表弗·亚·吉霍米罗夫。当时他是博戈罗茨克合作社联合会主席。——[430]。



[185]指1918年6月28日发表于在苏俄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小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机关报《自由先驱报》上的《法国的千百万金钱》，一文。同一天该文转载于《真理报》第130号，并部分地转载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32号。这篇文章说，法英两国政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白卫分子提供了约1500万卢布的巨款。——[430]。



[186]这是指长期受黄色的印刷业工会的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领导人影响的一部分印刷工人。印刷业工会在十月革命后曾在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城市组织罢工，反对苏维埃政权。——[432]。



[187]因为德帝国主义者占领了克里木，黑海舰队一部分舰只于1918年4月29—30日奉命从塞瓦斯托波尔转移到新罗西斯克（参看本卷第299—300页）。德帝国主义者最后通牒式地要求把舰队开回塞瓦斯托波尔。由于没有可能挽救舰队，又不愿意把舰队交给德帝国主义者，列宁指示最高军事委员会立即将舰队凿沉（见《苏联国内战争史》1957年俄文版第3卷第139页）。这项命令于6月18—19日执行。在这以前，6月17日，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反革命的舰队指挥部从新罗西斯克搞走了几艘舰艇。——[433]。



[188]这里说的是1918年6月举行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利用饥荒加紧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甚至不惜采取恐怖手段，在6月20日暗杀了共产党的积极活动家弗·沃洛达尔斯基。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还是赢得了多数票。6月27日，出席改选后苏维埃第一次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及其同情者为405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75人，孟什维克护国派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为59人，无党派人士为43人。——[437]。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西蒙诺沃分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89]


（1918年6月28日）

简要报道

（工人们热烈欢迎列宁同志）列宁同志谈到了内战的必要性，号召莫斯科的无产阶级同心协力地组织起来，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战胜饥荒和国家的经济破坏。

列宁同志顺便还谈到了萨拉托夫事件和坦波夫事件，并指出，凡在孟什维克党和右派社会革命党煽起暴动的地方，工人阶级很快就对这两个政党的思想体系感到失望了，同时也很快就打倒了工农政权的篡夺者。

我们接到一份求援的电报，但是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开到半路，请求支援的工人们又通知我们说，不必立即支援了，因为篡夺者已被地方上的力量击败了。萨拉托夫、坦波夫以及其他城市的情况都是这样。

列宁同志指出，战争和共产党的愿望是根本违背的。但是今天我们所宣传的这个战争却是神圣的，这是内战，是工人阶级反对其剥削者的战争。

不作出努力，不花大力气，我们是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要为实现工人阶级的理想而进行胜利的斗争，必须组织起来，为了巩固以重大损失和艰苦奋斗换来的一切成果，也必须组织起来。

保持政权比夺取政权更困难。我们从历史上的许多例子中可以看到，常常工人阶级夺得了政权，但是不能保持政权，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充分强大的组织。

列宁同志接着说，人民已经精疲力竭，所以他们可能被怂恿去做某种蠢事，甚至去同斯科罗帕茨基合流，因为大多数人民还处在愚昧状态。

现在，饥荒正日益逼近，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没有西伯利亚、高加索和乌克兰，粮食也是完全够吃的。首都周围各省有足够的粮食可以维持到新收获期，然而粮食全部被富农隐藏起来了。必须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以便在他们的帮助下取得这些粮食。必须在行动上和言论上同投机活动和投机商作无情的斗争。

只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才能向老百姓说明同富农斗争的必要性。俄国人民应该知道，贫苦农民有一个巨大的同盟者，即组织起来的城市无产阶级。

工人阶级和农民不要过分寄希望于知识分子，因为开始站到我们这边来的很多知识分子总是盼望我们垮台。

列宁同志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号召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反对富农、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全场听众对列宁同志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载于1918年6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3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470—471页

















[189]1918年6月28日，根据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指示，莫斯科各区举行以“内战”为主题的群众大会。这是列宁在莫斯科汽车制造公司（西蒙诺沃分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同一天，列宁还在原米歇尔逊工厂（莫斯科河南岸区）和罗戈日区苏维埃公园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话。——[439]。







《列宁全集》第34卷


预言

（1918年6月29日）

谢天谢地，现在大家都不相信神奇的事情了。神奇的预言是童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如今在我们周围时常可以看到一种可耻的灰心丧气甚至绝望的情绪，在这种时候提一提下面一段已经得到证实的科学预言是有好处的。

1887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为西吉斯蒙德·波克罕所著《纪念1806—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Zur　Erinnerung　für　die　deutschen　Mordspatrioten1806—1807》）一书（这本书就是1888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第24册）写的引言中，曾论及未来的世界战争。

请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30多年前是怎样谈论未来的世界战争的：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如果已达顶点的军备竞争制度终于产生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前景就是这样。国王和国家要人老爷们，这就是你们的才略把旧欧洲所弄到的地步。如果你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开始跳一场最后的大战舞，那我们是不会哭泣的（uns　kann　es　recht　sein）。就算战争可能会把我们暂时抛到后面去，就算它会把我们已经争得的某些阵地夺去。但是，如果你们放纵你们以后将无法对付的力量，那么不管那时情况如何，在悲剧结束时你们必将垮台，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已经争得，就是终于（doch）不可避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2月15日于伦敦”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1—402页。——编者注］







　　多么天才的预言！在这个明确的、简要的、科学的阶级分析中，每一句话的含义是多么丰富！那些现在陷于可耻的信念动摇、灰心丧气和绝望状态的人，如果……如果那些惯于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或让资产阶级吓倒的人还能思考，还有一点思考能力，那么，他们应该从这里吸取多少教益啊！恩格斯所预料的事情有些发生得不象他所预料的那样，因为，在帝国主义飞速发展的三十年间，世界和资本主义当然不能不发生变化。然而最令人惊奇的是，后来很多事情竟同恩格斯所预料的“一字不差”。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恩格斯作了极其确切的阶级分析，而阶级以及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仍然同以前一样。

“……战争可能会把我们暂时抛到后面去……”　实际情形正是这样发展的，并且比这更甚，更坏。有一部分“被抛到后面去了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及其毫无气节的“半反对者”即考茨基主义者，竟赞美他们自己的这种倒退，成了直接背叛和出卖社会主义的人。

“……战争可能会把我们已经争得的某些阵地夺去……”　工人阶级的许多“合法”阵地都被夺去了。但是它在种种考验中受到了锻炼，获得了残酷的然而有益的教训，即建立不合法组织，进行不合法斗争，准备本身的力量去作革命冲击。

“……王冠成打地滚……”　有几顶王冠已经滚下来了，其中有一顶王冠抵得上整整一打别的王冠，那就是全俄专制君主尼古拉·罗曼诺夫的王冠。

“……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　在四年战争以后，这种绝对无法预料可以说是更加绝对了。

“……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　在战争第四年末的时候，这种情形已经在被资本家拖入战争的最大、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俄国完全表现出来了。而德奥两国饥荒的日益严重，衣服和原料的缺乏，生产资料的损耗，难道不证明这种情形也正迅速地临到其他国家头上吗？

恩格斯描写的仅仅是“外部”战争所引起的后果；他没有说到内部战争即内战，但是历史上还没有一次不经过内战的大革命，也没有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不经过内战。如果说，外部战争还可以持续一个相当时期而不致于使资本主义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那么内战要不引起这种后果就显然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了。

那些继续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如我们的新生活派、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等等一类的人，恶意地指出这种“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的表现，把一切都归罪于革命的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空想”。这些人显得多么愚蠢，多么没有气节，也许可以说他们是为了私利而为资产阶级效劳。“混乱状态”——用一个绝妙的俄语说法就是经济破坏——是由战争引起的。惨重的战争不引起经济破坏是不可能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和必然伴随现象的内战，不引起经济破坏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破坏而离开革命，离开社会主义，那不过是表示自己没有原则和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罢了。


　　“……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



　　恩格斯作的这个不容争辩的结论是多么简单而清楚，这对任何一个多少能够考虑一下多年惨重而残酷的战争带来的客观后果的人，都是很明白的。而那许许多多不愿意或不善于思索这个极简单的论断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可怜的“社会主义者”，显得多么惊人的愚蠢。能够想象军队和人民群众经过多年战争而不 野蛮化
 吗？当然不能。多年战争产生的这种后果，在若干年内，甚至在整整一代都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我们的那些“套中人”，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的意志薄弱的庸人，都附和资产阶级，把野蛮化现象或为制止特别严重的野蛮化现象而不得不采取的严厉手段归罪于革命，其实非常清楚，这种野蛮化完全是由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任何一个革命，不进行长期斗争，不采取许多严厉的高压手段，便不能摆脱战争的 这些
 后果。

《新生活报》、《前进报》或《人民事业报》的我们那些讲漂亮话的笔杆子，不反对“在理论上”承认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革命，只是这个革命是要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不是经过四年各国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在鲜血横流的土地上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不是在被这次大厮杀弄得备受折磨、痛苦不堪和野蛮化的千百万人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

他们听说过并且“在理论上”也承认应该把革命比作分娩，但是一遇到实际，他们就可耻地畏缩起来，这些卑鄙的家伙不再啜泣，而是重新弹起了资产阶级恶意攻击无产阶级起义的老调。就拿那些描写分娩情形的作品来看吧，拿那些想把分娩的一切艰难、痛苦和可怕的情景真实描绘出来的作品，如埃米尔·左拉的《人生乐趣》（《La　joie　de　vivre》）或韦列萨耶夫的《医生笔记》来看吧。人的诞生使妇女备受折磨，痛苦不堪，疼痛昏迷，血流如注，半死不活。但是，如果哪个“个人”认为爱情、爱情的结果和妇女做母亲的意义 不过
 如此，有谁会承认这样的“个人”是人呢？有谁会由于 这一点
 而发誓拒绝爱情和生育呢？

分娩有顺产，也有难产。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谈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会有的 长久的阵痛
 。恩格斯分析世界战争的种种后果时，简单而清楚地描写了一个不容争辩的明显事实：紧跟着战争而产生的、同战争相连的革命（尤其是——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在战争时期爆发并且不得不在周围进行着世界战争的时期发展和坚持下去的革命）是 特别困难的
 一种分娩。

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事实，特别慎重地说到在世界战争中灭亡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只有一个结果〈世界战争的〉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 造成
 条件。”

这种思想在我们所分析的这篇引言的末尾说得更加清楚：


　　“……在悲剧结束时你们〈资本家和地主，国王和资产阶级国家要人〉必将垮台，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已经争得，就是终于不可避免。”



　　难产使致命病症和致命结局的危险成倍增加。但是，个别的人会死于难产，从旧制度中诞生出来的新社会却不会死亡，只不过是诞生得更加痛苦，时间拖得更长，生长和发展得更慢罢了。战争的结局还没有到来，而普遍的衰竭却已到来了。至于恩格斯预言中所假定的战争的两种 直接
 结果（或者是工人阶级已经争得胜利，或者是 克服一切困难
 造成胜利不可避免的条件），这 两种
 条件，在目前1918年年中都已具备了。

在一个最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 已经争得了
 胜利。在其余的国家，由于闻所未闻的痛苦空前加剧，使这种胜利成为“终于不可避免”的条件正在形成。

让那些“社会主义的”意志薄弱的庸人去说丧气话吧，让资产阶级去痛心疾首和暴跳如雷吧。只有闭着眼睛不看和堵上耳朵不听的人，才觉察不到在全世界范围内孕育着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旧社会已经开始分娩的阵痛。被事变进程暂时推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前列的我国，现在正经受着开始分娩的特别厉害的痛苦。我们有一切根据来极其坚定地和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这个未来正在为我们准备新的同盟者，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更先进的国家里的新的胜利。我们可以自豪并且深以为幸的，就是我们最先在地球的一角打倒了资本主义这只野兽，它使地球沾满了血污，它把人类引到了饥荒和野蛮化的地步，现在不论它怎样凶狠残暴地作垂死的挣扎，它都必然会很快地遭到灭亡。






	　　1918年6月29日载于1918年7月2日《真理报》第1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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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4卷


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

（1918年上半年）

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它的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

最高国家政权是由以前受资本压迫的群众自由选出和随时都可以撤换的劳动人民（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代表组成的苏维埃；

地方苏维埃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自由联合成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这一统一的、结合为联邦的全国性苏维埃政权；

苏维埃不仅把立法权和对执行法律的监督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而且通过苏维埃全体委员把直接执行法律的职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以便逐步过渡到由全体劳动居民人人来履行立法和管理国家的职能。

其次，应该注意到：

无论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自的生产部门的所有权合法化，还是把他们削弱或阻挠执行全国政权命令的权利合法化，都是对苏维埃政权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都是对社会主义的彻底背弃……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





	载于1957年4月22日《真理报》第11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481页














《列宁全集》第34卷


同《人民政治日报》记者的谈话[190]


（1918年7月1日）

你们的记者今天就俄国的局势和欧洲的整个局势同列宁进行了谈话。列宁强调说，革命总是在很大的痛苦中诞生的。单独进行革命的国家，局势总是严重的。但是，不仅俄国局势严重，到处都是如此。有人说，俄国一片混乱，但是，这是四年战争的结果，而不是实行布尔什维主义制度的结果。在新收获期之前的几个星期将是最困难的日子。丰收已经在望。反革命势力企图以各种方式利用目前的局势。构成反革命势力的是一些富裕农民和军官，但没有外国的支持，他们就没有力量。在反革命分子获胜的一些城市，他们掌握政权不过几天，甚至仅仅几个小时。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策划的杀害沃洛达尔斯基的事件，实质上是暴露了反革命分子的虚弱。俄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一个政党如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就总是采取个人恐怖手段。


※　　　　※　　　　※

　　列宁说，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反对派已经安静下来。布哈林、拉狄克和其他一些人重新参加了工作。为了不让德国人完全占领俄国和扼杀革命，和约是必要的。至于对无政府主义者采取了措施，那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已经武装起来，而且其中一部分人同明火执仗的匪徒相勾结。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已经释放，他们的大型日报《无政府报》又照常出版了。[191]工业的整顿就是在存在所有这些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企业主还对这一工作广泛进行怠工，但是工人们正在把企业的管理掌握到自己手中。

在谈到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时，列宁表示相信叛乱将被苏维埃军队平息，虽然这要拖延一段时间。


※　　　　※　　　　※

　　德国人在乌克兰的处境十分困难。他们从农民那里完全得不到粮食。农民正在武装起来，并成群结队地袭击他们在任何地方遇见的德国士兵。这一运动正在日益开展。由于德国人的占领，布尔什维主义在乌克兰就好象成了一种民族运动。这一运动正在把过去连听都不愿听见布尔什维主义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果德国人占领了俄国，其结果也会是同样的。德国人需要和平。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克兰的德国人比乌克兰人自己更希望和平。土耳其的状况也是如此。尽管在乌克兰人们总是痛骂布列斯特和约，但德国人还是同乌克兰拉达签订了一个有利的协定。目前德国人正在援助反对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斗争。
※　　　　※　　　　※

　　在俄国我们现在需要等待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目前德国的主战派势力很强大，他们在谈论柏林政府时带着一种蔑视的口吻。但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甚至在资产阶级人士中也在增长。局势迟早一定会发展到在一切地方都出现政治的和社会的崩溃。目前的局势是不稳定的，但是要建立更好的秩序光靠战争和流血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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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列宁的谈话当天用专电发往《人民政治日报》编辑部，由于技术原因未及时收到。谈话于7月4日在该报发表。7月6日，《莱比锡人民报》报道了谈话内容。



《人民政治日报》（《Folkets　Dagblad　Politiken》）是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1916年4月27日起在斯德哥尔摩出版，最初是双日刊，后改为日刊（1917年11月以前称《政治报》）。1918—1920年该报的编辑是弗·斯特勒姆。1921年，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后，该报成为瑞典共产党的机关报。1945年停刊。——[451]。



[191]指1918年4月11日夜全俄肃反委员会在莫斯科解除无政府主义者武装一事。肃反委员会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一些明火执仗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在形形色色无政府主义者小组旗号的掩护下袭击和抢劫居民，而把无政府主义者占据的私邸作为避难所。彼得格勒的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交出武器，也于4月23日被解除了武装。



《无政府报》（《Анархия》）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文学报纸，1917年9月—1918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1917年10月起成为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者小组联合会的机关报。最初为周报，1918年3月起改为日报。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于1918年4月13日被查封，4月21日恢复出版。——[452]。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阿列克谢耶夫练马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2]


（1918年7月2日）

简要报道

列宁同志指出，军队和生产资料一样，从前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压迫工具。而现在在俄国，两者都成了为劳动者的利益而斗争的工具。

这个转变是来之不易的，旧的沙皇军队中的士兵们从束缚这个军队的纪律中懂得这一点。列宁同志接着举了一件不久以前的事情，他在芬兰时听到一位芬兰的老农妇说：从前带枪的人不让她在树林里拾柴禾，而现在相反，带枪的人对她没有危险，甚至还保护她。列宁说，不管资产者及其支持者们怎样诬蔑我们，不管白卫分子制造了多少阴谋，但是既然连这些愚昧的被剥削者群众都意识到现在的军队是劳动者的保护人，那就说明苏维埃政权是巩固的。

接着列宁指出，跟从前一样，饥荒使投机商和资本家更为猖狂。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因此新的军队在内战中可能还要对付这些利用饥荒的投机商。让旧世界，让已经衰亡的社会的代表们竭力按旧的方式去帮助饥民吧，新世界跟他们相反，要按新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列宁同志说，如果劳动者的先锋队——红军记住，他们是代表和保卫着整个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接下去列宁指出，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可以作为例子说明这一点的是奥地利发生的事情，以及在欧洲所有国家都有与我们思想一致的同志，虽然他们现在受到压制，但是他们正在进行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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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918年7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好几起应征参加红军者的群众大会。约有1500名应征者和红军志愿兵参加了在阿列克谢耶夫练马场举行的群众大会。这是列宁在这个会上的讲话摘要。



同一天，列宁还参加了在萨拉蒙斯基杂技场举行的群众大会，因时间已晚没有讲话。——[454]。



　





《列宁全集》第34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保证向农民提供农业机械的决定草案[193]


（1918年7月2日）

成立一个由农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农机局和粮食人民委员部（请科兹明同志列席）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研究实际支援农民的措施即向他们供应农业机械的问题。责成委员会明天（7月3日）上午开会，以便明天就同来参加第五次代表大会[194]的代表们进行商谈。责成哈尔洛夫同志负责召集委员会并向人民委员会报告。责成谢列达同志负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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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7月2日会议上，列宁在议程之外提出必须解决农民急需农业机械的问题。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定草案。——[456]。



[194]指1918年7月4—1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456]。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195]


（1918年7月3日）

简要报道

列宁同志在谈到俄国的国际形势问题时指出，我们的处境仍然是很危险的，因为国外的敌人不但威胁说要发动进攻，而且已经在夺取俄国的一块块领土。

这种动荡不定的局面也许一直要延续到全世界工人阶级起来推翻资本的时候为止。必须利用当前的喘息时机巩固苏维埃政权。在谈到世界大厮杀的时候，列宁指出，德国军队的胜利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能媾和。英法资本家不甘心让德国这样大量地掠夺。况且，在法国境内，在德国发动一系列攻势并损失几十万兵员之后，双方已经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局面，德军已不再是致命的威胁。此外，协约国[185]的帝国主义分子还考虑到奥匈帝国遭到的惨重的经济破坏。

从整个局势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战争已陷入无法解决的僵局。这种僵局使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以坚持到世界革命爆发，这方面的保证则是只有工人群众才能结束的战争。我们的任务是保持住苏维埃政权，我们正在用退却和随机应变的策略来在做到这一点。目前去进行公开的斗争，只会有害于世界革命的形势。

列宁同志描述了我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从先前执政的各种右翼政党手里接管了国家的经济的，然后指出了根据新的原则、新的方法来组织经济建设的全部困难。

在战胜饥荒的斗争中，我们有两个敌人：财主和经济破坏。在这场斗争中，必须使贫农信赖同工人的兄弟联盟。他们不相信空话，只相信事实。在这里我们的希望只能寄托在觉悟的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的联盟上。为人人得到面包的权利和合理分配的权利而斗争，是一项伟大的任务。善于平均地进行分配，是我们正在创建的社会主义的原则。在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对我们自己的弟兄们负责，而且要对全世界的工人负责。

他们将会看到：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不能实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强有力的工人的社会制度，全世界无产阶级都应该为之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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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指1918年6月28日发表于在苏俄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小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机关报《自由先驱报》上的《法国的千百万金钱》，一文。同一天该文转载于《真理报》第130号，并部分地转载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32号。这篇文章说，法英两国政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白卫分子提供了约1500万卢布的巨款。——430。



[195]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幕之前，共产党党团于1918年7月1—3日举行了会议。出席会议的约500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报告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起草工作情况。列宁在7月3日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讲话。列宁讲话后，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同意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政策。会议还讨论并通过了代表大会的议程。——457。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6]


（1918年7月5日）


1

报告

同志们，尽管前面一位发言人的发言有些地方非常激动[197]，请允许我还是代表人民委员会按照通常的方式向你们提出报告，谈一谈应该注意的几个主要的原则性问题，而不参与前面一位发言人所期望的论战；当然，我也不打算完全拒绝论战。同志们，你们知道，自从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决定我们的局势、改变我们的政策、决定我们的策略和我们同俄国其他一些政党的关系的主要因素，就是布列斯特条约。你们记得，在上一次代表大会上，人们纷纷责备我们，非难我们，有不少人说，宣扬一时的喘息时机对俄国不会有什么帮助，国际帝国主义终究还是缔结了联盟，我们所实行的退却实际上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个基本因素也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局势，所以自然需要谈一谈这个因素。同志们，我认为，过去的三个半月证明：尽管人们责备和非难我们，但是毫无疑问，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可以说，无产阶级和不剥削别人、不靠人民挨饿发财的农民都是无条件地拥护我们的，他们无论如何是反对那些把他们拖入战争并想撕毁布列斯特条约的缺乏理性的人的。（喧嚷）

十分之九的人是拥护我们的，而且形势愈是明朗，也就愈是可以肯定：目前，西欧不同的帝国主义集团，两个主要的帝国主义集团，彼此正在拼死地搏斗，它们一月比一月地、一星期比一星期地、一天比一天地愈来愈把对方推近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它的轮廓的深渊，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我们策略的正确性，——凡是经历过战争、见识过战争和不是以轻浮态度谈论战争的人都特别清楚地了解和感觉到这一点。我们特别清楚地知道，既然目前上述两个集团哪一个都比我们强大，既然根本的转变还没有到来，俄国的工人和劳动人民还不能享受革命成果，在遭受打击后恢复元气，完全站立起来，以便根据新的原则建立起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新军队，使我们能够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左边热烈鼓掌，右边有人喊道：“克伦斯基！”）既然这样的根本转变还没有到来，我们就必须等待。因此，愈深入人民群众，愈接近工厂工人和劳动农民，即不剥削雇佣劳动、不维护隐藏粮食并害怕粮食专卖的富农的投机利益的农民，就愈有把握说，就是在那里我们也将得到和正在得到，而且现在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已经得到了完全的赞同和一致的拥护。的确，现在人民不愿意、不能够而且也不会跟这些敌人即帝国主义者作战，不管那些愚昧无知、耽于空谈的人怎样企图把人民拖入这场战争，不管他们用什么花言巧语来掩饰自己。是的，同志们，现在谁直接或者间接地、公开或者隐蔽地侈谈战争，谁叫嚷反对布列斯特绞索，他就是没有看到给俄国工人和农民套上绞索的正是克伦斯基、地主、资本家和富农老爷们……（有人喊道：“米尔巴赫！”喧嚷）不管他们在每次会议上怎样叫嚷，他们的事业在人民中间是毫无希望的！（鼓掌，喧嚷）

我毫不奇怪，由于这些人的处境，他们只能用叫嚷、歇斯底里、谩骂和撒野来回答（鼓掌），再也拿不出别的论据……（有人喊道：“拿得出！”喧嚷）

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士兵都知道，为了制止战争，付出了多么痛苦的代价。他们知道，要把战争建筑在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喊声：“米尔巴赫不允许！”），需要作极大的努力，需要制止强盗战争。他们知道，疯狂的帝国主义势力继续在搏斗，从上一次代表大会后的三个月来，它向深渊又靠近了几步，所以他们不参加这场战争。我们履行了对各国人民所负的义务，认识到和平宣言的意义并通过我们以托洛茨基同志为首的布列斯特代表团把这个意义告诉了各国工人，在这以后我们公开建议签订真诚的民主和约，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各国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的阻挠。我们的处境使我们只能等待，人民一定能够等到这些现在还强大的疯狂的帝国主义者集团掉进它们目前正在走近的深渊，——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鼓掌）只要不是故意闭上眼睛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在疯狂的帝国主义集团力图拖延战争的三个半月以来，这个深渊无疑是离得更近了。我们知道、感到并觉察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好作战的准备，这是士兵们即实际经历过战争的军人们说的，而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克伦斯基的支持者立宪民主党人却在那里叫嚣，号召现在就摘掉布列斯特绞索。你们知道哪里还有地主、资本家的支持者，哪里还有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走狗。在那个阵营里，也倾向战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言论是会博得响亮的掌声的。正象前面几位发言人指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落到了难堪的地步：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198]。（鼓掌）

我们知道，伟大的革命是人民群众自己从最下层发动起来的，这需要几个月以至于几年的时间。左派社会革命党在革命时期发生了极大的动摇，我们并不奇怪。托洛茨基在这里谈到了这种动摇，我只想补充一点：10月26日，当我们邀请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同志参加政府的时候，他们拒绝了；当克拉斯诺夫兵临彼得格勒城下的时候，他们没有同我们站在一起，因而，结果是他们没有帮助我们，而帮助了克拉斯诺夫。我们对这种动摇并不感到奇怪，的确，这个党已经动摇过很多次了。但是，同志们，一切总得有个限度。

我们知道，革命是要通过试验和实践来学习的，只有当千百万人万众一心、一致奋起的时候，革命才成其为革命。（掌声盖住了列宁的讲话声，喊声：“苏维埃万岁！”）激励我们奋起开创新生活的这场斗争，是由11500万人发动的，应该极其认真地研究这场伟大的斗争。（热烈鼓掌）10月，当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1917年10月26日，当……（喧嚷，叫喊，鼓掌）我们党和它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里的代表建议左派社会革命党参加政府的时候，他们拒绝了。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我们政府的时候，他们不是同我们站在一起，而是反对我们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席位上发出喧嚷声）我感到很遗憾，不得不说这些你们不喜欢听的话。（右边喧嚷声更加厉害）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喧嚷声，喊声使得讲话无法继续）10月26日你们动摇了，你们自己也不知道你们想要什么，你们拒绝跟我们一起走……（喧嚷持续数分钟）忠言逆耳！我提醒你们，那些动摇的、连自己也不知道想要什么的人拒绝跟我们一起走，听信别人的谎话。我作为一个参加过战争的战士，跟你们说过……（喧嚷，鼓掌）当前面一位发言人发言的时候，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打断他的话。这样做是对的。假如有人愿意退出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话，那就请便吧！（右边席位上喧嚷和骚动。主席叫大家不要喧嚷。）

同志们，总之，事变的整个进程证明，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这件事情上我们是正确的。那些在上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对喘息时机说过冷言恶语的人已经受到了教育，并且看到：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获得了喘息时机，在这缓和期间，我国的工人和农民向社会主义建设迈进了一大步，相反，西欧列强却向深渊迈进了一大步。这场战争每继续一个星期，帝国主义就愈快地掉进这个深渊。

因此，我只能说，那些借口我们处境困难而攻击我们策略的人的行为是一种完全不知所措的表现。我再说一遍，只要举出最近三个半月的情况就够了。我提醒参加过那次代表大会的人回忆一下那次大会上说过的话，并建议没有参加那次代表大会的人看一看记录或者报上有关那次代表大会的文章，以便了解事态如何充分地证明了我们的策略是正确的。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到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其间不可能有什么分界线，其他各国的革命是必然要爆发的。为了加速各国革命的爆发，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我们做了可能做的一切。凡是经历过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思考过并曾经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两次革命的人都知道，我国这两次革命的爆发是很不容易的。

在1905年1月前两个月和1917年2月前两个月，任何一个有丰富经验和知识的革命者，任何一个了解人民生活的人，都不曾料到会发生这样使俄国爆炸开来的革命。抓住个别人的叫喊，向人民群众发出等于是终止和平、把我们拖入战争的号召——这就是那些完全不知所措、丧失理智的人的政策。为了证明他们不知所措，我给大家举一个人的话作为例子，对这个人的诚实，无论是我，无论是任何别的人都不会怀疑。我指的是斯皮里多诺娃同志的话，是登在《劳动农民呼声报》[199]上的那篇讲话，对这篇讲话还没有人提出反驳。斯皮里多诺娃同志在6月30日的这篇讲话里说了几句毫不相干的话，说什么德国人向我们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我们给他们送去20亿卢布的纺织品。

如果一个党竟使自己最诚实的代表陷入如此骇人听闻的进行欺骗和撒谎的泥潭，那么这样的党也就彻底完了。工人和农民不会不知道，我们为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已经做了多么大的努力，忍受了多么大的痛苦。难道还需要这个党的最诚实的人用童话和谎言来渲染和约带来的苦难吗？但是我们知道人民真正的利益所在，我们以它作为指导，而他们却歇斯底里地乱喊乱叫。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完全不知所措的行为比任何挑衅行为还要坏。特别是当我们以对待革命所应有的科学态度把俄国所有政党放在一起加以对比的时候，更可以看出这一点。时刻不要忘记全面地考察各个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个别人，个别集团可能犯错误，可能看不清楚和说不清楚自己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把俄国所有的政党放到一起，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考察，那就不会犯错误。你们瞧，现在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如克伦斯基和萨文柯夫等等听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号召时说些什么……是的，他们现在象发了疯一样地鼓掌喝彩。现在，米留可夫需要战争，他们也就乐意把俄国拖入战争。现在，这样谈论布列斯特绞索，就等于给俄国农民套上地主的绞索。有人在这里谈到跟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例如前面一位发言人谈到同布尔什维克的争吵，我要回答说：不，同志们，这不是争吵，这是真正的无可挽回的分裂，这是两种人之间的分裂，一种人忍受着困难的处境，向人民说出真实情况，而不是一味地叫喊，另一种人则一味地叫喊，不自觉地进行着异己者的活动，挑拨者的活动。（鼓掌）

我就要结束我的报告的第一部分。在进行疯狂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三个半月中，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接近了它们企图把人民推进去的深渊。这只满身血污的野兽从我们身上撕去了许多块肉。我们的敌人正十分迅速地接近这个深渊，即使再给他们三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即使帝国主义大厮杀再给我们带来这样大的损失，死亡的也将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因为，他们的挣扎在迅速减弱，这使他们迅速地滚向深渊。而在我们方面，这三个半月以来尽管有很大的困难，——这一点我们公开地告诉了全体人民，——但是茁壮的幼芽正在健康的机体上成长起来，工业和其他各方面的建设工作规模也许不算大，也并不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却是在向前发展。它已经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如果我们再这样工作三个月、六个月，以至于再过一个冬季，我们就会继续前进，而西欧帝国主义这只野兽会斗得精疲力竭，经受不住这场竞赛，因为它们内部正有一种力量在成长，虽然这种力量至今还缺乏信心，但是它将来一定能置帝国主义于死地。而那虽已经开始的事情，已经充分开始了的事情，在三个半月里不会有什么变化。关于这些规模不大的建设工作，创造性工作，人们谈得太少了，而我认为，我们应该多谈一些。从我这方面来说，我也不能对此保持沉默，这至少是因为必须考虑到前面一位发言人的攻击。这里我要提一下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4月29日的决议 
［注：见本卷第257—260页。——编者注］

 。当时我作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我谈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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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着重指出，尽管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但是在我们国内必须把建设工作放在首位。

在这方面我们不抱任何幻想，我们应该说，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做好这项工作。我可以同你们谈谈这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表明，我们在这方面无疑有了突飞猛进。不错，如果象资产阶级那样，只看表面的结果，抓住我们的个别错误，那就未必能说有什么成绩，但是我们的看法却完全不同。资产阶级抓住一个内河航运管理局的例子，指出我们一再改组这个机构的事实，幸灾乐祸地说苏维埃政权不能胜任工作。我要回答说：是的，我们象改组铁路管理局一样，多次改组了我们的内河航运管理局，而且我们现在还在对国民经济委员会进行大改组。变革的意义就在于：把社会主义从只是被一无所知的人谈论的教条，从书本知识和纲领变成了实际的工作。现在工人和农民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

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变革的意义就在于，它第一次抛弃了资产阶级官僚制度、资产阶级管理体制这个旧机构，创造了工人和农民自己担负起非常困难的事业的条件，不正视这项事业的困难是令人可笑的，因为资本家和地主多少世纪奴役和压迫千百万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支配土地。现在，在几个星期之内，在几个月之内，在经济破坏极端严重的情况下，在战争已经使俄国遍体鳞伤，人民就象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的情况下，在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给我们留下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新的阶级，工人和不剥削雇佣工人、不靠粮食投机发财的农民必须担当起新的事业，新的建设。的确，这个事业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非常能收效的。这样的工作，这样的经历，一个月就等于我们历史上的10年，甚至于20年。的确，我们丝毫不害怕向你们承认，而且看了我们的法令也会知道：我们是经常修改法令的；我们还没有创造出什么完备的东西，我们还没有一个可以分条列款的定型的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能够向这次代表大会提出苏维埃宪法[200]，那只是因为苏维埃已经在全国所有地方建立起来，并且经受了试验，只是因为你们创立了宪法，你们在全国所有地方进行了试验；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过了半年，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过了差不多一年，我们才能够写下实践中已经存在的东西。

在经济领域内，社会主义还刚刚在建设，新的纪律应该建立起来，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我们要在改造和重建中取得经验。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说：任何一个新的社会制度都要求建立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新的纪律。在没有农奴制的纪律就不能经营经济的时期，唯一的纪律是棍棒；在资本家统治的时期，起纪律作用的是饥饿。而现在，从实行了苏维埃变革时起，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起，纪律应该建立在崭新的基础上，这种纪律就是信任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组织性的纪律，是同志的纪律，是对人非常尊重的纪律，是在斗争中发挥独创性和主动性的纪律。有人采取旧的资本主义的办法，有人在贫困饥饿的时候按照旧的资本主义的方式谈问题，他们说：如果我单独出卖粮食，就能够多赚些钱；如果我单独去弄粮食，就能比较容易地弄到。谁要这样说，谁就是选择了一条比较好走的道路，不过他绝对不会走到社会主义。

停留在人们已经习惯了的资本主义关系的旧阶段上是简单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走新的道路。这条道路要求我们，要求全体人民有高度的觉悟和高度的组织性，需要更多的时间，会产生许多错误。但是我们说：只有一点实际工作也不做的人才不犯错误。

在我的报告所涉及的时期从代表大会的角度看有过各种经验，经常在修改、纠正以及恢复旧的东西，但这决不是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主要内容和主要价值。只关心上面下命令提高他们的薪水的旧官僚们的管理机构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自己掌管经济的工人组织。我们面对的是铁路无产阶级，他们的处境比别人更差，他们有权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明天河运业的无产阶级会提出自己的要求，后天中农又会提出要求。关于中农，我以后还要详细地谈谈，他们常常觉得不如工人；我们对他们非常注意，所有的法令都照顾到他们的利益，而前面一位发言人完全不了解这一点。这一切就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这是工人和贫苦农民多少世纪以来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组织俄国整个国民经济过程中的困难。因此要想办法满足正当的要求，修改法令，改组管理机构。尽管有挫折和失败的事例，有被资产阶级报刊抓住的种种事例，而这类事例当然是很多的，我们终究取得了一些成就，因为我们正是通过这些局部的挫折和错误，通过实践在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大厦。当四面八方都向我们提出新的要求时，我们说：每个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大家都想过好日子，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正是社会主义。但是，国家很穷，非常穷，暂时不能满足所有的要求，因此在经济破坏过程中建设新的大厦是很困难的。但是谁要是以为可以在和平安宁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他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到处都得在经济破坏的情况下，在饥饿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看见真正的思想的代表人物时，我们说：工人和劳动农民已经在用几千几万几十万双手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大厦了。现在农村中已经开始极其深刻的变革，富农在进行鼓动，竭力阻挠不剥削别人劳动和不靠粮食投机发财的劳动农民，所以那里的任务不同。在城市里要把工厂、五金工业组织好，在军事破坏以后要分配生产，分配原料和材料，完成这些任务是很困难的。那里，工人们正在学习这件事和建立中央管理机关，我们要改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因为年初颁布的旧法律已经过时了，工人运动在前进，旧的工人监督已经不适用了，工会正在变为萌芽状态的管理整个工业的机构。（鼓掌）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我们毕竟还不能夸耀有什么辉煌的成就。我们知道，在这方面，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地主和富农还有可能长时期进行鼓动，说颁布了的法令从来都不贯彻，新的法令刚颁布，三个月就修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投机活动现在依然存在。是的，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万应灵丹能够立刻消灭投机活动。资本主义制度的积习太深了，改造几百年来受这种习惯熏染的人，是一件困难的、需要很长时间的事情。但是，我们说，我们的斗争方法就是组织。我们必须把一切都组织起来，必须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处处监督富农和投机商，同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不让他们有喘气的机会，监督他们的一举一动。（鼓掌）

我们根据经验知道，修改法令是必要的，因为遇到了新的困难，是新的困难不断促使我们进行修改。如果说在粮食问题上我们现在已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如果说我们过去的同志——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十分真诚地说（对这种真诚是不能怀疑的）我们已经分道扬镳，那我们坚决回答他们说：这对你们更坏，因为这意味着你们背弃了社会主义。（鼓掌）

同志们！粮食问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政策中特别要注意的问题。人民委员会采取的许多不大引人注意的零星措施，如改善水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清理军需仓库，同投机活动作斗争等，都是为了搞好粮食供应。现在，不仅我们国家，而且所有在战前不知道什么是饥荒的最文明的国家，也都处在最困苦的状态。这是各帝国主义集团争夺霸权造成的。西欧千百万人在经受饥荒的痛苦。正因为这样，社会革命才不可避免，因为发生社会革命不是由于纲领，而是由于千百万人说：“宁可为革命而死，也不愿忍饥偷生。”（鼓掌）

骇人听闻的灾难——饥荒已经临近了，我们的处境愈是困难，粮食危机愈是严重，资本家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也就愈是激烈。你们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就是被英法帝国主义者收买的人举行的。经常可以听到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发生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乱。富农暴乱蔓延到愈来愈多的地区。在顿河地区就有克拉斯诺夫。这个人在彼得格勒表示愿意投降，俄国工人宽大释放了他，因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偏见还很大，他们反对死刑。克拉斯诺夫就是由于知识分子反对死刑的偏见而被释放的。而现在我倒要看看有哪个人民法院，哪个工农法院，会不枪毙这个现在枪杀工人和农民的克拉斯诺夫。有人对我们说，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201]枪毙人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法院在全体人民面前公开宣布某人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枪毙，那就不好了。一个人如果这样伪善，在政治上就不可救药了。（鼓掌）不，一个革命者，如果不愿意作个伪善者，就不能放弃死刑。没有一次革命和内战时期是不枪毙人的。

我们的粮食状况几乎到了危急的境地。我们进入了我们革命过程中最艰难的时期。我们面临着一个最困难的时期，青黄不接的时期，工农俄国还没有经历过比这更困难的时期。我看到过各种各样的党内意见分歧和关于革命的争论，因此，我并不奇怪，在这样困难的时期，陷入歇斯底里、叫喊要退出苏维埃的人会多起来。他们说，法令已经废除死刑。但是，在尖锐的斗争时刻不敢修改法律的革命者不是好的革命者。在过渡时期，法律只有暂时的意义。如果法律妨碍革命的发展，那就得废除或者修改。同志们，饥荒愈临近，情况就愈清楚：对付这种非常的灾难，需要采取非常的措施。

我再说一遍，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教条，或许也不再是纲领了。我们党现在还没有写出新的纲领，而旧的纲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鼓掌）今天社会主义的原则，就是合理和平均地分配粮食。（鼓掌）战争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是经济破坏；克伦斯基和地主富农把国家弄到了象他们所说的愈糟愈好的地步，他们说：“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202]。战争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灾难，使我们现在在粮食问题上体验到了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使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抓起来，切实地加以解决。我们自问：粮食问题该怎么办，难道能用旧的方式，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解决，让农民趁机靠粮食大赚其钱，同时还自称为劳动农民，有时甚至自称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吗？（鼓掌，喧嚷）他们是这么想的：如果人民挨饿，那粮食就要涨价了，如果城里人挨饿，那我的钱袋就要装得满满的了，如果人们饿得更厉害一些，那我就能再多赚几千卢布了。同志们，我清楚地知道，某些个人这样想并不是他们的过错。地主资本家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丑恶的旧东西教人们这样考虑，这样打算和这样生活，而改造几千万人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长期而顽强地进行工作，然而这项工作我们刚刚开始。我们从来也没有想责备那些受到饥饿折磨、又看不到按社会主义原则分配粮食的好处、只好自谋生路、其他一切都不顾的人，——对这些人是不能责备的。但是我们说，如果这里是政党的代表人物，如果这里是属于一定政党的人们，如果这里是一些大的集团，我们就要求他们不要用一个备受折磨、痛苦不堪、忍饥挨饿的人（对于这种人，谁也不忍心加以呵斥）的观点，而要从建设新社会的观点去看这个问题。

我再说一遍，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在没有地主和资本家的疯狂反抗的条件下实现。情况愈是困难，他们就愈是幸灾乐祸，愈是要起来反抗；我们愈是困难，怠工者愈多，他们就愈是想要走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克拉斯诺夫的老路。所以我们说，不应该按照旧的方式来解决，不论有多么大的困难，也要拉着车子前进，上山，而不让车子后退滚下山来。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在人民委员会里没有一星期，甚至没有一天不在研究粮食问题，不在发出大量的指示、命令和法令，不在提出战胜饥荒的问题。有人说，不需要任何特殊的价格，不需要规定的价格，不需要粮食垄断。让大家自由买卖吧！这样，财主就可以多赚点钱，至于穷人会饿死，那他们本来就经常有人饿死的。但是，社会主义者不能这样说，因为在这个时候，在这山路陡峭而又要把车子拉过险峻的陡坡的时候，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党内意见分歧的问题，而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你们是否能坚持同不搞粮食投机的农民结成联盟去同富农作斗争呢？现在，正当需要进行斗争，需要去承担艰巨的工作时，你们是否能坚持下去呢？有人跟我们谈起贫苦农民委员会。对于那些实际体验过饥荒痛苦的人们来说很清楚，要粉碎和无情地镇压富农，必须采取最严厉最无情的措施。我们在着手组织贫苦农民协会的时候，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措施十分艰难和严峻，因为只有城市同贫苦农民和有存粮但不搞投机活动的人，即愿意坚决克服困难、使余粮能到国家手中并在劳动者中间进行分配的人结成联盟，只有这样的联盟，才是这一斗争的唯一手段。这场斗争不能用纲领和言论来进行，在这场战胜饥荒的斗争中一定会看出，谁能经受住各种考验径直走向社会主义，谁上富农的当受富农的骗。

如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间有人象前面一位发言人——一位十分诚实并因此常常失去主见、常常改变见解的人——那样说：我们不能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工作，我们要离开他们，——那我们对此毫不惋惜。这些社会主义者是在这样的时候离开我们的，即几十人几千人在饿死，而另外一些人却握有直到去年8月固定粮价提高一倍（对此整个民主派曾表示反对）尚未卖出的大量余粮；他们分明知道人民在忍受难以形容的饥饿痛苦，却不愿意按中农出卖粮食的价格出卖他们的粮食，——这样的人就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在摧毁革命，支持暴虐行为，他们是资本家的朋友！必须同他们斗争，无情地斗争！（全场鼓掌，很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鼓掌）谁要是哪怕有一分钟听信别人的话，说这是同农民作斗争，象有些不慎重或者不深思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时说的那样，那他就是大错特错了。不，这是同极少数农村富农作斗争，这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和在俄国合理分配粮食而进行斗争。（喊声：“那工业品呢？”）我们要跟绝大多数农民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到那时，每个欧洲的工人就能实际地看到什么是社会主义了。

在这场斗争中，那些从科学的意义上也许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是劳动了一辈子、知道粮食是用艰苦的代价换来的人都会来帮助我们，他们能够理解我们。这些人会跟我们在一起。富农有余粮并能在人民遭到深重灾难的时刻隐藏粮食，在革命的全部成果可能毁于一旦的危急时刻，在全国各个沦陷区和未沦陷区的形形色色的斯科罗帕茨基之流伸长脖子盼望能利用饥荒推翻工农政权并使地主卷土重来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向这些富农宣战，同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乃是我们首要的社会主义义务。谁要是在挨饿的人民遭到极大痛苦、社会主义革命经受严重考验的最困难的时刻袖手旁观，并且重复资产阶级的滥调，那他就是个糟糕的社会主义者。

认为这是同农民作斗争，那就错了，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论调，我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上已经看到过几百次了，他们在报纸上叫嚷什么工人同农民分裂了，他们在报纸上歇斯底里地写道：“农民们，清醒过来吧，回心转意吧，抛弃布尔什维克吧。”这并不使我奇怪。当我听到并在报纸上看到这种论调的时候，我并不感到奇怪。这种报纸专登这些东西。他们正在为他们本来应该服务的东家服务，但是我可不想当一个堕落到说这种话的社会主义者！（热烈鼓掌）同志们，我们清楚地知道，解决粮食问题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这里有一种很深的偏见。这里关系到最根本的利益，富农的利益；农村的分化、停滞、涣散和愚昧，这一切常常汇合起来同我们作对，但是我们说，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却不能就此罢休；饥荒不是闹着玩的，人民群众挨饿时如果不帮助他们，他们就会饿得甚至投向斯科罗帕茨基。说这是同农民作斗争，那是不对的！这样说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谁要是歇斯底里到了说出这种话的地步，他就太不幸了。不，我们不仅不同贫苦农民斗争，而且也不同中农斗争。中农在全俄国只有很少一点余粮。革命前几十年，中农的生活条件比工人现在的生活条件还要坏。革命以前，他们受到的只是贫困和压迫。对这些中农我们采取妥协的办法。

社会主义革命要给所有的劳动群众带来平等；如果每个城市工人的收入多于不靠雇工或投机活动来剥削别人劳动的中农，那是不公平的，——农民经受的贫困和压迫比工人多，而生活比工人还差。他们没有负责研究改善他们生活状况问题的组织和工会。为了平衡各行业间的报酬，我们甚至同工会开过几十次会。然而直到现在还不能定下来。任何一个明白道理的工人都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你们以为劳动人民委员部里的怨言还少吗？你们可以看到，每个行业都在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不愿意象过去那样生活，我们不愿意过奴隶般的生活！我们希望治好贫困国家所遭受的创伤。我们必须竭力把几乎彻底崩溃的经济勉强保持住。只有组织起来，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为了把农民组织起来，我们颁布了关于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法令。只有社会主义的敌人才会反对这一法令。我们说：我们认为降低纺织品的价格是合理的。我们正在计算并要把一切都收归国有。（鼓掌）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来调节工业品的分配。

我们说过，要把纺织品的价格给贫农降低一半，给中农降低25％。也可能这个标准不合适。我们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得很好了。我们不能肯定这一点。要解决问题，就大家一起来解决吧。（鼓掌）坐在总管理局里同投机活动作斗争，逮捕一些暗地活动的骗子手，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只有粮食人民委员部同农业人民委员都一起把所有商品都收归国有，规定价格，我们才真正接触到社会主义。接触到社会主义的只有城市劳动者和贫苦农民，即所有从事劳动、既不以雇工形式也不以投机活动的形式掠夺他人和剥削别人劳动的人，因为以100卢布甚至更高的价钱出卖粮食的人同样是投机商，并不亚于雇用雇佣工人；也许是更坏更毒辣的投机商。在苏维埃进行极端困难的管理半年以后，我们才着手组织贫苦农民，很遗憾，不是在半个星期以后，——这是我们的过错！如果责备我们，说我们颁布组织贫苦农民和实行粮食专卖的法令晚了半年，那我们是乐于接受这种指责的。我们说，只有现在，当我们走上了这条道路的时候，社会主义才不再是空谈，才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也许这个法令不恰当，也许我们的标准不合适。但是我们从什么地方能够取得这种标准呢？只有从你们的经验中才能取得。尽管铁路员工有工会，我们还把他们的标准修改了不知道多少次，何况贫苦农民现在还没有成立协会。让我们一起来审查一下关于贫苦农民的法令中所规定的标准，即对贫农减价一半，对中农减价四分之一，对富农收取全部，这些标准究竟合适不合适？

如果需要战斗，我们将毫不犹豫地用大刀阔斧的法令进行这场战斗。这是真正为了社会主义的战斗，——不是为了教条，不是为了纲领，不是为了一党一派，而是为了活生生的社会主义，为了在俄国先进地区几十万、几百万饥民中间分配粮食，为了做到有了粮食能拿来进行比较合理的分配。我再说一遍，我们毫不怀疑：百分之九十九的农民，当他们一旦了解了实际情况，当他们得到、检验和试行了这项法令，当他们告诉我们应该怎样修改这项法令，而我们修改了法令，改变了这些标准，当他们把这项工作担当起来，当他们了解了这项工作的实际困难的时候，这些农民就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并且会说：我们体现了劳动者的正常本能；在这里，而且正是在这里在解决一个实在的问题，一个生死攸关的根本问题，即社会主义问题。我们一定要在商品供应方面确定合适的标准，要确立对粮食、纺织品和一切产品的垄断，那时人民就会说，的确，劳动的分配，社会主义为我们提供的粮食和产品的分配，都比以前好了。而且现在人民已经开始这样说了。我们现在还存在许多困难，许多错误，还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即我们的征粮队自己就陷入投机活动，滑进资本家习气令人陷入的深渊。对于这些情况，我们从不掩饰，而总是予以揭露，加以谴责。的确，这种情况到处都有。我们知道，不可能一下子把人们改造过来，不可能一下子就使千百万人产生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们从哪里得到这种信念呢？从自己的头脑中吗？——要从自己的经验中）。但除了上述一切，人们毕竟开始说，没有投机活动也可以得到粮食了；只有城市工厂产业工人同贫苦农民的协会建立联盟才能摆脱饥荒，因为只有贫苦农民不搞粮食投机。的确，中农一旦看到我们的法令，亲自阅读一遍，并把法令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富农辩护者的那些空谈和诽谤比较一下，他们立刻就会说，对贫农规定一个标准，对中农又规定一个标准，而对富农则采取没收粮食的办法，这样做是合理的。也许他们不会说，这样做象个社会主义者，也许他们不懂得这类字眼，但是，他们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者，因为他们不搞粮食投机，他们一定会理解并且同意：在社会主义革命十分危急的时刻进行粮食投机，是反人民的极大罪行。

粮食是不能靠法令来分配的。但是，在长期不懈地进行建立和改善城市工厂工人和贫苦农民即不雇工和不搞投机活动的劳动农民的联盟这一工作以后，我们一定能把粮食的分配切实搞好，那时，反对我们党的任何歇斯底里叫嚷都破坏不了这个联盟。（鼓掌）

当我们许诺农民实行土地社会化的时候，我们是作了让步的，因为我们知道不能马上实行国有化。我们知道，我们把你们的土地社会化纲领载入我们10月26日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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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个错误。这是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让步，他们当时拒绝参加政权，说只有通过这个法令他们才参加。斯皮里多诺娃给你们举了一些事情，说她找过我，说什么她曾经低声下气地向我央求。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同志们，很多同志到我这里来过，他们都知道，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不可能这样对待一个同志。一个党的优秀代表竟不顾体面到了撒谎的地步，这个党就未免太糟糕了。（喧嚷）我那里有斯皮里多诺娃同志的一封信，——她是经常给我写信的，——明天我就把这封信找出来给你们看。她写道：“为什么你们不愿意给农业公社拨200万呢？”刚好在那同一天，农业人民委员谢列达（斯皮里多诺娃不了解他的工作）作了关于给农业公社拨款1000万的报告[203]。（鼓掌多时）你们从斯皮里多诺娃同志的讲话中听到了这一点，但是一个党的甚至最诚实的人在自己的鼓动中竟至于撒谎，这个党就太糟糕了。我再说一遍，一个党的最优秀最诚实的代表竟至于这样造谣侮蔑苏维埃政权，这个党该是多么糟糕啊！这对他们只会更糟！每一个农民来到农业人民委员部，都可以看到已经给农业公社拨了1000万，他们会看到这一点，会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胜于相信别人的话，等他们知道了这些人竟然在撒谎，他们就会不再理睬这个党。（鼓掌）最后我再说一点。在新收获期之前，在把新粮运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些遭受饥荒的地区以前，我们面临着俄国革命的艰难时期。只有城市工人同贫苦农民、即不搞粮食投机的农村劳动群众结成最紧密的联盟，才能拯救革命。

代表大会向我们表明，不管怎样，全体劳动者的联盟，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正在巩固、扩大和发展。国外对我国革命的了解少得可笑，少得惊人。那里实行战时书报检查，不让透露一点消息。国外来的同志们都谈到了这一点。但是，不管怎样，欧洲工人单凭本能就会站在布尔什维克政府这方面。有愈来愈多的呼声表明，在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内，人们对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赞许日益加强。象克拉拉·蔡特金和弗兰茨·梅林这样一些在所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中知名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人，都对布尔什维克政府表示感谢、赞许和支持。在意大利，党的老资格的书记拉查理过去在齐美尔瓦尔德曾经对布尔什维克表示不信任，现在由于同情我们而被关进了监狱。

人们对革命的认识日益加深。在法国，过去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很不信任布尔什维克的一些同志和工人，前几天以国际联系委员会[204]的名义发表了宣言，表示热烈支持布尔什维克政府，反对任何政党的冒险行为。

所以，同志们，不管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时期多么困难，多么艰苦，我们都应当说出全部真情实况，让人们知道这一点，因为只有人民发挥主动性，组织起来，不断利用各种条件捍卫社会主义共和国，才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说：同志们，我们毫不怀疑，如果我们沿着我们所选择的并且已经被事变证明正确的道路走，如果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如果我们不让空话、幻想、欺骗和歇斯底里的叫嚣弄得我们离开正确的道路，那么，我们就完全有希望坚持下去，坚决促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从而促使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热烈鼓掌，经久不息，转为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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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发言

反对派对我的报告的一切反对意见都是从布列斯特条约问题开始的。但是，这样提问题如果能够产生实际的结果，那才能说是实事求是。可是，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发言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鼓掌）

如果情况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取得了多数，那么它在这个问题上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叫嚷了。应该谈一谈苏维埃共和国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所取得的实际成就。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发言人也都没有否认这一点，——从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连反对派的代表们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所有主张撕毁布列斯特和约的人的行为都是有利于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政权的，他们所以有力量是由于英法帝国主义的支持。当我谈到捷克斯洛伐克军为了1000—1500万也力图破坏和约的时候，谁也没有反驳这一点。用立宪会议的口号作掩饰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存心要把我们拖入战争，这一点难道能够驳倒吗？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说，在短时期内建立起军队是不可能的。但是，问题取决于我们什么时候能搞好燃料供应，如何安置好农民，以及收成情况如何。

你们关于组织游击队去跟帝国主义正规军作战的号召使每个士兵都感到好笑。

当人们迫使我们回到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时候，我们说：“要撕毁这个和约，除非你们推翻苏维埃政权，但这是办不到的！”（鼓掌）只有撕毁了布列斯特和约，你们才能把劳动群众拖入战争，博得被英法帝国主义者用千百万金钱收买的地主、资本家和白卫分子的欢心。目前，要撕毁布列斯特和约，实际上得依靠敌视劳动者阶级的势力。对于布列斯特和约的一切不同意见都不能认为是实事求是的。这只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歇斯底里的叫嚷。

有人在这里说，似乎布尔什维克在让步，似乎他们在报告中没有谈到任何实际的东西，这使我想起了一位社会革命党人，好象是一位最高纲领派分子，在这里说过的话，他说，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正在由生产监督过渡到生产管理[205]。难道这不是实际的说明吗？那些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工会开始向厂主学习管理企业的工人到底在干什么呢？你们说，学会管理是毫无用处的，但是我们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每天都在解决成千件纠纷和事情，这些纠纷和事情说明工人已经学会了很多东西，所以我们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工人们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尽管学得很慢，而且有时还出错；但是，说空话是一回事，看到工人们如何一个月一个月逐步地学会独立行动，开始不再妄自菲薄，开始感觉到自己是当权者，那又是一回事。不管做得对不对，但是工人已经象农民在农业公社里那样进行工作了。时间表明，工人必须学会管理工业，其余一切事情都是一文不值的十足的空谈。如果说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半年以后，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监督快要过时，那说明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有人在这里叫嚷，说我们停滞不前并在后退。根本没有这回事！你们能够使富农相信这一点，但决不能使普通工人相信这一点。普通工人知道我们说下面这些话的意思：请你们派来更好的人吧，让他们比你们学得更好些吧。因此，当人们在这里就租让制问题大叫大嚷的时候，让我们问问任何一个工人和农民：他们是愿意用租让的办法来偿还德国人加于我们头上的债务呢，还是愿意打仗？当我们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曾经这样谈到帝国主义者：既然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战胜他们，我们如果不退却，就不能保住自己。这是令人不快的，然而这是事实。我们最好是把这一点告诉人民。现在我们还没有把军队建立起来，而如果能做到合理分配粮食，给军队征齐储足粮食，那我们就能够不是用几十年而是用几年的时间把军队建立起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哪一个县，在哪一个省做到了这一点呢？根本没有做到！既然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说，你们的一切叫嚷都是十足的空话，而我们在工人管理上采取了行动，我们就是前进了一步。有人在这里不正确地引用了我的话。我说过，一个党的诚实的人竟至于说那样的话，这个党就太糟糕了。

我们给粮食人民委员部拨了10亿——难道这不是前进了一步吗？还有许多事情没有搞好，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是能够把它搞好的。不过我不知道通过谁。不会是通过旧官吏吧？我们苏维埃的工人和农民们正在学习这件事（鼓掌），因此纺织品收购工作和拨款工作正在取得进展。我们在人民委员会里曾千百次地研究了这样的问题：通过谁来收购纺织品，怎样实行监督，怎样使纺织品尽快分配出去？我们也知道，每个星期都顺利地制定出同投机活动作斗争和逮捕投机商的措施，工人们在这件事情上一月比一月更坚定，我们的这一成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我们正在前进，而不是停滞不前。6月28日我们决定对价值大约几亿的企业实行国有化[206]，而你们还在反对，还在重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旧调。社会主义，这不是几个月就能完成的工作。我们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在继续走向社会主义，并且在布列斯特条约签订以后，我们更接近了社会主义。工人们从许多错误中吸取了经验，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和斗争的困难，而农民们在土地社会化问题上也有了经验，显然，比较有经验和比较有见识的农民会说：我们开头在春天自己拿到土地，到秋天我们就能自己掌握分配土地的整个事情了。要知道是我们把纺织品按50％的价格，即按半价卖给农民的。试问有谁会按这个价格把纺织品卖给贫苦农民呢？我们将通过粮食、纺织品和工具这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粮食、纺织品和工具不能落到投机商手里，而首先得给贫苦农民。这就是社会主义。（鼓掌）社会主义革命过了半年，那些按书本考虑问题的人什么也不懂。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使得从粮食分配和用纺织品交换粮食的具体措施中得到好处的是贫苦农民，而不是富有的投机商。我们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因为对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来说是不需要苏维埃的。一定要使贫苦农民从粮食和纺织品的分配中得到好处，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共和国都没有尝试过的，而现在我们正在尝试着这样做。（鼓掌）我们正在进行能收效的事业，我们有经验，我们要采取一切办法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抢劫和捣乱的事情几乎绝迹，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次，贫苦农民和中农就要说上十次：必须摆脱富农和地主！从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来，我们在教育农民的工作上有了很大的进步，现在他们在为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已经不是新手了。





	载于1918年《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489—517页俄罗斯联邦宪法

　















[196]这是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和总结发言。



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7月4—10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64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773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353名，最高纲领派17名，无政府主义者4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4名，其他党派成员3名，无党派人士10名。乌克兰、拉脱维亚和外高加索等被占领区也有代表出席。代表大会批准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的下列议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粮食问题；组织红军；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宪法；选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要求把各地的报告和讨论苏维埃政府关于对叛国罪实施死刑的决定的问题列入议程，被大会否决。



代表大会首先讨论了未列入议程的一个问题，即在同乌克兰接壤的地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挑动驻军同德军冲突，企图撕毁和约和把国家拖入战争。大会决定，建议苏维埃政府坚决取缔挑拨分子的活动。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会上作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列宁作了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代表大会对两个报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以多数票通过了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完全信任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决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对苏维埃政府表示不信任、要求废除布列斯特和约、改变苏维埃政权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决议案被否决。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后于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反革命叛乱，代表大会的工作因而暂告中断。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全体成员被逮捕，与叛乱无干的后来获释，其中约有200人回来继续参加会议。代表大会于7月9日复会后，听取了政府关于7月6—7日事件的报告，完全同意政府为平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所采取的果断行动，并指出赞同自己上层领导观点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能再留在工农代表苏维埃之内”。



代表大会关于粮食问题的决议肯定粮食垄断制的不可动摇，认为必须坚决镇压富农的反抗，赞同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大会关于组织红军的决议规定了在劳动者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组织和巩固红军的措施。代表大会最后批准了俄罗斯联邦的第一部宪法，选出了由200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459]。



[197]指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玛·亚·斯皮里多诺娃。她在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活动的副报告中，攻击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459]。



[198]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4场，意为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462]。



[199]《劳动农民呼声报》（《Голос　Трудов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是俄国报纸（日报），1917年11月底起在彼得格勒出版，后来迁到莫斯科。该报最初是第二届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12月9日（22日）以前称《全俄农民代表大会消息报》，1918年1月20日（2月2日）起成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机关报。1918年7月10日以前该报的领导权掌握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手里。1918年11月6日起成为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出版到1919年5月31日止。——[464]。



[200]指提交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法）草案。



制定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的决定是1918年1月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1918年4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任主席的宪法委员会，负责进行起草工作。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负责宪法草案的最后定稿工作。7月3日，这个委员会在列宁主持下审查了宪法委员会起草的草案和司法人民委员部起草的另一个草案，决定以前者为基础，而以后者的某些论点加以补充。另外，根据列宁的建议，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作为引言列入宪法，补充了在苏维埃共和国内各民族和种族一律平等的条款，拟定了关于在苏俄领土上以劳动为生的外国人的政治权利（列宁为这一条起草的草稿见本卷第486页）和关于给予因政治和宗教信仰受迫害的外国人以避难权的条款。草案经代表大会成立的委员会修改和补充，最后于7月10日为代表大会通过。7月19日，宪法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467]。



[201]指由费·埃·捷尔任斯基任主席的全俄肃反委员会。



全俄肃反委员会（全称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7日（20日）的决定，为了同反革命、怠工和投机活动进行斗争而成立的，直属人民委员会。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它在同反革命破坏活动作斗争和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国家转入和平经济建设，列宁于1921年12月1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建议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小它的职权范围。1922年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通过法令，把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为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470]。



[202]“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据说出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路易十五在位时横征暴敛，榨取全国钱财来维持宫廷奢侈生活，根本不顾人民死活，曾说他这一辈子已经足够，死后管它洪水滔天。——[471]。



[203]苏维埃俄国在建国初期，就向集体农民经济提供物资和资金。据农业人民委员部现行土地政策局统计，1918年下半年已拨出1500万卢布的无息贷款，用于组织农业公社和劳动组合。1918年7月，政府为了同样的目的向农业人民委员部拨款1000万卢布。1918年11月2日颁布法令，规定建立10亿卢布基金，以便给农业劳动协作社和公社以资金和技术援助。根据这个法令向公社和劳动组合提供的实际款数，大大超过10亿卢布。此外，在复杂的农业机器、畜力农具和种子的分配方面，集体经济享有很大的优惠。国家建立的农具租赁站、修配厂，除了为国营农场服务外，首先为集体经济服务。——[478]。



[204]国际联系委员会即重建国际联系委员会，是法国国际主义者于1916年1月建立的，主要成员有阿·梅尔黑姆、阿·布尔德朗等。委员会的建立是法国社会党人在法国建立革命的国际主义组织来对抗社会沙文主义组织的初步尝试。根据列宁的意见，伊·费·阿尔曼德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日益壮大的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成了团结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中心。委员会于1920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列宁这里说的宣言载于1918年6月29日《真理报》第131号。——[479]。



[205]指最高纲领派党团的代表Ф．Ю．斯韦特洛夫的发言。——[482]。



[206]指1918年6月28日批准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大工业国有化的法令》。该法令于6月30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34号上公布。根据这项法令，所有大工业企业一律收归国有。由于执行这项法令，到1918年8月31日，国有化企业已达3000多个。这项法令还宣布所有私营铁路及公用事业都收归国有。——[484]。



　





《列宁全集》第34卷


俄罗斯联邦宪法第二章第二十条草稿[207]


（1918年7月5日以前）

俄罗斯联邦承认在共和国领土上从事生产劳动的外国劳动者享有同俄国公民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520页

　















[207]1918年7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第2章第20条是以这个草稿为基础的。——[486]。



　





《列宁全集》第34卷


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记者的谈话[208]


（1918年7月7日）

摘要

革命非常彻底地使每种主张都得到了合乎逻辑的结局，无情地揭露了每个错误策略的一切缺陷和全部罪恶。

热中于唱高调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号叫了几个月：“废除布列斯特和约，起来抗击德国人！”

我们回答他们说，在目前的条件下，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俄国人民不能而且也不想再作战。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闭着眼睛不看现实，极端顽固地继续坚持他们的路线，他们没有感到自己愈来愈同人民群众背道而驰，决心不顾一切，甚至不惜采用暴力手段，把自己的意志，把他们包括罪恶的冒险分子和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等等在内的中央委员会的意志强加给这些群众。

随着他们愈来愈脱离人民，他们也就愈来愈博得希望假他们之手来实现自己意图的资产阶级的好感。

罪恶的恐怖活动和叛乱完全擦亮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使他们看清左派社会革命党冒险分子的罪恶策略要把人民的苏维埃俄国拖到怎样的深渊里去。

在叛乱的那天，我自己和许多同志都听到，连人民中最落后的阶层也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表示强烈不满。

一个普通的不识字的老太婆听到米尔巴赫被刺杀以后气愤地说：

“唉，该死的，到底还是要赶我们去打仗了！”

所有的人全都立刻明白了，他们都看到，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行动已经把俄国推到战争的边缘。人民群众就是这样看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行动的。

当我们不能而且也不想再打仗的时候，他们挑动我们去跟德国人打仗。人民群众决不饶恕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样粗暴地践踏人民的意志，这样用暴力把人民推向战争的行径。

只有白卫分子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奴仆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行动幸灾乐祸，拍手称快。工人和农民群众这两天却更紧密更密切地团结在人民群众意志的真正表达者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周围。





	载于1918年7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4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518—519页

　















[208]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是根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1918年6月24日的决议组织的，发生在1918年7月6—7日，即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首先采取挑拨行动，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雅·格·布柳姆金在7月6日刺杀了德国大使威·米尔巴赫，接着就发动了武装叛乱。叛乱的中心是在莫斯科三圣巷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一支部队的司令部，这支部队的指挥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Д．И．波波夫。6日夜，叛乱分子约1800人在波波夫、弗·亚·亚历山德罗维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等人领导下开始军事行动。他们炮击克里姆林宫，占领了电话局和电报局，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了几个挑拨性的宣言、公报和电报，诡称左派社会革命党已经掌握了政权、他们的行动得到全体居民的欢迎等等。



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命令政府立即镇压叛乱。列宁领导了平定叛乱的斗争。由于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坚决措施以及莫斯科工人和卫戍部队的一致行动，叛乱在7月7日下午2时被粉碎。东方面军司令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米·阿·穆拉维约夫响应叛乱发动兵变，亦被迅速平定。——[487]。



　





《列宁全集》第34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未执行《共和国纪念碑法令》问题的决定草案[209]


（1918年7月8日）

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国有产业人民委员部和莫斯科市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主席团未采取行动执行1918年4月14日法令（№．416 
［注：指第416号。——编者注］

 ，见《法令汇编》第31期），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人民委员会对它们提出警告，并责令它们明天，即1918年7月9日，通过协商选定一名负责人大力监督该法令的执行和迅速付诸实施，并责成他每周两次向人民委员会主席汇报执行情况。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01页

　















[209]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7月8日会议上，列宁向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代理国有产业人民委员帕·彼·马林诺夫斯基提出质问，要他们答复没有执行《关于拆除为历代沙皇及其仆从建立的纪念碑和设计各种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纪念碑的法令》的原因。这个决定草案就是为此而在会议上提出并通过的。——[489]。



　





《列宁全集》第34卷


告彼得格勒工人书

（1918年7月12日）

亲爱的同志们：趁我的老朋友、彼得格勒工人非常熟悉的卡尤罗夫同志去彼得格勒的机会，我向你们说几句话。

卡尤罗夫同志到过辛比尔斯克省，亲自看见了富农对贫苦农民和对我们的政权的态度。他十分清楚地了解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不会怀疑的事实：富农仇视苏维埃政权，仇视工人政权；如果工人不 立刻
 拿出全部力量来防止富农向苏维埃进攻，并在富农尚未联合起来的时候就把他们 彻底打垮
 ，他们 一定会推翻这个政权
 。


如果
 工人的 先进队伍
 明白自己的责任，拿出全部力量来，组织 大规模的向农村进军
 ，那么，觉悟的工人就 能够
 在目前实现这项任务，就能够把贫苦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就能够战胜富农并把他们彻底打垮。

除了彼得格勒工人之外， 没有别的人
 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俄国其他地方的工人都没有彼得格勒工人那样有觉悟。蹲在彼得格勃，忍饥挨饿，守着荒废的工厂，抱着恢复彼得格勒工业或者保卫彼得格勒的幻想，这是 愚蠢和犯罪
 。这会断送我们的整个革命。彼得格勒工人绝不应该再干这种蠢事，应该把那些还要坚持这么干的傻瓜轰走， 并
 组织 成千上万的人
 到乌拉尔去，到伏尔加河流域去，到南方去，那里有许多粮食，在那里可以养活自己和全家，在那里能够帮助贫苦农民组织起来，那里 需要
 彼得格勒的工人去充当组织者、领导者和领袖。

卡尤罗夫会讲述他亲自观察到的情况，我相信，他一定能说服一切犹豫不决的人。革命正处在危险中。只有彼得格勒工人的 大规模
 进军才能挽救革命。至于武器和经费，你们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　　顺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1918年7月12日

载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3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521—522页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和政府声明[210]


（1918年7月15日）

（列宁同志出现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欢呼声）同志们，我们苏维埃共和国不能抱怨说政治危机和迅速的政治变化太少。一切帝国主义势力，它们对于身旁有一个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存在当然是不会感到心平气和的，尽管它们没有什么了不得，一点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但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形势下，在战争以原来的规模进行的情况下，明显地处于支配地位的势力，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组合，将继续引起政治危机和类似事件。现在我就要向你们报告一起这样的事件，它类似一次政治危机，也可以说就是一次政治危机。

昨天，7月14日，晚11时，德国外交代表里茨勒尔博士会晤了外交人民委员并把他刚接到的柏林发来的电报的内容通知外交人民委员，电报里说，德国政府责成里茨勒尔要求俄国政府允许一营武装的德国士兵前来保护德国大使馆，并且要求让这营士兵立即开到莫斯科。

同时还补充说，德国政府绝无任何占领的意图。

外交人民委员与人民委员会主席商谈之后答复说：俄国人民群众希望和平，俄国政府准备派自己的军队对德国大使馆、领事馆、代办处给以充分的可靠的保护，它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外国武装部队开进莫斯科，同时迫切希望怀着同样的和平愿望的德国政府将不坚持自己的要求。

实际上，对俄国政府提出的这一要求同帝国首相在德国帝国国会发表的关于米尔巴赫伯爵被刺的不幸事件不会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声明是完全矛盾的，同我们清楚知道的德国工商界领导集团要调整和发展有利于两国的密切经济关系的愿望以及正在顺利进行的谈判也是矛盾的。德国向我国驻柏林的代表作的关于政治局势和对俄国态度的无数声明也都证实这一点。

我们还有充分的根据期望这个意外事件会得到顺利的解决，但是我们认为，每当我国的国际关系尖锐化的时候，有必要公开说明事实并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

因此，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提出以下的政府声明：

“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就清楚地意识到，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不得不承担异常沉重的任务。在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意志是十分清楚的：劳动者阶级要求和平，需要休息，以便从事生产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积蓄和增强在痛苦的战争中消耗殆尽的力量。

政府为了实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志，严格地履行了布列斯特和约的苛刻条款，最近我们同德国政府进行的关于明确规定我们应付的款项以及我们决定在尽量短的时期内付清的办法的谈判已有相当大的进展。

但是，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严格履行布列斯特和约的条款、维护工人和农民要求和平的意志时，始终没有忘记这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就是最爱好和平的劳动群众也会被迫起来而且一定会起来万众一心地手执武器保卫自己的国家。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愚蠢的罪恶的冒险行为把我们推到了战争的边缘。我们跟德国政府的关系不能不紧张起来，这是同我们的愿望相违背的。我们认为德国政府加强自己大使馆的警卫工作的愿望是合理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充分满足这个愿望。

但是，当德国政府通知我们，希望我们（还不是无条件要求我们）允许一营武装的德国军队开入莫斯科时，我们回答说——现在我们向工农苏维埃政权最高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再说一遍这个回答，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满足这种愿望，因为这在客观上将是外国军队占领俄国的开始。

我们不得不象回答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和英国人在北方的军事行动那样来回答这一举动，那就是：加紧动员，号召所有成年的工人和农民进行武装抵抗，并且在暂时需要退却的情况下破坏所有一切交通、仓库、特别是食品，使这些东西不致落到敌人的手里。那时，战争对我们来说也许是致命的，但也是绝对必要的，而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一定会和苏维埃政权一起进行这场革命战争，直至最后一息。

苏维埃政权的对内政策也和对外政策一样，严格地遵循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保持不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已成为白卫分子、地主和资本家的帮凶，他们罪恶的冒险行为，在当前阴云密布、战争危险加剧的时刻，在人民心目中会显得更加罪恶，我们将全力支持并且实行对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所坚决谴责的叛徒们的无情惩罚。如果虽然经过我们多方努力，战争还是成为事实，那么我们就不能对左派社会革命党这伙叛徒抱任何信任，因为他们会践踏苏维埃的意志，实行军事叛变等等。对那些从事疯狂冒险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出于阶级意识的反革命分子（地主、资本家和富农），我们都要进行无情的镇压，并从中吸取新的力量来应付战争。

我们向全国的工人和农民呼吁：同志们，要加倍地警惕、谨慎和坚忍不拔！所有的人都要坚守自己的岗位！所有的人都要在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来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劳动者、被剥削者、贫民的利益，保卫社会主义！”（列宁同志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下讲台）





	载于1919年《第五届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523—526页

















[210]1918年7月15日，第五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首次会议听取了列宁的讲话和声明，一致通过以下决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赞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声明并且决定将它通知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政府声明以《列宁同志告工人、农民和红军士兵书》为题，公布于7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49号。



《列宁全集》第1版第27卷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将本篇标题译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声明（1918年7月15日）》。——[492]。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列福尔托沃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211]


（1918年7月19日）

报道

苏维埃共和国的紧张局势是由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耻辱的和约是极其苛刻的，我们从来没有对工人和农民隐瞒这一点。尽管极其苛刻，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还是认为必须签订这个和约，好使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可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竟然刺杀了米尔巴赫，从而把俄国推到死亡的边缘。

有迹象表明，德国政府正在让步，可能会放弃派一营士兵到莫斯科来的要求。苏维埃政府断然拒绝了德国政府的这一要求，甚至不惜因此而引起战争。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冒险行为使苏维埃政权的处境极端恶化，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它中间最优秀的一部分人（劳动者）抛弃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在和德国的关系尖锐化的同时，和另一个集团的关系也变得尖锐起来了。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暴动就是它们一手策划的。一批由法国资助的军官在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就是这方面的证明。

列宁同志接着说，战争产生革命；战争愈是拖延下去，各交战国就愈是没有出路，战争就愈是迅速地使它们接近革命。在德国和奥地利又掀起了罢工浪潮。一切帝国主义强盗都扑向俄国，企图宰割俄国，因为他们知道，社会主义俄国每存在一个月都是在为他们的死亡作准备。我们的最大光荣和最大困难就在于我们是同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第一支社会主义队伍。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持下去。

接着列宁谈到了饥荒的问题。白卫分子正在利用饥荒来推翻苏维埃政权。君主派、富农、财主正借着饥荒进行疯狂的鼓动。他们不仅仅限于鼓动，还收买贫苦农民，唆使他们搞投机活动和同工人作斗争。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富农、资本家正在搏斗。其中必有一个获胜，一个被打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号召建立觉悟的工人同大多数贫苦农民和中农的联盟，反对富农，确立有利于工人的最严格的秩序。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战胜饥荒，这就是工人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向富农和投机商进行斗争，从他们那里把粮食夺过来。要正视危险！我们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但是我们也有新的同盟者，那就是还在进行战争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我们国内也有同盟者，那就是与城市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广大的贫苦农民。





	载于1918年7月21日《真理报》第15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527—528页

　















[211]1918年7月19日，莫斯科各区根据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关于每星期五开群众大会的安排，举行例行的群众大会。列宁在列福尔托沃区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讲话，参加大会的约2000人。——[496]。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莫斯科省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212]


（1918年7月23日）

报道

（列宁同志在会场上出现时，全场热烈鼓掌数分钟之久）最近几天，苏维埃共和国的局势极其紧张，这是由国际形势和反革命阴谋以及与这些阴谋有密切关系的粮食危机引起的。

请允许我来谈一谈国际形势。俄国革命只不过是国际社会主义大军中的一支队伍，我们所进行的革命能否取得成就和胜利取决于国际社会主义大军的发动。这个事实我们谁也不会忘记。同样，我们也知道，俄国无产阶级在世界工人运动中所以起了先导作用，并不是因为我国经济发达。恰恰相反，是因为俄国落后，是因为所谓的本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解决与战争和消除战争有关的巨大任务这一情况，促使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实现其阶级专政。

俄国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是在单独地进行革命，因此他们清楚地看到，全世界或某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联合发动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前提。但是，俄国无产阶级清楚地知道，他们在每个国家里都有公开的和秘密的朋友。例如，无论在哪一个国家，监狱里都关满了同情苏维埃俄国的国际主义者；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都在合法的或者地下的刊物上反映出来。因此，我们了解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我们拒绝和孟什维克达成任何协议，因为他们支持克伦斯基，支持克伦斯基发动进攻。关于克伦斯基发动进攻的问题，国际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在英国《工人无畏舰》周刊[213]上发表评述有关六月进攻的一封信（这封信虽然很短，但是体现了鲜明的国际主义精神）讲得很好。罗莎·卢森堡认为，克伦斯基发动的进攻和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对它的赞许和批准，破坏了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国际性。革命的俄国所发动的这次进攻阻碍了西欧革命的发展，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即全部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才废除了一切秘密条约，揭露了这些条约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性质，从而加快了欧洲革命的发展。我们向各国人民发出的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民主和约的呼吁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9—11页。——编者注］

 ，对唤起和发动西欧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也产生了同样强烈的影响。所有这些革命的行动擦亮了全世界工人的眼睛，资产阶级集团和社会主义叛徒集团无论用什么办法也不能再模糊他们已经觉醒的阶级意识了。英国工人对克伦斯基的态度十分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俄国革命的吸引力还表现在德国工人举行了整个战争时期第一次大规模的发动，他们在柏林和其他工业中心用大罢工表示了他们对布列斯特谈判的态度。在这样一个被民族主义狂热所左右、被沙文主义毒素所麻醉的国家里，无产阶级的这次发动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件，是德国无产阶级的情绪的转折点。

我们不了解目前德国的革命运动进展如何。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德国存在着巨大的革命力量，而这个力量必然会显示出来。有人责备德国工人没有搞起革命来，这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也可以责备俄国工人没有在1907年至1917年的10年当中制造出革命来。但是这是不对的。革命是不能按定单制造的，不是预定好在某个时刻发生的，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并在由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原因所决定的时刻爆发的。这一时刻正在临近，它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到来。我们开始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要把它继续下去，把它完成，就十分困难。在一个象德国这样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组织得很好的国家里，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非常困难，但是社会主义革命一经在欧洲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爆发和燃烧起来，就会比较容易地胜利完成。

责备我们缔结异常屈辱的、苛刻的、强制性的布列斯特条约，认为这完全背弃了我们的理想，屈从于德帝国主义，那是没有道理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责备来自目前在乌克兰、芬兰和高加索（孟什维克）等地热烈欢迎德国容克军官的资产阶级人士和社会党妥协分子。而没有头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在这样责备我们。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布列斯特条约是极端苛刻的。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根据这个强制性的条约，我们必须付给德国大约60亿卢布（根据在柏林开会的我方经济代表团的计算）。我们的处境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通过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共同努力来找到出路。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疯狂地试图用刺杀米尔巴赫这种手段把我们拖入战争，这不是摆脱布列斯特条约的办法。相反，这种冒险行动正好对德国主战派有利。本来，由于不仅在德国工人中间而且在资产阶级中间增长着失败主义情绪，德国主战派的地位自然会受到削弱。因为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的今天，大家都很清楚，德国进行的战争是抱有明显的帝国主义目的的掠夺性战争。

苏维埃俄国遭到特别严重的粮荒，它受到帝国主义强盗和支持他们的、随时都在窥伺时机的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四面包围。

工人阶级应当注意同饥荒（这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斗争的最好手段）作斗争。但是我们必须有一条基本原则：在克服饥荒的时候，我们绝对不采取资产阶级的斗争办法，即为了财主和土豪的利益而让群众挨饿的办法，我们将采取纯粹社会主义的斗争办法。这种办法就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而实行粮食垄断和规定固定价格。 
［注：这段话在打印的会议记录中是这样的：“同饥荒作斗争有两种方法：资本主义方法和社会主义方法。前者准许贸易自由。这种方法会造成价格上涨，让富农利用工人和贫苦农民挨饿而大发横财。我们，工人的政权，不能走这条路。我们要走的路是实行粮食垄断，把工人和贫苦农民联合起来。走这条路要艰难得多，但对于我们来说是唯一可行的。我们不能同富农，同我们的阶级敌人搞调和。我们现在到了最困难的时刻，需要觉悟的工人拿出全部力量。富农知道：正在进行争取中农的斗争；俄国农民中的这个大部分站在谁一边，谁就胜利。这是最后的决战，富农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俄文版编者注］



资产阶级和它的奴仆社会党妥协分子主张自由贸易，主张取消固定价格。但是，自由贸易已经在许多城市里产生了不良后果。资产阶级一朝大权在手，粮食价格立刻就上涨了好多倍，结果，粮食也就从市场上消失了，因为富农把粮食藏了起来，他们希望粮价继续提高。

饥荒是无产阶级和苏维埃俄国最危险的敌人。可是，在克服饥荒的道路上，无产阶级碰到了农村资产阶级的阻挠，他们根本不愿意消除饥荒，相反，他们要从中攫取本集团和本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应当考虑到这一点，应当同挨饿的贫苦农民结成联盟，去同农村的富农进行殊死的不调和的斗争。为了同样的目的，已经开始的组织征粮队的工作应当继续进行下去，并且要派那些得到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信任的忠诚的共产党员去领导这些征粮队。只有这样，才能搞好粮食工作，才能挽救革命事业。





	载于1918年7月24日《真理报》第153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5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529—533页　

　















[212]这是列宁在1918年7月22—23日举行的莫斯科省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500名代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党的同情者。列宁报告后，代表会议根据共产党员的建议，将6月27日—7月2日举行的莫斯科市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就列宁的报告通过的决议稍作修改，作为自己的决议通过。——[498]。



[213]《工人无畏舰》周刊（《Workers’　Dreadnought》）是英国刊物，1914年3月—1924年6月在伦敦出版。1917年7月以前称《妇女无畏舰》。1918—1919年是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的机关刊物。1920—1921年是英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499]。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哈莫夫尼基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214]


（1918年7月26日）

简要报道

（列宁同志出现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欢呼声）列宁同志在题为《苏维埃宪法会给劳动人民带来什么？》的讲话中指出，苏维埃宪法和苏维埃一样，是在革命斗争时期产生的，它是第一部宣布国家政权是劳动者的政权、剥夺剥削者——新生活建设者的敌人——的权利的宪法。这就是它和其他国家宪法的主要区别，同时也是战胜资本的保证。

列宁同志谈到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的几条主要条文，他说，目前世界各国劳动者都会看到，苏维埃宪法（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根本法）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理想。同世界各国资产阶级清算的时刻快到了！在西欧，愤激的情绪正在增长！我们的任务就是：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不管这些障碍多么严重；把苏维埃政权保持住，直到世界各国工人阶级行动起来，高举起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旗！（听众对俄国无产阶级领袖列宁同志的最后的一些话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载于1918年7月28日《真理报》第15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534页

　















[214]1918年7月26日，莫斯科各区举行以“苏维埃宪法给予劳动人民什么”为主题的群众大会。俄共（布）的著名活动家分头在会上解释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实质及其意义。哈莫夫尼基区的群众大会在高等女子学校举行，列宁在会上发表了讲话。——[503]。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普列斯尼亚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215]


（1918年7月26日）

（列宁同志出现时，会场响起长时间的欢呼声。奏《国际歌》。全体起立。）列宁同志讲话。他非常明确易懂地介绍了苏维埃宪法的实质，解释了这部宪法的主要条文。苏维埃是民主的最高形式。苏维埃不是从头脑里臆想出来的，而是现实的产物。苏维埃第一次出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中成长起来，但是客观上它必将成为全世界劳动者的政权形式。

迄今为止的所有宪法都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只有苏维埃宪法现在和将来都始终不渝地有利于劳动者，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强有力的工具。列宁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产阶级宪法与苏维埃宪法在“出版和集会自由”的要求上的区别。在那里，出版和集会自由为资产阶级独自垄断；在那里，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沙龙里集会，发行用银行的资金出版的大型报纸，以散布谎言和诽谤，毒化人民群众的意识；在那里，扼杀工人报刊，不准工人报刊对掠夺性战争发表自己的言论和意见，迫害反对战争的人，禁止他们集会。而在这里，在苏维埃俄国，出版工人报刊，它们为劳动者服务。在俄国，我们剥夺资产阶级豪华的宅第馆所，交给工人使用，作为他们的俱乐部，这才是真正的集会自由。宗教是个人的事情。让每个人愿意信仰什么就信仰什么，或者什么也不信仰吧。苏维埃共和国团结各民族的劳动者，并且不分民族地捍卫他们的利益。苏维埃共和国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它置身于一切宗教之外，力求使宗教同苏维埃国家分离。接着，列宁同志叙述了被帝国主义强盗四面包围的苏维埃政权的艰难处境。列宁同志表示坚信，红军将全力保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不受国际帝国主义侵犯，并保全共和国直到我们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前来援助我们。（列宁同志讲话完毕时，大会一致报以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奏《国际歌》。）





	载于1957年《共产党人》杂志第5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535—536页

　















[215]普列斯尼亚区群众大会在霍登卡赛马协会大厅举行。参加大会的主要是工人和红军战士。列宁在会上发表了讲话。——[504]。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的提纲
［注：《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见本卷第86—103页。——编者注］



（1918年3月13日或14日）


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提纲

1．了解历史的转折。

阶级和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

2．2月23日（1917年）—2月11日（1918年）俄国革命的“独立性”。（原因。）

3．胜利进军：10月25日（1917年）—2月11日（1918年）。

4．帝国主义。遭到严重失败和退却的时期。已不是原先的敌人。没有军队。

5．“非历史地”提问题。

资产阶级及其应声虫。

6．谁瓦解了军队？

7．温尼琴科之流＝克伦斯基之流＋策列铁里之流＋切尔诺夫之流。

8．挑拨和陷阱。“使德国人兴高采烈”……

9．绝望和空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空谈和吹牛

[我们有＜1/10的人（453＋36＋8＝497）[216]]……［患病的军队］……

10．1907年和1918年相比。

11．农民和空谈。

12．“喘息时机”。 捍卫祖国
 。

13．2和10；200000和1000000。

14．蒂尔西特和约和贫弱的德国人民（ 
仅仅是

 贫弱和落后的）。和平和战争之间的 关系
 。

15．我们一面退却，一面等待 
另一个

 同盟者： 国际
 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540—541页

　















[216]列宁引的是1918年3月13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的表决结果：赞成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453人，反对的36人，弃权的8人。——[508]。



　





《列宁全集》第34卷


关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业电气化的记要[217]


（1918年3月18日）





	现在：彼得格勒的

工业大约占用

约25万

马力

约13万

现在




	
工业
电气化



（一）彼得格勒

［彼得格勒有格卢什科夫
 委员会。］

彼得格勒地区：


水力

 ：　　马力伊马特拉—100万

涅瓦　　— 20万


沃尔霍夫
 — 6万——（2—3个施工季节）


斯维里
 　— 20万

勘察

［建设
沃尔霍夫

 ］


	




	　纳尔瓦河以　西的油页岩

　已归德国人[218]




















	　
	

设计方案付印

 　　注意


	　


	
	　
	　两个企业——　已收归国有[219]。












（二）莫斯科：

不作为私营机构批准。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542页

















[217]这是列宁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电工技术局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济政策局（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作的记要。在会议上，这两个局的领导人彼·格·斯米多维奇和尤·拉林报告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拟定的彼得格勒区和中部工业区实现电气化的措施。——[509]。



[218]根据布列斯特和约，盛产油页岩的地区划归了爱沙尼亚。——[509]。



[219]指“1886年公司”和“输电”两电站，后者今称罗·爱·克拉松电站。克拉松是苏联著名的动力工程师，该电站的建造者。——[509]。



　





《列宁全集》第34卷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几个提纲



［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见本卷第120—149、150—188页。——编者注］



（1918年3月—4月）

（1）新的客观环境和我国革命的新阶段。

（2） 新的方针
 。

（3）不仅（内战的）激烈程度起了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已经是由量（变）转化为质。

载于196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





大纲的草稿：

§§1—3……　§4．说服——夺取—— 管理
 。

　（后者占首位。）不是代替，而是同时。

5．计算和监督（α）。提高生产率（β）

6．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正转入实行有组织的计算和监督的阶段。

（不是代替，而是同时。）

7．劳动义务制——从富人开始。

8．计算和监督——从富人开始。

9．货币。货币是什么？（生产；消费。）

填单申报 
［注：见本卷第127、331页。——编者注］

 和存入银行。

10．向资主义的最大组织家，向托拉斯学习社会主义。


补10
 ：当前的目的（大致）。

　体力工作6小时＋管理国家的工作4小时。

11．泰罗制。动作研究。

补11：付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报酬：

　　　2000×25000＝5000万

　　　　　到1亿

12．苏维埃政权的发展。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什么地方？

13．按部门（α）；亲自参加管理（β）。

14．从鼓动家到组织家。　　　　　　　　　［重新估价、调动领导人］

15．提拔组织家。

16．自觉纪律

　　黑榜

　　工业法庭。

17．“协调的和巩固的组织”。｝与17有关

　　 个人
 指挥。

　　无条件服从。

18．法庭，法庭的 
教育

 作用。

19．组织竞赛。

20．报刊和经济（而不是政治）的关系。

21．榜样的（模范村社的）力量。

　　公共伙食。农业。

22．合作社及其普遍化。

　（工会的作用。）

23．作为统治阶级的工人。

24．工作的长期性：被打得半死（不是摇晃一下或者用一道命令就能使之复苏的）。

25．口号是实际主义和求实精神。

｛ 参看17
 ║║26． 个人
 指挥。

27．开群众大会同实际讨论和革命精神。

28．俄国17世纪初和20世纪初。

29．乐于吸取外国的东西。

30．反对意见：“长期的吗？”

　　　［中央集权与自治和联邦制对比。］

　　　　界限。民主集中制。

　　　　　　║║ 建立责任制
 ：

　　　　　　║║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




8． 工人监督工人调节
 ？

合作社。





	9．提高劳动生产率
 。　　　　自觉纪律。

　　　　劳动纪律。

　　　　泰罗制

　　　　按总数计算的计件工资。




	物质基础：燃料，［“水力”］

矿石，铁路。

为什么停滞？









10． 
组织竞赛

 。　　　　榜样的力量。共产主义村社。

　　　　 
特别是

 农业。公共伙食。

　　　　公开报道。

　　　　资产阶级报刊（政治）和社会主义报刊（经济）。

　　　　黑榜。

　　　　提拔组织家……

　　　　 
比较工作成绩

 。

　　　　合作社。

　　　　银行。

　　　　劳动生产率。

　　　　农业公社

　　　　等等。

　　　　学习军事的人数。

11． “协调的组织”和专政
 ……

　　铁路法令。

　　个人指挥。

　　无条件服从。

　　开群众大会与执行。

　　混乱一团：象“开了锅”一样。

12． 强制（国家）和法庭
 。

13． 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和组织
 。

　　全体参加

　　过渡：按部门

　　　　　监督（流动小组）

　　实际学习管理……

　　　　　　［要抓紧，以免陷于崩溃］

14．反对意见（“估计错误”）。

　　谁利用谁？（（军事组织。））

　　“妥协”。

　　小资产阶级性，改良主义……

　　为文化而文化……

　　　　等等。

　　“实际主义和求实精神”？

　　“在不稳定的国际状况下工作的长期性”？

15． 
总结

 。 补4
 ：秩序，休息……　不盗窃，不偷懒，诚实地计算一切！

5．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新阶段：

　（α）有组织的计算和监督（除镇压以外）：填单申报货币。





	
注意






　　 农村资产阶级
 。　　＋银行国有化。

6．（β）……吸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工作。





	　联合成　合作社。







补6
 ：先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7．“收买”：2000×25000＝5000万。

（实际的组织家、专家）……

8．军人（将军、军官等等）

与8有关： 
补8

 。军事组织：

　　　培养（专家）

　　　工人和贫苦农民……

9．“协调的组织”……

　　（1） 个人
 指挥。

　　（2） 绝对
 执行。

　　（3）铁路法令。

补9：提拔组织家。

10．“自觉纪律”。





	　　　　按产品数量实行计件工资　　泰罗制……

　　黑榜。




	　提　高



劳动生产率
 。











11．榜样的力量。农业。共产主义村社。公共伙食。12．组织竞赛。

13．法庭的作用：恐吓＋教育。

14．“实际主义和求实精神”……

谁利用谁？

15．小资产阶级性（或改良主义）？

　　“妥协”

　　“改良主义”……

　　“为文化而文化”……

　　“小资产阶级性”……

16．在十分不稳定的（国际）状况下……工作的长期性？

17．国际政策：随机应变（联合德国反对日本或相反）


补17
 ：［4月和5月是特别困难的月份。］

18．苏维埃组织。 全体
 参加管理

　　（α）按部门

　　（β）实际管理。




1．和平和组织任务。

2．和平的不固性。现实的保证。

3．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

4．说服——夺回——管理。

5． 总口号
 （安定、秩序、休息），

　　不盗窃，不偷懒，诚实地进行计算！

6．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新阶段

（α）有组织的计算和监督

（β）“收买”“明星”。

7．银行国有化。

填单申报货币。

税收。

＋§10

8．消费生产公社和合作社。

9．“专家”和苏维埃组织。

　　　与 6
 有关

10．先对富人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

11．自觉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

12．计件工资制＋泰罗制。

补12。独裁权力　　见9§

13．组织竞赛。

　　公开报道。

　　提拔组织家。

14．榜样的力量。

　　共产主义村社。农业。

　　公共伙食。

15．法庭，教育。

16．军事组织（见补8）。

17．苏维埃组织（见18）。

18．反对意见（14、15、16）。

19．国际政策（17）。

20．国内政策（补17）。




（1）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

（2）提高劳动生产率。

实际上，这不是用一次突击、也不是用一纸法令就能办到的（正如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不是摇幌一下或者用一道命令就能使之恢复健康一样）。长期的工作。



法庭的

 作用：既恐吓又教育。

泰罗制

　　（动作研究等等）

榜样的力量：农业

　　公共伙食

……“实际主义……”

工人作为最能造反的雇佣奴隶阶级和作为 
统治

 阶级。

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一、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转入实行 
有组织的计算和监督

 的阶段：

填单申报货币……

＋劳动义务制

＋计算产品

＋普遍联合成合作社。

1．说服，夺取，管理（不是代替，而是占首位）。

二、苏维埃（也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都应该

（1）按部门；（2）参加实际 管理
 。

　＋提拔 
组织家

 。

　苏维埃的民主性质和社会主义性质：是什么？全体参加管理（不同于资产阶级议会）。

三、协调的组织。是什么？

负责人员的委任证书。

对每项执行的职能实行 个人
 指挥。


绝对
 执行命令。

重新估价领导人。鼓动家和组织家对比。

四、劳动者的自觉纪律。

提高劳动生产率。



黑榜

 。工业法庭。

付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报酬

　　　　　　　　　　 2 000

　　　　　　　　　 ×25 000

　　　　　　　　　————

　　　　　　　　　　 5 000万

　　　　　　　　　　10 000

五、 
组织竞赛

 。





1

1—4．国际环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1—4
（第1—9页
［注：括号内的数字是指文章手稿的页码。——俄文版编者注］

 ）。

2

5．当前的总口号。5
（第9—12页）。

3

6—7．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阶段。6、7、9、10
（第12—25页）。

4

8．为全民计算和监督而斗争的意义。　（生产和分配。）8


（第25—30页）。

5

9．提高劳动生产率。11、12
（第30—34页）。

6

10．组织竞赛。13、14、15
（第34—40页）。

7

11．“协调的组织”和专政。 
补

 12。15
（第40—55页）。

　　军事组织。16苏维埃组织的原则。17

反对意见。18


8

　　苏维埃组织的发展。
（第56—62页）。

9

　　结论：
第62页—

　　 总结
 （概括）。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543—552页













《列宁全集》第34卷


《银行政策提纲》草稿



［注：《银行政策提纲》见本卷第203—205页。——编者注］



（1918年4月10日和15日之间）

1．编制银行收入报表。

2．聘请足够数量的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以加速这项工作。

3．保持银行国有化。

4．所有银行合并为统一的俄罗斯共和国人民银行。

5．尽量多设分行。

6．宣布存款不受侵犯（这当然丝毫不缩小国家征税的权利）。

7．支票周转自由。

8．充分保持工人的监督（包括对提款）。

9．提取消费用款仍须有一定的限额；实行一系列实际的方便的办法。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91—492页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

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作的《总结发言》的提纲草稿



［注：《总结发言》见本卷第248—256页。——编者注］



（1918年4月29日）

（1）“国家资本主义”。

（2）“改良主义” 或
 小资产阶级性。

（3）无穷小数的积分。

（4）铁路法令。（与§8有关）

（5）计算和统计。///

　　　　　 与奥博连斯基相比

（6） 彻底破坏
 还是不彻底破坏？（布哈林）

　　 或者

　　 是否保存“资本的统治权”？（ 
现实的危险

 。）

（7）“严厉”——危险在于克伦斯基分子。

（8）（见§4）

（（9））不录用教官？

　　　　 不要武备学堂？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8卷第204—205页










《列宁全集》第34卷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初稿[220]


（1918年5月10日）

最近以来，政治形势紧张了，这是由于

第一，来自日本方面的进攻日益迫近；

第二，德国的政治中出现转折：或多或少要在外交上同俄国保持和约的倾向正在改变，力图立刻发动进攻的德国主战派可能得势；

第三，在德军的帮助下，立宪民主党—十月党在乌克兰复辟了资产阶级君主制；

第四，随着乌克兰被占，随着我们同罗斯托夫和北高加索的联系被切断，饥荒变得极其严重，粮食工作遭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




　　政治形势的这种紧张，反革命压力的这种增强，都要求苏维埃政权加强宣传，向群众说明眼前的严重危险和加强作战的准备工作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加紧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打击正在抬头的准备实现种种反革命计划的我国资产阶级。


　　苏维埃政权的对外政策无论如何不应该改变。我们仍然非常现实地受到两个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是旨在以深入欧俄腹地来吸引德军的日军的进攻，另一方面是在德国主战派占上风的情况下德军向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进攻，而且这种威胁目前比昨天更加严重、更加迫近。我们对付这些危险的策略仍然是：退却，等待，随机应变，继续全力以赴地进行作战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必须承认，俄国资产阶级正在最卑鄙地利用散布惊慌情绪这种武器，我们的宣传在号召加强纪律和作战的准备工作时，不要超越界线，自己去助长惊慌情绪（这一点已经表现在某些常常玩弄“左的词句”的同志的不坚定的政治言行中）。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92—493页

















[220]《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初稿》曾在俄国共(布)中央委员会1918年5月10日会议上讨论过。手稿第1页上有列宁的批语：“还要修改
 。不要打印，不要复制”。看来这是列宁在这次讨论后写的。提纲的定稿(见本卷第301—305页)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于1918年5月13日通过。——[527]。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会联席会议上作的

《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的提纲



［注：《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见本卷第368—386。——编者注］



（不晚于1918年6月4日）

帝国主义战争和

饥荒的国际原因————





	肉和黄油实行配给







　　————在世界各国，无论在交战国　　　　或者在中立国。

各地资产阶级都过得“很舒适”

　　人民在挨饿

　　（德国和奥地利非常严重，

　　更不用说那些遭到破坏和战败的国家了）。

粮食垄断……［从　　年开始？］


克伦斯基把粮价提高了一倍
 （1917年8月）

｛ 所有
 民主报刊和社会主义报刊都批评这件事。｝

饥荒即将来临： 饥荒已经来临
 ……

资产阶级的内战

　　捷克斯洛伐克人；克拉斯诺夫

（α）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β）孟什维克……





	伊尔库茨克发来的关于粮食专卖的电报

关于增加粮食收集量的电报？










“格罗曼式的”解决：向富农屈膝……

向富农投降……“单独收购粮食”→│││ 关于乌拉尔粮食委员会投机采购的电报？





	“粮贩救了人吗”？？粮贩分散地、按富农方式做

了我们应该学会共同

地、有组织地做的事！







［║…… 基辅的经验
 ……║］一：集中

二：把挨饿的人们组织起来，

　　他们的帮助……

三：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

　　（给他们“奖励”→　 
发展奖励制

 ？





	│││在城市　→

│││反对富人……







　　新的历史任务，新的解决办法……　　“十字军讨伐”……

粮食人民委员部号召工会

　　 
号召工厂委员会

 ……

向富农开战






	




	　　大约1000万普特
	　　　大　　约



	　　余粮　　　　1917

	坦波夫省　——1500万普特



	　　中部农业
	沃罗涅日省——500万



	　　地区　　　　　54

	库尔斯克省——1400万



	　
	奥廖尔省　——1400万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553—554页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作的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提纲



［注：《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见本卷第408—425页。——编者注］



（1918年6月26日或27日）

粮食危机

饥荒和战争。

资产阶级的遗产

帝国主义战争，它的遗产。

俄国还有粮食

运输

组织等等混乱。

投机活动和垄断。

富农及其手段……

征粮队

内战的加剧

叶列茨与坦波夫对比

无产阶级专政

保卫政权的决心。

莫斯科。粮食机关和工人政权。

工厂委员会＝管理俄国的阶级的委员会。

劳动周和大丰收。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第52页





《列宁全集》第34卷


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的

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的提纲草稿



［注：《报告》见本卷第459—480页。——编者注］



（不晚于1918年7月5日）





	
	
报告提纲

（1）布列斯特和约，它的　　后果和

　　国际形势

（2）《苏维埃政权的

　基本任务》和

　提纲

（3）社会主义

管理的

特殊困难

　怎样管理？同谁管理？




	
“喘息时机”

随机应变

黑海舰队







	300万用于农业公社 　


	（4）“茁壮的幼苗”（5）粮食

（6）内战

（7）欧洲革命的发展。　


	奥廖尔省的叶列茨县

坦波夫省的

捷姆尼科夫县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第55—56页





《列宁全集》第34卷


《列宁全集》第34卷

年表

（1918年3月6日—7月27日）


1918年


3月6日—7月27日


列宁先后居住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


3月6日


出席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开幕式，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大会听取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作中央委员会组织报告。


3月6日或7日


接见美国红十字会驻俄国代表团领导人雷蒙·罗宾斯。罗宾斯请求把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日期推迟到收到美国政府对苏联政府1918年3月5日照会的答复以后。


3月7日


出席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午会议）；作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在尼·伊·布哈林作副报告时，记下报告的要点。

出席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下午会议）；在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时，记下了所有发言的要点。


不晚于3月8日


写《党纲草案草稿》和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草案。


3月8日


写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提纲。

出席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午会议）；在尼·伊·布哈林作总结发言时，记下要点，并插话反驳。

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在大会讨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案时，反对列·达·托洛茨基的修正意见、卡·伯·拉狄克的声明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大会以多数票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

起草关于更改党的名称和修改党纲的决议。

出席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下午会议），作《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并提请大会审议自己起草的关于更改党的名称和修改党纲的决议。在大会讨论决议草案时，发言反对伊·维·姆格拉泽、尤·拉林、罗·安·佩尔舍和尼·伊·布哈林的建议。大会一致通过列宁的决议案。列宁被选入党纲修改委员会。

在大会讨论选举中央委员会问题时发言，建议大会屏弃左派共产主义者关于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并起草有关决议。大会通过决议。

列宁被大会选入俄共（布）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3月8日和16日之间


写《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行为》。


3月9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建立军事专家委员会制定建立军事中心和改组军队的计划的决定。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人员调配（由于党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驻地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党中央机关报、各人民委员部、银行等问题。

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经彼得格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名，当选为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代表。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疏散彼得格勒工业设备、把前大公米·亚·罗曼诺夫及其他人遣送彼尔姆省等问题，以及关于油田国有化的法令。


3月10日


由于苏维埃政府迁往莫斯科，列宁同其他中央委员和各部人民委员于晚10时乘专列离开彼得格勒前往莫斯科。


3月11日


在赴莫斯科途中，撰写《当前的主要任务》一文。

晚8时左右，抵达莫斯科，住国民旅馆。


3月11日—16日


领导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大会工作。


3月12日


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一起去克里姆林宫察看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办公用的司法机关大厦和供列宁暂住的骑士楼；参观克里姆林宫。

在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庆祝1917年二月革命一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

在原阿列克谢耶夫军校练马场举行的庆祝1917年二月革命一周年万人大会上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讲话。


3月12日或13日


写《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的提纲》。


3月12日和14日


《当前的主要任务》一文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46号和第47号上发表。


3月13日


主持军事领导干部会议。会议讨论红军的组建、旧军事专家的使用以及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作用等问题。

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表关于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讲话。会议通过关于承认布列斯特和约的决议。


3月13日或14日


写《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的提纲》和关于批准布列斯特条约的决议草案。


3月14日


同斯大林一起写信给乌克兰地区特派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要他采取一切措施建立俄国南部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统一阵线，抵御德奥军队入侵。

接见美国红十字会驻俄国代表团领导人雷蒙·罗宾斯，接受他递交的美国总统伍·威尔逊致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声明。

起草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关于威尔逊的声明的决议。

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会议讨论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威尔逊的声明的决议。

午夜1时20分列宁向大会作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


3月15日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乌克兰地区党的工作和苏维埃组织的情况（关于召开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俄国南部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统一阵线，关于顿巴斯的撤退）、关于《真理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迁往莫斯科出版和编辑部成员等问题。

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下午会议）；作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列宁起草的以共产党党团名义提出的关于批准布列斯特条约的决议。


3月15日和4月8日之间


列宁在同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话时提出在广场和其他显著的地方为革命家、学者和作家建立纪念碑的想法，并建议吸收优秀的雕塑家、艺术家和作家参加这项工作。


3月下半月—4月上半月


拟定《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几个提纲。


3月16日


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式）。代表大会选举列宁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3月17日


列宁接见即将从莫斯科前往巴库的工农政府驻中亚和巴库省的特派员彼·阿·科博泽夫，把签署的委任状交给他，要他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各地的苏维埃政权，并托他转交自己给巴库同志们的信。


3月18日


出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电工技术局和经济政策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彼得格勒工业区和中央工业区的电气化问题。列宁在听取情况介绍时作《关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业电气化的记要》。


3月19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非常疏散委员会、关于成立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和最高民防委员会等问题。


3月19日和26日之间


撰写《反潮流》文集序言。


3月2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俄罗斯共和国铁路管理问题时，修改《关于铁路的集中管理、护路和提高铁路运输能力的法令》草案。会议还讨论了疏散金属和军事设备问题、合作银行章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3月22日


出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会议，会议审议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预算。


3月23日


接见在叶卡捷琳娜城（今萨拉托夫省马克思市）复兴农业机器制造厂工作的自学成才的发明家、一种国产拖拉机的设计者Я．В．马明。

接见英国《每日新闻报》记者阿·兰塞姆。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各种保险事业实行国家监督的法令草案》和关于修改《关于铁路的集中管理、护路和提高铁路运输能力的法令》的问题时提出修改意见，在同全俄铁路员工代表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代表辩论时坚持必须在铁路运输管理中建立一长制。会议还讨论了铺设窄轨铁路以保证莫斯科的粮食供应等问题。


3月23日和28日之间


向速记员Я．Ｂ．赫列布尼科夫口授《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


3月24日以前


同匈牙利战俘组商谈关于成立俄共（布）匈牙利组和出版它的报纸《社会革命报》（《Szocialie　forradalom》）问题。


3月24日


主持特别委员会（享有人民委员会的权力）会议。会议讨论植棉计划、土耳其斯坦的灌溉工程、铺设向莫斯科运粮用的窄轨铁路工程以及关于审查工业企业预算的程序问题。


3月25日


主持陆海军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军区领导人和一些军事专家的会议。会议讨论组织和建设红军问题。列宁在发言中指出必须利用军事专家，并提出讨论义务兵役制、必须实行严格的纪律和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等问题。

出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合作社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给粮食人民委员部用于农村商品流通的拨款的法令草案时发表了意见，并指出法令中有必要规定同富农作斗争的措施。会上，列宁就选举负责处理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和莫斯科区域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划分和相互配合的专门委员会问题作报告。列宁被选入该委员会。


3月26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监督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费开支的决定和关于水路运输问题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同农村进行商品交换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3月27日


出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劳动义务制问题、一些工程师和工业工作者提出的关于成立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建议、关于同合作社代表谈判的报告等事项。


3月29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小人民委员会）1918年3月28日关于农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给各地农业机关拨款的申请报告的决定时，列宁提出了具体建议，主张给予贷款。在讨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关于发行地方流通券的报告时，列宁不同意这一建议，而同意加快发行纸币。会议还讨论了《波罗的海船队管理暂行条例》草案等问题。


3月30日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莫斯科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出版《贫苦农民晚报》和《真理报晚报》、人民委员会同莫斯科区域人民委员会的相互关系、党中央的工作以及召开莫斯科区域党代表会议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预算时发言。在讨论《关于革命法庭法令》草案时，列宁提出要改写，并写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法令的决定草案和致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的信。会议还讨论了关于运粮用的窄轨铁路、关于工商业改造、关于成立人民委员会直属调查委员会和格·瓦·契切林关于俄芬条约的建议等问题。


3月31日以前


《国家与革命》第一版由生活和知识出版社出版。


3月31日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利用旧专家和其他一般政策问题。


3月底


参加对外贸易委员会（直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按照国家总的计划统一外贸的各项工作、协调外贸的各项措施。


4月1日


出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在讨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起草的关于劳动纪律的决议时讲话。会议批准了关于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条例。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克服机构重叠的措施以及赤卫队的给养等问题。


4月2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立即同乌克兰中央拉达举行和平谈判（由于德军进攻哈尔科夫）和关于成立全俄疏散委员会等问题。


4月3日


接见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A．П．波波夫，向他询问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情况和省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以及其他问题。

接见美国红十字会驻俄国代表团领导人雷蒙·罗宾斯，谈美国红十字会援助苏维埃俄国医疗设备和药品事项。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关于乌克兰人民书记处特别代表团的声明的决议和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宣布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为独立的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决定。


4月4日


参加党中央常务局会议。会议讨论同乌克兰中央拉达谈判问题、同“左派共产主义者”协商参加实际工作的可能性以及其他问题。

参加党中央委员和“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举行的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会上，列宁就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发言，指出必须利用托拉斯组织者的经验，阐述了关于集中管理铁路的法令的意义，答应不久发表自己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提纲。


4月5日


接见制革工人工会代表团，代表团提出按工人席位占三分之二、企业主代表占三分之一的比例改组各区制革业委员会，请求予以协助。

列宁写信给副财政人民委员德·彼·博哥列波夫和人民银行莫斯科办事处负责人T．N．波波夫，指示他们立即拨款给制革工人工会。

就日军和英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登陆一事召集紧急会议。

致电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赞同他们在日军陆战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后立即通过的决议，并指示他们储备粮食抵御日本占领军。

打电话给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A．П．波波夫，请他晚上7时参加人民委员会会议。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各人民委员部向外省派遣委员和代表的规定的法令草案，列宁对草案作了补充。在讨论给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拨款问题时，列宁提出了一个决定草案，草案由会议通过。列宁支持卢甘斯克及其郊区的工人代表团关于拨给国家银行卢甘斯克分行钞票的申请报告。会议还讨论了海军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提请着手同中欧各国政府举行关于归还被德奥军队在尼古拉耶夫夺走的苏俄船只的谈判以及其他问题。


4月6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关于成立最高战俘事务委员会的法令草案时，列宁起草关于成立统一和整顿战俘后送和交换工作的专门委员会的决定；人民委员会原则通过了这一草案。列宁发表紧急声明，下令以渎职罪逮捕罗马尼亚方面军特派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B．Б．斯皮罗。会议还讨论了关于集中管理邮电的法令草案、营救停在芬兰的属于军事部门的商船等问题。


4月7日


参加党中央全会的工作；在全会讨论党中央的一般政策问题时首先发言，谈论革命的新时期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必要性等问题。全会委托列宁起草关于当前任务的提纲。

列宁在阿列克谢耶夫军校练马场群众大会上讲话。

致电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日军可能发动进攻指令符拉迪沃斯托克苏维埃做好防御工作。


4月8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军队组建的条例草案、关于召集各部门开会研究贯彻布列斯特条约问题、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旗等问题。


4月9日以前


接见从彼得格勒来的科学院院士谢·费·奥登堡以及其他院士，同他们谈关于科学院进行苏维埃俄国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的决定以及科学院主持或制定的各种研究课题和实验项目。


4月9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合作社问题时四次发言。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建立南方地区临时特别委员部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4月10日


阅读美国驻莫斯科代表的正式通知，通知声称英美海军将官和大使事先不知日军陆战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说“此举仅仅是为了保护日本臣民的生命财产”。列宁批示各报立即报道这一事态和驳斥这种可笑的说法。

同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谈话，建议他对美国驻莫斯科代表关于日军陆战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理由的虚伪声明作一个半外交半挖苦的答复。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给伏尔加商船队拨款问题时，修改并签署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草案；审阅、修改和补充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提出的关于合作社的法令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国有化企业和暂归国家管制的企业之间相互结算的法令草案、关于预付手续以及其他问题。


4月10日和15日之间


写《经济政策特别是银行政策的要点》一文。

主持关于苏维埃政府的银行政策问题的讨论会。根据会上的发言，起草会议的决定和《银行政策提纲》。


4月11日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上讲话，坚决主张把所有托拉斯化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和吸收资产阶级专家为国家服务。


4月12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拆除沙皇纪念碑和建造革命纪念碑问题、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国有产业人民委员部合并问题，以及建议科学院调查苏维埃俄国自然资源等问题。


4月13日


阅读顿河共和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1918年4月12日通过的决议，向顿河共和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贺电。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共和国纪念碑的法令》。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摩尔曼的防务等问题。


4月13日和26日之间


写《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4月15日


函请司法人民委员部各部务委员前来座谈该部的工作问题。

参加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听取雷宾斯克国民经济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伊·德连科夫工程师关于雷宾斯克经济状况的报告后，建议给雷宾斯克提供紧急贷款。


4月16日


审订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起草的关于登记股票、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法令并作补充。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关于苏维埃共和国邮电事业管理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4月17日


接见制糖工业劳动者代表大会代表团，听取关于制糖工业部门情况的汇报。列宁向代表团表示，人民委员会一定关心制糖工业，而且将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其发展。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与会者祝贺列宁的四月提纲发表一周年。在会议讨论鼓励农民种植甜菜的拨款问题时，列宁写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出版问题、关于建立国家的消防措施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4月18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登记股票、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法令草案时审订草案，并作修改和补充。草案由会议讨论通过，列宁签署了法令。

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发表关于财政问题的讲话。


4月18日和25日之间


起草《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


4月19日


起草《关于建立全俄疏散委员会的法令草案》。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人民委员会同莫斯科区域人民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问题时写《人民委员会决议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建立全俄疏散委员会的法令草案、授权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初步审核一切预算以及成立结核病防治所等问题。


4月20日


列宁同雷宾斯克国民经济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伊·德连科夫工程师谈共和国经济状况、雷宾斯克的工业状况和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措施。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泥炭开采场的法令草案时建议成立集中管理泥炭开采的机构；在讨论关于战俘的法令草案和审理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内部冲突问题时发表意见。


4月22日以前


写便条给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要他必须向即将来到莫斯科的德国大使威·米尔巴赫说明，按照俄罗斯联邦的宪法各国大使应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递交国书。


4月22日


接见德国和奥地利战俘中的国际主义者埃克尔特等人；给埃克尔特开证明信，说明他本人了解埃克尔特，并请各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予以协助。

同斯大林一起复电土耳其斯坦边疆区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宣布人民委员会支持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土耳其斯坦根据苏维埃原则实行自治的决议。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同乌克兰谈判问题、关于对外贸易国有化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签署给陆军人民委员部的命令：根据人民委员会4月22日23时通过的决议，立即采取一切措施保卫哈尔科夫省的东部边界，特别是切尔特科沃车站，抵御德军和盖达马匪军的进攻。

签署《关于对外贸易国有化法令》。


4月23日


在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

在莫斯科区域女工代表会议上发表简短讲话，代表人民委员会向大会祝贺，谈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给农业供应生产工具和金属的法令草案、《关于铁路水路混合运输委员会条例》草案、关于中央战俘和难民事务委员会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4月24日左右


同即将动身回国的美国记者阿·里·威廉斯谈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农村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社会主义前途、工业国家中的社会革命发展的前景、苏维埃俄国同美国的关系和美国武装干涉远东的危险性等问题。

用英文写一封给美国国际主义社会党人的信并由威廉斯转交。


4月24日


接见察里津火炮制造厂工人代表团，同他们谈工厂怎样转为民用生产，并记下工厂的情况和实际困难。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废除财产继承权的法令草案、战俘事务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关于给农业供应生产工具和金属问题（对4月23日通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法令草案的修正案）。


4月26日以前


参加特别委员会（享有人民委员会权力）的工作，委员会批准关于给1918年土耳其斯坦的灌溉工程拨款的法令草案。


4月26日


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汇报他执笔写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即《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列宁的提纲。中央决定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真理报》附刊形式和单行本形式发表提纲，并委托列宁把提纲压缩成一项决议案和在4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批准党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局和“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问题、《真理报》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成立中央档案馆和图书馆管理局问题、建立俄国革命运动史档案馆和图书馆问题以及救济人民委员部改名为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等问题。


4月27日


接见美国记者亚·龚贝格，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出版局负责人托·Л阿克雪里罗得，请他协助龚贝格收集有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所有在报刊上发表的材料，以便向美国和全世界报道。

签发给阿斯特拉罕苏维埃的电报，询问恩巴油田停产原因、采取的措施和需要中央什么援助等详情。

参加外交人民委员部代表和俄罗斯联邦同乌克兰进行和谈的代表团成员会议，讨论同乌克兰媾和的原则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1918年北方地区泥炭开采预算、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4月28日


根据中央的决定，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即《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在《真理报》第83号和《消息报》第85号附刊上发表。


4月29日


通过直达电报同到达库尔斯克与乌克兰中央拉达进行谈判的俄罗斯联邦和谈代表团团长斯大林谈话。

接见里海舰队代表瓦·伊·博伊措夫，同他商谈立即从波罗的海调派四艘雷击舰和一支加强的步兵和炮兵部队到里海保卫巴库事宜；阅读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斯·格·邵武勉4月13日关于巴库政治形势的信件；翻阅邵武勉托博伊措夫送来的文件和报纸；给博伊措夫写证明信；函请海军人民委员部采取紧急措施保卫巴库。

电请邵武勉通过直达电报经阿斯特拉罕或库什卡和塔什干报告巴库的局势。

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作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和总结发言。会议赞同报告的基本论点，责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同列宁一起拟出一个简要提纲，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任务予以公布。


4月29日和5月3日之间


写《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


4月30日


复信美国红十字会代表团领导人雷蒙·罗宾斯，表示坚信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必将在新旧大陆所有国家建立。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德国占领区政府机关的情况、《关于奖励的法令》草案、《关于海军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暂行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4月底


同美国记者、社会党人罗伯特·迈纳谈美国工人阶级和美国工会对待俄国十月革命的态度、欧洲革命的前景以及从国外获得可靠情报的方法等问题。


不早于4月


同莫斯科省苏维埃代表季·弗·萨普龙诺夫谈话时得知莫斯科省粮食即将告馨，情况危急；写便条把这一情况告诉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


5月初


同苏维埃起义总部（4月18日由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塔甘罗格成立）的代表谈话。

同芬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威·库西宁和库·曼纳谈有关芬兰革命运动的问题。


5月1日


在红场举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上讲话。

赴霍登卡广场途中，向苏舍沃－玛丽亚区的工人游行队伍发表关于“五一”劳动节的意义的简短讲话。

在霍登卡广场检阅部队。

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出席拉脱维亚步兵和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会，并发表简短讲话。


5月2日


同摩尔曼斯克边疆区代表谈话，并函请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当天接见他们。

通过直达电报同在库尔斯克与乌克兰中央拉达进行谈判的俄罗斯联邦和谈代表团团长斯大林谈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制糖工业国有化问题、开发摩尔曼斯克边疆区问题、播种面积组织处归属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5月3日


同担任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的布尔什维克们会商，研究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提出的由他们领导农业人民委员部的要求，起草这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和《致俄共（布）中央》的声明的第一条和第二条。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并略加修改后一致通过《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会议听取列宁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要求完全掌管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声明同几位担任该部部务委员的布尔什维克商谈的情况的报告。会议批准商讨会作出的拒绝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的无理要求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成立独立的乌克兰共产党的问题、关于同莫斯科党的工作者商讨加强党组织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批准12个粮荒省份的代表从乌法省自行采购和运输粮食的问题、关于改组俄国红十字会的法令以及其他问题。


5月4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给各省、县、乡苏维埃的指令：以列宁写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为当前工作的指导方针。

根据党中央委员会5月3日的决定，列宁召集莫斯科党的工作者开会，讨论如何加强党组织的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司法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关于革命法庭法令》草案、尼·瓦·克雷连柯关于5月2日莫斯科革命法庭四名审判员从轻判处贪污案件的紧急报告、关于成立军区和向军区委员会委派军事领导人的法令、关于摩尔曼斯克铁路状况等问题。

函请俄共（布）中央把开除轻判贪污案件的审判员党籍的问题列入议程。


5月5日


写《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


5月6日


赴伊利因斯科耶村弗·亚·奥布赫教授的别墅休息，晚上在乌索沃村和新茹科夫卡村之间的林中打猎。打猎后连夜返回莫斯科。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讨论德国方面提出要把伊诺要塞交给资产阶级的芬兰以及英日两国的陆战队分别在摩尔曼斯克和远东登陆而出现紧张的国际形势问题。会上，列宁起草《俄共（布）中央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决定》（会议一致通过）和给俄罗斯联邦同乌克兰进行谈判的和谈代表团的电报稿。


5月7日


接见英国驻苏维埃俄国外交代表罗·洛克哈特。


5月8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关于粮食情况的报告时写《关于粮食专卖法令的要点》。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惩办贪污的法令草案、关于贯彻政教分离法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5月9日


登门拜访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动员工人支援贫苦农民为取得粮食而同富农作斗争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授予粮食人民委员特别权力的法令草案、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5月9日、10日和11日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在《真理报》第88、89号和90号上发表。


5月10日


听取普梯洛夫工厂采购委员会主席安·瓦·伊万诺夫关于彼得格勒严重缺粮情况的汇报；请他转告彼得格勒工人，苏维埃政府正在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国内粮食问题；函请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给伊万诺夫一份证明：粮食人民委员部将授予工人征粮队更大的权力。

同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伊·沃耶沃金谈西伯利亚国民经济的状况和发展前景。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调整和发展西伯利亚国民经济的各种措施的法令草案、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水路工程预算以及其他问题。


5月10日和13日之间


接见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苏维埃成立大会筹备会议代表，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约·维·斯大林在座。


5月11日


写《抗议德国政府占领克里木》，这份外交人民委员部给德国政府的照会是因德国人以最后通牒方式要求把黑海舰队从新罗西斯克调回塞瓦斯托波尔而写的。

在美国红十字会代表团领导人雷蒙·罗宾斯上校回国之前，列宁同他谈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森林法令以及其他问题。


5月12日


出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外贸易委员会会议。会议赞同副工商业人民委员美·亨·勃朗斯基关于俄美贸易关系的报告。


5月12日或13日


写《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

同莫斯科省粮食代表大会代表谈话。


5月13日


签署给各级苏维埃关于建立红军的电报。

签署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授予粮食人民委员特别权力的法令。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汇报《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中央决定把提纲作为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列宁受托代表党中央在代表会议上以及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作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关于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苏维埃成立大会筹备会议等问题。

出席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在听取尼·伊·布哈林的副报告和一些人发言时作记录；写总结发言提纲，随后作总结发言。


5月14日


写拟将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作的对外政策报告的提纲。

致函巴库苏维埃主席斯·格·邵武勉，对他采取的坚定而果断的政策和善于把这种政策同审慎的外交策略结合起来，表示欣慰。

写便条给副工商业人民委员美·亨·勃朗斯基，指示苏俄代表在俄德贸易委员会5月15日就恢复俄德经济关系举行的会谈上的讲话次序。

致函美国红十字会代表团领导人雷蒙·罗宾斯上校，随函附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外贸易委员会制定的关于俄美经济关系发展的初步计划，希望这计划对罗宾斯同美国外交部和美国出口专家的会谈有所裨益。

校阅1914年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撰写的、即将由波涛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的《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一文的长条样，并写序言。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作对外政策的报告。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森林基本法》草案、关于保证给北方区域提供资金的法令、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立法提案司条例以及其他问题。


5月15日


同副工商业人民委员美·亨·勃朗斯基商谈当日即将举行的俄德恢复经济关系委员会会议问题，赞同勃朗斯基准备的报告要点。

出席俄共（布）莫斯科区域代表会议；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和关于这个报告的总结发言。代表会议以绝对多数票通过列宁写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作为代表会议决议的基础。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拥有外国投资的俄国银行实行国有化问题、关于支付外国人的活期存款和存放保险柜中的贵重物品的手续问题、关于向德国人和英国人出售白金问题、关于同尚未正式承认苏维埃政权的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租让合同以及其他问题。


5月16日


命令最高军事委员会派遣军事代表去东南（顿河）战线同德军签订停战协定和划定分界线。

接见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威廉·米尔巴赫伯爵，同他举行正式会谈。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授予西伯利亚粮食特派员亚·格·施利希特尔新的权力的法令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给每个人民委员发一份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副本的问题、关于公布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的问题、关于石油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5月17日


为自己的小册子《当前的主要任务》（内收《当前的主要任务》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两篇文章）写序言。

接见出席国有化冶金企业和金属加工企业代表会议工人代表团；在谈话时对索尔莫沃厂问题、乌拉尔问题、兹拉托乌斯特厂问题作了简记。

写信给国有化企业代表会议。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劳动检查院机构的法令》草案（第8—17条）、关于给国有化企业和暂归国家管理的企业支付预付款的问题、《关于成立石油总委员会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5月17日或18日


写在全俄苏维埃财政部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提纲。


5月18日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波兰军（冲出奥地利，进入乌克兰，在此地陷入德军重围）问题、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苏维埃成立大会筹备会议问题、《真理报》和《贫苦农民报》编委会成员问题、关于活跃党组织和党员活动问题、全俄肃反委员会问题。

在全俄苏维埃财政部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国内财政状况和苏维埃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的报告。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苏维埃检查工作的法令、《关于改组水运管理机关的决定》草案以及煤炭调配等问题。


5月18日和21日之间


接见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A．E．阿克雪里罗得，阿克雪里罗得要求列宁说明在全俄苏维埃财政部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的税收问题。


5月19日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干部的调配问题、芬兰问题、彼得格勒问题、宗教界的宣传问题、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军事会议问题、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问题、革命法庭的工作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5月20日


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创建人会议选举列宁为该院正式院士。列宁婉言谢绝。

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农村苏维埃的任务问题和关于财产赠与的法令草案。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写对《关于组织征粮队问题告彼得格勒工人书》的补充；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就改组地方供应机关的方案交换便条。会议讨论了瞿鲁巴的提议：把关于改组地方粮食机关和改组粮食人民委员部为供给人民委员部的法令草案提上议事日程。会议还讨论了其他问题。


5月21日


签署《关于组织征粮队问题告彼得格勒工人书》。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成立区域人民委员会的程序和它们与中央的关系问题、农业学术委员会及其科研和专业单位改组为俄国农业科学研究所等问题。


5月22日


给彼得格勒工人写《论饥荒》一信。

在全俄劳动委员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的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批准经济委员会关于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燃料局一亿卢布拨款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从察里津调给巴库一万普特粮食以确保石油外运、关于每星期一、三、五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处理经济问题、关于改组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地方粮食机关的法令草案、《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革命法庭的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5月23日


写人民委员会的处分决定：因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和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彼·哥尔布诺夫擅自从1918年3月1日起把列宁的薪金由每月500卢布提高到800卢布，违反了人民委员会1917年11月18日关于人民委员、高级职员和官员的报酬标准的决定，给予他们严重警告的处分。

出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审议有关将要召开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介绍关于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讨论有关哥萨克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一事。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库班代表团等问题。


5月23日和26日之间


起草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提纲。


5月24日


致函苏维埃俄国驻德国外交全权代表阿·阿·越飞和驻柏林总领事维·鲁·明任斯基，谈俄德两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问题。

致函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斯·格·邵武勉，鉴于巴库处境艰危，建议同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结盟。

从海军总参谋长E．A．别林斯1918年5月24日给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得悉停泊在新罗西斯克的那部分黑海舰队躲避不了德军的攻击，列宁在报告书上批示：鉴于没有退路，令立即炸毁舰艇。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燃料问题时，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燃料的决定。会议批准经济委员会的决定，讨论关税的法令草案、瑞典代表团关于瑞俄两国商品交换的建议等问题。


5月25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把汽车运输移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运输局汽车运输处的问题时，列宁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汽车运输的决定，批评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草案。列宁的草案由人民委员会通过。在讨论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关于成立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的报告时，列宁赞同这个主张，并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


5月26日


写《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

出席党中央委员与共产党员军事干部会议，同他们讨论利用军事专家问题。

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


5月28日


鉴于德国企图夺取停泊在新罗西斯克的舰艇和商船而俄国无法将它们转移到别的港口或从陆上保卫新罗西斯克，列宁签署给黑海舰队司令员和总政治委员的秘密指令：炸毁停泊在新罗西斯克的全部舰艇和商船。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放在瑞典的那些已付款的农业机器发表议程以外的临时声明。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建立苏俄海防和边防的法令草案、关于采取紧急措施供应铁路员工粮食问题、关于解决租让制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5月28日和6月1日之间


致电用强力向富农获取粮食的威克萨工人，希望工人们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其他挨饿的人获取粮食。


5月29日


写《告工人农民书草案》，这是1918年6月1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各自单独收购粮食问题的决定》的基础。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粮食人民委员部就单独收购粮食一事提出的告居民书草案时，列宁写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草案的第一部分；同亚·德·瞿鲁巴交换便条，谈组织反对单独收购粮食理由的解释工作。人民委员会决定发布给顿河和库班哥萨克的号召书和呼吁必须紧急动员一切军事力量支援顿河和库班地区的告居民书，宣布莫斯科实行戒严，委托列宁同契切林和托洛茨基起草人民委员会的号召书、呼吁书和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关税和海关机构的法令》草案、关于派人民委员会成员去北高加索和察里津负责统一俄国南部地区的粮食采购工作、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在拟定执行方案时的要求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告居民书、《关于关税和海关机构的法令》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宣布莫斯科实行戒严的决定。


5月30日


同奥廖尔省叶列茨县苏维埃的代表们谈话；函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发表列宁同这些代表的谈话内容（关于该县整顿秩序、镇压资产阶级和管理文明庄园的经验）。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粮食战线的情况和同反革命作斗争的告居民书。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同反革命作斗争的告顿河和库班两地的哥萨克劳动人民书。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拨变时针的法令草案、俄国红十字会告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书草稿、档案管理总局条例、关于撤销革命法庭判决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5月31日


接见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运输交通局代表Б．A．巴克（即巴赫）。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人民委员会就有关各自单独收购粮食一事的补充决定问题作出决议：在报上通报5月29日的人民委员会会议情况并公布那次会议通过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建立哥萨克州管理机构的法令草案、关于改组和集中管理苏维埃俄国汽车业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5月下半月或6月初


写《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措施》草稿（没有写完）。


5月


列宁的《为了面包与和平》（1917年12月14日（27日）写）一文在《青年国际》杂志第11期发表。


5月或6月


写《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商业人民委员部关于城乡商品交换条件的协议草稿》。


6月1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拨款100万卢布在伦敦卡尔·马克思墓地建立纪念碑的决定。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向西伯利亚供应乌拉尔的金属和机器的条件、关于各自单独收购粮食问题的补充决定以及其他问题。


6月2日


写对《国有化企业管理条例》草案的意见。

指导由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人民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组成的协商委员会会议的工作。这次会议审订了《国有化企业管理条例》草案。

出席前往柏林同德国进行缔结经济协定谈判的苏维埃代表团团员会议。会上，列宁给苏维埃俄国驻德国外交全权代表阿·阿·越飞写信，谈俄德经济关系问题。

写给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电话稿，要求彼得格勒苏维埃速派优秀的粮食干部来莫斯科。

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观看戏剧《斯捷潘契科沃村及其村民》。


6月3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说明关于使用肃反委员会存放的没收的财物的问题。会议还讨论了粮食政策、检查资产阶级报刊的整个财务等问题。


6月4日


起草《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的决议。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会联席会议上作《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和总结发言。


6月5日


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一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致贺词。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用产品支付工人工资问题、银行问题、赔款问题等。


6月6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公共工程等问题。


6月7日


写便条给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建议发表给工人的公开信并印成单页发给各工厂，要工人们不要相信散布惊慌情绪的人，选派一些可靠的人帮助粮食机关。

同特维尔省上沃洛乔克县苏维埃代表团谈组织征粮队的问题。

同地方代表谈苏维埃选举问题；向他们说明劳动人民有权罢免自己在苏维埃的代表。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条例》草案时，起草给审订这个条例的委员会的指示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图书馆工作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公路筑路专家关于把公路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技术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合理性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6月8日


同从瑞典回国的瓦·瓦·沃罗夫斯基谈国内情况。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关于结束1918年1—6月的预算工作的决定》草案、《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6月9日


打电话召请海军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前来谈话，向他介绍新罗西斯克的情况，介绍德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在六天之内把停泊在新罗西斯克的舰队和商船调回塞瓦斯托波尔的最后通牒性要求和关于黑海舰队部分指挥人员、军官反对炸毁这些军舰和商船的情况；给拉斯科尔尼科夫写委托书，命令他即赴新罗西斯克处理此事。


6月9日—10日


列宁同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一起在马尔采－布罗多沃庄园（莫斯科省博戈罗茨克县附近）休假一天。


6月10日


接见奥廖尔省马尔采夫区各工厂的工人代表，听取他们关于该区粮食情况的谈话后，让他们持信去找粮食人民委员部，要他们协助解决粮食紧张问题和组织征粮队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批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问题时，拟定关于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公布苏维埃政府在吸收工程师参加工作方面的政策的基本原则的决定草案；这个草案收入人民委员会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就捷克斯洛伐克军叛乱一事告居民书以及其他问题。


6月11日


致电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坚决主张利用时机火速多派征粮队经维亚特卡去乌拉尔采购粮食。

同别日察的布良斯克机器制造厂代表谈话，并让他们持信去请求粮食人民委员部尽力满足工人的粮食需要。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统一指挥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军叛乱和反革命的军事行动问题、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的暂行条例以及其他问题。


6月12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拨给农机制造业基金的问题时，列宁就这个问题分别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巴·米柳亭、财政人民委员伊·艾·古科夫斯基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写纸条。会议还讨论了苏维埃机关职工工资法令。


6月13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指挥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军叛乱和肃清反革命势力的一切军事行动）的命令。


6月14日以前


接见奥洛涅茨省苏维埃成员A．Ф．马尔丁诺夫和П．C．萨宗诺夫，向他们了解该省情况，并为他们签署了向该省运粮的委托书。


6月14日


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和副粮食人民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谈从彼得格勒派大批鼓动员去农村的必要性。

致函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建议多派一些工人到乌拉尔去做鼓动工作和领导工作。

签署《告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号召穆斯林劳动者参加穆斯林社会主义军队。

回彼得格勒省谢斯特罗列茨克苏维埃主席尼·亚·叶梅利亚诺夫谈征粮队和反粮食投机倒把斗争，并给他写关于派他去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执行特殊任务的证明书。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批准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的问题时，起草《关于整顿铁路运输》的决定（获通过）。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休假的暂行规定》以及其他问题。

写给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和粮食人民委员部驻彼得格勒的代表博勃罗夫的电报稿，请他们继续加紧往农村派征粮队和鼓动员。


6月15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给制革业总委员会拨款的决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给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贷款的决定（均获通过）。会议还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条例以及其他问题。


6月17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提高红军士兵待遇、关于立即收购所有布匹以防止外流等问题。


6月18日


致函苏维埃俄国驻德国外交全权代表阿·阿·越飞，要求在瑞士收集和出版关于德国和奥地利左派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资料。

致电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斯·格·邵武勉，告知打算在通航期结束前颁布关于石油工业国有化的法令，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尽快把石油产品运往伏尔加河流域。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国民教育事业组织条例、关于尽快疏散易爆物资、国家报刊以及其他问题。


6月19日


在莫斯科市莫斯科河南岸区各工厂党支部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组织征粮队去征收富农的余粮的必要性。


6月20日以前


同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兼西伯利亚粮食特派员亚·格·施利希特尔谈建立一个县的粮食采购示范试验点的问题。


6月20日


在莫斯科工人大会上发表关于征粮队问题的讲话。

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谈话，对于得不到有关同饥荒作斗争的资料一事表示不满。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把报纸上发表一条关于1918年6月20日在亚历山大铁路上发生开枪事件的虚假新闻的问题提交会议讨论。会议还讨论了《石油工业国有化法令》草案、关于弗·沃格达尔斯基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死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签署《石油工业国有化法令》和《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国民教育事业组织条例》。


6月20日以后


写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6月27日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的提纲草稿。


不晚于6月21日


责成司法人民委员彼·伊·斯图契卡和副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组织人力把亚·格·哥伊赫巴尔格主编的《新家庭法》一书译成德文，以便广泛宣传苏维埃法律。


6月21日


在索科利尼基俱乐部群众大会上发表题为《同饥荒和反革命作斗争》的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给斯摩棱斯克省苏维埃拨款等问题。


6月22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说明全俄铁路运输工人工会理事会起草的《告全体铁路员工书》。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教师劳动报酬标准的决定、谢米列奇耶铁路等问题。


6月22日以后


签署《告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书》，指示各级苏维埃在对敌斗争中不得任意捕人。


6月25日


听取工农政府和谈代表团关于同乌克兰的帕·彼·斯科罗帕茨基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情况报告。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批准规定工资标准和劳动条件的集体合同的程序条例草案、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关于德国大使威廉·米尔巴赫就德国人在从银行提取存款和贵重物品时遇有困难一事递交照会的临时动议以及其他问题。


6月26日以前


接见奥廖尔省叶列茨县苏维埃代表，并同他们谈该县建立贫苦农民政权的情况。


6月26日


致函彼得格勒的格·叶·季诺维也夫、米·米·拉舍维奇和其他在彼得格勒的党中央委员，坚决抗议他们阻拦工人用群众性的恐怖手段回答沃洛达尔斯基被害事件。列宁在信中还建议利用苏维埃改选中的胜利，派1—2万彼得格勒工人组成的征粮队去乌拉尔和坦波夫省等地。

出席研究苏维埃宪法问题的党中央委员会会议。

收到摩尔曼斯克边疆区苏维埃主席A．M．尤里耶夫建议向登陆的英军作进一步的退让的电报后，复电警告尤里耶夫不得违背苏维埃政府的坚决回击英国和德国武装干涉者的政策。

听取从图拉、叶列茨、奥廖尔视察回来的副内务人民委员亚·格·普拉夫金关于这些地区的粮食情况和叶列茨县组织贫苦农民、从苏维埃中彻底清除富农的情况的汇报，并同他们交谈。

听取坦波夫省的代表关于该省粮食情况的汇报和对收成的预测，并同他们交谈。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秘书，严格要求执行1917年12月18日（31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在人民委员会议程上列入问题的程序的决议。会议讨论陆海军人民委员列·达·托洛茨基关于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报告、援助亚美尼亚难民问题、关于统一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政策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6月26日或27日


拟定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提纲。


6月27日


起草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决议。

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根据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名单确定列宁为出席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采取措施在图书馆工作中实行瑞士和美国的一套办法的报告、关于成立中央住房委员会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致电奔萨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亚·叶·敏金，指出组织征粮队去征收富农的粮食是当前解决粮食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


6月27日以后


审定和签署人民委员会的告英军士兵书《你们为什么到摩尔曼斯克来？》。


6月28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大工业国有化的法令。

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列宁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决议在会上以多数票通过。

听取坦波夫省捷姆尼科夫县苏维埃主席谢·伊·列别捷夫关于该县情况的汇报，并函请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给该县苏维埃提供贷款。

听取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主席关于布匹收购和没收布店布匹问题的汇报，并同他交谈。

先后出席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组织的罗戈日区劳动人民群众大会、西蒙诺沃分区工人群众大会和莫斯科河南岸区工人群众大会，分别发表题为《国内战争》的讲话，并同许多工人交谈。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问题、《关于布匹的采购和分配的法令》草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实行工业国有化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6月28日和7月3日之间


阅读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制定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在上面作批注，提出补充意见并在边页上写评语。


6月29日


写《预言》一文。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作关于拨款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建造伟大的俄国革命活动家临时纪念碑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征召1893年、1894年和1895年出生的正在炮兵部队和工兵部队服务的工人和职员服役、关于征召1896年和1897年出生的彼得格勒工人服役和关于征召政府机关的职员和工业企业工人服役等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6月30日


同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和苏维埃俄国驻斯德哥尔摩外交全权代表瓦·瓦·沃罗夫斯基商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内部组织、驻外代表处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相互关系以及其他问题。

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去陆海军人民委员部作战部，向派往东线的政治工作人员发表讲话，介绍前线一般情况和红军政治工作任务。


6月


同职业技术教育非常会议代表团谈话。


6月底和7月3日之间


同从里加秘密来到苏维埃俄国的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卡·克·达尼舍夫斯基谈话，了解前线的情况、士兵的情绪、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情况，列宁建议他出席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


6月底或7月上半月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玛·伊·乌里扬诺娃一起去莫斯科城郊的昆采沃寻找度假用的房子，并在昆采沃村党员大会上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讲话。


上半年


写《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写完）。


7月1日


同瑞典的《人民政治日报》记者谈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交通人民委员弗·伊·涅夫斯基关于铁路员工抗议某些征粮队违法乱纪行为的报告向会议作报告。列宁修改和补充人民委员会给各征粮队队长和地方苏维埃的电报稿，然后提交会议批准；会议批准后，签署这个电报。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卫生人民委员部的法令草案、同德国交换战俘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7月2日


《预言》一文在《真理报》第133号上发表。

在阿列克谢耶夫军校练马场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必须保证向农民提供农业机械一事提出临时动议，并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电讯集中管理的法令草案、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条例以及其他问题。


7月3日以前


主持关于查封莫斯科资产阶级报纸问题的会议。


7月3日


主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和司法人民委员部分别起草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的草案在补充一些条款和修改之后被采纳。

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表讲话。


7月5日以前


写《俄罗斯联邦宪法总纲》第二章第二十条草稿。

同出席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一些乌克兰党的工作者讨论代表大会议程上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


7月5日


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总结发言。


7月6日


得知德国大使威·米尔巴赫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杀害后，去德国大使馆。

写《给俄国共产党各区委员会、各区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各红军司令部》的电话稿，通告德国大使被杀害事件，指示它们动员一切力量来搜捕凶手。

召见司法人民委员彼·伊·斯图契卡，拉脱维亚苏维埃步兵师政治委员卡·安·彼得松和卡·克·达尼舍夫斯基，通知他们：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一事由拉脱维亚步兵师执行。


7月7日


致电在察里津的约·维·斯大林，通告德国大使威·米尔巴赫被杀害事件，指示斯大林同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斯·格·邵武勉保持密切联系。

审阅拉脱维亚苏维埃步兵师师长约·约·瓦采季斯关于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的方案，并表示赞同。

写给莫斯科苏维埃的电话稿，要他们立即告知巴斯曼区，列福尔托沃区和索科利尼基区采取一切措施逮捕乘坐装甲车向这些区逃去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写给莫斯科市各区苏维埃和工人组织的电话稿，命令他们立即派出武装队伍去搜捕逃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记者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


7月8日


签署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查明出席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叛乱的态度的决定。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询问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代理国有产业人民委员帕·彼·马林诺夫斯基他们未执行1918年4月14日公布的《关于拆除为历代沙皇及其仆从建立的纪念碑和设计各种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纪念碑的法令》的原因，并起草人民委员会对教育人民委员部、国有产业人民委员部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未执行这一法令提出警告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珍贵艺术品和历史文物的登记、禁止出口和收归国有的法令草案以及关于人民委员会因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不召开办公会议期间授予小人民委员会负责处理各种问题的权力等问题。


7月10日


听取拉脱维亚苏维埃步兵师师长约·约·瓦采季斯关于平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的报告，同他谈东线的局势，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防体系和红军建设等问题。


7月11日


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被选为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签署《告全国军民书》（电报稿），通告原东方面军总司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米·阿·穆拉维约夫已举行叛乱。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用纸条与财政人民委员伊·埃·古科夫斯基就筹备发行苏维埃俄国新纸币一事交换意见，并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使用莫斯科城市电话的法令草案、关于国有产业人民委员部同教育人民委员部合并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同刚从辛比尔斯克省回来的彼得格勒工人瓦·尼·卡尤罗夫谈话，向他了解农民的情绪、农民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态度以及富农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情况。


7月12日


写《告彼得格勒工人书》，这封信交由去彼得格勒的工人瓦·尼卡尤罗夫带去。

同拆除旧纪念碑委员会秘书H．Д．维诺格拉多夫建筑师谈话，要求他经常报告《关于共和国纪念碑法令》的执行情况。

同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代表谈话，向他们了解北方的军事形势、群众的情绪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等情况。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莫斯科的资产阶级报刊和印刷业问题、关于彼得格勒音乐学院和莫斯科音乐学院划归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7月13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中央住房委员会的工作、莫斯科的住房情况、把坏人和寄生虫迁出莫斯科及其郊区的措施、关于几类人退出俄罗斯联邦国籍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7月14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玛·伊·乌里扬诺娃一起去昆采沃过星期日。

23日以后回到莫斯科，同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谈话，对如何答复德国政府提出的关于调派一营德国士兵到莫斯科保护德国大使馆的要求作指示。


7月15日


就德国政府提出的关于调派一营德国士兵到莫斯科保护德国大使馆的要求一事，起草苏维埃政府的声明。

召集部分人民委员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讨论德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后的形势。会议决定拒绝德国政府派兵进驻使馆的要求。会议赞同列宁起草的政府声明。

列宁委托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彼·哥尔布诺夫在自己未能出席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以自己的名义通报由于德国的无理要求而发生的同德国政府的一些纠葛并宣读自己起草的政府声明。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赞同列宁起草的政府声明。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德国政府提出的无理要求发表讲话，并宣读自己起草的政府声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赞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声明，并告知广大劳动人民。


7月16日


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代表团谈话，得知该厂因缺乏燃料而面临停产的危险答应把支援该厂煤炭的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讨论。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分别就苏维埃俄国全部布匹实行国有化的方法问题和提高人民委员的待遇问题作报告。


不晚于7月17日


同统计学家帕·伊·波波夫谈建立国家统计问题。


7月17日


致电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费·伊·科列索夫，告知为给土耳其斯坦军事援助所采取的措施。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关于批准把喀山省暂时划入伏尔加河沿岸军区的法令问题作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成立护路管理局的法令草案，关于保护俄罗斯联邦图书馆和书库的法令草案，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关于在莫斯科建立50位杰出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的纪念碑的报告，关于俄国食品科学技术研究所条例以及其他问题。


7月17日以后


同雕刻家谢·德·梅尔库罗夫谈在莫斯科为50位伟人建立纪念碑的问题。


7月18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海军人民委员部关于给阿尔汉格尔斯克区和北冰洋区舰队战备拨款的申请报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关于处决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这一判决的报告、关于布匹垄断的法令草案、关于组织国家统计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听取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关于德国政府再次提出要向莫斯科调派300名德国武装士兵保护德国大使馆的要求的报告。


7月19日


同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一起接见德国外交代表库·里茨勒尔，谈德国政府提出的调派德国士兵进莫斯科的要求。

同莫斯科省苏维埃土地局代表谈莫斯科省国营农场同公社实行合并的问题，让他们持信去找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和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商讨帮助和监督的实际措施。

接见白俄罗斯难民全俄代表大会代表团，听取他们介绍白俄罗斯人民的情况，特别是被德国占领的那部分地区的白俄罗斯人民的情况。

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组织的列福尔托沃区劳动人民群众大会上发表题为《目前时局和国际形势》的讲话。

在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车辆修理总厂举行的铁路工人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苏维埃俄国无线电事业集中管理》的法令草案、关于救济被白匪洗劫的雅罗斯拉夫尔居民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7月20日


致函彼得格勒党组织领导人格·叶·季诺维也夫、米·米·拉舍维奇和叶·德·斯塔索娃，要求他们尽量多抽调一些彼得格勒工人去东线。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作关于增补农业机器制造业调查委员会成员的报告，通报美·享·勃朗斯基未执行人民委员会1918年5月15日委托他负责召集专门委员会制定对外国人的租让合同的任务一事。


7月22日


致电巴库苏维埃主席斯·格·邵武勉，表示完全支持斯大林7月20日给邵武勉的电报，要求无条件地执行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走狗的决议。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加强对内河航运的检查以阻止反革命分子和投机商贩通行问题、打击投机倒把的法令草案、各级代表苏维埃向地方居民征税的权力和义务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7月23日


在莫斯科省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作关于苏维埃俄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

签署给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电报，电报要求该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向全俄人民委员会定期报告塔什干和土耳其斯坦边疆区的政治经济形势。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粮食状况、各人民委员部独立解决有关本人民委员部内部组织问题的权力以及其他问题。


7月24日


致电正在察里津的约·维·斯大林，通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严重的粮食状况，要求运来尽量多的食品。

同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国外组织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表维·普凯谈关于救济芬兰难民的问题。


7月25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说明人民委员会关于制止反犹大暴行的呼吁书草稿和命令各级苏维埃采取制止反犹太人运动的坚决措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弗·伊·涅夫斯基担任交通人民委员和帕·伊·波波夫担任中央统计局局长的任命的建议。会议还讨论了国家统计条例草案以及其他事项。


7月26日


同德国斯巴达克联盟成员赫尔塔·霍尔登（给列宁带来克·蔡特金1918年6月27日的来信）谈德国形势。

复函克·蔡特金，对蔡特金、弗·梅林和其他斯巴达克派同志要同苏维埃俄国的共产党人同呼吸共命运深感欣慰；向蔡特金介绍俄国的国内战争情况，深信俄国党必能战胜资产阶级；收到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新的国印，在给蔡特金的信上盖了国印。

接见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管理委员会主席Д．C．科罗博夫和B．A．拉甫卢亨，听取他们关于消费合作社的状况和活动的介绍，特别注意吸引合作社参加粮食采购工作的问题。

先后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组织的普列斯尼亚区群众大会和哈莫夫尼基区群众大会上发表题为《苏维埃宪法会给劳动人民带来什么》的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说明人民委员会告全体铁路工人书草稿和人民委员会就没收和征用伏尔加河流域日耳曼族移民的粮食的手续问题致萨拉托夫和萨马拉地区的电报稿；推迟研究关于社会保险工作由劳动人民委员部转归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管理的问题，并委托这两个人民委员部把这个问题交给工会或其他组织去进行广泛讨论。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军马服役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事项。


7月27日


同派往农村的彼得格勒维堡区粮食宣传鼓动小组谈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不许亲属在同一苏维埃机关共事的法令草案、俄籍难民同其他苏维埃俄国公民享有平等权利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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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

·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1918年7月29日）


· 在省苏维埃主席会议上的讲话
 （1918年7月30日）


· 在华沙革命团军人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8月1日）


· 在布特尔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8月2日）


· 在霍登卡红军战士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8月2日）


· 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
 （1918年8月2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俄罗斯联邦高等学校招生问题的决定草案
 （1918年8月2日）


· 给叶列茨工人的信
 （1918年8月6日）


· 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的斗争！
 （1918年8月6日以后）


· 在索科利尼基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8月9日）


· 在罗戈日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8月9日）


· 关于工农联盟问题给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电报的草稿
 （1918年8月16日）


· 在莫斯科党委会议上关于组织同情者小组的两次讲话
 （1918年8月16日）


· 给美国工人的信
 （1918年8月20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马铃薯价格的决定草案
 （1918年8月22日）


· 在综合技术博物馆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8月23日）


· 在阿列克谢耶夫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8月23日）


· 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8月28日）


· 关于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报告
 （1918年8月29日）


· 关于贫苦农民委员会没收富农种子粮的问题
 （不晚于1918年8月30日）

· 在巴斯曼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8月30日）


· 在原米歇尔逊工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8月30日）


· 祝贺红军收复喀山
 （1918年9月11日）


· 给奔萨省执行委员会和第一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
 （1918年9月12日和18日之间）


· 给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
 （1918年9月17日）


· 给彼得格勒指挥员训练班的电报
 （1918年9月18日）


· 论我们报纸的性质
 （1918年9月18日或19日）


· 致莫斯科—基辅—沃罗涅日铁路员工同志们
 （1918年9月20日）


· 对向农户征收实物税法令的意见
 （1918年9月21日）


· 给收复喀山的红军战士的信
 （1918年9月22日）


· 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有工厂委员会代表和工会代表参加)的信
 （1918年10月2日）


·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1918年10月9日）


·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给贫苦农民委员会调拨经费的决定的意见
 （1918年10月15日）


·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森林采伐的决定的意见
 （1918年10月15日）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文献
 （1918年10月22日）


· 关于切实遵守法律的决定提纲草稿
 （1918年11月2日）


· 在庆祝奥匈革命的游行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11月3日）


·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工会理事会庆祝会上的讲话
 （1918年11月6日）


· 在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两次讲话
 （1918年11月上旬）


· 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1918年11月7日）


· 在十月革命烈士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1918年11月7日）


· 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游艺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11月7日）


· 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18年11月8日）


· 给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及全国人民的电报
 （1918年11月10日）


· 从莫斯科发出的通电
 （1918年11月10日）


· 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11月19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儿童保育院的决定草案
 （1918年11月19日）


· 对组织居民供应工作的法令草案的补充
 （1918年11月19日）


· 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
 （1918年11月20日）


· 在向弗·伊·列宁致敬的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11月20日）


· “红色军官日”的讲话
 （1918年11月24日）


· 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18年11月26日）


· 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
 （1918年11月27日）


· 给总司令约·约·瓦采季斯的电报（1918年11月29日）






·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1918年10—11月）


· 关于国防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安排
 （1918年12月1日）


· 国防委员会燃料委员会决定草案
 （1918年12月2日）


· 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的建议
 （1918年12月3日）


· 关于利用国家监察工作的决定草案
 （1918年12月3日）


· 关于加快粮食收购进度和增加粮食收购数量的建议草稿
 （1918年12月4日）


· 对《关于建立工人粮食检查机关的条例》草案的意见
 （1918年12月5日）


· 对俄共(布)中央关于召开全俄银行职员代表大会的决定草案的意见
 （不晚于1918年12月6日）


· 在莫斯科全省苏维埃、贫苦农民委员会和俄共(布)区委员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12月8日）


· 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12月9日）


· 在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12月11日）


· 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稿
 （1918年12月12日）


· 俄共(布)中央关于党证填写问题的决定草案
 （1918年12月12日）


· 在普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18年12月14日）


· 关于给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拨款问题的建议
 （1918年12月14日）


· 悼念普罗相同志
 （1918年12月20日）


· 普列斯尼亚工人的壮举
 （1918年12月22日）


· 论“民主”和专政
 （1918年12月23日）


· 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12月25日）


· 关于编写工农读物的指示
 （1918年12月）


· 论工会的任务
 （1918年12月—1919年1月）


· 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
 （1918年底或1919年初）




1919年

·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1月17日）


·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1月18日）


· 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9年1月18日）


· 在抗议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19年1月19日）


· 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19年1月20日）


· 给欧美工人的信
 （1919年1月21日）


· 在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1月24日）


· 大家都来做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
 （1919年1月26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合作社的决定草案
 （1919年1月28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图书馆工作的决定草案
 （1919年1月30日）


· 对土地共耕条例草案的意见
 （1919年1月）


· 关于从资产阶级合作社的供应和分配过渡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供应和分配的措施
 （1919年2月2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北方大铁路修建工程租让问题的决定草案
 （1919年2月4日）


· 致教育人民委员部
 （不晚于1919年2月8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把农场拨给工业企业问题的决定草案
 （1919年2月13日）


· 对一个农民的询问的答复
 （1919年2月14日）


· 代外交人民委员拟的无线电报稿
 （1919年2月19日）


· 对俄共(布)中央关于在乌克兰实行余粮收集制的决定草案的意见
 （1919年2月19日）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查封破坏国防的孟什维克报纸的决议草案
 （1919年2月22日）


· 关于协调全俄肃反委员会、铁路肃反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之间的相互关系
 （1919年2月28日）


· 关于德国独立党宣言
 （1919年2月下半月）


· 对《第三国际基本原则》提纲的意见
 （1919年2月）


·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1919年3月上旬）


· 争取到的和记载下来的东西
 （1919年3月5日）


· 关于共产国际的成立
 （1919年3月6日）


· 关于消费公社的提纲
 （1919年3月7日以前）


· 在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妇幼保健司鼓动员训练班的讲话
 （1919年3月8日）


· 对关于改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法令草案的意见
 （1919年3月8日）




附录

·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的提纲
 （1918年7月28日或29日）


· 关于粮食固定价格问题的意见
 （1918年8月5日或6日）


· 《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提纲
 （1918年8月27日或28日）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材料
 （1918年10月21日或22日）


· 在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的提纲
 （1918年11月5日或6日）


· 在弹药委员会会议上作的笔记
 （1918年12月5日）


· 关于援助哈尔科夫的意见
 （1919年1月3日和17日之间）


·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材料
 （1919年2—3月）


· 《列宁全集》第35卷年表（1918年7月28日—1919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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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

LIENING　QUANJI

第三十五卷

1918年7月—1919年3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 ]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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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在1918年7月底至1919年3月上旬即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开始阶段的著作。

苏维埃俄国1918年春获得的和平喘息时机未能持续多久，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又把战争强加于工农国家，迫使苏维埃人民中断了刚刚着手进行的和平社会主义建设。帝国主义集团的垄断资本家不甘心丢掉他们借给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几十亿卢布的债款，不甘心放弃他们在俄国拥有的工厂、矿井和所取得的巨额利润。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英、法、美、日等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就准备向苏维埃俄国发动进攻，而俄国退出战争又使它们在对德作战中失去了俄国军队的支援、失去了牵制德军的力量，这更引起它们的不安。3月，英、美、法军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4月，日、美、英军队相继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5月，由英、法策动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在伏尔加河中游和西伯利亚发动了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与此同时，德帝国主义者不顾布列斯特和约的约束，继续对苏维埃国家进行掠夺。到8月，苏维埃俄国的很大一片国土被侵占：欧俄部分的北部被英、法所占领，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一大部分被捷克斯洛伐克军所占领；南高加索和中亚细亚遭到英国的武装干涉，而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则被德军入侵。1918年秋，协约国英、美、法在击败德国后更把军队调来进攻苏维埃俄国。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干涉鼓动了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一场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所策动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开始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使革命向纵深发展，不仅在城市、也开始逐步在广大农村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为了动员一切人力和物力来保卫国家，苏维埃政权宣布全国为统一的军营，采取了后来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一系列非常措施：由国家按严格的集中制管理一切工业生产，不仅把大工业、而且把中等工业以及一部分小工业收归国有；实行余粮收集制，要求农民把全部剩余产品缴纳给国家；禁止私人买卖粮食和工业品；取消货币流通而代之以实物交换；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使劳动军事化，等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仅表现于经济生活中，也表现于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过渡是从1918年夏到1919年春逐步完成的，它的执行一直持续到1921年初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时。

本卷的头一篇文献是列宁1918年7月29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分析了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形势。列宁指出，英法帝国主义者向苏维埃俄国发动军事进攻，要用尽一切办法来推翻工农政权，而俄国的地主、资本家和富农必然同任何外国人相勾结，背叛人民，出卖祖国。列宁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到了最危急的时期，“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存亡问题，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完全归结为战争问题”(见本卷第13页)。列宁说，既然形势迫使我们重新进入战争状态，我们就必须号召大家拿起武器来；我们的迫切任务就是保持住苏维埃政权，保持住这个社会主义的火炬，继续使它尽可能迸发出更多的火花，促使社会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烧得更旺。1918年10月22日列宁在同一会议上作的报告以及会议所通过的决议，还有列宁在此期间在党的、苏维埃的以及各种群众组织的会议上所作的大量讲话和报告，其中心内容都是如何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全面支援红军和巩固后方。

列宁密切注视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给美国工人的信》充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促进了外国无产阶级反对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抗议运动的发展。列宁在信中向美国无产阶级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真相，讲述了苏维埃国家所实行的伟大革命改造和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以及当时正受到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军事进攻。列宁指出，美国是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国家，但它也成了贫富最悬殊的国家之一，在那里，一小撮亿万富翁肆意挥霍、穷奢极欲，而千百万劳苦大众却濒于赤贫境地。列宁认为美国革命无产者担负着一个特别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毫不调和地反对美帝国主义。而对另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当时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列宁更是寄予莫大希望。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的过程在本卷的文献中有较多的反映。获悉德国发生政治危机的最初消息，列宁即建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同工厂委员会代表和工会代表举行联席会议，他10月2日在给联席会议的信中号召俄国无产阶级尽力援助德国工人。这一时期中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所取得的胜利也都使列宁欢欣鼓舞，11月3日他在庆祝奥匈革命的游行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而德国反动派杀害德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的罪行则激起了列宁的无比义愤，《在抗议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1月19日)以及此后的许多文献都表明了这一点。

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进行使粮食问题成了苏维埃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本卷中的许多文献都涉及这个问题。苏维埃政权在1918年春就实行粮食垄断，同粮食投机活动和私贩活动展开斗争。到1918年夏，出现了粮食极端困难的局面。列宁8月初写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拟制了基本的粮食政策，人民委员会据此制定了若干法令。为了保障红军和城市工人的起码的口粮供应，苏维埃政权进一步又实行了余粮收集制。余粮收集制成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核心。列宁1919年1月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在全面阐述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时对余粮收集制作了必要的说明。粮食问题同运输问题有密切关系。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切断了苏维埃共和国同粮食、原料、燃料主要产区之间的交通线，这更加剧粮食工作的危急状况，也使工厂因无原料和燃料而停止生产。列宁1919年1月28日在《真理报》上发表《大家都来做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一文，号召竭尽一切努力搞好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

收进本卷的《给叶列茨工人的信》、《关于工农联盟问题给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电报的草稿》、《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1918年11月27日)、《在莫斯科全省苏维埃、贫苦农民委员会和俄共(布)区委员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2月8日)、《对一个农民的询问的答复》等文献论述的是如何对待中农、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问题关系到反对白卫分子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的斗争的成败。中农问题是工农联盟的一个重要问题。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的是中立中农的政策，因为那时中农对苏维埃政权还不信任，甚至抱敌对态度。切身感受促使中农转变立场，他们从大量事实中看出，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外国武装干涉的抵御者、祖国的保卫者。大批优秀工人下乡、带去社会主义思想，贫苦农民委员会在农村广泛建立起来并开展活动、进行反对地主和富农的斗争，这些对争取中农起了决定作用。鉴于形势的变化，必须改变对中农的态度，必须从中立中农的政策改变为同中农妥协的政策。列宁指出：中农不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苏维埃政权从来没有在任何问题上宣布过要同中农作斗争，也没有进行过这种斗争；它主张同中农妥协，对中农作一系列让步，同中农结成联盟。列宁提出了一个新的政治口号：“善于同中农妥协，——同时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完全地紧紧地依靠贫苦农民——这就是当前的任务。”(见本卷第191页)这个口号为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所批准。中农和手工业者，以及其他许多具有同他们相同生活条件和观点的职员、军官和一般知识分子等，属小资产阶级。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才是决定性的力量，而介于这两个阶级之间、可归入小资产阶级经济范畴的一切社会成分，必然在这两种决定性力量之间摇摆不定。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特征。1918年秋，小资产阶级政党民主派随着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裂，它们的一部分对布尔什维主义先是从敌视转为中立，然后又转为支持。列宁认为应该设法促成这种转变，善于利用这种转变，以加速社会主义的胜利。

列宁重视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俄国农村只是完成了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1918年11月6日在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城市里的十月革命对农村来说，只是到1918年夏天和秋天才真正成为十月革命。”(见本卷第140页)列宁在这一讲话以及《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11月8日)和《在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2月11日)中都阐明，农民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根本改变受剥削和奴役、贫困、愚昧的状况。列宁说：“只有实行共耕制才是出路”；“公社、劳动组合耕种制、农民协作社，——这就是摆脱小经济的弊病的出路，这就是振兴农业，改进农业，节省人力以及同富农、寄生虫和剥削者作斗争的手段”。(见本卷第174页)但是，列宁深知：由个体小农经济过渡到共耕制，是一场触及千百万人生活方式最深处的大变革，只有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完成，只有到人们非改变自己生活不可的时候才能实现；在小农经济的国家中，不经过一系列渐进的预备阶段，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列宁要党的工作人员注意恩格斯在这方面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不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无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对于小农，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永远也不能许诺小农给他们保持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只能许诺他们说，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而用强力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

载于本卷的《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11月26日)、《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2月9日)等文献阐述了合作社问题。合作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工人、小生产者(包括农民)、职员在经济上进行互助、同资本家阶级进行斗争而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在俄国，它联合着工人、手工业者以及零星分散的农民阶层，在实际上建立了大的经济组织；合作社也是社会主义的成果之一，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无论在供应方面或分配方面就是一个统一的合作社，没有合作社组织网，就不可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列宁说：“合作社是一笔极大的文化遗产，必须加以珍视和利用。”(见本卷第198页)旧俄留下的合作社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它的领导者多为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成员。苏维埃政权竭力使合作社从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变成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布尔什维克党不拒绝同旧的合作社工作者一道工作，并且利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以及他们的机构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列宁指出：在经济遭到帝国主义战争的破坏、必须调整供应机构的情况下，首先就要使合作社在组织全体居民的物品供应和分配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合作社应该吸收下层群众参加供应工作、改变领导机关的成分；要克服合作社保持“独立”的倾向，使合作社建立的勋业同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勋业融合起来。

列宁注意国家的行政管理工作。列宁1918年7月30日《在省苏维埃主席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苏维埃政权从来没有想让旧机构适应新的管理工作，而是在铲除旧机构之后克服困难去重建一切；事实证明，新阶级把管理工作抓到手里以后是能胜任这项任务的。在一些文献中，列宁号召更加积极地和广泛地提拔劳动群众的代表独立担任管理国家的工作，与此同时，列宁提出要大胆使用各方面的专家。列宁认为，如果连知识分子这样的资本主义文化遗产都不利用，那就无法建设政权。列宁反对行政管理工作中的拖拉作风和松懈现象，他所拟的《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稿》要求一切苏维埃领导机关立即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为了国防事业的需要而尽量节省人力、提高工作效用，要精简机构，调整、统一和合并管理同类业务的各部门。这一草稿以及列宁1918年12月25日《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还专门论证了集体管理和个人负责的关系。该草稿一开始就提出：“苏维埃机关的管理工作问题一概通过集体讨论来决定，同时应当极其明确地规定每个担任公职的人对执行一定的具体任务和实际工作所担负的责任。”(见本卷第359页)而在该讲话中，列宁进一步指出了经过集体讨论的任务无专人负责、有时不能完成的现象。列宁说，集体管理不应成为实际工作的障碍，无论如何不要把实行集体管理制变成说空话、写决议、作计划、闹地方主义。列宁指明：“从集体执行过渡到个人负责，这就是当前的任务。”(见本卷第392页)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就列宁的讲话通过的决议中反映了列宁关于企业和机关工作从集体管理制过渡到领导者个人负责制的建议。

以苏维埃俄国文化建设问题为内容的文献占有本卷的一定篇幅。列宁指出，要大力发展国民教育事业、提高人民受教育程度以改变俄国文化落后、文盲众多的状况。列宁在他所拟的《人民委员会关于俄罗斯联邦高等学校招生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建议采取紧急措施保证志愿上高等学校的人都有升学的机会，要求学校首先必须招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并普遍发给他们助学金。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28日)指出，劳动者渴求知识，知识是他们争取解放、获取胜利所必需的武器，他们遭到挫折就是因为没有受教育，现在要使人人都能受到教育。这一讲话以及《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1月18日)都批判了所谓“学校可以脱离政治”的错误观点，指出这是资产阶级虚伪立场的表现之一。列宁在后一讲话中说：实际上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贯彻资产阶级政治作为办学的重点、竭力通过办学替资产阶级培养人才，而社会主义学校应该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建立密切联系、拥护苏维埃政权；当然，改造学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能简单生硬地把政治灌输给尚未准备好接受政治的正在成长的年青一代。列宁《在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1月24日)还指示加强社会教育，使其收到实效。列宁赋予图书馆工作以重要意义，他专门拟了《人民委员会关于图书馆工作的决定草案》，他在《致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信件中详细询问了教育人民委员部讨论图书馆问题的情况，并对如何整顿图书馆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为了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莫斯科在市内修建了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十月革命烈士纪念碑，1918年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这一天，列宁先后在这两个纪念碑揭幕典礼上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

列宁认为苏维埃报刊、政治读物应该大力宣传新事物、研究和总结人民群众建设新生活的经验和成就。列宁写的《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要求“少谈些政治”，批评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在报纸上占的篇幅太多；要求“多谈些经济”，希望报纸搜集、审核和研究新生活建设中的各种事实。列宁认为，革命报刊必须抨击坏人坏事、号召学习好人好事，不能对这些默不作声或者做官样文章、走过场。列宁呼吁：“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多检查检查，看这些新事物中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见本卷第93页)列宁写《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是为了推荐一本优秀的政治读物——亚·托多尔斯基的《持枪扶犁的一年》。列宁认为这本书好就好在它用实际例子生动地介绍了一年来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工作经验。

列宁的名著《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在本卷中占中心地位。列宁的这一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批判了第二国际首领之一卡·考茨基的机会主义观点。列宁认为，当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在许多国家中已实际提上日程的时候，把考茨基的那种叛徒的诡辩和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分析一下是必要的。考茨基歪曲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诋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宣称起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运动原始状态时代的产物，似乎无产阶级只要成为民族的多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达到“足够的成熟和文明程度”就能解放自己，因而竭力吸引工人的注意力离开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给工人制造资本主义可以自行演变为社会主义的幻想。考茨基诬蔑布尔什维克不懂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因而不顾俄国经济的落后力图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一一揭穿了这些诡辩。考茨基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定义，否认这一概念的主要标志——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暴力。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见本卷第255页)列宁指出，革命暴力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条件。考茨基不对资产阶级国家进行阶级分析，提出了“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问题，证明民主“优越”于专政，从而证明无产阶级专政对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用处。列宁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对立并且指出，只要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考茨基对苏维埃政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的实质进行歪曲。列宁指出：在俄国，由于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第一次出现了民主的最高类型——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中，资本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不让群众参加管理，而苏维埃政权却在世界上第一次吸收劳动者直接地积极地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帝国主义战争、准备和实行十月革命期间的策略是正确的。列宁写道：“这个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见本卷第294页)列宁强调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向各国人民指出了摆脱战争惨祸和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因此各国劳动群众愈来愈坚信“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典范”(见本卷第295页)。

收载于本卷的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出版以前用同一题目写出的一篇文章，还有《论“民主”和专政》、《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月20日)、《给欧美工人的信》，以及提交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等，也都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本卷末尾部分收载了列宁有关共产国际成立的一些著作：《对〈第三国际基本原则〉提纲的意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争取到的和记载下来的东西》、《关于共产国际的成立》等。随着西欧革命运动的高涨，从1918年开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成立了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组织，1918年底至1919年初德国共产党也举行了成立大会。为了把国际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革命力量团结到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旗帜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终于宣告成立，于1919年3月初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认为，共产国际的成立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它把群众在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已经赢得的东西记载下来了。共产国际的成立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列宁说：“被革命工人极其丰富的新鲜经验光辉地加以证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帮助我们懂得了当前事变的发展完全合乎规律。今后它还将帮助为推翻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而斗争的全世界无产者更加明确自己的斗争目的，更加坚定地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更加扎实地夺取胜利和巩固胜利。”(见本卷第506页)。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37篇，其中有《在罗戈日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9日)，《关于切实遵守法律的决定提纲草稿》、《关于国防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安排》、《对土地共耕条例草案的意见》、《人民委员会关于北方大铁路修建工程租让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协调全俄肃反委员会、铁路肃反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消费公社的提纲》等以及《附录》中的全部文献。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


（1918年7月29日）

（鼓掌，转为欢呼）同志们，我们在党的报刊上，在苏维埃机关中，在群众鼓动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新粮下来之前，对于俄国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是最困难、最艰苦、最危急的一段时间。我认为，现在我们应当说，这种危急局势已经到了顶点。因为谁是帝国主义世界、帝国主义国家的拥护者，谁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拥护者，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了，完全清楚了。首先应当指出，从军事方面说，只是现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才完全清楚了。起初，许多人把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暴动[2]看成一系列反革命骚动的一个插曲。我们没有足够重视报上登载的关于英法资本、英法帝国主义者参与这一暴动的消息。现在应当回想一下：在摩尔曼，在西伯利亚军队中，在库班，种种事件是怎样发展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是怎样勾结捷克斯洛伐克军，在英国资产阶级的直接参与下，力图推翻苏维埃的。所有这些事实现在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军的行动是英法帝国主义者蓄谋扼杀苏维埃俄国、把俄国重新拖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一贯政策的一个环节。现在这个危机必须由苏维埃俄国的广大群众来解决，因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危机是一场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斗争，不仅要粉碎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阴谋，粉碎任何反革命阴谋，而且要打退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进攻。

首先我想提到一件事实，就是英法帝国主义直接参与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一事早就得到了证明；我请大家注意一下6月28日刊登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自由先驱报》上并由我国报纸转载的一篇文章[3]：


　　“3月7日，民族委员会分部收到了法国领事送来的第一笔款子，计300万卢布。这笔款子交给了民族委员会分部的工作人员，一位姓希普的先生。

这位希普3月9日又收到200万，3月25日又收到100万，3月26日民族委员会副主席博胡米尔·切尔马克先生收到100万，4月3日希普先生又收到100万。

从3月7日到4月4日，法国领事一共付给民族委员会分部800万卢布。

没有标明日期的有：给希普先生100万，给博胡米尔·切尔马克先生100万，又给希普先生100万。

此外，还曾付给某人188000卢布。共计3188000卢布。加上前面的800万，法国政府总共付给民族委员会分部11188000卢布。

分部收到英国领事8万英镑。总之，从3月7日到暴动那天，捷克民族委员会的领袖们收到法英两国政府约1500万卢布。就是以这些钱为代价，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被出卖给了法英帝国主义者。”





　　当然，你们大部分人曾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个消息；当然，我们从不怀疑，英法帝国主义者和财阀们要用一切办法来推翻苏维埃政权，给它制造种种困难。但是当时事态的各个环节还没有展开，还看不出这是英法帝国主义的所有代表人物一直都在进行的、显然蓄谋已久作了几个月准备的在军事上和财政上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反革命进攻。现在，我们把各种事件综合起来看看，把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行动和摩尔曼的陆战队对照一下。我们知道，英国人派了1万多名士兵在摩尔曼登陆，他们借口保卫摩尔曼，实际上已经向前推进，占领了凯姆和索罗基，又从索罗基东进，开始枪杀我们的苏维埃活动家；我们从报上看到，远北方有好几千铁路工人和一般工人正在逃难，躲避这些救星和解放者，老实说，是躲避这些由另一端来侵犯俄国的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我们把所有这些事实一对照，就明白事件的总的联系了。而且，最近又得到了说明英法对俄国进攻的性质的新证据。单就地理原因来看就可以知道，帝国主义这次向俄国进攻的方式不会同德国一样。没有象德国那样和俄国毗连的边界，没有那么多的军队。英国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开拓殖民地的海军，因此很早以来，数十年来，英国人一直是采用别的方式进行侵略，主要是设法切断被侵略国的供应来源，还喜欢使用以援助为借口卡住你脖子的办法，而下愿使用公开的、直接的、厉害的、激烈的武力。最近我们得到的消息证明，俄国士兵和工人早就熟知的阿列克谢耶夫最近占领季霍列茨卡亚镇，无疑受到了英法帝国主义的支持。那是一场具有相当规模的暴动，显然又是英法帝国主义插手的结果。

最后，昨天得到的消息说，英法帝国主义在巴库走了一步很妙的棋。他们在巴库苏维埃中取得了多数，大约比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和可惜人数很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没有象莫斯科左派社进会革命党人那样[4]进行卑鄙的冒险和叛卖活动，仍然同苏维埃政权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多30票。英法帝国主义这次所以比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一直在巴库苏维埃中占多数的核心多得了30票，是因为很大一部分达什纳克楚纯[5]即亚美尼亚的半社会党人站到了他们方面来反对我们。（读电报）


　　“7月26日，阿德日卡布尔湖部队奉人民委员科尔甘诺夫的命令，从阿德日卡布尔湖撤至阿利亚特阵地。舍马哈部队从舍马哈和马拉查撤退后，敌人就沿皮尔萨加特河谷进攻。在库巴雷村附近，同前卫部队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同时，有无数骑兵从库拉河往北向皮尔萨加特车站推进。在这种情况下，要守住阿德日卡布尔湖车站，就要把全部兵力分散到三个方面：阿德日卡布尔湖以西，纳瓦吉—皮尔萨加特河谷以北和以南。战线这样拉长，会把我们的预备队用尽，并且会由于缺少骑兵而不可能给敌人以打击，一旦战线从北面或南面被突破，甚至还会使阿德日卡布尔湖部队陷于困境。由于这种情况，并为了保存兵力，于是命令阿德日卡布尔湖部队撤至阿利亚特阵地。撤退井然有序。铁道线上和阿德日卡布尔湖车站的重要建筑、煤油罐车和石油罐车都已炸毁。在达吉斯坦，敌人由于发动了总攻而表现得极为活跃。7月24日，敌人大队人马分四路进攻。经过一昼夜的战斗，我们占领了敌人的战壕，敌人消失在森林中，因为天黑我们没有继续追击。7月24日，从舒拉传来我军作战胜利的消息，战场就在城郊，敌人顽强而有组织，指挥敌军的是从前的达吉斯坦军官。达吉斯坦的农民积极参加了舒拉城下的战斗。

巴库右派政党已经抬头，并大力进行向英国人求援的鼓动工作。这种鼓动得到了军队指挥人员的大力支持，并正转向前线部队。亲英的鼓动促使军队瓦解。近来亲英的方针在绝望和疲惫的群众中大受欢迎。

由于受了右派政党的挑拨、欺骗，里海区舰队通过了几个互相矛盾的关于英国人问题的决议。这个受英国的走狗和代理人欺骗的舰队，直到最近还盲目地相信英国的援助是真诚的。

最新消息说，波斯的英国人已向前推进，占领了拉什特（吉兰）。在拉什特，英国人同库丘克汗以及与他联合在一起的、以从巴库逃出来的木沙瓦特[6]党人为首的德土匪帮战斗了四天。拉什特战斗结束后，英国人曾向我们求援，但遭到我国驻波斯全权代表的拒绝。英国人在拉什特取得了胜利。但他们在波斯几乎一点兵力也没有。据了解，在恩泽利，他们总共只有50人。他们需要汽油，并向我们提议用汽车换汽油。没有汽油他们是无法前进的。

7月25日，召开了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会议，讨论政治和军事形势问题。右派政党提出了英国人问题。高加索特派员邵武勉同志根据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斯大林以中央人民委员会名义发出的电报，声明不许邀请英国人来，并要求不要讨论向英国人求援的问题。邵武勉同志的要求被微弱的多数否决，对此，邵武勉同志以中央政权的代表身分提出强烈抗议。会议听取了访问前线的代表的报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右派达什纳克党人和孟什维克以259票对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达什纳克党人的236票的多数，通过了关于邀府英国人和由一切承认人民委员会权力的苏维埃政党组成政府的决议。决议遭到左派严厉谴责。邵武勉声明，他认为通过的决议是对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可耻背叛和忘恩负义，作为中央政权的代表，他对通过的决议不负任何责任。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左派达什纳克党的党团声明：他们不参加联合政府，人民委员会将宣告辞职。邵武勉同志代表三个左派党团声明，因邀请英帝国主义者而实际上同俄国苏维埃政权决裂的政权，将得不到苏维埃俄国的任何支持。一个地方上的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谁埃实行邀请英国人的叛国政策，也就失去了俄国，失去了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各个政党。

由于人民委员会决定辞职，右派政党十分惊慌。各地区和前线得知当前形势后，情绪骤变。水兵们已经看清叛徒的目的是要同俄国决裂和消灭苏维埃政权，知道自己实际上是受了骗。群众改变了对英国人的态度。昨天，由于人民委员会辞职，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所有人民委员留在自己岗位上，照常工作，直到7月31日苏维埃会议解决政权问题。执行委员会已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同酝酿中的反革命叛乱展开斗争。敌人正在亲英亲法政党的掩护下进行活动。巴库人民委员会报刊局。”





　　正象你们常常看到的，我国的一些党团自称社会党人，但从来没有同资产阶级断绝联系，这次甚至主张邀请英国军队来保卫巴库[7]。我们已经十分清楚，邀请帝国主义军队来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资产阶级、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邀请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格鲁吉亚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领袖们的邀请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可以说，唯一没有邀请帝国主义者、没有同他们结成掠夺性联盟、只是在强盗们进攻时才退却的政党，就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鼓掌）我们知道，在高加索，我们的共产党员同志们的处境特别困难，因为公然同德帝国主义者勾结（当然是在保卫格鲁吉亚独立的借口下）的孟什维克完全出卖了他们。

你们都很清楚，格鲁吉亚的这种独立纯粹是一种骗局，实际上这是德帝国主义者对格鲁吉亚的占领和十足的侵占，是德国军队同孟什维克政府结成联盟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工农。因此，我们的巴库同志们做得万分正确，他们丝毫没有漠视当前形势的危险性，但是他们说：我们从来不反对让出部分国土来同帝国主义强国媾和，只要这样做不会使我们受到打击，不会使我们的军队受到同侵略者的军队结成的联盟的约束，不会使我们失去继续进行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可能。

现在的问题是，邀请英国人来对巴库进行所谓的保卫，就是邀请一个已经吞并整个波斯并早就在集结兵力准备夺取南高加索的大国，也就是向英法帝国主义投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我们巴库同志们的做法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他们的处境不管多么困难，他们拒绝缔结这种和约是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社会党人唯一应该采取的步骤。坚决拒绝同英法帝国主义者缔结任何协定，这是巴库同志们能够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步骤，因为邀请他们而又不致使独立的社会主义政权（哪怕是在被分割的领土上）沦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奴仆，是办不到的。

因此，我们毫不怀疑巴库事件在一连串事件中的意义。昨天得到的消息说，在英国人的公开参与下，反革命暴动已席卷了中亚细亚的一部分城市。在印度站稳了脚跟的英国人，完全征服了阿富汗以后，早就给自己建立了一个据点，既可以用来扩大殖民地，扼杀其他民族，又可以用来进攻苏维埃俄国。现在，我们弄清了这些环节，我们共和国目前的军事形势和总的战略形势也就一目了然了。我们看到，北方有摩尔曼，东部有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战线，东南方有土尔其斯坦、巴库和阿斯特拉罕，英法帝国主义铸造的包围圈几乎已经合围了。

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这里，极度仇恨苏维埃政权的地主、资本家和富农（这种仇恨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同乌克兰以及与俄罗斯隔绝的其他地方的地主、资本家和富农，在行动方式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作为英法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千方百计地用一切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靠俄国本身的力量不能做到这一点，决定不象马尔托夫先生们那样空喊和呼吁，而是采取更有份量的斗争手段，采取军事行动。对于这种情况，你们必须予以最大的注意；我们必须把我们整个宣传鼓动工作转到这方面来，并相应地把我们全部苏维埃工作的重心转过来。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现在出场的已不是德国联盟的帝国主义势力，而是另一个联盟即侵占了一部分领土并以此为依托的英法联盟的帝国主义势力。在此以前，地理位置妨碍了他们直接进攻俄国，现在，这个为了称霸世界而把整个世界淹没在血泊中达四年之久的英法帝国主义，已用迂回方式来到了俄国跟前，想要扼杀苏维埃共和国，把俄国卷入帝国主义战争。同志们，你们很清楚，从十月革命一开始，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停止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从来不抱幻想，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不管多么英勇，多么有组织有纪律，我们也不认为只靠他们自己就能够推翻国际帝国主义。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

但是我们做到了在一个国家内同全世界的资本家断绝一切联系。我们的政府同任何帝国主义者没有一丝半缕的联系，无论我们的革命将来怎样进行，这种联系是永远也不会有的。经过我们的努力，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在我们取得政权的8个月内前进了一大步，在帝国主义的一个主要中心——德国，1918年1月，事情已经发展到了武装冲突和血腥镇压这一运动[8]的地步。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在世界范围内做了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革命政府所没有做过的革命工作，但是我们并没有欺骗自己，以为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的努力必然会导致世界革命；帝国主义政府发动的战争不可能靠帝国主义政府的力量来结束。这场战争只有靠全体无产阶级的努力才能结束，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其他国家还保留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统治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迫切任务，再说一遍，就是保持住这个政权，保持住这个社会主义的火炬，继续使它尽可能迸发出更多的火花，促使社会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烧得更旺。

这个任务无论在哪里都是极其困难的，我们解决了这个任务，是由于无产阶级恰恰是在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果。这个任务造成了特别严重而危急的情况，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没有开始，虽然它在意大利和奥地利这样一些国家已经迫在眉睫了。但是它毕竟没有开始，所以英法帝国主义，也可说世界帝国主义，才获得了新的胜利。如果说德帝国主义在西部作为一支帝国主义军事侵略力量还继续存在，那么英法帝国主义则有了可能在东北和南方站稳脚跟，并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支力量要把俄国重新卷入帝国主义战争，要摧毁俄国这个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工作和社会主义宣传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英法帝国主义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它包围了我们，竭尽全力来摧毁苏维埃俄国。我们很清楚，英法帝国主义的这一胜利同阶级斗争是有密切关系的。

我们经常说，而且历次革命也证实：当问题触及剥削者的经济权力的基础的时候，触及使他们可以支配千百万工农的劳动、使地主和资本家可以发财致富的私有制的时候，再说一遍，当问题触及资本家和地主的私有制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说过的爱祖国爱独立之类的话统统忘记了。我们很清楚，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勾结帝国主义列强方面，在缔结掠夺性的条约方面，在把祖国出卖给英法帝国主义方面，打破了纪录。乌克兰和梯弗利斯就是例子。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勾结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了雅罗斯拉夫尔白卫分子的利益[9]竟想把俄罗斯共和国卷入战争，他们的行

为十分清楚地证明，当问题触及阶级利益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出卖祖国，就同随便什么样的外国人做损害本国人民的交易。一百多年来的革命史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政策的规律就是这样，而俄国革命史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真理。因此，目前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形势的尖锐化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密切相关，是毫不奇怪的。

我们多次说过，由于粮食危机加剧，新粮下来之前是一个最艰苦的时期。粮荒已经临到俄国头上，它变得空前严重了，因为帝国主义强盗的计划正是要割断俄国和产粮区的联系。在这方面他们的算盘打得很对，他们正是要在产粮的边区找到社会支柱，阶级支柱，找到富农——靠战争发财，靠他人劳动，靠贫苦农民劳动过活的富裕农民——占优势的地区。你们知道，这种富裕农民积攒了几万、几十万卢布，囤积了大批粮食。你们知道，这些人是靠人民遭难而发财的，首都人民愈是遭难，他们就愈有可能多捞多赚，这些富农分子就是俄国反革命运动的主要的和最强大的支柱。在这里，阶级斗争已经深入到了源头。没有一个村庄没有发生贫苦农民和一部分没有余粮、早已吃完余粮、没有参加投机活动的中农同一小撮富农之间，也就是大多数劳动者同富农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已经深入到每个村庄。

当我们确定自己的政策原则和颁布自己的法令的时候，——当然，在座的很大一部分人都知道这些原则和法令，——再说一遍，当我们起草和通过关于组织贫苦农民的法令[10]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到，这已经接触到整个革命最紧要最根本的问题，接触到政权问题，就是说：政权能否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是否能把同自己毫无意见分歧的全体贫苦农民联合到自己方面来，它是否能把同自己没有分歧的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是否能把所有这些零星的、分散在农村中的（在这方面，他们不如城市工人）群众团结起来去反对另一个阵营，反对地主、帝国主义者和富农的阵营。

我们亲眼看到，贫苦农民非常迅速地团结起来了。常言道，革命教育人。的确，阶级斗争实际地告诫人们：任何一个政党只要一采取骗人的立场，立刻就会自食其果。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他们由于毫无主见和毫无头脑，在粮食问题特别尖锐的时候发生了动摇，结果，左派社会革命党已不再成其为一个政党，它变成雅罗斯拉夫尔白卫分子的走卒。（鼓掌）

同志们，由粮荒造成的这种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恰恰发生在丰收在望但还不能到手的时候，发生在富农分子和资产阶级对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饿得难受的居民进行煽动，狂叫“现在不干就永无希望”的时候，——因此，暴动浪潮遍及全国是可以理解的。雅罗斯拉夫尔一发生暴动，我们就看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影响，知道了反革命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打算。哪里出现粮食问题，哪里就有人破坏粮食垄断，而没有粮食垄断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正是在这方面，资产阶级一定会团结起来；在这方面，资产阶级比庄稼汉有更强大的后盾。社会主义力量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迟早一定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展开决战。只有带引号的社会党人，例如我国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才会发生动摇。如果社会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表现出动摇，那就说明他们是一文不值的带引号的社会党人。革命使得这些社会党人实际上成了供法国将军们驱使的走卒，前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前中央委员会就曾扮演过这样的角色。

同志们，由于英法帝国主义和俄国反革命资产阶级这样联合行动，我国目前的内战就从不是大家都预料到和清楚地意识到的那个方面爆发了，而且同对外战争汇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富农的暴动，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摩尔曼的行动，——这都是临到俄国头上的同一场战争。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缔结了空前苛刻的和约，从一个方面摆脱了战争；我们知道，我们缔结的是强制性的和约[11]，但是我们说，我们能够继续进行自己的宣传和自己的建设，并以此来瓦解帝国主义世界。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德国正在同我们谈判，根据布列斯特和约应从俄国拿走多少亿卢布，但是它承认了我们根据6月28日的法令所实行的国有化[12]。它没有提出共和国的土地私有制问题，这一点必须加以强调，以驳斥斯皮里多诺娃等等左派社会革命党活动家所散布并由黑帮中间最愚昧最冥顽不化的分子一再重复的有利于地主的骇人听闻的谣言；这种谣言必须加以驳斥和揭露。

事实上，尽管和约极其苛刻，我们却争得了在国内自由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并且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这些进展现在西欧都知道，是空前有力的宣传材料。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在一个方面摆脱了同一个联盟的战争，立刻又在另一方面遭到帝国主义的进攻。帝国主义是全世界的现象，是瓜分世界、瓜分整个地球的斗争，是两个强盗集团争霸的斗争。现在是另一个强盗集团即英法集团向我们扑来，说要把我们重新拖入战争。他们的战争和国内战争融成了一体，这就是目前产生各种困难的主要根源。在目前，战争问题、军事事件问题又作为革命的主要问题、根本问题出现于舞台。全部困难就在这里，因为人民从没有象现在这样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困苦不堪。俄国人民这种被战争摧残折磨到了极点的状况，就象一个人被打得半死，再也别想让他表现出活力，表现出工作能力了。因此，这场打了将近四年的战争，这场压在一个本来就备受沙皇政府、专制政府、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洗劫、蹂躏、糟蹋的国家身上的战争，由于许多原因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俄国人民的反感，它是目前我们遭到巨大困难的主要根源。

另一方面，形势的这种变化又把一切都归结于一定的战争。我们又陷入了战争，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这场战争不仅是一场同现在已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富农、地主和资本家进行的内战，现在与我们对峙的还有英法帝国主义；英法帝国主义受地理条件的限制，还不能把大批军队开到俄国，但它在用一切办法，用千百万金钱，用一切外交联系和外交力量来帮助我们的敌人。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我们能够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但是我们必须战胜一个最难战胜的敌人，消除战争造成的疲惫、对战争的厌恶和反感；我们必须消除这种状况，不然我们就无法解决这个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战争问题。我们的国家又陷入了战争，现在革命的结局完全取决于谁在这场战争中取胜；这场战争的主角是捷克斯洛伐克军，而事实上操纵和推动战争的是英法帝国主义者。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存亡问题，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完全归结为战争问题。在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人民的这种状况下，这就成为我们遭到巨大困难的根源。我们非常清楚自己的任务。任何欺骗都极其有害；对工农掩盖这个令人难过的真实情况，我们认为是犯罪。相反地，要让每个人尽量清楚地知道这个真实情况。

我们的确有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军队表现了不可饶恕的软弱，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占领辛比尔斯克的时候就是这样，当时我们的军队退却了；我们知道，军队打得疲倦了，对战争产生反感，但只要帝国主义还没有在世界范围内遭到失败，它就要试图把俄国拖入帝国主义战争，竭力把俄国变成屠场，这也是自然的和必然的事。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问题就是这样摆着：我们正处在战争状态，革命的命运就取决于这场战争的结局。这应当成为我们的鼓动工作以及一切政治的、革命的和改造的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在短时期内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应当把一切工作进行到底。我们的全部活动应该完全服从于这个决定着革命的命运和结局、决定着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命运的问题。当然，没有一系列革命，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不会退出现在的战争；社会主义不得到彻底胜利，这场战争不会结束。但是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维护、捍卫和保持住这个社会主义力量，这个社会主义火炬，这个对全世界有着强烈影响的社会主义策源地；在当前情况下，这个任务就是军事任务。

我们不止一次地经历过这种情况，所以许多人说，尽管我们争得和平非常艰苦，付出了重大牺牲，尽管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力图侵占我们更多的领土，俄国现在毕竟享有了和平，能够巩固自己的社会主义成果。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取得的进展，甚至超过了我们中间许多人的想象。例如我们的工人监督制远远超出了它最初的形式，目前我们正在把国家管理变成社会主义的管理制度。我们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国的工业已经完全由工人管理，但是环境不容许我们继续在和平条件下进行这项工作，要求我们重新进入战争状态，我们必须竭尽自己的力量，并且号召大家拿起武器来。如果共产党员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动摇，那是一种耻辱。

农民中间发生动摇，我们不奇怪。农民群众没有受过无产阶级受过的那种实际生活锻炼。无产阶级数十年来已经习惯于把资本家看作自己的阶级敌人，能够团结自己的力量来同他们进行斗争。我们知道，农民没有上过这样的大学。有一个时期，他们同无产阶级一道前进，现在他们处在动摇时期，农民群众在分裂。我们知道有许多起这样的事情：富农卖给农民的粮食比固定价格更便宜，使农民以为富农在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一切并不使我们感到奇怪；但是工人党员是不会动摇的，工人群众是坚定不移的，假如农民有富农那种情绪，那是很容易解释的。凡是没有布尔什维克而由捷克斯洛伐克军统治的地方，我们都看到一种现象：最初人们几乎把捷克斯洛伐克军当作救星来欢迎，但这个资产阶级统治了几个星期，就出现了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军、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大转变，因为农民开始懂得，一切关于贸易自由和立宪会议的空话只是意味着一个东西——地主资本家政权。

我们的任务是更紧密地团结无产阶级队伍，做好组织工作，以便在最近几个星期内集中一切力量来解决战争问题。现在我们正同英法帝国主义作战，同俄国一切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势力作战，同一切极力破坏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并把我们拖入战争的势力作战。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保持工人农民的全部胜利成果，就看这一着了。应当相信，我们一定会得到无产阶级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危险一定会完全消除，无产阶级一定会有更多的队伍起来保卫自己的阶级，拯救社会主义革命。目前的问题是这样：斗争是围绕两个基本点进行的，党派之间的主要差别都在革命烈火中消失了。竭力标榜自己很左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用革命词句掩饰自己，实际上却在反对苏维埃政权）同样是雅罗斯拉夫尔白卫分子的走狗，这就是他们在历史和革命斗争面前的真面目！现在在斗争舞台上，只有两个阶级在对垒，阶级斗争是在捍卫劳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和维护地主资本家利益的人们之间进行的。所有用来欺骗没有觉悟的群众的空谈，如立宪会议、国家独立等等，都已被捷克斯洛伐克军和高加索孟什维克的实际行动所揭穿。支持这一切空谈的还是那个地主资本家势力，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暴动，如同德国的占领一样，也是要建立地主资本家政权。这就是进行战争的原因！

同志们！无产阶级的队伍应该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并在这场斗争中作出有组织、守纪律的榜样。俄国仍旧是唯一同帝国主义者断绝了一切联系的国家。诚然，我们因负重伤而大量流血。我们在帝国主义野兽面前退却，赢得时间，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给它以局部性的打击，但是我们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始终是独立的。我们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作，也就反对了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这场斗争日益为全世界的工人所理解，他们的义愤与日俱增，使未来的革命日益临近。这也正是进行斗争的目的，因为我们的共和国是世界上唯一不同帝国主义携手合作、不让千百万人为了确定法国人和德国人谁来称霸世界而遭到残杀的国家。我们的共和国是唯一用强制的和革命的手段退出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举起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国家，但是有人又要把它拖入帝国主义战争，又想把它推上战场。让捷克斯洛伐克人去和德国人作战吧，让俄国资产阶级去选择，让米留可夫去决定——也许还要取得斯皮里多诺娃和卡姆柯夫的同意——究竟跟哪些帝国主义者一道走的问题吧。但是我们声明，为了不使他们得逞，我们准备献出我们的生命，因为这是挽救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鼓掌）我知道，最厌倦战争和最不能作战的萨拉托夫省、萨马拉省和辛比尔斯克省的农民，已经发生了转变。他们在遭到了哥萨克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侵袭，实际体验了立宪会议的含义或者打倒布列斯特和约这种叫嚣的含义之后，已经懂得了这一切只会使地主卷土重来，使资本家重登宝座。因此，他们正在成为苏维埃政权最热诚的捍卫者。我毫不怀疑，走在革命前面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无产阶级群众一定会理解当前的局势，理解目前我们处在多么严重的关头，他们会变得更加坚决。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无产阶级一定会打垮英法的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进攻。（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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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列宁在1918年7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是在严重的军事和经济形势下召开的，当时苏维埃共和国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白卫叛乱已同自己的主要粮食、原料和燃料产区断绝了联系。出席会议的约有2000人，他们就列宁的讲话一致通过了由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决议。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祖国处在危急之中，一切劳动者组织的工作都要服从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决议要求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说明当前的局势。决议强调要提高对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警惕，并提出要抽调一批负责干部去做军事工作和粮食工作，要坚决为粮食而斗争。



本卷《附录》收入了列宁的这个讲话的提纲。——[1]。



[2]指捷克斯洛伐克军武装叛乱。



捷克斯洛伐克军武装叛乱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策划的。在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有两个师和一个预备旅，约5万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奥匈帝国军队的战俘和侨居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组成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决定利用该军反对苏维埃共和国，主动给它提供军费。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主席托·马萨里克征得法国同意后宣布该军是法军的部队，协约国代表随后要求苏俄政府遣送该军回法国。1918年3月26日，苏俄政府已经决定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军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撤走，条件是要把主要武器交给当地苏维埃政府。但该军指挥人员却同协约国代表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于5月14日在车里雅宾斯克举行会议，决定举行叛乱。这些人煽惑士兵，妄说苏维埃政府要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关进战俘营等等，同时鼓动他们用武力开路，冲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5月25日和26日，叛乱在马林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开始。接着，叛军同社会革命党白卫部队一起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的大部地区。在占领区，捷克斯洛伐克叛军大批逮捕和杀害当地党政工作人员和革命工农，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机关，协助建立反革命政府（萨马拉的立宪会议委员会，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政府，托木斯克的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苏俄红军于1918年9月转入进攻，解放了伏尔加河流域。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和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军开始瓦解，拒绝站在白卫军一边作战。1919年下半年，该军随着高尔察克军队的败退而东撤。1920年2月7日，红军同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1920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军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陆续撤出俄国。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国外的资产阶级人士在巴黎成立的，在俄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设有分部。委员会的领导人为马萨里克、爱·贝奈斯和米·斯捷法尼克。委员会曾同协约国代表谈判战后承认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的问题，并曾在俄国、法国和意大利组织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站在协约国方面作战。——[1]。



[3]指1918年6月28日《自由先驱报》发表的《法国的千百万金钱》一文。当天，《真理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则加以摘登。



《自由先驱报》（《ｐｒｕｋｏｐｎíｋ Ｓｖｏｂｏｄｙ》）是在苏俄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小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周报）。它是根据1918年5月25—28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旅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代表大会的决定，以在苏维埃俄国出版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机关报《先驱报》和捷克斯洛伐克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自由报》为基础创办的，1918年6月7—1919年5月1日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42号。该报在居留俄国的原捷克斯洛伐克战俘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揭露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俄国分部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司令部的反动政策，号召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和农民参加红军，抗击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保卫苏维埃共和国。——[2]。



[4]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的叛乱。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的叛乱是根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1918年6月24日的决议组织的，发生在1918年7月6—7日，即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首先采取挑拨行动，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雅·格·布柳姆金在7月6日刺杀了德国大使威·米尔巴赫，接着就发动了武装叛乱。叛乱的中心是在莫斯科三圣巷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一支部队的司令部，这支部队的指挥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д．и．波波夫。6日夜，叛乱分子约1800人在波波夫、弗·亚·亚历山德罗维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等人领导下开始军事行动。他们炮击克里姆林宫，占领了电话局和电报局，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了几个挑拨性的宣言、公报和电报，诡称左派社会革命党已经掌握了政权、他们的行动得到全体居民的欢迎等等。



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命令政府立即镇压叛乱。列宁领导了平定叛乱的斗争。由于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坚决措施以及莫斯科工人和卫戍部队的一致行动，叛乱在7月7日下午2时被粉碎。东方面军司令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米·阿·穆拉维约夫响应叛乱发动兵变，亦被迅速平定。——[3]。



[5]达什纳克楚纯（意为联盟）是亚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1890年在梯弗利斯成立。党员中，除资产阶级外，民族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占重要地位；此外，还有受骗的农民和工人。在1905—1907年革命时期，达什纳克楚纯同社会革命党接近。1907年，该党正式通过了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纲领，并加入了第二国际。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达什纳克党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他们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木沙瓦特党人结成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联盟，组织了外高加索议会。1918—1920年间，达什纳克党人曾领导亚美尼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1920年11月，亚美尼亚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和红军的支持下，推翻了达什纳克党人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1年2月，达什纳克党人发动叛乱，被粉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达什纳克楚纯在外高加索的组织陆续被清除。——[3]。



[6]木沙瓦特（意为平等）是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1911年在巴库成立。该党成分复杂，加入党的除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外，还有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以及受蒙蔽的落后农民。1917年6月同“突厥联邦党”合并，改称“突厥联邦木沙瓦特民主党”。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木沙瓦特是阿塞拜疆主要的反革命力量之一。在土耳其和英国相继占领巴库期间，木沙瓦特曾掌握阿塞拜疆的政权。随着英国干涉者被迫从阿塞拜疆撤走，1920年4月28日阿塞拜疆布尔什维克领导巴库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木沙瓦特党人政府。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木沙瓦特在阿塞拜疆不复存在。——[4]。



[7]1918年7月25日，巴库苏维埃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在土耳其军队进攻的情况下巴库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问题。孟什维克、达什纳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借口保卫巴库，要求向英国军队求援。巴库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布尔什维克斯·格·邵武勉等坚决反对这种卖国的建议，主张采取紧急措施，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巴库。但会议仍以微弱的多数票通过了邀请英国军队前来巴库的决议。



巴库人民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委员处于少数地位，于是宣布辞去人民委员职务。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在当时的情况下辞职是错误的，相反，应当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利用一切机会来孤立和挫败妥协分子和叛徒。7月27日举行的巴库全市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决定：不经过斗争决不交出政权，立即在人民委员会领导下开展保卫巴库的工作，宣布总动员，号召工人保卫城市和苏维埃政权。为了执行这一决定，巴库人民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布全市戒严，责成肃反委员会取缔反革命宣传，号召巴库工人拿起武器，竭尽全力保卫城市。



但是，阿塞拜疆共产党人和巴库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英勇努力终因达什纳克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叛卖而未能奏效。7月31日，在外国干涉者及其代理人的夹击下，巴库苏维埃政权暂时遭到了失败。协约国的代理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达什纳克党人组成了一个所谓“里海区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的反革命政府。阿塞拜疆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被捕。9月19日深夜，邵武勉等26名巴库人民委员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直接参与下被英国干涉者杀害。——[5]。



[8]指1918年1月底—2月初发生的德国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发生的。列宁的和平法令以及苏维埃政府为实现民主的和平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受到了德国劳动群众的欢迎和赞扬。德国政府在布列斯特和平谈判中提出的苛刻要求则激起了德国工人的义愤，成为这次政治罢工的主要原因。罢工从柏林开始。1月28日，50万柏林工人响应斯巴达克派的号召，停止工作，选出了工人苏维埃。大柏林工人苏维埃要求迅速签订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吸收各国工人代表参加和谈，改善粮食供应，取消戒严，实行民主自由，释放被捕和被判刑的政治犯。罢工还扩展到不来梅、慕尼黑、汉堡、科隆、德累斯顿、纽伦堡等数十个城市。在罢工过程中，许多地方产生了工人苏维埃，并由它们的成员组成行动委员会。在这一时期内，总计有100万名以上的德国工人，尤其是军火工人参加了罢工。



德国政府于1月31日宣布柏林进入紧急状态。为镇压罢工从外地调来了5000名警察，另外还有4个军接到了准备镇压罢工工人的命令。德国政府在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帮助下，动用军队和警察把罢工运动镇压了下去。许多工人受到惩罚，几天内被征召入伍的柏林工人达5万名。这次罢工的意义很大，列宁称它是“德国无产阶级的情绪的转折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99页）——[8]。



[9]指1918年7月雅罗斯拉夫尔白卫分子的叛乱。这次叛乱同当时苏维埃俄国发生的其他反革命叛乱一样，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积极参与下策划的，并且是帝国主义者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俄国中部各城市发动叛乱的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叛乱的目的是同北方的外国干涉者和伏尔加河中游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建立统一战线，然后进攻莫斯科，推翻苏维埃政权。组织这次叛乱的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波·维·萨文柯夫所领导的“保卫祖国与自由同盟”，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给这个反革命组织提供了大量经费。叛乱从7月6日开始。萨文柯夫从莫斯科派来一批军官具体领导叛乱。叛乱分子夺取了雅罗斯拉夫尔市的中心区，占领了军火库、邮局、电报局、银行等机关，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进行血腥的屠杀。叛乱分子还企图占领该城的工人居住区，但马上遭到了坚决抵抗。各企业的党组织在同叛乱分子作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用。武装工人和红军支队同叛乱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搏斗。苏维埃政府从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地调来许多军队和工人武装队伍支援雅罗斯拉夫尔的工人。1918年7月21日，叛乱最终被平定。——[9]。



[10]指1918年6月11日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贫苦农民委员会就是根据这个法令建立的。法令规定，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的余粮。到1918年11月，在欧俄33省和白俄罗斯，共建立了122000个贫苦农民委员会。在许多地方，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受富农影响的苏维埃，或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超出了6月11日法令规定的范围，它们为红军动员和征集志愿兵员，从事文教工作，参加农民土地（包括份地）的分配，夺取富农的超过当地平均份额的土地（从富农的8000万俄亩土地中割去5000万俄亩），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农具，积极参加组织农村集体经济。贫苦农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到1918年底，贫苦农民委员会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根据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由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乡、村苏维埃，改选后贫苦农民委员会停止活动。——[10]。



[11]指布列斯特和约。



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条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11]。



[12]指1918年6月28日批准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大工业国有化的法令》。该法令公布于1918年6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34号。根据这项法令，所有大工业企业一律收归国有。由于执行这项法令，到1918年8月31日，国有化企业已达3000多个。这项法令还宣布所有私营铁路及公用事业都收归国有。——[11]。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省苏维埃主席会议上的讲话[13]


（1918年7月30日）

报道

同志们，你们要做行政工作，这项工作在我们人民委员会中占着主要的地位。在你们面前有很多困难，这是很自然的。从省执行委员会大多数的情况看来，人民群众终究自己担负起了管理工作。当然，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过去的一个主要缺点就是我们还很少从工人中间吸收实际工作人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让旧机构适应新的管理工作，我们并不因为在铲除旧机构之后重建一切要克服这样大的困难而感到遗憾。工农群众中有建设才能的人比所能预料的要多。我们认为革命的功绩正在于它扫除了旧的管理机构，但是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群众的主要缺点是畏怯，不愿把工作抓到自己手里。

在某些省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里过去一直存在着紊乱现象；而现在工作正逐渐走上正轨，许多地方传来消息说，工作中已没有任何争吵和冲突了。俄国革命虽然才过去8个月，但它已经证明，新阶级把管理工作抓到自己手里以后是能胜任这项任务的。尽管工作人员不够，行政机构的运转还是越来越协调。我们的建设处在看不见明显效果的阶段，敌人也时常指出这一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做了许多工作。虽然困难很大，土地和工业已经转到劳动者手中，产品交换和粮食供应已在正常进行。必须使劳动群众独立担负起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和建设工作。只有通过实践群众才会相信，旧的剥削阶级已经彻底完蛋。

我们主要的迫切的任务，就是管理、组织和监督。这是默默无闻的不起眼的工作，然而正是在这一工作中，工人和农民的经营管理能力将日益有效地发挥出来。

列宁同志接着谈到了新宪法[14]，他指出，新宪法集中体现了生活中已经实现的东西，并将通过实际执行得到修正和补充。宪法的主要之点是苏维埃政权同资产阶级彻底划清了界限，不许资产阶级参加国家建设。

工农群众长时期以来与国家管理不沾边，现在政府号召他们管理国家，他们不会不愿意靠自身经验来建设国家。“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使得地方上的人希望通过自身所犯的错误来取得建设国家的经验。这样的过渡时期是必需的，是有益的。人们这样渴望自己来干，包含着许多健康的良好的成分，即渴望建设的成分。苏维埃宪法确定了乡与县、县与省、省与中央等各级政权之间的关系。

其次，列宁同志指出，只有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的、力求合理地利用经济资源的建设，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决不想贬低地方政权的意义，决不想扼杀它们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农民自己也根据经验体会到了实行集中制的必要。

列宁同志继续说，从宪法批准和实施的那天起，我们的国家建设就将进入一个比较顺利的时期。但是很可惜，目前我们还顾不上研究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我们不得不抛开这些工作，而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起码的任务即粮食问题上。在缺粮省份，工人阶级的处境极其艰难。必须采用各种办法，尽一切力量克服新粮下来之前的粮食困难和由此产生的其他困难。

此外还有军事性质的任务。你们知道，被英法帝国主义收买和煽动起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军的行动，已使俄国处于半包围的状态。你们也知道，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富农参与了这一行动。我们从各地得到的消息说，苏维埃俄国最近的失败使工人和革命农民实际体会到，除了监督，除了进行国家建设，还必须有军事方面的监督。

列宁同志最后说，我相信今后情况一定会好转。我相信各省执行委员会在农民的帮助下对指挥人员实行监督以后，一定会建立起一支坚强的社会主义军队。革命的教训终于使工人阶级和被剥削的农民阶级懂得了必须拿起武器。农民和工人除夺取土地、实行监督等等以外，还懂得了必须管理军队。他们在军事方面做的工作，一定会使他们建立的军队完全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能够有效地同反革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直到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援助到来。（列宁同志的讲话被全体代表的热烈掌声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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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这是列宁在省苏维埃主席会议上的讲话。



省苏维埃主席会议于1918年7月30日—8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122名代表，其中共产党员120名。会议听取并讨论了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格·伊·彼得罗夫斯基所作的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和当前任务的报告以及关于组织地方苏维埃的工作，关于苏维埃民兵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形式，关于住房及其他问题等报告。会议在自己的决定中要求改善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强调指出苏维埃机关各部门必须协调一致，必须与中央密切联系并严格按照宪法办事。大会号召共和国的工人和农民拿起武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17。



[14]指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法）。



制定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的决定是1918年1月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1918年4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任主席的宪法委员会，负责进行起草工作。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负责宪法草案的最后定稿工作。7月3日，这个委员会在列宁主持下审查了宪法委员会起草的草案和司法人民委员部起草的另一个草案，决定以前者为基础，而以后者的某些论点加以补充。另外，根据列宁的建议，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作为引言列入宪法，补充了在苏维埃共和国内各民族和种族一律平等的条款，拟定了关于在苏俄领土上以劳动为生的外国人的政治权利和关于给予因政治和宗教信仰受迫害的外国人以避难权的条款。草案经代表大会成立的委员会修改和补充，最后于7月10日为代表大会通过。7月19日，宪法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18。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华沙革命团军人大会上的讲话[15]


（1918年8月1日）


报道


（列宁同志出现时，会场热烈鼓掌，高唱《国际歌》）列宁同志说，我想，我们波兰的和俄国的革命者，现在都热切地希望竭尽全力来保卫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继这一革命之后，其他许多国家必然会发生革命。我们的困难恰好在于我们进行这一革命的时间，比更文明更开化的国家的工人要早得多。

世界大战是由国际资本即两个强盗联盟的势力挑起的。为了解决这两个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谁来统治全球的问题，世界被淹没在血泊里已经4年了。我们感觉到，这场罪恶的战争不可能以某一方的胜利而告结束。现在愈来愈清楚，能够结束这场战争的不是帝国主义者，而是胜利的工人革命。今天各国工人的处境愈困难，无产阶级的言论自由愈受到残暴的压制，资产阶级也就愈加绝望，因为它已无法对付日益壮大的运动了。我们只是暂时脱离了社会主义大军的主力，他们正满怀希望地看着我们，并对本国的资产阶级说：不管你们怎样猖狂，我们还是要学俄国的榜样，象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干。

列宁同志继续说，我们需要和平。正因为苏维埃俄国向全世界建议媾和，德国军队就在2月间向我们进攻了。现在我们亲眼看到，帝国主义都是一丘之貉。哪个帝国主义都是一贯撒谎，说他们进行的是解放战争。过去，掠夺成性的德国通过极其可耻的布列斯特和约暴露了自己的面目，同样，现在英法资本也暴露了自己的面目。英国人和法国人正在作最后的努力，想把我们拖入战争。他们现在用1500万卢布通过将领和军官们收买了新的奴隶即捷克斯洛伐克军，让他们去干冒险勾当，把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变成白卫分子和地主的运动。奇怪的是，这一切做法竟然是为了“保卫”俄国。“爱好自由的”和“主持正义的”英国人扼杀一切，占据摩尔曼，英国巡洋舰开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并向炮台轰击，——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卫”俄国。十分明显，他们想用帝国主义强盗的包围圈来包围俄国，扼杀俄国，就是因为它揭露和撕毁了他们的秘密条约。

我国的革命已使英国和法国的工人起来指责本国政府。在英国，一直是国内和平的局面，工人中间对社会主义的抵制也最强烈，因为他们也参加了对殖民地的掠夺，现在，英国工人发生了转变，打破了资产阶级的国内和平。

法国工人正在谴责干涉俄国内政的政策。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国家的资本家才孤注一掷。

苏维埃俄国存在的事实和这个国家的现实使得他们恼恨不已。

我们知道，战争就要结束；我们也知道，他们结束不了战争；我们知道，我们有可靠的同盟者，因此必须竭尽全力，作最后的努力。或者是富农、资本家和沙皇掌握政权，象西欧许多次革命失败后的情形那样，或者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你们在开往前线的时候，首先应该牢牢记住，这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反对压迫者和掠夺者的唯一合理的、正义的、神圣的战争。

现在，优秀人物梦寐以求的各民族革命者的联盟正在实现，这是真正的工人联盟，而不是知识分子幻想家的联盟。

克服民族间的仇视和不信任，——这是胜利的保证。

你们非常光荣，能够拿起武器来捍卫神圣的思想，并与昨天战场上的敌人——德国人、奥地利人、马扎尔人并肩战斗，真正实现各民族间兄弟般的团结。

同志们，我相信，假如你们把所有的军事力量结成一支强大的跨民族的红军，并开动这支钢铁队伍高呼着“不胜利，毋宁死！”的战斗口号向全世界的剥削者、压迫者和黑帮分子大举进攻，那么，任何帝国主义势力都抵挡不住我们！（敬爱的领袖的讲话在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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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这是列宁于1918年8月1日在华沙革命团军人大会上发表的讲话。这次大会是在该团从莫斯科开赴前线的前夕举行的。华沙革命团由波兰志愿人员组成，共有16000人，曾多次参加抗击白卫军的战斗。——20。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布特尔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6]


（1918年8月2日）


报道


同志们！今天莫斯科各处都在讨论社会主义俄国的命运。

苏维埃俄国的敌人紧紧地死死地包围着我们，想从工人和农民手里夺去十月革命的一切果实。高高飘扬着的俄国社会革命的旗帜使帝国主义者这些国际强盗皇皇不安，于是他们对我们、对苏维埃政权、对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发动了战争。

同志们，你们还记得，在革命初期，法国人和英国人曾反复声明他们是自由俄国的“盟友”。现在，这些“盟友”都现出了真面目。他们撒谎骗人，说他们不打算同俄国打仗，同时却占领了摩尔曼，夺取了凯姆，开始杀害我们的同志——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是的，他们不同俄国资产阶级打仗，不同俄国资本家打仗，可是他们向苏维埃宣战了，向工人和农民宣战了。

法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有了捷克斯洛伐克军这样得力的帮凶。这些卖身投靠的人进攻我们当然不是没有私心的，我们知道，是谁的千百万金钱驱使捷克斯洛伐克军进攻苏维埃政权的；驱使他们进攻我们的是英法的黄金。但是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军，还有一些并不反对消灭苏维埃政权的人物，这就是同捷克斯洛伐克军一样靠英法的黄金资助并期待着降下俄国的金雨[17]的“祖国的拯救者”杜托夫、阿列克谢耶夫等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很多。但是，同志们，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

你们还记得，在1月里，当社会革命的火焰刚燃起的时候，德国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现在过了8个月，我们已经看到在不同的国家里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奥地利工人举行了群众性罢工，我们的意大利同志也举行了罢工。迫害劳动人民的压迫者的末日快要到了。全世界帝国主义者正在自掘坟墓。

互相掠夺的战争还没有止息。在这场掠夺战争中互相搏斗的是两条毒蛇：英法帝国主义和德帝国主义。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他们中间的一方获胜，已经有1000万工人和农民死亡，2000万人残废；千百万人在制造杀人武器。在所有的国家里，最强壮最健康的人都被征入伍，人类精华遭到毁灭……为了什么呢？为了让一只兀鹰战胜另一只兀鹰……

苏维埃政权说过：我们既不想同德国人作战，也不想同英国人法国人作战；我们不愿意杀害同我们一样的工人和农民。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另外一些人，是资产阶级，不管它是德国资产阶级，法国资产阶级，还是现在同英国人法国人联合起来的俄国资产阶级。

现在世界各国正象举起我们的革命旗帜一样，也在高喊我们的口号。在美国，在这个从前被称为最自由的国家里，监狱里关满了社会党人；在德国，工人和士兵中间广泛流传着德国社会党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一句话：“不要把刺刀对准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要把它对准本国的资产阶级……”资本家掀起的大厮杀还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德国取得的胜利愈大，参加另一方的、同德国一样的野兽就愈多，现在美国也已同英法一道作战了。只有工人才能结束战争。世界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德国已经开始了我国曾经发生过的“失败主义”运动，意大利和奥地利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美国在大批逮捕社会党人。资本家和地主感到末日将临，拼命扼杀革命运动；俄国资本家也伸手援助英法的资本家和地主。

现在有两条阵线：一边是工人和农民，另一边是资本家。最后的斗争到来了。现在不可能同资产阶级妥协。不是他们胜利，就是我们胜利。

1871年，资产阶级推翻了巴黎工人的政权，因为当时觉悟的工人很少，革命的战士很少。现在，跟着工人走的有贫苦农民；现在，资产阶级已经不可能象1871年那样取得胜利了。

工人牢牢地掌握着工厂，农民决不会把土地交给地主。为了保卫这些胜利果实，我们也要向一切趁火打劫者和投机者宣战。他们除了使用枪炮，还用饥饿威胁我们。

我们向富人们宣战，我们说：“给茅屋和平。”我们要没收投机者囤积的全部粮食，使贫苦的劳动者不再受命运的摆布。（列宁同志的讲话被热烈的欢呼声所淹没）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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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18年8月2日，莫斯科各区都以“苏维埃共和国在危急中”为主题举行了群众大会。这是列宁在布特尔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当时规定每星期五在各区举行工人和红军战士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中央委员和党的负责工作人员经常在这种群众大会上讲话。列宁以身作则，有时一天讲三四次。列宁非常注意工人大会的情绪，留心听众向报告人提出的问题和建议。——23。



[17]金雨出自古希腊神话中宙斯化作金雨同被幽禁的阿耳戈斯国公主达那厄相会的故事，后来常被用来形容大量的意外之财。列宁文中所说的“期待着降下俄国的金雨”，意为期待着俄国地主和资产阶级突然有一天给予大量的金钱。——23。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霍登卡红军战士大会上的讲话[18]


（1918年8月2日）


简要报道


（热烈欢呼）俄国革命给全世界指出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使资产阶级看到他们得势的时代就要结束。我们的革命是在世界大厮杀的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

革命是不能按定单制造的，但是确有迹象表明，全世界正酝酿着大事变。

敌人包围着我们，他们为了推翻苏维埃政权而结成神圣同盟，但他们是得不到政权的。

不要让白卫匪帮获得胜利，他们的成功是暂时的，他们中间已经愈来愈不太平了。

由革命无产阶级来补充的红军，定将帮助我们高高举起世界社会革命的旗帜。

不胜利，毋宁死！

我们一定会战胜全世界的盘剥者，一定会保卫住社会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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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这是列宁在霍登卡对即将开赴前线的红军战士发表的讲话。讲话持续了25—30分钟。霍登卡就是现在莫斯科的十月广场。——26。







《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19]


（1918年8月2日）

送粮食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工商业人民委员部

建议有关人民委员部今天（8月2日）就抓紧讨论下列措施，并作出文字上的修改，以便在8月2日和3日交由人民委员会通过。

（这些措施一部分应作为法令颁布，一部分作为决定不予公布。）

1．在降低纺织品等等的价格和提高粮食价格这两种办法中，无疑应该选择第二种，因为这两种办法虽然意义完全相同，但实际上只有第二种办法才能帮助我们在一些产粮省份（辛比尔斯克、萨拉托夫、沃罗涅日等）迅速增加粮食收购量，才能帮助我们促使尽可能多的农民在内战中保持中立。

2．我建议把粮价提高到每普特30卢布，并相应地（甚至更多地）提高纺织品等等的价格。

3．建议讨论一下，是否可以把这次提价定为暂时的（以便考虑在探索商品交换的正确原则时实践的启示），例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并且讲定期限一过就把 价格降下来
 （这样来鼓励迅速交粮）。

4．定出一系列 征购全部

 城市工业品用于商品交换的紧急措施（并在征购以后提高工业品价格，其比例要 
大于

 粮价提高的比例）。

5．在提高粮价的法令颁布以前，应该首先对有关商品交换的措施以及规定粮食、纺织品等等的合理比价的措施作一个通俗的说明。

6．立刻用法令责成合作社：（1）在每个门市部设立收粮站；（2）对消费者 
一律

 按领物证供应商品；（3）对粮农要求用粮食来交换，否则 
不

 供应 
任何

 商品。

定出对这些措施的执行进行监督的形式和方法，并规定违反这些措施要受到严厉的制裁（没收全部财产）。

7．重申（或更确切地表述）关于 不向
 国家（ 
或合作社

 ）登记多余的粮食 
和其他各种

 食物的人应受没收财产处分的法规和法令。

8．规定富裕农民用 
实物

 即用粮食纳税，凡粮食（包括新打下来的粮食）超过自己的消费量（包括全家口粮、牲口饲料、种子）一倍或一倍以上的，都算富裕农民。

把这种税称为 
所得税

 和财产税，并把它变成累进税。

9．暂时规定（例如为期一个月）：可以 
给

 缺粮地区的 
工人

 托运数量为一普特半的粮食作为优待，但须持有特别证明书并受到特别的监督。

证明书应写明确实地址，由（1）工厂委员会、（2）住宅委员会、（3）工会具结担保。所谓监督，就是要查明是否确系 个人
 消费，如果无法证明不会转手倒卖，就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10．规定 
每次

 征购（特别是在农村和铁路上）绝对必须开出二联（或三联）收据。印出这种收据的格式。凡征购时不开收据者，予以枪决。

11．规定各种征购队、征粮队以及其他队的人员，如有下列行为，应受同样惩治：对劳动居民明显不公正或违法乱纪而引起民愤；没收某个人的东西或给以某种处罚时，不作记录，不把记录副页交给本人。

12．规定缺粮地区的工人和贫苦农民有权要求给 
他们的

 铁路站派遣直达列车，但必须遵守下列条件：（1）要有当地一些组织（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还必须加上工会等）的证明；（2）组成 负有责任的
 小队；（3）其中包括其他地区的小队；（4）并有粮食人民委员部、陆军人民委员部、铁道人民委员部等的督察员和委员参加；（5）在列车到达和分配粮食时要有他们的监督，而且 
必须

 把一部分（ 1
 / 3
 — 1
 / 2
 ，或更多一些）粮食交给粮食人民委员部。

13．由于某些铁路 工人
 缺粮情况特别严重，而铁路对于粮食运输又特别重要，作为例外情况，暂时规定：

征购队或巡查队在没收粮食时，要给被没收者开收据，然后把粮食装车，运往 铁路粮管处
 ，同时必须遵守下列形式的监督：（1）每运一车皮都要电告粮食人民委员部和铁道人民委员部；（2）请粮食人民委员部和铁道人民委员部派代表接车，并在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监督下分配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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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是列宁在国家粮食情况最严重、抗击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最紧张的时刻写的。



根据列宁的提纲制定了下列关于粮食问题的文件：《关于吸收工人组织参加粮食收购工作的法令》、《关于收割队和收割征购队的法令》、《关于铁路和水路稽查征购队条例》、《关于产粮区实行义务商品交换的法令》、《关于1918年收获的粮食的固定价格的决定》和人民委员会告全体劳动者书——《为粮食而斗争》。这6个文件于1918年8月3、4、5、6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讨论通过，公布于8月6日和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关于《提纲》第8条谈到的实行实物税的问题，稍晚一些也制定了法令，由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10月26日通过（见注48）。——27。







《列宁全集》第35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俄罗斯联邦高等学校招生问题的决定草案[20]


（1918年8月2日）

人民委员会委托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立即拟订若干决定和步骤，以便在志愿上高等学校的人数超过往常的招生名额时，采取紧急措施，保证每个人都有升学的机会，决不容许有产阶级享受任何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特权。当然，首先必须招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并普遍发给他们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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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关于俄罗斯联邦高等学校招生规则的法令取消了高等学校招生的种种限制，使所有年满16周岁志愿升入高等学校的人都有可能入学，这就可能造成入学学生超过定额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列宁起草了这个决定，并由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8月2日批准。决定和法令都发表于8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30。







《列宁全集》第35卷


给叶列茨工人的信[21]


（1918年8月6日）

我收到叶列茨一份报纸的剪报，上面谈到了7月27日左派社会革命党叶列茨组织召开紧急会议的情形。我在这篇报道中看到，莫切诺夫传达了社会革命党萨拉托夫代表会议，说这次代表会议有8个组织赞成他们的（柯列加耶夫先生为之辩护的）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有13个组织则主张改组党和改变策略。

我还看到，鲁达科夫同志在叶列茨会议上坚持要“改组我们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党”，改变党的名称，实行清党，决不让它瓦解和灭亡。后来一位姓克留柯夫的讲了一通，说什么他在莫斯科同中央政权的代表谈过话，阿瓦涅索夫、斯维尔德洛夫和邦契－布鲁耶维奇等同志告诉他，苏维埃政权希望左派社会革命党存在下去，说什么我同他谈话时也讲过同样的意思，说共产党人已经远远背离了自己从前的理论和著作，以致现在根本没有什么纲领，政纲上有很多地方都是从“民粹派的”理论中间接抄袭来的，如此等等。

我认为有责任声明，这些都是谎话，我从来没有同哪一个克留柯夫谈过话。我恳请叶列茨县的工农同志们对待那些常爱撒谎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要格外小心。

顺便说几句我对他们的看法，象柯列加耶夫之流的人物，显然是受白卫分子、君主派分子和萨文柯夫之流操纵的小卒，这些操纵者在雅罗斯拉夫尔就证明了是谁在“利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柯列加耶夫先生们毫无头脑，毫无气节，以至堕落到这种地步，这也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历史将称他们为“萨文柯夫之流的奴仆”。但是事实说明，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间，确有人（而在萨拉托夫，这种人还占大多数）在为这种毫无头脑、毫无气节、甘当维护君主制和地主利益的奴仆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这些人连自己政党的名称也想改掉（我听说，要叫作“村社共产党”或者“民粹派共产党”等等），那我们只能表示欢迎。

第一，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第二，完全同意“平均使用土地”的理论（也同意平均使用土地的法令），——这就是这种民粹派的思想基础。对于这种民粹派，布尔什维克党员是从来不拒绝同他们结成联盟的。

我们主张这种联盟，主张同中农妥协，因为我们工人党员不应该同中农分道扬镳，我们准备对他们作一系列的让步。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不是用言论证明，而是用行动证明，因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十分忠实地执行土地社会化法令[22]，虽然我们并不完全同意它。一般地说，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同富农进行无情的斗争，但是我们主张同中农妥协，同贫苦农民打成一片。不要以为同中农妥协就意味着必须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妥协，绝对不是。

我们在还没有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行任何妥协的时候就实行了土地社会化法令；而这个法令恰好意味着我们是同中农、同农民群众妥协，而不是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知识分子妥协。

工农同志们！不要谋求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妥协，因为我们看到并且体验到他们是靠不住的；要在贫苦农民中间传播共产主义，他们大多数都会站到我们这边来。要尽量对中农让步，尽量小心、尽量公正地对待中农，对于他们，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实行让步。要无情地打击一小撮剥削者，包括靠人民受穷、靠工人群众挨饿来发财的富农——粮食投机者，要无情地打击这一小撮喝劳动人民血的富农。






	
弗·乌里扬诺夫（尼·列宁）
　　1918年8月6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8年8月11日《苏维埃报》（叶列茨）第7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5—37页

















[21]列宁的这封信是针对1918年7月31日叶列茨《苏维埃报》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叶列茨组织开会情况的报道而写的。俄共（布）叶列茨组织的代表Ｋ．格罗德涅尔专程来到莫斯科，把载有这篇报道的报纸交给列宁，请他对报道中谈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克留柯夫的发言予以澄清和驳斥。8月11日，《苏维埃报》在发表列宁的这封信的同时，还发表了格罗德涅尔的声明，其中说，根据他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瓦·亚·阿瓦涅索夫和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谈话，这三位同志根本没有说过克留柯夫强加给他们的那些话。



信中提到的叶列茨报是指奥廖尔省叶列茨县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苏维埃报》；该报于1918年5月16日—1919年3月2日出版。——31。



[22]指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法令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并宣布土地国有。作为这个法令组成部分的农民委托书则规定，土地应当平均使用，“按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在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1918年初，苏维埃政权在土地法令的基础上制定了土地社会化基本法，1月27日（2月9日）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2月6日（19日）在报上公布。这一法令重申废除一切土地私有制，规定平均使用土地。列宁对土地国有化及平均使用土地的分析见本卷第308—317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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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的斗争！

（1918年8月6日以后）

苏维埃共和国被敌人包围了。但是，它一定会战胜国内外的敌人。我们看到，工人群众的热情已经高涨起来，这是胜利的保证。我们看到，西欧革命的大火迸射火花和烈焰已经日益频繁，这使我们坚信国际工人革命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

目前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外部敌人是英法和日美的帝国主义。这些敌人现时正在进攻俄国，掠夺我国的土地，强占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并已从符拉迪沃斯托克 
［注：即海参崴。——编者注］

 推进到（如果法国报纸所载属实的话）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克。这些敌人收买了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将领和军官。这些敌人向和平的俄国进攻时的残暴行为和掠夺行为同德国人在2月进攻时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英国人和日本人不仅要侵占和掠夺俄国的土地，而且要推翻苏维埃政权，以便“恢复战线”，就是说，重新把俄国拖入英德两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通俗一点说，就是强盗战争）。

英日资本家想在俄国恢复地主资本家政权，好来共同瓜分在战争中夺得的赃物，好让英法资本奴役俄国工农，好从俄国工农身上搜刮几十亿借款的利息，好来扑灭已经在我国燃烧起来、大有向全世界蔓延之势的社会主义革命烈火。

英日帝国主义野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占领和征服俄国。甚至我们的邻国——德国也没有这样的力量，它在乌克兰的“试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英日帝国主义者本来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但是他们没有得逞。首先奋起斗争的是彼得格勒的工人，接着是莫斯科的工人，然后是整个中部工业地区的工人，他们愈战愈齐心，愈顽强，愈奋勇，参战的人也愈来愈多。这就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英日资本主义强盗进攻和平的俄国时，还指望同苏维埃政权的内部敌人结成联盟。我们很清楚这个内部敌人是谁。那就是仇视工人和劳动农民（即那些并不喝同村人血的农民）政权的资本家、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子弟。

富农暴动的浪潮扩展到全国。富农疯狂仇视苏维埃政权，恨不得把千千万万的工人斩尽杀绝。我们很清楚，如果富农获得胜利，他们就会无情地屠杀千千万万的工人，同地主资本家联合起来，恢复折磨工人的苦役，取消八小时工作制，使工厂重新受资本家支配。

以前欧洲历次革命的情况都是这样，每一次都是富农利用工人的软弱得以推翻共和制而恢复君主制，推翻劳动人民的政权而恢复剥削者、富人、寄生虫的无上权力。我们在拉脱维亚、芬兰、乌克兰、格鲁吉亚也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到处是贪婪残暴的富农和地主资本家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反对所有的贫民。到处是富农以闻所未闻的血腥手段残害工人阶级。到处是富农联合 
外国资本家

 来反对本国工人。立宪民主党人[23]、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一直是这样干的；只要回顾一下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24]的业绩就够了。现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由于极端愚蠢和毫无气节也在这样干，他们在莫斯科发动叛乱来支援雅罗斯拉夫尔的白卫分子，支援喀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匪；无怪乎这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受到了克伦斯基及其朋友法帝国主义者的赞扬。

任何怀疑的余地都不可能有了。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不是富农把无数的工人杀掉，就是工人把占人口少数的富农掠夺者反对劳动人民政权的暴动无情地镇压下去。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和睦相处绝不可能，因为富农可以而且不难同地主、沙皇、神父和好，即使他们发生过争吵，但是要同工人阶级和好是 
永远办不到

 的。

因此，我们把反对富农的斗争称为 
最后的

 斗争。这并不是说，富农再不会多次举行暴动，也不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再不会多次向苏维埃政权进攻。所谓“最后的”斗争，是说我国最后一个、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 剥削
 阶级起来反对我们了。

富农是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的剥削者，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他们屡次恢复过地主、皇帝、神父、资本家的政权。富农的人数比地主和资本家多。但是富农毕竟是人民中的少数。

假定在我们俄国，按以前的情况即按强盗们夺去乌克兰等地以前的情况来说，约有1500万农户。在这1500万农户中，大概有1000万户是贫苦农民，他们或者靠出卖劳动力过活，或者受财主盘剥，或者没有余粮，被战争的重担弄得穷苦不堪。中农应当说大约有300万户。富农，财主，粮食投机者，恐怕不超过200万户。这些吸血鬼在战争期间靠人民受穷发了财，他们通过抬高粮食和其他各种食物的价格积累了几万、几十万的货币。这些吸血蜘蛛靠战争中破了产的农民，靠挨饿的工人养肥了。这些水蛭吸吮劳动人民的血，城市和工厂的工人愈挨饿，他们就愈发财。这些吸血蝙蝠过去和现在总是把地主的土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一再盘剥贫苦农民。

要无情地向这些富农开战！消灭他们！仇恨和鄙视那些保护富农的党派——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现在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工人们必须用铁拳粉碎那些同外国资本家勾结起来反对本国劳动者的富农的暴动。

富农利用贫苦农民的愚昧和分散，唆使他们反对工人，有时收买他们，让他们做粮食投机生意“赚上”百把卢布（同时又从贫苦农民手里抢去成千上万卢布）。富农极力要把中农拉到自己那边去，有时也的确把他们拉过去了。

但是工人阶级决不应该同中农分道扬镳。工人阶级不可能同富农和好，然而可以谋求并且正在谋求同中农 妥协
 。工人政府即布尔什维克政府不是用言论而是用行动 证明了
 这一点。

我们用来证明这一点的，是我们通过了并严格执行着“土地社会化”法令；在这个法令里，我们对中农的利益和观点作了 许多
 让步。

我们用来证明这一点的，是把粮价 
提高了两倍

 （这是几天以前的事情）[25]，因为我们完全承认，中农的收入往往和目前的工业品价格不相适应， 应予
 提高。

任何一个有觉悟的工人都会向中农解释这点，并耐心地、不懈地、反复地向他们证明，社会主义同沙皇、地主、资本家政权相比，对中农好处无穷。

工人政权从来没有欺负中农，也决不会欺负他们。可是沙皇、地主、资本家、富农的政权从来都是不仅欺负中农，而且简直是扼杀他们，抢劫他们，使他们破产，世界各国无一例外，俄国也是这样。

同贫苦农民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同他们完全打成一片；对中农让步、妥协；无情地镇压富农，镇压这些吸血鬼，吸血蝙蝠，抢劫人民的强盗，利用粮荒发财的投机分子；——这就是有觉悟的工人的纲领，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政策。





	载于1925年1月17日《工人莫斯科报》第1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8—42页

















[23]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35。



[24]指捷克斯洛伐克军盘踞的城市和地区。在这些地方，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白卫政府野蛮地迫害劳动人民。——36。



[25]指人民委员会1918年8月6日《关于1918年收获的粮食的固定价格的决定》。根据这项决定，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两倍。提高收购价格的问题是列宁在他8月2日写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见本卷第27—29页）中提出来的。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公布于1918年8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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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科利尼基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26]


（1918年8月9日）


简要报道


（经久不息的掌声）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进入第五年，现在每个人都清楚是谁需要战争。富有的人更富有了，而贫苦的人现在简直被资本主义压得喘不过气来。贫苦的人民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代价是流血牺牲，而得到的奖赏只是饥饿、失业和勒得更紧的绞索。

战争是英国和德国的强盗发动的，他们觉得地盘太小，无法共存，都想扼杀对方，不惜让全世界工人血流成河。这两个强盗都要人相信自己的动机是为了人民幸福，实际上他们干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发财。

英国正在掠夺从德国手里抢来的殖民地，掠夺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一部分，而德国则掠夺波兰、库尔兰、立陶宛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的百万富翁的财富增加了十倍，但是，他们还是打错了算盘。

这两个强盗拚命地厮打，不知不觉靠近了深渊。他们已经无法阻止这场必然推动各国人民起来革命的战争了。

俄国革命把火种撒遍了世界各国，从而使走得过远的帝国主义更加接近深渊的边沿。

同志们，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但是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紧紧握住我们举起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

各国工人满怀希望地看着我们。你们可以听到他们的呼声，听到他们在说：再稍许坚持一下吧；你们被敌人包围了，但是，我们一定会来支援你们，靠我们的共同努力，最终一定能把帝国主义强盗抛进深渊。

我们听到了这个呼声，我们宣誓：是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将在自己的岗位上竭尽全力进行战斗，决不会在向我们进攻的世界反革命势力面前放下武器！





	载于1918年8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7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3—44页

















[26]1918年8月9日（星期五）这一天，莫斯科的13个区都举行了群众大会。大会主题是“世界大厮杀的第五年”。这是列宁在索科利尼基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同日他还在罗戈日区群众大会上讲了话。——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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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戈日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8月9日）

如果考察一下战争的结果，那么战争所造成的伤亡人数会使我们大吃一惊：1000万人死亡，2000万人残废。是谁发动了这场战争呢？？是掠夺者，是英国和德国的掠夺者。工人们从这场战争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剥削者和资产阶级照旧掐着工人们的脖子。再不要相信那些空话了。要相信事实！强盗们变得更富了。英国是靠掠夺殖民地。德国是靠掠夺占领区。英国扼杀了希腊。它强占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现正唆使日本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注：即海参崴。——编者注］

 登陆。另一个强盗——德国瓜分了塞尔维亚、罗马尼亚、芬兰、乌克兰，几乎侵占了整个欧洲的 1
 / 4
 。这帮强盗在空话的掩盖下，贪婪地喝着本国工人的鲜血。抢劫我国的那些强盗，那些掠夺者，想把我们卷进战争。但是，同志们，你们都还记得我国革命是怎样发展壮大起来的。你们都还记得1905年第一次革命后大屠杀的情形。你们都还记得，1914年，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国家杜马的代表们，由于敢于直言，说当时爆发的战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阶级对贫苦劳动人民的掠夺和抢劫，因而遭到流放，被送去服苦役。你们都还记得，革命浪潮怎样一浪高过一浪，逐步达到最高潮位：爆发了1917年十月革命。同志们，通过回忆你们知道，革命是艰难而缓慢地发展起来的。

只有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我们才取得了工人的彻底胜利。我们使工人能够自己支配他们双手所创造的劳动成果，而不再替剥削者和掠夺者干活。

然而，革命也在其他一些国家里发展壮大起来。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李卜克内西曾经试图投票反对战争。1915年，他作为一名士兵，曾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和在前线阵地上发表演说，反对战争。李卜克内西被捕入狱了，但是在德国代之而起的，却有成千上万个李卜克内西。因此在德国，为了实现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原则而消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日子也为期不远了。

在英国，工人们宣称：“国内和平见鬼去吧。我们再也不愿意跟我国的吸血鬼们和睦相处了。”

德国、奥地利、法国和英国的监狱都关满了起来斗争的无产阶级。

然而，革命并没有沉寂下来。1918年1月德国爆发的罢工，最近英国发生的一系列罢工，奥地利此起彼伏的骚乱，——这一切都是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奏。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起来了。

我们仍然处于四面被围的状态。

投机倒把分子、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全都跑到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分子那边去了。

外国资产阶级唆使群众反对我们，并且侵占俄国的北部。

这些人在向我们进行报复，因为我们到处燃起了熊熊烈火，因为我们推翻了资本家和富农对工人和农民的统治。

但是总有一天，世界各国工人会团结起来。

我们处境困难，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支队伍。但是，援军就要到了。我们须得再坚持一下。我们要打垮捷克斯洛伐克军，消灭反革命运动。

同志们，我们保卫苏维埃政权，不仅是为维护俄国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而且也是为维护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全世界无产阶级满怀希望和喜悦注视着[我们]，[我们] 
［注：本篇中方括号[ ]内的文字是俄文版编者加的。——编者注］

 决不会辜负他们的希望。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9卷第194—196页





《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工农联盟问题给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电报的草稿[27]


（1918年8月16日）

贫苦农民委员会是同奴役劳动农民的富农、财主、剥削者作斗争所必需的。但是在人数很少的富农和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之间有一个中农阶层。苏维埃政权从来没有在任何问题上宣布过要同中农作斗争，也没有进行过这种斗争。一切与此背道而驰的办法或措施都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斥责，都应该加以制止。社会主义政府必须实行同中农妥协的政策。苏维埃政权不止一次地用事实证明了遵循这项政策的坚定决心。其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大多数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通过了并十分忠实地执行着土地社会化法令；把粮价提高了两倍（1918年8月……的法令）。关于农业机器问题的法令等等[28]，其用意也在此。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务必严格遵守上述政策。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5页

















[27]列宁起草这份电稿，是因为从各地获悉，有些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歪曲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的路线，如一些地方把组织贫委会的口号错误地解释为贫苦农民应当同所有其他的农民——不仅同明显的富农，而且同人数众多的中农——对立起来；不吸收中农参加贫委会的选举，甚至有些贫委会不是选出的，而是乡苏维埃任命的。这份电稿是经列宁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签署后于1918年8月17日发给各省苏维埃和粮食委员会的电报的基础。电报刊登于8月1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44。



[28]指人民委员会1918年8月6日关于提高粮食固定收购价格的决定（见注25）和《关于给农业供应生产工具和金属的法令》。后一文件的草案提交人民委员会批准时由列宁作了补充（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22页），它的最后文本于1918年4月24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公布于4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44。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莫斯科党委会议上关于组织同情者小组的两次讲话[29]


（1918年8月16日）

记录


1

现在感到力量奇缺，而群众中存在着可以利用的力量。要充分相信工人群众，并善于从他们中间吸取力量。办法就是把青年中和工会中的同情者吸收到党内来。即使不能按期交纳党费，也没有什么危险。如果我们抽调6000人去前线，同时发展12000人，并不会有多大危险。应当利用道义上的影响来扩大我们的党。

在我们的群众大会上很少有新人出来讲话，而我们是很希望他们讲话的，因为他们的讲话有很生动的内容。应当设法做一些尝试。必须从工人中提拔年青人，以便实现工人群众的监督。现实生活要求我们趁日本人和美国人还没有在西伯利亚站稳脚跟的时候，把很多党员派到前线去。要有新生力量——年青人来接替老的。


2

党员应当在工人当中大力开展鼓动工作。只要是能够做一点事情的同志，就不要让他们陷在文牍工作里面。

必须扩大我们对工人群众的影响。党的支部表现得很不主动，它们在当地的活动本来是很能影响非党群众的。必须重视俱乐部工作，从群众中吸收党的工作人员。

不可任用那些追求地位的人，应当把这种人驱逐出党。





	载于1928年1月22日《真理报》第1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6—47页

















[29]鉴于俄共（布）需要从先进的最有觉悟的那一部分劳动人民中吸收新的力量，1918年8月16日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会议上，根据列宁的倡议，提出了组织同情者小组的问题。列宁在讨论中曾两次发言。根据他的建议，会议决定着手建立同情者小组并制定该组织的章程。8月22日，《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刊登了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同情者组织章程。章程规定了参加同情者小组的手续以及小组组员的权利和义务。8月31日，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批准了这一章程。同情者小组的建立加强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吸引了更广泛的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后来，由同情者小组形成了预备党员制度。——45。







《列宁全集》第35卷


给美国工人的信[30]


（1918年8月20日）

同志们：有一个参加过1905年革命、后来在你们国家住过多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向我建议，我的这封信由他带给你们。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因为美国革命无产者正是在目前担负着一个特别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毫不调和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这个最新最强的、最后参加资本家为瓜分利润而进行的全世界各民族间的大厮杀的帝国主义。正是在目前，美国的亿万富翁们，这些现代的奴隶主们，揭开了血腥的帝国主义的血腥历史上特别悲惨的一页，因为他们赞同英日野兽们为扼杀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发动的武装进攻，不管这种赞同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公开的还是伪善地掩盖起来的，都是一样。

现代的文明的美国的历史，是从一次伟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开始的；这种战争，同那些因帝王、地主、资本家瓜分已夺得的土地或已攫取的利润而引起的掠夺战争（象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比较起来，是不多见的。这是美国人民反对英国强盗的战争，这些英国强盗当时压迫美国，使它处于殖民地奴隶地位，就象这些“文明的”吸血鬼现在压迫印度、埃及和世界各地的亿万人民，使他们处于殖民地奴隶地位一样。

从那时起，差不多过去了150年。资产阶级的文明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美国就人的联合劳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就应用机器和一切最新技术奇迹来说，都在自由文明的国家中间占第一位。同时美国也成了贫富最悬殊的国家之一，在那里，一小撮亿万富翁肆意挥霍，穷奢极欲，而千百万劳苦大众却永远濒于赤贫境地。曾经给世界树立过以革命战争反对封建奴隶制榜样的美国人民，竟沦为一小撮亿万富翁的现代的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充当雇佣刽子手的角色，为了满足富有的恶棍们的愿望，1898年在“解放”菲律宾的借口下扼杀了菲律宾[31]，1918年又在“保卫”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受德国侵略的借口下来扼杀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

但是，四年各民族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并没有白白过去。英德这两个强盗集团的恶棍们对人民的欺骗，已被不可争辩的明显事实彻底揭穿了。四年战争的结果表明，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运用在强盗分赃战争上就是：谁最富最强，他聚敛的财富就最多，掠夺的就最多；谁最弱，他遭到的掠夺、蹂躏、压榨和扼杀就最厉害。

英帝国主义强盗就他们拥有的“殖民地奴隶”的数量来说是最强的。英国资本家不但没有丧失“自己的”（也就是他们在数百年间掠夺来的）一寸土地，反而夺取了德国在非洲的所有殖民地，夺取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扼杀了希腊，并已开始掠夺俄罗斯了。

德帝国主义强盗就“他们的”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来说是最强的，但就拥有殖民地来说是较弱的。他们失掉了所有的殖民地，却抢劫了半个欧洲，扼杀了大批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从交战双方来看，这是多么伟大的“解放”战争！两个集团的强盗们，英法资本家和德国资本家们，同他们的走狗社会沙文主义者即投靠“ 本国
 ”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一起，多么出色地“保卫了祖国”！

美国的亿万富翁们几乎是最富的，并且处在最安全的地理位置上。他们聚敛的财富最多。他们把所有的国家，甚至最富有的国家，都变成了自己的进贡者。他们掠夺了数千亿美元。每一块美元都有英国和它的“盟国”、德国和它的附庸国缔结的各种肮脏的秘密条约的污迹，为了分赃、为了在压迫工人和迫害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方面互相“帮助”而缔结的各种条约的污迹。每一块美元都有使每个国家的富人发财、穷人破产的“有利可图的”军事订货的污迹。每一块美元都有1000万死者和2000万残废者的血迹，他们在这场为了确定英国和德国强盗谁争得更多赃物、英国和德国刽子手谁在摧残世界弱小民族方面占 
首位

 而展开的伟大的、高尚的、解放的、神圣的斗争中血流成河。

如果说德国强盗在军事屠杀的残暴性方面打破了纪录，那么英国强盗不仅在夺得的殖民地的数量方面，而且在玩弄令人厌恶的虚伪手法的高超方面，也打破了纪录。正是现在，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用几百万份报纸来散布诽谤俄国的言论，同时却虚伪地把自己对俄国的掠夺性进攻说成是要“保卫”俄国不受德国人的侵略！

要驳倒这种卑鄙龌龊的谎话，用不着多费唇舌，只要指出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就够了。1917年10月，俄国工人刚把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推翻，苏维埃政权，革命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就公开向 
所有

 交战国建议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公正的和约，充分保证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的和约。

正是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议，正是他们甚至拒绝同我们商谈普遍和约！正是 
他们

 背叛了各国人民的利益，正是他们延长了帝国主义大厮杀！

正是他们一心指望把俄国重新拖入帝国主义战争而拒绝了和平谈判，从而使得同样是掠夺成性的德国资本家能够为所欲为，把兼并性、强制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强加给俄国！

很难设想还有什么比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把 签订
 布列斯特和约归“罪”于我们的这种虚伪手法更可恶的了。恰好是当时能够把布列斯特谈判变为各国都参加的缔结普遍和约的谈判的那些国家的资本家们，现在竟来“责难”我们！靠掠夺殖民地、靠各民族间的大厮杀发了财的残暴的英法帝国主义者，在布列斯特谈判之后又把战争延长了将近一年之久，却“责难” 
我们

 这些曾向所有国家建议缔结公正的和约的布尔什维克，“责难” 
我们

 这些撕毁了以前沙皇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罪恶秘密条约并把它们公布出来使它们当众出丑的布尔什维克。

全世界的工人，不论他们生活在哪一个国家，都欢迎我们，同情我们，向我们鼓掌欢呼，因为我们斩断了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帝国主义肮脏条约、帝国主义压迫的锁链，因为我们不惜付出最大的牺牲而争得了自由，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虽然遭受过帝国主义者的摧残和掠夺，但仍然 
摆脱了

 帝国主义战争，在全世界面前举起了和平的旗帜，社会主义的旗帜。

毫不奇怪，国际帝国主义匪帮因此憎恨我们，“责难”我们，帝国主义者的一切仆从，包括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内，也“责难”我们。这些帝国主义走狗对布尔什维克的憎恨，正如同世界各国觉悟的工人的同情一样，使我们更加相信我们事业的正义性。

为了战胜资产阶级，为了把政权转到工人手中，为了 
开始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可以而且应当 
不

 惜任何牺牲，包括牺牲一部分国土，包括在帝国主义面前遭受严重失败，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谁不 
用行动

 证明他有决心为了真正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而使“他的”祖国承担最大的牺牲，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英国和德国的帝国主义者为了“自己的”事业，就是说，为了夺取世界霸权，不惜彻底毁灭和扼杀从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到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等一大批国家。那么，社会主义者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使全世界劳动人民摆脱资本压迫，为了争取普遍的持久的和平，难道因为找不到一条没有牺牲的道路就应当观望等待吗？难道因为不能“担保”轻易获得胜利就应当害怕开始战斗吗？难道应当把“自己的”、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祖国”的安全和完整置于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之上吗？应当百倍地鄙视抱有这种想法的国际社会主义的败类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奴才。

英、法、美三国的帝国主义豺狼们“责难”我们同德帝国主义达成了“协议”。十足的伪君子！一群恶棍！他们看见“他们”本国工人对我们表示同情而吓得发抖，竟诽谤起工人政府来了！但是他们的伪善面孔一定会被揭穿。他们假装不懂两种协议的差别：一种是“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本国和外国的）达成协议来 反对工人
 ，反对劳动者；另一种是 为了保卫
 战胜了本国资产阶级的工人，为了无产阶级能利用资产阶级不同集团间的对立，而同具有一种色彩的资产阶级达成协议来 反对
 具有另一种民族色彩的 资产阶级
 。

实际上，每一个欧洲人都很清楚这种差别，而美国人民，正象我就要指出的，在他们本国的历史中特别具体地“感受到了”这种差别。协议和协议不同，正如法国人所常说的：fagots et fagots。 
［注：都是柴捆，各有不同。——编者注］



当德帝国主义强盗在1918年2月派兵进攻没有武装的、把军队复员了的、在国际革命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就信赖无产阶级国际声援的俄国时，我毫不犹豫地和法国君主派达成了一种“协议”。一位口头上同情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忠心为法帝国主义效劳的法国上尉沙杜尔，领了一个叫让·吕贝尔萨克的法国军官来见我。让·吕贝尔萨克向我声明：“我是一个君主派分子，我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德国失败。”我答道，这是很自然的（cela va sans dire）。这丝毫也不妨碍我和让·吕贝尔萨克达成“协议”，利用愿意帮助我们的、精通爆破技术的法国军官去破坏铁路线，以阻止德国人的进犯。这是每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赞同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协议”的范例。我和法国君主派分子握手时，明明知道我们当中每一方都很想把自己的“伙伴”绞死。但是，我们的利益暂时是一致的。为了对付向我们进攻的德国掠夺者，为了维护俄国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 我们
 利用了 其他
 帝国主义者的同样是掠夺性质的相反利益。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俄国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加强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而削弱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我们采用了在 一切
 战争中都必须采用的最合理的手段——随机应变，迂回，退却，以便等待一些先进国家中迅速发展着的无产阶级革命 完全成熟起来
 。

不管英、法、美三国的帝国主义豺狼怎样凶恶地号叫，不管他们怎样诽谤我们，不管他们怎样花费千百万金钱收买右派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的和其他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报纸，如果英法军队对俄国的进攻需要我和德帝国主义强盗缔结 这样的
 “协议”， 我将毫不迟疑地
 这样做。我很清楚，我的策略将得到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一句话，整个文明世界的觉悟的无产阶级的赞同。这样的策略将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加速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削弱国际资产阶级，加强正在战胜国际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的阵地。

而美国人民早就运用过这一策略，并给革命带来了好处。当美国人民进行反对英国压迫者的伟大解放战争的时候，压迫美国人民的还有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现在的北美合众国的一部分领土当时就属于他们。美国人民在争取解放的艰苦战争中，为了削弱压迫者，为了加强从事反压迫的革命斗争的人们的力量，为了被压迫 群众
 的利益，也曾和一些压迫者缔结“协议”去反对另一些压迫者。美国人民利用了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纠纷，有时甚至同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这些压迫者的军队并肩作战，反对英国压迫者。美国人民先战胜了英国人，然后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手中解放了自己的国土（一部分是赎回的）。

伟大的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32]。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一帆风顺，各国无产者必须一下子就采取联合行动，事先必须保证不会遭到失败，革命的道路必须宽阔、畅通、笔直，在走向胜利的途中根本不必承受极其重大的牺牲，不必“困守在被包围的要塞里”，或者穿行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迂腐气，谁就常常会在实际上滚入反革命资产阶级的阵营，象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比较少见）那样。

这些老爷喜欢跟着资产阶级责难我们，说我们制造革命“混乱”，“破坏”工业，造成失业和饥荒。这些人明明欢迎和支持过帝国主义战争，或同继续进行这一战争的克伦斯基达成过“协议”，却发出这种责难，多么假仁假义！这一切灾难正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罪孽。战争所引起的革命，不能不经受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痛苦，那都是各民族间进行了多年的毁灭性的反动的大厮杀遗留下来的。责难我们“破坏”工业或制造“恐怖”，这是假仁假义，要不就是极其迂腐，不能理解被称为革命的那种尖锐到极点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基本条件。

实质上，这一类“责难者”即使“承认”阶级斗争，也只是口头上承认，实际上往往陷入要各个阶级“协议”与“合作”的小市民空想。因为在革命时代，阶级斗争在一切国家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采取 国内战争
 的形式，而没有极严重的破坏，没有恐怖，没有为了战争利益而对形式上的民主的限制，国内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只有甜言蜜语的牧师，不管是基督教牧师，还是沙龙的议会的社会党人这样的“世俗”牧师，才会看不见、不理解和感觉不到这种必然性。只有僵死的“套中人”[33]才会因此避开革命，而不在历史要求用斗争和战争来解决人类最大的问题时以最大的热情和决心投入战斗。

美国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美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继承了这种传统，不止一次地表示完全同情我们布尔什维克。这种传统就是18世纪的反英解放战争以及后来19世纪的国内战争。1870年，美国在某些方面，如果只拿某些工业部门和国民经济所遭受的“破坏”来说，是 落后于
 1860年的。但如果有人根据 
这点

 而否定美国1863—1865年国内战争的极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那该是多么迂腐、多么愚蠢呵！

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懂得，为了推翻黑奴制度，为了推翻奴隶主的政权，就是使全国经历多年国内战争，遭受任何战争都避免不了的极严重的破坏和恐怖，也是值得的。可是现在要来解决推翻资本主义 雇佣
 奴隶制、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这个无比伟大的任务时，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辩护人以及被资产阶级吓倒的、躲避革命的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却不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国内战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了。

美国工人是不会跟着资产阶级走的。他们将同我们一起，拥护反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世界工人运动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使我坚信这一点。我还记得美国无产阶级最爱戴的领袖之一尤金·德布兹的话，他在给《向理智呼吁报》（Appeal　to Reason）[34]——似乎是在1915年底——写的一篇文章《我将为什么而战》（《What shall I fight for》）里（1916年初，在瑞士伯尔尼一次公开的工人大会上，我曾引用过这篇文章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上的讲话》——编者注］

 ）说道：

他，德布兹，宁愿被枪毙，也不会投票赞成给现在这场罪恶的反动的战争拨款；他德布兹只知道一种神圣的、从无产者观点看来是合理的战争，那就是反对资本家的战争，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的战争。

威尔逊这个美国亿万富翁的头子、大资本家的奴仆把德布兹逮捕入狱，并不使我感到惊奇。让资产阶级去残酷地迫害真正的国际主义者、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吧！他们愈是残暴，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日子就来得愈快。

有人责难我们，说我们的革命造成了破坏……这些责难者究竟是什么人呢？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而正是资产阶级在四年帝国主义战争中几乎毁灭了欧洲的全部文化，使欧洲陷入野蛮、粗野和饥饿的境地。正是这个资产阶级现在又要求我们不要在这些破坏的基础上、在文化的废墟中间、在战争造成的废墟中间进行革命，不要同那些被战争弄得粗野的人一起进行革命。这个资产阶级多么人道、多么公正啊！

资产阶级的奴仆们责难我们实行恐怖……英国资产者忘记了自己的1649年，法国人忘记了自己的1793年[35]。当资产阶级为了本身利益对封建主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工人和贫苦农民胆敢对资产阶级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竟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当一个剥削者少数为了代替另一个剥削者少数而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我们为了推翻 一切
 剥削者少数，为了真正的大多数，为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利益而开始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竟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

国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战争中，即在确定由英国强盗还是由德国强盗来称霸世界的战争中杀死了1000万人，使2000万人成了残废。

如果 我们的
 战争，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战争，要在世界各国一共牺牲50万人或100万人，资产阶级就会说：前一种牺牲是合理的，后一种牺牲是罪恶的。

无产阶级的说法却完全不同。

现在无产阶级通过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祸充分地具体地懂得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它是一切革命给我们的教诲，是工人最好的导师、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给工人留下的遗言。这个真理就是：不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革命就不能成功。在我们工人和劳动农民掌握了政权以后，我们的职责就是 镇压剥削者的反抗
 。我们自豪的是，我们一直在这样做。我们惋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强硬，不够坚决。

我们知道，在一切国家中，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疯狂反抗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革命愈发展，反抗就愈 厉害
 。无产阶级一定能摧毁这种反抗，在打垮资产阶级反抗的过程中完全成熟起来，最后取得胜利，取得政权。

让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报刊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我国革命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吧。我们不怕有错误。人们并不因为发生了革命而变成圣人。劳动阶级多少世纪来一直受压迫，受折磨，被迫处于贫穷、愚昧、粗野的境地，他们干革命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而资产阶级社会的尸体，正如我有一次说过的，又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80页。——编者注］

 。被打死的资本主义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污染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用陈旧的、腐败的、死亡的东西的密网死死缠住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

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其中包括我国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我们所犯的错误，可是我们每犯一百个错误就有一万个伟大的英勇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平凡的，不起眼的，是淹没在工厂区或偏僻乡村的日常生活中间的，是由不习惯（也没有可能）向全世界大肆宣扬自己每一个成就的人们做出来的，因此，也就更加伟大，更加英勇。

假定事情完全相反（虽然我知道这种假定不符合事实），假定我们每有一百个正确行动就有一万个错误，我们的革命仍然是 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是
 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是 第一次
 不是由少数人，不是仅仅由富人、仅仅由有教养的人，而是由真正的群众、由大多数劳动者 自己
 来建设新生活， 用自己的经验
 来解决社会主义组织工作中的最困难的问题。

在这项工作中，在这项千百万普通工人和农民真心实意地进行的改造他们整个生活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抵得上剥削者少数的一千个、一百万个“没有错误的”成就，在欺骗和愚弄劳动者方面所得到的成就。因为工人和农民只有 通过
 这样一些错误才能 学会
 建设新生活，学会 
不要

 资本家也能进行建设，才能给自己开拓出一条穿越千万重障碍而到达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

我们的农民在进行革命工作时会犯错误，但他们在1917年10月25日（俄历）的一夜之间就一举废除了一切土地私有制，并且现在逐月地克服着莫大的困难，自己纠正自己的失误，切实地解决着极困难的任务：创造新的经济生活条件，同富农作斗争，保证土地掌握在 劳动者
 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富人手里），向 共产主义的
 大农业过渡。

我们的工人在进行革命工作时会犯错误，但他们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差不多已经把所有的大工厂收归国有，现正通过日常的艰苦的劳动学习管理整个工业部门的新业务，克服因循守旧、小资产阶级性和利己主义这些巨大的阻力，使国有化企业走上正轨，用一块块基石为 新的
 社会联系、 新的
 劳动纪律、工会对其会员的 新的
 权力奠定基础。

我们的苏维埃，远在1905年的群众运动高潮中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在进行革命工作时会犯错误。工农苏维埃，这是新的国家 类型
 ，新的最高的民主 类型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是在 不要
 资产阶级和 反对
 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来管理国家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民主第一次为群众为劳动者服务，不再是富人的民主，而在一切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国里，民主始终是富人的民主。人民群众现在第一次为亿万人解决实现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专政的任务，而不解决这一任务，也就 谈不上
 社会主义。

让学究们或满脑子资产阶级民主偏见或议会制偏见的人们在谈到我们的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不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时候去摇头耸肩表示不解吧。这些人在1914—1918年的大转变时期既没有忘掉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与劳动者的新的民主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最广泛地吸引群众参加政治相结合，——这样的结合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也是保守的议会民主制的陈旧形式容纳不了的。新的世界，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以苏维埃共和国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毫不奇怪，这个世界不会一生下来就完美无缺，不会象密纳发那样一下子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36]。

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大书特书形式上的平等和集会权利，我们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苏维埃的宪法则抛弃形式上平等的虚伪词句。当资产阶级共和派推翻帝制时，他们并不关心君主派同共和派的形式上的平等。现在要来推翻资产阶级了，只有叛徒或白痴才会极力为资产阶级争取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如果所有好的建筑物都让资产阶级占去了，“集会自由”对工人和农民来说就一文不值。我们的苏维埃把城市和乡村中好的建筑物从富人手里全部 夺了过来
 ，并把 
所有

 这些建筑物 交给了
 工人和农民，供 
他们

 集会结社之用。这就是 我们的
 集会自由——劳动者享受的集会自由！这就是我们的苏维埃宪法、我们的社会主义宪法的意义和内容！

正因为这样，我们大家深信，不管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会遭到什么灾祸， 它是不可战胜的
 。

它之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疯狂的帝国主义的每一次打击，国际资产阶级使我们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会激励更多的工人和农民起来斗争，使他们从惨重的牺牲中受到教育，使他们受到锻炼，激发起新的群众性的英雄主义。

我们知道，美国工人同志们，你们的帮助也许还不会很快到来，因为革命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速度（也不能不是这样）。我们知道，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不管它近来成熟得多么快，在最近几个星期内还不可能爆发。我们指望国际革命必然发生，但这决不是说，我们象傻瓜一样指望它在 某个
 短时期内必然发生。我们国家有过两次大革命（1905年和1917年），所以知道革命是不能按定单或协议制造的。我们知道，形势把 我们
 俄国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队伍推到前面，并不是由于我们的功劳，而是由于俄国特别落后；我们知道， 在
 国际革命爆发 之前
 ，一些国家的革命遭到失败还是可能的。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坚定地认为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人类不会毁于帝国主义大厮杀，而一定会战胜它。第一个 打碎
 帝国主义战争的沉重锁链的就是 我们
 国家。我们在打碎这条锁链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牺牲，但是我们把它 打碎了
 。我们 摆脱了
 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我们在全世界面前举起了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而斗争的旗帜。

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队伍来援助我们之前，我们就好象守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里。但这些队伍 是存在的
 ，他们比我们 人数众多
 ，他们正随着帝国主义继续肆虐而日益成熟起来，日益成长壮大起来。工人们正在同龚帕斯、韩德逊、列诺得尔、谢德曼、伦纳之流的社会主义叛徒决裂。工人们在缓慢地但是坚定不移地转向共产主义的即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挽救正在毁灭的文化和正在毁灭的人类。

总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战胜的。






	　　尼·列宁
　1918年8月20日

载于1918年8月22日《真理报》第17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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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由当时刚从美国回来的布尔什维克米·马·鲍罗廷负责设法送出。在外国武装干涉和资本主义各国对苏维埃俄国实行封锁的情况下，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克服许多困难。把信送到美国的任务是由п．и．特拉温（斯列托夫）完成的。随信带去的还有《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和苏维埃政府致威尔逊总统的要求停止干涉的照会。美国一些报纸刊登了宪法和照会。



《给美国工人的信》的英译文（略有删节）于1918年12月发表在美国社会党左翼的两个机关刊物——在纽约出版的《阶级斗争》杂志和在约翰·里德、片山潜参与下在波士顿出版的《革命时代》周刊上。由于很受读者欢迎，这封信曾作为《阶级斗争》杂志的单印材料大量出版，后来又多次在美国和西欧各国的社会党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1934年在纽约出版了这封信的全文单行本。——47。



[31]1898年4月，第一次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美西战争爆发。起初，美帝国主义诡称支持菲律宾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答应在菲律宾群岛解放后保证菲律宾的独立。可是，在1898年夏秋之间，当菲律宾起义军几乎解放了整个群岛并宣布成立菲律宾共和国时，美帝国主义者却派兵在菲律宾登陆，占领了马尼拉，并于12月10日与西班牙签订和约，以2000万美元的代价把菲律宾夺到自己手中。1899年2月4日，美军指挥部对菲律宾共和国开始采取军事行动，挑起了美菲战争。美帝国主义用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的两手，扼杀了菲律宾的民族解放斗争，把菲律宾变成了它的殖民地。——48。



[32]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对美国经济学家亨·查·凯里《就政治经济学问题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信》的评论中说：“历史道路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全然是在旷野上穿行，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泥泞不堪，时而经过沼泽，时而穿过密林。谁怕沾上尘土和弄脏靴子，他就不要从事社会活动。”（见《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50年俄文版第7卷第923页）——55。



[33]“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56。



[34]《向理智呼吁报》（《Appeal to Reason》）是美国社会党人的报纸，1895年在美国堪萨斯州吉拉德市创刊。该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很受工人欢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国际主义立场。



列宁提到的尤·德布兹的文章是1915年9月11日在该报发表的，文章的标题应是《何时我会去作战？》。——57。



[35]指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也曾对封建主实行恐怖。1649年1月30日，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白厅前广场上被当众处决。1793年1月21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58。



[36]密纳发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的最高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据古罗马神话故事，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一生出来，就身着盔甲，手执长矛，全副武装。后来，人们常用“象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比喻某人或某事从一开始就完美无缺。——61。







《列宁全集》第35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马铃薯价格的决定草案[37]


（1918年8月22日）

（1）马铃薯的固定价格推迟到10月1日实行。

（2）向中央统计局下达任务：

立即动员统计部门的全部力量

　　（α）统计马铃薯的收获量；

　　（β）对马铃薯的大、中种植者进行统计和登记

　　首先在莫斯科周围盛产马铃薯的省份进行；

　　然后在其他一些出产马铃薯的省份进行。

要求中央统计局局长于明天即星期五汇报采取的措施，以后每周汇报两次。

（3）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参加下）火速讨论如何建立一种制度，（对出售马铃薯的货主）要求必须持有有署名的收据，作为用畜力车、火车和船舶自由运输马铃薯的条件。

（4）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在8月25日以前做好组织工作，按自由价格火速地、广泛地收购马铃薯，至少要收购到4000万普特，并集运到两个首都的和各军事基地的国家仓库。

（5）为此要通过各工业省份的工会和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动用广大工人的力量。

（6）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于明天即星期五提出报告，汇报这项工作的进程和在准备工作中所采取的措施（以及有关这项工作的数字统计），以后每周报告两次。

（7）为粮食人民委员部完成马铃薯收购任务拨款5亿卢布。

（8）明天就公布本决定的第1条。[38]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02—403页

















[37]这个决定草案略加修改后，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8月22日会议上通过。——64。



[38]人民委员会这个决定的第1条公布于1918年8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65。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综合技术博物馆群众大会上的讲话[39]


（1918年8月23日）

（热烈欢呼）我们的纲领是什么呢？是争取社会主义。在世界大战的现阶段，要摆脱这场战争，除了社会主义胜利，没有别的出路。但是许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现在，人类大多数都反对血腥的大厮杀，但是他们理解不到这种大厮杀同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联系。甚至资产阶级也能一眼看出目前这场战争所造成的惨祸，但它不可能承认，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结束战争……这个主要思想始终是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各国革命的社会党人同那些想使和平降临人间而又要牢牢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的区别所在。

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呢？我们知道，大多数战争都是为了王朝的利益进行的，所以叫作王朝战争。但有时进行战争也是为了被压迫者的利益。斯巴达克掀起的战争就是为了保卫被奴役的阶级。在至今还存在的殖民压迫的时代，在奴隶制时代和其他时代，都进行过这种战争。这种战争是正义的，是不能谴责的。

但是，我们一谈到目前这场欧洲战争就要加以谴责，那完全是因为它是由压迫阶级进行的。

目前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相信各国外交家的话，那么，法国和英国进行战争是为了保护弱小民族，反对野蛮人，反对德国生番；德国进行战争是为了反对威胁文明的日尔曼民族的野蛮的哥萨克，为了保卫祖国免遭敌人进犯。

但是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是经过准备和酝酿的，是不可避免的。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就象美日战争的不可避免一样，为什么不可避免呢？

因为资本主义使土地这项财富集中在某些国家手里，连最后一块土地都瓜分完了；再要瓜分，再要增加这种财富，就只能损害别人，为了一个国家的利益去损害另一个国家。这个问题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因此，世界掠夺者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领导这场战争的，迄今一直是两大公司——英国和德国。英国是最大的殖民强国。尽管英国本土的人口不超过4000万，它的殖民地的人口却在4亿以上。它早就依靠强权侵占了别国的殖民地，侵占了大量土地，并加以开发。但在经济方面，近50年来它已落后于德国，德国的工业超过了英国的工业。德国大规模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制度结合了起来，于是德国打破了记录。

这两个巨头的称霸斗争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

如果说从前，英国靠强权侵占了荷兰、葡萄牙等国的土地，那么现在，德国登台了，说该轮到我从别人那里捞一把了。

可见，问题在于两个最强的国家为瓜分世界而争斗。又因为双方都有亿万资本，它们之间的斗争就成了世界范围的斗争。

我们知道，为了发动这场战争，它们干了多少秘密的罪恶勾当。我们所公布的秘密条约证明，对战争原因的一切解释全是空话，所有国家，包括俄国在内，都是受着靠牺牲弱小民族来发财的肮脏条约约束的。结果是强者更富足，弱者遭蹂躏。

不能把战争的爆发归罪于某些个人；责怪帝王们造成这场大厮杀是错误的，这场大厮杀是资本造成的。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这个尽头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是它造成了争夺全世界的战争。

说进行战争是为了解放弱小民族，这是弥天大谎。两只野兽依然虎视眈眈地对峙着，而它们身旁就有不少惨遭蹂躏的弱小民族。

所以我们说：除了国内战争，别无摆脱帝国主义大厮杀的出路。

当我们在1914年谈到这一点时，有人说这是空中楼阁，但是我们的分析被后来全部事态的发展证实了。现在我们看到，沙文主义的将军们已经没有兵了。不久以前，在受战争之害最深、对保卫祖国的口号最容易接受（因为敌人已经兵临巴黎城下）的法国，护国派遭到了惨败；诚然，沙文主义是因为有了龙格这样一些动摇分子而遭到惨败的，但这一点毕竟不那么重要。

我们知道，在俄国革命初期，政权落到了那些老讲空话而口袋里依然装着沙皇条约的老爷手里。如果说俄国各政党向左转得快一些，那是得助于革命前万恶的制度和我们的1905年革命。

而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是聪明而谨慎的资本主义，它拥有强大而严整的组织，因此，摆脱民族主义狂热的过程比较缓慢。但是终究不能不看到，帝国主义战争正在缓慢而痛苦地终结。

根据完全可靠的消息，德国军队整个在瓦解，而且干起了投机生意。情况也只能是这样。一当觉醒的士兵开始明白流血牺牲纯粹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瓦解现象就不能不蔓延开来。

维持得最久、最稳固的法国军队同样表明，它也免不了要瓦解。马尔威审判案多少披露了一点法国的情况，使我们看到有成千的士兵拒绝开赴前线[40]。

这一切就是在俄国已经展开的那种事变将要发生的先兆。不过，文明国家展示的内战情景将比俄国更加残酷。芬兰就证实了这一点，这个欧洲所有国家中最民主的国家，妇女最早得到选举权的国家，竟野蛮地残暴地镇压红军战士，但红军战士并没有轻易屈服。这种情景表明，多么残酷的命运正等待着这些文明国家。

你们可以看出，说俄国军队的瓦解是布尔什维克一手造成的这种责难是多么荒谬。

我们这支队伍只不过比其他国家的工人队伍先走了几步，这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的队伍强，而是因为我国资产阶级的愚蠢政策使俄国工人阶级较快地挣脱了资产阶级套在它身上的枷锁。现在，我们为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也就是为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现在，在世界各国大大小小的工人集会上，都在谈论布尔什维克，他们都了解我们，知道我们目前是在从事全世界的事业，是在为他们进行工作。

我们在废除土地私有制，把企业和银行（目前银行正在组织工业）收归国有的时候，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谴责，说我们犯了大量错误。的确如此，但是工人们在自己创造社会主义，不管我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我们是在实践中学习，是在为掌握正确进行革命的艺术打基础。

正因为如此，我们受到如此疯狂的仇视！正因为如此，法帝国主义不惜以几千万、几万万的金钱来支持反革命，因为反革命会把我国工农拒绝偿还的几十亿债款归还法国。

现在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都以登载各种谎言为乐事，它们说人民委员会已迁往图拉，而十天以前又有人在喀琅施塔得看到这个委员会等等；说莫斯科就要陷落，苏维埃当局已经逃跑。

整个资产阶级，整个过去的罗曼诺夫皇族，所有的资本家和地主，都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军，因为他们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有可能摧毁苏维埃政权。协约国知道这一点，所以发动了一场最激烈的战斗。它们在俄国缺乏骨干力量，就找上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因此，对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不能掉以轻心。这次叛乱引起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暴动，而富农和白卫分子的一系列叛乱标志着我国革命历史的最后几页。

苏维埃政权的处境是艰难的，对此不能熟视无睹。但是只要看看四周，你们就不能不对胜利充满信心。

德国屡遭失败，而这些失败是德国士兵“叛变”的结果，这已不是什么秘密；法国士兵由于安德里厄同志被捕而在最危急的时刻拒绝开往前线，政府为了调动军队只好释放他；等等，等等。

我们作出了很多牺牲。布列斯特和约就是一个重伤，我们曾经期望德国发生革命，但是当时革命还没有成熟。现在革命正在成熟，革命无疑在酝酿中，它必然会到来。不过只有傻瓜才会问西欧革命什么时候到来。革命是无法推算的，革命是无法预报的，它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它在逐渐成熟，而且一定会爆发。难道在二月革命前一个星期，有人知道它就要爆发吗？难道在发疯的神父把人民引到冬宫去的时候[41]，有人想到过1905年那场革命就要爆发吗？但是现在革命在逐渐成熟，而且必然会发生。

因此我们必须把苏维埃政权保持到西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错误应当成为西欧无产阶级的教训，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教训。俄国革命以至国际革命的生路，都在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战线上。我们已经得到消息，那支不断被将军们出卖的军队，那支疲惫不堪的军队，由于我们的党员同志和工人同志的加入，已开始取得胜利，开始在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表现出革命的热情。

我们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一旦我们取得胜利，就能保住社会主义。（热烈欢呼）





	载于1926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20卷第2册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65—70页

















[39]这是列宁在莫斯科戈罗德区综合技术博物馆群众大会上发表的讲话。这一天各区群众大会的主题是：“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而奋斗”。——66。



[40]1917年春天和夏天，法国军队中广泛展开了反对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据官方统计，运动遍及75个步兵团，23个步兵营，12个炮兵团。



俄国二月革命的胜利对法国人民群众的反战运动有很大影响。二月革命后，1916年被沙皇政府派到法国的俄军成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监督指挥部的活动。大多数士兵拒绝作战，要求临时政府调他们回国。他们的范例对法国士兵起了感染作用。法国士兵们纷纷举行集会，要求改善他们的处境和停止帝国主义战争，实现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平，并要求把那些宣传必须战到最后的众议员、参议员和新闻记者送到前线去。有些地方还发生了士兵暴动。法国政府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首领的帮助下，镇压了军队中的革命运动。事件平息后，法国内政部长让·路易·马尔威以对“失败主义者”斗争不力的罪名受到法庭审判。——69。



[41]指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怀着挑衅的目的，建议工人于1905年1月9日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在请愿那天，沙皇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1000多人被打死，2000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月9日成了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起点。——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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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列克谢耶夫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8月23日）


简要报道


（列宁同志出现时，响起了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同志们，今天我们党召开群众大会来谈这样一个题目：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而奋斗。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作一个最简短的回答：为了停止帝国主义战争，为了社会主义。

还在战争初期，在反动统治和沙皇制度存在的时期，我们就已经声明，这是一场罪恶的战争，摆脱它的唯一出路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当时很多人不明白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什么联系，甚至很多社会党人也认为这场战争同其他战争一样，一定会以缔结和约的方式结束。

但是四年战争给了人们很多教益。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没有别的出路。继俄国革命之后，各交战国的革命也日益成熟。怎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说明共产党人对战争的态度和我们对战争的评价。我们认为，为了实现帝王和资本家的侵略野心而进行的一切战争，都是罪恶的战争，因为这种战争给劳动阶级带来死亡，却给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带来丰硕的果实。

但是有些战争，工人阶级应该称之为唯一正义的战争，——这就是为了摆脱资本家的奴役、压迫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战争是必要的，因为只有通过斗争我们才能得到解放。

1914年德国和英法两国之间爆发战争，是为了瓜分世界和争夺扼杀全世界的权利，可是两个营垒的资本家都竭力用“保卫祖国”的口号来掩盖他们的侵略野心，用这种无稽之谈来安抚人民群众。

在这场大厮杀中，千百万人死去了，千百万人成了残废。战争变成了全世界的战争。人们越来越产生这样的问题：这些无谓的牺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英国和德国遍体血污，但又没有摆脱战争的出路，因为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即使停止战争，另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仍会继续打下去。

资本家太过分了，他们掠夺得太多了。同时，军队在瓦解，到处都有逃兵；意大利山区都是逃兵，法国的士兵拒绝作战，甚至德国的军纪也大不如从前了。

法国和德国的士兵开始懂得，他们应该掉转头来，把枪口对准本国政府，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结束流血的战争是不可能的；从这里人们意识到必须展开各国工人反对各国资本家的斗争。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困难的。国内战争要拖很多个月，甚至很多年，俄国人想必是懂得这一点的，因为他们知道，推翻统治阶级是多么困难，俄国的地主和资本家是怎样拼命地顽抗。

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不同情布尔什维克，不相信总有一天也会象俄国工人那样推翻本国政府。

我们俄国共产党人暂时是孤立的，因为我们这支队伍比其他队伍超前了，我们和其他同志被分割开了。但我们应该首先行动，因为我们的国家最落后。我们的革命是全世界的革命，我们将在各国工农的援助下解决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任务是艰难的，很多无用之人和有害分子跑来加入我们的行列，但工作已经开始，如果说我们也犯错误，那么不应该忘记，每个错误都会给人以启迪和教益。

资本主义是一种国际力量，因此，只有在一切国家而不只是在一个国家战胜它，才能把它彻底消灭。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战争就是反对全世界资本家的战争。

工人们正挺身奋起进行这一斗争；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纷纷参军，因而军队中渗进了为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的思想。

无产阶级群众一定能保证苏维埃共和国战胜捷克斯洛伐克军，使它能够支持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列宁同志的讲话在全场热烈鼓掌和欢呼中结束）





	载于1918年8月2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8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7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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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42]


（1918年8月28日）

（列宁同志进入会场，全体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同志们！我们正处在一个最紧要、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历史关头，——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成熟的关头。现在连那些缺乏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远见的人也明白，这场战争不会怎么开始就怎么结束，就是说，不会由原来那些帝国主义政府象通常那样缔结一项和约来结束。俄国革命表明：战争必然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它必然变成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战争。俄国革命的意义就在这里。

不管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困难多大，不管各国怎样不惜花费千百万金钱来散布诬蔑俄国革命的谣言，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感觉到，俄国革命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在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对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进行战争的同时，世界各地又开始了另一种战争，那就是受到俄国革命这个榜样鼓舞的各国工人阶级向本国资产阶级宣布的战争。一切迹象表明，奥地利和意大利正处在革命的前夜，这两个国家的旧制度正在迅速瓦解。在德、英、法这些比较稳定比较巩固的国家里，同样的过程也在进行，只是稍有不同，不那么显著罢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战争不可避免要完蛋。德帝国主义者没能把社会主义革命扼杀。德国在红色拉脱维亚、芬兰和乌克兰镇压革命，结果是它自己的军队陷于瓦解。德国在西线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原来那样的军队已不存在。德国外交官们半开玩笑说过，德国士兵在“俄国化”。现在这已经不是玩笑话，而是使他们感到痛苦的事实。在德国军队中，反抗情绪在增长，“叛变”成了常有的事情。另一方面，英法正在作最后的努力以保持自己的地位。他们向俄罗斯共和国猛扑过来，把资本主义的弦都要绷断了。连资产阶级报刊也承认，工人群众的情绪已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在法国，“保卫祖国”的思想遭到破产；在英国，工人阶级宣布“国内和平”破裂。这就是说，英法帝国主义者已经打出了自己的最后一张牌。我们有绝对把握说，这张牌一定会被吃掉。（热烈鼓掌）不管某些集团怎样叫嚣说布尔什维克依靠的是少数，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在俄国国内找不到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的力量，只好求助于外国的干涉。这样一来，英法工人阶级就被迫参加了这场具有明显的侵略性质、旨在扼杀俄国革命的战争。这就是说，英法帝国主义，也可以说世界帝国主义，就要咽气了。（热烈鼓掌）

不管在一个人民自己打倒了战争和遣散了旧军队的国家里重新造成战争状态多么艰难，不管在激烈的国内战争中重新组织军队多么不容易，我们还是克服了一切困难。军队建成了，战胜捷克斯洛伐克军、白卫分子、地主、资本家和富农也就有了保证。（热烈鼓掌）劳动群众懂得，他们不是为一小撮资本家的利益作战，而是为自己的事业作战。俄国的工人和农民第一次有了可能自己来管理工厂和水地，这个经验一定会对他们发生影响。我们的军队是由优秀分子组成的，是由觉悟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每一个上前线的人都懂得，他不仅是为俄国革命的命运而斗争，而且是为整个国际革命的命运而斗争，因为我们可以相信，俄国革命只是一个榜样，只是一系列革命的第一步，战争必然会以这一系列革命而告终。

国民教育事业是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能够用十分明显的真理来驳斥骗人的谎言。战争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拿来作幌子的“多数人意志”是怎么回事，战争清楚地表明一小撮财阀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各国人民拖入大厮杀。人们原来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是为多数人服务的，这个信念现在已经彻底破产了。我们的宪法，我们的苏维埃（它在欧洲看来是个新事物，但我们早从1905年革命的经验中就知道了），是揭露资产阶级民主制虚伪骗人的本质的最好的宣传鼓动材料。我们公开宣告由被剥削的劳动者实行统治，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这就是我们不可战胜的原因。

在国民教育方面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国家愈文明，它就愈会骗人，说学校可以脱离政治而为整个社会服务。

事实上，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工具，它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观念，它的目的是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战争表明，现代技术的奇迹怎样成了靠战争发财的资本家屠杀千百万工人和搜刮巨额财富的手段。战争遭到内在的破坏，因为我们摆出了真理，揭穿了他们的谎言。我们说，我们办学的事业同样也是一种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我们公开声明，所谓学校可以脱离生活，可以脱离政治，这是撒谎骗人。那些最有学识的资产阶级旧文化人士实行怠工是怎么一回事呢？怠工比任何鼓动员、比我们所有的讲话和成千种小册子都更清楚地说明，这些人把知识当作专利品，把知识变成他们对所谓“下等人”实行统治的工具。他们利用自己受到的教育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公开反对劳动群众。

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在革命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他们看到，只有我们的制度才使他们能够进行真正的统治；他们深信，国家政权完完全全是在帮助工人和贫苦农民，使他们能够彻底粉碎富农、地主和资本家的反抗。

劳动者渴求知识，因为知识是他们获得胜利所必需的。十分之九的劳动群众都懂得：知识是他们争取解放的武器；他们遭到挫折就是因为没有受教育；现在要真正做到人人都能受到教育，全靠他们自己。我们事业的保证在于群众自己动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俄国。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从自己的失败和错误中学习。他们知道，要使他们所进行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是多么地需要教育。尽管许多机关似乎在瓦解，尽管怠工的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我们看到，斗争经验已使群众学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所有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情人民的人，优秀的教师们，都会帮助我们，——这就是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胜利的可靠保证。（欢呼）





	载于1919年《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74—78页

















[42]这是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三天会议上的讲话。本卷《附录》收有这篇讲话的提纲。



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8月26日—9月4日在莫斯利高等女子学校（今莫斯科国立列宁师范学院）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各地国民教育局的代表、教师代表和各文化教育组织工作人员的代表700多人。列宁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在会上作了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报告。大会还听取了其他一些关于教育问题的报告。——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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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报告

（1918年8月29日）


1

人民委员会决定[43]


委托各人民委员部于一周内写出1917年10月25日以来工作情况的简要报告（2—5印张）。

报告应当写得非常通俗，应当特别注意工人组织和无产阶级代表在管理方面如何发挥作用的情况，以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和旨在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重大措施。

全俄肃反委员会也应写出类似报告。

请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对自己的工作也作出同样的决定（特别是宪法和苏维埃历届代表大会的总结）。


2

给各人民委员的信

1918年8月29日

8月29日人民委员会作了要求在 一周内写出工作报告
 的决定，关于决定的执行问题，我谨提出几点希望：

报告应当写得 
非常通俗

 ，其中特别要指出：

（a）群众生活改善的情况（ 工人
 、国民教师等工资提高的情况）；

（b）工人（优秀工人个人和工人组织等）参加管理的情况；

（c）贫苦农民参加管理以及在反对富农的斗争中协助苏维埃政权的情况；

（d）剥夺地主、资本家、商人、金融家等的情况。

主要的任务是用事实 
具体

 说明，苏维埃政权 
究竟是怎样

 采取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 
最初的

 步骤）的。






	　　列宁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79—80页

















[43]人民委员会关于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报告的决定，于1918年8月29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决定看来是列宁在这次会议上起草的。——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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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贫苦农民委员会没收富农种子粮的问题

（不晚于1918年8月30日）

是否应当补充一点？

让贫苦农民委员会从富农那里 没收
 种子粮，无论如何要这样做，如果现在不行，以后也得向富农征收——先暂时从地主农场拿出一部分粮食交给贫苦农民作种子。 
［注：建议是针对哪个文件提出的，未能确定。——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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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斯曼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44]


（1918年8月30日）


简要报道


从2月到10月，资产阶级在社会妥协派的支持下统治了革命的俄国，一时成了革命俄国的主人。

米留可夫—古契柯夫政府刚迈出几步，人民群众就已清楚资产阶级要把他们引向何处。俄国资本家和地主实质上在继续奉行已被人民推翻的沙皇的政策，但他们的卑鄙勾当却受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掩护，这些人表面上是社会主义者，实际上则背叛社会主义，为英法交易所效劳。

妥协派被十月起义抛弃、被革命清除出去以后，又在乌克兰、高加索、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重操旧业。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推翻了这些地方的苏维埃，并把布尔什维克活动家交给捷克斯洛伐克走卒和俄国白卫分子去折磨。

在这些地方的苏维埃的废墟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资本家和地主大奏凯歌，工人和农民在呻吟咒骂。土地交给了贵族，工厂还给了原主。八小时工作制被废除，工农组织被取缔，沙皇的地方自治机关和旧的警察统治重新肆虐。

让每一个在政权问题上还摇摆不定的工人和农民看看伏尔加河流域，看看西伯利亚，看看乌克兰吧，那时他自己就会得出明确答案。（热烈欢呼，经久不息）





	载于1918年8月31日《真理报》第18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81—82页

















[44]这是列宁在莫斯科巴斯曼区于加夫利科夫广场粮食交易所（今斯巴达克广场巴乌曼区少年宫）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当天各区群众大会的主题是“两种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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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米歇尔逊工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45]


（1918年8月30日）


简要报道


（热烈鼓掌，欢呼）有人经常责难我们布尔什维克背弃了平等博爱的信条。现在我们就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是什么样的政权取代了沙皇政权呢？是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权，它在俄国开始了召集立宪会议的工作。这项工作对挣脱了千年枷锁的人民的真正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在古契柯夫及其他热心人的背后，召集了一帮追求帝国主义目的的资本家。而克伦斯基、切尔诺夫一伙上台以后，这个摇摇欲坠、失去依托的政府又只想着同他们关系密切的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政权实际上转到了富农手里，劳动群众没有得到它任何好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就拿最自由最文明的美国来说吧。它是一个民主共和国。情况又怎么样呢？在那里，不是一小撮百万富翁而是一小撮亿万富翁实行着专横的统治，而全体人民备受奴役。既然工厂、银行和全国一切财富都归资本家所有，既然与民主共和制同时并存的是对千百万劳动者的农奴制奴役和暗无天日的贫困生活，试问，你们吹嘘的平等博爱又在哪里呢？

没有！哪里由“民主派”统治，哪里就有赤裸裸的、不折不扣的掠夺。我们是知道所谓民主国的真正本质的。

法兰西共和国、英国和其他民主国的秘密条约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了整个事情的实质和内幕。这些条约的目的和利益，同德国的一样，也是罪恶的和掠夺性的。战争擦亮了我们的眼睛。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所谓祖国的保卫者原来是无耻的强盗和掠夺者。对强盗的这次进犯，应当用革命的行动、革命的创造来对付。的确，在这个非常时期，要实现联合，特别是实现农民革命分子的联合，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相信革命的先锋队——工厂无产阶级的创造力量和阶级热情。工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只要对民主共和国和立宪会议还抱着美妙的幻想，就照旧每天要有5000万卢布花在危害他们的战争上面，他们就永远找不到摆脱资本主义压迫的出路。工人们懂得了这一点，就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

同样，现实生活也使工人懂得，只要地主还安安稳稳占用着宫殿和迷人的城堡，集会自由就是虚构，不过是在阴曹地府集会的自由。你们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一面答应给工人自由，一面又让宫殿、土地、工厂和所有财富继续掌握在资本家和地主的手里，这哪里有一点自由平等的气味呢？我们只有一个口号，一个信条：任何一个从事劳动的人都有权享用生活资料。吸劳动人民血的寄生虫则不得享用这些资料。我们宣布：一切属于工人，一切属于劳动者！

我们知道这一切实行起来非常困难，我们知道资产阶级要拼命反抗，但是我们相信无产阶级会取得最后胜利，因为他们既然能够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风暴带来的奇灾大祸，既然能够在被他们推倒的建筑物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厦，他们就不可能不取得胜利。

实际上到处都在实现着各种力量的联合。由于我们废除了土地私有制，现在城乡无产阶级正实际地联合起来。在西欧，工人的阶级意识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英、法、意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人发出愈来愈多的宣言和要求，这些宣言和要求证明世界革命事业的胜利就要到来。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不要理会资产阶级强盗的一切骗人的、无耻的叫嚣和哀号，开创自己的革命工作。我们应当把一切力量都放到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战线上去，把那帮在自由平等口号的掩饰下成百成千地屠杀工农群众的匪徒消灭干净。

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不胜利，毋宁死！





	载于1918年9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8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83—85页

















[45]列宁在巴斯曼区群众大会上讲话之后，立即到莫斯科河南岸区原米歇尔逊工厂（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厂）参加另一个群众大会，并发表了同样主题的讲话。



傍晚7时30分，列宁讲完话离开该厂时，在工厂院内遭到了社会革命党女党员、恐怖分子范·卡普兰的枪击，中了两颗毒头子弹，身负重伤。列宁遇刺的消息激起了全国劳动人民对阶级敌人的极大愤怒。他们要求严惩恐怖分子，无情镇压反革命势力，同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周围，加强了对前线的支援。



1918年9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发表通告：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已将恐怖分子卡普兰枪决。——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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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红军收复喀山

（1918年9月11日）

喀山，托洛茨基

我热烈祝贺红军的辉煌胜利。

愿这一胜利成为工人和革命农民的联盟彻底打垮资产阶级、粉碎剥削者的一切反抗并使世界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保证。

世界工人革命万岁！






	　　列宁
载于1918年9月12日《真理报》第195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9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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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奔萨省执行委员会和第一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46]


（1918年9月12日和18日之间）

奔萨省执行委员会和第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我的故乡辛比尔斯克的收复，是包扎我的伤口的一条最有效最理想的绷带。我顿时觉得精神振奋，力量骤增。我祝贺红军战士的胜利，并代表全体劳动者对他们作出的一切牺牲表示感谢。






	　　列宁
载于1918年9月25日《彼得格勒真理报》第209号（非全文）

全文载于1935年1月27日《红星报》第2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95页

















[46]列宁的电报是对红军战士发来的慰问电的答复。1918年9月12日，红军部队在米·尼·图哈切夫斯基指挥下从白卫军和捷克斯洛伐克军手中解放了辛比尔斯克。红军战士随即召开大会，通过如下致列宁的慰问电：“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复您的故乡，这是为您所受的一处伤而对敌人的回答，为了您所受的另一处伤，我们要收复萨马拉！”列宁的复电曾在彼得格勒红军战士和工人大会上宣读。——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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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47]


1918年9月17日

亲爱的同志们：衷心感谢你们的良好祝愿，并祝你们在工作中获得最好的成就。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就是工人阶级要懂得必须实行本阶级的 统治
 并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实行这种 统治
 。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必须在这个过渡时期实行 统治
 ，以便彻底消灭阶级，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把被资本主义压制、摧残和搞成一盘散沙的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 团结
 在城市工人的周围，同他们结成最紧密的联盟。

我们所以获得各种成就，是由于工人们懂得了这个道理，并开始通过自己的苏维埃 来管理
 国家。

但是工人们对这个道理领会得还 不够
 ，在推举 工人来管理

 国家方面往往过于 缩手缩脚
 。

同志们，为此奋斗吧！希望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能在这方面予以协助。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取得成就直到取得最终胜利的保证。　　顺致

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18年9月19日《真理报》第20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87页

















[47]这是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主席团给他的致敬信的答复。



全俄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8年9月15—20日在莫斯科举行，有330名代表出席。在会上发言和作报告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人亚·亚·波格丹诺夫、帕·伊·列别捷夫－波良斯基、费·伊·加里宁等。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人的错误观点：企图摆脱群众性文化教育工作的任务，力图在脱离生活、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情况下建立一种与先前的文化毫无联系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文化”等等。列宁的信在9月19日的会议上宣读。信中针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缺点，指出了协会面临的政治任务。——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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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彼得格勒指挥员训练班的电报

1918年9月18日

彼得格勒瓦西里耶夫岛军校街3号


致军区政治委员

　　我向今天在红军指挥员训练班毕业并即将到军队中去担任领导工作的400名工人同志表示祝贺。俄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决于工人以怎样的毅力管理国家，以怎样的毅力指挥为推翻资本压迫而战的被剥削劳动者的军队。因此我相信，成千上万的工人将以这400人为榜样；有这样的管理人员和指挥人员，共产主义的胜利就会有保障。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
载于1918年9月19日《真理报》第20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88页












《列宁全集》第35卷


论我们报纸的性质

（1918年9月18日或19日）

现在，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即政治空谈，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的建设，建设中的种种事实，占的篇幅太少了。

有些简单明了、众所周知、群众已经相当清楚的事情，如资产阶级走狗孟什维克卑鄙地背叛、英国和日本为了恢复资本的神圣权利而发动入侵、美国亿万富翁对德国咬牙切齿等等，为什么不用20—10行，而要用200—400行来报道呢？这些事情要报道，这方面的每一个新事实要指出，但不必长篇大论，不要老调重弹；而对那些众所周知的、已有定论的旧政治的新表现，用“电报体”写上几行抨击一下就可以了。

在“资产阶级的美好的旧时代”，资产阶级报刊决不涉及“最神圣的东西”——私人工厂和私人农场的内幕。这种惯例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我们应当坚决抛弃，但我们还 没有
 这样做。我们报纸的面貌还 没有
 改变得符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要求。

少谈些政治。政治已经完全“明朗化了”，它已归结为两个营垒的斗争，即起义的无产阶级和一小撮奴隶主资本家（及其狐群狗党直到孟什维克等等）的斗争。关于这种政治，我再说一遍，可以而且应当谈得十分简短。

多谈些经济。但经济不是指“泛泛的”议论、学究式的评述、书生的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话，——可惜所谓经济往往正是这样的空话。不是的，我们需要的经济是指搜集、 周密地审核
 和研究新生活的实际建设中的各种事实。在新经济的建设中，大工厂、农业公社、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是否 真
 有成绩？有哪些成绩？证实了没有？其中有没有虚构、夸大和书生式的许诺（“事情正在就绪”、“计划业已拟就”、“力量已经投入”、“现在可以担保”、“肯定有所改善”，以及诸如此类“我们”特别擅长的油腔滑调）？成绩是怎样取得的？怎样扩大的？

有些工厂在国有化以后仍然是混乱、散漫、肮脏、捣乱、懒惰的典型，揭发这些落后工厂的黑榜有没有呢？没有。然而这样的工厂 是有的
 。我们不同这些“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作 斗争
 ，就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要我们默许这样的工厂存在，我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成了收破烂的人。我们不善于象资产阶级那样在报纸上进行阶级斗争。请回想一下，资产阶级是怎样出色地在报刊上 抨击自己的
 阶级敌人，怎样讥笑他们，侮辱他们，置他们于死地的。而我们呢？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是要反对那些顽固坚持资本主义传统（习惯）、仍然用老眼光看苏维埃国家（替“它”干活要少些差些，从“它”那里捞钱则多多益善）的极少数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以捍卫工人 阶级
 的利益吗？即使是在苏维埃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间，在索尔莫夫斯克和普梯洛夫等工厂的工人中间，这样的坏蛋难道还少吗？这样的坏蛋我们抓住了多少？揭露了多少？搞臭了多少？

报刊对这一切默不作声。即使谈到，也只是官样文章，走走过场，不象一份 革命
 报刊，不象一个阶级 实行专政
 的机关报，尽管这个阶级正在用行动证明，资本家和维护资本主义习惯的寄生虫的反抗将被它的铁拳所粉碎。

在战争问题上也是这样。我们是否抨击过那些胆小如鼠的将领和敷衍塞责的家伙呢？我们是否在全俄国面前揭露过那些不中用的部队的丑态呢？有一些人毫不中用、玩忽职守、延误军机，本来应该大张旗鼓地把他们清除出军队，我们是否“抓住了”足够数量的这样的坏典型呢？我们没有同干坏事的 具体
 人进行切实的、无情的、真正革命的 斗争
 。我们很少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 教育群众
 ，而这正是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我们很少注意工厂、农村和连队的 日常
 生活，这里创造的新事物最多，这里最需要关心、报道和公众的批评，最需要抨击坏人坏事，号召学习好人好事。

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 实际地
 创造 新事物
 。多 检查检查
 ，看这些新事物中有多少 共产主义成分
 。





	载于1918年9月20日《真理报》第20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8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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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莫斯科—基辅—沃罗涅日铁路员工同志们

（1918年9月20日）

对你们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表示衷心的感谢，祝你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获得各种成就。无产阶级的铁路员工群众不仅应当克服总想怠工的倾向，而且应当克服工团主义的倾向，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做到这一点。　　顺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18年9月20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8年10月15日《莫斯科—基辅—沃罗涅日铁路军事革命总委员会通报》（库尔斯克）第3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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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向农户征收实物税法令的意见[48]


（1918年9月21日）


1

法令的基本原则

四天内按以下几点修改草案：

（1）最通俗的引言

　　（α）额外收入和平均使用土地（土地社会化法令第17条、第12条等条款[49]）

　　（β）彻底剥夺资产阶级

注意　‖（γ） 不
 剥夺富裕农民，但 征收
 合理的重税

　　（δ）中农——征轻税

　　（ε）贫苦农民——免税。

（2）把贫苦农民（免税）、中农（征税很轻）和富裕农民的划分写入本法令。

（3）使贫苦农民的百分比不小于40%，中农不小于20%。

（4）对中农征收的税额要 
极

 大地降低。

（5）由区域苏维埃组织提出关于修订向富裕农民征税的数额问题。

（6）贫苦农民有权获得部分征收的实物（用作口粮和种子）。


2

对法令草案的意见

注意

（1）200万不全是富农。

（2）富裕农民可能非常富足，但不是盘剥者及其他。

（3）我们对资本家实行剥夺和没收，而对富裕农民 
不

 这样做。

（4）富农如暴动、反抗，就实行没收。





	基本原则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意见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93—94页

















[48]实行实物税的问题是列宁在他1918年8月2日写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见本卷第27—29页）中提出来的。9月4日和21日，人民委员会两次开会讨论了关于对农户征收实物税的法令草案。看来，列宁在9月21日的会议上拟了《法令的基本原则》和写了对法令草案的意见。这次会议决定由专门委员会根据列宁提出的原则，对法令草案进行修改。法令的定稿文本于10月26日经人民委员会通过，10月31日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公布于1918年11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进一步扩大，要求集中全部人力物力来保卫共和国并实行余粮收集制和其他非常措施，因而阻碍了实物税的实行。1921年春，随着国内战争结束和开始向和平经济建设过渡，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经济政策，决定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在粮食税中，列宁1918年制定的实物所得税原则得到了全面发展和实际体现。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报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中曾经谈到1918年10月通过的关于实物税的法令。——95。



[49]《土地社会化基本法》第12条规定：“在劳动者之间分配土地，应按平均使用土地原则和劳动原则进行，使消费土地份额和劳动土地份额适应当地历史上形成的土地使用制度，既不超出每个农户现有人口的劳动能力，又使每个农家都能得到温饱。”该法令第17条规定：“因较好地块的自然肥力以及因这些地块离销售市场较近而获得的额外收入，应由苏维埃政权机关支配，用以满足社会需要。”（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408—409页）——95。







《列宁全集》第35卷


给收复喀山的红军战士的信

（1918年9月22日）

同志们：你们已经知道，喀山的收复对于整个俄国革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我军士气的转变，标志着我军已转入坚决果敢的胜利进攻。你们在战斗中作出的惨重牺牲拯救了苏维埃共和国。共和国要在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巩固起来，社会主义要在俄国和全世界取得胜利，都有赖于军队的强大。我衷心祝贺英勇的苏维埃军队，祝贺为推翻剥削制度而斗争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的军队，并祝你们不断取得胜利。　　顺致

同志的共产主义的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18年9月29日《革命旗帜报》（喀山）第17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96页














《列宁全集》第35卷


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

（有工厂委员会代表和工会代表参加）的信[50]


（1918年10月2日）

德国爆发了政治危机。政府也好，剥削阶级也好，在全国人民面前都是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战争前途无望，统治阶级得不到劳动群众的任何支持，一下子就看出来了。这一危机，即使不是表明革命已经开始，至少也是表明，群众已经清楚地看到，革命必然要爆发，而且即将爆发。

政府在精神上已经卸职，它徘徊于军事专政和联合内阁之间，焦躁不安，无所适从。其实，军事专政从战争一开始就已试过，而且现在恰好行不通，因为军队已经靠不住了。至于吸收谢德曼之流参加内阁，那么，这些人同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英国的韩德逊和悉尼·维伯之流、法国的阿尔伯·托马和列诺得尔之流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和卖身求荣的小人，一旦他们的软弱无能彻底暴露，就只能加速革命的爆发，使革命运动更广泛，更自觉，更坚决。

德国的危机刚刚开始。它的结局必然是政权转到德国无产阶级手中。俄国无产阶级十分密切地、极其兴奋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现在连世界各国工人中最不明事理的人都能看出，布尔什维克把全部策略建立在世界工人革命的支援上面，不怕承担各种各样的惨重牺牲，是完全正确的。现在连最愚昧无知的人都能懂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打着废除布列斯特和约的招牌同掠夺成性的英法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是多么卑鄙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当德国国内的反帝力量开始象怒涛一样翻腾咆哮的时候，当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开始在本国人民面前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辩解并开始寻求“改变”政策的办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当然无意用破坏和约或撕毁和约的办法来帮助德帝国主义者。

俄国无产阶级不仅密切地兴奋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而且提出了全力 支援德国工人
 的问题，因为德国工人面临最严峻的考验，将要经历一个摆脱被奴役状态而获得自由的艰难过程，将要 同本国的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进行
 最顽强的 斗争
 。德帝国主义的失败将意味着英法帝国主义在一定时期内会更加猖狂、残暴、反动和野心勃勃。

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工人阶级向来都是实际上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国际主义者，第二国际的英雄和领袖们则不同，这帮坏蛋不是公然叛变，同本国资产阶级勾结，就是竭力用空话搪塞，捏造出（如考茨基和奥托·鲍威尔之流那样）逃避革命的种种遁词，反对一切勇敢的、伟大的革命行动，反对为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而在狭隘的民族利益上作任何牺牲。

俄国无产阶级将会懂得，不用很久，就会要求它为国际主义的利益付出极大的牺牲。很快会有一天，情况的发展可能要求我们去帮助摆脱了本国帝国主义的德国人民反对英法帝国主义。

我们要马上着手准备。我们一定会证明：一旦工人革命超出俄国一国的范围而成为国际性的，俄国工人就会拿出冲天的干劲进行工作，就会无比忘我地进行斗争，以至牺牲生命。

首先，我们要百倍努力做好粮食储备工作。我们要求每个大粮仓都准备一批粮食，如果德国工人在为摆脱帝国主义恶魔和野兽而进行斗争时由于种种原因陷入困境，我们就可以给予支援。每个党组织、每个工会、每个工厂和作坊等等都要专门选几个乡，同它们建立联系，以便巩固同农民的联盟，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战胜富农，把余粮全部收缴上来。

同样，我们要百倍努力做好组建无产阶级红军的工作。转折关头已经到来，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看到和感觉到的。工人和劳动农民在经历了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惨祸之后已经稍事休整，他们懂得并且根据经验知道，必须同压迫者作战，才能保住自己的革命即劳动者的革命的成果，才能保住自己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一支军队建立起来了，这是决心作出一切牺牲来捍卫社会主义的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红军。这支军队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分子的战斗中壮大起来，经受了锻炼。基础已经打好，应该赶快盖高楼了。

我们原来决定到春天建立起一支100万人的军队，现在我们需要一支300万人的军队。我们能够有这样一支军队。 我们一定会有这样一支军队
 。

近来世界历史空前加速了走向世界工人革命的步伐。局势可能骤变，德帝国主义和英法帝国主义可能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

我们也应当加紧准备。我们一定要百倍努力。

让这一要求成为我们纪念伟大的十月无产阶级革命一周年的口号！

让这一要求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未来的胜利的保证！






	　　尼·列宁
载于1918年10月4日《真理报》第213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1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97—100页

















[50]1918年10月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有工厂委员会代表和工会代表参加）是由于德国发生政治危机而由列宁提议召开的。列宁的信曾在会上宣读。信的基本论点写进了会议通过的决议。——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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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1918年10月9日）

我已经开始用这个标题写一本小册子 
［注：见本卷第229—327页——编者注］

 ，批判刚在维也纳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我的写作拖下来了，因此我决定请《真理报》编辑部先发表这篇论述同一个问题的短文。

四年多劳民伤财的反动战争起了它应起的作用。在欧洲，不论在奥地利还是意大利，不论在德国还是法国，甚至在英国，都可以感觉到无产阶级革命在日益成熟（半自由主义者拉姆赛·麦克唐纳主编的极端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评论》[51]7月号上刊载的《一个资本家的自供》最能说明问题）。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候，第二国际的领袖考茨基先生出版了一本论无产阶级专政即论无产阶级革命的书，这本书在可耻、可恶和背叛的程度上，比伯恩施坦那本有名的《社会主义的前提》要高出百倍。伯恩施坦那本宣扬叛徒主张的书出版已近20年了，现在考茨基又来老调重弹，还加以发展！

这本书只有很小一部分谈到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革命。考茨基完全是在重复孟什维克的高论，俄国工人看了只会捧腹大笑。你看，他竟把这样一些议论，一些夹杂着许多从半自由主义者马斯洛夫的半自由主义著作中摘来的引文的议论，如富裕农民极力攫取土地（真新鲜！）、粮价高对他们有利等等，称为“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又以轻蔑的、十足自由主义的口吻宣称：“贫苦农民在这里被认为是〈即被苏维埃共和国的布尔什维克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的经常的、大量的产物。”（考茨基的小册子第48页）

真是妙极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向 我们
 证明革命的 资产阶级
 性质，同时又完全象马斯洛夫、波特列索夫 和立宪民主党人
 那样嘲笑农村的贫苦农民的组织。


　　“剥夺富裕农民只会把不安宁和内战这种新因素带进生产过程，而要使生产过程健全起来，又迫切需要安宁和安全。”（第49页）



　　说来难以置信，然而这是事实。这确确实实是考茨基的话，而不是萨文柯夫或米留可夫的话。在俄国，富农的辩护者如何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我们见得多了，因此，考茨基那样讲，我们不以为怪。对于欧洲读者，也许需要给他们详细说说这种效忠资产阶级的卑鄙行为和害怕内战的自由派心理。对于俄国工人和农民，却只须提醒一下这是考茨基的叛徒行径就够了。


※　　　　　※　　　　　※

　　考茨基的书几乎用了十分之九的篇幅来论述一个头等重要的带普遍性的理论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关系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最清楚不过地看出考茨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考茨基摆出一副十分认真、非常“博学的”样子要读者相信，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不是排斥民主的“ 管理形式
 ”，而是 一种状态
 ，即“统治状态”。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极其严格地遵守民主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例如恰好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就是由全民投票选举出来的。“他，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实现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说到无产阶级专政时指的不是“管理形式”（或政府形式，Re gierungsform）。（第20—21页）

说来难以置信，然而这是事实！考茨基就是这样推论的。他大肆攻击布尔什维克，说他们的宪法、他们的全部政策违背了“民主”，他找各种机会竭力鼓吹“民主的而不是专政的方法”。

这是完全投到机会主义者（如德国的大卫、科尔布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其他台柱，英国的费边派[52]和独立党人[53]，法国和意大利的改良派）那边去了，只是这些机会主义者说话比较坦率，比较老实，说他们不承认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认为这个学说同民主制度相抵触。

这是十足的开倒车，重新搬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观点，什么我们向往“自由的人民国家”；持这种观点的市侩民主派根本不懂得， 任何
 国家都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这是完全背弃无产阶级革命而代之以“争取多数”、“利用民主”的自由派理论！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至1891年这40年间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所有宣传和论证，叛徒考茨基已经完全忘记了，歪曲了，抛弃了。

要详尽地分析考茨基的理论错误，势必要把我在《国家与革命》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一书中的论述重复一遍。这样做毫无必要。这里只简单地谈一谈：

考茨基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忘记了 任何
 国家都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忘记了最 民主的
 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机器。

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 无产阶级
 镇压 资产阶级
 的机器不是“管理形式”，而是 另一类型的国家
 。镇压所以必要，是因为资产阶级遭到剥夺总要进行疯狂的反抗。

（说什么马克思在70年代承认英国和美国可能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和第23卷第37页。——编者注］

 ，这是诡辩，直率一点说，这是行骗，是用引证来骗人。第一，就在当时，马克思也认为这种可能是一个例外。第二，当时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第三，恰恰是英国和美国当时没有（ 现在有了
 ）军阀——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

哪里有镇压，哪里就不可能有自由、平等。所以恩格斯说：“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注：同上，第19卷第7页。——编者注］



资产阶级民主在教育和训练无产阶级去作斗争方面，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但它始终是狭隘的、虚伪的、骗人的、冒牌的，始终是对富人的民主，对穷人的欺骗。

无产阶级民主对资产阶级剥削者实行镇压——因此它不骗人， 
不向他们许诺

 自由和民主——而给劳动者以 真正的民主
 。只有苏维埃俄国才使俄国无产阶级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享受到了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都从未见过的、决不可能有的和无法想象的那种 自由和民主
 ，因为它剥夺了资产阶级的宫殿和宅第（不做到这一步，集会自由就是骗人），剥夺了资本家的印刷所和纸张（不做到这一步，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享受出版自由就是假的），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而代之以在接近“人民”方面、在“民主”的程度上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高出 一千倍
 的民主组织 苏维埃
 。 如此等等
 。

考茨基抛弃了……“阶级斗争”，没有把它运用于民主问题！考茨基已经成了十足的叛徒和资产阶级的走狗。


※　　　　　※　　　　　※

　　这里不能不顺便谈谈几个宣扬叛徒主张的妙论。考茨基被迫承认，苏维埃组织不仅在俄国具有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它是“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在未来的“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将起“决定的作用”。但考茨基重复那些顺顺当当地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孟什维克的高论，从而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苏维埃好就好在它是“战斗组织”，而不是“国家组织”。

妙极了！无产者和贫苦农民们，你们组织苏维埃吧！但是——千万注意！——绝对不许胜利！别异想天开要取得胜利！你们一战胜资产阶级，马上就会完蛋的，因为你们不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国家的“国家”组织。你们在胜利以后应该马上解散！！

啊，考茨基真是个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者”！啊，他真是个举世无双的宣扬叛徒主张的“理论家”！

妙论之二。国内战争是“社会革命”的“死敌”，因为据说社会革命“需要安宁”（富人的？）“和安全”（资本家的？）。

欧洲的无产者们！除非你们找到一个 不会雇用
 萨文柯夫、唐恩、杜托夫、克拉斯诺夫、捷克斯洛伐克军和富农来对你们进行内战的资产阶级，否则你们就别想革命！

马克思在1870年写道：战争已经教会法国工人掌握武器，这就有了最大的希望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69页。——编者注］

 。“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期待于四年战争的，不是工人们使用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绝对不是！这也许不很“民主”吧），而是……由善良的资本家缔结善良的和约！

妙论之三。国内战争还有一个坏处：“民主”包含着“保护少数”（顺便指出，这是德雷福斯的法国辩护者或李卜克内西派、马克林派、德布兹派近来深深体验到的），而国内战争（听着！听着！）“却有将失败者彻底消灭的危险”。

难道这位考茨基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吗？他是全心全意拥护革命的……只是革命不要搞严重的斗争，使失败者有被消灭的危险！他完全“克服了”老恩格斯热烈赞扬暴力革命的教育作用 
［注：同上，第20卷第200页。——编者注］

 的旧错误。他是一位“郑重的”历史学家，坚决屏弃那些异端邪说，什么国内战争能锻炼被剥削者，教他们建立 没有
 剥削者的新社会。

妙论之四。1789年革命中无产者和小市民的专政在历史上是不是伟大的、有益的呢？根本不是。因为后来拿破仑上台了。“下层专政给军刀专政铺平了道路。”（第26页）我们这位“郑重的”历史学家，同他所投奔的自由派阵营的所有自由主义者一样地坚信，在不曾有过“下层专政”的国家，例如德国，就没有军刀专政。德国从未有过比法国更粗暴更卑鄙的军刀专政，这全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造谣诽谤，他们无耻地撒谎，说直到现在法国“人民”仍然比英国或德国“人民”更富于被压迫者的那种爱好自由的情感和自豪感，说这正应归功于法国的几次革命。

……够了！要把卑鄙的叛徒考茨基宣扬叛徒主张的妙论一一列举出来，是需要专门写一本小册子的。


※　　　　　※　　　　　※

　　对考茨基先生的“国际主义”也不能不谈一谈。考茨基无意中表露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高见，因为他以十分赞许的口气来介绍孟什维克的国际主义。甜蜜蜜的考茨基断言，孟什维克也是齐美尔瓦尔德派[54]，是布尔什维克的“兄弟”，这可不是说着玩的！下面就是对孟什维克的“齐美尔瓦尔德主义”的甜蜜蜜的介绍：

“孟什维克想实现普遍媾和。他们想要各交战国接受没有兼并和赔款这个口号。依照他们的意见，在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以前，俄国军队应当保持战备状态……”而糟糕的布尔什维克却“瓦解了”军队，缔结了糟糕的布列斯特和约……于是考茨基最清楚不过地指出，本来应该保留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不应该夺取政权。

总之，所谓国际主义，就是应当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克伦斯基那样， 支持
 “ 本国的
 ”帝国主义政府，为它的秘密条约打掩护，用甜言蜜语欺骗人民，说我们“要求”野兽发善心，我们“要求”帝国主义政府“接受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口号”。

在考茨基看来，这就是国际主义。

而在我们看来，这是十足的叛徒行为。

真正的国际主义是同 本国的
 社会沙文主义者（即护国派）决裂，同 本国的
 帝国主义政府决裂，对这个政府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这个政府，准备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甚至接受布列斯特和约），只要这样做对 国际
 工人革命的发展有利。

我们很清楚，考茨基一伙（如施特勒贝尔、伯恩施坦等）对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是很“愤慨”的，因为他们本来希望我们作出愿把……俄国政权马上交给资产阶级的“表示”！这些愚蠢但又善良而甜蜜的德国市侩所考虑的，不是让世界上第一个用革命手段推翻了本国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支持到欧洲爆发革命，促使其他国家燃起烈火（市侩们 害怕
 欧洲着火， 害怕
 国内战争会破坏“安宁和安全”）。不是的。他们所考虑的是让 所有
 国家都坚持 市侩
 民族主义，坚持那种因为自己“温和谨慎”而自称为“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最好让俄罗斯共和国仍然是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让它等待下去……那样的话，世界上所有的人就都会成为善良的、温和的、不侵略别人的市侩民族主义者，这也就是国际主义！

德国的考茨基派、法国的龙格派、英国的独立党人（I．L．P．）、意大利的屠拉梯和他的叛徒“兄弟们”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人就是这样想的。

现在只有大傻瓜才会看不到，我们不仅推翻本国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做得对，而且在公开呼吁普遍媾和（并继而公布和废除秘密条约）遭到协约国资产阶级拒绝 以后
 就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也做得对。因为第一，如果我们不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我们就会立即把政权交给俄国资产阶级，那就会极大地损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我们以 民族
 牺牲为代价，保存了 国际上的
 革命影响，以致现在保加利亚就直接仿效我们，奥地利和德国在沸腾， 两个
 帝国主义被削弱，而我们却巩固起来，并 开始
 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

从叛徒考茨基的策略中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工人现在应该同资产阶级一起保卫祖国，应该最怕德国革命，不然英国人会强迫它接受新的布列斯特和约。这正是叛徒行为。这正是市侩民族主义。

而我们说：乌克兰被侵占是一个最大的民族牺牲，但它锻炼了乌克兰的无产者和贫苦农民，使他们 坚强起来
 ，成为为国际工人革命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乌克兰是受害了，但国际革命却因“腐蚀了”德国军队，削弱了德帝国主义， 密切了
 德国、乌克兰和俄国的工人革命者的关系而受益了。

如果我们仅靠战争就能把威廉和威尔逊推翻，那当然“比较痛快”。但这是梦想。我们不可能从外部用战争推翻他们。然而我们能够促进它们在 内部
 发生瓦解。我们已经通过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在 广大
 范围内做到了这一点。

如果德国工人 不计较
 民族牺牲而起来革命（只有这样，才是国际主义），如果他们声明（并且用 行动
 证明）他们把国际工人革命的利益看得 高于
 任何一个、 特别是自己那个
 民族国家的完整、安全和安宁，那他们就会在这方面获得更大的成就。


※　　　　　※　　　　　※

　　欧洲最大的不幸和危险在于它 没有
 革命的政党。有谢德曼、列诺得尔、韩德逊、维伯之流的叛徒的政党，有考茨基之流的奴才的政党，可是没有革命的政党。当然，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能够纠正这个缺点，但现在这仍然是一个大不幸和大危险。

因此必须用一切办法揭穿考茨基之流的叛徒，这样来支持 各国
 都有的真正国际主义无产者的革命 集团
 。无产阶级一定会迅速抛弃叛徒，转而拥护这些集团，并把这些集团培养成自己的领袖。难怪各国资产阶级嗥叫布尔什维主义成为“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了。

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一定会战胜世界资产阶级。






	　　1918年10月9日载于1918年10月11日《真理报》第21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01—110页

















[51]《社会主义评论》杂志（《The Socialist Review》）是英国独立工党的机关刊物（月刊），1908—1934年在伦敦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有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阿·李等。——102。



[52]费边派是1884年成立的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派虽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改良来逐渐改造社会，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4章第7节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和第26卷）。——104。



[53]独立党人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独立工党的成员。该党于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104。



[54]齐美尔瓦尔德派是指1915年9月5—8日在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见注128）上建立的联盟的参加者。在联盟内部，以布尔什维克为首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同占多数的考茨基中派（即齐美尔瓦尔德右派）不断进行斗争。中派力求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并恢复第二国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则要求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斗争，建立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在1906年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以后，齐美尔瓦尔德右派转到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因此，列宁号召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拥护者坚决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决裂，成立新的真正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联盟——共产国际，并为此而采取实际的措施。



1917年9月5—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瓦·瓦·沃罗夫斯基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发言，要求代表会议表明对俄国孟什维克的态度，指出孟什维克作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成员，派代表参加了俄国卡芬雅克式的人物亚·费·克伦斯基的政府，应对这个政府在军队中实行死刑、在前线发动六月进攻、摧残布尔什维克报纸、镇压七月示威游行、逮捕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家等等负完全责任。一些代表对与会的布尔什维克表示支持，但是以胡·哈阿兹为首的多数派借口对俄国情况不熟悉，拒绝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代表会议的复杂成分决定了它的各项决议的妥协性质。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完全证实了列宁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已经破产、必须立即同它决裂并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结论。



1919年3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见注201），根据以列宁为首的一批前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参加者的建议，作出了认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已经解散的决定。——108。







《列宁全集》第35卷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给贫苦农民委员会调拨经费的决定的意见[55]


（1918年10月15日）

2×6 1
 /2
 ＝13



限期一周

 。

在与苏维埃合并之前或划定职权范围之前暂时地有条件地实行。

拟定一个细则，规定发给什么人，按什么条件。

确定领款人的责任，上一笔经费未结清前，决不再拨经费。

通过粮食人民委员部付款。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03—404页

















[55]列宁的意见是针对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提案写的。粮食人民委员部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10月15日会议上提出一个关于拨给贫苦农民委员会经费4000万卢布的提案。经费大概是6个月的，每月按650万卢布计算。鉴于贫委会不久将与苏维埃合并，列宁建议只拨给1300万卢布，大概是两个月的经费（“2×61/2＝13”）。人民委员会采纳了他的这个意见。列宁的其他建议也写进了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61年俄文版第3卷第593—595页）。——112。







《列宁全集》第35卷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森林采伐的决定的意见[56]


（1918年10月15日）

核实一下运输数字，看1917年和1918年一共多少。

森林采伐机构已合并的占多大比重？

关于森林采伐处的编制同其他机构的比例的准确数字。

打击投机活动的实际措施。

征用沿途和莫斯科市储存的全部木材。

保证把粮食 
［注：看来是笔误。人民委员会决定讲的是木材运输问题。——俄文版编者注］

 运到车站的措施。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04页

















[56]列宁的意见是在1918年10月15日人民委员会讨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森林采伐“三人小组”的报告时写的。列宁提出的所有建议都写进了人民委员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定。人民委员会为森林采伐拨款1亿卢布，要求一周后汇报这笔款项的支出情况，同时建议“三人小组”也在一周后就列宁列出的问题提出更具体的材料。——113。







《列宁全集》第35卷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文献[57]


（1918年10月22日）


1

报告

（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和“乌拉”的喊声）同志们，我觉得，我国目前形势虽然非常矛盾，但可以这样来概括：第一，我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接近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第二，我们的处境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危险。今天我想详细谈谈这两种情况，特别是第二种情况。我想，广大群众未必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全部危险，而我们的行动只能依靠广大群众，所以苏维埃政权代表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广大群众说明目前的真实情况，不管这种情况有时是多么严重。至于我们接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已经讲过不止一次了，所以我只想简略地谈谈。实际上，不仅资产阶级，而且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的小资产者阶层，以及许多习惯于平静的时期、不相信社会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者，对苏维埃政权进行责难的一个主要论点是：我们在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是想碰运气，因为西欧的革命还没有成熟。

同志们，现在，在战争的第五年，帝国主义的总崩溃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各交战国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我们，最初人们以为我们只能存在几天或者几星期，但是我们在革命的这一年内却做了那么多事情，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从来没有做到过的。我国革命成了世界现象。连整个资产阶级都说布尔什维主义现在是世界现象，从这一自供中可以看出，我国革命已由东方蔓延到西方，并且那里的革命基础准备得愈来愈好。你们知道，保加利亚爆发了革命。保加利亚的士兵已开始建立苏维埃。现在有消息说，塞尔维亚也在成立苏维埃。尽管英法协约国对一些国家的人民许愿说，只要他们起来造反，脱离德国，就可以得到数不清的好处，尽管世界上最富有的、实力最雄厚的美、英、法资本家许下很多诺言，但是很明显：现在由奥地利分裂而成的几个小国的资产阶级决不可能支持下去；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政权都将是短命的，转瞬即逝的，因为到处都可以听到工人革命的脚步声了。

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认识到，他们只有靠外国刺刀才能在本国维持下去。不久以前，德奥两国的局势好象还很稳定，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不仅奥地利，而且德国，都开始革命了。我们从那里得到消息，德国报刊已在谈论德皇退位的问题，而独立社会民主党[58]的报刊已得到首相的准许在谈论德意志共和国了。这多少说明了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军队的瓦解在加剧，那里到处都在公开号召军队起义。我们知道，德国东部成立了一些军人革命委员会，它们出版革命书刊，教育士兵走向革命。因此可以完全肯定地说，革命不是一天比一天，而是一小时比一小时更接近了。不仅我们这样说，连德国主战派和资产阶级中间的人全都这样说。他们感到：大臣们地位不稳，得不到人民信任，在政府中呆不长了。所有了解情况的人都这样说，他们知道，德国必然要爆发人民革命，也许甚至是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很清楚，其他国家也发生了规模宏大的无产阶级运动。我们看到，龚帕斯怎样跑到意大利，用协约国的钱，在意大利资产阶级和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帮助下，走遍了意大利所有城市，向意大利工人鼓吹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我们看到，这时意大利社会主义报刊为此发表了评论，不过评论中只剩下龚帕斯的名字，其余内容全被书报检查机关删掉了；另一些评论嘲笑说：“龚帕斯参加了许多宴会，胡吹瞎说。”而资产阶级报刊也承认，龚帕斯无论到哪里，人们都吹口哨轰他。资产阶级报刊写道：“意大利工人的行动使人觉得，他们只准列宁和托洛茨基到意大利旅行。”意大利社会党[59]在战争期间大有进步，就是说，左倾了。我们知道，在法国工人中间，爱国主义者太多了，他们听人说巴黎和法国领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但是，那里无产阶级的行为方式也有变化。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60]上，当有人读一封信，揭露协约国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时，就有人喊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昨天有消息说，巴黎举行了有2000名五金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向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表示祝贺。我们看到，在英国的三个社会党[61]中，只有独立社会党没有公开成为布尔什维克的盟友，而英国社会党和苏格兰社会主义工人党都明确宣布他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主义在英国也开始得到传播了。至于西班牙的几个党，过去它们都站在英法帝国主义方面，在战争开始时还只有一两个人模糊地知道国际主义者是怎么回事，现在所有这些政党都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向俄国布尔什维克表示祝贺了[62]。布尔什维主义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性的理论和策略！（鼓掌）布尔什维主义向全世界展示了一场雄伟的社会主义革命，使社会党人在拥护或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问题上真正发生了分裂。布尔什维主义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纲领。那些由于只能读到满篇都是造谣诬蔑的资产阶级报纸而不了解俄国情况的工人，现在也开始明白了。他们看到，无产阶级政府对本国反革命分子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他们看到，要摆脱这场战争，除了采用我们的策略，除了采用我们工人政府那种革命的行动方式，没有别的出路。如果说上星期三在柏林举行游行示威时，工人们设法从皇宫前面通过，是表示他们对德皇的愤恨，那么后来他们去到俄国大使馆，就是竭力表示对俄国政府的行动的声援了。

这就是欧洲在战争第五个年头所出现的形势！所以我们说：我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接近世界革命；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俄国无产阶级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地位；还清楚地看到，世界千百万无产者一定会跟随我们前进。因此，我再说一遍，我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接近国际革命，我们的处境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危险，因为以前人们从来都没有把布尔什维主义当成一种世界力量。人们以为，布尔什维主义不过是俄国士兵疲惫的产物，是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的俄国士兵不满情绪的爆发，一旦这种不满消失，一旦缔结了和约，哪怕是最带强制性的和约，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方面的一切尝试就会遭到挫败。当时大家都相信是这样的。实则不然。当我们缔结了最带强制性的和约，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进而在国家建设方面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使农民真正过上没有地主的生活，真正建立起一种反地主的秩序，使农民确信他们在没收来的土地上建设自己的生活不是为了富农和新资本家而是真正为了劳动者自己的时候，当工人们看到他们能够建设自己那种没有资本家的生活，学习如何进行唯一能使他们摆脱剥削的那种艰巨而伟大的事业的时候，——这时大家才明白，而且实际情况也表明，任何力量、任何反革命势力都推翻不了苏维埃政权。

为了在俄国树立起这种信念，我们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据说在农村中，直到1918年夏季，以至快到秋季了，农民才弄清楚我们革命的目的和意义。在城市，早就有了这种认识。但是要使这样的认识深入到每个县份、每个偏僻的乡村，要使农民不是从书本或演说中而是从自身生活中认识到应当得到土地的是劳动者而不是富农，认识到必须同富农作斗争，必须组织起来战胜富农，认识到今年夏天席卷全国的暴动浪潮是受到地主、富农和白卫分子支持的，要使农民通过自身的经验、自身的感受体会到立宪会议政权是怎么回事，——这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现在农村已经锻炼出来了，不掠夺别人劳动的贫苦农民群众现在才从亲身经验而不是从书本上认识到（劳动群众是永远不会从书本上获得坚定信念的）：苏维埃政权是被剥削的劳动者的政权，每个乡村都有可能为新的社会主义的俄国奠定基础。只是在1918年过了好几个月之后，在俄国的其他地方，我们才有可能根据有实际经验的人的报道确有把握地说，已经没有哪个偏僻农村不知道什么是苏维埃政权、不起来捍卫苏维埃政权了，因为农村看到了来自资本家和地主方面的莫大威胁，看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困难，但它没有被吓倒，而是说：我们要吸引千百万人参加这一工作，我们在这一年学到了不少东西，而且今后还会学到更多的东西。现在，俄国已有千百万人根据亲身经验充满信心地这样说了。

过去一直没有认真看待布尔什维克的西欧资产阶级，现在才开始明白，我们建立起了最巩固的政权，它同劳动群众一起前进，能够激发劳动群众真正忘我的英雄主义。现在这个无产阶级政权已开始影响欧洲，现在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俄国特有的情况，四年的战争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军队的瓦解。可是从前人们说：只有俄国由于落后和不开化才落到这般地步，到战争的第四个年头军队就瓦解了，难道文明的议会制国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现在大家看到，经过四年世界战争，已有千百万人为了资本家能够发财而死于非命，或者变成残废，逃兵成千上万（这种异常现象不仅发生在俄国和奥地利，而且发生在吹嘘自己纪律严明的德国），等到这种情况出现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才发现他们应当重视一个更大的敌人，于是开始联合起来，而且我们愈接近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反革命资产阶级就愈紧密地联合起来。

有些国家还在轻视革命，正如十月革命时联合内阁的部长们轻视布尔什维克，说俄国政权还不至于落到布尔什维克手中一样。例如法国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是一伙卖国贼，把本国人民出卖给了德国人。法国资产者这样说要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情有可原一些，因为资产者之为资产者，就是舍得大量花钱来制造谎言。但是，当法国资产阶级看到布尔什维主义在法国发展起来，甚至有些并不革命的政党也高喊革命口号拥护布尔什维克的时候，它才发现自己面前有一个更可怕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崩溃和工人在革命斗争中的优势。谁都知道，由于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目前面临的危险特别大，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各国发展不平衡，这是由于各国的政治生活条件互不相同，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力量特别小，而在另一个国家力量又大一些。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上层很软弱，另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则能够暂时分裂工人，英国和法国的情形就是这样。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不平衡，因此资产阶级认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是它最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正在联合起来阻止世界帝国主义的崩溃。

现在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事态发展得非常迅速。起初是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竭力想消灭对方，现在他们看到，特别是从不久前还自认为可与英法匹敌的德帝国主义的前车之鉴中看到，他们的主要敌人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现在，当德国由于国内的革命运动而日益瓦解的时候，英法帝国主义就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主宰了。他们深信，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布尔什维克和世界革命。革命愈发展，资产阶级就愈紧密地联合起来。现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特别是在广大群众中有许多人，深信他们能够战胜我国的反革命分子，战胜哥萨克、旧军官和捷克斯洛伐克军，他们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而不了解对我们来说这还不够，不了解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可怕得多的敌人，就是英法帝国主义。到目前为止，英法帝国主义在俄国还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的情况就是例子。法国一个出版报纸并把报纸叫作《胜利报》[63]的著作家说：法国只是打败德国人还不够，还必须战胜布尔什维主义；而向俄国进军，这不是去进攻德国，而是向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无产阶级进军，向蔓延全世界的传染病进军。

所以说，现在我们面临着新的危险，这种危险还没有全部表现出来，还不能完全看清楚，但英法帝国主义者正在暗中筹划，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危险，才能通过群众的领导者使群众意识到这一危险，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不论在西伯利亚或阿尔汉格尔斯克都没有取得多大进展，相反还遭到了一系列失败，可是现在他们正竭尽全力从南面来进攻俄国，一种可能是从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过来，另一种可能是走旱路，经过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人家的军事行动是保密的，所以我们无法说出这次进军的准备情形，无法说出他们究竟选择上述两个方案中的哪一个方案，或者还有第三个方案；危险之处就在于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地知道他们正在准备，这些国家的报刊有时不很谨慎，一位新闻记者就公开说出了他们的主要目的，根本没有讲各国要联合之类的假话。

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在德国统治集团中有两派，有两种救命方案——如果还有救的话。一派说：我们要争取时间，拖到春天，也许我们还能凭借筑垒线进行反击；另一派则把英国和法国看作自己的主要救星，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同英法达成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协议上，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即使现在威尔逊以粗暴和鄙视的态度拒绝了媾和建议，也还不能使这一派谋求同英国达成协议的德国资本家放弃自己的主张。他们知道，协议有时可以是一种默契，如果他们为英法资本家反对布尔什维克效力，也许就会得到报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给人效力通常都有报偿。这些人想：也许我们帮助英法资本家进行掠夺，他们就会把掠夺来的东西留给我们一点。付出去是为了赚回来，——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我觉得，这些想从英法资本中捞一部分油水的人是很会打算盘的，他们的胃口少说也有几十亿。这些先生中有一部分人是精于此道的。

德国资产阶级和协约国资产阶级之间大概已经达成了这种默契。默契的要点就是英国人和法国人说的：我们要到乌克兰来，但在我们的占领军没有到达以前，你们德国人不要把军队撤走，否则乌克兰的政权会落到工人手里，苏维埃政权会在那里取得胜利。他们就是这样议论的，因为他们懂得：芬兰、乌克兰和波兰等被占领国的资产阶级知道，德国占领军一旦撤走，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连一天也支持不住，因此，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昨天卖身投靠德国人，对德帝国主义者卑躬屈膝，跟他们联合起来对付本国工人（乌克兰的孟什维克和梯弗利斯的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干的），今天则要把祖国出卖给随便什么人。昨天把祖国卖给德国人，今天又把它卖给英国人和法国人。这就是幕后进行的勾当，这就是他们的第二次拍卖。他们看到英法资产阶级胜利了，于是全部倒了过去，准备同英法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对付我们，把我们当牺牲品。

当他们向自己未来的主子英法亿万富翁表示要去投靠的时候，就这么说：老爷，您一定能战胜布尔什维克，您应当帮助我们，因为德国人救不了我们的命。各国资产阶级反对革命工人和布尔什维克的这一阴谋正日益暴露出来，成为明目张胆的了。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向各交战国的工人和农民指出这个危险。

就拿乌克兰来说。请你们想想乌克兰的情况，请想想，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和觉悟的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办。一方面，他们看到人们对德帝国主义者、对肆意抢劫乌克兰的行为义愤填膺。另一方面，他们看到一部分而且可能是很大一部分德国军队已经撤退。他们可能想要发泄一下满腔的仇恨，不顾一切地立刻向德帝国主义者进攻。另一些人则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应该既从俄国也从德国的角度来看问题；甚至从德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出，那里的政权是支持不住的：我们坚信，如果乌克兰工农的胜利能够伴以俄国政权的巩固和俄国政权的成就，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乌克兰就不但会胜利，而且会是不可战胜的！这些觉悟的乌克兰共产党员对自己说：我们应该非常谨慎：也许明天需要我们拿出一切力量同帝国主义和德国军队背水一战。也许明天会这样，但不是今天。而今天我们知道，德帝国主义者的军队正在自行瓦解；他们知道，除在乌克兰的军队外，在东普鲁士的德国军队中也在出版革命报刊[64]。在这同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有利于乌克兰起义的宣传。这就是从国际革命、世界革命的角度看问题，因为这个链条的主要环节是德国，因为德国革命已经成熟，而世界革命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德国革命。

我们要注意，不要让我们的干预给他们的革命带来损害。必须了解每个国家革命的变化和发展情况。每个国家的革命都是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的，这些方式不同到可以使革命推迟一两年，——这一点我们都看到了和体验到了，而且知道得比谁都清楚。世界革命并不是那样一帆风顺的，不会在所有地方、所有国家以同一种方式进行，要是那样的话，我们早就胜利了。每个国家必须经过一定的政治阶段。到处都可以看到，妥协派分子在作同样的努力，同样的尝试，想和资产阶级一道“把人民从资产阶级那里拯救出来”，我国的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当初是这样，德国的谢德曼之流现在也是这样；而法国又有它自己的做法。现在，革命已经来到德国，来到这个工人运动极其强大并富有组织性和坚毅精神的国家，来到这个工人忍受得更久、不过积聚的革命仇恨可能更深、因而更善于惩治敌人的国家，在这种时候，不了解革命发展速度的人去干预这些事变，就可能给那些有觉悟的共产党员造成危害，因为他们说：我首先注意的是使这一过程成为自觉的过程。现在，德国士兵已经认清，他们是被人赶去送死，说是去保卫祖国，实际上是保卫德帝国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革命很快就会爆发，而且会非常猛烈，很有组织，会使成百个国际问题迎刃而解。因此，觉悟的乌克兰共产党员说：为了国际革命的胜利，我们应当献出一切，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掌握着未来，我们应当同德国革命步调一致。

上面就是我想通过乌克兰共产党员的议论向大家指出的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在苏维埃俄国的处境上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应该指出，目前国际无产阶级已经觉醒起来，正在大步前进，但是我们的处境却更加困难了，因为我们昨天的“盟国”已经起来反对我们，把我们当作主要敌人。现在他们不是去同敌军作战，而是同国际布尔什维主义作战了。现在，南线集结着克拉斯诺夫的军队，我们知道，他们曾经从德国人那里得到过弹药，当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帝国主义的时候，那些责备我们订立布列斯特和约的人曾派克拉斯诺夫向德国人领取弹药来打俄国工农，现在他们又向英法帝国主义者领取弹药，第二次拍卖自己，把俄国出卖给出价更高的百万富翁了。因此，我们原来那种确信转折已经到来的一般看法，现在就显得不够了。旧的敌人还在，除此之外，正是在目前，他们背后又在集结新的援军。这一切我们都知道和注意到了。半年以前，大约在2月或3月间，我们没有军队。军队不能作战。这支军队经历了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并不知道为什么打仗，只是模糊地感到在为别人的利益打仗，最后终于逃散了，而且世界上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

任何一次革命，只有当它善于自卫的时候，才有某些价值，但革命不是一下子就学会自卫的。我们这场革命唤醒了千百万人走向新的生活。在2月和3月间，这千百万人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继续进行沙皇和克伦斯基之流驱使他们进行的大厮杀，这场大厮杀的目的直到12月才被布尔什维克政府揭穿。他们才恍然大悟，这不是他们的战争。为了使转折到来，当时花了大约半年的时间。这个转折终于到来了；它改变了革命的力量。被四年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痛苦不堪的群众，在2月和3月间什么都不要，只要求实现和平，停止战争。他们那时还提不出为什么进行战争的问题。如果说现在这些群众在红军中建立了新的纪律，不是棍棒纪律、地主纪律，而是工农代表苏维埃的纪律，如果说他们现在自愿承担最大的牺牲，如果说他们中间形成了新的团结，那么这是因为在千百万人的意识和经验中第一次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纪律，产生了红军。红军能够产生，完全是因为千百万人根据亲身的经验看到，是他们自己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现正建设着新生活，而且是他们自己开始建设新生活，只要没有外敌入侵的干扰，他们一定会把这种新生活建设好。

当农民认清自己的主要敌人并开始同富农作斗争的时候，当工人推翻了厂主并开始按照国民经济的无产阶级原则建设工厂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改造工作极其困难，但是他们战胜了困难。当时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使工作走上轨道。这几个月过去了，转折到来了；我们束手无策的时期过去了，我们大踏步地前进了；我们没有军队、没有纪律的时期过去了；我们建立了新的纪律，新人加入了我们的军队，并有成千上万的人献出生命。

这就是说，在前线的战斗和农村反对富农的斗争中，新的纪律、同志式的联盟重新教育了我们。我们经历的这个转折是艰难的，但我们现在感到一切正在走上正轨，我们正在从混乱的、靠法令实行的社会主义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并且必须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一再指出，进行这一斗争非常困难和危险。我们知道，红军的思想觉悟已经有了一个转变，它已开始取得胜利，并从自己队伍中提拔了几千个进过新的无产阶级军事学校的军官，还提拔了几千个什么学校也没有进过、只受过残酷的战争的锻炼的军官。因此，我们丝毫也不夸大，虽然我们意识到有危险，但现在我们说，我们有了军队，这支军队建立了纪律，有了战斗力。我们在南线对付的并不只是一个敌人，这条战线对付的是整个英法帝国主义，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但是我们不怕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连自己国内的敌人都对付不了。

三个月以前，当我们说德国可能爆发革命的时候，人们嘲笑我们，说只有半疯颠的布尔什维克才会相信德国要发生革命。不仅整个资产阶级，而且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说布尔什维克背叛了爱国主义，都说德国不可能爆发革命。但当时我们知道，那里需要我们的援助，为了援助他们，我们曾不得不牺牲一切，直到接受条件苛刻的和约。几个月以前，人们对我们就是这样说的，这样论证的，但是经过几个月德国就从一个强大的帝国变成了一块朽木。这支摧毁德国的力量现在也在美国和英国活动，今天它虽弱小，但是只要英国人和法国人胆敢对俄国下手，象德国人那样占领乌克兰，它就会与之相应地一步步壮大起来，甚至会比西班牙流感还可怕。

同志们，正因为这样，现在每个觉悟的工人的主要任务，我再说一遍，就是要让那些可能不了解当前局势有多么严重的广大群众知道全部真相，一点也不隐瞒。工人们已经成熟，可以让他们知道真相。我们不仅要战胜白卫分子，而且要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不仅这个敌人，而且比它更可怕的敌人，我们都要战胜，而且一定能战胜。因此，红军比什么都重要。苏维埃俄国的每个组织都要始终把军队问题放在第一位。目前，既然一切都已确定下来，首要的问题就是战争，就是巩固军队。我们完全有把握制服反革命。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力量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英法帝国主义比我们强大，希望工人群众也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说：必须把军队至少扩充十倍，必须进一步加强纪律，并使那些有觉悟、有素养、配合得很好的真正的领袖百倍注意和关心这件事，那样，国际革命的发展就不会局限于战败国了。现在，战胜国也已开始革命。我们的力量一定会日益增长，而这种不断的增长，对我们说来，仍旧是国际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主要的和充分的保证！（列宁同志的讲话不断为热烈掌声打断并在欢呼声中结束。全场起立向世界革命的领袖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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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最近，无产阶级群众和农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运动，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在巴尔干、奥地利和德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然而，正是因为这些胜利，今天以英、美、法三国资产阶级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才格外恼怒，急于组成一支反革命力量来镇压革命，首先是镇压目前革命的主要策源地——俄国的苏维埃政权。

在战争中已被击溃而在国内又受到强大革命运动威胁的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政府，正急于寻找生路。德国统治集团中的一派还想在入冬以前用拖延办法赢得时间，在新的筑垒线上作好卫国的准备。另一派则急于设法同英法资产阶级达成反对革命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的协议。这一派碰到了极难商量的胜利者——英法帝国主义者，于是竭力用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恐吓他们，并在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方面为他们效力，以此笼络他们。

德国的附庸国或占领国的资产阶级，还更加起劲地设法同协约国达成协议，特别是当他们——如芬兰、乌克兰等等的资产阶级——感到不靠外国的刺刀帮忙就根本无法维持自己对被剥削劳动群众的统治的时候。

由于这些条件，苏维埃政权就处于一种特殊情况：一方面，我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接近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我们的处境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危险。现在已经不存在两个互相吞食、互相削弱、几乎势均力敌的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了。现在只剩下一个胜利者的集团——英法帝国主义者的集团；它打算让资本家瓜分全世界；它抱定宗旨要不惜一切代价推翻俄国苏维埃政权而代之以资产阶级政权；它现在正进行准备，要从南面来进攻俄国，例如经过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或者经过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而且至少有一部分英法帝国主义者显然希望德国政府根据直接的协议或默契，在英法军队占领乌克兰时才从乌克兰撤退自己的军队，以阻止乌克兰工农的不可避免的胜利，阻止乌克兰工农政府的建立。

现在并不是每个地方的广大工农群众中的每个人都已认识到，在反革命的克拉斯诺夫分子和白卫分子的背后，有一种无比危险的力量，即国际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力量，首先是英、美、法三国资产阶级的力量，正在准备进攻我们。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这种认识灌输到群众中去。必须特别注意加强南线，特别注意建立和武装一支比现在强大得多的红军。每个工人组织、每个贫苦农民协会、每个苏维埃机关都应当坚持不懈地把加强军队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的首位，反复检查我们的工作是否做得够了，我们能够而且应当采取哪些新的措施。

我国工农群众的情绪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群众已经克服了极端厌战的心理。军队正在建立起来，而且已经建立起来。新的共产主义的纪律，自觉的纪律，劳动者的纪律已经产生。这一事实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确信，我们可以也一定能够保卫住社会主义祖国，并取得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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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这是有关1918年10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的两个文献。这次联席会议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列入会议议程的有国际形势问题、召开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问题以及出席这次会议的300名同志上前线的问题。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这是他康复以后第一次作报告。彼·格·斯米多维奇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向行将奔赴前线的同志们致欢送词。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还通过了召开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批准了代表大会的议程。



本卷《附录》收入了列宁写的报告提纲和决议草案草稿。——114。



[58]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115。



[59]意大利社会党于1892年8月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最初叫意大利劳动党，1893年改称意大利劳动社会党，1895年开始称意大利社会党。该党从成立起，党内的革命派就同机会主义派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1912年在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分子伊·博诺米、莱·比索拉蒂等被开除出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战，意大利社会党一直反对战争，提出了“反对战争，赞成中立！”的口号。1914年12月，拥护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战争的叛徒集团（贝·墨索里尼等）被开除出党。意大利社会党人曾于1914年同瑞士社会党人一起在卢加诺召开了联合代表会议，并积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1916年底，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改良派的影响下走上了社会和平主义的道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意大利社会党积极支持保卫苏维埃俄国的运动，1919年宣布参加共产国际。1921年，革命的一翼退出该党，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116。



[60]指1918年10月6—11日在巴黎召开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该党领袖之一让·龙格在会上宣读了法国驻俄国军事使团成员雅·沙杜尔上尉致罗曼·罗兰的一封信，沙杜尔在信中谴责了协约国各国反对俄国革命的行径。——116。



[61]指英国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独立工党这三个英国政党。



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1911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党内国际主义派（威·加拉赫、约·马克林、阿·英克平等）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2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主义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年4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1916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1919年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



社会主义工人党是英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1903年由一部分脱离社会民主联盟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苏格兰人）在苏格兰建立。建党初期主要进行宣传活动，后来积极参加了罢工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的许多党员大力进行反战的宣传鼓动。在组织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中，该党也起了很大作用。该党拥护十月革命，支持苏维埃俄国。在政治活动中，该党犯有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反对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曾受到列宁的批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第9章）。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先进党员阿·麦克马纳斯、托·贝尔等人积极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关于独立工党，见注53。——116。



[62]指1918年10月召开的西班牙工人第八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向苏维埃共和国致贺的决议。——117。



[63]《胜利报》（《La Victoire》）是法国社会党人古·爱尔威编辑的报纸（日报），1916年初开始在巴黎出版。其前身是爱尔威从1906年起出版的《社会战争报》。《胜利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敌视苏维埃俄国（该报俄国部由白俄流亡分子弗·李·布尔采夫领导），维护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120。



[64]大概是指德国东线部队中成立的军人革命委员会出版了《红色士兵报》。——123。







《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切实遵守法律的决定提纲草稿

（1918年11月2日）

一、法制应当加强（或得到最严格的遵守），因为俄罗斯联邦法律的基本原则已经确定。

二、 
打击

 反革命的紧急措施不应受法律的限制，其条件是：

　　（α）有关的苏维埃机关或负责人员明确地正式声明，国内战争和打击反革命的紧急情况要求超越法律界限；

　　（β）立即把这种声明以书面形式报告人民委员会，并抄送地方当局和有关当局。

三、如苏维埃政权的负责人员之间或机关之间发生冲突、摩擦、纠纷，或对职权范围有争议，或出现其他类似情况，这些负责人员和机关都必须立即写出简要的记录，上面必须写明日期、地点、负责人员的名字或机关名称，并扼要点明（不是叙述）事情的实质。记录一定要抄送另一方。

四、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公民对苏维埃政权的负责人员或机关的任何措施（或拖拉作风，等等）提出控告时，该负责人员或机关必须写出同上面一样的简要记录。记录一定要抄送提出控告的公民，还要抄报上级机关。

五、显然没有根据、无理取闹要求作记录的人，可能受到法院追究。

六、拒不提交写明负责人员姓名的记录，是一种严重的渎职罪行。

建议：中央委员会 原则上
 赞同此件并委托司法人民委员部将此件写成法令。[65]






	　　列宁
　1918年11月2日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29—130页

















[65]1918年11月8日，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就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的报告通过了关于革命法制的决定。这项决定是根据经党中央委员会批准的列宁的提纲起草的。决定公布于1918年11月10日《真理报》。——131。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庆祝奥匈革命的游行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11月3日）


简要报道


（掌声如雷）事变向我们表明，人民的苦难没有白受。

我们不是仅仅在同俄国资本主义作战。我们是在同各国的资本主义、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作斗争，是在为全体工人的自由而斗争。

过去我们同饥荒和敌人作斗争是很困难的，而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有千百万同盟者了。

这就是奥地利、匈牙利和德国的工人。我们在这里集会的时候，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大概快要到达维也纳了。在维也纳的各个广场上，大概正在庆祝奥地利工人革命的第一天。

普天同庆世界革命第一天的日子快要到来了。

我们没有白白工作，没有白受苦难。国际革命一定会胜利！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掌声如雷）





	载于1918年11月5日《真理报》第24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31页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工会理事会庆祝会上的讲话[66]


（1918年11月6日）


报道


（与会者起立，欢迎列宁同志。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列宁同志一开始说，今天我们在几十个、几百个地方集会，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那些早就参加工人运动、同下层工人有联系、同工厂有密切接触的人都很清楚，过去这一年是实行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从前是一个玄妙的书本上的拉丁语，是用两个很费解的词组合而成的。知识分子曾经在书本中寻找这个概念的解释，然而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书本只能提供极为模糊的概念。我们在过去这一年的主要功绩，是把这个词从很费解的拉丁语译成了明白易懂的俄语。这一年里，工人阶级不是空发议论，而是实际地缔造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去管知识分子怎样惊恐不安。

西欧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天下。现在那里也开始了伟大变革的时代。现在西欧工人也即将进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难时期。他们也同我们一样，必须打碎整个旧机构，建立新机构。

我们未能把资产阶级知识界所掌握的全部经验、知识和技术都利用起来。资产阶级恶毒地嘲笑布尔什维克，说苏维埃政权维持不了两个星期，因此，他们不仅拒绝继续工作，而且在各种场合用各种办法反抗那摧毁旧制度的新运动、新建设。

资产阶级的反抗还远远没有结束。他们的愤恨在日益增长，而且资本主义旧世界愈接近末日，这种愤恨就增长得愈快。

由于布尔什维主义日益强大，正在成为世界性的现象，目前的国际形势是这样：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者可能联合起来进攻苏维埃共和国，资产阶级的反抗将超出一国的范围而成为国际性的。

你们都知道，德国把我们的大使赶出了柏林，借口是我们驻德国的代表处进行革命宣传。德国政府似乎从前不知道我们的大使馆会带来革命传染病。德国以前对这一点没有吭声，那是因为它还强大，不怕我们。现在战败了，就觉得我们可怕了。德国的将领和资本家对协约国说：你们虽然战胜了我们，但是不要只顾在我们身上打主意，因为你们和我们都受到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还用得着我们。

很有可能，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会同德帝国主义勾结起来，联合进攻俄国，如果德帝国主义到时候还能保全下来的话。因此，过去一年一直很危险的局势，现在格外严重了。但我们现在并不孤立。现在我们有了朋友，这就是一些地方已经起义和另一些地方正在起义的人民，他们用非常具体的行动使本国政府看到，他们不愿再为掠夺而战了。尽管今后还有一段非常危险的时期，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进行下去。过去的经验将帮助我们避免错误，并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获得新的力量。

工会在新机构的建设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工人阶级表明，没有知识分子，没有资本家，他们也能组织工业。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今后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同志们，沿着你们走过的道路勇往直前吧，吸收更多的群众参加工作吧！要让所有工人，那些虽然不识字、没有经验、没有知识然而和群众有联系、真诚希望新制度巩固起来的工人，要让所有的人，不论党员和非党员，都有机会在新的无产阶级国家中工作和学习，都有机会管理和创造财富。

国际无产阶级一定会起来推翻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完成我们的事业，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热烈鼓掌）





	载于1918年11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4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32—134页

















[66]这是列宁1918年11月6日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于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的十月革命一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在会上讲话的还有俄共（布）中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会理事会和其他组织的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报道了列宁的讲话。——133。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两次讲话[67]


（1918年11月上旬）


1

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

（11月6日）

（列宁同志出现时，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全体起立欢迎列宁同志。）同志们！我们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庆祝我国革命一周年的，在这个时候，国际工人运动中发生了许多极其重大的事件，甚至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最抱怀疑态度的那些人都已经看清楚：世界战争不会以旧政府、旧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协议或暴力而结束；世界战争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促成无产阶级革命，促使工人去战胜把世界淹没在血泊之中的资本；世界战争表明，不仅德帝国主义采取各种残暴的手段，受德、奥支持的英法帝国主义也推行同样的政策。

在这庆祝革命一周年的日子，应当回顾一下我国革命走过的道路。我们是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开始进行革命的，今后世界上任何一个工人革命都不会碰到这样的条件。因此，很有必要整个地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道路，看看这个期间我们取得了什么成就，看看这一年里为了迎接主要的、真正的任务，迎接有决定意义的、带根本性的任务，我们作了多少准备。我们应该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大军中的一支队伍。我们一直很清楚，在全世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能由我们来开始，决不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有什么功劳，也不是由于它比别人先进，相反地，正是资本主义的特别软弱和落后，以及特别逼人的军事战略形势，才使我们在事变进程中没有等到其他队伍赶上来和行动起来，就走到了他们前头。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为了迎接未来这场革命中即将面临的战斗，我们作了多少准备。

同志们，如果要问这一年里我们在大的方面做了些什么，我们应当说，做了以下几件事情：我们从实行工人监督这种工人阶级的最初步骤，从管理全国资财，转到了由工人管理工业；我们从全体农民争取土地、农民反对地主这种全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斗争转到了在农村中由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即特别勤劳、遭受剥削的那些人单独行动，自己起来建设新生活；农村中最受压迫的那部分农民已经投入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包括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斗争。

其次，我们从苏维埃组织开始迈步，发展到了如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在开幕词中正确指出的那样，苏维埃组织在俄国每一个偏僻乡村都已经巩固起来，成为根据全体被压迫劳动群众的长期斗争经验制定的苏维埃宪法的一个完整的组成部分。

我们从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状况，从最近四年的战争所造成的状况，如被压迫的群众不仅憎恨战争，而且厌弃战争，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痛苦不堪，使我国革命不得不经历一个在德奥帝国主义的打击面前毫无防御能力的极其艰难困苦的时期，——现在我们已从这种状况发展到有了强大的红军。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已经摆脱去年10月和今年年初我们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那种困境，我们唯一的然而是可靠的同盟者——各国被压迫的劳动者现在终于行动起来了，我们看到，由于英勇果敢地出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被判服长期苦役的西欧无产阶级领袖，如李卜克内西和阿德勒，恢复了自由，因为维也纳和柏林的工人革命不是每天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发展，迫使当局释放了他们。我们已经摆脱孤立无援的境地，现在正同我们的国际同盟者携手并肩地共同战斗。这就是一年来取得的主要成就。现在让我简要地谈谈这条道路，谈谈这个转变。

同志们，起初我们的口号是工人监督。我们说，尽管克伦斯基政府许下种种诺言，资本家还是继续怠工，使我们国家的生产被破坏得愈来愈厉害。现在我们看到，生产濒于瓦解，因此，工人监督应当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工人政府必须实行的第一个基本步骤。我们没有颁布法令立刻在我国全部工业中实行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工人阶级学会管理，工人群众的威信已经树立，社会主义才能够形成和巩固。不然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个愿望。因此，我们实行了工人监督。我们知道，这一步骤是存在矛盾的，不彻底的，但是必须让工人们在不要剥削者和反对剥削者的情况下亲自担当起在一个大国建设工业的伟大事业。同志们，那些直接地甚至间接地参加了这一建设的人，那些受过资本主义旧制度的压迫和摧残的人，学到了许多许多东西。我们知道，取得的成就还很小。我们知道，在这个极端落后、备受破坏的国家里，工人阶级面前真是障碍重重，要学会管理工业，必须花很长时间。我们认为最重要和最可贵的，就是工人已经亲自担负起了管理工作，我们已经从工人监督，即在一切主要工业部门中实行起来必然是混乱的、分散的、手工业式的、不彻底的工人监督，进到在全国范围内由工人管理工业了。

工会的情况改变了。现在它的主要任务是把自己的代表派到各个总管理机构和中央管理机构去，派到所有那些新的管理组织中去，这些组织从资本主义那里接收了遭到蓄意破坏的、破烂不堪的工业，并在没有知识分子帮助的情况下把它们管起来。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抱定宗旨要利用知识和所受的高等教育——人类所积累的各门科学的成果——来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是把科学用来帮助群众建立没有剥削者的公有的国民经济。这些人抱定宗旨要利用科学制造障碍，妨碍最缺乏训练的工人从事管理。现在我们可以说，主要障碍已被扫除。这在当时是极其困难的。一切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分子的怠工已经粉碎了。不管障碍怎样大，工人们还是迈出了这举足轻重的一步，为社会主义打下了基础。我们丝毫也不夸大，不怕说实话。是的，从到达终点来看，我们做的工作很少，但从打基础来看，我们做的工作就很多，非常之多。谈到社会主义时，说广大工人群众自觉地建设基础，决不是指他们拿起了书本，读了某一本小册子。这里说的自觉性表现在他们依靠自己努力，亲自动手来干异常艰难的事业，犯下成千上万个错误，而每个错误既使他们吃到苦头，又使他们在工业管理工作中受到锻炼。现在这项管理工作已经建立起来，而且有了牢固的基础。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坚持到底了。现在这项工作已不象从前那样去做了。现在全体工人群众，不仅领袖和先进分子，而且确实是最广大的阶层都知道，他们在亲手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已经把基础打好，国内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挠他们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

如果说我们在工业方面遇到过这样一些大的困难，曾经不得不经历一段在许多人看来很长而实际却很短的路程，从工人监督过渡到了工人管理，那么在极其落后的农村，我们要做的准备工作就多得多了。凡是了解农村生活、同农民群众有过接触的人都说：城市里的十月革命对农村来说，只是到1918年夏天和秋天才真正成为十月革命。同志们，当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很清楚，农村中的建设将遇到很大困难，在这里必须更加稳重地逐步前进，在这里企图用法令和命令来实行共耕制是极端荒谬的，能够接受共耕制的只是极少数觉悟的农民，而大多数农民都没有这个要求。因此，我们仅仅做了为了革命的发展绝对必需做的事情：决不超过群众的发展程度，而要等待群众通过亲身的经验、亲身参加的斗争自己向前走。在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举消灭了农民的宿敌——地主－农奴主，大地产所有者。这是全体农民的斗争。那时在农民内部，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即贫苦农民，还没有同资产阶级分开。我们社会主义者懂得，不进行这场斗争就没有社会主义，同时也知道，光是我们懂得还不够，还必须使千百万人不是依靠宣传而是依靠他们的亲身经验也懂得这一点，因此，当全体农民只按照平均使用土地原则来想象变革的时候，我们就在1917年10月26日的法令中公开表示，我们把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作为基础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8—20页。——编者注］

 。

我们公开指出，这个委托书并不符合我们的观点，这并不是共产主义。但我们并没有强迫农民接受不符合他们的观点而只符合我们的纲领的东西。我们声明，我们把他们当作劳动的伙伴，同他们一起前进，我们相信革命进程会造成我们在城市里已经达到的局面。结果，农民果然行动起来了。土地改革是从土地社会化开始的，我们亲自举手通过了土地社会化，同时我们又公开指出它不符合我们的观点，我们知道大多数农民都主张平均使用土地，我们不愿意强迫他们，而等待他们自己放弃这种思想，向前迈进。我们终于等到了，并且把我们的力量准备好了。

我们当时通过的法令，根据的是一般民主主义原则，是使富裕农民即富农和贫苦农民联合起来的对地主的仇恨，是一般平等思想（毫无疑问，这种思想是反对旧的君主制的革命思想）。但我们必须从这个法令进到对农民加以区分。我们实行土地社会化法令是得到一致同意的。这个法令是由我们和不赞成布尔什维克观点的人们一致通过的。在解决由谁支配土地的问题上，我们优先考虑农业公社。我们为农业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发展敞开了道路，但我们很清楚，在1917年10月，农业还不能走上这条道路。通过一番准备工作，我们终于实行了任何一个最民主最共和的国家都没有实行过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步骤。这一步骤是今年夏天由全体农民群众实行的，甚至在俄国最偏僻的乡村也这样。当时粮食不足、人们挨饿，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和万恶的四年战争造成了严重后果，反革命的猖獗和内战的加剧使我们失去了最富饶的产粮区，当这一切登峰造极、城市面临饥饿威胁的时候，我国政权唯一的、忠实可靠的支柱——城市和工业区的先进工人有组织地奔赴农村。有人说，工人下乡是要在工农之间挑起武装斗争，这是造谣诽谤。事实驳倒了这种诽谤。工人下乡是去反击那些乘人民快要饿死之机搞粮食投机来大发横财的农村剥削者——富农。他们下乡是去帮助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劳动者。他们没有白去，他们伸出了联盟之手，他们的准备工作同群众结合起来了。遍及全国的富农暴动所造成的七月危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七月危机被克服，就是各地农村中被剥削的劳动者纷纷起来同城市无产阶级一道进行斗争的结果。今天季诺维也夫同志打电话告诉我说，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区域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大会[68]有18000人参加，代表们情绪高昂，精神振奋。随着贫苦农民起来后全国出现的那种形势日益明显，贫苦农民根据自身的经验懂得了同富农进行斗争的意义，懂得了要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要恢复农村生活中非有不可的商品交换，就决不能跟农村资产阶级、跟富农一道走。他们应当单独组织起来。现在我们实行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最重大的步骤。在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群众中去。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一步：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已经开始，无论哪个偏僻乡村的农民都已经懂得，既然有钱人、富农这些哥儿们在进行粮食投机，那他们是在用乡间的老眼光来看待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

因此，只是现在，当农村经济或者说农村贫苦农民同自己的领路人——城市工人联合起来时，才是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真正的牢固的基础。只是现在，农村才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只是现在，才建立起这样的苏维埃和农场，它们力求有计划地实行大规模的共耕制，力求利用知识、科学和技术，懂得在黑暗反动的旧时代的基础上连简单的初步的人类文化也不可能存在。这方面的工作比工业方面还要困难。我们的地方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在这方面犯的错误更多。他们从错误中学习。我们不害怕群众在自觉进行建设时犯错误，因为我们只能依靠群众自己的经验，依靠他们自己动手。

现在，这场在很短时期内就使我们的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最伟大的革命表明，整个斗争已经获得胜利。红军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你们都知道我们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处境，当时俄国处于人民群众已无法忍受的境地。我们知道，那时我们是孤立无援的。我们公开向工人群众说出全部真相。我们揭穿了帝国主义的秘密条约是一种政策的产物，这种政策完全是欺骗群众的工具，现在美国这个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最先进的民主共和国正在用这种政策空前无耻地欺骗群众，愚弄群众。当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已暴露无遗的时候，只有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才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的秘密外交政策。它揭露了秘密条约，并通过托洛茨基同志向世界各国宣告：我们吁请你们用没有兼并和赔款的民主方式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坦率而自豪地说出了一个严酷的真理，但毕竟是真理——要结束这场战争，就必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革命。我们的呼声没有得到响应。因此，我们不得不付出代价，签订了强制性的布列斯特条约，被迫接受了一种令人十分痛苦的和平，使得许多同情者感到灰心失望。这是由于我们处境孤立的缘故。但是我们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我们向大家揭示了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德帝国主义能以不可阻挡之势压倒我们，那是因为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坚强地组织起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当时我们没有军队；我们只有一支已经瓦解的帝国主义者的旧军队；它被驱使去作战，是去实现士兵们所不支持、不赞成的目的。结果我们不得不经历一个极其痛苦的时期，好让群众在极其痛苦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后歇一口气，并认识到新的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可以把我们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战争称为我们的战争。但必须使千百万人根据自身经验懂得这一点。这占去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取得这种认识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今年夏天大家看见，这种认识终于取得了，转折已经到来了。一支人民群众创造的、奋不顾身的军队，经过四年血腥的大厮杀之后又投入战争了。要使这支军队能够为苏维埃共和国而战，我们国家必须使投入这场战争的群众克服疲倦和绝望情绪，明确认识到他们流血牺牲确实是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工农苏维埃，为了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一点已经做到了。

我们夏天对捷克斯洛伐克军的胜利，以及我们收到的数量很大的胜利消息，都证明转折已经到来了，最艰巨的任务——使群众在四年痛苦战争之后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的有组织的群众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广大群众都有了这种认识。千百万人都懂得了他们是在从事一项艰难的事业。这就保证我们不会悲观失望，虽然目前比我们强大的世界帝国主义力量正在纠合起来向我们进攻，虽然那些知道苏维埃政权很危险而急于把它扼杀的帝国主义者派兵包围我们，虽然我们现在承认事实，不讳言他们比我们强大，但是我们不会悲观失望。

我们说：我们正在发展壮大，苏维埃共和国正在发展壮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比帝国主义者势力的进逼更快。我们满怀希望并且坚信，我们不仅在保卫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而且在为保卫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战。我们胜利的希望愈来愈大了，因为我们工人的觉悟在不断提高。去年10月苏维埃组织是一种什么情况呢？那时它刚刚迈步，我们还不可能使它适应需要，使它达到一定的，达到目前这样的状况，而现在我们有了苏维埃宪法。我们知道，7月间批准的这部苏维埃宪法，不是哪个委员会的臆造，不是法学家们的杜撰，也不是对别的宪法的抄袭。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我们这样的宪法。这部宪法记载了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国内和国际剥削者的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我们积累了斗争经验。（鼓掌）这些经验向我们清楚地证明了：有组织的工人建立了没有官吏、没有常备军、没有实际上为资产阶级提供的特权的苏维埃政权，并为各类工厂进行新的建设打下了基础。我们正着手工作，吸收为实施苏维埃宪法所必需的新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我们有现成的新干部——青年农民，我们应当吸收他们参加工作，他们一定会帮助我们把事业进行到底。

我想谈的最后一点就是国际形势问题。我们正同我们的国际同志并肩战斗。我们看到，他们十分坚决地表示相信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同他们一起前进，成为国际革命。

随着革命的国际意义的增长，全世界帝国主义者愈来愈紧密地抱成一团。1917年10月，他们把我们的共和国当作一桩不值得注意的奇闻。今年2月，他们认为这是不值得重视的社会主义实验。但是共和国的军队成长壮大起来了，共和国解决了建立社会主义红军这个最困难的任务。由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和成功，各国帝国主义者的疯狂反抗和切齿仇恨更厉害了，以致那些曾经叫喊自己是威廉的敌人的英法资本家快要同这个威廉联合起来奋力扼杀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了。因为他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不再是什么奇闻和社会主义实验，而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策源地，真正的、实际的策源地。因此，我国革命的成就愈大，敌人的数量就愈多。我们丝毫不掩饰我们处境的艰难，我们应当认清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我们要迎上前去，我们已不是孤军奋斗，同我们一道前进的有维也纳和柏林的工人，他们正奋起进行同样的斗争，他们也许还会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更高的纪律性和觉悟性。

同志们，为了说明我们苏维埃共和国上空怎样阴云密布，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请让我把德国政府通过它的领事馆递交我们的照会全文读一读：


　　“致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莫斯科。1918年11月5日。德意志帝国领事馆奉德意志帝国政府之命荣幸地将下列事项知照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俄国官方机关发表违反布列斯特和约第2条规定的言论，进行不能容忍的反对德国国家机关的煽动，德国政府对此不得不再次提出抗议。德国政府认为，对于这种不仅违反上述条约的规定而且严重违背国际惯例的煽动，不能只限于提出抗议。和约缔结后，苏维埃政府在柏林设立外交代表处时，德国政府曾向俄国全权代表越飞先生明确指出，必须避免在德国进行任何宣传鼓动。越飞先生答复说，他知悉布列斯特条约第2条，并且懂得他身为一个外国的代表不应干涉德国的内政。因此，越飞先生和他主管的机关在柏林受到了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代表处一般都应受到的照顾和信任。但是此种信任已被辜负。一个时期以来的事实表明，俄国外交代表处同某些从事颠覆德国国家制度的分子过从甚密，利用这些分子为自己服务，对旨在推翻德国现存制度的运动甚为关心。本月4日发生的以下事件说明，俄国代表处甚至通过运进煽动革命的传单来积极参与旨在颠覆现存制度的运动，这就滥用了使用外交信使的特权。昨晚抵达柏林的俄国信使的官方行李中有一只箱子在运输过程中损坏了，于是发现这批箱子内装有用德文写的、从内容看是预定在德国散发的革命传单。而苏维埃政府对帝国公使米尔巴赫伯爵被刺应当如何弥补过失问题所持的态度，使德国政府更有理由表示不满。俄国政府曾郑重允诺，将尽一切力量使罪犯受到惩办。但是德国政府还看不出追缉或惩办罪犯的工作已经开始或者准备开始的任何迹象。凶手是从被俄国政府公安机关团团围住的房屋中逃走的。公开承认曾决定并策划这次暗杀的主谋者，至今仍逍遥法外，而据已获得的消息判断，甚至已被赦免。德国政府抗议这种违反条约和公法的行为。德国政府理应要求俄国政府作出保证，今后不再进行违反和约的鼓动和宣传。此外，德国政府理应坚持惩办凶手和主谋，以弥补公使米尔巴赫伯爵被刺的过失。在这些要求没有做到以前，德国政府有权吁请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从德国召回其外交代表和其他官方代表。今天已通知俄国驻柏林全权代表，明晚将为驻柏林外交代表和领事馆代表以及驻柏林的其他俄国官方人员启程返国开出专列，并将采取措施使全体人员顺利到达俄国边境站。请苏维埃政府设法安排德国驻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的代表能在同一时间启程返国，并在他们返国时遵守一切礼节上的要求。至于驻德国的其他俄国代表，以及驻俄国其他地方的德国官方人员，以后将通知他们在一周内各自返回本国。德国政府谨表示希望：在后一批德国官方人员启程返国时，俄方也要遵守一切礼节上的要求，其他一些德国臣民或受德国保护的人员如要求回国，俄方要给他们提供顺利启程的可能。”





　　同志们，我们都很清楚，德国政府完全懂得，在俄国使馆受到殷勤接待的是德国的社会党人，而不是拥护德帝国主义的人，后面这种人是从来不进俄国使馆大门的。俄国使馆的朋友是那些反对战争、同情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社会党人。他们从使馆设立的那一天起就是它的客人，而我们也只同他们往来。这一点德国政府十分清楚。德国政府不辞辛苦地跟踪我国政府的每一个代表，就象尼古拉二世政府当年跟踪我们的同志一样。现在它摆出这副姿态，并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它先前认为自己很强大，不怕柏林街道上一幢房屋着火会使整个德国燃烧起来。现在，德国政府已经丧魂落魄，整个德国都燃烧起来了，它还以为只要把自己的消防水龙头对准一幢房屋就能把大火扑灭呢。（热烈鼓掌）这只能令人发笑。如果德国政府打算宣布断绝外交关系，那么，我们就要说，这本不出我们所料，我们知道它拼命想同英法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我们知道，英法帝国主义者给威尔逊政府发了大量的电报，请求把德国军队留在波兰、乌克兰、爱斯兰和里夫兰 
［注：即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北部。——编者注］

 ，因为虽然他们也是德帝国主义的敌人，但是这些军队却干着他们要干的事情——镇压布尔什维克 
［注：见本卷第128—129页。——编者注］

 。只有到亲协约国的“解放军”赶来镇压布尔什维克的时候，才可以让这些军队撤退。

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我们只是说：现在，当德国已经燃烧起来、奥地利遍地烈火的时候，当他们不得不释放李卜克内西并使他有可能到俄国使馆去参加俄国社会党人和以他为首的德国社会党人共同举行的会议的时候，德国政府采取这样的步骤，与其说是证明他们想打仗，无宁说是证明他们六神无主，犹豫不决，因为他们碰到了最残酷的敌人——用比布列斯特和约厉害百倍的强制性和约来扼杀奥地利的英美帝国主义。德国看出这些解放者也想扼杀它，折磨它，蹂躏它。但同时德国工人也行动起来了。德国军队现在不中用，失掉了战斗力，并不是因为它纪律松弛，而是因为拒绝作战的士兵从东线调到德国的西线，把资产阶级称之为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东西也带去了。

因此，德国军队现在失掉了战斗力，因此，这个文件充分证明了他们的犹豫不决。我们认为这个文件会导致外交关系的破裂，如果他们有力量调动白卫军的话，也许还会导致战争。因此我们向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发了电报[69]，在电报末尾说，要提高警惕，作好准备，要全力以赴，因为这表明国际帝国主义正把推翻布尔什维主义作为它的主要任务。这意味着不光是要战胜俄国，这意味着要战胜每个国家的工人。但无论他们在这样决定之后采取多么残暴的手段，他们也是不能得逞的。他们这群野兽正在进行准备，打算经过达达尼尔海峡，或者经过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从南面来进攻俄国。他们在进行谈判，要在德国组织白卫军，并把它派到俄国来。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危险，我们公开指出：同志们，我们这一年没有白干；我们打下了基础，我们就要进行决战，这确实是一场决战。但我们不是孤军作战，西欧的无产阶级已经行动起来，彻底摧毁了奥匈帝国。那里的政府同1917年2月底的尼古拉·罗曼诺夫政府一样，也是一筹莫展，惊慌失措，丧魂落魄。我们的口号应该是：再接再厉，牢记着我们不是为俄国革命而是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去进行最后的决战！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野兽还比我们强大，还能够对我们和我们国家采取种种残暴的手段，但他们战胜不了国际革命。他们对我们恨得要命，因此我们说：随他们去好了，俄国每一个工人和农民一定会尽到自己的职责，并在保卫革命时，一旦需要，就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说：随他们去好了，不管帝国主义者还会给我们降下什么灾难，他们也救不了自己的命。帝国主义一定灭亡，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不管怎样总会胜利！（热烈鼓掌，转为经久不息的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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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形势

（11月8日）

（长时间的鼓掌）同志们，十月革命一开始，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问题就成了我们最主要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从此意味着世界各国紧密地结成一个体系，甚至可以说是凝成一团血污，而且因为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一个国家内取得完全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俄国还算不上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因此，我们能使革命在其他国家扩展到什么地步，在那之前能给帝国主义以多大的回击，就成为革命的一个主要问题了。

下面请让我极其简略地回顾一下一年来我们国际政策的几个主要阶段。我在庆祝革命一周年的讲话中已经指出，一年前我们的处境的主要特征是孤立无援。 
［注：见本卷第138页。——编者注］

 尽管我们坚信在整个欧洲革命的力量正在形成和已经形成，坚信战争必然要由革命来结束，但那时革命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的征兆还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对外政策就只能致力于教育西欧工人群众。这里说到教育，倒不是说我们自以为比西欧工人群众更有修养，而是说只要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没有推翻，那里就盛行战时书报检查制度，就笼罩着任何战争尤其是反动战争必然伴有的骇人听闻的血腥的气氛。你们都很清楚，在最民主最共和的国家中，战争就意味着实行战时书报检查制度，意味着资产阶级及其司令部用种种骇人听闻的手段来欺骗人民。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使其他国家的人民分享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获得的成果。我们在这方面已尽了一切努力，我们撕毁并公布了以前沙皇为了本国资本家的利益而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肮脏的秘密条约。你们知道，这是一些彻头彻尾掠夺性的条约。你们知道，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的政府隐瞒了这些条约，而且支持这些条约。我们偶然在英法两国某些多少还算诚实的报刊上看到这样的说法：多亏俄国革命，他们法国人和英国人才知道本国外交史上许多重要的事情。

当然，从整个社会革命的角度来看，我们还做得太少，但就已经做了的工作说，我们在准备这个革命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如果现在粗略地看一下我们对德帝国主义的揭露取得了什么结果，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各国劳动人民已经明白，他们是被迫进行一场血腥的掠夺战争。战争进行到今年这个时候，英美两国的行为也被揭露了，因为群众正在醒悟，开始认清英美两国的真正意图。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全部工作，不过我们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微薄贡献。揭露这些条约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打击。我们被迫签订的和约的条款，从宣传鼓动意义上说是个强有力的工具，我们靠它们做了比任何一国政府、任何一国人民都多的事情，如果说我们唤醒群众的尝试没有立刻见效，那么我们从来没有认为，革命马上就会爆发，或者认为一切都完了。近15年来，我们进行了两次革命，我们清楚地看到，革命要经过多么长的时间才能掌握群众。我们从德奥两国最近发生的事件也看到了证明。我们说过，我们并不打算通过同强盗联合把自己也变成强盗，不是的，我们只是打算唤醒敌对国家的无产阶级。有人嘲笑我们说，我们准备唤醒德国无产阶级，而德国无产阶级在我们正准备对它进行宣传的时候就会把我们掐死。然而事实证明我们估计得很对，各国劳动群众都同样仇视帝国主义。只是要给他们一段准备时间，因为即使是俄国人民，虽然他们对1905年革命记忆犹新，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重新起来进行革命。

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前，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来打击帝国主义。如果说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史没有抹杀这一点，而布列斯特和约迫使我们在帝国主义面前退却，那么，这是因为在1918年1月我们还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命运注定我们要陷于孤立，因此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时期。

同志们，我们经过四年的国际战争才得以缔结和约，但这是强制性的和约。这个强制性的和约也终于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的希望不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我们一月一月地巩固起来了，西欧帝国主义则日益削弱。现在我们终于看到，德国至少最近已经削弱了，而在半年前它还根本不把我们的使馆放在眼里，认为在他们那里任何一幢红色的房屋都不可能存在。最新的电讯说，德帝国主义正号召群众保持镇静，说和平就要到来[70]。我们知道，帝王们号召人们保持镇静并许下在最近的将来实现不了的诺言，这意味着什么。如果德国很快就会得到和平，那么这个和平对德国人来说将是布列斯特和约，它给劳动群众不会带来和平，只会带来比以前更大的痛苦。

我国国际政策的结果就是这样：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半年以后，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我们是一个被打垮的国家，然而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我们已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并领导着开始震撼德奥两国的无产阶级大军。这个成就向无产阶级群众的任何一个代表充分证明了我们作出种种牺牲是值得的。假如我们突然被消灭了——假定我们的事业遭到了失败，这当然不可能，因为不会有奇迹，但是，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不会掩盖错误，我们有权利说，我们已经把命运给予我们的时间完全用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了。我们为俄国劳动群众尽了一切努力，我们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做的事情比任何人都要多。（鼓掌）

同志们，最近几个月，最近几个星期，国际形势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德帝国主义几乎被摧毁了。德帝国主义曾寄希望于乌克兰，以此来安抚本国劳动者，现在一切希望都落空了。原来美帝国主义已经准备就绪，德国遭到了打击。现在情况完全变了。我们一点也不抱幻想。十月革命后，我们比帝国主义弱得多，现在我们也还是比国际帝国主义弱，——这一点我们现在也还要反复强调，不要自己骗自己。十月革命后，我们比他们弱，不能应战。现在我们还是比别人弱，要尽力避免同帝国主义打仗。

但是，我们得以在十月革命后生存了一年之久，这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分裂成了两个强盗集团——英、法、美强盗集团和德国强盗集团，他们打得你死我活，无暇顾及我们。这两个集团中没有一个能把大量兵力用来对付我们，当然，如果条件许可，他们双方是会这样做的。战争和血腥气氛蒙住了他们的眼睛。战争所需的物质牺牲要求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他们顾不上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比帝国主义者强大的怪物（不是的，这是胡说！），而仅仅是因为国际帝国主义分裂成了两个互相残杀的强盗集团。仅仅因为这点，苏维埃共和国才能公开向各国帝国主义者宣战，没收他们的资本（外债），打他们耳光，公开掏强盗的腰包。

有一个时期，我们不断就德帝国主义者送来的信件发表声明，那时，世界帝国主义出于它对我们的敌视，出于对战争期间空前增加的资本主义利润的追逐，本应该进攻我们，但它未能进攻。现在，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在英美帝国主义者战胜另一个集团之前，他们完全投身于相互间的斗争，因而无法对苏维埃共和国发动坚决的进攻。现在另一个集团已不存在，只剩一个战胜者集团了。这就完全改变了我们在国际上的处境，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有什么影响，事实作了回答。目前各战败国的工人革命正在取得胜利，大家都知道它们的革命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我们在10月间夺取政权的时候，我们在欧洲只是一颗孤立的火星。的确，火星在增多，而且是从我国迸发出去的。这是我们所创立的最大业绩，但终究只是一些零散的火星。现在呢，德奥帝国主义集团范围内的大多数国家（保加利亚，奥地利，匈牙利）都卷进烈火中去了。我们知道，继保加利亚之后，革命蔓延到了塞尔维亚。我们知道，这种工农革命经过奥地利又到了德国。一系列国家都燃起了工人革命的烈火。在这方面，我们所作的努力和牺牲没有白费。这一切并不象敌人所诬蔑的那样是冒险，而是一个虽然不发达和落后却被推到了前面的国家走向国际革命必经的阶段。

从帝国主义战争的最后结局来看，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结果。另外一个结果，我一开始就已指出，就是目前英美帝国主义也象德奥帝国主义当初那样，开始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了。我们看到，如果在布列斯特谈判期间，德国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稍微冷静一些，不去冒险，那它还能保持自己的统治，还能在西方争取到一个无疑有利于自己的地位。它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是一场有千百万人参加、把沙文主义狂热煽到了顶点、关系到以数千亿卢布计的资本主义利益的战争，象这样一辆汽车，既然开足了马力，就再也无法刹住。这辆汽车跑得太远了，超过了德帝国主义者自己的愿望，结果把他们自己压得粉碎。他们不能自拔，就象一个人已经撑破肚皮，只好等死一样。现在我们看到，英美帝国主义也处在这种很不体面，但从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却是大可利用的境地。也许有人认为，英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验比德国丰富得多。在这两个国家，人们习惯于民主政治而不习惯于什么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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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他们几百年前就经历过自己历史上最艰苦的时期。也许有人认为，这些人是会保持冷静的。如果我们从个人角度来判断他们能不能够保持冷静，如果我们象那些对帝国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斗争丝毫不理解的资产阶级庸人、教授那样，从一般民主的角度来判断，那我们一定会说，英美是有几百年民主传统的国家，英美资产阶级是能够克制自己的。如果现在英美资产阶级采取一些措施克制住自己，他们肯定还能维持很长时间。可是事实表明，他们重蹈了军事专制的德国的覆辙。在这次帝国主义战争中，俄国和这些共和制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帝国主义战争十分凶恶残暴，甚至把这些极其重要的差别都抹掉了；它在这方面使美国这个最自由的民主国家同德国这个半军事的专制国家变得没有两样了。

我们看到，比别的国家更有可能保持民主共和制的英国和美国，也同当年德国一样，疯狂地不顾一切地蛮干起来，因此，他们会同样迅速地甚至是更加迅速地达到德帝国主义已经顺利达到的结局。德帝国主义起初极度地膨胀到了欧洲四分之三那么大，肿胀不堪，到后来一下子胀破了，留下一股冲天的臭气。现在英美帝国主义也奔向这个结局。只须稍微看看英国人和美国人这些所谓使一些国家的人民摆脱了德帝国主义的“解放者”向战败国人民提出的停战媾和条件，就可以相信这一点。拿保加利亚来说吧。象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似乎是不会使英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巨人感到可怕的。但是这个又弱又小、完全不能自助的国家的革命，却使得英国人和美国人惊慌失措，提出了形同占领的停战条件。现在，在这个已宣告成立农民共和国的国家，在索非亚这个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所有的铁路都被英美军队占领。他们要同这个小小的农民共和国进行斗争。从军事上看，这易如反掌。那些抱着资产阶级即旧统治阶级的观点，从旧的军事关系看问题的人，都不以为意，一笑置之。区区保加利亚在英美的军队面前算得了什么？从军事上看，确实算不得什么，但从革命观点看，却非常了不起。这不是在殖民地，可以随随便便把被征服者成百万地屠杀。英国人和美国人认为，这不过是在野蛮的非洲人中间建立秩序，传播文明和基督教罢了。但这不是中非洲。不管他们在保加利亚的军队多么强大，他们的士兵一遇到革命就会土崩瓦解。这不是随便说说，德国就是证明。不管怎么说，德国士兵在遵守纪律方面是堪称典范的。但德国人到了乌克兰，在这里起作用的，除纪律外，还有其他因素。德国士兵饿慌了就要找粮食吃，要他们抢粮不要抢得太凶是不现实的。何况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德国士兵受到俄国革命精神的感染最深。这一点德国资产阶级很明白，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威廉不知怎么办好。霍亨索伦王朝要是以为德国会为他们的利益流血，哪怕是一滴血，那就想错了。这就是武装到牙齿的德帝国主义的政策所导致的结果。现在英国正在重蹈覆辙。英美军队已经开始瓦解；这种现象是从他们对保加利亚逞凶肆虐的时候开始的。但这仅仅是开始。继保加利亚之后是奥地利。让我来给你们念念英美帝国主义战胜者提出的几个条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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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最爱向劳动群众叫喊，说他们进行的是解放战争，说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消灭那个要把兵营制度推广到世界各国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他们叫嚷他们进行的是解放战争。这是骗人。你们知道，资产阶级的辩护士，这些一生都在研究如何厚着脸皮骗人的议员，他们互相进行欺骗倒还容易，但是用这种办法欺骗工人就没那么便当了。英美的这些活动家，这些政客、议员，是长于此道的。但是他们的骗术一点也不灵。那些被他们用自由的美名煽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一定会猛醒过来，尤其是当大批工人不是从那些虽能影响革命但不能真正推动革命的传单中，而是从亲身的体验中知道自己受骗的时候，当他们看到对奥和约的条件的时候，更会是这样。

现在，这个和约就是那些曾因布尔什维克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叫喊他们是卖国贼的人强迫一个比较弱小、现已开始崩溃的国家接受的！当初德国人想把他们的士兵派到莫斯科来，我们说，我们宁愿战死，也决不会同意。（鼓掌）我们想象得到，被占领区一定会作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大家都知道，苏维埃俄国是帮助了这些地区，供给了它们必需品的。现在英法两国的民主军队要去“维持秩序”了，而且这是在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秩序。这就是说，英美军队要扮演世界革命的绞杀者和刽子手的角色。

同志们，当俄国的农奴军队在1848年去扼杀匈牙利革命时[71]，让他们这样干还可以，因为这些军队是由农奴编成的；让他们那样对待波兰[72]也可以。但是，享受自由已有一个世纪、强烈地仇恨德帝国主义、认为它是一只必须打死的野兽的人民，不可能不懂得，英美帝国主义也是一只野兽，对待它的公正办法只能是把它同样打死。

历史总是恶毒地作弄人，在德帝国主义被揭露以后，现在轮到英法帝国主义彻底暴露自己的面目了。我们对俄国、德国、奥地利的工人群众说：这不是1848年的俄国农奴军队了！他们是占不了便宜的！他们是去镇压正在摆脱资本主义枷锁而走向自由的人民，他们是去扼杀革命。因此我们有绝对的把握说，现在，这只撑破肚皮的野兽也会象德帝国主义野兽一样掉进深渊。

同志们，现在我想谈谈同我们最有关系的事情。这就是德国即将签订的和约的条件。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同志告诉我，《泰晤士报》[73]——它是空前富有的、实际上决定着全部政策的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报纸——已经登出了德国必须同意的条件。要求德国交出黑尔戈兰岛和威廉港运河；交出几乎承担了德国全部军事设备生产任务的埃森城；毁灭商船队；立刻交出阿尔萨斯－洛林；赔款600亿，其中大部分以实物支付，因为各国货币都在贬值，英国商人也开始用其他货币计算了。我们看到，他们为德国准备的和约，确实要置人于死地，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带强制性。从他们的物力和人力看，如果世界上没有使他们感到如此不快的布尔什维主义，他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他们在用这个和约为自己准备死亡。因为这不是在中非洲，而是在20世纪的文明国家里。守纪律的德国士兵蹂躏不识字的乌克兰人，现在葬送了自己的纪律，英美帝国主义进行这种会导致他们政治上破产的冒险，硬要自己的军队充当整个欧洲的刽子手和宪兵，他们是更会葬送自己的。他们早就打算消灭俄国，早就计划向俄国进军，例如他们占领了摩尔曼，把千百万金钱给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同日本缔结了条约。现在英国又根据条约从土耳其人手中抢走了巴库，想夺取我们的原料，置我们于死地。

英国军队正准备从南面，经过达达尼尔海峡或者通过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向俄国进军。他们紧紧包围苏维埃共和国，力图切断共和国和全世界的经济联系。为此，他们强迫荷兰同我国断绝外交关系[74]。德国把我国大使驱逐出境，如果不是直接配合英法的政策，那也是想向他们献殷勤，希望得到他们的宽大。那意思是说，对于你们的敌人布尔什维克，我也在尽刽子手的义务。

同志们，我们应该说，国际形势的主要之点，可以用我几天前的话来说明，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接近国际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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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当初寄希望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错。我们没有白白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和经济上的牺牲。在这方面我们得到了成功。但是，如果说我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接近国际革命，那么我们的处境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危险。从前帝国主义者忙于互相厮杀。现在，其中一个集团被英、法、美集团搞掉了。现在英、法、美集团把消灭世界布尔什维主义、摧毁它的主要根据地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当成他们的主要任务。为此，他们准备筑起一道万里长城，象防止瘟疫一样来防止布尔什维主义。这些人力图防止布尔什维主义，但这是办不到的。即使这些掌握了世界最精湛技术的英法帝国主义老爷能够筑起这样一道包围我国的万里长城，布尔什维主义细菌也会穿过城墙，传染到各国工人身上去的。（鼓掌）

同志们，西欧英法帝国主义的报刊对帝国主义的处境讳莫如深。它们对苏维埃政权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现在可以说，英、法、美三国的报刊全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而且拥有亿万金钱，它们象一个辛迪加似地统一行动，对苏维埃俄国的真实情况绝口不提，对我们大造其谣，极力诽谤。尽管战时书报检查制度横行多年，没让民主国家的报刊透露出一点苏维埃共和国的真实情况，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哪一次盛大的工人集会不表明，工人群众是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的，因为真相是掩盖不住的。敌人责难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的，我们并不隐讳这一点！苏维埃政府不怕承认这一点，并且公开说出这一点，以此把更多的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因为它是在对剥削者实行专政，而且劳动群众看见并且深信，同剥削者进行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要认真进行到底。尽管欧洲报刊共同用沉默对我们进行抵制，它们始终认为它们的职责是攻击俄国，因为俄国甘愿让德国占领，实际上是德国的爪牙，俄国政府的领导人——照它们的看法——是德国的奸细。在西欧报刊上，每月都有一些新的得到优厚赏金的文件伪造者出来证明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贼和德国奸细。尽管如此，它们还是隐瞒不住真相，偶尔还是不免失言，坦率地表示帝国主义老爷们心神不安。《巴黎回声报》[75]供认：“我们到俄国去是为了摧毁布尔什维克政权。”因为他们官方的说法是：他们不同俄国作战，不干预战事，而只是反对德国横行霸道。我们那些在莫斯科办《第三国际周报》[76]的法国国际主义者就引证了这句话。虽然他们把我们同巴黎和法国隔绝开来，虽然他们在这里精心地筑起一道万里长城，但是我们说：法帝国主义老爷们，你们是防不住本国的资产阶级的。几十万法国工人当然知道了这短短的一句话，而且不仅知道这句话，还发现他们的执政者、他们的资产阶级的一切声明完全是谎言。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泄露了天机；资产阶级供认：我们想摧毁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四年血战之后，他们还得对自己的人民说：你们还要去同俄国作战，摧毁布尔什维克政权，我们痛恨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欠我们170亿不肯偿还[77]，因为他们对待资本家、地主和帝王们很不客气。这些文明民族竟然堕落到了说出这种话的地步，首先表明他们的政策正在破产。尽管他们在军事方面非常强大，我们却镇定自若地说：在你们那里，在你们后方，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敌人，这就是一直受你们欺骗的人民群众，你们对苏维埃俄国造谣诽谤已到了舌敝唇焦的地步。英国资产阶级报纸《曼彻斯特卫报》[78]在10月23日也发了一条同样的消息。这家英国资产阶级报纸写道：“如果说协约国军队也留在俄国继续作战，那么它们的唯一的目的是在俄国内部引起政变……因此，协约国政府如不停止军事行动，就应声明它和布尔什维克处于战争状态。”

我再说一遍，这一小段话很重要，在我们听来它就是一个革命号召，就是一篇最有力的革命宣言。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资产阶级报纸讲的，这种报纸本来是反对社会主义者的，但是它感到真相再也隐瞒不住了。既然资产阶级报纸都这样说，你们可以想象英国的工人群众会怎样说和怎样想了。你们知道，在俄国沙皇时代，在1905年革命以前或1917年革命以前，自由派用的是什么样的语言。你们知道，自由派使用那样的语言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就要爆发了。因此，你们根据这些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语言就可以断定英、法、美等国工人的情绪、思想和内心中起了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们应该不加任何掩饰地指出严峻的事实，从中看到我们在国际上的处境。国际革命已经临近，但是革命的发展是没有时间表的；我们经历过两次革命，对这一点很清楚。不过我们知道，即使帝国主义者不能阻止国际革命，一些国家遭受失败、遭受更惨重的牺牲还是可能的。帝国主义者知道，俄国正在经受无产阶级革命的痛苦，但是如果以为摧毁一个革命策源地就能摧毁其他国家的革命，那他们就想错了。

至于我们，应该说，处境比任何时候都更危险，必须再接再厉。我们在一年内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建立了具有新纪律的社会主义的红军，我们确信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我们要在各种会议上，在每个苏维埃机关中，在工会中，在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会议上说：同志们，我们已经生存了一年并取得了成就，但是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这还不够。这个敌人是世界性的、强大的、征服了全世界的英法帝国主义。我们同他们斗争，倒不是因为我们想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同欧洲先进国家较量较量。不是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敌人正在走向德奥帝国主义已经陷入的深渊；这个敌人现已征服土耳其，强占保加利亚，正忙于占领整个奥匈帝国并建立沙皇的宪警秩序，我们知道，他正在走向灭亡。我们知道，这是历史事实，所以我们丝毫没有不切实际的打算，而只是认为：我们能够给英法帝国主义以回击！

我们红军的力量每壮大一分，这个外强中干的敌人方面的瓦解和革命就会加快十分。因此，悲观失望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知道，情况非常危险。也许我们会遭到更惨重的牺牲。即使他们能够摧毁一个国家，但是他们永远摧毁不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只会使革命烈火烧得更旺，他们自己将统统葬身于火海！（长时间鼓掌，转为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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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这是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分别就十月革命一周年和国际形势发表的两次讲话。本卷《附录》中收有列宁关于十月革命一周年讲话的提纲。



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于1918年11月6—9日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96人，有表决权的代表963人，其中共产党员946人，其他党派的成员16人，无党派人士1人。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是：关于十月革命一周年，关于国际形势，关于军事形势，关于中央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以及关于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列宁在11月6日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根据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提议，大会通过了致对苏维埃俄国作战的各国政府的呼吁书，建议它们开始和谈。鉴于苏维埃政权趋于巩固和红军节节胜利，大会通过了关于释放对苏维埃共和国不再构成危险的政治犯的特赦决定。



列宁在11月8日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大会一致批准了列宁起草的业经同年10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通过的决议（见本卷第128—129页）。同一天，大会就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的报告，通过了根据列宁的提纲（见本卷第130—131页）拟定的关于革命法制的决定，号召全体公民、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国家机关负责人员最严格地遵守苏维埃国家的法律。在11月9日最后一次会议上，大会研究了军事形势问题和苏维埃建设的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大会总结了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工作，决定委托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所有乡苏维埃和村苏维埃。大会代表们听到德国爆发革命的消息无比兴奋，对起义的德国工人、士兵和水兵表示声援。大会选出了有207名委员和3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36。



[68]北方区域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大会于1918年11月3—6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北方区域八省（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诺夫哥罗德、奥洛涅茨、彼得格勒、普斯科夫、北德维纳和切列波韦茨）和其他一些省份的贫委会代表共15000多名（一说18000—20000名）。列入大会议程的有关于目前形势，关于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关于供应和分配，关于红军，关于农村教育和农村邮电等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贫苦农民模范团，关于贫委会同地方苏维埃合并，关于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问题和关于国民教育的任务等决议。



列宁在谈到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时说：“这次代表大会表明，对农村的内战的理解是正确的：贫苦农民正在联合起来，步调一致地同富农、富人和寄生虫作斗争。”（见本卷第175页）——142。



[69]指1918年11月5日由于德国政府与苏维埃俄国断绝外交关系而由列宁、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联名发出的致全体政治委员，军事领导人，集团军司令员，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无线电报。这封无线电报发表于1918年11月6日《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48。



[70]指1918年11月4日《德国政府告德国人民书》。这个文件载于1918年11月5日《前进报》第305号。——152。



[71]指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军队镇压1848—1849年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一事。匈牙利当时处在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奥地利皇帝就身兼匈牙利国王。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制度的匈牙利革命以1848年3月15日佩斯起义为开端，得到全国广泛响应。1849年4月14日，在匈牙利革命军队战胜奥地利帝国的入侵军队之后，匈牙利议会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成立匈牙利共和国。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于4月21日向俄国求援。5月，俄国干涉军14万人侵入了匈牙利。匈牙利革命受到两面夹击而遭到失败。8月13日，匈牙利军队向俄国干涉军司令伊·费·帕斯凯维奇投降。——158。



[72]指沙皇军队镇压波兰1863—1864年起义一事。波兰的这次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制度的起义席卷了波兰王国、立陶宛，并波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部分地区。起义领导机构中央民族委员会同俄国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社中央委员会以及在伦敦的《钟声》的出版人建立了联系。起义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数万名波兰爱国者被杀害、囚禁和流放西伯利亚。——158。



[73]《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158。



[74]指荷兰政府突然宣布拒绝已经首途赴任的俄罗斯联邦全权代表入境一事。——159。



[75]《巴黎回声报》（《L’Echo de Paris》）是法国的一家反动的资产阶级报纸，1884—1938年在巴黎出版。——160。



[76]《第三国际周报》（《Ⅲ－me Internationale》）是旅居苏维埃俄国的法国共产党人的报纸，1918年10月20日在莫斯科创刊。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雅·沙杜尔、伊·费·阿尔曼德（叶·布洛宁娜）等人。该报于1919年3月停刊。——161。



[77]指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欠英、法、美等国帝国主义者的债务。根据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签订的借约，俄国外债总额（包括外国向俄国工业的投资）超过160亿金卢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21日（2月3日）颁布法令，废除了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一切外债。——161。



[78]《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一家资产阶级报纸，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19世纪中叶起为自由党的机关报。起初是周报，从1857年起改为日报。



列宁下面引用的话出自1918年10月23日该报登载的《盟国与俄国》一文。——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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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1918年11月7日）

今天，我们为世界工人革命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的纪念碑举行揭幕典礼。

多少世纪以来，人类都是在一小撮蹂躏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剥削者的压迫下受苦受难。旧时代的剥削者地主压榨和掠夺的是分散、愚昧的农奴，而新时代的剥削者资本家所碰到的是被压迫群众的先进部队，即城市工人，工厂工人，产业工人。工厂把工人联合起来了，城市生活启发开导了他们，共同的罢工斗争和革命行动锻炼了他们。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率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场斗争中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我们处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处在两位伟大社会主义者的这个预见开始实现的时代。我们大家都看到，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显露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各民族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所造成的不堪言状的惨祸，无论在哪里都激起被压迫群众英勇精神的高涨，大大加强他们争取解放的斗争力量。

愿一个个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都来提醒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我们在斗争中不是孤立的。更先进的国家的工人正挺身奋起同我们并肩奋斗。在我们和他们的面前还有艰苦的战斗。通过共同的斗争，我们一定会粉碎资本的压迫，最终赢得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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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月革命烈士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1918年11月7日）

同志们！今天我们为1917年十月革命先进战士的纪念碑举行揭幕典礼。劳动群众中的优秀人物为各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为停止各民族间的战争、为推翻资本的统治、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举行了起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同志们！俄国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一长串革命烈士的名单。成千成万的先烈在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中牺牲了。他们的牺牲唤醒了新的战士，唤起了愈来愈多的群众去进行斗争。

在去年十月革命的日子里牺牲的同志们享有夺取胜利的莫大荣幸。人类的革命领袖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是属于他们的。这种荣誉在于：已经有成千上万以至千百万同样无所畏惧的新战士踏着这些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同志们的血迹前进，用这种群众英雄主义保证了胜利。

现在，各国工人的怒潮汹涌澎湃。许多国家都在掀起工人的社会主义革命。全世界的资本家又惊恐又恼怒，急忙联合起来镇压起义。而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更是激起他们满腔仇恨。各国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准备向我们进攻，新的战斗正临到我们头上，新的牺牲在等待我们。

同志们！让我们在纪念十月革命烈士的时候在他们的纪念碑前宣誓：我们要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学习他们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主义。要把他们的口号变成我们的口号，变成全世界起义工人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不胜利，毋宁死。”

有了这个口号，无产阶级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将是不可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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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游艺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11月7日）

（热烈鼓掌）同志们，在庆祝我国革命一周年的时候，我想谈一谈肃反委员会的艰巨工作。

我们不仅听到敌人而且常常听到朋友攻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肩负着艰巨的任务。既然我们担负着管理国家的工作，自然难免犯许多错误，而肃反委员会的错误自然最惹人注目。庸俗的知识界抓住这些错误不放，不愿深究问题的本质。在指责肃反委员会错误的叫声中，令我奇怪的，是他们不善于从大处着眼提出问题。我国有些人只盯着肃反委员会的个别错误，大哭大闹，纠缠不休。

而我们说：我们要从错误中学习。在这方面，正象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我们说我们要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会办事。问题当然不在于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本身，而在于他们工作的性质；这种工作要求果断、迅速，而主要的是忠诚。我考察了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把它同人们的攻击对照了一下，我认为这些攻击是一文不值的庸俗论调。这使我想起了考茨基关于专政的说教，这种说教等于是支持资产阶级。我们可以根据经验说，剥夺资产阶级是通过艰巨斗争即通过专政来实现的。

马克思说过，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镇压愈厉害，资产阶级的反抗就愈疯狂。我们知道法国在1848年是怎样迫害无产者的，我们真不理解，那些责备我们残酷无情的人，怎么连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都忘记了。我们没有忘记士官生在十月革命时的暴动[79]，我们不应该忘记一系列暴动正在策划中。我们只好一方面学习如何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一方面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芬兰的白卫军尽管标榜自己很“民主”，却肆无忌惮地枪杀工人。必须实行专政的思想已深入人心，虽然实行专政是艰巨的、困难的。肃反委员会里混进了异己分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运用自我批评一定能把他们赶出去。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肃反委员会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要解放群众，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别无他法。肃反委员会就是干这个的，它对无产阶级的功绩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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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士官生的暴动是指1917年10月29日（11月11日）俄国军事学校学生在彼得格勒发动的反革命叛乱。这次叛乱由以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为首的反革命组织“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领导，是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的一部分。叛乱分子打算占领市电话局、彼得保罗要塞和斯莫尔尼宫，逮捕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叛乱从这天凌晨开始。叛乱的指挥者、前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格·彼·波尔科夫尼科夫上校自称“拯救军”司令，下令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不得执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要求逮捕军事革命委员会派去的政委。部分士官生部队占领了米哈伊洛夫练马场和电话局，在街头解除赤卫队和革命士兵的武装。但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拒绝支持叛乱。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告首都居民的号召书，宣布彼得格勒特别戒严。当天下午5时左右，赤卫队和革命部队平定了叛乱。——169。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80]


（1918年11月8日）

同志们，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这是我们国内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甚至是我们整个革命最主要的问题。

十月革命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剥夺资本家的工厂，使生产工具归全民所有；把全部土地交给农民，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

完成前一部分任务比完成后一部分容易得多。在城市中，革命所遇到的是几万几十万工人从事的大生产。工厂属于少数资本家，工人们对付他们并不困难。工人们已经有了以往同资本家作斗争的长期经验，在斗争中他们学会了齐心协力、坚决而有组织地行动。此外工厂是用不着分的，重要的只是使全部生产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造福，不使劳动产品落到资本家的手中。

土地方面的情况就完全不同。这里要使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必须采取一系列的过渡措施。一下子就把数量很多的小农户变成大农庄是办不到的。要在短期内一下子把一直分散经营的农业变成公共经济，使之具有全国性大生产的形式，由全体劳动人民普遍地同等地履行劳动义务，同等地公平地享用劳动产品，——要一下子做到这一点，当然是不可能的。

当城市中工厂的工人已经彻底推翻资本家而摆脱剥削枷锁的时候，农村中真正反剥削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十月革命以后，我们打倒了地主，没收了他们的土地，但是农村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夺得土地这一成果，同劳动人民取得的任何成果一样，只有依靠劳动者自己的主动性，依靠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依靠他们的毅力和革命坚定性，才能巩固。

劳动农民当时组织起来了没有呢？

可惜没有，这也就是斗争极其困难的根源和原因。

不使用别人劳动、不靠损害别人发财的农民，当然永远都会赞同：大家平分土地，大家劳动，不把占有土地作为剥削手段，也不为剥削的目的尽量多攫取土地。富农和寄生虫则不同，过去他们靠战争发了财，利用饥荒以吓人的高价卖粮食，隐藏粮食，等待粮价再涨，现在又千方百计地利用人民的苦难，利用农村贫苦农民和城市工人的饥饿来发财致富。

他们，富农和寄生虫，是同资本家和地主一样可怕的敌人。如果不去触动富农，如果我们不战胜寄生虫，沙皇和资本家一定会卷土重来。

迄今为止在欧洲发生的一切革命的经验都清楚地证明，如果农民不战胜富农这一霸，革命必然要遭到失败。

欧洲的历次革命所以毫无结果，正是因为农民不善于对付自己的敌人。城市中的工人把皇帝推翻了（英国和法国早在几百年以前就处决了皇帝，只是我们处置我们的沙皇迟了一些），可是过了一个时期，旧制度又复辟了。这是因为当时甚至在城市中也没有大生产，如果有了大生产，它就会把工厂中的几百万工人联合起来，组成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他们即使没有农民的支持也能抵挡住资本家和富农的进攻。

而贫苦农民又没有组织起来，他们自己不善于同富农作斗争，因此革命在城市中也遭到了失败。

现在情况不同了。近两百年来，大生产大大地发展起来，各个国家布满了拥有数千数万工人的大工厂，结果城市中现在都有大批有组织的工人，无产阶级，他们是一支足以最后战胜资产阶级、战胜资本家的力量。

在以往的革命中，贫苦农民在同富农进行艰苦斗争时没有谁可以依靠。

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它比农民更强大，更有经验（这种经验是它在以往的斗争中取得的）——现在在俄国掌握着政权，占有一切生产工具，一切工厂、铁路、船舶等等。

现在，贫苦农民在同富农的斗争中，有可靠而强大的同盟者。贫苦农民知道，城市是支持他们的，无产阶级会尽力帮助他们的，并且实际上已经在帮助他们。不久以前的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

同志们，你们大家都记得，今年7月革命处在多么危险的境地。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暴动势头很猛，城市中的粮荒日益严重，农村中富农对城市、对苏维埃政权、对贫苦农民的进攻愈来愈猖獗，愈来愈疯狂。

我们号召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我们着手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并组织工人征粮队。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掀起了暴动。他们说贫苦农民委员会里是些二流子，说工人抢劫劳动农民的粮食。

而我们回答说，他们在保护富农，富农懂得，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除使用武器外，还可以用绝粮的办法。他们说什么“二流子”，我们要问，为什么某个人成了“二流子”，为什么他堕落下去，为什么他贫穷，为什么他酗酒？这难道不是富农造成的吗？富农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叫喊什么“二流子”，自己却抢劫粮食，隐藏粮食，进行投机，希望靠工人的饥饿和痛苦来发财。

富农榨取贫苦农民的脂膏，使用别人的劳动，同时却叫喊：“二流子！”

富农们焦急地盼着捷克斯洛伐克军到来，他们乐意拥立一个新沙皇，以便为所欲为地继续进行剥削，照旧骑在雇农头上，照旧发财。

唯一的生路是农村同城市联合起来，农村的无产阶级分子和不使用别人劳动的半无产阶级分子同城市工人一道向富农和寄生虫进军。

在这一联合的事业上，需要在粮食方面做很多事情。城市的工人极度饥饿，而富农却在盘算着：

把粮食再存上一些日子，也许还能卖更高的价钱。

富农当然不用着急，他们有的是钱，他们自己告诉人家说，他们积存的克伦斯基币有好多好多斤。

可是这些在闹粮荒的时候还要隐藏和囤积粮食的人，是极其凶恶的罪犯。应当把他们看作人民的死敌，同他们进行斗争。

我们在农村中就开始了这一斗争。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吓唬我们，说我们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会使农村分裂。但是不使农村分裂又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让富农控制农村。但这正是我们所不愿意的，因此，我们决定分裂农村，我们说我们要失掉富农，这是真的，这种不幸是无法隐瞒的，（笑声）但是我们会赢得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他们会站到工人这边来。（鼓掌）

结果正是这样。农村的分裂只是更明显地表明哪些人是贫苦农民，哪些人是不使用别人劳动的中农，哪些人是寄生虫和富农。

工人过去和现在都帮助贫苦农民同富农作斗争。在农村爆发的内战中，工人是站在贫苦农民方面的，正如在实行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法令时他们站在贫苦农民方面一样。

我们布尔什维克本来是反对土地社会化法令的。但我们还是签署了这个法令，因为我们不愿违背大多数农民的意志。对我们来说，大多数人的意志永远是必须执行的，违背这种意志就等于叛变革命。

我们不愿强迫农民接受平分土地无用这个不合他们心意的思想。我们认为，最好是让劳动农民通过自身的感受和切身的体会自己认识到平分土地是荒谬的。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好问他们，要摆脱在分地的基础上发生的破产和富农的专横，出路究竟何在？

分地只在开始的时候是好的。它是要表明土地从地主手里转到农民手里。但这是不够的。只有实行共耕制才是出路。

本来你们没有这种认识，但生活本身会使你们产生这种信念。公社、劳动组合耕种制、农民协作社，——这就是摆脱小经济的弊病的出路，这就是振兴农业，改进农业，节省人力以及同富农、寄生虫和剥削者作斗争的手段。

我们很清楚，农民象在地里生了根似的，他们惧怕新事物，顽固坚持老一套。我们知道，农民只有自己理解到和意识到某种办法的好处，才会相信那种办法。因此，我们帮助他们分地，虽然我们知道这不是出路。

但是，现在贫苦农民自己开始同意我们的意见了。生活向他们表明，一个地方，因为土地分成100块，比方说需要10部犁，如果公社经营，就用不着那样多的犁，因为土地没有分得那样零碎。公社可以在整个劳动组合内、整个协作社内改善经营，而这是单个的小私有者无法办到的，如此等等。

当然，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在所有地方过渡到共同使用土地的制度。富农会千方百计地进行反抗，农民自己也往往顽固地反对在农业中实行公社原则。但愈是让农民通过实例、通过亲身的经验相信公社的优越性，事情就会愈加顺利。

在这件事情上贫苦农民委员会起着很大的作用。必须使贫苦农民委员会遍布全国。发展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工作早就在加紧进行。几天前彼得格勒举行了北方区域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大会。原以为代表只有7000人，结果来了20000人，预定的会场都容纳不下了，幸亏天气好，大会得以在冬宫前面的广场上举行。

这次代表大会表明，对农村的内战的理解是正确的：贫苦农民正在联合起来，步调一致地同富农、富人和寄生虫作斗争。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拟订了一个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改组计划，这个计划将提交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批准。我们决定，在农村中贫苦农民委员会和苏维埃不应当并存。不然就会发生纠纷和无谓的争吵。我们要把贫苦农民委员会同苏维埃合并，使贫苦农民委员会成为苏维埃。

我们知道，富农有时也钻进贫苦农民委员会。如果再这样下去，贫苦农民就会象对待克伦斯基和阿夫克森齐耶夫的富农苏维埃那样来对待贫苦农民委员会。更换名称是骗不了人的。为此打算改选贫苦农民委员会。只有不剥削别人劳动、不趁人民挨饿进行抢劫、不以余粮投机、不隐藏粮食的人，才有权选举贫苦农民委员会。在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委员会中不应当有富农和寄生虫的位置。

苏维埃政权已决定拨出10亿卢布，作为发展农业的专用基金。一切现有的和新成立的公社都将得到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帮助。

如果需要知识分子专家，我们就派去。虽然他们多半是反革命分子，但贫苦农民委员会能够驾驭他们，而且他们为人民工作将不会比从前为剥削者工作时差。一般说来，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深信不疑：怠工也好，故意破坏工作也好，他们是推翻不了工人政权的。

外国帝国主义在我们看来也不可怕。德国在乌克兰就碰了钉子。它原打算从那里运走6000万普特粮食，结果只运走了900万普特，外带它并不特别喜欢的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掌声如雷）但愿英国人不要出这样的岔子，我们可以向他们说：伙计，当心点，别噎住了！（笑声和鼓掌）

然而，只要我们的国外弟兄还没有普遍起义，危险对我们来说就还存在。因此，我们应当继续组织和加强我们的红军。这件事情贫苦农民应当是特别关心的，因为只有在我们的军队保护之下，他们才能种自己的地。

同志们，向新的经济形式过渡也许是缓慢的，但是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公社经济的原则。

必须坚决同富农作斗争，决不同他们妥协。

我们能够同中农一起工作，同他们一起向富农作斗争。我们一点也不反对中农，他们也许不是社会主义者，不会成为社会主义者，但是经验会向他们证明共耕制的好处，而且他们中间大多数是不会抗拒的。

我们要告诉富农：我们一点也不反对你们，但是你们要交出余粮，不搞投机，不去剥削别人的劳动。只要你们不这样做，我们就要同你们作无情的斗争。

我们不夺走劳动者的任何东西，但是对那些使用雇佣劳动、靠损害别人发财的人，我们要剥夺他们的一切。（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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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这是列宁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就贫苦农民在革命中的任务问题发表的讲话。



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是《贫苦农民报》编辑部召集的，在莫斯科商业学院（今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莫斯科、图拉、奥廖尔、卡卢加、弗拉基米尔、特维尔、斯摩棱斯克、梁赞、下诺夫哥罗德、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辛比尔斯克、坦波夫、科斯特罗马、切尔尼戈夫等省的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代表450多名。——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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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及全国人民的电报

1918年11月10日

昨天夜里收到了来自德国的关于德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先是基尔用无线电报道说，那里的政权已到了工人和水兵苏维埃手中。然后柏林报道说：


　　“向大家致以自由和平的敬礼。柏林及其近郊已在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阿道夫·霍夫曼为国会代表。越飞和使馆人员即将返回。”



　　请用各种办法通知边境各据点的德国士兵。从柏林还传出消息说，德国前线士兵扣留了前德国政府的和平谈判代表团代表，自己同法国士兵开始和平谈判。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


载于1918年11月12日《真理报》第244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4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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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斯科发出的通电

（1918年11月10日） 致各边境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


据最新消息，德国士兵扣留了前去进行停战谈判的德国将军代表团代表。德国士兵同法国士兵开始直接谈判。德皇威廉已经退位。首相巴登亲王提出辞职。新首相将由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担任。德国南部所有大城市都在进行总罢工。德国海军全部站在革命方面。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所有德国港口都掌握在革命海军的手中。我们收到基尔士兵代表苏维埃向国际无产阶级发出的无线电报，说红旗已在德国舰队上飘扬，今天将给为自由而牺牲的烈士举行葬礼。东线和乌克兰的德国士兵很可能无法得知这些情况。你们应当利用自己掌握的一切工具把事实真相告诉德国士兵。






	　　外交人民委员　契切林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












　　莫斯科。无线电台。




	载于1927年11月6—7日《消息报》第25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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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81]


（1918年11月19日）

（全体代表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欢迎列宁同志）同志们，无产阶级大军妇女部分的代表大会，从某一方面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在世界各国，妇女是最难行动起来的。没有广大劳动妇女的积极参加，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

在一切文明国家，甚至最先进的国家，妇女就其地位说被称为家庭奴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的共和国里，妇女都没有完全的平等权利。

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首先是取消对妇女权利的各种限制。苏维埃政权已经彻底铲除了资产阶级的丑恶现象即妇女受压制和受凌辱的根源——离婚诉讼。

实行离婚完全自由的法律，已经快一年了。我们颁布了一项取消婚生子与非婚生子的地位差别、取消种种政治限制的法令；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充分地实现劳动妇女的平等和自由。

我们知道，工人阶级的妇女承受着旧法规的全部重压。

我们的法律在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一切使妇女处于无权地位的东西。但是，问题不在于法律。这项关于婚姻完全自由的法律在我们城市和工厂区实行得很好，而在农村则往往成为一纸空文。在那里，到教堂结婚至今还很盛行。这是受了神父的影响，同这种坏现象作斗争比同旧法律作斗争更困难。

同宗教偏见作斗争，必须特别慎重；在这场斗争中伤害宗教感情，会带来许多害处。应当通过宣传、通过教育来进行斗争。斗争过激会引起群众的愤恨；这样进行斗争会加深群众因宗教信仰而造成的分裂，而我们的力量在于团结。宗教偏见的最深刻的根源是穷困和愚昧；我们正是应当同这个祸害作斗争。

直到现在，妇女还处于被称为奴隶的地位；妇女被家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把她们从这种地位中解救出来。只有当我们从小农经济过渡到公共经济和共耕制的时候，妇女才能得到完全解放，彻底翻身。这项任务是困难的，但是现在随着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得到巩固。

只有现在，农村中的贫苦居民才开始组织起来，就在他们中间，在贫苦农民组织中间，社会主义正在获得巩固的基础。

从前往往是城市先实行革命，然后农村才行动起来。

目前这场革命是依靠农村的，它的意义和力量也就在这里。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中可以看到，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苏维埃政权正竭力使妇女能够独立地进行自己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工作。

苏维埃政权的处境很困难，各国帝国主义者都仇视苏维埃俄国，准备同它作战，因为它在许多国家燃起了革命火焰，因为它采取了坚决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现在，当他们想要摧毁革命的俄国的时候，他们自己脚下的土地燃烧起来了。你们知道，德国革命运动方兴未艾，丹麦工人正在同政府进行斗争。瑞士和荷兰的革命运动正在加强。这些小国的革命运动虽然没有独立的意义，但特别能说明问题，因为在这些国家里没有发生过战争，一直存在着最符合“法治”的民主制度。既然这样一些国家都行动起来了，那我们就可以相信，革命运动正席卷全世界。

直到现在，任何一个共和国都未能使妇女得到解放。而苏维埃政权正在帮助她们。我们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不可战胜的工人阶级已在世界各国行动起来。这一运动标志着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发展。（长时间鼓掌。高唱《国际歌》。）





	报道载于1918年11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第185—187页

















[81]这是列宁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第四天会议上的讲话。



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俄共（布）中央召开的，1918年11月16—21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147名工厂代表和贫苦农民代表。列宁讲话以后，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表示苏维埃共和国的女工和农妇决不辜负苏维埃政府和劳动人民在建设新的共产主义生活方面对她们的期望。在大会和分组会上作报告和发表讲话的还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维·巴·诺根、伊·费·阿尔曼德、亚·米·柯伦泰、康·尼·萨莫伊洛娃等。大会号召劳动妇女保卫苏维埃政权，并通过了关于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来改善妇女的处境、关于吸引妇女参加社会生活、关于教育子女、关于儿童劳动的保护等决议。大会建议各级党委设妇女工作委员会。——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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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儿童保育院的决定草案[82]


（1918年11月19日）

（1）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的法令草案不予通过。

（2）委托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和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根据1918年6月5日法令第3条（《法令汇编》第39期第507号）商定移交程序和期限。[83]

（3）委托两个人民委员部了解收容所和类似机构的实际状况、数目等等，在两个月内将材料汇集起来呈报人民委员会。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04—405页

















[82]1918年6月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公布了人民委员会关于把各部门的学校和教育机构移交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的法令。同年11月19日，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儿童保育院仍归该人民委员部管理的法令草案（由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作了说明）。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列宁写了这里收载的决定草案，经会议稍加修改后通过。——183。



[83]人民委员会1918年6月5日法令第3条要求成立由各有关部门和教育人民委员部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以便定出包括学前教育机构在内的各种教育机构和学校的移交期限和程序。——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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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组织居民供应工作的法令草案的补充[84]


（1918年11月19日）

（五）合作社的仓库和店铺均不得收归地方公有 
［注：正式通过的法令文本中为“收归国有”。——俄文版编者注］

 。


　　在本法令颁布前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已将合作社收归国有或地方公有、已将合作社店铺贮存的商品征购或没收的地方，所有这些合作社均应恢复，货物必须发还，短缺部分应予说明。对合作社的合法活动今后不得设置障碍。附注：





恢复合作社时，必须设法保证合作社的活动不致遭到反革命和富农的破坏，保证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对合作社的严格监督不折不扣地得到实现。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05页

















[84]组织居民供应工作的法令草案于1918年11月12日提交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11月21日由人民委员会最后批准。列宁所作的补充写进了正式通过的法令文本。法令公布于11月2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草案第5条所谈的合作社参加居民供应工作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为所有粮食部门的负责干部所正确理解。列宁在1918年11月26日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和在11月27日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和总结发言，都对这个问题作了解释（见本卷第197—201、202—227页）。——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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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

（1918年11月20日）

今天《真理报》登载了皮季里姆·索罗金的一封很有意义的信，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特别注意它。在这封原来登载在《北德维纳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的信[85]中，皮季里姆·索罗金声明他退出右派社会革命党，并放弃立宪会议议员的资格。他写这封信的动机归结起来就是：他不仅对别人而且对自己都难以开出政治上的解救药方，因而“不再过问任何政治”。皮季里姆·索罗金写道：“过去一年的革命使我懂得了一个真理：政治家可能犯错误，政治可能对社会有益，但也可能对社会有害，而科学工作和国民教育工作永远是有益的，永远是人民需要的……”信末署名：“彼得堡大学、精神和神经病学学院讲师、前立宪会议议员、前社会革命党党员皮季里姆·索罗金”。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有人情味的文献”。皮·索罗金在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真诚和坦率，是不多见的。几乎是在大多数场合，政治家在确信自己的路线错了以后，都想掩饰自己的转变，轻描淡写，“编造”一些不大相干的理由，如此等等。公开而老实地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行为。皮季里姆·索罗金说科学工作“永远是有益的”，这是不对的。因为在这方面也常会犯错误，俄国著作界中有一些显然并不反动的人顽固地宣扬反动的观点，比如反动的哲学观点，就是例子。另一方面，一位担任过人所共知的重要政治职务的名人公开声明不再过问政治， 这也就是政治
 。老实地承认政治错误，——如果这种错误牵涉到整个党，而且还是一些曾对群众有影响的党——那对许多人会有极大的政治上的好处。

正是在目前，皮季里姆·索罗金这封信的政治意义特别大。它给我们大家上了“一课”，应该好好地加以思索和领会。

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才是 决定性的
 力量，而介于这两个阶级之间、可归入小资产阶级经济范畴的一切社会成分， 必然
 在这两种决定性力量之间摇摆不定，——这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早就知道的真理。但是从书本上承认这个真理到能够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根据这个真理得出应有的结论，这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皮季里姆·索罗金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这个非常广泛的社会政治流派的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一个流派，从他们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所持的态度来看，他们之间没有什么重大区别，这一点已经由1917年2月以来俄国革命的事件特别有力特别清楚地证明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变种，这就是该流派的经济实质和主要政治特征。先进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流派在其早期往往涂上“社会主义的”色彩。

试问，几个月以前，是什么东西特别有力地促使这一流派的代表离开布尔什维克、离开无产阶级革命呢？现在又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从敌对转为中立呢？非常明显，转变的原因是：第一，德帝国主义的破产，这跟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有关，也跟英法帝国主义被揭露有关。第二，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的破灭。

我们来谈谈第一个原因。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别巨大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困难，就是它不得不经过一个同爱国主义断然决裂的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时期。这个和约引起的痛苦、怨恨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自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期望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懂得下面这个真理：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利益，我们承担而且应当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以及不象无产阶级那样在长期的罢工斗争和革命斗争中经受过严格锻炼的广大劳动群众，既不可能坚信这一革命就要到来，也不可能为这一革命无条件献身。在他们看来，我们的策略至多不过是幻想、狂热和冒险，是沉醉于指望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这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毫无根据的想法，为此而牺牲亿万人民显而易见的现实的利益。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更加爱国。


但结果正象我们所说的那样。


似乎是唯一的敌人的德帝国主义垮台了。似乎是“梦想”（借用普列汉诺夫的著名用语）的德国革命成了事实。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象中的民主的朋友和被压迫者的保护者——英法帝国主义，实际上是一只野兽，它强迫德意志共和国和奥地利人民接受比布列斯特和约更苛刻的条件，现在又利用“自由”共和的法美两国的军队来充当扼杀弱小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的宪兵和刽子手。世界历史无情地、彻底地、直截了当地揭穿了这个帝国主义。世界历史用事实向那些只知道祖国眼前的（而且是旧观念中的）利益的俄国爱国者表明，把我们俄国的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冒险，而是必然，因为当时 没有别的
 选择， 如果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不能取得胜利，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就 必然
 会扼杀俄国的独立和自由。

英国的谚语说：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近几个月来我们所目睹的事实，说明世界历史上出现了巨大的转折。这些事实迫使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先是从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转为中立，然后又转为支持，而由于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情况，他们本来是仇恨布尔什维主义的。那些曾迫使这样的民主派爱国分子断然离开我们的客观条件已经消失了。世界上出现了使他们 不得不
 倒向我们的客观条件。皮季里姆·索罗金的转变决不是偶然的，而是 整个阶级
 、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那种不可避免的转变的表现。谁不善于看到和利用这一点，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蹩脚的社会主义者。

其次，相信 一般
 “民主”万能，可以包治百病，而不了解它是 资产阶级的
 民主，它的有用和必要是有历史局限性的，——这种情况在各国保持了几十年、几百年，而在小资产阶级中间保持得特别牢固。大资产者有丰富的阅历，他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共和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形式一样，不过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机器。大资产者 懂得
 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同 任何
 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真正操纵者和最终的（因而往往是最隐蔽的）发动者有极亲密的关系。小资产者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较难懂得这一真理，他们甚至抱着幻想，以为民主共和国就意味着“纯粹民主”、“自由的人民国家”、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民权制度、全民意志的纯粹表现，如此等等。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远离尖锐的阶级斗争、交易所和“真正的”政治，他们的这些偏见很顽固。以为只靠宣传就能在短期内根除这些偏见，那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想法。

但是，世界历史在飞速前进，它用威力巨大的锤击和空前猛烈的危机摧毁着一切习以为常的旧东西，使得最顽固的偏见都支持不住。“一般民主主义者”天真地信赖立宪会议，天真地把“纯粹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立宪会议派”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萨马拉、西伯利亚和南方的经历，不可能不打垮最顽固的偏见。被理想化的威尔逊民主共和国实际上 是
 实行最疯狂的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进行最无耻的压迫和摧残的一种形式。处于中间状态的一般“民主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样想：“我们哪能有什么最高类型的国家，什么苏维埃政权！上帝能赐给我们一个通常的民主共和国就不错了！”当然，在“通常的”比较平静的时期，这种“希望”是可以保持好几十年的。

现在，世界事变的进程和俄国一切君主派同英、法、美帝国主义结成联盟的最严酷的教训都 实际
 表明：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从帝国主义提到历史日程上的问题来看，这种共和国已经过时；现在没有任何 别
 的选择： 要么是
 苏维埃政权在世界上一切先进国家获得胜利， 要么是
 对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已经运用自如的英美帝国主义实行反动，疯狂肆虐，摧残一切弱小民族，在全世界复活反动势力。

二者必居其一。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曾几何时，这种看法还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的无知狂想。


但结果正是如此。


皮季里姆·索罗金放弃立宪会议议员的资格，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整个阶级、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变的征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可避免要分裂，一部分转到我们这边来，一部分保持中立，一部分自觉地归附把俄国出卖给英美资本并且力图用外国军队来扼杀革命的君主派立宪民主党人。善于看到并利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民主派先从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转为中立、然后又转为支持这一情况，是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党向群众提出的任何口号都有凝固僵化的特性，甚至在这个口号必须提出时所依据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它还继续对许多人发生效力。这种弊病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学会防止和克服它，就不能保证党的政策正确。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民主派断然决裂的时期在历史上是必需的；当这些民主派倒向敌人方面并且恢复 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
 民主共和国的时候，不同他们进行尖锐的斗争是不行的。这场斗争中使用的一些口号现在往往变成了凝固僵化的东西， 妨碍
 我们正确地估计和适当地利用当前这个新的时机，因为这些民主派已经开始新的转变，倒向我们，这个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局势的极深刻的变化。

支持这个转变，对倒向我们这边的人表示友好，这还不够。一个意识到自己的任务的政治家，既然确信这种转变具有重大的深刻的历史原因，就应该学会在广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群众的某些阶层和集团中 促成
 这种转变。革命的无产者必须知道应该镇压谁，应该善于同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妥协。对那些把俄国出卖给“盟国”的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地主、资本家及其走狗不实行恐怖和镇压，是荒唐可笑的。企图“说服”他们，“感化”他们，是十分滑稽的。但是，当局势迫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向我们的时候，还一味对他们采取镇压和恐怖的策略，那同样是（至少同样是）荒唐可笑的。

无产阶级到处都碰到这样的民主派。在农村，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地主，粉碎剥削者和富农投机分子的反抗；要做到这一点，我们 只
 能紧紧依靠半无产者，即“贫苦农民”。但中农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过去动摇，现在动摇，将来还会动摇。争取动摇者的任务和推翻剥削者、战胜猖獗的敌人的任务 是不一样的
 。善于同中农妥协，——同时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完全地紧紧地依靠贫苦农民——这就是当前的任务，因为正是现在，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农必然转到我们这方面来。

这种策略也适用于手工业者和手艺人，适用于具有最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或持有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工人，适用于许多职员，适用于军官，特别是适用于全体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我们党内往往有人不会利用他们的转变，这种不会可以克服而且应当克服，把不会利用变为很会利用。

我们已经有大多数参加工会组织的无产者这样一个坚强的后盾。必须善于吸引那些正在转向我们这边的、无产阶级性最少而小资产阶级性最多的 劳动
 阶层，使他们参加我们的行列，服从无产阶级的纪律。目前的口号是：不要同他们斗争，而要争取他们，善于影响他们，说服动摇者，利用中立者，用广泛的无产阶级影响来薰陶那些落后的或者最近才开始摆脱“立宪会议”幻想或“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幻想的人。

我们已经有劳动群众这样一个相当坚强的后盾。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不害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对他们中间恶毒的怠工分子和白卫分子我们一分钟也不放松斗争。但是当前的口号是要善于利用他们倒向我们的转变。我们苏维埃政权中还有不少“混进来的”恶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用昨天还自觉敌视我们而今天已完全保持中立的知识分子替换他们，这是目前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是所有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苏维埃工作人员的任务，也是全体鼓动员、宣传员和组织员的任务。

当然，同中农、同工人中昨天的孟什维克、同职员或知识分子中昨天的怠工分子达成协议，如同在剧烈变化着的复杂环境中进行任何一种政治活动一样，是需要本领的。全部问题在于，不要满足于我们从以往的经验中练就的本领， 一定要前进，一定要
 有 长进
 ，一定要从比较容易的任务转到比较困难的任务。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包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进步。

几天前，我接待了信用合作社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把代表大会关于 反对
 信用合作银行同共和国人民银行 合并
 的决议[86]给我看了。我对他们说，我主张同中农妥协，对合作社工作者从敌视布尔什维克转为中立，虽然只是开始，我也很重视，但是同他们达成协议的基础只能是他们同意特种银行同共和国统一的银行完全合并。于是代表们换了一个决议，由代表大会通过了另一个决议，把反对合并的内容全都删掉， 但是……但是
 提出了组织合作社工作者 特种
 “信用协会”的方案，而这个协会事实上同特种银行毫无差别！这是可笑的。改换字眼显然只能哄骗傻瓜。但是这样……一次“尝试”的“失败”丝毫也不会动摇我们的政策；我们过去实行而且今后还要实行同合作社工作者、同中农妥协的政策，但要打破企图改变苏维埃政权的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 路线
 的一切尝试。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打了几次胜仗，这些民主派就张皇失措，散布恐慌情绪，投奔“胜利者”，甘愿卑躬屈膝地去迎接他们。当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即使现在，只要英国人、美国人和克拉斯诺夫白卫分子打几次小小的胜仗，这些人也还会产生动摇，张皇失措，而散布恐慌情绪、实行叛变、倒向帝国主义等等情况也还会多起来。

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我们为半无产者支持的苏维埃政权奠定的纯粹无产阶级的基础，永远是牢固的。我们根据经验知道，我们这个队伍不会动摇，我们的军队不会动摇。但是，当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最深刻的变化使得非党的、孟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的民主派必然转向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应当学会而且一定能够学会利用这一转变，支持这一转变，在相应集团和阶层中促成这种转变，尽一切可能同这些分子达成协议，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减轻由于严重的经济破坏、愚昧、无能而造成的困难，加速社会主义胜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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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列宁是根据1918年11月20日《真理报》第251号引用皮季里姆·索罗金的信的。该号《真理报》把原来刊载这封信的报纸误称为《北德维纳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实际上刊载这封信的北德维纳省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叫《农民和工人思想报》。——185。



[86]指1918年11月16日莫斯科人民银行股东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将该行收归国有的决议。列宁在下面提到的他对股东代表大会代表团的声明也发表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国民经济》杂志上。据该杂志报道，列宁说：“苏维埃政权走上同合作社妥协的道路已经8个月了。苏维埃政权从来还没有同任何人实行过妥协，对合作社却破了例，因为苏维埃政权认为合作社很重要。苏维埃政权所以需要同合作社妥协，不仅因为合作社拥有组织得非常完善的经济机构，而且因为合作社代表着苏维埃政权也要依靠的中农群众。但是，苏维埃政权不能放弃国有化。如果合作社认为没有共事的可能，那么，这种状况是苏维埃政权所不能接受的。”（1918年《国民经济》杂志第12期第59页）然而，代表大会实质上没有改变立场，它批准了建立中央信用协会的方案，而这个机构在为合作社提供资金和联合合作社方面比莫斯科人民银行管得更宽。根据人民委员会1918年12月2日的法令，莫斯科人民银行被收归国有，其全部资产和债务都转入俄罗斯联邦人民银行。莫斯科人民银行理事会改组为俄罗斯联邦人民银行中央管理局合作社部。——192。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向弗·伊·列宁致敬的大会上的讲话[87]


（1918年11月20日）


简要报道


（列宁同志受到热烈欢迎，全场掌声如雷，转为欢呼）同志们，我想就今天《真理报》发表的一封信说几句话。这封信是著名的立宪会议议员和右派社会革命党党员皮季里姆·索罗金写的。索罗金在这封信中向他的选民声明，他放弃立宪会议议员的资格，决不再过问政治。这封信不但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有人情味的文献”，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大家知道，皮季里姆·索罗金曾经是同立宪民主党人狼狈为奸的右派社会革命党报纸《人民意志报》[88]的主要撰稿人。他在信中的自供，说明在至今一直坚决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们中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转折。他说某些活动家的政治在许多场合对社会有害，这就证明皮季里姆·索罗金终于公开而老实地承认了右派社会革命党的全部政治对社会有害。

这个党的许多代表人物通过最近的事变开始认识到，现在已经是看清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完全正确而它的死敌只有失策和错误的时候了。

索罗金的信证明，目前我们至少可以指望许多敌视我们的集团对苏维埃政权抱中立态度。过去许多人因为骇人听闻的布列斯特和约而离开我们，许多人不信赖革命，许多人真诚地相信协约国心地纯洁！现在这一切都被揭穿了，大家都已看到：臭名昭彰的协约国强迫德国接受了比布列斯特和约条件更加骇人听闻的条件，它们是同德帝国主义者一样的强盗。

大家知道，协约国是支持俄国的君主制度的，例如它们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就积极扶持君主派。英国人进攻俄国，是为了接替已被击溃的德帝国主义者。这一切甚至使极其顽固而盲目地反对革命的人也醒悟过来了。

在此以前，许多人盲目地拥护立宪会议，而我们总是说：立宪会议是地主、君主派和以米留可夫（他是谁出的价高就把俄国出卖给谁）为首的整个俄国资产阶级的口号。

美利坚“共和国”正在摧残工人阶级。现在大家都懂得什么是民主共和国了。现在大家都知道，能够存在下去的只有一方，要么是获得了胜利的帝国主义，要么是苏维埃政权，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列宁同志的讲话不止一次地被热烈的欢呼声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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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向列宁致敬的大会由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普列斯尼亚区委员会主办，在阿尔斯影院（今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话剧院）举行。会上听了两个报告：《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列宁是为第三国际而斗争的战士》。列宁讲话以后，同与会者一起观看了影片《莫斯科的十月革命庆典》。——194。



[88]《人民意志报》（《Воля 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的机关报（日报），1917年4月29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皮·亚·索罗金、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等。1917年11月被查封后曾以《意志报》、《自由意志报》、《人民的意志报》、《国家意志报》等名称出版。1918年2月最终被查封。——194。







《列宁全集》第35卷


“红色军官日”的讲话[89]


（1918年11月24日）

（掌声如雷，高唱《国际歌》）列宁说：我代表全体人民委员向你们祝贺。当我想到我国军队和红色军官的任务时，我记起了不久以前在芬兰铁路的火车上亲眼看到的一件事情。

我看见旅客们面带笑容不知在听一位老太婆讲什么，就请人把她的话译给我听。这位芬兰老太婆在拿旧士兵和革命士兵作对比，说旧士兵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革命士兵维护穷人的利益。她说：“在从前，穷人随便捡块劈柴也要重重地受罚。现在呢，要是你在林子里遇见一个士兵，他还会帮你背柴哩。”“如今再也不用害怕带枪的人了。”

列宁接着说：我认为，这对红军是再好不过的褒奖了。

列宁接着又说，旧的指挥人员多半是娇生惯养、腐化堕落的资本家子弟，他们和普通士兵毫无共同之处。因此，我们现在建立新型军队时，只能从人民中间选拔指挥员。只有红色军官才会在士兵中享有威信，才能在我们军队中巩固社会主义。这样的军队将是不可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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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这是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大厦阳台上向军事训练班学员发表的祝贺“红色军官日”的讲话。



“红色军官日”活动是全俄总参谋部军事训练局举办的，目的是引起广大劳动群众对培养和造就苏维埃指挥干部的工作的注意。1918年11月24日下午2时，在红场举行了军事训练班学员阅兵式，接受检阅的有苏维埃步兵指挥员第1和第2训练班、莫斯科河南岸区训练班、特维尔苏维埃骑兵第1训练班等单位。检阅结束后，学员们齐集苏维埃广场，听列宁讲话。当天晚上，在工会大厦、阿列克谢耶夫民众文化馆、商业学院和塔甘卡工人剧场举行了文艺晚会。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尼·瓦·克雷连柯、亚·米·柯伦泰等负责人分别在这些晚会上讲了话。在彼得格勒、萨拉托夫、奥廖尔和特维尔也举行了“红色军官日”活动。——196。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代表会议上的讲话[90]


（1918年11月26日）

（列宁同志出现时，掌声如雷，经久不息）同志们，我向你们，向在做好整个供应工作方面应起重大作用的工人合作社的代表们表示祝贺。我们人民委员会曾不止一次地（特别是在最近）把有关合作社的问题、有关工农政权对合作社的态度问题提出来讨论。

在这方面必须回忆一下，从前在资本主义统治的时期，根据同资本家阶级进行经济斗争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合作社起过多么重要的作用。

诚然，过去合作社在按自己的方式处理实际的分配问题时，由于一心要同资本家分享商业利润，往往把人民的利益变成个别集团的利益。合作社工作者只考虑商业利益，常常忘记了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还非常遥远，无法达到。

合作社吸收的社员往往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分子——中农，他们在合作社运动中的倾向是受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利益支配的。然而这些合作社所做的工作无疑是在发挥群众的主动精神，这是它们的一大功劳。依靠群众的主动精神，合作社确实建立起了规模很大的经济组织，它们在这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我们是决不会否认的。

这些经济组织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发展成为能够代替和补充资本主义机构的组织，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承认；同时，城市无产阶级已被大量地吸收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组织中去，它已经强大到能够推翻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能够利用整个资本主义机构了。

城市无产阶级非常明白，在遭到帝国主义战争破坏的情况下，必须调整供应机构，因此它首先利用了规模巨大的资本主义机构。

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合作社是一笔极大的文化遗产，必须加以珍视和利用。

因此，在人民委员会研究合作社的作用的问题时，我们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我们非常明白，充分利用这个组织得很好的经济机构是极其重要的。

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合作社建设方面的主力是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其他实行妥协的小资产阶级党派。只要这些处在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之间的政治集团还在部分地利用合作社来掩护反革命分子，甚至利用合作社积累的资金来支援捷克斯洛伐克军，我们就始终不能忘记这一点。是的，我们有这方面的材料。不过远不是到处都如此，只要合作社愿意，我们总是吸收它们来同我们一道工作的。

最近苏维埃俄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好转了，许多小资产阶级集团开始懂得了工农政权的意义。

当苏维埃俄国进行布列斯特谈判的时候，当我们被迫和德帝国主义者签订最苛刻的和约的时候，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大叫大喊，拼命攻击我们。当苏维埃俄国被迫签订这个和约的时候，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到处叫喊布尔什维克在毁灭俄国。

在这些人当中，有的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幻想世界革命可能爆发的空想家，有的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德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最后，还有很多人当时认为布尔什维克对德帝国主义作了让步，于是幸灾乐祸，认为这是同德国当权的资产阶级妥协。

为了避免罗嗦，这些集团当时攻击苏维埃政权的那些更难听的话，我在这里就不引用了。

然而，最近全世界发生的事件使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得到了许多教益。不久以前，我们报刊上发表的孟什维克中央告全体劳动人民书[91]说，虽然他们在思想上和共产党人有分歧，但他们认为必须反对现在以英美资本家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

确实是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罗马尼亚和奥匈帝国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德国，苏维埃反对立宪会议，也许几个星期以后哈阿兹—谢德曼的政府就要垮台，由李卜克内西的政府来代替。同时英法资本主义竭尽全力镇压俄国革命，以此来阻止世界革命。现在大家都已经明白，协约国帝国主义比德帝国主义更加贪婪，他们向德国提出的条件比布列斯特和约还要苛刻，不仅如此，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扑灭革命，扮演世界宪兵的角色。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中表明，他们认清了英国刮来的是什么风。因此，我们现在不应该踢开他们，相反地，应该接纳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同我们一起工作。

共产党人在今年4月就已经表明，他们不拒绝同合作社工作者一道工作。共产党人的任务在于依靠城市无产阶级，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吸收来参加工作的人，善于利用所有以前喊过社会主义口号但没有勇气为这些口号斗争到底的人。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应该剥夺资本家，而对小资产阶级集团应该加以利用。我们也说过，应该夺取资本家的一切，而对富农只应实行压制，通过粮食垄断来控制他们。我们应该同中农妥协，将他们置于我们的监督之下，这实际上仍然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我们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工人和贫苦农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如果有人不愿走实现这种理想的道路，那我们就撇开他们自己走下去。但是我们应该利用一切能够在这场最困难的斗争中真正帮助我们的人。

所以，人民委员会早在4月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同合作社工作者达成了协议[92]。这是唯一的一次除了担任人民委员的共产党员还有公民合作社代表参加的会议。

我们和他们通过协商取得了一致。这是唯一的一次通过了不是由占多数的共产党员提出、而是由占少数的合作社工作者提出的决定的会议。

人民委员会这样做，是因为它认为必须利用合作社工作者的经验和知识以及他们的机构。

你们也知道，几天以前通过了一项关于组织供应的法令（发表在星期日的《消息报》上），这个法令正是让合作制和合作社来发挥重大的作用。因为没有合作社组织网，就不可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而直到现在，在这方面很多事情却做得不对。有些合作社关闭了，收归国有了，可是苏维埃又没有能力去搞分配和开设苏维埃商店。

现在按照这个法令，从合作社拿走的东西应该全部归还合作社。

合作社不应该收归国有，应该恢复。

当然，法令对那些因反革命分子混入而被关闭的合作社的处理是很谨慎的。我们曾经明确地说过，在这方面合作社的活动应该受到监督，但是现在我们说，对合作社应当加以充分的利用。

大家都知道，立即正确地组织产品的供应和分配是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

既然我们现在拥有具备这种经验的并且是建立在群众的主动精神之上（这点是最主要的）的机构，我们就应该利用它去执行这些任务。重要的是在这方面利用建立了这些组织的群众的主动精神。必须吸收下层群众参加供应工作，而且要把这一点当作合作社、尤其是工人合作社的主要任务。

怎样供应和分配产品，人人都懂得。没有啃过书本的人也懂得。在俄国，很大一部分居民还愚昧无知，因为过去是千方百计不让工人和被压迫群众受到教育的。

但是群众中有很多很活跃的力量，他们能够发挥出我们意想不到的巨大才能。因此工人合作社的任务就是要吸引这些力量，找到这些力量，让它们直接从事产品的供应和分配工作。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统一的合作社。

我毫不怀疑，依靠群众的主动精神，工人合作社一定能够把统一的莫斯科市消费公社真正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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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这是列宁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代表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合作社组织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所起作用的讲话。



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代表会议于1918年11月26—27日举行。会议听取并讨论了该社理事会和监事会的工作报告，听取了关于莫斯科粮食分配情况的报告，选举了新的理事会。尽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抗拒，这一届理事会是按照共产党党团提的名单选出的。——197。



[91]指登载于1918年11月26日《真理报》第256号的孟什维克中央的宣言，该宣言号召掀起一个反对外国干预俄国革命的运动。孟什维克中央迫于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西欧革命运动的发展，不得不在评价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干涉苏维埃俄国方面作出“转变”，同时却主张第二国际干预俄国革命。孟什维克领袖们在评价帝国主义国家赤裸裸的武装干涉方面的“转变”只是口头上的，事实上他们象过去一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在国内各地区（乌克兰、高加索、乌拉尔、西伯利亚）实际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俄国白卫分子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政策。列宁在他写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查封破坏国防的孟什维克报纸》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475—476页）和其他著作中，批判了孟什维克这一时期的立场。——199。



[92]指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4月通过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一事。1917年12月底，列宁在芬兰度假期间写了《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12—213页）。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这个草案拟了一个详细的法令草案，由粮食人民委员亚·格·施利希特尔签署，公布于1918年1月19日（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4号。草案遭到了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的激烈反对，他们坚持合作社应该完全独立，不受苏维埃机关领导。人民委员会为了利用现有的合作社机构来开展商业工作和搞好居民的粮食分配，不得不对合作社工作者作出一些让步。1918年3—4月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合作社和粮食组织三方代表举行谈判，重新制定了法令草案。4月9日和10日，草案提交人民委员会讨论，经列宁作了补充和修改后通过。法令的第11、12、13条完全是列宁写的。4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法令，同时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决议，指出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是妥协的产物，有一些重大缺点，因而是作为过渡性措施通过的。法令公布于4月13日《真理报》第71号和4月1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75号。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对这个法令作了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67—168页）。——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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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93]


（1918年11月27日）


1

报告

同志们，我想谈谈在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问题提出以后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所肩负的任务。毫无疑问，最近的事变把这个问题提上了日程，因为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如布列斯特条约的废除、德国的革命、德帝国主义的崩溃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瓦解，不能不使构成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理论基础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原理遭到破坏。俄国的军事形势，英、法、美帝国主义的进攻，不能不促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部分人多少倒向我们这一边来。今天下午我想谈的，也就是我们的策略应作的改变以及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

让我从几个基本理论原理谈起。毫无疑问，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提供经济基础的主要社会阶层，在俄国就是中农。毫无疑问，在一个农民人数相当可观的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要采取特殊的形式。因此，我想首先提请大家注意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对中农的态度的基本原理是怎样形成的。为此，我把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说的几段话念一下。这篇文章出了单行本，写于1895年或1894年，当时社会党关于如何对待农民的土地纲领问题已经实际地提上日程，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布雷斯劳代表大会要讨论这个纲领。当时恩格斯是这样说明无产阶级的态度的：“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是怎样的呢？……第一，法国纲领的原理是绝对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第二，同样明显的，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0页。——编者注］



其次，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还说：“我们永远也不能许诺小农给他们保持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我们只能许诺他们说，我们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而用强力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 
［注：同上，第582页。——编者注］



最后一点，我要向你们提到的最后一句名言，就是关于富裕农民、关于大农（俄语叫作“富农”）即关于非使用雇佣劳动力不可的农民的论断。如果这些农民不懂得他们现在的生产方式必然要灭亡并且从中作出必要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忙也帮不上的。我们的职责仅仅是使他们也易于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5页。——编者注］



这就是我要提请你们注意的、无疑也是每个共产党人都知道的几个原理。从这些原理我们看到，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在大资本主义制度占优势的国家中和存在着小农、中农、大农这种落后状况的国家中，决不会一样。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说对地主剥削者进行战争是我们的责任，那我们就十分正确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任务。

对待中农，我们说，决不使用任何暴力。对待大农，我们说，我们的口号是要他们服从粮食垄断，如果他们破坏粮食垄断，隐藏粮食，就同他们作斗争。不久以前，我在一个几百人的会上，向那些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代表们（他们是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的同时来到莫斯科的），重申了这些原理 
［注：见本卷第170—177页。——编者注］

 。在我们党的出版物中，在宣传鼓动工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我们在对待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态度上的这种差别，虽然大家在理论上都同意，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十分迅速地作出了相应的政治结论。我故意从所谓远处谈起，是为了向你们表明，我们应当以怎样的关于阶级相互关系的经济概念为依据，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提出我们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策问题。毫无疑问，在俄国，这种小农阶级（我们把不出卖劳动力的农民称为中农），这种农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构成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形形色色政治派别的基础的主要经济阶级。在我们俄国，这些派别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关系最为密切。在俄国社会主义历史上，布尔什维克同这两个政党作过长期斗争，西欧社会党人经常把这个斗争看作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斗争，也就是看作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顺便提一下，这种看法甚至在很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言论中也时常流露出来。

今天正好有人把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一封信交给我。他是以自己在奥地利的革命行动而闻名的一位人物。他的信写于10月底，今天收到，信中只有一个请求：是否可以把孟什维克从监狱中放出来？在这种时候，除了这个请求以外，他再也找不出更明智的话来写了。诚然，他预先声明他不熟悉我们的运动等等，但这终究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西欧社会党人所以犯这种可笑的错误，是因为他们向后看，不向前看，并且不了解，无论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宣传社会主义）都不能算作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1917年革命期间只是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始终未能采取正确的立场，就好象故意要提供一个实例来说明马克思的下述原理：小资产阶级在决定性的战斗中没有能力采取任何独立的立场。

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即从它创立苏维埃的时候起，就本能地表现出明确的阶级立场，因为它创立了苏维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则始终动摇不定。1917年春天和夏天，他们自己的朋友称他们为“半布尔什维克”，这不仅是俏皮话，而且是正确的评价。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例如在苏维埃、农村革命运动、直接夺取土地、前线联欢、支持或不支持帝国主义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总是今天“赞成”，明天“反对”。他们一方面帮忙，另一方面又不帮忙，是毫无主见、软弱无力的典型。他们向居民散布“拥护苏维埃”的空谈（要知道，他们一直把苏维埃称作“革命民主”，以与他们所谓的有财产资格的人对立起来），这不过是他们狡猾的政治手腕，而听信他们那一套的广大群众却倾心折服：“这是拥护苏维埃呀！”孟什维克的宣传也曾部分地为我们效力。

这个问题很复杂，说来话长，我把它简要地点一点就够了。我们亲眼看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这个政策完全证实了我们的论点：把他们当作社会主义者是错误的。他们也许只在口头上和记忆中是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他们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

以上我谈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中农，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应当改变我们过去的、在革命的前一时期的口号，以便正确地估计目前的转变。你们知道，在10月和11月，这些分子是动摇不定的。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不调和的态度是对的。我们说，我们要消灭无产阶级的敌人，要在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代议制、苏维埃政权等基本问题上进行战斗。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妥协是完全正确的。

这以后，事变的进程向我们提出了和平问题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你们知道，布列斯特和约使小资产阶级分子离开了我们。

我们的外交政策导致了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我们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主幻想作了无情的斗争，为苏维埃政权进行了无情的斗争，——由于这两种情况，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断然离开了我们。你们知道，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开始发生动摇，一部分铤而走险，一部分互相谩骂，一直骂到现在。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当然，我们丝毫不能怀疑，我们当时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现在来证明这一点，就是旧事重提，因为德国革命已经再好不过地证明了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人们责备得最多的，我们从觉悟低的工人群众那里听得最多的，就是认为我们毫无根据地把希望寄托在德国革命上，而这个革命始终没有发生。德国革命驳倒了所有这些责难，并证明了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德国革命必然到来，我们在反对德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仅应当进行民族战争，而且应当进行宣传，从它内部进行瓦解。事变已经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再也用不着去证明了。关于立宪会议也是一样，在这里动摇是不可避免的，事变的进程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的正确，因为现在西欧已经开始的一切革命都是在苏维埃政权这一口号下进行的，都在建立这种苏维埃政权。苏维埃——这就是各地革命的特征。苏维埃已经从奥地利和德国传到荷兰和瑞士（传到具有最老的民主主义文化的国家，这些国家甚至在同德国相比时也把自己称为西欧）。这些国家都提出了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就说明，资产阶级民主遭到历史性破产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臆造，而是绝对的历史的必然。远在几百年前，瑞士和荷兰就已经有了政治斗争，现在那里提出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并不是单纯出于对布尔什维克的好感。这就说明，我们对目前情况作了正确的估计。事变的进程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策略的正确，所以这个问题用不着再来谈了。需要弄明白的只有一点，就是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抱有极深偏见的一个问题。只要回想一下西欧国家都经历过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议会制发展的历史，你们就会知道，这种偏见在40年代，在各国旧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曾经占过统治地位。这种观点在法国保持得最久。情况也只能是这样。小资产阶级在议会制问题上是最爱国的，同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比较，它是最爱国的。大资产阶级比较国际化，小资产阶级不大活跃，同其他国家很少联系，也没有卷入世界范围的商业周转。因此，可以料到，正是在议会制问题上，小资产阶级肯定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俄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是我们的革命同爱国主义作了斗争。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曾经不得不反对爱国主义。我们说，如果你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你就应当为了国际革命而牺牲自己的一切爱国主义情感，这个革命一定会到来，它现在还没有到来，但如果你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就应当有信心。

很明显，我们这样说，当时只能把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很明显，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当时都不赞同我们的观点。我们那时不能指望这一点。小资产阶级怎么会接受我们的观点呢？当时我们不得不实行最严峻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经历了几个月迷恋于幻想的时期。如果你们看看西欧国家的历史，就会发现这种幻想在那里几十年都没能消除。你们看看荷兰、法国、英国等国的历史就知道了。当时我们必须粉碎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什么人民是一个统一体，什么人民的意志可以通过阶级斗争以外的东西来体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作任何妥协，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我们纵容了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立宪会议幻想，我们就会葬送整个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为了狭隘的民族利益而牺牲国际革命的利益，国际革命是循着布尔什维克道路前进的，因为它不是民族革命，而是纯粹无产阶级的革命。正是这种情况使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离开了我们。他们跑到了街垒的那一边，落到了我们的敌人那一边。当杜托夫分子开始暴动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在杜托夫分子、克拉斯诺夫分子和斯科罗帕茨基分子中有同我们作过斗争的政治力量。在我们这边的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

你们知道，当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极其猖獗的时候，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富农暴动。只是城市无产阶级同农民的亲密团结才使我们的政权得以巩固。只有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的帮助下，才坚持了反对一切敌人的斗争。而绝大多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站在捷克斯洛伐克军、杜托夫分子和克拉斯诺夫分子那一边。这种情况要求我们进行最激烈的斗争，采取战争的恐怖手段。不管人们怎样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谴责这种恐怖主义（我们从一切动摇的社会民主党人那里都听到过这种谴责），我们很清楚，恐怖手段是由激烈的内战造成的。它是由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倒戈造成的。他们用各种手段，用内战、收买、怠工等等来同我们作战。正是这些条件使得恐怖手段势在必行。因此，我们不应该后悔，不应该否定恐怖手段。我们只是应当清楚地了解，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哪些条件造成了斗争的尖锐化。这些特殊条件是：当时我们不得不反对爱国主义，我们必须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来代替立宪会议。

国际政治一发生转变，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状况也必然发生转变。我们看到他们那个阵营里人心正在变化。我们从孟什维克的宣言中看到他们在号召放弃同有产阶级的联盟，这是孟什维克向自己的朋友，向那些同杜托夫分子、捷克斯洛伐克人、英国人结成联盟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发出的号召。他们向这些人呼吁，要他们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现在每个人都很清楚，除了英美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同布尔什维克政权相抗衡。这种动摇也发生在社会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中间。本来知识分子所抱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偏见最多，爱国主义的成见最深，现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

现在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根据阶级关系确定自己的策略，要确实弄清这个问题，弄清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偶然性，是无主见的表现，是没有任何基础的动摇呢，还是相反，是一个具有深刻社会根源的过程。在考察这整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想一想理论上已经确定的无产阶级对中农的态度，想一想我国革命的历史，那就可以肯定地回答，这种转变 不是偶然的，不是个人的
 。它关系到俄国千百万处于中农地位或相当于中农的地位的人。这种转变关系到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曾经带着疯狂的愤恨情绪反对我们，因为我们当时不得不损害他们的一切爱国主义情感。而历史现在竟使爱国主义转到我们这边来了。很明显，不用外国的刺刀就推翻不了布尔什维克。以前人们希望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会是真正的民主派，并一直抱着这种幻想，现在英、法、美对德奥两国提出的和约彻底打破了这种幻想。英国人的所作所为，好象是特意在证明布尔什维克对国际帝国主义的看法是正确的。

因此，在同我们作过斗争的党派中间，例如在普列汉诺夫的营垒中间，就有人说：我们错了，我们原来以为德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而法、英、美等西方国家会给我们带来民主制度。事实表明，这些西方国家提出的和约的污辱性、贪婪性和掠夺性比我们的布列斯特和约要厉害百倍。事实表明，英国人和美国人是扼杀俄国自由的刽子手和宪兵，过去起过同样作用的有俄国刽子手尼古拉一世，还有充当刽子手来扼杀匈牙利革命的帝王们，现在这个角色由威尔逊的代理人来担任了。他们绞杀奥地利革命，他们扮演宪兵角色，他们向瑞士提出最后通牒：你们要是不去同布尔什维克政府作斗争，我们就不给粮食。[94]他们对荷兰说：不得接受苏维埃使节，否则我们就要实行封锁。他们的武器很简单，就是一条饥饿的绳索。他们就是用它来绞杀各国人民的。

最近的历史，即战时和战后的历史，发展得异常迅速。它证明英法帝国主义是和德帝国主义一样卑鄙的帝国主义。不要忘记，美国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但是这丝毫也不妨碍那里的帝国主义同样凶残，在那里，国际主义者不仅遭到私刑拷打，而且被暴徒拖到街上，剥得精光，浇上沥青，活活烧死。

这些事件非常有力地揭穿了帝国主义，并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苏维埃政权，要么是英法用武力把革命完全扼杀掉。这里已经谈不上同克伦斯基达成协议了。你们知道，他们把克伦斯基当作挤干了的柠檬扔掉了。他们同杜托夫和克拉斯诺夫勾结在一起。现在小资产阶级度过了这段时期。现在爱国主义把它推向我们这一边，——结果就是这样，历史就是这样迫使它行动的。我们大家都应当注意世界历史上这个大量存在的经验。决不能保卫资产阶级，决不能保卫立宪会议，因为它实际上只对杜托夫和克拉斯诺夫之流有利。这看来很可笑：立宪会议怎么竟成了他们的口号。可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因为立宪会议是资产阶级还在台上的时候召开的。立宪会议成了资产阶级的机关，而资产阶级是站在实行反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帝国主义者一边的。资产阶级不顾一切，要用最卑劣的手段扼杀苏维埃政权，只要能消灭苏维埃政权，把俄国出卖给谁都行。

正是这种政策引起了内战，并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向我们。当然，这部分人的动摇永远是不可避免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刚刚打了几个胜仗，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散布流言，说捷克斯洛伐克军必然胜利。他们从莫斯科发出电讯，说莫斯科已被包围，就要失陷。我们很清楚，只要英国人和法国人打几次哪怕是小小的胜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首先张皇失措，开始散布敌人会胜利的种种流言。但是革命表明反帝国主义的起义必不可免。现在我们的“盟国”成了俄国的自由和独立的主要敌人。如果苏维埃政权得不到巩固，俄国就不可能独立，也不会独立。这就是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由于这种转变，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确定自己的策略。过去一个时期，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和解，小资产阶级在反对我们，我们坚定不移的立场要求我们使用恐怖手段。现在，谁要想把那个时期我们进行革命斗争的口号机械地搬过来，他就大错特错了。现在这样做，就不是立场坚定，而不过是愚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不够理解。当我们必须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从狭隘的爱国主义来看，这一步骤是背叛祖国；而从世界革命来看，这却是对世界革命帮助最大的正确的战略步骤。世界革命正是在苏维埃政权成为全民制度的今天爆发的。

现在，虽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仍在动摇，但是他们的幻想已经破灭了。我们当然应该估计到这种情况以及其他种种情况。从前我们持另一种观点，当时小资产阶级站在捷克斯洛伐克军一边，非使用暴力不可，因为战争就是战争，我们就得象在战争中那样行动。可是现在，这些人开始转向我们了，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以前我们的传单和报纸上提的是另一个口号，就避开他们。既然看到他们朝我们这边转了一半，我们就应当把传单重新写过，因为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我们的态度已经改变了。我们应当说：欢迎欢迎，我们是不怕你们的。如果你们以为我们只会使用暴力，那就错了。我们是可以达成协议的。那些顽固守旧、满脑子资产阶级偏见的分子，一切合作社工作者，一切同资产阶级联系最多的劳动者，是可以转到我们这边来的。

拿整个知识界来说吧。他们从前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于养尊处优。既然他们动摇到捷克斯洛伐克军那边去了，我们的口号就是 无情的斗争，实行恐怖
 。现在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情绪有了转变，我们的口号就应当是 实行妥协
 ，建立睦邻关系。当我们看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一批人表示他们想对苏维埃政权保持中立时，我们就应当说：“中立”和睦邻关系，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毫无用处的陈词滥调，这些都不过是陈词滥调而已，但是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来加以讨论。我们向来就是这样看的，我们从来没有指望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会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切实的建议我们应当讨论。

我们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说过，无产阶级应当是统治其他一切阶级的阶级。我们不可能在共产主义完全实现以前消灭阶级差别。阶级将仍然存在，因为我们还没有消灭剥削者，即大资产阶级和地主，我们正在无情地剥夺他们。但是对待中农和小农，又当别论了。在无情地镇压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同时，我们应当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吸引过来。当他们说他们愿意中立、愿意同我们保持睦邻关系的时候，我们回答说：我们也只需要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期望你们会成为共产主义者。

我们继续站在无情地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立场上。在这方面，我们是无情的，是不可能搞什么调和妥协的。但是我们知道，任何法令都不能使小生产转变为大生产，这里需要通过事变进程逐渐做到使人相信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这些分子永远也不会成为有信念的社会主义者，成为地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只是在看到没有出路的时候，才会成为社会主义者。现在他们看到：欧洲已经垮下来，帝国主义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任何资产阶级民主都救不了命，只有实行苏维埃政权才是出路。所以，现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种中立态度和睦邻关系，不仅不使我们感到可怕，而且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如果从实行专政的阶级的代表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说：我们永远不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有更多的指望。对我们来说，这已经够了。你们同我们保持睦邻关系，而我们拥有国家政权。孟什维克先生们，在你们发表了关于“同盟者”的言论以后，我们很乐意使你们合法化。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将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党内还有孟什维克“积极派”，对待他们，我们的斗争方法仍然照旧，因为“积极派”是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朋友，只要捷克斯洛伐克军还没有被赶出俄国，你们仍然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把国家政权保留在自己手里， 只保留在自己手里
 。对那些同我们保持中立关系的人，我们是作为这样一个阶级对他们讲话的，这个阶级手中掌握着政权，把自己那锐利的武器完全对着地主和资本家，并且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如果你们愿意投到捷克斯洛伐克军和克拉斯诺夫分子那边去，那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是怎样进行斗争的，而且今后还要斗下去。如果你们愿意学习布尔什维克的榜样，那我们就走同你们妥协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不通过一系列妥协，反复加以检验、审查和对比，国家是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

我们一开始就走上了这条道路，例如我们通过了土地社会化法令，并逐渐把它变成一种能把贫苦农民团结在我们周围去反对富农的手段。今后只是随着无产阶级运动在农村中的胜利，我们才会逐步过渡到由集体共同占有土地和共同耕种土地。除非依靠农村中纯粹无产阶级的运动，否则这个任务是无法实现的，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毫无疑问，这里只有实际经验、只有现实才能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

同中农、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同合作社工作者妥协的任务是各不相同的。如果对象是那些还保存着小资产阶级的传统和习惯的协会，这个任务就会有所改变。如果说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任务又会有另一些改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动摇不定，但他们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我们知道，只有利用大资本主义文化因素才能建设社会主义，而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因素。我们过去不得不同他们作无情的斗争，要求我们这样做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事变的进程，是事变进程使得一切“民主主义者”和一切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人离开了我们。现在出现了利用这些知识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些知识分子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永远也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事变和相互关系的客观进程促使他们对我们采取中立立场，同我们保持睦邻关系。我们永远也不会依靠知识分子，我们只会依靠率领着全体无产者和全体贫苦农民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是不可能有其他的依靠的。但是依靠体现专政的阶级是一回事，而统治其他的阶级又是一回事。

你们记得恩格斯甚至在谈到如何对待使用雇佣劳动的农民时说过，这样的农民也许不必全都加以剥夺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5页。——编者注］

 。我们的做法是普遍加以剥夺，在我们的苏维埃中就没有富农。我们压制他们。当他们钻进苏维埃，企图凭借它来压迫贫苦农民时，我们就在肉体上镇压他们。你们看到，这里是如何实行一个阶级的统治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统治。但实行统治，对小农是一种方式，对中农又是另一种方式，对地主不同，对小资产者又不同。全部任务在于我们要懂得国际条件所促成的这种转变，要懂得过去半年的革命历史中习惯了的口号必须加以改变，因为这里谈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应当说：我们要把政权保持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的口号是妥协，但我们曾被迫使用恐怖手段。合作社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先生们，如果你们真正同意和我们保持睦邻关系，那就请你们完成一些任务。如果你们不完成，那就是违法者，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要同你们作斗争。如果你们主张保持睦邻关系，又能完成这些任务，那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有坚强的后盾。你们的软弱性我们从不怀疑。但我们需要你们，这点我们也不否认，因为你们是唯一有文化的分子。

假如我们不必利用资本主义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任务就容易得多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就在于我们不得不利用被资本主义完全侵蚀了的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过渡的困难也就在于，实行过渡必须有专政，而专政又只有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才能领导。因此我们说：路线将由受过严格训练、已经成为一支能够粉碎资产阶级的战斗力量的无产阶级来决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许多过渡的阶层，我们对他们的政策现在应当纳入我们在理论上已经确定了的轨道，而且现在我们能够实行这种政策。我们面前有一系列的任务，一系列的妥协和技术性的任务，我们作为实行统治的无产阶级政权应当能够提出这些任务。我们应当能够给中农提出一项任务：帮助商品交换，揭发富农。给合作社工作者提出另一项任务，他们拥有大规模进行产品分配的机构；我们应当把这个机构利用起来。对知识分子我们应当提出完全不同的任务；他们已无力继续怠工，现在想做 我们
 最和睦的邻居，我们应当使用这些知识分子，给他们一定的任务，监督和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对待他们就象马克思所说的对待巴黎公社的职员那样：“每一个雇主都会给自己挑选适当的助手、会计，他们犯错误的时候，要善于纠正他们的错误，如果他们不合用，就用新的好的工作人员代替他们。”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0页。——编者注］

 我们用资本主义给我们留下的分子建设政权。如果连知识分子这样的资本主义文化遗产都不利用，我们就无法建设政权。现在我们可以把小资产阶级当作受到国家政权严格监督的好邻居对待。在这里，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懂得，实行统治并不意味着由他自己去完成这一切任务。谁这样想，他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一窍不通，就是在一年的革命和专政时期中什么也没有学到。这样的先生，最好还是进学校去学点东西。谁在过去这段时间学到了一些东西，他就会说：现在我就是要利用这些知识分子来搞建设；反正我有农民这个坚强的后盾。我们应当记住，只有在这个斗争的进程中，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的一系列妥协和妥协的试验，才会创造出能导致社会主义的建设形式。

我们记得，恩格斯说过，我们应当采用示范的办法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0页。——编者注］

 。在到达完全的共产主义以前，任何形式都不是最终的。我们不敢说我们准确地知道道路怎样走。但是我们必然会确定不移地走向共产主义。现在的每一个星期的收获，胜过平静时期的几十年。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来的半年，是对我们不利的动摇不定的时期。西欧的革命开始效法我们，它一定会加强我们的力量。我们应当估计到已经发生的变化，估计到一切因素，不存任何幻想。我们知道，动摇者仍将是动摇者，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的话。这个日子也许不会来得那么快，虽然德国革命事变的进程使人相信，事情的发展将比许多人预料的要快。德国革命的发展同我国革命的发展情况一样，但是更加迅速。总之，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同英美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他们感到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世界力量，因此力图以最快的速度来扼杀我们，想首先消灭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然后再消灭本国的布尔什维克。

我们应当利用那些被帝国主义者的兽行推向我们这边来的动摇分子。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你们很清楚，在战争中无论什么援助，即使是间接的援助，也不能忽视。在战争中，就连动摇阶级的状况也有巨大的意义。战争愈激烈，我们就愈应该去影响正在转到我们这边来的动摇分子。由此可见，我们已经实行了半年的策略应当有所改变，以适应在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各个不同阶层方面的新任务。

如果我能使党的工作人员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促使他们通过一步一步的试验去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就可以认为我的任务是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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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告的总结发言

同志们，我最后还要谈几点意见。首先，我想回答这里涉及的所谓教条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6页和第584页。——编者注］

 ，我想我们应当首先和特别注意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不是我们死背硬记的教条。应该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我们一直这样说，而且我认为，我们的行动是适当的，我们从来没有陷入机会主义，而只是改变策略。这决不是背弃学说，决不能叫作机会主义。我以前说过，现在还要再三地说，这个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其次，谈谈斯切克洛夫同志的意见：我们要同谁妥协，是同司令部呢，还是同群众？我的回答是：首先当然是同群众，然后是同司令部，至于什么时候必须同司令部作斗争，一切由那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这一点就回头要谈，可是现在，我着不出有同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妥协的任何实际可能性。有人对我们说：妥协就意味着要放弃些什么；你们要放弃什么呢，你们将怎样背弃基本路线呢？这样做就是变节，但如果这只是指实际做法，那并不新奇。当然，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原则。现在来谈这一点没有意义。15年前，关于基本路线和原则发生过争论，可惜那时我主要是在国外而不是在俄国进行这种争论。现在说的是国家权力，而放弃国家权力，即使是一点点，那也是根本谈不到的。难怪威尔逊宣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世界布尔什维主义。全世界的资产者都在这样说。既然他们准备向我们进攻，就说明他们已经承认布尔什维克政权不仅是俄国的现象，而且是世界的现象。布尔什维克要是提出同资产阶级搞某种妥协，那就既可笑又可怜了。何况革命的烈火已延烧到许多国家，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府都不会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

瑞士的资产阶级在最近的事变发生时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是俄国人，我们决不把政权交给你们。赞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沙杜尔大尉写道，他看到俄国资产阶级的令人吃惊的驯服甚为惊讶，说他们法国的资产阶级不会这样。那里的资产阶级会凶狠得多，内战一旦爆发，必定会采取最残酷的形式，这是毫无问题的。

一年的无产阶级专政已在实际上把问题完全解决了，现在没有一个农民、没有一个工人会想到同资产阶级妥协。至于说妥协不是什么新东西，我完全同意。我只希望我们能共同来商量这些问题。

使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特别是小知识分子离开我们的那些情况，如在德帝国主义进攻时期争取布列斯特和约的无情斗争，已经过去了。但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如果取得胜利，哪怕是暂时的胜利，仍然会使这些知识分子和小民主派再度动摇，散布惊慌情绪，实行倒戈，这一点我们也很清楚。我们同他们妥协，只是为了在一定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一定的成果。这种策略既不会引起争论，也不会引起惊异。可是它并不为人所理解，这一点已为很多人，甚至象马克西莫夫同志这样有影响的莫斯科苏维埃委员所证明。马克西莫夫同志说，同欣丘克不应该妥协，而应该合理磋商。当我们在春天颁布了第一个关于合作社的法令的时候，他们向我们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我们对他们作了让步。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妥协，这种政策也不能叫作别的什么。如果每个苏维埃工作人员都能经常对自己说，对一切同志反复说，要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合理磋商，把这作为一条守则，那我就很满意了。

迄今为止，我们在工作中，特别是在地方工作中，距离合理磋商还很远。相反地，我们往往不是进行合理的磋商。有人责难我们那样要求，他们不了解，不那样做就无法进行新的建设。那种没有学会建设就能建设新生活的天才是没有的。正当需要同实践家进行合理磋商的时候，我们却没有这个本事。要开一个小铺，就得懂行。需要有行家。我们布尔什维克很少有机会在这种实际工作中运用自己的知识。我们很少有缺乏鼓动员的情况，而最感缺乏的，是实际的领导者，是组织者。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年的经验，但这种情况至今还存在。任何人，只要他在这方面有相当的经验，只要他提出中立和睦邻关系的口号，就要同他合理磋商。如果他会开小铺，会分配商品，如果他能教会我们哪怕是一点儿东西，如果他是一个实践家，这就算人才难得了。

任何人都知道，从我们胜利那天起，布尔什维主义的“朋友”中就有许多敌人。我们队伍里经常混进一些非常不可靠的、骗人的分子，他们在政治上总是动摇、出卖、背叛、变节。这一点我们十分清楚，不会因此改变主张。这从历史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孟什维克责备我们，说苏维埃职员中间有大批混进来的、连普通公民都不如的分子。我们对他们说：我们到哪里去物色好人呢，我们怎样做才能使好人一下子就信任我们呢？那种一下子就能取得胜利、征服人心，一下子就能取得人们信任的革命是没有的。革命在一个国家开始了，而在其他国家人们对它还抱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我国革命是一场恶梦、一团糟，他们对我们称之为苏维埃的有组织的“乱糟糟的”会议不抱任何期望。这也是十分自然的。我们需要征服的领域还很多。因此，当人们说欣丘克会开小铺，应当跟他合理磋商的时候，我就说：你们跟其他人也要磋商，要使用那些会办许多事情的小资产者。

如果我们能让地方工作人员牢牢记住“要磋商”这个口号，如果我们懂得觉醒起来掌握政权的是一个新的阶级，从事管理工作的是一些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复杂的事情的人，他们自然会犯错误，——如果这样，我们就不会惶惶不安了。我们知道，要管理就免不了犯错误。然而在错误之外，我们还看到人们不善于利用政权，把政权仅仅当作权力来行使，他们说，权在我手里，我下命令，你就得听。我们说：对工会、农民和合作社工作者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对这一大批人不要用这个口号，现在它已经用不着了。因此，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同知识分子合理磋商，——这才是我们的任务。当然，我们是依据我们的纲领来磋商的，我们是作为政权来磋商的。

我们说：你们是真的从敌对立场转到中立和睦邻关系的立场上了吗？你们是真的不再同我们敌对了吗？如果不是，我们是不会马虎过去的，我们要坦率地说，要打仗就打吧，我们过去就是象在战争中那样行事的。但是，如果你们由敌对转为中立，如果他们讲睦邻关系（这话我是从那些并不属于共产主义者阵营而昨天还很靠近白卫分子阵营的人的声明中引来的），那我说：既然有大批的人从昨天的敌对转为今天的中立和睦邻关系，我们就需要继续自己的宣传。

赫梅尔尼茨基同志没有必要担心孟什维克会用自己的宣传来指导工人阶级的生活。我们谈的不是那些不懂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谈的不是他们，也不是小资产阶级官僚；同孟什维克就是要进行思想斗争，进行不调和的战争。对孟什维克来说，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且你愈是心平气和地向孟什维克证明这一点，他就愈加暴跳如雷。如果认为我们会把自己既得的地位让出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那就错了。我们一丝一毫也不会让的。

施米特同志所举的例子证明，甚至比较接近资产阶级的那部分无产者（如印刷工人）、在工商企业中办事的小资产阶级职员和资产阶级银行职员，都因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蒙受很大的损失。我们查封了大批资产阶级报纸，实行了银行国有化，堵塞了银行职员靠投机致富的许多门路。但是，就在这个阵营中，我们也看到了动摇，我们看到，他们正在转向我们。如果说欣丘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会开小铺，那么银行职员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通晓金融业的技术。我们中间很多人虽在理论上熟悉金融业，但一到实际工作中就暴露出实在太差。对于一个通晓这门技术并声称自己已从昨天的敌对转为今天的中立和睦邻关系的人，我就要同他磋商。我们说：同任何人都要合理磋商。在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中，如果杰出的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委员马克西莫夫同志能实行他主张对知识分子和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实行的那种策略，那我就心满意足，喜出望外了。

下面谈谈合作社问题。按斯切克洛夫同志的说法，合作社搞得很糟。马克西莫夫同志关于合作社问题则说，不应该写出人民委员会最近颁布的那种法令。我们在实际工作方面意见不一致。只要小资产阶级不采取敌对态度，就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同他们妥协，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如果旧的规定不合用，那就应该改变，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的需要。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这方面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合作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合作社机构是一个供应机构，它依靠的本来不是资本家的个人主动性，而是劳动者的广泛参加。考茨基在他成为叛徒以前很久说得很对：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大合作社。

如果我们真想建立监督工作并且实际组织几十万人的经济，我们就不应当忘记，社会主义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富有实际经验的托拉斯领导人对他们是会有用处的。现在经验表明，小资产阶级分子已从敌对转为中立。同时必须明白，他们会开小铺。我们不否认，欣丘克作为一个思想家是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的，而且他们这些人都有这种味道，但同时他们也有实际知识。就思想方面来说，所有的大炮都在我们这边，他们一门大炮也没有。既然他们说，他们不再敌对，要转为中立，那我们应该考虑到，现在同成千上万个不如欣丘克有本事的人也在进行合理的磋商。我说，必须善于同他们磋商。在实际建设方面，他们的知识更多，本事更大，应该向他们学习。让他们向我们学习如何影响国际无产阶级，而如何开小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这一行我们不会。这里各个方面都需要具有专门知识的技术人员。

关于合作社，我不明白，为什么说那里糟得很。我们在通过第一个关于合作社的法令的时候，曾邀请了一些不仅不是共产党员而且在立场上很接近白卫分子的人到人民委员会来参加讨论，我们同他们商量，问他们：这条你们能接受吗？他们说：这条可以，那条不行。如果只看表面，不仔细想，当然就会认为这是同资产阶级妥协。竟邀请了资产阶级合作社的代表，并根据他们的意见删去了法令中的几项条款。例如删去了关于免费使用和加入无产阶级合作社的条款。我们觉得这些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他们却拒绝接受我们的提议。

我们说，我们应该跟他们妥协，这些人开小铺的本领比我们强得多，这一行我们不熟悉，但是我们决不放弃斗争。在我们颁布了另一个同样的法令的时候，马克西莫夫同志说：不必写出这样的法令，因为法令上说，关掉了的合作社要重新开张。这就说明，在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中间，也象在我们中间一样，存在着某些误解，即使为了消除误解，也需要举行象今天这样的会议和座谈。我们曾经指出，为了事业的利益，我们打算不仅利用一般的工会，而且利用工商业职员联合会，而工商业职员向来是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但这些人既然跑来向我们表示同意保持睦邻关系，那就应该热情相迎，握住他们伸出的手，别怕你的手会断。我们不会忘记，明天英法帝国主义者一进攻，他们就会掉过头去，最先跑掉。但只要这班人、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没有逃跑，我们就要反复申明：应该同他们接近。因此我们通过了星期天公布的那个法令，马克西莫夫同志不喜欢这个法令，表明他还在使用旧的、已经不适合新形势的共产主义策略。我们昨天写了这个法令以后已经收到了职员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95]作为答复，如果我们在转变已经开始、情况已经变化的时候还说搞的不是时候，为什么还写这个法令，那我们就成傻瓜了。

武装的资本家会愈来愈顽强地进行战争，因此，在实际建设中利用这个即使是暂时的转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整个政权都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不关掉合作社，而且让关掉的重新开张，因为我们是在合作社帮助白卫分子进行鼓动的时候把它们关掉的。可是任何一个口号都有可能变得僵硬而不符合需要。在全国各地掀起关掉合作社、围剿合作社的浪潮，这是当时形势的要求。现在就不需要这样做了。合作社是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它同中农保持着联系，它把那些零星分散的农民阶层联合起来。这些欣丘克做的是一件由资产阶级分子开创的有益的工作。当这些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说他们已从敌对转为中立、转为睦邻关系的时候，我们应当说：我们需要的也就是这一点。来吧，好邻居，我们来合理磋商吧。我们尽力协助你们，让你们行使自己的权利，研究你们的要求，给你们各种特权，不过你们也得执行我们的任务。如果你们不做到这一点，那你们别忘了，肃反委员会的全部机构都在我们手里。如果你们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不执行我们的任务，那么整个国家监察机构都在我们手里，我们会把你们看作国家意志的违犯者。你们应该把每一戈比的用途给我们报清楚，违反这一条，就要以违犯国家意志和国家法律论处。

全部监察机构都在我们手中，但目前把这些人吸引过来，即使是暂时地吸引过来——这一任务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来看虽不算艰巨，对我们说来却是十分必要的。它能加强我们在战争中的地位。我们没有象样的后方。这可以使我们获得道义上的胜利，因为可以让西欧帝国主义看到，他们在我们这里将会遭到有力的反击，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每个国家内部都有反对进攻俄国的工人无产阶级反对派。因此，我认为，根据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意见所能作出的判断，我们感到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一致。即使还有分歧，那也不是重大的分歧，因为大家都承认必须同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同知识分子、合作社工作者以及尚未承认我们的工会合理磋商，同时又决不放弃政权。如果我们在整个冬季坚定地执行这个政策，那么，我们一定会使整个国际革命事业得到很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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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918年，俄共（布）中央经常召开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以讨论当前政策中的重大问题。由于当年秋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向了苏维埃政权方面，11月27日莫斯科党的工作人员大会讨论了关于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问题。列宁就这个问题在会上作了报告，并在讨论结束后作了总结发言。——202。



[94]这里很可能是指由于美国公使进行了要挟，瑞士政府将以扬·安·别尔津为首的俄罗斯联邦全权代表处全体人员驱逐出瑞士一事。《真理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18年11月13日和20日）都报道了这件事。别尔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11月25日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俄罗斯联邦驻瑞士全权代表处的工作报告中也谈到了这件事。



列宁在下面谈到的关于荷兰政府拒绝俄罗斯联邦全权代表入境一事，见注74。——211。



[95]指载于1918年《职员通报》杂志第11—12期合刊的全俄职员工会理事会给人民委员会的呈文。其中指出有必要吸收职员工会会员参加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人民委员会1918年11月21日法令（见注84）所进行的组织供应的工作。——225。







《列宁全集》第35卷


给总司令约·约·瓦采季斯的电报



致总司令瓦采季斯


11月29日

随着我军向西部和乌克兰推进，一些地区成立了临时性的苏维埃政府，其使命是巩固当地的苏维埃。这种情况有个好处，它使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斯兰的沙文主义者无法再把我军的推进看作占领，并为我军继续推进造成有利的形势。否则，我军在占领区就会陷入困境，居民就不会把我军当作解放者来欢迎。因此，请向有关部队的指挥人员发出指示：我军必须千方百计地支持拉脱维亚、爱斯兰、乌克兰和立陶宛临时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当然，我们要支持的只能是苏维埃政府。






	　　列宁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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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96]


（1918年10—11月）





	· 序　言
· 考茨基怎样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


· 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 苏维埃不得变成国家组织


· 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共和国


· 苏维埃宪法


· 什么是国际主义？


· 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为资产阶级效劳


· 附录　一


· 附录　二














序言

不久以前在维也纳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维也纳伊格纳茨·勃兰德出版公司版，共63页），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说明第二国际正象各国一切正直的社会党人早就指出的那样，已经遭到最彻底最可耻的破产。现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在许多国家中已实际地提到日程上了。因此，把考茨基那种叛徒的诡辩和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分析一下是必要的。

但是首先应当着重指出，从战争一开始，本书作者就已多次指出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决裂了。1914—1916年间发表在国外《社会民主党人报》[97]和《共产党人》[98]上的许多文章，都是阐述这一点的。这些文章已收进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的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反潮流》文集（1918年彼得格勒版，共550页）。关于“考茨基主义”，我在1915年日内瓦出版的、随即译成德文和法文的小册子[99]上曾这样写道：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或‘布伦坦诺主义’（就是说，变成一种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学说，只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这一点俄国著作家司徒卢威和德国经济学家布伦坦诺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
 ，就是不
 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
 承认要为采用这种斗争手段进行宣传和准备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1909年考茨基写了一整本书来论述革命时代的逼近和战争同革命的联系，1912年考茨基在要求利用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革命的巴塞尔宣言[100]上签了字，现在他却千方百计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和粉饰，并象普列汉诺夫一样，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要进行世界革命的目的。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各种矛盾的社会产物，是既要在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编者注］

 1915年日内瓦版第13—14页）





　　其次，我在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1917年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切论断在理论上的荒谬性。我引用了考茨基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 农业
 〈黑体是考茨基用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我指出这个定义完全不正确，说它“适用”于抹杀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适用”于同机会主义调和。我提出了我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我指出了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甚至比不上资产阶级和市侩对它的批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编者注］

最后，我在1917年8月和9月间，即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前夜，写了《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1918年初在彼得格勒出版）。在该书第6章《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中，我着重谈了考茨基，证明他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学说，把它篡改成了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 
［注：同上，第31卷第113页。——编者注］



其实，考茨基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中所犯的基本理论错误，就是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经详细揭露过的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所作的机会主义歪曲。

这几点事先说明一下是必要的，因为从这里可以证明， 在
 布尔什维克夺取国家政权并因此受到考茨基非难 以前很久
 ，我就公开指责过考茨基的叛徒行径了。





考茨基怎样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

考茨基在他那本小册子中讲到的基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世界各国都有极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先进国家，尤其是对于各交战国，尤其是在目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问题。因此，必须仔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考茨基这样提出问题：“两个社会主义派别〈即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的对立”，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的对立，即 民主
 方法和 专政
 方法的对立”。（第3页）

顺便说一句，考茨基把俄国的非布尔什维克，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称为社会党人，是根据他们的 名称
 ，即根据字眼，而不是根据他们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所占的 实际地位
 。这是何等高明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啊！这一点以后再详细谈。

现在应该谈主要的东西，就是考茨基所谓“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根本对立”这一伟大发现。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这真是骇人听闻的理论上的混乱，这真是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应当说，考茨基远远超过伯恩施坦了。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对比、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对比的问题。看起来这不是朗若白昼吗？然而考茨基象个照本宣读历史教科书而变得干巴巴的中学教员那样，顽固地背对20世纪，面向18世纪，在许多章节中无数次地枯燥无味地搬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同专制制度、同中世纪制度对比的旧道理！

真象是在说胡话，听来叫人生厌！

简直是文不对题。考茨基竭力想把事情说成似乎有人在鼓吹“鄙视民主”（第11页）等等，这只能引人发笑罢了。考茨基只好用这种无聊的话来抹杀和混淆问题，因为他按自由主义观点提出问题，只谈一般民主，而不谈 资产阶级
 民主，甚至避开这个确切的阶级的概念，拼命讲“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我们这位空谈家几乎用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即用了63页中的20页，来大谈其空话，这些空话资产阶级听了很舒服，因为这些空话等于是粉饰资产阶级民主，抹杀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但是考茨基的书名毕竟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学说的 实质
 正在于此，这是谁都知道的。所以考茨基说了一大堆文不对题的废话之后， 不得不
 把马克思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引用一下。

究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是 怎样
 引用的，这简直是一出滑稽剧！请看：

“这个观点〈即考茨基所说的鄙视民主〉依据的只是卡尔·马克思说过的一个词。”——第20页上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着。而在第60页上，这一点甚至又以如下的形式重说了一遍：（布尔什维克）“凑巧记起了1875年马克思有一次在信中用过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原文用的就是des Wortchens！！）。

下面就是马克思用过的这个“词儿”：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页。——编者注］





　　首先，把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这段著名论断称为“一个词”，甚至称为一个“词儿”，这简直是侮辱马克思主义，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不要忘记，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小抽屉，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考茨基 不会不知道
 ，在巴黎公社以前，尤其在巴黎公社以后，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无论在书信中还是在刊印的著作中，都曾 多次
 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不会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不过是在历史上更具体、在科学上更确切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任务，而这个任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至1891年这 40年间
 ，考虑到1848年革命尤其是1871年革命的经验而经常谈论的。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竟这样骇人听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这该怎样解释呢？从这一现象的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考茨基是要这套偷换把戏的大师。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战争开始以后，考茨基更是大有长进，他那一套口头上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当资产阶级奴才的本事，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再看看考茨基怎样精辟地“解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就会更加相信这一点。请看：


　　“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理解这个专政的……〈这是叛徒的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作了许多极详细的指示，不过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故意回避这些指示〉……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独裁和专制不同，它不是被看作经常的国家制度，而是被看作暂时的极端手段。‘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不是个人专政，而是一个阶级专政）这个说法表明，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专政决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

他在这里所说的不是管理形式
 ，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一切地方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
 。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实现过渡，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第20页）





　　我们特意把这段议论完全引来，好让读者清楚地看出“理论家”考茨基采用的是什么手法。考茨基想用先给专政这个“ 词
 ”下定义的方法来研究问题。

好极了。用什么方法研究问题，这是每个人的神圣的权利。只是要把研究问题的认真的老实的态度同不老实的态度区别开来。谁想用这种方法认真研究问题，谁就应当给这个“词”提出 自己的定义
 。这样，问题才会提得明确和直截了当。考茨基却不是这样。他说：“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

第一，这不是定义。既然考茨基想回避给专政这个概念下定义，他为什么又要采取这种方法研究问题呢？

第二，这显然不正确。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谈一般“民主”是很自然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决不会忘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谁都知道，就是“历史学家”考茨基也知道，例如古代奴隶的起义或大骚动，一下子就暴露出古代国家的实质是 奴隶主专政
 。这个专政消灭了奴隶主 中间
 的民主，即 对
 奴隶主的民主没有呢？谁都知道，没有。

“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说出这种骇人听闻的谰言和谎话，是因为他“忘记了”阶级斗争……

要把考茨基的自由主义的骗人的论断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符合真理的论断，就必须说：专政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但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消灭方式中的一种）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

但是，不管这个论断多么符合真理，它并没有给专政下定义。

我们来看看考茨基的下一句话吧：


　　“……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



　　考茨基象一只瞎了眼的小狗，用鼻子东嗅西嗅，偶然在这里嗅到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即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但他还是没有给专政下个定义，而且他还说了明明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谎话，说专政意味着个人独裁。这在语法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行专政的可能是一小群人，也可能是寡头，也可能是一个阶级，等等。接着考茨基说明了专政同专制的区别，虽然他的说明显然不对，我们也不去分析它了，因为这同我们研究的问题毫无关系。大家知道，考茨基喜欢从20世纪转向18世纪，又从18世纪转向古代，我们希望德国无产阶级争得专政以后，会考虑到考茨基的这种爱好，让他去当中学的古代史教员。以空谈专制来回避给无产阶级专政下定义，这不是极端愚蠢的做法，就是非常笨拙的欺骗行为。

总之，我们看到，考茨基立意来谈论专政，却讲了一大堆明显的谎话，根本没有下一个定义！他本来可以不依赖他的才智，可以凭记忆从他的“小抽屉”中拿出马克思论专政的一切言论。要是这样，他一定能得出下面这个定义或者实质相同的定义：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看，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对于每个觉悟的工人（即群众的代表，而不是象各国社会帝国主义者那样被资本家收买的市侩混蛋这帮上层分子）都朗若白昼的真理，对于为自身解放而奋斗的被剥削者的每个代表都一目了然的真理，对于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无可争辩的真理，我们竟要从最博学的考茨基先生那里“通过战争夺回来”！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第二国际领袖们奴才气十足，他们已经成了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卑鄙的献媚者。

考茨基首先玩了一套偷换把戏，公然胡说八道，说什么专政这个词的本义就是个人独裁，接着又（根据这种偷换把戏！）说，“可见”，马克思所讲的阶级专政并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而是指这样的意思：专政并不意味着革命暴力，而是意味着在资产阶级的——请注意这个形容词——“民主”条件下“和平地”获得多数）。

请看，他说应当把“状态”同“管理形式”区别开来。作这种异常深奥的区别，正象我们要把一个不善于推理的人的愚蠢“状态”同他的愚蠢“形式”区别开来一样。

考茨基之所以需要把专政解释为“统治的状态”（他在该书下一页即第21页上一字不差地这样说），是因为这样一来，革命暴力就消失了，暴力革命就消失了。“统治的状态”是在……“民主”条件下任何一种多数所处的状态！通过这样一套骗术，革命就安然无事地消失了！

但这套骗术太笨拙了，因而也挽救不了考茨基。专政的前提和意思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采用叛徒们所不喜欢的革命暴力的“状态”，这是隐瞒不了的，正象“口袋里藏不住锥子”一样。显而易见，把“状态”同“管理形式”加以区别，这是荒谬可笑的。在这里谈什么管理形式更是加倍的愚蠢，因为任何一个小孩都知道君主制与共和制是不同的管理形式。我们倒需要向考茨基先生证明，这两种管理形式也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其他一切过渡的“管理形式”一样，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即资产阶级专政的不同形态而已。

最后，谈论管理形式，不仅是愚蠢地而且是拙劣地伪造马克思的意思，因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分明是国家的形式或类型，而不是管理形式。

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新的国家机器，用恩格斯的话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页。——编者注］

 。

所有这一切，考茨基都要加以掩饰和歪曲，因为他的叛徒立场使他非这样做不可。

现在来看看他用了一些什么样的可怜的遁词。

遁词之一。“……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实行变革，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

这里同管理形式毫无关系，因为有些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并不典型的君主国，并没有军阀，而有些在这方面十分典型的共和国，却有军阀和官僚。这是大家知道的历史事实和政治事实，是考茨基也无法篡改的。

假如考茨基肯认真地老实地谈论问题，他就会问一问自己：有没有并无例外情形的关于革命的历史规律呢？他的回答会是：没有，没有这样的规律。这样的规律指的只是典型的东西，即马克思有一次称之为“理想的东西”，当时他所指的是一般的、正常的、典型的资本主义。

其次，在19世纪70年代有没有使英美在我们现在探讨的这个方面成为例外的因素呢？任何一个多少知道一点历史问题方面的科学要求的人都很清楚，必须提出这个问题。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伪造科学，就是玩弄诡辩。而提出这个问题，就不会怀疑这样的答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这种暴力之所以必要，特别是因为存在着军阀和官僚，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乡次极详尽地说明过（尤其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及其导言中）。但是，恰恰在马克思发表这个意见的19世纪70年代，恰恰在英美两国，恰恰这两种机构没有！（而现在，这两种机构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有了。）

考茨基为了掩盖他的叛徒行径，只好处处招摇撞骗！

但是，请看他在这里怎样无意地露出了马脚。他说：“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

在给专政下定义的时候，考茨基拼命对读者隐瞒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可是现在真相大白了：问题正在于和平变革同暴力变革的对立。

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骗人的伪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行为。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历史学家”考茨基十分无耻地篡改历史，竟“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19世纪70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这种属性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其特征是比较说来最爱和平，最爱自由。而帝国主义，即只是在20世纪才完全成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其特征则是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阀机构。在谈论和平变革或暴力变革具有多大的典型性或可能性时，竟然“不注意”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

遁词之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是由不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全民投票，即用“民主方法”选举出来的。于是考茨基洋洋得意地说：“……在马克思看来〈或者照马克思的意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情况下（bei überwiegendem Proletariat）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状态。”（第21页）

考茨基的这个论据异常滑稽可笑，真使人感到有embarrasderichesses （驳不胜驳的困难）。第一，大家知道，资产阶级的精华、大本营和上层分子都从巴黎逃到凡尔赛去了。在凡尔赛还有“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这又表明考茨基硬说社会主义的“一切派别”都参加了公社是骗人。当时巴黎居民分成两个交战的营垒，其中一个营垒集中了全部战斗的、政治上积极的资产阶级，把这种情形说成是“全民投票”的“纯粹民主”，不是太可笑了吗？

第二，公社反对凡尔赛的斗争就是法国工人政府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既然法国的命运决定于巴黎，怎能谈得上“纯粹民主”和“全民投票”呢？当马克思认为公社没有夺取属于全法国的银行是一个错误的时候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5页。——编者注］

 ，难道他是从“纯粹民主”的原则和实践出发的吗？？

幸而考茨基是在警察禁止人们“聚众”发笑的国家里写书，不然考茨基真是会被人笑死的。

第三，我想不揣冒昧地向背得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考茨基先生提示一下恩格斯从……“纯粹民主”的观点对公社所作的评价：


　　“这些先生〈反权威主义者〉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4页。——编者注］





　　请看，这就是“纯粹民主”！一个异想天开、竟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一般地谈论“纯粹民主”的卑鄙市侩、“社会民主党人”（指19世纪40年代在法国以及1914—1918年在全欧洲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该会受到恩格斯怎样的嘲笑！够了，要把考茨基所有的谬论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每句话里都充满了十足的叛徒精神。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它的功绩在于作了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的尝试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页。——编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在1872年对《共产党宣言》这个部分“过时的”纲领仅仅作了这个修改 
［注：同上，第18卷第105页。——编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公社取消了军队和官吏，取消了议会制，破坏了“寄生赘瘤——国家”等等；而绝顶聪明的考茨基却昏头昏脑地重复自由主义教授们说过千百次的东西，即关于“纯粹民主”的童话。

难怪罗莎·卢森堡在1914年8月4日[101]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现在已是一具发臭的死尸了！

遁词之三。“如果我们说专政是管理形式，我们就不能说阶级专政。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阶级只能统治而不能管理……”能管理的是“组织”或“政党”。

“糊涂顾问”先生，您在胡说，完全胡说八道！专政不是“管理形式”，您这是可笑的胡说。马克思讲的并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国家的形式或类型。这完全是两码事，完全是两码事。说阶级不能管理，也是完全不对的；这种胡言乱语，只有除了资产阶级议会什么也看不见、除了“执政党”什么也看不到的“议会迷”才说得出来。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可以给考茨基提供统治阶级管理国家的例子，如中世纪地主的例子，虽然他们的组织程度还不够。

总之，考茨基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作了史无前例的歪曲，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说，考茨基本人已经堕落到自由主义者的地步，因为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庸俗地说什么“纯粹民主”，粉饰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内容，最害怕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暴力。考茨基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个概念的“解释”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在对马克思的思想作自由主义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叛徒伯恩施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被考茨基搅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之谈，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

“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历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

考茨基几乎用了几十页的篇幅来“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真理。这正是愚弄工人的自由主义空谈。不仅在文明的德国，就是在不文明的俄国，这也是人人知道的真理。考茨基一本正经地谈论魏特林，谈论巴拉圭的耶稣会教徒，谈论许许多多别的东西，这不过是用那套“博学的”谎话来蒙骗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对它采用的革命暴力）抛掉、抹杀和隐瞒起来。正因为这样，不管考茨基的主观信念怎样，他的客观地位必然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正是这个真理，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不理解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考茨基不去对那些使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变为对富人的民主的条件进行科学的批判，反而奉献出一些使资产阶级“称心快意”的东西。

我们首先要向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提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被我们的书呆子（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可耻地“忘记了的”理论见解，然后再来作一个最通俗的说明。

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而且“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6页。——编者注］

 。“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恩格斯1875年3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 
［注：同上，第19卷第7页。——编者注］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页。——编者注］

 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 
［注：同上，第21卷第197页。——编者注］

 考茨基先生非常枯燥地反复解释这个论点当中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前一部分，而对我们用黑体标出的、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后一部分，叛徒考茨基却闭口不谈！）。“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厂主一样。”（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 
［注：同上，第17卷第358页和第360页。——编者注］



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十分熟悉的这些论点，每一条都在打他的嘴巴，揭穿他的全部的叛徒行径。在考茨基的整本小册子中，丝毫看不出他理解了这些真理。他的小册子的全部内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

只要看看现代国家的根本法，看看这些国家的管理制度，看看集会自由或出版自由，看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就处处都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正直的觉悟的工人都很熟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许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资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上就是在被剥削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地位和试图不象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动军队来镇压工人，实行戒严等等。考茨基无耻地粉饰资产阶级民主，闭口不谈美国或瑞士最民主最共和的资产者对付罢工工人的种种行为。

啊，聪明博学的考茨基对于这一点是闭口不谈的！他，这位博学的政治家不知道，对这一点默不作声就是卑鄙。他宁愿向工人讲一些民主就是“保护少数”之类的童话。这很难令人相信，然而这是事实！在公元1918年，在世界帝国主义大厮杀的第五年，在各“民主国”的国际主义者（即不象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不象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不象韩德逊和维伯之流那样卑鄙地背叛社会主义的人们）少数遭受迫害的第五年，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居然用甜蜜蜜的嗓子歌颂起“保护少数”来了。谁要是愿意，可以去看看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第15页。而在第16页上，这位博学的……人物还把18世纪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102]的故事讲给你听呢！

多么渊博啊！向资产阶级献媚是多么细致入微啊！在资本家面前卑躬屈膝、舔他们的皮靴的样子是多么文质彬彬啊！假如我是克虏伯或谢德曼，是克列孟梭或列诺得尔，我一定会用百万酬金酬谢考茨基先生，赏给他犹大之吻[103]，在工人面前称赞他，劝人们同考茨基这样“可敬的”人物保持“社会主义的统一”。著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讲述18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故事，硬说民主就是“保护少数”，绝口不谈“民主”共和国美国迫害国际主义者的大暴行，难道这不是奴颜婢膝地为资产阶级效劳吗？

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忘记了”（大概是偶然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国的统治党仅仅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才保护少数，而对无产阶级，则在一切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问题上，不仅不“保护少数”，反而实行戒严或制造大暴行。民主愈发达，在发生危及资产阶级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时，大暴行或内战也就愈容易发生。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个“规律”，原是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在共和制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104]中，在民主共和国美国对黑人和国际主义者的私刑中，在民主英国的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事件[105]中，在1917年4月俄罗斯民主共和国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和大暴行中，都可以看到的。我故意不仅举出战时的例子，而且举出战前和平时期的例子。甜蜜蜜的考茨基先生宁愿闭眼不看20世纪的这些事实，却向工人讲述18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十分新鲜、极其有趣、大有教益、非常重要的故事。

就拿资产阶级议会来说吧。能不能设想博学的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操纵就愈厉害呢？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布尔什维克利用议会，恐怕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更有成效，因为在1912—1914年，我们把第四届杜马的整个工人选民团都争取过来了）。但是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象考茨基那样忘记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是有历史条件的。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正是这个矛盾使群众认清了资本主义的腐朽、虚假和伪善。为了使群众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社会主义的鼓动家和宣传家向群众不断揭露的正是这个矛盾！然而当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的时候，考茨基却转过身子把背朝着革命，赞美起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来了。

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象考茨基那样写出一整本论民主的书，用两页谈专政，用几十页谈“纯粹民主”，而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用自由主义观点来完全歪曲事实。

拿对外政策来说。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对外政策都是不公开的。到处都是欺骗群众，而在民主的法国、瑞士、美国和英国，这种欺骗比其他国家更广泛百倍，巧妙百倍。苏维埃政权用革命手段揭露了对外政策的黑幕。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对这一点默不作声，虽然在进行掠夺战争和签订“瓜分势力范围”（即资本家强盗瓜分世界）的秘密条约时代，这一点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和平问题，千百万人的生死问题都是以此为转移的。

拿国家机构来说。考茨基抓住一些“小事情”，连选举是“间接的”（在苏维埃宪法中）也提到了，但问题的本质他却没有看到。国家机构、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他却没有注意到。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资本家千方百计地（“纯粹的”民主愈发达，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排斥群众，使他们不能参加管理，不能享受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严格说来是第二个，因为巴黎公社已开始这样做过）吸引群众即被剥削群众参加管理的政权。劳动群众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议会任何时候也解决不了极其重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是交易所和银行）的门径被千百道墙垣阻隔着，所以工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觉到，看到和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工具，是敌对阶级即剥削者少数的机构。

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这里，恰恰是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具有一种优越条件，就是大企业把他们极好地联合起来了，他们最容易进行选举和监督当选人。苏维埃组织自然而然使一切被剥削劳动者便于团结在他们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周围。旧的资产阶级机构，即官吏，还有财富特权、资产阶级的教育和联系等等特权（资产阶级民主愈发达，这些事实上的特权也就愈多种多样）——所有这些，在苏维埃组织下正在消失。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更加“民主”百万倍，而没有集会权利，民主就是骗局。非地方性的苏维埃的间接选举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易于举行，使整个机构开支小些，灵活些，在生活沸腾、要求特别迅速地召回或派遣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代表的时期，使工农更便于参加。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只有自觉的资产阶级奴仆，或是政治上已经死亡、钻在资产阶级的故纸堆里而看不见实际生活、浸透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因而在客观上变成资产阶级奴才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只有不能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提出如下问题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哪一个国家的平常的、普通的工人，平常的、普通的雇农或者农村半无产者（即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群众的一分子），能够多少象在苏维埃俄国那样，享有在最好的建筑物里开会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纸库来发表自己意见、维护自己利益的自由，享有推选正是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自由呢？

要是以为考茨基先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从一千个了解情况的工人和雇农当中可以找出哪怕是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示怀疑，那是可笑的。全世界的工人只要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承认真实情况的片断报道，就本能地同情苏维埃共和国，正因为他们看到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对穷人的民主，不是对富人的民主，而任何的、甚至最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都是对富人的民主。

管理我们（和“建设”我们国家）的是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议员，资产阶级的法官。这是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内）被压迫阶级中的千百万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知道、每天感觉到和觉察到的浅显明白、无可争辩的真理。

在俄国，则完全地彻底地打碎了官吏机构，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建立了正是使工农更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单是这件事实，就足以使一切被压迫阶级承认，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考茨基不理解每个工人都理解都清楚的这一真理，因为他“忘记了”提出、“已经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是对哪一个阶级的民主？他从“纯粹的”（即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的观点去推论。他正象夏洛克[106]那样来论证，只要“一磅肉”，别的什么都不要。公民一律平等，不然就没有民主。

我们不得不向博学的考茨基，向“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提出一个问题：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在讨论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著作时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奇怪得很，真是不可思议。但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谈起了考茨基，就必须向这位博学的人说明，为什么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考茨基是这样推论的：

（1）“剥削者总是只占人口的极少数。”（考茨基的小册子第14页）

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从这一真理出发，应该怎样推论呢？可以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按社会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为基础。也可以按自由主义观点，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多数和少数的关系为基础。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得说：剥削者必然要把国家（这里说的是民主，即国家的一种形式）变成本阶级即剥削者统治被剥削者的工具。因此，只要剥削者还统治着被剥削者多数，民主国家就必然是对剥削者的民主。被剥削者的国家应该根本不同于这种国家，它应该是对被剥削者的民主，对剥削者的镇压，而镇压一个阶级，就是对这个阶级不讲平等，把它排除于“民主”之外。

如果按自由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得说：多数决定，少数服从。不服从者受处罚。再没有别的了。至于国家，包括“纯粹民主”在内，具有怎样的阶级性，就根本用不着讲了；这同问题没有关系，因为多数就是多数，少数就是少数。一磅肉就是一磅肉，如此而已。考茨基正是这样推论的：

（2）“根据什么理由无产阶级的统治要采取而且必须采取同民主不能相容的形式呢？”（第21页）接着他就说明无产阶级拥有多数，而且说得极其详细，极其罗嗦，既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又举出了巴黎公社选票的数字。结论是：“一个这样牢固地扎根在群众中的制度是没有丝毫理由去损害民主的。在有人用暴力来压制民主的情况下，这个制度也不免要使用暴力。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回答。但是，一个知道自己受到群众拥护的制度使用暴力，仅仅是为了保护民主，而不是为了消灭民主。如果它要去掉自己的最可靠的基础，要去掉道义上的强大权威的深刻泉源——普选制，那它就简直是自杀了。”（第22页）

你们看，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在考茨基的论据中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是一般多数，一般少数，一般民主，我们已熟悉的“纯粹民主”。

请注意，这些话还是谈到巴黎公社时说的呢！为了清楚起见，我们现在就来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看看他们谈到巴黎公社时关于专政是怎样说的：

马克思说：“……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工人……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35页。——编者注］



恩格斯说：（在革命中）“……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4页。——编者注］



恩格斯又说：“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注：同上，第19卷第7页。——编者注］



考茨基同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正如自由主义者同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一样，实有天渊之别。纯粹民主和考茨基笼统地说的“民主”不过是“自由的人民国家”的另一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考茨基带着饱学的书呆子的博学神情或者说带着十岁女孩的天真态度问道：既然拥有多数，还要专政干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说：

——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

——为了使反动派恐惧，

——为了维持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

——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

这些解释考茨基是不理解的。他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看不见它的资产阶级性，“始终如一地”主张多数既然是多数，就用不着“粉碎”少数的“反抗”，用不着对少数“实行暴力镇压”，只要对破坏民主的情况实行镇压就够了。考茨基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无意中犯了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常犯的那个小小的错误：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当作事实上的平等！小事一桩！

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这个真理不管考茨基多么不喜欢，却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内容。

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一切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可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

在首都起义成功或军队哗变时，可以一下子打倒剥削者。然而恐怕除了极罕见极特殊的场合，剥削者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在一个稍微大些的国家中，决不能一下子剥夺所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其次，只有作为法律行为或政治行为的剥夺，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需要的是在事实上铲除地主和资本家，在事实上用另一种由工人对工厂和田庄的管理来代替他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不可能有平等，因为剥削者世世代代又受教育，又有富裕的生活条件，又有各种技能，而被剥削者大众甚至在最先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是闭塞、无知、愚昧、胆怯和分散的。在革命以后的长时期内，剥削者必然在许多方面保持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他们还有货币（货币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有某些动产（往往是很多的）；有种种联系，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知道一切管理“秘诀”（习惯、方法、手段和窍门）；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级技术人员（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接近；有无比高超的军事技能（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

如果剥削者只在一国内被打倒（这当然是典型的情况，因为几国同时发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们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因为剥削者的国际联系是很广泛的。而且一部分被剥削者，即最不开展的中农和手工业者等等群众，是跟着并且会跟着剥削者走的，这已为过去的一切革命所证明，巴黎公社也不例外（因为凡尔赛军队中也有无产者，这一点被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忘记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为在比较深刻的、重大的革命中，可以简简单单地用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的最愚蠢的偏见，就是欺骗群众，就是对群众隐瞒明显的历史真理。这个历史真理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剥削者没有在最后的、拼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象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难而害怕起来，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张皇失措，他们心慌意乱，东奔西跑，叫苦连天，从这个营垒跑到那个营垒……就象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在进行拼命的激烈战争的时代，当历史把千百年来的特权的存亡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竟谈论什么多数和少数，什么纯粹民主，什么专政没有必要，什么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平等！！要愚蠢到什么地步、庸俗到什么地步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啊！

但是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几十年（1871—1914年）已使迁就机会主义的各国社会党象奥吉亚斯的牛圈[107]那样堆满了庸俗、近视和叛变的秽物……

读者大概已经注意到，考茨基在我们上面从他书中引来的一段话内，说到什么侵犯普选制（附带指出，考茨基把普选制称为道义上的强大权威的深刻泉源。而恩格斯在也是论述巴黎公社并且也是论述专政问题的时候，却说的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把庸人和革命家对“权威”的看法比较一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必须指出，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问题，是纯粹俄国的问题，而不是一般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如果考茨基不虚伪，把他的小册子叫作《反对布尔什维克》，那么，小册子的书名就符合它的内容了，考茨基也就有权直截了当地谈论选举权了。但是，考茨基想首先以“理论家”的姿态出现。他把自己的小册子一般地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他只是在小册子的后一部分，从第6节起，才专门谈到苏维埃和俄国。前一部分（我引证的话就在这一部分）谈的是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考茨基一谈到选举权，便原形毕露，表明他是一个根本不顾理论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论战家。因为理论，即关于民主和专政的一般的（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特殊的）阶级基础的论断，应该谈的不是选举权这样的专门问题，而是一般问题：在推翻剥削者、用被剥削者的国家代替剥削者的国家的历史时期，能不能保留对富人的民主，保留对剥削者的民主呢？

理论家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

我们知道巴黎公社的例子，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巴黎公社以及谈到巴黎公社时的一切论断。我根据这种材料，在十月革命以前写的《国家与革命》那本小册子中，就分析了民主和专政的问题。我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现在应该说，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是专政在某一民族中的特殊问题，而不是专政的一般问题。应该是在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和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的时候才谈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我在以后的阐述中是会这样做的。事先就担保将来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都会限制或大都会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那是错误的。这种做法也许是可能的。在大战之后，在有了俄国革命经验之后，可能会这样做，但这不是实现专政所必需的，不是专政这一逻辑概念的必要标志，不是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要条件。

专政的必要标志和必需条件，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阶级，因而也就是破坏对这个阶级的“纯粹民主”即平等和自由。

在理论上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考茨基没有这样提出问题，也就证明他不是作为理论家而是作为向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究竟在哪些国家里，由于某个资本主义的哪些民族特点，对剥削者的民主要实行（彻底实行或基本上实行）某种限制和破坏，这是关于某个资本主义和某个革命的民族特点问题。这不是理论问题，理论问题在于：不破坏对剥削者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呢？

考茨基正是避而不谈这个在理论上唯一重要的本质问题。考茨基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论述，就是没有引用我在上面引过的同这个问题有关的论述。

考茨基什么都谈了，能为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接受的、不超出他们思想范围的一切都谈了，就是没有谈主要的东西，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而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就没有民主。

这是考茨基不了解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俄国革命的经验，谈谈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同立宪会议之间的分歧——导致解散立宪会议和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分歧。





苏维埃不得变成国家组织

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形式。一个著书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果真正研究过这个现象（而不是重复小资产阶级对专政的哀怨，象考茨基重弹孟什维克的老调那样），就会先给专政下个一般定义，然后再研究它的特殊的、民族的形式——苏维埃，把苏维埃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之一加以评论。

既然考茨基对马克思的专政学说作了一番自由主义的“加工”，当然不能期望他会提出什么重要见解。但是，看看考茨基怎样研究苏维埃是什么这个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倒是十分有意义的。

他在回想1905年苏维埃的产生时写道：苏维埃创造了“无产阶级的所有组织形式中最能包罗一切的（umfassendste）组织形式，因为它包括了全体雇佣工人”（第31页）。1905年苏维埃还只是地方团体，而在1917年却成了全俄国的联合组织。

考茨基继续说：“苏维埃组织现在已经有了伟大的光荣的历史。它的未来历史还会更加伟大，而且不限于俄国一国。到处可以看到，面对金融资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雄厚势力，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versagen；德语这个词的意思比“不够”稍强，比“无力”稍弱〉。这些旧方法不能放弃，它们在平常时期仍然是必需的；但是有时会产生一些任务，用这些方法不能解决，而只有把工人阶级的一切政治和经济的实力手段集中起来，才能奏效。”（第32页）

接着他谈到群众罢工，谈到“工会官僚”同工会一样是必要的，但“不适于领导那些日益成为时代标志的强大的群众战斗……”

考茨基得出结论说：“……这样看来，苏维埃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在我们正去迎接的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将起决定的作用。

但是，我们能不能向苏维埃要求更多的东西呢？1917年11月〈指公历，按俄历为10月〉革命后，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道在俄国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解散后，竟把向来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的苏维埃变成了国家组织。他们消灭了俄国人民在3月〈指公历，按俄历为2月〉革命中争取到的民主。与此相适应，布尔什维克不再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把自己称为共产党人了。”（第33页，黑体是考茨基用的）

凡是看过俄国孟什维克著作的人，立刻就会看出考茨基是在怎样盲目照抄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施泰因之流的言论。的确是“盲目”照抄，因为考茨基为了迎合孟什维克的偏见，竟把事实歪曲到了可笑的地步。例如，考茨基竟未顾到向他的情报员，如柏林的施泰因或斯德哥尔摩的阿克雪里罗得打听一下，布尔什维克改名为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具有国家组织的作用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如果考茨基做了这样简单的查问，他就不会写出这段令人发笑的话来，因为这两个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提出的，例如我的1917年4月4日的“提纲”[108]就提出过，就是说，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更不用说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以前很久提出的。

但我全部引来的考茨基的这段议论，就是整个苏维埃问题的关键。关键就在于：苏维埃是应该力求成为国家组织（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已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同年同月在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又声明他们不以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为满足，他们需要的是巴黎公社类型的或苏维埃类型的工农共和国），还是不应该力求这样做，不应该夺取政权，不应该成为国家组织，而应该照旧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马尔托夫就是这样说的，他是用天真的愿望来粉饰这样一个事实：在孟什维克领导下苏维埃是使工人服从资产阶级的工具）。

考茨基盲目重复马尔托夫的话，抓住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理论争论中的片断，毫无批判、毫无意义地将这些片断搬到一般理论问题、一般欧洲问题上去。结果弄得一团糟，使俄国每个觉悟的工人看到考茨基的上述议论都要捧腹大笑。

一旦我们向欧洲所有的工人说明事实真相，考茨基也一定会遭到他们（极少数顽固不化的社会帝国主义者除外）同样的嘲笑。

考茨基象熊那样给马尔托夫帮忙[109]，十分明显地把马尔托夫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请看考茨基究竟说了些什么。

苏维埃包括全体雇佣工人。面对金融资本，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苏维埃不仅在俄国将起伟大的作用，在欧洲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也将起决定的作用。考茨基就是这样说的。

好极了。“资本同劳动的决战”是不是要解决这两个阶级中哪一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问题呢？

完全不是。绝对不是。

在“决”战中，包括全体雇佣工人的苏维埃不应该成为国家组织！

国家是什么呢？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总之，一个被压迫阶级，现代社会中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应该努力去进行“资本同劳动的决战”，但不应该触动资本用来镇压劳动的机器！不应该摧毁这个机器！不应该用自己的包罗一切的组织来镇压剥削者！

好极了，妙极了，考茨基先生！“我们”承认阶级斗争，——就象一切自由派那样承认它，就是说不要推翻资产阶级……

正是在这里，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彻底决裂已经很明显了。这实际上是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资产阶级什么都能允许，就是不能允许受它压迫的阶级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在这里，考茨基已经完全无法挽救他那调和一切、用空话避开各种深刻矛盾的立场了。

考茨基要么是根本反对国家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要么是容许工人阶级把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拿到手中，但决不容许他们摧毁、打碎这个机器，并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论怎样“解释”和“说明”考茨基的论断，在两种情况下，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决裂并转到资产阶级方面，都是十分明显的事实。

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胜利了的工人阶级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时就说过：“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编者注］

 。现在，一个自以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出来说，已经全部组织起来并同资本进行“决战”的无产阶级，不应该把自己的阶级组织变成国家组织。恩格斯在1891年所说的“在德国已经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的“对国家的迷信” 
［注：同上，第22卷第228页。——编者注］

 ，就是考茨基在这里所暴露出来的东西。我们的这位庸人“同意”说：工人们，斗争吧（对这点资产者也“同意”，因为工人反正都在斗争，需要考虑的只是怎样把他们利剑的锋芒磨去），——斗争吧，但是不得胜利！不要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要用无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去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

谁真正同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承认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谁多少琢磨过这个真理，他就决不会说出这种荒谬绝伦的话来，说什么能够战胜金融资本的无产阶级组织不应当变成国家组织。正是在这一点上现出了小资产者的原形，小资产者正是认为国家“终究”是一种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东西。究竟为什么可以允许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去同那不仅统治着无产阶级而且统治着全体人民、全体小资产阶级、全体农民的资本进行决战，却不允许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把自己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呢？因为小资产者害怕阶级斗争，不能把它进行到底，直到实现最主要的东西。

考茨基说得乱了套，结果露出了马脚。你们看，他亲口承认，欧洲正去迎接资本同劳动的决战，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而这些方法恰恰就是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由此可见？……

考茨基不敢进一步去想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

……由此可见，只有反动派，只有工人阶级的敌人，只有资产阶级的走狗，才会在现时把脸朝着已经过去的时代，去描绘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侈谈纯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起来，曾经是进步的，当时是应该利用的。但是现在，对工人阶级来说，它已经不够了。现在不应该向后看，而应该向前看，应该用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如果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范围内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即训练和组织无产阶级大军，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那么，到了应该进行“决战”的时候，还把无产阶级限制在这种范围内，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成了叛徒。

考茨基陷入了特别可笑的窘境，因为他重复马尔托夫的论据，却没有觉察到马尔托夫的这个论据是以考茨基所没有的另一个论据为依据的！马尔托夫说（而考茨基则跟着他重复说），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由此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把苏维埃从斗争机关变为国家组织，为时尚早（应读作：在孟什维克领袖们帮助下，把苏维埃变成使工人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机关，倒是适时的）。而考茨基却不能直截了当地说欧洲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考茨基在1909年还没有成为叛徒的时候写道：现在不能害怕革命为时过早，谁因害怕失败而拒绝革命，谁就是叛徒。考茨基不敢直截了当地否认这一点。结果得出了一个把小资产者的极度愚蠢和极度怯懦暴露无遗的谬论：一方面，欧洲已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正在走向资本同劳动的决战；而另一方面，却不能把战斗组织（即在斗争中形成、发展和巩固起来的组织），即把被压迫者的先锋队、组织者和领袖无产阶级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

苏维埃作为战斗组织是必要的，但不应该变成国家组织，——这一思想在政治实践方面比在理论方面还要荒谬得多。甚至在没有革命形势的和平时期，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群众斗争，如群众罢工，也要引起双方极大的愤恨，激起不寻常的斗争热情，也会使资产阶级经常搬出他们的老一套，说什么我还是“一家之主”，而且还要当下去，等等。而在政治生活沸腾起来的革命时期，象苏维埃这种包括一切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以至全体士兵、全体劳动的贫苦的农村居民的组织，随着斗争的发展，由于简单的攻守“逻辑”，必然要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想采取中间立场，“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愚蠢的，一定要遭到可耻的破产。在俄国，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维克的说教已经遭到破产，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如果苏维埃稍微广泛地发展起来，能够联合并巩固起来，这样的说教也必然会遭到同样的破产。对苏维埃说，斗争吧，但不要亲自掌握全部国家政权，不要变成国家组织，这就是宣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和“社会和平”。要是以为在剧烈的斗争中，这种立场除了可耻的破产外还会有什么别的结果，那就很可笑了。脚踏两只船是考茨基一生的命运。在理论上，他假装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同意机会主义者，其实在实践上，他在一切重大问题（即一切同革命有关的问题）上都是同意机会主义者的。





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共和国

关于立宪会议和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是考茨基整本小册子的中心问题。他经常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这部著作满篇都在暗示布尔什维克“消灭了民主”（见上面引的考茨基的一段话）。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重要问题，因为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相互关系已经实际地摆在革命面前了。现在就来看看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怎样考察这个问题的。

他引用了我所写的发表在1917年12月26日《真理报》上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63—167页。——编者注］

 。这看来是考茨基拿着真凭实据来认真讨论问题的最好证明了。不过还是看看考茨基是怎样引用的吧。他没有说这个提纲有19条，没有说这个提纲既提出了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也提出了立宪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革命中的分歧有其历史的问题。所有这些，考茨基都避开不谈，他只简单地对读者说，“其中〈在这个提纲中〉有两条特别重要”：一、社会革命党发生分裂是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后，但在立宪会议召集以前（考茨基不说出这是提纲第5条）；二、一般说来，苏维埃共和国是比立宪会议更高的民主形式（考茨基不说出这是提纲第3条）。

就是这第3条，考茨基才完整地引用了它的一部分，即如下的论点：


　　“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
［注：附带说一下，考茨基多次引用了“痛苦最少地”过渡这几个字，显然是想来讽刺讽刺。可是他用的方法不中用，所以在几页之后，他就作假，把引文伪造成“无痛苦地”过渡！当然，用这种方法把荒谬的话加到论敌身上是不困难的。作假也能帮助回避论据的实质，即只有把全体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成为苏维埃），只有国家政权的中坚（无产阶级）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才有可能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考茨基省去了“通常”一词和这一条开头的一句话：“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



　　引了这几句话之后，考茨基就用妙不可言的讽刺口吻惊叹道：
　　“可惜，他们只是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才作出这个结论。从前谁也没有象列宁那样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



　　考茨基的书第31页上就是这样一字不差地写着的！这真是妙论！只有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才能这样伪造事实，使读者得到一种印象，好象布尔什维克关于更高类型的国家的一切议论，都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编出来的！！只有卖身给资产阶级或者（这完全是一样的）信赖帕·阿克雪里罗得而又把自己的情报员隐瞒不说的混蛋，才能说出这种卑鄙的谎话。

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回到俄国的第一天，即Ｉ917年4月4日，就当众宣读了我的提纲，指出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优越。后来我又屡次在出版物中，例如在论各政党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曾译成英文，1918年1月刊载于美国纽约《晚邮报》）[110]中，谈到这一点。不仅如此，1917年4月底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我党不能以后者为满足，党纲应该作相应的修改。[111]

既然如此，那么考茨基向德国读者断言，我曾激烈要求召集立宪会议，只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我才“贬低”立宪会议的荣誉和声望，——考茨基的这一花招该叫作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可以原谅这种行为呢？ 
［注：附带说一下：在考茨基的小册子中，这种孟什维克式的谎话是很多的！这是一个怀着仇恨的孟什维克写的诽谤性的小册子。］

 是考茨基不知道事实吗？真是这样，他为什么又要写到这些事实呢？他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说：我考茨基是根据孟什维克施泰因和帕·阿克雪里罗得这帮人的情报写的呢？考茨基是想佯装客观以掩盖他给那些不甘心于失败的孟什维克充当奴仆的事实。

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

我们就假定说，考茨基当时不愿意或不可能（？？）从他的情报员那里得到布尔什维克有关决议和声明的译文，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否以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为满足。我们就假定是这样，虽然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要知道，考茨基在他的书第30页上是直接提到过我1917年12月26日的提纲的。

考茨基是知道这个提纲的全部，还是只知道施泰因、阿克雪里罗得等人给他译出的那一部分？关于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前是否意识到、是否向人民说过苏维埃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根本问题，考茨基引用了第3条。但是考茨基绝口不谈第2条。

第2条是：


　　“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从1917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黑体是我用的）



　　为了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没有原则的人，说成“革命的机会主义者”（考茨基在书上一个地方用过这个说法，但不记得他是在讲什么问题时说的），考茨基先生把提纲直接提到“多次”声明这一点向德国读者隐瞒起来了！这就是考茨基先生所使用的渺小的、可怜的、卑鄙的手法。他就是用这种办法把理论问题避开了。

说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低于巴黎公社类型的或苏维埃类型的共和国，这对不对呢？这是问题的中心，而考茨基却避而不谈。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时所说的一切都被考茨基“忘记了”。他还“忘记了”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写给倍倍尔的信，这封信特别明白易懂地表达了跟马克思同样的思想：“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页。——编者注］



请看，这就是第二国际最卓越的理论家，他写了一本专著《无产阶级专政》，专门谈到了俄国，却闭口不谈俄国曾经直接地多次地提出过的比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国家形式的问题。这实际上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有什么区别呢？

（附带说一下：在这里，考茨基也是跟着俄国孟什维克跑的。在孟什维克中间，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各种引文”的人要多少有多少，然而从1917年4月至1917年10月，再从1917年10月至1918年10月，竟没有一个孟什维克作过一次尝试去研究一下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问题。普列汉诺夫也回避了这个问题。大概是只好默不作声吧。）

很明显，同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在主要问题即巴黎公社类型国家问题上却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人谈论解散立宪会议[112]，简直是对牛弹琴。只要在本书附录中把我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全文刊印出来就够了。从这个提纲中，读者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在1917年12月26日就已从理论上、历史上和政治实践上提出来了。

如果说考茨基作为理论家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那他作为历史学家也许会来考察苏维埃同立宪会议斗争的问题吧。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懂得怎样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仍将永远是无产阶级的财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即使作为历史学家也背离了真理，忽视了人所共知的事实，成了一个逢迎献媚的奴才。他想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没有原则的人，就说布尔什维克在解散立宪会议以前曾怎样试图缓和他们同立宪会议的冲突。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没有什么要否认的；现在我把提纲全文刊印出来，提纲上明显不过地写着：盘踞在宪会议中的动摇的小资产者先生们，或者是你们同无产阶级专政和解，或者是我们“用革命手段”战胜你们（提纲第18条和第19条）。

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对待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向来是这样，而且永远是这样。

考茨基是从形式上看立宪会议问题的。在我的提纲里曾多次明白地说过，革命的利益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见提纲第16条和第17条）。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考茨基也许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议会是某一个阶级的机关。但是现在考茨基需要（为了进行背弃革命的卑鄙勾当）忘记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不提出俄国立宪会议是哪个阶级的机关的问题。考茨基不分析具体环境，不愿看看事实，根本不向德国读者说：我的提纲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问题（提纲第1—3条），不仅谈到了使1917年10月中旬各党派提出的名单同1917年12月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具体条件（提纲第4—6条），而且谈到了1917年10—12月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提纲第7—15条）。我们根据这段具体历史得出了结论（提纲第14条）：“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实际上成了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及其帮凶的口号。

历史学家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历史学家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普选制有时产生小资产阶级的议会，有时产生反动的反革命的议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考茨基没有听说过，选举形式、民主形式是一回事，这个机构的阶级内容却是另一回事。立宪会议的阶级内容问题，在我的提纲中已经直接提出和解决了。也许我解决得不对。假使有人对我们的分析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那我们真是求之不得。考茨基本来就应该进行这种批评，而不应该去写那些十足的蠢话（这种话在考茨基的著作中很多），说有人在阻碍批评布尔什维主义。可是问题正在于考茨基没有进行这种批评。他甚至没有提出对苏维埃和立宪会议进行阶级分析的问题。因此，无法同考茨基展开争论或辩论，只好向读者表明，为什么只能把考茨基称为叛徒。

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的分歧有它的历史，这段历史，就连不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问题的历史学家也无法回避。考茨基连这段实际历史也不愿涉及。他对德国读者隐瞒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现在只有心怀恶意的孟什维克才隐瞒这个事实）：苏维埃即使在孟什维克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即在1917年2月底至10月，也是同“全国性的”机构（即资产阶级的机构）有分歧的。实际上，考茨基所持的观点是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妥协、合作；不管考茨基怎样否认，但他的这种观点终究是事实，他那一整本小册子就是证据。说不应该解散立宪会议，就等于说不应该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不应该推翻资产阶级，就是说，无产阶级应该同资产阶级调和起来。

为什么考茨基闭口不谈孟什维克在1917年2月至10月一直在干这种不体面的勾当并且毫无成就呢？如果能够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调和起来，为什么在孟什维克占统治地位时，这种调和竟未成功，资产阶级置身苏维埃之外，苏维埃被称为（被孟什维克称为）“革命民主”，而资产阶级被称为“有财产资格的人”呢？

考茨基对德国读者隐瞒了一件事实：正是孟什维克在自己的统治“时代”（1917年2—10月）称苏维埃为革命民主，从而承认苏维埃优于其他一切机构。正由于隐瞒了这一事实，历史学家考茨基才把事情说成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分歧没有它的历史，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恶劣行为无缘无故地一下子突然发生的。其实，正是孟什维克实行妥协政策、力图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的半年多的（对于革命，这是很长的时间）试验，使人民看清了他们的努力毫无所获，使无产阶级离开了孟什维克。

考茨基承认，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具有伟大前途的极好的战斗组织。既然这样，考茨基的整个立场也就象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了，象小资产者那种企图避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的幻想一样破灭了。因为整个革命是接连不断的斗争，而且是殊死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是代表所有被压迫者的先进阶级，它集中反映了全体被压迫者求解放的一切愿望。苏维埃是被压迫群众的斗争机关，它反映和表现这些群众的情绪以及他们的观点的改变，自然比其他任何机构迅速得多，完满得多，正确得多（这也就是苏维埃民主成为最高类型的民主的根源之一）。

苏维埃在1917年2月28日（俄历）至10月25日这段时间内，就召集了两次代表俄国大多数居民即代表全体工人和士兵以及十分之七八的农民的全俄代表大会，还不算许许多多各级地方的（县、市、省、区域的）代表大会。在这段时间内，资产阶级连一次代表大多数人的会议都没有召开过（除了那个显然伪造的、侮辱性的、引起无产阶级愤恨的“民主会议”[113]之外）。立宪会议反映的群众情绪以及政治划分情况，同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六月代表大会）[114]反映的完全一样。到召集立宪会议时（1918年1月），已经举行了苏维埃第二次（1917年10月）代表大会[115]和第三次（1918年1月）代表大会[116]，这两次代表大会十分清楚地表明：群众向左转了，革命化了，离开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就是说，他们脱离了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抛弃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转到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方面来了。

因此，单从苏维埃的表面的历史就可以看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必然性，看出立宪会议的反动性。但是考茨基坚持他的“口号”：让革命死亡吧，让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吧，只要“纯粹民主”繁荣昌盛就行了！只要公道得胜，哪怕世界灭亡！

下面就是俄国革命历史上各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简短总结：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代表人数

	
其中布尔什维克的人数

	
布尔什维克所占的百分比




	第一次（1917年6月3日）
	790
	103
	13％



	第二次（1917年10月25日）
	675
	343
	51％



	第三次（1918年1月10日）
	710
	434
	61％



	第四次（1918年3月14日）[117]
	1232
	795
	64％



	第五次（1918年7月4日）[118]
	1164
	773
	66％







只要看看这些数字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替立宪会议辩护，或者谈论（象考茨基那样谈论）大多数居民不拥护布尔什维克，在我们这里只能令人发笑。





苏维埃宪法

我已经说过，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的和必要的标志。就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时，也并没有事先说过要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专政的这个组成部分并不是依照某个政党的“计划”出现的，而是在斗争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历史学家考茨基当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不了解，当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妥协的人）在苏维埃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自己就已经同苏维埃分离，抵制它，同它对抗，对它施展种种阴谋。苏维埃是在没有任何宪法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成立了一年多（从1917年春至1918年夏）也还没有任何宪法。资产阶级痛恨被压迫者的这种独立的和万能的（因为是包括所有人的）组织，肆无忌惮、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地反对苏维埃，公开参加（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从米留可夫到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叛乱，——这一切造成了资产阶级被正式排除出苏维埃的结果。

考茨基听说过科尔尼洛夫叛乱，但是他竟大模大样地不顾历史事实，无视那决定专政形式的斗争进程、斗争形式。的确，既然讲的是“纯粹”民主，又何必管事实呢？因此，考茨基对取消资产阶级选举权的“批评”是那样地……天真，如果是一个小孩子，这种天真倒很可爱，但如果是一个尚未被公认为蠢才的人，这种天真就令人憎恶了。


　　“……如果资本家在普选制下落到了区区少数的地位，他们就会宁可顺从自己的命运”（第33页）……这不是说得很可爱吗？聪明的考茨基在历史上多次见过，并且根据对实际生活的观察也清楚地知道，有些地主和资本家是尊重大多数被压迫者的意志的。聪明的考茨基坚持“反对派”的观点，即议会内斗争的观点。他真是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的：“反对派”（第34页及其他许多页）。



　　啊，好一个博学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您该知道，“反对派”是和平斗争而且只是议会斗争的概念，就是说，是适合非革命形势的概念，是适合没有革命的情况的概念。在革命中所遇到的是内战中的无情的敌人，——象考茨基那样害怕内战的小资产者无论发出怎样的反动的悲叹，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当资产阶级进行种种罪恶活动时（凡尔赛派及其同俾斯麦勾结的例子，对于任何一个不是象果戈理小说中的彼特鲁什卡[119]那样对待历史的人来说，是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当资产阶级向外国求援并同它们一道进行反对革命的阴谋活动时，用“反对派”的观点来看残酷的内战问题，这真是笑话。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象“糊涂顾问”考茨基那样，昏头昏脑地把组织杜托夫、克拉斯诺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暴动并且付给怠工者千百万金钱的资产阶级，看作合法的“反对派”。啊，多么深刻的思想！考茨基只是对问题的形式方面法律方面感到兴趣，所以一读到他对苏维埃宪法发表的议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倍倍尔的一句话：法学家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考茨基说：“实际上，单把资本家变为无权的人是不行的。从法律上看，什么是资本家呢？有产者吗？甚至在德国这样一个经济非常进步、无产阶级人数极多的国家里，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也会使大量的人成为没有政治权利的人。1907年，在德意志帝国的农业、工业、商业三大部门中的从业人员及其家属，属于职员和雇佣工人这一类的约有3500万人，属于独立经营者这一类的有1700万人。可见，党在雇佣工人中间完全可以成为多数，但在全体居民中间则占少数。”（第33页）

这是考茨基的典型议论之一。这难道不是资产者反革命的抱怨吗？考茨基先生，您明明知道，俄国极大多数农民不雇佣工人，因而也没有被剥夺权利，您为什么把全体“独立经营者”都算作没有权利的人呢？这难道不是捏造吗？

您这位博学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引用您所熟悉的数字，1907年德国同一个统计材料里关于农业中各类农户使用雇佣劳动的数字呢？您为什么不把德国统计材料的以上数字给那些读您的小册子的德国工人看，让他们知道剥削者有多少，知道剥削者在“农户”总数中只占少数呢？

这是因为您的叛徒立场使您变成了一个纯粹是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

你们看，资本家原来是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于是考茨基在好几页上攻击苏维埃宪法的“专横”。这位“郑重的学者”容许英国资产阶级用几世纪的时间制定和周密制定新的（对中世纪来说是新的）资产阶级宪法，而对于我们俄国工人和农民，这位奴才科学的代表却不给任何期限。他要求我们在几个月内就制定出极其周密的宪法……

……“专横”！请想一想，这种责难暴露出他向资产阶级献媚已经卑鄙到了极点，他那种迂腐已经到了极其愚钝的地步。资本主义国家那班十足资产阶级的而且大部分是反动的法学家，在几百年或几十年中周密地制定了极其详尽的条规，写了几十本几百本的法律和法律解释来限制工人，束缚穷人的手脚，对人民中的每个普通劳动者百般刁难和阻挠，啊，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考茨基先生却不认为这是“专横”！这是“秩序”和“法制”！这里的一切都想得周到，规定得完备，目的是要尽量把穷人的血汗“榨干”。这里有成千上万的资产阶级的律师和官吏（考茨基根本不提这些人，想必是因为马克思非常重视打碎官吏机器吧……），他们能把法律解释得使工人和普通农民永远逃不出法网。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横”，这不是自私自利、卑鄙龌龊、榨取民脂民膏的剥削者的专政，绝对不是。这是一天比一天更纯粹的“纯粹民主”。

而当被剥削的劳动阶级，在因帝国主义战争而同国外兄弟们隔绝开来的情况下，在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号召受到资产阶级压迫、被他们弄得闭塞、愚钝的群众起来进行政治建设，并已亲自开始建设新的无产阶级国家，在炽热斗争的烈火中、在内战的烽火中开始拟定出没有剥削者的国家的基本原则的时候，所有的资产阶级恶棍，一帮吸血鬼，以及他们的应声虫考茨基，就大叫起“专横”来了！的确，这些无知的工人和农民，这班“小百姓”，怎能解释他们自己的法律呢？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得不到有学识的律师们的忠告，得不到资产阶级著作家的忠告，得不到考茨基之流和明哲练达的官吏的忠告，怎么会有正义感呢？

考茨基先生从我1918年4月28日的讲话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50—188页。——编者注］

 中引了一句话：“……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于是“纯粹民主派”考茨基推论道：


　　“……可见，每个选民会议大概都可以随意规定选举程序。专横和排除无产阶级内部那些不好办的反对派分子的可能性，也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第37页）



　　说这种话，同资本家雇用的文痞所谓群众在罢工时压迫“愿意做工的”勤勉工人这种叫喊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在“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下，由资产阶级－官吏决定选举程序，就不是专横呢？为什么起来同历来的剥削者作斗争的群众，在这场殊死斗争中受到教育和锻炼的群众，他们的正义感就一定赶不上一小撮受资产阶级偏见熏陶的官吏、知识分子和律师呢？考茨基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你们可别怀疑这位最可敬的家长、这位最正直的公民的真诚。他热烈地坚定地拥护工人的胜利和无产阶级革命。他只是希望甜蜜蜜的知识分子市侩和昏头昏脑的庸人在群众运动展开以前，在群众同剥削者作激烈斗争（绝对不要进行内战）以前，先制定出一个温和谨慎的革命发展章程……

我们这位极其博学的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120]义愤填膺地对德国工人说，1918年6月14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们开除出苏维埃。[121]义愤填膺的犹杜什卡·考茨基写道：“这个措施不是针对犯了某种罪行的某些个人……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没有提到苏维埃代表不受侵犯的问题。在这里，被开除出苏维埃的不是某些个人，而是某些政党。”（第37页）

是的，这的确可怕，这是不可容忍地背弃纯粹民主，而我们这位革命的犹杜什卡·考茨基是要按照这种民主的规则干革命的。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应该先保证萨文柯夫之流、李伯尔唐恩[122]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积极派”[123]）不受侵犯，然后再制定刑法，宣布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战争或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同德帝国主义者勾结起来反对本国工人的人“应受惩治”，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我们才有权根据这个刑法并依照“纯粹民主”把“某些个人”开除出苏维埃。不言而喻，通过萨文柯夫、波特列索夫、李伯尔唐恩之流或依靠他们的鼓动从英法资本家手里领取金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以及在乌克兰和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帮助之下从德国人那里得到枪械的克拉斯诺夫分子，在我们没有制定出正确的刑法以前就会乖乖地坐在那里，并且会象最纯粹的民主派那样仅限于从事“反对派”的活动……

苏维埃宪法剥夺“以取得利润为目的而使用雇佣工人”的人们的选举权，这也引起了考茨基同样强烈的义愤。他写道：“带一个学徒的家庭手工业者或小业主，他的生活和感情可能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但是他没有选举权。”（第36页）

这是怎样的背弃“纯粹民主”啊！这是怎样的不正义啊！固然，直到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并且用无数事实证明，小业主剥削雇佣工人是最不讲良心和最贪得无厌的，但犹杜什卡·考茨基所指的，当然不是小业主阶级（究竟是谁臆造出有害的阶级斗争理论？），而是某些个人，是那些“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剥削者。人们认为早已死去的著名的“节俭的阿格尼斯”，又在考茨基的笔下复活了。这位节俭的阿格尼斯是几十年以前“纯粹”民主派资产者欧根·李希特尔虚构出来传播于德国文坛的。他预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没收剥削者的资本将引起无法形容的不幸，他摆出一副天真的面孔问道，从法律上看，什么是资本家呢？他以被凶恶的“无产阶级专政者”剥夺得分文不剩的可怜的节俭的女裁缝（“节俭的阿格尼斯”）为例。有一个时期，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把纯粹民主派欧根·李希特尔的这个“节俭的阿格尼斯”引为笑谈。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倍倍尔还活着，他曾坦白直爽地说，我们党内有很多民族自由主义者[124]；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考茨基还没有成为叛徒。

现在，“节俭的阿格尼斯”又在“带一个学徒的、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小业主”身上复活了。凶恶的布尔什维克欺侮他，剥夺他的选举权。固然，在苏维埃共和国中，“任何一个选举大会”，象同一个考茨基所说的那样，可以允许同该工厂有关系的贫苦工匠参加，只要他（作为例外）不是剥削者，只要他真正是“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但是难道能够指望普通工人举行的既无秩序又无章程可遵循的（哎呀，真可怕呀！）工厂大会会有实际生活知识和正义感吗？与其去冒险，使工人有可能欺侮“节俭的阿格尼斯”以及“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工匠”，不如把选举权给一切剥削者，给一切雇用工人的人，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让那些受资产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欢迎 
［注：我刚才读了《法兰克福报》[125]（1918年10月22日第293号）的社论。这篇社论兴高采烈地转述了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内容。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十分满意。当然啦！一位同志从柏林写信告诉我，谢德曼之流的《前进报》在一篇专论[126]上说，它几乎对考茨基的每句话都赞同。恭喜恭喜！］

 的实行背叛的小人去痛骂我们的苏维埃宪法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吧。这样很好，因为这会加速和加深欧洲革命工人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韩德逊和拉姆赛·麦克唐纳之流的分裂，同社会主义的老领袖和老叛徒的分裂。

被压迫阶级的群众，他们的觉悟的忠诚的领袖革命无产者，一定会赞成我们。只要让这些无产者和这些群众了解了我们的苏维埃宪法，他们立刻会说：这才真正是我们的人，这才真正是工人政党，真正是工人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不象上述一切领袖们欺骗我们那样用改良的空话欺骗工人，而是认真同剥削者进行斗争，认真实行革命，真正为工人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既然苏维埃在一年的“实践”之后剥夺了剥削者的选举权，那就是说，苏维埃真正是被压迫群众的组织，而不是卖身给资产阶级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的组织。既然苏维埃剥夺了剥削者的选举权，那就是说，苏维埃不是小资产阶级同资本家妥协的机关，不是进行议会空谈（如考茨基、龙格和麦克唐纳之流的空谈）的机关，而是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同剥削者作你死我活斗争的机关。

一位消息灵通的同志几天前（今天是10月30日）从柏林写信告诉我：“这里几乎没有人知道考茨基的小册子。”我倒想建议我国驻德国和瑞士的大使不惜重金把他的书收购来，赠给觉悟的工人，让他们来声讨这个早已成了“发臭的死尸”的“欧洲的”（应读作：帝国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

考茨基先生在书末（第61页和第63页）伤心地说：“新理论〈他这样称呼布尔什维主义，不敢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分析〉竟在象瑞士这样的老民主国也找到了拥护者。”“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接受这个理论”，在考茨基看来，这是“不可理解的”。

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战争的严重教训使得革命群众愈来愈讨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了。

考茨基写道，“我们”向来是主张民主的，现在我们忽然又要抛弃它！

“我们”，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向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且科尔布之流早已公开这样说过。考茨基知道这一点，但他妄想向读者掩盖他已“回到”伯恩施坦和科尔布之流的“怀抱中”这一明显事实。

“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纯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看作神圣的东西。大家知道，1903年普列汉诺夫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直到他可悲地转到俄国谢德曼的立场上去以前）。当时他在通过党纲的党代表大会上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要时将剥夺资本家的选举权，将解散任何议会，如果这个议会成了反革命的议会。[127]只有这种观点才是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任何人即使从我上面引用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中都看得出来的。这显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中得出来的。

“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向人民发表过各国考茨基主义者喜欢发表的那种言论，他们向资产阶级献媚，迎合资产阶级议会制，讳言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只要求扩大这种民主，把这种民主贯彻到底。

“我们”对资产阶级说过：你们这些剥削者和伪君子高谈民主，同时却在各种场合百般阻碍被压迫群众参与政治。我们抓住你们的话，为了这些群众的利益，要求扩大你们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以便把群众训练好去进行打倒你们这些剥削者的革命。如果你们剥削者企图反抗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就会无情地镇压你们，把你们变成没有权利的人，不仅如此，还不给你们粮食吃，因为在我们无产阶级共和国中，剥削者将没有权利，将没有饭吃，因为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谢德曼式和考茨基式的社会主义者。

这就是“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说过的和还要说的话，这就是被压迫群众一定会拥护我们、同我们在一起，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一定会滚到叛徒的臭水坑去的原因。





什么是国际主义？

考茨基极端自信地认为自己是国际主义者，并自称为国际主义者。他宣布谢德曼之流是“政府派社会党人”。考茨基既然为孟什维克辩护（他没有公开说支持他们，但是在全力宣扬他们的观点），也就十分清楚地暴露出他的“国际主义”是哪一类货色了。考茨基不是孤立的一个人，而是在第二国际环境中必然产生的一个流派的代表（法国的龙格，意大利的屠拉梯，瑞士的诺布斯、格里姆、格拉贝和奈恩，英国的拉姆赛·麦克唐纳等），因此，我们来研究一下考茨基的“国际主义”是大有教益的。

考茨基强调孟什维克也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28]（这无疑是一张文凭，不过……是一张陈腐的文凭），并且把他所同意的孟什维克观点描述如下：

“……孟什维克想实现普遍媾和。他们想要各交战国接受没有兼并和赔款这个口号。依照这个观点，在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以前，俄国军队应当保持战备状态。布尔什维克却要求无论如何要立刻媾和，必要时准备单独媾和，他们力图强行实现这一点，于是加紧瓦解本来已经瓦解得很厉害的军队。”（第27页）考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不应该夺取政权，而应该满足于立宪会议。

总之，考茨基和孟什维克的国际主义就是：要求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实行改良，但在所有交战国没有接受没有兼并和赔款这个口号以前，继续支持这个政府，继续支持它所进行的战争。无论屠拉梯派也好，考茨基派（哈阿兹等）也好，龙格派也好，都屡次表示过这种观点，声称他们是主张“保卫祖国”的。

从理论上说，这完全是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划不清界限，这完全是在保卫祖国问题上的混乱观点。从政治上说，这是用市侩民族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是转到改良主义方面去，背弃革命。

从无产阶级观点看来，承认“保卫祖国”就是为现在的战争辩护，承认它是合理的。而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不论是在君主国或在共和国，也不管此刻敌军是在我国境内或在他国境内），所以承认保卫祖国实际上就是支持帝国主义的掠夺成性的资产阶级，就是完全背叛社会主义。在俄国，即使是在克伦斯基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战争也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进行这场战争的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以前沙皇同英法资本家订立的瓜分世界和掠夺他国的秘密条约，特别清楚地说明了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

孟什维克把这样一场战争称为防御战争或革命战争，就是卑鄙地欺骗人民，而考茨基赞成孟什维克的政策，就是赞成欺骗人民，赞成小资产者愚弄工人、把工人绑在帝国主义者的战车上来为资本效劳。考茨基实行典型的市侩庸人政策，以为提出口号就能改变事实，并向群众灌输这种荒谬思想。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部历史打破了这种幻想，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欺骗人民，过去和现在总是什么“口号”都提得出来的。问题是要考察他们的诚意，把他们的言论和他们的行动加以对比，不要满足于唯心主义的或骗人的空话，而要彻底弄清阶级现实。要使帝国主义战争不再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不能依靠骗子、空谈家或市侩庸人提出甜蜜的“口号”，而只有实际打倒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同战争有千丝万缕的（甚至千绳万索的）经济联系的阶级，只有真正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起来掌握政权。不然就无法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也无法摆脱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和平。

考茨基赞成孟什维克的对外政策，宣布这个政策是国际主义的、齐美尔瓦尔德派的政策，第一，这样他就充分表明了机会主义的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的腐朽（难怪我们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29]当时就同这个多数派划清界限了！），第二，——这也是最重要的——考茨基就从无产阶级立场转到了小资产阶级立场，从革命的立场转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

无产阶级争取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则争取在服从帝国主义的条件下用改良主义手段“改善”帝国主义，适应帝国主义。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例如在1909年写《取得政权的道路》的时候，他坚持的正是战争必然引起革命这一思想，说革命纪元正在临近。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直接而明确地指出，正是德英两个集团间的那种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果然在1914年爆发了）将引起无产阶级革命。可是当1918年战争引起了一些国家的革命的时候，考茨基却不去说明它们的必然性，不去周密思索和认真考虑革命的策略，考虑准备革命的方式和方法，反而把孟什维克的改良主义策略叫作国际主义。难道这不是叛徒行径吗？

考茨基赞扬孟什维克主张军队保持战备状态，责备布尔什维克加紧“瓦解”本来已经瓦解得很厉害的“军队”。这也就是赞扬改良主义，赞扬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责备革命，背弃革命。因为在克伦斯基统治下，保持战备状态，就等于保持而且确实保持了资产阶级（虽然是共和派资产阶级）指挥的军队。大家知道，而且事变的进程也明显地证实，这支共和派军队由于保留了科尔尼洛夫的军官而保持了科尔尼洛夫的精神。资产阶级的军官不能不是科尔尼洛夫式的，不能不倾向于帝国主义，倾向于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照旧保持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基础，保持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基础，在小处进行修补粉饰（“改良”），——孟什维克的策略归结起来实际上就是如此。

事情完全相反，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得“瓦解”军队，而且不这样做不行。因为军队是支持旧制度的最坚硬的工具，是维护资产阶级纪律、支持资本统治、保持并培养劳动者对资本的奴隶般的驯服和服从的最坚固的柱石。反革命派从来不容忍而且也不能容忍武装工人和军队并存。恩格斯说过：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18页。——编者注］

 武装工人是新军队的萌芽，是新社会制度的组织细胞。破坏这个细胞，不让它发展起来，——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第一个信条。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着重指出，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第一个信条就是打碎旧军队，解散旧军队，用新军队代替它 
［注：同上，第17卷第358页。——编者注］

 。一个上升到统治地位的新的社会阶级，如果不使旧军队完全解体（即反动的或胆小的市侩叫喊的所谓“瓦解”），不经历一个没有任何军队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法国大革命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时期），不逐渐建立起、在艰苦的内战中建立起新阶级的新军队、新纪律、新军事组织，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取得也不能巩固这种统治地位。历史学家考茨基从前是懂得这一点的。叛徒考茨基却忘记了这一点。

既然考茨基赞成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策略，他又有什么权利称谢德曼之流为“政府派社会党人”呢？孟什维克拥护克伦斯基，加入他的内阁，同样也是政府派社会党人。只要考茨基一提出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统治阶级的问题，他就绝对回避不了这个结论。然而考茨基避免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须提出的关于统治阶级的问题，因为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叛徒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德国的考茨基派、法国的龙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都这样推论说：社会主义是以各民族的平等、自由、自决为前提的，所以当我们国家遭到进攻或者敌军侵入我国领土时，社会主义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保卫祖国。从理论上看，这种推论或者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嘲弄，或者是骗人的遁词；而从政治实践上看，这种推论同那些对战争的社会性即阶级性，对革命政党在反动战争期间的任务连想也不会去想的十分无知的庄稼汉的推论是一样的。

社会主义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这是无可争辩的。而且社会主义一般是反对对人使用暴力的。但是，除了信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尔斯泰主义者[130]以外，谁也没有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反对革命暴力。可见，笼统地谈论“暴力”，而不分析那些区别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的条件，那就成了背弃革命的市侩，或者简直是用诡辩来自欺欺人。

对民族使用暴力的问题也是这样。一切战争都是对民族使用暴力，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者赞成革命战争。战争有阶级性——这就是摆在社会主义者（如果他不是叛徒）面前的基本问题。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两个集团为了瓜分世界、为了分赃、为了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就是这样估价战争的，事实也证实了这种估价。谁不这样看战争，他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如果威廉统治下的德国人或克列孟梭统治下的法国人说，既然敌人侵入我的国家，我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就有权利和义务保卫祖国，——如果这样说，这就不是社会主义者的推论，不是国际主义者的推论，不是革命无产者的推论，而是市侩民族主义者的推论。因为在这种推论中，工人反对资本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不见了，从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的角度对整个战争的估价不见了，就是说，国际主义不见了，剩下的只是偏狭的顽固的民族主义。我的国家受欺凌了，其他我一概不管——这就是这种推论的结论，这就是它的市侩民族主义的狭隘性。这正象一个人明明看见在对个人使用暴力，却说：社会主义是反对暴力的，因此，我宁可叛变，也不坐牢。

假如一个法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说，社会主义是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的，因此，敌人侵入我的国家，我就要起来自卫，——假如这样说，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因为这种人只看见自己的“国家”，把“本国的”……资产阶级看得高于一切，而不考虑使战争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使他的资产阶级成为帝国主义掠夺链条的一环的国际联系。

所有的市侩和愚昧无知的庄稼汉正是象考茨基派、龙格派、屠拉梯派等等叛徒那样推论的：敌人在我的国家，其余我一概不管。 
［注：社会沙文主义者（谢德曼、列诺得尔、韩德逊、龚帕斯之流等等）在战争期间根本不谈“国际”。他们认为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他们赞成本国的资产阶级的侵略政策。社会和平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市侩和平主义者）表现出种种“国际主义的”情感，奋起反对兼并等等，但实际上继续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这两类人的差别很小，正象凶言恶语的资本家和甜言蜜语的资本家的差别一样。］



社会主义者、革命的无产者、国际主义者的推论则不同：战争的性质（是反动战争还是革命战争）不取决于是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是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场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如果这场战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是说，是由帝国主义的、强暴的、掠夺成性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两个世界集团进行的战争，那么任何一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国的资产阶级）都成了掠夺的参加者，而我的任务，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厮杀惨祸的唯一出路。我不应该从“自己”国家的角度来推论（因为这是民族主义市侩这类可怜的笨蛋的推论，他不知道他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玩物），而应该从我参加准备、宣传和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推论。

这才是国际主义，这才是国际主义者、革命工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这也就是叛徒考茨基“忘记了”的常识。当考茨基从赞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俄国的孟什维克，法国的龙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德国的哈阿兹派）的策略转到批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时，他的叛徒行径就更加明显了。请看他的批评：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建筑在这种假设上面：这个革命将是全欧洲的革命的出发点；俄国的大胆创举将唤醒全欧洲的无产者起来斗争。既然这样假设，俄国的单独媾和将采取什么形式，这种媾和将给俄国人民造成多少苦难和领土损失〈原文为Verstümmelungen，词义是肢体残缺或残废〉，对民族自决将作出什么样的解释，当然都无所谓了。俄国能不能自卫，也是没有关系的。照这种观点看来，欧洲革命能最好地捍卫俄国革命，它一定会使旧俄境内各民族得到完全的和真正的自决。

将在欧洲实现社会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欧洲革命，也一定会帮助俄国消除经济落后对实行社会主义生产所造成的障碍。

只要俄国革命必然引起欧洲革命这个基本假设能够成立，所有这些都很合逻辑，很有根据。但是，如果欧洲革命不发生，又怎么办呢？

直到现在，这种假设还没有得到证实。于是人们责备欧洲无产者，说他们抛弃和出卖了俄国革命。这种责备简直是无的放矢，因为究竟是要谁来对欧洲无产阶级的行动负责呢？”（第28页）





　　往下考茨基不厌其烦地补充说，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曾不止一次地对他们所期待的革命的到来估计错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的策略建筑在期待“在一定时期内”发生革命上面（第29页），而布尔什维克却“把一切都押在全欧洲的革命这一张牌上”。我们故意摘引这样长的一段话，好让读者清楚地看到，考茨基怎样“巧妙地”篡改马克思主义，用卑鄙的反动的市侩观点偷换马克思主义。

第一，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加到论敌身上，然后加以驳斥，这是不大聪明的人使用的手法。如果布尔什维克真是把他们的策略建筑在期待其他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发生革命上面，那当然是愚蠢的。但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做过这样的蠢事。我在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中直接同这种愚蠢思想划清了界限，我说，我们指望美国革命，但并不指望它在一定时期内发生 
［注：见本卷第62页。——编者注］

 。我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131]论战的时候（1918年1—3月）不止一次发挥过这种思想。考茨基玩了一套卑劣的……十分卑劣的歪曲事实的把戏，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就是建筑在这套把戏上的。他把指望欧洲革命在较短时期内但不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策略，同指望它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策略搅和在一起。这是一个卑劣的、十分卑劣的捏造！

后一种策略是愚蠢的。前一种策略是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革命无产者和国际主义者必须采取的，其所以必须，因为只有这种策略才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估计战争在欧洲各国造成的客观形势，只有这种策略才符合无产阶级的国际任务。

考茨基用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可能犯但并没有犯的一种错误的小问题，偷换了关于整个革命策略的原则的大问题，从而安然无事地背弃了整个革命策略！

政治上的叛徒考茨基，在理论上甚至不能提出关于革命策略的客观前提的问题。

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第二个问题。

第二，如果欧洲有革命形势存在，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指望欧洲革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在有革命形势时和没有革命形势时是不可能一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真理。

考茨基要是提出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的问题，他就会看到，问题的答案必然是反对他的。在战前很久，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欧洲战争一定会造成革命形势。当考茨基还不是叛徒的时候，他在1902年（在《社会革命》一书中）和1909年（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都明确地承认过这一点。用整个第二国际的名义发表的巴塞尔宣言也承认了这一点。难怪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派（即动摇于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中派”）都象害怕洪水猛兽一样地害怕巴塞尔宣言中有关的声明！

可见，期待欧洲革命形势，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痴心妄想，而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意见。考茨基大谈布尔什维克“向来相信暴力和意志的万能”，以此来回避这个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正是用无聊的空话来遮盖他那避而不提革命形势问题的可耻行为。

其次，革命形势真正到来了没有呢？这个问题考茨基也没有能够提出来。经济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战争在各地造成的饥荒和经济破坏就意味着革命形势。政治事实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从1915年起，陈旧腐朽的社会党分裂的过程，无产阶级群众离开社会沙文主义领袖向左转，转到革命思想、革命情绪、革命领袖方面来的过程，在所有国家里清楚地显露出来了。

在1918年8月5日考茨基写他的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只有害怕革命、叛变革命的人才会看不见这些事实。现在呢，在1918年10月底，大家都看见，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在极迅速地发展。希望人家照旧把自己看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家”考茨基，竟成了十分近视的庸人（象马克思所讥笑的1847年的庸人一样），看不见日益迫近的革命！！

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第三个问题。

第三，在欧洲有了革命形势的情况下，革命策略有什么特点呢？变成了叛徒的考茨基害怕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的这个问题。考茨基象一个典型的庸人市侩或无知的农民那样推论：“全欧洲的革命”来到了没有呢？如果来到了，那他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正象现在有时混进取得了胜利的布尔什维克队伍里的坏蛋一样）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

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考茨基丝毫不懂得这个道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庸人和市侩的地方，在于他善于向无知的群众宣传正在成熟的革命必然到来，证明它的不可避免，说明它对人民的好处，帮助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

考茨基把谬论加到布尔什维克身上，说他们指望欧洲革命将在一定时期内到来，把一切都押在这一张牌上。这种谬论正是反对考茨基自己的，因为从他的话里正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欧洲革命在1918年8月5日以前到来，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就是正确的！考茨基提到的这个日子正是他写这本小册子的日子。而在8月5日过去几个星期以后，可以看出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正在到来，于是考茨基的全部叛徒行径，他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行为，他在用革命观点推论问题、甚至用革命观点提出问题方面的笨拙无能，就暴露得淋漓尽致了！

考茨基写道：有人责备欧洲的无产者叛变，这种责备简直是无的放矢。

考茨基先生，您错了！您拿镜子照一照，就会看到这个矢所对准的“的”究竟是谁。考茨基做出天真的样子，假装不知道，是谁在这样责备，这个责备又是什么意思。其实考茨基明明知道，是德国的“左派”，斯巴达克派[132]，即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在责备，而且现在还在这样责备。这种责备表示一种明确的认识：德国无产阶级扼杀芬兰、乌克兰、拉脱维亚、爱斯兰，也就是背叛了俄国的（和国际的）革命。这种责备首先和主要不是针对一向受压抑的群众，而是针对谢德曼和考茨基这类领袖，因为这些领袖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到群众中去进行革命鼓动、革命宣传和革命工作以克服群众的保守心理，因为这些领袖的活动实际上违反被压迫阶级群众中一直蕴蓄着的革命本能和革命倾向。谢德曼之流公开地、粗暴地、无耻地、多半是自私自利地出卖了无产阶级，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考茨基派和龙格派也是这样干的，不过他们犹豫动摇，畏首畏尾地看着当前的强者的脸色行事。考茨基在战争期间写的一切著作都不是支持和发扬革命精神，而是扑灭革命精神。

考茨基竟不了解，“责备”欧洲无产者出卖了俄国革命具有何等巨大的理论意义，尤其具有何等巨大的宣传鼓动意义，——这一点完全可以成为表明德国正式社会民主党的“中间”领袖象市侩那样愚钝的历史见证了！考茨基不了解，在德意志“帝国”的书报检查条件下，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党人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们，几乎只有通过这种“责备”，才能表示他们是在号召德国工人打倒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踢开这些“领袖”，摆脱他们那种使人愚钝、使人庸俗的说教，不管他们，不理会他们，越过他们，而走向革命，去进行革命！

考茨基不理解这一点。他怎么能理解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呢？难道能指望一个根本背弃革命的人会考虑和估量革命在一种最“困难”场合的发展条件吗？

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正确的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不是建筑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侩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只顾保卫“自己”祖国（自己的资产阶级的祖国）而其余一切都“无所谓”的狭隘民族主义愿望上面，而是建筑在对欧洲革命形势的正确的（在战前，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变节以前，是一致公认的）估计上面。这个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这个策略的正确已为巨大的成就所证实，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的布尔什维主义（这决不是由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功劳，而是由于世界各地群众对真正革命的策略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它提供了在具体内容、实际内容上有别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思想、理论、纲领和策略。布尔什维主义彻底粉碎了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韩德逊和麦克唐纳之流的陈旧腐朽的国际；这些人今后只会互相妨碍，步调不一，虽然他们梦想“统一”，使死尸复活。布尔什维主义为第三国际建立了思想基础和策略基础，这个国际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和真正共产主义的国际，它既估计到和平时代的成就，也估计到已经开始了的革命时代的经验。

布尔什维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普及到了全世界，把这个词先从拉丁文译成俄文，以后又译成世界各种文字，并且以苏维埃政权这个实例表明：甚至一个落后国家中最缺少经验、最缺少教育、最缺少组织习惯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能够在整整一年内，在极大的困难当中，在同剥削者（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支持的剥削者）作斗争中，保持住劳动者的政权，建立起比世界上以往的一切民主都高得多和广得多的民主，开始千百万工人农民在实际实现社会主义方面的创造活动。

布尔什维主义在实际上十分有力地促进了欧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这是迄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做到的。全世界工人日益清楚地看到，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的策略没有使他们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和给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充当雇佣奴隶的处境，这种策略不能成为供世界各国效法的典范；同时，全世界无产者群众日益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主义指出了摆脱战争惨祸和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典范。

不仅全欧洲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在成熟，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则帮助了它，加速了它，支援了它。这一切对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还不够吗？当然不够。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做出更多的事情来的。但是这一个国家，由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即使世界帝国主义通过德帝国主义同英法帝国主义的勾结，明天摧毁了俄国苏维埃政权，即使出现这种最坏最坏的情况，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也还是给社会主义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还是支持了不可战胜的世界革命的发展。





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为资产阶级效劳

上面已经说过，如果要名副其实，考茨基的书就不应该叫作《无产阶级专政》，而应该叫作《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的旧调重弹》。

孟什维克关于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旧“理论”，即孟什维克对马克思主义的旧歪曲（1905年被考茨基驳倒的歪曲！），现在又被我们这位理论家捡了起来。不管这个问题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枯燥无味，我们还是得谈一谈。

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俄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年以前都是这样说的。孟什维克用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他们得出结论说：可见，无产阶级不应该超出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范围，它应该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布尔什维克说，这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资产阶级力求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即用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方法改造国家，尽可能地保持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等等。无产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不让自己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束缚”。布尔什维克当时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力量对比是这样表述的：无产阶级联合农民，中立自由派资产阶级，彻底摧毁君主制、中世纪制度和地主土地占有制。

无产阶级联合一般农民，也就表现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一般农民就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小生产者。接着，布尔什维克当时就补充说，无产阶级联合全体半无产阶级（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中立中农，推翻资产阶级，这就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见我在1905年写的《两种策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一书，重新刊载于1907年彼得堡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中）。

1905年考茨基间接参加了这次争论[133]，他就当时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质问发表了实质上是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特别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刊物的讥笑。现在考茨基只字不提那时的争论（害怕他自己的话揭露他自己！），从而使德国读者根本无法了解问题的实质。考茨基先生在1918年不能告诉德国工人，他在1905年曾怎样主张工人同农民联合而不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合，他当时根据什么条件维护这种联合，他为这个联合拟定了什么纲领。

开了倒车的考茨基，现在却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自命不凡地谈论“历史唯物主义”，为让工人服从资产阶级的主张辩护，引证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言论，来反复解释孟什维克的陈旧的自由主义观点；引证是用来证明关于俄国落后的新思想的，而从这种新思想得出的却是旧结论，其精神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应该比资产阶级走得更远！这根本违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较1789—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所说的一切！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5—127页。——编者注］



谈到考茨基的“经济分析”的主要“论据”和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要指出，作者开头几句话就表现出思想的混乱或浅薄到了可笑的地步。

我们这位“理论家”一本正经地说：“直到现在，俄国的经济基础还是农业，而且正是小农生产。以此为生的居民约占4/5，甚至可能占5/6。”（第45页）第一，可爱的理论家，您想过没有，在这大批的小生产者中间究竟会有多少剥削者呢？当然，不超过总数的1/10，而在城市中还要少，因为城市的大生产较为发达。极而言之，假定五分之一的小生产者是剥削者，没有选举权，那也可以看出，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占百分之六十六的布尔什维克是代表大多数居民的。此外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大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直拥护苏维埃政权，就是说，基本上是全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拥护苏维埃政权，到1918年7月，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冒险进行暴动，原来的党也就发生分裂，另外组成了两个新党，即“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134]（组成这两个新党的，是一些著名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曾经由旧党推举出来担任国家要职，例如属于前一党的有扎克斯，属于后一党的有柯列加耶夫）。可见，考茨基自己就推翻了——无意中推翻了！——他所说的赞成布尔什维克的似乎是少数居民这种可笑的童话。

第二，可爱的理论家，您是否想过，小农生产者必然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呢？这个为欧洲全部现代史所证实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被考茨基恰巧“忘记了”，因为它把考茨基一再重复的孟什维克的全部“理论”打得粉碎！如果考茨基没有“忘记”这一点，他就不能否认在小农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

现在来看看我们这位理论家的“经济分析”的主要内容吧。

考茨基说，苏维埃政权是一种专政，这是无可争议的。“但这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呢？”（第34页）


　　“按照苏维埃宪法，在有权参加立法和管理的居民中间，农民占大多数。如果把那个被人们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贯彻下去，如果一般说来，一个阶级能够直接实现只有政党才能实现的专政，那它就会是农民专政。”（第35页）



　　善良的考茨基非常满意这个很深奥很机智的推论，于是就想挖苦一下，他说：“这样看来，痛苦最少地实现社会主义，似乎只有交给农民才有保证。”（第35页）我们这位理论家引用了半自由主义者马斯洛夫许多非常深奥的话，来极详细地证明一种新思想：对农民有利的是粮价高，是城市工人的工资低，等等。附带说一下，对于战后时期真正的新现象注意得愈少，这种新思想的叙述就愈是枯燥无味；这些现象就是：例如农民出卖粮食不是要钱而是要商品，农民的农具不够，而且花多少钱也买不到所需数量的农具。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特别讲到。

总之，考茨基责备布尔什维克，责备无产阶级政党，说它把专政、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事业交到小资产阶级农民手里了。妙极了，考茨基先生！据您的高见，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农民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的理论家想必是记起了“开口为银，闭口是金”的格言，觉得还是默不作声为妙。但是考茨基在下述推论中露出了马脚：


　　“苏维埃共和国刚成立时，农民苏维埃是全体农民的组织。现在这个共和国宣布，苏维埃为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组织。富裕农民失去了苏维埃的选举权。贫苦农民在这里被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的经常的、大量的产物。”（第48页）



　　多么厉害的讽刺啊！在俄国，从任何一个资产者的口里都可以听到这种讽刺，他们都幸灾乐祸，嘲笑苏维埃共和国公开承认贫苦农民的存在。他们嘲笑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居然嘲笑我国在四年毁灭性的战争之后还有贫苦农民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只有在叛变之风盛行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出来。再往下看吧：


　　“……苏维埃共和国干涉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的关系，不过不是用重分土地的办法。为了消除市民缺粮现象，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到农村，夺取富裕农民的余粮。这些粮食一部分给市民，一部分给贫苦农民。”（第48页）



　　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一想到这种办法会推行到大城市的郊区以外（现在这种办法在我国已推行到全国了），自然是愤慨得很。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带着庸人那种无与伦比的、令人叫绝的冷淡（或愚钝）态度，用教训的口吻说道：“……这种办法〈剥夺富裕农民〉只会把不安宁和内战这种新因素带进生产过程〈把内战带进“生产过程”，这真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而要使生产过程健全起来，又迫切需要安宁和安全。”（第49页）是的，是的，为了那些隐藏余粮、破坏粮食垄断法、使城市居民挨饿的剥削者和粮食投机者的安宁和安全，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当然是该叹息和流泪的。考茨基、亨利希·维贝尔（维也纳）、龙格（巴黎）和麦克唐纳（伦敦）之流先生们，都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我们都赞成工人阶级革命，只是……只是不要破坏粮食投机者的安宁和安全！而且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援引“生产过程”来掩盖这种为资本家效劳的卑鄙龌龊的行为……如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才是向资产阶级阿谀献媚呢？

请看我们这位理论家竟说了些什么。他责备布尔什维克把农民专政冒充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又责备我们把内战带进农村（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功绩），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往农村，去公开宣布实行“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帮助贫苦农民，剥夺投机者、富裕农民违反粮食垄断法而隐藏起来的余粮。

一方面，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张纯粹民主，主张革命阶级即被剥削劳动者的领袖服从多数居民（因而也包括剥削者在内）。另一方面，他反对我们，说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性的，其所以是资产阶级性的，是因为农民整个说来都站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面，同时他又自以为是在维护无产者的、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这不是“经济分析”，而是头等的混乱。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支离破碎的自由主义学说，是鼓吹向资产阶级和富农献媚。

这个被考茨基搅乱了的问题，布尔什维克早在1905年就完全阐明了。是的，当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是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的，是我们从1905年以来说过千百次的，我们从来没有试图跳过历史过程的这个必经阶段，也没有试图用法令把它取消。考茨基拼命想在这一点上“揭露”我们，结果只是揭露了他自己观点上的混乱，揭露了他害怕回忆起他在1905年还不是叛徒时所写的东西。

可是，在1917年，从4月起，即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在我们夺取政权以前很久，我们就已公开说过并向人民解释过：现在革命不能就此止步，因为国家前进了，资本主义前进了，经济破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而要求（不管谁愿不愿意）向前迈进，走向社会主义。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拯救备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就不能减轻被剥削劳动者的痛苦。

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财主、富农、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大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冒充博学，借口资产阶级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暗中为资产阶级进行反动的辩护，以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顺便指出，苏维埃所以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和最高类型，正因为它把工农群众联合起来，吸引他们参与政治，它是最接近“人民”（指马克思在1871年谈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时所说的“人民”）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207页。——编者注］

 、最灵敏地反映群众在政治上阶级上的成熟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晴雨表。苏维埃宪法不是按照什么“计划”写出的，不是在书斋里制定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强加给劳动群众的东西。不，这个宪法是在阶级斗争发展进程中随着阶级矛盾的成熟而成长起来的。正是考茨基所不能不承认的那些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起初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正是由于贫苦农民不开展、落后、无知，领导权才落到了富农、财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里。这是小资产阶级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只有考茨基那样的傻瓜或叛徒，才会认为这两种人是社会党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小资产阶级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动摇于资产阶级专政（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萨文柯夫）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因为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经济地位的根本特性，不能采取任何独立行动。顺便说一下，考茨基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他分析俄国革命时，用法律上形式上的“民主”概念，用帮助资产阶级掩盖它的统治、欺骗群众的“民主”概念来支吾搪塞，忘记了“民主”实际上有时表现资产阶级专政，有时表现服从这个专政的市侩的软弱无力的改良主义，等等。照考茨基看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资产阶级政党，有领导无产阶级大多数即无产阶级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但是没有小资产阶级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没有阶级根源，没有小资产阶级根源！

小资产阶级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动摇，启发了群众，促使他们的大多数、一切“下层”、一切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离开了这样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到1917年10月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占了优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内部的分裂加剧了。

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胜利意味着动摇的终结，意味着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完全破坏（这种土地占有制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没有破坏）。资产阶级革命由我们进行到底了。农民整个说来是跟着我们走的。他们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对抗，一时还不会显现出来。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显露出来。

这个过程在1918年夏秋两季得到了发展。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暴动唤醒了富农。富农暴动的浪潮遍及全俄国。贫苦农民不是从书本上，不是从报纸上，而是从实际生活中知道他们的利益同富农、财主、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能调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任何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反映了群众的动摇，并且正是在1918年夏天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跟捷克斯洛伐克军同流合污（在莫斯科举行暴动，普罗相占据了电报局，——占据了一小时！——向全国宣告布尔什维克已被推翻；后来，讨伐捷克斯洛伐克军的集团军总司令穆拉维约夫又实行叛变[135]，等等）；上面讲过的那一部分人仍然同布尔什维克在一起。

由于城市缺粮情况严重，粮食垄断问题（理论家考茨基在自己的经济分析中重弹十年前马斯洛夫的旧调，“忘记了”粮食垄断这件事！）变得愈来愈尖锐了。

地主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民主共和制的旧国家，常常把实际受资产阶级支配的武装队伍派到农村去。这是考茨基先生不知道的！他不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专政”，绝对不是！这是“纯粹民主”，尤其是资产阶级议会赞成这样做的时候！在1917年夏秋两季，阿夫克森齐耶夫、谢·马斯洛夫伙同克伦斯基、策列铁里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逮捕过土地委员会委员，这件事考茨基“没有听说过”，他对这件事实只字不提！

全部问题在于，通过民主共和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不能在人民面前承认这个国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不能说真话，不得不戴上假面具。

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则公开地直截了当地对人民说真话，声明它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并且正是用这样的真话把在任何民主共和制下都是受压抑的千百万新公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通过苏维埃吸引他们参与政治、民主和国家管理。苏维埃共和国从两个首都把一队队武装工人，首先是比较先进的武装工人，派到农村去。这些工人把社会主义带到农村，把贫苦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

凡是了解情况和到过农村的人都说，我国农村本身只在1918年夏秋两季才经历“十月”（即无产阶级）革命。转折点到了。富农暴动的浪潮被贫苦农民的奋起、“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发展所代替。在军队中，工人出身的政治委员、工人出身的军官、工人出身的师长和集团军司令多起来了。正当傻瓜考茨基被1918年的七月危机[136]和资产阶级的狂吠所吓倒，在资产阶级后面“使劲跟着跑”，写了一整本小册子，深信布尔什维克快要被农民推翻的时候，正当这个傻瓜把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退出看作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的范围“缩小了”（第37页）的时候，布尔什维主义拥护者的实际范围却在无限地扩大，因为千百万贫苦农民正在觉醒起来，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摆脱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的监护和影响。

我们失去的是几百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无气节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中的富农，得到的却是千百万贫苦农民 
［注：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1918年11月6—9日）上，有表决权的代表有967人，其中布尔什维克占950人，有发言权的代表有351人，其中布尔什维克占335人。加在一起，布尔什维克占总数97%。］

 。

在两个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一年以后，在这个革命的影响和帮助下，穷乡僻壤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了，它最终地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主义，最终地证明了国内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同布尔什维主义相对抗。

俄国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一起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最终地过渡到了社会主义革命，这时它分裂了农村，把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富农和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资产阶级。

假如两个首都和大工业中心的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未能把贫苦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去反对富裕农民，那就证明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农民仍旧是一个“整体”，就是说在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仍旧受富农、财主、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也就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要附带说一句，即使这样，也不能证明无产阶级不应该夺取政权，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了，只有无产阶级才为加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只有无产阶级才建立了苏维埃国家，它是继巴黎公社之后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步。）

另一方面，假如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未能等待农村的阶级分化，未能准备好这种分化并使之实现，在1917年10—11月就立刻试图“命令”在农村中进行内战或“实施社会主义”，而不同全体农民结成暂时的同盟（联盟），不向中农作一系列让步等等，那就是用布朗基主义[137]歪曲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少数人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那就是在理论上荒谬绝伦，不懂得全体农民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懂得在落后的国家里不经过许多过渡，不经过许多过渡阶段，就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考茨基在这个最重要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上把一切都弄乱了，而在实践上简直成了资产阶级的奴才，大叫大嚷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另一个极有意义极重要的问题，也被考茨基弄得同样混乱，甚至更加混乱。这个问题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改革这一极困难的也是极重要的社会主义改革方面的立法活动，在原则上是否提得正确，其次，实际进行得是否恰当？西欧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要是在看了最重要的文件之后对我们的政策提出批评，我们是感激不尽的，因为这样做，是对我们极大的帮助，也是对全世界正在成熟的革命的帮助。但考茨基不是进行批评，而是制造极大的理论混乱，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自由主义，在实践方面则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毫无根据的、恶毒的、庸俗的攻击。让读者来判断吧：


　　“大地产不能保持下去了。这是革命造成的。这是一看就很清楚的事情。不能不把大地产交给农民了……”（不对，考茨基先生，您用您认为“很清楚的事情”代替了不同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革命历史证明，资产者同小资产者即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执行的是保持大地产的政策。谢·马斯洛夫的法令和土地委员会委员的被捕[138]尤其证明了这一点。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农民”就战胜不了同资本家联合起来的地主。）“……但是这应当通过什么形式来实现，却没有一致的意见。可以设想不同的解决办法。〈考茨基最关心的是“社会党人”的“一致”，而不管自称社会党人的是谁。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基本阶级一定会有不同的解决办法，他却忘记了。〉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最合理的办法是把大企业收归国有，然后交给一直在这些企业里当雇佣工人的农民，由他们用协作社的形式经营这些大田庄。但是采取这个办法要有农业工人，而俄国没有农业工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大地产收归国有，然后把它分成小块租给少地的农民。这样也许还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考茨基仍象往常那样，用那套出名的办法来搪塞：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他把各种解决办法罗列出来，不去考虑——唯一现实地、唯一合乎马克思主义地考虑——在某种特殊条件下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应该是一些怎样的过渡。俄国有农业雇佣工人，但人数不多，至于苏维埃政权提出的怎样过渡到公社耕种制和协作社耕种制的问题，考茨基竟一字不提。但最可笑的是考茨基想把小块土地的出租看成有“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其实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口号，其中丝毫也没有“社会主义成分”。如果出租土地的“国家”不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而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考茨基一贯设想的正是这样的国家），那么出租小块土地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改革。对于苏维埃政权废除了一切土地私有制这一点，考茨基则默不作声。更有甚者，他还玩了一套难以置信的偷梁换柱手法，在摘引苏维埃政权的法令时，把最重要的地方丢掉。

考茨基声称：“小生产力求生产资料完全私有”，立宪会议会成为能够阻止分割土地的“唯一权威”（这种论断在俄国只会令人捧腹大笑，因为大家知道，工农认为只有苏维埃有权威，立宪会议已经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和地主的口号）。他接着说：

“在苏维埃政府颁布的第一批法令中，有一道法令规定：1．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2．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所有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到立宪会议解决了土地问题时为止。”

考茨基仅仅引了这两条就作出结论说：


　　“提到由立宪会议解决，这始终是一纸空文。实际上各乡农民可以任意处理土地。”（第47页）



　　请看，这就是考茨基的“批评”的范例！这就是十分近乎伪造的“科学”作品。他向德国读者暗示：布尔什维克在土地私有制问题上向农民投降了！布尔什维克让农民各自（“各乡”）任意处理土地了！其实，考茨基引用的1917年10月26日（俄历）颁布的第一道法令，不是两条，而是五条，外加“委托书”八条，其中并指出这份委托书“应该作为指南”。

法令第3条说：产业转“归人民”；必须编制“全部没收财产的清册”，并“用革命手段严加保护”。委托书中说：“永远废除土地私有权”；“经营水平高的农场所占的土地”“不得分割”；“被没收的土地上的全部耕畜和农具，视其大小和用途，无偿转归国家或村社专用”；“一切土地都归入全民地产”。

其次，在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的同时，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现在已纳入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编者注］

 。宣言第2条第1项说：“废除土地私有制”，“模范田庄和模范农业企业属于国家财产”。

可见，提到由立宪会议解决，并没有成为一纸空文，因为另一个在农民看来有无比巨大权威的全民代表机构负起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责任。

其次，1918年2月6日（19日）公布了土地社会化法令。这个法令重申废除一切土地私有制，把土地、全部私有农具和耕畜交给苏维埃当局支配，由联邦苏维埃政权进行监督。法令对支配土地的任务作了如下规定：


　　“减少个体经济，发展就节省劳动和产品来说更为有利的农业集体经济。以便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第11条第5项）



　　这个法令规定平均使用土地，同时对“谁有权使用土地”这一基本问题作了如下回答：
　　（第20条。）“为了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可以使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境内的地面的为：（一）用于文化教育方面：（1）国家即苏维埃政权（联邦、区域、省、县、乡、村等各级政权）机关。（2）社会团体（由地方苏维埃政权监督和批准）。（二）用于经营农业方面：（3）农业公社。（4）农业协作社。（5）农村团体。（6）单个家庭和个人……”



　　读者可以看出，考茨基完全歪曲了事实，他向德国读者介绍的俄国无产阶级国家的土地政策和土地法令已经面目全非了。一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基本问题，考茨基甚至提都提不出来！

这些问题就是：

（1）平均使用土地以及

（2）土地国有化。这两种办法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特别是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关系。

（3）共耕制是从分散的小农业到公共的大农业的过渡；苏维埃法令对这个问题的提法能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的要求？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下列两个基本事实：（一）布尔什维克在估计1905年的经验时（例如见我论第一次俄国革命中土地问题的著作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编者注］

 ）就曾指出平均使用土地的口号具有要求民主的进步意义、革命意义，1917年在十月革命前，又十分明确地说过这一点。（二）布尔什维克在通过土地社会化法令（平均使用土地的口号是这个法令的“灵魂”）时曾经十分明确地说：这不是我们的主张，我们不同意这个口号；但我们认为有责任通过这个口号，因为这是绝大多数农民的要求。而大多数劳动者的主张和要求应该由他们自己抛弃，因为这种要求既不能“取缔”，也不能“跳过”。我们布尔什维克要帮助农民抛弃小资产阶级口号，使他们能尽量迅速、尽量容易地从这种口号过渡到社会主义口号。

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想用自己的科学分析帮助工人革命，就必须回答下列问题：第一，平均使用土地的主张具有要求民主的革命意义，具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意义，这种说法是否正确？第二，布尔什维克投票通过（并十分忠实地遵守）平均使用土地的小资产阶级法令，这种做法是否正确？

考茨基甚至未能看出，从理论上说，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考茨基永远也无法否认平均使用土地的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具有进步意义和革命意义。这个革命只能到此为止。当这个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它就更加明显、更加迅速、更加容易地向群众暴露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解决办法的不足，必须超出这个范围，过渡到社会主义。

打倒了沙皇制度和地主的农民渴望平均使用土地，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阻止摆脱了地主、摆脱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农民去实现这种理想。无产者对农民说：我们要帮助你们达到“理想的”资本主义，因为平均使用土地在小生产者看来就是资本主义的理想化。同时我们要向你们指出这种办法的不足和过渡到共耕制的必要性。

要是看看考茨基怎样试图否认无产阶级对农民斗争的这种领导的正确性，倒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考茨基宁愿回避问题……

其次，考茨基公开欺骗德国读者，对他们隐瞒了这个事实：苏维埃政权在土地法令中把公社和协作社放在第一位，给了它们直接的优先权。

同农民一起，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同贫苦农民即同农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起，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而且这是唯一马克思主义的政策。

可是考茨基乱套了，连一个问题也提不出来！一方面，他不敢说无产者在平均使用土地问题上应该同农民分道扬镳，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是荒谬的（而且考茨基在1905年还没有成为叛徒的时候，曾明确而直接地坚持工农联盟是革命胜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他又以赞同的态度引用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自由主义庸俗言论，这位马斯洛夫“证明”小资产阶级的平等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是空想的和反动的，却不说小资产阶级争取平等、争取平均使用土地的斗争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点来看是进步的和革命的。

考茨基的观点混乱到了极点。请看，他（1918年）坚持认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他（1918年）要求不要超出这个范围！而同一位考茨基又认为把小块土地租给贫苦农民这种小资产阶级改革（即近乎平均使用土地）含有“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来说）！！

真是莫名其妙！

此外，考茨基还暴露出他和庸人一样不善于考虑一定政党的实际政策。他摘引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言论，却不愿意看到孟什维克党1917年的实际政策；当时孟什维克党同地主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坚持实行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坚持同地主妥协（证据就是土地委员会委员的被捕和谢·马斯洛夫的法令草案）。

考茨基没有看见，彼·马斯洛夫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平等是反动的和空想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掩盖孟什维克主张农民同地主妥协（即让地主欺骗农民）而不许农民用革命手段推翻地主的政策。

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

正是布尔什维克严格地估计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他们把前者进行到底，就为过渡到后者打开了大门。这是唯一革命的和唯一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考茨基枉费心机地重复着自由派的蹩脚的俏皮话：“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还没有在理论说服的影响下过渡到集体生产。”（第50页）

多么俏皮啊！

无论何时何地，一个大国的小农都没有受到无产阶级国家的影响。

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没有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用宣传、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手段援助贫苦农民的条件下，碰到过贫苦农民同富裕农民公开的阶级斗争以至国内战争。

无论何时何地，投机者和富人都没有在农民群众这样破产的情况下这样大发战争财。

考茨基重弹老调，搬弄那些旧道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任务连想也不敢想。

请问可爱的考茨基，如果农民缺乏经营小生产的工具，而无产阶级国家帮助他们取得集体耕种土地的机器，这难道是“理论说服”吗？———

现在来讲土地国有化问题。我国的民粹派分子，包括一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都否认我们实行的办法是土地国有化。他们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既然我们还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土地私有制的废除就是土地国有化。“社会化”一词不过是表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倾向、愿望和准备而已。

马克思主义者对土地国有化应采取什么态度呢？

考茨基在这里也是连理论问题都提不出来，或者是（这就更糟）故意回避问题，虽然从俄国文献中可以看出，考茨基知道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在土地国有、土地地方公有（将大田庄交给地方自治机关）和土地分配问题上早就有过争论。

考茨基硬说，将大田庄交给国家，然后分成小块租给少地的农民，这样就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这简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笑。我们已经指出，这里没有丝毫社会主义。不仅如此，这里也没有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考茨基的最大不幸是他听信了孟什维克的话。于是闹出了这样的笑话：考茨基为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辩护，责备布尔什维克妄想走向社会主义，同时自己又拿自由主义的改革冒充社会主义，而且不把这种改革进行到将土地占有方面的中世纪制度完全肃清！结果，考茨基也同他的孟什维克顾问一样，不是维护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维护害怕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

究竟为什么只把大田庄收归国有，而不把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呢？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用这种办法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旧东西（就是使革命最不彻底），最容易恢复旧东西。激进派资产阶级，即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资产阶级所提出的，却是土地国有的口号。

考茨基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差不多在20年前，曾写过一本论述土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杰作，他不会不知道马克思说过的话：土地国有正是资产阶级最彻底的口号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9页。——编者注］

 。考茨基不会不知道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同洛贝尔图斯的论战以及他的精彩说明，在这本书内，马克思特别清楚地指出了土地国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思上的革命的意义。

被考茨基不恰当地选为自己的顾问的孟什维克彼·马斯洛夫，曾认为俄国农民不会赞成全部土地（包括农民的土地在内）国有化。马斯洛夫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同他的“新奇”理论（这个理论重复着批评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批评家的意见），即否认绝对地租、承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或如马斯洛夫所说的“土地肥力递减事实”）的观点有联系的。

其实，早在1905年革命中就已经表露出，俄国大多数农民，无论村社社员或单独农户，都赞成全部土地国有化。1917年革命证实了这一点，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之后，它就实现了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没有企图（同考茨基对我们的凭空指责刚好相反）“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首先帮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农民思想家中最激进、最革命、最接近无产阶级的分子，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行了实际上是土地国有的办法。从1917年10月26日起，即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天起，俄国土地私有制就被废除了。

这就造成了从发展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是最好的基础（如果考茨基不背弃马克思学说，就不能否认这一点），同时也建立了对过渡到社会主义来说是最灵活的土地制度。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俄国的革命农民已经走到尽头，因为从这种观点看来，比土地国有、比平均使用土地“更理想”“更激进的”办法是不可能有的。正是布尔什维克，只有布尔什维克，完全是依靠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帮助农民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了。只是这样，布尔什维克才为促进和加速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作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由此可见，考茨基献给读者的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混乱思想，他指责布尔什维克不懂得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自己却暴露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闭口不谈土地国有化，同时把最不革命的（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当作“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这里已经接触到了上面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即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对过渡到共耕制的必要性认识得够不够。考茨基在这里又玩弄了一套近乎伪造的手法：他只是引证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关于向集体耕种制过渡的任务的“提纲”！我们这位“理论家”引了其中一条之后，就洋洋得意地嚷道：

“可惜得很，把某件事情宣布为任务，并不能使任务得到解决。在俄国，集体农业现在还只能是一纸空文。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还没有在理论说服的基础上过渡到集体生产。”（第50页）

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人象考茨基那样堕落到用文字骗人。他摘引“提纲”，而不提苏维埃政权的法令。他谈论“理论说服”，而不提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既掌握工厂，又掌握商品！1899年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谈到无产阶级国家拥有使小农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各种手段时所写的一切，被1918年的叛徒考茨基忘得干干净净。

当然，几百个由国家维持的农业公社和国营农场（即由国家出资、由工人协作社耕作的大农场）是很不够的。可是考茨基回避这个事实难道能够叫作“批评”吗？

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的土地国有化，最充分地保证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即便反革命的胜利会使土地国有化退到土地分配（关于这一点，我在论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年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内作了专门的分析）。此外，土地国有化为无产阶级国家在农业中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

总之，考茨基在理论上真是一塌糊涂，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则是向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卑躬屈膝。他的批评真是妙不可言！

考茨基对工业所作的“经济分析”是用下面这段妙论开场的：

俄国有资本主义大工业。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呢？“如果社会主义就是各个厂矿的工人把厂矿拿来当作自己的财产〈直译就是据为己有〉，以便每个工厂单独经营，那是可以这样设想的。”（第52页）考茨基补充说：“正是今天，8月5日，当我写这段话时，莫斯科报道了列宁8月2日的一篇讲话，说他在讲话中提到：‘工人牢牢地掌握着工厂，农民决不会把土地交给地主。’ 
［注：见本卷第25页。——编者注］

 ‘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这个口号，从来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口号。”（第52—53页）

我们把这段议论全部抄下来，好让从前尊敬过考茨基的（而且尊敬得有道理的）俄国工人亲自看看投降资产阶级的叛徒所使用的手法。

真难以设想，8月5日俄国已经有了许多关于工厂国有的法令，而且没有一个工厂被工人“据为己有”，所有工厂都归共和国所有，可是在这个8月5日，考茨基竟用明显的欺骗手法来解释我的讲话中的一句话，想使德国读者相信俄国把工厂交给了一个个工人！接着考茨基在好几十行里喋喋不休，说不能把工厂交给单个工人！

这不是批评，而是资本家雇来诬蔑工人革命的资产阶级奴仆所使用的手法。

工厂应该交给国家，或者交给地方自治团体，或者交给消费合作社，——考茨基再三这样说，最后他补充道：


　　“在俄国，人们现在也试图走这条道路……”现在！！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指8月吗？为什么考茨基不能请他的施泰因、阿克雪里罗得或俄国资产阶级的其他朋友哪怕译出一个工厂法呢？“……在这方面走了多远，现在还看不出来。无论如何，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一方面，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但是这一方面现在还完全处于朦胧状态。法令并不缺……〈因此考茨基忽视了或对读者隐瞒了法令的内容！〉可是关于这些法令实施的情况，却缺乏可靠的消息。没有全面的、详尽的、可靠的、报道迅速的统计，社会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的。苏维埃共和国至今还不能建立这样的统计。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它的经济活动的消息极为矛盾，而且根本无从核对。这也是实行专政和压制民主的结果之一。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第53页）





　　历史竟然被写成这样！考茨基从资本家和杜托夫分子的“自由”报刊上会得到关于工厂交给工人的消息……这个超阶级的“郑重的学者”真是妙不可言！无数的事实证明工厂只是交给共和国，管理工厂的是苏维埃政权设立的、主要由工会选出的工人参加的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可是考茨基对这些事实一个也不愿意提起。他象套中人那样顽固，口口声声说：给我和平的民主，没有内战、没有专政而有很好的统计（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统计机关，吸收了俄国所有的优秀的统计人材，当然，要很快得到理想的统计，还是不可能的）的民主。总之，考茨基要求的是没有革命的革命，没有激烈斗争的革命，没有暴力的革命。这同要求在罢工时工人与雇主双方都不要有狂热的冲动一样。请把这种“社会主义者”同庸俗的自由主义官僚区分区分看！考茨基根据这种“实际材料”，也就是以极端蔑视的态度故意避开无数事实，得出“结论”说：


　　“俄国无产阶级在苏维埃共和国得到的真正实际果实（不是法令），是不是会比它从立宪会议——后者也同苏维埃一样，大多数代表是社会党人，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得到的多些，这是很值得怀疑的。”（第58页）



　　这不是妙得很吗？我们奉劝考茨基的信徒们把这段名言拿到俄国工人中间广为传播，因为这是考茨基提供出来说明他在政治上堕落的最好不过的材料。工人同志们，克伦斯基也曾是“社会党人”，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历史学家考茨基只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据为己有”的那个称号。至于证明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克伦斯基时期支持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和抢劫行为的事实，历史学家考茨基是连听也不愿意听的；至于正是这些帝国主义战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英雄们在立宪会议中占了多数的事实，考茨基则很谦虚地隐讳不谈了。这还叫作“经济分析”呢！……最后还举一个“经济分析”的范例：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9个月，不仅没有推广普遍福利，反而不得不说明发生普遍贫困的原因。”（第41页）



　　立宪民主党人已经让我们听惯了这种议论。俄国资产阶级的走狗都说：9个月过去了，你们拿出普遍福利来吧，就是说要在四年毁灭性战争之后，在外国资本从各方面支持俄国资产阶级的怠工和暴动的时候拿出普遍福利来。考茨基和反革命资产者实际上绝无差别，丝毫没有差别。用“社会主义”作招牌的甜言蜜语，不过是在重述俄国科尔尼洛夫分子、杜托夫分子和克拉斯诺夫分子露骨地、直截了当地、毫不掩饰地说出来的话。上面这些，是我在1918年11月9日写的。当天午夜得到了从德国传来的消息，说已经开始的革命首先在基尔和北方沿海一带的其他城市取得胜利，那里的政权已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随后在柏林取得胜利，那里的政权也转到苏维埃手中了。[139]

本来还要给这本论述考茨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小册子写个结束语，现在也就多余了。





	　　尼·列宁1918年11月10日















　　附录一

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140]





　　附录二

王德威尔得论国家的新书

我读了考茨基的这本书之后，才看到王德威尔得的《社会主义反对国家》一书（1918年巴黎版），禁不住要把两本书作个比较。考茨基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思想领袖；王德威尔得是社会党国际局主席，是第二国际的正式代表人物。两人都反映了第二国际的彻底破产，两人都用马克思主义词句作掩饰，以老练的记者的圆滑手腕“巧妙地”掩盖这种破产，掩盖自己破产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事实。前者特别清楚地表明德国机会主义的典型特点，即笨拙，好发空论，粗暴地伪造马克思主义，其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一概砍掉。后者典型地表现了在罗马语国家——在相当程度内可以说是在西欧一带（就是说：德国以西一带）——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特点，即比较圆滑，不那样笨拙，比较精巧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所用的基本手法则与前者相同。

他们两人都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只是王德威尔得对第一个问题谈得多些，考茨基对第二个问题谈得多些。他们两人都抹杀这两个问题极其紧密而不可分割的联系。两人口头上都是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都是叛徒，都是尽力回避革命。两人都丝毫没有那种贯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著作中的东西，丝毫没有那种把真正的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的面目全非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的东西，就是说，他们丝毫没有说明革命的任务不同于改良的任务，革命的策略不同于改良主义的策略，无产阶级消灭雇佣奴隶的体系或秩序、制度这种作用，不同于“大”国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那里分享一点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超额利润和额外赃物这种作用。

现在我们举出王德威尔得几个最重要的论断来证实我们的看法。

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非常热中于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他同考茨基一样，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除了资产阶级完全不能接受的以外，除了把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区别开来的以外，什么都引用。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话，引了不知多少，因为这一点已被他们的实践纳入纯议会斗争的范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认为必须对部分过时的《共产党宣言》加以补充，即说明这样一个真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应当打碎这个机器。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05页。——编者注］

 关于这一点，他却一字不提！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不约而同闭口不谈的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经验中最重要的东西，恰恰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改良区别开来的东西。

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谈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拒绝这个专政。考茨基通过粗暴的伪造来干这件事。王德威尔得则用比较巧妙的手法来干同样的勾当。他在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这一节即第4节中，专门用（ｂ）分节阐述了“无产阶级的集体专政”问题，“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再说一遍：他恰恰把最主要的地方，即讲到打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机器的地方丢掉了），并作出结论说：


　　“……社会主义者通常是这样想象社会革命的：建立新的公社，但这次将是获得胜利的公社，并且不是在一个地方获得胜利，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各个主要中心获得胜利。这是一个假设；但这个假设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因为目前已经看得很明显，许多国家在战后时期必将发生空前的阶级对抗和社会动荡。

不过，如果说巴黎公社的失败——俄国革命的困难更不用说了——证明了什么，那就是：在无产阶级没有充分作好准备来利用那由于情势的发展可能落到自己手里的政权以前，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第73页）





　　涉及问题实质的，仅此而已！这就是第二国际的领袖和代表人物！1912年，他们签署了巴塞尔宣言，在宣言中直接谈到后来在1914年爆发的那种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明确宣告这种革命将要到来。但是，当战争已经发生、革命形势已经形成的时候，他们，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却开始拒绝革命了。请看，巴黎公社类型的革命只是一种并非不可思议的假设！这同考茨基关于苏维埃在欧洲可能起的作用的论断毫无二致。

但是要知道，一切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都是这样说的，他们现在一定会同意说：新的公社“并非不可思议”，苏维埃将起很大的作用，等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自由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应该分析的正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作为国家的新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对这个问题作过许多详细的说明，王德威尔得对它们却一概不提。

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实践家和政治家应当说明，现在只有社会主义叛徒才会拒绝下列任务：阐明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类型的，苏维埃类型的，或者什么第三种类型的）的必要性，说明作好进行这种革命的准备的必要性，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驳斥反对革命的市侩偏见等等。

无论考茨基或王德威尔得都根本不做这样的事情，这正是因为他们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希望在工人中间保持他们的社会主义者声誉和马克思主义者声誉的叛徒。

我们从理论上来提出问题。

即使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也不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考茨基知道、承认并赞成这个真理，但是……但是他避开最根本的问题：当无产阶级争得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它究竟应当镇压哪个阶级，为什么要镇压，用什么手段镇压。

王德威尔得知道、承认、赞成并引证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他的书第72页），但是……他只字不提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一“不愉快的”（对资本家先生们）问题！！

王德威尔得也同考茨基一样，完全回避了这个“不愉快的”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叛徒行径之所在。

王德威尔得也同考茨基一样，是用折中主义代替辩证法的大师。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总和”（见李特列编的词典——没说的，真是渊博的著作！——王德威尔得的书第87页），另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政府”（同上）。王德威尔得摘抄这个渊博的庸俗论调，称赞这种论调，把这种论调和马克思的言论放在一起。

王德威尔得说，“国家”一词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和通常的含义不同。因此可能产生“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国家，并不是广义的国家，不是作为管理机关、作为社会共同利益（intérets généraux de la société）的代表的国家，而是作为国家政权的国家，是作为权威机关的国家，是作为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国家。”（王德威尔得的书第75—7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到消灭国家时，指的只是后一种含义的国家。“……过于绝对的论断，会有不确切的危险。在以单独一个阶级的统治为基础的资本家国家和以消灭阶级为目的的无产阶级国家之间，有许多过渡阶段。”（第156页）

请看，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手法”，它同考茨基的手法只是稍微有点不同，实质上则完全一样。辩证法否认绝对真理，是要阐明历史上对立物的更迭和危机的意义。折中主义者不愿意要“过于绝对的”论断，为的是暗中贯彻他们那种市侩庸人的愿望：用“过渡阶段”代替革命。

作为资本家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和作为无产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之间的过渡阶段，恰恰就是推翻资产阶级、摧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对于这一点，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都默不作声。

资产阶级专政应由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来代替，革命的各个“过渡阶段”之后将是无产阶级国家逐渐消亡的各个“过渡阶段”，这一点，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都一笔勾销了。

这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叛徒行径。

这也就是在理论上哲学上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辩证法是具体的和革命的，它把一个阶级专政向另一个阶级专政的“过渡”，同无产阶级民主国家向非国家（“国家的消亡”）的“过渡”区分开来。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的折中主义和诡辩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抹杀了阶级斗争中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东西，提出了“过渡”这个一般概念来掩盖（现代十分之九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都借此掩盖）背弃革命的行为！

王德威尔得作为一个折中主义者和诡辩家，比考茨基巧妙，精细，因为用“从狭义国家向广义国家的过渡”一语，可以避开任何革命问题，可以避开革命和改良的一切区别，甚至可以避开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区别。因为，有哪一个受过欧式教育的资产者会想到“一般地”否定这种“一般”意义的“过渡阶段”呢？

王德威尔得写道：“我同意盖得的意见，如果不预先实现下列两个条件，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是不可能的：

1．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办法，把现在的国家即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变成门格尔所说的劳动的人民国家。

2．把作为权威机关的国家和作为管理机关的国家分开，或者象圣西门所说的，把对人的管理和对物的管理分开。”（第89页）

王德威尔得把这段话加上了着重标记，来特别强调这些论点的意义。其实这是最纯粹的折中主义的糊涂观念，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决裂！要知道，“劳动的人民国家”一语，不过是19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标榜的、而被恩格斯斥责为无稽之谈的“自由的人民国家”的旧调重弹。“劳动的人民国家”的说法是标准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词句，是以非阶级概念代替阶级概念。王德威尔得把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同“人民”国家相提并论，而没有觉察到这只能造成糊涂观念。从考茨基的“纯粹民主”得出的同样是糊涂观念，同样是站在市侩的反革命的立场上，忽视阶级革命的任务，忽视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的任务，忽视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国家）的任务。

其次，只有在任何国家都消亡了的时候，对人的管理才会消失而让位给对物的管理。王德威尔得用这种比较遥远的未来，去掩盖和冲淡明天的任务——推翻资产阶级。

这种伎俩还是等于替自由派资产阶级效劳。自由主义者同意谈谈对人用不着管理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形。为什么不能沉醉于这种无害的空想呢？至于无产阶级镇压抗拒剥夺的资产阶级的反抗，那就闭口不谈了。这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要求的。

“社会主义反对国家”。这是王德威尔得恭维无产阶级。恭维是不难的，任何一个“民主主义”政治家都善于恭维自己的选民。但掩藏在“恭维”下面的是反革命的反无产阶级的内容。

王德威尔得详细地转述了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的言论[141]，说在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文明的、冠冕堂皇的外表下掩藏着多少欺骗、暴力、收买、谎言、伪善以及对贫民的压制。但是，王德威尔得并没有从中得出结论。他看不出，资产阶级民主镇压被剥削劳动群众，而无产阶级民主则要镇压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都是瞎子。这些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叛徒是跟着资产阶级跑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他们避开这个问题，隐瞒这个问题，或者公然否认这种镇压的必要性。

市侩折中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诡辩术反对辩证法，庸俗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书应该用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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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是为批判卡·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而写的。



1918年8月，在柏林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杂志刊登了考茨基号召各国社会民主党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文章：《是民主呢还是专政》。列宁在同年9月20日的《真理报》上看到此文的摘要后，立即给苏维埃共和国驻欧洲国家的三个使节——在柏林的阿·阿·越飞、在伯尔尼的扬·安·别尔津和在斯德哥尔摩的瓦·瓦·沃罗夫斯基——写信，提出了对考茨基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作斗争的任务。列宁请他们在考茨基关于专政的小册子出版后立即给他寄一本来，同时寄来考茨基写的所有涉及布尔什维克的文章。



10月初，列宁读了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后，立即动手写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在这部著作脱稿之前，列宁为了尽快占领阵地，又于10月9日用同一题目写了一篇文章（见本卷第102—111页），发表在10月11日《真理报》上，并指示越飞、别尔津和沃罗夫斯基尽快把这篇文章译成外文发表。列宁的这篇文章译成德文后，于1918年和1919年分别在伯尔尼和维也纳发表；1919年译成意大利文在米兰发表。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于1918年11月10日写成，12月在莫斯科出版。1919年用外文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出版。——229。



[97]《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г》）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229。



[98]《共产党人》杂志（《Коммунист》）是列宁创办的，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资助杂志的格·列·皮达可夫、叶·波·博什共同出版，尼·伊·布哈林参加了杂志编辑部。杂志于1915年9月在日内瓦出了一期合刊，其中刊载了列宁的三篇文章：《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个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和《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曾打算把《共产党人》杂志办成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机关刊物。可是在杂志筹办期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布哈林、皮达可夫、博什之间很快就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杂志创刊以后，分歧愈益加剧。这些分歧涉及对民主要求的作用和整个最低纲领的作用的估计。根据列宁的提议，《共产党人》杂志只出这一期就停刊了。——229。



[99]指《社会主义与战争》。



《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是列宁为筹备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而写的一本小册子。参加写作的有格·叶·季诺维也夫。这本小册子在1915年9月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前夕用俄文和德文出版，并分发给了与会代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以后，小册子用法文在法国出版，并用挪威文在挪威左派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上全文刊载。列宁当时还曾试图用英文在美国出版。



1918年，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出版了这本小册子。——229。



[100]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230。



[101]1914年8月4日这一天，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德国帝国国会表决军事预算时投了赞成票，这意味着该党完全背叛了1912年《巴塞尔宣言》所阐明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242。



[102]辉格党和托利党是英国的两个政党，产生于17世纪70—80年代。



辉格党起初代表大商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已经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利益，19世纪中叶起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与其他政治团体合并后，组成英国自由党。



托利党代表大地主和英国教会上层僧侣的利益，同时也依靠中、小僧侣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它维护旧的封建传统，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19世纪中叶，在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



辉格党和托利党曾在英国轮流执政。——246。



[103]犹大之吻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犹大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出卖耶稣的叛徒。他按照事先的约定，当着犹太教大祭司派来捉拿耶稣的兵丁亲吻耶稣，装作请安，于是那些兵丁就认出并逮捕了耶稣。后来，犹大之吻便成为虚伪的亲热的代用语。——246。



[104]德雷福斯案件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幅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247。



[105]指英国资产阶级血腥镇压1916年爱尔兰争取摆脱英国统治的起义一事。在这一事件中，几乎全部起义领袖包括身受重伤的詹姆斯·康诺利都被枪决，一般参加者则被大批驱逐出国。



阿尔斯特是爱尔兰的东北部分，居民以英格兰人为主；阿尔斯特的军队曾和英国军队一起镇压了爱尔兰人民的起义。——247。



[106]夏洛克是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一个残忍冷酷的高利贷者。他曾根据借约提供的权利，要求从没有如期还债的商人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250。



[107]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256。



[108]指《四月提纲》。列宁于1917年4月4日（17日）先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然后又在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孟什维克代表联席会议上宣读了这个提纲。同年4月7日（20日）《真理报》发表了这个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13—116页）。——260。



[109]熊的帮忙意为帮倒忙，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寓言说，一个隐士和熊做朋友，熊热心地抱起一块大石头为酣睡的隐士驱赶鼻子上的一只苍蝇，结果把他的脑袋砸成了两半。——260。



[110]指列宁的小册子《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89—204页）。这本小册子曾用英文刊载于1918年1月15日美国《晚邮报》和1917年11—12月《阶级斗争》（美国社会党左翼的杂志）第4期，并出版了单行本。



《晚邮报》（《The Evening Post》）是美国资产阶级报纸，1801年起在纽约出版，1801—1832年称《纽约晚邮报》，现称《纽约邮报》。——267。



[111]指俄共（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列宁起草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07—408页）。——267。



[112]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于1917年6月14日（27日）宣布立宪会议选举定于9月17日（30日）举行。8月9日（22日），临时政府又把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让小资产阶级群众通过自身经验来消除资产阶级立宪幻想的方针。10月27日（11月9日），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917年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开幕。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穆斯林代表也退出了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269。



[113]指全俄民主会议。



全俄民主会议是根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召开的，1917年9月14—22日（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维埃、工会、陆海军组织、合作社和民族机关等方面的代表共1582人。这次会议是为解决政权问题而召开的。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妥协主义政党领导人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他们便伪造民主会议，企图以此代替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建立新的联合临时政府，使政权继续留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竭力压缩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名额，而扩大各小资产阶级组织和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名额，从而使自己在会上占了多数。例如城市自治机关在会上有300名代表，地方自治机关有200名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合作社有120名代表，而代表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只有230名代表。他们力图把国家纳入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轨道，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9月20日（10月3日），民主会议主席团通过了成立常设机关——预备议会以履行民主会议职能的决定。这是企图造成俄国已经建立了议会制度的假象。而根据临时政府批准的条例，预备议会仅仅是它的谘询机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根据列宁的建议，不顾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等人的反对，作出了退出预备议会的决定，并在10月7日（20日）预备议会开幕那天宣布退出。预备议会于10月25日（11月7日）被赤卫队解散。——272。



[114]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6月3—24日（6月16日—7月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90名，代表305个工兵农代表联合苏维埃，53个区、州和省苏维埃，21个作战部队组织，8个后方军队组织和5个海军组织。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联盟和支持它的一些小集团，当时在苏维埃中占少数的布尔什维克只有105名代表。列宁在会上就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和战争问题发表了讲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会上号召加强军队纪律、在前线发动进攻、支持临时政府，并试图证明苏维埃不能掌握政权。布尔什维克充分利用大会讲台揭露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策略，对每个主要问题都提出并坚持自己的决议案。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下，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支持临时政府，赞成前线的进攻，反对政权转归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了由320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绝大多数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272。



[115]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0月25—27日（11月7—9日）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举行，有一些县和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根据代表大会开幕时的统计，到会代表共649人，按党派分，有布尔什维克390人，社会革命党人160人，孟什维克72人，统一国际主义者14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6人，乌克兰社会党人7人。



代表大会于10月25日（11月7日）晚10时40分开幕。当时赤卫队、水兵和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正在冲击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列宁因忙于领导起义，没有出席大会的第一次会议。被选进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有列宁、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尼·瓦·克雷连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14名布尔什维克，还有波·达·卡姆柯夫、弗·亚·卡列林、玛·亚·斯皮里多诺娃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1名乌克兰社会党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主席团，他们把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称为阴谋，要求与临时政府谈判建立联合政府。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崩得分子在断定代表大会的多数支持布尔什维克之后，退出了大会。10月26日（11月8日）凌晨3时许，代表大会听取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关于占领冬宫和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报告，随后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会议在凌晨5时15分结束。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0月26日（11月8日）晚9时开始。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以绝大多数票（有1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代表大会组成了工农政府——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政府名单上全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01人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62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9人，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6人，乌克兰社会党人3人，社会革命党人最高纲领派1人。代表大会还决定，农民苏维埃和部队组织的代表以及退出大会的那些集团的代表可以补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0月27日（11月9日）凌晨5时15分，代表大会闭幕。——272。



[116]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1月10—18日（23—31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大会起初是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有1046名代表。1月13日（26日），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合并，加上陆续到会的其他方面的代表，大会结束时共有有表决权的代表1647名（其中有布尔什维克860多名），有发言权的代表219名。



在代表大会上，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作了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作了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在讨论这两个报告时，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发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内外政策。列宁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中，专门批判了他们的立场。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完全赞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政策，并对他们表示完全信任。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赞同人民委员会在和平问题上的政策，授予它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广泛的权力。代表大会听取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联邦制度的基础和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的决议并宣布俄国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代表大会赞同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代表大会批准了根据土地法令制定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代表大会赞同解散立宪会议，并把苏维埃政府的名称由“工农临时政府”改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府”。



大会选出了由322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正式委员305人，候补委员17人。——272。



[117]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于1918年3月14—16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为解决批准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召开的。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共1232名，其中布尔什维克79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83名，中派社会革命党人25名，孟什维克21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11名。副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向代表大会介绍了和约的内容后，列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批准和约问题作了报告。波·达·卡姆柯夫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作了反对批准和约的副报告。会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经过辩论，大会以784票赞成、261票反对、115票弃权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批准和约的决议。“左派共产主义者”投了弃权票。和约批准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宣布退出人民委员会。大会还批准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2月底作出的关于把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由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决定，选出了由207人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273。



[118]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7月4—10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64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773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353名，最高纲领派17名，无政府主义者4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4名，其他党派成员3名，无党派人士10名。乌克兰、拉脱维亚和外高加索等被占领区也有代表出席。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列宁作了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代表大会对两个报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以多数票通过了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完全信任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决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对苏维埃政府表示不信任、要求废除布列斯特和约、改变苏维埃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决议案被否决。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后于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反革命叛乱，代表大会的工作因而暂时中断。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全体成员被逮捕，与叛乱无干的后来获释，其中约有200人回来继续参加会议。代表大会于7月9日复会后，听取了政府关于7月6—7日事件的报告，完全同意政府为平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所采取的果断行动，并指出赞同自己上层领导观点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能再留在工农代表苏维埃之内”。



代表大会关于粮食问题的决议肯定粮食垄断制的不可动摇，认为必须坚决镇压富农的反抗，赞成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大会关于组织红军的决议规定了在劳动者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组织和巩固红军的措施。代表大会最后批准了俄罗斯联邦的第一部宪法，选出了由200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273。



[119]彼特鲁什卡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主角乞乞科夫的跟丁。他爱看书，但不想了解书的内容，只对字母总会拼出字来感兴趣。——274。



[120]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此人满嘴仁义道德，经常引用《圣经》上的格言，实际上灵魂十分肮脏，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278。



[121]1918年6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决定：“鉴于（1）苏维埃政权正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刻，同时受到各条战线上的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俄罗斯共和国内部的同盟者的攻击，国际帝国主义的同盟者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从最无耻的诽谤到阴谋活动和武装暴动，来反对工农政府；（2）苏维埃组织内部存在着明目张胆地力图破坏苏维埃政权威信和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政党的代表，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容许的；（3）以前发表的以及这次会议上宣读的文件清楚地表明，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代表，直至最负责的人员，确实在同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在顿河流域同卡列金和科尔尼洛夫，在乌拉尔同杜托夫，在西伯利亚同谢苗诺夫、霍尔瓦特和高尔察克，以及最近又同捷克斯洛伐克军和依附捷克斯洛伐克军的黑帮分子）相勾结，组织反对工农的武装暴乱，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兹决定：把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代表开除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建议各级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把这些党派的代表从自己的组织中清除出去。”——278。



[122]李伯尔唐恩由孟什维克米·伊·李伯尔和费·伊·唐恩两人的姓氏缀合而成，出自俄国诗人杰·别德内依的同名讽刺诗，是诗人给十月革命前夕鼓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李伯尔和唐恩及其一伙起的绰号。——278。



[123]“积极派”是指以米·伊·李伯尔、亚·尼·波特列索夫、谢·拉·瓦因施泰因等为首的一批孟什维克，他们极端敌视布尔什维克党，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起就开始采取武装斗争的手段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加入各种反革命阴谋组织，支持反革命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阿·马·卡列金以及反革命的乌克兰中央拉达，积极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并与外国干涉者的军队相勾结。1918年，在孟什维克党的支持下，“积极派”以讨论粮食状况为借口，开了几次所谓“工人”代表会议，在会上实际上提出了取消苏维埃的要求。——278。



[124]指1910年9月20日奥·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参看列宁的《两个世界》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279。



[125]《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280。



[126]指1918年10月21日《前进报》第290号的社论《是专政呢还是民主？》



《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76年10月创刊，先后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版。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进行反对苏维埃的宣传。1933年停刊。——280。



[127]指格·瓦·普列汉诺夫1903年7月30日（8月12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弟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纲问题时的发言。普列汉诺夫说：“对每一个民主原则都不应该孤立地、抽象地去看待，而应该把它同可以称为基本民主原则的那个原则联系起来看，这个原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用革命者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胜利是最高的法律。因此，如果为了革命的胜利需要暂时限制某一个民主原则的作用，那么，不作这种限制就是犯罪。作为个人意见，我要说，甚至对于普选权原则也应当用我上面指出的那个基本民主原则的观点去看待。可以设想，有那么一天，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会反对普选权。意大利各共和国中，资产阶级曾经剥夺过属于贵族阶层的人的政治权利。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就象上层阶级曾经限制过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一样。这种措施是否适宜，只有根据革命的胜利是最高的法律这个原则才能判断。就是在议会任期的问题上，我们也必须持有这样的观点。如果在革命热情迸发的情况下，人民选出了一个很好的议会——一种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的议会），那么，我们应该力求使它成为长期的议会；如果选举结果不能令人满意，那我们就应当力求解散它，不是过两年，要是可能的话，过两周就解散它。”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和《普列汉诺夫论恐怖》（《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88—190页）中都引用过普列汉诺夫的这次发言。——281。



[128]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这次会议是根据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倡议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挪威、芬兰、瑞士等11个欧洲国家的38名代表。大多数代表持中派立场。第二国际的两个最大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会议。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中，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尔·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维·米·切尔诺夫和马·安·纳坦松代表社会革命党。会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以格·累德堡为首的考茨基主义多数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会议通过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告欧洲无产者书》。代表会议多数派否决了左派提出的关于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但是，由于列宁的坚持，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还是写进了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会议还通过了德法两国代表团的共同宣言，通过了对战争牺牲者和因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的战士表示同情的决议，选举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领导机关——国际社会党委员会。——283。



[129]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是根据列宁倡议建立的国际组织，于1915年9月4日，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在出席代表会议的左派社会党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最初参加者即9月4日会议的出席者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瑞士代表弗·普拉滕，德国国际社会党人组织主席尤·博尔夏特，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扬·安·别尔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卡·伯·拉狄克，瑞典代表卡·霍格伦，揶威代表图·涅尔曼。9月4日这次会议听取了列宁关于世界战争的性质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报告，制定了准备提交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宣言草案。在代表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批评了多数代表的中派和半中派观点，提出了谴责帝国主义战争、揭露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叛卖行为和指出积极进行反战斗争的必要性等决议案。他们的决议案被中派多数所否决，但是经过斗争，决议案中的一些重要论点仍写入了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对宣言投了赞成票，并在一个特别声明中指出了宣言的不彻底性。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声明，它将留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宣传自己的观点和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独立的工作。在1916年4月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力量有所发展，它在43名代表中占了12名，它的一系列提案得到半数代表的赞成。1917年初，随着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公开背叛，列宁向左派提出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决裂的问题。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建立本国共产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284。



[130]托尔斯泰主义者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列·尼·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学说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宗教空想主义社会派别。托尔斯泰主义者主张通过宗教道德的自我完善来改造社会，宣传“博爱”和“不以暴力抗恶”。列宁指出：托尔斯泰主义者正好是把托尔斯泰学说中最大的缺点变成了教条。——287。



[131]“左派共产主义者”是俄国共产党（布）内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集团，产生于1918年1月。核心人物是尼·伊·布哈林、安·谢·布勃诺夫、阿·洛莫夫、瓦·瓦·奥博连斯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卡·伯·拉狄克、格·列·皮达可夫等。“左派共产主义者”极力反对列宁在1918年初提出的尽快同德国媾和的建议，认为同帝国主义国家媾和在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力主当时还没有军队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同德国作战。他们把德国革命将会爆发设想为在最近某个短时期内就要爆发，认为德国政府很快会被德国革命所推翻。列宁在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冒险主张时多次指出，相信德国革命成熟和宣布德国革命已经成熟，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列宁说：“我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上”，这是我们的伟大的口号。但是如果我们同帝国主义斗争的策略“基于这样的希望，希望李卜克内西在最近几个星期以内一定取得胜利，那我们就只配遭到嘲笑。那我们就把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口号变成了革命空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11页）。1918年夏末，“左派共产主义者”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290。



[132]斯巴达克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把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团聚在这个杂志的周围。1916年1月1日，在柏林召开了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1918年10月，该派定期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该派因此也被称为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293。



[133]指卡·考茨基的《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考茨基的这一著作由列宁编辑并作序，1906年12月用俄文出了小册子。列宁的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297。



[134]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是在1918年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见注4）之后从该党分裂出来的两个新党。



民粹派共产党成立于1918年9月，领导人有г．д．扎克斯等。民粹派共产党谴责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苏维埃活动，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和措施，赞成布尔什维克党联合中农的方针，虽然由于它本身的民粹派观点残余而同布尔什维克党在策略上有分歧。民粹派共产党曾在莫斯科出版《劳动公社旗帜报》。它的许多党员参加了各级苏维埃机关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1918年11月6日，民粹派共产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决定解散该党并同俄共（布）合并。



革命共产党于1918年9月组成，领导人有安·卢·柯列加耶夫、马·安·纳坦松等。革命共产党谴责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搞恐怖活动和企图破坏布列斯特和约，主张同俄共（布）合作。但是革命共产党的纲领是混乱和折中的，一方面认为苏维埃政权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又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共产党从1918年9月起出版《劳动意志报》，12月该报改为杂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国家只应有一个共产党的决定之后，革命共产党于1920年9月决定加入俄共（布）。同年10月，俄共（布）中央作出决定，允许自己的党组织接受原革命共产党党员加入俄共（布）。——298。



[135]东方面军司令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米·阿·穆拉维约夫的叛变和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莫斯科的叛乱有密切关系。根据叛乱者的计划，穆拉维约夫负责发动东方面军的军队反对苏维埃政权，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军汇合后向莫斯科进军。穆拉维约夫于7月10日由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喀山率领一支将近千人的部队进抵辛比尔斯克，声称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并通电人民委员会、德国大使馆、捷克斯洛伐克军司令部对德宣战，自称为“抗德集团军总司令”。受他蒙蔽的部队占领了邮局、电报局和电台，包围了执行委员会大楼和红军辛比尔斯克集团的司令部，逮捕了包括第1集团军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在内的许多苏维埃的和党的工作人员。穆拉维约夫命令东方面军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向西推进，佯称抗击德军的进攻。7月11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揭露了穆拉维约夫行动的反革命实质，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辛比尔斯克的布尔什维克在省委会主席约·米·瓦雷基斯领导下对士兵和城市居民进行了大量解释工作，把原来支持穆拉维约夫的部队争取了过来。7月11日晚，穆拉维约夫应邀参加辛比尔斯克执行委员会会议，以为执行委员会要向他投降。当会上宣读他关于对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停止军事行动的电报时，共产党人要求将他逮捕。穆拉维约夫拒捕，被当场击毙，他的同伙纷纷就擒。——304。



[136]列宁所说1918年的七月危机是指1918年夏天在俄国中部各省、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发生的多起富农反革命叛乱，这些叛乱都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外国干涉者的支持下组织的。——305。



[137]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一种革命冒险主义思潮，因其创始人路·奥·布朗基而得名。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306。



[138]指临时政府农业部长谢·列·马斯洛夫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不久以社会革命党的名义提出的一个法案。1917年10月18日（31日）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的《人民事业报》以《土地委员会调整土地和农业关系条例》为题摘要发表了这个法案。法案规定，土地委员会掌握一批专供出租的地产，国家和寺院土地均属这类地产。地主土地占有制保持不变，地主只把以前出租的土地拨归临时出租的地产，而且农民交纳的土地租金应归地主。列宁在《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又一次欺骗》一文中写道：“谢·列·马斯洛夫先生的这个法案说明社会革命党彻底背叛了农民，而完全效忠于地主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420页）



逮捕土地委员会委员是临时政府为制止农民夺取地主土地而采取的反革命措施。——307。



[139]指1918年11月德国爆发的革命。



德国十一月革命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引起这场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经济的崩溃和人民与军队遭受的苦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给了它以巨大影响。这场革命以1918年11月3日基尔港海军舰队的水兵起义为起点，首先席卷了德国北部沿海城市，然后又迅速地扩展到德国中部和南部地区。11月9日，柏林工人响应斯巴达克派的号召举行总罢工，罢工很快就发展成武装起义。当天中午时分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逃往国外。



在起义的过程中，各地纷纷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中派分子夺取了大多数苏维埃中的多数席位。11月10日，在柏林苏维埃全体会议上，成立了由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弗·艾伯特、菲·谢德曼等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胡·哈阿兹等组成的临时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后来退出了政府），其纲领是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进行社会改良。12月16—21日，柏林举行了全德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们设法在会上通过了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并把立法权和行政权交给政府的决议。



斯巴达克派接受了德国工人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了把革命推向前进，决定同独立社会民主党实行决裂，于1918年12月30日成立了德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德国资产阶级力图把革命镇压下去。1919年1月初，艾伯特政府把属于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柏林警察总监免职，意在挑动工人举行为时过早的反政府武装起义。1月6日，为回答政府的挑衅，柏林工人举行了总罢工。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了叛卖策略，他们与艾伯特政府商谈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艾伯特政府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于1月8日中断谈判，声称总清算的时刻已经到来。陆军部长、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古·诺斯克领导的反革命队伍随即对革命工人进行残酷镇压，杀害了包括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在内的大批共产党人。德国资产阶级接着又用暴力把各地的革命工人血腥地镇压下去。1月19日，德国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各资产阶级政党获得了胜利。



十一月革命没有能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但它在德国历史上仍是一次重大事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这是一次在一定程度上用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和手段进行的革命，其结果是推翻了君主制，成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了起码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通过立法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这次革命给了苏维埃俄国以极大支援，为废除掠夺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创造了前提。——320。



[140]《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63—167页。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1918年的版本中，《提纲》标有下列字样：“载于1917年12月26日星期三彼得格勒《真理报》”。——321。



[141]指莫·雅·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用法文写的《民主和政党》一书。此书于1903年在巴黎初次出版，1927年和1930年出了俄文本第1卷和第2卷。书中用英美两国历史上的大量事实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327。





《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国防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安排[142]


（1918年12月1日）


工农国防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


1






	




	

1918年
 12月
 1日



1．任务概述


2．工会方面的补充


3．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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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的



项目：




	1．粮食问题



	2．铁路问题



	3．军队供应





4．动员知识分子5．动员技术力量

6．燃料。

7．国家监察部
 和最高军事检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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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给粮食人民委员部的任务—在四天之内作出加快收购进度和增加收购数量的计划，送交 国防委员会
 　｛实行军事化

在粮食人民委员部内设一个局来改进食物 分配
 和改进 分配机构
 。

把军需总局并入粮食人民委员部［＋铁路粮管处］。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研究解决（a）关于给图拉弹药厂［＋辛比尔斯克弹药厂］丙班工人运送粮食的问题，（b）关于莫斯科郊区从事泥炭和煤炭生产 
以及木柴

 生产的工人按红军标准供应口粮的问题。

二、奖励委员会。

　　连环保委员会。

　　 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流动检查
 　　　　就第二个问题建立了 三个委员会





　　三、


　　四和五、交给克拉辛　　　　克拉辛＋涅夫斯基＋哥尔布诺夫[143]




　　六、燃料委员会：列宁，　　　　　　　　李可夫，

　　　　　　　　沃尔柯夫斯基，

　　　　　　　　涅夫斯基，

　　　　　　　　拉德琴柯。[144]

　　关于全权代表和承办人的问题。




　　七、最高军事检查院。
3

（1）要粮食人民委员部在最短期内提出大力抓紧收购粮食和饲料的计划。

（2）如果增加三人委员会的数量，这些委员会都要指定地方上的粮食工作者参加。

（3）委托克拉辛同志对彼得格勒存鞋的使用问题进行紧急调查。（粮食人民委员部直属的霍登卡仓库）

（4）有什么要求，或者发现什么不当之处，务必立即简要地报告给主席。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06—407页

















[142]关于国防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安排的三个文件是列宁在1918年12月1日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写的。列宁先拟定了委员会最近一个时期的任务和第一次会议的议程（第一个文件），然后又对需要研究的问题写了一系列意见，写得较详细的是粮食问题（第二、第三个文件）。列宁的意见在国防委员会这次会议的决议中得到了反映。



国防委员会（工农国防委员会）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贯彻它在1918年9月2日颁发的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军营的法令而于1918年11月30日设立的。国防委员会是苏维埃俄国的非常最高机关，有动员人力物力保卫苏维埃国家的全权。国防委员会的决议，中央以及地方各部门和机关、全体公民都必须执行。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国防委员会是组织共和国战时经济和编制计划的中心。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他军事机关的工作都处于它的严格监督之下。列宁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1920年4月初，国防委员会改组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其任务是指导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国防机关的活动。劳动国防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937年4月。——328。



[143]这里说的是委托列·波·克拉辛起草关于动员技术力量的决定草案，委托克拉辛、弗·伊·涅夫斯基和尼·彼·哥尔布诺夫起草关于调查表的条例的草案，以便提交人民委员会。——329。



[144]国防委员会决定把燃料问题交给由列宁、阿·伊·李可夫、伊·伊·拉德琴柯、Ａ．ф．沃尔柯夫斯基和弗·伊·涅夫斯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讨论，并委托列宁负责召集。委员会于1918年12月2日举行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国防委员会燃料委员会决定草案（见本卷第331页）。——329。　







《列宁全集》第35卷


国防委员会燃料委员会决定草案[145]


（1918年12月2日）

（1）担任燃料五人委员会主席的拉德琴柯每天抽出不多于两小时的时间处理泥炭委员会工作。

（2）建议林业委员会今天就对拖延付款一事[146]提出正式控告。

（1）委托林业委员会于两天内同军事部门商定：

（a）关于伐木工人和集材工人缓期服兵役的法律

（b）关于动员居民参加木材采运的法律。

（2）令农业人民委员部立即执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命令，并在林业委员会的监督下于明日，即12月3日，公布关于划定采伐区和发放伐木许可证的决议。

（3）警告农业人民委员部中央林业司，今后如果再拖拉误事，只要林业委员会再控告一次，就要把全司人员抓起来，交给法庭审判。

（4）授权林业委员会检查各部门锯、斧的库存情况（即允许检查账簿和仓库）。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12月2日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08页

















[145]这个草案大概是列宁在燃料委员会（见注144）开会时考虑了委员们发表的意见写成的。列宁的草案由委员会通过并记录在案。决定的各点列宁先按顺序编了号，后来又用双方括号把前两点括出，而把后面的四点重新依次编了号。在委员会的记录中，这几点单列在《与国防委员会决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委员会决定》这一专门的标题下。在已被批准的列宁写的这份决定草案上署名的还有国防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和弗·伊·涅夫斯基。——331。



[146]指国家银行拖延给林业总委员会从其专用基金中拨款。——331。









《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的建议[147]


（1918年12月3日）

应由党龄在两年以上的党员担任领导。[148]

修订铁路肃反委员会条例。[149]

确认工会的和党的组织有担保权。

对诬告者要严加追究并处以枪决。

给予人民委员以担保权，要有两名部务委员签名。

给予参加审讯的权利[150]，等等。

在对技术人员以及全体知识分子进行统计时，要预先通知：不登记的人就失去得到担保证明的权利。

立即扩大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控诉与催办案件处。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35页

















[147]1918年12月1日，国防委员会在讨论运输工作时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有关全俄肃反委员会在运输系统的活动问题。12月3日，在列宁主持下，该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大概是在委员会开会过程中，列宁草拟了这份建议。建议的各条，除最后两条外，后来都被列宁删去。委员会根据列宁的建议作出了决定。——332。



[148]指各省和各铁路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会的领导成员。——332。



[149]根据列宁的建议，委员会决定委托交通人民委员部协同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代表，按照全俄肃反委员会不干预交通人民委员部的技术管理职能的原则，修订全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的条例。关于协调全俄肃反委员会、铁路肃反委员会（全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参看国防委员会的决定（见本卷第477—478页）。——332。



[150]根据委员会的决定，各人民委员部和俄共（布）党的委员会都被授予通过自己的代表参加审讯的权利。——332。







《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利用国家监察工作的决定草案[151]


（1918年12月3日）

在利用国家监察来改进工作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问题上，大多数委员都赞成实行流动检查，即派出拥有很大权限的工作组或委员会去各机关进行检查。

关于我们能拿出多少人力（首先是党员，其次是非党人士，但要绝对可靠的人）来进行实际检查的问题，要提出具体的确实的数字。各部门专家的数目；在行政管理方面有经验的同志的数目。

检查的任务有二：

最简单的任务——检查仓库、产品等等。

比较复杂的任务——检查工作的好坏；同怠工行为作斗争，彻底揭露这种行为；检查工作是如何组织的；确保最高的工作效率，等等。

首先是改进粮食和交通两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39页

















[151]关于利用国家监察工作的决定草案是列宁于1918年12月3日在国防委员会所设实际监督问题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国防委员会设立这个专门委员会是为了整顿各级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和提高共和国的防御能力。列宁的草案是委员会作出的决定的基础。——333。







《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加快粮食收购进度和增加粮食收购数量的建议草稿[152]


（1918年12月4日）

（1）把征粮军人员替换掉

（2）派特派员去落后地区等，派出负有专门任务和负责发奖的组织员……

（3）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它的改革与“整顿”。

（4）工人检查机关……

为一些地方的国民经济委员会规定具体详细的任务，促使竞赛开展起来……

责成一些地方的军事当局给粮食部门调一些（明确规定是哪些）部队来做“征粮军”所做的那些工作。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08—409页

















[152]1918年12月4日，国防委员会根据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的报告讨论了加快收购进度和增加收购数量的问题。列宁的这个草稿就是在这次会上写的。草稿中的建议已反映在国防委员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定中（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第246—247页）。——334。　







《列宁全集》第35卷


对《关于建立工人粮食检查机关的条例》草案的意见[153]


（1918年12月5日）


1

人民委员会决定草稿

经常地

（1）检查紧急完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及粮食机关所规定的任务（明确规定的任务）的具体情况；

（2）同工人和劳动群众建立联系，并经常吸收他们参加运送和分配粮食的工作，先当证人，然后当检查机关成员；

（3）所有的工人检查机关有责任每周向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会机关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4）有发言权的……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2

对《条例》草案的意见

此草案按下列精神修改：（1）明确提出工人粮食检查机关的任务不只是熟悉公文处理，而主要是切实检查粮食机关进行食物的收购、运送和分配等工作的具体情况；

——其次（2）工人粮食检查机关的职责是帮助工人和劳动群众了解粮食政策，并吸收他们人人参加（第一步先当证人）粮食管理工作。

（3）——工人粮食检查机关有责任首先通过工会每周向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和劳动居民群众报告工作。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36—537页

















[153]1918年12月5日，人民委员会讨论了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提出的《关于建立工人粮食检查机关的条例》草案（参看注163）。列宁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写的人民委员会决定草稿和对《条例》草案的意见后来被列宁勾掉了，但是经会议通过并吸收进草案的修改意见，同列宁草稿中提出的意见是一致的。——335。







《列宁全集》第35卷


对俄共（布）中央关于召开全俄银行职员代表大会的决定草案的意见

（不晚于1918年12月6日）

立即在十天内召开银行职员（两个工会的银行职员）代表大会，并成立两个人数均等的委员会来筹备这次大会。[154]

成立两个同样的人数均等的委员会来检查、发现和揭露怠工行为。

立即把银行国有化工作方面的任务认真交代给全俄信贷事业工作者工会的几摊子领导人，任务要明确、具体、实际，并规定较短的完成期限。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40页

















[154]这里说的是由原来的两个银行职员工会——全俄信贷工作者工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银行工作者工会——分别成立人数相等的两个委员会，来共同筹备银行职员代表大会，以便成立统一的银行业工作者联合会的问题。1918年12月2日，在列宁主持的一次专门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银行职员工会的相互关系和召开代表大会的问题。银行职员代表大会于1919年1月初召开。——337。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莫斯科全省苏维埃、贫苦农民委员会和俄共（布）区委员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12月8日）

简要报道

（掌声如雷）列宁同志一开始就说，德奥两国最近几周的事变证明，我们原来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准确、清楚、正确地考虑到了四年战争的一切后果，现在这场战争果然由资本家分赃的战争变为各国资本家同本国无产阶级的战争了。本来西欧开始革命是很困难的，但是一开始后，它就比我国革命更迅速、更扎实、更有组织地在向前发展。

在谈到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在支援我们，并号召大家鼓足干劲时，列宁同志确认，我们每生存一个月，虽然都付出重大代价，但都使我们更加接近持久的胜利。

其次，在谈到目前的任务——乡、村苏维埃的改选时，列宁同志强调指出，只要意识到政权应当依靠工人、贫苦农民和中农，那么从最基层把劳动群众单独组织起来的一切困难都会得到克服。他认为，中农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只是动摇不定，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他们会转到我们这边来。

列宁同志最后说，我们开始的建设事业，将由全世界的工人进行到底。（长时间鼓掌）





	载于1918年12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7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41页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55]


（1918年12月9日）

（热烈欢呼）同志们，现在在工人合作社面前，不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摆着极为重要的任务。这两方面的任务，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意义说，现在是紧密联系着的，分不开的。至于合作社的当前任务，我想强调一下“同合作社妥协”的意义。近来报刊上谈得很多的妥协，根本不同于与资产阶级的妥协，后一种妥协是叛变。我们现在说的妥协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妥协。苏维埃政府同德国之间那种已经带来一些结果的妥协，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那种祸国殃民的妥协，有极大的差别。我认为，后者是在妥协的幌子下彻底背叛阶级斗争，背叛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于把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当作自己特定任务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个差别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对于我们的阶级斗争来说，只能有一种解决办法：或者是承认资本的政权，或者是承认工人阶级的政权。我们知道，小资产阶级政党要在国内制定并实行自己的政策的一切尝试，是注定要完全失败的。我们清楚地看到和感受到一些小资产阶级党派怎样不止一次地试图实行自己的政策，我们知道，这些中间力量的一切尝试一定遭到失败。由于一些明摆着的情况，能够在俄国实行统治的，能够左右俄国命运的，只有两支截然对立的主要力量。我甚至敢说，整个世界都是由这支或那支主要力量支撑着和主宰着的。对于俄国，可以肯定地说，由于一定的经济生活条件，能够领导运动的只是其中的一支力量。其余那些中间的力量虽然很多，但永远不可能在国内生活中起决定作用。

目前苏维埃政权应该考虑它同合作社妥协的问题了。在4月间，我们放弃了既定的目标，作了让步。当然，在一个正在消灭一切阶级的国家里，不应该有阶级的合作社，但是，我再说一遍，当时的情况要求稍为延缓一下，于是我们也就拖延了几个月。可是我们都知道，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是永远不会放弃它现在的立场的。我们当时必须作这种让步，因为我们当时在整个世界上是孤立的，我们作让步是由于我们的工作遇到了困难。由于无产阶级担负的经济任务，我们必须容忍小资产阶级阶层的某些习惯，让它们保留下来。这里的关键在于，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必须保证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活动目标明确，步调一致。我们应该时刻记住无产阶级对我们的要求。人民政权应该考虑到：当实际生活最终表明没有选择余地的时候，表明用中庸办法来解决国内政治生活问题的一切希望彻底破灭的时候，小资产阶级各个阶层就会愈来愈紧密地同执政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所有那些为治标办法打掩护的漂亮口号，什么人民意志、立宪会议之类，当真正的人民意志表现出来以后，马上就被一扫而光了。你们自己都看到了所有这些口号、这些治标办法的口号是怎样烟消云散的。我们看到，目前不仅在俄国有这样的情形，在整个世界革命的范围内也有这样的情形。

我想明确一下引起整个工人阶级极度憎恨的那种妥协和我们现在所要求的、同全体小农、同整个小资产阶级的妥协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期间，当我们接受这个和约的苛刻条件的时候，有人对我们说，世界革命没有指望，根本不可能爆发。当时我们在世界上十分孤立。我们知道，许多政党当时由于布列斯特和约而离开我们，投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当时我们经受了许多极其可怕的磨难。几个月以后，实际生活表明：没有也不可能有选择的余地，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德国革命到来的时候，大家才明白：全世界都在闹革命，英国、法国和美国也在走同一条路，走我们的路！我国小资产阶级民主阶层跟着自己的保护人走的时候，不了解保护人在把他们引到哪里去，不了解他们正被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我们从德国革命的例子可以看到，这些民主派的代表、这些民主派的保护人、这些威尔逊之流的老爷强加给战败国人民的条约，比强加给我们的布列斯特条约更苛刻。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于欧洲事变的进展，由于形势的变化，国际煽动破产了。现在每个国家的面目都清楚了。现在假面具都撕掉了，一切幻想都被世界历史这一把大锤粉碎了。

面对这样一些在过渡时期常有的动摇分子，苏维埃政权自然应该发挥自己的全部作用和影响，来实现我们现在提出的任务，来支持我们在4月间开始实行的政策。在4月间，我们曾经把实现既定目标的时间拖延了一些，我们有意识地公开地作了一些让步。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在这条路上究竟走了多远。现在整个欧洲都清楚地看到我们干革命已经不是搞什么实验，于是这些文明民族就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他们明白了：在这方面我们正在干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而我们感到特别困难，是因为我们几乎一直都很孤立，完全被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遗忘了。在这方面我们犯了许多严重错误，这点我们丝毫也不隐瞒。我们本来应该努力团结全体居民，不应该造成任何不和。如果说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那我们早晚总得开始去做。我们已经同许多组织实行了合并。现在应该实行工人合作社同苏维埃组织的合并。从今年4月起，我们就已着手进行组织工作，以便通过试验开始行动起来，以便把我们积聚的一切社会政治力量动员起来。我们已经着手在全体居民中间组织消费品的供应和分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检查，工作是做起来了，但在我们这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特别难做。我们同合作社的妥协从4月就开始了，已经颁布的关于完全合并、组织供应和分配的法令就是建立在这种妥协的基础上的。我们知道，上面那位发言人以彼得堡为例提到的摩擦，几乎到处都有。我们知道，这些摩擦根本无法避免，因为现在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机构相互接触合并的时期。可是我们也知道，这是避免不了的，我们必须过这一关。同样，你们应该懂得，工人合作社反抗这么久，终于引起了苏维埃政权对它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完全正当的。

你们说：我们要独立。无论谁提出这种口号都会引起人们对他不信任，这是很自然的。既然抱怨摩擦，希望消除摩擦，那就首先要丢掉独立的念头，因为在大家渴望加紧合并的时候，谁持这种观点，他就是跟苏维埃政权作对。只要工人合作社坚定地、真诚地、公开地同苏维埃政权合并，这些摩擦就会开始消失。我很清楚，两个团体实行合并，开始的时候工作中总会有些小摩擦，但过些时候被接收团体得到了接收团体的信任，这些摩擦就会逐渐消失。但是，如果这两个团体仍旧分开，就有可能经常发生不同部门之间的摩擦。我真不明白，这里干吗要提独立。要知道，我们大家都认为，无论在供应或分配方面，整个社会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合作社。我们大家都认为，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成果之一。取得社会主义成果的巨大困难就在这里。争取胜利的困难和任务就在这里。资本主义故意分裂各阶层的居民。这种分裂现象应该彻底消除，永远消除，整个社会应该变成劳动人民的统一的合作社。各个团体不能够有也不应该有什么独立。

刚才我说建立这种合作社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任务。因此我们说，无论我们在局部问题上有什么分歧，我们决不同资本主义作任何妥协，我们决不离开我们的斗争原则一步。我们现在要实行的同社会阶级的一些阶层的妥协，不是同资产阶级妥协，不是同资本妥协，而是同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的个别队伍妥协。这种妥协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这些阶层之间的一切纠纷将在革命的烈火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需要的是一条，就是大家都抱有诚心诚意地参加这个统一的、全社会的合作社的共同愿望。苏维埃政权的业绩和合作社在这以前的业绩应该融合在一起。这就是苏维埃政权最近颁布的一项法令的内容。这就是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政权代表在我们的法令公布以前所采取的态度。合作社建立的勋业一定要同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勋业融合起来。一切为自由而斗争的阶层应该结成一个坚强的组织。我们知道，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后的头几个月。但是从现在起，在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将努力做到居民完全协调一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一切服从苏维埃政权，必须尽快消除关于个别阶层以及工人合作社可以“独立”的种种幻想。这种“独立”的希望，只有在复辟希望还可能存在的地方才能存在。

从前西方人把我们和我们的整个革命运动当作一桩奇闻。他们说：让这些人去胡闹吧，看他们能闹出什么结果……俄国人真古怪！……现在“古怪的俄国人”已向全世界表明了他们的“胡闹”是什么含义。（鼓掌）

现在德国革命已经开始，有一位外国领事对季诺维也夫说：“到底是谁更好地利用了布列斯特和约，是你们还是我们，现在还很难说。”

他这样说是因为大家都这样说。大家都看见了，这不过是伟大的世界革命的开端。而这场伟大革命是由我们这些落后的“古怪的”俄国人开始的……应当说，历史走的是奇怪的道路：一个落后的国家竟有幸走在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前列。全世界资产阶级都看到了这个运动，而且了解这个运动。这场火范围很大，德国、比利时、瑞士、荷兰都着起来了。

这个运动来势一天比一天猛烈，苏维埃革命政府一天比一天强大和巩固。因此，资产阶级现在对问题采取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因此，在斧头就要落到世界资本主义头上的时候，根本谈不上各个政党的独立。美国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美国是最民主的国家之一，是一个堂堂的、属于全社会的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有各种选举权、有自由国家的一切权利的国家里，涉及权利的各种问题总该得到正确的解决吧。然而我们知道，在那里，在这个民主共和国里，是怎样对待一位神父的：给他满身浇上沥青，把他打得血肉模糊。这样的事情竟发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一个民主共和制的国家里。这样的事情竟为“人道的”、“博爱的”虎狼威尔逊之流所容许。现在威尔逊之流又是怎样对待战败国德国的呢？请看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关系的情景吧！这些情景可以使我们看到威尔逊这帮老爷向自己的朋友究竟提了些什么要求，因而具有百万倍、亿万倍的说服力。威尔逊之流转瞬间就会替我们把工作进行到底的。这帮老爷，这帮自由自在的亿万富翁，世界上“最人道的”人，转瞬间就能使自己的朋友再也不敢谈，甚至再也不敢想无论什么样的“独立”。他们会直截了当地逼你们选择：或者是拥护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是拥护苏维埃。他们会说：你们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是我们对你们说的，我们，英国人、美国人，即威尔逊之流，还有法国人，即克列孟梭们的同伙，是你们的朋友。

因此，你们决不要心存侥幸，以为可以多少保存一点独立。决不会有这样的事，想也没有用。既然保护私有财产的问题已经明确提了出来，而无产阶级已经进入自己的时代，也就不可能有中间道路好走了。实际生活势必把自己的各个方面或者和资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或者和苏维埃共和国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大家非常清楚，社会主义已进入实现的时代。大家都很清楚，如果给全体居民选举权，要维护或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地位是根本不可能的。也许威尔逊这帮老爷抱这种希望，就是说，不是抱希望，而是极力通过散布这类幻想的办法来粉饰自己的目的，不过我要说，相信这种神话的人现在找不到多少了，如果说还有，那都是稀世珍宝，应该送到博物馆去。（鼓掌）

我应该指出，你们一开始就闹分歧，要保持合作社的“独立”，这种企图别想得到什么结果。这样闹是不严肃的，是违反民主原则的。这事并不奇怪，因为威尔逊之流也是“民主主义者”。他们说，他们只要实现一种联合，因为他们的美元多得很，可以把整个俄国、整个印度以至整个世界都买下来。威尔逊就是这帮人的首领，他们的口袋里装满了美元，所以敢于夸口，要把俄国、印度以及其他地方都买下来。但是他们忘记了，国际范围内的主要问题根本不是这样解决的，他们的论点只能对某一些人、对某一个阶层发生影响。他们忘记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阶级每天通过的决议，我们的代表大会肯定也会一致通过的决议，都赞成世界上只由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来实行专政。我们的代表大会既然通过这种决议，就踏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已经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通向今天在这里谈到的“独立”的桥梁。你们知道，卡尔·李卜克内西不仅明确地反对小资产阶级农民，而且也反对合作社。你们知道，谢德曼一伙人因此认为他是幻想家和狂信者，然而你们自己正如向马克林表示敬意一样，也向他表示了敬意。你们既在一些问题上表示支持伟大的世界领袖，也就是下了决心不再后退，你们就应该站稳自己的立场，因为目前你们不仅在捍卫自己，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且在捍卫李卜克内西和马克林的权利。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俄国孟什维克谴责妥协行为，攻击同德皇的奴才谈判的人。不单是俄国孟什维克在这方面有罪。当时全世界都指着鼻子骂我们是“妥协分子”。而现在，当世界革命已经开始的时候，当他们不得不同哈阿兹和考茨基之流打交道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用一句很好的俄国谚语来说明我们的情况：“置身一旁看得清，我们坐得多牢稳”……

我们知道自己的毛病，也不难指出这些毛病。但是从旁边来看，情况似乎不象实际上那样。你们知道，有一个时期其他政党没有一个人不谴责我们的所作所为和我们的政策，而现在我们知道，好些政党又找上门来，要同我们一起工作了[156]。现在世界革命运动的车轮在滚滚前进，无论什么样的妥协我们都不怕。我认为，我们的代表大会也会找到摆脱现状的正确出路。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合作社同苏维埃政权合并。你们知道，英、法、美、西班牙等国曾把我们的行动看作实验，现在他们不这样看了，他们在察看他们本国是否平安无事。当然，从人力、物力、财力来说，他们比我们强得多，然而我们知道，他们是外强中干；他们现在在实力上强过我们，就象德国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强过我们一样。现在的情形怎样呢？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大家断然离开了我们。而现在，在我们捍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每一个月里，我们不仅在捍卫自己，而且在捍卫李卜克内西和马克林所开始的事业，我们已经看到，英、法、美和西班牙等国也染上了德国那样的病，也燃起了德国那样的火——全世界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烈火。（长时间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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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这是列宁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12月9日下午会议上就工人合作社的任务问题发表的讲话。



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12月6—1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208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9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121人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同情者，87人是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维·巴·诺根、弗·巴·米柳亭等在大会上就工人合作社的活动问题作了报告。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会上坚持的所谓合作社对苏维埃政权保持“独立”的反苏维埃倾向，认为工人合作社必须集中全力与苏维埃粮食机关共同组织好对居民的供应。大会选出了由15人组成的全俄工人合作社理事会，其中10人是共产党员（诺根、米柳亭、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等）。——340。



[156]指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见注134）。——347。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57]


（1918年12月11日）

（热烈鼓掌，转为欢呼。全体起立。）同志们，在我看来，这次代表大会的组成本身就表明，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尤其在对我国至关重要的农业关系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次大会上，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农业公社三方面的代表济济一堂，表明我们的革命在这短短的一年内，在改造那些最难改造的关系方面，已获得了很大进展，而这些关系在过去历次革命中对社会主义事业阻碍最大，要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对这些关系实行最深刻的改造。

在十月革命以后，我国革命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时期，主要是战胜全体农民的共同敌人，战胜地主。

同志们，你们都很清楚，二月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妥协派的革命）就已经向农民保证要战胜地主，这个保证没有兑现。只有十月革命，只有工人阶级在城市中的胜利，只有苏维埃政权，才使全国各地真正有可能彻底清除旧时农奴制遗留下来的农奴制剥削制度这块脓疮，彻底清除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地主对全体农民、对所有农民的压迫。

当时全体农民必然会投入而且也确实投入了这场反对地主的斗争。这场斗争联合了不靠剥削别人劳动为生的贫苦劳动农民。这场斗争也联合了离不开雇佣劳动的那一部分最殷实甚至最富裕的农民。

只要我们的革命还在忙于这项任务，只要我们还得竭尽全力使农民的独立运动在城市工人运动的帮助下真正肃清和最终消灭地主权力，革命就仍然是全体农民的革命，因而也就超不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

这场革命还没有触动全体劳动人民的更强大更现代的敌人——资本。因此，它有可能象西欧大多数革命那样半途而废。在西欧，城市工人同全体农民的暂时联盟扫除了君主制，扫除了中世纪残余，比较彻底地扫除了地主土地占有制即地主权力，但始终未能摧毁资本权力的基础本身。

我们的革命从今年夏秋开始执行这一重要得多和困难得多的任务。今年夏天反革命分子掀起了暴动浪潮，当时俄国生活中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都参加了西欧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捷克斯洛伐克军对俄国的进攻，这个暴动浪潮促使农村出现了新的潮流和新的生活。

所有这些暴动在实践中，在反苏维埃政权的殊死斗争中，把欧洲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捷克斯洛伐克军以及俄国还站在地主和资本家方面的一切力量都联合起来了。农村中的富农也都跟着暴动了。

农村已经不再是一个整体了。曾经象一个人似地齐心反对过地主的农村出现了两个阵营：一个是贫苦劳动农民的阵营，他们坚定地同工人一起，继续前进，去实现社会主义，从反对地主进到反对资本、反对货币权力、反对富农窃取伟大土地改革的成果；另一个是比较富裕的农民的阵营。这场斗争使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彻底离开了革命，使我们的革命完全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城市工人阶级在10月间曾一心想把革命引上这个轨道，但如果在农村中找不到自觉的、坚实可靠的支持，它是永远不能胜利地把革命引上这个轨道的。

今年夏天和秋天在俄国最偏僻的乡村中发生的变革，其意义就在这里，这一变革不象去年的十月革命那样有声有色，引人注目，但它具有无比深刻无比重大的意义。

在农村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是一个转折点，它表明在十月革命中同全体农民联合起来击败自由的、劳动的、社会主义的俄国的主要敌人即击败地主的城市工人阶级，已经继续前进，去完成困难得多的、比过去更高的、真正社会主义的任务——在农村中开展自觉的社会主义的斗争，唤起农民的觉悟。如果城市工人不促使农村无产阶级和贫农这些劳动农民行动起来，那么最伟大的土地革命（十月革命中宣布废除土地私有制，宣布土地社会化）必然就会停留在纸上。这些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和中农都不剥削别人劳动，不从剥削中捞取好处，因此，他们能够继续前进，而且现在已经前进，已经由共同反对地主的斗争转入全体无产者反对资本、反对剥削者靠金钱即动产来维持的权力的斗争，已经由肃清俄国的地主转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同志们，迈上这一步非常困难。凡是对我们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持怀疑态度的人都预言这一步必定失败。而现在农村全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取决于这一步。贫苦农民委员会相继成立，遍布整个俄国，这些委员会即将改组为而且已经部分地开始改组为拥有全部权力、将在农村实行苏维埃建设基本原则的村苏维埃——劳动者政权，这一切切实保证了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西欧各国一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局限的范围。我们在消灭了君主制和中世纪的地主权力以后，现在正着手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农村中，这项建设事业非常困难，同时也非常重要。这项工作是能收到最大成效的。我们在农村中已经唤起劳动农民的觉悟，资本家暴动的浪潮已使他们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最终脱离了关系，劳动农民通过贫苦农民委员会和正在改组的苏维埃同城市工人团结得愈来愈紧密——我们认为这就是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现在得以更加巩固的唯一的也是最牢靠的保证。现在，这一建设事业在广大农村居民群众中已经有了基础。

毫无疑问，在象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毫无疑问，消灭沙皇制度、地主权力、地主土地占有制这类敌人，还是比较容易的。解决这样的任务，在首都只要几天，在全国只要几星期，但是现在我们着手解决的任务，就其本质来说，只有经过非常顽强持久的努力才能解决。这里我们要一步一步地进行斗争，要夺取建立社会主义新俄国的胜利，要为共耕制而斗争。

这类变革，即实现由个体小农经济到共耕制的过渡，显然需要很长时间，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们深深知道，在小农经济的国家中，不经过一系列渐进的预备阶段，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十月革命只是把扫除和消灭地主权力作为自己的第一个任务。2月间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如你们大家知道的，是由共产党人和那些并不赞成共产党人观点的苏维埃政权参加者一致表决通过的。这个法令既体现了大多数农民的意志和认识，同时也证明：工人阶级、工人的共产党意识到了自己的任务，正朝着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前进，他们既坚持不懈，又耐心等待，采取一系列渐进的过渡办法，不断激发劳动农民的觉悟，而且完全根据他们的觉悟程度、根据农民单独组织起来的程度一步步前进。

我们深深知道，由个体小农经济过渡到共耕制，是千百万人生活中一场触及生活方式最深处的大变革，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完成，只有到人们非改变自己生活不可的时候才能实现。

而在全世界激烈的长期的战争之后，我们清楚地看到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甚至比较落后的国家也出现了这种非变不可的情况，它不管各种理论见解或社会主义学说怎样说，用有力的语言向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证明：再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

当国家遭到极大的经济破坏和破产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这种破产正向全世界蔓延，看见人类经过许多世纪才取得的文化、科学和技术的成果四年来为这场破坏性掠夺性的罪恶战争所毁灭，看到不仅俄国而且整个欧洲都在回到蛮荒状态去的时候，广大群众，特别是在这场战争中受害恐怕最深的农民，清楚地意识到需要倍加努力，全力以赴，才能消除这场可诅咒的战争给我们留下的后果——破产和贫困。照战前那个老样子生活下去已经不行了，象个体小农经济那样浪费人力和劳动的现象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只要从这种分散的小经济过渡到公共经济，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一两倍，农业和人类生产活动中人的劳动就会节省一半以至三分之二。

战争遗留下来的经济破坏，根本不容许我们恢复这种旧的小农经济。战争已经唤醒了大多数农民，战争使他们看到现时有着多么惊人的技术奇迹，而这些技术奇迹却被用来杀人。不仅如此，战争还使他们产生一种想法：技术奇迹首先应该用来改造最接近于全民性的，占用人数最多的又最落后的生产——农业生产。不仅产生了这种认识，而且人们从现代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惨祸中看到，现代技术创造了多么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怎样在极其可怕的毫无意义的战争中白白地消耗掉，而摆脱这种惨祸的唯一手段就是这种技术的力量本身。我们的义务和职责是利用这种力量把最落后的农业生产纳入新的轨道，对它进行改造，把它从按照旧的方式盲目经营的农业变成建立在科学和技术成就基础上的农业。战争唤起这种认识的作用远远超出我们每个人的想象。战争不仅唤起这种认识，还消除了按照旧的方式恢复生产的可能性。

有些人幻想在这次战争以后还可以恢复战前的状况，还可以恢复旧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他们想错了，他们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错误。战争造成了可怕的破坏，使得我们的个体小农户现在既没有耕畜，也没有农具和工具。我们再不能这样浪费人民的劳动了。为革命牺牲最大、战争中受苦最深的劳动农民即贫苦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并不是为了让这些土地落到新富农的手中。现在生活本身向劳动农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向共耕制过渡的问题，这是恢复被战争摧残和破坏的文化的唯一手段，是摆脱资本主义给农村居民造成的那种愚昧、闭塞和备受压抑的状况的唯一手段，这种愚昧、闭塞和备受压抑的状况曾使资本家能够把战争重担压在人类身上达四年之久，而现在，各国所有的劳动者正充满革命的干劲和热情，要不惜一切代价摆脱这种状况。

同志们，这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必然出现的一些条件，有了这些条件，这个最困难也是最主要的社会主义改革问题，这个最主要最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才能够提上日程，而在俄国它已经提上日程。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现在召开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农业公社的联席代表大会，这一切连同今年夏天和秋天农村中所发生的斗争向我们表明了，广大劳动农民群众已经觉醒，农民，大多数劳动农民，都渴望建立共耕制。当然，我再说一遍，我们应当逐步地进行这一最伟大的改造。这里想一蹴而就是不行的，不过我要提请你们注意：10月25日革命后的第二天在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机关——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已定下原则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不仅规定了永远废除土地私有制，不仅规定了废除地主所有制，而且规定了转归人民和劳动农户支配的农具、耕畜和工具也应当成为公共财产，不应当再是个体农户的私有财产。就在这个1918年2月通过的土地社会化法令中，对于我们现在给自己定下什么目标、我们想要怎样支配土地、我们在这方面号召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劳动农民做些什么这一基本问题，已经作出了回答。法令第11条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农业中用减少个体经济的办法来发展从节省劳动和产品的意义说更为有利的集体经济，以便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

同志们，我们通过这项法令的时候，共产党人同其他党派决不是完全一致的。恰恰相反，我们通过这项法令的时候，共产党人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政府中是联合行动的，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不赞成共产党人的观点，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同他们一致通过了那个我们至今仍在实行的决议，因为我们记着：这种由个体经济到共耕制的过渡，再说一遍，不可能一蹴而就；城市里展开斗争，问题要简单些。在城市里是上千个工人对付一个资本家，清除他不费多大力气。在农村中展开的斗争就复杂得多了。起初是农民共同进攻地主，彻底消灭地主权力，使它不能死灰复燃；以后是农民内部展开斗争，他们中间产生了新的资本家，这就是富农——利用余粮靠剥削俄国饥馑的非农业地区大发其财的剥削者和投机者。这里产生了新的斗争，而且你们都知道，这场斗争在今年夏天发展成一连串的暴动。对于富农，我们没有说应该象对待地主资本家一样，剥夺他们的全部财产。我们是说应该粉碎富农对于象粮食垄断之类的必要措施的反抗，他们不执行粮食垄断制，趁着非农业地区的工人和农民受饥饿折磨的时候拿余粮搞投机买卖，大发其财，因此，一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政策就是象对付地主资本家那样进行无情的斗争。不过，还有一个贫苦劳动农民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对于中农，我们一贯的政策是同他们结成联盟。中农决不是苏维埃制度的敌人，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当然会动摇，只有从过硬的、确有说服力的例子中看到非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可了，他们才会同意向社会主义过渡。用大道理或鼓动性的演说当然说服不了这些中农，我们没有抱这样的希望，但实例和劳动农民的团结会说服他们，劳动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盟会说服他们，在这里，我们寄希望于长期的逐步的说服工作，希望通过一系列过渡办法由居民中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部分同中农实行妥协，由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资本的共产党人同中农实行妥协。

考虑到这种情况，考虑到在农村中我们所碰到的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我们也就象土地社会化法令那样提出问题。你们知道，这个法令宣布了废除土地私有制，宣布了平均分配土地。你们知道，法令就这样开始实行起来了，我们在大多数农业地区贯彻了这个法令。同时，根据共产党人和所有当时还不赞同共产主义观点的人的共同一致的意见，法令规定了一项我方才谈到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共同任务和我们的共同目的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到集体支配土地，过渡到共耕制。建设时期愈向前推移，无论是一直在家种地的农民，还是现在正陆续回乡的几十万几百万历尽磨难的战俘，都愈清楚地看出，为了恢复农业，为了使农民永远摆脱旧日那种无人过问、闭塞愚昧的状况，需要完成的工作量是很大很大的；他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出，只有共耕制才是一条真正可靠、真正能使农民群众更快地过上文明生活、真正能使他们同其他公民处在平等地位的出路，而苏维埃政权现在正竭力通过渐进的办法一步一步地来实现这个共耕制。为此成立了公社和国营农场。这种农场的意义在土地社会化法令中已经指出。在法令谈到谁可以使用土地的部分你们可以看到，可以使用土地的个人和机关，第一是国家，第二是社会团体，第三是农业公社，第四是农业协作社。我还要请你们注意，土地社会化法令的这些基本原则，是在共产党不仅贯彻了自己的意志，而且有意识地对那些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表达中农的认识和意志的人作了让步的时候制定的。我们过去作了而且现在还在作这种让步。我们过去作了而且现在还在作这种妥协，因为向这种集体支配土地的形式过渡，向共耕制、向国营农场和公社过渡，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这里要求苏维埃政权顽强地坚持不懈地给予促进，而苏维埃政权已拨出10亿卢布去改进农业，条件是要向共耕制过渡。这个法令表明，我们最愿意用榜样那种吸引人们改善经济的力量去影响中农群众，我们仅仅指望通过这一类措施一步一步地推动农业俄国的经济中这个极其重大而深刻的变革。

贫苦农民委员会、农业公社和土地局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结成联盟，使我们看到并且确信，现在这样向共耕制过渡是正确的，具有真正社会主义的规模。这样坚持不断地做下去，一定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我们应当采用最好的耕作方法并吸收俄国的农艺人才，这样我们就能利用所有经营得最好的农场。迄今为止这些农场仅仅是个别人发财致富的泉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泉源，是对雇佣工人进行新的盘剥和新的奴役的泉源，现在，实行了土地社会化法令以后，完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后，这些农场应当是千百万劳动人民获得农业知识和技术的泉源和提高生产率的泉源。城市工人同劳动农民结成联盟，成立了贫苦农民委员会并把它们改组为苏维埃机关，这一切保证农业俄国走上了一条西欧国家正在陆续走上的道路，它们走上这条道路比我们晚，但基础比我们扎实。它们开始这一变革比我们困难得多，因为它们的敌人不是腐朽的专制制度，而是最有文化的联合起来的资本家阶级。但是你们知道，这一变革已经开始了。你们知道：革命已经越出俄国的疆界，我们的主要希望、主要柱石是西欧比较先进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现在这个世界革命的主要支柱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坚信，而且德国革命的进程也在实际上表明，在那里，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更高的耕作技术的采用，农村劳动人民的联合，会比我国进展得更迅速，实现得更容易。

由于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由于同全世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俄国劳动农民现在完全可以相信，他们定会克服重重困难，打退帝国主义者的一切进攻，实现共耕制这一事业，实现由个体小农经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向共耕制过渡的事业，不实现这个事业，劳动人民是不能得到解放的。（长时间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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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这是列宁在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当天下午的会议上发表的讲话。



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12月11—20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38个省的550名代表，其中389名是共产党员。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了贺词。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作了关于土地政策问题的报告。弗·巴·米柳亭联系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任务作了关于农业的任务的报告。代表们还听取和讨论了大会设立的土地规划小组、农业小组和财政组织小组的报告。大会的报告和决议总结了农村的革命改造，规划了进一步发展农业和由个体小农经济向共耕制过渡的道路。



在这次代表大会各项决定的基础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了《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列宁直接参加了制定《条例》的工作（列宁对土地共耕条例草案的意见，见本卷第458—460页），并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的《条例》定稿委员会作过报告。《条例》公布于1919年2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34号。——349。







《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稿[158]


（1918年12月12日）


1

苏维埃机关的管理工作问题一概通过集体讨论来决定，同时应当极其明确地规定每个担任公职的人对执行一定的具体任务和实际工作所担负的责任。

这条规定从现在起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不然就无法实行真正的监督，无法为每项职务和每项工作物色最合适的人选。

因此，每个苏维埃委员会和每个苏维埃机关必须毫无例外地立即：

第一，通过一项决议，明确各个委员或负责人员的分工和责任；

第二，十分明确地规定执行各种委托（特别是同迅速而正确地收集和分配原料和产品有关的委托）的人员的责任。

一切苏维埃机关，特别是地方（县、市等等）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执行委员会经济局，必须执行这一条。经济局和国民经济委员会必须立即指派一定的人员负责迅速而正确地收集居民需要的每种原料和产品。

一切苏维埃领导机关，如执行委员会，省、市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等，必须立即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把切实监督中央政权和地方机关的决定的执行情况这项工作放在首位，其他方面的工作尽可能交给由本机关少数人组成的办事组去处理。


2

为了同拖拉作风作斗争，为了更有成效地揭发营私舞弊行为，为了揭露和清除混入苏维埃机关负责人员中的坏人，特作如下规定：

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张贴接待群众来访日期和时间的告示，不仅贴在室内，而且贴在大门外面，使没有出入证的群众都能看到。接待室必须设在可以自由出入、根本不需要什么出入证的地方。

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设登记簿，要有简要的记载，记下来访者的姓名、申诉要点、交谁办理。

星期日和节日必须规定接待时间。

国家监察部的负责人员有权参加所有的接待，并有责任随时视察接待工作，检查登记簿，把视察、检查登记簿和询问群众的情况作成记录。

劳动、国家监察、司法等人民委员部必须在各地设立星期日也保证接待的问事处，把接待的日期和时间通告居民，并规定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不需要出入证，也不收费。这些问事处不仅要就群众询问的问题一一作出口头或书面的答复，而且要替不识字的人和写不清楚的人免费代写申诉。这些问事处不仅必须吸收一切加入苏维埃的党派的代表以及没有加入政府的党派来参加，而且必须吸收非党的工会和非党的知识分子联合会的代表参加。


3

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防事业迫切要求尽量节省人力和最有效地使用人民的劳动。

为此，特作如下规定（首先在一切苏维埃机关执行，然后再推广到所有的企业和团体）：

1．一切苏维埃机关的每一个多少有点独立的单位，必须在三日内就下列各点向当地的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还要向司法人民委员部）提出简要报告：（a）主管部门；（b）单位名称；（c）工作内容简述；（d）下设机构的数目及名称；（e）男女职员数目；（f）工作量大小，尽量用例如公文件数、来往公函的件数等等加以说明。

各地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要取得司法人民委员部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同意）必须立即：（1）采取措施，检查是否正确而及时地执行了上述规定；（2）在接到上述报告后一星期内，拟出协调、统一和合并那些从事相同业务或同类业务的单位的计划。

受执行委员会委托执行这项任务的委员会，应当包括内务、司法、国家监察和劳动等部门的代表，并根据需要吸收其他部门的代表参加，每个星期必须向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简要报告，说明在合并同类单位和节省劳动方面做了些什么。

2．在每个有同类单位或同类部门（中央的、区域的、市的、省的、县的）的城市，必须立即在最高机关设立一个委员会来协调和统一这些机关，以便最大限度地节省人力，同时这种委员会要按第一项所列的规定和期限进行工作。

3．根据同样理由，委托按一二两项规定成立的委员会迅速采取措施，尽量用女子代替男子，并把能够调到军队或军事部门工作或者调去做其他工作（不是坐办公室，而是实际办事）的男子列一名单。

4．委托按一二两项规定设立的委员会在取得俄共地方组织同意的条件下，进行如下的人事更动：俄共党员（党龄在两年以上的）只放在领导岗位或负责岗位上；其余的职务由无党派的人员或其他党派的人员担任，尽量把俄共党员抽出来做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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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稿》是列宁起草的一份供国防委员会讨论的文件。根据列宁拟的名单，这一文件分送给了列·波·克拉辛、尼·尼·克列斯廷斯基、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德·伊·库尔斯基、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瓦·亚·阿瓦涅索夫、斯大林和卡·伊·兰德尔。列宁要求他们将文件交同志们传阅和讨论，在12月14日以前提出书面修改意见。——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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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关于党证填写问题的决定草案

（1918年12月12日）

自本决定公布之日起，俄共各级组织必须于一周内，在每个党员的党证和党员卡片上写明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具体时间。

如缺少这种材料，无从得到这种材料（材料须有三个以上有两年党龄的俄共党员签字证明），则应在每个党证或党员卡片上注明：“入党具体时间不详。”

凡在苏维埃机关担任职务的俄共党员，必须立即在自己的党证上简略地写明本人最近五年内参加过或追随过何种党派，并须有党组织的主席或书记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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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59]


（1918年12月14日）

同志们，让我来谈一谈今天预定要讲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国际形势问题，第二个是对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态度问题。

我想简单地谈一下国际形势。你们知道，英、法、美帝国主义现已宣布向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大举进攻。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者正在本国工人中间进行反对俄国的宣传，污蔑布尔什维克依靠少数、欺侮多数；由于法国和英国大多数出版机关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反苏维埃政府的谎言在那里就畅行无阻地迅速流传开来。正因为如此，对所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依靠少数人这种荒唐可笑的神话根本用不着理睬，这种神话根本不值一驳，它在每一个了解我国情形的人看来非常荒唐。但是，看一下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报纸（附带说一下，我们这里只能收到资产阶级的报纸）就会知道，那里的资产阶级至今还在传播这种神话。

在我国，只有那些不劳而获、剥削别人的剥削者，才被剥夺了选举权以及参加和影响国内政治生活的权利。这种人在全体居民中为数极少。城市里究竟有多少人在剥削雇佣劳动，你们是可以想象的。现在土地私有制已经消灭，地主的田产已被剥夺，那些早在斯托雷平年代就对农民进行掠夺的独立农庄主的土地已被没收，因此农村中剥削别人劳动的人也寥寥无几。但是，苏维埃政权并没有说要剥夺他们的选举权。苏维埃政权说：凡是愿意停止剥削的人，我们都承认他有参加管理的权利。你要当工人吗？我们欢迎之至。你要当剥削者吗？那我们不但不会用你选你，而且不会用别人的劳动来养活你。

从我国宪法的这个基本原则就可以看出，苏维埃政权依靠的是劳动者，给他们以安排国家生活的权利，苏维埃政权依靠的是全国的绝大多数人。每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一共开过六次）都向我们表明，工人、农民和红军士兵的代表，即不靠别人劳动而靠自己劳动过活的大多数人的代表，是苏维埃政权的日益巩固的基础。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1917年6月召开的，当时俄国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还在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当时克伦斯基驱使军队进攻，使几百万人在战斗中丧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党员，即布尔什维克，只占13%，也就是1/7。在创立了工农政权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已经占51%，也就是1/2。而在今年7月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已经占66%。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看到布尔什维主义成长发展得很快，就铤而走险。结果彻底分裂了。分裂以后，产生了三个不同的政党，最后一个政党——民粹派共产党转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来；许多象柯列加耶夫这样的著名活动家，也转到布尔什维克党方面来了。

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占了97%，就是说，几乎全国工农代表都是布尔什维克。这说明，广大劳动人民现在是多么紧密地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周围，而资产阶级所谓布尔什维克依靠的是少数人这种谎言和断语又是多么荒唐可笑。资产阶级这样造谣是为了债款——过去沙皇政府欠了他们170亿，这笔债我们已宣布废除，拒绝偿付（我们无意替以前的执政者还债，我们承认是有这样一笔债，不过我们说：那好，你们欠了这笔债，就自己去还吧），现在协约国想把它推到我们身上，还想让地主沙皇政权复辟。我们知道它们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萨马拉和西伯利亚都干了些什么。那里就连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成了我们的敌人、认为我们对德国革命的指望会落空的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也深信他们自己会被赶走，深信地主和私有制会在英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帮助下复辟。

在英国和法国，尽管报纸竭力掩盖真相，但是真相还是透露出来了。工人们感觉到了并且明白了，俄国革命是他们工人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我们看到，甚至在法国和英国，工人运动也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军队从俄国滚出去！”、“谁同俄国作战，谁就是罪犯！”。不久以前在伦敦的艾伯特大厅举行了社会党人大会，尽管英国政府竭力封锁真实情况，但我们还是得知，会上提出了“军队从俄国滚出去！”的要求，所有工人领袖都指出英国政府的政策是掠夺和暴力的政策。还有消息说，过去在苏格兰当教师的马克林，曾在英国一些主要工业区号召工人举行罢工，指出这场战争是掠夺性的战争。当时他就被捕入狱。最近他再次被捕入狱。但在欧洲革命运动爆发后，马克林被释放了，并被提名为英国北部和苏格兰最大的城市之一格拉斯哥的议员候选人。这说明，英国工人运动已提出革命的要求，愈来愈强大了。英国政府不得不把它最厉害的敌人——自称为英国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林释放了。

在工人一直受到沙文主义思想的侵袭、人们认为进行战争完全是为了保卫祖国的法国，革命情绪在增长。你们知道，现在，在战胜德国人以后，英国和法国向德国人提出的条件比布列斯特和约的条件还要苛刻百倍。现在欧洲的革命正在变为现实。协约国曾经吹嘘要使德国摆脱德皇和军国主义的羁绊，现在却堕落成为尼古拉一世时代俄国军队扮演的那种角色。当时俄国是一个黑暗的国家，尼古拉一世驱使俄国军队去镇压匈牙利革命。这是60多年前在旧农奴制度下发生的事情。现在，自由的英国和其他国家变成了刽子手，以为自己有权力扼杀革命，压制真理；但是这个真理一定会在法国和英国冲破重重障碍，工人们一定会懂得：他们受骗了，他们被拖入战争并不是为了法国或英国的解放，而是为了掠夺别的国家。现在有消息说，在法国，在一直主张保卫祖国的社会党[160]中，也有人热烈同情苏维埃共和国，反对武装干涉俄国。

另一方面，英法帝国主义以进攻俄国相威胁，并且支持克拉斯诺夫和杜托夫之流，支持恢复俄国的君主制度，想要欺骗自由的人民。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在军事方面比我们强大。这一点我们早已知道，早已指出。我们号召大家支援红军，以捍卫自己，回击掠夺者和强盗。但如果有人说，“既然英法帝国主义比我们强大，我们的事业也就没有希望了”，那我们要回答他们：“回想一下布列斯特和约吧。那时整个俄国资产阶级不是叫嚷布尔什维克把俄国出卖给了德国人吗？人们不是叫嚷布尔什维克寄希望于德国革命就是把希望寄托在幻影幻想上面吗？”结果怎样呢？本来德帝国主义比我们强大得多，完全有可能掠夺俄国，因为我们没有军队，而旧军队又不能作战，也不会作战；因为人们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无力作战。凡是了解当时情况的人都知道，那时我们根本没有自卫能力，就是说，俄国的全部政权可能落到以德皇为首的强盗手里。结果怎样呢？几个月以后，德国人就在俄国陷入了困境，遭到了有力的回击，而德国士兵深受我们宣传的影响，以致现在，正如彼得格勒北方公社[161]主席季诺维也夫告诉我的，当德国代表们从俄国逃走的时候，德国领事说：“的确，现在很难肯定是谁得分多些：是我们呢还是你们。”他看到，强过我们很多倍的德国士兵染上了布尔什维主义传染病。现在德国闹起了革命，那里在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布列斯特和约的缔结曾被说成是布尔什维克的完全垮台，实际上和约不过是一种过渡。现在我们已在俄国站稳脚跟，开始建立红军，德国军队染上了布尔什维主义，他们表面的胜利原来不过是德帝国主义朝着完全崩溃迈出的一步，不过是向世界革命的扩大和发展过渡的阶段。

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我们是孤立的。当时整个欧洲都认为俄国革命是一种特殊现象，认为我们这场“亚细亚式的革命”所以开始得这样迅速，一举推翻了沙皇，是因为俄国是个落后国家；这场革命所以这样迅速地过渡到剥夺财产，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是由于俄国落后；但是他们忘记了俄国革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俄国没有别的出路。战争在全国各地造成破坏和饥饿，它使人民和军队疲惫不堪，使他们认识到自己长期受骗，认识到革命是俄国的唯一出路。

过去有人对德国人说，必须抗御俄国人的入侵。现在这种说法愈来愈清楚是骗人。就是在俄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德国的资本家和将军们还在率领军队进攻俄国。正是这一点使得最无知的德国士兵也懂得：在四年的战争中他们一直受骗，他们被赶上战场是为了让德国资本家能够掠夺俄国。引起德帝国主义崩溃、引起德国革命的因素现在正每日每时地加速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革命的到来。过去我们是孤立的，现在不孤立了。现在，柏林、奥地利、匈牙利都发生了革命，甚至在瑞士、荷兰和丹麦这些不知战争为何物的自由国家里，革命运动也在前进，工人们已经要求组织苏维埃。现在事实表明，别的出路是没有的。革命在全世界日益成熟。在这方面我们是先驱，我们的任务是捍卫这个革命，直到我们的同盟者赶上来，这些同盟者就是欧洲各国的工人。这些国家的政府愈是冒险，工人就愈靠近我们。

当德国人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主宰一切的时候，他们离覆灭只有一步。现在，法国和英国强迫德国接受的媾和条件比当初德国强迫我们接受的还要苛刻得多、糟糕得多，这样它们就走到了深渊的边缘。不管它们怎样造谣，现在它们离覆灭只有几步了。它们害怕覆灭，它们的话愈来愈清楚是骗人，因此我们说：不管这些帝国主义者在报纸上怎样造谣，我们的事业是巩固的，是比他们的事业更巩固的，因为我们的事业依靠的是全世界工人群众的觉悟；这种觉悟是战争血洗全球达四年之久的产物。在这场战争中各国旧政府是无法找到出路的。它们现在说，它们反对世界布尔什维主义。工人们知道俄国发生的事情，知道那里在镇压向外国雇佣兵求援的地主和资本家。现在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全世界的工人也了解。尽管帝国主义者极其野蛮、极其凶恶，我们仍然勇敢地同他们斗，我们知道，他们在俄国每前进一步，就是向覆灭靠近一步，他们只会得到德国军队那样的结局：德国军队从乌克兰运走的不是粮食，而是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

在俄国，政权是劳动人民的，一旦政权不在他们手里，无论是谁都永远医治不好这场严酷的流血战争造成的创伤。让政权留在从前的资本家手里，就等于把战争的重担全部压在劳动阶级身上，让劳动阶级付出这场战争的全部代价。

现在，英国、美国和日本之间正在进行分赃斗争。现在一切都分光了。威尔逊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国的总统。他又怎么样呢？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只要说一句呼吁和平的话，就会被一帮沙文主义者枪杀在街头。有一个神父，他从来不是革命者，只是因为鼓吹和平，就被拖到街头，打得遍体血污。在盛行最野蛮的恐怖手段的地方，那里的军队现在都被用来扼杀革命，用作镇压所谓德国革命的威慑力量。德国开始革命还不久，才过了一个月，要立宪会议还是要苏维埃政权已经成为那里最尖锐的问题。那里全体资产阶级拥护立宪会议，所有充当德皇奴仆、不敢发动革命战争的社会党人也拥护立宪会议。整个德国分成两个阵营。现在社会党人拥护立宪会议，而坐了三年牢的李卜克内西则和罗莎·卢森堡一起领导着《红旗报》[162]。昨天莫斯科收到一份《红旗报》，是经过了许多困难曲折才得到的。从上面的许多文章可以看到，所有这些革命领袖都谈到资产阶级怎样欺骗人民。德国的意志操在资本家手里。资本家只出自己的报纸，而《红旗报》指出，只有工人群众才有权使用人民的财产。虽然德国革命才发生一个月，但现在全国已经分成两个阵营。所有变节的社会党人都叫嚷他们拥护立宪会议，真正的正直的社会党人则说：“我们全都拥护工人和士兵的政权。”他们不说“拥护农民”，而说“拥护工人和士兵”，说“拥护小农”，这是因为德国有很大一部分农民也雇佣工人。那里苏维埃政权已经成为一种管理形式。

苏维埃政权是世界性的政权。它正在取代旧的资产阶级国家。不仅君主国是资产阶级掠夺人民的一种形式，而且共和国也是这样一种形式，如果共和国让资本家继续占有工厂、银行、印刷所的话。布尔什维克说得对，世界革命正在发展。革命在不同的国家里是按照不同的方式发展的。革命的发展总是长期的，艰苦的。蹩脚的社会党人才认为资本家会立即放弃自己的权利。不会的，世上还没有过这样好心肠的资本家。社会主义只有同资本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资本家知道布尔什维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从前他们说：“由于俄国愚昧落后，人们才要那套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把戏。他们在俄国追求一种虚幻的、幽灵般的东西。”现在这些资本家老爷亲眼看到，这个革命是一场燃遍世界的大火，只有劳动者的政权才能取得胜利。我们现在已在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而在德国，大多数人不是雇农就是小农。德国的大农往往也是一种地主。

昨天瑞士政府把我国驻瑞士的代表驱逐出境，其中的原因我们是知道的。我们知道，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是怕我们的代表每天给我们发送有关伦敦群众大会的电讯，因为在这些群众大会上，英国工人宣布：“英国军队从俄国滚出去！”我们的代表还报道有关法国的消息。据说，帝国主义者已向俄国各驻外代表提出了最后通牒。他们把苏维埃政权驻瑞典的代表也驱逐出境了，这些代表就要返回俄国。不过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这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胜利。这种做法得不到什么结果。不管“盟国”怎样掩盖真相，怎样欺骗人民，怎样竭力摆脱苏维埃俄国的代表，人民终究会了解全部真相的。

因此我们向大家说：要竭尽全力回击“盟国”，支持红军！在我们还没有红军的时候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我们看到，红军正日益壮大并且不断获得胜利。我国军队的对手是英国军队。而我们的军队只有一些昨天才从工人阶级中选拔出来的军官，他们昨天才初次受到军事训练。当我们俘虏敌军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这些俘虏读了译成英文的我国宪法以后都说：“我们受骗了。苏维埃俄国并不象我们原来想的那样。苏维埃政权是劳动者的政权。”我们说：“对啦，同志们，我们不仅是为苏维埃俄国作战，而且是为全世界工人和劳动者的政权斗争。”只要我们抵挡住帝国主义的进攻，德国革命就会巩固起来，所有其他国家的革命也会巩固起来。因此，这场世界革命，不管欧洲把它叫作什么，反正是发展起来了，而世界帝国主义一定会灭亡。我们的处境不管多么困难，都使我们深信，我们为正义的事业斗争并不是孤立的，我们还有同盟者——各国的工人。

同志们，这是我对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的一些看法，现在我还想简单地谈谈其他问题。我想谈谈小资产阶级政党。这些政党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但它们并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很清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象银行、储金局、互助会这样的机构都美其名曰“自助”，但这一切毫无意义，实际上自助是假，掠夺是真。你看吧，这些政党好象拥护人民，但当俄国工人阶级反击克拉斯诺夫（他曾被我军俘虏，但可惜又放掉了，因为彼得格勒人太仁慈了）的时候，这些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先生却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些小资产阶级政党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拥护资本家呢还是拥护工人。这些政党是由那些一心盼着有朝一日能大发其财的人组成的。他们经常看到他们周围大多数小业主——这都是一些劳动人民——生活很苦。于是这些在全世界到处都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开始动摇。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历来都是如此，我国现在也是这个情况。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是我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当时我们没有军队，我们必须签订和约，但我们说，我们一分钟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作，——就在这个困难时期到来的时候他们都离开我们了。他们忘记了俄国是在为社会主义革命承担最大的牺牲，跑到立宪会议派那边去了。萨马拉、西伯利亚都出现了立宪会议派。现在他们都被赶了出来，都领会到了：或者是地主政权，或者是布尔什维克政权。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或者是被压迫者的政权，或者是压迫者的政权。所有贫苦农民只会跟我们走，而且也只有在亲眼看到我们对旧制度不讲客气、一切都是为了造福人民的时候，才会跟我们走。只有这样的苏维埃政权，人民才会不顾艰难困苦，忍饥挨饿，在一年的时间里一直给以支持。工人和农民知道，不管战争如何艰苦，工农政府一定会用一切力量来反对剥削者资本家，使全部战争重担不是压在工人肩上，而是压在这些老爷肩上。所以工农政权一年多以来一直受到人民的支持。

现在，德国革命到来以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开始转变了。他们中间的优秀人物本来就向往社会主义。可是他们过去认为，布尔什维克在追求一种虚幻的、神话中的东西。现在他们深信：布尔什维克所期待的不是幻想出来的东西，而是真正的现实；这场世界革命已经开始，并在全世界发展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间的优秀分子开始后悔他们犯了错误，开始懂得苏维埃政权不仅是俄国的工人政权，而且是世界性的工人政权，任何立宪会议都是无济于事的。

英国、法国和美国都知道，现在，当世界革命爆发的时候，它们没有外部敌人。敌人是在每个国家的内部。现在发生了新的转折：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开始动摇，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倾向于布尔什维克，并看到不管他们怎样发誓忠于立宪会议，终究是站在白匪方面的。现在，在全世界，问题都是这样摆着的：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掠夺者的政权，这些掠夺者在这场战争中使1000万人丧生、2000万人残废，今天仍在继续掠夺其他国家。

同志们，这就是引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动摇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些政党向来是动摇的，而且会永远动摇下去。大多数人是根据实际生活得出自己的信念的，他们不相信书本和空话。我们对中农说：你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理由去得罪中农，如果哪个地方苏维埃打击中农，伤害中农，就要把这个苏维埃撤掉，因为它不懂得该怎样行事。中间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将会永远动摇下去。既然他们象钟摆一样摆到我们这边来了，就应该支持他们。我们说：“如果你们要破坏我们的工作，我们决不欢迎。如果你们帮助我们，我们接受。”孟什维克有各种不同的派别，有一派叫“积极派”（行动派），这是一个拉丁名称，隐藏在这一名称下面的，是一些主张“不能光批评，还应该用行动帮助”的人。我们说：我们要同捷克斯洛伐克军作战，谁帮助这些人，我们就对他不留情。但如果有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就应该欢迎他们，宽恕他们。站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中间分子将会永远动摇下去。他们原以为苏维埃政权很快会垮台。但事实证明不是这样。欧洲帝国主义打不垮我们的政权。现在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着。所以我们说，那些过去动摇、现在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人，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不会抛弃你们的。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是：不管这些人以前是什么样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动摇过，只要对我们是真心诚意的，就要让他们到我们这边来。我们现在已经相当强大，谁都不怕。我们能把所有的人消化掉，他们却消化不了我们。要记住，这些政党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今天钟摆摆过去，明天它又摆过来。我们应当始终是无产阶级政党，工人和被压迫者的党。但是现在我们管理着整个俄国，只有靠别人劳动为生的人才是我们的敌人。其余的人都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只是动摇分子。而动摇分子还不是敌人。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粮食问题。你们都知道，我们的粮食情况在秋季曾略有好转，现在又变糟了。人民又在挨饿，到春天情况会更坏。现在我们的铁路运输很糟，加之现在又为运送回国的俘虏而负担过重。目前从德国跑回来的有200万人。这200万人受尽了苦难和折磨。他们比谁都饿得厉害。这些人不成人样，只剩一张皮，骨瘦如柴。内战使我们的运输遭到更大的破坏。我们没有机车，没有车辆。粮食情况愈来愈严重。鉴于这种情况，人民委员会认为：既然我们现在有了军队并且由每个团的党支部建立了纪律，既然大部分军官是工人出身而不是“纨.F子弟”，既然这些军官懂得工人阶级应该提供管理国家的人才和红色军官，那么，社会主义军队将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它的军官成分将因红色军官的参加而焕然一新。我们知道，现在已经发生了转变。军队有了，军队中建立了新的纪律。这个纪律是靠支部、工人和政治委员来维持的，他们成千上万地走上前线，向工人和农民解释为什么要打仗。所以我军才发生了转变，所以这种转变才这样显着。英国报纸说，现在他们在俄国遇到了劲敌。

我们很清楚，我们的粮食机构很糟糕。其中混进了一批一贯招摇撞骗、贪污盗窃的人。我们知道，铁路员工中间，凡在工作中挑重担的人都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而上层分子则抱着旧制度不放，他们不是消极怠工，就是敷衍塞责。同志们，你们知道，这场战争是革命战争。为了这场战争，应该把人民的一切力量都动员起来。全国应当变成一个革命兵营。大家都来支援战争！支援战争不仅表现在大家都上前线，而且表现在由那个领导大家求解放并支持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来管理，因为唯独它才有这种权利。我们知道，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不但没有可能管理国家，而且没有可能学习文化，我们知道，要他们一下子把什么都学会是很困难的。工人阶级在最困难最危险的军事方面总算实现了这个转变。觉悟的工人也应该帮助我们在粮食和铁路方面实现这样的转变。要使每一个铁路员工和每一个粮食工作者都把自己看作是坚守岗位的士兵。他应该记住，他是在同饥饿作战。他应该丢掉旧的拖拉作风。我们最近决定建立工人粮食检查机关[163]。我们认为，要使铁路机构发生转变，要把它变成一支特殊意义上的红军，就要有工人参加。要号召自己人参加。要开办训练班，教他们，让他们当政治委员。只有培养出自己的工作人员，才能够使粮食方面的旧官僚的军队变为工人领导下的一支特殊意义的红色社会主义军队；这支军队进行工作不是遭到强迫，而是出于自愿，就象红色军官在前线战斗知道自己是为社会主义共和国而牺牲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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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这是列宁在莫斯科普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就国际形势和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问题发表的讲话。这个会议是俄共（布）普列斯尼亚区委会和普列斯尼亚区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联合召开的，于1918年12月14—16日在阿列克谢耶夫民众文化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各工业企业和红军部队的代表约1400名。——364。



[160]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是由1902年建立的法国社会党（饶勒斯派）和1901年建立的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合并而成的，1905年成立。在统一的社会党内，改良派居于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党领导就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该党党内有以让·龙格为首的同社会沙文主义分子妥协的中派，也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革命派。



1920年12月，在图尔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革命派取得了多数地位。代表大会通过了该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并创立了法国共产党。改良派和中派退党，另行建立一个独立的党，仍用法国社会党这一名称。——367。



[161]北方公社是苏俄北部和西北部各省的行政联合体，下辖彼得格勒省、诺夫哥罗德省、普斯科夫省、奥洛涅茨省、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格达省、北德维纳省和切列波韦茨省。1918年4月成立，1919年2月撤销。——368。



[162]《红旗报》（《Die Rote Fahne》）是斯巴达克联盟的中央机关报，后来是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由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创办，1918年11月9日起在柏林出版。该报多次遭到德国当局的迫害。1933年被德国法西斯政权查禁后继续秘密出版。1935年迁到布拉格出版；从1936年10月至1939年秋在布鲁塞尔出版。——370。



[163]指粮食人民委员部下面设立工人粮食检查机关一事。《关于建立工人粮食检查机关的条例》于1918年12月5日经人民委员会通过，12月7日公布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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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给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拨款问题的建议[164]


（1918年12月14日）

每周都要汇报实行统一管理的现金数额（各部门或各企业的）。

每周都要汇报从每个总管理机构和每个大工厂运往各地的产品数量和分配给居民的产品数量。

（1）人民银行对交款和提款的监督——现金统一管理

（2）“商品交换”部门对运出产品和供给消费者的监督

（3）对各总管理机构和中央管理机构中各个企业的原资本家或原企业主要追究个人责任（监禁，枪毙原资本家，逮捕他们的家属）[165]。

（4）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在最薄弱的领域即产品分配领域里把一定的实际任务委托给工商业职员联合会，作为联合会，其全体成员要承担集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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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这个建议是列宁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12月14日会议讨论弗·巴·米柳亭关于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拨款的报告时写的。建议反映在人民委员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定中。——377。



[165]原稿中1、3两点被列宁勾去。同载入会议记录的决定相对照可以看出，列宁把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各点保留下来了。——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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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普罗相同志

（1918年12月20日）

我认识普罗相同志并对他的长处有所了解，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们在人民委员会共事期间，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我们结成了联盟。普罗相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十分忠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并不是人人都称得上社会主义者，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人都称不上社会主义者。但是应该说普罗相称得上，因为他虽然忠于俄国民粹派的思想体系，忠于这种非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却是一个信念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之成为社会主义者，不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不是由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而是通过他自己的方式；在人民委员会共事期间，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留意到，每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表现出小业主的观点，对农业方面的共产主义措施持否定态度的时候，普罗相同志总是坚决地站在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这一边，反对自己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同事。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前不久同普罗相同志的一次谈话。当时我们中间好象已经没有什么重大分歧了。普罗相开始对我谈到我们两党合并的必要性，并说在人民委员会共事期间，原来距离共产主义（当时这个字眼还没有流行起来）十万八千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共产主义显然大大接近了。我当时采取了慎重态度，说他提出这个建议还为时过早，但我绝对没有否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是接近起来了。

布列斯特和约使我们彻底地分道扬镳了，结果，尽管普罗相具有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定性，仍然不能不发生公开的斗争，甚至是武装斗争。事态会发展到举行暴动或发展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总司令穆拉维约夫实行叛变，老实说，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但是普罗相的例子告诉我，甚至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间那些最真诚最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的头脑里，爱国主义也是根深蒂固的，同时还告诉我，在世界观的一些根本问题上有了分歧，到了困难的历史关头必然要表现出来。民粹派的主观主义甚至使得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优秀人物也铸成了大错，他们把德国帝国主义视为极其可怕的力量，被这个幻影弄得晕头转向。为了对付这一帝国主义，似乎只能起事，而且就在此时此刻，根本不考虑国内国际的客观条件，似乎采用其他斗争方式，简直就违背革命者的天职。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1907年使社会革命党人对斯托雷平杜马进行无条件“抵制”的那种错误。只不过在火热的革命斗争环境下，错误对人进行了更残酷的报复，把普罗相推上了同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

尽管这样，普罗相在1918年7月以前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所作的贡献，仍然大于他在1918年7月以后在破坏这一政权方面犯下的罪过。在德国革命以后的国际环境下，如果普罗相不过早逝世，他必然会同共产主义重新接近，而且会比以前更牢靠。






	　　尼·列宁载于1918年12月20日《真理报》第27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集5版第37卷第384—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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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斯尼亚工人的壮举

（1918年12月22日）

13年前，莫斯科的无产者举起了反对沙皇制度的义旗。这是反对沙皇制度的第一次工人革命发展的顶点。工人遭到了失败，普列斯尼亚被工人的鲜血染红了。

莫斯科工人表现了令人难忘的英雄气概，为俄国全体劳动群众树立了斗争的榜样。但是当时劳动群众还很不开展，还过于分散，他们没有支持普列斯尼亚和莫斯科那些拿起武器奋起反对沙皇君主制即地主君主制的英雄。

继莫斯科工人的失败之后，整个第一次革命也失败了。在地主疯狂实行反动的漫长痛苦的12年里，俄国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受尽了苦难。

普列斯尼亚工人的壮举并不是无谓的行动。他们没有白白牺牲。沙皇君主制已被打开第一个缺口，这个缺口缓慢地但是不断地扩大并削弱中世纪的旧制度。莫斯科工人的壮举在城乡劳动群众中引起了深刻的震荡，尽管有种种迫害，这种震荡的余波并没有平息。

1905年12月武装起义前，俄国人民还没有能力同剥削者进行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可是在12月以后，人民的情况已经不同了。他们获得了新生。他们经受了战斗的洗礼。他们在起义中得到了锻炼。他们培养了大批战士，这些战士在1917年取得了胜利，现在正克服一切难以置信的困难，战胜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令人痛苦的饥饿和经济破坏，捍卫着争取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事业。

世界工人革命的先遣队红色普列斯尼亚的工人万岁！





	载于1918年12月22日《公社战士报》第6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86—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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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主”和专政

（1918年12月23日）

莫斯科收到的几期柏林出版的《红旗报》和维也纳出版的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呐喊报》（Weckruf）[166]向我们表明，社会主义的叛徒、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支持者谢德曼和艾伯特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遭到了德奥两国革命无产者的真正代表的应有的回击。我们热烈地欢迎这两家机关报，它们显示了第三国际的活力和它的成长。

看来，现在不论在德国还是在奥地利，革命的主要问题都是这样一个问题：要立宪会议还是要苏维埃政权？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的所有代表人物，从谢德曼到考茨基，都拥护立宪会议，并称自己的观点是捍卫“民主”（考茨基甚至说是“纯粹民主”）反对专政。对于考茨基的观点，我已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刚出版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注：见本卷第229—327页。——编者注］

 这本小册子中作了详尽的分析。现在我想把这个争论的问题的实质简要地阐述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实际地提上了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程。

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高谈“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企图欺骗群众，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让资产阶级继续掌握整个国家政权机构吧！让一小撮剥削者继续利用旧有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吧！资产阶级喜欢把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选举叫作“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全民的”选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字眼可以用来掩盖真相，掩盖这样的事实：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权仍然掌握在剥削者的手里，因而根本谈不上被剥削者即大多数居民的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对资产阶级来说，在人民面前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把它说成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是有利的，必需的；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重复这个论调，实际上是抛弃无产阶级的观点，跑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最后一次合写《共产党宣言》序言时（这是在1872年），认为必须特别提醒工人注意，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即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该摧毁和打碎这个机器。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05页。——编者注］

 叛徒考茨基写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整本小册子，对工人隐瞒这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从根本上歪曲马克思主义；显然，这本小册子受到谢德曼之流先生们的热烈赞扬是完全应该的，因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对跑到资产阶级那边去的人就是这样赞扬的。

工人和全体劳动者不仅被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而且被四年掠夺战争弄得饥寒交迫、困苦不堪，而资本家和投机商继续掌握着掠夺来的“财产”和“现成的”国家政权机构，这时候高谈什么纯粹民主、一般民主、平等、自由、全民性，就是嘲弄被剥削的劳动者，就是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因为马克思主义教导工人说：你们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看到它同封建制度相比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忘记它是有历史条件的和有历史局限性的，不要“迷信”“国家”，不要忘记，不仅在君主制度下，就是在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下，国家也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资产阶级不得不伪善地把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说成“全民政权”或者一般民主，纯粹民主。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遗憾的是现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也在帮他们的忙）赞同这种谎言、这种伪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则予以揭穿，直接而公开地向工人和劳动群众说明真相：民主共和国、立宪会议、全民选举等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要把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除了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这种专政，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人类摆脱资本的压迫，彻底认清资产阶级民主这种富人的民主是谎言、欺骗和伪善，才能实行穷人的民主，也就是使工人和贫苦农民事实上享受到民主的好处，而现在（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下）大多数劳动者事实上是享受不到民主的这些好处的。

例如拿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来说。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硬要工人相信，目前在德国和奥地利进行的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民主”的。这是撒谎，因为实际上资本家、剥削者、地主、投机商掌握着十分之九可供开会的最好的建筑物，掌握着十分之九的纸张、印刷所等等。城市的工人、农村的长工和日工实际上被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这种权利是由考茨基和伦纳之流先生们来捍卫的，遗憾的是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也跑到他们那边去了）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机构即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法官等等排除于民主之外。目前德意志“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集会和出版自由”就是谎言，就是伪善，因为实际上这是富人收买和贿赂报刊的自由，是富人用资产阶级报纸谎言这样的劣等烧酒来麻醉人民的自由，是富人“占有”地主宅第、最好的建筑物等等的自由。无产阶级专政则要从资本家手里把地主宅第、最好的建筑物、印刷所、纸库夺过来供劳动者使用。

于是，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和他们一道的还有一些外国的同道者，如龚帕斯、韩德逊、列诺得尔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就大叫起来，说这是用“一个阶级的专政”代替“全民的”、“纯粹的”民主！

我们回答说：不对！这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专政（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形式伪装起来的专政）。这是用穷人的民主代替富人的民主。这是用大多数人即劳动者的集会和出版自由代替少数人即剥削者的集会和出版自由。这是民主在世界历史上空前地扩大，是假民主变为真民主，是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而资本使任何一种、甚至最“民主”最共和的那种资产阶级民主变得面目全非和残缺不全。这是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这种代替是使国家完全消亡的唯一道路。

资产阶级的伪善的朋友们即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天真的小资产者和庸人们问道：为什么不实行一个阶级的专政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为什么不能直接过渡到“纯粹”民主呢？

我们回答说：因为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能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而小业主必然始终动摇不定，软弱无力，愚蠢地幻想“纯粹”民主即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因为，要摆脱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社会，只能靠被压迫阶级的专政。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这是由于只有无产阶级被资本主义联合起来了并且“训练出来了”，只有它能够把那些按小资产阶级方式生活的、摇摆不定的劳动群众吸引过来，或者至少能使他们保持“中立”。因为，只有甜蜜蜜的市侩和庸人才会幻想不经过一个长期艰苦的镇压剥削者反抗的过程就可以推翻资本的压迫，并用这种幻想欺骗自己，欺骗工人。目前在德国和奥地利，这种反抗还没有公开地展开，因为对剥夺者的剥夺暂时还没有开始。这样的剥夺一经开始，剥夺者就会拚死地、疯狂地进行反抗。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对自己和工人隐瞒这一点，就是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在紧要关头放弃进行阶级斗争和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的立场而采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采取“社会和平”或剥削者同被剥削者调和的立场。

马克思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9页。——编者注］

 。革命迅速地教育着人们。德奥两国的城市工人和农村雇农很快就会明白，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无产阶级一定会唾弃这些“社会主义叛徒”，这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社会主义叛徒，就象俄国无产阶级唾弃了同样的一些小资产者和庸人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样。无产阶级一定会看出，——上述这些“领袖”统治得愈厉害，无产阶级就会愈快地看出——只有用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关于这种国家，马克思谈得很多，但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歪曲和背叛了他的思想）或苏维埃类型的国家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内），才能开辟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使人类摆脱资本的压迫和战争。






	　　1918年12月23日于莫斯科载于1919年1月3日《真理报》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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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呐喊报》（《Der weckruf》）是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1918年11月起在维也纳出版。1919年1月15日起称为《社会革命报》，同年7月26日起称为《红旗报》。1920年10月14日起是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德意志奥地利是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后在奥地利本土上成立的国家。1918年11月12日，奥地利临时国民议会宣布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成立。根据1919年9月10日签订的圣热尔曼和约的规定，该共和国改称奥地利共和国。——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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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67]


（1918年12月25日）

（ 欢呼
 ）同志们！首先让我简单地谈一谈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当然，你们大家都知道，国际形势的一大问题是英、法、美帝国主义取得了胜利，他们企图完全占领整个世界，而主要是企图消灭苏维埃俄国。

你们知道，在十月革命初期，不仅西欧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而且一部分俄国资产阶级，都认为我们搞的只是一种社会主义实验，对全世界不会有重大意义。那些特别骄横、特别近视的资产阶级分子曾一再声言，说俄国的共产主义实验除了让德帝国主义高兴，达不到什么其他目的。可惜的是，有些人竟让这种胡说弄得晕头转向，并用这种观点来看待布列斯特和约那些非常苛刻和有极大强制性的条件。其实，这些人是在有意无意地煽起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他们在分析日益恶化的形势时，不是从全世界着眼，不是从国际范围内事变的发展着眼，而是认为德帝国主义是主要的敌人，认为这一强制性的、富有掠夺性的和约是德帝国主义者的胜利。

的确，从俄国的处境来看当时的事变，和约条件是再厉害不过了。但是过了几个月，德帝国主义者的结论的荒诞无稽就看出来了，——他们在占领乌克兰的时候，在德国资产阶级面前、尤其是在德国无产阶级面前吹嘘说，现在已经到了收获帝国主义政策结出的果实的时候了，他们在乌克兰一定能搞到德国所需要的一切。这是对事变最肤浅最近视的估计。

不久就看出来，那些从事变对世界革命发展的影响的角度看问题的人才是唯一正确的。正是遭受空前灾难的乌克兰的例子表明，仔细考察和研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对事变作出的估计，才是唯一正确的估计，因为帝国主义已被实在活不下去的劳动群众掐住了脖子。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世界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德帝国主义者从乌克兰得到的物资，比他们指望的要少得多。同时，把战争变为公开进行掠夺的战争，毁了整个德国军队，而同苏维埃俄国的接触，则瓦解了这支由德国劳动群众组成的军队，这在几个月后就看出来了。现在，当英美帝国主义变得更加狂妄，把自己看作太上皇，认为谁也不得违抗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忽视我们当前的处境极其困难。协约国现在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可能实行的政策的极限，也象德帝国主义者在1918年2月和3月间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那样蛮干起来了。造成德帝国主义灭亡的原因，我们在英法帝国主义身上也清楚地看到了。英法帝国主义强迫德国接受的媾和条件，比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德国强迫我们接受的条件坏得多，苛刻得多。这样一来，英法帝国主义就越出了极限，日后一定会招致灭顶之灾。一超过极限，帝国主义就再也没有希望把劳动群众控制起来了。

尽管沙文主义者大肆鼓噪，宣扬战胜和打垮了德国，尽管战争还没有正式结束，但在法国和英国，已有工人运动无比高涨的迹象，已有一些政治家在改变立场，他们从前抱着沙文主义的观点，现在也反对本国政府干涉俄国内政了。如果再对照看一下最近报纸上发表的英美士兵发起联欢的消息，如果想到帝国主义的军队是由备受欺骗和恐吓的公民组成的，那我们就可以认为，苏维埃俄国的基础是相当稳固的。看到世界战争和世界革命的这整个情景，我们非常泰然，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说：英法帝国主义太过火了，在媾和条件上竟超出了帝国主义者所能做到的极限，一定会遭到彻底破产。

扼杀革命，侵占和瓜分世界各国，——这就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协约国给自己提出的任务。英国和美国所遭到的战祸比德国轻得多，两个国家按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也远比德国资产阶级有眼光，但英美帝国主义者已经失去理智，现在迫于客观形势不得不担负力不胜任的任务，不得不保持军队以备绥靖和镇压的需要。

现在我们的处境要求我们拿出一切力量来。现在的每一个月，我们应当比过去的十年还珍惜，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要比从前重大百倍，我们不仅在保卫俄罗斯共和国，而且在为世界无产阶级从事伟大的事业。我们需要作高度的努力，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来编制组织计划和制定大的方针。

至于我们当前的任务，应当说，已经有了一个基础，在从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68]到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一期间，基本的任务已经确定。管理工业、国有化企业以及整个整个工业部门的总计划已经制定出来，工作做得很扎实，有工会参加。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同一切对事业有害的工团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的表现作斗争。

战争形势赋予我们以特殊的责任和艰巨的任务。有工会参加的集体管理是必要的。集体管理机构是必要的，但是它们不应成为实际工作的障碍。现在，在我观察我们的企业执行经济任务的情况时，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经过集体讨论才执行的那一部分工作，有时不能完成。从集体执行过渡到个人负责，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我们要求国民经济委员会、总管理机构和中央管理机构今后无论如何再不要把实行集体管理制变成说空话、写决议、作计划、闹地方主义。这是不能容许的。 
［注：在1918年12月26日出版的《经济生活报》第42号的报道中，由“从集体执行”到“这是不能容许的”这几句话，是这样写的：“当前的任务是在执行方面由集体负责制过渡到个人负责制。目前我们这里出现的问题，按克拉辛同志非常中肯的说法，是全国性的阻塞。我们把过多的时间花在有损共同事业的空谈上。例如，我们现在有数量充足的短皮袄，不但够军队用，而且够那些工作条件极其艰苦的铁路员工用，可是就因为统计工作和运输工作没有跟上，他们就得不到。



从现在起，我们要求国民经济委员会、总管理机构和中央管理机构无论如何再不要把实行集体管理制变成说空话、写决议、作计划、闹地方主义。政府需要短皮袄是硬性规定，各地却搞官样文章，说什么这个问题他们已经议过啦，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啦。这是不能容许的。”——俄文版编者注］ 我们坚决要求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总管理机构的每一个成员都知道他对哪一个经济部门负责（从狭义说的负责）。当我们获悉有原料，而人们却不知道、也弄不清楚有多少原料时，当人们向我们诉苦，说商品锁在仓库里，而农民不愿意把粮食换成贬值的纸币，正当地要求商品交换时，我们应该知道到底是哪一个集体管理机构的哪一位委员办事拖拉，我们应当说，这位委员要对办事拖拉负责，而且要负军事责任，就是说，要立即逮捕起来，送军事法庭审判，哪怕他是一个最重要的总管理机构中最重要的工会的代表。这个人应当对统计和正确利用库存产品这种最简单的事情办得怎么样负责。在我们这里，恰恰是在执行最简单的任务这个环节上往往发生阻塞现象。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事根本用不着担心，因为要建立前所未有的新的管理形式，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来制定总的组织计划，这种计划会在工作过程中得到发展。相反，值得惊奇的倒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这方面居然做了那么多事情。但是从战争的观点来看，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要求我们发挥最大的干劲，来生产粮食和短皮袄，改善工人缺少鞋子、食品和其他物品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把商品交换扩大两倍，扩大十倍。国民经济委员会应当把这方面的工作当作自己的当前任务。

我们需要人们做实际工作，负责做到：把原粮换成成品粮，不让粮食积压；每个仓库的原料不仅有账，而且不积压；在生产上真正有所帮助。

至于合作社，同它们打交道，也必须考虑它们的业务特点。我听到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某些委员说：合作社是做小生意的，合作社里都是些孟什维克，白卫分子，应当离它们远一点。我断定这些人完全是无知。他们不是把有用的合作社工作者看作专家，而是把他们当作白卫分子的帮凶，根本不懂得当前的任务。我说这些人是多管闲事，抓白匪我们有肃反委员会，它们的事情应该让它们去干。而合作社是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来的、我们应当加以利用的唯一的机构。因此，谁要是用目光短浅、极端蠢笨和充满知识分子自负的议论来代替实际工作，我们就要按战时办法严加惩办。（热烈鼓掌）

一年过去了，事情还没有安排妥当。面前摆着实际任务，我们却还在没完没了地讨论计划。而国家需要粮食、毡靴，要求及时地分配原料。象这样的拖拉作风和多管闲事的现象，是不能容许的。

我们的机构中有时有倾向白匪的分子，但在我们所有的机关中都有共产主义的监督，这些人不会有什么政治影响，也不会起领导作用。这是根本谈不上的。我们需要他们，因为他们是实际工作者，这些人没什么可怕。我承认，共产党员是最优秀的分子，在他们中间有出色的组织者，但要得到大批这样的组织者还需要许多许多年，我们又不能等待。

现在我们能够在资产阶级中间，在专家和知识分子中间得到这样的工作人员。因此我们要问问在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每一位同志：先生们，你们为吸收有经验的人参加工作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你们为吸收专家、吸收店员和干练的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做了些什么事情呢。这些人给你们干工作，一点也不比他们给什么科卢帕耶夫们和拉祖瓦耶夫们[169]干工作差。是我们抛弃过去的偏见、号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专家参加我们工作的时候了。我们的一切集体管理机构，我们所有身为共产党员的工作者，都必须了解这一点。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我们的胜利才有保证。

各种各样的空谈该收场了，现在是干实际工作的时候了，只有干实际工作才能使我国摆脱帝国主义者的包围。一切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都必须这样看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实干，再实干！如果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利用自己的政权，不能实际地提出问题和实际地解决问题，它就失去了很多东西。是放弃偏见的时候了，不要以为只有共产党员才干得了某些工作，当然，他们中间确实有优秀人才。是放弃这种偏见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实干再实干的工作者，我们应该把他们统统吸收来参加工作。

资本主义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笔遗产，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大专家，我们一定要利用他们，广泛地大量地利用他们，把他们全都用起来。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从我们的党员中培养专家，因为现在全部问题在于实际工作，在于实际效果。

现在需要集体管理机构的每一个委员，负责机关的每一个成员都把工作担当起来，对它完全负责。任何一个人，只要负责一个部门，就一定要事事负责，既管生产，又管分配。我应当向你们指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是这样的：只要能正确地分配粮食和其他产品，我们就能支持很长很长时间。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一定要实行坚决消除一切拖拉现象的正确政策：办事要雷厉风行，每项重要工作都要指定专人负责，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明确自己的任务，切实负责，直到用脑袋担保。这就是我们在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实行的政策，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合作社的全部活动都必须服从这个政策。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应当坚持的方向。

必须使商品交换的轮子在我们这里正常地转动起来。这就是当前的全部任务，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因此，在结束我的讲话时，我恳切地请求你们，所有的人，都投身到这项工作当中来。（掌声经久不息）





	载于1919年《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94—401页

















[167]这是列宁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后第7天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列宁提出的企业和机关工作从集体管理制过渡到领导者个人负责制的建议以及工会要更积极地参加对工业的直接管理、合作社组织要参加国家对产品的收购和分配等意见，已反映在大会就列宁的报告一致通过的决议和大会的其他决定中。



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12月19—27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16名，其中有175名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同情者。代表大会分设组织小组、国有化企业管理小组、工业拨款小组、合作社和公用事业小组以及工人监督与国家监督小组。大会总结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一年来的工作，听取了弗·巴·米柳亭关于世界经济状况和苏维埃俄国经济状况的报告、列·波·克拉辛关于对红军的供应问题的报告、尤·拉林关于商业国有化和组织分配问题的报告、尼·巴·布留哈诺夫关于粮食工作状况的报告和弗·伊·涅夫斯基关于铁路运输问题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条例，认为必须取消作为中央和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的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同时规定了组织生产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形式，认为工业管理必须更加集中，因此设立管理单独工业部门总管理机构和中央管理机构是正确的。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工人监督与国家监督、关于对红军的供应、关于财政拨款、关于农业合作社、关于组织手工业、关于运输问题等项决定。——389。



[168]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5月26日—6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52人，代表5个区域、30个省和许多县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工会组织和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的议程是：布列斯特条约的经济后果；俄国的一般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活动；俄国的财政状况；国家预算；对外贸易；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地方报告。列宁在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左派共产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代表大会上反对列宁关于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和管理的计划。经过斗争，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原则方针通过了国有化企业管理条例以及关于必须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关于城乡商品交换、关于改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等决定。代表大会还制定了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391。



[169]科卢帕耶夫和拉祖瓦耶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特写作品《蒙列波避难所》中的人物，他们都是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后新兴资产者的典型。——394。







《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编写工农读物的指示

（1918年12月）

任务：在两周内编写出一套工农读物。

读物应当由分篇的即每篇自成一个完整单元的活页材料编成，每一材料的篇幅为2—4印张。

叙述要非常通俗，是给文化程度极低的农民看的。材料数量为50至200篇；该书第一册为50篇。

题目：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及其内外政策。例如：什么是苏维埃政权；怎样管理国家；土地法；国民经济委员会；工厂国有化；劳动纪律；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秘密条约；我们是怎样提出和约的；我们现在为什么而战；什么是共产主义；政教分离；如此等等。

可以而且应当采用一些原有的好活页材料，改写原有的文章。

该读物提供的材料应当做到可供当众宣讲，也可供家庭阅读，可以单篇翻印，也可以稍加补充译成其他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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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5卷


论工会的任务[170]


（1918年12月—1919年1月）


一

托姆斯基、拉杜斯－曾科维奇和诺根三人的提纲各自反映了自己那项“专业”的观点，即反映了工会、人民委员部和保险储金合作社的工作者的观点。

因此，每一份提纲都有毛病，都是片面强调事情的一个方面，抹杀和掩盖了基本的原则的问题。

要正确地提出这些有关现代工会运动及其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的原则问题，首先必须正确地估计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目前这段时间的特点。

他们三个人对问题的这一根本方面都提得不够，或者几乎完全没有提到。


二

在这方面，目前这段时间的一个主要特点是：

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无论在城市无产阶级群众还是在农村贫苦农民中间，都已取得胜利，但它还远没有向所有的行业和所有的半无产阶级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并把他们牢固地组织起来。

因此，加强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在目前这段时间特别重要。这一方面是为了扩大我们对工人和职员中最不苏维埃化的（即远未完全承认苏维埃纲领的）那些阶层的影响，使他们服从总的无产阶级运动；另一方面是为了从思想上振奋和从组织上团结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中最不开展的阶层和分子，例如粗工，城市中的仆役，农村中的半无产者等等。

其次，这段时间的第二个基本特点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已经走上轨道，就是说，不仅已把它定为我们的任务和最近的实际目标，而且成立了一系列进行这种建设的重要机构（例如国民经济委员会），创造了这些机构和群众组织（工会、合作社）相互配合的实施办法，取得了这种建设的一定的实际经验。但是同时，建设还远没有完成，远没有结束，缺点还很多，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好（例如粮食的合理收集和分配，燃料的生产和分配），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这一建设还非常不够。


三

由于这种情况，目前工会需要完成如下的任务。

根本谈不上什么工会“中立”。任何关于中立的宣传，都是为反革命打掩护，或者是毫无觉悟的表现。

现在，我们在工会运动基干队伍中的力量相当强大，足可使工会内部落后的即消极的非共产主义分子，以及劳动人民中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那些阶层，接受我们的影响，让他们遵守无产阶级的纪律。

所以，现在的主要任务不是摧毁强大的敌人的反抗，因为这样的敌人在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中间已经没有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顽强的、坚持不懈的、更加广泛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来克服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中某些小资产阶层的偏见，不断扩大苏维埃政权还不够广泛的基础（即扩大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工人和贫苦农民的人数），教育落后的劳动阶层（不仅通过书本、讲演、报纸，而且通过实际地参加管理），寻求既能用来完成工会运动的这些新任务、又能吸引无比众多的半无产阶级群众（例如贫苦农民）的新的组织形式。

例如吸收全体工会会员参加国家管理工作，办法是让他们担任委员、参加流动检查小组等等。吸收仆役先参加合作社的工作，参加向居民供应食物的工作，参加对食物生产的监督等等，然后再参加比较重要而不那么“狭窄的”工作，当然必须循序渐进。

吸收“专家”和工人一起参加国家工作，同时对专家实行监督。

要考虑过渡形式，就得有新的组织机构。例如贫苦农民委员会在农村中起着巨大作用。令人担心的是，贫苦农民委员会和苏维埃的合并会在某些地方把半无产阶级群众排除在常设机构之外。不能借口农村中的贫苦农民不是雇佣工人，而放弃把他们组织起来的任务。可以而且应该不断寻找新的形式，例如建立贫苦农民协会（即使它和贫苦农民委员会一样）来吸收下列贫苦农民参加：（1）不从粮食投机和抬高粮价中牟利的，（2）渴望通过大家共同采取的措施来改善生活的，（3）渴望加强共耕制的，（4）谋求同城市工人结成持久联盟的，等等。

这种贫苦农民协会可以作为全俄工会理事会的一个特设部门，使它不致压倒纯无产阶级分子。形式可以改变，而且应该找出适合实际情况、适合于团结新的、过渡性的社会阶层（贫苦农民不是无产阶级，现在甚至还不是半无产阶级，而只是一些最接近半无产阶级的人——因为资本主义还没有死亡；同时又是一些最赞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人）这一新任务的形式……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03—406页

















[170]1918年12月—1919年初，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见注180）开幕前不久，苏俄开展了关于工会任务问题的讨论。列宁的这个提纲就是为这次讨论而写的。1918年12月底，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党团专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列宁在会上发表了讲话。——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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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

（1918年底或1919年初）

《贫苦农民报》[171]编辑索斯诺夫斯基同志给我送来了一本好书。应该把这本书尽量介绍给更多的工人和农民。这本书用生动的例子精辟地加以说明的那些在社会主义建设重要问题上的重大教训，我们应该注意吸取。这本书就是韦谢贡斯克县执行委员会为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而在当地出版的、亚历山大·托多尔斯基同志写的《持枪扶犁的一年》[172]。

作者介绍了韦谢贡斯克县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的领导者一年来的工作经验——先是国内战争，当地富农的暴动及其被镇压，然后是“和平建设”。作者把一个偏僻县份的革命过程写得非常朴实生动，别人来转述，只会使原书减色。应该广泛传播这本书，并希望有尽量多的从事群众工作、深入实际生活的人来介绍自己的经验。从这些著作中选出几百部、哪怕几十部最真实、最朴实、有丰富而又宝贵的实际内容的佳作来出版，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比大量发表那些热中于写作、往往埋头书斋而看不见实际生活的著作家的报刊文章和成本著作要有益得多。

现在从亚·托多尔斯基同志的书中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这里谈的是不要让“商人”“失业”，而要迫使他们“干工作”的问题。


　　“……为此目的，执行委员会叫来了三个年富力强、特别能干的厂主——E．E．叶弗列莫夫、A．K．洛金诺夫和H．M．科兹洛夫。在剥夺自由和没收全部财产的胁迫下，他们参加了建立锯木厂和制革厂的工作。于是两个厂的建厂工作立刻就开始了。苏维埃政权没有找错人。厂主们值得称赞的是，他们几乎最先懂得了，同他们打交道的并不是‘匆匆的过客’，而是牢牢掌握着政权的真正主人。

完全认清了这一点之后，他们就努力去执行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到现在，韦谢贡斯克已经有了一个全部开工的锯木厂，能满足当地居民的全部需要，并在为重建中的铁路完成定货。

至于制革厂，厂房已经落成，正在安装从莫斯科运来的发动机、鼓轮以及其他机器，不出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韦谢贡斯克就会有本地出产的皮革了。

用‘非苏维埃的’人手建设了两个苏维埃的工厂，这很好地说明了应该怎样同敌对的阶级作斗争。

痛打剥削者的手，使他们不能再祸害，或者说‘制服’他们，这还只是任务的一半。只有当我们强迫他们工作并利用他们的工作成果来帮助改善新生活和帮助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才算把工作做到家了。”





　　每个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机关，每个工厂、土地局，都应该把这个精辟的、完全正确的论断刻在木板上挂起来。因为偏僻的韦谢贡斯克的同志们明白了的道理，往往是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怎么也弄不明白的。经常有一些苏维埃知识分子、工人和共产党员，只要一提到合作社，他们就轻蔑地嗤之以鼻，一本正经地（又是极其愚蠢地）说：这不是苏维埃人，这是资产者、小店主、孟什维克；例如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合作社工作者就曾用自己的资金周转活动掩盖他们对白卫分子的援助；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供应和分配机关应该由纯粹的苏维埃人来建立。这种论调是混淆真理和谎话的典型，其结果是严重地歪曲了共产主义的任务，对我们的事业贻害无穷。

不错，合作社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机构，是在“赚钱第一”的气氛中发展起来的，它的领导人是由资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熏陶出来的，所以在这种机构里白卫分子或白卫分子的帮凶占了很大的比例。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如果把一个无可争辩的道理简单化，加以滥用，从而作出荒谬的结论，那就糟糕了。我们只能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材料来建立共产主义，只能用在资产阶级环境中培植起来、因而必然渗透着资产阶级心理的文明机构（因为这里说到的人才是文明机构的一部分）来建立共产主义。这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困难所在，但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建立和顺利建立的保证也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和旧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者不愿意用血腥的、肮脏的、掠夺成性的、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大批人才建设新社会，而愿意用在特别的温室和暖房里培养出来的特别高尚的人建设新社会。现在，这种可笑的想法，人人都觉得可笑，人人都加以唾弃。但并不是人人都愿意或善于认真思考与此相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认真思考为什么可以（而且应当）用千百年来被奴隶制、农奴制、资本主义和细小分散的经营所败坏的，为争夺市场上的一块地盘、为了自己的产品或劳动能卖个好价钱而进行的混战所败坏的大批人才来建设共产主义。

合作社是资产阶级的机构。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它在政治上不可信赖；但决不应当得出结论说，可以不利用它来进行管理和建设。所谓政治上不能信赖，就是不能让非苏维埃人员担任政治上的要职，就是肃反委员会要严密监视那些倾向于白匪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成员。（顺便说一下，并不一定要走过头，象拉齐斯在他那个喀山杂志《红色恐怖》上那样讲荒唐话。拉齐斯同志是一位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他本想说，红色恐怖就是对那些企图恢复自己的统治的剥削者实行暴力镇压，但他却在他那个杂志第1期[173]第2页上说：“在审理案件时，不必寻找〈！！？〉被告是否用武器或言论来反对苏维埃的罪证。”）

在政治上不信赖资产阶级机构的人员，是合理的，必要的。拒绝利用他们来进行管理和建设，却是愚蠢之极，对共产主义极为有害。谁想举荐孟什维克，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政治领导者，甚至是政治顾问，那他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因为俄国革命的历史完全证明了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在每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刻都会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政治流派，不是什么特殊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同时不仅旧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上反动的中农是这个民主派的“供应者”，而且文明资本主义的、在大资本主义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合作社、知识分子等，也是这个民主派的“供应者”。甚至在落后的俄国，也产生了许多如科卢帕耶夫和拉祖瓦耶夫之类的、善于利用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孟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的和非党的知识分子——来为自己服务的资本家。难道我们比这些资本家还愚蠢，竟不会利用这种“建筑材料”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俄国吗？





	载于1926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5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07—411页

















[171]《贫苦农民报》（《Ееднота》）是俄共（布）中央主办的供农民阅读的报纸（日报），1918年3月27日—1931年1月31日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的前身是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农村贫民报》、《士兵真理报》和在莫斯科出版的《农村真理报》。国内战争时期，《贫苦农民报》也是红军的报纸，在军内销售的份数占总印数的一半。先后担任该报编辑的有维·阿·卡尔宾斯基、列·谢·索斯诺夫斯基、雅·阿·雅柯夫列夫等。该报编辑部曾为列宁编写名为《贫苦农民晴雨表》的农民来信综述。从1931年2月1日起，《贫苦农民报》与《社会主义农业报》合并。——401。



[172]《持枪扶犁的一年》一书是苏俄特维尔省韦谢贡斯克县县报编辑亚·伊·托多尔斯基写的，由该县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出版。这本书既是在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就县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工作向党的特维尔省委员会的汇报，也是韦谢贡斯克苏维埃向全县劳动人民的汇报。书中记述了该县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情况，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迈出的最初步伐。该书共印1000册，分发到全县各个乡、村，还以交换出版物和交流经验的形式寄给了中央和邻省各报编辑部。列宁曾不止一次提到托多尔斯基的这本书（除本文外，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政论家短评》一文提纲和第43卷所载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中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401。



[173]指1918年11月1日东线肃反委员会在喀山出版的《红色恐怖》杂志第1期。该杂志主要刊载指令、报告、汇报等官方材料。——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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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74]


（1919年1月17日）

（热烈欢呼）同志们，让我首先简要地说明一下我们在粮食政策上经历过的几件大事。我认为，这样说明一下，不仅有助于正确地估计我们今天提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定的意义，而且有助于评价我们的整个粮食政策，评价苏维埃俄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和主要支柱——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在这困难关头所起的作用。

同志们，我们的粮食政策突出地表现在三大措施上，这些措施，按照时间顺序，第一个是通过了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决定，这一步骤是我们整个粮食政策的基础，同时也是我国革命整个发展过程中和革命的构成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这一步骤使我们越过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因为我们如果不在农村中建立起真正无产阶级的（不是全体农民的）支柱，只靠工人阶级在城市中的胜利，只是把一切工厂收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是不能创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的。在十月革命时期，我们只能实行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的联盟，由于有了这个联盟，我们得以很快地摧毁和彻底地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但是只有当我们进一步把贫苦农民即农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时候，城市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同农村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巩固地建立起来，反对富农和农民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真正展开。我们在粮食政策上的这一重大步骤，现在仍然是体现我们整个粮食政策的重大标志。

第二个步骤也许不那么重要，这就是在我们的代表参加和倡议下通过了利用合作社的法令[175]。法令规定：我们必须利用这个由合作制、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由于明显的原因在俄国比在西欧各国薄弱的机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错事，而很多该做的事倒没有做，不仅在农村是这样，而且在城市、在大的无产阶级中心也是这样。在这方面，我们遇到了无知、无能、偏见和传统，使得我们厌弃合作社。合作社的上层中间有很多非无产阶级分子，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必须同这些很会投靠资产阶级的人进行斗争，同反革命分子及其阴谋进行斗争，但同时要保存机构，保存合作社机构（这也是资本主义的遗产），即在千百万人中间进行分配的机构，因为没有这种机构，就谈不上稍微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粮食人民委员部制定过一项正确的政策，但我们还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完。今天我们以共产党党团的名义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进了一步，主张把合作社机构利用起来。必须善于同合作社机构中不可救药的上层分子进行斗争——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权力来进行这一斗争，以为他们会反抗得很厉害，那是很可笑的。必须善于进行这样的斗争，同时一定要利用合作社机构，以便我们不致分散自己的力量，以便这一机构能统一起来，以便共产党员能把自己的力量不仅用于政治工作，而且用于组织工作，并在技术上利用为这一工作做好了准备的机构——合作社机构。

体现我们粮食政策的第三个步骤是建立工人的粮食机关。在这方面，做粮食工作的同志们，你们面临着一项重大的任务。现在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我们应当走的，而且我们应当努力使各人民委员部都走上这条道路；这一措施不仅对粮食部门很重要，而且对整个社会整个阶级都很重要。要使社会主义变革巩固下来，就必须由新阶级进行管理。我们知道，1861年以前，在俄国掌握政权管理国家的是农奴主－地主。我们知道，1861年以后，总的说来，掌握政权管理国家的是资产阶级，是富裕阶层的代表。现在，要使社会主义变革巩固下来，除非我们能发动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进行管理，做到由无产阶级来管理俄国，做到使这种管理成为全体劳动者个个都来学习管理国家的艺术的过渡，而且不是从书本、报纸、讲演和小册子中学习，而是从实践中学习，让每个人都能试试自己从事这种工作的能力。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在粮食政策上一个大的阶段，它同时也表明了这一粮食政策的构成情况。应该说，在这方面，我们做粮食工作的同志肩负着极其繁重的任务。不言而喻，饥荒是一种最无情最可怕的灾难。一看到这方面的工作出现混乱，群众当然就着急、怨恨和愤慨，因为这种灾难根本无法忍受。同时很显然，粮食人民委员部担负的任务十分艰巨。你们都很清楚，做工会工作的同志尤其清楚，我们遭到很多破坏，在管理大企业和统计大企业产品方面又存在着很多混乱现象。而统计大企业产品比统计千百万农民收获的粮食要容易几千倍。可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国内食物实在太少，不足以养活全体人民。

如果说有几种食物很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如果现在把它们分配给全体居民，如果每个农民把自己的产品全部运出来，如果每个人不吃那么饱（因为大家都要完全吃饱是不可能的），如果每个农民自愿不吃那么饱而把余下的东西全部交给国家，如果我们对所有这些食物合理地进行分配，那么，我们就可以维持下去，虽然少吃一些，但还不致挨饿。显然，在经济遭到破坏而我们又缺少本领（这种本领只有现在才能练就，从前无法得到）的情况下，要在全国范围内提出并完成这项任务，用通常的方法是办不到的。食物不够，这意味着……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如果在关系人民死活的食物明明不够的情况下准许贸易自由，就一定会造成疯狂的投机，使食物价格暴涨，以至出现所谓垄断价格或饥饿价格，按照这种疯涨的价格，只有那些收入大大超过中等水平的少数上层分子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广大群众只能挨饿。这就是一个国家缺少食物、陷于饥饿状态的含义。从帝国主义者进攻以来，俄国就被包围了。帝国主义者不会公开他们的掠夺计划，但是正如加米涅夫同志正确地指出的，他们的干涉不会就此止步。我们是一个被包围的国家，一个被包围的要塞。在这个被包围的要塞里，匮乏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粮食人民委员部担负着比任何一个人民委员部都更困难的组织任务。

现在我们的敌人，如果就内部来说，与其说是资本家和地主（这些占少数的剥削者容易打败，而且已经打败了），不如说是投机分子和官僚主义者。凡有可能利用城市和一些乡村的居民严重缺粮、饥饿难忍来发财致富的农民，按其倾向来说，都是投机分子。你们，特别是做工会工作的同志们，都很清楚，现时存在着一种做投机买卖的倾向，在各工业中心，由于没有食物或缺少食物，也存在着这种倾向，谁把它们弄到了，都想囤积起来发财。如果准许贸易自由，价格马上就会飞涨，涨得广大人民群众都买不起。

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正因为这样，在一些不开展的群众中间，在一些极度疲惫、饥饿和痛苦的群众中间，隐隐约约有一种对我们做粮食工作的同志不满和愤恨的情绪。这些人都不善于动脑筋，鼠目寸光，他们觉得食物也许还是可以弄到的。他们听说，某地有食物，而且已经到手，至于这些东西够不够1000万人吃，1000万人究竟需要多少，这样的人是不会通盘计算一下的。他们以为，做粮食工作的同志在跟他们作对，故意为难他们。他们不懂得，这些粮食工作者都是些精打细算、会过日子的管家人。这些粮食工作者说，如果我们搞得很严，表现出很高的组织性，那么，在最好的情况下，是能够维持一个吃得不大饱但也不致挨饿的水平的。我们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最大的产粮区——西伯利亚和顿涅茨区与我们隔绝了，现在一般民用和工业用的燃料、原料和各种谷物的供应都断绝了。没有这些东西，国家只好忍受极大的痛苦。

粮食工作者是一些会过日子的管家人。他们说：应当团结一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支持下去，而且我们要经常不断地采取行动来反对各人顾各人的做法，反对只求吃饱而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的想法。我们不能够各想各的、各干各的，那是自取灭亡。我们必须反对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和为市场而工作的制度遗留给我们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这种倾向和习惯：我卖，我赚钱，钱赚的愈多，我就愈不挨饿，别人就愈挨饿。这是私有制遗留下来的恶习，它使群众甚至在国家有很多食物的时候也要挨饿，因为极少数人既靠富足也靠贫困来发财致富，而人民却受苦受难，死于战争。同志们，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我们的粮食政策的。这是一个经济规律：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只要朝所谓的贸易自由方面迈上一步，就会造成疯狂的投机。因此，一切主张贸易自由的言论和一切支持这种言论的做法，都会带来极大的危害，都是在走下坡路，从社会主义建设倒退。目前粮食人民委员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克服不可想象的困难，同千百万投机分子进行斗争，这些投机分子是资本主义和“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种旧的小资产阶级的私有习惯遗留给我们的，如果不破除这种习惯，我们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要能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日常生活、在日常工作当中实现团结和最亲密的联盟，但这是最难做到的，在面包不够的时候，要在分一块面包的问题上实现团结和联盟是最难做到的。我们知道，这不是一年内可以实现的，人们尝够了饥饿苦头，都急不可待，他们要求我们至少间或放弃一下这个唯一可行的粮食政策。我们有时也只得放弃，但是总的说来我们是不会离开和放弃我们的政策的。

同志们，半年以前，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一普特半制度[176]的，当时粮荒达到了顶点，我们没有一点存粮，捷克斯洛伐克军夺去了我们伏尔加河流域很大一部分土地。采取这项措施当时经过了一场严重的争论，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双方的处境都不妙。粮食工作人员说：不错，情况很坏，但决不能使它再恶化。你们让少数人轻松一个星期，就会使千百万人的情况更坏。另一方则说：你们要求饿得筋疲力尽的人民组织得很理想是办不到的，你们应当让人轻松一下，就是暂时有损总的政策也无妨。这项措施将使人们重新振奋起来，这是最主要的。这就是我们提出一普特半制度时的情况。这就是总的、基本的和根本的原则；当人们忍受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应当放弃这个原则，至少暂时使人们的精神振奋起来。现在这种情况又出现了：现在我们正处在比较轻松的半年已经过去、艰苦的半年刚刚开始的交界线上。为了提供一个明确的概念，我告诉大家，粮食人民委员部在1918年上半年收购了2800万普特粮食，下半年则收购了6700万普特，即增加了一倍半。从这一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上半年的粮食太紧太缺，下半年由于秋收才使情况有了可能改善。现在，1919年，我们的粮食机关之所以成绩巨大，把收购量增加了一倍半，这主要是靠了农村中的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城市里的工人粮食检查机关。但这个成绩是我们开始工作的第一年、在我们需要建设新的大厦、需要试行新的办法的时候取得的。它没有保证也不可能保证全年的需要，它不过是给了半年的喘息时间。这个喘息时期正在结束，最困难最艰苦的第二个半年正在开始，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帮助工人，使他们能够稍微松一口气，使他们的状况尽可能得到改善。由加米涅夫担任主席的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特别坚决地要求我们尽量划清政策上的一些界限，分清哪些食物是国家垄断的，哪些不是。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样我们可以暂时取得一些效果，使城市和非农业地区的工人稍微感到轻松一些，使他们重新振奋精神，鼓起干劲，这在现在是特别需要的，因为现在艰苦的半年即将来临，但也有迹象表明，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和攻势正在削弱。

毫无疑问，加米涅夫同志在这里不仅指出了一些迹象，而且举出了一些事实，证明我们虽然在彼尔姆遭到了严重的考验和失败，但红军的基础很巩固，它能够胜利，而且一定会胜利。不过目前这半年是最艰苦的半年。因此，一开始就必须去进行需要进行和可能进行的工作，使情况有所缓和，把我们的粮食政策规定得很明确，——这是我们最迫切的任务。我们共产党人中间在实行一普特半制度的问题上同样发生过争论，有时争得还很激烈，争的结果并没有使我们遭到削弱，倒是促使我们反复地审查我们的政策，去挑剔毛病，仔细斟酌。我们双方互相抨击，但最后还是找出了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很快就被一致采纳，并且在这个困难的关头，在我们刚刚进入又一个困难的半年的时候，它要求我们反复思量，为什么会出现危局，致使我们不得不一再鼓劲，高度地紧张。

我们度过了特别困难的一年，现在又进入更加困难的半年。但是在德国爆发革命和英法开始发生骚动以后，每过半年，我们都不仅更接近俄国革命的胜利，而且更接近世界革命的胜利。这就是目前的形势，因此我们决定提出一个粮食政策基本原则草案，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以便粮食工作者立刻根据这些原则制定出相应的法令。这些原则能大大鼓起我们——在中央工作的人以及城市和非农业地区的工人——的干劲，从而保证我们能够获胜，保证我们在由于疲惫和饥饿而不得不暂时作出让步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粮食政策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坚决贯彻下去，直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现在我就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党团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建议，逐条给大家念一下：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莫斯科苏维埃、莫斯科市工厂委员会代表和工会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下述关于粮食问题的基本原则，并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这些原则在最短时间内制定出法令。1．苏维埃粮食政策业经证明是正确的和不可动摇的，这一政策包括：

（a）进行统计并依照阶级原则由国家分配；

（b）对食物中的主要品种实行垄断；

（c）把供应工作从个人手中转到国家手中。

2．如不坚决实行已经明文规定的国家对主要食物品种（粮食、糖、茶、盐）的垄断，如不按照固定价格由国家大量收购其他一些主要品种（肉类、海鱼、大麻油、葵花子油、亚麻油、除牛油外的动物油、马铃薯），在目前条件下，要合理地向居民供应食物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按照固定价格大量收购第二类食物不过是一种初步措施，粮食人民委员部下一步也要对它们实行国家垄断。

除国家粮食机关外，任何人不得收购和运输本条列举的一切食物品种（马铃薯除外）。至于马铃薯，除国家机关外，工人组织、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也有权按规定的固定价格大量收购。

3．暂时规定工人组织和合作社组织有权收购未列入第2条的各种食物。

4．强迫地方粮食机关协助收购组织行使这一权利。”





　　同志们，从旧习惯、旧国家的角度看来，“强迫”执行法令这句话也许使你们感到惊奇。也许你们会说，难道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就糟到这种程度，连执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意志也需要强迫！同志们，需要强迫，直率地承认这一点要比把脑袋藏在羽翼下以为万事大吉好得多。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志们好好想想，你们在私下里是怎么谈的，早已公布的关于认真进行统计、把那些不能用于商品交换（要是没有商品交换，农民就会说：不，我们不会拿任何东西同你们换克伦斯基币）的食物全部交给国家的法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认真的执行。如果你们在私下交谈时想想这些，看看我们中央政权的指令究竟有多少没有执行，那你们就会同意：最好是说实话，对我们的地方机关，就得坚决无情地实行强迫。（鼓掌）正是在这里，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最高机关和代表人数最多的（这一点现在是最重要的）全俄工会代表大会一起举行的会议上，你们这些比较有威信的同志应当坚决表示，并且让地方上也懂得：我们要强迫地方机关把中央的政策贯彻到底，它们应该习惯这一点。这是很困难的。千百万人习惯于把中央政权看作强盗、地主和剥削者，对中央根本不信任，这是很自然的；但这种不信任必须克服，不然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因为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这只有无产阶级即在这方面受过工厂和实际生活熏陶的阶级才能实现，只有它才能做到这一点。同地方主义、同小私有者的习惯作斗争是很困难的。我们知道，这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将坚持不懈地要求无产阶级的代表们反复宣传这个道理，并且加以实行，否则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第4条接着说：


　　“运输和在市场上出卖上述食物是完全自由的。巡查队、哨卡、警卫队等无权干涉自由运输和在集市、市场和直接从车上等等自由出售上述食物。”



　　同志们，这一条特别重要。加米涅夫同志在这里提出了许多高见，这些自然是我们由于工作匆忙而没有做到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其他人民委员部作了一批又一批决定，使得地方机关很难把这一切桩桩件件都弄清楚。有人责备我们颁布法令过于匆忙，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那样匆忙是由于帝国主义在进攻，是由于遇上了空前未有的灾难——粮食和燃料发生恐慌。我们不得不用各种办法来弄清我们的任务，弄清有哪些局部的错误，因此，现在通过这场争论搞明确的政策界限是很重要的。为了在大得多的范围内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应当设法使一切地方机关不敢自作主张，不敢说什么它们只记得昨天的法令而忘记了今天的法令，要让它们非常明确，哪些食物品种是由国家垄断的，哪些品种可以自由运输和自由买卖（除第1条和第2条列举的外都属于这一类）。希望大家都能掌握这一界限，希望就要回去的同志把这个精神带到地方上去，希望他们尽到自己的职责，希望他们把即将制定的有关法令带到地方上去，在当地坚决贯彻落实，认真执行中央的决定，再不要象先前那样犹豫观望。下面是第4条的最后一句话：
　　“附注：关于鸡蛋和牛油，本决定仅适用于粮食人民委员部对该两种食物不实行大量收购的地区。”



　　同志们，我把法令的其他各条也扼要地给你们说一下。详细说明没有可能，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因为我讲完后还有几位同志要发言，其中还有比我在行的专家。只有那些我认为特别需要谈的地方我才加以强调。现在我就来扼要地说一下我们建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并委托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共和国其他一切政权机关据以制定法令并无条件加以施行的基本原则。（鼓掌）
　　“5．为了加强收购工作和更顺利地完成各项任务，对于非垄断的食物品种采用派购的原则，对于替国家收购垄断的和非垄断的食物品种的合作社和其他组织实行奖励制度。改善粮食机关状况并让工人更广泛地参加工作的组织措施如下：

（a）广泛利用工人的粮食检查机关，把它们用来监督粮食机关对12月10日法令的执行和监督非垄断食物品种的收购；

（b）尽快在各地一切粮食机关中实行工人检查制度，并把这一制度推广到粮食人民委员部所属各单位，以便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进行坚决斗争；

（c）加强同工人组织——工会和工人合作社——的联系，办法是利用这些组织中的活动分子来进一步加强地方机关；

（d）在各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中实行工人实习生制度，以便从工人当中培养出一批能够担任要职的实际粮食工作人员。

6．在收购和分配的工作中充分利用合作社机构。合作社机构中应有国家供应机关的负责代表，以监督和协调合作社组织的活动，使之符合于国家的粮食政策。”





　　附带说说，这也是同合作社组织的上层分子进行斗争的一种武器。但如果你们轻视整个合作社机构，满不在乎地甚至傲慢地把它抛到一边，说我们要另起炉灶，用不着搞合作社，这种工作只有共产党员才干得了，——如果这样，那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的事业就有遭到覆灭的危险。必须利用现成的机构，因为不利用资本主义的遗产，就不能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一切文化珍品。社会主义的困难就在于它要用外人所创造的材料来建立，可是又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主义，这一点我们在理论上都懂得，经过这一年，我们更从实践中看到：只有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材料，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我们应当利用这一切来建立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下面是第7条：


　　“7．责成工人在粮食人民委员部所组织的武装支队的协助下，监督食物运输条例的执行和垄断制度的贯彻。除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各省粮食委员会所属支队外，一切粮食巡查队应立即撤销。各地相应的工人检查机关成立后，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各省粮食委员会所属支队也应撤销。”





　　同志们，我的发言时间已经完了，我只想指出一点，就是从最后几条里，可以看到体现我们粮食政策和整个苏维埃政策精神的基本原则。我已经指出，困难的日子已经来到，更艰苦的半年已经开始，粮食方面的喘息时期已经结束，最艰苦的时期已经来临。每当苏维埃政权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非常艰巨的事业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它总是用一种办法来对付：向工人求援，而且被求援的工人阶层一次比一次更广泛。我已经说过，只有比先前多十倍百倍的群众亲自参加建设国家，建设新的经济生活，社会主义才能建立起来。根据我们粮食工作人员的报告，现时他们已经做到在县一级粮食委员会内工人不少于1/3，这主要是彼得格勒、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他们是我们无产阶级大军的精华。这是很好的，但是还不够。应当让工人占2/3。必须不断努力。你们知道，先进的工人阶层已经担负起管理国家、建设新生活的重任。我们知道，应该深入下层，大胆起用新人。他们还没有经过训练，难免会犯错误，但是我们不怕。我们知道，这会给我们造就出年青的工作干部，使我们得到百倍的报偿，使我们得到大批年青的新生力量。我们补充力量没有别的来源。我们只能前进，大胆起用年青工人，把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放到重要岗位上去，而且不断提拔他们。目前出现粮荒是由于我们进入了更艰苦的半年，同时运输状况糟糕也是一个原因。我已经说过，1918年下半年我们收购了6750万普特粮食。但这6750万普特中有2000万普特运不出来。彼得格勒最近发生严重的粮荒，是由于我们的粮食在伏尔加—布古利马铁路线上运不出来。运输情况糟透了。机车车辆破烂不堪。一来因为俄国很落后，又经受了任何一个国家没有经受过的苦难，二来因为铁路组织中我们没有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群众。同志们，趁这次开会，想请你们回去以后告诉群众：我们需要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做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需要他们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只要给他们压上担子，对新手多加照应，他们一定会比先前的组织干出大得多的成绩来。大家都来做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希望各行业的组织把自己的力量检查一下，看看人员是否调够了，是否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象对军队那样派出了政委。工人们缺少食物，体力不支。必须派优秀的工作人员到军事、粮食和运输部门去担任重要职位。在那里，任何一个人，即使不是专家，也能起到作用。在运输业中，有时需要党员同志的帮助，需要思想坚定、受过锻炼的无产者通过检查和监督来影响阶级觉悟较低的铁路员工。同志们，我再重复一下这个口号：“大家都来做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过去我们给军队派政治委员，取得了理想的效果，现在我们必须做到我们对军队已经做到的一切。我相信，在这艰苦的半年里，我们一定会再次战胜饥饿和经济破坏！





	载于1929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12—427页

















[174]这是列宁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党团报告人的身分在1919年1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讲话。这篇讲话对他代表共产党党团提出的粮食政策基本原则草案作了说明。



这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是在粮食状况严重的形势下召开的。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列宁提出的粮食政策基本原则草案。会议的决议认为对粮、茶、盐、糖这些主要食物品种实行国家垄断的政策是正确的。那些由于粮食机关不够健全而暂时不宜实行垄断的肉类、海鱼等食物品种仍不实行垄断，但也只能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所属机构按照固定价格收购。决议的基本原则写进了《关于收购食物的法令》。这一法令于1919年1月21日经人民委员会批准，1月24日公布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苏维埃国家在粮食问题上贯彻执行的措施，是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一整套措施的一部分。——405。



[175]指人民委员会《关于在农村产粮地区实行义务商品交换的法令》（载于1918年8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68号）。这一法令规定通过合作社组织进行商品交换。关于利用合作社来组织居民供应，还见1918年11月21日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居民供应工作的法令》（见注84）。——406。



[176]一普特半制度是指莫斯科苏维埃于1918年8月24日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于同年9月5日分别通过的决定。根据这两项决定，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的工人和职员可以自由运输不超过一普特半（约等于50市斤）的供个人消费的食物。这是在当时国家垄断食物购销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例外措施。人民委员会规定，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上述决定只在1918年10月1日以前有效。——410。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77]


（1919年1月18日）


简要报道


列宁说，在讨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后，提出了两个决议草案，第一个是关于改进苏维埃工作的草案，第二个是关于彻底改组苏维埃机构的草案；根据我对两个草案的研究，我觉得部分同志提出的第二个决议草案给人一种言犹未尽的印象，因为这项决议主张改组苏维埃机构，却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理由。

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官僚主义和投机活动。经济破坏状态还没有减轻，而要完全消除破坏状态，只有实行集中制，放弃纯地方主义的利益。一搞地方主义，显然就要反对集中制，而实行集中制是我们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提出决议案的这部分同志离开了集中制，陷入了地方主义的泥坑。

看来，地方上不满意中央苏维埃政权通过某些决议时没有同地方上商量；如果是这样，地方上完全可以召开会议讨论他们十分关心的一切问题。官僚主义腐蚀着我们，要克服它非常困难。必须加紧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多派一些工人到机关里去。然而反对官僚主义如果不对准目标，情况就很危险，对待专家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的情况不好，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专家很多，而是因为我们没有严格的集中制。相反，苏维埃某些工作部门倒是苦于专家不够。必须多派一些中等水平的工人到机关里去，让他们向专家学习，以便将来代替他们，独立进行实际工作。列宁同志最后说，伊格纳托夫同志提出的提纲，显然没有表达这些同志真正的想法。斗争的锋芒没有对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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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这是列宁在1919年1月18日举行的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这一次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是为讨论中央苏维埃机关和地方苏维埃机关之间、党同苏维埃中的共产党党团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而召开的。伊·韦·齐夫齐瓦泽代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在会议上发言并提出决议草案。这个草案确认必须改善苏维埃的实际工作，但是反对以叶·尼·伊格纳托夫为首的集团提出的关于取消人民委员会和根本改变苏维埃宪法的要求。代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草案。——419。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78]


（1919年1月18日）

（ 热烈鼓掌，转为欢呼
 ）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向你们的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同志们，现在教师们面临着特别重要的任务，我希望去年一年教师中间展开的斗争能够结束。这场斗争是在两部分教师之间展开的，一部分教师一开始就拥护苏维埃政权，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另一部分教师则一直维护旧制度，旧偏见，认为可以继续在旧制度基础上办教育。我想，经过这一年的斗争，经过国际关系上的各种变化，这场斗争现在应该结束了，而且它也确实快结束了。毫无疑问，大多数教师是同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紧紧站在一起的，他们现在都深信社会主义革命有其深刻的根源，深信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扩展到全世界。因此我认为，在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斗争中，在反对那些一直维护资产阶级旧偏见、旧制度和虚伪立场，幻想可以把旧制度的一些东西保留下来的教师的斗争中，大多数教师是一定会真心实意地拥护被剥削劳动者的政权的。

资产阶级虚伪立场的表现之一，就是硬说学校可以脱离政治。你们都很清楚这种说法多么虚伪。就连提出这个论点的资产阶级自己也把贯彻资产阶级政治作为办学的重点，竭力通过办学替资产阶级训练机灵听话的奴才，甚至在全国上下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替资产阶级训练这样的奴仆，教他们去执行资本的意志，听从资本的使唤。他们从来不考虑怎样使学校成为培养人的品格的工具。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只有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有密切联系、真心实意地拥护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学校，才能做到这一点。

当然，改造学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当然，在这方面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错误，都有一些人肆意歪曲学校不脱离政治的原则，简单生硬地把政治灌输给尚未准备好接受政治的正在成长的年青一代。毫无疑问，我们将坚持不懈地同这种随心所欲地运用基本原则的行为作斗争。但是现在，拥护国际、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这部分教师的主要任务，是要设法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尽可能包括一切教师的教师联合会。

旧的教师联合会固守资产阶级偏见，暴露了它的无知，而且维护特权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了其他那些从1917年革命一开始就成立的、我们曾在实际生活各个领域与之作斗争的上层联合会。象这样一个联合会，在你们国际主义者协会里是没有容身之地的。我想，你们的国际主义者协会完全可以成为教育界一个统一的教师工会，一个象所有的工会那样拥护（这点从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看得特别清楚）苏维埃政权的工会。摆在教师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在这里，你们还必须同以往的革命遗留下来的松懈散漫现象的残余进行斗争。

其次谈谈宣传鼓动工作。教师中间的资产阶级分子总是认为，只有富人才能受真正的教育，至于大多数劳动者，只须训练成好仆役好工人就行，不必培养成为生活的真正主人。这部分教师的怠工和偏见造成了人们对教师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宣传教育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是零敲碎打就很自然了。这就使一部分教师必然陷在狭小的圈子里，陷在所谓教学的圈子里，同时也使我们没有可能真正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机构，使科学界的一切力量都参加进来，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同资产阶级的旧偏见决裂，在这方面，你们联合会的任务就是要把广大教师吸收到你们这个大家庭中来，教育最落后的教师，使他们服从整个无产阶级的政治，结合成一个共同的组织。

在组织工会方面，教师们担负的任务很伟大，因为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内战的一切问题正在明朗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在事实的教育下不得不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他们深信，任何别的选择，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会把他们推到保卫白卫分子和保卫国际帝国主义的道路上去。当一个主要任务在全世界提出来的时候，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资本家极力倒行逆施，实行军事独裁和镇压（我们已从柏林得到这方面的确实消息），他们兽性发作，感到四年战争打下来自己不可能不受到惩罚，就铤而走险，不惜再次用劳动人民的鲜血来淹没世界。另一种可能是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完全的胜利。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因此，那些一开始就拥护国际的教师，现在既然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反对者即站在另一个营垒中的教师不能实行任何有力的反抗，就应该更广泛地展开工作。现在应该把你们的联合会建成一个广泛的、把广大教师都包括在内的、坚决拥护苏维埃、坚决拥护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教师工会。

这就是现时正在举行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原则。代表大会要求一切从事同一职业、同一工作的人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工会，但同时又指出，工会运动不能脱离把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基本任务。因此，只有那些承认革命的阶级斗争、努力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联合会，才能成为工会大家庭中享有充分权利的一员。你们的联合会就是这样的联合会。如果采取这一立场，你们就能争取到广大的教师，使知识和科学不再为特权阶层所独占，不再是加固富人和剥削者阵地的材料，而成为解放被剥削劳动者的工具。同志们，祝你们在这个领域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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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这是列宁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祝词。



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1月12—19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认为，必须成立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工会。代表大会听取了几个关于统一制劳动学校的报告，制定了一系列改善红军中的文化教育工作的措施。——421。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抗议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79]


（1919年1月19日）


简要报道


今天，柏林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叛徒们兴高采烈，——他们终于杀害了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四年来一直驱使工人去为掠夺者的利益卖命的艾伯特和谢德曼，现在又来充当屠杀无产阶级领袖的刽子手了。德国革命的实例使我们深信，“民主”不过是幌子，它掩盖着资产阶级的掠夺和最野蛮的暴力。

消灭刽子手！





	载于1919年1月21日《真理报》第14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34页

















[179]1919年1月15日，在以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弗·艾伯特和菲·谢德曼为首的德国政府知情的情况下，古·诺斯克领导的反革命部队的军官杀害了德国共产党的领袖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噩耗于1月17日传到了莫斯科，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当即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予以宣布。次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和《真理报》发表了由斯维尔德洛夫签署的联席会议《告德国各级苏维埃和全体工人阶级书》。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号召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在各地举行游行示威和抗议集会。莫斯科各企业的工人和红军部队于1月19日打着挽幛在苏维埃广场举行集会。列宁向示威群众发表了讲话。发表讲话的还有斯维尔德洛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425。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80]


（1919年1月20日）

（长时间热烈鼓掌）同志们，首先要请你们原谅，因为身体不大舒服，今天只能简短地谈谈你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会的任务问题。

你们要讨论的决议案，是共产党党团经过全面讨论后以它的名义向工会代表大会提出的。这个决议案现在印出来了，我想，它的内容大家已经知道，因此打算只谈主要的两条，总的说来，我认为这是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两条。

我认为，第1条可以说是消极性的，是针对工会运动保持统一或独立这个口号写的，决议案第3条谈到这个口号时说，它在实践上已把拥护它的几个集团引上了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这样，这几个集团也就把自己置于工人阶级的队伍之外了。

同志们，我认为保持独立这个臭名远扬的口号，不仅从工会的角度来看是值得注意的。我认为，只有懂得这个口号是怎样地自欺欺人，才能正确地理解和正确地认识现在遍及全世界的、在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上明显地和空前迅速地尖锐起来的斗争，才能使工人阶级及其觉悟分子有可能正确地参加这一斗争。首先我想简略地指出这个口号在理论上是多么不正确，在理论上是多么经不起批评。

同志们，德国最近发生的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惨遭叛徒杀害的事件，不仅是刚刚开始的德国革命中最惨痛的事件，而且它还使人彻底认清了现今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各种派别和现今的各种理论体系在现代斗争问题上的提法。恰恰是在德国，臭名远扬的民主、一般民主的口号、工人阶级脱离国家政权而独立的口号等等，喊得最厉害。这些口号初看起来好象彼此并无联系，其实它们是密切相关的。说它们密切相关，因为它们表明：尽管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已有丰富的经验，但小资产阶级偏见直到现在还很顽强；直到现在，那些谈论阶级斗争的人，用德国人的说法，往往只是把阶级斗争挂在嘴上，而脑子里和内心里并没有真正承认它。实际上，如果我们还记得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学到的政治经济学的起码常识，还记得作为我们大家立脚点的阶级斗争学说的起码常识，我们怎么能在斗争象今天这样广泛、这样尖锐，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已在全世界提上日程，而最民主的国家中所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的时候，谈论什么一般民主，谈论什么保持独立呢？谁这么想，就说明他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理论时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一页也没有读懂，虽然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现在无一例外都发誓信仰这部著作。

他们虽然发誓信仰这部著作，但事实上他们刚要接触到马克思的《资本论》要他们正视的那个主要斗争即阶级斗争的时候，却又回避它，幻想会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幻想在现代社会中，在资本家还保留着财产的时候，会有另外一种民主，这种民主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即不是用虚伪骗人的民主招牌作掩饰的资产阶级专政。正是从这个德国，不久以前传来了一种论调，说那里的无产阶级专政也许不会甚至一定不会越出民主制的框框，说那里仍将实行民主制。正是在德国，那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导师的人，曾经在1889年至1914年间充当整个第二国际的思想家的人，如考茨基之流，一直打着民主的旗帜，他们不懂得，只要财产还在资本家手里，民主就不过是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十足骗人的幌子，如果不扯掉这个骗人的幌子，就根本谈不上认真解决把劳动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我们必须这样提出问题。这是马克思一向教导的，这是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每一次罢工和每一次尖锐的工会斗争所表明的。我们必须这样提出问题：只要财产还在资本家手里，任何民主都不过是披着美丽外衣的资产阶级专政。一切关于普选、全民意志、选民平等的宣传完全是骗局，因为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在资本、财产的占有者和现代雇佣奴隶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平等。

当然，同沙皇制度、专制制度、君主制度和一切封建主义残余比较起来，资产阶级民主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当然，我们应当利用资产阶级民主，那样的话，我们的提法就应当是：在工人阶级夺取全部政权的斗争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形式。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恰恰已经到了这个斗争的决定关头。正是现在，问题已经变成这样：资本家能不能保持住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首先是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这就是说，他们在准备新的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同各民族间的大厮杀有着怎样的联系，它怎样不可遏止地导致这样的大厮杀。这样一来，大家都清楚地看到，一切所谓民主是全民意志的表现的宣传原来都是骗局，从事这种宣传原来不过是资本家和富人利用仍归他们私有的出版物以及利用其他一切政治宣传工具来欺骗最落后的劳动阶层的特权。

问题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是用立宪会议、各种选举原则、民主以及资产阶级的其他骗局掩盖起来的。这些东西都是用来迷惑傻瓜的，只有彻底成为和完全成为马克思主义叛徒、社会主义叛徒的人，现在才会把它们奉为至宝，用它们向人夸耀。无产阶级专政则要用铁拳镇压那个唆使最不觉悟的分子去反对世界无产阶级优秀领袖的资产阶级。这个专政是无产阶级为镇压资产阶级而取得的胜利。现在资产阶级愈是清楚地看到群众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愈是疯狂地拼命反抗无产阶级。因为在此以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认为工人的不满和愤慨不过是一时的表现。在此以前，一些资本家，例如最长于对工人进行政治欺骗、最有政治修养、最有组织的英国资本家，也往往这样看问题，认为战争引起不满是当然的事，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工潮，但他们还没有说，现在的问题已经是由谁来领导国家，由谁来掌握国家政权，资本家老爷是否还能保留自己的财产。然而种种事件表明，不仅在俄国，而且在许多西欧国家，甚至不仅在参战国，而且在瑞士、荷兰这样一些较少经受战祸的中立国，正是这个问题已经明显地提到日程上来了。

资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熏陶最多，它也最喜欢用这种制度去熏陶群众，可是苏维埃运动、争取苏维埃政权的运动显然已在群众中酝酿成熟了。苏维埃运动已不仅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俄国形式。它已成了国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阵地，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进程中的第二步。第一步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表明，工人阶级只有通过专政，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巴黎公社表明的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说，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不能通过旧的议会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只能通过彻底粉碎了议会制和官吏机构的新型国家。

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进程来看，第二步是苏维埃政权。起初，人们认为苏维埃只是俄国的现象（根据当时的事实是可以甚至应该这样看的）。现在事变表明：它不单是俄国的现象，而且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国际形式；战争已经使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重新组合，使他们有了一种显然同掠夺性的帝国主义相对立的、同攫取战前闻所未闻的高额利润的资本家阶级相对立的新组织；到处都建立了这种新的群众性的斗争组织，无产阶级用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组织。

在苏维埃产生的时候，并不是人人都认识到苏维埃的这种意义的。就是现在，这种意义也不是人人都认识到了。不过我们这些人，在1905年经历过苏维埃的萌芽时期，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又经历过人们在群众的苏维埃组织和小资产阶级的妥协背叛思想之间动摇不定的漫长时期，所以现在对情况格外清楚，简直是了如指掌，而且我们就是根据这种认识，根据无产阶级争取国家政权、反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斗争在日益广泛和日益深入地发展这样的认识来看问题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那些词句，什么民主、“独立”之类，都是一钱不值的。标榜这些东西，往往滑到非阶级的立场上去。因为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资产阶级在统治，资本主义社会能产生，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掌握了权力。不是无产阶级政权，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任何中间的选择都是短命的，在稍微重大一点的问题上都是行不通的。鼓吹独立、鼓吹一般民主的人，都是有意无意地以某种中间的、阶级之间的、超阶级的东西为前提。在任何场合下，这都是自欺欺人，都是掩盖下列事实：只要资本家的政权还存在，只要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所有制还存在，那么民主可以有多有少，民主的文明程度可以有高有低，实际上始终是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我们可以更清楚更明显地看到每一个大的矛盾怎样爆发成了内战。

法国的政治形式愈接近民主，就愈容易从德雷福斯案件这样的事情引起内战。美国的民主愈广泛，就愈容易对无产阶级、对国际主义者甚至对普通的和平主义者使用私刑，就愈容易爆发内战。现在，当德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第一个星期就引起了极疯狂的、比我国尖锐得多激烈得多的内战的时候，我们更清楚地懂得了这一点。在判断内战是否已经爆发的时候，谁要是去看这些或那些政党是否已有定论，谁要是认为不过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两人遭到杀害，谁就是瞎了眼睛，不敢想问题，不愿意弄明白不可遏止的内战已经在我们的眼前爆发，它是不可遏止地由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引起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中间道路。一切关于独立或一般民主的宣传，不管打着什么招牌，都是极大的欺骗，都是对社会主义极大的背叛。如果说过去布尔什维克（他们现在是国际的实际创始人）关于内战的理论宣传传得不远，往往受到帝国主义国家书报检查和军事封锁的阻碍，那么现在内战已经不是宣传，不是理论，而是事实，而且西欧各国的民主资格愈老，历史愈久，内战就愈激烈。这些事实一定会使最落后最迟钝的人思想开窍的。现在谁还要谈论一般民主，谈论独立，就可以叫他老顽固了。

虽然如此，考虑到俄国的工会运动是不久以前在艰苦的斗争条件下产生和成长起来的（而现在几乎已经完全成熟了），必须顺便回顾一下昨天的情形。我认为，这样的回忆、这样的追述十分必要，尤其是因为工会运动（正因为它是工会运动）在这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业已开始的时代需要来一个大转弯。

资产阶级思想家普遍都想在这个工会运动中浑水摸鱼。他们拚命想使作为工会运动基础的经济斗争独立于政治斗争之外。但是工会作为无产阶级在阶级范围内最广泛的组织，实际上正是现在，尤其是在无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取得了政权之后，应该发挥特别巨大的作用，应该在政治上占据最核心的位置，应该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主要的政治机关，因为使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的政治革命已经把政治上的一切旧概念、旧范畴推翻了，颠倒过来了。我再说一遍，旧的国家，即使是最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建立时起就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而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工厂、生产工具、土地、铁路的所有者的专政，一句话，是一切物质资料、一切劳动工具的所有者的专政，而劳动因为没有占有这一切，仍然处于奴隶地位。

正因为如此，工会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以后，就应该愈来愈多地担当起建设工人阶级政治的任务，担当起以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代替原来的剥削阶级、推翻旧科学的一切旧传统和旧偏见的任务。代表这种旧科学的一位学者对无产阶级这样说过：你们管理你们的经济吧，政治让资产阶级分子的政党去管理[181]。这类说教全都是剥削阶级及其刽子手直接用来压制正在各地开始起义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武器。

同志们，在这里，工会在自己的国家建设工作中必须提出一个崭新的问题，按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决议案的说法，就是工会“国家化”问题。在这里，工会必须好好地想想现代共产主义创始人的一句最深刻的名言：“在社会中进行的革命愈广泛，愈深刻，完成这个革命的人，作为这个革命的名副其实的创造者的人也就愈多。”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编者注］

 我们拿从前的农奴制贵族社会来说。在那个社会里，革命是十分容易的，只要从一小撮贵族或封建主手里把政权夺过来交给另外一小撮就行了。我们再拿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它是夸耀自己实行普选制的。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这种普选、这整个选举机器都成了骗人的东西，因为甚至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国家里，大多数劳动者也是受到压制的，他们在资本主义苦役的重压下，实际上没有参加也不可能参加政治活动。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能够导致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革命，但这种胜利只有在更广大的群众独立担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的条件下才能达到。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国家形式的改变，不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不是另外举行一次虽以人们完全“平等”为前提，实际上却巧妙地掩饰着一部分人是有产者、另一部分人是无产者的事实的选举。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人们看来，既然有“民主”，既然资本家和无产者都参加这个选举，那么，这就是“人民的意志”，这就是“平等”，这就是人民愿望的表现。我们知道，这种论调是在给艾伯特和谢德曼之流的刽子手、杀人犯打掩护，是极其卑鄙的欺人之谈。在资产阶级社会里，通过民主程度不同的种种政治形式来支配劳动群众的是资产阶级，是少数有产者。他们都拥有一份资本主义财产，他们把教育和科学、把资本主义文明的最高成就和精华变成了剥削工具和专利品，使大多数人处于奴隶地位。现在这场革命我们已经开始，已经进行了两年，并且下定决心要进行到底（鼓掌），——我们这场革命要能够进行和取得胜利，只有使政权转到新阶级的手里，只有从上到下完全由新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奴隶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有产者的代表来承担全部管理工作，承担整个国家建设事业，承担领导新生活的整个事业。（鼓掌）

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这个新阶级不是从看书、开会、听报告而是从管理国家的实践中受到教育，只有这个阶级把广大劳动群众吸引来参加管理工作，并创造出种种形式使全体劳动者便于参加管理国家和建立规章制度的工作，只有到那个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才可能巩固，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它才不可能不巩固。如果具备这样的条件，它就会成为伟大的力量，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把资本主义及其种种残余一扫而光。

从阶级观点上一般地说来，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亦即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这个任务是同工人组织过去的任务即早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就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竭力进行最广泛的群众斗争这一任务紧密地直接地结合在一起的。而在当时那些组织中，工会是最广泛的组织，现在它形式上仍然是独立的组织，正如向你们提出的决议案中的一条所说的，它能够而且应当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直接参加一切国家机关的工作，组织群众来监督这些机关的活动等等，建立对整个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监督、调节的新机关，而且这些机关依靠有利害关系的广大劳动群众自己，靠他们有组织地发挥主动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即使条件很有利，国家特别先进，已经用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来提高资产阶级民主的文明程度，即使这样，工会会员也从来没有超过雇佣劳动者的1/5。参加工会的是少数上层分子，在这些上层分子中间，只有极少数人受到资本家的引诱和收买，能以工人领袖的身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一席地位。美国的社会党人称这批人为“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在这个具有最自由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国家里，在这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他们对极少数无产阶级上层分子扮演的这种角色看得最清楚，这批人实际上在替资产阶级服务，给资产阶级当代办，被资产阶级收买，成为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护国主义者的骨干，而艾伯特和谢德曼将永远是这一类人的代表。

同志们，我国现在的情况不同。工会可以按照新方式，依靠资本主义文化所创造的一切，依靠资本主义生产所创造的一切来开始国家的经济建设，而且正是利用这个物质基础、利用大生产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大生产本来是套在我们身上的枷锁，是为了对付我们、为了对工人群众进行无穷无尽的压迫而建立的，但是它把工人群众联合起来，团结起来，造就了一支新社会的先锋队。就是这支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之后，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之后，干起了自己真正的事业——教育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在没有官吏、没有资产阶级、没有资本家的情况下参加国家管理和生产管理。正因为如此，向你们提出的决议案屏弃了一切资产阶级的方案和一切叛卖性的主张。正因为如此，决议案说工会国家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还前进了一步。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仅仅从理论上提出工会国家化的问题了。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仅仅从理论上加以讨论的阶段，谢天谢地，已经过去了。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已经忘记了纯粹从理论上进行这种自由讨论的时期。那个时期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现在我们是根据工会一年来的经验提出这些问题的，因为一年来工会已经作为生产组织者建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工会在这项异常艰难的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而且现在当然还在不断犯错误。资产阶级说：你看，无产者搞起建设来了，你看，他们犯了好多错误。对于资产阶级的幸灾乐祸，工会根本不予理睬。资产阶级以为，它在接替沙皇和贵族的时候没有犯过错误。它以为，对农奴制大厦进行修修补补的1861年改革，把大量收入和权力留在农奴主手里的改革，是进行得一帆风顺的，好象在它当家后俄国没有经历过几十年的混乱。可是，没有一个国家的贵族老爷没有嘲笑过担负起管理国家的任务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和平民知识分子。

显然，资产阶级知识界的全部精华，或者不如说，资产阶级知识界所有华而不实的人，现在也来嘲笑新政权所犯的每一个错误了。新政权的确经常犯错误，特别是因为新的阶级，劳动者的联盟，过去不得不以极快的速度来进行自己的革命，因为当时剥削者在疯狂反抗，全世界剥削者正联合起来向俄国这样一个最软弱最无准备的国家进军，当时顾不上考虑自己的革命怎样才能一帆风顺，而主要考虑怎样才能坚持到西欧无产阶级开始觉醒的那一天。现在这个任务已经解决了。同志们，在这方面现在已经可以说，我们要比法国革命的活动家幸运好多倍，因为法国革命为落后的君主国的联盟所打败，它作为当时的资产阶级下层的政权只支持了一年，没有马上在其他国家引起同样的运动；虽然如此，它对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贡献仍然很大，整个19世纪整个文明人类的全部发展都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都要归功于它。

我们要幸运得多。同当时的活动家在一年中间为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所作的贡献比较，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内，在过去这一年内，为新的无产阶级制度所作的贡献要大得多。现在，俄国的运动（俄国开始这个运动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由于情况的特殊结合，由于一些特殊的条件使俄国处在现代文明世界的两大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和苏维埃政权在这一年内的胜利，已经使得这个运动成了国际性的运动，使得共产国际成立起来了，旧资产阶级民主的口号和理想被粉碎了。现在，全世界没有哪个清醒的政治家（不管他是哪一个政党的）会看不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已在进行了。（鼓掌）

同志们，我本来是谈我们早就离开了从理论上提出问题的阶段而已经到了实际解决问题的阶段，刚才扯得远了一点。我们现在有了一年的经验，这一年我们为使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获得胜利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18世纪末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一年中为使资产阶级民主在全世界胜利所取得的成就。此外，我们在这一年还获得了丰富的实际经验，这些经验即使还不能使我们准确地确定我们每一步的走法，至少也可以使我们拟定发展的速度，看到实际的困难，并采取实际步骤使我们在推翻资产阶级的事业中取得一个又一个局部的胜利。

通过回顾过去，我们看到了有哪些错误应该纠正，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今后应该建设什么和怎样建设。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决议案不是仅仅宣布工会国家化，在原则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仅仅指出，象决议案有一个地方所说的，我们“一定要走把工会组织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起来的道路”。这在理论上我们是知道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我们就是这样筹划的，而且本来就应该预先筹划好。但是这还不够。对于一个已经完全投入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政党来说，对于已经成立了管理全国工业的机关、已经建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大量错误作为代价换取到大量组织经验的工会来说，问题的重点今天已经改变了。

现在我们仅仅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够了。工会必定要国家化，工会必定要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起来，建设大生产的任务必定要完全转到工会的手里。但是这一切还不够。

我们还应该考虑到我们的实际经验，以便确定下一个步骤。这才是我们今天工作的重点。决议案谈到下一步怎么办时说，假如工会现在就想擅自行动，担负起国家政权的职能，那只会弄得一团糟。这种一团糟已经使我们吃尽苦头。我们同深深盘踞在工人意识中的万恶的资产阶级制度的余毒、同工人身上的小私有者的倾向（半是无政府主义倾向，半是利己主义倾向）已经作过不少的斗争。

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同样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他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现在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如果以为这可以马上办到，就是十足的空想，就是在实际上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

不，我们不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进行建设的，是在同劳动者身上同样存在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点作斗争中进行建设的。在这场斗争中，常常碰到小私有者那种各人顾各人的旧习惯、旧习气，“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旧口号仍然在作怪。这种情形在每个工会、每个工厂里真是太多了，它们往往只顾自己，至于别人，那就让上帝和首长去照顾吧。这种情况我们是看到了，亲身体验到了，它使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有鉴于此，我们要告诫同志们，在这方面万万不可擅自行动。我们认为，那样做将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我们大家向资本主义的恶习屈服。

现在我们学会了把我们面临的任务的困难估计够。我们把握着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全局，从全局出发，我们反对任何人在建设工作中擅自行动，必须告诫有觉悟的工人不要这样做。应该指出：我们不能一举实现工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合并。这样做会犯错误。事情不能这样办。

我们知道，无产阶级已经选拔了几千也许几万无产者去做管理国家的工作。我们知道，现在，在国家管理的每个部门，在已经社会主义化或正在社会主义化的企业的每个部分，或者说在经济领域，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都有自己的代表。这个情况无产阶级知道。它已经实际干起来了。但它也看出，必须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还要迈出好多步，才能说劳动者的工会组织和整个国家机构完全合并起来了。这要到工人已经把一个阶级强制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完全掌握到自己手里的时候才能实现。我们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

现在我们要把你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当前的实际工作上来。必须让愈来愈多的劳动者亲自参加经济管理和新生产部门的建立。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任务，不把工会变成一个培养比现在多十倍的工人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教育机关，那么我们就无法把共产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到底。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这一点我们的决议案也提到了，后面这一点就要特别提请你们注意。

由于历史上发生了最伟大的革命，由于无产阶级把国家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工会的整个活动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工会成了新社会的主要建设者，因为新社会的建设者只能是千百万群众。如果说农奴制时代这样的建设者是几百人，如果说资本主义时代国家的建设者是几千人几万人，那么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要有几千万人积极地、直接地、实际地参加国家管理才能完成。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做到。

工会应该知道，除了一部分还存在、一部分已解决的任务（这些任务即使还存在，对我们来说，也只能算一些微不足道的任务），除了计算、规定定额、合并组织的任务，还有一个更高的更重要的任务，这就是教会群众做管理工作，不是用书本、用讲课、用开会而是用经验来教，要求做到，在无产阶级已把本阶级中间的先进分子派去做指挥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情况下，使愈来愈多的新人走进这些机关，使先进工人的队伍再扩大十倍。这个任务看来很艰巨。可是，如果我们想想革命的经验怎样使我们得以迅速完成十月革命以来出现的极其艰巨的任务，想想那些从前接触不到知识也用不着知识的劳动阶层是怎样渴求知识，如果我们想想这些，那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个任务太艰巨了。

我们会看到，我们能够解决这个任务，能够教会比现在多得无比的劳动群众去管理国家和管理工业，能够开展实际工作，能够打破经过数十年数百年已在工人群众中间根深蒂固的有害偏见，什么管理国家是特权者的事情，什么管理国家是一种特殊的艺术。这是不对的。我们今后不可避免会犯错误，可是现在从每一个错误中得到教益的，将不是从理论上学习某一门国家管理课程的一班班大学生，而是千百万劳动者；他们将亲身感觉到每一个错误的后果，痛切地感到他们面临着计算和分配产品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紧迫任务，而且亲自体验到政权是在他们手里，体验到如果他们自己帮不了自己，那么谁也帮不了他们，——这就是工人阶级中间正在形成的新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工会和工会运动工作者特别应该铭记在心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任务。工会不仅仅是职业组织。现在它还带有职业的特征，仅仅是因为它是在资本主义早期唯一可能的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现在它联合着极广泛的劳动者。它的任务是：把这几百万以至几千万劳动者从一种比较简单的活动推向比较高级的活动，坚持不懈地从劳动者的后备军中吸取新的力量，坚持不懈地推动他们去解决最困难的任务；以这样的方式使愈来愈多的群众学会管理国家；把工会的活动同无产阶级现在的斗争融为一体——无产阶级现在已经掌握了专政，在全世界面前坚持这个专政，每天把世界各国一批又一批的产业工人和社会党人吸引过来，这些产业工人和社会党人昨天还容忍社会主义叛徒和社会护国主义者的说教，现在则逐渐走到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旗帜下面来了。

要高举这面旗帜，同时要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队伍，要记住，工会的任务是建设新的生活，教育新的几百万人以至几千万人，让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学会不犯错误和抛弃旧偏见，通过自己的经验学会管理国家和管理生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主义事业获得完全的胜利而排除一切后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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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这是列宁于1919年1月20日下午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就工会的任务问题作的报告。



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1月16—25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出席大会的有648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449名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同情者。当时全俄工会共有会员442万名。列入大会议程的是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总结、工会的任务问题以及若干组织问题。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决议案，其中指出，打着工会运动“统一”、“独立”的旗号而把无产阶级同苏维埃国家机关对立起来的企图，已经使“拥护这一口号的集团走上了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使他们自外于工人阶级的队伍”。决议也驳斥了将国家政权的职能交给工会行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要求。



大会向各级工会组织提出了要特别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的任务，建议把准确规定超定额增加报酬的计件奖励工资制作为工资制度的基础。代表大会非常注意组织社会保险和劳动保护以及加强工会在培养熟练技术干部方面的作用。大会还确定了按生产单位建立工会的原则。——426。



[181]列宁大概是指经济派的宣言《信条》中的一句话：“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出路只有一条：参加，也就是帮助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且参加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引用了《信条》的全文并加以批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后来，列宁在《怎么办？》这部著作中指出：臭名远扬的《信条》所以博得了那种应有的名声，也正是因为它……吐露了“经济主义”的基本政治倾向：让工人去作经济斗争（更确切些说，去作工联主义的斗争，因为工联主义的斗争也包括一种特殊的工人政治），而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同自由派结合起来作政治“斗争”。——432。







《列宁全集》第35卷


给欧美工人的信[182]


（1919年1月21日）

同志们！我在1918年8月20日给美国工人的信的末尾说，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队伍来援助我们之前，我们就还守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里 
［注：见本卷第63页。——编者注］

 。我还说，工人们正在同本国的龚帕斯和伦纳之流的社会主义叛徒决裂。工人们在缓慢地但是坚定不移地转向共产主义的即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

从写这几句话到现在还不到5个月，但是必须说，由于各国工人转向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这段时间内异常迅速地成熟起来了。

那时，1918年8月20日，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同帝国主义大战（1914—1918年）期间遭到可耻破产的旧国际即第二国际（1889—1914年）断然决裂。只有我们党完全走上了新的道路，抛弃了同资产阶级强盗勾结因而名声扫地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而转向共产主义，抛弃了各个正式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一贯奉行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而采取了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

现在，1919年1月12日，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在以前沙皇帝国疆界之内的拉脱维亚、芬兰、波兰，而且在西欧的奥地利、匈牙利、荷兰以至德国，都有了这样的政党。现在，拥有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弗兰茨·梅林这些闻名世界的领袖和工人阶级忠诚拥护者的德国“斯巴达克联盟”，已经同谢德曼、休特古姆这类社会党人，这类同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强盗和威廉二世勾结而使自己遗臭万年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彻底断绝了联系，并已改称“德国共产党”，这样，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国际主义的、真正革命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就在事实上成立起来了。第三国际还没有正式成立，但事实上它已经存在了。

现在，一切觉悟的工人，一切真诚的社会党人都不会看不到，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德国的谢德曼和休特古姆之流、法国的列诺得尔和王德威尔得之流、英国的韩德逊和维伯之流、美国的龚帕斯之流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是多么无耻地背叛了社会主义。这场战争非常清楚是一场反动的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不仅从德国方面来看是这样，而且从英、法、意、美等国资本家方面来看也是这样，这些资本家现在就已经为分赃（瓜分土耳其、俄国、非洲殖民地和波利尼西亚殖民地以及巴尔干等等）不均争吵起来了。威尔逊和“威尔逊分子”关于“民主”、“各民族联合”的虚伪词句很快就被事实揭穿了，因为我们看到，法国资产阶级占领了莱茵河西岸，法国、英国、美国的资本家占领了土耳其（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俄国的一部分（西伯利亚、阿尔汉格尔斯克、巴库、克拉斯诺沃茨克、阿什哈巴德等地），而意法之间、法英之间、英美之间、美日之间因分赃不均而造成的敌对情绪还有增无已。

在协约国中，固然有畏首畏尾的、很不彻底的、满脑子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的“社会党人”，他们昨天保卫“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今天也只是假惺惺地“抗议”武装干涉俄国。但除这种人外，今天还有愈来愈多的人正沿着共产主义道路，沿着马克林、德布兹、洛里欧、拉查理、塞拉蒂的道路前进，他们懂得，只有推翻资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议会，只有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压倒帝国主义，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保证持久和平。

那时，1918年8月20日，只有俄国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而“苏维埃政权”即全部国家政权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看来还只是（而事实上也只是）俄国的制度。

现在，1919年1月12日，不仅在以前沙皇帝国疆界之内的拉脱维亚、波兰、乌克兰，而且在西欧各国，无论是各中立国（瑞士、荷兰、挪威）还是遭受战祸的各国（奥地利、德国），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苏维埃”运动。德国（作为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特别重要，特别有代表性）的革命一开始就采取了“苏维埃”形式。德国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和唯一的代表“斯巴达克派”反对卑鄙的叛徒谢德曼、休特古姆之流同资产阶级勾结的斗争，都清楚地表明，历史是怎样对德国提出问题的：

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资产阶级议会——不管是打什么幌子（“国民”会议也好，“立宪”会议也好）的议会。

世界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而且完全应该这样说了。

“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发展过程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二步或第二阶段。第一步是巴黎公社。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公社的实质和意义所作的天才分析表明，公社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一切国家，包括最民主的共和国在内，都不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无产阶级国家是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的机器，这种镇压之所以必需，是因为地主和资本家，整个资产阶级及其一切走狗，一切剥削者，当开始推翻他们、开始剥夺剥夺者时，总要疯狂地不顾一切地拼命进行反抗。

资产阶级议会，即使是最民主的共和国中最民主的议会，由于国内还存在着资本家所有制和资本家政权，就总是一小撮剥削者镇压千百万劳动者的机器。过去，我们的斗争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社会党人，为劳动者摆脱剥削而斗争的战士，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把它当作讲坛，当作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一个基地。现在，世界历史已把摧毁整个资产阶级制度、推翻并镇压剥削者以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提上日程，如果现在仍然只是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即资产阶级民主上面兜圈子，把资产阶级民主美化为一般“民主”，掩盖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忘记了只要资本家所有制还存在，普选制就始终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工具，——如果这样，那就是无耻地背叛无产阶级，跑到它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那边去，成为变节分子和叛徒。

布尔什维克报刊从1915年起就时常提到的世界社会主义的三个派别，现在在德国的流血斗争和国内战争中看得特别清楚。

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各国工人都知道的名字。在任何地方，特别是在协约国，这个名字象征着一个领袖对无产阶级利益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无限忠诚，象征着一心一意、舍死忘生、坚决无情地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精神，象征着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帝国主义誓死斗争，即使“自己的”国家正沉浸在帝国主义胜利的狂热气氛中也敢以死相拼的气概。德国社会党人中一切正直的真正革命的分子，无产阶级中一切优秀的坚定的战士，一切义愤填膺和革命决心愈来愈大的被剥削群众，都是同李卜克内西和“斯巴达克派”一起前进的。

同李卜克内西对立的是谢德曼、休特古姆之流以及为德皇和资产阶级效命的一帮小人。这是一些同龚帕斯和维克多·伯杰之流、韩德逊和维伯之流、列诺得尔和王德威尔得之流一样的社会主义叛徒。他们是被资产阶级收买的工人上层分子，我们布尔什维克把这些人叫作“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象我们称呼俄国的休特古姆之流即孟什维克那样），美国优秀的社会党人则送给他们一个惟妙惟肖的外号：“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class”——“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这是一种最新式、最“摩登”的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因为一切先进文明国家的资产阶级所掠夺（不论是实行殖民压迫，还是用金融手段从形式上独立的弱小民族身上榨取“油水”）的世界人口要超过“本”国人口许多倍。因此，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有可能得到“超额利润”，并用其中的一部分来收买无产阶级的某些上层分子，把他们变成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害怕革命的小资产阶级。

介于斯巴达克派和谢德曼辈之间的是摇摆不定、没有主见的“考茨基分子”，考茨基的志同道合者。他们在口头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则是完完全全从属于别人的——今天从属于资产阶级和谢德曼分子，明天又从属于斯巴达克派，半条心跟前者走，半条心跟后者走。他们是些没有思想、没有主张、没有策略、没有廉耻、没有良心的人。他们生动地体现了庸人的慌张情绪，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一旦革命爆发又不能理解它，而且象叛徒一样去捍卫一般“民主”，也就是在实际上捍卫资产阶级民主。

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凡是有头脑的工人，都能从本国那种由于民族条件和历史条件不同而与别国不同的环境中认出社会党人或工会工作者的上述三大派，因为帝国主义战争和已经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造成了同样的思想政治流派。

上文是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惨遭艾伯特和谢德曼政府卑鄙杀害以前写的。这些刽子手为了讨好资产阶级，竟让德国的白卫分子即神圣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看家狗私刑杀害了罗莎·卢森堡，竟让他们以企图“逃跑”为借口从背后开枪杀害了卡尔·李卜克内西（俄国沙皇政府在血腥地镇压1905年革命时，也屡次借口被捕者“逃跑”而加以杀害），而且这些刽子手还利用貌似清白、貌似超阶级的政府的威望替白卫分子打掩护！这些所谓的社会党人杀人手段的卑鄙无耻，非笔墨所能形容。显然，历史选择了一条途径，让“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的表演达到野蛮、卑鄙和龌龊的“顶点”。让考茨基派傻瓜们在他们的《自由报》[183]上大谈什么由“所有的”“社会”党的代表组成“法庭”吧（这些奴性十足的家伙仍旧把刽子手谢德曼之流叫作社会党人）！这些具有庸人的愚蠢和市侩的怯懦的英雄们甚至不懂得法庭是国家政权机关，而德国的斗争和内战正是为了解决政权由谁掌握的问题：是由刽子手和杀人犯谢德曼辈及颂扬“纯粹民主”的考茨基辈为之“效劳”的资产阶级掌握呢，还是由将要推翻剥削者资本家并粉碎他们的反抗的无产阶级掌握。

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的鲜血，令人难忘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领袖的鲜血，一定会使愈来愈多的工人群众锻炼出进行殊死斗争的坚强意志。这个斗争一定会得到胜利。1917年夏天我们俄国发生“七月事变”的时候，俄国的谢德曼之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用“国家”的名义为白卫分子对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打掩护，工人沃伊诺夫因为散发布尔什维克小报，在彼得格勒街头被哥萨克活活打死[184]。根据经验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的这些“胜利”，只会使群众很快抛弃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全民投票”等等的幻想。

现在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中间发生了一些动摇。一部分人意识到：在俄国帮助白卫分子、为最黑暗反动的君主派和地主效劳的盟国军队现在已经开始瓦解；继续进行武装干涉，企图征服俄国，就要长期保持上百万的占领军，这样做必然会把无产阶级革命极其迅速地带到协约国各国去。德国占领军在乌克兰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

协约国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仍然主张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主张用“经济包围”（克列孟梭）来扼杀苏维埃共和国。英法两国所有为资产阶级效命的报刊，即被资本家收买的大部分日报，都预言苏维埃政权很快要垮台，都竭力渲染俄国人民饥饿的惨状，胡说俄国情况“一团糟”，苏维埃政府“长不了”。白卫分子、地主和资本家的军队，在协约国的军官、弹药、金钱和辅助部队的支援下，切断了俄国饥饿的中部和北部同最富饶的产粮区——西伯利亚和顿河区的联系。

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其他工业中心，工人们忍饥挨饿，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假使工人群众不懂得他们是在保卫俄国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他们是绝对忍受不了协约国武装干涉（这种干涉往往以不派“自己的”军队的伪善保证作掩护，与此同时，运往俄国的“黑人”部队以及弹药、金钱、军官却源源不断）使他们遭受的这种灾难，这种饥饿痛苦的。

“盟国”军队和白卫军占据着阿尔汉格尔斯克、彼尔姆、奥伦堡、顿河畔罗斯托夫、巴库、阿什哈巴德，但是“苏维埃运动”攻克了里加和哈尔科夫。拉脱维亚和乌克兰成了苏维埃共和国。工人们看到，他们承担巨大牺牲是值得的，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正在全世界发展、扩大、增长和巩固。每作一个月的艰苦斗争和巨大牺牲，都使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事业得到加强，而使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剥削者遭到削弱。

剥削者还相当强大，他们还能继续杀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杰出领袖，还能使被占领或被征服国家和地区的工人遭到更大的牺牲和痛苦。但是，全世界的剥削者无力阻止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一革命将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永远免除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






	　　尼·列宁1919年1月21日

载于1919年1月24日《真理报》第16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54—462页

















[182]《给欧美工人的信》是继《给美国工人的信》（见本卷第47—63页）之后写的。这封信分别刊载于1919年柏林《行动》杂志3月号和《工人苏维埃》杂志4月号，并用英文出版过单行本。——442。



[183]《自由报》（《Die Freiheit》）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日报），1918年11月15日—1922年9月30日在柏林出版。——447。



[184]指《真理报》通讯员和承印《真理报》的劳动印刷所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伊·阿·沃伊诺夫被害事件。1917年七月事变期间，《真理报》编辑部被士官生捣毁以后，沃伊诺夫参加了出版《〈真理报〉小报》的工作。1917年7月6日（19日），他在什帕列尔街（今沃伊诺夫街）散发《〈真理报〉小报》时被哥萨克和士官生杀害。——448。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85]


（1919年1月24日）

同志们！在座的都是各省苏维埃社会教育部门的代表。很抱歉，我对你们的工作了解不多，因此，只能讲几点意见。我向你们这个担负着重要任务的社会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表示祝贺！

在我们的学校里有许多教师是由旧社会培养出来的，这就给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造成了困难。我们竟遇到了有知识的人的顽强抵抗，尽管这是很奇怪的事。那些惯于把旧机构当作自己世袭领地的人，是在为自己服务，为有产阶级服务。

社会教育工作的情况比学校教育工作的情况好一些。

我们在人民委员会已经提出设立一个委员会来把许多分散的文教组织联合起来的问题。社会教育对于改造整个生活有重要意义。必须找出新的办法。

应该指出，苏维埃政权某些新的没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往往沿用旧的工作方法，从而破坏了苏维埃政权的声誉。

我认为，社会教育工作者担负着艰巨的任务。在党的工作中，我们已经练出了一套广泛对群众进行工作的本事，但是必须辅以文化教育工作，包括进行学校教育特别是社会教育，这一点过去并不是常常都做到的。

在社会教育工作中，你们会得到劳动群众的配合，因为他们有很强烈的求知欲，这就使你们易于找到和他们联系的形式。在这里，特别是在文化水平很低的群众中，急于求成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要多去找党组织这样的宣传机关，要把群众吸收到社会教育工作中来。如果群众的主动性得到应有的支持，你们就可望得到良好的结果。请允许我向你们祝贺，祝你们取得成就。





	载于1919年2—3月《社会教育》杂志第2—3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63—464页

















[185]这是列宁在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会议上就社会教育问题发表的讲话。



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会议于1919年1月24—28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国民教育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就这个问题讲了话。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参加了会议的工作。——450。







《列宁全集》第35卷


大家都来做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

（1919年1月26日）

我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上已经指出，苏维埃共和国特别困难的半年已经开始。1918年上半年收购了2800万普特粮食，下半年收购了6700万普特粮食。1919年上半年将比去年下半年更艰苦。

粮荒愈来愈严重了。斑疹伤寒成了最可怕的威胁。必须作出超人的努力，可是我们做得远远不够。

能不能设法扭转局势呢？

当然能够。乌法和奥伦堡的攻克，南方的胜利，以及乌克兰苏维埃起义[186]的成功，给我们展示了美好的前景。

现在我们能够搞到的粮食，大大超过为维持半饥半饱的粮食配给量所需要的数额。

在东部地区，已经收集了几百万普特粮食。但因运输情况不佳而积压在那里。在南方，我们从哥萨克—克拉斯诺夫匪徒手中解放了沃罗涅日全省和顿河州的一部分，这使我们完全有可能得到大量的粮食，比原来预计的还要多。还有，乌克兰的余粮多得很，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也表示要支援我们。

现在，我们不仅能够免于饥饿，而且还能让俄罗斯非农业地区饿坏了的居民吃饱。

问题在于运输状况很坏，粮食工作人员奇缺。

要竭尽全力，再三激发工人群众的干劲。要坚决打破生活和工作的常规。要振奋精神。要用革命办法动员人们参加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不要老是“例行”公事，而要突破旧框框，想方设法吸收新的力量。

现在我们完全有理由（根据最“谨慎的”甚至是悲观的估计）认为，这半年如能战胜粮荒和伤寒（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的整个经济状况就会得到根本改善，因为同乌克兰和塔什干的联系已为我们消除了缺乏原料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

自然，群众由于饥饿已经精力衰竭，有时都衰竭到人体无法承受的地步，但出路是有的，干劲是绝对可以鼓起来的，何况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的高涨愈来愈明显，不仅我们的国内形势，而且我们的国际形势，都可望根本改观。

要振奋精神。

每一个党组织，每一个工会，每一部分按职业组织起来的以至虽然没有组织起来但愿意同饥饿“作战”的工人，每一部分苏维埃工作人员和一般公民，都要问问自己：

在开展和加强战胜粮荒的全民运动中，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我们能不能用女工代替男工，把更多的男子调去担负最困难的运输工作和粮食工作？

我们能不能给机车车辆修理厂派出政治委员？

我们能不能给征粮军派出普通工作人员？

应当不应当从我们中间，从我们这部分人、我们这个工厂等等中间抽出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人去参加征粮军，或去铁路修配厂做比平常更困难更艰巨的工作？

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他们所从事的苏维埃工作或其他一般工作是不是可以松一松甚至停下来而不致使国家伤筋动骨？我们应当不应当马上动员这批工作人员去做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

我们要一次再次地行动起来，要有尽可能多的人行动起来，对“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种资本主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传染和腐蚀的恶习再一次给以打击。贪婪的、肮脏的和血腥的资本主义的这种遗毒，比什么都更厉害地窒息、压抑、伤害、折磨和危害着我们。这种遗毒一下子还根除不了，必须同它进行不懈的斗争，要好多次而不是一两次地对它宣告并进行新的十字军讨伐。

把千百万人从饥饿和伤寒中拯救出来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快要做到了。严重威胁着我们的粮荒和伤寒完全可以战胜。悲观失望是荒谬的、愚蠢的、可耻的。纷纷逃命，各显其能，设法使自己“脱身”，设法推开弱者往前挤，——这就是临阵脱逃，抛弃有病和疲倦的同志，促使整个局势恶化。

我们为红军打下了巩固的基础，现在，红军已经冲破前所未闻的艰难险阻，冲破英法亿万富翁所支持的地主资本家军队的铜墙铁壁，夺得了主要的原料产地，取得了粮食、棉花和煤。我们是通过新的工作方式，通过前线的政治宣传，通过把军队中的党员组织起来，通过工人群众中优秀人物的忘我工作和斗争打下这个基础的。

无论在对外战线即军事战线上，还是在对内战线即在反对剥削者，反对怠工，争取社会主义建设走上一条虽然艰险难行、荆棘丛生但是正确无误的道路的斗争中，我们都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我们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已经接近取得彻底的决定性的胜利。

只要再努一把力，我们就能挣脱饥饿的魔爪。

我们要象过去和现在为红军尽力一样，积极地而且更加努力地促进、开展和加强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一切优秀的工作人员都应当参加这项工作。一切愿意工作而且能够工作的人，都会有他们用武之地。每个人只要愿意，都能对组织起来共同战胜经济破坏和饥荒的工作有所帮助。一切积极力量、一切才能、一切专长、一切职业、一切有同情心的人，都能够而且应当在这支粮食和运输工作者的和平大军中发挥作用，并且现在就同这支和平大军一起，为了获得彻底的胜利，去支援红军，去巩固并发展它所取得的战果。

大家都来做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






	　　1919年1月26日载于1919年1月28日《真理报》第1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65—468页

















[186]乌克兰苏维埃起义是指1918年11—12月乌克兰工人和农民反对德国占领者及其傀儡乌克兰盖特曼帕·彼·斯科罗帕茨基的起义。12月14日，斯科罗帕茨基从基辅逃走，政权暂时落入以弗·基·温尼琴科和西·瓦·佩特留拉为首的乌克兰督政府手中。红军于1919年1月3日解放了哈尔科夫，2月5日解放了乌克兰首都基辅。——452。







《列宁全集》第35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合作社的决定草案[187]


（1919年1月28日）

一、搜集有关合作社贯彻执行苏维埃政策基本方针的资料，即：

（1）不仅要全体居民合作化的资料，而且要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居民在合作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资料。

（2）正确组织供应和分配，使贫苦农民（＝无产者＋半无产者）通过向国家缴纳全部余粮真正得到好处（商品和其他东西）的资料。

对本条的补充：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合作社局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会同中央统计局搜集这些资料。两周后上报。

二、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给苏维埃驻合作社的代表制定工作细则，并为贯彻这一细则开展宣传组织工作。

三、责成工人合作社设法做到工人合作社的人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中占多数，并保证有经验的做实际工作的共产党员能进理事会。

四、把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交给克列斯廷斯基。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69页

















[187]人民委员会关于合作社的决定草案于1919年1月28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略加修改后通过。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在报道人民委员会工作情况的简讯中援引了这个决定的第一部分。决定第4点提到的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于3月16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发表于3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60号。对第1点的补充原来写在第1点左边的空白处，大概是列宁写完整个决定草案以后添加的。在人民委员会1月28日通过的决定中，第1点开头的措辞是：“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合作社局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会同中央统计局在最短期限内搜集到有关合作社实际贯彻执行苏维埃政策基本方针的资料。”——456。









《列宁全集》第35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图书馆工作的决定草案[188]


（1919年1月30日）

委托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馆司把人民委员会1918年6月7日和1919年1月14日两次决定的实际执行情况、图书馆和阅览室数量增加的实际情况以及居民中图书流通量的增长情况，简要而具体地按月公布出来，并把材料报送人民委员会。





	载于1919年2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70页

















[188]列宁写的这个决定草案经人民委员会1919年1月30日会议通过，发表于2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3号。



1918—1919年，列宁不止一次地在人民委员会提出图书馆工作的问题。例如，在列宁主持下，1918年4月26日人民委员会会议曾建议教育人民委员部召开会议来拟订成立中央档案馆管理局的详细方案以及按照瑞士和美国的制度改革整个图书馆工作的方案。由于这个会议没有举行，1918年6月7日，人民委员会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条例》时，列宁又提出决定草案，批评了教育人民委员部，责成它采取有力措施集中管理图书馆工作。1919年1月14日，人民委员会会议通过决定：发表人民委员会1918年6月7日的决定（不注明日期）。这一决定刊载于1919年1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457。







《列宁全集》第35卷


对土地共耕条例草案的意见[189]


（1919年1月）

第1条。土地共耕制在土地村社范围内实行，在耕地、播种、收获以及从根本上改良土壤时，由其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合理地组织起来投放劳动，集体使用生产资料。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95—498页

















[189]列宁作了批注的土地共耕条例草案是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拟定的。草案经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依照列宁的意见修改以后，被纳入《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作为该条例的第8章，标题是《关于土地共耕制》（参看注157）。——458。







《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从资产阶级合作社的供应和分配过渡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供应和分配的措施[190]


（1919年2月2日）

不久以前人民委员会讨论了关于合作社和消费公社的问题（参看2月2日《消息报》），这就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从资产阶级合作社过渡到全体居民的共产主义消费生产联合组织的措施问题提上了日程。

就假定合作社联合了百分之九十八的居民吧，这种情形在农村中是可能有的。

合作社是否因此就成了公社呢？

没有，因为这种合作社：（1）使一批拥有股份的特殊人物得到好处（如股息等等）；（2）保留了不吸收一般居民首先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参加的特殊机构；（3）分配产品时没有做到半无产者优于中农，中农优于富农；（4）收集食物时没有首先向富农然后向中农收净余额，而且不依靠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如此等等。

任务的全部艰巨性（以及立即提到我们面前的这一任务的全部内容）在于要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措施，从旧的合作社（它们必然是资产阶级的，除其他原因外，还因为占居民少数的股东在那里占有突出的地位）过渡到新的真正的公社，从资产阶级合作社的供应和分配过渡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供应和分配。

必须：

（1）在报刊上提出这个问题；

（2）在所有中央的和地方的苏维埃政权机关（特别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各个粮食机关，中央统计局和农业人民委员部）之间开展竞赛，看谁能解决这项任务；

（3）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合作社局和第2项中提到的各个机关都制定一套这样的措施，并编制一份情况调查表，专门搜集诸如此类的措施以及能使这些措施得到发展的种种做法；

（4）设立奖金，对措施定得最好最切实的单位，对调查表的调查方法搞得最简便易行的单位，给予奖励。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71—472页

















[190]这一信件，根据列宁的指示，分送给了粮食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列宁关于从资产阶级合作社的供应和分配过渡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供应和分配的措施的指示，在人民委员会1919年3月16日通过的《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中得到了反映。——461。







《列宁全集》第35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北方大铁路修建工程租让问题的决定草案[191]


（1919年2月4日）

（1）人民委员会认为，铁路的走向和总的计划是可以接受的；

（2）认为对外国资本的代表实行租让，从原则上讲，一般是容许的，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

（3）认为这一租让是适宜的，实际上也是必需的；

（4）为了加速作出实际的最后的决定，建议倡议者对他们的说法提出证据，证明他们找的资本主义商行殷实可靠，能够把事办成，把材料运来；

（5）委托一个专门的小组在两周内提出合同的最后草案；

（6）委托军事委员部在两周内，从战略和军事的角度提出看法。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73页

















[191]关于修筑北方大铁路（从鄂毕河经科特拉斯到彼得格勒和摩尔曼斯克的铁路）的问题，早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就曾在一些报刊上和学会中进行过讨论。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由于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外国武装干涉的破坏，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修筑这条铁路。为了发展生产力，苏维埃政府认为可以用租让的办法吸收私人资本从事这项工程的建设。画家A．A．波里索夫和挪威籍人爱德华·甘内维格于1918年声明愿意承租。1919年2月4日，人民委员会讨论了这一问题，对列宁的决定草案稍加补充后予以通过。在草案的手稿中，最后一句话看来在送人民委员会秘书处以前被列宁删去。租让合同后来没有订成。——463。







《列宁全集》第35卷


致教育人民委员部

（不晚于1919年2月8日）

我对人民委员会不久以前所提出的问题 
［注：参看本卷第457页。——编者注］

 补充了以下一些意见，请将这些意见转告你部管理图书馆的各个部门（包括社会教育司图书馆处和国立图书馆处等等），并将你部（和有关各处）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告诉我。

要办好图书馆（当然包括“农村阅览室”、各种阅览室等等），最需要在各省、各团体、各阅览室等等之间开展竞赛。

现在人民委员会要求定期汇报，正确的做法应该达到三个目的：

（1）使苏维埃政权和全体公民能了解到真实的和全部的工作情况；

（2）吸引居民参加办馆；

（3）促使图书馆工作人员开展竞赛。

为此，必须立即编制一些能够达到这些目的的报表。

我认为，报表应该由上面统一编制，然后由各省翻印，分发各国民教育局和所有的图书馆、阅览室、俱乐部等等。

在报表上一定要突出（譬如用黑体字印刷）必须回答的问题，图书馆馆长等人如不回答，要负法律上的责任。除了这些必须回答的问题，还要开列很多不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说，这些问题如不回答，不一定要交法庭究办）。

报表中应该包括的必须回答的项目，举例来说有图书馆（或阅览室等等）的地址，馆长和管委会成员的姓名及其住址，书报数量，开馆时间等等（对于大型图书馆还要有其他项目）。

在不是必须回答的项目中，应该以提问的方式列举瑞士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所采取的一切改进措施，以鼓励运用改进措施最多最好的工作人员（奖给贵重的书籍和成套的期刊等等）。

例如：（1）你能否用确切的材料证明你们图书馆的图书流通率在增长？（2）你们阅览室的读者有多少？（3）是否和其他图书馆、阅览室交换书报？（4）是否编有图书总目录？（5）星期日是否开馆？（6）晚间是否开馆？（7）是否扩大了读者范围，如妇女、儿童、非俄罗斯人等等？（8）是否满足了读者的查询？（9）有哪些简单切实的保管书报的方法？保存书报的方法？是否有机械化的取书、放书设备？（10）图书是否外借？（11）外借手续是否简便？（12）邮借手续是否简便？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报告写得好的，工作有成绩的，都给予奖励。

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馆司一定要向人民委员会汇报：每月收到多少份报告，哪些问题得到了回答，如此等等，都总计一下。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74—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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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把农场拨给工业企业问题的决定草案

（1919年2月13日）

问题留到星期二作最后解决。

要求农业人民委员部在星期六以前就下列问题提出报告：

（1）国营农场数目；

（2）组建国营农场的情况和在这方面已做的工作；

（3）农艺师的人数；

（4）播种准备工作的实际情况；

（5）播种所需要的种子的实有数量；

（6）农业机械的实有数量。

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供材料：（1）说明工人申请土地的申请书数目，（2）介绍工人组织农业生产的经验。 
［注：5、6两点是列宁亲笔写在发表本文件所依据的原件上的。1、3、4点以及最后一段的1、2两点是列宁写在人民委员会1919年2月13日会议议程上的；这几点都未加改动，写进了决定。——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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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农民的询问的答复[192]


（1919年2月14日）

2月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登载了农民Г．古洛夫的一封信，提出了我国工农政府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并且谈到流传的谣言，什么列宁同托洛茨基不和，什么他们恰恰在中农问题上有很大分歧[193]。

托洛茨基同志在2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发表的《给中农的一封信》中已经作了答复。托洛茨基同志在这封信中说，关于我同他有意见分歧的谣言，是地主和资本家，或者是有意无意当了他们帮凶的人所散布的耸人听闻的无耻谎言。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完全肯定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符合事实。我同他没有任何分歧，在中农问题上，不仅我同托洛茨基没有分歧，而且我们两人所加入的共产党全党都没有分歧。

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信中详细而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党和现在这个由苏维埃选出的、受这个党领导的工农政府不把中农当作自己的敌人。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所作的说明。

苏维埃政权的每一个法令（法律）、每一个决定都把农民区别为三大类：第一类——贫苦农民（即经济学中通常所说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这一类人为数众多。在地主资本家统治时代，他们的全部压迫主要落在贫苦农民身上。世界各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可靠的支柱是工人和支持工人的贫苦农民。第二类——富农，也就是通过雇工、放债等手段压榨他人劳动的富裕农民。这一类农民支持地主资本家这些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第三类——中农。他们不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他们能够成为它的朋友，这个目标我们正在争取实现，而且一定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所有导师都一直认为，工人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打倒地主和资本家，但是对中农可以妥协，而且必须妥协。

在地主资本家统治下，只有极少数中农，也许不过百分之一，能保证达到富足的程度，而且只有上升成为富农，靠贫苦农民养活，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大多数中农在地主资本家的政权下必然要受苦受穷，受富人凌辱。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体工人，全体中农，人人都能在决不掠夺他人劳动的情况下完全达到和保证达到富足的程度。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有理智的社会主义者都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对中农使用暴力。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总是说，要同中农妥协，要让中农逐渐地、自愿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资本家进行了四年的罪恶战争中，我国受到的破坏比其他国家严重。满目疮痍，没有商品，城市和非农业省的居民忍受着可怕的痛苦的饥饿。必须竭尽全力去战胜经济破坏，战胜粮荒，战胜地主资本家企图用来复辟沙皇和富人剥削者的旧政权的军队。在南方，顿河区和乌克兰的白卫分子已被打败，这就为取得燃料（煤）和粮食扫清了道路。只要最后再加一把劲，我们就能摆脱粮荒。然而，战争造成的破坏是很严重的，只有靠全体劳动者长期忘我地劳动，才能把我国稳稳地引上富足的道路。

在中农发出的怨言中，有两种怨言应当注意。第一种是抱怨地方当局特别是偏僻地区的地方当局“官架子”太大，作风不民主，有时简直是胡作非为。当然，在农村中对地方当局进行正常的监督是难一些，有时共产党员队伍中混进了一些坏分子和心术不正的人。对于这种无视苏维埃政权法律而乱整农民的人，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立即解除他们的职务，给予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正直的工人和农民正在为俄国全力清除这些地主资本家香火的“末代传人”，这些人公然以“当官的”自居，而按照我们工农共和国的法律，他们应该是苏维埃的代表，是勤恳工作和严格按法律办事的模范。苏维埃政权已经枪毙了不少这类被揭发有贪污劣迹的公职人员，同这类坏蛋的斗争必须进行到底。

另一种是抱怨我们征购粮食，严禁粮食自由买卖。我国政府同专横跋扈和不法行为作斗争是坚定不移的。但是，能不能允许粮食自由买卖呢？在经济遭到破坏的我国，粮食不够，或者说勉强够吃，而且铁路在战争中遭到很大破坏，以致运输情况非常糟糕。

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自由买卖粮食意味着疯狂地进行投机，把粮价哄抬到几百卢布一普特，因为饥饿的人为了一块面包舍得拿出一切。在闹粮荒的国家里，自由买卖粮食意味着富农即没有良心的富裕农民大发横财，利用人民缺粮挨饿牟取暴利。在闹粮荒的国家里，自由买卖粮食意味着富人战胜穷人，因为粮价高得再吓人，富人总能买到粮食，而穷人只会落得袋子空空。自由买卖粮食意味着富人有发横财的自由，穷人有饿死的自由。自由买卖粮食就是倒退到资本家横行霸道的时代。

不，我们不愿意后退而且也决不会后退，去恢复资本家的权力，恢复货币权力，恢复发横财的自由。我们要前进，走向社会主义，在全体劳动者之间合理分配粮食。所有的余粮都应该按公平的价格卖给苏维埃国家，而国家应该把粮食平均分配给劳动者。这不是一下子能办到的，确立这种公正的、社会主义的秩序是不容易的。必须辛勤劳动，作长期的努力，在工人和农民中建立严格的同志式的纪律，以便根除旧的资本主义的贸易自由、发横财的自由、狗咬狗的自由、压迫人的自由，根除这种种曾把全世界淹没在血泊中的自由。

现在已有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担当起这一艰巨的工作。每一个正直的、诚实的农民和工人都懂得了社会主义的意义，都在坚持不懈地为它进行斗争。

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全世界向前发展。资本家的权力即“贸易自由”一定不会复返。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






	　　尼·列宁1919年2月14日

载于1919年2月15日《真理报》第35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3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78—481页

















[192]这篇文章是对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г．古洛夫来信的答复。古洛夫的信刊载于1919年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4号。古洛夫在信中说，根据他同中农的多次交谈，他认为“中农至今还不清楚他们的地位和共产党对他们的态度”。他请列宁“向共产党员同志们说明：什么是中农，如果对中农有正确的理解，那么中农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政府会有什么帮助”。——469。



[193]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达·托洛茨基曾一度在表面上同意党对农民问题的政策。列宁在文中提到的托洛茨基给中农的信就属于这种情况。列宁在这里说同托洛茨基在农民问题上没有分歧指的是在现行政策方面，而没有涉及与托洛茨基错误的“不断革命论”有关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些根本原则问题上的分歧。——469。







《列宁全集》第35卷


代外交人民委员拟的无线电报稿[194]


（1919年2月19日）

×月×日的来电收悉，即复如下：虽然我们认为伯尔尼代表会议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丝毫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但我们还是准许你们提到的委员会到俄国来，并保证该委员会能了解到各方面的情况，因为我们今后准许任何一个以了解情况为目的的资产阶级委员会到俄国来，即使它们同资产阶级政府甚至同武装进攻苏维埃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无条件同意你们提到的委员会到俄国来的同时，我们也想知道，贵国的民主政府，以及有公民参加该委员会的其他民主国家的政府，是否也准许我们苏维埃共和国派出的委员会到这些国家去。





	载于1919年2月20日《真理报》第39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3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82页

















[194]列宁代外交人民委员拟的这份电稿是对德国外交部1919年2月19日无线电报的答复。德国外交部的电报转达了伯尔尼社会党代表会议向俄国提出的关于发给它所委派的专门委员会以入境许可证的申请。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在列宁拟的电稿后面加了一句话：“请确切讲明委员会到达的具体时间，以便我们能够根据同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协议尽量为委员会此行提供方便。”电稿经契切林签署后拍往德国。电稿中提出的苏维埃共和国的代表可否访问有公民参加该委员会的其他民主国家的问题，后来没有得到答复。



伯尔尼代表会议是各社会沙文主义政党和中派政党在战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目的是恢复第二国际。会议于1919年2月3—10日在伯尔尼举行。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民主和专政问题。中派分子亚·布兰亭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企图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导致社会主义，并提了一个实际上谴责无产阶级专政、颂扬资产阶级民主的决议案。卡·考茨基和爱·伯恩施坦在发言中竭力要代表会议谴责布尔什维主义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弗·阿德勒、让·龙格、斐·洛里欧等提出另一个决议案，以缺乏足够的资料为由反对对苏维埃俄国作任何评价。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双方满意的共同决议：对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表示祝贺，并“号召各国工人力求用民主方法建立革命政体，而政治革命则应在此范围内进行”。在表决上述决议案之后，会议决定委派由阿德勒、考茨基、鲁·希法亭等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去苏维埃俄国了解它的政治、经济情况。“伯尔尼的钦差大臣们”（列宁语）后来没有成行。——473。







《列宁全集》第35卷


对俄共（布）中央关于在乌克兰实行余粮收集制的决定草案的意见[195]


（1919年2月19日）

俄共中央发这样的指示是建议遵循既定的原则：对贫苦农民不征收，对中农适当征收，对富裕农民多征收。

我们建议给全乌克兰的余粮定一个最大限额，例如定为5亿普特，征粮数则取它的1/5或1/10。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22页

















[195]这一文件几乎全文写进了俄共（布）中央1919年2月19日通过的决定。决定建议乌克兰政府在农民中广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以说明实行余粮收集制的必要性，责成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部确定各地区的征粮数量和送交地点，还指出必须成立给遭受严重饥荒的苏维埃俄国以接济的各级委员会。——474。







《列宁全集》第35卷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查封破坏国防的孟什维克报纸的决议草案[196]


（1919年2月22日）

（1）孟什维克的《永远前进报》于1919年2月20日发表的《停止内战》一文，彻底证明了它的反革命倾向；

（2）现在，正当高尔察克率领的地主资本家军队不仅占领了西伯利亚，而且占领了彼尔姆的时候，该报公然提出“打倒内战”的口号，这就等于支持高尔察克，阻碍俄国工农最终战胜高尔察克；

（3）这样，孟什维克虽然曾在该党会议的决议中谴责党内大多数孟什维克同有产阶级勾结，即同西伯利亚、阿尔汉格尔斯克、伏尔加河流域、格鲁吉亚以及南方的地主资本家勾结，但实际上他们现在已开始奉行同样的政策，只是口头上还虚伪地表示不实行这一政策；

（4）有一些孟什维克虽然并不虚伪，不是地主资本家的朋友，但却再次表现出毫无气节，动摇起来，以致堕落到替高尔察克效劳；

（5）苏维埃政权在同地主资本家军队进行最后的最激烈的武装斗争的时刻，决不能容许自己内部还有不愿意同为正义事业而战的工农一道忍受艰难困苦的人；

（6）这些人一心向往着高尔察克的民主区，因为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在那里过得很不错，

有鉴于此，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a）查封《永远前进报》，直到孟什维克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决心同高尔察克一刀两断而坚决转过来保卫和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为止；

（b）作好一切准备，到时候就把阻碍工农战胜高尔察克的孟什维克赶到高尔察克民主区去。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83—484页

















[196]这个决议草案是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孟什维克的《永远前进报》的问题时起草的。看来，在此以前，列宁曾读过别人拟的另一个决议草案。



1919年2月2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查封《永远前进报》的决定；2月2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了这项决定并一致通过了一项详细决定，其中写入了列宁的草案的基本论点。2月27日，这项决定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瓦·亚·阿瓦涅索夫签署，发表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45号。



《永远前进报》（《Bсегда Вперед！》）是俄国孟什维克的报纸（日报），1918年5月14日在莫斯科出了一号。1919年1月22日—2月25日继续出版，随后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被查封。该报原称《前进报》，1917年3月起在莫斯科出版，最初是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的机关报，后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委员会和中部区域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8年4月2日起，是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尔·马尔托夫、费·伊·唐恩和亚·萨·马尔丁诺夫参加了该报编辑部。1918年5月10日，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前进报》被查封，领导人被送交法庭审判。——475。







《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协调全俄肃反委员会、铁路肃反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防委员会决定

（1919年2月28日）

为协调全俄肃反委员会、铁路肃反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之间的相互关系，特作如下规定：

派别利亚科夫同志代表交通人民委员部去全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进行日常联系和工作。

由交通人民委员部向全路发出指示，对肃反委员会的一切控告只能由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别利亚科夫受理。

责成肃反委员会监督卸货机构和组织按时卸货，如未能在肃反委员会规定期限内完成卸货任务，要追究它们的责任。

铁路肃反委员会各分部有权有偿地使用铁路电报，但对滥用电报要严加追究。使用电报办法和缴费办法细则，由交通人民委员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商定公布。

铁路警察局原有的房屋交铁路肃反委员会使用，此事由交通人民委员部专门下达一项命令。要求军事警卫队腾出这些房屋的指令，委托捷尔任斯基和斯克良斯基同志共同发布。

铁路肃反委员会的粮食由铁路粮食机关按一般原则供应。

在国防委员会宣布铁路戒严期间，肃反委员会各地区运输局有权对被揭发犯有贪污受贿、盗窃货物和铁路物资罪行的人以及一贯纵酒取乐的公职人员处以极刑。






	　　致国防委员会各委员1919年2月28日











所提各点是我2月28日同涅夫斯基和捷尔任斯基二同志会商提出的。

请国防委员会全体委员签字附议，以便将这一极其重要的协议立即付诸实施。

如有重大不同意见，请立即打电话告我并附上修改意见。






	　　国防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1—412页












《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德国独立党宣言[197]


（1919年2月下半月）

现在，在俄国很少能得到外国报纸。看来协约国“讲民主的资本家们”正在变本加厉地对我们进行封锁。他们害怕美、英、法有教养的工人了解粗俗野蛮的布尔什维主义，他们生怕这个野蛮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国家的人们知道布尔什维主义在西方的胜利。

但是，不管新“神圣同盟”的宪兵队怎样卖力，真理终究是掩盖不住的！

近来，我看到几张柏林《自由报》，即所谓“独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在第74号（1919年2月11日）的第1版上登载了一篇长长的宣言《告德国革命无产阶级》，署名是党中央委员会和该党在德国立宪会议中的党团。这个宣言的思想，或者确切些说宣言的无思想性，不仅对德国的工人运动，而且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值得仔细研究一下。

但是，首先我想说几句同个人经历的往事有关的题外话。从独立党党团成员的署名中，我顺便看到了泽格和劳坎特的名字，不由想起了三年前的事。在伯尔尼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会议[198]上，我有机会见到了劳坎特。这个颇有影响的柏林工人，给人以双重印象：一方面，在群众中从事严肃的革命工作，另一方面，极端缺乏理论 
［注：手稿中大概遗漏“兴趣”或“知识”一词。——俄文版编者注］

 ，目光极为短浅。劳坎特不赞成我对考茨基（独立党人的思想“领袖”，或者说，他们的无思想性的领袖）的激烈抨击，但是，当我对自己蹩脚的德语觉得没有把握，把我用德文写的一篇简短发言稿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上的讲话》。——编者注］

 给他看时，他并没有拒绝帮助我。在这篇讲稿里，我引用了“美国的倍倍尔”即尤金·德布兹的声明，说他宁愿被枪毙，也不同意投赞成票给帝国主义战争拨款，说他德布兹只同意参加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战争。另一方面，当我非常气愤地把考茨基这个家伙在一篇文章[199]中把工人上街斥为冒险（而且是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的地方指给劳坎特看时，他却耸耸肩膀，十分平静地（真把我气死了）回答我说：“我们的工人已经不那么认真地读它了！难道我非得同意考茨基的每一句话不成？”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85—486页

















[197]《关于德国独立党宣言》一文没有写完。后来列宁在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第21条中，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宣言作了批判（见本卷第494—495页）。——479。



[198]指1916年2月5—9日在伯尔尼举行的扩大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德国、俄国、意大利、挪威、奥地利、波兰、瑞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国的22名国际主义者代表。列宁积极参加了会议的工作。他以布尔什维克及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声明，反对邀请卡·考茨基、胡·哈阿兹和爱·伯恩施坦参加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会议通过的《告加入联盟的各党派书》谴责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和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谴责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口号，指出必须支持工人运动和准备大规模的革命行动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代表投票赞成这个呼吁书，指出它有不彻底的地方，但比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前进了一步。会议确定了召开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日期。——479。



[199]指卡·考茨基的《党团和党》一文。该文载于1915年11月26日《新时代》杂志第9期。——480。







《列宁全集》第35卷


对《第三国际基本原则》提纲的意见[200]


（1919年2月）


关于提纲


第1条——改写成为一个讲实际政策的论点。承认：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已成熟

现在进行这一革命是必要的

要转变为国内战争，作为对历史性口号的确认。

第2条——加上：在1914—1918年这次战争中。

第2条（补）

着重强调“国际联盟”和“社会和平主义”是自由主义者骗人的口号。

第3条——强调“打碎”国家机器……和专政，同机会主义者和“中派”针锋相对。

第4条——为革命和武装起义作准备。

据此精神进行全部宣传和鼓动工作（扩大）。

第5条——绝对要（加进）：象李卜克内西那样。

第6条——加上：鉴于资产阶级到处对合法性进行（对帝国主义说来是）典型的破坏和限制。

第7条和第8条——同专政并提。

第9条——公社和苏维埃（不是一定要“苏维埃”）类型的。






[200]这里说的《第三国际基本原则》提纲，全文如下：



“1．帝国主义政策充分暴露出它是金融资本的必然产物。强盗国家之间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在导致对生产力的空前破坏和世界性的饥荒的同时，现正变成国内战争，变成阶级战争，即资本主义联合势力反对俄国已经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国家和其他国家力求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争。



2．‘保卫祖国’这个社会爱国主义的口号已被彻底揭穿：它是对群众的最大欺骗，它为帝国主义的强盗政策辩护，不仅为帝国主义力图掠夺别的国家，而且为帝国主义疯狂反对奋起斗争的无产阶级（乌克兰、芬兰、拉脱维亚、苏维埃俄国）辩护。‘国际联盟’这个比较‘新鲜的’、不仅为公开的社会主义叛徒所拥护而且为考茨基派社会和平主义者所拥护的帝国主义口号，是更加危险的口号，正在暴露出它为各国资本家反对无产阶级起义的神圣同盟（威尔逊、埃尔茨贝格尔）打掩护的真面目。



3．饥荒、资本主义的瓦解、资本家为反对无产阶级而结成神圣同盟等等，整个世界的这种形势正在把工人的共产主义革命提上欧美无产阶级的议事日程。这场革命，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教导的那样，应当破坏和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击溃和瓦解已在解体的帝国主义力量，组织新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



4．因此，目前首要的事情是加紧实行群众斗争的策略，办法是将街头示威、总罢工等发展成为把大批武装士兵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武装起义。



大力进行准备起义的工作，特别是在士兵中间的工作，现在已成了真正赞成而不是口头上赞成社会主义变革的各国党的首要任务。



5．为了使运动激化，一定要利用议会讲坛进行革命鼓动，要把议会斗争和街头斗争结合起来，要宣传进行国内战争来剥夺资本和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



6．为了对运动进行筹划和实行领导，必须建立秘密的革命机关，由它传播不打折扣的革命口号和造就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所必需的干部。



7．在当前的历史时期，运动的政治目的和运动的口号不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前者只不过是绝对应予消灭的资本统治的非常精巧的表现形式，后者则给劳动群众以极其广泛的自由，同时镇压剥削者必然要进行的疯狂反抗。这种无产阶级民主并不以宣告各种自由为限，它把重心移到为劳动阶级提供实现各项自由的保证上面。它剥夺资本所有者，把供集会用的场所、供出版工人报纸用的纸张和印刷厂等等交给劳动阶级支配。它吸引工人的所有群众组织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的建设。只有这种民主才能成为无产阶级起义的口号。



8．这种无产阶级民主同时又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最无情地镇压无产阶级的敌人的机关。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芬兰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都表明，资产阶级是不惜采取一切斗争方法（怠工，暴动，外国援助，阴谋，恐怖，处决，大规模枪杀，人为地加剧饥荒，等等，等等）的。



为了整个社会主义的未来，无产阶级必须最无情地镇压上述活动。死死抓住政权不放的正在丧失一切的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必然是一场殊死斗争。因此无产阶级的统治同时就是对资产阶级的镇压，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9．起义胜利之后就要变为政权的群众革命斗争的当然机关，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它不是从黄色工会和黄色社会民主党的官员中选出的，而是以工厂为单位从群众本身中选出的。因此在每个国家都不应把所谓民主共和国和立宪会议作为自己的口号，而应当把苏维埃共和国作为自己的口号。



10．目前已经十分清楚，社会民主党以及作为运动的正式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已分裂成为三大派：右派、中派和左翼激进派。右派（谢德曼、托马、韩德逊、大部分孟什维克和全部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成了直接扼杀社会主义革命的刽子手（德国人对芬兰、乌克兰所采取的行动，盟国的“干涉”）。中派（考茨基、龙格、英国的……（文件中有遗漏。——《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编者注））中的一部分已经暴露出是彻头彻尾的叛徒（考茨基），另一部分则表明，他们不仅不能在革命中带领群众前进，而且还在有意识地阻碍一切群众运动。运动愈是向前发展，这一派的危害就愈大。只有极端的左派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领袖。因此，这些集团在真正国际主义的和真正革命的行动纲领的基础上进行国际接触是迫切需要的。”



上述提纲大概是为制定共产国际行动纲领以便提交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而起草的。——481。







《列宁全集》第35卷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201]


（1919年3月上旬）


1

开幕词


（3月2日）

我受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在国际共产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首先请全体代表起立，为第三国际最优秀的代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志哀。（全体起立）

同志们！我们的会议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它证明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幻想都已破灭。因为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德国，国内战争都已经成为事实。

资产阶级在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面前惊恐万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看到，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的事变进程不可避免地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国际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正加紧进行。

人民已经认识到目前爆发的这场斗争的伟大和意义。只是必须找出一种能使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在此以前，它还是一个群众看不懂的拉丁词。由于苏维埃制度在全世界的传播，这个拉丁词已经被译成现代各种语言。专政的实际形式已经被工人群众找到了。由于有了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斯巴达克联盟和其他国家的类似组织，例如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202]，这种实际形式已为广大工人群众所理解。这一切都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形式已经找到了，无产阶级现在已经能够实际运用自己的统治权了。

同志们！我认为，在俄国事变之后，在德国一月斗争之后，特别需要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最新形式也在其他国家中产生出来，并取得了统治地位。例如，今天我在一份反社会主义的报纸上看到一条电讯，说英国政府接见了伯明翰工人代表苏维埃，并表示愿意承认苏维埃是经济组织[203]。苏维埃制度不仅在落后的俄国胜利了，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德国和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胜利了。

尽管资产阶级还在逞凶，还在杀害成千上万的工人，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同志们！我代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衷心地欢迎你们。现在我提议选举主席团。请提名。





	载于1920年被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德文版）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89—490页












2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


（3月4日）

1．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增长，使得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组织中的代理人拼命寻找思想论据和政治论据，来替剥削者的统治作辩护。在这些论据中间，首推谴责专政而维护民主这一条。资本主义报刊和1919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的黄色国际代表会议用各种方式重复这一论据。一切不愿背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人，都清楚地看出它是欺人之谈。

2．首先，这条论据使用了“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而没有提到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这样站在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似乎是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就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的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那些投靠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口头上承认这一学说，实际上却把它忘记了。因为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民主；这里所说的专政也不是“一般专政”，而是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对压迫者和剥削者即资产阶级的专政，其目的是战胜剥削者为保持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反抗。

3．历史教导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不经过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总要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来进行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的时期，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尽管反对“一般专政”而竭力吹嘘“一般民主”的社会党人现在替资产阶级的统治辩护，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尝试才取得政权的。各国社会党人在自己的著作和小册子中，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鼓动演说中，曾千百万次地向人民说明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因此，目前借谈论“一般民主”来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借谴责“一般专政”来大反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在实际上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并且正好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已在全世界遭到破产、战争已经造成了革命形势的历史关头来维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4．所有社会党人在说明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阶级性质时，都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最准确的科学语言所表达的一个思想：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非是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机器，是一小撮资本家镇压劳动群众的机器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页。——编者注］

 。那些现在大反专政而维护民主的人中间，没有一个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不曾在工人面前赌咒发誓，说他承认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可是现在，当革命无产阶级正要起来破坏这个压迫机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叛徒又改变腔调，说资产阶级把“纯粹民主”恩赐给了劳动者，说资产阶级已不再反抗，愿意服从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说在民主共和国中过去和现在根本不存在任何资本镇压劳动的国家机器。

5．一切想以社会党人闻名的人在口头上都推崇巴黎公社，因为他们知道，工人群众热诚地同情公社，可是巴黎公社特别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比中世纪制度进步得多，但它们是有历史条件的，它们的价值是有限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必然要起根本的变化。正是最正确地评价了公社的历史意义的马克思，在对公社进行分析时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剥削性质，说明在这种制度下，被压迫阶级得到的权利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有产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 zertreten）人民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0页。——编者注］

 。正是现在，当苏维埃运动遍及全世界、谁都清楚是在继续公社事业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叛徒们却忘记了巴黎公社的具体经验和具体教训，重新弹起关于“一般民主”的资产阶级旧调。公社不是议会机构。

6．其次，公社的意义在于它试图彻底打碎和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即官吏的、法官的、军队的、警察的机构，而代之以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的工人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一切现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包括社会主义的叛徒称之为无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对真理的嘲弄）的德意志共和国在内，都保存了这个国家机构。这就十分清楚地再次证明了，起劲地维护“一般民主”的人，事实上是在维护资产阶级及其剥削特权。

7．“集会自由”可以看作是代表“纯粹民主”要求的典型口号。任何一个没有脱离本阶级的觉悟工人都不难明白，在剥削者不甘心被推翻而进行反抗、死抱住自己特权不放的时候和情况下，答应给剥削者以集会自由，是很荒唐的。当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候，无论在1649年的英国，或者在1793年的法国，它都没有把“集会自由”给予那些招引外国军队并“集会”策划复辟活动的君主派分子和贵族。如果现在这些早已变得反动的资产阶级要求无产阶级事先保证，尽管资本家一定会拼命抗拒对他们的剥夺，也要给这些剥削者以“集会自由”，那么工人们只能对资产阶级的虚伪付之一笑。

另一方面，工人们很清楚，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集会自由”也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富人拥有一切最好的公共建筑物和私人建筑物，同时还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开会，开起会来还有资产阶级政权机构保护。而城乡无产者和小农，即大多数居民，既无房屋开会，又无空闲时间，更无人保护。只要情况还是这样，“平等”即“纯粹民主”就是骗局。要取得真正的平等，要真正实现劳动者的民主，首先必须没收剥削者的一切公共建筑物和豪华的私人建筑物，首先必须让劳动者有空闲时间，还必须由武装工人而不是由贵族军官或资本家军官及其唯命是从的士兵来保护劳动者的集会自由。

只有在实行这种变革之后再来谈集会自由和平等，才不是对工人、劳动者和穷人的嘲弄。但是能够实行这种变革的，只有劳动者的先锋队，即推翻资产阶级剥削者的无产阶级。

8．“出版自由”也是“纯粹民主”的主要口号之一。但是工人们知道，而且各国社会党人也曾无数次承认，只要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被资本家霸占，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在世界各国，民主制度与共和制度愈发达，这种控制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露骨，愈无耻，例如美国就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骗局。要为劳动者、为工人和农民争得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民主，首先必须剥夺资本雇用著作家、收买出版社和报纸的可能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翻资本的压迫，打倒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资本家总是把富人发横财的自由和工人饿死的自由叫作“自由”。资本家把富人收买报刊的自由、利用他们的财富假造所谓社会舆论的自由叫作出版自由。这些事实再次表明，维护“纯粹民主”实际上就是维护使富人能控制群众教育工具的最肮脏最腐败的制度，就是欺骗人民，用冠冕堂皇然而虚伪透顶的言辞诱使人民放弃把报刊从资本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具体历史任务。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会有靠损害别人来发财致富的可能性，不会有直接或间接使报刊屈从于货币权力的客观可能性，不会有任何东西能阻碍每个劳动者（或大大小小的劳动者团体）享有并行使其使用公有印刷所及公有纸张的平等权利。

9．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还在战前就向我们表明，臭名昭著的“纯粹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事实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民主愈发达，愈“纯粹”，阶级斗争就愈公开，愈尖锐，愈残酷，资本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专政就表现得愈“纯粹”。在共和制的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案件，在自由民主的共和国美国由资本家武装起来的雇佣军队对罢工者进行的血腥屠杀，这些事实和无数类似的事实都证明了资产阶级枉费心机地企图掩盖的一条真理：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恐怖和专政居统治地位，每当剥削者开始感到资本的权力发生动摇时，这种恐怖和专政就会公开表现出来。

10．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甚至使落后的工人也彻底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性质：即使在最自由的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也是资产阶级专政。为了确定让德国还是英国的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集团大发其财，几千万人死于非命，就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也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甚至在德国战败以后，协约国各国还保持着这种军事专政。正是战争大大擦亮了劳动者的眼睛，撕掉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漂亮外衣，使人民看到了在战争期间和借战争的机会大搞投机牟取暴利的无数事实。资产阶级假“自由平等”之名进行了这场战争，军火商假“自由平等”之名发了一大笔横财。伯尔尼黄色国际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对群众掩盖现在已被彻底揭穿的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平等、资产阶级民主的剥削性质。

11．在欧洲大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由于德帝国主义战败而得到的共和制自由刚刚实行了几个月，就使德国工人和全世界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真正阶级本质究竟是什么。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因为这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优秀人物和领袖惨遭杀害，而且还因为这一事件使欧洲的一个先进国家——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也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先进国家——的阶级本质暴露无遗。在社会爱国主义者执政的情况下，军官和资本家可以不受惩罚地杀害被捕者即受到国家政权监护的人，这说明能够发生这种事情的民主共和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有些人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表示愤慨，但又不明白这个道理，这种人不是迟钝，就是伪善。在世界上最自由最先进的共和国之一的德意志共和国，所谓“自由”，就是可以不受惩罚地杀害被捕的无产阶级领袖的自由。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情况就只能是这样，因为民主制度的发展不是使阶级斗争变得缓和，只是使它更加尖锐。而由于战争的一切后果和影响，阶级斗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地步了。

现在整个文明世界都在驱逐布尔什维克，追缉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狱，例如在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之一的瑞士就是如此，在美国则发生了蹂躏布尔什维克的大暴行，如此等等。先进的、文明的、民主的、武装到牙齿的国家，竟会害怕来自落后的、饥饿的、破产的、被几千万份资产阶级报纸称为野蛮和罪恶之乡的俄国的几十个人，从“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的观点来看，简直是笑话。显然，能够造成这种惊人矛盾的社会环境，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12．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推翻剥削者并镇压其反抗的工具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全体劳动群众用来抗御曾经导致战争并且正在准备新战争的资产阶级专政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在这方面唯一的防卫手段。

社会党人所以在理论上近视、被资产阶级偏见俘虏并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作为这个社会的基础的阶级斗争稍微严重一些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不过是抒发小资产者的反动哀怨。一切先进国家百多年来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经验，尤其是近五年来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全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也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在任何一种商品经济制度下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必然性，而能够代替资产阶级的，只有那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而发展、扩大、团结起来、站稳脚跟的阶级，即无产者阶级。

13．社会党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民主从古代的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随着统治阶级的更迭，必然在形式上发生变化。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各城市中，在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的形式都不同，民主的运用程度也不同。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第一次使政权由剥削者少数手里转到被剥削者多数手里的革命，能够在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老框框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以及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构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

14．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相似的地方在于，这种专政之所以需要，同任何专政一样，是由于必须用暴力镇压那个失去政治统治权的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中世纪的地主专政，一切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大多数人即劳动人民的反抗。相反地，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镇压极少数人即地主资本家的反抗。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一般地说必然使民主形式和民主机构发生变化，而且要使它们变得能使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空前广泛地实际享受到民主。

而已经实际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即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苏维埃制度，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中类似的苏维埃机关，也确实意味着和确实做到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阶级真正有可能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这样的情况，甚至近似的情况，在最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在于：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工人和半无产者（不剥削他人劳动并经常出卖至少是一部分自己的劳动力的农民）的群众组织，是整个国家政权和整个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础。正是那些过去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被用各种手法加以排挤而不能参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这样）的群众，现在经常被吸引来而且一定要吸引来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

15．资产阶级民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保证公民不分性别、宗教、种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实行过，而且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也不可能实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立刻实现、全部实现这种平等，因为只有不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从瓜分和重新瓜分生产资料的斗争中捞取好处的工人政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16．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被组织得尽量使劳动群众远离管理机构。相反地，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组织得能使劳动群众同管理机构接近起来。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在苏维埃国家组织中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合而为一，并用生产单位（如工厂）来代替地域性的选区。

17．军队不仅在君主国中是压迫机构，而且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也是压迫机构。只有苏维埃政权这个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的固定的国家组织，才能使军队摆脱资产阶级的控制，真正把无产阶级同军队融为一体，真正做到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如果做不到这一步，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8．苏维埃国家组织便于无产阶级这个由资本主义高度集中起来和教育出来的阶级发挥领导作用。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和一切运动的经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团结和领导被剥削劳动人民中分散落后的阶层。

19．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打碎和彻底破坏旧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吏和法官机构（这种机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一直保存着，而且必然要保存下来，它实际上是实行工人和劳动者的民主的最大障碍）。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迈出了第二步。

20．消灭国家政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并以他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所抱的目的。不实现这个目的，真正的民主即平等和自由就无法实现。只有通过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才能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通过经常吸引而且一定要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参加国家管理，已经立即开始了使一切国家完全消亡的准备工作。

21．下一事实特别能说明在伯尔尼集会的社会党人已经彻底破产，说明他们完全不理解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1919年2月10日，布兰亭在伯尔尼宣布黄色国际的国际代表会议闭幕。1919年2月11日，柏林出版的、由黄色国际的参加者主办的报纸《自由报》刊载了“独立党”告无产阶级的一篇宣言。宣言承认谢德曼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谴责该政府企图取消被称为Trager und Schützer der Revolution（革命的承担者和保卫者）的苏维埃，建议让苏维埃合法化，给苏维埃以管理国家的权利，给苏维埃以中止国民会议决议的执行并把问题提交全民表决的权利。

这种提议表明那些维护民主却不懂得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理论家在思想上已经彻底破产。这种把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同国民会议即资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的滑稽可笑的企图，彻底暴露了黄色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思想的贫乏，他们那种小资产者的政治反动性，以及他们对蓬勃兴起的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所作的怯懦的让步。

22．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谴责布尔什维主义（但由于害怕工人群众，他们不敢正式通过这样的决议），从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们做得对。正是这个大多数，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德国的谢德曼之流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抱怨布尔什维克迫害他们时，企图隐瞒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受到究办是由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同样，谢德曼之流及其政党在德国也已经证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也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工人的。

因此，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参加者都主张谴责布尔什维克，就是非常自然的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维护“纯粹民主”，而是在自我辩护，因为他们知道和感到，自己在国内战争中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的。

正因为如此，从阶级观点来看，不能不承认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的决定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应当不怕真理，应当正视真理，并由此作出全部政治结论。

同志们！我还想对最后两点作些补充。我想，要给我们作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报告的同志，是会把问题讲得更详细的。

在整个伯尔尼代表会议期间，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只字未提。这个问题在我们俄国已经讨论了两年。1917年4月，我们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已经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历史意义何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将近两年，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还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204]。

2月11日，柏林《自由报》刊载了一篇告德国无产阶级的宣言，在上面签名的不仅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且有独立党人党团的全体成员。1918年8月，独立党人赫赫有名的理论家考茨基写了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他是民主和苏维埃机关的拥护者；但苏维埃只应当具有经济意义，决不能看作国家组织。在11月11日和1月12日的《自由报》上，考茨基又重申了这一点。2月9日，刊登了鲁道夫·希法亭的文章，他也是第二国际赫赫有名的权威理论家之一，他建议通过法律，通过国家立法，把苏维埃制度同国民会议结合起来。这是2月9日的事情。11日，这个建议经独立党全党通过，以宣言的形式发表出来。

尽管国民会议已经存在，甚至“纯粹民主”已经变为现实，独立社会民主党最著名的理论家们已经宣称苏维埃组织不应当成为国家组织，尽管这样，还是发生了动摇！这就证明，这帮老爷确实是一点也不理解新的运动及其斗争条件。它还证明，这种动摇一定有它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在这一切事件之后，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将近两年之后，我们看到伯尔尼代表会议竟通过了那样的决议，只字不提苏维埃及其意义，会议上也没有一个代表在哪一次发言中有一句话谈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帮老爷作为社会党人和理论家，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死亡了。

但是，同志们，从实践上看，从政治上看，这是群众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明证，因为这些一向在理论上和原则上反对苏维埃国家组织的独立党人，忽然愚蠢地提出把国民会议同苏维埃制度“和平地”结合起来，就是说，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我们看到，独立党人在社会主义和理论方面已经破产，群众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无产阶级中的落后群众正转到我们方面来，他们已经转过来了！因此，从理论和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优秀成员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已经等于零了；但是它仍具有某种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这些动摇分子使我们看到了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绪。我深信，这次代表会议最大的历史意义就在这里。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国孟什维克走过的发展道路几乎同德国独立党的理论家们一模一样。起初，他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他们是拥护苏维埃的。当时只听到他们喊：“苏维埃万岁！”、“拥护苏维埃！”、“苏维埃是革命的民主！”。等到我们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他们的调子就变了，说什么苏维埃不应当与立宪会议并存。形形色色的孟什维克理论家也提出几乎完全一样的建议，如把苏维埃制度同立宪会议结合起来，把苏维埃并入国家组织之类。这里又一次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总的进程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最初是自发地成立苏维埃，然后是苏维埃得到推行和发展，接着是在实践上提出：究竟要苏维埃，还是要国民会议，要立宪会议，要资产阶级议会制；首领们惶惶不可终日，最后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我认为，在革命进行了将近两年的今天，我们不应当这样提问题，而应当通过具体的决议，因为苏维埃制度的推行对于我们，特别是对于大多数西欧国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里我只想举出孟什维克的一个决议。我曾请奥博连斯基同志把它译成德文。他答应了，但可惜他现在不在这里。我尽量凭记忆把它转述出来，因为我手头没有这个决议的全文。

一个对布尔什维主义毫无所知的外国人，对于我们所争论的问题很难表示自己的意见。凡是布尔什维克肯定的，孟什维克都反对，反过来也一样。当然在斗争期间也只能是这样，因此，1918年12月孟什维克党最近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很长很详细的决议就十分重要了。这项决议的全文曾刊登在孟什维克的《印刷工人报》[205]上。在这项决议中，孟什维克简要地叙述了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决议中说，他们谴责自己党内那些在乌拉尔、在南方、在克里木和格鲁吉亚（决议列举了所有这些地区）同有产阶级结成联盟的集团。孟什维克党内那些同有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集团在决议中受到了谴责，但决议的最后一条把那些转到共产主义者方面的人也谴责了一通。由此可见，孟什维克不能不承认，他们党内是不一致的，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有些人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大部分孟什维克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并且在国内战争中反对我们。我们当然要究办孟什维克，而且如果他们同我们作战，同我们的红军作战，枪杀我们红军指挥员，我们甚至还要枪毙他们。我们用无产阶级的战争来回敬资产阶级的战争，——别的出路是不可能有的。因此，从政治上看，这一切纯粹是孟什维克的欺人之谈。从历史的角度看，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有些并没有被确诊为精神失常的人，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大谈布尔什维克如何反对他们的同时，怎么能闭口不谈他们如何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

他们全都拼命反对我们，因为我们究办他们。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只字不提他们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我想，我应该为大会记录弄到一份决议全文，并提请外国同志们予以注意，因为这个决议作为一个历史文件，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并且为评价俄国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争论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时而倒向这一边、时而倒向那一边的阶级；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革命中，情况都是这样的。在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两个敌对营垒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这两个阶级之间绝对不可能不存在中间阶层。这些动摇分子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遗憾得很，这些连自己都不知道明天将站在哪一边去进行斗争的分子还要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想提出一个具体建议，就是我们通过一项决议，专门讲以下三点。

第一，西欧各国的同志们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向群众讲清苏维埃制度的意义、重要性和必然性。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个问题还不够了解。考茨基和希法亭作为理论家已经破产了，但《自由报》最近发表的一些文章毕竟证明，他们正确地反映了德国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绪。我国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在俄国革命的头八个月，关于苏维埃组织的问题讨论得很多，当时工人们不明白新制度到底怎么回事，不明白苏维埃是否能够成为国家机构。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不是通过理论而是通过实践前进的。例如，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我们以前在理论上并没有提出来，没有说过不承认立宪会议。只是后来，苏维埃组织已经遍及全国并且掌握了政权，只是在那时我们才决定解散立宪会议。现在我们看到，在匈牙利和瑞士，这个问题要尖锐得多[206]。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大好事，因为它使我们坚信西欧各国革命会进展得更加迅速，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里包含着一定的危险，就是斗争会来得很猛，工人群众的认识会跟不上这种发展。有政治教养的德国广大工人群众至今还不明白苏维埃制度的意义，因为他们是用议会制思想和资产阶级偏见熏陶出来的。

第二，关于苏维埃制度的推行。当我们听到苏维埃的思想在德国甚至在英国迅速传播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有力地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胜利。要阻止住它的进程，只能得逞于一时。至于阿尔伯特同志和普拉滕同志对我们说，在他们的农村中，在农业工人和小农中间几乎没有苏维埃，那是另一回事。我在《红旗报》上看到一篇文章[207]反对农民苏维埃，但它完全正确地赞成贫雇农苏维埃。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如谢德曼之流，已经提出了农民苏维埃的口号。但是我们需要的只是贫雇农苏维埃。遗憾得很，我们从阿尔伯特、普拉滕等等同志的报告中看到，除匈牙利外，在农村中推行苏维埃制度的工作还做得很少。也许这里还包含着阻碍德国无产阶级取得可靠胜利的相当大的实际危险。只有在城市工人和农村无产者都组织起来，并且不是象从前那样组织成工会和合作社，而是组织成苏维埃的时候，才能认为胜利有了保障。我们的胜利得来比较容易，因为1917年10月我们是同农民，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无产阶级政府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1917年10月26日（旧历），即革命后第二天，我们政府就颁布法令，承认了还在克伦斯基时代农民苏维埃和农民大会就表达过的全体农民的夙愿。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因此，我们才这样容易地赢得了压倒多数。当时对农村来说，我们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后来，过了半年以后，我们才不得不在国家组织的范围内，在农村中开始了阶级斗争，在每个村庄建立起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的委员会，有步骤地同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由于俄国落后，这种情况在我国是不可避免的。西欧的情况将会不同，因此我们应当着重指出，用适合那里的也许是新的形式在农村居民中推行苏维埃制度是绝对必要的。

第三，我们应当指出，在苏维埃政权尚未取得胜利的一切国家，主要任务是争取共产党人在苏维埃中占多数。昨天我们的决议起草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也许其他同志还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但是我想提议把这三点作为一个专门决议来通过。当然，我们不能事先规定发展的道路。很可能西欧许多国家的革命很快就会到来，但是，作为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作为政党，我们力争并且应当力争在苏维埃中占多数。那样我们的胜利就有了保证，而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共产主义革命。不然的话，就不大容易取得胜利，胜利了也难以持久。因此，我想建议把这三点作为一个专门决议来通过。





	提纲载于1919年3月6日《真理报》第51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51号报告载于1920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德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91—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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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决议


（3月4日）

根据这个提纲和各国代表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声明，在一切尚未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国家中，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如下：

（1）向工人阶级广大群众说明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的历史意义，它在政治上和历史上的必然性：它必然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

（2）在一切工业部门工人中间，在陆海军士兵中间以及在贫雇农中间推行和组织苏维埃。

（3）争取共产党人在苏维埃内部稳占多数。





	载于1919年3月11日《真理报》第5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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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词


（3月6日）

我们之所以能够冲破警察的一切阻挠和迫害到这里集会，之所以能够在没有重大分歧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就目前革命时期的所有迫切问题作出重要决定，是因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群众已经用自己的行动把所有这些问题实际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开始实际地加以解决。

我们在这里只是把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已经争取到的东西记载下来。

不仅在东欧各国，而且在西欧各国，不仅在战败国，而且在战胜国（例如在英国），苏维埃运动都在日益广泛地展开，这个运动无非是以建立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为目的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尽管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继续肆意横行，尽管他们驱逐、监禁、甚至杀害斯巴达克派和布尔什维克，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这只能使群众受到教育，使他们摆脱旧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偏见，使他们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热烈鼓掌）





	载于1920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德文版）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11页

















[201]这是有关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篇文献。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国际共产党代表会议）于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宣告了共产国际的成立。



1914年8—9月，列宁在他起草的提纲《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战争中的任务》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中提出了建立新的、排除机会主义分子的国际的任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进行了大量工作来团结各国社会党中的左派分子，为建立新的国际奠定了组织基础。



1918年1月24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左派社会党人会议，讨论了筹备召开共产国际成立会议的问题，选举产生了筹备机构。1919年1月，由俄共（布）发起，召开了有俄国、匈牙利、德意志奥地利、拉脱维亚、芬兰五国的共产党、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巴尔干社会民主党联盟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共8个党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召开各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大会以创立新的国际的问题，并向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的39个政党、团体和派别发出了邀请信。



代表大会于3月2日开幕。参加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52名。列宁主持了大会。他在3月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论证了提纲的最后两点。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列宁的提纲，决定交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



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要团结所有力量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中谴责了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题为《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483。



[202]车间代表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一些工业部门的工人组织，由车间工人选举的代表组成。它们同执行“国内和平”政策的工联领袖相对立，捍卫工人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领导工人罢工，进行反战宣传。1916年，车间代表委员会成立了全国性组织。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共和国期间，车间代表委员会积极支持苏维埃俄国。车间代表委员会的许多活动家，包括威·加拉赫、哈·波立特等，后来加入了英国共产党。——484。



[203]列宁读的那份报纸可能有不确之处。那里说的大概不是伯明翰工人代表苏维埃，而是车间代表委员会。1919年3月3日，英国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约·法因贝格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在一些工业地区成立了有车间代表委员会代表参加的地方工人委员会，如克莱德工人委员会、伦敦工人委员会、设菲尔德工人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成了各地的组织中心和相应地区的有组织的工人的代表。有一个时期，企业主和政府根本不想承认车间代表委员会，但他们终于不得不同这些‘非官方的’委员会进行谈判。劳合－乔治表示同意承认伯明翰委员会为经济组织，这就证明，车间代表委员会已成为英国工人运动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现在，车间代表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已经成为类似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的组织。”（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1933年俄文版第63页）——484。



[204]指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3月6—8日）通过的关于更改党的名称和修改党纲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53—54页）。——496。



[205]《印刷工人报》（《Гаэета Печатников》）是受孟什维克影响的莫斯科印刷业工会的报纸，1918年12月8日创刊，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于1919年3月被查封。——498。



[206]这里说的是当时匈牙利和瑞士的革命运动。



1918年10月30日深夜，匈牙利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果政权落入同社会民主党联合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手中。以米·卡罗伊为首的新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引起劳动群众的极大不满，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机关——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另一方面，在匈牙利宣告成立共和国以后，各资产阶级政党为召开立宪会议展开了广泛的宣传鼓动。匈牙利共产党于1918年11月20日正式成立后，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共产党的威信和声望迅速提高。原先由社会民主党人掌握的苏维埃逐渐转到共产党方面来。3月20日，卡罗伊政府在内外交困中辞职。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在当时的革命危机尖锐化的形势下不敢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不得不同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谈判。结果，双方协议建立苏维埃政权。3月21日，布达佩斯工人占领了该市所有的战略据点，解除了警察的武装。同一天，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



1917—1919年间，瑞士工人运动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日趋高涨。1917年11月15日，苏黎世举行了庆祝俄国革命的群众大会。会后，工人们喊着“决不再给交战国提供炮弹！”的口号，唱着《国际歌》，直奔两个弹药厂，迫使这两个工厂关闭。11月17日，要求释放被捕同志的工人在苏黎世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工人们筑起街垒，政府调来的军队用机枪扫射群众，全市宣布戒严。政府的迫害并未能阻止已经开始的革命运动。1918年爆发了反对提高食品价格的群众性经济罢工，斗争持续了好几个月。同年11月，瑞士爆发了支持苏维埃俄国的政治总罢工。在革命运动蓬勃高涨的情况下，瑞士社会党左翼革命分子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499。



[207]指载于1918年11月18日《红旗报》第3号的罗·卢森堡的《开端》一文。——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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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到的和记载下来的东西

（1919年3月5日）

在革命中，只有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才是牢固的。只有真正牢固地争取到的东西才值得记载下来。

1919年3月2日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这一事实中不仅记载了俄罗斯的、俄国的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而且记载了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芬兰、瑞士的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一句话，记载了国际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

正因为如此，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是牢固的事业。

仅仅四个月以前，还不能说苏维埃政权、苏维埃这种国家形式是国际性的成果。本来，在苏维埃政权中就有某种不仅属于俄国，而且属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可是，在未经事实检验以前，还不能断定世界革命的继续发展会引起什么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会有多么深刻，多么重要。

德国革命作了这样的检验。这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继一个最落后的国家之后，在短短一百多天的时间内就向全世界表明，在那里，不仅革命的基本力量相同，不仅革命的基本方向相同，而且就连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形式也相同，也是苏维埃。

此外，在英国这个战胜国，在这个拥有殖民地最多、素以“社会和平”的典范闻名于世、资本主义的历史最长的国家里，我们看到，苏维埃以及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新形式即苏维埃形式——“Shop Stewards Committees”（车间代表委员会），正在广泛地、不可遏止地、蓬勃地、强有力地发展着。

在美国这个最强大最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群众对苏维埃寄予莫大的同情。

冰河已经解冻了。

苏维埃在全世界胜利了。

苏维埃胜利了，这首先和主要表现在苏维埃赢得了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这是最主要的。不管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采取什么样的残暴手段，不管他们怎样对布尔什维克进行迫害和屠杀，都不能从群众手里夺走这个成果。“讲民主的”资产阶级愈是逞凶，这个成果在无产阶级群众的心灵中、情绪中、意识中和他们气冲霄汉的斗争决心中，就愈加牢固。

冰河已经解冻了。

因此，创立了第三国际的莫斯科国际共产党人代表会议，才进行得这样一帆风顺，这样坚定沉着。

我们记载下来的，是已经争取到的东西。我们写到纸上的，是在群众意识中已经牢牢生根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而且每个人根据本国的经验都看到、感觉到和体会到：一场新的、按其力量和深度来说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蓬勃地开展起来，这场运动决不是任何旧框框限制得住的，也不是擅长小权术的大师们阻挡得了的，——无论是英美“民主制”资本主义的代表、世界上最老练最狡猾的劳合－乔治和威尔逊之流，也无论是饱经世故的韩德逊、列诺得尔和布兰亭之流以及其他一切社会沙文主义的英雄们，无论是谁，都阻挡不了。

这场新的运动正在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尽管有过犹豫动摇，尽管遭到过惨重失败，尽管发生了空前未有的、难以置信的“俄国式的”混乱（如果从表面上看、站在旁观的地位来看的话），它还是借助于千百万无产者的洪流，横扫一切障碍，稳步走向苏维埃政权。

我们把这些都记载下来了。我们的决议、提纲、报告和讲话把已经取得的成果都反映出来了。

被革命工人极其丰富的新鲜经验光辉地加以证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帮助我们懂得了当前事变的发展完全合乎规律。今后它还将帮助为推翻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而斗争的全世界无产者更加明确自己的斗争目的，更加坚定地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更加扎实地夺取胜利和巩固胜利。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即将诞生的前兆，是共产主义即将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兆。






	　　1919年3月5日载于1919年3月6日《真理报》第5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12—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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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国际的成立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合庆祝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19年3月6日）

（热烈欢呼）同志们，我们未能做到世界各国都有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各国都有共产国际的最忠实的朋友，都有完全同情我们的工人。因此，请允许我先摘引一点报道，你们听了就会知道，尽管全世界资产阶级进行种种迫害，尽管他们都已联合起来，看起来无比强大，但我们的朋友比我们所看到的、所知道的和能够请到莫斯科来开会的真不知要多多少。资产阶级的迫害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甚至想用一道万里长城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把布尔什维克一批一批地从世界上最自由的共和国赶出去，似乎担心十来个布尔什维克能感染整个世界，但我们知道，这种担心是可笑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已经感染了整个世界，因为俄国工人的斗争已经使得各国工人群众知道，我们俄国决定着整个世界革命的命运。

同志们，我手头是一份法国的《人道报》[208]，在倾向上，它同我国的孟什维克或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非党相象。这张报纸在战时曾穷凶极恶地攻击同我们观点一致的人。现在它又维护那些在战时跟着本国资产阶级走的人。就是这家报纸在1919年1月13日那天报道说，塞纳联邦（一个靠近巴黎的地区，是无产阶级运动和法国全部政治生活的中心）的党和工会的积极分子在巴黎举行了盛大的（按报纸的说法）集会。第一个在会上讲话的是社会党人布拉克。他在整个战争期间同我国孟什维克和右派护国主义者持同一立场。现在他变得非常安分。他对当前的迫切问题只字不提！最后他说，他反对本国政府干涉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他的话赢得了一片掌声。接着讲话的是他的一个志同道合者，叫什么皮埃尔·赖伐尔的，讲的是当今的法国最迫切的问题——复员问题。法国在这场万恶的战争中遭受的牺牲大概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而法国人现在却看到：复员工作毫无进展，陷于停顿，当局根本无意进行；同时，一场新的战争又在酝酿中，这明明是要法国工人为了确定让法国还是英国的资本家得到更多的赃物而承受新的牺牲。报纸还说，皮埃尔·赖伐尔的讲话大家一直在听，但他讲到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内容时却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和激愤，甚至会都开不下去了。后来，在他之后的皮埃尔·列诺得尔公民没有讲成话，由佩里卡公民出来讲了几句，大会就结束了。佩里卡是法国工人运动中基本上同我们观点一致的少数代表之一。总之，报纸不得不承认，演讲者刚一开始攻击布尔什维克，大家就不让他讲下去了。

同志们，现在我们无法直接从法国请一位代表到这里来。只有一位法国人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了这里，就是吉尔波同志。（热烈鼓掌）他今天要讲话。他在瑞士这个自由的共和国蹲了好几个月监狱，罪名是同列宁有联系，正在瑞士筹划革命。他是在宪兵和军官的押解下经过德国的，显然，他们怕他无意中丢下一根火柴，使德国燃烧起来。但是，没有这根火柴德国照样燃烧起来了。在法国，象我们看到的那样，是有人同情布尔什维主义运动的。法国的群众大概是最老练、最有政治经验、最活跃、最敏感的群众。他们不允许演说者在群众大会上说一句假话，谁要说就制止他。照法国人的脾气，不把他从讲台上拉下来算是好的！因此，看到敌视我们的报纸都承认大会是那样一种情况，我们就可以说，法国的无产阶级是拥护我们的。

我再从意大利的报纸上引一小段话。人们千方百计地企图切断我们同全世界的联系，其他国家的社会党报纸到了我们这里都成了稀世珍品。现在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件珍品，一份意大利的《前进报》[209]——意大利社会党的机关报。意大利社会党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一向反对战争，现在又决定拒绝出席伯尔尼黄色分子的代表大会，即旧国际的代表大会，因为参加这次大会的，是协同本国政府拖延这场万恶战争的人。直到现在，《前进报》的出版都受到严格的检查。但在这一份偶然落到我们手中的报纸上，我看到一篇报道卡夫里阿戈这个小地方（大概是个极偏僻的地方，因为在地图上都查不到）的党内生活的通讯，发现那里的工人开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对他们报纸的不调和精神表示赞许，并说他们赞同德国的斯巴达克派，赞同“Sovietsti russi”——这个词虽然是用意大利文写的，但全世界都能懂得。他们在向俄国的“苏维埃派”致敬，并表示希望俄国和德国革命者的纲领能为全世界接受，能帮助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军事统治的斗争进行到底。因此，当你读到意大利的某个波舍霍尼耶[210]的这个决议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对自己说：意大利的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意大利的群众懂得俄国的“苏维埃派”是怎么回事，懂得俄国“苏维埃派”和德国斯巴达克派的纲领是怎么回事。可我们当时还没有这样一个纲领哩！我们同德国斯巴达克派没有任何共同的纲领，而意大利的工人不理睬他们在本国资产阶级报刊上所看到的一切，不理睬这些为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所收买的、发行几百万份的报刊对我们的诽谤。这些报刊欺骗不了意大利的工人。意大利工人懂得斯巴达克派和“苏维埃派”是怎么回事，并说他们赞同两派的纲领，尽管那时根本没有这样的纲领。正因为如此，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很容易完成的。我们只要把工人们，甚至那些住在某个偏僻地区、被警察和军队的警戒线同我们隔绝开来的工人们意识中和心灵上已经深深印下的东西写成纲领就成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十分容易地、同心同德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在一切主要问题上通过了一致的决定。我们深信，这些决定一定会在各国无产阶级中引起巨大的反响。

同志们，苏维埃运动这种形式已经在俄国取得胜利，目前正在全世界传播，单是它的名称就给工人提供了一整个纲领。同志们，我希望我们这些非常荣幸地使苏维埃形式取得胜利的人，不会落到让人说我们骄傲自大的地步。

同志们，我们很清楚，我们之所以最先参加了苏维埃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准备同别国工人一样好，或者比他们更好，而是因为我们不如他们。正因为如此，我们所对付的敌人是最野蛮最腐败的敌人，正因为如此，革命从表面看才有那样磅礴的气势。但是我们也知道，我国的苏维埃至今还存在着，它在同极大的困难作斗争，产生这些困难的根源是我们的文化水平低以及一年多来压在我们身上的担子太重，因为我们是在四面受敌和遭受到（这一点你们都非常清楚）难以设想的痛苦、严重的饥荒和可怕的灾难这样一种情况下孤军作战。

同志们，那些直接或间接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人总想挑起工人的不满，说工人现在遭受的苦难非常深重。我们对工人说：是的，苦难是很深重，我们也不向你们隐瞒。我们对工人就是这样说的，工人们根据亲身的经验对此也深有体会。你们都看到，我们进行斗争，不仅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在我国获得胜利，不仅是为了使我们的孩子一提起资本家和地主就想到史前的怪物，而且是为了使全世界的工人同我们一起获得胜利。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认为，苏维埃已经在全世界赢得工人的同情，它向我们表明，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鼓掌）资产阶级在许多国家里还会猖狂肆虐，现在他们不过是刚刚开始杀害社会主义的优秀人物和优秀代表，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惨遭白卫分子杀害就证明了这一点。这样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决不去同资产阶级妥协，我们要同他们进行最后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在经历了战争的痛苦、折磨和灾难之后，既然全世界的群众都在为复员而斗争，都感到自己受了骗，都懂得了资本家（他们为了确定让谁得到更多的利润而杀死了几千万人）加在他们身上的捐税负担是多么沉重，既然如此，这些强盗的统治时代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人人都懂得了“苏维埃”这个词的含义，这样，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今天在座的同志们曾经看到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现在又看到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鼓掌）将来他们一定还会看到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成立。（鼓掌）





	载于1919年5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俄共莫斯科委员会、全俄工会理事会和莫斯科市工厂委员会联合庆祝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15—520页

















[208]《人道报》（《L’Humai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赛尔·加香领导，曾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507。



[209]《前进报》（《Avanti！》）是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日报），1896年12月在罗马创刊。1926年，该报被贝·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查封，此后在国外不定期地继续出版。1943年起重新在意大利出版。



列宁提到的报道卡夫里阿戈的党内生活的通讯，载于1919年1月12日《前进报》第12号。——509。



[210]波舍霍尼耶原为俄国北部一个偏僻的县城。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小说《波舍霍尼耶遗风》问世后，波舍霍尼耶即成为闭塞落后的穷乡僻壤的同义语。——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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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费公社的提纲[211]


（1919年3月7日以前）

由于粮食状况困难，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使国家免于饥饿和最大限度地节省人力物力。

因此，在分配方面必须建立统一的分配机构。这件事情刻不容缓，尤其是因为所有的分配机关（主要有三种：粮食机关、工人合作社、公民合作社）弄到的产品大都来自同一个来源，而三种机关的摩擦已经成了实际工作中无法容忍的障碍。

在统一现有的分配机关时，应当做到：正规地大规模地进行分配的主要机构即合作社这个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起来并经过多年发展和实际经验检验的唯一机构，不被破坏和抛弃，而要成为新机构的基础，得到保留、发展和完善。 
［注：列宁把提纲的前三段话（列宁已把它们加进法令草案作为引言）用线条框起来，在稿子上端空白处标了“引言”一词，下面画了三道线，三段话的左侧也标了“引言”一词。提纲的其余部分被列宁勾掉了。——俄文版编者注］



所有的分配站（店铺）组成一个统一的分配网。所有三种机构的店辅以及其他方面的店铺（如果有的话）都统一起来。

所有的店铺都移交给工人合作社或一般公民合作社的中央机构管理，究竟移交给谁，要看这两种机构中哪一种在技术上最完善。关于在最短期内移交的问题，由特设的委员会解决，特设委员会由苏维埃政权根据专门的细则指定，并对机构的选定是否正确负责。

所有的消费者都按地区编入一个店铺；要强制编入，马上编入。

根据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享有选举权的消费者，选举监事会及其联合组织，它们的人数和职能由专门的细则规定。监事会成员玩忽职守要受审判。

任何一个消费者集团都有一定的监督权，如果他们愿意行使的话。 
［注：列宁在这段话下面空白处写了“达到一定数量的”一语，并用箭头把它同本段话中的“消费者”一词联结起来。看来，着重标记和增添的话是列宁在研究法令草案第7条时加上的。——俄文版编者注］



各种合作社和粮食机关的所有负责人员都算应征担任公职，在未得到苏维埃政权许可时无权拒不执行自己的职责，他们还可以被调任其他工作。

统一以后的机关叫消费公社。

不论是本地的公社，还是县、省、中央等各级的公社，它们的理事会都要分出一些人做经理工作或分配工作，苏维埃政权有权派政治委员参加这种工作，但后者只行使政治监督职能而无权过问业务。

对那些表现出最大组织才能（其表现就是消耗人力物力最少而分配产品最正确最迅速，以及能极其出色地利用生产力更多地搞来产品）的管理人员，在工作满三个月之后，给予一个半月工资的奖励。奖励也可以再多一些。对其他负责人员也可给予奖励。发奖权由人民法院规定。

关于发奖办法和检查成绩大小的标准的细则，由粮食人民委员部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协商后颁发。

统一的分配机关投入工作半年以后，公社理事会的选举采取由苏维埃选民在工厂委员会和工会参加下选出的办法。





	译自《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俄文版第4卷第491—495页















[211]《关于消费公社的提纲》曾提交人民委员会1919年3月7日会议讨论。会议决定由尼·尼·克列斯廷斯基、维·巴·诺根和莫·伊·弗鲁姆金组成专门委员会，以列宁这个提纲和弗鲁姆金的提纲为基础准备《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委员会所拟草案经列宁修改，于3月16日通过，又经列宁审订和签署，作为正式法令公布于3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60号。根据这个法令，城乡一切合作社都必须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分配机关——消费公社；当地所有居民都加入这个公社；每个公民都必须成为公社的社员并在它的一个分配站注册；各地方消费公社联合为省消费合作总社，各消费合作总社的统一中心是中央消费合作总社。



列宁的这个题纲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多年以来一直认为提纲已经丢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ю．A．阿哈普金经过考证断定，附在人民委员会1919年3月7日会议记录中的一份打字稿，就是列宁的提纲。1968年这个提纲正式发表于《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4卷。——513。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妇幼保健司鼓动员训练班的讲话

（1919年3月8日）


报道


列宁同志从女学员来信的最后一句讲起，希望她们说到做到，建立起一支坚强的后方大军。[212]只有依靠妇女，依靠她们开动脑筋，依靠她们的觉悟，才能搞好新社会的建设；同时，列宁指出了在以往的革命中由不觉悟的妇女群众所造成的障碍。





	载于1919年《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妇幼保健司1918年5月1日至1919年5月1日工作报告》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21页

















[212]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妇幼保健司鼓动员训练班结业时，女学员们写信邀请列宁前来讲话。她们在信末保证要把丈夫、兄弟和儿子参加红军后遗留的工作担当起来。列宁的讲话一开头就提到了这件事。关于列宁讲话的报道，载于1919年莫斯科出版的《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妇幼保健司1918年5月1日—1919年5月1日工作报告》。——516。







《列宁全集》第35卷


对关于改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法令草案的意见[213]


（1919年3月8日）


1

关于改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意见

（1）在中央和地方建立工人机关或有工人参加的机关。

（2）证人，作为制度。

补2：妇女必须占2/3。

（3）当前的实际任务：

（α）根据公民的控诉进行流动检查

（β）同拖拉作风作斗争

（γ）采取革命措施同营私舞弊行为和拖拉作风作斗争

（δ）运输

（ε）提高劳动生产率

（ζ）增加产品数量。


2

给约·维·斯大林的便条

我认为，监察法令中应当加上：

（1）建立有工人参加的中央（以及地方）机关；

（2）按照法律经常吸收无产者以证人身分参加，其中妇女必须占2/3；

（3）立即把下列各点作为当前的任务提到第一位：

（α）根据公民的控诉进行流动检查

（β）同拖拉作风作斗争

（γ）采取革命措施同营私舞弊行为和拖拉作风作斗争

（δ）特别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

（ε）增加产品数量，等等。





	意见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便条载于1928年11月7目《红色日报》（列宁格勒）第26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41—542页

















[213]这个意见和给斯大林的便条大概是在1919年3月8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讨论改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问题时写的。根据列宁的意见，人民委员会通过决定，指出必须对提出讨论的法令草案进行修改，补充以下几点：“（一）由工人组织经常参加。（二）由从无产阶级分子中约来作证的人经常参加。（三）用突击检查和其他革命措施消灭拖拉作风。（四）明确规定对其他人民委员部的权利和义务。（五）把检查和监督的职能同视察职能严格区分开，同时应将视察职能留给有关的人民委员部。”



这一法令于1919年4月2日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批准，公布于4月1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79号。——517。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的提纲



［注：讲话见本卷第1—16页。——编者注］



（1918年7月28日或29日）

一、新粮下来之前——革命的危机时期。

危机的顶点。

二、“军事形势”明确了：

捷克斯洛伐克军（1500万）[214]＋白卫分子 地主 资本家

摩尔曼

阿列克谢耶夫在季霍列茨卡亚

巴库（达什纳克党人＋英国人）

土耳其斯坦（英国人）。

三、英法帝国主义者的“包围”。

“包围圈”。收买了资产阶级，与之结成联盟。

四、粮食。切断粮源。

五、“富农暴动”。

阶级性质非常清楚：

无产阶级＋贫苦农民

对付富农和资产阶级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动摇。

六、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

（辛比尔斯克：农业省）

＋长官们的叛变（如法国大革命中有过的）。

七、然而军事形势起决定作用，

战争（国内的）起决定作用。

全力投入战争！

全力对付捷克斯洛伐克军。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变和背叛。

八、为了什么而斗争？它关系到什么？

（a）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

（b）恢复战线，拖入帝国主义战争。

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战线（1500万卢布）

摩尔曼

阿列克谢耶夫

巴库

a土耳其斯坦。

b阶级状况：富农暴动；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贫苦农民和劳动者

对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谁去吸引。

……粮食……

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长官们的叛变；

c放弃辛比尔斯克（类似的例子在法国大革命中也有过：不应有任何绝望情绪）。

d军事形势。战争的结局起决定作用。

e恢复战线：使全国屈从于帝国主义者。

（α）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

（β）强行拖入帝国主义战争和强迫接受帝国主义的奴役。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25—526页

















[214]指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领袖们从英法两国政府领取的用以组织捷克斯洛伐克军反革命叛乱的经费（见本卷第2页）。——519。







《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粮食固定价格问题的意见[215]


（1918年8月5日或6日）

（δ）减少的周期

（β）提高很多

（α） 政治读物和对农民的态度

（γ）最大限度征购非农产品

（ε）最后批准的期限为2—3天。

这次提价明天见报

提高工资

粮食提高为现在的3．5—4倍

粮食为25倍

非农产品为30倍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93—494页

















[215]列宁的意见是在1918年8月5日或6日人民委员会开会讨论亚·德·瞿鲁巴关于提高粮食收购固定价格的报告时写的。列宁的建议在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几项决定中得到了反映。——522。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提纲
［注：讲话见本卷第75—78页。——编者注］



（1918年8月27日或28日）

1．世界革命发展过程中一个最紧要的关头。

2．战争使……疲惫不堪和———

使……发财致富……等等，等等。

3．俄国的榜样……

宪法

土地

工厂

4．资本在国内（俄国）

没有力量……在国外……

德国

英国＋法国。

5．（英国＋法国）把已经破损的弦绷得都快断了

奥地利和意大利——革命的前夜

德国——大规模的罢工，军队瓦解，士兵叛变

法国——反对干涉的游行示威

英国——“国内和平”破裂。

6．我们不仅是为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而斗争，而且是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斗争。

7．而在这场斗争中国民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8．＝这场斗争的一个部分。

9．资本主义社会里对人民的教育：

体面的奴仆

机灵的奴才

恭顺的走狗

10．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了使那些被资本主义抛进备受压制、最闭塞无知的行列的人，

——为了使他们自己管理全部工业、全部生产……

11．阶级斗争：怠工……

利用知识的力量作为富人反对劳动者的专利品。

这一怠工（在主要方面）已被粉碎。

12．“到人民中去”……“科学与工人的结合”……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27—528页














《列宁全集》第35卷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材料



［注：联席会议文献见本卷第114—129页。——编者注］



（1918年10月21日或22日）


1

报告提纲

1．（α）从来没有这样接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β）——处境也从来没有这样危险。

2．关于（α）保加利亚

奥地利

德国[216]

巴黎2000人的群众大会（和在代表大会上宣读沙杜尔的信[217]）

英国的几个党[218]

西班牙的祝贺[219]。

3．关于（β）：“喘息时机”结束。

没有两股势力——是一股势力。[220]

德国资产阶级摇摆不定，不过，我认为主要的方针是同协约国达成反对我们的协议……

在乌克兰的计划……撤退是为了英国人……

＋各被占领国的资产阶级……

4．我们更加强大了——

欧洲资产阶级的反抗也更激烈了。

5．经过达达尼尔海峡和经过罗马尼亚。南方。

补5：特别是乌克兰。

6．红军中的转变——整个生活转变的征兆。

7．扩充十倍[221]……以便冬天就为夏天作好准备。


2

决议草案草稿

1．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加剧了国际资产阶级及其首领——协约国的反革命抵抗……

2．德国力争同协约国直接达成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对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协议，如果一时不能直接达成协议，德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就企图通过以反对布尔什维克来为协约国效劳和向他们讨好的行动，间接地（和非正式地）实现协议。

＋还有各被占领地区的资产阶级

3．这种特殊情况加重了苏维埃政权的危险；协约国经过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或者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侵犯俄国南方的可能性已经显露出来了（并且显露得很清楚了），他们大概是打算在英国军队到达时，才让乌克兰的德国军队撤走（根据同德国资产阶级直接达成的协议或默契），以阻止乌克兰工农的不可避免的胜利，阻止乌克兰工农政府的建立。

4．由于这种情况，由于国际帝国主义两个交战集团的（哪怕是实力接近的）均势已不复存在，苏维埃政权必须倍加努力扩大军队和加强军备。这件事应当提到首位。

5．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通过无产阶级分子（和半无产阶级分子）的团结，才可以做到而且应当做到这一点——军队中的转变为此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一切无产阶级组织和贫苦农民的组织，一切苏维埃机关和一切力量都应该再一次加紧动员起来去实现这一目的。

6．意识到了俄国苏维埃政权在唤起西欧工人群众的同情、声援和支持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就一定能把工作做好，坚持下去，直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

＋乌克兰的任务。[222]





	载于1962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29—532页

















[216]列宁在报告中对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作了评述（见本卷第115—116页）。——525。



[217]关于雅·沙杜尔的信，见注60。——525。



[218]指英国的三个社会党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态度（见本卷第116页），其中两个党（英国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干涉苏维埃俄国。——525。



[219]见注62。——525。



[220]指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以后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协约国的变化。——526。



[221]列宁在报告中谈到必须把红军至少扩充十倍（见本卷第127页）。——526。



[222]列宁写好整个文件后补写在手稿上方的这一点，在报告中也有反映。他在报告中说明乌克兰的情况和德国占领军士兵中革命情绪的增长时，规定了乌克兰共产党员的任务（见本卷第122—124页）。——528。







《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的提纲



［注：讲话见本卷第136—149页。——编者注］



（1918年11月5日或6日）


1

（1）从工人监督到工人管理生产。

（2）从全体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到无产阶级在农村中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斗争。

（3）从没有防御能力到有了红军。

（4）从孤立无援到有了一些通过革命建立的共和国。

总结＝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和宪法）

“统治阶级”


2

1．十月革命的意义：

在此以前：帝国主义

——欺骗群众

用小资产阶级的冒牌社会主义掩盖这一欺骗。

2．帝国主义战争中断（公布秘密条约），无产阶级政权。

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它的艰难发展：

一切帝国主义者、一切资产阶级——俄国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抗。

工人阶级的成长。

3．从工人监督到工人管理。

4．从全体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到突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

5．从没有防御能力到有了军队（红军）……

6．从苏维埃组织开始独立迈步到它在全国范围内的巩固，到苏维埃宪法。

7．从孤立无援到已开始的革命的国际联合……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33—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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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药委员会会议上作的笔记[223]


（1918年12月5日）

1918年12月5日弹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图拉弹药厂。

提高生产率的措施：

新的管理处。

奖励。

三班作业（＋2000人）。

摆脱劳动介绍所（图拉的）。

增加设备（从彼得格勒余下的设备中拨出）。

生产计算和统计：每周一次。

外国样品。

怎样集中俄国的高度熟练工人？

从国外招聘专家。

给科学技术局的任务。

建立正确的逐周生产计算制。

每个工人的弹药日产量：

1916年∶240

1918年∶225

工厂生产率

1916年最高产量：3500万

1918年：12月—1600万—1800万—2000万（可能达到2500万—2700万）

1919年：1月——1600万—2000万

2月——1800万—2500万

3月——2000万—2700万

4月——2200万—2900万

5月——2500万—3100万

6月——2800万—3300万

7月——3500万

一两个月后实行三班作业。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94—495页

















[223]1918年12月4日，国防委员会讨论关于图拉弹药厂和兵工厂实行三班作业问题时，认为必须由专门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专门委员会于12月5日开会，出席的有列宁、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列·波·克拉辛、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总司令约·约·瓦采季斯、军械总部和图拉弹药厂的代表等共17人。专门委员会通过了几项与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决定；列宁在这里收载的笔记中提出的措施在这些决定中得到了反映。——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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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援助哈尔科夫的意见[224]


（1919年1月3日和17日之间）

（1）给哈尔科夫尽可能多送些钱。

（2）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用最快速度运去纺织品及其他……

（3）在哈尔科夫建立一个中心……

派人

要组织者，即使只有几名，——要熟悉粮食业务的[225]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95页

















[224]列宁的意见是在哈尔科夫苏维埃政权恢复时写的。



1919年1月3日，苏维埃军队从佩特留拉分子手中解放了哈尔科夫。——533。



[225]给哈尔科夫派工作人员的问题，由国防委员会1919年1月17日和27日的会议进行了讨论。——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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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材料

（1919年2—3月）


1

议程草稿


（2月）

国际联盟宪兵。

各国党的报告

成立第三国际

纲领问题

（α）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

（β）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态度

（γ）剥夺和社会化

策略问题

（δ）对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

（ε）Маз.кр. 
［注：这两个词的意思弄不清楚。——俄文版编者注］



对其他政党的态度

组织问题。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501页












2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几个草稿




［注：提纲见本卷第485—495页。——编者注］



（2月底—3月初）

1．主要的“论据”：这是什么东西？

2．非阶级的提法。

3．历史教导说：从来就有专政。

4．压迫机器。

脑子里还是通常的发展路线和发展速度。

不理解（或“象征性地”理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机器。

“规律”：民主愈多，不可调和的敌对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一旦尖锐起来，就愈可能发生大暴行或国内战争（克伦斯基时期的俄国……瑞士——罢工和示威游行；美国对黑人、对国际主义者；1919年1月的……德国）。

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两个最重要的口号，是典型：它们的实际状况。

“平等”……被剥削者同剥削者的。

“自由”……剥削者的。

曲折发展的具体表现，

经济危机

群众破产

资产阶级大发横财

帝国主义者肆意进行侵略和掠夺

威廉二世被彻底揭露和目前的协约国

四年战争中风气的变化

变得野蛮、残暴：一切都使用暴力

技术的奇迹：为了什么？尸积如山。

危机的重担：谁承担。

在资产阶级独裁的条件下投票表决

让全体表决者“理解”，还是墨守成规？

“代表和镇压”！

资产阶级行政机构。

总结＝资产阶级专政，

[它被伪善地用全民族的口号掩盖起来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

—→劳动群众的民主……

—→占大多数的“人民”……

1．民主共和国＝镇压的机器。

2．代表和镇压。

3．脱离群众。

4．资产阶级的机构。

5．集会“自由”（剥削者的自由）。

6．“平等”……出版（剥削者的）。

补6：战前的民主和国内战争。

7．扩大＝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用它偷换社会主义。

8．革命＝尖锐化的阶级斗争。

9．战争及其后果。

10．1919年1月的德国。





	载于1958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4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39—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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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1918年7月28日—1919年3月11日）


1918年


7月28日或29日


写《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的提纲。


7月29日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讲话。

致电高加索特派员、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斯·格·邵武勉，指出达什纳克党人反对中央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活动均应看作暴乱。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有服兵役义务人员登记、关于征召原军官和医务人员等服现役、关于给陆军人民委员部调拨军需物资器材等三项法令草案，还讨论了拨3亿卢布军费以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暴乱，抗击英法武装干涉者等问题。


7月30日


同芬兰记者、社会民主党人尤·卡·拉图卡谈芬兰局势。

在省苏维埃主席会议上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补充和修改关于将帕拉特工厂（喀山省）划归海军人民委员部为伏尔加河区舰队提供装备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为伟大的社会主义活动家、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建造纪念碑的名单，关于铁路员工社会保障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7月31日


为芬兰工人共产党员埃·拉希亚开介绍信，证明他是“极可靠的老党员，应予充分信任”。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提请会议审议批准人民委员会就苏维埃俄国遭到外国武装干涉一事《告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劳动群众书》草案。会议还讨论了拨款开采和利用彼得格勒省油页岩问题、关于采伐林木以应铁路需要的法令草案、关于通过合作社运送粮食等问题。


7月底—8月初


函请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尤·米·拉林写一本介绍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性质和工人组织参加该委员会工作的通俗小册子。


7月—8月


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向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一批响应党的号召即将开赴前线的共产党员作指示。


8月1日


函请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彼·阿·科博泽夫、卡·克·达尼舍夫斯基、康·亚·梅霍诺申和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对东方面军司令约·约·瓦采季斯和其他军事领导人的工作提意见，并向他们说明迅速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军暴乱的重要性。

在华沙革命团军人大会上讲话。

同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讨论苏维埃俄国驻德国外交全权代表阿·阿·越飞在有关对德关系的电报中提出的问题。


8月2日


写《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草拟提纲要点的两种方案，写提纲，审阅修改誊抄后的提纲；然后把提纲下发给粮食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工商业人民委员部，指示各部抓紧讨论提纲中提出的措施并作文字修改，以便在8月2日和3日提交人民委员会通过。

向莫斯科工会理事会派赴东线的鼓动员致临别赠言，强调东线的斗争将决定苏维埃政权的命运。

先后在布特尔区群众大会、霍登卡红军战士大会、莫斯科河南岸区前米歇尔逊工厂工人大会上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介绍自己起草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写《人民委员会关于俄罗斯联邦高等学校招生问题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给海军人民委员部拨款组建伏尔加河区舰队及其作战经费问题、关于征召旧军队军士服役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8月3日


致函苏维埃俄国驻德国外交全权代表阿·阿·越飞，谈苏维埃政府对协约国和对德国的关系问题。

同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主席、建筑师尼·德·维诺格拉多夫谈拆除沙皇时代活动家的纪念碑以及为革命人民和人民英雄建立纪念碑的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上前线的工人留职留薪和根据列宁的提纲拟订的关于吸收工人组织参加粮食收购工作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在开会时，列宁同财政人民委员伊·埃·古科夫斯基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的工作问题交换便条，指示必须充实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干部，还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就确保莫斯科和缺粮省份的粮食供应问题交换便条。


8月4日


下令逮捕谢尔普霍夫民政委员部的受贿者。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继续讨论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列宁的提纲拟订的关于收割队和收割征购队的法令草案以及关于铁路和水路粮食征购巡查队条例草案。


8月5日


致函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指示他把征粮人员集中到能收购到更多粮食的奥廖尔省叶列茨县。

同叶列茨党组织的代表Ｋ．格罗特涅尔谈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向他询问叶列茨县收成情况、收割和分配计划；谈话结束时答应给叶列茨的工人写信。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对产粮区必须实行商品交换等法令草案作补充和修改。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农业公社的组织及其活动的报告、关于加强征粮队在叶列茨县的工作的报告。


8月5日或6日


在人民委员会开会时，就亚·德·瞿鲁巴关于规定粮食固定价格的报告写了几点意见。


8月6日


写《给叶列茨工人的信》。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继续讨论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列宁的提纲拟订的有关粮食问题的几个法令草案。


8月6日以后


写号召书《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的斗争！》。


8月7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关于保障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生活的法令草案、关于俄国红十字会的权利和义务的决定草案、关于失业和患病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的决定草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禁止向国有化企业和苏维埃机关征收特别税的决定以及其他问题。


8月8日


写便条给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建议组织和加强收割队的工作。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条例草案等事项。


8月8日以后


致函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其他部务委员，批评该部未能正确理解和执行关于粮食问题的法令，指出粮食人民委员部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工人群众为粮食而斗争。


8月9日


同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雅·克·彼得斯研究正在酝酿反革命暴动的下诺夫哥罗德的局势；致函下诺夫哥罗德执行委员会主席格·弗·费多罗夫，命令他采取非常措施防止反革命暴动。

同人民委员会设立的军事经济和地方苏维埃机关调查委员会主席米·谢·克德罗夫和委员亚·弗·埃杜克谈话，他们两人从沃洛格达回来，请求支援阿尔汉格尔斯克前线；列宁在埃杜克开列前线所需军事装备、军用物资和增援部队的报告上作批示，要最高军事委员会立即满足报告中提出的要求。

致电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负责人亚·杰·梅特列夫等，要求他们留在沃洛格达，作好保卫城市的准备。

先后在索科利尼基区和罗戈日区群众大会上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提高缺粮地区儿童口粮标准、关于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燃料局采取措施严格监督交通人民委员部采购木柴等问题。


8月10日


致电俄共（布）奔萨省委员会委员瓦·弗·库拉耶夫，指示该省必须最坚决、最迅速和最无情地镇压富农暴动。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提请会议讨论筹建国营机器制造厂临时委员会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建立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综合技术学院的法令草案等事项。

在开会时，列宁就保证粮食收购的必要措施问题同亚·德·瞿鲁巴交换便条。


8月11日


签署要求最高军事委员会加强东线的指令。


8月12日


致电奔萨省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亚·叶·敏金，建议乘镇压富农暴动之机没收富人的粮食，巩固前线地区的贫苦农民的政权。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宣告东方面军喀山战区左岸军队集群司令я．А．尤金壮烈牺牲。会议讨论了莫斯科卸货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同外国人签订租让合同的范本草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在开会时，拟了给在沃洛格达的米·谢·克德罗夫的电稿，指示他不惜任何代价守住科特拉斯。在给奔萨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瓦·弗·库拉耶夫的回电中指出，收集和公布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富农叛乱的事实材料很重要。


8月14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批准雅罗斯拉夫尔白匪叛乱受害者救济委员会权限问题、关于地方苏维埃的经费和开支的法令草案、关于拨款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用以防治霍乱的申请、关于向企业征收保障红军战士家属生活基金的法令草案，以及关于对外贸易等问题。


8月14日或15日


听取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卡·克·达尼舍夫斯基关于喀山陷落的原因的报告。


8月15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征兵的法令草案、关于某些工厂转为军工生产的法令草案等问题。


8月16日


致电正在叶列茨的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指示他要收集和运出全部余粮，对模范乡不要吝惜机器和奖金。

草拟关于工农联盟问题给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电报。

出席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会议，就《真理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的出版和发行问题以及关于组织共产党同情者小组问题讲了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对乌克兰商品交换委员会问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不早于8月16日


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尤·拉林写便条，强调必须尽速起草发行苏维埃新纸币的方案。


8月17日


同亚·米·伊格纳季耶夫谈话，了解他所发明的炮兵对空射击校正仪，让他持信去见陆海军人民委员部作战部长谢·伊·阿拉洛夫，列宁在信中要求为伊格纳季耶夫创造工作条件。

致电沃罗涅日省扎顿斯克县执行委员会主席М．ф博尔德列夫，指示他坚决镇压富农叛乱。


8月19日


同法国共产党人让娜·玛丽·拉布勃谈在俄国境内成立英法共产党人组织和展开活动的问题。

同美国记者罗伯特·迈纳谈话，让他持信去见格·瓦·契切林，列宁在信中请求讨论迈纳和英国记者菲·普赖斯去东线的申请。

致电奥廖尔省兹多罗韦茨执行委员会，要求他们把镇压富农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同没收富农全部粮食两件事结合起来做。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会议批准的关于全国武装部队由陆军人民委员部统一管辖的法令；修改1918年6月28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工业企业国有化法令的补充规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粮食政策、白匪叛乱和武装干涉受害者的救济等问题。


8月20日


写《给美国工人的信》。

致电奥廖尔省利夫内县执行委员会，赞扬该县对富农和白卫分子的坚决镇压，指示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并没收参加叛乱的富农的全部粮食和财产。


8月21日


同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谈话，并让他们持信去找最高军事委员会，列宁在信中请最高军事委员会讨论他们提出的军事援助要求。

同俄共（布）奔萨省委员会主席叶·波·博什谈话，了解奔萨省和东线的局势；写便条请各有关部门满足奔萨省的要求。

致电阿斯特拉罕省执行委员会，指示他们采取措施保卫阿斯特拉罕。

致电在萨拉托夫的人民委员会特派员瓦·尼·哈尔洛夫，指示他收集关于余粮数额的更准确的材料，对交足余粮的乡应予奖励。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苏维埃民兵条例、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拨款用以防治传染病和给工商业人民委员部贷款购买商品等问题。


8月22日


同德国国际主义者雅科布·埃克尔特谈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写《人民委员会关于马铃薯价格的决定草案》。


8月23日


致电德米特罗夫县民政委员Н．Д．托克马科夫，要他报告有关镇压罗加乔夫富农叛乱的详细情况，指示他没收参加暴动的富农的财产并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

先后在戈罗德区综合技术博物馆群众大会和普列斯尼亚区阿列克谢耶夫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劳动手册的法令草案、中央统计局关于马铃薯收获量统计办法的报告、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紧急收购马铃薯的措施的报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制定的固定价格问题、关于征收商业企业百分之五捐税的法令草案、关于俄罗斯联邦所存布匹收归国有的进展情况以及其他问题。


8月25日以前


同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尤·西罗拉和奥·库西宁谈成立芬兰共产党的问题。


8月25日或26日


接见拉脱维亚步兵师政委卡·安·彼得松。彼得松汇报了以英国使团首席代表罗伯特·洛克哈特为首的反对苏维埃俄国的阴谋集团的行动计划，请列宁注意安全。


8月26日


致电正在奥廖尔省叶列茨的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要求他向各乡派征粮队或收割队，把全部余粮收上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动员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和科斯特罗马省曾在炮兵部队、工程技术部队服役的工人参加红军的法令草案、关于给志愿上前线的宣传员留职留薪的决定草案、关于实行托运粮食的优待办法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8月27日


致电正在叶列茨的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建议组织莫斯科工人去帮助脱粒。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修改关于金属统计和分配的法令草案。会议讨论关于征召曾在海军服役的工人和农民服现役的法令草案、关于增援格罗兹尼市、关于拨款采购木柴等问题。


8月27日或28日


写《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提纲。

同即将去斯德哥尔摩筹建俄罗斯联邦驻瑞典兼丹麦全权代表处新闻处的弗·米·斯米尔诺夫谈话。


8月28日


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8月29日


同芬兰工人古·罗维奥谈芬兰的局势。

致函海军司令部瓦·米·阿尔特法特，要求他准确告知潜艇驶往伏尔加河和里海的准备情况。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各人民委员部总结1917年11月7日（10月25日）以来的工作问题作报告并提出自己起草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对乌克兰商品交换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军事卫生局同卫生人民委员部合并的条例草案，关于征召各类医务人员入伍的法令草案、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采购马铃薯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致函各人民委员，就如何写总结1917年11月7日（10月25日）以来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报告作指示。


不晚于8月30日


写《关于贫苦农民委员会没收富农种子粮的问题》。


8月30日


在巴斯曼区群众大会上讲话。

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原米歇尔逊工厂群众大会上讲话。当列宁离开工厂时，遭到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范·卡普兰枪击受重伤。


8月30日—9月15日


受伤后接受治疗。


9月6日


收到斯大林寄自察里津前线、要求派遣鱼雷快艇和潜艇的来信，指示副陆军人民委员埃·马·斯克良斯基重抄此信，由列宁签发彼得格勒苏维埃。


9月7日


收到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政治部领导人伊·德·丘古林和瓦·尼·卡尤罗夫的慰问电，回电表示感谢，坚信捷克斯洛伐克军、白卫分子和富农的暴动必将被镇压下去。


9月8日


致电正在斯维亚日斯克的列·达·托洛茨基，对喀山久攻不克深感不安，要求采取坚决行动，拿下喀山。


9月11日


写《祝贺红军收复喀山》。


不晚于9月12日


同彼得格勒来的阿·马·高尔基谈国内的阶级斗争、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和苏维埃政权对农民的政策以及知识分子等问题。


9月12日


致电列·达·托洛茨基，祝贺红军攻克辛比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指示必须集中兵力尽快解放西伯利亚，并要求电告喀山的珍贵文物是否得到保护。


9月12日和18日之间


复电奔萨省执行委员会和第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祝贺红军攻克辛比尔斯克并代表全体劳动者对红军战士作出的一切牺牲表示感谢。


9月15日


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约·维·斯大林研究察里津前线的形势问题。


9月15日和25日之间


同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敌占区共产党组织常务局的委员谈话，指出必须在占领军士兵中更广泛地展开鼓动工作。


9月16日


遇刺受伤后第一次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全俄信贷工作者工会、关于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关于俄共（布）莫斯科区域代表会议、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人选等问题。


9月17日


写《给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

遇刺受伤后第一次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农业生产工具供应局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对事先未经人民委员会批准就实行新的军人薪金标准的反对意见以及其他问题。

开会时就实物税法令草案起草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同财政人民委员尼·尼·克列斯廷斯基互传条子。


9月18日


在关于他的健康公报上批示：“根据本公报和我良好的自我感觉，我恳请大家不要再打电话询问病情，以免打扰医生。”

起草《给彼得格勒指挥员训练班的电报》，向红军指挥员训练班毕业的400名工人表示祝贺。

听取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主席尼·德·维诺格拉多夫关于建立纪念碑的报告。

致电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对有关责任者不执行《关于共和国纪念碑的法令》表示愤慨。

听取俄共（布）下诺夫哥罗德省谢尔加奇县委员会主席米·伊·萨纳耶夫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并要他持信去《真理报》编辑部。列宁在信中请编辑部同志把萨纳耶夫汇报的情况记录下来发表。


9月18日或19日


写《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


9月19日


同俄共（布）乌拉尔区域委员会委员、区域苏维埃委员亚·彼·斯蓬德谈话，请他介绍瓦·康·布柳赫尔的情况以及布柳赫尔领导的乌拉尔工人红军队伍的英雄事迹。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履行1918年8月27日俄德财政协议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信贷机关国有化和清理帐务的办法等问题。


9月20日以前


同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谈北高加索的局势问题。


9月20日


致函苏维埃俄国驻斯堪的纳维亚外交全权代表瓦·瓦·沃罗夫斯基、驻德国外交全权代表阿·阿·越飞和驻瑞士外交全权代表扬·安·别尔津，指示必须同卡·考茨基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径作斗争。

写《致莫斯科—基辅—沃罗涅日铁路员工同志们》一信。


6月2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向农户征收实物税问题时，列宁作计算，写发言提纲、法令要点和对法令草案的意见。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废除原俄罗斯帝国政府签订的条约问题和关于延长申请退出俄国国籍期限问题。


9月22日


写《给收复喀山的红军战士的信》。


9月23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作关于各人民委员部工作报告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儿童伙食基金的法令草案、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拨款满足军工厂的急需问题、关于节假日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9月25日


去哥尔克休养。


10月1日


致函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列·达·托洛茨基，鉴于德国革命运动高涨，建议他们召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区苏维埃、工会联席会议，信中还拟了会议决议的要点。


10月2日


写《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有工厂委员会代表和工会代表参加）的信》。


10月6日和15日之间


同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书记安·伊·巴拉巴诺娃谈国际工人运动问题。


10月8日


同刚从察里津回来的斯大林谈南线的局势和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情况。


不晚于10月9日


开始撰写《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


10月9日


与《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


10月10日


写便条给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或副外交人民委员列·米·卡拉汉，请他们把《真理报》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寄12份给柏林的阿·阿·越飞、扬·安·别尔津和瓦·瓦·沃罗夫斯基，在给三人的附信中请他们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并以单页出版。

致函格·瓦·契切林和列·米·卡拉汉，建议立即起草给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照会供讨论，信中提出了照会的要点。


10月11日


同副外交人民委员列·米·卡拉汉研究同乌克兰谈判的俄罗斯和谈代表团的工作。


10月12日


致函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对它10月7日作出的为没有执行建立纪念碑的法令推脱责任的决定进行严肃批评。


10月14日


休养结束，离开哥尔克回莫斯科。


10月15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写《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给贫苦农民委员会调拨经费的决定的意见》和《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森林采伐的决定的意见》。会议还讨论了其他问题。


10月16日


在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前夕，召集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开会。


10月17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伏尔加河流域德国移民的法令时发言。


10月18日


用德文写信给斯巴达克派成员，向德国国际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表示良好的祝愿。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建立领事馆的法令草案、关于免除某些煤矿工人和伐木工人服兵役以及同德国订立关于库尔兰、爱斯兰、里夫兰和立陶宛出生者的国籍的协定等问题。

函请苏维埃俄国驻德国外交全权代表阿·阿·越飞把载有尔·马尔托夫《马克思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一文的那期《社会主义对外政策》杂志以及有关国际主义者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分裂的所有剪报寄来。


10月19日


同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Ｃ．Ｃ．彼斯特科夫斯基和中央敌占区共产党组织常务局书记Ｐ．Ｃ．拉西卡斯谈敌占区党的工作。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按农产品分成形式向农村业主征收实物税问题、专门委员会关于德国移民问题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10月20日


致电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约·约·瓦采季斯，命令他采取最有力的措施加快收复维亚特卡省的伊热夫斯克工厂和沃特金斯克工厂。


不晚于10月22日


向苏维埃新闻工作者工会委员会提出入会申请。


10月22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会议。会议确定由列宁向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作关于苏维埃政权成立一周年和国际形势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人事等问题。

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

为《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小册子写再版序言。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一次性特别革命捐的法令草案和例条草案、关于成立省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财政局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0月23日


同从察里津回来的斯大林谈南线局势。

代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起草给驻德国外交全权代表阿·阿·越飞的电话稿，请他向获释出狱的卡·李卜克内西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10月24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非陆军人民委员部所属部队更换步枪的法令草案、关于铁路状况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同其他各人民委员部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10月25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军队党组织以及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大会等问题。


10月26日


同未能在准许为每个人托运一普特半粮食的期限内采购到粮食的莫斯科各单位的代表谈话，并让他们持信去找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列宁在信中请求给他们帮助。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意见。会议讨论交通人民委员弗·伊·涅夫斯基关于铁路状况的报告、关于向农村业主征收实物税的报告、关于废除国家有息证券、关于一次性特别革命捐以及其他问题。


10月27日


同一批被派往南线的彼得格勒维堡区工人谈话，听取他们对莫斯科苏维埃办事拖拉的意见；让他们持信去找莫斯科苏维埃。列宁在信中要求莫斯科苏维埃立即接待这些彼得格勒工人，克服接待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10月28日


签署给彼尔姆的乌拉尔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电报，并指示别列兹尼基工厂管理处立即开始筹建炼镭厂。


10月29日


同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谈组建工人监督征购的检查机构以及在这方面利用收购机关中的工人的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居民交出各种武器的法令草案和关于成立劳动人民委员部劳动力分配局的条例、关于各地方苏维埃规定的一次性革命捐、关于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拨款以抵补马铃薯糖浆生产的开支等问题。


10月3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成立省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财政局的法令草案、劳动者社会保障条例草案、关于国库同人民银行机构合并的法令草案、关于成立非常运输委员会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0月底


签署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给德国“斯巴达克派”和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的信》。


11月初


接见无政府主义著名活动家和理论家彼·阿·克鲁泡特金，同他谈革命恐怖手段问题。


不晚于11月1日


审阅在伯尔尼用德文出版的《国家与革命》一书。


11月1日


函告在瑞士的扬·安·别尔津，《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部分书稿已寄出，请他抓紧组织翻译；在法文版《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出版者前言中应批判卡·考茨基和埃·王德威尔得。


11月2日


写《关于切实遵守法律的决定提纲草稿》；建议俄共（布）中央原则上批准这个提纲并委托司法人民委员部写成法令。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提前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告奥匈帝国劳动人民书发表了意见。在会议讨论建立国家储存布匹和成衣仓库问题时，写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并对决定草案提出修改和补充。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拨款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实施布匹国家垄断问题、关于设立农业发展专用基金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1月2日和6日之间


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菲·普赖斯谈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问题。


11月3日


在莫斯科苏维埃大楼的阳台上向庆祝奥匈革命的游行者讲话。


11月4日


同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团谈话，询问大会的情况、代表的成分和地方青年组织的工作情况，还谈了青年团的任务。

同从美国经日本和西伯利亚来到莫斯科的荷兰共产党员塞·鲁特格尔斯工程师谈美国、日本和荷兰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情况。


11月5日以前


同东方面军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古谢夫谈话，请他转告第2集团军红军战士，希望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一周年之前能听到攻占伊热夫斯克的消息。


11月5日


签署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就德国同苏维埃俄国断绝外交关系一事给各级苏维埃、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的电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公布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和决定的程序、关于各人民委员部的出版物合并、关于儿童伙食基金等问题。


11月5日或6日


为在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发表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准备提纲。


11月6日以前


多次就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等问题同俄共（布）匈牙利组主席库恩·贝拉谈话。


11月6日


出席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发表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大会上讲话。

出席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莫斯科委员会举办的晚会，发表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


11月6日或7日


在原米歇尔逊工厂举行的工人庆祝大会上讲话。


11月7日


在革命广场举行的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讲话；在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烈士纪念碑揭幕典礼上讲话。

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游艺大会上讲话。

复电第2集团军司令，向攻克伊热夫斯克的英勇的红军部队致敬，并向他们祝贺十月革命一周年。


11月8日


在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

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讲话。


11月10日


得到德国爆发革命的消息后，给奥廖尔省和库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和党的委员会发加急密电，请他们把这一消息尽快通知在乌克兰的德国士兵。

在得到关于德国革命的进一步的消息后，签署《从莫斯科发出的通电》，并起草《给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及全国人民的电报》。

写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

在哈莫夫尼基区十月革命工人俱乐部开幕典礼上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讲话。


11月10日以后


写《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附录二：《王德威尔得论国家的新书》。


11月11日


在大剧院举行的莫斯科共产党员晚会上发表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向到会同志报告德国发生的革命事件。会议讨论关于给海军人民委员部拨款组织伊若拉工厂和奥布霍夫工厂生产等问题。

函请在维也纳战俘事务委员会的波·索·魏斯布罗德尽一切可能在维也纳找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并给予帮助。还请他设法找回列宁留在波罗宁的私人藏书。


11月12日


同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北高加索第11集团军代表А．И．雅柯夫列夫和Ｏ．Ｍ．列辛斯基谈话，向他们询问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情况，答应把他们要求得到军需品的问题提交党中央。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组织供应的法令草案、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关于征召医生服役的法令草案、关于给敌占区企业的职工发工资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1月13日


致电俄共（布）乌涅恰（切尔尼戈夫省）组织主席伊万诺夫，感谢德国革命士兵代表、累希奇苏维埃、乌涅恰党组织和博贡团团长尼·亚·邵尔斯的祝贺，希望德国革命士兵参加解放乌克兰的战斗。

致电俄共（布）奥廖尔省委员会，指示他们把刚收到的德国革命士兵从乌涅恰村发来的贺电告知同乌克兰交界的一切边防据点，并吁请德国革命士兵支援解放乌克兰的战争。


11月14日


由列宁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签署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废除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决定在《真理报》第246号上公布。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介绍当前的国际形势。会议讨论给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拨款5亿卢布的问题以及给工商业人民委员部拨款1亿卢布进口生活必需品等问题。


11月15日


电请在谢尔普霍夫的约·约·瓦采季斯总司令批准中央敌占区共产党组织常务局提出的关于组建波兰突击营和立陶宛突击营的方案。


11月16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莫斯科到站列车卸货的报告时，写便条给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波·加米涅夫，指示他动员一切人力卸车。会议还讨论了关于1918年7月—12月预算的法令草案、关于纸张分配和压缩报纸发行量的报告以及关于拨款给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开办前线红军战士供应商店等问题。


11月18日


接见信用合作社工作者——莫斯科人民（合作）银行股东非常代表大会代表团。


11月19日


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看了人民银行北方区域办事处政委兼主任关于隆重庆祝私人银行国有化法令颁布一周年的建议，批复总行政委兼行长格·列·皮达可夫，指示不要搞庆祝活动，应当用合作银行同国家银行合并的实际行动来庆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关于儿童保育院仍归该部管理的法令草案时，写《人民委员会关于儿童保育院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私营商业收归地方公有和国有的问题、为节约纸张而停办一些报纸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写《对组织居民供应工作的法令草案的补充》。


11月20日


写《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一文。

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普列斯尼亚区委员会组织的向党的领袖和政府首脑列宁致敬的大会上讲话。


11月20日以后


听取米·谢·克德罗夫关于莫斯科铁路枢纽站卸货情况的报告。


11月2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提出对组织居民供应工作的法令草案的补充；修改关于批准革命军事委员会支出5000万卢布用于因立陶宛、白俄罗斯和波兰军事局势危急而采取的应急措施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保障红军的汽车运输的措施、关于邮电服务的法令草案等问题。


11月23日


同两名印度穆斯林革命流亡者的代表谈话，他们带来了印度人民给苏维埃俄国的贺信。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中央战俘和难民事务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关于在已收复地区恢复粮食工作的决定草案、关于苏维埃共和国节假日的法令草案、关于改组俄国保险业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1月24日


在莫斯科铁路枢纽站群众大会上讲话。

在庆祝“红色军官日”群众大会上讲话。


不早于11月24日


接见莫斯科苏维埃粮食局共产党党团代表。


11月26日


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代表会议上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成立最高电信委员会的问题，关于确认科学著作、文学著作、音乐作品和美术作品为国家财富的法令，关于征收的通则，关于实现100亿税收等问题。


11月27日


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作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以及关于这个报告的总结发言。


11月28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军队卫生工作状况问题时，翻阅关于各后送站的床位数的统计材料并在上面作计算和记号。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宣布铁路实施戒严、关于军事当局干预征购工作等问题。


11月29日


签署分别打给下诺夫哥罗德省粮食局、省军事委员会和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电报，指示供应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粮食和建筑材料。

通过直达电报同奥廖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俄共（布）奥廖尔省委员会主席波·米·沃林谈话，就如何对待在戈梅利举行的乌克兰德军士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作指示。

修改并签署给总司令约·约·瓦采季斯的电报。


11月30日


签署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成立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决定。

同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张永奎和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司长Ａ．Ｈ．沃涅先斯基谈话。


不早于11月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2版由共产党人出版社出版。


12月1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写《关于国防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安排》。在讨论运输问题和燃料问题时，会议决定成立由列宁主持的两个相应的专门委员会。会议还讨论了粮食问题、关于动员技术力量问题、关于最高军事检查院等问题。


12月2日


出席研究全俄信贷工作者工会同俄罗斯联邦人民银行工作者工会相互关系问题和召开全俄银行职员第一次代表大会问题的讨论会。

主持国防委员会燃料委员会会议，就会上讨论的各种问题作了笔记并开列采购燃料的具体措施，写组织问题和木柴采伐问题的决定草案。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成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国际宣传部、关于节假日、关于合作人民银行国有化和给合作社贷款等项法令草案，还讨论了外国银行国有化等问题。


12月3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所设的实际监督问题委员会会议，在讨论时发言并写《关于利用国家监察工作的决定草案》。

主持国防委员会所设的运输部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问题委员会会议，写《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的建议》。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全部商船划归水运总管理局管辖问题、关于出版解释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的通俗读物问题、关于大克里姆林宫改为博物馆问题、关于地方苏维埃经费和开支的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2月4日


给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扎·梅·塞拉蒂写贺信，希望意大利以及协约国其他国家很快发生无产阶级革命。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写《关于加快粮食收购进度和增加粮食收购数量的建议草稿》。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图拉弹药制造厂和枪械制造厂实行三班制、关于增加工人口粮、关于切实监督前线弹药消耗的措施、关于征召一切适合担任红军指挥职务的人员入伍等问题。


12月5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弹药委员会会议，并在会上几次发言，记录图拉弹药制造厂的情况，提出增加生产的措施和具体的生产计划。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建立工人粮食检查机关的条例》时，草拟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并对《条例》草案提出意见。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方面军所辖集团军司令、关于方面军司令、关于全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等项条例草案、关于取消进口食品的关税的法令、关于工业调查以及其他问题。


不晚于12月6日


写《对俄共（布）中央关于召开全俄银行职员代表大会的决定草案的意见》。


12月7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建议指定一位特派记者报道人民委员会的活动。会议讨论关于动员前军官参加红军的法令草案、关于承认爱斯兰苏维埃共和国独立等问题。


12月8日


在莫斯科全省苏维埃、贫苦农民委员会和俄共（布）区委员会代表大会上讲话。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介绍莫斯科区域粮食委员会霍登卡仓库的检查情况；写关于新编的10个师的制服、装备和粮食供应问题的意见。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保障图拉各工厂粮食供应和关于动员居民采运木柴等问题，以及关于反对本位主义和拖拉作风的决定草案。


12月9日


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12月10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所设的实际监督问题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执行该委员会12月3日决定的报告时三次发言。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介绍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执行委员会12月2日关于该省严重缺粮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批准莫斯科工人组织单独采购非定量食品、关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代表参加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关于拨出经费用以对协约国军队被俘人员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等问题，以及关于动员识字的人和组织宣传苏维埃制度的法令草案。


12月11日


在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将一本载有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执行法律的决定的小册子寄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请他拟一个书名，并要求尽快出版。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介绍监督检查小组成员委任状的格式和改进粮食工作的紧急措施。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整顿铁路运输，关于铁路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关于泥炭工人、煤矿工人、铁路工人以及伐木工人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等问题。


12月12日


写《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稿》。

写《俄共（布）中央关于党证填写问题的决定草案》。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制定客运统一票价和关于实施百亿特别捐和实物税法令的报告时发言，并起草关于后一问题的决定。


12月13日


致电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告诉他彼尔姆局势危急，建议派兵增援并向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说明：守住为乌拉尔工厂和铁路供应煤炭的基济尔区十分重要。


12月14日


同工商业职员工会代表谈商业地方公有问题。

在普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取消马铃薯固定价格问题时，两次发言；写关于给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拨款问题的建议。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各城市苏维埃和工业企业办农场等问题。


12月15日


同《真理报》主编尼·伊·布哈林谈话。布哈林告诉列宁，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玛·亚·斯皮里多诺娃在进行反苏维埃政权、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铁路和粮仓所存粮食、关于政治鼓动和向新编各师派政治委员、关于辛比尔斯克弹药制造厂和索尔莫沃弹药制造厂的报告、关于石油分配等问题。


12月16日


看了雅罗斯拉夫尔省柳比姆斯克县布季洛沃村农民控告当地贫苦农民委员会主席没收他们的口粮和种子的电报后，写便条指示内务人民委员格·伊·彼得罗夫斯基严加查处。


12月17日以前


补写《国家与革命》第2章第3节《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12月17日


写《国家与革命》第2版序言。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局会议。会议讨论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问题和党纲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西伯利亚的工作，关于工会代表大会等问题。

把《国家与革命》第2版增补的部分寄给芬兰共产党代表Ｏ．Ｓ．普凯供该书芬兰文版用。


12月17日和18日之间


写《悼念普罗相同志》一文。


不晚于12月18日


听取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约·伊·霍多罗夫斯基关于前线局势的报告，然后通过直达电报请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派兵增援南线。


12月18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在讨论根据国家财力确定军队员额问题时发言；在讨论全俄疏散委员会就登记军用物资问题的声明时，起草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并两次发言；就红军供应非常委员会主席列·波·克拉辛关于索尔莫沃工厂的报告发言。会议还讨论了南方面军医疗卫生状况、关于给军队提供马匹和营房的法令草案、关于军械修理厂、关于石油分配、关于在察里津修建大型火炮厂等问题。


12月19日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关于军事监督、关于前线政治工作、关于成立军事检查机构、关于前线共产党员的工作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登记和动员俄罗斯联邦技术人员的法令草案、关于规定某些地区缴纳实物税的优待办法以及财政人民委员部所属各部门会商统一出纳工作等问题。


12月21日


致函财政人民委员尼·尼·克列斯廷斯基，指示务必查出人民银行莫斯科办事处拖延支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林业委员会款项的罪犯并送交法庭审判。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会同中央统计局拟订的关于公布国家经常性工业统计的条例发言。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承认爱斯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不晚于12月22日


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由共产党人出版社出版。


12月22日


为纪念1905年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十三周年而写的《告红色普列斯尼亚工人书》发表在《公社战士报》第63号上，1919年12月24日《贫苦农民报》第222号发表该文时用的标题是《普列斯尼亚工人的壮举》。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关于铁路沿线粮食积存数量的报告时发言，并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写关于铁路工人制服问题的决议草稿。会议还讨论了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列·波·克拉辛关于辛比尔斯克和伊热夫斯克各工厂以及图拉工厂实行三班制情况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12月23日


写《论“民主”和专政》一文。

签署给总司令约·约·瓦采季斯的电报，电报询问巴拉绍夫地区的战况、收复奥伦堡的命令没有执行的原因以及为增援彼尔姆地区红军部队所采取的措施。


12月24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撤销私人土地银行、关于保障红军家属生活两项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2月25日


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收到特维尔省特维尔县佩尔维京斯卡亚乡女教师Ｂ．Ｃ．伊万诺娃揭发混入该乡贫苦农民委员会的黑帮分子横行霸道的控告信后，致函特维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德·亚·布拉托夫，责成他查清这一案件，并尽快报告结果。

致电北方区域公社委员会，命令它立即制止违反人民委员会1918年11月21日关于组织供应工作的法令的做法，恢复被停业和收归国有的合作社，归还其商品，并把它们纳入分配网。

同俄共（布）萨马拉省梅列克斯县委员会派出的驻北方铁路全权代表Ｍ．Ａ．韦里亚斯金谈抢运梅列克斯各集粮站和伏尔加—布古利马铁路各车站积压的粮食问题。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宣读南方面军驻铁路特派员米·康·弗拉基米罗夫请求指示地方苏维埃派工人清扫铁路积雪的电报；就铁路部门实行计件工资问题发言。会议还讨论了红军军事卫生总局关于医用物资列车运营和支前医生人数的报告、军械总部关于供应红军火炮的报告、关于调整军事部门与铁路部门的相互关系问题、对总司令约·约·瓦采季斯1918年12月23日来电的答复以及其他问题。


12月25日和28日之间


同德国斯巴达克联盟中央委员会成员爱德华·富克斯谈话。富克斯向列宁介绍德国形势并转交了罗莎·卢森堡的一封短信。


12月26日


同作家А．И．库普林和记者О．Л．列昂尼多夫谈话，他们建议为农民办一种报纸。

致电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罗德尼基市执行委员会，命令查处征用前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彼·伊·苏尔科夫私人藏书一事。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准许“统一军人合作社”所属单位采购非定量食品、成立林业总委员会和出口木材问题时发言；对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林业总委员会的决定草案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的报告等问题。


12月27日


致电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赶快起草关于联欢的指令，尤其要鼓励在北方战线进行联欢。


12月27日或28日


就筹建第三国际（共产国际）问题写信给格·瓦·契切林。


12月28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征召医务人员服役、关于把药房收归国有的法令草案、关于征收特别税、关于筹备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大会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会上，列宁同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就向彼得格勒和弗拉基米尔省维亚兹尼基运粮问题交换便条。

电告弗拉基米尔省维亚兹尼基尤扎工厂管理处，粮食人民委员部已下令给维亚兹尼基分配点发运粮食，建议他们去下诺夫哥罗德协助装运。


12月29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军事运输计划和粮食运输计划、关于增援东线、关于减免红军家属特别税、关于海军所属各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关于必须提高伏尔加—布古利马铁路运输能力、关于奥赫塔炸药制造厂粮食供应等问题。


12月30日


同罗德尼基市代表安·尼·普罗科菲耶夫谈彼·伊·苏尔科夫藏书问题，让他持信去找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馆司，列宁在信中请该司帮助罗德尼基的同志们扩充图书馆。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副财政人民委员德·彼·博哥列波夫关于财经政策的报告、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关于向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提供贷款的报告。


12月31日


接见受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委托把一列车食糖运到莫斯科的Г．и．丘马克。


12月底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扩大会议上谈工会的任务问题。


12月


同维·阿·卡尔宾斯基、尼·伊·布哈林、恩·奥新斯基、列·谢·索斯诺夫斯基、波·米·沃林讨论出版通俗读物问题；写《关于编写工农读物的指示》。

主持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会议。


12月—1919年1月上半月


写《论工会的任务》一文。


1918年下半年或1919年


作关于油页岩的笔记。


1918年底或1919年初


读亚·伊·托多尔斯基的《持枪扶犁的一年》一书；利用该书中的材料写《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一文。


1919年


1月2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全俄铁路运输工会理事会反对铁路部门实行计件工资制和奖励制、关于允许博罗维煤矿工人购买非定量食品、关于在阿斯特拉罕建立国防委员会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把图书馆工作问题提交会议讨论；写关于采购亚麻问题的意见。会议还讨论了关于给红军家属发放生活补贴和提供住房的办法、关于资助乌克兰和乌法省的工业、关于专家的劳动报酬等问题。


1月3日


签署给阿斯特拉罕省执行委员会、市执行委员会和省党委会的复电，电中指出没有必要建立地方国防委员会。

致电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建议把对克拉斯诺夫军队的总攻进行到底。


1月3日和17日之间


写《关于援助哈尔科夫的意见》。


1月4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因宗教信仰免服兵役的法令草案、国家经常性工业统计条例草案、关于给国有企业附属学校和社会教育机构调拨经费等问题。


1月6日


同工人团体派往雅罗斯拉夫尔省罗斯托夫采购非定量食品人员的代表и．ф．杰尔古诺夫通电话，并让他去找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列宁写便条请斯维杰尔斯基予以接待。

通过直达电报同乌克兰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费·安·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谈有关南方面军司令的人选问题和哈尔科夫机车车辆制造厂实行三班制生产问题。

致电辛比尔斯克省粮食人民委员，命令他采取紧急措施援助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挨饿的工人。


1月8日


将约·维·斯大林和费·埃·捷尔任斯基的来信批转总司令。来信谈了增援彼尔姆附近的第3集团军的措施，列宁在批示中以中央委员会名义要求军事主管部门遵照执行。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军事电信状况、关于巡查队、关于开办炮兵训练班和动员原炮兵军官、关于同合作社签订粮食采购合同等问题。


1月9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拨款给里海—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应特需问题和关于用商品换购亚麻的报告等问题。


1月10日


致电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指示改组彼得格勒的国家机关。


1月1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向各产粮省收集粮食和饲料的法令草案、关于特别税问题，以及关于同几个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等问题。


1月12日


致电梁赞省执行委员会，询问对国家监察机关查出的一些公共食堂的投机活动采取了哪些措施。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红军军事卫生总局的报告、关于伊热夫斯克工厂和沃特金斯克工厂的情况、关于军队供应问题、关于伯朝拉边疆区的情况和向那里派遣考察队等问题。

写《给欧美工人的信》（前一部分）。


1月13日


致电正在彼得格勒的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馆司司长А．П．库德里亚夫采夫，指示他妥善保管彼·伯·司徒卢威的藏书，将其中特别珍贵的图书交给公共图书馆，其余部分留在工学院。


1月14日


看了约·维·斯大林和费·埃·捷尔任斯基《关于第3集团军放弃彼尔姆原因的初步调查简报》后，责成他们二人就地领导实施简报中提出的关于扭转第3集团军防区局势的措施。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图书馆工作、关于调整军事部门后方机关的工资标准和规定其他某些部门的平均工资标准等问题。


1月16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委托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在工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工会运动的任务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乌克兰问题、白俄罗斯问题、运输问题、乡执行委员会代表大会问题、党的乌拉尔区域委员会问题以及成立俄共（布）中央组织局等问题。

同阿斯特拉罕省执行委员会代表Ｈ．Ｈ．波德亚波里斯基谈设立国家自然保护区等问题，并建议他起草自然保护法令。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专家劳动报酬问题时发言。会议还讨论了给糖业总委员会拨款用以调运乌克兰食糖问题、压缩各人民委员部预算开支问题等。


1月17日以前


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谈粮食政策问题。


不晚于1月17日


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粮食政策的决议草案，并委托列宁将这份决议草案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讨论。


1月17日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讲话。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电信状况、关于整顿军用物资运输、关于保证铁路所需燃料等问题。


1月18日


先后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和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签署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命令：在收到对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控告后应立即汇报，书面控告应于24小时内汇报，口头控告应于48小时内汇报；办公厅对这类控告应登记，并认真检查人民委员会主席就这些控告所作批示的执行情况。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实行统一出纳制度以及各苏维埃机关之间结算办法的决定的补充、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军需总部关于供应红军战士非定量食品的报告、关于各国营机械制造厂现有燃料和粮食的状况以及其他问题。


1月19日


在莫斯科抗议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群众大会上讲话。

去索科利尼基林业学校看望在那里休息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途中遭到强盗拦劫，安全脱身。

晚上出席索科利尼基林业学校举行的晚会。


1月20日


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1月21日


写完《给欧美工人的信》。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1919—1920年的铁路计划、关于采购粮食制品的法令草案、关于统一各部门专家的工资标准等问题。


1月22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建立军用电信特别管理机关、关于调派首都工人支援伊热夫斯克工厂和沃特金斯克工厂、关于整顿军用物资运输、关于军事训练情况等问题，列宁记下了会议就这些问题作出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巡查队、关于东线铁路破坏情况、关于彼得格勒各工厂燃料状况、关于国营“输电”发电站、关于泥炭开采企业粮食供应等问题。


1月23日


致函国家监察人民委员卡·伊·兰德尔，责成他检查人民委员会1919年1月18日关于各国营机械制造厂燃料状况和粮食状况的决定的执行情况。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各苏维埃机关和企业之间结算办法的法令草案、关于各国营机械制造厂的燃料状况和粮食状况等问题。


1月23日和2月4日之间


得知美国总统伍·威尔逊倡议在普林杰沃群岛召开俄国境内现有各方政府代表会议后，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讨论这个问题，主张致函协约国政府，提出自己的建议。


1月24日以前


指导国际共产主义党派和左派社会党代表会议；同与会者一起修改并签署题为《迎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呼吁书。


1月24日


在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会议上讲话。

电告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威尔逊建议召开俄国各方政府代表会议，指示托洛茨基竭尽全力在一个月内收复罗斯托夫、车列雅宾斯克和鄂木斯克。


1月25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介绍运煤列车压车情况和合作社情况。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向外国公民征收一次性特别税的决定草案、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就装运东线地区粮食问题提出的建议、关于成立保卫儿童委员会的法令草案、关于统计农艺人才和动员农业专家等问题。


1月25日以后


看到罗斯塔社1919年1月25日《战报》公布了不应公布的某些战线的情况，写信质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为什么把这些材料捅出去，保守军事秘密有没有保证。


1月26日


写呼吁书《大家都来做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


1月27日


致电萨马拉省执行委员会，要求报告逮捕原萨马拉市长、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亚·米·斯米尔诺夫的原因，并查证此人表示愿意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而反对高尔察克的声明。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表彰日产步枪达到1000支的伊热夫斯克工厂工人的问题、燃料问题、派人去哈尔科夫参加机车制造厂开工问题、谢尔普霍夫严重缺粮问题、乌克兰存粮情况、南线铁路状况，以及为军队采购制服等问题。

签署国防委员会给伊热夫斯克工厂工人的感谢电。


1月28日


批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卡·伊·兰德尔派人调查莫斯科粮食委员会有领货单却不能及时领到供应居民的食品一案。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合作社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防治斑疹伤寒、关于扩大播种面积两项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月29日


致函历史学家、孟什维克尼·亚·罗日柯夫，谈俄国知识分子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方面的任务。


1月30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图书馆工作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编辑通俗读物的报告、关于成立保卫儿童委员会的法令草案、关于莫斯科枢纽站卸车等问题。


1月31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在讨论水运总管理局关于春航准备工作和船舶修理的报告时起草有关决定。会议还讨论了派首都工人支援伊热夫斯克工厂和沃特金斯克工厂、调运萨马拉省粮食委员会采购的粮食等问题。


1月


写《对土地共耕条例草案的意见》。


1月—2月


写便条给工商业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要他积极推行同波兰建立贸易关系和文化联系的政策。


2月2日


写《关于从资产阶级合作社的供应和分配过渡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供应和分配的措施》。

致函弗·巴·米柳亭、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和德·伊·库尔斯基，要求查处莫斯科人民银行领导人进行投机倒把、获取50车皮食糖一事。


2月4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北方大铁路修建工程租让问题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提高工资、关于建立保卫儿童委员会、关于撤销原私人铁路管理机构三项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2月4日—5日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肃反委员会、关于全俄总司令部的工作、关于出版社联合、关于成立改组监察机关的工作委员会等问题。


2月5日


同法国《时报》记者路易·诺多谈话，表示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调整经济关系，还谈到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等问题。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成立专门的军用电信管理机关、关于泥炭开采企业的粮食供应等问题。


2月6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提高工资的法令草案时发言。会议还讨论了摊派100亿税款等问题。


不晚于2月8日


写《致教育人民委员部》一信。


2月8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对人民委员会1919年1月21日关于采购食品的法令的补充决定草案、关于国营机械制造厂联合公司粮食供应、关于机车修理等问题。

致函俄共（布）法国组成员雅·沙杜尔，感谢他寄赠《苏维埃共和国万岁！》一书。


2月10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合理使用卫生列车、关于收集亚麻、关于水运总管理局、关于金属分配、关于铁路燃料状况、关于从萨拉托夫调运棉花、关于派彼得格勒工人到伊热夫斯克工厂等问题。


2月10日—14日之间


领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审订《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草案而选出的专门委员会，并在该委员会作报告。


2月13日


写便条给内务人民委员格·伊·彼得罗夫斯基，责成他调查库尔斯克省党政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和该省党组织软弱无力的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把农场拨给工业企业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成立莫斯科铁路系统统一卸货机构等问题。


不晚于2月14日


同红军总司令约·约·瓦采季斯谈第2集团军撤走后的东线局势。


2月14日


写《对一个农民的询问的答复》一文。

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询问第2集团军撤走后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粮食工作情况。


2月14日和22日之间


同英国记者阿瑟·兰塞姆谈英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和前景，以及苏维埃的国际意义等问题。


2月15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征召原高等军事院校师生服役、关于供应铁路燃料、关于给参加修复桥梁和其他铁路工程的工人保留原职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报告关于城市企业、苏维埃、工会等机构办国营农场的法令草案，对草案作修改。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全俄铁路修复委员会条例等问题。


2月17日


致函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要他采取果断措施采购霍皮奥尔和乌斯基梅德韦杰茨地区的粮食。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写关于采购和调运乌克兰的粮食和煤炭的决定要点。会议还讨论了布良斯克区粮荒问题、在红军建军节给红军战士发双份口粮问题，以及修复卡利特瓦河的桥梁等问题。


2月18日


打电话给邮电人民委员瓦·尼·波德别尔斯基，查问莫斯科新电台不能用的原因，并写便条将结果告诉格·瓦·契切林。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建立乌克兰的统计问题、防治斑疹伤寒问题、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技术人员管理处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2月19日


为外交人民委员代拟给德国外交部的无线电报稿。

写《对俄共（布）中央关于在乌克兰实行余粮收集制的决定草案的意见》。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古谢夫，赞同他同巴什基尔政府代表谈判时所持的立场。


2月20日


接见挪威社会党人米·蓬泰尔沃尔德和埃·斯坦格，同他们谈俄国国内战争各战场的局势、各阶层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以及阶级斗争的规律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改组和集中管理苏维埃俄国汽车业的法令执行情况以及关于工业拨款的条例草案等问题。


2月22日


起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查封破坏国防的孟什维克报纸的决议。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肥皂生产情况的报告、耕地委员会条例草案、为庆祝红军建军一周年特赦某几类被判刑红军战士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2月23日以前


从事俄共（布）党纲的起草工作，写《俄共党纲草案初稿》，起草党纲有关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国民教育方面的条文以及经济部分和土地问题的条文；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写《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


2月23日—25日


主持俄共（布）党纲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把《俄共纲领草案初稿》改写成《俄共（布尔什维克）纲领草案》（草案的一般理论部分）；写党纲中民族关系方面的条文草案，并修改尼·伊·布哈林的草案；修改自己起草的有关宗教关系方面的条文；写党纲中军事方面的条文的引言；修改自己起草的经济部分和关于土地问题的条文。


2月24日


接见来莫斯科要求按纺织业口粮标准发给口粮的达尼洛夫纺织厂代表。列宁向代表们说明，这个问题是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的，因此无论是人民委员会，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都无权改变这个决定。为此还给他们开具证明。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享受红军口粮的法令草案、关于机车修理、关于摩尔曼斯克铁路、关于机车乘务组和铁路工厂工人的口粮标准与红军战士持平、关于选调专家组建铁道兵、关于彼得格勒古图耶夫斯基海关等问题。


2月26日以前


同弗拉基米尔省苏多格达县米林诺夫乡农民伊万诺夫谈话。


2月26日


委托и．л．洛伦茨在克里姆林宫安排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食宿。


2月27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余粮收集问题、《1919年休假暂行条例》草案、关于增加红军指战员薪金和关于对待工人合作社的态度两项法令草案、关于工人征粮队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2月28日


同交通人民委员弗·伊·涅夫斯基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埃·捷尔任斯基磋商，起草国防委员会关于协调全俄肃反委员会、铁路肃反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决定。磋商后写信给国防委员会各委员，请他们会签磋商后达成的协议，以便立即付诸实施。


2月下半月


写《关于德国独立宣言》一文（未写完）。


2月


写《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议程草稿》、《对〈第三国际基本原则〉提纲的意见》和《新党纲的特点》。

接见弗拉基米尔省维亚兹尼基县尤扎村布尔什维克组织代表博尔佐夫，同他谈尤扎纺织厂的情况，并答应帮助他解决粮食问题。

同在莫斯科的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全权代表谢·瓦·马雷舍夫谈伏尔加河流域局势、采购粮食情况和农民情绪等问题。


2月底—3月1日或2日


写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几个草稿，并完成了提纲的定稿。


3月初


同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刘泽荣谈话。


3月1日


主持有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参加的预备会议。


3月2日以前


同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德国共产党代表胡戈·埃贝莱因谈话，询问德国共产党的情况。

对格·叶·季诺维也夫将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共产国际的报告提纲提出书面意见。


3月2日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列宁致开幕词，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主持第一次会议。


3月2日和6日之间


到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住处看望各国代表，同他们谈农民问题及其他问题。请各位代表写一材料，说明本国土地问题的现状。


3月3日


主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伏尔加河各渡口状况、编组运煤运粮直达列车、征召军需学院毕业的前军官和官员服役、同逃跑现象作斗争以及第11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严重缺粮等问题。


3月3日或4日


起草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决议。


3月4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为人民委员会关于耕地委员会的报告的决定草案补写第4条和第5条。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在前线地区采购粮食、饲料和生活必需品的决定草案，关于给国营企业拨款和解除国营企业义务、关于建立国家学术委员会的法令，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中央电工技术委员会、关于摊派亚麻交售义务等问题。

主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宣读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作报告；列宁投票赞成批准第三国际的纲领和正式成立共产国际，签署关于解散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并将其文件移交给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声明。

参加审订《共产国际告全世界无产者宣言》。


3月4日和24日之间


读波兰社会党中央工作委员会1919年3月4日给俄共（布）中央的信。信中阐述了社会民主党在苏维埃俄国和波兰共和国相互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并希望在有争议的地区用公民投票来解决边界问题。列宁在信上写了自己的意见，建议给波兰政府发照会，说明苏维埃政府完全同意并且想通过劳动者的投票来解决边界问题，愿意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协议，同意在一些细节上作让步。


3月5日


写《争取到的和记载下来的东西》一文。

主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3月6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自3月15日起暂停客运问题、重新审议莫斯科粮食委员会关于统一分配机关的决议问题。

主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致闭幕词。

受俄共（布）代表团委托在《共产国际告全世界无产者宣言》上签字。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合庆祝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讲话。


3月7日以前


写关于消费公社的提纲。


3月7日


同英国记者阿瑟·兰塞姆谈话，说明苏维埃政府向协约国提出的和平建议、资本主义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和苏维埃俄国的形势。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合作社问题；决定以列宁写的关于消费公社的提纲为基础起草法令。


3月8日


在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妇幼保健司鼓动员训练班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写关于暂停客运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对关于改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法令草案的意见，并就这个问题给斯大林写便条。会议还讨论了分配纸张的决定草案。


3月8日和12日之间


参加拟订《美国政府代表布利特和苏俄政府共同制定的和平建议草案》。接见威·布利特，谈由他带来的美国政府和协约国政府关于停止俄国内战的建议。


3月10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铁路工人粮食供应问题、关于克服铁路军运工作中双重领导的问题、关于在采运燃料方面实行劳动义务制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审判逃兵的特别军事法庭等问题。制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审判逃兵的特别军事法庭等问题。


不晚于3月11日


同劳动人民委员瓦·弗·施米特谈专家工资问题。

多次出席党中央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劳动人民委员瓦·弗·施米特共同商讨成立农业工会问题的会议。


3月11日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局会议。会议讨论乌克兰的粮食政策问题。

接见随运粮列车到莫斯科的维亚特卡省萨拉普尔县农民代表团，请他们转达对萨拉普尔农民的谢意，然后让他们持信去见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波·加米涅夫。列宁在信中赞扬萨拉普尔县运来4万普特粮食是出色的功勋。

晚上，乘火车去彼得格勒参加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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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19年3月至6月所写属于国内战争中期的著作。写于2月的《俄共（布）纲领草案》因与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密切相关，也编入本卷。

1919年初，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红军在各主要战线上击退了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白卫军的进攻，收复了乌克兰、顿河州、拉脱维亚、立陶宛、乌拉尔和顿巴斯的大部分地区，并继续为扩大战果而英勇战斗。红军的胜利迫使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改变策略，不再以自己的军队为主力，而把他们支持和控制的白卫军以及几个与俄国毗邻的小国的军队推到前面，组织新的联合进攻，企图最后扼杀苏维埃政权。1919年3月，局势开始逆转，苏维埃俄国又处于敌方各战线包围之中。连年的战火使铁路遭到严重破坏，运输阻梗，燃料匮乏，粮荒严重，国内经济状况极其艰难。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继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采取一些应急措施，以度难关。

本卷文献反映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战争再度激化的严峻日子里，为鼓舞和领导苏维埃人民克服艰险、争取战争彻底胜利所作的努力，同时表明列宁仍然十分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在彼得格勒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和《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等文献估量了苏维埃在世界上的影响，分析了布勒斯特和约签订以来国际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论证了接受和约是唯一正确的策略。列宁指出，国际形势虽然还很严重，但毕竟在好转，和约削弱了敌人，我们却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军队，协约国的军事力量暂时还占上风，但从发展来看，他们的强大是不会长久的。谈到国内形势时，列宁除了分析面临的粮食危机、指出解决的途径外，着重阐述了对待中农和军事专家的问题。这是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将要重点讨论和解决的两项重要政策。

1919年3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是这一时期的政治大事。代表大会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通过新党纲，确定党的中农政策和军事政策。本卷所收的《俄共（布）纲领草案》和《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反映了列宁对当时一些迫切的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和关于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前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根本问题的重要思想。

俄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是1903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即在《远方来信》和《四月提纲》中提出了修改党纲以适应新形势要求的问题，并向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提出了党纲修改的方针。随后又写了《党纲的理论、政治及其他一些部分的修改草案》、《论修改党纲》和《党纲草案草稿》等文献，还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这些文献分别编在本全集第29、32、34卷）。本卷中的《俄共（布）纲领草案》是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重新草拟的。联系这些文献，可以更好地理解《俄共（布）纲领草案》中一些重要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列宁为新党纲的正确性、科学性所进行的不懈斗争。

《俄共（布）纲领草案》理论部分除保留1903年党纲对资本主义性质的评述外，增加了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性质的分析，指出全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新纪元已经开始，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将遇到多么大的曲折和困难，“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本卷第80页）。党纲草案的实践部分规定了党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中的各项基本任务。在政治方面，草案扼要阐述苏维埃国家的性质，揭示苏维埃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指明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发展的道路。草案还规定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国民教育的任务。经济方面的任务在党纲草案中居很重要的地位。列宁的基本观点是：必须把剥夺资产阶级的任务进行到底，把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变为全民所有；利用工农联盟使小农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大农业过渡；全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根本条件。这个党纲草案是在国内战争条件下拟定的，在它所规定的具体经济任务中，也反映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某些思想，如生产管理高度集中化，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商业，扩大非货币计算的领域并准备消灭货币等等。

列宁草拟的党纲草案，大部分条文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设立的党纲委员会所采纳，写进了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正式党纲中。列宁认为，尽管新党纲还存在着许多缺点，但它已作为总结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新阶段的纲领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册。1920年12月列宁说，这个党纲是一个政治纲领，是我们的任务表，是阶级间和群众间的关系的说明。它应当用第二个纲领，即具体的经济建设计划——全俄电气化计划来补充。

俄国共产党在党纲制定过程中曾发生意见分歧和争论。布哈林反对在新党纲中保留旧党纲对垄断前资本主义和简单商品生产所作的分析。他认为只须对帝国主义作出评述就够了，金融资本是“决定新时代性质的最典型的东西”。列宁在关于党纲的报告和总结发言中，批评了布哈林的错误观点。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没有资本主义这一主要基础的纯粹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过，任何地方都没有，将来也决不会有”。（本卷第140、137页）“纯粹帝国主义”论必然导致否认中农的存在及其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作用。列宁用事实说明：旧资本主义这一极深厚的基础还存在着，不仅俄国，而且当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还存在着小农经济；只有承认这种现实，阐明小商品经济的性质，才能正确解决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列宁强调指出，党的纲领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它应该以绝对确定的事实为出发点，向群众说明，共产主义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它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意义、实质和力量在哪里，它应当解决什么问题。

列宁还批驳了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他们不顾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还存在着民族和民族差别的事实，反对承认民族自决权，主张只应承认各民族劳动阶级的自决权。列宁阐明，既然各个民族还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者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的不同阶段，那么党纲中关于民族自决的原则便是绝对正确的。承认民族自决权，才能保证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保持正确的相互关系和彼此信任，才能保证各民族的自愿的和平等的联盟。列宁认为，在不同国家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分离、分化是循着不同道路发展的，对待这个问题必须特别谨慎，要考虑到其他国家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耐心等待，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不能借口民族内部在发生分化而只承认劳动阶级的自决权。民族自决权这个问题本身在整个党纲中实际只有很次要的意义，列宁批评布哈林等人把这个问题的意义不适当地夸大了。

对中农的态度是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着重解决的、也是列宁在这一时期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时期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中实行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反对城乡资产阶级，中立中农的路线。当无产阶级已经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如何对待中农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提上了日程。废除土地私有制之后，中农日益增多，农村逐渐中农化。至1919年初，中农已占全国农业人口的百分之六十。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作为农村中的基本群众，中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农是粮食的主要生产者，又是红军的主要兵源。中农的情绪和倾向对红军的政治精神状态，对国内战争的胜败，对社会主义建设顺利与否，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立中农的政策过时了。1918年秋，列宁提出了同中农妥协、对中农让步、同中农结成联盟的口号。同中农结成牢固联盟的新政策对于吸引中农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对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有极重要的意义。列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总结报告、关于党纲的报告和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中，论证了党对中农的新政策，强调中农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处理好同中农的关系是在小农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项很困难很复杂的任务。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农的阶级地位和特性，规定“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关心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妥协，在确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本卷第114页）。列宁在阐释这一政策时强调，应当把中农同富农和资产阶级严格加以区别，决不容许对中农采取任何暴力手段，对中农施以暴力是会葬送全部事业的极愚蠢极有害的行为；需要的是说服教育，长期合作，首先要帮助中农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然后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列宁反对用强制手段实现向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过渡。他指出，只有那些由农民自由发起的、经他们实际检验确有好处的联合才是有价值的，要“向农民学习向更好的制度过渡的方法，决不可发号施令！这就是我们给自己定下的准则”（本卷第190页）。列宁按照这些精神为代表大会草拟的《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规定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同中农关系、巩固工农联盟的具体措施。这一决议在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

代表大会之后列宁又在《关于推荐米·伊·加里宁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候选人》、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上《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告红军书》和《论中农》等讲话中反复对党的中农政策作了阐释。

列宁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论证并维护了党在红军建设方面的方针政策。在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关于军事问题的讲话中，列宁根据红军建立一年来的经验，说明了军队正规化建设和吸收旧军事专家的必要性，批评了“军事反对派”的错误观点。列宁指出：“军事反对派”留恋游击习气，反对正规化，反对利用军事专家，这些错误给红军造成了极大危害；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必须把群众的热忱和革命创造同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必须把红军建设成为拥有军事专家、具有严格纪律的正规军队，这样的军队才能掌握现代技术和现代作战方法。

在代表大会上和大会前后的一些著作中，列宁非常强调科学文化的重要性。利用科学技术专家不仅在军队中，而且在经济建设各部门中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列宁指出：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是建成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在文化落后，人才缺乏的俄国，更应该善于利用旧专家，使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列宁根据苏维埃政权一年多的经验，阐明了党对待旧专家的正确政策。同时，列宁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指出群众文化程度低对于发展经济、发展苏维埃民主的不利影响。列宁认为，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使广大劳动群众真正参加管理，要克服官僚主义，要真正实现工农平等，都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

本卷所收的《为支援东线告彼得格勒工人书》、《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同高尔察克作斗争》和《中央关于军事统一的指示草案》是动员党和人民的力量去粉碎敌人进攻的战斗纲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局势日趋紧张，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纠集30万兵力向伏尔加河流域推进，邓尼金从南部进攻，尤登尼奇进逼彼得格勒，米列尔和英法干涉者的部队从北面进犯，形成四面包围的态势。其中高尔察克的威胁最大，东线的局势将决定着革命的命运。4月10日苏维埃政权发布了动员令。列宁亲自草拟的上列文献提出了援助东线的具体措施，号召工人、士兵、农民和其他居民立即动员起来投入抗击白匪的斗争，要求党和工会各组织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这期间，列宁接连在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枢纽站铁路员工代表会议等场合作报告或讲话，向干部和群众阐明形势和任务，帮助他们认识困难所在和解决办法，看清敌人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坚定苏维埃必胜的信心。列宁认为，开诚布公地说真话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即使这是一种沉痛的真话，只要讲清楚，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都会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对三个国际的作用和历史地位作了科学的分析、对比和评价，指出第一国际为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奠定了基础；第二国际是为这个运动在许多国家广泛的大规模的开展准备基础的时代，由于当时运动是向横的方面发展，革命的水平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暂时加强；刚成立的第三国际接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第三国际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开始实现马克思的一个最伟大的口号——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回答了为什么欧洲最落后国家之一的俄国竟能第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他列举了俄国率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的六个原因。列宁还指出，第二国际思想上破产的最清楚表现是它不懂得无产阶级民主的意义，企图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调和、溶合起来。对于第二国际的这种机会主义观点，列宁在一个多月后写的另一篇文章《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中作了深刻的分析批判。

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题为《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的讲话以及为出版这篇讲话写的序言，透彻分析和回答了当时机会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攻击最激烈的一些重要理论、政治问题，如革命和战争的关系，对帝国主义的两种性质不同的妥协，对待民主、自由、平等的态度，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等等。列宁揭露那些宣扬“纯粹民主”、把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机会主义者的虚伪面目，指出民主、自由、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在批驳考茨基所谓布尔什维克不是依靠多数而是依靠军事手段维持政权的指责时，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革命就是极端残酷的殊死的阶级斗争，要摆脱资本主义，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暴力，而且是比先前的组织更高级的劳动组织；“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建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建立的联盟”（本卷第362—363页）。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又作了深刻的表述。他写道，无产阶级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必须采取暴力手段，“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本卷第375页）。这篇文章是为祝贺匈牙利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而写的。列宁注意到匈牙利革命的独特性，要求匈牙利共产党人必须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正确对待俄国的革命经验，不能简单仿效苏维埃俄国的实践。当匈牙利无产阶级政权成立之初，列宁在给库恩·贝拉的电报中就指出，“毫无疑问，在匈牙利革命的特殊条件下，生吞活剥地全盘照搬我们俄国的策略，会是一种错误”（本卷第205页）。

在本卷所收的三篇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讲话中，列宁对斯维尔德洛夫的伟大一生和非凡组织才能作了极高的评价。这种评价是同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列宁指出：毫无疑问，没有革命暴力，无产阶级就不能胜利，但同样毫无疑问，只有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期，只有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革命暴力才是必要的和合理的革命手段。而组织无产阶级，组织劳动人民却始终是这个革命无比深刻的、持久的特点，始终是革命胜利的条件。“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本卷第69页）列宁认为，斯维尔德洛夫完整地体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最主要最本质的特征。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22篇，其中有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军事问题的讲话》、《在莫斯科县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五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委员会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印刷局的决定草稿》、《俄共（布）中央关于派遣一批工人小组参加粮食和运输工作的决定草案》、《国防委员会关于铁路员工粮食供应的决定草案》、《关于同中农的关系问题》，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的决议草案》、《对国防委员会关于加强军事防御工作的决定的意见》、《关于专家工资的决定草案》、《国防委员会关于动员苏维埃职员的决定草案》等等以及《附录》中的全部文献。




《列宁全集》第36卷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

（1919年3月12日）


1

报告

简要报道

（列宁同志在讲台上出现时，全场热烈欢呼。全体起立。）列宁同志说，这个大厅使我想起了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第一次发言[1]，当时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2]。我们把刚刚过去的事情忘记得太快了。现在，其他国家的革命发展进程使我们重新想起我们不久以前经历过的事情。以前人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阶级矛盾的发展相应地比较充分的西欧，革命的道路会与我们有些不同，政权将会一下子由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手中。然而，现在德国发生的事情说明正好相反。德国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抬起头来的无产阶级群众，他们从西欧资产阶级的比较丰富的经验中汲取力量，有步骤地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而德国的革命群众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他们只有在斗争过程中才会获得这种经验。大家还记得1905年革命，当时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投入斗争的。而在现在这次革命中，我们考虑并利用了1905年革命给我们提供的经验。

接着，列宁同志对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作了一个概述。他提到革命第一个时期的情况，当时群众还不知道怎么办，也缺乏享有足够威信的和强有力的领导中心。

列宁同志说，当时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使开始了的斗争获得胜利，就必须尽可能紧密地团结国内一切被剥削群众和一切劳动者，因此，在我们面前必然摆着一个关于组织形式的问题。我们清楚地记得苏维埃在1905年所起的作用，我们重新建立了苏维埃，把它当作团结劳动者来同剥削者作斗争的最有用的武器。在德国革命发生以前，我们总是说，苏维埃是最适合于俄国的机构。当时我们还不能断言苏维埃也同样适合于西欧，但生活表明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苏维埃在西欧愈来愈受欢迎，而且不仅在欧洲，在美洲人们也在为苏维埃而斗争。到处都在建立苏维埃，苏维埃迟早会把政权拿到自己的手中。

目前美洲处在一个引人注意的时刻，那里正在建立苏维埃。可能那里的运动所走的道路会与我们不同，但重要的是，在那里，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也已经得到广泛流行。现在，这种组织已经代替了其他一切无产阶级组织形式。无政府主义者本来是反对一切政权的，在了解了苏维埃政权形式以后，也承认了苏维埃政权。这样，他们就彻底推翻了否认任何政权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两年以前，在苏维埃内部盛行着同资产阶级合作的妥协主义思想。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从群众的意识中扫除那些妨碍他们了解当前情况的陈腐观念。这只有靠苏维埃在国家建设生活中的实际工作才能办到。现在德国的工人群众也处于这种状况，他们也必须从意识中清除这种陈腐观念，但是在那里，这一过程要比我们这里进行得更剧烈，更残酷，流血会更多。

我稍微偏离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给我出的题目，但这是必要的。

只有看到了苏维埃在世界革命范围内所起的作用，我们才能了解人民委员会过去一年的工作。日常的烦琐的政务和建设事业中不可避免的细小事情，往往把我们引到一边去，使我们忘记世界革命的大事。只有看到了苏维埃在世界范围内所起的作用，我们才能正确地分析我们国内生活中的细小事情，并及时地加以调整。伯尔尼的著名的钦差大臣们[3]把我们说成是暴力策略的信徒，但是说这种话时，他们完全闭眼不看专靠暴力管理国家的资产阶级在他们那里的所作所为。

在我们采用苏维埃管理形式以前，我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让群众作好准备，来实行从未有过的新的国家管理形式。我们把克伦斯基政府弄得狼狈不堪，我们迫使临时政府不断地更换阁员，这就最终向群众证明，当时光想掌权的资产阶级和妥协派一伙是无力管理国家的，而只是在这以后，我们才夺取了政权。

在世界范围内事情要复杂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单靠革命暴力是不够的，在使用革命暴力以前，先要象我国这样做好准备工作，而这需要的时间自然要长些。当时布列斯特和约[4]曾引起很多议论，一些先生们决定利用苏维埃政权的这一步骤，把它叫作妥协，以达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这叫作妥协，那么，我们为了从内部进行破坏而参加国家杜马，也得说是同沙皇妥协了。我们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期待在德国造成推翻威廉的必要的内部条件，这就表明，我们采取这一步骤的意图是多么正确。

在协约国[5]中，群众的觉醒已经表露出来，他们的政府正在千方百计地阻挠这种觉醒。为了这个目的，有人使尚未觉悟的群众只是注意“爱国主义”。他们用诺言安抚群众，用胜利的和约的好处诱惑群众，说和约签订以后群众受益无穷。他们让群众靠幻想过日子。但是实现这些幻想的打算的正确程度，可以从不久前我同一个清醒的、用商人眼光看问题的、与我们利益格格不入的美国商人的谈话中看出来。他对法国的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法国政府答应群众，说什么可以从德国人那里得到金山，但是德国人从哪里弄钱来偿付，从一无所有的债务人身上是弄不到任何东西的，所有这些建立在同德国签订有利的和约之上的幻想都会破灭，因为签订的和约将是一个导致破产的和约。甚至革命的敌人也感觉到这一点，除了推翻资本主义以外，他们找不到摆脱现状的任何出路。目前在这方面能说明问题的是巴黎群众的情绪，因为他们最敏感，反应最敏锐。现在巴黎群众不允许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开口，而在半年以前，不管怎样辱骂布尔什维克，他们都听之任之。资产阶级花了很大力气来帮助我们宣传我们的观点。资产阶级的进攻迫使群众思索和判断，因此，肯动脑子的巴黎群众得出结论说，既然资产阶级这样仇恨布尔什维克，说明布尔什维克是很会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现在协约国把注意力放到我们身上，想靠我们掏腰包来付清向它要钱的帐单。我们不得不重视在军事方面优于我们的劲敌，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对胜利将会感到失望，结果“盟国”的一切诡计都会彻底破产，甚至到不了那个时候它们就会厮打起来。现在所有国家都在闹饥荒，而且任何胜利都不能帮助它们消除这种饥荒。我们面临着对外政策向我们提出的复杂任务。在这方面，我们有布列斯特和约（这是人民委员会对外政策上一个最重大的步骤）的经验。布列斯特和约是同在军事方面优于我们的劲敌签订的，这甚至在我们内部引起了意见分歧，但这是被帝国主义强盗团团包围的无产阶级国家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布列斯特和约削弱了我们强大的敌人。把掠夺性的条约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德国在极短时期内就完蛋了，现在其他国家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特别是由于军队到处都在瓦解。

应该回想一下，有一个时期人们认为我军的瓦解是由于俄国人缺乏耐性，但是事实表明，这是一切走上革命道路的国家的命运。目前各国“民主”政府在巴黎进行的公开抢劫擦亮了群众的眼睛，特别是，它们由于分赃不均经常发生激烈争吵，这已不再是什么秘密了。[6]尽管苏维埃俄国所处的环境很不利，但我们有一个优点，连资产阶级报纸《泰晤士报》[7]也强调指出了这一点。该报军事评论家的一篇文章指出，所有国家的军队都在迅速瓦解，而俄国没有这种现象。用《泰晤士报》的话说，只有俄国的军队不是在瓦解，而是在建设。这是一年来我们建设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被敌人团团围住，奋起自卫，夺回苏维埃俄国的每一寸土地，我们每一个月的斗争都使我们愈来愈接近世界革命。在全世界，我们第一个夺取了政权，现在管理我们国家的是劳动者的苏维埃。我们能不能保持住政权呢？如果不能，那么夺取政权就是违背历史。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引以自豪的是，我们经受住了这个考验，尽管历尽千辛万苦，我们还是捍卫住了劳动者的政权。

列宁同志接着谈到专家问题。

列宁同志说，我们有一些同志，看到领导红军的有沙皇的奴仆和旧军官，就非常愤慨。当然，在组建红军时，专家问题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个问题提得正确与否决定着建军的成败。专家问题应当提得更广泛些。我们应该在一切建设领域内，自然是在我们没有旧的资产阶级专家的经验和科学素养、自己力不胜任的那些建设领域内，利用他们。我们不是那种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俄国的事业可以由什么新人来完成的空想家，我们要利用旧的资本主义世界给我们留下来的材料。我们把旧人员放到新的环境中，使他们在适当的监督之下，在无产阶级警觉的监视之下，完成我们所需要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建设。如果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你们就根本建不成它，你们也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当然，在这条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到处都有倒戈分子和存心不良的怠工分子。在这里首先必须使用暴力。但除此以外我们还应当利用无产阶级在道义上的影响，利用强大的组织和纪律。抛弃对我们有用的专家是根本没有道理的。但是应该把他们放在一定的范围内，使无产阶级能够监督他们。应该给予工作，但要警觉地监视他们，设政治委员管他们，防止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同时必须向他们学习。总之，在政治上不向这些先生们作丝毫让步，另一方面，在任何地方，只要可能，就要利用他们的劳动。这我们已经做到了一部分。我们已经从镇压资本家转为利用他们，这也许是一年来我们在国内建设中获得的最重要的成果。

农村问题是我们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苏维埃政权需要有劳动群众的最广泛的支持。在整个这一段时期，我们对农村的全部政策归结起来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必须把城市无产者和农村贫苦农民联系起来，而且我们已经这样做了。现在他们之间已经有了最紧密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象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在这方面也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农民习惯于独自经营。他们习惯于自由出卖自己的粮食，而且每一个农民都认为这是他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现在需要进行巨大的工作，来使他们完全相信，只有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才能克服战争给我们遗留下来的经济破坏状况。在这里不应该使用暴力，只能用说服的办法。当然，在农民当中，我们也有公开的敌人——富农，但是在农民中占多数的贫苦农民和接近贫苦农民的中农是跟着我们走的。对付富农这一死敌，我们只有一种武器，这就是暴力。当我们开始实行把余粮给予挨饿者的粮食政策时，有一些人向农民喊叫：“他们在掠夺你们！”这些穿着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8]或别的什么丑角的服装的人，实际上是农民、工人、共产主义的死敌，过去我们怎样对付他们，今后还要怎样对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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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问题

同志们，现在我来回答问题。有两张纸条，意思不十分清楚。从其中一张纸条上毕竟可以大致看出两个基本思想。第一，递纸条的人不满意布尔什维克，说他们太冒进，而对孟什维克则表示同情，认为他们是循序渐进。第二，提出了农民暴动问题。

谈到第一个问题，我应当说，既然这样责备布尔什维克，就应该指出，他们的冒进表现在何处，而循序渐进又好在哪里。我们和孟什维克不同的主要一点就在于，我们坚决主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我们冒进的结果是在前年10月夺取了政权。而孟什维克要求循序渐进，不愿意政权归苏维埃。例如，同情孟什维克的著名社会党人考茨基，1918年8月在一本小册子中写道，布尔什维克不应该夺取政权，因为他们不能坚持下去，他们会灭亡，从而使整个党毁灭。我认为，这种看法已被事变的进程推翻，不值一谈，尤其是如果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对意见的话。在德国，考茨基坚持民主制，坚持立宪会议制。这里的孟什维克和德国的孟什维克都说，决不能把政权交给苏维埃。德国召开了立宪会议，1月和3月在那里发生了一连串的强大的工人起义，爆发了国内战争，结果以希法亭为首的德国孟什维克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把立宪会议和苏维埃结合起来，赋予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停止立宪会议决议的执行并把问题交付全民表决的权力。这表明，德国的孟什维克，甚至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也是非常糊涂的。把立宪会议和苏维埃结合起来，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这种主张只能受到嘲笑。

至于农民暴动，会上已经提出这样的问题了。当然，我们这里有过一连串的富农暴动，而且现在还有。去年夏天发生了许多次富农暴动。富农是我们的死敌。对他们除了镇压以外，不能指望别的什么。中农则是另一回事，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说俄国发生的是大量农民参加的暴动而不是富农暴动，这是不正确的。个别的村、乡曾经附和富农，但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席卷俄国全体农民的农民暴动是没有过的。富农暴动是有过的，只要政府坚决主张一切余粮应按固定价格售给挨饿者，这种暴动今后也还会有。这种暴动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富农囤积有大量粮食，他们能够按几百卢布一普特的价格出售，而我们大家知道私贩粮食者是按什么价格出售粮食的。如果给富农这种自由，那么，藏有纸币和克伦斯基币[9]的富人就会饱腹，而什么也没有藏的大多数人就会挨饿。因此，我们要看到富农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家的政权存在的时候，工人反对资本家、农民反对地主的暴动是不可避免的。在地主和资本家被打倒以后，富农的暴动将会愈来愈少。应该作出选择。如果谁希望不发生任何暴动，希望富人心甘情愿地答应把全部余粮老实地交出来，我认为，这种人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

另一张不清楚的纸条的内容是这样的：如果被社会革命党人蒙骗的工人，由于缺乏粮食而停工，罢工，反对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当然，我不能指望全体工人个个都拥护苏维埃政权。1871年巴黎工人举行起义时，其他城市有不少工人参加白卫军，反对他们，镇压他们。尽管如此，觉悟的社会主义者仍然可以说，巴黎公社战士代表着整个无产阶级，即代表着一切优秀正直的人们，而在白卫军中的则是一部分落后的工人。我们这里也有些不觉悟的落后的工人，他们直到今天还不了解苏维埃政权；我们在尽力启发他们。没有一个政府象苏维埃那样地创造条件让工人经常举行集会，苏维埃让工厂的每个代表在国家机关中有其地位。我们尽可能地吸引工人，让他们自己制定国家政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共和国中，工人也是被排斥在这种事情之外的。而苏维埃政权则用一切力量吸引工人，但是有一些人还会在很长时间内留恋过去。

在你们中间，只有少数人，甚至可能只有个别的人，还记得农奴制度，能够记得这点的只有老年人，但是记得30—40年以前事情的人总会有的。凡是在农村呆过的人都知道，在30年前农村中还有不少这样的老年人，他们说：“在农奴制度下要好些，规矩多，很严格，妇女穿得很朴素。”如果我们现在读读乌斯宾斯基（我们将给他建立纪念碑，他是一位描写农民生活的优秀作家）的著作，就会从80年代和90年代的描写中看到，一些纯朴正直的老农民、有时甚至一些中年人都说，在农奴制度时代要好些。在消灭旧的社会制度时，想使它在所有的人的意识中一下子消灭是做不到的，还会有少数人留恋过去。

有一些工人，如印刷工人，他们说，资本主义时代好，报纸很多，而现在却少了，那时我挣钱也多，我不要什么社会主义。过去有不少工业部门是依赖富有阶级或者靠制造奢侈品来维持的。在资本主义时代，大城市中有不少工人靠制造奢侈品为生。在苏维埃共和国中，我们不得不让这些工人暂时失业。我们说：“干其他有益的工作吧。”他会说：“我干的是细活，我是首饰匠，工作很干净，替文雅的先生们干活，而现在来了一些土里土气的人，文雅的先生们被赶走了，我要回到资本主义去。”这样的人会宣传退回到资本主义去，或者象孟什维克说的，前进到健全的资本主义和健全的民主制去。说“我们在健全的资本主义时代生活得很好”的工人，能找出几百人。这些在资本主义时代生活得很好的人只是微乎其微的少数，而我们保护的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不好的多数人的利益。（鼓掌）健全的资本主义引起了那些最自由的国家的世界大厮杀。健全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有的，而有的倒是象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那是一个文明、富裕、技术先进而又最自由的共和国，这种民主的资本主义，这种最共和的资本主义为了掠夺全世界而引起了最疯狂的世界大厮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很好的工人，在全国1500万工人中，也就能找到几千个。在富裕的国家里，这样的工人要多些，因为他们替更多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干活。他们为这一小撮人效劳，并从他们那里得到特别高的工资。试拿英国的几百个富翁来看，他们发了几十亿的财，因为他们掠夺了印度和许多的殖民地。他们拿钱收买一两万工人是算不了什么的，他们付出高一倍或更多的工资，以便让这些人专门替他们好好干活。我偶尔看了一个美国理发师的回忆录，一个亿万富翁每天刮一次胡子给他一块美元。这个理发师写了一整本书，来颂扬这个亿万富翁和他的优裕的生活。他每天早晨去这位金融大亨那里待一小时，得到一块美元，心满意足，除了资本主义，什么也不想要。对这种论据应该时刻警惕。大多数工人都没有过这样的境遇。我们，全世界的共产党人，维护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而资本家则用高额工资收买极少数劳动者，使他们成为资本的忠实奴仆。正象在农奴制时代，一些农民向地主说：“我们是你们的奴仆〈这是在农奴解放以后〉，我们不会离开你们。”这样的人很多吗？只是极少数。能不能拿他们作借口来否定反农奴制的斗争呢？当然不能。现在也一样，决不能借口少数工人为资产阶级报纸工作，生产奢侈品，服侍亿万富翁，挣钱很多，就否定共产主义。

现在我来谈谈那些意思写得很清楚的问题，第一，就是关于租让、特别是关于北方大铁路租让的问题[10]。有人说，这是让一群强盗抢劫人民的财富。对于这一点，我要回答说，这个问题同资产阶级专家、同关于世界帝国主义的问题有密切关系。现在我们能不能打垮世界帝国主义呢？假使我们能做到，那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还做不到，正象我们在1917年3月不能推翻克伦斯基一样；当时我们应该等待苏维埃组织发展起来，在这方面做工作，而不是立刻起义反对克伦斯基。同样，现在能不能对世界帝国主义打进攻战呢？当然不能。假如我们更强大，明天就能得到许多粮食，有技术设备等等，那我们就不会让谢德曼之流屠杀斯巴达克派[11]，而会把他们打倒。但是现在，这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幻想，只要其他国家没有苏维埃多数，只要许多国家还是刚刚开始建立苏维埃，我们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把世界帝国主义打倒的，因此不得不向帝国主义者让步。我们现在还不能大规模地修筑铁路，能把现有铁路管好就很不错了。我们缺乏粮食和燃料，没有足够的机车，我们有几百万普特粮食堆积在伏尔加—布古利马线上，运不出来。前几天，我们在人民委员会中决定派遣有全权处理问题的代表去运这批粮食。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人们在挨饿，而那里却堆积着几百万普特粮食运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机车，没有燃料。所以我们说，宁肯向外国资本家纳贡，只要把铁路修成。我们不会因为纳贡而灭亡，但不搞好铁路交通，我们会因人民挨饿而灭亡。不管俄国工人怎样能吃苦，但吃苦是有限度的。因此，采取改善铁路交通的措施是我们的责任，即使我们向资本主义纳贡也在所不惜。不管这种办法是好是坏，暂时是没有别的出路的。在我们还不能彻底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以前，我们不会因为纳贡而葬送苏维埃政权。我们曾付给德帝国主义者黄金，按照布列斯特和约的条款，我们必须这样做，现在协约国从他们那里夺走了这批金子——战胜的强盗抢劫了战败的强盗。现在我们说，只要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还没有胜利，我们就只有或者作战，或者用贡款向这些强盗进行赎买，而赎买是不会有什么坏处的。我们曾向德国强盗进行赎买，给了他们几亿卢布，借这个时间我们巩固了自己的红军，而德国强盗现在却什么也没有了。其他帝国主义强盗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鼓掌）

这位同志还写道，他因为反对使中农破产而被拘捕了四天，他问什么是中农，并提到一连串的农民暴动。如果逮捕这位同志是因为他反对使中农破产，这当然是不对的，但从他很快就被释放这点看来，我料想逮捕他的人或者苏维埃政权的别的代表已考虑到这种逮捕是不正确的。现在我来谈谈中农。中农与富农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剥削他人的劳动。富农掠夺他人的钱财和劳动。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是受剥削的人；中农不剥削他人，靠自己经营过活，粮食大致够吃，没有富农化，但也不属于贫苦农民。这种农民动摇于我们和富农之间。他们中间有少数人如果走运，可以上升为富农，因此，他们倾向于富农，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上升为富农。如果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善于同中农讲道理，那一定能向他们证明，苏维埃政权比其他任何政权都好，因为其他政权都压迫和摧残中农。但中农是动摇不定的。他们今天拥护我们，明天却拥护别的政权；一部分拥护我们，另一部分却拥护资产阶级。在几天以后我们就要通过的纲领中，我们反对对中农使用任何暴力 
［注：见本卷第419页。——编者注］

 。现在我们党宣布这一点。如果有逮捕的事情，我们要斥责，要纠正。对富农，我们主张使用暴力，而对中农，我们是反对使用暴力的。我们向中农说：即使你们拥护苏维埃政权，我们也不想强迫你们加入公社，我们从来没有把农民强行赶入公社，也没有这种法令。如果地方上有这种情形，这是违法乱纪，必须把负责人员撤职，交付法庭审判。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农站在两个阵营之间。但是，同志们，政策是十分清楚的：我们反对对中农使用暴力，我们主张同他们妥协，主张向他们让步。中农能够慢慢地走到共产主义，而且一定能够走到共产主义。在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中，资本总是威胁着中农，以各种方式摧残和压迫他们。

其次，有人问我对波罗的海舰队有什么看法。我没有研究波罗的海舰队问题，现在不能答复，也许从舰队来的那位同志的发言已经把这个问题谈清楚了[12]。

下一个问题就是各地有许多官僚主义霉菌滋长蔓延的现象，必须同这种现象作斗争。这是十分正确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旧官僚，它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建立了苏维埃。它赶走了旧法官，把法院变成了人民的法院。但做到这点是比较容易的，用不着懂得旧法律，只要本着公正的态度办事就行了。法院中的官僚主义容易铲除。在其他方面，这就困难得多了。我们把旧官僚赶走了，但是他们又来了，他们自称是“控产党人”，因为不敢说是共产党人 
［注：这里的“控产党人”（“камунист”）和“共产党人”（“коммунист”）在原文只是发音稍有不同，意思上没有什么区别。列宁这里是嘲讽旧官僚不能理直气壮称自己为共产党人。——编者注］

 ，他们戴上红领章，想捞到一个肥缺。怎么办呢？要反复地同这种坏家伙作斗争，如果这种坏家伙钻了进来，就要清除他们，赶走他们，通过工人党员和经过长期了解的农民来进行监督。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这张纸条上说，让党员享有优先权是一种弊端，因为这样做，骗子就会混进党内来。同志们，我们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现在我们决定不让党龄不满一年的党员当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今后我们还要继续采取这种办法。在党执政的初期，不得不让党员享有优先权。假定说，来了两个人，一个掏出党证，说他是党员，另一个没有党证，而人们对这两个人都不了解，持有党证的党员自然就有优先权。怎样区别一个人是真正凭信仰入党还是混进党内来的呢？应该在党证上写明入党日期，而且在没有受过考验和锻炼等等以前，不发给党证。

还有一张纸条是关于中农担负的革命税[13]的问题。关于这件事，曾召开过专门会议，收到过很多告状的信，为了调查核实，我们采取了下列办法：我们有一个中央统计局，吸收了俄国优秀的统计专家参加工作，大部分专家都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甚至有立宪民主党人；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很少，他们过去多忙于同沙皇制度作斗争，实际业务做得较少。就我所能看到的，这些专家的工作是令人满意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和个别的人进行斗争。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要抽查几个乡，看农民是怎样分担革命税的。告状的信很多；当然，如果从全国来了1000封告状的信，那在全俄国说来是很少的；如果几百万农户中有1000封告状信，那算不了什么；如果每天有3个人来到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个月就有90个人告状，这就造成一种印象，好象我们这里尽是告状的了。为了核实，我们决定调查几个乡，并且从波波夫的报告中得到了确实的答复，在有工人出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他又把这个报告讲了一遍。这个报告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分担的税额是公平的。苏维埃政权要求贫苦农民不纳，中农少纳，富农多纳，当然不能确切地判定谁是富农，谁是贫苦农民，错误是有的，但大多数农民分担的税额是合理的。也应该是这样。（鼓掌）当然，有过错误。但是，例如一个铁路上的小职员抱怨说，住宅委员会对他课税不公平。他向苏维埃政权申诉这件事。当时有人说：搜查他，他在进行投机活动。在他家里搜出了几袋克伦斯基币，共有100万。在我们没有想出办法用新币代替全部旧币以前，这种情形是会有的，一旦我们用新币代替了旧币，任何一个投机者都会原形毕露。将来人人都得把旧币换成新币。（热烈鼓掌）如果你拿出一个工人所需要的数目不大的钱，那我们就按一比一兑换给你，如果你拿出一两千卢布，那也按一比一兑换，如果你拿出更多的钱，我们就只给你一部分现钞，其余的则记在帐上，请你等一等。（鼓掌）这样做，就需要准备新币[14]。全国的旧币约有600亿卢布。换成新币，并不需要这样大的数目，但专家认为至少要有200亿新币。我们现在已有170亿新币了。（鼓掌）人民委员会已经提出要在短期内完成实行这一办法的准备工作，以便打击投机者。这个办法一定会揭露出那些隐藏克伦斯基币的人。实行这种办法需要进行巨大的组织工作，这种办法不是轻而易举的。

下一个问题是播种的情况如何，播种很困难。这当然是对的。现在设立了耕地委员会[15]。同时根据苏维埃政权的一项法令，在农业人民委员部下面设立工人委员会[16]，这个委员会将在与工会取得协议后组织起来。它的任务是使荒芜的地主土地不再荒芜下去，把这些土地交给工人。有这样的决定：凡是农民没有占用的土地，政府将尽力使之能得到利用。当然，种子是不够的。这需要贫苦农民去揭露那些把余粮隐藏起来而不肯拿出来作种子的富农。对富农来说，重要的是隐藏余粮，因为他们在饥荒的月份卖一普特粮食可得1000卢布。他们可不管地种不上粮食会给成千上万的工人带来多大危害。他们是人民的敌人，必须揭露他们。

下面是工资问题：你给专家3000卢布，他会不断地换地方，很难控制他。我说的专家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掌握的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是绝大多数工农没有掌握的，这样的专家是需要的，因此，我们说现在不能使工资完全平等，我们主张给他们付3000卢布以上的工资。如果我们在他们帮助下学会做好工作，即使我们一年付出几百万卢布也不算贵。为了使他们不是被迫进行工作，我们现在还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要专家很少，我们就不能不给高额工资。不久以前，我同劳动人民委员施米特谈到这个问题，他同意我们的政策，他说，以前在资本主义时代，粗工的工资每月是25卢布，好的专家的工资每月不少于500卢布，差额是1∶20，现在最低工资是600卢布，而专家的收入是3000卢布，差额是1∶5。可见，为了把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拉平些，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今后还要继续做下去。而在目前，我们还不能把工资拉平；只要专家很少，我们就不能拒绝提高他们的工资。我们说，只要能够利用现有的一切专家，一年多给100万或10亿也可以，因为他们教会工人和农民的东西比这10亿更有价值。

再一个问题是关于农业公社[17]的问题，有人问到是否可以让过去的地主加入公社？这要看是什么样的地主。并没有哪项法令规定不许地主加入公社。当然地主是不能信任的，因为他们世世代代压迫农民，农民仇恨他们，但是有些地主，如果农民知道他们是规规矩矩的人，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让他们加入。我们应该利用这样的专家，他们有管理大农场的经验，他们能使农民和农业工人学到很多东西。

有人问，是否容许中农参加共耕社[18]？当然容许。最近整个整个的县决定走共耕社的道路。这会完成到怎样程度，我不知道。这里重要的是吸引中农，因为贫苦农民是同我们意见一致的，而中农并不始终如此，所以应该吸引他们。我们主张以暴力对付资本家和地主，不仅如此，我们还主张剥夺他们积累的全部财产；我们主张以暴力对付富农，但是不主张全部剥夺他们，因为他们自己经营土地，他们的一部分财产是靠自己的劳动积累起来的。要切实掌握这种区别。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全部剥夺；对富农则不能剥夺其全部财产（这样的决议从来没有过）；对中农我们要说服，要用示范和劝说来吸引他们。这就是我们的纲领。如果地方上有人不这样做，那就是违背苏维埃政权的决议，这种人不是不愿意执行我们的决议，就是不理解我们的决议。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督促铁路员工的问题，同时还问到停止铁路客运的问题[19]。人民委员会特别用心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很多措施。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有几百万普特粮食堆积在伏尔加—布古利马线上，这些粮食可能烂掉，因为有时粮食堆在雪地上，春汛一来，定会烂掉。现在粮食已经受潮（水分达20％）。这些粮食应该运出来，否则就会烂掉。主要的是铁路员工自己也很需要粮食。因此，根据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同志们的计算，必须从3月18日至4月10日停止客运。停止客运以后，即令用轻型客运机车也可以运350万普特粮食。如果私贩粮食者用这些车辆运粮，最多不过运50万普特。抱怨停止客运的人是不对的。私贩粮食者最多只能运50万普特；而我们，如果把车厢都装满，如果铁路员工能帮忙，就可以运350万普特粮食，从而改善粮食状况。因此，我们过去说，现在也说，一切有较高觉悟的有组织的同志都应该去做军事工作和粮食工作。不管怎样艰难，要赶快拿出人来。我们清楚地知道，彼得格勒为国家拿出来的人比全国其他城市都多，因为彼得格勒的工人是最有组织的，最有觉悟的。但这半年是艰苦的半年。1918年上半年我们得到2700万普特，下半年得到6700万普特。我们已经进入饥饿的半年，3、4、5、6月将是最艰苦的月份。要防止饥荒，就要拿出一切力量来。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小组都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可以派到铁路修配厂去工作的男人，如果有，就用妇女代替他，而把他调去担任这一工作。每一个小组、每一个组织都应该考虑这个问题，都应该再拿出一些工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对付这艰苦的半年。（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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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列宁于1917年4月4日，即他回国后第二天，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会议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在地塔夫利达宫召开的。列宁在这两个会议上宣读了他的《四月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13—116页）。——[1]。



[2]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社会革命党人部长曾派讨伐队镇压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他们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人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



[3]伯尔尼的著名钦差大臣是指1919年2月各社会沙文主义和中派政党伯尔尼代表会议所委派的一个访问苏维埃俄国的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充当中间人的德国谢德曼政府外交部，于1919年2月19日致电苏俄说，该委员会是为了了解苏俄的政治、经济情况而前去访问的。参加该委员会的有：弗·阿德勒或奥·鲍威尔、卡·考茨基、鲁·希法亭、让·龙格、阿·韩德逊、托马佐（阿根廷），另外还有一个芬兰代表和一个意大利代表。苏维埃俄国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同一天作了答复。复电是列宁起草的，其中说：“虽然我们认为伯尔尼代表会议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丝毫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但我们还是准许你们所提到的委员会到俄国来，并保证该委员会能了解到各方面的情况，因为我们今后准许任何一个以了解情况为目的的资产阶级委员会到俄国来。”复电中还询问，苏维埃共和国的代表可否访问有公民参加该委员会的各个国家。这一询问没有得到答复。伯尔尼的著名钦差大臣们后来也没有成行。——[3]。



[4]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1918年11月13日，德国爆发革命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3]。



[5]协约国（三国协约）是1907年最后形成的英、法、俄三国帝国主义联盟。这一联盟国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20多个国家加入。十月革命后，协约国联盟的主要成员——英、法、美、日等国发动和组织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4]。



[6]指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为制定同战败国的和约而召开的会议，于1919年1月18日开幕。参加会议的共27国，其中可以参加一切会议的所谓“享有整体利益”的交战国只有美、英、法、意、日五国。苏维埃俄国未被邀请出席会议。德国及其盟国在和约草案拟定后才准许参加会议。帝国主义战胜国为了分赃，即掠夺战败国，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和会的主要参加者讨论了扼杀俄国苏维埃政权的计划。巴黎和会还通过了成立国际联盟的决定，批准了国际联盟章程，这一章程写入和约，成为它们的组成部分。巴黎和会所制定的几个和约是：1919年6月28日同德国签订的凡尔赛和约，1919年9月10日同奥地利签订的圣热尔曼条约，1919年11月27日同保加利亚签订的纳伊条约，1920年6月4日同匈牙利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1920年8月10日同土耳其签订的塞夫勒条约。——[5]。



[7]《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5]。



[8]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很大一部分普通党员甚至领导人并不支持其领导机构的冒险主义行动。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7]。



[9]克伦斯基币指以亚·费·克伦斯基为首的俄国临时政府在1917年8月23日（9月5日）下令发行的纸币，其面额有20卢布和50卢布两种。这种纸币发行后，通货膨胀达到1卢布仅相当于战前6—7戈比。克伦斯基币在十月革命后仍继续使用，于1922年停止流通。——[9]。



[10]关于修筑北方大铁路（从鄂毕河经科特拉斯到彼得格勒和摩尔曼斯克的铁路）的问题，早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就曾在一些报刊上和学会中进行过讨论。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由于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外国武装干涉的破坏，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修筑这条铁路。为了发展生产力，苏维埃政府认为可以用租让的办法吸收私人资本从事这项工程的建设。画家A．A．波里索夫和挪威籍人爱德华·甘内维格于1918年声明愿意承租。1919年2月4日，人民委员会讨论了这一问题，并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定草案。但是租让合同后来没有订成。——[12]。



[11]指斯巴达克派的领袖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被杀害一事。



斯巴达克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领导人有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文）。1917年1月7日，根据斯巴达克派的要求，由胡·哈阿兹召集，举行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全党反对派全国代表大会。这一行动导致整个反对派被开除出党。1917年4月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派作为一派参加该党，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12]。



[12]指M．M．克茹茨的发言。他谈到了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波罗的海舰队遇到的困难。——[14]。



[13]指100亿卢布一次特别革命税。征收这一税款的法令是1918年10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按照这项法令，一次特别税主要由富农和城市资产阶级负担。中等阶层只负担一小部分。对城乡贫民以及以工资或不超过1500卢布的退休金为唯一生活来源的人免征。1919年4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在征收特别税方面对中农实行优待的补充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对于交纳低额税款的公民不再继续征收。——[15]。



[14]关于准备币制改革的问题是列宁1917年12月在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的法令草案中提出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78页）。1918年春天，列宁制定了币制改革计划，目的是建立稳定的苏维埃通货，消灭由于战争和沙皇政府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胡作非为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币制改革的具体的准备工作也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开始进行。但是由于进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的战争，由于过渡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币制改革在当时未能实现。苏联的第一次币制改革是根据列宁的原则在1922—1924年实行的。——[16]。



[15]耕地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9年1月28日的法令成立的机构，直属农业人民委员部。这个法令规定，一切适宜耕种而尚未利用的土地统由国家支配，用来播种谷物；全部收获归粮食人民委员部掌握，并应主要分配给工厂工人。耕地委员会负责领导这项工作。参加耕地委员会的有农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委员会并有权邀请有关部门的代表和专家参加它的会议。——[16]。



[16]工人协助委员会即工人协助组织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委员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于1919年2月设立的，直属农业人民委员部。委员会的任务是：派遣有组织经验的工人到省、区的国营农场管理局和各个国营农场；协助组织农业工会；吸收工业无产阶级参加农业工作；协助国营农场装置各种技术设备，以满足国营农场及其附近的农民的需要。委员会由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和全俄工会理事会的代表组成。1921年，工人协助委员会和全俄中央军事粮食局合并为一个机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农业粮食局。——[17]。



[17]农业公社是苏俄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的一种形式，主要在以前地主和寺院的土地上建立。在农业公社里，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建筑物、小农具、牲畜等）以及土地使用一概实行公有化。农业公社社员的消费及生活服务也完全建立在公共经济基础上，社员个人没有副业。农业公社内不按劳动而按人口进行分配。——[17]。



[18]共耕社是苏俄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的形式之一。在共耕社里，集体劳动只限于耕地和播种，其余农活由农民个人分别完成。共耕社社员保有农具和自己那份土地上的产品的私有权。有时小的村社全社改行共同耕地和播种，就成了共耕社。——[18]。



[19]人民委员会《关于停止客运以向中心城市运送粮煤的决定》，于1919年3月8日通过，公布于1919年3月11日的《真理报》。——[18]。





《列宁全集》第36卷


在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组织农业工会的讲话[20]


（1919年3月13日）


1

讲话

同志们，我能代表人民委员会向为建立农业工会而召开的农业工人代表大会表示祝贺，感到非常高兴。

同志们，我们在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俄工会理事会里，同劳动人民委员施米特同志、全俄工会理事会理事以及其他同志在一起开了好几次会，讨论怎样着手组织农业工人的问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甚至在工会已有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历史的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农业工人都未能建立起固定性的工会。你们知道，在这方面，严重的障碍是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生活条件，农业工人的分散和涣散，因此把他们团结在一个工会里面要比城市工人困难得多。

可是工农政权又全面开始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工作。它的任务不仅是彻底消灭地主和资本家——这件事情我们差不多已经办到了——而且要建立一个无论地主或资本家都不能重新产生的社会。在革命中曾不止一次地有过这样的情形：地主和资本家被消灭了，但在很短时间内，从富农，从富裕农民，从投机者当中又产生了新的资本家，他们往往比旧的地主和资本家更厉害地压迫工人。而我们必须解决的任务就是：不仅要消灭旧的资本家，而且要使新的资本家不能产生，使政权完全地、整个地、绝对地掌握在劳动的人，靠劳动为生的人的手里。怎样做到这一点呢？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农村工人、农村无产者组织起来；这个组织应当是固定的；农业工人只有在固定的群众组织当中，才能学会自己管理大农场，要是他们自己不学会这一点，那正如大家早就从《国际歌》里听到的，谁也不能帮助他们。苏维埃政权能够做到的，最多是从各方面帮助这个组织。资本主义组织拿出一切力量，使用一切合法手段，施展各种伎俩，采取警察手段，进行刁难，总之是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在德国这个最先进的欧洲国家里，农业工人至今还没有结社自由；在那里奴仆法一直保存到现在，农业工人还继续过着奴仆的生活。不久以前，我同一位在战争期间来到俄国的著名的英国人[21]谈过一次话。他从前是拥护资本主义的，后来在我国革命期间大大进步了，起初是孟什维克，现在已经是布尔什维克了。当我同他谈起英国的劳动条件（英国没有农民，只有大资本家和农业工人）时，他说：“我的看法不乐观，因为我国的农业工人是生活在封建主义的条件下，而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劳动使他们非常迟钝，受压制，他们很难联合起来。”这还是一个最先进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一个农业工人在半世纪以前就曾作过建立农业工会的尝试[22]。这就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我们的国家政权一开始就决定帮助农业工人和其他工人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尽力帮助。我看了特别高兴的是，在这里，在有这么多漂亮的、过去使用得很不恰当的建筑和宫殿的彼得格勒，同志们做得很对，把这些宫殿没收了，改成了举行各种会议的场所，供那些为这许多宫殿做过工、在几世纪内建造了这些宫殿而被禁止进入宫殿周围一俄里地区的阶级享用！（鼓掌）同志们！我想，现在，当彼得格勒的所有宫殿几乎都已改成首先是城市工人同时也是农业工人以及劳动农民集会结社的场所的时候，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使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有可能组织起来的第一步。我再说一遍，苏维埃政权要迅速地无条件地做到它能做到的一切，来帮助这种组织改造农村生活，使富农没有存在的余地，使投机现象不再发生，使共同的协作的劳动成为农村的常规。这就是我们大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你们都清楚地懂得，这项任务很困难，用法令、法律或命令来改造农村一切生活条件是行不通的。用命令和法令可以推翻地主和资本家，可以制服富农，但如果千百万农业工人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在这个组织中学会逐步自己解决自己的一切事情（不仅是政治方面的，而且是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是经济方面的），没有学会管理大田庄，没有把这些田庄（既然现在它们比其他田庄具有更好的条件）从过去榨取工人血汗的样板变成协作经济的样板，那就只能怪劳动者自己了。而要恢复原来的经营单位已不可能；要使每100俄亩土地（按10个小农户各有10俄亩计算）有10匹好马和10张好犁，这是办不到的。无论是马或犁，我们都没有这么多。但如果在大农场里，用协作制或共耕制或自愿建立的农业公社来耕种同样的100俄亩土地，那么，这100俄亩也许就不需要10匹马和10张犁，而只需要3匹马和3张犁了。这样就可以节省人力，收到更好的效果。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结成联盟。城市工人在城市夺得了政权；城市工人要把城市里创造的一切好的东西如宫殿、房屋、文化等让农村享用，因为他们知道，不同农业工人建立巩固的联盟，城市工人的政权就不能巩固。只有你们在这里创建的工会，才能导致可靠的改造。中农也会自愿加入这个工会。当然这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一下子是什么也办不到的。如果你们的工会建立起来，成长起来，发展起来，遍及全国，如果它同城市工会极其紧密地联合起来，那么我们就会通过千百万组织起来的农业工人和城市工人的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个困难任务，就会摆脱四年战争给各国人民和我们带来的困苦；我们一定会摆脱这种困苦，但我们不是走向旧时那种必然使人们无知、贫困和涣散的个体经济，而是走向公共的协作制的大经济。那时人类科学、人类技术的一切成就，一切改进，专家们的全部知识，都要为联合起来的工人服务。工人应当主宰一切，应当学会自己管理，学会管理那些一直替资本家当奴仆来反对工人的人（例如很多农艺师）。这个任务并不简单，但是在城市里，为了解决这个任务，已经做了很多事情。现在你们为了在农村解决这个任务，已在采取最初步的措施。请允许我在结束我的讲话的时候，再次代表人民委员会表示祝贺，坚信你们在这里创建的工会，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发展成一个统一的全俄农业工会。这个工会将成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真正支柱，将成为改造整个农村生活的支柱和先进部队，把农村生活改造得都按协作方式联合起来共同劳动，从而使富人对穷人的任何剥削和任何统治都不能复活。同志们，这就是我的希望！（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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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问题

这里递来两张条子，都问到在国营农场里是否准许有个人的小牲畜、菜园和家禽。刚才我打听了一下最近我们在人民委员会讨论过并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一个法令是怎么写的；这项法令叫作《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23]。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这项法令的文本。我参加过这项法令的草拟工作，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的那个委员会上作过报告。我们的法令很多，不查一下是不能全都记得的，而且在这个法令之后，我们又颁布了许多法令。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项法令专门有一条规定：禁止国营农场的工作人员在国营农场内拥有个人的牲畜和菜园。我请你们把这项法令找来查一查。（有人把法令文本递给列宁）这里是第46条的条文：“在国营农场内，任何工人和职员不得拥有私人的牲畜、家禽和菜园。”看来你们不是全都知道这项法令的。主席团的一位同志告诉我，你们在代表大会期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论。这一点我不完全明白。方才有人给我一份《消息报》，上面登载了这个法令——《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为什么法令里要有这一条呢？这是为了在公共经济里建立共同的劳动。如果又拥有个人的菜园、个人的牲畜和家禽等等，也许一切又会恢复到小经济，就和以前一样。既然如此，又何必多此一举呢？何必建立国营农场呢？有人告诉我，你们的代表大会全是由彼得格勒省的代表组成的。当然，如果你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很熟悉彼得格勒省的工作条件，如果你们根据你们所熟悉的彼得格勒省的工作经验，尽管有一切理由说明应该实行公共经济，而还是认为彼得格勒省暂时应当例外，那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再作一次研究。但是，你们应当尽量向我们证明这个例外确实是必要的，证明彼得格勒省具有其他地区所没有的特点，否则，其他地区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其次，应当说明，你们向政府建议或坚持这种措施时，是把它看成一种暂时的措施，因为几乎用不着争论，国营农场既然叫作国营农场，就应当以共同劳动为基础。我们看到，好多年来，好多世纪以来，农民都是在自己的一块土地上劳动，独户经营，有自己的牲畜、家禽、把和木犁等等，我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在俄国或别的国家，这种劳动只能使农民愚昧贫穷，造成富人对穷人的统治，因为个体经营，要完成摆在农业面前的任务是不行的。这只能重新招致往日的贫困，结果100人中间只有1人或5人能由贫变富，其余的人则过着贫困的生活。正因为如此，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过渡到共耕制，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但是，任何强迫手段都是苏维埃政权所不能采取的，任何法律都不能强迫这样做。农业公社是根据自愿原则建立的，过渡到共耕制只能是自愿的，在这方面，任何强迫手段都是工农政府所不能采取的，而且是法律所不容许的。如果你们中间有人看到这种强迫现象，那你们应当知道，这是滥用职权，这是违法行为，这是我们正在竭力纠正而且以后也要纠正的现象。组织起来的农业工人应当协助我们，而且只有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以后，才能消灭这种违法乱纪现象。而国营农场却是另一回事。这种农场不是掌握在单个小业主的手里；它们是由苏维埃政权掌握的，苏维埃政权说：我们要把所有的农艺师派去，要把剩下的一切农具都给这些农场。如果能结束战争，能同美国媾和，我们就能从美国运进许多改良农具，把它们交给国营农场，使大农场靠共同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比以前更好，更多，更便宜。国营农场的任务是逐步教会农村居民自己来建立新秩序，建立共同劳动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不会再象我国过去的农村和所有最自由的共和国的农村历来那样产生一小撮富人来压榨贫苦大众。你们都很清楚，我们农村里还有很多的投机农民，他们在战时赚了成千上万的卢布，他们把这些克伦斯基币储存下来，用来周转，压榨贫苦农民。这里能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呢？除了过渡到公共经济，别无其他办法。农业公社是自愿建立的，不能使用任何强迫手段；对共耕制来说也是如此。国营农场所拥有的土地是全民的土地，你们知道，1917年10月26日，即在我国苏维埃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天晚上，根据大多数农民的要求，废除了一切土地私有制。这些划给大农场的全民的土地叫作国营农场。能不能在国营农场里再发展过去的小农业呢？我想你们都会同意：不能够这样，也不应该这样。如果根据彼得格勒省农场的情况，根据你们十分熟悉而我们当然不可能考虑到和了解到的农场实际情况，你们仔细地全面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得出了彼得格勒省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例外可以特殊的结论，那么，要使我们改变我们的决定，你们就应该尽力提供最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种必要性，而我肯定可以答应你们：我们将根据你们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人民委员会里对这一问题再作研究，然后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再作一次研究。我们将讨论：禁止建立私人菜园、禁止私人饲养小牲畜和家禽等等的第46条，在一定的短时期内，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彼得格勒省是否可以例外。即使我们认为必须过渡到公共经济，即使整个工作都将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即使这样，根据深知实际情况的人的意见作出某些例外还是可以的，这我们并不拒绝，因为例外有时是必要的。我们希望齐心协力地进行这种工作，能够给真正社会主义的农业打下基础。（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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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这是列宁在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农业工会问题发表的讲话和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的回答。这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11—13日在彼得格勒举行，有各农业组织的代表约200人出席。大会听取和讨论了有关农业政策的报告，通过了农业工会章程，选举了理事会。



这次代表大会实现了列宁早在1917年夏季就提出的关于必须建立农业工会的想法（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49—353页）。列宁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表达的关于成立统一的全俄农业工会的愿望，很快也得到了实现。1919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全俄农业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全俄农业工会。这个工会于1920年吸收林业工会加入，改名为全俄农林工会。——[20]。　



[21]指列宁1918年10月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Ｍ．菲力浦斯·普莱斯的谈话。——[21]。



[22]指1872年英国农业工人约瑟夫·阿尔奇创建全国农业工会一事。1872年底，该工会有会员10万左右，在争取提高农业工人工资方面取得一些成功。70年代中期，在农业生产萧条的影响下，该工会的作用下降；1894年瓦解。——[21]。



[23]《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是1919年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1919年2月14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发表。列宁直接参加了制定该条例的工作，并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此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作过报告。条例在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规定了一系列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24]。







《列宁全集》第36卷


在彼得格勒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的讲话[24]


（1919年3月13日）

报道

列宁同志说，你们多数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就是：粮食情况如何，人民委员会在这方面采取了什么措施？现在我把这些措施简要地告诉你们。我们目前进入了艰苦、饥饿的半年，国内外一切敌人，包括右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孟什维克，看到居民的生活十分困难，企图趁此机会推翻苏维埃政权，从而有意或无意地把政权归还给地主和资本家。我们目前进入了这样一段时期：粮食的收购超过了运粮能力，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的成立[25]更使我们可以指望，今后半年我们能够比去年更好地应付粮食问题，尽管我们还必须度过比过去半年更为艰苦的半年。对我们极其有利的是很大一部分农民群众转向苏维埃政权。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到过的地方，如在伏尔加河左岸和乌法省，甚至富裕农民在情绪上也有剧烈的变化，转向苏维埃政权，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军给了他们一个惨痛而生动的教训。几天以前，萨拉普尔县5个乡的农民代表团来见过我。最近曾往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各运出4万普特粮食的就是这几个乡。我向这个代表团问起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代表们回答说，“是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教育了我们，现在谁也不能使我们离开苏维埃政权了。”而且在其他地方，如在前乌拉尔（顺便说一句，那里有大量的存粮），农民现在也拥护苏维埃政权了。有一个时期，在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大家知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险些向捷克斯洛伐克军开放我们的战线），这些地区的农民曾经反对过苏维埃政权。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军官横行霸道，虐待百姓，力图完全恢复沙皇和地主的秩序。这一切教育了农民。目前，所有这些省份的苏维埃工作都进行得热火朝天，关于这一点，我们这里都不能想象，因为在这里，在大城市里，人民已经被长期的饥饿弄得疲惫不堪，而在那里，由于有较多的存粮，肚子问题就退居次要地位了。

现在来谈谈详细情形。乌法省的存粮达6000万普特，粮食收购工作进展很快。但是我们在运输方面碰到了巨大的困难。在喀山—萨拉普尔铁路线和伏尔加—布古利马铁路线上存着已经收购到的粮食，约1000万普特。可是我们无法把这批粮食运走，因为机车、车辆、燃料都不够，机务人员又已过度疲劳。为了加强我们铁路的货运能力，我们不得不采取非常坚决的措施：自3月18日至4月10日全国各地一律停止客运。我们在决定采取这项措施以前，曾同铁路员工同志和杰出的铁道专家讨论过三次。只是在全面地讨论了这项措施，预先计算了一切可能产生的结果之后，才采取了这项措施。计算结果表明，停止客运能腾出220辆机车，这些机车虽然是轻型的，但仍然能运350万普特粮食。如果我们看一看粮贩运粮的材料（有几星期曾经准许自由运粮），就会知道，在同样3个星期中，粮贩所能运的粮食不超过20万普特。这样一算，就解决了问题。当然，有些富农、投机者，甚至个别的工人，会因此大吵大嚷，说他们连运一普特粮食的最后机会也被剥夺了；我们知道，有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会趁着居民挨饿的机会，唆使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但这里，也象在一切困难关头一样，我们只能依靠先进工人群众的觉悟。宁可忍受困苦，宁可面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煽动，我们也要正视危险，要公开地说：“不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不尽一切努力来运粮食，我们就不能摆脱粮食困难。”有很多地方，待运的粮食就堆在车站旁边的空地上，春汛一到，就会被大水淹没冲走。因此必须赶紧把粮食装车运出。在采取这项坚决的措施时，我们考虑到了一切枝节问题。我们知道，快过复活节时，乘火车的工人会增多，因此在复活节前就要恢复客运。我们知道，市郊的交通对工人是绝对必需的，因此现在也还要继续通车。我们给各地派去了一些最精干最有经验的同志；十分熟悉乌法省情况的副粮食人民委员布留哈诺夫同志也被派到乌法去了。他将得到军事部门同志的协助，因为离那里不远就是前线。往喀山—萨拉普尔铁路线也派去了军事部门的同志。给他们的任务是动员当地农民，尽一切努力运出粮食，即使运到喀山也好，这样我们就能抢救粮食，并保证把它运往两个首都和非农业地区。我们战胜饥饿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上面。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趁人民遭难而渔利的打算一定会再一次地被粉碎。

现在和去年不同，去年捷克斯洛伐克军进攻我们，夺去了我们盛产粮食的地区；现在我们却有两个新的产粮区，这就是乌克兰和顿河区，我们的粮食工作人员在去年秋天编制全年供应计划时还不能指靠这两个产粮区。去年秋天德国人还统治着乌克兰。德帝国主义者曾打算从乌克兰运6000万普特粮食到德国，并靠运进这批粮食来消灭德国人民群众中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萌芽。但实际结果完全不是这样，德国人从乌克兰运出的粮食不是6000万普特，而总共只运走了900万普特。而且他们把布尔什维主义也同这些粮食一起运进了德国，布尔什维主义在那里已经发出茁壮的幼芽。在今天的德国，布尔什维主义正在柏林的街头同那些用工人的鲜血淹没柏林的社会主义叛徒进行斗争。我们知道，德国的社会主义叛徒一定会被打败，正象克伦斯基已经在我国被打败一样。（鼓掌）

然而除乌克兰以外，我们还有顿河区。克拉斯诺夫所指挥的哥萨克一直靠外国的黄金来维持，起先靠德国，后来靠英法。但这也没有帮他们的忙。我们对哥萨克的胜利已经有了保证。目前我们控制了察里津—利哈亚线，即控制了把存粮和存煤连接起来的铁路线。于是我们有了两个储备来源——乌克兰和顿河区。在乌克兰我们是同一个兄弟苏维埃共和国交往，我们同它的关系非常好。这个共和国处理援助我们的问题，不是象小商人和投机者那样，而是完全出于援助挨饿的北方的热望。援助北方是乌克兰每个公民首要的社会主义义务。但就是在乌克兰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人民委员会屡次叫拉柯夫斯基同志来商议，并把部队同志派往乌克兰。原来，在组织方面，乌克兰的情况比我们在十月革命后的情况更糟糕。那时克伦斯基还遗留给我们某些粮食机构。当然，粮务官员实行怠工，而且他们到斯莫尔尼宫来，不是为的同我们一起工作，而是为的讨价还价。但我们打破了这班人的反抗，终于迫使他们工作。在乌克兰，粮食机构完全没有。德国人在那里凭借自己的武力只是一味抢劫，因此在他们走后自然不会留下任何组织、任何机构。在乌克兰没有粮食工作人员，也没有可以提供这种工作人员的大的工业中心。顿涅茨煤田已遭到我们想象不到的严重破坏。直到今天，在顿涅茨煤田的腹地，哥萨克匪徒还在横行，毫不留情地抢劫当地居民。现在乌克兰各地都在喊叫：派工人来吧！我们在乌克兰成立了由工会运动代表组成的粮食局。我们从沃罗涅日省和坦波夫省抽调了一批较有经验的粮食工作人员到乌克兰，并吸收最有觉悟的城市无产者参加粮食机关。尽管如此，乌克兰仍然没有把粮食集中起来，没有采购组织，农民不信任纸币，而我们又拿不出商品去交换。但就在这种种不利的条件下，我们还是给了乌克兰同志一个任务，要他们在1919年6月1日以前给俄罗斯运出5000万普特粮食。我想，这个任务是不会全部完成的，但即使只运到一半或三分之二，那也很好了。

列宁同志接着指出，我们在顿河区能够胜利，完全是由于在红军部队中加强了党的工作和文化教育活动。这引起了精神面貌的改变，结果是我们的红军为我们夺得了顿河区。（热烈鼓掌）

总的说来，我们的红军在一天天地巩固起来。甚至资产阶级军事专家也承认，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在瓦解，而我们的军队却在形成、巩固和壮大。顿河区也有大量存粮。那里同样没有粮食机构，可是有我们纪律严明的军队，这也就是一种机构了，我们通过这种机构能以较小的耗费和较大的成绩取得粮食。

应该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军和哥萨克在继续实行能破坏就破坏的策略。他们炸毁了横跨伏尔加河的一座铁路桥梁，紧接着又破坏了所有其他的桥梁，使伏尔加河左岸的所有铁路干线陷于瘫痪。关于如何修复铁路线，至少修复利斯基—罗斯托夫和利哈亚—察里津两条铁路线的问题，我们在人民委员会曾讨论很久，并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在3月10日星期一举行的最近一次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已经查明，修复这两条线所需的一切工具和材料都已运到，在春季泥泞时期来临以前就能恢复通车。

列宁同志再一次指出，顿河区和乌克兰一定能给我们粮食援助，并高声地说：“这半年是最后一个艰苦的半年！”（鼓掌）

国际形势虽然还很严重，但毕竟在好转。你们都见过第三国际的外国代表，听过他们的讲话[26]，他们在自己的报告和通报中都强调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十分正确的。布尔什维主义已具有世界意义。这从下列事实可以看出：那些以自由国家自夸的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国也用高压手段来对付布尔什维克了。拥有一亿人口的最富裕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匆忙地把几百个俄国布尔什维克驱逐出境，其中大多数人连英语都不会说。为什么要这样怕布尔什维主义呢？据报纸报道，在巴黎的工人集会上，连不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工人也不让那些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演讲人说一句话了。（鼓掌）不管西欧的资产阶级报刊每天怎样卑鄙地诽谤和诬蔑布尔什维克，人民还是了解了真相而一心向着布尔什维克。让法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去说布尔什维克是恶棍，布尔什维克吃小孩吧，法国工人是不会相信这种报刊的。

我们已经使“苏维埃”成为在各种语言中都能理解的名词了。群众懂得，只有工农政权，只有苏维埃才是他们的救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莫斯科的第三国际代表大会上这样容易地取得了协议。在最偏僻的角落里，在意大利的某个波舍霍尼耶[27]，雇农和工人们在集会上声明：“我们向德国的斯巴达克派和俄国的苏维埃派致敬，并要求把他们的纲领变为全世界工人的纲领。”我在这里是把我在莫斯科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28]。这表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而且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尽管资产阶级报刊大肆造谣，我们还是赢得了工人的同情。同时，帝国主义者在和会上不能达成协议，准备厮打一场。布尔什维主义的传染病已经渗入欧美各国。任何驱逐布尔什维克的行动都是无济于事的。即使西欧和我们之间隔上一道万里长城，即使俄国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堕入地狱，那也不能改善西欧帝国主义者的处境。人民群众懂得了，他们依靠议会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需要的是工人政权，需要的是苏维埃。战争造成了巨额的债务，而帝国主义却十分蛮横，要各国人民偿付战时公债。他们向人民说：“你们要付给我们几十亿，因为我们为了解决我们的利润问题曾经十分仁慈地允许杀戮了1000万人。”在所有国家里，帝国主义都会滚进它在德国已经滚进的深渊。（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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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这是列宁1919年3月13日在彼得格勒市工人、水兵和红军战士万人大会上的讲话。大会是在民众文化馆的歌剧厅举行的。因听众过多，列宁又在民众文化馆的休息厅讲了一次。——[28]。　



[25]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是1917年12月成立的。1918年2月德奥军队侵入乌克兰，4月底乌克兰全境被占领。在赶走了侵略者及其帮凶以后，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恢复。1919年3月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乌克兰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28]。　



[26]指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一些外国代表访问彼得格勒时的讲话。1919年3月8日，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到达彼得格勒。当天晚上俄共（布）彼得格勒市第九次代表会议开幕。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弗·普拉滕（瑞士）、昂·吉尔波（法国）等在会上讲了话。次日，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德国、法国、奥地利、塞尔维亚、芬兰、瑞典和瑞士代表在会上讲了话。——[23]。



[27]波舍霍尼耶原为俄国北部一个偏僻的县城。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小说《波舍霍尼耶遗风》问世后，波舍霍尼耶即成为闭塞落后的穷乡僻壤的同义语。——[33]。



[28]列宁在这里说的是1919年3月6日他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合庆祝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507—512页）。——[33]。







《列宁全集》第36卷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29]


（1919年3—4月）

现在，我们已恢复了革命的国际即共产国际，运动的苏维埃形式已自然而然成为整个第三国际的理论纲领和实践纲领，在这种时候，回顾一下苏维埃的总的发展历程是适宜的。什么是苏维埃呢？这个不是由什么人臆想出来而是由群众创造出来的形式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才能正确地评价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摆在无产阶级所夺得的政权面前的任务，才能正确地评价在最近一年中，在俄国已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我们努力执行这些任务的情况。

只有从苏维埃总的作用，从它总的意义，从它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来看，才能了解我们曾处于何种情况，为什么我们当时应当这样做而不应当那样做，在回顾过去时，应当用什么来检验我们的步骤是否正确。

现在，我们特别需要这样更普遍、更广泛、更深远地看问题，因为现在党内的人由于下述情况而有时感到苦恼，发觉自己的工作有缺点，有毛病，不能令人满意。这种情况就是，为了实际执行苏维埃政权过去和现在所面临的那些刻不容缓的、日常的、当前的、迫切的国家管理任务，我们的注意力常常被转移，被分散，尽管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在这方面要改变工作环境是不可能的），还是常常不得不去过分注意管理中的琐事，忘记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在世界范围内的总的发展进程，忘记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苏维埃政权，正确些说，是通过苏维埃运动，通过无产者群众在苏维埃内部的摸索（这是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可是忘记了），通过在苏维埃内部实行专政的尝试而发展起来的。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在我看来，我们应当特别注意这些总的任务，这样才能使自己尽量超脱一些从事苏维埃实际工作的人都会遇到的国家管理中的琐事，才能了解我们作为世界无产阶级大军的一支部队还要采取什么样的重大步骤。

要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彻底的最终的胜利，单靠俄国一国是不行的，这至少需要一切先进国家或者哪怕几个先进大国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满怀信心地说：无产阶级的事业胜利了，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即推翻资本主义的目的达到了。

这个目的单就我们一国来说是达到了，但我们还有第二个任务。既然在一个国家里，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资产阶级已被推翻，那么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斗争，就是在另一层面上进行斗争，就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周围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中进行斗争。

这是一个崭新而又极其困难的情况。

而另一方面，既然资产阶级政权已被推翻，做好建设的组织工作就成为主要任务了。

现在聚集在伯尔尼的、打算以著名的外国人的来访增光的黄色社会党人，最喜欢散布“布尔什维克相信暴力万能”之类的话。这只能证明说这种话的人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完全为资产阶级的暴力所压倒（请看德国的情况），没有教会本国无产阶级掌握 必要的暴力的
 策略。

在有些条件下，暴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在有些条件下，暴力却不能产生任何效果。但是一些例子说明这种区别并不是人人都懂得的，因此有必要来谈一谈。在十月革命中，苏维埃政权推翻了资产阶级，驱逐了旧政府，这种暴力，这种革命暴力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为什么呢？第一，因为群众已经组织在苏维埃中了；第二，因为敌人即资产阶级经过2月至10月这一漫长的政治时期，已经象春水冲击下的冰块，摇摇晃晃，站不住脚了，它已经外强中干了。因此，即使同德国目前的革命运动比起来，十月革命的运动也是很容易地使我们的革命暴力获得了完全的辉煌的胜利。

可不可以设想，没有这些条件，也能使用这种斗争方法，也能使用这种斗争形式，也能轻易获得革命暴力的胜利呢？

这样设想，将是极大的错误。在一定条件下取得的革命胜利愈大，就愈容易产生这种危险性：我们会被这些胜利所迷惑，而不去冷静地、沉着地、仔细地想一想，这些胜利是在什么条件下才获得的。

我们曾把克伦斯基政府、米留可夫联合内阁弄得可说是狼狈不堪，我们曾试验过，让他们按各种组合坐在部长席位上，我们曾迫使他们不断地更换阁员，但事实证明无论他们怎样坐，他们都不配当音乐家[30]，于是他们就象绒毛一样被吹走了。

现在我们对付世界帝国主义的实际任务是不是也遇到与此相似的情况呢？当然不是。

这就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造成很多困难的原因。运动的群众性帮助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

但为什么一部分同志会错误地认为我们犯了滔天大罪呢？甚至目前在那些很会耍笔杆子，认为自己了不起、有经验、能为人师如此等等的人们中间，还有一些孤僻的怪人，直到今天还在要别人相信这是同德帝国主义妥协。

是的，有过这种妥协，我们就曾同沙皇“妥协”过，参加过令人讨厌的反动杜马，以便从内部来破坏它。

能不能指望，没有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相应发展，单靠暴力就能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呢？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教导人们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并且只能这样提出问题。而只要这样提出问题，就可以看出，这样运用暴力政策是极端荒谬的，是丝毫不懂得暴力政策获得成功的条件的。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

正当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不得不在一个被战争破坏和摧残得最厉害的国家里积聚力量，极其困难地为新的军队即红军奠定基础的时候，正当我们在191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初，用一块块基石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红军奠定基础的时候，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却由于内部分崩离析和反抗日益强烈而损伤了元气，愈来愈虚弱了。

德国的革命暴力也是在许多个月的斗争削弱了这个国家的帝国主义以后才取得胜利的；这种情况现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而不是完全地）出现在协约国里。

不久以前，一位非常细心、毫无偏见地亲自观察过西欧各国情况的美国人对我说：“法国无疑地面临着最大的失望和幻想的破灭；人们用诺言款待法国人，说：你们胜利了。”全体法国人民旧日的爱国主义感情，他们对1870年遭受蹂躏的愤慨，对国家在四年战争中伤亡惨重、一蹶不振、疲惫不堪的无比气愤，这一切都被资产阶级用来把法国人民引上沙文主义轨道，他们说：“我们已经战胜了德国人，等我们装满了腰包就可以歇一口气了。”但是那位清醒的、以商人眼光看问题的美国人说：“德国人不会偿付赔款，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用来偿付。”

于是人们就用诺言和神话款待法国人民，说和平即最后胜利就要到来。但是和约意味着一切希望的破灭：现在，要指望勉强能够活着从这种血腥泥潭中爬出来，尽管手折足断，但是活着爬出来，已经不可能了。在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要从和约这个泥潭中爬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战争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积下了大堆资本主义债务，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以致不甩掉这些重负，就不可能爬出来。

甚至那些不是革命者、不相信革命、害怕革命的人，也在理论上谈论革命，他们看到事变的进程，看到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也不得不相信：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

再说一遍，那位美国人以商人眼光对时局所作的估计使我特别感到惊奇，当然他没有研究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真心实意地认为这是胡说，但他对于亿万金钱很感兴趣，他会计算，他问道：他们偿付不偿付呢？他还是用那精明的生意人的观点回答道：“他们没有什么可用来偿付！甚至五分之一的钱你也拿不到！”

这就是目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在所有协约国中，由于工人同情苏维埃形式，到处都在发生大规模的骚动。

例如巴黎的群众（他们可能是世界各国人民群众中最敏感的群众，因为他们在巴黎受过许多锻炼，进行过多次革命）——那里的群众（他们是反应最敏感的群众，决不容许演讲者撒一点点谎）现在只要看到有谁敢于出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就会立刻打断他的演说；可是仅在几个月以前，要想在巴黎群众面前稍稍表示拥护布尔什维主义而不受到他们讥笑，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巴黎的资产阶级却在利用一切撒谎、诽谤和欺骗的手段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我们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就遭受过一切资产阶级刊物的攻击。我们的资产者先生们以为布尔什维克会被他们的谎言和诽谤弄得没有办法，可是他们有些失算了，他们做得太过火了；他们拼命攻击我们，结果却给我们作了义务宣传，使得最落后的工人都想：“既然资本家这样骂布尔什维克，可见这些布尔什维克是很会同资本家作斗争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这是一个最野蛮的、强制性的、屈辱性的和约）时期所实行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我认为，现在，当协约国出现了类似情况的时候，当它们都疯狂地希望把自己的债务、贫困、破产转嫁到俄国身上，希望掠夺俄国，扼杀俄国，借以转移本国劳动群众对它们日益增长的愤懑的时候，再来回顾一下这个政策不是没有好处的。

如果我们不愿自欺欺人（自欺欺人对革命者是一种有害的行为），而是冷静地观察事物，我们就该十分明白地说，从军事力量来看，协约国比我们强大。但如果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那我们也会十分明确、十分有把握（这种把握不仅是以我们的革命见解，而且是以我们的经验为依据的）地说，协约国的强大是不会持久的，它们现在已处于国内群众情绪大转变的前夜。

它们不仅用诺言款待法国工人，而且用诺言款待英国工人，说什么“我们要把全世界掠夺干净，那时你就可以吃饱肚子了。”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现在都在这样叫嚣，把这种观念塞进不觉悟的群众的脑子里。

如果它们不马上厮杀起来的话，过几个月以后，它们也许会缔结和约，虽然许多极重要的迹象表明它们会马上互相厮杀起来。但即使它们能够做到彼此不再揪头发、卡脖子而缔结和约，这个和约也将是迅速破产的开始，因为它们没有能力来偿付这些空前多的债务，来消除这样严重的破坏：在法国，小麦减产一半以上，到处都面临着饥饿威胁，生产力遭到了破坏。

如果冷静地观察事物，那就应该承认，使我们能够对俄国革命作出恰如其分估计的那种看问题的方法，也愈来愈使我们确信世界革命会到来。我们知道，将要卷走协约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些冰块的激流，正在一天天迅猛起来。

一方面，协约国比我们强大；另一方面，从它们的内部情况看，它们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了多久。

由于这一情况，也就产生了国际政策上的复杂任务，这些任务，我们也许要，甚至一定要在最近期间加以解决。这些任务我了解得还不太具体，但是我要着重地谈一谈，为的就是使你们，同志们，对人民委员会工作中的经验，对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有一个鲜明的生动的了解。

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布列斯特和约。这就是人民委员会外交政策总结中最重要的东西。当时我们不得不等待，退却，随机应变，签订最屈辱的和约，以便能为新的社会主义军队创立新的基础。我们终于奠定了这个基础，而曾经是不可一世的强大的敌人却已经变得软弱无力了。

就全世界说，情况也是这样的，因此这是一个主要的和基本的教训，我们应当尽可能地牢牢记取和清楚理解这个教训，以便在错综复杂、极端困难的外交政策问题上不犯错误，这些问题不久就会出现在人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整个苏维埃政权面前。

关于外交政策问题我就谈到这里，现在我来谈谈其他几个极重要的问题。

同志们，谈到军事活动，在1918年2月和3月，即在一年以前，我们是没有任何军队的。或者可以说，我们有过一支由1000万武装的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旧军队，但这支军队已经完全瓦解，它的成员都下了最大决心，准备不顾一切地离开和逃走。

这种现象在当时被认为仅仅是俄国才有的现象。有人认为，俄国人生来就缺乏忍耐性或组织性，因此他们是忍受不了的，而德国人能够忍受得住。

有人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几个月之后，在文化、技术、纪律、伤病员的合理生活条件，以及休假制度等等方面都远远超过我军的德国军队，也发生了同样的瓦解。这场大厮杀，这场多年的大厮杀，连最有文化最有纪律的人们也没能忍受得住。完全瓦解的时期来到了，连先进的德国军队也顶不住了。

可见，不仅对俄国而且对一切国家来说，都有一个限度。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限度，但是总有个限度，要超出这个限度去为资本家的利益作战，那是不行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形。

德帝国主义已把它的强盗面目暴露无遗了。最重要的是在美国和法国，在这些闻名的民主国里（社会主义的叛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以社会党人自居的可怜的人，常常吹嘘这种民主国），在这些世界上先进的民主国里，在这些共和国里，帝国主义日益卑鄙无耻，而且比在任何国家都更明显地暴露出猛禽野兽的面目。他们掠夺世界，互相格斗，武装对抗。想长期掩盖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这在战争狂热时期还可以掩盖，但是狂热正在消失，和平正在来临，任凭你怎样欺骗，这些民主国的群众还是看到，战争导致了新的掠夺。最民主的共和国只不过是最残忍最无耻的掠夺者的一件漂亮外衣，这些掠夺者决心使亿万人破产来偿还债务，即报答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老爷们，因为他们曾大发慈悲地让工人互相残杀。这种情况已一天天地为群众所看清了。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出现了象一位军事评论家所发表的那样的政见。这位军事评论家在最有钱最有政治经验的资产阶级的报纸英国《泰晤士报》上分析形势说：“全世界的军队都在瓦解，但是只有一个国家的军队在建设，这个国家就是俄国。”

这就是在军事方面比苏维埃布尔什维主义强大得多的资产阶级所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现在我们就来根据这个事实，对一年来我们苏维埃所做的工作，作一个估价。

我们终于扭转了局势。忍受不住战争的苦难、懂得了这次战争是犯罪、不断逃跑的1000万军队瓦解之后，一支社会主义军队开始建立起来了，一批又一批数以十万计的人参加了军队，这支军队知道为什么而战，甘愿忍受比沙皇时代更大的牺牲和困苦，因为它知道，它在保卫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土地、自己在工厂中的权力，它在保卫劳动者的政权，而其他国家的劳动者，虽然处境艰难，但正在觉醒起来。

苏维埃政权一年来取得了什么经验，以上情况就是说明。

对苏维埃俄国来说，战争是非常困难的；对经受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苦难的人民来说，战争是非常困难的。对苏维埃俄国来说，战争是异常艰苦的。但是现在连强大的敌人也承认，他们的军队在瓦解，而我们的军队在建设。这是因为历史上第一次把军队建立在它同苏维埃的亲密关系上，建立在它们亲密无间的关系上，也可以说是建立在它们水乳交融的关系上。苏维埃团结着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而军队建立在捍卫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

18世纪的一位普鲁士君主说了一句聪明话：“如果我们的士兵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战，那就连一次仗也不能打。”这位普鲁士老君主是一个并不愚蠢的人。现在，把我们的情况同这位君主的情况相比较，可以说：我们所以能够进行战争，是因为群众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尽管空前艰苦——再说一遍，目前的战争比沙皇时代更艰苦——他们也愿意作战，他们知道，他们正在作出极大的、无比严重的牺牲，但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在同其他国家那些“正在瓦解”并已开始了解我们情况的工人一起进行斗争。

有一些蠢人在叫喊什么赤色军国主义；这是一些政治骗子，他们装出一副真正相信这种蠢话的样子，对我们乱加指责，施展他们那套辩护士的本领来捏造论据，蒙骗群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就在叫喊：“瞧，他们给你们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赤色军国主义！”

真是“骇人听闻的”罪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都扑向俄罗斯共和国，要扼死它，而我们着手建立军队，这支军队在历史上第一次知道为什么而战，为什么而牺牲，并胜利地抗击着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在空前规模的抗击中每个月都在加速着世界革命的到来，——有人就斥责这是赤色军国主义！

再说一遍，这些人或者是不值得给以任何政治评价的蠢人，或者是政治骗子。

谁都知道，我们是被迫进行这场战争的；1918年初，我们结束了旧的战争，并没有发动新的战争；谁都知道，白卫分子在西部、南部和东部起来反对我们，完全是由于协约国慷慨解囊，给予他们千百万金钱的帮助，同时，各先进国家把帝国主义战争用剩的大批装备和军用物资收集起来，拿去援助白卫分子，因为这些百万富翁、亿万富翁老爷们知道，这里决定着他们的命运，如果不马上打垮我们，他们就会灭亡。

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了空前的努力，忍受牺牲，争取胜利。现在，经过一年国内战争之后，我们来看看地图。先看看苏维埃俄国在1918年3月是什么样子，快到1918年7月时又是什么样子，那时，西部沿布列斯特和约所规定的界线有德帝国主义者盘踞着，乌克兰处在德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之下，东部直至喀山和辛比尔斯克有被法国人和英国人收买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在统治。再看看地图上现在的情况，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地盘已经空前扩大，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用骂人的字眼指控我们实行赤色军国主义的，只能是一些最卑鄙最下流的政治骗子。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就可万事大吉，安享清福。谁认为可能有这样的革命，谁就不仅不是革命者，而且是工人阶级的死敌。这样的革命一次也没有过，甚至次等的革命，甚至只把政权从一个有产者少数转到另一个有产者少数手中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这样的革命。这种例子多得很！如法国革命。19世纪初，原先的强国就曾群起反对它，想摧毁它。而法国革命所以称为大革命，正是因为它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去抗击全世界的进攻，保卫自己的果实；它的巨大功绩之一就在于此。

革命总是在实际中、在斗争中、在战火中受到最严峻的考验。如果你被压迫，被剥削，因而想推翻剥削者的政权，如果你决心把推翻剥削者的事业进行到底，你就应当知道，你必须经受得住全世界剥削者的进攻；如果你决心给以回击，不怕新的牺牲，坚持斗争，那你就是革命者，不然你就会被消灭。

所有革命的历史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我国革命受到的真正考验，就是我们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先于别的国家夺得了政权，建立了苏维埃这种管理形式的被剥削劳动者政权，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政权保持下去，哪怕保持到其他国家的群众都行动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能作出新的牺牲，坚持下去，就会有人说：这场革命是违背历史的。各文明国家的民主主义者虽然武装到了牙齿；但却害怕在美国这样一个拥有上亿人口的自由的共和国里出现百把个布尔什维克；这是可怕的传染病啊！民主主义者原来无力和一百个来自饥饿破产的俄国、开始谈论布尔什维主义的人进行斗争！群众是同情我们的！资产者只有一条生路：趁刀剑还没有从他们手中掉下，趁大炮还在他们手里，赶快把炮口朝向苏维埃俄国，在几个月内摧毁它，因为以后就无法摧毁它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这就是一年来决定人民委员会军事政策的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根据事实和结果有权说：我们之所以能经受住考验，完全是因为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工人和农民表现了新的英勇气概，在更加困难的条件下组建了新的军队。

这就是关于苏维埃政权军事政策的简短总结。在这里我还想就一个问题讲几句话，这是一个不仅在军事政策上，而且在其他的政策上，在经济政策上都同样存在的问题。我说的是军事专家问题。

你们大概知道，这个问题曾引起怎样的争论，常常有一些最忠实最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同志也激烈反对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红军时使用那些曾为沙皇制度服务、甚至屠杀过工农因而有历史污点的旧军事专家，即沙皇的将军和军官。

矛盾是很明显的，这种愤怒的情绪可以说是很自然的。用沙皇时代的专家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军队呢？！

其实，我们正是这样才把一支社会主义军队建设起来的。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肩负的任务，就不难了解，也只有这样才能建设起来。不仅军事上是这样，在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的一切领域我们都面临着这个任务。

从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设想社会主义可以由另外的人来建设，可以先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纯洁的、受过良好训练的人，然后再由这些人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一向嘲笑这种想法，并且说过，这是玩木偶戏，这是酸小姐[31]拿社会主义消遣取乐，而不是严肃的政治。

我们要用那些由资本主义培养出来、被资本主义败坏和腐蚀、但也为资本主义锻炼得能进行斗争的人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有锻炼得比任何军队都能经受大千百倍牺牲的无产者；我们有愚昧无知的、分散的、但只要无产阶级采取明智的策略就能在斗争中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数千万被压迫的农民。其次，我们有浸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科学技术专家，有在资产阶级条件下培养出来的军事专家——如果是在资产阶级条件下培养出来那倒不错，他们有的还是在地主、棍棒、农奴制的条件下培养出来的。至于在国民经济方面，所有的农艺师、工程师和教师，所有这些人都出身于有产阶级，他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做工的无产者和种地的农民贫穷不堪，无论在沙皇尼古拉的统治下，还是在共和国总统威尔逊的统治下，都没有可能上大学。科学和技术为富人、为有产者所享有；资本主义把文化只给予少数人。而我们必须用这个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别的材料。我们要立刻用资本主义昨天留下来可供我们今天用的那些材料来建设社会主义，马上就着手建设，而不是用——说句笑话——将在温室中培养出来的人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有资产阶级专家，此外再没有别的了。我们没有别的砖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用来建设。社会主义必定要胜利，我们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应当用行动证明，我们能够用这些砖头、用这些材料来建成社会主义，能够靠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的无产者和资产阶级专家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如果你不用这些材料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那你就是空谈家，饶舌者。

世界资本主义历史遗产的问题就是这样提出的！这就是取得政权、有了苏维埃机构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具体困难！

这是整个任务的一半，而且是其中的一大半。苏维埃机构意味着劳动者广泛地团结起来，以这种广泛团结的力量去摧毁资本主义。果然，他们把资本主义摧毁了。但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填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而这些科学、技术、艺术却在专家们的手中，在他们的头脑里。

在一切部门中的任务都是如此。这个任务是矛盾的（正如整个资本主义是矛盾的一样），是极其困难的，然而是可以完成的。并不是因为我们在大约20年后能够培养出纯洁的共产主义专家——洁白无瑕的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对不起，不是的，我们必须现在安排好，不是在20年以后而是在两个月以后就安排好，以便面对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科学和技术，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在这方面我们一定会胜利。靠我们群众的力量来迫使资产阶级专家为我们服务，这是困难的，但是可以办到的；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不久以前，托洛茨基同志告诉我，我们的军事部门有好几万军官。这时我得到了一个具体的启示：利用我们的敌人的秘诀就是：迫使共产主义的敌人来建设共产主义，用资本家拣来打我们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我们没有别的砖头！我们就是要用这些砖头，要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建设我们的大厦。困难就在这里，胜利的保证也在这里！

当然，在这条新的困难的道路上，我们犯过不少错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还可能遭到不少挫折。大家知道，一部分专家一贯和我们敌对，在工厂里，在农业中，在管理工作中，过去和现在我们都处处碰到一些专家工作态度恶劣，存心怠工。

我们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巨大的困难，单靠暴力是不能战胜这些困难的……当然，我们并不反对使用暴力，我们嘲笑那些对无产阶级专政抱否定态度的人，说他们是蠢人，不懂得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要么是资产阶级专政。谁要不这样认为，他不是白痴，便是政治上完全无知，不要说让他到台上来，就连让他参加会议，都是有失体面的。或者是对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使用暴力，即杀害工人的优秀领袖；或者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谁幻想走中间道路，谁就是我们最有害最危险的敌人。现在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因此我们谈到使用专家的时候，应当记住一年来苏维埃政策的教训；一年来我们打倒和战胜了剥削者，现在我们应当来解决使用资产阶级专家的任务。再说一遍，在这里，单靠暴力是行不通的。在暴力胜利以后，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除了暴力还要有组织，有纪律，有威望，使一切资产阶级专家服从自己并参加自己的工作！

有人会说，列宁不主张使用暴力，而主张使用精神影响！可是，有一种愚蠢的看法，以为单凭暴力就能解决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事业中组织新的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这是胡说！我们，作为一个党，作为在一年来的苏维埃工作中学到了一些东西的人们，不会再这样愚蠢，并将告诫群众不要有这种愚蠢的想法。利用资产阶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工作人员这样一个任务，不仅要求我们取得暴力的胜利，还要求我们在群众中进行组织工作，建立纪律，即同志纪律，扩大无产阶级对其他所有的人的影响，造成新的群众环境，使资产阶级专家看到，他已别无出路，要回到旧社会已不可能，只有同共产党人一起才能进行工作，这些共产党人就在身旁，领导着群众，得到群众的绝对信任，并在努力使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的成果，几千年来文明发展的成果，不被一小撮人用来发迹致富，而为全体劳动者所普遍享有。

任务是极为困难的，要完全解决它，需要几十年！要解决它，必须造成一种力量，建立一种纪律，即同志纪律，苏维埃纪律，无产阶级纪律，这种纪律不仅能在肉体上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而且能完全控制他们，使他们服从我们，沿着我们的轨道行进，为我们的事业服务。

再说一遍，在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事业中，在每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中，在每一个工厂委员会和每一个国有化工厂的工作中，我们每天都碰到这个任务。一年来，我们在人民委员会里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并加以解决。我相信，在俄国没有一个工厂委员会，没有一个农业公社，没有一个国营农场，没有一个县土地局，在这一年的苏维埃工作中不是几十次地碰到这个问题。

任务的困难就在这里，但是真正能够收效的任务也在这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无产阶级起义的力量粉碎了剥削者之后的第二天所应当做的事情。我们粉碎了剥削者的反抗，这是应当做的，但应当做的不止于此，还应当靠劳动者的新组织即协作组织的力量来迫使他们为我们服务，应当治好他们的老毛病，不让他们再干剥削的事情。他们依然是过去的资产者，现在当了军官，在我军司令部里工作，有的当了工程师和农艺师。这些人是把自己称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昔日资产者。称号并不能改变任何东西，按世界观和习惯来说，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资产者。

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把他们踢开吗？几十万人是无法踢开的！假如我们真把他们踢开，那我们就害了自己。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用来建设共产主义，我们只能用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建设共产主义。不是要抛弃他们，而是要粉碎他们的反抗，处处监督他们，不向他们作任何政治上的让步，而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是时时刻刻在作这种让步的。有文化的人所以屈从资产阶级的政治，受资产阶级影响，因为他们是在资产阶级环境中，并通过资产阶级环境获得自己的全部文化的。这就是他们总是站不稳脚跟，向反革命资产阶级作政治上的让步的原因所在。

如果一个共产党人说，他不能弄脏自己的手，他应当有一双干净的共产主义的手，他将用这双干净的共产主义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不利用那些可鄙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合作社工作者，那他就是空谈家，因为情况正好相反，这些人是非利用不可的。

现在，任务实际上是这样摆着的：要使那些被资本主义培养出来反对我们的人转过来为我们服务，每天都监督他们，在共产主义组织的环境中设工人政治委员监督他们，既要制止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同时又要向他们学习。

我们至多有鼓动家、宣传家的本领，有经历过工厂工人或挨饿农民的极其悲惨的生活而得到锻炼的那种人的本领。这种本领至多能教导人们长期坚持下去，进行顽强斗争。到目前为止正是这一点挽救了我们。这一点是完全必需的，但这是不够的，单凭这一点是不能胜利的。为了取得彻底的最终的胜利，还必须把资本主义的一切宝贵东西，把全部科学和文化拿到手。

从哪里取得这些东西呢？我们的先进的农民和觉悟的工人，应当向他们，向我们的敌人学习，应当在工厂里、在县土地局里向资产阶级农艺师和工程师等等学习，掌握他们的文化成果。

在这方面，去年我们党内发生的斗争收到了极大的成效；它引起了不少的激烈冲突[32]，但是斗争总是要引起激烈冲突的。我们在一个我们从未遇到过的问题上取得了实际经验，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如何把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文化、同一直是少数人拥有的资产阶级科学技术结合起来，这个任务——我要再说一遍——是很困难的。这里全部问题在于劳动群众先进阶层的组织和纪律。在俄国，假如千百万备受压抑、愚昧无知的、完全不能独立从事建设的、世世代代受地主压迫的农民，没有一个为他们所了解、接近、信任、当作自己人的城市工人的先进阶层在自己的身旁，没有这样一个先进阶层来领导自己，假如没有这样一种组织去团结劳动群众，教育劳动群众，向劳动群众解释，使他们相信取得全部资产阶级文化这一任务的重要性，那么，共产主义事业就没有希望。

我说这个话不是从抽象的道理出发的，而是从整整一年的日常经验出发的。如果说在这个经验中有许多琐事，有时是枯燥乏味，令人不快的琐事，那么我们应当在这些琐事的后面看到更深刻的东西。应当懂得，在这些琐碎的工作里，在工厂委员会和工程师之间、某个红军战士和某个资产阶级军官之间、某个农民和资产阶级农艺师之间的冲突里，在这些冲突、摩擦和琐事里，包含着无比深刻的内容。我们克服了要一脚踢开这些资产阶级专家的偏见。我们拿下了这辆车，虽然它还走得不好（我们不会抱什么幻想，知道它老是颠簸，老是出毛病，老是翻到沟里，还得由我们把它拖出来），但是它毕竟走起来了，今后我们要驾驶它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战争把我们拖进去的、而现在全世界帝国主义者想方设法把我们推下去并使我们陷在里面的泥潭中脱出身来，从经济破坏、极度困难、破产、粗野、贫困和饥饿的泥潭中脱出身来。

现在我们已开始脱身了。这是刚刚迈出的几步。

一年来的苏维埃工作使我们通过每一项实际的工厂工作和农民工作更好地懂得了这个任务，并学会了进行这项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最大成就。在这方面花一年时间并不可惜。我们不会再象过去那样从理论上一般地讨论资产阶级专家的作用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意义，我们将利用我们在每个工厂委员会和每个农业组织中获得的每一个经验。我们奠定了红军的基础，我们有了一点基础，我们的国有化企业的工人懂得了自己的任务，开始在资产阶级专家的帮助下提高劳动生产率（虽然这些资产阶级专家时时刻刻都想倒退，但是工人的群众组织迫使他们同苏维埃政权步调一致地前进），这些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最大的成就。这个工作不显眼，看起来极为平常，要估计出它的全部意义也很困难，但是我们的运动前进了一步，正是表现在我们已经从单纯镇压剥削者的单纯任务进而执行这样一种任务：使自己和群众学会用资本主义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迫使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专家为我们工作。只有走这条道路，我们才能获得胜利。现在我们知道，照这样走下去，我们确实会获得胜利。

同志们，现在我来谈最后一个问题，即对农村的态度问题。我的讲话已经太长了，这个问题只想简略地谈谈。

前面我谈到了军事工作，谈到了专政，谈到了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现在我要谈的是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又一个巨大困难。

在一个城市无产阶级占少数而习惯于单独经营、养成了这种分散经营积习的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如果政权已经转入无产阶级手中，该怎么办呢？

但是这种农民的大多数贫穷困苦，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受尽折磨，因此，他们很愿意帮助无产者。只要城市工人通情达理，注意方式，平等待人，而不是发号施令，以致引起他们理所当然的憎恨，——总之，只要城市工人平等一点对待农民，就能得到农民最大的同志般的信任和充分的支持。这我们是知道的。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就是靠这一点来维持的。它只是在得到大多数劳动者最真诚的支持下才得以维持下来。我们所以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城市工人通过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千百种方式同贫苦农民建立了联系。

国家政权过去总是阻碍这种联系，现在则用全力促进这种联系。就是靠了这一点，苏维埃政权才得以维持，也只有这样做，胜利才有保证。

我刚才提到的巨大困难，就在于农民习惯于单干，习惯于自由买卖粮食，并且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他想：我花了劳动，用自己的血汗得到了粮食，怎么我没有权利自由出卖它呢？农民认为这是欺侮了他。

可是我们从俄国发展的全部经验中知道：自由买卖就是自由培植资本家；在一个受饥荒折磨的国家里、在挨饿的人为了一块面包甘愿拿出一切甚至甘愿做奴隶的国家里自由买卖，在国家闹饥荒的时候自由买卖，这就是自由地使少数人发财而使多数人破产。

我们应当证明，在一个受饥荒折磨的国家里，首要的任务就是帮助农民；但只有把农民的行动统一起来，把群众联合起来，才能进行这种帮助，因为农民零星分散，习惯于各干各的。

实现这一困难任务的外部障碍是没有的；这里要靠暴力来做到的一切，都已经做到了；我们决不放弃暴力；我们知道，在农民中有富农，他们竭力地反抗我们，公开组织白卫分子的暴动；这和大多数农民没有关系。富农是少数，对他们应当是斗争，再斗争，应当镇压他们，而我们也正在镇压他们。但在胜利地解决了镇压农村剥削者的任务以后，出现了一个不能用暴力解决的问题；这里和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只有靠群众组织工作，只有靠城市无产阶级对农民进行长期教育，我们的任务才能解决。

我们能不能实现这个任务呢？我们根据经验知道，是能够的，这完全是因为大多数农民都信任工人政权，有了对工人的这种信任，就能建立基础，这个建立基础的工作已经开始，并且应当继续下去，不过一定要借助于同志式的诱导，借助于纪律。

这就是实际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我们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33]，努力同农村进行商品交换，目的不是为了让富人得到商品，而首先是为了让贫苦农民得到城市所能供给的少量商品，我们帮助贫苦农民，也是为了能在他们的帮助下战胜富农，从富农手中取得余粮。

在一个交通不便、农民分散的大国里，要解决供给居民粮食的任务是非常困难的，这个任务给我们造成的麻烦最多。回忆一下人民委员会的各次会议，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任务象这个任务那样，使苏维埃政权费了这么大的力量。我国的农民极其零星分散，愚昧无知，习惯于单独经营，把禁止粮食自由贸易看作是欺侮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会有一些政治骗子，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出来煽动农民，对农民说：“他们在掠夺你们！”

今天，苏维埃工作已进行一年，粮食工作人员已经证明，我们在最近几个月内向农村提供了42000车皮产品，而只换来39000车皮粮食，可是一些恶棍还是在叫喊：“农民们，苏维埃政权在掠夺你们！”

当工人在城市中挣扎求生（没有一个地方的饥荒比俄国的城市和非农业地区更为严重），当农民得到了地主的全部土地，有了粮食，大多数农民，如我们所知，在苏维埃政权的第一年就已经不是为地主老爷和商人而是为自己劳动并改善了自己的饮食的时候，当国家正苦于城市和非农业地区的饥荒，而一切资本家却力图利用饥荒来破坏我们的时候，在这种时候，竟有一些穿着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或其他小丑服装的人，硬说什么“他们在掠夺你们！”这是资本主义的代理人，我们只能而且只应把他们当作资本主义代理人看待！

当苏维埃政权认为战胜饥荒是最主要的困难的时候，把全部余粮交给挨饿者是每一个苏维埃公民的职责。这个真理是这样明显，这样清楚，是这样容易为每一个劳动者所理解，因此要反对它是不可能的。要把这个简单、清楚、明显的真理模糊起来，使它变得不可理解，或者把它加以歪曲，就只能进行欺骗，施展政治骗子的伎俩！

城市工人靠的就是这个真理。他们就是靠这个非常明显的真理才能从事最困难的工作。他们一直都在对贫苦农民说：我们同你们一起构成苏维埃政权的真正支柱。为此成立了贫苦农民委员会，成立了商品交换机构，并把合作社都吸收来做联合全体居民的工作。农业方面颁布的一切法令都贯串着这个基本思想；所有的告城市工人书都说：要同贫苦农民联合起来，否则，你们就不能解决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粮食问题。我们对农民说：或者你们同城市工人联合起来，那时我们就会胜利；或者你们去接受资本家及其穿着孟什维克服装的走狗和奴仆的开导和教诲——“不要让城市掠夺你们，你们自由买卖吧；谁有钱，谁就发财，如果有人饿死，那和你们有什么关系”，那你们自己就会灭亡，成为资本家的奴隶，使苏维埃俄国遭到毁灭。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才这样想：“我做买卖，我发财，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就是资本主义思想，这就是战争产生的原因，这就是工人和农民一贫如洗而一小撮人成为亿万富翁的原因。

任务在于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对待农民，如何把贫苦农民和中农组织起来，以便随时同他们对旧时的留恋、同他们想回到自由贸易去的企图、同他们时时想“自由”经营的倾向作斗争。“自由”是个好字眼；到处都碰到“自由”：贸易自由，出卖自由，被卖自由等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骗子在每一种报纸上，每一次演说中，都要这样或那样地引用“自由”这个美丽的字眼；但所有这些人都是把人民拉向后退的骗子和资本主义娼妓。

最后，在最近一个时期内，即在最近几个月或几个星期内，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关心的主要问题和奋斗的主要目标就是同饥荒作斗争。

现在，在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饥荒是我们的大害；春天将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去年的冬末、春天和夏初是我们最艰难的时期，今年正好在现在我们又进入艰难的时期。现在白卫分子、地主和资本家又在极力希望，虽然不能在公开的斗争中摧毁苏维埃政权，也许能够再一次利用饥荒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还有一些自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左派）的人，堕落到了极点，在口头上宣称拥护劳动人民，而当粮食状况严重、饥荒迫近的时候，却企图利用饥荒进行捣乱，唆使人民群众反对工农政权。他们不了解，正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去年在东线的叛变[34]，曾使几万工农在反对白卫分子的战争中牺牲了生命一样，现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似乎为了工人的利益而实行的任何类似的政策，即利用饥荒进行的任何煽动和捣乱活动，也无非是对白卫分子的直接援助。任何这样的煽动都会使成千上万的人在反对白卫分子的战争中无谓地牺牲生命。去年，穆拉维约夫实行叛变，险些开放了整个战线，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失败。

因此，我想首先着重地但是极简略地谈一谈几件主要事实。

现在我们在粮食方面的情况又象去年春天那样恶化了，但是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指望不仅战胜这个困难，而且比去年更好地摆脱这个困难。这种指望的根据是：东部和南部的情况已大为好转，而东部和南部都是俄国的主要产粮区。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最近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我们已经弄清楚，沿喀山到萨拉托夫线，沿伏尔加—布古利马线，在萨马拉以东，在伏尔加河左岸，堆积了近900万普特的成品粮。

巨大的困难和巨大的危险在于我们的运输力量薄弱，机车奇缺，以致对这些粮食能不能运出来，我们还没有把握。这就是我们在最近一个时期的活动中最操心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决定从3月18日到4月10日完全停止客运的原因。

我们知道，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一定会有一些帮助白卫分子的鼓动家出来大叫：“看，人民在挨饿，而他们却取消旅客列车，不让人民运粮。”这样的煽动者是有的。但我们心里明白：我们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把希望寄托在正直工人的觉悟上，他们会支持我们的。

如专家们向我们报告的，暂时停止客运以后，可以腾出220辆机车，这些客运机车比货运机车差些，运输能力要低些，但我们计算了一下，它们能在这一时期内运出350万普特粮食。如果让私贩粮食者和饥民单个地盲目地运粮，在这一时期内最多只能运出50万普特。每个有经验的铁路工人，每个到过伏尔加河左岸的铁路线、见到粮食有时简直堆在雪地上的人，都会证实这个真理。一袋袋的粮食可能会霉烂，因为粮食本来就潮湿；如果春汛一来，那就更糟糕了。因此，我们采取了这种严重的措施，我们相信，广大的工人群众一定会了解这个真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煽动者绝不能使他们离开正确的道路，这个真理一定会胜利。

采取暂时停止客运这样严重的措施，能使我们得到几百万普特粮食。我们要清除所谓停止客运有害的谎言、诽谤和胡说，我们应当说，在派往南方运粮的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的帮助下，这一措施一定会使我们得到足够的粮食。顺便提一下，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象彼得格勒那样，拿出这么多的人力进行粮食工作；彼得格勒的所有优秀力量都被调去做这个工作了，其他先进城市的工人也应当这样做。

没有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能完成的；如果工人阶级没有积蓄起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千百万受资本主义压抑的、受尽折磨的、不识字的和分散的农民，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完成。能够领导他们的只有先进工人。但是优秀力量已经都抽调出来了，他们过分劳累了。应当用一般工人和青年人代替他们。也许这些人会犯错误，但这没有关系；只要他们能忠于工人事业，能在无产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受到锻炼就行。

我们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把优秀力量派到伏尔加一布古利马线上去。同工人队伍一起去的有布留哈诺夫同志。其他铁路上也已派去了军队和工人。所以，再说一遍，我们是完全可以指望得到粮食的。这将是艰苦的半年，但这是最后一个艰苦的半年，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是在壮大而是在瓦解，因为苏维埃运动正在一切国家中发展起来。

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情况，经过慎重考虑和多次计算，认为停止客运以后，就能运出几百万普特粮食，就能利用东部和南部最富饶的产粮区。在这艰苦的半年里，我们一定能战胜我们的主要敌人——饥荒，而且现在我们的情况比去年好，我们已经有存粮了。

去年，捷克斯洛伐克军进到了喀山和辛比尔斯克，乌克兰处在德寇的铁蹄下，克拉斯诺夫用德国人的钱在顿河区搜罗军队，南部同我们断绝了联系。现在，乌克兰正从德帝国主义者的手中解放出来。德帝国主义者原想从乌克兰运走6000万普特粮食，但是他们总共只运走了900万普特，而且附带运走了一种他们消化不了的东西，即布尔什维主义。一碰上布尔什维主义，德帝国主义者就遭到了惨败，法、英帝国主义者碰上布尔什维主义也会遭到惨败，如果他们能够深入俄国内地的话。

现在乌克兰已经是苏维埃乌克兰了。乌克兰的苏维埃政府对我们就不同了，一旦提出粮食问题，它不会象商人、投机者和某些农民那样来要价。这些农民说：“挨饿的人会出1000卢布买一普特粮食，管他什么国家垄断，我只管我发财，人们挨饿更好，他们出的钱更多。”农村资产阶级就是这样想的，富农、投机者就是这样盘算的，而且有人在帮助他们，这些人拼命反对粮食垄断，主张贸易“自由”，即主张富裕农民有发财的自由，得不到一点粮食的工人有饿死的自由。可是乌克兰政府说：“首要任务就是帮助饥饿的北方。如果受饥饿折磨的北方支持不住，乌克兰也支持不住；如果乌克兰帮助饥饿的北方，乌克兰就一定支持得住，一定能取得胜利。”

乌克兰的存粮很多。但是不能一下子全部运出来。我们已经把苏维埃的优秀力量派往乌克兰，他们异口同声地对我们说：“存粮很多，但是不能一下子全部运走，因为没有机构。”德国人把乌克兰破坏得很厉害，所以那里才刚刚开始建立机构；那里的情况是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星期里，我们在斯莫尔尼宫时也曾同经济破坏作斗争，但是那种恶劣的日子，同现在乌克兰经受的困难比较起来，是算不得什么的。乌克兰的同志叫苦连天，说他们没有人，没有人建设苏维埃政权，没有任何机构，没有象彼得格勒或莫斯科那样的无产阶级中心，乌克兰的一些无产阶级中心还在敌人手里。基辅不是无产阶级中心，受饥饿折磨的顿涅茨煤田还没有从哥萨克手中解放出来。他们说：“北方的工人们，帮助我们吧！”

因此，尽管我们知道彼得格勒工人已经作出了比其他任何城市更大的贡献，但我们还是代表乌克兰的同志向彼得格勒工人说：“再出一把力，再加一把劲吧！”我们现在能够帮助乌克兰的同志，而且应当帮助他们，因为他们要在经过了空前的浩劫已经荡然无存的土地上建立苏维埃政权机构！

我们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讨论了这种情况，提出了一项任务：首先尽力在乌克兰建立机构，有了武器、有了机构之后就着手运粮，在6月1日以前运出5000万普特。

我丝毫不想要你们相信这个任务能够完成。我们都知道，许多任务尽管我们已经担当起来，但都未能按期完成。就算这个任务只能完成一部分，你们也应当坚信，在饥荒愈来愈严重的艰难日子里，只要东部和南部的全部粮食机构充分开动起来，我们就能从南部得到紧急援助而改善我们的处境。

除乌克兰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来源，这就是顿河州。那里，红军的胜利已经造成很多奇迹。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在顿河区的处境还很艰难，我们要同我们的主要敌人克拉斯诺夫作战，要同那些起初被德国人用千百万金钱收买、后来又被英国人和法国人收买（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受他们接济）的军官和哥萨克作战；可是现在，我们不仅极迅速地占领了察里津以北的大片土地，而且还向察里津以南推进了。克拉斯诺夫匪帮和顿河区的反革命分子被击溃了，帝国主义者的任何帮助都没能帮得了他们。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很快就会有煤和粮食了，没有这两样东西，我们就会灭亡，因为缺少煤，火车就不能开动，工厂就要停工，缺少粮食，城市和所有非农业地区的工人就要受饥饿的折磨。 
［注：速记记录中接着有以下未收入小册子中的一段话：“红军是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履行他们的职责的。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却阵容整齐，在这里进行斗争的人们能够经受一场比沙皇时代艰苦得多的战争，他们所以经受得住，是因为他们看到，每一个军事指挥官身旁都有一个党员政治委员——一个来自彼得格勒或者莫斯科，或者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优秀工人。每个部队都建立了许多共产党支部，每个司令部都变成了宣传鼓动的中心。军队的全部力量来源于而且仅仅来源于它同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优秀工人最紧密的联系。正是由于这一切，才出现了转折，出现了奇迹：一支过去一听到‘哥萨克’就仓皇逃跑的军队，现在几个星期就占领了两条铁路，两条取得粮食和煤炭的主要通道。”——俄文版编者注］



顿河区的存粮同乌克兰一样是很多的，而且我们不能说那里没有机构；每个部队都有共产党支部、工人政治委员和工人粮食队；那里的主要困难是白卫分子在撤退时把桥梁炸毁了，因此，两条主要的铁路没有一条能够使用。

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专门邀请了专家参加，问他们怎样才能弄到修路材料，怎样才能至少修好一条铁路。在国防委员会最近这次会议上，我们已经确切知道，由于尽了极大的努力，不仅材料已经弄到了，而且当地的同志还向我们提出了保证，说他们几乎可以保证在春汛前修复这两条铁路。这两条铁路运输的恢复，也许抵得上对哥萨克的多次胜利，因此我们可以说：“应当不怕艰苦地再坚持几个月，鼓足干劲，并让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们来帮助我们。”除了很难运出什么东西的东部，除了有大量存粮但没有机构的乌克兰，我们现在有红军收复的顿河区了。因此，在作了冷静的考虑，根据各地的多次报告和报道核实了以上情况，听取了专家对粮食问题和铁路问题的意见以后，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有极大的把握不仅能象去年那样坚持下来，而且还能大大改善我们的状况。

我们内部的敌人已在瓦解，外部的敌人也决不会支持很久。同志们，不久以前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在莫斯科创立了共产国际的外国同志所告诉我们的情况，使我们更相信这一点了。在巴黎，人们把攻击布尔什维主义的发言者赶下群众大会讲坛。毫无疑问，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帝国主义者可以再杀几千个工人，可以杀害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国际的数百个优秀代表，可以使英、法、德、意各国的监狱关满社会党人，但这些都不能挽救他们！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因为不管怎样欺骗，不管怎样卑鄙地大肆造谣诽谤，全世界工人都已懂得什么是苏维埃，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全世界的资本家现在没有出路。再说一遍，他们在缔结和约以后是要互相厮打的。法国已经准备进攻意大利，它们分赃是分不成的，日本也在加紧武装以对付美国。它们把空前未有的巨额赔款，把几十亿几十亿的战时公债堆在人民身上。而这些国家的人民已经被战争弄得痛苦不堪，到处是产品不足，生产停顿，到处是饥饿。答应给反革命分子各种援助的协约国，不能使本国人民吃饱。无论是巴黎、伦敦或纽约的工人群众，都已把“苏维埃”这个词译成了本国语言，使它能够为每一个工人所了解，他们知道，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济于事，能够帮助他们的只有工人政权。

如果说在俄国，苏维埃政权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那么这是因为俄国受到了世界上那些最强大、装备最精良的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攻击。尽管这样，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还是得到了全世界工人的同情、关怀和道义上的支持。根据上述这些材料——我们丝毫没有夸大这些材料，我们也没有忽视在德国和其他国家里，工人们在流血，许多优秀的社会主义领袖死于残酷的折磨，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并没有忽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胜利将是彻底的，因为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已经站不住脚了，工人们已经从狂热中清醒过来，不再受骗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得到全世界工人的承认了；无论在哪里人们都把希望仅仅寄托在建立苏维埃上面，认为希望全在于由工人来掌握政权。

一旦工人们知道，甚至一个落后国家的不开展的工人在联合起来夺得政权后，也能形成一种力量来抗击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也能从资本家手中夺得工厂并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一旦全世界的工人群众都懂得这一真理，那时，我们就能大声地、满怀信心地再一次地说，我们一定会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摇摇欲坠了，再也不能欺骗工人了，因为到处都有苏维埃运动了；那时，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就象我们在1917年10月25日看到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一样，就象我们最近在莫斯科看到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诞生一样。（讲话一再为长时间的掌声所打断，并在长时间的掌声中结束）

请彼得格勒的同志将下列意见当作我的讲话的序或跋来发表，哪怕是用最小的铅字也行。






	　　列宁
4月17日












跋[35]

在我费了不少力气修改我这篇讲话记录以后，我必须向所有那些想把我的讲话都记录下来发表的同志提出恳切的请求。

我的请求是：绝不要信赖我的讲话记录，无论是速记记录也好，或是别的什么记录也好；绝不要到处去找我的讲话记录；绝不要发表我的讲话记录。

如果需要，可以发表我的讲话报道，而不要发表我的讲话记录。关于我的讲话，我在报上见到过令人满意的报道，但一次也没有见到过稍微令人满意的记录。我不打算来分析，为什么会是这样，是我讲话太快，还是我的语句结构有毛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但事实总是事实。我的讲话记录，无论是速记记录或是别的什么记录，我还一次也没见到过有哪一篇是令人满意的。

宁可要一篇好的讲话报道，而不要一篇不好的讲话记录。因此我请求：绝不要发表我的任何一篇讲话记录。





	　　尼·列宁
1919年4月17日

正文于1919年由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印成单行本

跋载于192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9—73页

















[29]《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于1919年由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出了单行本，加有副标题：《1919年3月13日在彼得格勒一个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编者将副标题删去，认为小册子稿本是由列宁1919年3月12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所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和1919年3月13日在彼得格勒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所作的讲话合并整理而成的，而且小册子是在收到列宁的修改稿以前出版的。列宁的修改稿至今没有找到。——[35]。



[30]无论他们怎样坐，他们都不配当音乐家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四重奏》。这则寓言说：猴子、熊、驴子和山羊表演四重奏，他们演奏得不成调子，却归咎于自己没有坐对位置。正当他们在怎样安排座位问题上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只过路的夜莺向他们指出：“要当音乐家，必须有熟练的技巧和灵敏的耳朵，而诸位嘛，不管怎样调换座位，都别指望当音乐家。”——[37]。



[31]酸小姐一词是指惯于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女子，有时也用来比喻目光短浅、思想庸俗的人。这个词最早见于俄国作家尼·格·波米亚洛夫斯基的中篇小说《小市民的幸福》。——[47]。



[32]这里说的主要是俄共（布）党内在使用资产阶级专家问题上发生的分歧。“左派共产主义者”以及一部分在红军中工作的党员激烈反对列宁关于必须吸收资产阶级专家参加经济建设和国防工作的观点。“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在经济建设中使用资产阶级专家就是用“依靠有经验的资本主义专家的帮助……来取代依靠工人阶级的主动精神”，并把在军队中使用资产阶级专家说成是实际上“恢复旧军官和沙皇将领的指挥权”。阿·扎·卡缅斯基在《早就是时候了》（载于1918年12月25日《真理报》第281号）一文中要求在军队中清除专家，说“红军中不应留下任何反革命的遗迹，何况是彰明较著的反革命鼓舞者”。反对使用资产阶级专家也是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军事反对派”的主要错误之一。——[52]。



[33]贫苦农民委员会（贫委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建立的，由一个乡或村的贫苦农民以及中农选举产生。根据上述法令，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的余粮。到1918年11月，在欧俄33省和白俄罗斯，共建立了122000个贫苦农民委员会。在许多地方，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受富农影响的苏维埃，或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超出了6月11日法令规定的范围，它们为红军动员和征集志愿兵员，从事文教工作，参加农民土地（包括份地）的分配，夺取富农的超过当地平均份额的土地（从富农8000万俄亩土地中割去了5000万俄亩），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农具，积极参加组织农村集体经济。贫苦农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到1918年底，贫苦农民委员会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根据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由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乡、村苏维埃，改选后贫苦农民委员会停止活动。



有组织地同农村进行商品交换，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8年3月26日《关于为加强粮食采购而组织商品交换的法令》于1918年春季开始的。按照这项法令，用工业品交换粮食的工作，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机关负责。法令还规定，必须吸收贫苦农民参加组织商品交换，办法是把拨出供交换粮食的商品交给区乡组织掌握，以便进一步在穷苦居民间进行分配。1918年6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以及1918年8月5日颁布的《关于产粮地区实行义务商品交换的法令》，也都规定了工业品分配的阶级原则；商品首先并按优惠条件供应贫苦农民。——[56]。



[34]东方面军司令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米·阿·穆拉维约夫的叛变和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莫斯科的叛乱有密切关系。根据叛乱者的计划，穆拉维约夫负责发动东方面军的军队反对苏维埃政权，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军汇合后向莫斯科进军。穆拉维约夫于7月10日由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喀山率领一支近千人的部队进抵辛比尔斯克，声称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并通电人民委员会、德国大使馆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司令部对德宣战，自称为“抗德集团军总司令”。受他蒙蔽的部队占领了邮局、电报局和电台，包围了执行委员会大楼和红军辛比尔斯克集团的司令部，逮捕了包括第1集团军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在内的许多苏维埃的和党的工作人员。穆拉维约夫命令东方面军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向西推进，佯称抗击德军的进攻。7月11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揭露了穆拉维约夫行动的反革命实质，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辛比尔斯克的布尔什维克在省委会主席约·米·瓦雷基斯领导下对士兵和城市居民进行了大量解释工作，把原来支持穆拉维约夫的部队争取了过来。7月11日晚，穆拉维约夫应邀参加辛比尔斯克执行委员会会议，以为执行委员会要向他投降。当会上宣读他关于对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停止军事行动的电报时，共产党人要求将他逮捕。穆拉维约夫拒捕，被当场击毙，他的同伙纷纷就擒。——[58]。



[35]这篇跋写成后，列宁就把它寄给了在彼得格勒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要求把它印在《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这本小册子内，“哪怕是用最小的铅字也行”。但是这篇跋当时没有刊印出来。列宁对这种不尊重作者意见的做法很不满意。他在1919年8月7日寄给季诺维也夫的短信里和1921年11月16日写的《〈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和一篇更老的跋）〉一书序言》中都谈到了这件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9卷和第42卷）。在上述序言里，列宁全文照录了这篇跋，但是这本书出版时书名被改为《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而且没有使用这篇序言。直到1922年，这篇跋才在《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里首次发表。——[66]。







《列宁全集》第36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印刷局的决定草稿[36]


（1919年3月15日）

（一）一个统一和集中的委员会，必要时起草法令草案。

（二）统计资料，对各类印刷厂进行比较：

　　（1）由印刷局管理的国有化印刷厂

　　（2）由各部门管理的国有化印刷厂

　　（3）由私营企业管理的印刷厂

（三）任务：按期增加两倍？

（四）一个月后提出报告？

（五）工作纪律

（六）计件付酬的工作

（七）工厂委员会与管理委员会的关系。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2页

















[36]列宁在人民委员会1919年3月15日讨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印刷局的问题时写了这个决定草稿。以这个草稿为基础，人民委员会作出了如下决定：“（一）建议印刷局在其工资条例中务必写入计件付酬的条款。（二）成立一个由印刷局和全俄工会理事会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并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派代表参加。委员会的任务是在一周内提出关于合并和集中的法令草案。（三）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检查局，吸收印刷局代表参加，在一个月内提出下列各类企业的统计材料：（1）由印刷局管理的国有化企业；（2）由各部门管理的国有化企业；（3）私营企业。（四）在同一期限内提出印刷局关于扩大生产、关于在建立工作纪律方面采取的措施以及关于调整工厂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之间关系等问题的报告。”（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第24页）——[67]。







《列宁全集》第36卷


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意见

（不晚于1919年3月16日）

是否删去第1条？

去掉第2条和第3条的附注。

每个合作社内属于无产阶级或半无产者的社员（即完全靠出卖劳动力或出卖一半以上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人）不得少于社员总数的2/3。

工人合作社的各机关派遣政治委员到有产阶级占10％以上的合作社去。政治委员有监督和监察权利，同时也有否决权，但应将遭否决的决定提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机关最后裁决。


在哪里能体现出各工商业职员联合会的实际合作？


可否给予那些吸收了全体居民的合作社若干重大的奖励和好处？

把全体居民联合在地方公有商店周围的地方自治机关。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411页












《列宁全集》第36卷


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3月18日）

同志们！在全世界工人纪念巴黎公社的英勇起义及其悲惨结局的日子，我们来安葬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在我国革命进程中，在革命胜利中，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比谁都更充分更完整地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主要最本质的特征，而且正是这一点，远比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更能显示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作用。

同志们！在认识肤浅的人看来，在我国革命的大量敌人和至今还动摇于革命和革命敌人之间的人看来，革命最引人注意的特征，是对剥削者、对劳动人民的敌人的坚决无情的镇压。毫无疑问，没有这一特征，没有革命暴力，无产阶级就不能胜利。但同样毫无疑问，只有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期，只有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革命暴力才是必要的和合理的革命手段。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劳动人民却始终是这个革命无比深刻的、久恒的特点，始终是革命胜利的条件。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正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特征，在斗争进程中就涌现了这样一些领袖人物，他们最能体现以前的革命从没有过的一个特点，即组织群众。也正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特征，出现了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这样一位首先是和主要是组织家的人物。

同志们！特别是在对革命者来说处境困难的时期，在艰难持久、有时是痛苦而极其漫长的革命准备时期，我们俄国人最大的毛病是理论、原则、纲领同实践脱节，我们最常犯的毛病是过分埋头于理论而同直接的行动脱离。

在几十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有很多先烈忠于革命事业，但未能找到实践自己革命理想的办法。在这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为过去单枪匹马进行革命斗争的英雄提供了真正的土壤，真正的基础，真正的环境，真正的群众，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使这些领袖能够大显身手。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正是那些做实际组织工作的领袖，他们赢得了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已经赢得并理应享有的那种特别突出的地位。

如果我们看看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生走过的道路，马上就能发现，他的卓越的组织才能是在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具有的大革命家的一切优良品质，都是他在各个时期最艰苦的革命工作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在活动初期，他还完全是个青年，那时，他刚有了政治觉悟，就全心全意地从事革命了。在这个时期，即20世纪初，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已经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突出的典型：他抛弃了家庭，抛弃了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舒适生活和习惯，全心全意投身于革命，在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从监狱到流放地，从流放地到监狱，磨炼出了使革命者能经受住长期考验的那些品质。

这位职业革命家一时一刻也没有脱离过群众。沙皇专制的条件曾迫使他和当时所有的革命家一样主要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但就在秘密的地下工作中，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也始终同先进工人肩并肩、手携手地共同前进，而这些先进工人恰好是从20世纪初就开始接替知识分子出身的老一代革命家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先进工人成百成千地参加了革命工作，磨炼出了进行革命斗争的坚强意志，没有这种坚强意志，没有同群众的牢固联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长期进行秘密工作，但象他这样一个人还一直参加斗争，从不脱离群众，从来没有离开俄国，始终同优秀工人一起行动。尽管对革命者的迫害迫使他同实际生活隔绝，他仍然把自己锻炼成了不仅是受工人爱戴的、对实际工作十分熟悉和精通的领袖，而且是先进无产者的组织家。有些人，特别是我们的敌人或动摇分子，常常认为，职业革命家一心一意地进行秘密工作的这种特点会使他脱离群众，可是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进行革命活动的榜样，正好向我们表明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的。其实相反，正是那种通过多次坐牢，多次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所表现出来的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造就出了这样一些领袖，我们无产阶级的精华。有了这种忠诚，再加上识别人才和进行组织工作的秉赋和才能，就锻炼出来了大组织家。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只是通过秘密小组，通过革命的地下工作，通过秘密政党（谁也没有象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那样完整地体现了这个政党），只是通过这个实践的学校，通过这一途径，才成了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头号人物，才成了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头号组织家。

同志们！凡是和我一样天天同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一起工作的人，都特别清楚，全靠他的非凡的组织才能，我们才取得了我们至今都引以自豪而且完全有理由引以自豪的成就。他使我们完全能够同心协力地卓有成效地进行无愧于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符合于无产阶级革命要求的真正有组织的工作，没有这种团结一致的有组织的工作，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成就，我们就不能克服过去和现在所遇到的无数困难中的任何一个困难，就经受不住过去和现在所遇到的无数严重考验中的任何一次考验。

在革命这种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在每一个革命者所处的特殊岗位上，当一个哪怕是人数不多的领导集体进行工作总是争论不休的时候，在斗争过程中赢得的巨大的无可争辩的道义上的威信，就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当然这种威信不是建立在抽象的道义上，而是建立在革命战士的道义上，建立在革命群众的道义上。

一年多来，我们能够肩负起落在少数忠心耿耿的革命家身上的力不胜任的重担，领导集团能够如此坚定、如此迅速、如此齐心地解决最困难的问题，完全是由于有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这样一位才华超群的组织家在他们当中担任了最主要的职务。只有他兼备了对无产阶级运动领导人员最深刻的了解，只有他通过多年斗争（关于这个斗争，我在这里只能谈得极简短）锤炼出了实践家的惊人的敏感、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最高的威信，而靠了这种威信，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一个人就完全领导了要一批人才能领导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些最大的工作部门。只有他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在解决许多极重大的实际组织问题时，只要他说一句话，不必召开任何会议，不必进行任何形式上的表决，问题就得到了明确的彻底的解决，而且大家完全相信，问题是靠实际知识和组织家的敏感解决的，不仅成百成千的先进工人而且群众也认为这样解决是彻底的。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在其斗争过程中会造就伟大的人物，使过去看来不可能发挥的才能发挥出来。谁也不会相信，从秘密小组和地下工作这样的学校中，从受迫害的小小政党和图鲁汉斯克监狱这样的学校中，会产生这样一位拥有最高威信的组织者，这样一位俄国全部苏维埃政权的组织者，这样一位就其知识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党的工作的组织者，这个党建立了苏维埃，实现了苏维埃政权，而这种政权现在正在通过艰难的、痛苦的、流血的然而是胜利的进军向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扩展。

象这样一个有非凡的组织才能的人，我们是永远找不到人代替他的，如果把代替理解为能够找到一个具备同样能力的同志的话。凡是熟悉和观察过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的经常工作的人，都不会怀疑，从这个意义上说，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的确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现在要担负起他一个人在组织方面，在挑选和按专长任用人才方面所做的工作，只有把整批整批的人派到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过去一个人所管的各个重要部门中去，而且要踏着他的足迹前进，才能勉强完成他一个人所做的工作。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强大，正在于它有着无穷无尽的后备力量。我们知道，为了接替忘我地献身革命并在斗争中牺牲的人们，革命会造就出一批批新人，这些人刚踏上路途时也许经验较少，知识较浅，素质较差，但他们与群众有广泛的联系，能够选拔一批批人才来接替那些去世的最有才华的人，继承他们的事业，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进，完成他们开创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深信，俄国的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造就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一定会从无产者和劳动农民当中造就出一批又一批为数众多的人才，他们将贡献出实际的生活知识，贡献出个人的或至少是集体的组织才能，没有这种知识和才能，无产者的千百万大军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的形象将不仅是一个革命者忠于自己事业的永恒象征，不仅是把冷静而熟练地处理实际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同善于领导群众结合起来的典范，而且也是愈来愈多的无产者群众一旦仿效这种范例就能不断前进、直到取得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保证。





	载于1919年3月20日《真理报》第6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7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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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葬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时的讲话

（1919年3月18日）

采访记录

我们安葬了一位为组织工人阶级、为工人阶级胜利做了最多工作的无产阶级领袖。在苏维埃政权正向全世界扩展的今天，在有了苏维埃这样组织的无产阶级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思想正风驰电掣般地向全世界传播的今天，我们来安葬这位树立了应如何为这些理想而奋斗的榜样的无产阶级代表。

千百万无产者将重复我们的话：“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永垂不朽。我们在他的墓前庄严宣誓，要更加坚强地为推翻资本、为彻底解放劳动者而奋斗！……”





	载于1919年3月19日《莫斯科苏维埃消息晚报》第19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80页














《列宁全集》第36卷


俄共（布）纲领草案[37]


（1919年2月）


1

俄共纲领草案初稿

纲要：党纲由下列部分组成：

1．引言。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已经开始并在各地迅速发展。要了解这个革命，必须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不可避免性。2．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部分重申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党纲即我们那个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纲[38]的主要部分，以便附带阐明我们的世界观的“历史渊源”。3．帝国主义。根据1917年5月的党纲草案。4．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三个派别和新国际。根据1917年5月的草案改写。5．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根据1917年12月至1918年1月的草案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74—478页和第34卷第65—71页。——编者注］

 。6．这些任务在政治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7．在民族、宗教、教育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8．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9．在土地问题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10．在劳动保护方面的具体化（施米特正在写）。11和12．对其他方面的补充（还没有写）。

这个初稿有许多地方还写得不完善，特别是在文字方面，因此有些地方暂时用了解释性的表述而没有用纲领的表述方式。

（1）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在俄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即半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运动的苏维埃形式即旨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在各地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的开始和发展进程，都清楚地表明，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

（2）要正确地了解这个革命的原因、意义和目的，就首先需要弄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即基本性质，弄清它们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其次需要弄清帝国主义的性质和加速资本主义崩溃并把无产阶级革命提到日程上来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


※　　　　　※　　　　　※

（3）对于在大多数文明国家里还占统治地位的、其发展必然引起并且已经引起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我们那个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纲曾用如下的表述作了说明：

（4）“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手段归一个人数不多的阶级所有，绝大多数居民却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得不一直出卖或定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受雇于资本家，并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创造收入。

（5）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范围随着下列情况而日益扩大：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同时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受到排挤，一部分变成无产者，其余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缩小，某些地方还使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陷入完全地、明显地、深深地依附于资本的地位。

（6）此外，上述的技术进步又使企业主能够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愈来愈多地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另一方面，既然这种技术进步使企业主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劳动力也就必然供过于求，因此雇佣劳动愈来愈依附资本，雇佣劳动受剥削的程度不断提高。

（7）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和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日趋尖锐的相互竞争，使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愈来愈难找到销路。在相当尖锐的工业危机（接着危机而来的是相当长的工业停滞时期）中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后果。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又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附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恶化，而且有时是绝对恶化。

（8）这样一来，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增加的技术改进，在资产阶级社会却使社会不平等加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贫富更加悬殊，使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的生活更无保障，失业和各种困难加剧。

（9）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这一切矛盾的增长和发展，被剥削劳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也在增长，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他们的团结在增强，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日益尖锐。同时，技术改进既使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集中起来，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过程社会化，于是日益迅速地造成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条件，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自觉体现者国际共产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

（10）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

（11）这个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由无产阶级夺取可以用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的政权。国际共产党以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为己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揭示剥削者的利益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向他们阐明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同时，国际共产党还向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指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号召一切被剥削劳动者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正在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　　　　　※　　　　　※

（12）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20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时代，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时资本家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大量集中的银行资本已和工业资本溶合起来，资本向外国的输出已发展到极大的规模，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国际托拉斯已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

（13）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就是这样的战争。

（14）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同盟准备了一个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高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这个时代已经开始。

（15）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有什么样的困难，可能遭到什么样的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掀起什么浪潮，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　　　　　※　　　　　※

（16）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一切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要实现这些条件，必须同在大多数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上层占上风的、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派别毫不犹豫地彻底决裂，并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

（17）一方面，进行这种歪曲的是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派别；这个派别总是利用、而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更是利用“保卫祖国”的口号作掩饰，保卫“本”国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利益。这个派别的形成，是由于几乎一切先进国家都掠夺殖民地民族和弱小民族，这样资产阶级便能够拿出一小部分这样得来的超额利润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保证这些上层分子能在平时过上小康的市民生活，并让这个阶层的首领来为自己服务。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的奴仆，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的阶级敌人。

（18）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是“中”派，这一派相当广泛而具有国际性，它动摇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坚持与前者保持统一，试图复活已经破产和腐朽的第二国际。只有新成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国际，由于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原社会党内组成了共产党，这个国际实际上已经建立，它日益获得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


※　　　　　※　　　　　※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现时的基本任务是彻底完成已经开始的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剥夺，把一切工厂、铁路、银行、船队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转归苏维埃共和国所有；

利用城市工人同贫苦农民的联盟，逐步而坚定地过渡到共耕制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这个联盟已使土地私有制废除，已使关于由小农经济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已站在无产者方面的现代农民思想家把这种形式称为土地社会化）的法令得以颁布；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这种共和国是比资产阶级议会制高得多和进步得多的民主形式，而根据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及1905年和1917—1918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又是唯一适合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国家类型；

全面地和充分地利用已在俄国燃起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炬，以便制止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家企图干涉俄国内政或联合起来公开反对和进攻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使革命蔓延到比较先进的国家以至所有的国家中去；

用一系列逐步而坚定的措施彻底消灭私人贸易，组织起统一的经济整体（苏维埃共和国应当成为这样一个整体）中各生产公社和消费公社之间的正确的和有计划的产品交换。

俄共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苏维埃政权的一般任务，现将这些任务规定如下：


在政治方面

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为了从政治上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特别是议会制曾经是（必需的）必要的，而现在，当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在苏维埃共和国实现了更高类型的民主制的情况下，任何退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步骤都是为剥削者即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效劳的绝对反动的行为。那些似乎是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口号，不过是为剥削者的利益服务，只要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仍然存在，最民主的共和国都必然是资产阶级专政，是一小撮资本家镇压占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机器。

苏维埃共和国——向完全消灭国家过渡的新型国家——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如下：

（1）建立和发展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在各方面的群众性的组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容许被剥削群众组织起来，至多只是宣布结社自由，实际上总是对他们的组织设置无数的实际障碍，而这些障碍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造成的。苏维埃政权在历史上第一次不仅从各方面为受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众的组织提供方便，而且使这种组织成为自下而上、由地方到中央的整个国家机构的持久的和不可缺少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度，使大多数人即劳动者实际参加国家的管理，而不象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那样，实际管理国家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2）苏维埃国家组织使那一部分最集中、最团结、最觉醒、在社会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整个发展阶段的斗争中经受锻炼最多的劳动群众，即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具有某种实际的优越地位。应当始终不渝地利用这种优越地位来消除资本主义为了把工人分裂成互相竞争的集团而在他们中间培养起来的那种狭隘行会利益和狭隘职业利益，使最落后最散漫的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同先进工人更紧密地联合起来，使他们摆脱农村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影响，组织和教育他们进行共产主义建设。

（3）资产阶级民主制冠冕堂皇地宣布一切公民平等，而实际上却伪善地掩盖剥削者资本家的统治，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似乎能够真正平等的思想欺骗群众。苏维埃国家组织戳穿了这种欺骗和伪善，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制度，即一切劳动者的真正平等，把剥削者排除出享有充分权利的社会成员之外。全部世界史的经验、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者的一切起义的经验告诉我们，剥削者必然要进行拼命的和长期的反抗来保持他们的特权。苏维埃国家组织适合于镇压这种反抗，否则就谈不上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4）劳动群众能对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施加更直接的影响，即民主制的更高的形式的实现，在苏维埃这种类型的国家，同样是靠下述两方面达到的：第一，选举的程序和经常进行选举的机会，以及改选和罢免代表的条件，对于城乡的工人来说，比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好形式下都容易和方便得多。

（5）第二，在苏维埃政权下，基层选举单位和国家建设的基本单位不是按地域划分，而是按经济和生产单位（工厂）划分。国家机构同被资本主义联合起来的先进无产者群众的这种更为紧密的联系，除了建立起更高的民主制外，也为实现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可能性。

（6）苏维埃组织使我们建立了一支同被剥削劳动群众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工农武装力量。没有这一点，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即武装工人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就不可能实现。

（7）苏维埃组织无比深入地和广泛地发展了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制比中世纪有伟大历史进步性的那一面，即居民参加对公职人员的选举。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劳动群众从来也没有象在苏维埃政权之下那样广泛、那样经常、那样普遍、那样简便地行使选举权，因为资产阶级在形式上给了他们这种权利，而实际上又加以限制。同时苏维埃组织还屏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制消极的一面，即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的议会制，这一制度巴黎公社已开始废除，其狭隘性和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早已指出。苏维埃把两种权力合而为一，使国家机构接近劳动群众而拆除了资产阶级议会这道围墙，因为资产阶级议会以假招牌欺骗群众，掩饰议会投机家的金融勾当和交易所勾当，保障资产阶级的国家管理机构的不可侵犯性。

（8）只有依靠苏维埃国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一下子打碎和彻底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不然就不可能着手社会主义建设。不论在君主国或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官僚主义是随时随地把国家权力同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连在一起的，而目前在俄国却已完全摧毁了官僚主义这座堡垒。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我国远未结束。官僚们一方面利用居民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另一方面利用城市工人中最觉悟的阶层忙于几乎超过人力所及的极度紧张的军事工作，企图夺回一部分他们已经失去的阵地。因此，要使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成就，继续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绝对迫切需要的。

（9）这方面的工作同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历史任务，即向完全消灭国家过渡这一任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个工作应当是：第一，使每一个苏维埃委员必须担任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第二，不断变换这些工作，以便能接触与国家管理有联系的全部事务和一切部门；第三，采取一系列逐步的、经过慎重选择而又坚决实行的措施，以吸引全体劳动居民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

（10）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和议会制同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把重心放在冠冕堂皇地宣布各种自由和权利上，实际上却不让大多数居民即工人和农民稍微充分地享受这些自由和权利，相反地，无产阶级的或苏维埃的民主则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着重于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参与国家管理，实际使用最好的集会场所、最好的印刷所和最大的纸库（储备）来教育那些被资本主义弄得愚昧无知的人们，实际保证这些群众有真正的（实际的）可能来逐渐摆脱宗教偏见等等的束缚。在实际上使被剥削的劳动者能够真正享受文化、文明和民主的福利，这正是苏维埃政权一项最重要的工作，而且今后应当坚定不移地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在民族问题上，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宣布民族平等（这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是不能实现的）不同，俄共的政策是坚定不移地使各民族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在他们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相互接近和打成一片。沙皇和资产阶级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对大俄罗斯人的不信任，在先前加入俄罗斯帝国的各民族的劳动群众中正在迅速消失，正在随着对苏维埃俄国的了解而消失，但这种不信任并不是在所有民族和所有劳动阶层中都已完全消失。因此，必须特别慎重地对待民族感情，认真地实行各民族的真正的平等和分离的自由，以便消除这种不信任的基础，而使各民族的苏维埃共和国结成一个自愿的最紧密的联盟。必须加紧帮助落后的弱小民族：协助每个民族的工人和农民独立地组织起来，启发他们去反对中世纪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并且协助那些在此以前受压迫的或不平等的民族发展语言和图书报刊。

在宗教政策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俄共）的任务是不满足于已经颁布了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即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许诺过、但由于资本同宗教宣传有多种多样的实际联系而在世界任何地方也没有彻底实行过的那些措施。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把剥削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和助长群众愚昧的宗教宣传的组织之间的联系彻底摧毁。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坚持不懈地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为此就要进行宣传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同时注意避免对信教者的感情有丝毫伤害，避免加剧宗教狂。

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为使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成为可能而准备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培养能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

现时这方面最迫切的任务是：

（1）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各主要生产部门）。

（2）把教育和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

（3）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教材和教具。

（4）加强对教师的鼓动和宣传工作。

（5）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的教师骨干。

（6）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教育事业（发展国民教育委员会，动员识字的人等等）。

（7）苏维埃政权从各方面帮助工人和劳动农民自学自修（建立图书馆、成人学校、人民大学、讲习所、电影院、艺术工作室等等）。

（8）开展最广泛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

俄共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苏维埃政权的一般任务，现将这些任务规定如下：


在经济方面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如下：

（1）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在主要方面基本上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把变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即全体劳动者的公共财产的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

（2）特别注意加强和巩固劳动者的同志纪律并从各方面提高他们的主动性和责任心。这是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战胜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统治所造成的习惯的最主要的办法，甚至是唯一的办法。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坚持不懈地耐心地重新教育群众。现在，当群众看到地主、资本家和商人确被消灭的时候，这种教育不仅是可能的，实际上也在用千百种办法通过工人和农民切身的实际经验而进行着。在这方面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是发展劳动者的工会组织，这种组织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得到这样迅速的发展，但它应当做到把所有劳动者无例外地都联合到严整的、集中的、有纪律的产业工会中来。我们在工会运动中决不能墨守成规。一方面应当用实际试验的结果来检查每一步骤，有系统地把工会变为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机关；工会应该密切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其他国家管理部门的联系，并且巩固这种联系。另一方面，工会应当更加成为对全体劳动群众进行劳动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机关，以便在工人先锋队的监督下把参加管理的实际经验普及到比较落后的工人中去。

（3）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根本任务之一，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进行长期的工作来教育群众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还要立即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在通常情况下必然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的科学技术专家。党应当与工会组织紧密结合，执行自己原有的路线：一方面，对这个资产阶级阶层不作丝毫的政治让步，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各种反革命阴谋；另一方面，也要无情地反对那种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好象劳动者不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利用他们，不经过同他们共事的长期锻炼，也能战胜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

我们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我们决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励制度；在完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奖金是不允许的，但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如理论推断和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经验所证实的，没有奖金是不行的。

同时，要不断努力造成一种环境，使资产阶级专家同觉悟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普通工人群众手携手地同志般地共同劳动；而且不要一看到个别不可避免的失利就无所措手足，要耐心地启发有科学素养的人，使他们意识到把科学用于个人发财和人剥削人是极其卑鄙的，意识到使科学为全体劳动群众所了解则是更为崇高的任务。

（4）要实现共产主义，绝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把劳动最高度地最严格地集中起来，这就要首先克服工人在职业上和地区上的散漫性和分散性，因为这种散漫性和分散性是使资本有力量而劳动没有力量的根源之一。反对行会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反对行会的利己主义的斗争是与消灭城乡对立的斗争紧密联系着的，进行这一斗争有很大的困难，如果不预先大力提高国民劳动的生产率，要广泛地开展这一斗争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还是应该立即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开始时不妨在地方上小范围试办，以便把各行业各地区要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措施的效果加以比较。苏维埃政权应当在工会的参加下，远比以前更广泛更有步骤地动员所有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居民都来担负一定的社会工作。

（5）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生产消费公社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合作社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过渡手段。利用合作社和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是同类的任务，因为领导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合作社机构的是一些具有资产阶级头脑和经营作风的人。俄共应当有步骤地继续贯彻自己的政策：责成全体党员在合作社内工作，同时在工会的帮助下，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指导合作社，发挥参加合作社的劳动居民的主动性和纪律性，力争使全体居民都加入合作社，并使这些合作社合并为一个自上而下全国统一的合作社；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要始终保证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阶层的影响占有优势，并在各地试行种种办法，以促进和实现从旧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社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所领导的生产消费公社的过渡。

（6）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因此，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能够继续利用仍是私有财产的纸币，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得到社会财富的凭证，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单靠银行国有化这一项措施来同资产阶级掠夺的这种残余作斗争是不够的。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作好准备，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规定货币必须存入银行等等。准备和实行这些和诸如此类的措施所取得的实际经验将表明哪些措施是最适当的。

（7）在财政方面，俄共将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实行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但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及大多数工厂和其他企业的私有制以后，这种情况不会很多。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时代，国家的财政应当依靠把各种国家垄断组织一定部分的收入直接用于国家需要。只有正确进行商品交换，收支平衡才能实现，为此就要组织生产消费公社和恢复运输业，后者是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土地问题方面

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几乎]完全剥夺了地主和实施了承认大规模地共同经营土地的优越性的土地社会化法令以后，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在这方面寻找和试行各种最合理最实际的过渡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在土地问题上的政策的基本路线和指导原则仍旧是力求依靠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首先应该把他们组织成为独立的力量，使他们接近城市无产阶级，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是这方面的步骤之一，建立农村党支部，改选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以清除富农分子，建立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特殊类型的工会，——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措施应当严格地予以执行。

俄共对富农即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坚决反对他们的剥削意图，镇压他们对苏维埃政策即社会主义政策的反抗。

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采取谨慎的态度；必须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决不能把镇压手段扩大到他们身上；中农就其阶级地位来说，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同盟者，或者至少是中立者。因此，尽管有不可避免的局部的失利，尽管中农动摇，但必须坚定不移地力求同他们妥协，关心他们的一切愿望，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在这方面，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工会帮助下或采取其他办法建立起更严格的监督，反对那些打着共产党员招牌、实际上执行的不是共产主义政策而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政策的苏维埃政权代表的违法乱纪行为，毫不留情地把他们驱除出去。

至于向共产主义的农业过渡的办法，俄共将通过实践来检验在实际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三个主要措施，即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和共耕社（以及协作社），注意更广泛更正确地运用它们，特别是注意发动农民自愿参加这些新式共耕组织的方式，组织劳动农民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同志纪律。

在粮食政策方面，俄共坚持要巩固和发展国家垄断，同时也不拒绝在苏维埃政权进行监督的条件下，为了把工作组织得很好而利用合作社和私商或商业职员，并实行奖励制度。有时不得不采取的部分让步纯粹是出于万不得已，而且国家决不会因为这种让步而放弃实行垄断的坚定意向。在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中，实行国家垄断是很困难的，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和一系列过渡措施的试验，目的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普遍地组织生产消费公社并正确地发挥它们的作用，把一切余粮交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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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尔什维克）纲领草案

（1）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在俄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即半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运动的苏维埃形式即旨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在各地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的开始和发展进程，都清楚地表明，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

（2）要正确地了解这个革命的原因、意义和目的，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它通过帝国主义和加速资本主义崩溃的帝国主义战争而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


※　　　　　※　　　　　※

（3）对于在大多数文明国家里还占统治地位的、其发展必然引起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我们的旧党纲曾用如下的表述作了正确的（如果不算社会民主党这个不确切的名称）说明：

（4）“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手段归一个人数不多的阶级所有，绝大多数居民却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得不一直出卖或定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受雇于资本家，并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创造收入。

（5）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范围随着下列情况而日益扩大：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同时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受到排挤，一部分变成无产者，其余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缩小，某些地方还使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陷入完全地、明显地、深深地依附于资本的地位。

（6）此外，上述的技术进步又使企业主能够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愈来愈多地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另一方面，既然这种技术进步使企业主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劳动力也就必然供过于求，因此雇佣劳动愈来愈依附资本，雇佣劳动受剥削的程度不断提高。

（7）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和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日趋尖锐的相互竞争，使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愈来愈难找到销路。在相当尖锐的工业危机（接着危机而来的是相当长的工业停滞时期）中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后果。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又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附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恶化，而且有时是绝对恶化。

（8）这样一来，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增长的技术改进，在资产阶级社会却使社会不平等加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贫富更加悬殊，使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的生活更无保障，失业和各种困难加剧。

（9）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这一切矛盾的增长和发展，被剥削劳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也在增长，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他们的团结在增强，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日益尖锐。同时，技术改进既使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集中起来，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过程社会化，于是日益迅速地造成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条件，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自觉体现者国际共产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

（10）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

（11）这个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由无产阶级夺取可以用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的政权。国际共产党以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为己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揭示剥削者的利益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向他们阐明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同时，国际共产党还向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指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号召一切被剥削劳动者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正在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　　　　　※　　　　　※

（12）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消灭着自由竞争，在20世纪初造成了下列情况：资本家的强大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全部经济生活中具有决定的意义；银行资本与大量集中的工业资本溶合在一起；资本加紧向外国输出；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包罗愈来愈多的资本主义列强集团的托拉斯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这个金融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空前剧烈的时代，就是帝国主义时代。

（13）由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发生争夺销售市场、投资范围、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就是这样的战争。

（14）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同盟准备了一个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高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奴役，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和破产，——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

这个时代已经开始。

（15）只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有什么样的困难，可能遭到什么样的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掀起什么浪潮，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　　　　　※　　　　　※

（16）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要实现这些条件，必须同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上层占上风的、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派别毫不犹豫地彻底决裂，并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

（17）一方面，进行这种歪曲的是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派别；这个派别总是利用、而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更是利用“保卫祖国”这个骗人口号作掩饰，保卫“本”国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利益。这个派别的形成，是由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掠夺殖民地民族和弱小民族，这样资产阶级便能够拿出一小部分靠这种掠夺来的超额利润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保证这些上层分子能在平时过上小康的市民生活，并让这个阶层的首领来为自己服务。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的奴仆，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的阶级敌人，特别是现在，当他们同资本家勾结在一起用武力来镇压本国和外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候。

（18）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是“中”派，这一派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有，它动摇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坚持与前者保持统一，试图复活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只有新成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才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领导者，由于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原社会党内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组成了共产党，这个国际实际上已经建立，它日益获得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这个国际不仅在名称上回复到马克思主义，而且正以它的全部思想政治内容和全部行动来实现马克思的革命学说，把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歪曲清除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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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纲政治部分的补充

同时，为了避免对暂时的历史必要性作不正确的概括，俄共应当向劳动群众说明，在苏维埃共和国内有一部分公民被剥夺选举权，但这决不涉及那类在大多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内终身被宣布为无权的公民，而只是针对剥削者，只是针对那些违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根本法、顽强地维护自己的剥削地位并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因此，在苏维埃共和国内，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一天天地巩固，随着那些客观上有可能继续做剥削者或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的数目日益减少，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所占的百分比自然也会减少。在俄国现时，这个比例未必超过百分之二三。另一方面，在最近的将来，外国侵略的停止和剥夺者的完全被剥夺，在一定的条件下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那时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会选择另外的方式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并实行没有任何限制的普选权[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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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纲政治部分的片断[40]

苏维埃宪法保证工农劳动群众比在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下有更大的可能用最容易最方便的方式来 选举和罢免
 代表，同时也就消灭自巴黎公社时起就已暴露出来的议会制的缺点，特别是 立法
 权和 行政
 权分离、议会脱离群众等缺点。

苏维埃宪法还用下述办法使国家机构同群众接近，即选举单位和国家的基层组织不按地域划分，而按生产单位（工厂）划分。

在苏维埃制度下，由于国家机构同群众有更紧密的联系，可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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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纲中民族关系方面的条文

在民族问题上，夺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政策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形式上宣布民族平等（这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是不能实现的）不同，而是坚定不移地真正使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他们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相互接近和打成一片。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完全解放殖民地民族和其他被压迫的或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使他们有分离的自由，这样才能保证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各民族劳动群众的不信任和被压迫民族工人对压迫民族工人的愤恨完全消失，而代之以自觉自愿的联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是压迫者的那些民族的工人，要特别谨慎地对待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感情（例如大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对犹太人，鞑靼人对巴什基尔人等等），不仅要帮助以前受压迫的民族的劳动群众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而且要帮助他们发展语言和图书报刊，以便清除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不信任和隔阂的一切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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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纲中民族问题条文的最后草案的补充[41]

对于谁是民族分离的意志的代表者这一问题，俄共持历史的和阶级的观点，考虑到该民族处于它的历史发展的哪一阶段：是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苏维埃的即无产阶级的民主，等等。在任何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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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纲中军事方面的条文的引言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苏维埃共和国在军事任务和军事工作方面的情况是这样的：

正如我们党早已预见到的那样，帝国主义战争不仅没能由公正的和约而结束，而且根本没能由资产阶级政府简单地缔结一个稍许稳定的和约而告终。民主派即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这种小资产阶级幻想已为事变进程完全推翻。实际正好相反，帝国主义战争必然变为而且我们眼看着正在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反对剥削者、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剥削者的反抗随着无产阶级加紧进攻而不断增强，并由于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而特别加剧，同时，资产阶级在国际上还互相声援并组织起来，这一切必然会使一些国家的国内战争同无产阶级国家和维护资本统治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革命战争结合起来。由于这些战争的阶级性质，防御战和进攻战之间的区别已完全失去任何意义。

总的说来，在我们面前展开的、从1918年底特别迅速地展开的这一国际性的国内战争的发展过程，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经阶段。

因此，俄共坚决屏弃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他们自称为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废除武装的反动的市侩幻想，坚决反对实际上只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一切类似的口号，而提出以下的口号：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彻底地和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既在国内战争中也在国际的革命战争中战胜全世界的资产阶级。

根据一年多的军事工作，以及全体劳动群众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之后建立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实际经验，俄共得出的基本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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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纲中关于法院的条文的第一段

在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共产党抛弃民主主义的口号，彻底废除旧式法院之类的资产阶级统治机关，而代之以阶级的工农的法院。无产阶级掌握全部政权以后，抛弃以前那种含糊不清的“法官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公式，而提出“法官完全由劳动者从劳动者中选举产生”的阶级口号，并把这个口号贯彻到整个法院组织中去。共产党只是把不使用雇佣劳动榨取利润的工农代表选进法院，对妇女同样看待，使男女无论在选举法官或履行法官职务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废除了已被推翻的政府的法律以后，党向苏维埃选民选出的法官提出以下的口号：实现无产阶级的意志，运用无产阶级的法令，在没有相应的法令或法令不完备时，要屏弃已被推翻的政府的法律，而遵循社会主义的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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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纲中国民教育方面的条文

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说，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的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现时这方面最迫切的任务是：

（1）在苏维埃政权的全面帮助下，进一步发挥工人和劳动农民在教育方面的主动性；

（2）不仅象现在这样把教师的一部或大部彻底争取过来，而且要把全体教师彻底争取过来，做到不再混有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保证认真地贯彻共产主义的原则（政策）；

（3）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各主要生产部门）；

（4）把教育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

（5）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教材和教具；

（6）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国民教育事业（发展国民教育委员会，动员识字的人等等）；

（7）（或附于（2）内）使教师同俄共宣传鼓动机关建立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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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纲中宗教关系方面的条文

俄共对宗教的政策是不满足于已经颁布了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即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许诺过、但由于资本同宗教宣传有多种多样的实际联系而在世界任何地方也没有彻底实行过的那些措施。

党力求彻底摧毁剥削阶级和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联系，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为此要组织最广泛的科学教育和反宗教的宣传工作。同时必须注意避免对信教者的感情有丝毫伤害，因为这种伤害只会加剧宗教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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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纲中经济部分的条文

俄共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苏维埃政权的一般任务，现将这些任务规定如下：


经济方面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如下：

（1）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在主要方面基本上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把变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即全体劳动者的公共财产的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

（2）特别注意加强和巩固劳动者的同志纪律并从各方面提高他们的主动性和责任心。这是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战胜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统治所造成的习惯的最主要的办法，甚至是唯一的办法。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坚持不懈地耐心地重新教育群众。现在，当群众看到地主、资本家和商人确被消灭的时候，这种教育不仅是可能的，实际上也在用千百种办法通过工人和农民切身的实际经验而进行着。在这方面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是发展劳动者的工会组织，这种组织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得到这样迅速的发展，但它应当做到把所有劳动者无例外地都联合到严整的、集中的、有纪律的产业工会中来。

8．[42]发展生产力这一任务还要求立即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科学技术专家，尽管他们大多必然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党应当与工会组织紧密结合，执行自己原有的路线：一方面，对这个资产阶级阶层不作丝毫的政治让步，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各种反革命阴谋；另一方面，也要无情地反对那种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好象劳动者不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利用他们，不经过同他们共事的长期锻炼，也能战胜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

苏维埃政权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励制度。

同样，必须造成一种环境，使资产阶级专家同觉悟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普通工人群众手携手地同志般地共同劳动，从而促使被资本主义分开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互相了解和接近。

苏维埃政权应当在工会的参加下，比以前更广泛更有步骤地动员所有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居民都来担任一定的社会工作。

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统一的消费公社网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存在着把不同的原则结合起来的多种过渡形态的现时期中，特别重要的是苏维埃粮食机关要利用合作社这种由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实行计划分配的唯一群众性的机构。

俄共认为，这样按共产主义原则进一步发展这种机构而不把它抛弃，在原则上是唯一正确的，因此应当有步骤地继续贯彻自己的政策：责成全体党员在合作社内工作，同时在工会的帮助下，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指导合作社，发挥参加合作社的劳动居民的主动性和纪律性，力争使全体居民都加入合作社，并使这些合作社合并为一个自上而下全国统一的合作社；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要始终保证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阶层的影响占有优势，并在各地试行种种办法，以促进和实现从旧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社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所领导的消费公社的过渡。

（6）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因此，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会继续利用仍为私人所有的纸币，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得到社会财富的凭证，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单靠银行国有化这一项措施来同资产阶级掠夺的这种残余作斗争是不够的。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作好准备，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规定货币必须存放到银行等等。准备和实行这些和诸如此类的措施所取得的实际经验将表明哪些措施是最适当的。

（7）在财政方面，俄共将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实行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但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及大多数工厂和其他企业的私有制以后，这种情况不会很多。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时代，国家的财政应当依靠把各种国家垄断组织一定部分的收入直接用于国家需要。只有正确进行商品交换，收支平衡才能实现，为此就要组织消费公社和恢复运输业，后者是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主要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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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纲中关于土地问题的条文

苏维埃政权在完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后，已着手实现一系列旨在组织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办法。其中最重要的办法是建立国营农场（即社会主义大农场），鼓励农业公社（即农民经营公共大经济的自愿联合）以及共耕社和协作社；无论谁的土地，凡未播种的，一律由国家组织播种；由国家动员一切农艺人才来大力提高农业经营水平等等。

俄共认为，这些措施是使绝对必须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唯一方法，因此俄共力求尽可能完满地实现这些措施，把它们推广到国内较落后的地区，并在这方面采取进一步的办法。

鉴于城乡对立是农村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而在目前危机如此深重的时代，这种对立已使城市和乡村面临衰退和灭亡的直接危险，俄共认为消灭这种对立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同时认为除上述措施以外，必须广泛地有计划地吸引产业工人参加农业方面的共产主义建设，扩大苏维埃政权为此而成立的全国性的“工人协助委员会”的活动等等。

俄共在全部农村工作中仍然是依靠农村无产者阶层和半无产者阶层，首先把他们组织成为独立的力量，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农村党支部、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特种工会等等，尽量使他们接近城市无产阶级，使他们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

俄共对富农即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坚决反对他们的剥削意图，镇压他们对苏维埃政策即共产主义政策的反抗。

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关心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妥协，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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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这是列宁在主持起草俄共（布）纲领的过程中写下的一些文稿。



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就提出了修改党纲的问题。他在3月26日（4月8日）以前写的《第五封〈远方来信〉的要点》中拟订了修改党纲的具体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56—57页），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了修改党纲的任务。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了修改党纲的问题。列宁为会议起草的《党纲的理论、政治及其他一些部分的修改草案》（同上，第474—478页）以长条样的形式分发给了与会代表。会议就列宁关于修改党纲问题的报告通过决议，指出了修改党纲的必要性，规定了修改的方针。会议还委托中央为第六次代表大会拟出党纲草案。会后不久，1917年6月，列宁根据中央的建议出版了小册子《修改党纲的材料》（同上，第472—493页）。差不多与此同时，莫斯科工业区区域局也出版了文集《修改党纲的材料》。1917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确认了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并决定召开专门的代表大会来制定新的党纲。大会还委托中央就修改党纲问题组织尽可能广泛的讨论。1917年夏秋，党内展开了理论争论。同年10月，列宁发表了《论修改党纲》一文，对报刊上的有关文章和莫斯科区域局的文集作了分析和批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召开的制定党纲的专门代表大会，曾定于10月17日（30日）举行。10月5日（18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推迟召开大会，并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修改党纲的委员会。由于准备和实行十月武装起义，这个代表大会没有开成。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1月24日（2月6日），中央决定委托一个新的委员会在列宁领导下制定新的纲领。列宁写了《党纲草案草稿》，作为讨论材料发给了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有斯大林、格·叶·季诺维也夫、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尼·伊·布哈林、列·波·加米涅夫和列·达·托洛茨基参加的七人委员会，并责成它遵照大会通过的决议来制定党纲的最终草案。委员会于1919年2月完成了工作任务。2月25—27日，《真理报》公布了《俄共（布）纲领草案》。——76。



[38]指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这个党纲是《火星报》编辑部于1901年底至1902年上半年制定的。根据列宁的提议，党纲理论部分由格·瓦·普列汉诺夫负责起草。1902年1月，《火星报》编辑部慕尼黑会议讨论了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草案。列宁对它提出了批评（列宁对这个草案的批评意见以及下面提到的有关制定这个党纲的其他文献，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草案不能采用，自己另写了一个草案。同时，普列汉诺夫写了第二个纲领草案，列宁又对它作了认真的批判和分析。为了编写出共同的纲领草案，《火星报》编辑部成立了一个协商委员会。委员会以普列汉诺夫草案作为它的草案的基础，同时也根据列宁的坚决要求，在它的草案中写入了一些重要论点，如以小生产被大生产排挤的论点代替普列汉诺夫的含糊不清的措辞，比普列汉诺夫的方案更确切地规定了党的纯粹的无产阶级的性质，把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这一论点作为纲领的最重要条款。党纲的实践部分是在慕尼黑会议后于1902年1月底至2月初写出初稿的，它的土地问题的条文和结束语是列宁写的。1902年3月初，编辑部全体成员对实践部分取得了一致意见。1902年4月《火星报》编辑部苏黎世会议批准了全编辑部的党纲草案，包括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火星报》编辑部的党纲草案在1903年7—8月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略加修改后通过。



这个党纲论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的理论部分，根据列宁的建议，写入了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76。



[39]列宁在这里提出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普选权载入了1936年苏联宪法，而在此以前苏联只有劳动者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劳动的剥削阶级没有这种权利。——99。



[40]这一段话经过修改列入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成为《在一般政治方面》这一部分的第5条（见本卷第406页）。——100。



[41]这一段话全文列入了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成为《民族关系方面》这一部分的第4条（见本卷第408页）。——102。



[42]党纲草案的经济部分的这一条在初稿中是第3条。后来列宁对它作了修改，定为第8条。这一条后来稍加修改列为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的经济部分的第8条（见本卷第415—416页）。——109。









《列宁全集》第36卷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43]


（1919年3月）


1

代表大会开幕词

（3月18日）

同志们，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第一句话必须谈到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同志们，如果对全党和整个苏维埃共和国来说，象许多同志今天在葬仪上所说的，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是一个最主要的组织者，那么，对党的代表大会来说，他就更宝贵和亲切得多了。在这里，我们失去了一位把自己最后的时日全部贡献给了代表大会的同志。在这里，他的离去会影响到我们工作的整个进程，代表大会将特别尖锐地感觉到他的离去所带来的影响。同志们，我提议大家起立为他志哀。（全体起立）

同志们，我们是在俄国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处于十分困难、复杂和很不寻常的时刻举行我们的党代表大会的。在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党的力量和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几乎完全用来直接保卫祖国，直接抗击敌人，直接抗击那些根本不让社会主义共和国长期存在的国内外资产阶级，现在，我们毕竟逐步巩固起来，并开始把建设任务和组织任务提到首位。我觉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当完全在这种建设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标志下进行。党纲中那些在理论上难于解决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建设方面的问题，这次代表大会议程又专门列入了组织问题、红军问题、特别是农村工作问题，——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要问题即组织问题上，这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但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又是一个能收到最大成效的任务。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指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恰好是一个小农国家进行共产主义建设时一项最困难的任务，这就是 如何对待中农的任务
 。

同志们，最初，当我们必须捍卫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权利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能广泛地提到首位，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同农村资产阶级和富农进行的无情的斗争，把组织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任务提到了首位。但对于一个要为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牢固基础的党来说，下一步要提出的任务就是正确地解决我们对中农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更高的任务。在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基础还没有得到保障之前，我们不能广泛地提出这个任务。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任务。它要求我们对一个人数众多、势力很大的阶层确定自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不能用斗争或支柱这样简单的回答来确定的。如果说在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上，我们的任务是用“斗争”、“镇压”这样的词来表述，在对待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态度上，这一任务是用“我们的支柱”这样的词来表述，那么，在对待中农的态度上，毫无疑问，任务是更复杂了。社会主义者，旧时的社会主义优秀代表，当他们还相信革命并在理论上思想上为革命服务的时候，曾说到 中立农民
 ，就是说，即使不能把中农变成积极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阶层，至少也要把他们变成不妨碍革命的、中立的、不站在我们的敌人方面的社会阶层。对任务的这种抽象的、理论上的提法，我们是十分清楚的。可是这种提法是不够的。我们已进入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此时必须具体地详细地制定一种为农村工作经验检验过的基本规则和指示来指导我们的行动，以保证对中农 采取巩固联盟的立场
 ，使得那些屡次产生的偏向和错误再也不能发生，这些偏向和错误曾使中农离开我们，其实，我们这个首先帮助俄国农民彻底摆脱了地主压迫并为他们建立起真正民主制度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本来是完全能够得到他们的充分信任的。这个任务不同于那类要求无情地迅速地镇压和进攻的任务。毫无疑问，它是一个更复杂的任务。但我可以有信心地说，有了一年的准备工作，我们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我还想稍微谈谈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同志们，你们当然都知道，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成立，就确定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来说，是一个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事件。一支庞大的实在的军事力量——世界上一切最强大的国家，直到现在还全副武装反对我们。然而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个表面上庞大的、从物质方面看来比我们强得多的力量已经摇摇欲坠了。这已经不是一种力量。它已失去从前所具有的那种巩固性。因此，我们的任务和目的——在斗争中战胜这一庞然大物——并不是空想。相反地，尽管我们目前被人为地与整个世界隔开，但没有一天报纸不带来各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消息。并且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这一高涨采取了苏维埃的形式。这是一个保证，保证我们在实现苏维埃政权后就摸索到了 国际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
 。我们坚信：全世界无产阶级已走上了进行这种斗争的道路，走上了建立这种形式的无产阶级政权（工人和劳动者的政权）的道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向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前进。（长时间鼓掌）

同志们，现在让我代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并开始选举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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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3月18日）

（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伊里奇万岁！”、“列宁同志万岁！”）同志们，让我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谈起。要作上届代表大会以来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活动的总结报告，这实质上就是作一个关于我国整个革命的总结报告。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的意见，要一个人来完成这样的任务，不仅在这样短短的期限里是不可能的，而且根本是不能胜任的。因此，我决定只谈几点，在我看来，这几点不仅从我党在过去这段时期所做的工作来看，而且从当前的任务来看，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我们目前这样的时候，只注意历史，只回忆过去，而不想到现在和将来，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办不到的事情。

如果从对外政策谈起，不言而喻，占首要地位的是我们同德帝国主义的关系和布列斯特和约。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谈谈，因为它不仅是具有历史的意义。我觉得，苏维埃政权向协约国提出的建议，或者正确些说，我国政府对大家知道的举行普林杰沃群岛会议[44]的建议所表示的同意，我觉得，这个建议和我们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重申了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所确定的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正因为这样，我想，在事变迅速发展的现在来谈谈这段历史是必要的。

在解决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时候，苏维埃的建设（更不用说党的建设了）还处于开始阶段。你们知道，当时全党的经验很少，还不能确定（哪怕是大概地确定）我们沿着已走上的道路前进的速度。由于过去必然遗留下来的某种混乱状态，当时要观察事变和确切了解发生的事情还非常困难。由于同西欧和其余一切国家隔绝，我们得不到任何的客观材料，无法判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可能有多快，可能采取什么形式。由于这种复杂情况，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便在我们党内引起了不少的分歧。

但是事变证明，被迫在德帝国主义面前退却，在这个用极大强制性的、令人愤慨的、掠夺性的和约作掩饰的帝国主义面前退却，从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世界帝国主义（对世界帝国主义的一半）的态度来看，是唯一正确的。当时，我们刚刚推翻了俄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除了在世界帝国主义势力面前退却，绝对没有别的道路可选择。那些从革命家的观点来谴责这一退却的人，实际上是站在根本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的。他们忘记了，我们是在怎样的条件下，经历了怎样漫长而困难的克伦斯基时代，在苏维埃内进行了多么巨大的准备工作，才使得广大劳动群众在严重的七月失败之后，在科尔尼洛夫叛乱[45]之后，终于在10月间最后下定了推翻资产阶级的决心，有了为此所必需的有组织的物质的力量。显然，当时在国际范围内根本谈不上有类似情况。因此，当时同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任务是这样的：继续进行工作来瓦解这个帝国主义，来启发和联合在各地已经开始骚动、但还没有完全明确的行动目标的工人阶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布列斯特和约所采取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尽管这个政策在当时——不言而喻——是加深了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对我们的仇视，而这些分子决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是在一切国家中都是、可能是和必定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在这里，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我们需要好好领会，因为毫无疑问，我们还会不止一次地用得着这个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如何对待那些在各国都有而在俄国势力特别大、人数特别多的分子、阶层、集团和阶级，这是一个极端复杂和困难的任务。小资产阶级分子动摇于新社会和旧社会之间。他们既不能成为旧社会的推动者，也不能成为新社会的推动者。同时，他们对旧事物的留恋没有达到地主和资产阶级那种程度。爱国主义，这正是小私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造成的一种情感。资产阶级比小私有者更国际化。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当苏维埃政权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全世界的革命看得高于一切民族牺牲（不管这种牺牲是多么惨重）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了这种爱国主义。同时我们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发生了最尖锐最剧烈的冲突。当时很多小资产阶级分子同资产阶级、地主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后来他们又开始动摇了。

有些同志在这里提到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我们的党纲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涉及这个问题，而且以后在讨论每一项议程时实际上还会涉及的。这个问题在我国革命进程中已失去它的抽象性、一般性，成了具体的问题。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我们国际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无论如何要使无产阶级分子坚强和团结起来。这在当时就使小资产阶级政党离开了我们。我们知道，在德国革命发生以后，小资产阶级分子又动摇了。这些事变擦亮了许多人的眼睛，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日益成熟的时代，曾经用旧爱国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他们的看法不仅是非社会主义的，而且是根本不正确的。现在由于粮食困难，由于要继续同协约国作战，我们又遇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的浪潮。我们事先也估计到了这种动摇，但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就是旧的局势不会照样重复。新的局势是更为复杂的。如果我们用布列斯特和约的经验武装起来，我们就会正确地估计这种局势，我们的政策就会正确。当我们对举行普林杰沃群岛会议的建议表示同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去缔结的是带极大强制性的和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现在也更多地知道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怎样在西欧高涨起来，那里的人心浮动怎样变成自觉的不满，它在怎样导致组织全世界的苏维埃无产阶级运动。如果说从前我们是摸索前进，我们是猜测欧洲革命会在何时爆发（这种猜测是以我们从理论上深信这个革命必定爆发为依据的），那么现在则有了一系列的事实，表明其他国家的革命正在成熟，这个运动已经开始。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对待西欧和协约国的态度上，现在或将来还得重复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所实行过的许多东西。有了布列斯特的经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就容易多了。当我们中央委员会讨论同白卫分子一起参加普林杰沃群岛会议问题（实质上是兼并白卫分子所占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停战问题在无产阶级中间并没有引起丝毫不平，而党的态度也是这样。至少我没有在什么地方听到不满或不平。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国际政策的教训产生了效果。

至于小资产阶级分子，在这方面，党的任务还没有彻底解决。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实际上在列入日程的所有一切问题上，我们在过去一年内已为正确地解决这个任务，特别是对待中农的任务，打下了基础。在理论上我们一致认为：中农不是我们的敌人，中农要求我们给予特殊对待；在这里，事情会怎样变化取决于革命中许许多多的暂时因素，特别要看拥护爱国主义还是反对爱国主义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些次要的甚至是很次要的问题，但它们却使小资产阶级完全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分子在斗争中是动摇的，而且变得毫无主见。他们不知道自己要求什么，他们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采取非常灵活非常谨慎的策略，因为有时是需要一只手给东西一只手取东西的。这不能怪我们，这只能怪不能积聚自己的力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现在我们在实际上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今天我们还从报上看到，拥有象考茨基和希法亭那样一些大人物的德国独立党[46]在开始追求什么东西。你们知道，他们想把苏维埃制度纳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宪法，就是说，想使“立宪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式结婚。在我们看来，这是对我国革命、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日益成熟的波兰革命的常识的嘲笑，我们只有耸耸肩膀。我们可以说，最先进的国家都有这种动摇分子。有时，甚至在象德国那样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教养的、开明的、有知识的分子的乱说乱叫要比我国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厉害百倍。这就给俄国上了一课，即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政党和中农。我们的任务在长时期内都将是复杂的和双重的。这些政党在长时期内必将是进一步退两步，因为它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了这一点，因为它们跟着社会主义走完全不是由于绝对相信资产阶级制度的无用。忠于社会主义——这是根本不能要求于它们的。指望它们的社会主义——这是笑话。只有当它们确信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的时候，只有当资产阶级被彻底打倒和镇压的时候，它们才会走向社会主义。

我没有可能系统地总结过去一年的经验，我只是根据明天或后天我们的政策需要什么这一点来回顾过去。主要的教训就是我们要非常谨慎地对待中农和小资产阶级。这是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这是我们在布列斯特的例子上体验到的。我们要经常改变行为方式，在肤浅的观察者看来，这可能是奇怪的和不可理解的。他会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昨天你们向小资产阶级许下诺言，今天捷尔任斯基又宣布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将被枪毙。多么矛盾啊！……”是的，是矛盾的。但矛盾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自身的行为，他们不知道站在哪边好，试图脚踏两只船，忽东忽西，忽左忽右。我们改变了对他们的策略，而每当他们转向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说：“请来吧。”我们丝毫也不想剥夺中农，根本也不想用暴力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向他们说：“你们不是了不起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资产阶级。但是，如果你们同他们沆瀣一气，那我们就不得不也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对付你们。”

现在我来谈国内建设问题，并简略地谈谈能够说明政治经验的主要之点，即中央委员会这一时期政治活动总结的主要之点。中央委员会的这种政治活动表现在每天发生的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如果没有象我说过的那样同心协力的紧张工作，我们就不会有已经采取的那种行动，就不能解决各项战斗任务。关于目前引起辩论并由代表大会作为专题列入议程的红军问题，我们曾经作出了许多零星的决定，这些决定是由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并由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执行的。此外，各人民委员自己作出的重要规定为数更多，但这些规定都是有系统有步骤地贯彻一条总的路线的。

组建红军问题完全是一个新问题，甚至在理论上是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巴黎公社战士的功绩在于他们实现的决定不是从什么有偏见的学说中抄袭来的，而是从实际的必要性中产生的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5-226页。——编者注］

 。马克思说到公社战士的这些话是带有一定的讽刺性的，因为在公社内主要有两派，即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这两派的行动都违反了自己的学说的教导。但我们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来行动的。同时，中央委员会进行各项具体的政治活动都完全是出于十分迫切的需要。我们往往不得不摸索前进。这个事实将是每一个能够完整地阐明这一年来党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活动和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工作的历史学家要特别强调指出的。当我们回顾过去时，这个事实最惹人注目。但甚至在1917年10月10日解决夺取政权问题的时候，这也丝毫没有使我们动摇过。我们没有怀疑：我们必须，用托洛茨基同志的话来说，进行试验，做实验。我们从事的是世界上谁也没有这样大规模进行过的事业。

红军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战争结束后军队开始瓦解时，许多人最初以为这只是俄国的现象。但是我们知道，俄国革命实质上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或者一次演习。当我们讨论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当1918年1月初提出靖和问题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军队的这种瓦解现象会在什么时候、在其他哪些国家发生。我们试验了又试验，我们试图建立一支志愿军，我们摸索、寻求、尝试，看用什么方法才能在当时情况下完成这个任务。任务是明显地摆着的。不武装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就不能生存。统治阶级决不会将自己的权力交给被压迫阶级。但是被压迫阶级应当用事实证明它不仅能够推翻剥削者，而且能够组织起来进行自卫，不怕一切牺牲。我们一向说：“有各种各样的战争。”我们谴责 帝国主义
 战争，但并不是 笼统地
 否定 战争
 。糊涂的是那些企图责备我们实行军国主义的人。当我看到关于黄色社会党人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报道，知道考茨基说布尔什维克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军国主义的时候，我只有笑笑，耸耸肩膀。历史上真的有过一次不同战争相联系的大革命玛？当然没有！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 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
 ，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到来之前，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一个迄今替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指挥官充当小卒的阶级，应当怎样培养自己的指挥官呢？这个阶级没有资产阶级军国主义的科学技术（尽管是以最恶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那种科学技术）就不能掌握现代作战技术和现代作战方法，既然这样，它怎样才能解决既要发挥被压迫者的热忱和新的革命创造精神，又要利用资产阶级的那种科学技术这样一个任务呢？

在这方面，我们面前摆着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是根据一年的经验概括出来的。当我们在我们党的革命纲领中写到专家问题时，我们总结了我党在一个重大问题上的实际经验。以往的社会主义导师，对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很多预见和设想，但我不记得他们对这个问题发表过什么意见。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是我们着手建设红军时才产生的问题。这就是说：要用过去充当小卒的被压迫阶级来建立一支满腔热忱的军队，并使这支军队去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那些最残暴最可憎的东西。

我们在红军问题上遇到的这个矛盾也存在于我国建设的一切领域。就拿由工人监督工业转到工人管理工业这个研究得最多的问题来说吧。人民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颁布了许多法令和决定，这方面为我们创造了政治经验，在这之后，老实说，中央委员会只不过是来加以总结。它未必能在这样的问题上进行名副其实的领导。只要想想我们的第一批关于工人监督工业的法令和决定是多么无力、盲目和偶然就够了。我们原来以为这件事做起来很容易。实际做的结果，只是证明了建设的必要性，而完全没有回答怎样建设的问题。每一个国有化的工厂，每一个国有化的工业部门，运输业，特别是铁路运输业，都最突出地体现了资本主义这架机器的特点，都是按高度集中的原则建立在大规模的物质技术基础上的，都是国家最需要的，这一切体现了资本主义的集中的经验，并给我们造成莫大的困难。

就是现在我们也还远没有摆脱这些困难。最初，我们完全抽象地看待这些困难，就象会宣传而根本不知道怎样着手去做的革命家。当然，许多人曾责备我们，而且直到现在，所有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还在责备我们，说我们开始了这个事业，却不知道怎样把它进行到底。但这是僵死的人的可笑的责备。好象进行一场最伟大的革命竟可以预先知道怎样把它进行到底似的！好象这种知识可以从书本上得来似的！不，我们的解决办法只能从群众的经验中产生。我认为我们的功绩在于，我们曾迎着极大的困难来着手解决对我们一直是一知半解的问题，我们曾使无产阶级群众独立进行工作，我们实行了工业企业的国有化等等。我们记得，在斯莫尔尼宫我们是怎样通过法令的，往往一次就有10个或12个。这表现出我们让无产阶级群众创造经验和发挥主动性的决心和愿望。现在我们有这个经验了。现在我们已经从工人监督工业转到或就要转到工人管理工业了。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完全束手无策，而是取得了一系列的经验教训，并尽可能在我们的党纲中把它们总结出来。这在讲组织问题时要详细谈到。如果工会的同志不来帮助我们，不和我们一道工作，我们是不能完成这个工作的。

在西欧，问题就不同了。在那里，同志们把工会看作一害，因为那里的工会被旧社会主义的黄色代表牢牢把持，所以共产党人认为工会的支持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西欧共产党人的许多代表，连罗莎·卢森堡在内，都宣布要取消工会[47]。这表明我们的任务放到西欧会是多么困难。而在我国，假如没有工会的帮助，我们连一个月也支持不了。在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可以着手解决最困难的问题。

拿专家问题来说，我们处处遇到这个问题，每决定一项任命都提出这个问题，国民经济方面的代表和党中央委员会也得提到它。在目前情况下，党中央委员会不能按框框办事。如果不能抽出一些同志，让他们在本部门内独当一面工作，我们就根本不能进行工作。只是因为我们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那样的一些组织家，我们才能在战争情况下顺利地进行工作，连一个值得注意的冲突都没有发生。而在这一工作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利用那些愿意用旧时学到的知识来为我们效劳的人的帮助。

我们就拿军事部门的管理问题来说。在这里，对司令部、对擅长组织工作的大专家不信任，就无法解决问题。在这方面，局部说来我们有过意见分歧，但总的说来，猜疑是不可能有的。我们曾求助于资产阶级专家，他们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多次背叛过我们，而且今后还会背叛我们。然而，如果认为我们只用清白的共产党人的双手，不要资产阶级专家帮助，就能建成共产主义，那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我们经过斗争锻炼，有力量，团结一致，因此，我们应当走组织工作的道路，利用这些专家的知识和经验。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

我们现在需要实际地进行建设，而且不得不用敌人的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看起来是矛盾的，甚至是无法解决的矛盾，但实际上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解决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当我们注意到我们的经验，看到每天同这个问题接触的情况时，当我们看到中央委员会所做的实际工作时，我觉得，我们的党基本上解决了这个任务。这是极其困难的，但只有这样，任务才能解决。富有创造性的协调的组织工作一定会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的行列中行进，尽管他们每走一步都要进行反抗和较量。我们应当把他们当作技术和文化人才来安排工作，以便保存他们，并使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国家变为一个有文化的共产主义国家。我认为，这一年我们已经学会建设，我们已经走上正确的道路，而且决不会离开这条道路。

我还想简略地谈谈粮食问题和农村问题。粮食问题一向是我们最困难的问题。在无产阶级在农民的帮助下取得政权、充当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代理人的国家里，在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以前，也就是在1918年夏天甚至秋天以前，我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 资产阶级
 革命。我们不怕说出这一点。我们所以这样容易地完成十月革命，是因为全体农民同我们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反对了地主，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一定会把革命进行到底，是因为我们以法律形式实现了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刊载过的东酉，即怯懦的小资产阶级许诺过但不能做到的那些东西。但是，自从贫苦农民委员会组织起来以后，我们的革命就成为 无产阶级
 革命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我们还远没有解决。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把它实际地提出来了。贫苦农民委员会是一个过渡阶段。关于由苏维埃政权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的第一个法令，是在当时主持粮食工作的瞿鲁巴同志的倡议下通过的。当时必须把受饥饿折磨的非农业居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这只有依靠贫苦农民委员会这种无产阶级组织才能做到。当我们看到1918年夏天在农村中发生了和举行了十月革命时，只有那时，我们才站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基础上来，只有那时，我们的革命才不是在宣言上、许诺上和声明上而是 在实际上成了无产阶级革命
 。

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摆在我党面前的任务，即创造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的任务。不久以前，我到过彼得格勒，出席了召开较早的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代表大会。我看到，我们还在摸索着处理这件事情，但我认为，这件事无疑会有进展的。我应当说，我们从这一年的政治领导中所取得的主要经验，就是要在这里找到组织支柱。我们已朝着这方面前进了一步，建立了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苏维埃，改变了粮食政策，当然在这方面也遇到了莫大困难。也许，在就要成为苏维埃边区的俄国边区，如乌克兰和顿河区，这种政策还需要作一些改变。如果我们简单地按照死板格式来为俄国各地抄录法令，如果乌克兰和顿河区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不加分析地就把这些法令照搬到其他地区去，那就错了。我们一定会遇到不少的特殊情况，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来束缚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一成不变地认为我们的经验，俄国中部的经验，可以完全照搬到一切边区。我们才开始来执行真正建设的任务，我们在这方面还只是迈出头几步，前面还有大量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我曾一再指出，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是苏维埃政权第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步骤。这是由粮食工作人员进行的，也是势在必行的。但为了把我们的任务彻底完成，需要的不是贫苦农民委员会这样的临时组织。在我国，与苏维埃并存的有工会组织，我们现在利用它们作为教育落后群众的学校。一年来实际管理俄国、执行全部政策而成为我们的主力的工人阶层，其人数少得不可思议。这一点，我们是深有所知、深有所感的。假如将来什么时候有位历史学家收集材料，研究哪些集团在俄国管理了这17个月，哪几百人或哪几千人承担了这全部工作，负起了难以置信的管理国家的全部重担，那么，谁都不会相信这样少的人能够完成这样的业绩。他们的人数所以微小，是因为受过教育、有知识、有才能的政治领导者在俄国是为数不多的。这个阶层在俄国人数甚少，而在以往的斗争中却负担过多，劳动过度，做了他们力不胜任的那样多的工作。我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要找出实际办法，在工业中，尤其重要的是在农村中，大量地使用新生力量，吸收中等水平甚至低于中等水平的工农参加苏维埃工作。在我们看来，没有他们的大量帮助，今后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

我的发言时间快完了，因此，我只想简单地谈谈我们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对中农应采取什么态度，在革命开始以前我们就基本上是清楚的。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 中立
 农民。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提到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问题时，我曾引用了恩格斯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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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不仅指出中农是我们的同盟者，他甚至表示相信，对待大农或许也可以不采取高压手段，镇压手段。在俄国，这种推想没有得到证实。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同富农进行直接的国内战争，将来也还会这样。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从实践中看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苏维埃工作人员没有经验，由于问题困难，原定的对富农的打击往往落到了中农头上。我们在这里犯了极大的错误。在这方面汇集起来的经验会帮助我们今后尽量避免这种错误。这就是在实践上而不是在理论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你们很清楚，这个任务是困难的。我们没有什么物资可以给中农，而中农是唯物主义者，实际主义者，他们要求具体的物质资料，这种物质资料我们现在还拿不出来，而且国家也许还要在没有这种物质资料的情况下艰苦斗争几个月，虽然这一斗争现在可望取得彻底的胜利。不过现在我们在我们实际的行政工作中还是能够做很多事情：改善我们的机构，纠正许多违法乱纪的现象。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修改和纠正我们党的那条没有充分注意到和中农结成同盟、结成联盟、实行妥协的路线。

我现在能够给你们提供的中央委员会一年来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情况，简单说来就是这样。现在我要极简略地谈谈中央委员会托付给我的任务的第二部分，即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这个任务只有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才能很好地完成。中央委员会本来是指定他担任这个问题的报告人的。他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很好的记忆力，能把报告的大部分内容都记在脑子里，同时他个人对地方上的组织工作很熟悉，所以他能够作这个报告。我甚至不能讲出他要讲的百分之一，因为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只好完全信赖并有充分理由信赖常常一个人就能作出决定的斯维尔德洛夫同志。

我可以在这里提供一小部分摘自书面报告的现成材料。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没有可能完成自己的工作，但它十分肯定地答应说，在下一周内，就要把书面报告写好，油印很多份，发给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这些书面报告将补充我在这里只能匆匆地谈到的片断的意见。在目前这份书面报告的材料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关于收文的资料：1918年12月有1 483件，1919年1月有1 537件，2月有1 840件。各类文件的百分比是有的，但我不准备念它了。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同志从即将分发的报告中会看到，例如在11月内到书记处来谈问题的有490人。而这里把这份报告交给我的同志说，这份报告未必能包括书记处所处理的问题的一半，因为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一天要接见几十位代表，这些代表多半是党的工作人员，而不是苏维埃负责人。

我要请你们注意关于外国人团体联合会[48]活动的总结报告。我对这方面的工作的了解，也只能以我所能浏览的有关外国人团体的材料为限。它们起初有7个，现在有9个。住在纯大俄罗斯人地区、没有机会直接了解这些团体和没有在报上看到报告的同志，最好看看报纸摘录，这些摘录我不准备全部念了。我应当说，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为成立第三国际所做的工作的真正基础。第三国际是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为期很短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关于这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在有关国际的一切问题上的全部意见的详细报告，将由季诺维也夫同志来作。我们所以能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人代表大会上用很短的时间做了这样多的工作，是由于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组织者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完成了巨大的准备工作。我们在留居俄国的外国人中间进行了宣传和鼓动，组织了许多外国人团体。这些团体中有好几十个成员完全知道作为领导路线的基本计划和总的政治任务。从帝国主义者专为自己的私利而建立起来的军队中俘虏过来的几十万战俘被调到匈牙利、德国、奥地利以后，布尔什维主义病菌就扩散到了这些国家。如果说对我们表示同情的团体或政党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话，那么，这是俄国的外国人团体做了工作的结果。这种工作在表面看不见，在组织报告中也只是概括而简短地提了一下，但这一工作却是作为世界共产党支部之一的俄国共产党活动中的极重要的一页。

其次，在交给我的资料中，有关于哪些组织向中央委员会送报告和怎样送报告的统计数字，在这里我们俄国的无组织性真使我们丢脸。定期报告的有4个省的组织，不定期报告的有14个省，偶然报告的有16个省。这些省份的名称都列在表中，我就不念了。当然，我们的无组织性极其严重，我们的组织性非常淡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内战争条件造成的，但这远不是全部原因。用这一点来掩饰问题、进行申辩和推卸责任，是完全不应该的。组织工作从来不是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所有俄国人的长处，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却正是 组织任务
 。在这里组织问题被提到一个显著的地位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里应当坚决而果断地，更加坚决更加果断地用一切办法进行斗争。不进行长期教育和改造，我们在这方面将一事无成。在这方面，有人在滥用革命暴力，滥用专政，我要警告你们防止这种违法乱纪现象。革命暴力和专政如果用的得当，该用的时候就用，该用于谁就用于谁，那是很好的东西。但在组织方面是不能用它们的。这个教育、改造和长期组织工作的任务，我们根本没有解决，现在我们应当有步骤地来着手解决这个任务。

这里有一份详细的财务报告。其中最大的一项是（一个工人出版社和两个报纸）：100万，100万，100万，一共300万。交给党组织的是280万。编辑部的开支是360万。在即将印发给全体代表的这份报告中列有更详细的数目字。同志们暂时可以通过代表团的代表来了解。这些数目字我就不念了。写报告的同志在这里提供了主要的和最能说明问题的东西，这就是从出版方面对宣传工作作了总结。共产党人出版社[49]出版了62种。《真理报》在1918年内提供了纯利200万，发行了2 500万份。《贫苦农民报》[50]提供了纯利237万，发行了3 300万份。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同志答应把他们掌握的详细数字重新加以整理，以便至少可以从两方面作一比较。到那时，任何人都会看到党所进行的巨大教育工作，这个党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为了资产阶级而是为了工农来利用现代大资本主义的印刷技术。人们千百万次非难我们，说我们破坏出版自由，不要民主。非难我们的人把资本收买报刊叫作民主，把富人可以利用出版事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叫作民主。我们不把这叫作民主，而把这叫作财阀统治。我们把资产阶级文化所创造的、被用来欺骗人民和维护资本家的一切东西夺了过来，以满足工人和农民的政治需要。我们在这方面做到的，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四分之一世纪或半个世纪也未能做到的。尽管如此，我们所做的还是比应当做的少得多。

政治局交给我的最后一宗材料是通告信，总共有14封。对这些信不了解或不够了解的同志们，请去看一看。当然，在这方面，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远不是十全十美的。可是应该注意到，我们必须在我们工作过的那种条件下进行工作，每天必须就一系列问题发出政治指示，只有在例外的甚至少有的场合才通过政治局或中央全会来做，——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们经常发出政治通告信是不可能的。

我再说一遍，在国内战争时期，作为战斗党的战斗机关，我们也不能用别种方式进行工作。否则，不是含糊其词，就是议会争吵，而靠议会在专政时期既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指导党或苏维埃组织。同志们，在我们利用资产阶级的印刷厂和报刊的时代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信的意义缩小了。我们发送的只是那些不能发表的指示，因为我们的活动尽管很多是公开的，但秘密工作终究是有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我们从不怕别人责难我们不公开，守秘密，不，我们是以此自豪的。既然我们的处境是推翻了我国资产阶级而又面对着欧洲资产阶级，我们的活动就仍然有秘密，我们的工作就仍然有不公开的。

同志们，我的报告到此结束。（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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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纲的报告

（3月19日）

（鼓掌）同志们，根据我和布哈林同志谈好的分工，我的责任是说明委员会对于一系列具体的、争论最多的或当前全党最注意的条文是怎么看的。

我首先简单地谈谈布哈林同志在他报告结尾时说到的、我们在委员会内部争论过的那几点。第一点就是纲领总纲部分应该怎样写。关于委员会大多数为什么不同意删掉党纲谈及旧资本主义的全部内容这一点，在我看来，布哈林同志叙述得不完全正确。布哈林同志是这样说的，照他说来，人们有时以为委员会的大多数怕别人非难，怕别人责备他们不够尊重旧东西。毫无疑问，照他那样说来，委员会大多数人的立场是太可笑了。但这与事实相去很远。委员会大多数不同意这样做，是因为这种做法不正确，不合乎实际情况。没有资本主义这一主要基础的纯粹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过，任何地方都没有，将来也决不会有。把金融资本主义描写成似乎没有任何旧资本主义的基础，这是把涉及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金融资本主义的一切论述作了不正确的概括。

这是不正确的。这对于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的时代是特别不正确的。恩格斯在一次谈到未来战争的时候就曾说过，未来战争引起的破坏要比三十年战争[51]厉害得多，人类将大大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和工业方面的人造机构将遭到破产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1页。——编者注］

 。战争开始时，社会主义叛徒和机会主义者曾吹嘘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嘲笑我们是“狂热者或半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说：“看，这种预言并没有实现。事变证明，这仅仅对于很少几个国家、对于很短时期才是正确的！”现在，不仅在俄国，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各战胜国这种现代资本主义也开始遭到大破坏，其结果往往是取消这类人造机构，恢复旧资本主义。

布哈林同志在委员会里说，可以试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破坏作一完整的描写，那时我们反驳过他，在这里我还要予以反驳：您去试一试，您就知道是不会成功的。布哈林同志在委员会里曾作过一次这样的尝试，结果他自己也只好把它放弃了。我完全相信，假如有人能做到这点，那么最合适的是布哈林同志，因为他对这个问题作过很多的很详细的研究。我敢断言，这样的尝试不会成功，因为课题出的就不对。我们俄国现时处于帝国主义战争破坏之后和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的时期。同时在比以往更加彼此隔绝的俄国许多地区内，资本主义往往正在复活，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正在发展。要想跳出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假若照布哈林同志所想的那样来写党纲，这个党纲便会不符合实际。它至多是把关于金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最好的描写重述一遍，但决不是现实的再现，因为在我们的现实中恰恰没有这种完整性。由不同的部分凑成的党纲是不完美（这当然并不重要），可是另一种党纲会完全不符合实际。不管这种庞杂性、这种由不同材料组成的结构如何不顺眼，如何不够严谨，但我们在很长时期内还跳不出这种状况。当我们跳出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制定出另一个党纲。可是那时我们己经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了。硬要那时也象现在一样，那是可笑的。

我们现时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的许多最基本的现象已经复活。就拿运输瘫痪来说吧，这是我们很好地，或者确切些说，很痛苦地感觉到的事情。这是其他国家甚至战胜国也有的现象。而在帝国主义制度下，运输瘫痪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退回到最原始的商品生产形式。我们很清楚什么是私贩粮食者。这个词外国人以前大概是不懂得的。而现在呢？你们同出席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同志们谈谈吧。原来在德国和瑞士也开始有这类的词了己可是你们不能把这个范畴归到任何无产阶级专政中去，而一定要归到资本主义社会和商品生产的低级阶段上去。

用制定漂亮完整的党纲的办法来跳出这个可悲的现实，就等于跳到九霄云外，制定出不符合实际的党纲。决不是象布哈林同志所委婉地暗示的那样，由于尊重旧东西，我们才把旧党纲中的一些条文写进来。在他看来，1903年在列宁的参加下写成的党纲，无疑是不好的党纲，不过因为老年人最爱回忆过去，为了尊重旧东西，就在新时代制定的新党纲中重复了旧东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样的怪人倒是可以拿来讥笑一番。我敢断言，事情并不是这样。1903年所描写的那个资本主义，正好由于帝国主义的瓦解和破产，还继续存在于1919年的苏维埃无产阶级共和国。例如在离莫斯科不很远的萨马拉省和维亚特卡省就可找到这样的资本主义。当国内战争把国家弄成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不能很快摆脱这种状况，不能很快摆脱这种私贩粮食的现象。因此把党纲写成另一个样子是不正确的。应当说出实际情况，党纲应当包括绝对不可反驳的和确凿无疑的东西。只有这样的党纲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纲。

布哈林同志在理论上完全了解这一点，他说，党纲应该具体。但了解是一回事，实际来做又是一回事。布哈林同志所谓的具体，就是对金融资本主义作书本式的叙述。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现象。在每个农业省份内，我们都看到自由竞争与垄断的工业同时并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不与许多部门内的自由竞争同时并存的垄断资本主义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有。写出这样的制度，就是写出脱离实际生活的不真实的制度。既然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是普遍的小生产的上层建筑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7页。——编者注］

 ，那么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便是旧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一破坏，旧资本主义就会暴露出来。认为存在着不包含旧资本主义的完整的帝国主义，就是把愿望当作现实。

这是很容易犯的一种很自然的错误。假如在我们面前真的有把资本主义彻头彻尾改造过的完整的帝国主义，那我们的任务就会容易千百万倍了。那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制度：一切都服从于一个金融资本。那时只要把顶部拆掉，把其余一切交给无产阶级就行了。这倒是非常痛快的事情，可惜这是现实中所没有的。现实的发展情况要求完全不同的做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当帝国主义遭到破坏的时候，就会看到顶部破坏，根基则暴露出来。因此，我们的党纲要想成为正确的党纲，就应该说出实际情况。存在着旧资本主义，它在许多部门中成长到了帝国主义。它的趋势只能是帝国主义的。各种根本问题只能从帝国主义存在的观点来考察。没有一个对内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可以不顾这种趋势而得到解决。现在党纲说的不是这一点。在现实中，还存在着旧资本主义这一极深厚的基础。帝国主义这个上层建筑是有的，它引起了战争，而这次战争的一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开始。要想跳出这个阶段是办不到的。这个事实说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以何种速度发展，并且这个事实在许多年内仍将是事实。

西欧革命也许会顺利一些，可是为了改造全世界，为了改造大多数国家，毕竟还需要很多很多年。这就是说，在我们现时所处的过渡时期中，我们无法跳出这种纷繁复杂的现实。这个由各种不同部分组成的现实决不能抛弃，不管它如何不漂亮，也丝毫不能抛弃。用另一种方式制定的党纲将不符合实际。

我们说我们取得了专政，可是应当知道我们是怎样取得的。旧事物千头万绪地拖住我们，缠住我们，不让我们前进一步，或者迫使我们不能很好地前进，正象我们现在这样。所以我们说，为了懂得我们现在处于什么境地，就必须说出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引我们来的是帝国主义，引我们来的是原始商品经济形式的资本主义。必须认清这一切，因为只有估计到现实，我们才能解决诸如对中农的态度这类问题。的确，在纯粹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时代怎么能有中农呢？要知道甚至在普通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是没有中农的。如果我们单单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来解决我们对这个几乎是中世纪现象（即对中农）的态度问题，那我们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并且还会碰很多钉子。如果我们要改变对中农的态度，那就请在理论部分说清楚，中农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是中农。中农是小商品生产者。这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初步常识，是必须指出的，因为我们终究还没有越出这个初步常识。如果把这一点置之不理，还说“我们已经研究了金融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要来研究这种初步常识！”——那是极不严肃的。

对于民族问题我也要这样说。布哈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把愿望当作现实。他说，不能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混在一起。我们无产者竟要承认某个卑鄙的资产阶级的自决权！真是岂有此理！不对，请原谅，这是切合实际的。如果您把这一条删掉，那您就是沉溺于幻想。您提到民族内部发生的分化过程，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分离过程。但是，我们还要看看这种分化究竟怎么样。

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标本德国来说，它在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超过了美国。在许多方面，即在技术和生产方面，在政治方面，它不如美国，可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在变垄断资本主义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面，它超过了美国。看来这是一个标本。但是那里的情形怎样呢？德国无产阶级是否同资产阶级分开了呢？没有！根据报道，只有几个大城市的多数工人是反对谢德曼分子的。但这是怎样造成的呢？这是由于斯巴达克派43同德国可恶到极点的孟什维克独立党人结成联盟，这些独立党人把一切东西搅成一团，竟想使苏维埃制度和立宪会议成亲！请看，这就是德国的情形！而德国还是个先进国家哩。

布哈林同志说：“我们干吗要民族自决权！”他在1917年夏季提议取消最低纲领而只留下最高纲领时，我曾驳斥过他，现在我应当把驳斥他的话再说一遍。我当时回答说：“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只要我们夺得政权，再稍微等等，我们就要这样做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63-367页。——编者注］

 果然我们夺得了政权，也稍微等了一些时候，现在我同意这样做了。我们已经完全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打退了威胁我们的第一次进攻，现在这样做就适当了。关于民族自决权也是如此。布哈林同志说：“我只愿意承认各劳动阶级的自决权。”这就是说，你所愿意承认的是除了俄国以外实际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达到的东西。这是很可笑的。

看看芬兰吧。芬兰是个民主国家，是比我们发达、比我们文明的国家。那里正在发生无产阶级分离出来、分化出来的过程，这一过程很特殊，比在我国痛苦得多。芬兰人受过德国专政的压迫，现一在又受着协约国专政的压迫。可是，由于我们承认了民族自决权，那里的分化过程就容易些了。我在斯莫尔尼宫把正式文件交给起过刽子手作用的芬兰资产阶级代表斯温胡武德（译成俄文，就是“猪头”的意思）时的情景[52]，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很殷勤地握了我的手，我们彼此客套了几句。这是多么不好啊！但这是必须做的事情，因为当时芬兰资产阶级欺骗人民，欺骗劳动群众，说莫斯卡里[53]、沙文主义者、大俄罗斯人要消灭芬兰人。这是必须做的事情。

昨天我们对于巴什基尔共和国不也是这样做的吗[54]？当布哈林同志说“对于某些民族可以承认这种权利”的时候，我甚至记下来了，他所开的名单中有霍屯督人、布西门人、印度人。听他这样列举时，我就想：布哈林同志怎么忘记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忘记了巴什基尔人呢？布西门人在俄国是没有的，关于霍屯督人，我也没有听说他们想要成立自治共和国，但是在我国有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及其他许多民族，对于这些民族我们是不能拒绝承认的。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居住在前俄罗斯帝国境内的民族都不能拒绝这一点。就假定巴什基尔人推翻了剥削者，而且是我们帮助他们这样做的。但这只是在变革已经完全成熟的时候才有可能。并且要做得很谨慎，以免我们的干预会阻碍我们所应当促进的无产阶级分化出来的过程。我们对于那些至今还处在毛拉[55].影响下的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能做些什么呢？在我们俄国，居民有过和神父打交道的长期经验，所以他们帮助我们把这些神父打倒了。但你们知道，关于非宗教婚姻的法令至今还执行得很差。我们是否可以到这些民族那里去说“我们要打倒你们的剥削者”呢？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完全受自己的毛拉的控制。这里必须等待这个民族的发展，等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子的分离，这种发展必然会来到。

布哈林同志不愿意等待。他忍耐不住：“干吗要等待！既然我们自己推翻了资产阶级，宣告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干吗我们还要这样做！”这是带鼓舞性的号召，其中指出了我们的道路，但如果我们在党纲中只宣布这样一点，结果那就不是党纲而是传单了。我们可以宣告成立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宣布完全鄙视那些该受万分鄙视的资产阶级，可是在党纲中应当绝对确切地写出真实情况。只有这样，我们的党纲才是无可争辩的党纲。

我们采取严格的阶级观点。我们写在党纲上的东西，是肯定自我们规定一般民族自决那时以来所实际发生的事情。当时还没有无产阶级共和国。当这种共和国出现之后，而且只有按它们出现的程度，我们才能写出象我们现在写在纲领中的条文：“按照苏维埃类型组织起来的各个国家实行联邦制的联合。” 
［注：见本卷第409页。——编者注］

 苏维埃类型还不等于俄国存在的那种苏维埃，但是苏维埃类型正在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类型。我们只能说到这种程度。再往前去，哪怕是再进一步，再进一分，就会不正确了，所以就不宜写在党纲里。

我们说：必须考虑到该民族是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的哪个阶段。 
［注：见本卷第409页。——编者注］

 这是绝对正确的。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大可不必把霍屯督人和布西门人专门提出来说。这个论断对于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对于十分之九也许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都适用，因为所有国家都是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这是必由之路。再多说一点也不行，因为再多说就会不正确，不合乎实际情况。勾去民族自决而写上劳动者自决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提法没有考虑到各民族内部的分化是如何困难，如何曲折。在德国，分化的情形和我国不同。在某些方面快些，而在某些方面则慢些，并且要经过流血的道路。在我国，把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结合起来的这种怪思想是任何一个政党也没有接受过的。要知道我们还得和这些民族毗邻居住。现在谢德曼分子已经在说我们想征服德国。一这当然是很可笑的无稽之谈。但是资产阶级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报刊，这些发行千百万份的报刊，向全世界叫喊这一点，而威尔逊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予以支持。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拥有庞大的军队，想用征服的手段在德国培植布尔什维主义。德国的优秀人物——斯巴达克派——告诉我们，有人挑拨德国工人反对共产党员说：你们看，布尔什维克那里的情形多么糟！而我们也不能说我们这里的情况就很好。于是我们的敌人在德国就用这样的理由去影响群众，说什么在德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会造成和俄国一样的混乱状态。我们的混乱状态是我们长期的病症。我们是在同极大的困难作斗争中在我们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只要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德国工人，还受到“布尔什维克想用强迫手段建立自己的制度”这种恐吓的影响，“劳动者自决”的公式就不会使情况好转。我们应当做到，使德国社会主义叛徒们无法说布尔什维克强迫人家接受自己的万能制度，似乎这种制度可以靠红军的刺刀推行到柏林去。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自决原则，人家就会作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的党纲不应当说劳动者自决，因为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的党纲应当说现在的实际情况。既然各个民族还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的不同阶段，那么我们党纲中的这个原则便是绝对正确的。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有过许许多多的曲折，每个民族都应当获得自决权，而这会促进劳动者的自决。在芬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离的过程是非常明显、突出和深刻的。那里的一切绝不会和我国相同。如果我们说不承认什么芬兰民族，而只承认劳动群众，那就是空洞到极点的废话。不承认实际情况是不行的，因为它会强迫你承认它。在不同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循着各自不同的道路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极端谨慎。尤其是对于各个民族要特别谨慎，因为没有比对一个民族不信任更坏的事情了。在波兰，无产阶级正在自决。根据最近的数字，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56]中有波兰社会主义叛徒333人，共产党员297人。这就表明，照我们的革命日历来看，那里已离十月不远了。这已经是1917年的8月或9月。但是，第一，还没有颁布一个法令，要一切国家都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日历，即使颁布了这样的法令，也是不会执行的。第二，现在的情形是，比我国工人先进的、文化程度较高的波兰工人，大多数都持有社会护国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观点。必须等待。这里决不能说劳动群众自决。我们应当宣传这种分化。这点我们已经在做，但毫无疑义，现在不能不承认波兰民族自决。这是很明显的。波兰无产阶级运动和我国一样是向着无产阶级专政前进的，可是前进的方式却不相同，在那里，人们恐吓工人说：向来压迫波兰人的莫斯卡里、大俄罗斯人，想在共产主义招牌的掩盖下，把他们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移植到波兰来。共产主义是不能用暴力来灌输的。我向一个优秀的波兰共产党员同志说，“你们要用另一种方式去做”；他回答我说，“不，我们要做同样的事情，不过要比你们做得好些”。对于这种说法，我根本无法反驳。应当让他们有可能实现这个谦虚的愿望：把苏维埃政权建立得比我们的好些。不能不估计到那里所走的道路的一些特殊性，决不能说：“打倒民族自决权！我们只让劳动群众有权自决。”这种自决过程是很复杂很困难的。现在除了俄国，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自决，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所以这个提议在原则上是不能接受的。

根据我们拟订的计划，现在我来谈谈我应当说明的以下几点。我把小私有者和中农问题放在第一位。关于这一点，党纲第47条说：


　　“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关心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妥协，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



　　我觉得，我们这里所写的，就是社会主义创始人对中农问题多次说过的。这一条文的缺点只是不够具体。在党纲中，我们未必能写得更具体些。但是在代表大会上应当提出的不仅仅是纲领性的问题，所以对于中农问题要给予加倍的注意。我们掌握的材料表明，某些地方发生的暴动显然是有一个总计划的，而且这个计划显然是和白卫分子决定在3月举行总进攻并组织一连串的暴动的军事计划有联系的。大会主席团拟订了一个就要向你们提出的代表大会告各级党组织书[57]的草案。这些暴动再明显不过地向我们表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曾在布良斯克组织暴动）是白卫分子的直接代理人。白卫分子总进攻，农村暴动，铁路交通断绝，——难道这样还不能把布尔什维克推翻吗？这里，中农所起的作用特别明显，特别重大。在代表大会上，我们不仅应当特别强调我们对中农让步的态度，而且要想出许多尽量具体的、能使中农直接得到一些好处的办法。为了自卫，为了反对我们的一切敌人，这些办法是迫切需要的，这些敌人知道中农动摇于我们和他们之间，因而竭力诱使中农离开我们。就我们的规状看来，我们拥有巨大的后备力量。我们知道，波兰和匈牙利的革命都在发展，并且发展得很快。这些革命会给我们以无产阶级后备力量，会减轻我们的困难而大大巩固我国目前还很薄弱的无产阶级基地。这可能在最近几个月内发生，但我们还不知道究竟会在哪一天发生。你们知道，现在到了非常紧要的关头，因此，中农问题现在具有极大的实际意义。其次，我想谈谈合作杜问题。这就是我们党纲第48条。这一条已经有些陈旧。我们在委员会写这一条时，我国只有合作社而没有消费公社，但几天之后便通过了把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合并为统一的消费公社的法令[58]。我不知道这个法令是否已经公布，到会的大多数人是否已经看到。如果没有，这个法令明后天会要公布的。这一条在这一方面已经陈旧，但我仍然觉得它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从法令颁布到执行是有相当一段距离的。从1918年4月起我们就忙着解决合作社的问题，虽然我们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这还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成绩。在吸收居民参加合作社方面，我们有时达到了这样的规模：许多县份已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农村居民参加了。但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已存在的合作社，完全习惯于资产阶级社会那一套，而领导它们的又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资产阶级专家。我们还无法使这些合作社服从我们，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仍然没有解决。我们的法令，在建立消费公社的意义上说，是前进了一步，法令中指出，全国的各种合作社必须实行合并。但是这个法令，即使我们全部执行，也会在将来的消费公社中保留工人合作社这个自主的部分，因为实际熟悉情况的工人合作社代表向我们证明说，工人合作社这种较为发展的组织应当保留，因为它的活动是需要的。我们党内在合作社问题上有过不少分歧和争论，合作社里的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里的布尔什维克之间发生过摩擦。我觉得，在原则上，这个问题无疑地应当这样来解决：这个由资本主义在群众中准备好的唯一机构，在处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的农村群众中进行活动的唯一机构，无论如何要保留，要发展，而决不能加以抛弃。在这里，任务是困难的，因为充当合作社领导者的大半是资产阶级专家，而且往往是真正的白卫分子。由此就产生了对他们的仇恨，正当的仇恨，由此就产生了反对他们的斗争。当然，这个斗争应该进行得很巧妙：要制止合作社工作者中的反革命阴谋，但这不应当成为反对合作社机构的斗争。我们一面要排除这些反革命分子，同时应当使机构本身服从我们。这里的任务同对待资产阶级专家是一样的。对待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是我要谈的另一个问题。

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引起不少的摩擦和分歧。几天前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作报告时，递给我的条子中有儿个是关于工资的。有人问我：难道在社会主义共和国里，工资可以高到3000卢布吗？实际上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写进了党纲，因为这方面的不满已经很厉害了。在军队中，在工业中，在合作社中，到处都存在着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这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只有利用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手段使共产主义变成群众更容易接受的东西，才能建成共产主义。想用另一种方法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不行的。而要这样来建成共产主义，就必须把工作人员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必须吸收所有这些专家参加工作。我们在党纲中有意把这个问题阐述得很详细，以便得到彻底解决。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说起来苏维埃机构是全体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做起来却远不是人人都能参加，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决不是因为法律造成了障碍，如在资产阶级时代那样；恰恰相反，我们的法律有助于这样做。但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大量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本届代表大会应当对资产阶级专家问题作出极明确的决定。这样的决定会使那些无疑是倾听这次代表大会意见的同志们有可能依靠代表大会的威信进行工作，并知道我们遇到怎样的困难。这样的决定会帮助那些处处碰到这个问题的同志们至少来参加这方面的宣传工作。

斯巴达克派的代表同志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大会上告诉我们说，在工业最发达、斯巴达克派在工人中的影响最大的德国西部，虽然斯巴达克派还没有获得胜利，可是许多最大的企业的工程师和经理已经来向斯巴达克派说：“我们跟你们走。”我们这里没有这种情形。显然是那里的工人的文化水平较高，技术人员较无产阶级化，也许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原因，造成了这种与我国有些不同的关系。

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继续前进的主要障碍之一。现在我们应当不等待其他国家的援助立刻提高生产力。要做到这点，没有资产阶级专家是不行的。这应当斩钉截铁地说清楚。当然，这些专家大多数是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必须用同志合作的气氛、工人政治委员和共产党支部来包围他们，使他们无法挣脱，但应当使他们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好的工作条件，因为不如此，这个由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阶层就不去工作。想用棍棒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行的，这一点我们已深有体会。可以迫使他们不积极地参加反革命，可以吓唬他们，使他们不敢伸手去拿白卫分子的宣言。在这一方面，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很坚决的。这是可以做到的，而我们也做得很够了。我们大家都学会了这一点。但是，要用这种办法来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可能的。这些人习惯于文化工作，他们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推进了文化工作，就是说，他们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无产阶级的所得微不足道。但他们毕竟推进了文化，这是他们的职业。当他们看到工人阶级中的有组织的先进阶层不仅重视文化，而且帮助在群众中普及文化时，他们就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当医生看到无产阶级发动劳动者主动进行防疫工作时，他就完全会用另一种态度对待我们。我国这个由资产阶级的医生、工程师、农艺师、合作社工作者所组成的阶层是很广大的，当他们实际看到无产阶级吸引愈来愈多的群众参加这种事业的时候，他们就会在精神上完全折服，而不仅在政治上和资产阶级割断关系。那时我们的任务就会容易些了。那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吸收到我们机构中来，成为它的一部分。为了这点，必须作些牺牲。为了这点，哪怕付出20亿卢布也算不了什么。害怕这种牺牲就是幼稚，因为这就是不懂得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运输业的解体，工业和农业的解体，直接威胁到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我们在这里应当采取最有效的办法，把全国的一切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对于专家，我们不应当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这些专家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有文化的工作者。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为资产阶级服务，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说过，这些人在无产阶级社会里是会为我们服务的。在这个过渡时期内，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使他们有较好的生活条件。这将是顶好的政策，这将是最经济的办法。不然的话，我们节省了几个亿，却可能造成用几十个亿也不能补偿的损失。

当我们同劳动人民委员施米特同志谈论工资问题时，他举出了以下的事实。他说，为了把工资拉平些，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做过而且用几十年时间也不能做到的。例如战前的工资：粗工每天1卢布，每月25卢布，而专家每月是500卢布（不算那些拿几十万卢布的人）。专家领的工资是工人工资的20倍。我们现在的工资幅度是从600卢布到3000卢布，相差只有5倍。为了把工资拉平些，我们已做了很多工作。当然，我们现在给专家的工资是过高的，但为了向他们请教，多给一点不仅值得，而且是应当的，从理论上看也是必要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党纲上规定得十分详细。必须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这里，不仅要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要使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回到各地后，在向自己组织作报告时，在进行自己的全部活动时，都能贯彻这一点。

我们已经在动摇的知识分子中促成了巨大的转变。如果说我们昨天谈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法化，今天就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么，在这种变动中，我们执行的完全是既定方针。这种变动贯彻着一条最坚决的路线：反革命要清除，资产阶级文化机构必须利用。孟什维克是社会主义的最坏的敌人，因为他们披着无产阶级的外皮，而实际上是非无产阶级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只有极少数的上层分子是无产阶级出身，而这个阶层本身是由小知识分子组成的。这个阶层在靠近我们。我们要把整个阶层争取过来。每当他们靠近我们时，我们总是说“请来吧”。每动摇一次，这个阶层都有一部分人走到我们这方面来。孟什维克和新生活派[59]是这样，社会革命党人是这样，所有这些动摇分子都会是这样，他们还会长久地左右摇摆，怨天尤人，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但是通过这一切动摇，我们会得到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来参加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队伍，而排除那些继续拥护白卫军的分子。

按照分工我应当说明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官僚主义和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的问题。早就有人埋怨官僚主义，这种埋怨无疑是有根据的。我们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做到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做到的事情。那种彻头彻尾都是官僚的和资产阶级压迫者的机构（甚至在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都仍然是这样的机构）已被我们彻底摧毁。单就法院来说吧。的确，这里的任务比较容易，不需要建立新的机构，因为根据劳动阶级的革命法律意识来裁判是谁都会的。我们在这方面还远没有把任务贯彻到底，可是在许多方面已把法院照应有的那样建立起来了。我们建立了这样的机关，从而不仅使男子而且连妇女即最落后最不活跃的分子也人人都能参加工作。

其他管理部门中的职员是更加守旧的官僚。在这里，任务比较困难。没有这样一批人是不行的，一切管理部门都需要这样一批人。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不够发达。在德国，大概这种痛苦要轻一些，因为德国的官僚机构受过充分的训练，它把官僚们弄得精疲力竭但是在迫使他们做事情，而不象我国办公室里的一些人那样，坐在安乐椅上安闲度日。我们已经把这种旧官僚主义分子赶走，加以清查，然后再把他们安插到新的位置。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便于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结果，把他们赶出门外，他们又从窗口飞进来。这里主要是由于有文化的人才不够。这些官僚可以遣散，但决不能一下子把他们改造过来。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组织任务、文化任务和教育任务。

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不仅不可能，而且法律本身也妨碍这样去做。最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管它怎样民主，也有无数法律上的障碍阻挠劳动者参加管理。我们已彻底扫除这些障碍，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

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通过长期的教育才能解决。目前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极端困难的，我已经屡次指出，这是因为担任管理的工人还非常少，少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应当取得后援，就各种征象来看，国内的这种后备力量正在增长。劳动群众的强烈的求知欲和往往是通过社会教育达到的莫大教育成绩，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这种成绩虽然不是任何学校教育的成绩，但是非常巨大。一切征象表明，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一定会获得巨大的后备力量，用以代替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中那些劳累过度的人，然而无论如何，目前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情况是非常困难的。官僚已被打倒。剥削者已被铲除。但是文化水平还没有提高，因此官僚们还占据原有的位置。要排挤他们，只有用比以前大得多的规模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组织起来，同时真正实行吸收工人参加管理的种种办法。每个人民委员部实行的这类办法，你们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谈了。

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剥夺选举权的问题。我们的宪法承认无产阶级比农民占有优越地位，并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西欧纯粹民主派攻击我们最厉害的就是这一点。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回答他们：你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忘记了你们谈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我们却已经实行了无产阶级民主。在吸收工人和贫苦农民参加国家管理方面，苏维埃共和国过去几个月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连十分之一也没有做到的。这是绝对真理。谁也不会否认：我们在实行真正的而不是纸上的民主方面、在吸收工农参加管理方面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共和国在几百年内没有做到而且不可能做到的。这就决定了苏维埃的意义，由于这一点，苏维埃就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口号。

但这丝毫不能使我们摆脱由于群众文化程度不够而碰到的困难。对于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我们决没有从绝对的观点来看，因为在理论上完全可以假设：无产阶级专政将处处镇压资产阶级，而又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在理论上完全可以这样设想，所以我们不把我们的宪法提出来作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我们只是说，谁认为不必镇压资产阶级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镇压是必要的，但剥夺它的选举权和平等权利则不是必要的。我们不愿意给资产阶级以自由，我们不承认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平等，但我们在党纲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象工人和农民不平等之类的办法，根本不是宪法所规定的。宪法是在这些办法实施之后才把它们记载下来的。苏维埃宪法甚至不是布尔什维克拟订的，而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就拟订的，其实是反对他们自己的。他们按照实际生活所造成的情况拟订了这个宪法。组织无产阶级比组织农民快得多，这就使工人成了革命的支柱，使工人实际上获得了优越地位。往后的任务就是从这种优越地位逐渐过渡到工农平等。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谁也没有把资产阶级赶出苏维埃。资产阶级自己离开了苏维埃。

资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的任务在于十分明确地提出问题。我们根本不是为我们的行动表示歉意，而是如实地摆出事实。我们的宪法，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不得不把这种不平等放进去，这是因为文化水平低，因为我们的组织工作差。但是我们不把这点变成理想，恰恰相反，按照党纲，我们党一定要进行有系统的工作来消灭较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一旦我们提高了文化水平，我们就要取消这种不平等。那时我们就不需要这种限制了。在革命后过了17个月的现在，这种限制的意义实际上已经很小了。

同志们，这就是我认为在讨论党纲时必须谈到以供大家今后讨论的主要儿点。（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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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纲报告的总结发言

（3月19日）

（鼓掌）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象对待报告那样，预先同布哈林同志仔细地商量好，然后分头来讲。也许这也是没有必要的。我觉得，会上展开的讨论主要说明了一个事实：没有任何肯定的和正式的反提案。大家对个别部分零碎地谈了很多，但任何反提案都没有。我要谈谈那些首先是反对序言部分的主要反对意见。布哈林同志告诉我说，他也赞同这种意见，主张在序言中可以把对资本主义的说明和对帝国主义的说明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但由于没有这样的草案，只得通过现有的草案。

许多发言的人（波德别尔斯基同志特别坚决）认为，现在向大家提出的这种草案是不正确的。波德别尔斯基同志的论据极端奇怪。例如说，第一段里把革命称为某月某日的革命。不知为什么波德别尔斯基同志联想到这似乎是一个编了号的革命。我可以说，我们在人民委员会里经常同许许多多编了号的公文打交道，因而弄得疲乏不堪，但为什么要把这种印象搬到这里来呢？实际上号码又与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规定一个节日，好来庆祝它。怎么能否认正是在10月25日夺得了政权呢？你们要把这点改变，那就是故意做作了。如果你们把革命叫作十月一十一月革命，那只会使人说，事情不是在一天完成的。当然，革命是在较长的时期中完成的，而不是在10月、11月，甚至不是在一年中发生的。纲领有一段中谈到了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这一点也受到了波德别尔斯基同志的攻击。他根据这一点竟把纲领说成是对社会革命这一“神圣称号”的某种“侮辱”。我们正处在社会革命中，而有人竟向我们说它是行将到来的革命！这种论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的纲领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

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是从经济上来看革命的。这需要不需要呢？这里许多偏激的同志甚至谈到了世界国民经济委员会，谈到了一切民族的党隶属俄共中央委员会。皮达可夫同志就差一点说出这样的话来。（皮达可夫从座位上喊道：“难道您认为这不好吗？”）既然他现在还说这没有什么坏处，那我应当回答说，如果纲领中有这类话，那也无须批评，因为提这种建议的人自己就会使自己陷入绝境的。这些偏激的同志没有注意到，在纲领中我们应当以现有的东西为出发点。一位偏激的同志，大概是苏尼察，很坚决地批评纲领，说它贫乏等等，这位偏激的同志说，他不能同意在纲领中写上现有的东西，而提议在纲领中写上还没有的东西。（笑声）我想，这种说法显然不正确，引起笑声是理所当然的。我没有说过只应当写上现有的东西。我说的是我们应当以绝对确定的东西为出发点。我们应当告诉无产者和劳动农民并向他们证明：共产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会上有谁说过不需要谈这点吗？如果有谁试图提出这样的建议，人们就会向他证明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类似的话过去没有人说过一句，将来也不会有人说，因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我们的党不仅是依靠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而且是依靠全体农民取得了政权的。难道我们只限于向所有这些跟着我们走的群众说；“党的事业只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革命已经完成，现在来实现共产主义吧！”这种观点根本站不住脚，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我们党直接地而更多时候是间接地吸引了千百万人，使他们开始认清阶级斗争问题，认清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现在可以说——这样说当然丝毫没有夸大——任何地方、任何别的国家的劳动人民都没有象我国劳动居民目前这样关心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人民比任何国家的人民想得都多。难道党不应当回答这个问题吗？我们应该科学地证明共产主义革命会怎样发展。在这方面，其余一切建议都是不彻底的。完全抹掉这一点是谁也不愿意的。有人模棱两可地说：也许可以压缩，可以不引用旧纲领，因为它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它是不正确的，那我们在过去许多年中怎能根据它进行工作呢？也许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起来时，会有一个共同的纲领，但在此以前大概我们还要写好几个纲领。现在，只是在旧俄罗斯帝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时，写那种纲领还为时过早。甚至无疑在走向苏维埃共和国的芬兰，也还没有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要知道，芬兰不同于前俄罗斯帝国内的所有其他民族，它有较高的文化。可见，要求今天在纲领中表达出最终完成的过程，这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就象现时要在纲领中提出世界国民经济委员会是一样的。其实连我们自己也还没有习惯“COBxapx o3” 
［注：即“国民经济委员会”。——编者注］

 这个怪词，至于外国人呢，听说他们翻阅过旅行指南，看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火车站。（笑声）我们不能用法令把这些词推广到全世界。

我们的纲领要成为国际的纲领，就必须考虑到能说明各国经济特征的那些阶级因素。所有国家都一样，资本主义在许多地方还在发展。整个亚洲和一切走向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都是这样的；俄国的许多地区也是这样的。例如非常熟悉经济情况的李可夫同志对我们说，我国现在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真的。它不仅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从这里也能产生极少的一部分），它还从那些摆脱了资本主义银行的栓桔、目前因铁路不通而处于隔绝状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产生出来。这是事实。你们想用什么方法来回避这一事实呢？你们这样做只能是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或是把不周密的书本知识套用于复杂得多的现实。现实向我们证明，甚至在俄国，也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

李可夫同志说：“我们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资产阶级在我国所以还在产生，是因为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农民经济暂时还没有消失。”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确切材料，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这是没有疑问的。在全世界，目前苏维埃共和国还仅仅存在于前俄罗斯帝国的疆界内。在许多国家里，它正在成长和发展，但都还没有建立。因此，妄图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我们还没有取得的东西，这是幻想，这是妄图跳出不愉快的现实，而现实向我们表明，在其他国家中，社会主义共和国分娩的痛苦无疑会比我们经受过的更大。我们容易地做到了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在1917年10月26日把农民通过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所要求的东西用法令规定下来了。这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瑞士的同志和德国的同志指出：在瑞士农民武装起来反对罢工者，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德国的农村中，还没有丝毫迹象说明从雇农和小农中将会产生出苏维埃来。在我国，革命发生几个月以后农民代表苏维埃就几乎布满了全国。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建立了苏维埃。这里就发生一个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还没有解决的大问题。而我们是怎样的典型的资本主义民族呢？直到1917年，我国还有农奴制残余。但是没有一个资本主义民族表明这个问题是怎样实际解决的。我们是在沙皇制度的压迫促使人们一鼓作气实行了根本而迅速的变革的特殊条件下取得政权的，而且我们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在几个月内很好地依靠了全体农民。这是历史事实。至少在1918年夏天以前，在贫苦农民委员会建立以前，我们作为一个政权维持下来，是因为我们依靠了全体农民。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这都是不可能的。你们谈到根本修改整个纲领时，正是忘记了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没有这一点，你们的纲领就不可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从大家公认的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即纲领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纲领应该向群众说明，共产主义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它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意义、实质和力量在哪里，它应当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的纲领应当成为鼓动手册，象曾经有过的一切纲领例如爱尔福特纲领[60]那样。这个纲领的每一条都包含着鼓动者成千上万篇的演说和文章的内容。我们纲领中的每一条都是每个劳动者应该知道、领会和了解的东西。如果他们不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不了解小农和手工业经济必不可免地经常产生资本主义，如果他们不了解这些，尽管他们一百次地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并且以最激进的共产主义炫耀于人，这种共产主义也是一文不值的。只有共产主义在经济上得到论证的时候，我们才珍视共产主义。

甚至在某些先进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也会改变许多东西。虽然帝国主义汇集和积聚了金融资本，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在全世界存在，常常还保持着不很发达的形式。在任何一个最发达的国家里也不能找到最纯粹形式的资本主义。甚至在德国也根本没有这样的资本主义。当我们收集资料来说明我们的具体任务时，中央统计局局长同志说：在德国，农民向粮食机关隐瞒了自己40%的剩余马铃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还存在着进行小型的自由买卖和投机的小农经济。这些事实是不能忘记的。在这次代表大会所代表的30万党员中，能完全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会很多吗？如果以为我们这些有幸起草草案的人知道这一切，党员群众也一定懂得这一切，那就是可笑的自负。不，他们需要这些起码常识，他们比我们更百倍地需要它们，因为在没有领会和不能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商品经济的人那里，是不会有共产主义的。我们在处理有关实际经济政策如粮食政策、农业政策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政策的每个问题时，每天都碰到小商品经济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可是在纲领中似乎不应该谈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这样做，那只是表明我们不善于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表明我国革命的成功是由于特殊的条件。

一些德国同志到我国来，想要弄清社会主义制度采取的形式。我们必须这样办：向国外同志证明我们的力量，使他们看到我们在革命中丝毫没有越出现实的范围，并且把能使他们完全信服的材料提供给他们。假如把我们的革命说成是一切国家的一种理想，认为它作出了很多天才的发现和实行了一大堆社会主义的新奇东西，那是十分可笑的。我没有听见谁这样讲过，肯定地说，将来也不会听见谁这样讲。我们积累了在一个存在着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特殊关系的国家里实行摧毁资本主义的最初步骤的实际经验。如此而已。如果我们硬装成青蛙，一个劲儿地憋气，鼓肚子[61]，我们就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成为纯粹的吹牛家。

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纲领教育了无产阶级政党，同样应当以它来教育我国千百万劳动者。我们作为思想上的领导者聚集在这里，应当向群众说：“我们教育了无产阶级，我们总是并且首先是以确切的经济分析为出发点的。”执行这个任务，不是发表一个宣言。第三国际的宣言——这是号召，这是宣告，这是要人们去注意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这是向群众呼吁。你们要设法科学地证明，你们有经济基础，你们不是在沙滩上进行建设。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你们就不要制定纲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重新考察我们15年来的经历，除此而外，没有别的方法。15年前我们说社会革命行将到来，而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革命，这难道说明我们更弱了吗？这说明我们更巩固了，更强大了。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在转化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是一个枯燥的和很长的过程，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它走完。但在纲领中指出这一过程是必要的。

正因为如此，从理论上提出的反对意见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我不怀疑，如果让10——20个有写作经验的人每天工作三四小时，他们在一个月内是会写出更好的更完整的纲领来的。但是，如果象波德别尔斯基同志所说的那样，要求在一两天内做到这一步，那就十分可笑了。我们工作了不止一两天，甚至不止两个星期。我再说一遍，如果能选出一个由30人组成的为期一月的委员会，让他们一天工作几小时，同时没有电话打扰他们，那么毫无疑义，他们一定会拿出高明得多的纲领。但在这里对问题的实质谁也没有表示异议。不谈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基础的纲领，不会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的纲领。纲领要成为国际性的，就不能只限于宣告成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或象皮达可夫同志那样只是宣告取消民族，说什么任何民族都不需要，需要的是全体无产者的联合。当然，这是美妙的事情，而且将会实现，但只能是在共产主义发展的另一个阶段上。皮达可夫同志盛气凌人地说：“你们在1917年就落后了，现在你们有了进步。”我们的进步就在于把符合现实的东西载入了纲领。我们说各民族在从资产阶级民主制走向无产阶级政权，这说的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而在1917年，这还只是你们所期望的事情。

如果我们同斯巴达克派之间出现一种为统一的共产主义运动所需要的充分的同志信任，如果这种信任在一天天孕育成熟，经过几个月后终于形成，那么，这种信任就会载于纲领中。但是这种信任目前还没有，宣布这种信任就等于把他们拔高到他们根据自己的体验尚未达到的那种水平。我们说，苏维埃这种类型已具有国际的意义。布哈林同志举出了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62]。这并不完全等于苏维埃。它们在成长，但它们还在孕育中。当它们出现在世间时，我们“是会看看的”。至于说我们把俄国的苏维埃赠送给英国工人，这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

其次，我要谈谈民族自决问题。这个问题的意义在我们的批评中被夸大了。这表现了我们批评中的缺点，因为这样的问题在整个纲领结构中、在全部的纲领性要求中实质上只有很次要的意义，但在我们的批评中却占了特殊的地位。

皮达可夫同志发言的时候，我很惊奇，不知道这是讨论纲领，还是两个组织局在争辩。皮达可夫同志说，乌克兰的共产党员是按照俄共（布）中央的指示行事的，我不明白他在用什么语气说话。是遗憾的语气吗？我相信皮达可夫同志不是这样的，但他的发言的意思是说，既然在莫斯科有一个出色的中央委员会，这一切自决又有什么用处呢！这是幼稚的观点。乌克兰是由于一些特殊条件才同俄国分离的，因此，那里的民族运动没有深厚的根基。它略微表现出来，德国人就把它扼杀了。这是事实，但这是例外的事实。甚至那里的语言问题也成了这样：弄不清楚乌克兰语究竟是不是群众的语言。其他民族的劳动群众对大俄罗斯人都不信任，把他们看作一个进行盘剥、压迫的民族。这是事实。一个芬兰代表告诉我说，在仇恨大俄罗斯人的芬兰资产阶级中间，有这样的呼声：“原来德国人更残暴，协约国更残暴，还是让布尔什维克来吧。”这是我们在民族问题上对芬兰资产阶级的一个最大的胜利。这丝毫不妨害我们把他们当作阶级敌人，并选择适当的手段同他们作斗争。在沙皇制度压迫过芬兰的国家里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共和国应当宣布：它尊重各民族的独立权利。我们同存在了一个短时期的红色芬兰政府签定过一个条约[63]，在领土上向他们作了某些让步，为了这件事，我听到不少纯粹沙文主义的反对意见，说“那儿有很好的渔场，可是你们把它们送人了”。对这一类的反对意见我曾经说过：刮一刮某个共产党员，你就会发现他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

我觉得，这个有关芬兰的例子也象有关巴什基尔人的例子一样表明，在民族问题上不能说无论如何也要经济上的统一。当然这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应当通过宣传、鼓动、自愿的联盟来达到这一点。巴什基尔人不信任大俄罗斯人，因为大俄罗斯人文化较高，并且曾经利用自己的文化掠夺过巴什基尔人。因此，在这些偏僻地方，大俄罗斯人这个名称对于巴什基尔人说来就是“压迫者”、“骗子”。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必须改变这一点。但要知道，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这是不能用任何法令消除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十分慎重。象大俄罗斯人这样的民族特别需要慎重，因为它曾经引起所有其他民族的切齿痛恨，到现在我们才学会去纠正这种情形，而且做得还不好。例如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它的周围，有一些共产党员说：要成立统一的学校，因此，除俄语外，不能用别的语言讲课！在我看来，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这种人在我们中间还很多，我们必须同他们作斗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告诉其他民族说，我们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我们力争实现一切民族的工人和农民的自愿联盟。这丝毫不排斥战争。战争是另一个问题，它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产生的。如果我们同威尔逊进行战争，而威尔逊把一个小民族变为自己的工具，那么我们说，我们要同这个工具作斗争。我们从来没有发表过与此相反的意见。我们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共和国没有军事力量也能存在。在一定的条件下，战争可说是一种必然性。然而目前在民族自决问题上，问题的本质在于：不同的民族走着同样的历史道路，但走的是各种各样的曲折的小径，文化较高的民族的走法显然不同于文化较低的民族。芬兰有芬兰的走法。德国有德国的走法。皮达可夫同志说得对极了，我们需要统一。但是应当用宣传，用党的影响，用建立统一的工会来争取这种统一。然而这里也不能照一个死公式来行动。如果我们取消这一条或把它改写成另一种样子，我们就是把民族问题从纲领中一笔勾销了。如果人们没有民族特点，这样做倒也可以。但这样的人并没有，因此用别的方式我们是怎样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

同志们，我想，应当把这里提出的纲领作为基础，交给委员会，把反对派的代表们，确切些说，把那些在会上提出切实建议的同志们补充进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列出：（1）草案的修改意见，（2）不能取得一致的理论上的反对意见。我想，这是最切实地处理问题的办法，它会最迅速地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解决。（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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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中一般政治部分第三条的草案[64]

（给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
 ）

（不晚于3月20日）

资产阶级的民主只限于宣布形式上的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权利，例如集会、结社、出版的权利。至多也就是一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取消过这几方面的全部立法限制。然而，在实际上当局的实践，以及劳动人民所受的经济奴役（这是主要的），总是使劳动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不可能稍微广泛地享受到权利和自由。

相反地，无产阶级的民主即苏维埃的民主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首先是和主要是让居民中曾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那些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能实际享受权利和自由。为此，苏维埃政权剥夺资产阶级的房屋、印刷所和纸库，并将它们全部交给劳动人民及其组织支配。

俄共的任务是吸引日益众多的劳动群众来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并扩大劳动群众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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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事问题的讲话[65]

（3月21日）

同志们，我尽力仔细地听取了军事小组两派之间，两种不同提案之间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引起了激烈的发言和导致了军事小组内部的严重对立，以致部分人退出了会议[66]。当然，退出会议是不对的。仔细考虑了这些提纲[67]，我首先要表示不同意那种说我们的一切都顺利的看法，这是根本谈不上的。我们的局势现在很严重，以后仍然很严重，这一点已经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奥库洛夫和阿拉洛夫同志向你们讲过了。这一点在中央委员会中也没有任何怀疑。当时，我们决定托洛茨基同志不参加代表大会[68]，而到局势危险的地方去。我们意识到我们给党的代表大会造成了怎样的损失。但是我们说过：局势是严重的。不过，我们来看一看，对于这些缺点的批评怎样超出了应该批评的界限。这就是以斯米尔诺夫同志的名义提出的提纲的第1部分第6条[69]。（宣读）

是啊，同志们，如果是这样地冲动，如果你们竟谈到专制农奴制度，那么会上情绪激烈也就毫不奇怪了。难道在共产党内可以这样谈问题吗？当我不得不同斯米尔诺夫同志谈话时，他向我介绍了情况，同时，他指责了这个条令[70]。这个条令我没有亲眼看到，但和同志们交谈过，他们向我说：强迫敬礼。老实说，我吓了一跳。吓了一跳，于是就去打听。我问了一些在军事部门工作的同志，我说请你们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弄到条令。这里也暴露出我们一个很大的缺点——我找了一个多星期，现在才拿到了这个条令。（鼓掌）我拿到后看了第16条。（宣读）

我读完了这一条。这一条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我不仅不是一个军事专家，也不是一名军人，这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在实际上我碰到过。当我听到说，首长有事找部下要行举手礼这一点就是恢复专制农奴制度，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对的。除了这一条以外，其余的我没有看。如果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说，这一条必须修正，那么毫无疑问，这是必要的；当然，是存在着一些个别缺点。但因此就谈到专制农奴制度和旧军队，我说，先生们，如果你们这样讲，那就不对了。现在你们写出这些东西来，起初你们说我们同中农打交道，——你们不想同中农打交道，而是想助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声势。得了吧，他们到哪）L能找到“专制农奴制度”这样合适的材料呢？这里可以明显看出，你们在提纲中过分热中于某种东西，你们有些不对头。缺点谁也没有否认。条令谁也没有去维护。下面我们读一下第10条[71]。（宣读）

怎么能这样呢？说我们做的不好，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外，还设立了一个国防委员会，这叫什么罪名呢？要知道，国防委员会从来没有一次干预过军事作战行动——它的任务是加快这一行动——我们在加紧处理二三十个有关供给红军粮食的问题。而这就是陆军人民委员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存在的罪过，要知道，他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里，显然不能自圆其说。内情并不是这样。你们写的并非你们所想的。戈洛晓金同志在这里发言时说：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军事部门没有执行。您提出这样的指责，您作为党代表大会上的一名重要发言人，可以指责托洛茨基，说他不执行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但这是一种狂人的指责。您一点根据也拿不出来。如果您能证明这一点，那么，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中央委员会就都没有什么用处了。如果党的组织不能够使它的政策得到执行，它还算是什么党的组织呀！这太不足道了。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没有一个人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经常产生意见分歧和错误，这一点谁也不否认。斯大林在察里津枪毙人，我就认为这是个错误，我认为他们枪毙错了。伏罗希洛夫同志引证的那些文件（文件举出第10集团军中，包括伏罗希洛夫同志在内，有许多英雄的事迹）揭露了我们的错误。我的错误也被揭露出来了，我不是打过电报吗，我说：要谨慎。我犯了错误。之所以如此，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当然，如果德宾科在斯莫尔尼宫签署和约的时候，就把克拉斯诺夫枪毙，那就好了。[72]这当然是个错误，察里津保卫者的功劳在于他们揭露了阿列克谢耶夫的这个阴谋。斯大林同我有过意见分歧。斯大林证实过，并且谁也不会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在军事部门没有执行。这种指责是往整个军事部门和中央委员会脸上抹黑。你们现在不愿意说出这一点，但你们曾打算说出这一点。这里的内情大家都是很清楚的。首先来看第10条的第2部分。“结果……经常不足……” 
［注：在列宁讲话的速记记录中，句子到此中断。这段文字应是：“结果在前线危险地段的后备军经常不足，因此不能机动……”——俄文版编者注］



你们以为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吗？在中央委员会的每一次会议上——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没有一次没有开过中央委员会会议或中央委员会常务局会议——我们没有一次不是解决基本的战略问题。例如，这里开的秘密会议，如果敌人威胁到西线，并同时向北推进，我们就会在那两个地方都没有足够的后备军。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最近几个月要坚持住，因为我们知道敌人不能坚持多久。如果这里有人指责我们说，由于错误政策的结果，后备军经常不足，——这是可笑的和荒谬的。我们为后备军不足伤透了脑筋。但是，我们在没有后备军的时候总是把部队从这一战线调到那一战线。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作出决定：任何部队都不得从南线调走，不管其他地方受到怎样的威胁。

我要补充谈谈关于中农的问题。当然，思想影响的政策是必要的，但那是不够的。因为军队的无产阶级部分还不够大。这就需要铁的纪律。如果你们要说，这就是专制农奴制度，并抗议让首长行军礼，那么有中农参加作战的军队你们就不会得到。没有铁的纪律，没有无产阶级约束中农的纪律，什么事也做不成。为了吸收中农，我们什么事都需要做。但是，认为由于首长行个军礼，就抛出了关于专制农奴制的纪律的提纲，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进行创建由中农组成的军队的工作，就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实行铁的纪律，这里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现在我们来读第6条，萨法罗夫同志在这里作了说明。（宣读）

萨法罗夫同志以此嘲笑索柯里尼柯夫，说他发现了工团主义的特点。军队不能这样，军队里需要集中。这里你们是纠正了一些东西，但你们的尾巴依然保留着。既然如此，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提纲呢？或者请看第10条[73]。瞧这里在修改之前是怎样写的。（宣读）

就是说，集体指挥。这真是令人吃惊，完全退回到游击习气的时期。你们修改时，把这一点删掉了，但表决却是按原来那样。至于少数派离开了会议，这是不好的，这是破坏纪律，是决不能赞同的。但是你们挖空心思地提出这样一条，并能够对它进行表决，能够为它拼凑了37票，这就更不好。

这不仅不好，而且掩盖着危险。问题在哪里呢？全部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你们身上存在着旧的游击习气，这在伏罗希洛夫和戈洛晓金的所有发言中可以听得出来。伏罗希洛夫谈到察里津集团军在保卫察里津中的巨大功绩时，伏罗希洛夫同志当然绝对正确，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的英雄主义。这的确是一项非常巨大的、辉煌的业绩。但是，现在伏罗希洛夫本人在讲话时也举出了一些事实，说明游击习气的可怕痕迹是存在过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伏罗希洛夫同志说：我们没有任何军事专家，我们伤亡了6万人。这太糟糕了。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察里津集团军的英雄主义将占极其重要的地位，但这是在没有军事专家的情况下以6万人的伤亡为代价换来的。一方面，第10条中写道：军事专家要服从集体指挥。这就等于排除了他们。另一方面是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话。他说，我们没有军事专家也对付过来了，只是伤亡了6万人。察里津集团军的英雄主义将要传布到广大群众中去，但是，说没有军事专家我们也对付过来了，这哪里是保卫党的路线。中央委员会的过错在于党的路线没有得到贯彻。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过错在于他不愿意抛弃旧的游击习气。说游击习气同历史上的一定时期相联系，这是正确的。他说：在乌克兰，我们没有专家也对付过来了。皮达可夫和布勃诺夫的错误也在于他们赞同这种游击习气。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了。应该懂得，为苏维埃政权而举行起义时，游击战是必要的。但是，是否可以把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刚刚举行起义时期的国内条件和现在的条件相提并论呢？当然是不可以的。而伏罗希洛夫同志却忘记了这一点，这样他就完全否定了他自己的提纲。这些游击习气的残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必要的，现在则已到根除的时候了。他们所说的话表明，这些同志还没有摆脱游击习气。你们反对派的全部错误就在于，你们由于把自己的经验同这种游击习气连在一起，把那些永志不忘的英雄主义传统同这种游击习气连在一起，你们不想知道现在是另一个时期。现在，首要问题是应该有正规军，应该过渡到拥有军事专家的正规军。

你们在提纲中，一方面说：我们是赞成军事专家的；另一方面，又说要由集体指挥，你们自己否定了自己。你们说，军事专家经常叛变、投敌。难道我们在纲领草案中没有讲到他们满脑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消除任何反革命阴谋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奇怪的是你们竟从自己的小圈子看问题。你们说：，我们英勇地保卫了察里津，这是真的。但是，你们既然带着这种思想走上讲台，向代表大会讲话，你们就是在破坏整个党的路线和整个党的纲领。你们在维护旧的游击习气。当你们提出完全是反对军事专家的提纲时，你们就是在破坏全党的整个策略。分歧的根源就在这里。但是，你们在谈到规定专制农奴制的纪律时提出的这些没有根据的指责，是毫无用处的。同时，戈洛晓金甚至说这种死教条正在毁灭我们。你们听听吧，这样来否定这种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技术，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们在纲领中说，要吸收军事专家，而你们则说，要利用他们。而且是在集体指挥之下来利用。不，不能这样。他们将负责指挥，我们将派自己的人同他们一道工作。而且我们凭经验知道，这一定会有成效。伏罗希洛夫同志竟然制造了这样的奇谈怪论，说破坏军队的是奥库洛夫。这真是骇人听闻。奥库洛夫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奥库洛夫多次报告说，那里还有游击习气。他用客观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可以损失6万人，但是从我们总的路线来看，我们可以一下子付出6万人吗？（伏罗希洛夫插话：“可是我们击毙了多少呢？”）我完全知道，你们击毙了很多。但是，伏罗希洛夫同志，不幸的正是你们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这个察里津上了。从英雄主义方面来看，这是个极其伟大的事。但是，从党的路线方面，从认清我们提出的任务方面来看，很明显，我们不能够一下子付出s万人的代价。如果那里有军事专家，有应该受到重视的正规军的话，可能不会付出这s万人。这是从游击方式的活动向正规军的历史性的过渡。在中央讨论过了几十次，而这里却有人说，所有这些都必须抛弃，必须往回退。这绝对不行。我们度过了游击活动时期。可能在某些地方，比如在西伯利亚吧，还将是游击活动时代。但在我们这里，这个时代已经结束。如果这里有人说要回到游击活动时代，那么我们就最坚决地说：永远永远不行！（鼓掌）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135—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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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贺电[74]

（3月22日）



布达佩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


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代表大会深信，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己为期不远。俄国工人阶级将用一切力量加紧帮助你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你们今后的斗争，他们不容许帝国主义者干预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

国际共产主义共和国万岁！





	载于1919年3月25日《人民言论报》第71号（匈牙利文）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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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

（3月23日）

（长时间鼓掌）同志们，我应当表示歉意，我没能参加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农村工作问题小组[75]的所有的会议。因此，一开始就参加该组工作的同志们的发言，也就是对我的报告的补充。该组终于拟订了一个提纲，交给了委员会，并且有人要向你们报告提纲的内容。我只想说说这个问题的一般意义，这个问题是怎样经过该组的努力而提到我们面前的，以及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现在是怎样提到全党面前的。

同志们，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中，我们有时把社会生活中某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有时又把另一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这是十分自然的。革命总是触动而且不能不触动最深刻的生活基础和最广大的群众，所以在革命时期，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甚至最接近群众的政府，也绝对不能一下子把握住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如果现在我们来讨论农村工作问题并特别注意中农状况，那么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来看，并没有什么奇怪和反常的地方。当然，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从解决两个敌对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基本关系开始。基本任务是使政权转入工人阶级手中，保证工人阶级专政，推翻资产阶级，剥夺资产阶级权力的经济根源，这种根源无疑是阻挠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障碍。我们都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从来不怀疑这样一个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本身的缘故，能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现在我们看到，许多以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例如孟什维克阵营中的人）硬说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决战时期可能有一般民主的统治。完全和社会革命党人唱一个调子的孟什维克就是这样说的。好象资产阶级建立民主或者取消民主，并不是依怎样对自己有利而定的！实际上却正是如此，所以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就根本谈不上一般民主。令人惊讶的只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或假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我们的孟什维克）多么迅速地就揭穿了自己的面目，多么迅速地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本性，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本性。

马克思一生中抨击得最多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幻想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马克思讥笑得最厉害的是关于自由平等的空话，因为这些空话掩盖了工人饿死的自由，掩盖了出卖劳动力的人和好象是在自由市场上自由平等地购买工人劳动等等的资产者之间的平等。马克思在他的所有经济学著作中都阐明了这点。可以说，马克思的整部《资本论》是专门阐明如下这个真理的：资本主义杜会的基本力且就是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建设者，领导者，推动者；无产阶级是这个社会的掘墓人，是唯一能够代替它的力量。在马克思的任何一部著作中，未必找得到一章不是阐明这个问题的。可以说，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人都曾无数次地向工人赌咒发誓，说他们懂得这个真理。但是一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真正为争夺政权而进行决战的时候，我们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全世界老社会党的领袖们却忘记了这个真理，纯粹机械地重复那些关于一般民主制度的庸俗论调。

在我国，有时人们为了使这些话听起来更“有分量”，往往说到“民主派的专政”。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们从历史上明明知道，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专政不过是对起义工人的镇压。从1848年起，至少从1848年起就是这样，但个别例子在此以前也可找到。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广泛而自由地开展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最尖锐的斗争。我们在实践中认识到这一真理是正确的。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个真理，从来没有忘记这个真理，正因为这样，在一切根本问题上，苏维埃政府从1917年10月起所采取的步骤都是很坚定的。只有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才能解决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问题。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群众反对资产阶级。

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今后的共产主义建设中，由于资产阶级已被推翻，政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我们似乎可以不要中间分子参加了。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

自然，在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时，革命家是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主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实行无产阶级统治，打败资产阶级来保证这个统治，保证资产阶级不能复辟。我们深深知道，资产阶级至今还占有优势，他们在其他国家内还有自己的财产，有时甚至在国内还握有大量金钱。我们清楚地知道，还有许多比无产者有经验的社会成分在帮助资产阶级。我们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没有打消复辟的念头，没有停止恢复自己的统治的尝试。

但这还远不是一切。资产阶级最崇尚的原则是：“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从金钱的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始终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现时在世界范围内还比我们强大。它的统治正在迅速崩溃，它看到了诸如匈牙利革命这样的例子（昨天我们很荣幸地把匈牙利革命的消息告诉了大家，今天我们又得到了证实这一点的消息），它已经开始懂得它的统治在动摇。它已经不能自由行动。但是现在，如果估计到全世界范围内的物质财富，就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在物质方面还比我们强。

正因为这样，在过去，我们十分之九的注意力和实际活动都是而且应当是放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根除资产阶级复辟的任何可能性。这是十分自然的、合理的、必需的，而且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出许多成绩。

现在我们应当把其他阶层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应当把整个中农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我们在农村工作问题小组中得出的共同结论，而且我们相信全党工作人员都会同意这一点，因为我们只不过把他们的经验总结一下罢了。

当然，总会有人不去考虑我国革命的进程，不去思索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任务，反而利用苏维埃政权的每一步骤来讥笑，进行所谓批评，象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那样。这些人至今还不了解，他们应当在我们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作一选择。我们对于这些人多次容忍，甚至多次宽大，我们还要再一次提供机会让他们感受我们的这种宽大，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结束这种容忍和宽大了。如果他们再不作出选择，我们就要十分严肃地向他们提议，叫他们到高尔察克那里去了。（鼓掌）我们并不期望这些人会表现出了不起的智能。（笑声）但是可以预期，这些人亲身尝到高尔察克的残暴滋味以后，定会懂得，我们有权要求他们在我们和高尔察克之间作一选择。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有许多幼稚的人抱着愚蠢的想法，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暂时的偶然现象，那么现在，甚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一定懂得，在整个国际资产阶级的进攻所引起的斗争中，是有一种合乎规律的东西的。

实际上只有.两种力量：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谁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懂得这点，谁读了一切伟大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不懂得这点，那他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丝毫也不懂得社会主义，而只是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罢了。对于这些人，我们给他们一个短短期限去考虑，要求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我所以提到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现在说，或者将来会说：“布尔什维克提出中农问题，是想讨好中农。”我深深知道，这类论据以及比这还要坏得多的论据在孟什维克报刊上有广大的地盘。我们唾弃这些论据，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认为敌人的胡说有什么意义。这些一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跑来跑去的人可以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我们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决定我们道路的首先是对各种力量所作的阶级估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日益发展。只要这个斗争没有结束，我们就要集中力量把它进行到底。这个斗争现在还没有进行到底。在这个斗争中，已经取得许多成就。现在国际资产阶级已经不能为所欲为了。匈牙利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最好的证明。可见，我们的农村建设已经超出一切为了夺取政权这一基本要求的范围。

这一建设经过了两个主要阶段。在1917年10月，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去夺取政权。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展开。我已经说过，农村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在1918年夏天才开始的。假使我们不掀起这个革命，我们的工作就会是不完全的。第一个阶段是在城市中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管理形式。第二个阶段是在农村中把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分离出来，使他们同城市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农村资产阶级；这对于一切社会主义者来说都是基本的，不承认这一点，社会主义者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了。这个阶段基本上也已结束。我们最初为此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即贫苦农民委员会，已经非常巩固，我们已有可能用正式选举出来的苏维埃代替它们，就是说，改组村苏维埃，使它成为阶级统治的机关，成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大家当然都知道，不久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法令，这些措施是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出发对过去阶段所作的总结。

主要的事情，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任务，我们已经做到了。正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这点，更复杂的任务，即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谁以为提出这个任务，就好象我们政权的性质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削弱了，就好象我们的基本政策改变了（即使是认为部分的改变，稍微的改变），谁这样想，谁就是完全不了解无产阶级的任务，完全不了解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我相信，在我们党内不会有这样的人。我只是想提醒同志们，在工人政党之外是会有这种人的，他们要这样说，并不是从某种世界观出发，而只是为了破坏我们的事业，帮助白卫分子，简单地说，就是唆使中农反对我们，因为中农一直是动摇的，他们不能不动摇，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动摇。为了唆使中农反对我们，他们会说：“看，他们讨好你们了里可见他们重视你们的暴动了，他们动摇了”，等等，等等。必须使我们所有的同志在思想上武装起来，反对这种煽动。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能够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那我们的同志是会武装起来的。

十分明显，解决怎样正确地确定无产阶级对中农的态度这个基本问题是一个更加复杂而迫切的任务。同志们，从理论上看，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困难，大多数工人都领会了这种理论。我在这里提醒一下，例如考茨基曾写了一本论土地问题的书，那时他还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学说，并被公认为土地问题的权威，他在这本书中谈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说：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是中立农民，就是使农民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保持中立，使农民不去积极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我们。

在资产阶级统治的长时期内，农民总是拥护资产阶级政权，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如果注意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和它的政治统治手段，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指望中农立刻站到我们这方面来。但如果我们执行正确的政策，经过一个时期，这种动摇就会停止，农民就会站到我们这方面来。

同马克思一道奠定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即我们党时时刻刻特别是在革命时期所遵循的学说）基础的恩格斯，就已经把农民分为小农、中农和大农。这种分法直到现在还适合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实际情况。恩格斯说：“甚至对于大农，也许不是到处都要用暴力镇压。”至于我们有朝一日可能对中农使用暴力（小农是我们的朋友）的想法，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过的。恩格斯在1894年，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即在土地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时，就是这样说的。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4-587页。——编者注］

 这个观点所表明的真理有时被人们遗忘了，但在理论上我们大家都是同意的。对于地主和资本家，我们的任务是完全剥夺。但是对于中农，我们不容许采取任何暴力手段。甚至对于富裕农民，我们也不能象对待资产阶级那样肯定地说：绝对剥夺富裕农民和富农。在我们党纲中是作了这种区分的。我们说：镇压富裕农民的反抗，镇压富裕农民的反革命阴谋。这不是完全剥夺。

我们对待资产阶级和对待中农的基本区别，就是完全剥夺资产阶级，同不剥削别人的中农结成联盟；这条基本路线在理论上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彻底遵守这条路线，在地方上，人们还没有学会遵守这条路线。当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并从各方面着手建立新社会的时候，中农问题就提到第一位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也不否认，建设共产主义在有大农业的国家和有小农业的国家是不同的。这是最初步最起码的常识。从这个常识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愈接近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我们就愈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农身上。

许多事情取决于我们如何确定对中农的态度。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但我们深深体验到，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和实际的贯彻是有区别的。我们已经接近到法国大革命时出现的这种区别，那时法国国民公会颇有气魄地宣布了许多措施，但它没有实行这些措施的应有的支柱，甚至不知道实行这种或那种办法时应该依靠哪一个阶级。

我们处于无比幸运的环境。由于整整一世纪的发展，我们知道依靠什么阶级。但我们也知道，这个阶级的实际经验还非常不够。对工人阶级和工人政党来说，基本的一点是很清楚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把政权交给工人。但是怎样做到呢？大家都记得我们克服了哪些困难，犯了多少错误，才从工人监督工业进到工人管理工业。而这还是我们的阶级即我们经常接触的无产阶级内部的工作。现在我们要确定我们对一个新的阶级，对城市工人所不熟悉的阶级的态度。必须确定对这个没有一定的稳固的地位的阶级的态度。无产阶级绝大多数都赞成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都反对社会主义，——要确定这两个阶级间的关系是容易的。可是，当我们讲到中农这样一个阶层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一方面是私有者，另一方面又是劳动者。他们是不剥削其他劳动者的。他们在数十年内受尽千辛万苦来保持自己的地位，亲身遭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忍受一切苦痛，但同时他们又是私有者。因此，我们对待这个动摇的阶级是有很大困难的。根据我们一年多的经验，根据我们半年多在农村中进行的无产阶级工作，根据农村中已经发生的阶级分化，在这方面我们尤其应当切忌急躁，不要死搬教条，不要把我们正在制定而还没有制定出来的东西当作完善的东西。下面发言的人会向你们宣读农村工作问题小组选出的委员会所起草的决议，你们就会看到：，在这个决议中，对这一点已严加告诫。

从经济上看，显然我们需要帮助中农。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由于我们的习惯，由于我们的文化水平，由于我们可以派到农村去的文化和技术力量不够，由于我们处理农村问题往往软弱无力，于是我们的同志往往使用强迫手段，把整个事情搞坏。就在昨天，有一个同志交给我一本俄共（布尔什维克）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出版的《下诺夫哥罗德省党的工作手册》；在这本小册子里，例如在第41.页上，我看见有这样一句话：“特别税的法令就是要把全部负担放在富农、投机者和全体中等农民身上。”这些人真可以说是“弄懂了”！也许是印错了，但出这样的错是不能容许的！也许是工作太匆忙了，那正说明，在这种事情上任何匆忙都危害极大。也许是根本就没有弄懂，这是最坏的推测，是我不想加之于下诺夫哥罗德的同志的。很可能，这不过是一种疏忽罢了。[76]

在实践中常常发生一位同志在委员会内谈到的那样的事情。有一次，农民围住他，每个人都问：“请你确定一下，我是不是中农？我有两匹马和一头奶牛。我有两头奶牛和一匹马”，等等。你们看，这个到各县去工作的鼓动员必须有一只准确的温度计，把它放到农民身上测量一下，然后告诉他是不是中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知道这个农民的全部经营史以及他同下等户和上等户农民的关系，而这些我们都无法确切知道。

这里需要很多实际的本事，需要熟悉当地情况。这种本领我们还没有。承认这一点并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我们应当公开承认这一点。我们从来不是空想家，我们从来没有想用纯洁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产生和培养出来的纯洁的共产党人的纯洁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那是童话。我们要用资本主义的破砖碎瓦来建设共产主义，而且只有在反资本主义斗争中受过锻炼的那个阶级才能做到这一点。你们很清楚，无产阶级不是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缺点和弱点的。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同时也同本身的缺点作斗争。无产阶级优秀的先进的部分，既然几十年内在城市中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也就有可能在这个斗争中学到城市和首都生活中的全部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这种文化。你们知道，甚至在先进国家中，农村总是愚昧无知的。当然，我们会把农村的文化程度提高，但这是很多年的事情。我们这里的同志往往忘记了这一点，而地方上来的人的每一句话都向我们非常具体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们不是这里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机关人员（这些人的话我们听得很多了），他们是实际观察过农村工作的人。正是他们的话，对我们农村工作问题小组特别宝贵。我相信，他们的话现在对整个党代表大会也是特别宝贵的，因为这些话不是从书本上来的，不是从法令中来的，而是从生活中来的。

这一切都促使我们去把我们对中农的态度弄得尽量明确些。这是很困难的，因为这种明确性在生活中是没有的。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要想立刻一下子解决是办不到的。有人说“用不着写这样多的法令”，并责备苏维埃政府，说它只会写法令，而不知道怎样实行这些法令。实际上这些人没有觉察到，他们是怎样滑到白卫分子方面去了。假使我们指望写上100个法令就可以改变农村的全部生活，那我们就是十足的傻瓜。但假使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这些在实际上不能立刻完全实行的法令，在宣传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前我们的宣传是讲大道理，现在我们是通过工作来宣传了。这也是一种宣传，但这是用行动作宣传，不过这不是某些出风头的人的单个行动，对这种人，我们在无政府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盛行的时代曾多次加以嘲笑。我们的法令是一种号召，但不是以往的那种号召：“工人们，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不是的，这是号召群众，号召他们采取实际行动。法令，这是号召群众实际行动的指令。重要的是这一点。即使这些法令有许多不合适的东西，有许多实现不了的东西，可是这些法令为实际行动提供了材料，而法令的作用在于使倾听苏维埃政权意见的那成百、成千、成百万人学会采取实际步骤。这是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实际行动的尝试。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我们就可以从法律、法令和决定中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不会把它们当作无论如何要立刻一下子就实现的绝对的命令。

必须避免一切会在实际上助长某些违法乱纪现象的事情。有些野心家、冒险家已在某些地方混进我们的队伍，自称为共产党人，欺骗我们；他们钻进我们队伍来，是因为共产党人现在掌握政权，是因为比较老实的“公务”人员由于思想落后没有来我们这里工作，而这班野心家却毫无原则，极不老实。这些只图升迁的人，在地方上采取强迫手段，以为这是很好的办法。而实际上却有时会使农民们说：“苏维埃政权万岁，但要打倒康姆尼！”（即共产主义）。这样的事不是捏造，而是来自实际生活，来自各地同志的报告。我们不应当忘记：任何过分，任何鲁莽急躁，都会造成莫大的害处。

我们曾经需要拼命跳跃，不管怎样要赶紧摆脱使我们遭到破产的帝国主义战争，需要拼命努力把资产阶级和要打倒我们的力量打垮。这一切是必需的，不这样，我们就不能胜利。但是，如果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中农，那就是愚蠢，迟钝，毁灭我们的事业，只有别有用心的分子才会有意这样做。现在的任务完全不同。现在的任务已经不是象从前那样粉碎明显的剥削者的反抗，战胜他们，推翻他们。不是的，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主要任务，现在提到日程上的是更复杂的任务。在这里暴力毫无用处。用暴力对待中农是极有害的。中农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拥有千百万人的阶层。甚至在欧洲，那里任何地方的中农都没有这样大的力量，那里技术和文化、城市生活和铁路交通特别发达，那里最容易产生用暴力对待中农的思想，可是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最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都没有主张用强制手段对待中农。

在夺取政权时，我们依靠了全体农民。那时全体农民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同地主作斗争。但是直到现在，农民对大农场还怀有成见。农民想：“如果有了大农场，那我又要当雇工了。”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但农民一想到大农场就咬牙切齿，就想起地主压迫人民的情景。这种感情还存在，还没有消失。

我们首先应当依据的真理，就是在这里采用暴力方法其实是什么也做不到的。这里的经济任务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没有那样一种顶层，把它削去之后还能留下整个基础，整个建筑物。这里没有城市有过的那种顶层，即资本家。在这里采用攀力，就是葬送全部事业。这里需要长期的教育工作。农民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实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我们应当拿出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康姆尼”是最好的东西。当然，如果农村里出现了鲁莽的人，那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他们从城里跑到农村去，去了以后，吹上一通，闹几次知识分子的有时是非知识分子的意气，等到吵翻了脸，就一走了事。这是常有的情形。这班人不会受人尊敬，只会引起讥笑，而且讥笑他们是完全应该的。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指出，我们鼓励建立公社，但应把公社办好以取得农民的信任。在那之前，我们还是农民的学生，而不是农民的先生。再愚蠢不过的是，一些人对农业及其特点一窍不通，他们跑到农村去，只是因为听说公共经济好，只是因为厌倦城市生活而想到农村工作，并且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是农民的先生。再愚鑫不过的是想在处理中农的经济关系方面采用暴力。

这里的任务不是剥夺中农，而是照顾到农民生活的特殊条件，向农民学习向更好的制度过渡的方法，决不可发号施令！这就是我们给自己定下的准则。（全场鼓掌）这就是我们在决议草案中所力图说明的准则，因为在这一方面，同志们，我们的确犯了不少错误。承认这一点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过去我们没有经验。同剥削者作斗争本身也是我们从经验中学来的。如果人们有时因此责难我们，那我们就说：“资本家先生们，这是你们自己的罪过。假使你们不这样野蛮地、这样疯狂地、这样无耻地拼命反抗，假使你们没有同全世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那么，革命也就会采取比较和平的方式。”现在，打退了各方面的疯狂进攻之后，我们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因为我们不是什么小组，而是领导千百万人的政党。千百万人不能一下子懂得方针的改变，因此对富农的打击往往落到了中农头上。这是不奇怪的。不过必须懂得，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这种历史条件业已消失，新的条件以及对待这个阶级的新任务要求有新的心理状态。

我们关于农民经济的法令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其中任何一个法令或者对任何一个法令感到后悔。法令虽然是正确的，如果强迫农民接受就不正确了。在任何一个法令中都没有这样说过。这些法令是正确的，它们指出道路，号召人们采取实际措施。我们说“鼓励联合”，我们是发出指令，这些指令应当经过多次试验，以便找到实行这些指令的最终形式。既然说必须自愿，那就是说，要说服农民，要通过实践说服农民。农民不会相信空话，他们这样做是很对的。要是他们一听到法令和鼓动传单的内容就相信，那倒不好了。假使这样可以改造经济生活，整个这种改造就是一钱不值的。首先要证明联合起来好些，要使人们真正联合起来而不吵架散伙，——要证明这样做有好处。农民是这样提问题，我们的法令也是这样提问题。如果我们以前不善于这样做，那没有什么可耻的，我们应当公开承认这一点。

我们暂且只是解决了对任何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来说都是一项基本的任务，即战胜资产阶级的任务。这个任务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虽然极其困难的半年方才开始，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在作最后的努力要掐死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们自己已经佳得，这半年过去后，他们的事情就会奄无希望。或者他们现在趁我们疲惫不堪的时候来打败我们这个国家，或者我们将不仅在我国一国获得胜利。在这半年中，粮食危机和运输危机空前加剧，帝国主义列强又想从几条战线上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但这是最后一个艰苦的半年。必须继续竭尽全力，去同进攻我国的外部敌人作斗争。

但是，说到农村工作的任务时，尽管困难重重，尽管我们的全部经验集中在直接镇压剥削者这一方面，我们应当记住而不要忘记，在农村中如何对待中农完全是另一种任务。

彼得格勒、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和莫斯科的到过农村的觉悟工人都向我们讲述过这样的事：许多看来是无法消除的纠纷，许多看来是非常重大的冲突，一当通情达理的工人出来说话，就解决了或缓和了。这些工人说话不是用书本的腔调，而是用农民懂得的语言，不是象虽然不懂得农村生活却要发号施令的指挥官那样，而是象同志那样说明实际情况，激发农民的那种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感情。这种用同志态度解释问题所达到的结果，是俨然以指挥官或上司自居的成百上千的人所不能达到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提请你们注意的整个决议的精神。

在这个简短的报告中，我是想说明这个决议的原则方面，这个决议的一般的政治意义。我是想证明（我想我已经证明了）从整个革命的利益来看，我们的路线没有任何变动，没有任何改变。白卫分子及其帮凶现在和将来都合叫喊我们的路线有了改变，让他们叫喊吧。这影响不了我们。我们要最彻底地发展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把注意力从镇压资产阶级的任务转到安排中农生活的任务上去。我们应当同中农和平相处。‘只有我们改进和改善了中农生活的经济条件，中农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会站到我们方面来。如果我们明天能够拿出10万台头等拖拉机，供给汽油，供给驾驶员（你们很清楚，这在目前还是一种幻想），那么中农就会说：“我赞成康姆尼”（即赞成共产主义）。可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必须迫使它供给我们这些拖拉机，或者必须把我们的生产能力提高到能够自己制造这些拖拉机的程度。只有这样提出这个问题才是对的。

农民需要城市工业，没有城市工业，农民是不能生活的，而城市工业是在我们手里。如果我们正确地进行工作，农民就会感谢我们从城市里供给他们工业品、农具和文化。把这些东西带给他们的不是剥削者，不是地主，而是与他们一样的劳动同志，他们会非常重视这些同志，但他们是从实际上重视，只重视这些同志的实际帮助，却拒绝（这样做完全是对的）命令和自上而下的“训令”。

首先要帮助，然后是取得信任。如果把这件事情正确地进行下去，如果在县里，乡里，在征粮队里，在任何组织里，我们每个小组的每个步骤都很正确，如果能够根据这个观点来把我们的每个步骤都仔细地加以检查，那我们一定会取得农民的信任，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继续前进。现在我们应当给农民以帮助，给他们以忠告。这不是指挥官的命令，而是同志的忠告。这样做下去，农民是会完全拥护我们的。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决议的内容，在我看来，这应当成为代表大会的决议。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决议，如果这个决议将决定我们党组织的全部工作，那我们定能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伟大任务。

怎样推翻资产阶级，怎样镇压资产阶级，这我们学会了，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怎样调整好与千百万中农的关系，用什么方法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我们还没有学会的，这点我们应当公开承认。但是我们已经了解这个任务，我们已经提出这个任务，我们可以满怀信心、有把握、有决心地说：这个任务我们定会完成，那时社会主义就是绝对不可战胜的了。（长时间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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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对关于停止讨论农村工作报告的提案所作的发言

（3月23日）

同志们，我决不能同意上一位发言人的意见，因为我确信，你们无论如何在今天晚上是不能把工作带到农村中去的。我们委员会认为，我们在这个代表大会上讲话，并不是给这个小小的会场听的，而是给全国听的，全国不仅将阅读我们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且想知道党对农村工作关注到什么程度。因此，必须听听地方同志的发言。如果你们在这上面花费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农村工作不会受到损失。因此，我代表委员会务请你们不要吝惜这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那些做实际工作的人将要发表的意见当然不会给我们很多东西，但对于阅读报纸的全国来说，我们这几小时的工作是很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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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

（3月23日）

关于农村工作问题，第八次代表大会坚持1919年3月22日通过的党纲的观点，并完全支持苏维埃政权业已实行的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法令，认为现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更正确地执行党对中农的路线，即更关心中农的需要，消除地方政权的违法乱纪行为，力求同中农妥协。

（1）把中农和富农混淆起来，把对付富农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用到中农身上，那就不仅是最粗暴地违反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法令和一全部政策，而且是最粗暴地违反共产主义的一切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指出：在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而进行决战的时期，无产阶级和中农妥协是无痛苦地达到消灭任何剥削的条件之一。

（2）因为农业技术比工业落后（甚至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是如此，俄国更不用说了），所以经济根底比较牢固的中农在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以后还会维持相当长的时期。因此，农村中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党的工作人员的策略应当估计到和中农合作的长期性。

（3）党无论如何要使农村中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十分明确而深刻地认识到科学社会主义所确认的一条真理，即中农不属于剥削者，因为他们并不从他人劳动中取得利润。这样一个小生产者阶级，不会因为实行社会主义而受到损失，相反地，却会因为摧毁了资本的枷锁而获得很大好处，因为在任何共和国中，甚至在最民主一的共和国中，资本都是千方百计地剥削他们的。

这样，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实行完全正确的政策，就能保证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和中农结成联盟和实行妥协。

（4）苏维埃政权的代表们鼓励中农成立各种协作社和农业公社，但是不应当容许在建立这些组织时有丝毫的强迫。只有那些由农民自己自由发起的、经他们实际检验确有好处的联合才是有价值的。在这件事上过分急躁是有害的，因为这只能加深中农对新事物的成见。

那些擅自使用直接的甚至哪怕是间接的强迫手段来使农民加入公社的苏维埃政权代表，都应当受到严格的追究，应当撤销他们在农村中的工作。

（5）对于一切不根据中央政权法令的确切指示而任意进行征收的行为，都应当严加追究。代表大会坚决要求农业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工作。

（6）为了资本家的掠夺性利益而进行的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在世界各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在俄国特别严重，目前这种破坏状态使中农陷入了困难的境地。

注意到这种情况，苏维埃政权关于征收特别税的法令，与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政府的一切法令不同，坚决把纳税的重担完全放在富农身上，放在战争期间发了横财的、人数不多的进行剥削的农民身上。而对中农征税则应非常适当，使他们完全有能力交纳而不感到过重。

党要求无论如何要减轻向中农征收的特别税，甚至不惜缩减税收总额。

（7）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大力帮助农民，主要是供给中农城市工业品，特别是改良农具、种子和各种物资，以提高农业经营水平，保证农民的劳动和生活。

既然目前的经济破坏不容许立刻完全实行这些措施，各级地方苏维埃政权就必须想出种种办法去实际帮助贫苦农民和中农，使他们度过目前的难关。党认为国家为此拨出巨款是很必要的。

（8）特别应当做到切实执行并彻底执行苏维埃政权的法律，这个法律要求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和一切类似的联合组织对周围的中农给予迅速的和全面的帮助。只有给予这种实际帮助，才能实现和中农的妥协。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并且一定会取得中农的信任。

代表大会要求全体党的工作人员必须立刻真正实现党纲土地问题部分所指出的一切要求，即：

（一）调整农民使用的土地（消除土地零散插花、狭长等等现象），（二）供给农民改良种子和人造肥料，（三）改进农民的牲畜品种，（四）推广农艺知识，（五）给农民以农艺指导，（六）由国营修理厂给农民修理农具，（七）建立农具租赁站、实验站、示范田等等，（/\）改良农民田地的土壤。

（9）国家应该从财政上和组织上广泛帮助农民合作组织，以提高农业生产，特别是进行农产品的加工，改良土壤，扶持手工业等等。

（10）代表大会指出，无论党的各项决定或苏维埃政权的各项法令，从来没有离开过同中农妥协的路线。例如，在农村苏维埃政.权建设这一极重要的问题上，当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时，曾发布了一项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和粮食人民委员签署的通令，规定贫苦农民委员会中必须有中农的代表。在取消贫苦农民委员会时，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又曾指示必须让中农的代表参加乡苏维埃。今后工农政府和共产党的政策在执行中也应当贯彻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两者同中农妥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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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闭幕词

（3月23日）

同志们，我们的议程进行完了。现在让我在代表大会结束的时候讲几句话。

同志们！我们是在艰难的时刻聚集在一起的，这不只因为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优秀的组织者和实际的领导者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我们是在特别艰难的时刻聚集在一起的，还因为国际帝国主义毫无疑问是在拼命地作最后的尝试来消灭苏维埃共和国。可以肯定，来自东西两方的加紧进攻，一连串的白卫分子的暴动，以及几个地方拆毁铁路的尝试，显然都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精心策划的并在巴黎决定下来的步骤。同志们，我们大家知道，经受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的俄国，是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重新拿起武器来抵抗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犯以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我们知道，这一战争是多么艰苦，它是怎样消耗着我们的力量。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以能够以充沛的精力和高度的英雄主义来进行这场战争，只是因为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起了知道为什么而战的军队和武装力量，只是因为作出异常重大牺牲的工人和农民在世界上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在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卫劳动者统治资本家的政权，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一件大事。我们通过了而且是一致地（象通过代表大会所有的重大决议一样）通过了纲领。我们深信，尽管它在文字上和其他方面有很多缺点，但它已作为总结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新阶段的纲领载入第三国际的史册。我们深信，在许多国家里（在那里，我们的盟友和朋友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只要把我们的纲领翻译出来，世界无产阶级的一支部队俄国共产党究竟做了些什么的问题，就会得到最好的答复。我们的纲领将是最有力的宣传鼓动材料，工人们看了这个文件会说：“他们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兄弟，他们干的是我们的共同事业。”

同志们，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也通过了其他一些极重要的决议。我们赞同建立第三国际，即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国际。我们在军事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尽管起初象是有很大分歧，尽管在会上十分坦率地批评我们军事政策方面的缺点的许多同志的意见很不一致，但我们在委员会里终于很容易地作出了意见完全一致的决定。在这即将离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深信，我们的主要保卫者，即全国为之承受了无数牺牲的红军，将会看到全体代表和全体党员是最热情的绝对忠实于它的助手、领导者、朋友和战友。

同志们，我们在组织问题上所以这样容易地解决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许多问题，是因为党同苏维埃关系的历史已给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指出了途径。我们只须总结一下。在农村工作方面，我们在代表大会一致迅速通过的决议中，规定了一条路线来解决一个特别需要、特别困难而其他国家甚至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即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怎样对待千百万中农的问题。我们大家相信，代表大会的这一决议将更加巩固我们的政权。我们正处于一个艰苦时期，帝国主义者正最后试图以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同时粮食的极端缺乏和运输的破坏一再把成百成千的人们以至千百万的人们置于极其艰难的境地；我们相信，在这样一个艰苦时期，我们所作出的决议和鼓舞着代表们的精神，将帮助我们经受住这种考验，将帮助我们度过这艰苦的半年。

我们相信，这将是段后一个艰苦的半年。日前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消息，特别加强了我们的这一信心。在此以前，苏维埃政权仅仅在内部，在加入前俄罗斯帝国的各民族中间取得了胜利，在此以前，那些目光短浅、特别难于摆脱保守习气和老一套想法的人（尽管他们也属于社会党人阵营），以为只是俄国的特点才造成了这种向无产阶级苏维埃民主制的突然转变，以为这一民主制的特点也许就是沙皇俄国旧日的特点在凹凸镜中的反映。如果在此以前这种见解还能站得住脚，那么，现在它已彻底破产了。同志们，今天接到的消息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匈牙利革命的图景。根据今天的消息，我们知道，协约国向匈牙利提出了一个要求允许军队过境的极横蛮的最后通牒。妥协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看到协约国想把它们的军队开过匈牙利，看到一场新战争的空前未有的灾难又要落到匈牙利身上，于是自行辞职，自动同共产党人谈判，同狱中的匈牙利同志谈判，并且自己承认，除了把政权交给劳动人民，没有别的出路。（鼓掌）

同志们！人们曾经说我们是掠夺者；在1917年底和1918年初，资产阶级和它的大批拥护者一味说我们的革命是“暴力”和“掠夺”；至今人们总是说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是靠暴力维持的（我们已一再证明这种说法是十分荒谬的）；如果说这种谬论在以前可以一再重复，那么现在，在匈牙利的例子面前，这种论调就不得不销声匿迹了。甚至资产阶级都已看到，除了苏维埃政权以外，不可能有别的政权。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比10月25日前夜的我国资产阶级更清楚地看到，国家就要灭亡，愈来愈严重的考验落到人民身上，就是说，政权应当掌握在苏维埃手中，就是说，匈牙利的工人和农民、新的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民主制应当拯救国家。

同志们，匈牙利革命的困难是很大的。这一比俄国小的国家也许更容易被帝国主义者扼杀。但不管匈牙利面前肯定还有的困难多么大，在这里，除苏维埃政权的胜利以外，我们还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最激进最民主的妥协派资产阶级都承认，在最严重的危急关头，当一个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国家面临新的战争威胁的时候，苏维埃政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他们承认，在这样的国家里，除了苏维埃政权，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别的政权。

同志们，在我们以前有许多革命家为俄国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革命活动家大多数的遭遇是沉痛的。他们备受沙皇政府迫害，不幸没有看到革命的胜利。而我们比他们幸福得多。我们不仅看到我国革命的胜利，不仅看到它是怎样在空前未有的困难中巩固起来并创立了赢得全世界同情的新的政权形式，而且还看到俄国革命撒下的种子正在欧洲发芽生长。因此，我们绝对坚信，不管我们还会受到多么严重的考验，不管垂死的国际帝国主义野兽还会给我们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但这只野兽必将死亡，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长时间鼓掌）

我宣布，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到此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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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普林杰沃群岛会议是帝国主义国家计划召开的关于恢复俄国和平问题的会议。1919年1月22日，美国总统伍·威尔逊受巴黎和会的十人会议的委托发表呼吁书，建议在马尔马拉海的普林杰沃群岛召开有前俄罗斯帝国领土上所有事实上的政府参加的会议，以便同协约国代表共同制定停止俄国内战的办法。2月4日，苏维埃政府通电英、法、意、日、美各国政府，指出，苏维埃政府虽然没有收到直接邀请，但为了和平，愿意立即在普林杰沃群岛或其他任何地点同所有大国，或者同某些国家或政治集团举行谈判。协约国对苏维埃政府的电报未予答复。而安·伊·邓尼金、亚·瓦·高尔察克和其他反革命政府的头子指望用武力扼杀苏维埃共和国，拒绝参加会议。会议没有开成。——119。



[45]科尔尼洛夫叛乱是发生在1917年8月的一次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叛乱。叛乱的头子是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在国内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力恢复君主制作准备。立宪民主党在这一反革命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是叛乱的同谋者。叛乱于8月25日（9月7日）开始。科尔尼洛夫调动第3骑兵军扑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内的反革命组织也准备起事。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和农民平定了这次叛乱。8月31日（9月13日），叛乱正式宣告平息。——120。



[46]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一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123。



[47]指罗·卢森堡在1918年12月30日一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在工会右派领导人实行叛卖政策的情况下，卢森堡支持了大会一些代表关于取消工会的错误主张，说德国工会“已经从工人的组织变成了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巩固支柱”，“如果不提出取消工会的问题，那就不可能进行争取社会化的斗争”，并认为工会的任务应当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来担负。



列宁关于革命家必须在反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指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第6节。——128。



[48]外国人团体联合会是参加俄共（布）并在苏俄活动的外国共产党人的团体的联合组织，根据俄共（布）中央1918年5月的决定成立。



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羁留在俄国的战俘中就开始有了革命活动。十月革命胜利后，战俘们开始建立自己的t革命组织，用各种文字出版报纸。1918年在战俘中成立了一些外国共产党人团体。在1918年3月召开的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会议上成立了外国共产党人团体中央常务局，其任务是领导这些团体的工作，负责同俄共（布）中央和有关各国的共产党人组织进行联系；还成立了一些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外国人文部。外国人团体联合会于5月成立后，先后加入的团体有:俄共（布）匈牙利组、俄共（布）德国组、俄共（布）南斯拉夫组、俄共（布）捷克斯洛伐克组、俄共（布）法国组、俄共（布）保加利亚组、俄共（布）英美组、俄共（布）意大利组、俄共（布）罗马尼亚组、乌拉尔外国工农共产党和土耳其斯坦外国工农共产党。领导外国人团体联合会的是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外国人团体中央联合会。每一民族的团体派两名代表参加中央联合会。匈牙利共产党人库恩·贝拉是中央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各个外国人团体的主要任务是在战俘和侵犯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者的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联合会于1920年2月停止活动。——133。



[49]共产党人出版社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出版社，于1918年由浪潮出版社与生活和知识出版社联合组成；不久，波涛出版社也并入了共产党人出版社。共产党人出版社主要出版通俗读物。1919年5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国家出版社，共产党人出版社并入了该社。——135。



[50]《贫苦农民报》（《Беднота》）是俄共（布）中央主办的供农民阅读的报纸（日报），1918年3月27日一1931年1月31日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的前身是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农村贫民报》、《士兵真理报》和在莫斯科出版的《农村真理报》。国内战争时期，《贫苦农民报》也是红军的报纸，在军内销售的份数占总印数的一半。先后担任该报编辑的有维。阿·卡尔宾斯基、列·谢·索斯诺夫斯基、雅·阿·雅柯夫列夫等。’该报编辑部曾为列宁编写名为《贫苦农民晴雨表》的农民来信综述。从1931年2月1日起，《贫苦农民报》与《社会主义农业报》合并。——135。



[51]三十年战争指1618-1648年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欧洲国际性战争。这场战争起因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矛盾以及欧洲各国的政治冲突和领土争夺。参加战争的一方是哈布斯堡同盟，包括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它们得到教皇和波兰的支持。另一方是反哈布斯堡联盟，包括德意志新教诸侯、法国、瑞典、丹麦，它们得到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持。战争从捷克起义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开始，几经反复，以哈布斯堡同盟失败告终。根据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瑞典、法国等得到了德意志大片土地和巨额赔款。经过这场战争，德意志遭到严重破坏，在政治上更加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137。



[52] 1917年12月18日（3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承认芬兰独立的法令。同一天，列宁将法令交给了由芬兰资产阶级政府首脑佩·斯温胡武德率领的代表团。1917年12月22日（1918年1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一法令。——143。



[53]莫斯卡里是俄国十月革命前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143。



[54]指1919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成立巴什基尔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谈判。



1918年巴什基尔被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军侵占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巴什基尔政府曾宣布边疆区自治，并成立军队对红军作战。1919年1月底，在红军胜利推进和亚·瓦·高尔察克取消巴什基尔自治的形势下，巴什基尔政府害怕失去在群众中的影响，乃开始同乌法革命委员会谈判。苏维埃政府当即表示在建立反对高尔察克军队的统一战线条件下，保证巴什基尔民族自由。1919年3月16日，俄共（布）中央讨论了巴什基尔问题，决定由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同巴什基尔人进行谈判。3月20日，双方签订了《中央苏维埃政权和巴什基尔政府关于巴什基尔实行苏维埃自治的协议》。协议规定根据苏维埃宪法组织巴什基尔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并确定了共和国的疆界和行政区划。协议由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公布于1919年3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43。



[55]毛拉是阿拉伯语中“主人”一词的音译，是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在俄国，毛拉是指伊斯兰教宗教仪式的主持人。——144。



[56]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于1918年n月n日建立，是波兰成立最早的苏维埃之一。当时德奥占领军正从波兰撤退。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波兰各城市先后成立了100多个苏维埃，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农民代表苏维埃。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是由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党一“左派”（两者后来合并为波兰共产党）和华沙工会理事会发起组织的，成立后通过了在企业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工厂委员会并同企业主的怠工行为进行斗争等决定。波兰的妥协派政党——波兰社会党、全国工人联合会和崩得为了对抗革命的苏维埃，也成立了各自的苏维埃。1918年12月进行了统一的苏维埃的选举，结果妥协派获得多数。在统一的苏维埃内，共产党人和妥协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妥协派企图分裂苏维埃；1919年6月，波兰社会党的代表退出了华沙苏维埃及其他城市的苏维埃。1919年夏天，波兰资产阶级反动派和妥协派政党的首领联合起来摧毁了苏维埃。——146。



[57]《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告各级党组织书》于1919年3月19日在代表大会上通过，3月20日在《真理报》发表，全文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581一582页。——148。



[58]《关于消费套社的法令》是苏俄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3月16日通过的，3月20日公布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60号。列宁直接参加了这个法令的制定。法令规定:城乡一切合作社都必须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分配机关——消费公社；当地所有居民都加入这个公社；每个公民都必须成为公社的社员并在它的一个分配站注册；各地方消费公社联合为省消费合作总社，各消费合作总社的统一中心是中央消费合作总社。



列宁早在1917年底就起草了《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12-213页）。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列宁草案拟定的法令草案遭到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的激烈反对。人民委员会为了利用合作社机构，对合作社工作者作了暂时的让步。——149。



[59]新生活派是在《新生活报》周围形成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集团。



《新生活报》（+HOBaq ）KH3Hb；）是一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聚集在《年鉴》杂志周围的作家创办的报纸，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起增出莫斯科版。在1917年9月2-8日（（15-21日）被克伦斯基政府查封期间，曾用《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十月革命以前，该报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时而反对临时政府，时而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在评论新生活派时指出，“掩盖无原则性、又表现无原则性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情绪”是他们的主导情绪（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00页）。该报对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查封。——153。



[60]爱尔福特纲领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组织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为基础的。——162。



[61]这里所说的鼓肚子的青蛙，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青蛙和键牛》。寓言说，一只生性爱忌妒的青蛙要和键牛比谁的肚子大，就拼命鼓肚子，结果撑破肚皮，送了性命。——164。



[62]车间代表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一些工业部门的工人组织，由车间工人选举的代表组成。它们同执行“国内和平”政策的工联领袖相对立，捍卫工人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领导工人罢工，进行反战宣传。1916年，车间代表委员会成立了全国性组织。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共和国期间，车间代表委员会积极支持苏维埃俄国。车间代表委员会的许多活动家，包括威·加拉赫、哈·波立特等，后来加入了英国共产党。——165。



[63]指1918年3月1日在彼得格勒签订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和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加强友好和团结的条约》。——166。



[64]纲领中一般政治部分第3条的草案是纲领委员会最后审订代表大会基本通过的党纲草案时建议列宁起草的。这一条的草案为纲领委员会通过。——169。



[65]这是列宁在1919年3月21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秘密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军事问题的讲话。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格·雅·索柯里尼柯夫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提纲是经过俄共（布）中央批准的。一部分反对中央军事路线的代表，包括弗·米·斯米尔诺夫、格·伊·萨法罗夫、格·列·皮达可夫、安·谢·布勃诺夫、日一于·米·雅罗斯拉夫斯基、弗·戈·索凌、克·叶·伏罗希洛夫、菲·伊·戈洛晓金、亚·费.米雅斯尼科夫、罗·萨·捷姆利亚奇卡、谢·康·米宁等，组成了“军事反对派”，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原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斯米尔诺夫所作的关于军事间题的副报告代表了这个集团的观点。他在报告中反对建立正规的红军和在军队中实行铁的纪律，否认有必要吸收旧的军事专家。他坚决主张资产阶级军事专家只应备谙询，不应担任指挥职务，同时要求给政治委员以更加广泛的指挥军队作战的权利。他严厉批评了新的军事条令，认为它给了指挥人员以特权。由于很多代表报名发言，代表大会决定将讨论放到军事小组会议上进行。有85名代表参加了军事小组的会议，23名代表发言。3月21日晚，关于军事问题的讨论移到代表大会秘密全体会议上进行。雅罗斯拉夫斯基向大会汇报了军事小组的工作。讨论结束后进行表决，赞成中央决议案的代表有174名，赞成“军事反对派”决议案的代表有95名。为取得一致意见，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多数派和反对派代表组成的协商委员会。协商委员会制定的军事间题决议案以绝大多数票被代表大会通过（只有一票弃权）。——170。



[66]在军事小组的会议以多数票通过把“军事反对派”的提纲作为讨论的基础后，拥护俄共（布）中央提纲的代表们当即要求把讨论改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进行。这个意见未被接受，他们便在逐节讨论“军事反对派”的提纲时退出了军事小组的会议。——170。



[67]指弗·米·斯米尔诺夫在军事小组会议上提出的“军事反对派”的提纲。——170。



[68]还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于东线及其他前线局势紧张，列.达，托洛茨基要求中央把他和代表大会的所有军队代表派往前线。前线党组织的代表反对这样做。中央全会经过讨论认为前线代表参加代表大会是必要的。只有托洛茨基一人被批准上前线，而没有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170。



[69]指弗·米·斯米尔诺夫提出的“军事反对派”的提纲的第6条。这一条对军事条令中关于首长和部下相互关系形式的规定作了尖锐批评，称之为“专制农奴制度的残余”。——170。



[70]这里所说的是1918年11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内务条令》。该条令第16条对首长和部下之间的礼节作了具体规定。——170。



[71]弗·米·斯米尔诺夫在“军事反对派”提纲的第10条中批评了军事机关的工作，说除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外，还存在国防委员会、陆军人民委员部等一系列中央机关，它们之间职责不清，工作中有不协调和重复的现象。——171。



[72]克伦斯基一克拉斯诺夫叛乱被平定后，哥萨克士兵们通过自己的代表表示愿意放下武器。1917年11月1日（14日），以帕·叶·德宾科为首的苏维埃代表团同他们签订了一项停止战斗和逮捕叛乱首领的协议。亚·费·克伦斯基逃跑了。彼·尼·克拉斯诺夫被赤卫队捕获。克拉斯诺夫作出不再反对苏维埃政府的保证后被释放。但是他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不久就成了顿河反革命白卫军的组织者之一。



克伦斯基一克拉斯诺夫叛乱是俄国国内及国外反革命势力用武力夺取彼得格勒和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首次尝试。叛乱是前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总理亚·费·克伦斯基和第3骑兵军军长彼·尼·克拉斯诺夫组织的。十月起义胜利后，克伦斯基于10月25日（11月7日）由冬宫逃到设在普斯科夫的北方面军司令部，并下令军队进攻彼得格勒。但支持叛乱的只有第3骑兵军的一部分部队，约10个哥萨克骑兵连。叛军于10月26日（11月8日）向彼得格勒进攻，先后占领了加契纳和皇村。同时，反革命组织“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在彼得格勒策动了士官生叛乱。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领导了保卫彼得格勒和平定叛乱的斗争。经过同叛军的激战，革命军队于10月30日（（11月12日）转入进攻，到11月1日（（14日）彻底粉碎了克伦斯基一克拉斯诺夫叛乱。——172。



[73]在这一条里，弗·米·斯米尔诺夫要求在建立起如他所说的军事和政治方面都完全可靠的指挥人员队伍以前，军队中实行集体管理部队的制度。——173。



[74] 1919年3月22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通过无线电传到了俄国，正在举行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委托列宁以大会的名义发出了这份贺电。



1918年10月31日匈牙利爆发了革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激进派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没有能力应付内部和外部困难，于1919年3月20日辞职，并建议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织政府。但是在当时革命危机尖锐化的形势下，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不敢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不得不同当时还在狱中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结果，双方签订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协议，同时决定两党在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合并，改称匈牙利社会党。3月2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匈牙利第一届苏维埃政府——革命政府委员会组成，社会民主党人加尔拜·山多尔任主席，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库恩·贝拉任外交人民委员。



匈牙利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如实行工业企业、运输业、银行的国有化和对外贸易的垄断，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大农场，把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25%，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并为保卫共和国建立了红军。但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也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没有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而未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从4月起利用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并对它实行经济封锁。在困难局势下，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背叛革命，同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1919年8月1日，匈牙利革命政府委员会被迫辞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了133天，就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夹击下被扼杀。匈牙利反革命随即用极端残暴的手段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列宁对匈牙、《政论家短评》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中的《关于加入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评述，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本卷第374-378页）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和第39卷）。——177。



[75]农村工作问题小组即土地小组，是在1919年3月18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成立的。该小组于3月20， 21， 22日开过三次会，听取了关于土地政策的报告和工人征粮队在农村中的工作的报告，选举了提纲审查委员会。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起草、列宁审订的关于农村的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的提纲，由农村工作问题小组基本通过，交提纲审查委员会审订，最后被代表大会批准。列宁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是代表农村工作问题小组作的。——178。



[76]下诺夫哥罗德党组织的代表就这个问题问俄共（布）弟八次代衣大会主席团递交一项声明，其中说，《下诺夫哥罗德省党的工作手册》中“一般中农”这几个字是印刷错误，应为“一部分中农”。声明同时表示“下诺夫哥罗德省党组织完全拥护列宁同志在对待中农问题上所表明的观点，并加以贯彻执行”。——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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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贺电

（1919年3月22日）

我是列宁。我谨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政府，特别是向库恩·贝拉同志表示衷心的祝贺。您的祝贺我已转告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将尽快地把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莫斯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军事形势的通报拍发给你们。布达佩斯和莫斯科之间建立经常的无线电联系是绝对必需的。

致共产主义敬礼，握手。






	　　列宁载于1919年3月23日《人民言论报》第70号（匈牙利文）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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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库恩·贝拉的电报

（1919年3月23日）

列宁致库恩·贝拉，发布达佩斯

请告诉我，为了使匈牙利新政府成为真正共产党人的政府，而不仅仅是普通社会党人的，即社会主义叛徒的政府，您有什么切实的保证？

共产党员是否在政府中占多数？什么时候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社会党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表现是什么？

毫无疑问，在匈牙利革命的特殊条件下，生吞活剥地全盘照搬我们俄国的策略，会是一种错误，我必须告诫您防止这一错误，但是，我想知道，您认为切实的保证是什么。

为了确切知道是您本人在回答我，请告诉我，您最后一次到克里姆林宫来时，我和您是怎样谈论国民议会的。　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
载于193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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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位专家的公开信的答复

（1919年3月27日）

今天我收到这样一封信：


　　“‘一位专家’给列宁同志的公开信
读了《消息报》上您那篇关于专家的报告以后，我压抑不住内心极度的愤怒。难道您不明白，任何一个正直的专家，只要他还有一点点自尊心的话，都不会为了您想给他保证的那种畜生式的幸福而去进行工作？难道您竟这样孤独地幽居在克里姆林宫里，看不见您周围的生活，看不出俄国专家有许多人虽然不是执政的共产党员，却是真正的劳动者，他们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既不是从资本家手中，也不是为了资本的目的，而是在同旧制度的那种不堪忍受的大学和学院生活条件的顽强斗争中获得了自己的专门知识。对他们来说，这种条件在共产党的政权下并没有得到改善（在我看来，这是与共产主义制度的概念不相符的）。这些人虽然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却是真正的无产者，从他们自觉生活的第一步起，就以思想、言论、行动来替劳动弟兄服务，他们被你们统称为有瘟病的‘知识分子’，你们唆使出身于旧巡警、巡官、小官员、小店主（省内很大一部分“地方政权”往往是由他们组成的）的没有觉悟的新党员反对他们，他们受辱受苦的全部惨状是难以形容的。经常不断的荒诞的检举和控告，毫无结果但却极端侮辱人的搜查，枪毙、征用和没收的威胁，对私生活最隐秘方面的干涉（驻在我任教的学校里的部队首长要我必须和妻子睡一张床），这就是高等学校的许多专家直到目前不得不在其中工作的环境。然而，所有这些‘小资产者’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他们神圣地履行着自己所担负的道义上的责任：不惜任何牺牲，为那些受领导者教唆侮辱他们、损害他们的人保存着文化和知识。他们懂得，不能把个人的不幸和痛苦同建设更好的新生活的问题混淆起来，正是这一点使他们过去和现在能够忍耐和工作下去。

但是，请您相信，在这些仅仅因为对于如何走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的想法与您和您的学生不同而被你们一古脑儿咒骂为资产者、反革命分子、怠工分子等等的人们当中，用您所梦想的代价是收买不到任何人的。有些‘专家’为了保全性命会来靠近你们，但所有这些人都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专家不是机器，不能一开动就工作起来。没有灵感，没有内心的激情，没有创造的欲望，不管你们出多高的报酬，任何一个专家都不会作出什么贡献。一个志愿者，只要是在尊敬他的同志和同事中间进行工作和创造，担任有学识的领导者，不受1919年入党的政委的监视和管制，就会贡献出一切。

如果您希望到你们那里去的不是追求薪金的‘专家’，如果您希望有更多的正直的志愿者加入那些不顾在许多问题上与你们有原则的分歧，不顾你们的策略常常给他们造成备受侮辱的处境，不顾许多苏维埃机关的严重的官僚主义混乱现象（这些机关有时甚至扼杀最有生气的创举），现在正真心诚意地在某些地方同你们在一起工作的专家行列，——如果您希望这样，那么，首先要纯洁你们的党和政府机关，清除那些毫无良心的同路人，处置那些以共产主义旗帜为掩护，不是卑鄙地侵吞人民财产，就是愚蠢地进行荒唐的捣乱来破坏人民生活根基的损公肥私者、冒险家、走狗和强盗。

如果您想‘利用’专家，那就不要收买他们，要学会尊敬他们，把他们当人看待，而不要把他们当作你们暂时需要的牲畜和工具。



　　Ｍ．杜克尔斯基


沃罗涅日农学院教授

中央国营制革工业企业管理局主席”





　　信写得很尖刻，好象又很真诚。想回答一下。依我看来，在写信人身上毕竟是个人冲动占了上风，使他丧失了根据群众的观点和把事情真正连贯起来加以研讨的能力。

在他看来，我们共产党人是排斥专家，用各种坏字眼“咒骂”专家的。

事实并不是这样。

工人和农民推翻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现在不难看出，这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冒险”和“狂妄举动”，而是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一年多以前大部分知识分子不愿意看到（一部分是看不到）这一点，这能归咎于我们吗？

怠工是知识分子和官员们发动的，他们大多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种说法包含着阶级的鉴定、历史的评价，它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但绝不能把它当作诽谤或咒骂。工人和农民痛恨知识分子的怠工是必然的，如果可以“归咎于”谁的话，那只能“归咎于”资产阶级及其自觉和不自觉的帮凶。

假如我们“唆使”人们去反对“知识分子”，那就应当把我们绞死。但是我们不仅没有唆使人民去反对他们，而且还用党的名义和政权的名义宣传必须给知识分子以较好的工作条件。我至少从1918年4月起就已经这样做了，不知道写信的人引证的是哪一号《消息报》，但是，一个习惯于从事政治的人，即习惯于从群众的观点而不是从个人的观点分析现象的人，听到有人说主张较高的工资一定是卑鄙地或者居心叵测地想进行“收买”，他是会感到非常奇怪的。希望可敬的写信者原谅我，但是，实在说，这使我想起了“酸小姐”这个文学典型。

假定高工资是给予一伙特殊的、故意挑选出来的人，也就是说，给予一伙以前由于一般社会原因而没有得到和不能得到较高薪金的人，那还可以推想政府有“收买”这伙人的目的。但是，现在指的是几十万（如果不是几百万的话）过去 一直
 得到优厚薪金的人，假如不是陷入疯狂的冲动，对一切都吹毛求疵，怎么会把在一定时期内必须维持有所降低但仍然高于中等水平的工资的主张看成是一种欺骗或者“侮辱”呢？

这是毫无道理的。不仅如此，写信人把驻在学校里的部队首长要求教授必须和他妻子睡一张床说成莫大的欺负和侮辱，那更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第一，既然知识界人士要求丈夫和妻子各有一张床铺的愿望是合理的（这无疑是合理的），那么，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就必须有高于中等水平的工资，写信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平均”每个俄国公民还从来到不了一张床！

第二，那个部队首长在 这件事
 上是否不对呢？如果没有粗暴、侮辱、嘲弄人的意思等等（ 可能
 有过，那是应该惩罚的），我再说一遍，如果 没有
 这些，那么，在我看来， 他是对的
 。士兵们疲惫不堪，几个月既没有见过床，大概也根本没有见过比较象样的过夜的地方。他们在闻所未闻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捍卫着社会主义共和国，难道他们没有权利弄一张床作短时间的休息吗？不，士兵和他们的首长是对的。

我们反对把知识分子的一般生活条件一下子降低到中等水平，因此，我们反对把他们的工资降低到中等水平。但是一切都要服从于战争，为了让士兵们休息，知识分子应当挤一挤。这不是侮辱，而是正当的要求。

写信的人要求以同志的态度对待知识分子。这是正确的。我们也要求这样。我们的党纲正好直接而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要求。另一方面，如果非党的知识分子，或者敌视布尔什维克的党派的知识分子，也同样明确地要求自己的伙伴以同志的态度对待疲惫的士兵，对待过度疲劳的、为几世纪的剥削所激怒了的工人，那么，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互相接近这件事便会大有进展。

写信的人要我们纯洁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府机关，清除“那些混进来的毫无良心的同路人，那些损公肥私者、冒险家、走狗和强盗”。

这是正确的要求。我们早已提出并在实现这个要求。我们对于党内的“新手”不是放任不管的。代表大会甚至专门规定了重新登记[77]。我们现在和今后都会枪毙那些被捕获的强盗、损公肥私者和冒险家。但是，为了使清洗工作进行得更彻底更迅速，就需要真诚的非党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协助我们。如果他们联合一些彼此熟识的人，以他们的名义号召大家在苏维埃机关中忠实地工作，用公开信的话说，就是号召大家“替劳动弟兄服务”，那么新社会制度分娩的痛苦就会大大缩短和减轻。






	　　尼·列宁
　1919年3月27日

载于1919年3月28日《真理报》第6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18—222页

















[77]指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所规定的党员重新登记。俄共（布）中央于1919年4月24日在《真理报》上公布了重新登记的实施细则，其中说：全体党员重新登记是对各个党组织的全体人员进行的认真考核，其目的是清除党内的非共产主义分子，主要是那些混入执政党，以便利用党员称号谋取私利的人。重新登记时，全体党员必须交回党证，填写履历表，呈交由两名具有半年以上党龄并被党委会认为可靠的共产党员出具的介绍书。在重新登记期间，停止接受新党员。凡是被揭发有不配党员称号的行为者（酗酒、腐化、以权谋私等）、临阵脱逃者、违反党的决议者、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党的会议者以及不交纳党费者，都应开除出党。这次重新登记在1919年5—9月进行。重新登记期间，恰逢动员党员入伍，有些人动摇脱党，这大大帮助了各个党组织清除那些不合格分子。据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经过重新登记，党员人数减少了一半。——[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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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关于派遣一批工人小组参加粮食和运输工作的决定草案[78]


（不晚于1919年3月28日）

鉴于粮食和运输危机加剧对共和国造成极端严重的威胁，俄共中央决定：

委托加米涅夫

　　季诺维也夫

　　斯大林三位同志

在粮食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参加下组织一批有威望的工人小组和一些列车，去参加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






	　　列宁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3页

















[78]列宁拟的这个决定草案由俄共（布）中央通过。签署这一决定的除列宁外，还有中央委员列·波·加米涅夫、格·叶·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叶·德·斯塔索娃、尼·尼·克列斯廷斯基、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尼·伊·布哈林、瓦·弗·施米特和费·埃·捷尔任斯基。关于从工人中选拔优秀工作人员参加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的问题，参看列宁1919年1月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05—418页）。——[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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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荐米·伊·加里宁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3月30日）

同志们！要找到一位真正能够代替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的人，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因为一个人既要担任党的负责工作，熟悉党的历史，又要非常了解人，善于挑选合适的人才担任苏维埃的负责工作，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党内在讨论候选人时一致认为，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担负的各项工作不可能由一位同志包下来，因此必须委托一批领导集体分管这些工作，让它们每天开会研究，对各个部门进行领导。至于主席一职，应当这样提出问题：他应能体现党对农民的路线。

你们知道，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所表明的我们对中农的态度，并不是我们总的政策的改变。第一项任务——镇压资产阶级——解决以后，必须完成对待中农方面的任务。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在我国比在我们欧洲同志那里更加尖锐，因而我们应当让一位能够向大家表明我们关于对待中农的决议会得到切实贯彻的同志来领导苏维埃政权。

我认为，可以而且应当找到一位能把贯彻居领导地位的党对中农的路线完全当作自己的任务的同志。我们知道，在目前，做到上下通气是一项特别紧迫的任务。我们知道，交通很不方便，正在进行内战，内战有时不仅使个别省份，而且使很多地区同中央的联系都很差，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特别重视上下通气的任务。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找到一位既有切身经验又很熟悉中农生活的同志，我们就能够解决这一任务。我认为，你们今天在报上看到的候选人是符合这一切条件的。这就是加里宁同志。

这是一位从事党的工作将近二十年的同志；他本人就是特维尔省的一个农民，同农民经济有紧密的联系，并且经常在改善和加强这种联系。彼得格勒工人已经深信他具有善于同广大劳动群众相处的本领的，当这些群众缺乏党的教育时，当宣传员和鼓动员不能以应有的同志的态度与群众相处时，加里宁同志总是成功地解决了这一任务。在目前，这是特别重要的。当然，全体中农及其一切优秀分子都在坚决地支持我们克服一切困难，消灭那些有极少数农村群众跟在后面跑的富农暴动。我们知道，在小农国家中，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工人同中农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盟。我们在土地政策方面所采取的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坚决帮助中农的措施已经收到效果，因而中农的人数一年来增加了。但是地方上还往往任用一些不称职的行政人员。

滥用职权的情形是有的，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争取知识分子，但是，政治上的分歧把我们分开了。我们知道，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时代已经结束，全世界的工人都同情苏维埃政权，不管资产阶级怎样杀害无产阶级的领袖（象他们在德国所干的那样），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全部经验必然使知识分子最终加入我们的队伍，而我们也一定会得到管理国家所需的人才。我们一定要把混进苏维埃政权的人赶走，而这是引起不满的原因之一，但我们不怕承认这种做法是正当的。我们必须大力同这种祸害作斗争。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已坚决要求全体工作人员执行这一行动路线。

在谈到社会主义农业时，必须指出，我们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农业，只有同中农实行一系列同志式的妥协。我们必须尽可能多接近中农。

我们也知道，在革命时期做工作最多并完全致力于这一工作的同志，不善于很好地与中农相处，不善于不出差错地做到这一点，而他们所出的每个差错都被敌人利用，造成某种疑虑，使中农同我们的关系问题复杂化。

这就是为什么找到一位兼有我所谈的那些品质的同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以我们的组织经验去帮助他，使中农把全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代表看作自己人，使我们的党的决定，即关于必须善于与中农相处和一定要根据我们已有的经验去审查、研究和检验我们的每个步骤的决定，不致成为一纸空文。

我们知道，我们的同盟者的数目在增多，我们知道，在最近几个月内这一数目将会增加很多倍，但是现在这个担子还只是压在我们这个遭到严重破坏的非常穷困的国家身上。这是中农极难胜任的事情。需要接近并尽力帮助中农，需要让中农了解并用事实证明：我们要坚决贯彻我们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这就是为什么要由加里宁同志这样的候选人来把我们大家团结起来。这样的候选人会以实际办法帮助我们在苏维埃政权最高代表和中农之间建立许多直接联系，会帮助我们接近中农。

这项任务不能一下子得到解决，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应当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方面的实际经验很少。希望苏维埃共和国最高代表在我们大家的协助下，自己首先来取得这种经验，掌握全部知识，并且加以检验。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定会解决这项任务，俄国定将不仅成为坚决地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情地镇压了资产阶级的模范国家（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而且成为在同志的支援和新经验的基础上完满地解决城市工人同中农的关系的模范国家，而这一点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彻底胜利的主要保证之一。

这就是我要向你们推荐加里宁同志做候选人的原因。





	载于193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23—226页












《列宁全集》第36卷


国防委员会关于铁路员工粮食供应的决定草案[79]


（1919年3月31日）

交通人民委员部向工人宣布，根据精确计算，在一个月运来600万普特的情况下，获得25俄磅是绝对有保证的。运来的数量还可以比这多得多。应尽全力增加修复机车的数量。此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可按全俄工会理事会的标准给予 奖金
 。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412页

















[79]1919年3月31日，国防委员会讨论了关于供给铁路运输工人粮食的问题。在此以前，粮食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代表于3月28日进行协商，决定从运往中心城市的直达粮食列车中提取一定比例供给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工人。列宁就在呈送给他的这个协议上写下了国防委员会有关这一问题的决定草案。草案由会议通过。——[216]。







《列宁全集》第36卷


留声机片录音讲话[80]


（1919年3月底）


1

悼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同志

经常与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一起工作的同志都特别清楚地知道，他的非凡的组织才能使我们获得了完全可以引为骄傲的东西。他使我们有了协调的、合理的、有组织的工作，这种工作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群众所应该具有的，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的，没有这种工作就不可能取得胜利。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在我们的记忆中将不仅是一个革命者忠于自己事业的象征，不仅是把冷静而熟练地处理实际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同善于领导群众结合起来的典范，而且是激励愈来愈多的无产阶级群众不断前进、直到取得共产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保证。





	载于1924年2—3月《青年近卫军》杂志第2—3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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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今年即1919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党人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建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这个国际是力求在世界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全世界工人的联盟。

马克思创立的第一国际存在于1864年到1872年。英勇的巴黎工人的失败，著名的巴黎公社的失败，标志着第一国际的告终。第一国际是不会被人遗忘的，它在工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史上是永存的。它奠定了我们有幸正在建设的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厦的基础。

第二国际存在于1889年到1914年，即存在到大战前。这段时期是资本主义最平稳最平静的发展时期，是没有大革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很多国家的工人运动壮大了。但是，大多数工人政党的领袖却因为习惯于平静时期而丧失了从事革命斗争的能力。1914年爆发了历时四年血染全球的战争，爆发了资本家瓜分利润、争夺对弱小民族统治权的战争，在这样的时候，这些社会党人却跑到本国政府方面去了。他们背叛了工人，帮助拖延这场大厮杀，成了社会主义的敌人，跑到资本家那里去了。

工人群众抛弃了这批社会主义叛徒。全世界开始进入革命斗争。战争表明资本主义已经完蛋。它就要被新制度所代替。社会主义这个老的字眼已被社会主义叛徒玷污了。

现在，仍然忠于推翻资本压迫事业的工人，把自己称为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同盟正在全世界成长起来。苏维埃政权已经在几个国家取得胜利。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我们就会看到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建立。





	载于1924年2—3月《青年近卫军》杂志第2—3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30—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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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用无线电同库恩·贝拉通话的通报

当库恩·贝拉同志在俄国做战俘时，我就已经同他很熟悉了，他曾不止一次地到我这里来谈论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问题。因此，收到了关于匈牙利共产主义革命的通报并且是库恩·贝拉同志签署的通报以后，我们很想同他谈谈，并想更确切地知道有关这一革命的情况。关于匈牙利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批通报使人有些担忧：这是不是所谓的社会党人即社会主义叛徒们的骗局，是不是他们瞒过了共产党人，何况当时共产党人都在狱中。因此，在收到关于匈牙利革命的第一个通报的第二天，我就拍电报到布达佩斯，请库恩·贝拉亲自答话，我向他提出了一些问题，以证实是不是他本人，并且询问他关于政府的性质和政府的实际政策有哪些实在的保证。库恩·贝拉同志的答复十分令人满意，消除了我们的一切疑虑。原来是左派社会党人到监牢里去找库恩·贝拉商量组织政府的。新的政府完全由这些同情共产党人的左派社会党人以及中派分子组成，而右派社会党人，即可说是死硬的和不可救药的社会主义叛徒，则完全离开了党，而且没有带走一个工人党员。以后的通报证明，匈牙利政府的政策十分坚定，完全符合共产主义方针，我们最初是实行工人监督，以后才逐步实行工业社会化，而库恩·贝拉由于他的声望，由于他相信广大群众都拥护自己，立刻实施了一项法令，把过去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匈牙利全部工业企业转变为公共财产。两天过后，我们完全相信，匈牙利革命已经极其迅速地一下子走上了共产主义轨道。资产阶级自己把政权拱手交给了匈牙利共产党人。资产阶级向全世界表明，当严重的危机到来的时候，当民族处于危险境地的时候，资产阶级不能管理国家。真正人民的、真正为人民爱戴的政权只有一个，这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政权。

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万岁！





	载于1924年2—3月《青年近卫军》杂志第2—3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32—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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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红军书

红军战士同志们！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正在对俄国进行战争。他们要报仇，因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给世界各国人民做出了榜样。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资本家用金钱和军火来援助派军队从西伯利亚、顿河、北高加索进攻苏维埃政权的俄国地主，期望恢复沙皇政权，地主政权，资本家政权。不，这是不可能的。红军已经团结起来，奋起作战，把地主军队和白卫军官赶出了伏尔加河流域，夺回了里加，夺回了几乎整个乌克兰，正在迫近敖德萨和罗斯托夫。只要再努一把力，只要再同敌人打几个月，胜利就会是我们的了。红军所以有力量，因为它是自觉自愿地、同心协力地为农民的土地而战，为工农政权而战，为苏维埃政权而战。

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把千百万劳动农民同工人联合了起来，他们现在学会了斗争，建立了同志纪律，受到小的挫折不是士气低落，而是更加坚强，他们愈来愈勇敢地向敌人进攻，他们知道，敌人的彻底失败就在眼前了。




　　红军战士同志们！红军里的工农联盟是巩固的、紧密的和牢不可破的。富农和十分富有的农民企图组织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但他们的人数是微乎其微的。他们不可能使农民长期地经常地受欺骗。现在农民知道，他们只有同工人结成联盟才能战胜地主。在农村中，有时一些人自称为共产党人，其实他们是劳动人民的死敌和暴徒，他们怀着自私的目的依附我们的政权，招摇撞骗，为非作歹，欺压中农。工农政府下定了决心要同这些人作斗争，把他们从农村中清除出去。中农不是敌人，而是工人的朋友，是苏维埃政权的朋友。觉悟的工人和真正的苏维埃人，是把中农当作同志看待的。中农不象富农那样掠夺他人的劳动，靠他人发财；中农自己从事劳动，靠自己劳动过活。苏维埃政权一定要镇压富农，把不公正地对待中农的人从农村中清除出去，无论如何要实行工人同全体劳动农民（贫苦农民和中农）的联盟。这一联盟在全世界日益发展。在各个地方，革命都在迫近，都在发展。最近，革命在匈牙利获得了胜利。那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工人政府。各国人民也一定都会做到这一点。

红军战士同志们！你们要坚强不屈，紧密团结！奋勇前进，打击敌人！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地主资本家的政权在俄国已被摧毁，在全世界也将被战胜！






	　　3月29日载于1924年2—3月《青年近卫军》杂志第2—3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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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农

现在，摆在共产党面前的最主要的问题，最近这次党代表大会最注意的问题，就是中农问题。

十分自然，通常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中农。

十分自然，党员同志们常常谈起，在农村中有人问他们什么人算是中农。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不剥削他人的劳动，不靠他人的劳动过活，丝毫不侵吞他人的劳动果实，自己从事劳动，靠自己劳动过活的人，就是中农。

过去这样的农民比现在少，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农民都非常贫穷，而无论过去或现在，富农，即剥削者、富裕农民只占极少数。

自从土地私有制废除以后，中农就多起来了。苏维埃政权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和中农建立完全融洽的关系。当然，中农不能马上就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因为他们固守着已经习惯了的东西，小心谨慎地对待一切新事物，对任何号召他们做的事情总要先用事实、用实践加以检验，在没有确信有改变的必要时，决不改变自己的生活。

正因为这样，我们应该知道、记住和贯彻这样一点：下乡的工人党员必须设法同中农建立同志关系，必须记住，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劳动者，就是工人的同志，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同他们建立自愿的、完全真诚的、充分信任的联盟。共产主义政权所提出的任何措施，只应当看作对中农的一种忠告，一种提示，一种劝他们转向新制度的建议。

只有在实践中考验这些措施，检查它们的错误，避免可能犯的错误，同中农实行妥协，——只有这样共同努力，才能够保证工农联盟。这个联盟是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力量和支柱。这个联盟将保证我们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胜利完成战胜资本和消灭一切剥削的事业。





	载于1924年2—3月《青年近卫军》杂志第2—3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36—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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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苏维埃政权

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大多数国家还不愿意理解或不能够理解的这一新政权的实质是什么？日益吸引每个国家的工人的新政权的实质就在于：从前管理国家的总是富人或资本家，而现在却第一次由正是遭受过资本主义压迫的那些阶级而且是为数众多的人来管理国家。即使在最民主最自由的共和国里，只要还保留着资本的统治和土地的私有制，管理国家的总是极少数人，十分之九是资本家或富人。

在世界上，我们俄国第一次这样建立了国家政权：没有剥削者参加，只由工人和劳动农民组成群众组织——苏维埃，而全部国家政权都交给苏维埃。正因为这样，不管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代表怎样诬蔑俄国，“苏维埃”这个字眼在世界各地不仅成了容易理解的字眼，而且成了通俗的字眼，成了工人和全体劳动者都喜爱的字眼。正因为这样，不管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在世界各国遭到怎样的迫害，苏维埃政权必然而且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我们苏维埃政权机构中还有许多缺点。苏维埃政权并不是神丹妙药。它不能一下子治好过去的毛病，不能一下子消除文盲、不文明、野蛮战争的后果和掠夺性的资本主义的遗毒。但是它提供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它使受压迫的人能够站立起来，能够逐渐地担负起对国家、经济和生产的整个管理。

苏维埃政权是劳动群众找到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是不可战胜的。





	载于1928年1月21日《真理报》第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38—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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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地主资本家的压迫

劳动人民的敌人地主和资本家说：没有我们，工人和农民就活不下去。没有我们，就没有人来建立秩序，分配工作，强制人们劳动。没有我们，一切都要完蛋，国家也要垮台。我们被赶跑了，但是，经济破坏会使我们重新掌握政权。地主和资本家的这些话不能动摇、吓倒和欺骗工人和农民。军队中是必须有最严格的纪律的。但是，觉悟的工人也能够把农民联合起来，也能够利用旧的沙皇军官来为自己服务，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

红军已经建立了空前巩固的纪律，它不是用棍棒建立起来的，而是依靠工人和农民本身的觉悟、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建立起来的。

所以，要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要使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永远不能复辟，就必须建立一支红色的劳动大军。这支劳动大军只要有了劳动纪律，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工人和农民应当证明而且一定会证明：他们能够在不要地主并反对地主、不要资本家并反对资本家的情况下，自己来正确地进行分工，树立起为共同利益而劳动的严格的纪律和忠实的态度。

劳动纪律，冲天干劲，自我牺牲的决心，农民同工人的紧密联盟，这些就是能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的东西。





	载于193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40—241页












8

论残害犹太人的大暴行

所谓反犹太主义，就是散播对犹太人的仇恨。当万恶的沙皇君主国临到末日的时候，它竭力唆使愚昧无知的工人和农民去反对犹太人。沙皇警察同地主资本家联合起来，一再制造反犹大暴行。地主和资本家竭力想把因穷困而受尽苦难的工人和农民的仇恨引导到犹太人身上去。在其他国家里，也往往可以看到，资本家煽起对犹太人的仇恨，来蒙蔽工人，使他们看不到劳动人民的真正敌人——资本。只有在地主资本家的盘剥造成了工人和农民的极度愚昧的地方，对犹太人的仇视才牢固地存在着。只有十分愚昧备受压抑的人，才会相信污蔑犹太人的谎言和诽谤。这是旧的农奴制时代的残余。在农奴制时代，神父强迫人们用柴堆烧死异教徒，农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人民遭到压制，忍气吞声。这种旧的农奴制的黑暗正在消逝。人民的眼睛亮了。

劳动人民的敌人并不是犹太人。工人的敌人是各国的资本家。犹太人中间有工人，有劳动者，他们占大多数。他们是和我们同样受资本压迫的兄弟，他们是我们共同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同志。和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民族一样，犹太人中间也有富农、剥削者、资本家。资本家们极力散播和挑起各教派、各民族、各种族工人之间的仇恨。不劳动的人是靠资本的力量和权力来支持的。富有的犹太人，和富有的俄国人以及各国的富人一样，彼此联合起来，蹂躏、压迫、掠夺和离间工人。

折磨和迫害犹太人的万恶的沙皇制度是可耻的。散播对犹太人的仇视的人，散播对其他民族的仇恨的人，是可耻的。

各民族的工人在推翻资本的斗争中的兄弟信任和战斗联盟万岁。





	载于1924年2—3月《青年近卫军》杂志第2—3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42—243页

















[80]列宁的留声机片讲话是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出版物发行处组织灌制的，1919—1921年共灌制了15篇。据中央出版物发行处主任波·费·马尔金回忆，列宁非常关心利用留声机片进行宣传。列宁的留声机片讲话销行数万份，其中最受群众欢迎的是《论中农》、《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和《论粮食税》。——[217]。







《列宁全集》第36卷


关于同中农的关系问题[81]


（1919年3月底—4月初）

争取中农的紧急措施
纲要

 ：

（1） 立即
 减轻 向中农
 征收的特别税。

（2）由党内派人（每个省委会派3名）专门去做 争取中农
 的工作。

（3）由中央机关组成专门委员会（很多个）派到地方去保护中农。

（4）制定和批准加里宁视察计划。公布日期、地点、接见来访办法等。

（5）由 司法、内务、农业
 等人民委员部派人参加视察（根据第4点和第5点）。

（6）在报刊上掀起一个运动。

（7）关于保护中农的《宣言》。

（8）检查（并废除） 强迫
 加入公社的措施。

（9）从减轻对 
中农

 的征收和追交等方面检查 粮食
 措施。

（10）特赦。

（11）“承认富农”。

（12）粮食和饲料的征收。

（13）承认手工业者和手艺人。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413—414页

















[81]这个纲要分两次写成，列宁先写了头9点，后来又写了末尾3点。第10点不知出自何人之手。



纲要中某些点的落实情况如下：1919年4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在征收特别税方面对中农实行优待的法令（参看注13）；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尼·瓦·克雷连柯、瓦·瓦·奥新斯基、约·阿·皮亚特尼茨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作为中央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全权代表被派往俄国各地；米·伊·加里宁在1919年4月5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谈话，宣布他计划在俄国中部进行一次视察，以便通过同广大农民群众的个人交往来建立他们同苏维埃政权的更密切的关系；1919年4—9月，加里宁率领各人民委员部的代表，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十月革命号”列车，进行了这一视察；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释放某几类被捕者和罪犯的决定在1919年4月2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发表；同一天，该报还发表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9年4月25日通过的关于促进手工工业发展的决定。——[232]。







《列宁全集》第36卷


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电话

（1919年4月1日）

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82]报告，从彼得格勒得到消息：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协约国所派的间谍试图炸毁彼得格勒的自来水厂。在地下室已发现炸药和定时炸弹，一支特遣队取走了这枚炸弹，准备销毁，但由于爆炸过早，队长被炸死，10名红军战士被炸伤。

在某些地方，正试图炸毁桥梁和中断铁路交通。

还试图拆毁铁路，使红色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得不到粮食供应。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正积极参加煽动罢工、煽动颠复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鉴于既得的情报，国防委员会命令采取最紧急的措施，以粉碎任何进行爆炸、毁坏铁路和煽动罢工的图谋。

国防委员会命令各级肃反委员会提高全体工作人员的警惕性，并将所采取的措施报告国防委员会。






	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19年4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7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44页

















[82]全俄肃反委员会（全称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7日（20日）的决定，为了同反革命、怠工和投机活动进行斗争而成立的，直属人民委员会。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它在同反革命破坏活动作斗争和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国家转入和平经济建设，列宁于1921年12月1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建议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小它的职权范围。1922年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通过法令，把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为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234]。







《列宁全集》第36卷


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文献[83]


（1919年4月）


1

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的报告

（4月3日）

同志们！我这次作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的报告，想从下列情况谈起：就在目前这几个月，随着春季的到来，我们的处境又变得非常困难了。我想，无论从内战的情况来看或者从同协约国作战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在我讲到国际形势时还要谈到），我们即使采取最谨慎的态度，也可以说，正好过了一半的这半年，将是最后一个艰苦的半年，因为法国和英国的资本家今后无力再发动他们目前竭尽全力所展开的这种进攻了。而另一方面，我们的红军在乌克兰和顿河区所获得的、而且可以巩固下来的全部战果，将使国内形势根本好转，将使我们得到谷物和煤炭——粮食和燃料。可是现在，斗争还没有结束，乌克兰的收集粮食的工作还必须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在现在这样一个春季泥泞时期，情况还是十分困难的。

我们不止一次说过，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力量在于工人的信任和自觉态度。我们不止一次证明过，尽管包围我们的敌人和协约国派来的间谍（帮助这批间谍的，有那些也许不认为自己是帮凶但却在援助白卫分子的人）数目很多，尽管我们明明知道这里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他们歪曲，我们所讲的实情会被白卫分子的代理人听去，然而我们说：随他们去吧！我们开诚布公地说真话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因为我们深信，即使这是一种沉痛的真话，只要讲清楚，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阶级代表、任何一个劳动农民都会从中得出唯一正确的结论。

他们终究会得出一个唯一可能的结论：我们的事业已临近全世界的胜利；尽管在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现在两年的骇人听闻的国内战争中，劳动群众筋疲力尽，忍饥挨饿，受尽折磨，处境十分艰难，尽管这种状况目前又进一步加剧，我们仍然有充分的把握不仅在俄国取得胜利，而且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因此，今后四五个月虽然十分艰苦，但我们能够不断地战胜这些困难，从而向敌人表明，向全世界联合起来的资本家表明，他们进攻俄国是不会成功的。

然而毫无疑问，他们正是在目前，试图按照预定的计划，用武力从东西两面来消灭我们，以挽救垂危的克拉斯诺夫匪帮。昨天得到了马里乌波尔陷落的消息。这样，罗斯托夫就处于半包围状态了。总之，协约国正在尽一切努力来搭救克拉斯诺夫，趁今年春季给我们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无疑是按照同兴登堡达成的协议来行动的。一位从拉脱维亚来的同志讲到那里的同志已陷入怎样的境地。那里大部分地区遭受了莫斯科工人想象不到的灾难——一股股的军队袭击乡村，反复进行扫荡。现在德国人正在向德文斯克进犯，企图切断里加。他们从北面得到靠英国寄钱来维持的爱沙尼亚白卫分子的援助，同时被英、法、美三国的亿万富翁完全收买的瑞典人和丹麦人也派遣志愿兵援助他们。他们在国内以血腥的镇压手段削弱了斯巴达克派和革命者的运动，现正利用这一时机，按照我们十分清楚的总计划行动着。他们虽然感到自己奄奄一息，但他们还认为目前是一个十分方便的时机，可以趁此把一部分军队授予兴登堡，加紧从西面进攻受尽蹂躏和折磨的拉脱维亚，进而威胁我们。另一方面，高尔察克在东部节节胜利，这就为协约国的最后的和最猛烈的进攻准备了条件。

但是象任何时候一样，他们并不限于从外部进攻，他们还在我们国内进行活动，制造阴谋，组织暴动，投掷炸弹，试图炸毁彼得格勒的自来水厂（这些你们在报上都看到了），并在离萨马拉不远的地方拆毁了目前从东部给我们运粮的主要铁路。那里的一部分粮食损失了，被高尔察克抢去了。此外，他们还试图拆毁库尔斯克—哈尔科夫铁路，这条铁路正开始运送红军在顿涅茨煤田夺回的煤。如果我们把这一切综合起来看一看，我们就会明白，协约国、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和亿万富翁正在最后试图以武力击溃苏维埃政权。

孟什维克也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好，直到现在都还不了解斗争正在走向终点，不了解这是你死我活的最无情的战争，因此，他们不是继续宣传罢工，就是宣传停止内战。不管怎样，他们是在帮助白卫分子。关于他们，我到下面再谈，现在我只想讲明，情况确实很困难。

国际资本家想用一切力量在今年春天同我们决一死战。幸而这是国际资本主义这个风烛残年、病入膏肓的老头子的力量。但是不管怎样，目前纠集起来对付我们的军事力量还是非常雄厚的。特别是高尔察克现在出动了自己所有的预备队。他那里有白卫志愿兵，有数量惊人的匪徒，又有英美大量武器弹药的支援。正因为如此，目前的局势要求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苏维埃共和国处境的困难。

我们相信，劳动群众是懂得为什么而战的。他们知道，这几个月将决定我国革命的命运，在颇大程度上也决定国际革命的命运；他们知道，资本家想摧毁苏维埃俄国的这种企图所以如此变本加厉，他们对我们的进攻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国内存在着同样的敌人——布尔什维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在他们国内也正在迅速而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

什么东西使得我们的处境特别困难，迫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向所有觉悟的工人求援呢？那就是粮食和运输的困难。运输遭到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的破坏，这次破坏的创伤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里，至今还没有痊愈，而且要治愈这些创伤，没有许多月甚至许多年的最顽强的工作，是不可能的。然而没有燃料，就无法工作。我们只是在最近才开始得到顿涅茨煤田的煤。你们知道，英国人在巴库夺去了我们的石油。他们劫走了里海的一部分船只，占领了格罗兹尼，使我们难于得到石油。而没有燃料，无论工业或铁路，都是动不起来的。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我们再一次地向全体同志说，必须把更多的力量投到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中去。目前运输工作的情况是这样的：在俄国东部，在伏尔加河左岸，我们有几千万普特粮食，我们已经集中和收购到1000—2000万普特，可是我们不能把它运出来。高尔察克军队最近向前推进，占领了乌法，我军被迫撤退，因此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粮食。这项损失是十分惨重的。我们在运输方面要作最大的努力。必须让工人们在每次集会上都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能拿什么支援运输工作？我们能不能用妇女代替男子工作，而把男子调到修理厂，或者调去支援铁路员工？这该怎样做，工人们是比较清楚的，他们知道应该把谁调去做什么专业工作。这对那些应该不断寻找新的支援办法的实际工作者来说，也是比较清楚的。我们希望，并且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交通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近来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无论我们的敌人怎样诽谤，货运突击月（停止客运）已使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还要百倍地努力，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昨天《消息报》登载了一些统计数字。我现在引几个主要的数字。3月初，平均每天有118车皮的食物运到莫斯科，其中有25车皮是谷物。3月底，平均每天运到209车皮的食物，其中有47车皮是谷物。这就是说，差不多增加了1倍。这就是说，采取这种停止客运的严峻措施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我们援助了莫斯科、彼得格勒和整个工业区挨饿的居民。但是这还远非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以后，泥泞时期完全到来时，日子还会困难得多，挨饿还会厉害得多。所以我们说，现在必须毫不懈怠地奋力工作。我们应当依靠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工作人员，他们虽然到我们这边来做事，但他们中间毕竟有许多人是不适用的；我们应当依靠的是工人群众。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乌克兰的状况。在整个乌克兰被德国人占领、整个顿河区的处境十分艰苦的一年中，我们历尽了千辛万苦。现在我们的情况好转了。我们在乌克兰有25800万普特谷物，其中1亿普特已在征收，然而全部问题在于乌克兰的农民被德国人和德国人的掠夺吓坏了。我听说，那里的农民被德国人吓得直到今天还不敢占用地主的土地，虽然他们知道这里苏维埃政权的状况。春耕时节已经到了。但是乌克兰的农民，由于亲身遭到德国人掠夺的种种惨祸，直到今天还很犹豫不决。应当指出，那里一直进行着游击战争。这种战争至今在南方还在进行。那里没有正规军。由于没有正规军，那里直到今天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正规军调去了，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大大加强工作，因此，我应该告诉你们，每一次工人集会都应当明确地提出粮食问题和运输问题。我们必须在最近期间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改善当前的情况，如何利用我们今天所能利用的一切。

我们应当深刻了解，只有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我们才能站稳脚跟，才能取得辉煌的胜利，因此，我们应当把我们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力量派往前线。我们应当把负责的工作人员派往前线。如果这里某个机关要受些不利的影响，我们当然会蒙受一定的损失，但是我们不会因此而灭亡；如果我们的军队缺少工人，我们是一定会灭亡的。我们的军队到现在还有团结不够紧密、组织不够健全的缺陷，在这方面，完全要靠工人帮助，要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只有那些经历过整个斗争、能够把亲身的种种经历和苦难告诉大家的工人，才能够影响军队，才能使农民转变为有觉悟的、为我们所需要的战士。

所以，我们又来到这里，决定召集你们开一次会，向大家指出由于整个形势的困难而造成的运输上的困难。我们一直强调，还得坚持三四个月，我们才会取得完全的胜利。但这需要力量。哪里去找这些力量呢？我们看到，只有承担了我国经济破坏的全部后果的工人，只有由于斗争演变为白卫分子的进攻从而遭受巨大苦难和获得了丰富经验的工人，只有我们这些先进队伍，才能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已经疲惫不堪，落在他们肩上的非人力所能及的工作已经把他们弄得筋疲力尽。这一切我们都知道，但现在我们还是向你们说，必须拿出一切力量，必须想办法聚集一切力量来进行革命，争取革命的光辉胜利。现在，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到了，我们应该采取革命者的行动。我们必须从劳动群众当中汲取力量。

昨天，莫斯科和全国工会运动中有威信的活动家在这里开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必须吸收表现平平的人参加工作，而过去我们是一直认为他们不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但是现在十分清楚，要替换疲惫不堪的工作人员，就需要让表现平平的人出来工作，但在这样做以前，必须由以往一直担任工作的人对他们加以指导。我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我们暂时应当用表现平平的工作人员来替换我们的负责工作人员。我们应当起用成千上万的这种工作人员。我们不必担心他们不能象有经验的工作人员那样做好自己的工作。把他们安置在负责的职位上，最初一个时候他们会犯错误，但这并不可怕。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把他们调到重要的负责的岗位上去。他们会在那里发挥自己的力量，开展自己的工作，因为他们会有信心，他们会知道，他们后面站着一批在俄国已有一年经验的负责工作人员。他们知道，较有经验的同志在紧急关头会协助完成他们的任务。只要先进工人把新挑选的这部分工人调到重要的岗位上去，他们是能把事情办好的。我们可以毫无损失地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一广大阶层有无产阶级的本能，有无产阶级的觉悟和责任感。对他们是可以信赖的，可以说，在困难的时候他们是会帮助我们的。俄国的特点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它总有能够作为后备力量调上前去的群众，当旧的力量开始枯竭的时候，可以找到新的力量。不错，先进的工人是疲惫不堪了，表现平平的工人办事是会差些，但只要我们调动这些新的力量，加以指导，不让事情搞坏，那并不要紧，并不会有什么害处，我们也不会因此而葬送自己的事业。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提一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近来，苏维埃政权开始查封他们的报纸，逮捕他们的人。有些工人同志看见这种情形，说道：“这样说来，过去那些布尔什维克——包括我在内——要我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作一定让步是不对的。既然今天我们要查封他们的报纸，逮捕他们，那当初我们何必让步呢？难道这叫一贯到底的吗？”

对这一点，我的答复如下。在俄国这样一个全由小资产阶级分子经营农业的国家里，没有小资产阶级阶层的援助，我们是无法长久坚持的。目前这个阶层不是顺着直路而是顺着弯路向目标前进。如果我追一个不走直路而走弯路的敌人，我要抓住他，我也得走弯路。用政治语言来说，小资产阶级群众是站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他们要挨上一百顿的痛打，才会明白必须弄清这样一个道理：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工人阶级专政。谁估计到这一点，谁就了解了目前形势。而工人们是知道这一点的。经验和一系列的观察使他们深深懂得，只能有两种政权，或者是彻底的工人阶级政权，或者是彻底的资产阶级政权，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一点工人阶级早就从罢工和革命斗争中懂得了。而小资产阶级不能一下子懂得这一点；生活中千百次的启示都不能使小资产阶级学会和习惯于这种思想，他们还在想同大资产阶级联合，因为他们不能了解，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要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不行的。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高尔察克的经验中注意到和了解到，民主派在最疯狂最激烈的斗争中，在外国的援助下，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对他们发生作用的是两种力量，只有两种力量：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工人阶级的政权和彻底专政。中间道路在任何地方都搞不出什么名堂，在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什么结果。立宪会议也毫无结果，这点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小资产阶级亲身体验到的。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说：“我们要离开高尔察克，要离开一切拥护他、拥护协约国干涉的人。”他们说这种话，不完全是虚伪的。这不完全是一种政治诡计。虽然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在作这样的打算：“我们要蒙骗布尔什维克，目的只在使我们有机会恢复旧的一套。”我们料到了这种诡计，当然就采取了对付的办法。可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这种话，不完全是虚伪的，不完全是施诡计，而是他们中间许多人的 信念
 。在这许多人中间，我们看到不仅有一批文人，而且有技师、工程师等小资产阶级阶层。当孟什维克宣称他们反对协约国干涉的时候，我们曾建议他们来我们这里工作，他们欣然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但是现在我们惩治他们，惩治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也完全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分子的理解力迟钝到了极点。这一点无论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或在他们目前的行动中都暴露了出来。他们来我们这里做事以后说：“我们放弃了政治，我们乐意工作。”我们回答说：“我们需要孟什维克官员，因为这些人不是钻到我们这里、混进党内来加害于我们的盗窃国库分子和黑帮分子。”如果有人相信立宪会议，那我们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相信立宪会议，而且可以相信上帝，但是请你们做你们的工作，不要搞政治。”现在，他们中间愈来愈多的人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是很丢丑的，因为他们曾经叫嚷过苏维埃政权是一种只有野蛮的俄国才能臆造出来的怪东西。他们曾经说解散立宪会议是沙皇制度培育出来的野蛮人的行为。这种论调也在欧洲一再重复过。现在从欧洲传来的消息说，苏维埃政权正在全世界代替资产阶级立宪会议。这给所有来我们这里做事的知识分子上了一课。在我们这里工作的官员现在比半年前多了一倍。我们得到了比黑帮分子工作得好些的官员，这是一个胜利。当我们邀请他们来我们这里做事的时候，他们说：“我怕高尔察克，我拥护你，但我不愿帮助你。我将以纯议员的身分发表议论，就好象我坐在立宪会议中一样，而你不许触犯我，因为我是民主主义者。”我们对这班谈论立宪会议的人说：“如果你们还想长期谈论下去，那我们就要把你们送到高尔察克那里和格鲁吉亚去。”（鼓掌）论战开始了，合法的反对派产生了。我们不容许有反对派。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正扼往我们的咽喉，力图靠军事进攻的莫大力量来征服我们，我们应当斗争，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你来这里帮助我们，那请吧！但如果你要办报纸，要煽动工人罢工，要使我们的红军战士因罢工而死在前线，要使我们工厂中成千上万的人因每一天的罢工而受苦挨饿（现在我们正为这些痛苦而焦急），那么，从立宪会议来看，你或许是对的，但是从我们的斗争，从我们肩负的责任来看，你是不对的，你不能帮助我们，你滚到格鲁吉亚去，滚到高尔察克那里去吧！不然你就坐牢！这我们会办到的。

同志们！我希望我们能一致通过将在会议结束前提出的决议，在这项决议中，我们打算作出必要的指示，这些指示是我想在报告中加以论证的。现在我想谈两个问题：中农状况和具有极大意义的国际问题。

关于中农，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已经谈过了，并且决定了我们党对中农应采取怎样的路线。我们党挑选了一个至今同农村保持着联系的彼得堡工人，加里宁同志，来担任一项极重要的职务，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个职务显得尤其重要，是因为这个职务以前一直是由具有非凡才能的组织家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担任的。今天报上说，有一位姓加里宁的同志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了。这不是那个加里宁。这说明，社会革命党人正在采用怎样的手段。米·伊·加里宁同志是特维尔省的中农，他每年都要访问特维尔省。中农是一个最大的阶层，这个阶层是在我国革命以后由于我们消灭了地主土地私有制而扩大的。农民已经体验到我们革命带来的好处，因为他们拿到了地主的全部土地，也正因为这样，中农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如果他们中间还有不满情绪，那我们认为这种不满是由上面造成的，应该知道，这种不满，在我们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是非常自然的。你们在首都知道，反对拖拉现象和文牍主义是多么困难。我们必须留用旧官员，因为没有别的人。对他们要改造，要教育，这就要花时间。我们能够把一些工人输送到粮食机关担任重要职务，可是在国家监察部里一直坐着无数旧官员，使我们受到拖拉现象和文牍主义的危害。我们要再派一些工人，让他们和专家一起参加监察工作，参加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我们就是这样同拖拉现象和文牍主义作斗争的。但就在这里，在莫斯科，这也要花很大的力气！农村的情况又怎样呢？在那里，一些自称为党员的人，往往是一些横行霸道的坏蛋。我们不得不经常同那些毫无经验的、把富农和中农混为一谈的工作人员进行斗争。所谓富农，就是靠他人的劳动过活、掠夺他人的劳动，利用他人的贫困谋私利的农民。所谓中农，就是不剥削他人、也不受他人剥削、靠自己的小经济和自己的劳动过活的农民。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打算剥夺小业主的财产。小业主会长时期存在。在这方面，任何法令都不能起丝毫作用，在这方面需要等待，因为农民习惯于重视经验。只有当他们看到集体经济优越得多的时候，他们才会跟我们走。我们应该赢得他们的信任。应该同一切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我们只有靠城市工人的力量才能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同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能够提供数十万的工作人员。我们清楚地知道，任命一些同志担任较高的职务也好，颁发各种通告和法令也好，都是无济于事的，而应该由各小组的工人自己来着手工作，因为他们同农村有特殊的联系。

我已经说过，工人首先应该以全力支援战争，其次应该通过联系来帮助中农，使敌人在农村进行任何猖狂进攻都会受到惩罚。应该指出，城市工人要象帮助自己的同志那样帮助中农，因为中农也是劳动者，只不过他们是在另一种环境下长大的，他们散居在愚昧无知的农村中，要挣脱这种境遇异常困难。我们应该知道，只要同志们坚持不懈，我们一定能和中农取得联系。极少数的农民将会投奔富农，将会举行暴动，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如果有这种情况，那应该怎样促进和赢得中农的信任，应该怎样帮助他们反对一切违法乱纪的现象呢？如果说我们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少，那不是我们的过错，而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妨碍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每个工人应该提出这个问题，应该说：我们全体工人和中农是有联系的，我们要利用这种联系，要使每一个中农不仅从任命加里宁同志一事中看出我们的帮助，而且能从即使是小小的却是同志的忠告中，得到即使是小小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帮助。这样，农民很快就会无比珍视这种帮助。他们应该懂得，为什么我们处境的困难妨碍我们帮助他们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城市文化。农民需要城市产品，需要城市文化，我们应该把这些给他们。只有无产阶级给农民这种帮助，农民才会看到，工人的帮助与以前剥削者的帮助不同。帮助农民上升到城市的水平，这是每一个同农村有联系的工人应该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城市工人应该对自己说，在目前这个粮食情况特别紧张的春天，应该去帮助农民，如果每一个人能完成即使是这项工作的一小部分，那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大厦就不会只有一个漂亮的外表，我们就能够巩固苏维埃政权。因为农民说：“苏维埃政权万岁，布尔什维克万岁，打倒康姆尼！”他们是在咒骂那些办得很坏的、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康姆尼”。他们对于一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东西都是不信任的，而这种不信任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到中农中去，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但只是在科学和社会主义方面，而在农业方面，我们则应该向他们学习。这就是特别突出地提到我们面前的任务。

现在我们来谈谈国际形势问题。我说了，英、法、美帝国主义者正在最后试图扼住我们的咽喉，但他们是不会成功的。不管情况怎样严重，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一定会战胜国际帝国主义。我们一定会战胜全世界的亿万富翁。我们能够战胜他们，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这是一群野兽，他们彼此斗得很凶，继续互相厮咬，而没有觉察到他们已经到了深渊的边沿。第二，因为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不断发展。我们没有一天不在报纸上看到这方面的消息。今天我们看到美国报刊的无线电通讯社从里昂发出的电讯：十人委员会的与会者缩小了委员会，现在已由威尔逊、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奥兰多四人进行谈判[84]。但就是这四国的领袖也不能达成协议，因为英美不同意把采煤的利润让给法国。这是一群野兽，他们从世界各地掠夺了赃物，现在正争吵不休。这四个人在四人小组秘密商谈，为的是，上帝保佑，不致弄得议论纷纷，因为他们都是了不起的民主主义者，但是他们自己引起议论，拍出无线电报说他们不同意出让采煤的利润。有一个见过法国俘虏的法国同志告诉我，这些俘虏说：“以前人家对我们说，应该开往俄国去同德国人作战，因为德国人扼杀了我国。可是现在已经同德国停战了，我还去同谁作战呢？”关于这一点人们一句话也没有告诉他。向自己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每天几百万几百万地增加着。这些人经受过帝国主义战争的灾难，因此他们说：“我们打仗究竟为了什么呢？”如果说从前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传单使他们懂得了他们在为什么打仗，那么现在则是帝国主义者拍出的无线电报：英国不同意把采煤的利润让给法国。这样，用一位法国记者的话来说，他们从一个房间跳到另一个房间，枉费心机地试图解决问题。他们要决定给谁多一些，于是彼此厮打了5个月，他们已到了不能控制自己的地步，这群野兽会厮咬到只剩下各自的尾巴。我们说，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在最初是很不利的，他们甚至在几个星期内就能掐死我们，而现在他们分赃不均，开始内讧，因而我们的形势好转了。他们向士兵们许下诺言：只要打败德国，你们就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好处。他们正在争论，向德国索取600亿还是索取800亿。这是一个非常重大、非常有趣的问题，尤其在向工人或农民讲这件事的时候，更是如此。但如果他们长期地争论下去，他们会连一个亿也拿不到。这才是最有趣的事情哩！

因此，我们说，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形势不是一天一天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好转，这丝毫没有夸大，这样说，甚至并不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者，而只是因为我们把反对我们的力量作了一个清醒的估计。敌人彼此不能和解。自从他们胜利以后，已经过去5个月了。然而他们还没有缔结和约。不久以前，法国议院通过了数亿新的军备拨款。现在，他们正在自掘坟墓，而且他们那里已经有了把他们放进坟墓并好好加以掩埋的人。（鼓掌）这是因为苏维埃运动正在各国发展起来。匈牙利的革命已经证明我们说过的话：我们进行斗争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全世界的苏维埃政权；红军战士在这里流血不仅是为了挨饿的同志，而且是为了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匈牙利的例子证明，这不仅仅是一种预见和诺言，这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生生的现实。

匈牙利革命的发生是异常独特的。那位叫卡罗伊的匈牙利克伦斯基自行辞职了，于是匈牙利的妥协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意识到，必须去到监狱找匈牙利的一位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库恩·贝拉同志。他们到了那里，对他说：“该你来执政啦！”（鼓掌）资产阶级政府已经辞职了。资产阶级社会党人，即匈牙利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并入了匈牙利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了统一的政党和统一的政府。库恩·贝拉同志是我们的同志，是一位完全走过了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实际道路的共产党员。在我用无线电和他通话的时候，他说：“我在政府中没有掌握多数，但我定能取得胜利，因为群众都拥护我。现在正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

到目前为止，有人一谈到苏维埃俄国，总是向全欧洲的工人造谣说：“那里没有什么政权，而不过是无政府状态，不过是一批好斗分子。”不久以前，法国的一位部长皮雄在谈到苏维埃俄国时宣称：“这是无政府状态，这是暴徒、篡夺者！”德国的孟什维克向本国工人说：“你们看看俄国——战争、饥荒、破产！你们要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吗？”他们以此恐吓工人。然而匈牙利作出了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诞生的革命的榜样。匈牙利无疑还得经历一场艰苦的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事实是，当英法帝国主义者这群野兽预察到匈牙利革命的时候，曾想扑灭它，不让它诞生。我们过去的处境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们要苏维埃政权诞生，就必须反对爱国主义。我们曾必须破除爱国主义，以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这是一场极其激烈的、腥风血雨的斗争。邻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看出该由谁来管理了。除了苏维埃还有谁呢？这就象当初国王、皇帝、公爵看到他们的政权衰微了，便说：“需要宪制，让资产阶级去管理吧！”如果国王衰老了，他能得一笔年金或者一个安乐窝。国王和皇帝在五六十年前的遭遇现在轮到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了。英法帝国主义者向匈牙利资本家提出了闻所未闻的要求，后者说：“我们不能作战。人民不会跟我们走，可是我们是匈牙利的爱国者，我们要抵抗。那应该有怎样的政权呢？应该有苏维埃政权。”匈牙利的资产阶级向全世界承认了，它是自愿辞职的，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权能够在艰难的时刻领导人民，这就是苏维埃政权。（鼓掌）正因为这样，匈牙利革命以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方式诞生，也就向全世界表明了人们看俄国时所看不出的东西，即布尔什维主义是同代替旧议会的新的、无产阶级的、工人的民主分不开的。旧议会时期是工人受人欺骗、受资本主义奴役的时期。现在全世界的苏维埃政权正在代替旧资产阶级议会，赢得全体工人的同情，因为它是劳动者的政权，是千百万人自己统治、自己管理的政权。他们可能会象我们俄国那样管理得不好，但要知道我们是处于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的。而在资产阶级不会这样疯狂反抗的国家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会容易一些，它可以不用克伦斯基先生们和帝国主义者逼迫我们使用的暴力手段、流血手段来进行工作。我们今后也还会经历更困难的道路。让俄国比其他国家承担更大的牺牲吧。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我们接收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其他国家则将通过其他的更人道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这就是为什么匈牙利的例子将具有决定的意义。

人总是从经验中学习的。用言论来证明苏维埃政权的正确性是不行的。俄国一国的例子不是全世界工人都能理解的。他们知道在俄国有苏维埃，他们都拥护苏维埃，但他们被流血斗争的惨状吓住了。匈牙利的例子对无产阶级群众、对欧洲的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将具有决定的意义，这个例子表明，在困难关头，除了苏维埃政权以外，谁也不能管理国家。

我们记起了一个比喻，老人们常说：“孩子们长大成人了，我们可以死啦。”我们不打算死，我们正在走向胜利。但当我们看到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匈牙利这样的孩子时，我们说，我们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完成了自己的事业，我们要经受住一切最严重的困难，以便获得完全的胜利，以便除俄罗斯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之外，还再增添一个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而我们一定会看到它是怎样出现的。（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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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的决议草案

（不晚于4月3日）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代表会议宣告，苏维埃共和国进入了特别艰苦的一个月。协约国正在作最后的挣扎，妄图用武力来消灭我们。春季的粮食状况最为困难，运输遭到惨重破坏。

因此，我们只有拿出最大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胜利是可能的。匈牙利的革命终于证明，苏维埃运动正在西欧发展起来，它的胜利为期不远了。我们在全世界有许多盟友，比我们自己知道的要多。但是为了战胜敌人，还需要艰苦奋斗四五个月。

会议无情地谴责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注：第一页手稿没有保存下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前的文字按打字稿刊印。——俄文版编者注]、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些人在口头上拥护苏维埃政权，反对协约国的武装干涉，行动上在帮助白卫分子

 ，因为他们煽动罢工，鼓吹停止内战（虽然我们曾向各国提议媾和！[85]），主张向自由贸易让步，等等。
会议向一切愿意在我们困难的斗争中帮助我们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宣告：我们要充分保证他们享有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的自由。

但是会议宣布，要同那些在行动上
 妨碍我们的斗争而帮助
 白卫分子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如《永远前进报》[86]和《人民事业报》[87]等政治性的文人集团，作无情的斗争。

会议号召所有工人、一切工人组织、全体劳动农民拿出一切力量来抗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保卫苏维埃政权，加强粮食和运输部门的工作。

1．吸收表现平平的人，即经验不如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的工农分子，来接替疲惫不堪的先进分子的工作。

2．再加紧抽调先进分子和大批工作人员去做粮食工作、运输工作和军队工作。

3．大力吸收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参加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国家监察部的工作，以改进工作，根除官僚主义、拖拉现象和文牍主义。

4．从缺粮的城市发动尽可能多的力量支援农业、蔬菜业，到农村去，到乌克兰、顿河区等地去，以加强粮食的生产。

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农，同中农经常身受其害的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给他们以同志的支持，解除那些不愿执行或不了解这项唯一正确的政策的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职务。

5．同一切倦怠、畏缩、动摇的表现作斗争，千方百计地激励有这些表现的人振作起来，增强斗志，提高觉悟，加强同志纪律。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忍受了不可胜数的苦难。最近几个月的苦难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但会议宣称，工人的坚强意志并没有消沉，工人阶级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他们将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捍卫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国和全世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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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的决议

（4月3日）

苏维埃共和国在先于一切民族而进行的艰苦的光荣的斗争中，进入了它成立以来的最艰苦的时期。今后几个月将是危急的几个月。协约国正在作最后的挣扎，要用武力来消灭我们。粮食状况万分紧张。运输遭到严重破坏。

我们只有拿出最大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然而胜利是完全可能的。匈牙利的革命终于证明，苏维埃运动正在欧洲迅速发展并将取得胜利。我们的盟友遍及世界各国，比我们所预料的要多。我们只要再坚持四五个月，就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固然这几个月可能是最危险最痛苦的。在这样的日子里，自称为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疯子和冒险家们，一面在口头上拥护苏维埃政权，抗议协约国的武装干涉，一面却煽动罢工，主张向自由贸易让步，鼓吹停止内战，而忘记了我们曾向各国提议媾和，忘记了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合理的、不可避免的防御。显然，这种煽动是在最积极最有效地帮助那些拼命给我们造成灾祸的白卫分子。会议无情地谴责了这些暗藏的人民公敌。

会议向一切真正愿意在我们困难的斗争中帮助我们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宣告：工农政权将给他们充分的自由，保证他们享有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的一切权利。

会议宣布，目前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是同那些实际上妨碍我们的斗争而帮助我们的死敌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如《永远前进报》和《人民事业报》等政治性的文人集团，作无情的斗争。会议号召一切工人组织、全体无产者和劳动农民拿出一切力量来抗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保卫苏维埃政权，拿出一切力量来整顿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

为此会议认为：

（1）必须吸收表现平平的人，即经验不如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的工农分子，来接替疲惫不堪的先进分子的工作。

（2）必须再加紧抽调先进分子和大批工人去做粮食工作、运输工作和军队工作。

（3）必须尽量吸收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参加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国家监察部的工作，以改进工作，根除文牍主义和拖拉现象。

（4）必须从缺粮的城市中发动尽可能多的力量到农村去支援农业、蔬菜业，到乌克兰、顿河区等地去，以加强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

（5）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农，根除使中农经常身受其害的违法乱纪现象，给他们以同志的支持。不了解这项唯一正确的政策或不善于贯彻这项政策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应立即予以撤职。

（6）现在摆在日程上的是人人要同一切倦怠、畏缩、动摇的表现作斗争。必须激励人们，振作精神，增强斗志，提高觉悟，加强同志纪律。

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忍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他们的苦难在近几十月更深重了。但会议宣称，工人的意志没有消沉，工人阶级仍象以前一样坚守着岗位，满怀信心地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捍卫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国和在全世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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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919年4月3日，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由于粮食状况恶化召开了非常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各区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理事会的代表。在全会召开前，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借粮食困难之机进行煽动，亚历山大铁路的一些工厂发生了罢工。根据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这条铁路的一些主要工厂于3月31日关闭。直到4月3日富农分子被开除后，这些工厂才复工。



在莫斯科苏维埃这次全会上，列宁作了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新任交通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作了关于铁路运输状况的报告，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作了关于粮食政策的报告。会议讨论了这些报告以后，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作了总结发言，提出了列宁起草的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决议草案。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草案。全会还通过了专门决议，痛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革命煽动，赞同交通人民委员部对亚历山大铁路各工厂采取的措施。——[235]。



[84]指巴黎和会的“十人会议”缩小为“四人会议”一事。“十人会议”是巴黎和会初期的最高会议，由所谓五强的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组成。他们是：美国总统伍·威尔逊和国务卿罗·兰辛，法国总理乔·克列孟梭和外交部长斯·皮雄，英国首相戴·劳合－乔治和外交大臣阿·巴尔福，意大利首相维·奥兰多和外交大臣乔·索尼诺，日本前首相西园寺公望和外相牧野伸显。从1919年3月24日起，由美、法、英、意四国政府首脑组成的“四人会议”取代了“十人会议”。——[247]。



[85]在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中，苏维埃政府已建议所有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着手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民主和约。其后，1918年3月15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布列斯特和约。11月3日，外交人民委员部通过中立国代表向所有协约国政府提出和平建议。11月6日，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建议英、法、美、日政府停止干涉，开始和平谈判。12月23日，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受苏维埃政府委托，在斯德哥尔摩向协约国各国公使提出和平谈判的建议。1919年1月12日和17日，苏维埃政府两次提出和平建议。2月4日，苏维埃政府通过无线电通知英、法、意、日、美五国政府，表示它愿参加拟议中的普林杰沃群岛和平会议。——[252]。



[86]《永远前进报》（《Всегда　Вперёд！》）是俄国孟什维克的报纸，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的前身是1918年5月10日被查封的《前进报》。《永远前进报》于1918年5月14日出了1号，1919年1月22日—2月25日继续出版。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查封。——[253]。



[87]《人民事业报》（《Дело　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日报），1917年3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6月起成为该党中央机关报。1918年1月14日（27日）被苏维埃政府封闭。以后曾用其他名称及原名（1918年3—6月）出版。1918年10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社会革命党叛乱分子占领的萨马拉出了4号。1919年3月20—30日在莫斯科出了10号后被查封。——[253]。









《列宁全集》第36卷


关于批准俄共（布）中央给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的指示的建议[88]


（1919年4月8日）

我建议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签阅，并批准对乌克兰共产党及其中央的这些指示。 
火急

 。






	
列宁
　4月8日













送

 中央 
组织局

 。速转乌克兰 
中央

 。 
［注：这行字，大概是在草案获批准之后写在草案的白边上的。——俄文版编者注］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3页















[88]列宁的这个建议写在俄共（布）中央决定草案上。列宁对决定草案作了一些修改。草案由列宁、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和斯大林签署。



俄共（布）中央的这个决定是巩固各苏维埃共和国军事统一的重要步骤。决定论证了各条战线红军指挥的统一和整个铁路网运输管理的统一的必要性，要求各苏维埃共和国陆军和海军委员部以及供应机关在工作中最严格地遵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相应的委员部发出的指令。决定指出，由于乌克兰的全部工业集中在共和国的东部，为了恢复乌克兰的运输业、采矿业和加工工业，乌克兰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供应特设委员会必须留在哈尔科夫，或在哈尔科夫设立强有力的、有权同莫斯科直接联系并从莫斯科直接得到拨款的代表机构。决定还指出，乌克兰的铁路是俄国铁路网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莫斯科的交通人民委员部管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也应将其活动扩展到乌克兰共和国的所有机关。——[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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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援东线告彼得格勒工人书

（1919年4月10日）


告彼得格勒工人同志们

同志们！东线的情况极度恶化。高尔察克今天占领了沃特金斯克工厂，布古利马即将陷落，看来，高尔察克还会向前推进。　　

情况十分危急。　　

我们今天在人民委员会里通过了一系列支援东线的紧急措施[89]，加强了鼓动工作。　　

我们请彼得格勒的工人 把一切都发动起来，动员一切力量
 去支援东线。　　

到那里去的工人－士兵不但自己能吃饱，还能寄粮食接济自己的家属。而主要的是那里决定着革命的命运。　　

那里胜利了， 我们便可以结束战争
 ，因为 那时白卫分子再也得不到外援了
 。在南方，我们已经接近胜利。只要南方没有获得完全胜利，就不能从南方抽调兵力。　　

所以 大家都要支援东线
 ！

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和工会应当拿出所有力量，把一切都发动起来，用各种方法支援东线。　　

同志们，我相信彼得格勒的工人定会给全国作出榜样。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1919年4月10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9年4月12日《彼得格勒真理报》第8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68页

















[89]由于高尔察克军队向伏尔加河推进给苏维埃共和国造成了严重威胁，俄共（布）和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加强东线的措施。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4月10日通过了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一些非农业省份征召1886—1890年出生的工人和农民加入红军的法令。法令发表于1919年4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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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

（1919年4月11日）

高尔察克在东线的胜利给苏维埃共和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必须竭尽全力粉碎高尔察克。

因此，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首先要全力贯彻下列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党组织要执行，而且工会更要执行，以便吸收工人阶级的更广泛的阶层积极参加国防工作。

1．从各方面支持1919年4月11日宣布的动员。

党和工会的一切力量应当立刻动员起来，毫不拖延地在最近几天内对人民委员会1919年4月10日通过的动员令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必须立即使应征者看到工会的积极参与，并感觉到工人阶级支持他们。

特别要使每个应征者明白，立即去前线可以改善他们的粮食供给，因为：第一，在临近前线的产粮地带，士兵有较充足的粮食；第二，运到饥荒省份的粮食将在较少的人中间进行分配；第三，正广泛组织寄粮工作，把粮食从临近前线的地区寄给红军战士的家属。

中央委员会要求每个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每星期作一次哪怕极简短的报告，说明他们做了哪些事来帮助动员工作和应征者。

2．在临近前线的地区，特别是在伏尔加河流域，应当把全体工会会员人人武装起来，武器不够时，动员他们用各种方式帮助红军，或弥补部队的减员等等。

有一些城镇，如在波克罗夫斯克，工会已自行作出决定，要立刻动员百分之五十的会员，这种举动应当成为我们的榜样。两个首都和各大工厂工业中心不应当落在波克罗夫斯克的后面。

各地的工会应以自己的人力和财力普遍对全体会员进行一次调查登记，凡是没有绝对必要留在本地的人，一律派往前线，投入保卫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边疆区的斗争。

3．应特别注意加强待应征者、已应征者和红军战士中间的鼓动工作。不要限于作报告、开群众大会等等通常的鼓动方式，要由工人分组地或单个地在红军战士中间进行鼓动工作，把各个兵营、红军部队和工厂分别包给这种由普通工人组成的、由工会会员组成的鼓动小组。工会应当进行检查，务使每个会员都参加挨户鼓动、散发传单、进行个别谈话等工作。

4．用妇女代替所有男职员。为此目的，对党员和工会会员重新进行一次登记。

为全体工会会员和全体职员单立登记卡，记上每人所做的支援红军的工作。

5．通过工会、工厂委员会、党组织、合作社等等，立刻成立地方的和中央的 援助红军委员会
 或 协助委员
 会。这些机关的地址应当公布。这些机关的情形应最广泛地通知居民。每个应征者，每个红军战士，每个愿意去南方，去顿河区和乌克兰做粮食工作的人都应该知道，他在工农易于接近的援助红军委员会或协助委员会中可以得到忠告，得到指示，并便于同军事机关取得联系等等。

援助红军委员会的一个特殊任务应是协助做好 红军的供给
 工作。如果改善了武器、服装等等的供给工作，我们就可以大大扩充军队。居民中还藏有不少可供军队使用的武器，工厂内存有不少为军队所必需的各种物资，必须迅速地把这些东西找出来，送到军队中去。主管军队供给事宜的军事机关应当取得居民及时的、广泛的和积极的帮助。必须用全力执行这个任务。

6．必须通过工会广泛吸收非农业省份的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参加红军队伍，成立在顿河区和乌克兰一带活动的征粮队和征粮军。

这种工作可以而且应当大大开展起来，这既可以帮助两个首都和非农业省份的挨饿的居民，也可以加强红军的力量。

7．在目前状况下，党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方针是这样的：凡有意无意帮助高尔察克的人，一律关进监狱。我们在自己的劳动人民共和国中，不能容忍那些不以实际行动帮助我们反对高尔察克的人。但是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间也有愿意帮助我们的人。对这种人应当鼓励，给以实际工作，主要是让他们在后方从技术上帮助红军，同时对他们的工作要进行严格的检查。

中央委员会要求所有的党组织和工会都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不要限于老一套办法。

我们能够战胜高尔察克。我们能够迅速而彻底地战胜他，因为我们在南方的节节胜利以及逐日好转而有利于我们的国际形势，能保证我们取得最后胜利。

只要调动起一切力量，发挥出革命干劲，高尔察克是会被迅速粉碎的。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西伯利亚是可以而且应当守住和夺回的。






	　　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载于1919年4月12日《真理报》第79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7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71—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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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上关于工会在支援东线的动员工作中的任务的报告[90]


（1919年4月11日）


1

报告

同志们，你们当然都看了今天公布的非农业省份的动员令，我没有必要在这样的会议上来多谈颁布这项法令的原因，因为不言而喻，你们从报上已经很清楚地知道，由于高尔察克在东线的胜利，我们的处境突然变得非常困难了。

你们知道，根据这种军事状况，政府的一切指令早就要求把主力集中南线。的确，在南线，克拉斯诺夫匪军集中了很大的兵力，真正反革命的哥萨克（在1905年以后，他们仍同从前一样是拥护君主制的）的老巢极为牢固，没有南线的胜利，就根本谈不上巩固中央的苏维埃无产阶级政权。由于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正是企图从南方、从乌克兰实行进攻，想把乌克兰变为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据点，南线对于我们来说是更加重要了，因此，我们对于在安排一切军事任务时曾把主要注意力和主要兵力放在南线这一点用不着后悔。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错。占领敖德萨的最近消息和今天占领辛菲罗波尔和叶夫帕托里亚的消息都说明，这一在整个战争中起主要决定作用的地区的敌人已被肃清了。

你们都很清楚，继四年帝国主义战争之后进行的国内战争使我们花了多大的气力，群众是多么疲惫，打了两年内战的工人所遭受的牺牲是多么惨重。你们知道，我们是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作战的。因此，把一切力量集中于南线就大大削弱了东线。我们不能增援东线。东线的军队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困苦和牺牲。他们已经打了好几个月，许多工作同志来电说，前方作战的红军战士忍受的困苦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结果是东线的兵力过于疲惫。而高尔察克则借助于沙皇纪律即棍棒纪律动员了西伯利亚农民。他开除了在前线作过战的士兵，把作为领导者的军官和整个反革命资产阶级集中到军队中来。高尔察克依靠他们，最近在东线上取得了胜利，威胁伏尔加河流域，使我们不得不说，我们要拿出大量兵力才能击退高尔察克。这些力量只能从非农业省份拿出来，因为我们不能从南方抽调兵力，那样做我们就不能在南方彻底打败主要的敌人。

在南方和顿河取得胜利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总的形势正在日益好转。现在，没有一天不传来关于国际形势日趋好转的消息。

三个月以前，英、法、美三国的资本家不仅看来是一支巨大力量，而且确实是一支巨大力量，如果当时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巨大物质力量用来反对我们，他们当然是能打垮我们的。他们本来能够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没有做到而且也不能做到了。最近他们在敖德萨的失败清楚地说明，不管帝国主义者的物质力量多么雄厚，纯粹从军事上看，他们对俄国的进攻已经彻底失败了。要是注意到欧洲中部出现了苏维埃共和国，以及苏维埃形式的发展的不可抑制，十分冷静地观察了形势之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

事情如果仅仅这样，我们就可以绝对放心地说话了，可是注意到最近高尔察克的胜利，就不得不指出，要打垮他的军队，我们还得加紧奋斗几个月。毫无疑问，光用老办法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我们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的一年半内所使用的办法很一般化，有时甚至很保守，以致大大消耗了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精力。我们看到，工人阶级中某些阶层是过分疲劳的，斗争是非常艰难的，但是现在情况已经简单明显得多了。甚至不拥护苏维埃政权而自认为是政界中相当了不起的大人物的人也看得很清楚，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胜利是有把握的。

由于高尔察克的胜利，我们还得在国内战争中经历一个艰苦的时期。因此我们认为，正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这样一个团结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最有威信的组织，应该提出一系列最有力的措施，帮助我们在几个月内彻底结束战争。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正在好转，我们在这方面是有充分把握的。目前欧美后方的情况对我们极为有利，这是我们在五个月以前梦想不到的。可以说，威尔逊和克列孟梭先生们是存心帮我们的忙，每天都有电报传来消息，说这些先生在闹纠纷，争执不下，这表明他们斗得不可开交了。

可是，我们的事业在国际范围内的胜利愈明显，俄国的地主资本家和逃往乌拉尔以东的富农的反抗也就愈疯狂，愈剧烈。这帮坏家伙拼命挣扎。你们当然已经从报上的消息注意到，白卫分子在乌法造成的恐怖达到了何种程度；毫无疑问，这些资产阶级白卫分子正在下最后的赌注。资产阶级拼命挣扎，指望以最猛烈的进攻迫使我们从有决定意义的南线抽走一部分兵力。我们决不这样做，我们公开向工人们说，这意味着必须一再动员我们东部的力量。

现在让我向你们提出一些实际措施。在我看来，要执行这些措施，工会必须重新配置力量，明确规定新的任务，我认为，从我刚才简略叙述过的情况来看，采取这些措施是必要的。这一点大家都已知道，没有必要再进一步说明。根据最冷静的推断，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能够在几个月内结束国内的和国际范围的战争。但是，在这几个月内必须极紧张地进行工作。应当向工会提出的第一个任务是：


　　“1．从各方面支持1919年4月11日宣布的动员。党和工会的一切力量应当立刻动员起来，毫不拖延地在最近几天内对人民委员会1919年4月10日通过的动员令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必须立即使应征者看到工会的积极参与，并感觉到工人阶级支持他们。

特别要使每个应征者明白，立即去前线可以改善他的粮食供给。因为：第一，在临近前线的产粮地带，士兵有较充足的粮食；第二，运到饥荒省份的粮食将在较少的人中间进行分配；第三，正广泛组织寄粮工作，把粮食从临近前线的地区寄给红军战士的家属……”





　　当然，关于粮食情况，我在这里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但是你们都了解，这是我们内部的主要困难，如果不能把动员工作同向临近前线的产粮地区迅速推进联系起来，同在那里（而不是在这里）组建军队的工作联系起来，那动员是没有希望的，也就是说，不能指望动员会成功。但是现在，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动员主要是在非农业省份、在工人农民最挨饿的地方进行。我们能够把他们首先调到顿河去，现在整个顿河州都在我们手里，同哥萨克的斗争早就在进行了，在那里能够改善前方部队的给养，不仅能够直接地改善，而且能把粮食寄给家属。这方面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准许每月寄两次粮食，每次20磅。在这方面已经商量好了。这样一来，去年实行过的一普特半制度的优待办法[91]，就可用更为广泛的办法，用寄粮食接济红军战士家属的办法来代替了。开展这种活动，我们就能把支援前线和改善最缺粮的主要非农业区的粮食情况结合起来。当然，除了开往顿河流域，也要开往伏尔加河流域，目前敌人在伏尔加河流域给了我们极其沉重的打击，使得伏尔加河左岸即东部已经收购到的几百万普特粮食都损失了。那里的战争简直就是争夺粮食的战争。工会的任务就是不要使这次动员象通常那样，而要把它同工会对苏维埃的帮助结合起来。在我念过的那个提纲中，这一点讲得有些不够具体。我认为，进行这种全面帮助时，首先应当采取一系列的示范措施，然后制定具体指示和实际计划：工会应当如何发动一切力量来帮助这次动员，使这次动员不仅是军事上粮食上的措施，而且是极重大的政治步骤，使它成为工人阶级的事情，使工人阶级认识到，我们在几个月内就能结束战争，因为在国际范围内我们一定会有新的同盟者。这只有无产阶级的组织，只有工会才能做到。这样的实际措施，我无法一一列举。我认为，只有工会本身才能做到。只要它们考虑到当地的特点，按实际情况办事，它们就能完成这一任务。我们的责任就是给工人阶级基本的政治指示，要他们重新团结起来并认清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它会带来新的困难，但同时它也指出一个能在短时期内克服困难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我们要加紧把工人运送到南部产粮区去，以增强那里的力量，假使白卫分子和地主的军队指望用他们在东部的胜利来迫使我们放松南方，那我认为他们这种打算一定会落空，我坚信我们既不放松南方，又要支援东部。敌人抛弃了在前线作过战的士兵（害怕他们），搜罗了西伯利亚青年，动员了西伯利亚农民。这是敌人最后的一张王牌，最后的一点兵源。他们得不到帮助，他们没有有生力量。协约国也无能为力，不能支援他们。

因此，我要请工会运动的代表们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务使动员不按旧方式进行。这次动员应当成为工人阶级的最重大的政治运动，即不仅是军事和粮食方面的运动，而且是极其重大的政治运动。只要非常清醒地从战争因素和阶级关系来考虑问题，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在最近几个月内就能解决问题。为做到这一点，工会不能局限在旧的工作框框内。在旧框框内行动，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的。这里需要新的规模。不仅要象工会工作者那样活动，而且要象解决苏维埃共和国根本问题的革命家那样活动，这里所指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在十月革命时期所解决的关于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和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工会应当象革命家那样，广泛地进行活动，不局限于旧框框，来解决结束俄国国内战争的实际问题。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还有极大的困难。其次：


　　“2．在临近前线的地区，特别是在伏尔加河流域，应当把全体工会会员人人武装起来，武器不够时，动员他们用各种方式帮助红军，或弥补部队的减员等等……3．应特别注意加强待应征者、已应征者和红军战士中间的鼓动工作。不要限于作报告、开群众大会等等通常的鼓动方式，要由工人分组地或单个地在红军战士中间进行鼓动工作，把各个兵营、红军部队和工厂分别包给这种由普通工人组成的、由工会会员组成的鼓动小组。工会应当进行检查，务使每个会员都参加挨户鼓动、散发传单、进行个别谈话等工作。”





　　当然，我们现在已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我们党还在受迫害时或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时所采用的鼓动方法。国家政权使我们有了巨大的国家机构，依靠这种国家机构，我们的鼓动工作走上了新的轨道。一年半以来，鼓动工作有了另一种规模，然而，在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并为国内战争加重了的经济破坏的状况下，在俄国许多省份遭到侵略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我们的鼓动工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与从前相比，它创造了奇迹，但它还做得不够，还做得不彻底。目前对广大工农群众的鼓动工作是做得极少的。因此，不能局限在旧框框内，无论如何不能因现时有苏维埃国家机构来进行这一工作而产生依赖思想。如果我们有这种依赖思想，我们就完成不了任务。在这方面应当想想过去，应当更注意发挥个人主动性，应当说，只要大大发挥这种个人主动性，我们一定会比从前做更多的工作，因为现在虽然大多数工人已经感到疲倦，但是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本能抓住了任务的根本点。甚至那些从政治思想上看就根本不愿意把情况搞清楚、用铁甲遮住自己而不了解现实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已明白，这是全世界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和新的苏维埃制度之间的斗争。自从德国革命显露出真面目以后，自从它的政府在大多数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支持下刚刚屠杀了无产阶级的优秀领袖以后，自从苏维埃政权在欧洲几个国家取得了胜利以后，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问题是这样摆着的：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旧制度。这实际上已在历史过程中得到了解决。工人的本能解决了问题，必须把这种本能化为巨大的鼓动力量。我们无法增多粮食，我们无法使职业鼓动员和知识分子增加10倍，因为我们没有，我们做不到这点。但是我们可以向广大的工人群众说：今天的你们，已不是昨天的你们。如果你们用个别鼓动的方法从事工作，你们有这样多的人一定会取得胜利。

我们要尽力使这一动员不是普通的动员，而是最后决定工人阶级命运的真正进军，我们要使工人阶级意识到，我们要在最近几个月内进行最后的斗争，这不是诗歌中所描写的而是名副其实的最后的斗争，因为现在我们已不仅仅是同白卫分子较量实力了。

在一年的战争中，我们实际上是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较量的。有一个时期德国人要扼杀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德国人是被束缚着的，因为英法帝国主义者用一只手抓住了他们。有一个时期英国人和法国人出来反对我们；他们的双手是自由的。如果他们在1918年12月就向我们冲过来，那我们是挡不住的，可是如今我们在艰苦的几个月中已经领教过他们，知道他们的资产阶级制度是腐朽透顶的。他们的精锐部队甚至在乌克兰的起义部队面前也只有退却。由此可见，我们的论断是十分清楚的，工人阶级已经本能地感觉到，最后的战斗就要来临，最近几个月内就要解决：我们究竟是取得彻底胜利，还是继续经受新的困难。

我把现在已经拟就的其他几项措施念一下：


　　“4．用妇女代替所有男职员。为此目的，对党员和工会会员重新进行一次登记……5．通过工会、工厂委员会、党组织、合作社等等，立刻成立地方的和中央的援助红军委员会
 或协助委员会
 。这些机关的地址应当公布。这些机关的情形应最广泛地通知居民。每个应征者，每个红军战士，每个愿意去南方，去顿河区和乌克兰做粮食工作的人都应该知道，他在工农易于接近的援助红军委员会或协助委员会中可以得到忠告，得到指示，并便于同军事机关取得联系等等。

援助红军委员会的一个特殊任务应是协助做好红军的供给
 工作。如果改善了武器、服装等等的供给工作，我们就可以大大扩充军队。居民中还藏有不少可供军队使用的武器，工厂内存有不少为军队所必需的各种物资，必须迅速地把这些东西找出来，送到军队中去。主管军队供给事宜的军事机关应当取得居民及时的、广泛的和积极的帮助。必须用全力执行这个任务。”





　　我想谈谈按我们的军事任务来分的几个不同的时期。我们曾经象现在乌克兰的同志一样，是用非正规的游击式的起义来解决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军事任务的。乌克兰的战争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游击运动和自发起义。这造成很大的流动性和极端的混乱，因此，要利用存粮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那里没有任何旧机构。甚至我们的政权从斯莫尔尼宫时期继承下来的那种对我们害多利少的非常坏的机构也没有。可是为什么乌克兰没有这种机构呢？因为乌克兰仍处于游击活动和自发起义的时期，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稳定的政权所具有的正规军。我们是经过了非常困难的几个月才建立起正规军的。在供给方面，我们已经设立了一些专门机构。我们在供给工作中适当地利用了专家，把他们置于党的监督之下。现在我们在各地都有了主管供给事宜的军事机关。在极度紧张的关头到来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决不再回到旧时的游击主义时代去，我们已经吃够了它的苦头，我们号召工人们到现存的有组织的机关中去，到红军的正规供给机关中去。大部分工人是能够这样做的。你们知道，在收集和运送物资等等方面，情况非常混乱。必须在供给方面帮助红军。军事人员对我们说，只要动员到大批的士兵就好办了，就可以马上根本解决东线问题。这方面最大的阻碍是供给不足。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的情况下，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但是，这要求我们领会和了解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一年前我们已开始建立正规机关，但这还不够，还需要靠群众运动，靠工人阶级的巨大毅力来协助这些正规机关。我们有了一个使工会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大体方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工会，因为工会同生产最接近，领导着千百万工人中的大多数群众。这一任务要求在最近几个月内改变一下工作的速度和性质。这样我们就有把握在几个月内取得完全的胜利。


　　“6．必须通过工会广泛吸收非农业省份的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参加红军队伍，成立在顿河区和乌克兰一带活动的征粮队和征粮军。这种工作可以而且应当大大开展起来，这既可以帮助两个首都和非农业省份的挨饿的居民，也可以加强红军的力量。”





　　我已经说过，我们的粮食任务是同军事任务有联系的，你们都很明白，我们不能不把这两个任务联系起来。必须把它们联系起来。把两者分开，一个任务也不能完成。
　　“7．在目前状况下，党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方针是这样的：凡有意无意帮助高尔察克的人，一律关进监狱。我们在自己的劳动人民共和国中，不能容忍那些不以实际行动帮助我们反对高尔察克的人。但是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间也有愿意帮助我们的人。对这种人应当鼓励，给以实际工作，主要是让他们在后方从技术上帮助红军，同时对他们的工作要进行严格的检查……”



　　这里我们应当指出，最近我们经受了特别严重的和痛苦的考验。你们知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集团是这样看问题的：“不管怎样，我们希望一直做议员，我们要对布尔什维克和高尔察克分子进行同样的谴责。”我们应当对他们说：对不起，现在我们顾不得议会。我们正被人扼住咽喉，正在进行最后的斗争。我们不来同你们开玩笑。如果你们举行罢工，你们就是对工人阶级犯下了滔天罪行。任何一次罢工都使我们付出成千上万红军战士的生命。这点我们是一下子就能看出的。中断图拉的枪械生产，就是杀害成千的农民和工人；夺去我们图拉的若干工厂，就是夺去成千工人的生命。我们说：我们在战斗，我们在献出最后的力量，我们认为这场战争是唯一正义的合理的战争。我们在我国和全世界燃起了社会主义火焰。谁要稍微阻挠这一斗争，我们就要同他作无情的斗争。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有些人，我们知道，在孟什维克中间是有这种人的，他们不能了解或不愿了解俄国发生的事情，他们还不相信：如果在俄国是这些“坏的”布尔什维克造成了这种革命，那么德国革命的诞生还要痛苦得多。那里的民主共和国是什么呢？德国的自由是什么呢？这是杀害无产阶级的真正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其他数十个人的自由。谢德曼分子企图以此挽回自己的失败。显然，他们是不能管理国家的。自从11月9日起，这种自由在德意志共和国存在5个月了。在这段期间，政权的代表不是谢德曼分子就是他们的帮凶。但是你们知道，他们那里的倾轧愈来愈激烈。这个例子表明，只能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这一点很明显，例如从我们今天在《法兰克福报》[92]上所读到的就可以看出来。该报说，匈牙利的例子证明，我们不能不走向社会主义。匈牙利证明，资产阶级自愿地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因为他们知道，国家处在严重的危急关头，除了苏维埃，没有谁能挽救它，没有谁能率领人民走这条艰难的求生之路。有些人摇摆于新旧之间，他们说：虽然我们在思想上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我们要在保留自己的信念的条件下帮助苏维埃政权，因为我们知道，激烈的战争需要人们毫不迟疑地投入战斗。对这种人我们回答说：如果你们想搞政治，把政治了解为你们可以在疲惫不堪、受尽折磨的群众面前自由批评苏维埃政权，而看不到你们是在帮助高尔察克，那我们就要同你们进行无情的斗争。要一下子掌握和实现这条路线是不容易的。我们对他们不能只采取一条路线。我们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政治，但是我们要把你们送到监狱去，或者送到那些收容你们的国家去。我们要把几百个孟什维克送给那些国家。最后，你们也许想对自己说：我们要帮助苏维埃政权，不然还得有几年的大灾大难，到头来还是苏维埃政权取得胜利。对于这些人要尽量给予帮助，给予实际工作。这个政策不象只有一面的政策那样容易地一下子掌握，但是我确信，任何一个工人，只要他在实际上看到艰苦的战争是什么，红军的供给是什么，每一个红军战士在前线遭受的苦难是什么，他是会很好懂得政策上的这些教训的。因此，我请你们通过这个提纲，并把工会的全部力量用来尽量坚决尽量迅速地实现这个提纲。
2

回答问题[93]

我没有掌握关于图拉的具体材料，关于这个问题，我不能讲得象前面几位同志那样有把握。但是，我知道《永远前进报》的政治面貌。它在煽动罢工，它纵容我们的敌人孟什维克煽动罢工。有人问我有没有证据。我回答说：如果我是律师，是辩护士，或者是议员，那我有责任来证明。可是我既不是律师、辩护士，也不是议员，所以我不准备这样做，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就假定孟什维克中央比那些在图拉煽动罢工而被公开揭露的孟什维克好一些——我甚至不怀疑孟什维克中央的一部分核心委员要好些——但是在政治斗争中，当白卫分子扼住你的咽喉的时候，难道还能来区分这一点吗？难道还能顾到这一点吗？事实就是事实。即使他们没有纵容，他们对右派孟什维克的态度也是软弱的。这还用解释吗？右派孟什维克鼓动罢工，而马尔托夫或其他人则在自己的报上斥责这些右派分子。这使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们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也斥责，但是……（喊声：“怎么办呢？”）要象布尔什维克党那样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站稳自己的立场。国外的宣传难道没有利用这里所有的孟什维克的行为吗？伯尔尼代表会议难道没有支持所有那些说布尔什维克是篡夺者的帝国主义者吗？我们说，你们是在高尔察克匪帮正在打击我们，使成千上万红军战士遭到牺牲，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又在对这个国家施加压力的时候采取这种立场的。也许两年以后我们战胜高尔察克的时候，我们会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决不是在现在。现在应当战斗，以便在几个月内战胜敌人，你们知道，敌人是要把工人置于何等境地的。你们从伊瓦先科沃[94]的例子可以知道这一点，同时你们也知道高尔察克正在干些什么。


3

总结发言

同志们！有一位代表反对派发言的人在决议案中要求我们看看我国的宪法。我听了以后，想了想，是不是这位发言人把我国的宪法同谢德曼的宪法弄混了呢？谢德曼和各民主共和国答应给全体公民以一切自由。这一点资产阶级共和国已向人们答应了好几百年了。你们知道，这些资产阶级共和国已到了怎样的地步，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已遭到了怎样的破产。绝大多数工人都站在共产党人这边来了，世界上已经创造出“苏维埃派”这一在俄国没有过的名词，我们可以说，无论我们走到哪一个国家，只要说出“苏维埃派”这个词，大家就会了解我们，就会跟我们走。宪法第23条规定：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对利用权利来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利益的个人和集团，得剥夺其一切权利。”



　　我们不随便许以自由，相反地，我们在宪法（它已经译成德、英、意、法等文字）中直截了当地声明，社会党人如果利用自由来危害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掩饰资本家的自由，我们就要剥夺他们的自由。可见援引这个宪法，在字面上也对不上号。我们公开声明过，在过渡时期，在激烈斗争的时期，我们不但不随便许以自由，反而预先说，我们将剥夺那些妨碍社会主义革命的公民的权利。这由谁来判断呢？由无产阶级来判断。这里有人想把问题扯到议会斗争的基础上去。我一向说，议会制是很好的，不过现在已不是议会制的时代了。洛佐夫斯基同志看到政府说处境困难，便说：在这里，居民就应当提出几十项要求。“想当年”所有的议员都是这样，可是现在不是那种时候了。我知道我们的缺点多得很，知道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会比我们好些。可是，当动员期间有人对我们说，人们在接二连三地提出建议，那我们来争论一番吧，我就说，采用旧议会制是不行的，觉悟的工人已经把它抛弃了。问题不在这里。

我们曾经规定了我们的基本路线是同反对我们的富农和富人进行阶级斗争。在这一斗争有了保证以后，我们提出：现在对中农应当制定出一个更为正确的方针。这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在万分危急的关头，你们应当帮助现在这样的苏维埃政权。在这几个月里，我们不会有任何改变。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中间道路。用人为的议会手段制造中间道路，就等于站在模棱两可的立场上。发言人说全体农民都反对我们，——这是一种“小小的”夸大，实际上是在唆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来反对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知道，绝大多数农民是拥护我们的。农民第一次得到了苏维埃政权。甚至极小一部分农民群众举行暴动的口号也是：“拥护苏维埃政权，拥护布尔什维克，打倒康姆尼。”我们说：这将是一场顽强的斗争，因为知识分子向我们怠工。在我们要利用的分子中，坏的比好的多。既然好的知识分子离开了我们，就只有用坏的。

罗曼诺夫同志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在他的同志们被捕以后，他自己通过了这个决议。他们说：“我们为所有的人要求自由……”（列宁念决议案）后来工人复工了，但是这一来我们损失了几千个工作日，在东线有几千个红军战士、工人和农民牺牲了。

到底是把几十个、几百个有罪或无罪、自觉或不自觉的煽动者关进监狱去好呢，还是损失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和工人好呢？我可以冷静而断然地说，前者好。让人家去责备我侵犯自由、罪该万死吧！我可以认罪，只要工人的利益得以保全。在人民很疲惫的时候，觉悟的人应当帮助人民熬过这几个月。在敖德萨打胜仗的不是我们。认为我们打了胜仗，那就可笑了。我们占领了敖德萨是因为他们的士兵不愿作战。我接到北线拍来的一份电报，上面说：“请把英国俘虏送到前线。”同志们在会上讲，英国人哭着说：我们不愿回军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们的军队不愿作战。他们比我们强十倍，然而他们不愿作战。

因此，当有人对我们说，你们许下了很多诺言，但是一点也没有履行时，我们回答说，我们已经履行了主要的诺言。我们曾许诺说，我们要进行一场定将成为世界革命的革命，这场革命就进行了，而且现在已经牢牢地站住脚，使得国际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这一主要诺言我们已经履行了，绝大多数觉悟的工人显然是了解这一点的。他们了解，战胜全世界资本家的日子离我们只有几个月了。在这几个月中，有些人疲倦了，该怎么办呢，是愚弄他们、煽动他们呢，还是相反，帮助疲倦的人们度过这决定整个战争命运的几个月？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南方要不了几个月，就会完全结束战争，把军队调到东部，因此协约国——英、法、美事实上已经失败了。在敖德萨他们曾经有1万军队，有舰队，——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这里问题不在于议会制，也不在于让步。我们没有答应让步，也不准备让步。这里问题在于：当人民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饥荒严重的时候，觉悟的无产阶级、觉悟的工人的任务是什么呢？能不能听任别人利用人民的疲惫呢？这将是对人民的愚弄。如果我们说停止战争，不觉悟的群众是会赞成的，而觉悟的工人则会说：你可以在几个月内结束战争。应当使疲倦的人振作起来，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前进。同志们自己会看到，一个觉悟的工人是可以带动几十个疲倦的人前进的。我们这样讲，也要求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就在于一个阶级带领另一个阶级前进，因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比较强，团结比较紧，觉悟比较高。没有觉悟的人最容易上各种圈套，他们疲倦了，什么都会同意，而觉悟的人则说：必须熬过去，因为再过几个月我们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我认为现在不是进行议会争论的时候，应该再接再厉，争取在这几个月内获得胜利，而且是获得最后的胜利。





	载于193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75—296页

















[90]这是列宁在1919年4月11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上作的关于工会在支援东线的动员工作中的任务的报告以及与此有关的几篇文献。全会对列宁的报告展开了热烈讨论，然后通过了列宁提出的《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只有一票弃权），否决了孟什维克提出的要求“保障自由”、“停止对不同意见者的迫害”的决议案。全会选出了由主席团成员和五金、纺织、铁路三大工会各一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委托它根据上述提纲制定工会动员工作的计划，并予以贯彻实施。——[267]。



[91]一普特半制度是指莫斯科苏维埃于1918年8月24日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于同年9月5日分别通过的决定。根据这两项决定，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的工人和职员可以自由运输不超过一普特半（约等于50市斤）的供个人消费的食物。这是在当时国家垄断食物购销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例外措施。人民委员会规定，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上述决定只在1918年10月1日以前有效。——[271]。



[92]《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278]。



[93]在列宁报告以后，孟什维克Ｐ．施图尔曼向报告人提出一个问题：他是否掌握有关孟什维克中央组织图拉罢工的文件材料。列宁对此作了回答。



图拉罢工是指图拉枪械制造厂和子弹制造厂工人的罢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利用当时粮食供应紧张和缺乏货币发不出工资的时机而组织了这些罢工。在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克服缺点的措施后，罢工于1919年4月12日停止。——[279]。



[94]指1918年10月1日和2日白卫军在萨马拉附近的伊瓦先科沃车站残酷屠杀谢尔吉耶夫火炮工厂和托梅洛夫火炮仓库工人事件。这里的工人在红军部队迫近时进行护厂斗争，不让白卫军撤走工厂的设备。白卫军在反革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帮助下对工人进行镇压，枪杀了1000多人。——[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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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利·吉尔波《战时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小册子序言

（1919年4月13日）


吉尔波
 同志的小册子写得非常及时。应当把战时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史写出来，供世界各国参考。这一历史极其明显地表明，工人阶级在缓慢地但是不断地向左转，向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方面转。一方面，这一历史揭示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深远根源和准备过程，这一过程在每个民族内部因历史特点而有所不同。必须知道第三国际的深远根源，才能了解第三国际产生的必然性以及各国社会党走向第三国际的途径的不同。

另一方面，战时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史向我们表明，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已开始崩溃，从资产阶级民主到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的转变已经开始。还有很多很多的社会党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一极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更替，他们被保守的锁链束缚着，庸俗地崇拜现有的和昨天的东西，对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在各国引起的变化象市侩般的盲目无知。


吉尔波
 同志担负起了写战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史概论的任务。他明白而确切地列举了事实，使读者具体地看到了社会主义史上的伟大转变的开始。可以确信， 吉尔波
 的小册子不仅会在一切觉悟的工人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且会促使人们写出很多类似的小册子来阐明其他国家的战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






	　　　尼·列宁
1919年4月13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9年彼得格勒出版的昂利·吉尔波《战时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运动（历史概论）。1914—1918年》一书（法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97—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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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苏维埃指挥员第一期训练班的讲话

（1919年4月15日）

简要报道

列宁同志记起了一位德国将军的话：要是士兵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战争就不会有了。现在却不是这样。摆在红军面前的是一项伟大而确定的任务——解放工人阶级。我们的工农红军在日益成长壮大。这种成长决定于工人和农民对自己目的的深刻认识。现在，我们在东线屡遭挫折，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挡住高尔察克，要打垮他，而且我们一定会打垮他。克拉斯诺夫匪帮一再给苏维埃俄国造成严重的局势，可是尽管有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支持，他们还是被打垮了，而且不久就会被彻底歼灭。我们能取得这些胜利，全靠工人和农民的觉悟。你们接受了区委员会的红旗，就应该坚定而有信心地高举红旗前进。每天都有消息说，不是在那里就是在这里升起了解放的红旗。你们亲眼看到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巴伐利亚和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你们很快就会看到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成立。

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万岁！

红军万岁！

红色指挥员万岁！（热烈鼓掌）





	载于1919年4月17日《真理报》第8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99—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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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1919年4月15日）

“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封锁俄国，把苏维埃共和国看作传染病的发源地，竭力使它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这些夸耀本国制度的“民主精神”的人，由于仇恨苏维埃共和国而失去了理智，竟没有察觉到怎样把自己变成了可笑的人物。不妨想一想，这些先进的、最文明的和“民主的”国家，武装到了牙齿，在军事方面称霸全球，却象害怕火那样，害怕从一个受到严重破坏的、饥饿的、落后的、据他们说甚至是半野蛮的国家散播出来的 思想
 传染病！

单是这个矛盾就擦亮了各国劳动群众的眼睛，帮助我们揭露了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等帝国主义者及其政府的虚伪。

但是，不仅是资本家因仇恨苏维埃而失去理智，而且他们之间互相争吵，互相掣肘对我们都有帮助。他们彼此商定了一种用沉默进行抵制的大阴谋，他们极端害怕传播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真实消息，特别是害怕传播它的正式文件。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报纸《时报》[95]却刊载了在莫斯科建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消息。

为了这点，我们应向法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报纸，向法国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这位领袖表示极崇高的谢意。我们很想给《时报》写一封公函，感谢它这样成功、这样巧妙地帮助了我们。

从《时报》如何根据我们的无线电讯来编成自己的消息，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这家富人的报纸的动机。它本想挖苦威尔逊，刺他一下：看，您是在同什么样的人谈判！这些遵照富人的意旨来舞文弄墨的聪明人没有觉察到：他们拿布尔什维克来恐吓威尔逊，在劳动群众看来，就是替布尔什维克作广告宣传。再说一遍，我们应向法国百万富翁们的报纸表示极崇高的谢意！

第三国际是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成立起来的：不管“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或德国的谢德曼之流、奥地利的伦纳之流这类资本主义的奴才颁布何种禁令，玩弄何种卑鄙手腕，都不能阻碍全世界工人阶级听到关于这个国际的消息并同情这个国际。这种环境是由各地迅速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造成的。这种环境是由劳动群众中间的 苏维埃
 运动造成的，苏维埃运动已发展成为真正的 国际
 运动了。

第一国际（1864—1872年）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第二国际（1889—1914年）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组织，这个运动当时是向 横的
 方面发展，因此，革命的水平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不免暂时加强，而终于使第二国际遭到可耻的破产。

第三国际实际上是在1918年创立的，那时，由于多年来特别是战争期间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作了斗争，许多国家都已成立了共产党。第三国际是1919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的。这个国际最突出的特点、它的使命就是执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训戒，实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来的理想；这个特点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了，因为新的国际即第三个“国际工人协会” 现时就开始
 在一定程度上 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相吻合了
 。

第一国际为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第二国际是为这个运动在许多国家广泛的大规模的开展准备基础的时代。

第三国际接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并 已开始实现
 无产阶级专政。

领导世界上最革命的运动即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压迫的运动的政党的国际联盟，现在有了空前巩固的基地：有了几个 苏维埃共和国
 ，它们在国际范围内体现着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胜利。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已开始实现马克思的一个最伟大的口号，这个口号总结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来的发展，表现这个口号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天才的预见，这个天才的理论正在变为现实。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拉丁词现在不仅译成了现代欧洲各民族的语言，而且译成了世界上所有的语言。

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开始了。

人类已在摆脱最后一种奴隶制：资本主义奴隶制即雇佣奴隶制。

人类正在摆脱奴隶制，第一次走向真正的自由。

为什么第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竟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呢？我们这样说是不会错的：正是俄国的落后和它向最高形式的民主制的“飞跃”（即越过资产阶级民主而达到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成了西欧人理解苏维埃的作用特别难或特别慢的原因之一（除社会主义运动大多数领袖受到机会主义习惯和庸人偏见的束缚这个原因以外）。

全世界的工人群众本能地领会到了苏维埃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但是为机会主义所腐蚀的“领袖们”还继续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把它叫作一般“民主”。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首先表明了俄国的落后和它 越过
 资产阶级民主的“飞跃”之间的“矛盾”，这难道奇怪吗？假使历史让我们 不通过
 许多矛盾而实现 新式
 民主，那倒是奇怪了。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任何一个懂得现代科学的人，如果有人问他“各个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平衡地或谐和均匀地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他的回答一定是否定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从来没有而且不会有什么平衡，什么谐和，什么均匀。在每个国家的发展中，都是有时是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这一方面、这一特征或这一类特点特别突出，有时是另一方面、另一特征或另一类特点特别突出。发展过程从来都是不平衡的。

当法国实现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促使整个欧洲大陆走向历史上新的生活时，资本主义比法国发达得多的英国竟成了反革命同盟的首领。而当时的英国工人运动却英明地预示了未来马克思主义中的许多东西。

当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即宪章运动[96]的时候，欧洲大陆发生的革命大都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在法国却爆发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资产阶级在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手段把无产阶级队伍各个击破了。

英国，照恩格斯的说法，是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一起造成了极端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上层的典型国家。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4—345页。——编者注］

 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来看，这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竟落后了几十年。法国工人阶级在1848年和1871年先后两次举行了反资产阶级的英勇起义，对世界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两次起义中，法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好象是用尽了。这以后，即从19世纪70年代起，工人运动国际中的领导权转到了在经济上比英法都落后的德国。而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当德国在经济方面超过了英法两国的时候，领导德国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这个全世界的模范政党的，已是一小群十足的恶棍和卖身投靠资本家的最卑鄙的坏蛋，是从谢德曼和诺斯克到大卫和列金这些工人出身的替君主制和反革命资产阶级效劳的最可恶的刽子手。

世界历史始终不渝地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所走的远不是平坦笔直的大道。

当卡尔·考茨基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因为主张与谢德曼之流保持统一、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反对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而变成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的时候，他曾在20世纪初写了《斯拉夫人和革命》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由于某种历史条件，国际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可能转入斯拉夫人的手中。

果然如此。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暂时（自然只是在一个短时期内）转到俄国人手中去了，正象它在19世纪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曾先后掌握在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手中一样。

我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 开始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 继续
 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

我们开始这个革命比较容易，有下列几个原因。第一，沙皇君主国在政治上的非常落后（就20世纪的欧洲来说）使得群众的革命冲击力量异常强大。第二，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我们在1917年10月就是这样开始革命的，不然，我们就不会那样容易取得胜利。马克思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时，就已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有与农民战争独特地结合起来的可能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8页。——编者注］

 。布尔什维克从1905年初起，就坚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第三，1905年革命使工农群众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教育，既使他们的先锋队了解了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新成就”，又使他们自己懂得了革命 行动
 的意义。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1917年的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不可能的。第四，俄国的地理条件使它比其他国家更能长久地对抗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军事优势。第五，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特殊关系便利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便利了城市无产者去影响农村半无产的贫苦劳动阶层。第六，罢工斗争的长期锻炼和欧洲群众性工人运动的经验，有助于 苏维埃
 这种特殊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形式在深刻而迅速尖锐化的革命形势下产生出来。

以上所述当然是不完备的。但暂时可以就列举这几点。

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已在俄国产生。与巴黎公社比起来，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二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苏维埃共和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稳固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一种 新的国家类型
 ，它是不会灭亡的。它现在已经不是孤立的了。

要继续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要把这种工作进行到底，还需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文化程度较高、无产阶级的比重和影响较大的国家所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只要走上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就有一切可能超过俄国。

破产的第二国际正在死去，活活腐烂着。它实际上是替国际资产阶级当奴仆。这是真正的黄色国际。它的最大的思想领袖，如考茨基之流，都颂扬 资产阶级
 民主，把它称为一般“民主”，甚至更愚蠢更荒唐地称为“纯粹民主”。

资产阶级民主已经过时，正如第二国际已经过时一样，虽然当必须在这种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训练工人群众的时候，第二国际曾做过历史上必要的有益的工作。

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来都是而且不能不是资本镇压劳动者的机器，资本政权的工具，资产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许诺并且宣告政权属于大多数人，但是它从来没能实现过，因为存在着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的“自由”实际上是 富人
 的自由。无产者和劳动农民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种自由来准备力量，以推翻资本，消灭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照例是不能 实际
 享受民主的。

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第一次把 民主
 给了群众，给了劳动者，给了工人和小农。

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象苏维埃政权那样的属于 大多数人
 的国家政权， 实际上
 属于大多数人的政权。

这个政权压制剥削者及其帮手的“自由”，剥夺他们实行剥削的“自由”、发饥荒财的“自由”、恢复资本权力的“自由”、勾结外国资产阶级来反对本国工农的“自由”。

让考茨基之流去维护这种自由吧。这是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社会主义的叛徒才做得出来的。

第二国际的思想领袖如希法亭和考茨基之流的破产，最清楚地表现在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的意义，它同巴黎公社的关系，它的历史地位以及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必然性。

德国“独立的”（请读作市侩的、庸人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自由报》[97]在1919年2月11日第74号上，登载了《告德国革命无产阶级》这篇宣言。

这篇宣言是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民议会”即德国“立宪会议”的整个党团签字发表的。

这篇宣言斥责谢德曼之流力图取消 苏维埃
 ，而提议把苏维埃与立宪会议（别开玩笑吧！） 结合起来
 ，给予苏维埃一定的国家管理权，让它在宪法中占一定的地位。

把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调和起来，统一起来！这是多么简单！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庸人思想！

不过可惜的是，在俄国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这种思想已经由联合起来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试验过了。

谁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每一个紧急关头，在每一次严重的阶级冲突发生时，都只能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都一窍不通。

但是要把2月11日的这篇极美妙、极滑稽的宣言内所充满的经济政治谬论尽行揭露，就需要对希法亭和考茨基之流的把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和平结合起来的了不起的庸人思想专门作一次分析。这一点只好留待另文 
［注：见本卷第379—388页。——编者注］

 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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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时报》（《Le　Temp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61—1942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映法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是法国外交部的机关报。——[289]。



[96]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1838年5月在伦敦公布。宪章提出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议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292]。



[97]《自由报》（《Die　Freiheit》）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日报），1918年11月15日—1922年9月30日在柏林出版。——[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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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枢纽站铁路员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4月16日）

同志们，我们都知道，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艰苦的时期。为了击退反革命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最后一次进攻，我们不得不宣布动员。现在必须由劳动群众亲自来积极协助，这次动员才能顺利完成。

同志们，你们当然都清楚地了解，战争造成了多么大的困难，它要求我们忍受多么大的牺牲，尤其是国家面临着粮食的困难和战争造成的运输破坏的现在。由于这个缘故，劳动群众在这次战争中受到的苦难现在更加深重了。

但是，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来设想和断定，我们的情况已经好转，我们一定会战胜一切困难。我们不哄骗自己。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即公然同俄国资本家一起行动的英法美三国资本家，正在作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最后尝试。我们看到，地主和资本家的代表们早就在巴黎磋商了。我们知道，他们一天比一天更强烈地希望苏维埃政权垮台。但是我们也看到，直到现在，打败德国已经5个月了，他们还不能缔结和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为了瓜分肥肉，彼此正在争吵：把土耳其给谁，把保加利亚给谁，怎样掠夺德国，英国得哪一块，法国和美国又得哪一块，向德国人究竟索取几百亿赔款。很明显，他们从德国那里一定得不到什么，因为这个国家已被战争弄得民穷财尽，而劳动群众正愈来愈坚决地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压迫。

同志们，我们因此确信，现在由于高尔察克在东线的胜利，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又燃起了一线希望。但是，即使高尔察克获得局部的胜利，他们要在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实现自己的希望也是办不到的。

我们知道，协约国在战胜德国以后，仍然拥有资本，拥有几百万军队，拥有天下无敌的舰队。在德国战败以后，他们完全有可能立即把这一切力量用来征服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在俄国南部的所作所为（在黑海登陆，占领敖德萨），矛头都是指向苏维埃政权。

然而在5个月以后的今天，情况怎样呢？难道说他们没有百万军队的兵力，没有舰队吗？为什么他们在装备很坏的乌克兰工农军队面前不得不退却呢？

因为他们的军队从内部瓦解了。我们得到的消息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消息已经得到证实。资本家为了瓜分利润进行了四年战争，不能不受到惩罚。以前他们把一切罪过推在威廉身上，现在，打败威廉之后，他们无法继续作战了。我们知道，在军事方面，协约国过去比我们强大得多，严格说来，现在也比我们强大得多，但同时我们说，他们在侵略我们的战争中打输了。这不仅是我们的想象，这不仅是我们的热望，这是乌克兰的事变证明了的事实。协约国不能作战了，因为各国都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受尽苦难，人人都已明白，继续战争不过是为了保存资本压迫劳动者的权力。协约国至今还在拖延必然要缔结的对俄和约，为了缔结这个和约，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甚至提议缔结一个条件对我们极为苛刻的和约。我们知道，甚至苛刻的财政条件也比继续这种夺去工农优秀儿女生命的战争要好上万倍。帝国主义国家知道他们不能同我们作战。他们知道动员了几万西伯利亚青年农民的高尔察克的运动是怎么一回事。高尔察克不敢用在前线作过战的士兵，他知道他们不会跟他走，他是用棍棒纪律和欺骗来控制青年的。

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们的处境更困难了，我们还是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能够在几个月内结束这场战争，协约国将不得不同我们缔结和约。他们依靠高尔察克，他们指望粮食困难会使苏维埃政权覆灭，而我们说：这是不会的。的确，我们的粮食情况并不好；我们知道更大的困难正在到来，但我们还是说：我们的情况远不象去年那样坏；去年春天，粮食和运输方面的破坏所造成的困难要严重得多。

1918年上半年，我们的粮食机关只收购了2800万普特粮食，下半年却收购了6700万普特。在上半年，困难总是比较大，饥荒总是比较厉害。去年，整个乌克兰受德国统治，在顿河区，克拉斯诺夫从德国人那里得到几十车皮的军事装备，捷克斯洛伐克军占领了伏尔加河流域，当时的粮食情况真是坏到了极点。

现在除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外，还有其他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拉脱维亚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最近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进攻异常迅速的德国军队已开始瓦解，德国士兵说，他们再也不去为恢复贵族政权而打仗了。被佩特留拉分子占领了一个短时期的乌克兰现在已经全境解放，红军正向比萨拉比亚前进。我们知道，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在逐日巩固，而且可以说是在逐时巩固。你们都知道，匈牙利也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在协约国想掠夺匈牙利的阴谋暴露以后，资产阶级下台了，而工人们上台了。

现在，由于乌克兰的收复，由于顿河区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我们的力量增强了。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了产粮区，有了从顿涅茨煤田取得燃料的可能。我们相信，虽然最困难的几个月已经到来，虽然粮食危机更加严重，我们的运输备遭破坏，然而我们一定会度过这次危机。乌克兰有大量的存粮和余粮，不过很难一下拿到，因为那里至今存在着游击习气，那里的农民被德国人的野蛮统治吓坏了，不敢夺取地主的土地。乌克兰建设的最初几步，也象我们苏维埃政权在斯莫尔尼宫的那个时期一样，是很困难的。

我们至少应当把3000名铁路员工和俄国北方饥荒地区的一部分农民派到乌克兰去。乌克兰政府已经通过了一项法令，来精确分配目前可以拿到的1亿普特粮食的征收任务。

据悉，顿涅茨煤田的一个区，有100万普特粮食，这批粮食离铁路不超过10俄里。

这些就是我们去年没有而现在有了的储备和资源。这说明，只要我们在短期内拿出全部力量，再过几个月我们就能结束战争。我们在南方拥有决定性的优势。协约国（法国人和英国人）打了败仗，已经发现他们手中的一点点兵力不能同苏维埃共和国作战了。他们所散布的诬蔑我们的谣言烟消云散了；关于布尔什维克靠暴力推翻政府、靠暴力维持的鬼话，谁也不相信了。现在大家都知道苏维埃共和国正在日益巩固。

我们现在号召你们参军，因为这次动员关系到战争的整个命运。我们有充分的根据说，这次动员将会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帝国主义者由于自己日益削弱，将不得不同我们缔结我们所提出的和约。

同志们，正因为这样，苏维埃政权决心拿出一切力量，动员主要是非农业省份的工人和农民。我们预计，在各条战线迅速推进的情况下，这次动员就一定能改善粮食状况，因为饥荒最严重的非农业省份的人口减少了，成千上万被派往前线（我们是在盛产粮食的吃得很饱的地区作战）的人，不仅自己能够吃饱，而且可以通过邮寄，使留在后方的家属立即得到接济，而且接济的粮食不少于过去实行一普特半制度的时候，甚至还要多些。

战争能否迅速结束，我们想阻止高尔察克前进并彻底歼灭高尔察克的希望能否实现，都与这次动员有关。为了确保盛产粮食的地区，我们不准备调动快要最后战胜克拉斯诺夫残余匪帮的南线部队。顿河州几乎已被我们全部占领，北高加索有更多的粮食，有更多的存粮，我们只要不削弱南线，一定可以得到这些粮食。

同志们，我们是第一次在世界上进行这样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工人和农民知道、感觉到并且看到战争的负担无比沉重，他们在一个被帝国主义者紧紧包围的国家（象被包围的要塞）中忍饥挨饿，然而他们懂得作战是为了土地和工厂。一个民族，只要它的大多数工人和农民都知道、感觉到并看到，他们正在捍卫自己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劳动者的政权，他们正在捍卫这样一种事业，这一事业的胜利将保证他们和他们的子孙能够享用一切文化财富和人类劳动的一切成果，——只要有了这样的条件，这个民族就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同志们，我们相信，这次动员将比以往几次进行的好得多；它会得到你们的支持；除了经常在会上讲话的鼓动员以外，你们每一个人，你们的每一个熟人，都会成为鼓动员，都会到自己的同志那里去，到工厂工人和铁路员工那里去，清清楚楚地向他们解释，为什么目前需要拿出一切力量并在几个月内消灭敌人。群众自己会挺身而起，只要人人都成为鼓动员，就能形成一支不可摧毁的力量，保证苏维埃共和国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载于1919年4月23日《真理报》第8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10—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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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高尔察克作斗争

在莫斯科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4月17日）

报道

列宁同志在生动有力的演说中号召莫斯科无产阶级直接参加反对高尔察克的斗争。列宁同志说，高尔察克最近的一次进攻无疑是协约国帝国主义列强暗中策划的。昨天接到的斯图契卡同志的来电证明，边区白卫分子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协约国指使的，电报上说：德国人在库尔兰已经停止进攻，但是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不能同他们达成和平协议，因为法、英、美三国要求德国人留在库尔兰继续作战；将军们准备服从战胜国的命令，但是士兵们坚决拒绝作战。协约国的最后一张牌输掉了。南方的胜利表明，协约国已无力同我们作战，正确些说，他们已失去控制自己的军队的能力。协约国在南方的冒险结束了，他们从敖德萨逃跑时进行了极其无耻的抢劫。责备我们实行掠夺和暴力的“文明的”协约国，蛮横无理地从敖德萨劫走了我们的全部商船，使和平居民陷于饥饿的境地。这是帝国主义因计划破产而采取的报复行为。我们肃清了南线和克里木战线的敌人，现在就要肃清顿河战线的敌人了。根据最新消息，我们离新切尔卡斯克只有40俄里了。我们的胜利已有保证了。

高尔察克在协约国指使下实行的进攻，其目的在于诱使我军离开南线，使南方的白卫军残余和佩特留拉分子能够恢复元气，但他们的这种打算是不会得逞的。我们决不会从南线抽调一团一连。

我们要为东线征集新军，因此我们宣布了动员。这将是最后的一次动员，它将使我们能够消灭高尔察克，就是说，能够结束战争，永远地结束战争。

这一次是在非农业省份即只在工业省份进行动员。在拟订动员计划时，我们不仅顾到军事利益，而且顾到农业和粮食方面的利益。我们从饥荒省份抽出人来送到产粮区。这一次动员将大大缓和两个首都和北方各省的粮食危机。我们给所有已被动员者一项权利：每月可以给自己的家属寄两次粮食。这就使工人能够从上前线的亲人那里得到粮食。根据邮电人民委员的报告，粮食的邮寄大大改善了城市的供应，一天运到的粮食包裹就有37车皮之多。这种办法收到的效果，无疑会比去年试行的“一普特半制度”的效果更巨大，更显著。

动员计划是考虑和拟订得很正确的，但是要使动员顺利完成，就不应该采用官僚的方式。应当记住，这次动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必须用一切力量来完成它。每一个觉悟的男女工人应该直接参加动员工作。仅仅开会是不够的，需要进行个别鼓动，应该普遍访问所有应征者，应该使每个人认识到，战争的结局决定于他的勇敢、决心和忠诚。

无产阶级革命正席卷世界各国；协约国事实上放弃了对俄国内政的公开的军事干涉，因为他们已控制不了他们那些本能地同情俄国革命的军队。他们害怕自己的士兵和工人，设法使他们不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最近，各协约国甚至不准许报纸报道布尔什维主义胜利的消息。意大利已设立了关卡，连俄国去的私人信件也被扣留。列宁同志谈到，他几天前接到了意大利著名的社会党人莫尔加利写来的一封信。这个人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是非常温和的。这封信象在沙皇时代的党内通信一样，写在一些小纸片上，用秘密方法辗转寄来。莫尔加利在这封密信中写道：“我代表意大利党向俄国同志和苏维埃政权致以最热烈的敬礼。”（热烈鼓掌）大家知道，匈牙利的资产阶级政府是自愿辞职，自愿把库恩·贝拉同志从监狱中释放的。库恩·贝拉同志是匈牙利的共产党员军官，他曾在俄国被俘，并曾同俄国共产党人一道积极进行斗争，参加过去年7月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暴动的镇压。这位备受迫害、诽谤和侮辱的匈牙利布尔什维克，现在事实上是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者。匈牙利与俄国相比，是一个小国，但是匈牙利革命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许比俄国革命更大。这个有文化的国家吸取俄国革命的全部经验，坚决实行社会化，并在更好的基础上，更有计划更成功地建造社会主义的大厦。

正当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国际帝国主义的事业永远地遭到失败的时候，来自东部、来自疯狂残暴的高尔察克白卫匪帮的危险却在向我们逼近了。应该消除这一危险。消灭了高尔察克，我们就能永远结束战争。觉悟的无产阶级必须拿出一切力量，必须人人参加动员工作。觉悟的男女工人应该利用每一个空闲的日子和每一个空闲的小时进行个别鼓动。我们不需要紧张很久，只要有几个月，也许几个星期就行了，而且这将是最后的一次，因为我们的胜利已经肯定无疑了。





	载于1919年4月1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8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16—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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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共产主义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98]


（1919年4月17日）

我很高兴地向你们祝贺。我不知道你们代表多少省份，也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重要的是，青年们，共产主义的青年们，组织起来了。重要的是，青年在集合起来学习建设新的学校了。现在你们有了新的学校。讨厌的、官办的、可恨的、同你们无关的旧式学校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的工作是长期的。我们所向往的未来社会，完全是由工作者组成的、不应有任何区别的社会，是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建设起来的。现在我们只是为这个未来社会奠定基石，至于建设，则有待于你们将来长大以后去努力。你们现在要量力而行，不要去做那些力不胜任的工作，要在年长的人们指导下工作。让我再一次祝贺你们的代表大会，祝你们在工作中获得各种成就。





	载于1923年莫斯科—彼得格勒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弗·伊·列宁（乌里扬诺夫）《关于青年问题的演说论文集》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20页

















[98]这是1919年4月17日列宁在全俄共产主义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全俄共产主义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4月15—2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约200名，他们来自29个省，代表8000名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会员。大会作出了关于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加入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定。根据俄共（布）中央1919年5月11日批准的关于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的条例，工农青年工作和学生青年工作统由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负责。代表大会选出的全俄执行局组成了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学生工作部，共产主义学生组织的成员按个别履行手续的办法加入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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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防委员会关于加强军事防御工作的决定的意见[99]


（不晚于1919年4月21日）

中央和地方的各人民委员部中，凡非绝对必要的部门和能向军队和后方提供有用人员从事战争、供给、宣传等工作的部门，均应暂停工作三个月或大幅度压缩编制。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4页

















[99]1919年4月21日，列宁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加强军事防御工作的报告》。这个文件看来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的结尾部分的初稿。——[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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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匈牙利国际主义者书上加的附言[100]


（1919年4月23日）

我完全赞同号召书，相信各条战线上的匈牙利无产者不会不看到，只要为国际无产阶级利益再奋斗几个月，胜利就将属于我们——这将是决定性的和可靠的胜利。






	　　列宁
载于1960年莫斯科出版的克拉特和康德拉季耶夫《并肩战斗的兄弟》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4页

















[100]列宁的这几句话写在库恩·贝拉代表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发表的告红军中匈牙利战士书的下面。这份告红军中匈牙利战士书于1919年4月用匈牙利文刊印，在苏俄国内战争的各个战线上散发。



苏共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所存的这个文件的俄文原件由列·米·卡拉汉书写，文字是：“完全赞同马扎尔族同志们的信。希望马扎尔族同志们把国际事业的利益放在首位。还需要再坚持几个月，胜利对我们就有保障了。列宁”。——[310]。







《列宁全集》第36卷


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致敬[101]


（1919年4月27日）

感谢你们的祝贺，同时也衷心祝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恳请你们更经常更具体地告诉我们：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同资产阶级刽子手谢德曼之流作斗争？各市区的工人和仆人苏维埃是否已经建立？工人是否已经武装起来？资产阶级是否已被解除武装？库存的衣服和其他物品是否已被用来迅速而广泛地救济工人，特别是救济雇农和小农？资本家在慕尼黑的工厂和财产以及慕尼黑郊区的资本主义农场是否已被没收？小农的押金和地租是否已经取消？雇农和粗工的工资是否已提高一两倍？是否已把所有印刷所和纸张没收，用来印刷通俗的传单和群众性的报纸？是否已实行用六小时工作、用两三小时管理国家的制度？是否已使慕尼黑的资产阶级住得挤些而使工人迅速迁入富人的住宅？是否已把所有银行拿到手里？是否扣留了资产阶级的人质？是否给工人规定了比资产阶级更多的口粮？是否已动员每个工人来担任保卫工作和郊区农村的思想宣传工作？只要发挥工人苏维埃、雇农苏维埃以及与两者不同的小农苏维埃的主动性，最迅速最广泛地实行诸如此类的措施，你们的地位一定会巩固起来。必须向资产阶级征收特别税，必须立即用一切办法使工人、雇农和小农的境况得到真正的改善。

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祝你们胜利。






	　　列宁
载于1930年4月22日《真理报》第11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21—322页

















[101]这是列宁给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的复电。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于1919年4月13日成立。在此以前，1919年4月7日，以恩·托勒尔为首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曾在巴伐利亚宣布成立一个徒具空名的苏维埃共和国，企图以此来麻痹革命工人，阻止革命在巴伐利亚深入发展。4月13日，巴伐利亚的反革命势力发动反革命暴乱，企图建立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当天，在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街头发生了激烈战斗，结果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晚上，在革命的工厂委员会和士兵苏维埃会议上，成立了由15人组成的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行动委员会，选出了以巴伐利亚共产党人欧·莱维纳为首、由4名成员组成的最高执行机关——执行委员会。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也加入了行动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后就着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建立红军，建立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非常委员会，把银行收归国有，规定由工人对工业企业实行监督，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组织粮食供应等等。巴伐利亚政府所采取的革命措施引起了一切反革命势力的仇视。德国谢德曼政府和一些州的军队联合起来反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实行了叛卖政策。4月27日，他们把共产党人从领导岗位上排挤出去。5月1日，白卫军部队攻进慕尼黑，但工人群众仍进行了三天的顽强抵抗。巴伐利亚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遭到反革命军队的残酷屠杀，莱维纳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部长下令枪决。——[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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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场上的三次讲话

（1919年5月1日）

采访记录


1

（列宁同志在游行队伍中一出现，就引起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列宁同志首先向莫斯科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祝贺，然后把去年和今年五一节的庆祝情况作了对比。这一年来，政治情况发生了大大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变化。去年五一节，我们还受到德帝国主义的威胁。现在它已被击溃和彻底粉碎了。

庆祝无产阶级节日的情况不仅在我国有了改变。在一切国家中，工人们都走上了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道路。不仅在苏维埃俄国，而且在苏维埃匈牙利和苏维埃巴伐利亚，解放了的工人阶级都在自由地、公开地、胜利地庆祝自己的节日。同时今天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不仅在红色的莫斯科、红色的彼得格勒和布达佩斯，而且在所有巨大的无产阶级中心，那些不是出来散步而是出来显示自己力量的工人们，都在谈论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和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的胜利。

列宁同志进而谈到英法帝国主义的威胁，他说：既然乌克兰少数起义部队的活动就使英法帝国主义不得不退出乌克兰的战场，那么，在团结一致的苏维埃俄国、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力量面前，它们是完全支持不住的。敖德萨和克里木的放弃表明，英法的士兵不愿同苏维埃俄国作战，而我们胜利的保证也就在这里。

弗·伊·列宁谈到了加米涅夫同志的来电，说塞瓦斯托波尔的法国军队已全部肃清。列宁说，今天在解放了的塞瓦斯托波尔的上空已飘扬着无产阶级的红旗，他们在庆祝自己从帝国主义强盗压迫下获得解放的节日。（长时间欢呼。“乌拉”声经久不息。）

列宁同志谈到高尔察克的威胁时说，根据前线的最新消息我们可以断定，战胜高尔察克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几十万战士正开往前线去彻底消灭高尔察克匪帮。

最后，列宁同志表示深信苏维埃政权将在全世界取得最后胜利，并高呼：“国际苏维埃共和国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载于1919年5月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9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23—324页












2

列宁同志说，在场的不满30—35岁的人，大多数都能看到离我们还很远的共产主义的繁荣。

列宁同志指着孩子们说，现在参加劳动解放节的孩子们将能充分享受革命者用劳动和牺牲换来的果实。

我们的子孙会把资本主义制度时代的文物看作奇怪的东西。他们很难设想，日用必需品的贸易怎么会掌握在私人手里，工厂怎么会属于个人所有，一个人怎么能剥削另一个人，不劳动的人怎么能生存。直到现在，人们还象讲神话一样来谈论我们的孩子们将要看到的东西，但是，同志们，现在你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由我们奠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厦并不是空想。我们的孩子们会更加奋勉地建设这座大厦。（热烈鼓掌）





	载于1919年5月2日《莫斯科苏维埃消息晚报》第23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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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捷潘·拉辛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热烈鼓掌）同志们，今天我们同渴望推翻资本统治的全世界无产者一起庆祝五一节。这个洛布台[102]使我们想起，劳动群众在压迫者的枷锁下遭受了多少世纪的折磨和苦难，因为资本的权力离开暴力和凌辱就无法维持，但这种暴力和凌辱即使在过去也引起了起义。这个纪念碑就是纪念一位起义农民的代表人物的。他为了争取自由，就在这个台上献出了头颅。俄国的革命者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牺牲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优秀人物，是争取自由的战士，但他们争取的不是资本所主张的自由，不是经营银行、私人工厂和进行投机的自由。打倒这种自由。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有在社会成员都成为工作者的时候才能实现。要争取这种自由必须付出很多劳动，很多牺牲。我们要竭尽全力来达到这一伟大的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热烈鼓掌）





	载于1919年5月2日《莫斯科苏维埃消息晚报》第23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26页

















[102]洛布台是莫斯科红场上的一个带胸墙的圆形平台，初建于1534年。16—17世纪，沙皇的一些重要命令在此宣布。俄国农民起义领袖斯捷潘·拉辛是1671年在洛布台旁的断头台上被处死的。——[316]。







《列宁全集》第36卷


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关于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决定草案[103]


（1919年5月2日）

（1）加强对工人子女的实物救济。

（2）拨出一定的库存， 迅速
 清点，低价配售给没有起码现金 收入
 的最贫困的工人。

（3）房租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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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这个决定草案是列宁在1919年5月2日人民委员会所属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措施时写的。——[317]。







《列宁全集》第36卷


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04]


（1919年5月）


1

贺词

（5月6日）

同志们，我怀着非常高兴的心情向社会教育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当然，你们并不期望我的讲话会象了解情况和专门研究教育问题的前一位发言人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讲的那样，深入问题的实质。请允许我只讲几句祝贺的话，并谈谈我在人民委员会多少接触到你们直接从事的工作时所稍微观察到和思考到的一些问题。我相信，未必找得到一个苏维埃工作部门，能够象社会教育那样，在一年半中就获得了这样巨大的成绩。毫无疑问，我们大家在这个部门进行工作要比在其他部门容易些。在这里，我们过去是在排除种种旧障碍。在这里，工农群众特别迫切地要求获得知识、自由教育和自由发展，工作比较容易适合他们的这种要求。因为如果说依靠群众强大的压力，我们已经容易地清除了摆在他们道路上的外部障碍，摧毁了把我们拖入帝国主义战争并使俄国遭到这次战争造成的最大困苦的历史性的资产阶级制度，如果说我们容易地摧毁了外部障碍，那么我们非常突出地感到十分艰巨的工作是重新教育群众，组织和训练群众，普及知识，同我们接受下来的愚昧、不文明、粗野等遗产作斗争。在这里，完全要用另外的方法进行斗争。在这里，只有靠先进阶层的长期的有成效的工作和坚持不懈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大受群众欢迎的），可是我们常常感到惭愧，没有尽到自己的力量。我觉得，在这些初步措施中，在推广社会教育即自由的、不受旧的框框和俗套限制的、为成年人所欢迎的教育的事业中，我们起初曾不得不首先同两种障碍作斗争。这两种障碍是我们从资本主义旧社会那里继承来的，这个社会直到现在还用千万条绳索和链条束缚着我们，把我们拖向后退。

第一个缺点，这就是来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为数很多，他们往往把按照新方式建立起来的工农教育机关看作自己在哲学方面或文化方面进行个人臆造的最方便的场所，往往把最荒谬的矫揉造作的东西冒充为某种新东西，并且在纯粹的无产阶级艺术和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抬出某种超自然的和荒谬的东西。[105]（鼓掌）不过在初期这是很自然的，是情有可原的，不能归罪于广泛的运动；我希望，我们终究会摆脱而且一定会摆脱这种状况。

第二个缺点，这也是资本主义的遗产。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在追求知识、摧毁旧东西的时候，不能带来任何起组织作用和有组织的东西。在人民委员会提出动员识字的人和成立图书馆司的问题时，我曾作了一些观察，根据这些粗浅的观察我得出结论说，这方面的情况是不好的。当然，在贺词中照例是不大讲坏事情的。我希望你们摆脱这种俗套，如果我向你们谈到我所看到的某些不好的现象，请你们不要埋怨我。当我们提出动员识字的人的问题时，就让人特别清楚地看到，我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它没有立刻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它让现有的力量有发展的自由，而这些现有的力量乃是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它们的口号仍然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恶的资本主义口号，除了导致高尔察克的统治和旧资产阶级复辟以外，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看看我们在扫除文盲方面所做的工作吧，我认为在这方面做得很少，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总任务，就是要懂得需要无产阶级分子的组织性。问题不在于停留在纸上的可笑的辞藻，而在于现在必须向人民提出一些迫切的办法，使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觉得自己有义务教会几个不识字的人。我们的法令已对这点作了明文规定[106]。然而在这方面几乎什么也没有做出来。

当我在人民委员会接触到另一个问题即图书问题时，我曾说，人们经常抱怨我们的生产落后，书籍太少，不能出版足够数量的书籍，这都是事实。我现在还说，这都是事实。的确，我们没有燃料，工厂停工，纸张很少，因而我们不能得到书籍。这都是真的，但除此之外，我们未能掌握我们现有的书籍，这也是事实。我们在这方面仍然苦于农民的幼稚和无知；农民夺取了贵族老爷的藏书，跑回家中，惟恐有人把图书夺走，因为他还不能认识到，可以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家的东西不是一种令人可恨的东西，它是工人和劳动者的公共财产。这不能怪不开展的农民群众，而且从革命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一个农民只会把图书拿回家去，秘密地藏起来，不可能有其他的做法，因为他不懂得全国的图书可以集合在一起，不了解我们将有足够的书籍来满足识字的人的求知欲并使不识字的人识字。现在必须同破坏行为的残余、混乱状态、可笑的本位主义的争吵作斗争。这应当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应当把动员识字的人扫除文盲这一简单而迫切的事情着手做起来。我们应当利用现有的书籍，着手建立有组织的图书馆网来帮助人民利用我们现有的每一本书，应当建立一个有计划的统一的组织，而不是建立许多平行的组织。这件小事情反映出我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如果革命不解决这项任务，如果革命不走上建立真正有计划的统一的组织的道路，来代替俄国的混乱状态和荒谬现象，那么这个革命将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走向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特点也就在这里；至于资产阶级，则只满足于摧毁旧东西，给农民经济以自由，而农民经济，如在以往的一切革命中一样，是产生资本主义的。

既然我们叫作共产党，我们就应当懂得，只有现在，当我们清除了外部障碍、摧毁了旧制度的时候，在我们面前才第一次真正地和彻底地提出了真正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把亿万人民组织起来。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年半的实验之后，我们总该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来战胜那些一直使我们身受其苦的不文明、愚昧和粗野的现象。（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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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5月19日）

同志们，大概你们中间有些人希望我今天谈谈目前形势，但是，请允许我今天不谈这个问题，而来回答几个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当然，这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表明整个苏维埃革命阶段的特点，这些问题最能引起争论，最能引起以社会党人自居的人们的攻击，最能引起以民主派自居并特别喜欢责备我们和到处责备我们违背民主制的人们的疑虑。我觉得，这些一般性的政治问题，在目前一切宣传和鼓动中，在一切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出版物中，几乎经常遇到，甚至天天遇到；当然，这种出版物同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一味撒谎、诬蔑和谩骂比起来，要稍微高明一点。如果我们把这种稍微高明一点的出版物拿来看看，那我认为，关于民主同专政的关系、革命阶级在革命时期的任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以及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等基本问题，构成了当前一切政治性争论的最主要的内容。也许你们觉得，说明这些问题有些离开当前的急务，但是我认为，说明这些问题应该是我们总的主要的任务。当然，在这个短短的报告中，我根本不能奢望涉及所有这些问题。我只从中选几个问题，就这几个问题谈一谈。


一

我所要谈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任何革命、任何向新制度过渡的困难的问题。一些以社会党人和民主派自居的人对布尔什维克大肆攻击，我认为《永远前进报》和《人民事业报》这两个文人集团就是这类人的典型，这两家报纸被查封，在我看来是完全正当的，有利于革命的，这两家报纸的代表在攻击中经常采取理论性的批评，它们被我们的政权机关认定是反革命的刊物，它们攻击我们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们仔细看看这个阵营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攻击，那你们就会看到，在许多责难中常常有这样的说法：“劳动者们，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你们面包、和平与自由；但是，他们既没有给你们面包，也没有给你们和平与自由，他们欺骗了你们，他们背弃了民主。”关于背弃民主这一点，后面将要专门谈到。我现在来谈这种责难的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你们面包、和平与自由，而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所给的却是继续战争，是特别残酷特别激烈的斗争，是协约国即所有最文明最先进的国家的一切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反对受苦受难的、落后的和疲惫的俄国的战争。”我再说一遍，这些责难，你们会在上面所说的每一种报纸上看到，你们会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他们认为自己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每一次谈话中听到，你们会不断地在庸人们的每一次讲话中听到。我请你们考虑的正是这类责难。

是的，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用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传统习惯、诺言和训诲，为了镇压有产阶级而进行了最激烈的暴力的斗争和战争。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俄国和全人类摆脱帝国主义的大厮杀，是为了结束一切战争。是的，布尔什维克为此进行了革命，当然，他们从来没有想放弃这个基本的主要的任务。同样毫无疑问，正是谋求摆脱这种帝国主义的大厮杀、摧毁资产阶级统治的行动引起了所有文明国家对俄国的进军。因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纲领就是这样的，尽管它们坚决保证放弃武装干涉。尽管劳合－乔治、威尔逊、克列孟梭之流作了这样的保证，尽管他们坚决保证放弃武装干涉，但是我们大家知道，这是谎言。我们知道，从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撤走的而且是被迫撤走的协约国军舰正封锁着黑海沿岸一带，甚至还向克里木半岛上有他们的志愿兵活动的刻赤一带进行轰击。他们说：“我们不能把这块地方交给你们。即使志愿兵对付不了你们，我们也不会把克里木半岛上这块地方让出来，不然你们就会控制亚速海，切断我们同邓尼金联系的通路，使我们无法支援我们的朋友。”另一方面，又向彼得格勒展开攻势，昨天我们的一艘雷击舰就同敌人的四艘雷击舰打了一仗。这就是武装干涉，难道还不清楚吗？难道在这里参加战斗的不是英国的舰队吗？难道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在西伯利亚不是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吗？整个文明世界现在都在反对俄国，事实就是这样。

试问，我们号召劳动者进行革命，答应给他们和平，却引起了整个文明世界向软弱落后和筋疲力尽的俄国进军，这是我们自相矛盾还是那些无耻地责难我们的人同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相矛盾？问题正在这里。为了向你们从理论上一般地提出这个问题，我来打个比方。我们谈的是革命阶级，是人民的革命政策，我请你们拿一位革命家来看看。就拿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吧，让我们来评价一下他的活动。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会怎样评价他的活动呢？他大概会说：“哼，那有什么可说的，还不是自讨苦吃，流落西伯利亚，一事无成。”你们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我们不知道这种评论是谁说的，那我们会说：“说这种话的人至少是极端愚昧，他那样闭塞无知，不能结合一连串的革命事件来理解个别革命家活动的意义，也许不能怪他；要不然说这种话的人就是拥护反动派的坏蛋，有意吓唬劳动者，使他们不敢革命。”我所以拿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例子，是因为那些以社会党人自居的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派别，在这里，在对这位革命家的评价上，是不会有重大分歧的。大家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评价一位革命家，只看到他遭到的那些在表面上是无益的、往往是无结果的牺牲，而不顾他的活动内容，以及他的活动同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家的联系，如果这样来评价他的活动的意义，那么，这不是闭塞无知和愚昧透顶，就是有意暗中维护反动派的利益，为压迫、剥削和阶级压迫作辩护。在这一点上是不会有什么分歧的。

我现在请你们放下个别革命家来看看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革命。只有所有的或至少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都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哪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我们向来都是这样说的。难道我们说过单靠把刺刀往地上一插就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吗？我故意使用在克伦斯基时代我们（我本人和我们所有的同志）在决议、讲话和报纸上经常使用的这句话。我们说过，战争决不是靠把刺刀往地上一插就能结束的；倘若有抱着这种想法的托尔斯泰主义者，那就应该可怜他们的神经失常，有什么办法呢，跟他们是谈不出什么名堂的。

我们说过，要摆脱这场战争就得进行革命战争。我们从1915年就是这样说的，以后在克伦斯基时代也这样说过。当然，革命战争也是战争，也同样是艰难的流血的、痛苦的事情。它一旦成为世界规模的革命，就必然引起同样的世界规模的反抗。因此，现在，当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都在向俄国进军的时候，听到那些完全愚昧无知的庄稼汉为此而责备我们不履行诺言，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我们会说：跟他们没有什么好谈的。他们十分愚昧无知，我们不能责备他们。事实上，怎能要求一个十分愚昧无知的农民懂得存在着不同的战争，懂得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有进步的战争和反动的战争，有先进阶级进行的战争和落后阶级进行的战争，有巩固阶级压迫的战争和推翻阶级压迫的战争呢？要知道这一切，就必须懂得阶级斗争，懂得社会主义原理，懂得哪怕是一点点革命史。对于一个愚昧无知的农民，我们是不能这样要求的。

但是，一个以民主派、社会党人自居，要公开登台演讲的人，不管他怎样称呼自己，不管是称作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真正的社会党人或是伯尔尼国际[107]的拥护者——各种称号多得很，称号是不值钱的——如果这种人责备我们说：“你们许诺和平，却引起了战争！”那该怎么回答他呢？能不能设想，他象一个无知的农民那样愚昧，连各种不同的战争都不能区分呢？能不能设想，他竟不懂得帝国主义战争同我们的战争的区别，不知道帝国主义战争是掠夺性的战争而且现在已被彻底揭穿呢（在凡尔赛和约[108]缔结之后，只有根本不能进行判断和思考的人或者完全瞎了眼睛的人才会看不出这场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掠夺性的战争）？能不能设想，还有哪个识字的人，竟不懂得掠夺性的战争同我们的战争的区别，不懂得我们的战争所以具有世界规模，是因为世界资产阶级知道这是一场同他们的决战呢？我们没有根据作这种种设想。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想把自己称作什么样的民主派或社会党人，只要他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地在人民面前责备我们，说布尔什维克许以和平，现在却拖长国内战争，拖长这个艰难的战争，痛苦的战争，那他就是资产阶级的拥护者。我们就要这样来回答他，并且要象反对高尔察克那样来反对他。这就是我们的回答。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人民事业报》的先生们惊讶地说：“但是要知道，我们也是反对高尔察克的；这样迫害我们，是多么惊人的不公平。”

先生们，很遗憾的是，你们不愿想通这个问题，也不想知道可以从中得出一定结论的普通政治常识。你们硬说你们反对高尔察克。就拿《永远前进报》和《人民事业报》来说吧，就拿这一类的庸人言论、这些在知识分子中大量存在并占上风的情绪来说吧。我认为：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只要在人民面前这样责备我们，他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因为他不懂得，在我们粉碎了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我们招来的国内战争之间，存在着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知道的起码的基本的差别。我们从未向人民隐瞒过我们正在冒这种风险。我们竭尽全力要在这次国内战争中战胜资产阶级，铲除阶级压迫的根源。从来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一种革命，保险不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可能充满重大牺牲的斗争。谁不能识别在一切有产者、一切反革命阶级反对革命的情况下为了革命胜利而在革命斗争中遭到的牺牲，谁不能把这种牺牲同掠夺者、剥削者的战争所带来的牺牲区别开来，谁就是极端愚昧无知的人，关于这样的人，应该说，需要让他学学起码常识，而在受社会教育之前，还得先进小学；要不然他就是最险恶的高尔察克式的伪善者，不管他怎样称呼自己，不管他用什么称号把自己掩饰起来。而对布尔什维克的这种责难乃是最常见最“流行的”责难。这些责难的确与广大劳动群众有关，因为愚昧无知的农民是很难懂得这一点的。不管进行战争是为的什么，他们都同样受苦。所以我一点也不奇怪，如果我在愚昧无知的农民中间听到这样的反应：“我们为沙皇打过仗，为孟什维克打过仗，现在又要为布尔什维克打仗。”这我一点也不奇怪。的确，战争毕竟是战争，战争就要带来无穷无尽的惨重牺牲。“沙皇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孟什维克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也这样说。大家都这样说，叫我们怎样分辨呢！”

的确，这对于愚昧无知的农民来说，也许是无法分辨的。这样的人还应该学习起码的政治常识。但是，对于那种满口“革命”、“民主”、“社会主义”词句的人，对于那种自以为使用这些字眼就懂得这些字眼的人，能够说些什么呢？如果他不想变成政治骗子，他就不能用这样的概念去骗人，因为两个强盗集团所进行的战争和被压迫阶级起来反对一切掠夺行为的战争之间的差别，是起码的根本的主要的差别。问题不在于哪个政党、哪个阶级、哪个政府为战争辩护，而在于这个战争的内容是怎样的，它的阶级内容是怎样的，哪个阶级在进行战争，这个战争体现着什么样的政治。


二

对我们目前这个由于革命而必然出现的艰难困苦时期作了估计后，现在我来谈谈在一切辩论和一切疑虑中也常常发生的另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是关于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的问题，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达成协议的问题。

你们在报纸上大概看到过社会革命党人沃尔斯基的名字，也许还看到过另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斯维亚季茨基的名字，他们近来也在《消息报》上写文章，发表自己的宣言，认为自己恰恰是别人无法指责他们参与高尔察克叛乱的社会革命党人，因为他们离开了高尔察克，吃过高尔察克的苦头，他们靠拢我们，帮助我们反对高尔察克。这是事实。但是，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些公民们的议论，仔细看看他们是怎样估价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或达成协议的问题的。在我们的肃反当局抄获了他们所写的东西以后，为了正确判断他们同高尔察克叛乱的关系，我曾经看过他们的文件，了解了一下他们的言论。这无疑是社会革命党人中两位较好的人物。在他们所写的东西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话：“恕我直言，有人等待我们悔悟，认为我们将要悔悟。我们不会悔悟什么的，永远不会！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同协约国、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达成协议。而你们布尔什维克呢，难道你们没有同德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吗？那布列斯特和约又是什么呢？难道布列斯特和约不是同帝国主义达成的协议吗？你们同德帝国主义在布列斯特达成协议，我们同法帝国主义达成协议，——我们彼此彼此，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

当我想起我所提到的两家报纸时，当我要把从庸人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加以总结时，我总是碰到我在上述两人及其同道者的文件中所发现的那种言论。你们也一定会常常碰到这种言论。这是一种不能置之不理的基本的政治言论。因此，我请你们分析分析这种言论，并从理论上加以考虑。这种言论有什么作用呢？究竟是他们对呢还是我们对？他们说：“我们这些民主派，社会党人，曾同协约国结成同盟，你们则同威廉结成同盟，缔结了布列斯特和约，——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互相责备的，我们彼此彼此。”我们说：谁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表明自己同协约国达成协议来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谁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尽管他们千万次地否认这一点，尽管他们本人离开了高尔察克并向全体人民声明他们反对高尔察克，但是从他们的老根来看，从他们的言论和行为的全部内容和所起的作用来看，他们仍然是高尔察克分子。谁对呢？这是革命的基本问题，应当加以考虑。

为了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让我来打个比方，这次不是拿一个革命家而是拿一个普通人来打比方。假定一群匪徒包围了你的汽车，把手枪对准你的脑袋。假定你就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让他们把汽车开走。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这是事实。现在假定另外一位公民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而目的是为了入伙，和这些匪徒一起抢劫和平的公民。

两种场合都是达成了协议。至于协议是不是记载下来了，是不是讲出来了，这是无关紧要的。一种情况是一个人默默地把自己的手枪、武器和金钱交出来。协议的内容是很清楚的。他对匪徒说：“我把手枪、武器和金钱给你，你让我结束这次同你的幸遇吧”（笑声），协议达成了。也可能有另一种情况：一个人默默地达成协议，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目的是为了能同他们一起抢劫别人，然后自己分得一部分赃物。这也是一种默默地达成的协议。

我问你们，难道能找到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会区别不了这两种协议吗？你们一定会说，如果真能找到，那大概也是个白痴，因为他不能区别这两种协议，他说：“你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那你就不要再怪谁有强盗行为；既然如此，你有什么权利怪别人有强盗行为呢？”如果你们遇到这样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你们一定会认为，或者1000人中至少有999人会认为，他是一个神经失常的人，同这样一个人不仅不能谈政治问题，甚至也不能谈刑事问题。

我现在请你们从这个例子进而把布列斯特和约和同协约国达成的协议比较一下。布列斯特和约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难道不是那些反对我们的匪徒在我们真诚提议媾和、要各国人民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时候所施加的暴力吗？如果我们要先去推翻德国资产阶级，那是可笑的！我们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个条约，指出它是最富有掠夺性和强盗性的条约，斥责了它，甚至拒绝立即签订这个和约，指望得到德国工人的帮助。当暴徒把手枪对准我们的太阳穴时，我们说：请把武器和金钱拿去吧，我们以后再用别的方法同你们算帐。我们知道德帝国主义还有另外一个敌人，那就是德国工人，只有瞎了眼睛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能不能把我们同帝国主义达成的这个协议和民主派、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些称号愈激进就愈响亮）同协约国达成的对付本国工人的协议相提并论呢？要知道，这个问题过去是这样摆着，现在也是这样摆着的。要知道，现在还侨居欧洲的那一部分最有影响的全欧洲闻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至今还同协约国订有协议。这种协议是不是签了字，我不知道，大概没有签字，聪明人干这些事是会不声不响的。但是，既然人家把他们捧出来，发给他们护照，用电报向全世界发出消息，说今天发表演说的是阿克雪里罗得，明天是萨文柯夫或阿夫克森齐耶夫，后天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那就很清楚，这种协议是有的。虽然这是默契，难道这就不是协议吗？难道这种同帝国主义达成的协议也和我们的一样吗？表面上是一样的，正如一个人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从表面上看，是和任何类似行为一样的，如果不管其目的和性质如何，不管是何情况，不管我把金钱和武器交给匪徒是为的什么，是我受匪徒袭击，不把手枪交给他们就要被打死，因而我把手枪和金钱交给他们以求解脱呢，还是我明明知道匪徒们要去行劫而想同他们分赃呢。

“当然，我说这就是使俄国摆脱暴徒的专政，我无疑是个民主派，因为我拥护大家都知道的西伯利亚或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民主制，我自然是在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不该怀疑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如果说我为匪徒们，为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者效劳，那我也是为了民主、立宪会议和民权制度的利益呀，是为了使各个劳动阶级团结一致，为了打倒暴徒、篡夺者、布尔什维克呀！”

当然，目的是极其崇高的。但是，一切搞政治的人难道没有听说过，判断政策不是根据声明，而是根据实在的阶级内容？你是在为哪个阶级服务呢？如果你同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那你是不是参与了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呢？

我在《给美国工人的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7—65页。——编者注］

 中曾顺便指出，在18世纪革命的美国人民争取从英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时，在他们进行解放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真正的解放战争之一，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真正的革命战争之一）时，争取解放的伟大的美国革命人民就曾经同当时在美洲、在美国人民家门口拥有殖民地的西班牙和法国帝国主义强盗们达成协议。美国人民同这些强盗结成联盟，击败了英国人，得到了解放。世界上有哪个识文断字的人，你们是否见过有哪个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民主派代表（或者叫什么别的名称，直到孟什维克），竟敢公开责备美国人民，说他们违背了民主、自由等等原则呢？这样的怪人还没有生出来。可是现在我们这里出现了这样的人物，他们给自己安上了这些称号，甚至自以为应该和我们呆在一个国际里，说布尔什维克建立自己的共产国际，而不愿参加伯尔尼那个老的、美好的、共同的、统一的国际，纯粹是布尔什维克在捣乱，布尔什维克显然是一些捣乱分子！

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说：“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你们同威廉达成协议，我们同协约国达成协议，我们彼此彼此！”

我可以断言：假使这些人有起码的政治常识，那他们就是高尔察克分子，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否认，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厌恶高尔察克叛乱，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吃过高尔察克的苦头，甚至已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了。这些人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因为不能设想他们会不懂得两种协议的差别，一种是在全部革命史上被剥削阶级在同剥削者作斗争中常常被迫达成的协议，一种是我们的那些所谓民主派、所谓“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威信的代表过去和现在所达成的协议。这些人有一部分在昨天，有一部分在今天同国际帝国主义强盗们达成协议，来反对他们所说的本国劳动阶级的一部分。这些人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对他们只能采取象觉悟的革命者对待高尔察克分子的态度，不容许采取任何别的态度。


三

我现在来谈下一个问题。这就是对待一般民主的态度问题。

我已经指出，民主派和社会党人常常以民主为借口替他们所持的与我们相反的政治立场辩解，这是一种最为流行的辩护方式。你们当然都知道，第二国际的思想领袖、至今还是伯尔尼国际的一员的考茨基是欧洲文坛上持这种观点的最坚决的代表人物。他说：“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一种违反民主的方法，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专政的方法，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对的。”这种论调在所有的出版物和我提到的那两家报纸上经常地千万次地出现过。整个知识界也经常重复这种论调，有时普通百姓也在自己的议论中有意无意地重复这种论调。“民主，这是自由，这是平等，这是由多数人作决定；有什么能高于自由、高于平等、高于多数人的决定呢！既然你们布尔什维克违背了这一点，甚至还无耻地公开说，你们既高于自由平等，又高于多数人的决定，那我们把你们叫作篡夺者和暴徒，请你们不要惊讶，也不要埋怨！”

我们对此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们最希望弄清真相，我们只指望劳动者的先进部分真正认清他们的地位。是的，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在党纲中，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讲，我们决不让自己受自由平等和多数人的意志这类漂亮口号的欺骗，我们要象对待高尔察克的帮凶那样，对待那些把自己称为民主派、纯粹民主和彻底民主的拥护者而又直接或间接地把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人。

请分析分析看，分析一下是必要的。那些真正纯粹的民主派的罪过是在于他们宣传纯粹民主、维护纯粹民主而反对篡夺者呢，还是在于他们站在有产阶级那边，站在高尔察克那边？

我们先来分析自由。不用说，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口号。可是我们的纲领声明，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我想，你们任何一个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甚至任何一个只要读过一本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的人都会知道：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

我们对任何人都说，在事情已经发展到推翻全世界或者至少一个国家的资本权力的时候，在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彻底打倒资本、彻底消灭商品生产的斗争已提到首位的历史关头，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谁要是大谈一般“自由”，谁要是为了这种自由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就不过是帮助剥削者，谁就是拥护剥削者，因为正象我们在自己的党纲中所直接声明的那样，自由如果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从纲领的表述方式来看，这也许是多余的，但是从我们的全部宣传和鼓动来看，从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原则来看，这却是最根本的东西。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同全世界的资本作斗争，我们很清楚，全世界的资本担负过创造自由的任务，它推翻了封建的奴隶制，创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我们很清楚，这是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我们声明，我们根本反对资本主义，既反对共和制资本主义，又反对民主制资本主义，也反对自由资本主义；当然，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打着自由的旗号来反对我们。因此我们回答了它。我们认为必须在自己的纲领中给予回答：任何自由，如果它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也许不可能是这样的吧？也许自由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不相抵触吧？请你们看看你们到过的、或者至少从书本上知道的所有那些西欧国家吧。每一本书都说它们的制度是最自由的制度，现在法、英这些西欧文明国家和美国都打着这面旗帜，“为了自由”而反对布尔什维克。现在我们很少得到法国报纸，因为我们被团团围住了，但是可以从无线电中收到消息，天空毕竟是霸占不了的，我们可以截获外国的无线电讯。就在最近几天，我有机会看到法国强盗政府发出的无线电报，说什么法国反对布尔什维克，支持他们的敌人，是一如既往信奉它所固有的“崇高的自由理想”。这是我们随时随地都遇到的，这是他们在论战中反对我们的基本论调。

他们把什么叫作自由呢？这些文明的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他们把诸如集会自由叫作自由。他们的宪法总是写着：“全体公民有集会自由。”他们说：“你们看，这就是自由的内容，这就是自由的基本表现。而你们布尔什维克呢，却破坏了集会自由。”

我们回答说：是的，英国、法国、美国的先生们，你们的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文明的先生们，你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忘记了你们的自由是写在 把私有制法定下来
 的宪法上的。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与自由并列的是财产，在你们的宪法中正是这样写着的。至于你们承认集会自由，这比起封建制度、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来，当然是一大进步。这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承认的，因为他们正是利用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来教育无产阶级怎样推翻资本主义的压迫的。

但是，你们的自由只是纸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这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中有象这样的大厅，那是属于资本家和地主的，例如叫作“贵族会议”厅。俄罗斯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们，你们可以自由集会，但这是私有财产，对不起，请你们要尊重私有财产，否则你们就是布尔什维克、罪犯、强盗、掠夺者、捣乱分子。而我们则说：“我们要把这颠倒过来。我们先要把这座‘贵族会议’大厦变成工人组织的大厦，然后再谈集会自由。”你们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而我们认为，任何自由，如果它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中所载的集会自由都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就是在文明国家里，冬季毕竟还没有消灭、气候还没有改造过来，集会需要有会场，而好的建筑都是私有财产。所以我们先要没收好的建筑，然后再谈自由。

我们说，让资本家有集会自由，那是对劳动者的极大犯罪，那是让反革命分子有集会自由。我们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生们和拥护民主的先生们说，你们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这是胡说！当你们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1649年在英国、1792—1793年在法国举行革命时，他们并没有让君主派有集会自由。法国革命所以叫作大革命，是因为它不象1848年的很多革命那样优柔寡断、半途而废、流于空谈，因为它是一个推翻和彻底镇压了君主派的实实在在的革命。我们现在也会同样地对待资本家先生们，因为我们知道，要使劳动者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就必须剥夺资本家的集会自由，就必须取消或削减他们的“自由”。这有利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这有利于真正自由，到那时建筑物再不属于个别家族，再不属于某个地主、资本家或某个股份公司。当这一切实现的时候，当人们都忘记公共建筑物可能是谁的财产的时候，我们才会主张完全自由。当世界上只有工作者的时候，当人们不会再想到当一名非工作者的社会成员的时候（这样的日子不会很快到来，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班先生们的罪过就在于延缓它的到来），我们才主张人人有集会自由，而现在实行集会自由，就是让资本家，让反革命分子有集会自由。我们正在同他们作斗争，我们正在给他们以反击，所以我们声明，我们要剥夺这种自由。

我们在投入战斗——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以为只要说服大多数人，只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描绘出来，大多数人就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种天真的、空想的、虚构的、机械的和书生气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拿这些童话供自己和别人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承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说：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他们知道，除非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会投降的，它将用各种好听的字眼来掩盖自己的统治。

集会自由——还有什么能比这个字眼更崇高更美好的呢！没有集会自由，劳动人民的发展及其觉悟的提高能够想象吗？没有集会自由，人道的原则能够想象吗？但是，我们说，英国和北美合众国宪法上的集会自由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它会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束缚劳动群众的手脚，因为我们很清楚，资产阶级将用一切办法来推翻这个一开始就很不寻常很“怪诞的”政权。在那些考虑过阶级斗争和稍微具体而明确地想到起义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态度的人看来，只能是这样。资产阶级已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但还没有在一切国家内被推翻，正因为它还没有完全被推翻，它现在才以更为狂怒的姿态投入战斗。

正是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阶级斗争才具有最尖锐的形式。所以那些用资产阶级既被推翻就万事大吉的说法来自欺欺人的民主派和社会党人是毫无用处的。事情只是开始，而不是完结，因为资产阶级直到今天还不相信它已被推翻，而且在十月革命前夜，它和蔼可亲地嘲笑过我们；米留可夫嘲笑过，切尔诺夫嘲笑过，新生活派也嘲笑过。他们嘲笑说，“好吧，布尔什维克先生们，请你们组阁吧，你们亲自掌握一两个星期政权看看，——你们会帮我们一个大忙的！”要知道，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这样写过，米留可夫在《言语报》[109]上这样写过，半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也这样写过。他们所以嘲笑，是因为他们认为事情并不严重。现在他们看到事情严重了，认为“民主共和国”是自己的护身甲的英、法、瑞士的资产者先生们现在也看到并意识到事情严重了，所以他们大家都在武装起来。你们最好能够看一看自由瑞士的情形，那里的每个资产者都在武装起来，建立白卫军，因为他们知道，问题已经关系到他们能不能保持特权，使千百万人继续处于雇佣奴隶地位。现在斗争具有世界规模了，因此任何一个用“民主”“自由”的字眼来反对我们的人，都是站在有产阶级一边，都是欺骗人民，因为他不懂得，自由和民主直到现在都是 有产者的
 自由和民主，对无产者来说不过是残羹剩饭。

当劳动者受资本奴役、为资本做工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集会自由是什么呢？是骗人的东西。要使劳动者获得自由，首先必须战胜剥削者的反抗；既然我遭到整个阶级的反抗，那很清楚，我不能向这个阶级许诺自由、平等和由多数人作决定。


四

谈了自由以后，现在我来谈平等。在这里，问题还更深奥。在这里，我们要涉及一个引起很大分歧的、更严重的、更迫切的问题。

革命在自己的进程中把一个个剥削阶级相继打倒。它首先打倒了君主制，把平等仅仅理解为要有选举出来的政权，要有共和国。革命向前发展，打倒了地主，你们知道，当时反对中世纪制度、反对封建制度的全部斗争，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不分等级，一律平等，百万富翁和穷光蛋也一律平等，——载入史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伟大的革命家都是这样讲，这样想，这样真心认为的。反对地主的革命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那时人们把百万富翁和工人应有同样的权利叫作平等。革命又向前发展了，它说，“平等”（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是没有专门谈到这一点，但我们总不能没完没了地重复。这一点就同我们谈到自由时所说的一样清楚）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的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这是我们说的，而且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说，实行目前那种平等的民主共和国是虚伪的，是骗人的，在那里没有实现平等，也不可能有平等；妨碍人们享受这种平等的，是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私有权。富人房产的所有权可以一下子夺过来，资本和生产工具也可以较快地夺过来，但是要把货币的所有权拿过来，你试试看吧。

要知道，货币是社会财富的结晶，是社会劳动的结晶，货币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赋的凭证，货币是昨天的剥削的残余。这就是所谓货币。能不能想法一下子把货币消灭呢？不能。还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社会主义者就说过，货币是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的，而我们根据切身的经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要消灭货币，需要很多技术上的成就，更困难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是组织上的成就。而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事实上的剥削权利。我们没有做到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目前货币还保留着，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7页。——编者注］

 。资产阶级的教授们企图用平等这个概念来证明我们想使一个人同其他的人平等。他们企图用他们自己捏造的这种无稽之谈来责备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由于自己无知，竟不知道，社会主义者，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消灭阶级，从这方面说，我们是主张平等的。但是硬说我们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无谓的空谈和知识分子的愚蠢的捏造，这些知识分子有时装腔作势，玩弄字眼，然而毫无内容，尽管他们把自己称为作家，有时称为学者，或者称为别的什么人。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此也要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是可以把这种社会叫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但这是一种诡辩，是字眼上的争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争论字眼是没有必要的。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还存在，我们就不能无所顾忌地谈论平等，以免为资产阶级张目。农民是宗法制时代的阶级，是由几十年几百年的奴隶制培植起来的阶级；农民在这整个期间一直是 小业主
 ，起初从属于其他阶级，后来在形式上是自由和平等的，但都是 私有者和食物的占有者
 。

现在我们要谈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敌人中间引起了最多的责难，在没有经验和缺乏思考的人们中间造成了最多的怀疑，同时也最容易把我们同那些想以民主派和社会党人自居的人分开，他们埋怨我们，说我们不把他们看作民主派和社会党人，而把他们叫作资本家的拥护者。也许由于愚昧无知，但他们确实是资本家的拥护者。

就农民的生活习惯、生产条件、生活条件、经济条件来看，农民的地位是这样的：他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

这是事实。当货币、交换还没有消灭的时候，你们就跳不出这个事实。要消灭货币和交换，就需要无产阶级多年的稳固统治，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战胜资产阶级。有人对我们说：“你们是平等的破坏者，你们不仅破坏了同剥削者的平等——这一点我也许还愿意同意，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或孟什维克说这种话时，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而且破坏了工农之间的平等，破坏了‘劳动民主派’的平等，你们是罪犯！”我们回答说：“是的，我们破坏了工农之间的平等，并且肯定地说，你们主张这种平等，你们就是高尔察克的拥护者。”不久以前我在《真理报》上看到格尔曼诺夫同志写的一篇漂亮的文章，其中引证了最“社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之一舍尔公民的提纲[110]。这个提纲是在我们的一个合作社机关中提出的。这样的提纲真该刻在木牌上，挂在每一个乡执行委员会里，并在末尾写上：“此人是高尔察克分子”。

我清楚地知道，这位舍尔公民及其同伙会因此把我叫作诽谤者，或者说得更坏些。可是，我要请那些学过政治经济学入门和政治常识的人仔细地分析一下谁是谁非。舍尔公民说：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和整个经济政策根本行不通，要先逐渐地然后广泛地转到粮食自由贸易，保证私有财产。

我认为，这就是高尔察克的经济纲领和经济原则。我肯定地说，凡是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特别是读过《资本论》第1章的人，哪怕只是读过考茨基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人，都一定会认为：确实，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当地主和资本家所有制正在被推翻的时候，当被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国家正在闹饥荒的时候，粮食贸易自由就是资本家的自由，就是恢复资本权力的自由。这是高尔察克的经济纲领，因为高尔察克不是悬在空中的。

只是谴责高尔察克迫害工人、甚至拷打那些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女教师，那是十分愚蠢的。这是庸俗地维护民主，这样控诉高尔察克是愚笨的。高尔察克现在正用一切方法进行活动。但是，他在经济上靠什么来支持呢？他靠贸易自由来支持，他为贸易自由而斗争，所有的资本家都因此而拥护他。你们说：“我已经离开了高尔察克，我不是高尔察克分子。”这当然使你很光彩，但这并不能证明你有一个能够判断事物的头脑。我们这样回答这些人，丝毫也没有伤害那些认清高尔察克是一个暴徒而离开了他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面子。但是，这样的人，如果在一个同高尔察克进行殊死搏斗的国家里，继续为“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而斗争，为粮食贸易自由而斗争，那也就是高尔察克分子，不过他还不懂这个道理，想不通这个问题。

高尔察克（不管他叫高尔察克还是邓尼金，不管军装如何不同，实质都一样）是靠占领一个盛产粮食的地区之后，在那里准许粮食贸易自由和 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
 来维持的。在过去的一切革命中都有过这样的情形，如果我们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孟什维克、直到无政府主义者（名称多得很）这班先生们的这种“自由”和“平等”，那么，在我们这里也会有这样的情形。目前在乌克兰每一个县里都有一个匪帮，每个匪帮都起一个称号，一个比一个自由，一个比一个民主。

把工农平等奉献给我们的是“劳动农民利益的维护者”，他们大半是社会革命党人。另外的人，象舍尔公民那样，虽然学过马克思主义，但是毕竟不懂得，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工农平等是不可能的；应该指出，许诺这种平等的人就是在发展高尔察克纲领，虽然他们并没有了解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人，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国家的具体条件，特别是一个遭到完全破坏的国家的具体条件，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那些硬说我国现在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党人”经常责备我们，说我们的共产主义是消费者的共产主义。有些人补充说，这是士兵的共产主义。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自以为高过这种“低下的”共产主义。这纯粹是一些玩弄字眼的人。他们看书，读书，反复背诵，但是一点也不懂得书中的意思。这样的学者是有的，他们甚至是极有学问的人。他们在书中看到社会主义是生产的最高发展。考茨基甚至现在还一直在重复这一点。我前两天看了一份我们偶尔得到的德国报纸，上面谈到了德国最近一次的苏维埃代表大会。[111]考茨基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太太，因为他病了，他的太太替他宣读报告）社会主义是生产的最高发展，没有生产，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能维持下去，可是德国工人不懂得这一点。

可怜的德国工人！他们正在同谢德曼和诺斯克作斗争，同刽子手作斗争，竭力要推翻仍以社会民主党人自居的刽子手谢德曼和诺斯克的政权，他们认为正在进行国内战争。李卜克内西被杀害了，罗莎·卢森堡被杀害了。俄国的一切资产者说（这曾登载在叶卡捷琳诺达尔报纸上）：“就应该这样对付我国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就是这样登的。懂事的人都很清楚，整个国际资产阶级都主张这样做。应当进行自卫。谢德曼和诺斯克在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内战。战争毕竟是战争。德国工人认为，现在正处于内战时期，其余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首先应该使工人有饭吃。考茨基却认为这是士兵的或消费者的共产主义。应该发展生产！……

哦，聪明绝顶的先生们！但是在一个被帝国主义者所掠夺所破坏的国家里，在一个没有煤、没有原料、没有工具的国家里，你们怎么能发展生产呢？“发展生产”！不过，我们人民委员会或国防委员会每次开会都在分配残存的几百万普特的煤或石油，我们很苦恼，每个委员只拿到残存的一点物资，感到不够，不得不决定关闭某些工厂，不得不使某些工人失业，——这是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但是只能这样做，因为没有煤。煤在顿涅茨煤田，由于德寇的侵犯，煤被毁掉了。请你们看看比利时和波兰，这是个典型现象，到处都同样呈现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这就是说，失业和饥饿现象还要存在很多年，因为有些被淹的矿井过许多年也是恢复不起来的。可是有人对我们说：“社会主义就是提高生产率。”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读书，写书，但是丝毫不懂得书中的内容。（鼓掌）

从资本主义社会在和平时期会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除了提高生产率，当然不会有其他更迫切的任务。不过应当加上“假使”二字。 假使
 社会主义会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本家老爷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产生的。这样说还有点不够。假使连战争也没有，资本家老爷们也还是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的。伟大的革命，即使象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从自由、平等、劳动民主派和多数人的意志这一套市侩的空谈，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这类“民主派”用以款待我们的愚蠢的市侩空谈来看，情况也只能是这样。以和平方式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而在目前这个时期，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来谈什么和平发展，是很可笑的，特别是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拿法国来说。法国是个战胜国，然而那里的粮食生产减少了一半。在英国，我从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人们说：“我们现在是乞丐了。”而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竟责备共产党人使生产陷于停顿！说这种话的人，尽管再三自称是伯尔尼国际的领袖，他不是十足的白痴，就是工人的叛徒。


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
 如果他们能活下去，我们就能拯救 一切
 ，恢复 一切
 。

我们还要忍受许多年的贫困，许多年的倒退，向野蛮方面的倒退。帝国主义战争使我们倒退，使我们向野蛮方面倒退。如果我们能够拯救劳动者，拯救人类的主要生产力——工人，我们就能挽救一切，如果我们不能拯救工人，我们就会灭亡；因此，再说一遍，谁在这个时候大喊消费者的和士兵的共产主义，鄙视别人，自以为高过这些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他就一点也不懂得政治经济学，只会抓住书中的一些引文，象一个脑袋里似乎装着引文卡抽屉的学者一样，随时可以把引文抽出来，可是一旦遇到书中没有谈到的新情况，就束手无策，从抽屉里抽出恰恰不该抽出的引文来。

在国家遭到破坏的时候，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维护工人的生命， 拯救工人
 ，而工人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工厂停工，工厂之所以停工是因为没有燃料，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完全不合理，工业同原料产地隔绝。全世界都是如此。俄国棉纺织厂需要的原料，要从埃及和美国运来，再近也要从土耳其斯坦运来，当反革命匪帮和英国军队占领了阿什哈巴德和克拉斯诺沃茨克的时候，请你们从土耳其斯坦运运看！当铁路无法运输，遭到破坏，没有煤陷于停顿的时候，请你们从埃及从美国运运看！

必须拯救工人，虽然他们现在不能工作。如果我们能拯救工人，熬过这几年，我们就能拯救国家、社会和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不能拯救，我们就会倒退，退回到雇佣奴隶制去。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从那些迷恋于和平方式的、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傻瓜的幻想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现实中，从激烈的极端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这是事实。为了拯救工人，应当不惜牺牲一切。我们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有人走来对我们说：“我们主张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而你们共产党人甚至不让工人和农民平等”；那我们回答说：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饱腹的粮食投机商和挨饿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宪法才说工人和农民是不平等的。

你们说，他们应该是平等的吧？那让我们来衡量一下，计算一下。拿60个农民和10个工人来说。60个农民有余粮。他们衣衫褴褛，但是他们有粮食。而10个工人呢，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之后，他们衣衫褴褛，受尽折磨，没有粮食、燃料和原料。工厂停工。怎么样，你们认为他们是平等的吗？60个农民有决定的权利而10个工人应当服从吗？好一个平等、劳动民主派的统一和由多数人作决定的伟大原则！

他们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我们回答说：“你们是一些小丑，因为你们用一些动听的话来回避和掩盖饥饿的问题。”

请问你们：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工厂停工的国家里，如果农民不把余粮拿出来，挨饿的工人是不是有服从多数农民的决定的权利呢？如果用其他方法不行，他们有没有甚至用暴力取得这些余粮的权利呢？请直截了当地回答吧！可是一拿出问题的实质，他们就转弯抹角和支吾搪塞了。

各国的工业都遭到破坏，而且这种状况将继续好几年，因为烧掉工厂或淹没矿井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炸毁车厢、捣毁机车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任何一个傻瓜，不管他是德国军官或法国军官，做这种事都是很能干的，特别是他有了进行爆炸、射击等等的优良装备的时候；然而恢复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需要好多年的时间。

农民是一个特殊阶级，作为劳动者，他们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敌人，但同时他们又是私有者。农民千百年来受到的熏染就是，粮食是他的，他可以随便出卖。他认为，这是我的权利，因为这是我的劳动，我的血汗。要很快改变他的心理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斗争过程。谁以为用一个说服另一个，另一个说服第三个的办法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至少是三岁小孩子，要不然就是政治骗子，而大多数在政治讲台上讲演的人，当然是属于后一类的。

问题是这样摆着的：农民习惯于自由买卖粮食。在我们摧毁了资本主义机关之后，发现还存在着一种支持资本主义的势力，这就是习惯势力。我们愈坚决地摧毁一切支持资本主义的机关，而另一种支持资本主义的势力即习惯的势力就表现得愈明显。干得好，机关是能一下子打碎的，但是不管干得怎样好，习惯是永远不能一下子打破的。我们把全部土地交给了农民，把农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下解放了出来，摧毁了束缚他们的一切，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自由出卖粮食是“自由”，必须按照固定价格交售余粮是不自由。农民愤慨地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干吗要“交售”；特别是在我们的机构还很糟的时候，他们更是这样说，而机构很糟，是因为整个资产阶级知识界都站在苏哈列夫卡[112]那边。显然，这种机构应该依靠那些正在学习、即使是忠诚老实也至少要学几年才学得会的人，只要他们没有学会，我们的机构还是糟的，有时甚至会有各种自称为共产党人的骗子混进来。这种危险威胁着任何一个执政的党，威胁着任何一个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因为既不能一下子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也不能一下子建立起完善的机构。我们很清楚，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机构还很糟。不久以前，对非农业省份的工人的食物供应情况作了科学的统计调查。原来他们的一半粮食是从粮食人民委员部那里得到的，另一半是从投机商那里得到的，前一半占他们全部购粮支出的十分之一，后一半占十分之九。

一半粮食是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收集和供给的，当然在收集上有些缺点，但它是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而不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收集的。收集这一半粮食是靠战胜了投机商，而不是靠同投机商作交易，这样做有利于挨饿的工人，而牺牲了社会上的其他一切利益，其中包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之流的先生们所夸耀的那种形式上“平等”的利益。诸位先生们，你们死守着你们的“平等”吧，而我们则要跟被我们从饥饿中拯救出来的挨饿的工人在一起。不管孟什维克怎样责备我们破坏“平等”，事实却是这样的：我们在空前未有的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解决了粮食任务的一半。所以我们说，如果60个农民有余粮，而10个工人在挨饿，那应该谈的就不是一般“平等”和“劳动者的平等”，而是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把余粮交给他们，即使贷给他们也好。

全部政治经济学（如果从中学到一点什么的话）、全部革命史、整个19世纪全部政治发展史都告诉我们，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者走。他们不能走别的道路。当然，这种说法在某些民主派听来也许是不堪入耳，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出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恶意诬蔑农民。农民占多数，他们是劳动者，竟不能走自己的道路！为什么呢？

要是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奉劝这样的先生们去读一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入门，读一读考茨基对马克思学说的叙述，去想一想18世纪和19世纪任何一次大革命的发展和19世纪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史吧。它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这样的：能够成为统治力量的只有资本或打倒资本的无产阶级。


在这个社会的经济中，其他的力量是没有的。


农民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农民是劳动者，因为他们用血汗挣来粮食，他们受地主、资本家和商人剥削。农民是投机者，因为他们出卖粮食这种必需品，谁要没有这种必需品，甚至要拿出全部财产去换它。饥饿是无情的，为了买到粮食，花一千卢布也可以，花多少也可以，甚至付出全部的财产。

这不是农民的过错，农民的经济条件是这样的：他生活在商品经济中，生活了几十年几百年，习惯于用自己的粮食换取货币。习惯不是一下子改得了的，货币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要消灭货币，必须组织好亿万人的产品分配，——这是很多年的事情。所以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只要挨饿的工人和隐藏余粮的饱腹的农民同时存在，工农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就会存在，谁用“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空谈来回避这个生活中产生的实际对立，他至少是一个空谈家，往坏处说则是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伪君子。如果资本主义战胜了革命，那是它利用农民的愚昧无知，收买他们，用恢复自由贸易引诱他们的结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事实上是站在资本主义方面来反对社会主义的。

高尔察克、邓尼金和所有俄国白卫分子的经济纲领就是自由贸易。他们是懂得这一点的，舍尔公民不懂得这一点，并不是他们的过错。生活中的经济事实并不因某个政党不懂得它们就会改变。资产阶级的口号就是自由贸易。有人竭力欺骗农民说：“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不是更好吗？难道靠自由出卖农业劳动来生活不是更好吗？什么比这更公平呢？”自觉的高尔察克分子是这样说的，从资本的利益来看，他们是说得对的。为了恢复俄国资本权力，需要依靠传统——依靠农民的偏见而反对他们的理智，依靠自由贸易的旧习惯——需要用暴力镇压工人的反抗。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高尔察克分子是对的，他们在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纲领中说得头头是道，懂得从何开头从何结尾，懂得农民的自由贸易和对工人的残暴枪杀之间的联系。联系是有的，虽然舍尔公民不了解这种联系。粮食自由贸易是高尔察克分子的经济纲领，枪杀成千上万的工人（如在芬兰）是实现这个纲领的必要手段，因为工人不会白白放弃他们已获得的果实。联系是密切的，而那些一点不懂经济科学和政治的人，那些由于自己市侩的懦怯心理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原理的人，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企图用“平等”、“自由”的空谈使我们忘记这种联系，他们大喊大叫，说我们破坏“劳动民主派”内部的平等原则，说我们的宪法是“不公平的”。

几个农民的票等于一个工人的票，这是不公平吗？

不，这在必须打倒资本的时代是公平的。我知道你们的公平概念是从哪里来的。你们的这些概念是从昨天的资本主义时代来的。商品所有者、他的平等、他的自由，——这就是你们的公平概念。这是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小资产阶级残余，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公平、平等和劳动民主派。在我们看来，公平应该服从于打倒资本的事业。除了无产阶级同心协力而外，用其他办法是不能打倒资本的。

能不能使千百万农民一下子就巩固地联合起来去反对资本、反对自由贸易呢？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你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农民十分自由并有高得多的文化。这是办不到的，因为这需要其他的经济条件，需要多年的准备。那么，谁来进行这种准备呢？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

农民由于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必然是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他们可能动摇不定，糊里糊涂，耽于幻想，他们也可能发牢骚，讲怪话，咒骂无产阶级的“狭隘的”代表和资产阶级的“狭隘的”代表，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少数。可以咒骂他们，可以高谈多数，高谈你们劳动民主派的广泛性和普遍性，高谈纯粹民主。要讲多少话都可以。但这些话只是掩盖一个事实：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而在工人挨饿、工业停顿这样极端困难的历史转变时期，那些 不是
 按照较公平的价格而是按照“ 自由的
 ”价格，按照资本主义的和生意人的价格 帮助工人
 得到粮食的人，不管他们本人怎样替自己否认，不管他们怎样真心地相信他们是在诚心诚意地实行自己的纲领，他们都是在实行高尔察克分子的纲领。


五

现在我来谈我所要谈的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关于革命的失败和胜利的问题。我曾经向你们提到考茨基，作为老而腐朽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是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的。他责备我们说，按多数人意志作出的决定才是能够保证和平结局的决定。靠专政作出的决定是一种用军事手段作出的决定。就是说，如果你们用军事手段得不到胜利，你们就会被打败，被消灭，因为内战不是俘虏人，而是消灭人。被吓倒的考茨基就是这样“吓唬”我们的。

这是十分正确的。这是事实。我们证实这种看法是对的。这是用不着说的。国内战争是比其他任何战争都更严重更残酷的战争。在历史上，自古罗马的国内战争起，一直都是如此，因为国际战争总是以有产阶级之间的勾结而告结束，唯有在国内战争中，被压迫阶级才集中全力来彻底消灭压迫阶级，消灭这个阶级存在的经济条件。

我要问你们，有些“革命家”用革命可能遭到失败来吓唬开始了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家”有什么用处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不冒失败危险的革命。所谓革命，就是极端残酷的殊死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根本放弃革命，或者是承认同有产阶级斗争是所有革命中最残酷的斗争。在这一点上，在多少有些觉悟的社会党人中间，是没有观点上的分歧的。当我分析了考茨基所写的这些东西的全部叛卖性之后，我在一年以前写道（这是去年9月的事情）：即使明天帝国主义者把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推翻，我们一点也不会为我们夺取了政权而后悔。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95页。——编者注］

 任何一个代表劳动群众利益的觉悟工人都不会为这一点而后悔，都不会怀疑我们的革命毕竟是胜利了。因为革命把严重打击剥削制度的先进阶级推向前进，革命就是在胜利。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即使遭受失败，它也是胜利的。看起来这可能象是玩弄字眼，但是为了说明这是事实，且让我们举一个历史上的具体例子。

拿法国大革命来说吧。它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9世纪在世界各地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实行了、分别地实现了、继续完成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开创的事业，这些革命家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被自由、平等、博爱的词句蒙蔽了。

我们的革命一年半来为我们所服务的那个阶级，为无产阶级所做的事情，要比伟大的法国革命家们所做的事情多得多。

他们支持了两年，后来在联合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打击下灭亡了，在全世界的联军的打击下灭亡了，这些反动势力打败了法国革命家，在法国恢复了正统的合法的君主——那个时代的罗曼诺夫，恢复了地主的统治，在漫长的数十年中扼杀了法国的一切革命运动。虽然如此，法国大革命还是胜利了。

任何一个自觉地对待历史的人都会说，法国革命虽然被粉碎了，但它毕竟是胜利了，因为它为全世界奠立了曾是无法消灭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自由的基石。

一年半来，我们的革命为无产阶级，为我们所服务的那个阶级，为我们奋斗的目的，为打倒资本统治所做的事情，要比法国革命为本阶级所做的事情多得多。所以我们说，即使出现某种最坏的情况，即使明天有某个幸运的高尔察克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斩尽杀绝，那革命还是胜利了。我们的话可以从下列一点得到证明：这次革命建立的新的国家组织，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中已经取得道义上的胜利，现在就已经得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当时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斗争中遭到灭亡，是因为他们孤军奋斗，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当时欧洲所有国家尤其是先进的英国都起来反对他们。现在我们的革命仅仅经过布尔什维克政权一年半的统治，就使它所创立的新的国家组织即苏维埃组织成了全世界工人所理解、所熟悉、所欢迎的组织，成了他们自己的组织。

我已向你们证明，要摆脱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是非有不可的，是绝对必需的。专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并不仅仅意味着暴力，它还意味着比先前的劳动组织更高级的劳动组织。因此，我在代表大会开幕的简短贺词中强调了这一基本的、起码的、最简单的组织任务，因此，我极其无情地敌视一切知识分子的臆造、一切“无产阶级文化”。我现在拿组织常识来反对这些臆造。分配粮食和煤时，要爱惜每一普特煤和每一普特粮食，——这是无产阶级纪律的任务。这不是农奴主用棍棒来维持的纪律，也不是资本家用饥饿来维持的纪律，而是同志的纪律，工人联合会的纪律。解决了这个起码的最简单的组织任务，我们就一定会胜利。因为摇摆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农民，那时一定会完全跟我们走。而现在，农民不知道，他应该跟着他还不相信但又不能否认他们在实行一种没有剥削的较为公平的劳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自由”买卖粮食就是危害国家的罪行）的人走呢，还是跟着那些照旧许以似乎意味着劳动自由的粮食贸易自由的人走。如果农民看到无产阶级建设自己的政权时善于建立秩序（农民需要秩序，希望有秩序，在这一点上农民是对的，虽然农民这种追求秩序的意愿还和许多模糊的东西、许多反动的东西、许多偏见分不开），农民在多次动摇之后，终于会跟工人走的。农民不可能简单地、轻易地、一下子就摆脱旧社会而走向新社会。他们知道，他们从旧社会得到“秩序”的代价是劳动者破产，是劳动者沦为奴隶。他们不知道，无产阶级能不能给他们秩序。对于闭塞、愚昧、散漫的农民不能要求过高。他们不相信任何言论，不相信任何纲领。他们不相信言论倒很好，要不然他们就摆脱不了各种欺骗。他们只会相信行动，相信实际经验。要向他们证明，你们，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善于分配粮食和煤，不糟蹋一普特粮食和一普特煤，能够使每一普特余粮和每一普特余煤都不拿去做投机买卖，不为那些苏哈列夫卡的英雄们所利用，而是拿来作公平的分配，供给挨饿的工人，甚至在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的时候拿来援助他们。一定要证明这一点。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基本任务。在没有经济根基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暴力，但历史注定它是要失败的。但依靠先进阶级，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秩序和组织的更高原则，是可以使用暴力的。 那时暴力也可能暂时遭到失败，但它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向农民表明：制度是正确的，劳动和粮食的分配是公平的，对每一普特粮食和每一普特煤是爱惜的；我们工人能够靠同志的纪律，联合组织的纪律来实现这一切；我们用暴力进行斗争，只是为了保护劳动的利益，只是向投机者而不是向劳动者要粮食；我们要同中农、同劳动农民妥协；我们准备把我们现在所能给予的一切都给他们，——如果农民看到了这一切，农民同工人阶级的联盟，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盟就会是牢不可破的。我们现在正朝这方面去做。

我有点离开了本题，现在应该回到本题上来。目前在所有国家中，已经不象我们不久以前只是重复而不懂得“义和团”这个名词那样，把“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看作怪诞的字眼了。现在“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这两个名词由世界各种语言重复着。觉悟的工人都看到各国资产阶级每天怎样在千百万份报纸上诬蔑苏维埃政权，他们正从这种谩骂中学习。我最近看了几份美国报纸。我看到一个美国牧师的演说，他说，布尔什维克是一些缺德的人，他们实行共妻，他们是强盗，是掠夺者。我也看到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回答：他们以五分钱一份推销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推销这个不实行“劳动民主派的平等”的“专政”的宪法。他们是援引这些破坏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的“篡夺者”、“强盗”、“暴徒”的宪法中的一条来回答的。这里顺便谈一下，当欢迎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的时候，纽约一家最大的资本家报纸在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到达的那天用特大号的字登着：“欢迎老夫人到来！”美国社会主义者转载了这条消息说：“她是主张政治民主的，美国工人们，你们是不是因为资本家赞扬她而感到惊讶呢？”她是主张政治民主的。为什么他们要赞扬她呢？因为她反对苏维埃宪法。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说：“你们看，这一条是从这些强盗的宪法中引来的。”他们引来引去总是那一条：凡是剥削他人劳动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们宪法中的这一条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苏维埃政权正是由于它公开地讲一切服从于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是新类型的国家组织，它才博得了全世界工人的同情。这种新的国家组织的产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要战胜起瓦解作用的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这比镇压地主暴徒或资本家暴徒困难千万倍，但这对于建立没有剥削的新组织来说，又有益千万倍。当无产阶级的组织解决了这个任务的时候，社会主义就会获得最终胜利了。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全部活动都应该服从于这个目的。尽管条件异常艰苦，尽管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首先发生在一个文化水平很低的国家里，但是苏维埃政权得到了其他国家工人的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拉丁词，以前任何一个劳动者听到它时，都不懂得是怎么一回事，不懂得怎样实现它。现在这个词已由拉丁文译成现代的各种语言了，现在我们已经表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政权下，工人们自己组织起来，他们说：“我们的组织高于一切；任何一个非劳动者，任何一个剥削者都没有权利参加这个组织。这个组织要全力以赴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推翻资本主义。任何虚伪的口号，任何‘自由’、‘平等’之类的偶像，都骗不了我们。我们既不承认自由、平等，也不承认劳动民主派，如果它们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的话。”我们已把这一点载入苏维埃宪法，并已博得全世界工人对这部宪法的同情。他们知道，不管新制度的诞生多么困难，不管个别的苏维埃共和国所遭到的考验甚至失败是多么严重，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人类拖向后退。（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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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这是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会上致的贺词和在闭幕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5月6—19日在莫斯科举行，约有800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大会听取了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关于社会教育的任务的讲话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关于目前形势与社会教育的报告。亚·亚·波格丹诺夫在分组会上作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报告。　



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开展社会教育工作的一系列决议；通过了关于必须颁布扫除文盲法令、关于建立国家的社会教育机构基本体系、关于必须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社会教育司的工作从组织上联合起来的专门决议；还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的专门决议。——[318]。



[105]列宁指的是亚·亚·波格丹诺夫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名义下散布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波格丹诺夫早在1909年就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错误理论。十月革命后，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继续鼓吹这种观点，并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活动加以贯彻。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苏联早期的群众性文化组织，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十月革命后在国内各地成立分会。各地协会最多时达1381个，会员40多万。参加协会的有真诚希望帮助苏维埃国家文化建设的青年工人。但是协会的领导为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所把持。他们在十月革命后仍继续坚持协会的“独立性”，从而把它置于同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相对立的地位。他们否认以往的文化遗产的意义，力图摆脱群众性文教工作的任务，而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波格丹诺夫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鼓吹马赫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等著作中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于20年代初趋于衰落，1932年停止活动。——[319]。



[106]指1918年12月10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动员识字者和组织宣传苏维埃制度的法令》。该法令刊载于1918年12月1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72号。法令规定对所有识字的人进行一次登记，从中选拔优秀的宣讲员，编成小组。这些小组第一要把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向不识字的居民传达，第二要通过宣读法令、文章和共产党的报纸来帮助全体居民提高政治觉悟。——[320]。



[107]伯尔尼国际是持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立场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在1919年2月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联盟。伯尔尼国际的领袖是卡·亚·布兰亭、卡·考茨基、爱·伯恩施坦、皮·列诺得尔等。他们力图恢复已于1914年瓦解的第二国际，阻挠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防止成立共产国际。他们敌视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颂扬资产阶级民主。1921年2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等退出伯尔尼国际，成立了维也纳国际（第二半国际）。1923年5月，在革命斗争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伯尔尼国际同维也纳国际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326]。



[108]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字。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5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326]。



[109]《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339]。



[110]发表在1919年5月13日《真理报》第101号上的尔·格尔曼诺夫的《从克伦斯基向后退》一文，摘引了瓦·弗·舍尔的提纲《合作社在粮食供应方面的作用》。舍尔在提纲中提出，为了尽快消除粮食危机，必须采取以下的经济措施：坚决实行一切定量食品的自由贸易；放弃垄断制度，有步骤地把自由贸易扩大到一切粮食产品；使农民享有自由支配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利；在农村停止实行征集和没收；以农民的农业组织同工人、市民的组织间的自由协商来代替固定价格；立即缩减并在以后取消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全部收购机构。——[342]。



[111]可能是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自由报》。1919年4月15日该报第181号刊登了卡·考茨基在全德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由他的妻子路易莎·考茨基代为宣读）。——[344]。



[112]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的一个市场，座落在1692年彼得一世所建造的苏哈列夫塔周围。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苏哈列夫卡是投机商活动的中心。从此，苏哈列夫卡一词就成了私人自由贸易的同义语。1920年12月，莫斯科苏维埃作出封闭该市场的决议。新经济政策时期该市场曾恢复，1932年被取缔。——[349]。







《列宁全集》第36卷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

（1919年6月23日）

5月19日我在社会教育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分析的关于平等特别是工农平等的问题，无疑是现时最尖锐最“迫切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触到了小资产者、小业主、小商品所有者、各种庸人和十分之九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知识分子）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否认工农平等！请想想，这是多么吓人的事情！当然，资本家的一切朋友，资本家的一切奴才，首先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竭力抓住这件事情来“刺激”农民，“煽动”农民，唆使他们反对工人和共产党员。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事情既然是以谎言为基础，也就必定遭到可耻的失败。

农民是稳重踏实的人，是讲求实际的人。给他们解释问题，要实际，要用浅显常见的例子。怎样才算公平呢？是有余粮的农民不顾工人挨饿，把余粮藏起来，等待粮价暴涨呢，还是掌握在工人手中的政权不按投机价格，不按生意人价格，不按掠夺性的价格，而按国家规定的固定价格来收购全部余粮？

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可是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为资本家效劳，为恢复资本家的独裁而卖力的各种骗子们，却想用“平等”、“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等等言词来“规避”这个实质。

农民必须进行选择：

或者是赞成粮食自由贸易，——这就是赞成粮食投机，赞成富人有发财的自由，穷人有破产和挨饿的自由，赞成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独裁，赞成破坏农民同工人的联盟。

或者是赞成把余粮按固定价格卖给国家，即卖给统一的工人政权，——这就是赞成农民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消除资产阶级政权复辟的任何可能性。

只能二者择一。

富裕农民即富农定会选择前者，想碰碰运气，同资本家和地主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反对贫苦农民，但这种农民在俄国只会是少数。大多数农民一定会赞成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反对恢复资本家政权，反对“富人有发财的自由”，反对“穷人有挨饿的自由”，反对用“平等”（拥有余粮的饱食者同挨饿者的平等）之类的花言巧语来掩盖这种万恶的资本主义的“自由”（饿死的自由）。

我们的任务就是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用“自由”“平等”的响亮的美丽的词句所布置的狡猾的资本主义骗局作斗争。

农民们！摘下披着羊皮的豺狼的假面具吧，他们唱着关于“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的甜蜜歌曲，其实是以此维护地主压迫农民的“自由”，维护有钱的资本家同工人或半饥饿的农民的“平等”，维护藏匿余粮的饱食者同那些因战争的破坏而挨饿和失业的工人的“平等”。这些披着羊皮的狼是劳动者最凶恶的敌人，尽管他们叫作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或非党人士，实际上都是资本家的朋友。

“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饱腹的粮食投机商和挨饿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我们进行斗争，只是保卫劳动的利益，是向投机者而不是向劳动者要粮食。”“我们要同中农、同劳动农民妥协。”——这就是我在那次讲话中谈到的，这就是问题的 实质
 ，这就是为“平等”的响亮词句所搅混的地道的真理。绝大多数农民都知道这是真理，都知道 工人的国家
 同投机者和富人作斗争，竭力帮助劳动者和穷人，而 地主的国家
 （在沙皇统治下） 和资本家的国家
 （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中）则随时随地在一切国家 帮助富人掠夺劳动者，帮助投机者和富人靠穷人的破产来发财
 。

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这个真理。所以大多数农民愈觉悟，就会愈迅速愈坚决地作出自己的选择：赞成同工人结成联盟，赞成同工人政府妥协，反对地主的国家或资本家的国家；赞成苏维埃政权，反对“立宪会议”或“民主共和国”；赞成同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妥协，反对支持资本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　　　　　※　　　　　※

对于“有教养的”先生们，对于民主派、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等等，我们则要说：在口头上你们都承认“阶级斗争”，实际上你们恰好在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候把阶级斗争忘记了。忘记阶级斗争就是倒向资本，倒向资产阶级，反对劳动者。

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应当承认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即使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中，“自由”和“平等”只能表现为而且从来就表现为 商品所有者
 的平等和自由， 资本
 的平等和自由。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你们 在口头上
 都是承认这本书的）中，千百次地阐明了这一点，嘲笑了对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解，嘲笑了看不到这一点的边沁分子的庸人，揭示了这些抽象概念的物质根源。

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就是说只要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在资产阶级民主下，“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对工人（他们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实行 雇佣奴隶制
 ，是 资本具有无限权力
 ，是资本压迫劳动。这是社会主义的起码常识，可是“有教养的”先生们，你们竟把这个起码常识也忘记了。

从这个起码常识中可以得出结论，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当阶级斗争发展为内战的时候，只有傻瓜和叛徒才会用空谈“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统一”来支吾搪塞。事实上，一切都是由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结局来决定的，而中间的、中等的阶级（包括全体小资产阶级，因而也包括全体“农民”）必然动摇于两个阵营之间。

问题在于这些中间阶层归附哪一个主力——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绝 不可能有
 另一种情形，谁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的学说，丝毫不懂得社会主义，谁实际上就是盲目地跟着资产阶级跑的庸人和市侩。谁懂得这一点，谁就不会让自己受“自由”和“平等”的空谈所欺骗，谁就会想到和谈到 实际问题
 ，就是说，会想到和谈到那些使农民同工人 接近
 ，使他们结成反对资本家的 联盟
 ，使他们达成反对剥削者、富人和投机者的 协议
 的具体条件。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建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建立的联盟。这是在特殊环境中，即在激烈的内战环境中形成的特种联盟，这是社会主义的坚定的拥护者和其动摇的同盟者的联盟，有时则是社会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和“中立者”的联盟（那时，联盟就由斗争协定变为中立协定），这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精神各方面互不相同的阶级的联盟。只有腐朽的“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的腐朽的英雄们，如考茨基和马尔托夫之流，才能用“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等一般词句，即用商品经济时代思想行囊中的只言片语来支吾搪塞，而不去研究这种联盟的具体形式、条件和任务。






	　　尼·列宁
1919年6月23日

载于1919年莫斯科出版的尼·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两次讲话（1919年5月6—19日）》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73—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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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乌克兰人民委员会的电报

（1919年5月8日）

送：基辅

　　拉柯夫斯基

抄送：安东诺夫、波德沃伊斯基、加米涅夫、越飞

党中央讨论了顿巴斯和马内奇河的近乎灾难的危急局势，紧急建议基辅国防委员会务必用一切力量加速并加强对顿巴斯的军事援助，任命一批优秀的同志每天严密监督这项工作的执行，特别要迅速而普遍地动员敖德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哈尔科夫、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人去增援南线，并规定由波德沃伊斯基和安东诺夫两人负责对付马赫诺匪帮。要知道，不迅速占领罗斯托夫，革命就不免要遭到毁灭。






	中央委员会　　　列宁




［注：在列宁的手稿上还有斯大林和克列斯廷斯基的签字。——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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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告德国工人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书草稿的补充[113]


（1919年5月11日）

全世界无产者日益同情苏维埃政权，他们愈来愈相信，能够使劳动摆脱资本压迫，使各民族摆脱敌视和战争，使人类摆脱疯狂的帝国主义的专横的，只有苏维埃政权，只有劳动者自己的政权，而不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即使是最民主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议会制）。

这一信念一定会给自己开辟道路。各国的工人日益相信，不同资产阶级割断联系，不战胜他们，不推翻他们的政权，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摆脱帝国主义和战争。这一点只能从自己国内做起。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已得到全世界工人群众的同情，除了剥削者及其走狗以外，现在大家都认为只有苏维埃政权是救星。我们俄国的工人和农民所以赢得这种信任，是因为我们同我国资产阶级割断了联系，推翻了资产阶级，镇压了他们的反抗，从劳动人民当中赶走了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直接和间接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克伦斯基等等勾结在一起的叛变社会主义的领袖。

只要德国工人们容忍社会主义的叛徒、恶棍和资产阶级的走狗谢德曼之流及其整个政党掌握政权，那就谈不到拯救德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民实际上依然是（在各种“社会主义”辞藻的掩盖下，在各种“民主”和“共和国”的粉饰下）资产阶级的奴隶和 
资产阶级罪行的参与者

 ，正如参加“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的协约国“社会党人”（他们以虚伪的善良愿望、最空洞的美好词句或对威尔逊的恭维等等来回答协约国的暴行）依然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恶棍和法英美资产阶级的暴行和罪行的参与者一样。

德国工人同社会主义的叛徒谢德曼之流及其政党决裂是不可避免的。德国工人同颓废、不彻底、无思想、无气节的所谓“独立党”（他们昨天依赖谢德曼之流，今天又不敢坚决主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决裂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可以杀害成百的领袖和成千的工人，但是它不能制止这种决裂。





	载于1949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79—380页

















[113]《告德国工人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书》是由于凡尔赛和约将签订而起草的文告。这篇文告指出，强加给德国人民的凡尔赛和约使德国人民受到空前的掠夺和奴役。文告原题是《告德国人民书》。列宁在审查它的草稿时对标题作了修改，并加写了结尾的部分。——[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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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军事统一的指示草案[114]


（1919年4月底和5月15日之间）

鉴于：

（1）俄罗斯联邦必须同乌克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各兄弟苏维埃共和国结成联盟，进行自卫，抗击共同的敌人世界帝国主义及其所支持的黑帮、白卫反革命势力，

（2）这次战争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是统一指挥红军的一切部队，最严格地集中管理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切人力和资源，特别是所有军事供给机构，以及铁路运输，因为铁路运输是战争中极其重要的物质因素，不仅对完成各次战役而且对红军的武器、被服和粮食的供给都有头等意义，

俄共中央确认：

（1）在整个社会主义自卫战争期间，把红军的供给事宜全部交由俄罗斯联邦国防委员会和其他中央机关统一领导，是绝对必要的；

（2）在整个社会主义自卫战争期间，把各兄弟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铁路运输和铁路网归由俄罗斯联邦交通人民委员部统一领导和管理，是绝对必要的；

（3）在各兄弟苏维埃共和国设立独立的红军供给机关和独立的交通人民委员部是同国防利益不相容的；在战争期间，必须把这些机构改组为俄罗斯联邦红军供给机关和俄罗斯联邦交通人民委员部的下属机关，由俄罗斯联邦红军中央供给机关和俄罗斯联邦交通人民委员部直接管理和全权管辖；

（4）一切有关红军供给、铁路运输或铁路网管理的法令，凡同俄罗斯联邦调整红军供给、铁路运输和铁路网管理的决议和法令相抵触的，均应予以撤销。






	　　列宁　斯大林
载于1941年莫斯科出版的《1919年彼得格勒英雄保卫战文件汇编》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400—401页

















[114]1919年4月，俄共（布）中央作了一个有关巩固各苏维埃共和国军事统一的决定（参看注88）。1919年4月23日，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约·约·瓦采季斯在一份关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形势的报告书中，又论证了把各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置于统一的指挥之下的必要性。列宁看了报告书后，于4月24日写批语给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提出要迅速起草一份中央给各民族共和国的同志们的关于军事统一的指示。5月，列宁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军事统一的指示草案》。在这以后，各兄弟共和国苏维埃政府分别建议，把一切人力物力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反革命白卫军。根据这种愿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9年6月1日通过了《关于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等苏维埃共和国结成军事联盟的决定》。各共和国政府经过协商，把各自的军事组织及军事指挥、国民经济委员会、铁路运输管理、财政和劳动人民委员部统一起来。1920年9月30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同阿塞拜疆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签订了关于军事、财政、经济联合的条约。1920年12月28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签订了关于军事和经济联合的工农同盟条约。1921年1月16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同白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签订了类似的工农同盟条约。各兄弟苏维埃共和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联合，为战胜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势力提供了保证，同时也是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为统一的联盟国家的重要一步。——[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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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县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五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15]


（1919年5月17日）

（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弗·伊·列宁走进大厅。有人开始鼓掌，接着掌声响成一片，经久不息。迸发出欢呼声：“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万岁！”）

同志们！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期非常困难、非常艰苦。我们不得不关闭某些工厂，不得不调用伏尔加河区舰队来保证前线的需要，但是已发生了转折。

列宁在简短生动的讲话中描述了各条战线的形势。他在指出高尔察克和其他匪帮日益土崩瓦解的原因，以及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原因时，揭穿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力图阻挠我们在东线进攻的一些花招。他提出的任务是，竭尽全力使我们的进攻一刻也不停顿下来。这是最后的艰苦的半年。国际形势对我们来说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好。

列宁同志在谈到俄共对中农的态度问题时论证说，首先的任务是消灭大的强盗，消灭银行家、工厂主、地主，其次才是同小的强盗，同富农即准地主作坚持不懈的持久的斗争。列宁论证说，千百万的人数众多的中农不属于剥削者，所以他们能够而且应当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项十分艰苦的斗争中的朋友和战友。他指出，只有通过劳动农民和工人的联盟，才能保卫住社会革命的果实……同工人结成联盟，对农民来说比同任何人结成联盟的好处都要多，因此，有觉悟的农民一定会同工人结成联盟。列宁长时间和详细地阐明了为什么组织建设工作和革命斗争的全部重担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农民由于分散，其眼界暂时还不能超出他们的农舍村落，他们认识不到有组织的集体建设和斗争的必要性。知识分子有的由于因循守旧，有的由于资产阶级习惯、教育和倾向，有的由于不相信可以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便逃避建设，而且甚至有意识地进行反抗，怠工，从而拖延解放事业。

现在已经是劳动人民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必须全力以赴的时刻。列宁还谈到了部分脱离农民并引起农民敌对的共产党员的错误和违法乱纪现象，出现这种情况有时是由于工作负担过重，由于地方上做不到及时监督，有时则是由于参加负责工作的青年同志缺少训练，而有时也确实是由于那些包藏祸心的家伙怀着显然自私的目的钻进了党的队伍。但是，正在采取措施，纪律和教育正在加强。

列宁谈到工业领域较快地整顿好的原因在于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生产资料的集中，与此相反，农业部门的条件则不是这样的；那里缺乏必要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资料、拖拉机等等，那里需要向愚昧无知、因循守旧作异常顽强持久的斗争，需要有示范农场，需要组织合作社、协作社、公社等等。

列宁很快地结束讲话，他号召大家要坚忍不拔地长期工作，要极其严肃地对待提出的各项任务；他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离开了代表大会会场。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150—151页















[115]这是列宁在莫斯科县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五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这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5月16—17日在莫斯科萨多沃－苏哈列夫街11号举行，出席代表206名，其中共产党员36名，同情者20名，非党人士150名。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向劳动群众解释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有关农村工作的决议。在大会的报告和决议中提出了吸收中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援助小农经济的任务。——[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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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家工资的决定草案

1919年5月23日


1919年
 5月
 23日人民委员会直属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决议

 ：

1．超过3000卢布的工资额，由各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会规定，同时通知劳动人民委员和国家监察人民委员，并呈报人民委员会批准。

2．各人民委员部务必在一周内提出月薪超过3000卢布的所有职员的名单。

3．各人民委员部务必在一周内提出必须付给3000卢布以上的高级专家和杰出的组织者的名单。

各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应当说明每个人的情况：（1）保证他是某一方面的专家；（2）他担负着或者能够担负哪一项杰出的组织工作。

4．在6月15日按3000和3000卢布以上的标准领薪的，将仅限于工资额已经人民委员会批准的人员。

5．人民委员会批准工资额的期限，从报批之日算起，不得超过一周。

6．报告人为列宁和克拉辛。

7．阿瓦涅索夫务必在明天，即5月24日，向人民委员会呈报有关支付3000卢布以上工资（但不是付给高级专家的）的提纲或原则。

请打印6—7份。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81—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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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军训节讲话[116]


（1919年5月25日）

简要报道

今天我们庆祝劳动人民的普遍军训节。

到目前为止，军事一直是资本家地主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一种工具，到目前为止，整个欧洲的资本家政权还靠资产阶级军官所统率的旧军队的残部来支持。但是，一旦工人拿起枪杆子，开始建立自己的庞大的无产阶级军队，开始教育士兵，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而战，使他们保卫工人、农民和工厂，不让地主和资本家重掌政权，那时，资产阶级的这个最牢固的支柱就会倒坍。

今天的节日表明我们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就，表明工人阶级内部正在成长着怎样的新生力量。看到今天这次检阅，我们相信苏维埃政权已经赢得世界各国工人的同情，相信国际战争将代之以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兄弟联盟。

我向你们介绍一位匈牙利同志，萨穆利·蒂博尔，他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委员。

匈牙利无产阶级万岁！

国际共产主义革命万岁！





	载于1919年5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1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83页

















[116]列宁的这次讲话是1919年5月25日在莫斯科红场发表的。这一天，为庆祝普遍军训一周年在红场举行了阅兵典礼。列宁在普遍军训部司令部人员陪同下，检阅了莫斯科市工人营、各区共产主义分队和军事学校学员。在阅兵典礼上，列宁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萨穆利·蒂博尔以及普遍军训部主任等讲了话。



1918年4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必须接受军事技能训练的法令》，规定对工人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实行普遍军训。一年中，有数十万劳动者受了军事训练，补充进了红军队伍。——[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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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匈牙利工人致敬

（1919年5月27日）

同志们！我们从匈牙利苏维埃活动家那里得到的消息，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匈牙利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不过两个多月，但从组织程度方面说，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看来已经超过了我们。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匈牙利居民的一般文化水平较高，其次，产业工人在全体居民中所占的比重也大得多（现时匈牙利有800万人口，300万集中在布达佩斯），最后，匈牙利过渡到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比我国容易得多，和平得多。

最后这一点特别重要。欧洲大多数社会党领袖，无论是社会沙文主义派或考茨基派的领袖，都死死抱着几十年来较为“和平”发展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议会制所养成的纯粹市侩的偏见，根本不可能懂得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不把这些领袖抛弃，不把他们赶走，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解放使命。这班人完全或部分地相信了资产阶级关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谎言，不善于把体现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新的无产阶级民主、劳动者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他们奴隶似地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把它叫作“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

这些死死抱着资产阶级偏见的盲人，不懂得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他们把俄国苏维埃政权及其发展史的某些特点同苏维埃政权的国际意义混为一谈。

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甚至使盲人也重见光明。匈牙利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与俄国截然不同：资产阶级政府自动辞职，工人阶级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统一立刻 在共产主义纲领上
 恢复起来。苏维埃政权的实质现在表现得更加明显了，现在除了苏维埃政权以外，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外，世界上任何地方不可能有一种政权是得到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劳动者拥护的。

这个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即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就应该取消他的无产阶级领袖或顾问的资格。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只有经过长期的坚忍的斗争才能克服。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页。——编者注］

 。

在整个过渡时期中，反抗这个变革的，有自觉进行反抗的资本家及其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为数众多的走卒，也有往往是不自觉地进行反抗的大批过分拘守小资产阶级习惯和传统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在内）。这些阶层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更愿意要工人专政而不要资产阶级专政。农民作为粮食出售者，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贸易，就是说，要退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去。

要使无产阶级能引导农民和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前进，就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一个阶级的政权，必须有这个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力量，必须有这个阶级的以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的一切成果为基础的集中的实力，必须以无产阶级感情体会一切劳动者的心理，并在农村或小生产中的涣散的、不够开展的、政治上不够稳定的劳动者面前具有威信。在这里，象市侩化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派所喜好的那样，空谈一般“民主”，空谈“统一”或“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空谈一切“劳动者的”“平等”等等，是无济于事的。空谈只能蒙蔽眼睛，蒙蔽意识，巩固资本主义、议会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因循守旧的习气。

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 阶级斗争
 。 在
 推翻资本权力 以后
 ， 在
 破坏资产阶级国家 以后
 ， 在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以后
 ，阶级斗争 并不是消失
 （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无产阶级应当进行阶级斗争去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因循守旧和犹豫动摇，以捍卫自己的政权，巩固自己的组织影响，“中立”那些害怕离开资产阶级而很不坚定地跟着无产阶级走的阶层，巩固新的纪律即劳动者的同志纪律，加强劳动者与无产阶级的牢固联系，把他们紧紧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用这种新的纪律、这种新的社会联系基础去代替中世纪的农奴制的纪律，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饥饿纪律，“自由”雇佣奴隶制的纪律。

要消灭阶级，就需要一个阶级的专政时期，一个被压迫阶级的专政时期，这个阶级不仅能推翻剥削者，不仅能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且能在思想上与全部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与关于自由平等的一切市侩空谈决裂（实际上，马克思早已指出，这种空谈意味着 商品所有者
 的“自由平等”，即 资本家和工人
 的“自由平等”）。

不仅如此。有能力用自己的专政来消灭阶级的，只有这样一个被压迫阶级，它被几十年反对资本的罢工斗争和政治斗争教育、联合、培养和锻炼出来，它吸取了城市的、工业的、大资本主义的全部文化，有决心和本领来捍卫这种文化并保存、发展其全部成果，使之为全体人民、全体劳动者所享用，它经受得住历史所必然加在那些与过去决裂而大胆开拓通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们身上的一切重担、考验、苦难和巨大牺牲，它的优秀分子十分仇恨和鄙弃一切市侩的庸俗的东西，十分仇恨和鄙弃这些在小资产阶级、小职员和“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很突出的品质，它“经过了劳动学校的锻炼”而善于使一切劳动者和诚实的人尊重自己的劳动能力。

匈牙利的工人同志们！你们一下子就在真正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上把一切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了，你们给世界树立了比苏维埃俄国更好的榜样。现在你们面前摆着一个极有希望但极困难的任务，就是要在反协约国的艰苦战争中支持下去。希望你们坚定不移。如果在昨天加入你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者中间或在小资产阶级中间有人表现动摇，你们就要无情地制止这种动摇。枪毙，这是胆怯者在战争中应得的命运。

你们进行着唯一合理的、正义的和真正革命的战争，这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战争，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战争。全世界工人阶级中的一切正直的人都是站在你们一边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

希望你们坚定不移！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列宁
　1919年5月27日

载于1919年5月29日《真理报》第11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84—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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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

（1919年5月28日）

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注：见本卷第289—297页。——编者注］

 （载于1919年5月1日《共产国际》[117]俄文版第1期第38页）一文中，我指出了陈腐的“伯尔尼”国际的代表在思想上破产的一个突出表现。这些反动的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破产，表现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建议把资产阶级议会同苏维埃政权凑合、联合、结合起来。

旧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考茨基、希法亭、奥托·鲍威尔之流，不了解他们的建议是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这些曾因宣传阶级斗争和阐述阶级斗争必然性而获得声誉、赢得工人同情的人，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最紧要的关头却不了解，他们企图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就是完全放弃阶级斗争学说，完全背弃这个学说，实际上投奔到资产阶级营垒。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这是事实。

真是稀罕，我们现时在莫斯科竟能收到相当多的（虽然是零散的）外国报纸了，于是也就可能稍微详细地（当然是极不完全地）追溯到“独立的”先生们在当代最主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上动摇的历史。这就是专政（ 无产阶级的
 ）同民主（ 资产阶级的
 ）或者苏维埃政权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关系问题。

考茨基先生在他的《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维也纳版）这本小册子中写道：“苏维埃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在我们正去迎接的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将起决定的作用。”（考茨基的小册子第33页）接着他加上一句话说，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把苏维埃由“一个 阶级
 的 战斗组织
 ”变成了“ 国家组织
 ”，从而“破坏了民主”。（同上）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本小册子（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中，我详尽地分析了考茨基的这一论断，并指出它的内容就是完全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58—265页。——编者注］

 因为国家（任何国家，包括最民主的共和国在内）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阶级的机器。称苏维埃为 阶级
 的战斗组织，而否认它有权变为“国家组织”，这就是 在实际上
 背弃社会主义的起码原则，宣扬或维护 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机器
 （ 即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资产阶级国家）的不可侵犯性，在事实上投奔到资产阶级营垒。

考茨基的立场的荒谬是如此突出，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人群众的进攻是如此有力，以致考茨基和考茨基派不得不支吾搪塞，可耻地退却，因为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他们是办不到的。

1919年2月9日在德国“独立”（独立于马克思主义而完全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自由报》（《Frei-heit》）上，出现了希法亭先生的一篇文章，他 已经
 要求把苏维埃变为国家组织，但要它同资产阶级议会、同“国民议会” 并存
 共处。1919年2月11日，在告德国无产阶级书中，“独立”党 全党
 采用了这一口号（当然，考茨基先生也采用了，他收回了他在1918年秋天所发表的声明）。

企图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就是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忘记了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经验，他们在1917年5月6日至1917年10月25日（俄历）做过“试验”，企图把苏维埃作为“国家组织”同 资产阶级
 国家制度凑合起来，但在这次试验中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在“独立党人”的党代表大会上（1919年3月初），全党站到了把苏维埃同资产阶级议会制美妙地结合起来的立场。但是，1919年4月13日《自由报》第178号（《附刊》）报道说：“独立党人”党团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决议案：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立足于苏维埃制度之上。因此，德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应以苏维埃组织为基础。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劳动居民在政治、经济生活各方面的当然代表机关。”



　　此外，这个党团还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指示”（Richtli-nien）草案，其中说：
　　“苏维埃代表大会握有全部政权……凡从事社会必需的和有益的工作而不剥削他人的人，不分性别，都有选举苏维埃代表和被选为苏维埃代表的权利……”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独立的”领袖原来是一批完全受无产阶级最落后部分的庸俗偏见支配的可怜市侩。1918年秋天，这班领袖借考茨基之口根本拒绝把苏维埃变为国家组织。1919年3月他们放弃了这一立场，而尾随在工人群众后面。1919年4月他们推翻了自己的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转到了共产党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立场。这样的领袖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如果领袖代表的不是走在先锋队前面而是落在它后面的、最落后的那部分无产阶级的情绪，那就不需要领袖了。既然这些领袖这样毫无气节地改变自己的口号，他们也就是一文不值的。对他们不能寄予信任。他们将永远是工人运动的累赘和负担。

他们中间一位最“左的”多伊米希（D?umig）先生，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如下的言论（见3月9日《自由报》）：


　　“……多伊米希说，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同共产党人的‘全部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要求分开。但他要反对共产党实际奉行的盲动主义，反对他们不教育群众而对群众曲意逢迎。盲动主义的分散活动不可能推进……”



　　德国人称之为盲动主义的，就是俄国老革命家在50年前所说的“闪击”、“爆发”，即组织一些小小的阴谋、暗杀、暴动等等。多伊米希先生责备共产党人实行“盲动主义”，这只能证明他在“曲意逢迎”，对小资产阶级的庸俗偏见采取奴才式的讨好态度。这类先生由于在群众面前胆小怕事，重复着“时髦的”口号， 而不了解群众的革命运动
 ，他们的“左的词句”是一钱不值的。

德国正掀起汹涌澎湃的自发的罢工运动浪潮。1905年俄国的罢工运动达到了世界空前的高度，看来德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空前高涨和发展已超过了当时的俄国。在这样的运动面前说“爆发”，就等于沦为不可救药的庸人，沦为庸俗偏见的奴才。

以多伊米希为首的庸人先生们，大概正在幻想着一种把群众 一下子十分有组织地
 发动起来的革命（如果说他们头脑中还有一点点革命思想的话）。

这样的革命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如不把千百万劳动群众和他们的绝大多数置于受压迫、闭塞、贫困、愚昧之中，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不通过革命在斗争进程中把从未触动过的群众发动起来，资本主义就不会垮台。自然的爆发在革命的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没有这种爆发的革命一次也未曾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

说共产党人纵容自发性，这是多伊米希先生的谎话，这同我们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多次听到的谎话一模一样。共产党人 不
 纵容自发性， 不
 主张零星的爆发。共产党人教导群众发起有组织的、整体的、协同的、适时的、成熟的行动。多伊米希、考茨基等先生的无聊的诽谤是推翻不了这一事实的。

可是这些庸人不能了解为什么共产党人认为——而且十分正确地认为——自己的职责是 同斗争着的
 被压迫 群众在一起
 ，而不是同那些站在一旁胆小地等待的市侩英雄们在一起。群众既然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就不免要犯错误，共产党人 始终同群众在一起
 ，发现错误，向群众进行解释，加以改正，不断地使自觉性战胜自发性。同逐渐在斗争过程中摆脱错误的斗争群众在一起，比同站在一旁等待“完全胜利”的知识分子、庸人、考茨基派在一起要强得多，——这就是多伊米希这班先生所不能了解的真理。

对他们更坏的是，他们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是胆小的市侩，反动的抱怨者，昨天的谢德曼们的奴仆，今天的“社会和平”的说教者，不管这种说教是隐藏在把立宪会议同苏维埃结合的幌子下，还是隐藏在正颜厉色地谴责“盲动主义”的幌子下，反正都是一样。

在用反动的市侩的抱怨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方面打破记录的是考茨基先生。他老是一个调门：痛惜现在，埋怨哭泣，吓唬自己，鼓吹调和！这位愁容骑士[118]平生所 写
 的都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但到了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关头，到了社会主义的前夕，我们这位聪明人却茫然若失，嚎啕大哭，露出十足的庸人的原形。在维也纳的社会主义叛徒奥斯特尔利茨、伦纳、鲍威尔之流所办的报纸第98号上（1919年4月9日《工人报》[119]维也纳上午版），考茨基第一百次甚至是第一千次大发牢骚了。


　　他哭泣着说：“……经济思维和经济见解已被一切阶级置之脑后……长期的战争已使广大无产阶级阶层惯于完全忽视经济条件而坚信暴力的万能……”



　　这就是我们这位“十分博学的”人的两个“论点”！“崇拜暴力”和破坏生产，——这就是他不分析 现实
 的阶级斗争条件而大发那种屡见不鲜、自古有之的市侩牢骚的原因。他写道：“我们曾期望革命将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物……革命由于俄国和德国的统治制度在军事上的破产而到来了……”换句话说，这位聪明人“期望”和平的革命！这是多么美妙啊！

但是考茨基先生已慌乱到这种地步，他竟忘记了，在他过去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曾说战争十分可能成为革命的导火线。而现在，我们这位“理论家”却不去冷静地大胆地分析战争 必然
 使革命形式发生怎样的变化，反而痛惜自己已经破灭的“期望”！

“……广大无产阶级阶层忽视经济条件！”

多么可怜的胡说！这种市侩的调子在克伦斯基时代的孟什维克报纸上我们是多么熟悉啊！

经济学家考茨基忘记了，在一个国家被战争弄得民穷财尽而濒于灭亡的时候，首要的、基本的、根本的“经济条件”是 拯救工人
 。只有工人阶级得救，不致饿死，不致毁灭，被破坏的生产才能恢复。而要拯救工人阶级，就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防止将战争的一切重担和后果加在工人身上的唯一手段。

经济学家考茨基“忘记了”，分担失败的后果的问题是由 阶级斗争
 决定的，在一个受尽折磨的、破产的、挨饿的、垂危的国家的环境中，阶级斗争 不可避免地
 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这种阶级斗争已不是为了生产中的份额，不是为了进行生产（因为生产停顿，没有煤，铁路遭到毁坏，战争打乱了人们的生活，机器破旧不堪，如此等等），而是 为了免于饥饿
 。只有那些傻瓜（尽管是十分“博学的”）才会在这种场合“谴责”“消费者的、士兵的”共产主义，才会妄自尊大地以生产重要性教训工人。

当务之急是拯救工人。资产阶级想保持自己的特权，想把战争的一切后果加在工人身上，这就是要使工人饿死。

工人阶级想免于饥饿，就必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 首先
 保证消费，即使是最起码的消费，因为不这样，就 无法维持
 半饥半饱的生活，就 不能坚持
 到可以重新开始生产的时候。

吃得饱饱的资产者对着饥肠辘辘、饿得软弱无力的工人说：“想想生产吧！”而考茨基则打着“经济科学”的招牌，重复着资本家的这种调子，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奴才。

工人说：让资产阶级也过一过半饥半饱的生活，使劳动者能恢复过来， 不致死亡
 。“消费者的共产主义”是拯救工人的条件。为了拯救工人，要不惜任何牺牲！资本家每人半磅，工人每人一磅，——这就是免于饥饿，免于破产的办法。保证忍饥挨饿的工人的消费是恢复生产的基础和条件。

蔡特金对考茨基说得十分对，说他“ 正在滚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生产是为了人，而不是相反
 ……”[120]

独立的考茨基先生在抱怨“崇拜暴力”时，暴露了他也完全是受小资产阶级偏见支配的。还在1914年，布尔什维克就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将变为国内战争，那时考茨基先生默不作声，同宣称这一预见（和这一口号）是“丧失理智”[121]的大卫之流呆在一个党内。考茨基丝毫不了解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这本来是他自己不了解，现在却硬说国内战争中斗争的双方不了解！难道这不是反动市侩的愚蠢的标本吗？

但是，如果说在1914年不了解帝国主义战争必然要变为国内战争， 不过
 是市侩的愚蠢，那么现在，在1919年，这就是更坏的东西了。这是背叛工人阶级。因为无论在俄国、芬兰、拉脱维亚、德国或匈牙利，国内战争都已成为 事实
 。考茨基在其以前的著作中曾千百次承认，阶级斗争必然变为内战的历史时期是有的。这个时期已经来到，而考茨基却跑进了动摇懦怯的小资产阶级的营垒。


　　“……鼓舞着斯巴达克派的精神，实质上是鲁登道夫精神……斯巴达克派不仅会葬送自己的事业，而且会加强多数派社会党人的暴力政策。诺斯克是斯巴达克派的对头……”



　　考茨基的这几句话（摘自他的发表于维也纳《工人报》的论文）真是愚蠢、卑鄙、无耻到了极点，不值一提。一个党容忍这班领袖，就是腐败的党。考茨基先生所属的伯尔尼国际，从考茨基的这几句话看来，只配评价为黄色国际。


为了开开心，我们还把哈阿兹先生在《论阿姆斯特丹国际》一文中的论断（1919年5月4日《自由报》）引来。哈阿兹先生夸耀他就殖民地问题提出了一个决议案，按照这个决议案，“根据国际的建议……而组织起来的民族同盟，其任务是： 在社会主义实现之前
 ……”（请注意这一点！）“……管理殖民地，首先照顾土著居民的利益，然后照顾参加这个民族同盟的所有民族的利益……”

这不真是妙论吗？按照这位聪明人的决议案， 
在

 社会主义实现 
之前，管理殖民地

 的将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某个善良的、公正的、美妙的“民族同盟”！！实际上这同粉饰最丑恶的资本主义的伪善有什么区别呢？这还是伯尔尼国际的“左派”分子……




为了使读者能够把哈阿兹、考茨基之流的大作的全部愚蠢、卑鄙和丑恶同德国的现实情况作一个更鲜明的对照，我还要作一点引证。

大名鼎鼎的资本家瓦尔特·拉特瑙发表了《新国家》（Derneue　Staat）一书。这本书写成于1919年3月24日。它的理论价值等于零。但瓦尔特·拉特瑙作为观察家不得不承认说：


　　“……我们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又兼任着（im　Nebenberuf）庸人的角色……”“……现在有理想主义的只是极端的君主派和斯巴达克派……”

“不加粉饰的真理就是：我们正走向专政，无产阶级的或御用军队的专政。”（第29、52、65页）





　　这位资产者，看来也自以为是不从属于资产阶级的“独立”人物，正象考茨基、哈阿兹两位先生自以为是不从属于市侩和庸人的“独立”人物一样。但是瓦尔特·拉特瑙比卡尔·考茨基高出两头，因为后者一味抱怨，胆小地躲避“不加粉饰的真理”，而前者则直截了当地承认它。

1919年5月28日





	载于1919年6月《共产国际》杂志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89—398页

















[117]《共产国际》杂志（《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919年5月1日创刊，曾用俄、德、法、英、中、西班牙等种文字出版，编辑部由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代表组成。该杂志刊登理论文章和共产国际文件，曾发表列宁的许多篇文章。随着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解散，该杂志于1943年6月停刊。——[379]。



[118]愁容骑士即西班牙作家米·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的主人公唐·吉诃德，是唐·吉诃德的侍从桑丘给他取的绰号（见小说第1卷第19章）。——[384]。



[119]《工人报》（《Arbeiter-Zeitung》）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由维·阿德勒创办，1889年起在维也纳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报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384]。



[120]指克·蔡特金1919年3月4日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她在发言中针对卡·考茨基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报告说：“有些人认为，一开始应当先提高生产。这是滚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生产为了人，而不是相反，因此摆在首位的问题是，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生产方式。”（见1919年3月9日《自由报》第114号附刊）——[386]。



[121]爱·大卫在《世界大战中的社会民主党》一书中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丝毫也没有想过要让外国敌人打胜，要借外国敌人的帮助来实现国内政治方面的自由要求。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那是丧失理智。德国社会民主党决不接受这一类建议而不管它是出于什么动机。”（见该书1915年柏林版第171—172页）——[386]。







《列宁全集》第36卷


国防委员会关于动员苏维埃职员的决定草案[122]


（不晚于1919年5月31日）

第1条。对苏维埃机关中所有18岁至45岁[最好宽一些，因为有一部分要免予动员]的男职员实行为期4个月（自6月15日至10月15日）的动员。由妇女代替他们或者暂时减少一部分工作。


第1条附注
 。只有病人和绝对不能由别人代替的人（不超过10％），经特别委员会批准，才可免予动员。

第2条。已应征者受军事部门调谴。于……日报到。

第3条。已应征者互作连环保，倘有投敌或逃跑或拒不执行任务等情况，以其家属为人质。

第4条。已应征者尽可能由具有不同专长的人编成人数不多的小组，使每个小组都能在后方和前线担负部队的组建、渡河、供给等方面的一定任务。

第5条。每个待应征者都应备有一套从中央执行委员会书库等处领取的最必要的宣传鼓动性小册子和传单，负责向士兵和居民宣讲，履行此项义务的情况每周汇报一次。

第6条。每个待应征者应在应征后立即，不超过……天，按照专门拟订的提纲详细填写本人文化程度、过去的职务或过去的工作、住过的一些地址、懂那些外语等等。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5—416页

















[122]1919年5月31日，国防委员会讨论了与动员有关的一些问题。会议批准了列宁起草的一个法令（见本卷第391页），并通过了一个决定，内容是：由粮食人民委员部向已应征者提供食粮；核定各部门、各机关有哪些应当服兵役并可由他人接替而不致对工作造成重大损失的工作人员，以便立即把他们拨交军事指挥部。——[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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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间谍！

（1919年5月31日）

消灭间谍！

白卫分子向彼得格勒的进攻很清楚地证明，白卫分子在临近前线的一切地区，在每个大城市，都有广大的间谍组织来策动叛变，炸毁桥梁，在后方暴动，暗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组织的优秀分子。

大家都应当坚守自己的岗位。

无论何处都要加倍警惕，想出各种办法，最严格地侦查和捉拿一切间谍和白卫阴谋分子。

铁路员工和一切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特别要加倍警惕。

所有觉悟的工农都应当挺身捍卫苏维埃政权，都应当起来同间谍和白卫卖国者作斗争。每一个人都要担任警卫工作，并且同党委员会、肃反委员会、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最可靠最有经验的同志建立不断的、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联系。






	　　工农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内务人民委员　费·捷尔任斯基


载于1919年5月31日《真理报》第11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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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国防委员会关于征召商业、工业、运输业工人和职员服兵役的法令

（1919年5月31日）

兹宣布，作为补充动员，征召商业、工业和运输业工人和职员服兵役。征召手续、期限和数量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商定。 
［注：在法令打字稿的上方列宁签了字并作了批示：“不公布”。——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19年6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2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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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关于彼得格勒战线的决定草案

（1919年6月10日）

中央决定：

1．彼得格勒战线是首要的。调配军队等等应以此为准。

2．从东线撤下一个师，2/3调到彼得格勒，1/3调到南线。

3．委托组织局采取一系列最有力的紧急措施，赶紧把共产党员从苏维埃工作部门（中央的和地方的）调出来做军事工作，特别是做大后方和接近前线的后方的军事工作（制止开小差，办军粮，管仓库，加速动员等等）。

4．给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以同样的委托。





	部分发表于1941年全文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9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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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纲领草案的材料

（1919年2—3月）


1

委员会已完成的党纲经济部分的条文和待研究的问题的笔记

（2月23—25日）

38　(1)剥夺和公有化

39　(2)生产力

40　(3)集中，计划

41　(4)小工业和手工业

42　(5)工会作为管理机关

43　(6)劳动力的分配

44（7）劳动纪律

45（8）“专家”。


遗留问题：农业


产品分配

货币和银行

财政


劳动保护
 。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405页











2


党纲中经济部分第二条的提纲

（2月23—25日）


草稿一


（1）工会，工会的主要作用

（2）把工会变为管理机关

（3）教育群众。


草稿二


（1）加强同志纪律

（2）克服资本主义的习惯

（3）重新教育群众

（4）群众的实际经验

（5）工会作为主要的机关

（6）工会参加生产管理

（7）工会的劳动教育。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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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纲中关于农村工作的条文的提纲

（2月23—25日）

（1）废除 私有制
 ，社会化法令和3——集体化

（2）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

（3）提高生产力

＋（3） 城市
 和 农村


（4）农村的依靠力量和三个集团。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条38卷第407页












4

党纲中关于法院条文的惩治部分的要点

（2月25日以前）

（1）扩大缓刑的百分比

（2）扩大舆论谴责的百分比

（3）以监外强迫劳动代替监禁

（4）以教育设施代替监狱

（5）实行同志审判会[123]（对军队和工人中的某几类人）。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408页












5

党纲中国民教育方面条文的补充草案

（3月20日）

　　补充：　　　　　　　　　　　　　　　　　　　　对成年人:：

（1）关于对青年和成年人实行综合技术教育 　　｛发展职业教育，并向综合技术教育过渡

（2）（孩子们）在学校的课外活动

（3）托儿所及其他

（4）有关第6条＋工会

（5）用本民族语言讲授。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409页












6

新党纲的特点

（2月）

工作的复杂性。

新的类型。

有些条不是为纲领而写的。

不完善。

号召……

经验（我们应深思熟虑）

向欧洲介绍。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410页

















[123]同志审判会是和俄国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一起出现的工人阶级组织，其使命是同违反无产阶级道德的行为作斗争。苏维埃政府将其法律化、制度化，于1919年和1921年制定了最初的同志审判会条例，规定同志审判会受理违反劳动纪律等案件，可以给过失者以训诫、警告、记过、罚款等处分。同志审判会的判决带强制性，是工人群众自己管理和教育自己的一种方式，也是预防犯罪和同轻微犯罪作斗争的一种措施。——[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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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

1919年3月18—23日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十月革命在俄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即半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的发展进程，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运动的苏维埃形式即旨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的推广，这一切表明，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

这种革命是目前在大多数文明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我们的旧党纲曾用如下的表述作了正确的（如果不算社会民主党这个不确切的名称）说明：


　　“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手段归一个人数不多的阶级所有，绝大多数的居民却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得不一直出卖或定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受雇于资本家，并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创造收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范围随着下列情况而日益扩大：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同时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受到排挤，一部分变成无产者，其余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缩小，某些地方还使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陷入完全地、明显地、深深地依附于资本的地位。

此外，上述的技术进步又使企业主能够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愈来愈多地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另一方面，既然这种技术进步使企业主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劳动力也就必然供过于求，因此雇佣劳动愈来愈依附资本，雇佣劳动受剥削的程度不‘断提高。

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和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日趋尖锐的相互竞争，使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愈来愈难找到销路。在相当尖锐的工业危机（接着危机而来的是相当长的工业停滞时期）中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后果。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又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附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恶化，而且有时是绝对恶化。

这样一来，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增长的技术改进，在资产阶级社会却使社会不平等加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贫富更加悬殊，使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的生活更无保障，失业和各种苦难加剧。

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这一切矛盾的增长和发展，被剥削劳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也在增长，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他们的团结在增强，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日益尖锐。同时，技术改进既使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集中起来，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过程社会化，于是日益迅速地造成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条件，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自觉体现者国际共产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

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

这个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由无产阶级夺取可以用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的政权。国际共产党以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为己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揭示剥削者的利益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向他们阐明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同时，国际共产党还向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指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号召一切被剥削劳动者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正在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消灭着自由竞争，在20世纪初造成了下列情况：资本家的强大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全部经济生活中具有决定的意义；银行资本与大量集中的工业资本溶合在一起；资本加紧向外国输出。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包罗整个整个资本主义列强集团的托拉斯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这个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斗争不可避免地日益尖锐化的金融资本时代，就是帝国主义时代。由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发生争夺销售市场、投资范围、原料和劳动力的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和对弱小民族的统治权的战争。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就是这样的战争。

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同盟准备了一个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高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奴役，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和破产，——这一切都使资本主义的崩溃和向更高的社会经济类型的过渡成为不可避免。

帝国主义战争不仅没能由公正的和约而结束，而且根本没能由资产阶级政府缔结一个稍许稳定的和约而告终。在资本主义现已达到的发展阶段上，帝国主义战争必然变为而且我们眼看着正在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无产阶级日益猛烈的进攻，特别是他们在一些国家内的胜利，使剥削者的反抗加剧，而且促使他们建立新形式的国际资本家联合组织（国际联盟等等），这种联合组织正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对各国人民的经常剥削，目前正在加紧直接镇压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这一切必然会使一些国家的国内战争同无产阶级国家进行自卫的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革命战争结合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和平主义、在资本主义下的国际裁军、仲裁法庭等口号，不仅是反动的空想，而且是公然欺骗劳动人民，其目的是解除无产阶级武装，诱使他们放弃解除剥削者武装的任务。

只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有什么样的困难，可能遭到什么样的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掀起什么浪潮，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这种胜利要求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

要实现这些条件，必须同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上层占上风的、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派别毫不犹豫地彻底决裂，并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

一方面，进行这种歪曲的是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派别；这个派别总是利用、而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更是利用保卫祖国这个骗人口号作掩饰，保卫本国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利益。这个派别的形成，是由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掠夺殖民地民族和弱小民族，这样资产阶级便能靠这种掠夺来的超额利润使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处于特权地位，从而把他们收买过来，保证他们在平时过上小康的市民生活，并让这个阶层的首领来为自己服务。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的奴仆，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的阶级敌人，特别是现在，当他们同资本家勾结在一起用武力来镇压本国和外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候。

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是“中”派，这一派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有，它动摇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坚持与前者保持统一，试图复活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只有新成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俄国共产党是它的一支队伍）才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领导者。由于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原社会党内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组成了共产党，这个国际实际上已经建立，1919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则是正式宣告成立。日益获得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的共产国际，不仅在名称上回复到马克思主义，而且正以它的全部政治思想内容和全部行动来实现马克思的革命学说，把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歪曲清除干净。

俄共为了更具体地阐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使之适应以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在人数上占优势为主要特点的俄国情况，现将这些任务规定如下：


在一般政治方面

1．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以全民意志、全民族意志或超阶级意志等口号来标榜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存在着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际上必然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一小撮资本家剥削和镇压占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机器。与此相反，无产阶级的即苏维埃的民主，把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贫苦农民——即居民中的大多数人的群众性组织，变成由地方到中央、由下至上的整个国家机构持久的和唯一的基础。因而，苏维埃国家也就实现了比任何地方都广泛得多的地方自治和区域自治，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机关是由上级任命的。党的任务就是要不倦地切实地全部实现这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为了正确地行使自己的职能，要求不断地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组织性和主动性。

2．同掩饰自己国家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民主相反，苏维埃政权公开承认；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任何国家政权没有完全消失之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苏维埃国家，就其实质来说，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所以苏维埃宪法毫不犹豫地剥夺剥削者的政治权利，其出发点是：任何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这一点相抵触，那就是欺骗。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并在思想上同认为资产阶级的权利和自由是绝对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作斗争，同时要解释清楚，剥夺政治权利并对自由作各种限制，只有作为制止剥削者维护或恢复自己特权的一种暂时办法，才是必要的。将来，随着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的消失，这些暂时办法也将没有必要存在，因而党将努力缩小它们的范围，直至把它们完全废除。

3．资产阶级的民主只限于在形式上普及政治权利和自由，例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和出版的权利。然而，在实际上，当局的实践，以及劳动人民所受的经济奴役（这是主要的），总是使劳动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不可能稍微广泛地享受到这些权利和自由。

相反地，无产阶级的民主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首先是和主要是让居民中曾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那些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能实际享受权利和自由。为此，苏维埃政权剥夺资产阶级的房屋、印刷所、纸库等等，并将它们全部交给劳动人民及其组织支配。

俄共的任务是吸引日益众多的劳动群众来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并扩大劳动群众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的物质条件。

4．资产阶级的民主儿世纪以来一直宣扬：人们不分性别、宗教、种族和民族，一律平等。但是资本主义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允许真正地实现这种平等，而在它的帝国主义阶段，则使种族压迫和民族压迫达到极其厉害的程度。苏维埃政权是劳动人民的政权，只有它才能够在一切生活领域中破天荒第一次彻底地实现这种平等，直到完全消灭妇女在婚姻和一般家庭权利上的不平等现象的最后痕迹。在目前，党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彻底消灭过去的不平等现象或成见的一切痕迹，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落后阶层中尤其要进行这一工作。

党不只限于使妇女获得形式上的平等权利，而且尽力使她们摆脱那些旧时家务的物质重担，方法是用家务公社、公共食堂、洗衣站、托儿所等等来代替。

5．苏维埃政权保证工农劳动群众比在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下有更大的可能用最容易最方便的方式来选举和罢免代表，同时也就消灭议会制的缺点，特别是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代表机关脱离群众等缺点。

苏维埃国家还用下述办法使国家机构同群众接近，即选举单位和国家的基层组织不按地域划分，而按生产单位（工厂）划分。

党的任务是：在进行这方面的一切工作时，应以劳动群众在实践中日益严格、日益充分地实现民主制为基础，特别是通过实行公职人员负责制和工作报告制的办法，使政权机关进一步接近劳动群众。

6．资产阶级的民主违背自己的宣言，把军队变成有产阶级的工具，使军队脱离劳动群众，并同劳动群众对立起来，使士兵不能或难于行使政治权利；而苏维埃国家则在工人和士兵的权利完全平等和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机关——苏维埃中。党的任务，就是要保护和发展工人和士兵在苏维埃中的团结，巩固武装力量同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织的紧密的联系。

7．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是劳动群众中最集中、最团结、最觉醒、经受斗争锻炼最多的部分，它在整个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表现在苏维埃的产生，也表现在苏维埃发展成为政权机关的全部过程。我们的苏维埃宪法反映了这一点，保留了工业无产阶级比农村中较为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某种优越地位。

俄共应当解释，由于以社会主义原则组织农村比较困难而厉史地形成的这些优越地位，是暂时性的，同时党也应当始终不渝地利用工业无产阶级的这种地位，来消除资本主义在工人中间培养起来的那种狭隘行会利益和狭隘职业利益，使最落后最散漫的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以及中农群众同先进工人更紧密地联合起来。

8．只有依靠苏维埃国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一下子打碎和彻底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官吏的、法官的国家机构。但是，由于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不够高，被群众推荐到重要岗位上来的工作人员缺乏必要的管理技能，在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匆忙地吸收旧专家参加工作，一批最先进的城市工人被调去担任军事工作，官僚主义就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

俄共在与官僚主义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时，坚持采取下列措施来彻底消灭这一祸害：

（1）必须吸收苏维埃的每个委员来担负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

（2）不断变换他们的工作，以便能逐渐接触所有的管理部门；

（3）逐渐把所有的劳动人民毫无例外地吸收来参加国家管理工作。

彻底而全面地实行这些措施（这是沿着巴黎公社曾经走过的道路向前迈进了一步），并且在提高劳动人民文化水平的同时简化管理机关的职能，将导致国家政权的消灭。


民族关系方面

9．俄共在民族问题方面以下列原则为指针：

（1）把各民族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推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政策提到首要地位。

（2）为了消除被压迫国家的劳动群众对压迫国的无产阶级的不信任，必须取消任何民族集团的一切特权，实行各民族完全平等，承认殖民地和不享有平等权利的民族有国家分离的权利。

（3）为了同样的目的，党主张按照苏维埃类型组织起来的各个国家实行联邦制的联合，作为走向完全统一的一种过渡形式。

（4）对于谁是民族分离的意志的代表者这一问题，俄共持历史的和阶级的观点，考虑到该民族处于它的历史发展的哪一阶段：是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苏维埃的即无产阶级的民主，等等。

在任何情况下，曾经是压迫民族的那些民族的无产阶级，对待被压迫民族或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民族感情残余，必须特别慎重，特别注意。只有实行这种政策，才能为国际无产阶级不同民族的成员真正稳固的、自愿的团结一致创造条件，许多民族苏维埃共和国在苏维埃俄罗斯周围团结起来的经验，正表明了这一点。


军事方面

10．党在军事方面的任务可表述为下列要点：

（l）在帝国主义瓦解和国内战争扩大的时期，既不可能保持过去的旧军队，也不可能在所谓超阶级的或全民族的基础上建立新军队。红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必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质，即完全由无产阶级和接近无产阶级的半无产的农民阶层组成。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这类阶级军队才能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的民兵。

（2）必须最广泛地使所有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学习军事，并在学校内开设相应的课程。

（3）对红军的军事训练和教育工作是以阶级团结和社会主义教育为基础的。因此，除军事首长外，还必须设政治委员，由可靠的、具有忘我精神的共产党员担任，并在每一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以建立内部思想的联系和自觉的纪律。

（4）与旧军队的制度相反，必须尽可能缩短纯粹兵营训练的时间，使兵营接近于军事学校和军事政治学校的形式，尽可能使新编的部队与工厂、工会、贫苦农民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

（5）年轻的革命军队，只有依靠从觉悟的工农出身的指挥人员——起初即使是下级指挥人员——的帮助，才能具有必要的组织联系和稳固性。因此，训练最有能力和毅力的并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士兵担任指挥职务，是建军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6）必须广泛利用和运用最近这次世界大战的作战经验和技术经验。因此，必须广泛吸收过去受过旧的军队训练的军事专家参加组织军队的工作和军队作战的指导工作。而把对军队的政治领导和对指挥人员的全面监督集中于工人阶级手中，则是进行这种吸收工作的必要条件。

（7）选举指挥人员这种要求，对于资产阶级的军队曾有过重大的原则意义，在资产阶级的军队里，指挥人员是作为对士兵进行阶级管辖（通过士兵再来管辖劳动群众）的工具被挑选和训练出来的；而对阶级的工农红军来说，这种要求就完全失去了它的原则意义。革命的阶级军队需要把选举和任命尽可能结合起来，这仅仅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并视已经达到的部队编制水平、团结程度和有无指挥干部等等而定。


司法方面

11．无产阶级民主派掌握全部政权并彻底废除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旧式法院以后，抛弃“法官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个资产，阶级民主的公式，而提出“法官完全由劳动者从劳动者中选举产生”的阶级口号，并把这个口号贯彻到整个法院组织中去，同时，使男女无论在选举法官或履行法官职务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为了吸引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群众来行使司法权，应实行由经常更换的临时的法院陪审员参加审判的制度，并吸引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工会等来编制名册。

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统一的人民法院，以代替以前那些数不尽的各种体制的多级法院，简化了法院的组织，从而使它成为居民绝对易于接近的机关，并消除了办案中的任何拖拉现象。

苏维埃政权废除了已被推翻的政府的法律以后，委托苏维埃选任的法官实现无产阶级的意志，运用无产阶级的法令，在没有法令或法令不完备时，则遵循社会主义的法律意识。

在惩罚方面，这样组织起来的法院已根本改变了惩罚的性质：广泛地实行缓刑，以社会的谴责作为处罚的办法，以保持自由的强制劳动代替剥夺自由，以教养机关代替监狱，并为采用同志审7’I会的办法提供可能性。

俄共主张沿着这条道路进一步发展法院，应当力求使全体劳动居民人人被吸引来履行法官的职责，并且以一套教养性质的办法来最终代替惩罚办法。


国民教育方面

12．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进行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工具。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为使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成为可能而准备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培养能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现时这方面最迫切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展已为苏维埃政权所确定的下列有关学校及教育方面的基本原则：

（1）对未满17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各主要生产部门）。

（2）建立学龄前的教育机关网：托儿所、幼儿园、日间托儿所等等，以改善社会教育和解放妇女。

（3）完全实现统一的劳动学校的各项原则：以本族语言讲课，男女儿童同校，使学校绝对成为世俗的，即摆脱任何宗教影响的学校，使教育和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成员。

（4）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鞋子、教材和教具。

（5）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的教育工作者骨干。

（6）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教育事业（发展“国民教育委员会”，动员识字的人等等）。

（7）国家从各方面帮助工农自学自修（建立社会教育机关网：图书馆、成人学校、民众文化馆、人民大学、训练班，讲座、电影院、艺术工作室等等）。

（8）对17岁以上的人广泛开展同普通综合技术知识有联系的职业教育。

（9）使高等学校的课堂对一切希望学习的人，首先是对工人广泛开放；吸引能在高等学校教书的人参加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消除科学的新生力量与教研室之间的一切人为的障碍；为了使无产者和农民有实际可能享受高等教育，对学习者给以物质保证。

（10>同样必须开放在剥削劳动者劳动的基础上所创造的、过去一直为剥削者所专有的一切艺术宝库，并使这些宝库为劳动人民所享受。

（11）开展最广泛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并为此利用国家政权的机构和资财。


宗教关系方面

13．在对待宗教方面，俄共并不满足于已经颁布了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即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在自己纲领中提出的、但由于资本同宗教宣传有多种乡样的实际联系而在世界任何地方也没有彻底实行过的那些措施。

俄共所遵循的信念是：只有在群众的所有社会经济活动中实现了计划性和自觉性，才能随之完全消除宗教偏见。党力求彻底摧毁剥削阶级和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联系，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并组织最广泛的科学教育和反宗教的宣传工作。同时必须注意避免对信教者的感情有丝毫伤害，因为这种伤害只会加剧宗教狂。


经济方面

1．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在主要方面基本上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把变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即全体劳动者的公共财产的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

2．要以大力提高全国生产力作为决定苏维埃政权全部经济政策的主要点和基本点。由于国家遭到极严重的破坏，应当使一切都服从于一个实际目的——立即尽一切力量增加居民最必需的产品的数量。每一个与国民经济有关的苏维埃机关的工作成绩，都应当以这方面所获的实际结果来衡量。

同时必须首先注意下列几点：

3．帝国主义经济的解体为苏维埃建设初期所留下的遗产是，生产组织和生产管理方面的某种混乱状态。这就更加迫切地提出一个根本的任务——按照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把全国所有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联合起来；使生产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即把一个部门或若干有关部门的生产联合起来，把它集中在一些最好的生产单位，并迅速地完成经济任务；使全部生产机构保持最大的协调一致，合理地和节省地使用国内一切物质资源。

这里必须注意扩大与其他各民族的经济合作和政治联系，同时力求同它们当中那些已经实行苏维埃制度的民族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

4．对于小工业和手工业，必须用国家向手工业者订货的方法广泛地加以利用；把手工业和小工业列入供应原料和燃料的总计划，同时在单个的手工业者、手工业劳动组合、生产合作社和小企业联合成较大的生产单位和工业单位的条件下，给他们以财政上的支持；用给予经济优惠的办法来鼓励这类联合，给予这种优惠的目的是，结合其他办法使手工业者不致向往变成小工业家，并促进这些落后的生产形式无痛苦地过渡到较高的、机械化的大工业。

5．社会化工业的组织机构应当首先依靠工会。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变成包括本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产业联合组织。

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工会在用这样的方法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应当广泛地吸引后者直接参加经济管理。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同时也就是防止苏维埃政权经济机关官僚化的主要方法，并且为对生产的结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提供了可能性。

6．为了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现有的全部劳动力，在各个不同的地区以及各个国民经济部门中对劳动力实行正确的分配和重新分配，这应当是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方面的最近时期的任务。苏维埃政权只有与工会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这个任务。苏维埃政权应当在工会的参加下，比以前更广泛更有步骤地动员所有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居民都来担任一定的社会工作。

7．在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解体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劳动者的同志纪律、他们最高限度的主动性、责任心和对劳动生产率的互相严格监督，全国的生产力才能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巩固。

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坚持不懈地有系统地重新教育群众，进行这项工作现在比较容易了，因为群众看到资本家、地主和商人确被消灭，并从切身的实际经验中确信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完全取决于他们本身劳动的纪律性。

在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纪律这项工作中，工会应当起最主要的作用。它在打破陈规旧套时，应当为实现这一目的采取并在实践中试验各种各样的办法，例如：建立报告工作的制度，规定生产定额，实行特设的工人同志审判会，等等。

8．发展生产力这一任务还要求立即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科学技术专家，尽管他们大多必然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党认为，由这一阶层有组织的怠工而引起的对他们进行尖锐斗争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因为这种怠工行为大体上已经被克服了。党应当与工会组织紧密结合，执行自己原有的路线：一方面，对这个资产阶级阶层不作丝毫政治让步，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各种反革命阴谋，另一方面，也要无情地反对那种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好象劳动者不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利用他们，不经过同他们共事的长期锻炼，也能战胜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

苏维埃政权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励制度。

同样，必须造成一种环境，使资产阶级专家同觉悟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普通工人群众手携手地同志般地共同劳动，从而促使被资本主义分开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互相了解和接近。

9．苏维埃政权已经采取一系列的发展科学和使科学接近生产的办法：建立一整套新的实用科学研究所、试验室、实验站，并进行试验性生产，以检验新的技术方法、新的改进和发明，计算和组织所有科学方面的人力和物力，等等。俄共支持这些办法，尽力使这些办法进一步向前发展，并为科学工作与提高全国生产力相联系创造最良好的条件。


农业方面

10．苏维埃政权在完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后，已着手实现一系列旨在组织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办法。其中最重要的办法是：（ 1）建立国营农场（即社会主义大农场）；（2）支持共耕社和协作社；（3）无论谁的土地，凡未播种的，一律由国家组织播种；（4）由国家动员一切农艺人才来大力提高农业经营水平；（5）支持农业公社——农民经营公共大经济的完全自愿的联合。

俄共认为，这些措施是使绝对必须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唯一方法，因此俄共力求尽可能完满地实现这些措施，把它们推广到国内较落后的地区，并在这方面采取进一步的办法。

俄共特别主张：

（1）由国家大力支持从事农产品加工的农业合作社，

（2）广泛实行土壤改良制；

（3）通过农具租赁站广泛地、有计划地供给贫苦农民和中农以农具。

俄共考虑到小农经济还将长时存在，因此力求实现旨在提高农民经济生产率的一系列办法。这些办法是：（1）调整农民使用的土地（消除土地零散插花、狭长等等现象）八2）供给农民改良种子和人造肥料；（3）改进农民的牲畜品种；（4）推广农艺知识；（5）给农民以农艺指导；（6）由国营修理厂给农民修理农具；（7）建立农具租赁站、实验站、示范田等等；（8）改良农民田地的土壤。

11．鉴于城乡对立是农村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而在目前危机如此深重的时代，这种对立已使城市和乡村面临衰退和灭亡的直接危险，俄共认为消灭这种对立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同时认为除一般措施以外，必须广泛地有计划地吸引产业工人参加农业方面的共产主义建设，扩大苏维埃政权为此而成立的全国性的“工人协助委员会”的活动等等。

12．俄共在全部农村工作中仍然是依靠农村无产者阶层和半无产者阶层，首先把他们组织成为独立的力量，建立农村党支部、贫苦农民组织、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特种工会等等，尽量使他们接近城市无产阶级，使他们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

俄共对富农即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坚决反对他们的剥削意图，镇压他们对苏维埃政策的反抗。

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关心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妥协，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


分配方面

13．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统一的消费公社网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

现存的一般市民和工人合作社，是最大规模的消费者的组织，也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所充分准备好了的群众性的分配机构，这种合作社应当作为消费公社及其联合组织的基础。

俄共认为，这样按共产主义原则进一步发展合作机构而不把它抛弃，在原则上是唯一正确的，因此应当有步骤地继续贯彻自己的政策：责成全体党员在合作社内工作，同时在工会的帮助下，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指导合作社，发挥参加合作社的劳动居民的主动性和纪律性，力争使全体居民都加入合作社，并使这些合作社合并为一个自上而下全国统一的合作社；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要始终保证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阶层的影响占有优势，并在各地试行种种办法，以促进和实现从旧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社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所领导的消费公社的过渡。


金融和银行方面

14．俄国苏维埃政权避免了巴黎公社所犯的错误，立即掌握了国家银行，然后把私营商业银行收归国有，并着手把收归国有的银行、储金局、国库同国家银行合并，从而建立起苏维埃共和国统一的人民银行的骨架，使银行由金融资本的经济统治中心和剥削者的政治统治工具变成工人政权的工具和经济变革的杠杆。俄国共产党的目的是把苏维埃政权所开始的工作继续贯彻到底，因此它把下列原则提到首位：

（1）整个银行业由苏维埃国家实行垄断；

（2）通过把银行机构变成苏维埃共和国的统一核算和公共簿记机关的办法，根本修改和简化银行业务手续。随着把有计划的公有经济组织起来，这将导致银行的消灭，使银行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会计中心。

15．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共产主义的产品生产和分配还未完全组织起来，因此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能够继续利用仍是私人财产的纸币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俄共将依靠银行国有化，竭力实行一系列扩大非现金结算范围、为消灭货币作准备的办法，如必须把货币存入人民银行，实行使用收支手册，以支票及短期领物证代替货币，等等。


财政方面

16．在已经开始的把资本家被剥夺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时期内，国家政权不再是凌驾于生产过程之上的寄生机关；它开始变为直接履行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组织，因而国家的预算便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预算。

在这些条件下，只有正确进行国家有计划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才能实现收支平衡。至于在过渡时期如何抵偿国家的直接开支，俄共将坚决主张把曾是历史上所必需的和在社会主义革命初期也是合法的向资本家派款的办法，改为征收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办法。由于对有产阶级广泛实行剥夺，这种税收将自行失去作用，所以，国家的开支应当依靠把各种国家垄断组织的一部分收入直接变为国家收入的办法来抵偿。


住宅问题方面

17．苏维埃政权力求解决战时特别尖锐的住宅问题，因此剥夺了资本主义房产主的所有房屋，把这些房屋交给了市苏维埃，让大批的工人由城郊搬到了资产阶级的房屋中居住；把其中最好的一部分交给了工人组织，这些房产的维修费用由国家担负；开始供给工人家庭以家具，等等。

俄共的任务是按照上述方针办事，绝不触犯非资本家房产的利益，并尽一切力量来改善劳动群众的居住条件；消灭旧街区的人口稠密和不卫生现象，拆除不适用的住宅，改建旧住宅，修建适合于工人群众新生活条件的新住宅，使劳动者合理地分散到各处居住。


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方面

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第一次有可能完全实现社会主义政党在劳动保护方面的最低纲领。

苏维埃政权经过立法手续实行了并在《劳动法典》中明文规定了：所有劳动者的工作日最长为8小时，对未满18岁者，对在特别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门工作的人，以及在地下工作的矿工，工作日不得超过6小时；所有劳动者每周都应有42小时的连续休息；作为通例，禁止加班加点；禁止使用童工及未满16岁的少年；禁止一切女工和未满18岁的男工做夜工、或在特别有害健康的部门中做工以及加班加点；妇女产前产后各给假8周，工资照付，医疗服药均予免费；并让哺乳的女工每隔三小时有一次至少半小时的喂奶时间，发给哺乳的母亲额外补助金；由工会委员会选出劳动检查和卫生检查组织。

苏维埃政权通过立法手续对于一切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劳动者实行了充分的社会保障，凡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世界上破天荒第一次——遭到失业的人，都由雇佣者和国家给予生活保障。同时这一工作完全由被保障者自行管理，并有工会的广泛参加。

此外，苏维埃政权在某些方面已超过了最低纲领，在同一《劳动法典》中规定工人组织得参与解决工人的雇用及解雇问题；凡连续工作不少于一年者给假一个月，生活费照付；由国家按照工会制定的各类工资等级表调整工资；一定的机关，即苏维埃和工会所属的劳动力的计算和分配部门，负责为失业者安排工作。

但由战争引起的极大破坏和世界帝国主义的进攻，迫使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下述通融办法：在非常情况下，容许加班加点，但一年仅限50天；允许14岁至16岁的少年参加劳动，限定工作日为4小时；暂时将为期一个月的休假改为两星期；夜间工作时间增加到7小时。

俄共应当广泛地进行宣传工作，使劳动者自己积极参加有效地实现劳动保护的一切措施，为此必须：

（1）加强组织和扩大劳动监察工作，其方法是在工人中挑选和培养积极分子；并把这一工作推广到小工业和家庭工业中去；

（2）把劳动保护推广于一切种类的劳动（建筑工人、水陆运输工人、仆人和农业工人）；

（3）彻底解除幼年人的工作，并进一步缩短少年工人的工作日。

此外，俄共应给自己提出以下任务：

（l）今后，在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时，要确立至多6小时的工作制，而不减少劳动报酬，劳动者应另抽出两小时用于学习工艺理论和生产理论以及实际学习管理国家的技术和军事技术，不再另付报酬；

（2）实行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奖励制度。

在社会保障方面，俄共不仅对战争及自然灾害的受害者，而且对那些因不正常的社会关系而遭受损害的人们，都要组织广泛的国家救济，坚决与各种寄生行为和懒汉思想进行斗争，并规定自己的任务就是要使每一个脱离劳动正轨的人回到劳动生活中去。


人民保健事业方面

俄共认为，首先采取以预防疾病蔓延为目的的广泛的保健和卫生措施是自己在人民保健事业方面工作的基础。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提供了条件，可以实行一系列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不能实现的保健和医疗措施，如：使制药业、大的私营医疗机构、疗养地国有化，实行医务人员的劳动义务制，等等。

根据这一点，俄共认为自己的最近任务是：

（1）坚决实行有利于劳动者的广泛的卫生措施，如：

　　（一）改善居住区的卫生状况（保护地面、空气和水）；

　　（二）根据科学的卫生原则建立公共食堂；

　　（三）采取预防传染病发展和蔓延的办法，

　　（四）制定卫生方面的法令；

（2）防治社会疾病（结核病、花柳病、酒精中毒等）；

（3）保证人人都享受免费的、合格的医疗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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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


3月12日


列宁抵达彼得格勒，同彼得格勒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谈话。根据他们的请求，在塔夫利达宫举行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作关于人民委员会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在报告和辩论以后，回答许多纸条提出的问题。


3月13日


参加在沃尔科沃墓地举行的老布尔什维克马·季·叶利扎罗夫葬礼。

参观彼得格勒省工会理事会所在地劳动宫；在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农业工会的问题发表讲话并回答代表们提出的问题，然后同工会工作人员谈话。

先后在彼得格勒民众文化馆的万人聚集的大厅和休息厅发表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对内对外政策的讲话。


3月14日


从彼得格勒回到莫斯科。

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就同美国政府代表威·布利特谈判的问题发言。会议批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和程序，委托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作政治和组织报告以及关于党纲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军事形势、加强肃反委员会的地方机关、查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提高莫斯科工人的口粮标准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派购亚麻的法令草案、财政人民委员部没有执行人民委员会关于亚麻和兽毛采购贷款决定和关于拨给木材采伐经费决定的问题、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省市县执行委员会相互关系的提纲以及其他问题。


3月15日


签署给各省、县苏维埃的电报，指示它们协助铁路管理机关修复铁路和桥梁。

签署给沙里亚站取缔投机倒把非常委员会的电报，询问为什么没收工人伊·库利科夫和叶·格里戈里耶娃的粮食。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印刷局的报告时，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加速出版《工农读本》的措施的决定草案、关于建立最高大地测量局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3月16日


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阿拉洛夫谈话，建议他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各战线局势的报告，并为作好这个报告出主意。

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问题时，提议任命斯大林为监察人民委员；在讨论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成员问题时发言；建议让各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各派两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对顿河和奥伦堡的哥萨克人的态度、彼得格勒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革命行动、党和苏维埃的报刊、同巴什基尔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协定以及其他问题。

得知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病情严重恶化，前去看望。一小时后，斯维尔德洛夫逝世。

参加为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逝世一事举行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领导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时发言，对法令草案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与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就草案的实质问题交换便条。


不晚于3月17日


写便条给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建议当着证人的面解剖保存在丘多夫寺院的圣徒阿列克谢的干尸。


3月17日


从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获悉西伯利亚省农民因地方政权违法乱纪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挑拨煽动而闹事，写便条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请求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前去调查。

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委员会委托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安葬仪式上致悼词、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俄共（布）外国人团体中央联合会问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土耳其斯坦特别（临时）委员会的工作、亚·德·瞿鲁巴关于粮食状况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谢·德·马尔柯夫关于组织直达货运列车运行的报告、军事当局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企业和组织的工作的干预、把某些工厂工人口粮标准改为红军战士口粮标准、从乌克兰给莫斯科近郊煤矿区的矿工运送粮食以及其他问题。


3月18日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的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追悼会上致悼词，会后同中央执行委员们一起前往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守灵，然后跟随出殡行列去红场，在红场斯维尔德洛夫墓前发表简短讲话。

同《贫苦农民报》主编列·谢·索斯诺夫斯基和中央其他各报编辑谈报刊的任务和党对待中农的态度。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列宁致开幕词；被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总结报告。


3月19日


主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关于党纲的报告。

参加第三次会议；作关于党纲报告的总结发言；被选入代表大会的党纲委员会。


3月20日


主持党代表大会的党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提交代表大会的各种党纲草案。列宁起草的党纲草案被采纳。在讨论对草案的补充和修改意见时，列宁就确定无产阶级专政基本任务的一些条文问题和其他问题发言。委员会委托列宁起草纲领中一般政治部分的补充条文。

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新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列宁在候选人名单上签名。在讨论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成员问题时发言。

主持党纲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纲领中一般政治部分的补充条文草案即第三条的草案；在讨论教育人民委员部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党纲中国民教育方面条文草案时，对这一条提出补充草案。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批准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成员的决定草案、关于动员农业专家的法令草案、关于授权各前线地区委员会禁止食品外运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成立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等问题。

签署俄罗斯联邦工农政府同巴什基尔政府关于成立巴什基尔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协定。


3月21日以前


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中的“军事反对派”参加者和其他军事工作者谈红军状况。


3月21日


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农村工作小组组长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小组工作和制定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一事。在谈话过程中，修改卢那察尔斯基起草的关于农村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的决议。

主持党纲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列宁起草的纲领中一般政治部分的第三条。根据列宁的建议，纲领草案中加进尼·彼·哥尔布诺夫对党在组织科学技术工作方面的任务的补充意见。

参加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就军事问题发言。


不晚于3月22日


从沃洛格达省卡德尼科夫县科尔班格乡农民来信中得知该乡执行委员会以不正确的态度对待农民，致函内务人民委员格·伊·彼得罗夫斯基，指示必须检查和改选这个乡的苏维埃。


3月22日


收到匈牙利发生革命的电讯，转交给党代表大会主席团。代表大会在第七次会议上宣读这个电讯，委托列宁向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发贺电。列宁把自己的贺电用电话告诉莫斯科无线电报局发出，然后起草并发出代表大会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贺电。


3月23日


用德文起草给库恩·贝拉的电报，询问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的组成情况和匈牙利共产党人的策略。

出席农村工作小组的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起草委员会会议，建议委托他和卢那察尔斯基拟定最后草案，然后亲自起草决议。

参加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作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并在讨论报告过程中发言。代表大会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列宁被选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宣布中央委员会和检查委员会选举结果，并致闭幕词。


3月24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免征某些兽医入伍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付清铁路员工工资的款项、关于利用暂停客运的时间加紧货运的计划、关于动员演员为红军演出、关于派负责工作人员到各地加强粮食和运输工作以及其他问题。


3月24或25日


接见前来参加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迟到的土耳其斯坦共产党的代表们，同他们交谈代表大会的决议、国际形势和土耳其斯坦的局势，向他们介绍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3月25日


主持新选出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通报上届中央委员会最后几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同美国政府代表威·布利特谈判的决议、关于共产国际的决议、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的决议；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在讨论第八次代表大会军事小组工作总结和陆军人民委员部的改组问题时发言。会议讨论党中央领导机关——政治局、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的组成，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乌克兰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乌共（布）中央有关粮食问题的指示，对中农和军人的告示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对拨款实行事前财政监督的问题时，起草有关这种监督的实施规则。会议讨论关于登记和动员统计工作人员的法令草案、缩减各人民委员部的编制、给乌克兰制糖工业拨款以及其他问题。


3月26日


签署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军事小组的工作总结和贯彻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军事问题决议的决定草案。


3月27日


收到M．杜克尔斯基教授关于对待资产阶级专家的态度问题的公开信以后，给《真理报》撰写《对一位专家的公开信的答复》一文，解释党和政府关于这一问题的政策。

阅过第5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瓦·尼·卡尤罗夫关于放弃乌法原因的电报，回电询问为改善部队的政治工作所采取的措施。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取消华沙—维也纳和维斯瓦河沿岸铁路管理局以及交通人民委员部综合管理局问题时，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劳动人民委员部和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的职权划分的决定草案、关于登记和动员俄罗斯联邦的技术力量的决定草案、派遣俄罗斯联邦代表前往拉脱维亚调整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其他问题。


3月28日


阅改《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小册子的第二校校样。

接见全俄工人合作社理事会代表，同他们交谈与贯彻人民委员会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有关的问题。


不晚于3月28日


起草俄共（布）中央关于派遣一批工人小组参加粮食和运输工作的决定。


3月29日


致电切列波韦茨省执行委员会，指示查清农妇叶·安·叶菲莫娃控告关于她家的粮食被收入公仓的事实，并报告处理结果。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征召医师和医师助手服兵役的法令草案。会议讨论关于国家监督的法令草案、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职员工资的临时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3月30日


收到萨拉托夫“保卫红都饥饿儿童委员会”征集食品的通告，分别致电该委员会主席C．科罗廖夫和萨拉托夫省执行委员会，指示把这些食物送往莫斯科。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表推荐米·伊·加里宁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讲话。


3月31日


致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谈成立各级援助饥饿俄国委员会以及这些委员会必须由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部领导的问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铁路员工粮食供应问题时，起草国防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会议讨论改行红军战士口粮标准的工厂名单、委托全俄肃反委员会采取消灭反苏维埃阴谋的措施、乌克兰局势的通报以及其他问题。


3月底


发表八篇留声机片录音讲话：《悼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关于用无线电同库恩·贝拉通话的通报》、《告红军书》、《论中农》、《什么是苏维埃政权》、《怎样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和《论残害犹太人的大暴行》。


3月底—4月初


撰写争取中农的紧急措施纲要《关于同中农的关系问题》。


4月1日


得到反革命分子企图炸毁彼得格勒自来水厂和铁路桥梁的消息后，通过电话指示全俄肃反委员会采取防止破坏活动的紧急措施。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拨款1500万卢布用于在科斯特罗马、弗拉基米尔、彼得格勒等省组建工业企业的决定草案时，对决定草案提出补充意见。会议讨论关于领取劳动者社会保障金的手续、关于任命尤·弗·罗蒙诺索夫教授为驻美国的交通使团的主要代表、关于民警等问题。


4月2日


同全俄制糖工业农业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A．T．谢瓦斯季亚尼欣交谈代表大会的工作，记下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要求，然后写便条给交通人民委员部，指示必须保证代表们返回去的交通工具。

得知库尔斯克省普季夫利县的代表们对该县苏维埃选举提出控告，写便条给内务人民委员，指示必须检查和改选该县苏维埃。


4月3日


在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上作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中间签署关于苏维埃民警的法令草案和关于改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管理委员会的决定草案；修改关于改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法令草案。会议讨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人员的任命以及其他问题。


4月3日或4日


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谈苏维埃民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任务、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对中农的态度问题的决议以及贯彻这个决议的实际措施。


4月4日


图拉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格·瑞·卡敏斯基电告孟什维克利用粮食困难在图拉各兵工厂煽动罢工，列宁命令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埃·捷尔任斯基前往图拉处理。


4月5日


在给库恩·贝拉的电报中告知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4月4日给法国外交部长关于交换俄国和法国的战俘的照会内容，并请他将照会副本交给美国驻布达佩斯的代表以便转给美国政府。

批阅梁赞省斯科平县农民的请求书，给农民回信指出向中农征收特别税是违法的，然后同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通电话，并写便条给他，请他接见斯科平县农民代表并满足他们的请求。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人民委员会会议规则和关于严格执行财务统一的措施的法令。会议讨论关于保护养蜂业的决定草案、关于童工劳动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4月7日


致电库恩·贝拉，请他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转致贺意，并请提供巴伐利亚的详细情况，特别是关于土地社会化的情况。

得知坦波夫省铁路运输紧张，粮食运不出去；指示把这一问题提交国防委员会讨论。

同索科利尼基区林业学校总务主任、原彼得堡工人菲·伊·博德罗夫交谈粮食状况和农村生活情况；然后致函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要他们仔细研究傅德罗夫提出的可以用兽力车从图拉省向莫斯科运送粮食的建议。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保护铁路不遭破坏的决定草案，关于禁止收归国有的煤矿企业的工人和职员擅离职守的决定草案、关于征召旧军官参加红军的决定草案。会议批准改行红军战士口粮标准的部队和工厂的名单。会议还讨论了南方战线的防疫工作的安排、从乌法撤退的人员的状况以及其他问题。


4月8日


致电库恩·贝拉，请他介绍巴伐利亚革命的情况以及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民族纲领和土地纲领的内容。

签署给下诺夫哥罗德省克尼亚吉宁县土地局的电报，不准他们强迫农民实行共耕制。

复电第6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尼·尼·库兹明，指示在同英军谈判交换俘虏时必须继续展开攻势和提高警惕。

修改并签署俄共（布）中央关于必须对红军实行统一指挥和统一供应以及对铁路实行统一管理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给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居民和半无产阶级居民参加合作社事业的程度的调查大纲、关于缩减非急需军用物资运输的措施的报告、关于在征收一次性特别革命税方面优待中农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4月9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给各省土地局和执行委员会的通令。通令规定不准用强制手段把农民的土地划归公有，不准强迫农民共耕土地、参加公社或其他集体经济单位。

致电喀山省执行委员会，指示立即调查四个公民来信控告被关押五个月而没有受到审讯一事。

接见奥洛涅茨省和特维尔省的代表。


4月10日


写《为支援东线告彼得格勒工人书》，号召他们动员一切力量支援东线。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征召1886—1890年出生的工人和农民入伍、关于防治流行病措施、关于储蓄银行同人民银行合并等法令。会议讨论粮食运输等问题。


4月11日


起草《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上作关于工会在支援东线的动员工作中的任务的报告；在讨论中回答关于图拉罢工的问题；作总结发言。全会接受列宁提出的《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


4月12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修改并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加紧运送粮食的紧急措施和完成粮食计划的前景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用布匹给纺织企业工人发工资、关于在共和国内进行工业统计调查以及其他问题。


4月13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介绍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关于实行动员的提纲并作关于党在动员工作中的任务的报告；在讨论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关于国内粮食状况的报告和其他问题时发言。会议讨论关于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的粮食状况、在北线同英军交换战俘问题、纸张紧张和报纸出版问题等。

撰写昂利·吉尔波《战时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小册子序言。


4月14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把边防军的军用材料拨给土耳其斯坦苏维埃组织的问题、关于征召女医生服兵役的法令草案、南方战线防疫工作的改进措施、关于指示伏尔加和乌拉尔军事采购机关及时满足东线的需要和派部队装运木柴的问题等。


4月15日


在俄共（布）罗戈日区委员会授旗给莫斯科苏维埃重炮指挥员第一期训练班的会上讲话，然后同学员们交谈并合影。

得知下诺夫哥罗德省克尼亚吉宁县卡尔塔希哈村农民粮食困难和征粮队在他们那里违法乱纪，委托米·伊·加里宁帮助解决。

同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出席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谈土耳其斯坦的工作任务并建议他们尽快回去。

为《共产国际》杂志创刊号撰写《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


4月16日


致函图拉县执行委员会，询问该县为组织播种召开的农民代表大会的详细情况和被解散的原因。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4月12日关于改善工人经济状况的决议、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在学校利用课外时间讲授宗教课程问题上的分歧、同乌克兰左派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谈判问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乌克兰经济状况的指示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在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召开的莫斯科枢纽站铁路员工代表会议上讲话，阐明国内外形势，号召动员一切力量同高尔察克作斗争。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列·波·加米涅夫关于粮食运输问题的报告时，写关于该问题的建议的草稿。会议讨论军队供应和车轮生产的改进措施、从古里耶夫夺取石油的军事行动以及其他问题。

在全俄共产主义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贺词，祝青年们在建设未来社会的事业中取得成就。

在莫斯科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代表会议上发表关于同高尔察克作斗争的讲话。

撰写《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小册子的跋。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作关于扶持手工业者的报告。会议讨论关于给予劳动居民出售木材权利的法令草案、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的职权、图书馆事业、苏维埃机关和工人家属撤离东线等问题。


4月18日


阅约·约·瓦采季斯总司令关于各个战线局势的报告。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加强第3步兵师和第2骑兵师的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关于东方面军第2集团军司令员瓦·伊·绍林的问题、关于东方面军南方军队集群的指挥的问题等。

复电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指示利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到彼得格勒的机会加速往前线派人。

致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指示必须攻占罗斯托夫和突破布科维纳，并对吸收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的谈判提出建议。

责成费·埃·捷尔任斯基调查自己接见过的切尔尼戈夫省两位农民被捕的原因。


4月19日


签署给卡卢加省执行委员会的电报，指示查明人民教师布雷金的双亲的财产被剥夺的原因。

在红军总参谋部学院同指挥人员和学员谈话，然后在提前毕业的红军指挥员会议上讲话，论述全国的军事形势、加强红军的必要性、培养红军指挥员的重大意义和红军指挥员在保卫十月革命成果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4月20日


致电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建议尽快开始进攻顿巴斯和罗斯托夫的战役，并镇压南线后方的哥萨克叛乱。

致函坦波夫省执行委员会，请他们安排该省消费者协会会员再举行一次会议并向会议宣读列宁专为他们写的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的解释。


4月21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作关于加强军事防御工作的报告并草拟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的结尾部分。会议讨论从萨拉托夫往前线派遣医生、为泥炭工人运输粮食、在彼得格勒的一些工事埋设地雷以及其他问题。


4月21日或22日


在给约·约·瓦采季斯总司令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阿拉洛夫的复电中指出，乌克兰军队的主要作战任务是尽快解放顿巴斯和建立同苏维埃匈牙利的铁路联系。


4月22日


主持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所属仓库军用物资清查委员会会议。

致电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指示必须解放顿巴斯和建立新部队来收复罗斯托夫和塔甘罗格。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释放由于觉悟低而参加反苏维埃活动的工人和农民的决定草案时，人民委员会委托列宁和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修订这个草案，然后交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会议还讨论了工资问题、关于扶持手工业者的决定草案、关于档案工作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4月23日


草拟请库恩·贝拉转交给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共产党的有关他们的策略的无线电报稿。

在库恩·贝拉以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的告红军中的匈牙利战士书上加附言，表示完全赞同号召书，相信很快就能战胜敌人。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动员的进展情况、政治鼓动工作的任务、给军事指挥部和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关于收复顿涅茨煤田的指示、建立克里木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问题等。


4月24日


指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立即起草中央关于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统一的指示和关于动员普遍军训部的指挥人员的法令。

致电总司令和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以最快的速度收复维尔诺。

分别致电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等领导人，指示务必尽快镇压南线后方的哥萨克叛乱。

致电阿斯特拉罕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康·亚·梅霍诺申，指示迅速占领彼得罗夫斯克、乌拉尔河口和古里耶夫，以便把石油运往中部地区。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安排向产粮省和顿河州移民的法令草案、关于扶持手工业的措施的法令草案、关于征收实物税方面的优待办法的法令草案。会议讨论关于禁止地方苏维埃发出国护照的法令草案、图书馆事业以及其他问题。


4月25日


致电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表示不能接受他提出的划分南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界线的方案，指示必须立即调乌克兰军队去攻占塔甘罗格。

阅过社会革命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组织的决议以后，写便条给《真理报》编辑尼·伊·布哈林并致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建议在报刊上揭露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反对乌克兰同苏维埃俄国结盟和维护富农利益的行径。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号召贫苦农民和中农与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决定草案、关于由各省军事委员会没收俄罗斯联邦所有仓库的军需品的决定草案、关于各地政权和个人不得干预铁路工作的问题等。


4月26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介绍彼得格勒战线的形势。会议讨论白卫分子炸毁明斯克以东的桥梁一事、对待国际主义者小组的态度以及其他事项。

指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在无政府主义著名活动家和理论家彼·阿·克鲁泡特金及其随行人员由德米特罗夫来莫斯科时，保证为其提供火车头等包厢。

写便条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并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古谢夫，指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防止高尔察克占领奇斯托波尔。

签署发给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弗·伊·塔涅耶夫的优待证书。

指示司法人民委员部认真查清卡卢加省法院院长受贿案件。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减少《消息报》和《真理报》的版面以及暂停出版《莫斯科苏维埃消息报》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1919年1月至6月的预算的法令草案、关于农业统计调查和工业统计调查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4月下旬，不晚于27日


同慕尼黑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领导人、德国共产党人阿·库列拉谈巴伐利亚形势。


4月27日


撰写《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致敬》一文。


4月28日


接见弗拉基米尔省戈罗霍韦茨县弗明基村农民伊·阿·切库诺夫并与他交谈农村情况。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全俄总参谋部和陆军人民委员部的其他机关的改组、关于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克里木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和国革命法庭庭长候选人等问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莫斯科—喀山铁路某些地段和塞兹兰—维亚济马铁路某些地段实行戒严问题、在支援东线的紧急动员中组编红军部队和后备营问题、节约燃料的紧急措施以及其他问题。


4月29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印刷工大代表大会问题、进行普遍动员和志愿兵动员的方式、中央给各级党组织通告信草稿、对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军队严格实行统一军事指挥的必要性、改善工人居住条件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莫斯科及其郊区仓库的清查办法、关于莫斯科铁路工厂和波多利斯克机车修理厂实行军事化、关于征召被俘回来的旧军官和被释放的原军事技术专家服兵役等一批决定草案。会议讨论派往前线的医生数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各机关和各部门按照军事需要安排工作问题、往乌克兰运送布匹问题等。


4月30日


致电梁赞省粮食委员会，询问拒绝62岁的布尔戈娃提出的把她的口粮标准改为一类标准的请求的原因。

同原彼得格勒工人、谢斯特罗列茨克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尼·亚·叶梅利亚诺夫谈彼得格勒局势和派优秀的彼得格勒工人去农村作苏维埃工作的必要性。

致函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建议选派优秀的、忠诚的彼得格勒工人到全国各县执行委员会去工作。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1919年1月至6月的预算的法令草案、关于同外国签订商品进出口合同的手续的法令草案。会议讨论经费分配、国库管理司和人民银行合并等问题。


4月底和5月15日之间


起草中央关于军事统一的指示。


4月下半月


在致彼得格勒各级组织的信中指令他们继续动员工人和党的工作人员到乌克兰、顿河和前线附近地区去。


5月1日


出席在红场举行的五一阅兵式和庆祝游行；四次发表讲话，介绍敌人遭到失败、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的大好形势，展望美好的共产主义未来。


5月2日


同罗斯塔社主要领导人普·米·克尔任采夫谈广泛组织写作力量和加强俄共（布）中央对罗斯塔社工作的领导的必要性。

写便条给埃·马·斯克良斯基，指示必须把原计划调往东线的第33师的一部分留在阿斯特拉罕。

主持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会议；在讨论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措施时，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会议讨论调整自由贸易问题、货币紧缺问题和纸币发行行计划。


5月3日


向中央苏维埃工作和党务工作学校学员作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和党对待农民的政策的报告，解释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指出不要把中农同富农混同起来。报告以后，回答学员提出的许多问题。

收到莫斯科—喀山铁路基尔斯木材加工厂的一些职工发来的五一节贺电。在电报上批示邮电人民委员瓦·尼·波德别尔斯基，禁止拍发致敬电。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给铁路社会教育拨款的问题、向居民分配戏票的办法、劳动力的统计和分配、公共伙食委员会和城市居民伙食的问题等。


5月3日和6日之间


同无政府主义著名活动家和理论家彼·阿·克鲁泡特金交谈合作社在苏维埃俄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克服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重印克鲁泡特金有关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著作等问题。


5月4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在讨论芬兰政府的最后通牒时，修改苏维埃政府的复电草稿；在讨论答复挪威学者、著名社会活动家弗·南森关于向俄国提供粮食援助的可能性的信件一事以后，写便条告诉格·瓦·契切林：全会决定把这个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决定，请准备给南森的复信稿。会议讨论儿童的口粮问题、加强彼得格勒防卫的措施、中央组织局关于执行中央关于动员的决定的措施的报告、中央关于加强军队的统一指挥的指示、立陶宛的局势、莫斯科的住宅问题、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地方组织的相互关系、惩处渎职罪的法令的制定工作以及其他问题。


5月5日


代表党中央致电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乌克兰陆海军人民委员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宣布给他们警告处分，因为他们没有执行中央关于收复顿巴斯的措施的指示。

致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以及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尼·伊·波德沃伊斯基，指示他们速派军队去支援顿巴斯。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停止征用燃料的决定草案、关于保证机器制造工厂的劳动力的决定草案、关于动员邮电部门全体职员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向前线派遣医生问题、对苏维埃机关的检查总结和缩减编制的措施、减少客运问题、整顿军用物资的运输问题等。


5月6日


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贺词。

致函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和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马·马·李维诺夫，对答复弗·南森提出的向俄国提供粮食援助和签订停战协定的建议的复信稿提出意见，建议利用复信来揭露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的政策。

分别致电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和安·卢·柯列加耶夫以及国防委员会驻南方面军特派员亚·格·别洛博罗多夫，指令迅速镇压南线后方的反革命叛乱。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拆除某些铁路的铁轨的决定草案、关于莫斯科和近郊的中央和地方机关团体职工一次性登记办法的法令草案、农村和前线的报纸的分发、食品科学研究所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5月7日


接见受阿富汗艾米尔委托来俄国进行非正式访问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巴拉卡图拉教授，同他交谈东方局势和苏维埃俄国与阿富汗建立友好关系的可能性。

同芬兰女共产党员莉·帕尔维艾宁谈话。

致电乌克兰副陆海军人民委员瓦·伊·梅日劳克，指示他立即把哈尔科夫的全部兵力和所有应征入伍的工人派往顿巴斯。

致电国防委员会驻南方面军特派员列·波·加米涅夫，命令他往卢甘斯克调派增援部队，尽快收复顿巴斯。

主持讨论财政措施问题的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会议。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军事采购工作安排的决定草案、关于征召1886—1891年出生的顿巴斯工人入伍的决定草案、关于审讯拒绝上前线的医务人员的决定草案、顿河舰队的组建、把肥料作为一类货物运输以及其他问题。


5月8日


代表党中央致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建议立即动员敖德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哈尔科夫、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人，加强对南方面军的军事援助并攻占罗斯托夫。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承认按照党、工会和苏维埃组织的决定被征入红军的工人、农民和职员为志愿兵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儿童的口粮问题、向顿河州移民工作的进展情况、期刊问题和保障红军战士家属的生活问题等。


5月9日


致电国防委员会驻南方面军特派员列·波·加米涅夫，指示火速往顿涅茨煤田派遣军队并为此动员所有大城市的工人。

签署给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和乌克兰国防委员会的电报，传达俄共（布）中央关于党的工作的任务和两周内动员两万名乌克兰工业中心的工人去增援南方面军的方法的指示。


5月10日


致函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请他们协助三位芬兰革命运动活动家安置500名同白卫分子作战致残的军人。

接见北方区域合作社代表大会代表团并同他们交谈合作社的活动。


5月11日


阅改外交人民委员部针对凡尔赛和约草拟的《告德国人书》，把标题改为《告德国工人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书》，补写了最后部分。


5月12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列宁关于所有派往各地做动员工作的特派员没有中央组织局的准许不得返回的建议、同各友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协定草案、俄共（布）中央工作报告草稿、关于新纸币的流通问题等。

给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尼·斯米尔诺夫去电询问高尔察克军队瓦解的消息是否可靠，为加速进攻和巩固胜利采取了哪些措施。

致电东方面军南方军队集群司令员米·瓦·伏龙芝，要求支援奥伦堡粉碎白卫哥萨克的包围。

致电中央军事交通部、疏散总局和交通人民委员部，指示把儿童送往南方夏令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征召被俘归来的旧军队士兵服兵役的决定草案、应征上前线医生的数量、整顿军事物资的运输、解除彼得格勒的戒严以及其他问题。


5月13日


致电库恩·贝拉，向匈牙利红军表示祝贺，并告知乌克兰部队已渡过德涅斯特河。

代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致电在辛比尔斯克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提醒他不要发出违反粮食政策的指示和命令，建议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农民的宣传鼓动上。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作关于弹药生产和关于对共和国的军事机关和武装力量进行特别检查的任务的报告；制订提高弹药工厂产量的实际措施；签署关于在枢纽站和军队驻地组织鼓动教育站的决定草案。会议通过国防委员会关于彼得格勒、加契纳、儿童村和喀山停止疏散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机车修复数量的报表、图拉弹药制造厂的保卫工作、芬兰和摩尔曼斯克边疆区的难民进入俄罗斯时的检查措施以及其他问题。

签署给彼得格勒防卫委员会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电报，询问某些工厂从市区疏散的原因，指出彼得格勒防卫委员会的措施必须得到国防委员会批准。


5月14日


致电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询问镇压哥萨克首领尼·亚·格里戈里耶夫反革命叛乱的情况，并通知已把应征入伍的共产党员派往南方面军和东方面军。

致电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指示必须尽快平息哥萨克反革命叛乱，并依靠应征入伍的共产党员来加强红军。


5月15日


致电彼得格勒防卫委员会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批评他没有坚决执行国防委员会5月13日关于彼得格勒停止疏散的决定。

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去直达电报，对第33师增兵镇压白卫哥萨克叛乱表示满意，指示必须对顿巴斯展开攻势并拿下罗斯托夫。

主待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区粮食机关的法令草案和关于1918年新纸币的流通的法令草案。会议讨论关于俄罗斯联邦的电话通信国有化的法令草案、关于红军军需供应总委员会的法令草案、关于工厂停止使用童工的法令草案、关于组织土耳其斯坦的灌溉工作的法令草案、关于水运总管理局的问题、沙图拉电站和卡希拉电站的建设拨款以及其他问题。


5月17日


在莫斯科县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五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党对中农的政策的讲话。

致电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安·卢·柯列加耶夫，指示招募更多的工人和移民到顿河州去。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因罗将柯反动军队的进攻而引起的彼得格勒和彼得格勒区的疏散问题，通过关于彼得格勒停止全面疏散的决定。列宁签署向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通知这个决定的电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国家出版社条例；修改关于免费供应儿童伙食和关于取消各省市信贷组织的法令草案。会议讨论在工人中间分配资产阶级遗弃的私人财产等问题。


5月18日


分别致电东方面军第10集团军司令员和阿斯特拉罕第11独立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询问阻止敌人进攻的措施。


5月19日


电告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敌人进攻彼得格勒，形势危急，必须立即把顿河的叛乱镇压下去。

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揭露机会主义者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的讲话。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彼得格勒的财产疏散办法、图拉弹药制造厂情况的报告、收集弹壳的紧急措施和手工生产弹药的可能性、从伏尔加河下游运出食盐和让难民通过西线等问题。


5月20日


复电在彼得格勒的党中央和国防委员会特派员斯大林，谈增援彼得格勒的措施。

致函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指示必须采取坚决措施镇压顿河的叛乱，并通知已把军校学员、沃罗涅日省和坦波夫省应征入伍的共产党员派往南线。

致电乌克兰副陆海军人民委员瓦·伊·梅日劳克，询问收复顿巴斯的措施。

致电诺夫哥罗德省执行委员会，警告要严厉惩处那些因布拉托夫向列宁控诉而逮捕他的领导干部。

写便条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瓦·亚·阿瓦涅索夫，建议逮捕把农民对地方机关的控告当作不屑一顾的小事的首都事务特别委员会工作人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实行动员的紧急措施、延搁粮食运至火车站的原因、向顿河州移民的工作、向海军人民委员部调拨煤炭事宜、关于破坏撤退时放弃给敌军的铁路线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5月21日


补充和修改俄共（布）中央关于动员西北各省共产党员和工人支援彼得格勒的决定草案。

致电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安·卢·柯列加耶夫，批评他们行动缓慢，要求采取坚决措施立即平定哥萨克叛乱。


5月21日和25日之间


听取越过前线来到莫斯科的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Ｂ．Д．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汇报高尔察克军队后方即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情况，询问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尼·尼·雅柯夫列夫牺牲的情况、西伯利亚游击队的活动、高尔察克军队瓦解的事实、高尔察克和协约国的相互关系等。


5月22日


两次致电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告知里加已失守，阿斯特拉罕面临失守的危险，指示无论如何要立即平定顿河的叛乱。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里加失守后加强西线的措施和恢复谢·谢·加米涅夫的东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问题。

补充和签署给克·格·拉柯夫斯基的电报，建议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在作出重大财政决定之前要预先同俄共（布）中央协商。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编制委员会的报告时，会议决定成立以列宁为首的确定工资政策原则和专家劳动报酬特别委员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组织土耳其斯坦灌溉工作的法令草案、为节约电能关闭印刷厂问题等。


5月23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的确定工资政策原则和专家劳动报酬特别委员会会议，起草关于专家的工资的决定。


5月24日


电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平定反革命叛乱，并指示把腾出来的部队调往顿巴斯。

分别急电沃罗涅日省和坦波夫省军事委员会，指示尽快把应征入伍的共产党员派往南线。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说明关于专家工资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哥萨克居民同俄罗斯联邦所有劳动居民享受平等权利的决定草案；签署关于预算规则的法令和关于中央战俘和难民事务委员会转归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的法令。会议讨论关于给劳动居民调拨木柴的法令草案、关于红军军需总委员会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5月25日


参加在红场举行的庆祝普遍军训一周年的群众大会，检阅工人营、各区共产主义分队和莫斯科军事学校学员，然后发表关于工人阶级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斗争中的作用和关于苏维埃国家的国际意义的讲话。

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位领导人蒂博尔·萨穆利交谈匈牙利的政治和军事形势。


5月26日


致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指示收集居民的一切武器，建立坚强的军队，把平定叛乱腾出来的部队调往顿巴斯。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给彼得格勒防卫委员会的关于国家有价证券印刷厂疏散的电报和关于征召交通人民委员部各级机关职员参加红军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图拉弹药制造厂的钢材供应、卡希拉电站的需求、在顿河区和奥伦堡的哥萨克中征兵的计划、允许难民通过西线、缩减客运等问题。


5月27日


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共同签署给阿富汗艾米尔阿曼努拉汗的信函，向阿富汗人民致敬，祝贺国王登基，同意与阿富汗建立外交关系。

补充并签署给在彼得格勒的斯大林的电报，指示采取坚决措施来揭露敌人在后方和前线策划的反革命阴谋。

撰写《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粮食收购状况和新收获之前的粮食工作计划的报告、关于苏维埃机关编外人员的工作安排的报告、关于分发资产阶级遗弃的私人财产的决定草案、关于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施行劳动手册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5月28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有关南线局势的一些问题、往德国派商务代表问题、俄共（布）中央委员费·埃·捷尔任斯基关于波兰政府照会的声明、同乌克兰的军事经济联盟以及其他问题。

致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传达俄共（布）中央关于要求乌克兰紧急增援南线和集中全部兵力收复顿巴斯的决定。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客车使用手续的决定草案、关于破坏撤退时放弃给敌军的铁路线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不准征用救护列车的器材和食品问题、关于征召高等学校学生入伍问题、军用列车的护送、图拉弹药制造厂的保卫以及其他问题。

为《共产国际》杂志第2期撰写《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一文。


5月29日


致电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乌克兰陆海军人民委员尼·伊·波德沃伊斯基，指示立即往顿巴斯派增援部队。

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古谢夫、米·米·拉舍维奇和康·康·尤列涅夫，通知他们谢·谢·加米涅夫复任东方面军司令员，指示必须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动员奥伦堡哥萨克和前线地区居民参加收复乌拉尔的战斗。


5月30日


致电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询问为阻止邓尼金军队同顿河上游哥萨克叛乱分子会合采取了哪些措施。

叶·米·雅罗斯党员可否留在党内一事征求意见。列宁在文稿最后一页的背面写道：“我主张把参加宗教仪式的人开除出党。”


不晚于5月31日


起草国防委员会关于动员苏维埃职员的决定。


5月31日


以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同内务人民委员费·埃·捷尔任斯基共同签署发表告居民书《谨防间谍！》。

同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叶·波·博什交谈西线的局势和明斯克的防卫问题，然后写便条给全俄总参谋部，请求给明斯克工人营发放武器并派去教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动员问题时，起草并签署关于征召商业、工业、运输业工人和职员服兵役的法令。会议讨论军队的武器供应、按工业部门征召工人入伍、征召19岁青年入伍、调查彼得格勒附近桥梁被炸原因等问题。


6月1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事经济联盟问题。列宁受中央政治局委托，起草给瓦·伊·梅日劳克、克·叶·伏罗希洛夫·费·安·阿尔乔姆和乌克兰其他领导人的电报，表示不同意他们恢复乌克兰方面军的空洞计划，要求采取加强乌克兰军队的切实措施。

致电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指出他没有执行俄共（布）中央关于撤消乌克兰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指示，要他采取坚决措施支援顿巴斯。


6月2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乌克兰的军事管理机关和军事指挥部的改组、零售商业的调整、西线局势、反对敌视犹太人、财政和粮食等问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修理和更换步枪的决定草案、关于成立中央商业工业运输业职工动员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关于减轻彼得格勒负担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木柴的采伐数量、卡希拉电站的物资供应、动员19岁青年入伍的措施、桥梁保卫、改进索尔莫沃市工厂的工作、往辛比尔斯克和波多利斯克的工厂调派工人等事项。

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古谢夫、米·米·拉舍维奇和康·康·尤列涅夫，指示不要放松巴什基尔人、奥伦堡哥萨克和前线地区居民的动员工作和收集枪支问题。

同顿河州科捷利尼科沃区革命委员会委员B．T．科列斯尼科夫和Г．И．涅克柳多夫交谈顿河地区局势和对哥萨克人的态度，然后致电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不可强迫哥萨克人改变生活习惯。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办理出国护照的手续的决定草案、关于莫斯科的建筑修缮业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禁止自由收购马铃薯的法令执行结果的报告、关于1918年下半年紧缩开支的情况的报告、向顿河州移民情况、缩减编制问题等。


6月4日


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古谢夫和米·米·拉舍维奇，询问第3集团军的情况和阿格累兹特别是格拉佐夫失守的原因。

两次致电在彼得格勒的党中央和国防委员会特派员斯大林。第一封电报指出在彼得格勒军事工作中必须保持最大限度的团结，尽快争取胜利；第二封电报指示派干部去全面支援西方面军。

给乌克兰肃反委员会主席马·伊·拉齐斯复信，指示必须把混进乌克兰肃反委员会机关的坏人清洗出去。


6月5日


指示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认真查清奥廖尔省叶列茨县地方政府在征收特别税时违法乱纪的事实。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工资为3000卢布以上的专家名单、国家出版社编辑委员会的任务、关于分发资产阶级遗弃的私人财产的决定草案、关于苏维埃机关精简人员办法的决定草案、关于输电设备的安装和使用的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致电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通知已给彼得格勒发去了粮食。


6月6日


同巴什基尔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艾·瓦利多夫和巴什基尔革命委员会代表交谈在东线使用巴什基尔军队一事和土耳其斯坦的局势。

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古谢夫和米·米·拉舍维奇，告知南线局势吃紧，不能给东线补充兵员，要他们在当地解决兵员和军需问题；指出高尔察克有可能渡过维亚特卡河向彼得格勒进攻。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邮电人民委员部的无线电报局转交陆军人民委员部管理和征召无线电专家服兵役的办法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从德国回来的俄国战俘通过西部国境问题、汽油生产问题、关于组织单独为铁路员工采购粮食的征粮队问题、关于在枢纽站和军队驻地组织宣传教育点的报告、吸收铁路员工中的共产党员参加桥梁保卫的有关事宜以及其他问题。


6月8日


致函埃·马·斯克良斯基，指示必须立即从阿尔汉格尔斯克战线和东方战线调派部队保卫彼得格勒，因为彼得格勒战线局势吃紧。


6月9日


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指出彼得格勒战线和南方战线的军事局势吃紧，因而必须从东方战线抽调军队前去支援，要求他们按革命的方式工作，把前线地区18岁至45岁的居民全部动员起来。


6月10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彼得格勒战线局势的过程中起草俄共（布）中央关于彼得格勒战线的决定。会议讨论6月13日举行纪念罗·卢森堡的活动、动员大学生和中学生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预付非定量食品购金的问题、关于向铁路职员及其家属供应非定量食品的报告、乌克兰制糖工业的资金供给、发明者奖励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6月11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敌占区的地下工作、给匈牙利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匈牙利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贺词、释放没有敌意的孟什维克分子并按其专业使用的问题、召开外高加索共产党代表会议问题、极刑使用问题等。

四次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普遍动员前线地区的居民、加快组建新的部队、镇压奥伦堡地区和乌拉尔地区的反革命叛乱、往彼得格勒调派可靠的部队。

致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指示采取紧急措施向彼得格勒支援粮食。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征召旧军队40岁以下的下级准尉和士官服兵役的决定。会议讨论莫斯科近郊煤矿区考察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允许难民通过西线的报告、向居民收集武器的详细办法、关于从阿斯特拉罕向外运鱼问题、关于后方军事服务人员不应领取红军战士口粮问题等。


6月12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向16周岁以下儿童免费供应伙食的法令的执行情况、关于保障劳动者家庭成员生活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6月13日


致电在彼得格勒的斯大林，通知已往彼得格勒派去两列装甲列车和500名共产党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军队供应问题、铁路实行戒严的办法、莫斯科近郊煤矿区考察委员会的报告、工商业和运输业职工动员办法、弗拉基米尔省实行戒严的有关事宜以及其他问题。


6月14日


致电南方面军第10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奥·但·索莫夫和杰·伊·叶弗列莫夫，命令必须守住察里津。

向奔赴前线的红军总参谋部学院毕业生发表送行讲话。

在莫斯科机枪训练班学员的游艺晚会上讲话，祝贺学员结业，讲述国内外形势、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和红军指挥员面临的任务。


6月15日


检阅第一批莫斯科机枪训练班的结业学员。

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最高指挥人员的调动和加强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问题、对军事专家的监督问题、部队的调遣问题、东方面军问题、极刑使用问题等。


6月16日


同伊·伊·乌里扬诺夫和乌拉尔革命哥萨克人的其他代表交谈成立哥萨克师在高尔察克军队后方开展游击活动的可能性，然后对便条请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研究这一问题。


6月17日


致函俄共（布）中央，批驳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对中央委员会关于加强大本营的决定的异议。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改组中央红军店铺管理局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住宅的卫生防疫的法令草案、统一劳动学校的经费、剧场和杂技场以及商店和乐器制造厂的国有化等问题。


6月18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和工人合作社问题、派莫斯科先进工人去增援南线和西线问题、纺织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帮助他们的措施以及其他事项。

收到在高尔察克军队后方库斯塔奈爆发起义和起义者向车里雅宾斯克推进的消息，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米·米·拉舍维奇，指示他们务必竭尽全力与起义者会合。

复电第10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察里津省执行委员会，表示相信第10集团军和察里津无产阶级会继续英勇保卫察里津。

致电库恩·贝拉，告知俄共（布）中央关于派人去匈牙利一事的讨论情况，提醒他在与协约国进行停战谈判时务必小心谨慎。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开赴前线的增兵军用列车必须有负责工作人员随行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南线的救护情况、拘留适龄服役的外国公民问题、从乌克兰运出军用物品的任务完成情况、汽油生产问题等。

写便条给费·埃·捷尔任斯基，指示肃反委员会必须在沃罗涅日省、坦波夫省和萨拉托夫省进行普遍动员，以便巩固阵地，同时还要进行大规模的搜查，搜出隐藏的武器。


6月19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扩大征粮军的措施、恢复修建西线防御工事的措施、新索科利尼基的爆炸事件的调查结果、红丘炮台事件的调查、动员19岁青年入伍的措施、建立哥萨克混成部队问题等。


6月20日


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米·米·拉舍维奇和康·康·尤列涅夫，指示必须继续向乌拉尔进攻并采取加强部队战斗力的措施。

致电克里木粮食委员萨·德·武尔弗松，命令把克里木现有的全部水果罐头和干酪发往粮食人民委员部，供应俄罗斯北方地区有病儿童食用。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劳动手册的法令草案、电话通信的国有化、汽车使用规则、输电设备安装和使用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6月21日


致电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采取紧急措施守住察里津。

致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指示必须尽快给西线运去三列车粮食。


6月23日


写《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


6月24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粮食状况、收集居民武器的详细办法、往全俄总参谋部和海军人民委员部派政委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编制委员会工作报告、不允许增加编制的监督条例草案、发给各机关购买非定量食品的预付款、制定统一稿酬、图书馆事业等问题。


6月25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修改并签署关于嘉奖同高尔察克匪帮作战勇敢的第2集团军、第5集团军和土耳其斯坦集团军指战员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按职业和路局分派应征入伍的铁路员工的名额问题、往前线运送增援部队的军用列车的护送问题、喀琅施塔得居民的疏散问题、乌克兰军用物资和食品的供应问题、提高红军战士的薪饷问题、战俘中的熟练工人的使用问题等。


6月26日


听取1918年秋受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巡视过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所有地下组织的Д．Д．基谢廖夫关于西伯利亚形势和高尔察克后方的革命运动的汇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作关于炮闩的生产和储存的报告；签署关于林业总委员会、煤炭总委员会、石油总委员会、燃料总委员会的所有机关和企业实行军事化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军队谷物饲料和粮食的供应、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关于苏维埃各机关由妇女顶替应征入伍男子的工作情况的报告、从乌克兰运出军用物品的任务完成情况，以及关于加强国营“输电”发电站和泥炭采掘场的劳动纪律、关于所有的军工厂转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关于收集居民枪支等问题。


6月27日


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米·米·拉舍维奇和康·康·尤列涅夫，指示利用从高尔察克军队投诚过来的人作宣传工作；必须镇压尼古拉耶夫斯克地区的哥萨克叛乱。

同弗·维·阿多拉茨基谈收集和研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的资料。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新粮食法令的基本要点、关于铁路对旅客行李丢失或损坏的责任的法令草案、固定价格问题、关于批准薪金为3000卢布以上的专家名单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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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创举
 （1919年6月28日）


· 关于目前形势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俄工会理事会和莫斯科工厂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19年7月4日）


· 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
 （1919年7月4日和7日之间）


· 论国家
 （1919年7月11日）


· 在俄共（布）莫斯科代表会议上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
 （1919年7月12日）


· 论第三国际的任务
 ——拉姆赛·麦克唐纳论第三国际（1919年7月14日）


· 在霍登卡卫戍部队非党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关于国内外形势的讲话
 （1919年7月15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拨给火灾保险局经费的决定
 （1919年7月18日）


· 给人民委员会秘书处的指示
 （1919年7月19日）


· 答美国记者问
 （1919年7月20日）


· 关于粮食状况和军事形势
 ——在工厂委员会、工会理事会代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和“合作社”协会理事会代表的莫斯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7月30日）


· 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9年7月31日）


· 在下房里
 （1919年7月）


· 对农业人民委员部修改工作细则的指示
 （不晚于1919年8月5日）


· 在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8月6日）


· 致塞拉蒂同志和拉查理同志
 （1919年8月19日）


· 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
 （1919年8月24日）


· 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信1919年8月28日


· 论粮食自由贸易
 （1919年8月）


· 中央政治局关于同马蒙托夫作斗争的措施的决议草案
 （1919年9月初）


· 在巴斯曼、列福尔托沃、阿列克谢耶夫、索科利尼基四个区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9月3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由集体管理制改行个人管理制的决定草案
 （1919年9月4日）


· 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
 （1919年9月20日）


· 格·季诺维也夫《论我党党员人数》一文序言
 （1919年9月21日）


· 致美国工人
 （1919年9月23日）


· 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
 ——在莫斯科市非党女工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9月23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之间争执的决定草案
 （1919年9月30日）


· 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俄共（布）党团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俄共（布）党团会议关于食品收购总结的决定草案
 （1919年10月2日）


· 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
 （1919年10月3日）


· 答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问1919年10月5日


· 合作社问题上的要求
 （1919年10月9日）


· 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
 （1919年10月10日）


· 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
 （1919年10月11日）


· 同阿富汗特命大使穆罕默德·瓦利·汗的谈话
 （1919年10月14日）


· 在莫斯科苏维埃大楼阳台上对应征入伍的工人共产党员的讲话
 （1919年10月16日）


· 告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战士
 （1919年10月17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拨给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经费的决定
 （1919年10月18日）


· 告红军战士同志们
 （1919年10月19日）


·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
 （1919年10月21日）


· 对开赴前线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共产党员的讲话
 （1919年10月24日）


· 对开赴前线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员的讲话
 （1919年10月24日）


· 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指令1919年10月24日


· 对开赴前线的社会教育训练班学员的讲话
 （1919年10月28日）


· 致洛里欧同志和所有参加第三国际的法国朋友
 （1919年10月28日）


· 就分裂问题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致保尔·莱维、克拉拉·蔡特金、埃贝莱因三位同志和德国共产党全体中央委员（1919年10月28日）


· 致加入过统一的“德国共产党”而现在组成新党的共产党员同志们
 （1919年10月28日）


· 致塞拉蒂同志和全体意大利共产党员
 （1919年10月28日）


·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
 （1919年9—10月）


·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1919年10月30日）


· 向彼得格勒工人致敬
 （1919年11月5日）


· 苏维埃政权和妇女的地位
 （1919年11月6日）


· 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
 （1919年11月7日）


· 十月革命两周年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各工厂委员会联合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11月7日）


· 致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员同志们
 （1919年11月7—10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火灾保险局经费问题的决定
 （1919年11月10日）


· 关于统一林业机构问题的建议
 （1919年11月11日）


· 与燃料危机作斗争
 ——给各级党组织的通告信（1919年11月8日和13日之间）


· 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11月18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收购马铃薯的决定草案
 （1919年11月18日）


·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19年11月22日）


· 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草案
 （1919年11月29日）


·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的决定草案
 （1919年11月29日）


· 俄共（布）中央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决议
 （1919年11月29日）


·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铁路运输管理的法令草案的补充
 （1919年12月2日）


· 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
 （1919年12月）


· 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9年12月4日）


· 关于粮食部门工作的决议草案
 （1919年12月6日）


· 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文献
 （1919年12月）




附录

· 《论第三国际的任务》一文提纲
 （1919年7月14日以前）


· 《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提纲
 （不早于1919年7月26日）


· 《在下房里》一文提纲
 （1919年7月）


· 《论粮食自由贸易》一文提纲
 （1919年8月）


· 《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一文提纲


·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几个提纲
 （1919年9—10月）


·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部分代表的会议上作的笔记
 （1919年11月21日）


· 对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布）党团委员会条例草案的意见
 （不早于1919年12月4日）


· 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材料
 （1919年12月）


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的提纲（不晚于12月5日）

总结发言的提纲（12月6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莫斯科食品供应的决定草案初稿
 （12月6日）


· 《列宁全集》第37卷年表（1919年6月28日—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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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在1919年6月28日至12月15日即国内战争局势最危急时期的著作。

1919年年中，红军击溃了高尔察克的精锐部队。高尔察克的军队已经不再是主要危险。同时，红军粉碎了尤登尼奇的白卫军队向彼得格勒的进攻。外国武装干涉者和俄国反革命势力眼看在俄国东部的败局已定，便于1919年5月下半月开始在南方发动大规模的新攻势。进攻的主将邓尼金在短期内从美、英、法等国获得了大量的装备，纠集了15万兵力，在整个南方战线发起了猛烈攻击。到夏季，邓尼金军队已经占领了库班、捷列克、顿河等地区、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的一部分地方和顿巴斯，继续向北推进。7月3日，邓尼金发出了向莫斯科进军的命令。他的精锐部队沿着哈尔科夫—库尔斯克—奥廖尔—图拉—莫斯科一线向莫斯科进逼。10月中旬，邓尼金军队占领奥廖尔并窜入图拉省，首都莫斯科已岌岌可危。与此同时，尤登尼奇的军队再次逼近彼得格勒，西部的波兰白卫军和东部的高尔察克残部积极助攻，牵制住红军的一部分兵力。苏维埃俄国又处于四面受敌的非常危险的境地。

本卷收载的文献反映了列宁领导党和国家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出的重大贡献。

本卷的头一篇著作《伟大的创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列宁高度颂扬了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中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在1919年春季组织的群众性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把它称之为“伟大的创举”。列宁指出，这一创举的重大意义在于工人不计报酬地从事额外工作的共产主义精神，在于“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过渡到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本卷第15页）。列宁认为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共产主义新社会的萌芽，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的变革的开端。列宁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必定胜利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这种社会劳动组织依靠劳动群众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列宁精辟地阐释了这一思想。他在给阶级下了科学定义之后写道，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要完成这一长期才能实现的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这是因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共产主义（其第一步是社会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列宁根据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化大生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两个条件的思想，指明了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所面临的任务。他写道：“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自己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中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彻底镇压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联结在一起。”后一任务比前一任务更困难，因为它需要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这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因为归根到底，战胜资产阶级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本卷第15页）。

《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一文是列宁在7月上旬受党中央的委托起草的动员全民力量粉碎邓尼金白卫军猖狂进攻的号召书。号召书分析了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两年来最危急的局势，指出工人和农民所取得的成果有丧失的危险，号召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把全部力量都转到直接的战争任务上来，使苏维埃共和国真正成为统一的军营，坚决击退邓尼金的进攻，消灭白卫军。号召书还提出了一些重要措施：缩减编制，凡不为国防直接服务的机关都暂时停止工作，把优秀的党政干部派到红军中去；在群众中进行政治教育工作，说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真相；建立巩固的后方，要空前紧张地行动起来，“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列宁在提出这些措施时，还精辟地阐述了国家管理中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本卷收载的列宁在党的、苏维埃的、群众团体的各种会议以及工人或红军战士的集会上所作的许多讲话和报告，列宁给工人、红军战士和各级党组织写的许多书信，中心内容都是说明国内外形势的真实情况，号召保卫苏维埃政权，分析红军受挫或取胜的原因，论证国内战争的最后胜利必属苏维埃人民，坚定广大干部和工农兵群众的胜利信心，动员共产党员和优秀工农分子到前线去担负最困难最艰巨的工作。其中《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是一篇重要文献。它是列宁在8月间为红军取得了重创高尔察克军队、收复乌拉尔并开始解放西伯利亚的辉煌战果而写的。列宁在这篇文献中指出，工农群众应当从这一胜利中记取下述主要教训：要坚持不懈地巩固红军，要使苏维埃国家有大量的粮食储备，必须遵守极严格的革命秩序，要继续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白卫分子的帮凶作斗争，要结成农民同工人阶级的联盟。列宁认为，只要记取这些教训，就一定能打垮邓尼金。

增强共产党的力量，是取得一切胜利的根本保证。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当时一方面继续进行党员登记，清除党内那些贪生怕死、谋取私利的党员，另一方面在十月举行了征收党员周，吸收了20多万优秀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入党。编入本卷的《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和《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两文阐述了征收党员周的目的、意义和成就。列宁强调指出，党不向非党工人和劳动农民许愿入党有什么好处，在苏维埃政权最困难的时刻加入党的行列，就是要担负比平时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党不要徒有其名的党员，党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列宁赞扬在国家危难时刻申请入党的无产阶级群众所表现的对苏维埃政权的无限忠诚、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热情，认为这是党在政治上的伟大胜利，是苏维埃政权能以取得战争胜利的力量泉源。

编入本卷的《论国家》、《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等文献，反映了列宁在国内战争的严峻日子里的理论活动。

《论国家》是列宁1919年7月11日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所作的讲演。这篇讲演透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列宁指出，国家问题是关系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是被资产阶级学者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因为它比其他任何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列宁首先提出观察国家问题的科学方法。他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本卷第61页）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情况作了概括的历史的考察。他指明，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时候和地方才产生出来，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因此，人们必须把社会划分为阶级和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作为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的基本的指导线索。列宁逐一分析了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说明了一种国家类型过渡到另一种国家类型的规律，从生产方式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解释了这种过渡的原因。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平等的虚伪性。他在批判第二国际领袖所宣扬的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而经过“一般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论调之后，宣告共产党的观点是：从资本家那里把这个机器夺过来，由自己掌握，然后用这个机器去消灭一切剥削，只有到世界上再没有进行剥削的可能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机器毁掉，那时就不会有国家了，就不会有剥削了。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和《附录》中收载的另外几个提纲，表明列宁准备根据苏维埃俄国建国两年的经验写一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专著。遗憾的是列宁未能实现他的愿望。这些提纲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有五种形式：镇压剥削者反抗；国内战争；中立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利用资产阶级，迫使敌对者服从，让资产阶级专家积极工作；培养新纪律。这些提纲还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和整个社会）进行领导即对全体劳动者进行训练的思想。

列宁在1919年10月30日写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在本卷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尽管这篇理论文章没有写完，已写成的部分仍不失为一篇重要著作。列宁在此文中从理论上总结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两年经验，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出了卓越贡献。他首先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对过渡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作了科学的分析，指明：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相应的基本力量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是把多种结构的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每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在解决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方面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只涉及非主要的方面。由于俄国十分落后而且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有一些不同于先进国家的特点。但在俄国的基本力量和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却是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列宁在论述“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思想时写道，推翻地主和资本家并不是最困难的任务，但是在一个农民国家里，要消灭工农差别，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却是一个无比困难和非常长久的任务。他告诫说，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小商品经济向公共的大经济的过渡，只会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而“只有帮助农民大大改进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才能加速这种过渡”（本卷第273页）。列宁还指出，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支配着已经公有化的生产资料，领导着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和中间阶级，镇压着剥削者的日益强烈的反抗。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特殊任务，是无产阶级以前不曾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任务”（本卷第275页）。

《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一文和《十月革命两周年》的讲话，阐述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两年所取得的两条重要的经验教训：只有让工人参加国家的整个管理工作，苏维埃政权才能在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坚持下去；只有正确地对待千百万农民群众，才能顺利地克服各种困难并不断地取得胜利。

列宁十分重视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和俄国东部各民族的解放运动问题。列宁在《致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员同志们》的信中指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对以前受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态度，不仅对苏维埃政权本身，而且对世界上所有的殖民地都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因此共产党员们要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真心想要根除大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一切残余。列宁在他起草的《俄共（布）中央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决议》中再次肯定乌克兰共和国的独立，指出乌克兰共和国和苏维埃共和国的联盟形式问题最后应由乌克兰工人和劳动农民决定，指示乌克兰苏维埃政权要更广泛地吸收贫苦农民和中农参加管理工作，铲除妨碍乌克兰语言和文化自由发展的一切障碍。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深刻论述了东部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问题，高度评价了俄国东部各族人民的觉醒。列宁说道，东方的人民群众将作为独立的斗争参加者和新生活的创造者参与决定世界的命运。他指出，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本卷第323页）。

本卷中的一些文献表明，列宁很重视妇女的解放问题。在《伟大的创举》和《论女工运动的任务》两文中，列宁指出，要使妇女和男子真正平等，必须创办食堂、托儿所等公共设施，让妇女摆脱繁重琐碎的家务，减少和消除妇女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此外还要使妇女参加政治活动。在《苏维埃政权和妇女的地位》一文中，列宁就妇女的地位清楚地说明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

《致美国工人》、《答美国记者问》、《答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问》等文献，评论了国际形势，阐明了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列宁申明，苏维埃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尊重他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支持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列宁指出，苏维埃政府愿意保证不干涉别国内政，力求同其他国家友好和合作，因为持久和平会大大改善俄国劳动群众的境况。有些美国人（主要是资产者）不赞成同俄国打仗，希望缔结和约后，不仅同俄国恢复贸易关系，而且能够从俄国获得一定的承租权。列宁答复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我们也愿意在合理的条件下给予承租权，作为俄国从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取得技术帮助的一种手段。”（本卷第188页）

《论第三国际的任务（拉姆赛·麦克唐纳论第三国际）》、《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信》、《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关于分裂问题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致加入过统一的“德国共产党”而现在组成新党的共产党员同志们》、《致塞拉蒂同志和全体意大利共产党员》等文献，反映了列宁在国内战争十分激烈的日子里依然密切注视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列宁揭露了第二国际领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斥责他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指出不同他们进行斗争、不同他们分裂就谈不上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列宁认为，同机会主义斗争不要在赞成或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这一方面进行，那样做是绝对错误的，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路线而走向工团主义的思想和实践，那错误就更加严重了。列宁教导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复杂的、困难的、长期的，应当竭力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进到一切可以向工人讲话和能够影响工人群众的地方去，要善于经常地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要善于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活动结合起来。

《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和《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文献》收载了列宁在1919年12月上旬先后召开的这两次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以及列宁草拟的决议草案。此时，国内战争的局势急转直下，红军的攻势已经锐不可挡，反革命武装力量已经望风披靡。红军从10月中旬开始反攻，经过一番鏖战，使得邓尼金军队节节败退。到12月，邓尼金已临近覆灭的边缘。高尔察克的军队在11月被全歼，尤登尼奇的军队在12月被击溃。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都显著好转。列宁在两次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中分析了有利的国内外形势，总结了苏维埃共和国两年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粉碎协约国两次进攻的经验教训，阐述了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论述了政权建设问题、经济建设问题和军事问题。列宁起草的《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表明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一贯要求和平的愿望，再次向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建议共同地或单独地立刻开始和平谈判。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高兴地说道：“第七次代表大会是第一次能用这么多的时间来讨论实际的建设任务，第一次开始直接根据经验来实际讨论如何更好地组织苏维埃经济和苏维埃管理工作的任务”（本卷第412页）。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26篇，其中有《给人民委员会秘书处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关于同马蒙托夫作斗争的措施的决议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由集体管理制改行个人管理制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之间争执的决定草案》、《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俄共（布）党团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俄共（布）党团会议关于食品收购总结的决定草案》、《合作社问题上的要求》、《同阿富汗特命大使穆罕默德·瓦利·汗的谈话》、《对开赴前线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共产党员的讲话》、《对开赴前线的社会教育训练班学员的讲话》、《关于统一林业机构问题的建议》、《人民委员会关于收购马铃薯的决定草案》、《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草案》、《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的决定草案》、《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铁路运输管理的法令草案的补充》、《关于粮食部门工作的决议草案》等等以及《附录》中的全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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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创举

（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

（1919年6月28日）

报刊上登载了红军战士的许多英勇事迹。工人和农民们在与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其他地主资本家军队作斗争中，表现了不少英勇果敢和坚韧不拔的奇迹，保卫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果实。根绝游击习气和克服疲沓涣散现象的过程进行得很缓慢，很费力，然而却一直在前进。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自觉地承受牺牲的劳动群众的英雄主义，是红军中新的同志纪律的基础，是红军恢复、巩固和壮大的基础。

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也同样值得重视。在这方面，工人自己发起组织的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确实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这些习惯。当 这种
 胜利获得巩固时，那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社会主义的纪律才会建立起来；那时，而且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变得不可战胜。

5月17日《真理报》登载了阿·日·同志的文章《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共产主义星期六）》。这篇文章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它全文照录如下：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共产主义星期六）

俄共中央关于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页。——编者注］

 ，给了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以有力的推动。由于热情普遍高涨，铁路上的许多共产党员职工走上了前线，但是大多数人不能离开重要岗位，要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又找不到新的方法。来自各地的关于动员工作缓慢的消息和办事拖拉的现象，使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不得不去注意铁路机构的工作情况。结果了解到，由于劳动力不够和劳动效率低，一些急活和机车赶修任务都拖了下来。5月7日，在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上，提出了不能嘴上说帮助而要以实际行动帮助战胜高尔察克的问题。提出的建议中说：

“鉴于国内外形势的严重，为了对阶级敌人取得优势，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应当更加鞭策自己，从休息时间内抽出一小时，也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将这些时间集中起来，在星期六这天进行一次六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立即创造出实际的价值。我们认为，共产党员为保卫革命果实，不应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这项工作应该是无报酬的。提议在全分局内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

开始人们有些犹豫，最后一致同意这个建议。

5月10日，星期六，晚上六点钟，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象士兵一样来到工作现场，整队之后，秩序井然地由领工员分别领到各处工作。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下列表格指明了工作部门和工作性质。







	工作地点
	工作名称
	工人数目
	工作时数
	完成工作量　



	工作小时
	合计



	莫斯科机车总修配厂
	装载发往佩罗沃、穆罗姆、阿拉特里和塞兹兰的沿线所需材料以及修理机车用的装备和车辆部件
	48
	5
	240
	装车7500普特，卸车1800普特



	莫斯科客车机务段
	机车的复杂日常修理
	26
	5
	130
	总共修理机车1.5台



	莫斯科编组站
	机车的日常修理
	24
	6
	144
	修理好机车2台，拆卸4台机车的应修部件



	莫斯科车辆部
	客车的日常修理
	12
	6
	72
	三等客车2辆



	“佩罗沃”车辆总修配厂
	车辆修理和小修
	　
	　
	　
	棚车12辆和平车2辆



	　
	星期六
	46
	5
	230
	　



	　
	星期日
	23
	5
	115
	　



	　
	
总计
 ……
	205
	—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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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总值按正常工资计算为500万卢布，按加班工资计算还应增加50％。

装车的劳动效率较普通工人高270％。其余工作的效率大致上也是这样。

因劳动力不足和办事拖拉而拖延7天至3个月的定活（紧急的）现已完成。

由于设备发生故障（不难排除的故障），个别组曾耽误三四十分钟，但并未影响工作的完成。

留下来指导工作的管理人员，忙得几乎来不及给人们准备新的工作。一位上年纪的领工员也许是有些夸张地说，在一个共产主义星期六干的活，等于不自觉的疲沓的工人一个星期干的。

鉴于一些真心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也来参加了工作，而且今后还会有大批这样的人来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同时其他地区也会要求学习莫斯科—喀山铁路的共产党员的榜样，现在我根据来自各个现场的消息较详细地谈谈组织方面的情况。

参加工作的约有10％是经常在现场工作的共产党员。其余的则是负责工作人员和选任的人员，其中有路局的政治委员，也有各企业的政治委员，以及工会人员、管理局和交通人员委员部的工作人员。

大家干活时非常努力并密切合作。当工人、办事员、管理人员齐心协力地把住40普特重的客运机车轮箍，象勤劳的蚂蚁似的把它滚往目的地的时候，人们心中油然产生一种来自集体劳动的强烈的愉快感觉，坚定了工人阶级必胜的信心。世界上的掠夺者扼杀不了胜利的工人，国内的怠工者也盼不到高尔察克。

工作完结时，在场的人都亲眼看到这一空前未有的情景：上百个身体疲乏但眼中闪烁着愉快光芒的共产党员，唱起庄严的《国际歌》来庆祝工作的胜利，这胜利的凯歌的声浪仿佛越过墙壁，涌向工人的莫斯科，象投石激起的水波一样荡漾在整个工人的俄罗斯，激励着疲惫、懒散的人们。



　　阿·日·



　　5月20日《真理报》刊登的恩·尔·同志的《值得学习的榜样》一文，在评价这个出色的榜样时写道：
　　“共产党员做这样的工作并不是罕见的事情。我知道电站和各铁路线都有这样的事例。在尼古拉铁路上，共产党员加班干了几个晚上，把陷在转盘坑里的机车起了出来；冬季，北方铁路上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用了好几个星期天去清除铁路上的积雪；许多货运站的支部为了同盗窃货物作斗争，在站上进行夜间巡逻，——不过这种工作都是偶然进行的，而不是经常性的。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提供的新的东西是，他们把这一工作变成了有系统的经常的工作。他们决定‘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工作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他们决定在整个战争状态时期把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同时他们作出工作高效率的榜样。这个榜样已经引起而且今后一定会进一步引起大家的效法。亚历山德罗夫铁路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讨论了军事形势和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的决议之后通过了如下的决议：（1）亚历山德罗夫铁路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决定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定于5月17日进行。（2）把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组织成示范队，向工人表明，应当怎样工作，在现有的材料、工具和伙食的情况下实际上能够做到什么。

据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说，他们的榜样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预料下一个星期六将有大量的非党工人参加工作。作者写此文时，亚历山德罗夫铁路修配厂的共产党员还没有开始做加班工作，但是要组织义务劳动的消息刚一传出，非党群众就激动地谈论起来了。到处都有人说：‘昨天我们不知道，不然我们也会做好准备干它一场’，‘下星期六我一定来’。这项工作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后方的所有共产党支部都应当向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学习。不仅莫斯科枢纽站上的各共产党支部应当如此，全俄罗斯的党组织都应当效法这个榜样。乡村中的共产党支部，首先应当帮助红军家属，实行代耕。

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束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劳动。如果全俄罗斯的共产党组织都学习他们的榜样，而且坚持不懈地贯彻下去，那么，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就会在共和国全体劳动者的洪亮的《国际歌》声中度过今后一段艰苦的岁月……

共产党员同志们，动手干吧！”





　　1919年5月23日《真理报》报道说：
　　“5月17日在亚历山德罗夫铁路举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共98人根据大会决议在班后做了5小时无报酬的工作，他们不过有权再买一顿饭，而这顿饭同一般体力劳动工人的一样，也是每人半俄磅面包。”



　　尽管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组织得也差，但劳动生产率还是比平常高1—2倍。例如：

5个旋工在4小时内做了80根小轴。生产率等于平常的213％。

20个粗工在4小时内收集了600普特旧材料和70个各重3．5普特的车底弹簧，共重850普特。生产率等于平常的300％。


　　“同志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平时干活枯燥乏味，在这里，大家干活都兴高采烈。可是今后，平时干活比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干得少，那就太丢脸了。”“现在有许多非党工人都表示愿意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各机车修理队都自告奋勇要在星期六义务劳动时间内把机车从‘坟堆’里弄出来，修好使用。

有消息说，维亚济马铁路上也在组织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





　　Ａ．嘉琴科同志在6月7日《真理报》上谈到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形，现在把他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记》一文的主要部分摘引如下：
　　“我和一个同志怀着极愉快的心情，遵照铁路分局党委员会的决定，去上星期六义务劳动‘课’，让脑子暂且休息几个小时，让肌肉发挥一下作用……我们的工作是在铁路局的木工厂。到那里后，看到自己人，彼此问好，开一会儿玩笑，查点了人数——总共30人……我们面前躺着一个‘怪物’——一个相当有份量的蒸汽锅炉，足有600—700普特重，要我们把它‘搬家’，就是说，要把它滚到大约1/4或1/3俄里以外的一个平车那里。我们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些疑虑……但我们动手干起来了：同志们把木滚就那么往锅炉下面一垫，系上两根绳子，工作就开始了……锅炉还有点不情愿挪动，但终于还是移动了。我们很高兴，要知道，我们人是这样少……就是这台锅炉，比我们多两倍的非党工人几乎拖了两个星期，在我们到来之前它还躺在原地不动……我们在一位领班同志有节奏的‘一、二、三’口令声中，齐心协力地卖劲地干了一个小时，锅炉慢慢地向前移动着。忽然，出了岔子！一长串同志突然狼狈不堪地倒了下去，——原来我们手里的一根绳子‘叛变了’……但是没有多大一会儿，就换上了一根粗缆绳……到了傍晚，天色已经明显地暗下来，但我们还得拖过一个小岗子，那时很快就会完工了。我们胳膊酸痛，手掌发烧，周身火热，还是拼命地往前拉，——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旁边站着一位‘管理人’，他被我们的成绩弄得不好意思了，也不由自主地拉起缆绳。帮着干吧！你早就该过来了！一个红军战士出神地瞧着我们工作。他拿着手风琴。他在想什么？也许他想：这是些什么人？大家都回家去过星期六，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我打破他的疑团说：‘同志！给我们奏一个快乐的曲子吧，我们可不是什么来随便凑数干活的，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看，这手里的活干得多欢，咱们可没有偷懒，是在拼命地干。’红军战士轻轻地放下手风琴，赶快跑过来抓住缆绳……——‘英国人真机灵！’——响起了乌·同志动听的男高音。我们和着他的歌声，高唱起工人歌曲：‘唉嗨，杜宾努什卡，嗨哟，拉呀，拉呀……’

干这活不习惯，累得要死，肩酸背痛，但是……明天就是假日，可以好好休息，有时间睡个够。目的地快到了，经过一番小小的周折，我们的‘怪物’已差不多靠近平车了：只要垫上木板，滚到平车上，这锅炉就能干人们早就等着它干的工作了。我们一窝蜂涌进屋里，这是地方支部的‘俱乐部’，屋里挂满标语，摆着步枪，灯光明亮，我们很好地唱完了《国际歌》，享受了加‘甜酒’的茶，还吃了面包。干完重活以后，当地同志这样款待我们，真是再惬意不过了。和同志们亲热地告别之后，我们列成纵队。夜阑人静，革命歌声响彻了沉睡的街道，整齐的步伐声应和着歌声。‘同志们，勇敢地齐步前进。’‘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唱起劳动歌和《国际歌》。

过了一个星期。胳膊和肩膀都歇过来了，这回我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到9俄里以外去修理车辆。目的地是佩罗沃。同志们爬到叫作‘美国人’的车厢顶上，嘹亮动听地唱起《国际歌》。乘客们带着惊异的神情静静听着。车轮有节奏地响着；我们没有来得及爬到上面去的人就蹬在‘美国人’车厢的梯子上，象是一些‘玩命的’乘客。转眼就到了车站。我们到达目的地，又走过一个长长的院子，见到了亲热的政治委员格·同志。

——工作有的是，就是人太少了！总共才30个人，6小时内要完成13辆车的中修！面前就是划了记号的轮对，不光有空车，还有装得满满的一辆油罐车……不过没问题，同志们咱们‘对付得了’！

工作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我和五位同志用吊杆，也就是用杠杆干活。按照‘领头’同志的指挥，这些重六七十普特的轮对，在我们的肩膀和两个吊杆的推压下，轻快地从一条线路跳到另一条线路上。一对车轮撤掉之后，就换上一对新的。放好所有的轮对，我们就把那些磨损了的旧家伙顺着轨道迅速地‘打发到’棚子里去……一、二、三，——它们被一台旋转式铁吊杆吊到空中，轨道就腾出来了。那边，在黑暗中，响着手锤声，同志们在自己的‘病’车跟前象蜜蜂般地忙碌着。既做木工，又上油漆，还盖车顶，工作干得热火朝天，我们和政治委员同志都很高兴。那里的锻工们也需要我们帮忙。在一座移动锻工炉上放着一根烧红了的‘导杆’，也就是车辆上用的钩杆，钩已经撞弯。白热的钩杆被钳到砧子上，直冒火花，在经验丰富的同志的指导下，我们灵巧的锤击使它渐渐恢复了原状。它还放着红光就被我们迅速地抬去，冒着火花安进铁孔里，——锤了几下，就把它安好了。我们爬到车厢底下。这些车钩和导杆的构造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那里有一整套东西，有铆钉、弹簧……

工作热火朝天，夜幕降临了，炉火烧得更亮。很快就完工了。一部分同志靠着一堆轮箍在‘憩息’，慢慢地‘品’着热茶。清凉的5月之夜，一钩美妙的新月悬在天空。人们有说有笑，互相开着玩笑。

——格·同志，收工吧，修好13辆不少了！

但格·同志还没有心满意足。

喝完了茶，我们唱着庆祝胜利的歌曲，向出口走去……”





　　开展“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的地方，不只是莫斯科。6月6日《真理报》报道：
　　“5月31日在特维尔进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有128名共产党员到铁路上劳动。三个半小时装卸了14辆车，修好了3台机车，锯了10立方俄丈木柴，还做了别的工作。熟练的工人党员的工作效率比一般效率高12倍。”



　　接着，6月8日《真理报》又写道：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萨拉托夫6月5日讯。铁路上的共产党员职工响应莫斯科的同志们的号召，在党员大会上决定：为了支援国民经济，每星期六无报酬地加班劳动5小时。”






※　　　　　※　　　　　※

我详尽无遗地援引了关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消息，因为我们从这里无疑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对于这个方面，我们的报刊没有充分地加以重视，我们大家也还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并经过生活检验的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事情，——我们大家，我们的作家、鼓动员、宣传员、组织者等等都应当不倦地反复提出这个口号。

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初期，我们首先忙于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即击败资产阶级的反抗，战胜剥削者，粉碎他们的阴谋（如从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1]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2]都参加过的企图出卖彼得格勒的“奴隶主的阴谋”[3]），这是当然的，不可避免的。但除了这个任务以外，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提出——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即从积极方面来说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新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社会。

我曾屡次指出，例如3月12日我在彼得格勒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会议上讲话时就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力量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

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劳动群众极端愚昧，备受压抑，横遭一小撮地主的掠夺和侮辱。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尽管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的进步，广大劳动群众仍旧是一群愚昧的、受压抑的雇佣奴隶或被压迫的农民，横遭一小撮资本家的掠夺和侮辱。共产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

这种新的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由善良的愿望产生的，它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而且只能是从这种条件中生长起来。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就不可能有这种纪律。代表或体现这种物质条件的是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组织、团结、训练、启发和锻炼出来的一定历史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原出拉丁文的、历史哲学的科学用语译成普通的话，它的意思就是：

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总之是工厂的产业工人，才能够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我们要顺便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第一个词是指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第二个词是指它的下一个阶段，更高的阶段。）

“伯尔尼”国际[4]即黄色国际的错误，就在于它的领袖们只在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却害怕思索到底，害怕作出恰恰是资产阶级觉得特别可怕和绝对不能接受的必然结论。他们害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过它的形式有所改变，在推翻资本后的初期变得更加残酷，更加独特。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阶级——当然，是在另一种环境中，在另一种形式下，采取另一些手段。

“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思索过它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认为一切“劳动者”都同样能胜任这一工作，那是纯粹的空话或马克思以前的旧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因为这种能力不是自行产生的，而是在历史上生长起来的，并且只能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在开始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这种能力。它所以能够完成它所肩负的巨大任务，第一是因为它是各文明社会中最强大最先进的阶级；第二是因为它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占人口的多数；第三是因为在象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人是半无产者，就是说，这些人总是每年有一部分时间过着无产者的生活，总是某种程度上靠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从事雇佣劳动来维持生活。

谁想根据什么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这类泛泛的空话来解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象考茨基、马尔托夫和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其他英雄们所做的那样），谁就只能以此暴露出他在思想方面奴隶般地跟着资产阶级跑的小资产者、庸人和市侩的本性。要正确地解决这一任务，只有具体地研究已经夺得政权的那个特殊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所有一切非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之间的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在空想和谐的、“理想的”环境中形成的，而是在资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和多种多样的反抗的现实环境中形成的。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包括俄国在内，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群众，都千百次地亲身遭受过，他们的亲属也遭受过资本的压迫、资本的掠夺和各种各样的侮辱。帝国主义战争——为决定由英国资本或德国资本取得掠夺全世界的霸权而屠杀千百万人的战争——更异常地加剧、扩大和加深了这种困苦，使人们认清了这种困苦。所以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群众必然同情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英勇果敢、毫不留情地以革命手段推翻资本的压迫，推翻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用自己的鲜血开辟一条创建不容剥削者存在的新社会的道路。

非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动摇，即倒退到资产阶级“秩序”、资产阶级“卵翼”下去的倾向不论如何严重，如何不可避免，他们也终究不能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道义上政治上的威信，因为无产阶级不仅推翻剥削者并镇压他们的反抗，而且建立新的更高的社会联系，新的更高的社会纪律，即联合起来的自觉的工作者的纪律，这些工作者除了他们自己的职合组织的权威以外，除了他们自己的更加自觉、勇敢、团结、革命、坚定的先锋队的权威以外，是不承认任何束缚和任何权威的。

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自己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中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彻底镇压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联结在一起。

这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因为解决这个任务决不能靠一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而需要在大量的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但这个任务又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因为归根到底，战胜资产阶级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


※　　　　　※　　　　　※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过渡到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

一位不可多得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约·雅科比（他在1870—1871年的教训之后没有转向沙文主义和民族自由主义而转向了社会主义）曾经说过，建立一个工人联合会比萨多瓦会战[5]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这话说得很对。萨多瓦会战所解决的，是在建立德意志民族资本主义国家方面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资产阶级君主国究竟哪一个当霸主的问题。建立一个工人联合会是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产阶级的一个小小的步骤。我们同样也可以说，1919年5月10日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要比兴登堡或者福煦和英国人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大战中的任何一次胜利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帝国主义者的胜利是为了英美法三国亿万富翁的利润而对千百万工人进行的屠杀，是垂死的、快胀死的和在活活腐烂的资本主义的残暴行为。而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却是使世界各国人民摆脱资本桎梏和战争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一个细胞。

资产者老爷们及其走狗，包括那些惯于自命为“舆论”代表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当然要嘲笑共产党人的希望，称这种希望是“小花盆里栽大树”，讥笑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次数同大量存在的盗窃公物、游手好闲、生产率低落、损毁原料和产品等等现象比较起来是微乎其微的。我们回答这班老爷们说：假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知识用来帮助劳动群众，而不是用来帮助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恢复他们的权力，那么变革会进行得快一些，和平一些。但这是空想，因为问题要由阶级斗争来解决，而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倾向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将不是靠知识分子的帮助，而是排除他们的对抗（至少是在大多数场合下），抛弃那些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改造和重新教育动摇的知识分子，使之服从自己，把其中越来越多的人逐步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对变革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和方法。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

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反复而一下子就确立起来的吗？农奴制颠覆后过了半个世纪，俄国农村仍有不少的农奴制残余。美国废除黑奴制度后过了半个世纪，那里的黑人往往还处于半奴隶状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一贯替资本服务，至今还在强词夺理，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他们责备我们是空想主义，在革命之后，他们却要求我们以神奇的速度铲除过去的遗迹！但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知道资产阶级“论据”的真正价值，也知道在革命后的一定时期内旧习俗残余必然比新事物的幼芽占优势。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仔细研究新事物的幼芽，对它们极其关切，千方百计地帮助它们成长和“护理”这些嫩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不免会死亡。不能担保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一定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应支持各种各样新事物的幼芽，生活本身会从中选出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一位日本科学家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605种药品，直到制出满足一定要求的第606种药品，要想解决战胜资本主义这一更困难的任务的人们，也应该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来试验几百以至几千种新的斗争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从中得出最适当的办法。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发起这种劳动的，并不是条件特别好的工人，而是各种不同专业的工人，还有并无专业的工人，也就是处于通常的即最困难的条件下的粗工。我们大家都清楚，现在不仅在俄国一国，而且在世界各国都出现劳动生产率低落的现象，其基本原因就是帝国主义战争所引起的破产和贫困，愤恨和疲乏，以及疾病和饥饿。最后这一点最为重要。饥饿，这就是原因之所在。为了消灭饥饿现象，必须提高农业、运输业和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得消除饥饿，而要消除饥饿，又得提高劳动生产率。

大家知道，这类矛盾在实践上是靠打破这种循环，靠群众情绪的转变，靠一些集团的英勇首创精神来解决的，而首创精神在群众情绪转变的背景下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莫斯科的粗工和莫斯科的铁路员工（当然指的是大多数，而不是少数投机者、管理者以及诸如此类的白卫分子）是生活极端困难的劳动者。他们经常吃不饱，而在目前青黄不接、粮食状况普遍恶化的时候，简直是在饿肚子。可是，就是这些处在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恶毒的反革命煽动包围中的忍饥挨饿的工人，不顾饥饿、疲乏和衰弱，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不领任何报酬地加班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难道这不是极伟大的英雄主义吗？难道这不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开端吗？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这是最主要的。度过四年艰苦的帝国主义战争、又度过一年半更艰苦的国内战争的挨饿的工人，1919年夏季尚且能在饥饿的莫斯科开始这件伟大的事业，一旦我们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并争得和平，它又将获得怎样的发展呢？

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非常可贵，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而这是极其难得的，因为我们现时所处的阶段，“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正如我们党纲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那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7页。——编者注］

 。

普通工人起来承担艰苦的劳动，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亿万人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讥笑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人权大宪章的浮华辞藻，讥笑了所有关于一般自由、平等、博爱的美丽词句，这些词句迷惑了一切国家的市侩和庸人，也迷惑了今日的卑鄙的伯尔尼国际的卑鄙英雄们。与这种冠冕堂皇的人权宣言针锋相对，马克思用无产阶级的平凡的、质朴的、实在的、简单的提法提出问题。由国家规定缩短工作日，就是这种提法的一个典型。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3—335页。——编者注］

 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愈展开，马克思意见的全部正确性和深刻性在我们面前就显得愈清楚，愈透彻。真正共产主义的“公式”与考茨基之流、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及其在伯尔尼国际中的亲爱“兄弟们”的华丽、圆滑、堂皇的辞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把一切归结于劳动条件。少谈些什么“劳动民主”，什么“自由、平等、博爱”，什么“民权制度”等等的空话吧。今天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从这些浮夸的词句里，是不难看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欺诈手腕的，正象每个有生活经验的人只要看到那种“贵人”修饰得十分“光滑的”面孔和外表，就能一下子正确无误地断定“这准是个骗子”。

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平凡的、日常的工作，多关心每普特粮食和每普特煤吧！多多努力使挨饿的工人和褴褛的农民所必需的每一普特粮食和每一普特煤，不是通过奸商的交易，通过资本主义的方式获得，而是通过象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粗工和铁路员工这样的普通劳动者自觉自愿的奋不顾身的英勇劳动来获得。

我们大家应当承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问题上崇尚空谈的遗风现在还到处都可以看到，甚至在我们队伍里也是这样。例如，我们的报刊很少向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些腐朽的残余开战，很少支持普通的、质朴的、平凡的但是生气勃勃的真正共产主义幼芽。

拿妇女状况来说吧。在这一方面，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内的任何一个民主政党，几十年中也没有做出我们在我国政权建立后第一年内所做到的百分之一。我们真正彻底废除了那些剥夺妇女平等权利、限制离婚、规定可恶的离婚手续、不承认私生子、追究私生子的父亲等等卑鄙的法律，这种法律的残余在各文明国家内还大量存在，而这正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耻辱。我们有充分的权利以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而自豪。可是，我们把旧时资产阶级法律和制度的废物清除得愈干净，我们就愈清楚地看到，这只是为建筑物清理地基，还不是建筑物本身。

尽管颁布了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务压在她们身上，使她们喘不过气来，变得愚钝卑微，把她们禁锢在做饭管孩子的事情上，用完全非生产性的、琐碎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事情消耗她们的精力。只有在大规模地开始为消除这种琐碎家务而斗争（在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更确切地说，大规模地开始把琐碎家务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和时候，才会开始有真正的妇女解放，真正的共产主义。

对于这个所有共产党员在理论上都没有异议的问题，我们在实践中给予了足够的注意吗？当然没有。我们对于这方面已有的共产主义幼芽给予了足够的关心吗？还是这句话：没有，没有。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就是这些幼芽的标本，正是这些平凡的、普通的、既不华丽、也不夸张、更不显眼的设施，在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方面同男子的不平等。这些设施不是新的，它们（也如社会主义的一切物质前提一样）是由大资本主义造成的，但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第一，数量极少，第二，——这点特别重要——不是具有投机、渔利、欺骗、伪造等劣迹的营利性企业，就是理应受到优秀工人憎恶和鄙视的“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把戏”。

毫无疑问，在我国，这样的机构已经比过去多得多了，而且它们的性质已经开始改变。毫无疑问，女工和农妇中有组织才能的人比我们知道的要多许多倍，她们善于举办有很多工作者和更多使用者参加的实际事业，而没有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或幼稚的“共产党员”所常“患”的那些毛病：空话连篇，无事奔忙，无谓争吵，空谈计划、体系等等。可是我们还没有认真地护理这些新事物的幼芽。

请看看资产阶级。他们多么善于宣扬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资本家在他们发行千百万份的报纸上对他们心目中的“模范”企业大肆赞扬，把资产阶级的“模范”机构当作民族的骄傲！我们的报刊却不注意或者说几乎完全不注意报道那些最好的食堂或托儿所，不断促使其中一些机构成为模范机构，为它们作宣传。至于模范的、共产主义的工作，在节省人力方面，在便利使用者、节约产品、把妇女从家庭奴隶境遇中解放出来、改善卫生条件等方面正在作出什么成绩，能够作出什么成绩，以及如何将这一切推广到全社会，推广到全体劳动群众中去，报刊也没有详细报道。

模范的生产，模范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取得和分配每普特粮食所表现的模范的认真负责态度，模范的食堂，某个工人住房和某个街区的模范的清洁卫生工作，——这一切是我们的报刊和每个工人和农民组织应当比现在更加十倍注意和关心的对象。所有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幼芽，照管这些幼芽是我们共同的和首要的义务。不管我们的粮食和生产状况怎样困难，在布尔什维克执政的一年半中还是在各方面取得了无可怀疑的进展：粮食的收购量从3000万普特（1917年8月1日至1918年8月1日）增加到1亿普特（1918年8月1日至1919年5月1日）；蔬菜业发展了，未播种的土地面积减少了，铁路运输在燃料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得到改善，等等。在这样的总的背景下，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一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　　　　　※　　　　　※

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以便从这个伟大创举中得出一切由它产生的极其重要的实际教训。

从各方面支持这一创举，这是首先的、也是主要的教训。“公社”这个词在我们这里用得太随便了。凡是共产党员创立的或在共产党员参加下创立的一切企业，往往一下子就宣布为“公社”，而人们却往往忘记，如此光荣的名称是要用长期顽强的劳动争得的，是要用在真正共产主义建设中证实了的实际成效争得的。

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已经考虑成熟，决定废除人民委员会法令中涉及“消费公社”这一名称[6]的内容，这个决定在我看来是完全正确的。让名称普通一些，这样，新的组织工作在最初阶段上的缺陷和缺点也就不会推到“公社”身上，而将由不好的共产党员负责（这是理所当然的）。最好是不允许广泛使用“公社”字样，禁止动辄使用这个字眼，或者只承认那些在实践中·真正证明（并由附近全体居民一致公认）有按共产主义精神办事的能力和本领的真正的公社，才有权使用这个名称。首先你要证明自己能为社会、为全体劳动群众无偿地劳动，能“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模范地进行工作，然后你才有权取得“公社”这个光荣称号！

在这方面，“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一个十分宝贵的例外，因为这里，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粗工和铁路工人首先在实际上证明了他们确实能象共产主义者一样工作，然后他们才称自己的创举是“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应当努力争取，而且一定要做到。今后不论是谁，只要未经艰苦劳动和长期劳动的实际成效以及真正按共产主义精神办事的模范事迹证实，就把自己的企业、机关或事业称作公社，都应当被看成骗子或空谈家，受到无情的嘲笑和羞辱。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个伟大创举，在另一方面，即在清党工作中，也应当予以利用。在革命后的初期，很多“诚实的”和抱着庸俗心理的人特别胆小畏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然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则全体怠工，以此讨好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进执政党里来，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有过这种现象，而且不可能没有这种现象。全部问题在于，以健康的强有力的先进阶级作为依靠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

在这方面我们早已开始工作。要坚持不懈地继续这一工作。动员共产党员去作战这件事帮助了我们——胆小鬼和坏蛋逃到党外去了。让他们滚开吧！党员数量上的这种减少意味着党的力量和作用的大大增加。要利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个创举继续清党：非经半年“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考验”或“见习期”，不得接收入党。1917年10月25日以后入党的一切党员，如果没有特殊的劳动或功绩证明自己绝对忠诚可靠，能够做一个共产党人，都需要经过这样的审查。

清党工作，同不断提高党对真正共产主义工作的要求联系起来，将会改善国家政权机关，并大大促使农民早日彻底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方面来。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也非常鲜明地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政权机关的阶级性质。党中央写过一封“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页。——编者注］

 这是拥有一二十万党员（我预料在严格清党后将留下这么多，目前党员人数是超过这一数字的）的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主张。

这个主张得到了工会的有组织的工人的响应。这样的工人在我们俄罗斯和乌克兰有400万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拥护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20万和400万，这就是两个“齿轮”（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比例。此外，还有几千万农民，他们主要分成三类：人数最多的、同无产阶级最接近的一类，即半无产者，或者说贫苦农民；其次是中农；最后是人数最少的一类，即富农，或者说农村资产阶级。

只要还有可能买卖粮食和利用饥荒来干投机勾当，农民就仍是（这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定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半劳动者和半投机者。作为投机者，农民是敌视我们，敌视无产阶级国家的，他们同资产阶级和主张自由买卖粮食的资产阶级的忠实奴仆（直到孟什维克舍尔或社会革命党人波·切尔年科夫）往往是一致的。但是作为劳动者，农民是无产阶级国家的朋友，是工人在反对地主资本家的斗争中最忠实的同盟者。作为劳动者，千百万的农民大众是支持一二十万人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并由几百万有组织的无产者所组成的国家“机器”的。

真正更民主的、同被剥削劳动群众有更紧密联系的国家在世界上还没有过。

正是这种由“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标志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工作，一定会彻底巩固农民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尊敬和爱戴。这种工作，而且只有这种工作，才会彻底使农民相信我们正确，相信共产主义正确，才会使农民成为我们无限忠实的拥护者，也就是说，才会把粮食困难完全克服，使共产主义在粮食生产和分配问题上完全战胜资本主义，使共产主义完全巩固起来。






	　　1919年6月28日1919年7月由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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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1。



[2]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1。



[3]指1919年夏尤登尼奇白卫军进攻彼得格勒期间潜藏在苏维埃军队后方的反革命分子所策划的阴谋活动。1919年6月12日夜间，反革命组织“民族中心”的成员策动位于芬兰湾东端南岸的红丘、灰马等炮台的守备部队举行叛乱。叛乱分子企图使喀琅施塔得防区陷于瘫痪，然后与白卫军进攻相配合，攻占加契纳，切断彼得格勒同莫斯科的联系，进而夺取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组织了主要由水兵和彼得格勒工人参加的海岸部队，于15日发动进攻，在海军舰艇和飞机配合下，迅速攻下了这些炮台，平定了叛乱。同时，15000多名彼得格勒工人同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一起在彼得格勒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拘捕了反革命分子数百人。——11。



[4]伯尔尼国际是持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立场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在1919年2月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联盟。伯尔尼国际的领袖是卡·亚·布兰亭、卡·考茨基、爱·伯恩施坦、皮·列诺得尔等。他们力图恢复已于1914年瓦解的第二国际，阻挠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防止成立共产国际。他们敌视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颂扬资产阶级民主。1921年2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等退出伯尔尼国际，成立了维也纳国际（第二半国际）。1923年5月，在革命斗争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伯尔尼国际同维也纳国际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2。



[5]萨多瓦会战亦称克尼格雷茨会战，是1866年普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交战，于当年7月3日在捷克境内的萨多瓦和克尼格雷茨（今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地区进行，结果普军大败奥军，从而决定了这次普奥战争的结局。——15。



[6]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3月16日通过法令，将消费合作社合并、改组为统一的分配机关，名为“消费公社”。这一新名称在某些地方引起了对法令的一些误解。有鉴于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9年6月30日通过了《关于工农消费合作社的决定》，在对上述法令表示赞同的同时，决定用人民用惯了的“消费合作社”的叫法来代替“消费公社”这一名称（见1919年7月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43号）。——23。







《列宁全集》第37卷


关于目前形势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俄工会理事会和莫斯科工厂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7]


（1919年7月4日）

同志们，在面临估计当前总形势这一任务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地首先想到把1919年7月同1918年7月作一对比。我觉得这种自然想到的对比，最容易使我们对那些新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旧的困难有一个正确的了解，目前这种困难已经加大，使情况严重起来，要求我们作出新的努力。另一方面，这种对比也会向我们表明，一年来世界革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即使以极冷静甚至抱怀疑的态度来看问题，我们也还是可以充分相信我们正在走向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

同志们，请回忆一下一年前的情况吧。就在1918年7月的时候，一种似乎极为可怕的乌云，似乎根本无法挽救的灾祸笼罩着苏维埃共和国。当时和现在一样，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情况恶化。去年的情况是无比严重的。去年夏天和现在一样，除了粮食上的困难以外，还有更多的国内外政治上军事上的困难。去年夏天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8]的时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正在莫斯科举行暴动[9]，当时军队的一个司令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叛变了[10]，几乎使我们的战线崩溃。1918年夏天，在雅罗斯拉夫尔有过一次规模巨大的阴谋[11]。这次阴谋，正如阴谋的参与者所证实和供认的那样，是由法国大使努兰斯策动的。努兰斯暗中唆使萨文柯夫布置这次阴谋，并且担保说，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的法国军队将增援雅罗斯拉夫尔，如雅罗斯拉夫尔情况极端困难，可以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协约国军队会师，从而使莫斯科迅速陷落。去年夏天，敌人从东面夺取了萨马拉、喀山、辛比尔斯克、塞兹兰、萨拉托夫。在南方，受德帝国主义支持（这一点已得到十分确凿的证明）的哥萨克部队得到了金钱和装备。敌人向我们展开进攻，从两方面把我们包围了，并且嘲笑我们。德帝国主义集团说：“你们既然对付不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那就来对付我们吧。”德帝国主义者竟说出这样厚颜无耻的话来。

当时苏维埃共和国处于似乎毫无出路的被包围状态，粮食情况空前困难，我们的军队刚刚开始形成。军队没有组织，也没有经验，我们只得匆匆忙忙地建了一队再建一队，根本无法设想进行完整的有系统的工作。这一年我们熬过了，如果我们依靠这种经验，牢记这种经验，再来看看现在的情况，那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是的，情况是困难的，但是比较一下去年和现在的情况，甚至从内部的简单的力量对比来看，从造成暂时困难的种种事实的对照来看，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比过去稳定得多，——只要能仔细研究并观察，不信口胡说，谁都会认为这是无疑的，——因此，张皇失措就是严重的犯罪。一年前的情况严重得多，尚且终于克服了困难，现在我们更可以绝对有信心地说，我们现在也能克服这些困难，这样说既没有丝毫夸大我们的力量，也没有缩小我们的困难。我只想举出一些主要的对比材料，因为下面几位报告人会更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

去年夏天，粮食情况十分紧张，7月和8月两月内，我们管粮食的机关粮食人民委员部的仓库里简直一无所有，拿不出东西来供应最劳累、最受折磨、最挨饿的城市居民和非农业地区的居民。这一年中我们的机构已前进了一大步。在1917年8月1日至1918年8月1日这一年中，我们只收购了3000万普特，而在1918年8月1日至1919年5月1日这一期间，我们却收购了1亿普特。这同我们的需要相比还是很少的，但这证明，在收购粮食方面，我们必须战胜有余粮的农民给我们造成的无数组织上的困难。他们习惯于象过去那样在自由市场做粮食生意，认为按自由价格出卖粮食是他们的神圣权利，他们还不了解，在国家同俄国的和世界的资本作斗争的时候，做粮食生意就是危害国家的一种最严重的罪行。这是对穷人和挨饿者的侮辱，这是对资本家和投机者的最好的效劳。我们知道，每一个靠劳动和血汗勉强过活的农民都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他们是同情无产阶级的（虽然这种同情是模糊的、出自本能的），因为他们看到无产阶级将毕生精力、满腔热血都献给了推翻资本的事业。但是，要做到善于捍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善于把这种利益置于目前希望发横财的小商人（目前他们能够用空前高的价格把粮食卖给挨饿者）的利益之上，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我们正在开始测量这段距离。这段路程我们已经走了一部分，因此我们确信，这段路程不论如何艰难险阻，这些困难我们是能够克服的。同去年比较起来，我们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不过我们还远没有解决一切困难。我们不能许愿说情况会立刻好转，但是我们知道，目前的情况终究使我们有了大得多的希望，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资源来路毕竟没有象去年那样被东南面的哥萨克匪帮、西南面的德帝国主义以及东部产粮区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所切断。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因此，虽然未来的几个星期无疑会带来新的牺牲和新的负担，但是我们一定能够熬过和战胜这些日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去年已经这样做过一次，现在的情况已经好转，我们知道，这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主要的困难，这就是我们已实际经受过的粮食方面的困难。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而不是根据推测和愿望，的确能够说，能够肯定地说，我们已经学到了克服这种困难的本领，我们也一定会学到彻底克服这种困难的本领。

就目前的军事形势而论，协约国继一度占领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国人之后，占领了乌克兰，它们也遭到了失败。由此可见，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吓怕了的庸人认为无法战胜的威胁，原来是假的，这个巨人的腿原来是泥做的。协约国尽一切可能以武器和装备援助白卫分子、地主和资本家。英国的报纸公开吹嘘（英国的大臣们也这样吹嘘）他们的支援帮助了邓尼金。我们得到消息，说他们送去了可供25万人用的装备和应有尽有的武器。我们获得的确凿消息说他们送去了数十辆坦克。这就使我们在东部受到压力时，又遭到邓尼金的沉重打击。我们知道，我们在去年7月经历了怎样艰难的日子。我们决不缩小危险，也决不忽视要公开到广大群众中去，向他们讲清目前的形势，说明全部真实情况，擦亮他们的眼睛，因为工人、特别是农民（要农民了解真实情况是很困难的）对真实情况知道得愈多，他们就会愈坚决、愈稳定、愈自觉地转到我们这方面来。（鼓掌）

同志们，昨天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决定由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作关于军事形势的报告。可惜今天医生坚决不许他作报告。因此，我来简略地谈一谈军事形势，我在这方面完全不能充当报告人，但是同志们，我可以把托洛茨基同志视察南线后昨天给我们讲的一些情况，扼要地告诉你们。

那里的情况的确困难，我们所受的打击非常沉重，损失很大。我们失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就是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遭到高尔察克打击的时候，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兵力调去增援东线。邓尼金恰巧在这时开始普遍动员。不错，一位在当地工作了很久的南方面军革命委员会委员告诉我们说：这次普遍动员将使邓尼金遭到毁灭，正象高尔察克被普遍动员所毁灭一样。当他的军队还是一支阶级的军队，还是由憎恨社会主义的志愿兵组成的时候，这支军队是强固的。当他开始普遍征兵的时候，当然能很快地补充军队，但是军队愈扩充，它的阶级性就愈弱，力量就愈小。被邓尼金强征入伍的农民，在这支军队中，肯定也会干出西伯利亚农民在高尔察克军队中所干的事——就是他们把高尔察克彻底搞垮的。

除了邓尼金军队大大加强以外，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南线游击习气的发展。这一点，托洛茨基同志昨天也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你们大家知道，我们的军队由于格里戈里耶夫的冒险（这种冒险是马赫诺叛乱的后果）忍受了多少痛苦，乌克兰的农民和全体无产阶级在盖特曼统治[12]时期忍受了多少痛苦。由于乌克兰无产阶级的觉悟非常低、力量不足、缺乏组织性，由于佩特留拉的捣乱和德帝国主义的压力，在乌克兰就自发地滋长起仇恨情绪和游击习气。每一队农民都拿起武器，推选自己的阿塔曼或“父亲”，在当地建立政权。他们根本不把中央政权放在眼里，每一个父亲都认为自已是当地的阿塔曼，认为自己可以解决乌克兰的一切问题，用不着考虑中央采取的措施。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在目前情况下，单凭激情，单凭热忱，是争取不到农民的，——这种方式是靠不住的。我们曾经千百次地提醒过乌克兰的同志，既然事关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运动，单凭口讲就不够了，需要有他们亲身的生活经验，让他们自己来检验指示，相信自己的亲身经验。乌克兰农民吃了很大的苦头才取得这个经验。在德国人占领期间，他们遭到空前未有的灾难和牺牲，比我们遭到的要大很多倍，可是他们仍然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组织起来，才能自主行动并争取到国家的独立。在摆脱德帝国主义后的初期，邓尼金匪帮的活动开始猖獗，我军没有经常给他们以应有的还击，春天江河又迅速泛滥，我军受阻，不能继续前进，无法增援，于是大难临头，乌克兰全体农民以及与乌克兰、顿河区毗邻地区的农民受到第一次打击，但好在他们会因此克服游击习气和混乱的缺点。我们清楚地知道，乌克兰农民的力量一定能推翻邓尼金的力量，我们知道他们受到的打击非常沉重，但是这些打击会唤起他们的新的觉悟和新的力量。托洛茨基同志亲自见过那里所蒙受的空前惨重的损失，他肯定地说，这次经验不会不给乌克兰人留下痕迹，不会不使乌克兰农民的整个心理发生变化，我们自己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我们知道，去年我们的情况也并不更好些。我们知道，有许多国家以蔑视的眼光看我们，看我们年轻的俄罗斯共和国，而现在很多国家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乌克兰要把病治好，比我们更困难，但它毕竟会治好的。乌克兰已经意识到分崩离析、游击习气的教训。这将是乌克兰整个革命的转变时期，这将影响乌克兰的全部发展。我们也经历过这一转变，去掉游击习气，不再侈谈“我们一切都能办到！”的革命词句，转变到认清必须坚决顽强、长期艰苦地进行繁重的组织工作。这是一条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后经过好多个月才走上的道路，是一条取得了显著成就的道路。我们满怀信心地展望将来，相信我们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托洛茨基同志着重谈到几种情况，其中一种情况非常明显地说明了这一转变，那就是他在逃兵方面观察到的情形。在他到过的很多省份里，我们都曾派过一些同志去同逃跑现象作斗争，但是没有取得成绩。托洛茨基同志亲自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看到我们的几万逃兵都是一些张皇失措或者很容易跟资产阶级走的人。我们已准备作出等于绝望的结论。托洛茨基亲自经过库尔斯克和梁赞，看到有些城市的确是这样，他还谈到这方面已经发生的变化，说这种变化是无法形容的。有些政治委员说，现在涌入红军的逃兵已经使我们应接不暇。回红军的人这样多，我们简直可以停止动员，用这些老兵，用这些归队的逃兵就足够补充我们的部队了。

农民已经看出哥萨克和邓尼金的进军意味着什么，农民群众开始更加自觉地看待问题，他们本来希望立刻得到和平，不理解我们是被迫进行内战的。农民千方百计地逃避征兵，躲进森林，沦为绿匪，对其他事情一概不管。这一状况造成乌克兰分崩离析，使逃兵人数成千上万。托洛茨基谈到，由于我们较大胆地处理这件事情，放宽逃兵报到的期限，情况就开始有了转变。有几百个同志去梁赞省工作，那里也已开始有了转变。他们出席群众大会，逃兵大批地回到红军中来。地方的政治委员们说，他们简直来不及把这些人编入红军队伍。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使库尔斯克和沃罗涅日阵地在利斯基车站夺回后就开始巩固了。根据这种情况，托洛茨基说，南方情况是艰难的，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但是我断定说，这不是大祸临头的情况。这是我们昨天得出的结论。（鼓掌）

这个结论丝毫不容怀疑，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我们相信劳动群众的觉悟一定会胜利，因为马克兰的经验证明，邓尼金愈逼近，邓尼金、资本家和地主带来什么愈清楚，我们同逃跑现象作斗争就愈容易，我们就愈能大胆地把逃兵报到的期限延长一个星期。前天我们在国防委员会[13]又把报到的期限延长了一个星期，因为我们深信，邓尼金带给他们的觉悟不会不起作用，而且红军将会成长，只要我们记住，在最近几个月内我们要把全部力量放在军事工作上。我们应该说，我们现在也要象过去援助东线那样，尽力援助南线取得胜利。同志们，那些张皇失措的人会在这里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尽力援助南线，我们就会失去在东线获得的战果。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我们部队在东线所获得的战果，根据全部材料来看，一定会同西伯利亚的革命融合在一起。（鼓掌）

昨天一位孟什维克在莫斯科作了报告。你们在《消息报》上可以看到戈洛索夫公民这个报告[14]的内容，他讲到孟什维克如何跑到西伯利亚去，以为那里有立宪会议和民权制度，通行普选制，尊重民意，而不是什么一个阶级的专政、篡夺和暴力（这些是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称呼）。这些人同克伦斯基一起混了8个月，把一切献给了科尔尼洛夫，他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又投奔高尔察克，现在他们的经验证明，不是什么布尔什维克，而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是那些全力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步行了几百俄里，得出了我们所听到的和公众从孟什维克的报告中所知道的结论：那里不仅排斥工人，而且排斥农民，不仅排斥农民，而且排斥富农。现在连富农也起来暴动反对高尔察克了！（鼓掌）所有那些对反高尔察克统治的暴动的描述，一点也没有夸大。高尔察克不仅排斥了工人和农民，而且排斥了曾经一致怠工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即排斥了同协约国结成同盟的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听说乌拉尔正在举行起义，我们正在迎接真正的工人起义的时代，再说一遍，在最近几个月内我们有十分的把握和充分的根据，指望乌拉尔的胜利将成为西伯利亚全体居民群众彻底战胜高尔察克叛乱的转折点。

同志们！你们昨天在报上看到了乌拉尔工厂区的起点莫托维利哈已被收复的消息。关于收复彼尔姆的详细情形（那里有几个团队转到我们这边来了）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每天接到的一份份的电报都说明，乌拉尔的决定性的转折已经到来了。今天我接到的7月2日从乌法拍来的电报，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还有更详细的情报，我们可以有充分的根据说，决定性的转折已经到来了，我们在乌拉尔一定会取得胜利。彼尔姆和莫托维利哈的先后收复，使我们得到很多东西，这两个地方都是大工厂中心，工人正在组织起来，成百地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他们切断敌人后方的铁路。大概你们中间只有很少的人有机会看到从那里跑出来的高尔察克分子——工人和农民，不过我们希望在莫斯科能够更多地看到从那里来的人。要知道，一年以前，乌拉尔一带和西伯利亚的农民曾经准备离开布尔什维克。他们很不满，很愤慨，因为那时布尔什维克要求他们在艰苦的战争中给予帮助，布尔什维克说：“对地主、资本家的胜利是不会凭空得到的，既然资本家、地主在进行战争，你们就应该承受一切牺牲来捍卫革命果实。革命不能不付出代价，如果你们怕牺牲，缺乏承受这些牺牲的坚毅精神，你们就会使革命遭到失败。”他们不愿意听这些话，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革命的口号。因此，当那边答应他们可以获得和平和协约国的援助时，他们就转到那边去了。要知道，西伯利亚的这些农民没有经历过农奴制。这是一些惯于剥削从俄罗斯去的流放者的最富裕的农民，是一些看不到革命好处的农民，他们总是从俄国全体资产阶级，从全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寻找领袖，这几种人在那里有成千上万个。譬如现时在鄂木斯克的资产者人数有人计算为90万人，有人计算为50万人。全体资产者统统汇集到那里去了，一切认为自己有知识、有文化、有管理能力而妄图领导人民的人和一切政党（从孟什维克到社会革命党）都汇集到那里去了。他们有富裕的、不倾向社会主义的农民，他们有掌握世界霸权的协约国的援助，他们有通往海口的铁路。这说明他们占有绝对的优势，因为协约国的舰队是天下无敌、称霸全球的。还缺少什么呢？这些为反对布尔什维克而聚集了所能聚集的一切的人们（他们有殷实的农民居住的边疆区，有协约国的援助），为什么试验两年就垮台，结果只剩下地主和资本家子弟的野蛮统治而不是什么“民权制度”？为什么我们红军一去解放乌拉尔，高尔察克的统治就彻底崩溃？一年以前，农民说“打倒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把重担加在农民肩上”，农民就转到地主、资本家那边去了。那时他们不相信我们的话；现在他们已亲身经受到了，他们看到布尔什维克牵走了一匹马，而高尔察克分子却拿走了一切，既牵走了马，也拿走了其余一切东西，而且实行沙皇纪律。现在农民有了过去的经验，他们欢迎红军，象欢迎救星一样，并说，和布尔什维克一起，西伯利亚必将确立起持久的充分的自由。（鼓掌）

高尔察克叛乱这个经验对我们说来是一个最宝贵的经验，它在不大的范围内向我们表明了在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它向我们表明了布尔什维克力量的真正的、不可战胜的、不可摧毁的泉源。当西伯利亚在敌人手中的时候，我们好象是软弱的。现在这一巨大力量完全垮台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帝国主义战争及其后果的估计是正确的，我们说得很对：经过这次战争人类决不会再象过去的样子，人们已经受尽痛苦和折磨，憎恨资本主义，因此工人阶级的统治必将到来，社会主义必将确立。这里有人谈到“中间道路”，我很清楚，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向往这种中间道路，这些中间党派中的佼佼者在痴情地向往这种中间道路，但是根据许多国家的经验，根据各个民族的经验，我们知道，这是虚无缥缈的幻想，因为在这个由切尔诺夫和马伊斯基之流再次组阁并遭到彻底失败的立宪会议王国中，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这是什么，是偶然现象还是布尔什维克的诽谤？这谁也不会相信！他们开始那样相信立宪会议，结果遭到那样的失败，这又一次证明，布尔什维克说得对：或者是工人阶级专政，全体劳动者专政，战胜资本主义；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最肮脏的血腥统治，甚至如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建立的那种君主制。关于西伯利亚的教训和结论就谈到这里。最后，我想稍微谈谈国际形势。

同志们，在国内状况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一年以前，千百万俄国农民还完全不自觉地看待世间的一切，他们听信任何一个把立宪会议说得娓娓动听的人，他们因为承受布尔什维主义的负担而垂头丧气，一听到斗争的号召就跑开。以后，农民在南方受到德国人统治的空前惨痛的血的教训，他们从这一经验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之所以变得无比强大，就是因为千百万人都已经清楚高尔察克是什么了，西伯利亚千百万的农民都倾向布尔什维主义了。人人都在盼望布尔什维克，这并不是由于我们的宣传和学说，而是由于他们亲身的经验，他们请社会革命党人来执政，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执政的结果却出现了俄国的旧君主制度和旧杰尔席莫尔达[15]，这种制度在“民主”时期给国家造成空前未有的暴力。但人民的毛病治好了，这是很有价值的。（鼓掌）

请你们看看国际形势。与去年相比，一年来我们在这方面难道不是突飞猛进了吗？那时连忠于革命的人也离开了我们，说布尔什维克把俄国出让给德国强盗，说布列斯特和约[16]证明布尔什维克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他们没有认为只有民主的法国和英国的同盟才能使俄国得救吗？怎么样呢？去年的危机才过去几个月，布列斯特和约就完蛋了。自1918年11月9日德国被打垮以后，经过半年的努力，英法帝国主义者缔结了和约[17]。这个和约带来了什么后果呢？它使以前站在鼓吹作战到底的英法帝国主义者信徒那一边的工人，不是一天一天，而是每时每刻都转到我们这边来，他们对自己说：“我们受了四年欺骗，被拖进了战争。人们向我们保证，为了自由，要打败德国，使自由、平等和民主取得胜利，但是给我们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凡尔赛和约，是一个为了掠夺和发财而签订的卑鄙的、强制性的和约。”这一年中，我们的处境是为国际革命的胜利而作艰苦的斗争。如果拿我们的处境和敌人的处境比较一下，我们是每前进一步，都在全世界获得更多的同盟者。我们现在看到，德国人根据帝国主义观点认为是失败的东西，法国人和英国人认为是彻底胜利的东西，其实是英法帝国主义者末日的开始。现在工人运动不是一天一天，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发展。工人要求外国军队退出俄国，要求废除凡尔赛和约。我们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是孤单的，这个和约垮了，代替它的是扼杀德国的凡尔赛和约。

我们在估计过去这一年并公开承认一切困难时，可以平静地、有信心地、坚定地向你们说，同志们，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来向你们叙述总的形势，向莫斯科的先进工人描述我们又碰到的困难，请你们考虑我们从这艰苦的一年中得到了什么教训，请你们根据这种考虑和估计，根据这种经验，同我们一起得出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胜利必将属于我们。我们要一次……次地竭尽全力来挽回南线的失败。如果我们利用组织、纪律和忠诚这些行之有效的手段，我们相信，邓尼金也一定会被摧毁，被消灭，被打垮，就象以前高尔察克和现在英法帝国主义者被打垮一样。（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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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次会议是在苏维埃共和国遭到邓尼金军队进攻的危急时刻于1919年7月4日召开的。会议的议程是：关于目前形势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受俄共（布）中央委托，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告全体工人、农民、红色陆海军战士书》，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全力抗击敌人（见1919年7月5日《真理报》第145号）。——27。



[8]指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



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7月4—10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64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773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353人，最高纲领派17人，无政府主义者4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4人，其他党派成员3人，无党派人士10人。乌克兰、拉脱维亚和外高加索等被占领区也有代表出席。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会上作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列宁作了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代表大会对两个报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然后以多数票通过了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完全信任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决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对苏维埃政府表示不信任、要求废除布列斯特和约、改变苏维埃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决议案被否决。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后于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反革命叛乱，代表大会的工作因而暂告中断。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全体成员被逮捕，与叛乱无干的后来获释，其中约有200人回来继续参加会议。代表大会于7月9日复会后，听取了政府关于7月6—7日事件的报告，完全同意政府为平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所采取的果断行动，并指出赞同自己上层领导观点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能再留在工农代表苏维埃之内”。



代表大会关于粮食问题的决议肯定粮食垄断制的不可动摇，认为必须坚决镇压富农的反抗，赞同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大会关于组织红军的决议规定了在劳动者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组织和巩固红军的措施。代表大会最后批准了俄罗斯联邦的第一部宪法，选出了由200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27。



[9]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的暴动是根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1918年6月24日的决议组织的，发生在1918年7月6—7日，即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首先采取挑拨行动，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雅·格·布柳姆金在7月6日刺杀了德国大使威·米尔巴赫，接着就发动了武装叛乱。叛乱的中心是在莫斯科三圣巷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一支部队的司令部，这支部队的指挥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Д．И．波波夫。6日夜，叛乱分子约1800人在波波夫、弗·亚·亚历山德罗维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等人领导下开始军事行动。他们炮击克里姆林宫，占领了电话局和电报局，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了几个挑拨性的宣言、公报和电报，诡称左派社会革命党已经掌握了政权，他们的行动得到全体居民的欢迎等等。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命令政府立即镇压叛乱。列宁领导了平定叛乱的斗争。叛乱在7月7日下午2时被粉碎。——28。



[10]东方面军司令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米·阿·穆拉维约夫的叛变和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的叛乱有密切关系。根据叛乱者的计划，穆拉维约夫负责发动东方面军的军队反对苏维埃政权，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军汇合后向莫斯科进军。穆拉维约夫于7月10日由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喀山率领一支近千人的部队进抵辛比尔斯克，声称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并通电人民委员会、德国大使馆、捷克斯洛伐克军司令部对德宣战，自称为“抗德集团军总司令”。受他蒙蔽的部队占领了邮局、电报局和电台，包围了执行委员会大楼和红军辛比尔斯克集团的司令部，逮捕了包括第1集团军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在内的许多苏维埃的和党的工作人员。穆拉维约夫命令东方面军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向西推进，佯称抗击德军的进攻。7月11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揭露了穆拉维约夫行动的反革命实质，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辛比尔斯克的布尔什维克在省委会主席约·米·瓦雷基斯领导下对士兵和城市居民进行了大量解释工作，把原来支持穆拉维约夫的部队争取丁过来。7月11日晚，穆拉维约夫应邀参加辛比尔斯克执行委员会会议，以为执行委员会要向他投降。当会上宣读他关于对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停止军事行动的电报时，共产党人要求将他逮捕。穆拉维约夫拒捕，被当场击毙，他的同伙纷纷就擒。——28。



[11]指1918年7月雅罗斯拉夫尔白卫分子的叛乱。这次叛乱同当时苏维埃俄国发生的其他反革命叛乱一样，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积极参与下策划的，并且是帝国主义者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俄国中部各城市发动叛乱的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叛乱的目的是同北方的外国干涉者和伏尔加河中游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建立统一战线，然后进攻莫斯科，推翻苏维埃政权。组织这次叛乱的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波·维·萨文柯夫所领导的“保卫祖国与自由同盟”，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给这个反革命组织提供了大量经费。叛乱从7月6日开始。萨文柯夫从莫斯科派来一批军官具体领导叛乱。叛乱分子夺取了雅罗斯拉夫尔市的中心区，占领了军火库、邮局、电报局、银行等机关，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进行血腥的屠杀。叛乱分子还企图占领该城的工人居住区，但马上遭到了坚决抵抗。各企业的党组织在同叛乱分子作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用。武装工人和红军支队同叛乱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搏斗。苏维埃政府从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地调来许多军队和工人武装队伍支援雅罗斯拉夫尔的工人。1918年7月21日，叛乱最终被平定。——28。



[12]盖特曼统治是指帕·彼·斯科罗帕茨基1918年在乌克兰实行的反革命地主资产阶级专政。1918年4月29日，德奥占领军在解散中央拉达的当天，在基辅操纵所谓“农民代表大会”选出大地主、前沙皇将军斯科罗帕茨基为乌克兰的盖特曼（意为统领）。斯科罗帕茨基随即宣布成立“乌克兰国”，以代替被废除了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乌克兰国”政府的活动完全受占领当局的监督。斯科罗帕茨基在一份特别文件里宣布恢复工厂、土地的私有制，实行战地法庭制，恢复沙皇时代的特务机关和警察局的活动。省长、县长都由以前的沙皇将军、官吏和地主充任。劳动人民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利和自由，布尔什维克受到残酷迫害。随着德奥占领军在乌克兰的垮台，斯科罗帕茨基于1918年12月14日逃往德国，盖特曼统治为西·瓦·佩特留拉的乌克兰执政府所取代。——31。



[13]国防委员会（工农国防委员会）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贯彻它在1918年9月2日颁发的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军营的法令而于1918年11月30日设立的。国防委员会是苏维埃俄国的非常最高机关，有动员人力物力保卫苏维埃国家的全权。国防委员会的决议，中央以及地方各部门和机关、全体公民都必须执行。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国防委员会是组织共和国战时经济和编制计划的中心。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他军事机关的工作都处于它的严格监督之下。列宁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1920年4月初，国防委员会改组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其任务是指导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国防机关的活动。劳动国防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937年4月。——34。



[14]刊载于1919年7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44号的一篇题为《孟什维克谈高尔察克》的简讯，报道了孟什维克戈洛索夫7月3日在莫斯科综合技术博物馆作的报告。戈洛索夫是1918年由孟什维克党中央派往西伯利亚的。——34。



[15]杰尔席莫尔达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列宁用这个形象来比喻俄国警察专制制度的横暴。——38。



[16]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条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38。



[17]指凡尔赛和约。



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订。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5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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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

（俄共（布尔什维克）中央给各级党组织的信
 ）[18]

（1919年7月4日和7日之间）

同志们！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危急关头、甚至可能是最危急的关头到了。国内和国外（首先是英国和法国）维护剥削者地主资本家的人，拼命想使侵占人民劳动成果的地主和剥削者的政权在俄国复辟，以便巩固他们正在全世界崩溃的政权。英法资本家用自己的军队强占乌克兰的计划破产了；他们在西伯利亚对高尔察克的援助也失败了；红军在乌拉尔得到全体起义的乌拉尔工人的支援，正在英勇前进，逼近西伯利亚，将从当地统治者即资本家的空前的压迫和暴行下解放这一地区。最后，英法帝国主义者用反革命阴谋夺取彼得格勒的计划也已破产，参加这次阴谋的，有俄国的君主派即立宪民主党人，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现在国外的资本家拼命想借邓尼金的进攻来恢复资本的枷锁，他们也象过去帮助高尔察克那样，以军官、补给、炮弹、坦克等等帮助邓尼金。

工人农民的全部力量、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力量都应当动员起来，以便击退邓尼金的进犯，战胜邓尼金，同时使红军不停地向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胜利进攻。这就是


当前的主要任务

首先而且主要是全体共产党员，还有全体同情分子，全体正直的工农，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都要按战时要求紧张行动起来，把自己的工作、精力和注意力尽量转到完成直接的战争任务上，转到迅速击退邓尼金的进犯上，并减少和改变自己其余的一切活动，使之服从于这个任务。

苏维埃共和国已在敌人包围之中。它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

所有机关的全部工作都要适应于战争，都要按战时要求加以改造！

为了处理工农国家的事务，必须实行集体管理制。但是任何夸大和歪曲集体管理制因而造成办事拖拉和无人负责的现象，任何把实行集体管理的机关变为清谈馆的现象，都是极大的祸害，应不顾一切尽快根除这一祸害。

实行集体管理，无论在委员会人数方面或处理的工作范围方面，都不应超过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禁止“长篇大论”，要最迅速地交换意见，通过交换意见互通情况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只要有一点可能，集体管理就应限于在最小范围的委员会内仅就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最简短的讨论，至于对机关、企业、工作和任务的实际安排，则应委托一位以坚决果断、大胆泼辣、善于处理实际问题著称，又深孚众望的同志负责。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实行集体管理都必须极严格地一并规定每个人对明确划定的工作所负的个人责任。借口集体管理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这种祸害威胁着一切没有很多集体管理工作经验的人，而在军事上往往导致无法避免的灾难、混乱、惊慌失措、权力分散和失败。

组织上的忙乱或不切实际也是同样危险的祸害。为了战争，必须改造工作，但决不应改造机关，更不应匆忙地建立新的机关。这是绝对不许可的，这只能造成混乱。所谓改造工作，应该是使非绝对必要的机关暂停工作，或加以适当缩减。但是一切支援战争的工作，应当完完全全通过现有的军事机关进行，要整顿、巩固、扩大和帮助这些军事机关。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建立特别的“防卫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或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是第一；第二，要经过有关军事当局或苏维埃最高当局批准；第三，必须遵守上述条件。


向人民说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真相

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苏维埃共和国主要的和唯一严重的敌人。如果没有协约国（英、法、美）帮助，他们早就完蛋了。由于协约国帮助，他们才成为一种力量。但是，他们对人民还是非欺骗不可，不时地作出姿态，佯装拥护“民主”、“立宪会议”、“民权制度”等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则甘愿受他们欺骗。

现在高尔察克（邓尼金和他是一对双生子）的真相已被完全揭穿了。枪杀几万工人；甚至枪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鞭挞成县成县的农民；公开毒打妇女；地主家庭出身的军官横行无忌；大肆掠夺。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真相就是如此。即使在背叛过工人而站到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一边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间，也有愈来愈多的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真相了。

整个宣传鼓动工作的重点，就是要使人民了解这些情况。要向他们说清楚，要么是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要么是苏维埃政权即工人的政权（专政），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有些非布尔什维克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非党人士曾经在高尔察克或邓尼金那里呆过，特别应利用他们所提供的证词。应使每个工人和农民知道，究竟为什么进行斗争，假如高尔察克或邓尼金胜利，他们会遭遇到什么。


做好应征者的工作

为了帮助动员，做好应征者的工作，做好已应征者的工作，这是目前应当关心的大事之一。凡是已应征者集结的地方或驻有卫戍部队尤其是后备营等等的地方，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都应当行动起来。他们应该毫无例外地组织起来，帮助动员，并在已应征者和当地驻军的士兵中进行工作，有的可以天天工作，有的可以每星期工作4小时或8小时，当然，要有严密的组织，每个人要由地方党组织和军事当局指定担负一定的工作。

居民中的非党员或其他党的党员，当然不能做反邓尼金或高尔察克的思想工作。但根据这一理由而不让他们做任何工作是不能容许的。应该想出各种办法，责成全体居民（首先是城乡较富裕的居民）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动员工作，或帮助已应征人员。

应采用一种特殊的办法，以便协助最迅速最好地训练已应征人员。目前，苏维埃政权正在征集所有的旧军官和士官等人。共产党以及全体同情分子和全体工人都应当来帮助工农国家：第一，尽力协助捕获一切逃避报到的旧军官和士官等；第二，在党组织的监督或领导下，把那些在理论上或实际上（例如参加过帝国主义战争）受过军事训练而能出一分力的人组织起来。


做好逃兵的工作

近来反逃跑的斗争显然出现了转折。在许多省份里，逃兵已开始大批返回军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逃兵已涌到红军中来了。原因是：第一，党内同志的工作做得更好更经常了；第二，农民日益意识到，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要恢复比沙皇制度更坏的制度，要使工农再度成为奴隶，遭鞭笞，受掠夺，受军官和贵族侮辱。

因此，各地都要用全力加紧对逃兵进行工作，使他们回到军队里去。这也是一件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

顺便指出，能够用说服办法影响逃兵，取得成效，这表明工人国家同农民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与地主国家和资本家国家完全不同。用棍棒或饥饿来进行压迫，这是后两种国家的纪律赖以维持的唯一手段。工人国家或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则用另外的手段来维持纪律，这就是工人说服农民，工农结成同志联盟。如果目睹者告诉你，某某省（例如梁赞省）有成千上万的逃兵自愿回来，群众大会上向“逃兵同志”发出号召，收到的效果有时简直难以形容，你才会了解，工农的这种同志联盟蕴藏着多少未被我们利用的力量。农民有一种偏见，使他们赞成资本家，赞成社会革命党人，赞成“贸易自由”；但农民也有一种明智，使他们日益同工人结成联盟。


直接帮助军队

我们军队最需要的供应品是：衣服，鞋靴，武器和炮弹。在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必须作巨大的努力才能满足军队的这种需求。英、法、美资本家掠夺者给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慷慨援助，才使他们没有因缺乏供应而遭到必然崩溃。

不管俄国受到怎样的破坏，但是国内还有不少的资源，这些资源我们还没有利用，而且往往不善于利用。还有很多军用物资仓库尚未发现或未经查清，还有大量生产潜力尚未挖掘，之所以如此，部分是由于官吏们故意怠工，部分是由于办事拖拉，文牍主义，漫无条理，笨拙无能，——所有这些“往日的罪过”不可避免地、严重地威胁着任何一个向新社会制度“跳跃”的革命。

在这方面直接帮助军队是特别重要的。主管这件事情的机关特别需要“革新”，需要从旁协助，需要当地工人农民自愿的、有力的、英勇的创举。

要号召全体觉悟的工人农民、全体苏维埃活动家尽量广泛地参加这种创举，要在各个地方和各个领域试行各种办法在这方面帮助军队。在这里，“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比在别的部门差得多，而“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需要却迫切得多。

收集居民中间的武器也是这种工作的一部分。在经过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两次人民革命的国家内，农民和资产阶级藏有很多武器，这是自然的不可免的现象。但是，在目前邓尼金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必须用全力清除这种现象。如果有人隐藏或帮助隐藏武器，那就是对工人农民犯下滔天大罪，就应该被枪决，因为他是使成千上万的优秀红军战士往往只因缺乏武器而阵亡的罪人。

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进行了组织严密的大搜查，找到了成千上万的枪枝。俄罗斯的其余地方不应落在彼得格勒之后，无论如何要赶上并超过它。

另一方面，枪枝藏得最多的无疑是农民，他们往往没有任何恶意，不过是出于对任何“国家”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等等。我们已用说服、巧妙的鼓动和恰当的办法做了很多很多的（在最好的省份里）工作，使逃兵自愿回到红军中去，毫无疑问，我们也能够而且应当做同样多的或者更多的工作，使人们自愿交回武器。

工人和农民们！把暗藏的枪枝找出来交给军队！这样你们才能使自己不受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毒打、枪杀、大规模的鞭挞和劫掠！


缩减非军事工作

上面简略提到的工作，即使是执行其中的一部分，也需要成批的新工作人员，而且是要最可靠、最忠实、最有毅力的共产党员。可是到处都在抱怨，说缺少这样的工作人员，说他们过度疲劳，那么，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工作人员呢？

毫无疑问，这种抱怨是颇有道理的。如果有谁精确地计算一下，近20个月来，在工农群众的支持和同情下管理俄国的先进工人和共产党员为数之少，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但是我们管理得很有成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克服空前的困难，战胜直接或间接与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到处蠢动的敌人。除了一个敌人，即除了协约国，除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英法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我们已经战胜了一切敌人，而且我们已经打断了这个敌人的一只手——高尔察克；现在威胁我们的只是它的另一只手——邓尼金。

管理国家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新生力量在迅速地成长，这就是青年工人和农民。他们都在一心一意地、紧张地努力学习，体会由新制度得来的新印象，抛掉原先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成见，把自己锻炼成比他们的前辈更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可是，不管这支新生力量成长得如何迅速，不管它在国内战争和资产阶级疯狂反抗的烈火中如何迅速地学习和成熟起来，在最近几个月内，我们还是得不到现成的国家管理人员。而问题正在于最近这几个月，即1919年的夏秋两季，因为我们与邓尼金的斗争需要而且必须立刻解决。

要得到大量现成的工作人员来加强军事工作，就要缩减许多非军事的，确切些说，与军事没有直接关系的苏维埃工作的部门和机关，就要按这个方针（即缩减的方针）来改组一切非绝对必要的机关和企业。

就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作例子。为了充分展开社会主义建设，为了正确计算和分配一切科学技术力量，这是一个极有用的必要的机关。但这样的机关是否绝对必要呢？当然不是。有些人可以而且应当立即用来在军队中和直接为军队服务的部门中做迫切而绝对必需的共产主义工作，目前把这种人交给这种机关，那简直是犯罪。

这样的机关和部门在我们中央和地方都很不少。我们要完全实现社会主义，我们不能不立即着手建立这类机关。但如果我们在面临邓尼金的大举进攻时竟不能很好地改编队伍，暂时停止和缩减一切非绝对必要的东西，那我们就会是傻瓜或罪人。

我们不应当陷于张皇失措、一片慌乱的境地，不应当把什么机关都改组和完全关闭，不应当开始建立新机关（匆匆忙忙地去做，特别有害）。我们应当在中央和在各地把一切非绝对必要的机关和部门，暂时停闭三五个月，如不能完全停闭，则在这段时间内（大致的时间）尽量加以缩小，只留下绝对必要的工作。

既然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立刻得到大批现成的、有经验的、忠诚的、受过考验的共产党员或同情社会主义的人来做军事工作，那我们就可以冒一下险，使很多大大缩减的机关（或机关的某些部门）暂时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把这些机关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工作人员去料理。这个风险并不大，因为所指的只是非绝对必要的机关，自然，削弱这些机关（处于半停顿状态）的活动，会受到损失，但这种损失不会大，无论如何不会使我们灭亡。而没有充分的力量去加强（而且是立即大大地加强）军事工作，那我们就会灭亡。必须认识清楚这一点并由此得出一切结论。

如果各省县等等的主管部门或所属部门的每个领导者，每个共产党支部，都立即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某机关或某部门是否绝对需要？它的工作暂时停止或缩减9/10，不留一个共产党员，我们是否就会灭亡？如果在提出这样的问题以后，随即迅速而坚决地缩减工作，把共产党员（以及同情分子和非党人士中绝对可靠的助手）调出，那么，我们就能够在最短期间派出成百上千的人到军队政治部去工作，去担任政治委员等等职务。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有了切实的把握象战胜更强大的高尔察克那样战胜邓尼金。


前线地区的工作

最近几星期来，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内，前线地区已经惊人地扩大，并且非常迅速地发生了变化。这是战争快到决定关头和接近总解决的征兆。

一方面，由于红军的胜利和高尔察克的瓦解，由于高尔察克占领区中革命的发展，乌拉尔和乌拉尔地区这一辽阔地带已经成为我们的前线地区了。另一方面，由于我方的损失，由于敌人大量逼近彼得格勒，并从南方向乌克兰和俄罗斯中部进犯，在彼得格勒近郊和南方，前线地区更扩大了。

于是前线地区的工作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红军迅速前进的乌拉尔地区，我们军队的工作人员、政治委员、政治部人员等等，以及当地的工人和农民，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愿望，想在新收复地区安居下来，进行创造性的苏维埃工作；人们愈疲于战争，高尔察克的破坏愈严重，这种愿望就愈自然。但是，如果照这个愿望去做，那就最危险了。这会减弱我们的进攻，使进攻停顿下来，使高尔察克有恢复元气的机会。从我们方面来看，这简直是对革命的犯罪。

决不从东线部队中多抽调一个工作人员来做地方工作！ 
［注：没有绝对必要，就不抽调他们，可从中部省份调遣！］

 决不减弱我们的进攻！要取得完全胜利，只有乌拉尔和乌拉尔地区尝过高尔察克“民主”的可怕滋味的居民人人参加作战，并且继续向西伯利亚进攻，直到革命在西伯利亚取得完全的胜利。

让乌拉尔和乌拉尔地区的建设工作推迟一下，让这种建设完全由当地年轻的、没有经验的、较弱的人去慢慢地进行吧。我们并不会因此灭亡。如果减弱向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进攻，那我们就会灭亡，我们应当用乌拉尔起义工人的力量，用乌拉尔地区农民的力量来加强这个进攻；他们现在已经亲身认识到孟什维克马伊斯基和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的“立宪”诺言是什么货色，认识到这些诺言的真正内容即高尔察克是什么货色。

减弱向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进攻，就是背叛革命，就是背叛把工农从高尔察克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事业。

在刚解放的前线地区进行工作时，要记住那里的主要任务是不仅赢得工人而且赢得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用事实向他们解释苏维埃政权这一工农政权的实质，一开始就采取党根据20个月工作的估计所定下的正确方针。我们在乌拉尔不应该重复我们曾在大俄罗斯犯过而正在迅速纠正的那些错误。

在彼得格勒近郊的前线地区，在急速扩大的乌克兰和南方的广大前线地区，要把一切转入战时状态，使一切工作、一切努力、一切考虑完全服从于战争，而且只服从于战争。否则就不能击退邓尼金的进犯。这是很明显的。要清楚地了解和完全实现这一点。

顺便说说，邓尼金军队的特点是军官多，哥萨克多。他们没有巨大力量作后盾，却非常善于奔袭、冒险和死拼，以此散布惊惶情绪，为破坏而进行破坏。

在同这样的敌人作斗争时，必须有最高度的军事纪律和军事警惕性。贻误时机或张皇失措就等于丧失一切。党或苏维埃的每个负责的工作人员都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在军事上，在一切事情上，都要有军事纪律！

要有军事警惕性和严格性，要不屈不挠地采取各种预防措施！


对军事专家的态度

以出卖彼得格勒为目的的红丘炮台大阴谋又一次特别紧迫地提出了关于军事专家和肃清后方反革命的问题。毫无疑问，由于粮食状况和军事状况的尖锐化，必然使而且在最近的将来还会使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猖獗起来（参加彼得格勒阴谋的有“复兴会”[19]，有立宪民主党人，也有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只是个别人参加，但终究是参加了）。毫无疑问，最近期间，在军事专家中象在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一样，一定也会出现更多的叛变者。

但因此就主张改变我们的军事政策的原则，那就是不可挽回的错误和不能饶恕的怯懦。成百上千的军事专家现在背叛我们，而且将来还会背叛我们。我们会把他们抓起来，枪毙掉，但我们这里也还有成千上万的军事专家在长期正常地工作着，没有他们参加，就无法建立起目前这样一支红军，这支军队克服了叫人想起来就憎恨的游击习气，并在东部获得了辉煌的胜利。我们军事部门中富有经验的领导人说得对，只要严格执行党的军事专家政策和根除游击习气的政策，严守纪律，注意军队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工作，一般说来，蓄意叛变的军事专家就最少见，他们的阴谋也难以实现，军队中就没有松懈现象，军队的秩序和士气就好些，胜仗也就多些。游击习气及其残存的痕迹和流毒给我军和乌克兰军队所造成的祸害、瓦解、失败、灾难以及人员和军用物资的损失，比军事专家的一切叛变所造成的要大得无法计算。

在我们的党纲中，无论对于一般资产阶级专家问题，还是对于其中的一种专家即军事专家的问题，都十分明确地规定了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党现在反对，将来也要“无情地反对那种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好象劳动者不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利用他们，不经过同他们共事的长期锻炼，也能战胜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89、110页。——编者注］

 。

不用说，党同时对“这个资产阶级阶层不作丝毫的政治让步”，党现在镇压而且将来还要“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各种反革命阴谋”。自然，当这类“阴谋”出现或刚露苗头的时候，“无情镇压”所要求的气质，就不同于“长期锻炼”要求学生养成的那种从容不迫和小心慎重的气质。有人在经受同军事专家“共事的长期锻炼”，也有人专事直接“无情地镇压军事专家反革命阴谋”，他们心理上的矛盾，很容易引起而且正在引起摩擦和冲突。必要的人事变动，有时由某种反革命“阴谋”事件引起的、尤其是由大阴谋案引起的大批军事专家的调动，都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这些摩擦和冲突无论现在或将来我们都要通过党的途径来解决，并要求党的各级组织也都这样做，务必使实际工作不受任何损失，在采取必要办法时毫不迟延，在实行我们所规定的军事政策的原则时毫不动摇。

如果党的某些刊物对军事专家发出不正确的论调（象不久前在彼得格勒有过的那样），或在个别情形下对军事专家的“批评”变成了直接干扰，妨碍我们坚持不懈地利用这些专家，党应当立即纠正这种错误，今后也要不断纠正这种错误。

纠正这种错误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手段是加强军队和待应征者的政治工作，抓紧军队政治委员的工作，改善他们的成分，提高他们的水平，要他们实际执行党纲所要求的而往往执行得非常不够的东西，即“把对指挥人员〈军队〉的全面监督集中于工人阶级手中”。站在一旁批评军事专家，企图“一举”纠正，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因而也是毫无希望的和有害的。让所有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责任和关心我军缺点的人都加入队伍，当红军战士或指挥员，当政治工作人员或政治委员，让每一个人（每个党员都会找到适合他的才能的工作）都到军事组织内部去为改善这种组织而工作吧。

苏维埃政权早就非常注意使工人以及农民，尤其是共产党员能够认真地学习军事。许多学校、机关和训练班都在这样做，但做得还远远不够。在这里，个人的创造性、个人的毅力还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应当努力学习操作机枪、大炮、装甲车等等的技能，因为这方面我们落后得更明显，这方面拥有大量军官的敌人占有更大优势，这方面不可靠的军事专家可能造成很大的危害，这方面共产党员能起极其巨大的作用。


肃清后方的反革命

象去年7月一样，反革命在我们后方，在我们中间又抬头了。

反革命已被击败，但远未被消灭，它当然要利用邓尼金的胜利和粮食困难的严重情况。那些动摇的、无气节的、靠言语来粉饰自己行动的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总是跟着直接的和公开的反革命走，跟着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走，这些反革命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们拥有资本，同协约国帝国主义有直接联系，知道专政不可避免，而且有实现这种专政的能力（按高尔察克的方式）。

在这方面不要有丝毫的幻想！我们知道产生反革命事件、反革命叛乱和反革命阴谋等等的“温床”，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这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农村中则是富农，还有各地的“非党”人士，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这个温床要加倍、十倍地严密监视。要十倍地提高警惕性，因为从这方面来的反革命阴谋，在目前和最近的将来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此，不断发生炸毁桥梁、组织罢工、进行种种间谍活动等事件，也是很自然的。在反革命“温床”稍有可能“存身”的一切中心，都必须采取各种最有力的、系统的、反复的、大规模的和出其不意的预防措施。

在对待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方面，要考虑到最近的经验。在他们的“外围”中，在倾向于他们的人们中，毫无疑问，有一种动向：脱离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而靠拢苏维埃政权。我们注意到了这种动向，每当这种动向有某种实际表现的时候，我们就采取某种相应的步骤。我们决不改变自己的这种政策，一般讲来，脱离倾向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思想，“投奔”倾向于苏维埃政权的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思想，这样的人数无疑是会增加的。

但在目前，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首的无气节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仍然在看风使舵，倒向胜利者邓尼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他们的“文人集团”的“政治领袖们”（如孟什维克中的马尔托夫之流，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切尔诺夫之流）更是如此。这些“文人集团”的成员，除了别的原因，还因他们在政治上的完全破产而大为恼怒，所以，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冒险的“嗜好”未必是能够根除的。

决不要被他们领袖的言论和思想以及他们个人的诚恳或伪善所欺骗。这些东西对他们每个人的履历是重要的。但从政治上看，也就是从阶级关系、从千百万人之间的关系上看，这些东西并不重要。马尔托夫之流“代表中央”郑重地斥责自己的“积极派”[20]，并以开除他们的党籍相威胁（永远不过是威胁！）。但这丝毫没有消除下述事实：这个“积极派”是孟什维克中最有力量的人，他们藏在孟什维克后面，干着他们的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式的勾当。沃尔斯基之流斥责阿夫克森齐耶夫和切尔诺夫之流，但这毫不妨害阿夫克森齐耶夫和切尔诺夫比沃尔斯基更有力量，毫不妨害切尔诺夫说：“我们现在不推翻布尔什维克，何人何时来推翻布尔什维克呢？”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可能不与反动派即切尔诺夫之流进行任何勾结而“独立地”“进行工作”，但他们实际上也是邓尼金的同盟者和他任意摆布的小卒，正象死了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一样，这位前任司令由于“思想”原因曾向捷克斯洛伐克军[21]和高尔察克开放战线。

马尔托夫和沃尔斯基之流自以为“高于”交战双方，自以为能够建立“第三种势力”。

这个愿望即使是真诚的，也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幻想，从1848年到现在，70年过去了，他们还没有学会这一基本常识：在资本主义环境中，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存在任何第三种专政。马尔托夫之流大概至死也不会放弃这种幻想。这是他们的事情。但我们要记住，在实践中，这班人总不免今天倒向邓尼金，明天倒向布尔什维克。而我们今天就该按今天的情况办事。

我们的任务是直接提出问题。怎样做才更好呢？是把立宪民主党人、非党人士、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中“起来”（有的用武器，有的搞阴谋，有的鼓动反对动员，如参加孟什维克组织的印刷工人或铁路员工那样，等等）反对苏维埃政权即拥护邓尼金的几百个叛乱分子一律逮捕，关进牢狱甚至枪毙呢，还是让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把几万工人和农民斩尽杀绝，一律枪毙，一律打死？作出抉择并不困难。

问题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

谁要是至今还不了解这一点，谁要是只会哭诉这样的决定“不公正”，那就不要理睬他，让他去受公众的嘲笑和羞辱好啦。


动员全民参战

苏维埃共和国是被世界资本包围的要塞。只有那些积极参加战争并尽力帮助我们的人，才有权把这个要塞作为躲避高尔察克的避难所，才有权在其中居住。因此，我们的权利和义务就是：动员全民参战，有的去直接作战，有的去参加配合作战的各种辅助工作。

要完全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理想的组织。既然我们的国家组织还很不完善（如果考虑到它还年轻，还是新事物，它的发展遇到特殊的困难，那就不足为奇了），要想大张旗鼓地立即着手彻底实现或者哪怕很广泛地实现这个目标，那是极有害的不切实际的组织计划。

不过，为了接近这个理想，各个方面都有许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党的工作者和我们苏维埃工作人员在这方面的“创举”是远远不够的。

这里，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引起同志们注意就够了。没有必要作出某些具体的指示或规定。

我们只是指出，那些最接近苏维埃政权而通常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例如“左派”孟什维克之类的某些人，最爱对扣押人质这种在他们看来是“野蛮的”手段表示愤慨。

让他们去愤慨吧，但不这样就不能进行战争，而且在危险激增的情况下，从各方面来说都必须经常大量地使用这种手段。例如，孟什维克的或卖身投靠的印刷工人，铁路“管理人员”和暗中搞投机活动的铁路员工，富农，城市（和乡村）的有产者，以及诸如此类的分子，对抗击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工作往往采取极端罪恶、极端无耻的冷漠态度，并进而实行怠工。应该开列这类人的名单（或强迫他们自己编成连环保小组），不仅要他们去挖战壕，象有时做的那样，而且要他们从各方面给红军以各种物质帮助。

如果我们更广泛、更多方面、更巧妙地运用这种办法，红军战士的田地就会耕种得好些，红军战士的食品、烟草以及其他必需品就会供给得好些，成千上万的工农因某些阴谋事件等等遭到死亡的危险就会大大减少。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所有共产党员，所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每个不愿意让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胜利的人，都应当立即在最近几个月内空前地紧张地行动起来，“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既然饥饿和疲惫的莫斯科铁路员工，不分技工和粗工，能够为了战胜高尔察克，在彻底战胜高尔察克以前一直坚持“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每个星期无报酬地做几小时的工作，而且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比平时高许多倍的劳动生产率，那也就证明，我们还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应当做出很多的事情。

那时我们一定会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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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


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
 [22]

（1919年7月11日）

同志们！根据你们拟订并通知我的计划，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国家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问题已经熟悉到什么程度。如果我没有弄错，你们的训练班刚开课，你们是第一次有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既然如此，这个困难的问题的第一讲，就很可能做不到使你们中间很多人都充分明白，充分了解。要真的是这样，我请你们不要懊丧，因为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因此，绝对不要指望在一次短短的讲课中就能把这个问题完全弄清楚。听了这个问题的第一次讲课以后，你们应该把不理解或不明白的地方记下来，三番五次地加以研究，将来在看书、听讲中进一步把不明白的地方弄清楚。我希望我们还能再谈一次，那时可以就所有提出的问题交换意见，检查一下究竟哪些地方最不明白。我也希望除听讲以外，你们还花些时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读几本。毫无疑问，你们在参考书目中，在你们图书馆里供苏维埃工作和党务工作学校学员用的参考书中，一定能找到这些主要著作。不过起初也许有人又会因为难懂而被吓住，所以要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因此懊丧，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以后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因为，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极其复杂，又被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弄得极为混乱，想认真考察和独立领会它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你们反复探讨这个问题的机会很多，因为这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别说在我们现时所处的这样一个革命风暴时期，就是在最平静的时期，在不论哪天哪份报纸上，只要涉及经济或政治，你们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国家是什么，国家的实质是什么，国家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这个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党即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又是什么。你们每天都会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遇到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你们要从阅读中，从听国家问题的讲课中，学会独立地观察这个问题，因为你们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在每个细小问题上，在非常意外的情况下，在谈话中，在同论敌争论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只有学会独立地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你们才能认为自己的信念已经十分坚定，才能在任何人面前，在任何时候，很好地坚持这种信念。

作了这几点小小的说明之后，现在我来谈本题，谈谈什么是国家，它是怎样产生的，为彻底推翻资本主义而奋斗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基本上应当是怎样的。

我已经说过，未必还能找到别的问题，会象国家问题那样，被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有意无意地弄得这样混乱不堪。直到现在，往往还有人把这个问题同宗教问题混为一谈，不仅宗教学说的代表人物（他们这样做是十分自然的），而且自以为没有宗教偏见的人，也往往把专门的国家问题同宗教问题混为一谈，并且企图建立某种具有一套哲学见解和论据的往往异常复杂的学说，说国家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是一种超自然的东西，是一种人类赖以生存的力量，是赋予或可能赋予人们某种并非来自人本身而来自外界的东西的力量，说国家是上天赋予的力量。必须指出，这个学说同剥削阶级——地主资本家的利益有极密切的联系，处处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深深浸透了资产阶级代表先生们的一切习惯、一切观点和全部科学，因此，你们随时随地都会遇见这一学说的残余，甚至那些愤慨地否认自己受宗教偏见支配并且深信自己能够清醒地看待国家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也不例外。这个问题所以被人弄得这样混乱，这样复杂，是因为它比其他任何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它仅次于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国家学说被用来为社会特权辩护，为剥削的存在辩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辩护，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指望人们公正无私，以为那些自称具有科学性的人会给你们拿出纯粹科学的见解，那是极端错误的。当你们熟悉了和充分钻研了国家问题的时候，你们在国家问题、国家学说、国家理论上，会随时看到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看到这个斗争在各种国家观点的争论中、在对国家的作用和意义的估计上都有反映或表现。

要非常科学地分析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我希望你们在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看看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7—203页。——编者注］

 。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的，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和政治材料写成的。当然，这部著作并不是全都浅显易懂，其中某些部分是要读者具有相当的历史知识和经济知识才能看懂的。我还要重复说，如果这部著作你们不能一下子读懂，那也不必懊丧。几乎从来没有哪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可是，当你们以后一旦发生兴趣而再来研究时，即使不能全部读懂，也一定能读懂绝大部分。我所以提到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从叙述历史开始，讲国家是怎样产生的。

这个问题也和所有的问题（如资本主义、人对人的剥削怎样产生，社会主义怎样出现，它产生的条件是什么）一样，要正确地分析它，要有把握地切实地解决它，就必须对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作历史的考察。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注意，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是没有国家的。国家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地方和时候、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

在第一种人剥削人的形式、第一种阶级划分（奴隶主和奴隶）的形式尚未出现以前，还存在着父权制的或有时称为克兰制的（克兰就是家族，氏族。当时人们生活在氏族中，生活在家族中）家庭，这种原始时代的遗迹在很多原始民族的风俗中还表现得十分明显，不管你拿哪一部论述原始文化的著作来看，都可以遇到比较明确的描写、记载和回忆，说有过一个多少与原始共产主义相似的时代，那时社会并没有分为奴隶主和奴隶。那时还没有国家，没有系统地使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这样的机构就叫作国家。

在人们还在不大的氏族中生活的原始社会里，还处于最低发展阶段即处于近乎蒙昧的状态，在与现代文明人类相距几千年的时代，还看不到国家存在的标志。我们看到的是风俗的统治，是族长所享有的威信、尊敬和权力，我们看到这种权力有时是属于妇女的——妇女在当时不象现在这样处在无权的被压迫的地位——但是在任何地方我们都看不到一种特殊等级的人分化出来管理他人并为了管理而系统地一贯地掌握着某种强制机构即暴力机构，这种暴力机构，大家知道，现在就是武装队伍、监狱及其他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手段，即构成国家实质的东西。

如果把资产阶级学者编造出来的所谓宗教学说、诡辩、哲学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见解抛开，而去探求问题的实质，那我们就会看到，国家正是这种从人类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当专门从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个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特殊强制机构（监狱、特殊队伍即军队，等等）的特殊集团出现时，国家也就出现了。

但是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国家并不存在，公共联系、社会本身、纪律以及劳动规则全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持，全靠族长或妇女享有的威信或尊敬（当时妇女往往不仅同男子处于平等地位，而且有时还占有更高的地位）来维持，没有专门从事管理的人构成的特殊等级。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即划分为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些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些集团的劳动的地方和时候，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

我们始终都要记住历史上社会划分为阶级的这一基本事实。世界各国所有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都向我们表明了它如下的一般规律、常规和次序：起初是无阶级的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整个现代的文明的欧洲都经过了这个阶段，奴隶制在两千年前占有完全统治的地位。世界上其余各洲的绝大多数民族也都经过这个阶段。在最不发达的民族中，现在也还有奴隶制的遗迹，例如在非洲现时还可以找到奴隶制的设施。奴隶主和奴隶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前一集团不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工具，尽管当时工具还十分简陋），并且还占有人。这个集团就叫作奴隶主，而从事劳动并把劳动果实交给别人的人则叫作奴隶。

在历史上继这种形式之后的是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奴隶制发展成了农奴制。这时社会基本上分为农奴主－地主和农奴制农民。人与人的关系的形式改变了。奴隶主把奴隶当作自己的财产，法律把这种观点固定下来，认为奴隶是一种完全被奴隶主占有的物品。农奴制农民仍然遭受阶级压迫，处于依附地位，但农奴主－地主不能把农民当作物品来占有了，而只有权占有农民的劳动，有权强迫农民尽某种义务。其实，大家知道，农奴制，特别是在俄国维持得最久、表现得最粗暴的农奴制，同奴隶制并没有什么区别。

后来，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从商品中，从商品交换中，从货币权力的出现中，产生了资本权力。在18世纪（更正确些说，从18世纪末起）和19世纪，世界各地发生了革命。农奴制在西欧各国被取代了。这一点在俄国发生得最晚。俄国在1861年也发生了变革，结果一种社会形式被另一种社会形式所代替——农奴制被资本主义所代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划分仍然存在，还保留着农奴制的各种遗迹和残余，但是阶级划分基本上具有另一种形式。

资本占有者、土地占有者、工厂占有者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始终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他们支配着全部国民劳动，就是说，使全体劳动群众受其支配、压迫和剥削；这些劳动群众大多数是无产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全靠出卖双手、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在农奴制时代分散的和受压迫的农民，在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时候，一部分（大多数）变成无产者，一部分（少数）变成富裕农民，后者自己雇用工人，成为农村资产阶级。

你们应当时刻注意到社会从奴隶制的原始形式过渡到农奴制、最后又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一基本事实，因为只有记住这一基本事实，只有把一切政治学说纳入这个基本范围，才能正确评价这些学说，认清它们的实质，因为人类史上的每一个大的时期（奴隶占有制时期、农奴制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都长达许多世纪，出现过各种各样政治形式，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政治见解和政治革命，要弄清这一切光怪陆离、异常繁杂的情况，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等等学说有关的情况，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

你们根据这种基本划分来观察国家，就会看出，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在社会划分为阶级以前国家是不存在的。但是随着社会阶级划分的发生和巩固，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国家也产生和巩固起来。在人类史上有几十个几百个国家经历过和经历着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在每一个国家内，虽然有过巨大的历史变化，虽然发生过各种与人类从奴隶制经农奴制到资本主义、到现在全世界的反资本主义斗争这一发展过程相联系的政治变迁和革命，但你们总可以看到国家的出现。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一种机构。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高居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这个机构，这个管理别人的集团，总是把持着一定的强制机构，实力机构，不管这种加之于人的暴力表现为原始时代的棍棒，或是奴隶制时代较为完善的武器，或是中世纪出现的火器，或是完全利用现代技术最新成果造成的、堪称20世纪技术奇迹的现代化武器，反正都是一样。使用暴力的手段虽然改变，但是只要国家存在，每个社会就总有一个集团进行管理，发号施令，实行统治，并且为了维持政权而把实力强制机构、其装备同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相适应的暴力机构把持在自己手中。我们仔细地观察了这种共同现象就要问，为什么在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时候就没有国家，为什么国家产生于阶级出现的时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国家的实质和意义的问题找到一个确切的回答。

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当社会上还没有阶级的时候，当人们还在奴隶制时代以前，在较为平等的原始条件下，在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的条件下从事劳动的时候，当原始人很费力地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来维持最简陋的原始生活的时候，没有产生而且不可能产生专门分化出来实行管理并统治社会上其余一切人的特殊集团。只有当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第一种形式出现时，当奴隶制出现时，当某一阶级有可能专门从事最简单的农业劳动而生产出一些剩余物时，当这种剩余物对于奴隶维持最贫苦的生活并非绝对必需而由奴隶主攫为己有时，当奴隶主阶级的地位已经因此巩固起来时，为了使这种地位更加巩固，就必须有国家了。

于是出现了奴隶占有制国家，出现了一个使奴隶主握有权力、能够管理所有奴隶的机构。当时无论是社会或国家都比现在小得多，交通极不发达，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当时山河海洋所造成的障碍比现在大得多，所以国家是在比现在狭小得多的疆域内形成起来的。技术薄弱的国家机构只能为一个版图较小、活动范围较小的国家服务。但是终究有一个机构来强迫奴隶始终处于奴隶地位，使社会上一部分人受另一部分人的强制、压迫。要强迫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经常替另一部分人做工，就非有一种经常性的强制机构不可。当没有阶级的时候，也就没有这种机构。在阶级出现以后，随着阶级划分的加强和巩固，随时随地就有一种特殊的机关即国家产生出来。国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奴隶占有制时期，在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内，例如在完全建立于奴隶制之上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那时已经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别。君主制是一人掌握权力，共和制是不存在任何非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贵族制是很少一部分人掌握权力，民主制是人民掌握权力（民主制一词按希腊文直译过来，意思是人民掌握权力）。所有这些区别在奴隶制时代就产生了。虽然有这些区别，但奴隶占有制时代的国家，不论是君主制，还是贵族的或民主的共和制，都是奴隶占有制国家。

不管是谁讲古代史课，你们都会听到君主制国家和共和制国家斗争的情况，但基本的事实是奴隶不算是人；奴隶不仅不算是公民，而且不算是人。罗马的法律把奴隶看成一种物品。关于杀人的法律不适用于奴隶，更不用说其他保护人身的法律了。法律只保护奴隶主，只把他们看作是有充分权利的公民。不论当时所建立的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都不过是奴隶占有制君主国或奴隶占有制共和国。在这些国家中，奴隶主享有一切权利，而奴隶按法律规定却是一种物品，对他们不仅可以随便使用暴力，就是杀死奴隶也不算犯罪。奴隶占有制共和国按其内部结构来说分为两种：贵族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在贵族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在民主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全体，但仍然是奴隶主的全体，奴隶是除外的。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基本情况，因为它最能说明国家问题，最能清楚地表明国家的实质。

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迫使一切从属的阶级服从于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个机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奴隶占有制国家可以是君主国，贵族共和国，甚至可以是民主共和国。管理形式确实是多种多样，但本质只是一个：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始终是被压迫阶级，不算是人。农奴制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

由于剥削形式的改变，奴隶占有制国家变成了农奴制国家。这件事有很大的意义。在奴隶占有制社会中，奴隶完全没有权利，根本不算是人；在农奴制社会中，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农民（当时农民占大多数，城市人口极少）被禁锢在土地上，这就是农奴制这一概念的由来。农民可以在地主给他的那一块土地上为自己劳动一定的天数，其余的日子则替老爷干活。阶级社会的实质仍然存在：社会是靠阶级剥削来维持的。只有地主才能有充分的权利，农民是没有权利的。实际上，农民的地位与奴隶占有制国家内奴隶的地位没有多大区别。但是通向农民解放的道路毕竟是比较宽广了，因为农奴制农民已不算是地主的直接私有物。农奴制农民可以把一部分时间用在自己那块土地上，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他自己了。由于交换和贸易关系有了更广泛的发展，农奴制日益解体，农民解放的机会也日益增多。农奴制社会总是比奴隶占有制社会更复杂。农奴制社会有发展商业和工业的巨大因素，这在当时就导致了资本主义。在中世纪，农奴制占优势。当时的国家形式也是多样的，既有君主制也有共和制（虽然远不如前者明显），但始终只有地主－农奴主才被认为是统治者。农奴制农民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无论在奴隶制下或农奴制下，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进行统治，非采取强制手段不可。全部历史充满了被压迫阶级要推翻压迫的接连不断的尝试。在奴隶制历史上有过多次长达几十年的奴隶解放战争。顺便说说，现在德国共产党人，即德国唯一真正反对资本主义桎梏的政党，取名为“斯巴达克派”[23]，就因为斯巴达克是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完全建立于奴隶制上的仿佛万能的罗马帝国，许多年中一直受到在斯巴达克领导下武装起来、集合起来并组成一支大军的奴隶的大规模起义的震撼和打击。最后，这些奴隶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虏，遭受奴隶主的酷刑。这种国内战争贯串着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奴隶占有制时代这种国内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整个农奴制时代也同样充满着不断的农民起义。例如在中世纪的德国，地主和农奴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变成了农民反对地主的国内战争。你们大家都知道，在俄国也多次发生过这种农民反对地主－农奴主的起义。

地主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必须有一种机构能使大多数人统统服从他们，服从他们的一定的法律、规则，这些法律基本上是为了一个目的——维持地主统治农奴制农民的权力。这就是农奴制国家，这种国家，例如在俄国或者在至今还是农奴制占统治的十分落后的亚洲各国，具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是共和制，有的是君主制。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权力归一人掌握，实行共和制时，从地主当中选举出来的人多少可以参政，——这就是农奴制社会的情形。农奴制社会中的阶级划分，是绝大多数人——农奴制农民完全依附于极少数人——占有土地的地主。

由于商业的发展，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分化出了一个新的阶级——资本家阶级。资本产生于中世纪末期，当时世界贸易因发现美洲而得到巨大的发展，贵金属的数量激增，金银成了交换手段，货币周转使得一些人能够掌握巨量财富。全世界都认为金银是财富。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衰落下去，新阶级即资本代表者的力量发展起来。结果社会被改造成这样：全体公民似乎一律平等了；以前那种奴隶主和奴隶的划分已经消灭了；所有的人，不管他占有的是何种资本，是不是作为私有财产的土地，也不管他是不是只有一双做工的手的穷光蛋，都被认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了。法律对大家都同样保护，对任何人所拥有的财产都加以保护，使其不受那些没有财产的、除了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日益贫穷破产而变成无产者的群众的侵犯。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不能详细分析这个社会。你们将来学党纲的时候还会遇到这个问题，会听到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说明。这个社会在自由的口号下反对农奴制，反对旧时的农奴制度。但这只是拥有财产的人的自由。当农奴制被摧毁时（这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前的事；俄国晚于其他国家，到1861年才废除），资本主义国家代替了农奴制国家，宣布它的口号是全民的自由，说它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否认它是阶级的国家，于是为全体人民的自由而奋斗的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从此就展开了，现在这个斗争已经导致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这个斗争正遍及全世界。

要了解已经开始的反对世界资本的斗争，要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必须记住，资本主义国家起来反对农奴制国家，是在自由的口号下投入战斗的。农奴制的废除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获得自由，使他们得到好处，因为农奴制已经摧毁，农民已有可能把土地作为名副其实的财产来占有了。至于这是农民赎买来的土地，还是靠支付代役租得来的小块土地，国家是不管的——国家保护一切私有财产，不问其来历怎样，因为国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农民在所有现代文明国家内都变成了私有者。在地主把一部分土地出让给农民的时候，国家也保护私有财产，用赎买即出钱购买的办法，使地主得到补偿。国家似乎在宣称它保护真正的私有权，并对私有权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庇护。国家承认每个商人、工业家和工厂主都有这种私有权。而这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以资本权力为基础的社会，以完全控制一切无产工人和劳动农民群众为基础的社会，却宣布自己是以自由为基础来实行统治的。它反对农奴制时，宣布私有财产自由，深以国家似乎不再是阶级的国家而自豪。

其实，国家仍然是帮助资本家控制贫苦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机器，但它在表面上是自由的。它宣布普选权，并且通过自己的拥护者、鼓吹者、学者和哲学家宣称它不是阶级的国家。甚至在目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开始反对它的时候，这班人还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说我们建立的国家是以一部分人强制和镇压另一部分人为基础的，而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却是全民的，民主的。所以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且恰好在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时候，在反对全世界资本的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候，这个问题即国家问题就具有最大的意义，可以说，已经成为最迫切的问题，成为当代一切政治问题和一切政治争论的焦点了。

我们观察一下俄国的或无论哪个更文明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都可以看到，目前几乎所有的政治争论、分歧和意见，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一概念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特别是象瑞士或美国那样一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国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全民决定的总汇、民族意志的表现等等，还是使本国资本家能够维持其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统治的机器？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争论所围绕着的基本问题。人们是怎样议论布尔什维主义的呢？资产阶级的报刊谩骂布尔什维克。没有一家报纸不在重复着目前流行的对布尔什维克的责难，说布尔什维克破坏民权制度。如果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心地纯朴（也许不是由于纯朴，也许这种纯朴，如俗语所说的，比盗窃还坏），认为责难布尔什维克破坏自由和民权制度是他们的发明和创造，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现在，在最富有的国家内，花数千万金钱推销数千万份来散布资产阶级谎言和帝国主义政策的最富有的报纸，没有一个不在重复这种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论据和责难，说美国、英国和瑞士是以民权制度为基础的先进国家，布尔什维克的共和国却是强盗国家，没有自由，布尔什维克破坏民权思想，甚至解散了立宪会议。这种对布尔什维克的吓人的责难，在全世界重复着。这种责难促使我们不得不解决什么是国家的问题。要了解这种责难，要弄清这种责难并完全自觉地来看待这种责难，要有坚定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那就必须彻底弄清楚什么是国家。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在战前创立的替这些国家辩护的各种学说。要正确处理问题，就必须批判地对待这一切学说和观点。

我已经介绍你们阅读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部著作里就讲到，凡是存在着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至于普选权、立宪会议和议会，那不过是形式，不过是一种空头支票，丝毫也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

国家的统治形式可以各不相同：在有这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就用这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在有另一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又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但实质上政权总是操在资本手里，不管权利有没有资格限制或其他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和国，反正都是一样，而且共和国愈民主，资本主义的这种统治就愈厉害，愈无耻。北美合众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国之一，可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美国那样（凡是在1905年以后到过那里的人大概都知道），资本权力即一小撮亿万富翁统治整个社会的权力表现得如此横蛮，采用贿赂手段如此明目张胆。资本既然存在，也就统治着整个社会，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选举制度都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

民主共和制和普选制同农奴制比较起来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们使无产阶级有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统一和团结，有可能组成整齐的、有纪律的队伍去同资本有步骤地进行斗争。农奴制农民连稍微近似这点的东西也没有，奴隶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知道，奴隶举行过起义，进行过暴动，掀起过国内战争，但是他们始终未能造成自觉的多数，未能建立起领导斗争的政党，未能清楚地了解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甚至在历史上最革命的时机，还是往往成为统治阶级手下的小卒。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人类走到了资本主义，而只有资本主义，凭借城市的文化，才使被压迫的无产者阶级有可能认清自己的地位，创立世界工人运动，造就出在全世界组织成政党的千百万工人，建立起自觉地领导群众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议会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工人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因此，这一切东西在广大群众的眼中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要来一个转变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不仅那些别有用心的伪君子、学者和神父支持和维护资产阶级的谎言，说国家是自由的，说国家负有使命保护所有的人的利益，就是许多诚心诚意重复陈腐偏见而不能了解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人，也是如此。不仅直接依赖于资产阶级的人，不仅受资本压迫或被资本收买的人（替资本服务的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学者、艺术家和神父等等），就是那些只是受资产阶级自由这种偏见影响的人，也都在全世界攻击布尔什维主义，因为苏维埃共和国刚一成立就抛弃了这种资产阶级谎言，公开声明说：你们把你们的国家叫作自由国家，其实只要私有制存在，你们的国家即使是民主共和制的国家，也无非是资本家镇压工人的机器，而且国家愈自由，这种情形就愈明显。欧洲的瑞士和美洲的北美合众国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两个都是民主共和国，粉饰得很漂亮，侈谈劳动民主和全体公民一律平等，尽管如此，任何地方的资本统治都没有象这两个国家那样无耻，那样残酷，那样露骨。其实，瑞士和美国都是资本在实行统治，只要工人试图真的稍稍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就立刻会引起一场国内战争。在这两个国家内，士兵较少，即常备军较少（瑞士实行民兵制，每个瑞士人的家里都有枪；美国直到最近还没有常备军），因此，罢工发生时，资产阶级就武装起来，雇用士兵去镇压罢工，而且在任何地方，对工人运动的镇压，都不如瑞士和美国那样凶暴残忍；在任何一国的议会里，资本的势力都不如这两个国家那样强大。资本的势力就是一切，交易所就是一切，而议会、选举则不过是傀儡、木偶……但是愈往后，工人的眼睛就愈亮，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就传布得愈广泛，尤其是在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这场血腥的大厮杀以后。工人阶级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同资本家作无情的斗争。

不管一个共和国用什么形式掩饰起来，就算它是最民主的共和国吧，如果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它那里保存着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私人资本把全社会置于雇佣奴隶的地位，换句话说，如果它不实现我们党纲和苏维埃宪法所宣布的那些东西，那么这个国家还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器。因此要把这个机器夺过来，由必将推翻资本权力的那个阶级来掌握。我们要抛弃一切关于国家就是普遍平等的陈腐偏见，那是骗人的，因为只要剥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地主不可能同工人平等，挨饿者也不可能同饱食者平等。人们崇拜国家达到了迷信的地步，相信国家是全民政权的陈词滥调；无产阶级就是要扔掉这个叫作国家的机器，并且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我们已经从资本家那里把这个机器夺了过来，由自己掌握。我们要用这个机器或者说这根棍棒去消灭一切剥削。到世界上再没有进行剥削的可能，再没有土地占有者和工厂占有者，再没有一部分人吃得很饱而一部分人却在挨饿的现象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到再没有发生这种情形的可能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机器毁掉。那时就不会有国家了，就不会有剥削了。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观点。我希望我们在以后的讲课中还会谈到这个问题，还会多次地谈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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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莫斯科代表会议上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24]


（1919年7月12日）

报道

前面的报告人已经指出，我们违背自己的粮食政策时心情是十分沉重的[25]。当然，这不过是缀补破衣，而不是购买新衣。但是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们回想一下去年的情形，那时粮食情况要糟得多，我们简直没有任何粮食资源。那时，我们不得不放弃我们的粮食政策原则，这在我们的队伍内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大家认为，小的让步会招致大的让步，要恢复社会主义政策再也不可能了。但这是不正确的。不管情况多么严重，我们已经熬过来了。我们敌人的希望落空了。

现在的情况比去年好得多，现在我们已有了去年连想都不敢想的粮食资源。去年敌人占领的地区要大得多。现在我们在可望获得丰收的东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此外，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经验。这是最主要的。根据这一经验我们可以更有信心地说，我们一定会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不仅从粮食方面看，而且从反革命更加嚣张这一点看，7月都是最坏的一个月。

去年国内的反革命浪潮也比现在大。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当时达到了顶点。他们从口头上支持我们突然转变到实行武装斗争，这是我们意料不到的。当时困难非常大。时机选择得不错。社会革命党人想利用居民因饥饿而产生的绝望情绪。与此同时，穆拉维约夫则在前线出卖了我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很快被粉碎了，但是外省在一些天内仍然严重地动荡不安。

由于有了一年的经验，我们现在已经确立了更正确的对待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马赫诺叛乱和格里戈里耶夫叛乱的尝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动摇告诉我们，他们对工农群众的影响只不过是表面的。事实上他们的力量是虚幻的。因此，当我们知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不久以前召开党务会议[26]，切尔诺夫声称“如果不是现在，不是我们打倒布尔什维克，还有谁来打倒布尔什维克”时，我们说：“梦是可怕的，但上帝是仁慈的。”现在我们只感到奇怪，他们为什么老犯错误而不感到厌倦。在两年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一般民主”的幻想完全破灭了，但他们的各个派还认为依据自己的方式进行这种尝试是他们的职责。革命的发展表明，他们一再犯错误，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灾难。在东部，农民支持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为农民不要战争，同时觉得布尔什维克是一个要他们参加战争的强硬的政权。结果就出现了给他们带来无数灾难的高尔察克。现在他正在撤退，一路进行破坏。国家完全被毁坏了，苦难重重，比我们所承受的要深重得多。只有象资产阶级文人那样虚伪，才会面对这些事实而谈论布尔什维克的暴行。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高尔察克事件中，也和在克伦斯基事件中一样，走过了同一条血腥的政治道路，这条道路把他们引回到原地，表明了联合主张的完全破产。

现在群众已经离开了他们，我们看到了西伯利亚的起义，参加起义的不仅有工人和农民，甚至有富农和知识分子。我们看到了高尔察克叛乱的彻底失败。显然，他们的每个错误都得一犯再犯，才能擦亮未觉悟的群众的眼睛。群众体验到联合会导致反动，因此正在向我们靠拢，虽然他们受过创伤和折磨，但是得到了锻炼，取得了经验。对于一切帝国主义者也可以这样说。他们拖延战争，增加消耗，但这只能使群众更加认识到必须革命。不管这一年多么艰苦，但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仅上层分子，而且广大群众，直至最偏僻的县份和边疆的农民，都取得了经验，这种经验使他们得出了我们所得出的结论。这就使我们有了胜利的决心和信心。没有高尔察克，西伯利亚的农民不会在一年内就相信他们需要我们的工人政权。只有这一年的痛苦经验才使他们相信了这一点。

很可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文人集团直到灭亡还是对我们的革命毫无认识，在长时间内都象鹦鹉那样反复不停地说，没有高尔察克和布尔什维克，他们就会有一个世界上最完美的政权——没有内战的、真正社会主义的、真正民主主义的政权。但这不算什么，在一切革命中都有这种顽固的家伙。重要的是，跟他们走的群众已经离开他们。农民群众转向了布尔什维克，这是事实。西伯利亚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农民们不会忘记在高尔察克统治下的遭遇。考验愈严重，人们就愈能领会布尔什维克的教导。

在东线，我们正取得巨大的胜利，这些胜利使我们相信，在几个星期内我们就能在东线把高尔察克消灭。在南部，前线情况已经有了根本转变，更重要的是前线地区的农民的情绪有了根本转变。而且这是一些富裕的农民；那里的中农同富农差不多。但是，他们的情绪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根本转变，这是事实，逃兵的归队和我们的军事抵抗就证实了这一点。城市里的工人即处在生活中心的工人，参加会议，听讲演，看报纸，更能领会我们的思想。农民就不能这样，只有生活阅历才能说服他们。南方的农民想咒骂布尔什维克，但当高喊民主的邓尼金（不仅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高喊民主，邓尼金的报纸的每一行里也都有这个字眼）来到的时候，他们却同邓尼金作斗争了，因为他们很快就体验到，在漂亮的字眼下面掩藏着鞭笞和掠夺。南方临近前线地区的苦难和破坏造成了和东部同样的结果——给我们带来了更稳固的胜利。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面前的困难，没有忘记必须拼命努力和动员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说，结果将会有一个更加稳固的胜利。这一年的经验向群众表明，现在只有一个政权是可能的和需要的，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工农政权。因此，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说，这个艰苦的7月是最后一个艰苦的7月。

如果我们看一下国际形势，那更会增强我们的胜利信心。

在一切敌视我们的国家中，与我们友好的力量在不断增长。芬兰、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这些小国就是例子。在那里，建立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来反对我们的一切企图都失败了，除了我们的政权，任何政权在那里都站不住。

在大国中也是这样。拿德国来说，凡尔赛和约刚一签订，那里就展开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协约国的吓人把戏不灵了，尽管无产阶级遭到各种牺牲，工人还是站立起来了。在这一年内，德国以稍微不同的方式经历了我们经历过的、西伯利亚经历过的事件，即导向共产主义革命的事件。而协约国这些胜利者又怎么样呢？他们说，他们以胜利保障了自己的安全，但是和约还没有签订，情况就已表明签订和约就是签署自己的判决书。群众反抗他们的运动正在加强。因此，我们在考虑了经历过的一切、考虑了这一年的全部经验以后，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这个7月是最后一个艰苦的7月，我们将以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来迎接明年的7月，而这个胜利将是完全的和稳固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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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这是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就第三项议程——关于国内外形势作的报告。这次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于1919年7月12日召开，有20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讨论了国防委员会最近采取的措施、粮食问题、国内外形势和前线情况等问题。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指出，反革命代理人企图利用劳动人民的疲惫和饥饿在工人中挑起不满，制造混乱。在这种困难日子里，所有觉悟工人的任务就是更紧密地团结在俄共（布）周围，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军事工作、粮食工作、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对劳动人民中觉悟程度较差和不够坚定的阶层进行宣传鼓动上。会议决定在莫斯科居民和莫斯科卫戍部队中广泛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并定期召开区的非党工人代表会议和非党红军战士代表会议。——77。



[25]由于当时俄国国内粮食供应紧张，某些地方的工农代表苏维埃和其他苏维埃机关通过了自行采购和自由运输粮食的决定。例如，莫斯科苏维埃于1918年8月24日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于同年9月5日分别通过了关于允许工人和职员运输不超过一普特半自用粮食的决定；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6月30日通过了允许缺粮地区的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从1919年7月1日到8月14日在辛比尔斯克省自行采购粮食的法令。这里说的前面的报告人是指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他在粮食问题报告中所说的违背自己的粮食政策，看来就是指苏维埃政权被迫采取的这些措施。——77。



[26]指1919年6月18—2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革命党第九次党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3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在关于社会革命党对待苏维埃政权的态度这一主要议题上，代表中出现了不同看法。弗·卡·沃尔斯基主张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持相近观点的尼·伊·拉基特尼科夫提议停止用武力反对布尔什维克而带着自己的纲领参加苏维埃。但是，第九次党务会议拒绝接受沃尔斯基提出的决议，而通过了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这个决议断言所谓“第三种力量”即“俄国的劳动民主派”必将复兴，因此“任何软化和模糊”该党“对待资产阶级复辟党和布尔什维克专政的不调和立场的做法都是有害的和绝对不能容许的”。决议宣布，该党暂时放弃用武力反对“布尔什维克专政”，决不意味着承认这一专政，即使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而是根据现实情况作出的一种策略决定。会议决定同孟什维克联合，并表示反对第三国际。——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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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三国际的任务

（拉姆赛·麦克唐纳论第三国际）

（1919年7月14日）

1919年4月14日，法国社会沙文主义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27]第5475号登载了英国所谓“独立工党”[28]（其实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的著名领袖拉姆赛·麦克唐纳所写的一篇社论。这篇文章很能代表通常称为“中派”的那个 派别
 （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29]也这样称呼这一派）的立场，因此，我们把它的全文连同《人道报》编辑部的前言一并引来：



第三国际

我们的朋友拉姆赛·麦克唐纳战前是下院中一位有声望的工党领袖。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个有坚强信念的人，他同那些把这次战争当作维护权利的战争来拥护的人相反，认为谴责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乃是自己的职责。因此，8月4日以后他就辞去了“工党”（Labour　Party）的领导职位，并同他的“独立工党”（“Independent”）的同志们，同我们大家所称颂的凯尔－哈第一起，毫无畏惧地宣布以战争反对战争。

这样做需要有充分的始终如一的英勇气概。

麦克唐纳以他本人的行为表明：勇敢，象饶勒斯所说的，“就是不服从冠冕堂皇的骗人的法律，不随声附和，不跟着愚人鼓掌，不跟着狂热者嘘叫”。

在11月底的“奉命”选举
［注：直译“卡叽选举”，这是奉命投政府候选人票的士兵们对这次选举的叫法。（《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原注。——编者注）］

 中，麦克唐纳被劳合－乔治击败了。我们可以放心，麦克唐纳一定会东山再起，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





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和国际政策中分立趋势的产生，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幸。

当然，社会主义内部存在着意见的差异和方法的不同并没有任何害处。要知道，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实验的阶段。

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业已确立，但是，最有成效地运用这些原则的方法，促使革命胜利的策略，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出结论，还必须加以讨论。只有深入地研究这一切问题，我们才能达到更高的真理。

各执一端就会互相冲突，这种斗争能促进社会主义观点的巩固，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把对方看作叛徒，看作不受天佑、应被关在党的天国大门之外的信徒，那就会造成恶果。

从前，独断主义精神曾在基督教中燃起消灭魔鬼维护主的荣誉的内战，如果社会主义者受这种精神支配，资产阶级就会高枕无忧了，因为不管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地方性的和国际性的胜利如何伟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时期现在尚未结束。

不幸得很，目前我们的运动遇到了新的障碍。莫斯科成立了新的国际。

这件事使我本人深为痛心。——要知道，目前社会主义国际的大门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都是敞开的，因此，尽管布尔什维主义在其中引起了种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分歧，我仍然不了解为什么它的左翼一定要脱离这个中心而组成独立的集团。

首先应当记住，我们还处在革命的诞生时期。从战争所造成的政治和社会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管理形式，还没有经受过考验，因而还不能认为是最终确定的形式。

一把新扫帚最初怪好使，但是使到后来会怎样，就不能过早地下断语了。

俄国不是匈牙利，匈牙利不是法国，而法国又不是英国，因此，谁如果根据某一国家的经验在国际中制造分裂，谁就暴露出他的罪恶的愚蠢。

俄国的经验究竟有什么价值呢？谁来回答这一问题？协约国政府惟恐我们了解全部底细。但有两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

首先我们知道，革命并不是由现在的俄国政府按照预定计划完成的。它是随着事变的进程而展开的。列宁在开始同克伦斯基斗争时，曾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后来事变促使他解散了这一会议。当俄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苏维埃会在政府中占有现在这样的地位。

其次，列宁曾完全正确地劝告过匈牙利人，叫他们不要盲目地仿效俄国，要让匈牙利的革命自由地、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发展。

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经验的发展和变动，无论如何不应引起国际内部的分裂。

所有社会主义政府都需要国际的帮助和指导。国际应当以谨慎的和批判的眼光来注视它们的经验。

我刚从一位最近见过列宁的朋友那里听说，任何人批评苏维埃政府，都不如列宁本人那样无所顾忌。



※　　　　　※　　　　　※

既然战后的混乱状态和革命不能成为分裂的理由，那么，从某些社会主义派别在战时所持的立场是否能找到分裂的根据呢？我坦白地承认，在这里是可以找到较为正当的理由的。但是，即使真的存在着在国际中实行分裂的某种借口，莫斯科代表会议对这一问题的提法也无论如何是极不能令人满意的。

有人认为，伯尔尼代表会议就战争责任问题展开的讨论，不过是对非社会主义集团舆论的让步
 。我是拥护这种观点的。

伯尔尼代表会议不仅没有可能就这一问题作出多少有点历史价值的决定（虽然这种决定可能有一些政治价值），而且问题本身也提得不恰当。

对德国多数派的谴责（德国多数派受到这种谴责是完全应该的，因而我曾十分赞同这种谴责）并不能说明战争的起因。

伯尔尼的讨论并没有公开涉及其他社会主义者对战争所持的立场。

伯尔尼的讨论并没有提出社会党人在战时所必须遵循的任何行动公式。国际在战前谈到的只是：如果战争具有民族防御性质，社会党人就应当和其他政党联合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谴责谁呢？

我们中间有些人知道，国际的这些决定是没有意义的，不能作为实际行动的指南。

我们知道，这次战争必定会以帝国主义的胜利而告终；我们既不是通常所说的和平主义者，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反和平主义者，我们只是赞同在我们看来是唯一符合国际主义的政策。但国际
 从未向我们指示过这类的行动路线。

正因为这样，战争刚一爆发，国际就遭到了破产。它丧失了自己的威信，也没有颁布过一项决议，使我们今天可以根据这项决议指责那些忠实地执行了历次国际代表大会决议的人们。

因此，目前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我们不应由于对以往事件持有不同意见而分裂，而应在我们当前所处的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建立一个真正积极的并有助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

必须恢复我们的社会主义原则。必须为国际的社会主义行动奠定牢固的基础。

如果发觉我们在这些原则上有着重大的分歧，如果我们不能就自由和民主问题达成协议，如果我们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的看法完全不一致，最后，如果证明战争确已使国际的某些支部受到帝国主义的毒害，——那时，分裂才是可以容许的。

但是，我不认为会发生这样的不幸。

所以，莫斯科的宣言使我感到痛心，至少这一宣言是过早的，当然也是无益的；我希望在最近不幸的四年当中蒙受了这样多的诽谤和灾难的法国同志们，不要失去耐心，不要从自己方面来促成国际团结的破裂。

否则，他们的子孙就得重新恢复这种团结，如果无产阶级注定有一天要管理世界的话。



　　詹·拉姆赛·麦克唐纳


　　读者们可以看出，该文作者力图证明分裂是不必要的。恰恰相反，正是拉姆赛·麦克唐纳这个第二国际的典型代表，这个谢德曼和考茨基、王德威尔得和布兰亭等人的可敬的战友的 议论，证明了
 分裂的不可避免性。拉姆赛·麦克唐纳的文章是貌似社会主义的千篇一律的花言巧语的最好样本，这些东西在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被用来掩盖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政策是由来已久的。



一

让我们先从极不重要但很能说明问题的一点谈起。作者和考茨基（在他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里）一样，重复着资产阶级的谎言，似乎在俄国谁也没有预见到苏维埃的作用，似乎我和布尔什维克同克伦斯基展开斗争只是为了召开立宪会议。

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其实早在1917年4月4日，即我回到彼得格勒的第一天，我就提出了要苏维埃共和国而不要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提纲”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07、108、115页。——编者注］

 。在克伦斯基时代，我曾在报刊和会议上多次重申了这一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4月29日的代表会议的决议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30—456页。——编者注］

 中曾庄严地正式宣布了这一要求。不愿了解这一点，就是不愿知道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相。不愿了解没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比没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前进了一步，而苏维埃共和国则比后者前进了两步，那就是漠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区别。

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但当问题在俄国提出了两年之后，苏维埃革命在俄国胜利了一年半之后，还看不见这种区别，这就是执迷不悟地甘愿做“非社会主义集团舆论”的俘虏，也就是甘愿做资产阶级思想和政策的俘虏。

同这种人分裂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为决不能同倾向资产阶级的人手携手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对于象拉姆赛·麦克唐纳或考茨基这样一些人来说，把那些说明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以及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以前和以后对这一问题的提法的文件熟悉一下，也许是一种困难，但如果这些“领袖们”连这点小小的“困难”都不想克服，那么，指望他们有决心有能力来克服当前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大得无比的困难，岂不是笑话吗？

充耳不闻比聋子还糟。



二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二个谎言（即充满在拉姆赛·麦克唐纳整篇文章中的无数谎言中的另一谎言，在这篇文章里，谎言大概比字数还要多）。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谎言。

詹·拉·麦克唐纳断言，似乎在1914—1918年的战争以前，国际只说过：“如果战争具有民族防御性质，社会党人就应当和其他政党联合起来。”

这是一种令人震惊、令人愤怒的对事实的回避。

大家知道，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30]是各国社会党人所一致通过的，在国际的全部文件中，只有它恰好谈到了1912年就在公开准备的、1914年爆发的英德帝国主义强盗集团间的战争。就是针对这次战争，巴塞尔宣言指出了三点，现在麦克唐纳对此避而不谈，这就是对社会主义犯下最大的罪行，同时也证明同麦克唐纳这一类人分裂是必要的，因为事实上他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

这三点就是：

决不能以民族自由的利益来为日益逼近的战争辩护；

从工人方面来说，在这次战争中互相射击就是犯罪；

战争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

这就是麦克唐纳“忘掉”的三个主要的根本的真理（虽然他在战前曾签名表示拥护），麦克唐纳“忘掉”它们，实际上就是转到资产阶级那边来反对无产阶级，从而证明分裂是必要的。

有的政党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不能以自身行动证明自己有决心有诚意有本领使这些真理深入群众意识，共产国际决不能和它们团结一致。

凡尔赛和约甚至向傻子和瞎子、向许许多多近视的人证明，协约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和德国一样沾满鲜血的龌龊的帝国主义强盗。看不到这一点的，只能是在工人运动中有意执行资产阶级政策的伪君子和造谣家，资产阶级的直接代理人和帮办（美国社会党人所说的labou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即为资本家阶级效劳的工人长官），只能是那些屈从于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人，他们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者而实际上是小资产者、庸人、资本家的应声虫。这两类人的差别，从个人来看，即从评价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中的某一个人来看，是重要的。但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即从千百万人之间的关系，从阶级之间的关系来看，这种差别就不重要了。

1914—1918年的战争，就双方来说，都是罪恶的、反动的、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在这场战争期间不懂得这点的社会主义者，就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他们口头上是工人阶级的朋友，实际上却是“本国”资产阶级的奴仆，帮助“本国”资产阶级欺骗人民，把英德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进行的同样肮脏、贪婪、血腥、罪恶、反动的战争说成是“民族的”、“解放的”、“防御的”、“正义的”……战争。

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一致，就是背叛革命，背叛无产阶级，背叛社会主义，就是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因为这就是同“本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团结一致”而反对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就是同资产阶级团结一致而反对无产阶级。

1914—1918年的战争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谁不了解这一点，就让他留在社会主义叛徒们的伯尔尼黄色国际里好了。



三

拉姆赛·麦克唐纳和“沙龙”社会主义者一样，只知信口开河，丝毫不懂得自己所说的话的严重意义，丝毫不考虑到说了就要做，竟幼稚可笑地宣称：在伯尔尼曾作了“对非社会主义集团舆论的让步”。

一点不错！我们认为整个伯尔尼国际是黄色的、背叛的、变节的国际，因为它的全部政策都是对资产阶级“让步”。

拉姆赛·麦克唐纳很清楚，我们成立了第三国际，并已斩钉截铁地与第二国际决裂，因为我们确信它已毫无希望，不可救药，它在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充当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谎言和资产阶级腐化堕落行为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者。拉姆赛·麦克唐纳想议论第三国际，却又避开问题的实质，兜圈子，说空话，不谈该谈的事情，这是他的过错，他的罪恶。因为无产阶级需要的是真实，对它的事业来说，没有比冠冕堂皇的、庸俗的谎言更有害的了。

关于帝国主义以及它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与工人领袖背叛工人事业的行为有联系的问题，很早很早就提出来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1892年这40年中，经常指出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由于英国经济的特点（拥有很多殖民地，垄断世界市场等等）而资产阶级化的事实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24页；第22卷第320—325、377—382页；第28卷第146页；第29卷第344—345页；第33卷第521、526、637页；第35卷第18、353页；第37卷第314—316页。——编者注］

 。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曾光荣地招致当时“伯尔尼”国际派的卑鄙英雄们、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痛恨，原因是他痛斥了英国工联的许多领袖，说他们是卖身投靠资产阶级或在工人运动内部替资产阶级效劳而领取津贴的人物。

在英布战争[31]期间，盎格鲁撒克逊的刊物就已十分清楚地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和最后）阶段的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不是别人，正是拉姆赛·麦克唐纳在那时退出了“费边社”[32]这个“伯尔尼”国际的原型，这个曾被恩格斯在他和左尔格的通信 
［注：同上，第39卷第6—10页。——编者注］

 里天才地、鲜明地、正确地描述过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和模型。“费边帝国主义”——这就是当时在英国社会主义书报中流行的一个用语。

如果拉姆赛·麦克唐纳忘记了这件事情，那对他就更糟糕了。

“费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东西：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这种现象在现在，在1914—1918年的战争期间和战后，已成为世界的事实了，不了解这一事实，是“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最严重的盲目无知，是它的最大的罪行。机会主义或改良主义必然转变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或社会沙文主义，因为帝国主义造成极少数最富有的先进国家去掠夺全世界，从而使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能够用自己的垄断超额利润（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来收买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

只有十足愚昧无知的人或伪君子才看不见帝国主义时代这一事实的经济必然性，这些伪君子欺骗工人，重复着关于资本主义的老生常谈，以此来掩盖社会主义内部整整一个派别转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方面去的沉痛事实。

从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无可争辩的结论：

第一个结论：尽管“伯尔尼”国际的某些成员具有善良的意志和天真的愿望，但按它真正所起的历史作用和政治作用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国际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组织，他们在工人运动内部活动，在这个运动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谎言和资产阶级腐化堕落。

在具有悠久的民主议会制文化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学得很到家的不仅是使用暴力，而且还有欺骗、收买、阿谀以至这些手法的最巧妙的形式。英国“工人领袖”（即资产阶级哄骗工人的帮办）的赴“宴会”所以人所共知，不是没有原因的，恩格斯早就谈到过他们。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14—318页。——编者注］

 克列孟梭先生对社会主义的叛徒梅尔黑姆的“迷人的”接待，协约国的部长们对伯尔尼国际的领袖的殷勤的招待，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无不如此。一位聪明的英国女资本家[33]对社会帝国主义者海德门先生说：“你们训练他们，我们收买他们。”后者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到过这位太太——她比所有“伯尔尼”国际的领袖加在一起还要高明——如何估价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把一些工人训练成社会主义领袖的“功劳”。

战争期间，当王德威尔得、布兰亭这一帮叛徒们举行“国际”会议时，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曾极刻毒而又极正确地嘲笑说：“王德威尔得这伙人好象得了一种类似颜面痉挛症的病。患这种病的人说不上一两句话，面部肌肉就痉挛起来，露出一副怪相，王德威尔得之流与此相仿，一发表政治言论，就免不了鹦鹉学舌似地重复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团结、无产阶级革命，等等。让他们去重复那些神圣的公式吧，只要他们在我们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和奴役工人时能帮助我们愚弄工人并为我们资本家服务就行。”

英法资产者有时是很聪明的，他们对“伯尔尼”国际的奴才作用作了绝妙的估价。

马尔托夫曾在什么地方写道：你们布尔什维克辱骂伯尔尼国际，但“你们的”朋友洛里欧就是其中的一员。

这是骗子的论据。因为谁都知道，洛里欧是公开地、真诚地、英勇地为第三国际斗争的。1902年祖巴托夫在莫斯科召开工人会议，企图用“警察社会主义”愚弄工人时，工人巴布什金（我从1894年起就认识他，那时他在我的彼得堡工人小组里，他是最优秀最忠实的工人“火星派分子”之一，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906年在西伯利亚被连年坎普夫枪杀）就出席祖巴托夫的会议，那是去同祖巴托夫主义进行斗争，把工人从它的魔爪下拯救出来。巴布什金丝毫不是“祖巴托夫分子”，正如洛里欧丝毫不是“伯尔尼分子”一样。



四

第二个结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的目的，就是要使“社会主义者”不能象拉姆赛·麦克唐纳在他的文章里所做的那样，以口头上承认革命来支吾搪塞。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掩盖彻头彻尾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政策，这就是第二国际的基本罪恶，我们正在同这种罪恶作殊死的斗争。当人们说第二国际已经死亡，已经遭到可耻的破产时，应该善于了解这句话的意思。这是说，破产和死亡的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因为第二国际具有历史功绩，具有觉悟的工人永远不会抛弃的εíｓαεí（不朽）成果：它创立了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合作社的、工会的和政治的组织，利用了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所有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机构等等。

为了实际战胜使第二国际遭到可耻死亡的机会主义，为了实际帮助甚至拉姆赛·麦克唐纳也不得不承认是行将到来的革命，应当：

第一，要以同改良相对立的革命的观点进行一切宣传鼓动工作，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在议会、工会、合作社等等的每一步工作中，不断地向群众讲清革命和改良的对立。在任何情况下（特殊情况例外）都不要放弃利用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自由”，都不要拒绝改良，但是只把它看成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伯尔尼”国际的所有政党没有一个能符合这种要求。甚至没有一个政党显示出它已懂得应该怎样进行一切宣传鼓动，怎样阐明改良和革命的区别，怎样坚定不移地教育党和群众去进行革命。

第二，要把合法的工作和不合法的工作结合起来。布尔什维克经常教导这一点，特别是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卑鄙的机会主义的英雄们讥笑这一点，沾沾自喜地赞扬西欧各国、各共和国等等的“法制”、“民主”、“自由”。现在已经只有那些完全用空话欺骗工人的真正骗子才会否认布尔什维克的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最先进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笼罩着资产阶级的恐怖，不禁止鼓吹社会主义革命的自由，不禁止在这方面进行宣传和开展组织工作的自由。有的党直到今天还不承认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这种情况，还不违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议会的法律去进行系统的全面的不合法工作，这样的党就是以口头承认革命来欺骗人民的叛徒和恶棍的党。这样的党只有在黄色国际即“伯尔尼”国际中才有地位。共产国际是不要它们的。

第三，必须不断地进行无情的斗争，把那些战前，特别是战争期间，在政治领域里，尤其是在工会和合作社里已经暴露出真面目的机会主义领袖，全部从工人运动中赶出去。“中立”论身一种虚伪和卑鄙的遁词，它在1914—1918年间帮助资产阶级掌握了群众。口头上拥护革命，实际上不进行坚定不移的工作，不在所有一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散播革命政党的（只能是革命政党的）影响，这样的党是叛徒的党。

第四，决不容许口头上谴责帝国主义，实际上却不进行革命斗争使殖民地（和附属民族）从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解放出来。这是假仁假义。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的政策。英、法、荷、比等国的党，都是在口头上仇视帝国主义，实际上却不在“本国”殖民地内进行革命斗争来推翻“本国”资产阶级，不经常援助殖民地内已经普遍开始的革命工作，不把殖民地革命政党所需要的武器和书报送到殖民地去。这些党是恶棍和叛徒的党。

第五，极端虚伪是“伯尔尼”国际的党的典型的特征，它们口头上承认革命并以漂亮的革命词句来向工人夸耀，实际上却以纯粹改良主义的态度对待革命增长的征候、萌芽和表现，对待群众破坏资产阶级法律和越出一切合法范围所进行的各种行动，如群众性罢工、街头示威、士兵抗议、军队中的群众大会、在兵营内散发传单等等。

随便问一位“伯尔尼”国际的英雄，问他的党是否在进行这种经常性的工作，他就会支吾搪塞地回答说，没有进行这种工作的组织和机构，他的党没有进行这种工作的能力，以此来掩盖他的党没有进行这种工作的事实，也可能装腔作势地说，他的党反对“盲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这也正是伯尔尼国际背叛工人阶级、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阵营的表现。

所有这些无赖——伯尔尼国际的领袖们，拼命吹嘘他们“同情”所有革命，特别是同情俄国革命。但只有伪君子或傻瓜才会不了解，俄国革命特别迅速地取得成功是和革命政党按上述方针所进行的长期工作分不开的，这些工作就是：用多年的时间建立了领导示威和罢工并在军队中进行工作的经常性秘密机构，仔细地研究了各种方法，创办了总结经验并以必须革命的思想教育全党的秘密刊物，培养了进行上述各种工作的群众领袖，如此等等。



五

最深刻最根本的意见分歧是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种分歧概括了上述一切，说明革命无产阶级必然要同“伯尔尼”国际在理论上和政治实践上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伯尔尼国际为资产阶级思想所俘虏，最明显地表现在它不了解（或者不愿了解，或者装作不了解）1914—1918年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因而也不了解这一战争在一切先进国家内变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内战的不可避免性。

布尔什维克早在1914年11月就已指出这种不可避免性，当时各国的庸人，其中包括伯尔尼国际的所有领袖，都报以愚蠢的嘲笑。现在，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在许多国家里，不仅在俄国，而且在芬兰、匈牙利、德国以至在中立的瑞士，都已经成为事实，而国内战争正在酝酿的情形也可以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先进国家中观察到，感觉到，注意到了。

现在，闭口不谈这个问题（如拉姆赛·麦克唐纳），或者说些甜蜜的调和的话来回避不可避免的国内战争（如考茨基之流先生们），就等于直接背叛无产阶级，就等于在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因为真正的资产阶级政治领袖们早已懂得国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在出色地、周到地、有条不紊地准备这场战争，加强自己进行战争的阵地。

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准备在行将到来的内战中镇压无产阶级，为此，他们竭尽全力，费尽心机，下定决心，不惜犯下任何罪行，使许多国家遭到饥饿和屠杀。可是，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却象傻瓜、虚伪的神父或学究式的教授一样，重复着改良主义的陈词滥调！没有比这更令人讨厌、令人恶心的场面了！

考茨基之流和麦克唐纳之流继续拿革命来恐吓资本家，拿内战来威胁资产阶级，就是要他们让步，要他们同意走改良主义的道路。整个伯尔尼国际的全部著作、全部哲学、全部政策归结起来都是这样。这种可怜的奴才手法，1905年我们在俄国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那里看到过，1917—1919年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里看到过。关于应该教育群众，使他们意识到必然而且必须在内战中战胜资产阶级，应该从这一目标着眼来执行全部政策，从这一观点而且只从这一观点来阐明、提出和解决一切问题，——关于这些，伯尔尼国际的奴才们连想也没有去想。因此，我们的目标只能是：把这些不可救药的改良主义者，即伯尔尼国际十分之九的领袖，完全推到资产阶级仆从们的污水坑里去。

资产阶级需要的是这样的仆从，他们能得到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的信任，用可以走改良主义道路的言论给资产阶级脸上贴金，用这种言论来蒙蔽人民，胡吹改良主义道路的美妙和可能，使人民脱离革命。

考茨基之流以及我们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全部著作，归结起来都是这种胡说，都是害怕革命的胆小市侩的抱怨。

这里我们不可能详细重述，到底哪些根本的经济原因使得必须走革命道路和只有走革命道路，使得除内战以外别无其他办法来解决被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关于这些，应当写好几卷书，而且将来是会写的。如果考茨基先生们和伯尔尼国际的其他领袖们不懂得这些，那只好说，无知比偏见离真理还近一些。

因为现在，在大战以后，那些无知而真诚的劳动人民和劳动人民的拥护者，已比那些满脑袋学究式改良主义偏见的考茨基之流、麦克唐纳之流、王德威尔得之流、布兰亭之流、屠拉梯之流等等先生们，更易于了解革命、内战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避免性了。

群众的革命意识正日益增长，这已成为到处都可看到的普遍现象，昂利·巴比塞的小说《火线》（《Le　feu》〉和《光明》（《Clarté》），可以说是这种现象的一个极其明显的证据。前一部小说已经译成各种文字，并在法国销售了23万册。这本书非常有力地、天才地、真实地描写了一个完全无知的、完全受各种观念和偏见支配的普通居民，普通群众，正是因受战争的影响而转变为一个革命者。

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是拥护我们的，他们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转到我们这边来。伯尔尼国际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司令部，只要在群众面前把它彻底揭穿，它就会象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

战争期间，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名字曾被协约国的所有资产阶级报纸用来欺骗群众，好象法英帝国主义强盗和掠夺者是同情这位英雄，同情这位他们所说的“唯一正直的德国人”的。

现在，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同谋杀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谢德曼之流，同扮演着工人出身的刽子手角色而为资产阶级执行刽子手职务的谢德曼之流呆在一个组织里。口头上虚伪地“谴责”谢德曼之流（好象一“谴责”，事情就会改变似的！），实际上却和凶手们同在一个组织里。

1907年已故的哈利·奎尔奇被德国政府驱逐出斯图加特，原因是他把欧洲外交家会议称为“强盗会议”[34]。伯尔尼国际的领袖们不仅是一群强盗，而且是一群卑鄙的杀人犯。

他们是逃不脱革命工人的审判的。



六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拉姆赛·麦克唐纳只敷衍了事地说了几句，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加以讨论的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论题。

不，是行动的时候了。讨论已经晚了。

伯尔尼国际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人能够承认一切，能够在一切文件上签字，只要保持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就行。现在，考茨基已经说他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了！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已经在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决议上签字了！

他们是丝毫不值得信任的。

需要的不是在口头上承认，而是在实际上与改良主义政策、与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偏见一刀两断，在实际上执行革命阶级斗争的政策。

这些人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目的是想借此偷运他们那些货色，如“多数人的意志”、“全民投票”（考茨基就是这样做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拒绝彻底消灭、炸毁、摧毁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对于这种改良主义的新手法和新计谋，应该引起高度的警觉。

如果大多数人口不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考茨基之流把这个真理歪曲成好象必须“大多数人投票”，才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

多么可笑的学究啊！他们不了解，局限于资产阶级议会制范围、机构和惯例的投票，是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一部分，而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过渡到无产阶级民主，必须彻底打碎和摧毁这种国家机构。

他们不了解，当无产阶级专政被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根本不是用投票来解决而是用内战来解决的。

他们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的政权，这个阶级要掌握全部新的国家机构，要战胜资产阶级，要中立整个小资产阶级，即农民、小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

考茨基之流和麦克唐纳之流在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为的是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历史的最紧要关头，即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得国家政权并在半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借助这个政权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去最后消灭阶级的时候，实际上忘记阶级斗争。

伯尔尼国际的领袖们是一些十足的庸人，他们重复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滥调，而没有看到，他们是在重复早已被粉碎了的关于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和平等的思想，没有了解到，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剥削者、资本家。

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和平等已经死去，就象资本主义已经死去一样。考茨基之流和麦克唐纳之流是不能使它复活的。

无产阶级必须消灭阶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自由（摆脱资本家的自由，摆脱商品交换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平等（不是阶级的平等——考茨基之流、王德威尔得之流和麦克唐纳之流就滑入了这种庸俗见解的泥坑——而是推翻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劳动者的平等）的真实内容。

只要阶级存在，自由和阶级平等就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粉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镇压资产阶级，制止其他一切阶级想恢复资本主义的一切尝试，给予劳动者以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这只有在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不仅给他们“权利”，而且使他们能实际享有从资产阶级那里夺来的一切。

谁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苏维埃政权，或无产阶级民主）的这个内容，谁就是白使用了这个字眼。

在这里，我不能更详细地来发挥这些我已在《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小册子中阐明了的思想。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116页和第35卷第229—327页。——编者注］

 到这里可以结束了，我愿意把这些意见献给即将出席1919年8月10日伯尔尼国际卢塞恩代表大会[35]的代表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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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登卡卫戍部队非党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关于国内外形势的讲话

（1919年7月15日）

简要报道

（列宁同志在讲台上出现时，全场热烈鼓掌欢迎）同志们，我们现在正处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这一非常重要的时期。自从1918年11月战胜德国以后，协约国就在拟订和平条件，而且说德帝国主义已经灭亡，各族人民已经获得解放。现在国民会议已经批准和约，——这次为了掠夺、为了分赃而使1000万人丧生和2000万人残废的战争结束以后，和平确立起来了。

在凡尔赛和约签字后的今天看来，布尔什维克说得很对，这个和约比我们当年同奄奄一息的德帝国主义所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更坏。现在愈来愈明显，凡尔赛和约签字的日子就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失败的日子。帝国主义者刚一签订和约，便瓜分起殖民地来：波斯被英国拿去，叙利亚和土耳其被分割。现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都认清了这是一场强盗的战争。有消息说，现时在巴黎的、至今仍想当“全俄政府”首脑的李沃夫公爵，要求协约国将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割给俄国，理由是俄国就是为了这些地方才作战的，但人家对于他的天真要求自然回答说，要给也只能给旧的强大的俄国，——这简直太可笑了。

法帝国主义者为了欺骗人民，规定7月14日（即攻下巴士底狱[36]的日子）为对德胜利纪念日。但是法国工人没有上钩，7月14日，咖啡馆和餐馆的职工宣布罢工，这一天人们通常在街头狂欢，跳舞，但咖啡馆和餐馆却关了门，这个纪念日也就算完了。英、法、意三国的工人宣布在7月21日举行总罢工[37]。可以说，凡尔赛和约对于英法来说，就和布列斯特和约对于德国来说一样，其结局也将是资本家失败，无产阶级胜利。协约国第一次侵犯俄国南部的失败和第二次侵犯西伯利亚的失败同样表明了西欧无产阶级的这一运动。这些失败表明西欧的无产阶级是拥护我们的。

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农民以前拥护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现在受到勒索、抢劫和毒打之后，也转而反对他们了。现在很清楚，高尔察克已经灭亡，对邓尼金的胜利即将来临；这次胜利将以西欧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完成，因为西欧各地的工人运动都带有布尔什维主义性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俄国起初是孤独的，随后出现了苏维埃匈牙利[38]，德国的政权正在转归苏维埃，全欧洲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去消灭全世界资本家统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长时间鼓掌）





	载于1919年7月17日《莫斯科苏维埃消息晚报》第29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10—111页

















[36]巴士底狱原为巴黎的一座城堡，建于1370—1382年，15世纪起成为法国的国家监狱，16世纪起主要用来囚禁政治犯，因而成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象征。1789年7月14日，巴黎起义人民攻陷了巴士底狱，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由此开始。1790年，巴士底狱被拆毁。从1880年起，7月14日成为法国的国庆节。——103。



[37]指原定于1919年7月21日举行的国际工人政治罢工。罢工口号是：支持俄国和匈牙利革命，不许帝国主义政府干涉俄国和匈牙利内政。英、意、德、挪等国的工人虽如期分别举行了罢工，但由于各国社会党和工会的右翼领袖的阻挠，各国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未能实现。阿·梅尔黑姆、莱·茹奥和法国劳动总联合会的其他领导人为了欺骗工人，起初赞成罢工，但到预定的罢工日期前夕建议延期，从而破坏了罢工。——103。



[38]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1918年10月31日匈牙利爆发了革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激进派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没有能力应付内部和外部困难，于1919年3月20日辞职，并建议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织政府。但是在当时革命危机尖锐化的形势下，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不敢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不得不同当时还在狱中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结果，双方签订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协议，同时决定两党在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合并，改称匈牙利社会党。3月2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匈牙利第一届苏维埃政府——革命政府委员会组成，社会民主党人加尔拜·山多尔任主席，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库恩·贝拉任外交人民委员。



匈牙利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如实行工业企业、运输业、银行的国有化和对外贸易的垄断，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大农场，把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25％，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并为保卫共和国建立了红军。但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也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没有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而未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从4月起利用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并对它实行经济封锁。在困难局势下，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背叛革命，同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1919年8月1日，匈牙利革命政府委员会被迫辞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了133天，就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夹击下遭到扼杀。匈牙利反革命随即用极端残暴的手段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103。





《列宁全集》第37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拨给火灾保险局经费的决定

（1919年7月18日）

致国库管理司

决定

人民委员会1919年7月17日会议决定：

从国库资金中以超预算贷款方式拨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火灾保险局18521000（一千八百五十二万一千）卢布作为中央和地方机关的火灾保险局的经费。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9卷第208—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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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民委员会秘书处的指示

1919年7月19日

迟迟不批准关于从军队邮寄粮食的实施细则[39]，是一种极其令人愤慨和不能容忍的拖拉现象。

必须查出责任者并对这一事件进行确切的调查，以便：第一，明确责任，第二，制定实际措施，使类似事件不再发生——这一点是主要的。

因此，我建议下列机关（这些机关本应关心尽快地执行关于邮寄粮食的法令，即尽快地付诸实施），

立即收集全部文件，查问与此事有关的所有人员，十分严格而准确地查清拖拉的原因；

并将报告，连同为杜绝拖拉作风而提出的实际措施，于星期二一并报送人民委员会。

这些机关是：

　　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秘书处

　　中央整顿和安排部队给养委员会

　　粮食人民委员部

　　陆军人民委员部

　　邮电人民委员部。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12页

















[39]国防委员会于1919年5月24日通过一项决议，准许在盛产粮食地区作战的前线红军战士给缺粮地区的家庭邮寄粮食。国防委员会责成中央整顿和安排部队给养委员会在6月1日以前拟订并提出贯彻这项决议的细则草案。由于某些部门办事拖拉，细则草案于1919年7月23日才由国防委员会批准。——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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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美国记者问[40]


（1919年7月20日）

现在我来答复向我提出的五个问题，答复的条件是你们要履行已用书面对我所作的诺言，即我的答复将全文刊载在北美合众国的一百多家报纸上。

1．苏维埃政府的纲领不是改良主义的纲领，而是革命的纲领。改良就是在保持统治阶级统治的条件下从这个阶级那里取得让步。革命就是推翻统治阶级。因此，改良主义的纲领总是罗列许多局部性的条文。我们的革命的纲领其实只有总括性的一条，那就是推翻地主资本家的压迫，推翻他们的政权，使劳动群众从这些剥削者手中解放出来。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一纲领。实现这一纲领的局部措施有时应部分地加以改变，要把这些改变一一举出，就得写一整本书。我只想指出，我们的政府纲领中还有总括性的一条，由此产生的个别措施的改变也许是最多的。这一条就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革命以后，我们连资产阶级的报纸也没有查封，更谈不到采用恐怖手段了。我们不仅释放了克伦斯基的许多部长，而且释放了同我们作过战的克拉斯诺夫。直到剥削者即资本家展开反抗以后，我们才开始有系统地加以镇压，甚至采取恐怖手段。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回答资产阶级的，因为他们同德、英、日、美、法各国资本家勾结在一起，阴谋在俄国恢复剥削者的政权；用英、法的金钱收买捷克斯洛伐克军，用德、法的金钱收买曼纳海姆和邓尼金，等等，等等。引起“改变”（即在彼得格勒对资产阶级采取更严厉的恐怖手段）的最近一次阴谋，就是资产阶级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勾结起来出卖彼得格勒，军官阴谋分子占据红丘炮台，英、法资本家收买瑞士大使馆的职员和许多俄国职员等等。

2．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对阿富汗、印度等等穆斯林国家所做的工作，也同我们在国内对人数众多的穆斯林和其他非俄罗斯民族所做的工作一样。譬如我们让巴什基尔人在俄国内部建立自治共和国，我们尽力帮助每个民族得到独立自由的发展，帮助它们多出版、多发行本民族语言的书报，我们还翻译和宣传我们的苏维埃宪法；同“西欧”和美洲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宪法比起来，这个宪法不幸更为殖民地、附属国的受压迫的和没有充分权利的10亿以上的人民所喜爱，因为“西欧”和美洲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宪法巩固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即巩固少数“文明的”资本家对本国劳动者和亚洲非洲等地殖民地几亿人民的压迫。

3．对于美国和日本，我们首要的政治目的，就是击退它们对俄国的侵犯，它们这种侵犯是无耻的，罪恶的，掠夺性的，只会使本国资本家发财。我们曾多次郑重地向这两个国家建议媾和，但它们甚至没有回答我们，并且继续同我们作战，帮助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掠夺摩尔曼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特别是在西伯利亚东部大肆洗劫和破坏，那里的俄国农民对日本和北美合众国的资本家强盗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对于一切民族，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我们今后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毫无例外地同一切国家的工人和劳动者结成兄弟联盟。

4．我们同意同高尔察克、邓尼金、曼纳海姆媾和的那些条件，已多次用书面形式十分明确地提出过，例如，我们向代表美国政府同我们（以及在莫斯科同我本人）进行谈判[41]的布利特提出过，在给南森的信[42]及其他场合也都提出过。如果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

府不敢把这些文件全部发表，向人民隐瞒真情，那么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我只提一下我们的基本条件：我们准备偿还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一切债务，只要和约是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就是说，这一和约要得到英、法、美、日、意等国政府的正式签署和批准，因为邓尼金、高尔察克、曼纳海姆等等不过是这些政府的走卒。

5．我很想把以下情况告诉美国舆论界：

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虽然如此，资本主义始终是雇佣奴隶制度，始终是极少数现代（“moderne”）奴隶主即地主和资本家奴役千百万工农劳动者的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封建制度相比，改变了经济奴役形式，为这种奴役作了特别漂亮的装饰，但并没有改变也不能改变这种奴役的实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雇佣奴隶制。

技术特别是交通的惊人进步，资本和银行的巨大发展，使资本主义达到成熟，而且成熟过度了。资本主义已经衰朽。它已成为人类发展的最反动的障碍。它就是一小撮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统治一切，这些富翁推动各国人民进行厮杀，来解决帝国主义赃物、殖民地统治权、金融“势力范围”或“托管权”等等应当归德国强盗集团所有还是归英法强盗集团所有的问题。

在1914—1918年大战期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且只是由于这个原因，千百万人死亡了，残废了。对这一真理的认识，现在正迅速地不可抑止地在各国劳动群众中扩大着，尤其是因为战争在各处都引起了空前的破坏，各国（包括“战胜国”的人民）都必须为战时的债务支付利息。这些利息是什么呢？是献给百万富翁老爷们的几十亿贡款，以感谢他们仁慈地使千百万工农为解决资本家瓜分利润问题而互相残杀。

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群众的革命意识到处在增长着。成千上万种迹象都说明了这一点。有些迹象并不重要，但庸人看了也都一目了然，其中之一就是昂利·巴比塞的两本小说（《火线》和《光明》）。作者打过仗，而且是一个最和气、最安分、最守法的小资产者，一个庸夫俗子。

资本家、资产阶级能办到的，“至多”是延缓社会主义在这个或那个国家取得胜利，为此再屠杀几十万工人和农民。但他们决不能挽救资本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是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把政权交给劳动人民，并且只交给劳动人民，它委托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废除土地、工厂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为这种私有制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根源，是群众贫困的根源，是只能使资本家发财的、各民族间的掠夺性战争的根源。

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是有保障的。

最后举一个小例子。美国的资产阶级吹嘘他们国内的自由、平等和民主，以此欺骗人民。但是，不论是这个资产阶级还是世界上其他任何资产阶级或政府，都不能也不敢根据真正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原则同我们的政府进行竞赛，比如说，订立一种条约，保证我国政府和其他任何政府自由交换……以政府名义用任何一种文字出版的刊有本国法律条文和宪法条文并说明该宪法比起其他宪法有哪些优点的小册子。

世界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都不敢同我们订立这样一个和平、文明、自由、平等、民主的条约。

为什么呢？因为除了苏维埃政府以外，一切政府都是靠压迫和欺骗群众来维持的。但是，1914—1918年的大战已经把大骗局戳穿了。






	　　　列宁
　1919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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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本文是列宁对美国合众社提出的五个问题的答复。这五个问题是：



“（1）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否对政府最初的对内对外政策纲领和经济纲领作了一些或大或小的改变？什么时候和哪一些？



（2）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对阿富汗、印度和俄国境外的其他穆斯林国家的策略如何？



（3）你们对美国和日本所抱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何在？



（4）你们准备在什么条件下同高尔察克、邓尼金和曼纳海姆媾和？



（5）你还有什么话要告诉美国舆论界？



列宁的答复经布达佩斯转给美国报界。但合众社在转发给各报时删掉了列宁对第5个问题的答复，说那“纯粹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1919年10月，美国左派社会党人的《解放者》杂志发表了《声明和挑战》一文，引述了列宁对第5个问题的答复，并在编者按语中指出了合众社转发给各报时加以删节的情况。——107。



[41]指1919年3月苏维埃政府同美国政府代表威·克·布利特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布利特前往莫斯科是要了解苏维埃政府同意在什么条件下同协约国媾和。



布利特在谈判中转达了美国总统伍·威尔逊和英国首相戴·劳合－乔治的建议。苏维埃政府为了尽快缔结和约，同意按照他们提出的条件进行谈判，但对这些条件作了一些重要修改（美国政府代表布利特和苏俄政府共同制定的和平建议革案全文，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1958年俄文版第2卷第91—95页）。



布利特离开苏维埃俄国之后不久，高尔察克军队在东线取得了一些胜利。帝国主义各国政府指望借助高尔察克的力量来消灭苏维埃俄国，于是拒绝了和平谈判。威尔逊不准公布布利特带回去的协定草案，劳合－乔治则在议会宣称他同与苏维埃政府谈判一事根本没有关系。——109。



[42]指苏维埃政府给挪威著名社会活动家弗·南森的复信。南森在1919年4月17日给列宁的信中谈到，他于4月3日写信给伍·威尔逊、乔·邦·克列孟梭、戴·劳合－乔治和维·埃·奥兰多，提出一项用粮食和药品援助苏维埃俄国的计划。4月17日，“四人会议”同意南森的建议，但有一个保留条件：在苏维埃俄国境内要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调运军队和各种军用物资。5月4日苏维埃政府从无线电中收到这封信后，在5月7日给南森发出了复信。由于这项计划不能保证停止军事行动不被反革命利用，苏维埃政府在复信中表示它只能同协约国各国政府就停止军事行动问题进行谈判。苏维埃政府的建议通过南森转达给了协约国各国政府。但是，协约国列强对这项建议未予答复。列宁对格·瓦·契切林起草的两份给南森的信稿作过批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8卷）。——109。





《列宁全集》第37卷


关于粮食状况和军事形势


在工厂委员会、工会理事会代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和“合作社”协会理事会代表的莫斯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43]


（1919年7月30日）

（鼓掌）同志们，我来简短地谈一谈我国的粮食状况和军事形势。我想，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基本事实，你们都已经知道，因此，我的任务或许只是来说明一下这些事实的意义。

正当你们需要解决合作社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象去年夏天那样，处在一个紧张的关头，特别是在粮食方面。你们知道，近一年来我们的粮食工作，与上一年相比，成绩是很大的。在其他的苏维埃工作部门中，未必能象粮食工作那样精确地衡量出这种成绩。在苏维埃政权的头一年，包括克伦斯基统治的最后一段时间在内，国家收购的粮食总共只有3000万普特。第二年，我们收购了10700万普特以上的粮食，虽然第二年我们在军事方面、在控制盛产粮食的地区方面更加困难，因为我们不但根本不能控制西伯利亚，而且根本不能控制乌克兰和遥远的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尽管如此，我们的粮食收购量，正如你们看到的，还是增加了两倍。就粮食机构的工作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但是，就保证非农业区的粮食供应来说，这是很少的，因为对非农业区居民特别是城市工人供应粮食的状况进行的精确调查表明，今年春夏，城市工人的粮食大约只有一半是从粮食人民委员部得到的，而其余部分则不得不从自由市场，从苏哈列夫卡[44]和投机者那里购买，工人购买前一半粮食的支出只占购粮支出总数的十分之一，购买后一半粮食的支出则占十分之九。果然不出所料，投机者先生们从工人身上刮去的钱，等于国家收购的粮食售价的9倍。看了这些关于我国粮食状况的精确材料后，我们应当说，我们有一只脚还站在旧时的资本主义上面，只有一只脚从这个泥潭、从这个投机的泥坑中拔出来，踏上了真正社会主义的收购粮食的道路，使粮食不再是商品，不再是投机的对象，不再是争吵、斗争和许多人贫困的祸根。可见，从满足非农业区居民和工人的需要来看，我们是做得很少的，但如果想一想我们是在内战环境中，是在很大一部分盛产粮食的地区不由我们控制的困难条件下进行工作的，那么，粮食机构的工作是进展得异常之快的。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的看法，这方面的任务是组织的任务，是用非资本主义的方式向农民大众收集粮食的任务，是难以想象的困难任务，这项任务不是用任何更换机构的办法（更不用说更换政府了）所能解决的，因为这项任务要求进行组织上的改造，要求改造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形成的农业生活的基础。假定说，在完全和平的条件下，给我们五年的时间来建立一个组织机构，把粮食从投机者手中夺过来，完全集中到国家手中，那我们可以说，这种社会经济改造的速度，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而我们不到两年时间就完成了这项任务的一半，这就非常可观了，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苏维埃政权在最困难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方针，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总之，可以说，苏维埃政权已抱着最坚定的决心，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决不因我们周围存在着动摇、怀疑、批评、有时甚至是绝望情绪而感到惶惶不安。从饥荒地区来的某些代表有时表现出一种极沉重极痛苦的绝望情绪，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我所引用的有关非农业地区工人和城市工人的粮食供应状况的总的统计数字证明，他们还有一半要依靠投机者，依靠偶然机会等等。

你们知道，我们这里的投机是一场极为剧烈的斗争，那些能够把农产品运到市场上去的人在拼命地进行敲诈。在投机者和挨饿者的这场剧烈斗争中遭到破产的人们表现出绝望情绪，这是不足为奇的。铁路运输能力减弱，在盛产粮食的乌克兰无法建立任何机构，游击习气的旧残余至今还使组织工作无法进行，居民至今还不能克服游击习气——显然，这完全有利于邓尼金，使他在那里能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同时也使我们难于利用那些拥有存粮、能使我们很容易摆脱困难的最大的粮食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在这场争夺粮食的斗争中遭到特别严重破产的人露出绝望情绪，是不足为奇的。如果我们从总的方面来看苏维埃工作的发展，即不从个别情况而从工作的结果来看，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苏维埃政权给了什么和自由市场给了什么，那我们应该说，投机者手中的那一半粮食业，至今还是投机者横行无忌、拼命压榨、大发横财的根源，而且在一面有人挨饿、一面有人发财的条件下，这又是极端腐化堕落的根源。

很明显，那些不能把握和说明这一过程的人们，往往不是去考虑如何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解决这一新任务，即依靠农民对工人国家的信任来按固定价格收集粮食，而是对我们说：“看，既然工人支出的十分之九都花在苏哈列夫卡，那就证明你们只有依靠粮贩和投机者才能生存。因此，你们就需要去适应这种情况。”那些自以为聪明机智和深刻了解事变的人有时就是这样说的。其实，他们是些诡辩家。革命的经验证明，改换管理形式是一件并不困难的事情，消灭地主和资本家统治阶级在短时期内就能办到，如果革命发展顺利，甚至有几个星期就行了，但是，要改变根本的经济生活条件，要同几百年几千年来养成的每一个小业主的习惯作斗争，这却需要在完全推翻剥削阶级之后，进行多年的孜孜不倦的组织工作。有人对我们说，看，你们身旁的苏哈列夫卡多么繁荣兴旺，苏维埃政权简直非靠它不可！我们要问，你奇怪什么呢？难道在富饶的农业区与俄国隔绝的条件下，这个任务能在两年之内解决吗？那些从原则上反对我们最厉害的、有时甚至硬说他们是从社会主义观点（但愿上帝保佑，不要有这种社会主义！）出发的人们，责备布尔什维克是空想主义者和冒险主义者，因为布尔什维克曾经说过：可以而且应该用革命的方法不仅粉碎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而且粉碎资本家阶级和消除帝国主义战争遗迹，为组织建设扫清基地，这项建设使我们必然考虑到工人政权应实行长时期的统治，只有这个政权才能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前进。我们认为能够用革命办法打倒地主资本家阶级，因此他们责备我们是空想主义者，但他们自己却向我们提出了空想的任务，要求在我们双手被内战束缚住的情况下，在人间任何力量都办不到的短期间内，解决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组织问题，解决同靠撤销机构都无法消灭的旧习惯作斗争的问题。

是的，正是粮食政策特别鲜明地表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种形式的斗争就在这方面进行，即不但要打倒旧的机构，不但要打倒地主和资本家，而且还要根除千百万小业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养成的习惯和具有的经济条件。必须力求使他们的理智战胜他们的偏见。任何一个稍有觉悟的农民都会同意这一点，在人民挨饿的时候，进行粮食自由贸易，在自由市场出卖粮食，就是让人和人互相斗争，让投机者发财，让人民大众挨饿。但是单有这种认识是不够的，因为农民的种种偏见和习惯告诉他，把粮食卖给投机者得到几百个卢布，比把粮食交给国家得到现在不能用来购买商品的几十卢布纸币更为有利。我们说：既然国家民穷财尽，既然燃料没有，工厂停工，你们农民就应当帮助工人国家，应当把粮食借出来。那些换你们粮食的纸币，就是你们借粮食给国家的凭据。如果你们农民能借粮给国家，能交出粮食，那么工人就能够恢复工业。在一个遭到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两年内战破坏的国家里，没有其他办法能够恢复工业！任何一个农民，只要摆脱了庄稼汉原来的愚昧状态，稍为开展一点，就都会同意说，没有别的出路。但是，你们用尊重人的态度说话就能说服的那些有觉悟的农民是一回事，千百万怀有偏见的农民却又是一回事。他们只看事实，认为自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活了一辈子，粮食私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没有经历过新制度，也不能相信它。所以我们说，正是在这方面，在粮食方面，而不是在国家建设的上层机构方面，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进行着最深刻的斗争，这种斗争已在实际上而不只是在口头上进行着。国家建设的上层机构容易改造，因此，这种改造的意义并不大。而在粮食方面，劳动人民及其先锋队工人阶级的觉悟正同农民群众的偏见、分散性和涣散性进行最后的斗争。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他们自称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也好，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也好，反正都一样）说：“你们不要实行国家垄断，不要按固定价格强迫征购粮食！”我们回答说：“亲爱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你们也许是真诚的人，但是你们是在维护资本主义，你们嘴里讲的不是别的，正是过去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偏见，他们除了自由贸易以外什么也看不到，他们站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激烈斗争之外，认为这是可以调和，可以协商的。”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经验，我们知道，真正劳动群众的代表，即那些并未成为上层分子而终生遭受地主资本家剥削的人懂得，这里是在同资本主义进行毫不调和的最后的决战。他们懂得，正是在这方面不能作任何让步。去年夏天，苏维埃政权曾说让一普特半制度存在若干星期，在这以后它就使用了自己的机构，而且这种机构所供应的粮食比从前多了，现在苏维埃政权暂时又要这样说。你们知道，现时我们也必须作这样的让步，必须暂停一下，让工人在假期各自去找供自己需要的粮食[45]。这样，我们就更有保证能够重新开展工作，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作。我们正在同资本主义进行真正的战斗，我们说，不管资本主义迫使我们作怎样的让步，我们还是要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剥削。我们在这方面将要象对付高尔察克、邓尼金那样作无情的斗争，因为援助他们的是资本主义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力量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以粮食和商品的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我们知道，在国内自由出售粮食，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泉源，是以往一切共和国灭亡的原因。现在正在进行一场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自由贸易的最后的决定性的斗争，对我们来说，现在进行的是一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最主要的战斗。如果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资本主义、旧政权和过去的一切就不会复辟。必须进行斗争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投机，反对小经济，必须抛弃以前存在过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原则，只有这样，这一复辟才不可能。必须忘记每个农民为自己、高尔察克为大家的原则。现在我们的相互关系和我们的建设已经有了新的形式。应当知道，社会主义在前进中，应当记住，无论我们身上有多少旧东西，它们不过是旧思想的残余，因为农民必然会用截然不同的新态度来处置他所生产的消费品的；他要是按“自由”价格把粮食卖给工人，就一定会成为资产者和私有者。我们说，只有按国家规定的固定价格出售粮食，我们才有可能离开资本主义。现在我们不得不忍受严重的饥饿，拿目前的处境同去年比较一下，我们应当说，我们目前的处境比去年好得简直不能相比。固然，我们不得不作某些让步，但我们对这些让步总是能够作出答复和解释的。我们在苏维埃政权的20个月当中虽然做了很多事情，但我们还没有解决目前困难处境中的一切困难。

只有使农民与私有制脱离，使他们为我们的国家工作，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走过了我们路程中艰苦的一段。但我们不会离开这条道路，正如我们不会离开同邓尼金和高尔察克作斗争的道路一样。在那些自称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人们的阵营里有人说，战争是打不完的，从战争中是找不到出路的，必须采取一切措施结束战争。这些话你们经常可以听到。说这种话的都是一些不了解事情真相的人。他们认为内战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它太艰苦了，但是，这场战争是欧洲帝国主义者由于害怕苏维埃俄国而强加给我们的，这难道他们不了解吗？同时西欧帝国主义者在自己的宫廷中，今天豢养萨文柯夫，明天豢养马克拉柯夫，后天豢养布列什柯夫斯卡娅，他们在一块可不是谈什么好听的话，而是算计着怎样更合理地把装备着大炮和其他杀人武器的步兵和炮兵调到我们这里来，怎样援助阿尔汉格尔斯克战线，怎样在这条战线以外再增辟南线、东线和彼得格勒战线。整个欧洲和全欧洲的资产阶级都起来攻击苏维埃俄国。他们甚至厚颜无耻地向匈牙利政府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们给你们粮食，你们抛弃苏维埃政权。”我想，这样的建议要是登在布达佩斯的报纸上，那对匈牙利说来将是多么有力的鼓动！但这毕竟好些，这比起争取自由贸易等胡说八道更诚实更坦率。这里讲得很明白：你们需要粮食，就得抛弃对我们不利的一切，这样我们才给你们粮食。

因此，要是殷勤的资本家向俄国农民提出这样的建议，那我们是会十分感激的。我们会说：我们的鼓动员不够，现在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来帮助我们了，他们成为最出色的鼓动员了。现在再也听不到关于立宪会议、集会自由等等的言论了，一切都不加隐讳了。但是，我们要问问资本家先生们，你们有那么多军事债务，你们所有的箱子都装满了借据，你们有几十亿几十亿的军事债务，你们以为人民会偿付这些债务吗？你们的炮弹、枪弹和大炮多得没有地方放，你们认为最好是用它们来轰击俄国工人吗？你们收买了高尔察克，为什么你们又挽救不了他呢？你们不久以前作出决议说，协约国的国际联盟承认高尔察克是俄国唯一的全权政府[46]。可是后来高尔察克却一溜烟逃跑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下场呢？（鼓掌）从高尔察克叛乱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的诺言究竟有什么价值。要知道，他们掀起了高尔察克叛乱，他们有过萨马拉政权。这些诺言有什么价值呢？要是那些在军事方面无疑大大超过我们（我们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力量聚集起来攻打我们，那会怎样呢？当然，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会由此得出相应的结论并对疲惫挨饿的群众说：“你们已被拖入一场永无休止的内战。你们这个疲惫的落后的国家怎能同英、法、美斗争呢？”在我们周围经常有人发出这种论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是时时刻刻散布这种言论。他们力图证明内战是一件没有希望的事。但是历史给了我们答复。这就是西伯利亚政权的历史。我们知道，那里的农民是富裕的农民，他们没有经历过农奴制，因此不会由于摆脱了地主而感激布尔什维克。我们知道，那里组织了政府，有人送去了几面不是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就是孟什维克马伊斯基做的漂亮的旗帜，上面写着立宪会议、贸易自由等口号，——愚昧的农民，你要什么，我们都给你写上，只要你帮助我们打倒布尔什维克！这个政权结果怎样呢？结果不是立宪会议，而是比任何沙皇专政还坏的、最疯狂的高尔察克专政。这是偶然的吗？有人回答我们说，这是一个错误。可是，先生们，一个人在一生的行为中是可能犯错误的，但要知道这里来帮助你们的是你们的所有优秀人物，是你们党内的一切优秀人物。难道知识分子没有来帮助你们吗？即使没有你们自己的知识分子（虽然我们知道是有的），那你们还有法、英、美、日等先进国家的知识分子。你们有土地，你们有舰队，你们有军队，你们有金钱，然而为什么一切都完了呢？是因为某位切尔诺夫或马伊斯基犯了错误吗？不是的！而是因为在这场殊死的战争中，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资产阶级要维持下去，就得成百成千地枪杀工人阶级中间一切有创造性的人物。这一点从芬兰的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西伯利亚的例子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了证明布尔什维克站不住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开始建立新政权，并且带着它庄重地直接滚到高尔察克政权那里去了。不，这不是偶然的，这种事情在全世界都有，即使布尔什维克的一切言伦、一切出版物（这些出版物目前在每个国家都遭到攻击，他们把布尔什维克的小册子看作是使可怜的威尔逊、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之流感到恐怖的传染病，竭力加以取缔）完全绝迹，我们还可以举出他们的走卒方才活动过的西伯利亚，指出这比任何鼓动起了更好的作用。这证明，在资产阶级专政和工人阶级专政之间，不可能有中间道路。这个道理不但渗入了工人群众的头脑，甚至渗入了觉悟最低的农民的头脑。你们知道，农民说过：“我们不要布尔什维克政府，我们要粮食自由贸易。”你们知道，萨马拉的农民，中农，曾经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而现在谁使他们离开了高尔察克呢？原来农民要独自创造自己的…… 
［注：此处速记记录中有一个字字迹不清，从略。——俄文版编者注］

 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已为全部革命史所证实，每一个熟悉革命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19世纪各政党的整个发展都可以归结为这一点。

农民当然不知道这一点。他既没有研究过社会主义史，也没有研究过革命史，但是他相信和承认从自己亲身的经历中得出的结论。他看到布尔什维克要他们挑重担是为了战胜剥削者，看到高尔察克政权使得杰尔席莫尔达式的资本主义恢复，他觉悟了，说：“我选择工人群众的专政，我要彻底打垮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他是这样称呼高尔察克专政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人民专政。”高尔察克的这段历史表明，不管内战多么漫长，多么艰苦，不管它看来多么没有出路，但是它不会把我们引入绝境。它使那些与布尔什维克最疏远的人民群众，通过亲身的经验，深信必须转到这个政权方面来。

同志们，我们的军事形势就是这样。现在让我谈谈我们要去完成的合作社工作，以此来结束我的报告。许多同志已经给你们讲过话了，他们在估计你们所面临的实际任务方面比我内行得多，我希望你们胜利地完成你们所肩负的任务，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业，把包括全体劳动群众的消费合作社建立起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中必然产生出领导合作社的上层分子，这些上层分子都是白卫分子。这一点不仅在我国是这样，这已由那些同高尔察克签订条约的上层分子所证实。在英、德等等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战争一开始，习惯于靠资本为生的合作社上层分子，一个个都跑到帝国主义者方面去了。

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全世界的社会党议员的上层分子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上层分子完全投奔帝国主义者，这不是偶然的。他们煽起了战争，他们甚至让他们的朋友领导那个杀死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政府，帮助枪杀工人阶级的领袖。这不是个别人的过失。这不是某一个不幸的罪人的罪行。这是资本主义的后果，资本主义腐蚀了他们。全世界都是如此，俄国不是圣地，我们要摆脱资本主义社会不能用别的办法，也只有同这些上层分子进行艰苦的战争。现在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人民群众都起来作战，都起来反对任何投机。那些亲身遭受过剥削的人，在亲手掌握分配事业以后，不会忘记受过的剥削。可能在这一事业上，我们还会遭到不少的失败。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方面还很愚昧无知，到处都会出现漏洞。我们知道，这方面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我们这些自觉地进行苏维埃工作的人，缔造社会主义俄国的觉悟的农民和工人，能够进行这场战争。同志们，你们将同我们一起进行这场战争，不管这场战争多么困难，多么艰苦，我们一定会取得全胜。（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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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919年7月29—30日，莫斯科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和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为执行1919年3月16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合并分配机构和成立统一消费合作社的法令，在工会大厦召开了工厂委员会、工会理事会代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和“合作社”协会理事会代表的莫斯科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了成立莫斯科消费合作社的问题。7月30日，列宁在代表会议上发表了关于粮食状况和军事形势的讲话。代表会议通过了莫斯科消费合作社章程，选出了临时理事会和监事会。——112。



[44]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的一个市场，座落在1692年彼得一世所建造的苏哈列夫塔的周围。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苏哈列夫卡是投机商活动的中心。从此，苏哈列夫卡一词就成了私人自由贸易的同义语。1920年12月，莫斯科苏维埃作出封闭该市场的决议。新经济政策时期该市场曾恢复，1932年被取缔。——113。



[45]1919年7月16日国防委员会批准了度假归来的工人可携带两普特定量和非定量食品的法令。这项法令没有公布，但由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签发一份给各省粮食委员会和巡查队长的电报，通知他们允许休假工人随身携带两普特重的行李，不受检查。这一规定实行到1920年为止。——117。



[46]1919年5月26日，协约国最高会议给亚·瓦·高尔察克发出一份由伍·威尔逊、戴·劳合－乔治、乔·邦·克列孟梭、维·埃·奥兰多和西园寺公望共同签署的照会，声明愿意承认高尔察克，并提供军事装备、粮食和弹药的援助，以巩固他的“全俄执政者”的地位，但高尔察克必须履行下述条件：占领莫斯科后召开立宪会议；承认波兰和芬兰独立；如不能妥善解决俄国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高加索和外里海地区的相互关系问题，则将这个问题移交国际联盟，在此以前，承认这些领土为自治领土，等等。高尔察克在复信中表示愿意接受协约国提出的一系列条件。7月12日，英、法、美、意四国对高尔察克的答复表示满意，并重申愿意援助高尔察克。——119。





《列宁全集》第37卷


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47]


（1919年7月31日）

同志们，我非常高兴能代表人民委员会向你们的代表大会表示祝贺。

在国民教育方面，我们在长时期内不得不同苏维埃政权各个工作部门和组织部门都经常遇到的那些困难作斗争。我们看到，那些曾被认为是唯一的群众性的组织，一开始就是由长期为资产阶级偏见所俘虏的人领导的。甚至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我们就看到，1917年10月间军队怎样向我们彼得格勒接二连三提出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声明，扬言要进攻彼得格勒，并表示同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团结一致。那时我们就确信，这些声明是军队组织的上层分子写的，是当时的集团军委员会写的，他们代表的完全是我国军队过去的情绪、信念和观点。从那时起，这类现象在一切群众组织中都发生过，既在铁路部门的无产阶级中间发生过，也在邮电部门的职员中间发生过。我们一直看到，起初旧事物总还保持着自己的力量和对群众组织的影响。因此，我们对于教师持久的顽抗也一点不感到奇怪，因为教师向来就是一支大多数成员（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敌视苏维埃政权的队伍。我们看到，旧的资产阶级偏见怎样逐渐被克服，同工人和劳动农民有着密切联系的教师怎样在反对资产阶级旧制度的斗争中为自己争取权利，并为自己开辟道路，去真正接近劳动群众，真正了解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到目前为止，你们比任何人都更多地领教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旧偏见、他们常用的手段和论据、他们替资产阶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辩护以及他们所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通常不是直截了当地进行的，而是在种种表面上听来悦耳但实际上是在这样或那样替资本主义辩护的口号掩盖下进行的。

同志们，你们也许记得马克思是怎样描写工人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工厂的，马克思在分析有纪律的、文明的和“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奴隶地位时是怎样探究劳动者遭受资本压迫的原因的，他是怎样说明生产过程的原理的，他是怎样描述工人进入资本主义工厂，使得资本主义工厂能掠夺剩余价值、奠定整个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基础、造成少数人致富而群众受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当马克思在他那部著作中谈到这个最重要最根本的地方即着手分析资本主义剥削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讽刺话：“我要引你们去的地方，乃是资本家榨取利润的场所，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和边沁。”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9页。——编者注］

 马克思说这句话是要强调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宣扬所辩护的思想，因为在战胜了封建主的资产阶级看来，在以资本的统治、金钱的统治、对劳动者的剥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正是“自由、平等和边沁”。他们所说的自由就是少数人牟取暴利的自由、发财的自由、商业周转的自由；他们所说的平等就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平等；边沁的统治就是小资产阶级关于自由平等的偏见的统治。

如果我们看一看周围，看一看旧教师联合会的代表昨天和今天用来反对我们的那些论据，看一看我们那些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思想敌人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至今还在引用的那些论据，看一看还不了解社会主义意义的农民群众每天同我们交谈时无意中引用的那些论据，——如果对这点细加观察并仔细想想这些论据的含义，就一定会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着重分析的那种资产阶级论调。所有这些人都想证实这个说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和边沁。谁从这一观点出发来反对我们，说我们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是自由平等的破坏者，我们就要介绍他去看看政治经济学入门，去研究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原理。我们说，你们责备布尔什维克破坏自由，其实这种自由是资本的自由，是粮食占有者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粮食的自由，也就是少数握有余粮的人牟取暴利的自由。人们经常责难布尔什维克破坏出版自由，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什么是出版自由呢？谁都看到过我们“自由”俄国的出版事业是什么样的。那些直接观察过或接触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事业因而对它很熟悉的人，在这方面看得更多，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版自由就是拿报刊和对人民群众的影响来作交易的自由，出版自由就是靠资本来维持报刊这一影响人民群众的最强大的工具。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所破坏的出版自由，布尔什维克引以自豪的是，他们第一次使出版事业摆脱资本家而获得了自由，第一次在一个大国里创办了不依赖于一小撮富人和百万富翁，全力从事反资本的斗争（我们应当使一切服从于这个斗争）的出版事业。在这个斗争中，劳动者的先进部队，他们的先锋队，只能是能够领导尚未觉悟的农民群众的工人无产阶级。

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提出——象你们所听到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这个党还在1905年革命以前就取得了这种地位。这个党在1905年领导了工人群众，从那时起，在1905年以后的反动时期内，即当工人运动在斯托雷平杜马的条件下历尽艰辛恢复起来的时候，它一直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因而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变旧社会。”有人向我们提议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我们说，这是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提出的，他们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动摇，倒向资产阶级。我们已经有过两次经验，一次是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得到了协约国的帮助，就是说，得到了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帮助，得到了法、美、英帝国主义者的帮助。结果怎样呢？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们所许诺的那种向社会主义的逐步过渡呢？没有，我们看到的是破产，是帝国主义者的完全统治，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一切妥协主义幻想的彻底破灭。

如果这次经验还不够，那我们来看看西伯利亚。我们在那里也有过这样的经验。西伯利亚的政权曾经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起初，所有从苏维埃政权下逃亡出来的资产者都去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军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欧美最强大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和资本家都来帮助他们，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财政上军事上帮助他们。结果怎样呢？这种所谓的立宪会议的统治，这种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成的所谓的民主政府造成了什么结果呢？造成了高尔察克的冒险。为什么这种统治遭到了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破产呢？因为这里反映了我们敌人营垒中的所谓社会党人不愿意了解的一个基本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管它在发展的时候，在很巩固的时候，还是在行将灭亡的时候，反正都一样，都只能有一种政权，或者是资本家的政权，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政权。一切中间政权都是幻想，谁想尝试建立第三种政权，即使出于真心诚意，也会不是滚向这边，就是滚向那边。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权，只有工人的统治，才能把靠劳动为生的大多数人团结到自己这边来，因为农民群众虽然是劳动群众，但从某个方面来说又是小经济组织的所有者，粮食的所有者。这就是在我们眼前展开的斗争，这个斗争表明：无产阶级怎样在长期的政治考验中，在俄国各个边疆地区政府的更换过程中，逐渐清除一切为剥削制度服务的东西；它怎样给自己开辟道路，并在镇压和消灭资本的反抗中日益成为劳动群众的真正名副其实的领袖。

责备布尔什维克破坏自由的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人，即建议同那些动摇不定、在俄国革命史上两度倒向资产阶级的分子实行联合的人，很喜欢责备我们采取恐怖手段。他们说，布尔什维克在管理国家中实行恐怖的办法；他们说，为了拯救俄国，就要使布尔什维克放弃恐怖手段。我想起了一位聪明的法国资产者，他曾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谈到废除死刑的问题，他说：“让杀人犯老爷们先来废除死刑吧。”每当人们说“让布尔什维克放弃恐怖手段”的时候，我就想起这句话来。让俄国的资本家老爷们以及他们的盟友美、法、英三国，即那些迫使苏维埃俄国采取恐怖手段的人放弃恐怖手段吧！他们就是那些过去进攻我们、现在还在用比我们强大千倍的军事力量来进攻我们的帝国主义者。所有的协约国，所有英、法、美的帝国主义者在他们的首都都拥有国际资本的奴仆（不管他们叫作萨宗诺夫还是马克拉柯夫都一样），这些奴仆收罗了成千上万心怀不满、愤愤不平的破产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的代表人物，难道这不是恐怖吗？你们听到了军界的阴谋，从报纸上看到了最近险些把彼得格勒出卖的红丘炮台阴谋事件，试问，这不是全世界资产阶级施行的恐怖手段又是什么呢？全世界资产阶级为了使剥削者在俄国复辟和扑灭现在甚至已经威胁到他们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焰，正在干种种野蛮的、罪恶的、横暴的勾当。这就是恐怖的根源，这就是应对恐怖负责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确信，那些在俄国鼓吹放弃恐怖手段的人，无非就是施行恐怖手段的帝国主义者手中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工具或代理人，这些帝国主义者正在用封锁、用他们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帮助来扼杀俄国。但他们是不会成功的。

俄国是第一个执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历史使命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承担了这样多的斗争和苦难。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知道，俄国已全副武装起来，在俄国不仅决定着俄国资本的命运，而且决定着国际资本的命运。这就是他们在所有的报刊上，在被亿万金钱收买的全世界资产阶级报刊上骇人听闻地大肆散布诽谤布尔什维克的谎言的原因。

他们也是为了“自由、平等和边沁”的原则而起来反对俄国的。我们这里有人认为，谈论自由平等，谈论布尔什维克破坏自由平等，就是在维护某种独立的东西，维护一般民主原则。你们遇到这种人的时候，就请他们去看看欧洲资本主义的报刊吧。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在什么掩盖下行动的呢，欧洲的资本和资产阶级是在什么掩盖下来扼杀俄国的呢？他们口头上讲的都是自由和平等！当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侵占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时候，当他们把军队派往南俄的时候，他们也是在保卫自由和平等。这就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的口号，这就是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俄国无产阶级起来反对全世界资本的原因。这就是这些自由平等的口号所要达到的目的，这种口号被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来欺骗人民，彻底粉碎这种口号乃是真正同工农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的责任。

我们看到，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愈是顽强凶狠地试图扼杀俄国，就愈激起本国无产阶级的反抗。7月21日，英、法、意三国工人作了举行国际罢工反对三国政府的第一次尝试，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停止对俄国内政的一切干涉，同俄国缔结真诚的和约。这次尝试没有成功。在许多国家里，如在英、法、意等国，只是爆发了个别的罢工。在美国和加拿大，只要是能使人想起布尔什维主义的东西，都遭到了疯狂的攻击。我们在最近这些年经历了两次大革命。我们知道，1905年俄国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起来同沙皇制度作斗争是何等的费力。我们知道，从1905年1月9日即第一次流血的教训到1905年10月俄国群众性罢工第一次获得胜利，罢工运动是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缓慢地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当时是很困难的。两次革命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俄国的形势比其他国家更革命一些。我们知道，为了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在一系列的罢工中把力量组织起来是多么困难。因此，我们对7月21日第一次国际罢工的失败并不感到惊奇。我们知道，欧洲各国革命所遇到的反抗要比我们大得多。我们知道，当英、法、意三国工人决定在7月21日举行国际罢工时，他们不知克服了多少困难。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实验。遭到失败是不足为奇的。可是我们知道，尽管欧洲资产阶级疯狂地反对我们，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的劳动群众是同我们在一起的，他们对我们的事业是了解的；不管在革命中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考验，不管人们为了资本的“自由和平等”、挨饿者和饱食者的平等而制造什么样的谎言骗局，我们知道，我们的事业是全世界工人的事业，因此，这个事业将肯定无疑会战胜国际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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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7卷


在下房里[48]


（1919年7月）

同志们从南方带来了一些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的刊物，使我们多少看到了对方那个营垒里的“思想生活”。巴扎罗夫和马尔托夫在哈尔科夫出版的《思想》[49]，米雅柯金、彼舍霍诺夫、布纳柯夫、维什尼亚克、波特列索夫和格罗斯曼的《未来的日子》[50]，巴拉巴诺夫、斯捷·伊万诺维奇、米雅柯金和彼舍霍诺夫的《南方事业》[51]和《联合》[52]，——这就是这些刊物和某些著名撰稿人的名字。

仅仅零散的几期刊物，就已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气味，使人立刻感觉到象是置身在奴才的下房里。有教养的、以社会主义者自命自居的、浸透资产阶级偏见并充当资产阶级奴才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这一群著作家的真面目。这伙人形形色色，千差万别，但从政治上看，这些差别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因为归结起来，他们的差别也只在于履行资产阶级奴才的义务时是虚伪还是真诚，是粗鲁还是细致，是笨拙还是巧妙。


一

由于职务关系，奴才都穿着燕尾服，具有文雅的外貌和适当的风度，戴着雪白的手套。奴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爱人民，一方面这是必然的，因为出奴才的那个阶层必定是极端贫困的；另一方面，这对老爷们也有利，因为这使他们能够“练习”行善，首先当然是照顾产生仆役、管家和工人的阶层里的“驯服的”人们。拥有奴才的阶级愈聪明、愈有教养，他们执行自己的政策就愈有步骤，愈周密，他们利用奴才在劳动人民中充当奸细，利用对部分劳动人民让步来分裂劳动人民，巩固自己的地位，使希图得到一点小恩小惠的“效劳者”从老爷财富的增加得到好处，如此等等。

当然，准许奴才爱人民仅仅是在极小的限度内，而且必须有俯首听命的表现和“安慰”被剥削劳动者的决心。顺便提一下，费尔巴哈曾非常准确地回答了那些维护宗教、把宗教当作“安慰”的源泉的人们，他说，安慰奴隶是有利于奴隶主的事情，而真正同情奴隶的人，则是教导他们愤恨、举行暴动和打碎枷锁，而决不是去“安慰”他们。奴才们把一朵朵的假花装饰起来，借以“安慰”被雇佣奴隶制的锁链束缚着的雇佣奴隶。主张解放雇佣奴隶的人，则从锁链上摘下装饰它的假花，使奴隶们更加自觉、更加强烈地憎恨他们身上的锁链，尽快地挣脱锁链并伸手摘取新鲜的花朵。

奴才的地位使奴才必须把一点点爱人民的行为同百般听从主子和维护主子利益的行为结合起来，这就必然造成奴才这类社会典型所特有的虚伪性。这里问题正在于社会典型，而不在于个人的特性。奴才可能是最诚实的人，是家庭里的模范，是优秀的公民，但他必然表现出虚伪，因为他的职业的根本特点就是要把他“必须”“忠心耿耿”为之效劳的主子的利益与提供仆役的那个阶层的利益结合起来。因此，如果用政治家的眼光看问题，即从千百万人及其相互关系看问题，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说，奴才这类社会典型的主要特性就是虚伪和怯懦。奴仆的职业所培养的正是这些特性。从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奴隶和全体劳动群众的观点来看，这些特性是最本质的特性。


二

自称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有教养的知识分子，都想给人民上政治课。因此，他们不能不涉及我们所经历的整个时期的根本问题，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问题，请看一看他们是怎样谈论这个问题的。

帕·尤什凯维奇先生在《联合》杂志上以《革命和内战》这个题目写了一篇大文章。要知道这是一篇怎样的著作（姑称之为著作），只需看看作者下面的两段议论：


　　“……社会主义所抱的目的是进行一种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并靠大多数人来实现的革命，它没有理由〈！！〉采用往往是夺取政权的少数人所必然采取的内战方法〈！！！〉……现代社会最先进的阶级一旦成熟到足够彻底了解自己所担负的解放的世界性使命及与此相关的任务，就一定会把它〈内战〉和历史上野蛮行为的其他残余一起抛弃……”



　　这岂不是妙论吗？俄国资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立刻就谋求与外国资产阶级协商并达成协议来反对本国的工人和劳动人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资产阶级。1918年初在芬兰是这样。1918年初在俄国的北部和南部也是这样，当时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德国人结成联盟来扼杀布尔什维克。在格鲁吉亚也是这样。德国人以金钱和武器供给克拉斯诺夫。后来协约国的资产阶级收买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和邓尼金，把军队派往摩尔曼、阿尔汉格尔斯克、西伯利亚、巴库和阿什哈巴德。

国际资产阶级，首先是德国资产阶级，然后是英法资产阶级（两者不止一次地联合在一起）向胜利了的俄国无产阶级发动战争，现在一个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倒向资产阶级的人，却出来劝告工人“抛弃”“内战方法”！这难道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形态的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53]吗？

也许有人会对我说，尤什凯维奇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资产阶级文丐，根本不能代表任何政党，任何政党也不替他负责。但这是不对的。第一，《联合》杂志的全体工作人员及其整个派别向我们表明的正是所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伙伴们的这种奴才行为的典型。第二，以尔·马尔托夫为例。这是一位最有名的（也几乎是最“左的”）孟什维克，同时是伯尔尼国际的一位最受尊敬的人物，他同伯尔尼国际的思想领袖卡·考茨基是志同道合的。

现在来看看马尔托夫的论断。他在1919年4月《思想》杂志的一期里谈到了“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他非常熟悉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献和布尔什维主义。关于内战，这位著作家这样写道：


　　“……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我说过，由战争引起的工人运动的危机，首先是‘道德危机’，是无产阶级各个部分不再互相信任的危机，是无产阶级群众不相信旧道德旧政治的价值的危机。我当时还没有想到，这种互相信任的丧失，这种思想纽带（在近几十年内，这种纽带不仅把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连接起来，而且在某些时期内还把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起来，把这二者同自由主义的和信基督教的工人联合起来）的毁坏，会引起无产者之间的内战……”



　　黑体是马尔托夫先生用的。他自己强调在这里评价的正是内战。也许他甚至是在强调他完全同意考茨基的意见，因为后者在任何场合都是这样论断内战的。这一论断极巧妙地掩盖着卑鄙的行为，用大量谎言欺骗工人，极无耻地出卖工人利益，假仁假义，背叛社会主义，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考茨基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玩弄”机会主义几十年居然积累了这么多的奴性！

第一，考茨基和马尔托夫假惺惺地为“无产者之间的内战”流泪，是想以此来掩盖他们倒向资产阶级的行为。因为事实上，内战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在被剥削群众同少数剥削者进行内战时，总有一部分被剥削者同剥削者一道来反对自己的弟兄，在历史上向来就是这样，而且在阶级社会里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任何一个有知识的人都承认，如果有一个法国人在旺代[54]农民举行暴动拥护君主制和地主的时候痛哭“农民之间的内战”，那他就是一个虚伪得令人厌恶的君主制的奴才。考茨基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先生们就是这样的资本家的奴才。

全世界强大的国际资产阶级率领着一部分受骗的、缺乏认识的、头脑闭塞的工人来扼杀一个国家中把资本推翻了的工人，而考茨基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的恶棍却为“无产者之间的内战”痛哭流涕。这些家伙不得不采取那种令人讨厌的虚伪行为，因为他们不能公开承认，他们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内战中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的！

第二，马尔托夫、考茨基和整个伯尔尼国际都非常清楚，他们作为社会主义者曾得到工人的同情，因为他们宣传过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考茨基在1902年曾谈到革命和战争之间的可能联系，说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大概比以往的革命更会与内战同时发生。1912年整个第二国际在巴塞尔宣言中庄严地宣称：未来的战争是与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分不开的。但是战争一爆发，第二国际的“革命家”就成了资产阶级的奴才！

布尔什维克在1914年11月宣称，帝国主义战争一定要变为国内战争。这是真理。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事实。马尔托夫在谈到“世界布尔什维主义”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但马尔托夫不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他的思想已经彻底破产，那些以市侩的藐视的表情鄙弃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思想的人们的观点已经完全破产，却虚伪地“指责”“无产阶级群众”，说群众自己“不相信旧道德旧政治的价值”！！

叛徒们把自己的背叛归咎于群众。群众同情布尔什维克，普遍走上革命的道路。根据某些人的“理论”，这就是群众的过错，这些人一生都在表示效忠革命，为的是革命到来时站在资产阶级阵营中来反对无产阶级。

第三，战前对社会主义的内部斗争有两种不同的理论。考茨基、马尔托夫和大多数机会主义者把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看作是一个阶级一个运动中合乎情理的两派，是不可或缺的两翼。他们斥责这两派的决裂。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每一紧要关头，这两派的接近和打成一片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指责主张分裂的人没有远见。

另一种是布尔什维克的看法，他们认为：改良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的影响的传播者；在显然是非革命的形势下，作为权宜之计可以联合改良主义者；一旦斗争十分尖锐，特别是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同他们决裂或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谁是正确的呢？

布尔什维克。

在全世界，战争使工人运动发生了分裂，使社会爱国主义者倒向了资产阶级。继俄国之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再明显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现在，维护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之间的“思想纽带”，就意味着支持诺斯克和谢德曼这些工人出身的刽子手，他们帮助资产阶级杀害了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杀害了同资产阶级展开革命斗争的成千上万的工人。





	载于1925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3—24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39—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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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人民委员部修改工作细则的指示

（不晚于1919年8月5日）

按下列各条精神修改农业人民委员部 
［注：手稿中在“农业人民委员部”之后，还有人民委员会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写的这样的话：“关于省和区国营农场管理局的组织和工作”。——俄文版编者注］

 的工作细则，并通过苏维埃政权各机关切实进行监督：

（1）严禁地主或管家在地主当权时所在的县或邻县的国营农场任职。

（2）编制国营农场管理人员和职员的名册，对他们要象对军事专家一样，从其反革命性着眼严格监督。

（3）增加县土地局、省农业局派驻国营农场的代表的名额，并由县土地局、省农业局对他们加强监督。

（4）要求工会理事会对工人委员会及其工作给予更多的注意并投入更大的力量。

（5）禁止在国营农场中实行对分制以及其他类似办法。

（6）如果国营农场全体人员不能用事实证明他们执行了《社会主义土地规划条例》第59条（帮助当地农民），应立即向法院对他们起诉。

（7）拟订国营农场和工人委员会向当地农民汇报和介绍情况的制度。

（8）要求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工人委员会，加上一个或两个最重要省份的农业局，每月如实向人民委员会报告执行本规定的情况。

（9）责成中央统计局在由该局委托编写的国营农场情况专题报告中，增加一些为检查上述各条执行情况所必需说明的问题。

（10）重新审查划分给国营农场土地的情况，要特别注意国营农场占有过多土地，或非无产阶级组织侵占国营农场的情况。

（11）应把向省农业局和县土地局所属国营农场提出候选代表作为一条普遍规定。

（12）本工作细则和各项措施须先经谢列达、萨普龙诺夫、弗拉基米尔斯基、瞿鲁巴、米柳亭和哥卢别夫 
［注：此处手稿中还有莉·亚·福季耶娃写的“组成的”几个字。——俄文版编者注］

 委员会通过，然后提交人民委员会。 
［注：此处手稿中还有莉·亚·福季耶娃写的这样的话：“给予委员会一周的限期。委托谢列达召集并作报告”。——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447—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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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的讲话[55]


（1919年8月6日）

采访记录


第一种记录

（热烈欢呼）同志们，让我从你们昨天和今天在报上看到的事变谈起。这就是匈牙利的事变。

你们知道，在3月底以前，统治匈牙利的是“克伦斯基派”，到3月底，克伦斯基派知道无法支持下去就下台了，社会妥协派派出代表到狱中去见在我们红军中作过战的库恩·贝拉同志。他们同他举行了会谈，于是库恩·贝拉同志直接从监狱到了政府。

但是最近得到的消息说，匈牙利社会党内部出了问题。

列宁同志接着说，罗马尼亚军队开进了布达佩斯。但是这一点不值得特别重视。

他说，我们过去在各条战线上的情形也是这样。然而我们在后方有足够的力量，站稳了脚跟，后来给了高尔察克以应有的回答，或者象我们在彼得格勒战线回答敌人那样。你们知道，我们的军队已经拿下了杨堡。

列宁同志接着谈到我们在这段时期获得的政治经验。这种经验匈牙利人当然没有。

但我们决不灰心丧气，因为我们知道高尔察克匪帮和邓尼金匪帮的暂时胜利结果会是什么。让罗马尼亚的高尔察克匪帮今天在匈牙利工人的尸体上手舞足蹈吧！我们知道，这种胜利是不会长久的。当然，要摆脱这场艰苦的战争，只有靠工人钢铁般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帮助一切劳动者和惩罚一切投机者。

然后，列宁同志谈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妥协派在西伯利亚的活动。他们现在责备苏维埃政府的策略不正确，但自己又拿不出好的策略来。其实，西伯利亚所发生的一切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所许下的一切诺言，只是给农民和工人带来苦难。但是自从凡尔赛和约签订以来，英法等国的工人对情况已愈来愈了解了。

因此，不管匈牙利最近的事变多么严重，它与邓尼金、高尔察克营垒中发生的事变是相似的。这些事变又将擦亮千千万万工人的眼睛，向他们指明，资本正在伸手，想按票据收回它所失去的一切。

接着，列宁同志谈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资本家正在制造阴谋妄图夺回政权。阴谋家一面制造阴谋，一面要苏维埃政府放弃恐怖手段。

不，我们决不放弃恐怖手段，因为我们知道，这样会使高尔察克之流和邓尼金之流获得暂时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资本是自取灭亡。这只奄奄一息的野兽在断气前还在向工人咆哮。但这救不了它的命，它必然死亡！（热烈鼓掌）


第二种记录

同志们，现在让我向你们谈谈目前在匈牙利发生的事变。

大家知道，今年3月底以前，统治匈牙利的是十足的“克伦斯基派”。到3月21日，在匈牙利突然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而且那里的孟什维克同意支持这个政权，这时可以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可是最近的事变向我们表明，社会妥协派毫无改变。看来，今天匈牙利发生的事变正是不久前我们看到的巴库事件[56]的大规模的重演。

列宁同志极其生动地追述了巴库无产阶级的这段悲惨历史，指出当时社会主义叛徒向英国指挥部求援，并且瞒着工人同西方帝国主义者订立了秘密协定。列宁把这次巴库惨案同现在匈牙利的政变作了对比，谈到了关于罗马尼亚军队已经开进红色布达佩斯的电讯。

其次，列宁同志比较了匈牙利和苏维埃俄国的处境，简短地提到了我们暂时遭到的失败，他说，过去和现在挽救我们的是广阔的领土，可是匈牙利太小了，不能抗击所有的敌人。他接着谈到妥协派的问题，而且涉及我们俄国的妥协的社会党，他说：

俄国妥协派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的六个月实际工作中犯了错误，但是为什么这个错误在西伯利亚高尔察克叛乱时还没有纠正呢？

问题在于邓尼金分子也高唱立宪会议，问题在于反革命不论在哪里都不会公开露面。所以我们说，类似匈牙利最近事变的暂时失败，都不会使我们不安。要摆脱一切灾祸，除革命外别无出路，可靠的手段只有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说，红军每失败一次，只会受到锻炼，变得更坚强，更觉悟，因为现在工人和农民从血的经验中懂得了资产阶级和妥协派的政权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世界资本这只奄奄一息的野兽，正在作最后的挣扎，但它终究是要死亡的！（热烈鼓掌）





	第一种记录载于1919年8月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73号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第17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46—149页

第二种记录载于1919年8月8日《莫斯科苏维埃消息晚报》第3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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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塞拉蒂同志和拉查理同志

（1919年8月19日）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感谢你们代表你们党给我们的祝贺。我们对你们的运动知道得很少，我们也没有什么文件。但是，我们所知道的一点材料已向我们证明：我们同你们都是反对欺骗工人群众的伯尔尼黄色国际而拥护共产国际的。黄色国际的首脑们同你们党所进行的谈判，证明他们只是一个没有军队的总司令部。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已经在全世界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尽管存在各种困难，尽管血流成河，尽管有资产阶级的白色恐怖等等，事实上的和最终的胜利一定会在世界各国实现。

打倒资本主义！打倒资产阶级假民主！世界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永远是你们的　　弗·列宁


1919年8月19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9年9月2日《前进报》（米兰）第24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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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

（1919年8月24日）

同志们！红军从高尔察克手里解放了乌拉尔全境，并已开始解放西伯利亚。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工人和农民兴高采烈地欢迎苏维埃政权，因为它正在用铁扫帚扫除用苛捐杂税、凌辱、鞭挞和恢复沙皇压迫来折磨人民的所有地主资本家坏蛋。

红军解放乌拉尔和进入西伯利亚，使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但我们不应该就此掉以轻心。敌人还远没有被消灭。敌人甚至还没有被彻底打垮。

必须竭尽全力把高尔察克、日本人和其他外国强盗赶出西伯利亚，必须更加努力地消灭敌人，决不允许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来为非作歹。

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

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痛苦经验，以及被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弄得困苦不堪的世界各国的经验，我们是不应当白白放过的。

下面就是全体工农、全体劳动者为了防止高尔察克叛乱的灾难重演，应当从这一经验中汲取的五大教训。

第一个教训。为了捍卫工农政权，使它不被地主资本家强盗颠覆，我们必须有强大的红军。我们不是用言论而是用行动证明了：我们能够建立强大的红军，我们已经学会如何指挥红军并战胜资本家，尽管资本家从世界最富有的那些国家得到武器和装备的慷慨援助。布尔什维克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所有工人和农民，如果是有觉悟的话，就应当不是根据言论（相信言论是愚蠢的）而是根据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千百万人的经验信赖布尔什维克。既要武装工农，又必须让多半同情地主资本家的旧军官来指挥，这是一项极困难的任务。只有非常善于进行组织工作，只有实行严格的自觉的纪律，只有广大群众信任工人政治委员这些领导人员，才能解决这个任务。布尔什维克已把这个极困难的任务解决了。旧军官叛变的事在我们这里经常发生，但红军不仅仍在我们手中，而且学会了如何战胜沙皇的将军和英法美等国的将军。

因此，凡是真正想摆脱高尔察克叛乱的人，都应当把一切人力物力、一切聪明才智完全贡献给建立和巩固红军的事业。真心诚意地执行一切关于红军的法律和命令，竭力维护红军的纪律，尽自己所能帮助红军，——这就是一切不愿意受高尔察克蹂躏的觉悟的工农所应尽的第一个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义务。

最令人焦虑的是清除游击习气，是某些队伍的擅自行动和不服从中央政权的指挥，因为那会招致灭亡，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

谁不全心全意地帮助红军，不用全力维持红军中的秩序和纪律，谁就是卖国贼和叛徒，就是高尔察克叛乱的支持者，谁就应该被无情地消灭。

我们有了强大的红军就会是不可战胜的。没有强大的红军，我们必然会成为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的牺牲品。

第二个教训。国家没有大量的粮食储备，红军就不能巩固，因为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自由调动军队，也不能好好训练军队。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维持为军队工作的工人的生活。

一切有觉悟的工农应当知道和记住，现在我们红军的胜利不够迅速和巩固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国家的粮食储备不足。谁不把余粮交给国家，谁就是帮助高尔察克，背叛和出卖工农，谁就是使红军中几万工人和农民遭受不必要的牺牲和痛苦的罪人。

骗子、投机者和一些十分愚昧无知的农民都这样议论：我宁可按自由价格出卖粮食，这样得到的会比按国家规定的固定价格出卖要多得多。

而问题正在于自由出卖粮食使投机活动猖獗，使少数人发财，使有钱的人才吃得饱，而工人群众仍然挨饿。这是我们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产粮最多的地区所看到的实际情况。

在自由出卖粮食的条件下，资本家洋洋得意，劳动者受穷挨饿。

在自由出卖粮食的条件下，粮价涨到几千卢布一普特，货币贬值，少数投机者获利，人民愈来愈穷。

在自由出卖粮食的条件下，国家储备空虚，军队软弱无力，工业奄奄一息，高尔察克或邓尼金必然取得胜利。

只有富人，只有工农政权的死敌才蓄意主张自由出卖粮食。凡因愚昧无知而主张自由出卖粮食的人，应当从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例子中得到教训，从中懂得为什么自由出卖粮食就意味着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胜利。

还有一些愚昧无知的农民这样议论：让国家按战前价格用上等货物来换我的粮食，那我就交出余粮，不然我就不交。骗子和地主的帮凶常常利用这种论调“引诱”无知的农民上钩。

资本家为争夺君士坦丁堡进行了四年强盗战争之后，工人国家已受到严重破坏，后来又被高尔察克、邓尼金在全世界资本家帮助之下为了进行报复而大肆破坏，不难理解，工人国家目前是无法向农民提供商品的，因为工业停顿了。既无粮食，又无燃料，又无工业。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农民都会同意以将来得到工业品为条件把余粮借给挨饿的工人。

现在的情形正是如此。除骗子和投机者以外，一切觉悟的有理智的农民都会同意把所有的余粮全部借给工人国家，因为这样一来，国家就能恢复工业，向农民提供工业品。

有人会问我们，农民是否会相信工人国家而把余粮借给它呢？我们回答说：第一，国家给予借券即纸币。第二，所有农民根据经验知道，工人国家即苏维埃政权是帮助劳动者而反对地主资本家的。正因为如此，苏维埃政权才叫作工农政权。第三，农民只能作这样的选择：要么相信工人，要么相信资本家；要么信任工人国家，把粮食借给它，要么信任资本家的国家。无论在俄国还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农民都没有别的选择。农民愈觉悟，就会愈坚定地拥护工人，愈坚决地尽力帮助工人国家，使地主资本家政权无法复辟。

第三个教训。为了彻底消灭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必须遵守极严格的革命秩序，必须恪守苏维埃政权的法律和命令，并监督所有的人来执行。

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取得过胜利，这一例子使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稍微出现混乱，稍微违犯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稍有疏忽或懈怠，都会立即使地主资本家的力量得到加强，造成他们的胜利。因为地主资本家还没有被消灭，还不承认自己遭到失败。凡是有理智的工人和农民都看见、知道和懂得，地主资本家只是被击溃和躲藏起来了，他们暂时潜伏起来了，还往往涂上了“苏维埃的”“保护”色。许多地主钻进了国营农场，许多资本家钻进各种“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变成苏维埃职员；他们时刻窥伺苏维埃政权的错误和弱点，以便把它推翻，以便今天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军，明天帮助邓尼金。

必须用全力把这些隐蔽起来的地主资本家强盗从他们的一切藏身之处查出来，揭露并无情地惩治他们，因为他们是劳动者的死敌，是有本事有经验的奸猾的敌人，他们耐心地等待着施展阴谋的有利时机；他们是怠工者，他们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来危害苏维埃政权。对付地主、资本家、怠工者和白卫分子这些劳动者的敌人必须毫不留情。

为了能够捕获这些人，就必须机敏、审慎、有觉悟，必须极细心地注视每一个极小的混乱现象，注视每一个不老实地执行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的细小行为。地主和资本家是有力量的，这不仅因为他们有知识有经验，不仅因为他们有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的援助，而且还因为存在着广大群众的习惯和愚昧这样一种势力，这些群众想“照老样子”生活，而不了解必须严格地认真地遵守苏维埃政权的法律。

极小的违法行为，极小的破坏苏维埃秩序的行为，都是劳动者的敌人立刻可以利用的漏洞，都是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高尔察克叛乱就是起于对捷克斯洛伐克军稍欠审慎，起于个别团队稍微违反命令，忘记这一点就是犯罪行为。

第四个教训。忘了高尔察克叛乱起于小事是一种犯罪行为，同样，忘了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促成高尔察克叛乱并直接支持这次叛乱也是一种犯罪行为。现在是学会不按言论而按行动来评价各个政党的时候了。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自称社会主义者，实际上他们是白卫分子的帮凶，是地主资本家的帮凶。实际证明这一点的，不仅有个别的事实，而且有俄国革命历史上的两大时期：（1）克伦斯基执政时期，（2）高尔察克叛乱时期。在这两个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口头上都是“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实际上则起了白卫分子的帮凶的作用。现在，他们提出再允许他们“试验一下”并把这种允许叫作实行“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统一战线”，难道我们竟愚蠢到相信他们的地步吗？在高尔察克叛乱以后，除个别人以外，难道农民还不懂得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就是同高尔察克的帮凶讲统一吗？

有人会反驳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再也不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了。但这不是事实。第一，右派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还没有放弃这种联盟，而同这些“右派”又没有确定的界限，其所以没有，应归咎于“左派”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甚至最好的分子也只是口头上“斥责”他们的“右派”，不管嘴上怎么说，实际上对右派却软弱无力。第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甚至最好的分子所拥护的恰恰是高尔察克的主张，这种主张帮助了资产阶级、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掩盖了这些人的肮脏的血腥的资本主义事业。这种主张就是：民权制度，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立宪会议，出版自由等等。我们看到，全世界各资本主义共和国正是用这种“民主”谎言来为资本家的统治辩护，为奴役殖民地的战争辩护。我们看到，在我国，无论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或任何一个将军都乐意许下这种“民主”诺言。能信任这些有了诺言就帮助明显的匪徒的人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无例外地都在帮助明显的匪徒，帮助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用假民主的口号粉饰他们的政权，粉饰他们对俄国的进攻，粉饰他们的统治，粉饰他们的政策。所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向我们提议缔结“联盟”，条件是我们向资本家及其领袖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让步，例如“放弃恐怖手段”（当我们面对着整个协约国即富国联盟的亿万富翁在俄国策划阴谋，采用恐怖手段的时候），或者我们容许粮食自由贸易等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这些“条件”的含义就是：我们这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要倒向资本家方面，还要同资本家利用一切让步来反对的布尔什维克结成“统一战线”！不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现时别想在俄国找到能够相信你们的人了。在俄国，有觉悟的工人农民都懂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白卫分子的帮凶，其中一些人是自觉地恶意地这样做，另一些人是由于缺乏理智，由于坚持旧错误才这样做，但他们都是白卫分子的帮凶。

第五个教训。为了消灭高尔察克及其叛乱，不让他们卷土重来，所有的农民都必须毫不犹豫地作出选择，拥护工人国家。有人（特别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全体，甚至其中的“左派”）把布尔什维克党即共产党的“—党专政”当作稻草人来吓唬农民。从高尔察克的实例中，农民学会不怕稻草人了。

要么是地主资本家专政（即铁的政权），要么是工人阶级专政。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只有公子哥儿、蹩脚的知识分子和卑劣的绅士这些连一本糟糕的书都没有学好的人，才会凭空幻想中间道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中间道路。要么是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关于民权制度、立宪会议、自由等等的漂亮词句掩盖着的），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谁没有从整个19世纪的历史中学会这一点，谁就是不可救药的白痴。而在俄国，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和在高尔察克统治下，我们大家都看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幻想中间道路的。

这些幻想是为谁效劳呢？这些幻想帮助了谁呢？帮助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幻想中间道路的人就是高尔察克的帮凶。

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工人农民已根据经验把资产阶级专政和工人阶级专政作过比较。工人阶级专政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实现的，这个党早在1905年，甚至在这以前，就已同整个革命无产阶级融为一体了。

工人阶级专政，这就是说，工人国家要毫不动摇地镇压地主和资本家，镇压帮助这些剥削者的叛徒和卖国贼，并战胜他们。

工人国家是地主和资本家、投机者和骗子的无情的敌人，是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的敌人，是货币权力的敌人。

工人国家是劳动者和农民的唯一忠实的朋友和援助者。决不倒向资本方面，劳动者结成反资本的联盟，工农掌权即苏维埃掌权——这就是“工人阶级专政”的真正含义。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用这些话来恐吓农民。这是不会成功的。在高尔察克叛乱后，甚至处在穷乡僻壤的工人和农民都懂得，这些话恰恰包含着摆脱高尔察克灾祸所不可缺少的东西。

一切动摇的人，无气节的人，走上帮助资本的错误道路的人，为资本的口号和诺言所俘虏的人，统统滚开！同资本作无情的斗争，结成劳动者的联盟即结成农民同工人阶级的联盟，这就是高尔察克叛乱给予我们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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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信[57]



致伦敦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


1919年8月28日

亲爱的同志：您1919年7月16日的来信，我昨天才收到。非常感激您把英国的情况告诉我，我要尽力满足您的请求，回答您提出的问题。

我丝毫不怀疑，有许多工人称得上是优秀的、真诚的、忠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代表，他们反对议会制，根本反对参加议会。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愈悠久，这一点就愈容易理解，因为在老的议会制国家里，资产阶级已经出色地学会了假仁假义，用各种办法欺骗人民，把资产阶级议会制说成是“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等等，巧妙地掩盖议会同交易所、资本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利用被收买了的报刊，并且采取各种办法来运用金钱的力量，资本的权力。

毫无疑问，如果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把拥护苏维埃政权但不赞成参加议会斗争的工人抛弃，那他们就犯了无法挽回的错误。如果一般地从理论上来谈问题，那么，正是为苏维埃政权、为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的行动纲领才能够而且对今天来说绝对会把工人中一切忠诚老实的革命者团结起来。现在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工人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最忠实的拥护者，既然如此，那就证明他们是我们最好的同志和朋友，是优秀的革命者，他们过去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只是由于误会，更正确些说，不是由于误会，而是由于第二国际时期（1889—1914年）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的社会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陷入了机会主义，歪曲了马克思的整个革命学说，特别是关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教训的学说。我在《国家与革命》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一书中已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如果在一个国家中，有信心有决心进行革命工作的共产党人，衷心拥护苏维埃政权（非俄罗斯人有时把它叫作“苏维埃制度”）的人，由于在参加议会问题上有分歧而不能团结起来，该怎么办呢？

我认为这种分歧在目前并不重要，因为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最高的、最自觉的、最革命的政治斗争。同那些在局部的或次要的问题上犯错误的革命工人在一起，比同“正式的”社会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在一起要好得多，因为后一种人尽管在局部问题上同意正确的策略，但他们不是忠诚的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不愿意或不善于在工人群众中进行革命工作。而议会制问题现在正是一个局部的、次要的问题。我认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对的，他们在柏林斯巴达克派1919年一月代表会议[58]上反对了会议的大多数，主张参加德国资产阶级议会即立宪“国民议会”的选举。但是，不言而喻，他们做得更对的是，他们愿意同犯了个别错误的共产党在一起，而不愿意与公然背叛社会主义的叛徒谢德曼及其政党同流合污，不愿意与实际上是走狗、空谈家、胆小鬼、资产阶级的下贱帮凶和改良主义者的考茨基、哈阿兹、多伊米希和整个德国“独立党”[59]同流合污。

我个人深信，拒绝参加议会选举是英国革命工人的错误，但宁肯犯这个错误，也不要拖延时日，不把您列举的那些同情布尔什维主义并衷心拥护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派别和分子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大的英国工人共产党。假如在B．S．P．[60]中有一些忠诚的布尔什维克，由于在参加议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拒绝立刻同第4、第6、第7三个派别组成共产党，我认为，这些布尔什维克所犯的错误要比拒绝参加英国资产阶级议会选举的错误大一千倍。当然，我这样说，是假定第4、第6、第7这三个派别都是同工人群众有真正联系的派别，而不只是英国所常见的那种知识分子小集团。在这[61]方面，工厂委员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大概特别重要，应当说，它们同群众的联系是很密切的。

密切联系工人群众，善于经常地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参加每一次罢工，对群众的每一个要求作出反应，这一切对共产党来说都是主要的事情，尤其是在英国这样的国家里。在英国，象在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一样，直到现在，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和一般工人运动的，主要是工人中的少数上层分子，工人贵族，他们多半已完全为改良主义所腐蚀而不可救药，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偏见所俘虏。如果不同这一阶层作斗争，不使这一阶层在工人中威信扫地，不使群众相信这一阶层已彻底为资产阶级所腐蚀，那就谈不到真正的共产主义工人运动。这既适用于英国和法国，也适用于美国和德国。

工人革命家把议会制作为集中抨击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就表明他们在原则上否定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苏维埃共和国——这就是工人革命用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东西，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批评议会制不仅是正当的和必要的，而且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这种批评不仅说明为什么必须过渡到苏维埃政权，而且说明意识到了议会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意识到了议会制与资本主义（而且只是与资本主义）的联系，意识到了议会制和中世纪相比是进步的，和苏维埃政权相比是反动的。

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欧美议会制的批评往往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根本反对参加选举和议会活动。这不过说明他们缺乏革命经验。我们俄国人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大革命，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议会制在革命时期，特别是在直接举行革命的时期能具有什么意义和事实上具有什么意义。必须取消资产阶级议会而代之以苏维埃机关。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有了俄国、匈牙利、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就更不容怀疑，这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必然会发生的。因此，经常不断地训练工人群众使他们对这一点作好准备，预先把苏维埃政权的意义解释给他们听，宣传和鼓动他们去争取苏维埃政权，这一切是每一个想成为真正革命家的工人的绝对的义务。而我们俄国人也曾经在议会舞台上执行过这一任务。在沙皇时代地主的骗人的杜马里，我们的代表知道怎样进行革命的和关于共和国的宣传。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在它们内部，同样能够而且应当进行苏维埃的宣传。

这一点，在一些议会制国家里也许还不很容易立刻做到。但这是另一个问题。必须使这一正确的策略为世界备国的革命工人所领会。如果一个工人政党真正是革命的，如果它真正是工人的政党（即同群众，同大多数劳动者，同无产阶级的下层有联系，而不是仅仅同无产阶级的上层有联系），如果它真正是一个政党，是一个善于用一切方法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工作的紧密团结的革命先锋队的组织，那么，这样一个政党一定能掌握自己的议员，使他们成为象卡尔·李卜克内西那样真正的革命宣传家，而不是使他们成为机会主义分子，成为用资产阶级手法、资产阶级习惯、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的无原则性来腐蚀无产阶级的分子。

如果在英国还不能立刻做到这一点，如果只是由于在议会制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使英国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根本团结不起来，那么，我认为，立即建立两个共产党，即建立两个都赞成从资产阶级议会制转到苏维埃政权的共产党，将是一个走向完全统一的有效步骤。就让一个党赞成加入资产阶级议会，另一个党反对加入资产阶级议会吧；这一意见分歧现在并不重要，最好不要因此引起分裂。况且这样两个党的同时存在与目前情况比较起来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很可能是一个走向完全统一和迅速取得共产主义胜利的过渡。

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将近两年的经验不仅证明，甚至在一个农民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也能存在，也能靠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是有组织有秩序的最好证明）而在难以想象的空前困难条件下坚持下来。

苏维埃政权实现了更多的东西：它已经在全世界取得道义上的胜利，因为各国工人群众虽然对于苏维埃政权只有一鳞半爪的了解，虽然听到了诬蔑苏维埃政权的无数谎言，但他们都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已经懂得，这个政权是劳动者的政权，只有这个政权才能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摆脱资本的枷锁，摆脱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战争，走向持久的和平。

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者只可能打败个别的苏维埃共和国，但不可能战胜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苏维埃运动。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尼·列宁


附言：下面是俄国报纸的一张剪报，这张剪报向您提供了一个我们报道英国情况的样本：


　　“伦敦8月25日讯（从别洛奥斯特罗夫转发）。哥本哈根《柏林时报》驻伦敦记者于今年8月3日就英国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作了如下报道：‘近来的罢工和不久前揭露的事件，动摇了英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不会受布尔什维主义感染的信心。目前各报正在热烈地讨论这一问题，当局正尽一切努力来查明“阴谋”已长期存在，其目的正是要推翻现存制度。英国警察逮捕了革命委员会成员，据报纸断言，该委员会拥有金钱和武器。《泰晤士报》公布了从被捕者身上搜出的某些文件的内容。其中有完整的革命纲领，纲领要求：解除整个资产阶级的武装；为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弄到武器和军用物资，建立红军；一切国家职务由工人接管。其次，还计划成立革命法庭来审判政治犯和虐待犯人的人。没收全部粮食。解散议会及其他社会自治机关而代之以革命的苏维埃。工作时间限定为6小时，最低的周薪增加到7英镑。废除国债和其他一切债务。宣布一切银行、工商企业和运输工具为国有。’”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应该向以英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机关报即世界上最富有的《泰晤士报》[62]为代表的该国的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表示无限的感激和谢意，感谢他们替布尔什维主义作了极好的宣传。《泰晤士报》的先生们，请你们继续这样做吧，你们正在出色地引导英国走向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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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粮食自由贸易

（1919年8月）


胜利的基本条件

如何巩固对高尔察克的胜利？如何消灭邓尼金，赢得彻底的胜利？如何使地主、资本家、富农不能复辟，不能夺回土地和资本，不能恢复对工人和农民的统治？

这就是关系到俄国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命运的问题。每一个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不难相信，目前粮食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

把所有余粮收集到中央苏维埃政权手里并正确地加以分配，我们的红军就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军队，我们就能彻底打垮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就能恢复工业，保证正常的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保证彻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现在，我们在粮食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已有足够的经验，对于这项任务的规模及其解决办法已心中有数。我们知道这项任务极其困难，但是我们根据经验也知道，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一任务的正确途径，我们只要集中更多力量来解决这项任务，鼓起精神，加紧努力，改善机构，我们就能够彻底解决这项任务。

自1917年8月1日至1918年8月1日，国家收购了3000万普特粮食。自1918年8月1日至1919年8月1日，国家收购了近10500万普特，即增加了两倍半，虽然在这段时期，一些盛产粮食的地区，如顿河区、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西部根本不由我们控制，乌克兰差不多不由我们控制。

如果1919年丰收，我们就能收购很多粮食，可能收购到4亿多普特。那时我们一定会大力开采燃料——木柴、煤等等。那时我们一定会恢复工业，稳稳地最终地走上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那时我们一定会完全战胜投机，消灭这一目前到处摧残社会主义幼芽的可恶的资本主义遗毒。


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上述数字说明苏维埃政权在粮食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些成就是在空前未有的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然而，只要触及资产阶级、资本家、投机者、富农的私利，即使最明显的数字，最确凿的事实，也会被否认或抹杀。

对城市工人的粮食供应状况进行的精确调查证明，他们的粮食只有一半（大约一半）是从国家即从粮食人民委员部那里得到的，另一半则是从“自由”市场即从投机者那里买来的。购买前一半粮食，工人只付出其全部粮食支出的十分之一，而购买后一半则付出十分之九。

投机者从挨饿的工人身上剥去了九层皮。

投机者空前残酷地掠夺挨饿的工人。我们大家知道，由于臭名远扬的粮食“自由贸易”，发横财、盗窃、犯罪、工人群众挨饿、少数奸诈之徒发财的现象是极为严重的。

尽管如此，有人竟然还在为自由贸易辩护！

我们的工农政府、整个苏维埃共和国、我们的正在诞生的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正处在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投机、反对粮食自由贸易这一最艰难最猛烈最残酷的殊死斗争之中。这是一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最深刻、最根本、最经常、最广泛的斗争。这场斗争关系到我国革命的整个命运。而那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即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却在这场斗争中帮助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其中一些最好的即最仇视高尔察克、邓尼金和资本家的人，也经常在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问题上倒向资本主义一边，要求对“私营商业机构”，对“个人的事业心”等等作些小的让步。

其实，只要仔细地看一看和好好地想一想为什么有这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就会得出结论说，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分为两大类。两类人都维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其中的一类在这方面做法野蛮，私心极重；这就是地主，资本家，富农，邓尼金之流，高尔察克之流，黑帮分子，立宪民主党人。另一类是“在思想上”维护资本主义，就是说他们维护资本主义不是由于私心或直接的个人利益，而是由于偏见，由于对新事物的恐惧；这就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人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批“思想上的”维护者。因此，高尔察克之流和邓尼金之流，国内外所有的资本家，都依靠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掩护，打着他们的旗帜，挂着他们的招牌，重复着他们的关于一般“自由”、一般“民主”和“个人的”（商业的、资本主义的）事业心等等的口号和词句，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聪明的资本家懂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立场是为他们、为他们的阶级、为“他们的”资本主义服务的；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任何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一样，却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害怕这场反对粮食自由贸易的你死我活的战争，他们要求对它让步，要求至少部分地承认它，要求同它“媾和”与妥协。


什么是粮食自由贸易？

粮食自由贸易就是恢复资本主义，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无限权力，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争夺钱财的疯狂斗争，使少数人“自由”发财，使多数人穷困和永远受奴役，这在所有资产阶级国家里，连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在内，都是这样。

问任何一个劳动者，问任何一个工人、农民甚至知识分子是否想要这种“制度”，他都会回答说不要。而不幸和危险的地方正在于大量的劳动者，特别是大量的农民，不了解粮食自由贸易同地主资本家的无限权力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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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关于同马蒙托夫作斗争的措施的决议草案

（1919年9月初）


1

中央政治局决议草案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认为，马蒙托夫的军事行动[63]关系极为重大，最迅速地消灭其部队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兹决定：

（1）再次提请邮电人民委员和交通人民委员注意，必须全力改善马蒙托夫活动地区的邮电通讯，并加速这一地区的军队调动。

（2）委托托洛茨基同志

（a）草拟告该地区党组织的电文，再次号召他们鼓起更大的干劲；

（b）同拉舍维奇同志一起参加（在保持拉舍维奇一人指挥的情况下）消灭马蒙托夫的全部战役，直到把他彻底消灭，以使中央委员会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威能够在所有这些战役中更快地、更有力地显示出来[64]；

（c）号召特维尔省、科斯特罗马省、雅罗斯拉夫尔省、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的志愿兵奋起反击马蒙托夫。


2

应该立即拟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指示草稿。

在政治方面必须要做的是：

（1）将别列别伊地区的巴什基尔师尽量设法加速调往彼得格勒，并尽可能坚决地进行这次调动；

（2）在充分保障图拉和北方不受马蒙托夫侵犯的情况下，将第21师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兵力调往南线，以便同时达到从南方截获马蒙托夫和参加南线战斗这两个目的。


3

我建议对政治局的决议（同马蒙托夫斗争的措施）再作如下补充：

（1）在被包围的每一地段上（约为10—30俄里）委派若干负责人，其中要有1—2名共产党员；

（2）立即枪毙躲在车厢里拒不出来的人；

（3）再制定一系列加强纪律的严厉措施。

授权拉舍维奇＋托洛茨基作出决定，贯彻这些措施。

（（在到达莫斯科之前改变方向。））

＋（3）加速调遣第21师的每个梯队立即去同马蒙托夫作战并增派（如果需要的话）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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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919年8月，安·伊·邓尼金派遣马蒙托夫骑兵军对南线苏维埃军队的后方进行袭扰。8月10日，该军在新霍皮奥尔斯克区域突破了苏维埃军队的防线，进而袭击了苏维埃军队后方的许多居民点和城市，给苏维埃军队造成威胁。为此，俄共（布）和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同马蒙托夫骑兵军作斗争。8月23日，国防委员会宣布梁赞、图拉、奥廖尔、沃罗涅日、坦波夫、奔萨各省戒严，由革命委员会分别掌握各省的全部政权，并负责防御白卫军的进攻和镇压反革命骚乱。1919年10—11月，马蒙托夫骑兵军被击溃。——164。



[64]列宁曾不止一次地要求当时由列·达·托洛茨基领导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采取坚决措施，同马蒙托夫骑兵军作斗争。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1919年9月16日列宁给谢·伊·古谢夫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9卷）。——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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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斯曼、列福尔托沃、阿列克谢耶夫、索科利尼基四个区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的讲话[65]


（1919年9月3日）

同志们！让我向你们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和炮兵训练班毕业生红军指挥员表示祝贺。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讨论巩固我国国家制度和我国国家机构的问题。

世界各国的工人群众都遭受着压迫。他们不能享用资本主义的文化财富，其实正是劳动群众才应该是全部国家生活的基础。同志们，在我们这里，劳动群众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和基础。1917年2月劳动者取得胜利之后，全俄各地立即建立了苏维埃。建立苏维埃的思想并不是在1917年才第一次出现，早在1905年就已经产生了。那时就已经有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革命之后，各国工人都同情苏维埃政权，这是有深刻的内在原因的。

同志们，让我来谈一下苏维埃俄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基础。我没有精确的材料来说明我们共和国的经济情况。关于这一点，特别是关于工农政府的粮食政策，其他的报告人大概会谈到的。我只来谈谈我们共和国在政治方面的情况。

为了更好地了解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状况，我们应当回顾一下过去，注意一下从1917年开始的我国革命的进程。我国革命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前克伦斯基执政和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卡列金、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组织叛乱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时期。作为劳动者的非党工人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我国形成了这样两个时期，为什么它们是相互联系着的。

同志们！每一个工人，每一个红军战士，每一个劳动者都应该想一想，为什么有人责骂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实行恐怖，为什么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是独裁者，是暴徒。另一方面，每一个劳动者都应该问一问自己，为什么克伦斯基、卡列金和高尔察克的政权这样容易垮台。你们大家都知道，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整个俄国到处都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同时，全部政权却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盟国支持资产阶级，希望俄国把战争继续下去，而俄国资产阶级自己为了获得达达尼尔海峡，也希望把战争继续下去。所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支持的克伦斯基资产阶级政府不愿意也不可能公布血腥的尼古拉政府与盟国缔结的条约。资产阶级当时就这样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帮助下靠欺骗统治劳动群众。

你们大家都记得，1917年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是很少的。我记得6月间举行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66]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甚至还不到代表的七分之一。资产阶级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所谓社会主义政党曾经这样说我们：布尔什维克会对劳动者起腐蚀作用。然而在这个期间，克伦斯基资产阶级政府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它只是用诺言来安抚劳动群众，而这些诺言又不兑现。土地法并没有颁布。当土地委员会试图把地主的土地拿来分给贫苦农民时，这些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却遭到了逮捕。劳动者逐渐明白，这个政权是什么也不会给他们的。他们开始懂得，能够给他们东西的，只有自己的政权，即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权。

就在这个时候，科尔尼洛夫向彼得格勒进攻了。科尔尼洛夫的进攻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克伦斯基政府的欺骗政策造成的结果，这个政府时时刻刻都力图使地主同农民、劳动者同剥削者、劳动同资本和解。于是地主、军官、资本家便想把全部政权彻底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发生了科尔尼洛夫的进攻。苏维埃看清了危险，就团结起来抵抗科尔尼洛夫。在这以后克伦斯基资产阶级政府还继续实行欺骗政策，工人群众的觉悟开始迅速提高，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人数就已开始迅速增多。我们在十月夺取了政权之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时常跑到斯莫尔尼宫来威胁我们，说前线的军队要回来把我们消灭掉。我们对他们只是报以冷笑，因为我们知道，劳动群众对我们的解释是会理解的，他们是拥护劳动者的政权的，因此也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果然，当许多代表团从前线来到彼得格勒，我们向他们解释了当前的情况以后，他们都转到我们这边来了。这对你们非党劳动者来说是生动的一课。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工人，每一个红军战士都应该从克伦斯基政府的历史中学习，我再说一遍，这个政府是想把地主同农民、工人同老板、劳动同资本的利益协调起来的。

人们原以为克伦斯基政府是很强大的，因为盟国资产阶级政府答应支持它，但它还是垮台了。克伦斯基政府所以垮台，是因为它靠的是欺骗，没有实在的根基。克伦斯基政府答应劳动者实行全民选举，不过是想用这种选举蒙蔽劳动群众，使他们不去注意真实情况。所以在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自己掌握了政权，它首先就组织了自己的管理机关——工兵代表苏维埃。

工农政府立刻抛弃了克伦斯基资产阶级政府的欺骗政策。人民委员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布血腥的尼古拉政府同我们以前的盟国缔结的秘密条约。工农政府公开声明再也不愿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打仗，并且不顾资产阶级的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一切诽谤，向所有交战国提出了开始和谈的建议。这时，各国工人都看到苏维埃政权不愿继续进行战争。德国强盗强迫赤手空拳的俄国签订了掠夺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各国觉悟的工人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同情日益深厚了。当协约国资产阶级政府强迫德国强盗签订更苛刻更带掠夺性的和约时，各国工人终于明白，他们一直在受人愚弄。于是反对一直欺骗他们的人的呼声高涨起来了。工人们开始要求建立劳动群众——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

这就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支持的克伦斯基和高尔察克的资产阶级政权很快就垮台的原因。（你们大家都知道，孟什维克马伊斯基参加了西伯利亚政府[67]。）受外国资产阶级支持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先是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后来又联合起来建立全民民主政权。可是情况怎样呢？高尔察克类型的军官解散了西伯利亚的立宪会议，建立了军官、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这样，西伯利亚的劳动群众根据亲身体验知道自己受了欺骗，而正因为这样红军才能够在很短的期间内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整个西伯利亚——现在西伯利亚的工人和农民都自动起来帮助红军了。

同志们，现在应该想一想为什么有人说布尔什维克使用暴力，说布尔什维克是独裁者。那些跟着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捷克斯洛伐克军以及高尔察克一起走的人，为什么很快都离开了他们？地主、资本家和军官在西伯利亚取得政权之后，为什么就立即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赶出西伯利亚政府而以高尔察克来代替他们？为什么这个得到各方面支持的政府垮得这样快？这都是因为他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不过是欺骗和虚伪。因为他们不履行自己的诺言，不给人民立宪会议、人民政权或别的什么民主政权，而实行了地主和军官的专政。

同志们，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阶级利益是一定要说谎和欺骗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懂得这些。他们懂得，只有政权属于劳动者的时候，才不会有说谎和欺骗，才不会有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在四年战争（当时执政的是资产阶级）以后一直遭受的那种苦难。无产阶级懂得，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推翻资本家的政权，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直谈论着的劳资间的和解是根本不可能的。的确，西伯利亚的工人和农民由于自己的轻信而付出了几万人被枪杀和被打死的惨重代价。我们取得了西伯利亚工人和农民横遭杀戮的惨痛经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经验对于他们将是一堂很好的课。这个经验是工人和农民学习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好的老师。在取得这种经验之后，劳动群众会懂得，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要么是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要么是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没有别的选择。资产阶级企图用暴力和欺骗来模糊劳动者的认识，但是，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觉悟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他们的一切努力都会象纸牌搭成的房子那样倒坍下来。

邓尼金正在马克兰重蹈高尔察克的覆辙，他的冒险行动将使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懂得，他们不坚决地同他进行斗争，是他们目前所犯的一个错误。我们知道，经过邓尼金在乌克兰的统治，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会更加坚强，会象现在我们的西伯利亚弟兄那样，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保卫工农政权。工农政权对农民和一切劳动者说：“同我们一起走吧，建设你们的无产阶级国家吧。你们看看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所作所为就会明白，在没有苏维埃政权的地方，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宣传。

强大的工农政权正在粉碎白卫分子对它策动的一切阴谋。它正在用铁扫帚把叛徒扫出自己的队伍。工农政权建立了红军，派去了专家，在专家的周围配备了许多共产党员政治委员。几十个经查明是叛徒的专家已被我们从红军队伍中清除出去，而成千上万个诚实地履行自己职责的军事专家仍然留在工农红军的队伍里。这是劳动群众在政治上翻身和解放的主要的基本的经验。

同志们，今天我向你们谈到的一切，其他国家的劳动者也逐渐地明白了。工人群众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运动到处都在发展和扩大。你们知道，现在领导德国政府的是孟什维克，他们有协约国武装力量的支持，但德国工人还是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最近，德国政府不得不在宪法中加上一条，说要在全德国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可是，这些苏维埃是无权讨论国家生活中的政治问题的。按照社会主义叛徒的宪法，德国苏维埃只有权讨论国家的经济状况。我们很少得到西欧其他国家的消息，因为我们被敌人团团围住了，但是，我们得到的那些消息都说明，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运动正在扩大和巩固。现在，我告诉你们在法国发生的一件小事，它比什么话都更雄辩地证明我的论据是正确的，能向你们说明很多问题。在法国出版了两种布尔什维克报纸，其中一种想取名为《布尔什维克报》，但是书报检查机关（在民主的法国竟有书报检查机关！）禁止用这个名称，于是报纸取名为《禁名报》[68]。工人在买这种报纸、看见这个名称时就补充说，这是《布尔什维克报》。（热烈鼓掌）同志们，最后让我和你们谈谈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主席季诺维也夫同志今天送来的一个报告。季诺维也夫同志告诉我，有100个被俘的爱斯兰人到了彼得格勒，向他讲了下面的事情。在白卫分子的爱斯兰召开了工会非党工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417名代表，其中只有33名是孟什维克，其余都是布尔什维克！（热烈鼓掌）代表会议要求同俄国缔结和约。英国人知道这件事情后，派了代表去，建议推翻爱斯兰的白卫政府，但工人的回答是把他逐出会场，要求同俄国缔结和约，恢复和平生活。于是，会议被解散了。100人被打发到俄国来“寻找布尔什维主义”，他们扣押了26人，打算枪决。为了回答白卫分子的爱斯兰的这种行动，我们发表了告爱斯兰工人和居民书，我们还对他们的政府声明说：我们要枪决留在我们这里的全部人质[69]。（鼓掌）要知道，那里的政府是得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的！

小小的爱斯兰，在工会非党代表会议上，对用十四国联盟[70]来威胁我们的强大的英国作了应有的回答。

在结束我的讲话时，我表示深信，两年来在国内取得胜利的苏维埃俄国不久一定会战胜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政权。（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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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由集体管理制改行个人管理制的决定草案[71]


（1919年9月4日）

（1）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逐步缩减各委员会委员的人数，特别要弄清楚试行共产党员个人管理制或在共产党员任政治委员的条件下试行专家个人管理制的情况。

（2）在实行集体讨论和决定的同时，应坚决实行对某种工作或某项业务的个人负责制。

（3）规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其他拥有企业的人民委员部于两月后提出报告，说明实际执行这些任务的情况（特别要报告实际学习管理的工人的人数和他们从事这项工作的工龄）。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81页

















[71]这个决定草案是在1919年9月4日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通过的。——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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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

（1919年9月20日）

我们的无线电台经常截获从卡那封（英国）、巴黎及欧洲其他中心城市发出的电讯。巴黎现在是世界帝国主义者联盟的中心，因此那里发出的无线电讯常常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几天以前，在9月13日，这个世界帝国主义中心的政府电台向各国报道了著名叛徒、第二国际领袖卡尔·考茨基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新书出版的消息。

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们使用自己政府的电台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认为必须把考茨基发起新进攻的消息告诉大家。为了同迎面袭来的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他们不得不抓住一切，连一根稻草，连考茨基的一本书也不放过。我们衷心感谢法国的百万富翁老爷们这样出色地帮助宣传布尔什维主义！他们这样有力地帮助我们，竟使考茨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市侩庸俗的喧嚣变成了笑柄！

今天，9月18日，我收到了一份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些杀害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的凶手办的报纸——9月7日的《前进报》[72]，上面载有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写的一篇关于考茨基这本新书（《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并引了这本书中的许多话[73]。我们把施坦普费尔的文章同巴黎的电讯加以对照，就看出后者显然是以前者为依据的。谢德曼之流和诺斯克之流先生们，这些德国资产阶级的卫士、残杀德国共产党人的刽子手，极力吹捧考茨基的这本书，并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与协约国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这是一个多么富有教育意义的场面！而我们的孟什维克，这些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最典型的代表们，看到我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称考茨基为资产阶级奴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29—327页。——编者注］

 ，竟气愤得不知说什么好。

先生们，不管你们怎样大动肝火，这是事实！《前进报》的谢德曼分子和协约国的百万富翁们，并不是由于与我合伙同谋而赞扬考茨基并把他捧出来当作同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工具。就对资产阶级的态度来说，考茨基实际上正是我所说的那种人，虽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那种人，也不愿意做那种人。

为了表明这种在马克思主义名义掩盖下的对社会主义和革命的背弃已经到了何种地步，我们把考茨基对布尔什维克最“严厉的”责难举出几点来看看。


　　施坦普费尔写道：“……考茨基详尽地指出，布尔什维克最后总是同自己的目标背道而驰：他们过去是反对死刑，现在却大批枪杀人……”



　　第一，说布尔什维克反对在革命时期采用死刑，这明明是撒谎。1903年，即布尔什维主义产生的那一年，在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制定党纲时，大会的记录中记载着：把废除死刑列入党纲的主张只是引起了一片嘲笑的喊声：“对尼古拉二世也这样吗？”[74]在1903年，甚至孟什维克也不敢把废除对沙皇的死刑的建议提付表决。到了1917年克伦斯基执政时期，我在《真理报》上写过：任何一个革命政府不用死刑是不行的，全部问题仅在于该政府用死刑这个武器来对付哪一个阶级。考茨基不会革命地考虑问题，陷入庸俗的机会主义，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他竟不能想象，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远在取得胜利以前就能公开承认必须对反革命分子使用死刑！“真诚的”考茨基真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真诚的机会主义者，因此他可以不知羞耻地造谣诬蔑他的对手。第二，一个人只要对革命稍有一点了解，他就不会忘记，现在说的不是一般的革命，而是从各国的帝国主义大厮杀中成长起来的革命。从这种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居然不遭受隶属于地主资本家阶级的成千上万的军官的暗算和反革命谋杀，是可以想象的吗？在最残酷的国内战争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阴谋引入外国军队来推翻工人政府的时期，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居然不用死刑来惩罚这种行动，是可以想象的吗？除了不可救药的可笑的书呆子以外，任何一个人都会否定地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以前曾经善于在具体历史情况下提出问题的考茨基竟然忘记了这一点。

第三，如果考茨基不善于研究自己所要研究的对象而去造布尔什维克的谣言，如果考茨基不善于思考，甚至不能提出从四年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有什么特点的问题，那他至少可以看看自己周围的情况。在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军官们杀害，这证明了什么？军官们杀了人，居然逃之夭夭，后来又被故意重罪轻判，这又证明了什么？考茨基先生及其整个“独立”党（对无产阶级独立但完全依赖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党）以抱怨、谴责和庸人的哀叹来回避这些问题。而正因为如此，全世界的革命工人越来越脱离考茨基之流、龙格之流、麦克唐纳之流、屠拉梯之流而转到共产党人方面来，因为革命无产阶级需要的是战胜反革命，而不是软弱无力地“谴责”反革命。

第四，“恐怖主义”问题看来是考茨基书中的主要问题。这一点可以从该书的标题看出来，也可以从施坦普费尔下面的话看出来：“……考茨基断言公社的基本原则不是恐怖主义而是普选权，这无疑是正确的。”我曾在我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引用了充分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类关于“基本原则”的议论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多么大的嘲讽。现在我的任务不同了。为了指出考茨基关于“恐怖主义”的议论具有什么价值，这种议论是为谁服务，是为哪一个阶级服务，我把一篇自由派的短文全部引在这里。这篇短文是给美国自由派杂志《新共和》（1919年6月25日）[75]编辑部的一封信。该杂志一般抱着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它比考茨基之流先生们的大作好的地方，就是它既不把这种观点称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也不把这种观点称为马克思主义。

下面就是这封给编辑部的信的全文：



“曼纳海姆和高尔察克

编辑先生：盟国政府拒绝承认俄国苏维埃政府，据这些政府说，有下列几点原因：

1．苏维埃政府现在（或过去）是亲德的〈pro-german，即站在德国方面的〉。

2．苏维埃政府是靠恐怖主义维持的。

3．苏维埃政府是不民主的，不能代表俄国人民。

但是盟国政府很早就承认了目前在曼纳海姆将军独裁统治下的芬兰白卫政府，尽管下列事实是很明显的：

1．德国军队帮助白卫分子摧毁了芬兰社会主义共和国，曼纳海姆将军曾多次致电德皇表示钦佩和敬意。而苏维埃政府却在俄国前线的军队中间竭力进行宣传来动摇德国政府。芬兰政府是远比俄国政府更为亲德的。

2．现在的芬兰政府在执掌政权后，几天中就冷酷地处死了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16700名人员，另外还把70000人关进集中营，要把他们活活饿死。而根据官方材料，俄国在一年之内，即到1918年11月1日为止，共处死3800人，其中包括许多被收买的苏维埃公职人员以及反革命分子。芬兰政府是远比俄国政府更为恐怖的。

3．芬兰白卫政府杀了、关了近90000名社会党人，还把近50000人驱逐出境、赶到俄国——芬兰是个小国，选民人数仅约400000——认为进行选举已稳有把握。尽管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大多数社会党人候选人还是当选了，但是曼纳海姆将军却象海参崴选举后的盟国一样，不批准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议员资格。而被苏维埃政府剥夺选举权的，却是那些不做有益的工作来获得生活资料的人。芬兰政府比俄国政府显然更不民主。

在鄂木斯克，民主与新秩序的伟大捍卫者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情形也是这样，可是盟国政府一直支持这位海军上将，供给他武器装备，现在还准备给予正式承认。

因此，盟国提出的反对承认苏维埃的任何论据，如果用来反对曼纳海姆和高尔察克，那是更为有力也更为公正的。但是，他们都得到了承认，而对快要饿死的俄国的封锁却越来越加紧了。



　　斯围亚特·蔡斯（Stuart　Chase）

于华盛顿”



　　这位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短文绝妙地揭露了考茨基之流、马尔托夫之流、切尔诺夫之流、布兰亭之流先生们以及黄色伯尔尼国际的其他英雄们的极端卑鄙和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第一，考茨基和所有这些英雄在恐怖主义和民主的问题上诬蔑了苏维埃俄国。第二，阶级斗争实际上正在世界范围内以最尖锐的形式进行，他们评价事件却不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而是象市侩庸人那样长吁短叹，说什么假如资产阶级民主同资本主义没有联系，假如世界上没有白卫分子，假如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不支持这些白卫分子等等，那么情形该会如何如何。第三，把美国人的这篇短文同考茨基一伙人的议论加以比较，我们就清楚地看到，考茨基在客观上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充当资产阶级的奴仆。

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支持曼纳海姆之流和高尔察克之流，企图扼杀苏维埃政权，诬蔑它实行恐怖主义和不民主。事实就是这样。因此，当考茨基、马尔托夫、切尔诺夫及其同伙唱着他们关于恐怖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歌曲时，他们只不过在给资产阶级当应声虫。全世界资产阶级正是用这支歌曲来欺骗工人，正是在这种歌声中扼杀工人革命。那些“诚挚地”即极端愚蠢地唱着这支歌曲的“社会主义者”的个人的真诚，丝毫也不能改变这支歌曲的客观作用。“真诚的机会主义者”考茨基之流、马尔托夫之流、龙格之流以及他们的同伙，变成了“真诚的”（由于毫无气节）反革命分子。

事实就是这样。

这位美国自由派懂得了——不是由于他的理论修养，而完全是由于他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即在世界的范围内对事件作了细心的观察——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在组织和进行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内战，为此他们支持俄国的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芬兰的曼纳海姆、高加索的资产阶级走狗即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波兰的帝国主义者和波兰的克伦斯基之流、德国的谢德曼分子、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孟什维克和资本家）等等。

而考茨基这个十足的反动的市侩，则继续为内战的恐怖和惨象哭哭啼啼！这里不仅没有一点革命意识的影子，没有一点历史现实主义的影子（因为了解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究竟不是罪过），而且是直接替资产阶级帮腔，帮助资产阶级，在这场世界各地已经在进行或者正十分明显地酝酿着的内战中，考茨基事实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

作为理论家的考茨基用对内战的喧嚷、喊叫、哭号和歇斯底里来掩盖他的破产。正确的正是布尔什维克，他们在1914年秋天就向全世界宣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都表示愤怒或加以嘲笑，但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要掩盖自己的彻底失败，自己的轻率言行，自己的鼠目寸光，就必须竭力用内战的惨象来吓唬小资产者。作为政治家的考茨基就是这样做的。

他在谈论这点时达到了多么荒谬可笑的地步，可由下面的事实看出来。考茨基断言，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你们认为他的论据是什么呢？他说，欧洲如果发生俄国式的革命，就会“在全世界燃起〈Entfessellung，挑起〉整整一代的国内战争”，而且挑起的并不是真正的阶级斗争，而是“无产者之间的自相残杀的斗争”。施坦普费尔援引的这些黑体字的话正是考茨基的话，援引者当然是欣赏这些话的。

谢德曼手下的恶棍们和刽子手们怎能不欣赏这些话呢！“社会主义者的领袖”拿革命吓唬人民，要把人民吓得离开革命！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考茨基在这里竟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称霸世界的协约国同俄国作战将近两年，它们正在点燃本国的革命。如果革命能在现在开始，哪怕只是刚刚开始，只是在妥协阶段，只是发生在协约国的一两个大国，那它立刻就能使俄国的内战停下来，立刻就能使殖民地几亿人民得到解放，因为那里充满着愤怒和不满，只不过现在被欧洲的暴力抑制着罢了。

考茨基在整个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显露出他的卑鄙的奴才灵魂的魅力，不仅如此，现在显然还有这样一个原因在起作用：他被俄国内战的持久性吓坏了。吓得他忘了想一下，同俄国作战的是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欧洲如果有一两个大国发生革命，就会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就会根本粉碎它的统治，使它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藏身之处。

实际上，两年来全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战争，鼓舞了全世界的革命者，证明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已近在咫尺，伸手可得。

至于谈到“无产者之间”的内战，这种说法我们早已从切尔诺夫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那里听到过。我们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说法的极端卑鄙。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一部分农民即旺代人曾替国王作战来反对共和国。1848年6月和1871年5月，在扼杀革命的卡芬雅克和加利费的军队中也有一部分工人。如果有人说：我为“1792年法国农民之间的内战”、“1848年和1871年工人之间的内战”而悲痛，你们对这样一个人会说些什么呢？你们会说，这是头号伪君子，是反动派、君主制度和卡芬雅克之流的维护者。

你们这样说是正确的。

只有不折不扣的白痴才会到现在还不明白，俄国正在进行（而全世界正在开始或正在酝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内战。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可能有那样一种阶级斗争，即先进阶级的一部分不站在反动派方面。内战也是一样。部分落后工人必然会一时帮助资产阶级。只有无赖才会用这一点来替自己倒向资产阶级的行为辩护。

从理论上说，这是不愿意了解1914年以来全世界整个工人运动全部历史上的一切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什么。被庸俗习气和机会主义腐蚀了的、被“肥缺”和资产阶级的其他小恩小惠收买了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之间的分裂，1914年秋天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而在1915—1918年间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考茨基无视这个历史事实，竟责备共产党人闹分裂，这只是第一千遍证明他充当的是资产阶级奴仆的角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2年这40年中，经常谈到英国的殖民地优势和垄断造成了英国部分工人（即上层分子、领袖、“贵族”）的资产阶级化。很明显，帝国主义垄断必定会在20世纪的许多国家中造成英国那样的情况。在一切先进国家里，我们都能看到工人阶级的领袖和上层分子腐朽堕落，卖身投靠，倒向资产阶级。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施用小恩小惠，把“肥缺”赐给这些领袖，把自己的利润的零头赏给这些上层分子，把报酬最少的和最笨重的工作放到由国外招募来的落后工人身上，不断增加“工人阶级贵族”优于群众的特权。

1914—1918年的战争完全证明，无产阶级的领袖和上层分子，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如龚帕斯之流、布兰亭之流、列诺得尔之流、麦克唐纳之流、谢德曼之流等等，都已背叛了社会主义，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同时，一部分工人群众由于守旧心理，自然会在一段时间内跟着这些资产阶级流氓走。

胡斯曼之流、王德威尔得之流、谢德曼之流的伯尔尼国际，现在已完全成为这些社会主义叛徒的黄色国际。不同这些叛徒作斗争，不同这些叛徒决裂，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的社会主义，谈不上什么为社会革命而真诚地工作。

让德国的独立党人脚踏两只船吧，他们的命运就是如此。谢德曼分子已经把考茨基当作“自己”人来亲吻和拥抱了。施坦普费尔正在大肆宣扬这件事。考茨基也的确是谢德曼之流的真正同志。既是独立党人又是考茨基的朋友的希法亭，却在卢塞恩建议把谢德曼之流从国际中开除出去。自然，希法亭只是遭到了黄色国际的真正领袖们的嘲笑。希法亭提出这项建议或者是由于极端的愚蠢，或者是由于极端的虚伪，因为他既想在工人群众中享有“左派”的声誉，又想在资产阶级奴仆的国际中保留一个席位！对于作为领袖之一的希法亭的行为不论作什么解释，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独立党人”的毫无气节，以及谢德曼之流、布兰亭之流、王德威尔得之流的卑鄙龌龊，必然会使无产阶级群众愈来愈离开堕落为叛徒的领袖。在某些国家中，帝国主义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分裂工人，英国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世界范围内，革命者联合起来、群众同革命者联合起来以及黄色社会党人被赶走的趋势却是一直在发展。共产国际的巨大成就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美国已经成立了共产党[76]，巴黎的重建国际联系委员会和保卫工团委员会[77]已经站到第三国际方面来了。巴黎有两种报纸转到了第三国际方面，这就是雷蒙·佩里卡的《国际报》[78]和乔治·昂克蒂尔的《禁名报》（《布尔什维克报》？）。英国正处在共产党成立的前夕，英国社会党、“车间代表委员会”（Shop　Stewards　Committees）中的优秀人物，以及革命的工厂工人等等之中的优秀人物现在都拥护共产党。瑞典的左派、挪威的社会民主党人、荷兰的共产党人以及瑞士和意大利的社会党[79]，都已经同德国的斯巴达克派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站在一个行列里了。

共产国际在1919年的几个月内已成为全世界的国际，它领导着群众，并坚决反对伯尔尼和卢塞恩的伙伴们组成的“黄色”国际中的社会主义叛徒。

最后，我想谈一个特别富有教育意义的消息，它足以说明机会主义领袖们的作用。今年8月，黄色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在卢塞恩举行会议期间，日内瓦报纸《小报》（《La　Feuiller》）[80]在那里用各国文字出版了载有报告和报道的特刊。在英文版上（8月6日，星期三，第4号），载有记者对荷兰机会主义政党的著名领袖特鲁尔斯特拉的访问记。

下面是特鲁尔斯特拉的谈话：


　　“11月9日的德国革命，在我国〈荷兰〉政界的领袖和工会领袖中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荷兰统治集团曾有几天陷于惊慌失措之中，尤其是，当时军队中几乎普遍发生哗变。鹿特丹和海牙的市长力图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作为反革命的辅助力量。一个由过去的将军们（其中有一个以镇压中国义和团起义来炫耀自己的老军官）组成的委员会，企图把一些同志引入迷途，把他们武装起来反对革命。自然，他们的努力得到了相反的效果，在鹿特丹，有一个时候好象就要建立工人苏维埃。但是政治团体和工会组织的领袖们却认为采取这种办法还不是时候，因而只限于提出实现工人要求的最低纲领和发表激烈的告群众的号召书。”





　　特鲁尔斯特拉就是这样说的。他还吹了不少牛，说他怎样发表革命言论，甚至主张夺取政权，说他懂得议会和纯粹政治民主是不够的，他承认在过渡时期要采取“秘密的”斗争“方式”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特鲁尔斯特拉是一个标准的为资产阶级服务而欺骗工人的卖身求荣的机会主义领袖。在口头上他向你承认一切，你看，又是苏维埃，又是无产阶级专政，要什么有什么。实际上，特鲁尔斯特拉是最卑鄙的工人叛徒，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实际上，他是那些在紧要关头转向资产阶级，从而拯救了荷兰资产阶级的荷兰“政治团体和工会组织的领袖们”的领袖。

特鲁尔斯特拉所说的那些事实，是十分明显和确凿无疑的。荷兰的军队已被动员起来。无产阶级已经武装起来，并且在军队里面已经同全体人民中最贫苦的阶层联合起来。德国革命激起了工人的热情，引起了“军队中几乎普遍的哗变”。显然，革命领袖的职责是引导群众走向革命，是在工人武装和德国革命的影响能够立刻解决问题的时候不错过时机。

以特鲁尔斯特拉为首的叛徒领袖们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他们用改良来安抚工人，并且用更多的改良的诺言、“激烈的号召书”和革命的词句来安抚他们，哄骗他们。正是特鲁尔斯特拉和他那一类的伯尔尼卢塞恩第二国际的“领袖”先生们帮助资产阶级遣散了军队，拯救了资本家。

工人运动一定会抛弃叛徒和变节分子特鲁尔斯特拉之流和考茨基之流，摆脱那些欺骗群众、实际上执行资本家政策的资产阶级化的上层分子而向前迈进。


　　1919年9月20日




附言：照施坦普费尔的叙述来看，考茨基没有提起苏维埃国家制度。在这个主要的问题上，他是不是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呢？是不是不再为他那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里关于这个问题的庸俗见解辩护了呢？是不是宁愿从主要的问题转到次要的问题上去呢？将来有机会读到考茨基那本小册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载于1919年9月《共产国际》杂志第5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82—194页

















[72]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76年10月创刊，先后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版。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进行反对苏维埃的宣传。1933年停刊。——174。



[73]指弗·施坦普费尔的《考茨基反对斯巴达克》一文，载于1919年9月7日《前进报》第457号。——174。



[74]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经济派分子莉·彼·马赫诺韦茨（布鲁凯尔）曾提出废除死刑的建议，被会议以多数票否决（赞成的有10票）。——175。



[75]《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是美国杂志（周刊），1914年创刊，在华盛顿出版。该刊反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观点。——177。



[76]美国共产党于1919年9月成立。9月1—5日，退出美国社会党的以查·鲁腾贝格为首的该党左翼举行了美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几乎与此同时，以约·里德为首的另一个左翼集团也于8月31日—9月5日召开了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成立代表大会。这两个党并没有纲领性的分歧，它们在各自的成立代表大会上都通过了参加第三国际的决议。由于受政府迫害，这两个党随即转入地下。1920年它们彼此建立了联系，并于1921年5月合并为美国统一共产党。该党不久加入同年12月组成的合法的美国工人党。在1923年12月30日—1924年1月1日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美国工人党决定改称美国工人（共产）党。1930年6月改称美国共产党。——183。



[77]国际联系委员会即重建国际联系委员会，是法国国际主义者于1916年1月建立的。这是法国社会党人在法国建立革命的国际主义组织来对抗社会沙文主义组织的初步尝试。根据列宁的意见，伊·费·阿尔曼德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日益壮大的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成了团结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中心。委员会于1920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保卫工团委员会是1916年秋由一批否定议会活动因而退出国际联系委员会的法国工团主义者建立的。该委员会于1919年5月决定加入共产国际。——183。



[78]《国际报》（《L’Internationale》）是法国工团主义者的周报，保卫工团委员会的机关报，1919年2月15日—7月15日在巴黎出版，由雷·佩里卡编辑。——183。



[79]瑞士社会党（瑞士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70年，加入过第一国际。1888年重新建立。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有很大势力，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6年秋，该党右翼（格留特利联盟）从党内分裂出去。以罗·格里姆为首的多数党员采取中派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立场。党内左派则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该党左翼增强。左派于1920年12月退出该党，1921年3月同1917—1918年出现的一些共产主义团体一起组成了瑞士共产党（现称瑞士劳动党）。



意大利社会党于1892年8月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最初叫意大利劳动党，1893年改称意大利劳动社会党，1895年开始称意大利社会党。从该党成立起，党内的革命派就同机会主义派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1912年在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分子伊·博诺米、莱·比索拉蒂等被开除出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战，意大利社会党一直反对战争，提出了“反对战争，赞成中立！”的口号。1914年12月，拥护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战争的叛徒集团（贝·墨索里尼等）被开除出党。意大利社会党人曾于1914年同瑞士社会党人一起在卢加诺召开了联合代表会议，并积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1916年底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改良派的影响下走上了社会和平主义的道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意大利社会党积极支持保卫苏维埃俄国的运动，1919年宣布参加共产国际。1921年，革命的一翼退出该党，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183。



[80]《小报》（《La　Feuille》）是1917年8月—1920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报纸（日报），由让·德布雷任编辑。该报标榜不追随任何政党，实际上站在伯尔尼国际的立场上。——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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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季诺维也夫《论我党党员人数》一文序言

（1919年9月21日）

季诺维也夫同志给我寄来这篇文章，要我把它送给莫斯科的报刊。我很高兴地满足了他的要求。我认为，这篇文章值得所有报纸转载。要让全体党员同志注意这篇文章，各地都应该仿效彼得堡，极其严格地把“混进来的人”清除出我们党，同时尽力把工人和农民群众中的所有优秀分子吸收到党里来。






	　　尼·列宁
载于1919年9月21日《真理报》21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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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美国工人[81]


（1919年9月23日）

同志们！大约一年以前我在《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中，向你们说明了苏维埃俄国的情况和它的任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7—63页。——编者注］

 这还是德国革命以前的事。自那以后，世界发生的事变证实了布尔什维克对于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的估价，特别是对于协约国帝国主义的估价是正确的。自那以后，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工人群众的心目中就成为可以理解和亲近的了。各国工人群众摆脱掉浸透着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旧领袖们的影响，日益相信资产阶级议会腐朽，相信必须有苏维埃政权，劳动者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人类挣脱资本的枷锁。不管各国的资产阶级多么猖獗，多么疯狂，苏维埃政权一定会在全世界获得胜利。他们同我们作战，唆使主张恢复资本压迫的反革命分子进攻我们，使俄国淹没在血泊里。资产阶级实行封锁，支持反革命，给俄国的劳动群众带来了空前未有的苦难。但是，我们击溃了高尔察克，现在正怀着必胜的信心同邓尼金作战。






	　　尼·列宁
　1919年9月23日












※　　　　　※　　　　　※

常常有人问我：有些美国人（不仅是工人，而且主要是资产者）不赞成同俄国打仗，他们希望在缔结和约后不仅同我们恢复贸易关系，而且能够从俄国获得一定的承租权，他们这样想对不对呢？我再说一遍，他们这样想是对的。持久和平会大大改善俄国劳动群众的处境。毫无疑问，俄国劳动群众是会同意给予一定的承租权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我们也愿意在合理的条件下给予承租权，作为俄国从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取得技术帮助的一种手段。






	　尼·列宁
1919年9月23日

载于1919年12月17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第2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96—197页

















[81]本文曾被美国记者麦克·布雷德作为他对列宁的访问记发表于1919年12月17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并收入他在1920年出版的《苏维埃俄国的野蛮》一书。据麦克·布雷德在他这本书中的记述，列宁同他谈话时还驳斥了所谓苏维埃政权是少数人的专政的说法，指出大多数产业工人和至少一半农民是拥护苏维埃政权并决心用生命来捍卫它的。——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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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


在莫斯科市非党女工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9月23日）

同志们，我能向女工代表会议表示祝贺感到非常高兴。我不准备涉及目前使每个女工和每个觉悟的劳动者理所当然最关心的那些问题。这些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粮食问题和我国军事形势问题。我从你们的会议报道中知道，这些问题都已在会上详细谈过了，托洛茨基同志谈了军事问题，雅柯夫列娃和斯维杰尔斯基两位同志谈了粮食问题，因此，我就不再谈这些问题了。

我想略微谈一谈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一般任务，也就是同向社会主义过渡有关的那些任务和目前急待解决的一些首要任务。同志们，关于妇女的地位问题，苏维埃政权在它诞生的时候就提出来了。我觉得，任何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人国家，它的任务都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比较简单容易。这一部分只触及把妇女置于同男子不平等的地位的旧法律。

从很久以前起，在几十年以至几百年的过程中，西欧各次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曾提出要废除这些过时的法律，要求男女在法律上平等，可是任何一个欧洲民主国家，任何一个最先进的共和国，都没能实现这个要求，因为，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保留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保留资本的权力，那么，男子就会有特权。俄国所以能实现这一点，完全是因为从1917年10月25日起，这里确立了工人政权。苏维埃政权刚诞生就决心成为反对一切剥削的劳动者的政权。它所提出的任务就是要使地主资本家不能再剥削劳动者，消灭资本的统治。苏维埃政权竭力要使劳动者建立起没有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的生活，因为私有制在世界各国，甚至在有充分政治自由的最民主的共和国里，都使劳动者事实上处于贫困的、雇佣奴隶的地位，使妇女处于受双重奴役的地位。

苏维埃政权这个劳动者的政权在诞生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在有关妇女的立法方面实行了最彻底的变革。苏维埃共和国彻底废除了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法律。我指的就是专门利用妇女较弱的地位把她们置于不平等的甚至往往是受屈辱的地位的法律，即关于离婚、关于非婚生子女、关于女方要求子女的生父负担子女抚养费的权利的法律。

应该指出，正是在这方面，甚至最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立法也利用妇女较弱的地位，使她们处于不平等的和受屈辱的地位。也正是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彻底废除了劳动群众所不能容忍的不合理的旧法律。今天我们可以十分自豪而毫不夸大地说，除了苏维埃俄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实现了妇女与男子的完全平等，妇女不再处于日常家庭生活中显而易见的那种屈辱地位。这是我们最初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如果你们有机会同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接触，或者得到高尔察克或邓尼金占领区出版的俄文报纸，或者有机会同拥护这些报纸的观点的人们交谈，你们就能时常听到他们责备苏维埃政权破坏民主。

我们这些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者，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经常受到某些人的指责。他们说我们破坏民主，并举出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会议这件事作为指责的根据。对于这种指责，我们通常这样回答：这种民主和立宪会议是在世界上存在私有制的情况下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拥有资本的人当老板，其余的人即替他做工的人则是他的雇佣奴隶，——那样的民主在我们看来毫无价值。这种民主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也只是用来掩饰奴役制度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者只拥护能改善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状况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反对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在我们看来，真正有意义的民主，是那种为处于不平等地位的被剥削者服务的民主。不劳动者被剥夺选举权，那才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不劳动者不得食。

我们回答这些指责说，应当提出某个国家中民主实现得如何的问题。我们看到，各民主共和国都宣布了平等，但是在民法中，在规定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离婚权利的法律中，妇女到处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处于受卑视的地位。我们说，这才是破坏民主，而且正是破坏被压迫者应享有的民主。苏维埃政权比所有最先进的国家更彻底地实现了民主，在它的法律中丝毫也看不到妇女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痕迹。再说一遍，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项民主立法，为妇女做到的都不及苏维埃政权在它建立后的最初几个月所做到的一半。

当然，光有法律是不够的，我们也决不满足于只颁布法令。但是在立法方面，我们已做了使男女地位平等所应做的一切，因此我们有理由以此自豪。目前妇女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从最先进国家的角度来看，已是很理想的了。但我们自己认为，这当然还只是开始。

只要妇女忙于家务，她们的地位就不免要受到限制。要彻底解放妇女，要使她们同男子真正平等，就必须有公共经济，必须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这样，妇女才会和男子处于同等地位。

当然，这里所指的不是要使妇女在劳动生产率、劳动量、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等等方面同男子相等，而是要使妇女不再因经济地位与男子不同而受到压迫。你们大家都知道，甚至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妇女事实上仍然是受束缚的，因为全部家务都压在她们肩上。这种家务多半是非生产性的、最原始、最繁重的劳动。这是极其琐碎而对妇女的进步没有丝毫帮助的劳动。

我们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要为社会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在这方面，妇女有十分广阔的工作场所。目前，我们正在认真地做准备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扫清地基；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这件事，只有在男女完全平等的时候，只有在妇女摆脱了这种琐碎的、使人愚钝的非生产性工作而同我们一道从事新工作的时候，才能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得做好多好多年。

这种工作不可能立刻做出成绩，不会产生很显眼的效果。

我们正在创办食堂、托儿所这样一些示范性的设施，使妇女摆脱家务。建立这些设施的工作，主要应该由妇女来担任。应当承认，目前在俄国，这种能帮助妇女摆脱家庭奴隶状态的设施还不多。这种设施的数量还很小，而且目前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战争环境和所遭到的粮食困难（这些问题，有几位同志已在这里给你们详细讲过）又妨碍我们进行这一工作。不过还是应当指出，这些能帮助妇女摆脱家庭奴隶地位的设施，在一切稍有可能建立的地方，都在纷纷建立起来。

我们说，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同样，女工的解放也应当是女工自己的事情。女工自己应当关心这种设施的发展，妇女的这种活动将根本改变她们以前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那种地位。

在资本主义旧社会里，要从事政治活动需要有特殊的素养，因此，甚至在最先进、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妇女也极少参加政治活动。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政治成为每个劳动妇女都能参与的事情。自从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被消灭、地主资本家政权被推翻以后，政治任务对于劳动群众和劳动妇女，已经是一种简单明白、大家完全能参与的事情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处于无权的地位，与男子相比，她们是极少参与政治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有劳动者的政权，有了劳动者的政权，政治的首要任务就同劳动者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了。

这里，不仅需要党员女工和觉悟的女工，而且需要非党女工和觉悟最低的女工都来参加。这里，苏维埃政权为女工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场所。

在同进攻苏维埃俄国的敌对力量作斗争时，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无论在军事方面同进行战争来推翻劳动者政权的力量作斗争，或者在粮食方面同投机者作斗争，我们都感到困难，因为全心全意用自己的劳动来帮助我们的劳动者还不够多。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认为最宝贵的莫过于广大非党女工群众的帮助了。她们应该知道，在资产阶级的旧社会，要进行政治活动也许需要有各方面的素养，而这是妇女办不到的。但在苏维埃共和国，政治活动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地主资本家，是为消灭剥削而斗争，因此，在苏维埃共和国，政治活动是向女工开着大门的，这种活动就是妇女用自己的组织才能帮助男子。

我们不仅需要千百万人的组织工作；我们也需要规模很小的组织工作，使妇女也能参加劳动。妇女在战争条件下也是能够从事劳动的，例如支援军队，在军队中进行鼓动。妇女应当积极参加这一切工作，使红军看到人们在关怀他们，在为他们操心。妇女也可以在粮食部门工作，如分配粮食，改善群众的伙食，发展目前正在彼得格勒广泛设立的食堂等等。

也就是在这些方面，女工的活动起着真正的组织者的作用。妇女还需要参加建立并监督大型试验农场的工作，使这一事业在我们这里不致成为孤立无援的事业。没有大批劳动妇女参加，这一事业是无法完成的。做这种工作，无论是监督产品分配，或是监督便利人们拿到产品的工作，女工都是完全适合的。这一任务，非党女工完全能够胜任，而这一任务的实现，首先会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

苏维埃政权已经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几乎完全废除了工厂私有制，正力求使所有的劳动者，无论党员或非党员，无论男子或妇女，都参加这一经济建设。苏维埃政权所开始的这一事业，只有在全俄国千百万妇女而不是几百个妇女参加进来时，才能够向前推进。那时，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会巩固。那时，劳动者会证明，没有地主和资本家，他们也能生活，也能管理经济。那时，社会主义建设在俄国将十分稳固，国内外的任何敌人都将不再对苏维埃共和国构成威胁了。





	载于1919年9月25日《真理报》第21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98—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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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之间争执的决定草案[82]


（1919年9月30日）

人民委员会认为：

（1）国家监察部本应建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闭各司法部门，而不应采用发禁令的办法；

（2）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应立即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关闭大多属于寄生性的司法部门并禁止把这些部门的人员转移到其他部门。执行情况于一周内向小人民委员会报告；

（3）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对粮食人民委员部司法部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办事拖拉起诉。一周后向小人民委员会报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8页















[82]1919年9月30日，人民委员会在审批小人民委员会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控告所作的决定时通过了这个草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以向小人民委员会控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是因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曾经下令撤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九个司法部门。人民委员会在通过列宁提出的决定草案时增补了第3条，条文是：“要求各委员会在两周内也都提出报告”；同时把列宁所提草案的第3条作为决定的第4条，条文是：“为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司法部门人员办事拖拉起诉，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进行调查，一周后向小人民委员会报告。”



小人民委员会是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所属的一个常设委员会，1917年11月成立。设立小人民委员会是为了减轻人民委员会的负担。小人民委员会预先审议应由人民委员会决定的问题，自身也决定某些财政经济问题。小人民委员会一致作出的决定，经人民委员会主席签署，即具有人民委员会决定的效力。如遇意见分歧，则把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解决。小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成员由人民委员会从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中任命，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也参加小人民委员会。1930年，小人民委员会被撤销。——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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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俄共（布）党团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俄共（布）党团会议关于食品收购总结的决定草案

（1919年10月2日）

指定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党团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在会上作两个关于3月20日、4月3日和7月3日[83]法令执行情况的翔实的报告，报告中要有各省和各种食品收购总结的数字，收购合同的数目、已完成多少、未完成多少等等；要各举一个合同和一个收购与分配区作详细介绍，要有关于我们掌握合作社的非贸易业务与贸易业务情况的资料，以及关于把资产阶级合作社变为社会主义合作社的情况的资料。





	　　一个由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作一个由粮食人民委员部作




	　｝
 　
星期三：一周

 。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9页

















[83]3月20日法令是指人民委员会1919年3月16日批准、3月20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公布的《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列宁直接参加了这个法令的制定工作。



4月3日法令是指人民委员会1919年4月3日根据《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通过的《关于改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管理机构的决定》。这个管理机构原来的成员多数是孟什维克。根据决定，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临时理事会补充了工人合作社的领导人安·马·列扎瓦、伊·阿·萨美尔、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列·米·欣丘克和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彼·拉·沃伊柯夫、莫·伊·弗鲁姆金、奥·尤·施米特。根据人民委员会1919年6月27日的决定，尼·尼·克列斯廷斯基、斯·斯·皮利亚夫斯基和C·3·罗佐夫斯基也参加了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临时理事会。



7月3日法令是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工农消费合作社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的补充，1919年7月3日公布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参看注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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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84]


（1919年10月3日）

报上已经报道，彼得格勒工人已在加紧进行动员工作并把优秀工作者派往南线去。

邓尼金占领库尔斯克并向奥廖尔推进，这就是彼得格勒无产阶级表现出这种高涨热情的全部原因。其他工业中心的工人应该学习他们的榜样。

邓尼金匪徒指望在我们的队伍中引起恐慌，使我们只想到防御，只想到这一方面。外电表明，英法帝国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也十分热心地帮助邓尼金，正象他们用武器和成亿的卢布帮助他一样。外电向全世界叫嚣说，到莫斯科的路已经打通了。资本家想这样来吓唬我们。

但是，他们吓不倒我们。我们的军队是按照经过周密考虑并正在坚决执行的计划配置的。我们正继续不断地向给敌人提供兵员的主要地区进攻。最近几天，我军在博古恰尔区缴获了20门火炮，占领了韦申斯卡亚村，这些胜利说明我军正顺利地向着哥萨克的中心推进（过去和现在，单是哥萨克就能使邓尼金拥有很大的力量）。邓尼金一定会被粉碎，正如高尔察克已经被粉碎一样。我们是吓不倒的，我们一定能使我们的事业获得最后的胜利。

由于敌人占领了库尔斯克并向奥廖尔推进，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补充兵力，就地击退敌人。彼得格勒工人用自己的榜样表明，他们是正确地估计了这个任务的。我们正视危险，丝毫也不低估这种危险，但是，我们说，彼得格勒的例子证明我们是有补充的兵力的。为了击退敌人对奥廖尔的进攻，为了转入对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的进攻，除现有力量外，我们必须把无产阶级中间的优秀工作者动员起来。库尔斯克的陷落造成了严重的危险局面。敌人还从来没有这样逼近过莫斯科。为了挽回这种危险局面，我们正在增派许多先进工人支队去补充原有的军队，以扭转退却部队的士气。

在我们南线军队中，归队的逃兵占了很大的数量。他们大部分是受了鼓动工作的影响，懂得了自己的责任，懂得了地主资本家政权复辟威胁的全部严重性而自动回来的。但是，他们很不稳定，缺乏坚忍精神，往往不战而退。

因此，动员新的无产阶级力量去支援军队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动摇分子会坚强起来，士气会高涨，转机会到来。无产阶级一定会象在我国革命中往常所做的那样，帮助和引导劳动人民中的动摇阶层。

彼得格勒工人早就肩负了比其他工业中心的工人更重的担子。饥饿，战争威胁，抽调优秀工人到俄国各地的苏维埃岗位上去，这一切使彼得格勒无产阶级遭受的苦难超过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

然而我们看到，彼得格勒工人丝毫没有消沉，丝毫没有气馁。相反地，他们受到了锻炼。他们找到了新的力量。他们输送了朝气蓬勃的战士。他们出色地执行着先进部队的任务，对最需要帮助的地方进行帮助和支援。

有了这种新生力量去巩固我军的动摇部队，劳动群众——农民出身的士兵就能从自己人中，从更开展、更觉悟、更坚强的劳动者中获得新的领袖。因此，对我们农民军队的这种帮助，使我们比敌人具有决定性的优势；而在敌人那边，去“支援”他们的农民军队的只是些地主的子弟，我们知道，这种“支援”曾毁灭了高尔察克，也一定会毁灭邓尼金。

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学习彼得格勒的同志们的榜样，开始这项新的工作吧！只要向彼得格勒的同志们看齐，把更多的力量投到军队的活动上去，发挥更多的主动性，鼓起更大的勇气，开展更广泛的竞赛，胜利就一定属于劳动者，地主资本家的反革命势力就一定会被粉碎。

附言：我刚听说，莫斯科也有几十个最忠实的同志上前线去了。莫斯科已经跟着彼得格勒行动起来。其他城市也一定会跟着莫斯科行动起来的。






	　　尼·列·
　1919年10月3日

载于1919年10月4日《真理报》第221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2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06—208页

















[84]《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一文是为彼得格勒共产党员应征上前线而作。鉴于南线情况危急，1919年9月21日和26日俄共（布）中央召开全会，决定动员共产党员并派遣党和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上前线。俄共（布）中央于1919年9月30日在《俄共（布）中央通报》上发表的信件指出，各机关的共产党员，凡可由非党工作人员、妇女和国内战争中的残废人代替者，均须应征上前线。彼得格勒党组织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9—11月间派往前线4000余名共产党员，其中有1800名是到军队担任领导工作的。列宁曾于10月2日致电格·叶·季诺维也夫，对彼得格勒工人坚决支援南线的行动表示敬意。——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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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问[85]


1919年10月5日

请原谅我的英语不好。我很高兴回答您的问题：

1．苏维埃政府在和平问题上的现行政策是什么？

2．苏维埃俄国提出的和平条件大致怎样？

我们的和平政策同以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接受了布利特先生的和平建议。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同布利特先生共同拟订的我国的和平条件（第2个问题）。

在布利特先生到来之前，我们曾经多次正式向协约国建议媾和。

3．苏维埃政府是否愿意保证绝对不干涉别国内政？

我们愿意保证。

4．苏维埃政府是否愿意证明它代表大多数俄国人民？

是的，苏维埃政府是世界上一切政府中最民主的政府。我们愿意证明这一点。

5．苏维埃政府在同美国达成经济协议的问题上立场怎样？

我们完全同意同美国（同一切国家，但特别是同美国）达成经济协议。

如果必要，我们可以向您提供我国政府同布利特先生共同拟订的我国和平条件的全文。






	　　弗拉·乌里扬诺夫（尼·列宁）载于1919年10月27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第25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09—210页

















[85]这是列宁对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驻苏维埃俄国记者列文所提问题的书面答复，手稿是用英文写的。——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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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问题上的要求[86]

（1919年10月9日）

要求

（1）索尔茨完全投身于合作社的非商业性活动（写作、指导及其他活动）；

（2）如不能单独刊印，就在《消息报》、《真理报》和《贫苦农民报》[87]上刊印，即登载在这些报纸上；

（3）迅速搜集到（即使是在一些小地区内）有关执行法令[88]所采取的措施的实际材料，要有总的情况（法令各部分的执行情况），特别要有关于粮食收购和分配的办法（关于机构、方式、条件、例外情况等等）以及关于资产阶级合作社变为或者正在开始变为共产主义合作社的材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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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919年10月9日，在列宁主持下召开了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党团会议，研究粮食采购的问题。《合作社问题上的要求》就是在这个会上写的。——202。



[87]《贫苦农民报》（《Веднога》）是俄共（布）中央主办的供农民阅读的报纸（日报），1918年3月27日—1931年1月31日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的前身是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农村贫民报》、《士兵真理报》和在莫斯科出版的《农村真理报》。国内战争时期，《贫苦农民报》也是红军的报纸，在军内销售的份数占总印数的一半。先后担任该报编辑的有维·阿·卡尔宾斯基、列·谢·索斯诺夫斯基，雅·阿·雅柯夫列夫等。该报编辑部曾为列宁编写名为《贫苦农民晴雨表》的农民来信综述。从1931年2月1日起，《贫苦农民报》与《社会主义农业报》合并。——202。



[88]指人民委员会1919年3月16日《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该法令规定：城乡一切合作社都必须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分配机关——消费公社，当地所有居民都加入这个公社；每个公民都必须成为公社的社员并在它的一个分配站注册；各地方消费公社联合为省消费合作总社，各消费合作总社的统一中心是中央消费合作总社。——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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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

（1919年10月10日）

我们极少得到国外的消息。帝国主义野兽正以全力实行封锁，世界列强正对我们横施暴力，以图恢复剥削者的政权。俄国资本家和全世界资本家对我们所怀的这种野兽般的凶狠，自然是用空谈“民主”的崇高意义掩盖着的！剥削者营垒总是把资产阶级民主冒充为一般“民主”，而一切庸人，一切小资产者，直到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卡尔·考茨基这班老爷和德国“独立”（即对革命无产阶级独立但对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却是依赖的）社会民主党的大部分领袖，都跟着这个营垒随声附和。

但是，我们在俄国得到的国外消息愈少，看到共产主义事业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普遍取得巨大成就，看到工人群众同腐朽的叛变的领袖们（从谢德曼到考茨基都已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决裂取得进展，我们就愈觉得高兴。

关于意大利的党，我们只知道它的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这样，意大利社会党就真正参加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了，虽然它还令人遗憾地保留着旧名称。向意大利工人及其政党致热烈的敬礼！

关于法国，我们只知道巴黎一地就有两种共产主义的报纸，即雷蒙·佩里卡主编的《国际报》和乔治·昂克蒂尔主编的《禁名报》。已经有很多无产阶级的组织加入了第三国际。工人群众无疑是同情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

关于德国的共产党人，我们只知道在很多城市中有了共产主义的报纸。这些报纸往往取名为《红旗报》。柏林的《红旗报》[89]是秘密出版的，它同刽子手谢德曼—诺斯克之流进行着英勇的斗争，谢德曼—诺斯克之流用自己的行动向资产阶级逢迎献媚，正象“独立党人”用自己的言论和“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宣传向资产阶级逢迎献媚一样。

柏林的共产党人报纸《红旗报》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使人们感到欢欣鼓舞。德国终于有了不顾一切迫害、在优秀领袖遭到卑鄙杀害后始终坚定不屈的正直而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德国终于有了进行英勇的堪称真正“革命”的斗争的工人共产党员！德国无产阶级群众内部终于成长出了一种把“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口号当作真理的力量！

向德国共产党人致敬！

谢德曼之流、考茨基之流、伦纳之流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这些老爷们也许在个人的诚实程度上彼此有很大的差别，但都同样是小资产者，同样是最可耻地背叛和出卖社会主义事业而维护资产阶级的分子。他们在1912年就即将来临的帝国主义战争共同草拟了并签署了巴塞尔宣言，他们当时都高谈“无产阶级革命”，但事实证明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抱着小市民共和幻想，资产阶级民主幻想的骑士，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帮凶。

接连不断的疯狂迫害锻炼了德国共产党人。现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散的，这正证明他们的运动的广泛性和群众性，证明共产主义在工人群众深处日益增长的力量。他们遭受着反革命资产者及其奴仆谢德曼—诺斯克之流疯狂的迫害，因而不得不保持秘密状态，对于这样一个运动来说，分散性是不可避免的。

运动发展得如此迅速，又遭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因而产生了很尖锐的意见分歧，这也是很自然的。这里并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成长过程中的毛病。

让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在他们的《前进报》和《自由报》[90]上，对共产党人中间的意见分歧幸灾乐祸吧。这些腐败的市侩主义的英雄只能靠讥笑共产党人来掩盖自己的腐朽。但是，如果谈到问题的实质，那只有瞎子才会到现在还看不见事实真相。这个事实真相就是，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极其可耻地出卖了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背叛了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真正地站到反革命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亨利希·劳芬贝格在他的《第一次革命与第二次革命之间》这本出色的小册子中，非常有力地、鲜明生动地、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并证明了这一点。有些政党只剩下没有群众的领袖、没有军队的将军因而处于瓦解和死亡之中，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内部的意见分歧正是这些政党的意见分歧。至于群众离开谢德曼派跑到考茨基派那边去，那是由于考茨基派中有左翼（这可从任何一篇关于群众大会的报道中看出来），可是这个左翼毫无原则，畏首畏尾，它企图把小资产阶级关于议会民主制的陈旧偏见，同共产党人承认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结合起来。

腐朽的“独立党人”领袖在群众的压力下口头上承认这一切，实际上他们仍旧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仍旧是马克思无情地嘲笑过斥责过的路易·勃朗和1848年的其他笨蛋那样的“社会主义者”。

这些分歧才是真正不可调和的。这班市侩同1848年的市侩一样，崇拜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懂得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在这些市侩和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是不可能有和平的。他们双方是不可能合作共事的。哈阿兹和考茨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和奥托·鲍威尔可以无休止地兜圈子，连篇累牍地写文章，无止境地发表演说，但回避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实际上暴露出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一窍不通，他们实际上是市侩民主派，是路易·勃朗和赖德律－洛兰型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实际上至多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中的玩物，弄不好就成为直接替资产阶级效劳的奴才。

“独立党人”、考茨基派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表面上是统一的政党，实际上这些党的党员群众在基本的、最主要的、最本质的问题上同他们的领袖们都是不一致的。只要新的危机一到来，群众就会去进行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而“领袖们”将和现在一样，仍旧是反革命分子。在口头上脚踏两只船是不难的，德国的希法亭和奥地利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就表明自己是精通这门崇高艺术的典范。

但是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那些把不能调和的东西调和起来的人是会成为肥皂泡的。1848年所有的“社会主义”英雄表明了这一点，他们的亲兄弟即1917—1919年的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表明了这一点，伯尔尼国际即黄色第二国际所有的骑士也正在表明这一点。

共产党人中间的意见分歧则属于另一类，只有不愿意看的人才看不到这里的根本差别。这是急速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的代表人物中间的意见分歧。这是在一个坚如磐石的共同的基础上的意见分歧，这个基础就是承认无产阶级革命，承认要同资产阶级民主幻想和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进行斗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

在这种基础上的意见分歧并不可怕，因为这是成长过程中的毛病，而不是老年人的衰颓。这种意见分歧布尔什维主义也经历过不止一次，它还由于这类意见分歧有过小小的分裂。但是在决定性的时刻，在夺取政权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刻，布尔什维主义是统一的。它把接近自己的各种优秀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它把整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和绝大多数劳动者团结到自己的周围。

德国共产党人也会是这样的。

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还在谈论一般“民主”，他们还沉溺于1848年的思想，他们口头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路易·勃朗之流。他们一谈到“多数”时，总以为选票的平等就是被剥削者同剥削者平等，工人同资本家平等，穷人同富人平等，饥饿者同饱食者平等。

在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看来，善良、诚实、高尚、和气的资本家，从来就没有利用过财富的力量、金钱的力量、资本的权力、官僚政治和军事独裁的压迫，而真正是“按多数”来决定事情的！

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一半是由于虚伪，一半是由于几十年从事改良主义活动所养成的极端愚蠢）替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议会制、资产阶级共和制进行粉饰，硬说资本家在决定国家大事时是按多数人的意志，而不是按资本的意志，也没有用富人对穷人采取的欺骗、压迫和暴力等手段。

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准备“承认”无产阶级革命，但先必须在保存资本和财富的力量、权力、压迫和特权的条件下有多数人投票（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机关主持选举的情况下）“赞成革命”！！这种观点所暴露出来的市侩式的极端愚蠢，这种对资本家、资产阶级、将军、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机关的市侩式的极端轻信态度（Vertrauensduselei），真令人难以想象。

其实，正是资产阶级才始终是伪善的，它把形式上的平等叫作“民主”，实际上却用无数欺骗、压迫等手段来蹂躏穷人、劳动者、小农和工人。帝国主义战争（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曾无耻地对它进行粉饰）向千百万人揭示了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是保护劳动者免于资本压迫、免于资产阶级军事专政暴力和免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手段。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真正的平等和民主，达到实际生活中的而不是写在纸上的平等和民主，经济现实中的而不是政治空谈中的平等和民主的唯一步骤。

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不懂这个道理，因此就成了卑鄙的社会主义叛徒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辩护士。


※　　　　　※　　　　　※

考茨基党（或“独立”党）由于它的大多数革命的党员群众和反革命的“领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而正在灭亡，而且必然很快就会瓦解和灭亡。

共产党正在经历着实质上是布尔什维主义也经历过的那种意见分歧，它一定会从中壮大起来和得到锻炼。

根据我的判断，德国共产党人中间的意见分歧，可归结为“利用合法机会”（1910—1913年间布尔什维克就是这么说）的问题，即是否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反动工会以及被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弄得面目全非的“企业委员会法”（Betriebsratgesetz）的问题，是参加还是抵制这一类机关的问题。

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06年和1910—1912年间所经历的，正是这样的意见分歧。所以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许多年轻的德国共产党人只是表现出革命经验不足而已。如果他们经历了1905年和1917年那两次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就不会把抵制说得这样绝对，就不会在有些时候犯工团主义的错误。

这是成长过程中的毛病。这种毛病会随着运动的发展而消失，而运动正在蓬勃地发展着。对于这些明显的错误当然必须公开进行斗争，但尽量不要去夸大意见分歧，因为大家都应当很清楚，在不久的将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是一定会使大部分的这种意见分歧消除的。

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或者从三次革命（1905年、1917年2月和1917年10月）的经验来看，我认为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反动的（列金式的、龚帕斯式的等等）工会以及被谢德曼派弄得面目全非的最反动的工人“委员会”等等，都是绝对错误的。

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下，在某个国家中，抵制是正确的。例如，1905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沙皇杜马就是正确的。然而，同样是布尔什维克，却参加了1917年那个反动得多的、公然反对革命的杜马。1917年，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资产阶级立宪会议的选举，而在1918年，我们却解散了立宪会议，使市侩民主派、考茨基之流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叛徒大吃一惊。我们参加过最反动的纯粹孟什维克的工会，这种工会就其反革命性说来，丝毫不比德国最卑鄙最反动的列金派工会逊色。甚至在我们取得国家政权两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还没有结束对残存的孟什维克工会（即谢德曼派、考茨基派、龚帕斯派等等的工会）的斗争。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某些地方或某些行业中有多么巨大！

从前我们在苏维埃、在工会以及在合作社中都是少数。经过长期的努力和长期的斗争（在夺得政权以前和以后），我们才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后来又在非工人组织中，再后又在小农组织中，获得了多数。

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先应当在资产阶级压迫下，在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投票来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

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并不等待投票以后才发动罢工，虽然取得罢工的完全胜利需要大多数劳动者（因而也就是大多数居民）的同情。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时候，并不等待任何预先的（由资产阶级主持并在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而且无产阶级很清楚，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使推翻资产阶级获得成功，绝对需要大多数劳动者（因而也就是大多数居民）的同情。

议会迷和现代的路易·勃朗之流，“要求”必须进行投票，必须进行由资产阶级主持的投票，来判断大多数劳动者是否同情革命。但这是书呆子、头脑僵化的人或者狡猾的骗子的见解。

现实生活，即实际的革命的历史表明，“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情”往往不能靠什么投票来证明（更不用说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平等”的条件下由剥削者主持进行的投票了！）。“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情”往往根本不是由投票来证明，而是由许多政党中的一个政党的成长或由这个党在工人委员会中的党员人数的增多来证明，或者由一次因某种原因具有重大意义的罢工的胜利来证明，或者由国内战争的胜利来证明，如此等等。

例如，我国革命的历史证明，辽阔的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大多数劳动者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情，这不是由投票显示出来的，而是由沙皇将军高尔察克统治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一年的实践显示出来的。而高尔察克政权同样是以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用俄国的说法就是拥护立宪会议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政权开始的，正象现在德国的哈阿兹之流和谢德曼之流先生们用他们的“联合”来给冯·哥尔茨政权或鲁登道夫政权开路、打掩护和装饰门面一样。附带说一句，哈阿兹和谢德曼在政府中的联合已经结束，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叛徒在政治上的联合还存在。考茨基的书、施坦普费尔在《前进报》上的文章、考茨基派和谢德曼派议论他们“联合”的文章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绝大多数劳动者对自己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这种同情和支持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并不是由投票决定的，而是经过长时期困难而艰苦的阶级斗争争得的。无产阶级为争取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情、为争取他们的支持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并不以无产阶级夺得政权而告结束。在夺得政权之后，这种斗争仍旧继续着，不过换了另一种形式，俄国革命时的形势非常有利于无产阶级（为本阶级专政进行斗争），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时候，全体人民已经武装起来，全体农民都希望推翻地主的政权，并且已被社会主义的叛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实行的“考茨基派的”政策激怒了。

在俄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形势非常有利，即使当时整个无产阶级、整个军队和全体农民都立刻很好地团结起来了，即使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在实行专政时为争取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情和支持而进行的斗争，也花了很多时间。经过两年，这个斗争差不多才算结束，但无产阶级还没有完全获得胜利。在两年中间，我们只是完全获得了大俄罗斯（包括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绝大多数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同情和支持，但还没有完全获得大多数乌克兰劳动农民（不是剥削的农民）的同情和支持。协约国的军事力量可能摧毁我们（但终究摧毁不了我们），可是在俄国国内，我们现在却得到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坚决赞助，这表明世界上还没有比俄国更民主的国家。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这种复杂而困难的长期的斗争历史——它有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有无数急剧的变化、转折和从一种斗争形式到另一种斗争形式的转变——就能清楚地看到，有些人想要“禁止”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反动工会、沙皇或谢德曼派的工人代表委员会或工厂委员会等，那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产生，是由于工人阶级中最忠诚最坚定的英勇的革命者缺少革命经验。因此，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1919年1月的做法是万分正确的，当时他们看到了这种错误，指出了这种错误，但是仍然宁愿同这些在不很重要的问题上犯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一起，而不愿同社会主义叛徒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在一起，这些叛徒虽然在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没有犯错误，但已经成了市侩民主派，成了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

但错误终究是错误，必须对它进行批评，必须为纠正它而进行斗争。

同社会主义叛徒谢德曼派和考灰基派要进行无情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不要在赞成或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等等这一方面进行。那样做是绝对错误的。但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路线（组织一个坚强的集中的政党）而走向工团主义的思想和实践，那错误就更加严重了。应当竭力让党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反动工会以及被谢德曼派弄得面目全非的“工厂委员会”，到一切有工人、可以向工人讲话和能够影响工人群众的地方去。应当坚决地把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秘密的党及其工人组织应当经常地一贯地对合法的活动进行最严格的监督。这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容易的”任务、“容易的”斗争手段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是根本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的。

无论如何要解决这个不容易的任务。我们同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的区别，不仅在于（而且主要不在于）他们不承认武装起义而我们承认武装起义。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在于他们在一切工作领域中（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工会中、合作社中、报刊工作中等等）奉行着不彻底的、机会主义的、甚至是直接叛卖的政策。

反对社会主义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这样做了，我们就能争取到工人群众。而无产阶级先锋队即集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能同工人群众一起，稳稳地把人民引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引向无产阶级民主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引向苏维埃共和国，引向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国际在几个月内就取得了一系列空前辉煌的胜利。它的成长速度是惊人的。成长过程中的局部性错误和毛病并不可怕。我们要直率地公开地批评这些错误和毛病，要使一切文明国家中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人群众很快地把各国背叛社会主义的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这种人各国都有）驱逐出去。

共产主义必胜。胜利一定属于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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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红旗报》（《Die　Rote　Fahne》）是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起初是斯巴达克联盟的中央机关报，由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创办，1918年11月9日起在柏林出版。该报曾多次遭到德国当局的迫害。1933年被德国法西斯政权查禁后秘密出版。1935年迁到布拉格出版；1936年10月—1939年秋在布鲁塞尔出版。——204。



[90]《自由报》（《Die　Freiheit》）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日报），1918年11月15日—1922年9月30日在柏林出版。——205。





《列宁全集》第37卷


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

（1919年10月11日）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91]是在苏维埃政权困难的时刻举行的。由于邓尼金的胜利，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朋友们拼命加紧阴谋活动，资产阶级竭力扰乱人心，千方百计想动摇苏维埃政权的决心。犹豫动摇的不自觉的庸人以及同他们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照例都更加动摇起来，而且最先被资本家吓倒了。

但是，我认为，莫斯科在困难时刻举行征收党员周对我们更有利，因为这对事情更有益处。我们举行征收党员周并不是为了炫耀一番。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92]。我们还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

目前正当加紧动员人们上前线的时候，举行征收党员周的好处是，不致对那些想混进党里来的人有什么诱惑力。我们只是号召大批普通工人和贫苦农民即劳动农民入党，而不是号召投机农民入党。我们不向这些普通党员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也不给他们什么好处。相反地，现在党员要担负比平常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

这样更好。入党的将都是一些真心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真正忠于工人国家的人，正直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下受过压迫的群众的真正代表。

只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需要新党员不是为了做广告，而是为了进行严肃的工作。我们号召他们加入党。我们向劳动者敞开党的大门。

苏维埃政权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压迫而斗争的劳动者的政权。首先起来进行这种斗争的，是各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它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夺得了国家政权。

工人阶级把大多数农民团结到自己方面来。因为倾向于资本、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只是经商的农民，投机农民，而不是劳动农民。

最开展最觉悟的彼得格勒工人为管理俄国输送了最多的力量。可是我们知道，在普通工人和农民中，忠于劳动群众利益、能够做领导工作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有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的，资本主义不让这些人发展，我们却尽力帮助他们，而且应当帮助他们涌现出来，让他们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发现这些质朴的不知名的新人才是不容易的。吸收那些长期受地主资本家压迫和恐吓的普通工农来参加国家工作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应该进行而且必须进行这种不容易的工作，以便更深入地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中间发掘新人才。

非党的工人和劳动农民同志们，加入党吧！我们不向你们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我们号召你们来进行困难的工作，进行建设国家的工作。如果你们真心拥护共产主义，你们就应该大胆地担负起这种工作，不要怕工作生疏和困难，不要被那种陈腐偏见弄得惶惑不安，以为只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才能胜任这种工作。这是不对的。能够而且应当有愈来愈多的普通工人和劳动农民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

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多吸收群众中新的工作者入党，使他们独立参加建设新生活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手段，这就是我们走向胜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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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指1919年10月8—19日莫斯科市党组织举行的征收党员周。



征收党员周是根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举行的。在苏维埃共和国处于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极其困难的时刻，俄共（布）彼得格勒党组织于1919年8月10—17日、莫斯科省党组织于同年9月20—28日相继举行了征收党员周。俄共（布）中央全会总结初步经验后，9月26日决定在各城市、农村和军队中举行征收党员周。9月30日，中央在给各级党组织的关于征收党员周的通告信中指出，在各地党组织已经完成党员重新登记的情况下，着手吸收新的党员是适时的。通告信要求在征收党员周期间只吸收工人、红军战士、水兵和农民入党。通过举行征收党员周，仅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38个省就有20多万人入党，其中50％以上是工人，在作战部队中被接受入党的约7万人。——215。



[92]俄共（布）根据该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于1919年5—9月进行了党员重新登记。俄共（布）中央于1919年4月24日在《真理报》上公布了重新登记的实施细则，其中说，全体党员重新登记是对各个党组织的全体人员进行的认真考核，其目的是清除党内的非共产主义分子，主要是那些混入执政党以便利用党员称号谋取私利的人。重新登记时，全体党员必须交回党证，填写履历表，呈交由两名具有半年以上党龄并被党委会认为可靠的共产党员出具的介绍书。在重新登记期间，停止接受新党员。凡是被揭发有不配党员称号的行为者（酗酒、腐化、以权谋私等）、临阵脱逃者、违反党的决议者、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党的会议者以及不交纳党费者，都应开除出党。重新登记期间，恰逢动员党员入伍，有些人动摇脱党，这大大帮助了各个党组织清除那些不合格分子。据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经过重新登记，党员人数减少了一半。——215。





《列宁全集》第37卷


同阿富汗特命大使穆罕默德·瓦利·汗的谈话[93]


（1919年10月14日）

报道

列宁同志在自己的办公室迎接大使时说：“我非常高兴地在工农政府的红色首都见到对我们友好的阿富汗人民的代表，阿富汗人民正在受难，正在为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而进行斗争。”大使回答说：“我向您伸出友谊的手，并希望您帮助整个东方从欧洲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随后开始的谈话中，列宁同志说，苏维埃政权即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政权力求做到的正是阿富汗特命大使所说的这件事，但是必须让穆斯林东方了解这一点，并支援苏维埃俄国的伟大的解放战争。大使回答说，他可以断言，穆斯林东方已经了解这一点，全世界看到欧洲帝国主义在东方无立足之地的时刻为期不远了。

随后，大使站起来说：“我荣幸地把我国国王的信件呈递给自由俄国无产阶级政府的首脑，并希望阿富汗政府所谈到的事情能引起苏维埃政权的关注。”接着他将艾米尔的信件递交给列宁同志。列宁同志回答说，他非常高兴地接受这封信，并答应很快就对阿富汗所关心的全部问题作出答复。[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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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919年4月底，以穆罕默德·瓦利·汗为首的阿富汗特命外交使团从喀布尔启程前往苏维埃俄国。使团于6月到达塔什干，直到乌拉尔南部的白卫军被歼、铁路交通恢复以后，才于10月10日抵达莫斯科。10月12日，阿富汗特命大使穆罕默德·瓦利·汗在随员陪同下拜访了外交人民委员，受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全体部务委员的接待。



10月14日，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接见了阿富汗使团，同大使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谈话。——218。



[94]对阿富汗艾米尔阿曼努拉汗信中所提到的各项问题，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在其签署的1919年11月27日的信中都作了回答。——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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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苏维埃大楼阳台上对应征入伍的工人共产党员的讲话

（1919年10月16日）

采访记录

（列宁出现时，全场热烈鼓掌欢迎）同志们！请让我向又一次响应我们的号召，派出了自己的优秀力量来捍卫工农共和国的雅罗斯拉夫尔省和弗拉基米尔省的工人致敬。我们在报上毫无隐瞒地把真实情况都刊登出来了，所以你们都知道，沙皇将军邓尼金占领奥廖尔和尤登尼奇进逼红色彼得格勒，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新威胁。但是我们象往常一样正视这种威胁，同它进行斗争——我们号召觉悟的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挺身起来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形势非常严重。但我们并不绝望，因为我们知道，每当苏维埃共和国处于困难境地的时候，工人们总会表现出奇迹般的英勇，以身作则，鼓舞和激励军队，引导他们走向新的胜利。

我们知道，在全世界，在所有的国家中，革命运动虽然进展得比我们希望的慢，却在不断地增长。我们还知道，工人阶级在全世界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不管俄国遭受多么惨重的牺牲，不管俄国遭受怎样的折磨和蹂躏，它仍然顽强地为全体工人的事业斗争着。帝国主义者可能再摧残一两个共和国，但他们拯救不了世界帝国主义，因为它的厄运是注定了的，因为它一定会被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消灭掉。

因此，我向你们弗拉基米尔省和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工人致敬，我坚决相信，你们一定会以身作则，鼓舞起红军的士气，引导他们走向胜利。

工人和农民万岁！

全世界工人共和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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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战士

（1919年10月17日）

同志们！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沙皇将军们已再次从英、法、美资本家那里得到了武器弹药等军事补给，他们同地主子弟那伙匪帮再次试图夺取红色的彼得格勒。敌人是在我们同爱斯兰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候发动进攻的，是向相信这次谈判的我国红军战士发动进攻的。这次进攻具有背信弃义的性质，这是敌人迅速获胜的部分原因。红谢洛、加契纳、维里察已被占领。通向彼得格勒的两条铁路已被切断。敌人想切断第三条铁路和第四条铁路，即尼古拉铁路和沃洛格达铁路，利用饥饿来夺取彼得格勒。

同志们！你们大家都知道和看见彼得格勒受到了多么大的威胁。彼得格勒的命运，也就是说俄国苏维埃政权的一半命运，几天之内就要决定了。

对彼得格勒的工人和红军战士，我没有必要和他们谈他们的职责。苏维埃在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进行的两年斗争中，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困难，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这两年斗争的全部历史向我们表明，彼得格勒工人不仅是履行职责的典范，而且是具有世所未闻的革命热忱和自我牺牲精神的高度英雄主义的典范。

同志们！彼得格勒的命运就要决定了！敌人力图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他们的力量是薄弱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力量表现在行动迅速，军官蛮横，装备和武器精良。对彼得格勒的增援即将到来，我们已经派出了这种增援。我们比敌人强大得多。同志们，要战斗到最后一滴血，要守住每一寸土地，要坚持到底，胜利就在眼前！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0月17日

载于1919年10月19日《彼得格勒真理报》第23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30—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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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拨给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经费的决定

（1919年10月18日）

送人民银行预算局

决定

人民委员会1919年10月17日会议[95]决定：

（1）从国家资金中拨出二亿五千万卢布（250000000），以最后特殊项目列入财政人民委员部中央办公厅1919年下半年的预算，贴补给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用于地方经济。

（2）应在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有关部门监督下使这笔拨款用于直接目的。

（3）应向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说明，为满足全国需要的拨款申请，应按照预算原则规定的一般手续，通过相应的人民委员部报送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有关部门。

（4）责成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在两周内撤销莫斯科市财政局所属的贵金属处，该处已接受的全部贵金属及其制品可移交给人民银行莫斯科办事处。

（5）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应按照人民委员会颁布的法令，其中包括1918年10月31日关于建立财政局的法令[96]，考虑建立自己的各个局（其中包括财政局）的必要性。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9卷第210页

















[95]指1919年10月17日小人民委员会会议。——224。



[96]指关于建立省和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财政局的条例和人民委员会1918年11月1日批准该条例的法令（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64年俄文版第3卷第497—503页）。——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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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红军战士同志们

（1919年10月19日）

红军战士同志们！沙皇将军们（北方的尤登尼奇，南方的邓尼金）又在纠集一切力量，企图战胜苏维埃政权，恢复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

高尔察克也有过类似的行动，那结局我们是清楚的。他没有能长久地欺骗乌拉尔工人和西伯利亚农民。乌拉尔工人和西伯利亚农民在看清这种骗局，并饱尝军官们，地主资本家子弟们无数次的欺凌、鞭笞和抢劫之后，帮助我们红军打败了高尔察克。奥伦堡的哥萨克直接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了。

所以我们坚信，我们一定会战胜尤登尼奇和邓尼金。他们不可能恢复沙皇和地主的政权。这决不可能！农民已经在邓尼金的后方举行起义。高加索反邓尼金的起义火焰已经炽烈地燃烧起来了。库班的哥萨克也愤愤不平，不满意邓尼金为地主和英国人效劳的暴虐抢劫行为。

红军战士同志们，我们要坚忍不拔！工人和农民会愈来愈团结、愈来愈觉悟、愈来愈坚决地站到苏维埃政权这边来。

前进吧，红军战士同志们！为捍卫工农政权，反对地主，反对沙皇将军而战斗吧！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尼·列宁
　1919年10月19日

载于1919年《红军战士》杂志第10—15期合刊（纪念专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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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

（1919年10月21日）

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期间入党的有13600人。

这是一个巨大的完全没有料到的成绩。整个资产阶级，特别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那些为自己丧失“老爷的”特权地位而伤心的专家、官吏、职员在内，——所有这伙人恰巧在最近，恰巧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期间，拼命扰乱人心，预言苏维埃政权即将灭亡，邓尼金即将胜利。

这伙“知识分子”是多么善于巧妙地运用扰乱人心这个武器啊！要知道这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真正武器。在我们所处的这种时候，小资产阶级总是要同资产阶级结成“反动的一帮”并且“死命地”抓住这个武器的。

莫斯科本来是商人势力特别大的地方，是剥削者、地主、资本家、食利者最集中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大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合到了一起的地方，是驻着中央政权机关因而官员特别密集的地方，——正是这个莫斯科是资产阶级造谣、诽谤、扰乱人心最方便的场所。邓尼金和尤登尼奇进攻得手的“时机”非常有利于资产阶级这种手段取得“成功”。

无产阶级群众看到了邓尼金的“成功”，并且知道在现在做一个共产党员会遭到多大的艰难困苦和危险，但是他们中间却有成千上万的人挺身而出，起来支援共产党，承担异常艰巨的国家管理工作的重担。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我们党的成就简直是了不起的！

这个成就向首都居民，并且也向整个共和国和全世界证明并清楚地指出，正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正是在劳动群众的真正代表中间蕴藏着苏维埃政权强大和稳固的最可靠的源泉。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人们志愿申请入党，从这个成就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已实际地显示了为劳动解放事业的敌人深恶痛绝而为劳动解放事业的真正朋友最为珍视的那一方面，即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的）从道义上（从这个词的最好意义上讲）影响群众的特殊力量，无产阶级施加这种影响的方法。

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以身作则，在整整两年期间（在我国政治发展极快的情形下，这是一个很长的时期）给劳动群众树立了这样的榜样：他们对劳动者的利益十分忠诚，他们同劳动者的敌人（剥削者，特别是“私有者”和投机者）斗争时十分坚决，他们在艰苦的时刻十分坚定，他们在反击世界帝国主义强盗时奋不顾身，这都说明只有工人和农民对自己先锋队的同情所产生的力量才能够创造奇迹。

这是奇迹，因为被饥饿、寒冷、破坏、破产折磨得无比痛苦的工人，不仅保持着蓬勃的朝气、对苏维埃政权的无限忠诚、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热情，而且不顾没有素养并缺乏经验，承担了驾驶国家航船的重担！而且这是在暴风雨最猛烈的时刻……

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充满了这样的奇迹。不论个别的考验多么严重，这样的奇迹将会导致而且一定会导致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完全胜利。

我们现在应该关心怎样正确地使用新党员。这个任务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因为这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这是一个新的任务，靠老一套办法是解决不了的。

资本主义扼杀、压制、摧残了工人和劳动农民中的大批人才。这些人才在贫穷困苦、人格遭到侮辱的压迫之下毁灭了。现在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善于发现这些人才，让他们担任工作。在征收党员周期间入党的新党员，大多数没有经验，不熟悉国家管理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是被资本主义人为地压在下面、变成“底”层、没有抬头机会的那些社会阶层当中最忠实、最真诚、最有才能的人，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比别的人更有力量，更富朝气，更耿直，更坚强，更真诚。

因此，一切党组织都应当对怎样使用这些新党员的问题作专门的研究。应该更大胆地把各种各样的国家工作托付给他们，应该更迅速地在实践中考验他们。

当然，所谓大胆，并不是马上就把重要的职务交给新手担任，因为担任重要职务所需要的知识，新手还没有掌握。要大胆，是说要大胆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我们的党纲非常明确地提出为什么官僚主义会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以及怎样防止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要大胆，首先是说要大胆地让那些熟悉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及其疾苦和要求的新党员对职员、官吏和专家实行监督。要大胆，是说要立即给这些新手在广阔的工作领域中施展才能和一显身手的机会。要大胆，是说要大胆地打破常规（在我们这里，也有人——可惜还不少呢！——非常怕冒犯已经规定的苏维埃的陈规陋矩，虽然这些东西有时不是由自觉的共产党员而是由旧官吏和旧职员“规定”）；要大胆，是说要决心以革命的速度为新党员改变工作方式，以便更快地考验他们，更快地给他们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

在很多场合可以为新党员安排这样的工作，即让这些党员一方面监督旧官吏是否认真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另一方面很快能学会业务，并能独立地担当工作。在其他场合可以安排他们来更新、加强工农群众同国家机构的直接联系。在我们工业的“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里，在我们的“国营农场”里，还有很多很多的怠工者、潜藏的地主和资本家在千方百计地破坏苏维埃政权。中央和地方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的本领应该在加紧利用党的新生力量来同这种祸害作坚决的斗争方面表现出来。

苏维埃共和国应当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它应该尽量发挥一切力量，尽量节省这些力量，尽量减少拖拉现象和繁文缛节，尽量精简机构，尽量使这个机构不仅知道群众的疾苦，而且能为群众所了解，能使群众独立参加这个机构的工作。

目前正在加紧动员老党员参加军事工作。这一工作无论如何不应削弱，而是应该不断加强。但是，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同时应该改善、精简、更新我们的非军事管理机构。

谁的后备多，谁的兵源足，谁的群众基础厚，谁更能持久，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超过白卫分子，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英法帝国主义这个泥足巨人。我们超过他们，是因为我们能够从过去受资本主义压迫、不论在哪里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那些阶级中，也就是从工人和劳动农民中吸收力量，而且今后还要长期地愈来愈深入地从他们当中吸收力量。我们能够从这个大储备库中吸收力量，因为它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向我们提供最忠诚、受苦难生活锻炼最多、最接近工农的工农领袖。

我们的敌人，不论是俄国资产阶级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都根本没有稍许与这个储备库近似的东西，他们的根基愈来愈动摇，工人农民中拥护过他们的人愈来愈离开他们了。

这就是全世界的苏维埃政权最终肯定胜利和必然胜利的原因。






	　　1919年10月21日载于1919年10月22日《俄共（布）中央通报》第7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33—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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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开赴前线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共产党员的讲话[97]


（1919年10月24日）

采访记录

列宁同志在讲话中叙述了我们各条战线总的情况，并且指出：尽力协助做好供应工作，把作战物资、粮食、服装等等送往我们的各条战线，应成为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的任务。

他表示深信，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共产党员一定会对临近前线地区的农民产生良好的影响，也会给哥萨克人中的政治工作带来很大的好处。





	载于1919年10月35日《真理报》第23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38页

















[97]为贯彻俄共（布）中央九月全会的决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于1919年10月3日举行了全市党员大会。大会要求每个党员都为粉碎邓尼金军队贡献自己的力量，并责成党组织着手动员共产党员上前线。10月9日，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委常委决定宣布党内总动员。经过短期工作，便有大约350人报名。10月24日，第一批开往前线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共产党员到达莫斯科。当天列宁在工会大厦向他们发表了讲话。列宁并写信给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热情地推荐这批同志，要求采取一切措施使他们得到妥善安排，而不致被埋没。——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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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开赴前线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员的讲话

（1919年10月24日）

同志们！你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不仅是要祝贺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从苏维埃工作学校的训练班毕业，而且是因为你们全体毕业生当中将近一半的同志决定到前线去，给战斗在前线的部队以新的特别重大的援助。

同志们！我们很清楚，由于缺乏有经验的懂行的同志，我们在城市中特别是在农村中的整个管理工作遭到了多么大的困难。我们很清楚，彼得格勒、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其他城市的先进工人们，先进同志们，一直肩负着可说是在空前困难的条件下管理国家的主要重担，肩负着团结工农和领导工农的主要重担。我们很清楚，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向他们提出了有时是非人力所能及的要求，弄得他们疲惫不堪了。在这种情形下，能够在这里集中几百个工人和农民，让他们系统地学习几个月，修完苏维埃知识的课程，然后有组织地、团结一致地、自觉地一同去开展管理工作，纠正目前还存在着的那些重大缺点，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因此，我们是怀着万分为难万分不愿意的心情，经过长久的踌躇之后，才决定把近半数的本届毕业生派到前线去的。前线的情况实在使人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认为，这种自愿作出的、再派一批对行政建设工作会有很大益处的优秀人物到前线去的决定，是出于客观情况的迫切需要。

同志们，让我简短地谈谈目前各条战线的情况，好让你们了解这样做是多么必要。

在好几条曾是十分重要的、敌人曾寄予很大希望的战线上，最近的情况恰是我们将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且，就一切迹象来看，这将是最终的胜利。在北线，向摩尔曼斯克进攻对敌人特别有利，在那里英国人早就集结了大批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在那里我们缺少粮食和弹药，战斗极其困难，——看来，英法帝国主义者在那里该有光辉灿烂的前途了。然而正是在那里，敌人的全部进攻已告彻底失败。英国人不得不撤退自己的军队，我们看到，现在已经完全证实，英国工人不愿同俄国作战，就是在英国国内远未爆发革命斗争的今天，他们也能影响本国强盗和掠夺者的政府，迫使它把军队撤出俄国。这条战线是特别危险的，因为敌人在那里的条件最有利，控制了海道，可是他们不得不放弃了这条战线。那里只剩下俄国白卫分子的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微小兵力了。

我们再看看另一条战线，即高尔察克战线。你们知道，当高尔察克军队向伏尔加河推进的时候，欧洲的资本家报刊急忙向全世界宣布说苏维埃政权已经崩溃，并承认高尔察克是俄国的最高执政者。但是承认高尔察克的国书还没有来得及送到高尔察克本人手中，我们的军队就把他赶到西伯利亚去了；你们也知道，我们已逼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额尔齐斯河，高尔察克不得不重新部署自己的兵力。有一个时期我们不得不实行退却，因为当地的工农迟迟没有动员起来。但是我们从高尔察克后方得到的消息说，高尔察克一定垮台，全体居民甚至富裕农民都已起来反对他了。所以我们说高尔察克的最后一个支柱将被摧毁，而我们将以此结束这革命的一年。这一年，整个西伯利亚受高尔察克统治，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都帮他的忙，这些人又一次地玩弄了同资产阶级政府搞妥协的把戏。你们知道，整个欧洲资产阶级都帮过高尔察克的忙。你们知道，防守西伯利亚战线的有波兰人和捷克人；意大利人和美国志愿军官也都来过。能够遏止革命的各种势力，都来帮助过高尔察克。但是这一切全完蛋了，因为同共产主义接触得最少因而受共产主义影响也最小的农民，西伯利亚的农民，从高尔察克那里接受了一次教训，作了一个实际的对比（农民是喜欢作实际对比的），以致我们可以说，高尔察克使我们在离开工业中心最遥远的地区得到了千百万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在那样的地区要把这些人都争取过来本来是很困难的。高尔察克的统治就是这样结束的，我们在这条战线上感到非常巩固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在西线，我们看到波兰人的进攻就要结束。他们从英国，从法国和美国得到援助。这些国家竭力挑起波兰对大俄罗斯压迫者的旧仇恨，企图把波兰工人对地主和沙皇的完全应该具有的仇恨转移到俄国工人和农民身上，要波兰工人相信，布尔什维克和俄国沙文主义者一样，梦想征服波兰。他们的这种欺骗暂时获得了成功。但是某些迹象向我们表明，这种欺骗就要不灵验了，波兰军队已经在瓦解了。美国的消息决没有同情共产主义的嫌疑，但它们也证实了波兰农民日益强烈地要求无论如何在10月1日以前结束战争，甚至与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扮演同样角色的波兰社会沙文主义者（波兰社会党[98]）中的最爱国的分子也支持这种要求，日益加紧反对本国政府。在这段时期中，波兰人的民心发生了强烈的变化。

还有两条战线，即彼得格勒战线和南线，那里正发生最严重的事件。但就是在那里，一切迹象都说明敌人是在集结最后的兵力。我们根据确切的消息知道，英国陆军大臣邱吉尔和资本家政党这次向彼得格勒冒险进攻，是要显示他们能够迅速消灭苏维埃俄国；我们也知道，英国的报刊把这次冒险看成是沙文主义者和邱吉尔大臣显然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孤注一掷。

我们可以把进攻彼得格勒看成是援助邓尼金的一种手段。我们根据彼得格勒战线的情况就可以作出这种结论。

你们知道，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政府已经答复我们，同意举行和平谈判。自然，这些最新消息在我们的军队中引起了动摇，使他们产生了战争即将结束的希望。谈判已经开始了。在这个时候，英国却搜罗起自己的残余船只，把数千名装备精良的白卫分子运到我国登陆。但是，他们不欺骗人民就不能把这些白卫分子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英国和法国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把军火装上轮船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原因是码头工人举行罢工，宣布他们不让轮船把杀人武器运往苏维埃俄国。于是，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背着本国人民从别的国家取得武器。因此，他们把几百名或几千名俄国白卫军官运到苏维埃俄国，那是一点不奇怪的。英国有许多营房收容这些白卫军官，养活他们，训练他们来进攻俄国，然后说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恐怖引起的内战。以前住满了我国俘虏的营房，现在住满了俄国白卫军官。结果，当我们正在等待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停战的时候，敌人却把这些兵力投入彼得格勒战线，在最初几天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现在你们知道，彼得格勒战线的情况已经有了转变。你们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报告中知道，缺额已经补齐，原来的动摇已经停止，我们的军队正在进攻，正在粉碎最激烈的抵抗胜利地进攻。这些战斗是十分残酷的。托洛茨基同志从彼得格勒打电话告诉我，在不久以前被我们攻克的儿童村中，白卫分子和留下的资产阶级还从一些房子里向外射击，进行前所未有的最顽强的抵抗。敌人感觉到整个战争起了变化，现在邓尼金急需救援，急需将我们攻击他的兵力引开。可以肯定地说，这一点他们做不到。我们大力支援彼得格勒，但丝毫没有削弱南线。派到彼得格勒战线的部队没有一个是从南方抽调来的，我们将在丝毫不削弱南线的情况下来争取我们已开始实现并将彻底实现的胜利，因为同地主和帝国主义者的战争的结局决定于南线。结局将产生在那里，在南线，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

同志们，你们知道，在南线，一方面，敌人主要依靠为维护自身特权而拼搏的哥萨克，另一方面，那里组成的志愿部队最多，这些队伍对我们极度不满和仇恨，他们竭力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要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因此，我们要在这里进行决战，我们会在这里看到高尔察克下场的重演。最初高尔察克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可是战斗愈向前发展，组成高尔察克主力的军官和反动富农的队伍就愈来愈少，高尔察克就愈来愈不得不抓工农当兵。他们就是会借别人的手去打仗，他们不肯自己去送命，却喜欢让工人拿头颅去为他们的利益冒险。高尔察克不得不扩充自己的军队，结果就有几十万人转到了我们这边。几十个从高尔察克方面投诚过来的白卫军官和哥萨克说，他们深信高尔察克在想方设法出卖俄国，因此即使他们不赞同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还是转到红军方面来了。高尔察克是这样完蛋的，邓尼金也一定会这样完蛋。今天你们在晚报上会看到，邓尼金的后方爆发了起义，——乌克兰燃烧起来了。我们还得到高加索发生事变的消息，当地陷于绝境的山民攻打了什库罗的队伍，把他们抢了个精光，夺走了他们的枪枝弹药。昨天外国广播也被迫承认邓尼金处境困难，他不得不把精锐部队投入战斗，因为乌克兰在燃烧，高加索爆发了起义。邓尼金就要孤注一掷了。奥廖尔近郊那样残酷的血战还是空前未有的，在这次战斗中，敌人投进了最精锐的部队即所谓“科尔尼洛夫”部队，其中三分之一的成员是最反对革命、受过最好的训练的军官，他们最疯狂地仇视工农，想直接恢复他们原有的地主政权。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现在南线已接近决定关头。我们在奥廖尔和沃罗涅日附近已经取得胜利，正乘胜追击敌人。这个胜利表明，那里也同彼得格勒附近一样，情况已经有了转变。但是，我们必须把小规模的局部的进攻转变为大规模的进攻，直至夺得最后的胜利。

因此，不管这对我们是一种多么重大的牺牲——把几百名已经在这里集中起来、而且又明明是俄国工作所十分需要的学员派到前线去——，我们还是同意了你们的要求。在南线和彼得格勒战线，在最近几个星期，至多在最近几个月内，就要决定战争的命运。在这样的时刻，每一个自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说：我的岗位在最前线。因为对前线来说，每一个受过训练的自觉的共产党员都是十分宝贵的。

部队中发生过动摇，那是因为人民厌倦了战争。你们清楚地知道，这两年来，工人和农民在反对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忍受了怎样的饥饿、破坏和痛苦。你们知道，疲乏不堪的人是不能长期坚持紧张生活的，于是拥有较好的通信联络和指挥人员而且内部没有变节者的敌人，就乘机用全力打击我们。这就造成了南线的失利。因此，在军事训练班以及象你们这样的训练班里学习过的觉悟最高的工农分子，现在应当根据同军事当局的协议，分成大大小小的组，明确职责，有组织地、团结一致地出发到前线去，帮助那些受到敌人最猛烈攻击的有点不稳定的部队。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两年中，每当看不到或不了解苏维埃工作的农民群众有些不稳的时候，我们总是求助于城市无产阶级中最有组织的那部分工人，并得到他们最英勇的支持。

今天我见到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同志，他们把将近半数的党的负责工作人员抽出来派到前线去。今天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告诉我，成千上万的非党工人非常热烈地欢送他们，一个非党的老年人走过来对他们说：“你们放心去吧，你们的岗位在前方，我们在这里会担负起你们的工作的。”看吧，只要非党工人中产生出这样的情绪，只要那些在政治问题上还弄不大清楚的非党群众能认识到我们是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优秀代表派到前线去担负最困难、最重要、最艰巨的工作，让他们站在队伍的最前列，忍受最大的牺牲，甚至在激烈的战斗中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在不开展的非党工农中拥护我们的人就会十倍地增多起来，在动摇、软弱、疲惫的部队中就会出现真正的奇迹。

同志们，这就是你们所肩负的伟大的、艰巨的、困难的任务。对于那些作为工农代表而开赴前线的人来说，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他们的口号应当是：不是死亡，就是胜利。你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善于接近最落后最不开展的红军战士，用最通俗的语言和劳动者的观点去说明目前的情况，在困难的时刻帮助他们，克服一切动摇情绪，使他们学会同大量的消极怠工、欺骗和叛变的现象进行斗争。你们知道，这些现象在我们的队伍和指挥人员中还是很多的。这就需要一批受过一定科学训练、了解政治形势并善于帮助广大工农群众去同叛变和怠工现象作斗争的人。除了个人的勇敢以外，苏维埃政权还希望你们全面地帮助这些群众，克服他们的一切动摇情绪，并表明苏维埃政权拥有在任何困难时刻都可以动用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我们这里是绰绰有余的。

我再说一遍，现在我们所以要作出这种巨大的牺牲，只是因为这是一条主要的和最后的战线，从一切迹象看来，那里在最近几周或几个月内，就要决定整个内战的命运。在那里我们能够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使他们从此一蹶不振。在白卫分子迫使我们进行的流血斗争结束以后，我们就要更自由地、百倍努力地从事我们的事业，真正的建设事业了。因此，同志们，我要向你们中间那些就要到前线先头部队去进行彻底的斗争，去担负最困难最伟大的任务的同志致敬，同时我怀着十分坚定的信心同这些同志告别，我深信他们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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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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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指令

1919年10月24日


由斯大林
 发出

（
火速
 解决
 ）

（1）把已应征的拉脱维亚人编入拉脱维亚师各后备营

　　（督促彼得松；向他重申命令）。

（2）总司令已答应把土耳其斯坦骑兵旅调往科兹洛夫。

　　检查。督促。

（3）总司令已答应给第8集团军调去8个营。

　　督促。

　　 
指定负责人

 。

（4）总司令已答应从卡卢加抽调部队增援第45师。

　　检查。督促。

　　 指定负责人
 。






	　　列宁
载于1938年2月23日《真理报》第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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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开赴前线的社会教育训练班学员的讲话

（1919年10月28日）

会议是以弗·伊·列宁的讲话开始的。弗·伊·列宁首先向决定去前线支援红军的训练班学员致意，然后用鲜明的语言讲述了当前各条战线和敌人后方的情况。

无论是俄国的资产阶级，还是西欧的资产阶级，开始庆祝胜利都早了点。红军部队正在驱赶高尔察克。邓尼金匪徒正从奥廖尔败退。白卫军瓦解了。邓尼金的后方不断发生起义。现在连富裕的哥萨克也反对邓尼金了。

尤登尼奇军队的数量不大，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英国给了他很多舰艇。尤登尼奇企图以其进攻挽救邓尼金，把我方兵力引开，但未能得逞，因为彼得格勒工人表现出了堪称表率的英勇精神。欧洲正紧张地注视着斗争的结局。法国和英国工人对进攻俄国已经提出抗议。在这些国家里，布尔什维主义已大大增强。在这方面法国的选举[99]很说明问题……我们的注意力目前主要集中在南线，在那里正进行着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血战，在那里不仅决定着俄国革命的命运，而且也决定着西欧革命的命运……

邓尼金的军官部队装备精良。他们考虑到后方已发生起义，因此在作绝望的挣扎。但是工农群众愈来愈清醒，出现了高涨的热情。我们的弱点是，我们在工农当中缺少内行的工作人员。因此，在我们机关中就有那么多的旧官吏、怠工者等等。必须吸收人民当中的优秀力量，向他们传授知识……

重要的是要让有觉悟的、同农民有共同语言的人去提高军队的士气，所以，每个上前线的人都应该成为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模范。那时，胜利将属于我们。我们就能使运输畅通，运来粮食……





	载于1960年《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49—250页

















[99]指1919年10月开始的法国众议院选举运动。——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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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洛里欧同志和所有参加第三国际的法国朋友

1919年10月28日

亲爱的朋友！衷心感谢您的来信，我们很少得到你们的消息，您的来信对我们非常珍贵。

在法国同在英国一样，取得胜利的帝国主义不仅使某些小资产者有可能发财致富，而且能够对工人上层分子即工人阶级贵族施以“小恩小惠”，收买他们，使他们对分享一点帝国主义利润和殖民地赃物等等感兴趣。

但是战争引起的危机是如此严重，连战胜国的劳动群众也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可怕的灾难。因此，共产主义运动迅速高涨，对苏维埃政权和第三国际的同情迅速增长，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你们还必须同龙格那种特别精巧的法国机会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经验丰富的”议员们和政客们还会一次又一次地用口头上承认革命策略和无产阶级专政来支吾搪塞，实际上则用新的诡计和遁词来欺骗无产阶级，正如7月21日龙格、梅尔黑姆之流欺骗了无产阶级一样；他们不会帮助革命，只会继续实行旧的机会主义政策，危害革命和阻碍革命。无论在法国或在英国，旧的腐朽的工人领袖将会千百次地进行这样的尝试。

但是，我们大家相信，在同无产阶级群众保持最密切联系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共产党人一定能够粉碎和战胜这些尝试。共产党人愈果断、愈坚决，他们就会愈快地取得完全的胜利。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尼·列宁
载于1920年1月3日《工人无畏舰》周刊第4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51—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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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分裂问题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00]



致保尔·莱维、克拉拉·蔡特金、埃贝莱因三位同志和德国共产党全体中央委员


1919年10月28日

亲爱的朋友们！我已把1919年10月10日所写的《向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这封信寄给你们发表，信中顺便谈到了你们同抵制派、半工团主义者等等之间的意见分歧。 
［注：见本卷第203—214页。——编者注］

 今天我从德国政府播发的无线电讯中（从瑙恩发出）知道你们的党发生了分裂，虽然消息来自一个肮脏的地方，但这一次的消息大概是确实的，因为在我们德国朋友的来信中也谈到了可能发生分裂的问题。

不过，该电台报道说，你们以25票对18票把少数派开除出党，后来少数派自己又建立了一个政党，看来不大可信。我对这个分裂出去的反对派知道得很少，我只看过几号柏林的《红旗报》。我的印象是，他们是一些很有才能然而缺少经验的年轻鼓动家，同1918年我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相类似（就年轻和缺少经验来说）。我认为，只要在根本问题上（拥护苏维埃政权，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制）意见一致，团结就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象同考茨基派分裂是必要的一样。如果分裂已经不可避免，就应该尽量不要使分裂扩大，请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进行调解，让“左派”在提纲和小册子中表述他们的分歧意见。从国际的观点来看，恢复德国共产党的统一是既可能又必要的。如果能接到你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来信，我会非常高兴。附上一封给分裂出党的人的信，希望你们代为转交，并请把我在接到分裂的消息之前写的一篇完全承认你们正确的文章同时刊印出来。

紧握你们的手，并热烈希望你们在艰难的工作中获得成功。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全世界蓬勃发展，虽然比我们所希望的慢一些，但它是广阔的、强大的、深刻的和不可战胜的。象过去的俄国一样，现在到处都处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即“第二国际”）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在这种统治之后，一定会是共产党人的统治，一定会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胜利。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尼·列宁
载于193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53—254页

















[100]这是列宁在德国共产党分裂后致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在写这封信的同时，列宁也给分裂出去的集团写了一封信（见本卷第247—248页）。



德国共产党于1919年10月在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这次代表大会在海德堡举行，有46名代表出席，代表16000名党员。代表大会承认抵制立宪会议选举是错误的，通过了参加国会选举的决议。处于少数地位的“左”派集团反对代表大会的决议，坚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观点，因而被开除出党。他们另外建立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该党后来蜕化成为一个宗派主义小集团。——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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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加入过统一的“德国共产党”而现在组成新党的共产党员同志们

1919年10月28日

亲爱的同志们！我今天刚从德国政府播发的简短的无线电报（从瑙恩发出）中获悉有关分裂的事。《向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一文是我在得到分裂的消息以前写的。

在那篇文章中，我只能根据从柏林出版的几号《红旗报》了解的情况，力图从国际共产主义的观点评价你们的立场。我深信，共产党员只要在根本问题上意见相同——指的是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毫不妥协地反对各国的谢德曼分子和考茨基分子等根本问题——他们是能够而且应当一致行动的。我认为，次要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可以消除，而且一定会消除，这是反对真正凶恶的敌人、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公开的走狗（谢德曼分子）和暗藏的走狗（考茨基分子）的共同斗争必然会产生的结果。

我不是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但是我认为执行委员会一定会帮助德国共产党人恢复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疯狂的迫害使党成了非法的党，使它难于工作，难于正常地交流思想和制定共同的策略，这是不足为奇的。在国际范围内仔细地讨论各种分歧和交换意见会有助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力量的团结。

如果我们能够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我会感到十分高兴。

　　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尼·列宁
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0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55—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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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塞拉蒂同志和全体意大利共产党员

1919年10月28日

亲爱的朋友！我们从意大利得到的消息非常少。我们只是从外国的（非共产党的）报纸上知道你们的党在博洛尼亚召开了代表大会，知道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衷心向您及意大利全体共产党员致敬，并祝你们取得最大的成就。意大利党的榜样对全世界将有巨大的意义。尤其是你们的代表大会关于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选举的决议，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它会促使因这个问题刚刚分裂的德国共产党统一起来。

在意大利党的议员中，有很多公开的和隐蔽的机会主义者，毫无疑问，他们会想方设法不执行博洛尼亚代表大会的决议，使这些决议化为乌有。同这些派别的斗争还远未结束。但是博洛尼亚的胜利会有利于今后继续取得胜利。

由于意大利所处的国际环境，意大利无产阶级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英法两国可能在意大利资产阶级参加下，竭力挑拨意大利无产阶级去举行过早的起义，以便轻而易举地把它镇压下去。可是他们的挑拨是不会成功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的出色工作，保证他们将会同样成功地争取到整个工业无产阶级、整个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那时，只要国际关系上的时机选择得正确，意大利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取得巩固的胜利。法国、英国和全世界共产党人的胜利也能保证这一点。　　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尼·列宁
载于1919年12月5日《前进报》（罗马）第33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57—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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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101]


（1919年9—10月）


论无产阶级专政

这本小册子所要探讨的问题分以下四大部分：

（（A））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换句话说，是它的负有新任务的新阶段）。

（（B））无产阶级专政是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和建立无产阶级民主。

（（C））无产阶级专政和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特征。

（（D））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

这四部分的提纲如下：


一（A）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形式

1．“社会党人”不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把阶级斗争的思想贯彻到底（参看马克思1852年的论述[102]）。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关键就在这里，这一点他们不了解。

无产阶级这一特殊的阶级，独自继续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

2．国家只＝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一根特殊的棍棒，如此而已！

有关国家的旧偏见（参看《国家与革命》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国家的新形式＝第二部分的题目；这里只是提一提。

3．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形式不能同以前一样。五项（最主要的）新任务和五种相应的新形式：

4．（（1））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项时代的任务（和内容）被机会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忘得一干二净。

由此产生：

（αα）阶级斗争特别（极其）残酷

（ββ）同资本主义及其最高阶段相适应的新的反抗形式（阴谋＋怠工＋影响小资产阶级，等等）

特别是

剥削者的反抗在他们被推翻前就已开始，被推翻后更从两方面加剧。是斗争到底还是“说一阵就完”（卡·考茨基，小资产阶级，“社会党人”）。

5．（（2））（γγ）国内战争。

一般革命和国内战争（1649年、1793年）

参看1902年出版的卡·考茨基的《社会革命》。

国内战争和党的“消灭”（卡·考茨基）[103]。

资本主义国际联系时代的国内战争。

恐怖和国内战争。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社会党人”的不学无术和可卑的胆怯。）

（α）俄国，匈牙利，芬兰，德国

（β）瑞士和美国

参看马克思1870年的著作[104]，它教导无产阶级掌握武器。1871—1914年的时代和国内战争时代。

＋国内战争同革命战争相结合的不可避免性（参看俄共纲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03页。——编者注］

 。

6．（（3））“中立”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

共产党宣言（反动的和革命的，“鉴于”）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477页。——编者注］

 。

“统治阶级”。统治排斥“自由和平等”。

卡·考茨基在《土地问 题》中所谈的中立——同一个思想，不过verballhornt。 
［注：被改坏了；直译是：巴尔霍恩式的修正。巴尔霍恩是吕贝克的一个出版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65页）。——编者注］



“带领”、“领导”、“吸引”，这些概念的阶级内容。

“中立”的实际运用

用暴力强制

（恩格斯1895年）

例子

说服教育，等等

注意

吸引＋强制，“鉴于”。

注意

农民和工人。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和作为剥削者（投机者、私有者）的农民。“鉴于”。斗争过程中的动摇。斗争的经验

“反动的一帮”：1875年恩格斯在谈到巴黎公社时的话。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页——编者注］



7．（（4））“利用”资产阶级。

“专家”。不仅要镇压他们的反抗，不仅要使他们“中立”，而且要他们担任工作，强迫他们为无产阶级服务。

参看俄共纲领。“军事专家”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0页。——编者注］

 。

8．（（5））培养新纪律。

（α）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会。

（β）奖金和计件工资。

（γ）清党及其作用。

（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二（Ｂ）无产阶级专政是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和建立无产阶级民主

9．作为“一般”（卡·考茨基所说的“纯粹”）概念的专政和民主。

国家和“自由”（参看恩格斯1875年的著作）[105]。

专政是民主的否定。为谁？

抽象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观点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

定义。暴力。（恩格斯）

10．“自由”＝商品所有者的“自由”。

雇佣工人的真正自由；农民的真正自由。

剥削者的自由。

谁的自由？

摆脱什么人、摆脱什么东西而取得的自由？

什么自由？

11．“平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如果不是消灭阶级，那就是偏见）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6—118页。——编者注］

 。

商品所有者的平等。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的平等。

挨饿者同饱食者的平等。

工人同农民的平等。

谁同谁的平等？什么平等？

12．由多数决定。

它的条件：事实上的平等（文化）

事实上的自由

对比出版、集会等等

不论金钱、资本、土地……一律平等。

13．由多数决定。

它的另一条件＝“自愿”服从。

改良主义的空想。

对资本主义的粉饰。

首先推翻金钱的压迫、资本的权力、私有制，然后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做到“自愿”还需经过长期的发展。

14．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现实。

恩格斯谈政府同交易所和资本的联系。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6—198。——编者注］



收买

欺骗

报刊

集会

议会

习惯

资本的压力（舆论等）。

在保持资产阶级压迫、资本枷锁和雇佣奴隶制情况下的形式上的平等。

15．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最新成就”。

1918—1919年的“和约”。

对外政策。

陆海军。

16．官僚制度。法院。军国主义。

用议会形式掩盖起来的资产阶级专政。

17．由多数决定和多数的力量。

帝国主义的影响，小资产阶级的地位等，“半无产阶级”

51%的“无产阶级”，对20的无产阶级＋40的半无产阶级？

“全体”的决定？不管动摇者和除开剥削者。

表达意志的动因（资产阶级环境）。

18．和平的投票和尖锐化了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先“决定”，再和平投票？

先开展阶级斗争。

破坏资产阶级环境及其表达意志的现实条件。

19．无产阶级民主下民主制的现实。

民主制的成就：代表大会、集会、出版、宗教、妇女、被压迫民族。

20．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的历史性转变。

前一种民主是“长入”、“爬入”，还是被摧毁，并创立后一种民主？＝经过革命还是不经过革命？是新阶级夺取政权、推翻资产阶级还是各阶级妥协、调和？


三（C）无产阶级专政和帝国主义的特征

21．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我的著作的要点。

定义。

22．殖民地和附属国。

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起义＋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起义

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和民族战争（参看俄共纲领）。

23．“国际联盟”掠夺领土。

“联合的”压迫者。斗争的集中。

各个不同的阶段

24．无产阶级中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

1852—1892年恩格斯和马克思。[106]

1872年马克思谈英国工联的领袖。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24页。——编者注］



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

社会沙文主义。

分裂：1915—1917年“中派”。

1917—1919年（参看俄共纲领）。

两大“支流”：卖身投靠的人和庸人。

《前进报》（“英国工人变得激进了”）……布尔什维克的“某种力量”。

维也纳《工人报》[107]第180号（1919年7月2日）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报告。总而言之，是叛徒的诡辩。

25．两个国际。一个阶级的革命分子的专政。

一国和全世界。


四（D）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

26．苏维埃的起源。

1905年和1917年。

27．俄国的特点。

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

28．苏维埃和“妥协”

　　1917年3一10月。

孟什维克和

　　社会革命党人。

1894年（司徒卢威）和

1899年（伯恩施坦)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1917年）——1918年——

1919年——1920年———

　　　　　　（在欧洲）

29．第二国际领袖们的无知和愚蠢。根本不谈苏维埃。

考茨基1918年8月的小册子。

苏维埃是为了斗争，但不是为了国家政权！！

30．无产阶级群众则不同：阶级本能！

31．苏维埃思想在全世界的胜利进军。

苏维埃思想的直接胜利和间接胜利（载入德国宪法）。

思想掌握了群众。

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发现了（通过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

第三国际。

32．俄罗斯联邦的苏维埃宪法。

注意该宪法第23条[108]。

1793—1794年对比1917—1919年。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59—268页

















[101]本文以及本卷《附录》所收的几个提纲，看来是列宁打算写而没有写成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准备材料。——253。



[102]指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约·魏德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09页）。——254。



[103]看来是指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本小册子。——255。



[104]指马克思1870年12月13日给路·库格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66—169页）。——255。



[105]指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8页）。——257。



[106]指1852—1892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工人阶级上层分子资产阶级化的过程所发表的意见（参看本卷第90页脚注①）。——260。



[107]《工人报》（《Arbeiter-Zeitung》）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由维·阿德勒创办，1889年起在维也纳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报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260。



[108]指1918年7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第23条：“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对利用权利来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利益的个人和集团，得剥夺其一切权利。”这一条款到1936年苏联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新的苏联宪法以前一直有效。1936年苏联宪法规定，所有公民在苏维埃选举中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62。







《列宁全集》第37卷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1919年10月30日）

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快要到来的时候，我曾打算用本文题目写一本小册子。但因忙于日常工作，直到现在还只是为某些部分做了初步的准备。 
［注：见本卷第253—262、428—437页。——编者注］

 所以，我决定试一试，把我认为是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思想，简单扼要地叙述一下。自然，扼要的叙述有许多不便和缺点。但是一篇不大的杂志论文，也许还能达到一个小小的目的，就是把问题及其要点提出来，供各国共产党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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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具有这种过渡时期特点的整个历史时代的必然性，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而且对任何一个有学识的、多少懂得一点发展论的人来说，应当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听到的现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第二国际一切代表人物，包括麦克唐纳、让·龙格、考茨基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在内，都是这样的代表，尽管他们挂着所谓社会主义的招牌）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议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完全忘掉了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性就是厌恶阶级斗争，幻想可以不要阶级斗争，力图加以缓和、调和，磨掉锐利的锋芒。所以，这类民主派或者根本不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或者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设想种种方案把相互斗争的两种力量调和起来，而不是领导其中一种力量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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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十分落后而且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有一些不同于先进国家的特点。但是俄国的基本力量以及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却是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所以这些特点能涉及的只是非最主要的方面。

这些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这些基本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俄国经济表现为如下双方的斗争，一方面是在一个大国的全国范围内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劳动的最初步骤，另一方面是小商品生产，是保留下来的以及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复活着的资本主义。

说劳动在俄国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起来了，第一，是指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第二，是指由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在国有土地上和国营企业中组织大生产，把劳动力分配给不同的经济部门和企业，把属于国家的大量消费品分配给劳动者。

我们说俄国共产主义的“最初步骤”（1919年3月通过的我们的党纲也是这样说的），因为所有这些条件在我国还只实现了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些条件的实现还处在开始的阶段。凡是一下子可以办到的事情，我们用革命的打击一下子都办到了。例如，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天，即1917年10月26日（1917年11月8日），就废除了土地私有制，无偿地剥夺了大土地所有者。在几个月内，又同样无偿地剥夺了几乎所有的大资本家即工厂、股份企业、银行、铁路等等的占有者。由国家来组织工业大生产，从“工人监督”过渡到“工人管理”工厂、铁路，——这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但在农业方面，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始（办“国营农场”，即由工人国家在国有土地上办的大农场）。同样，把小农组织成各种协作社这一从小商品农业过渡到共产主义农业的办法，也刚刚开始实行。 
［注：苏维埃俄国的“国营农场”大约有3536个，“农业公社”大约有1961个，农业劳动组合有3696个。我国中央统计局现在正对全国的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作一次精确的统计。1919年11月间就会陆续得到统计结果。］

 由国家组织产品分配来代替私营商业这件事，即由国家收购粮食供应城市、收购工业品供应农村这件事，也是这样。下面将引用一些有关本问题的统计材料。

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重新复活起来，同共产主义进行着极其残酷的斗争。这个斗争的形式，就是以私贩粮食和投机倒把来反对国家收购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总之，是反对由国家分配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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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这些抽象的原理，我们来引用一些具体的数字。

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统计资料，从1917年8月1日到1918年8月1日，俄国由国家收购的粮食约为3000万普特。下一个年度约为11000万普特。再下一个收购年度（1919—1920年）头三个月的数字看来可以达到4500万普特，而在1918年同时期（8—10月）只有3700万普特。

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从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说来，情况虽然改善得很慢，但总是不断地在改善着。尽管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动用世界列强的全部力量来组织国内战争，造成了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困难，情况还是在改善着。

所以，不管各国资产者及其公开的和隐蔽的帮凶们（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怎样造谣诬蔑，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济问题来看，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在我国是有保证的。全世界资产阶级之所以疯狂地拼命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军事进攻，策划阴谋活动等等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正是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若不用武力把我们压倒，我们就必然会在改造社会经济方面获得胜利。但资产阶级要想这样把我们压倒是办不到的。

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个短时期内，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困难条件下，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战胜了资本主义，从下述总结数字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央统计局刚刚整理了一份关于苏维埃俄国26个省（不是全国）粮食生产情况和消费情况的统计材料，准备发表。

统计结果如下：





由此可见，城市的粮食大约有一半是由粮食人民委员部供应的，另一半是由粮贩供应的。根据1918年的精确调查，对城市工人的粮食供应的比例正是如此。不过工人购买国家的粮食比购买粮贩的粮食要少付九成的钱。粮食的黑市价格十倍于国家价格。这是精确研究工人收支情况所得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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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上面引的统计资料，就可以看出，这个准确的材料勾划出了目前俄国经济的一切基本特点。

劳动群众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地主和资本家。这个向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跨出的一步，按其大小、规模和速度说来，都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而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对这一步却不加考虑。他们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意义上侈谈自由和平等，把这种民主虚伪地称为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考茨基）。

但劳动群众所考虑的却是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不受地主资本家压迫的自由），所以他们这样坚定地拥护苏维埃政权。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首先获得利益、获得利益最多和马上获得利益的是农民。农民在地主资本家统治下的俄国是经常挨饿的。在我国多少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农民从来没有可能为自己劳动，总是把亿万普特粮食交给资本家，运往城市和国外，自己只好挨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农民才第一次为自己劳动，而且比城市居民吃得好些。农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自由，即享用自己粮食的自由，不挨饿的自由。谁都知道，在分配土地时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平等，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是“按人口”分配土地的。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为了消灭阶级，首先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这一部分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但这只是任务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困难的部分。为了消灭阶级，其次就要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办到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只有帮助农民大大改进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才能加速这种过渡。

为了解决这个最困难的第二部分任务，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在对农民的政策中应当始终不渝地贯彻以下基本路线：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区别开来，划分开来。

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

那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尔托夫之流、切尔诺夫之流和考茨基之流等等）不懂得社会主义的这种实质，是并不奇怪的。

这里所说的划分，做起来很困难，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农民”的各种特性不管多么不同，多么矛盾，总是溶合成为一个整体。但是划分还是可能的，不仅可能，而且是农民经济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必然产生的结果。劳动农民历来都受地主、资本家、商人、投机者和他们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内）的压迫。多少世纪以来，劳动农民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实际生活所给予的这种“教育”使农民不得不寻求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反对资本家，反对投机者，反对商人。同时，经济环境，商品经济的环境，又必然使农民（不是任何时候，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商人和投机者。

我们上面引用的统计资料清楚地说明了劳动农民和投机农民的区别。例如，一种农民在1918—1919年间为了供应城市里挨饿的工人，按照国家固定价格，把4000万普特粮食交给了国家机关，尽管这些机关还有种种缺点（这些缺点是工人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的，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期是无法消除的），——这种农民是劳动农民，是社会主义工人真正的同志，是他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他在反资本压迫斗争中的亲兄弟。而另一种农民却利用城市工人的饥饿和困苦，非法地按相当于国家价格十倍的高价，出卖了4000万普特粮食，他们欺骗国家，使蒙骗、掠夺和欺诈勾当在各地应运而生并且日益猖獗——这种农民是投机者，是资本家的同盟者，是工人的阶级敌人，是剥削者。因为，粮食是从全国公有土地上收获来的，所用的农具也不仅是农民而且还有工人等等花了某种劳动才创造出来的，而有了余粮就拿来投机，这就是剥削挨饿的工人。

人们指着我们宪法上工农的不平等以及解散立宪会议、强行拿走余粮等等事情，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大叫大嚷：你们是自由、平等、民主的破坏者。我们回答说：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做过这样多的事情，来消除劳动农民多少世纪以来所遭受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事实上的不自由。可是对于投机的农民，我们永远也不会承认跟他们有平等，正如我们永远不承认剥削者同被剥削者、饱食者同挨饿者有“平等”，不承认前者有掠夺后者的“自由”一样。而对于那些不愿意了解这种区别的有教养的人，我们就要用对待白卫分子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尽管他们自称为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考茨基派、切尔诺夫派或马尔托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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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为此，无产阶级专政已做了它能做的一切。但是要一下子消灭阶级是办不到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是被剥夺了任何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阶级，是唯一同资产阶级直接对立和完全对立的因而也是唯一能够革命到底的阶级。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成了统治阶级：它掌握着国家政权，支配着已经公有化的生产资料，领导着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和中间阶级，镇压着剥削者的日益强烈的反抗。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特殊任务，是无产阶级以前不曾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任务。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支。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正是由于他们遭到失败，他们反抗的劲头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比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要大得多。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既然说的是革命，既然不是用改良主义的幻想去代替革命这个概念（象第二国际中的一切英雄所干的那样），那么情况就只能如此。

最后，农民和任何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处于中间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是由劳动者要求摆脱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共同利益联合起来的、人数相当多的（在落后的俄国是极多的）劳动群众；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单独的小业主、小私有者、小商人。这样的经济地位必然使他们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到了一切社会关系遭到非常急剧的破坏的时候，由于农民和一般小资产者最习惯于因循守旧，那就很自然，我们必然会看到他们从一边转到另一边，摇摆不定，反复无常，犹豫不决，等等。

对于这个阶级，或者说，对于这些社会成分，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领导他们，设法影响他们。带领动摇分子和不坚定分子前进，这就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

我们把所有的基本力量或基本阶级及其被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了的相互关系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第二国际的一切代表所持的、流行的小资产阶级观念，即“经过”一般“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念，在理论上是何等荒谬，何等愚蠢。这种错误观念的根源就是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偏见，即以为“民主”具有绝对的、超阶级的内容。其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也进入了崭新的阶段，阶级斗争也上升到了更高的阶段，而使一切形式都服从它。

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等于盲目重复那些反映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用这些笼统词句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意味着全面地转到资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和原则立场上去了。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问题只能这样提：是不受哪个阶级压迫的自由？是哪一个阶级同哪一个阶级的平等？是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还是废除私有制的斗争基础上的民主？如此等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已阐明，如果不把平等了解为消灭阶级，反映商品生产关系的平等概念就会变成一种偏见。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6—118页。——编者注］

 这个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平等概念不同于社会主义平等概念的起码真理，是常常被人遗忘的。只要不忘记这个真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就是朝着消灭阶级的方向迈进了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而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一事业，就应当利用国家政权机关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就应当对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和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采用斗争、影响、诱导等不同的方法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

（待续） 
［注：本文没有写完。——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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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彼得格勒工人致敬

（1919年11月5日）

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两周年的时候，首先应当向彼得格勒工人致敬。彼得格勒工人是革命工人和士兵的先锋队，是俄国和全世界劳动群众的先锋队，他们最先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举起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旗帜。

两年来，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和劳动农民不顾饥寒和经济破坏所带来的一切艰难困苦，胜利地保持着这面旗帜。尽管有资产阶级的疯狂仇视和反抗，尽管有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犯，两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我们获得了巨大的经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全世界的工人都同情我们。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在缓慢地、艰难地、但又不断地成熟着，资产阶级的残暴行径只会使斗争加剧，使无产阶级更快地取得胜利。

就在最近几天，英帝国主义反动派孤注一掷，用全力来夺取彼得格勒。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俄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在预祝胜利。但他们得到的却不是胜利，而是在彼得格勒附近的失败。

尤登尼奇的军队被打垮了，他们正在退却。

工人同志们！红军战士同志们！要集中一切力量！要不惜一切追击退却的军队，予以痛击，不让他们有一小时、一分钟的喘息。现在我们完全可能而且应该尽量狠狠地打击敌人，以便把他们消灭。

战胜沙皇将军、白卫分子和资本家的红军万岁！国际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尼·列宁
　1919年11月5日

载于1919年11月7日《彼得格勒真理报》第25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83—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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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和妇女的地位

（1919年11月6日）

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的时候，我们禁不住要回顾一下两年来所做的事情，深入思考一下已经完成的变革的意义和目的。

资产阶级及其拥护者责备我们破坏民主。我们说，苏维埃革命推动民主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这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它所推动的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群众享受的民主，因而是绝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是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剥削者、资本家、富人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劳动人民的民主）。

谁说得对呢？

好好地想想这个问题，深入地弄清楚这个问题，那就是要考虑一下两年来的经验，更有准备地去进一步发展这种经验。

妇女的地位特别清楚地说明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特别清楚地回答了上面提出的问题。

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即存在着土地、工厂、股票等等的私有制的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共和国，妇女的地位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一个最先进国家都不是跟男子完全平等的。尽管从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算起，时间过去了不止1+(1/4)世纪，情况依然如此。

资产阶级民主在口头上答应给予平等和自由。实际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即使是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对于占人类半数的妇女，既没有给予在法律上同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也没有给予不受男子监护和压迫的自由。

资产阶级民主不过是讲些冠冕堂皇的词句、庄严的保证、动听的诺言，喊几句自由平等的响亮口号的民主，而实际上这一切却掩盖着妇女的不自由和不平等，掩盖着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不自由和不平等。

苏维埃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则一扫华而不实的言词，对“民主派”、地主、资本家以及卖余粮给挨饿工人发投机财的饱腹农民这些人的假仁假义，宣告了无情的战争。

打倒这种卑劣的谎言！被压迫者与压迫者、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不可能有“平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只要妇女没有摆脱男子依法享有的特权的自由，工人没有摆脱资本枷锁的自由，劳动农民没有摆脱资本家、地主、商人压迫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让撒谎者和伪君子、蠢人和瞎子、资产者及其拥护者去欺骗人民，侈谈一般自由、一般平等、一般民主好了。

我们却要对工人和农民说：撕下这些撒谎者的假面具，叫这些瞎子睁开眼睛。问问他们：

——是哪个性别同哪个性别平等？

——是哪个民族同哪个民族平等？

——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平等？

——是摆脱哪一种压迫或哪个阶级的压迫而获得的自由？是哪一个阶级享受的自由？

谁要谈政治、谈民主、谈自由、谈平等、谈社会主义，而不提出这些问题，不把这些问题提到首位，不对隐蔽、掩盖和抹杀这些问题的行为作斗争，谁就是劳动人民最可恶的敌人，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就是工人农民的死对头，就是地主、沙皇和资本家的奴仆。

两年来苏维埃政权在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家中，为了解放妇女，为了使她们与“强者”性别平等，做到了全世界所有先进的、文明的、“民主的”共和国130年来也没有做到的事情。

教养、文化、文明、自由这一切冠冕堂皇的字眼，在世界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中，是同极其卑鄙、极其肮脏、极其野蛮的妇女不平等的法律，如结婚法和离婚法、非婚生子和“婚生子”不平等的法律、男子享有特权的法律、侮辱和虐待妇女的法律等结合在一起的。

资本的枷锁，“神圣的私有制”的压迫，市侩的愚蠢和小有产者的自私，就是这些东西使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没有去触动一下那些卑鄙龌龊的法律。

苏维埃共和国，工人和农民的共和国，一下子就扫除了这些法律，彻底戳穿了资产阶级谎言和资产阶级伪善。

打倒这种谎言！打倒这些骗子！他们无视现在还有被压迫的女性，还有压迫阶级，还有资本和股票的私有制，还有用自己的余粮盘剥挨饿者的饱腹的人，却侈谈人人自由平等。不是人人自由，不是人人平等，而是要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消灭产生压迫和剥削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给被压迫的女性自由和平等！

给工人和劳动农民自由和平等！

同压迫者，同资本家，同富农投机分子作斗争！

这就是我们的战斗口号，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真话，关于同资本作斗争的真话，这就是我们正告侈谈一般自由平等、人人享受自由平等这些甜蜜、动听、虚伪词句的资本世界的真话。

正因为我们撕下了掩盖这种伪善的假面具，正因为我们以革命的热情实现被压迫者和劳动者的自由和平等，而不是压迫者、资本家和富农的自由和平等，全世界的工人才那样看重苏维埃政权。

正因为如此，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的时候，世界各国的工人群众，世界各国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都对我们寄予同情。

正因为如此，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的时候，尽管饥饿和寒冷折磨着我们，尽管帝国主义者对我们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侵犯给我们带来种种苦难，我们仍然充满信心，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坚信世界苏维埃政权必然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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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

（1919年11月7日）

《贫苦农民报》的主要读者是农民。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的时候，我向摆脱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而获得解放的千百万劳动农民表示祝贺，并且想就这个解放说几句话。

苏维埃政权是劳动者的政权，是推翻了资本枷锁的政权，目前它正在俄国同空前的难以置信的困难作斗争。

俄国以及全世界的地主和资本家怀着疯狂的仇恨攻击苏维埃政权，他们害怕苏维埃政权树立了榜样，害怕苏维埃政权赢得全世界工人的同情和支持。

靠军事订货积累了亿万财富的各国资本家用尽了一切手段来推翻苏维埃政权，例如在俄国制造阴谋事件，收买捷克斯洛伐克军，派遣外国军队在西伯利亚、阿尔汉格尔斯克、高加索、南方和彼得格勒附近登陆，用数亿卢布资助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等沙皇将军。

然而，一切都是枉费心机。苏维埃政权坚定地屹立着，它正在战胜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困难，正在克服战争、封锁、饥饿、商品缺乏、运输破坏和全国破产所带来的严重灾难。

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已经把全世界的工人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了。没有一个国家不在谈论布尔什维主义和苏维埃政权。

资本家谈到苏维埃政权总是仇恨满怀，深恶痛绝，不断地造谣诽谤。但是他们的痛恶正好暴露了他们自己，全世界的工人大多数都离开了旧的领袖而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了。

敌人进攻俄国，使苏维埃政权遭到摧残和蹂躏。但是，苏维埃政权已经战胜了全世界，——所谓战胜全世界是指我们到处都赢得了劳动群众的同情。

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已经有了保证。问题只在于时间。

苏维埃政权经受了空前严重的考验，忍受了饥饿的苦难以及战争和经济破坏所造成的困难，为什么仍然很稳固呢？

因为它是劳动人民自己的政权，是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工人掌握着国家政权。工人帮助着千百万劳动农民。

苏维埃政权打倒了地主资本家，坚决保卫人民，不让地主资本家政权复辟。

苏维埃政权用全力帮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农民，即贫苦农民和中农。

苏维埃政权决不允许富农、有钱人、有产者、投机者、想不劳而获的人、想利用人民的穷困和饥饿发财的人恣意妄为。

苏维埃政权保护劳动者，反对投机者、有产者、资本家和地主。

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强大和稳固的根源，这就是苏维埃政权无敌于天下的根源。

全世界亿万工人和农民遭受地主资本家的压迫、侮辱和掠夺。而旧式国家，无论君主国或“民主”（冒牌民主）共和国，都是帮助剥削者、压迫劳动者的。

各国的亿万工人和农民都知道这一点，看到了这一点，体验到了这一点，并且一直经受着这一点。

帝国主义战争打了四年多，几千万人死亡和残废了。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资本家分赃，为了市场，为了利润，为了殖民地，为了银行的统治。

英法帝国主义强盗战胜了德帝国主义强盗，日益暴露出自己是靠人民穷困发财、摧残弱小民族、压迫劳动人民的强盗和掠夺者。

这就是全世界工人和农民对苏维埃政权愈来愈同情的原因。

艰苦的反资本斗争已经在俄国胜利地开始了。这一斗争正在一切国家中扩大着。

这一斗争一定会以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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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两周年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各工厂委员会联合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1919年11月7日）

同志们！两年以前，当帝国主义战争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在俄国资产阶级的一切拥护者看来，在其他国家的人民群众甚至大多数工人看来，俄国无产阶级的起义和夺取国家政权是一种大胆的然而是毫无希望的尝试。当时人们以为，世界帝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人要起来反对它，简直是发了狂。而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两年的情况就可以看到，连我们的敌人也愈来愈认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看到，象一个制服不了的巨人似的帝国主义，在大家眼中已成为泥足的巨人；我们在斗争中度过的这两年，愈来愈鲜明地既标志着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标志着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

同志们，在我们政权存在的第一年，我们不得不正视德帝国主义的强大，忍痛签订强加给我们的掠夺性和约，孤独地发出革命号召，却得不到支持和响应。我们政权建立的第一年是我们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第一年，我们很快地就深信，这个庞大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各个部分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垂死的挣扎，同这一斗争有利害关系的，是德帝国主义和英法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在这一年内我们弄明白了，这一斗争只会巩固、增强和恢复我们的力量，使这些力量去反对整个帝国主义。如果说我们在第一年中造成了这样的局面，那么在整个第二年中我们就面对面地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了。有一些悲观主义者，直到去年还在猛烈攻击我们；直到去年他们还在说，英、法、美是足以摧毁我国的极其巨大的力量。一年过去了，现在你们可以看到，如果第一年可以叫作国际帝国主义强大的一年，那么第二年就可以叫作英美帝国主义进行侵略而被我们战胜的一年，可以叫作我们战胜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并开始战胜邓尼金的一年。

我们十分清楚，向我们进攻的一切军事力量都是有一定的来历的。我们知道，是帝国主义者供给他们一切军需品和武器，帝国主义者已把他们的世界舰队的一部分拨给我们的敌人，并正在竭力援助和扶植俄国南方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力量。但是，我们很清楚，所有这些似乎是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国际帝国主义力量是不可靠的，对我们是不可怕的，它们内部已经腐烂，它们使我们愈战愈强，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战胜外来的敌人，并取得彻底的胜利。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同志要讲，我就不谈了。

我觉得，现在我们应当从两年英勇的建设中得出总的教训。

在我看来，苏维埃共和国两年建设的最重要的总结，对我们最为重要的东西，就是关于建设工人政权的教训。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不应当只是谈些同某一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有关的具体事实，这些事实你们大多数人根据亲身的体验都已经知道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应当回顾一下过去，从这种建设中得出总的教训，加以领会，并把它更广泛地灌输到劳动群众中去。这个教训就是：只有让工人参加国家的整个管理工作，我们才能在这样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坚持下去，只有走这条道路，我们才会取得完全的胜利。我们应当吸取的另一个教训，就是要正确地对待农民，正确地对待千百万农民群众，因为正是这样做，我们才顺利地克服了各种困难，也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如果你们回想一下过去，回想一下苏维埃政权采取的最初步骤，回想一下共和国所有管理部门（包括军事部门在内）的全部建设情况，你们就会看出，在两年前的10月里，工人阶级政权还只是处在开始阶段，国家政权机构实际上还不在我们手里。你们回顾一下过去的两年，就会同意我以下的看法：为了建立真正的国家政权机构，当然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部门清除那些在我们之前当过工人和劳动群众领导者的人，一步一步地夺取每一个阵地。

了解一下过去这一时期的发展情况对于我们特别重要，因为世界各国的这种发展道路都是一样的。工人和劳动群众起初并没有同他们的真正领导者齐步前进；现在无产阶级亲自掌握着管理国家的工作，掌握着政权，而领导他们的到处都是那些克服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旧偏见（代表这些旧偏见的在我国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整个欧洲是资产阶级政府的代表人物）的领袖。以前这是一种例外，现在已成了通例。在两年前的10月，俄国资产阶级政府——它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同他们的联盟——被推翻了，我们知道，那以后，我们为了开展工作对每一个管理部门进行了改造，使革命的工人这些真正的代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把政权建设切实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在两年前的10月发生的事情，当时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但是，我们知道，而且应当指出，这一工作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知道，旧的国家政权机构曾对我们进行反抗，官吏们起初企图拒绝进行管理工作，但这种最露骨的怠工在几星期内就被无产阶级政权粉碎了。无产阶级政权表明，拒绝工作对它不能产生丝毫影响；在我们粉碎了这种露骨的怠工以后，这些敌人又采取了别的手段。

当时，还往往发生这样的事：甚至在工人组织的领导中也有资产阶级的拥护者；我们必须干预这件事情，以便充分运用工人的力量。例如，在前一个时期，铁道管理机构和铁路部门的无产阶级是被那些不是按照无产阶级方式而是按照资产阶级方式进行管理的人领导的[109]。我们知道，在一切部门，只要我们能够铲除资产阶级，我们就这样做了，可是我们花了多么大的力气！我们一步一步地夺取每一个部门，提拔工人，任用那些通过艰苦训练学会管理国家政权的先进人物。站在旁边看，也许觉得做这些事情没有多大困难，但实际上只要仔细研究一下，你们就会看到，工人经历了各个斗争阶段，花了很多力气，才取得了自己的权利，他们如何从工人监督工业进到工人管理工业，在铁路方面如何从声名狼藉的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进到建立有效的机构。你们可以看到，工人阶级的代表渐渐进入了我们的一切组织，通过自己的活动加强了这些组织。例如，拿合作社来说，现在那里有大批的工人。我们知道，以前合作社几乎完全是由非工人阶级的分子组成的。因此在旧的合作社里，经常见到一些浸透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观点和利益的人。工人必须在这方面进行许多斗争，才能掌握权力，使合作社服从自己的利益，进行更有成效的工作。

我们在改造旧的国家机构方面进行了极重要的工作。虽然这项工作很艰巨，但我们在两年当中已经看到工人阶级努力的成果，我们可以说，在这方面已经有几千名工人代表经过了斗争的考验，他们一步一步地驱逐了资产阶级政权的代表。我们看到不仅在国家机构中有工人，而且在粮食工作中，在这个过去几乎完全由旧的资产阶级政府、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表把持的部门中，也有了工人的代表。工人建立了粮食机构。一年以前我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这个机构，一年以前工人代表在那里还只占30％，现在，在粮食机构内部工人代表已达到80％。我们可以用这些简单明了的数字说明国家的前进步伐。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在政治变革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果。

此外，工人一直在进行一项重要的工作，即造就无产阶级的领袖。千百万英勇的工人从我们当中涌现出来，奋勇反击白卫将军们。我们一步一步地从我们敌人那里把政权夺取过来。以前工人不十分善于做这件事情，现在我们则陆续地从我们敌人那里夺取一个又一个部门，任何困难也阻挡不住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正不顾一切困难，陆续地夺取一切部门，把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和吸引过来，让他们在各个地方，在每个管理部门，在每个小单位，从下到上亲自通过实际锻炼学习建设，亲自造就成千成万能够独立进行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各项工作的人才。

同志们！最近有一个特别出色的例子，说明我们的工作收到了怎样的成效。我们知道，星期六义务劳动在觉悟的工人当中已经广泛推行起来。我们知道，最受饥寒折磨的共产主义代表在后方所作的贡献并不亚于前方的红军。我们知道，在敌人进犯彼得格勒、邓尼金占领奥廖尔的紧要关头，在资产阶级欢欣鼓舞并使用他们最心爱的武器——扰乱人心的时刻，我们宣布了举行征收党员周。在这样的时刻，工人共产党员走到工人和劳动者（他们忍受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最沉重的压力并受到饥寒交迫的折磨，他们经受了巨大的艰难困苦，而扰乱人心的资产者主要也是想打他们的主意）那里，对他们说：“你们害怕挑不起工人政权的重担，害怕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威胁，你们看到我们的工作和困难；我们向你们号召，我们党的大门只对你们这些劳动人民敞开。在困难的时刻，我们指靠你们，号召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以便担负起建设国家的重任。”你们知道，无论从物质条件来说，或者从敌人在对外政策和军事方面的胜利来说，当时都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时刻。然而，你们知道，这一次征收党员周，仅在莫斯科一地就获得了空前的和出乎意料的巨大成就，接收了14000多名新党员。这就是这次征收党员周的收获，这次征收党员周正在使工人阶级的面貌发生根本的变化，通过工作实践把他们从资产阶级政权、剥削者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毫无作为毫无意志的工具培养成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真正创造者。我们知道，现在有成千成万工农青年后备军，他们看到过并且知道地主资产阶级社会过去的一切压迫，他们看到建设中的空前未有的困难，他们知道1917年和1918年第一批应征入伍的人员表现得多么英勇，我们的处境愈困难，他们就愈广泛愈奋不顾身地靠近我们。这些后备军使我们完全相信，我们在两年之内已经牢牢地站稳了脚跟，我们已经有了可以长期地更多地从中汲取力量的源泉，让劳动人民亲自担负起国家建设事业。在这方面，我们两年来已经取得在所有部门实行工人管理的经验，我们在这里可以大胆地毫不夸大地说，现在只要把已经开始的事业继续下去，事情一定会象过去两年一样取得进展，并且速度可以愈来愈快。

在另一领域，在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方面，我们遇到的困难大得多。两年前，即在1917年，当政权转到苏维埃手里的时候，这一关系还完全不清楚。当时农民已经全体起来反对地主，支持工人阶级，因为他们认为工人阶级能够实现农民群众的愿望，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工人战士，而不是同地主勾结起来出卖农民的人。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农民内部的斗争当时还没有展开。在第一年里，城市无产阶级在农村中还没有取得巩固的阵地。这在白卫分子的政权一度比较巩固的边疆地区看得特别清楚。在去年夏天，在1918年就是这样，那时白卫分子在乌拉尔很容易地取得了胜利。我们看到，无产阶级政权在农村中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从外面把无产阶级政权搬到农村是不够的。应该让农民根据自己的经验，通过自己的建设得出同样的结论，虽然这种工作无比困难，无比缓慢和艰巨，但成效也大得无比。这就是我们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第二年中的主要成就。

我不准备谈战胜高尔察克的军事意义，不过我要说一下，如果农民没有把资产阶级独裁者的政权和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加以比较，就不会有这一次的胜利。要知道，独裁者们是从联合内阁和立宪会议起家的，参加这个政权的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是我们在工作中随处可以碰到的过时人物，是我们必须加以改造的那些合作社、工会、教师组织以及其他许多机构的建立者。高尔察克是从同他们结成联盟起家的，他们认为克伦斯基的试验还不够。于是进行了第二次试验，要高尔察克使远离中央的边疆地区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我们没有能把革命给予俄罗斯农民的东西给予西伯利亚的农民。西伯利亚的农民没有得到地主的土地（那里本来没有地主土地），因此他们很容易相信白卫分子。协约国和战争中损失最少的一支帝国主义队伍——日本——已经把一切力量投入了这场斗争。我们知道，它们拿出了亿万卢布去帮助高尔察克，采取了一切办法去支持他。他那里什么东西没有呢？什么都有。有世界列强所有的一切，有农民，有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居住的广大地区。为什么这一切被粉碎了呢？因为工人、士兵和农民的经验又一次证明，布尔什维克对社会力量对比的判断和估计是正确的，他们说，要实现工农联盟是很困难的，但不管怎么说，它是唯一不可战胜的反对资本家的联盟。

同志们，如果这里说得上科学的话，那么这就是一门科学。这个经验是最难取得的经验，是一个十分周全十分可靠的建设共产主义的经验。只有在农民自觉地得出肯定的结论时，我们才能建成共产主义。只有同农民结成联盟，我们才能完成这一事业。根据高尔察克事件的经验，我们可以深信这一点。高尔察克事件是一个流血的经验，但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

你们很清楚，现在第二种灾难已经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你们知道，饥饿和寒冷极其严酷地侵袭着我们的国家。你们知道，有人把这归咎于共产主义，但你们也很清楚，这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我们看到，在每一个国家里，忍饥受寒的状况一天比一天严重，大家很快就会相信，俄国目前这种处境不是共产主义的后果，而是四年国际战争的后果。这次战争造成了我们现在所遭受的全部灾祸，造成了这种挨饿受冻的局面。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很快会摆脱这种境况。全部问题仅仅在于工人必须劳动，但不是为那些杀了四年人的人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现在到处都在同饥寒作斗争。一些最强大的国家现在也遭到这种灾难。

我们必须通过国家征收的办法向我国千百万农民收集粮食，但我们的做法不是象资本家那样，同投机者勾结在一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同工人站在一起，我们反对投机者。我们采取了说服的方法，我们到农民那里去，对他们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援助你们和工人。能把余粮按固定价格出售的农民是我们的战友。不肯这样做的农民是我们的敌人，是罪犯，是剥削者和投机者，我们同他们毫无关系。我们对农民进行了宣传，这种宣传使农民日益靠近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十分肯定的成绩。去年8—10月我们收购了3700万普特粮食，今年，根据没有经过特别仔细查对的材料，我们已收购了4500万普特粮食。你们可以看到，情况正在好转，虽然很慢，但确实在好转。即使邓尼金占领了我们的富饶地区，给我们造成了不利条件，我们仍然能按照国家价格执行我们的收购计划和分配计划。在这方面，我们的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现在我们面临着燃料恐慌的问题。我们的粮食问题已经不那样尖锐；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有了粮食，但我们没有燃料。邓尼金夺取了我们的产煤区。这个产煤区被夺取，给我们造成了空前的困难，因此，我们也要象解决粮食问题那样解决燃料问题。我们象以前一样向工人呼吁。以前我们改造了我们的粮食机构，这些机构在加强和调整之后做了十分明显的工作，取得了光辉的成绩。现在我们也象过去一样，每天在改善我们的燃料供应机构。我们对工人说明，危机是从哪里袭来的，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往哪里投放新的力量，我们深信，正象去年战胜了粮食困难一样，现在我们也一定会克服燃料问题上的困难。

请允许我暂且把我们的工作总结到这里。最后，我想只用几句话来说明我们的国际形势好转的情况。我们检查了我们所走的道路，结果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当我们在1917年取得政权的时候，我们是孤立的。当时各国都有人说，布尔什维主义不会流行起来。现在这些国家都已经有了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我们夺取政权后的第二年，在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建立半年后的今天，第三国际事实上已经成为各国工人运动中的最主要的力量。在这方面，我们所进行的试验迅速地产生了空前辉煌的效果。诚然，欧洲争取自由的运动和我国不同。但是，如果回忆一下两年来的斗争，你们就会看到，在乌克兰，甚至在俄国某些居民成分特殊的大俄罗斯地区，例如哥萨克地区、西伯利亚地区或者乌拉尔，争取胜利的运动也没有象俄国的中心彼得堡和莫斯科那样迅速展开，也没有走它们那样的道路。显然，欧洲的运动发展比较迟缓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那里必须克服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较大的压力。虽然如此，那里的运动也在不断前进，沿着布尔什维克指出的道路前进。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个运动正在展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代言人在给第三国际的代表让路。这些领袖垮台了，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高涨起来了。因此，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两年后的今天，我们根据事实完全有权利这样说：不仅在俄国范围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内，革命世界中的一切觉悟群众和革命群众都是拥护我们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熬过来了，任何困难对于我们都不可怕，我们一定能忍受这一切困难，也一定会战胜这一切困难。（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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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7卷


致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员同志们[110]


（1919年11月7—10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不用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身分，而用一个党员的身分给你们写这封信。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同土耳其斯坦各族人民建立正常的关系，现在对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对以前受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态度，对于全亚洲，对于世界上所有的殖民地，对于千千万万的人，都具有实际的意义。

我恳请你们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努力和土耳其斯坦各族人民建立同志的关系，以事实来作出榜样；用实际行动向他们证明我们真心想根除大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一切残余，以便同世界帝国主义及其领导者英帝国主义作忘我的斗争；要无限信任我们的土耳其斯坦委员会，要严格遵守该委员会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上述精神制定的指示。

如果你们能给我回信并把你们的态度告诉我，我是非常感激的。　　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载于1919年11月7—10日《土耳其斯坦共产党人报》、《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和《红色战线报》出版的《无产阶级时代一世纪的两年》纪念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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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致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员同志们》是列宁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派遣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前去土耳其斯坦而写的一封信。土耳其斯坦委员会是根据1919年10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成立的，由沙·祖·埃利亚瓦任主席，成员有格·伊·博基、菲·伊·戈洛晓金、瓦·弗·古比雪夫、扬·埃·鲁祖塔克和米·瓦·伏龙芝。委员会具有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的权力，其主要任务是加强土耳其斯坦各族人民同苏维埃俄国劳动人民的联盟，巩固苏维埃政权，纠正当地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和整顿党的工作。列宁的信于1920年1月在土耳其斯坦共产党第五次边疆区全党代表会议上讨论过。代表会议写信给列宁，表示土耳其斯坦的共产党员保证坚决纠正所犯的错误，并对土耳其斯坦委员会给予一致的支持。——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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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火灾保险局经费问题的决定

（1919年11月10日）

送人民银行预算局

决定

人民委员会1919年11月5日会议[111]决定：

从下半年的预算项目中预先拨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火灾保险局两亿卢布（200000000卢布）用于消防事业。

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火灾保险局按照一般预算手续列入自己的预算。

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为把火灾保险事业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一事同内务人民委员部在7日内达成协议。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9卷第212—213页

















[111]这里指的是1919年11月5日小人民委员会会议。——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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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统一林业机构问题的建议[112]


（1919年11月11日）

（1）各机构的相互监督

（2）尽快确定并划出作业区

（3）利用林业专家的劳动力

（4）加速和增加燃料供应的其他措施

（5）不需要合并吗？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9页

















[112]列宁的这些建议是在1919年11月11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会议讨论了关于统一林业机构的法令草案，未予通过，而成立了一个由森林总管理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列宁的建议交这个委员会加以执行。11月21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关于统一林业机构的法令，公布于11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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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燃料危机作斗争

给各级党组织的通告信[113]

（1919年11月8日和13日之间）

同志们！我们的党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它的任务是统一和领导工人阶级争取工农苏维埃政权胜利的斗争。两年来我们胜利地进行了这种斗争，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国家遭受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的破坏和国内外一切剥削者的反抗给我们造成的莫大困难，我们是用什么方法才克服的。

同志们！我们力量的主要源泉在于工人很自觉，很英勇，始终得到劳动农民的同情和支持。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把当前一切困难和任务直接告诉劳动群众；我们能向群众说明为什么一个时期要用全力抓苏维埃工作的某一方面；我们能发挥群众的热情、积极性和英勇精神，把鼓起的革命干劲集中用于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同志们！与燃科危机作斗争已成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了。我们正在消灭高尔察克，我们战胜了尤登尼奇，我们已顺利地对邓尼金展开攻势。我们大大改善了粮食收购和储藏的工作。但燃料危机有破坏全部苏维埃工作的危险：工人和职员因饥寒交迫而各奔东西，运粮的列车中途停驶，由于缺乏燃料而造成的真正灾难日益逼近。

燃料问题成了最中心的问题。必须消灭燃料危机，否则不仅粮食任务不能解决，军事任务和全国经济任务也都不能解决。

战胜燃料危机是可能的，因为我们虽然失去了顿巴斯的煤，而且不可能迅速增加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采煤量，但我们还有许多森林，我们可以采伐并且运出足够的木柴。

战胜燃料危机是可能的。现在要善于集中主要力量来对付我们目前主要的敌人——燃料不足。要善于唤起劳动群众的热情，要发挥革命积极性，以最快的速度大批开采并运送各种燃料，如煤、页岩和泥炭等等，而首先是木柴，木柴，木柴。

俄共中央相信，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既然两年来能以革命手段解决各种更困难的而不是更容易的任务，这一次也一定能解决这个任务。

俄共中央特向各级党组织提出下列办法：

1．所有党组织今后应当在党的会议上，首先是在党委会上，把燃料问题以及同燃料危机作斗争的问题列为一项经常的议题。为了消除燃料危机，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怎样加强这种工作？怎样使这种工作更有成效？希望各级党组织现在都来研究这些问题。

2．各省、市、县、乡执行委员会，总之，一切苏维埃领导机关，都应当这样做。党员应起带头作用，在全国范围内加强、统一和推动有关工作。

3．要在各地，主要是在农村进行极其广泛的鼓动工作，说明燃料问题对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在燃料问题上，要特别反对只顾地方利益、本位利益和一己私利的倾向。要向大家说明，不为全国需要而忘我地工作，便不能挽救苏维埃共和国，不能捍卫住工农政权。

4．对党的任务和苏维埃政权的委托、要求和任务实际完成情况应作极为认真的检查。应当吸收在最近一次征收党员周入党的全体新党员来检查全体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

5．应当最迅速最严格地实行全民劳动义务制，或者动员一定年龄的人去开采、运送煤和页岩，去砍伐木柴，把木柴运到铁路车站。规定劳动定额，而且无论如何要设法完成劳动定额。对于那些一再违背劝告、要求和命令而逃避工作的人，必须给予严厉的处分。任何宽容态度，任何软弱表现，都是对革命犯罪。

我们已经加强了军队纪律。现在我们应当加强劳动纪律。

6．应当更经常地、更积极地、更有系统地、更有组织地进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首先是利用这种劳动来解决燃料问题。党员在遵守劳动纪律和发挥劳动干劲方面应当走在大家的前面。应当真心诚意地执行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和其他中央机关以及地方苏维埃机关关于燃料问题的决议。

7．应派党的优秀工作人员去加强地方燃料机关。应按照这种目的来审查和适当改变力量的分配。

8．应该大力支持中央派出的同志，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大量青年人才来组织、安排和进行燃料工作。地方刊物要对这一工作给予更多的注意，认真提出一些工作确实做得很好的模范加以报道，发现哪一个地区、部门和机关落后、懈怠或无能就要坚决进行斗争。我们的报刊应当成为鞭策落后者的工具，成为教育人们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

9．粮食机关的最主要任务，应该是保证从事燃料工作的人马有粮食和饲料。要从各方面帮助这些机关，加强它们的工作，监督工作的执行情况。

10．在一切燃料机关（以及一切苏维埃机关）中，要力求使每个人各自负责一定的、明确而严格地划定的工作，或者一部分工作。集体讨论应当减少到必要的最底限度，要迅速而果断地解决问题，不得阻挠，决不能损害每个工作人员的责任心。

11．处理有关燃料问题的公文必须特别准确迅速。稍有迟误就应予以严办。向中央机关报告更应作出榜样。

12．全部燃料工作应当按军事方式进行，要象战争所要求的那样果敢、迅速、纪律严明。否则，就不能战胜、不能摆脱燃料恐慌。俄共中央相信，全体同志都会竭尽全力，非常积极、非常准确地执行这些指示。

为战胜燃料恐慌而斗争！






	　　俄共中央载于1919年11月13日《真理报》第254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305—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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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11月18日）

同志们！可惜我没能参加你们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114]。因此，我只能谈谈总的基本的看法，我相信你们能够逐步运用这些看法和我们政策的基本原则来解决你们面临的各项任务和实际问题。

在我国，农村工作问题现在仍然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因为在对无产阶级的工作方面，在团结无产阶级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两年中，共产党的政策不仅完全确定了下来，而且取得了十分牢靠的成果。起初，我们必须克服工人中间对于共同利益认识不足的现象，必须同个别的工团主义现象作斗争，当时某些工厂或某些工业部门的工人总是想把自己的利益、自己工厂的利益、自己那个产业的利益放在社会的利益之上。无论过去或现在，我们都必须同新的劳动组织方面纪律性不强的现象作斗争。我想，你们大家都还记得我们政策经历的几个大的阶段，那时我们把一批批的工人提拔到新的岗位上，使他们有可能了解我们面临的任务，了解整个国家管理机构。现在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活动的组织和共产党的整个政策，都已经有了完备的确定的形式，我相信我们现在走的是正确的道路，顺着这条道路前进是完全有保证的。

至于农村工作，这里的困难无疑是很大的，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115]上，我们把这个问题作为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充分地提出来了。我们在农村中的支柱，同城市中一样，只能是被剥削劳动群众，只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饱受地主和资本家压迫的人。当然，从工人夺得政权而使农民能够一下子扫除地主权力的时候起，他们就消灭了私有制，着手分土地，实现了最大的平等，从而大大改进了土地的经营，使它达到中等以上的水平。但是，我们显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在个体经济下，要保证每个农民有足够数量的种子、牲畜和工具，就需要大量的物资。此外，即使我们的工业在发展农业机器的生产上取得非凡的成绩，即使我们的愿望都能实现，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也不难了解，使每个小农都得到足够的生产资料是不可能的，也是极不合理的，因为这意味着极端的分散；只有依靠共同的、劳动组合的、共耕的劳动才能走出帝国主义战争把我们驱入的绝境。

农民群众就其经济地位的实质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受压迫最深的，但又最不容易相信有急剧转折和转变的可能性。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给他们的经验，使他们对自己争得的东西特别小心。每个农民都知道，他所得到的成果还没有最后巩固起来，他的敌人——地主还没有消灭，不过是潜伏起来，在等待他的朋友国际资本强盗的援助。虽然国际资本在一天天衰弱下去，国际形势近来又大大好转，但只要清醒地考虑一下整个情况，我们就应当说，国际资本无疑地还比我们强。它已经不能直接进攻我们，因为它的翅膀已被砍掉。就在最近，这些老爷在欧洲资产阶级报刊上开始这样说了：“也许会在俄国陷进去，不如同它讲和吧。”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痛了敌人，他就来讲和。我们不止一次地向欧洲帝国主义老爷们说过我们同意媾和，但是，他们却幻想奴役俄国。现在他们懂得他们的幻想确实是无法实现的了。

现在国际上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还比我们强。农民也看得很清楚，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历次叛乱都是用欧美帝国主义者的钱搞起来的。农民群众也十分懂得，只要稍微软弱一点，就会遭到什么后果。只要好好地想一想地主资本家政权怎样威胁着他们，他们就会极忠实地拥护苏维埃政权了。苏维埃政权正一个月比一个月巩固，从前辛苦劳动、遭受剥削、饱尝地主资本家压迫之苦的农民的觉悟，也一个月比一个月提高。

富农当然是另一种情况，他们自己雇佣工人，放债生利，靠别人的劳动发财致富。他们大多数站在资本家方面，对已经发生的变革不满。因此，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我们还得对这部分农民进行长期而顽强的斗争。可是，在受尽地主和资本家压迫的农民和自己剥削别人的农民之间，还有中农群众。我们的最困难的任务就在这里。社会主义者总是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就会提出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工人阶级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期望共产党员同志细心地、自觉地好好对待这一复杂而困难的任务，不要企图一下子就解决问题。

中农无疑是习惯于个体经营的。他们是私有者农民，虽然他们已经失去土地，虽然土地私有制已经消灭，但他们仍然是私有者，主要因为这部分农民还有粮食。中农生产的粮食超过自己的需要，因此，他们有余粮，成了挨饿的工人的剥削者。基本的任务和基本的矛盾就在这里。作为劳动者的农民，靠自己的劳动过活，受过资本主义压迫，他们是站在工人方面的。但是作为握有余粮的私有者的农民，他们是习惯于把余粮看作可以自由出卖的私产的。在饥饿的国家里出卖余粮，这就成了投机者，成了剥削者，因为挨饿的人要拿出他所有的一切来购买粮食。这里就展开了最艰巨的斗争，这个斗争要求我们大家，苏维埃政权的代表，特别是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非常细心非常审慎地对待问题，处理问题。

我们经常说，我们不想强迫中农接受社会主义，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也完全肯定这一点。选举加里宁同志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就是出于如下的考虑：我们应当使苏维埃政权直接与农民接近。由于加里宁同志，农村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农民无疑地有可能去同苏维埃政权发生更直接的关系，去找代表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权力的加里宁同志。因此，我们对中农说：“根本谈不上什么强迫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应当使他们理解这一点，应当善于用农民最容易懂的语言说明这一点。这里只能用实例，只能用公共经济办得很成功的例子。而为了提供劳动组合的、共耕的劳动实例，我们自己必须首先把这种经济组织得很成功。近两年来，建立农业公社和劳动组合的工作有很大的进展。但是冷静地观察一下事实，我们应当说，去建立公社、去从事农业的许多同志，对于农民生活经济条件的知识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纠正由于急躁冒进、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对而造成的大量错误。以前的剥削者即过去的地主也往往钻进国营农场。他们的权力在当地被推翻了，但他们本人并没有消灭。应当把他们从那里赶走，或者把他们置于无产阶级的监督之下。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都面临着这个任务。你们已听说红军获得了许多辉煌的胜利。红军中有几万名旧时的上校和其他军官。如果不任用他们，不迫使他们为我们服务，我们就不能建立起军队。尽管有一些军事专家叛变，我们仍然打垮了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在红军中有共产党支部，它们起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人数不多的军官被这种环境所包围，受到共产党员的巨大压力，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就逃不出我们用来包围他们的共产主义组织和宣传网。

没有丰富的知识、技术和文化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而这些东西都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手中。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不同情苏维埃政权的。但是，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应当使他们感到周围的同志式的关系和共产主义的工作精神，要做到让他们同工农政权一起前进。

农民中间常常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和愤慨，甚至完全否定国营农场，不要国营农场，说那里都是些旧的剥削者。我们说：不对，假若你们自己不会按新的方式经营农场，那就得使用旧的专家，不然就不能摆脱贫困。他们中间如果有人违犯苏维埃政权的法令，我们就要象在红军中那样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抓起来；这个斗争还在继续，而且是一个无情的斗争。但是，我们可以迫使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按我们的方式工作。

这个任务是困难而复杂的，一下子是不能解决的。这里需要自觉地遵守工作纪律，需要同农民接近；必须向他们表明，我们知道国营农场中一切违法乱纪的情形，但是，我们说，应当使科学技术人才为公共经济服务，因为靠小农经济是摆脱不了贫困的。而且我们也要象在红军中那样行动：我们被打败100次，但在第101次我们会战胜所有的人。为此就须要同心协力、步调一致地进行农村工作，象在红军中、在其他经济部门中那样一丝不苟地进行工作。我们将慢慢地坚持不渝地向农民证明公共经济的优越性。

这就是我们在国营农场应当进行的斗争，这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困难，这就是真正地最终地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办法。只要多数中农看到，他们不同工人结成联盟就是帮助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只要多数中农看到，世界上跟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在一起的只有那些仇视苏维埃俄国并将在多年内一再企图恢复自己权力的资本家，——只要他们看到这一切，那么，连他们中间最落后的人都会明白：或者是同革命工人结成联盟走向完全的解放，或者是稍微有些动摇而使我们的敌人、昔日的剥削者资本家占上风。战胜邓尼金还不是最后消灭资本家。我们大家应当懂得这一点。我们深深知道，他们还会一次一次地来试图扼杀苏维埃俄国的。因此，农民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应当帮助工人，不然最小的动摇也会使地主和资本家取得胜利。让农民懂得这个道理，是我们首要的基本的任务。靠自己劳动过活的农民是苏维埃政权忠实的同盟者，工人对这样的农民是平等看待的，工人政权为了他们将做它所能做到的一切，工农政权将不惜任何牺牲来满足这种农民的需要。

但是，因有余粮而进行剥削的农民却是我们的敌人。国家的义务是必须满足挨饿的本国的基本需要。但农民远非全都懂得自由买卖粮食就是对国家犯罪。农民按习惯照例这样说：“粮食是我生产的，这是我自己的产品，我就有权利出卖。”而我们说，这是对国家犯罪。自由买卖粮食就是利用粮食发财致富，也就是回到旧的资本主义去，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在这里我们无论如何要进行斗争。

在过渡时期，我们实行国家收购制和余粮收集制。我们知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贫困和饥饿。极大多数工人由于粮食分配不当而过着困苦的日子，要使分配得当，就需要农民严格地、诚实地、无条件地执行国家的余粮收集制。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不会作任何让步。这不是工人政权同农民斗争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存亡的问题，是苏维埃政权存亡的问题。我们现在不能给农民商品，因为没有燃料，铁路中断。首先要使农民不是按黑市价格而是按固定价格贷给工人粮食，使工人能够恢复生产。如果是某个工人在身边快要饿死了，那每个农民都会同意这样做的。但是几百万工人在挨饿，他们就想不通了，投机的旧习惯就占上风了。

同这些习惯作长期而顽强的斗争，进行宣传鼓动和解释工作，检查做过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对农民的政策。

尽力支持劳动农民，平等地对待他们，丝毫不用强力逼迫他们，——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就是不断地同投机倒把、破坏经济的现象作斗争。

我们开始建立红军的时候，红军是一些分散的单独的游击小组。由于缺乏纪律和团结，付出过很多不必要的牺牲，但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在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了百万红军。既然我们能够在短短的两年内，在艰难困苦而危险的军事方面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更有信心在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获得同样的成就。

我相信，我们也一定会解决这个极困难的任务——工人正确地对待农民、实行正确的粮食政策的任务，我们在这方面也一定会取得象在前线取得的那种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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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7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收购马铃薯的决定草案[116]


（1919年11月18日）

以粮食人民委员部的草案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草案的第4条作为基础。[117]

建立一个委员会来详细制定整个草案，既要十分准确地划定一些地区（在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条文中），又要十分准确地拟订若干具体措施，如加强一些收购点的征粮军，吸收工人参加工作，必须而且可能提供一定数量的酒精和淀粉等等。

由委员会用准确的文字说明粮食人民委员部对完成各项紧急措施和以革命办法贯彻这些措施所应负的责任，以便在人民委员会今后的政策中考虑到这一责任。

委员会成员为舍印曼（＋2名粮食人民委员部的代表）

　　　　　　李可夫

　　　　　　施米特

　　　　　　加米涅夫

　　　　　　阿瓦涅索夫（或全俄肃反委员会代表）

　　　　　　马尔柯夫

给委员会两天时间，星期五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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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919年11月15日，人民委员会会议审议了关于改进马铃薯收购工作的措施问题，当即成立了由亚·李·舍印曼、弗·巴·米柳亭等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并责成该委员会在三天内拟出改进收购马铃薯并运抵莫斯科的紧急措施。这里收载的决议草案是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11月18日会议讨论舍印曼关于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时通过的。——312。



[117]人民委员会在讨论粮食人民委员部草案的同时，还讨论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同一问题的草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草案第4条说：“准许淀粉糖浆工厂与农民签订马铃薯供应合同，每加工一普特马铃薯，可付给农民一俄磅淀粉糖浆类产品。”——312。



[118]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收购马铃薯的法令草案，由人民委员会在星期六，即1919年11月22日的会议上作了一些修改，并予以批准。——313。





《列宁全集》第37卷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19]


（1919年11月22日）

同志们！能够向代表东部各穆斯林民族共产党组织的党员同志的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并就俄国和全世界当前局势问题讲几句话，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的报告的题目是目前形势问题。我觉得目前在这方面具有最重大意义的，是东部各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和这些民族中间的革命运动。显然，东部各民族的革命运动，目前只有和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直接联系起来，才能顺利地发展，才能有所成就。由于种种原因，如由于俄国落后和幅员广大，由于它地跨欧亚两洲，位于东西方之间，我们不得不肩负起全部重担（我们认为这是极大的光荣），充当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因此，最近将来事态发展的整个进程将预示一场更广泛更顽强的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这个进程必然会同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德、法、英、美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的斗争联系起来。

讲到军事方面，你们知道，现在我们各条战线上的情况都很顺利。我不准备详细谈这个问题，我只想说明，国际帝国主义以暴力强加给我们的国内战争，两年来使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遭受了无穷的苦难，使农民和工人担负了往往是他们担负不了的重担。但是，这次战争也创造了奇迹：早在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以前就掠夺我们而现在已经成为野兽的所谓我国“盟友”的暴行和残酷进攻，使疲于作战、似乎无法再经受一次战争的人们变成了战士，使他们在两年中间不仅经受住了战争，而且即将胜利地结束这次战争。我们现在对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的胜利，说明世界帝国主义抗拒各国和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的历史已进入了新的阶段。从这方面说来，两年来我们的国内战争不仅仅完全证实了历史早已作出的结论，即战争的性质及其胜利主要取决于参战国的国内制度，战争是该国战前所推行的国内政治的反映。所有这一切必然都对战争的进行起着作用。

进行战争和继续战争的是哪个阶级，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正因为我们的国内战争是解放了的工人和农民进行的，是劳动人民为摆脱本国和全世界资本家压迫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继续，所以在俄国这样一个受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折磨的落后国家里，人们才能有坚强的意志，才能在难以想象的无比艰难困苦的两年中把战争坚持下来。

国内战争的历史通过高尔察克的实例特别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高尔察克有世界所有最强大的国家的援助，有十万外国军队（其中包括国际帝国主义者最精良的军队，如原准备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后来几乎没有参加、因而很少受到损失的日本军队）护卫下的铁路线，可以依靠那些生活最富裕、从来没有尝过农奴制的滋味、因而自然比任何人都更远离共产主义的西伯利亚农民，——象高尔察克这样的一个敌人，看起来似乎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因为他的军队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先头部队，而且直到今天，在西伯利亚还有日本、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在活动。高尔察克在自然资源极其富饶的西伯利亚统治了一年多，起初还受到第二国际各社会党的支持，受到建立立宪会议委员会[120]阵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从庸人和一般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他的统治似乎是稳固的、不可战胜的，可是实践表明，他愈深入俄国腹地，他的力量就愈枯竭，最后，我们看到苏维埃俄国彻底战胜了高尔察克。毫无疑义，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实践的证明，摆脱了资本家压迫的工人和农民团结一致的力量，能够创造出真正的奇迹。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实践的证明：革命战争如果真正吸引被压迫劳动群众参加并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使这些群众意识到自己是在同剥削者作斗争，那么，这种革命战争就会唤起创造奇迹的毅力和才能。

我想，红军所做的一切，它所进行的斗争和它取得胜利的历史，对东部各族人民会有巨大的世界意义。它将向东部各族人民表明：尽管这些民族非常弱小，尽管欧洲那些压迫民族在斗争中采用了种种奇迹般的技术装备和军事艺术，似乎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是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如能真正唤醒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就会显示巨大的潜力，创造奇迹，使东部各族人民现在完全可以实现解放，无论从国际革命的远景来看，从苏维埃共和国遭受了所有帝国主义强国军事侵犯以后在亚洲即在西伯利亚直接作战的经验来看，都是如此。

此外，俄国国内战争的这个经验还向我们和各国共产党人表明，在国内战争的烈火中，随着革命热情的高涨，国家内部也在大大地巩固起来。战争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战争使工人农民挨饿受冻，吃尽苦头。但是，在取得两年战争的经验后，我们终究可以根据这个经验说，我们正在胜利，并且将来还会胜利，因为我们有后方，有巩固的后方，因为农民和工人虽然饥寒交迫，但却是团结的，坚强的，每一个沉重打击都使他们更紧密地联合起来，更努力地增强经济实力。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战胜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他们的同盟者——世界上的头等强国。过去的两年向我们表明：一方面，革命战争能够继续发展；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已经在外敌侵犯的沉重打击下巩固起来。外敌侵犯的目的是要迅速摧毁革命发源地，摧毁敢于向国际帝国主义宣战的工农共和国。但是，他们并没有能摧毁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反而使俄国工人和农民受到了一次锻炼。

这就是目前形势的主要总结和主要内容。我们就要彻底战胜我们领土上的最后一个敌人邓尼金了。我们感觉得到自己是强大的。我们可以千百次地重复说，我们的话没有错：共和国的内部建设已经巩固；我们结束对邓尼金的战争以后，一定能比过去强壮许多倍，并且能更有准备地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任务。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还只能用极少的时间和力量去从事建设，现在，我们走上了自由的道路，一定能拿出全部力量来从事建设了。

我们看到西欧帝国主义正在瓦解。你们知道，一年以前，甚至德国社会党人也同极大多数不了解形势的社会党人一样，以为世界帝国主义两大集团之间在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构成了全部历史，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力量还能有所作为。他们觉得，甚至社会党人也只能投靠某一个强大的世界强盗集团，没有其他的选择。1918年10月底的时候，似乎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以后的一年当中，世界历史上发生了一些空前未有的现象，广泛而深刻的现象，使很多社会党人擦亮了眼睛，这些人在帝国主义大战期间曾经是爱国主义者，而且曾经借口大敌当前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还为自己联合英法帝国主义者的行为辩解，说这些帝国主义者能使人们摆脱德帝国主义的压迫。看吧，这场战争破除了多少幻想！我们看到，德帝国主义的瓦解不仅引起了共和革命，而且引起了社会主义革命。你们知道，目前德国的阶级斗争更尖锐了，国内战争，即德国无产阶级反对那些涂上了一层共和派色彩但依然代表帝国主义的德帝国主义者的斗争，日益逼近了。

大家知道，社会革命现时在西欧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成熟起来。美国和英国的情形也如此。这些国家似乎是文化和文明的代表，是德帝国主义生番的征服者，可是一看到凡尔赛和约，大家都认为，这个和约的掠夺性比德国掠夺者强迫我们接受的布列斯特和约还要厉害一百倍，但凡尔赛和约只能是对这些倒霉的战胜国的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自己的最沉重的打击。凡尔赛和约使各战胜国民族擦亮了眼睛，并且证明英法等国并不是文化和文明的代表，而是一些号称民主实则由帝国主义强盗操纵的国家。这些强盗之间的内部斗争发展得异常迅速，这使我们十分高兴，因为我们知道凡尔赛和约不过是高唱凯歌的帝国主义者的表面胜利，实质上它意味着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崩溃，意味着劳动群众断然离开那些在战争时期同腐朽的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并维护着一个参战强盗集团的社会党人。劳动人民的眼睛已经擦亮了，因为凡尔赛和约是掠夺性的和约，它表明，英法两国同德国作战，实际上是为了巩固自己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加强本国帝国主义的实力。这种内部斗争愈往后就会愈扩大。今天我看到11月21日从伦敦发出的一则无线电讯，美国记者（这些人是不可能有同情革命者的嫌疑的）在电讯中写道，法国出现空前的反美情绪，因为美国人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

英国和法国是胜利了，但它们欠下了美国很多的债。不管法国人和英国人怎样以战胜者自居，美国还是决定要榨取他们的脂膏，要为美国在战时提供的援助取得超额利息，而此刻正在建设并在规模上日益超过英国的美国舰队，势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保证。掠夺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表现极其粗野，这从以下这件事可以看出：美国的经纪人收买妇女和姑娘这种活商品，把她们运到美国去卖淫。自由文明的美国竟以活商品供给妓院！在波兰和比利时，经常发生同美国经纪人发生冲突的事情。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它说明在每一个得到过协约国援助的小国里都大量发生着类似的事情。就拿波兰来说吧。你们可以看到，虽然它自夸现在是一个独立强国，但美国的经纪人和投机商人却纷纷去到那里，要收买波兰的所有财富。美国经纪人正在把波兰全部买下来。那里没有一个工厂、没有一个工业部门不在美国人的掌握之中。美国已蛮横到如此地步，竟奴役起“伟大自由的胜利者”法国来了。法国过去是一个放高利贷的国家，现在却完全成了美国的债务国，因为法国已毫无经济实力，粮食和煤炭都不能自给，不能大规模发展自己的物质力量，而美国又一定要它交纳全部贡款。因此，法国、英国和其他强国的经济破产愈往后就愈明显。法国大选的结果是教权派占了上风。法国人民过去受了骗，为了所谓自由民主拿出了全部力量去跟德国打仗，现在得到的报酬却是无穷的债务、凶残的美帝国主义者的嘲弄，以及代表最野蛮的反动势力的教权派在大选中的获得多数。

世界局势已变得无比的错综复杂。我们打垮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这些国际资本的走狗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取得的胜利还要巨大得多，虽然这个胜利并不十分明显。这个胜利就是：帝国主义内部在瓦解，它不能派军队来攻打我们了。协约国作过出兵的尝试，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因为协约国军队一碰到我们的军队，一读到译成他们本国文字的俄罗斯苏维埃宪法，就瓦解了。不管腐朽的社会主义的首领们有多大影响，我们的宪法总是不断博得劳动群众的同情。“苏维埃”这个词现在已为大家所理解，苏维埃宪法已经译成各国文字，每个工人都读到了。工人知道，这是劳动者的宪法，这是号召大家去战胜国际资本的劳动者的政治制度。工人知道，这是我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的斗争的成果。我们这个胜利已经影响了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因为我们已把它们的军队夺过来了，争取过来了，它们再不能派这些军队来进攻苏维埃俄国了。

它们曾试用外国军队，即试用芬兰、波兰和拉脱维亚的军队来作战，但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几星期以前，英国大臣邱吉尔在议院的演说中夸口说（他的话已电告全世界）：已经组织了14个国家对苏维埃俄国进行讨伐，新年到来之前就能战胜俄国。确实，参加讨伐的国家是不少，有芬兰、乌克兰、波兰、格鲁吉亚、捷克斯洛伐克，还有日本人、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但是我们知道讨伐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我们知道，爱沙尼亚人已离开了尤登尼奇的军队，由于爱沙尼亚人不肯帮助尤登尼奇，现在各家报纸正在进行着激烈的论战；芬兰也没有帮助尤登尼奇，虽然芬兰的资产阶级是很想这样做的。这样，第二次进攻我们的尝试也失败了。在第一个阶段，协约国派出了它的装备精良的军队，看起来他们会战胜苏维埃共和国。然而，他们却退出了高加索、阿尔汉格尔斯克、克里木，现在他们虽然还留在摩尔曼，但是同捷克斯洛伐克军还留在西伯利亚一样，也已经象是残存的孤岛了。想用自己的军队来战胜我们的第一次尝试以我们取得胜利而告终。第二次尝试是命令跟我们毗邻而在财政上完全依赖协约国的那些国家来攻打我们，迫使它们来扼杀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发源地。然而这一次尝试也失败了，原来这些小国哪个也没有能力来打这样的仗。更糟糕的是，每一个小国都对协约国有很深的仇恨。芬兰没有在尤登尼奇占领红谢洛的时候夺取彼得格勒，就是因为它拿不定主意，它看出它跟苏维埃俄国为邻还能够独立生存，而同协约国就不可能和平相处。所有的小国都有过这种情形。芬兰、立陶宛、爱斯兰和波兰现在就是这样。这些国家虽然盛行着彻头彻尾的沙文主义，但都仇恨协约国在它们那里盘剥它们。现在，我们根据对事态发展的准确估计，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反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战争，不仅第一阶段已经破产，而且第二阶段也破产了。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去战胜已被打垮一半的邓尼金的军队。

我要在报告中简要说明的目前国内外的形势就是如此。最后，请允许我谈谈东部各民族目前的情况。你们是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和共产党的代表。我要指出，如果说俄国布尔什维克能够在旧帝国主义中打开一个缺口，担负起异常艰难但又异常崇高的开辟革命新道路的任务，那么，你们这些东部劳动群众的代表今后要担负的就将是更伟大更新的任务。十分明显，全世界行将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决不限于每一国无产阶级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如果各国革命进行得很顺利，很迅速，这也许是可能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让我们这样做的，世界各国都已武装起来对付本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一心在想怎样战胜自己家里的布尔什维主义。因此，每一个国家都酝酿着国内战争，而老社会党人妥协分子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参加这个战争的。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我们党今年3月通过的纲领里面，我们在说明世界社会革命日益接近的时候说，各先进国家的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国内战争正开始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结合起来。这一点正由革命进程所证实，并且今后会得到更多的证实。东方的情形也会是如此。

我们知道，东方的人民群众将作为独立的斗争参加者和新生活的创造者起来奋斗，因为东方亿万人民都是一些不独立的、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至今仍是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客体，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当肥料。我们非常了解，所谓分配殖民地的统治权，就是分配掠夺和抢劫权，就是分配地球上一小撮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权。地球上的大多数人过去完全处于历史的进步之外，因为当时他们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但是在20世纪初，他们已不再扮演这种消极的角色了。我们知道，1905年以后，土耳其、波斯、中国相继发生了革命，印度也展开了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战争也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因为由殖民地人民组成的整团整团的军队被卷入了欧洲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帝国主义战争也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英国和法国武装了殖民地人民，帮助他们熟悉了军事技术装备和革新的机械。他们将利用学到的本事去反对帝国主义老爷们。继东方觉醒时期之后，在当代革命中，东方各民族为了不再仅仅充当别人发财的对象而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时期到来了。东方各民族正在纷纷觉醒，采取实际行动，使每一个民族都参与决定全人类命运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今后在世界革命发展史中（从这个革命开始时的情况看来，它还要继续很多年，需要人们做很多工作），在革命斗争中，在革命运动中，你们将要发挥重大的作用，将要把你们的斗争和我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汇合起来。你们参加国际革命，就要担负起一个艰巨复杂的任务，解决了这个任务就会为总的胜利打下基础，因为在这里，人口中的多数是第一次进行独立的运动，他们将成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积极因素。

东方大多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还要坏。我们已经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把俄国农民和工人联合起来了，我们的斗争所以进行得很顺利，正是因为工人和农民是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和封建主义的。在这方面，同东部各族人民的联系特别重要，因为东部人民大多数是典型的劳动群众，他们不是受过资本主义工厂锻炼的工人，而是典型的被剥削劳动农民群众，即遭受中世纪制度压迫的劳动农民群众。俄国革命已经表明，战胜了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把千百万涣散的劳动农民群众团结起来以后，就胜利地进行了反对中世纪制度压迫的斗争。现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要把觉醒的东部各族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共同去进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

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因为一些还没有参加过斗争的群众正被卷到斗争中来，另一方面，由于东部组织了共产党支部，你们就能够同第三国际保持最紧密的联系。你们必须找到特殊的形式，把全世界先进无产者同东部那些往往处在中世纪生活条件下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我们在小范围内即在我们国家内实现了的任务，你们将在大范围内即在一些大的国家内予以实现。这第二个任务，我希望你们能够胜利完成。由于东部已经有了共产党组织——你们就是这些组织的代表——你们就与先进的革命无产阶级有了联系。你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关心怎样在每一个国家内用人民懂得的语言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不言而喻，能够获得最终胜利的，只有全世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我们俄国人开创的事业，将由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阶级来巩固；但是我们看到，没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他们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我们应当懂得，单靠一支先锋队还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激发劳动群众从事独立活动和把自己组织起来的革命积极性（不管他们的水平如何）；把指导较先进国家的共产党人的真正的共产主义学说译成各民族的文字；实现那些必须立刻实现的实际任务，同其他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斗争。

任务就是这些，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但是在俄国所开始的共同斗争中却能够找到。你们应当提出这种任务，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种任务。对你们会有帮助的，一方面是同其他国家的全体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结成紧密的联盟，另一方面是善于正确对待你们在这里所代表的东部各民族。你们不得不立足于正在这些民族中间产生出来并且必然要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同时你们应当去联系每一个国家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用他们懂得的语言告诉他们，获得解放的唯一希望是国际革命的胜利，国际无产阶级是东方各民族亿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同盟者。

这就是摆在你们面前的极其巨大的任务。由于革命时代的来临和革命运动的发展（这是不容置疑的），东部各共产党组织只要能共同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地解决这个任务，并彻底战胜国际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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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这是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



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由俄共（布）中央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局召开，于1919年11月22日—12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7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曾由列宁主持召开了有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一部分代表参加的预备会议。代表大会听取了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局的工作报告，各地的报告，中央穆斯林军事委员会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中央穆斯林委员部的报告，以及关于国家组织问题和党的问题、关于东部妇女工作、青年工作等小组的报告、并讨论了鞑靼—巴什基尔问题。代表大会规定了东部党的工作和苏维埃工作的任务，选出了俄共（布）中央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局。——314。



[120]立宪会议委员会是社会革命党人组织的反革命政府，1918年6月8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占领的萨马拉成立。委员会自封为立宪会议召开前的“临时政权”。委员会最初由5名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代表组成，弗·卡·沃尔斯基为主席；以后不断补充，到9月底增至96名。立宪会议委员会宣布“恢复民主自由”，建立所谓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成立“国民军”，同时废除苏维埃政权法令，将已经收归国有的企业归还原主，并在实际上让地主夺取已归农民的土地。1918年6—8月，立宪会议委员会的统治曾扩大到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喀山、乌法各省和萨拉托夫省的部分地区。9月，“国民军”在红军打击下节节败退，放弃了大部分地盘。1918年9月乌法执政府成立后，立宪会议委员会改名为“立宪会议代表大会”，它的行政机关“部长会议”则成为乌法地区政府。11月19日，在亚·瓦·高尔察克发动政变后，“立宪会议代表大会”成员被逮捕；虽经捷克斯洛伐克军交涉获释，但12月3日再度被捕，一部分人并被白卫军枪决于鄂木斯克。1918年12月，“代表大会”和“部长会议”均被撤销。——316。





《列宁全集》第37卷


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草案

中央的决定（1919年11月29日）


特急
 。

委托 
契切林

 草拟准备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的有关媾和问题的简短报告的详细提纲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声明。[121]声明中应该直接提出媾和与和谈建议，但不提及条件（提出的方案要重申过去一切有关媾和的建议，但又不要把我们束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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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听取了格·瓦·契切林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并通过了列宁拟订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草案。列宁在向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作的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结尾宣读了上述决议草案（见本卷第394—395页）。决议经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作为向协约国各国提出的媾和建议（参看注136）。——326。





《列宁全集》第37卷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的决定草案[122]


（1919年11月29日）

（1）不要让全体人民委员（包括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副人民委员都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2）在其余成员中应减少“知识分子”和中央机关的苏维埃职员的人数。

（3）大量增加同非党工农群众有非常密切联系的工人和劳动农民的人数。

（4）要同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123]完全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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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这个文件是1919年11月29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问题的决定的基础。当时，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将由大会改选。——327。



[123]指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决议中关于苏维埃建设的部分写道：“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应予改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主要应当选自在农民和工人中进行经常工作的地方工作人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569页）。——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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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决议[124]


（1919年11月29日）

关于如何对待从邓尼金匪帮暂时占领下解放出来的乌克兰劳动人民的问题，俄共中央特作决定如下：

1．中央委员会始终不渝地贯彻民族自决的原则，认为必须重申，俄国共产党主张承认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独立。

2．俄国共产党认为，各苏维埃共和国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凶恶势力的斗争中必须结成最紧密的联盟，这对每一个共产党员和觉悟工人来说是毫无疑义的，但它主张，这种联盟的形式最后应由乌克兰的工人和劳动农民自己决定。

3．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9年6月1日的决议和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1919年5月18日的决议[125]（决议随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现时的关系为联邦关系。

4．鉴于乌克兰的文化（语言、学校等）多少世纪以来一直遭受俄罗斯沙皇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摧残，俄共中央特责成全体党员用各种办法帮助铲除妨碍乌克兰语言和文化自由发展的一切障碍。长期遭受压迫使乌克兰落后群众具有民族主义倾向，因此，俄国共产党党员必须极其耐心、极其慎重地对待他们，必须用同志的态度向他们说明乌克兰和俄罗斯劳动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乌克兰地区的俄国共产党党员，应当切实保证劳动群众在学校和一切苏维埃机关中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应当坚决反对人为地把乌克兰语排挤到次要地位的做法，相反，应当努力把乌克兰语变成对劳动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具。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使一切苏维埃机关都有足够数量会乌克兰语的工作人员，使将来的一切工作人员都会使用乌克兰语。

5．必须使苏维埃机关同乌克兰土著农民保持紧密的联系，为此规定：革命委员会[126]和苏维埃即使在刚成立、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应当保证劳动农民的代表在这些机关里占多数，并且要保证贫苦农民代表能起决定作用。

6．鉴于农民在人口中所占的多数，在乌克兰比在俄罗斯还大，所以乌克兰苏维埃政权不仅应当争取贫苦农民的信任，并且应当争取在根本利益上同苏维埃政权休戚相关的广大中农阶层的信任。特别是，在坚持粮食政策基本原则（国家按固定价格收购粮食，实行强制性的余粮收集制）时，必须注意使工作方法适合于乌克兰农村的情况。

乌克兰粮食政策方面的当前任务，是根据严格限制的数量，即根据乌克兰贫苦农民、工人和红军所必需的供应量征收余粮。在征收余粮时，应特别注意中农的利益，对他们应同富农分子有严格的区别。必须用事实向乌克兰农民揭露所谓苏维埃俄国要榨取乌克兰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的反革命蛊惑宣传。

中央政权的代表、党的一切工作者和指导员等等有责任广泛吸收贫苦农民和中农参加各方面的管理工作。

为建立真正劳动者的政权这同一目的，应立即采取措施，使那些根本不了解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情况并常常利用共产主义旗帜作掩护的乌克兰小市民不致充斥苏维埃机关。

在允许这些人加入党的队伍和参加苏维埃机关工作以前，应当审查他们的工作能力，审查他们在工作中，首先是在前线，在作战部队中是否忠于劳动者的利益。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条件下，这些人都应当受到无产阶级的严格的阶级监督。

经验证明，在贫苦农民还没有组织起来的情况下，乌克兰农村居民手中的大量武器必然集中在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手中，从而导致富农匪帮事实上的统治，而不是劳动者的专政。因此，乌克兰苏维埃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收集全部武器，把它们集中到工农红军手中。

7．在实行土地政策时，应当特别照顾贫苦农民和中农的经济利益。

在乌克兰，土地政策的任务应当是：

（1）完全废除邓尼金所恢复的地主土地占有制，把土地交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2）建立国营农场要考虑到周围农民的切身利益，在规模上要严格加以控制。

（3）在把农民联合成公社或劳动组合等方面，必须严格贯彻党的政策，不许有任何强迫行为，要完全让农民自己自由决定，有一点点强迫都要受到严厉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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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7卷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铁路运输管理的法令草案的补充[127]


（1919年12月2日）

人民委员会责成教育人民委员部在一周内，就工人和工人组织，特别是工会参加铁路管理以及工人学习管理等问题，拟订一项详细的法令（或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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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这一文件是列宁在人民委员会1919年12月2日会议讨论《关于改善铁路运输搞好军运的法令》的草案时提出的，并写入了该法令的第10条。法令经过这一补充和作了其他修改后，由人民委员会通过，部分发表于1919年12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81号。——331。





《列宁全集》第37卷


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28]


（1919年12月）


1

代表会议开幕词

（12月2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布我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

同志们！按照党章规定，这样的代表会议应当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但是几个月以前战争形势所引起的严重情况使得我们非常紧张，使得我们大大压缩了苏维埃的机关和党的机关。因此，遗憾得很，我们没有准确地履行党章规定，延期召开了代表会议。

同志们！我们这次代表会议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129]即将举行的时候召开的。目前的形势是：我们前线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我们深信，我们已经处在国际形势、战争形势以及整个国内建设即将显著好转的前夜。我们面前究竟有些什么任务，这一点在党的会议和报刊上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过，我们在讨论议程上某些具体项目时还会谈到。因此，我想还是转入正题，请你们选举会议主席团。

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建议，请大家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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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12月2日）

（鼓掌）同志们！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从形式上来说此时此刻主要应当是向你们总结过去这段时期所经历的事情。但我应该指出，光讲过去的事，哪怕是报告着重讲过去的事，这样做都太不符合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和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因此，在这个也要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中，我不着重叙述我们经历过的事情，而是着重指出为了指导目前直接的实际活动我们正在取得而且必须取得的经验。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在过去这段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最主要的困难已经过去了，但是在我们面前无疑还会有很大很大的困难。党的注意力自然应当集中在解决这些任务上，过去的事深谈到什么程度，我认为只能根据对解决我们当前任务是否绝对必需来决定。

当然，在苏维埃政权所经历过的时期中，最主要的问题，即当时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无疑是军事问题。国内战争显然压倒了一切。不用说，在这场争取生存的斗争中，我们必须从其他一切工作部门中把党的优秀力量抽调出来，派去担任军事工作。在战争情况下，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我们苏维埃和党的许多工作部门的创造性工作虽然因此而受到损失，但我们在军事方面确实集中了很大力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不要说我们的敌人和动摇分子，就是我们自己队伍中的大多数人，过去大概也都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一切敌人先后得到过德帝国主义和更强大的独霸世界的协约国帝国主义直接和间接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在一个遭到如此严重破坏和如此落后的国家里支持两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得以完成无疑是一个“奇迹”。因此，我觉得我们必须仔细考察这一“奇迹”是怎样实现的，以及由此应得出什么样的实际结论；有了这些结论，我们就可以断定（我觉得我们确实可以断定）：不管在国内建设方面有多大困难，我们一定能在最近的将来，象过去顺利地解决军事防御问题那样，顺利地克服这些困难。

造成我国国内战争并使它拖延下去的真正祸首——世界帝国主义，在这两年内已经遭到了失败。现在我们首先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同这样一个毫无疑义直到现在还比我们强大得多的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怎么会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大致地回顾一下俄国国内战争的历史，协约国武装干涉的历史。我们首先应当肯定，在这场战争中，按协约国的行动方式可以分为两个根本不同的时期，或者说，协约国对俄国有两种基本的作战方式。

第一，协约国战胜德国以后，自然想依靠自己的军队来扼杀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只要协约国真能把战败德国以后腾出来的庞大军队抽出一小部分，哪怕只是十分之一，用来进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我们显然会招架不住。俄国国内战争第一个时期的特征，是协约国想用自己的军队摧毁苏维埃共和国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协约国只好撤退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前线作战的英国军队。法国军队在俄国南方的登陆以法国水兵的不断起义而告结束。现在，尽管战时书报检查机关检查得很厉害（虽然现在没有战争，但以前是战时的、现在是非战时的书报检查机关在英法这些所谓的自由国家里继续存在），尽管我们得到的报纸很少，我们还是有来自英法的十分确凿的材料，知道法国报刊已经登出了黑海法国军舰水兵起义的消息，几个法国水兵被判服苦役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法国，法国和英国所有的共产主义报刊，所有的革命工人报刊都在引用这样一些事实，因进行布尔什维主义宣传而在敖德萨被法国人枪决的让娜·拉布勃同志的名字，已不仅成了法国共产主义派的社会主义工人报刊的口号，甚至《人道报》这样的报纸，在基本原则方面实质上最接近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观点的报纸，也把拉布勃的名字作为反对法帝国主义、反对干涉俄国事务的斗争口号了。同样，在英国工人的报刊上，也讨论过到过阿尔汉格尔斯克前线英国士兵的来信。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十分确凿的材料。因此我们知道，在这些国家里确实发生了我们以前经常讲到并殷切地期待过的大变动，这种变动虽然来得极慢但是在最近无疑变成了事实。

这种变动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是那些一直被认为是最民主、最文明和最有文化的国家，对俄国进行了最野蛮的和完全非法的战争。有人责备布尔什维克破坏民主制度，——这不过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欧洲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攻击我们时惯用的借口。但是这些民主国家中一个也不敢根据本国的法律向苏维埃俄国宣战，而且决不敢这样做。与此同时，工人的报刊正在提出抗议，表面看来不很明显，实际上却十分激烈，它们责问说：在我们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宪法中，有哪一条许可你们不宣而战，许可你们不征求议会意见就开战？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报刊主张把本国的首脑交付法庭审判，惩办他们不经议会同意就开战的违犯国法的罪行。这样的主张已经提出来了。诚然，这是在一些小报上提出的，这些小报每周至多出版一次，每月大概至少要被没收一次，发行量不过几百份几千份。执政党的领袖们可以不把它们放在心上。但是，在这里必须看到两种基本的倾向：全世界的统治阶级每天出版几百万份有名的资本主义报纸，满篇都是对布尔什维克的闻所未闻的诬蔑和诽谤。但下层工人群众却从到过俄国的士兵那里得知这整个宣传运动完全是虚伪的。这样，协约国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军队从俄国撤走。

最初我们谈到要指靠世界革命的时候，有人讥笑我们，一再说这是空想，而且到现在还这么说。但是，我们在两年内已经得到了确切的证明材料。我们知道，所谓指靠世界革命，如果是说指望欧洲马上爆发直接起义，那么这种事情确实没有发生。但是，我们的这种指望确有十分可靠的根据，我们指望的力量一开始就破坏了协约国武装干涉的基础（这发生在两年以后，特别是在高尔察克遭到失败、英国军队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整个北方战线撤退以后），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当时协约国只要动用他们很少的兵力就足以扼杀我们。但我们战胜了敌人，因为在最困难的时刻，全世界工人的同情起了作用。这样，我们就胜利地度过了协约国向我们进犯的第一个时期。我记得好象拉狄克的一篇文章说过，协约国军队一接触到炽热的、点着了社会主义革命烈火的俄国土地，自己也会燃烧起来。事实证明正是这样。英法的陆海军士兵在听到因进行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而被枪决的人的名字后所掀起的事件尽管微不足道，那里的共产党组织尽管十分弱小，但他们还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结果很明显：他们迫使协约国撤回了军队。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取得了第一个巨大的胜利。

协约国的第二种手段，第二种斗争方式，是利用小国来打我们。今年8月底，瑞典一家报纸[130]报道说，英国陆军大臣邱吉尔声称，将有14个国家要进攻俄国，因而不要很久，至迟到年底，拿下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是有把握的。邱吉尔后来似乎否认说过这个话，说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捏造。但是我们有确切材料，知道哪一家瑞典报纸登载过这一消息。因此我们断定，这个消息来源于欧洲。而且这个消息已经为许多事实所证实。以芬兰和爱斯兰为例，我们已绝对准确无误地查明，协约国曾倾其全力迫使它们进攻苏维埃俄国。当尤登尼奇的军队离彼得格勒只有几俄里，该城已经万分危急的时候，我自己就读过英国《泰晤士报》关于芬兰问题的一篇社论[131]。这篇文章简直是气急败坏，它所表现的冲动对这家报纸说来是前所未有的，异乎寻常的（平常这类报纸象我国米留可夫的《言语报》[132]一样，总是使用外交辞令）。这是一篇向芬兰发出的最激烈的檄文，它开门见山地说：世界的命运取决于芬兰，一切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望着芬兰。我们知道，尤登尼奇的军队离彼得格勒只有几俄里的时候，那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不管邱吉尔是否说过前面的话，但这样的政策他是执行了的。大家知道，协约国帝国主义对这些仓促建立的、软弱无力的、甚至在粮食问题这类最迫切的问题上以及其他一切方面都完全依赖协约国的小国家施加了怎样的压力。这些小国是摆脱不了这种依赖关系的。协约国在财政、粮食、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施加压力，强迫爱斯兰、芬兰，无疑还有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这一系列国家向我们进攻。尤登尼奇最近一次向彼得格勒的进犯，已彻底表明协约国第二种作战方法的破产。毫无疑问，当时只要芬兰给一点点援助，或者爱斯兰稍多给一点援助，就足以决定彼得格勒的命运。毫无疑问，协约国当时认识到了这是一个紧要的关头，曾经尽一切努力来争取这种援助，但它还是遭到了失败。

这就是我们取得的第二个具有国际意义的巨大胜利，这个胜利比第一个胜利更来之不易。我们所以取得第一个胜利，是因为法英军队确实无法留在俄国领土上了，他们不但不肯作战，反而给英国和法国带去了一批鼓动英法工人反对本国政府的骚乱分子。为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协约国一直在处心积虑地扶植一批小国来包围俄国，结果这一武器却反过来对着自己了。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是资产阶级政府，每个资产阶级政府几乎都有一些资产阶级妥协分子，这些人由于自己的阶级地位而反对布尔什维克。这些国家无疑都是极端敌视布尔什维克的，但是，我们竟然把这些资产者和妥协分子争取过来了。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是事实，因为这些国家经历了这场帝国主义大战以后，都不能不考虑一个问题：现在反对布尔什维克对它们是否有利，因为要找一个觊觎俄国政权同时又堪称盟友的人，那只有代表昔日帝国主义俄国的高尔察克或邓尼金；而高尔察克或邓尼金是旧俄国的代表，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另一条裂缝。我们在革命后的头几个月能够支持下来，是由于德帝国主义和英帝国主义在拼死搏斗，我们在这半年后又支持了半年多，是由于协约国的军队事实上已没有能力同我们作战，而在这以后的一年，主要是在我的报告所涉及的这一年，我们又胜利地支持下来，原因就在于：绝对控制着各小国的那些大国想动员这些小国来进攻我们的企图，因国际帝国主义同这些小国利益矛盾而遭到了失败。这些小国都尝过协约国魔爪的滋味。它们懂得，法、美、英各国资本家所谓“我们保证你们的独立”，实际就是“我们要买下你们的全部资源，要盘剥你们。不仅如此，我们还要侮辱你们，要象一个跑到别人国家里主宰一切，做投机买卖，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的军官那样蛮横地欺侮你们”。它们懂得，驻在这种国家里的英国大使常常比那里的任何一个皇帝或议会更了不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先前还不能领会这些道理，现在现实生活已使他们领会了这一点。事实表明，对于那些受帝国主义者掠夺的小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说来，我们即使算不上他们的盟友，至少也算得上比帝国主义者好一些、可靠一些的邻居。

这就是我们对国际帝国主义取得的第二个胜利。

正因为这样，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说，我们的主要困难已经过去了。毫无疑问，协约国还会不断采取军事行动来干涉我国事务。最近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胜利，使这些大国的代表现在也只好说进攻俄国是无望之举，并且不得不建议媾和了。我们必须认识清楚，这种言行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这里请大家不要做记录……

既然我们使资产阶级知识界的代表，使我们残酷的敌人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就完全可以说，苏维埃政权不仅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而且得到了广大的资产阶级知识界的同情。小市民、小资产阶级这些在劳动与资本的激战中摇摆不定的人们，已经坚决地站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现在已经多少可以指望他们的支持了。

我们应该估计到这一胜利，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我们究竟是怎样战胜高尔察克的，那么结论就会更加令人信服……以下可以开始记录，因为有关外交上的事情已经讲完了。

如果我们问一下，是哪些力量决定了我们对高尔察克的胜利。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尽管高尔察克活动的地区无产阶级最少而我们在那里又没有能象在俄罗斯那样直接给农民实际帮助来推翻地主政权，尽管高尔察克是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支持的阵线起家的（立宪会议阵线就是他们建立的），尽管那里有最优越的条件来建立一个依靠世界帝国主义帮助的政权，——尽管如此，高尔察克的这个试验还是彻底失败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对我们极其重要的、应当作为我们全部活动的指南的结论：在历史上，取得胜利的是能够带领多数居民前进的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至今还在谈论立宪会议和民族意志等等，我们在这一时期却已经根据自己的经验确信，在革命时期，阶级斗争是以最恐怖的方式进行的，只有在进行这一斗争的阶级能够带领大多数居民前进的时候，这一斗争才会取得胜利。在这方面，不是根据投票表决而是根据一年多极其艰苦的流血斗争经验（这种斗争所需要的牺牲比任何政治斗争要大上百倍）才作出比较，而同高尔察克作战的这个经验，表明我们比任何其他政党都更好地在实现阶级的统治，因为我们善于带领这个阶级的大多数，能够把农民争取过来，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朋友和同盟者。高尔察克的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个例子从社会方面来说是对我们的一次最新的教育。它表明了我们可以指靠谁以及谁在反对我们。

不管帝国主义战争和经济破坏怎样削弱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还是在实现政治统治，但是，工人阶级如果不把大多数劳动居民争取过来，在俄国的条件下也就是把农民争取过来，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那它就不能实现这种统治。这一点在红军中已经实现了，我们在红军中利用了大多数对我们有反感的专家，建立了一支人民的而不是雇佣的军队，连我们的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党最近召开的一次党务会议的决议中也承认了这一点[133]。工人阶级能够建立起一支大多数成员都不属于本阶级的军队，能够利用对工人阶级有反感的专家，完全是因为它能够带领同小经济和私有制相联系因而一心向往着自由贸易，也就是向往着资本主义、向往着恢复货币权力的多数劳动者，并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这就是我们两年来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在我们今后的一切工作中，在我们今后的一切活动中，在即将解放的乌克兰必须着手进行的工作中，以及在战胜邓尼金以后马上就要展开的艰巨而重要的建设任务中，我们必须首先牢牢记住这一基本教训，必须首先想着这一基本教训。我认为，我们工作的政治总结主要应该归结为这一点，概括为这一点。

同志们！我已经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我们从本国的战争中已经体会到了这一点。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者，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治的继续，它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反对，是使人民群众革命化的最好手段。帝国主义战争使我们俄国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君主制，推翻了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所以如此轻而易举，完全是因为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是帝国主义政治更激烈更露骨的表现。我们的战争则是我们共产主义政治的继续，无产阶级政治的继续。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里看到，从非党人士和动摇分子那里听到这样的说法：“你们许诺和平，但给我们的却是战争，你们欺骗了劳动群众。”我们说，虽然劳动群众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是被压迫者，他们亲身体会到什么是地主和资本家已经有几十年了，他们的阶级本能使他们清楚地辨明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区别。对于一切亲身受过几十年压迫的人来说，这两种战争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它促使群众起来反对自己的统治者。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国内战争，是推翻这些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治的继续，这种战争愈向前发展，就愈能加强劳动群众同领导这一战争的无产阶级的联系。尽管受过种种苦难，尽管常常遭到巨大失败，尽管这些失败异常惨重，尽管敌人经常取得巨大胜利，苏维埃政权经常处在千钧一发的关头——这种时候是有过的，而且协约国无疑还会来进攻我们——但是我们应当说，我们取得的经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这个经验说明，战争提高了劳动群众的认识，向他们表明了苏维埃政权的优越性。天真的人或者满脑子旧市侩偏见和旧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偏见的人，总在等待农民用投票方式来决定是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走还是跟社会革命党人走；别的决定取舍的方式他们是不愿意承认的，因为他们是民权制度、自由、立宪会议等等的拥护者。但现实生活作出的安排，却是让农民用事实来检验这个问题。农民使社会革命党人在立宪会议中取得了多数以后，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破产以后，农民同布尔什维克有了实际的接触，农民相信这是一个坚强的政权，这个政权提出很多要求而且善于坚决实现这些要求，这个政权认为把粮食贷给挨饿的人是农民无可旁贷的责任（虽然贷粮得不到等价物），而且它要坚决把这些粮食交给挨饿的人。农民看到了这一点，把我们的政权同高尔察克政权和邓尼金的政权作了比较，体会到两种政权不同，用通过实践来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不是用投票的方式作了选择。农民现在和今后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都会有利于我们。

这就是高尔察克失败的经过向我们证明的东西。这就是目前我们在南方的胜利向我们证明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们说，生活在农村里的千百万群众即千百万农民的确在彻底站到我们这方面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主要政治教训。我们也必须运用这个经验来解决国内建设任务。现在，在我们完全战胜邓尼金以后，国内建设任务就要提到日程上来，因为我们已经有可能来专心致志从事国内建设了。

到现在为止，欧洲小资产阶级责备我们最厉害的一点，是说我们实行恐怖主义，说我们粗暴地镇压知识分子和小市民。我们要回答说：“这都是你们、你们的政府逼着我们做的。”人们叫喊我们实行恐怖，我们回答说：“拥有全世界的海军和比我们大一百倍的军事力量的列强攻打我们，并迫使所有的小国同我们作战，这不算是恐怖吗？”所有的强国勾结起来反对一个最落后的被战争削弱了的国家，这才是真正的恐怖。甚至德国也一直在帮助协约国，在它被打败以前就豢养着克拉斯诺夫，直到最近，还是这个德国在封锁我们，在直接援助我们的敌人。世界帝国主义这样侵犯我们，对我们实行军事进攻，在我们国内收买阴谋分子，难道这不是恐怖吗？我们实行恐怖是因为有非常强大的兵力进攻我们，我们必须作惊人的努力才能应付。当时在国内必须采取十分坚决的行动，集中一切的力量。在这方面，我们不愿意也决不会落到象在西伯利亚同高尔察克合作的妥协派所落到的那种境地，象德国的妥协派明天会落到的那种境地。德国妥协派自以为代表着政府并有立宪会议作依靠，其实只要一百个或一千个军官就随时可以把这样的政府轰下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军官训练有素，很有组织，通晓军事，跟各方面都有联系，熟悉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一切情况，并得到他们的赞助。

帝国主义大战以后各国的历史表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既然面临协约国实行恐怖，我们也就有权利实行这种恐怖。

由此可见，对恐怖主义的责难如果是公正的，那就落不到我们头上，而应落到资产阶级头上。是资产阶级迫使我们采取了恐怖手段。我们一消灭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即击败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犯，粉碎世界帝国主义的军事阴谋和对我们国家的武力压迫，我们就会率先采取措施，把恐怖手段限制在最小最小的范围以内。

这里，在谈到恐怖主义的时候，还必须谈一谈对中间阶层的态度，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抱怨最多的是苏维埃政权的粗暴，苏维埃政权使他们的处境今不如昔。

尽管我们财力有限，凡是能够替知识分子做到的事情，我们都在替他们做。当然，我们知道纸卢布很不值钱，但我们也知道私人投机买卖意味着什么，知道投机买卖对那些靠我们粮食机关援助仍然不能维持生活的人还有某些帮助。在这方面我们是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优待的。我们知道，在世界帝国主义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执行极严格的军事纪律，必须用我们的全部力量进行反击。当然，我们进行革命战争不能象资产阶级强国那样，把战争的全部重担加在劳动群众身上。不，国内战争的重担应当分一部分而且今后还要分一部分到整个知识界、整个小资产阶级和所有中间分子的身上，他们都要分挑这副担子。当然，对他们来说，挑这样的担子会非常困难，因为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是享有特权的人，但是，为了社会革命的利益，我们必须叫他们也分挑这副担子。我们就是这样主张和这样行动的，我们也只能够这样。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这批人的生活状况会有所改善。现在，我们用我们的工资政策证明，而且在我们的党纲中也已经说了：我们认为必须使这批人有较好的生活条件，因为不利用资产阶级专家就不可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的一切胜利，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把半劳动者半私有者的农民争取到了自己一边——所领导的红军的一切胜利，部分也是由于我们善于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而取得的。我们在军事方面的这一政策，应当成为我们在国内建设方面的政策。

我们在这一时期取得的经验告诉我们，以前我们往往一边在奠立大厦的基础，一边又在做圆屋顶和各种装饰。也许，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共和国所必需的。也许我们在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当进行建设。这种在各个方面都想进行建设的热望是很自然的。如果看一看我们国家建设的情况，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动手后又停下来的工程，看到这些工程我们就会说：这些工程也许应当缓一缓，应当先搞主要的。所有工作人员自然都很想去从事那些只有打好基础才能执行的任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根据这一经验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今后一定要更多地把自己的力量用在主要方面，用在奠定基础上，用在最难解决但我们还能解决的最普通的任务上。这就是粮食方面的任务、燃料方面的任务和消灭虱子的任务。这是三项最普通的任务，这些任务的完成，将使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共和国，那时我们就能战胜整个世界，取得比我们打退协约国更伟大百倍、更辉煌百倍的胜利。

粮食问题。我们实行余粮收集制，已经收到很大的效果。我们的粮食政策使我们在第二年收集的粮食比第一年多两倍。在最近这次征收运动的三个月里，我们比上一年度的三个月收购了更多的粮食，不过，你们从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报告里可以听到，这无疑是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才做到的。单是占领了农业中心地带南部的马蒙托夫的袭击，就使我们受了很大损失。但是，我们学会了采用余粮收集制，也就是说，学会了使农民按照固定价格在得不到等价物的情况下把粮食交给国家。当然，我们很清楚，纸币不是粮食的等价物。我们知道，农民是用借贷的方式把粮食交给国家的。我们对他们说：你们难道应该囤积粮食等待换取等价物而让工人饿死吗？你们难道愿意在自由市场上进行买卖、要我们退到资本主义去吗？许多读过马克思著作的知识分子不明白贸易自由就是恢复资本主义，但农民却很容易了解这一点。农民们都明白：挨饿的人为了不致饿死，愿意付出很高的价钱，愿意拿出他所有的一切，在这种情形下按照自由价格出卖粮食，就是恢复剥削，就是使富人有发财的自由而让穷人倾家荡产。所以我们说，这是对国家犯罪，我们要进行斗争，丝毫不能让步。

在这场实行余粮收集制的斗争中，农民应该把粮食贷给挨饿的工人，这是开始正常的建设和恢复工业等等的唯一方法。如果农民不这样做，那就是恢复资本主义。如果农民感觉到自己与工人之间的联系，他们就会按固定价格把余粮交出来，就是说，把余粮换成不过是一些花花绿绿的票子。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就不能把挨饿的工人从死亡中救出来，就不能恢复工业。这一任务是极端困难的。光靠暴力不能解决这一任务。不管人们怎样叫喊布尔什维克是对农民施用暴力的党，我们都要说：先生们，这是谎话！如果我们是对农民施用暴力的党，那我们怎么能在反高尔察克的斗争中支持下来呢？怎么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建立起一支农民占总人数十分之八的军队呢？要知道，在这支军队里，每个人都有武器，他们从帝国主义战争的例子中看到，枪口是很容易掉转的。我们是实现着工农联盟的党，我们的党对农民说：实行自由贸易就是恢复资本主义，强征余粮的办法是我们用来对付投机者而不是用来对付劳动者的，——这样的党怎么会是对农民施用暴力的党呢？

余粮收集制应当是我们工作的基础。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我们应当拿出很大的力量去同邓尼金作斗争。在没有获得彻底胜利以前，随时都可能发生变故，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疏忽。但是，军事情况稍有好转，我们就应当尽可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到粮食工作上去，因为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余粮收集制一定要贯彻到底。只有在我们解决了这一任务、有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以后，我们才能在这个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富丽堂皇的社会主义大厦来。这座大厦我们过去不止一次地从屋顶开始建造，因而每次都倒塌了。

另外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建设的主要基础——燃料的问题。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目前我们无法利用我们在粮食方面取得的成果，因为我们不能运出粮食。我们无法充分利用我们的胜利，因为没有燃料。我们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机构来解决燃料问题，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整个欧洲现时都在闹煤荒。在最富有的战胜国里，甚至在美国这一类既没有受到进攻也没有遭到侵略的国家里，现在也非常尖锐地提出了燃料问题，我们当然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要有几年的时间才能恢复煤炭工业。

必须利用木柴来补救。为此，我们正把一批又一批的党的力量投入这一工作。最近一个星期，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便使这方面的情况得到我们在南线军队中得到的那种好转。必须指出，不能削弱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的每一个步骤都应当是战胜燃料恐慌的步骤。我们有物质资源。在我们没有很好地恢复煤炭工业以前，我们可以用木柴保证工业的燃料。同志们，我们必须集中全党的力量来解决这一基本任务。

我们的第三个任务就是消灭传染斑疹伤寒的虱子。斑疹伤寒在饥饿的、患病的、没有粮食、肥皂和燃料的居民中流行着，很可能变成一种使我们根本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灾难。

这是我们争取文明的第一个步骤，这是争取生存的斗争。

这就是三个基本任务。我首先希望党员同志们注意这些任务。直到目前，我们对这些基本任务还注意得非常不够。军事工作是一秒钟也不能削弱的，除此以外，必须把十分之九的力量用在这些头等重要的任务上。现在我们非常明白这些问题的尖锐性。每个人都应当尽一切努力来做这些工作。我们应当把全部力量放在这些方面。

报告的政治部分就谈到这里。国际形势部分，契切林同志会详细地说明，他还将宣读我们想用苏维埃代表大会名义向各交战国提出的建议。

现在我非常简短地谈一下党的任务。我们党在革命进程中已经面临一项极重大的任务。一方面，坏分子在攀附我们的党，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是一个执政的党。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已经疲惫不堪，它的力量自然因国家遭受破坏而被削弱。但是只有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能领导自己的国家。为了实现这项全国范围的建设任务，我们实行了星期六义务劳动，作为建设的一种方法。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让最先应征上前线的人加入我们的党；不能作战的人要入党，则应在原岗位上证明他懂得什么是工人政党，应表明他是在实践共产主义的原则。所谓共产主义，严格说来就是无报酬地为社会工作，不考虑个人的差别，丝毫没有世俗偏见，没有守旧心理，没有旧的习气，消除各个工作部门的差别，劳动报酬上的差别等等。这是我们能够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仅投入军事斗争而且投入和平建设的最大保证之一。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成为一所学校。我们应当在贯彻每一个措施的过程中把工人和其他阶级中最可靠的人吸收到党内来。我们通过重新登记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并不害怕把不十分可靠的人开除出去。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还因为我们信任在困难时刻加入到我们党里来的党员。正如中央委员会今天的报告所指出的，成千上万的党员是在尤登尼奇离彼得格勒只有几俄里、邓尼金已到了奥廖尔北面、整个资产阶级已经欣喜若狂的时候加入到我们党里来的，他们是值得我们信任的。我们珍视党的这种扩大。

在党这样扩大以后，我们应当关一下门，应当特别小心。我们应当说：在目前党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新党员。我们非常清楚，在日益瓦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定会有许多有害的分子混到党里来。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工人的政党，一个不让混入的分子有立足之地的政党，但是，我们必须吸收党外群众来参加工作。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办法就是举行非党工农代表会议。不久以前，《真理报》登载了一篇关于非党代表会议的文章。拉斯托普钦同志的这篇文章值得特别注意[134]。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能够解决这一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重大任务。党不能敞开大门，因为在资本主义瓦解时期，党把坏分子吸收进来是绝对难免的。对于非工人阶级出身的分子，党的大门只容其中能够经受极严格考验的人进来。

但是，在一个拥有亿万人口的国家里，我们只有几十万党员。这样的政党怎么能管理国家呢？首先，包括几百万人的工会是它的助手，而且应当是它的助手；其次，非党代表会议也是它的助手。在这些非党代表会议上，我们必须善于正确地对待非无产阶级群众，必须克服偏见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这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在估计我们党组织的成绩时，不仅要看这项或那项工作中有多少党员在干，不仅要看重新登记的工作进行得是否顺利，而且还要看非党工农代表会议开得是否按期，是否经常，就是说，要看我们是否善于正确地对待目前还不能入党但应当吸收来参加工作的群众。

我们所以能够战胜协约国，也许是因为我们取得了工人阶级的同情，取得了非党群众的同情。我们终于战胜了高尔察克，也许正是因为高尔察克失去了从劳动群众这一力量源泉中进一步汲取力量的可能。而我们有这样的后备力量。除工人阶级的政府外，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力量源泉，因为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府才能满怀胜利的信心大胆地从最受压迫和最落后的劳动人民中汲取力量。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从非党工农队伍中汲取力量，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为了解决粮食、燃料的供应问题，为了战胜斑疹伤寒，我们只能从这些受资本家地主压迫最深的群众中汲取力量。这些群众一定会支持我们。我们将日益深入地从这些群众中汲取力量；我们可以说：我们最后一定会战胜一切敌人。在战胜邓尼金以后，我们就要真正展开和平建设工作，我们在这方面一定会比两年来在军事方面创造的奇迹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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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

（12月2日）

要是萨普龙诺夫同志不挑动我，我就不打算作总结发言了。现在我想同他稍微争论一下。毫无疑问，应当倾听具有组织经验的地方工作人员的意见。他们的一切意见对我们都是宝贵的。但是，我要问：这里所写的有什么不好呢？我本来没有看过这一条，是萨普龙诺夫给我看的。那上面写着：“关于农村工作给省、县、乡党委的指示草案。”[135]就是说，这是一个给领导着整个地方工作的地方工作人员的指示。至于谈到派遣鼓动员、政委、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或全权代表，那么，他们总是一定会得到指示的。第9条说：“要使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对周围农民给予直接的实际的帮助。”我总认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是有头脑的。既然有明文规定，他们怎么还会要求把大车、马匹等交出去呢？在这方面我们有相当多的指示，有人甚至说，指示太多了。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只能按照指示的规定办事，任何一个农业公社的负责人，都不会允许把大车、马匹或奶牛交出去的。但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常因这一问题搞坏了同农民的关系。在乌克兰，如果我们不善于正确地贯彻我们的政治路线，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就会再度搞坏。实行这一路线并不困难，甚至微小的帮助也能使农民感到高兴。不仅要接受指示，而且要善于执行指示。要是萨普龙诺夫同志害怕国营农场失去奶牛、马匹和大车，那他可以就这一条同我们交换一下他的好经验，他可以说：让我们无偿地或者廉价地把农具交给农民吧；这一点我是懂得的。但是，无论如何，第9条并不会因此被取消，反而会因此得到肯定。农业公社和国营农场同周围农民的关系，这是我们整个政策中最伤脑筋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在乌克兰会更加不好处理。明天在西伯利亚也会这样。现在，我们已经把西伯利亚的农民从高尔察克手中解放出来，从思想上把他们争取过来了。但是，如果我们不善于处理这一问题，不给这些农民实际帮助，上述成就就不会巩固。当然，在农村工作的每一个代表都一定会接到这样的指示。在每一个代表汇报工作时，必须询问他：国营农场到底在哪些方面和用什么东西帮助了农民？萨普龙诺夫同志关于这一条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利用地方工作人员的经验，这是我们根本的绝对必须履行的义务。（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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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136]

（12月2日）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以便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搞好生产、运输和社会管理工作，但是协约国的干涉和饥饿封锁一直阻碍着这一工作的进行。

工农政府曾经多次向协约国列强提出媾和的建议，如：1918年8月5日外交人民委员部给美国代表普尔先生的信，1918年10月24日给威尔逊总统的信，1918年11月3日通过中立国代表给协约国各国政府的信，1918年11月7日以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名义发出的建议书，1918年12月23日李维诺夫在斯德哥尔摩给协约国各国代表的照会，1919年1月12日和17日的信，1919年2月4日给协约国各国政府的照会，1919年3月12日同布利特拟订的条约草稿，以及1919年5月7日通过南森提出的声明。

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完全赞同人民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采取的所有这些措施，并重申一贯要求和平的愿望，再次向英、法、美、意、日各协约国建议，与它们全体或单个地立刻开始和平谈判；并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始终如一地继续执行这一和平政策（或者：始终如一地继续执行这一和平政策，采取使这一政策获得成功的一切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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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问题的总结发言

（12月3日）

同志们！我不得不最后讲几句话，虽然很遗憾，我要反驳的主要不是在我发言之前讲话的雅柯夫列夫同志，而是在我发言之后讲话的布勃诺夫和德罗布尼斯两位同志。不过，有一点意见我还是要谈一下。

拉柯夫斯基同志在发言中说国营农场应当是我们共产主义建设的基础，这应该说是不正确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只能把很少一部分经营高水平的农场转为国营农场，不然我们就不能小农结成联盟；而这一联盟正是我们所必需的。有些同志说我建议与斗争派[137]结成联盟，这是误会。我在这次会上把我们应当用来对待斗争派的政策与我们过去对待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作过比较。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星期，有人在农民代表大会上责备我们，说我们取得政权以后就不再想利用农民的力量了。我当时说：我们完全采纳你们的纲领，就是为了利用农民的力量，我们愿意这样做，但我们不愿意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联盟。因此，曼努伊尔斯基同志象德罗布尼斯和布勃诺夫两位同志一样，说我建议同斗争派结成联盟，是大错特错了。我的意见正是想说明，我们需要同乌克兰农民结成联盟，而为了实现这一联盟，我们同斗争派的论战，就不应采取他们现在这样的方式。所有谈到民族问题的人——德罗布尼斯、布勃诺夫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谈到这个问题——对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所作的批评，都表明他们是在闹独立，而我们责备基辅人的也正是这一点。曼努伊尔斯基同志以为我们责备他们闹独立是责备他们闹民族独立，闹乌克兰的独立，他完全弄错了。我们责备他们闹独立，是指他们不愿意考虑莫斯科的意见，不愿意考虑莫斯科中央委员会的意见。拿这个词开玩笑，它的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同马克兰农民结成联盟？我们要不要1917年底和1918年几个月内所实行的那种政策？我肯定地说，要。因此，我们需要把很大一部分国营农场交出来分掉。我们必须反对建立大农场，我们必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偏见，我们必须反对游击作风。斗争派关于民族问题谈了很多，但是他们没有谈到游击作风。为了坚持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政策的原则，我们必须要求斗争派解散教师联合会，虽然它使用乌克兰文和乌克兰公章。我们已经为了坚持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政策的原则解散了我们的全俄教师联合会，因为它没有贯彻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而是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执行小资产阶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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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这是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五篇文献。



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19年12月2—4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45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7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某些省的党委和土耳其斯坦党组织未派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关于苏维埃建设的问题）；关于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党章；关于对新党员的工作；燃料问题。代表会议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



列宁和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分别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代表会议讨论了他们的报告，一致赞同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工作。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会议听取了格·瓦·契切林的报告，通过了列宁起草的一个决议草案。苏维埃建设问题是代表会议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米·弗·弗拉基米尔斯基作了报告，总结了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工作经验，阐明了地方和中央机关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对俄罗斯联邦宪法作若干补充的具体建议。季·弗·萨普龙诺夫作了副报告。经过热烈讨论，代表会议肯定了列宁在建设政权机关以及这些机关的相互关系方面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了旨在加强国家机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建设苏维埃国家的一系列决议。乌克兰问题受到代表会议的极大关注。那里的党政机关当时在解决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中犯了严重错误。列宁就这个问题作了两次发言（其中一次的记录未找到），指出了巩固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道路。代表会议通过了俄共（布）新党章。这个党章新增加的《关于预备党员》的一章规定所有入党者都要经过预备期（工人、农民为两个月，其他社会成分不短于半年）。为了加强党的影响、在党外贯彻党的政策以及对所有机关团体的工作进行党的监督，新党章还增添了《关于党外机关团体中的党团》一章。代表会议还听取了尼·伊·布哈林关于对在征收党员周中发展的新党员进行工作的报告，批准了《关于使用新党员的提纲》，其中规定了提高党员的一般文化水平和思想政治水平、学习军事知识和巩固党的纪律的具体措施。代表会议就苏维埃建设、经济建设、军事建设以及对外政策所作的各项决议成了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332。



[129]指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见注142）。——332。



[130]指《人民政治日报》。



《人民政治日报》（《Folkets　Dagblad　Poitiken》）是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1916年4月27日起在斯德哥尔摩出版，最初是双日刊，后改为日刊（1917年11月以前称《政治报》。1921年，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后，该报成为瑞典共产党的机关报。1945年停刊。——338。



[131]指《泰晤士报》1919年10月24日刊载的《芬兰和布尔什维克》一文。——338。



[132]《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338。



[133]指社会革命党第九次党务会议《关于对红军的态度的决议》。该决议刊载于《人民事业报小报第2号附刊》。——341。



[134]指尼·彼·拉斯托普钦的《非党农民代表会议》一文。该文刊载于1919年11月20日《真理报》第260号。文章谈到了雅罗斯拉夫尔省召开非党农民代表会议的经验，认为这种会议是党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一种形式。——350。



[135]《关于农村工作给俄共（布）省、县、乡党委的指示草案》由俄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拟订，1919年9月20日公布于《俄共（布）中央通报》，以供讨论。草案对《农村工作条例》中拟设的乡、县、省、地区农村工作组织员的职责作了详细规定，其中一项是使国营农场和公社对附近农民予以实际帮助。草案经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略加修改后通过，并由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最后批准。——352。



[136]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是列宁在1919年12月2日的会议上拟订的，经代表会议略加修改后通过。12月5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了这一决议草案（见本卷第394—395页）。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一决议，作为向协约国各国提出的媾和建议。



代表大会的这一媾和建议于12月10日分送给协约国各国代表。英、法、美、意四国政府拒绝予以考虑。——354。



[137]斗争派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左派于1918年5月建立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因该党中央机关报《斗争报》而得名。1919年3月，该党采用了乌克兰社会革命共产党（斗争派）这一名称，8月改称为乌克兰共产党（斗争派）。斗争派依靠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并寻求中农的支持。该党领导人有格·费·格林科、瓦·米·布拉基特内、亚·雅·舒姆斯基等。



列宁和共产党对斗争派采取灵活的策略，力求把追随斗争派的一部分劳动农民和斗争派中的优秀分子争取过来，为取消斗争派这一政党创造条件。



斗争派曾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并要求承认他们是乌克兰主要的共产党。1920年2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专门决定，建议斗争派解散自己的党，加入乌克兰共产党（布）。经过斗争派中央内部的激烈斗争，1920年3月20日全乌克兰斗争派代表会议通过了斗争派自行解散并与乌克兰共产党（布）合并的决议。斗争派成员以个别履行手续的方式加入乌克兰共产党（布）。——358。



 



 



 



 





《列宁全集》第37卷


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9年12月4日）

同志们！我非常高兴地代表政府向你们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138]表示祝贺。当然，你们大家从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工作中知道，我们是多么重视农业公社、劳动组合以及一切旨在把个体小农经济转变为公共的、共耕的或劳动组合的经济组织，一切旨在逐渐促进这个转变的组织。你们知道，苏维埃政权早已拨出十亿卢布基金[139]来帮助这种创造性的事业。在《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的条例》[140]上特别指出了公社、劳动组合以及一切共耕企业的意义，苏维埃政权也用全力来使这项法令不致成为一纸空文，使它真正能够收到应有的效果。

所有这种企业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原来那种贫困不堪的农民经济如果不加改变，就谈不上巩固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了公共的、集体的、共耕的、劳动组合的耕作的优越性，只有用共耕的、劳动组合的经济帮助了农民，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正确，才能真正可靠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因此，无论哪一种能够促进共耕的、劳动组合的农业措施，其意义都是难以估价的。我国有千百万个体农户，分散在偏僻的农村。要想用某种快速的办法，下个命令从外面、从旁边去强迫它改造，那是完全荒谬的。我们十分清楚，要想影响千百万小农经济，只能采取谨慎的逐步的办法，只能靠成功的实际例子，因为农民非常实际，固守老一套的经营方法，要使他们进行某种重大的改变，单靠忠告和书本知识是不行的。这样做达不到目的，而且也是荒谬的。只有在实践中根据农民的切身经验证明必须而且可能过渡到共耕的、劳动组合的农业，我们才可以说，俄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农民国家已经在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因此，公社、劳动组合和共耕社所具有的这种巨大的意义，使得你们大家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担负了重大的责任，自然使得苏维埃政权及其代表们对这个问题特别注意和特别谨慎。

在我们的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的法令中说过，我们认为所有共耕的、劳动组合的农业企业绝对不应当和附近农民隔离，分开，而必须帮助他们。这项法令是这样写的，在公社、劳动组合和共耕社的示范章程中也是这样写的，在我们农业人民委员部和所有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各项指令中又经常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但是，全部问题就在于要用什么实际的办法才能实现这一点。在这里我还不能肯定地说，我们已经克服了这个主要的困难。你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从事实际工作的公共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在这次会上有可能交流经验，我希望代表大会能扫除一切怀疑，证明我们能够担负起或开始担负起巩固劳动组合、共耕社、公社以及各种集体的、公共的农业企业的实际工作。但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有真正实际的成果。

我们读农业公社章程或论述这一问题的书籍时，总觉得里面过多地注意宣传和在理论上论证组织公社的必要性。当然，这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详细的宣传，不解释共耕的农业的优越性，不把这个意思千百次地加以说明，我们便不能指望广大农民群众会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并开始对这种办法进行实际试验。宣传当然是必要的，我们不怕重复，因为对我们来说似乎是重复，但对成千上万的农民也许不是重复，而是第一次发现的真理。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过于注重宣传，那应当说，我们还必须百倍努力地这样去做。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在向农民一般地解释农业公社制度的好处时，不善于在实际上证明共耕社和劳动组合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好处，那农民是不会相信我们的宣传的。

这项法令说，公社、劳动组合、共耕社应当帮助附近的农民。但是国家——工人政权拨出十亿卢布基金来帮助农业公社和劳动组合。当然，某个公社如果从这笔基金中拿出一点来帮助农民，恐怕只会引起农民的讥笑，而且这种讥笑是完全有理由的。任何一个农民都会说：“既然拨了十亿基金给你们，那你们自然不难从中拿出一点给我们。”恐怕农民只会讥笑这种行为，因为农民非常注意这个问题，抱着决不轻易相信的态度。农民许多世纪以来从国家政权方面得到的一向只是压迫，所以他们对官家做的一切事情总是不相信的。如果农业公社帮助农民只是为了依法行事，那么这种帮助不但无益，反而只会有害。因为农业公社是个很响亮的名称，是与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有联系的。如果公社在实践中表明自己真正在认真改善农民经济，那就很好，那就无疑会提高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威信。但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公社只是引起农民的反感，“公社”这个名词有时甚至成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口号，而且这种情形不仅是在荒唐地强迫农民加入公社的时候才发生。这种做法的荒唐，是大家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所以苏维埃政权早就反对这种做法了。如果现在还有个别强迫的例子，我希望那是为数极少的，你们一定能利用这次代表大会，杜绝这种不象话的做法，彻底消灭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些最后的污迹，使附近农民找不到一个例子来为他们认为加入公社是出于被迫的那种成见辩护。

但是，即使我们消除了过去的缺点，完全克服了这种不象话的做法，我们也只不过做了我们应做的工作的极小一部分。因为国家帮助公社仍然是必要的，如果国家不帮助各种集体农业企业，我们就不是共产党人，就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拥护者。我们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也因为这是同我们的各项任务符合的，我们深知这些共耕社、劳动组合和集体组织都是新的创举，如果执政的工人阶级不支持这些创举，它们就不会扎下根来。正由于国家给它们以资金和其他种种援助，为了使它们扎下根来，我们还应当做到不让农民以讥笑的态度对待这件事。我们应当时刻警惕，不致让农民说公社、劳动组合和协作社的社员是靠公家养活的，说这些人与普通农民的区别只在于他们能得到优待。如果除土地外还从十亿卢布基金中拨出建筑补助费，那么任何一个傻瓜都会比普通农民生活得好些。农民会说：这里哪谈得上什么共产主义，哪里有什么改进，他们有什么值得我们钦佩的？如果挑出几十个或几百个人来，给他们几十亿卢布，那他们当然会干起来。

最使我们忧虑的正是农民的这种态度，我希望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必须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使我们能够自信地说，我们不仅避免了这种危险，而且找到了对付的办法，使农民不仅不会这样想，反而会在每个公社中、在每个劳动组合中都看到国家政权所扶植的某种东西，在其中找到新的耕作方式，这种新方式不是在书本上、在讲演中（这是很容易的），而是在实际生活中表明它比旧方式优越。这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所在，所以说光凭手边一堆枯燥的数字，就很难判断，我们是否已在实际上证明每个公社、每个劳动组合都真正比所有旧企业强，证明工人政权是在那里帮助农民。

我想，要实际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由你们这些实际了解周围公社、劳动组合和协作社情况的人来制定切实的办法，检查农业公社必须帮助附近农民这项法令的执行情况，检查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情况，每个公社、劳动组合和共耕社中过渡的具体情况如何，这项工作是怎样进行的，有多少共耕社和公社已在实际上这样做了，又有多少仅仅是准备要这样做，公社对农民的帮助有过多少次，帮助的性质如何，是慈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性质。

如果公社和劳动组合从国家给它们的帮助中拿出一部分来给农民，那只会使每个农民想到，这不过是一些好人帮助了他，但这绝不能证明是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农民对于这样的“好人”自古以来就是不相信的。要很好地检查，弄清楚这个新的社会制度真正表现在哪里，用什么方法才能向农民证明按共耕原则和劳动组合原则种地比单干好，还要证明比单干好并不是由于有了公家的帮助；要很好地向农民证明，没有公家帮助，这种新制度实际上也是能够实现的。

可惜我不能从头至尾出席你们的代表大会，因此我也不能参加制定这些检查办法。但我相信，你们和我们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同志一起，是一定能够找出这种办法来的。我很满意地读了农业人民委员谢列达同志写的那篇文章，他着重指出公社和共耕社不应当同附近农民隔离，而应当努力改善农民经济[141]。要把公社办成模范公社，使附近农民自己愿意来加入公社；要善于做出实际榜样给他们看，怎样才能帮助那些在商品缺乏和整个经济都遭到破坏的困难条件下经营农业的人。为了规定这样做的实际办法，必须制定一个详尽的指示，列举帮助附近农民的各种方式，询问每个公社在帮助农民方面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并且指出具体办法，使现有的2000个公社和大约4000个劳动组合每一个都能在实际上成为巩固农民信念的核心，使农民相信集体农业这种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办法是有益的东西，而不是空想，不是梦呓。

我已经说过，法令要求公社帮助附近农民。我们不能在法令中用别的方式来表明这种意思，不能在法令中写出某些具体的指示。我们本来就是规定一般的原则，希望各地有觉悟的同志们认真地去执行，并且能想出千百种办法，按照各地的具体经济条件来实施这项法令。当然，对任何一项法令都可以敷衍了事，甚至阳奉阴违。因此，关于帮助农民的法令，如果不认真地执行，很可能完全变成儿戏而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

公社应当朝这样的方向发展，就是使农民经济通过同公社的接触，得到公社经济上的帮助，而开始改变条件；每个公社、劳动组合或共耕社都要善于奠定改进农民经济条件的基础，并切实加以改进，用事实向农民证明这种改变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

你们自然会想到，人们会说，要改进经营就要有比现在好一些的条件，而现在的条件则是四年帝国主义大战以及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进行的两年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在现时我国这样的条件下，怎么还谈得上推广农业改进措施呢，只要能勉强过下去不饿死也就谢天谢地了。

很自然，这样的怀疑可能会有。如果我遇到这样的反对意见，我就要用以下的话来回答。的确，由于经济解体，经济破坏，商品缺少，运输力薄弱，耕畜和工具被毁，要广泛地改进经营是做不到的，但是，在许多个别情形下，小规模地改进经营，无疑还是能够做到的。就算连这点也办不到吧，那是否就是说，公社无法使附近农民的生活改变，无法向农民证明，集体农业企业不是人工培植的温室里的植物，而是工人政权对劳动农民新的帮助，是协助农民去同富农作斗争？我相信，即使这样提问题，即使我们在现时经济破坏条件下无法实行改良，只要在公社和劳动组合中有忠实的共产党员，那还是可以做出很多很多成绩来的。

空口无凭，我就举出我们在城市里叫作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事情来作例子。城市工人在他的工作时间之外再为社会做几小时的无报酬的工作，这就叫作星期六义务劳动。星期六义务劳动最初是在莫斯科由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首先实行的。苏维埃政权有一次号召说，红军战士在前线作出空前的牺牲，他们虽然受尽一切苦难，还能获得空前的胜利；又说，我们要取得彻底胜利，就必须使这种英雄气概，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不只是表现在前线上，而且也表现在后方。莫斯科工人就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来响应这个号召。毫无疑义，莫斯科工人经受的艰难困苦要比农民厉害得多，如果你们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条件，想一想他们在这种空前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开始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那么你们就会同意，有些事情，只要运用莫斯科工人所运用的这种办法，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可以做到的，决不能借口条件困难而加以拒绝。星期六义务劳动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非党工人确实看到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担负起这种义务，看到共产党吸收新党员并不是使他们利用执政党的地位来谋利，而是要他们作出真正的共产主义劳动即无报酬劳动的榜样，正是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最能提高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威信，最能使非党工人敬佩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那时人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希望我们的儿辈或者孙辈能把这种制度建成就好了。但是，我们说，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要挺身担当起同资本主义斗争中的大部分困难，动员优秀的共产党员上前线，对于那些不能上前线的党员，就要求他们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种星期六义务劳动已经在每个大工业城市中推行起来，现在党要求每个党员都参加这个工作，对于不执行这种要求的党员甚至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如果你们也在公社中、劳动组合中和共耕社中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那你们在最坏的条件下也能够而且一定会使农民认识到每个公社、每个劳动组合、每个共耕社的特点不在于它领取公家的补助金，而在于这些组织中都有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参加，这些人不仅向别人宣传社会主义，而且善于身体力行，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下用共产主义方法经营农业，并且尽量帮助附近农民。对于这一点是没有理由来推诿的，是决不能以商品缺乏、种子缺乏或牲畜病死等等为借口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检验，至少能使我们明确地说，我们实际上对所面临的困难任务领会如何。

我相信，这次公社、共耕社和劳动组合全体代表会议会讨论这个问题，会了解到，这种办法是真正巩固公社和共耕社的极好手段，能够收到实际效果，使全国各地不发生一件农民对公社、劳动组合和共耕社表示敌意的事情。但这还不够，还要做到使农民对它们表示好感。我们，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自己要尽力来帮助它们做到这一点，使我们国家从十亿卢布基金或其他来源中拨出的补助金，只是用来使劳动公社和劳动组合能和附近农民生活真正在实际上接近起来。否则对劳动组合或共耕社的任何帮助，我们都认为不仅无益，而且绝对有害。不能认为公社帮助附近农民只是因为自己富裕，而是要使这种帮助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帮助，即为农民创造从单独的个体经济过渡到共耕经济的条件。要做到这一点，也就只有用我在这里说过的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

城市工人的生活比农民的生活坏得不可比拟，他们却首先开始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运动，如果你们能估计到这点，那么我深信，在你们全体一致支持之下，我们一定会使现有的几千个公社和劳动组合个个都成为在农民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意识的真正苗圃，都作为实际范例向农民表明，虽然它们还是嫩弱的幼芽，但毕竟不是人工制造的，不是温室里培植出来的，而是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真正幼芽。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永远战胜旧的愚昧状态，才能战胜经济破坏和贫困，只有那时，我们才不会害怕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





	载于1919年12月5日和6日《真理报》第273号和第27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372—382页

















[138]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由农业人民委员部召开，于1919年12月3—10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40名代表，其中93名为共产党员。列宁在代表大会开幕第二天发表了讲话。大会通过了全俄农业劳动生产组织（公社和劳动组合）联合会章程。章程规定，联合会的主要任务是把一切农业组织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生产联合会，宣传土地共耕思想，并对周围农民，首先是红军家属和贫苦农民，给予实际帮助。——360。



[139]十亿卢布基金是根据1918年11月2日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为改进和发展农业并按社会主义原则迅速改造农业”而设立的，用于对农业公社、劳动共耕社以及由个体耕作向集体耕作过渡的农业村社或农户发放补贴和贷款。农业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制定了发放这种补贴和贷款的详细办法（见1919年2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42号）。——360。



[140]《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是在1918年12月举行的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基础上制定的，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9年2月通过。列宁直接参加了制定该条例的工作，并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此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作过报告。条例在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规定了一系列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见《苏维埃政权的土地政策（1917—1918年）》1954年俄文版第417—431页）。——360。



[141]指谢·帕·谢列达的《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联合会》一文，发表于1919年12月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71号。——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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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粮食部门工作的决议草案

（1919年12月6日）

应选一个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

主要的、迫切的任务是：第一，革新和改组粮食部门的机构；第二，使粮食部门的工作具有首创精神。

要拟订完成这些任务的实际办法：

吸收工人合作社最广泛地参加这项工作；

也吸收资产阶级合作社参加，虽然不那么广泛；

更快地使工人粮食检查团发展成为吸收工人参加各项粮食工作的组织；

对某些职员、工人和各阶层居民中特别推荐出来的人实行奖励制度，允许并鼓励他们参加工作。

委员会的任务不应限于以上各方面，而应把这些任务理解为只是大致上确定了委员会工作的总方向。

把非粮食工作人员选入委员会。

我建议把以下几人选入委员会

　　　　　　　　　加米涅夫

　　　　　　　　　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施米特





	　　必须吸收，但不列入委员会编制


	　　奥尔洛夫
 ，《苏维埃政权的粮食工作》一书的作者。







　　　　　　　　　　　雅柯夫列娃　　　　　　　　　索斯诺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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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文献[142]


（1919年12月）


1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

（12月5日）

（鼓掌，全体代表起立向列宁致敬）同志们！现在我来作政治报告，根据主席团的决定，这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联合报告。希望你们不要期待我把报告年度内所通过的各项法律和行政措施一一加以列举。这些你们从报上无疑都已经知道了。而且，几乎所有的人民委员部都印了小册子，分发给各位代表，说明每个人民委员部在报告年度内所做的主要工作。我想请你们注意某些总结，在我看来，从我们过去的经历中可以得出的这些总结，对于各位代表同志今后在各地所要做的工作将是有益的指示和资料。

首先，在谈到我们工作的政治总结和政治教训时，自然要把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放在第一位。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中，我们一直说，我们把自己看作是而且只能看作是国际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部队，我们这支部队所以走在前面，决不是由于我们的程度高，素养好，而是由于俄国的特殊条件，因此，社会主义革命至少要无产阶级在若干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后，才能说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经受最大的困难。

总的看来，把宝押在国际革命上面——如果可以用这种说法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就革命发展的速度来说，我们经历了特别艰难的时期，我们体验到，革命的发展在较先进的国家里要缓慢得多、困难得多、复杂得多。这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比先进国家容易得多。可是，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缓慢、复杂和曲折，毕竟使我们承担了极大的困难。在一个落后的，被战争弄得破败不堪、精疲力竭的国家里，尽管先后受到称雄一时的德帝国主义和一年前击败德国、所向无敌、称霸世界的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持续进攻，苏维埃政权还是坚持了两年之久。我们首先要问，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呢？如果光估计一下实力，比较一下军事力量，那么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因为协约国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比我们强大得多。但是在报告年度中，最重要的正是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如此巨大，甚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主要困难已经过去了。不管我们前面还有多大的危险和困难，然而主要的困难显然已经过去了。应该弄清楚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而更为重要的是正确地规定我们今后的政策，因为协约国大概还会不止一次地企图再来干涉我们，国际的和俄国的资本家想推翻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和恢复地主资本家的政权，也许还会重新结成以前那种强盗联盟。总之，他们还是在追求那个目的，就是想消灭燃起世界社会主义大火的中心——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

从这一角度来研究协约国干涉的历史和我们所获得的政治教训，我认为可以把这段历史分为三个主要阶段，而我们在每一阶段都获得了巨大而巩固的胜利。

第一阶段，是协约国企图用自己的军队来打败苏维埃俄国。自然，对协约国来说，这是比较容易的阶段。协约国在战胜德国以后，还有数百万并未直接宣布讲和的军队，在西欧各国人们一直拿德帝国主义这个稻草人吓唬他们，因而他们还没有立即从惊恐中苏醒过来。当然，在这样的时候，从军事和对外政策的角度来看，协约国抽调十分之一的军队到俄国来，是毫不费力的。要知道，当时它们完全掌握着海上的霸权，海军的霸权。军队的运送和补给也一直完全操在它们手中。当时，对我们恨之入骨（只有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有这样的仇恨）的协约国，只要能比较顺利地派出十分之一的军队来攻打我们，那毫无疑问，苏维埃俄国的命运早就被决定了，俄国早就遭到了匈牙利那样的命运。

为什么协约国没能做到这一点呢？协约国军队曾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在协约国军队的帮助之下，人们向西伯利亚展开了进攻，而且直到现在日本军队还在遥远的西伯利亚东部占据着一块土地，西伯利亚西部各地也都有了协约国各国的部队，虽然数量不多。此外，法国军队则在俄国南方登陆。这是国际干涉我国事务的第一阶段，也可以说是协约国想用自己所掌握的军队，即用各先进国家的工人农民来扼杀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尝试。这些军队的装备是极其精良的，在作战的技术条件和物质条件方面，协约国是什么都不缺少的。协约国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为什么这次尝试还是失败了呢？协约国结果不得不把军队撤出俄国，因为协约国的军队不能同革命的苏维埃俄国作战。同志们，这永远是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论据。革命一开始我们就说，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革命的困难多么大，但是到时候，并且是在决定关头，受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工人就会对我们表示同情和支持。有人责备我们说这是空想主义。但是经验向我们证明，虽然不能在任何时候对无产阶级发起的任何行动都寄予希望，然而可以说，在这两年的世界历史中，我们是万分正确的。英法试图用本国军队来扼杀苏维埃俄国，它们以为这样做一定能在最短期间毫不费力地取得胜利。可是结果这个尝试失败了，英国军队撤出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在俄国南方登陆的法国军队也都回到了本国。我们现在虽然处在被封锁、被包围的状态中，但我们还是能够得到西欧的消息。我们虽然零散地收到一些英国和法国的报纸，但我们从这些报纸中得悉，英国士兵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写出的信件，还是寄到英国登载出来了。我们得悉，一位名叫让娜·拉布勃的法国女同志，因在法国工人、士兵中间宣传共产主义，而在敖德萨被枪毙了。现在，法国全体无产阶级都知道了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已成为斗争的口号，所有法国工人，不分派别（尽管工团主义派别之间有着看来难以克服的分歧），都在她的英名之下团结起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了。拉狄克同志（今天得到消息，他幸运地被德国释放了，我们也许很快就能见到他）曾经这样写过：燃烧着革命之火的俄国土地，协约国军队是无法立足的。这看来不过是政论家的一种向往，可是已变成千真万确的事实。的确，尽管我们十分落后，尽管我们的斗争十分艰苦，英法的军队却不能在我们的国土上同我们作战。结果是我们取得了胜利。当他们第一次调动大批兵力（没有兵力是不能得胜的）来进攻我们的时候，由于英法士兵那种正常的阶级本能，他们从俄国带去了布尔什维主义瘟疫。而德帝国主义者就是为了防止这种瘟疫才把我国使节赶出柏林的[143]。他们想以此来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瘟疫，可是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这种疫病现在已蔓延到整个德国。我们迫使英法撤走了军队，这一胜利是我们对协约国的最主要的胜利。我们夺走了协约国的士兵。我们用劳动者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政府的精神，夺走了协约国在军事上和技术上的莫大的优势。

这里可以发现，依据通常所依据的标志来判断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是多么肤浅、多么模糊啊！在这些国家的议会中，资产阶级稳稳地占着多数。他们把这一点叫作“民主”。资本主宰着一切，压制着一切，资本到现在还实行着战时书报检查制度，他们把这些也叫作“民主”。在他们出版的几百万份报刊中，替布尔什维克说话的，哪怕是吞吞吐吐说上几句的，也几乎找不到。所以他们说：“我们抵御住了布尔什维克，我们这里有秩序。”他们把这种秩序叫作“民主”。一小部分英国士兵和法国水兵怎么会使协约国军队撤出俄国呢？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这说明，人民群众，甚至英、法、美三国的人民群众都拥护我们；这说明，正如不愿背叛社会主义的社会党人常常说的那样，所有这些上层分子都是骗人的；这说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不过是资本家的自由，不过是用金钱的力量收买舆论、压制舆论的自由。在帝国主义战争还没有把社会党人按照民族营垒分开，并使各民族的社会党人变为本国资产阶级的奴仆以前，社会党人一直是这么说的。在战争以前社会党人是这么说的，在战争时期国际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也一直是这么说的。这些话都是完全正确的。群众愈来愈明白，所有这些上层分子，所有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都是骗人的。他们高喊民主制度，可是他们不敢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议会中说要向苏维埃俄国宣战。因此从我们获得的许多法、英、美的报刊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主张：“把国家的首脑送交法院审判，因为他们违反了宪法，因为他们对俄国不宣而战。”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哪条宪法、哪个议院批准他们开战的？他们在哪里召集代表开过会？他们事先已经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以及法国报刊所说的正在布尔什维克化的人都关进了监狱。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也不能在本国的议会里说他们正在同俄国作战。装备精良、战无不胜的英法军队之所以不能击败我们，反而从北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南方撤走，其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我们第一个胜利，也是基本的胜利，因为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甚至根本不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劳动者国际团结的实际胜利。我们发动整个革命正是为了这种团结。正是根据这一点我们当时说，尽管我们历尽千辛万苦，但这些牺牲一定会因必然到来的国际革命的发展而得到百倍的补偿。证明这一点的是：在最粗暴的物质因素起着首要作用的事情上，即在军事上，我们靠夺走协约国穿着军装的工人和农民而战胜了协约国。

第一次胜利以后，开始了协约国干涉我国事务的第二个时期。现在领导着每个国家的都是一批非常老练的政客，他们仗着称霸全世界的地位，在一场赌博中输了，又在另一场赌博中押上赌注。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地球上没有一块土地不是完全受英、法、美金融资本实际支配的。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作了另一次尝试，逼迫俄国周围的小国——这些小国当中有许多是在战时才获得解放、才得以宣布独立的国家，如波兰、爱斯兰、芬兰、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用英、法、美的金钱来攻打俄国。

同志们，你们可能还记得，我们的报纸曾登过大名鼎鼎的英国大臣邱吉尔发表演说的消息，他说将有14个国家进攻俄国，9月以前攻下彼得格勒，12月以前拿下莫斯科。我听说邱吉尔后来否认了这个消息。其实这条消息是从8月25日瑞典《人民政治日报》上转载过来的。就算这一来源不可靠，我们也很清楚，邱吉尔和英帝国主义者的行动正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已对芬兰、爱斯兰和其他小国施加种种影响，要它们同苏维埃俄国作战。我读到英国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报纸《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是在显然由协约国提供给养和装备、由协约国船只运送的尤登尼奇的军队离彼得格勒只有几俄里并占领了儿童村的时候写的。这篇文章是一次真正的进军，它施用了军事的、外交的和历史的种种压力。英国资本逼迫芬兰，向它提出了最后通牒。英国资本家说：“全世界都望着芬兰，芬兰的整个命运将取决于它是否了解自己的使命，是否肯帮助平定肮脏、污浊和血腥的布尔什维主义浪潮，解放俄国。”为了这个“伟大的、合乎道义的”事业，为了这个“高尚的、文明的”事业，他们答应给芬兰几百万英镑、若干土地和某些好处。结果怎样呢？本来，尤登尼奇的军队离彼得格勒只有几俄里了，邓尼金已经打到了奥廖尔以北地区，只要给他们极小的援助，就能使我们的敌人在最短时期内以极小的牺牲决定彼得格勒的命运，取得胜利。

协约国对芬兰施加了种种压力，芬兰又欠着协约国很多的债。不仅负债累累，而且没有这些国家的援助，它连一个月也不能维持。我们战胜了这样的敌人，这样的“奇迹”是怎样产生的呢？是的，我们打赢了。芬兰没有参战；如果尤登尼奇和邓尼金协同作战，本来能很快地很有把握地解决全部战斗，使国际资本主义获得胜利。但是，尤登尼奇却被打垮了，邓尼金也被打垮了。在这次严酷和艰险的考验中，我们战胜了国际帝国主义。我们怎么会打赢的呢？怎么会有这样的“奇迹”呢？因为协约国所押的赌注，同完全靠欺骗和压力进行活动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它的每一行动都会激起反对它的对抗行动，结果对于我们是有利的。我们装备低劣，精疲力竭。我们对受芬兰资产阶级压迫的芬兰工人说：“你们不应该同我们作战。”协约国装备精良，外表强大，粮食供应充足，还可以供给这些国家，它要求这些国家同我们作战。可是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协约国已经没有可以用来进攻我们的军队，它只能用小国的兵力来打仗，但是，不仅小国的工人农民不肯来打我们，就连压迫工人阶级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终于不肯来打我们了。

当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大谈民主和独立的时候，这些国家——在协约国看来是忘乎所以，在我们看来是出于愚蠢——竟把这些诺言当真了，以为独立就是真正的独立，而不是英法资本家发财的手段。它们认为，民主就是自由生活，而不是每个美国亿万富翁都可以掠夺他们的国家，每个贵族军官都可以蛮横无礼，都可以成为无耻的投机商，为取得百分之几百的利润而干最肮脏的勾当。这就是我们胜利的原因！协约国对所有这14个小国都施加压力，但遭到了反抗。芬兰资产阶级用白色恐怖镇压过成千上万的芬兰工人，它知道这事是不会被忘掉的，也知道现在已经没有德国这把刺刀能够让它这样干了。芬兰资产阶级切齿地仇恨布尔什维克，只有被工人打倒了的强盗对工人才会有这样的仇恨。虽然如此，芬兰资产阶级还是这样说：“如果我们按协约国的指示去做，那一定会丧失任何独立的希望。”而这个独立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给他们的，当时统治芬兰的是资产阶级政府。这样，芬兰资产阶级广大人士的意见就摇摆不定了。我们在这场争夺战中战胜了协约国，因为协约国既指靠小国，又使小国离弃了自己。

这一经验在巨大的世界历史范围内证实了我们一向所说的话。世界上有两种力量能够决定人类的命运。一种力量是国际资本主义，它要是取得胜利，就会无比残暴地施展这一力量，每个小国的发展史都说明了这一点。另一种力量是国际无产阶级，它用无产阶级专政（它把这叫作工人的民主）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俄国的动摇分子和小国的资产阶级都不相信我们，说我们不是空想家就是强盗，甚至是更坏的东西，因为他们把什么荒唐无稽的责难都加到我们身上了。可是当问题被尖锐地、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是跟着协约国走，帮助它扼杀布尔什维克，还是以自己的中立态度帮助布尔什维克的时候，结果，我们取得了胜利，争得了它们的中立。虽然我们同这些小国没有任何协定，而英、法、美对它们许过种种诺言，同它们签订过种种条约，但它们所做的却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并不是因为波兰、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的资产阶级觉得布尔什维克的眼睛漂亮[144]，执行这种政策可以得到愉快（这当然是胡说），而是因为我们正确地判定了世界历史的力量：或者是野蛮的资本取得胜利（不管是哪一个民主共和国），那它就会扼杀世界上所有的弱小民族；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那全体劳动人民和各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就有了希望。原来，我们不仅在理论上正确，而且在世界政治的实践上也是正确的。我们为了芬兰和爱斯兰的军队而展开了争夺战，虽然协约国用极小的力量就能击败我们，但是，我们取得了胜利。虽然协约国在财政、军事和粮食供应方面力量很大，为了迫使芬兰出兵，它把一切都投到了天平上，但在这场争夺战中我们还是赢了。

同志们，这是国际干涉的第二阶段，是我们第二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第一阶段，我们夺走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人和农民。这些军队不能再向我们作战了。第二阶段，我们夺走了它们的小国，尽管这些小国一直是反对我们的，尽管那里统治国家的都不是苏维埃政权，而是资产阶级政权。这些小国对我们采取了友好的中立态度，反对称霸世界的协约国，因为协约国是要压迫它们的强盗。

这里，在国际范围内所发生的事情，正同西伯利亚农民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西伯利亚农民过去相信立宪会议，帮助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高尔察克联合起来攻打我们。但是他们体验到，高尔察克所代表的是地主资本家的专政，是一种比沙皇专政更坏的剥削者和强盗的专政，于是他们在西伯利亚举行了许多次起义。关于这些起义，我们收到许多同志的准确报告。现在这些起义将使西伯利亚完全回到我们手里，而且这一次是自觉的归来。在西伯利亚农夫中，由于不开展和政治上无知所发生的情况，现在，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在各小国中也同样发生了。它们仇视过布尔什维克，有的甚至用血腥的手和疯狂的白色恐怖镇压过布尔什维克，但它们看到英国军官这些“解放者”以后，便懂得了什么叫作英、美的“民主”。英、美资产阶级的代表到了芬兰和爱斯兰以后，就开始扼杀这些国家，他们比俄帝国主义者更加无耻，因为俄帝国主义者是旧时代的人物，不善于巧妙地扼杀，但是这帮人却很会干，而且扼杀得很彻底。

因此，我们在第二阶段的这一胜利比目前一般所想象的要巩固得多。我这样说决没有夸大，而且我认为夸大是十分危险的。我毫不怀疑，协约国还会企图时而唆使我们邻近的这个小国，时而唆使那个小国来进攻我们。这种企图是会有的，因为这些小国完全依附协约国，因为所有那些关于自由、独立和民主的言论都不过是伪善的词句，协约国还会强迫它们再次动手来攻打我们的。可是，这种企图既然在十分容易攻打我们的时刻都遭到了失败，那我认为，可以肯定地说，这方面的主要困难无疑已经过去了。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丝毫没有夸大，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协约国方面巨大的实力优势。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取得了胜利。还会有人来算计我们，但我们一定能够更容易地战胜，因为这些处在资产阶级制度之下的小国已经根据经验，而不是根据理论（这班先生对于理论是一窍不通的）确信，协约国是一只野兽，它比人们用来吓唬全欧洲儿童和文明小市民的布尔什维克还要蛮横和凶恶。

可是，我们的胜利不仅仅是这些。第一，我们夺走了协约国的工人和农民；第二，我们已使那些受协约国奴役的小民族保持中立；第三，我们已开始夺取各协约国国内那些本来完全反对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小市民。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引证一下手头这一份10月26日的《人道报》。这家报纸一向属于第二国际，在战争期间是极端沙文主义的，它抱着象我国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这类社会党人的观点，目前正扮演着调和者的角色。连这样的报纸现在也说它确信工人情绪有了变化。它看到这一点，不是在敖德萨，而是在巴黎的大街上和集会上，因为工人不许那些胆敢攻击布尔什维克俄国的人讲话。这些在几次革命中学到了一点东西的政客，这些懂得什么叫作人民群众的人，因此都不敢赞成干涉，都表示反对干涉。情况还不仅仅是这样。在我所引证的10月26日这一份《人道报》上，不仅有社会党人（他们自命为社会党人，但我们早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社会党人了）作这样的声明，而且还刊载了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和法国舆论界代表人物的声明。在声明下面第一个签名的是阿纳托尔·法朗士，下面还有斐迪南·比松，我数了一下，共有71个全法国闻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说，他们反对干涉俄国内政，因为实行封锁和采用饿死的办法会使儿童和老人毁灭，这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是不能允许的，他们不能容忍这一点。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奥拉尔是完全拥护资产阶级观点的，可是他在信中说：“我，作为一个法国人，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作为一个法国人，是民主的拥护者，怀疑我这一点是可笑的，可是，当我看到法国请德国一起来封锁俄国的时候，当我看到法国向德国提出这种建议的时候，我觉得羞愧脸红。”[145]这也许不过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知识分子的情感，但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第三个胜利，是我们在法帝国主义内部取得的胜利。知识分子这一番可怜的和模棱两可的话正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从数十、数百个例子中看出，知识分子的叫嚷往往千百万倍地超过他们的力量，不过，在指示小资产阶级倾向和彻头彻尾资产阶级舆论倾向方面，他们倒是一个出色的晴雨表。我们在法国内部（法国所有资产阶级报纸除了谣言之外，不刊登有关我国的消息）竟获得了这样的成绩，我们可以说，法国仿佛发生了第二次德雷福斯案件[146]，只是规模要大得多。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教权派和军事反动势力时，工人阶级并不能把那看作是自己的事情，因为当时还没有现在这种客观条件和强烈的革命情绪。现在呢？在最疯狂的反动势力在选举中获胜之后不久，并在建立了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制度以后，由于最反动的法国和最反动的德国结成同盟，想饿死俄国工人和农民，法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表示感到羞愧了。同志们，我们可以说，这是第三个胜利，而且是最大的胜利。我很想看看，在国内这种情况下，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和威尔逊这些先生怎样实现他们所梦想的侵犯我国的新计划。先生们，请你们试试看吧！（鼓掌）

同志们，我再说一遍，如果由此非常草率地作出结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毫无疑问，他们会重新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但是我们完全相信，不管他们花多大的力气，他们的图谋总是要失败的。我们可以说，我们蒙受无限牺牲所进行的国内战争是胜利的战争。这不仅是俄国的胜利，而且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我向你们所说的每一个结论，都是根据战局的结果作的。所以，我再说一遍，新的图谋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们比以前要弱得多，而我们却大大地加强了，我们战胜了高尔察克、尤登尼奇，现在正开始战胜邓尼金，而且显然会彻底战胜邓尼金。难道高尔察克没有得到称霸全世界的协约国的援助吗？难道在立宪会议选举时投布尔什维克票最少的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农民没有一贯支持当时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立宪会议阵线吗？难道他们不是反对共产党的最好人力吗？西伯利亚没有地主土地占有制，因而我们不能立刻象帮助全体俄国农民那样帮助那里的农民群众，难道不是这样吗？高尔察克要战胜我们还缺少什么呢？缺少一切帝国主义者所缺少的东西。他仍是一个剥削者，他必须在世界战争遗留下来的环境中活动。在这种环境中，只可能有两种专政，民主和自由只能是空谈。或者是剥削者专政，它拼命维护剥削者的特权，要各国人民按借据（剥削者想靠这些借据从各国人民身上搜刮数十亿的金钱）交纳贡款；或者是工人专政，它同资本家政权作斗争，要坚决维护劳动者的政权。高尔察克就因为这一点而垮台了。西伯利亚农民和乌拉尔农民正是用这种方式，不是通过投票（当然，在某种情况下，投票方式是不坏的）而是用行动决定了自己的命运。1918年夏天，他们不满意布尔什维克。他们看到布尔什维克不让他们以黑市价格出卖余粮，就跑到高尔察克那边去了。现在经过观察和比较，他们得出了另一个结论。他们是违反了别人教给他们的科学而了解到这一点的，因为他们从亲身的体验中学到了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不愿意从科学中去了解的道理（鼓掌），这就是只能有两种专政：或者是选择工人专政，即帮助全体劳动者摆脱剥削者的枷锁；或者是选择剥削者专政。我们争取到了农民，我们通过空前艰难痛苦的经验证明我们这些工人阶级的代表比任何政党都善于更好地更有成效地引导农民。别的政党都喜欢责备我们，说我们在同农民作斗争，不善于同农民达成正确的协议，它们都愿意好心地无私地来效劳，帮助我们同农民和解。先生们，多谢你们了，可是我们认为你们做不到这一点。而我们呢，至少在很久以前就证明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并没有向农民描绘美丽的图画，说没有铁的纪律，没有坚强的工人阶级政权，他们就能摆脱资本主义社会；说只要随便收集一下选票就能解决同资本作斗争这一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我们直截了当地说：专政这个词是残酷的、厉害的，甚至是带有血腥气的，但是，我们也说，工人专政将保证农民推翻剥削者的压迫。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农民在实际体验了两种专政以后，选择了工人阶级专政，并且跟它继续前进，直到完全胜利。（鼓掌）

同志们，从我刚才谈到的我们在国际方面的胜利这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觉得这方面不必谈得很多——就是我们应该以最大的求实精神平心静气地重申我们的和平建议。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这种建议我们已经提过很多次了。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任何受过教育的人，甚至我们的敌人都认为我们占了优势，而且这些受过教育的人都羞得脸红。布利特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契切林同志接见了他。契切林同志和我都同他举行了会谈，并在几小时内签订了预备和约。他要我们相信（这班先生是喜欢吹嘘的），美国就是一切，有了美国的实力，谁还把法国放在眼里呢？我们签订了和约之后，法国的部长和英国的大臣作了这样一个姿势。（列宁用腿作了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姿势。笑声。）布利特结果带回了一纸空文，有人对他说：“谁会想到你这样天真、这样愚蠢，竟相信了英法的民主制度！（鼓掌）我在这一份报上看到了我们同布利特拟订的和约的法文全文[147]。这个条约在英美所有的报纸上都登载了。结果，他们在全世界面前表明，他们不是骗子就是小孩子——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吧！（鼓掌）现在甚至小市民，甚至受过一点教育的资产阶级（他们记得他们也同本国的沙皇或国王斗争过），都同情我们了，因为我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签字同意了极苛刻的媾和条件。我们说：“我国工人和士兵的血对我们是太宝贵了；我们可以向你们这些商人交纳沉重的贡款来换取和平；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保全工人和农民的生命。”因此，我想我们不必多谈了，最后我将宣读一项决议草案，它将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名义来表达我们执行和平政策的坚定愿望。（鼓掌）

现在，我想从报告的国际部分和军事部分转到政治部分。

我们对协约国取得了三大胜利，而且这决不单单是军事上的胜利。这是工人阶级专政所取得的胜利。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都巩固了我们的地位，这不仅由于我们削弱了敌人的力量并使他们失去了军队，还由于全人类的劳动者甚至许多资产阶级分子都更加看重我们，因而我们的国际地位就巩固了。我们对高尔察克、尤登尼奇的胜利和目前正取得的对邓尼金的胜利，将使我们能够继续用和平的方法赢得比目前无疑要广泛得多的同情。

人们老是责备我们实行恐怖主义。这是报刊上惯用的责难。它们说我们把恐怖主义定为原则。我们回答说：“连你们自己也不相信这种诬蔑。”还是那位写信给《人道报》的历史学家奥拉尔说道：“我学过历史，也教过历史。当我读到布尔什维克都是妖魔鬼怪的时候，我不禁要说，有人也这样说过罗伯斯比尔和丹东。我这样说决不是要拿现在的俄国人同这两位伟人相比。决不是这样。他们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认为决不能一听到谣传就相信。”既然一个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都这么说，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还在流传的关于我们的那些谣言就要消散了。我们说，我们是被迫采取恐怖手段的。人们忘记了，恐怖主义是由称霸全世界的协约国的进攻引起的。世界各国的舰队封锁一个饥馑的国家，难道这不是恐怖手段？外国代表利用所谓外交豁免权去组织白卫分子暴动，难道这不是恐怖手段？观察事物总应该冷静些才是。应该了解，国际帝国主义为了镇压革命，已经孤注一掷，不择手段，它扬言：“用一个军官换一个共产党员，我们也合算！”他们说得对。如果我们试图一味用讲理说服的办法或别的什么办法来影响国际强盗所建立的在战争中已经兽性化了的军队，唯独不用恐怖手段，那我们连两个月都支持不了，那我们都是傻瓜了。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是称霸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的恐怖手段强迫我们采取恐怖手段的，是它们一直想扼杀和饿死我国的工人和农民，因为工人和农民为争取本国的自由进行斗争。在同恐怖手段的这种渊源和起因作斗争时，随着我们取得的每一步胜利，我们必然会在我们管理工作中逐渐舍弃这种说服和影响的办法。

我们在恐怖主义问题上所说的，也能用来说明我们对一切动摇分子的态度。有人责备我们给中间分子，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造成了非常困难的处境。我们说，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因此，它引起了革命。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大家都感觉到，这场战争是资产阶级为了掠夺的目的而进行的，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大批死亡，而资产阶级却大发横财。这是各国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基调，这使资产阶级趋向毁灭，趋向彻底的灭亡。而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政治的继续。每一个工人和农民都了解（即使不了解，也都本能地感觉到和看到），这是一场抵御剥削者的战争，这场战争使工人和农民蒙受最大的牺牲，但是它也一定会把这些牺牲加在其他阶级的身上。我们知道，这对其他阶级说来要比工人农民更沉重，因为他们过去都是特权阶级。但是，我们说，一个政府要使千百万劳动者摆脱剥削，却又不肯把牺牲加在其他阶级身上，那它就不是社会主义政府，而是叛徒政府。如果说我们把重担放在中间阶级身上，那只是因为协约国各国政府使我们陷于空前艰难的境地。随着我们取得的每一步胜利，有愈来愈多的动摇分子（经过了种种动摇和无数次倒退的尝试之后）相信，除了劳动者专政和剥削者政权以外，的确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这一点从我们革命的经验中可以看出来，不过我不能详加论注。如果说这些动摇分子有一段时间处境困难，这不能怪布尔什维克政权，只能怪白卫分子，怪协约国。等到战胜了白卫分子和协约国，就会有真正可靠的条件来改善这些阶级的处境。同志们，这方面，在谈到国内政治的经验教训之前，我想简短地谈谈战争的意义。

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政治的继续，是推翻剥削者——资本家和地主这一政治的继续。因此，我们的战争虽然异常艰苦，却使我们博得了工人农民的同情。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而且是政治的集中，是在这场地主资本家依靠称霸全世界的协约国而强加给我们的空前艰苦的战争中学习政治。在这场战火中，工人农民学到了很多东西。工人们学会了怎样利用国家权力，怎样把每一个步骤变成宣传和教育的资料，怎样把农民占多数的红军变成教育农民的工具，怎样把红军变成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工具。我们知道，这些资产阶级专家绝大多数都反对我们（而且也一定会是绝大多数反对我们），因为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这一点我们不会有丝毫怀疑。这些专家成百成千地叛变了，然而有成万成万的专家却愈来愈忠诚地替我们办事了。这是因为在斗争的进程中，他们倒向我们这一边；这是因为促使我们红军创造出奇迹的革命热情渊源于我们为工农服务，满足工农的利益。工农群众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进行斗争，因而能齐心协力地行动。这种形势产生了作用，因此从另一阵营跑到我们这边来的人（有时是不自觉地跑来的），愈来愈多地变为我们自觉的拥护者了。

同志们，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把我们在军事工作方面获得的经验运用到和平建设方面去。我们所以这样欢欣鼓舞，这样热烈地祝贺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不是由于别的原因，正是由于这次大会是苏维埃俄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在此以前主要是我们所进行的国内战争的时期，在此以后主要是我们大家所向往追求的、愿意为它献出一切力量和整个生命的和平建设的时期。我们经受了战争的严酷考验，现在我们可以说，在军事和国际方面，我们基本上已取得了胜利。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和平建设的大道。当然，应该记住，敌人正在窥伺我们的一举一动，还会不断企图利用他们能够利用的一切办法，如使用暴力、欺骗、收买、施展阴谋等等来推翻我们。我们的任务是用军事方面获得的全部经验来解决和平建设的基本问题。现在我把这些主要问题列举如下。首先是粮食问题，即谷物问题。

我们同偏见和旧习惯已经进行了极艰苦的斗争。农民一方面是劳动者，他多年来经受了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凭着被压迫者的本能，知道这批野兽为了恢复自己的政权，是不惜让人民血流成河的。但是另一方面，农民又是私有者。他希望自由出卖粮食，要求“贸易自由”，他不懂得，在一个挨饿的国家里，粮食买卖自由就是投机自由，就是富人发财自由。我们说，我们决不这样做，我们宁死也不让步。

我们知道，这方面我们执行的政策，是工人说服农民贷出粮食，因为纸币不是等价物，与粮食不等价。农民按固定价格出卖粮食给我们，他拿不到商品——因为我们没有商品——而只拿到一些花花绿绿的票子。他贷粮食给我们，我们说：“你既然是劳动者，那怎么能说这不公平呢？你怎么能不同意把现有的余粮按固定价格出借，而不用投机办法销售呢？因为投机就是恢复资本主义，恢复剥削，恢复我们所努力反对的一切。”这是一个巨大的困难。我们曾经很费踌躇。我们已经走了好多步，现在还在摸索前进，但我们已经获得了基本经验。国家对农民说，他们应该把粮食贷出来。你们听了瞿鲁巴同志或其他粮食工作人员的报告后就会看到，农民已逐渐习惯于余粮收集制了；我们接到许多乡的报告，余粮收集工作完成了100％，成就虽然很小，但总算有了成就；我们的粮食政策使农民愈来愈明白，谁在一个民穷财尽的国家里要求粮食买卖自由，那就请他退回去尝尝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滋味吧！我们要同这种现象斗争到最后一滴血。这方面不能有丝毫让步。在粮食这一基本问题上，我们要竭尽一切力量消灭投机，不让有钱人靠贩卖粮食发财致富，要使劳动者在国有土地上靠世世代代的辛勤劳作所得的全部余粮都成为国家的财富，要农民在国家遭到破坏的今天把这些余粮贷给工人国家。如果农民能这样做，我们就能摆脱一切困难，恢复工业，工人就能百倍地偿还欠农民的债务，保证农民及其子女不替地主资本家干活也能生存下去。我们把这些告诉农民，农民现在也相信没有其他的选择。在这方面与其说是我们说服了农民，不如说是我们的敌人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这班先生说服了他们。他们给农民的实际生活教训最多，使农民都跑到我们这一边来了。

同志们，在粮食问题之后就是第二个问题——燃料问题。现在，各地所收购到的粮食已足够彼得格勒、莫斯科挨饿的工人吃了。可是，你们如果到莫斯科的工人居住区去走一趟，你们就会看到，那里苦难重重，冷得可怕，而燃料的缺乏更加深了这种苦难。这方面我们正遭遇到极严重的危机，赶不上需要。最近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开了许多次会议，专门讨论摆脱燃料危机的办法[148]。克桑德罗夫同志为我的讲话提供了一份材料，说明我们已经开始摆脱这一严重危机了。10月初，一周约装运16000车皮的燃料，到10月底却下降为一周装运10000车皮。这是一次危机，这是一次大灾难，这给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许多工厂的工人造成饥荒。这次灾难的恶果一直影响到现在。此后，我们抓紧了这项工作，拿出了一切力量，象对待军事工作那样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说：任何有觉悟的人决不能用资本主义旧方法来解决燃料问题，让投机者得到奖赏，靠某些订货发财。不，不能这样。我们说，要用社会主义的方法，用自我牺牲的方法去解决这一问题，要用我们拯救红色彼得格勒、解放西伯利亚的方法，要用过去在一切困难的时刻解决一切艰巨的革命任务时使我们取得胜利、并将使我们永远取得胜利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在10月份最后一周，装运量已由12000车皮增加到20000车皮。我们正在摆脱这次灾难，但还远没有摆脱。必须让全体工人都了解、都记住，人没有粮食，工业没有粮食——燃料，国家就要遭难。不仅我国如此。今天报上说，法国这个战胜国的铁路交通停顿了。何况是俄国呢？法国将依靠资本主义方式，即资本家发财而群众继续受苦的方式来摆脱危机。而苏维埃俄国则是依靠工人的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依靠坚决向农民提要求的方式（农民最后总会理解这一点）摆脱危机。农民会体验到，不论这种过渡多么困难，不论工人政权的手多么强硬，但这究竟是劳动者的手，劳动者正为了劳动群众的联盟，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进行斗争。

降临到我们头上的还有第三种灾难，这就是吞噬着我们大批军队的虱子，斑疹伤寒。同志们，你们在这里想象不出斑疹伤寒流行地区的惨状，那里的居民没有物质资料，个个虚弱无力，一切生活和社会活动都停止了。因此我们说：“同志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或者是虱子战胜社会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战胜虱子！”同志们，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也采用了上述方法，已经开始收到效果。当然，还有一些医生，对工人政权抱有成见，不信任工人政权，他们愿意拿有钱人的诊金，不愿意去同斑疹伤寒作艰苦的斗争。但是这种人只占少数，这种人愈来愈少了，大多数医生都看到人民正在为生存而斗争，人民希望用斗争来解决拯救一切文明的基本问题。这些医生在这一艰难困苦的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忘我精神，并不亚于任何军事专家。他们愿意献出自己的力量为劳动人民工作。应当指出，我们也在开始摆脱这一危机。谢马什柯同志给了我一份有关这项工作的调查材料。据前线消息，到9月30日为止，已经有122名医生和467名医助到达前线。从莫斯科出发的医生已有150名。我们可以预料，在12月15日以前还会有800名医生上前线去协助扑灭斑疹伤寒。我们应该十分重视这次灾难。

我们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巩固我们的基础上，即解决粮食、燃料和扑灭斑疹伤寒的问题。同志们，这方面我特别想谈的一点，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着某些紊乱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们要改造整个世界，很自然地会吸引没有经验的工人和农民来参加这一工作。毫无疑问，只有经过很长的时间以后，我们才能正确地肯定，什么问题是我们应该首先注意的。这样伟大的历史任务往往会产生伟大的幻想，随着伟大幻想的产生，又会出现一些渺小的不好的幻想，这都是不足为奇的。常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盖房子从屋顶、厢房或飞檐盖起，对于基础却没有认真地注意。根据我的经验和对工作的观察，我认为我们政策中迫切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基础打好。必须使每个工人、每个组织、每个机关在每次会议上都谈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供应粮食，能够增加燃料，能够拿出一切力量来彻底消灭俄国不文明、贫困和愚昧无知的恶果——斑疹伤寒，能够把全部力量，把流血战争中获得的全部经验运用到这场不流血的战争中去，那么我们可以相信，在这项比战争总要省力得多、人道得多的事业中，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愈来愈大的成就。

军事动员我们已经实现了。同我们势不两立、始终维护资本主义思想的政党，如社会革命党，也不顾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一切责难，而承认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了。这就是说，我们在这最困难的事业中已经使工人阶级同转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的广大农民群众联合起来，并且以此向农民表明，什么叫作工人阶级的领导。

“无产阶级专政”这几个字把农民吓跑了。在俄国，这是恐吓农民的稻草人。他们转过身来反对使用这种稻草人的人。现在农民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也许是一个十分深奥的拉丁词，但实际上这就是让工人掌握国家机关的苏维埃政权。因此，这是劳动者最忠实的朋友和同盟者，是一切剥削的最无情的敌人。这就是我们终于战胜一切帝国主义者的原因。我们拥有深厚的力量源泉和广大的人力后备，这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府所没有也不会有的。我们可以愈益深入地从这样的源泉中吸收力量，吸收的对象不仅从先进工人转到中间工人方面，而且转到更下层，即转到贫苦的劳动农民方面。最近，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说，彼得格勒已贡献出所有的工作人员，再也不能贡献什么人了。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得很对，彼得格勒一到危急关头就成为确实产生出新的力量的奇妙城市。没有管理国家经验和政治经验的工人，过去人们以为他们不如中间分子，现在他们都挺身而起，为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贡献出很大的力量，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奇迹。这种不断创造出新奇迹的源泉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每一个新的阶层，即那些还没有被吸收参加工作的工人和农民都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和同盟者。我们现在几乎常常要依靠为数极少的先进工人来管理国家。我们在党的工作和苏维埃的实际工作中，应该一次又一次地求助于非党人士，应该更大胆地求助于非党的工人和农民，目的不是为了立刻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来，吸收他们入党（这对我们并不重要），而是为了使他们认识到，要挽救我们国家，必须有他们的帮助。只有我们使那些过去被地主资本家禁止参加国家管理的人们认识到我们在号召他们同我们一道建设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稳固基础，我们的事业才能成为真正不可战胜的事业。

所以，根据两年来的经验，我们可以绝对有把握地告诉你们，我们在军事上的每一次胜利，都将促使和平建设时期飞速接近，现在这一时期已离我们不远，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用全部力量来进行和平建设了。根据我们已经取得的经验，我们可以保证说，在和平建设事业中我们在最初几年就会创造出奇迹，这些奇迹将要比我们两年来胜利地同称霸全世界的协约国作战所创造的奇迹大得多。（鼓掌）

同志们，最后请允许我向你们宣读我所拟的决议草案：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以便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搞好生产、运输和社会管理工作，这一工作一直受到阻挠：先是德帝国主义的压迫，后是协约国的干涉和饥饿封锁。

工农政府曾经多次向协约国列强提出媾和的建议，如：1918年8月5日外交人民委员部给美国代表普尔先生的信，1918年10月24日给威尔逊总统的信，1918年11月3日通过中国立国代表给协约国各国政府的信，1918年11月7日以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名义发出的建议书，1918年12月23日李维诺夫在斯德哥尔摩给协约国各国代表的照会，1919年3月12日和17日的信，1919年2月4日给协约国各国政府的照会，1919年3月12日同威尔逊总统的代表布利特拟订的条约草案，以及1919年5月7日通过南森提出的声明。

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完全赞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采取的所有这些措施，并重申一贯要求和平的愿望，再次向英、法、美、意、日各协约国建议，与它们全体或单个地立刻开始和平谈判；并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始终如一地继续执行和平政策，采取使这一政策获得成功的一切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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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12月6日）

（喊声：“列宁同志万岁！乌拉！”鼓掌。）同志们！我认为马尔托夫的发言和宣言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例证，说明过去和现在属于第二国际（我们现在为了反对第二国际已成立共产国际）的各党各派对苏维埃政权抱着怎样的态度。你们每一个人都看到，马尔托夫的发言和宣言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关于这个差别，索斯诺夫斯基同志从主席团席位上向马尔托夫提出意见，着重指出说：“你的宣言不就是去年的宣言吗？”的确，马尔托夫的发言无疑是1919年的话，这一年年底的话，而他的宣言，我们可以看出完全是重弹1918年的老调。（鼓掌）马尔托夫在回答索斯诺夫斯基的意见时，竟说这项宣言是“万古不变”的，那我倒要在这里替孟什维克辩解几句，以免马尔托夫冤枉了他们。（鼓掌，笑声）同志们，因为我对孟什维克活动的发展及其前后经过观察得也许比任何别的人都多一些，仔细一些，——这当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根据15年来的观察，我可以断言，这项宣言不但不能“万古不变”，而且连一年也保不住（鼓掌），因为孟什维克的全部发展，特别是俄国革命史上现在已经开始的这一伟大时代，向我们表明，他们的摇摆是非常厉害的。总的说来，他们是在违背自己的意愿，非常费力地抛弃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偏见的。他们多次固执己见，现在才开始向无产阶级专政靠拢（虽然是很慢的，但终究是开始靠拢了），我完全相信，一年以后他们还会前进几步的。不能再重复这种宣言了，因为你只要剥去它那一层民主空话和议会辞藻（这些东西能使议会中反对派的任何领袖获得声望）的外壳，抛弃那些很多人所喜欢、但我们感到枯燥无味的词句，抓住问题的真正实质，那就会看到，通篇宣言的意思不过是在说：退回去，退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去！（鼓掌）因此，当我们听到声称同情我们的人发表这种宣言时，我们就说：不，恐怖手段和肃反委员会[149]都是绝对必要的。（鼓掌）

同志们，为了现在不让你们责备我，也为了不让其他人来责备我，说我故意挑剔这份宣言，我可以根据政治事实断定，现在右派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都会双手赞成这份宣言。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今年举行党务会议（立宪会议委员会主席沃尔斯基——你们都听到过他在台上的讲话——及其一派人被迫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分裂），会议决定他们愿意和社会革命党人引为知己的孟什维克党合并。为什么呢？因为孟什维克的宣言是完全依据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原则写成的，他们支持孟什维克，赞成发表宣言，赞成孟什维克刊物中的言论。（崩得[150]的一位女代表说这些似乎是纯粹理论性的东西，我们不该不准刊印，并且埋怨说，我们这里没有充分的出版自由。）同时，沃尔斯基派经过长期斗争以后，却不得不分裂出来。这一混乱状态清楚地表明，不是我们故意挑剔孟什维克，而是事实的真相就如此，社会革命党少数派给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这里有人提起孟什维克罗扎诺夫，他大概会被马尔托夫及其政党开除吧，但是这个宣言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都会赞同的。

以上说明，他们至今还有两个不同的派别，一派人后悔莫及，痛哭流涕，希望在理论上退到民主主义去；另一派人则在采取行动。马尔托夫妄谈什么我在为恐怖主义辩护。单是这一句话就说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离我们是多么远，而同第二国际是多么近。其实这里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气息，而是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来到了，人们却又向我们宣传资产阶级的旧观点。我没有替自己辩护，我只是说有一个由战争所造成的特别的党，即军官的党，这些军官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指挥作战，在这次战争中被提拔起来，他们懂得什么是实际的政治。有人对我们说：“你们的肃反委员会应当撤销或者应当组织得好一些。”同志们，我们回答说，我们并不妄自尊大，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我们准备而且乐意不抱一点成见地进行学习。但是，当那些在立宪会议里待过的人也想来教我们怎样抵御地主白卫分子的子弟和军官的时候，我们就回答他们说：你们执过政，同克伦斯基一起反对过科尔尼洛夫，而且还同高尔察克勾结过，可是你们象小孩子一样，没有任何抵抗就被这些白卫分子赶了出来。现在，你们竟然还说我们的肃反委员会组织得不好！（鼓掌）不，我们的肃反委员会组织得非常好。（鼓掌）在今天的德国，阴谋家先生们正在愚弄工人，以元帅为首的军官们正在高喊“打倒柏林政府！”，杀害共产党领袖的人逍遥法外，白卫分子把第二国际的领袖当小孩子一样指使，这一切使我们清楚地看出，这个妥协政府不过是阴谋家集团手中的玩物罢了。在我们吸取了这样的经验，刚刚走上大路的时候，这些人就对我们说：“你们采取了过火的恐怖手段。”我们破获彼得格勒的阴谋案件[151]才过去几个星期呢？尤登尼奇打到彼得格勒城下和邓尼金打到奥廖尔附近的事才过去几个星期呢？这些动摇的党派和动摇的民主派分子对我们说：“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被打败了，我们很高兴。”我愿意相信他们是很高兴，因为他们知道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威胁。（鼓掌）我并不怀疑这些人的真诚。不过我要问问他们：在苏维埃政权处境困难的时候，在资产阶级分子组织阴谋的时候，我们在紧要关头破获了这些阴谋，难道这完全是偶然破获的吗？不，不是偶然的。阴谋所以被破获，是因为阴谋分子要生活在群众当中，因为搞阴谋非有工人和农民不可，这样，最后总会有一些人跑到所谓组织得不好的肃反委员会去说：“某某地方有剥削者在集会。”（鼓掌）所以我说，在致命的危险才过去不久，有目共睹的阴谋正摆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有人竟跑来对我们说，我们不遵守宪法，肃反委员会组织得很糟，可见这些人在对白卫分子进行的斗争中没有学到政治，没有好好考虑过他们同克伦斯基、尤登尼奇、高尔察克打交道的经验，不会从中得出一点实际的结论。先生们，你们既然开始了解到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应当选择苏维埃政权，那你们就该趁早收起马尔托夫的“万古不变”的宣言。（笑声）我们的宪法吸收了建立政权两年以来的全部经验，正如我发言中所说的，没有这一经验，我们不但支持不了两年，就连两个月也不能，这一点这里甚至没有人试图反驳。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对苏维埃政权稍微抱着客观的态度，就请他来反驳反驳吧，即使他不是从一个希望向工人群众说话、和他们一起行动并能影响他们的政治家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也无妨，只要能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问题就行。

有人对我们说，苏维埃很少开会，又不经常改选。我觉得对这种指责不应该用讲话和决议来回答，而应该用事实来回答。目前苏维埃政权已着手统计地方县市苏维埃改选次数和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次数等等，我认为你们只要把这件工作做好，那就是一个最好的回答。我们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弗拉基米尔斯基同志发表了一份有关这些代表大会的历史资料[152]。我看了以后曾这样说过：这份历史资料证明，在文明民族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象我们俄国这样广泛运用无产阶级民主。有人说，我们苏维埃很少改选，不经常召开代表大会。我可以请每个代表要求有关机关在这次大会上发一次补充的调查表，让每个代表填写：何年、何月、何日，在哪一县、哪一市、哪一村召开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如果你们完成了这件轻易的工作，每个人都填写了调查表，那就会得出一份材料，来充实我们不完全的资料，证明在战时这样困难的时期，在欧洲各国几百年来制定的并已为西欧人所习惯的宪法几乎完全停止生效的时候，苏维埃宪法却在各地施行，使人民群众通过代表大会、苏维埃和代表改选等方式参加管理工作和独立解决管理事务，其范围之广，为世界各国任何地方所不及。有人说这还不够，他们指摘我们，并且武断地说：“你们中央执行委员会不经常开会，这真是可怕的罪行。”关于这一点，托洛茨基同志对一位崩得的女代表答复得很好，他说，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前线。现在崩得是拥护苏维埃政纲的，因此可以设想它终于真正了解了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可是这位崩得女代表却说（我记下了她的话）：“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前线，这真是笑话。它可以派别人去呀。”

我们同高尔察克、邓尼金等人进行斗争，——他们并不是那么几个人！结果俄国军队象赶小孩似地把他们赶跑了。我们进行着困难的然而是胜利的战争。你们知道，每当我们受到侵犯的时候，都不得不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送上前线，可有人却对我们说：“这真是笑话，应当找别人去。”难道我们是超时间超空间地进行活动吗？还是我们能够一星期生几个共产党员呢？（鼓掌）这我们办不到。同志们，我们这里受过几年斗争锻炼的、取得了经验、能担任领导工作的工人，比任何国家都少。我们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培养工人青年、工人学员，但这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当这种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时候，有人就来嘲笑我们。这种嘲笑只证明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些条件！在这样的战争条件下，有人硬要我们不采取我们一向所采取的行动，这真是知识分子可笑的不通事理的表现。我们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因此我们应当把所有优秀的工作人员，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级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都派上前线。我相信凡是有一点实际管理经验的人，都不但不会斥责我们，反而会赞成我们，因为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把各级执行委员会的所属机关缩减到了最小限度，在战争的压力之下把这些机构压缩成一个执行委员会，使工作人员都奔赴前线，正象他们现在成百成千地投入燃料工作一样。这是苏维埃共和国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基础。如果能够保住这个基础，即使苏维埃在几个月内少开几次会，那也决不会有一个明智的工人或农民不了解这样做的必要性或不赞成这样做。

我认为，在民主和民主制度的问题上，人们给我们搬出来的仍旧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偏见。反对党有人在这里说，应当停止镇压资产阶级。还是考虑考虑你说的话吧。什么叫作镇压资产阶级？要镇压和消灭地主，只须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把土地分给农民就行了。但是能用消灭大资本的办法来镇压和消灭资产阶级吗？任何一个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镇压资产阶级是不行的，资产阶级产生于商品生产；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一个农民家里有几百普特的余粮，不肯贷给工人国家救济挨饿的工人，而要拿去做投机生意，——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资产阶级吗？资产阶级不是从这里产生的吗？在这个粮食问题上，在俄国整个工业区挨饿的问题上，我们是否得到那些责备我们不遵守宪法、责备我们镇压资产阶级的人的援助呢？没有！他们是不是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呢？他们只是用“工农协议”一词来打掩护。工农协议当然是需要的。我们已经表明，我们是这样做的，1917年10月26日我们采纳了社会革命党纲领中关于支持农民的那一部分，并且完全把它实现了。我们当时拿这一点来说明，受过地主剥削、靠自己劳动过活而不进行投机的农民会把中央政权派来的工人看作是他们忠实的保卫者。我们就这样同农民达成了协议。我们实施的粮食政策，要求农民把家中的余粮贷给国家来接济工人，违抗这种政策就是支持投机。这种违抗政策的现象在习惯于仿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中仍然存在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社会革命的危险也就在这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即使是最左的）在这方面是否帮助过我们呢？没有，从来没有！我们为了“自由的原则”似乎必须准许他们出版的那些刊物（我们有这种刊物的样本）表明，他们没有一句话是帮助我们的，更不必说行动了。在没有彻底战胜旧习惯，战胜“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一句可诅咒的老话以前，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征收余粮，把余粮贷给挨饿的工人。我们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在这方面用暴力是什么也做不成的。但是，说我们是工人阶级中的少数，这就很滑稽，只会使人感到可笑。这种话可以在巴黎讲，不过现在在巴黎的工人集会上也不让讲这种话了。在我们的国家里，政府被极其容易地推翻了，工人和农民用枪杆保卫自己的利益，把枪杆当作实现自己意志的武器；在这样的国家里，还说我们是工人阶级中的少数，实在可笑。如果这种言论出自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之口，那我是能够理解的。看，这是谁的言论，谁的思想！威尔逊、克列孟梭、劳合－乔治这帮最可恶的帝国主义强盗和野兽所发表的言论，马尔托夫竟在这里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加以重复（笑声），所以我自己对自己说，应当时刻警惕，并且应当知道肃反委员会是很必要的！（鼓掌）

反对派的所有发言人，包括崩得代表在内，都责备我们不遵守宪法。我肯定地说，我们是极其严格地遵守宪法的。（包厢里有人发出叹声：“嗬！”）从过去是沙皇的包厢、今天是反对派的包厢里（笑声）我听到有人发出讽刺的“嗬！”声，但我还是要来证明这一点。（鼓掌）现在我把我们极其严格遵守的那条宪法条文向你们念一念，它能证明我们在一切行动中都是遵守宪法的。过去，当我在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拥护者出席的大会上谈到宪法时，往往很难找到宪法原文来引证。不过，会场的墙上倒多半都张挂着宪法。这次，会场里没有张挂，但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帮了我的忙，给了我一本名叫《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小册子。我把第23条念一念：“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对利用权利来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利益的个人和集团，得剥夺其一切权利。”

同志们，我再说一遍，我们向来不把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宪法看作尽善尽美的典范。这次大会提出了修改宪法的问题。我们同意修改，让我们来审议如何修改吧！但是我们并不会把这种修改“万古不变地”固定下来。如果你们想争论，那就彻底地争论争论吧！你们要我们遵守宪法，但你们愿不愿意我们也遵守第23条呢？（鼓掌）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我们来争论一下，看是否应该取消这一条要我们不向人民空谈劳动人民一般自由、一般平等的宪法。你们对宪法研究得透彻，可是你们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旧教科书研究的。你们记起了“自由和民主”的字眼，引证宪法，记起了从前的话，向人民许下种种诺言，但目的是为了不履行这些诺言。我们没有许下这种诺言，我们不主张工人和农民平等。你们却主张，那就请你们来争辩争辩吧！凡是过去受过地主资本家剥削、现在耕种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土地养家的农民，我们主张同他们完全平等友好，结成兄弟般的联盟。凡是那些由于旧习太深、愚昧无知、自私自利而要退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农民，我们就不给他们平等。你们是笼统地谈劳动人民的自由平等，谈民主，谈工人和农民的平等。我们并没有许诺宪法保障一般的自由和平等。要自由，但是是给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呢？做什么用的自由呢？要平等，是谁同谁平等？是受了资产阶级几十年几百年的剥削，今天正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劳动者的平等吗？这在宪法里已经有了规定：工人和贫苦农民实行专政，以镇压资产阶级。你们在谈宪法的时候，为什么不引证“以镇压资产阶级、镇压投机者”这些话呢？请举出一个国家作为例子，举出你们完美的孟什维克宪法作为例子来给我们看看！在建立过孟什维克政权的萨马拉的历史中，你们也许能找到这种例子吧？在目前由孟什维克执政的格鲁吉亚，在不用肃反委员会而采用完全自由平等和彻底民主的原则镇压资产阶级即镇压投机者的格鲁吉亚，你们也许能找到这种例子吧？请举出这样的例子来，我们好学习学习。可是你们举不出来，因为你们也知道，任何地方，只要有孟什维克或半孟什维克的妥协政权，那里就有疯狂的、肆无忌惮的投机活动。托洛茨基同志在发言中很正确地讲到了维也纳，那里参加政府的是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的人物，那里没有“布尔什维主义灾祸”，但是同彼得格勒、莫斯科一样，那里也在挨饿，受苦，不过那里没有意识到，维也纳工人是要用饥饿的代价开辟一条战胜资产阶级的大道。维也纳挨饿受苦比彼得格勒、莫斯科更加厉害，而且奥地利和维也纳的资产阶级在维也纳的街头，在维也纳的涅瓦大街和库兹涅茨克桥上正在搞骇人听闻的投机和掠夺勾当。你们不遵守宪法，我们是遵守的，因为我们只承认帮助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人才有自由平等。我们的第23条说明，我们不把过渡时期描绘成人间天堂。我们说，我们需要坚持好几年而不是几个月，才能结束过渡时期。两年以后，我们才能说，而且那时人们大概才会相信：我们所以能够坚持几年之久，正是因为我们在宪法里规定了要剥夺某些人和某些集团的权利。我们剥夺谁的权利，这一点我们并不讳言，我们公开说我们是剥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权利。第二国际的活动家为此斥责我们，但我们直率地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我们什么都愿意做，但是他们必须帮助我们实施劳动人民的政策，反对投机者，反对支持粮食投机的人和帮助资产阶级的人。我们将根据你们的实际行动来取消从前依照宪法对你们所采取的措施，可是在那之前，你们那些毫无内容的言论，都不过是支吾搪塞。我们的宪法不讲漂亮话，它对农民说：你既然是劳动的农民，你就有一切权利，但是在工人挨饿的社会里，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社会里，不可能人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它对工人说：要同帮助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农民实行平等，而决不是笼笼统统的平等！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任何人，只要他愿意帮助我们，不管他的过去如何，不管他的称号如何，我们都非常高兴地欢迎他。我们知道，从其他党派或非党人士中走到我们这边来的这种人已愈来愈多，这就是我们胜利的保证。（热烈鼓掌，高喊：“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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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小组上的讲话[153]

（12月8日）

同志们！我收到代表们递来的几张条子，要我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我本来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在接到这些请求以前一直不想发言，因为很遗憾，我没有机会实际了解地方工作，而在人民委员会工作过程中所得到的了解自然是很不够的。此外，我是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的，所以，我只想谈几点小小的意见。

在人民委员会里向我们提出国营农场问题、把国营农场划归省农业局管辖的问题的时候[154]，在提出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的问题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两种机关中有不少反革命分子。但是，有人想责备国营农场，说这些机构特别带有反革命性，我却一直觉得，并且现在也认为，这种说法是离了谱，因为国营农场也好，各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也好，什么大工业企业也好，总之，每一个管理较大国民经济部门的中央机关或地方机关，如果不解决资产阶级专家参加工作的问题，工作就做不好，并且也不可能做好。我觉得，对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的攻击，尽管从这些机关必须仔细进行清洗的角度来看是完全有道理的，但这种攻击毕竟是错误的，因为这就把这类机关同许多类似的机关割裂开来了。从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中就可以极其清楚地看出，在这一点上对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国营农场另眼看待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因为我们的整个苏维埃工作，无论在军事部门、卫生部门或教育部门，无论过去或现在，随时随地都碰到这一类问题。没有旧专家的帮助，我们就无法改造国家机关，培养出足够数量的精通国家管理工作的工人和农民。这是我们从全部建设中得出的主要经验。这条经验告诉我们，所有的部门，包括军事部门在内，旧专家不是从别处得来，而只能从资本主义社会得来（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叫作旧专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能成为专家的只是为数很少的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的人，只有极少数是出身于农民家庭，而且还是富裕农民家庭。因此，只要注意到这些人成长的环境和今天活动的环境，就会了解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实：这些专家，这些有本领在广大的全国范围内进行管理工作的人，十分之九浸透着资产阶级的旧观点和旧偏见，他们即使不直接叛变（叛变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常见的现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能了解新的条件、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因此在各人民委员部、在各地都出现了争吵、失利和紊乱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喊叫国营农场、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如何反动，企图把这个问题同如何使大批工农学会在广大的全国范围内进行管理工作这一总问题割裂开来，是说话离了谱。如果注意到我国的落后状态和困难条件，就知道我们培养工农的速度在世界历史上是绝对空前的。可是速度无论多快，还是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因为我们需要有大量的工人农民能做管理工作，熟悉各种专业的管理部门，而现在连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也没有得到满足。有人对我们说，也有人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证明，国营农场往往成了稍加伪装甚至不加伪装的原先的地主分子藏身的地方，成了官僚主义的巢穴，这种现象在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也同样屡见不鲜，——对于这些话的正确性我是从来不怀疑的。不过我已经说过，如果你们以为把国营农场划归省农业局管辖就可以根除这种祸害，那就错了。

为什么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和国营农场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官僚主义比军事部门多呢？为什么这些分子在军事部门比较少呢？因为总的说来，我们对军事部门比较重视，派去的共产党员、工人和农民比较多，那里政治部的工作也开展得比较广泛，总而言之，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给予整个军事机构的影响比较广泛、深刻和经常。因此，如果说那里的祸害还没有被我们根绝，至少也快要根绝了。我认为，这一点应当特别加以注意。

现在，我们只采取了一些初步的措施，使国营农场同附近的农民和共产党小组密切联系起来，使各个部门（不仅是军事部门）都真正设置政治委员，而不只是纸上谈兵。不管是集体管理机构成员、主任助理或者政治委员，我们都必须建立个人负责制，我们既需要集体管理制来讨论一些基本问题，也需要个人负责和个人指挥来避免拖拉现象和推卸责任的现象。我们需要那些一定要学会独立管理的人。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极妥善地消灭祸害。

最后，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一意见：这里有人错误地想把我们的争执说成是工人同农民的争执，想把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的问题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扯在一起。我看，这是根本不对的。在谈到镇压资产阶级的时候，才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那时这个问题才有意义，那时我们才需要这种专政，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专政才能镇压资产阶级，才能把政权交给能够不懈地进行工作、把更多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的那一部分劳动者的手里。然而，现在说的同这个问题毫不相干。我们争论的是，在某一部门中现在究竟需要把集中制加强或减弱到什么程度？如果各地来的同志说，托洛茨基同志以及许多人民委员也都肯定地认为，最近省干部和很多县干部的水平已提高很多（我也时常听到经常到各地视察的加里宁同志和各地来的同志这么说），那就应当估计到这种情况，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里对集中制的理解是否正确。我相信，我们这样改进苏维埃机关的工作还要进行很多很多次。在这方面，我们刚刚开始取得一些建设经验。从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内部来看这种经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不是任何数字可以表达的，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但是，我们相信各地正在按照中央当局确定的基本任务进行工作。这种情况是最近才形成的。

这里问题完全不在于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社会分子的冲突。这里的问题是我国苏维埃建设的经验问题，我认为甚至不是宪法的经验问题。这里有人大谈修改宪法的问题。我觉得，问题不在这方面。宪法里讲的是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我们大家对这个基本原则并无异议（从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这些鲜明、生动甚至是残酷的教训中，以及从游击习气的教训中，我们已经学到了这个原则），在这里是用不着来谈的。在谈到授予人民委员或人民委员会以免职权的时候，连萨普龙诺夫同志也不否认集中制这一基本原则。这不是宪法问题，而是实际方便的问题。为了取得良好的结果，有时我们需要抓一抓这方面的工作，有时又需要抓一抓那方面的工作。我们谈到省国营农场和省农业局的时候，关键在于如何使它们受到工人和附近农民的监督。这同它们属谁管辖完全无关。我认为你们无论怎样修改宪法，也永远撵不走暗藏的地主和伪装的资本家及资产者。我们应当把足够数量的有实际经验的无限忠诚的工人和农民派到各机关去担任小型集体管理机构的成员、主任助理或政治委员。关键就在这里！这样你们就能有愈来愈多的工人和农民学习管理工作，要他们在学习时一直跟旧专家在一起，将来代替专家的位置，执行同样的任务，并为我们非军事部门即工业管理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改变领导成分作好准备，象我们军事部门所进行的那样。因此，我认为，这里有时提出要从原则性的角度来看问题，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个问题不应当看成是宪法的问题，而应当看成是实际经验的问题。如果大多数地方工作人员经过全面的讨论，认为省国营农场应该由省农业局管辖，那很好，我们在这方面来作一个试验，根据实际的试验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这样做能不能清除暗藏的地主，能不能把使用专家的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这样做能不能培养出更多的工人和农民，让他们自己去做管理工作？我们能不能吸引附近的农民对国营农场切实地进行检查？能不能订出切实可行的检查方式？关键就在这里！我们要是能够解决这些任务，那我就不能认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白费的。在不同的人民委员部，我们甚至可以试行不同的制度，对国营农场、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规定一种制度，对军事机构或卫生人民委员部规定另一种制度。我们的任务是通过试验大量地吸收专家，同时培养新的领导人员、新的专家，使他们学会做极其艰巨复杂的新的管理工作，以便代替旧的专家。不一定要用千篇一律的方式来做这件工作。托洛茨基同志说得完全正确，这一点在我们当作指南的那些书里没有一本写过；这也不是从什么社会主义世界观中得出来的，也不是由哪一个人的经验来确定，而应当由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确定。我觉得我们应当在这方面积累经验，并且在实际运用这种经验时对共产主义建设进行检查，以便最后确定应当如何对待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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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闭幕词

（12月9日）

（长时间鼓掌。大会代表和来宾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达数分钟之久。）同志们！我想简单谈谈我们这次代表大会讨论过的主要问题。

同志们，我们在民主和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上，曾经有过一场小小的辩论。尽管骤然看来这同苏维埃共和国实际迫切的紧要任务相距很远，但是我仍觉得这决不是无益的。同志们！目前在世界上所有的工人组织中，甚至常常在资产阶级议会中，至少在资产阶级议会的选举时，对民主问题，即对许多人所不了解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问题和对新的苏维埃政权问题进行着根本性的辩论。旧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宣布自由和平等，宣布人人一律平等，不问他有没有财产、有没有资本，宣布私有者有处置土地和资本的自由，而没有土地和资本的人，则有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的自由。

同志们！我们苏维埃政权坚决同这种骗人的自由和平等一刀两断（鼓掌），我们对所有劳动者说，对自由和平等这样来理解的社会党人，忘记了社会主义最基本最起码的原理，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因为我们同还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社会党人一直在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谎言、欺骗和伪善，说明资产阶级社会虽然高唱自由平等，至少是选举中的自由平等，但是实际上，资本家的政权和土地、工厂的私有制决定劳动者在任何“民主的和共和的”制度下都不能享受自由，只能遭受压迫和欺骗。

我们说，我们的目的，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是要消灭阶级。阶级是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个集团可以靠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为生，可以把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攫为己有。所以，我们要谈论这种自由、这种平等，就应当象俄国绝大多数劳动者一样承认：还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给了这样多实际的自由和实际的平等；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就使劳动者摆脱了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和资本家；没有一个国家在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土地方面，让人民享有这样的平等。在这一条道路上，在这一条摆脱资产阶级剥削直到彻底消灭阶级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并将继续为彻底消灭阶级进行斗争。我们很清楚，这些阶级被打垮了，但还没有被消灭。我们很清楚，地主和资本家被打垮了，但还没有被消灭。阶级斗争还在继续着，无产阶级应当同贫苦农民一道尽力争取一切中间分子，应当用自己的全部斗争经验、用自己的斗争榜样争取一切至今还在动摇不定的分子，以便继续为彻底消灭阶级进行斗争。

同志们，讲到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我应当说，第七次代表大会是第一次能用这么多的时间来讨论实际的建设任务，第一次开始直接根据经验来实际讨论如何更好地组织苏维埃经济和苏维埃管理工作的任务。

当然，我们时间太少，不能更仔细地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地同志们今后的全部工作将根据这里打下的基础来进行。

同志们！最后我想特别谈一谈我们如何在国际方面巩固这次代表大会的成果。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再次向各大国和协约国各国提出了和平建议。根据我们已有的非常丰富和非常重要的经验，我们深信主要的困难已经过去了，深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结束这场协约国迫使我们同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进行了两年的战争。

但是，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我们红军代表的呼吁，还是十分适时的。同志们，如果说主要的困难已经过去了，那么应当指出，在我们面前就要展开空前广泛的建设任务。毫无疑问，还有一些很有势力的、很强大的、在许多国家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集团不顾一切要同苏维埃俄国作战到底。毫无疑问，在我们取得了某种决定性胜利的今天，还须要加倍努力，再接再厉，以便利用这次胜利争取彻底的胜利。（鼓掌）

同志们！请不要忘记两件事：第一，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弱点，这个弱点也许同斯拉夫人的性格有关，就是缺乏坚韧不拔地追求既定目标的毅力；第二，东线和南线这两次经验表明，我们在决定关头不善于给逃跑的敌人以足够有力的打击，以致他们能够重新站立起来。毫无疑问，现在西欧各国政府和军界正在制定挽救邓尼金的新计划。丝毫不用怀疑，他们现在正想十倍地加强对邓尼金的援助，因为他们知道苏维埃俄国对邓尼金有着多大的威胁。因此，我们在开始取得胜利的今天，也应当象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一样，对自己说：“同志们，要记住，目前这几个星期或两三个月会决定这样一个问题：是我们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又彻底歼灭敌人而结束战争呢，还是我们又要使千百万人民经受长期而痛苦的战争？根据过去的经验，现在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只要我们加倍努力，我们在几个星期或两三个月内就不仅能够取得最后胜利，而且能够歼灭敌人，赢得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

因此，同志们，我很想请求你们每个人回到本地之后，在每个党组织、每个苏维埃机关、每次工人和农民的集会上都这样提出问题：同志们，我们都为我们的胜利所鼓舞，清楚地看到了苏维埃建设的远景，我们只要认识到，今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是一段极其紧张的时期，需要我们加倍努力从事军事的以及同军事有关的工作，那我们在这一冬季战局中就一定能够在最短期间彻底消灭敌人，结束国内战争，这样，我们就能够赢得一段很长的时期来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鼓掌）





	载于1920年《全俄工人、农民、红军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385—436页

















[142]这是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4篇文献。



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12月5一9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01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有共产党员970名），35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其中有共产党员308名）。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9年11月27日通过的关于准许曾经作出决议动员本党党员上前线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反对党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决定，有21名反对党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享有发言权。乌克兰、土耳其斯坦自治共和国和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的苏维埃代表也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的议程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军事形势；关于共产国际；粮食情况；燃料问题；中央和地方的苏维埃建设；改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代表大会讨论了列宁作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对苏维埃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表示赞同。鉴于苏维埃建设问题、粮食状况问题和燃料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些问题的报告均交由相应的小组进行详细讨论；各小组就这些报告拟订的决议草案由12月9日的全体会议加以批准。列宁参加了苏维埃建设问题小组的会议，在会上发了言，并对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定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定》规定要进一步加强苏维埃国家机构，指出了扩大苏维埃民主的道路，并详细地规定了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的职权范围。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再次建议英、法、美、意、日各国政府立即开始和平谈判（见本卷第394—395页）。大会通过了关于被压迫民族的决议，重申了苏维埃政府奉行的民族政策的原则。大会祝贺第三国际的成立，并在特别决议中对匈牙利白色恐怖的猖獗表示愤慨。代表大会选出了由201名委员和6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371。



[143]德国政府借口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在德国进行革命宣传，于1918年11月5日即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前三天，断绝了同俄罗斯联邦的外交关系，把苏维埃国家使团驱逐出柏林。德国同俄罗斯联邦的外交关系直到1922年才恢复。——375。



[144]这里是套用法国作家让·巴·莫里哀的独幕喜剧《可笑的女才子》中的台词。喜剧描写两位青年因不会使用沙龙语言而遭到巴黎两位小姐的冷落，就设计报复，让他们多少懂点交际语言的仆人冒名前去追求这两位小姐，果然博得了她们的欢心。最后他们到场说出真象，羞辱这两位小姐说：“那是我们的听差……你们如果愿意爱他们，那就为了漂亮的眼睛而爱他们吧。”（第16场）——379。



[145]列宁在这里和在第386页都是转述法国历史学家阿·奥拉尔的信的内容。该信发表于1919年10月26日《人道报》。——382。



[146]德雷福斯案件是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382。



[147]指1919年10月26日《人道报》发表的《列宁接受的建议全文》。——382。



[148]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底制定了下列一些摆脱燃料危机的措施：国防委员会于1919年10月29日通过了《关于加强木柴和其他燃料运出和运达的措施的决定》；11月8日通过了关于宣布木柴采伐主管机关全体工人和职员为现役军人的决定；11月12日通过了关于成立铁路戒严特别委员会的决定；11月19日通过了实行向国家交纳木柴的义务，采伐和装卸各种燃料的劳动义务以及用兽力车辆运送燃料、军用物资、粮食和国家其他货物等的劳动义务的决定；人民委员会于11月21日发布了《关于吸收林业主管部门全体职工和农业人民委员部所有林业机关参加采伐木柴以及关于林业管理机关某些人员变动的法令》，等等。——390。



[149]全俄肃反委员会（全称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7日（20日）的决定，为了同反革命、怠工和投机活动进行斗争而成立的，直属人民委员会。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它在同反革命破坏活动作斗争和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国家转入和平经济建设，列宁于1921年12月1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建议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小它的职权范围。1922年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通过法令，把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为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397。



[150]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崩得从1901年起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397。



[151]指1919年11月即尼·尼·尤登尼奇再次进攻彼得格勒期间，在彼得格勒侦破的一个反革命阴谋案件。主谋是同尤登尼奇相勾结并受协约国津贴的一个白卫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有沙皇政府的大臣、沙皇军队的将领、立宪民主党的党员以及接近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人物。他们准备在尤登尼奇军队逼近彼得格勒时举行暴动，并成立以立宪民主党人亚·尼·贝科夫为首的白卫政府。——398。



[152]指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苏维埃建设的两年》一文，发表于1919年10月《苏维埃政权》杂志第11期。——400。



[153]组织小组，亦称苏维埃建设小组，是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负责研究自1918年6月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俄罗斯联邦宪法以来苏维埃建设实践中发生的变化。该小组在1919年12月8日举行了两次会议。列宁在第二次会议讨论苏维埃建设的报告时发了言。小组基本通过了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议，并交专门委员会修改定稿。12月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讨论小组拟订的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定，最后批准了决定文本，其中包含列宁提出并经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修改意见。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这项决定。——406。



[154]这里指的是人民委员会1919年8月5日会议听取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关于省国营农场管理局和省农业局相互关系的报告一事。这次会议讨论了谢列达就这一问题提出的工作细则，通过了列宁起草的修改这一工作细则的指示（见本卷第138—139页）。——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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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论第三国际的任务》一文提纲



［注：《论第三国际的任务》见本卷第82—101页。——编者注］



（1919年7月14日以前）


1

拉姆赛·麦克唐纳论第三国际

（1）全文。

（2）典型

“中派”……

补2。资产阶级的信任

俄国的苏维埃政权

匈牙利。

（3）巴塞尔宣言 

（α）无产阶级革命

（β）互相射击就是犯罪。

（4）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受了帝国主义的毒害”（比较“费边帝国主义”）

║俄国

║德国　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凶手

║法国

补4：殖民地；援助它们的革命斗争。

再补4：工人阶级的贵族。小资产阶级。恩格斯1852—1892。 
［注：手稿上这句话已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5）不要把革命挂在嘴上，不要对革命发誓，而应准备革命，宣传革命，同改良主义作斗争。

补5：群众性的罢工等等。

（6）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

（7）工会和合作社的领袖：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

（8）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9）无产阶级的、一个阶级的专政。

（10）国家＝仅仅是工具。

（11）资产阶级民主。

（12）苏维埃政权。


2

0．拉姆赛·麦克唐纳的文章。

1．苏维埃和对它的态度。1917。

2．社会主义和战争。巴塞尔宣言。

3．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

4．改良主义，机会主义。

α不要把革命挂在嘴上，不要对革命发誓，而应准备革命，宣传革命，同改良主义作斗争。

β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

γ工会和合作社的领袖：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

δ殖民地；援助它们的革命斗争。

ε群众性的罢工等等。

{{准备}}

5．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李卜克内西”参看巴比塞的《火线》、《光明》。

6．无产阶级的，一个阶级的专政

国家＝仅仅是工具

资产阶级民主

苏维埃政权。

“中立”

“高于两个极端”

事实上呢？

（α）对国内战争的态度

（β）“交换”，“工业”

（γ）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δ）改良主义

（S）“自由”。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439—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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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提纲



［注：讲话见本卷第123—130页。——编者注］



（不早于1919年7月26日）

资本主义的思想上的维护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论据：

“一党专政”？

＝无产阶级先锋队专政。＝无产阶级专政。

1900—1903

（1）1903—1904

（2）1905—1907

（3）1908—1911

（4）1912—1914

（5）1914—1917

（6）1917年2—10月

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统一战线？

　　＝对资产阶级的一点让步。

（孟什维克中央。1919年7月26日。）[155]

“社会主义的灵魂＝自由。”

“劳动民主派的平等”。

苏维埃宪法第23条。

普选制

　　　　习惯

　　　　富人的＝穷人的。

财富的力量、习惯的力量、小经济独特利益的力量＋鼓动自由　 

＋投票的平等！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442—443页

















[155]指孟什维克中央1919年7月12日发表的宣言《怎么办》，列宁于1919年7月26日曾收到这个宣言。孟什维克在这个宣言中要求扩大苏维埃的选举权，“恢复出版、集会自由”，撤销肃反委员会，根本改变苏维埃国家的经济政策，并说只有在这样的纲领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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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房里》一文提纲



［注：《在下房里》见本卷第131—137页。——编者注］



（1919年7月）


1

《在下房里》。（1）南方来的书刊。——（2）斗争极其尖锐时的奴才们。——（3）奴才的燕尾服。——（4）奴才的虚伪。——（5）奴才的怯懦。——（6）“内战”。——（7）内战的形式。——（8）内战和残酷性等等。——（9）“无产阶级中间的内战”。——（10）1793同1919对比。——（11）第一次革命的失败。——（12）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与苏维埃。——（13）第二和第三国际。——（14）（α）改良与革命，（β）改良主义者与革命者。——（15）1919年6月彼得格勒阴谋（与第7条有关）。——（16）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与2—5有关）＝伯尔尼国际。——（17）“无政府布朗基主义”＝第14条β。——（18）“反动的一帮”。——（19）工人和农民。——（20）“消费”观点。——（21）“服兵役”（与第7条有关）。——（22）奴才的“出版自由”概念＋“议会制”……——（23）马克思1848和1914—1919。——（24）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同协约国的联盟。——（25）从马尔托夫到波特列索夫的形形色色派别。——


2

引言

一、1.奴才们。2—50 
［注：数字是指本提纲第1稿中的各点。——编者注］



二、内战。　　　　　“高于两个极端”

　　　6一9　　　马尔托夫。

三、20-21-22

“他们的”论据

　+19．

四、对协约国的态度。

（巴塞尔）

＋24．

五、教训。23．

16．25．

17．

13．＋14．＋17．＋18。

六、彼得格勒阴谋。15。

七、总结

10．11．12。


3

《在下房里》一文的结尾大致应该这样叙述：

（a）马尔托夫的姿态是“高于”两个极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专政。

（b）这种姿态的实质＝小资产者

1848可怜的，可笑的（1793伟大的）

1918令人厌恶的，使人恶心的。

（c）1919年6月18—21日社会革命党第九次党务会议的决议同上

高于两个极端，反对两种专政等等

而实际上呢？

（d）对待国内战争的态度？也同马尔托夫一样：绝境，无出路，在普选制上和解（＝资产阶级的奴才）。

（e）“交换”，“工业”

（赞成资本主义）。

（f）“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通过民主制”（＝改良主义）。

（ff）农民和工人。

（g）改良主义反对已经开始的革命＝资产阶级的奴才。

（h）拥护伯尔尼国际

（又是改良主义的口号）。

（i）“自由”反对专政。

（k）小资产者、反动分子、动摇者。

（l）实干者（李伯尔之流、阿列克辛斯基之流、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等）和空谈者（马尔托夫、切尔诺夫等）。

（m）总结＝反动的小资产者。





	载于1925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3—24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444—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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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粮食自由贸易》一文提纲



［注：《论粮食自由贸易》见本卷第160—163页。——编者注］



（1919年8月）


1


注意



论粮食自由贸易

粮食自由贸易就是对国家犯罪

″″″″″″就是为资本而屠杀千百万人

″″″″″″就是高尔察克叛乱。

工人和农民。

社会主义。这是什么？

消灭阶级。因而也消灭农民阶级，消灭（工人阶级）工人。

既无农民，也无工人，大家都是工作者。

交出余粮。

投机。

私有制＝纷争。

劳动＝联合。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最凶恶的反动分子。

所有的报纸，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所有“思想上的同人”都在使用他们的论据。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的“思想”供应者。

从1917年8月1日至1918年8月1日＝30，既不包括西伯利亚，也不包括顿河流域和乌克兰。

从1918年8月1日至1919年8月1日＝105。

（105×3．5＝367．5）


2

（粮食自由贸易）

论粮食自由贸易和农民对工人的态度

1．如何完全走上轨道？

2．4亿普特粮食交给国家。

3．主要障碍？

4．习惯的、纷争的、不满的、内讧的、资本主义的势力。

5．粮食自由贸易就是资本主义，就是恢复富人、地主和资本家的无限权力。

6．″″″″″″就是为维护资本家的利润而屠杀千百万人。

7．″″″″″″就是高尔察克叛乱。

8．″″″″″″就是对国家犯罪。

9．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诡辩（或者“思想上的”维护）。

“合作社”

私营商业机构

打倒贫苦农民委员会[155]

10．“商品交换”（？）

懒汉和

勤劳者

商品所有者的任务

11．贷给国家。

12．你死我活的战争。

13．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力量。

14．知识分子的诉苦。

15．收集余粮。 


3

　　大致是：

如何巩固胜利，保证胜利和取得最后胜利？

取得全部余粮。

怎样？道路正确吗？

正确（30对105）

　　贫苦农民委员会和中农。

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贸易自由和资本主义（第5—8条）。

“商品交换”和借贷。

向投机者开战。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力量。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449—451页

















[156]贫苦农民委员会（贫委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建立的，由一个乡或村的贫苦农民以及中农选举产生。根据上述法令，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的余粮。到1918年11月，在欧俄33省和白俄罗斯，共建立了122000个贫苦农民委员会。在许多地方，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受富农影响的苏维埃，或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超出了6月11日法令规定的范围，它们为红军动员和征集志愿兵员，从事文教工作，参加农民土地（包括份地）的分配，夺取富农的超过当地平均份额的土地（从富农8000万俄亩土地中割去了5000万俄亩），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农具，积极参加组织农村集体经济。贫苦农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到1918年底，贫苦农民委员会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根据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由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乡、村苏维埃。改选后，贫苦农民委员会停止活动。——424。



 



 



 



 





《列宁全集》第37卷


《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一文提纲



［注：《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见本卷第197—199页。——编者注］



（不晚于1919年10月3日）

彼得格勒的榜样。

它的意义：

“库尔斯克的胜利”

吓唬人

惊慌失措

决不！

　　＋

韦申斯卡亚村，

向顿河区哥萨克的中心推进

不改变计划，不变动命令，

不惊慌失措，补充兵力。

但要以极其巨大的毅力补充兵力，

因为

存在危险，最大的危险，从来没有过的危险。

无产阶级的主动精神。

彼得格勒的榜样。

无产阶级专政。

逃兵“动摇”了。

通过组织局。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452页















《列宁全集》第37卷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几个提纲



［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见本卷第253—262页。——编者注］



（1919年9—10月）


1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几个方面）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摆脱阶级社会走向非阶级的、无阶级的社会。

三个主要的集团和阶级：被剥削者、剥削者、中间分子；工人、资本家、小资产阶级。

怎样摆脱？是由各阶级组成的一般“多数”吗？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多数吗？

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统治阶级（被剥削者；无产阶级，而不是一般被剥削者）。

中间分子，动摇者，被领导者。

资本家（剥削者），被镇压者，镇压他们的反抗。

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的过渡阶段）的新形式。

接着产生的两个基本问题：

（α）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是个条件，就是说，只有在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时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可行的。

（β）这一特殊阶段阶级斗争的形式。旧形式还是新形式？新在什么地方？

与a有关

51%是最起码的？（大约）

40%中间分子（小资产阶级）

51＋10＝61（）

9%/100 资本家

而如果大致上：

20%无产阶级

75%小资产阶级

｛

30贫穷者

30中等者

15富裕者｝

5%资本家

20+30+15 1/2 30=65

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

在无产阶级当中帝国主义者占百分之几？按英国的方式？（参看恩格斯1852-1892）对新的本质的和具体的东西撇开不谈，而翻来覆去老谈一般“无产阶级”。


2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几个理论方面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和整个社会）的领导。

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两项基本任务（以及相应的两种新形式）：

（1）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任何故态复萌，即向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传统的倒退）。

（2）对除无产者以外的全体劳动者经常不断给以指导性的影响（也＝斗争，然而是一种特殊的斗争，是制服某种反抗，诚然是完全不同的反抗，因而也是完全不同的制服）。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一个阶级的统治排斥自由和平等。

注意：

关于摆脱“一般” 剥削

自由和平等——或者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毫无批判的重复，或者是对于某种全新的制度，对于抽象的社会主义的模糊的幻想式的（真正小资产阶级的）追求。

而革命的无产阶级需要（不但一般需要，而且目前特别需要）的，却是具体确定它从旧制度过渡到、逐步走向新制度方面的任务。

走向“自由和平等”，即走向消灭阶级（否则就是空话，空洞的漂亮话！）的现实步骤。可以而且应当通过一个方法、一条路线来消灭一个（和各个）剥削阶级。

可以把它们“除掉。”

不能“除掉”非剥削阶级或非直接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由于它是生产资料所有者，所以也就是潜在的，而部分地也是实际的剥削者）。


3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些题目

1．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

2．国家＝仅仅是它的工具。

3．这个工具的形式不能同原来一样。特别是形式上的平等不能作为争取物质上平等、反对事实上不平等这一斗争的形式。

4．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两个基本方面（或形式、类型）：

5．（A）镇压剥削者。＝比其他战争更加无情的战争。

6．（B）“中立”中间分子、小资产阶级、农民。中立则靠说服、示范，用实际经验进行教育，用强力制止偏差等等。

7．（C）迫使敌对者服从，要他们积极工作（“专家”）。

8．＋（D）培养新纪律。

9．专政同民主对比。专政是对（一般）民主的否定，被压迫阶级的专政是对压迫阶级民主的否定，是被压迫阶级民主的扩大。

10．民主，具体地说，＝

11．（α）在法律面前全体公民一律平等。——在被剥削者被推翻的情况下，不能同剥削者平等。

12．（β）全体公民有政治自由。——剥削者不能有政治自由。

13．（γ）由全体公民的多数决定。——不，除开剥削者，也不管动摇者。

14．由投票决定，这就是和平的民主或纯粹的民主的实质。事实上，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是由金钱决定。在摆脱资本、推翻资本时是由阶级斗争、国内战争决定。

15．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阶级同资本进行阶级斗争。当这一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下继续时，也是这样。小资产阶级——“鉴于”。（参看《共产党宣言》）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7页。——编者注］



16．由投票决定，也就是在保持资本主义意志的决定因素（动因）的情况下，通过形式上的表达意志来决定＝资产阶级民主。由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决定＝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用自己的斗争，用革命斗争摧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从而摧毁动摇者表达意志和作出决定的资本主义决定因素（和动因）。

17．由投票决定＝“不论”金钱、资本、私有财产，人人平等。由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决定：首先摧毁金钱、资本、私有财产的压迫，然后不是剥削者投票。前者进行到什么程度，后者就达到什么程度。前者取得多少成就，后者就取得多少成就。

18．在普遍具有诚意的情况下（因而已经是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在不存在剥削者的反抗的情况下，完全由投票决定会是可能的。＝改良主义的空想。

19．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代表大会、集会、地方自治、由劳动者的意志决定、宗教、妇女、被压迫民族：“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训练劳动者不靠资本家过日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

20．在保持资本主义的压迫、桎梏、奴役的条件下用形式上的平等来欺骗劳动者＝资产阶级民主。

21．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对全体劳动者进行训练，也就是进行领导。带领。统治阶级＝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排斥自由和平等。

22．农民作为劳动者＝同盟者；作为私有者和投机者＝敌人。“鉴于”。这不是投票，而是革命的进程，国内战争的进程，它的教训，它的总结。

23．不是一般的抽象的无产阶级，而是20世纪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后的无产阶级。同上层分子的分裂不可避免。回避具体的东西，用抽象的东西进行欺骗。（辩证法与折中主义对比。）

24．恩格斯1852论英国。1852—1892。对比1914—1919。无产阶级专政＝推翻无产阶级中的机会主义上层分子，从工人阶级贵族转到群众，“争取影响的斗争”。不会没有分裂。

25．苏维埃＝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宪法中的工人和农民。“劳动民主派的平等”。宪法第23条。“一党专政”。

26．剥削者的反抗在他们被推翻之前就已开始，而由于他们被推翻则更加激烈起来。从两方面加剧斗争或避开斗争（考茨基）。

27．有个时期（大约1871—1914）必须用全民投票而不用革命（＋罢工等等）来启发落后者。——革命时期（1917—）到来了，无产阶级的国内战争推动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

28．程度高的无产阶级和“现代野蛮人”。革命的经验。吸引和指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劳动者当中的威信。

29．动摇者和疲惫者同无产阶级对比。

30．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粗野化，资本主义的腐朽，对落后者进行军事统治。（参看霍布森和我的《帝国主义》。）

31．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马克思1870：训练掌握武器。对比考茨基1914—1918。

32．“多数”？51％（αα）无产阶级要比20％（ββ）无产阶级少，如果在αα中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的反抗较大的话。

33．“反动的一帮”。

注意恩格斯1875。关于公社和整个无产阶级专政。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0页。——编者注］



四个主要部分（A，B，C，D）；ABC——一般；D——”俄国的”。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1．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只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新工具（2．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任务和新形式（3．4．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四个最主要的新任务（5．6．7．8．+26．

A．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形式（和具有新任务的新阶段）。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

（9．10．11．12．13．14．16一17．18．20．+32．

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无产阶级民主。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主义的成就（19．

B．

无产阶级专政是摧毁资产阶级民主和建立无产阶级民主。

与6有关

无产阶级专政和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

（15．21．22．十25．28．29．

33．

无产阶级专政是被剥削阶级的革命分子的专政（是同无产阶级中的机会主义上层分子的分裂）

（23．24．

与A有关

无产阶级专政和帝国主义的特征（30．

　　×殖民地

　　×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

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内战争（31．对比27．

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的“消灭”（对比考茨基）。

D．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宪法（25．

——

第9条。专政同民主（“纯粹民主”）对比。

一般

10．（α）平等（11）。

11．（β）政治自由（12）

12．（γ）和一般自由。

13．（δ）由多数决定（13）

由投票决定。

14．它的条件

平等

15．诚意

16．欺骗

17．官僚主义。

18．资产阶级专政。 
［注：手稿上第9—18条已被列宁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19．由最尖锐的斗争决定（16）。

20．多数和力量（32）。

21．民主主义的成就（19）。


4

注意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

经济

1．小册子的提纲。主要题目

2．提要。它的优点和缺点。（一）实质。

3．实质。（二）三个主要的集团。

4．三个主要的集团……（三）联合起来的劳动（由大资本而产生的）对比小资产阶级。

5．私贩粮食和投机倒把。中央统计局一年的统计资料。（四）例证。

6．退一步？（α）中央统计局。

7．改良主义同革命对比。 ＋（五）改良主义者的诡辩。

8．为资产阶级革命而斗争或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9．主要的“内部”敌人＝小资产阶级

（经济）。

10．联合起来的劳动同小经济对比。

政治。第1—8条。

第9—20条。

第21—25条。

第26—32条。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453—461页













《列宁全集》第37卷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部分代表的会议上作的笔记

1919年11月21日的会议

（A）基本任务:东部各共产主义组织和共产党的原则性意义。（B）党的组织问题。

（C）国家行政问题。

地域原则和超地域原则相结合

＋与俄罗斯族的劳动群众最紧密的联盟。

（E）每个民族的具体问题，与其发展程度、特点等相适应。

＋超地域性？

（F）为反对各民族的官僚、封建主、资产阶级而同每个民族的贫苦农民、劳动者、被剥削者联系的方法和措施。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462页













《列宁全集》第37卷


对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布）党团委员会条例草案的意见[157]


（不早于1919年12月4日）

（1）俄共中央组织局开会研究工会运动的一切问题，都必须邀请托姆斯基同志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委员会全体成员（该党团委员会必须由俄共中央委员会批准）参加。

（2）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委员会与中央组织局的相互关系，由该党团委员会制定一个详细章程。章程由中央组织局批准。

（3）《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党团条例》变动如下：

在第1条中删去“领导”一词。[158]

在第3条[159]和第？条中加进（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一词。

对某些条文的文字从头到尾重新审订一遍 
［注：手稿上从“变动”一词起到此处止，已被列宁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以此草案为基础，按上述次序重新审议，只作文字方面的修改。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463页















[157]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19年12月27日的会议上讨论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布）党团委员会条例》草案。列宁的意见成了政治局有关决定的基础。——439。



[158]《条例》草案第1条称：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布）党团是领导全俄工会运动的党组织。——439。



[159]《条例》草案第3条称：“为协调全俄各生产联合组织的行动和最有效最有组织地贯彻共产党在工会运动中的统一路线，一切现有的和新成立的全俄生产联合组织的党团均直属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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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材料

（1919年12月）


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的提纲



［注：报告见本卷第371—395页。——编者注］



（不晚于12月5日）

1．（引言）

国内战争，剥削者的反抗，国际形势。

2．协约国干涉的第一阶段：协约国的军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在南方）。收买捷克人。

法国水兵（拉布勃）。

阿尔汉格尔斯克，英国士兵。失败。

3．协约国干涉的第二阶段：16国（邱吉尔否认，但是爱斯兰＋芬兰）。

尤登尼奇。失败。

4．战争＝政治的继续

　　　　政治的集中、总结

　　　　检验

　　　　综合，等等。

工人专政

农民

“专家”

5．高尔察克和西伯利亚农民。

邓尼金和乌克兰农民。

带领农民＝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6．关于和平的谈论。又一个和平建议。

敌人还会有企图。

7．恐怖手段是被迫采取的——将要减弱。

8．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家”。将缓和一些。

9．军事（社会、经济、政治、组织、技术等等）的经验用于解决粮食问题（余粮收集制同自由贸易对比）

10．——燃料（最近的一系列措施）

11．——消灭虱子（斑疹伤寒）。

12．星期六义务劳动。清党。

13．————————新党员。

14．非党工农代表会议。 
［注：手稿上12、13、14各点已被列宁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15．军事动员和工业动员。

16．国内和平建设同这两年来抗击国际帝国主义的战争相比较，将需要更大的毅力，会有更大的成就，出现更多的“奇迹”。




（1）第一阶段：

自己的部队

（2）第二阶段：

小国

（3）第三阶段：

（奥拉尔）。

（4）和平建议。

（5）战胜高尔察克的社会原因，等等。

（6）结论：

（无产阶级＋专家＋农民）。

（7）恐怖手段是被迫采取的。

（8）小市民“将会轻松些”。

（9）和平建设。

（10）粮食。

（11）燃料。

（12）“虱子”……

（13）“幻想”和“基础”。

（14）工业动员。

（15）力量的源泉更深更广：

（16）决议。

3300万——4000万普特

余粮收集已完成75％。


总结发言的提纲



［注：总结发言见本卷第396—405页。——编者注］



（12月6日）

马尔托夫发言的前半部分

（1）和后半部分——宣言：宪法的“民主化”及其实行……专政除外。

（2）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伙同孟什维克沃尔斯基反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第23条　恐怖手段和肃反委员会　肃反委员会不中用

（3）自由，

　　（αα）阴谋呢？

　　（ββ）富农呢？

对非党群众

“为了镇压资产阶级”

崩得：

苏维埃撤销执行委员会决议的严重事件……

　　改选

“苏维埃不开会”

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在前线

笑话：“应当由别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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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莫斯科食品供应的决定草案初稿[160]


（1919年12月6日）





	劳动口粮？］］［［确报告粮食收集点和运输状况




	
［［

［

｛

｛｛




	（“确认”）（1）正式签署合同[161]

（2）重新实行逐日报告制度[162]

（3）动员工人参加运输

　 　委托莫斯科工会理事会

　 　＋交通人民委员部

（4）火速讨论运送马铃薯的措施并监督运送情况

（5）批准紧急发放（肉？）。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年64卷第420-421页














[160]人民委员会1919年12月6日会议讨论了莫斯科的食品供应问题，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是在列宁这份草案初稿的基础上形成的。——445。



[161]指交通人民委员部与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从产粮区向消费区运粮问题的协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称：“协议要保证定期将粮食运抵莫斯科，其数量应能满足按不同阶级的口粮标准进行分配的需要。”——445。



[162]指逐日向人民委员会报告给莫斯科供应粮食和运送马铃薯的情况。——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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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7卷

年表

（1919年6月28日—12月15日）


1919年


6月28日


列宁写完小册子《伟大的创举（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6月30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允许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在辛比尔斯克省自行收购粮食的决定。

致电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维·斯大林，告知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已被邓尼金的军队攻占，指示尽量节省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


7月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农具和农业机械由原来粮食人民委员部供应改为由农业人民委员部供应、关于降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房租、关于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拨款等问题。

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米·米·拉舍维奇和康·康·尤列涅夫，祝贺苏维埃军队攻占彼尔姆和昆古尔，并提出彻底解放乌拉尔的任务。


7月2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征召兽医服兵役的法令草案、关于保卫军用仓库的措施的决定草案、关于为铁路提供燃料的实际措施、关于印刷厂军管、关于所有军工厂转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关于从乌克兰运出粮食、关于征召萨拉托夫的铁路工人挖战壕等问题。

签署国防委员会关于把全俄肃反委员会所属部队的维亚特卡营和维亚特卡第8征粮团改建为两个步兵团的决定。

电令东方面军第4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瓦·弗·库拉耶夫、萨拉托夫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维·阿·拉杜斯－曾科维奇和省委书记基·伊·普拉克辛要注意纯洁警备部队和巩固后方，肃清城乡的白卫军。


7月3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俄罗斯共和国电话通信国有化的法令。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全会讨论由于帝国主义者发动新的进攻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会议还讨论了批准关于中央苏维埃工作和党务工作学校同无产阶级大学合并为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章程等问题。


7月4日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俄工会理事会和莫斯科工厂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7月4日和7日之间


代表俄共（布）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写《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一信。


7月8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免去约·约·瓦采季斯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职务和任命谢·谢·加米涅夫为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成、关于莫斯科居民的粮食供应等问题。

致电萨拉托夫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维·阿·拉杜斯－曾科维奇，要他在前线地区采取措施同富农、逃兵和匪盗作斗争。


7月9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铁路实行戒严的指示。会议讨论泥炭工人的粮食状况和为他们发运粮食所采取的紧急措施、工会动员工作的情况以及其他问题。


7月10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批准和执行团队法庭条例的决定、吉尔吉斯边疆区革命管理委员会暂行条例。会议讨论关于卡尔梅克各界代表大会以及告卡尔梅克人民书等问题。

同应邀从彼得格勒来莫斯科的阿·马·高尔基谈话，询问彼得格勒的情况以及他本人的工作情况，答应给他帮助和支援；指示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通知彼得格勒苏维埃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必须尽力协助高尔基做好对文学家和学者的救济工作。


7月11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提出同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措施的决定草案；签署关于铁路燃料供应的决定。会议讨论动员工作的进程、保卫炮兵仓库的紧急措施、边防军转归陆军人民委员部管辖等问题。

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作关于国家问题的讲演，并回答了学员提出的问题。


7月12日


同有关方面代表开会磋商解决莫斯科粮食困难的措施并拟订关于度假归来的工人可携带两普特定量食品和非定量食品的法令草案。

出席在第2苏维埃大厦召开的俄共（布）莫斯科代表会议；作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代表会议通过加强党和苏维埃的工作的决议，确定定期召开区的非党工人代表会议和非党红军战士代表会议。


7月14日以前


阅读昂利·巴比塞的小说《光明》。

写《论第三国际的任务》一文提纲。


7月14日


写《论第三国际的任务（拉姆赛·麦克唐纳论第三国际）》一文。

看望莫斯科机枪手训练班学员。


7月15日


晚上，同出席霍登卡卫戍部队非党红军战士代表会议的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弗·米·扎戈尔斯基和委员亚·费·米雅斯尼科夫谈工人和红军战士的情绪、莫斯科党组织以及粮食问题。

在霍登卡卫戍部队非党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作关于国内外形势的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人民银行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兽力车运输、关于莫斯科粮食状况等问题。


7月16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度假归来的工人可携带两普特定量食品和非定量食品的法令、关于在前线地区收割庄稼的紧急措施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关于向交通人民委员部提供石油以便从阿斯特拉罕运出更多军用物资和粮食等问题。


7月17日


致电辛比尔斯克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米·米·拉舍维奇和康·康·尤列涅夫，祝贺他们攻占兹拉托乌斯特市和叶卡捷琳堡市。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给中央战俘和难民事务委员会拨款、关于给消费合作社拨款、关于莫斯科的粮食状况以及其他问题。


7月18日


函请在彼得格勒的阿·马·高尔基来莫斯科，并答应安排他到哥尔克去休养。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在苏维埃机关中用妇女代替男子工作、关于利用停产的工厂工人从事田间劳动、关于伊热夫斯克工厂工人的动员、关于前线地区收割庄稼的紧急措施、关于南线地区和奔萨地区受雇修筑工事的工人享受红军口粮等问题。

写《人民委员会关于拨给火灾保险局经费的决定》。


7月19日


就迟迟不批准从军队邮寄粮食的实施细则一事草拟《给人民委员会秘书处的指示》，严肃批评这种不能容忍的拖拉作风。

电请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他的名义向第2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祝贺胜利，并指示必须同政工人员一起商量加强纪律的具体措施。


7月20日


写《答美国记者问》一文。


7月22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面粉厂检修所引起的彼得格勒粮食紧张等问题。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从1919年8月1日起给红军战士增加薪金的决定。

签署人民委员会告卡尔梅克人民书。


7月23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作关于征粮军问题的报告；签署关于红军战士邮寄粮食的细则和关于批准这一细则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把停产的工厂工人送去从事田间劳动、关于运送休假工人、关于为国防工作的工厂工人享受粮食优待、关于通过工会进行动员的措施以及其他问题。

签署国防委员会关于嘉奖在乌拉尔斯克被困的两个月中坚守阵地的东方面军第4集团军指战员的决定。


7月24日


同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阿·库列拉和Л．Ａ．沙茨金谈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和青年共产国际的纲领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成立吉尔吉斯边疆区军事革命管理委员会以及该委员会人员组成的决定，关于对部分农户和全部国营农场、公社和劳动组合的播种面积、牲畜、工具和人口进行调查的决定，关于重新调整卡尔梅克人的土地关系的法令。会议讨论乌拉尔的冶金工业等问题。


7月25日


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米·瓦·伏龙芝，对前线的失利表示担忧，指示必须修复通往乌拉尔斯克的铁路。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放弃维尔诺原因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关于用弹壳生产子弹、关于把受过训练的部队派往南线、关于充实征粮军的措施、关于为铁路运送燃料等问题。


7月26日


读孟什维克中央的宣言《怎么办》，并在上面作批注。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其他著作中揭露了孟什维克这个宣言的机会主义实质。


不早于7月26日


写《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提纲。


7月29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减少汽车运输的决定草案以及莫斯科和莫斯科省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等问题。

致函库恩·贝拉，强调苏维埃俄国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之间要团结一致。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为铁路运送燃料的决定草案，以及收割庄稼等问题。

致电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询问乌克兰军队的情况，同邓尼金斗争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在邓尼金占领区苏维埃的地下工作情况。


7月30日


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的工厂委员会、工会理事会代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和“合作社”协会理事会代表的莫斯科代表会议上发表关于粮食状况和军事形势的讲话。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为铁路运送燃料以及关于整顿和集中管理医务汽车运输这两项决定。会议讨论关于泥炭开采的进展情况、关于彼得格勒枢纽站铁路员工的粮食供应、关于在莫斯科紧急修建功率强大的无线电报局、关于征粮军等问题，以及关于充实部队经济工作人员的决定草案。


7月31日


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致函阿·马·高尔基，劝他改变生活环境，观察工农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克服某些不健康的思想情绪。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建立国家博物馆的统一基金、关于延长给中央军事采购局和地方军事采购局拨款的期限、关于西伯利亚苏维埃工作研讨委员会、关于食品和工业品的固定价格等问题。


7月


写《在下房里》一文（没有写完）及其提纲。


8月1日


致函彼得格勒苏维埃，谈彼得格勒有人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问题，并请他们尽快出版和寄来他的小册子《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

致电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约·维·斯大林，告知彼得格勒受到极严重的威胁，要求尽快派部队增援并采取保卫彼得格勒的非常措施。

致电西方面军第7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他们无论如何要守住彼得格勒。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就弹药制造厂增加工人一事作报告；签署关于嘉奖在察里津疏散时发扬自我牺牲精神的察里津区水运管理局工作人员和全体船员的决定、关于征集自行车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调派训练好的军队去南线、关于军事机关中能够转到军队的旧军官的数量、关于动员萨拉托夫铁路员工挖战壕、关于从乌拉尔运送金属、关于立即组织一批工人收割庄稼等问题。


8月5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修改和补充农业人民委员部关于省和区国营农场管理局的组织和工作的细则草案。会议在讨论这一文件和省国营农场同省农业局之间相互关系问题时，通过列宁起草的《对农业人民委员部修改工作细则的指示》。会议还讨论了告西伯利亚工人、农民、少数民族居民和哥萨克劳动者书草稿，关于实行硬性商品交换的决定草案、关于统一供应红军粮食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对议会制的态度等问题。


8月6日


在莫斯科普列斯尼亚、苏舍沃－玛丽亚、哈莫夫尼基和布特尔区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讲话。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南线形势、对哥萨克人政策、燃料危急状况、妇女工作细则，以及向军队派遣经济工作人员等问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吸收工人收割庄稼的措施的决定。会议讨论木材流送状况，向辛比尔斯克、科夫罗夫和波多利斯克等地的弹药制造厂派遣工人等问题。


8月7日


收到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的小册子《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致函格·叶·季诺维也夫，问为什么不把小册子的跋印出来，请他一定要找到这篇跋。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实行硬性商品交换的法令。会议讨论关于调节中央和地方的纸币分配、关于对在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工作的专家实行监督等问题，以及关于人寿保险的法令草案。


8月8日


致电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祝贺集团军建立一周年，并对他们保卫伏尔加河流域和粉碎高尔察克军队的战功予以表彰和嘉奖。

得知各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生活困难，致函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建议中央指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给全体部务委员发一次补贴并提高他们的工资。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彼得格勒枢纽站铁路员工的粮食供应、关于整顿动员工作、关于暂停解散最高军事检查院等问题。


不早于8月8日


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弗·伊·涅夫斯基1919年8月8日致函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要求改善学员伙食；列宁在信上写批语，要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采取紧急措施予以解决。


8月9日


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指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坚守敖德萨和基辅。


8月10日


就推迟沃罗涅日方面的进攻一事致函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要求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说明推迟进攻的原因和告知开始进攻的日期。


8月13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执行从军队邮寄粮食的法令、关于给下诺夫哥罗德港卸货的红军战士额外调拨1000普特粮食、关于在通往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的航道和入口设置障碍的计划、关于免除燃料装运工人挖战壕等问题。

致电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要他们尽快报告反击邓尼金的准备情况。

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名义致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要求除陆军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之外，各委员部都合并在一起，动员一切力量去作军事工作。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介绍告哥萨克书。会议讨论乌克兰总的局势、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高加索形势以及在西伯利亚的政策等问题。


8月14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告西伯利亚工人、农民、少数民族居民和哥萨克劳动者书，告顿河、库班、捷列克、阿斯特拉罕、乌拉尔、奥伦堡、西伯利亚、谢米列奇耶、外贝加尔、阿穆尔、伊尔库茨克和乌苏里斯克等地区哥萨克部队书，关于为莫斯科采购木柴的法令。会议讨论关于国家收购马铃薯、关于收购非定量食品等问题。


8月15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修改关于尽快卸运萨拉托夫的粮食和其他货物的决定草案；签署关于红军粮食供给机关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关于缓召正在修复伏尔加河铁路桥的工人入伍等两项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同逃跑现象作斗争、关于建立莫斯科近郊煤矿区管理局等问题。


8月16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南线形势、关于前线卫生状况、关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等问题。


8月19日


致函意大利社会党人扎·塞拉蒂和康·拉查理，感谢他们代表意大利社会党发来贺电。


8月20日


致电东方面军第10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他们在收割庄稼期间要做好护卫农民的工作。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额外供应红军战士家属食品的法令草案、关于莫斯科面粉厂工人实行军事化等问题。

用英语同来访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威廉·古德教授谈话，说明苏维埃政府对美国代表团代表威·布利特在巴黎会议上提出的建议的态度、苏维埃共和国对宣布独立的小民族的态度。临别时，列宁在自己的照片上用俄文和英文题了词，把它送给古德。


8月2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建造兵营、关于给国防委员会红军供给特派员调拨特别经费等问题。


8月22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调查放弃坦波夫一事以及把军事机关的军官派往前线等问题。

同出席莫斯科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Д．М．贝武诺夫和Ｍ．И．洛金诺夫谈话。

指示列·波·加米涅夫把关于批准土耳其斯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问题提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


8月23日


致函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埃·捷尔任斯基，指示严重关注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副部长И．П．巴甫卢诺夫斯基1919年8月22日关于揭露反革命组织“民族中心”的报告，指出《人民报》同右派社会党有密切的关系，要求对该报进行监视。


8月24日


写《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


8月26日


电请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火速把彼得格勒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材料寄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统一戏剧事业的法令。会议讨论关于奖励收购队、关于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由集体管理制改行个人管理制、关于统计苏维埃职员人数等问题。


8月27日


收到英国工人运动女活动家西·埃·潘克赫斯特1919年7月16日的伦敦来信，信中介绍了英国各党派的情况，并请列宁就对议会制的态度问题发表意见。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介绍巴什基尔师从别列别伊调往彼得格勒和彼得格勒疏散的情况；签署关于征召男牙科医生服兵役和动员司机入伍这两项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拖延改组煤炭总委员会、关于用弹壳生产子弹、关于伊热夫斯克工厂工人的口粮转为红军口粮、关于缺少空车皮等问题，以及关于宣布梁赞省、图拉省、奥廖尔省、沃罗涅日省、坦波夫省和奔萨省实行戒严和关于统计有服兵役义务人员的数量这两项决定草案。


8月28日


致电南方面军革命军委委员会委员米·米·拉舍维奇，要求报告歼灭马蒙托夫骑兵的措施。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国营农场管理工作的细则。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在东方战线和土耳其斯坦战线利用军事机构收购粮食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免费供应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儿童伙食的法令的执行情况、关于为莫斯科采购木柴、关于对粮食征收工作做得好的收购队的工人实行奖励等问题。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国营农场和省农业局关系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致函西·埃·潘克赫斯特，答复她提出的关于对议会制的态度问题。


8月29日


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第二次讲演，讲的还是国家问题。记录没有找到。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派旧军官上前线等问题。


8月30日


致电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员米·瓦·伏龙芝，指示务必把古里耶夫的石油拿到手，并采取一切措施不让哥萨克放火烧掉。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向图拉调派共产党员、关于土耳其斯坦、关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事交通部部长米·米·阿尔然诺夫的工作、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捷·斯米尔加关于南线问题的报告、关于允许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自行采购马铃薯等问题。


8月底


致函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对派遣没有战斗力的部队去同马蒙托夫作战一事表示愤慨，要求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


8月


写《论粮食自由贸易》一文。


夏天


致函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委员伊·捷·斯米尔加，对著名革命家卡莫（谢·阿·捷尔－彼得罗相）给予肯定的评价，建议给他一个学习指挥作战的机会，责成他组织一个在敌后活动的特别支队。

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同马蒙托夫作斗争的措施的决议。


9月2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给农业人民委员部拨款扶助军属户、关于给红军战士增加口粮、关于征粮队工人奖励条例等问题。


9月3日


在巴斯曼、列福尔托沃、阿列克谢耶夫、索科利尼基四个区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讲话。


9月4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由集体管理制改行个人管理制的决定；修改和补充关于科学丛书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莫斯科粮食供应等问题。

函请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征求学者、军事专家的意见，能否用飞机对付骑兵。

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同爱沙尼亚进行和平谈判。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把前私人图书馆藏书转交鲁勉采夫博物院的法令。

指示埃·马·斯克良斯基利用和刊登英国军队即将撤离高加索并把物资器材交给邓尼金军队的消息。


9月5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起草关于彼得格勒疏散问题的决定并在会上宣读。会议讨论关于堵住敌军在坦波夫附近的突破口、关于整顿伏尔加河航行的措施、关于莫斯科饲料供应、关于由卡马河运出木柴和食盐、关于提高图拉弹药制造厂职工劳动生产率的措施等问题。

致电乌法巴什基尔革命委员会，指示立即调派巴什基尔部队去保卫彼得格勒，并向巴什基尔红军战士们致敬。


9月6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让列宁休息一两个星期。

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托致电列·达·托洛茨基和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和米·米·拉舍维奇，告知中央批准了总司令的意见，不同意他们改变既定的基本战略计划。

致函各人民委员和各部务委员会委员，要他们注意随信寄去的亚·格·哥伊赫巴尔格《执行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小册子中刊载的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1918年11月8日通过的关于革命法制的决定，并提醒大家要严格予以执行。


9月6日—23日


在哥尔克度假。在此期间曾去莫斯科出席中央政治局、人民委员会和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


9月1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赞成立即向芬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政府提出媾和建议，并就提出这一建议的形式和时间问题发表意见。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给学生伙食拨款、关于减轻农户实物税、关于提高专家的工资等问题。


9月11日和15日之间


接见弗·尼·通科夫教授，同他谈关于逮捕亲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专家问题。


9月12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莫斯科近郊煤矿区工作总结以及关于给彼得格勒和喀琅施塔得从事特别重要的国防工作的工人调拨粮食等问题。

致函国家监察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和副内务人民委员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指示他们查处斯莫尔尼职工委员会揭发的违法乱纪、侵吞公款一事。


9月15日


致函阿·马·高尔基，告知中央已采取措施审查亲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捕案并释放可以释放的人，同时批评高尔基的不健康情绪，劝他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中挣脱出来。


9月16日


致函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古谢夫，严厉批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领导军事行动方面的严重失误。


9月18日—20日


为《共产国际》杂志第5期写《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一文。


9月21日以前


收到格·季诺维也夫《论我党党员人数》一文，并为这篇文章写序言。


9月2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建议把拉脱维亚步兵师和红色哥萨克骑兵旅从西线调往南线。会议讨论费·埃·捷尔任斯基关于取缔在莫斯科准备暴动的白卫分子组织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9月22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供应工人工作服的决定。


不晚于9月23日


在克里姆林宫自己办公室接见美国记者伊·马克布赖德，同他谈美国和其他国家工人运动的情况，并回答他提出的关于和平、租让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问题。


9月23日


写《致美国工人》一信。

在莫斯科市非党女工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的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把批准瓦·亚·阿瓦涅索夫为副国家监察人民委员一事列入议程并提出自己就这个问题起草的决议。会议讨论关于土耳其斯坦委员会的组成及其工作情况、关于液体燃料、关于把对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优待扩大到红军指挥人员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9月23日和30日之间


审阅莫斯科和莫斯科省劳动局总会计处处长A．C．索洛维约夫关于乌赫塔石油的报告并在报告上作批示。


9月24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关于加快巴什基尔师从别列别伊向前推进的措施的报告、关于派副司法人民委员尼·瓦·克雷连柯去巴什基尔革命委员会、关于组织普遍军训、关于“俄罗斯机器”工厂实行军事化、关于波多利斯克的弹药制造厂和光学仪器厂工人的口粮转为红军口粮等问题，以及关于征召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职工服兵役和关于从居民中回收军大衣等决定草案。

签署国防委员会关于对劳动者实行普遍军训的决定、关于在莫斯科—维捷布斯克—切尔尼戈夫—沃罗涅日—坦波夫—沙茨克—莫斯科范围内建立牢固防御区和宣布该区实行戒严的决定。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安排好儿童伙食的法令。


9月25日以后


同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和莫斯科河南岸区委员会委员米·斯·奥里明斯基谈话，指出必须同苏维埃机关中的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


9月26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恐怖手段、关于总司令的战略计划、关于加强南线的措施、关于任命约·维·斯大林为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关于建立莫斯科防卫委员会、关于第三国际、关于征收党员周、关于召开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间、关于在11月初准备召开第八次全国党代表会议等问题。


不早于9月26日


请阿·马·高尔基致函协约国提出和平建议。


9月27日—28日


在莫斯科省执行委员会休养所休息两天。


9月30日


写便条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阿·洛莫夫或弗·巴·米柳亭，请他们向有关部门转交关于乌赫塔石油的报告，并汇报他们在这方面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提议建立讨论燃料问题委员会；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之间争执的决定。


不晚于9月


写便条给埃·马·斯克良斯基，谈帮助法国战俘问题以及法国社会党人新闻记者昂·吉尔波就这个问题提出的申诉。


9月—10月


写《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


10月1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嘉奖解放奥尔斯克、阿克纠宾斯克、铁米尔的东方面军第1集团军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征用苏维埃机关、公有和私有企业手中的马匹的指示草案，关于索尔莫沃工人的食品供应等问题。

签署国防委员会关于授予南方面军第12集团军第45师和58师革命荣誉旗帜和奖励一个月工资的决定。


10月2日


主持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俄共（布）党团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俄共（布）党团磋商会议；起草这个会议关于食品收购总结的决定。

致电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对他和彼得格勒工人努力进行动员工作表示热烈欢迎。


不晚于10月3日


写《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一文提纲。


10月3日


写《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一文。


10月4日


致电东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捷·斯米尔加，指示必须采取支援南线的紧急措施。


10月5日


书面答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问。


10月6日


请亚·米·柯伦泰向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转达他的祝贺。


10月6日和13日之间


同从图拉回来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话，询问图拉的形势、工人的情绪、党组织的工作，建议他返回图拉继续在军队和居民中做工作。


10月7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成立铁路运输委员会、关于同投机活动作斗争、关于为莫斯科采购木柴等问题，以及关于保护和恢复卡尔梅克畜牧业和关于对农民征收实物税的优惠办法这两项法令草案。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马·马·李维诺夫关于增加同爱沙尼亚和谈代表团成员的报告、关于复查顿河骑兵军前指挥员菲·库·米龙诺夫等人因涉嫌策动叛乱被捕一案以及其他问题。


10月8日


签署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土耳其斯坦委员会的决定。


10月9日


主持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俄共（布）党团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俄共（布）党团第二次磋商会议。会议研究食品收购问题。

写《合作社问题上的要求》一文。


10月10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地方机关和后方军事机关停止使用战地电话设施的法令；补充和修改关于提高国防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保卫炮兵仓库的措施、关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战地联络、关于反逃跑斗争等问题。

写《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一文。

致电修复别拉亚河大桥的乌法工人，对他们提前完工表示敬意和感谢。


10月1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组织军需供应、关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领导成员的调动、关于资助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斗争派）和关于允许他们用俄文在俄罗斯出版杂志等问题。

写《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文。


10月13日


致电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尼·斯米尔诺夫和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员米·瓦·伏龙芝，向他们通告中央的指示：南线情况紧急，各线必须抽调兵力支援。


10月14日


接见阿富汗特命外交使团，同穆罕默德·瓦利·汗大使谈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关于改善警卫部队营房卫生状况的措施的报告、关于同投机活动作斗争等问题。

致电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认为尤登尼奇进攻彼得格勒只是把红军从南线引开的手段，要继续支援南线，动员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集中一切力量去反击和粉碎敌人。

致函荷兰共产党人，说苏维埃俄国由于14国进攻处于困难境地，但坚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


10月15日


致函埃·马·斯克良斯基，要他立即命令发给南方面军骑兵电台和轻型野战流动电台各50部。

致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瓦·亚·阿瓦涅索夫、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莫斯科苏维埃委员米·伊·罗戈夫、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费·费·瑟罗莫洛托夫、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巴·米柳亭，向他们传达一项决定：由他们组成一个小组来起草关于重新查核军需物资领取凭单及其用途的法令。

致函埃·马·斯克良斯基、尼·亚·谢马什柯和列·波·加米涅夫，指示他们起草关于成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伤病员救济委员会的法令。

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被选入起草关于精简非军事机构加强军事工作的法令和负责处理其他具体任务的专门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前线局势等问题。


10月16日


致电图拉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格·瑙·卡敏斯基，对他和其他负责工作人员拖延骑兵运送工作表示愤慨，要求他们全力做好这一工作。

在莫斯科苏维埃大楼阳台上对雅罗斯拉夫尔和弗拉基米尔两省应征入伍的工人共产党员讲话。


10月16日至17日


出席工农国防委员会非常会议。会议讨论由于尤登尼奇军队在彼得格勒附近发起进攻而出现的严重军事形势；通过关于保卫彼得格勒的决定；委托列宁起草告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战士书。


10月17日


写告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战士书。

致电列·达·托洛茨基，告知国防委员会已通过一项关于保卫彼得格勒和与尤登尼奇军队斗争到底的决定。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修改关于提高国防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条例草案。会议讨论关于动员参加修工事的优待办法、关于收集各种军事器材、关于供应铁路员工工作服等问题。

收到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尼·斯米尔诺夫关于汇报西伯利亚和东线形势的电报，在电报上批示发给3万套军装和立即将第5集团军调往南线。


10月18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拨给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经费的决定》。

致电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员米·瓦·伏龙芝，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要他们首先彻底消灭乌拉尔的白卫哥萨克，并全力加速支援南线。

致电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粮食人民委员部给彼得格勒发运粮食和其他食品的情况。


10月19日


写告红军战士同志们书。

致电后备军司令员波·伊·戈尔德贝格，询问他们是否已得到足够人员来新建部队，工作是否顺利，地方工作人员是否热心帮助。


10月20日以前


同图拉负责工作人员谈图拉的形势和地方政权同图拉设防地区军事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谈话中很关心军工厂的工作、工人的情绪、他们的供给情况等问题。


10月20日


致函图拉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格·瑙·卡敏斯基、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瓦·伊·梅日劳克、政治委员德·普·奥西金，指示他们集中一切力量搞好军事工作和军需工作。


不早于10月20日


阅读中央统计局关于1918—1919年苏维埃俄国26省粮食生产与消费情况的统计材料；在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利用了其中的部分材料。


10月21日


写《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一文。

致电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尼·斯米尔诺夫，请他准确地报告他们关于保留东方面军的意见以及他们能派往南线的部队的数量。

电请西方面军司令员弗·米·吉季斯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Ａ．И．波嘉耶夫核实波兰士兵同红军战士联欢的消息和了解波兰士兵的情绪。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精简非军事机构的法令草案过程中拟定法令草案审查委员会人选。会议讨论关于同投机倒把、盗窃国家财物等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的法令草案，关于发行新纸币和信用券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0月22日


致函列·达·托洛茨基，不同意他提出的关于把苏维埃军队开进爱沙尼亚领土的建议。

致函列·达·托洛茨基，指出击溃尤登尼奇十分重要，但继续从南线抽调部队非常危险，必须再动员2万名左右彼得格勒工人。

致电奥廖尔执行委员会主席，指示他把搜查作家伊·沃尔内时没收的全部手稿保存好并寄往莫斯科。

读总司令谢·谢·加米涅夫关于政府的作战指示草案应预先征求总司令部意见的请示报告，在报告上批示：应尊重总司令的意见。


10月23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关于释放因涉嫌策动叛乱被捕的顿河骑兵军前指挥员菲·库·米龙诺夫等人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建立军事卫生总局、关于任命莫斯科设防地区卫戍司令等问题。列宁赞成让米龙诺夫参加顿河执行委员会的建议。


10月24日


在开赴前线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的晚会上讲话。

在工会大厦兰色大厅对开赴前线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共产党员发表讲话；同他们中的一些人交谈。

指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采取紧急措施，把部队调往南线并指定专人负责落实这些措施。

致函国家出版社社长瓦·瓦·沃罗夫斯基，严厉批评《1919年3月6—7日的第三国际》这本粗制滥造的小册子。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军队防治斑疹伤寒的措施、莫斯科近郊煤矿区的工作总结，以及关于加强对红军、运输业和其他企业的燃料供应等问题。


10月25日


同即将离开莫斯科赴前线地区的米·伊·加里宁谈话。

致函伊·捷·斯米尔加以及南方面军和各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其他委员，推荐斯·伊·纳扎罗夫同志及其他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共产党员，并请安排这些同志的工作。


10月25日以后


致函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建议在韦马恩附近加紧开采油页岩，为此提出动员资产阶级、动员农民、实行三班制等措施。


10月26日


致电普加乔夫县粮食会议，要求立即准确报告哪些村和乡全部完成了余粮收集任务。

出席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菲·库·米龙诺夫告顿河哥萨克书和派他去东线等问题。


10月27日


同莫斯科卫生局医生波·索·魏斯布罗德谈话，指出防治流行病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指示各苏维埃机关和军事当局充分信任魏斯布罗德医生和大力协助他的工作。


10月28日


致函洛里欧同志和所有参加第三国际的法国朋友，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机会主义。得知德国共产党内发生分裂，就这一问题致函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共产党队伍必须恢复团结。

致函加入过统一的“德国共产党”而现在组成新党的共产党员同志们，深信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反对机会主义等根本问题上一致的共产党员是能够而且应当一致行动的。

致函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扎·梅·塞拉蒂和全体意大利共产党员，指出意大利无产阶级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但意大利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取得胜利。

对开赴前线的社会教育训练班学员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修改关于同投机倒把作斗争的措施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东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允许萨拉托夫省粮食委员会给农民保留一部分饲料和粮食以完成运送木柴的紧急任务的请示报告，以及防治斑疹伤寒的措施等问题。


10月29日


同正在克里姆林宫训练班学习的红军战士格·伊·尼科尔斯基谈话，尼科尔斯基反映地方当局不帮助他的家属。列宁指示克里姆林宫警卫队长收下格·伊·尼科尔斯基将送来的材料并立即交给他本人。


10月30日


写《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

就梁赞省学员格·伊·尼科尔斯基所反映的情况致电梁赞省执行委员会，要他们查清佩切尔尼基乡执行委员会对他的家属是否给予法定的帮助，并报告执行情况。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巴什基尔革命委员会和吉尔吉斯革命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关于给斗争派拨必要的经费出版杂志等问题。


10月3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收购马铃薯、关于各人民委员部和其他苏维埃机关提出的原则问题的讨论的程序、关于劳动人民委员部和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合并等问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动员大学生服兵役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从库斯塔奈和特罗伊茨科耶地区运出粮食的决定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发展乌拉尔煤炭生产的措施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10月


同米·瓦·伏龙芝谈派他去土耳其斯坦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一事。


11月1日


电令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附近集中重兵，彻底粉碎尤登尼奇。

致电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尼·斯米尔诺夫，询问有多少师、哪几个师、何时可从东线调出。


11月4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大赦和关于精简非军事机构两项法令草案，以及劳动人民委员部和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合并的形式等问题。


11月5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征召医助服兵役的法令。会议讨论关于在东方战线和土耳其斯坦战线防治斑疹伤寒的措施等问题。

签署国防委员会关于在东方战线和土耳其斯坦战线防治斑疹伤寒的措施的决定。

为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写《向彼得格勒工人致敬》一文。


11月6日


写《苏维埃政权和妇女的地位》一文。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反革命的顿河政府和库班政府驻巴黎代表通过法国社会党人斐·洛里欧向苏维埃政府提出的和平建议。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俄第八次党代表会议和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等问题。


11月7日以前


为《贫苦农民报》写《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一文。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各工厂委员会联合庆祝大会上发表关于十月革命两周年的讲话。


11月7日—10日


列宁《致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员同志们》一信在《土耳其斯坦共产党人报》、《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和《红色战线报》联合出版的纪念专刊上发表。


11月8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为莫斯科运送燃料、关于动员五类年龄较大的人去采伐木材、关于成立全俄卫生状况改善委员会等问题。

签署国防委员会关于对沙图拉和卡希拉工地的全体职工实行军事化的决定。


11月8日和13日之间


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托，给各级党组织写通告信《与燃料危机作斗争》。


11月10日


写《人民委员会关于火灾保险局经费问题的决定》。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彼得格勒“国营压缩瓦斯及润滑油工厂”实行军事化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铺设窄轨铁路等问题。


11月11日


致电东方面军粮食特设委员会主席尼·巴·布留哈诺夫，指示务必做好乌拉尔工人的粮食供应工作。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统一林业机构问题时，起草关于这一问题的建议。会议讨论关于动员苏维埃职员采伐木柴，关于保证特列季亚科夫绘画陈列馆、图书馆和其他文教机关的燃料供应，关于同志纪律审判会等问题。

致函泥炭总委员会，希望在《经济生活报》上刊登1919年泥炭开采运动工作报告。


11月12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在军队中防治斑疹伤寒的措施、关于向莫斯科供应莫斯科近郊的泥炭、关于采购马铃薯等问题，以及燃料机关工作军事化条例草案。


11月13日和21日之间


接见俄国红十字会代表尤·马尔赫列夫斯基，听取他关于同波兰停战谈判的汇报。


11月14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乌克兰、关于高加索党组织等问题。


11月15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修改关于供应工人粮食的法令草案。会议讨论关于在苏维埃机关中限制用电的法令草案，以及关于收购马铃薯等问题。

同塞兹兰—维亚济马铁路政治部主任Ｂ．Ю．卡德兹利斯谈话，要他向图拉、卡卢加和塞兹兰等地党政工作人员转达中央关于动员一切力量与燃料恐慌作斗争的号召。


11月17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征召牙科医生服兵役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对破坏供给莫斯科燃料委员会钢轨事件调查的结果、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军需物资领取凭单查核结果的报告、林业总委员会关于采伐工作的报告、燃料总委员会关于装运燃料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11月18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收购马铃薯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建立专门的商品储备来交换亚麻、关于改进运输工作的措施、关于印刷业的危急状况等问题。

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讲话；讲话后同参加会议的人合影留念，并同他们交谈。


11月19日


接见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刘泽荣），同他谈中国革命、中国工人生活和联合会的工作等问题；谈话时在外交人民委员部1919年10月7日给刘泽荣开的证明信上加了一句：“谨请各苏维埃机关和主管部门尽力协助刘绍周同志”，并在信上签名。


11月20日以前


接见莫斯科党的领导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和乌克兰苏维埃政府成员，同他们谈乌克兰的国家制度、土地问题。

起草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提纲。


11月20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会议研究关于在乌克兰组织政权的问题。会议还讨论了列宁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提纲草稿。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清除积雪的义务劳动、关于电信机关燃料供应、关于增加运木柴车皮的紧急措施、关于梁赞—乌拉尔铁路的状况、关于建立领导全国窄轨运木铁路建设的联合机构等问题。


11月21日


致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萨·叶努基泽，请他给前来援助苏维埃共和国的美国工程师罗·安·基利和曾大力帮助过俄国工人阶级的芬兰社会民主党创建人之一尼·罗·乌尔辛增加食品供应。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精简非军事机构的法令草案、关于利用林业专家的决定草案、关于成立全国窄轨和宽轨运木铁路建设最高委员会的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召开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部分代表的预备会议；作关于代表大会基本任务的笔记；三次发言，说明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的任务。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列宁写的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提纲。


11月22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批准关于收购马铃薯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11月25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供应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粮食等问题，以及关于精简非军事机构的法令草案。

收到卫生人民委员部防治斑疹伤寒特别委员会主席波·索·魏斯布罗德关于斑疹伤寒蔓延严重的电报，回电答应竭力采取一切措施。


11月26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医学院五年级学生尽快毕业并应征入伍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铁路戒严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关于加快莫斯科近郊煤矿区的煤炭装运的措施、关于供应国营“输电”发电站职工的粮食、关于增加红军战士家属的口粮等问题。


11月27日


致电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巴·米柳亭，请他们拟出供《经济生活报》发表的关于各经济部门或主要经济部门生产力发展情况的定期报表的格式。


11月28日以前


接见梁赞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尼·沙布林，同他谈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各种问题。


11月28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清除积雪的义务劳动的法令草案、关于东部停止客运后同私贩粮食作斗争的规章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1月29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全会。全会委托格·瓦·契切林草拟准备在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有关媾和问题的报告提纲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声明，列宁起草中央的这项决定以及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的决定。全会通过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决议草案；全会委托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全会还讨论了关于工会、关于供应彼得格勒工人马铃薯、关于帮助红军战士家属等问题。


秋天


接见曾把他1918年8月20日写的《给美国工人的信》送往美国发表的П．и．特拉温。

同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一起前往151军医医院看望红军伤病员，同他们谈话，了解他们在健康、营养和治疗方面的情况；向他们介绍前线的形势、粉碎尤登尼奇和邓尼金的胜利。

视察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教育总局的实验学校，同学校领导和学生谈话，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学习；观看他们的业余文艺演出。

参与编制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教育大纲；两次接见大学校长弗·伊·涅夫斯基，同意他在大纲中加入自然科学的课程；强调不掌握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唯物主义者。


12月1日


同出席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卡卢加省代表Д．П．科尔蓬科夫谈目前农村的若干问题。

用直达电报同阿·伊·李可夫谈阿斯特拉罕的军事形势，指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守住阿斯特拉罕，并把那里储存的鱼、布匹、金属、油脂和食盐等抢运出来。


12月2日—4日


领导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工作。


12月2日


上午，宣布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致开幕词；被选入代表会议主席团；主持第一次会议。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补充和修改《关于改善铁路运输搞好军运的法令》的草案。

晚上，在党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上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作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起草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


12月3日


上午，在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问题的讲话。

晚上，在代表会议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问题的总结发言。

致函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指出党章草案的编辑出版工作非常草率马虎，要派人进行调查。


12月4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邀请社会民主党人和民粹派分子参加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苏维埃建设委员会的工作成果等问题。

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不早于12月4日


写《对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布）党团委员会条例草案的意见》。


不晚于12月5日


写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提纲。


12月5日


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作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并宣读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国际政策的决议草案。


12月6日


出席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写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的总结发言的提纲；在讨论结束后作总结发言。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写《人民委员会关于莫斯科食品供应的决定草案初稿》。

写《关于粮食部门工作的决议草案》。


12月7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帮助被白卫军疏散到哈萨克草原的乌拉尔哥萨克返回家园的决定。


12月8日


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组织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参加关于苏维埃建设的报告的讨论并讲话。


12月9日


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代表大会闭幕式上致闭幕词。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乌拉尔采矿工人食品供应问题。


12月9日以后


召开有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参加的民族问题会议。


12月10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奖给东方面军第3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一个月工资和关于从西伯利亚和乌拉尔调运粮食的决定。

由于必须集中全力解放乌克兰，建议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拒绝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员米·瓦·伏龙芝关于派遣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到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去的请求。


12月11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授权省反逃跑委员会审理屡教不改的逃兵的诉讼案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伐木工人食品供应、关于莫斯科工人食品供应、关于改善军队供应的措施、关于国防委员会红军供给特派员为征粮军的制服和装备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其他问题。

同苏维埃代表团成员讨论代表团在同爱沙尼亚资产阶级政府和谈中的任务。


12月12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改善铁路运输搞好军运的法令》。会议讨论关于改变剧院的剧目等问题。


12月15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莫斯科工人食品供应，关于卫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的任命，关于乌拉尔各厂矿、林场和泥炭开采机构的食品和日用品供应等问题。

致电东方面军第5军团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尼·斯米尔诺夫，祝贺东方面军攻克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并要他们采取措施完整无损地拿下库兹涅茨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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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的是列宁在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期间的著作。

1919年底，红军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经过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激烈较量，先后战胜了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的白卫军队，解放了大部分被占领的国土，取得了国内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力量内外夹攻、扼杀苏维埃俄国的阴谋破产了。英、法、意等国不得不在1920年1月宣布解除对苏维埃俄国的封锁。不久，苏维埃政府同爱沙尼亚签订了和约，同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等国也开始了和平谈判。虽然外高加索、远东等地还处在武装干涉军的铁蹄之下，波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军队以及盘踞在克里木的白卫军残部卷土重来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历经战乱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终于又一次获得了一个短暂而又可贵的喘息时机。俄国共产党和列宁决定抓住这一喘息时机，再一次把工作重点由战争转到国内建设：医治战争创伤、振兴俄国经济、组织社会主义社会。非常的局势迫使苏维埃共和国不得不继续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用军事的办法、作战的办法来完成经济任务。由于苏维埃政权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由于共产党员和工人们的忘我劳动，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开始出现转机。但是，1920年4月下旬，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军队以及弗兰格尔的部队对乌克兰大举进攻。战火重又燃起。短暂的和平喘息时机结束了。和平建设被迫中断。苏维埃俄国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领导下，举国上下又一次紧急动员起来，投入了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战斗。

列宁在收入本卷的文献中论述了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工作重点的转移，总结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两年多来的经验，提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国民经济、解决工农关系和民族关系的方针和政策。

列宁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中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阐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编入本卷卷首的《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全面总结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原因，说明布尔什维克党所以夺得革命的胜利，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得到了几乎近半数的军队的拥护，并且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地点拥有压倒的优势。文章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得胜利后的阶级目的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把劳动农民争取过来，组织大机器生产，在资本主义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须利用国家政权来实现上述阶级目的。列宁强调，只有把大多数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争取过来，才能巩固革命的胜利。他论证说，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而是用另一种形式、另一种方法在继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这个工具进行的阶级斗争。列宁在文章中最后指出，不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等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稍后发表的《在各省肃反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在纪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全俄矿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一再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他着重指出，要使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只打倒资本家是不够的，还必须消灭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差别。无产阶级要学会做一个出色的组织者，按新的方式去组织劳动，创造新的形式来吸收群众参加劳动。无产阶级必须从思想上影响农民，对农民采取暴力手段是不会有多大成效的。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以劳动者的团结作为自己的主要动力，那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见本卷第250页）他指出，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基础和实质。

收入本卷的许多报告、讲话和文章深刻剖析了苏维埃俄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详细阐明了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

列宁在为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所作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在全俄哥萨克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状况的报告》等著作中，对当时的国际关系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指出，帝国主义使整个世界分成两类国家：一类是剥削别人、压迫别人的国家，这类国家占少数；另一类是给这些国家当殖民地的弱小民族的国家，这是占多数的国家。后者作为资产阶级国家，仇视苏维埃制度，但是作为被压迫国家，是愿意同苏维埃俄国讲和平的。苏维埃俄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正是以此作为依据的。列宁指出，苏维埃政府的和平政策得到了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的拥护，它的同盟者的人数愈来愈多。列宁在和美国世界新闻社驻柏林记者卡尔·维干德、英国《每日快报》记者以及美国《世界报》记者林肯·埃尔的谈话中一再表示苏维埃政权渴望和平，愿意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居，愿意同一切国家进行贸易，愿意向外国资本提供条件优厚的租让，但是决不允许别人假借和平来扼杀苏维埃政权。列宁高度评价了同爱沙尼亚缔结的和约，认为这是打开了一扇通向欧洲的窗户。

《在普列斯尼亚区非党工人和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省、县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讲话》、《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等著作，根据时局的变化，及时提出了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列宁认为必须把全力从事战争的整个苏维埃政权机器转上和平经济建设的轨道，号召全党、全国立即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来克服饥饿、寒冷和经济破坏所带来的困难，把俄国建成一个文明的、光明的、丰足的、健康的国家。列宁指出，在实行这种转变时，要估计到敌人再次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不能削弱自己的军事力量，还必须估计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从俄国的过去向俄国的现在过渡的特点，注意把组织国防的全部经验运用到不流血的经济战线上。

苏维埃俄国当时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生产力受到连年战争的极大破坏。面对这问题成堆、困难如山的局面，列宁认为首先必须集中主要力量恢复铁路运输和燃料开采，把运输部门这一整个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作为恢复国民经济的关键。运输瘫痪已经使一些中心城市不能及时得到粮食和燃料，运输问题已经到了非立即解决不可的时候。列宁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向莫斯科调运粮食问题的决定草案》、《国防委员会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的决定草案》、《国防委员会关于运输状况的决定草案要点》、《人民委员会关于对机车修理工人的优待的决定草案》以及他所作的《在莫斯科枢纽站铁路员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运输工作的留声机片录音讲话等就反映了列宁为扭转运输瘫痪局面所作的不懈努力。

列宁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还提出了劳动军事化和组建劳动军的问题。由于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劳动力又极其缺乏，列宁要求用最大的努力，把一切可以投入的力量全部集中在劳动战线上。吸收暂时还不能大批复员的红军部队参加经济建设，把其中一部分部队组建成劳动军，这是在特定的条件下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列宁说：“劳动军事化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经济极度破坏的必然产物。”（见本卷第233页）

针对当时劳动纪律松弛、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情况，列宁要求最大限度地加强纪律。他指出劳动纪律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他说：“我们率领红军取得胜利，不只是靠了鼓动工作，而且是靠了严格的铁的纪律。红军中的一切制度必须在所有的劳动战线上建立起来。”（见本卷第120页）

列宁强调在先进技术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1920年1月23日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他再一次谈到必须尽快制定出一个俄国电气化计划草案，争取在10—20年内实现全国电气化。他要求用这个伟大的纲领来吸引工人和觉悟的农民群众。同年2月，他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在全俄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同外国记者的几次谈话一再指出，电气化是苏维埃俄国面临的所有伟大任务中最重要的任务，要在电气化这个基础上建设一切，使俄国经济得到根本的改造。列宁还认为，为此需要有更高水平的文化和教育。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是列宁在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列宁在他参加起草的《就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给俄共各级组织的信》中指出，经济建设是这次党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大会的任务是研究和总结实际经验，确定实际措施来战胜经济破坏，力争恢复、改善、改组和发展俄国整个国民经济。列宁自始至终参加了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他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还多次在会上讲话。

列宁在报告中全面分析了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他指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面对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坚持斗争达两年之久，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认为，出现这一奇迹的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条是：革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意志统一，纪律严明，表现出了空前的自我牺牲精神。另一条是：苏维埃政权得到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支援，并且从敌人的营垒中争取到了同盟者。列宁指出，虽然苏维埃政权已经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取得了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但是再度爆发战争的危险性依然严重存在，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列宁在谈到经济问题时再次强调，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需要建立铁的纪律，需要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统一意志，需要加强一长制。

关于一长制问题，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布尔什维克党内已经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列宁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由于俄国从战争转向和平经济建设，科学管理问题就提了出来，需要用一长制来取代集体管理制，因为一长制最能保证最合理地利用人力，最能保证对工作进行实际的检查，而集体管理制即使搞得好也要浪费大量人力，不能保证大工业所要求的工作速度和工作的精确程度。列宁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批驳了那种认为集体管理是工人管理，个人管理不是工人管理的错误看法，指出一切问题的解决应当服从生产的利益。工人在革命后单靠专政、暴力、强制是坚持不下去的，唯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坚持得住。但是，列宁的主张遭到了以季·弗·萨普龙诺夫、恩·奥新斯基等为代表的“民主集中派”以及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的坚决反对。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要用一长制取代集体管理制的问题。他在批驳了反对派提出的一长制同苏维埃民主制相抵触的错误论点之后，明确指出，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不是由管理生产的原则，而是由所有制的形式来决定的。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政治制度是民主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管理上不要权威，不要责任制。一长制只是组织和领导生产的一种具体管理制度。列宁说：“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制同个人管理和独裁毫不抵触，阶级的意志有时是由独裁者来实现的，他一个人有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行事往往是更为必要的。”（见本卷第302页）

列宁还尖锐地指出，在关于集体管理制的议论中，往往充斥着一种最无知的情绪，即反对专家的情绪。他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发言以及《在全俄医疗卫生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针对党内反对派反对起用内行、专家的主张，反复强调学习资产阶级的文化知识和管理经验、起用资产阶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专家的重要性。他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要管理就要懂行，就要精通生产，就要懂得现代水平的生产技术，就要受过一定的科学教育。管理水平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在实践中逐步学会。在工人阶级的管理人才还没有培养出来，战争又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更需要向资产阶级学习，珍视每一个专家，把他们看作技术和文化的唯一财富。与此同时，要努力从工人和农民中培养出能够担任组织者和管理者的各种人才。列宁说，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第一，要通过改变同所有制的关系和实行新宪法来掌握和保持政权，巩固政权；第二，要向先前那个阶级学习，要起用旧阶级的管理人员；第三，必须增加本阶级出身的管理人员，开办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培养工作干部。

列宁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工人检查问题的指示》、《对〈工农检查院条例〉草案的意见和补充》等著作中多次谈到了建立和加强社会主义监督机构的问题。列宁认为，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开展，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管理的任务正在提到首位，应当吸收更多的工人和劳动农民来管理工业、管理整个国民经济，为此必须建立起国家监督。列宁提出要“把全体劳动群众，男子特别是妇女，都吸收来参加工农检查工作”（见本卷第72页）。工农检查机构应当逐步学会更多地参加对生产和分配的监督，应当把反对投机倒把、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的斗争摆在首位。

《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详细论述了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民族政策。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利益要求各国、各民族的劳动者建立起最充分的相互信任和最紧密的联合，只有工人的国际联合才能战胜资本这一国际势力。列宁教导说，由于历史上沙皇政府执行民族压迫的政策，少数民族对俄罗斯民族的不信任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共产党员作为国际主义者，坚决反对民族仇恨、民族纠纷和民族隔绝。因此，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力求实现俄国各民族的紧密团结和打击一切分裂各民族的行为时，应当对少数民族中继续存在的不信任情绪采取非常谨慎、非常耐心、肯于让步的态度。要消除民族间的互不信任，最好的方法是共同斗争，反对各国地主和资本家，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政策对于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消灭国内反革命势力起了重大的作用。

列宁的《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分析了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区别，指出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而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没有资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先进部分施行最严格的计算、监督和监察下进行社会劳动，同时还应该规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在共产主义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关，不拿报酬地为大家工作已成了普遍现象。列宁认为，如果现在就实行这种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是极大的歪曲，会造成实际的害处。列宁在《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一文中，进一步揭示了共产主义劳动的特点，指出共产主义劳动是一种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不讲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按照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而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需要。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劳动还不能广泛而普遍地实行。但是他满腔热情地号召共产党员支持和推广星期六义务劳动，指出，树立新的劳动纪律，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的新形式，创造吸引人们参加劳动的新方法——这是一项需要许多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

《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弗·伊·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充分表明，列宁从来反对对他个人的任何颂扬和吹捧。他在这篇讲话中教导与会者要除旧布新，不要热中于祝寿之类的活动，他谆谆告诫全党在胜利的时候要十分警惕骄傲自满。他说：“我希望我们决不要使我们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地步。”（见本卷第355页）

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同时，十分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他在《俄共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复信草稿（提纲）》、《政论家短评》、《对法国社会党决议草案的意见》、《俄国的形势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策略（同雅·弗里斯的谈话）》等著作中，严厉批评了第二国际和考茨基、谢德曼等人的机会主义，揭露了法国尤格派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错误，指出他们只是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行动上并不准备实行，甚至根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认为，只有实际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才是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在1920年春天写的一篇未完成的文章《论妥协》中阐明了各国共产党的策略原则，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决不能发誓不同资本家妥协，由于所处的情况，有时甚至连最革命的阶级的最革命的政党也不得不妥协，问题在于要善于通过一切妥协来保持、巩固、锻炼、发展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革命策略、革命组织、革命意识、决心和素养。列宁的这一思想在不久之后写成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所收文献增加36篇，其中有《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状况的报告》、《在各省肃反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在省、县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讲话》、《同美国〈世界报〉记者林肯·埃尔的谈话》、《俄国的形势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策略（同雅·弗里斯的谈话）》、《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协约国企图通过俄国合作组织开始同俄国建立贸易关系问题的决定》、《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工人检查问题的指示》、《关于鼓动指导列车和轮船工作的指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成员破坏党的纪律一事的决定》、《对法国社会党决议草案的意见》等等，其中《俄国的形势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策略（同雅·弗里斯的谈话）》是根据挪威《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的谈话全文译出的。收入本卷的《在纪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根据速记记录译出的讲话全文，而《列宁全集》第1版所收的是这一讲话的简要报道。





《列宁全集》第38卷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1919年12月16日）

社会革命党人[1]出版的文集《俄国革命的一年（1917—1918年）》（1918年莫斯科土地和自由出版社莫斯科版）里，载有尼·瓦·斯维亚季茨基的一篇饶有趣味的文章：《全俄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序言）》。总共79个选区，作者列举了其中54个选区的数字。

作者考察的范围差不多包括俄国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各省。没有包括的省份有：奥洛涅茨、爱斯兰、卡卢加、比萨拉比亚、波多利斯克、奥伦堡、雅库特和顿河区。

我们先引证尼·瓦·斯维亚季茨基所发表的主要结果，然后再来研究从这些材料中得出的政治结论。


一

54个选区在1917年11月份投票的总数是36262560票。作者按7个地区（外加陆军和海军）开列的选票总数是36257960票，但是，他开列的各党派的得票数，加起来就同我所指出的正好一致。

各党派得票情况如下：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得1650万票，如果加上其他各民族（乌克兰、穆斯林以及其他民族）的社会革命党人所得的票数，则为2090万票，即占总票数的58％。

孟什维克得668064票，如果加上与它相类似的各个集团如“人民社会党人”[2]（312000票）、“统一派”[3]（25000票），合作社派[4]（51000票）、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95000票）、乌克兰社会党人（507000票），德意志社会党人（44000票）和芬兰社会党人（14000票）所得的票数，那么总共是170万票。

布尔什维克得9023963票。

立宪民主党人[5]得1856639票。如果加上“土地所有者和占有者联盟”（215000票）、“右派集团”（292000票）、旧教徒[6]（73000票）和各种民族主义者，即犹太民族主义者（55万票）、穆斯林民族主义者（576000票）、巴什基尔民族主义者（195000票）、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67000票）、波兰民族主义者（155000票）、哥萨克民族主义者（79000票）、德意志民族主义者（13万票）、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12000票），以及“各种团体和组织”（418000票）所得的票数，那么各地主和资产阶级党派所得的选票总共是460万票。

大家知道，从1917年2月至10月的整个革命时期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始终是结成联盟的。此外，无论这个时期或这以后事态的整个发展都清楚地证明：这两个党共同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也和第二国际所有的党一样毫无自知之明，竟自称为社会主义政党。

我们把参加立宪会议选举的三大类党派合起来计算，便得出如下结果：





	无产阶级的政党（布尔什维克）……………………………………………… 902万=25%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及其他）……………2 262万=62％

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人及其他）…………………………… 462万=13％

　　　　　　　　　　　　　共　计……………………………………3 626万=100%









现在我们把尼·瓦·斯维亚季茨基按地区计算的数字列举如下：







［注①：作者的划法与通常的不尽相同，他把俄国划分为以下几个地区：北部地区，其中包括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格达省、彼得格勒省、诺夫哥罗德省、普斯科夫省、里夫兰省。中部工业地区，其中包括弗拉基米尔省、科斯特罗马省、莫斯科省、下诺夫哥罗德省、梁赞省、图拉省、特维尔省、雅罗斯拉夫尔省。伏尔加河流域黑土带地区，其中包括阿斯特拉罕省、沃罗涅日省、库尔斯克省、奥廖尔省、奔萨省、萨马拉省、萨拉托夫省、辛比尔斯克省、坦波夫省。西部地区，其中包括维捷布斯克省、明斯克省、莫吉廖夫省、斯摩棱斯克省。东乌拉尔地区，其中包括维亚特卡省、喀山省、彼尔姆省、乌法省。西伯利亚地区，其中包括托博尔斯克省、托木斯克省、阿尔泰省、叶尼塞斯克省、伊尔库茨克省、外贝加尔州、阿穆尔河沿岸省。乌克兰，其中包括沃伦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基辅省、波尔塔瓦省、塔夫利达省、哈尔科夫省、赫尔松省、切尔尼戈夫省。］





［注②：括号中的62％是斯维亚季茨基把穆斯林社会革命党人和楚瓦什社会革命党人加上后得出的数字。］





［注③：括号中的77％是我把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加上后得出的数字。］



从这些按地区计算的数字中可以看出，在立宪会议选举时，布尔什维克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是农民的政党。在纯农业地区即大俄罗斯的纯农业地区（伏尔加河流域黑土带地区、西伯利亚地区、东乌拉尔地区）和乌克兰的纯农业地区，社会革命党人得了选票的62—77％。在各工业中心，布尔什维克比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这种优势在尼·瓦·斯维亚季茨基列举的那些按区域计算的数字中是被过于缩小了，因为他把工业最发达的区域和工业不发达的以及非工业的区域合在一起了。例如，斯维亚季茨基按省列举的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党、立宪民主党以及“各民族集团和其他集团”所得的票数，说明如下情况：

布尔什维克在北部地区所占的优势似乎微不足道：40％对38％。但是，这个地区既包括非工业区，又包括工业区，在非工业区（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格达省、诺夫哥罗德省、普斯科夫省）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而在工业区的情形是：首都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得45％（选票），社会革命党人得16％；彼得格勒省，布尔什维克得50％，社会革命党人得26％；里夫兰省，布尔什维克得72％，社会革命党人零票。

在中部工业地区各省：莫斯科省，布尔什维克得56％选票，社会革命党人得25％；莫斯科首都区，布尔什维克得50％，社会革命党人得8％；特维尔省，布尔什维克得54％，社会革命党人得39％；弗拉基米尔省，布尔什维克得56％，社会革命党人得32％。

顺便指出，关于布尔什维克过去和现在都只得到无产阶级“少数人”的拥护的说法，在这些事实面前该是多么可笑啊！而这种说法，我们无论是从孟什维克（668000票，再加上外高加索的70—80万票，对布尔什维克的900万票）或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叛徒们那里，都可以听到。


二

获得总票数四分之一的布尔什维克胜利了，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联合）并同它一起共获得总票数四分之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却失败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

因为现在，在协约国[7]——称霸世界的协约国——帮助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敌人两年之后，再要否认布尔什维克胜利的事实，那简直太可笑了。

现在的情况是，那些遭到失败的人们，包括第二国际的所有拥护者，由于怀有疯狂的政治仇恨，甚至不能严肃地提出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会胜利这个极有意味的历史的政治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只有从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来看，这才是“怪事”，而上面这一问题的提出以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彻底揭穿这种民主派的无知和偏见。

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从被第二国际抛弃了的这个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无疑是可以得到解答的。

布尔什维克所以获得了胜利，首先是由于他们得到了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拥护，其中包括无产阶级最有觉悟、最坚决、最革命的部分即这个先进阶级的真正先锋队的拥护。

我们拿两个首都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来看。在这两个地方，选举立宪会议时总共投了1765100票。其中：





	　　社会革命党人……………………218000票布尔什维克………………………837000票

立宪民主党人……………………5154000票









尽管那些自称为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切尔诺夫分子、马尔托夫分子、考茨基分子，龙格分子、麦克唐纳分子等等之流）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平等”、“普选”、“民主”、“纯粹民主”或“彻底民主”这些女神面前磕得头破血流，城市和农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平等这一事实并未因此而消失。

这是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不可避免的事实。

城市不可能和农村平等。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带领农村。农村必然要跟城市走。问题仅仅在于，“城市”阶级中的哪个阶级能够带领农村，能够担当这个任务，以及城市对农村的领导采取什么形式。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得到了无产阶级极大多数人的拥护。同布尔什维克在无产阶级中竞争的党——孟什维克党，这时已被击溃（布尔什维克以900万票对孟什维克的140万票，140万票是把668000票和外高加索的70—80万票加在一起而得的数目）。而且这个党是经过15年的斗争（1903—1917年）才被击溃的，这一斗争锻炼、教育并组织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把它锤炼成了真正的革命先锋队。同时，1905年的第一次革命还为进一步的发展作好了准备，在实践中决定了两党的相互关系，对1917—1919年的伟大事变起了总演习的作用。

自称为第二国际“社会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喜欢用什么无产阶级“统一”有好处这类甜言蜜语来回避极其严肃的历史问题。他们搬弄这些甜言蜜语时，却忘记了机会主义在1871—1914年工人运动中逐渐滋长起来这一历史事实，忘记了（或者是不愿意）考虑一下机会主义在1914年8月破产的原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1914—1917年发生分裂的原因。

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部分没有在各方面极认真地作好驱逐和压倒机会主义的准备，那么连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也是荒唐的。那些现在想以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来摆脱困境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8]、法国社会党[9]等等的领袖们，必须牢牢记住俄国革命的这个教训。

其次，布尔什维克不仅有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拥护，不仅有在反对机会主义的顽强的长期斗争中经过锻炼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拥护，而且在两个首都还有——如用军事术语来说——强大的“突击部队”。

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地点在力量上占压倒优势，这个取得军事胜利的“规律”也是取得政治胜利的规律，特别是在残酷的、激烈的、称为革命的阶级战争中取得政治胜利的规律。

首都或大工商业中心（这两个概念在我们俄国是一致的，但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的政治命运——自然，其条件是必须有足够的地方力量、农村力量支持这些中心，哪怕这种支持并不是马上得到的也好。

在两个首都，在俄国的两个最主要的工商业中心，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占决定性的压倒优势。在这里，我们获得的选票差不多比社会革命党人多三倍。在这里，我们获得的选票比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加在一起的还要多。此外，我们的敌人已经四分五裂，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孟什维克不论在彼得格勒或在莫斯科，都只获得了3％的选票）的“联合”在劳动群众中间已经名声扫地。当时，根本谈不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人真正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 
［注：值得指出的是，上面引证的数字也表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和团结一致，而小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却四分五裂。］

 大家知道，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工人、农民相比，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是非常接近于主张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的，但是到1917年11月，连这些领袖都想撇开立宪民主党人而同布尔什维克联合（并且就此向我们讨过价钱）！[10]

1917年10月至11月，我们把两个首都夺取过来是有十分把握的，因为当时我们的力量占压倒优势，政治上又有最充分的准备，无论是从集合、集中、训练、考验和锻炼布尔什维克“军队”方面来说，或是从分化、削弱、拆散、瓦解“敌军”方面来说，都是如此。

我们既然有十分把握能用迅速的、决定性的打击夺取两个首都，夺取整个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这两个中心（无论从经济上或从政治上讲），我们就能够不顾官僚和“知识界”疯狂反抗，不顾怠工等等，而通过中央国家政权机关用事实向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证明，无产阶级是他们唯一可靠的同盟者、朋友和领导者。


三

但是，在谈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关系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之前，还应该谈一下军队。

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军队吸取了人民力量的全部精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混蛋们（不仅包括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公开主张“保卫祖国”的谢德曼和列诺得尔之流，而且包括“中派分子”[11]）通过他们的言行使军队更加服从德国集团和英法集团的帝国主义强盗的指挥，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却从来没有忘记马克思在1870年说过的话：“资产阶级将教会无产阶级掌握武器！”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69页。——编者注］

 只有奥德和英法俄的社会主义叛徒们才会在帝国主义战争即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掠夺性的战争中谈什么“保卫祖国”，而无产阶级革命者则集中全部注意力（从1914年8月起）来使军队革命化，利用军队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强盗，把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进行的非正义的和掠夺性的战争变成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劳动群众反对“本国的”、“本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正义的和合理的战争。

社会主义叛徒们在1914—1917年没有做好利用军队去反对各国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准备工作。

布尔什维克从1914年8月起，就通过自己的全部宣传、鼓动和秘密组织活动做好了这种准备工作。对这一点，社会主义叛徒们，各国的谢德曼、考茨基之流，当然只能支吾搪塞，说什么布尔什维克的鼓动瓦解了军队。但我们自豪的是，我们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瓦解了我们的阶级敌人的力量，从敌人那里把武装的工农群众争取了过来，去同剥削者作斗争。

我们工作的成就，还反映在俄国这次连军队也参加的1917年11月立宪会议选举的投票上。

下面就是尼·瓦·斯维亚季茨基列举的这次投票的主要结果：







［注①：这是大概的数字：这里当选的布尔什维克有两个人。尼·瓦·斯维亚季茨基是以每个当选者平均获得6万票计算的，所以我就用了12万这个数字。］





［注②：关于究竟哪个党从黑海舰队得了19500票，并没有说明。这一栏内的其余票数，显然差不多都是投给乌克兰社会党人的，因为当选的有10个乌克兰社会党人和1个社会民主党人（即孟什维克）。］



结果是：投给社会革命党人的有1885100票，投给布尔什维克的有1671300票。如果后者加上波罗的海舰队的12万票（大概的数字），那么投给布尔什维克的有1791300票。

可见，布尔什维克所得的票数，比社会革命党人略微少一点。

可见，到1917年10月、11月，军队已有一半拥护布尔什维克。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是不能获得胜利的。

但是，由于我们在全部军队里拥有差不多半数的选票，所以我们在两个首都附近乃至离两个首都不很远的各个方面军中已占压倒的优势。如果除开高加索方面军不算，那么布尔什维克一般说来比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拿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来说，布尔什维克得选票100万以上，而社会革命党人得42万票。

可见，在军队方面，布尔什维克到1917年11月也有了政治上的“突击部队”，而这就保证了布尔什维克在决定性地点和决定性时机占压倒优势。既然布尔什维克在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中已有巨大优势，而在远离中部地区的其余方面军中又有时间和可能把农民从社会革命党方面争取过来（这一点到下面再谈），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军队方面对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何反抗。


四

我们根据立宪会议选举的材料考察了布尔什维主义获得胜利的三个条件：（1）得到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拥护；（2）得到近半数军队的拥护；（3）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地点，即在两个首都和靠近中部地区的各方面军中的力量占压倒的优势。

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能把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吸引过来，不能把他们从社会革命党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党派那里争取过来，那么这些条件就只能提供一种极短暂的和极不巩固的胜利。

主要之点就在这里。

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应读作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之所以不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其主要根源就在于他们不理解：

掌握在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手里的国家政权，可能并且应该成为把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工具，成为把这些群众从资产阶级和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里争取过来的工具。

满脑子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忘掉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精髓的第二国际“社会党人”先生们，把国家政权当作一种圣物，当作一种偶像或者是正式投票产生的合力，当作“彻底民主”的绝对物（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他们没有看到国家政权不过是一个工具，各个阶级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并应该善于利用）它来为自己的阶级目的服务。

资产阶级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家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劳动者的工具。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是这样。只有马克思主义叛徒才“忘记了”这一点。

无产阶级应该（在集结了足够强大的政治和军事的“突击部队”之后）推翻资产阶级，夺取它的国家政权，以便运用这个工具来达到自己的阶级目的。

无产阶级的阶级目的是什么呢？

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

“中立”农民，并尽可能把农民——至少是不从事剥削的劳动农民中的大多数——吸引过来。

用从资产阶级那里剥夺来的工厂和全部生产资料来组织大机器生产。

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组织社会主义。


※　　　　　※　　　　　※

机会主义者先生们，包括考茨基分子在内，嘲弄马克思的学说，他们“教导”人民说：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普选权争得多数，然后根据这种多数人的投票表决来取得国家政权，最后在这个“彻底”（有些人说：“纯粹”）民主的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

而我们却根据马克思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说：

无产阶级应该首先推翻资产阶级并为自己争得国家政权，然后用这一国家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本阶级的工具来取得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情。


※　　　　　※　　　　　※

无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怎样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用来影响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阶级斗争工具呢？怎样才能成为把他们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阶级斗争工具呢？怎样才能成为使他们脱离资产阶级即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的阶级斗争工具呢？

第一，无产阶级做到这一点，不是利用旧的国家政权机构，而是彻底摧毁它、粉碎它（不顾那些惊慌失措的小市民的号叫和怠工者的恐吓），并创立新的国家机构。这个新的国家机构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为争取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这个新的机构不是什么人臆想出来的，而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从这个斗争向广度和深度的扩展中成长起来的。这个新的国家政权机构，新的国家政权类型就是苏维埃政权。

俄国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几小时后，便立刻宣布解散旧的国家机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机构经过几个世纪逐渐成为适合于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机构，即使在最民主的共和国里也是如此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4—217页和第22卷第225—229页。——编者注］

 ），并把全部政权转交给苏维埃。苏维埃只允许被剥削的劳动者参加，而不容许任何剥削者插足。

无产阶级在它夺得国家政权之后，立刻用这个办法，一举而把小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党派中拥护资产阶级的大量群众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因为这些群众都是被剥削劳动者，他们受过资产阶级（包括它的应声虫切尔诺夫之流、考茨基之流、马尔托夫之流及其他人在内）的欺骗，他们获得了苏维埃政权，也就第一次获得了维护自己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群众性斗争的工具。

第二，无产阶级能够并且应当立刻或者至少是很快地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那里，把“它们的”群众即跟它们走的群众争取过来，争取的方法是用革命的手段来剥夺地主和资产阶级，以满足群众最迫切的经济需要。

资产阶级无论掌握多么“强大的”国家政权，也不能做到这一点。

无产阶级在它夺得国家政权的第二天就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既有做到这一点的机构（苏维埃），又有做到这一点的经济手段（剥夺地主和资产阶级）。

俄国无产阶级正是这样把农民从社会革命党人那里争取过来的，确实可以说，是在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几个小时之后就争取过来的。这是因为取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战胜了彼得格勒资产阶级几小时之后，就颁布了《土地法令》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8—21页。——编者注］

 ，在这个土地法令中以革命的速度、毅力和果敢精神立刻完全满足了大多数农民的全部迫切的经济需要，用非赎买的办法完全剥夺了地主。

为了向农民证明无产者不是想用多数票压他们，向他们发号施令，而是要帮助他们，做他们的朋友，取得了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在《土地法令》中并没有加上自己的片言只字，而是逐字逐句照抄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上所公布的农民委托书（当然是最革命的委托书）[12]。

社会革命党人曾大发雷霆、愤愤不平、怒气冲天、大喊大叫，说“布尔什维克把他们的纲领偷去了”；但是，这只会使人嘲笑社会革命党人：好一个出色的政党，为了实现它的纲领中一切革命的，一切有益于劳动者的东西，竟要先把它打败，把它从政府中赶出去才行！

第二国际的判徒、蠢才和书呆子们永远也不能理解的这个辩证法就在于：无产阶级要是不把大多数居民争取过来，就不能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把这种争取工作局限于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下进行的选举中获得大多数选票，或者认为这种争取工作只取决这一点，那就是愚不可及或是对工人的公然欺骗。无产阶级为了要把大多数居民争取过来，第一，应当推翻资产阶级，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第二，应当彻底粉碎旧的国家机构，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举而摧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统治、威信和影响；第三，应当用革命手段、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经济需要，以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影响。

自然，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的程度时，这一切才有可能做到。没有这个基本条件，无产阶级既不能成为一个单独的阶级，也不能在罢工、游行示威、羞辱和驱逐机会主义者的多年斗争中，得到长期的有效的锻炼、教育、训练和考验。没有这个基本条件，那些中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作用就无从谈起，这种作用表现在无产阶级一经掌握这些中心，也就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或者更确切些说，也就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命脉、心脏和枢纽。没有这个基本条件，无产阶级的状况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状况也就不可能那样息息相关、紧密相连，而这种关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是无产阶级影响这些群众、有效地诱导他们所必需的。


五

我们再往下谈。

无产阶级能够夺得国家政权，实现苏维埃制度，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大多数劳动者的经济需要。

这样是否就足以保证取得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呢？

还不够。

只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有作为他们现代主要代表人物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才存在着幻想，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能够具备高度的觉悟、坚强的性格、敏锐的洞察力和广阔的政治视野，单凭投票表决就可以决定或者不需要长期的斗争经验就完全可以预先决定他们跟哪个阶级或哪个政党走。

这是幻想。这是考茨基之流、龙格之流、麦克唐纳之流的书呆子和甜言蜜语的社会党人所制造的甜蜜的神话。

如果资本主义不是一方面使群众必然处于饱经折磨、备受压制、胆战心惊、分离涣散（农村！）和愚昧无知的状态，另一方面又把专事造谣欺骗、处处愚弄和蒙蔽工农等等的庞大机构交给资产阶级，那么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

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引导劳动者摆脱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要小资产阶级和半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预先决定“究竟是和工人阶级在一起还是和资产阶级在一起”这个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发生动摇是必然的，他们必然要通过亲身的实际经验，才能对资产阶级的领导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出比较。

正是这种情况经常被崇拜“彻底民主”的人们忽略过去，他们以为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可以用投票表决来解决。其实，这些问题如果很尖锐并且为斗争所激化，就要由国内战争来解决，而在国内战争中，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首先是农民）的经验，他们把无产阶级政权同资产阶级政权加以比较、对照而得到的经验，有巨大的意义。

在这方面，把1917年11月俄国立宪会议选举同1917—1919年的两年国内战争加以对照，能使我们获得极大的教益。

请你们看一看，究竟哪些地区布尔什维克获得的选票最少。首先是东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投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分别占12％和10％。其次是乌克兰：投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占10％。在其余地区，投布尔什维克票的百分比最小的是大俄罗斯农业区，即伏尔加河流域黑土带地区，但是在这个地区投给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占16％。

我们看到，正是在1917年11月间布尔什维克得票百分比最小的地区，反革命活动、暴动以及反革命力量的组织最得势。正是在这些地区，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政权支持了好多个月。

凡是无产阶级影响最小的地区，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就表现得特别明显：

起初，他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因为布尔什维克给了他们土地，而复员的士兵又给他们带来了和平的消息。后来，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因为布尔什维克为了革命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为了保存俄国这个革命策源地，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13]，“伤害了”小资产阶级最浓厚的情感即爱国主义感情。当布尔什维克表明将严格地不容违抗地要求农民按照固定价格把余粮交给国家的时候，那些余粮最多的地方的农民就特别讨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乌拉尔、西伯利亚、乌克兰的农民就倒向高尔察克和邓尼金。

再后，农民体验了高尔察克统治区和邓尼金统治区每个办报人在每号白卫分子报纸上所鼓吹的高尔察克“民主”和邓尼金“民主”，看到关于民主和“立宪会议”的言论，事实上不过是在掩盖地主和资本家的专政罢了。

于是又开始重新转向布尔什维主义，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后方的农民起义蓬勃发展起来。农民把红军当作解放者来欢迎。

归根结底，正是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主要代表者农民的这些动摇，决定了苏维埃政权和高尔察克、邓尼金政权的命运。但是，在这个“归根结底”之前，有一个相当长的严重斗争和痛苦考验的时期，这种斗争和考验在俄国经历了两年还没有结束，即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一带还没有结束，而且不能担保再过一两年就会完全结束。

拥护“彻底”民主的人们不去仔细想想这个历史事实的意义。他们过去和现在都给自己臆造出一种童话，仿佛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够“说服”大多数劳动者，并用投票表决的方式把他们牢牢地争取过来。而现实证明，只有在长久的残酷的斗争中，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的沉痛经验，才会使他们在比较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家专政之后得出结论：前者比后者好。

在理论上，所有学过马克思主义并愿考虑19世纪各先进国家政治历史经验的社会党人，都承认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摇摆不定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动摇的经济根源已被经济科学十分清楚地揭示出来了，而这个经济科学的种种道理又是第二国际社会党人在报纸、传单和小册子上重复过千百万次的。

但是，人们不善于把这些道理运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时代。他们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偏见和幻想（关于阶级“平等”，关于“彻底的”或“纯粹的”民主，关于用投票表决来解决重大的历史性问题等等的偏见和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他们不愿理解，夺得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并不因此停止自己的阶级斗争，而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另外一些手段把斗争继续进行下去。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这样的工具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的任务之一，就是根据长久的经验、根据许多实际例子来向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证明，对他们来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要比拥护资产阶级专政有利，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关于1917年11月立宪会议选举的材料，给我们提供了此后两年国内战争发展进程所展示的情况的基本背景。这场战争中的基本力量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就已经了了分明，无产阶级军队的“突击部队”的作用、动摇不定的农民的作用、资产阶级的作用都十分明显。尼·瓦·斯维亚季茨基在他的文章中写道：“立宪民主党人取得最大胜利的地区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取得最大胜利的地区，即北部地区和中部工业地区。”（第116页）自然，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那些中心，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分子力量最弱。自然，在这些中心，阶级斗争最剧烈。资产阶级的主力正是在这些地方，无产阶级正是在这些地方，也只有在这些地方，才能粉碎资产阶级。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粉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有把它彻底粉碎之后，才能利用国家政权这样的工具，最终获得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同情和拥护。

关于立宪会议选举的材料——要是我们善于利用它，善于阅读它的话——向我们一次再次地说明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道理。

另外，这些材料也说明了民族问题的作用和意义。试拿乌克兰来说吧，在近来几次讨论乌克兰问题的会议上，有些同志责难本文作者过分“强调了”乌克兰的民族问题。立宪会议选举的材料表明，还在1919年11月，在乌克兰获得多数的是乌克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党人（340万票加50万票，共390万票，投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的有190万票，而全乌克兰的总票数是760万票）。在西南方面军和罗马尼亚方面军中，乌克兰社会党人获得的选票分别占总票数的30％和34％（投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票的分别占总票数的40％和59％）。

在这种情况下，忽视乌克兰的民族问题的意义——大俄罗斯人时常犯这种毛病（犹太人也犯这种毛病，也许比大俄罗斯人稍少一些）——就是犯严重而危险的错误。在乌克兰的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和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早在1917年就发生了分裂，这决不是偶然的。我们既然是国际主义者，第一，就应该特别坚决地反对“俄罗斯”共产党人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残余，第二，就应该正是在民族问题这个比较不大重要的问题上（对国际主义者说来，国界问题是次要的，甚至是极其次要的）作出让步。重要的是其他问题，重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利益，重要的是正在同邓尼金作斗争的红军的统一和纪律这一利益，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至于乌克兰是否要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那是一个极其次要的问题。如果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要尝试一下各种制度，比方说他们在若干年内既实际试一下同俄罗斯联邦合并，又实际试一下与它分离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又试一下同它结成各种形式的亲密联盟，如此等等，即使出现这样的前景也丝毫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也不应该使我们感到恐慌。

如果企图预先一劳永逸地、“果断地”和“坚定不移地”决定这个问题，那就是见解狭隘，或者简直是愚蠢了，因为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在这样的问题上摇摆是十分自然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对无产阶级来说这是毫不足惧的。一个真正称得上国际主义者的无产阶级代表，对待这种摇摆应该极其审慎和容忍，应该让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自己根据亲身的经验来克服这种摇摆。而对其他的、比较根本的问题（其中一部分我在上面已经提出），我们则应采取不容忍、不留情、不调和、不动摇的态度。


六

把1917年11月立宪会议的选举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从1917年10月至1919年12月的发展加以比较，就能作出一些有关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现在让我们试把其中主要的结论简略叙述一下，或者至少提一提也好。

1．普选制是测量各个阶级对自己任务的理解是否成熟的标尺。它表明各个阶级想要怎样完成自己的任务。这些任务的完成本身不是用投票表决所能达到的，而是要通过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直到进行国内战争才能达到的。

2．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站在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上，赞同它的偏见，以为投票表决能够解决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

3．为了通过选举和各党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内的斗争，或者认为议会内的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倒向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

4．第二国际的一切代表人物和拥护者以及德国的所谓“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所有领袖，实际上正在这样倒向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却在自己的宣传中向无产阶级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为了以后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应首先在形式上反映大多数居民的意志（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取得多数选票）。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之类的腐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根据这一前提所发出的反对“少数人专政”等等的一切号叫，只是说明这班领袖不理解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实际上也是资产阶级专政在统治，不理解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摧毁这种专政的条件。

5．这种不理解特别表现在下面这点上：他们忘记了各资产阶级政党所以能统治下去，在极大程度上是靠它们对民众的欺骗，靠资本的压迫，以及在资本主义的本质这个问题上的自我欺骗。这种自我欺骗是各小资产阶级政党最显著的特点，这些政党通常总是想用多多少少隐蔽的阶级调和的形式来代替阶级斗争。

那些自称为“社会党人”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奴仆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首先应当让大多数居民——在保存私有制的条件下，即在保存资本权力和资本压迫的条件下——公开表示拥护无产阶级政党，只有那时，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并且应当夺取政权。”

我们说：“首先应当让革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摧毁资本压迫，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那时获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才能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需要，迅速博得这些群众的同情和拥护。”相反的情况将是历史上罕见的例外（象芬兰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在这种例外的情形下，资产阶级也可能发动国内战争[14]）。

6．或者换一种说法：

资产阶级和它的应声虫即自称为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首先我们保证在保存私有制和资本压迫（即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条件下承认平等或彻底民主这一原则，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争取由大多数人来作出决定。”

我们则说：“首先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夺取国家政权，破坏事实上不平等的柱石和基础，然后由战胜了剥削者的无产阶级带领所有劳动群众去消灭阶级，也就是去实现并非骗局的唯一的社会主义的平等。”

7．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除了无产阶级，或除了无产阶级中已认识到自己的革命任务并能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的那一部分人以外，还有人数众多的没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半小资产阶级劳动者阶层，他们跟资产阶级走，跟资产阶级民主派走（其中包括跟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走），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欺骗，因而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或者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没有认识到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自己最迫切的需要的可能性。

这些被剥削劳动者阶层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提供同盟者，无产阶级先锋队和这些同盟者加在一起，就在居民中占了可靠的多数，但是，无产阶级只有用国家政权这样的工具，即只有在推翻了资产阶级并破坏了它的国家机构之后，才能争取到这些同盟者。

8．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力量都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和命脉，还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代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劳动者的真正利益。

因此，甚至当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时（或者说当觉悟的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占人口少数时），它也能推翻资产阶级，然后从人数众多的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中把许多同盟者吸引过来，因为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从来不会预先就表示拥护无产阶级统治，不会懂得无产阶级统治的条件和任务，而只是根据自己以后的经验才确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正确的和合乎规律的。

9．最后，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总是有很广大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他们必然在资本和劳动之间摇摆不定。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胜利，首先应当正确地选择对资产阶级举行决定性进攻的时机，并且要考虑到资产阶级与它的小资产阶级同盟者分道扬镳或这种联盟不稳固等情况。其次，无产阶级应当在自己胜利之后利用小资产阶级的这种摇摆来中立他们，阻止他们站到剥削者方面去，应当善于在小资产阶级摇摆不定的情况下坚持一个相当时期，如此等等。

10．要使无产阶级作好夺取胜利的准备，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这些影响和思潮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行动的。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布尔什维主义没有在1903—1917年预先学会战胜孟什维克，即战胜机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并把他们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中毫不留情地驱逐出去，那么它就不能在1917—1919年战胜资产阶级。

现在最危险的自我欺骗（有时简直是愚弄工人），就是德国的“独立党人”领袖们和法国的龙格派[15]等等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行动上在继续推行那种旧的惯用的政策，即向机会主义作大大小小的让步，对机会主义采取调和态度，百般迎合资产阶级民主（即他们所说的“彻底民主”或“纯粹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等等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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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该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该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



[2]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该党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同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版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2。



[3]统一派是俄国极右的孟什维克护国派分子和一些前取消派分子联合组成的集团，1914年产生，1917年3月正式成立。除彼得格勒外，莫斯科、巴库等地也有它的组织。统一派否认社会主义在俄国有胜利的可能，无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主张把帝国主义战争继续进行“到最后胜利”，并与资产阶级和黑帮报刊一起肆无忌惮地诽谤布尔什维克。统一派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持敌对态度，1918年夏在组织上瓦解。——2。



[4]合作社派指合作社工作者。在俄国，合作社运动始于19世纪60年代。到1917年1月，俄国有各种类型的合作社63000个，社员2400万人。1917年二月革命后，合作社派的领袖们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9月，合作社派参加了全俄民主会议的工作。十月革命后，合作社派的领袖们敌视苏维埃政权，拒绝同苏维埃政权合作。他们的行为受到中、下层合作社人员的反对。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革命前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社逐步转变为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社会主义的合作社。——2。



[5]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2。



[6]旧教徒是17世纪从俄罗斯正教中分裂出来的旧教派（旧礼仪派）的成员。旧教派组织的许多领导人是大商人和工业家。1906年以前，旧教徒受沙皇政府迫害。——2。



[7]协约国（三国协约）是1907年最后形成的英、法、俄三国帝国主义联盟。这一联盟同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20多个国家加入。俄国十月革命后，协约国联盟的主要成员——英、法、美、日等国发动和组织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5。



[8]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7。



[9]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是由1902年建立的法国社会党（饶勒斯派）和1910年建立的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合并而成的，1905年成立。在统一的社会党内，改良派居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党领导就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该党党内有以让·龙格为首的同社会沙文主义分子妥协的中派，也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革命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法国社会党内公开的改良派和中派同革命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1920年12月举行的图尔代表大会上，革命派取得了多数地位。代表大会通过了该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并创立了法国共产党。改良派和中派退党，另行建立一个独立的党，仍用法国社会党这一名称。——7。



[10]指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操纵下，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在十月革命后要求成立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并出面召开了关于政府组成问题的会议。——8。



[11]中派是第二国际各党中的一个思想政治派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形成。中派分子挂着“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招牌，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他们不惜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以屈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力图通过在工人运动的重大纲领和策略问题上向机会主义让步来调和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矛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派宣传抽象的和平主义，反对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中派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共产国际抱敌视态度，曾成立第二半国际。中派在国际上的主要代表是卡·考茨基；在俄国，中派的代表人物是尔·马尔托夫和尼·谢·齐赫泽，列·达·托洛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持中派立场。



关于列宁对中派的批判，可参看《第二国际的破产》、《关于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社会主义与战争》、《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等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29卷）。——9。



[12]指刊登在1917年8月19日和20日（9月1日和2日）《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88号和第89号上的《根据1917年彼得格勒第一次全俄农民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带来的242份委托书拟订的示范委托书》。列宁在这个文件发表时写了《政论家札记（农民和工人）》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04—112页）加以评论。——15。



[13]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上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条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18。



[14]指芬兰反动资产阶级对芬兰无产阶级革命的镇压。



芬兰革命是1918年1月在芬兰南部工业地区爆发的。1月27日夜，芬兰赤卫队占领了芬兰首都赫尔辛福斯，资产阶级的斯温胡武德政府被推翻。1月28日，工人们建立了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参加革命政府的有库·曼纳、奥·库西宁、尤·西罗拉等人。国家政权的基础是由工人选出的工人组织议会。芬兰革命政府在斗争初期还没有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主要着眼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这一革命从性质上说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政府的最主要的措施是：将一部分工商企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把芬兰银行收归政府管理，并建立对私营银行的监督；建立工人对企业的监督；将土地无偿地交给佃农。芬兰这次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在芬兰南部取得了胜利。斯温胡武德政府在芬兰北部站稳脚跟之后，集结了一切反革命力量，在德国政府的援助下向革命政权发动进攻。由于德国的武装干涉，芬兰革命经过激烈的国内战争以后，于1918年5月初被镇压了下去。——23。



[15]龙格派是以社会改良主义者让·龙格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党内的少数派，于1915年形成。该派持中派观点，对社会沙文主义者采取妥协态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和平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后，该派口头上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继续奉行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合作的政策，并支持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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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征用和没收的法令草案的意见[16]


（1919年12月16日和1920年1月24日之间）


见文中意见。


转交到什么地方？措辞不很好。


关于征用和没收的法令
 
［注：法令条文中的着重线是列宁加的。——俄文版编者注］



……9．被征用和没收的粮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归俄罗斯联邦所有，从征收之日起三天之内经由粮食机关转交；家具和家庭日常用品经由分配机关；金钱和贵重物品经由人民银行；武器经由各军事委员部；农具等经由农业人民委员部机关等等。

＃余粮收集制呢？如果余粮不属于余粮收集制的范围，应征收吗？？最好同粮食人民委员部一起考虑一下关于余粮收集制的问题。

10.数量不超过粮食人民委员部所规定的标准＃的粮食专卖品和属于定量配给的粮食，不应征收；不属于定量配给的粮食，无论其数量多少，如果没有充分根据怀疑是用来投机倒把的，也不应征收。

注：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于1920年1月15日以前公布上述标准。

用词不当。就是说，可以拿走一个居民多余的裤子？这太过分了。这里表达得有点不对，太笼统了。应该换成别的说法。

11．日用必需品，如已使用的衣服、鞋子、家具、餐具等不应征用；尚未使用的物品以及制作这些物品所需的材料，只留下满足家庭成员实际需要所必需的数量，条件是：无论是已使用的还是尚未使用的物品，其保存的数量不足以说明这些物品是用来进行投机倒把的。

我认为，这里还需要加以限制：甚至不是由地方，而是由中央政权作出特别决定。否则不能征收超过3000种的书籍。

……13．个人和团体的书籍只要不超过3000我认为，乐谱不超过1000种，均不应征收。对拥有超过上述数量的书籍和乐谱，但持有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馆司保护证书的个人和团体，其书籍和乐谱也不应征收。在征收超出上述标准的书籍或乐谱时，物主有权选择留下哪些书籍或乐谱。

有没有这样的法令？就是说，农民超过（5×2000）10000卢布以上的现款就全部没收？不能这样做。

14．金额未超过当地家庭每人年平均最低资率的纸币不应没收。超过这一标准的多余现款应予没收。

这里也需要限制。每种未超过一件者戒指？坠儿？

15．金银制品以及制品上所镶宝石，平均每人每种未超过一件者，不应没收。

注意　而第二匹马呢？第二头奶牛呢？

……＃18．农民未使用雇佣劳动进行生产所需数量的农业用品和日用品（其数量按家庭成员多少和当地经济条件好坏而定）不应征收。特别是不应征收仅有的一匹马和一头奶牛、一头小牲畜和一只家禽。

不能这样。这是需要更加慎重的一条。

粮食人民委员部和陆军人民委员部有没有针对这一点的规定？

＃这大概是最重要和最危险的一条。不能允许征收第二匹马和第二头奶牛。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337—339页

















[26]这是列宁在关于征用和没收的法令草案上写的批语。人民委员会1920年4月15日会议通过了该法令，委托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进行最后审订。法令定本于4月16日由列宁签署，发表于1920年4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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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们的接班人[17]


（1919年12月18日以前）

值此举行红色周之际，谨向彼得格勒省的工农青年致敬。

年轻的同志们，你们要在这方面更加努力地工作，用你们朝气蓬勃的青春力量来建设光辉灿烂的新生活。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载于1919年12月18日《接班人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25页

















[17]《致我们的接班人》是列宁为彼得格勒共青团举行“青年周”而写给彼得格勒省青年的一封信。“青年周”的任务是最广泛地吸引工农青年参加社会工作。——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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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列斯尼亚区纪念1905年十二月起义大会上的讲话

（1919年12月19日）

同志们，我们今天开大会来纪念14年前莫斯科爆发的十二月起义和普列斯尼亚的战斗。

同志们，1905年莫斯科起义是俄国规模最大的革命工人运动之一，尽管当时起义还不可能获得成功，但它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只有现在，当我们看到俄国革命多年来的整个历史准备过程的时候，才能真正认清1905年十二月起义和红色普列斯尼亚工人同沙皇政府的军队进行搏斗的意义。同志们，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当时俄国工人的力量还多么弱小；我们看到，当时所遭受的牺牲现在已经成百倍地得到了补偿。

但是必须指出，1905年12月，沙皇政府就不得不拿出全部力量来镇压这样一次还很微弱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人起义了。不久以前，我们的莫斯科党组织出版了两本回忆录，追述十二月起义、普列斯尼亚战斗的日子，追述当时力量薄弱的地下党组织怎样作起义的准备，这次起义怎样得到了莫斯科的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大力支持。不久以前发表的这些新材料中，特别有趣的是一个宪警人员的招供，他说，革命者当时，在1905年12月，还不知道我们这些沙皇制度的维护者是多么虚弱。这个沙皇的奴仆供认说：“要是革命者的打击稍微再有力一些，再持久一些，那么在当时我们已经开始混乱的局面下，我们就会支持不住的。”这就是特务的特别有趣的招供，它表明，当时普列斯尼亚工人为工人的自由和解放事业所作的牺牲没有白费，他们用自己的英雄榜样向一切敌人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并且撒下了千千万万的火种，这些星星之火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岁月终于燃起了熊熊的烈火，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1905年之后，俄国工人运动经历了本身历史上困难最多流血最多的时期。沙皇政府用前所未闻的野蛮手段来对付1905年莫斯科起义的英雄。莫斯科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俄国工人阶级还几次尝试掀起群众斗争。1906年春天爆发了群众性罢工和农民运动；1907年又作了一次尝试。但是，这些尝试只是牵制了反动派的进攻，却并没有能够完全把它阻止。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运动转入了地下，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的儿女在绞架上、在监狱里、在流放地、在苦役中牺牲了。

以后我们又看到，从1910、1911、1912年起，工人阶级又开始　集聚力量。1912年4月勒拿惨案[18]之后，强大的群众性罢工浪潮起来了，波及全国各个角落，大大动摇了沙皇制度。1914年夏天，彼得格勒甚至出现了街垒。也许促使沙皇政府孤注一掷，下决心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想利用战争来摧毁革命运动。然而，战争不但没有摧毁革命运动，反而使革命运动传播到各个先进的国家中去了。

我们清楚地看到，德帝国主义及英法帝国主义强盗们进行了四年战争的目的是掠夺。1918年德国人强迫我们签订了掠夺性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当时法国和英国曾不断地谴责这个和约，可是不到一年，就在1918年，当德国失败、德帝国垮台的时候，法英资本家就强迫战败的德国签订了凡尔赛和约[19]，这个和约现在成了采用各种野蛮和强制手段的典型，比我们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更厉害。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每星期都有千千万万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工人醒悟过来了，他们过去受了骗，以为他们进行的战争是反对德帝国主义的战争。他们看到，在这场战争中有上千万人丧了命或成了残废。为了什么呢？为了让一小撮百万富翁发财致富。这一小撮百万富翁在这场战争之后都变成了亿万富翁，同时却把所有的国家都弄到破产的地步。

同志们，就产业工人、尤其是城市工人所遭受的灾难来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艰苦时期。你们知道这个时期是多么艰苦，我国工人阶级是怎样挨饿受冻。我们也知道，落后的俄国吃尽了四年战争的苦头，后来两年又被迫进行了一场英法支持下挑起的战争，但破产的不仅是俄国，就连最先进最富裕的国家，如法国和美国等战胜国，也都弄到了彻底破产的地步。它们那里正在闹煤荒，铁路运输停顿，因为工业和运输业在四年战争中遭到了空前的破坏。数百万最好的生产人员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毁灭了。结果我们看到，俄国工人阶级早在1905年起义反对沙皇制度时就向工人、向全世界指出过的道路，俄国工人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时继续走过的道路，已经引起了各个国家甚至最先进国家的工人的瞩目和同情。

同志们，我已经说过，我们在今年冬天要忍受前所未闻的灾难和困苦。但是，我们说，我们一定能够坚持到底，因为过去尽管苦难深重，优秀的工人代表、最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都帮助了我们，他们帮助我们建立红军，使我们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我们知道，现在高尔察克的部队已被彻底打垮，不久以前西伯利亚的起义显然已使高尔察克残部无法投奔邓尼金，在新尼古拉耶夫斯克近郊我们俘虏了大批军队，从这些情况看来，高尔察克的军队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我们看到，在邓尼金原来可以炫耀一番战绩的南方，目前我们红军的攻势愈来愈猛烈。你们知道，基辅、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等城市都已收复，我们现在正在极迅速地向煤炭产地顿涅茨煤田挺进。

同志们，这样我们就看到，工人阶级为了彻底战胜资本而遭到的前所未闻的严重灾难和牺牲已经完全得到了补偿。我们看到，一直用千百万卢布和各种军用物资先后援助过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的外国资本家现在也动摇起来了。

你们知道，他们用铁箍似的封锁圈切断了俄国同其他国家的联系。你们知道，他们不让我们的代表出境。你们知道，在1905年以前就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家李维诺夫同志担任驻英国大使期间，那里的工人大会没有一次不以热烈的掌声和对本国政府的抗议声来欢迎他，所以英国人竭力想把李维诺夫同志赶走。可是，现在这些切齿痛恨李维诺夫的人已经允许他到哥本哈根去了，不仅允许他去，而且还给他提供旅途上的便利（李维诺夫同志是乘英国巡洋舰到那里去的）。我们知道，李维诺夫同志在哥本哈根逗留的每一天都意味着俄国取得更大的胜利。那里经常有工人代表以及成千家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请他解释这一转变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这一转变就是西欧资产阶级再也不能继续实行封锁，再也不能用千百万卢布来援助俄国反革命的将军了，因为每一个富裕先进的国家的工人都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意大利众议院的表决也许是欧洲各国政策发生转变的最明显的表现。关于表决的消息，我们是从我们的电台收到的法国发给美国的电讯中得知的。这个消息说，意大利众议院讨论了俄国问题，社会党人提议立即承认苏维埃共和国，赞成他们的提案的有100票，反对的有200票；这就是说，只有工人赞成承认苏维埃共和国，而所有的资产阶级代表都反对。但以后意大利众议院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意大利政府敦促协约国各国完全解除封锁并完全停止对俄国事务的任何干涉。这就是地主和资本家的代表占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众议院通过的决议，一个战胜国通过的决议，一个完全是在工人运动压力下通过的决议。

这个决议清楚地表明，国际政局的确在开始发生转变，各国工人运动的巨大内在力量的确产生了我们一向期待的结果。我们曾经向俄国工人指出这种结果，我们对他们说，我们为此在斗争中忍受重大的牺牲是值得的，是必须的，我们为此挨饿受冻、受苦受难是会得到补偿的。我们这样做不仅能够拯救苏维埃俄国，而且可以随着斗争的进展每周都得到其他国家千百万工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今天当我们纪念我们牺牲了的同志和红色普列斯尼亚的英雄的时候，我们一定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勇气和坚强的决心，来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

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作出一切牺牲，去彻底战胜资本，并引导世界各国工人这样去做。（鼓掌）





	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26—31页

















[18]勒拿惨案是指1912年4月4日（17日）沙皇军队枪杀西伯利亚勒拿金矿工人的事件。勒拿金矿工人因不堪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于1912年2月底开始举行罢工。3月中旬，罢工席卷了各矿，参加者达6000余人。罢工者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取消罚款、提供医疗救护、改善供应和居住条件等要求。布尔什维克帕·尼·巴塔绍夫是领导罢工的总委员会主席。沙皇当局调动军队镇压罢工，于4月3日（16日）夜逮捕了几乎全部罢工委员会成员。4月4日（17日），2500名工人前往纳杰日金斯基矿向检察机关的官员递交申诉书。士兵们奉命向工人开枪，当场死270人，伤250人。勒拿惨案激起了全俄工人的愤怒，俄国革命运动从此迅速地向前发展。——[31]。



[19]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订。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5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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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20]


（1919年12月20日）

同志们，代表会议的组织者通知我说，你们要我作一个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问题的报告，并且为了能够充分讨论这个问题的最主要方面，要我把报告分两部分来谈：第一，莫斯科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况和效果；第二，关于如何进一步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一些具体结论。我只想谈谈一般原则，谈谈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我们党的建设和苏维埃建设中的新事物——使我产生的一些看法。因此，关于具体问题，我只非常简略地谈一下。

刚开始组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还很难判断这样的事能受到人们多大的注意，它能否变成一件大事。我记得，报道这件事的消息第一次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时，那些同工会建设工作和劳动人民委员部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志的最初反应，如果不说是悲观的，至少也是格外审慎的。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根据把星期六义务劳动看成了不起的大事。从那以后，星期六义务劳动有了非常广泛的发展，现在谁也不能否认它在我国建设中的重要性了。

的确，我们经常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甚至把它用于我们党的名称。但是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想到，这里除产生了好的一面外，可能还给我们造成了某种危险。我们不得不更改党的名称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尽可能明确地同占统治地位的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自从社会主义运动中绝大多数正式的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通过自己的领袖倒向本国资产阶级方面或本国政府方面以后，我们已经很清楚，旧的社会主义已遭到极其严重的危机和破产。为了最明确表示我们不能把那些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跟着本国政府走的人看作社会主义者，为了指明旧的社会主义已经腐朽、已经死亡，为了这一点，主要是为了这一点，当时才产生了更改我们党的名称的想法。况且，从纯粹理论的观点来看，“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早已不正确了。早在40年代，当这个名称在法国刚开始在政治上广泛使用的时候，它就是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政党的名称，而不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由此可见，更改我们党的名称（它已成了新国际的名称）的主要动机和原因，是要同旧的社会主义坚决划清界限。

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我们应当说，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没有资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先进部分施行最严格的计算、监督和监察下进行社会劳动；同时还应该规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这种规定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留下了诸如分散的劳动、对公共经济的不信任、小业主的各种旧习惯这样一些遗迹和习惯，这些在所有农民国家中都是最常见的。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产主义经济背道而驰的。所谓共产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构，不拿报酬地为公共利益工作成为普遍现象。自然，在那些为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正在采取最初步骤的人看来，“共产主义”的概念是很遥远的。因此，尽管我们改变党的名称的做法非常正确，尽管这样做好处很大，尽管我们已经完成的事业规模巨大，十分宏伟（现在共产党遍于全世界，共产国际[21]成立虽然还不到一年，但从工人运动的角度来看，它比垂死的老朽的第二国际要强大得多），但如果把“共产党”这个名称解释为似乎现在就实现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是极大的歪曲，那就是胡乱吹嘘，会带来实际的害处。

正因为这样，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也正因为这样，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见之于实践后就有了特殊的价值，因为就在这种极小的事情中开始出现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我们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的可能，但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拿我国目前的经济来看，我们就能看出，这里社会主义的幼芽还很嫩弱，旧的经济形式还占很大的支配地位，这表现在小规模经营占优势，还表现在最厉害最猖獗的投机倒把活动上。可是，当我们的敌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驳我们时说：你们粉碎了大资本主义，而从你们所有的毛孔中冒出来的却是最恶劣的投机性的高利贷性的资本主义，那我们就回答他们：如果你们以为我们能从大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那你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义者或空想主义者。

大资本主义在各个地方，甚至在那些还没有采取任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的国家中，都遭到了根本的破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敌人对我们提出的所有这些批评和反驳都是无足轻重的。大资本主义被粉碎以后，当然会开始出现新的、投机性的小资本主义的萌芽来取代它。我们现在正同大资本主义的残余作激烈的斗争，它转入了各种小投机倒把活动，那就更难抓住它，并且它采取的是最恶劣的最没有组织的商业形式。

在战争环境中变得激烈得多的斗争，引起了最疯狂的投机倒把活动，在资本主义规模较大的地方尤其如此。所以把革命过渡设想成另一个样子是完全不正确的。从现时的经济来看，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要问苏维埃俄国现时的经济制度是什么，那就应当说，它是在大生产中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是在资本主义以千百万种形式进行最顽强的反抗的情况下改造资本主义旧经济。和我们遭到同样战争灾害的西欧国家，例如奥地利，与我们的唯一区别就是那里资本主义瓦解得更厉害，投机倒把活动更猖獗，却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萌芽，没有反击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经济制度中暂时还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时，即出现个人为社会进行的大规模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权力机关和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时，才开始产生。这不是农村中历来就有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把“共产主义”这个词不仅用于党的名称，而且用来专指我们生活中真正实现着共产主义的那些经济现象，这样做就更正确。如果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巩固社会主义而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从社会主义中必然会生长出共产主义来，生长出我们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看到的那种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来。

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就是如此，它表明这里正在形成和开始产生一种崭新的、与一切旧有的资本主义准则相反的东西，一种比战胜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更高的东西，即大规模组织起来以满足全国需要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当今年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支援国家的号召[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页。——编者注］，忍受着极度饥饿极度困苦的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首先起来响应的时候，当某些迹象表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已不是个别现象，已经开始推广并得到群众支持的时候，那就可以说，这里已经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有原则意义的事情，我们确实应该在各方面支持这件事，如果我们不愿意做一个仅仅从反对资本主义这个原则意义说够格的共产党员。从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这还是不够的。应当说，这种运动其实是可以大规模开展的。我们是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个问题我现在不准备回答，因为关于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那一运动有多大规模，还没有总的综合材料。我只知道一些零碎的情况，在党的报刊上看到星期六义务劳动在许多城市正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发展。彼得格勒的同志说，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彼得格勒开展得比莫斯科广泛得多。至于说到外省，许多实际了解这个运动的同志对我说，他们正在收集有关这种新的社会劳动形式的大量材料。但是，只有在各种报刊和各城市党代表会议反复讨论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得到综合的材料来说明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否已真正成为普遍现象，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是否已真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管我们是否能很快得到这种完整而又经过核实的材料，但是毫无疑问，从原则上来看，除星期六义务劳动以外，我们再没有其他的事可以表明，我们不仅称作共产党员，不仅想做共产党员，而且真正在实现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愿意忠实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人，都应该拿出全部精力来帮助解释这件事并实际地加以运用。这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因此，每一个党代表会议都必须经常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既从理论方面也从实践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只从理论方面、原则方面来看这件事。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具有巨大价值，不仅是因为它在实践中实现共产主义。除此以外，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还有双重意义：从国家的角度看，它是对国家真正实际的支援；从党的角度看（我们这些做党员的不应该忽视这一点），它对清除混到党内来的分子和抵制腐朽资本主义环境对党的影响是有意义的。从经济方面来说，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必要的，它能使苏维埃共和国摆脱经济破坏并开始实现社会主义。对问题的这第二个方面，我想再稍微详细地谈谈…… 
［注：速记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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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这是列宁在1919年12月20—21日举行的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就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问题所作的报告。星期六义务劳动是这次代表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指出星期六义务劳动是走向实际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初步骤，同时也指出它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缓解运输、燃料、粮食等危机方面有巨大作用，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代表会议还听取了有关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组织工作的报告并批准了有关的工作细则。随后，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制定并批准了《星期六义务劳动条例》（载于1919年12月27日《真理报》），并成立了负责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专门机构。



这次代表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燃料、关于流行病斑疹伤寒及其防治措施、关于莫斯科的粮食情况、关于普遍军训和特种任务部队等问题。——[35]。



[21]共产国际是在1919年3月2—6日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52名。列宁主持了大会。他在3月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论证了提纲的最后两点。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列宁的提纲，决定交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要团结所有力量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中谴责了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题为《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37]。





《列宁全集》第38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向莫斯科调运粮食问题的决定草案[22]


（1919年12月23日）

（1）认为粮食人民委员部的过错在于执行极其重要的任务时严重失职。

（2）如直达线路收发电报完全不通，应于一小时后向人民委员会主席正式控告邮电人民委员部。[23]

（3）对不执行粮食人民委员部命令或执行不力的省粮食委员应进行审讯。[24]

（4）派一名官员去粮食人民委员部把线路切实管起来。

（5）星期六 
［注：指1919年12月27日。——编者注］

 召集人民委员会会议，检查执行情况并讨论关于各项运粮任务的决定。

（6）要求邮电人民委员部对未及时送达粮食人民委员部电报一事作出书面说明，并提出需要采取的措施或需要修改的规章法令，以保证绝对迅速地发送粮食委员部的命令。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21—422页

















[22]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12月23日讨论了喀山、辛比尔斯克和萨马拉三省的粮食委员没有执行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向莫斯科调运粮食的命令的问题。这里收载的是列宁为此而拟的决定草案。草案略加修改后由人民委员会通过。——[41]。



[23]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斯维杰尔斯基和谢·德·马尔柯夫的报告都说明，没有执行命令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邮电人民委员部没有及时给粮食人民委员部接通与地方联系的直达电报。在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决定中这条写成：“人民委员部在执行重要任务时，如在一个小时内接不通直达电报，而又不立即向人民委员会主席提出控告，该人民委员部应对电报不通负责。”——[41]。



[24]在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决定中这条写成：“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对不执行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往莫斯科发运粮直达列车的命令或在执行这个命令中指挥不善的省粮食委员和其他负责人进行调查，以查明其过失的大小。”——[41]。





《列宁全集》第38卷


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

（1919年12月28日）

同志们！四个月以前，1919年8月底，我曾经为战胜高尔察克写过一封给工人和农民的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45—153页。——编者注］

 。

现在，我又为战胜邓尼金把这封信全文重新印发给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

红军攻克了基辅、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正胜利地向罗斯托夫推进。乌克兰的反邓尼金起义如火如荼。必须集中全力把试图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政权的邓尼金军队彻底粉碎。必须消灭邓尼金，确保我们决不再受到任何侵犯。

西伯利亚被高尔察克占领以后，当地人民受尽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过了好多个月才被红军解放，这个教训全俄罗斯的工人和农民都已经领略了，现在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也应当记取。

邓尼金在乌克兰的统治，也同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的统治一样，是一个严酷的考验。毫无疑义，从这个严酷的考验中得出教训，就会使乌克兰工农象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工农一样，更清楚地理解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更坚定地保卫苏维埃政权。

在大俄罗斯，地主土地占有制已彻底废除。乌克兰也应当这样做，乌克兰工农苏维埃政权应当把彻底废除地主土地占有制，即乌克兰工人农民彻底摆脱地主的一切压迫和打倒地主本身所取得的成就巩固下来。

但是，除了这个任务以及过去和现在大俄罗斯劳动群众和乌克兰劳动群众同样肩负的其他许多任务以外，乌克兰苏维埃政权还有一些特殊任务。在这些特殊任务中，有一个是目前值得特别注意的。这就是民族问题，或者说是这样的问题：乌克兰要成为一个单独的、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结成联盟（联邦）呢，还是同俄罗斯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所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都应当仔细加以考虑。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都已经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所以不言而喻和理所当然的是，只有乌克兰工人和农民自己在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才能够作出决定并且一定会作出决定：究竟是把乌克兰同俄罗斯合并起来，还是让它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如果取后者，那么在这个共和国和俄罗斯之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联邦关系。

为了劳动者的利益，为了劳动者争取劳动完全摆脱资本压迫的斗争获得胜利，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第一，劳动的利益要求在各国、各民族的劳动者之间有最充分的信任和最紧密的联合。拥护地主和拥护资本家即资产阶级的人竭力分裂工人，加剧民族纠纷和民族仇恨，以削弱工人的力量，巩固资本的权力。

资本是一种国际的势力。要战胜这种势力，需要有工人的国际联合和国际友爱。

我们是反对民族仇恨、民族纠纷和民族隔绝的。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力求实现世界各民族工农的紧密团结，力求使它们完全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

第二，劳动者不应当忘记，资本主义把民族分成占少数的压迫民族，即大国的（帝国主义的）、享有充分权利和特权的民族，以及占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即附属或半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罪恶滔天、反动透顶的1914—1918年战争使两者分得更清楚了，使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间的憎恨和仇视也更加剧了。没有充分权利的附属民族对大国压迫民族的愤慨和不信任，例如乌克兰民族对大俄罗斯民族的愤慨和不信任，已经积累好几百年了。

我们主张建立自愿的民族联盟，这种联盟不允许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施行任何暴力，它的基础是充分的信任，对兄弟般团结一致的明确认识，完全的自觉自愿。这样的联盟是不能一下子实现的。应当十分耐心和十分谨慎地去实现这种联盟，不要把事情弄坏，不要引起不信任，要设法消除许多世纪以来由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私有制以及因瓜分和重新瓜分私有财产而结下的仇恨所造成的不信任心理。

所以，在力求实现各民族统一和无情地打击一切分裂各民族的行为时，我们对民族的不信任心理的残余应当采取非常谨慎、非常耐心、肯于让步的态度。但在争取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斗争中涉及劳动基本利益的一切问题上，我们决不让步，决不调和。至于现在暂时怎样确定国界（因为我们是力求完全消灭国界的），这不是基本的、重要的问题，而是次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而且应当从缓解决，因为在广大农民和小业主中，民族的不信任心理往往是根深蒂固的，操之过急反而会加强这种心理，对实现完全彻底的统一这个事业造成危害。

俄国工农革命即1917年10月至11月革命的经验，这个革命在两年内胜利地抵御国内外资本家的侵犯的经验，非常清楚地表明，资本家能够暂时利用波兰、拉脱维亚、爱斯兰和芬兰的农民和小业主对大俄罗斯人的民族不信任心理，能够暂时利用这种不信任心理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制造纠纷。经验表明：这种不信任心理的消除和消失非常缓慢；长期以来一直是压迫民族的大俄罗斯人表现得愈谨慎、愈耐心，这种不信任心理的消失就愈有保证。我们承认了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斯兰和芬兰各国的独立，这样就能慢慢地但是不断地取得这些小邻国中深受资本家欺骗压抑的最落后的劳动群众的信任。我们采用了这种方法，现在就能满有把握地使他们摆脱“他们自己”民族的资本家的影响，完全信任我们，向未来的统一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迈进。

在乌克兰还没有完全从邓尼金手中收复以前，在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25]是乌克兰政府。参加这个革命委员会的，即担任政府委员的，除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外，还有乌克兰斗争派共产党人[26]。斗争派同布尔什维克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坚持乌克兰无条件独立。布尔什维克不认为这一点是引起分歧和分裂的问题，不认为这一点会妨碍同心协力地进行无产阶级工作。共产党人只要在反对资本压迫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能够团结一致，就不应当为国界问题，为两国的关系是采取联邦形式还是其他形式的问题而发生分歧。在布尔什维克中间，有人主张乌克兰完全独立，有人主张建立较为密切的联邦关系，也有人主张乌克兰同俄罗斯完全合并。

为这些问题而发生分歧是不能容许的。这些问题将由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来解决。

如果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坚持要乌克兰同俄罗斯合并，乌克兰人就很容易怀疑，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坚持这样的政策，并不是出于对无产者在反资本斗争中的团结一致的考虑，而是出于旧时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偏见。产生这种不信任是很自然的，在相当程度上是难免的和合乎情理的，因为许多世纪以来大俄罗斯人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养成了一种可耻可憎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

如果乌克兰共产党人坚持乌克兰无条件的国家独立，也会使人怀疑，他们坚持这样的政策，并不是为了乌克兰工农在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中的暂时利益，而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小业主的民族偏见。这是因为我们千百次地从过去的经验中看到，各国小资产阶级“社会党人”，如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格鲁吉亚等国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党人，都装扮成拥护无产阶级的人，唯一的目的就是用这种欺骗手段来偷运他们同“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妥协而反对革命工人的政策。我们在俄国1917年2月至10月克伦斯基执政的例子中看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在一切国家中从前和现在都看到过这种情况。

由此可见，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和乌克兰共产党人的互不信任是很容易产生的。怎样消除这种不信任呢？怎样克服这种不信任而求得相互信任呢？

要达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共同斗争，反对各国的地主和资本家，反对他们恢复自己无限权力的尝试，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这种共同的斗争会在实践中清楚地表明，不管怎样解决国家独立问题或国界问题，大俄罗斯工人和乌克兰工人一定要结成紧密的军事联盟和经济联盟，不然，“协约国”的资本家，即英、法、美、日、意这些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联盟的资本家就会把我们一一摧毁和扼杀。我们同得到这些资本家金钱和武器援助的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作斗争的例子，清楚地说明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谁破坏大俄罗斯工农同乌克兰工农的团结一致和最紧密的联盟，谁就是在帮助高尔察克之流、邓尼金之流和各国资本家强盗们。

所以，我们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对我们当中产生的一点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都应当极其严格地加以追究，因为这种表现根本背离共产主义，会带来极大的害处，使我们和乌克兰同志之间发生分裂，从而有利于邓尼金和邓尼金匪帮。

所以，我们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在同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及斗争派发生意见分歧时，如果这些意见分歧涉及乌克兰的国家独立问题、乌克兰同俄罗斯联盟的形式问题，总之是涉及民族问题，我们就应该采取让步的态度。但是在无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不允许同资产阶级妥协、不允许分散我们抵抗邓尼金的力量这样一些对各民族来说是共同的根本问题上，我们大家，无论大俄罗斯共产党人、乌克兰共产党人或任何其他民族的共产党人，都是不能让步、不能调和的。

战胜邓尼金，消灭邓尼金，使这样的进犯不再重演，这就是大俄罗斯工农和乌克兰工农的根本利益。这个斗争是长期而又艰苦的，因为全世界的资本家都在帮助邓尼金，而且将来还会帮助各种各样的邓尼金。

在这个长期而又艰苦的斗争中，我们大俄罗斯工人同乌克兰工人应当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因为孤军作战大概是不会胜利的。至于乌克兰同俄罗斯的国界如何划定，两国的相互关系采取何种形式，这都并不那么重要。在这方面可以而且应当让步；在这方面可以试一试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工人和农民的事业，战胜资本主义的事业，是不会因此遭到毁灭的。

如果我们之间不能保持最紧密的联盟，共同反对邓尼金，反对我们两国的和一切国家的资本家和富农，资本家就能够摧毁和扼杀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俄罗斯，就是说，劳动的事业一定会被葬送掉，多年都不能恢复。

各国资产阶级，各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即联合资产阶级反对工人的“妥协主义”政党，最卖力地分裂各民族工人，煽起互不信任的心理，破坏工人紧密的国际联合和国际友爱。资产阶级如果得逞，工人事业就会失败。希望俄罗斯共产党人和乌克兰共产党人能够耐心地、坚定地、顽强地共同奋斗，粉碎任何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阴谋，消除各种民族主义偏见，给全世界劳动者作出榜样，表明不同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可以结成真正巩固的联盟，共同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消灭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建立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而斗争。






	　　尼·列宁
1919年12月28日

载于1920年1月4日《真理报》第3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41—47页

















[25]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即全乌克兰军事革命委员会，是乌克兰临时革命政权机关，根据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19年12月11日的决定建立。委员会主席是格·伊·彼得罗夫斯基，成员有弗·彼·扎东斯基、德·扎·曼努伊尔斯基以及斗争派代表和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少数派代表各一名。委员会行使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职权，其任务是：大力协助红军彻底歼灭白卫军；消灭地主，废除地主土地占有制；在苏维埃乌克兰建立巩固的工农政权；在乌克兰的大部分领土解放后立即召开全乌克兰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47]。



[26]乌克兰斗争派共产党人即斗争派。



斗争派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左派于1918年5月建立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因该党中央机关报《斗争报》而得名。1919年3月，该党采用了乌克兰社会革命共产党（斗争派）这一名称，8月改称为乌克兰共产党（斗争派）。斗争派依靠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并寻求中农的支持。该党领导人有格·费·格林科、瓦·米·布拉基特内、亚·雅·舒姆斯基等。



列宁和共产党对斗争派采取灵活的策略，力求把追随斗争派的一部分劳动农民和斗争派中的优秀分子争取过来，为取消斗争派这一政党创造条件。



斗争派曾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并要求承认他们是乌克兰主要的共产党。1920年2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专门决定，建议斗争派解散自己的党，加入乌克兰共产党（布）。经过斗争派中央内部的激烈斗争，1920年3月20日全乌克兰斗争派代表会议通过了斗争派自行解散并与乌克兰共产党（布）合并的决议。斗争派成员以个别履行手续的方式被吸收进乌克兰共产党（布）。——[47]。







《列宁全集》第38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供给工人衣鞋问题的决定草案[27]


（1919年12月30日）

委托小人民委员会[28]务必于星期六 
［注：即1920年1月3日。——编者注］

 以前从速重新审查其决定，保留其中所有原则部分和共同部分，但要根据扩军这项新的军事任务修改向工人供应的数字。责成李可夫同志指定全权代表出席会议，并发给该代表明确的委托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22页















[27]1919年12月23日，小人民委员会讨论了关于供给工人衣服和鞋子的问题。会议决定在不影响红军供应的前提下动用部分军用储备物资，要求军需总局于12月底调拨给粮食人民委员部3万双皮鞋，并要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每两周把国内生产的全部靴子的20％调拨给粮食人民委员部。小人民委员会的这个决定可能遭到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反对，因此人民委员会于12月30日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以这里收载的列宁的草案为基础通过了一个决定。



1920年1月3日，小人民委员会重新讨论了这个问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亲自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责成他从1920年1月1日起每月至少向粮食人民委员部提供4万双男劳动鞋，木鞋、毡鞋和树皮鞋不算在内。——[51]。



[28]小人民委员会是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所属的一个常设委员会，1917年11月成立。设立小人民委员会是为了减轻人民委员会的负担。小人民委员会预先审议应由人民委员会决定的问题，自身也决定某些财政经济问题。小人民委员会一致作出的决定，经人民委员会主席签署，即具有人民委员会决定的效力。如遇意见分歧，则把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解决。小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成员由人民委员会从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中任命，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也参加小人民委员会。1930年，小人民委员会被撤销。——[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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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采购原料指示的决定草案[29]


（1919年12月30日）

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于星期六 
［注：即1920年1月3日。——编者注］

 以前把指示修改好，以便全面贯彻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具体是

（1）关于否决权问题[30]；

（2）更严格更全面地贯彻征收原则；

（3）确定发挥地方主动精神和奖励其成绩的详细的规定和办法；

（4）制定反对拖拉作风的办法。

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中提到的指示的草案全文应于一周内提出。[31]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22—423页

















[29]人民委员会1919年12月30日会议讨论了关于采购原料的指示的草案。会议通过了列宁拟的这个决定草案。——[52]。



[30]指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定》中的一项规定：各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属各局的局长和局务委员会委员由执行委员会选举，但相应的人民委员有权否决局长的人选；在有分歧意见时，问题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解决。——[52]。



[31]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定》要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制定一个细则，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和地方机构在同特别重要的国营工厂、托拉斯企业等等关系上的权利和义务作出规定。《决定》指出，细则应当无条件地保留所有这些企业对中央主管机关的隶属关系，同时也要规定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什么样的方式隶属于省国员经济委员会，以便最适当而迅速地满足地方的需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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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纯洁俄罗斯语言

（休息时的联想，即一些会上的发言引起的联想
 ）[32]

（1919年或1920年）

我们在破坏俄罗斯语言。我们在滥用外来语，用得又不对。本来可以说“недочеты”或者“недостатки”或者“пробелы” 
［注：这三个俄语词的意思都是“缺点”、“缺陷”。——编者注］

 ，为什么偏要说“дефекты” 
［注：这是俄语中的外来语，来自拉丁语的defectus一词，意思也是“缺点”、“缺陷”。——编者注］

 呢？

一个刚学会阅读，特别是刚学会阅读报纸的人，只要他用心读报，当然会不知不觉地吸收报上的词语。可是恰恰我们报上的语言也开始遭到破坏。一个刚学会阅读的人把外来语当作新鲜玩意来用还情有可原，可是一个著作家这样做就不能原谅了。现在不是该向滥用外来语的现象宣战了吗？

老实说，如果滥用外来语使我痛恨（因为这使我们难于影响群众），那么在报上写文章的人所犯的一些错误就简直把我气坏了。例如，有人把“`будировать” 
［注：这是俄语中的外来语，来自法语的bouder一词。——编者注］

 当作激起、打搅、唤起的意思来用。然而法语“ｂｏｕｄｅｒ”一词的意思却是生气、发怒。因此，“будировать”的意思实际上就是生气、发怒。仿效下诺夫哥罗德法语[33]用词，就等于仿效俄国地主阶级中那些学过法语而没有学好、又把俄语糟蹋了的最糟糕的人物身上的糟粕。

现在不是该向糟蹋俄罗斯语言的现象宣战了吗？





	载于1924年12月3日《真理报》第27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49页

















[32]这篇短评是列宁在1919年或1920年的一次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写的，1924年底被发现，最初发表于《真理报》。——[53]。



[33]下诺夫哥罗德法语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该剧主人公恰茨基用此语嘲讽俄国贵族以说俄语时夹杂法语为时髦的恶劣风气。——[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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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彼得格勒省妇女代表大会主席团[34]


（1920年1月10日）

同志们！我不能参加你们的大会，因此想通过信件来向你们表示祝贺，祝你们的大会圆满成功。

现在，我们正在顺利地结束国内战争。苏维埃共和国不断战胜剥削者，从而逐步巩固起来。今后，苏维埃共和国可以而且应该集中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对我们大家、对全体劳动者更重要更切合心意更息息相关的任务，即进行不流血的战争来战胜饥饿、寒冷和经济破坏。在这场不流血的战争中，女工和农妇应该起特别重大的作用。

希望彼得格勒省妇女代表大会帮助我们在这场应当而且必然会使苏维埃政权取得更伟大的胜利的不流血的战争中建立、团结和组织起一支劳动妇女大军。　　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0年1月10日

载于1920年1月16日《彼得格勒真理报》第1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50页

















[34]这是列宁致彼得格勒省工农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贺信，贺信在代表大会第一天的会议上宣读。



彼得格勒省工农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1月15—16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403名，其中共产党员157人，非党员246人。大会讨论了目前形势、共产党和工农妇女、土地问题、消费公社、社会教育等问题。叶·德·斯塔索娃代表俄共（布）中央和中央工农妇女工作部在大会上致贺词，她着重指出了即将举行的“前线周”的特殊意义，并且号召代表们全力投入恢复正常生活的工作。——[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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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委员会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的决定草案[35]


1920年1月16日

全俄肃反委员会务必于三周内颁发一项详细指示，不仅要规定全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的工作制度，而且要规定全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代表应对怠工或投机倒把行为失察或知情不报负严重责任。

全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代表尤其应同那些由铁路工人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部分所组成的共产党支部和工会基层组织保持联系，因为这些人并不利用职务之便大肆进行投机倒把活动。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51页

















[35]这个决定草案是列宁在工农国防委员会1920年1月16日会议讨论《关于改组铁路戒严特设委员会和全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的报告时草拟的。会议批准了这个决定草案。



全俄肃反委员会（全称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7日（20日）的决定，为了同反革命、怠工和投机活动进行斗争而成立的，直属人民委员会。领导人是费·埃·捷尔任斯基。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它在同反革命破坏活动作斗争和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国家转入和平经济建设，列宁于1921年12月1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建议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小它的职权范围。1922年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通过法令，把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为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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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阿塞拜疆政府的政策的决定草案[36]


（1920年1月17日或18日）

鉴于阿塞拜疆政府拒绝接受我们所提出的对邓尼金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建议，而且还向在里海从事反对我国的活动的英国军队提供方便，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对阿塞拜疆政府采取十分审慎和不予信任的方针。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十分明确地强调指出我们一贯承认每个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的同时，应对阿塞拜疆政府的此类行径提出坚决抗议。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52页

















[36]1920年1月2日，苏维埃政府向木沙瓦特党领导的阿塞拜疆政府提出一项关于缔结对安·伊·邓尼金采取共同行动的协定的建议。这一建议遭到阿塞拜疆政府的拒绝。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0年1月17—18日举行的会议上，听取了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所作的关于有可能同阿塞拜疆进行和谈的报告，并就这个问题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定草案。——[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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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协约国企图通过俄国合作组织开始同俄国建立贸易关系问题的决定

（1920年1月17日或18日）

鉴于协约国企图通过合作社进行商品交换，公然打算利用合作社这一机构来复辟资本主义，中央委员会责成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主席、粮食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以及商业人民委员部根据上述看法特别仔细地讨论一下合作社问题，并立即制定措施，保证我们完全掌握合作社机构，首先要掌握那些可能进行商品交换的地点（乌克兰、远东）的所有合作社机构。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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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总司令对给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的命令提出抗议一事的决定草案[37]


（1920年1月17日或18日）

（1）确认列宁和托洛茨基通过电报下达的命令是正确的。

（2）确认对这项命令的下达形式提出抗议是一种不应有的军事官僚主义的表现。

（3）通知总司令：他通过斯米尔加同志转达的口头抗议已予审理并被确认是错误的。需要作结论时，就应作出结论。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23页















[37]1920年1月17日，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给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员米·瓦·伏龙芝和第4集团军司令员加·卡·沃斯卡诺夫发了一份附有列宁批语的电报，要求他们采取有力措施修建亚历山德罗夫盖—恩巴铁路，并把红库特—亚历山德罗夫盖铁路线改成宽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9卷）。共和国总司令谢·谢·加米涅夫对这一电报提出了抗议。1920年1月17—18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此问题通过了列宁草拟的这个决定草案。——[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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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序言

（1920年1月20日）


美国版序言
 [38]

我以极大的兴趣全神贯注地读完了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由衷地把这部著作推荐给各国工人。我希望这本书能发行千百万册，译成各种文字，因为它真实地、异常生动地记述了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这些问题现在正得到广泛的讨论，但是在决定接受或拒绝这些思想以前，必须了解所作的决定的全部意义。约翰·里德的这本书无疑有助于阐明这个问题，而这正是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






	　　尼·列宁
载于1923年莫斯科红色处女地出版社出版的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48页

















[38]这篇序言是列宁读了1919年在美国出版的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后，为该书新的美国版本写的。载有列宁序言的这个新版本于1926年在美国出版。而在此以前，苏维埃俄国《红色处女地》杂志出版社于1923年出版了里德的这本书，并首次发表了列宁的这篇序言。——[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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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复信草稿（提纲）[39]


（1920年1月20日）

我们终于接到了（德国）独立党关于谈判的正式提议，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政党，应该十分坦率地答复他们，不使用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使用的那种“外交辞令”。

复信应当向赞同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工人群众说明事情的真相，因为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英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里，工人的领袖都在欺骗工人（有意或无意地，即出于他们的自我欺骗），这些领袖只在口头上赞同工人中间流行的这些口号（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行动上仍和从前一样，不按这些口号的精神，而是按与这些口号背道而驰的精神进行工作，进行宣传和鼓动等等。

下面是（俄共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复信的提纲初稿：

（各点的前后次序也还应该重新安排）

1．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有能力、有准备、有决心用革命手段、用剥夺剥削者的办法，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过来（吸引到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这一边来）。

德国独立党的日常鼓动（例如《自由报》[40]）不谈这一点。龙格派也不谈这一点。

2．对农村无产者、半无产者以及小农（在收割庄稼等农忙时节也不使用雇佣劳动的农民，很少出卖粮食或不出卖粮食的农民），特别需要进行这种鼓动。应该最简明通俗而又非常具体地天天向这些阶层的居民说明，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一定会剥夺地主，使这些阶层的居民的境况立即得到改善。无产阶级一定会使他们摆脱大土地占有者的压迫，使这个居民阶层作为一个整体获得大地产，使他们摆脱债务的盘剥，等等。对城市中不是无产阶级或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也应当这样做。

德国独立党（以及龙格派）不进行这种鼓动。

3．苏维埃制度就是要揭穿资产阶级的谎话，指出他们所谓“出版自由”就是富人、资本家收买报刊的自由，就是资本家收买几百种报纸来制造所谓“社会舆论”的自由。

德国独立党（我们一说到他们，总是同时也指龙格派、英国独立党[41]等等）不认识这一真理，不传播这一真理，不天天为用革命手段来消灭资产阶级民主派虚伪地称之为出版自由的那种资本对报刊的奴役而进行鼓动。

独立党不进行这种鼓动，只在口头上承认（Lippenbekenntniss）苏维埃政权，行动上完全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偏见的束缚。

他们对于为什么要没收印刷厂、仓库和储存的纸张这个主要问题都说明不了，因为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

4．对集会自由（只要有钱人占有最好的建筑物或在购买公共建筑物，这就始终是一句谎话）、“武装人民”、信仰自由（＝资本收买许许多多教会组织用宗教鸦片麻醉群众的自由）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其他各种自由都是这样。

5．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也就是它的革命先锋队所推翻。要求这个先锋队先通过资产阶级议会、资产阶级立宪会议等的选举，也就是在存在着雇佣奴隶制、存在着剥削者、剥削者的压迫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通过选举取得多数人民的拥护，——要求这样做或以此为前提，实际上就是完全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而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

德国独立党和法国龙格派就是这样做的。这些政党一再重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所谓“人民”（受资产阶级欺骗和资本压迫的人民）多数的滥调，客观上还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6．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和标志是清楚地认识到下列事实：无产阶级由于它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客观经济地位，都正确地体现着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一切半无产者（即部分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和一切小农等等的利益。

这些居民阶层跟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其中包括第二国际各国“社会主义”政党）走，并不是出于自由的意志（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所想象的），而是由于资产阶级对他们的露骨欺骗、资本对他们的压迫以及小资产阶级领袖的自我欺骗。

无产阶级要把这些居民阶层（半无产者和小农）吸引过来并且能够把他们吸引过来，只有在取得胜利以后，只有在夺得国家政权以后，就是说，只有在推翻了资产阶级，使全体劳动者摆脱了资本的压迫，并用事实向他们表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究竟带来了什么好处（好处就是摆脱了剥削者）以后才能做到。

这个观点是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基础和实质。德国独立党和法国龙格派不理解这个观点，不向群众灌输这个观点，不天天宣传这个观点。

7．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认识到必须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且有准备、有能力、有决心做到这一点。既然资产阶级，甚至最主张共和和民主的资产阶级（例如德国、瑞士和美国的资产阶级），也经常用大屠杀、私刑、暗杀、军事暴力和恐怖手段来对付共产党员，实际上也就是对付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行动，那么在这种条件下要放弃暴力和恐怖手段，那就变成了哭哭啼啼的小资产者，就是在散播社会和平这种反动市侩幻想，具体地说，就是害怕耀武扬威的军官。

罪恶滔天、反动透顶的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在世界各国，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反动军官，把他们推上了政治前台，由他们策划并实行恐怖，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资本的利益，反对无产阶级。

因此，德国独立党和法国龙格派在议会演说、报纸文章以及一切宣传鼓动中所实际表现出来的对恐怖的态度，事实上完全背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实际上采取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败坏了工人的革命意识。

8．对国内战争也是这样。既然已经发生过帝国主义战争，既然反动将军和军官在对无产阶级实行恐怖，既然各资产阶级国家·的现行政策就是为发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作准备（不仅是有意识地在作准备，而且这是它们全部政策的客观必然结果），既然情况是这样，环境是这样，那么看见对付剥削者的国内战争就痛哭、谴责、害怕，那就是真正变成了反动分子。

这是害怕工人取得胜利，为了这一胜利可能要有几万人作出牺牲；这也无疑是在放任帝国主义者再进行一场新的大厮杀，这样的大厮杀昨天已经断送了而且明天还会断送千百万人的性命。

这实际上是鼓励资产阶级将军和资产阶级军官们袭用、谋划和准备反动的暴力行动。

德国独立党和法国龙格派对国内战争问题采取的小资产阶级温情感伤的态度，事实上就是这样反动。他们闭眼不看白卫军的阴谋，不管资产阶级怎样训练白卫军，组建白卫军，却假仁假义（或者胆小怕事），不肯为创建一支能镇压剥削者反抗的无产者的赤卫队或红军而工作。

9．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意味着清楚地认识到必须摧毁和粉碎资产阶级的（即使是民主共和制的）国家机构、法院以及民政和军事的官僚机构等等。

德国独立党和法国龙格派没有表明他们已认识到了这一真理，已在天天宣传这一真理。更糟糕的是，他们的一切宣传都是同这种精神相违背的。

10．任何革命（与改良不同）本身都意味着一场危机，而且是一场极其深刻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不取决于战争造成的危机。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在于向工人和农民说明，要有敢于应付这场危机的勇气，从革命手段中找到战胜这场危机的力量泉源。无产阶级只有以革命热情、革命毅力和不怕惨重牺牲的革命决心来战胜最大的危机，才能打败剥削者，使人类最终摆脱战争、资本压迫和雇佣奴隶制。

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因为对资本主义采取的改良主义态度，昨天已经造成了（明天必然还会造成）使千百万人丧命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和无休止的各种各样危机。

没有这个基本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句空话。但是独立党和龙格派不理解这个思想，在宣传鼓动中看不出有这个思想，也不向群众说明这个思想。

11．改良主义事实上在第二国际（1889—1914年）中占优势并葬送了第二国际，独立党和龙格派不是加深和提高群众对改良主义的腐朽性和危害性的认识，而是模糊这种认识，掩盖病症，不揭露病症。

12．独立党虽然退出了第二国际，在口头上谴责第二国际（例如克里斯平的小册子），但行动上却跟诺斯克之流和谢德曼之流先生们的奥地利党的党员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握手言欢。

独立党容忍那些完全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一切基本概念的文人留在党里。

这种言行不一致是德国独立党和法国龙格派领袖们的全部政策的特征。就是这些领袖不理睬向往苏维埃制度的工人群众的革命心情，而赞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被改良主义腐蚀了的无产阶级上层分子的偏见。

13．独立党和龙格派不理解，也不向群众说明：先进国家的帝国主义超额利润曾经使（而且现在正在使）这些国家得以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把超额利润（从殖民地得来的和对弱国进行金融剥削得来的超额利润）的零头扔给他们，培植熟练工人的特权阶层，等等。

不揭露这种祸害，不同工联主义的官僚作斗争，也不同染上行会习气的市侩、工人贵族以及工人上层特权的种种表现作斗争，不把这类人物无情地从革命政党中驱逐出去，不面向下层，不面向日益广泛的群众，不面向被剥削者这一真正的多数，就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

14．独立党和龙格派不愿意或者不知该怎样同受帝国主义腐蚀的工人上层分子决裂，还表现在他们不鼓动人们去直接地和无条件地支持各殖民地人民的一切起义和革命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谴责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那就是假仁假义，或者是愚蠢市侩的无谓叹息。

15．独立党和龙格派不在军队中进行鼓动工作（争取打入军队，以便教育军队转到工人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他们不建立这方面的组织。

他们不经常宣传建立不合法组织的必要性，也不去建立不合法组织，以回击资产阶级的暴力和他们不断破坏“法制”（不论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还是在战争以后）的行为。

如果不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合法组织和不合法组织结合起来，那么无论在德国、瑞士、英国、法国和美国，都根本不会有真正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

16．总而言之，独立党和龙格派的一切宣传、一切鼓动、一切组织都是市侩民主主义的，而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是和平主义的，而不是社会革命的。

因此，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承认”，就只停留在口头上。




结论：鉴于这种情况，俄共认为唯一正确的做法是不同独立党和龙格派结成一个国际，等到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中的革命群众纠正了独立党和龙格派这些政党的弱点、错误、偏见和不彻底性以后再说。

俄共认为共产国际不能容纳这样的政党。

然而俄共并不拒绝同一切愿意同它磋商、听取它的意见的政党进行协商。





	载于1920年3月22日《共产国际》杂志第9期（非全文）全文载于1924年《共产国际》杂志第8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54—61页

















《列宁全集》第38卷


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墓

（1920年1月23日）

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

文章[42]已收到，读过了。

好极了。

需要许多这样的文章。到那时我们就出版小册子[43]。我们缺乏的正是有魄力或“有预见”的专家。

应该：（1）暂时把注释去掉或压缩。在报上刊登，注释就太多了（明天我和编辑谈一谈）。

（2）不能补充一个计划吗？不是技术的计划（这当然要很多人来做，而且也不是很快就能做好的），而是政治的或国家的计划，即向无产阶级提出的任务。

例如：在10年（5年？）内建成20—30个（30—50个？）电站，使全国布满以400俄里（或200俄里，如果不能搞更大的）为半径的发电中心，其中有的用泥炭，有的用水力，有的用页岩，有的用煤，有的用石油（把整个俄国大概地、极粗略地规划一下）。现在就开始购买必要的机器和样品。10年（20年？）以后，我们就能使俄国“电气化”。

我想，这样的“计划”——再说一遍，不是技术的而是国家的——计划草案，您是能够提出来的。

计划应该现在就提出来，要通俗易懂，一目了然，使群众为清晰而鲜明的（有充分科学根据的）远景所吸引：干吧，在10—20年内，我们就会使整个俄国，不论工业和农业，都实现电气化。我们将制造出多少个（几千或几百万马力或瓩？？天晓得）机器奴隶等等。

要是再附上一幅标有发电中心和供电范围的俄国略图不是更好吗？或者现在还做不到？

再说一遍，必须用为期10—20年的伟大纲领来吸引工人和觉悟的农民群众。

我们在电话里谈吧。






	您的　列宁
　1月23日











附言：克拉辛说，铁路电气化我们现在办不到。真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再过5—10年也许能办到？在乌拉尔也许能办到？

能否写一篇专门论述电站网“国家计划”的文章？文中附上电站分布图或大致的一览表（数目），还要谈谈如何集中全国动力的发展远景。

接信后，请来电话，我们再谈。





	载于1925年1月22日《经济生活报》第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62—63页

















[42]指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写的《工业电气化的任务》一文。该文的提要刊登于1920年1月30日《真理报》第20号。——[69]。



[43]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写了一本题为《俄罗斯电气化的基本任务》的小册子，于1920年2月出版。——[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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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工人检查问题的指示[44]


（1920年1月23日）

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遵照执行俄共中央的指示：

一、任何国家管理部门都不得建立新的机构，而应改善现有的各人民委员部。

二、大力发展、加强和扩大工农检查机构，使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一切工作全盘“工人化”（及“农民化”）。

三、工人检查不应吸收熟练工人参加，而只应吸收非熟练工人主要是妇女参加。

四、在阿瓦涅索夫的参与下立即拟订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所属工农检查机构的新草案，并在1920年1月28日以前提交政治局。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64页

















[44]关于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的问题是1919年底提出的，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讨论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后成立了一个由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起草工农检查院条例。当时提出了三个草案：莫斯科工人检查院草案（载于1920年1月6日《真理报》第4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联合草案（载于1920年1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4号）和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草案（未公布）。由于专门委员会没有取得结果，问题转交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1920年1月23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出列宁草拟的这项指示。



根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这个指示和列宁的意见（见本卷第72—74页）拟订的《工农检查院条例》，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0年2月7日会议通过（载于1920年2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8号）。按照这一条例，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在吸收工人和农民参加原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各机关工作的基础上”改组成为“统一的社会主义监督机关”。——[71]。





《列宁全集》第38卷


对《工农检查院条例》草案的意见和补充

（1920年1月24日）





	　　　送：斯大林同志抄送：阿瓦涅索夫、托姆斯基、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委员基谢廖夫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注：见本卷第71页。——编者注］

 ，我认为应该把三个草案并成一个。

我认为还要补充下列几点：

（1）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所属工农检查“司”应当是一种临时性的机关，其任务是把工农检查制度贯彻到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各个部门中去，然后这个独立的部门就可取消。

（2）目的：把全体劳动群众，男子特别是妇女，都吸收来参加工农检查工作。

（3）为此，地方上应当编造名册（依据宪法），除公务人员等等不参加以外，吸收所有其他人员轮流参加工农检查工作。

（4）参加的方式应该依照参加者的水平而异：不识字的、水平极低的工农可以充当“目击者”、证人、见证人或见习者，经过一定考验的、识字的和水平高的工农可以享有全权（或几乎全部权利）。

（5）应该使工农检查机构特别注意（还应该制定严密的条例）并扩大对于产品、商品、仓库、工具、材料、燃料等等（特别是食堂等单位的）的计算的监督。

必须吸收妇女而且是全体妇女参加这一工作。

（6）为了不因吸收大批人参加而发生混乱，应当确定逐步吸收、轮流替换等原则。同时必须周密地考虑参加的方式（一般一次吸收两三个人，在极少的和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多一些，以免因为他们而让职员白白耽搁工作）。

（7）应该拟就详细的指示。

（8）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官员必须（依照特别指示）：第一，吸收工农检查机构的代表（或代表小组）参加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各项工作；第二，在非党工农代表会议上讲大课（讲课必须根据经过特别批准的提纲进行，要通俗易懂，要说明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原则和工作方法。如不是讲课，可以宣讲我们即将出版的小册子，即在党的特别协助下将由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即由斯大林和阿瓦涅索夫负责出版的小册子）。

（9）逐步地请各地农民（必须是非党农民）参加中央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起初即使每省只有一两个人也行（如果没法再多的话），以后根据交通情况及其他条件再行增加。对非党工人也应该如此。

（10）通过党和工会来逐步开展对劳动者参加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工作情况的检查，即通过它们检查：是否人人都参加这一工作，在培养他们参加管理国家事务方面，这种做法的效果如何。






	　　　列宁
　1920年1月24日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6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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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列斯尼亚区非党工人和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20年1月24日）

报道

由于红军最近的胜利，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大大改变了，因而应该寻求完成我们的国际任务的新途径。

苏维埃政权刚一成立，国际资本的一切力量就向它猛烈进攻，这些力量比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大得多，因此，持动摇态度的人曾怀疑过苏维埃政权能取得胜利。可是苏维埃政权终究胜利了。只要仔细想想苏维埃政权是怎样胜利的，就会懂得应该做些什么才能继续取得胜利。

列宁同志指出，打垮资本力量是一个很伟大的胜利，粉碎高尔察克是一个很伟大的胜利，它迫使协约国解除了封锁，放弃了扼杀俄国的计划。

战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这一事实表明，正确的是布尔什维克，而不是那些硬说我们反抗世界资产阶级是在做一件毫无成功希望的事情的人。封锁解除后我们虽然稍微松了一口气，但是西欧资产阶级大概还要同我们斗的。就在封锁刚解除的今天，西欧资产阶级正在唆使波兰白卫军进攻我们，因此还必须提高警惕，防备新的进攻，并且接受两年来的斗争教训，利用我们过去用以取得胜利的那些手段。

孟什维克经常说，西欧的无产者不支持我们，他们让人家扼杀我们，他们已经让人家扼杀了匈牙利[45]。这些话说得似乎也对。然而为什么协约国的军队从北方和敖德萨撤退了呢？这是因为协约国的士兵，也就是工人，愈深入苏维埃俄国，就愈坚决地拒绝同我们作战。这就是说，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在于：要同我们作战就必须开来一支大军，这支大军又只能由工人和农民组成，但是这些西欧的工人是不愿意同我们作战的。这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胜利，不是因为我们强些，而是因为协约国各国的劳动者同我们比同他们本国的政府更接近。

胜利的第二个原因是“14国进攻”没有得逞[46]。这就是说，小国是不能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因为它们害怕，一旦它们自己取得胜利而邓尼金同时也取得胜利，俄罗斯帝国就会复辟，又会不给小国活路。我们同爱沙尼亚缔结和约，已经使我们事实上打破了封锁，即使宣布正式解除封锁只是一种骗局，那也无关紧要了。

协约国中的大国不能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因为它们彼此之间仇恨太深。德国不满意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一心要向法国复仇。法国唆使波兰进攻我们。英国则允许爱沙尼亚媾和，只要爱沙尼亚同它做生意就行。日本在西伯利亚驻有比我们强大的军队，但它不能同我们作战，它怕美国进攻，两国因争夺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殖民利益而互相仇视。这就是说，我们取得胜利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工人是团结一致的，而资产者既然是资产者，就不能不为了多得一点利润而互相争吵，互相厮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取得了国内战争头两年的胜利，这两年是最困难的两年，因为我们的国家被帝国主义战争破坏了，我们得不到粮食和煤炭。现在我们的粮食和燃料都很充裕。在西伯利亚，单靠余粮收集制就获得了2100万普特粮食。诚然，我们不能立即运出这些粮食，但要知道，整个欧洲的运输都被破坏了，我们这里的运输是白卫军故意破坏的。除基辅大桥外，第聂伯河上所有的桥梁都被他们炸毁了，这也就是军事行动和粮食运输受到阻碍的原因。我们的古里耶夫有石油，里海沿岸一解冻，我们就能把石油运出来。我们估计到这一切，并进行着运油的准备工作。为了恢复运输，我们正在建立劳动军[47]，其中的一支队伍已经动手修筑亚历山德罗夫盖—古里耶夫的铁路来运送石油。我们不能让军队复员，因为我们还有波兰这样的敌人。运输的破坏也妨碍复员。因此，我们将利用军队来恢复运输。

白卫分子在他们所有的宣传品上都说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工作很成功，说布尔什维克在鼓动工作上是不惜花钱的。但是，人民听过各种各样的鼓动，听过白卫分子的，也听过立宪会议派的。如果认为人民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较为巧妙，那就可笑了。不是的，那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说实话。

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行动本身就在鼓动人民反对他们，鼓动人民拥护苏维埃政权。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取得了胜利。我们轻而易举地在几小时之内就推翻了沙皇。我们在几星期之内打倒了地主和资本家。但这只是做了一半工作。必须学会按照新的方式工作。从前是剥削者组织劳动，从前是饥饿把劳动联合起来，现在把劳动联合起来的应该是工人和农民的这样一种觉悟：必须劳动才能摆脱困难的处境。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觉悟。所以我们开始了新的不流血的斗争来培养这种觉悟。在过去，一切革命的结局都是有利于一小撮资本家和剥削者的。这是因为起义的劳动者还没有意识到团结的必要。每个人只顾自己，大家你争我夺，于是骗子和投机倒把分子乘机而起。

例如一个农民有粮食，旁边有一个人在挨饿，他总想以1000卢布把粮食卖给这个挨饿的人而不愿把粮食贷给工人政权。甚至还有人说：“这样做得对呀！”邓尼金和高尔察克都试行过自由贸易，但是优秀的觉悟的工人和农民看清了这是怎么一回事，离开了他们。

从前人们说：“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句话不知道造成了多少苦难。

我们说：“人人为大家，没有上帝也过得去。”我们要努力使工人和把粮食贷给国家的农民结成兄弟般的联盟，所以说贷给，是因为我们暂时还拿不出任何东西来交换，而花花绿绿的票子又不值钱。迄今为止，我们进行斗争只是为了不让敌人扼杀我们。而现在，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已被打垮，我们的手腾出来了，我们应当着手建设新生活，首先是恢复运输。

在南方接近产粮区的地方，我们有红军夺来的工厂，要让这些工厂开足马力，一天三班，不要象没吃饱饭的人那样工作。

我们应当把我们曾用来战胜过国外敌人的共产主义鼓动的全部力量都放到恢复运输上。

我们进行过“出色的”对外贸易，输出了7亿普特粮食。因此俄国和外国的百万富豪们大发其财，而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却挨了饿。现在，我们必须使大家相信，唯一的生路就是“大家为大家！”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消灭自由贸易和投机倒把，因为自由贸易和投机倒把只会使一小撮人握有粮食，而使其余的人挨饿。我们应该使农民相信——他们是会相信我们的，因为邓尼金已经让他们看到了自由进行投机倒把的“好处”——他们一定会懂得，唯一的生路就是把粮食贷给工人和手工业者，工人和手工业者会用制成品和纺织品，而不是用花花绿绿的票子来还他们这笔债的。

我们开始了伟大的战争，但是我们不能很快结束这场战争，因为这是劳动军进行的一场不流血的斗争，目的是要消灭饥饿、寒冷和斑疹伤寒，使俄国成为一个文明的、光明的、丰足的、健康的国家。但是这场战争结束时，我们一定会取得象我们在反对白卫分子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那样决定性的胜利。

关于同爱沙尼亚媾和的条件问题，列宁同志回答说，我们作了很多让步，主要的是在俄罗斯人和爱沙尼亚人杂居的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作了让步。我们不愿为了一块土地而让工人和红军战士流血，况且这个让步不会是永远的，因为爱沙尼亚正处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工人开始认识到他们的立宪会议领袖们洗劫工会和杀死20个共产党员的卑鄙行为，他们很快就会推翻这个政权，建立苏维埃爱沙尼亚，同我们缔结新的和约。





	载于1920年1月28日《真理报》第18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67—71页

















[45]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所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于1919年3月21日诞生。从4月起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对它实行经济封锁，并利用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府的军队对它进行武装干涉。在匈牙利红军制止了罗捷军队的进攻并攻入斯洛伐克、协助建立了斯济伐克苏维埃共和国时，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借助外交压力，强迫匈牙利红军停止进攻，撤退到1918年11月签订停战协定时由协约国划定的分界线内。此后，在罗马尼亚干涉军反攻得手的严重时刻，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与匈牙利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相勾结，加紧进行破坏活动。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妨碍同协约国缔结和约和解除封锁为借口，迫使它于1919年8月1日辞职。——[76]。



[46]1919年秋，英国和法国曾同与苏维埃共和国接壤的一些资产阶级小国谈判，准备联合进攻苏维埃俄国。英国陆军大臣温·邱吉尔宣称，参加这次进攻的将有14个国家。这一干涉计划未能得逞。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本卷第185—188页。——[76]。



[47]劳动军是在国内战争末期暂时用于国民经济战线而保持军队建制的苏俄红军部队。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首先倡议把军队用于经济战线，得到列宁的赞同。1920年1月15日，工农国防委员会把第3集团军改组成为第1（乌拉尔）革命劳动军。此后陆续成立的劳动军有：乌克兰劳动军（由西南方面军组成）、高加索劳动军（由高加索方面军第8集团军组成）、第2特种铁路劳动军（由高加索方面军第2集团军组成）、彼得格勒劳动军（由第7集团军组成）、第2革命劳动军（由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第4集团军组成）、顿涅茨劳动军、西伯利亚劳动军等。劳动军从事修复铁路、采煤、伐木、征购和运输粮食等工作，并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文化教育活动。1920年对波战争爆发后，有些劳动军转为战斗部队。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12月30日的决定，劳动军被撤销。——[77]。





《列宁全集》第38卷


关于鼓动指导列车和轮船工作的指示[48]


（1920年1月25日）


1．具体问题：

（1）加强鼓动指导列车和轮船在经济方面和实际方面的工作，办法是将这些车船上的农艺师和技术人员编入政治部，挑选技术书刊和有关内容的影片，等等。

（2）通过电影委员会摄制关于生产（反映生产的各个不同部门的）、农业、工业、反宗教以及科学等方面的影片，并通过李维诺夫同志立即在国外订购这样的影片。电报订货单送列宁同志签字。

（3）制作乡一级的大型示意图，标明所做过的全部工作及工作过的地区。该图应挂在群众集聚的公共场所。

（4）分析整理巡回宣传所收集到的材料，出版图解、图表等等。

（5）必须注意仔细选择影片，并考虑每部影片在放映时对居民所起的作用。

（6）把列车和轮船的工作扩大到铁路沿线和沿河两岸以外的地区，办法是增加列车和轮船上的辅助运输工具（摩托车、汽车、自行车）以及利用当地的运输工具。

（7）在国外建立采购和运输影片、胶片及各种电影器材的代办处。

（8）注意挑选列车和轮船上的工作人员。

（9）有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导列车和轮船活动方面的问题，授权布罗夫同志在紧急情况下直接请示列宁同志，在非紧急情况下通过秘书请示列宁同志。


2．全局问题

（1）立即通过党中央委员会召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中央委员会、各人民委员部的代表以及列车和轮船原政工人员参加的会议。该会议应了解列车和轮船上各项工作的总结，并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制定巡回宣传的条例。

（2）制定的条例由列宁同志提交党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通过。

（3）在人民委员会之下，根据所定条例拟设立一个指导巡回宣传的特别常设委员会。





	载于1920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建立鼓动指导列车和轮船的经过及其机构、方法和形式》文集（非全文）全文载于1932年《克鲁普斯卡娅全集》第2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72—73页

















[48]《关于鼓动指导列车和轮船工作的指示》是列宁于1920年1月25日听取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鼓动指导列车和轮船工作部主任Я．И．布罗夫关于该部1919年工作总结报告之后写的。——[80]。





《列宁全集》第38卷


关于合作社的决定草案和指示[49]


（1920年1月26日）

明天提交人民委员会的法令草案，并不是谈合作社的合并，而是谈最后完成各类合作社的联合。该草案对奥·尤·施米特提出的草案作了修改，目的是为了格外谨慎地对待地方上非消费性的生产合作社，并在最短期间内取消各合作社代表大会选出的理事会。

指示如下：

（一）更多地关心劳动者的利益，而不只是关心富人和富农的利益，按照这种精神修改法令序言部分的措辞。

（二）更广泛地帮助生产合作社，同时要特别发挥地方的主动性，提倡高级形式的农业和手工业。

（三）新的全国合作总社在联合各种生产合作社时所采取的具体步骤，须经人民委员会批准。

（1）委托瞿鲁巴和列扎瓦向人民委员会提出一个决定草案（先不确定草案是否公布），更恰当、更系统、更明确地作出合作社参加采购各种产品的规定，作出参加的形式、方式、条件和方法等项规定。

（2）委托中央统计局会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粮食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期限内拟订一个计划，对各地在合作社参加或不参加的情况下采购食物的方法和结果进行抽查。

将计划提交人民委员会批准施行。

考虑一下，是否也可以采用发调查表的方法，如果可以的话，是否把调查的项目简要地报告人民委员会？




调查的目的是：详细研究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典型和确切的事实，如产品的收集、运送、保管、转运怎样进行，产品有哪几种，数量多少，转运距离多远，等等？采取强制手段的次数有多少，情况如何？是否用商品来交换，用了多少，用了哪些商品？已征集的和超额的部分的百分比各占多少，征集的期限多长？各类农户参加交粮的情况如何（如果他们获得了商品，在这方面各类农户情况又如何）？





	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74—75页

















[49]《关于合作社的决定草案和指示》是列宁在合作社问题会议上写的。这次会议由列宁主持，于1920年1月26日举行。会议根据列宁的指示通过了一项决定，这一决定是人民委员会1920年1月27日通过的《关于各类合作社组织联合的法令》的基础。根据这一法令，各级信用合作社并入同级的消费合作社，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的全俄中央机构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联合，成为它的部级机构。所有这些措施均由设在粮食人民委员部之下的合作社事务总委员会负责实行。为适应以上这些变动，人民委员会在同一天，即1月27日，还通过了《关于撤销合作社代表大会选出的理事会的法令》，将全俄及各省合作社代表大会理事会的职权和财产移交给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及各省消费合作总社。——[82]。





《列宁全集》第38卷


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50]


（1920年1月27日）

报道

列宁同志说，他只是大致地谈一下最近他接触较多的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组织管理的问题，即关于集体管理制和一长制的问题[51]。人们在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对这个问题作抽象的论断，以此证明集体管理制优于一长制。但这却使我们远远离开了目前的实际任务。这种论断会使我们退回到我们已经结束了的苏维埃政权初建阶段。现在该是采取更切实的办法的时候了。

集体管理制，作为组织苏维埃管理的基本形式，是在初期即一切需要从头建设的时期所必需的一种萌芽的东西。但是，在组织形式已经确定、已经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要进行实际工作，就必须采取一长制，因为这种制度最能保证最合理地利用人力，最能保证对工作进行实际的而不是口头的检查。

我们不能把苏维埃政权在军事建设方面取得的经验看作孤立的经验。战争本身包含着各个部门的各种建设。我们军队的建设所以能够获得成就，就是因为它是象整个苏维埃建设那样进行的，是根据在任何部门的建设中都表现出来的阶级对比关系进行的。这里同样可以看到无产阶级这一领导阶级人数不多，而农民却人数众多。如果说在其他部门这一对比关系的实质表现得还不十分明显，那么在面对敌人、每犯一次错误都要付出重大代价的军队中，这一对比关系已受到了真正的考验。这个经验应当加以仔细地考虑。这个经验有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开始实行集体管理制是偶然的、不明确的，后来集体管理制成了军队所有机关都遵行的组织制度，而现在，从总的趋势看，一长制已经是唯一正确的工作方法了。在任何苏维埃工作中，觉悟的无产者人数都不多，不大开展的无产者人数很多，而作为这一切的基础的农民则人数极多，他们完全习惯于个体经营，因而也习惯于贸易自由和投机自由，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非党人士把它叫作自由，而我们则称之为资本主义的遗产。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这种环境要求采用相应的工作方法。军队的经验向我们说明了，组织管理怎样从初期的集体管理制形式有规律地发展到一长制，现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的至少有5/10了。

集体管理制即使搞得好也要浪费大量人力，不能保证集中的大工业环境所要求的工作速度和工作的精确程度。你们研究一下主张集体管理制的人，就会在他们的决议中看到一种极其抽象的说法，什么集体管理机构的每一个成员必须个人负责来完成任务。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简单浅显的道理。但是，你们当中每一个有实际经验的人都知道，一百回里面只有一回才是真正这样做的。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下，这不过是一句空话。集体管理机构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没有接受明确的任务，也就不可能由个人负责来完成这些任务。我们这里对工作根本没有任何检查。假设某个工会的中央委员会提出某某人做候选人，而你们要一份他本人报的经办事认真的人审查过的完成任务情况的材料，那你们是得不到这样的材料的。我们大家都只是刚刚开始真正认真办事情。

我们的错误在于幻想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一切。我们极端缺乏的是工作人员，而我们又不善于从蕴藏着大量管理和组织人才的普通工人、农民中间去选拔工作人员。假如我们能尽快抛弃多半是徒劳无益的争论而切实有效地去做工作，那就会好得多。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尽到先进阶级组织者的责任，才能发掘出成千上万有组织才能的新人。我们必须提拔他们，考验他们，给他们任务，再逐渐委以重任。我希望，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以后，在总结工作以后，我们能够走上这条道路，能扩充组织者的人数，以便补充和扩大这两年来损耗不少的那个过于狭小的阶层，因为要完成我们提出的任务，要使俄国摆脱贫困和饥寒，我们就需要比现在多十倍的、能对千百万人负责的组织者。

我们最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劳动军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着因两个时期的交替而产生的任务。整天打仗的时期还没有完全结束。一系列迹象表明，俄国资本家不可能再打下去了。但是他们还会作卷土重来的尝试，这是无庸置疑的。所以我们还必须时刻戒备。然而总的来说，我们已胜利地结束了他们在两年前对我们发动的战争，现在正转而执行和平任务。

应当了解这一转变的特点。国家遭到了彻底破坏，饥寒交迫，贫困到了极点。正是在这个国家里，人民已经深信他们能够战胜全世界（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战胜全世界，因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遭到失败），所以士气旺盛，满怀信心。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为了完成迫切的任务，我们才建立劳动军。

我们应当集中力量来做主要的工作——把粮食收集起来运往中心地区。只要偏离这项工作，稍微分散精力，就会极严重地危害以至葬送我们的事业。而为了尽快地利用我们的机构，我们必须建立劳动军。关于这一点，你们已经看到了中央的提纲和一些报告[52]，因此我不准备再具体谈这个问题了。我只想指出，在从国内战争转到执行新的任务时，我们应当把一切投到劳动战线，应当用最大的努力，以作战时那样的果断、义无反顾的果断把全部力量集中在这条战线上。现在我们不容许任何偏离的做法。我们在提出这一口号时指出，我们应当大力动员工人和农民的全部力量，要求他们在这方面全力帮助我们。这样，把劳动军建立起来，把工农的全部力量动员起来，我们就能完成我们的基本任务。我们就能够收集几亿普特粮食。粮食我们是有的。但是要把这几亿普特粮食收集起来运到中心地区，就要作出非同寻常的努力，就要动员全国所有的力量，就要具有作战时那样的果断和毅力。在我们这里，在中央，我们主要是制定这方面的计划和讨论这方面的问题，目前不要在其他问题上，如拨款问题、工业建设问题和有关远大计划的一切问题上分心。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立即起来反对热中于远大的计划和任务的危险。我们应当集中力量来做最主要的和最基本的工作，丝毫不容许离开我们所提出的主要任务，这就是：收集粮食和食品，由国家按照固定价格来收集，即由工人国家用社会主义方法而不是由投机倒把势力用资本主义方法来收集，消除运输瘫痪现象，把这些粮食和食品运到中心地区。谁忘记这个任务，谁就是在犯罪。

为了比较正确地完成我们的基本任务，一切国家机关的领导者，特别是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者，必须把千百万工人和农民发动起来。为此就要制定一个改造俄国的远大计划。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材料、技术潜力和原料，我们有足够的一切，能够吸引全体工人和农民从各方面开始这一改造工作。同志们，我们要展开顽强的斗争，这个斗争要求我们在这个时期在劳动战线上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我们非进行这个斗争不可，因为我们的国家饥寒交迫，运输瘫痪，斑疹伤寒流行。我们必须同所有这些灾难进行斗争，在大机器工业的基础上从各方面开始建设我们的国家，把我们国家变成文明的国家，并通过正确的社会主义斗争，使我们从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所陷入的那个泥坑中爬出来。





	载于1920年1月29日《真理报》第1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76—80页

















[50]这是列宁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在讲话中坚持的一长制管理原则没有被大会通过。



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1月23—29日在莫斯科召开。参加大会的有工会和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代表以及大工业企业的工人500多人。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是：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状况，军事工业和红军供应，经济生活管理的组织，劳动组织，普遍劳动义务制，当前运输的状况，关于燃料等。代表大会通过了俄共（布）中央《关于动员工业无产阶级、实行劳动义务制、经济军事化以及为经济需要动用军队等问题的提纲》。代表大会的决议强调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管理的集中化，同时也给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以经济活动的更大自主权。代表大会拟订了进一步恢复和发展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的工作计划。——[84]。



[51]在苏维埃俄国，国有化企业和经济部门的管理是从1918年春开始向一长制过渡的。1918年3月23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铁路的集中管理、保护和提高运输能力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在铁路运输管理中首先实行了集中化、一长制和严格的纪律。列宁在1918年4月28日发表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深刻地论证了在生产管理中实行一长制的必要性（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



从1919年底起，随着经济建设问题被提到首位，在苏俄展开了关于企业管理中实行集体管理制还是一长制的争论。1920年1月12日召开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反对在生产管理中实行列宁提出的一长制原则，认为一长制原则会破坏工人民主的基础，把工人排除在生产管理之外。1月23—29日召开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也反对实行一长制，并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在一般情况下采取集体管理形式的决议。在党和工会的干部及经济工作人员广泛参加的这场争论中，民主集中派季·弗·萨普龙诺夫、恩·奥辛斯基（瓦·瓦·奥博连斯基）、弗·尼·马克西莫夫斯基、弗·米·斯米尔诺夫等为集体管理制辩护，支持他们的有米·巴·托姆斯基、阿·伊·李可夫、安·谢·布勃诺夫等。俄共（布）莫斯科省委员会赞成集体管理制而反对一长制。在民主集中派的操纵下，哈尔科夫省党代表会议通过了反对一长制的决议。在乌克兰共产党（布）第四次代表会议（1920年3月17—23日）上，赞成实行集体管理制和赞成实行一长制的系数各占一半。



1920年3—4月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结束了这一问题的争论。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着重指出：“不论是对个别工业企业或是对整个工业部门来说，组织管理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建立熟悉业务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代表大会指示，在工业管理方面要逐步实行一长制，即“在各工场和车间建立完全的、绝对的一长制，在各工厂管理处推行一长制，在生产行政机构的中上层环节设立简化的集体管理机构”（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9页）。——[84]。



[52]指1920年1月22日《真理报》第14号上发表的《俄共（布）中央关于动员工业无产阶级、实行劳动义务制、经济军事化以及为经济需要动用军队等问题的提纲》和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阿·伊·李可夫作的《关于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状况的报告》、弗·巴·米柳亭作的《关于经济生活的管理的报告》、米·巴·托姆斯基作的《关于劳动组织的报告》。——[87]。







《列宁全集》第38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卸铃薯和清除莫斯科街道、铁路积雪的决定草案[53]


（1920年1月27日）

（1）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于三日内详细订出关于再次开展马铃薯运动的决定并提交人民委员会讨论。[54]

（2）责成布尔杜科夫＋加米涅夫、捷尔任斯基、库尔斯基提出资料，说明健康的成年男子有多少、他们的业余时间的情况以及使用他们完成市内紧迫任务的情况，并提出关于如何使用他们的决定草案。

（3）责成全俄肃反委员会指派一名负责的、有经验的党员侦查员研究一下有关莫斯科工人和职员的劳动义务制安排极为不当的资料。

由捷尔任斯基或他的副手负责于四天后向人民委员会报告。

（4）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完成扫雪义务劳动，于三日内向人民委员会作出关于扫雪义务劳动的报告。[55]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24—425页

















[53]列宁在人民委员会1920年1月27日会议讨论莫斯科军区和莫斯科市卫戍区司令员A．A．布尔杜科夫关于在莫斯科铁路枢纽站卸马铃薯以及清除莫斯科街道和铁路上的积雪的报告时拟了这个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批准了这个草案。——[89]。



[54]关于这个问题，人民委员会1920年1月31日会议通过了如下决定：“马铃薯运动推迟到春天继续开展，但要求粮食人民委员部在开展种子运动的同时，在1920年4月和5月保证供应56万普特食用马铃薯，以满足莫斯科市的需要。”——[89]。



[55]人民委员会于1920年1月31日听取了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为完成扫雪义务劳动所采取的措施的报告，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由费·埃·捷尔任斯基任主席，负责领导这项工作。——[89]。





《列宁全集》第38卷


在省、县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讲话

（1920年2月1日）

会议[56]开幕前，在一次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列宁同志谈到时局问题时说：

既然国际形势还是象现在这样，而且整个局面、整个事态的发展也都说明形势是稳定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把经济工作的任务放在首位。我们不仅必须把运输工作放在首位，而且必须真正地抓起来，挽救运输业，因为灾难正在日益迫近。我们这里一列列满载粮食的列车开不出去，我们的粮食超过我们的运输能力。运输能力不足，常给军事行动造成困难。2月是运输最艰难的月份，我们确实面临着一场大灾难。

运输遭到完全破坏的危险正威胁着我们，其情况比10月份尤登尼奇和邓尼金最得势的那些日子还要严重得多。必须拿出更大的力量来挽救运输业。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再三动员。我们必须把许多机关的工作人员强行抽调出来，一次不行就再抽调一次，以便消除运输瘫痪现象。

管理和政治的全部艺术，在于要适时地估计到并了解应该把主要力量和注意力集中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要在两个月内使运输摆脱困境。如果我们两个月内在运输方面创造不出象战胜高尔察克那样的奇迹，我们就有遭到一场大灾难的危险。

需要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革命措施。这是一项军事任务和战斗任务，要求象作战那样进行战斗。





	载于1920年2月3日《红色日报》（彼得格勒）第2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85—86页

















[56]指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于1920年2月2—7日举行。会议听取了列宁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见本卷第98—118页），批准了《工农检查院条例》，通过了关于运输问题的决议，还批准了告波兰人民书，通过了关于批准对爱沙尼亚的和约的决定。——[90]。





《列宁全集》第38卷


对工人和职员奖励条例草案的意见[57]


1920年2月1日

对奖励问题以下几点很值得怀疑。

第4条——定额的规定完全是随意的（把“最佳”定额，即在使用最好的机器等情况下的定额，打50％的折扣，不多不少50％。这完全是随意定的。能不能更精确些？公布定额以便监督？或者把定额交科学技术等部门审核，在公报上公布？）。[58]

总报表：各种奖金的最大数额。没有规定申报这个项目。这样会不会使纯属舞弊的行为实际上合法化？

应该吸收消费者监督定额。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合作社有吗？等等。

草案散乱，抽象，不切实际，规定的倒是很全，但毫无检查措施。






	　　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82页

















[57]这是列宁对劳动人民委员部拟订的奖励条例草案的意见。根据小人民委员会1920年2月1日会议的决定，这个草案被退回劳动人民委员部，由它按照列宁的指示进行修改。6月8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起草的《关于批准奖励方案的程序的法令》。法令公布于6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92]。



[58]草案中的这一条是：“应以最佳生产技术条件下技术上可能达到的生产量作为规定生产定额的基础，在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正常的状况下应确认这种定额。鉴于当前工业的一般情况，应对这个在技术上可能达到的定额打一折扣，但决不能超过50％，然后再定出实际的生产定额。对于不同的生产部门、不同的企业和它们的不同类别，实际定额可以有所不同。”——[92]。







《列宁全集》第38卷


致国防委员会各委员[59]


2月1日

铁路运输情况十分严重。粮食已经运不来了。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才能挽救危局。这两个月（2—3月）必须实行下列办法（并且要寻求其他一些类似的适当的办法）：

一、减少非运输部门工作人员的口粮；增加运输部门工作人员的口粮。

即使还要死几千人，但国家将能得救。

二、在这两个月内，除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军事委员部外，把所有部门四分之三的负责工作人员都调到铁路运输部门和铁路修理部门去。在这两个月内，相应地停止其他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或减少工作十分之九）。

三、在铁路线两旁30—50俄里的地区以内实行戒严，以动员清扫线路，并把一切有关省份的县、乡执行委员会四分之三的负责工作人员调到这个地区的各个乡去进行工作。





	载于1924年《探照灯》杂志第4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81页

















[59]这是列宁就运输问题写给国防委员会各委员的一封信。



国防委员会（工农国防委员会）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贯彻它在1918年9月2日颁发的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军营的法令而于1918年11月30日设立的。国防委员会是苏维埃俄国的非常最高机关，有动员人力物力保卫苏维埃国家的全权。国防委员会的决议，中央以及地方各部门和机关、全体公民都必须执行。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国防委员会是组织共和国战时经济和编制计划的中心。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他军事机关的工作都处于它的严格监督之下。列宁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1920年4月初，国防委员会改组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其任务是指导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国防机关的活动。劳动国防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937年4月。——[95]。





《列宁全集》第38卷


国防委员会关于运输状况的决定草案要点

（1920年2月2日）


1920年2月2日会议[60]


（1）50→100％直达列车。

（2）喀山铁路。

（3）萨马拉—兹拉托乌斯特—车里雅宾斯克

　　　　？

　　｛加强粮食的运输

（4）加强车里雅宾斯克地区的粮食装运工作。

（5）派出高级负责工作人员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修理厂。

（6）奖给服装。

（7）西方面军的修理列车。

＋（8）派遣阿尔然诺夫。

＋（9）铁路局长的军事助理。

－（10）把一号铁路交给军队。

（11）从全俄肃反委员会抽调工作人员去运输部门。

（12）对修理厂和运输部门应一视同仁。

（13）把国防委员会军需特派员已移交给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存粮交给运输部门的工人。

（14）把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其他局以及其他部门的铁路专家调到运输部门。　｝　动员

（15）增派军队（4万）去清除积雪。

（16）关于第5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7）在修理方面加紧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

（18）在30—50俄里的地区内戒严。

（19）派工作人员加强铁路沿线各乡。

（20）燃料工作要特别加强。

（21）请中央组织局通告全党加强上述方面的工作。

（22）修订调运计划，以加强粮食和燃料的运输。

（23）关闭某些工厂，使之转而从事修理工作。

（24）采购铁锹和手套。

（25）扫雪机及其分配。

（26）给铁路工务处代表发指示。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343—344页

















[60]在“1920年2月2日会议”这一标题下面，列宁作了如下批注：“12月，2274车皮粮食；1月，1415车皮粮食。”这大概是1919年12月和1920年1月运到的粮食数量。



这里说的会议是指国防委员会1920年2月2日讨论运输问题的会议。列宁在会议上作了报告并起草了这里收载的决定草案要点。会议以列宁的草案要点为基础，通过了提高铁路运输能力的决定。会议的决定连同列宁所加的批语（参看本卷第371—373页）于2月3日下达给了各主管部门。——[96]。





《列宁全集》第38卷


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1920年2月2日）

同志们，我关于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闭会期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由它的主席团行使）的工作报告自然要分两大部分：第一是谈谈国际政治，谈谈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第二是谈谈国内建设和基本经济任务。现在我按照这个次序来谈一下我们所要总结的最近这两个月我们工作的主要情况。

在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基本事实就是红军取得的胜利。大家知道，高尔察克军队的残部在远东几乎已被消灭干净，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形式上结成同盟的强国已日益明显地进行争夺，互相敌视，不能拿出全部力量来进攻苏维埃共和国。在我们消灭了尤登尼奇的军队以后，在1月初又在南方收复了新切尔卡斯克和顿河畔罗斯托夫以后，敌军的主力已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虽然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各国都已清楚地看到，他们原以为能够摧毁苏维块共和国的军事力量，这种希望已经落空了。

协约国最高会议的一项没有正式通知我们的决定通过电讯传到了我们这里，从中可以看出，它们已意识到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个决定是它们在1月16日通过的，它宣布解除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封锁。最高会议通过的决定的主要部分是这样说的。（读决定）[61]

我不需要评论这里面的外交辞令，那是非常明显的，不值得去纠缠协约国对俄国的态度没有改变这种说法。如果协约国这样理解自己的政策，以为解除封锁并不是改变过去的政策，那就表明它们自己的政策没有根据。但是对我们说来，重要的不是这个决定的政治方面，而是这个决定的经济方面。解除封锁这一事实是有国际意义的重大事件，它表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期到来了，因为封锁实际上是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用来扼杀苏维埃俄国的主要的和真正可靠的武器。

在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我曾经提出并详细说明了这样一个看法：同苏维埃俄国进行斗争的结果，不仅法国、英国及其他先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迫使这些国家放弃这种斗争，就是这些国家里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也开始愈来愈反对封锁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373—375页。——编者注］

 。英国和法国这类国家的中间阶层采取这种反对态度，当然不能不影响到国际帝国主义者的政策。我们也知道这些帝国主义者爱耍外交手腕，所以不能期望他们十分干脆，毫无保留，不想再走老路，不想玩点什么花招把他们现在不能公开推行的旧政策再搬出来。然而应该指出，我们基本上已取得了极其巨大的胜利，甚至象舰队这种只有协约国才有的武器也不中用了。尽管动摇分子恐吓我们，说舰队是不可战胜的，但我们还是使它起不了什么作用。政治关系的发展说明，就连这支不可战胜的舰队也没有能力进攻我们。我们虽不可能在海上进行军事抵抗，却已迫使帝国主义强国放弃使用这一武器。

当然，国际政治的这种变化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已有可能同世界各国发生关系，从而有可能得到比较先进的国家的援助。当然，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也很糟，而且还在走下坡路，我们不能有太多的指望，然而当我们有可能发展我国的工业的时候，我们可以指望从这些国家得到进行生产和恢复工业所需要的机器。最主要的是：我们同先进国家完全隔绝的状态，这种由于封锁造成的状态，已经打破了。

继协约国最高会议被迫放弃使用这一武器后，我们在国际政治方面又取得了许多胜利，而最大的胜利是我们同爱沙尼亚缔结了和约。我们今天从越飞和古科夫斯基那里获得的消息说：“今天，2月2日莫斯科时间晨两点，俄国同爱沙尼亚签订了和约。从雷瓦尔来签字的是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比尔克。”

同志们，这个经过反复讨论的极其重要的和约文件已由信使送出，明天早晨可以送到，但我们现在已通过电报得到了确切的全文，明天就可以发给大家。我们将审查并批准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对我们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俄国同爱沙尼亚缔结的和约具有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爱沙尼亚政府也正在成为民主政府，就要同我们建立巩固的关系，但是它过去一直受到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支持，因此，同这个政府缔结和约，应当认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我们知道，处在帝国主义和民主制之间的人通常总是不倒向这边就倒向那边。现在看来，我们无疑是获得了胜利，因为和约已经签订了，所以这个国家现在就不得不同我们的敌人对立起来了。从根本上来说，这一事实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整个世界分成许许多多大国和小国，小国极其软弱，同富裕的大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大国则完全可以支配许多弱小的国家。帝国主义造成了一个时代，使整个世界，使地球上全体居民分成两类国家，一类是剥削别人、压迫别人的国家，是占少数的国家，另一类是给它们当殖民地的弱小民众的国家，是占多数的国家。

我们争得了同爱斯兰缔结的和约，我们证明了，我们这个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国家是能前进的。何以见得呢？我们向以前反对和平、进行战争的协约国各国证明，我们善于从我们的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府那里博得同情，从一个小国那里博得同情，这种同情比称霸世界的强国用来控制这个小国的一切军事压迫、一切财政援助、一切经济束缚更有力量。协约国看到，我们不是仅仅能在使用暴力时取得胜利，我们能够驳倒全世界资产阶级政府散布的所谓布尔什维克只是靠暴力才能维持的那种谎言和诬蔑。爱斯兰一向受到沙皇地主俄国的暴力统治，为什么在同它的关系上我们比世界帝国主义的联合势力占上风呢？因为我们证明：我们善于及时地和真诚地放弃暴力，采取和平政策，博得了一个小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同情，使国际资本对它的竭力支持落了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爱斯兰是一个小国，一个小共和国，它却受到全世界帝国主义资本不可胜数的种种经济压迫和军事压迫，它的全体居民都处在这些压迫之下。这个和约证明，我们不管怎样疲惫、虚弱、分散，仍然能够战胜各国支持的白卫军。强大的协约国善于用更厉害的暴力来回答暴力，而这个和约证明，我们善于不用暴力来赢得资产阶级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

这里摆着一项极困难的国际任务。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速度、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方式方法。社会主义共和国现在是单独一国同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并存着，在迫使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发生动摇。于是有人说了：“可见你们的地位是靠不住的，你们虽然用暴力战胜了白卫军，但是对整个世界你们怎么办呢？”我们说，我们也要战胜它。这不是一句空话，同爱斯兰缔结的和约就是证明。在人们确认我们放弃暴力是出于至诚的地方，国际资本的全部压力已经失去作用。国际资本曾经说：“不要同布尔什维克订立和约，不然我们就不给你们财政援助和经济援助，而用饥饿来征服你们。”可是爱斯兰这样的形式上独立的小国却说：“我们认为，同协约国这些称霸世界的民主国家相比，布尔什维克更能够同弱小的民族、甚至同资产阶级政府和平相处。”

民主最主要是表现在战争与和平这个基本问题上。一切强国都在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全世界的工人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一点。美国和日本眼看就要厮杀起来；英国在战胜德国后侵占了很多殖民地，对此其他帝国主义强国是永远不会甘心的。一场新的疯狂的战争正在酝酿中，群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爱沙尼亚同兵力雄厚的俄国缔结的民主的和约，可是有人曾诬蔑俄国，说它在消灭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后，会用全部兵力进攻这个小国。从缔结和约的条件中可以看到，我们在领土问题上作了许多让步，作了许多不完全符合严格遵守民族自决原则的让步。这样，我们用行动证明了，边界问题对我们是次要的问题，而和平关系问题，善于等待每个民族内部生活条件发展的问题，则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问题，而且我们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赢得了敌视我们的民族的信任。我们能够这样对待爱斯兰决不是偶然的，这表明单独存在的、似乎是软弱无力的无产阶级共和国，已开始把依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那些国家争取过来，而这样的国家是占大多数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同爱沙尼亚缔结的和约就有了世界历史意义。不管协约国怎样竭力发动战争，即使能够再一次挑起战争来破坏这个和约，有一个历史事实总是确定不移的：世界资本尽管施加许多压力，我们却比似乎是民主的而实际上是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更能取得一个由资产阶级统治的小国的信任。

在这方面，同似乎是民主的而实际上是掠夺成性的世界列强的政策比较，我们的政策怎么样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偶然获得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文件，现在就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些文件是一个姓奥莱尼科夫的白卫军官，也可能是个文官，送来的，他本来受某一白卫政府的委托把这些极重要的文件交给另一　个白卫政府，但是他把文件交给了我们。[62]（鼓掌）这些文件是辗转送到俄国来的，现在我给你们念一念，虽然要占很多时间，但是文件很有意思，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政治内幕。第一个文件是萨宗诺夫给古尔克维奇公使的电报：


　　第668号，1919年10月14日于巴黎谢·德·萨宗诺夫谨向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致以崇高的敬意，并送上Б．Ａ．巴赫梅捷夫第1050号和И．И．苏金第23号关于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的情况问题的电报副本，请查收。





　　下面是一个更有意思的文件，这是10月11日从华盛顿发出的电报：
　　收字第3346号，1919年10月12日收巴赫梅捷夫致外交大臣

第1050号，1919年10月11日于华盛顿

我第1045号电报谅已收悉。

（密码）国务院把给盖得的指令口头告诉了我。盖得的名义是美国政府驻俄国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的专员。他并不是派驻某一个俄国政府的代表。他的使命是观察和汇报情况。他的行动不应使当地居民产生一种希望，以为美国政府会同意支持比要求自治更进一步的分离倾向。相反，美国政府希望，波罗的海沿岸的居民能在全国性的工作中帮助他们的俄罗斯弟兄。这个指令的基本意思，如我在6月17日致政府的备忘录中所说的那样，是对协约国各国政府同最高执政达成的协议的解释。盖得已经得到了总统在最近一些演说中猛烈抨击布尔什维主义的言论摘要。





　　总之，美国政府通知说，他的代表可以发出任何指令，但不能支持独立，也就是不能在独立问题上对这些国家作保证。大国在欺骗爱沙尼亚，这一点已经直接间接透露了出来而且也瞒不过爱沙尼亚。当然这一切大家本来是可以猜想得到的，但是我们握有文件，就要把它们公布出来：
　　收字第3347号，1919年10月12日收苏金致外交大臣

第28号，1919年10月9日于鄂木斯克

（密码）诺克斯向最高执政转达了英国陆军部的通知，其中英国陆军部警告说，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有想同布尔什维克订立和约的倾向，因为布尔什维克保证立即承认它们的独立。同时，英国陆军部提出一个问题，即政府是否应该设法使这些诺言不起作用而由政府自己去满足上述国家的愿望。我们引述了最高执政6月4日致各大国的照会中所叙述的原则来答复诺克斯，并指出，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同布尔什维克签订和约毫无疑问是一种危险，因为这会使一部分苏维埃军队脱身出来，并会冲破阻止布尔什维主义渗入西方的壁垒。我们认为，要想和谈这件事本身就证明，这些自治单位的政党是极端腐败的，自己不能防止侵略性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渗入。

我们相信各大国不可能赞同布尔什维主义的进一步传播，我们认为必须停止对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援助，这是各大国借以施加影响的有效办法，而且要比在许诺方面同布尔什维克竞赛更为恰当，因为布尔什维克已经是没有东西可以失掉的了。

谨向您转达上述情况，并请您在巴黎和伦敦知照有关方面；巴赫梅捷夫处我们另行通知。

收字第3286号，1919年10月9日收

萨布林致外交大臣

第677号，1919年10月7日于伦敦

（密码）古契柯夫曾告诉陆军部作战处长，说我们可以提供船只，以便于英国向尤登尼奇提供补给。作战处长给古契柯夫写信说，据陆军部的意见，尤登尼奇现在拥有一切，同时，英国在继续提供补给方面有困难。但是他又补充说，既然我们有船只，只要我们能得到贷款，就可以根据商业原则组织对尤登尼奇的供应。同时，拉德克利夫将军认为尤登尼奇的军队应有相当的装备，因为它是“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中唯一能够对布尔什维克积极作战的一支力量。”

外交大臣致华盛顿巴赫梅捷夫

第2442号，1919年9月30日于巴黎

（密码）我从瑞典方面极其可靠的来源获悉，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莫里斯说，美国愈来愈同情布尔什维克，想不再援助高尔察克，以便同莫斯科建立联系，促进美国的贸易。官方代表的这类声明令人困惑莫解。

收字第3244号，1919年10月5日收

巴赫梅捷夫致外交大臣

第1021号，1919年10月4日于华盛顿

第2442号来电收悉。

（密码）国务院有人秘密告诉我，驻斯德哥尔摩公使莫里斯，特别是驻哥本哈根的哈普古德确实是以左倾著名的，但是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丝毫影响和威望，政府已不得不对他们定期发出训令，坚决指出美国的政策始终是支持我们政府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





上面就是我们要公布的全部文件，这些文件清楚地说明：围绕着爱斯兰问题的斗争是怎样进行的，协约国的英国和法国曾怎样同高尔察克和美国勾结起来对爱沙尼亚百般施加压力，不让它同布尔什维克缔结和约，而答应在领土上作出让步并保证对方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又是怎样在这场竞赛中获得胜利的。我说这一胜利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取得这一胜利并没有使用暴力。这是对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胜利，是使布尔什维克博得全世界同情的胜利。这一胜利决不是说明现在就要订立普遍和约；但是这一胜利说明，我们代表着地球上大多数居民的利益，要求和平，反对军事帝国主义强盗。这样的认识才导致共产主义的敌人——资产阶级的爱斯兰同我们订立和约。既然我们无产阶级组织，苏维埃共和国订立了和约，对于受帝国主义大国压迫的资产阶级政府采取和平的方针，那就可以断定应该怎样制定我们的国际政策。

现在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战胜剥削者并把动摇者争取过来，这是世界性的任务。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动摇的：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它们仇视我们；另一方面，作为被压迫国家，它们又宁愿同我们媾和。这就是爱沙尼亚同我们订立和约的原因。当然，这个和约只是第一步，将来才会发生影响，但是它一定会发生影响，这是无可怀疑的。我们同拉脱维亚到现在为止只有红十字会的谈判，同波兰政府也是如此[63]。再说一遍，同爱沙尼亚订立的和约一定会发生影响，因为道理是一样的：别人正在象挑唆爱沙尼亚一样竭力挑唆拉脱维亚和波兰同俄国作战。这也许会得逞，我们必须警惕，因为对波战争有可能爆发。但是我们相信，并且我们获得的主要成就已经证明，我们能够订立和约，作出让步，使一切民主力量发展起来。这点在目前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波兰问题非常尖锐。我们获得的许多消息说明，除资产阶级的、保守的、地主的波兰外，除波兰一切资本主义政党势力外，协约国的各个国家都在拼命挑唆波兰同我们作战。

你们知道，人民委员会向波兰劳动人民发出了呼吁书。我们将请你们批准这份呼吁书，以便粉碎波兰地主集团的诽谤。我们还要提出一份告波兰劳动群众书。这份呼吁书将是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一个打击，帝国主义列强竭力怂恿波兰反对我们，而我们则把占人口多数的劳动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64]

现在我想读一下昨天我们截获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告诉我们，美国资本怎样竭力诬蔑我们，挑唆波兰同我们作战。这份电报说。（读电报）我从来没有说过和听到过这样的话，可是他们能够造谣，因为他们拿出资本来并不是平白无故的，而是有一定目的的，就是为了散布谣言。他们的资产阶级政府给他们保证了这一点。（继续读电报）这份电报由资本家出钱从欧洲拍到美洲，替资本家进行活动，用最无耻的办法挑唆波兰同我们作战。美国资本拼命对波兰施加压力，为此竟恬不知耻地硬说布尔什维克打算在消灭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以后，把自己的全部“铁军”开去打波兰。

我们必须立即在这次会议上批准人民委员会的决定，然后我们应该做我们以前对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采取我们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军队采取过的措施。我们应该立即向波兰的民主力量呼吁，说明事情的真相。我们很清楚，这是我们分化他们的最有效的手段。这种方法最终会把他们引上我们所需要的道路，引上已把各国劳动居民引上的那条道路。不管多么困难，这种政策应该肯定下来，我们开始执行了这样的政策，就一定要把它贯彻到底。

应该指出，我们对其余的国家也执行过同样的政策。我们曾建议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跟我们订立反对邓尼金的协定。但是它们借口不干涉他国事务而拒绝了。我们要看一看，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工人和农民将怎样看待这件事情。

这种政策在用于西边各民族时比用于俄国各民族时更为慎重。我们对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这样的国家采取了这种政策，对许多发展水平和大多数殖民地国家相同的东方国家也采取了这种政策（殖民地国家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多数，它们遭受着至今还拥有殖民地奴隶的英国的压迫）。我们对西边欧洲国家采取十分慎重的政策，要对它们等待一段时间，使它们能度过自己的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而东方的国家要落后得多，它们深受宗教狂热的毒害，对俄罗斯民族更不信任，几十年来以至几百年来受俄罗斯这个大国实行的沙皇资本主义政策的压迫和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我们在这里的政策应该更加慎重，更有耐心。

我们让巴什基尔共和国实行了自治[65]。我们应该建立鞑靼自治共和国[66]，并对东部各民族继续执行这种政策。我们对自己说：我们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广阔的正面同它们相对峙，我们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联盟，这个联盟要求军事上的紧密团结，所以我们认为任何破坏这种团结的做法都是完全不能容忍的，都是违背反国际帝国主义斗争的利益的。但是，我们在奉行这种政策时应该更加慎重。欧洲国家还必须经历一个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而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则更多地保留着不信任的因素。对待它们，我们必须采取更加从容的方法。我们支持这些国家独立自主。我们向这些国家的劳动群众呼吁说：军事力量的统一是必须的，违背这种统一是不能允许的。

我们相信，我们继续贯彻我们建立紧密联盟的政策，就能在同东部各民族的关系方面获得比现在更大的成就。这些成就是了不起的。苏维埃共和国在东部各民族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原因和我们能跟西边一个小国订立和约的原因相同：我们被看作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不屈不挠的战士，我们是唯一进行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共和国，我们这个共和国不仅善于利用各种时机避免采用暴力，而且善于在不采用暴力的情况下取得胜利。

不言而喻，我们对乌克兰共和国执行的也是这样的政策，而且更加完善了。这里问题比较简单，因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间以前就订立了条约[67]。这个条约意味着两个共和国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中结成了亲密的联邦关系。我们在这个条约的基础上正在建立日益亲密的联盟。乌克兰的工农群众也吃过邓尼金统治的苦头，相信只有同俄罗斯共和国最亲密的联盟才是国际帝国主义真正无法战胜的，相信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条件下国家的分离不会有好处，因为帝国主义会利用分离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种分离是犯罪行为。我们的政策在乌克兰深深地扎下了根，我们相信，即将举行的全乌克兰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将会郑重地确认这个政策。以上就是我在国际形势问题上所要谈的一些意见，至于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应提出的具体建议，我已一一列出，所有这些草案将提交本次会议批准。

下面谈谈国内建设工作。首先我要谈谈我们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然后再谈最主要的问题，即转上新轨道的问题，从军事任务转到国家建设任务的问题。

在我们所要总结的这两个月的一系列日常工作中，比较突出的是我国对内政策的一些基本措施，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需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关于废除死刑的决定[68]。你们知道，在对邓尼金取得重大胜利和攻克罗斯托夫以后，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同志立即向人民委员会提出废除一切由肃反委员会决定采用的死刑的建议，并已在他主管的部门付诸实施。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竭力散布反苏维埃俄国的谰言，说它基本上是一个恐怖主义的国家；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都在散布这样的谰言，考茨基还专门写了一本名叫《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说共产主义政权依靠恐怖主义。大家不难想象，他们在这方面散布的谰言多么荒唐。为了驳斥这种谰言，我们采取了捷尔任斯基同志已实行的和人民委员会已赞同的措施，这项措施需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予以批准。

我们实行恐怖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逼出来的，因为称霸世界的强国不顾一切地派遣大批军队向我们扑来。假如我们对军官们和白卫军的这些行动不予以无情的回击，那我们连两天都不能支持，这也就叫作恐怖，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逼出来的。在刚刚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在收复罗斯托夫以后，我们立刻取消了死刑，从而表明我们是按照我们所许诺过的那样来对待我们的纲领的。我们说，使用暴力是为了要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这个问题一解决，我们就不再使用任何非常措施。我们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而我认为，并且也希望和相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定会一致批准人民委员会的这一措施，规定在俄国不准采用死刑。不言而喻，要是协约国试图重新采用战争方式，那我们也就不得不重新实行旧日的恐怖；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不讲理的弱肉强食的时代。以上就是我们的考虑。决定性的斗争刚一结束，我们就立刻开始废除其他一切强国无限期地还在采用的那些措施。

其次，我想提一下工人检查问题的讨论情况。关于这个问题，有人要作专门报告，我如果谈多了，那就不对了。我们看到，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管理的任务正在提到首位，这个任务比进行大规模建设的任务更急迫。你们会得到详细的草案，等你们讨论修正后，你们就会懂得，大规模的建设必须在广大工人群众更广泛地参加下进行。这是我们的基本任务，在目前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这项任务干起来是很难的，但是我们正在坚定不移地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努力。

我们面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合作社问题。我们曾提出一项任务，要求把所有的居民吸收到合作社里来，这种合作社要不同于过去那种至多只吸收上层分子的合作社。

社会主义如果不学会利用资产阶级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所建立的技术、文化和机构，它就不可能实现。合作社也在这些机构之列，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愈高，合作社就愈发达。我们给我国的合作社提出的任务是把全国居民都吸收进来。至今合作社只吸收上层分子，使有钱交纳股金的人得到了好处，而劳动群众享受不到合作社的服务。这种合作制我们坚决屏弃，但并不是根本取消合作制。我们曾在1918年3—4月间给合作社规定了任务，要把所有居民都吸收进来。如果合作社组织者重视合作运动创始人的遗训（合作社原来的任务就是满足劳动者的利益），他们就应当支持这样做。我们相信，大多数合作组织的参加者是支持我们的，但是我们决不会产生错觉，以为我们博得了大多数合作社领导者对我们的支持，因为这些人是抱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观点的，把合作社仅仅看作资本主义经营和所谓贸易自由的一种新形式，其实这种自由意味着少数人发财而多数人遭到破产。相反，我们宣布国家的任务就是要使合作社真正为劳动群众服务，以便把全体居民都吸收进来。这一点是不可能立刻做到的。我们提出这一任务后，就一直在进行工作，今后还要继续进行工作，以便最终完成这一事业，通过合作社把全体居民联合起来。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可能再过几星期，也可能再过几个月，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就要变成一个劳动者的大合作社。那时，劳动者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将更广泛地参加建设。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已经决定要逐步地慎重地把各种合作社，不仅是消费合作社，还有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等，联合成中央消费合作总社。我们相信，我们在这方面采取的步骤会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地工作人员的支持。各地工作人员在正式完成合作社的联合以后，一定能展开经济建设工作，吸引大多数工农参加这一工作，使合作社成为同旧资本主义国家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极重要的因素，这也是我们提出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把反对官僚主义列为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我们将用各种办法在各机关进行这一斗争，其中办法之一就是把合作社联合起来，就是不要再面向合作社内的资产阶级上层，而要面向应独立进行合作社建设的真正的劳动群众。

再次，关于国内建设问题，我想谈谈我们在农业方面所做的事情。为了对土地的使用进行整顿，农业人民委员于1919年7月颁布了关于防止经常重新分配份地的措施的通告。这个通告公布在7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并收入《工农政府法令汇编》。这个通告很重要，因为它答复了农民屡次提出的意见。农民们认为在小经济的条件下，经常重新分配份地会妨碍劳动纪律的加强，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民委员会也有这种看法，它已责成农业人民委员部提出关于重分办法的条例草案。最近将对这一草案进行审查[69]。同样，农业人民委员部还要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使耕畜和农具能重新备齐。在这方面，地方工作人员的经常性工作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希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适当地督促和协助各级政权，使农业人民委员部的这些措施能尽快实现。

现在我谈一下我们建设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按实质说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即劳动军和劳动动员的问题。在社会生活急剧过渡和急剧转变的时候，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要估计到各种过渡的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者应怎样进行斗争，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并且早已解决了。怎样设想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不困难。这也已经解决了。但是，怎样实际地从旧的、习惯了的、大家都熟悉的资本主义向新的、还没有产生的、没有牢固基础的社会主义过渡，却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这一过渡搞得好也需要许多年。在这一时期内，我们的政策又要照顾到许多较小的过渡。我们担负的任务的全部困难、政策的全部困难和政策的全部艺术，就在于要估计到每一种这样的过渡的特殊任务。

我们刚刚大体上和基本上完成了作战任务，虽然还没有彻底完成。以前，我们提出的任务是不惜任何代价击退白卫军的进攻。那时我们说，我们这里一切都必须为了战争。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很清楚，由于实行这一政策，后方遭到了空前的困难——饥饿、寒冷、经济破坏；但是，得到了好评的红军（我曾看过作这种评价的典型作品）在一个最落后的国家中完成了作战任务，这也就证明，这个国家里蕴藏着新生力量，不然就不可能建立起这支模范军队，不可能战胜物质条件远为优越的敌军。我们当时强调了全部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的任务，抓住了这个任务的特点——一切服从于战争的利益。但是在这以后，形势要求我们作迅速而急剧的转变。我们还没有结束战争。必须保持充分的作战准备，必须消灭邓尼金的军队，必须让每个国家的地主和资本家看到，如果他们还想同俄国较量一下，再打一次仗，他们也会落到高尔察克和邓尼金那样的下场。因此我们不能丝毫削弱我们的军事力量。但是，同时必须把整个国家转上另外的轨道，必须改造整个机构。不可能并且不需要继续强调一切为了战争，因为作战任务已基本完成了。

从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任务提出来了，但是我们要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进行和平建设：我们不能解散军队，因为必须估计到波兰或哪一个强国可能进攻我们，估计到协约国还在继续怂恿它们打我们。我们不能削弱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是同时必须把全力从事战争的整个苏维埃政权机器转上和平经济建设的新轨道。我们的任务的这种特点既要求我们特别小心，也清楚地说明：我们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时，不能靠一般公式，靠纲领中的一般原理，靠共产主义的一般原则，而必须估计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从我国的过去向我国的现在过渡的这些条件的特点，估计到过去国家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战争上，现在国家在军事方面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就应该用军事办法来完成经济任务。我们说用军事办法，是因为我们的情况，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是异常困难的。在这残冬时节，劳动群众继续遭到空前的困难——饥饿、寒冷、经济破坏。我们要坚决克服这一切困难。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红军的刚毅精神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过去，我们四面被围，跟产粮区和产煤区断绝了联系，尚且能够进行斗争，现在，我们已经收复了这些地区，已经有可能同乌克兰一起来完成经济建设任务，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我们的基本任务：把大量的粮食和其他食物收集起来运到工业中心去，以便开始工业建设。我们应当集中全力来完成这一任务。离开这个任务去完成任何其他的实际任务都是不容许的；在完成这个任务时，要用军事办法，要十分果断，要让其他各种利益都服从这一利益。我们知道，这会使许多极为正当的要求受到限制，使许多极为正当的利益受到损害，但是我们不承受这种损害，就不会取得战争的胜利。现在必须实行急剧而迅速的转变，给和平经济建设奠定基础。这就是要建立丰富的粮食储备，把粮食运到中心地区；运输业的任务就是运送原料和粮食。从1917年8月至1918年8月，我们收集了3000万普特粮食，第二年度收集了11000万普特，现在5个月就收集了9000万普特。这些粮食是我们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机构收集的，是用社会主义的方法而不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收集的，是按照固定价格向农民摊派而不是通过由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粮食这种办法收集的，这就是说我们找到了一条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正确的，一定能使我们获得巨大的成果，以保证我们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必须集中全力来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把在军事建设中发挥过作用的一切军事力量调到这一新轨道上来。就是这种特殊的形势、这种特殊的转变使我们想到了组织劳动军，使我们相继制定了关于建立乌拉尔第一劳动军和乌克兰劳动军的法令、关于后备集团军人员从事劳动的法令，以及关于成立普遍劳动义务制推行委员会的决定（这项决定已由苏维埃政权颁布）[70]。关于所有这些法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有一位委员给你们作详细的报告。当然，我无须多谈这方面的问题，这在专门的报告中会谈得很清楚。我只是强调一下这个问题在我们总的政策中的意义，强调一下这种转变的意义，这种转变向我们提出的特殊任务是：用军事办法动员一切力量，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以便把大批积存的食物收集起来运到工业建设中心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坚决建立起劳动军，要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要压缩甚至撤消一系列机关，以便在最近几个月内坚决消除运输瘫痪现象，战胜残冬时节带来的饥寒贫困，摆脱绝境。必须摆脱这种状况。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定会批准一切有关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的措施，更深入地向广大民众灌输这一思想，要求各地工作人员都来实现这一思想，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相信，我们一定能在丝毫不放松作战准备的情况下完成这一最艰巨的任务。

我们不应该放松我们的作战准备，但是同时要坚决把苏维埃共和国转上经济建设的新轨道。在最近几个星期，也许在最近几个月，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每个苏维埃组织或党组织必须竭尽全力消灭运输瘫痪现象，增加粮食储备。

这样，并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为俄国的电气化奠立巩固的基础。为了让居民特别是农民看到，我们在这方面的远大计划不是凭空制定的，而是根据技术条件和科学理论制定的，我认为我们必须通过一项决议（我希望中央执行委员能赞成这样做），请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协同农业人民委员部拟订一个关于俄罗斯电气化问题的草案。

由于国家出版社的帮助和原库什涅列夫印刷所（现在是国营第17印刷所）工人的努力，我得以使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小册子《俄罗斯电气化的基本任务》在极短时间内出版了，明天就分发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各位委员。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电工技术处工作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在这本小册子里总结了过去的工作，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就这些问题进行宣传（不是实际解决，而是宣传）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我希望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在科学技术人员协助下，在几个月内（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实际任务是另外一些任务）制定一个广泛的完备的俄罗斯电气化计划。小册子的作者十分正确地选了下面一句格言作为小册子的题词：“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的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我们必须为新的经济建设创造新的技术基础。这个新的技术基础就是电。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一切。这件事要干许多年。我们不怕干上一二十年，但是，我们必须让农民看到，我们不是要造成旧日那种工农业的相互隔绝状态，不是要造成那种培育了资本主义和引起了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之间的对立的最深刻的矛盾，而是要向农民归还我们向他们借的粮食债，因为我们知道，纸币当然不是粮食的等价物。我们必须把工业生产组织起来，向农民供应工业品，还农民这笔债。我们必须让农民看到，在现代最高技术的基础上，在把城乡连接起来的电气化的基础上组织工业生产，就能消除城乡对立，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甚至消除穷乡僻壤那种落后、愚昧、粗野、贫困、疾病丛生的状态。我们一完成当前的基本任务，就要来进行这一工作。为此，我们一分钟也不能离开我们的基本的实际任务。

在今后几个月内，要用全部力量来运输粮食和扩大粮食基地，我们一点也不应该离开这一任务。与此同时，要让科学技术专家制定一个全俄电气化的长期计划[71]。我们同外界、同资本主义的欧洲已建立了联系，我们同爱沙尼亚缔结了和约，给自己开了一扇窗户，我们希望这一切能使我们马上得到必需的技术援助。我们要在今后几个月内完成运输和粮食方面的基本任务，我们要在最近一个时期丝毫也不分散精力而是集中全力来完成推行劳动义务制这一任务，完成了这些任务之后，我们就会让人们看到我们有能力转而执行长期建设任务，有能力把整个俄国转到最高技术的基础上，消除城乡对立，坚决彻底地消除农村的落后、涣散和愚昧状态，铲除这种至今还使农村陷于保守、落后和受压迫状态的主要根源。在这方面，在争取和平地取得改造工业这一不流血战线上的胜利方面，如果我们能利用我们的各种军事经验，发挥我们的全部能力，团结所有的力量去完成这一任务，那我们就能取得比我们在战场上的胜利更彻底更伟大的胜利。（鼓掌）





	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87—110页

















《列宁全集》第38卷


在莫斯科枢纽站铁路员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72]


（1920年2月5日）

简要报道

在代表们热烈鼓掌后，列宁发表了长篇讲话。

列宁同志说，在国际形势方面，最突出的事情是同爱沙尼亚签订了和约。这项和约是一扇通向欧洲的窗户。它使我们有可能同西欧各国进行商品交换。我们的敌人硬说，西欧的革命还很遥远，没有西欧革命我们就坚持不下去。但是，我们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胜利了。

我们没有从任何地方得到一颗子弹就取得了胜利，我们之所以能胜利，完全是因为工人和红军战士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

被协约国任意摆布的弱小民族开始倾向于同苏维埃俄国媾和，这是因为我们用事实证明，帝国主义者欺骗了他们，而俄国无产阶级亲切地向他们伸出了和平之手。继爱沙尼亚之后，波兰也行动起来了。有消息说，波兰将讨论苏维埃俄国的媾和建议。这一不流血的胜利具有巨大的意义。

列宁接着谈到国内状况，他指出，这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消除运输瘫痪现象。现在铁路运输正处于千钧一发的境地。火车一停驶，各个无产阶级中心城市就会遭到毁灭。为了支援运输业，顺利地战胜饥饿和寒冷，需要工人群众英勇奋斗。在使我们遭到惨重牺牲的国内战争时期，我们能够表现出空前未有的英勇精神，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现在，战争转到了另一条战线上，转到了工业战线上，我们仍然需要表现出同样的英勇精神，作出同样的牺牲。现在我们必须在这条不流血的战线上取得胜利。

应当懂得，这里也需要作出牺牲。要振兴我国的经济，就必须为之付出牺牲。“不胜利，毋宁死”——这句话应当成为工业战线上的口号。应当使工人们认识到，必须进行最紧张的斗争，才能在这条战线上取得胜利。斗争将是非常艰巨的，而且不得不由疲惫而饥饿的工人来进行；但是如果他们懂得，工人阶级的命运取决于这一斗争的胜负，那他们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

目前国防委员会正在讨论运输问题[73]。但是，工人们自己应当团结起来，同运输瘫痪现象和加剧这种现象的投机倒把活动进行斗争。有些人不把余粮交给国家，而把铁路变成进行投机倒把的工具。他们是在反对我们，因此觉悟的工人应当团结起来同他们作斗争。

我们率领红军取得胜利，不只是靠了鼓动工作，而且是靠了严格的铁的纪律。红军中的一切制度必须在所有的劳动战线上建立起来。应当把建立红军的全部经验在铁路劳动大军中加以运用，把这支军队提高到红军所达到的水平。不作出牺牲，不实行铁的纪律，不利用专家，红军就不会胜利，铁路大军也不会胜利。（鼓掌）





	载于1920年2月7日《彼得格勒真理报》第2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111—112页

















[72]这是列宁在莫斯科枢纽站铁路员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是在运输工作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关键的时候于1920年2月5—6日举行的，有1000多人出席。会议号召全体铁路员工把自己建设成为一支“有严格纪律的红色运输劳动大军”。——[119]。



[73]指国防委员会1920年2月2日讨论运输问题的会议（参看注60）。——[120]。





《列宁全集》第38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对机车修理工人的优待的决定草案[74]


（1920年2月5日）

（1）公布直达列车运行情况，以奖励修理工作。

（2）责成交通人民委员部制定一个按照直达列车运行情况进行奖励的计划，目的是对直达列车只进行最必要的修理，而不是大修。

（3）把有关直达列车修理情况的一切材料加以汇总和补充，交中央统计局研究。

（4）责成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莫斯科、彼得格勒、伊万诺沃和特维尔工会理事会研究如何利用最好的工厂昼夜24小时进行修理的问题。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345页

















[74]这个决定草案是列宁在人民委员会1920年2月5日会议讨论列·波·克拉辛关于对修理机车和生产运输器材备件的工人实行优待的报告时写的，除第4条外都被列宁勾去。会议就报告通过了如下决议：“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详细研究对修理机车和生产运输器材备件的工人实行各种优待的问题，并将工厂名单上报人民委员会。”——[121]。





《列宁全集》第38卷


在各省肃反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75]


（1920年2月6日）

同志们，现在你们要在苏维埃俄国向新时期转变的条件下进行工作。你们大家当然都知道，转变时期的这些条件之所以产生，既有国际原因，又有国内原因，说得确切些，也就是由于最近以来国际战线和国内战线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根本变化就是，在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失败之后，在我们战胜邓尼金之后，白卫反革命主要势力被粉碎了。虽然在这方面仍要谨慎小心，因为最近在罗斯托夫地区，在新切尔卡斯克进攻受阻，出现了邓尼金可能重整旗鼓的危险。但是，主要的胜利造成了新的局面。显然，资产阶级已经不可能认真指望形势会变得对它有利。这一点之所以更加清楚，还因为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协约国不得不解除封锁。我们得以同爱沙尼亚签订了和约。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一项主要的成就，这就大大巩固了我们的地位，我们很可能还会同所有其他边境上的国家签订和约，到那时候，协约国实际上就再也不可能侵犯我们。

这样一来，我们同反革命势力、同隐蔽的和公开的白卫武装力量激烈斗争的第一个时期，看来就要结束了。但是，这样或那样的反革命活动和暴乱的尝试很可能还会不断发生。除此之外，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表明，伴随着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常常出现各种纯粹恐怖主义的行动。因此，自然可以预料，几乎是最惯于掌握武器和使用武器的反革命武装势力的军官们，是不会不利用这个武器来为自己服务的。

因此，虽然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倡议在收复罗斯托夫之后已废除了死刑，但是我们一开始就声明，我们一点也不忽视恢复枪决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我们要视情况而定。自然，苏维埃政权保留死刑不会超过必要的限度，而且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用废除死刑的办法迈出了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任何一个民主政权从未走过的一步。

你们知道，各边疆地区都有相当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受过白卫分子的压迫，他们在那里受压迫的时间愈长，转到我们这边来就愈加坚定。因此，我们知道，资产阶级的一切尝试是早就注定要失败的。但是，这些尝试还会出现，这一点两年来我们从苏维埃政权的经历中已经看到了。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军官、地主分子肆无忌惮地犯下了种种罪行，他们同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合谋炸毁桥梁。所以我们说，这种尝试是决不会停止的。我们考虑到全国新的形势，仍然必须绝对保持戒备，并且记住，历史性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时期虽然即将结束，但这丝毫也不排斥我们应该保持戒备。

镇压反革命的机关、肃反委员会的机关过去和现在都面临相当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一方面要理解并考虑到从战争向和平的转变，另一方面要时刻保持戒备，因为我们不知道要多久才能争取到持久的和平；我们应该考虑到，采用这种新的办法对资产阶级各阶层会有什么影响，要注意并在实践中检验这些改变产生的结果，只有顾及到这些情况，才能根据这个实践经验进行这种或那种改变。

总而言之，我们要象以往一样保持足以击退敌人的饱满的战斗力。敌人可能会作进犯的尝试，邓尼金可能会站住脚而继续进行国内战争，一些反革命集团可能会搞恐怖活动，因此，保持战斗准备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在保持这种战斗准备，不削弱镇压剥削者反抗的机关的同时，应该考虑到新出现的从战争向和平的转变，逐渐改变策略，改变镇压的办法。

我想这个问题在你们的讨论中占了不小的比重，当然，要作出实际的具体决定，你们比我占有的材料要多得多。我不怀疑，你们对这些材料会努力进行具体而切实的研究。你们应当仔细考虑，在俄国最近解放的地区，在西伯利亚，在乌克兰，镇压反革命的机关的活动在哪些方面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如何根据这种情况来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我不打算涉及所有的细节，多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不可能熟悉实际材料，但是我再说一遍，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到每个肃反委员会实际工作中所掌握的具体材料。此外，这类代表大会的任务是尽可能详尽地讨论这些实际材料，以便地方上每个工作人员不致局限在自己的狭小圈子里，而是通过交换意见能够制定出比较可靠的、能长期稳定下来的策略。

我想要特别提请注意镇压反革命机关、反间谍机关和反投机倒把机关所面临的问题，注意不流血的劳动战线，因为从建设苏维埃政权的角度来看，从巩固工农政权和恢复被破坏的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条战线现在已经被提到了首位。

你们知道，粉碎协约国支持的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的任务，镇压反革命的地主和资本家（他们在此之前还相信他们已经胜利在握，因为全世界最富的强国都支持他们）的任务，曾要求我们在国内全力以赴，因为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是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本身的生存问题。

可以说，苏维埃政权在这两年中做出了堪称奇迹的事情，因为在反对国际资本的斗争中它取得了世界上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极大胜利。这是因为我们团结了一切力量，真正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体现在以下方面：工人阶级先进、优秀而忠诚的先锋队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两年以来表现出了无比的英雄气概和果敢精神；同时较不开展的那部分工农中的所有动摇分子表现出了空前剧烈的摇摆，而他们摇摆得愈厉害，就愈倒向我们这边。他们经受的考验愈多，转到我们这边来就愈快。

我们为了使力量集中，曾不顾一切叹息、牢骚和怨言而采取了一些强制措施。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都坚持这样的观点：没有革命的暴力，新制度就不可能产生；我们从无党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里听到的种种怨言和牢骚都无非是一种反应。由殊死的阶级斗争所推动的历史表明：当地主和资本家感到已经到了最后斗争的关头，他们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的。

历史表明，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用革命的暴力镇压工农的直接敌人，就不可能摧毁这些剥削者的反抗。而另一方面，革命的暴力对劳动群众内部左右摇摆的不坚定分子也不能不有所表现。

我们亲眼看到了红军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当我们回顾苏维埃政权所经历的两年，想到我们是如何获得这些胜利的时候，我们不会不想起十月革命是在军队完全瓦解、军事组织完全不存在的情况下爆发的。我们当时没有军队，我们不得不经过长期而艰苦的工作来组织、团结、集中和重建这支军队。我们就是在这个建立新的、纪律严明的红军的过程中，也曾不得不采用革命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用来对付自私自利的人也是完全正确的。当先进分子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同反革命作斗争的时候，当先进分子以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成千上万地倒在战场上的时候，一部分得到土地的落后农民以及一部分落后工人却只在为自己干活。这时，先进分子就不得不建立并加强新的纪律，这种纪律是依靠革命的暴力来维持的，它之所以能够维持，只是因为工农劳动群众中所有有觉悟的人都支持这种暴力，并且认识到，没有这种铁的纪律，我们就建立不起红军，就经受不住两年斗争的考验，而且根本就不能抵御有组织的、联合起来的资本的进攻。在这方面，进行纪律教育，维护纪律，团结我们的力量，以坚持今后的斗争——这样一些任务现在正逐渐有所改变。起初我们把全部力量，把一个遭到破坏的国家的全部力量投入了战争。因此，全国遭受到更大的破坏。

两年前谁也不相信，俄国，一个遭到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破坏的国家，能够再经受住两年的国内战争。的确，如果1917年10月底有人问，我们是否能经受住反对全世界资产阶级的两年国内战争，那么，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否有很多人会作出肯定的回答。可是事实表明，工农群众发挥出来的劲头比实现了十月革命的人们所预想的要大得多。结果，我们认识到，而且国内各条战线也向我们表明，新力量的源泉比我们所期望的要大得多。同时，这个源泉还表明，在军事战线上能打胜仗的红军在国内战线上正遇到新的障碍，这特别反映在目前的运输问题上。当然，现在我们的粮食也很困难，我们现在挨饿受冻比任何时候都严重，但是，由于我们解放了几个最主要的产粮省，粮食状况正在改善，所以，我们当前的主要危机在运输方面。然而，应该指出，即使在一切最富有的、没有这样经过连年战争的国家里，也同样存在着这个危机。甚至连这些国家也缺少车厢。俄国经过了六年战争，桥梁和机车都遭到蓄意破坏，这里会发生什么情况是可想而知的了。

我们在这方面的情况当然是十分严重的，因而肃反委员会各运输局及其整个机构，一切有觉悟的革命群众的任务是齐心合力帮助我们摆脱这种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之为近乎灾难的危急状况。还应该指出，冬季之后，2月份的运输情况，由于积雪，即使在平时也总是比其他季节更糟。现在我们的运输危机到了铁路有全线停车的危险地步。最近莫斯科的粮食储备只够3天了，而几十列火车却停在那里，因为燃料不足，而且无法运来。

我们十分清楚我们在两年战争期间采用过的那些克服这种灾难性状况的办法。这些办法就是提高群众觉悟，公开向他们发出号召。过去每当我们束手无策时，我们就认为应该求助于工农群众，向他们讲清楚面临的严重状况。我们向他们呼吁并指出依靠谁来拯救苏维埃俄国，需要怎样鼓足干劲，才能全力以赴完成一个确定的任务。当苏维埃政权同它的敌人作斗争的时候，这些任务曾不止一次发生变化，对国家所处状况的全部理解就在于正确考虑要抓的那些任务，以便克服经济破坏现象，转入正常的建设。所以，你们现在也知道，已经把最大的注意力用来向工人和农民说明运输方面的危急状况。这里需要无产阶级和农民拿出全部力量。比如运输燃料这样的事情，就是艰难的任务；如果没有工农高涨的热情，没有象红军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时候所实行的群众性集体劳动，这项任务是绝对完不成的。比如当前运输燃料、清理铁路线的工作进行起来很困难，就因为人们许过一连串的诺言，说要拿产品给农民作为补偿。运东西需要马匹，这是自然的事，农民却不干，他们很不乐意，很不友好，因为他们得不到一定数量的商品作为报酬；而我们则由于运输完全停滞，连一点商品也拿不出来。所以，我们说农民就算是给自己的工农国家赊账，也应该完成这些任务，以拯救饥饿的工人和恢复工业。农民应该给我们赊账，因为，例如，某些地方的农民非常缺盐，而我们盐储存得很多，只是无法运去，其原因是运输部门连运输最起码的粮食的任务也无力完成。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纪律，需要宣传鼓动工作去教育和团结全体工人和农民。而我们采取的革命暴力则把这种纪律变成现实，现实表明，觉悟的工人阶级提出了我们一定要彻底完成的坚定的实际任务。在同尤登尼奇、高尔察克以及邓尼金斗争最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让共产党员、负责工作人员到第一线去，这些优秀战士献出了生命，我们蒙受了重大牺牲，与此同时，我们建立了纪律，惩罚了自私自利的人。我们最大限度地鼓起了人民群众的干劲，因而我们不断取得胜利。为了挽救运输业，今天我们也应采用过去行之有效的这些办法，竭尽全力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我们有粮食、食盐，我们有足够数量的原料、燃料，我们能够恢复工业，但这需要紧张斗争好几个月，而在这场斗争中肃反委员会的各机关应该成为执行无产阶级集中意志的工具，成为建立我们在红军中得以建立的那种纪律的工具。

我深信，会后你们的机关通过实际工作会得出一致的看法，而且在这里你们就会得出一致的看法：县运输肃反委员会应起什么作用，县运输肃反委员会应如何组织起来，它们应如何从自己的队伍中间挑选出新的工作人员，以便打击投机倒把分子和怠工者，这两种人在铁路员工中比在其他方面都要多。这是依靠你们的实际经验可以完成的任务，是你们通过交换意见应该完成的任务。铁路员工的特点是：大部分工人是名副其实的工人，少数人才参加投机倒把活动，在这里运输肃反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使劳动分配恰当，节约劳动力这件事有人负责，通过铁路员工中共产党员的努力来做到这一切。只有依靠这些优秀的群众，我们才能建立一支力量来战胜这股投机倒把的自发势力，战胜在腐朽的沙皇政府时代形成的这些投机倒把分子。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制度遗留给我们的这股势力，我们只有一种手段：这就是最大限度地加强纪律和革命毅力。肃反委员会应该依靠共产党支部，依靠工会，把自己的工作同宣传鼓动工作结合起来，激发铁路员工群众对这场斗争的自觉态度。

我深信，只要组织起来，吸取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在新的工作中一定能够取得我们在武装斗争方面所得到的那样巨大的胜利。（长时间热烈鼓掌）





	载于1957年《共产党人》杂志第5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113—121页

















[75]这是列宁在全俄各省肃反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2月6日上午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代表会议是在苏维埃国家粉碎了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白卫军，赢得了暂时喘息时机因而能够着手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召开的。出席代表会议的有69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7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大多数代表是工人成分，所有代表都是共产党员，大多数有表决权的代表是十月革命以前入党的老党员。会议开了4天，在提出的所有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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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乌克兰斗争派的决议草案

（1920年2月6日）

认为斗争派是一个以鼓吹分散兵力和支持盗匪活动来破坏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党派，它的所作所为正符合白卫分子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利益。

他们反对同俄罗斯联邦结成紧密的或最紧密的联盟这一口号，这同样是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相矛盾的。

我们始终不渝地执行的全部政策，目标应该是在不远的将来肃清斗争派。为此，对斗争派的任何罪行，都要给予迅速而严厉的惩罚。特别是要收集该党大多数党员非无产阶级的极不可靠的品质方面的材料。

肃清的时机将在短期内由政治局确定，并通知乌克兰革命委员会。 
［注：在手稿中接着还有列宁的如下指示：“委托托洛茨基和拉柯夫斯基明天以前将这一决议的措辞修改得更确切一些，并于明天用密码电报将决议发给乌克兰革命委员会。”——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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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

（1920年2月7日）

被俄国工农推翻的地主和资本家，在全世界资本家的援助下迫使我们进行了两年国内战争。

现在我们正在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

我们已赢得了第一个和约，表明我们的国际政策胜过世界各国联合起来的资本家的政策。全世界的资本家竭力阻挠爱沙尼亚同我们缔结和约。我们战胜了他们。我们同爱沙尼亚缔结了和约，这是第一个和约，随之而来的将是其他的和约，这个和约使我们有可能同欧洲和美洲进行商品交换。

我们正在胜利地结束剥削者强加于我们的流血战争。两年来，我们学会了怎样取得胜利，并实际取得了胜利。

现在该进行不流血的战争了。

大家都去战胜饥饿和寒冷，战胜斑疹伤寒和经济凋敝，战胜愚昧和经济破坏，夺取这场不流血战争的胜利。

我们不得不进行这场不流血的战争，因为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两年国内战争造成了经济破坏。要战胜这两场战争引起的贫穷、困苦、饥饿和灾害，就必须牢牢记住、好好领会并处处坚决遵循一条准则：

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

过去，工人和农民建立了没有地主和资本家并且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红军，战胜了剥削者。

现在，工人和农民也一定能建立起从事和平劳动的红军，一定能恢复农业和工业，为自己争得新的幸福。

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步骤，就是立即以革命刚毅精神不顾一切地，象作战那样坚决、团结、神速、忘我地去恢复运输。

同志们，大家都行动起来！

我们要证明，我们在和平劳动的战场上一定能比在反对剥削者的战场上创造出更大的英雄主义奇迹和胜利奇迹！






	　　1920年2月7日载于1920年2月8日《真理报》第2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123—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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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社会党决议草案的意见[76]


（1920年2月8日和14日之间）

两项“建议”（I—13条＝各段落；II—23条＝各段落）

（1）第二国际由于战争脱离了、“放下”了“教育”工作。

？仅仅？不是这样

（2）战争使第二国际“分裂”（déchirée）了，“一部分”同资产阶级分掌了政权。

（（哪一部分？什么时候？））

（3）第二国际“不适应革命形势”……

总计＝8＋9＋8＝25行都是水分，废话，托词。人们表示不满，“但是”……有“仍然忠实的”分子（第11条）II

应为：

第二国际已成为社会主义的叛徒和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因为它在1914—1918年战争中为“保卫祖国”辩护，而这场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强盗的、掠夺性的、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

（4）第三国际“引证”完整的纲领……加入它的有哪些哪些人

各种人引证。而实际上？

（5）瑞士、合众国和德国独立党人退出了第二国际。

总计＝14＋12＝26行

是水分

在这样的战争中不是保卫祖国，即不是保卫掠夺成性的资产阶级，而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它。其途径是建立无产阶行级专政，即苏维埃政权。这就是第三国际的基础。　 

（6）法国社会党“考虑到”那些仍然是可尊敬的”（？？）独立党人的决定，确认“它不能留下”（但是不退出？）。 ……德皇的同谋者（（原来如此！而彭加勒的同谋者呢？克列孟梭的呢？劳合－乔治的呢？威尔逊的呢？））

应为：

退出（还是不退出？）。退还是不退？

12行模棱两可的话！

（7）重新组合（什么样的？就象玩内阁游戏？）

“国际社会主义的传统原则”。

＋12行

是水分

不对

为什么“传统”导致了破产呢？

工人的领袖和上层。分享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机会主义，同资产阶级的联盟。不善于和不愿意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合法的和非法的组织。

（8）对俄国革命不可能一切都了解得很准确……但是第三国际的原则性声明没有一个是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

（19行中有8行是准确的，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和拥护苏维埃的。）

这样，总计＝94行中有8行是明确的，即不到10％！！

留下这8行，其他的去掉，岂不更好？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革命主张的基础。

成立苏维埃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7行胜过94行

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工人和不使用雇佣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小农的苏维埃！

打倒资产阶级议会，苏维埃万岁！只有照这种精神进行全部工作的人才是社会主义者。

（9）但是……要特别重视现有的工人组织、工会和合作社……并因此要同第三国际“共同讨论”。

14行模棱两可的话

在它们的内部工作务必按照这种精神去做，即无情地驱逐机会主义的领袖，建立共产党支部和共产党党团，始终不渝地宣传共产主义。

（10）谴责与资产阶级同谋，特别是谴责内阁主义 。

（8行）

不够。没有“谴责”社会沙文主义。

（11）法国社会党附和德国独立党的建议，并希望努力使“忠于阶级斗争原则的第二国际成员”（？？）和参加第三国际的政党联合起来。

9行模棱两可的话

？对还是不对？

（12）“积极的情”……（少一些同情，多一些行动！）并同英国和美国的无产者（紧密）“团结一致”。

8行模棱两可的话

什么样的思潮？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和机会主义的，还是革命的？

（α）对分裂避而不谈！！

（β）等待革命。

（13）召集持“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原则”立场的各党代表的“预备会议”，以便同第三国际进行谈判。

10行重复和模棱两可的话。

　　 94

总计＋

　　 49

　　143行

其中8行是明白的，准确的，有道理的，很重要的。

其余的都是托词。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346—350页

















[76]列宁在这份文件中对国际重建委员会的简报刊载的将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第1—13条）提出了批评意见。在《政论家短评》一文中，列宁对这个决议革案以及刊载在同一简报上的另一个决议草案作了更详尽的批评（见本卷第143—148页）。——[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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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拉古舍—列福尔托沃区非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20年2月9日）

报道

列宁同志在他的讲话中谈到了当今苏维埃时期的两个迫切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和劳动战线问题。

列宁同志说，我们的红军用自己的胜利巩固了苏维埃俄国的地位，并使我们第一次战胜了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为什么能战胜他们呢？很明显，这不单单是因为我们在前线打了胜仗，还因为我们把同我们交战的那些国家的士兵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了。协约国派登陆部队登陆反而瓦解了自己的军队，不得不很快把军队撤走。士兵们拒绝攻打我们。单是“苏维埃政权”即劳动者政权这几个字就已经使全世界无产者感到欢欣鼓舞。

我们通过宣传鼓动把协约国的军队争取过来了。我们战胜帝国主义者，不只依靠了我们的士兵，而且依靠了协约国的士兵对我们的同情。另一方面，我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证明了我们对毗邻的小国采取爱好和平的政策。英国曾通过邱吉尔的口以14国进攻威胁我们，可是进攻没有成功，因为我们在取得军事胜利的同时，始终不渝地反复提出媾和建议。我们曾向爱沙尼亚建议媾和，根本没有考虑什么边界，只考虑我们不想为任何边界而使工农流血。

封锁所以解除，完全是因为苏维埃政权赢得了敌对各国的工人的同情。在意大利，甚至那些社会党的代表大会也一致通过决议，要求解除对苏维埃俄国的封锁，恢复同苏维埃俄国的贸易关系。各个小国的资产阶级政府虽然不喜欢布尔什维克，但却深信，布尔什维克希望同它们保持睦邻关系，而邓尼金将军或其他哪位将军所勾结的那些人，一旦取得胜利，第二天就会撕毁承认弱小民族独立的一切文件。我们没有放一枪一炮就缔结了和约，为同所有跟我们交战的国家缔结和约开了头。我们用事实证明了，在苏维埃政权的和平政策面前，各国政府都必须放下武器。

我们已经开了一扇通向欧洲的窗户，力求充分地加以利用。有人试图怂恿波兰进攻我们，但这种尝试一定会失败。不要很久，我们就会同所有的国家缔结和约，尽管他们现在说他们不承认我们。他们象怕火一样，怕布尔什维主义传染病在他们家里流行。虽然他们用一道万里长城把自己围住，但还是都染上了布尔什维主义传染病。布尔什维主义传染病就存在在这些国家的内部。这种传染病是到过苏维埃俄国并呼吸过这里的空气的法国和英国士兵带回去的。因此，我们获得了双重胜利。我们曾在所有的战线上击溃了白卫匪帮，现时正在国际范围内赢得和平。我们赢得和平不是依靠大炮，而是依靠对我们的同情。我们不仅博得了工人的同情，而且博得了弱小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府的同情。

接着列宁同志简略地谈到劳动战线问题。

他说，同志们，我们熬过了饥寒交迫、斑疹伤寒流行和铁路运输瘫痪的空前艰难的冬季，现在春天就要到了。我们必须在这条战线上也取得胜利。我们能在战时牺牲一切，贡献出全部优秀的战士——先进工人、共产党员和军校学员，他们奋勇当先，流血牺牲，振奋了全军士气。现在我们也要说：我们应当在这条战胜经济破坏的战线上经受住考验；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人们，最真诚、最忠实、最优秀和最坚定的人们，象以前那样前进吧！要为每一列火车和每一个火车头而战斗，而斗争。我号召非党代表会议为这一任务而斗争。

同志们，我在结束报告之前，还要稍微谈一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采取的措施。这次会议采取了许多措施，最近就要在报上公布，应当在各种工人集会、俱乐部、各工厂和各红军部队宣读和讨论这些措施。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重要决定中，我认为应当予以认真注意的，就是关于同我们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决定。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把我们的国家监察部这一机构改组为工农监察机构或工人检查机构的决定[77]，就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措施之一。我们过去没有把专家从军队中赶走，而是给他们派去了工人政治委员，同样，我们现在也不应当驱逐旧官吏，而应当给这些资产阶级专家派去一批工人，让这些工人自己用心观察，学会做工作，把工作担当起来。应当使工人进入一切国家机关，让他们监督整个国家机构，而这应当由非党工人去做，应当让他们在非党工农代表会议上选出自己的代表去做。要帮助那些负担太重而过于劳累的共产党员。我们应该尽量把工人和农民输送到这种机关中去。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抓起来，把它做好，把官僚主义赶出我们的机关。必须让广大的非党群众来检查一切国家工作，学会自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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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指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工农检查院条例》。随着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和行政管理任务的不断扩大，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4月12日通过法令，规定由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负责对国民经济和国家管理各部门贯彻执行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和决定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为了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参加国家监督和国家机构的管理，中央和地方的国家监察机关改组成了统一的社会主义监督机关——工农检查院（参看注4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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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短评

（1920年2月14日）


一

让·龙格公民寄给我一封信，信的基本内容就是他在《如何欺骗俄国人？》一文（1920年1月10日《人民报》[78]）中的那些控诉。龙格把这份报纸连同“国际重建委员会”（《Comité　pour　la　Reconstruction　de　l’Internationale》）[79]的简报一起寄给了我。在简报上刊载了即将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两个决议草案。代表“国际重建委员会”在简报上签名的有24人：阿梅代·迪努瓦、范妮·克拉尔（女）、科西、德莱皮纳、保尔·福尔、吕·奥·弗罗萨尔、欧仁·弗罗、古尔多、莱西亚尼（女）、勒特罗凯、保尔·路易、让·龙格、莫里斯·莫兰、迈耶拉、穆列、莫朗日、帕利科、佩舍、玛丽安娜·罗兹（女）、丹尼尔·勒努、塞尔万蒂埃、锡克斯特－凯南、托马西、韦弗伊。

我觉得回答让·龙格的控诉和攻击是多余的，因为1920年1月116日《工人生活报》[80]上斐·洛里欧的题为《别闹，龙格！》（《Tout　doux，Longuet！》）[81]和《共产国际》[82]第7—8期合刊上托洛茨基的《让·龙格》这两篇文章已作了充分的答复。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意见要补充的了。也许还需要收集一下关于1919年7月21日罢工[83]失败的史料，但是，我在莫斯科无法做到这点。我只在一份奥地利共产党的报纸上看到了摘自《前进报》[84]的一段话，这段话揭露了一个最卑鄙的社会主义叛徒（或者无政府主义者叛徒？）、过去的工团主义和反议会主义的空谈家茹奥（Jouhaux）在这一事件中所扮演的卑鄙角色。龙格为什么不委托一个人编一本书，把有关1919年7月21日罢工失败问题的一切文件，欧洲各共产党报纸上所有有关的短评和文章，以及对所有领导和参加这次罢工的人的专访材料都收集起来呢？这在巴黎是很容易做到的。这样的书我们是非常乐于出版的。全世界的“中派”（德国的独立党，法国的龙格派，英国的独立工党等等）连篇累牍、津津乐道地谈论什么“社会主义教育”，可是“社会主义教育”决不是学究式地教条式地重复那些人人厌烦的、1914—1918年后再也没有人相信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空泛道理，而是毫不动摇地揭露领袖们的错误和运动的错误。

例如，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主张“保卫祖国”的所有社会党、工会、工人合作社的领袖和著名代表，都已成为社会主义的叛徒。应当毫不动摇地揭露他们的错误，系统地说明这场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强盗分赃的战争，说明无产阶级若不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这种战争必然会再次发生。这样才是真正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正是我上面提到的两个决议，唱着进行这种教育的高调而实际上却干着败坏社会主义的勾当，因为它们掩饰并避而不谈那些背叛和变节行为，那些因循、守旧、自私和庸俗习气，那些需要通过真正的教育加以克服和自觉抛弃的错误。


二

龙格派的这两个决议都是毫无用处的。但对于一个特殊的目的，即对于说明目前西欧工人运动中一个也许是最危险的祸害，它们却是非常有用的。这个祸害就是，老领袖们看到群众对布尔什维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向往不可遏止，就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以寻找（而且往往找到！）出路，而行动上他们却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要不然就是一些不能或不愿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并将其实现的人。

这种祸害会引起极其巨大的危险。匈牙利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覆灭（第一次失败了，但第二次必定胜利）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Die　Rote　Fahne》，维也纳出版）[85]上的许多文章揭露说，这次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党人”的叛变，他们在口头上转到了库恩·贝拉方面并且自称为共产党人，但行动上并没有执行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而是动摇不定，畏缩不前，跑到资产阶级方面去，有些人完全是暗中破坏和出卖无产阶级革命。包围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强盗（即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当然利用了匈牙利苏维埃政权政府内部的这种动摇不定，假手罗马尼亚刽子手残酷地扼杀了这个政权。

一部分匈牙利社会党人真诚地转到库恩·贝拉方面，真诚地自称是共产党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问题的实质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因为一个“真诚地”自称是共产党人的人，却不真正实行强硬无情、坚定不移和英勇无畏的政策（只有实行这种政策才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相称），而是动摇不定，畏缩不前，那他就会由于自己缺乏主见、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而象一个公开的叛徒一样犯下叛变的罪行。就个人来说，由于软弱而叛变和蓄谋的叛变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但从政治上说，两者之间毫无差别，因为政治是千百万人的实际命运，而千百万工人和贫苦农民是被由于软弱而叛变的叛徒出卖，还是被为了谋私利而叛变的叛徒出卖，他们的命运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

在我们现在谈到的决议上签名的龙格派中，哪些人属于上述第一类，哪些人属于第二类，是不是另外还有一类，现在无法知道，而且要弄清这个问题的尝试也是徒劳的。重要的是，龙格派这个政治流派，现在正实行着那些断送了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匈牙利“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龙格派实行的正是这种政策，因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自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行动上却仍然我行我素，继续在决议中维护并在实际上实行旧的政策，对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作小小的让步，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含糊其辞，支吾搪塞，默不作声，如此等等。作这些小小的让步，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含糊其辞，支吾搪塞和默不作声，综合起来就必然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叛。

专政是一个大字眼，一个严峻的、血腥的字眼，它表示出两个阶级、两个世界、两个世界历史时代的你死我活的无情斗争。

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说的。

一方面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提到日程上来，但同时又“怕得罪”阿尔伯·托马、布拉克和桑巴先生之流，怕得罪最卑鄙的法国社会沙文主义的其他骑士，以及《人道报》和《战斗报》[86]等叛徒报纸的英雄们，这就是背叛工人阶级，——不管是由于轻率、觉悟不够、缺乏主见或由于其他原因，这总是背叛工人阶级。

言行不一致断送了第二国际。第三国际诞生还不到一年，但在跟着群众跑的政客们眼里，它已成为一种时髦的和诱惑人的东西。第三国际已开始有言行不一致的危险。应当随时随地坚决揭露这个危险，连根铲除这种祸害的任何表现。

龙格派的决议（德国独立党即德国的龙格派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87]的决议也是如此）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偶像，正如第二国际的决议成了领袖们、工会官吏们、国会议员们和合作社负责人们的偶像一样。对偶像应该祈祷，可以画十字，对偶像应该顶礼膜拜，但是偶像丝毫不会改变实际生活和实际政策。

不，先生们，我们不准许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变成偶像，我们决不容忍第三国际言行不一致。

如果你们拥护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对社会沙文主义采取含糊的、不彻底的、妥协的政策。而你们奉行的正是这种政策，在你们第一个决议的头几行中就反映了这种政策。请看，说什么战争使第二国际“分裂了”（a　déchiré），使它放下了“社会主义教育”（éducation　socialiste）工作，而“这个国际的某些部分”（certaines　de　ses　fractions）由于同资产阶级分掌政权而“削弱了自己”，如此等等。

这不是自觉地和真诚地赞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人说的话。这或者是进一步退两步的人说的话，或者是政客说的话。如果你们愿意说这种话，确切些说，当你们还在说这种话，实行这种政策的时候，就请你们留在第二国际里吧，你们应该呆在那里。或者是让那些曾经用群众的压力把你们推向第三国际的工人脱离你们，把你们留在第二国际，而自己转到第三国际来吧。这样的工人，不管他们是法国社会党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或者是英国独立工党的，只要他们能够遵守上述条件，我们就对他们说：欢迎之至！

如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同时还谈到1914—1918年战争，那么就应当改变一下说法：这场战争是英、法、俄帝国主义强盗同德、奥帝国主义强盗为了分赃，为了瓜分殖民地和划分金融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鼓吹“保卫祖国”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如果不彻底阐明这个真理，如果不把这种背叛思想从工人的头脑中、心坎里和政策中清除干净，就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灾难，不能摆脱资本主义存在时所不可避免的新的战争。

你们不想说或不能说这种话，不想进行或不能进行这样的宣传吗？你们想“饶恕”自己，或者想“饶恕”你们那些昨天在威廉或诺斯克的德国和资产阶级统治的英国、法国鼓吹“保卫祖国”的朋友吗？那么请你们也饶恕第三国际吧！请你们行行好，别加入第三国际吧！


三

到现在为止我只谈了第一个决议。第二个决议也不见得高明多少。它“郑重地”（“solennelle”）谴责“混乱”，甚至谴责“一切妥协”（“toute　compromission”——这是空洞的革命词句，因为反对一切妥协是不行的）。此外，还有一些含糊的、不彻底的、不是阐明而是模糊“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提法，重复一些空泛的议论，攻击“克列孟梭先生的政策”（这是法国资产阶级政客们惯用的手段——把集团的更替说成是制度的改变），阐述基本上是改良主义的纲领——征税、“资本主义垄断企业的国有化”等等。

龙格派没有理解也不愿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理解），用革命词句掩饰着的改良主义是第二国际的主要祸根，是第二国际遭到可耻破产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党人”支持这场为了解决英俄法和德国这两个资本家强盗集团哪一个来掠夺全世界的大问题、使1000万人丧生的战争的主要原因。

龙格派事实上仍然同从前一样，是用革命词句掩饰着的改良主义者，不过现在他们使用的革命词句是一个新的字眼：“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领袖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以及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一样，无产阶级是不需要的。无产阶级不能同这样的领袖一起来实现自己的专政。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刻都一定要进行冲击，举行起义。这是胡说八道。要举行成功的起义，必须进行长期的、精细的、顽强的、牺牲巨大的准备工作。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意味着坚决地、无情地、而主要是完全自觉地、完全彻底地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不彻底性和暧昧态度决裂，同那些不能不继承旧传统的领袖，同老的（不是指年龄，而是指手段）国会议员、工会和合作社的官吏等等决裂。

应当同他们决裂。怜悯他们就是犯罪，因为这意味着为了几万或十来万人的微小利益而出卖千百万工人和小农的根本利益。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意味着根本改变党的日常工作，深入下层，到只有建立苏维埃、推翻资产阶级才能摆脱资本主义灾难和战争的千百万工人、雇农和小农那里去。应该向群众，向千百万人具体地简单明了地讲清这一点，应该对他们说，他们的苏维埃应当掌握全部政权，他们的先锋队，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领导斗争，——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

龙格派根本不理解这个真理，根本不愿意而且根本没有能力一天天实现这个真理。


四

在奥地利，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这个时期好象还没有完全结束：还有成长过程中的病症；还存在一种错觉，以为一个集团只要自称是共产党人，无须深入群众扩大影响就能成为一支力量；在人选方面还有错误（这是每次革命初期不可避免的错误，我们也有过一系列这样的错误）。

科里乔纳和托曼主编的共产党人的日报《红旗报》表明，运动正走上郑重行事的道路。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愚蠢，卑鄙和无耻到何种程度，这可以从伦纳这一类奥地利谢德曼分子的整个政策中非常清楚地看到，而已变成平庸的叛徒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帮助了（部分是由于他们极端愚蠢和缺乏主见）这些奥地利的谢德曼分子。

奥托·鲍威尔的小册子《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一个例子。我手头的一本是柏林自由出版社出版的，这家出版社大概是属于完全同这本小册子一样贫乏、庸俗和卑鄙的独立党的。

只要看一下第9节（《剥夺剥夺者》）中的几句话就够了：


　　“……剥夺不能够也不应当用粗暴地〈brutaler，野蛮地〉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的方式来进行，因为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就不能不招致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而这就会使人民群众自己遭到破产，使人民的收入来源断绝。相反，剥夺剥夺者应当以整顿和调节的方式……”通过税收“来进行”。



　　这位博学之士还大致地说明，怎样通过税收从有产阶级那里得到他们收入的“4/9”……看来够了吧？至于我，看了这些话后（我正是从这小册子的第9节看起的），就再也没有看下去，没有特殊的需要我也不打算再读奥托·鲍威尔先生的小册子了，因为很明显，这位出色的社会主义叛徒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有学问的傻瓜罢了。

这是一个满脑子小资产者思想的书呆子的典型。他在战前曾经写过一些有益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曾“从理论上”推断，阶级斗争会尖锐到发生国内战争的程度。他甚至参加了（假如我得到的消息是确实的）1912年巴塞尔宣言[88]的起草工作，这个宣言完全预见到正是战争，即后来在1914年爆发的战争会引起无产阶级革命。

但是，当这场无产阶级革命真正到来的时候，他的书呆子习气和庸人天性就占了上风，他惊慌起来，开始用改良主义词句这种油来浇熊熊的革命烈火。

他牢牢记住了（书呆子不会思考，他们善于死记硬背）：从理论上说剥夺剥夺者可以不用没收的办法。他经常重复这句话，把它记住了。他在1912年就已把它背得烂熟，在1919年又把它背了一遍。

他不会思考。在这样一场甚至使胜利者也濒于灭亡边缘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在许多国家都开始了国内战争，国际上许多事实证明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变为国内战争的时候，也就是在基督诞生的第一千九百一十九个年头，居然还有人在维也纳鼓吹用“整顿”和“调节”的方式来剥夺资本家收入的“4/9”，能做出这种事的人不是精神病患者，就是伟大的德国古典诗篇中那位爱不释手地“一本又一本地”读书的……大家熟悉的主人公[89]。

这位非常可爱的好心人大概是一位德行十分高尚的家长，最诚实的公民，学术著作的最忠实的读者和作者，但他忘记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用这种“整顿”和“调节”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抽象地说，这种过渡无疑对“人民”是最有利的）的前提是，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绝对巩固，资本家的处境已绝对没有希望，资本家已绝对必须并且也绝对愿意老老实实地服从。

这样凑巧的事有可能吗？

从理论上来说，即在这件事上完全抽象地来说，这当然是可能的。例如，假定在九个国家里，包括所有强国在内，威尔逊、劳合－乔治、米勒兰之流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英雄们的处境已经与我国的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及其部长们的处境相同。假定在这以后，第十个小国的资本家向工人提议：好吧，让我们服从你们的决定，老老实实地帮助你们用“整顿”的方式和平地（毫无破坏！）“剥夺剥夺者”，这样一来，第一年我们可以拿原收入的5/9，第二年拿4/9。

在我上面所说的条件下，第十个国家的资本家会在一个最小的和“和平的”国家里提出这样的建议，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这个国家的工人如果能切实讨论这个建议（要讲讲价钱，因为商人是不可能不要高价的）并接受这个建议，也不会有丝毫坏处。

现在，经过这一番通俗的解释后，也许连学者奥托·鲍威尔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他当哲学家象当政治家一样走运）都会明白问题究竟在哪里了吧？

还没有？还不明白？

请你们想一想，最亲爱的奥托·鲍威尔，最亲爱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目前世界资本主义及其领袖的处境与俄国的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处境相同吗？

不，不相同。在俄国，资本家在拼命的反抗之后已被击溃。但是在全世界，资本家还掌握着政权。他们还是统治者。

假如你们，最亲爱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到现在还不明白问题在哪里，那我再给你们更通俗地说明一下吧。

请你们设想一下，当尤登尼奇兵临彼得格勒城下、高尔察克占领着乌拉尔、邓尼金控制着整个乌克兰的时候，当这三位英雄的口袋里揣着威尔逊、劳合－乔治和米勒兰之流打来的关于运送金钱大炮、派遣军官士兵来的一沓沓电报的时候，——请你们设想一下，在这样的时候，俄国工人的代表走到尤登尼奇、高尔察克或邓尼金面前，向他们说：我们工人是多数，我们把你们收入的5/9给你们，然后我们用“整顿”和和平的方式把其余部分拿走。一言为定，“毫无破坏”，你们干不干？

如果这位工人代表穿得很平常，并且接见他的只是邓尼金之类的俄国将军，那么将军大概会把这个工人送进疯人院，或者干脆把他赶走。

但如果工人代表是一位衣冠楚楚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位颇受尊敬的父亲的儿子（象善良而可爱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那样），并且接见他的不是邓尼金一个人，还有法国或英国的“顾问”在座，那么这位顾问无疑会对邓尼金说：


　　“喂，将军，这个工人代表倒很聪明，他正适合当我们的部长，就象英国的韩德逊，法国的阿尔伯·托马，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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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8卷


就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给俄共各级组织的信

（1920年2月17日和26日之间）

敬爱的同志们：

党代表大会定于3月27日召开。大会的议程已经公布[90]，大会的筹备工作，各级党组织无疑都已开始进行。党中央认为有责任对这项工作提出一些意见。

我们党进行了15年（1903—1917年）的顽强斗争，证明自己同俄国工人阶级保持着联系，有能力同工人阶级中的各种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并且有能力在最复杂和最困难的情况下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这样的党从十月革命时起自然应该把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也担当起来。因此，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不仅对整个工人运动，而且对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对领导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目前时局的特点是，苏维埃政权必须实行最困难的转变，即由全力执行军事任务转到执行和平经济建设任务，因此我们党代表，大会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

我们党员的数量大大增加了，这主要是由于在征收党员周[91]时有大批工农加入了党。征收党员周是在我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刻，即在尤登尼奇和邓尼金逼近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时候组织的。在这种严重关头入党的工人和农民，是革命无产阶级和不从事剥削的农民中最优秀和最可靠的领导骨干。我们的当前任务，就是要最迅速、最有效和最切实地帮助这些年轻的党员成长，把他们培养成建设共产主义的干部，使他们最有觉悟，能够胜任最重要的职务，并且同群众即同大多数工人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保持最密切的联系。

根据目前这个历史时刻的特点，这次党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尤其是关于总管理机构、中央管理机构以至一切苏维埃政权机关实行工人化的措施、方法、方式和效果的问题。

这个问题应当成为党代表大会上的主要问题，因为怎样由流血战线上的斗争转到不流血战线上的斗争，转到劳动战线上的斗争，转到战胜经济破坏，争取恢复、改善、改组和发展俄国整个国民经济的战线上的斗争，现在是俄国整个苏维埃建设的主要问题（由于俄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

收集和运送国家的大批粮食，恢复被破坏的运输，象作战时那样迅速、果断和纪律严明地实行这些措施；此外密切配合这些措施，实行苏维埃政权机关“工人化”，消除机关中的怠工行为和官僚主义，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大限度地发动国内的一切力量来恢复我国的经济，——这就是目前形势坚决要求我们实现的、需要千百万工农以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来完成的迫切任务。

党代表大会应当考虑到劳动军这个年轻的新型组织的经验，考虑到一切苏维埃政权机关两年多来的工作经验，并作出一系列决定，使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能够更坚定、更坚决、更果断、更切实地集中劳动群众的一切力量，来完满地完成迅速而彻底地战胜经济破坏这个迫切的任务。

我们请求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无论在各级苏维埃机关的实际工作中，或者在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中，都要集中全力来实现这项任务，因为这两方面的工作溶合成了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

纯粹从理论上探讨、争论一般问题并作出原则性决议，这样的时期幸而已经过去了。这是已经过去的阶段，这是昨天和前天已经完成的任务。应当前进了，应当懂得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实际任务，应当以全部力量，以真正的革命毅力，以我们的优秀同志、工农红军战士在战胜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时所发扬的那种奋不顾身的精神，来完成迅速战胜经济破坏这项切实的任务。

应当向前进，应当向前看，应当把经过深思熟虑的、经过全体党员的共同劳动和共同努力精心提炼过的进行经济建设的实际经验带到代表大会上来。

我们已经学会了一些东西，要前进，要战胜经济破坏，就不要事事从头做起，不要乱改一通，而要善于充分利用已经建立的东西。尽量少采取整个重建的做法，尽量多提供些切实可行的、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方法、方式和意见来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即更深入、更广泛、更迅速、更有效地使我们的机关“工人化”，吸收更多的工人和劳动农民来管理工业，管理整个国民经济。不仅要吸收受过充分工作锻炼的个别农民和工人参加，而且一定要更广泛地吸收工会参加，其次要吸收非党工农代表会议参加。要把资产阶级专家，即在资产阶级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掌握了资产阶级文化成果的专家全部吸收进来（因为我们这里资产阶级专家太少了），还要让我国的劳动群众按照我们党纲的要求切实地向这些专家学习，同时又让这些“资产阶级专家同觉悟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普通工人群众手携手地同志般地共同劳动”（象我们党纲上说的那样），这些就是我们的主要的实际任务。

同志们！我们过去所以能战胜历史摆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前进途中的空前未有的困难，是因为无产阶级正确地理解自己作为专政者，即作为全体劳动者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教育者所肩负的任务。我们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因为正确地规定了最迫切、最重要、最紧急的任务，并且真正集中了全体劳动者、全体人民的全部力量来完成这项任务。

军事胜利比经济胜利容易取得。战胜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比较容易，而要战胜在工人周围、工人身边和工人中间的千百万小业主所保持的和不断产生着的旧的小资产阶级习惯、关系、习气和经济条件就要困难得多。

要在这方面获得胜利，就需要更加沉着，更加耐心，更加坚定，更加顽强，更加有条不紊，需要有进行大规模组织和管理的更高超的艺术。而这正是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所最缺乏的。

全体党员都应该努力把经过检验、经过提炼、经过总结的实际经验带到代表大会上来。如果我们能尽一切努力，善于仔细地、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收集、检验和提炼实际经验，即我们每个人所做过的、所完成的和我们看到的我们周围的人所做过的、所完成的事情，如果能这样，而且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以及我们所有的苏维埃机关才能完成实际任务：最迅速最有把握地战胜经济破坏。

从讨论一般问题的代表大会和会议进到总结实际经验的代表大会和会议，这就是当前的口号。研究实际经验，以便剔除有害的东西，集中一切有价值的经验，精确地确定一些当前的实际措施，并且不惜任何牺牲而坚决予以实现，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当前的任务和党代表大会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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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公布于1920年2月11日《真理报》第30号。——[153]。



[91]征收党员周是根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举行的。在苏维埃共和国处于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极其困难的时刻，俄共（布）彼得格勒党组织于1919年8月10—17日、莫斯科省党组织于同年9月20—28日相继举行了征收党员周。俄共（布）中央全会总结初步经验后，9月26日决定在各城市、农村和军队中举行征收党员周。9月30日，中央在给各级党组织的关于征收党员周的通告信中指出，在各地党组织已经完成党员重新登记的情况下，着手吸收新的党员是适时的。通告信要求在征收党员周期间只吸收工人、红军战士、水兵和农民入党。通过举行征收党员周，仅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38个省就有20多万人入党，其中50％以上是工人，在作战部队中被接受入党的约7万人。——[153]。





《列宁全集》第38卷


答美国世界新闻社驻柏林记者卡尔·维干德问[92]


（1920年2月18日）

1．“我们是否准备进攻波兰和罗马尼亚？”

不。我们曾以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郑重地正式地申明我们的和平愿望。遗憾的是，法国资本家政府却唆使波兰（大概还有罗马尼亚）进攻我们。甚至从里昂发出的很多美国电讯都在这样说。

2．“我们对亚洲的计划是什么？”

和对欧洲的一样：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居，同正在觉醒起来要求过新生活，过没有剥削、没有地主、没有资本家、没有商人的生活的各国工人和农民和平共居。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这场因瓜分世界而引起的英法（和俄国）集团的资本家对德奥集团的资本家的战争，唤醒了亚洲，使亚洲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更强烈地渴望自由、渴望和平劳动、渴望制止战争再起。

3．“同美国保持和平的基础是什么？”

请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是不会触犯他们的。我们甚至准备用黄金向他们购买运输和生产用的机器、工具及其他东西。而且不仅用黄金买，还要用原料买。

4．“实现这种和平的障碍是什么？”

我们这方面没有任何障碍。美国的（还有其他各国的）资本家奉行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

5．“我们对于美国把俄国革命者驱逐出境的看法如何？”

我们接收了他们。我们国内是不怕革命者的。我们根本不怕任何人。如果美国还有那么几百个或几千个本国公民使它感到害怕，那我们准备就我们接收美国所害怕的一切公民（当然，刑事犯除外）问题举行谈判。

6．“俄德两国建立经济联盟的可能性如何？”

很遗憾，可能性不大。这是因为谢德曼之流是很坏的同盟者。我们主张一无例外地同所有的国家都建立联盟。

7．“我们对协约国要求交出战犯的看法如何？”

认真地说，各国的资本家都是战犯。把土地超过100公顷的地主和资本超过10万法郎的资本家全部交给我们吧。我们一定能教会他们从事有益的劳动，叫他们不敢再充当可耻的、卑鄙的、血腥的角色，即充当剥削者和为瓜分殖民地而发动战争的罪犯。这样，战争很快就会绝迹了。

8．“同我们保持和平对欧洲的经济有何影响？”

用机器换粮食、亚麻和其他原料，难道会对欧洲不利吗？显然不会是不利的。

9．“我们对苏维埃这一世界力量未来的发展的看法如何？”

未来是属于全世界的苏维埃制度的。这一点有事实为证，例如，计算一下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季度中增加了多少拥护苏维埃和同情苏维埃的小册子、书籍、传单和报纸就足以说明问题。情况只能是这样。既然城市工人、农村工人即雇农和日工以及不剥削雇佣工人的小农都懂得，也就是大多数劳动者都懂得，苏维埃会使他们掌握全部政权，使他们摆脱地主、资本家的压迫，那么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苏维埃制度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呢？至少我不知道这种办法。

10．“俄国是否还必须担心外来的反革命干涉？”

很遗憾，还必须担心，因为资本家是些愚蠢而贪婪的人。他们多次进行过这种愚蠢而贪婪的干涉活动。因此，在每个国家的工人和农民没有把本国的资本家改造好以前，还必须担心资本家故技重演。

11．“俄国是否愿意同美国有生意往来？”

当然愿意，正如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有生意往来一样。我们同爱沙尼亚缔结了和约，对爱沙尼亚作了巨大的让步，就证明我们愿意这样做，为此，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愿意实行租让。






	　　弗·乌里扬诺夫（尼·列宁）1920年2月18日

载于1920年2月21日《纽约晚报》第1267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145—147页

















[92]列宁的这篇答记者问用无线电报发往柏林，1920年2月21日由柏林转发到纽约，当天刊登于《纽约晚报》。德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报刊曾予转载。——[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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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英国《每日快报》记者问[93]


（1920年2月18日）

（1）“我们对解除封锁的态度如何？”

我们认为这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这使我们能够从协约国各国资本家政府强加于我们的战争转入和平建设。这一点对我们是最主要的。我们正集中全力恢复被战争（最初是资本家争夺达达尼尔和殖民地的战争，后来是协约国和俄国的资本家反对俄国工人的战争）破坏了的国家经济生活，同时，我们正在许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制定全俄电气化计划。这是一个为期多年的计划。电气化将使俄国发生根本变化。在苏维埃制度基础上实行电气化，会使共产主义的原则，没有剥削者、没有资本家、没有地主、没有商人的文明生活的原则在我国获得最终的胜利。

封锁的解除一定会促进电气化计划的实现。

（2）“协约国放弃进攻的决定是否会影响苏维埃政权的进攻行动？”

是协约国同它的同盟者和仆从高尔察克、邓尼金以及跟我们毗邻的各国的资本家进攻了我们。我们没有进攻过任何人。我们甚至不惜作物质上的牺牲，同爱沙尼亚缔结了和约。

我们迫切期待协约国用行动来证实自己的“决定”。遗憾的是，签订凡尔赛和约的过程和它的后果表明，协约国的言行大多是不一致的，它们的决定大多是一纸空文。

（3）“从苏维埃政治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认为现状是令人满意的？”

是的，因为政治上的任何一种现状都是由旧到新的转变。从很多方面说，现状是由战争向和平的转变。这种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因此，我们认为现状是令人满意的。

（4）“协约国停止军事行动以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目标是进行和平的经济建设。现在有一个由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委员会（确切些说，是几个委员会）正在按照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二月会议（1920年）的决议拟订以电气化为基础的详细的经济建设计划。





	载于1920年2月23日《每日快报》第619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148—149页

















[93]伦敦保守派报纸《每日快报》驻哥本哈根特派记者向列宁提出4个问题，请求答复。列宁的答复于2月22日寄到了哥本哈根，第二天全文发表于《每日快报》。——[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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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美国《世界报》记者林肯·埃尔的谈话[94]


（1920年2月20日以前）


协约国在“下棋”


　　关于协约国决定解除封锁的消息，列宁说：



　　很难相信这样一个含糊的建议的诚意，看来，这个建议是同通过波兰领土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准备相配合的。乍看起来，最高会议打算通过俄国的合作社来恢复贸易关系的计划很象是真的。但是，合作社已不再存在，已经同我们的苏维埃分配机关合并了。因此，协约国说他们想同合作社打交道，这会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是不清楚的。所以我说，经过较为仔细的研究以后，我们认为，巴黎这个决定只不过是协约国走的一步棋，其动机至今还不清楚。


　　列宁沉默了片刻，然后满面笑容地补充说：



　　比如说，这比福煦元帅访问华沙的意图还要不清楚。
　　我问，他是否认为波兰进攻的可能性很大？（应该提请注意的是，俄国流行的议论是说波兰人要进攻布尔什维克，而不是相反。）



　　列宁回答说，毫无疑义，克列孟梭和福煦是两位非常非常严肃的先生，而其中的一位制定了这个侵略计划，另一位则打算付诸实施。这当然是严重的威胁，但是，我们曾经对付过更加严重的威胁。然而，这在我们当中引起的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失望，因为协约国仍然想得到他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要知道波兰的进攻如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当时的进攻一样，也是不能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解决俄国问题的。别忘了，波兰自己还有许多麻烦事呢！其实，波兰显然不可能从它的任何邻国，其中包括从罗马尼亚得到援助。
　　不过，我觉得现在比过去更接近媾和，——我说了自己的看法。



　　是的，是这样的。既然媾和是同我们进行贸易的自然结果，那么协约国就不能再长久地回避媾和。我听说，克列孟梭的继任人米勒兰表示愿意考虑同俄国人民建立贸易关系的问题。这可能说明法国资本家的情绪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但是，在英国，邱吉尔的地位仍然是强有力的，而劳合－乔治大概想同我们建立生意往来，却又不敢公开断绝同支持邱吉尔政策的政界和财界的关系。
合众国迫害社会党人


　　美国怎么样？



　　很难弄清那里发生的事。你们的银行老板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害怕我们。不管怎么说，你们的政府不仅对社会党人，而且对整个工人阶级都采取非常残酷的镇压手段，这比任何其他政府，甚至比反动的法国政府还要厉害。美国政府明目张胆地迫害外国人。其实，美国如果没有外侨工人又怎么办呢？外侨工人对你们的经济发展是绝对必需的。不过，美国某些企业家仿佛开始明白，在俄国做些有利可图的生意比同俄国打仗更明智。这是一个好的征兆。美国的工业产品——机车、汽车等等——对我们来说，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商品都更需要。


　　你们的媾和条件是什么？



　　用不着花时间谈论这个问题。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准备签订的和约的条件是公正的，这一点连最富有帝国主义性的资本家也提不出异议。我们不止一次地公开申明我们的和平愿望，申明我们需要和平，以及我们愿意向外国资本提供最慷慨的租让和保障。但是我们无意让人假借和平来扼杀我们。为什么象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同资本主义国家有无限制的生意往来，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能这样做。我们并不反对使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机车和农业机器，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反对利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小麦、亚麻和白金呢？要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粮食的味道同任何其他国家粮食的味道是一样的，不是吗？当然，他们不得不同可怕的布尔什维克，即同苏维埃政府有生意往来。但是，同苏维埃有生意往来，对美国企业家，比如对生产钢的企业家来说，并不比他们在战时同协约国各国政府在军事装备问题上打交道更困难。


欧洲依赖俄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关于通过合作社同俄国恢复贸易这种说法是缺乏诚意的，或者至少是含糊不清的，与其说这是一个开诚布公的、直截了当的、会立即得到响应和实现的建议，不如说是走的一步棋。还有，最高会议如果真的打算解除封锁，那为什么它不把自己的打算通知我们呢？我们没有得到巴黎任何正式通知。我们所知道的那一点情况，是根据我们截听到的电讯得来的。

欧洲和合众国的国务活动家们大概不懂得，俄国目前的经济破坏只是世界经济破坏的一部分。经济问题，如果不是从国际的角度，而是从个别国家或一些国家的角度来考察，那是不可能解决的。欧洲没有俄国，便不能恢复元气。而欧洲衰弱了，美国的情况就会危急起来。如果美国不能用它的财富换取它所需要的东西，那它的这些财富对它又有什么用处呢？美国积累的黄金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不是吗？只要欧洲拿不出美国想用它必须销售的东西换取的商品，美国就不能同欧洲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也就是说，不能在对美国有实际好处的基础上进行贸易。只要欧洲在经济方面还未恢复元气，它就拿不出这些商品给美国。


世界需要俄国商品

我们俄国有小麦、亚麻、白金、钾碱和很多矿产，这些都是全世界迫切需要的。世界终究会到我们这里来要这些东西，不管我们这里实行的是布尔什维主义或者不是布尔什维主义。有迹象表明，人们在逐渐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不仅俄国，而且整个欧洲都快要崩溃了，而最高会议竟仍然在执行支吾搪塞的政策。俄国同欧洲一样，是可以避免彻底崩溃的，但为此必须立即迅速地采取行动。而最高会议行动太慢，慢得吓人。实际上，最高会议好象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就解散了，并把自己的职能交给了大使会议，而代替它的只是一个有名无实、毫无用处的国际联盟[95]。国际联盟如果没有合众国作主要支柱，难道它能起什么作用吗？


　　我问，苏维埃政府对军事形势满意到什么程度。



　　非常满意。今后对我们发动军事侵略的唯一迹象是在波兰方面，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了。如果波兰采取这种冒险行动，那么这就会使双方都遭受新的苦难，并造成新的不必要的人员死亡。何况就连福煦也不能担保波兰人能打赢。即使邱吉尔本人和他们一起打仗，他们也打不赢我们的红军。
　　这时，列宁把头朝后一仰，苦笑了一下。然后他用更加严肃的声调继续说：



　　如果协约国各国能够派他们本国的军队来打我们，我们当然可能被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大国击败。但他们不敢这样做。一个十分反常的现象是：俄国同拥有无限实力的协约国各国相比，尽管非常弱，却不仅击溃了协约国派来进攻它的任何武装力量，包括英国、美国和法国军队在内，而且对充当防疫线的各国[96]也取得了外交上和道义上的胜利。芬兰拒绝同我们打仗。我们同爱沙尼亚缔结了和约，很快就要同塞尔维亚 
［注：报纸有误。塞尔维亚与苏维埃俄国未曾交战。此处看来是指拉脱维亚。——俄文版编者注］

 和立陶宛缔结和约。[97]尽管这些小国受到协约国的重金利诱和凶恶威胁，它们还是宁愿同我们建立和平关系。
国内形势前景很好

无疑，这说明我们拥有巨大的道义上的力量。我们的近邻，波罗的海沿岸各国都知道，只有我们才从来不打算威胁他们的独立和安宁。


　　而俄国的国内形势呢？



　　形势是危急的，但前景是很好的。开春之前，粮荒将被克服，至少不会让城市居民挨饿。那时燃料也会够用。由于红军的惊人功绩，国民经济已经开始恢复。目前一部分红军已经变成劳动军；这个不平常的现象只有在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国家里才有可能产生。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过去为了战胜我们的武装敌人，我们牺牲了一切，而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全部力量用于恢复经济。这需要好几年工夫，但最终我们一定会胜利。
　　您认为俄国什么时候能完成共产主义建设？我觉得这是一个难题，但列宁立刻答道：



　　我们打算在乌拉尔及其他地方建设发电站，使我们的整个工业体系实现电气化。我们的工程师告诉我们，这需要十年时间。实现电气化将是走向按共产主义方式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第一个重要阶段。我们的整个工业将从一个可以保证同样供应所有工业部门的总能源得到动力。这将消除在寻求燃料方面的无益竞争，并将给加工工业企业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否则，我们便不能指望在生活必需品的交换方面达到符合共产主义原则的水平。同时，我们预计三年之后，俄国将使用5000万只白炽灯。我估计合众国现在有7000万只这样的电灯。但是对电气化还处于襁褓时期的国家来说，能有这个数量的2/3以上，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成绩。依我看，电气化是我们面临的所有伟大任务中最重要的任务。


严厉批评社会党领袖


　　我们谈话结束时，列宁对欧美的一些社会党领袖提出了许多严厉的批评，当然是不供发表的。从中可以看出，他不相信这班先生有把世界革命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的能力，或者说哪怕是这样做的愿望。看来，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将撇开这些“正式的”社会主义的领袖，而不是依靠他们的帮助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载于1920年2月21日《世界报》第2136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150—156页

















[94]1920年2月中旬，列宁接见了美国资产阶级报纸《世界报》的记者林肯·埃尔。同时被接见的有电影摄影师维克多·丘布斯。谈话用英语进行，前后一小时。列宁的谈话刊登于1920年2月21日《世界报》，并且在西欧和美国的许多报纸上刊载过。——[163]。



[95]国际联盟（国际联合会）是根据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际联盟章程》于1920年1月成立的，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参加的国家有60多个。美国本是国际联盟的倡议者之一，但因没有批准国际联盟章程，所以不是会员国。国际联盟自成立起就为英、法帝国主义所操纵。它表面上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联盟无形瓦解，1946年4月正式宣告解散。——[167]。



[96]所谓充当防疫线的各国，是指苏维埃俄国的一些邻国。帝国主义把布尔什维主义看作是传染病，声言要在苏维埃俄国周围设置“防疫线”，以防止其蔓延。——[167]。



[97]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同立陶宛的和约于1920年7月12日在莫斯科签订；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同拉脱维亚的和约于1920年8月11日在里加签订。——[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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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女工

（1920年2月21日）

同志们！莫斯科苏维埃的选举表明，共产党是受到工人阶级热烈拥护的。

应当使女工们更多参加选举。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完全废除了一切使妇女处于与男子不平等的地位、使男子享有特权（例如在婚姻法方面和对子女的关系方面）的卑鄙的资产阶级旧法律的政权。苏维埃政权这个劳动者的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取消了一切因私有制而造成的特权的政权，而在所有的、甚至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家庭法中，男子还保留着这些特权。

哪里有地主、资本家和商人，哪里甚至在法律上也不可能有男女的平等。

哪里没有地主、资本家和商人，哪里是由没有这些剥削者参加的劳动者的政权在建设新生活，哪里在法律上就有男女的平等。

但这还不够。

法律上的平等还不是实际生活中的平等。

我们要使女工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实际生活中都能同男工平等。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女工愈来愈多地参加公有企业的管理和国家的管理。

妇女通过管理很快就会掌握业务，赶上男子。

把更多的女工选进苏维埃去，不管她们是不是共产党员。只要是正直的女工，能有条有理地勤勤恳恳地工作，即使不是党员，也可以把她选进莫斯科苏维埃去！

莫斯科苏维埃应当有更多的女工！让莫斯科的无产阶级证明：它准备尽力而且正在尽力反对过去的不平等制度，反对过去资产阶级对妇女的蔑视，夺取斗争的胜利！

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






	　　尼·列宁
　1920年2月21日

载于1920年2月22日《真理报》第4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157—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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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斗争派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1920年2月22日）

1．我坚决主张，应该谴责斗争派的反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而不是它的民族主义。

2．还必须加以谴责的是，他们对他们的乌克兰教师联合会成员并不鄙视（不同这些人进行无情的斗争），不象我们对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的“全俄教师联合会”那样。[98]






	　　列宁
2月22日

载于1933年基辅出版的尼·尼·波波夫《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概要》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159页

















[98]乌克兰教师联合会是佩特留拉分子领导的。



全俄教师联会会于1905年4月成立，领导层是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拥护者。1909年该会曾解散，1917年二月革命后恢复。十月革命时期，该会领导机构采取反苏维埃立场，参加了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这一反革命组织，并企图组织教师罢工。共产党人和同情苏维埃政权的教师纷纷脱离该会，另组国际主义者教师联合会。1918年12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解散了全俄教师联合会。——[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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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1920年2月25日）

请允许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向你们的会议表示祝贺，并趁这个机会谈几点意见。

提到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我可以谈谈今天收到的英国发来的电讯，它最能说明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电讯说，昨天，24日，协约国最高会议作出结论：如果俄国的邻国征询关于对俄政策的意见，最高会议将表示，它不会劝它们打仗，从而损害它们的利益，更不会劝它们去进攻俄国；但是，如果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侵犯这些国家的合法边界，那协约国最高会议就将给它们以支持。接着协约国的先生们表示希望由华盛顿劳工委员会派一个使团来俄国。会议的组织者社会主义叛徒们已就若干社会改革问题同阿尔伯·托马谈妥，想把这些人（他们代表着国际联盟的一部分）派到俄国来，考察一下俄国情况符合“文明”国家的一般要求的程度。

关于协约国昨天所作决定的这条消息清楚地说明，这些先生已经晕头转向，而我们却可以从中得到很大好处。他们花了几亿的钱来支持战争（就英国来说），结果却声明不能再支持战争了。他们那股进攻的狂热劲已经消失了，虽然还在往波兰继续输送军用品，继续输送武器。我们得到确切的情报，说波兰正在重新部署军队，准备进攻，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协约国的声明。尽管来自协约国的外部威胁现在已消失十分之九，但是一定的威胁无论如何还是存在的；对邓尼金的战事结束之后，我们还必须保持作战准备，不能作完全复员的打算。

总之，国际资本主义进犯俄国的危险十分之九已经消失；他们遭到了极大的失败，以致多次提出了派使团来俄国的建议。如果这个使团将包括在战时访问过俄国的阿尔伯·托马之流的先生们，那么这除了使他们丢丑和使我们得到一个进行鼓动的良好机会外，是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的。我们会热烈欢迎他们，叫他们不得不尽快从俄国滚出去，使他们除对别国工人进行鼓动外将一无所获。他们想来吓唬一下，可是我们一说我们准备欢迎贵宾，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打算收拾起来。这说明他们张皇失措到了何等地步。我们现在同爱沙尼亚缔结了和约，有了一扇通向欧洲的窗户，能从那里取得主要产品。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确有很大的好转，对苏维埃共和国来说，来自外部的危险已消除了十分之九。

来自外部的危险消除愈多，我们就愈能从事和平建设工作，所以对于你们的工作，对于你们社会教育工作者，我们是寄予希望的。要把学校教育办得比较象样，就要从物质上作一系列改善：兴建校舍，物色师资，以及对组织工作和选拔教员的工作进行内部改革等等。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作长期准备。而在社会教育方面，你们不太受这种长期准备的牵扯。居民对于在学校教育系统之外受教育的要求，以及对这方面的工作人员的需要，都在急剧地增长。我们相信，依靠大家的帮助和共同的努力，一定会作出比现在更大的成绩。

最后，我要谈谈社会教育是同宣传鼓动工作相联系的这一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教育工作的根本缺点之一是同组织劳动这个基本任务脱节，因为资本家需要驯化和调教的是一些俯首帖耳、训练有素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组织国民劳动的实际任务同教学工作没有联系。教学工作死气沉沉，不切实际，形式主义，深受神父的毒害，无论在什么地方，即使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也必然会把一切有生气的、健康的东西扼杀掉。要直接地、生气勃勃地进行工作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国家政权机关，没有物质和财政上的帮助，就不可能把教育工作开展起来。既然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为我们整个苏维埃生活从备战和军事抵抗的轨道向和平建设的轨道转变作准备，你们社会教育工作者就应当而且必须在自己的宣传活动中考虑到这种转变，使宣传的任务和计划同这种转变适应起来。

为了说明我对教育、教学、培养和训练的任务及其性质如何适应苏维埃共和国业已改变的任务的看法，我要提一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电气化的决议。这个决议恐怕大家都已知道了。最近报上发表了一个消息，说在两个月内（正式发表的消息说成两周，那是不对的），将拟订出为期2—3年（最低纲领）和为期10年（最高纲领）的国家电气化计划。我们全部宣传工作和纯粹党的宣传工作的性质，学校教学和教育工作的性质，以及社会教育的性质都应当改变，这并不是说要改变教学原则和教学方针，而是要使教学工作的性质适应向和平建设的转变，这种和平建设要实现国家的工业改造和经济改造的远大计划，因为总的经济困难和总的任务就是恢复我国的经济力量，使得无产阶级革命在小农经济存在的同时，建立起新的经济生活基础。到现在为止，农民还只能把粮食贷给工人国家，因为用花花绿绿的票子，用货币去换粮食是不能使农民满意的。农民对票子不满意，要求有正当的权利，要求用工业品交换他们提供的粮食，但是，不恢复经济，我们又拿不出工业品。恢复经济，这是基本任务，不过我们不能在旧的经济技术基础上进行恢复。这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是荒唐的；必须找到新的基础。这种新的基础就是电气化计划。

我们要向农民这些最不开展的群众指出，要使整个苏维埃建设获得成功，就必须使文化和技术教育进一步上升到更高的阶段。总之，必须恢复经济。最无知的农民都懂得，经济被战争破坏了，不恢复经济，他就不能战胜贫困，就不能用粮食换到必需的工业品。全部宣传工作、教育工作和社会教育工作正是应当同农民的这种最直接、最迫切的需要结合起来，衔接起来，这样就不致脱离最迫切的日常生活需要，而会根据这种需要的发展和农民对这种需要的认识，着重指出唯一的出路是恢复工业。但是，恢复工业不可能在旧基础上实现，因为工业必须在现代技术基础上恢复。这就是说，要使工业电气化，要提高文化。为了建设电站，需要将近10年的工作，而且这是一项要求有更高的文化和觉悟的工作。

我们将要实行远大的工作计划，应当使这个计划在广大农民群众心目中同明确具体的目标联系起来。这决不是几个月就能办到的。实现最低纲领至少也要3年。但是，可以有根据地说，花上10年工夫，我们就能使整个俄国布满电站，使电力工业能够满足现代技术的要求和结束旧式的农民耕作。要做到这一步就需要有更高的文化和教育。

你们不会不看到，目前迫切的实际任务是恢复运输和运送粮食，在目前的生产率状况下，不可能执行远大的任务，所以你们应当在宣传和教育方面注意到根据文化技术的需要进行全盘改造的任务，并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要赶快抛弃已经过时的旧的宣传方法，抛弃过去那种只是对农民泛泛地谈阶级斗争的宣传方法，而有人就是根据这种方法杜撰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等等的谬论[99]。这种无用的宣传方法倒是很象孩童时期的幼稚病，我们要赶快根治这种毛病。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在教育工作中，我们要改变作风，要比较冷静比较切实地处理问题，这才同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的作风相称，而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两年来已经学会了一些东西，他们向农民宣传实际的、切实的和明确的改造整个工业的计划，并说明农民和工人凭现有的教育程度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是不能消除肮脏、贫困、斑疹伤寒和各种疾病的。这个显然同提高文化教育相关的实际任务，应当成为一个中心，围绕着它来开展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和活动，来开展我们的教学工作和训练工作。这样，上述各项工作才会紧紧地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才会把文化和知识的普遍提高同迫切的经济需要联系在一起，结果，我们就能使工人群众对教育的需要增长百倍。我们绝对相信，既然我们在两年当中完成了最困难的军事任务，我们就一定能在5—10年的时间内完成更困难的任务即文化教育任务。

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期望。（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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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列宁指的是无产阶级文化派亚·亚·波格丹诺夫等人鼓吹的理论。波格丹诺夫早在1909年就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思想，声言要由无产阶级制造出“自己的”、与过去的文化相对立的文化。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先后在他们办的卡普里学校和博洛尼亚学校灌输这种思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波格丹诺夫及其同伙挑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作为自己的活动场所。这个协会是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的独立的工人业余文艺活动组织。波格丹诺夫等掌握了它的领导权，继续坚持其“独立性”，从而把它置于同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相对立的地位。波格丹诺夫及其同伙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积极宣传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们否认以往的文化遗产的意义，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文化。波格丹诺夫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鼓吹马赫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等著作中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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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哥萨克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00]


（1920年3月1日）

同志们！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向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很遗憾，我未能在代表大会开幕那一天出席你们的会议，未能听到加里宁同志的报告。但从他告诉我的内容来看，我认为，有关苏维埃建设当前迫切任务的许多问题，特别是有关哥萨克的许多问题，在他的讲话中都已经作了说明。因此，请允许我在我的报告中，着重谈谈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以及在这种国际形势下全体劳动群众包括哥萨克人在内所面临的任务。

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有利，象现在这样捷报频传。如果仔细想想在经受空前困难和无数牺牲的两年内形成目前国际形势的条件，想想出现这种形势的原因，那么，每一个有判断力的人都会看到已经开始的整个世界革命的基本力量、基本动力以及基本的力量对比。

两年多以前，还在俄国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谈到这个世界革命，说它正日益逼近，这在当时是一种预见，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预言，大多数不住在大城市、没有受过党的教育的劳动群众，对这些关于国际革命日益逼近的言论，或者表示怀疑，或者漠不关心，总之是不够理解的。再说，期望广大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分散在辽阔土地上的从事耕作的农民群众事先就能形成一个稍微正确的概念，知道为什么国际革命日益逼近，知道这是真正国际性的革命，——这在当时也是不可能的和违反常情的。我们在空前艰苦的两年中所经历的一切，边远地区的劳动群众正在经历的一切，是值得深思的，而不能只是说一声，过去日子不好过，现在已经比较好过，就算了事。不，应当仔细想想，为什么事情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我们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哪些政党的观点符合这两年来我们本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让我们看到的事实。这就是我首先要谈的问题。

从国际形势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特别清楚，因为从大的范围来观察问题，即不是从一党一国的角度看问题，而是从所有国家的总和这样大的范围看问题，那么，细枝末节就会变得无关紧要，而决定世界历史的基本动力就会突出出来。

在我们刚进行十月革命，推翻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发出结束战争的呼吁，并向我们的敌人发出这种呼吁的时候，这以后，在我们遭到德帝国主义者压迫的时候，再往后，1918年10—11月间，当德国被击溃，英、法、美和协约国其他国家成为整个世界的统治者的时候，我们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这样说：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已毫无希望，现在难道还不清楚吗？许多人还补充说：岂止毫无希望，布尔什维克还是一些骗子，他们答应实现和平，结果呢，在德国被击败，在摆脱德国的压迫之后，他们却成了整个协约国的敌人，即成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英、法、美、日的敌人；继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又在国内战争中遭到了破坏、削弱和折磨的俄国，现在要经受一场反对世界最先进国家的斗争。这些话是很容易叫人相信的，因此，由于不信任而产生的漠不关心和常常是极端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情绪传播得愈来愈广，是不足为奇的事。这是不足为奇的。值得奇怪的倒是，我们在反对世界上一切最富有的强国所竭力支持的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斗争中竟取得了胜利，虽然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军事力量可以和这些强国相匹敌，就连大致与它们势均力敌的力量也没有。这是每一个人，甚至瞎眼的人都看见的事实，有些怎么也不愿意正视现实、比瞎子还瞎的人，毕竟也看到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奇迹呢？我想特别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非常清楚地揭示了整个国际革命的基本动力。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能对它作出回答，因为这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我们在事后可以说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我们团结一致，能够做到团结一致，是因为我们能够从敌人阵营中争取同盟者。而我们的极其强大的敌人之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在他们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团结一致，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团结一致，对他们说来，每跟我们进行一个月的斗争，都意味着他们阵营内部发生一次瓦解。

我来谈一个证明上述论点的事实。

你们知道，英、法、美战胜德国以后，世界上就再没有他们的对手了。他们掠夺了德国的殖民地，地球上已没有一块土地，没有一个国家，不在协约国军事力量的统治之下。看来，当他们同苏维埃俄国为敌的时候，他们清楚地懂得布尔什维主义是抱着实行国际革命的目的的。我们也从不隐讳我们的革命只是一个开端，只有当我们在全世界点燃同样的革命火焰的时候，这个革命才会到达胜利的终点。我们也十分清楚地懂得，资本家是苏维埃政权的疯狂敌人。应当指出，他们在欧战结束时拥有上百万的陆军和强大的海军，我们是拿不出象样的海军和稍微强大的陆军来跟他们抗衡的。为了用武力摧毁我们，协约国只要从这百万军队中抽出几十万士兵，象过去打德国一样地打我们就行了。那些从理论上推断这个问题的人，特别是那些进行过这场战争，根据亲身的体验和观察知道这一点的人，对此是丝毫也不怀疑的。

所以英国和法国就试图用武力来占领俄国。它们同日本签订了条约。差不多没有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日本派出了10万士兵从远东来扼杀苏维埃共和国；英国当时派兵在摩尔曼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还在高加索采取行动；法国则派自己的陆海军在南方登陆。这就是我们经受的那场斗争的第一个历史阶段。

协约国当时拥有上百万的军队，而且它们的士兵当然不是当时在俄国拼凑起来的既无组织者又无武器的白卫军队所能比拟的。协约国把这些士兵派来打我们。但结果却证实了布尔什维克的预言。布尔什维克曾经说，现在的事情不仅关系到俄国革命，而且关系到国际革命，我们有同盟者，即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这些预言在我们向各国建议媾和[101]的时候还没有直接成为事实。我们的呼吁当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响应。但是1918年1月德国的罢工[102]向我们表明，在德国，支持我们的，不仅有早在专制君主制时期就敢于在讲台上把德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称作强盗的李卜克内西，而且还有相当大的工人力量。这次罢工是以工人流血和遭到镇压结束的。而在协约国各国，资产阶级自然是欺骗工人的；资产阶级对于我们的呼吁不是造谣诽谤，就是根本不予公布，因此，我们1917年11月对各国人民的呼吁没有获得直接效果。那些认为单靠一纸呼吁就会引起革命的人当时自然要大失所望了。但我们不是光指望呼吁，我们指望的是影响更加深远的动力。我们那时候说，不同国家的革命将走不同的道路，而且问题当然不是仅仅在于推翻一个拉斯普廷的傀儡或者一个狂暴的地主，而在于同更发达、更文明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于是，当英法军队分别在北方和南方登陆的时候，决定性的考验和最后的关头就来到了。这就会弄清楚一个问题：到底谁正确？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前者说，必须指靠工人才能在这场斗争中取胜；后者说，想在一个国家完成革命是疯狂和冒险的举动，因为其他国家会把这个革命镇压下去。这些话你们不仅从各党派的人那里听到过，也从所有刚刚开始议论政治的人那里听到过。好了，决定性的考验到来了。我们在很长时期内不知道结果将会如何。我们在很长时期内对这个结果不能作出估计。但是现在，在事情已经过去以后，我们知道了这个结果。尽管在所有的资产阶级报纸上都充斥着疯狂攻击布尔什维克的谰言，但现在就连英国的报纸也开始登出英国士兵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寄去的信，说英国士兵在俄国土地上看到了英文小报，报纸说明他们如何受了欺骗，被调来同那些建立了自己国家的工农作战。这些士兵写道，他们不同意打仗。至于法国，我们知道那里发生了水兵起义，由于这次起义，现在还有几十、几百甚或几千个法国人在服苦役。这些水兵说，他们决不去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法国军队和英国军队现时都不来进攻我们，为什么英国士兵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撤退，英国政府不敢把他们派到我们国土上来。

我们的一位政论家拉狄克同志写道，俄国是这样一块土地，无论哪个外国士兵一踏上这块土地就会不能作战。这句话似乎口气太大，似乎是空口说白话。但结果确实是这样。实现了苏维埃革命的土地对一切国家都是非常危险的。原来，正确的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在沙皇政府时代就造成了工人的团结，而工人又成立了许多小组，对一切信任他们的人，不论是法国工人或者英国士兵，都用他们本国的语言去进行鼓动。诚然，我们只有极少数的小报，而英国和法国有千百种报纸在进行鼓动，每一句话都要重复无数次。我们一个月总共才出版两三期四开的小报，1万个法国士兵最多只能摊到一张小报[103]。到手的有没有这么多，我都没有把握。为什么法国士兵和英国士兵仍然相信这些小报呢？因为我们说的是真话，因为他们一到俄国，就看到自己受骗了。他们本来听到的是要他们保卫自己的祖国，可是到了俄国，却发现是要他们保卫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要他们扼杀革命。我们之所以能在两年时间内就把这些人争取过来，这是因为，尽管他们已经忘记他们曾经处死过本国的国王，但从他们踏上俄国土地的时候起，俄国革命和俄国工农的胜利就使他们记起了本国的革命，使他们从俄国的事件回想起他们本国也曾发生过的事情。

这就证实了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证实了我们的希望比资本家的希望更踏实可靠，尽管我们既没有钱，又没有武器，而协约国既有武器，又有无敌的军队。可是这些无敌的军队终于被我们争取过来了。我们已经使得资本家既不敢把英国士兵，也不敢把法国士兵派到我们这里来，因为他们根据经验知道，这样对他们自己不利。这就是苏维埃俄国所创造的奇迹之一。

经过了四年的战争，1000万人丧了命，2000万人残废了，现在帝国主义者在反躬自问：这场战争究竟为了什么？——类似这样的问题会导致揭发出很有趣的材料。不久以前，法国公布了1916年进行的谈判内容。早在1916年，奥地利皇帝就同法国开始了媾和谈判，但法国对这一点秘而不宣。当时自称社会党人并担任部长职务的阿尔伯·托马来到俄国，答应把君士坦丁堡、达达尼尔和加里西亚让给尼古拉二世。现在这一切材料都公之于世了。这些材料在一家法国报纸上登了出来。现在法国工人质问阿尔伯·托马：“你说过你参加内阁是为了保卫法兰西祖国和法国工人的利益，可是1916年奥地利皇帝建议媾和的时候，你阿尔伯·托马却加以隐瞒，使得几百万人为法国资本家发财致富牺牲了生命。”这些揭露还没有完。我们揭露材料时，首先是公布秘密条约，使全世界看到，让几百万人牺牲生命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尼古拉二世能得到达达尼尔和加里西亚。这一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知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知道，要是说他们不知道，要是说他们那时没有好好研究过政治和外交，以致不知道法国报纸上现在登载的那些材料，那除非他们是十足的白痴。现在，这种揭露正逐步深入，而且会一直继续下去。由于这个缘故，各国的工人和农民愈来愈觉察出事情的真相，并开始弄清楚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起因。因此，他们愈来愈相信我们过去说的是真话，而叫他们去保卫祖国的帝国主义者对他们说的却是假话。

正因为这样，我们创造了奇迹：军事力量弱小的我们把英国和法国的士兵争取过来了。现在，这已不是预见，而是事实。诚然，这个胜利是我们历尽艰辛才得来的，我们遭到了难以置信的牺牲。两年来我们经受了空前的饥饿的折磨，特别是我们同东部和南部产粮区的联系被切断后，更是备受饥饿的折磨。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获得了胜利，这个胜利不只是我们国家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全人类的胜利。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竟对付不了军事力量弱小的苏维埃共和国，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迹呢？因为我们布尔什维克领导俄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时候很清楚，这个革命将是艰苦的，将会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但是我们也知道，世界各国的劳动群众将会拥护我们，我们坚持的真理将揭穿一切谎言，获得愈来愈多的胜利。

列强进攻俄国失败以后，他们又试用了另一种武器。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有着几百年的经验，是可以更换自己的不可靠的武器的。以前他们派自己的军队镇压和扼杀俄国。现在他们试图依靠我们边境上的国家来扼杀俄国。

沙皇政府和地主、资本家过去摧残拉脱维亚、芬兰等边境上的许多民族。他们对这些地方的世世代代的压迫激起了仇恨。“大俄罗斯人”这个字眼成了所有这些浸在血泊中的民族最憎恨的字眼。因此，协约国派自己的军队进攻布尔什维克失败以后，就把赌注押在这些小国的身上：让我们试试靠他们来扼杀苏维埃俄国吧！

邱吉尔同尼古拉·罗曼诺夫实行一样的政策，他光想打仗并且正在打仗，对议会根本不予理睬。他曾经吹牛，说要率领14个国家进攻俄国（这是1919年的事了），9月拿下彼得格勒，12月占领莫斯科。牛皮吹得有点太过火了。他只想到在这些小国里人们普遍痛恨俄国，却忘了这些小国里的人们也很清楚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都是何许人物。有一个时候，眼看这些人几星期内就会取得完全的胜利。在尤登尼奇发动攻势、逼近彼得格勒的时候，英国一家最有钱的报纸《泰晤士报》[104]发表了一篇社论（我读过这篇社论），对芬兰又是央告又是命令地提出要求说，去帮尤登尼奇的忙吧，全世界都望着你们，你们要拯救全世界的自由、文明和文化，你们去反对布尔什维克吧。这是英国对芬兰说的话。要知道，整个芬兰都是英国的囊中物，它负债累累，不敢说个不字，因为没有英国，不出一星期它就会断粮。

请看，协约国就是这样要求所有这些小国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但它们两次都失败了。其所以失败，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和平政策是郑重的，连敌人也认为它比其他一切国家的更为真诚；是因为许多国家都心里明白，不管它们怎样仇恨压迫过它们的大俄罗斯，但它们知道，压迫它们的是尤登尼奇、高尔察克、邓尼金，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前芬兰白卫政府首脑并没有忘记，1917年11月他亲自从我手中拿到一个文件，我们毫不迟疑地在文件上写了：我们无条件承认芬兰的独立。[105]

当时这好象只是一种姿态。有人认为芬兰工人一旦起义，人们就会忘记这件事。不会的，凡是一个政党的整个政策认定了的事，是不会被忘记的。连芬兰的资产阶级政府也说：“让我们来推断一下，因为我们在遭受俄国沙皇压迫的150年中毕竟学会了一些东西。如果我们出来反对布尔什维克，那就是说，我们要帮助扶植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而他们是些什么人呢？难道我们不知道吗？难道他们不就是曾经压迫芬兰、拉脱维亚、波兰和其他许多民族的沙皇将军吗？我们要帮助我们的这些敌人去反对布尔什维克吗？不，我们等一等再说。”

他们不敢公开拒绝，因为他们是依赖协约国的。他们并没有直接帮助我们，他们等待，拖延，写照会，派代表团，成立委员会，坐下来开会，一直开到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被击溃，于是协约国在第二局中也输掉了。我们成了胜利者。

这些小国已经得到了几亿美元，得到了精良的大炮、武器，还有富有作战经验的英国教官。假若它们都来反对我们，毫无疑问，我们是会遭到失败的。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很清楚。但是它们没有这样做，因为它们承认布尔什维克是更为真诚的。布尔什维克说他们承认任何民族的独立，说沙皇俄国建筑在对其他民族的压迫上，说布尔什维克过去一向不赞成，现在和将来也不会赞成这种政策，说布尔什维克永远不会为了压迫别人而进行战争。当布尔什维克这样说的时候，人们是相信他们的。这一点我们不是从拉脱维亚或波兰的布尔什维克那里知道的，而是从波兰、拉脱维亚、乌克兰等国的资产阶级那里知道的。

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的国际影响就表现在这里。这不是在俄国土地上而是在国际范围内考验出来的。这不是被言论而是被火与剑考验出来的。这是在最后的斗争中考验出来的。帝国主义者懂得，他们没有自己的士兵，只有纠集国际力量才能够扼杀布尔什维主义，可是所有这些国际力量都被击败了。

什么是帝国主义呢？这就是，极少数最富有的强国压迫全世界，它们知道，它们控制着全世界的15亿人，并压迫着他们，这15亿人则体会到了什么是英国文化、法国文化和美国文明。这就是说，它们各显神通进行掠夺。现在四分之三的芬兰已为美国的亿万富翁买了下来。英、法两国的军官来到我们边境上的各国，给它们训练军队，象俄国的贵族无赖在战败国里那样胡作非为。他们大肆进行投机倒把活动。芬兰、波兰和拉脱维亚的工人愈是挨饿，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一小撮亿万富翁及其爪牙对这些工人的压榨就愈厉害。全世界的情况都是如此。

只有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才高举着争取真正的解放的战斗旗帜，逐渐赢得全世界的同情。我们通过小国赢得了世界各国几亿几亿人民的同情。他们现在受着压迫和蹂躏，是居民中最不开展的部分，但是战争教育了他们。广大人民群众卷入了帝国主义战争。英国把印度军队调来同德国人作战。法国召募了几百万黑人来打德国人。黑人被编成突击队，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任凭他们一批批倒毙在机枪扫射之下。但他们终于学会了一些东西。沙皇时代的俄国士兵说，既然是死，那就去跟地主拼死。同样，这些黑人也说，既然是死，就不能帮助法国强盗去抢德国资本家强盗，而要从德国和法国资本家的压迫下求得解放。世界各国，连有3亿雇农受英国人压榨的印度在内，都在觉醒，革命运动都在日益发展。他们大家仰望着一颗明星，仰望着苏维埃共和国这颗明星，因为他们知道，苏维埃共和国为反对帝国主义者承担了最大的牺牲，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

这就是协约国输掉的第二张牌的意义所在。这意味着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这意味着我们的和平政策得到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的拥护。这意味着我们的同盟者的数目正在一切国家中增长着，虽然速度比我们希望的慢得多，但终究是在增长着。

我们挫败了邱吉尔筹划的进攻而取得了胜利，表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在此以后，我们取得了第三个胜利——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胜利，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胜利。在世界各国，这些人本来极其仇视我们，现在连他们也转过来反对同苏维埃俄国作战了。各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幸的是，这种人每个国家都有（鼓掌）——谴责对俄国事务的干涉。这些人在所有的国家里都说这是可耻的行为。

英国曾要德国人封锁苏维埃俄国，德国拒绝了。这件事使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忍无可忍。他们说：“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认为他们是暴徒和强盗，但是我们不能支持要德国人同我们一起用封锁的办法去困死饿死俄国。”这样，在敌人阵营内部，在他们本国，在那些象沙皇时代对待革命者那样来对待布尔什维克和中伤布尔什维克的巴黎、伦敦等等城市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出了“不许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呼吁。在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把它作为口号来召开群众大会和发表宣言的。

这就是不得不解除封锁的原因。他们没有控制住爱沙尼亚，我们同它签订了和约，能够开始贸易往来了。我们开了一扇通向文明世界的窗户。现在，大多数劳动者都同情我们，而资产阶级也关心尽快同俄国开始作买卖。

现在帝国主义者害怕我们，他们怕得有道理，因为苏维埃俄国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比任何时候都更巩固。英国的一些作家写道，全世界的军队都在瓦解，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军队在日益巩固，那么这就是苏维埃俄国。他们企图诽谤托洛茨基同志，说什么这是因为俄国军队受着铁的纪律的控制，而这种铁的纪律是靠残酷无情的手段和巧妙而广泛的鼓动来执行的。

我们从不否认这一点。战争就是战争，它要求铁的纪律。资本家先生们，难道你们没有采用过这种手段吗？资本家先生们，难道你们没有进行过鼓动吗？难道你们的纸张和印刷厂不比我们的多上百倍吗？跟你们宣传品的数量比较，我们的难道不是沧海一粟吗？可是你们的鼓动失败了，我们的鼓动却胜利了。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曾经试验过是否可以采用和平手段对待资本家并在这个基础上着手实行社会改革。他们好心地想在俄国实行社会改革，只是不要得罪了资本家。他们忘记了，资本家先生们终究是资本家，我们只能去战胜他们。他们说，布尔什维克使俄国在国内战争中血流成河。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难道你们不曾试验过8个月吗？难道从1917年2月至10月你们不曾同克伦斯基一起执掌政权，并得到所有立宪民主党人、整个协约国和世界上一切最富有的国家的帮助吗？那时候，你们的纲领是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实行社会改造。如果你们真的开始实行了社会改革，世界上还会有哪一个傻瓜去进行革命吗？为什么你们没有做到这一点呢？因为你们的纲领是空洞的纲领，是荒诞的幻想。因为要跟资本家取得谅解，要用和平的方式使他们就范是决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四年帝国主义战争之后。难道你们以为英国、法国、德国没有聪明的人，他们不懂得，他们投入的是一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是为了分赃才使1000万人丧命、2000万人残废的？这就是资本主义。怎么可能说服这样的资本主义呢？怎么可能跟使2000万人残废、1000万人丧命的资本主义取得协议呢？我们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你们曾有机会进行试验，但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因为你们的纲领不过是空想，不仅在俄国是空想，甚至在德国也是空想。在德国，那里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现在执掌着政权，可谁也不听他们的；在德国，那里的科尔尼洛夫已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正在筹划着反动政变[106]；在德意志共和国一些城市的街头有15000名工人被屠杀了。而这就叫作民主共和国！”虽然如此，德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然说布尔什维克是坏蛋，说布尔什维克使国家陷入了国内战争，而他们那里却实现了社会和平，只是15000名工人在街头被杀而已！

他们说，俄国发生国内战争和流血，是由于国家落后。可是请问，为什么在芬兰这类并不落后的国家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在匈牙利也发生了引起全世界公愤的白色恐怖呢？为什么在德皇被推翻后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执掌政权的德意志共和国，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竟被杀害呢？为什么那里的科尔尼洛夫比孟什维克强大，而那些虽然受到压制但坚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并对群众有着巨大影响的布尔什维克则更强大呢？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布尔什维克用来欺骗人民的国际革命，但事实表明，一切对协议的指望都是毫无意义的妄想。

资产阶级国家之间正掀起一场大争吵。美国和日本眼看就要厮杀起来，因为日本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按兵不动，却几乎攫取了有4亿人口的整个中国。帝国主义者老爷们说：“我们为共和而战，我们为民主而战，可是为什么日本人从我们眼皮下面窃取了多于它该得的东西呢？”日本和美国正处于交战的前夜，要想制止这场又要使1000万人丧命和2000万人残废的战争是根本不可能的。法国也在说：“谁得到了殖民地呢？——英国。”法国虽然胜利了，但是负债累累，走投无路，而英国却发了大财。资产阶级国家又已经开始组织新的联合和同盟了，又想为瓜分殖民地而互相厮杀了。帝国主义战争又在酝酿之中，无法制止。所以无法制止，倒不是因为资本家作为单个的人都很凶恶（每个资本家作为单个的人都是一般的人），而是因为他们不能用其他方法挣脱金融关系的束缚，因为全世界都负了债，无力自拔，因为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永远会引起战争。

这一切使国际革命愈来愈趋于深入。正因为这样，我们把法国和英国的士兵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了。正因为这样，我们赢得了小国的信任。现在，国际形势对我们空前有利。我们只要估计一下就会说，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艰险，但是最大的困难我们已经克服了。称霸世界的协约国对我们已经不可怕了，我们已经在决定性的战斗中把它们战胜了。（鼓掌）

诚然，他们还会唆使波兰来进攻我们。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作出气势汹汹的样子，扬言要取得1772年时的领土，要管辖乌克兰。我们知道，法国在煽动波兰，把几百万金钱投到那里，反正已经是破产了，现在把最后的赌注押在波兰身上。我们对波兰的同志们说，我们珍惜波兰的自由，象珍惜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自由一样，俄国的工农受过沙皇制度的压迫，很清楚这种压迫是什么滋味。我们知道：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资本当初瓜分波兰是犯了滔天罪行，那次瓜分使波兰人民遭受了多年的压迫，在那些年代使用本民族语言被认为是犯法，在那些年代全体波兰人民一直想要推翻这三重压迫。所以我们是理解波兰人的内心的仇恨的，我们对他们说，我们永不会超过我国军队现在驻防的边界，而我国军队驻防的边界离波兰居民住的地方还远得很。我们建议在这个基础上缔结和约，因为我们知道，这对于波兰将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我们不希望为疆界打仗，因为我们希望的是埋葬那可诅咒的过去，即每一个大俄罗斯人都被当作压迫者的那个时代。

但是，如果波兰用沉默来回答我们的媾和建议，如果它仍然听任法帝国主义唆使它对俄国作战，如果每天都有装载军火的列车开到波兰，如果波兰帝国主义者以开战来威胁我们，那我们就要说：“来试试吧！你们会取得永远也忘不了的教训的。”（鼓掌）

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士兵们为了沙皇和地主发财致富而丧命，那时候我们直率而公开地说，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就是叛变，就是保卫要得到达达尼尔、君士坦丁堡等地的俄国沙皇。但是当我们公布秘密条约，举行革命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这个革命忍受空前的苦难，并终于证明俄国资本家已被镇压，他们甚至已不敢指望恢复旧制度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保卫的不是掠夺别国人民的权利，我们是在保卫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且要把它保卫到底。我们一定要保卫获得了解放的俄国，保卫两年来为苏维埃革命历尽艰辛的俄国，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鼓掌）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熬过了我们被帝国主义军队四面包围而俄国劳动者还不能自觉执行我们的任务的那个时期。当时游击习气盛行，谁都想抓到武器，毫不考虑整体，地方上胡作非为的现象和抢劫行为到处可见。在这两年里，我们建立了统一的、纪律严明的军队。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你们知道，一下子就把军事学会是不可能的。你们也知道，懂得军事科学的只有军官，即沙皇军队遗留下来的将校们。你们当然听说过，这些旧的将校们策动过多次叛变，前后使我们死了几万人。所有这些叛变分子必须加以肃清，但同时又必须从过去的军官中物色指挥人员，以便工人和农民向他们学习，因为没有科学是无法建立现代化的军队的，必须把军队交给军事专家。这个任务很困难，但是我们也完成了。

我们建立了统一的军队，它现在由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这支先进队伍领导着，而这些共产党员到处都能开展宣传和鼓动。的确，帝国主义者也在进行他们的鼓动，但是现在连农民也开始懂得，这两种鼓动是不同的。农民们凭着本能开始觉察出谁在说真话，谁在说假话。总之，孟什维克目前所进行的那种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行过的鼓动，现在已不起什么作用了。就拿他们的宣传画和小册子来说吧。那里面宣传的是立宪会议，是自由与共和，但是以血的代价换得了自由的工人和农民已经懂得，在“立宪会议”这个字眼后面隐蔽着资本家。如果要问，为什么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虽然受到列强支持而斗争结果仍然是我们得到了胜利，那么，这正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拥护他们的农民和哥萨克劳动者现在终于转到工农方面来了，就是这个因素最后决定了战争的结果，使我们获得了胜利。

现在，我们应该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全力以赴地在另一条战线上巩固这个胜利，即在不流血的战线上，在消除同地主、资本家、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行的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的战线上巩固这个胜利。你们知道，我们为这个胜利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你们知道，我们同产粮区、同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联系被切断后，曾经经历了多么艰苦的斗争。在这期间，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们忍受了难以忍受的饥饿的折磨。当时有人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字眼来吓唬你们，用这个字眼来吓唬农民和哥萨克劳动者，竭力要他们相信，专政就是工人可以横行霸道。而事实上，当英美两国竭力支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时候，各中心城市的工人在实行自己的专政时，努力用自己的榜样向大家表明，应该怎样同地主和资本家决裂而同劳动者一起前进，因为劳动使人联合起来，而私有制使人分离开来。正是我们两年来取得的这个经验教训，引导我们取得了胜利。把我们联合起来的正是劳动，而协约国却无时无刻不在瓦解，因为私有制使帝国主义者变成了野兽，为了猎物在不停地厮打。劳动则使我们成为一种把一切劳动者团结起来的力量。现在，“专政”这个字眼已经只能吓唬那些十分愚昧无知的人了，如果这种人在俄国还有的话。

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哪怕是一个人，还没有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那里取得教训，还不懂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两个首都和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从来没有处于象这两年那样艰苦的环境中。现在，各产粮省农民的情况是，他们有了土地，自己占有全部产品。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俄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在为自己劳动，第一次有可能使自己吃得好一些。同时，在这两年的斗争中，工人无产阶级在实行自己的专政时却忍受了空前未有的饥饿的折磨。现在你们懂得，专政就是领导，就是联合那些分散的、涣散的劳动群众，把他们团结成一个反对资本家的统一的整体，以便战胜资本家，以便不再重演已经使1000万人丧命和2000万人残废的血腥大厮杀。为了战胜这种以强大军队和现代文明为后盾的力量，就需要全体劳动者的团结，就需要统一的钢铁般的意志。而能够产生这种统一的钢铁般的意志的只有劳动群众，只有工人无产阶级，只有觉悟的工人。这些工人几十年来通过罢工和示威的斗争得到了锻炼，终于推翻了沙皇制度。他们两年来又在空前艰苦的国内战争中承受了一切，他们建立了一支由几万优秀工人、农民和军校学员组成的统一的红军，并站在最前列进行战斗，流血牺牲。他们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特维尔和雅罗斯拉夫尔等所有的工业中心里，忍受了空前未有的饥饿的折磨。正是这种饥饿的折磨把工人团结起来，并使产粮省的农民和哥萨克劳动者相信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因为布尔什维克用上述行动使他们能在反对白卫军的斗争中坚持下来。

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有权利说，它以两年的牺牲和战争向全体劳动农民和每一个哥萨克劳动者证明了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必须团结起来。有些人利用饥荒进行投机倒把，因为按1000卢布1普特的价格而不按固定价格出售粮食是有利可图的，我们必须同这种人斗争。依靠投机倒把固然可以发财，但这样做会使人退到旧时代去，我们又会陷入那罪恶的深渊，让沙皇制度来统治，让资本家为自己的利润把人类投入帝国主义的大厮杀。这样做就会倒退，这是不能容许的。在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斗争结束后，劳动农民和哥萨克都明白了必须团结起来的真理，于是跟工人站到了一起，认定工人阶级是自己的领导者。劳动农民在工人政权下没有感受到而且不可能感受到任何屈辱；感受到屈辱的仅仅是地主、资本家、富农，而他们是劳动者的凶恶敌人，是给人民制造种种苦难和引起流血战争的帝国主义者的盟友。必须使全体工人、全体劳动群众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胜利。

流血的战争结束了，现在我们进行着不流血的战争，来消除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两年国内战争使我们遭受的经济破坏、贫困和疾病。你们知道，这种破坏是骇人听闻的。目前在俄国的边远地带，在西伯利亚和南方有几千万普特粮食，其中已经收集和运出的有几百万普特，而莫斯科却在受着饥饿的熬煎。人们饿得气息奄奄，是因为粮食运不来，而粮食运不来，则是因为国内战争把国家弄得疮痍满目，它破坏了运输，毁坏了几十座桥梁。机车损坏了，而我们又不可能很快把它们修理好。现在我们正在费劲地争取外国的援助。但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有可能着手彻底恢复工业了。

当我们没有商品因而不能用商品去换取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怎样才能恢复工业呢？

我们知道，苏维埃政权按固定价格从农民那里取得粮食的时候，只能付给他们票子。这些票子有什么价值呢？它们同粮食是不等值的，而我们拿得出的又只有票子。但是我们说，这是必需的，农民应该贷出粮食。既然知道工人吃饱以后就会偿还他们产品，难道吃饱了的农民还会有哪一个不肯把粮食贷给饥饿的工人吗？没有哪一个正直的、觉悟的农民会拒绝贷出粮食的。有余粮的农民应该把粮食交给国家而取得票子——这就是贷。只有拥护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人，只有那些想使饱食者靠挨饿者发更大的财的人才不明白这一点，才不认识到这一点。对工人政权来说，饱食者靠挨饿者发财是不能容许的，我们要不惜任何牺牲坚决加以反对。（鼓掌）

我们现在用一切力量来恢复工业。在这场新的战争中，我们一往无前，并且一定会取得象以前取得的那样的胜利。我们已委托一个由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拟订俄罗斯电气化计划。两个月以后这个计划就能制定出来，人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在若干年后，输电网将布满整个俄罗斯，它将按新方式而不是照老样子恢复起来，将达到我国被俘人员在德国所见到的那种文明水平。

我们应当这样来恢复我们的工业，我们一定要百倍地偿还向农民借来的粮食。我们知道，这决不是一两年所能做到的事情；电气化最低纲领的实现至少要3年，而这种文明工业的完全胜利至少要10年。但是，我们既然能在这样一场流血的战争中坚持两年，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坚持10年以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取得了通过工人来领导劳动群众的经验，我们将依据这个经验在这条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不流血的战线上克服一切困难，取得比我们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战争中所取得的更大的胜利。（鼓掌）





	载于1920年3月2、3、4日《真理报》第47、48、4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166—187页

















《列宁全集》第38卷


在全俄医疗卫生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07]


（1920年3月1日）

记录

（到会的人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国际歌》的歌声欢迎列宁同志。列宁同志发表了简短的贺词。）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向你们的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关于代表大会的任务和你们所付出的辛劳，我不想在这里多说。除了军事战线以外，大概任何其他工作都没有付出象你们这么大的牺牲。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几百万个残废和各种各样的流行病。

艰巨的、重要的任务已经落在我们身上。军事战线上的斗争证明，帝国主义者的尝试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军事方面一些最大的困难已经过去了，现在应该完成和平建设的任务。我们要把流血战线上获得的经验运用到不流血的战线上来，在这条战线上我们得到的同情将多得多。

我们已经吸收成千上万个专家、大批军官和将军来参加工作，他们现在同工人共产党员一样担负着重要的工作。我们应当把国内战争中的全部决心和经验用来同各种流行病作斗争。

医务界人士以前对工人阶级也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也曾幻想过资产阶级制度的复辟。现在，连他们也都已经确信，只有同无产阶级一起，才能使俄国文明昌盛。科学界人士同工人的合作，也只有这种合作，才能够彻底摆脱贫困、疾病和肮脏的折磨。这一点是一定能够做到的。

在无产阶级和科学界技术界人士的联盟的面前，任何愚昧势力都是存在不下去的。





	载于1920年莫斯科出版的《“全俄医疗卫生工作者”联合会全俄医疗卫生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和决议》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188—189页

















[107]这是列宁代表人民委员会向全俄医疗卫生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致的贺词。这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2月25日—3月2日举行，出席代表312人，其中有共产党员125人。代表大会讨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卫生状况和苏维埃共和国医疗工作的组织等问题，还全面地研究了培训新的医务工作干部的问题，制定了举办医学职业教育的计划。——[198]。





《列宁全集》第38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商品储备问题的决定草案[108]


（1920年3月2日）

责成外贸人民委员部同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和全俄肃反委员会就打击私藏可供出口的商品和储备物资者一事取得一致的意见。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25页

















[108]这个决定草案是在人民委员会1920年3月2日会议讨论列·波·克拉辛关于对外贸易问题的报告时提出和通过的。作这个决定是为了贯彻人民委员会1920年2月10日批准的对外贸易提纲的第17条，这一条的内容是：“由外贸人民委员部、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和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查清并确定供对外贸易专用的共和国商品储备。”——[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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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托洛茨基《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提纲草案的意见

（1920年3月3日）



对草案的意见


对第1节

（一）第1节标题用：《 关于劳动高潮
 》[109]。第2行的“劳动愿望的高涨”用“ 劳动高潮
 ”代替。

（二）补充

无论如何应当坚持不懈地、坚定不移地实行为大家所公认的并由国民经济委员会多次代表大会等等所确认的原则，即规定每个工作人员（集体管理机构成员、调度人员、管理人员等）应切实负责完成一定的业务或工作或任务。到目前为止，这一原则还实行得很不够。

（三）应当经常吸收消费者（通过消费合作社等等）参加对生产的监督。

（四）工农检查院应当逐步学会更多地参加对生产和分配的监督。

（五）应当把反对投机倒把、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的斗争摆在首位。

（六）应当竭尽全力组织竞赛。在加强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中，应当包括这样一条，即对玩忽职守及诸如此类的人要削减口粮。

（七）删去托洛茨基的提纲草案第4节的结尾（最后9行），或者使语气缓和些，或者表达得更笼统些。

（这就是我的初步意见。）






	
列宁
3月3日

载于1934年《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3—4月）》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190—191页

















[109]列·达·托洛茨基的提纲草案《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是为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准备的，共14节，草案第1节的标题是《关于劳动愿望》。——[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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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国际劳动妇女节

（1920年3月4日）

资本主义既有形式上的平等，又有经济上的不平等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的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是资产阶级的拥护者自由派用谎言掩盖着的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却不了解的一个特点。由于资本主义的这一特点，在争取经济平等的坚决斗争中，就必须公开承认存在着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必须把对这种公开的承认作为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基础（苏维埃宪法）。

但是资本主义连形式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饱食者和挨饿者、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平等”）也不能彻底做到。这种不彻底性的最鲜明的表现之一，就是男女间权利不平等。权利的完全平等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甚至在最共和、最民主、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里，也是不曾有过的。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一下子就扫除了妇女在法律上不平等地位的一切痕迹，保证了妇女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的地位。

有人说，妇女的法律地位最能说明文明程度。这句话很有些道理。从这个观点来看，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文明。

因此，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和巩固），还有与此有关的共产国际的建立必然给女工运动以新的空前强大的推动力。

对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完全或部分地受到资本主义压迫的人说来，正是苏维埃制度而且也只有苏维埃制度才保证了民主。这一点从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地位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一点从妇女的地位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但是，苏维埃制度是为消灭阶级、实现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而进行的最后的斗争。因此，仅仅有民主，哪怕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人（包括受压迫的女性在内）所享受的民主，对我们说来还是不够的。

女工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妇女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而不仅是形式上的平等。让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使她们摆脱“家庭奴役”，从一辈子只是做饭、看孩子这种使人变得愚鲁、卑微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主要的任务。

这是一个要求根本改造公共设施和社会风气的长期斗争。但是斗争的结果一定会是共产主义取得完全胜利。






	　　1920年3月4日载于1920年3月8日《真理报》（专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192—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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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未成年者的审判[110]
 对法令草案的意见和修改

（1920年3月4日）

（1）划分的理论是不适用的。

（2）法庭和监狱起伤害作用。

（3）谁知道孩子们的心理？审判员还是鉴定人？

（4）特殊的机关？

（5）投机倒把分子和其他人？累犯？




（1）委托司法人民委员部同卫生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及中央统计局协商制定出追究和审理未成年者每一案件的报告方式。

（2）委托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卫生人民委员部加强为身心不健康的未成年者成立医疗教育机关的工作。




委托司法人民委员部更严格地监督审理未成年者委员会全体成员及其履行职责的情况。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194页

















[110]人民委员会1920年3月4日会议讨论了关于对未成年者的审判的问题。这里收载的是列宁对司法人民委员部所拟的法令草案的批语和他拟的决定草案。会议批准了经过列宁修改的教育人民委员部所拟的法令草案。法令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签署，刊登于3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51号，标题是《关于被控有危害社会行为的未成年者的案件》。——[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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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1920年3月6日）

同志们，很抱歉，我恐怕完成不了任务，虽然刚才主席同志提到我是莫斯科苏维埃代表[111]的时候给我暗示了这方面的任务。但是不管怎样，能有机会向新当选的莫斯科苏维埃表示祝贺，我是非常高兴的。现在请允许我简单谈一谈我们的任务，由于国内总的形势的变化，这些任务主要落到了莫斯科工人的身上，尤其是、首先是落到了莫斯科苏维埃的身上。

同志们，看样子，我们有极大的希望在最近的将来彻底胜利地结束这场地主、资本家同全世界资本家勾结起来强加于我们的战争。我今天刚刚接到剩下的几个方面军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军即高加索方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拍来的电报。这份电报说，各路敌人的顽抗都已被粉碎（鼓掌），因而现在，在高尔察克战线和阿尔汉格尔斯克战线的战事平息以后，看来我们最终结束邓尼金战线的战事也为期不远了。但是，同志们，尽管国内战争的结局和国际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尽管帝国主义列强已明显地濒于彻底失败的境地，尽管它们纠合一切力量进攻我国的尝试已经一一破产，一句话，不管形势对我们怎样有利，还是应该指出，危险，甚至来自外部的危险，还没有完全消除。敌人还在作各种尝试，尤其是法帝国主义还在试图唆使波兰同俄国开战。当然，你们大家从报刊上，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中，从哥萨克代表大会及其他许多代表大会所作的声明中都已经知道：苏维埃共和国方面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防止这场战争的爆发，我们曾经正式地而且极其友好地向波兰人民提议媾和，我们曾经发表过极其明确的声明，十分庄重地承认波兰国家的独立。我们在军事方面竭力使波兰地主和资本家的意图不能得逞，——说到意图，与其说是波兰地主和资本家的，不如说是法帝国主义的也许更恰当些，因为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受着法国的操纵，对法国负债累累。我们竭力不让这些资本家和地主唆使波兰人民对俄国开战的意图得逞。虽然我们已尽了一切努力，但是往后的事情却不取决于我们。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连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明天要干什么。波兰的国内形势非常严重，他们正由于自己的阶级地位岌岌可危，一旦感到末日将至，就会进行这种冒险。因此，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胜利，但是即使从外部安全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还毫无保障。我们应该保持警惕，保持和加强自己的作战准备，才能实现工人阶级面临的任务。假如波兰帝国主义者在法国支持下，无视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还要对俄国开战，进行军事冒险，那他们就必将遭到并且一定会遭到迎头痛击，他们那不堪一击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整个就会彻底崩溃。

我们决不对自己隐瞒，首先决不对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俄国工人隐瞒，我们现在必须又一次拿出全部力量，又一次承担巨大的牺牲，这种牺牲将会更加严重，因为目前正是冬末的二三月间，运输瘫痪再度加剧了生活上的困苦、饥饿和折磨。我应该向你们指出，流血战线上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国内战争看样子就要结束，至少敌人已不能给我们造成严重的威胁了，因为协约国向我们发动全面战争的种种尝试已遭到彻底的失败，但是不流血战线上的战争毕竟还在进行，而且还会进行很长时间，因为战争危险愈远，国内建设任务就愈迫近，而这个任务不能不由负有领导劳动群众使命的工人阶级来实现。这个任务就是复兴被破坏的国家，恢复被破坏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社会。不打一场不流血战线上的战争，这个任务就不能实现。这就是刚刚建立了本届莫斯科苏维埃的先进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的事情，因为莫斯科工人历来是而且在今后一定时期内还必然是其他城市的工人学习的榜样。

我们应当记住，我们是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现在，西伯利亚的农民群众已经站到我们这一边了。西伯利亚的农民握有余粮，但是他们被资本主义所腐蚀，坚持旧时的贸易自由，认为这是他们的神圣权利，他们在这点上是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弄糊涂了（这就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悲惨命运，而除此之外他们也的确没有事可干），他们认为自由买卖余粮是他们的神圣权利，以为他们可以保留这种权利。他们不考虑这种所谓公民平等意味着饱食者对挨饿者的剥削，要知道，农民握有余粮而又不愿把它给挨饿者，是在实现资本主义关系的原则。他们这些人千百年来受剥削，今天第一次自己当家，就要趁着工业遭到破坏、工人拿不出等价物换取粮食的机会，利用自己的余粮把工人变为奴隶。因此，对于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小资产阶级私有者、小投机倒把分子，对于这些握有余粮，以为愈往后他们就愈会发财，饥荒愈严重，粮食持有者就愈有利可图的人，我们的任务、我们的态度就是同他们开战。我们公开宣布这一点，而这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无产阶级向全体工农群众开诚布公地说：“劳动农民是我们的同盟者，是我们的朋友和弟兄。但是，如果农民以握有非生产所必需的余粮的私有者的面貌出现，如果他们以私有者的态度、以饱食者对挨饿者的态度来对待我们，那么，这种农民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要十分坚决、毫不留情地同他们斗争。”战胜小私有者、小投机倒把分子是很困难的。他们不可能在一年内被消灭掉。要消灭他们，需要许多年月，需要有组织地坚持努力，需要在长时期内坚持不懈地、有步骤地进行工作，经常不断地进行斗争，而这种斗争异常艰巨，结果还常常是进行投机倒把的农民战胜工人。但是，不管怎样，不管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多么想实行自由贸易，想让这些余粮留在饱食者手里，我们一定要在不流血的战线上进行斗争，要使挨饿者从饱食者那里取得余粮。

我们在这两年中进行了巨大的工作。我们吸引了大批工农参加这一工作，我们从各方面取得了我们需要的东西。白卫军官、过去的沙皇军官站在我们敌人一边同我们作战，与此同时却有几十几百个这样的专家被我们争取过来并在我们的工作中得到了改造。他们同我们的政委在一起，帮助我们工作。他们自己向我们学习怎样工作，同时又把他们的技术知识传授给我们。红军只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才能取得目前这样的胜利。现在我们应当把这整个工作转移到另一条轨道上去。这项工作应当是和平性质的工作，我们应该把一切都转到劳动战线的工作上去。我们应该领导那些曾与我们为敌的过去的私有者。我们应该动员一切能够劳动的人，要他们同我们一道工作。我们无论如何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宣扬个人自由等的政策的影响消灭干净，因为这种政策必然使我们遭到挨饿的厄运。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无产阶级的先进部分领导着其余居民，它说：“我们过去引导你们逐步站到我们这边来，同样，我们现在应当引导你们充分理解和实现我们的理想。”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完成的任务，就是把莫斯科打扫干净，改变目前这种肮脏破败的状态。我们应当进行这项工作，给全国做出榜样，因为现在全国愈来愈脏，这会使瘟疫和疾病蔓延。我们应该在这里，在莫斯科，做出榜样来，象莫斯科以往不止一次做过的那样。

我们应当记住，我们面临着恢复运输业的任务。从春天起，我们应该实现工人群众的监督。我们应该对莫斯科郊区的菜农实行这种监督。这些菜农趁着周围的弟兄没有吃喝的机会而大发横财。每个富裕的菜农都可以从穷苦的邻居身上大捞一把，结果就造成一种令人愤恨的不公平现象，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必须让专家把他们的知识教给我们，以实现我们的理想。必须使刚刚改选了莫斯科苏维埃的那个阶级用全力来进行这项工作。必须把这项工作做得比以前更加切实，更加细致。

我们知道无产阶级的人数并不太多，然而我们也知道，走在红军最前列的彼得格勒工人，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曾给我们提供了优秀的战士去同敌人搏斗，而且提供的人数之多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已经说过，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已给我们提供了大批人员，但是，这还不够，今后我们需要多少，他们就应该给我们提供多少。现在我们必须利用所有资产阶级专家，他们在过去积累了知识，现在理应把这些知识贡献出来。我们正是应该依靠这些专家的帮助来进行我们的工作，我们应该依靠他们的帮助去战胜我们必须战胜的一切，去夺取胜利，并且建立起我们的战斗的工人队伍，这些队伍可以向这些专家学习，指导这些专家，并经常向广大工人群众介绍这种经验。这就是无产阶级最重要的、最大的苏维埃之一的莫斯科苏维埃无论如何必须做到的事情。莫斯科苏维埃的1500名代表加上候补代表就是一个很好的机构，你们可以通过这个机构从广大群众中汲取力量，不断地吸收这些还没有经验的群众来管理国家。

工农群众既要建立我们整个国家，现在就应该建立起国家监督。你们能建立起这种机构，只要你们依靠工农群众，依靠那些对亲自参加国家管理工作表现出罕见的主动性和决心的工农青年。我们将根据战争的经验，提拔成千上万个在苏维埃中受过锻炼的、有管理国家能力的人才。你们应该吸引最怕事的、最不开展的、最胆怯的工人参加工人检查机构的工作，把他们带动起来。让他们在这个工作中得到提高。为了让他们了解工人检查机构怎样参与国家事务，可以先让他们做些他们力所能及的最简单的工作，例如先只当见证人，然后再逐渐使他们在国家事务中起更重要的作用。你们一定能从许多地方得到助手，他们将挑起国家的重担，参加工作，帮助你们。现在需要数以万计的新的先进工人。你们要依靠非党工农，要依靠他们，因为我们党只要还受着敌人的四面包围，就必然仍是人数很少的。当敌对分子用尽一切手段进行斗争，进行欺骗挑拨，千方百计钻进党内，利用执政党的某些便利的时候，我们必须联系非党群众。我们有了关于工农检查机构的法令，就有权吸引非党工农代表及其代表会议参与管理国家的工作。这个机构是你们的一个手段，你们可以用来扩大工人和农民的数量，保证我们在若干年内在国内战线上取得胜利。这个胜利在长时期内还不会象军事战线上的胜利那样直接、痛快和明显。要取得这个胜利，必须保持警惕和作出努力。你们要保证取得这个胜利，就要执行建设莫斯科及其郊区的任务，就要协助恢复运输、恢复整个经济组织这一共同的工作，而整个经济组织一恢复，就能帮助我们摆脱投机倒把者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战胜资本主义的旧传统。我们在这方面要不惜花费几年的工夫。不过就是这样，这种社会改造也是空前的，在这方面提出要短期内完成任务，是非常错误的。

最后我希望并且相信，新选出的莫斯科苏维埃一定会考虑上届苏维埃在国内战争过程中获得的全部经验，从青年中汲取新的力量，象我们打仗那样努力地、坚决地、顽强地从事经济建设工作，从而取得虽不是辉煌的，然而却是比较实在比较重大的胜利。





	载于1921年莫斯科出版的《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会议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195—202页

















[111]列宁在1920年2月16日由国营第三糖果厂（即现在的“布尔什维克”糖果厂）和尼古拉铁路（即现在的十月铁路）霍夫里诺站的职工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代表，2月20日被正式批准为莫斯科苏维埃成员并领得第1号代表证。以后历届莫斯科市苏维埃的第1号代表证都填写列宁的名字，其他代表的代表证从第2号开始。——[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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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苏维埃庆祝第三国际成立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20年3月6日）

同志们，共产国际创立已经一年了。在这一年中，共产国际获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可以大胆地说，在它创立时谁也没有料到它会获得这样巨大的胜利。

在革命初期，许多人都存着希望，以为帝国主义战争一结束西欧就会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当时群众已经武装起来，革命在某些西欧国家中也能取得极大的胜利。假如西欧无产阶级中的分裂没有那么严重，过去的社会党领袖的叛变行为没有那么多，那么这种情况本来是会发生的。

直到现在，我们还不十分清楚，当时军队是怎样复员的，战争是怎样结束的。例如，我们就不清楚荷兰当时的情况如何，我只是从一篇谈到荷兰某个共产党员的言论的文章中（我是偶然从一篇文章中看到的，而这类文章很多很多）才知道，在荷兰这样一个较少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中立国家中，革命运动的规模已经达到着手组织苏维埃的程度，连机会主义的荷兰社会民主党的一位重要人物特鲁尔斯特拉也承认，工人当时是可以取得政权的。

假如国际当时不是被那些在危急关头拯救了资产阶级的叛徒控制的话，战争一结束，许多交战国，以及人民已经武装起来的某些中立国，很可能会迅速地发生革命，那时候结局就完全不同了。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革命并没有以这样快的速度获得成功，而必须走完我们走过的发展道路，我们走上这条路是在第一次革命以前，即在1905年以前，经过了1917年之前十多年的时间，我们才有能力来领导无产阶级。

1905年可以说是举行了一次革命的演习，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俄国才成功地利用了帝国主义战争再也打不下去了的时机，使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由于一些历史事件的凑合，由于专制制度的腐朽透顶，我们很容易地开始了革命，但是，对这个孤军作战的国家来说，开始革命愈容易，要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就愈艰难，拿过去的一年来看，我们可以说，在工人水平较高、工业较发达、工人人数较多的其他国家中，革命的发展要较为缓慢。革命沿着我们的道路在向前发展，但是要缓慢得多。

工人们继续缓慢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开辟道路，无产阶级的胜利正以显然快于我们当时的速度逼近，因为只要看一看第三国际，就会对第三国际迅速扩大队伍，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情况感到惊异。

看看我们所使用的“布尔什维主义”之类的怪字眼怎样在全世界传播吧。尽管我们叫作共产党，尽管“共产党员”这个名称是科学的、全欧洲通用的，但是这个名称在欧洲和其他国家并不象“布尔什维克”这个词那样流行。我们俄语中的“苏维埃”这个词是最流行的通用词之一，其他国家甚至不译它的意思，而都照俄语音译。

尽管资产阶级报纸不讲真话，尽管整个资产阶级进行了疯狂的反宣传，但是工人群众还是同情苏维埃，同情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主义。资产阶级愈是撒谎，就愈有助于我们把我们对付克伦斯基的经验传播到全世界。

一部分从德国回来的布尔什维克在我国曾受到攻击和迫害，受到在“民主共和国”里纯粹按美国方式组织的迫害，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则多方协助这种迫害。这样一来，他们却发动了无产阶级中的一些阶层，使得这些阶层不得不考虑，既然他们这样迫害布尔什维克，那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很好。（鼓掌）

即使你只是偶尔从国外得到一些片断的消息，即使你不可能看到所有的外国报纸，而只是读到一份外国报纸，例如读到英国一家最有钱的报纸《泰晤士报》的某一号，看到那上面引用布尔什维克的话来证明布尔什维克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在鼓吹国内战争，那你就会断定，甚至最聪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张皇失措了。英国的报纸提出《反潮流》一书，把它介绍给英国读者，并摘引了一些话来证明布尔什维克是坏人中最坏的人，因为他们一面谈论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性，一面又在鼓吹国内战争。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仇恨我们的整个资产阶级都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向他们鞠躬致谢吧！（鼓掌）

我们在欧洲和美洲都没有出版日报，那里很少报道我们的工作情况，我们的同志在那里受到最残酷的迫害。可是协约国一家最有钱的帝国主义报纸，被成千上万种报纸当作消息来源的一家报纸，竟然完全不知分寸，它为了打倒布尔什维克，竟从战时刊印的布尔什维克著作中摘引了许多话来证明我们一面谈论战争的罪恶性，一面又竭力把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就是说，他们这些最聪明的先生也会变成象我国的克伦斯基及其伙伴们那样的蠢才。因此，我们可以保证，这些英帝国主义的领袖人物一定会干净利落地完成他们帮助共产主义革命这一事业的。（鼓掌）

同志们，在战前，工人运动似乎主要分为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这两部分人。不仅似乎如此，而且实际就是这样。在爆发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前的漫长时期中，欧洲大多数国家客观上还没有具备革命形势。当时的任务在于利用这个缓慢的工作来作好革命的准备。社会党人开始了这个事业，而无政府主义者却不理解这个任务。战争造成了革命的形势，这种旧的划分也就过时了。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的上层分子变成了沙文主义者，他们使人们看清楚了，保卫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来反对别国的资产阶级强盗意味着什么，就是这些强盗使千百万人在战争中丧了命。另一方面，各个旧政党的下层群众中产生了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拥护社会革命的新派别。这样，战争造成了最深刻的危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都发生了分裂，因为社会党人的上层议会领袖们站在沙文主义者一边，而下层群众中的日益增多的少数派离弃了他们，开始转向革命一边。

因此，一切国家的工人运动开始循着新的路线前进，循着能够导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而不是循着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的路线前进。这种分裂在第三国际成立以前就在全世界出现了，开始了。

我们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我们掌握政权的时候，革命形势已经出现，工人运动已经遍及各国。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内部发生了分裂。这种分裂在全世界造成的结果就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纷纷参加建立新组织，并联合到第三国际中去。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

现在又产生了意见分歧，例如关于如何利用议会活动就有意见分歧，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经验，全世界都看到了李卜克内西的榜样，都明白了他在议会代表中间的作用和意义，如果还要否认必须以革命的方式利用议会活动，那就是荒谬的了。旧派代表们已经明白，再象过去那样提出国家问题是不行了，由于有了革命的运动，对这个问题的新的来自实践的提法产生了，以取代那种旧的来自书本的提法。

对于资产阶级整个统一集中的力量，必须用无产阶级的统一集中的力量来对抗。这样，国家问题现在有了新的提法，旧的意见分歧已开始失去意义。工人运动中旧的分野被新的分野所代替，关键是对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

苏维埃宪法清楚地表明俄国革命作出了什么贡献。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对这个经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原来的各类问题都归结为一个问题：是拥护苏维埃政权还是反对苏维埃政权，也就是说，要么是拥护资产阶级政权，拥护民主，拥护那种许诺饱食者同挨饿者平等、资本家同工人投选票平等、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平等以掩盖资本主义奴隶制的民主形式；要么是拥护无产阶级政权，拥护对剥削者的无情镇压，拥护苏维埃国家。

只有拥护资本主义奴隶制的人才会拥护资产阶级民主。我们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白卫分子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在许多俄国城市里把这些妖孽肃清以后，就把他们的著作收集起来运到莫斯科。可以看看象契里科夫这样的俄国知识分子写的东西或者象叶·特鲁别茨科伊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写的东西。看看他们在帮助邓尼金的时候怎样议论立宪会议、平等等等，是很有意思的。这些有关立宪会议的议论给我们提供了帮助；当他们在白卫群众中间进行这种鼓动时，他们随着国内战争的整个进程、随着事态的变化一直在帮助我们。他们自己用自己的论据证明，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是那些赞成同资本家作斗争的真诚的革命者。这一点在国内战争的进程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无产阶级的先进部分要团结起来，发展国家，把国家置于新的基础之上，并牢牢掌握政权，就必须有中央政权、专政和统一意志，在有了以往的经验之后，在有了俄国、芬兰和匈牙利的经验之后，在各民主共和国和德国有了一年的经验之后，再来反对这种必要性，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已经不行了。民主已经彻底自我暴露；所以，在世界各国各种形式的大量迹象而且是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在日益加强。

这种情况甚至影响到了德国独立党和法国社会党这样的政党。这些政党是由那些对新的鼓动、新的情况一窍不通的旧式领袖统治的，他们不但一点没有改变议会活动，反而借议会活动来回避重要的任务，用议会里的辩论来吸引工人的注意力，然而连这些领袖也不得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了。这是由于工人群众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迫使他们的领袖不得不这样做。

你们从其他同志的讲话中知道，德国独立党的退出，它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承认，是对第二国际的最后的决定性的打击。根据目前的情况看，可以说第二国际已经完蛋了，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工人群众正纷纷转到共产党人方面来。英国也有独立党，这个独立党继续坚持进行合法活动的观点，并谴责布尔什维克使用暴力。不久以前，在他们的报纸上辟了一个辩论栏。所谓辩论，就是讨论。那里正在讨论苏维埃问题，我们看到上面除了一篇英国工人报纸都加以刊载的文章外，还有一个英国人写的一篇文章，这个英国人并不看重社会主义理论，仍然抱着以前那种轻视理论的荒谬态度，但是他在估计英国现实生活情况之后，也作出肯定的结论说：我们不能谴责苏维埃，而应当赞成苏维埃。

这是一种迹象，它表明即使在英国这类国家的落后工人阶层中也起了变化，因此我们可以说，旧形式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永远完蛋了。

欧洲现在走向革命的方式和我们过去不同，但是欧洲所要做的实质上是同样的事。每一个国家都应当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它们已经开始进行）内部斗争，来反对本国的孟什维克，反对本国的机会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思潮，这种思潮世界各国都有，只是名称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正因为各国独立地取得这一经验，所以可以保证说，共产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敌人的队伍愈动摇，愈丧失信心，愈是说布尔什维克是一群罪犯，说他们永远不会同我们媾和，对我们就愈有利。

现在他们说，即使进行贸易，也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我们对此丝毫也不反对。先生们，那就请你们试一试吧。你们不承认我们，我们是理解的。要是你们承认我们，我们倒认为你们犯了错误。但是你们竟然这样颠三倒四，起先说布尔什维克违犯了一切天理国法，说你们不会同他们谈判、和解，后来却说你们要同我们进行交换，但是不承认我们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这个胜利一定会在每一个国家的人民群众中推进共产主义运动，使它深入发展。这个运动是如此深入，以至除了一些人正式参加第三国际外，在先进的国家中还出现了一系列的运动，这些运动不赞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继续谴责布尔什维主义，同时又因大势所趋而向布尔什维主义靠拢。

20世纪文明国家的战争迫使各国政府自己揭露自己。法国的一家报纸刊载了前奥地利皇帝查理于1916年向法国建议缔结和约的文件。查理的信件一公布，工人就质问社会党的领袖阿尔伯·托马说：您当时担任政府职务，媾和建议是向你们的政府提出的，当时您在做什么？当阿尔伯·托马被质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始终一声不吭。

这种揭露现在刚刚开始。人民群众是识字的，在欧洲和美洲，他们已不可能象从前那样来对待战争。他们问：1000万人丧命、2000万人残废究竟为了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人民群众非转向无产阶级专政不可。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这样来回答：1000万人丧命、2000万人残废，是为了解决是德国资本家还是英国资本家发大财的问题。这是实情，无论怎样掩盖，它总会暴露出来。

各国资本主义政府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大家知道，只要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仍然掌握政权，一场新的同样的战争就不可避免。日本和美国之间新的争吵和冲突有增无已。这些争吵和冲突是两国在几十年的外交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战争不可避免。在抢夺了大批殖民地的英国与自认为是受骗上当的法国之间战争不可避免。谁也不知道战争会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爆发，但大家都看见，都知道，都在说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又在酝酿中。

20世纪在人人都识字的国家中出现的这种情况，使人们再也不能提出旧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旧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已被战争所埋葬。谈论用各种改良办法来改造这个把几千亿卢布投入战争的资本主义社会，谈论不通过革命政权和暴力、不经过一些极大的动荡来改造这个社会，现在已经不行了。这样说和这样想的人，再也不能发生影响了。

共产国际所以强而有力，在于它吸取了全世界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教训。在每一个国家中，千百万人的经验愈来愈证实共产国际立场的正确性，而现在靠拢共产国际的动向也比以往广泛和深入百倍。这个动向在一年之内就使第二国际完全破产了。

在世界上一切国家中，甚至在最不发达的国家中，一切有头脑的工人都倾向于共产国际，都在思想上靠拢共产国际了。这充分保证共产国际能在不久的将来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个胜利是有把握的。（鼓掌）





	载于1920年5月11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0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203—211页













《列宁全集》第38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国营农场组织的措施的决定草案[112]


（1920年3月9日）

在改善国营农场的组织和经营方面，整个工作的重点是：第一，坚决反对带有明显的地主特点的滥用职权的行为，其表现为采用货币地租、对分制地租等等；第二，坚决改变劳动纪律极度废弛和劳动生产率极端低下的状况。

要求各省农业局和国营农场提出确切材料，说明他们在斗争中采取了哪些措施，在事实上取得了哪些实际成果。指定负责工作人员，如他们不执行本决定，没有消除滥用职权的行为，应对他们提出起诉。要坚决把那些经营极糟的农场的管理人员全部撤换。国营农场应分为教学示范型、专业型、生产型和纯消费型这几种，对这些农场的实际情况应分别进行登记。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212页

















[112]1919年12月23日，人民委员会讨论了从国营农场取得的余粮的数量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粮食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统计局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其任务是按照列宁的指示就改进对国营农场的计算与监督，改善国营农场组织的措施提出实际建议。委员会由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召集，定于三周后向人民委员会作出报告。1920年1月27日，人民委员会审议并批准了谢列达所提出的关于国营农场管理的细则草案。3月9日，人民委员会讨论了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这里收载的决定草案是列宁在审议这个问题时提出的。4月15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农业人民委员部制定的《关于改善国营农场组织的措施的决定草案》。——[222]。





《列宁全集》第38卷


对国防委员会关于吸收林务员参加木材采伐工作的决定草案的修改[113]


（1920年3月12日）

国防委员会决定：

1．林业总委员会和各省林业委员会对贯彻国防委员会1919年11月21日关于吸收林务员参加木材采伐工作的决定[114]采取漫不经心、令人难以容忍的态度，因此必须给予最严厉的警告。警告林业总委员会和各省林业委员会：如果它们不是极其认真地执行法令的话，则其全体成员将被交付法庭审判。

2．国防委员会宣布：国防委员会1919年11月21日的决定，要求所有林务员，不论他们从事何种日常工作，都应毫无例外地（唯一的例外情况规定于后）完成个人劳动定额，即每月不少于5立方米（50岁以上者不少于4立方米）。

3．国防委员会委托各省肃反委员会，在全俄肃反委员会最严格的监督下，对[不执行者]未按上述定额采伐木材、违犯个人劳动法令的林业部门所有[官员]工作人员[进行][实行]进行处罚，至少应处以几个星期日的拘留。

附注：按有关的省林业委员会或林业机关其他全权代表的确切命令或决定，被指名免除个人伐木劳动的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可免受处罚。但省肃反委员会应对被免除个人劳动的人是否确实从事木材采伐所必需的工作进行检查。

4．省肃反委员会每月应向国防委员会提出它们执行本决定的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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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这个草案原来是副国家监察人民委员瓦·亚·阿瓦涅索夫写的，除第一条外均由列宁删去并另拟。经列宁修改和补充的草案，于1920年3月12日由国防委员会批准。



本篇中黑体字部分是列宁所作的修改，其余部分是决定草案的原文。——[223]。



[114]指国防委员会1919年11月21日所作的《关于吸收林业主管部门全体职工和农业人民委员部所有林业机关参加采伐木材的决定》。这个决定载于1919年11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68号。——[223]。





《列宁全集》第38卷


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状况的报告[115]


（1920年3月13日）

我们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好——尽管对与会者这样说会令人感到十分奇怪，因为大家非常了解并深切感到目前形势的严重性，特别是这个严寒肆虐、物资匮乏的冬末的形势的严重性。不管多么令人奇怪，但是事实非常客观地证明：我们对协约国各国即对所有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极其重大的胜利。我们愈是多看资产阶级的即西欧和美国的报刊的反应，尤其是资本家报刊以及其中最敌视苏维埃共和国的那部分报刊的反应，就愈是清楚地看到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们在决定全力帮助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时候就认识到，他们是在反对本国的革命，是在反对世界革命。在两年的斗争中，他们花费了几亿金卢布来资助俄国的白卫分子，开办俄国军官学校，把自己的人成千上万地派进白卫军，把俄国俘虏也成千上万地遣送给白卫军。所有最强大的、统治着全球的国家都支持白卫分子。美国的势力伸向世界各地，不仅有金融势力即银行势力，还有军事势力。德国的海军曾是美国的唯一敌手；但是现在，当美国大量建造舰艇，英国又同它结成同盟的时候，无论哪一个强国要在海上[同它们] 
［注：本篇中凡方括号内的文字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编者注］

 作任何较量都是不可能的。从军事力量角度看，较量看来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这些强国就是在目前也比我们强大许多倍。如果它们能把全部兵力用来打我们，那么，几个月就可以决定苏维埃俄国的命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因为所有的强国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军队撤走。现在，它们在解除包围之后，在解除封锁之后，又互相掣肘，而仍然与我们敌对的，就只剩下一个波兰了。

波兰的地主在极力炫耀武力。我们很清楚，几乎每天都有军火列车从西欧开到华沙。不待说，西欧帝国主义当然不想把已经铸成炮弹、大炮等等的那一大堆钢铁白白扔掉。他们的盘算正如一个新闻记者在一家报纸上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把这些大炮和炮弹拿到市场上去卖，我们连五个戈比也卖不到；如果把它们卖给高尔察克和邓尼金，那就能赚大钱，因为过去把这一切供应给本国，一个卢布赚一个卢布，而现在一个卢布能赚十个卢布。从商业的观点看，从自由贸易的观点看（我们的孟什维克至今还抱这种观点），帐不可能有另外的算法，因为这批东西他们反正要完全丢掉的。可是不久以前这一切统统落到了我们的手中，这时资本家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我们的商人打错了算盘，他们白扔了几亿卢布；要是他们象德国人沉掉自己的船只那样把这一切都沉到水里就好了，可他们干得更糟糕，把这一切都奉送给了布尔什维克。（鼓掌）目前，贸易是这样进行的：大炮和步枪天天往华沙运，交给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而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除了出卖土地、大批抛售或零星出卖股票外，没有别的可用来偿付。

直到现在，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还能蒙骗波兰群众。他们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在沙皇政府时期波兰是受压迫的，波兰人对“莫斯卡里”[116]仍怀恨在心。但是，波兰是一个遭到极度破坏的国家。你们知道，波兰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受到的苦难比其他国家深重得多。俄国军队也好，德国军队也好，都曾多次在波兰的国土上进进出出，整个整个的村庄被毁灭了，而就在这样一个遭到破坏的国家里，地主和资本家试图把局面支撑下来，办法就是靠出卖土地和股票来换取协约国的武器，他们指望能加强自己军队的实力，但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要打仗。情况就是这样：无论是谁，我们也好，波兰的代表人物也好，都不知道他们是否要打仗。不过为了获得更多的弹药，他们摆出一副想要打仗的架势。那里有许多党派鼓吹必须同布尔什维克打仗。他们说：我们是资本主义国家，同苏维埃俄国不共戴天；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波兰地主就是这样考虑问题的。他们从这样的观点出发，鼓吹同俄国打仗，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牺牲大财主的利益。但是，波兰的小资产阶级象波兰的无产阶级一样是不想打仗的。因为，如果全波兰的小资产阶级想打仗的话，按常理说，当邓尼金占领奥廖尔附近地区的时候，他们是应该帮助他的。结果会怎样呢？邓尼金在俄国是沙皇的将军，是地主，他就会重新推行俄国资本家的那套政策，即克伦斯基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继续推行过的那套政策，也就是不承认小国自治，缔结曾被布尔什维克揭露过的秘密条约（条约规定把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交给地主作为他们战胜德国人的报酬）。邓尼金的胜利就会是波兰的失败，因为法国是决不会保护波兰的。

法国需要沙皇俄国来保护它，来威胁德国。法国最希望俄国恢复君主制。英国之所以惧怕沙皇俄国，是因为英国曾是俄国的主要敌手。当初两国瓜分过波斯，但是现在英国要独“吞”波斯，还力图“吞掉”几乎整个高加索。我们一战胜邓尼金，就造成了法国开始对抗英国的局面。法英两国之间已出现了相互倾轧的现象。尽管它们自称国际联盟，但实际上不过是为一根骨头打架的两条狗。口头上它们是各国联盟、国际联盟等等，行动上它们一点也不团结一致。

我们得到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支援。法国、德国的工人拒绝同我们作战。英国士兵撤离了阿尔汉格尔斯克。我们的广阔的战线正在巩固起来，而我们的敌人却象疯狗一样在互相撕咬。这就使我们能在一个遭到最严重破坏的国家里坚持斗争两年之久，使我们能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又经受住了国内战争的考验，虽然全世界所有地主和资本家都支持这场战争，但是我们仍然取得了胜利。

现在有许多人问，为什么发生了战争？以前人们不愿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书报检查制度不可能无限期地保持下去。于是揭露开始了。我们一下子完成的事情，目前正在欧洲各国和美国逐渐扩大影响。

去年美国人布利特来过这里。我们对他说，只要缔结和约，我们愿意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当有人问劳合－乔治，是否有人向他提出过这种和约时，他撒了谎，说他从未听说过这种和约。[117]结果美国出了布利特的小册子，发表了我们的条约草案。这样一来，帝国主义者就被布利特揭了出来，成了头号笨蛋。他们没有接受和约，而孤注一掷，把几亿金钱和几十万人员输掉了。前不久，法国公布了前奥地利皇帝向法国建议媾和后开始的同法国谈判的情况。当时托马在法国，他知道这次谈判的情况，但秘而不宣，结果法国失去了极大的好处，这样的好处是任何一个国家也给不了它的。这些揭露表明，1916年就有可能媾和，但是资本家不愿意。而现在，帝国主义国家又处在不愿同布尔什维克缔结和约的境地。但是我们说，没有一个国家人们会不知道“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这两个词，没有一个国家工人会不站在苏维埃政权这一边。这就使协约国失去了同我们作战的可能性。国际形势就是如此。

它们都貌似强大而实则虚弱，它们没有兵员。它们之间每天都在互相揭露，互相斗争：你揭露我，我揭露你。日本参战最少而发财最多。世界各国中只有美国没有在本国的国土上见到过一兵一卒。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法国和英国也对美国负债累累。战前是美国欠法国和英国的债，战后是它们欠美国的债。直到现在，人们总是对工人和农民说：德国人会偿付的。可是现在连傻瓜也看到：不管它们怎样掠夺德国，德国什么也偿付不了，因为一个没吃没穿的人身上是没有东西可掠夺的。破产一年年迫近。单是利息一项就要付给资本家和地主几十亿，作为对他们让工人去送命的报酬。它们走向崩溃的速度比所能预料的要快得多。它们四分五裂，而我们不仅在苏维埃俄国内部，而且在国外，都是团结一致的。

波兰还在威胁我们。芬兰把比较温和的内阁换成了比较好战的内阁，也在那里磨刀霍霍。其中究竟有几分真正要打的意思尚难断定，不过它们有军事协定。因此，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军队复员，而应当把所有的军队往西调动，不过调动极为困难，因为运输问题很严重，运输遭到了破坏。我们知道，波兰人在等我们的士兵走远，[而同高尔察克作战]造成了向西线调动兵力的困难。因此，我们不得不告诉我们的战士：先等一等！令人高兴的是继下乌金斯克之后又解放了赤塔，这是令人高兴的。当然，我们必须坚持对我们的指挥人员做工作，因为他们想继续前进，再前进100俄里，说什么那样就能彻底击溃敌人。但是我们应当说：这并不要紧，即使半年之后再收复西伯利亚也不要紧，而避免同波兰打仗才是重要的。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形势，那么，波兰地主尽管磨刀霍霍，也不敢打仗。常言道：有备就能无患。

我国的运输遭到破坏的程度是骇人听闻的。最富有的国家的运输状况也不妙，它们在压缩客运。有些国家是战胜国，从战败国那里取得贡赋，连这些国家的运输也遭到了战争的破坏。在俄国，这种破坏格外严重，因为白军红军都炸毁了桥梁。顿河州、北高加索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都几经易手，而易手一次就遭到一次破坏。由于不能让我们的军队复员，由于目前处境困难——国家为战争牺牲了一切，什么都遭到了破坏——我们自然要根据这些情况来考虑自己的口号。我国的经济状况是严重的，这就使我们[不]能放手大干。既然我们同法国和英国的士兵作战都取得了胜利，那么，在国内战线上，我们更加能够取得胜利。但是，这一斗争花费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一斗争不能在战场上进行……两年前，也就是十月革命后，我们有1000—1200[万]士兵，但是没有军队。旧的军队瓦解了，它也瓦解得好，因为它支持的只能是地主和资本家。但是新的军队没有马上出现，我们在共产党员指导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学会了按照新的原则建立军队，为此遭受了极大的牺牲。任何一个阶层所遭受的牺牲也没有工人共产党员那么惨重，任何时候牺牲的人也没有象共产党员军校学员牺牲的那么多。在我们军队中服务的旧军队的军官们、校官们，都惊奇地说：要是在沙皇和资本家时代，一个士兵恐怕连他现在所忍受的痛苦的百分之一也忍受不了。这些[冷眼]观察事物和结果的校官们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是他们都说：这支军队之所以取得胜利，就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而战。我们的军队知道，他们正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这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但这是花了好几个月的工夫几经周折才得来的，而且不论在哪一条战线上我们都不是一下子就取得了胜利的。邓尼金曾经打到奥廖尔，我们在一次大败之后又奋力作战才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们应该把战争中积累的全部经验运用到劳动战线上。这方面不能机械地照搬，尽管基本的阶级关系没有变。在战争中我们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群众跟着工人走，再者，虽然那些军事专家——沙皇资产阶级旧军队中那些旧将校们几百次背叛我们，而且他们每一次叛变都使成千的战士牺牲，但我们还是得到了几万名将官和军官，也正是他们建立了我们的军队，尽管他们不是共产党人，依然同情资本家，并对布尔什维主义持否定态度；这些专家在战争环境中生活，自觉地支持农民和工人，因而获得了新生。就是这种基本关系，这种领导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同资产阶级专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加以实行，现在应该作相应的变动运用到当前的任务上去。

很抱歉，我稍微扯远了些。现在应当扼要地谈谈生产劳动问题、劳动军的作用问题、工会问题、各种原则的结合问题以及集体管理制问题。关于劳动军问题，为什么要实行军事化呢？有两个原因。我们的军队很多，不能一下子调动，因为运输遭到了破坏，应当考虑到已经形成的习惯，就地利用这些军队，而且必须恢复经济生活。我们有粮食，有几百万普特，就是运不来，而没有粮食不仅要挨饿，而且任何建设工作都不能进行。我们既然已经在战场上获得胜利，就必须转到别的任务上去，在当前的斗争中不考虑这一情况是不行的。在判断总的形势和估计当前的现实情况时好多次都搞错了。我们现在有大量的军队，其数量多得超过了需要，但是我们既不能把它们解散，又不能迅速把它们调到需要的战线上去。因此要加以利用。过去我们把一切机关搜刮一空有一个原因，也就是我们说的，一切为了红军。我们为了红军曾经不惜一切，我们说：不管牺牲多大，我们都要战胜那些为资本家夺取胜利的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国的经济也保住。这是正确的论断，工人和农民正是用他们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的行动来证明自己支持苏维埃政权。劳动群众就是这样表示支持的，这种支持已付诸行动，因此，我们才能把本来就破坏不堪的国家仅有的一点东西拿给红军。在我们经受了两年斗争之后的今天，国家被破坏得更加厉害了。我们曾经说过：一切为了战争。既然为了工农的胜利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那就要一切为了完全的胜利，什么也不要吝借，要执行军事纪律。既然我们主张无产阶级专政，那就要有统一的意志，要使所有的措施，所有明确提出的、坚决提出的目标都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决不让任何人把我们引入歧途或者阻挡我们前进。我们正在同我们的死敌决一死战，谁不支持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现在[必须]战胜经济破坏现象。这同样是我们的死敌，它使我们挨饿受冻；这个敌人更加危险，因为国家处在空前穷困的境地。流血战线上的战争结束了，不流血战线上的战争仍在继续进行。这场战争同其他任何战争一样，[也]是无情的、残酷的，这里同样是既无暇怀疑，也无暇议论，而且我们也不容许这样做……一句话，一切都应该服从于这个目标，因为大家都明白，在两年战争之后，我国的饥荒更严重了。象1919 
［注：速记记录上误写为“1920”。——俄文版编者注］

 年年底那么痛苦难熬的日子，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现在国家满目疮痍，饥荒严重，人们没有衣服靴鞋，俄国的[经济破坏]还从来没有达到如此地步，这样它再也生存不下去了。因此，战争在继续，必须抖擞精神，鼓足干劲，象无产阶级过去干的那样来行动：谁挡道就把谁踢开，无产阶级应当进行领导，以便把劳动群众从地主和资本家的桎梏下解救出来……因此，在这极端贫困的时刻，这种军事化就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在如此疲惫、贫困、甚至绝望的群众中用其他任何办法都难以立即见效，这里必须象过去在战场上那样行动，那时就是勇往直前，不容许任何人有丝毫动摇。当时我们不能够先议论议论能否取得胜利，而是由共产党员带头冲锋去战胜比我们强大的敌人。目前正需要这样行动，因此劳动军事化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经济极度破坏的必然产物。我们过去取得了胜利，完全是因为先进的工人、共产党员[站得]高于本行业、本团体、本地区的利益，能够带头冲锋陷阵，英勇捐躯，从而带动了不觉悟的工人。我们今天应该用同样的方法去[消除]经济破坏现象，不过取得这方面的胜利要比过去困难，这里靠自我牺牲、凭一时热情是不能取胜的。这里需要长时期的组织工作，而这一向是俄国人的弱点。无论如何要把国内战争时期工人和农民表现出来的那种组织才能、那股团结的力量、那种统一的意志全部保持下来，竭尽全力去扭转以饥饿、寒冷、运输瘫痪等严重形式呈现出来的崩溃局面，决不被这一切困难所压倒，而要使国家脱出困境，走向繁荣。如果我们能得到粮食，得到食盐，那么对于没有衣服和靴鞋的农民，我们将不用花花绿绿的票子去偿付，而会用工业品进行交换。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有些富裕的农民握有大量余粮，但不交给苏维埃政权，他们在政府多次更换之后，现在已不愿意承认任何一个政权了。这就需要长期的、顽强的斗争，需要[我们]在过去最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坚持下来的斗争；我们应当把这一斗争扩展到我们远大任务的最广阔的领域里去。我们人手不够，工作人员不够。我们知道，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人力已经枯竭。所以我们说：若不军事化，若不发扬战时的英勇精神，若不用军事办法集中人力，我们就不能摆脱危机。因此，工会应当在这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它手中应当有权，但必须记住苏维埃是领导者。如果我们说，经济问题归工会，政权归苏维埃，那将是荒谬绝伦的。我们知道，工会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的，因为过去它提供了人力，不惜献出优秀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的要求把他们输送给军事部门。同样，现在我们也应当支持工会，巩固它，给它帮助，工会不能眼光短浅。

必须使苏维埃政权在同经济破坏的斗争中能够挺住，必须使苏维埃政权对各行各业都具有最高的权力，这就需要坚持集体的、自觉的利益，坚持统一意志。正因为如此，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动摇。这是工会应尽的职责，不然的话，工会随时都可能使人们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变成某些集团的利益。指出这一切是必要的，因为我国经济十分之九遭到了破坏……这一切在战时都发生过，而我们当时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为了一个目标牺牲一切。如果我们在短期内解决不了这一问题，那么，任何工业部门、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们免于毁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集体管理制问题上应当立足于无产阶级的统一。如果我们没有绝对统一的意志，没有绝对坚定的意志，那么很明显……我们就会象在匈牙利那样被人推翻——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明白的。如果说战时需要坚定性，那么现在也同样需要这种坚定性。如果有人说我们应当建立集体管理机构，在经济管理中应当实行集体管理制，[那就必须确定]这种体制能采用到什么程度，否则，实行集体管理制就有浪费时间、议而不决的危险。我们要从参加过管理（指在新制度下）的工人中选拔人才，但是来自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这样的人非常少，并且他们每个人现在都担负着高级的管理工作。有人对我们说，需要集体管理制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管理问题。但是，[为了]进行管理就需要助手。这一点在中央的提纲中已经说清楚了，问题已经解决了；它明确规定了应当怎样使用专家。我们不怕使用沙皇时代枪杀过工人的将官，虽然其中有几百人背叛了我们，但几万人却建立了红军。如果我们不会使用他们，那共产主义我们就决不能建立起来……为了学习管理，我们应当[给专家们]配备政治委员和助手。在所有的决定中都作了规定：集体管理机构的成员应有分工，不仅按工作类别来分，而且每项工作都要分配得当。在工人参加管理时，必须使每个工人都清楚这套管理机构，要把每一个多少表现出有管理者才能的工人由较低的职务提拔上来担任较高的职务，要安排他们担任管理职务，考验他们，几十几十地提拔他们。这一套我们还没有学会，但任何犹豫不定，不管它在哪里存在，不管它在哪里出现，都应当坚决根除，而且我想，在党代表大会[118]上就将被根除。

我们的处境仍然很困难：流血战线上的战争行将结束，而不流血战线上的战争将继续进行。经济破坏和灾害都非常严重，必须作出空前的努力，人力的使用决不容有一点点浪费。这就要有高度的意志统一，并且我们所提出的任务也要与之相适应。一旦我们战胜了斑疹伤寒、饥饿、寒冷以及运输上的[困难]境况而获得了起码的生存条件，困难尽管还严重存在，但是我们一定能摆脱这种困难局面。必须使我们的胜利能为我们提供盛产粮食和食盐的西伯利亚和高加索的一切。只是不应当忘记：战场上事情比较简单，而要战胜经济破坏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就需要进行长期的持续多年的斗争，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们才能学会不白白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不埋没任何一个多少表现出有管理者才能的人才。我们今后决不要浪费时间，决不要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犹豫不定，决不要含糊不清，模棱两可，而这种情况在集体管理机构中是屡见不鲜的，我们决不应当听其存在。我们的党代表会议、党代表大会一定要成为能切实解决问题的会议；我们不但要停止争论空泛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实际问题……


主席：
 是不是有人要向列宁同志提问题。


列宁：
 请允许我念一张纸条。纸条中说能不能这样……（念纸条）

在产品交换部门有专家，他们是否比红军里的多，我不知道。所有的专家都是资产阶级留下来的，他们的世界观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大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去反对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在军队里我们也看到过这种倾向，它的表现就是叛变。我们知道：尤登尼奇之所以进犯彼得格勒，就是因为他同“民族中心”[119]有直接联系；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认为必须抛弃资产阶级专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情况是这样的：人们掌握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正因为如此，他们不仅能够奋起反对资本家，而且能够战胜他们。但是，战胜资本家可能比学会同农民资本家进行斗争容易些；每个资本家都有数以百计或数以千计的工人反对他，推翻他们并不困难，可是，农民的数量就大得多了。而每一个卖粮食的农民都是资本家。工人们一起来就把沙皇制度推翻了。事情从来就是这样，因为无产阶级善于组织大生产。团结农民要困难得多，因为这里没有构成共产主义特征的[那种]生产。如果说我们能够建立共产主义，那只是因为农民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教育。我们需要专门人才，需要专家，因而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使用了他们。如果忠于自己事业的无产阶级对此理解得很透彻，那就会知道在这方面困难很大，必须吸收专家参加工作。我们有谁学过指挥呢？我们学过怎样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地下宣传工作，但是工人何时何地学过管理呢？我们没有经验，1917年十月革命后我们才开始取得这种经验，而当时资产阶级专家具有这种经验已经几十年了。问题似乎是无法解决的，但是在红军中我们把它解决了，这里也应该那样，就是给每一个专家都应当配备政治委员。如果我们不闻不问，那一定会挨打。既然如此，我们的党就应该安排好，让资产阶级专家为我们工作，而不是我们为他工作。没有资产阶级专家，我们连一个部门也建不成。资本家们说，用战争没能战胜我们，最好能用贸易……他们会运来商品，会跑来说：请买我们的吧，至于你们有个什么苏维埃政权，莫斯科的也好，彼得格勒的也好，我们都不管。即使苏维埃政权不实行中央集权，即使无产阶级在战时没有学懂什么是无产阶级政权，我们在两年中毕竟学到了点东西。当然，如果我们不闻不问，不垄断对外贸易……他们就会给农民运来商品，如纺织品和鞋子，就会拿走粮食，而置俄国工业于死地。他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对印度的统治就是如此，那里的3亿人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可是当无产者有了政权，当他们懂得白卫分子不可能来帮忙的时候，我们说，战争并没有结束…… 
［注：速记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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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8卷


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20]


（1920年3月15日）

水路运输工作目前对于苏维埃俄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可以相信，代表大会一定会非常重视和关心水运工作人员所担负的任务。现在让我来谈谈目前共产党和工会最关心的、无疑也是你们争论得很热烈的一个问题，即工业管理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专门列入党代表大会的议程。关于这个问题的提纲已经公布。水运工作同志也必须讨论这个问题。

你们知道，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会议上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就是关于个人管理制和集体管理制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的那种对集体管理制的偏爱，往往说明对共和国的当前任务认识不足，甚至常常说明阶级意识水平不高。每当我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总想说：工人向资产阶级学习得还不够。用民主社会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的情况就可以具体说明这一点，这些人现时在欧洲和美洲打着各种招牌，同资产阶级结成这样那样形式的联盟，参加了管理。他们持有旧偏见是上帝的安排，但是，我们在无产阶级统治了两年之后，不仅应当希望而且还要竭力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落后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可是请看一看，资产阶级是怎样管理国家的呢？它是怎样组织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呢？过去有哪一个抱着资产阶级观点一心维护资产阶级的人说过，个人权力算不上国家管理制度呢？如果资产阶级真有这样的傻瓜，那他本阶级的同伙就会嘲笑他，所以他在任何一次资本家和资产者先生们的重要会议上，都不会说这样的话和发表这样的议论。人们会对他说：难道通过一个人还是通过集体管理机构来进行管理的问题，同阶级问题有关吗？

英国的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是最聪明最富有的；英国资产阶级在许多方面比美国资产阶级更有经验，更善于管理。英国资产阶级在实行最大限度的个人独裁，发挥最大限度的管理效率，把权力完全控制在本阶级手里，这难道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范例吗？同志们，这种经验是值得考虑的，我认为，如果你们考虑一下这个经验，回忆一下不久以前里亚布申斯基家族、莫罗佐夫家族以及其他资本家先生们统治俄国的时代，回忆一下他们在专制制度被推翻之后，在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执政的8个月期间，能够巧妙地、非常迅速地改头换面，他们不管把自己称作什么，不管作出表面上形式上的什么让步，却总是把权力完全控制在本阶级手里，那么我认为，考虑考虑英国的经验和这个具体例子，会比根据理论编造和事先写好的许多抽象决议更能使人理解个人管理的问题。

好象集体管理才是工人管理，而个人管理就不是工人管理。单是这个问题的提法，单是这种论据就说明，我们还没有十分明确的阶级意识，而且不仅没有十分明确的阶级意识，甚至我们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资产者先生们的明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学管理不是学了两年，而是学了200年，如果拿欧洲的资产阶级来说，则大大超过200年了。我们不应当由于在两年内不能学会一切而悲观失望，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比我们敌人学得快，而且形势也要求我们这样做。他们能够学习几百年，他们有可能反复学习，有可能纠正自己的错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来说，他们比我们不知要强大多少倍。我们没有时间学习，我们应当提出集体管理制问题和说明这个问题的具体材料。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同意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制定的方针，这个方针已经公布[121]，并且正在党的一切会议上进行讨论，它对于切实工作的人，对于已经工作了两年的水运工作人员来说，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我希望，大多数出席此次会议的、实际上熟悉管理的人都会懂得：我们不应当局限于空泛地提出问题，而应当成为切实认真的人，那就要取消集体管理机构，在没有集体管理机构的情况下进行管理。

任何管理工作都需要有特殊的本领。有的人可以当一个最有能力的革命家和鼓动家，但是完全不适合作一个管理人员。凡是熟悉实际生活、阅历丰富的人都知道：要管理就要懂行，就要精通生产的全部情况，就要懂得现代水平的生产技术，就要受过一定的科学教育。这就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具备的条件。所以，当我们提出空泛的决议，以内行的样子郑重其事地谈论集体管理制和个人管理制的时候，我们就会逐渐相信，我们在管理方面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我们正在开始根据经验学习一些东西，权衡每一个步骤，提拔每一个多少有些能力的管理人员。

你们从中央委员会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我们并不反对让工人来领导；但是我们说，解决问题时应当服从生产的利益。我们不能等待。国家被破坏得这样厉害，灾难现在这样深重，饥寒交迫，普遍贫困，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果我们不能使工人们活下去，不能供给他们粮食，不能准备好大量食盐来正常地组织商品交换，而是给农民花花绿绿的票子作为补偿（靠票子是不能长久维持的），那么，不管我们怎样忠心耿耿，怎样忘我牺牲，都救不了我们自己。这是整个工农政权、苏维埃俄国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由外行来领导管理工作，如果不能及时运来燃料，如果不能修复机车、轮船和驳船，那么，苏维埃俄国的生存就大成问题了。

我们的铁路运输所遭到的破坏，要比水路运输严重得多。它是在国内战争中被破坏的，因为国内战争主要是在陆路交通线上进行的；双方都极力破坏桥梁，整个铁路运输因而遭到了极其惨重的破坏。我们一定要修复它。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一点一点地修复它。但是我们不能很快完全恢复铁路运输。先进的文明国家的运输都被破坏了，俄国怎么能完全恢复运输呢？应该迅速地修复它，因为老百姓再也不能熬过象今年这样的冬天了。不管工人怎样英勇无畏，怎样自我牺牲，他们挺不住饥饿、寒冷、斑疹伤寒等等的折磨。因此就要实事求是地提出管理问题。要竭力做到：管理工作上花费人力最少，管理人员个个都有能力，不论是专家还是工人都要做工作，都要参加管理，如果他们不参加管理，就要被认为是犯了罪。要学习自己的实际经验，也要向资产阶级学习。他们善于保持自己的阶级统治，他们有我们不可缺少的经验；拒绝吸取这种经验，就是妄自尊大，就会给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

以前的历次革命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工人靠强硬的专政不能坚持下去，工人不懂得单靠专政、暴力、强制是坚持不住的；唯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坚持得住。当工人第一次从事管理工作而以不友好的态度来对待专家，对待资产者，对待那些昨天还在当经理、赚得万千钱财和压迫工人的资本家的时候，我们说，大概你们多数人也会说，这些工人只是刚刚接触到共产主义。如果我们可以用那些脑子里没有装满资产阶级观点的专家来建设共产主义，这倒是太容易了，不过这种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空想。我们知道，什么东西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只有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才能建成共产主义，诚然，这些东西是很糟糕的，但是没有别的东西。因此，应当把一心向往这种空想共产主义的人从一切务实的会议上赶走，而把那些会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办事的人留下来。这样办事困难很大，但这是一件有益的工作，因此，应该珍视每一个专家，把他们看作技术和文化的唯一财富，没有这份财富，什么共产主义也不可能实现。

我们红军在另一个领域里赢得了胜利，那是因为我们在红军中解决了这一问题。前沙皇军队的几千个军官、将校背叛了我们，出卖了我们，因此成千上万优秀的红军战士牺牲了。这一点你们是知道的。但是仍有几万个拥护资产阶级的军官在为我们服务，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红军。你们知道，当我们在两年以前想不用他们来建立红军时，其结果是游击习气盛行，队伍涣散，我们虽有1000—1200万步兵，但是没有一个师；没有一个能够作战的师，因而我们虽有千百万步兵，却不能同微不足道的白卫正规军作战。这个经验我们是用鲜血换来的，应当把这一经验运用到工业中去。

在这里经验说明，应当珍视任何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知识、资产阶级技术的人。没有他们，我们就无法建成共产主义。工人阶级是作为一个阶级来进行管理的，所以当它创立了苏维埃政权之后，它即作为一个阶级来掌握这个政权，它可以抓住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的衣领把他扔出去。这就是无产阶级政权。但是，要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就要坦率地承认，我们还非常不善于经营管理，不善于当组织者和管理者。我们处理问题应当极其审慎，要记住只有那种善于组织资产阶级专家去参加即将开展的运动、一分钟也不浪费人力的无产者才是有觉悟的，而集体管理制则往往要耗费过多的人力。

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命运取决于即将爆发的对波战争（如果有人硬要将这场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也许更取决于即将开展的水路运输运动。要知道，运输破坏给战争也带来很大困难。我们有许多部队，但是我们无法运送，无法供给它们粮食。我们无法调运我们拥有的大量食盐，而没有这种商品交换，要同农民建立任何正常关系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共和国、整个苏维埃政权、整个工农政权的生存对目前这次水路运输运动寄托着重望。决不能浪费时间，一星期、一天、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必须制止这种经济破坏，并把运输能力提高三四倍。

也许一切都取决于燃料，但是，现在燃料的情况好于去年。如果安排得当，我们可以运送更多的木柴。我们石油的情况也大大好转，况且我们大概最近就可以把格罗兹尼拿下来，如果说这毕竟还有疑问，那么，恩巴的工业掌握在我们手里，那里现在已有1000—1400万普特石油。要是水路运输能把大量建筑材料及时迅速地运到萨拉托夫，我们就可以把通往恩巴的铁路修好。你们知道，有了石油，对于水路运输具有什么意义。我们短期内还不能使铁路运输有很大的改变。如果我们在四五个月内能够把铁路稍加改善，那就是老天保佑了——当然不是老天保佑，而是要看我们善于不善于克服工人的旧偏见。所以水路运输部门应当在水路运输运动中创造出英勇的业绩来。

单凭突击、冲动、热情，是什么也做不成的；唯有组织、坚毅、觉悟才能有济于事；有能力的人决不害怕资产阶级专家，决不光讲空话，而是善于建立和实行强硬的权力，甚至是个人权力，但这是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实行的，而且他懂得一切都取决于水路运输。

要前进，就要架梯子；要让没有信心的人攀登而上，就要把事情安排好，就要选拔那些善于整顿水路运输的人。我们有一些人，一谈到军事纪律就说：“又是这一套！这有什么用？”这样的人不懂得俄国的情况，不懂得我们在流血的战线上的斗争一结束，在不流血的战线上的斗争就开始了；不懂得在这方面所需要的努力、人力和牺牲并不少，在这方面所承担的风险、所遭到的反抗并不少，而是多得多。富裕农民、富农、旧管理人员，凡不愿替工人办事的，都是敌人。不要抱任何幻想。要想取得胜利，就要进行艰巨的斗争，就要有铁的军事纪律。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保持工人政权的条件，就会以自己的想象给这个工农政权带来很大的损害。

同志们，正因为这样，我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希望而且相信你们一定会极端重视即将到来的水路运输运动的任务，并且给自己提出以下的任务：不惜任何牺牲来建立真正的铁的军事纪律，并在水路运输中创造出我们红军两年来所创造的那种奇迹。（鼓掌）





	载于1920年3月17、18日《真理报》第59、60号和1920年3月17、20、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59、61、6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213—220页

















    [120]这是列宁代表人民委员会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代表大会于1920年3月15—23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161名，其中共产党员144名。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是：目前形势和工会的任务、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国际工会运动、粮食问题、工会和国民经济管理机构、职业技术教育、文化教育工作等。——[238]。



[121]指为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准备的俄共（布）中央的提纲《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这个提纲是在托洛茨基提纲草案的基础上拟订的，共17条，发表于1920年3月1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报》第14号。——[240]。





《列宁全集》第38卷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122]


（1920年3月15日）

记录

同志们，洛佐夫斯基同志说，布哈林同志和我部分地同意他的意见。这说得对。你们写了个提纲，但是你们现在又在为什么辩护呢？那就应当把你们的提纲删节一番，因为提纲写的是“基本原则”，但是我们却不从实际出发。你们就这样写吧。这样你们的提纲究竟还剩下什么呢？今天我有机会出席了水运员工大会，在那里参加了辩论，伊先科同志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保证我们象实际工作者那样提问题。”你们就这样写吧，可是你们却不是这样写的；你们写的是“基本原则”。你们的根据在哪里呢？有谁来辩护呢？谁也没有。都在向后退。就这样写吧，那时一半的分歧意见就会消失。要知道，你们过去写的是不对的。你们在哪里回答过那个反对集体管理制的理由呢？除了有3名、5名、7名工人参加集体管理机构以外，究竟哪里还有广大群众参加呢？你们愿意不愿意广大群众参加呢？当然，谁不愿意这样，就该把他撵走——别的没有什么可说的，但这并不是理由。你们说的是“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这样的群众在任何一个集体管理机构里都没有。这是不对的，决不能这样来谈论问题。为了吸引广大的非党群众，需要的并不是这种办法，而是需要教育他们，需要提拔他们，使他们活跃起来。纺织工会和其他工会中央委员会委派过多少工人？3个月内提拔上来了多少工人，派下去了多少工人？请把数字告诉我，那时我便会说：这才是人才。写写“原则”，这太幼稚了：研究了两年，写了几条原则——人们是要嘲笑的。这里的理由与结论不相符合，用3—7个人组成的集体管理机构来保证广大群众参加，人们对此是要嘲笑的。这是第一点反对意见。

第二点，我想提一下资产阶级：我们不向资产阶级学习，又应该向谁学习呢？资产阶级是怎样管理的？当它还是统治者的时候，它是作为一个阶级来管理的，可是难道它没有委派过领导人吗？他们的发展水平我们还没有赶上。他们善于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善于通过任何人进行管理，由一个人负全责，在他们的上层有一个人数不多的集体管理机构，他们并不议论什么基本原则，也不起草这类决议，——全部政权在他们手里，而懂行的人就有职权。工人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为了取得胜利，我们必须屏弃旧的偏见。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体现在宪法中，体现在所有制中，还体现在正是我们推动事物前进这一点上，而管理则是另一回事，这需要本领，需要技能。资产阶级很懂这一点，而我们还不懂。让我们学习吧。我们已经在这里说过，必须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手里，至于应当怎样进行管理，我们还没有学会，我们还必须多多学习管理的本领。

第三点理由：要懂行。不懂行，没有充分的知识，不懂管理这门科学，你们又怎么能够管理呢？真是可笑！这里哪有什么严谨可言呢？你们尽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呢？要管理，就必须熟悉业务，做一个出色的管理人员。什么地方说过：这样就需要集体管理制呢？我们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太少了，从这里倒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集体管理制决不能实行。那就请接受提纲吧，在提纲中是这样写的：要给专家配备政治委员、政委小组等等。只要你们还没有要懂行和尊重专家这一原则，这就说明我们的观点还很肤浅。这样任何工业战线都建立不起来。要有统一意志！不这样，这条战线上就不会有什么独裁，而只会因循拖延。要知道，在那里闹摩擦，而不是进行管理，这是典型的现象。请委派有经验的专家吧，但是我们现在就已经知道，如果我们把内行和外行放在一个集体管理机构里，那就会各执己见，莫衷一是。这是第五点理由。 
［注：显然，还有反驳集体管理制的第四点理由，但是这一点在记录中没有记下来。——俄文版编者注］

 大家都在写决议，说人人都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然而这一点在哪里实现了呢？请大家说说看，我们在哪里这样划分过责任？管理国家已经学了两年，而大家还在写“基本原则”。这真可笑，这是二年级学生干的事（在学拼音），说说你们的经验吧，从中我们就会看到，你们是多大的行家，哪里还不够内行。据说，炮兵部门的工厂管理工作很糟。要知道，这个例子是洛佐夫斯基和托姆斯基举的。什么时候？洛佐夫斯基同志，应当考虑到苏维埃共和国的状况：我们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谁在领导？——克雷连柯，德宾科，波德沃伊斯基，以至托洛茨基，我们当时就是这么一个集体管理机构。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揍了我们，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时我们是7个人一起领导，我们不得不学习了两年，才转而实行一长制。是否应当考虑到这一点呢？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把共和国的两年历史拿过来一笔勾销。为什么？不喜欢这段历史吗？那就请你们再从头做起吧。苏维埃国防特命全权代表李可夫又怎样呢？李可夫也已经一个人在支撑着。你们不了解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历史告诉我们说：工人的集体管理组织变成了一些十人领导小组，搞得糟透了，于是高尔察克就揍了我们，这一揍，倒揍得好，因为我们学会了一些东西，学会了要严格控制集体管理制。我们拟好了四项办法，请接受这四项办法吧[123]，请接受中央委员会的提纲吧。你们要立足于苏维埃政权的两年历史，立足于它的经验，而不要立足于那些肤浅的、把你们搞糊涂的议论…… 
［注：速记稿中以下字迹不清。——俄文版编者注］

 一个成熟的工作人员是不会害怕任何专家的，他们说，“如果委派有经验的人来，那么我们的机器就会开动起来”。成熟的工人就是这样议论的，而胆怯的人却说：“但愿别使我连一个专家也没有。”这是软弱的表现。不要再诉苦了，要成熟起来。





	载于1924年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出版社出版的尼·列宁《关于工会运动问题的论文和演说》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221—224页

















《列宁全集》第38卷


在纪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24]


（1920年3月16日）

记录

同志们，今天是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逝世的日子，我们在一起聚会，许多老的党务工作者个人对他非常怀念，此外，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评价我们失去的这位非凡的人才；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概也无法完全弥补。在深入考虑这个损失的影响时，不由得会想到组织问题，想到整个组织工作的意义和杰出的组织家的作用。杰出的组织家人数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他们的生平和业绩的范例对我们必然很有教益，可以使我们认清整个组织工作的意义，对于我们继续进行组织活动来说是实际的一课，是一个借鉴，是一个榜样；这种组织活动就是，而且应当是工人阶级政党活动的主要内容，而在共产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这一革命的最初阶段，组织活动无疑是我们的主要活动。

实际上，无论在工人阶级为革命作准备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还是在革命的最初时期，组织无疑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武器。如果受资本家压迫的、一盘散沙似的劳动群众不能产生一个能学习做组织工作并亲自建设这个大工业、城市生活、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和文明的阶级，那么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就不能摧毁资本主义，就不能实际着手组织社会主义新社会，这一点，我们现在有了两年的经验之后，看得尤其清楚了。我们大体看一下我国革命中主要社会力量和主要居民群众的对比关系过去怎么样，现在又怎么样，我们立刻就会看到，两年来在空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俄国创造了真正奇迹的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以劳动者的团结作为自己的主要动力，那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正是这种团结才能把大多数劳动居民吸引过来。

我们从我国革命的经验中知道，劳动者的联合不可能靠私有制统治下的选举运动来形成，只有在既推翻地主也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这种联合才能成为最强大的力量。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要把广大群众，把千百万特别苦于没有文化知识、备受资本主义压迫、不仅在我国而且在所有大国都落后于城市居民的一盘散沙似的农民联合起来，就必须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小私有者复活资本主义的尝试和愿望，而这种尝试和愿望是小农必然具有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掉的。如果不组织无产阶级，这样的事情在社会方面是办不到的，而组织无产阶级就意味着把劳动者联合起来，这些劳动者进而又把全体农民群众中的一切劳动者即其中大多数人吸引过来，把从事劳动的人们团结起来，以此反对私有者的任何结合和组织。我们很清楚，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是半私有者半劳动者。同志们，要是没有一个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去团结所有的人，去表明它在同恢复私有制的尝试作斗争时坚定不移，表明它能够忍受惨重的牺牲，要是没有无产者同劳动农民的最紧密的联系，要是千百万农民没有从经验中认识到，地主和资本家的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共和国，也是资本主义国家，要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农民没有通过有时是极其艰苦的考验体会到，他们只能跟无产阶级走，那么，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世界各国正在酝酿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就不可能成功。

人们说到无产阶级专政，常常忘记：那些同资本主义世界断然决裂，同时又向这些资本家学会了进行严密的组织工作，并经历了长期的罢工斗争和示威斗争的劳动者不团结起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同千百万劳动者没有联系，如果摧毁旧社会的无产阶级没有以奋不顾身的斗争在一切劳动者中赢得尊敬，如果无产阶级和领导它的政党没有这种无与伦比的影响，那就不可能有革命。

军事胜利是我们完成比军事任务更困难的任务，即经济建设和恢复被破坏的国家的任务的保证。有了这个唯一的保证和基础，无产阶级才能从自己的力量即组织的力量中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有组织的先锋队，一经同千百万人联系起来，就比它原来的人数强大几十万倍。在这里，在我们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或者说应该清楚地看到，至少应该想到那些大组织家的意义和作用。我们知道，一个领导者，一个实际组织者，对于组织千百万人来说作用是极其巨大的。我们知道，我们整个工人阶级过去和现在都只能先由极少数真正杰出的组织家来着手这项组织工作。在这方面，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一生的经历和业绩特别有教育意义，特别具体地向我们表明，这些为数很少的具有杰出组织才能的人是在怎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是怎样经受锻炼、怎样变成一支强大的组织力量的。

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大概有一半时间主要是在秘密组织中做实际工作。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就蹲过监狱，就开始做工人组织活动家的工作，开始参加革命斗争，并且抛弃了他过去的生活和他那个手工业者家庭，全心全意执行工人阶级的任务，进行组织工人阶级的活动，这就使他得到了真正发挥才能的机会。也许，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典型地代表了几十、几百甚至几千个革命者的活动和工作，这些革命者来自手工业者和工人阶级，也有极少数属于知识分子，他们早在沙皇政府时期，经过十多年把自己锻炼成了能够领导群众的革命者。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在这段漫长的活动时期没有到过国外，这使他能同实际运动不失去联系。在他短短的整个一生中做党的工作有十七八年，虽然大部分岁月不得不在监狱和流放地度过，但正是在这些地方显露出他的组织才能。他能够把整个身心都用于工作，考察人，了解他们的品质，把每个人安排到适当的岗位上去，——这种本领就是一个组织家的主要才能。一个献身于秘密活动的人磨炼出了这种本领，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秘密工作者直接接触的人的范围当然是很狭小的。我们中间任何一个做过多年秘密工作的人，任何一个认识几百个革命者的人都会在心中打量，这些革命者当中只有屈指可数的极少数人是这样的组织家，他们善于从各秘密小组的经常交往中，从地下工作中得到对人的全面认识，学到做一个组织者和管理者的本领，从而能够把这一切运用到几十万人的活动上，运用到千百万人的相互关系上。在这方面，党面临着空前艰巨的转变。党曾经培养出象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这样优秀的代表，那只能通过秘密活动，通过地下工作，通过小组。党在几个星期之内，最多不过几个月就成了执政党，它必须领导，或者说有责任领导几百万无产者，让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活动建立在同几千万劳动者的最密切的联系之上。这种职系不是从前那种形式上的联系，而是要唤起劳动者，这种联系自然会使每一个工人，不管他住在哪里，不管他走到哪里，都成为一个鼓动者，宣传者，组织者，自然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对于农民，即使是最落后最受压抑的农民，任何一个工人都是领导者，都是领袖，都能带领他前进，能给农民做出同地主、资本家这些剥削者作斗争的榜样，做出勇于承担最大自我牺牲的榜样。在老革命工作者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精神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这从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的一生中看得非常清楚。在他35年的一生中有一半时间从事秘密工作，有许多年，可能大半生是在监狱里，在秘密状态下的奔波中度过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曾使得为数不多的优秀的手工业者代表和极少数工人成了出类拔萃的人物，它必将由无产阶级发扬光大。

人们说到无产阶级专政，还常常忘记：这个专政实际上已经为不惜作出最大牺牲的决心所证明。有人责备无产阶级专政使用暴力，但他们却忘掉了这种暴力是对付地主、资本家这些剥削者的，忘掉了无产阶级赢得广大劳动者的尊敬和赤胆忠心，完全是由于它的先进部队在过去两年革命期间处处都承受了革命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灾难的大部分，忍受了严重的饥饿，挑起了国内战争压在我们身上的空前未有的重担，主要是压在城市居民身上的重担。

老的革命家在我国革命前十多年内锻炼了自己的活动能力和组织才能，造就了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党的核心，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同成为无产阶级两年来在农民中赢得的威信和尊敬的主要特点和最重要根源的那种精神之间有着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表明，如果没有象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这样的人在革命开始前十多年内奠定了团结的基础和非常坚强的组织基础，那么这场革命就不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就不能经受住两年来空前严峻的考验；而且没有这样的人，这种组织者的才能、管理者的本领也就不会同阶级的活动联系起来，这个阶级受过资本主义十分严格的训练，十分团结一致，已经从过去的沉睡状态完全觉醒过来，因而能够把这一事业继续下去，能够训练出千百万个战士和斗士，能够不顾历史留给我们种种困难，带领他们前进。

毫无疑问，具有比较先进的组织工作传统的国家，在革命取得初步胜利以后，将会比较容易地度过那些最困难的组织阶段。但是这些国家的革命迈出头几步是有困难的，因为其他国家没有经受过我国革命者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所经受过的艰苦锻炼，这些国家不得不从资本主义、从相对平静的时期向艰巨的、更需要付出巨大牺牲的革命转变，相对平静的时期培养出的只能是机会主义“战士”，而不是领导工人阶级的革命战士。

把我国革命同德国革命[125]比较一下，也必然使我们得出这个结论。情况真是惊人地相似。我们还记得，在我国，事情是从妥协开始的，妥协导致了科尔尼洛夫叛乱，而现在德国无产阶级也正在经历这种科尔尼洛夫叛乱。我们今天得到消息说，推翻了旧君主派的德国君主派新政府，已经在同旧政府妥协，并且同德国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谢德曼分子一起正在复辟君主制政权。

我们听说，在对立的一面（这还不太清楚，但是这一面显然存在）已经形成一个联盟，它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它唯一的主要的任务，它正在利用德国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利用群众在这次叛乱中得到的经验，正象俄国革命时科尔尼洛夫的冒险行动被利用来作为十月革命的发轫那样。德国无产阶级现在正需要大量无产阶级的组织家和领袖，即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人才。无论工人阶级较高的文化、较高的教育强度和组织程度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但是，如果缺少象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这样在完全为革命作准备和为反对任何对革命的曲解而进行的组织工作中受过10—15年锻炼的领袖，那我们根据匈牙利的经验可以说，这种欠缺有时会使无产阶级遭到前所未闻的牺牲，这种欠缺固然不会使革命停止，但却会增加牺牲和痛苦。

尤其是现在，大体看一下我们所经历的革命，把它同其他国家的革命进程作一比较，深入思考一下组织工作的意义，思考一下我们在这方面的领导者中间出现了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这样的具有非凡才能的人的意义，我们就应当暗自立下坚定的誓言：一定要愈来愈多地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说两年来在我们这里提到首位的，而且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不能不提到首位的军事活动中，有时还可以靠冲动、热情、短期突击做出很多事情，那么，在经济建设活动，主要是组织活动中，单靠冲动、突击和热情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只有长年累月的组织工作，才能使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真正的胜利。当然，在这一工作中，苏维埃政权的几万个、几十万个建设者应该很好地了解杰出的革命活动家和革命领导者的经历，了解他们的个人经验，回忆这些有组织才能的人是怎样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我们意识到，我们现在有组织工作才能和管理工作才能的人太少，这些人来自旧社会，多半带有旧社会的偏见，往往抱着半敌对的态度，可我们还得利用他们，因为我们不能很快地从本阶级中培养出更多的组织者，可见主要的活动应当是从工人和农民中培养能够担任组织者和管理者的各种人才。

这些劳动者从来没有在同群众隔绝的人为的地下状态生活过，很早就了解他们当中和非党工农当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中间有组织才能的人比其他任何阶级多得多。可是我们发现不了这些有才能的人，没有学会把他们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去，使他们学会用人，给人们安排适当的职务，把成千上万的人联合起来，从千百万人的需要和利益的角度来评价他们的活动和工作的成绩，而这正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如果我们不仔细思考过去杰出的组织家的活动，不长年累月地进行顽强和耐心的工作，那么这个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但是，怀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想想在当年工人阶级的先进领导者不得不数十年隐蔽地下的情况下，也造就了一些能够空前迅速而有成效地把地下组织者的活动变为千百万人的活动的人才，那么现在我们一定会更迅速更有成效地使工人阶级有觉悟的领导者的人数，使踏着伟大典范的足迹前进的组织者的人数真正大量增加，到那时我国革命最困难的经济任务和组织任务就一定能顺利地完成。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在这方面就有了信心，这次会后，我们大家就要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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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920年3月16日，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纪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逝世一周年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俄共（布）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理事和其他组织的代表。列宁代表俄共（布）中央讲了话。——[249]。



[125]指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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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成员破坏党的纪律一事的决定[126]


（1920年3月17日）

由布哈林、克列斯廷斯基和列宁参加的政治局于1920年3月17日讨论了托姆斯基同志和卢托维诺夫同志签署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的声明，并在他们在场的情况下查明：（1）克列斯廷斯基同志在同伊先科、格列博夫、托姆斯基和卢托维诺夫等同志的个别谈话中，没有表示他对因中央委员会所作决定而出现的行为失当（即党员在非党的代表大会上而不是在其党团之中，作出同党中央决议背道而驰的决议）有什么担心。

（2）克列斯廷斯基同志曾建议，由于党团委员会代表过一天即将参加政治局讨论，在此之前，不要将这个问题提交党团讨论；

（3）在这些谈话中，克列斯廷斯基同志有些急躁；

另一方面断定：

党团在这种情况下讨论这个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然会毫无必要地激化冲突，或者更确切些说，会使中央和党团之间的分歧变成真正的冲突；

上面提到的声明，在任何一个党员看来，不仅是急躁的表现，而且散发出一股闹无谓纠纷的恶臭气。

因此，政治局决定建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委员会的同志们：

由党团撤销（取消）它的决定并且承认整个事件已经解决。




由布哈林、列宁、克列斯廷斯基三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于1920年3月17日讨论了党员在非党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同党中央决议相抵触的决议这一不正常现象。

政治局认定，从党的纪律来看，这种现象是绝对错误的和不能允许的。

不过，发生这件事的情况十分特殊（即：党的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托姆斯基同志的提纲业已公布，党内仍有争论的关于集体管理制在个别情况下是否容许个人管理制或个人管理制在个别情况下是否容许集体管理制这一问题相对来说无关紧要），使人认为允许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成员目前在个别工会代表大会上（直至党的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以前）发表党团的决议在政治上危害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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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920年3月15日，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工会理事会共产党党团联席会议上，俄共（布）中央书记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声明，由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及其主要领导人的立场与俄共（布）中央的立场相抵触，他代表党中央建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体成员不要在工会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为集体管理制辩护。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委员会的成员在其内部会议上对这种解释和执行党的纪律的方式表示坚决抗议，并请求俄共（布）中央允许他们在工会代表大会上公布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的决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他们的声明，并通过了这里收载的列宁提出的两个决定。



这两个决定均由政治局委员列宁、尼·伊·布哈林和克列斯廷斯基三人签署。克列斯廷斯基在第一个决定上写道：“因为问题涉及我本人，我弃权。”在第二个决定的打字稿上有列宁的批注：“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和克列斯廷斯基的冲突的文件。”——[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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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英文版序言[127]


（不晚于1920年3月）


英文版序言

用英文出版我的批判考茨基的小册子（该书已用德文出版[128]）的同志们建议我为英文版写一篇序言。

我认为，与其写一篇短序，不如对詹·拉姆赛·麦克唐纳（J．Ramsay　Macdonald）的某一部著作加以详细评论。据我所知，他是一位颇有影响、为广大读者熟知的、而实际上却是属于“考茨基主义”思潮的英国著作家。遗憾的是，我未能得到詹·拉姆赛·麦克唐纳的《议会和革命》[129]（《Parliament　and　Revolution》）一书，书中有关于“苏维埃民主”和“苏维埃选举制”的章节；但是，从麦克唐纳所编辑的杂志《社会主义评论》[130]（《The　Socialist　Review》，1919年10—12月号）上刊登的他写的一篇文章《评论与展望》（《Socialist　Review　Outlook》）来看，作者的“考茨基主义”观点表现得十分清楚。麦克唐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词句装饰起来的、具有考茨基特点的机会主义对英国来说并不典型。

我现在没有时间详细评论麦克唐纳的观点，只是试图对他的观点作一简要的说明。从麦克唐纳的整个政治活动中，从他的党（“独立”——口头上独立，实际上完全依附于资产阶级偏见——“工党”）的报纸上，从他的杂志里，特别是从刚才提到的那篇文章中，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些观点。

首先，我从这篇文章中摘引最有代表性的几段话：


　　一开头，麦克唐纳在说明总的政治局势时写道：“……诚实的服务和劳动从来没有受到这样少的尊重”（Never　was　honest　service　and　labour　held　in　lower　esteem，第306页）。“……我们的军舰继续用饥饿将妇女和儿童折磨致死。我们参与了旨在推翻欧洲民主的所有卑鄙而又可恶的阴谋诡计。虽然我们的国家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某一个大臣为了满足个人的虚荣，一个小小的金融家阶级为了谋求个人未来的利润，都能再给英国纳税人增加约1亿英镑的负担用于对俄国的冒险……”（We　are　in　every　mean　and　wickedconspiracy　to　subvert　democracy　in　Europe．Though　the　State　is　tottering　on　the　verge　of　bankruptcy，a　Minister　to　gratify　his　personal　vanity，and　a　small　class　of　financiers　to　secure　personal　profit　in　the　future，can　add　what　will　probaly　amount　to　？100000000　further　burden　upon　the　Brtish　taxpayer，for　a　Russian　venture……第307页）……当议会中的其余党员们起立，向从巴黎带回和约的首相表示敬意的时候，尼尔·马克林（Neil　Maclean）仍然坐着不动。这一场杯水风波表明，议会工党“表现出党内有同样一种经受不起任何微小恐吓的倾向”

　　？

　　（“shows　this　same　proneness　in　the　Party　to　be　stampeded　by　trivial　fears”）。工党害怕反对派在选举的传单中谈到工党时会说：“工党纵容（condones）凌辱我们最仁慈的国王（our　Gracious　Sovereign）。”勇敢的麦克唐纳先生勇敢地宣称：“这种状况是不健康的；它不会给任何重大的改革带来希望”（Such　a　state　of　things　is　not　healthy；it　contains　no　promise　of　great　reform）……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58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4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228—229页

















    [127]这篇序言没有写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的英文版于1920年3月底出版，书中没有序言。——[259]。



[128]《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的德文版于1919年12月底出版。——[259]。



[129]列宁稍后得到了拉·麦克唐纳的《议会和革命》一书。他在书的页边上作了许多批注，特别标出了麦克唐纳试图掩盖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一些段落。列宁对麦克唐纳这本书的批注见《列宁文稿》第16卷。——[259]。



[130]《社会主义评论》杂志（《The　Socialist　Review》是英国独立工党的机关刊物（月刊），1908—1934年在伦敦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有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阿·李等。——[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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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留声机片录音讲话

（1920年3月底）


1

关于运输工作

同志们！由于红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再也不会受高尔察克、尤登尼奇的侵袭了，邓尼金匪帮也几乎被全部肃清了。

那些想靠全世界资本家的帮助在俄国恢复自己的独裁统治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军队，已经被打垮了。

但是，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后来的反对反革命的战争，已经把整个国家破坏和削弱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必须竭尽全力来战胜经济破坏，恢复工业和农业，向农民提供必需的产品以换取农民的粮食。

我们已经战胜了地主，解放了西伯利亚、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现在我们有充分的可能来恢复国家的经济。

我们有许多粮食，现在又有了煤炭和石油。目前整个问题在于运输。铁路陷于瘫痪，必须恢复运输。运输恢复了，我们才能把粮食、煤炭和石油运给工厂，才能运来食盐，才能开始恢复工业，才能使工厂工人和铁路工人不再挨饿。

全体工人和农民，都来做恢复运输的工作，把这个最需要坚强意志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工作担当起来！

应当用饱满的热情、革命的毅力、无限的忠诚去完成一切为恢复运输所必需的工作。

我们在流血的战线上胜利了。

我们在不流血的战线上，在劳动的战线上也一定会胜利。

大家都来做恢复运输的工作！


2

关于劳动纪律

为什么我们竟战胜了有全世界资本家帮助的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呢？

为什么我们坚信我们现在一定能战胜经济破坏、一定能恢复工业和农业呢？

我们所以战胜了地主和资本家，是因为红军战士、工人和农民都知道，他们是为自己的切身事业而奋斗的。

我们所以胜利了，是因为整个工人阶级和全体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在这场反剥削者的战争中表现出空前的英勇精神，创造了奋勇杀敌的奇迹，忍受了空前的困苦，作出了自我牺牲，无情地赶走了自私自利分子和贪生怕死分子。

现在，我们所以坚信我们一定能战胜经济破坏，是因为整个工人阶级和全体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同样自觉地，以同样坚定的意志，以同样英勇的精神奋起斗争。

只要千百万劳动者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跟随本阶级的优秀分子前进，胜利也就有了保证。

在军队里，自私自利分子已经被赶走了。现在我们大家都要说：

“把自私自利分子清除出去，把那些只图私利、投机倒把、一味偷懒的人清除出去，把那些害怕为胜利作出必要牺牲的人清除出去！”

劳动纪律、劳动热忱和忠于工农事业的精神万岁！

光荣永远属于红军中带头冲锋陷阵而捐躯的英雄们！

光荣永远属于正以最大热情走在劳动大军前列，带领千百万劳动者前进的人们！





	载于1928年1月21日《真理报》第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230—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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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131]


（1920年3—4月）


1

代表大会开幕词

（3月29日）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俄共中央向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表示祝贺。

同志们，我们是在极其重要的时刻召开这次党代表大会的。我们的革命在国内的发展已经使我们在国内战争中战胜了敌人，取得了极其重大而迅速的胜利。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这些胜利正是苏维埃革命在第一个完成这一革命的国家里、在一个最弱最落后的国家里的胜利，是对联合起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我们在取得这些胜利之后，现在可以沉着坚定地执行当前的和平经济建设任务。我们深信，这次代表大会一定能总结出两年多来苏维埃工作的经验，吸取已有的教训来完成当前更加困难复杂的经济建设任务。在国际方面，我国所处的形势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有利，而我们每天从德国收到的消息特别使我们欢欣鼓舞，这些消息表明，不管社会主义革命的诞生如何困难，如何痛苦，但是德国的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还是在不断发展。科尔尼洛夫叛乱在德国也起了同在俄国一样的作用。在德国，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不仅城市工人群众，而且农村无产阶级都开始转向工人政权，这一转变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它不仅一次又一次地完全证实了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它还使我们确信，我们同德国苏维埃政府携手并进的日子不会太远了。（鼓掌）

现在我宣布代表大会开幕，请大家选举主席团。





	载于1920年《俄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235—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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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3月29日）

同志们，在开始报告之前，我应该说明一下，这个报告也象上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一样，分为两部分：政治部分和组织部分。这种划分首先就令人想到，从表面上来看，从组织方面来看，中央的工作情况怎么样。我们的党失去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已经一年了；这个损失不能不影响到中央的整个组织。没有人能象斯维尔德洛夫同志那样善于一个人同时兼顾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因而我们就不得不尝试用集体工作来代替他一人的工作。

中央在报告年度中的工作，就日常工作来讲，是由中央全会选出的两个集体领导机构中央组织局和中央政治局[132]担负的；同时为了使这两个机构的决议协调一致，中央书记兼任两个局的工作。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面：组织局真正首要的任务是分配党的干部，而政治局的任务是解决政治问题。自然，这种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显然，如果没有人员的任命和调动，任何政治也就无法体现。因此，任何组织问题都有政治意义，所以我们在实践中形成了这样的惯例，只要有一个中央委员提出要求，就可以根据某种理由把任何一个问题看成政治问题。企图用别种办法来划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恐怕是不适当的，而在实践中也未必能达到目的。

上述工作方式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我们两个局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难以解决的事。这两个机关的工作一般说来是协调的，这种方式易于实行，这是由于中央书记参加两个局的会议，并且中央书记执行的完全是党中央的意志。为避免发生某种误会起见，从一开始就必须着重指出，党中央书记只执行中央委员会集体作出的决议，即由组织局或政治局或中央全会作出的决议。否则，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不能正确进行的。

上面简单说明了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工作规则，现在我来执行自己的任务，作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作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报告，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任务。这一年来政治局的工作，大部分都是随时解决一切有关政治的问题，即有关统一各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以及一切工人阶级组织的行动，有关统一苏维埃共和国全部工作并努力指导这些工作的问题。政治局解决一切有关国际、国内政治的问题。当然，要想大致上把这些问题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你们可以从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代表大会前发表的文件中找到必需的综合材料[133]。要在报告中把那个综合材料复述一遍，这是我不能胜任的，而且我认为代表们也不会感兴趣。我们每一个在党和苏维埃的某个组织中工作的人，每天都注视着千变万化的国内外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已在苏维埃政权颁布的法令中、在党组织的工作中、在每一转变中体现出来，解决问题本身就是对党中央委员会的评价。必须指出，问题这么多，解决起来往往非常匆忙，只是由于集体领导机构中的各个成员彼此十分了解，知道各人意见的细微差别，相互信任，才得以完成这个工作。否则，即使这个集体领导机构的人数再增加两倍也应付不了。一些复杂问题往往不用开会而是打电话商谈一下就解决了。这种做法是在深信某些显然复杂的、有争议的问题不会被放过的情况下采取的。现在，在我作总的报告的时候，我想不按时间的顺序，也不分门别类地评述各种问题，而只谈那些主要的、最重大的问题，并且只谈那些把昨天的经验（确切些说是过去一年的经验）同当前的任务联系起来的问题。

现在还没有到编写苏维埃政权历史的时候。即使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那我要代表我个人说，并且我想也可以代表中央委员会说，我们不预备做历史学家，我们所关心的是现在和将来。过去的一年，我们是把它当作材料，当作经验教训，当作我们继续前进的跳板看待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同军事任务和决定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的任务有关的工作；另一部分是国内和平经济建设的工作。这后一部分工作，也许只是从去年年底或今年年初才提到首要地位的，因为当时大家已经十分清楚，我们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有决定意义的战线上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去年春季，我们在军事上的处境十分困难，大家记得，当时我们遭到过多次失利和原先没有料想到的反革命势力代表和协约国代表一次又一次的、突然的大规模进攻。所以很自然，这一时期主要是在完成军事任务，国内战争任务，当时在所有的胆小鬼看来（更不用说孟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了），在大批中间分子看来，这个任务是无法完成的，于是他们就乖乖地承认说：这个任务是无法完成的，俄国落后了，被削弱了，既然西欧革命推迟了，那么俄国就不能战胜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我们当时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十分坚定并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一定能胜利。因此我们提出了“一切为了胜利”、“一切为了战争”的口号。

为了实现这个口号，我们不得不完全有意识地——而且公开说清楚——不去满足许多最迫切的需要，经常使很多人得不到帮助，我们确信应当把全部力量集中用在战争上，应当在这场协约国强加于我们的战争中获得胜利。只是因为党随时戒备，因为党纪律严明，还因为党的威信统一了各机关、各部门，使几十、几百、几千以至几百万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只是因为我们忍受了空前未有的牺牲，才出现了今天这样的奇迹。只是因为这样，尽管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两次、三次以至四次发动进攻，我们仍然能够获得胜利。当然，我们不仅要着重指出这一方面，而且要注意到从这一方面所得到的经验教训：没有纪律，没有集中，我们决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为了消灭反革命势力、拯救祖国，为了使俄国革命战胜邓尼金、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而忍受空前牺牲，是世界社会革命的保障。为了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有党的纪律，有极严格的集中，绝对相信成千成万人的空前未有的重大牺牲定能有助于这些任务的实现，绝对相信这确实是可能做到的和有把握做到的。为了这一点，就必须使我们党和实现专政的阶级即工人阶级，成为联合俄国以至全世界千百万劳动者的因素。

一个弄得精疲力竭的又弱又落后的国家竟战胜了世界上几个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想一想出现这种历史奇迹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根本原因就在于集中、纪律和空前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是在什么基础上出现的呢？在一个教育程度最差的国家中，千百万劳动者所以能够组织起来，这种纪律、这种集中所以能够实现，就是因为工人受过资本主义的训练，资本主义使他们联合起来，就是因为一切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联合起来，而且愈是先进国家，这种联合的规模就愈广泛；另一方面，是由于私有制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生产中的小私有制使敌人分崩离析。私有制在起分裂作用，我们则联合劳动者，而且愈来愈多地把全世界千百万劳动者联合起来。可以说，这一点现在连瞎子，至少是那些过去不愿看到这一点的人都已经看到了。时间愈久，我们的敌人分裂得愈厉害。分裂他们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生产中的私有制，不管这些人是用余粮作投机买卖、靠剥削挨饿的工人发财致富的小业主，或者是各国资本家，尽管后者拥有军事实力，创立了“国际联盟”这个全世界一切先进民族的“伟大统一联盟”。这样的统一纯粹是虚构、骗局、谎言。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极好的例子，就是这个臭名远扬的“国际联盟”，它企图分配管理各个国家的权利，企图瓜分世界，可是这个臭名远扬的联盟犹如镜花水月，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因为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的。我们从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看到了这一点，而这证实了一个基本真理，根据这个真理，我们确认我们是做得对的，完全相信十月革命必然胜利，完全相信我们所担负的事业虽然有很大的困难，虽然有无数的障碍，但世界各国千百万劳动者将会参加进来。我们知道我们有同盟者，知道必须在一个负有历史赋予光荣艰巨使命的国家中善于表现出自我牺牲精神，使这些空前的牺牲获得百倍的补偿，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国家中多坚持一个月，就能在世界各国多获得千百万的同盟者。

如果想想，到底为什么我们能够胜利，为什么我们必然胜利，那么只能说，是因为所有我们的敌人，那些在形式上同世界最强大的资本政府和资本代表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的人，不管他们在形式上是如何团结，实际上却是四分五裂的；他们之间的内部联系骨子里却是在分裂他们，使他们互相敌视，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在使他们分化，把他们从盟友变成野兽，所以他们看不到，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的英国士兵中，在塞瓦斯托波尔登陆的法国水兵中，在世界各国工人中，拥护苏维埃俄国的人日益增多起来，虽然在所有的先进国家里，社会党妥协分子都投到资本方面去了。就是这个基本原因，这个最深刻的原因，最终使我们获得了最可靠的胜利；这个原因过去是现在仍旧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最主要的力量源泉；有了这个源泉，我们就可以说，等我们在本国充分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经过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它的先进政党最大限度地团结了无产阶级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期待世界革命的到来。这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意志的表现，无产阶级斗争决心的表现，无产阶级争取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联合的决心的表现。

资产者老爷们和第二国际的所谓社会党人把这称为宣传用语。不对，这是俄国流血的、痛苦的国内战争经验证实了的历史事实，因为这场国内战争是反对世界资本的战争，世界资本在争斗中自己崩溃了，它自己毁灭了自己，而我们却在一个无产阶级被饥饿和斑疹伤寒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国家中得到了更多的锻炼，变得更加坚强。在这个国家里，我们把愈来愈多的劳动者团结在我们的周围。以前妥协派认为是宣传用语而且被资产阶级习惯地加以嘲笑的东西，在我国革命的这一年中，主要是在报告年度中，终于变成了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这一事实使我们可以极为肯定地说，既然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这就证明我们有全世界的基础，有比以前任何一次革命都广泛得多的基础。我们有国际联盟，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明文规定，没有固定形式，从“国家法”的观点来看它什么都不是，而实际上，在日趋瓦解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它却又是一切。每一个月，不管是我们夺回了阵地或者只抵挡住了空前强大的敌人，都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并使我们获得千百万新的同盟者。

这个过程看来是很艰难的，中间有过几次重大的失败。继芬兰出现空前的白色恐怖[134]之后，就在报告年度中，匈牙利革命失败了，协约国代表们瞒着本国议会，同罗马尼亚订立秘密条约，把这个革命扑灭了。

这是最卑鄙的叛卖行为，这是协约国的阴谋，它们用白色恐怖来扑灭匈牙利革命，更无须说它们怎样竭力同德国妥协派勾结起来扑灭德国革命，也无须说这班过去宣称李卜克内西是正直的德国人的人怎样同德帝国主义者一起，象疯狗一样扑向这个正直的德国人了。它们无所不用其极，但它们施行的任何这样的镇压只能使我们更加巩固和强大，同时却毁坏了它们自己的基础。

我认为，我们应当特别重视我们得到的这个基本经验。这里特别应当考虑的是，要使我们的鼓动和宣传工作建立在分析和说明上，即分析和说明我们为什么获得胜利，为什么在国内战争中付出的那些牺牲得到了百倍的补偿，而根据这个经验，又应当怎样做才能在另一种战争中，在不流血的战争中获得胜利，这一战争只是改变了形式，而进行这种战争反对我们的，仍然是旧资本主义世界的旧代表、旧奴仆和旧领袖，不过他们进行得更起劲、更疯狂、更卖力罢了。我国革命比任何其他革命都更有力地证实了这个规律：革命的力量、革命进攻的力量、革命的毅力、坚决性和革命胜利的成果愈大，资产阶级的抵抗力也就愈大。我们的胜利愈多，资本主义剥削者也就愈努力学习怎样联合起来，转而采取更坚决的进攻。要知道你们大家都记得很清楚（从时间上说，这是不久以前的事，可是从时事的角度说，却是老早以前的事了），在十月革命开始时，人们把布尔什维主义看作怪现象；这种观点在俄国很快就被抛弃了，这种表明无产阶级革命还不发展、还很薄弱的观点在欧洲也被抛弃了。布尔什维主义成了世界现象，工人革命风起云涌。苏维埃制度，即我们吸取了1905年的教训、研究了自己的经验而在十月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制度，已成了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现在是两个营垒在全世界范围内完全有意识地互相对峙着。应当指出，只是在过去的这一年中，才开始了它们彼此间的最后决战。现在，就在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正经历着也许又是一个最巨大、最急剧而尚未完结的从战争向和平转变的关头。

你们都知道，协约国帝国主义列强的领袖们向全世界高喊过：“我们永远不会停止反对那些篡权、抢权、敌视民主的布尔什维克强盗的战争。”你们知道，他们先是撤销了封锁，他们联合各小国的尝试也失败了，因为当时我们不仅把各国工人争取过来了，而且成功地把各小国的资产阶级也争取过来了，因为帝国主义者不只压迫本国工人，并且也压迫各小国的资产阶级。你们知道，我们是怎样把各先进国家中的动摇的资产阶级争取过来的，以致现在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协约国违反自己许下的诺言、誓词，违反自己签订的条约；顺便说说，它们曾同俄国各白卫匪帮订过几十个条约，现在就象守着破木盆[135]那样守着这些条约叹息，因为它们为这些条约耗费了亿万金钱，结果落了个一场空。

现在它们撤销了封锁，实际上已开始同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和平谈判，现在它们又不把这种谈判进行到底，所以各小国对它们丧失了信心，对它们的力量丧失了信心。我们看到，协约国的地位，它们在对外关系中的地位，从法学的通常观点看来，是很不明确的。协约国各国对布尔什维克的关系，是一种既不战又不和、既承认我们又不承认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敌人原来深信自己是一种力量，现在它们这种分崩离析的状态却表明它们丝毫没有力量，只不过是一小群互相争吵、对我们无可奈何的资本主义野兽。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拉脱维亚正式向我们提出了媾和的建议[136]；芬兰打来了一个电报，正式提议划定国界，其实这也就是向和平政策的转变[137]。最后还有波兰，波兰的代表人物过去特别起劲地炫耀武力，而且现在还继续这样做，过去和现在波兰从协约国领到满载大炮的列车数量最多，并且协约国还答应，只要它继续同俄国斗争就尽力帮助它，——甚至连这个由于政府地位不稳而什么军事冒险都干得出来的波兰，也送来了举行和谈的邀请书[138]。对此必须特别谨慎。我们的政策要求格外的慎重。在这里极难找到正确的路线，因为此刻火车停在什么轨道上谁也不知道，连敌人自己也不知道它今后究竟怎么办。挑唆波兰最甚的代表法国政策的老爷们，以及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波兰的领袖们都不知道今后会怎样，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他们今天说：“先生们，给我们几列车大炮，几亿金钱，我们就同布尔什维克打一仗。”他们隐瞒罢工浪潮在波兰日益高涨的消息，严令书报检查机关不许泄露真情。而那里的革命运动在日益发展。德国革命的发展已进入新的时期，进入了新的阶段，工人在经过了德国的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现在正在建立红军，这直接说明（最近从那里发来电讯）工人的热情愈来愈高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波兰的代表人物不由得开始想到：“是不是已经晚了？会不会在国家尚未作出战或和的正式决定以前就在波兰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们不知道明天带给他们的将是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每个月都在大大增强，并将继续大大增强。所以现在我们所处的国际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巩固。但是我们应当密切注意国际危机，应当准备随时应付任何突然事件。我们已得到了波兰正式的媾和建议。这些老爷现在处在如此绝望的状态中，以致他们的朋友，即德国君主派分子，一些更有教养、更有政治经验和政治见解的人也铤而走险，发动科尔尼洛夫叛乱。波兰资产阶级抛出媾和建议，因为它知道，冒险可能造成波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我们知道敌人正处在极端困难的境地，他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也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十分肯定地指出：虽然有了媾和建议，但战争还是可能爆发的。他们今后的举动是无法预测的。这种人，我们看到过，这些克伦斯基之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之流的人，我们很了解。在这两年中，我们看到，他们今天跑到高尔察克方面，明天又几乎跑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然后又跑到邓尼金方面，而这一切都是在自由和民主的词句掩饰下进行的。我们了解这些先生，所以我们双手抓住媾和建议，准备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我们相信，同各小国缔结和约，对于推进事业来说，要比战争好无数倍，因为帝国主义者用战争欺骗劳动群众，以此来隐瞒苏维埃俄国的真实情况，所以，任何一种和约都会使我们的影响增加和扩大一百倍。在过去这几年中，我们的影响本来已经很大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已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战争随时都可能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的敌人自己还不清楚，他们在这一方面究竟能做些什么。

他们正在进行战争准备，这是无可置疑的。现在有很多同俄国毗邻的国家，也许还有很多非毗邻的国家，都在进行这种全国性的武装准备。所以我们在国际政策上要尽可能地机动灵活，最坚决地贯彻我们既定的方针，并随时准备应付一切事变。我们是殚精竭虑来进行争取和平的战争的。我们正在取得辉煌的战果。在这一战场上，我们表现得最为出色，至少并不比红军在战场上，在流血的战线上表现得差。但是，即使小国愿意和平，同我们缔结和约却不取决于它们的意愿。它们对协约国各国负债累累，而在协约国各国之间正拼命地进行着争斗和竞争。所以我们应当记住，从国内战争和反协约国战争所造成的世界范围的实际情况来看，和平当然是可能的。

但是，我们在采取和平步骤的同时，也应当全面加强我们的作战准备，绝对不能解除我们军队的武装。我们军队是使帝国主义列强丝毫不敢轻举妄动、不敢侵犯我国的切实保障，因为列强纵然可以指望起初获得某些暂时的胜利，但结果任何一国都不免被苏维埃俄国所粉碎。这是我们应当知道的，这应当成为我们鼓动和宣传的重点，对于这一点我们要作好准备，要完成好在日益疲惫的情况下把和与战两者结合起来这一任务。

现在我要谈一谈迫使我们下决心引导劳动群众利用军队来完成当前基本任务的那些最重要的带根本性的理由。旧的纪律源泉即资本已经削弱了，旧的联合源泉已经消失了。我们应当建立另一种纪律，开辟另一种纪律和联合的源泉。强制手段引起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愤懑、叫嚣、喧嚷和哀号；这班人嘴上老是挂着“自由”、“平等”这些字眼，却不懂得，让资本享受自由就是对工人犯罪，让饱食者和挨饿者平等就是对劳动者犯罪。我们反对说假话，我们主张在实行劳动义务制和联合劳动者时，丝毫也不要害怕采用强制手段，因为不采用强制手段就决不能进行革命。因此，为了坚决地保持住自己的胜利成果，无产阶级有权采用强制手段。当资产者老爷们、妥协派老爷们、德国“独立党”老爷们、奥地利“独立党”[139]老爷们和法国龙格派老爷们争论历史因素问题时，他们总是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决心、坚定性、不屈不挠精神这样的因素忘掉了。这也就是我国无产阶级表现的那种不屈不挠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曾对自己也对别人说过，并且用行动证明过，我们宁肯全部战死，也不放弃自己的领土，也不放弃自己的原则，即纪律和坚定政策的原则，为此我们应当不惜任何牺牲。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家阶级分崩离析的时候，在他们处于绝望和危机的时候，只有这个政治因素能起决定作用。少数和多数、民主和自由这些空洞的词句，不管旧历史时期的英雄们怎样强调，现在都起不了什么决定作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人阶级的觉悟性和坚定性。如果工人阶级准备作出自我牺牲，如果工人阶级表明它能竭尽全力，那就可以完成任务。一切都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工人阶级的决心，它实现自己“宁死不屈”口号的坚定意志，不但是历史的因素，而且是起决定作用的、能夺取胜利的因素。

我们有了这个胜利，有了这种信心，才转向并已经转到和平经济建设的任务。决定这些任务，就是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职责。我认为，在这方面不是由中央政治局来作报告，确切些说，不是由中央委员会来作政治报告，而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同志们，是的，这是由你们来决定的问题，是应当由你们以党的最高机关的权威来考虑的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清清楚楚地提到你们面前来了。我们已经采取了明确的立场。你们的责任就在于最终批准、修改或变更我们的决定。但是，中央在自己的报告中应当说，它在这个基本的迫切问题上已经采取了十分明确的立场。是的，现在的任务是要把无产阶级所能集中的一切力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统一的力量都投到经济建设这一和平任务上去，都投到恢复被破坏了的生产这一任务上去。这里需要有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组织，否则，我们不仅支持不了两年多，甚至连两个月也支持不了。要善于运用我们的胜利。另一方面应当懂得，这个转变需要我们作出我国本来就已经承受得够多的大量牺牲。

原则方面的问题，中央是很清楚的。中央全部工作都是服从这个政策、根据这种精神的。例如你们将要解决的关于集体管理制和个人管理制的问题，看来似乎是局部问题，如果割断它同各方面的联系，当然不能说它是有根本原则意义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无论如何都要从我们已经基本获得的知识、经验、革命实践出发。例如有人对我们说：“集体管理制是广大群众参加管理的形式之一。”可是我们在中央委员会里讨论过这个问题，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向你们报告：同志们，这种理论上的混乱是决不能容忍的。我们要是在我们的军事活动，我们的国内战争这一基本问题上发生一点点这种理论上的混乱，那早就被人打垮了，打垮也活该。

同志们，请允许我在作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时候，在谈到新阶级是采用集体管理制还是一长制来参加管理的问题的时候，稍微谈点理论，指出一个阶级怎样进行管理，阶级统治表现在什么地方。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是新手，我国革命和以往革命的区别就在于我国革命不是空想。新阶级只有在反对其他阶级的激烈斗争中保存住自己，才能取代旧阶级，而且只有当它能够完全消灭阶级时，它才能获得最终胜利。阶级斗争的巨大而复杂的过程正是这样要求的，不这样，你们就会陷于混乱而不能自拔。阶级统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资产阶级对封建主的统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宪法写上了自由、平等。这是骗人的话。只要有劳动者存在，私有者就会投机倒把，而且正由于他是私有者，也就不得不投机倒把。我们说，平等是没有的，饱食者和挨饿者是不平等的，投机倒把者和劳动者也是不平等的。

现在的阶级统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无产阶级的统治表现在废除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以前所有一切宪法，以至最民主的共和宪法的精神和基本内容都归结在所有制这一点上。我们的宪法之所以有权在历史上存在，所以争取到了这个权利，就是因为废除这一所有制不是仅仅在纸上写写而已。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废除并彻底破坏了这一所有制，阶级统治也就表现在这里。首先就表现在所有制问题上。我们实际解决了所有制问题，这样也就保证了阶级统治。后来，宪法把实际生活中解决了的废除资本家和地主的所有制的问题记载下来，并补充说：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比农民有更多的权利，而剥削者则没有丝毫权利，——这样宪法就记载了我们业已实行的本阶级的统治，靠了这一点我们才保持了同劳动者的一切阶层和一切小的集团的联系。

小资产阶级私有者是分散的，其中财产较多的人就是财产较少的人的敌人；而无产者废除私有制，就是公开向他们宣战。还有许多没有觉悟的无知的人，凡是自由贸易他们就完全拥护，可是当他们看到我们在战胜剥削者时表现出来的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就不能作战，他们既不拥护我们，但也无力反对我们。关于所有制以及哪一个阶级领导的问题，只有阶级统治能够决定。谁要是象我们经常所见的那样把阶级统治的表现问题同民主集中制问题搅在一起，那他就要造成莫大的混乱，以致任何工作都无法顺利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明确性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的敌人也承认，说我们在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方面作出了奇迹，但这不应当从表面上来理解，以为我们有许多鼓动员，我们耗费了很多纸张，而应当从实质上来理解，就是说，我们宣传的真理深入了人心。而这个真理是无法回避的。

当一个阶级取代了另一个阶级的时候，它也改变了同所有制的关系。资产阶级取代封建主义之后，也就改变了同所有制的关系；资产阶级的宪法说：“拥有财产的人和乞丐是平等的。”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这种“平等”把国家统治权交给了资本家阶级。难道你们以为资产阶级取代封建主义之后，它就把国家和管理混为一谈了吗？没有的事，他们不是这样的傻瓜，他们说：要管理就要有善于管理的人才，为此我们就要起用封建主，要改造他们。他们就这样做了。这样做难道错了吗？同志们，不是的，管理的本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会凭空就有的，不会因为这个阶级是先进阶级，于是一下子就有了管理的本领。我们从实例中看到：资产阶级刚胜利时，它是起用另一个阶级即封建阶级出身的人做管理工作的，否则它就无人可用。要清醒地观察事物：资产阶级曾起用先前那个阶级的人才，而我们现在也有同样的任务——善于吸取、掌握、利用先前那个阶级的知识和素养，为本阶级的胜利而运用这一切。所以我们说，获得胜利的阶级应当是成熟的阶级，可是成熟性不是用文字或证书所能证明的，而是要由经验和实践来证明的。

资产者获得了胜利，但当时还不会管理，他们是这样保障自己的胜利的：宣布新宪法，从本阶级中征募管理人员，开始学习，同时利用先前那个阶级的管理人员，并且开始训练和培养自己的新人去做管理工作，为此而运用了全部国家机构，取缔旧的封建机关，让富人进学校，这样经过许多年，经过几十年，他们就把本阶级的管理人员培养出来了。现时在按统治阶级的模样组成的国家中，也应采取过去所有的国家都用过的办法。如果我们不愿立足于纯粹的空想和空谈，那我们就要说，我们应当考虑过去年代的经验，我们应当保障革命所争得的宪法，但是要管理，要进行国家建设，就应当有掌握管理技术、具有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经验的人才，而这样的人才我们只有从先前那个阶级中才能找到。

在关于集体管理制的议论中，往往充斥着一种最无知的情绪，即反对专家的情绪。有了这种情绪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要获得胜利，就必须懂得旧资产阶级世界的全部悠久的历史；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并为了更广大的群众而运用它们，而这种技术和科学只有从资产阶级那里才能获得。应当把这个基本问题突出地提出来，应当把它作为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提出来。我们应当借助于被我们推翻了的那个阶级出身的人来从事管理，自然，这些人满脑子都是他们本阶级的偏见，我们应当重新教育他们。同时，我们应当从本阶级队伍中征集自己的管理人员。我们要运用全部国家机构，使学校、社会教育、实际训练都在共产党员领导之下为无产者、为工人、为劳动农民服务。

我们只能这样办。我们既然有了两年的经验，就不能这样来议论，好象我们是初次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似的。在斯莫尔尼时期和在此前后，我们做了够多的蠢事。这是没有什么可耻的。我们初次从事新的事业，聪明才智从哪里来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我们曾随波逐流，因为那时区分不出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要做到能够区分是需要时间的。现在这已经成为不久前的往事了，我们已经度过了这个时期。这一充满混乱和热情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说明过去这个时期的文件就是布列斯特和约。这是历史文件。不仅如此，这是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被迫接受布列斯特和约，是因为当时我们在各方面都软弱。这是怎样的历史时期呢？这是我们软弱的时期，我们现在已经以胜利者的姿态度过了这个时期。这又是完全实行集体管理制的时期。这是无法跳过的历史事实，因为人们说集体管理制是学习管理的学校。但我们不能总是蹲在学校的预备班里！（鼓掌）这样做是行不通的。我们现在是成年人了，如果我们的举动仍旧和小学生一样，那我们在各方面都是要不断挨打的。应当前进。应当坚韧不拔地、意志统一地向高处攀登。工会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要设法使工会理解，这个任务是要反对臭名远扬的民主制的残余。所有那些关于被委派者的叫喊，所有那些在各种决议和谈话中常见的陈腐有害的滥调，应当扫除干净。否则我们就不能获得胜利。如果我们在两年内还没有领会这个教训，那我们就是落后了，而落后是会挨打的。

任务非常困难。我们的工会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建设有过极大的帮助。工会是党联系千百万没有知识的群众的一个环节。我们不会掩盖事实：当工会帮助国家做粮食工作时，曾肩负了同我们的各种灾难作斗争的全部任务。难道这不是极大的任务吗？不久以前出版了《中央统计局公报》[140]。公报上刊出了一些绝无信仰布尔什维主义嫌疑的统计学家们得出的总结数字。其中有两个有趣的数字：在1918年和1919年，各消费省中每个工人每年领得7普特粮食，而各产粮省中每个农民每年却消费了17普特粮食。在战前，这些农民每年只消费16普特粮食。这两个数字表明了粮食斗争中的阶级对比关系。无产阶级继续作出牺牲。竟有人对暴力大叫大喊！但是无产阶级认为采用这种暴力是正当的、合法的，并且用作出最大牺牲的事实证明了采用这种暴力是正确的。在我们忍饥挨饿的、满目疮痍的俄国，各产粮省的大多数居民即农民，几百年来第一次比在沙皇俄国、资本主义俄国的时代吃得好。但我们要说，在红军获得胜利以前，群众还将挨饿。工人阶级先锋队必须作出这种牺牲。它在这个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受过锻炼之后，我们应当继续前进。现在无论如何也要跨出这一步。同任何一个工会一样，老工会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和过去。在过去，工会是反对劳动压迫者的机关，反对资本主义的机关。而当工人阶级成了统治阶级时，当工人阶级现在必须作出很大牺牲、忍饥挨饿、献出生命时，情况就完全改变了。

这种改变，不是一切人都能理解的，不是一切人都能深刻认识的。在这方面，有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帮助我们，他们要求用集体管理制来代替个人管理制。同志们，对不起，这样做是行不通的！我们已经抛弃了这一套。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极复杂的任务：在流血的战线上获胜之后，还要在不流血的战线上获得胜利。这场战争更加困难。这条战线是最艰巨的战线。我们向全体觉悟工人公开说明这一点。我们打赢了火线上的那场战争之后，还要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结果是我们的胜利愈大，象西伯利亚、乌克兰、库班这样的地区也就愈多。那里有富裕农民，那里没有无产者，即使有无产阶级，那也是已经被小资产阶级的习惯腐化了的；并且我们知道，那里凡是有一小块土地的人都说：“我才不在乎政府呢！我要尽量敲一下饿肚子的人的竹杠，我才不把政府放在眼里呢！”现在协约国将会帮助那些原来被邓尼金宰割，以后又摇摆到我们方面来的投机者农民。战争改变了战线和形式。协约国现在是用贸易、用粮食投机来进行战争，它使这种粮食投机成为国际性的。发表在《中央委员会通报》[141]上的加米涅夫同志的提纲，把这个问题的基本点完全表达出来了。他们想使粮食投机成为国际性的。他们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瓦解。帝国主义者老爷们，对不起，我们是有戒备的！我们说：我们打过仗，我们胜利过，所以我们继续要把曾经帮助我们获得胜利的口号提出来作为基本口号。我们要完全保留这个口号，并把它用到劳动战线去，这口号就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精神和统一意志。原来留下的那些旧偏见、旧习惯，应当一律扫除。

最后，我还要讲讲古谢夫同志写的一本小册子[142]。据我看，这本小册子从两方面来看是值得注意的：这本小册子写得好，不仅从形式来看是这样，也不仅因为它是在我们代表大会开幕前写成的。不知怎的我们大家直到现在都惯于写决议。有人说，写出的东西形式不拘，只要不是枯燥无味，那就是好的。我看，决议应当列入枯燥无味一类。如果我们都效法古谢夫同志，少写些决议，多写些小册子，即使它们也同古谢夫的小册子一样有很多错误，那也要好些。尽管有这些错误，它还是一本很好的小册子，因为它所注意的中心是恢复全国工业和生产的基本经济计划，因为其中的一切都服从于基本经济计划。在今天散发给大家的中央委员会的提纲中，有整整一节是整个取自古谢夫同志的提纲中的。我们可以依靠专家们的帮助，更详尽地拟订这个基本经济计划。我们应当记住，这个计划是预定用很多年来实现的。我们并不许诺一下子就使我国摆脱饥饿。我们指出，斗争将比在军事战线上更加困难，但这场斗争会引起我们更大的兴趣，它将使我们更接近我们真正的基本任务。这场斗争要求我们全力以赴，要求意志统一，也就是我们以前做到过、现在我们也应当做到的意志统一。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我们在不流血战线上获得的胜利，决不会小于在国内战争战线上所获得的胜利。（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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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总结发言

（3月30日）

同志们，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遭到攻击的，主要是萨普龙诺夫同志称之为谩骂的那一部分。萨普龙诺夫同志使他所坚持的立场十分清楚，意味鲜明。为了向你们说明实际情况，我想先提醒大家几个重要的日期。我这里有一份3月2日的《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刊载了一封为筹备代表大会给俄共各级组织的信。我们在第一封信里说：“纯粹从理论上探讨、争论一般问题并作出原则性决议，这样的时期幸而已经过去了。这是已经过去的阶段，这是昨天和前天已经完成的任务。应当前进了，应当懂得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实际任务，应当以全部力量，以真正的革命毅力，以我们的优秀同志、工农红军战士在战胜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时所发扬的那种奋不顾身的精神，来完成迅速战胜经济破坏这项切实的任务。” 
［注：见本卷第155页。——编者注］



我应当承认，在这方面我不该过分乐观，认为从理论上探讨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实际上，我们在革命前讲了15年理论，革命后管理了两年国家，现在就应当表现出求实精神和实践精神，所以我们3月2日向有实际经验的同志作了这样的号召。我们的告全党书发表之后，作为对这封信的答复，3月10日《经济生活报》[143]刊载了托姆斯基的提纲，3月23日该报刊载了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马克西莫夫斯基三位同志的提纲，3月27日发表了莫斯科省委员会的提纲。在所有这些提纲中，问题的提法在理论上都是不正确的。我们信中的看法是过于乐观的，是错误的，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度过了这个时期，而这些提纲表明：这个时期尚未度过。工会的同志用不着抱怨对他们的态度不公正。现在我们面对一个问题：是这种看法正确呢，还是在我们3月2日告全党书之后发表的这些提纲所坚持的立场正确呢？这些提纲当中，每一份都有许多实际材料，这是应当加以注意的。如果中央委员会对此不予以认真注意，那它就是一个毫无用处的机构。

可是大家听一听托姆斯基同志的提纲说了些什么吧：


　　“第七，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到工厂管理委员会现今对工业实行的集体管理原则，是建立工业调节机关和管理机关时唯一能够保证广大非党工人群众通过工会参加管理的基本原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或有关工会的中央委员会双方同意，才能准许个别企业实行个人管理，其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工会及其机关要对一长制管理人员实行监督。第八，为使经济建设计划能够统一以及工会和经济机关的活动能够协调一致，应根据下列原则对工会参加工业的管理和调节作出规定：（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所属机关讨论总的经济政策问题时，要有工会参加；（二）经济系统的各集体领导机构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所属机关和有关的工会机关共同组成；（三）经济机关的集体管理机构与工会共同讨论有关某一生产部门的总的经济政策问题，定期向工会报告工作，但它们只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关，只应执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决定；（四）在一切经济机关的集体管理机构中，个人和集体必须无条件执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各上级领导机关的决定，其执行情况只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负责。”



　　这是在最简单的理论问题上造成的极大的思想混乱。通过一长制管理人员进行管理是正确的，至于究竟由谁来充当这种管理人员，由专家来充当还是由工人来充当，就要看我们有多少旧管理人员和新管理人员。这是最简单的道理。现在让我来谈谈这个问题。你们既然要讨论中央的政治路线，那就不要把我们没有提出和没有说过的东西偷偷塞给我们。3月2日我们号召同志们给我们实际的支持，可是我们得到的回答是什么呢？各地同志拿出理论上显然不正确的东西来回答我们。3月23日发表的奥新斯基、马克西莫夫斯基和萨普龙诺夫三位同志的提纲，通篇都是理论上的曲解。他们写道，任何形式的集体管理制都是民主制的必要基础。我可以断言，你们在革命前15年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找不到任何类似的东西。民主集中制只是说，各地代表在一起开会并选出负责机关来进行管理。但是怎样管理呢？这要看有多少合适的人选，有多少好的管理人员。民主集中制就是：由代表大会检查中央的工作，免除中央的职务并任命新的中央。如果我们想检查一下这些提纲中所存在的理论错误，那是永远也检查不完的。老实说，我不准备再谈这个问题，我只想指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非采取不可的路线。我很清楚，奥新斯基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并不同意马赫诺派和马哈伊斯基派[144]的看法，但是马赫诺分子却不会不死死抓住这些同志的论据的。马赫诺分子是同这些论据分不开的。就我们都拿到的党的莫斯科省委的提纲来说吧。这个提纲说，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分工和把人束缚于一定职业的现象将会消失，只有广泛实行集体管理制才可能定期轮换执行管理职能的人，如此等等。这一切是地地道道的思想混乱！

我们曾经对地方上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说：请提出切实的意见来帮助我们吧。但我们得到的回答却是说：中央不重视地方。不重视什么呢？不重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议论吗？这些议论中没有一点重实践和讲实际的精神。当然，我们有一些优秀的工人，他们从知识分子那里学来许多东西，但有时学来的不是好东西，而是坏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加以反对。中央委员会号召提供实际的意见，而你们对这一号召的回答却是提出了原则问题，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必须谈一谈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说，必须同原则错误进行斗争。那些在3月2日以后提出的提纲有极其严重的原则错误。

这一点我可以断言。现在就让我们来谈论和争论这个问题吧。这个问题用不着回避！在这里用不着推说我们不是理论家。对不起，萨普龙诺夫同志，您的提纲就是理论家的提纲。您会看到，如果照这个提纲去办，那就必然会后退，会依照不切实际的提法去解决问题。谁要是到马克西莫夫斯基、萨普龙诺夫、托姆斯基三位同志的提纲中去找实际的意见，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个提纲是根本错误的。一个阶级对国家建设持这种态度，我认为是根本不对的，是在拖我们向后退。赞成这样做的显然是那些落在后面的人，那些在这方面还没有体验过的人。这个提纲的作者们的过错不应当说是有意疏忽，而应当说是在中央要他们提出的问题上犯了理论错误，这就使坏分子得到了一面旗帜，找到了一个借口。为什么会弄成这样呢？是由于考虑不周。这一点根据原件就完全可以断定。

现在我来谈谈尤列涅夫同志就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事情提出的责难。假如是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就要召开的时候把反对派的代表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弄走了，这样的中央委员会无疑是干了一件卑鄙的事情。当我们知道了施略普尼柯夫同志要走时，我们在政治局中说过，在他动身之前我们不给他指令，所以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动身前一天到我那里去的时候，声明他并不是奉中央委员会的指令走的。可见，尤列涅夫同志听到的完全是一种谣传，而他却在加以扩散。（尤列涅夫：“这是施略普尼柯夫亲口对我说的……”）

我不知道，他怎么能亲口对您这样说，因为他临走时去过我那里，说过他不是奉中央委员会的指令走的。如果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放逐了反对派，这当然是不能容许的。既然有人说这是放逐，那么我要说，请另选一个能够正确调配人员而不致招来任何埋怨的中央委员会吧。怎么能调配得人人满意呢？要是不进行调配，那还说什么集中制呢？如果有违反原则的事情，那就请举出例子来。如果是我们放逐了反对派的代表，那就请举出例子来，我们会加以研究的；说不定是有错误。也许被放逐的是尤列涅夫同志吧？他倒是曾向政治局提出过申诉，说把他调离西方面军是不对的。但是，政治局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无论你们选出什么样的中央委员会，它都不能不调配人员。

其次，关于组织局和政治局之间的分工问题。马克西莫夫斯基同志在组织工作问题上比我更有经验，他说，列宁在组织局和政治局的问题上引起了混乱。那就让我们来分析分析吧。在我们看来，组织局管调配人员，政治局管政治问题。如果这样分工不对，那么究竟怎样给这两个机关的工作划分界限呢？莫非要写一部宪法吗？把政治局同组织局截然分开，把它们的工作划分得一清二楚是很困难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成为政治问题，甚至委派一个房屋管理员，都可能成为政治问题。如果谁能提出别的解决办法，那就请提出来好了；萨普龙诺夫、马克西莫夫斯基、尤列涅夫三位同志，请提出你们的建议来，请你们试一试给组织局和政治局分分工、划分划分界限吧。我们这里只要有一个中央委员提出抗议，就可以使某一问题被看作是政治问题。可是在我们这里从没有人提出过一次抗议。在这里主动性是最不受限制的，因为任何一个中央委员都可以宣布某一问题为政治问题。一个在组织工作问题上多少有点经验的实际工作者，一个在组织部门工作了哪怕只有半年的人，即使他不象马克西莫夫斯基同志那样内行，他也不应当提出马克西莫夫斯基同志那样的批评。让批评者们提出明确的意见来吧，我们一定会采纳的，我们会建议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来实现这些愿望的。可是我们得到的只是无的放矢的批评，错误的论断。

就算你们能把组织局同政治领导分开，试问，这样一来，政治领导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是由人来领导，那又由谁来领导呢？如果不是调配人员，那又怎样领导呢？难道可以强迫不能胜任的人去执行一定的指令吗？通常是给他一定的指示，检查他的工作，最后调他去做另外的工作。马克西莫夫斯基、萨普龙诺夫和奥新斯基三位同志的提纲提出了早就被人驳倒了的理论上的修正，究竟还要怎样开导他们呢？他们在实际上所做的更糟糕，并且证明他们提不出一点可以用作切实批评的材料。

萨普龙诺夫同志谈了很多寡头政治和主动性问题。遗憾的是，他没有举出乌克兰的例子。我们看到，那里的地方代表会议对寡头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个问题代表大会将要审理，或者将委托中央委员会处理。以萨普龙诺夫为首的多数派在乌克兰代表会议上发言反对拉柯夫斯基同志，并进行了完全不能容忍的中伤。说到乌克兰代表会议，我们说我们决不承认地区性代表会议的这个决定。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要是决定得不对，你们可以追究我们的责任，但是请你们不要用空话来搪塞，因为这里明眼人有的是，他们会说这是煽动。假如我们对乌克兰的分裂的评价不正确，那就请举出事实来证明中央委员会做错了。

我们表示，我们不承认萨普龙诺夫同志的这次代表会议，而是任命两位老同志和两位新同志，也就是Ж．同志……和斗争派的几个人。我没有听到萨普龙诺夫同志或其他同志提出过一次抗议，也没有听到他们提出过一个切实的论据。既然我们解散了、取消了整个乌克兰代表会议，那当然需要大声疾呼，说我们犯了罪。然而大家却保持沉默，因为感觉到这些关于主动性之类的空话保护了、掩盖了形形色色的捣乱分子、有市侩作风的分子以及自立山头的分子，而这些人在乌克兰是很有势力的。（鼓掌）

在萨普龙诺夫同志的发言中，我听到有一点是涉及实际问题的，我很注意地听了这一点。萨普龙诺夫同志说：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作过规定，而我们违背了大会的规定，收集亚麻的法令就违背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我们执行的法令，我连十分之一也记不住。不过我向人民委员会秘书处查问过收集亚麻的条例[145]。这个法令是2月10日通过的。结果发现了什么呢？无论政治局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同志没有哪一个是反对主动性的。我们看到他们坐在这个讲台上。同志们知道，他们都能说会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对这个决定提出申诉呢？把你们的申诉提出来吧！2月10日以后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申诉。我们根据李可夫同志的建议，并且同谢列达同志和粮食人民委员部进行了磋商，经过长时间的斗争才作出了这项决定。现在有人对我们说：“你们错了！”也许是错了。那就请纠正我们的错误吧。请把这个问题提到政治局去吧。那里会作出正式的决定的。我们来翻一翻记录好了，如果记录证明我们违背了代表大会的决定，那我们就应当受到审判。指控我们什么呢？一方面是指责施略普尼柯夫那件事，另一方面是说亚麻问题违背了决定。请把我们违背决定的材料拿出来。但是你们举不出事实来。你们所说的什么主动性、委派制等等，都是废话。那要集中制干什么呢？两年来我们在各个地方摆脱了民穷财尽和经济崩溃的状态，重新走向了胜利，如果在这期间我们不任命工作人员，我们能坚持两个月吗？由于你们对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或尤列涅夫同志的调动不赞成，你们就向群众，向没有觉悟的群众讲这些话。卢托维诺夫同志说：“问题并没有解决。”要解决的。如果两个人民委员对某某人的评价不一致，其中一个说，这是政治问题，那该怎么办呢？请拿出办法来吧！你们以为只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里才有枯燥的问题吗？我说，没有哪个机关没有枯燥的问题。所有的机关都要研究关于某某人某某人的问题。但是，决不能说没有政治，因为政治正是通过每一个人体现出来的。卢托维诺夫同志有……——我不知道怎样说好，我怕萨普龙诺夫同志听了感到难堪，我怕使用论战性的词句——但他却说克列斯廷斯基同志曾用分裂来进行威胁。为了这件事政治局开过会。政治局有开会的记录，我请代表大会各位代表把记录拿来看一看。 
［注：见本卷第257—258页。——编者注］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克列斯廷斯基同志有点急躁，而你们，卢托维诺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却散发出一股闹无谓纠纷的恶臭气。或许我们不对，请修正我们的决定好了。但是那样指责而不看文件，不指出专门召开过会议，不指出曾经当着托姆斯基和卢托维诺夫的面研究过这个问题，那是不行的。

我还要谈两点，首先是关于布哈林同志和拉狄克同志的任命问题。有些人说我们把他们派到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当政治委员，于是就想在这上面做文章，说我们破坏主动性，实行官僚主义的领导。也许你们知道有比拉狄克和布哈林更好的理论家，那就请介绍给我们吧。也许你们知道有更出色的熟悉工会运动的人，那就请介绍给我们吧。难道中央委员会没有权利把一些对工会运动最有理论研究和熟悉德国经验并能对错误路线施加影响的人补充到工会中去吗？中央委员会连这一点都办不到，那还谈什么管理！我们周围的农民和库班哥萨克愈多，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处境就愈困难！因此需要把路线拨正，无论如何要使它坚定不移，我们建议党代表大会接受这样的路线。

布勃诺夫同志在这里说，他同乌克兰有密切联系，这就暴露了他的反对意见的实质。他说，中央委员会助长了斗争派的声势。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重大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需要非常机动灵活的、极其重大的问题上，我们胜利了。当我们在中央委员会里谈到要向斗争派作最大让步时，有人嘲笑我们，说我们不走直线；然而只有当敌人直着来时，我们才能直着去。既然敌人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曲折前进，那我们就要跟着敌人，不管敌人怎样曲折前进，都要抓住他们。我们答应斗争派，向他们作最大限度的让步，但要他们一定执行共产主义政策。这样我们便证明我们是十分宽厚的。而斗争派中的一切优秀分子现在已经加入我们党，这就证明我们作这些让步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这个党重新进行了登记，本来不可避免的斗争派的暴动没有发生，并且由于拉柯夫斯基同志出色地执行了中央委员会的正确路线，斗争派中的一切优秀分子在我们的监督和同意之下加入了我们党，而其余的人则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个胜利抵得上两个漂亮的战役的胜利。因此，说中央委员会助长了斗争派的声势，这就是不懂得民族问题上的政治路线。

我还要谈一谈最后一位同志的讲话。他说，应当从纲领中将有关工会的部分删掉。这是典型的急性病。我们不会轻率地这样做。我们要肯定地说，什么也不需要删掉，应当在小册子和文章中，在报刊等等上面进行讨论。工会要去掌握经济生活，也就是要去掌握工业。不要专家加入工会的论调是一种偏见。工会是教育者，对它要严格要求。中央委员会不能容忍不好的教育者。教育是长期而艰难的事情。在这方面决不是颁布一项法令就算了事，应当耐心地巧妙地进行工作，我们现在这样做，将来还要这样做。事业要求我们非常谨慎，但是又要坚定不移。





	载于1960年《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3—4月。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258—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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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发言[146]

（3月31日）

同志们，我先谈两点小意见。萨普龙诺夫同志仍然责备我健忘，但是他对他提出的问题还是没有说清楚。他仍然坚持说，收购亚麻的法令违背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我声明，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不能这样随便提出毫无根据而又极其严重的指控。当然，如果人民委员会违背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那它应当受到审判。但是为什么从2月10日到今天没有人提出过任何申诉，说这个法令违背了决定呢？现在对我们提出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提出这种指控倒是很容易的，但是这种斗争方式太不严肃了。

米柳亭同志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分歧，因此照他说来似乎列宁反对争吵却又挑起了这场争吵。但是米柳亭同志有点歪曲事实，这是不应该的。我们的第一个决议草案是由托洛茨基同志起草的，后来中央委员会又集体作了修改。我们曾把这份草案送给米柳亭同志和李可夫同志。他们给我们退了回来，说他们要反对这个草案。这就是实际的经过。在我们展开鼓动工作并得到同盟者之后，他们就在代表大会上进行全面的反对，后来看到毫无结果才改口说，他们几乎是同意的。同意当然是同意，但是应当把问题彻底弄清楚，应当指出，你们的同意意味着你们的彻底失败，因为反对派已经在这里发过言，试图在主张集体管理制上团结起来。米柳亭同志讲了15分钟，给他的发言时间已经用完，这时他才想起来，如果切实地提出问题就好了。完全正确。但是我怕已经迟了；虽然李可夫同志还要作总结发言，但是也挽救不了反对派。假使主张集体管理制的人这两个月来做到象他们现在所号召的那样，哪怕能给我们提供一个例子，不是那种说什么有一个经理、有一个助理这样的例子，而是给我们提供一份精确的调查材料，对集体管理制和个人管理制作一下对比，象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决定那样，那么，我们就会明智得多，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就不会听到不太象话的抽象议论，主张集体管理制的人就能够把事情推向前进。的确，假使他们哪怕能够举出10个条件相同、都按集体管理制原则进行管理的工厂，把它们拿来同实行个人管理制的工厂切实地比较一下，他们的意见就会有分量了。如果是作这样的报告，那可以给任何一个报告人一小时的时间，这位报告人就会大大推动我们前进；也许，我们就能在集体管理制这个基础上确定实际的步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不论是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者还是工会工作者，本来都应当握有实际材料，但他们却什么也没有拿出来，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一点儿也没有！

李可夫同志在这里提出反驳，说我想改写法国革命，说我否认资产阶级扎根于封建制度。我不是这样说的。我是说，在资产阶级取代封建制度的时候，资产阶级起用了封建主，向他们学习管理，这一点同资产阶级扎根于封建制度完全不矛盾。而我关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开始实行自己的原则这一论点，谁也没有驳倒过。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象任何阶级一样，要通过改变同所有制的关系和实行新宪法来掌握和保持政权，巩固政权。这是我的第一个无可争辩的基本论点！第二个论点，就是任何一个新兴的阶级都要向先前那个阶级学习，都要起用旧阶级的管理人员，这也是一个绝对真理。最后，我的第三个论点，就是工人阶级必须增加本阶级出身的管理人员，开办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培养工作干部。这三个论点都是无可争辩的，都是同工会的提纲根本相反的。

当我们在党团会议上研究托姆斯基的提纲时，当我和布哈林同志在会上遭到抨击时[147]，我就对托姆斯基同志说过：你的提纲的第7条是在理论上混乱到极点的明证。第7条说：


　　“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到工厂管理委员会现今对工业实行的集体管理原则，是建立工业调节机关和管理机关时唯一能够保证广大非党工人群众通过工会参加管理的基本原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或有关工会的中央委员会双方同意，才能准许个别企业实行个人管理，其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工会及其机关要对一长制管理人员实行监督。”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提纲把工人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中的作用、两种管理方式的关系都弄得非常混乱！决不能容忍这样的现象！这在理论上是拖我们向后退。对于萨普龙诺夫、马克西莫夫斯基和奥新斯基三位同志的民主集中制也同样可以这样说。奥新斯基同志忘记了这一点，说我说过民主集中制是荒谬的。决不容许这样歪曲！这同任命问题、通过地方组织来执行的问题有什么相干呢？可以通过集体管理机构来执行，也可以任命集体管理机构。问题提得牛头不对马嘴！有人说，民主集中制不仅在于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进行管理，而且在于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地方组织来进行管理。这同集体管理制或个人管理制又有什么相干呢？托洛茨基同志想起了他在1918年所作的报告，引证了他在当时发表的讲话，指出那时我们不仅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过争论，而且还通过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明确的决定。我完全把我以前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那本小册子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50—188页。——编者注］

 忘记了，找来一看，发现个人管理制问题不仅提出过，而且还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提纲所赞同。 
［注：同上，第257—260页。——编者注］

 我们只知道工作，竟忘记了我们自己写的东西，甚至忘记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的决定，过后才来引证决定。请看小册子里面的这样几段话吧：


　　“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自觉的（而大部分大概是不自觉的）代表，想把赋予个人以‘无限的’（即独裁的）权力看作是背离集体管理制原则，背离民主制和背离苏维埃政权的原则。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些地方利用一些人的劣根性和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进行了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反对关于独裁权的法令[148]……”“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但是，不管怎样，为了使按大机器工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无条件服从统一意志是绝对必要的。对铁路来说，这种服从更是加倍地和三倍地必要……”

“我们的全部任务，被剥削者求解放愿望的自觉代表者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就在于认识这个转变，了解这种转变的必然性，领导为寻找出路而精疲力竭的群众，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即遵守劳动纪律，把开群众大会讨论工作条件同在工作时间无条件服从拥有独裁权力的苏维埃领导者的意志这两项任务结合起来……”

“正是要有劳动者战胜剥削者的十月胜利，正是要有由劳动者自己初步讨论新生活条件和新任务的整个历史时期，才能够稳固地过渡到更高形式的劳动纪律，过渡到自觉地领会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过渡到在工作时间无条件服从苏维埃政权代表的个人命令……”

“劳动群众开群众大会的这种民主精神，犹如春潮泛滥，汹涌澎湃，漫过一切堤岸。我们应该学会把这种民主精神同劳动时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同劳动时无条件服从苏维埃领导者一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78、179—183页。——编者注］







　　1918年4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这个报告中所阐明的基本论点，并委托主席团把这些基本论点编成提纲，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任务。由此可见，我们现在所重复的，正是两年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正式的决议中早就同意了的东西！而现在竟有人在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上，在已经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加以肯定和阐明了的问题上，拖我们向后退。这个问题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制同个人管理和独裁毫不抵触，阶级的意志有时是由独裁者来实现的，他一个人有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行事往往是更为必要的。无论如何，对集体管理制、对个人管理制的根本态度不仅早已阐明，并且已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加以肯定。在这方面我们代表大会证明了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我们不是从解释原则问题向研究具体问题前进，而是象虾那样地前进。如果我们不能避免犯这种错误，我们就不能完成经济任务。关于李可夫同志的某些意见，我还想说两句。他硬说人民委员会阻挠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合并，而当有人说李可夫同志要吃掉瞿鲁巴同志时，他回答说：“我不反对瞿鲁巴吃掉我，只要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能够合并。”我知道这会造成什么结果，我应当指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企图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之外把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单独联合起来，对此中央委员会并非没有察觉，而且是持否定态度的。现在，国防委员会已改名为劳动国防委员会。你们想用掉为战争贡献了优秀战士的军事人民委员部，可是没有军事人民委员部这样的机关，你们连劳动义务制也实行不了，而没有内务人民委员部我们也不能实行劳动义务制。拿邮政来说吧，如果没有邮电人民委员部，我们就不能寄发信件。再拿卫生人民委员部来说吧，要是百分之七十的人得了斑疹伤寒，你们怎样做经济工作呢？结果，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征求经济人民委员部的同意，都要留给它去办。这简直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想法！李可夫同志没有有力的根据！因此大家都反对这样做，中央委员会也不支持。

其次，李可夫同志嘲笑托洛茨基时志打算跟哥尔茨曼同志结成的联盟。这里我想说几句：党内各派，只要是正确的，它们之间结成联盟永远是需要的。这应当始终是实行正确政策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很遗憾，我对哥尔茨曼同志不太熟悉，但听说他是五金工人中特别主张采用合理方法（这点在我的提纲中已强调指出）的一派的代表。如果他从这个角度来坚持个人管理制，不用说，这完全可能是非常有益的。同这一派要是结成联盟也是极其有益的。如果中央委员会中要增加工会的代表，那么在中央委员会里，除为民主制而战斗因而犯了错误的、极端主张集体管理制的代表以外，能有这一派的代表，那是有益的，这一派即使有些地方不正确，但它有独到的见解，有某种不同的意见。让两派都有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吧，那就成了联盟。中央委员会就这样组成吧。这样结成了联盟，一年到头都有地方可以进行论战，而不只是在召开党代表大会的一周中才能进行论战。我们一向拒绝实行地区代表制的原则，因为这种代表制往往会造成同一地区的人互相袒护姑息的现象。既然要同工会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就必须注意到各个工会的每一种不同意见，就必须同它们保持联系，——那就必然要这样来组成中央委员会：它同工会的广大群众（我们有60万党员和300万工会会员）之间应有一条纽带，把中央委员会同时与60万党员和300万工会会员的统一意志联系起来。没有这条纽带，我们就不能进行管理。我们收复西伯利亚、库班和乌克兰的地方愈多，农业人口愈多，我们的任务就愈困难，机器运转就愈吃力，因为西伯利亚的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又比较弱。但是我们知道，当有人维护萨普龙诺夫同志所沉湎的半蛊惑性的集体管理制的时候，顿涅茨和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工人曾给予他们以直接的反击。毫无疑问，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分子同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不一样，这不是由于他们不好，而纯粹是由于历史情况不同而造成的。他们不象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无产者那样受过饥寒的煎熬和斗争的锻炼。因此需要很好地同工会建立联系，需要很好地组织中央委员会，使它不仅了解60万党员的不同意见，而且还了解300万工会会员的不同意见，使它在任何时候都能带领大家万众一心地前进！必须这样来组织中央委员会！这是基本的、政治的利益，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不成其为专政。联盟，就得象个联盟的样子！不要怕它，而应当欢迎它，应当在党的各个中央机关中更坚定地、更广泛地实现它！





	载于1920年《俄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268—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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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发言[149]

（4月3日）

我只是昨天晚上和今天才多少看了一下这两个决议案。我认为，委员会中少数人提出的决议案比较正确。米柳亭同志用了一大堆可怕的字眼来攻击这一决议案，认为它不彻底，甚至极不彻底，指责它是机会主义。但是我觉得，鬼并不象人们描绘的那样可怕。如果从实质上考察一下，那么，正是企图把问题提到原则高度的米柳亭的论据，暴露出他所维护的那个决议案恰恰从实际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是不正确，不适当的。不正确的地方在于：米柳亭指出，他的决议案即委员会中多数人提出的决议案，主张合作社同乡执行委员会合并，合作社归乡执行委员会领导，而且他认为这正是他的决议案比少数人提出的不够革命的决议案来得直截了当、坚决果断的地方。我们已经在我们长期的革命运动中看到，我们的革命行动，凡是有了准备的，结果都成功了，凡是单凭革命热情的，结果都失败了。

委员会中少数人提出的决议案说了些什么呢？少数人提出的决议案说：应当重视在消费合作社里加强共产主义工作并争取其中的多数；应当在你决定移交和以后正式移交之前准备好接受的机关。请把米柳亭所采取的方针同这一点比较一下吧。他说：合作社不好，因此，要把它交给乡执行委员会。可是你们在要移交出去的这种合作社里有没有共产主义基础呢？问题的关键——准备工作被忽略了，只是提出了最后的口号。如果这种共产主义工作准备好了，而且能够担当和进行这种工作的机关也建立起来了，那移交出去是可以理解的，那也就用不着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宣布这一点了。难道你们对农民的轻率做法还算少吗！那个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收集亚麻的事情上对农民、对合作社的轻率做法还算少吗！如果你们想一下我们地方上的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的实际经验，那么你们一定会说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不正确的，而另一个决议案才是正确的，因为它认为必须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工作，必须培养工作干部，不这样就不能移交。

第二个基本问题，就是同消费合作社的联系。在这方面，米柳亭同志显得前后很不一致。如果说消费合作社没有执行所有的任务，即两年来针对富农的许多法令所规定的那些任务，那么应当记得，我们政权对富农所采取的那些手段也适用于消费合作社。这也是彻底贯彻了的。现在最主要的是提高生产和增加产量。如果消费合作社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它就要受到处分。假使它同生产合作社的联系能使产品增加，即使增加得不多，那也要向它致敬并发挥它的主动性。如果消费合作社在当地同生产虽有较密切的联系，但它不能使产量增加，那也就没有完成苏维埃政权所交给的本职工作。一个县里哪怕有两三个干劲足的同志，决心同富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事情就好办了。可是丘钦同志的主动性究竟在什么问题上受到了压制呢？他没有举出一个例子。需要把生产合作社同消费合作社结合起来，只要最近的将来能够增加产量，作任何让步都行。这种想法是从我们两年的经验中得出来的。它一点也不妨碍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去同富农类型、资产阶级类型的合作社作斗争。不但不妨碍，而且给他们提供了新的武器。如果你能把什么组织起来，我们就奖励你，但是，如果你完不成这一任务，那我们就要揍你，这不只因为你是反革命（正象会上有人正确指出的那样，这有肃反委员会来管），不，我们要揍你，是因为你没有完成国家政权、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交给你的任务。

米柳亭同志反对把消费合作社联合起来，并没有提出任何一个切实的理由，只是说他觉得这样做是机会主义或者不彻底。从米柳亭同志那里听到这种话是很奇怪的，他和李可夫同志原准备大干一场，到头来却认为寸步难行。从这方面来看，同消费合作社保持联系是一件好事，它使我们能立即把生产抓起来。要防止干预政治工作，可以采取种种手段，而在生产和经济方面则完全由农业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领导。你们有这些手段，是足够监督合作社的。

现在我们来谈第三个问题，即国家化问题，米柳亭曾竭力为这个问题辩护，使人听起来都感到奇怪。委员会成立以后，克列斯廷斯基同志在委员会里只有少数人拥护，而米柳亭同志占了上风，可是现在他却说：“我同意不去争论国家化问题。”那么为什么委员会那时要争论呢？如果你和丘钦同志是一样的看法，那你放弃国家化是不对的。会上有人说：既然对资本家实行了国有化的措施，为什么不可以对富农采取国有化的措施呢？这种说法在这个会上遭到嘲笑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不管你怎样计算，剥削他人劳动的富裕农民还是不少于50万，也许甚至将近100万，我们怎么能对他们采取国有化的措施呢？这简直是想入非非。我们现在没有力量这样做。

丘钦同志说得很对，在合作社里有许多反革命分子，但这是另一回事。会上大家谈论的关于肃反委员会的意见是对的。要是你自己眼力不行，不能识破合作社里个别为首的分子，那就派一个共产党员去，让他把这种反革命分子指出来。如果他是一个好党员，而一个好党员同时也就是一个好肃反工作人员，那么被派进消费合作社以后，他至少应当抓出两个钻进合作社的反革命分子。

正因为如此，丘钦同志鼓吹立即实行国家化是不正确的。立即实行国家化固然很好，但是办不到，因为我们要打交道的这个阶级我们较难接近，而且它是绝不会接受国有化的。我们连工业企业还没有都实行国有化。各总管理局和中央管理局的命令一到地方上就完全不起作用：它不是完全淹没在公文的汪洋大海里，就是因交通不便或电信不通等等而杳无音信。因此，现在根本谈不上合作社国有化。米柳亭同志在原则上也是不对的：他感到理由不充分，就认为可以把这一条干脆取消。但是这样一来，米柳亭同志，您就把自己的决议案毁了，这样您就证明少数人提出的决议案是正确的，因为您的决议案的精神是由乡执行委员会来领导合作社（第一条就是这样说的：“采取措施”），这是错误地把肃反精神搬到经济问题中来了。另一个决议案则说，首先应该增加共产党员的数目，加强共产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应当打基础。这里没有什么唱高调的地方，这里也没有保证说一下子就可以过天堂般的生活。如果地方上有共产党员，他们就知道怎样办，而不需要丘钦同志指点把反革命分子抓到哪里去。其次，应当准备好机关。“准备好机关，从实践中检验这个机关，看生产是否在增加”，——这就是少数人提出的决议案的内容！首先打基础，然后，——然后我们再看一看。以后应当做什么，到时候自然会清楚的。关于应把反革命分子解送肃反委员会，没有肃反委员会就解送革命委员会的法令已经够多了。应当少指手画脚。应当通过提出了基本方针的少数人的决议案。





	载于1920年《俄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276—280页












6

代表大会闭幕词

（4月5日）

同志们，我们在给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简短的总结时，我认为首先应当谈谈我们党的任务。代表大会就组织工作问题通过了一个详细的决议，正如大家所预期的那样，在这个决议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的，是关于对我们党员的培养、训练和组织上使用的问题。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这次代表大会代表的党员超过60万。我们都很清楚：在过去这些战斗的日子里，党遭到了多大的艰难困苦，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因而自然也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党，我们在这个时期不得不进行斗争，防止坏分子，防止那些旧资本主义的渣滓钻进和混入执政党里来。斗争的方法之一就是举行征收党员周。只有在党和运动处境特别困难的时候，在邓尼金占领了奥廖尔以北地区、尤登尼奇离彼得格勒只有50俄里的时候，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党的才可能都是真正忠于劳动者解放事业的人。

这种情况在目前、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是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必须指出，我们党员现在达到的巨大数字（同前几次代表大会相比），使人有些担心，而且这里存在着很现实的危险：我们党在迅速发展，而我们教育这些党员去完成党的当前任务这项工作却不能随时跟上。我们必须经常注意到，这支拥有60万人的大军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如果没有铁的纪律，要在两年内完成自己的任务恐怕是不可能的。党员的忠诚是我们实行和保持我们最严格的纪律的基本条件，因为过去实行纪律所凭借和依靠的一切东西都被破坏了，我们只能以十分周密的思考和高度的自觉性作为我们活动的基础。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实行一种比其他国家的纪律更高的、立足于另一种基础之上的纪律，它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那种纪律毫无共同之处，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纪律还能维持的话，那也只是勉强维持着。因此，我们应当记住，在我们取得了辉煌战绩之后的下一年中，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扩大党，不如说是加强内部工作，即提高我们全党。所以说，我们关于组织工作问题的决议对这一点给予极大的重视不是没有道理的。

无论如何应当使这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使这一支拥有60万党员的大军能胜任它所担当的任务，而它所担当的国际国内任务是极其重要的！说到国际任务，目前我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尽管从国外传来的关于各国工人生活情况的消息很少，但是每当你收到一两封信或几份欧美社会主义工人报纸时，就感到无上的欣慰，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每一个国家里，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里，其中好多地方我们都不知道，那里完全没有受过宣传影响的群众或者在可怜的机会主义即纯粹的议会制社会主义影响下混日子的群众，都日益关心苏维埃政权，关心新的问题，革命运动到处都在日益深入，风潮迭起，革命问题被提了出来。

我昨天看了一份英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报纸。英国工人拥有知识分子的领袖，这些领袖几十年来一直以轻视理论著称，但是现在英国工人十分明确地表明，并且他们的报纸也证明：现在英国工人关心革命问题，开始关心并日益关心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议会制社会主义的斗争，对这些为我们所熟知的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的斗争。这个斗争已被提到日程上来了！美国的Р．同志出版了一厚本书，发表了托洛茨基和我的许多文章，从而介绍了俄国革命的历史，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这位同志指出，法国革命从世界历史范围来说是一次胜利的革命，它之所以被直接镇压了下去，那是因为它四周的欧洲大陆各国当时都比较落后，在这些国家里不能立即掀起效法、同情和支援法国革命的运动。由于沙皇政府的压迫和许多其他条件（1905年曾进行过革命，等等）而先于其他国家爆发的俄国革命却不同，它四周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这些国家走向革命虽然较慢，但是较扎实、较稳固、较坚定！我们看到，每年甚至每月，苏维埃共和国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拥护者和朋友的数目都在十倍、百倍、千倍地增加，而且应当指出，我们的朋友和同盟者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多！

全世界帝国主义想用武力压垮我们的尝试已经完全失败了！现在国际形势给了我们一个比我们革命初期更持久更稳定的喘息时机。但是应当记住，这终究不过是个喘息时机。应当记住，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它正在选择有利的战略条件，研究进攻的方法，等待着时机。千万不能忘记，现在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还在它们那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我们现在正在迅速成长壮大，正在把敌人手中的武器一件一件地夺过来，但敌人时刻都在苏维埃共和国旁边窥伺着机会！现在国际资本正拿定主意，周密策划，想在撤销封锁的时候把国际的粮食投机活动、国际自由贸易同我们国内的粮食投机活动联合起来，融合起来，结合起来，并准备从这种粮食投机活动方面对我们发动新的战争，设置下许多新的圈套和陷阱。

这里我们来谈谈作为这次代表大会主要问题、主要注意中心的基本任务。这就是建设任务。在这方面代表大会做了很多工作，一致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和运输这一主要问题的决议。我们现在靠着党的教育，一定能使参加工会的300万工人同心协力地来执行这项决议。我们一定要利用这项决议来把我们的全部力量、纪律性和干劲都用于恢复我国的经济，首先是恢复运输，其次是改善粮食供应状况。

我们现在有许多问题要宣传。在这方面，从国外传来的每一条消息和新吸收的每十个党员都能给我们提供新的宣传材料。宣传应该按部就班地进行，不要浪费和分散力量。我们在军事上之所以取得了胜利，创造了奇迹，就是由于我们总是集中力量来解决主要的、基本的问题，我们使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会使用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原来，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公民所特别关心的事情——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战争与和平——都是背着社会决定的；最重要的问题，如战争、和平、外交等，都是由一小撮资本家来决定的，他们不仅欺骗群众，甚至常常欺骗议会。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议会曾经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发表过一点有分量的意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他们是饿肚子还是能维持好的生活，都由资本家这位老爷、这个上帝来决定！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里，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报刊在这种时候总是转移人民的注意力，在言论自由的名义下编造种种谎言，采取种种手段来欺骗和蒙蔽群众！与此相反，在我们这里，整个国家政权机关和每个觉悟工人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当前主要的、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上，集中在主要的任务上！在军事上我们这一点做得很出色，我们现在应当把这一经验运用到经济方面来。

我们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最重要的问题——粮食问题、劳动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不是企业主的私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每一个稍有头脑的农民都应该明确地认识到和理解到，如果国家在所有的报刊上，在每一篇文章里，在每一号报纸上都提出运输问题，那么，这便是大家的事情！这一建设对农民来说是摆脱曾使他们遭受奴役的那种愚昧无知，进而享有真正的自由，那时劳动者就会了解他们面前的种种困难，因此要把社会团体的全部力量、国家机关的全部力量、宣传鼓动的全部力量都用于最平凡最重大的事情上，不要象任何资产阶级国家的报纸鼓动家那样花言巧语，舞文弄墨，玩弄各种决议和美妙的诺言！应当把全部力量和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最平常的经济任务上，这些任务是每个农民都理解的，任何一个较正直的中农、甚至富裕农民都不会反对这些任务，我们在任何会议上提出这些任务都是绝对正确的。最不觉悟的工农群众都会肯定，主要的是立即恢复经济，不让它再受剥削者操纵，不让那些握有余粮的人有机可乘，趁国家闹饥荒而利用手中余粮来发财致富，逼得穷人饿肚子。即使最愚昧、最没有觉悟的人，也不会不认为用余粮投机倒把是不正当的，也不会不意识到——虽然是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所举出的理由是完全符合劳动者的利益的。

在大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些平常的任务被置于末位，被认为是企业主的私事，而我们却要把60万党员大军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应当容许其中任何一个党员不执行自己的任务，为此就要使全体工人以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忠诚完全投向我们这一边！这是很难组织的，但是这样做我们就会有很高的威望和巨大的说服力，因为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正确的！可以相信，由于代表大会所作的努力，我们现在一定能象完成军事任务那样把这项任务完成得很出色，虽然我们会象完成军事任务那样遭受许多失败，犯许多错误。我们有这样的把握说，现在欧美各国的工人都看着我们，期待着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完成我们所担负的这个更困难的任务，因为完成这个任务要比夺取军事胜利更困难！这个任务单凭热忱、自我牺牲精神和英勇精神是不能完成的！在这种我们俄国人做起来比谁都差的组织工作中，在这种培养自我纪律的工作中，在这种需要善于抓住主要东西而抛弃次要东西的工作中，图快是什么也做不成的；在收集粮食、整顿运输、恢复经济方面，只能一步步地前进；这方面正在打基础，做出的成就虽少，然而是扎实的。在这一工作上，各国工人都看着我们，期望我们取得新的胜利！我相信，依靠我们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60万党员同心协力，同经济机关和工会机关建立起更密切的联系，我们一定能象完成军事任务那样胜利地完成这个任务，并迅速而坚定地向世界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迈进！（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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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这是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报告。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3月29日—4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共有715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55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62名，共代表611978名党员。这次代表大会是在红军取得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决定性胜利、苏维埃俄国获得了暂时的和平喘息时机的条件下召开的。大会主要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工会运动；组织问题；共产国际的任务；对合作社的态度；向民兵制过渡；选举中央委员会。列宁直接领导了代表大会的工作。



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即从军事战线的斗争转向劳动战线的斗争、战胜经济破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列·达·托洛茨基作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苏维埃俄国经济恢复的基本条件是贯彻执行最近一个历史时期的统一的经济计划。决议规定了完成统一计划的各项根本任务的先后顺序：（1）首先是改善运输部门的工作，调运和储备必要的粮食、燃料和原料；（2）发展为运输业和获取燃料、原料、粮食服务的机器制造业；（3）加紧发展为生产日用品服务的机器制造业；（4）加紧生产日用品。实现国家电气化在统一经济计划中居于重要地位；大会通过了关于制定电气化计划的指示。



代表大会要求各级党组织执行俄共（布）中央关于给运输部门调配5000名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的指令，并决定动员这次代表大会的10％的代表投入运输战线。代表大会决定把1920年的“五一”节（适逢星期六）定为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日。



代表大会批准了俄共（布）中央关于动员工业无产阶级、实行劳动义务制、经济军事化以及为经济需要动用军队等问题的提纲，责成党组织帮助工会和劳动部门统计全部熟练工人，以便吸收他们参加生产，同时断然拒绝了托洛茨基关于把成立劳动军作为保证国民经济劳动力的唯一良策和把军事方法搬用于和平经济建设的意见。代表大会十分重视生产管理的组织问题。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必须在一长制的基础上建立熟悉业务、坚强得力的领导。以季·弗·萨普龙诺夫等为代表的民主集中派反对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和个人负责制，坚持无限制的集体管理制，同时也反对使用旧专家，反对国家的集中管理，他们得到了阿·伊·李可夫、米·巴·托姆斯基、弗·巴·米柳亭、阿·洛莫夫等的支持。大会谴责和拒绝了民主集中派的建议。



代表大会在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了工会的作用、工会同国家和党的相互关系、共产党领导工会的形式和方法以及工会参加经济建设的方式，在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中要求巩固党在合作社组织中的领导地位。



代表大会还作出了关于出版《列宁全集》的决定。



4月4日，在大会秘密会议上选出了由19名委员和1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264]。



[132]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和中央政治局是根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在1919年3月25日举行的俄共（布）八届一次中央全会上成立的。第一届政治局委员是：列宁、斯大林、列·达·托洛茨基、列·波·加米涅夫和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候补委员有尼·伊·布哈林、格·叶·季诺维也夫和米·伊·加里宁。第一届组织局委员是：斯大林、克列斯廷斯基、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亚·格·别洛博罗多夫和叶·德·斯塔索娃。——[226]。



[133]指俄共（布）九大召开前在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通报》上发表的俄共（布）中央和中央各部的工作总结报告，它们是：在3月28日第16号上刊登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组织工作报告》和《中央委员会财务部工作报告》；在3月24日第15号上刊登的情报统计部工作报告（1919年4月18日—1920年3月1日）、组织指导部工作报告、登记分配部工作报告、《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报告》、农村工作总结以及《关于〈真理报〉和〈贫苦农民报〉出版工作报告的摘要》；在3月12日第14号上刊登的《中央委员会妇女工作部工作报告》。——[267]。



[134]指1918年5月芬兰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在芬兰出现的白色恐怖。芬兰资产阶级残酷镇压劳动人民，有9万多人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被处决的约18000人，被活活饿死和拷打致死的人也不下于此数。白色恐怖中的丧生者十倍于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红色战士。——[272]。



[135]出自俄国诗人亚·谢·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故事说：一个穷苦的老渔夫放走了他网到的一条会说话的金鱼。金鱼因此给以报答，一次又一次地满足了老渔夫的妻子的要求。可是老渔婆的贪欲永无止境，终于惹怒了大海和金鱼，叫她顿时失去了得到的一切，仍然守着原先的小木房和破木盆。——[275]。



[136]随着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的被击溃和苏维埃俄国的国际地位的巩固，拉脱维亚外交部于1920年3月25日向苏维埃政府提出了和谈建议。4月16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和拉脱维亚代表在莫斯科就签订和约问题开始谈判。8月11日，双方在里加签订了和约。——[276]。



[137]1920年3月25日，芬兰外交部向苏维埃政府提出划定国界的建议，这实际意味着开始和平谈判。苏芬和约于1920年10月14日在尤里耶夫（现称塔尔图）签订。10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一条约。——[276]。



[138]1920年3月27日波兰对苏维埃俄国多次提出的关于举行和谈的建议的答复。在答复中，波兰同意在靠近前线的博里索夫举行和谈，并且只在这个地方停止军事行动。对于苏维埃政府提出的全面停止军事行动、在某一中立国举行和谈的建议，波兰政府则断然加以拒绝。——[276]。



[139]指以弗·阿德勒和奥·鲍威尔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该派采取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的立场相接近的中派立场。——[279]。



[140]《中央统计局公报》（《БюллетеньЦентральног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гоУправления》）是苏俄中央统计局的刊物，于1919年1月22日创刊。《公报》由该局秘书处编辑，刊载有关国家经济生活各种问题的概述和统计资料。《公报》共出了122期，1926年停刊。——[284]。



[141]《中央委员会通报》即《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通报》（《ИэвестияЦентральногоКомитетаРоссийской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и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是根据俄共（布）中央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创办的，1919年5月28日在莫斯科创刊。最初是《真理报》的附刊，从1920年10月起成为独立的刊物。《通报》刊登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指示、通报以及中央该导机关的工作报告、中央各部工作情况、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文章、评论等。最初几年是不定期刊物，1924年起为周刊，1928年起为旬刊。1926年改名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报》。1929年10月，该刊改组为《党的建设》杂志，1946年6月以后又改组为《党的生活》杂志。——[286]。



[142]指谢·伊·古谢夫的小册子《经济建设的当前问题（关于俄共中央的提纲）》。小册子中的一节稍作修改后被写入了俄共（布）中央向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4页）。——[286]。



[143]《经济生活报》（《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Жиэнь》）是苏维埃俄国的报纸（日报），1918月11—1937年11月在莫斯科出版。该报最初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1921年7月24日起是劳动国防委员会机关报，后来是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银行及其他金融机关和银行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37年11月16日，《经济生活报》改组为《财政报》。——[289]。



[144]马赫诺派和马哈伊斯基派都是俄国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分别以其首领涅·伊·马赫诺和瓦·康·马哈伊斯基而得名。



马赫诺派于1918—1921年在乌克兰组织武装队伍，是一伙作恶多端的政治匪徒。他们以建立“没有政权的国家”和“自由的苏维埃”为行动口号，进行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活动。



马哈伊斯基派是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接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小派别。该派敌视知识分子，力图挑起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抗。它认为知识分子“垄断地占有知识”，依靠工人劳动而生活，也是寄生阶级，并攻击科学社会主义是“知识分子对工人的极大欺骗”。马哈伊斯基派在伊尔库茨克、敖德萨、华沙、彼得堡等地有一些互不联系的小组，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1905年革命以后就无声无息了。——[290]。



[145]指人民委员会关于收集亚麻的决定。这一决定草案于1920年2月10日被批准，刊登于2月12日《经济生活报》第31号。该法令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农业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磋商后制定的。法令规定：各地区应收集的亚麻数额，由纺织企业总管理局摊派。为了鼓励农民提前交售亚麻，法令规定了奖罚办法：每交售一普特亚麻奖给一俄尺棉麻织物，逾期不交售者没收其亚麻。



当时，俄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认为颁布这项决定的程序和为改进亚麻收集工作所采取的措施，是轻视地方和忽视地方的主动性，因而违反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定。季·弗·萨普龙诺夫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针对列宁的报告所作的发言，就反映了反对派的这种观点。——[294]。



[146]这个发言是列宁在1920年3月31日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列·达·托洛茨基关于经济建设的报告时作的。在列宁发言之前，除恩·奥新斯基和阿·伊·李可夫作了副报告以外，尼·伊·布哈林、季·弗·萨普龙诺夫、弗·巴·米柳亭和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已经作了发言。——[298]。



[147]在1920年3月15日举行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尼·伊·布哈林针对米·巴·托姆斯基的提纲《工会的任务》提出了一个主张实行一长制的提纲。列宁在发言中批评了托姆斯基的提纲，特别是它的第7条。参看注122。——[300]。



[148]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蛊惑人心，把公布在1918年3月2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59号上的人民委员会《关于铁路的集中管理、保护和提高运输能力的法令》叫作“关于独裁权的法令”。——[301]。



[149]这个发言是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上作的。代表大会的合作社问题小组在1920年4月2日的会议上审查了提交大会讨论的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几个提纲。小组会议起先决定把弗·巴·米柳亭的主张合作社国家化的提纲作为基础。在列宁发言反对米柳亭的提纲后，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列宁所赞成的那个决议案。——[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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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星期六义务劳动条例草案的补充[150]


（不早于1920年3月底）

1．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目的和任务

（1）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宣传劳动义务制和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思想的形式之一。

（2）星期六义务劳动应当是共产主义劳动方式的试验室。

（3）星期六义务劳动首先应从特别重要和特别紧迫的工作做起。

（4）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工作量应不低于规定的定额，但是参加者应力争超过这些定额。

　＋

（一）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加强劳动纪律

（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四）领导农民

（五）消除饥饿和经济破坏。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288页

















[150]这是列宁对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Ａ．Ｈ．索柯洛夫拟订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条例》草案提出的补充意见。——[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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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妥协[151]


（1920年3—4月）

兰斯伯里同志在同我谈话时，特别强调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领袖们的下述论点：


　　布尔什维克同资本家妥协了，拿他们在同爱沙尼亚缔结的和约中同意租让森林来说，就是一个例子；既然这样，那么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温和派领袖同资本家妥协也是同样合理的。

　　兰斯伯里同志认为这个论点在英国广为人知，对工人很有影响，迫切需要加以分析。现在我试一试来满足这个要求。


一

拥护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是否可以同资本家或资本家阶级妥协呢？

看来，这个问题就是我引述的那个论断的基础。但是这样笼统地提出这个问题，说明提问题的人或者是政治经验极少，政治觉悟不高，或者是他故意骗人，想用诡辩来掩盖他替抢劫、掠夺以及各种资本主义暴力所作的辩护。

事实上，对于这个笼统的问题作否定的回答显然是荒谬的。当然，拥护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是可以同资本家妥协或达成协议的。一切都要看达成的是什么协议，是在什么情况下达成的。在这一点上，也仅仅在这一点上，才可以而且应当去寻找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看来是正当的协议和从同样观点看来是叛卖的、变节的协议之间的区别。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先提一提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意见，然后再举几个最简单明了的例子。

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无情地反对各种空谈。他们教导大家要科学地提出社会主义问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策略问题）。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在分析公社流亡者法国布朗基派的革命宣言时，曾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他们夸口“决不妥协”是一句空话。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5页。——编者注］

 决不能发誓不妥协。由于所处的情况，有时甚至连最革命的阶级的最革命的政党也不得不妥协，问题在于要善于通过一切妥协来保持、巩固、锻炼、发展工人阶级及其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革命策略、革命组织、革命意识、决心和素养。

凡是熟悉马克思学说的原理的人，都必然会从这整个学说中得出这样的见解。而在英国，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从宪章运动[152]（它在很多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准备，是马克思主义的“前奏”）以来就被工联和合作社的机会主义的、半资产阶级的领袖们置于脑后。所以我试着从日常生活即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大家熟悉的现象中举一些典型的例子，来说明上述见解的正确性。

先从我在一次讲话中已经举过的例子谈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30—331页。——编者注］

 假定一群武装强盗袭击你坐的汽车。假定当强盗用手枪对准你的太阳穴的时候，你交出了汽车、钱以及你的手枪，于是强盗就用这辆汽车等等继续行劫。

这显然是你同强盗的妥协，同强盗达成的协议。这一未经签署的、默然达成的协议，毫无疑问还是十分明确的：“我把汽车、武器、钱都给你这个强盗，你让我摆脱这次幸遇。”[153]

试问，如果这些强盗利用他们从达成这一协议的人那里得到的汽车、钱和武器来抢劫第三者的话，你是否会把那个同强盗达成这种协议的人称为强盗行径的同谋者，称为抢劫第三者的同谋者呢？

不，你不会这样称呼他的。

在这里问题十分清楚，而且简单之至。

同样也很清楚，在其他情况下，默然地把汽车、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会被一切头脑正常的人认为是参加盗匪活动。

结论很清楚：发誓不同强盗达成任何协议或妥协是荒谬的，然而根据笼统地说同强盗达成协议有时是可以允许的和必要的这一抽象的论点来为强盗行径的同谋行为作辩护同样也是荒谬的。

现在举一个政治方面的例子……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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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矿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54]


（1920年4月4日和6日之间）

同志们！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向采矿工人和煤炭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表示祝贺。

同志们，这次代表大会和整个这一工业部门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你们当然都知道，没有煤炭工业，任何现代工业和任何工厂都是不可设想的。煤是工业的真正的粮食。没有这种粮食，工业就会瘫痪；没有这种粮食，铁路运输就会处于极糟糕的境地，无论怎样也恢复不了；没有这种粮食，各国的大工业就会崩溃、瓦解，就会退到原始野蛮状态。现在，甚至在那些比俄国先进得多、比俄国遭受战争破坏少得多的国家里，甚至在那些战胜国里，煤荒也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我们尤其要让从各地来开会以便建立巩固、有力、强大和自觉的矿工工会的同志们完全清楚地认识到，整个苏维埃共和国、整个工农政权把多么巨大的任务交给了这次代表大会，交给了矿工们，因为现在，我们在同全世界资本家所支持的白卫分子和资本家作了两年的殊死斗争之后，在获得了一切胜利之后，又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斗争，这场斗争会比以前的斗争更有成效，但不会比它轻松，就是说这是一场不流血战线上的斗争，劳动战线上的斗争。

当地主和资本家试图在流血的战线上摧毁俄国苏维埃政权的时候，看来苏维埃共和国的事业好象是没有希望了，苏维埃俄国这个最弱、最落后、经济破坏最严重的国家是抵挡不住全世界资本家的进攻的。在这场斗争中，世界最富有的强国援助俄国白卫分子，它们为此花费了亿万卢布，供给装备，在外国设立专门训练军官的兵营，而且至今国外还有这些招兵站，在世界最富有的资本家的支持下，招募俄国战俘和志愿兵，以便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自然，看来我们的事业好象是没有希望了，俄国抵挡不住比我们强大的世界军事强国的进攻。其实，这样的奇迹是可能创造出来的，而且苏维埃俄国在这两年当中已经创造了这一奇迹。

苏维埃俄国在反抗世界一切最富有的强国的战争中终于取得了胜利。为什么呢？当然并不是因为我们在军事方面比它们强大。不是的。而是因为各文明国家的士兵已经不再受欺骗了，尽管有人耗费大量纸张竭力向他们证明，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的奸细、篡权者、卖国贼、恐怖分子。因此，我们看到，从敖德萨回去的士兵或者成了信仰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或者声明“不再对工农政府作战”。我们取得胜利的基本原因，是西欧先进国家的工人非常理解和同情全世界范围内的工人阶级，尽管资产阶级的报刊撒谎造谣，他们数以百万计的出版物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恶毒的诬蔑，但西欧的工人还是站在我们这边，这一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战争的胜负。大家都很清楚，如果几十万士兵象对德国那样同我们作战，那我们是支持不住的。这对任何一个懂得什么是战争的人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却出现了这样的奇迹：我们战胜了他们；他们在互相倾轧中分崩离析；他们臭名远扬的国际联盟成了疯狗联盟，他们在抢肉骨头，一个问题也不能达成协议，而直接或间接、自觉或不太自觉地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在各个国家中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

凡是同情社会主义的人都知道第二国际，它在1889到1914年这25年期间一直在领导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可是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都跑到本国政府那一边，各自为本国政府辩护；各国所有被认为是共和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人，都站到本国政府那一边，保卫自己的祖国，把秘密条约藏起来不公布；那些被认为是工人阶级领袖的社会党人，跑到资本家一边，反对俄国工人阶级。领导德国政府的谢德曼分子至今仍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然而他们却是最卑鄙的刽子手，他们勾结地主和资本家杀害了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屠杀了15000个德国无产者。在这期间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了，在这一年间它完全胜利了。第二国际彻底垮台了。

请看，尽管有人散布种种谎言，对苏维埃政权进行种种诽谤，但是俄国苏维埃政权对全世界工人仍发生了这样有力的影响。士兵和工人认为，政权应当属于劳动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谁劳动，谁就在国家里有发言权，谁就可以影响国家大事的决策。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工人阶级中千百万人都懂得这个真理。

现在你们面临着一项艰难的任务——继我们取得军事胜利之后，还要取得一个更艰难的胜利。这个胜利所以更艰难，是因为这方面不能光靠英勇精神，这方面只有经过顽强的劳动才能收到效果，这方面需要好些年的紧张工作。

全世界的资本家正在招收劳动力来扩大生产，但是工人回答他们说：先让工人吃饱饭，先停止拿工人生命来作牺牲的互相倾轧，先停止大厮杀，因为昨天还为了让英国强盗还是其他什么人来统治世界而在大厮杀中断送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只要政权在资本家手里，我们考虑的就不是提高生产，而是打倒资本家。

但是，在资本家被打倒之后，你们就要证明，你们没有资本家也能提高生产率，你们要驳倒资本家散布的攻击觉悟工人的谎话，资本家说什么这不是革命，这不是新制度，这不过是大暴行，这不过是对资本家复仇，工人本身永远不能把全国组织起来，使它摆脱经济破坏状况，他们只会制造无政府状态。这就是各国资本家用万千种方法所散布的谎话，这些谎话通过无党派的人，通过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又用千百种方法散播给俄国工人，尤其是散播给那些受教育最少、受资本主义腐蚀最深或最没有知识的那一部分工人。但是，我们知道，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的两年中，我们战胜了全世界，这主要是依靠工人的英勇精神。

我们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钢铁般的、无情的、强硬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工人政权，并且宣布：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对这个政权的任何微小的反抗都将被粉碎。有人因此责备我们，而我们却以此自豪，我们说，没有这个钢铁般的工人政权，没有这支先进的工人队伍，不要说两年，就是两个月我们也支持不了。这个专政使我们党在战争的困难关头每次都能够把共产党员动员起来。共产党员们奋勇当先，牺牲在前，在抗击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的前线上成千成万地阵亡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懂得，他们虽然牺牲了，但是他们拯救了子孙后代，拯救了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无情地羞辱和打击了那些自私自利的人，那些在战场上只顾自己的人，并且无情地枪毙了他们。我们以这个专政、以这个钢铁般的工人政权而自豪，这个政权声明：我们把资本家打倒了，为打垮他们的任何复辟行动，我们万死不辞。在这两年中谁也没有象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那样忍饥挨饿。据现在统计，在这两年当中他们每年所得到的粮食不超过7普特，而产粮省农民吃的粮食每年不少于17普特。工人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忍受了疾病的痛苦，他们的死亡率升高了，但是他们会证明：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不是为了复仇，而是决心要建立一个没有地主和资本家的社会制度。这就是为什么要作出这样大的牺牲的原因。先进的工人只是靠这种空前未有的、而且是自觉自愿的牺牲，靠这种用红军的纪律（红军从不使用旧的纪律手段）所保证的极其伟大的牺牲，才保持了自己的专政，赢得了全世界工人的尊敬。那些极力诽谤布尔什维克的人不应忘记，专政对实行专政的工人本身来说，就是要作出最大的牺牲，忍受最严重的饥饿。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在这两年中所受的痛苦，是在各条红色战线上战斗的其他任何人所从来没有受过的。

这一点煤炭工业的同志们应当首先特别注意和牢牢记住。你们是先进部队。我们在继续进行战争——不是流血的战争，流血的战争我们已经结束了。幸而现在谁也不敢侵犯苏维埃俄国，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会被打败，这是由于他们不可能驱使觉悟的工人攻打我们，觉悟的工人会象在英国人占领的阿尔汉格尔斯克那样，会象在敖德萨那样炸毁港口。这一点已经被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已经争取到了，但是我们在继续进行战争，毕竟是在继续进行战争，继续进行一场经济战争。我们目前要同粮贩进行斗争，要同少数被旧资本主义腐蚀了的、只想“应该给我增加工资，别的我什么也不管”的工人进行斗争。这些人只知道“给我加倍工资，一天给我两三俄磅面包”，而没有想到他们是在为捍卫工农而工作，是在夺取资本家的既得成果。同他们的斗争，应该通过同志式的教育、同志式的诱导来进行，这除了工会以外，是谁也做不到的。需要向这样的工人说明：他们不能跟着粮贩和投机倒把分子走，不能跟着那些说“我粮食愈多就愈发财”、说“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富裕农民走，这是资本家先生和那些保持资本主义旧习的人的论调，谁还在重复这些老调，我们就认为他是变节分子、叛徒，他们就应当受到工人阶级的痛斥和羞辱。我们被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它们在全世界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它们同我国的粮贩勾结起来，它们想用实力推翻我们，它们认为它们比我们强大。我们仍然是一个被包围的要塞，全世界的工人都在注视这个要塞，他们知道他们会从这里得到自由，所以我们在这个被包围的要塞里，应该象作战时那样毫不留情，严守纪律，奋不顾身。在工人中间，我们绝不容许有不肯把自己一伙人的利益同全体工农的利益结合起来的自私自利分子。

应当通过工会建立起我们红军所实行的那种同志纪律，我们每个优秀的工会都在建立这种纪律，我深信，你们现在成立了矿工工会之后也一定会建立起这种纪律。

你们的工会在得到国家政权力所能及的帮助之后，将成为最先进的工会之一。我相信，你们对于建立巩固的劳动纪律，对于提高煤炭工人（他们的劳动也许是最累、最脏、最危险的，人类的技术正设法根本取消这种劳动）的劳动生产率和发扬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一定会作出同样的贡献。

但是，为了立即拯救苏维埃政权，就必须给工业提供粮食，也就是煤炭。否则就不能恢复经济，就不能使铁路通车，就不能使工厂开工，就不能供给农民产品以换取粮食。当然，农民不会满足只拿到花花绿绿的票子，他们现在贷给我们粮食，是因为他们有义务把粮食贷给挨饿的工人。但是，我们也有义务偿还这笔债务，因此要使生产成十倍地增加，使所有工厂都开工。

同志们，这就是全体觉悟工人所肩负的巨大任务，他们肩负这一任务，因为他们懂得这件事关系到能否保持与巩固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使子孙后代永远不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谁不愿意理解这一点，就应当把他从工人队伍中赶出去；谁对此认识不足，工会就要对他进行教育和宣传，就要用它无比关心生产和纪律的行动来影响他。工农政权正需要我们通过这种途径来加以巩固。你们通过这一虽然缓慢但是极其重要的工作，一定会取得而且应当取得比我们红军在前线的胜利更重大的胜利。





	载于1920年《全俄矿工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292—298页

















[154]这是列宁在全俄矿工第一次代表大会（矿工工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这个大会于1920年4月1—6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173人，其中有共产党员85人。由于高加索尚未解放，石油工业部门未能派代表出席。大会议程是：组织局的报告；工会的任务；组织问题；工资问题；采矿业状况；煤炭工业状况；工会参加组织和管理工业的形式；选举。列宁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321]。





《列宁全集》第38卷


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55]


（1920年4月7日）

（长时间热烈鼓掌，转为欢呼）同志们，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向全俄第三次代表大会表示祝贺。（鼓掌）同志们，苏维埃政权现在正处在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我们在许多方面都面临着转折时期那种非常复杂而又非常有意义的任务。正是这个时期的特点，使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担负着特殊的任务，负有特殊的责任。

因此，我现在不想多谈刚刚结束的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这方面你们会听到比较详尽的报告）。我想谈谈苏维埃政策方面所发生的变化，那些把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任务同工会工作联系起来的变化。当前时期的基本特点，就是从迄今苏维埃政权全力以赴的军事任务向和平的经济建设任务转变。首先应当指出，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并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时期。我们已是第二次回过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历史第二次把和平建设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

第一次是在1918年初，当时旧资本主义军队已经完全瓦解，而自己的军队我们还没有，并且一时也建立不起来，就在这种条件下，德帝国主义强盗发动了为时短暂然而来势凶猛的进攻，迫使我们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由于苏维埃政权实力薄弱，军事任务当时似乎已退居次要地位。我们当时似乎可以转向和平建设了。于是我在1918年4月29日，即差不多两年以前，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一个报告。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23—256页。——编者注］

 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根据我的报告写的提纲 
［注：同上，第257—260页。——编者注］

 ，并印了出来。我向你们提起这一点，是因为列入这次代表大会议程的关于劳动纪律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当时在提纲里就已列举出来了。当时的情况与我们现在的情况有相似之处。我肯定地说，两年前在工会运动中所发生的争论和意见分歧，也是我们今天注意的中心。说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现时争论的结果，那是极其错误的。这样说会歪曲事情的真实过程。因此，为了正确理解问题的实质并正确解决问题，拿1918年初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对照起来考虑一下是有好处的。

当时，我们在同德帝国主义短期休战后，和平建设任务对我们来说摆到了首位。我们当时似乎可能有一个长期的和平建设时期。那时国内战争还没有爆发。克拉斯诺夫靠德国的帮助，在顿河流域还刚刚露头。在乌拉尔和北方还没有任何动乱。除布列斯特和约割去的地区以外，苏维埃共和国管辖着大片领土。从当时的情况看来，长期进行和平工作是可以指望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提到日程上的首要任务，在一系列决议中，特别是在1918年4月29日的决议中着重强调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广泛进行宣传，坚决实行劳动纪律。

独裁权力和个人管理同社会主义民主制并不矛盾。现在应当重温这一点，以便理解刚刚举行过的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定以及我们所面临的总任务。这决不是对今天才提出的问题的答复，而是与当前时代的情况本身有关的。对这一点有所怀疑的人，只要比较一下两年以前的情况，就会明白目前的局势使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转向劳动纪律问题，转向劳动军问题，虽然两年以前还谈不上什么劳动军。只有把现在问题的提法和当时问题的提法比较一下，我们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才能撇开细枝末节，抓住共同的和基本的东西。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全部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在和平经济建设问题上、独裁问题上和个人管理问题上。促使我们这样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不仅是我们在两年艰苦卓绝的国内战争中所取得的经验。

当我们在1918年初次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国还没有发生什么国内战争，也没有什么经验可谈。

可见，不只是红军的经验和胜利的国内战争的经验，而且还有某种与整个工人阶级专政任务有关的更深刻的东西，使我们现在也和两年前一样，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劳动纪律问题上，因为劳动纪律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是我们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资本主义被推翻以后，我们的革命每一天都使我们彻底抛弃旧国际的代表这些彻头彻尾的小资产者所叫喊的那种观点。他们认为，在保存土地、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有制的条件下，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机构所实行的多数决定的办法，可以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事实上，只有激烈的阶级斗争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我们解决了夺取政权的问题以后，就着手在实践中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及其真正的实际条件。我们看到，在这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终止，对资本家和地主的胜利并没有消灭这些阶级，他们只是被击溃了，但是并没有被彻底消灭。这只要提一下资本的国际联系就足以明白，资本的国际联系比当前工人阶级的联系要长久得多，牢固得多。

资本，就国际范围来说，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现在仍比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强大。应当从这一基本情况出发，而且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一点。反对资本的斗争形式在不断变化，有时具有公开的国际性质，有时集中在一个国家。这些形式正在不断变化。不管在军事方面、经济方面或者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斗争都在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正为我们的革命所证实。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时候团结得愈紧密，它学到的东西就愈多。革命是在斗争本身的进程中发展的。就是在推翻资本家以后，斗争也并未终止。只有这个胜利在一个国家内得到巩固之后，它才会对全世界具有实际影响。十月革命初，资本家就曾把我们的革命看成是怪事，认为在边远地区什么古怪事都会发生。

要使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世界影响，必须使这个专政实际上在某一个国家中得到巩固。只有到那个时候，资本家——不只是立刻向别国资本家求援的俄国资本家，而且还有其他各国的资本家——才确信对这个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是有国际影响的。只有到那个时候，资本家的反抗在国际范围内才达到倾其全力的程度。只有到那个时候，俄国才展开了国内战争，所有战胜国都跑来帮助俄国资本家和地主进行这场国内战争。

俄国的阶级斗争到1900年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1917年才获得胜利的。被推翻的阶级不仅在他们被推翻以后进行了反抗，而且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中得到了进行这种反抗的新的力量源泉。凡是多少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人，凡是认为社会主义是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唯一科学基础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对消灭阶级的理论论证。这是什么意思呢？要使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只打倒资本家是不够的，还必须消灭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差别。农民所处的地位是这样的：一方面，他们是世世代代受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者阶级，因此他们过很久也不会忘记，只有工人才把他们从这种压迫下解放出来。关于这一点可以争论上几十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连篇累牍，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许多派别，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意见分歧在实际生活面前都失去了意义。作为劳动者的农民过多少年都不会忘记（事实也确实如此），只有工人才把他们从地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一点是用不着争论的。但是，他们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还是私有者。在自由市场上每出售和倒卖一次粮食，每搞一次投机，都是在恢复商品经济，也就是在恢复资本主义。我们推翻了资本家，从而解放了农民这个在旧俄无疑是占居民大多数的阶级。农民在自己的生产中仍然是私有者，他们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之后产生过并且还在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关系。这就是我国经济状况的基本特征。我们听到的不明情况的人的胡说八道，就是从这里来的。在目前的情况下，侈谈平等、自由和民主就是胡说八道。我们正在进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目的是消灭阶级。只要还存在着工人和农民，社会主义就还没有实现。在实际中，时时处处都在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应当考虑的是，握有国家政权这个有力的强制机构的无产阶级，要怎样并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把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吸引过来，才能战胜作为私有者的农民的反抗，或者使这种反抗起不了作用，不致造成危害。

这方面阶级斗争在继续进行，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对我们说来具有新的意义。在这方面，它不仅仅是、甚至不完全是运用整个国家政权机构的强制手段来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有人说我们用这种手段做了很多事情，这样说自然是对的，但是除此而外，我们还有另一种办法，这就是要无产阶级起一个组织者的作用，起一个受过劳动训练、技能训练和资本主义工厂的纪律训练的组织者的作用。我们应当善于在新的更完善的基础上组织经济，同时利用和重视资本主义的一切成就。否则，我们就决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任务比军事任务困难得多。军事任务在许多方面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完成。军事任务可以依靠昂扬的斗志和自我牺牲精神来完成。对农民来说，去反对他们的世仇——地主，比较容易做到，比较好理解。他们当时用不着懂得工人政权与战胜自由贸易的必要性之间的联系。战胜俄国的白卫分子、地主和资本家以及他们以孟什维克为代表的一切帮凶比较容易，但是要战胜自由贸易，无论在时间上或精力上我们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要象在军事任务方面取胜那样在经济任务方面取胜是不可能的。依靠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来战胜自由贸易是不可能的。这方面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这方面需要一寸一寸地进展，这方面需要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只有在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专政，使之成为全体劳动者（包括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在内）最大的有组织的组织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情况下，才能在这方面取得胜利。既然我们曾经胜利地完成了并且还将同样胜利地完成第一个最简单的任务，即镇压公然试图搞掉苏维埃政权的剥削者，那就能够提出第二个较为复杂的任务，即组织无产阶级力量，学会做一个出色的组织者。应当按新的方式组织劳动，创造新的形式来吸引群众参加劳动，遵守劳动纪律。连资本主义完成这个任务也用了几十年的功夫。在这方面，常常会犯最严重的错误。在我们的反对者中有许多人对这个问题一窍不通。当我们说政权可以取得时，他们说我们是空想家。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求我们在几个月内完成要好几年才能完成的组织劳动的工作。这是荒谬的。在一定的政治形势下，也许不顾全世界的反对，依靠工人的热情，政权是可以保持住的。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建立公共纪律的新形式，这是几十年的事情。就连资本主义也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才把旧的组织改造成新的组织。如果有人期待我们短期内就能改造好组织劳动的工作并向工人和农民灌输这种想法，那在理论上完全是荒谬的。

这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有很大的害处，因为这会使工人弄不清楚新任务与旧任务的区别。新的任务是组织工业，首先是组织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在组织工作方面是很差的，比一切先进国家都差。这种本领是从大机器工业中得来的。没有任何其他的物质历史基础。除千百万人按照预定计划用大机器工业设备进行生产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基础。在这方面，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利益是不相吻合的。在这方面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斗争时期，同农民斗争的时期。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向农民证明，他们或者同工人一道前进，帮助无产阶级，或者重新受地主的统治，此外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孟什维克鼓吹走中间道路，但它腐朽不堪，到处遭到失败，在德国也遭到失败。农民群众不能从理论上以及从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观察中理解这一点。千百万农民群众只能从自己的实践中，从日常生活中理解这一点。农民能够理解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胜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最爱用工人阶级专政来吓唬农民，现在他们还想用它来吓唬农民，但是农民却把工人阶级专政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作了明显的对比。农民过去和现在事实上都不可能研究理论。但是农民群众看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在说谎；农民也看到我们同投机倒把行为所作的斗争。应当承认，孟什维克向我们军队的政治部学习后，在鼓动方面也获得了一些成绩。农民所看到过的，不是上面写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而是上面写着立宪会议、民权制度的旗帜，他们没有看见过“专政”这个词，他们不理解“专政”这个词。但是，他们从实际中领悟到，还是苏维埃政权好。

现时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任务，就是从精神上影响农民。我们对农民采取暴力手段是不会有多大成效的。这里要解决的是农民内部经济矛盾的问题。推翻资本家之后，工人在两年国内战争的斗争中联合起来了，他们是团结的。而农民则愈来愈分裂。农民总是记得地主和资本家的，不会把他们忘掉。另一方面，今天的农民不统一，一部分人的利益与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不一致。农民是不团结的。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农民都有余粮。这方面没有什么平等。这是废话。为了分裂农民并把非富农分子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需要很多时间。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将利用我们的一切力量，我们的一切手段。但是要取得胜利，不能单凭强力，还应当利用精神手段。这就产生了关于独裁权力和个人管理的种种问题，在许多人看来（至少可以肯定，在某些人看来），这些问题只是我们昨天的争论造成的。但这是错误的。拿1918年来比较一下吧。那时什么争论也没有。

对德和约刚一缔结，我们就碰到了一个问题：政权以什么为基础。我们共产党人回答说：应当说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与专政并不矛盾。这一点旧国际的许多领袖是不喜欢的。考茨基也骂过我。

农民一半是劳动者，一半是私有者。为了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就需要统一的意志，就需要大家在每一个实际问题上行动一致。统一的意志不能是一句空话和一个象征。我们需要的是实际上的统一的意志。在战场上，意志的统一表现在：如果有谁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本村本集团的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那谁就会被斥为自私自利分子，就要被枪毙。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工人阶级从道义上认识到它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这样做。关于这种枪毙我们曾公开说明过，我们说，我们并不隐瞒使用暴力，因为我们意识到，不对无产阶级中的落后部分实行强制，我们就不能摆脱旧社会。意志的统一就表现在这方面。这种意志的统一实际上体现在对每一个逃兵的惩罚上，体现在每一次战斗和进军时共产党员都奋勇当先、以身作则上。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意志的统一试用于工业和农业。我们有广阔的国土和无数的工厂。在这里，你们会明白，我们只靠暴力是不能实现这一点的。在这里，你们会明白，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多么巨大的任务，你们会明白，这种意志的统一意味着什么。这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应当考虑和思索这一点。这个口号要求我们进行长期的日常工作。拿1918年来说吧，当时并没有这些争论，当时我已经指出必须实行个人管理，指出必须从贯彻苏维埃的思想这一观点出发承认个人的独裁权力。所有关于权利平等的言论都是胡说八道。我们不是站在权利平等的立场上进行阶级斗争的。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胜利。无产阶级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这里有几十万个严守纪律、意志统一的人。无产阶级能够战胜农民的经济分散性，因为农民没有那种能使无产阶级在城市和工厂里团结起来的共同基础。农民在经济上是分散的。他们一方面是私有者，另一方面是劳动者。私有制把他们拖向资本主义：“我卖得愈贵愈好。”“如果发生饥荒，我卖得还要贵。”劳动者农民知道，他们受过地主的压迫，是工人把他们从这种压迫中解放出来的。由于农民所处的经济地位，在这里进行着两个灵魂的斗争。应当把这两个灵魂区分开来。只有当我们执行坚定不移的路线时，我们才会胜利。一切劳动者在我们看来都永远是劳动者。而对私有者农民，我们必须同他们斗争。他们除彼此争吵外，还愚昧无知。“国际联盟”的先生们，谢天谢地，并不愚昧无知，他们大概比我们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学识多一些，但是，他们在那里做些什么呢？日本对“国际联盟”大加赞颂，同时却在暗中算计美国，如此等等。

他们都在争斗，而我们是团结的，所以各国工人都在转向我们这方面。我们把那些身为国际政治领导者的文明先生，那些大炮和军舰比我们多百倍的经验丰富的富人都打败了，如果有人认为我们解决不了农民问题，那就很可笑了。在这方面，纪律、忠诚以及意志的统一一定会取得胜利。几万和几十万人的意志可以由一个人体现出来。这种合成的意志是通过苏维埃产生出来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我们这样召开过这么多的工农代表大会。我们正是用这种方法来提高觉悟的。苏维埃宪法所给予的东西，是任何一个国家在200年内都不曾给过的。（鼓掌）单拿代表大会的次数来说吧，在实行民主制度以来的100年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召开过这么多的代表大会，而我们正是用这种方法来制定共同的决议和锤炼共同的意志的。

我们的苏维埃宪法和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就是建立在这种极其广泛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苏维堆政权的决定具有世界上空前的权威力量即工农的力量。但是，这对我们说来还是不够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靠权威力量是吃不饱肚子的。不，一定要努力加以贯彻。我们看到，在这里占上风的是旧的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它比我们更有力量，这是我们必须公开承认的。独自经营和加强自由贸易这些旧的小资产阶级习惯比我们更有力量。

工会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它是新阶级借以发展的手段。阶级这个概念是在斗争和发展中形成的。一个阶级同另一个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城墙。工人和农民之间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人们是怎样学习联合的呢？开始是通过行会，而后是按照职业。一旦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它就变得非常强大，足以把整个国家机器都掌握到自己手里，向全世界宣战并赢得了胜利。于是行会和职业工会都成为落后的东西了。过去，在资本主义时代，无产者也曾按行会和职业联合起来。这在当时是进步的现象。否则无产阶级就不能联合起来。说无产阶级能够一下子就联合成为一个阶级，那是谬论。这样的联合要有几十年的工夫才能实现。对于这种宗派主义的近视观点，谁也没有象马克思那样坚决斗争过。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当革命的适当时机到来时，这个阶级就把国家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那时一切行会和职业工会就都过时了，它们起着落后的作用，它们在促退，这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什么坏人，而是坏人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在那里找到了进行宣传的地盘。我们被正在恢复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包围着。卡尔·马克思同旧的空想社会主义作斗争最多，他要求用科学的观点来说明：阶级是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必须帮助这个阶级成长。马克思还同犯错误的工人阶级领袖们进行了斗争。1872年，联合会委员会曾通过决议谴责马克思，因为他说，英国的领袖们被资产阶级收买了。[156]当然，马克思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些人是叛徒。这是瞎说。他说的是有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资产阶级直接或间接支持这一部分工人。资产阶级的收买就表现在这一点上。

派代表参加议会，——在这方面英国资产阶级创造了奇迹，走在别人的前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52年到1892年的40年间，不断地揭露资产阶级。但是要知道，一切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是在这样做的。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会由奴隶的角色变成建设者的角色，这是一个转变。我们已存在两年，出现了什么情况呢？现在，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挨饿挨得更厉害。在1918年和1919年，全国产业工人每人一年只得到7普特粮食，而产粮省的农民每人却得到17普特。在沙皇时代，农民顶多能得到16普特粮食，可是在我们的政权下他们却得到17普特。这有统计材料为证。无产阶级挨了两年饿，这种挨饿说明工人不仅能够牺牲自己的行会利益，而且能够牺牲自己的生命。在这两年当中，无产阶级忍饥挨饿，是因为它得到一切劳动者的精神上的支持，因此它为了工农政权的胜利而作出了这些自我牺牲。诚然，工人仍然是按职业分的，在这些职业中，有许多是资本家所需要而我们不需要的。我们知道，这些职业的工人比其他工人更挨饿。也不能不是这样。资本主义被摧毁了，但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还需要建设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里，我们碰到很多误会，这些误会不是偶然的，而是工会所起历史作用的结果，因为在资本主义下它是行会联合的工具，而在工人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则是工人的阶级联合的工具。这些工人不惜任何牺牲，建立了纪律，这种纪律迫使人们议论和模糊地感到：阶级利益高于行会利益。我们把那些不能作出这种牺牲的工人看作自私自利的人，把他们从无产阶级大家庭中赶出去。

这就是党代表大会对劳动纪律和个人管理这个基本问题的总的提法。这就是党代表大会的决定的实质，这些决定你们都知道，并将由专门的报告人作更详尽的说明。它的基本思想是：工人阶级成长壮大起来了；它掌握了政权并且正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进行斗争，而斗争是愈来愈困难了。在战场上进行斗争比较容易。现在需要进行组织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现在俄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还不怎么多。它的队伍在战争时期变得更小了。我们的胜利使我们管理国家的工作更困难了。不论是工会工作者或是工人群众都必须懂得这一点。当我们谈到独裁时，这并不是集中主义者的心血来潮。我们收复了不少地区，大大地扩展了苏维埃俄国的领土。我们在西伯利亚、顿河流域和库班都获得了胜利。那里的无产阶级所占的百分比极小，比我们这里少。我们的责任就是直接到工人中间去向他们公开说明工作的复杂情况。必须加强纪律，加强个人管理和加强独裁。没有这些，就休想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有300万有组织的大军。60万共产党员应该是这支大军的先锋队。

但是应当明白，除60万共产党员和300万工会会员之外，我们没有其他能夺取胜利的大军。农民和富农地区的收复，要求无产阶级作出更进一步的努力。我们面对的是无产阶级群众和非无产阶级群众之间、他们的社会集团利益和阶级利益之间的新的相互关系。在这方面，只靠暴力是什么也做不成的。特别需要组织和道义上的权威。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得出的、我认为我有义务坚持的一个绝对信念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更多更快地实行个人管理，加强劳动纪律，振奋精神，象作战那样坚决、果断、奋不顾身地进行工作，抛开小集团和行会的利益，牺牲一切个人的利益！不这样我们就不能胜利。如果我们能够贯彻党的这个决定，能够通过300万工人，再通过几千万农民——他们会感到为社会主义胜利而牺牲个人的那些人们在道义上的权威和力量——万众一心地贯彻这个决定，那我们就是绝对完全不可战胜的。（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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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这是列宁代表人民委员会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的讲话。



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4月6—13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约1600人，其中有布尔什维克及其同情者1180人，孟什维克57人，其他政党的代表69人。代表大会以刚刚闭幕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经济建设纲领为其全部工作的基础。代表大会的议程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报告；工会的任务；组织问题；工资政策；工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会和国民经济；国际工会运动；文化教育工作。代表大会在列宁讲话以后通过决议，号召苏维埃俄国的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积极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立即在所有工会组织中实行严格的劳动纪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工会积极吸引工人群众参加共产主义建设。代表大会坚决驳斥了孟什维克党团代表所作的主张工会独立、把工会与共产党对立起来的发言。——[328]。



[156]这里指马克思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谴责英国工联首领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24页）。1872年9月12日，第一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主席约·黑尔斯在改良主义多数派的支持下，对马克思的这个发言提出了指责。——[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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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

（1920年4月8日）

我们这张报纸[157]是专门讨论共产主义劳动问题的报纸。

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很清楚，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只有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之后，只有在夺得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那些进行拼死反抗、组织反革命暴动和国内战争的剥削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在实际上提出来。

在1918年初，这个时刻似乎就已来到了，在2月（1918年）那次德帝国主义对俄国的武装进攻之后，它确实是来到了。但在当时这个时刻出现得异常短促，新的更汹涌的反革命暴动和侵略的浪潮来得异常迅猛，苏维埃政权根本没有可能比较专心致志地着手研究和平建设的问题。

现在我们已熬过了前所未闻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饥饿、穷困和苦难的两年，同时这也是红军对国际资本主义反动匪帮取得空前胜利的两年。

现在我们确有很大希望（如果法国资本家唆使波兰作战不成）取得比较稳定、比较持久的和平了。

两年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根据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建设的经验。因此，可以而且应当认真提出共产主义劳动问题，确切些说，不是共产主义劳动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劳动问题，因为这里指的是从资本主义中生长出来的新社会制度的低级发展阶段即初级发展阶段，而不是高级发展阶段。

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些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不讲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按照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按照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需要。

大家都明白，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制度，还远远不能广泛地、真正普遍地实行这种劳动。

但是提出这个问题，由整个先进无产阶级（共产党和工会）和国家政权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在这条路上前进了一步。

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

另一方面，“大事业”成功之后，即推翻资本家所有制并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的国家变革实现之后，要在新基础上建设经济生活，也只能从一点一滴做起。

星期六义务劳动、劳动军、劳动义务制——这就是具体实行社会主义劳动和共产主义劳动的各种方式。

在具体实行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的缺点。对这些缺点采取讥笑（或幸灾乐祸）态度的，除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无头脑的人了。

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失望或者张皇失措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建立新的劳动纪律，建立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的新形式，创立吸引人们参加劳动的新方式和新方法——这是一项需要许多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

这是最能收效最崇高的工作。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推翻了资产阶级，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反抗，为自己争取到了使这种工作有可能进行的基地。

我们一定用全副精力来进行这一工作。有韧性，能坚持，有决心，有决断，善于反复试验、反复修正，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些品质是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前经过10年、15年以至20年的磨炼才得到的，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在两年中历尽空前未有的穷困、饥饿、破坏和苦难，使这些品质受到了进一步磨炼。无产阶级的这些品质就是无产阶级一定胜利的保证。






	　　1920年4月8日载于1920年4月11日《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314—316页

















[157]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报》。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报》（《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Субботник》）是根据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倡议出版的联合特刊。这张报纸是莫斯科各报（《真理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贫苦农民报》、《经济生活报》、《共产主义劳动报》）和罗斯塔通讯社的编辑部和撰稿人在1920年4月10日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编辑的，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印刷厂的工人排印，于4月11日（星期日）发行。列宁、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亚·米·柯伦泰、杰·别德内依、亚·绥·绥拉菲莫维奇、克·阿·季米里亚捷夫等参加了这张报纸的工作。——[342]。





《列宁全集》第38卷


人民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关于李可夫同志迟到问题的决定

（1920年4月14日）

鉴于人民委员会为审查关于苏维埃第一劳动军的决定草案而指定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李可夫同志参加该委员会的会议时迟到半小时（定于晚6点半开会，他在晚7点才来），而且专门委员会一致认为他迟到的理由不充分，专门委员会决定对李可夫同志按关于迟到的法令处理。[158]






	专门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杨诺夫（列宁）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198页

















[158]指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29日通过的决定：人民委员出席人民委员会的会议迟到半小时以内者罚款5卢布，迟到一小时以内者罚款10卢布；只有向人民委员会的秘书确切申述了迟到或缺席的理由，才能免于受罚。——[345]。





《列宁全集》第38卷


在全俄纺织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59]


（1920年4月19日）

（热烈鼓掌，转为欢呼）同志们，感谢你们的欢迎，同时请允许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向你们表示祝贺。

我们大家现在还都清楚地记得刚闭幕的党代表大会和它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大家也都知道，党代表大会向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动群众提出了哪些重要的任务。这些任务归结起来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劳动战线。

现在，俄国无产阶级感到幸运的是，我们已经胜利地结束了国内战争，只有西欧帝国主义者所竭力操纵的波兰还在威胁我们；现在，我们正面临一个极端困难的转变，转向安排国内的生活。

为了说明这一重大的转折和工人阶级现在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我不妨叙述一下俄国无产阶级向共产主义制度前进时所经历过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

没有知识没有觉悟的农民，初次踏入设备完善、拥有奇迹般的最新技术的工厂时，茫然不知所措，看到厂里非常豪华，自觉十分寒伧。脑筋简单的农民把厂主看作是自己的恩人，是给他工作做的衣食父母，以为没有厂主，工人就活不了。来自穷乡僻壤、无依无靠的工人，投入到工厂沸腾的生活中，得到了勉强过得去的生存条件，好歹有了糊口的可能，这样他也就套上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沉重枷锁。大家都很清楚，俄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都经历过这种艰苦的时期。但是，我们看到：工人在逐步摆脱原有的那种农民的落后和闭塞状态，开始进入较高的发展阶段，他们作了同压迫者斗争的初步尝试（罢工，并尝试把分散的无产阶级群众组成工会），工人中开始产生出一种新的力量，而任何一次罢工，不管它的成果如何微小，都产生了某种难以估价的、新的、重要的、内容丰富的东西。罢工教育了工人，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同其他工人团结起来，才能产生力量，产生能使机器停止转动、使奴隶变为自由人、使那些理应属于生产者的财富归生产者自己享用的强大力量。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十年来罢工运动的发展情况，它如何从分散的小罢工逐步变为有组织的大罢工。1905年，罢工运动以波澜壮阔之势席卷了整个俄国。工人通过罢工，同资本家进行有组织的斗争，随着斗争的发展，工人也日益具有前所未有的力量。工会组织在这方面占着一个主要的地位。工人逐渐认识到，被资本家用来谋取私利，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一切技术发明、机器和生产工具都可以成为而且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的财产。这个新的阶段，这个工人依靠工会有组织地反击资本家的阶段，是无产阶级阶级自觉的发展史上一个新的进步。工人已经不是压迫者手中受人摆布的软弱无力的工具了。周围的整个生活使他们坚信；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工人争取稍微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日。在工会运动的这一阶段，工人的夙愿和希望是过上稍微象样的生活。

这个无产阶级阶级自觉的发展阶段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后来就显得不够了。生活在向前发展。

厚颜无耻的各国资本家本来就把工人群众压迫得透不过气来，他们发动了世界大战，更是把工人群众置于死地。他们发动世界大战，是为了进一步压迫谋求解放的无产阶级，是为了彼此争夺地盘。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强盗们展开了搏斗。他们要工人相信，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实现某种解放人类的伟大理想。但是，工人受蒙蔽的时间并不长久。布列斯特和约和凡尔赛和约，英法夺取一切殖民地，这些事实使工人睁开了眼睛，看清了事情的真相。现已查明，在世界大战期间一共有1000万人丧生，2000万人残废，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使强盗们更加发财。

工人恍然大悟以后，奋起反对资本压迫，社会革命迅猛兴起，十月事变就是这一社会革命的开端。现在我们的任务不仅在于做自己的工会组织的会员，这已经不够了。工人应该更加提高一步，要从被压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对农民暂时还不能指望什么。他们分散、软弱，不会很快就摆脱愚昧状态。能使农民摆脱愚昧无知状态的，只有这样一个阶级：它自己出身于农民，已经懂得了组织起来的力量，而且不仅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争取到了较好的生活——这一点连西欧工人都已经争取到了，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摆脱战争。工人应该懂得：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新的无比艰巨的任务，这就是要自己担负起管理国家的全部工作。工人应当认识到：既然私有制还存在，资本主义还没有被摧毁，就不应当让任何一个寄生者掌握政权。

这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异常迅速地给予愈来愈多的同情的苏维埃政权所力求实现的。工人阶级建立起新的无产阶级国家以后，就肩负起空前艰巨的重任。工人只有同农民携手并进，才能消灭剥削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现在，农民仍旧象从前那样单独经营，把剩余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出售，这样就使一小撮掠夺者更富起来。农民这样做是不自觉的，因为他们生活的条件和工人完全不同。但是，自由贸易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奴隶制。要避免这一点，就必须按新的方式组织劳动，而这件事除了无产阶级，没有任何人能做到。

现在，工人已经不只是自己的工会组织的会员。抱着这样的观点，就等于回到过去。反对资本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还在用倒卖粮食、苏哈列夫卡[160]等等来阻挠苏维埃政权开创的事业。能与这种势力相抗衡的，只有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人组织的力量，即不是为了本行业的狭隘利益，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工人组织的力量。整个工人阶级，只有当它能够不分职业，联合成为一个统治阶级，建立起一支统一的劳动大军的时候，才会受到全世界的尊敬。

现在，农民已确信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被无产阶级的力量粉碎的，因而已经感觉到这个好当家人是强有力的。但是，只有在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切尝试都不可能得逞时，农民才会完全信服无产阶级。只有到那时农民才会懂得，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富农和寄生虫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但是，农民现在还不完全相信无产阶级能够胜任自己的伟大任务。

最近两年来，站在红军最前列的俄国无产阶级所自觉承受的空前未有的困苦，还没有完全消除。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困苦和新的任务，而且在红色战线上取得的胜利愈大，这些任务也就愈困难。我们收复了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广大地区。那里不象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那里没有用事实表明不惜任何代价都要保住革命成果的无产阶级。必须使觉悟的工人能够进入国家政权的一切部门，能够接近农民，把农民组织起来维护这个摆脱了地主的枷锁并建设着没有资本家的国家的阶级。必须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和铁的纪律。必须使整个无产阶级万众一心，在劳动战线上，也象在流血战线上一样，创造出空前的奇迹。起初，很多人以为革命事业没有希望了。军队完全瓦解，士兵纷纷从前线逃跑，弹药缺乏，这就是克伦斯基给我们留下的局面。俄国无产阶级集合和团结了分散的力量，建立了一支统一而坚强的红军。红军创造了奇迹，粉碎了得到全世界资本家支援的资本家的进攻。劳动战线上的任务更是无比艰巨。红军所需要的只是男子，而现在需要投入劳动战线的却是全国所有的劳动力，包括男子、妇女、甚至未成年的人。必须有铁的纪律，而这是我们俄国人的一个弱点。应当发扬不屈不挠、始终不懈、坚韧不拔和同心同德的精神。要准备采取一切措施。要把一切人力物力都用来挽救工农政权和共产主义。

战争没有结束，它还在不流血的战线上继续进行。在这方面敌人还比我们强大，这一点是应该承认的。世界资本正在援助那些把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出售的小业主，世界资本一方面准备同我们恢复贸易关系，另一方面准备扼杀无产阶级和苏维埃俄国。

必须使400万无产阶级群众都作好准备，迎接新的、不亚于战争中忍受过的那种牺牲、困苦和灾难。只有这样，才有希望彻底粉碎敌人。现在还在观望和动摇的农民才会完全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农民还清楚地记得地主、邓尼金、高尔察克，但是他们也看到了有人偷懒，不爱劳动，他们说：“这也许不错，但是我们怎么能这样呢！”

应当让农民看到另一番景象。让工人阶级象组织红军那样来组织生产。让每一个工人都深刻认识到他是在管理国家。我们的人数愈少，对我们的要求就愈高。应当使俄国变成一支具有为解放劳动者的共同事业牺牲一切这种英雄主义精神的劳动大军。

大家知道，纺织工业受到极大的破坏，因为现在没有从国外进口的棉花，因为西欧也原料奇缺。唯一的来源是不久以前才从白卫分子手里收复的土耳其斯坦，但是运输还没有整顿好。

目前的一项补救办法就是迅速开采泥炭，这样就可以使所有的电站都能发电，就可以不完全依赖远离俄国中部的产煤区。

在目前经济破坏的状况下，不能把希望放在木柴燃料上。泥炭主要蕴藏在纺织业地区。因此，纺织业无产阶级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组织好泥炭生产。我很清楚，这个工作非常艰巨，没有靴子，没有住所，却必须站在齐膝深的水中工作，困难是极大的。可是，红军当时难道一切必需的东西都齐全吗？！红军战士在齐腰深的水中连续行军两个月，从英国人手里夺来坦克，他们忍受了多少牺牲、多少苦难啊！资本家希望工人精疲力竭，饥饿不堪，不能支持下去。资本家正在窥伺工人的政权，他们一心指望无产阶级不能胜任建立统一劳动战线的任务，好让他们重新掌握政权。

我决不认为眼前的工作是容易的，但是一切困难必须克服而且可以克服。应当使每个工人都来帮助我们组织劳动，使农民认识到工人是组织者，使大家都把劳动看成是保住工农政权的唯一手段。早在克伦斯基时期，厂主就深信他们自己在工厂里是呆不住的，他们就破坏生产，同外国资本家勾结起来毁掉俄国工业，不让它落到工人手里，他们用国内战争来使无产阶级筋疲力尽。

工人阶级面临着最大的考验，每一个男工、每一个女工都必须比前线的红军战士创造出更大的奇迹。在劳动战线上取得胜利，在平凡的、肮脏的环境中作出自我牺牲，这要困难得多，可是比起牺牲生命来却要可贵百倍。

去除陈腐的封闭性！工人只有表现出自己是劳动红军的战士，才配做工会会员。即使我们犯几百次错误，遭受几千次失败，我们也不害怕。应当认识到，我们只有进行无产阶级式的百折不挠的冲击，才能取得胜利。

无产阶级捍卫工农政权已经两年了。全世界正在酝酿一场社会革命。为了证明我们大家能够胜任我们所肩负的任务，我们必须精力充沛，信心十足，不管情况怎样困难，保持无产阶级的热忱，象红军在流血战线上同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行斗争时那样，在和平的劳动战线上也创造出奇迹来。（热烈鼓掌）





	载于1920年《全俄纺织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317—324页

















[159]这是列宁在全俄纺织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这个代表大会于1920年4月16—20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358人，其中共产党员148人和党的同情者23人。代表大会的议程是：关于纺织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关于工会的任务和原料状况；关于麻纺和毛纺工业的状况；关于纺织工会在恢复运输方面的任务；粮食问题；劳动保护以及其他问题。大会主席团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向列宁祝贺他的五十寿辰。——[346]。



[160]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的一个市场，座落在1692年彼得一世所建造的苏哈列夫塔周围。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苏哈列夫卡是投机商活动的中心。从此，苏哈列夫卡一词就成了私人自由贸易的同义语。1920年12月，莫斯科苏维埃作出封闭该市场的决议。新经济政策时期该市场曾恢复。1932年被取缔。——[349]。





《列宁全集》第38卷


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弗·伊·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61]


（1920年4月23日）

（热烈鼓掌）同志们！首先，有两件事我自然要感谢你们：第一，感谢你们今天对我的祝贺；第二，更感谢你们让我免听祝词。（鼓掌）我想，这样我们也许会逐渐地——当然不是一下子——创造出一种比流行至今的祝贺方式更合适的方式，以前的祝贺方式有时竟成了绝妙的讽刺对象。请看，这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为讽刺这种祝贺而画的一幅漫画。这幅画连同一封非常亲切的信一起是我今天收到的。同志们十分体谅我，让我免听这种祝词。我拿这幅漫画来给大家看，是为了让我们今后根本免去这类祝贺活动。[162] 

其次，我想略微谈谈布尔什维克党的现状。使我产生这一想法的是一位著作家在18年以前，即1902年写的一段话。这位著作家就是卡尔·考茨基，我们现在应该同他断然决裂，同他进行斗争，但是，他以前在同德国机会主义作斗争时，曾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之一，而且我们曾经同他合作过。那时还没有布尔什维克，但是所有同他合作的未来的布尔什维克，都对他评价很高。下面就是这位著作家在1902年写的一段话：

“现时〈与1848年不同〉可以认为，不仅斯拉夫人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的重心也愈来愈移向斯拉夫人那里。革命中心正从西向东移。19世纪上半叶，革命中心在法国，有时候在英国。到了1848年，德国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揭开新世纪序幕的一些事变使人感到，我们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即向俄国转移……从西欧接受了这么多的革命首创精神的俄国，也许现在它本身已有可能成为西欧革命动力的源泉了。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运动，也许会成为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足以铲除在我们队伍中开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习气和鼠目寸光的政客作风，促使斗争的渴望和对我们伟大理想的赤诚重新燃起熊熊的火焰。俄国对于西欧来说早已不再是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了。现在的情况也许恰恰相反。西欧正变成支持俄国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俄国的革命者如果不是同时必须跟沙皇的同盟者——欧洲资本作战，也许早就把沙皇打倒了。我们希望，这一次他们能够把这两个敌人一起打倒，希望新的‘神圣同盟’比它的前驱垮得更快一些。但是不管俄国目前斗争的结局如何，那些在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幸的是，牺牲的人会很多很多）所流的鲜血和所受的苦难，决不会是白费的。他们将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培育出社会革命的幼苗，使它们长得更茂盛、更迅速。1848年时，斯拉夫人还是一股凛冽的寒流，摧残了人民春天的花朵。也许现在他们注定要成为一场风暴，摧毁反动势力的坚冰，以不可阻挡之势给各国人民带来新的幸福的春天。”（卡·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载于1902年3月10日《火星报》第18号）

看，一位杰出的、但是今天我们必须同他断然决裂的社会党人，在18年前关于俄国革命运动就是这样写的。这段话使我产生一个想法，我们党目前也许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即变得骄傲自大起来。这是十分愚蠢、可耻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有了骄傲自大的可能，这往往就是失败和衰落的前奏。我们当前最凶恶的一个敌人在我所引的话中曾寄于俄国革命的这种期望，的确是过高了。我们迄今是获得了一些辉煌的成就和辉煌的胜利，可是要知道，这是由当时的情况造成的。当时我们还不可能解决主要的困难，当时我们担负着军事任务，同地主、沙皇、将军等反动势力进行着最深刻、最激烈的斗争；这样，我们为了组织同每日每时冒出来的小资产阶级自发性、分散性和涣散性作斗争，即同一切拉我们退向资本主义的东西作斗争，就把社会主义变革的根本任务搁了下来。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我们都把这些任务搁下来了，因为我们没有可能来妥善地着手完成这些任务。因此，我们从上面引的一段话中想到的那种危险，全体布尔什维克，无论就个人或整个政党来说，都应当加倍地注意。我们应当懂得，我们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这就是说，我们面临着极其繁重的工作，这就要求我们比以往作出更大的努力。

最后，我希望我们决不要使我们的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地步。（鼓掌）





	载于1920年莫斯科出版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五十寿辰（1870—1920年）》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325—327页

















[161]1920年4月23日，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举行了庆祝列宁五十寿辰的晚会。出席晚会的有莫斯科的党的工作者。马·高尔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斯大林、列·波·加米涅夫等人在会上讲了话。晚会临近结束时，列宁到会讲了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353]。



[162]指著名漫画家卡里克在1900年为俄国民粹主义者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寿辰而画的一幅漫画。在这幅画上，画家把前去向米海洛夫斯基祝寿的马克思主义者画成一群小孩子。叶·德·斯塔索娃在列宁五十寿辰时把这幅漫画寄给了列宁，并在附寄的贺信中说，党那时还处于童年时期，人数很少，现在则已长大成人，“这是您的双手、您的智慧和天才所创造的业绩”。——[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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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草案

（1920年4月23日）

鉴于国家纸币印刷厂管理局工作特别重要，而各机关和部门对它的正当和合理的要求屡屡不能迅速而充分地予以满足，国防委员会决定：

（1）指示各部门和机关绝对必须最迅速地满足国家纸币印刷厂管理局的一切正当和紧迫的要求；

（2）责成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在履行上述要求时发生的一切拖拉疲沓、玩忽职守的行为给以严厉的处分，如果问题超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权限，立即提交国防委员会处理。

1920年4月23日国防委员会批准。






	国防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译自1976年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的《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8卷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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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口粮法令的意见[163]


（1920年4月27日）


1

（1）改变名称。

（2）取消一般公民定量。

（3）以劳动口粮作为基础，即按实际工作日计算。

（4）劳动口粮根据劳动的轻重分类。

（5）第一类：脑力劳动和机关工作

（6）第二类：体力劳动

（7）第三类：特别重的劳动，等等。

（8）“重点单位”（即对国家特别重要的工种和企业），按照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有时可按特殊规定）和国防委员会的决定，转为第二类、第三类，等等。

（9）对于不工作者、失业者以及商人等等规定特别低的定量。例外。

（10）对儿童和病人另行规定。


2

名称设想：

《关于进一步统一各类口粮和以劳动口粮为整个粮食制度的基础的法令》。

以前叫作“一般公民定量”的，改称为

“失业者和小私有者的定量”或者：个人开业的公民、不工作者等等的定量；（或者：“小业主”的定量）；“不在苏维埃企业和机关工作的人”的定量。

好处：（1）在两个首都和所有非农业的工业城市，工作会大大简化（因为那里大批人都在苏维埃企业或苏维埃机关工作）。

（2）在非工业城市我们就能清楚地划分出不在苏维埃企业和苏维埃机关工作的居民，而配给这些居民的口粮应予逐渐取消（要么你自己种菜园，要么你到苏维埃企业或苏维埃机关工作）。

对于那些既不在苏维埃企业，也不在苏维埃机关工作的人将不供应粮食。

算一算，哪种制度会减少配给证并简化整个制度。






	　　　列宁
　1920年4月27日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328—329页

















[163]这是列宁对《关于实行劳动口粮的法令》提的意见。这个法令于1920年4月30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公布于5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94号。——[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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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玻璃瓷器业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64]


（1920年4月29日）

昨天我们收到两条消息，其中第一条令人非常痛心，是讲波兰政府首脑皮尔苏茨基发表了宣言。这个宣言的全文我还没有看到，它的内容我是从电话里知道的，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宣言等于波兰对乌克兰宣战。显然，法帝国主义者的势力在波兰政界占了上风。波兰政府已经决定抛弃它近来在同我们进行和谈时所采取的耍花招的政策，在更广阔的战线上展开军事行动。波兰已经占领日托米尔，正向基辅推进。这就要求我们立即最坚决地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捍卫住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相信，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扼杀苏维埃俄国新的尝试，一定会同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冒险一样遭到破产。显然，波兰完全是从法国、英国和整个协约国得到军事援助的。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英国政府在同我们谈判克里木问题的最后阶段大大地改变了它开始时的友善态度。英国要我们对被赶到海边的邓尼金的士兵表现出人道精神，我们回答说，如果协约国对遭到了失败的匈牙利共产党人表现出人道精神，让他们到苏维埃俄国来，那我们也准备给克里木的白卫分子一条生路。我们并不需要这些克里木的白卫分子流血，我们没有报复心理。但是我们没有接到英国政府对我们照会的复文，大概因为波兰已经发动进攻，他们也就不急于答复了。可是我们相信，在英国工人中间，甚至在机会主义情绪最浓厚的工人中间，不会有人拥护武装干涉。

我们得到消息说，在波兰，迫害过共产党人的波兰社会党[165]也在它的机关报上说，波兰不该提出非在博里索夫谈判不可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来破坏同苏维埃俄国的和平谈判。该报认为波兰政府的这种做法是犯罪。波兰人在不停止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向我们建议在博里索夫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正是在这个地点进行谈判会使我们在谈判期间不能继续军事行动，同时却使波兰有进行军事行动的充分自由。我们当然不能在这种条件下进行和谈，我们建议由双方协商把谈判地点改为巴黎、雷瓦尔、华沙、莫斯科或别的什么城市。对这个建议的答复是波兰军队在全线大举进攻。我们毫不怀疑，波兰政府发动的这场进攻战是违反本国工人意志的。因此我们对这次新的冒险处之泰然；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场战争中一定会成为胜利者，但是同志们，你们知道，任何战争都有许多巨大的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请求工人群众给予援助。对波战争是强加给我们的，我们丝毫没有侵犯波兰独立的意图，正象我们丝延没有侵犯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独立的意图一样，但是，尽管我们非常愿意让步，他们还是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既然这样，我们大家就应当万众一心，奋起保卫我们自己和乌克兰，抵御波兰帝国主义者的进犯。（热烈鼓掌）为此，我们需要再次作某种转变。不管我们怎样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着手并尽可能广泛地展开和平建设，但是，既然战争已经强加给我们，我们就应当使一切服从于这场战争的需要，以便最迅速地取得对我们最好的结果。我们应当向全体工人和农民解释清楚，为什么受协约国唆使的波兰要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应当解释清楚，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加厚壁垒，加深那道把德国无产阶级同我们分隔开的鸿沟。

此外，昨天我们还从巴库得到一个消息，说明苏维埃俄国的状况正在好转。我们知道，我国的工业因为没有燃料而停顿，可是现在我们得到消息，说巴库无产阶级已经夺得政权，已经推翻阿塞拜疆政府[166]。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了能够复兴我国整个工业的经济基础。巴库有100万普特石油，这批石油直到现在还没有卖出去，因此连石油企业主诺贝尔也企图同我们谈判，想把这批石油运到苏维埃俄国来。这样一来，我国的运输和工业将从巴库油田得到极其重要的帮助。

今天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同志告诉我说，在库班州和高加索有大量存粮，我们可以指望把它运到这里来。这就是说，我们将得到工业所需要的燃料和人们所需要的粮食。只要我们竭尽全力恢复运输，就一定能获得粮食和石油，工农的相互关系就有了正常的经济基础。我们认为农民应当把自己的余粮交给工人，因为在目前情况下出卖这些余粮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我们的工业一恢复，我们就会竭尽全力来满足农民对城市工业品的需要。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么几句，向你们简略地介绍一下共和国当前总的情况。最后我要表示，我相信参加工会组织的400万工人（过去我们通过他们实行苏维埃政策），在目前我国对波关系进入新阶段的时候，在我们已经可以得到库班的粮食和巴库的石油的时候，也一定会象过去一样地依靠广大的农民阶层，不把自己关在各个行业的小圈子里，而用全力来促进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进一步的胜利和发展。我们知道，只有工人的觉悟、工人的联合和各工会组织的团结一致，才是使我国红军过去取得辉煌胜利的力量。红军是把觉悟带给农民的最好的传播者，它教会农民清除他们中间的自私自利的人，使政权保持在工人手中。现在在对波战争中，在恢复工业的工作中，我们也需要这种觉悟、这种联合和工会组织的这种团结一致。现在要继续保持并且加强我们在一切生产部门中所需要的那种纪律性。觉悟的工人们知道，如果你们工人在以前没有表现出这种纪律性，那我们就可能遭到匈牙利那样的命运。愿同志们记住这一点，并且在你们工作的地方做到使所有的人都服从于一个主要任务：必须丢掉、必须尽快地抛弃“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该诅咒的口号。必须极大地加强无产阶级劳动纪律，这样我们才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一定会证明，苏维埃共和国是推翻不了的，我们一定能争取到世界上其他一切共和国对我们的帮助。（列宁同志的讲话被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我们的领袖列宁同志万共”的欢呼声所淹没）





	载于1920年4月30日《真理报》第9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330—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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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形势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策略


同雅·弗里斯的谈话


（1920年4月底）


　　列宁一开始就向我询问关于揶威和揶威党的情况。他希望了解党和工人运动的力量，党报的种数和发行量，产业工人和农民的比例等等。我只好凭记忆尽力回答。不过我不得不暗自承认，一个人对自己国家的统计数字知道得这么少实在是一种耻辱。



　　列宁问：“从资产阶级报刊来看，英国在挪威的影响很大吧？”
　　“是的，这是不容否认的，尽管指不出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不过，个别报纸，如《时代的象征》追随英国，简直称得上亦步亦趋。”当我提到《时代的象征》时，列宁会意地笑了。他还记得这家报纸刊登过就俄国问题对蓬特沃尔的采访，想起了蓬特沃尔对布尔什维克压制资产阶级报刊一事所表示的愤慨。





　　列宁笑着说：“是的，他对整个革命一窍不通。”
　　我不得不说一点篷特沃尔后来的功绩，比如《工人政治》等等。



　　“不过他和他的支持者还留在党内吧？没有一个人退出？”
　　“没有，一个也没有退党。”



　　“这就有点令人怀疑了。党内的这一右翼势力大吗？”
　　我让他放心，并介绍了工人运动的情况。如果那些最大的工会不站在我们一边，那么党内的右翼社会主义者就将是一种危险；只要工人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那就没有任何危险。



　　列宁问：“可是农民呢？在挪威只有小农，是吗？”
　　“是的，基本上是小农。他们中的大部分与工人有共同利益。”我提到了特兰迈尔的名字并且说他是农民出身，受过工会干部的教育，后来成了党报编辑，现在是党的书记和全党公认的领袖。



　　“他从来没有到过俄国吗？”
　　“他没有时间。他整天忙于作报告和旅行。”



　　“请代我向他问候。在战争期间，挪威的农民和资产阶级一样，也发财了吧？”
　　“是的，但是在实现和平时，经济上对他们的打击也是一个教训。”我借机将话题转到了俄国。对俄国来说这也是个大问题：农民阶层将如何发展？当重新建立贸易关系时，货币是否将重新具有价值？农民中是否又将出现资本主义的兴趣？





　　“当然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因此，我们的政策是尽可能把农民需要的产品集中到国家的手里，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我们征集了粮食。我们第一年征集了3000万普特，第二年征集了1亿普特，现在征集了15000万普特。我们按固定价格向农民收购粮食，但是由于货币没有任何价值，农民卖了粮，实际上一无所得。比如，当我们有食盐时，农民宁愿要盐而不要钱。这势必会给农民造成许多困难。他们积攒了成堆的钞票，这一点对他们是有影响的。因此，他们中有一大部分人拥护孟什维克，他们要求‘自由贸易’。统计表明，城市所需要的粮食，一半由国家供应，另一半则是投机商以高于国家牌价十倍的价格出售的。”
　　“那么，是不是打算动用红军来对付这一新的‘内部敌人’呢？”



　　“是的，当然要这样做。农民称之为‘天性’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叛国。这是很大的差别。农民有两个灵魂。他看到革命解放了他，他第一次看到一个对富人行使权力的政府。他理解苏维埃制度，并且在这个制度下劳动。他懂得，政府虽然还会犯许多错误，但它的意图是好的。这就是他的一个灵魂。这是我们要加强的。另一个灵魂是私有者的灵魂。这是我们要消灭的。办法是搞宣传、发传单、进行教育，但也要用步枪，运用国家的权力。为了农民，工人什么苦没受过？无产阶级专政给工人带来了什么呢？比过去更严重的饥饿。而农民却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很难吃到肉，然而现在农民自己却能吃上肉了。在沙皇统治下，农民被洗劫一空。现在他们吃饱喝足。工人过去每年平均得到11普特粮食，现在只有7普特。而农民现在每年却有17普特。这最好不过地证明，工人阶级实行专政不是出于一己的私利，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觉悟的工人是懂得这一点的。那些差劲的工人在咒骂，有觉悟的工人则能够理解这一点，并要求采取切实的措施来消除饥饿，但是他们并没有满腹牢骚。他们要求组织得更好。我们有难处，因为有管理能力的人为数相当少。20来岁的青年工人就得担任领导职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消极怠工。连我们自己往往也不相信我们能坚持下去。我们依靠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其他城市的产业工人管理国家已有两年多了，击溃了所有的敌人。甚至反对我们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担任领导职务的工人工作做得很出色。医生们经常发现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疲劳不堪，操劳过度，象法国人所说的‘过分紧张’。现在人们才看到在人民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人们开始懂得，世界革命将变为现实。例如，劳合－乔治景近的讲话就表明了这一点。现在，值得各地重视的一点，就是不要让工人由于革命带来的艰难困苦而害怕革命。右翼社会党人企图以此恫吓工人。奥托·鲍威尔、龙格、考茨基、布兰亭，他们一想到革命带来的艰难困苦就都畏缩不前了。他们高谈阔论，说要对工人进行教育、培养。可是，最重要的教育工作是要教育工人学会自我牺牲、自觉遵守纪律、忍受艰难困苦。他们把这一工作置于不顾。他们不去教育工人阶级，使工人懂得，现在世界上的问题是：要么革命，要么再打一场战争，再牺牲1000万人。与其如此，还不如在国内战争中牺牲比如说100万人……”
　　我们谈到了国际上各党的关系。列宁对匈牙利、意大利、法国以及英国都同样了如指掌。他批评这些国家中知识界的怀疑主义者使工人群众无所适从。对此我表示异议。我问：“您能要求其他国家具有同俄国一样的革命觉悟吗？令人信服的首先还是生活本身提供的教训。其他国家的情况还没有象俄国的情况那样使革命觉悟达到这么高的程度。”



　　列宁回答说：“是的，战争就是这样的一位教师。例如，请看一看法国的巴比塞吧。我读了他的杰作《火线》和《光明》之后，很想看看他以前写的东西。我读了他战前写的《地狱》和《我们这些人》。十足的小资产阶级小说，色情文学！在《光明》这本书里他描述了他本人的发展过程：战争使他从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变成了革命者。他当然不是一个理论家。他还有不少法国人的高谈阔论的倾向。但是，他的气质是革命的。他的情况是典型的。请再看一看另一方面，看一看卡尔·马克思的外孙、自称是革命者的龙格吧。他是一个地道的议会主义者，他向各方面鞠躬低头。一个空谈家和小丑！这种人必须驱逐出党。否则到处都有重新出现匈牙利那样的局势的危险。党内的右派社会党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共产党人’并且暗中破坏革命，这是库恩·贝拉的不幸。再请看看英国的麦克唐纳吧。我刚刚读完他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您看他写了些什么：‘靠革命行动能实现社会主义吗？我不理解这怎么能办得到。我对第二国际不满意。我对我写这篇文章的方式也不满意。还有什么是我满意的呢？’这样的胡说八道您听到过吗？他应该建立一个他个人的党，建立一个‘怀疑派’或不满者的党。正是这些人才是当前最大的危险。公开的敌人远远不如他们危险。这就是匈牙利的教训，这也是芬兰的教训。革命前我居住在赫尔辛福斯时，就发现他们那里的人统统都是考茨基的信徒。去读一读库西宁谈他们革命经验的那本书吧！”
　　“那么您是不是想建议我们，例如，在我们挪威现在立即就开始收集武器呢？我们的策略是打算通过士兵委员会来掌握军队。据您看，这是不是错误的策略？”



　　“不，绝对不是。只要有可能，就必须利用合法的途径。另一方面，我认为，只进行合法活动的‘共产党’就不配叫共产党。但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规定怎么办。参加议会选举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一般地讲，我们从来都是主张参加选举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在第一届杜马选举时，我们主张抵制，反对进行议会活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幼稚病，我常常不得不同这种幼稚病作斗争。在意大利，这种病症广为流行。那里的‘抵制派’共产党人[167]，就是反对参加选举的那一派，甚至有他们的党报，叫《苏维埃报》[168]。在我们这里，正如您所知道的，我在类似的问题上曾同布哈林和拉狄克作过斗争[169]。我曾反对过那种认为我们应立即推翻克伦斯基政府的主张。我曾赞成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后来，他们公开承认他们错了。拉狄克吸取了教训，他在反对德国共产党里的反议会派劳芬贝格，沃尔弗海姆和汉堡共产党人[170]的斗争中甚至表现得比其他人更出色。所以，总而言之，我认为目前必须做的是：（1）同孟什维克作斗争；（2）同左派幼稚病作斗争。”
　　“后面这种人，您能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简短的评语呢？可不可以说是革命浪漫主义？”



　　“对，完全正确。我们当然不能完全不要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多一点总比少一点要好。尽管我们同革命浪漫主义者有分歧，但我们一向对他们是同情的。例如，我们从来不赞成搞个人恐怖。但是，对恐怖主义者个人的勇敢精神和牺牲决心我们总是表示钦佩的。我们的观点始终是：首先要对经济关系作认真的分析，然后再用本身的榜样来证明自己的信念。比方说，如果我现在在英国，我就坚决反对抵制工党[171]，我就投票支持韩德逊政府，但同时公开声明：让他们实际表现一番吧。实际将很快表明，他们什么都办不成。工人们将会懂得，经过战争破坏之后，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在所有的国家爆发。但是，西欧各国的革命将比我国的容易。那里有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组织力量。目前我们暂时走在前面。但是一旦革命席卷西欧，俄国很快就会落在后面。挪威的知识分子情况如何？他们是不是非常反动？”
　　“最近情况有所好转。尤其是法国的‘光明社’[172]运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法国作家开始成为‘布尔什维克’时，挪威作家很快就会跟上来。”



　　“那么，象这样一种赶时髦的运动恐怕靠不住吧。”
　　“也许是这样。但是，我总觉得在工程师中有一个真正严肃的运动。”



　　“是的，在任何地方他们中总有一部分人站在我们这一边。德国不久可以说会出现一个工程师无产阶级。把工程师吸引过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国大部分工程师有着纯粹的资本主义兴趣。在我国重新建立工业生活还需要许多年。我希望在挪威要容易一些。”
　　列宁看了一下表。我站了起来，对我在莫斯科受到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



　　“请代我向全体挪威同志问好。再见，同志。”




	译自1920年5月1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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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防委员会关于运输状况的决定草案上的修改和批语

（1920年2月2日）


国防委员会1920年2月2日决定



［注：本篇中黑体字是列宁加的，方括号内的文字是列宁删去的。——编者注］



1．——（1）由铁路员工编组的列车运到的粮食百分之百地转交铁路组织。

委托斯维杰尔斯基同志报告运到粮食的数量。

（2）委托交通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后备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完成喀山铁路上每天装车140车皮的固定定额，并采取措施加速运送。

指定马尔柯夫和斯维杰尔斯基两同志每周向国防委员会报告一次。

（3）委托交通人民委员部加速萨马拉—兹拉托乌斯特铁路线上军用列车的运行，并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证萨马拉与车里雅宾斯克之间的地区10列火车粮食的运输。

（4）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通过直达电报的商谈采取措施，加强西西伯利亚粮食的装运工作，并将此事通知第一劳动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请他们予此事以全面协助。

（5）国防委员会要求所有部门从自己 优秀的、最负责的
 工作人员中抽调合适的人选，临时派往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各铁路修理厂工作，以便改进修理工作和全面安排铁路运输事宜。这些工作人员不脱离本职工作，每周抽出一定的时间到工厂去。

建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抽调一些工作人员，部分用于中央，部分派往地方。

请组织局多方协助，向各铁路线，特别是向交通政治部大量增派工作人员，委托罗森霍尔茨同志在报纸上公布这一决定，公布被派出的工人和派出工人的部门的名单。

（6）委托国防委员会军需特派员，就使用一部分军用被服品作为对运输工人的奖励以提高他们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会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与交通人民委员部商定，拨出一部分军需品，给运输工人发放最必需的工作服。

国防委员会军需特派员应当通过有关机构进行这一工作（ 供应工作服
 ）。

（7）建议粮食人民委员部从拨给国防委员会军需特派员的储备中划出一部分，首先供应运输工人。

指定斯维杰尔斯基同志在国防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上报告执行情况。

（8）交通人民委员部同西方面军的协议也适用于其他方面军。

（9）派阿尔然诺夫同志以交通人民委员部和陆军人民委员部在铁路运输与军事交通方面的全权代表的身分到高加索战线的铁路地区去工作。该地区应按陆军人民委员部与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协议专门划定。在铁路向题上阿尔然诺夫同志应完全服从交通人民委员部领导。

交通人民委员部有权派出代表，担任阿尔然诺夫同志的政治委员。

（10）根据在中央军事交通部的参加下交通人民委员部与陆军人民委员部达成的协议，任命军事部门的代表担任铁路局长的军事助理。

（11）委托全俄肃反委员会与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制定临时派遣全俄肃反委员会和专门局处的工作人员到运输部门工作的协议。

（12）在粮食供应上应对修理机车及生产运输工具备用部件的工人和铁路职工一视同仁。

修理机车和生产运输工具备用部件的企业的清单，应经交通人民委员部同意并报[国防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

指定克拉辛和米柳亭两同志于星期四向人民委员会提出报告。

（13）委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采取最有力的措施，加强派遣部队清除铁路沿线积雪的工作。关于军队派往的地区应同清除积雪委员会协商确定。

（14）委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机车车辆修理委员会以及交通人民委员部采取措施，加速并加强在修理铁路运输工具方面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

（15）委托内务人民委员部在铁路两侧50俄里以内的地区实行戒严。

（16）委托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各省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派遣负责工作人员加强铁路沿线50俄里以内的乡、县执行委员会机构的通令。

（17）委托弗拉基米尔斯基同志负责召集在莫斯科的各省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和管理局各部门代表大会的代表开会，讨论有效地组织义务劳动清除积雪的问题，并请捷尔任斯基同志或其全权代表以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名义对此作相应的指示。指定弗拉基米尔斯基同志在国防委员会下次会议上报告执行情况。

（18）委托陆军部、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国内警卫部队制定进一步加强保卫燃料列车的措施。

协议应提请列宁同志签署，如有异议则提交人民委员会。

委托燃料总委员会加强对铁路的燃料供应工作。

（19）委托最高铁路转运委员会修改运输计划，以便最大限度地加强[燃料和]粮食和燃料的运输工作。

（20）责成交通人民委员部，根据劳力情况分配储备的铁锹和手套。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加强铁锹的供应工作。

（21）委托交通人民委员部在国防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上提出关于铁路专家登记工作（国防委员会1919年12月10日命令）实际进度的材料以及关于全面进行登记的措施的材料。

（22）委托燃料总委员会在国防委员会下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在铁路上建立燃料储备（即使是七天的储备也行）的可行性的意见。


　　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杰（列宁）



请全体苏维埃领导工作人员特别重视这些决定。运输情况糟透了。必须采取真正果断的革命措施才能挽救危局。







	　　　列宁
　1920年2月2日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第6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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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苏维埃代表登记表[173]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版第40卷第353页

















[173]这张表是在1920年2月16日和19日之间填写的。登记表前半部是用打字机打出的，政治经历栏是列宁填写的。——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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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1919年12月16日—1920年4月30日）


1919年


12月16日


列宁写完《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

1919年12月16日和1920年1月24日之间

写《对关于征用和没收的法令草案的意见》。


12月17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印刷工人的情况、关于统计无线电专家的法令草案、关于燃料外运办法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帮助库列巴基工厂和维克萨工厂解决困难以完成国防定货、关于1920年3月15日以前所有执行军事定货任务的擀毡工人免服兵役等问题。


12月17日或24日


写便条给交通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批评交通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存在无人负责的现象。


12月17日和23日之间


给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写两张便条，对他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消除拖拉作风的决定草案提出意见，强调要惩罚不知道和不运用这条法律的人。


不晚于12月18日


读32名被派往乌克兰工作的党的工作人员的声明；致函俄共（布）中央组织局，要求这些工作人员最严格地执行中央的路线和指示。


12月18日以前


写《致我们的接班人》一信，向彼得格勒省青年致贺。


不早于12月18日


看《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的校样；致函格·叶·季诺维也夫，请他指定负责校对的人。


12月18日和20日之间


同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话，就莫斯科没有象样的卡尔·马克思纪念碑一事提出批评，并希望在1920年5月1日以前建立起这样的纪念碑。


12月19日


同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谈话，建议首先把第5集团军的指挥人员调到南线（因为运输状况不好，在短时间内调动整个军队是不可能的），用该集团军的军事训练班毕业生代替调走的指挥人员；委托图哈切夫斯基提出第5集团军司令部在培训红军指挥员时所遵循的原则，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报告。

同潘·尼·勒柏辛斯基谈任命他为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一事；致函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沙·祖·埃利亚瓦，介绍勒柏辛斯基的情况。

在普列斯尼亚区纪念1905年十二月起义14周年大会上讲话，同普罗霍罗夫（现名三山）纺织厂工人座谈。

致函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巴·哈拉托夫，指示他在疗养院住一个月，把病彻底治好。


12月20日以前


就推广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种社会劳动的新形式问题，同彼得格勒和其他城市的党的工作人员交谈。


不晚于12月20日


教育人民委员部研究改善科学家生活问题时，列宁建议对科学工作者实行特殊的“科学院”口粮标准。


12月20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批准成立吉尔吉斯（哈萨克）革命委员会问题、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局关于增新委员的请示报告、关于拒绝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国际主义派）代表大会提出的该党成员加入俄共（布）后其党龄应连续计算的请求等问题。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作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和总结发言。


12月20日和24日之间


同石油总委员会的特派员М．Д．克留柯夫商谈组织兽力车把石油产品从多索尔区运到阿斯特拉罕问题和修建通往恩巴石油区的铁路问题。


12月21日


致函图拉省党和苏维埃组织，指示必须在10天内给莫斯科工人发运400车皮马铃薯。

致电梁赞省党和苏维埃组织，表示赞成他们为在10天内给莫斯科工人装运800车皮马铃薯所采取的措施。


12月22日


写便条给小人民委员会，建议在短时期内拟订并通过将教堂改作校舍的细则。


12月23日


致函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指示修复彼得格勒的防御设施、修理机车和车厢、利用油页岩。

接见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代表团。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向莫斯科调运粮食问题的决定；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统计国营农场余粮的决定草案作补充。会议讨论关于改善科学家生活等问题。


12月24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建设通往恩巴石油区的铁路的问题、关于铁路戒严特别委员会活动的报告、国防委员会关于把1919年11月5日关于在东方战线和土耳其斯坦战线防治斑疹伤寒的措施的决定的有效期延长两个月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改善军队供应的措施、关于供应乌拉尔工人粮食和衣服、关于从辛比尔斯克区向莫斯科运送食品等问题。


12月24日或25日


读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1919年12月24日关于在莫斯科建造马克思纪念碑的设想的来信，并将此信批给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波·加米涅夫，征求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12月25日


指示费·埃·捷尔任斯基和亚·弗·埃杜克采取严厉监督措施，防止木柴运输在宗教节日期间中断。


12月26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居民中扫盲的法令。

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电机工业总管理局局长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谈泥炭在国内燃料平衡方面的作用和把泥炭用于电气化的可能性。

致电在哈尔科夫的国防委员会特派员季·弗·萨普龙诺夫，指示加紧修理机车，把煤炭运往莫斯科。

致函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请他为《经济生活报》写一篇文章，谈谈苏维埃俄国泥炭的储藏量以及把泥炭用于电气化的可能性。


12月27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格·瓦·契切林提出的罗斯塔社彼得格勒分社对彼得格勒防卫委员会一次会议的决议报道失实的问题时，建议契切林同尤·米·斯切克洛夫和尼·伊·布哈林商量制定对党报进行检查的办法。会议讨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米·巴·托姆斯基关于必须重视工会工作的声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条例等问题。

函告格·瓦·契切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已通过了他的建议：向格鲁吉亚政府提出对邓尼金采取联合军事行动。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关于供应红军肥皂、供应工人粮食、供应居民马铃薯等问题。


12月28日


写《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

致电在哥本哈根的马·马·李维诺夫，请他把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思潮的材料，特别是有关无政府工团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歪曲和攻击的材料都收集起来寄莫斯科。

在费·埃·捷尔任斯基命令各地肃反委员会机关采取紧急措施保证冬季铁路正常运营的电报的副本上批示：日内了解监督的措施。


12月30日


打电话给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主席格·纳·梅利尼昌斯基，告知莫斯科金属加工企业有34000名职工面临失业威胁，建议调派10000名职工参加修复铁路运输的工作。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供给工人衣鞋问题的决定和关于采购原料指示的决定。会议讨论跨部门反投机特别委员会关于该委员会工作的性质、方法和工作成果的报告，关于供应肥皂厂动物油和植物油的措施，关于把水运划归交通人民委员部管理的计划，以及关于用面粉奖励铁路修配厂工人，关于请雕塑家谢·德·梅尔库罗夫设计马克思纪念碑等问题。


12月3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高加索革命委员会、关于乌克兰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等问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征召1886—1888年和1901年出生的所有公民服兵役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专家享受红军指挥员待遇的法令草案、关于从军队中召回熟练的铁路技术工人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参加莫斯科巴斯曼区、普列斯尼亚区、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和列福尔托沃区劳动者举行的新年晚会；在巴斯曼区的晚会上讲话，谈红军的胜利和无产阶级战胜经济破坏的斗争任务。


12月下半月


设计俄罗斯联邦居民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食品消费情况对照表，把草表送交中央统计局征求意见，并附致中央统计局局长帕·伊·波波夫的信。


年底


科斯特罗马各工厂的工人代表哥卢别夫前来请求批准救济失业工人的预算。列宁同他谈话，让他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解决科斯特罗马各工厂开工的问题并到财政人民委员尼·尼·克列斯廷斯基那里解决救济失业工人的问题。


1919年或1920年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写短文《论纯洁俄罗斯语言（休息时的联想，即一些会上的发言引起的联想）》。


1920年


年初


同石油总委员会委员伊·米·古布金商谈如何在交通断绝的条件下把石油从恩巴区运出来和开发乌拉尔州北部铁路沿线的油田等问题。


1月1日


收到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伊·尼·斯米尔诺夫关于库兹涅茨克煤田开采中存在困难的电报，批示秘书将电报抄送列·波·克拉辛，并把其中提到的对煤矿工人按军队标准供应的问题列入国防委员会议事日程。


1月2日


同图拉省叶夫列莫夫县讨论粮食问题的农民代表大会委派的代表И．И．西拉耶夫、М．А．佩列雷金、И．М．沃罗宁谈话；记下他们对余粮收集制、对征粮队的违法乱纪行为以及对学校的状况等方面的意见。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修改并签署关于确认军事卫生总局属于军队建制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撤销省和县革命委员会、关于从各机关抽调电报电话专家、关于改善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生活、关于保证莫斯科无线电报局连续正常工作等决定草案，以及关于为改善莫斯科近郊煤矿区的状况和提高生产率而采取的实际措施等问题。


1月3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劳动义务制、关于高加索党组织、关于从其他部门抽调一些负责工作人员到交通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以加强各地的铁路工作和粮食工作、关于从西伯利亚运粮、关于乌克兰的军事政策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改组水运总管理局的决定；反对允许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机关可按非固定价格收购饲料的建议，但该建议被通过。会议讨论关于用兽力车运输恩巴石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关于电力供应委员会工作总结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1月3日以后


接见库班人组成的第32师的代表В．П．普洛夏德金，向他了解库班的情况。


1月5日


收到莫斯科县巴拉希哈棉纺织厂工人大会关于工人严重缺粮的信，将信批给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请他接见工厂的代表，并报告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处理意见。


1月5日和23日之间


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写信给俄共（布）中央，认为1920年1月3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允许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机关可按非固定价格收购饲料的决定，破坏了粮食人民委员部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取消了采购饲料方面的垄断制度。列宁读了这封信以后，虽然自己曾反对过关于可按非固定价格收购饲料的建议，但仍写便条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认为立刻取消人民委员会的这一决定是不妥当的，建议由人民委员会通过以下决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机关如按非固定价格收购饲料，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应将情况向粮食人民委员部逐一通报。


1月9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修改关于整顿地方燃料工作领导的措施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保证不断充分供应奥伦堡—塔什干铁路用煤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月10日


给彼得格勒省妇女代表大会写贺信。

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员米·瓦·伏龙芝致电列宁，提出为了加强苏维埃政权对土耳其斯坦的影响，必须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上组织商船队和派遣有组织驳船商店经验的谢·瓦·马雷舍夫到那里工作。列宁读了电报后，在电报上写批语，询问中央此事决定了没有，怎样决定的。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与拉脱维亚资产阶级共和国停战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利用兽力车运输以保证莫斯科的供应、关于采购马铃薯等问题，以及关于减少军事运输以加强粮食运输的决定草案、关于水运管理的条例草案。


1月12日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言谈经济方面实行集体管理制和一长制问题，认为要使集体管理制不流于空谈，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

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建议把集团军全部人力物力用于恢复车里雅宾斯克、托博尔斯克和叶卡捷琳堡省的运输和组织那里的经济工作并把该集团军改编为“第1革命劳动军”。列宁致电该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对此建议表示赞同并主张把一切力量都用于收集余粮和恢复运输的工作上。

致函人民委员会全体委员，提出把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建议交1月13日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认为原则上必须赞成这一建议并予以公布。


1月13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与拉脱维亚停战和与爱沙尼亚媾和的问题以及费·埃·捷尔任斯基的如下建议：公布全俄肃反委员会关于从1920年2月1日起所有地方肃反委员会停止使用极刑（枪毙）和把此类案件交革命法庭处理的命令。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克里木的任务的提纲和克里木革命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关于乌克兰的国家政权和乌克兰与俄罗斯相互关系的形式问题。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就劳动义务制问题发言。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把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改编该集团军为第1革命劳动军的建议提交会议讨论；被选入为制定最有效地使用第3集团军的措施而设立的工作委员会。会议讨论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关于1920年铁路工作计划的法令草案、关于保证燃料采运工作所需粮食和饲料的决定草案、关于用兽力车从恩巴石油区运出石油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改善苏维埃职员生活、关于监督地方银行业务的措施等问题。


1月14日


接见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粮食委员米·扎·曼努伊尔斯基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阿·谢·基谢廖夫，了解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局势，指示副交通人民委员谢·德·马尔柯夫在24小时内从莫斯科铁路枢纽站往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发运19车皮粮食，并抓紧从产粮省运出粮食。

接见布良斯克铁路枢纽站装卸委员会委员П．Н．索隆科，听取他介绍布良斯克地区煤、硫化铁和瓷土的分布情况；把索隆科关于建设新煤矿的建议书交煤炭总委员会；要求煤炭总委员会尽快汇报是否知道这些矿藏，是否有文献资料，为开采矿藏已经做了哪些工作，现在正在做什么。


1月15日


写便条给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建议指示国家图书馆收集白卫分子出版的所有报纸并检查1917年以来苏维埃报纸的收藏情况。


1月16日


致函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米·巴·托姆斯基，批评工会在调派10000名莫斯科五金工人去修复铁路运输的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拖拉疲沓作风和官僚主义，要求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制定出与官僚主义、拖拉作风、无所事事、运转不灵等现象作斗争的实际措施。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起草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的决定；补充和签署关于撤销铁路戒严特别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关于电报电话专业大学生和专家免服兵役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乌拉尔地区林业中的多头领导和为铁路运输燃料的决定草案、关于为卡希拉国营电站运送建筑材料的决定草案、国防委员会1919年12月17日关于印刷生产集中的措施的决定执行情况的报告，以及关于加强交通人民委员部政治部、关于图拉设防地区的局势等问题。


1月17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补充关于把白卫分子出版的书刊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草案；修改邮电人民委员部关于邮电状况的报告的决定草案；审阅关于改善苏维埃职员生活和实行免费伙食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提高1920年播种面积、取消极刑、给亚·伊·赫尔岑建立纪念碑等项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月17日或1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政治局关于对阿塞拜疆政府的政策的决定、关于协约国企图通过俄国合作组织开始同俄国建立贸易关系问题的决定、关于总司令对给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的命令提出抗议一事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军事、关于俄罗斯与乌克兰相互关系的形式、关于斗争派、关于乌共（布）中央内部的组织等问题。


1月18日


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要求副交通人民委员谢·德·马尔柯夫下令使波·索·魏斯布罗德所领导的防治斑疹伤寒非常委员会所乘坐的军用列车尽快地开往南线和乌克兰，列宁坚决支持这种要求，并委托秘书用电话告诉谢·德·马尔柯夫。


1月18日和5月5日之间


同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必须出版现代标准俄语辞典问题。


不迟于1月19日


拟《俄共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复信草稿（提纲）》，答复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关于就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进行谈判的建议。


1月19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组织劳动和工业的提纲、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巴·米柳亭关于必须讨论对外进行商品交换问题的建议以及其他问题。


1月20日以前


委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设法寻找列宁1906—1909年在国外秘密刊物上发表的关于赫尔岑的文章。


1月20日


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米·巴·托姆斯基和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阿·季·哥尔茨曼商谈安排莫斯科停产的金属加工工厂的工人修理铁路机车的问题；同来自乌拉尔的Я．罗森塔利谈话，了解当地的局势、工人和农民的情绪以及他们对待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态度。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把拟好的《俄共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复信草稿（提纲）》提交会议讨论；被选入复信定稿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组织劳动军的计划，以及关于乌共（布）代表会议和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斗争派等问题。

审阅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条例草案，并在上面批示“明天提交人民委员会”。

为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写序言。


1月21日


致电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伊·尼·斯米尔诺夫和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赞成他们提出的在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建立缓冲国的条件，并就解除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武装和遣送他们回国问题作指示。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采购原料的指示草案、关于改善铁路粮食运输状况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任命约·维·斯大林为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主席等问题。


不晚于1月23日


同交通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谈苏维埃俄国铁路电气化的可能性及其前景。


1月23日


读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为《真理报》写的《工业电气化的任务》一文的手稿；致函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表示赞成这篇文章，并建议在文章中阐述国家电气化计划。

同格·瓦·契切林谈关于同爱沙尼亚和平谈判的进展情况，强调必须尽快结束谈判并签订和平条约。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把拟好的关于工人检查问题的指示提交会议审批。会议讨论告俄侨知识分子书的草稿、约·维·斯大林关于为支援乌克兰的粮食工作从彼得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莫斯科以及其他工业省调派400—500名工作人员的请求、巴什基尔革命委员会关于把斯捷尔利塔马克并入巴什基尔共和国的建议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利用后备军改善莫斯科—喀山铁路段运输状况问题时，对有关决定草案作补充。会议讨论关于供应机车制造厂燃料的决定草案、高加索劳动军委员会条例草案、关于所有燃料机关的工人和职员实行军事化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所有铁路保卫机关实行合并等问题。


1月24日


把对莫斯科工人检查院、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分别拟定的《工农检查院条例》草案的意见和补充送约·维·斯大林，并建议根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月23日指示把这三个草案并成一个。

在普列斯尼亚区非党工人和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讲话，回答关于与爱沙尼亚签订和约的条件的问题。


1月25日


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鼓动指导列车和轮船工作部主任Я．И．布罗夫谈话；听取他关于1919年工作的总结报告；写《关于鼓动指导列车和轮船工作的指示》。


1月26日


主持讨论合作社问题的专门会议；起草《关于合作社的决定草案和指示》。

读彼得格勒劳动军条例草案；在草案上批示秘书把草案列入1月27日人民委员会会议议程，并立即抄送各有关人民委员。


1月27日以前


听取原列宁号鼓动列车政委列·伊·卢泽尔关于列车在南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工作情况汇报，委托他写出列车工作经验报告。


1月27日


给罗斯塔社负责人普·米·克尔任采夫转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的报告，报告中批评通讯社不经外交人民委员部审查就发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委员弗·彼·扎东斯基就苏波关系所作的轻率谈话。列宁指示查清责任、给当事人以处分并报告执行结果，提出预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措施。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组成等问题，以及斯大林关于在东方穆斯林工人和农民中间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

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讲话，论述一长制的意义和劳动军的任务。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关于卸马铃薯和清除莫斯科街道、铁路积雪的决定；修改关于撤销合作社代表大会理事会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国营农场管理的指示草案、关于信贷合作社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月27日和30日之间


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托，指示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员米·瓦·伏龙芝向巴什基尔共和国居民解释苏维埃政权民族政策的实质。


1月28日以前


同愿意帮助苏维埃政权的美国工程师罗·基利谈话，建议他到南方，到土耳其斯坦去。


1月29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修改关于普遍劳动义务制实施办法的决定草案；签署关于给陆海军粮食供应总部拨款的程序问题的决定。会议讨论普遍劳动义务制推行委员会条例草案、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法令草案、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的条例草案、关于联合各类合作组织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月30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告俄侨劳动知识分子书的草稿、关于民警等问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铁路医生有权使用公务车的决定草案、关于统计应受入伍前训练和普遍军训的16岁和17岁男性公民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莫斯科—喀山铁路运输能力的措施、关于乌拉尔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原因和改进的办法，以及莫斯科电车实行军事化、对铁路司机和司炉等员工普遍实行劳动动员等问题。


1月3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在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日程时，委托列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作总的政治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和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有关事项、关于发放统一的党证和重新登记党员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工业管理的指示。


1月底


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电机工业总管理局局长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俄罗斯电气化的基本任务》小册子的内容提要和手稿；为了赶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前出版这本小册子，没有通过国家出版社就把稿子直接交给了印刷厂；请国家出版社社长瓦·瓦·沃罗夫斯基指示印刷厂尽快出版这本小册子。


2月1日


对劳动人民委员部拟订的工人和职员奖励条例草案提出意见，认为草案的内容抽象，不切实际。

致函国防委员会各委员，指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扭转铁路运输的严重状况。

在省县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发表关于当前任务的讲话。


2月2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作关于运输状况的报告并写决定草案要点。列宁写的要点成为国防委员会关于改善铁路运输工作的措施的决定的基础。列宁在决定草案上写批语，要全体苏维埃领导工作人员重视这个问题，采取果断革命措施改变糟透了的运输状况。

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帝国主义者解除对苏维埃俄国的封锁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事件，它表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期到来了。


2月5日


同即将前往乌拉尔指导各省林业委员会工作的林业总委员会驻第1革命劳动军特派员伊·伊·拉德琴柯谈话，在林业总委员会给他的委任状上写批语，希望有关人员尽力协助他的工作。

听取副邮电人民委员阿·马·尼古拉耶夫关于下诺夫哥罗德省无线电试验室的工作的汇报；读尼古拉耶夫转交的无线电试验室主任米·亚·邦契－布鲁耶维奇的信件；根据邦契－布鲁耶维奇的请求，分别致电下诺夫哥罗德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和肃反委员会主席，指示尽快释放无线电方面的著名发明家亚·费·绍林，命令尽力协助和支持无线电试验室的工作，因为下诺夫哥罗德省无线电试验室的工作非常紧迫，而且特别重要。

致函下诺夫哥罗德省无线电试验室主任米·亚·邦契－布鲁耶维奇，对他在无线电研究方面所进行的重要工作表示谢意，答应全力协助他的工作。

在莫斯科枢纽站铁路员工代表会议上发表关于国内外形势的讲话，号召工人阶级首先要消除运输瘫痪现象，在经济战线上要象在战争中一样表现出英勇奋斗的精神。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所讨论的各种问题先后7次发言；在讨论对修理机车和生产运输器材备件的工人实行优待的问题时起草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


2月6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把起草好的关于乌克兰斗争派的决议提交会议审议。在讨论关于调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和第2集团军从事运输工作的建议时，政治局委托列宁同交通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就这个问题进行商谈。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问题，并委托列宁作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团关于各地方执行委员会、各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的决议以及其他问题。

在各省肃反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讲话。


2月7日


写《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一文。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教育工作者有义务在红军中扫盲的决定和关于授权战地反逃跑委员会处罚逃兵窝藏者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授权铁路行政负责人和政委执行处分、关于取消纪律审判会、关于对地方和中央鼓动站的工作人员按后方红军战士的标准供应口粮等决定草案，以及关于波罗的海—马林斯克州水运工作人员的粮食供应、关于亚麻和皮革的采购、关于铁路燃料的储备等问题。


2月8日和14日之间


收到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之一让·龙格的复信和《如何欺骗俄国人？》一文以及“国际重建委员会”的简报，在研究这些材料之后，写《对法国社会党决议草案的意见》。


2月9日


在布拉古舍－列福尔托沃区非党代表会议上讲话，谈国际形势和劳动战线问题。


2月10日


致电第1劳动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停止搞部门之间的摩擦，要集中一切力量恢复铁路运输、调集和运送粮食及木柴等。

致电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维·斯大林，认为在攻克敖德萨以后把军队调往西线御防波兰人的进攻极为重要。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莫斯科军事机关职员星期天参加清除铁路积雪劳动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贯彻公共伙食的法令、关于改进造纸工业的措施以及其他问题。


2月14日


写《政论家短评》一文。

致函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要他们采纳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2月11日《真理报》上发表的《不要错过时间》一文中提出的关于利用城郊土地发展集体种菜和喂养牲畜等副业的建议，并拟订相应的法令草案。


2月14日和25日之间


致函让·龙格，指出法国社会党加入第三国际的主要条件是开除阿尔伯·托马、马塞尔·桑巴和布拉克（亚·德鲁索）这些露骨的机会主义分子。


2月16日


被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代表。


不早于2月16日


填写莫斯科苏维埃代表登记表。


2月17日


致电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捷·斯米尔加和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对高加索方面军战斗力削弱表示担忧，要求采取紧急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党对俄国各穆斯林民族的政策的通电草稿、俄共（布）中央女工部关于出版月刊指导妇女工作的请求以及其他问题。


2月17日和26日之间


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就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写信给各级党组织。


2月18日


书面回答美国世界新闻社驻柏林记者卡尔·维干德用电报提出的问题和英国《每日快报》记者的问题，郑重申明苏维埃国家的和平愿望，强调准备与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愿意实行租让。

致电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指出必须保存好在顿巴斯开采的煤和盐，彻底执行余粮收集制，用粮食和盐奖励贫苦农民，动员哈尔科夫一部分工人同军队一起参加征粮军的工作。

由于西伯利亚缺少苏维埃纸币，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伊·尼·斯米尔诺夫建议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根据1917年8月11日的决定在美国印制的债券加盖苏维埃的印章后发行。列宁同财政人民委员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商谈并同意这一建议。


2月19日


致函邮电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莫斯科电话局局长Г．Л．沃伦贝格，批评他没有完成修复克里姆林宫与哈尔科夫之间的直达电话线的任务，认为这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

收到约·维·斯大林关于不同意总司令从乌克兰劳动军抽调部队去增援高加索方面军的命令的电报，列宁写便条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表示同意总司令的意见，并代表政治局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报，指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彻底打垮邓尼金，因此必须竭尽全力增援高加索方面军。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向森林采伐部门供应粮食和饲料的决定；在讨论莫斯科的卫生状况和莫斯科苏维埃采取的清扫城市的措施时，修改并签署关于莫斯科卫生非常委员会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同土匪活动作斗争的措施、关于改组清扫铁路积雪非常委员会等决定草案，以及关于莫斯科粮食的供应、关于莫斯科防火措施和关于纸张的分配等问题。


2月20日以前


接见美国《世界报》记者林肯·埃尔，回答他关于苏维埃国家内外政策方面的问题。


2月20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莫斯科近郊煤矿区的状况、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的工作，以及关于第1革命劳动军的粮食供应等问题。


2月21日


写《致女工》一文，强调妇女愈来愈多地参加国家管理的必要性。

会见英国工党领袖之一、《每日先驱报》主编乔治·兰斯伯里，谈到英国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形式问题，答应写一篇关于苏维埃国家宗教政策的文章。


2月22日


写《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斗争派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致电在哈尔科夫的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委员德·扎·曼努伊尔斯基，就乌克兰的农民政策问题作指示。

致电在哈尔科夫的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维·斯大林，指示采取措施保证乌克兰语与俄罗斯语在方面军的所有机关内完全平等。


2月23日以前


指示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报告波兰重新部署军队、准备进攻后的前线形势。


2月23日


问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谈对待乌克兰农民的政策。


2月24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配给土耳其斯坦居民布匹的问题、关于改进造纸工业的措施、关于修筑亚历山德罗夫盖—恩巴铁路的进展情况、关于动员石油专家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不早于2月24日


奥廖尔省博尔霍夫县国民教育局局长Т．М．扎雷金电告列宁，他由于主张把破坏党的原则的县党委主席Г．Н．西马科夫开除出党而遭到逮捕。列宁在电报上批示立即释放被捕者并说明逮捕理由。


2月25日


在全俄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三次会议上讲话，强调教育要与经济建设任务相适应。

以В．И．普拉东诺夫为首的柳别尔齐农业机器厂工人代表团受工人群众大会委托前来请求粮食援助。列宁接见代表团，向他们介绍国内形势，了解工厂情况，强调农民需要机器，工厂必须保留；致函粮食人民委员部各部务委员，指示给工厂工人调拨粮食。


2月25日


接见彼尔姆省乌索利耶县波洛沃多夫乡农民代表费·萨·桑尼科夫、格·伊·米哈列夫和普·巴·莫斯卡列夫；听取他们对地方政权某些工作人员违法乱纪行为的控告；同他们就农村形势交换意见；致函彼尔姆省党委会，指示满足这些农民代表关于审查县党委委员的请求，并报告审查结果。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保证莫斯科1920—1921年度供暖季节的燃料供应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改组渔业总管理局及其地方机关的法令草案、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农艺管理局条例草案、关于修复铁路构筑物的紧急措施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2月27日


接见特维尔省韦谢贡斯克县教育工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亚·亚·维诺格拉多夫，了解教师的情况和教师对待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函请粮食人民委员部各部务委员立即进行必要的调查，提高该县教师的口粮标准。

致电伏尔加河—里海舰队司令员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指示开航后必须采取一切措施立即把石油从古里耶夫安全运出。

复电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指出波兰正在加紧发动战争的准备，因此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加强西线。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动员交通工程师和技术员参加恢复铁路运输工作的决定、关于奖励提前修复卡马河桥的职工的决定。会议讨论粮食人民委员部未执行国防委员会关于奖励修理直达货运列车的工人的决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未执行关于运送木柴的命令等问题。


2月28日


致电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指示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原自由经济学会图书馆，制止抢劫和烧毁图书的非法行为。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必须改善国内图书馆事业。会议讨论关于接受斗争派参加乌共（布）、关于动员共产党员参加运输工作、关于水运管理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对关于实行劳动义务制清除铁路积雪的决定草案作补充。会议议论关于组织农业企业供应城市和工业中心牛奶和蔬菜等问题。

致电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维·斯大林，指出从各集团军抽调负责的政治工作人员去铁路部门工作是挽救交通运输的最重要的保障，望电告抽调人员的人数和职务。


3月1日


接见格卢霍沃纺织厂工人代表团；读他们关于申请领取与莫斯科工人相同口粮的报告；在与他们谈话时记下了格卢霍沃纺织厂的简况。

在全俄哥萨克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国际形势和苏维埃人民所面临的经济建设基本任务的报告。

在全俄医疗卫生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强调只有科学界人士同工人的合作，才能使俄国文明繁荣。


3月2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劳动和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分成两个部的问题、格·瓦·契切林关于泛伊斯兰主义者的君士坦丁堡宣言的信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关于商品储备问题的决定；修改和签署关于组织农业企业供应城市和工业中心牛奶和蔬菜的决定。


3月3日


写对托洛茨基《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提纲草案的意见。


3月4日


写《迎接国际劳动妇女节》一文。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修改并补充关于对未成年者的审判的法令草案。


3月5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旧军官登记的期限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停办企业工人的登记和使用的手续的法令草案、关于铺设恩巴输油管、关于成立铁路反旷工委员会、关于铁路职员的粮食供应状况、关于保护乌法省的粮食、关于燃料状况等问题。


3月6日


在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会议上讲话。

在莫斯科苏维埃庆祝第三国际成立一周年大会上讲话。


3月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为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材料：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提纲、关于实行民兵制的提纲、关于组织问题的提纲。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在1920年3月26日召开中央全会等问题。


3月9日


复电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伊·尼·斯米尔诺夫，指示在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参加远东缓冲国政府的谈判中，对他们不作任何让步。

致电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格·伊·洛莫夫，委托他找出有关乌赫塔河一带储油区的书面材料和报告。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关于改善国营农场组织的措施的决定；签署关于收集大麻纤维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纠正人民委员参加人民委员会会议迟到现象的措施、关于烟草工业状况和关于国营农场和劳动公社的现状等问题。


3月10日


接见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的代表Ｂ．Ｃ．斯米尔诺夫－马尔科夫和米·扎·曼努伊尔斯基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阿·谢·基谢廖夫；听取他们关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工人严重缺粮的报告；指示召集粮食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水运总管理局、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和劳动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开会，制定紧急救济措施。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成立国防委员会调度会议的决定、关于铁路反旷工措施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铁路军事法庭的条例草案、关于成立固定工劳动组合来完成铁路上的紧急任务、关于给卡希拉电站建设工地增加工人、关于加强森林采伐部门的粮食和饲料的供应、关于某些地区的建筑工人免服兵役等问题。


3月11日


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扬·别尔津致函列宁，揭发外交人民委员部有人庇护孟什维克拉·阿布拉莫维奇，使他能寄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首领鲁·希法亭。别尔津还认为，应清洗外交人民委员部内的敌对分子。列宁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建议抓紧这个机会把事情追查到底。

致电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捷·斯米尔加和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指出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不是组织高加索劳动军，而是要准备最迅速地调遣尽可能多的军队到西线去，因为对波战争迫在眉睫。

致电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约·斯·温什利赫特，指出波兰正在准备进攻，必须加强用波兰语进行宣传鼓动。


3月12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通报外交人民委员部对未经该部同意就允许外国人通过前线一事提出的抗议；修改国防委员会关于吸收林务员参加木材采伐工作的决定草案；修改并签署国防委员会关于动员阿斯特拉罕省和察里津省居民参加渔业劳动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粮食状况、关于运送燃料列车的保卫措施等问题。


3月13日


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谈话，审阅该委员会的工作规划，坚持必须宣传电气化的主张。

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上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状况的报告。


3月14日


致函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建议写一篇文章，用实际材料证明俄罗斯实现电气化的必要性及其巨大好处。


3月15日


写便条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指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必须立即作出关于准备进攻克里木的决定。

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工业管理问题的讲话。

出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工会理事会共产党党团联席会议；在讨论米·巴·托姆斯基关于工会任务的提纲时8次发言，坚决主张在国民经济管理中实行一长制原则。

主持粮食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林业总委员会和中央燃料管理局的代表开会，研究如何保证通过冰道把木柴运到火车站和适于流送的河边等问题。


3月16日


致电在哈尔科夫的全乌克兰斗争派代表会议主席团，感谢他们的致敬电，并祝愿他们同布尔什维克党合并取得成功。

在大剧院举行的纪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逝世一周年大会上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确定顿涅茨克省的省界问题作报告；在讨论关于拨款购买外国机车和备用部件的决定草案时，写便条给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建议草案加进关于从国外招聘电工学专家和为此拨款50万卢布的条款；签署关于采购大田作物和马铃薯薯种的法令、关于奖励甜菜种植场工作的决定、关于在消费地区建立种子储备的决定。会议讨论革命法庭条例、关于必须提供肉畜的法令草案、关于在吉尔吉斯成立粮食机关等问题。


3月17日


致电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捷·斯米尔加和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指示尽一切努力收复巴库。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成员破坏党的纪律一事的决定，并在会议通过以后签署。


3月19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实行劳动动员和劳动义务制的办法的决定、关于采取措施尽快从收复的油田运出石油和减轻伏尔加河沿岸石油库的负担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成立北方劳动军、关于加强保卫共和国边界的紧急措施、关于水运总管理局的报告、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来计算帝国主义国家的进攻和封锁给苏维埃共和国所带来的损失、关于应征入伍的铁路员工使用不当等问题。


3月20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关于铁路革命法庭、关于巴什基尔共和国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修改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关于租让提纲的草稿。会议讨论关于统一的口粮标准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3月22日


接见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局的代表：中央局主席萨·赛德－加利耶夫、副主席Ｍ．苏丹－加利耶夫和中央局机关报《工人报》编辑Б．曼苏罗夫；同他们谈成立鞑靼自治共和国、喀山的出版事业、鞑靼书刊、鞑靼人的生活习惯以及他们与俄罗斯居民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3月23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修改并签署关于必须提供肉畜的法令草案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条例草案。会议讨论向爱沙尼亚提供森林租让的合同，以及关于成立苏维埃职员物质生活状况调查和改善委员会等问题。


3月24日


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把直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各中央机构管理的企业名单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批的决定。

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托，致电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维·斯大林，告知俄共（布）中央关于解散新选出的乌共（布）中央和建立临时中央局的决定，因为新选出的乌共（布）中央不能体现乌克兰大多数共产党员的意志。


3月25日


被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选为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签署人民委员会1920年3月20日批准的《关于租让的提纲》。

给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马·马·李维诺夫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维·巴·诺根签发代表俄罗斯联邦同外国进行谈判和签订贸易协定的全权证书；给列·波·克拉辛和马·马·李维诺夫签发同英国、美国、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和日本代表就签订和约的条件进行预备谈判的全权证书。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水运、关于同收归国有的集材场原场主清账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供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粮食的决定、关于国家垄断木材的条例。会议讨论关于重新分配土地的法令草案，以及关于拨10亿卢布专款采购纺织原料等问题。


3月27日以前


列宁在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纳·纳·纳里曼诺夫去阿塞拜疆之前同他谈巴库和阿塞拜疆的形势、木沙瓦特党统治崩溃的情况、苏维埃政府对待外高加索各民族主义政府的策略。


3月28日


写便条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指示对在格罗兹尼缴获的汽油必须严加保护并运往中心油库。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加强水运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粮食运输、关于汽油等问题。


3月29日


填写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履历表。

出席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致开幕词；被选进代表大会主席团；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报告。


3月29日和4月5日之间


接见来自喀山省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俄共（布）喀山省委书记Г．С．戈尔杰耶夫、省工会理事会主席亚·伊·多加多夫和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约·伊·霍多罗夫斯基；向他们仔细了解关于成立鞑靼自治共和国的筹备工作，赞扬他们在鞑靼地区各民族之间执行友好团结的政策。


3月30日


上午，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总结发言。

晚上，参加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3月31日


上午，在第九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发言。


不晚于3月


写《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英文版序言。


3月底


发表两次留声机片录音讲话：关于运输工作和关于劳动纪律。


不早于3月底


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Ａ．Ｈ．索柯洛夫起草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条例，并写补充意见。


3月—4月


写《论妥协》一文。


4月初


接见在奥伦堡执行警备任务的第3工人团的代表团；接受他们递交的信和工人团荣誉红军战士证书；询问红军战士的情绪、红军战士的需要和居民的生活状况，感谢他们所给予的荣誉。


4月2日


致电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指示应该极其友好地对待穆斯林。


4月3日


晚上，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上作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发言。


4月4日


上午，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上被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


4月4日和6日之间


在全俄矿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4月5日


同来自叶卡捷琳堡党组织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安·安·安德列耶夫谈话，向他了解乌拉尔的情况、各工厂的工作、农民各阶层的情绪。

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致闭幕词。代表大会结束后，代表们建议祝贺列宁即将到来的五十寿辰。列宁坚决反对，提议唱《国际歌》。代表们开始致颂词后，列宁离开会场，并一再要求停止这些发言。会议通过出版《列宁全集》的决定。代表们致词完毕后，列宁回到会场，就中央候补委员名单发表简短讲话。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讨论关于中央组织局和书记处的组成和职能划分、关于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乌克兰等问题。


4月6日


致函在喀山的弗·维·阿多拉茨基教授，答应采取措施给他增加口粮和烧柴，询问他能否为撰写国内战争史和苏维埃共和国史收集材料。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对不准时参加会议者的处罚办法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进行调查等问题。


4月7日


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签署关于供应放木工人粮食、关于义务防汛、关于水运专家军事化等决定。会议讨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国意义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电站的建议，以及关于奖励乌拉尔工人等问题。


4月8日


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报》写《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一文。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给国际联盟复信的草稿、关于同波兰的谈判以及关于协约国对波兰和苏维埃俄国的政策、关于巴什基尔的局势、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的组成等问题。

接见前来参加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乌克兰党政领导干部伊·伊·施瓦尔茨（“谢苗”），同他谈顿巴斯采煤业的状况、乌克兰苏维埃和经济工作干部的情况以及乌共（布）内部的派别斗争。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对专业人员进行调查，关于修改1920年3月5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向甜菜制精工业、酒精工业、淀粉工业、糖浆工业、烟草工业、榨油工业和制茶工业提供原料的决定等问题。


4月13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统计播种面积、关于秋明省和车里雅宾斯克省不再隶属于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等问题。


4月14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水运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水运总管理局政治书记处、关于统一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的职业教育、关于最高纲领派加入俄共（布）的条件、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必须设法改善教育工作者生活的请示报告等问题，以及格·瓦·契切林提出的给英国复信的草稿。

主持人民委员会任命的第1劳动军革命委员会条例审订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关于李可夫同志迟到问题的决定。


不晚于4月15日


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谈话，证实自己曾下达过发给该委员会15份优待口粮的指示。


4月15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鼓动站、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统管水运工作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征用和没收的法令；介绍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粮食人民委员部、中央供应管理局、交通人民委员部和水运工会中央委员会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对水运工作人员的粮食供应进行紧急调查的情况。会议讨论关于组织国营农场的措施、关于对产品分配总管理局计划外发放实物的监督办法以及少发或不发这类实物的措施、关于统计播种面积等问题。


4月16日


同劳动国防委员会派往巴库地区组织石油生产及调运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全权代表亚·巴·谢列布罗夫斯基谈话。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签署关于旧军官登记、关于波罗的海舰队和伏尔加河—里海舰队的燃料供应、关于动员采矿工人、关于铺设亚历山德罗夫盖—恩巴宽轨铁路线和改造红库特—亚历山德罗夫盖窄轨铁路线等决定。会议讨论关于顿巴斯采煤工业的状况、关于为铁路和水运工人建立专用粮食储备等问题。


4月17日


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来信谈教师物质生活极为困难。列宁读信后批示照卢那察尔斯基的建议办理，要特别优待教师。


4月19日


在全俄纺织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4月19日—20日


同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讨论关于接待英国工联代表团的问题。


4月20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把装载从高尔察克军队收缴的黄金的列车停在喀山。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中央委员会乌拉尔局、关于对英国外交大臣乔·纳·寇松1920年4月18日照会的答复、关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改组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修改并签署关于藏书和其他出版物国有化的法令草案。会议讨论关于地下资源的法令草案、关于执行委员会委员和苏维埃机关职员纪律处分和行政处分的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4月22日


同阿·马·高尔基谈苏维埃建设任务以及知识分子在苏维埃建设中的作用；在谢·巴·科斯特切夫教授向高尔基请求调拨实验室所需要的物品和材料的信上，批示彼得格勒苏维埃给予全力协助。

接见来自萨马拉的第5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瓦·尼·卡尤罗夫和工人А．Л．谢列布罗夫，同他们谈俄罗斯联邦的粮食状况，赞成他们关于派工人到农村去组织贫苦农民的建议。

致电红军邮电管理局、土耳其斯坦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第4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邮电人民委员部，指示立即架设一条从萨拉托夫至新乌津斯克的电报专线，以便配合亚历山德罗夫盖—恩巴铁路线的建设。


4月23日


接见给莫斯科运来20车皮粮食作为祝贺列宁五十寿辰礼物的土耳其斯坦方面军代表；向他们了解萨马拉和巴什基尔的情况，同他们谈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和党在土耳其斯坦的政策以及解放东方各殖民地国家的前景；电话指示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巴·哈拉托夫把运来的10车皮粮食转给开采泥炭的工人，其余10车皮粮食转给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孩子们。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起草并签署关于所有部门和机关都要支持国家纸币印刷厂管理局的决定；签署关于建立水利工程队的决定；修改给列·波·克拉辛和马·马·李维诺夫的关于同法国企业家进行贸易的条件的电报稿。会议讨论关于使用军队中的专家的实际措施、关于彻底调查专家使用不当的现象、关于粮食在码头和水上运输途中的保卫工作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授权农业人民委员部同“旅苏德侨联合会”签定合同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他五十寿辰的共产主义晚会快结束的时候，来到莫斯科委员会大厅并发表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的讲话。


4月26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乌克兰受到波兰进攻后的形势，以及关于顿河州等问题。


4月27日以前


读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克·阿·季米里亚捷夫所赠的《科学与民主。1904—1919年论文集》一书。


4月27日


致函克·阿·季米里亚捷夫，对他反对资产阶级、支持苏维埃政权表示非常高兴。

写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主要部分。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写《对劳动口粮法令的意见》；签署关于允许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从购买外国机车及备用部件的专用基金中借用2000万金卢布等决定。会议讨论关于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组成等问题。


4月27日和5月23日之间


函请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和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约·伊·法因贝格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手稿提意见。

得知格·瓦·契切林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手稿的意见以后，致函表示感谢。


4月2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波兰的进攻引起的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赞同由列宁亲自参加制定的粉碎干涉者的计划。会议还讨论了约·维·斯大林关于同总司令磋商战略问题的报告，以及关于接见英国工人代表团等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创造节约燃料条件、关于粮食人民委员部与抽调做粮食工作的国内警卫部队的相互关系等决定，以及关于组织机车备件批量生产和继续增加机车生产的紧急措施等问题。


4月29日


在全俄玻璃瓷器业工人代表大会上讲话。


4月30日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尽快培养医生的决定草案、关于保证西方面军粮食和药品等物品供应的措施、关于普遍检修电报电话线的紧急措施以及其他问题。


4月底


同挪威工党活动家雅·弗里斯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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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1920年4—5月）


· 在卡·马克思纪念碑奠基典礼上的讲话
 （1920年5月1日）


· 在劳动解放纪念碑奠基典礼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20年5月1日）


· 在扎戈尔斯基工人宫开幕式上的讲话
 （1920年5月1日）


· 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
 （1920年5月2日）


· 对开往波兰战线的红军战士的讲话
 （1920年5月5日）


·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1920年5月5日）


· 给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府的电报
 （1920年5月5日）


· 致印度革命协会
 （1920年5月10日）


· 在莫斯科第一机枪训练班红色指挥员第十一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920年5月12日）


· 在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工人、红军战士扩大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20年5月13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收购原料的决定草案
 （1920年5月25日）


· 对合理分配劳动居民住房的办法的法令草案的意见
 （1920年5月25日）


· 给英国工人的信
 （1920年5月30日）


· 同日本记者、《大阪朝日新闻》代表中平良的谈话
 （1920年6月3日）


· 同日本记者、《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代表布施胜治的谈话
 （1920年6月3日或4日）


· 《共产主义》
 （1920年6月12日）


· 在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1920年6月12日）


· 关于俄共（布）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
 （1920年6月）


· 关于处分哥尔克疗养院院长厄·雅·韦威尔的决定
 （1920年6月14日）


·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1920年6月19日）


· 致全俄粮食工作会议主席团
 （1920年7月1日）


· 援助红军伤员！
 （1920年7月2日）


· 给英国共产党临时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回信
 （1920年7月8日）


·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彼得格勒公社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冲突问题的决定草案
 （1920年7月16日）


· 在彼得格勒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纪念碑奠基典礼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20年7月19日）


·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
 （1920年6—7月）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
 （1920年7—8月）


· 同一位外国记者的谈话
 （1920年7月20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杂志登载的阿·马·高尔基的文章的决定草案
 （1920年7月31日）


· 同霍华德·朗格塞特的谈话
 （1920年8月14日）


· 给奥地利共产党人的信
 （1920年8月15日）


· 关于军事问题的几条建议（不早于1920年8月20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的决定
 （1920年8月20日和24日之间）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0年8—9月）


· 在全俄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时局的报告的片断
 （1920年9月1日）


· 答《每日新闻报》记者塞格鲁先生
 （1920年9月8日）


· 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向波兰提出媾和建议问题的声明草案初稿》的修改和补充
 （不晚于1920年9月22日）


· 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
 （1920年9月）


· 给德国和法国工人的信（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
 （1920年9月24日）


· 青年团的任务
 ——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10月2日）


· 在制革业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20年10月2日）


· 告乌克兰贫苦农民书
 （1920年10月2日）


· 同威廉·波尔的谈话
 （1920年10月6日）


·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
 （1920年10月）


· 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
 （1920年10月9日）


· 就亚美尼亚形势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
 （1920年10月12日或13日）


· 同路易丝·布赖恩特的谈话
 （1920年10月13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俄共（布）在东方各民族聚居地区的任务问题的决定草案
 （1920年10月13日或14日）


· 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讲话
 （1920年10月15日）


· 给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和南方面军司令部的电报
 （1920年10月16日）


· 关于党的当前任务的意见
 （1920年10月19日）


· 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
 （1920年10月20日）


·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恢复波罗的海舰队问题的决定草案
 （1920年10月23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苏维埃职员的劳动口粮和粮食定量问题的决定草案
 （1920年10月23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的决定草案
 （1920年10月26日）


· 关于建立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之间的联系
 （1920年10月和11月）


· 同阿古尔斯基的谈话
 （1920年10月28日以前）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决定草案
 （1920年10月28日）


· 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20年11月3日）


· 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
 （1920年11月4日和12月11日）




附录

·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增补部分的要点
 （不晚于1920年5月12日）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材料 （1920年6一7月）


·俄共(布)莫斯科组织党员重新登记表

· 《列宁全集》第39卷年表（1920年5月1日—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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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

LIENING　QUANJI

第三十九卷

1920年5—11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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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的是列宁在1920年5月至11月期间的著作。

1920年4月下旬风云突变，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军队，无视苏维埃俄国政府一再表示的真诚的和平愿望，在法、英等帝国主义的唆使和支持下，悍然进攻乌克兰。与此同时，盘踞在克里木的弗兰格尔白卫军也倾巢而出，乘机发动新的进攻。正在集中精力医治战争创伤、重建经济生活的苏维埃人民不得不再一次动员起来，投入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斗争。经过5个多月的反复较量，波兰反动势力得到了应有的教训，损失惨重，被迫于10月12日同苏维埃俄国和乌克兰签订了初步和约。10月下旬，红军挥师南下，直捣克里木，肃清了弗兰格尔匪帮。至此，苏维埃俄国的广大国土，除远东等一部分地区外，已经全部解放，延续达3年之久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以苏维埃俄国的胜利而告结束。1920年夏天，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

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是本卷涉及的一个主要问题。编入本卷卷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列宁精辟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的重要著作。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西欧许多国家刚刚成立的共产党缺乏革命理论修养和斗争经验，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思想。这些党除了受到右倾机会主义的侵蚀，还出现了一股“左”倾思潮。一些所谓左派人物否认党内必须有铁的纪律，不愿进行艰苦细致的争取群众的斗争，反对共产党员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进行工作，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活动，反对同其他党派实行任何妥协。年轻的共产党如果照这些主张去做，必然放弃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走上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宗派主义绝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撰写的这部著作，全面地剖析了“左派”共产党人的错误，用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帮助他们深刻认识并自觉纠正这些错误。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首先指出，俄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国际意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他撰写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要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迫切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向各国共产党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帮助它们学会运用布尔什维主义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策略原则。

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条件是它有着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得到了整个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他论证说，无产阶级政党的这种严格的纪律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和它的正确的政治领导来维持的。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实现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是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且经过了长期革命实践的锤炼。

列宁接着详细说明了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的特点，介绍了布尔什维克党丰富的斗争经验：如何根据形势的变化交替运用各种不同的斗争手段和斗争形式，如何为夺取革命胜利进行谨慎的、周密的、长期的准备。列宁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一切国家的工人运动都必然首先要进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其次要进行反对“左”倾思潮的斗争。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阐明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和任务。他指出，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它的被推翻而凶猛十倍。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必须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为了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无产者和广大劳动群众，无产阶级专政同样是必要的。列宁写道：“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见本卷第24页）他尖锐地指出，谁要是削弱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样做，那他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以大量的篇幅剖析了“左派”，共产党人否定政党、否定纪律、否定民主集中制、拒绝在反动工会里工作、抵制议会活动、拒绝任何妥协的错误。

“左派”共产党人反对在共产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错误地把“群众”和“领袖”对立起来。列宁针对他们的这种错误观点，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核心的重要作用，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定的集团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列宁在批判“左派”共产党人否认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否认党的纪律的错误看法时告诫说：否定政党，否定党的纪律，就是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就是对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这些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放纵。而这样做必然会断送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列宁在分析一些年轻的共产党所犯的“左”倾错误时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见本卷第37页）

列宁指出，政治是一门科学，革命形势千变万化，错综复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善于把合法斗争形式和不合法斗争形式结合起来，随时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斗争形式来替换另一种斗争形式，这样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才能把整个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劳动群众争取过来。“左派”共产党人不懂得革命政党的力量在于它同群众的密切联系，他们低估劳动群众的革命可能性，不善于也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争取群众的工作。列宁认为，对革命胜利来说，只从思想上争取到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不够的。如果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态度，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是犯罪。为了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不能只靠宣传和鼓动，还需要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需要他们亲身体会到共产党政策的正确。政治领导的艺术就在于从群众的觉悟水平和经验出发，运用他们能够接受的一切斗争和方法，把他们引向革命。共产党人应当做到哪里有群众，就到哪里去工作。列宁在批驳“左派”共产党人拒绝在反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错误主张时写道：“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见本卷第33页）列宁还指出，西欧工人中和小农中的落后群众受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资产阶级议会制偏见的毒害很深，而资产阶级党派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议会中暴露得最为彻底，所以共产党员必须参加议会选举，参加议会讲坛上的斗争，以便从议会内部向人民说明各阶级各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真相，教育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群众，帮助他们清除这些偏见。

列宁还驳斥了“左派”共产党人笼统否定一切妥协的错误观点，教导他们必须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和裂痕，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找到适当的妥协形式，以争取大量的同盟者。列宁同时指出，共产党人在同其他政党妥协时，不应该停止对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作坚决的斗争。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策略时，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根据一个集团或政党的愿望和决心，而必须清醒地注意到整个工人阶级的、全体劳动群众的觉悟和修养，极为客观地考虑本国的和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科学地分析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列宁强调，社会主义革命是各国国内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革命要求得成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剥削群众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另一是剥削阶级陷入深重的危机，无法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列宁认为这是革命的一条基本规律。“左派”共产党人的错误之所以特别危险，正是因为他们对这两个条件都抱着不够自觉、不够慎重的态度。他们无视革命形势的变化，主观估计事态的发展，不做长期艰苦的政治工作，力图超越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样就必然导致革命的夭折。

列宁希望各国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同时又要考虑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构成、宗教信仰的差异而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他指出，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是统一的，但是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都应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进行战胜资产阶级的准备工作，绝对不能机械地抄袭别国党在不同条件下的策略。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并不要求各国的策略千篇一律，抹杀民族差异，而是要求在运用共产主义基本原则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以适应各民族和民族国家的不同情况。列宁说，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所阐述的主要论点在该书出版后不久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得到了体现、发挥和补充，这些文件成为各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本卷收载了列宁为这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全部提纲和他在会议上作的报告、发言以及构思这些提纲和报告时写的草稿。

列宁草拟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结合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确定当时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每一个国家建立共产党或巩固已有的共产党，为无产阶级赢得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形式的国家政权作好准备。提纲要求各国共产党肃清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迅速克服“左”倾错误。为此，提纲根据已有的实际经验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这两个概念的内容，指出各国共产党为实现这两个口号应该立即有步骤地进行各种准备工作。提纲提出克服“左”的倾向的途径和方法，说明一切加入或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采取措施，纠正党的路线并部分地改变党的成分。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全面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剖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随着各国政治经济情况的恶化而日益加剧，资本主义世界深重的全面危机必然促进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列宁在报告中批驳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改良主义者粉饰现实、掩盖矛盾、低估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严重性的种种谬论，同时，他又要求纠正“左派”共产党人低估资产阶级的力量的错误看法。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尽管危机重重，但仍然可能用微小的让步和暴力这两种手段来欺骗被剥削群众和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共产党应该不断提高觉悟，加强组织性，保持同被剥削群众的密切联系，利用革命危机，为夺取革命的胜利创造条件。

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以及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关问题所作的发言，阐述了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提出了防止和肃清机会主义和“左”倾思潮的影响的有力措施。提纲规定：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坚决斗争；必须同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彻底决裂，把他们驱逐出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在群众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结合起来，到军队、农村、工会和资产阶级议会中去工作；必须支持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必须承认民主集中制是党的主要组织原则，加强党内纪律，等等。

列宁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作的报告，明确地阐述了共产党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和任务。列宁在分析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指出必须把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同笼统说的民族利益明确地加以区分，把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明确地加以区分。他认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见本卷第161页）宗主国的共产党必须支持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共产党应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应当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同时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列宁还提出，社会经济落后的原殖民地国家在摆脱了帝国主义压迫和建立了人民政权以后，在先进国家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帮助下，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的《土地问题提纲初稿》对资本主义国家农民的不同阶层的特点作了详细的分析，并相应规定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以及革命胜利后对这些不同阶层的农民应采取的策略。列宁在提纲中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论证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强调农村劳动者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才能摆脱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而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农民这个同盟者，也不可能夺取革命的胜利。

列宁在这一时期写的《给奥地利共产党人的信》、《给德国和法国工人的信（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给英国共产党临时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回信》、《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等著作以及列宁同威廉·波尔和阿古尔斯基的两次谈话表明他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十分关心，他坚持反对机会主义和“左”倾思潮的斗争，根据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纲领和策略，对有关国家的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和组织建设及时地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苏波战争是这一时期列宁著作所涉及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列宁在《对开往波兰战线的红军战士的讲话》、《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在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工人、红军战士扩大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在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向波兰提出媾和建议问题的声明草案初稿〉的修改和补充》等著作中反复说明了苏波战争的起因、背景和实质，提出了苏维埃俄国解决这场战争的指导方针。列宁的《在制革业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他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俄共（布）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回顾了苏波战争的整个进程，分析了战争的几个基本阶段和苏波双方在每个阶段的得失消长及其原因，说明了这场战争对全世界的影响。列宁指出，苏波战争是协约国扼杀苏维埃俄国的总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波兰以及弗兰格尔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利害冲突和无法调和的矛盾，波兰的失败是注定了的。

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除了总结苏波战争的经验教训、确定苏俄同波兰媾和的方针，还着重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列宁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就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所作的讲话和起草的决议及建议是第一次收入《列宁全集》的。列宁的这几个文献以及稍后发表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的决定草案》、《关于党的当前任务的意见》等对党内出现的不健康情绪提出了及时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又一次为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提供了榜样。列宁为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改进党的各级机关的工作、克服官僚主义、克服不健康情绪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他要求经常召开党员大会，听取意见；创办刊物，开展党内批评；制定规章制度，防止某些负责工作人员滥用权力；成立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受理党员的申诉。

收入本卷的《青年团的任务（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和原则，阐明了共青团的性质和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任务。列宁指出：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要由青年一代来担负；要在现代最新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改造和发展国民经济，青年必须懂得他们的任务是学习；只有受了现代教育，掌握了一切现代知识，他们才能担当起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重任。列宁认为，青年要成为共产主义者，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他强调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某些以无产阶级文化专家自居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的产物。旧学校用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要学生死记硬背，这是错误的。但这并不等于不要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列宁指出：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一方面的典范。无产阶级对于过去的知识不能不求甚解，不能单纯地掌握，而应该下一番极其认真的苦工夫，用批判的态度来掌握这些知识。列宁教导说，青年学习共产主义不能只是从书本上去领会，这样做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的祸害之一。列宁说，青年团要把训练、培养和教育的每一个步骤同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总的斗争密切地联系起来，青年要把学得的知识同沸腾的生活结合起来，在劳动中同工农打成一片，把自己的工作和精力全部贡献给公共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列宁在这个讲话中结合青年的学习谈到了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的问题。他指出：没有超人类社会的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是为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一切小私有制服务的。列宁要求使共产主义成为每个人日常活动的指针，把道德教育同日常劳动联系起来，培养青年重视有益于全社会的劳动。列宁认为，劳动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学校和检验共产主义觉悟的准绳。他在这个讲话中从各方面说明，共产主义建设者应该是具有广博的学识、马克思主义思想、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代新人。

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草案中，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他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否定文化遗产、否定党的领导的严重错误。

列宁在《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论述了培养共产主义思想的问题。他指出必须帮助劳动群众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克服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要建设共产主义，工农群众应当自觉地改造自己，培养新的劳动态度，实行新的纪律。他在后一篇文章中还提出了教育必须联系政治的问题。他认为，革命之后，教育的任务已经提到首位，教育要联系政治，而政治不仅是指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而且包括建设任务，在粉碎了敌人军事上的进攻之后，政治更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教育工作者应当同共产党和党的思想保持紧密联系，贯彻党的精神。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48篇，除了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就党的建设问题作的讲话和草拟的决议，还有《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的决定草案》、《关于党的当前任务的意见》，列宁在卡·马克思纪念碑奠基典礼和在彼得格勒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纪念碑奠基典礼上的两次讲话，列宁同日本记者中平良、布施胜治的谈话，列宁同霍华德·朗格塞特、威廉·波尔、路易丝·布赖恩特、阿吉尔斯基等外国朋友的谈话，等等。





《列宁全集》第39卷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


（1920年4—5月）


一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

无产阶级在俄国夺取政权（1917年10月25日，即公历11月7日）后的最初几个月，人们可能觉得，由于落后的俄国同先进的西欧各国有巨大的差别，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我国的革命将很少有相似之处。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局部地区的、一国特有的、仅限于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我这里所说的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来说的，不是说：不仅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而且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都具有国际意义，都对所有国家发生影响。不是的，我是按最狭义来说的，就是说，所谓国际意义是指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必须承认，具有国际意义的是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

当然，要是夸大这个真理，说它不限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那是极大的错误。如果忽略另外一点，同样也是错误的，那就是：只要有一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变化，那时，俄国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国家，而又会成为落后的（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国家了。

但在目前历史时期，情况正是这样：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展示了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各国先进工人早就懂得了这一点，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与其说是懂得了这一点，不如说是他们凭着革命阶级的本能而领悟到了这一点，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苏维埃政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国际的“意义”（按狭义来说）。第二国际的“革命”领袖们，如德国的考茨基、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不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成了反动分子，成了最坏的机会主义和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的辩护人。例如，1919年维也纳出版的一本没有署名的小册子《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社会主义丛书》伊格纳茨·勃兰德出版社版第11册），就异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些人的整个思路和整套思想，更确切些说，表明了他们的困惑、迂腐、卑鄙和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这一切又都是用“捍卫”“世界革命”的思想作幌子的。

但是，对于这本小册子的详细评论，要等以后有机会时再说了。这里我们只想再指出一点：在很久以前，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叛徒的时候，他曾经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看问题，预见到可能会有一天，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将成为西欧的模范。这是1902年的事，当时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报》[2]上写了一篇题为《斯拉夫人和革命》的文章。他是这样写的：


　　“现时〈与1848年不同〉可以认为，不仅斯拉夫人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的重心也愈来愈移向斯拉夫人那里。革命中心正从西向东移。19世纪上半叶，革命中心在法国，有时候在英国。到了1848年，德国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揭开新世纪序幕的一些事变使人感到，我们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即向俄国转移……从西欧接受了这么多的革命首创精神的俄国，也许现在它本身已有可能成为西欧革命动力的源泉了。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运动，也许会成为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足以铲除在我们队伍中开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习气和鼠目寸光的政客作风，促使斗争的渴望和对我们伟大理想的赤诚重新燃起熊熊的火焰。俄国对于西欧来说早已不再是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了。现在的情况也许恰恰相反。西欧正变成支持俄国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俄国的革命者如果不是同时必须跟沙皇的同盟者——欧洲资本作战，也许早就把沙皇打倒了。我们希望，这一次他们能够把这两个敌人一起打倒，希望新的‘神圣同盟’比它的前驱垮得更快一些。但是不管俄国目前斗争的结局如何，那些在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幸的是，牺牲的人会很多很多）所流的鲜血和所受的苦难，决不会是白费的。他们将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培育出社会革命的幼苗，使它们长得更茂盛、更迅速。1848年时，斯拉夫人还是一股凛冽的寒流，摧残了人民春天的花朵。也许现在他们注定要成为一场风暴，摧毁反动势力的坚冰，以不可阻挡之势给各国人民带来新的幸福的春天。”（卡尔·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载于1902年3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报纸——《火星报》第18号）



　　卡尔·考茨基在18年前写得多好啊！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能看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再说一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们时常议论这个问题。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在什么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呢？关于这些，他们却考虑得远远不够。在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欢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对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够建立革命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的原因多作些极其认真的分析呢？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存在的整个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建立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住这种纪律。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一个革命政党，要真正能够成为必将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没有上述条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纪律。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就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践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而理论并不是教条——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但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条件才能最终形成。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现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仅仅在于俄国有若干历史特点。

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也只有这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19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由于人们在沙皇政府的迫害下侨居国外，俄国的革命者在19世纪下半叶同国际的联系相当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十分熟悉，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了15年（1903—1917年）实践的历史，这段历史的经验之丰富是举世无比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15年内，在革命经验方面，在各种运动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的和恐怖主义的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哪怕类似这样丰富的经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进行斗争的如此丰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而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它如饥如渴又卓有成效地吸取了欧美政治经验方面相宜的“最新成就”。


三

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革命准备年代（1903—1905）。处处都感到大风暴即将到来。一切阶级都动了起来，准备应变。国外的侨民报刊，从理论上提出了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即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挂着“社会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3]的招牌）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三个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十分激烈的斗争，预示着和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1905—1907年间以及1917—1920年间导致群众武装斗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在当时报刊上找到它们的最初提法。自然，在这三个主要派别之间，还有无数中间的、过渡的、摇摆的派别。确切些说，在各机关报刊、各政党、各派别、各集团之间所展开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真正代表阶级的各种思想政治派别；各阶级都在为未来的战斗锻造自己的思想政治武器。

革命年代（1905—1907年）。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了。一切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都受到群众行动的检验。罢工斗争的广泛和激烈是世界上前所未见的。经济罢工发展为政治罢工，政治罢工又发展为起义。领导者无产阶级同动摇不定的被领导者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了实际检验。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在自发的斗争进程中诞生了。当时关于苏维埃的意义的争论，就预示了1917—1920年间的伟大斗争。议会斗争形式和非议会斗争形式的更替，抵制议会活动的策略和参加议会活动的策略的更替，合法的斗争形式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的更替，以及这些斗争形式的相互关系和联系——这一切都具有异常丰富的内容。这个时期的每一个月，就群众和领袖、阶级和政党所受的政治科学原理的训练来说，可以等于“和平”“宪政”发展时期的整整一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反动年代（1907—1910年）。沙皇制度胜利了。一切革命党和反对党都失败了。消沉、颓丧、分裂、涣散，叛卖和色情代替了政治。追求哲学唯心主义的倾向加强了；神秘主义成了掩盖反革命情绪的外衣。但同时正是这一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的和大有教益的一课，上了历史辩证法的一课，上了使它们懂得如何进行、善于进行和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患难识朋友。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

胜利了的沙皇制度，不得不加速破坏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宗法制度残余。俄国资产阶级性质的发展突飞猛进。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幻想，认为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幻想，都破灭了。阶级斗争采取了完全新的、更加鲜明的形式。

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必须懂得，除了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懂得——而革命阶级也正在从本身的痛苦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就不能取得胜利。在所有被击败的反对党和革命党中，布尔什维克退却得最有秩序，他们的“军队”损失得最少，骨干保存得最多，发生的分裂最小（就其深度和难于挽救的程度来说），颓丧情绪最轻，他们最广泛、最正确和最积极地去恢复工作的能力也最强。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无情地揭露了并且驱逐了口头革命家，这些人不愿意懂得必须退却，必须善于退却，必须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最反动的工会、合作社、保险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

高潮年代（1910—1914年）。高潮起初来得非常缓慢，1912年勒拿事件[4]后，稍微快了一些。经过1905年，整个资产阶级看清了孟什维克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于是千方百计来支持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克服了闻所未闻的困难，才打退了他们。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是运用了正确的策略，即既要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又必须利用“合法机会”，那他们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在最反动的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把整个工人选民团都争取过来了。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1914—1917年）。在“议会”极端反动的条件下，合法的议会活动使布尔什维克这一革命无产阶级党获得了极大的益处。布尔什维克代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5]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社会爱国主义、不彻底的和彻底的国际主义、和平主义以及反对和平主义幻想的革命主张——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观点，都在我们的侨民报刊上充分反映出来了。第二国际中的书呆子和老懦夫，看到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派别”繁多，斗争剧烈，都高傲地嗤之以鼻，可是战争把一切先进国家中夸耀一时的“合法性”夺去以后，他们甚至连近似俄国革命家在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里组织自由（秘密）交换意见和自由（秘密）探索正确观点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做到。正因为如此，各国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也好，“考茨基主义者”也好，都成了最恶劣的无产阶级叛徒。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在1917—1920年间获得胜利，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它从1914年底就开始无情地揭露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法国的龙格主义[6]以及英国的独立工党[7]首领，费边派[8]和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的见解，也同“考茨基主义”一样）的卑鄙龌龊和下流无耻，而群众后来根据自身的经验，也日益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正确的。

俄国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至10月）。沙皇制度的极端腐朽和衰败（加上极其痛苦的战争的打击和负担）造成了一种摧毁这个制度的极大力量。在几天之内，俄国就变成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自由（在战争环境里）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反对党和革命党的领袖，也同在最“严格的议会制”共和国内一样，出来组织政府；而且议会（尽管是反动透顶的议会）反对党领袖的身分，使这种领袖在革命中容易继续发挥作用。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9]在几个星期内就对第二国际的欧洲英雄们、内阁派[10]以及其他机会主义渣滓的那套方法和手腕、那套论据和诡辩十分精通了。我们现在读到有关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考茨基和希法亭、伦纳和奥斯特尔利茨、奥托·鲍威尔和弗里茨·阿德勒、屠拉梯和龙格、英国费边派及独立工党领袖等人的一切评述，总觉得是（事实上也是）旧调重弹，索然无味。所有这些我们已经在孟什维克那里见过了。历史真是开了个玩笑，竟使一个落后国家的机会主义者抢到许多先进国家机会主义者的前面去了。

如果说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都破了产，他们在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上丢了脸，如果说现在脱离了第二国际的三个非常重要的政党（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1]、法国龙格派的党和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特别“光彩地”丢了脸而且变得糊涂透顶，如果说所有这些人都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偏见的奴隶（同1848年自命为“社会民主派”的小资产者一模一样），那么这一切我们已经在孟什维克身上看到了。历史开了这样的玩笑：1905年俄国产生了苏维埃；在1917年2月到10月间，孟什维克篡改了苏维埃，他们由于无法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而破产了；现在，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已经在全世界诞生，并且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在各国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而第二国际的老英雄们也象我国孟什维克一样，由于无法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而到处遭到破产。经验证明，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

布尔什维克发动反对议会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孟什维克的胜利斗争，是极其审慎的，所作的准备也绝不象现在欧美各国所常常认为的那样简单。在这一时期的初期，我们没有号召去推翻政府，而是说明，不预先改变苏维埃的成分并且扭转苏维埃的情绪，是不能推翻政府的。我们没有宣布抵制资产阶级的议会，即立宪会议，而是说，并且从我们党的四月（1917年）代表会议[12]起就用党的名义正式说，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比没有立宪会议的好，而“工农”共和国即苏维埃共和国，则要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议会制共和国好。没有这种谨慎的、周到的、细致的和长期的准备，我们就既不能取得1917年10月的胜利，也不能巩固住这个胜利。


四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机会主义在1914年彻底变成社会沙文主义，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这自然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敌人。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主要敌人。对于这个敌人，布尔什维主义过去和现在都给予极大的注意。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的活动，现在就是国外也知道得很清楚。

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另一个敌人，就不能这样说了。国外还极少知道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成熟和得到锻炼的。这种革命性有些象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有些地方照搬无政府主义；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背离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完全认定，并且欧洲历次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小私有者，即小业主（这一社会类型的人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直受到压迫，生活往往异常急剧地恶化，以至遭到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和无政府主义一样，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而且很容易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政党光在理论上抽象地承认这些真理，还丝毫不能避免重犯旧错误，这种错误总是会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以稍微不同一点的形式，以前所未见的打扮或装饰，在独特的（多少独特一点的）环境里重新表现出来。

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如果说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在两次革命（1905年与1917年）及其准备时期的影响都比较小（尽管俄国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大于西欧各国），那么毫无疑义，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布尔什维主义一贯对机会主义进行了最无情最不调和的斗争。我所以说“部分地”，是因为削弱俄国无政府主义势力的，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在过去（19世纪70年代）曾盛极一时，从而彻底暴露了它是不正确的，不适合作革命阶级的指导理论。

布尔什维主义在1903年诞生时，便继承了同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或者是迎合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作无情斗争的传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向来就有这种传统，而在1900—1903年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政党奠基期间，这种传统在我们这里已特别巩固。布尔什维主义继承并继续了同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倾向最厉害的政党即“社会革命”党的斗争，这一斗争表现在下列三个主要之点上。第一，这个党否认马克思主义，顽固地不愿（说它不能，也许更确切一些）了解在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之前必须对各种阶级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极客观的估计。第二，这个党认为自己特别“革命”特别“左”，因为它肯定个人恐怖、暗杀手段，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却坚决屏弃这种做法。我们屏弃个人恐怖，自然只是出于对这种手段是否适当的考虑，如果有人竟在“原则上”谴责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行为，或者谴责已经获得胜利的革命政党在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包围下所采取的任何恐怖手段，那么这类人早在1900—1903年间，就已经受到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普列汉诺夫的嘲笑和唾弃了。第三，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左”就是嘲笑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比较轻微的机会主义罪过，而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土地问题或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却又效法这个党的极端机会主义者。

附带说明一点，历史现在已经在广大的、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证实了我们始终坚持的那个意见：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请注意，普列汉诺夫早在1900—1903年间就要求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13]，后来布尔什维克始终继承这种传统，在1913年揭穿了列金的全部卑鄙、下流和叛卖行为[14]）同革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那种政党最相近。现在1920年，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中发生的一切可耻的破产和危机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欧各党中正是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才产生了最优秀的领袖，并且比别的党更早地恢复了元气和健康，重新巩固了起来。无论在斯巴达克派[15]那里，或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一翼正在对考茨基、希法亭、累德堡、克里斯平之流的机会主义和毫无气节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如果我们现在大致回顾一下从巴黎公社到第一个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十分完整的历史时期，那么，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便可以得到一个十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轮廓。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正确地指出在多数社会党内所盛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但是，第一，这种机会主义是同曲解甚至公然隐匿马克思的国家观（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经指出，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一封信，曾经异常鲜明、尖锐、直接、明确地揭穿了社会民主党内所流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可是这封信竟被倍倍尔从1875年到1911年搁置了36年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61—63页。——编者注］

 ）分不开的；第二，正是欧美社会党中最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才最迅速量广泛地纠正了这种机会主义观点，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及其对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所具有的优越性。

布尔什维主义同自己党内“左”倾的斗争，有两次规模特别大：一次是1908年关于是否参加最反动的“议会”和是否参加受最反动法律限制的合法工人组织的问题；另一次是1918年（缔结布列斯特和约[16]时）关于可否容许某种“妥协”的问题。

1908年，“左派”布尔什维克由于顽固地不愿意了解参加最反动的“议会”的必要性而被开除出党[17]。那时“左派”——其中许多人是优秀的革命者，后来还光荣地成了（而且现在仍然是）共产党员——特别援引1905年抵制议会成功的经验作为论据。当1905年8月沙皇宣布召集咨议性的“议会”[18]时，布尔什维克同一切反对党和孟什维克相反，曾经宣布抵制，而1905年的十月革命[19]果然扫除了这个议会。那次抵制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根本不参加反动议会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正确地估计到，当时的客观形势正在由群众罢工迅速转为政治罢工，进而转为革命罢工，再进而转为起义。而且当时的斗争内容是：让沙皇去召集第一个代表机构呢，还是设法把这个召集权从旧政权手中夺过来？后来情况不同，既然没有把握并且也不可能有把握断定是否存在着同样的客观形势，以及这种形势是否按照同样的方向和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那么抵制便不再是正确的了。

1905年布尔什维克对“议会”的抵制，使革命无产阶级增加了非常宝贵的政治经验，表明在把合法的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议会的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时候，善于放弃议会的斗争形式，有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条件下和不同的环境里盲目地、机械地、不加批判地搬用这种经验，那就大错特错了。1906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虽然是一个不算大的、易于补救的错误 
［注：关于个人所说的话，作适当的修改，也适用于政治和政党。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犯的错误不太大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加以纠正的人。］

 ，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至于1907年、1908年以及以后几年中的抵制，就是极其严重而难于补救的错误了，因为当时一方面不能期望革命浪潮会非常迅速地高涨并转为起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君主制度正在维新的整个历史环境，使我们必须把合法的工作同不合法的工作配合起来。现在如果回顾一下这个十分完整的历史时期（它同以后各时期的联系也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就会特别清楚地看出：假使布尔什维克当时没有在最严酷的斗争中坚持一定要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坚持一定要参加最反动的议会以及其他一些受反动法律限制的机构（如保险基金会等），那么他们就决不可能在1908—1914年间保住（更不用说巩固、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核心。

1918年事情没有弄到分裂的地步。那时“左派”共产主义者只是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殊集团，或者说“派别”，而且为时不久。“左派共产主义者”最有名的代表，如拉狄克同志、布哈林同志，在1918年这一年就已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们原来认为，布列斯特和约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说来，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而且是有害的。这的确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恰恰是必要的。

现在当我听到人们，例如“社会革命党人”，攻击我们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策略的时候，或者当兰斯伯里同志和我谈话，讲到“我们英国工联的领袖们说，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妥协，那他们也可以妥协”的时候，我通常是先用一个简单的“通俗的”比喻来回答：

假定您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您把钱、身分证、手枪、汽车都给了他们，于是您摆脱了这次幸遇。这显然是一种妥协。“Do　ut　des” 
［注：拉丁文，意为：“我给（你）是为了你给（我）。”——编者注］

 （“我给”你钱、武器、汽车，“是为了你给”我机会安全脱险）。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坐上汽车又可以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我们同德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正是这样一种妥协。

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德国的谢德曼派（考茨基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更不用说伦纳之流的先生们了），法国的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英国的费边派、“独立党人”、“工党分子”（“拉布分子”[20]）等，在1914—1918年间以及1918—1920年间，同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有时甚至同“盟国的”资产阶级强盗实行妥协，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所有这班先生才真是强盗的同谋者。

结论很清楚：“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对待的孩子气。一个政治家要想有益于革命无产阶级，正是应当善于辨别出那种不能容许的、蕴涵着机会主义和叛卖行为的具体的妥协，并善于对这种具体的妥协全力展开批判，猛烈地进行无情的揭露和不调和的斗争，决不容许那班老于世故的“专讲实利的”社会党人和老奸巨滑的议员用泛谈“一般的妥协”来推卸和逃避责任。英国工联以及费边社和“独立”工党的“领袖”先生们，正是这样来推卸他们实行叛卖所应负的责任，推卸他们实行那种确实意味着最恶劣的机会主义、变节和叛卖的妥协所应负的责任。

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和便于后来捕获、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这在政治上决不总是象这个极其简单的例子那样容易分辨。但如果有人异想天开，要替工人们打一张包票，能包治百病，或者能保证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中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和任何错综复杂的情况，那他简直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为了不给人留下曲解的余地，我想把一些基本情况提出来（即使是十分简要地），以便对具体的妥协进行分析。

通过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同德帝国主义者实行妥协的党，从1914年底起就以行动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它敢于提出使沙皇君主政府失败的主张，敢于痛斥在两伙帝国主义强盗的战争中“保卫祖国”。这个党的议会代表，宁愿流放到西伯利亚，也不愿走可以登上资产阶级政府大臣宝座的道路。革命在推翻了沙皇政府和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以后，又使这个党受到了新的、极大的考验：它不同“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实行任何妥协，而是作了推翻他们的准备，并且果真把他们推翻了。这个党取得政权以后，便彻底摧毁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这个党一面公布和废除了帝国主义者缔结的秘密条约，一面向各国人民建议媾和，只是在英、法帝国主义者破坏了媾和而布尔什维克为加快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以后，它才屈服于布列斯特强盗的暴力。大家都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这样的妥协是完完全全正确的。

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1914—1920年间世界上第二国际的一切领袖一样），一开始就实行叛卖，直接间接地为“保卫祖国”即保卫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辩护。后来他们又进一步实行叛卖，同本国的资产阶级联合，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一起来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他们在俄国起初同克伦斯基和立宪民主党人[21]结成同盟，后来又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结成同盟，正如他们国外的同道者同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同盟一样，都是倒向资产阶级一边反对无产阶级。他们同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自始至终都表明他们已沦为帝国主义强盗的同谋者。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现在所要讲的那些德国共产党人，他们不是把自己叫作“左派”，而是叫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原则上的反对派”[22]。但是他们却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的症候，这从下面的阐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有一本持这个反对派观点的小册子，叫作《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的分裂》，是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地方组织”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把这一反对派的观点的实质，叙述得极其鲜明、确切、清楚、扼要。我们只要从中引证几段，就足以使读者了解这一实质了。


　　“共产党是进行最坚决的阶级斗争的政党……”“……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个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现在发生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是专政的执行者，是共产党，还是无产阶级？……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的是共产党的专政，还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引文内的着重标记全录自原文。）往下小册子的作者责难德国共产党“中央”，说这个“中央”在寻求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途径，说这个“中央”提出“原则上承认”斗争的“一切政治手段”（包括参加议会活动）“的问题”，只是为了掩饰它想同独立党人结成联盟这一真正的和主要的意图。小册子接着说道：


　　“反对派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它认为共产党的统治和党的专政问题只是一个策略问题。不管怎样，共产党的统治是一切政党统治的最后形式。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党的一切措施、党的组织、党的斗争形式、党的战略和策略，都应该适应这一目的。因此，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的议会制斗争形式，凡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革命斗争方法应该大力加以强调。为了把那些应当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各行业各阶层的最广大群众吸收进来，就必须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和最广大的范围内建立新的组织形式。这种汇集一切革命分子的场所，便是以工厂组织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工人联合会。凡是响应‘退出工会！’这一口号的工人，都应当联合在这里。在这里，正在斗争的无产阶级组成最广大的战斗队伍。凡承认阶级斗争、苏维埃制度和专政的人，都可以加入。至于进一步对正在斗争的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在斗争中进行政治指导，则是站在工人联合会之外的共产党的任务……”“……于是，现在有两个共产党彼此对立着：

一个是领袖的党，它力图从上面来组织和指挥革命斗争，不惜实行妥协和参加议会活动，以便造成一种形势，使他们可以参加掌握专政大权的联合政府。

另一个是群众的党，它等待革命斗争从下面高涨起来，为了进行这一斗争，它只知道并且只采用一个明确地引向目的的方法，而排斥任何议会方法和机会主义方法；这个唯一的方法就是无条件地推翻资产阶级，以便随后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

“……那里是领袖专政，这里是群众专政！这便是我们的口号。”





　　这就是表明德国共产党内反对派观点的最重要的论点。凡是自觉参加过或仔细观察过1903年以来布尔什维主义发展过程的布尔什维克，读了这些议论，一定会立刻说：“这是多么熟悉的陈词滥调！这是多么‘左的’孩子气！”

不过，我们还是来进一步考察一下这些议论吧。

“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道理。何必再另来一套胡说八道，另造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23]呢？一方面，大概是由于党的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迅速更替破坏了领袖、政党和阶级之间那种通常的、正常的和简单的关系，人们面对这种难于理解的情况，思想便发生了混乱。在德国，也象在欧洲其他国家那样，人们过分习惯于合法状态，习惯于由政党定期举行的代表大会自由地正常地选举“领袖”，习惯于通过议会选举、群众大会、报章杂志，通过工会和其他团体的情绪变化等方便办法来检验各政党的阶级成分。但是，由于革命的急剧发展和内战的展开，不得不放弃这种通常的办法，而迅速转为交替使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方式，结合使用这两种方式，采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来推选或组成或保留“领导集团”，在这个时候，人们不知所措，开始臆想出一些荒谬绝伦的东西。大概荷兰共产党某些党员由于不幸生在一个具有特别优越和特别稳定的合法状态的传统和条件的小国，根本没有见过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相互更替，因此思想上发生了混乱而不知所措，助长了这种荒谬的臆想。

另一方面，很明显，这不过是未经很好考虑就胡乱使用“群众”和“领袖”这类当今“时髦”的字眼而已。这些人时常听到并切实学会了怎样攻击“领袖”，怎样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却不能想一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能把事情弄清楚。

在帝国主义战争末期和战后时期，在一切国家里，“领袖”和“群众”的分离表现得特别明显而突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1892年间曾以英国为例作过多次说明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24页；第22卷第320—325、377—382页；第28卷第146页；第29卷第344—345页；第33卷第521、526、637页；第35卷第18、353页；第37卷第314—316页。——编者注］

 。英国的垄断地位使“群众”分化出一部分半市侩的机会主义的“工人贵族”。这种工人贵族的领袖们总是投靠资产阶级，直接间接地受资产阶级豢养。马克思所以光荣地被这班坏蛋痛恨，就是因为他公开地斥责他们是叛徒。现代（20世纪的）帝国主义造成了某些先进国家的垄断特权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国际中纷纷出现了叛徒领袖、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样一种人，他们只顾自己这个行会的利益，只顾自己这个工人贵族阶层的利益。于是机会主义的政党就脱离了“群众”，即脱离了最广大的劳动阶层，脱离了大多数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不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使他们大丢其丑，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去，革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第三国际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为此竟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德国的劳芬贝格、沃尔弗海姆、霍纳、卡尔·施勒德尔、弗里德里希·文德尔、卡尔·埃勒，就是这样的新领袖。 
［注：《共产主义工人报》[24]（1920年2月7日汉堡出版的该报第32号所载卡尔·埃勒《论解散政党》一文）上说：“工人阶级不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就不能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摧毁政党，它就不能消灭资产阶级民主。”罗马语国家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头脑最糊涂的人物可以“心满意足”了，因为那些显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庄重的德国人（卡·埃勒和克·霍纳通过在上述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特别庄重地证明，他们认为自己是庄重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同时他们又极其可笑地说出一些荒谬绝伦的话，暴露出他们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知识都没有），竟也发表出这种极不恰当的议论。只承认马克思主义还不能保证不犯错误。这一点俄国人特别清楚，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曾特别经常地成为“时髦的东西”。］

 埃勒企图使问题“深入一步”，他宣称政党是根本不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性”的，这真是荒谬绝顶，简直使人啼笑皆非。如果坚持错误，深入一步地来为错误辩护，把错误“坚持到底”，那就往往真要把小错铸成骇人听闻的大错了。

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这就是反对派得到的结果。而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恰恰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而这些一旦得到纵容，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否定政党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在德国）跳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进到它的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也许，在没有农民（但仍然有小业主！）的英国，这个时期可能会短一些。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蚀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那种恶果。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除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外，还必须提出“反动”工会的问题。但是先让我根据我们党的经验讲几句话来结束前一问题。在我们党内，对于“领袖专政”的攻击是一直都有的。我记得这样的攻击最早是在1895年，那时党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彼得堡的中心小组[25]已经开始形成，并且就要负起领导该城各区小组的责任。在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26]（1920年4月）上，有一个小小的反对派，也声言反对“领袖专政”，反对“寡头政治”等等。所以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的“幼稚病”是毫不足怪的，既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这种病没有什么危险，一经治愈，机体甚至会更加强壮。另一方面，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的迅速更替，正是要求我们特别要把总指挥部，把领袖们“藏起来”，隐蔽起来，这有时就使我们党内产生十分危险的现象。最糟糕的就是1912年奸细马林诺夫斯基混进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他断送了几十个上百个极优秀极忠实的同志，使他们去服苦役，并使其中许多人过早去世。他所以没有能够造成更大的祸害，是因为我们的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得正确。为了取得我们的信任，马林诺夫斯基作为党中央委员和杜马代表，曾不得不帮助我们创办合法的日报，这些日报即使在沙皇制度下也能进行反对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斗争，并且能采用适当的隐蔽方式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的原理。马林诺夫斯基一只手把几十个上百个极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送去服苦役，使他们丧生，另一只手又不得不通过合法报刊来帮助培养成千上万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个事实，那些必须学会在反动工会里进行革命工作的德国同志（以及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的同志），不妨好好地考虑一下。 
［注：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在德国被俘。他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时回到俄国，立即被送交法庭审判，由我们的工人枪决了。孟什维克特别恶毒地攻击我们竟让一个奸细混进了我们党中央的这个错误。可是当我们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要求逮捕杜马主席罗将柯并且将他提交法庭审判（因为他在战前就知道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却没有把这事告知杜马中的劳动派[27]和工人）时，同克伦斯基一起执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没有支持我们的要求，因此罗将柯得以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地投奔邓尼金去了。］



在许多国家里，包括最先进的国家在内，资产阶级无疑正在派遣而且今后还会派遣奸细到共产党里来。对付这种危险，办法之一就是把不合法的工作同合法的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


六

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

德国“左派”认为对这个问题无疑应当作绝对否定的回答。他们以为只要对“反动的”和“反革命的”工会慷慨陈词，怒气冲冲地叫嚷一番（克·霍纳在这方面干得特别“庄重”，也特别笨拙），就足以“证明”，革命家、共产党人不需要甚至不容许在黄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妥协主义的、列金派的、反革命的工会里做工作。

不管德国“左派”怎样确信这种策略是革命的，但实际上这种策略是根本错误的，它只是几句空话，毫无内容。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根据本文总的意图，先从我国的经验说起，因为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和当今策略上普遍适用的、具有普遍意义和必须普遍遵循的原则应用到西欧去。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同工会的关系，现时在我国具体表现如下。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根据最近一次党的代表大会（1920年4月）的统计，我们党有党员611000人。无论十月革命前还是十月革命后，党员人数的起伏都很大；以前，甚至在1918年和1919年，党员人数比现在少得多。[28]我们担心党过分扩大，因为那些只配枪毙的野心家、骗子手一定会想方设法钻进执政党里来。最近一次我们敞开党的大门（仅仅是对工农），是在1919年冬尤登尼奇离彼得格勒只有几俄里、而邓尼金攻占了奥廖尔（距莫斯科约350俄里）的时候，也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危在旦夕的时候，这时候冒险家、野心家和骗子手以及一切不坚定的人，决不可能指望靠加入共产党飞黄腾达（倒可能预料到会因此上绞架或受拷打）。[29]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每1000个党员选代表1人参加），由大会选出19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

党直接依靠工会来进行自己的工作。根据最近一次工会代表大会（1920年4月召开）的统计，现有会员已经超过400万。工会形式上是一种非党的组织，而实际上大多数工会的领导机构，首先当然是全俄总工会的中央机构或常务机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都由共产党员组成，执行党的一切指示。总之，这是一个形式上非共产党的、灵活而较为广泛的、极为强大的无产阶级机构。党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同本阶级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如果没有同工会的极密切的联系，没有工会的热烈支持，没有工会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而且在军事建设方面奋不顾身的工作，那么别说我们能管理国家和实行专政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不成。自然，要建立这种极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就要进行很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工作：进行宣传和鼓动，及时地和经常地与工会领导者以至一切有影响的工会工作者举行会议，还要跟孟什维克作坚决的斗争，因为孟什维克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信徒（虽然人数不多），直到现在还在教唆他们进行各种反革命勾当，从在思想上维护（资产阶级）民主，鼓吹工会“独立”（不受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约束而独立！），直到暗中破坏无产阶级纪律，如此等等。

我们认为通过工会来联系“群众”还是不够的。在我们的革命进程中，实践创造了一种机构，这就是非党工农代表会议[30]，我们正在全力支持、发展和推广这种机构，以便考察群众的情绪，接近群众，答复群众的要求，从群众当中提拔优秀的人才来担任公职等等。最近颁布的关于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的法令中，有一项法令就授权这种非党的代表会议选出国家监察委员来担任各种检查工作等等。

其次，党的全部工作当然都是通过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这种民主机构，就是在资产阶级世界最好的民主共和国里也是前所未见的；通过这种代表大会（党对这种代表大会极为关注），以及通过经常把觉悟工人派往乡村担任各项职务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实现城市无产阶级的专政，即对富有的、资产阶级的、进行剥削和投机的农民展开经常的斗争等等。

“从上面”来看，从实现专政的实践来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总的结构就是这样。相信读者一定会明白，为什么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看来，在熟悉这种结构、观察过它是怎样在25年内从一些不合法的地下小组发展起来的布尔什维克看来，什么“从上面”还是“从下面”，什么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等等议论不能不是一派幼稚可笑的胡说，犹如争辩究竟是左脚还是右手对人更有用处一样。

至于德国左派谈论什么共产党人不能而且不应该在反动工会里工作，说什么可以放弃这种工作，说什么应该退出工会，必须另外创立一种崭新的、极纯的、由极其可爱的（也许大部分是极其年轻的）共产党人臆想出来的“工人联合会”等等，这种煞有介事的、非常深奥的和极端革命的论调，在我们看来也不能不是一派同样幼稚可笑的胡说。

资本主义必然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一方面是工人中间旧有的、长期形成的工种和行当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各工种的工会，它们只有十分缓慢地、经过许多年才能发展成为而且一定会发展成为规模较广而行会气味较少的产业工会（包括整个生产部门，而不仅是包括同行、同工种、同行当），然后经过这种产业工会，进而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共产主义正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必须向这个目标前进，并且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过需要经过许多岁月。如果目前就企图提前实现将来共产主义充分发展、完全巩固和形成、完全展开和成熟的时候才能实现的东西，这无异于叫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人才，而不是利用虚构的和我们特别造就的人才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不过，想用其他任何办法来完成这项任务都是异想天开，简直不值一提。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建立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一大进步，使工人由散漫无助的状态过渡到了初步的阶级联合。当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是这个党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开始成长的时候，工会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反动色彩，如某种行会的狭隘性，某种不问政治的倾向以及某些因循守旧的积习等等。但是除了通过工会，通过工会同工人阶级政党的协同动作，无产阶级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发展道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向前迈出的一大步，这时候党更需要用新的方法而不单纯靠旧有的方法去对工会进行教育和领导，同时不应当忘记，工会现在仍然是、将来在一个长时期内也还会是一所必要的“共产主义学校”和无产者实现其专政的预备学校，是促使国家整个经济的管理职能逐渐转到工人阶级（而不是某个行业的工人）手中，进而转到全体劳动者手中所必要的工人联合组织。

上面所说的工会的某种“反动性”，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难免的。不懂得这一点，就是完全不懂得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条件。害怕这种“反动性”，企图避开它，跳过它，是最愚蠢不过的了，因为这无异是害怕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即训练、启发、教育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和群众并吸引他们来参加新生活。另一方面，如果把无产阶级专政推迟到没有一个工人抱狭隘的行业观念、没有一个工人抱行会偏见和工联主义偏见的那一天才去实现，那错误就更加严重了。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权，可以在取得政权过程中和取得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取得政权以后，能够通过教育、训练和争取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

其次，在那些比俄国先进的国家里，毫无疑义，工会的某种反动性显得比俄国严重得多，这也是必然的。在我国，孟什维克过去在工会中所以得到支持（今天在很少数的工会中，也还得到部分支持），正是由于存在着行会的狭隘性、职业上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西欧的孟什维克在工会里的“地盘”巩固得多，那里形成的“工人贵族”阶层比我国的强大得多，他们抱有行业的、狭隘的观念，只顾自己，冷酷无情，贪图私利，形同市侩，倾向于帝国主义，被帝国主义收买，被帝国主义腐蚀。这是无可争辩的。同龚帕斯之流，同西欧的茹奥、韩德逊、梅尔黑姆、列金之流的先生们作斗争，要比同我国的孟什维克作斗争困难得多。他们完全是同一个社会类型和政治类型的人。但是必须无情地进行这种斗争，必须象我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一切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丢尽了丑，从工会中被驱逐出去为止。这种斗争没有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夺取政权（而且也不应该去作夺取政权的尝试）。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情况下，这个“一定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只有每个国家的深谋远虑、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无产阶级政治领导者才能正确地估计这种程度。（顺便提一下，在1917年10月25日无产阶级革命后几天，即1917年11月间所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就是衡量我国进行这种斗争胜负的尺度。在这次选举中，孟什维克一败涂地，只获得70万票，加上外高加索的票数，一共只有140万票，而布尔什维克却获得了900万票。见《共产国际》[31]第7—8期合刊上我写的《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25页。——编者注］

 一文。）

但是，我们同“工人贵族”作斗争，是代表工人群众进行的，是为了把工人群众争取过来；我们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领袖们作斗争，是为了把工人阶级争取过来。如果忘记这个最浅显最明白的道理，那是愚蠢的。而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做的正是这种蠢事，他们由于工会上层分子反动反革命，竟得出结论要……退出工会！！拒绝在工会中工作！！建立新的臆想出来的工人组织形式！！这真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这无异是共产党人给资产阶级帮大忙，因为我们的孟什维克正象一切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考茨基主义的工会领袖那样，无非都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我们一向都是这样称呼孟什维克的），或者，按美国丹尼尔·德莱昂派使用的一个绝妙的极其中肯的说法，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atlist　class）。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等于抛开那些还不够十分成熟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听凭他们接受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参看恩格斯1858年写给马克思的论英国工人的信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4—345页。——编者注］

 ）的影响。

正是这种主张共产党人不参加反动工会的荒谬“理论”最清楚不过地说明，这些“左派”共产党人在对待影响“群众”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多么轻率，说明他们在高喊“群众”时是如何滥用这个字眼的。要想善于帮助“群众”，赢得“群众”的同情、爱戴和支持，就必须不怕困难，不怕那些“领袖”对我们进行挑剔、捣乱、侮辱和迫害（这些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多半都直接或间接地同资产阶级和警察有勾结），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而工会和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后者至少有时是）这种有群众的组织。据瑞典《人民政治日报》[32]1920年3月10日所刊登的材料，英国工联会员，从1917年底到1918年底，已经由550万人增加到660万人，即增加了19％。1919年底，已达750万人。我手头没有法、德两国的有关材料，但是证明这两国工会会员也有大量增加的事实，是丝毫不容置疑的，是人所共知的。

这些事实同其他千百件事实一样，也最清楚不过地证明，正好是无产阶级群众、“下层”群众、落后群众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要求组织起来的愿望日益迫切。当英、法、德各国的几百万工人第一次摆脱完全无组织的状态，进入初步的、低级的、最简单的、最容易接受的（对那些满脑子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的人说来）组织形式即工会的时候，那班虽然革命但不明智的左派共产党人却站在一旁，空喊“群众”，“群众”！并且拒绝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借口工会的“反动性”而拒绝去工作！！臆想出一种崭新的、纯洁的以及没有沾染资产阶级民主偏见、没有行会习气和狭隘行业观念的“工人联合会”，一种将会（将会！）具有广泛性而只要（只要！）“承认苏维埃制度和专政”（见前面引文）就可以加入的“工人联合会”！！

很难想象谁还会比“左派”革命家更不明智，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即使现时在俄国，在我们对本国和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取得空前胜利的两年半之后的今天，如果我们提出“承认专政”作为加入工会的条件，那我们也是在做蠢事，破坏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帮助孟什维克。这是因为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把自己同他们隔离开来。

毫无疑义，龚帕斯、韩德逊、茹奥、列金之流的先生们是非常感谢这样一些“左派”革命家的，因为后者象德国的“原则上的”反对派（上帝保佑我们摆脱这种“原则性”吧！）或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33]的某些革命者一样，鼓吹退出反动工会，拒绝在那里进行工作。毫无疑义，机会主义的“领袖”先生们一定会使用各种资产阶级的外交手腕，借助资产阶级政府、神父、警察和法庭的力量，来阻止共产党人进入工会，千方百计地把他们从工会中排挤出去，尽量使他们在工会中工作不顺心，并且对他们进行侮辱、攻击和迫害。我们应当善于对付这一切，不怕任何牺牲，必要时甚至可以采用各种巧妙的计谋和不合法的手段，可以保持缄默，掩饰真情，只求打入工会，留在工会里，想尽方法在那里流行共产主义工作。在沙皇制度下，1905年以前，我们不曾有过任何“合法机会”，但是当暗探祖巴托夫为了追捕革命者、同革命者进行斗争而召开黑帮工人会议、组织黑帮工人团体时，我们就派遣我们的党员到这种会议上和团体中去（我个人还记得其中有彼得堡的优秀工人巴布什金同志，他在1906年被沙皇的将军们枪杀了），同群众建立联系，巧妙地进行鼓动，使工人不致受祖巴托夫分子 
［注：龚帕斯、韩德逊、茹奥、列金之流，也就是祖巴托夫式的人物，他们和我国的祖巴托夫所不同的只是穿着欧洲的服装，具有欧洲的风度，在推行自己的无耻政策时采用一些文明、精巧和民主的粉饰手段。］

 的影响。当然，在西欧，由于合法偏见、立宪偏见和资产阶级民主偏见根深蒂固，进行这种工作要更为困难。但是这种工作能够进行而且必须进行，并且要经常不断地去进行。

我个人认为，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应当公开谴责并建议共产国际下次代表大会也来谴责不参加反动工会的政策（详细说明这种不参加反动工会的政策是不明智的，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极大害处的），还要谴责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地、公开或隐蔽地、完全或部分地支持，都是一样）这种错误政策的行动路线。第三国际应当同第二国际的策略决裂，对于难以解决的迫切问题不应回避、掩盖，而要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们已经把全部真理公开地告诉了“独立党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61—68页。——编者注］

 ，我们也应当把全部真理公开地告诉“左派”共产党人。


七

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以极端鄙视又极端轻率的态度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他们的论据是什么呢？我们在前面的引文中已经看到：


　　“……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的议会制斗争形式……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



　　这话说得狂妄到了可笑的地步，而且显然是错误的。“回头再去采用”议会制！莫非在德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恐怕还没有吧！那么，怎么说得上“回头再去采用”呢？难道这不是一句空话吗？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就宣传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但是谁都知道，从宣传到实际战胜议会制，还相距很远。早在几十年前，就可以而且完全有理由宣布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说不必要在资本主义基地上进行很长期很顽强的斗争。就世界历史来说，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时代已经告终，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已经开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为单位来衡量的。早10—20年或迟10—20年，这用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是算不得什么的，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法大致估计在内的。正因为如此，拿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实际政策问题，便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理论错误。

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左派”的立场就是稳固的了。不过，这需要十分严肃认真的分析来加以证明，而“左派”连这样做的门径都还摸不着。在《共产国际驻阿姆斯特丹临时办事处公报》第1期（《Bulletin　of　the　Provisional　Bureau　in　Amsterd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1920年2月）上登载了一篇《关于议会活动的提纲》，这篇提纲显然是反映了荷兰左派或左派荷兰人的意向，其中的分析也是十分拙劣的，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

第一，大家知道，同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样一些卓越的政治领导者的见解相反，德国“左派”早在1919年1月就认为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大家知道，“左派”是错了。单单这一点就立刻从根本上推翻了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的论断。“左派”应该证明，为什么他们那时的不容争辩的错误，现在却不成其为错误了。他们没有拿出也不可能拿出丝毫的证据来。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德国的（以及荷兰的）“左派”没有履行自己的这一义务，没有极仔细地认真地严肃地研究自己明显的错误，这恰恰证明他们不是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小组，不是群众的党，而是知识分子和沾染了知识分子恶习的少数工人的一个小团体。

第二，在“左派”的法兰克福组织出版的同一本小册子里，除了上面详细摘引的言论之外，我们还可以读到：


　　“……数百万的仍旧跟着中央党[34]〈天主教“中央”党〉政策走的工人是反革命的。农村无产者正在提供众多的反革命军队。”（上述小册子第3页）



　　这些话显然说得太随便、太夸大了。但是这里所叙述的基本事实却是不容争辩的；“左派”既然承认这个事实，便特别明显地证实了他们的错误。既然“数百万的”和“众多的”无产者，不仅仍旧赞成议会制，而且简直是“反革命的”，那怎么能说“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呢！？显然在德国，议会制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显然是德国“左派”把自己的愿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作了客观现实。这对革命家是最危险的错误。在俄国，沙皇制度的压迫异常野蛮、异常残暴，从而在一个特别长的时期里，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造就了各种派别的革命家，造就了无限忠诚、热情、英勇和坚强的革命家；在俄国，我们曾经对革命家所犯的这种错误，作过特别真切的观察、特别仔细的研究，我们对这种错误特别熟悉，所以对别人身上的这种错误也看得特别清楚。对于德国共产党人来说，议会制当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不能认为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对于阶级、对于群众也已经过时。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又一次看到，“左派”不善于作为阶级的党、作为群众的党来判断事理，处理事情。你们决不应该把自己降低到群众的水平，降低到本阶级中落后阶层的水平。这是毫无疑义的。你们应该对他们说不中听的真话。你们应该把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叫作偏见。但是同时你们也应该清醒地注意到正是整个阶级的（而不仅是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正是全体劳动群众的（而不仅是他们的先进分子的）觉悟和准备的实际状况。即使不是“数百万的”和“众多的”，而是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产业工人跟着天主教神父走，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农业工人跟着地主和富农（Groβbauern）走，那么根据这一点也可以毫无疑义地得出结论说，在德国，议会制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参加议会选举，参加议会讲坛上的斗争，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启发水平不高的、备受压抑的和愚昧无知的农村群众。当你们还无力解散资产阶级议会以及其他类型的任何反动机构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在这些机构内部工作，正是因为在那里还有受神父愚弄的、因身处穷乡僻壤而闭塞无知的工人；不然，你们就真有成为空谈家的危险。

第三，“左派”共产党人说了许许多多称赞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好话。有时我不禁要说：你们还是少称赞我们几句，多研究研究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多熟悉熟悉这些策略吧！1917年9—11月间，我们参加了俄国资产阶级议会即立宪会议的选举。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否正确呢？如果是不正确的，那就应该明确地说出来，并且加以证明，因为这样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定正确策略所必需的。如果是正确的，那就应该由此作出一定的结论。当然，不能把俄国的条件和西欧的条件等量齐观。但是在专门谈“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必须准确地估计到我国的经验，因为不估计到具体经验，这类概念就很容易流为空谈。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9—11月间，岂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国的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认为议会制在俄国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当然是这样，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议会存在时间长短，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了什么程度。至于1917年9—11月间，由于种种特殊条件，俄国的城市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当时最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还是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这次选举收到了非常可贵的（对于无产阶级极为有益的）政治效果，我想，这一点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篇详尽分析俄国立宪会议选举材料的文章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25页。——编者注］

 中已经证明了。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丝毫不容争辩的结论：经验证明，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以前的几个星期里，甚至在胜利以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没有害处，反而会使它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为什么这种议会应该解散，易于把这种议会解散，易于促使资产阶级议会制“在政治上过时”。不重视这种经验，同时却希望留在必须以国际的观点来制定策略（不是狭隘的或片面的一国的策略，而正是国际的策略）的共产国际，那就是犯极大的错误，那就恰恰是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行动上背弃国际主义。

我们现在来看看“荷兰左派”主张不参加议会的论据。下面就是刚才提到的“荷兰人的”提纲中最重要的一条即第4条的译文（译自英文）：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已经崩溃而社会已处于革命状态的时候，议会活动同群众本身的行动比较起来，便逐渐失去意义。在这种条件下，议会正在变成反革命的中心和反革命的机构，而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正在建立自己的政权工具即苏维埃；这时候，拒绝以任何方式参加议会活动，甚至可能是必要的。”



　　头一句话显然就错了，因为群众的行动，例如大罢工，任何时候都比议会活动重要，决不是仅仅在革命时期或在革命形势下才如此。这种显然站不住脚的、从历史上和政治上来看都是错误的论据，只是特别清楚地表明，提纲作者们既绝对没有考虑到全欧洲的经验（法国1848年、1870年革命前的经验，德国1878—1890年的经验等等），也绝对没有考虑到俄国的经验（见上面），没有考虑到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配合起来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一般说来，或是就特定的情况说来，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在一切文明的先进的国家内，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日益成熟和逼近，由于百般侵犯合法性的共和制政府以及所有资产阶级政府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只要看看美国的例子就够了），等等，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愈来愈有必要（有些地方早已有必要）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配合起来的时刻正在迅速到来。荷兰人以至一切左派对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却根本不懂。第二句话，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就是错误的。我们布尔什维克参加过极端反革命的议会，而且经验表明：正是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905年）之后，这样做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准备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2月），以及后来准备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10月），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其次，这句话说得极其不合逻辑。既然议会正在变成反革命的机构和反革命的“中心”（附带说一句，实际上议会从来没有成为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中心”），而工人正在创立自己的政权工具即苏维埃，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工人必须作好准备（在思想上、政治上、技术上作好准备），去开展苏维埃反对议会的斗争，用苏维埃去解散议会。然而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反革命的议会内部有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会使解散议会变得困难或者变得不那么方便。当我们胜利地进行反对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斗争时，我们从来没有认为，他们那里有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即无产阶级反对派这一点，对我们获得胜利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十分清楚，反革命立宪会议内部有布尔什维克这样彻底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样不彻底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这对于我们在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不是造成了困难，而是提供了方便。提纲的作者们陷入了混乱，他们忘记了多次革命甚至是所有革命的一条经验，而这条经验证明，在革命时期，把反动议会外的群众行动和议会内部同情革命的（如果是直接支持革命的，那就更好）反对派的活动配合起来，是特别有益的。荷兰人以至一切“左派”在这方面的言论活象空谈革命的学理主义者，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真正的革命，或者从来没有深入探讨过革命史，或者天真地以为主观上“否定”某种反动机构，便算是实际上用许多客观因素合成的力量把这种机构破坏了。使一种新的政治思想（不仅是政治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这是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说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适用的范围之外，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荷兰和德国的左派给予苏维埃政权比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优越这一新的真理的，正是这种熊的帮忙[35]。自然，谁要是按照老套套笼统地说，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以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那也是不对的。我不想在这里来说明在哪些条件下抵制议会才是有利的，因为本文的任务要小得多，只是结合国际共产主义策略中的几个迫切问题来考察俄国的经验。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抵制一次是成功的、正确的（1905年），另一次则是错误的（1906年）。我们分析一下第一次抵制的情形，便可以看到，那一次所以能够使反动政权召开不了反动议会，是因为当时群众的议会外的（尤其是罢工的）革命行动正在异常迅速地发展，无产阶级和农民中任何一个阶层都不会给反动政府以任何支持，而革命无产阶级通过罢工斗争和土地运动保证了自己对广大落后群众的影响。十分明显，在欧洲目前的条件下这个经验是不适用的。根据上述理由，同样十分明显，荷兰人和“左派”为拒绝参加议会的主张辩护（哪怕是有条件的辩护），是根本错误的，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有害的。

在西欧和美国，议会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中先进革命分子深恶痛绝的东西。这是不容争辩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大多数社会党议员和社会民主党议员战时和战后在议会中的所作所为更卑鄙无耻，更具有叛卖性了。但是，如果在解决应当怎样去同这一公认的祸害作斗争的问题时，竟任凭这种情绪来支配，那就不仅不明智，而且简直是犯罪了。在西欧许多国家里出现革命情绪，目前可以说是件“新鲜事”，或者说是“希罕事”，人们盼望这种情绪太久、太失望、太焦急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人们才这样容易为情绪所支配。当然，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没有促使这种情绪高涨的条件，革命的策略是不能变为行动的，但是，俄国过于长久的惨痛的血的经验，使我们确信这样一个真理：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革命策略。制定策略，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估计到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仅仅靠咒骂议会机会主义，仅仅靠否认参加议会的必要，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这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正因为太容易了，所以不是完成困难的、极其困难的任务的办法。在欧洲各国议会里，建立真正革命的议会党团，要比在俄国困难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只是说出了全部真理的一部分，而全部真理是：俄国在1917年那种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具体形势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要比欧洲各国困难。我还在1918年年初就指出了这个情况，此后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俄国当时的特殊条件是：（1）有可能把苏维埃革命同结束（通过苏维埃革命）给工农带来重重灾难的帝国主义战争联结起来；（2）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利用称霸世界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的殊死斗争，当时这两个集团不能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这个敌人；（3）有可能坚持比较长期的国内战争，其部分原因是俄国幅员广大和交通不便；（4）当时农民中掀起了非常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政党就接过了农民政党（即社会革命党，他们多数党员是激烈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的革命要求，并且由于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立即实现了这些要求。这些特殊条件，目前在西欧是没有的，而且重新出现这样的或类似的条件也不是很容易的。除其他一些原因外，这也是西欧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比我国困难的一个原因。要想“避开”这种困难，“跳过”利用反动议会来达到革命目的这个难关，那是十足的孩子气。你们要建立新社会吗？可是你们又害怕困难，不去在反动议会内建立一个由坚定、忠诚、英勇的共产党人组成的优秀的议会党团！难道这不是孩子气吗？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瑞典的塞·霍格伦甚至在得不到来自下面的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尚且能够树立以真正的革命精神利用反动议会的榜样，难道一个迅速发展着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处在战后群众大失所望、愤怒异常的环境中，反而不能在那些最可恶的议会里锻造出一个共产党党团来吗？！正因为西欧工人中的落后群众，尤其是小农中的落后群众，受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的熏染比俄国的要厉害得多，所以共产党人只有从资产阶级议会这种机构内部，才能（并且应该）进行长期的、顽强的、百折不挠的斗争，来揭露、消除和克服这些偏见。

德国“左派”抱怨他们党的那些“领袖”不好，因此悲观失望，以至于采取“否定”“领袖”的可笑态度。然而处在常常必须把“领袖”秘密隐藏起来的条件下，要造就可以信赖的、久经考验的和享有威望的好“领袖”是特别困难的事情；要顺利地克服这些困难，就非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起来，使“领袖”受到考验不可，其中包括议会斗争的考验。批评，而且是最尖锐、最无情和最不调和的批评，不应该是针对议会斗争或议会活动，而应该是针对那些不善于尤其是不愿意以革命精神、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利用议会选举和议会讲坛的领袖。只有这种批评（当然同时也要驱逐不称职的领袖，而代之以称职的领袖）才是既有益处又有实效的革命工作，才能一方面教育“领袖”，使他们无愧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又教育群众，使他们学会正确地分析政治形势，了解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产生出来的往往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任务。 
［注：我很少有机会了解意大利“左派”共产主义者。博尔迪加同志及其“共产主义者抵制派”（Comunista　astensionista）维护不参加议会的主张无疑是不对的。可是，根据两号他主编的《苏维埃报》[36]（1920年1月18日和2月1日《苏维埃报》第3号和第4号）、四期塞拉蒂同志主编的出色的《共产主义》杂志[37]（1919年10月1日—11月30日《共产主义》第1—4期）以及我所能读到的几份零散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看来，我以为他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说，博尔迪加同志和他那一派人对屠拉梯及其同伙的抨击是正确的，因为后者依然留在一个承认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里，依然当议员，并继续奉行危害极大的机会主义的老政策。塞拉蒂同志和整个意大利社会党[38]容忍这种现象，当然是一个错误，这种错误也会象在匈牙利那样带来很大的害处和危险，匈牙利的屠拉梯之流的先生们就是从内部暗中破坏党和苏维埃政权的[39]。对机会主义的议员采取这种错误的、不彻底的或软弱的态度，一方面促成“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存在是对的。塞拉蒂同志指责议员屠拉梯“不彻底”（《共产主义》第3期）显然是不对的，其实不彻底的正是意大利社会党，它容忍了屠拉梯之流这样的机会主义的议员。］




八

不作任何妥协吗？

我们从上面引自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的那段话里，已经看到“左派”何等坚决地提出“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这些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且愿意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这实在使人感到可悲。请看看1874年恩格斯反驳33个布朗基派公社战士的宣言时说的话吧（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都属于那种少见的和极少见的著作家，能做到每一巨著中的每一句话含义都极为深刻）：


　　“‘……〈布朗基派公社战士的宣言中说〉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时期。’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33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么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弗·恩格斯《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5—586页。——编者注］

 ，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人民国家报》[40]1874年第73号，引自《1871—1875年论文集》俄译本1919年彼得格勒版第52—53页）

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对瓦扬深表敬意，说瓦扬有“不容争辩的功绩”（瓦扬和盖得一样，在1914年8月背叛社会主义以前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影响极大的领袖）。但是，恩格斯对他的明显的错误却没有放过，而作了详尽的剖析。当然，在年纪很轻、没有经验的革命者看来，以及在甚至岁数很大、经验很多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看来，好象“容许妥协”是异常“危险的”，是不可理解和不正确的。而许多诡辩家（那班十二分“有经验的”政客）也正象兰斯伯里同志所提到的那些英国机会主义领袖那样，议论什么“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作某种妥协，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作任何妥协呢？”但是，在多次罢工（我们只拿阶级斗争的这一种表现来说）中受到教育的无产者，对恩格斯所阐明的这一极深刻的（哲学上的、历史上的、政治上的、心理学上的）真理通常都能很好地领会。每个无产者都经历过罢工，都同可恨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作过“妥协”，那就是，在自己的要求完全没有达到，或者只得到部分的满足时，也不得不去上工。每个无产者由于处在群众斗争和阶级对立急剧尖锐化的环境里，都看到了下列两种妥协之间的差别：一种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罢工者的基金告竭，没有外界援助，陷于极端饥饿和苦难的境地）而作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削弱实行这种妥协的工人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贪图私利（工贼也实行“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从于资本家的威胁、利诱、劝说，捧场（这种叛徒的妥协，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英国工联领袖作得特别多，然而所有国家的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见到过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类似现象），却把原因推给客观。

当然，有时也可以遇到异常困难复杂的个别情况，要花极大的气力，才能正确断定某一“妥协”的真实性质，——正象有些杀人案件，很难断定这些杀人行为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例如正当防卫），或者是不可原谅的疏忽，或者甚至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谋害。当然，在政治上有时由于各阶级和各政党之间的（国内的和国际的）相互关系异常错综复杂，有许多情况判断起来，要远比判断什么是罢工中的合理“妥协”，什么是工贼、叛徒领袖等等的叛卖性“妥协”，更为困难。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订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为了能够弄清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 
［注：每个阶级，即使是在最文明的国家里，即使它是最先进的阶级，并且由于当前的形势，它的一切精神力量得到最高度发挥，其中也总会有一些分子不动脑筋和不会动脑筋，而且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无阶级的社会还没有在自己的基础上完全加强、巩固和发展起来，就必然还会有这样一些分子。否则，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压迫群众的资本主义了。］

 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嗅觉，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幼稚而毫无经验的人们以为，只要一承认容许妥协，就会抹杀机会主义（我们正同它并且必须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的任何界限。假使这些人还不懂得，无论自然界还是社会中，一切界限都是变动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条件的，那么除了通过长期的训练、培养和教育，让他们取得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帮助他们。重要的是在每个个别的或特殊的历史关头，要善于从实际政治问题中识别哪些问题上表现出某种最主要的而且是不能容许的、叛卖性的、危害革命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妥协，并且要竭尽全力揭露这种妥协，同它进行斗争。在两个同样进行抢劫、进行掠夺的国家集团间进行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8年）时，这样的最主要的、基本的一种机会主义，就是社会沙文主义，也就是主张“保卫祖国”，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实际上就等于保卫“本国”资产阶级的强盗利益。在大战以后，保卫掠夺性的“国际联盟”[41]；保卫同本国资产阶级订立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盟而反对革命无产阶级和“苏维埃”运动；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制和资产阶级议会制而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就是不能容许的叛卖性妥协的最主要表现，这些妥协合在一起就是危害革命无产阶级及其事业的机会主义。

德国左派在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里写道：


　　“……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凡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



　　也真奇怪，这些左派既抱着这种见解，却没有坚决地斥责布尔什维主义！德国左派不会不知道在布尔什维主义全部历史中，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后，都充满着对其他政党包括对资产阶级政党实行机动、通融、妥协的事实！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象我们千辛万苦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探着从不同的方向走吗？而那些如此缺乏觉悟、如此没有经验的人（如果这真是因为他们年轻，那还算好：上帝本来就让青年在一定的时间内说这类蠢话的），居然能得到荷兰共产党内某些党员的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公开或隐蔽的，完全或部分的支持，都是一样）！！

在无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要比资产阶级弱，这只是因为资产阶级有很广泛的国际联系，还因为在这个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地、经常地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复活和再生。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谁要是没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在各种相当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在实践上证明他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谁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从剥削者的压榨下解放出来。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6页。——编者注］

 ；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按此行事。马克思以前时期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常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42]（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宽阔而平坦。）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时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这个真理，遭受过无数的牺牲。我们无论如何要使西欧和美国的左派共产党人和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不至于象落后的俄国人那样，为领会这个真理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

在沙皇制度被推翻以前，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经多次利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帮助，那就是说，同他们作过多次实际的妥协；在1901—1902年间，在布尔什维主义产生之前，旧《火星报》编辑部（当时参加这个编辑部的有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和我）就曾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领袖司徒卢威结成正式的政治联盟[43]（时间固然不长），同时却善于不间断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在工人运动内部反映出来的任何最微小的影响作最无情的斗争。布尔什维克一直奉行这个政策。从1905年起，他们一贯坚持工农联盟，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同时从来也不拒绝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沙皇制度（例如在第二级选举或在复选时），从来也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对农民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即对“社会革命党人”作最不调和的斗争，而是揭露他们的面目，揭露他们是冒充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907年，在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曾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短期的正式政治联盟。1903—1912年期间，我们不止一次地和孟什维克形式上同处在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内，每次都有好几年，但是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跟他们这些对无产阶级散布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在大战期间，我们同“考茨基派”即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以及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纳坦松）作过某些妥协，同他们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一起开过会[44]，发表过共同宣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和削弱对“考茨基派”、对马尔托夫和切尔诺夫的斗争（纳坦松死于1919年；他当时已是一个非常靠拢我们、跟我们意见几乎完全一致的民粹派“革命共产党人”[45]）。正当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结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但又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政治联盟，我们未作任何修改就全盘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也就是说，我们作了一次明显的妥协来向农民证明，我们并不想用多数票压他们，而是愿意同他们妥协。同时，我们曾经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46]建议结成（而且不久就实现了）正式的政治联盟，请他们参加政府；但是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以后，他们破坏了这个联盟，到1918年7月甚至举行了武装暴动，继而又进行武装斗争来反对我们。

因此，很明显，德国左派因为德国共产党中央想跟“独立党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即考茨基派）结成联盟，便加以攻击，在我们看来是极不严肃的，而且这种攻击明显地证明“左派”是错误的。我们俄国也有过同德国谢德曼之流类似的右派孟什维克（他们参加过克伦斯基政府）和反对右派孟什维克而同德国考茨基派类似的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1917年，我们明显地看到工人群众逐渐离开孟什维克而转向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6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只占代表总数的13％，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大多数；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历1917年10月25日）上，我们已占代表总数的51％。为什么德国工人有同样的、完全相同的从右向左的转变趋势，却没有立即增强共产党人的力量，而首先增强了中间政党——“独立”党（虽然这个党从来没有过任何独立的政见和任何独立的政策，而只是摇摆于谢德曼之流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力量呢？

很明显，原因之一就是德国共产党人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德国共产党人必须大胆地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个错误，并且学会纠正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否认有必要参加反动的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的工会，这个错误就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左派”幼稚病，这种病症现在已经暴露出来，这就可以更好更快地把它治好，对于机体会更有益处。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显然是不一致的：其中除那些已经证明不能理解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机会主义老领袖（如考茨基、希法亭，看来克里斯平、累德堡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以外，还有一个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已经形成，并且正在非常迅速地发展着。该党数十万无产者党员（党员总数似为75万）正在离开谢德曼而迅速靠拢共产党人。这个无产阶级一翼已经在“独立党人”莱比锡代表大会（1919年）上提议无条件地立即加入第三国际。如果害怕同该党的这一翼“妥协”，那简直是可笑的。恰恰相反，共产党人必须寻找而且必须找到一种同他们妥协的适当形式，这种妥协一方面可以促进和加速共产党人同这一翼实现必要的完全融合，另一方面丝毫不妨碍共产党人对“独立党人”机会主义右翼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要找到这样一种适当的形式，大概是不容易的，然而只有骗子才会向德国工人和德国共产党人许诺一条“容易”致胜的道路。

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介于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半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的人）之间、半无产者和小农（以及小手艺人、小手工业者和所有的小业主）之间、小农和中农之间等等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间类型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本身没有分成比较成熟的和比较不成熟的阶层，没有乡土、职业、有时甚至宗教等等的区分，那么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总的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顺便应当指出：布尔什维克为了战胜孟什维克，不仅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就是在此以后也需要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策略，自然，我们所采取的这种策略是靠削弱孟什维克来促进、增进、巩固和加强布尔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包括孟什维克在内）必然要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苏维埃制度之间，动摇于改良和革命之间，动摇于喜爱工人和畏惧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等等。共产党人的正确策略，应该是利用这种动摇，决不是忽视这种动摇；既然要利用这种动摇，那就得对那些转向无产阶级的分子，在他们转向无产阶级的时候，实行让步，看他们转的程度，来决定让步的程度；同时要同那些转向资产阶级的分子作斗争。由于我们运用了正确的策略，我国孟什维主义已经而且还在日益瓦解，顽固的机会主义领袖陷于孤立，优秀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优秀分子，都转入我们的阵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不作任何妥协，不实行任何机动”这种操之过急的“决定”，只会有害于加强革命无产阶级影响和扩大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事业。

最后，德国“左派”十分固执地坚持不承认凡尔赛和约[47]，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明显的错误。这种观点表述得愈“庄重”、愈“神气”、愈“坚决”、愈武断（象克·霍纳所表达的那样），结果就显得愈不明智。在现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仅仅唾弃“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劳芬贝格等人的）那种竟然主张同德国资产阶级结盟对协约国作战的荒谬立场，是不够的。应当认识到，苏维埃德国（如果苏维埃德意志共和国不久就可以成立的话）在一定的时期内必须承认和服从凡尔赛和约，不容许这样做的策略是根本错误的。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当谢德曼之流还呆在政府里、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被推翻、维也纳的苏维埃革命尚有可能去援助苏维埃匈牙利的时候，在当时这样的条件之下，“独立党人”提出签订凡尔赛和约的要求是正确的。“独立党人”当时实行的机动和灵活是很不好的，因为他们多少替叛徒谢德曼之流分担了责任，多少离开了同谢德曼之流进行无情的（和十分冷静的）阶级战争的观点，而滑到了“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观点上去。

然而，现在的局势却显然是这样的：德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应当许诺，共产党人一旦取得胜利，就一定废除凡尔赛和约。这是愚蠢的。应该说：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干了一系列的叛卖勾当，阻碍了（就某种程度上说简直是断送了）同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匈牙利结成联盟的事业。我们共产党人则要采取一切办法去促成和准备实现这个联盟，至于凡尔赛和约，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一定而且立刻加以废除。能不能顺利地废除这个和约，不仅取决于苏维埃运动在德国的胜利，而且取决于苏维埃运动在国际上的胜利。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阻碍了这个运动，而我们却要帮助这个运动。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这就是根本的差别所在。既然我们的阶级敌人、剥削者、他们的走狗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放过了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运动、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革命的许多机会，那么，这种罪责就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德国的苏维埃革命会加强国际苏维埃运动，而国际苏维埃运动则是反对凡尔赛和约、反对整个国际帝国主义的最强大的堡垒（而且是唯一可靠的、不可战胜的、威震全球的堡垒）。硬要迫不及待地把摆脱凡尔赛和约一事放在第一位，放在使其他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之上，这就是市侩的民族主义（很合乎考茨基、希法亭、奥托·鲍威尔之流的身分），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在欧洲任何一个大国，其中包括德国，推翻资产阶级将是国际革命的一大胜利，为了这种胜利，如果有必要，可以而且应当容忍凡尔赛和约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既然俄国一国为了革命的利益能够忍受几个月布列斯特和约，那么苏维埃德国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在更长一段时间里忍受凡尔赛和约决不是不可能的。

法、英等国帝国主义者挑动德国共产党人，给他们设下圈套：“你们说你们不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吧。”而左派共产党人不善于随机应变，同诡计多端而且目前比他们强大的敌人周旋，不会回答敌人说，“现在我们要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了”，却象小孩子一样上了这个圈套。事先就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公开告诉那个目前武装得比我们好的敌人，我们是否要同他作战，什么时候同他作战——这是愚蠢行为，而不是革命行为。当应战显然对敌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却去应战，那就是犯罪；革命阶级的政治家如果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斗，这样的政治家是毫无用处的。


九

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

英国现在还没有共产党，但是工人中间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广泛的、强大的、迅速增长的、令人感到极有希望的共产主义运动；有几个政党和政治组织（“英国社会党”[48]、“社会主义工人党”、“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49]）希望成立共产党，并且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在“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的机关报《工人无畏舰》周刊[50]（1920年2月21日第6卷第48期）上刊载了该刊主编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的一篇文章：《向建立共产党的目标前进》。这篇文章叙述了上述四个组织谈判的经过，谈判的内容是：在加入第三国际、承认苏维埃制度（而不是议会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共产党。原来，不能立刻成立统一的共产党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它们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分歧在于要不要参加议会以及新成立的共产党要不要加入旧的、行业性的（大半由工联组成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工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以及“社会主义工人党” 
［注：看来，“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加入“工党”，但不是全体党员都反对参加议会。］

 都反对参加议会选举，反对参加议会，反对加入“工党”，在这方面它们和英国社会党全体党员或多数党员意见不一致，在它们看来英国社会党是英国“各共产主义政党中的右翼”（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上述文章，第5页）。

这样看来，基本的分野同德国是一样的，虽然分歧的表现形式（同英国比较起来，德国的表现形式更接近“俄国的”表现形式）以及其他许多情况有很大差别。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左派”的论据。

关于参加议会问题，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引证了同一期周刊上威·加拉赫（W．Gallacher）同志的一篇文章，加拉赫同志以格拉斯哥“苏格兰工人委员会”的名义写道：


　　“本委员会明确反对议会制度，而且得到了各种政治组织的左翼的支持。我们是苏格兰革命运动的代表，这个运动力求在全国产业部门〈在各个生产部门内〉建立革命组织，并且以各社会委员会为基础建立共产党。长期以来我们同官方的议员们进行争论。我们过去认为没有必要向他们公开宣战，而他们也害怕向我们展开进攻。然而这种状况不会长久继续下去。我们正在全线节节胜利。

苏格兰独立工党的广大党员对议会愈来愈反感，几乎所有地方组织都赞成Soviets〈俄语“苏维埃”一词的英语音译〉或工人苏维埃。当然，这对于那些把政治视为谋生手段〈视为职业〉的先生来说，是极其严重的事情，因此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说服他们的党员重新投入议会制度的怀抱。革命的同志们不应当〈所有黑体都是原作者用的〉支持这伙匪帮。我们在这方面的斗争将是很艰巨的。在这场斗争中，最糟糕的就是那些关心个人利益胜过关心革命的人将会叛变。对于议会制度的任何支持，都只会有助于使政权落到我们不列颠的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的手里。韩德逊和克林兹（Glynes）之流已经反动透顶。正式的独立工党愈来愈处于资产阶级自由党人的支配之下，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在麦克唐纳和斯诺登之流的先生们的阵营中找到了精神上的安乐窝。正式的独立工党极端仇视第三国际，而群众则支持第三国际。无论用什么方法来支持机会主义的议员，都不过是为上述这些先生效劳。英国社会党在这方面不起任何作用…这里需要一个健全的革命的产业〈工业〉组织和根据清楚的、明确的、科学的原则去行动的共产党。如果我们的同志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这两种组织，我们会欣然接受他们的帮助；如果不能帮助，而又不愿意靠着支持反动派来出卖革命，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就请千万不要干预此事；这些反动分子正热心猎取‘光荣的’（？）〈问号是原作者加的〉议员称号，正渴望证明他们能够象‘主子’那个阶级的政治家一样有成效地实行统治。”





　　据我看，这封给编辑部的信出色地表达了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或刚刚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做群众工作的工人的情绪和观点。这种情绪是极其可喜、极其可贵的；应当善于珍视和支持这种情绪，因为没有这种情绪，英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对于善于表达群众的这种情绪、善于激发群众的这种（往往是朦胧的、不自觉的、下意识的）情绪的人，应该爱护，应该关切地给以种种帮助。但同时应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单凭情绪来领导群众是不够的；即使是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所要犯的或正在犯的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从加拉赫同志给编辑部的这封信中，无疑可以看到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目前所犯的和俄国“左派”布尔什维克在1908年和1918年犯过的那种种错误的苗头。写信人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家”满怀着最崇高的无产阶级的憎恨（这不仅是无产者，而且是一切劳动者，即德国人所说的一切“小人物”都能理解和有同感的一种憎恨）。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代表所表达的这种憎恨，实在是“一切智慧之本”，是一切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成功的基础。可是，写信人看来没有考虑到：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费力是掌握不了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出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家”，而这些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应该毫不逊色。

写信人透彻地了解到，达到无产阶级目的的工具不是议会，而只能是工人苏维埃，凡是至今还不了解这点的人，哪怕他是最有学问的人、最有经验的政治家、最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最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诚实的公民和家庭成员，他也必定是一个最恶毒的反动派。然而写信人甚至没有提出，更没有想到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让“苏维埃的”政治家进入议会，不从内部去瓦解议会制度，不从议会内部去准备条件，使苏维埃能够顺利完成它所面临的解散议会的任务，那么，要使苏维埃战胜议会是否可能呢？而同时写信人却提出了一种完全正确的意见，他说英国共产党必须根据科学原则来行动。而科学首先要求估计到其他国家的经验，特别是其他同样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正在经历或不久前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非常类似的经验；其次，它要求估计到在本国内部现有的一切力量、集团、政党、阶级和群众，要求决不能仅仅根据一个集团或一个政党的愿望和见解、觉悟程度和斗争决心来确定政策。

说韩德逊、克林兹、麦克唐纳、斯诺登之流已经反动透顶了，这是对的。说他们想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其实，他们宁愿同资产阶级联合执政），说他们想按照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老规矩来“实行统治”，说他们一旦当权，就一定会跟谢德曼之流和诺斯克之流一样行事，这也是对的。所有这些全都不错。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决不是说支持他们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说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为了革命利益，应该在议会方面给这些先生以一定的支持。我现在拿英国目前的两个政治文件来说明这个意思：（1）劳合－乔治首相1920年3月18日的演说（根据1920年3月19日《曼彻斯特卫报》[51]的报道）；（2）“左派”共产主义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在她的上述文章中所发表的议论。

劳合－乔治在他的演说中同阿斯奎斯（此人曾接到出席会议的特别邀请，但他拒绝了），同那些不愿意跟保守党人联合而想接近工党的自由党人进行了论战。（在加拉赫同志给编辑部的信中，我们也看到他指出了自由党人转入独立工党的事实。）劳合－乔治证明自由党人必须同保守党人联合起来，而且要紧密地联合起来，否则，工党——劳合－乔治“喜欢称之为”社会党——就会取得胜利，而这个党是力求实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这位英国资产阶级的领袖向他的听众，向那些至今大概还不了解这点的自由党议员通俗地解释道：“这在法国叫作共产主义，在德国叫作社会主义，在俄国叫作布尔什维主义。”劳合－乔治说，这是自由党人所根本不能接受的，因为自由党人从根本上说是拥护私有制的。这位演讲人声称：“文明正处在危险之中”，因此自由党人同保守党人必须携起手来……


　　劳合－乔治说：“……如果你们到农业地区去，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那里党派的划分仍然保持着原样。那里离危险还远。那里还没有什么危险。可是，事态一旦发展到了农业地区，那里的危险也会同今天的某些工业地区一样大。我国居民五分之四从事工商业，而从事农业的几乎不到五分之一。这是我每想到将来我们会遇到的危险时始终不忘的一种情况。法国的居民大都从事农业，在那里，确定的观念有着牢固的基础，这种基础不会变动得很快，也不太容易受到革命运动的激荡。我国的情况则不然。我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容易颠覆；如果它一开始动摇，那么，由于上述原因，它将比其他国家崩溃得更厉害。”



　　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劳合－乔治先生不仅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他还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不妨也向劳合－乔治学习学习吧。我们还想指出劳合－乔治演讲之后在讨论过程中发生的如下一个插曲：


　　“华莱士（Ｗａｌｌａｃｅ）先生问：现在产业工人中间有很多是自由党人，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支持，请问首相，您认为您在工业地区对这些产业工人所采取的政策会得到什么结果？可能的结果会不会使目前真心帮助我们的工人转过去大大加强工党的势力？首相答：我的看法完全相反。自由党人互相倾轧这一事实，无疑使很多自由党人感到绝望而倒向工党方面，现在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很能干的自由党人参加了工党，他们在破坏政府的威信。结果无疑是社会上同情工党的情绪大大增强。现时社会舆论不是支持工党外的自由党人，而是支持工党，这是最近几次部分改选所表明了的。”





　　附带说说，这段议论特别表明，连资产阶级中最聪明的人物也弄糊涂了，不能不干出无法补救的蠢事来。就凭这一点也会把资产阶级断送的。尽管我们的人也会做蠢事（自然，条件是这些蠢事不很大，而且能及时得到改正），但是他们终究会成为胜利者。另外一个政治文件是“左派”共产主义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的下述一段议论：


　　“……英克平同志〈英国社会党书记〉把工党叫作‘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组织’。英国社会党的另一个同志在第三国际代表会议上把该党的观点表述得更加明确，他说：‘我们把工党看作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我们不赞同对工党的这种看法。工党党员虽然非常多，但很大一部分是无所作为和不关心政治的。这就是那些加入工联的男女工人，他们之所以加入工联，是因为他们厂里的工友都是工联会员，是因为他们想领取补助金。但是我们认为工党所以拥有这样多的党员也是由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工党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多数还没有摆脱的一种思潮的产物，虽然在人民的头脑里正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人民很快就要改变这种情况……”“……英国工党同其他国家的社会爱国主义组织一样，在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上台执政。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聚集力量，以便推翻这些社会爱国主义者，我们在英国既不应当拖延这种活动，也不应当犹豫不决。

我们不应当分散自己的精力去增加工党的力量；工党上台执政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创立起一个共产主义运动来战胜工党。工党很快就要组成政府；拥护革命的反对派必须准备好冲击这个政府……”





　　总之，自由派资产阶级正在放弃那种历史上被数百年来的经验奉若神明的、对剥削者异常有利的“两党”制（剥削者的“两党”制），而认为必须联合两党的力量同工党作斗争。一部分自由党人好象覆舟时的老鼠，纷纷跑到工党方面去。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政权转到工党手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承认现在多数工人都拥护工党。他们由此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这个结论由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表述如下：
　　“共产党不应当实行妥协……它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为改良主义所玷污；共产党的使命是勇往直前，中途不停顿，不转弯，径直走向共产主义革命。”



　　恰恰相反，既然英国多数工人现在还跟着英国的克伦斯基之流或谢德曼之流走，既然他们还没有取得跟这批人组成的政府打交道的经验，而俄国和德国的工人所以大批转向共产主义，正是因为取得了这种经验，那么毫无疑义，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参加议会活动，必须从议会内部帮助工人群众在事实上认清韩德逊和斯诺登政府所造成的结果，必须帮助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去战胜联合起来的劳合－乔治和邱吉尔。不这样做，就会增加革命事业的困难，因为工人阶级多数人的观点如果不转变，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由群众取得政治经验，单靠宣传是永远不能奏效的。既然现在显然无力的少数工人知道（或者至少应当知道），要是韩德逊和斯诺登战胜了劳合－乔治和邱吉尔，多数工人经过一个很短的时间，就会对自己的领袖感到失望，转而拥护共产主义（或者至少会对共产主义者保持中立，而且多半是善意的中立），那么这少数工人提出“不妥协，不转弯地前进”这样的口号，就显然是错误的。这很象1万名兵士跟5万名敌兵交战，在应当“停顿”、“转弯”、甚至实行“妥协”以等待不能立即出动的10万援兵的情况下，却要去同敌人硬拼。这是知识分子的孩子气，而不是革命阶级的郑重的策略。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一条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活动（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

顺便提一下，正是从劳合－乔治的演说中可以看到，在英国，这两个可以使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条件显然正在成熟。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目前之所以特别危险，正是因为有些革命者对这两个条件都抱着一种不够认真、不够重视、不够自觉、不够慎重的态度。既然我们不是一个革命的小团体，而是一个革命阶级的政党，既然我们要把群众争取过来（不这样，我们就有成为不折不扣的空谈家的危险），那么，第一，我们就必须帮助韩德逊或斯诺登去打倒劳合－乔治和邱吉尔（更确切点甚至可以这样说，必须迫使前者去打倒后者，因为前者不敢去争取胜利！）；第二，我们就必须帮助工人阶级的多数根据切身经验确信我们是正确的，也就是确信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是毫不中用的，确信他们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和叛卖的本性，确信他们必然要遭到破产；第三，我们就必须促使这样一种时机迅速到来，即由于多数工人对韩德逊之流感到失望，可以有很大的成功把握一举推翻韩德逊之流政府，因为那个极其精明老练的、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大资产阶级的劳合－乔治尚且表现得十分惊慌，并且由于他昨天同邱吉尔“摩擦”，今天又同阿斯奎斯“摩擦”而不断削弱自己（以及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那么韩德逊之流的政府就一定会更加惊慌失措了。

现在我来更具体地谈一谈。在我看来，英国共产主义者应当根据第三国际的原则，在必须参加议会的条件下，把自己的四个党派（四个党派都很弱，其中有的非常非常弱）合并成一个共产党。由共产党向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提议达成“妥协”，达成竞选协议：共同反对劳合－乔治和保守党人的联盟，按照工人投给工党和共产党的票数（不是选票，而是另行投票）来分配议席，并保留各自进行鼓动、宣传和政治活动的最充分的自由。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当然就不能同他们结成同盟，否则就是背叛了；英国共产主义者绝对必须保持和坚持揭露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的最充分的自由，如同俄国布尔什维克曾经保持（1903—1917年的15年内）和坚持了揭露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即揭露孟什维克的最充分的自由一样。

如果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同意根据这些条件跟我们结成同盟，那我们就得到好处了，因为议席的多少，对我们完全无关紧要，我们并不追求这个，在这一点上我们尽可以让步（而韩德逊之流，尤其是他们的新朋友们，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新主子们，即那些转入独立工党的自由党人，对于猎取议席却最起劲）。我们所以得到好处，是因为正当劳合－乔治自己把群众“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群众中展开我们的鼓动工作，并且我们不仅能够帮助工党更快地组织起他们的政府，而且还能够帮助群众更快地了解我们的全部共产主义宣传，我们将毫无保留、毫不隐讳地去进行这种宣传来反对韩德逊之流。

如果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拒绝根据这些条件跟我们结成同盟，我们就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因为我们可以立即向群众指明（请注意，甚至在纯粹孟什维主义的和十足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内部，群众也是赞成苏维埃的）：韩德逊之流宁愿自己靠近资本家，而不愿使一切工人联合起来。那时我们就可以立即得到群众的支持，因为这些群众特别在听了劳合－乔治的一番精彩的、高度正确的、高度有益的（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说明之后，都会支持全体工人联合起来去反对劳合－乔治和保守党人的联盟。我们所以能够立即得到好处，还因为我们可以向群众表明，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害怕战胜劳合－乔治，害怕单独取得政权，力求暗中得到劳合－乔治的支持，而劳合－乔治却公开伸出手去帮助保守党人反对工党。应当指出，布尔什维克在我们俄国1917年2月27日（俄历）革命之后所进行的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即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的宣传，也正是由于同样的情况而得到好处的。那时我们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请你们撇开资产阶级而掌握全部政权吧，因为你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在1917年6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总共只占代表总数的13％）。但是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却害怕撇开资产阶级而单独掌握政权；资产阶级很清楚，立宪会议一定会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政党结成了紧密的政治联盟，实际上它们只代表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获得多数 
［注：俄国1917年11月立宪会议的选举，据悉有3600多万选民投票，结果布尔什维克得票占25％，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各个政党得票占13％，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以及同类的各小团体得票共占62％。］

 ，因而一再拖延立宪会议选举，这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不能毅然决然地同这种拖延行为斗争到底。

要是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拒绝同共产主义者结成同盟，那么共产主义者就可以立刻博得群众的同情，并使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威信扫地，即使我们因此而失去几个议席，那也完全无关紧要。我们只在极少数绝对有把握的选区内，即在我们提出候选人时不至于使自由党人战胜“拉布分子”（工党党员）的选区内，才提出我们的候选人。我们将进行竞选鼓动，散发宣传共产主义的传单，并且在没有我们的候选人的一切选区内，吁请选民投票选举“拉布分子”，不选资产者。如果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和加拉赫同志认为这样便是背叛共产主义，或者是放弃对社会主义叛徒的斗争，那他们就错了。恰恰相反，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无疑会因此得到好处。

现在英国共产主义者甚至要接近群众，要群众听他们讲话，往往都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出来讲话，请他们投票选举韩德逊而不选劳合－乔治，那他们一定会听我讲的。那时我不仅可以向他们通俗地说明，为什么苏维埃比议会好，无产阶级专政比用资产阶级“民主”作招牌的邱吉尔专政好，而且还可以说明：我要投票支持韩德逊，这就象用绳索吊住被吊者一样；只要韩德逊之流很快地组织起他们的政府，那就会证实我是正确的，就会使群众转到我这方面来，就会加速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在政治上的死亡，这正象他们的俄国和德国的同伙所遭遇的一样。

如果有人反驳我，说这种策略太“难以捉摸”，太复杂，不能为群众所了解，它会分散和分裂我们的力量，妨碍我们集中力量去进行苏维埃革命等等，那我便要回答这些“左派”反驳者说：请不要把自己的学理主义强加给群众吧！俄国群众的文化程度大概不比英国群众高，而是比英国群众低。可是他们却理解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革命的前夜，即在1917年9月，曾提出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名单，而在苏维埃革命后的第二天，即在1917年11月，又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妨碍布尔什维克，反而帮助了他们，1918年1月5日他们就把这个立宪会议解散了。

关于英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第二种意见分歧，即是否要加入工党的问题，我在这里不能多谈。关于这个问题，我手头的材料太少，而这个问题又特别复杂，因为英国“工党”的情况异常独特，它本身的结构和欧洲大陆上通常的政党大不相同。不过，第一，毫无疑义，即使在这个问题上，要是有人认为“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为改良主义所玷污；共产党的使命是勇往直前，中途不停顿，不转弯，径直走向共产主义革命”，并且根据这一类原则来制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那么他必然要犯错误，因为提出这一类原则无非是重犯法国布朗基派公社战士在1874年宣布“否定”任何妥协和任何中间站的错误。第二，毫无疑义，即使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象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针对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针对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来运用共产主义普遍的和基本的原则；要看到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应该善于弄清、找到和揣摩出这种特点。

但是讲到这一点就不能仅仅联系到英国一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还必须联系到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有关的共同结论。现在我们就来讲这个问题。


十

几点结论

1905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显示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异常独特的转变：在一个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罢工运动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在世界上第一次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单单1905年头一个月的罢工人数就等于以往十年（1895—1904年）平均每年罢工人数的十倍，而且从1905年1月到10月，罢工还在不断和急剧地发展。由于许多完全特殊的历史条件，落后的俄国第一个向世界不仅表明了被压迫群众在革命时的主动精神的飞跃增长（在一切大革命中都是如此），而且表明无产阶级的作用大大超过了它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表明经济罢工怎样和政治罢工结合，而政治罢工又怎样变成武装起义，表明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各阶级怎样创造出了苏维埃这种群众斗争和群众组织的新形式。

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苏维埃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后来又使它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了胜利。不到两年功夫就显示出：苏维埃具有国际性质，这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已经扩展到全世界的工人运动，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

不仅如此，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表明：在一切国家中，工人运动都必然（而且已经开始）经历一种斗争，即正在成长、壮大和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运动首先而且主要是同各自的（对每个国家来说）“孟什维主义”，也就是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其次是同“左倾”共产主义的斗争（这可以说是一种补充的斗争）。第一种斗争看来已经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国家内展开了，这就是第二国际（目前事实上它已被击溃）和第三国际之间的斗争。第二种斗争则存在于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至少“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各派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坚持左倾共产主义的错误，虽然他们几乎普遍地、几乎绝对地承认苏维埃制度）和法国（如一部分过去的工团主义者对于政党及议会活动采取不正确态度，虽然他们也承认苏维埃制度），也就是说，毫无疑义，这种斗争不仅在国际这个组织范围内存在，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

然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在这条道路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国走得比布尔什维主义快得多；布尔什维主义在历史上用了15年时间才使它这个有组织的政治派别作好夺取胜利的准备。第三国际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击溃了黄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第二国际；而第二国际仅仅在几个月以前，还远比第三国际强大，还显得坚强有力，还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即直接和间接的、物质上（部长的肥缺、护照、报刊）和思想上的帮助。

现在全部问题就是要使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考虑到同机会主义以及“左倾”学理主义进行斗争这个主要的基本任务，又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构成情况（例如爱尔兰等）、所属殖民地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现在到处都可以感到对第二国际的不满，这种不满正在蔓延和增长，这既是由于它推行机会主义，又是由于它不善于或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真正集中的、真正能进行指导的中心，一个能在革命无产阶级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中指导无产阶级的国际策略的中心。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领导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准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之上。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争取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转向苏维埃政权而反对议会制度，转向无产阶级专政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在这方面主要的（当然这还远远不是一切，然而是主要的）事情已经做到了。现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下一个步骤上，也就是说，要找到转向或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这个步骤看来似乎比较次要，并且从某种观点上说，也的确比较次要，但是在实践上却更接近于实际完成任务。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思想上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这是主要的。没有这一点，那就连走向胜利的第一步都迈不出去。可是，这离胜利还相当远。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要真正使整个阶级，真正使受资本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单靠宣传积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一条基本规律，现在这条规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国都得到了十分有力而鲜明的证实。不仅没有文化、大都不识字的俄国群众，而且文化程度高、个个识字的德国群众，都必须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怎样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卑鄙无耻，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是极端反动分子（俄国的科尔尼洛夫[52]、德国的卡普[53]之流）的专政，然后才能坚决转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

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各个共产主义政党、小组和派别的当前任务就是要善于引导广大的（现在大半还是沉睡、消沉、因循守旧、尚未觉醒的）群众采取这种新的立场，确切一点说，就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要善于在这些群众走向和转向新立场的过程中领导他们。如果说从前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战胜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就不能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取到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专政方面来），那么，现在不肃清左倾学理主义，不彻底克服和摆脱左倾学理主义的错误，也就不能完成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第二个任务，即善于引导群众采取能够保证先锋队取得革命胜利的新立场。

以前的问题是（而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因而宣传工作就提到了第一位；这时候甚至那些带有小组习气种种弱点的小组，也是有益的，也能做出成绩来。但是现在是群众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是部署（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百万大军，配置当今社会的一切阶级力量，进行最后的斗争的时候了，这时候单凭宣传的本领，单靠重复“纯粹”共产主义的真理，是无济于事的。这时候已不能象还没有领导过群众的小组的宣传员实际上所做的那样，以千来计算群众；这时候要以百万、千万来计算了。这时候我们不仅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把革命阶级的先锋队说服了，而且要问，当今社会一切阶级（必须是一切阶级，一无例外）的起历史作用的力量是不是已经部署就绪，以至决战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也就是说：（1）一切与我们敌对的阶级力量已经陷入困境，它们彼此进行混战，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使它们疲惫不堪；（2）一切犹豫动摇、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由于在实践中遭到破产而丑态毕露；（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这种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高涨起来。那时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时候，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的、所粗略勾画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地选定了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

邱吉尔之流和劳合－乔治之流（这种政治类型的人各国都有，只是依国家不同而稍有差别）的分歧以及韩德逊之流和劳合－乔治之流的另一种分歧，从纯粹共产主义，即抽象共产主义，也就是从还没有成熟到采取实际的、群众性的政治行动的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完全是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但是从群众这种实际行动的观点来看，这些分歧却是极其极其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如果不仅想做一个觉悟的、信仰坚定的、思想先进的宣传家，而且想在革命中做一个群众的实际领导者，那他的全部工作、全部任务就是要估计到这些分歧，确定这些“朋友”之间不可避免的、使所有这些“朋友”一齐削弱的冲突完全成熟的时机。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进行一切必要的实际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以加速韩德逊之流（如果不指名道姓的话，那就是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即自称为社会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们）的政权的建立和倒台；加速他们在实践中的不可避免的破产，从而启发群众接受我们的观点，转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加速韩德逊之流、劳合－乔治之流、邱吉尔之流相互之间（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君主派之间，谢德曼之流、资产阶级、卡普派之间，等等）不可避免的摩擦、争吵、冲突和彻底分裂；并且正确地选择这些“神圣私有制的支柱”分崩离析的时机，来发起无产阶级坚决的进攻，把它们全部打垮，把政权夺过来。

全部历史，特别是历次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形式多样，更范围广阔，更生动活泼，“更难以捉摸”。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体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高度和集中地调动起来的时刻，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发的人们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很重要的实际结论：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在夺取政权以后，有时还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

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斗争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但是，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在政治上更难预先知道，将来在这种或那种条件下，究竟哪一种斗争手段对于我们是适用的和有利的。倘若我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当其他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从而把我们特别没有把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失败。如果我们掌握了一切斗争手段，哪怕当时情况不容许我们使用对敌人威胁最大、能最迅速地给予致命打击的武器，我们也一定能够胜利，因为我们代表着真正先进、真正革命的阶级的利益。由于资产阶级经常（尤其是在“平静”时期，非革命时期）用合法斗争手段欺骗和愚弄工人，没有经验的革命者往往就以为合法斗争手段是机会主义的，而不合法斗争手段才是革命的。然而，这是不对的。至于1914—1918年那样的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当时最自由民主的国家的资产阶级采取闻所未闻的蛮横无耻的手段欺骗工人、禁止人们说这场战争具有掠夺性这一真理，有些政党和领袖却不善于或不愿意（不要说“我不能”，还是说“我不想”吧）采用不合法斗争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说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是工人阶级的叛徒，那是对的。但是那些不善于把不合法斗争形式和一切合法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的革命家，是极糟糕的革命家。在革命已经爆发、已经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个人飞黄腾达，在这种时候做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而在这以后，在胜利以后，无产阶级要“摆脱”这种糟透了的革命家却要费极大气力，可以说要历尽千辛万苦。要在还没有条件进行直接的、公开的、真正群众性的、真正革命的斗争的时候，善于做一个革命家，要在非革命的、有时简直是反动的机构中，在非革命的环境里，在不能立刻了解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方法的群众中，善于捍卫革命的利益（通过宣传、鼓动和组织），那就困难得多，因而也可贵得多。善于找到、善于探索到和正确判定能够引导群众去作真正的、决定性的、最后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具体道路或事变的特殊转变关头——这就是西欧和美国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

拿英国来说吧。我们无法知道，而且任何人也无法预先断定，什么时候那里将要爆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什么缘由最能唤醒、激起和推动目前还在沉睡的非常广大的群众去进行斗争。所以我们必须做好我们的全部准备工作，把四只脚都钉上马掌（正如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在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时候所爱说的那样）。能“冲开缺口”、“打破坚冰”的也许是议会危机，也许是由极端错综复杂、日益恶化和日益尖锐的殖民地的矛盾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所引起的危机，也许是什么别的，等等。我们谈的不是哪一种斗争将决定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不会发生疑问，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已经解决了，并且彻底解决了），我们谈的是什么缘由将唤起目前还在沉睡的无产阶级群众行动起来，并且把他们一直引向革命的问题。我们不要忘记，譬如资产阶级的法兰西共和国，当时无论从国际或国内环境来说，革命形势都不及现在的百分之一，但是，只要有反动军阀千万次无耻行径中的一次（德雷福斯案件[54]），只要有这样一个“意外的”、“小小的”缘由，就足以把人民径直引向国内战争！

在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坚持不断、始终不渝地利用议会选举，利用不列颠政府的爱尔兰政策、殖民地政策和全球性的帝国主义政策所遇到的波折，利用社会生活中其他一切领域、一切部门和一切方面，并且要在所有这些方面，用新的方式，用共产主义的方式，照第三国际那样而不是照第二国际那样来进行工作。在这里，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叙述“俄国式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参加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方法，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外国的共产党人说，这和通常的西欧议会活动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往往由此得出结论说：“是啊，那是在你们俄国，我们这里，议会活动却是另一个样子。”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世界上所以要有共产党人，第三国际在各国的拥护者，正是要在各个系统，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把旧的、社会党的、工联主义的、工团主义的议会工作，改造成新的、共产主义的议会工作。过去在我国的选举中，机会主义的和纯粹资产阶级的、专讲实利的、资本主义招摇撞骗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西欧和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学会创造一种新的、不寻常的、非机会主义的、不贪图禄位的议会活动，使共产党能够提出自己的口号，使真正的无产者能在没有组织的、备受压抑的贫民的帮助下传送和散发传单，走访工人住所，走访农村无产者和穷乡僻壤（好在欧洲大陆的穷乡僻壤比俄国要少得多，英国就更少）农民的茅舍，走进最下层的平民酒馆，进入真正的平民会社、团体，参加他们的临时集会，不用学者口吻（也不要太带议会腔）跟人民说话，丝毫也不追求议会的“肥缺”，而是到处启发思想，发动群众，抓住资产阶级说过的话，利用资产阶级设立的机构，利用它规定的选举以及它向全体人民发出的号召，并使人民了解布尔什维主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下，除了选举期间，是从来没有这种机会的（大罢工当然例外，因为在大罢工时期，这样的全民鼓动机构在我国曾经更紧张地工作过）。在西欧和美国，要做这些事情是很困难的，是万分困难的，但这是可以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任务不花气力都是无法完成的，而气力必须花在完成日益多样化的、日益涉及社会生活各部门的、从资产阶级手中逐一夺取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实际任务上。

在英国，还应当在军队中，在“本”国被压迫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如爱尔兰和各殖民地）中，按新的方式（不是按社会党的方式，而是按共产主义的方式，不是用改良办法，而是用革命办法）来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要知道，在整个帝国主义时代，尤其是在战后的今天，当各国人民受尽战争的煎熬而迅速地擦亮眼睛，认清了真相（真相就是：几千万人死亡和残废只是为了解决应由英国强盗还是德国强盗掠夺更多的国家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社会生活的所有这些领域都布满了易燃物，可以触发冲突和危机、激化阶级斗争的机会也特别多。目前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影响下，在一切国家中都有无数火星从各方面迸发出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哪点星星之火能燃起熊熊之焰，就是说，能够彻底唤醒群众，因此我们必须本着我们新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去“耕耘”一切园地，甚至包括最陈腐的、臭气熏人的、看来毫无指望的园地，不然我们就将肩负不起自己的任务，不能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能掌握一切种类的武器，既不能准备好去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过去按自己的方式安排了各方面的社会生活，现在又按它自己的方式把它们破坏了），也不能准备好在战胜资产阶级之后按共产主义的方式去改造全部生活。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这个革命在国际范围内取得了出乎资产阶级和庸人们意料的若干胜利之后，全世界现在已经变了样，各处的资产阶级也都变了样。资产阶级被“布尔什维主义”吓坏了，对它恨得咬牙切齿，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加速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把注意力集中在用暴力镇压布尔什维主义上，因而削弱了自己在其他许多方面的阵地。一切先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自己的策略中应当估计到这两种情况。

俄国立宪民主党人和克伦斯基在对布尔什维克发动疯狂攻击（特别是从1917年4月起，而到6月和7月就更加猖狂）的时候，做得“太过火了”。发行数百万份的资产阶级报纸用各种腔调痛骂布尔什维克，这就帮助了群众来认识布尔什维主义；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热心”，不但是报纸，而且整个社会生活都充满了就布尔什维主义进行的争论。现在各国百万富豪在国际范围内的所作所为，使我们不能不对他们衷心感谢。他们正同过去克伦斯基之流一样，全力恶毒攻击布尔什维主义；他们同克伦斯基一样，在这方面也做得“太过火了”，同样也帮助了我们。法国资产阶级把布尔什维主义当作竞选鼓动的中心问题，责骂比较温和的或动摇不定的社会党人，说他们倾向布尔什维主义；美国资产阶级则完全丧失了理智，以涉嫌布尔什维主义为理由把成千成万的人抓起来，并到处散布关于布尔什维克阴谋的消息，造成人心惶惶的气氛；世界上“最老练的”英国资产阶级，尽管它很有头脑，很有经验，却也干着难以置信的蠢事，建立各种经费充足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协会”，出版专门抨击布尔什维主义的书报，增雇很多学者、鼓动家、神父来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为此我们应该对这些资本家先生鞠躬致谢。他们在为我们效劳。他们在帮助我们使群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和意义问题发生兴趣。他们现在也不可能有别的做法，因为要用“缄默”来扼杀布尔什维主义他们已经办不到了。

但是同时，资产阶级看到的几乎只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方面：起义、暴力、恐怖；因此资产阶级特别在这一方面极力准备进行反击和抵抗。在个别场合，在个别国家，在某些短时期内，资产阶级也许能够得逞，我们必须估计到这种可能性；然而，即使它能得逞，对我们来说也决没有什么可怕的。共产主义确实正在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长出来”，它的幼芽确实到处可见，“传染病”（这是资产阶级及其警察很喜欢用的最“得意的”比喻）已经深深侵入机体并且感染了整个机体。即使煞费苦心，“堵住”一处，“传染病”也会从另一处，有时甚至是最意外的一处冒出来。生活总是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就让资产阶级疯狂挣扎，暴跳如雷，肆意横行，干出许多蠢事来吧！让它对布尔什维克杀一儆百，错杀（在印度、匈牙利、德国等国）几百、几千以至几十万个明天的或昨天的布尔什维克吧！资产阶级这样做，正和历史上一切注定要灭亡的阶级所做的一样。共产党人应当知道，未来终究是属于他们的，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把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最大的热情同对资产阶级的疯狂挣扎的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计结合起来。1905年，俄国革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1917年7月，俄国布尔什维克也遭到过镇压[55]；谢德曼和诺斯克伙同资产阶级和君主派将军们用巧妙的挑拨手段和狡诈的阴谋诡计杀害了15000多个德国共产党人[56]；芬兰和匈牙利的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然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所有的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经受锻炼和日益发展；它已经如此根深蒂固，种种迫害削弱不了它，损害不了它，反而加强了它。我们要更有信心、更坚定地向胜利前进，现在只缺一点，这就是一切国家的一切共产党人要普遍而彻底地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先进国家中蓬勃发展着的共产主义运动，目前缺少的就是这种认识，就是在实践中运用这种认识的本领。

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等这样通晓马克思主义和曾经忠于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们的经历可以（而且应当）作为有益的教训。他们完全认识到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他们自己学习过并向别人传授过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们在这方面的著作，有许多东西永远是社会主义文献中有价值的成果），但是他们在运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竟犯了这样的错误，或者说，他们在实践中竟成为这样的非辩证论者，竟成为这样不会估计形式的迅速变化和旧形式迅速注入了新内容的人，以致他们的下场比海德门、盖得和普列汉诺夫好不了多少。他们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不敢正视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象算术，不如说象代数，与其说象初等数学，不如说更象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中都已注入了新内容，因此在数字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那些圣哲仍然（现在还在）固执地要自己和别人相信：“负三”大于“负二”。

应该设法使共产党人不再犯“左派”共产党人所犯的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确切一点说，要较早地纠正，较快地、使机体较少受损害地消除这一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不仅右倾学理主义是一种错误，左倾学理主义也是一种错误。当然，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学理主义错误同右倾学理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这只不过是由于左倾共产主义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种病症在一定条件下容易治好，但是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去医治。

旧形式破裂了，因为旧形式里面的新内容，即反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内容有了过度的发展。现在我们工作的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是这样扎实，这样有力，这样宏大，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形式中，不论新的或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驾驭一切形式，不仅是新的，而且是旧的形式，——这并不是为了同旧形式调和，而是为了能够把一切新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运动取得完全的、最终的、确定无疑和不可逆转的胜利的手段。

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象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只要象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说我们不容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并非由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更替。

惨绝人寰、卑鄙龌龊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和它所造成的绝境，极其有力地推动和加速了世界革命，这场革命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如此迅猛，更替的形式如此丰富，在实践上对一切学理主义的驳斥如此富有教益，使人有充分的理由指望能够迅速而彻底地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幼稚病医治好。


　　1920年4月27日


增补

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为了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报复，把我国劫掠一空，并且不顾对本国工人许下了怎样的诺言，继续实行掠夺和封锁，因此直到我国出版机构已经把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任务安排停当时，我才从国外得到了一些补充材料。我绝不奢望把这本小册子看作超过匆匆草就的政论家札记的著作，因此只扼要地再谈几点。


一

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

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已成事实。“左派”或“原则上的反对派”另行组织了“共产主义工人党”，以别于“共产党”。在意大利，事情想必也会弄到分裂的地步——我说“想必”，是因为我仅有新到的两号（第7号和第8号）左派的《苏维埃报》（《Il　Soviet》），报上在公开讨论分裂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同时还谈到了“弃权派”[57]（或抵制派，即反对参加议会的派别）的代表大会，这一派目前还留在意大利社会党内。

同“左派”即反议会派（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反对政治，即反对政党和反对在工会内工作）的分裂，象过去同“中派”（即考茨基派、龙格派、“独立党人”等等）的分裂一样，恐怕会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就让它这样吧！分裂总比混乱好，因为混乱既妨碍党在思想上、理论上、革命精神上的发展和成熟，也妨碍党和衷共济地开展真正有组织的、真正为无产阶级专政准备条件的实际工作。

让“左派”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把自己实际检验一番吧，让他们不要严格集中的具有铁的纪律的政党，不要掌握各个方面、各个门类、各种形式的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本领，而去试一试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准备（并进而实现这一专政）吧。实际经验很快就会开导他们的。

不过，必须竭尽全力使同“左派”的分裂不致妨碍或尽量少妨碍工人运动中一切真心诚意拥护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在不久的将来必然要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合并成一个统一政党的事业。俄国布尔什维克特别幸运的是，他们在直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斗争爆发以前很久，已经对孟什维克（即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和“左派”进行了15年的一贯的和彻底的斗争。而欧美，现在不得不以“强行军”的方式来完成这项工作。个别的人，特别是那些觊觎领袖职位而未能如愿的人，会长期坚持错误（如果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光明正大的态度”的话），但是一旦时机成熟，工人群众便会迅速而容易地自己联合起来，并且把一切真诚的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党，组成一个能够实行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 
［注：关于“左派”共产党人，即反议会派，将来同一般共产党人合并的问题，我还要指出如下一点。根据我对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以及德国一般共产党人的报纸的了解，前者的长处是他们比后者更善于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某种类似的现象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也看到过不止一次，不过是在较小的规模上，在个别的地方组织里，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例如在1907—1908年间，“左派”布尔什维克有的时候在有些地方鼓动群众，比我们更有成效。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在革命的时刻或在人们对革命记忆犹新的时候，采取“简单”否定的策略比较容易接近群众。然而这并不能证明这种策略就是正确的。有一点是绝对不容有丝毫怀疑的：一个共产党要想在事实上成为革命阶级的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或先进部队，并且还要想学会领导广大群众，不仅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而且包括非无产阶级的群众，被剥削的劳动群众，那么它就必须善于用城市工厂区“市井小民”和乡村居民都最容易接受、最容易了解、最明白而生动的方式去进行宣传、组织和鼓动。］




二

德国的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

我在这本小册子里说过，共产党人和左翼独立党大之间的妥协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要实现这种妥协并不容易。此后我收到的几份报纸也证实了这两点。1920年3月26日出版的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Die　Rote　Fahne》[58]，Zentralorga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Spartakusbund 
［注：斯巴达克联盟。——编者注］

 ）第32号上，载有德共中央就卡普、吕特维茨军事“叛乱”（阴谋，冒险）和“社会主义政府”问题发表的“声明”。这篇声明，无论从基本前提或实际结论来看，都是完全正确的。它的基本前提是：目前还没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基础”，因为“多数城市工人”拥护独立党人。它的结论是：答应“在排除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政党的条件下，对社会主义”政府采取“守法的反对派”的态度（即不进行用“暴力推翻”政府的准备工作）。

无疑，这个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固然不应当在措辞上吹毛求疵，但是对有些地方则不能默不作声，例如不该把社会主义叛徒的政府（在共产党的正式声明中）称为“社会主义”政府；又如谢德曼之流的党和考茨基—克里斯平之流先生们的党既然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那就不该说排除“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政党”这类话；也不该写出象声明第4条里这样的语句：


　　“……不受限制地享用政治自由和资产阶级民主可以不再成为资本专政的情况，对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对于进一步把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是极为重要的……”



　　这种情况是不会有的。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如德国的韩德逊之流（谢德曼之流）、斯诺登之流（克里斯平之流），没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圈子，而资产阶级民主又不能不是资本的专政。要达到德国共产党中央所完全正确地力求获得的实际效果，根本不需要写出这些原则上错误的、政治上有害的东西。要达到这一点，只要这样说就够了（如果要讲讲议会式的客套话）：当多数城市工人还跟着独立党人走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妨碍这些工人通过对“他们的”政府的体验去消除自己最后的小市民民主派的（也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幻想。这就足以证明必须实行一种真正必要的妥协，即在一定时期内不试图用暴力推翻为多数城市工人所信赖的政府。然而在进行日常的群众鼓动，不受官场、议会的客套拘束的时候，当然还可以补充说一下：让谢德曼之流这批恶棍，让考茨基—克里斯平之流这班庸人在实际中揭穿他们自己如何受骗而又如何骗了工人吧；他们那个“干净的”政府会“最干净地”做一番“清扫”工作，把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其他种种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59]打扫干净。“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目前的领袖们（有人说这些领袖已经丧失任何影响，那是不对的，实际上他们对于无产阶级，要比那些自称为共产党人并答应“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更加危险）的真面目，在德国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即卡普和吕特维茨先生们的政变中，再一次暴露无遗。[注；关于这一点，1920年3月28日和30日奥地利共产党杰出的机关报《红旗报》[61]（1920年维也纳出版的《红旗报》第266号和第267号所载的L．L．《德国革命的新阶段》一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得非常简明而中肯。］《自由报》（《Freiheit》[60]，独立党人机关报）1920年3月30日和4月14日发表的两篇短文，即卡尔·考茨基写的《决定关头》（《Entscheidende　Stunden》和阿尔图尔·克里斯平写的《论政局》，就是一个小而鲜明的例证。这两位先生绝对不善于象革命家那样思考和推理。这是一些只会嘤嘤啜泣的小市民民主派，既然他们自称是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护音，他们对无产阶级就要更加危险一千倍，因为事实上每当困难和危急时刻，他们必然会干叛卖的勾当……同时却“极其真诚地”自信他们是在帮助无产阶级！要知道，改称共产党人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由于胆小怕事和毫无气节，曾认为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处境已毫无希望，并开始在协约国资本家和协约国刽子手的走狗面前啜泣，当时他们也是想要“帮助”无产阶级！


三

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

我在这本小册子里说过，意大利社会党容忍这样一些党员，甚至这样一批议员留在党内是错误的。前面提到的那两号意大利《苏维埃报》完全证实了我的话。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曼彻斯特卫报》驻罗马记者这样一位旁观者，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1920年3月12日该报登载了这位记者对屠拉梯的一篇访问记。他写道：


　　“……屠拉梯先生认为革命的危险还没有达到在意大利引起过分忧虑的程度。最高纲领派把苏维埃理论当火来玩，只是为了使群众经常处于兴奋紧张的状态。然而这种理论纯属海外奇谈，是尚未成熟的纲领，毫无实际用处。它只能使各劳动者阶级处于期待的状态。那些把这种理论当作诱饵去迷惑无产者的人，发现自己不得不进行日常的斗争，以获得某些往往是微小的经济改善，好来迁延时日，使各劳动者阶级不致立即失去幻想，失去对心爱的神话的信心。因此，发生了一连串大大小小的、各种原因的罢工，一直到最近的邮政和铁路部门的罢工，——这些罢工使得本来就很严重的国内形势越发严重了。亚得里亚海问题所造成的困难，使全国愤愤不满，积欠外债和滥发纸币，使得全国消沉颓丧，但是我们的国家还远未意识到有推行劳动纪律的必要，而只有这种纪律，才能恢复国内秩序和繁荣……”



　　非常清楚，屠拉梯自己以及庇护他、帮助他、教唆他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显然要加以隐瞒、粉饰的真情，却被这位英国记者泄漏出来了。这种真情就是：屠拉梯、特雷维斯、莫迪利扬尼、杜果尼之流先生们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确实是而且恰恰就是这位英国记者所描写的那样。这是彻头彻尾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单拿他们主张处于雇佣奴隶制度下、为资本家发财致富而劳动的工人必须遵守秩序和纪律这一点来说就足够了！所有这些孟什维克式的言论，我们俄国人是多么熟悉啊！他们承认群众赞成苏维埃政权，这该是多么宝贵啊！他们看不出自发开展的罢工运动的革命作用，这又是多么愚蠢，多么象资产阶级那样庸俗啊！是的，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的记者象熊那样给屠拉梯之流的先生们帮了忙，而且出色地证实了博尔迪加同志及其《苏维埃报》中的友人们所提出的要求是正确的，他们要求，如果意大利社会党想真正拥护第三国际，那就该把屠拉梯之流先生们搞臭，赶出党的队伍，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
四

由正确的前提作出的错误结论

但是博尔迪加同志和他的“左派”友人们，却从对屠拉梯之流先生们所作的正确批评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凡是参加议会都是有害的。意大利“左派”拿不出丝毫郑重的论据来为这种观点辩护。他们简直不知道（或尽量想忘掉）国际上有过以真正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方式、以确实有益于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的方式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范例。他们简直想象不出有“新”方式，而对利用议会的“旧”方式、非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叫喊不休。

他们的根本错误也就在这里。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场所，而且在一切活动场所都应该提供（如果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工作，它就无法提供）在原则上是新的、同第二国际传统彻底决裂的东西（同时要保持并发扬第二国际所贡献的好东西）。

就拿报刊工作来说吧。报纸、小册子、传单等都是用来进行必要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在一个多少文明一点的国家里，任何群众运动都非有报刊机构的帮助不可。无论你怎样大叫大嚷反对“领袖”，无论你怎样赌咒发誓要保持群众的纯洁，使他们不受领袖的影响，终究还不能不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来做这项工作，还不能摆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这项工作所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私有制的”气氛和环境。甚至在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已经两年半的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周围还能看到资产阶级民主的、私有制的关系大量存在（在农民和手工业者当中）的这种气氛和环境。

议会活动是一种工作形式，报刊工作是另一种工作形式。如果做这两种工作的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的党员，那这两种工作的内容都可以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也应当是共产主义的。但是，无论在前一种或后一种工作中（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及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里，无论在哪一种工作中），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要战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和影响，要削弱小资产阶级环境的阻力（进而彻底改造这个环境），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种种必须克服的困难，种种必须完成的独特的任务。

在1914—1918年大战以前，各国非常“左的”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其他人物都痛骂议会制度，嘲笑象资产阶级那样平庸的社会党议员，抨击他们的钻营勾当，如此等等，可是他们自己却通过报刊工作，通过工团（工会）工作，去干同样的资产阶级式的钻营勾当。当时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例子难道不是非常之多吗？只就法国来说，难道茹奥和梅尔黑姆这些先生的例子还不典型吗？

“拒绝”参加议会活动之所以幼稚，就是因为人们想用这种“简单的”、“容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来“完成”在工人运动内部对资产阶级民主影响作斗争这一困难任务，其实他们只是妄想逃开自己的影子，只是闭眼不看困难，只是用空话来回避困难罢了。无耻透顶的钻营勾当，按照资产阶级方式享用议会肥缺，对议会工作的惊人的改良主义曲解，庸俗的市侩式的因循守旧，——凡此种种，毫无疑义都是资本主义到处产生着的，不仅在工人运动之外，而且在工人运动之内产生着的通常的和重要的特征。然而资本主义及其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环境（这种环境，就是在推翻了资产阶级以后，也消逝得很慢，因为农民经常在复活资产阶级），毫无例外地在工作和生活的一切领域，都产生着形式上稍有差别而本质上完全相同的资产阶级钻营勾当、民族沙文主义和市侩庸俗习气等等。

可爱的抵制派和反议会派，你们觉得自己“极端革命”，但事实上你们却在跟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时被一些并不很大的困难吓倒了，而你们一旦胜利，就是说无产阶级一旦推翻资产阶级而夺得政权，就会遇到同样的困难，而且是大得多、大得无可比拟的困难。你们象小孩一样，被今天摆在你们面前的小困难吓倒了，却不懂得在明天和后天你们仍然必须学会，必须补上一课来学会克服同样的然而大得无可比拟的困难。

在苏维埃政权下，会有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钻到你们的和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里来。他们将钻进苏维埃，钻进法院，钻进行政机关，因为我们不用资本主义所造就的人才，就不能建设也没有别的人才可用来建设共产主义，因为我们不能赶走和消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应当战胜他们，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象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也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一样，因为无产者不能用神术，不能遵照什么圣母的意旨，不能遵照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一下子就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而只有对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展开长期的艰苦的广泛的斗争，才能摆脱这种偏见。反议会派现在这样趾高气扬地、这样目空一切地、这样轻率地、这样幼稚地想一挥手就抛开的那些任务，在苏维埃政权下，在苏维埃内部，在苏维埃的行政机关内部，在苏维埃的“法律辩护员”当中会重新遇到（我们在俄国废除了资产阶级的律师制，这是做得很对的，可是它在“苏维埃的”“法律辩护员”[62]的名义下，又在我国复活起来）。在苏维埃的工程师当中，在苏维埃的教员当中，在苏维埃工厂内享受特权的，即技术最熟练、待遇最好的工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弊端都在不断地复活着，我们只有用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再接再厉的、坚持不懈的、长期的、顽强的斗争，才能逐渐地战胜这种祸害。

当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要克服我们自己党内，即工人党内的资产阶级习惯，是很“困难的”：要把那些为人们熟悉的、被资产阶级偏见完全腐蚀了的议员领袖驱逐出党，是“困难的”；要使我们绝对必需的（相当数量的，即使是很有限的）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服从无产阶级的纪律，是“困难的”；要在资产阶级的议会里建立真正无愧于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党团，是“困难的”；要做到共产党议员不玩弄无谓的资产阶级议会游戏，而能在群众中从事最迫切需要的宣传、鼓动、组织工作，是“困难的”。用不着说，这一切都是“困难的”，从前在俄国是困难的，现时在西欧和美国更是困难无比，因为在西欧和美国，资产阶级要强大得多，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等等要强大得多。

然而所有这些“困难”，如果同无产阶级为了争取胜利，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及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终归必须完成的完全同样的任务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儿戏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数十万职员、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都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的习惯和传统，——如果同这些真正巨大的任务比较起来，那么，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共产党党团，就是易如儿戏的事情了。

如果“左派”和反议会派的同志们，现在连克服这种小困难都学不会，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来或者是没有能力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大规模地管理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机构，或者是不得不仓促补课，而由于如此仓促，就会给无产阶级的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会比正常情况下犯更多的错误和表现得更软弱更无能，如此等等。

只要资产阶级没有被推翻，不仅如此，只要小经济和小商品生产没有完全消失，那么资产阶级环境、私有者的习惯、小市民的传统，就会从工人运动的外部和内部来损害无产阶级的工作，这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领域内是如此，而且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在一切文化场所和政治场所也必然一无例外。在某个工作领域中，遇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任务或困难，就打算退避、躲开，是极其错误的，将来一定要因此付出代价。应当学习并且学会毫无例外地掌握一切工作领域和一切活动领域，在一切场合，在每个地方，战胜所有的困难和所有的资产阶级风气、传统和习惯。除此以外，问题的其他提法都是很不严肃、很幼稚的。


　　1920年5月12日


五

在本书俄文版中，关于整个荷兰共产党在国际性的革命政策方面的行为，我说得有点不正确。因此，我乘这个机会把我们荷兰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封来信发表在下面，并且把我在俄文版中所用的“荷兰论坛派”一词，改为“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63]


　　尼·列宁


怀恩科普的来信

亲爱的列宁同志：

承蒙您的好意，我们这些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荷兰代表团的团员们，在您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译成西欧各种文字出版以前，就有机会读到它。您在您的这本书中，对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在国际性的政策上所起的作用，再三表示不能同意。

但是，您把这些人的行为的责任放到共产党身上，我们不能不提出抗议。这是极不正确的。而且，这是不公正的，因为荷兰共产党的这些党员很少参加或者完全不参加我们党目前的工作；他们还企图直接或间接地在共产党内推行反对派的口号，而对这些口号，荷共及其一切组织不仅过去，而且直到今天还在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谨以荷兰代表团的名义，致兄弟般的敬礼！






	　　　戴·怀恩科普　1920年6月30日于莫斯科

1920年6月在彼得格勒由国家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104页

















[1]《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写成并出版，分发给了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书中的论点和结论是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



为了能赶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之前出书，列宁曾亲自过问本书的排印计划。这本书于1920年4月27日脱稿，5月5日手稿发到国家出版社彼得格勒分社。5月9日，一校样发回莫斯科。5月23日，列宁将5月12日写完的本书增补部分连同经他校阅过的校样一起发往彼得格勒。6月12日本书俄文本出版，接着法文本和英文本也几乎同时于7月在俄国出版。列宁在5月23日写的一封有关这本书的出版工作的信，收在《列宁全集》第2版第49卷中。



1920年下半年，这本书的德、英、法、意译本分别在柏林、汉堡、伦敦、纽约、巴黎和米兰出版。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手稿上有一个副标题《（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通俗讲话的尝试）》和一段讽刺性献词：“谨将此小册子献给最可敬的劳合－乔治先生，以对其1920年3月18日所作的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至少是对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布尔什维克极有教益的演说表示谢忱。”但是，列宁亲自校阅过的该书第1版，以及根据这一版刊印的其他各种单行本和全集本都删去了这个副标题和献词，只有《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刊印过这个副标题和献词。——1。



[2]《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孟什维克在普列汉诺夫的支持下篡夺了《火星报》。从第52号起，《火星报》不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机关报。——2。



[3]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右翼机会主义派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



[4]指1912年4月4日（17日）沙皇军队枪杀西伯利亚勒拿金矿工人的事件。勒拿金矿工人因不堪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于1912年2月底开始举行罢工。3月中旬，罢工席卷了各矿，参加者达6000余人。罢工者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取消罚款、提供医疗救护、改善供应和居住条件等要求。布尔什维克帕·尼·巴塔绍夫是领导罢工的总委员会主席。沙皇当局调动军队镇压罢工，于4月3日（16日）夜逮捕了几乎全部罢工委员会成员。4月4日（17日），2500名工人前往纳杰日金斯基矿向检察机关的官员递交申诉书。士兵们奉命向工人开枪，当场死270人，伤250人。勒拿惨案激起了全俄工人的愤怒，俄国革命运动从此迅速地向前发展。——8。



[5]指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阿·叶·巴达耶夫、格·伊·彼得罗夫斯基、马·康·穆拉诺夫、费·尼·萨莫伊洛夫和尼·罗·沙果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在1914年7月26日（8月8日）的杜马会议上强烈抗议沙皇俄国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并拒绝对军事拨款投赞成票。他们访问了许多工业中心，召集了多次反对战争的工人集会。1914年11月2—4日，他们在彼得格勒近郊的奥泽尔基镇召开了有彼得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哈尔科夫和里加等地布尔什维克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了列宁关于战争的提纲，一致表示支持。11月4日，他们和全体与会代表一起被捕，1915年2月被交付法庭审讯，以“叛国”罪名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9。



[6]龙格主义是以让·龙格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党中派的政治观点。法国社会党中派（龙格派）于1915年形成，是该党的少数派。该派对社会沙文主义者采取妥协态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和平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后，该派口头上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继续奉行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合作的政策，并支持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9。



[7]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9。



[8]费边派是1884年成立的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命名。费边派虽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改良来逐渐改造社会，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但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4章第7节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和第26卷）。——9。



[9]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该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该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0。



[10]内阁派是主张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机会主义派别。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所以这种机会主义策略也被称为米勒兰主义。列宁认为米勒兰主义是一种修正主义和叛卖行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必定会充当资本家的傀儡，成为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10。



[11]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10。



[12]四月代表会议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合法条件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7年4月24—29日（5月7—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这次代表会议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因而起到了党代表大会的作用。代表会议以列宁的《四月提纲》为基础，规定了党在战争和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上的路线和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并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



列宁这里指的是这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和《关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37—439、455—456页）。——11。



[13]格·瓦·普列汉诺夫在《Ｃａｎｔ反对康德或伯恩施坦先生的精神遗嘱》（载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一文中写道：“在伯恩施坦先生的观点中现在只剩下了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实际上他离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拥护者比离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要近得多。然而他还是一个‘同志’，并没有人请他脱党。”——14。



[14]看来是指《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揭露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列金的叛卖行为。列金曾于1912年在美国国会向美国官方人士和资产阶级政党发表祝贺演说。列宁的文章发表于1914年4月的《启蒙》杂志。——14。



[15]斯巴达克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文）。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参加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成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14。



[16]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极力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他们在1918年夏末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15。



[17]指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



召回派是由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组成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派别性集团，产生于1908年，代表人物是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等。召回派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停止党在工人阶级的合法和半合法组织（工会、合作社等）中的工作。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幌子，执行了取消派的路线。列宁把召回派叫作“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



最后通牒派是召回派的变种，产生于1908年，代表人物有维·拉·尚采尔（马拉）、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列·波·克拉辛等。在孟什维克的压力下，当时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通过了党团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独立的决议。最后通牒派不是认真地教育杜马党团，纠正党团的错误，而是要求立即向杜马党团发出最后通牒，要它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决议，否则就把社会民主党代表从杜马中召回。最后通牒主义实际上是隐蔽的、伪装的召回主义。列宁把最后通牒派叫作“羞羞答答的召回派”。



1909年6月，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斥责了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号召同这些离开革命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倾向作最坚决的斗争，并把波格丹诺夫从布尔什维克队伍中开除出去。——15。



[18]指俄国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代表机关布里根杜马。召开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由以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拟订，于1905年8月6日（19日）和沙皇的诏书一起公布。按照法令和条例，多数居民，包括工人、妇女、军人、学生等，没有选举权；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15。



[19]指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的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十月总罢工是这次革命的最重要阶段之一。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00万以上。在各大城市，工厂、交通运输部门、发电厂、邮电系统、机关、商店、学校都停止了工作。十月罢工的口号是：推翻专制制度、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召集立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十月罢工扫除了布里根杜马，迫使沙皇于10月17日（30日）颁布了允诺给予“公民自由”和召开“立法”杜马的宣言。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声势，推动了农村和军队中革命斗争的展开。在十月罢工中，彼得格勒及其他一些城市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罢工是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序幕。关于十月罢工，参看列宁《全俄政治罢工》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15。



[20]拉布分子即英国工党党员。英国工党于1900年成立，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由工联、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等组织联合组成，目的是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1906年改称工党。工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同工联总理事会、合作党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所谓全国劳动委员会。工党成立初期就成分来说是工人的政党（后来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但就思想和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组织。该党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就采取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领导机构多数人持沙文主义立场，工党领袖阿·韩德逊等参加了王国联合政府。从1924年起，工党领导人多次组织政府。——17。



[21]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于1905年10月成立。1917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9。



[22]原则上的反对派即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集团。这一集团在1919年10月于海德堡举行的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1920年4月组成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为了促使德国所有共产主义力量联合起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0年11月暂时同意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政党加入共产国际，同时向该党提出同德国统一共产党合并和支持其一切行动的要求。1921年6—7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要该党在一定期限内并入德国统一共产党。由于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这项决议，该党被认为自行退出共产国际。该党后来蜕化成为宗派小集团。——19。



[23]沃拉皮尤克是德国语言学家约·施莱尔于1880年设计出的一种世界语方案。——21。



[24]《共产主义工人报》（《Kommunistische　Arbeiterzeitung》）是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的机关报，1919—1927年在汉堡出版。——23。



[25]中心小组是列宁在1895年创立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领导机构。参加中心小组的有列宁、阿·亚·瓦涅耶夫、彼·库·扎波罗热茨、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尔·马尔托夫、米·亚·西尔文、瓦·瓦·斯塔尔科夫等10多人，其中5人（列宁、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斯塔尔科夫、瓦涅耶夫和马尔托夫）组成领导核心。——25。



[26]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3月29日—4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共有715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55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62名，共代表611978名党员。这次代表大会是在红军取得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决定性胜利、苏维埃俄国获得了暂时的和平喘息时机的条件下召开的。大会主要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工会运动；组织问题；共产国际的任务；对合作社的态度；向民兵制过渡；选举中央委员会。列宁直接领导了代表大会的工作。



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即从军事战线的斗争转向劳动战线的斗争、战胜经济破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列·达·托洛茨基作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苏维埃俄国经济恢复的基本条件是贯彻执行最近一个历史时期的统一的经济计划。决议规定了完成统一计划的各项根本任务的先后顺序：（1）首先是改善运输部门的工作，调运和储备必要的粮食、燃料和原料；（2）发展为运输业和获取燃料、原料、粮食服务的机器制造业；（3）加紧发展为生产日用品服务的机器制造业；（4）加紧生产日用品。实现国家电气化在统一经济计划中居于重要地位；大会通过了关于制定电气化计划的指示。



代表大会要求各级党组织执行俄共（布）中央关于给运输部门调配5000名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的指令，并决定动员这次代表大会的10％的代表投入运输战线。代表大会决定把1920年的五一节（适逢星期六）定为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日。



代表大会批准了俄共（布）中央关于动员工业无产阶级、实行劳动义务制、经济军事化以及为经济需要动用军队等问题的提纲，责成党组织帮助工会和劳动部门统计全部熟练工人，以便吸收他们参加生产，同时断然拒绝了托洛茨基关于把成立劳动军作为保证国民经济劳动力的唯一良策和把军事方法搬用于和平经济建设的意见。代表大会十分重视生产管理的组织问题。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必须在一长制的基础上建立熟悉业务、坚强得力的领导。以季·弗·萨普龙诺夫等为代表的民主集中派反对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和个人负责制，坚持无限制的集体管理制，同时也反对使用旧专家，反对国家的集中管理，他们得到了阿·伊·李可夫、米·巴·托姆斯基、弗·巴·米柳亭、阿·洛莫夫等人的支持。大会谴责和拒绝了民主集中派的建议。



代表大会在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了工会的作用、工会同国家和党的相互关系、共产党领导工会的形式和方法以及工会参加经济建设的方式，在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中要求巩固党在合作社组织中的领导地位。



代表大会还作出了关于出版《列宁全集》的决定。



4月4日，在大会秘密会议上选出了由19名委员和1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25。



[27]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劳动派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十月革命后，劳动派站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方面。——26。



[28]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后到1919年这一时期，俄共（布）党员人数变动如下：到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时，共有党员8万人；到1917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时，约有24万人；到1918年3月俄国共产党（布）第七次代表大会时，至少有30万人；到1919年3月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时，有313766人。——27。



[29]指征收党员周。



征收党员周是根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举行的。在苏维埃共和国处于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极其困难的时刻，俄共（布）彼得格勒党组织于1919年8月10—17日、莫斯科省党组织于同年9月20—28日相继举行了征收党员周。俄共（布）中央全会总结初步经验后，9月26日决定在各城市、农村和军队中举行征收党员周。9月30日，中央在给各级党组织的关于征收党员周的通告信中指出，在各地党组织已经完成党员重新登记的情况下，着手吸收新的党员是适时的。通告信要求在征收党员周期间只吸收工人、红军战士、水兵和农民入党。通过举行征收党员周，仅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38个省就有20多万人入党，其中50％以上是工人，在作战部队中被接受入党的约7万人。——27。



[30]非党工农代表会议是1918—1921年期间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这种会议由地方党政机关召集。参加会议的代表由工厂和农村按照召集机关规定的名额选出。非党工农代表会议在当时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曾被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所利用。非党代表会议后来逐渐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都参加的代表会议所取代。——28。



[31]《共产国际》杂志（《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919年5月1日创刊，曾用俄、德、法、英、中、西班牙等各种文字出版，编辑部由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代表组成。该杂志刊登理论文章和共产国际文件，曾发表列宁的许多篇文章。随着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解散，该杂志于1943年6月停刊。——32。



[32]《人民政治日报》（《Folkets　Dagblad　Politiken》）是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1916年4月27日起在斯德哥尔摩出版，最初是双日刊，后改为日刊（1917年11月以前称《政治报》）。1918—1920年该报的编辑是弗·斯特勒姆。1921年，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后，该报成为瑞典共产党的机关报。1945年停刊。——33。



[33]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是美国的工会组织，成立于1905年，主要联合各种职业的非熟练工人和低工资工人。美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丹·德莱昂、尤·德布兹和威·海伍德积极参加了联合会的创建。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拉丁美洲和南非也曾建立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反对美国劳联领导人和右翼社会党人所执行的阶级合作政策，在美国组织了一系列群众性罢工（共计150多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会组织了美国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的反战斗争。联合会的某些领导人（海伍德等）欢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但是联合会的领导职务从1908年起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所掌握，因而在它的活动中也表现出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特点，如不赞成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拒绝在美国劳联所属的工会会员中进行工作等。1920年，联合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曾拒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联合会发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邀请。在20世纪20年代，联合会逐步退出政治舞台。——34。



[34]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里的天主教派党团联合而成，因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在会议大厅的中央而得名。中央党通常持中间立场。——37。



[35]熊的帮忙意为帮倒忙，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寓言说，一个隐士和熊做朋友，熊热心地抱起一块大石头为酣睡的隐士驱赶鼻子上的一只苍蝇，结果把他的脑袋砸成了两半。——42。



[36]《苏维埃报》（《Il　Soviet》）是意大利社会党的报纸。1918—1922年在那波利（那不勒斯）出版。1920年起成为意大利社会党共产主义者抵制派（弃权派）的机关报，阿·博尔迪加任主编。——45。



[37]《共产主义》杂志（《Comunismo》）是意大利社会党的刊物（双周刊），1919—1922年在米兰出版，扎·塞拉蒂任主编。——45。



[38]意大利社会党于1892年8月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最初叫意大利劳动党，1893年改称意大利劳动社会党，1895年开始称意大利社会党。从该党成立起，党内的革命派就同机会主义派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1912年在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分子伊·博诺米、莱·比索拉蒂等被开除出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战，意大利社会党一直反对战争，提出了“反对战争，赞成中立！”的口号。1914年12月，拥护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战争的叛徒集团（贝·墨索里尼等）被开除出党。意大利社会党人曾于1914年同瑞士社会党人一起在卢加诺召开了联合代表会议，并积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1916年底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改良派的影响下走上了社会和平主义的道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意大利社会党内的左翼力量增强。1919年10月5—8日在波伦亚举行的该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意大利社会党的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但代表团团长扎·塞拉蒂当时持中派立场，在代表大会以后反对同改良派决裂。1921年1月15—21日在里窝那举行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处于多数地位的中派拒绝同改良派决裂，拒绝完全承认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该党左翼代表于21日退出代表大会并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45。



[39]指匈牙利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叛卖活动。



1918年10月31日匈牙利爆发了革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激进派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没有能力应付内部和外部困难，于1919年3月20日辞职，并建议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织政府。但是在当时革命危机尖锐化的形势下，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不敢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不得不同当时还在狱中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结果，双方签订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协议，同时决定两党在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合并，改称匈牙利社会党。3月2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匈牙利第一届苏维埃政府——革命政府委员会组成，社会民主党人加尔拜·山多尔任主席，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库恩·贝拉任外交人民委员。



匈牙利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如实行工业企业、运输业、银行的国有化和对外贸易的垄断，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大农场，把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25％，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并为保卫共和国建立了红军。但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也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没有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而未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从4月起利用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并对它实行经济封锁。在困难局势下，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背叛革命，在军队中和后方加紧破坏活动，并在维也纳同协约国代表进行谈判。他们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妨碍同协约国缔结和约和解除封锁为借口逼它辞职。1919年8月1日，匈牙利革命政府委员会被迫辞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了133天，就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夹击下被扼杀。——45。



[40]《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最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出三次。该报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是19世纪70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由威·李卜克内西领导编辑部工作，奥·倍倍尔负责出版工作。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因反对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于1870年12月被捕后，该报由卡·希尔施和威·布洛斯相继主持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为它撰稿，并经常帮助编辑部纠正工作中的错误。——47。



[41]国际联盟（国际联合会）是根据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际联盟章程》于1920年1月成立的，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参加的国家有60多个。美国本是国际联盟的倡议者之一，但因没有批准国际联盟章程，所以不是会员国。国际联盟自成立起就为英、法帝国主义所操纵。它表面上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联盟无形中瓦解，1946年4月正式宣告解散。——49。



[42]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对美国经济学家亨·查·凯里《就政治经济学问题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信》一书的评论中说：“历史道路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全然是在旷野上穿行，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泥泞不堪，时而经过沼泽，时而穿过密林。谁怕沾上尘土和弄脏靴子，他就不要从事社会活动。”（见《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50年俄文版第7卷第923页）——51。



[43]指《火星报》编辑部同彼·伯·司徒卢威就共同在国外出版秘密刊物《时评》的问题进行谈判并曾暂时达成协议一事。在谈判中，《火星报》编辑部要求新刊物《时评》作为《曙光》杂志的附刊，期数不得多于《曙光》杂志，《时评》编辑部应在平等基础上由《火星报》编辑部与司徒卢威和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组成。在谈判过程中发现，司徒卢威打算利用《火星报》编辑部为《时评》服务，企图把《时评》变成一个同《火星报》竞争的刊物。列宁在1901年1月30日写给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叙述了谈判的内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后来，普列汉诺夫代表《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司徒卢威代表民主反对派共同准备了关于出版《时评》的声明。这个刊物最后没有出版。《火星报》的代表同司徒卢威的进一步谈判以完全破裂告终。虽然如此，但由于存在这个协议，当时《火星报》刊登了司徒卢威的《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一文，曙光杂志社协助出版了由司徒卢威作序加注的沙皇政府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51。



[44]指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和1916年4月24—30日在瑞士昆塔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是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代表是尔·马尔托夫和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社会革命党代表是马·安·纳坦松和维·米·切尔诺夫。参加会议的俄国代表还有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扬·安·别尔津和《我们的言论报》代表列·达·托洛茨基。参加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是列宁、伊·费·阿尔曼德和季诺维也夫，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代表是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社会革命党代表是纳坦松和化名为萨韦利耶夫、弗拉索夫的两个人。——52。



[45]革命共产党人是在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以后退出该党的一部分人于1918年9月组织的革命共产党的成员。革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安·卢·柯列加耶夫、马·安·纳坦松等。该党谴责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搞恐怖活动和企图破坏布列斯特和约，主张同俄共（布）合作。但是它的纲领是混乱和折中的，一方面认为苏维埃政权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又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该党成立后不断有人退党，其中有些人加入了俄共（布），有些人回到了左派社会革命党内。该党曾被准许派两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国家只应有一个共产党的决定之后，革命共产党于1920年9月决定加入俄共（布）。同年10月，俄共（布）中央作出决定，允许自己的党组织接受原革命共产党党员加入俄共（布）。——52。



[46]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于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部门中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很大一部分普通党员甚至领导人并不支持其领导机构的冒险主义行动。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52。



[47]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订。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5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55。



[48]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1911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党内国际主义派（威·加拉赫、约·马克林、阿·英克平等）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2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主义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年4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1916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1919年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57。



[49]社会主义工人党是英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1903年由一部分脱离社会民主联盟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苏格兰人）在苏格兰建立。



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是主要由威尔士革命煤矿工人组成的小团体。



工人社会主义联盟是1918年5月在妇女选举权保障协会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小组织，盟员主要是妇女。



英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于1920年7月31日—8月1日举行。大会通过的党纲中写入了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加入工党的条文。上述三个组织因为不同意这些主张而没有加入英国共产党。1921年1月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和当时称为“共产党（第三国际不列颠支部）”的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同英国共产党合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仍拒绝合并。——57。



[50]《工人无畏舰》周刊（《Workerks’　Dreadnought》）是英国刊物，1914年3月—1924年6月在伦敦出版。1917年7月以前称《妇女无畏舰》。1918年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联盟成立后，是该联盟的机关刊物。——57。



[51]《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一家资产阶级报纸，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19世纪中叶起为自由党的机关报。起初是周报，从1857年起改为日报。



列宁在这里提到的戴·劳合－乔治的演说是在英国议会下院自由党党团成员会议上发表的。——60。



[52]指科尔尼洛夫叛乱。



科尔尼洛夫叛乱是发生在1917年8月的一次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叛乱。叛乱的头子是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在国内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为恢复君主制作准备。立宪民主党在这一反革命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是叛乱的同谋者，但是在叛乱发动后，他既害怕科尔尼洛夫在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同时也镇压小资产阶级政党，又担心人民群众在扫除科尔尼洛夫的同时也把他扫除掉，因此就同科尔尼洛夫断绝了关系，宣布其为反对临时政府的叛乱分子。



叛乱于8月25日（9月7日）开始。科尔尼洛夫调动第3骑兵军扑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内的反革命组织也准备起事。布尔什维克党是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按照列宁的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同时，并不停止对临时政府及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仆从的揭露。彼得格勒工人、革命士兵和水兵响应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号召，奋起同叛乱分子斗争，三天内有15000名工人参加赤卫队。叛军推进处处受阻，内部开始瓦解。8月31日（9月13日），叛乱正式宣告平息。在群众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下令逮捕科尔尼洛夫及其同伙，交付法庭审判。——72。



[53]指卡普叛乱。



卡普叛乱是德国君主派、容克、最反动的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集团和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反动叛乱，为首的是沃·卡普、埃·鲁登道夫、瓦·吕特维茨等人。叛乱的目的是废除民主共和国和重建君主政体。1920年3月10日，吕特维茨将军向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解散国民议会，改选总统。3月13日，受到国防军大多数将领同情的叛乱分子的军队，未经战斗开进了柏林。叛乱分子成立了以卡普为首的政府，宣布全德戒严。叛乱发生后，德国无产阶级立即投入保卫共和国的斗争。3月15日，总罢工席卷全德，参加的工人达1200万人。工人们武装起来同叛乱军队展开战斗。在德国共产党领导下，鲁尔区还成立了红色鲁尔军。大部分官吏和职员以及大批农业劳动者也参加了反卡普叛乱的斗争。叛乱分子的队伍在许多地方被击败。3月17日，卡普政府垮台，卡普本人逃往瑞典。——72。



[54]德雷福斯案件是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77。



[55]指1917年的七月事变。



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组织的前线进攻以惨败告终，激怒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1917年7月3日（16日），由第一机枪团带头，自发的游行示威从维堡区开始，并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行动的趋势。鉴于当时俄国革命危机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党不赞成搞武装行动。7月3日（16日）下午4时，党中央决定劝阻群众。但是示威已经开始，制止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当天夜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又同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组织一起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7月4日（17日）这天参加游行示威的共50多万人。示威群众派代表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遭到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首领的拒绝。军事当局派军队镇压和平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市内好几个地方同武装的反革命分子发生冲突，死56人，伤650人。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积极支持下，随即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7月5—6日（18—19日），《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7月6日（19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七月事变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附属品。——80。



[56]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胜利后，政权落在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临时政府手里。德国资产阶级力图把革命镇压下去。1919年1月初，艾伯特政府把属于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柏林警察总监埃·艾希霍恩免职，意在挑动工人举行为时过早的反政府武装起义。1月6日，为回答政府的挑衅，柏林工人举行了总罢工。但是参加领导起义的革命行动委员会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了叛卖策略，他们与艾伯特政府商谈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从而使政府赢得了时间。艾伯特政府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于1月8日中断谈判，声称总清算时刻已经到来。陆军部长、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古·诺斯克领导的反革命军队随即对柏林革命工人进行残酷镇压。包括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在内的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80。



[57]弃权派（抵制派）是意大利社会党的左派，因抵制资产阶级议会选举而得名。领导人是阿·博尔迪加。该派曾同意大利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者作过有力的斗争，但他们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策略是错误的。1921年1月21日，在里窝那党代表大会上该派同社会党决裂，随后参加创建意大利共产党。——84。



[58]《红旗报》（《Die　Rote　Fahne》）是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起初是斯巴达克联盟的中央机关报。由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创办，1918年11月9日起在柏林出版。该报多次遭到德国当局的迫害，1933年被德国法西斯政权查禁后继续秘密出版。1935年迁到布拉格出版；1936年10月—1939年秋在布鲁塞尔出版。——86。



[59]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87。



[60]《自由报》（《Die　Freiheit》）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日报），1918年11月15日—1922年9月30日在柏林出版。——88。



[61]《红旗报》（《Die　Rote　Fahne》）是奥地利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1918年11月起在维也纳出版。最初称《呐喊报》，1919年1月15日起改称《社会革命报》，1919年7月26日起始称《红旗报》。——88。



[62]这里说的是1918年2月设立的隶属于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的法律辩护员公会。资产阶级旧律师在许多法律辩护员公会中影响很大，他们歪曲苏维埃诉讼程序的原则，营私舞弊。因此早在1920年春就提出了取消法律辩护员公会的问题。1920年10月，法律辩护员公会被撤销。——93。



[63]根据俄文版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一著作中原先使用的“荷兰论坛派”一词，均已改为“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95。





《列宁全集》第39卷


在卡·马克思纪念碑奠基典礼上的讲话

（1920年5月1日）

报道

弗·伊·列宁就卡尔·马克思作为社会主义领袖的作用向到会者发表了简短而有力的讲话。

——尽管有种种政治自由，劳动者过去却处于受奴役的地位。现在，他们正走向工人革命，这一革命将建立一个没有地主和资本家的社会主义社会。帮助创建社会主义社会和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这一莫大的光荣和幸福落到了俄国的身上。在国际劳动节，正当我们要向所有的人证明我们能够完成组织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任务的时候，我们来此立碑纪念卡尔·马克思。我深信，我们今天奠基的伟大导师的纪念碑将号召大家全神贯注地作出长期努力，以便建成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





	载于1920年5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9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05页













《列宁全集》第39卷


在劳动解放纪念碑奠基典礼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20年5月1日）

报道

（列宁同志走上讲台时，全体到会者一齐鼓掌）同志们！这个地方以前是沙皇的纪念碑，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给劳动解放纪念碑奠基了。资本家把劳动叫作自由劳动，然而农民和工人却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本家，结果是他们只有饿死的自由。我们把这种劳动叫作雇佣奴隶制。我们知道，在目前艰难时期的条件下要很好地组织自由劳动和进行工作是不容易的。今天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只要这样继续走下去，就能建立真正自由的劳动。（长时间一齐鼓掌。乐队奏《国际歌》。）





	载于1920年5月4日《真理报》第94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9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06页













《列宁全集》第39卷


在扎戈尔斯基工人宫开幕式上的讲话

（1920年5月1日）

报道

列宁同志在简短的讲话中回忆了扎戈尔斯基同志，回忆了1907年侨居国外时同这位已故的同志的接触，当时，列宁同志经常到外国同志的工人小组以及俄国侨民小组去作讲演和报告。那时，扎戈尔斯基同志作为日内瓦布尔什维克小组的书记，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位精力充沛、才智横溢的人，一位全心全意忠于党的事业的优秀组织家。1918年扎戈尔斯基同志回到莫斯科以后，致力于党的工作，不久当选为莫斯科组织的书记，在列昂季耶夫斯基巷爆炸事件[64]中他牺牲在这个光荣的岗位上。





	载于1920年5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94号和1920年5月5日《真理报》第9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26页

















[64]指1919年9月25日晚反革命分子在列昂季耶夫斯基巷向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大楼扔炸弹的事件。策划这一事件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组织的所谓“革命游击队全俄起义委员会”。在这一事件中，有12人被炸死，55人被炸伤。——98。





《列宁全集》第39卷


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65]


（1920年5月2日）

标题中提到的那段时间，相隔有一年。这段时间是很长的。尽管我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还很弱小，尽管任何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安排、组织和纪律方面所暴露出来的缺点还非常多，但是主要的事情毕竟是做到了。一个极其沉重的庞然大物已经移动了，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

我们决不欺骗自己，我们做得还很少，需要做的还很多很多。只有劳动者穷凶极恶的敌人、资产阶级穷凶极恶的追随者才会轻视五一节星期六义务劳动，只有最卑鄙无耻的、死心塌地投靠资本家的人才会反对利用伟大的五一节来大规模地推行共产主义劳动。

只是推翻了沙皇、地主和资本家，才第一次清理出一块基地来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来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共同劳动的纪律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整个国民经济（进而是国际经济）的新制度。这是改变多少年来被败坏的风俗的事情，而败坏风俗的，正是万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由小个体经济即私有者经济在“自由”交换条件下必然产生（并且经常重新复活）的那种勾心斗角、互不信任、互相敌视、各行其是、尔虞我诈等等恶劣风气。几百年来，贸易自由、交换自由被千百万人奉为经济学上的金科玉律，成了亿万人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这种自由同资产阶级宣布并实行的其他“自由”，如“劳动自由”（应读作：饿死的自由）等等一样，都是十足的谎言，都是用来掩饰资本主义的欺骗、暴力和剥削的。

我们坚定不移地屏弃了这种使私有者成其为私有者的“自由”，这种资本可以剥削劳动的“自由”，并同这种“自由”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打倒旧的社会联系和旧的经济关系！打倒旧的劳动“自由”（劳动屈从于资本的自由）！打倒旧法律和旧习惯！

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社会！

过去，在反对沙皇制度、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全世界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伟大革命战争中，几度挫折并没有吓倒我们。

现在，我们也不会被巨大的困难和极艰巨的事业开始时难免会犯的错误所吓倒，因为改变一切劳动习惯和劳动风气是几十年的事情。我们要互相提出庄严而坚决的保证：我们准备作出任何牺牲，我们将在这场反对习惯势力的最艰难的斗争中昂首挺立，坚持到底，我们将为此坚持不懈地工作几年以至几十年。我们将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准则，克服那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差事，凡是劳动都理应按一定标准付给报酬的习惯看法。我们要努力把“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准则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要逐步地却又坚持不懈地推行共产主义纪律和共产主义劳动。

我们已经移动了一座其重无比的大山，这座大山就是因循守旧，愚昧无知，顽固坚持“自由贸易”、坚持把劳动力当作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自由”买卖的习惯。我们已经开始动摇并且打破那些最根深蒂固的偏见，那种一成不变、世代相传的落后习惯。一年来，我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不过这一运动还无比弱小。我们不会因此而气馁。我们亲眼看到，“无比弱小的”苏维埃政权由于我们的努力而壮大起来，并且正在成为无比强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力量。我们将在几年以至几十年内努力推行星期六义务劳动，发展它，推广它，改进它，使它成为一种风气。我们一定能取得共产主义劳动的胜利！





	载于1920年5月2日《五一节星期六义务劳动特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07—109页

















[65]《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一文发表于《五一节星期六义务劳动特刊》。这张报纸是《真理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经济生活报》、《贫苦农民报》、罗斯塔社的工作人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印刷厂的工人在五一节星期六义务劳动中共同编辑排印的，于1920年5月2日出版。



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莫斯科—喀山铁路莫斯科编组站机务段的15名共产党员于1919年4月12日举行的。此后，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很快在俄国各地展开。列宁在《伟大的创举（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26页）一文中总结了初期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经验。



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是根据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于1920年5月1日举行的。仅莫斯科一地参加这次义务劳动的就达425000多人。列宁参加了这次义务劳动，同克里姆林宫军校学员一起清理了克里姆林宫里的建筑材料。——99。





《列宁全集》第39卷


对开往波兰战线的红军战士的讲话[66]


（1920年5月5日）

报道

同志们！你们知道，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在协约国的唆使下，把一场新的战争强加给我们了。同志们要记住，我们同波兰的农民和工人并没有什么争执，我们过去承认现在还继续承认波兰的独立，承认波兰人民共和国。我们曾向波兰提议在保证它的边界不受侵犯的条件下缔结和约，尽管这条边界已经远远越出了纯粹是波兰人居住的地区。我们作了一切让步，你们每一个人在前线都要记住这一点。在前线，你们要用自己对待波兰人的行为证明：你们是工农共和国的士兵，你们不是作为压迫者而是作为解放者到他们那里去的。现在波兰的地主违反我们的愿望同佩特留拉结成了联盟，他们已经转入进攻，正逼近基辅（外国报纸散布谣言，说他们已经拿下基辅，这完全是撒谎，因为昨天我还同在基辅的费·柯恩用直达电报通过话），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说：同志们！我们既然抗击过更厉害的敌人，战胜了本国的地主和资本家，也一定能够战胜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我们大家今天都应当在这里宣誓，提出庄严的保证：我们大家要团结得象一个人，决不让波兰地主和资本家得逞。自由独立的波兰共和国的农民和工人万岁！打倒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我们的工农红军万岁！（列宁同志讲话的结尾淹没在雄壮的《国际歌》歌声和“乌拉”的欢呼声中）





	载于1920年5月6日《真理报》第96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9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10—111页

















[66]列宁的这篇讲话是在莫斯科剧院广场（今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对开往波兰战线的红军战士发表的。讲话后，列宁在大剧院门前台阶上检阅了莫斯科卫戍部队。奔赴波兰战线的一批彼得格勒共产党员也参加了检阅。——102。





《列宁全集》第39卷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67]


（1920年5月5日）

（鼓掌）同志们，有一点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就是从国际的角度来看，或者更正确地说，从俄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来看，当前这场战争跟过去的一些战争是不同的。当然，你们谁都不会怀疑，而且也不该怀疑，这场战争是一连串事件中的一个环节，这些事件表明国际资产阶级正对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反抗，丧心病狂地试图扼杀苏维埃俄国，推翻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为此他们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当然，毫无疑问，在这些现象之间，即在国际资产阶级过去的尝试和现在的这场战争之间，肯定是有联系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现在这场战争从我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来看和过去那些战争有多么大的区别，我们的斗争给了国际工人运动多么大的推动，世界无产阶级怎样看待苏维埃俄国的胜利，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怎样在发展壮大，以及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两年多来完成了多么巨大的工作。

你们记得，最强大的、举世无敌的资本主义列强的最显要最有权势的部长们不久以前宣布说，他们组织了一个反对俄国的14国联盟；你们知道，这个联盟在法国和英国那些势力极大的资本家的压力下纠合了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制定了一个从军事上说确实是庞大而无所不包的计划。这个计划被我们粉碎了，因为帝国主义者的团结只是表面现象，一旦真的要牺牲自己，国际资产阶级的力量就经不起一点考验了。事实表明，经过四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劳动群众不认为对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了，于是他们就成了我们的伟大的同盟者。协约国的计划确实是一个毁灭性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却自行毁灭了，因为资本主义列强虽然组织了最强大的联盟，却未能实现这个计划，他们实际上没有力量实现这个计划。任何一个强国的力量同我们相比都可能占优势，但是任何一个强国都不能团结一致，因为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不支持他们的团结；任何一国的军队——无论是法国的或英国的——都无法使它的士兵能够坚持在俄国土地上与苏维埃共和国作战。

我们只要用心回想一下，当我们共和国确实在抗击全世界、抗击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国家时，情况是多么危急，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我们是怎样经受了所有这些严重的考验而取得完全胜利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确地认识到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情况。现在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新计划，但是它同半年前的那个真正包罗一切的统一计划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旧计划的残片，因而从国际力量的对比来看，我们更有把握断定他们的这次尝试是不会成功的。旧计划是，所有帝国主义强国试图勾结从前遭受大俄罗斯沙皇和资本家政府残酷无耻地压迫的前俄罗斯帝国边境上的所有小国来扼杀工农共和国；而现在则是某些强国勾结一个与我们接壤的国家，企图做到过去所有帝国主义强国勾结所有接壤国家，在一年前和半年前还勾结了高尔察克、邓尼金等都不曾做到的事情。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帝国主义那次计划的残片。帝国主义两次计划的特点是资产阶级的顽固性表现得特别明显。资产阶级知道，它是在为维护本国的政权而斗争，这里要解决的不是俄国或波兰的问题，而是它本身存亡的问题。因此应该预料到，它将竭力利用计划的任何一片残片来复活已经破产了的旧计划。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尽管它们的部长们一再发表声明，要和平解决争端，但是事实上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问题上采取任何一个重大措施都不可能不发生分歧。法国人需要一个强大的波兰和一个强大的沙皇制类型的俄国，他们为了这个目的甘愿作出一切牺牲。而英国考虑到自己的地理位置则追求另一个目的：分裂俄国，削弱波兰，使法国和德国之间形成一种均势，这样就可以保证那些战胜国的帝国主义者能够控制他们在世界大战后从德国手中夺来的殖民地。这方面的利害冲突是极为惊人的，所以不管帝国主义列强的代表们在圣雷莫[68]怎样要我们相信协约国之间思想完全一致，但我们知道它们之间根本没有一致可言。

我们知道，波兰的进攻就是当年要把整个国际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那个旧计划的残片，既然那个从纯军事角度来看是有把握获得绝对胜利的庞大计划在那时都没有成功，那么，现在的这个计划就从同样的角度来看也是不会成功的。此外我们知道，同波兰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帝国主义列强和波兰政府现在都陷入了空前的混乱。波兰资产阶级在最近几个月、几个星期、几天里为推行自己的政策而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在本国劳动群众面前暴露出它自己的真面目，都同它的盟国发生争吵，而不能把任何一个步骤贯彻到底。帝国主义者忽而声称他们跟苏维埃俄国势不两立，不可能同它进行任何谈判，忽而解除对它的封锁，并且以所谓的联盟、所谓的国际联盟的名义郑重声明这一点，忽而又开始采取摇摆不定的政策，——他们的这种做法一直在给我们提供机会，使我们能够证明我们的政策是和平政策，证明我们的国际政策既跟沙皇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也跟俄国资本家的或俄国资产阶级（即使是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已经向全世界证明，我们的对外政策跟一切资产阶级报纸经常硬加在我们身上的那种政策毫无共同之处。这样，波兰政策中的每个骗局都被他们自己揭穿了。我们从俄国的三次革命经验中知道，这几次革命是怎样准备的，国内外政策又是怎样在每次革命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的。这些经验表明，统治阶级是我们在革命准备工作中最忠实的助手，因为它们妄图建立各种各样的联合政府和立宪会议等等，妄图代表所谓的民意，而实际上它们每到民族存亡的严重的、困难的和紧要的关头，总是通过自己的政策暴露出相互厮杀的资产阶级集团、彼此竞争而无法和解的资本家集团自私自利的本性。这些集团比共产党的宣传更百倍有力地揭露了他们自己。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任何宣传鼓动如果没有被本国统治阶级的实际行动所证实，就永远不能使该国的工人阶级革命化，即使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

如果说我们已经在一场无疑是更为艰苦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如果说我们曾正确地估计到了资产阶级各集团各政党在它们特别需要联合起来的时候总要发生争执并且无法和解，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形势就好得多了；现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象波兰这样的国家中所发生的一切（这一切会愈演愈烈），使我们坚信这一点。不仅从国内力量对比的角度来说，而且从国际的角度来说，都使我们坚信这一点。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现代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整个体系，分析一下这些国家的全部意图——而我们知道，它们死抱住不放的意图就是利用每一个机会来进攻俄国——并且从近几年来特别是近半年来确凿的历史事实出发，完全客观地加以估价，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国际敌人日趋衰弱，各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的种种尝试愈来愈不会成功，从这方面来看，我们的胜利是确有把握的。

但是，同志们，正当我们集中精力从事和平经济建设，忙于完成经济任务，而又面临一场即将到来的新战争的时候，我们非常需要迅速地整编自己的队伍。我们的全部军队，近来已经变成劳动军[69]，现在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方面去；我们应该放下自己的一切工作，集中精力来对付这场新的战争。我们十分清楚，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敌人，对于我们这些经受过考验的人来说并不可怕，但是他可能给工人和农民再次带来沉重的牺牲，可能给我们的经济建设增加好多倍的困难，使成十、成百、成千个农户遭到破产和破坏，也可能以他一时的胜利使那些败在我们手下的帝国主义者破灭了的希望死灰复燃，而这些帝国主义者当然会不失时机地向他靠拢。因此我们必须宣布，现在必须坚决地重新实行我们在过去历次战争中所遵循的那条准则。既然我们表示了最真诚的和解意愿，作出了巨大的让步，放弃了一切民族要求，而波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还是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既然我们相信，而且也应该相信，各国资产阶级，甚至现在还没有帮助波兰人的资产阶级，在战争激烈起来的时候都会出来帮助他们（因为这里要解决的不仅是俄国的或波兰的问题，而是整个资产阶级存亡的问题），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想起过去在我们的政策中所遵循的、一向保证我们获得胜利的那条准则，并且要坚决实行，贯彻到底。这条准则就是：既然是战争，那么一切都应该服从于战争的利益，整个国内生活都应该服从于战争（鼓掌），在这一点上不容许有丝毫的动摇。大多数同志的工作不久前才转上对和平建设任务更有益和更必要的轨道，不管他们要离开自己的工作心里多么难受，但是必须记住，稍有一点疏忽大意都往往会使我们多少万优秀的同志、年轻一代的工人和农民、永远站在斗争前列的共产党员遭到无谓的牺牲。因此我们再强调一下，一切为了战争。任何一次集会，任何一个会议，在讨论任何问题时都必须首先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支援战争，是否已经鼓足了干劲，是否为前线提供了充分的援助？必须做到这里只留下那些在前线起不了作用的人。要毫不犹豫地为前线作出一切牺牲，为前线提供一切帮助。只要我们集中了一切力量并且作出了一切牺牲，毫无疑问，这一次我们也一定会取得胜利。（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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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这是列宁在1920年5月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是在波兰白军进攻苏维埃俄国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奔赴波兰战线的300名彼得格勒工人共产党员也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波兰战线状况，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俄国劳动群众决心以毁灭性的打击回答波兰资产阶级的进攻，并号召俄国工人和农民全力加强西方战线，在最后这条战线上早日取得全胜。——104。



[68]指1920年4月19—26日在意大利圣雷莫举行的协约国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协约国最高会议的成员、政府首脑：法国的亚·艾·米勒兰，英国的戴·劳合－乔治，意大利的弗·尼蒂。日本代表为松井（大使）。比利时和希腊的代表只参加讨论涉及本国利益的问题。美国派了一名观察员参加。会议讨论了对土耳其和约和阿拉伯国家的委任统治权的分配问题，德国履行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问题以及盟国对苏维埃俄国的立场问题。会议虽然通过了一些决议，但并没有缓和协约国列强间的深刻矛盾。——106。



[69]劳动军是在国内战争末期暂时用于国民经济战线而保持军队建制的苏俄红军部队。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首先倡议把军队用于经济战线，得到列宁的赞同。1920年1月15日，工农国防委员会把第3集团军改组成为第1（乌拉尔）革命劳动军。此后陆续成立的劳动军有：乌克兰劳动军（由西南方面军组成）、高加索劳动军（由高加索方面军第8集团军组成）、第2特种铁路劳动军（由高加索方面军第2集团军组成）、彼得格勒劳动军（由第7集团军组成）、第2革命劳动军（由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第4集团军组成）、顿涅茨劳动军、西伯 利亚劳动军等。劳动军从事修复铁路、采煤、伐木、征购和运输粮食等工作，并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文化教育活动。1920年对波战争爆发后，有些劳动军转为战斗部队。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12月30日的决定，劳动军被撤销。——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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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府的电报

（1920年5月5日）

巴库

人民委员会祝贺独立的阿塞拜疆共和国劳动群众获得解放，坚信独立的阿塞拜疆共和国在它的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一定能同俄罗斯联邦一道，抗击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死敌帝国主义，保卫住自由和独立。

独立的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阿塞拜疆工农万岁！

阿塞拜疆和俄罗斯的工农联盟万岁！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载于1920年5月9日《共产党人报》第7号（巴库）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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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印度革命协会[70]


（1920年5月10日）

我高兴地获悉，工农共和国宣布的自决原则以及被压迫民族摆脱外国和本国资本家剥削而取得解放的原则，在为争取自由而英勇斗争的觉悟的印度人中得到了如此热烈的反应。俄国劳动群众始终如一地关注着印度工农的觉醒。劳动者的组织性、纪律性、坚毅精神以及同全世界劳动者的团结一致，是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我们欢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结成紧密的联盟。我们衷心希望这一联盟能包括东方的一切劳动者。只有在印度、中国、朝鲜、日本、波斯、土耳其的工人和农民携起手来一起进行共同的解放事业的时候，彻底战胜剥削者才有了保证。自由的亚洲万岁！





	载于1920年5月20日《真理报》第108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0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22页

















[70]列宁致印度革命协会的贺词是1920年5月10日通过无线电发出的。



1920年2月17日在喀布尔举行的印度革命者大会寄给了列宁一份大会通过的决议。决议对苏维埃俄国为所有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特别是为印度的解放而进行的伟大斗争，表示深切的谢意和钦佩。列宁的贺词是对上述决议的答复。——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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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第一机枪训练班红色指挥员第十一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920年5月12日）

采访记录

列宁向刚提升为红色指挥员的毕业生发表讲话，指出一个红色指挥员应该抱着什么目的奔赴西方战线。红色指挥员应该记住，我们不是同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作战，而是同波兰资产阶级和地主以及站在他们背后并指挥波兰老爷们的协约国资本家作战。列宁同志说，你们知道，这场战争是违背我们的意愿强加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决不让他们扼杀我们：宁死也不能失败。





	载于1920年6月1日《新军》杂志第6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26—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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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工人、红军战士扩大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20年5月13日）

报道

现在苏维埃共和国又处在艰难的时刻了。俄国无产阶级在打败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之后，就全身心地来重整国家的经济生活。我们原以为波兰资产阶级政府不敢再采取新的冒险行动了。不错，波兰共产党人说过，波兰政府正因为再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了，所以不怕把本国的工人和农民投入随便什么样的冒险行动中去。但是我们认为波兰无产阶级总会同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无产阶级一起赶走波兰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俄国工农政府曾对波兰作了巨大的让步，希望以此向波兰人民表明，它完全放弃了沙皇政府对待小国的政策。

在波兰资产阶级背后操纵的是法国资本家，他们希望把他们的军用物资高价推销给波兰，借以补偿他们在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身上所受的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没有一个协约国国家敢公开出面反对苏维埃俄国，他们都怕在工人面前暴露自己的真面目。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让那些政治上无知的落后公民知道：我们为避免新的流血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不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既然同佩特留拉勾结起来的波兰资产阶级要打，我们就将毫不留情地打到底。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归根到底是由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群众的士气决定的。士兵们确信战争的正义性并且意识到必须为了自己弟兄们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会使他们斗志昂扬并且能忍受空前的艰难困苦。沙皇的将军们说，我们的红军战士所忍受的艰难困苦是沙皇军队根本无法忍受的。这是因为每一个手握武器的工人和农民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并且自觉地为正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流血。

群众认识到战争的目的和原因，这有巨大的意义，这是胜利的保证。

战争把我们的国家弄得疲惫不堪，我们宁愿作出巨大让步来停止流血并着手和平劳动。因此，当布利特来到俄国，提出苛刻的和约的时候，苏维埃政府为了使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就签署了这个条约[71]。

目前我们不得不再次发出“一切为了战争”的号召。一切组织，无论是工会组织或党的组织，现在都必须拿出全部力量来支援英勇的红军。

不久我们就会使全世界相信，正义是在我们这一边的。

昨天英国工联代表团[72]来到了彼得格勒，这个代表团中同情我们的人不多，但我们相信，他们回国后会成为替我们宣传的最好的鼓动家。在连从前的一些沙皇将军也认为波兰的要求不合理而来帮助我们了。我们，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们现在都说：“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胜利。”让我们鼓足干劲来保证胜利吧。（热烈鼓掌）





	载于1920年5月14日《共产主义劳动报》第4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20—121页

















[71]这里说的是1919年3月苏维埃政府同美国政府代表威·克·布利特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布利特前往莫斯科，是为了了解苏维埃政府同意在什么条件下同协约国媾和。



布利特在谈判中转达了美国总统伍·威尔逊和英国首相戴·劳合－乔治的建议。苏维埃政府为了尽快缔结和约，同意按照他们提出的条件进行谈判，但对这些条件作了一些重要修改（美国政府代表布利特和苏俄政府共同制定的和平建议草案全文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1958年俄文版第2卷第91—95页）。



布利特离开苏维埃俄国之后不久，高尔察克军队在东线取得了一些胜利。帝国主义各国政府指望借助高尔察克的力量来消灭苏维埃俄国，于是拒绝了和平谈判。威尔逊不准公布布利特带回去的协定草案，劳合－乔治则在议会宣称他同与苏维埃政府谈判一事根本没有关系。——114。



[72]英国工联代表团是指根据1919年12月英国工联代表大会决定派赴俄国了解苏维埃俄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英国工人代表团。代表团由工党和工联成员组成，以工党的本·特纳为团长。英国独立工党也派代表作为非正式成员随同前往访问。列宁认为该代表团的来访意义重大，要求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对代表团热情接待，向他们广泛介绍苏俄人民的生活，以便他们回国后能向英国人民报告苏俄的真实情况。1920年5月12日英国工人代表团抵达彼得格勒，17日到达莫斯科，以后又参观了伏尔加河流域一些城市。他们到处受到苏俄劳动人民的隆重欢迎。代表团还到了前线，参加了星期六义务劳动。5月26日列宁接见代表团，和代表们谈了关于英国革命运动的前景、协约国反对苏俄的活动以及苏波战争等问题。代表团访问后表示要为加强英国和苏俄劳动人民的团结而努力，并对英国政府支持波兰政府发动对苏战争表示强烈抗议。代表团共访问6周，回国后发表了关于苏俄情况的报告。——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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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收购原料的决定草案[73]


（1920年5月25日）

建立一个委员会在两周内完成下列任务：

（1）制定措施由一个部门统管粮食和原料的收购工作，或者以相当固定的和适当的形式把有关部门联合起来进行这项工作。必须利用合作机构。

（2）委员会特别应该研究动用征粮军和国内警卫部队参加各种原料收购工作的问题，以及实行奖励和进行商品交换（一般是指集体的商品交换）的条件和具体范围，尤其是用农民所交的部分原料加工为成品返销给他们的条件和具体范围的问题。

（3）收购原料必须采用普遍摊派的办法，并且以固定价格收购。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23页

















[73]《人民委员会关于收购原料的决定草案》是列宁在人民委员会1920年5月25日会议上写的，并得到会议的通过。——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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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理分配劳动居民住房的办法的法令草案的意见[74]


（1920年5月25日）

我认为，第9条不合适。人民法庭太弱了。

应当责成各地方卫生局（＋劳动人民委员部）

（ａ）颁布强制性的规章制度

（ｂ）对不讲卫生等行为可以不经法庭审判，处以一个月以内的拘留或两个月以内的强制劳动

（ｃ）组织群众监督住房的卫生（通过苏维埃下设的专门的小分队）。






	　　列宁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431页

















[74]这是列宁在审阅人民委员会关于合理分配劳动居民住房的办法的法令草案时写下的意见。法令草案根据列宁的意见作了修改后，由人民委员会1920年5月25日会议通过。法令发表于1920年6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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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英国工人的信[75]


（1920年5月30日）

同志们！首先请允许我对你们派代表回来访问苏维埃俄国表示感谢。你们的代表团向我建议，通过它带信给英国工人，也可以通过它向英国政府提出建议。我答复说，我衷心地接受前一个建议，但是同政府打交道，我不应当通过工人代表团，而应当通过契切林同志直接以我国政府的名义来进行。我们已经多次而且是很多次用这种方式向英国政府提出关于进行和平谈判的最正式最郑重的建议。我国的代表李维诺夫同志、克拉辛同志，还有其他同志，都在继续不断地提出这种建议。可是英国政府却固执地不接受我们的建议。因此，我只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分而不是以苏维埃俄国政府代表的身分来接见作为工人使者的英国工人代表团，这就不足为奇了。

你们代表团的若干团员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立场上，这并不使我惊奇，因为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帝国主义战争完全暴露了一个经久未愈的脓疮：议会和工联中的工人领袖多数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他们打着“保卫祖国”的骗人的幌子，实际上保卫世界两大强盗集团，即英美法集团或德国集团的掠夺利兹；他们同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他们用和平演进、宪政方法和民主等等市侩感伤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和平主义的词句来掩盖这种叛卖行为。各国都是如此，所以你们代表团的成分也反映了英国这种同样的现象，是并不奇怪的。

我谈到，英国不顾我们的多次和平建议，不顾自己政府的屡次声明，继续进行干涉，同我们作战，援助克里木的弗兰格尔和波兰的白卫分子。我说的这些大概使你们代表团的团员肖和格斯特感到惊奇和委屈，他们问我，这样说有没有证据，能不能指出英国给波兰送去了多少列车的军火等等。我回答说，要获得英国政府订立的秘密条约，就得用革命手段推翻这个政府，把它对外政策的一切文件拿过来，就象我们在1917年所做的那样。每个有学识的人，每个真正关心政治的人，在我国革命以前就已经知道，沙皇同英、法、美、意、日等国强盗政府缔结过关于分赃，关于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亚、亚美尼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等的秘密条约。只有撒谎者和伪君子（当然，除开那些极其愚昧无知的文盲）才能否认这一点，或者佯装一无所知。但是不革命，我们就永远得不到资本家阶级强盗政府的秘密文件。英国无产阶级的那些领袖或代表人物——无论是议会的、工联的、新闻界的还是其他方面的领袖或代表人物都一样——装出一副样子，好象他们不知道英、法、美、意、日、波有掠夺其他国家，进行分赃的秘密条约，并且他们也不进行革命斗争来揭露这些条约，这不过再一次表明他们是资本家的忠实奴仆而已。我们早就知道这一点；我们正在本国和世界各国揭露这一点。英国工人代表团访问俄国也会加速对英国这类领袖的揭露。

5月26日，星期三，我同你们的代表团谈了话。第二天，电讯报道说，博纳·罗在英国议会里承认在10月间“为了防御俄国进攻”，曾经给波兰军事援助（当然，只是为了防御，只是在10月间！英国竟还有这种“有影响的工人领袖”在帮助资本家愚弄工人！），而一家温和之至的市侩报纸《新政治家》[76]谈到，向波兰提供的坦克比战时用来对付德国人的坦克威力还大。有些英国工人“领袖”装出无故受辱的样子问别人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英国在同俄国作战，在帮助波兰和克里木的白卫分子，可是有了这些材料以后，他们又怎能不被人耻笑呢？

代表团团员问我：哪件事更重要，是建立彻底革命的英国共产党，还是立即发动英国工人群众促进对俄媾和？我总是回答说，这是一个信念问题。凡是真心赞成工人摆脱资本桎梏的人决不会反对建立共产党，而只有共产党才能不按资产阶级的方式、不按市侩的方式教育工人群众，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揭露、嘲笑和羞辱那些对英国是不是帮助了波兰这类事实都发生怀疑的“领袖”。用不着担心英国的共产党员会太多，因为英国现在连一个很小的共产党也没有。但是，如果谁仍然充当资产阶级思想上的奴才，仍然抱着“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和平主义之类的市侩偏见不放，而这种人忽然要自称为共产党人，要参加第三国际，那么他们当然只会给无产阶级带来更大的害处。这种人除了用市侩的花言巧语写一些动听的“决议”来反对干涉之外，是什么都做不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决议也还是有益处的，就是说，这些老“领袖”（醉心资产阶级民主、和平方式等等的人）会使自己在群众心目中成为可笑人物，他们愈玩弄空洞的、毫无的束力的、不见诸任何革命行动的决议，就会愈快地暴露自己。还是各走各的路吧：让共产党员直接通过自己的政党来致力于提高工人的革命意识吧；让那些在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中赞成“保卫祖国”的人，让那些赞成“保卫”英国资本家和沙皇签订的共同掠夺土耳其的秘密条约的人，让那些“没有看见”英国帮助波兰和俄国白卫分子的人，让他们更快地使自己的“和平决议”达到荒唐可笑的数字吧；这会使他们更快地重蹈俄国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覆辙。

你们代表团的某些团员惊奇地向我提出关于红色恐怖、关于俄国没有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以及我们迫害孟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工人等等问题。我总是回答说，制造恐怖的真正祸首是英帝国主义者及其“盟友”，他们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芬兰和匈牙利，在印度和爱尔兰实行白色恐怖，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支持尤登尼奇、高尔察克、邓尼金、皮尔苏茨基和弗兰格尔。我国的红色恐怖则是保卫工人阶级免受剥削者的侵害，是镇压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一小撮孟什维克工人所支持的剥削者的反抗。资产阶级民主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是富人坑害劳动者的自由，是资本家贿赂和收买报纸的自由。这一点我已经在报刊上解释过很多次，再来重复我已经感到很乏味了。

在我同你们的代表团谈话两天之后，报上的消息说，继法国逮捕莫纳特和洛里欧之后，英国又逮捕了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瞧，英国政府绝妙地回答了那些囿于资产阶级偏见的非共产主义的英国工人“领袖”连提都不敢提出的问题：恐怖究竟是针对哪一个阶级的？是针对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呢，还是针对压迫者和剥削者？问题是资本家掠夺、欺骗和愚弄劳动者的“自由”呢，还是劳动者摆脱资本家、投机商、私有者桎梏的“自由”？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代表千百万受英国以及其他国家资本家压迫的人的利益，因此她受到白色恐怖的迫害，被剥夺了自由，如此等等。而那些奉行非共产主义政策的工人“领袖”，却百分之九十九地代表资产阶级，替它制造骗局，散布偏见。

同志们！最后我再一次感谢你们派代表团访问我国。尽管代表团里有许多人敌视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尽管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囿于资产阶级偏见，但是代表团对苏维埃俄国的了解，必然会加速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






	　　　尼·列宁　1920年5月30日

载于1920年6月17日《真理报》第130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3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24—128页

















[75]《给英国工人的信》是在英国工人代表团访问苏俄两周后写的，发表于1920年6月17日《真理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共产主义劳动报》和《汽笛报》，同一天还刊载于英国社会党的周刊《号召报》。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联盟机关报《工人无畏舰》周刊和《俄国展望》杂志于6月19日、英国社会党报纸《每日先驱报》于6月22日相继予以转载。这封信后来还多次为苏维埃俄国和其他国家的报刊所转载。——117。



[76]《新政治家》杂志（《The　New　Statesman》）是英国费边社的刊物（周刊），1913年在伦敦创办，1931年起改称《新政治家和民族》杂志。——119。





《列宁全集》第39卷


同日本记者、《大阪朝日新闻》代表中平良的谈话[77]


（1920年6月3日）

列宁没有等我们提问就先说了起来。列宁在谈到日俄关系时，对日本不愿响应俄国工农政府所采取的爱好和平的步骤的立场深表遗憾。他指出：“工农政府正因为遵循爱好和平的原则，所以才承认在远东建立的缓冲国[78]。”

列宁在转到其他话题时，接二连三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1．地主在日本是不是统治阶级？2．日本的农民能不能自由拥有土地？3．日本人民主要依靠国内的资源生活，还是日本从国外进口大量商品？”

这样，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列宁对日本人民的生活是很关心的。

接着，列宁提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我在一本书中读到，说在日本父母是不打孩子的。是这样吗？”我们回答说：“例外情况当然有，但在我们那儿通常是不打孩子的。”他十分满意地指出，工农政府的一个原则，也是废除对儿童的体罚。

我们提了一些有关俄国革命及其发展前景的问题。

列宁简要地叙述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接着说：“革命前，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遭受的是历史上空前的压迫。由于这种压迫，人民群众的反抗精神日益增长，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正因为如此，尽管俄国下层居民的组织程度比较差，尽管他们的文化程度比其他国家低，但是，革命运动毕竟没有被镇压下去。现在，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已有两年多的革命经验，并且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受到了极好的锻炼。在这两年半时间内所积累起来的经验，足以比得上好几个世纪的发展。”

随后，我们问：“工农共和国原则上拒绝偿付沙皇政府的债务，但是它却答应在同爱沙尼亚缔结和约后偿付给它大量黄金。这应该怎样解释呢？”

列宁爽朗地笑了笑，回答说：“爱沙尼亚对工农国家的态度是友好的，所以工农政府答应以黄金偿还，作为对这种友好态度的回答。”然后他说：“同有产阶级打交道是非常困难的。有产阶级那些人出自其本性，考虑的只是如何满足自己对金钱的贪欲。以美国为例。美国曾向我们工农国家建议缔结和约。但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建议，原来它具有彻头彻尾的掠夺性质。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们根本拒绝签订这种和约。当然，我们不愿让外国人看成一个弱国。有理由认为，协约国各国愈是拖着不承认工农国家，愈是企图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到头来对我们就愈有利。

俄国工业前景广阔。就拿动力技术来说吧，一旦它得到高度发展，我们就可以使各个经济部门电气化。共产主义蕴藏的创造的潜力，在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时，必将迅速地产生巨大的效果；将会出现一个极大的发展，足以同数十年才能实现的进步相媲美。”





	载于1920年6月13日《大阪朝日新闻》第1381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29—131页

















[77]列宁同日本记者、《大阪朝日新闻》代表中平良的谈话是1920年6月3日在克里姆林宫列宁的办公室里进行的。中平在他的通讯中报道说：“出乎我的意料，办公室里的陈设竟十分简单朴素，这使我感到很惊讶……列宁对我们非常亲切坦诚，就象接待老朋友一样。虽然他在俄国担任最高的职务，但是，在他的言谈举止中却没有一点摆架子的味道。”（1920年6月13日《大阪朝日新闻》）据中平后来回忆，第二天，他把谈话记录稿送给列宁，列宁仔细地看了一遍，并作了几处修改。



这里收载的报道用日文发表于1920年6月13日《大阪朝日新国》和1920年6月15日《东京朝日新闻》，还用英文发表于1920年8月7日出版的《苏维埃俄国》杂志第6期。根据《苏维埃俄国》杂志译出的这一报道的俄译文最初发表于1963年4月16日《消息报》第91号。——122。



[78]指远东共和国。



远东共和国是1920年4月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成立的民主共和国，首都在上乌金斯克（现称乌兰乌德），后迁到赤塔。政府领导人是布尔什维克亚·米·克拉斯诺晓科夫、彼·米·尼基福罗夫等。苏维埃俄国政府于1920年5月14日正式承认远东共和国，并提供财政、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远东共和国是适应当时极为复杂的政治形势而成立的，目的是防止苏维埃俄国同日本发生军事冲突，并为在远东地区消除外国武装干涉和白卫叛乱创造条件。为了领导远东地区党的工作，成立了俄共（布）远东局（后改为俄共（布）中央远东局）。这个特别党组织的任务之一就是保证俄共（布）中央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对远东共和国的对内对外政策起决定性作用。在远东大部分地区肃清了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后，远东共和国国民议会于1922年11月14日作出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1922年11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远东共和国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122。





《列宁全集》第39卷


同日本记者、《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代表布施胜治的谈话[79]


（1920年6月3日或4日）

列宁同志会见布施时说，见到他很高兴，尽管近几年俄国和日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尽管日本的某些集团至今还同苏维埃俄国势不两立，但是，列宁对两国未来的关系仍然是乐观的。列宁说：苏维埃政府承认了缓冲国的独立，我希望这将有助于在最近期间恢复远东的和平。


　　布施开始了采访，他向列宁提问：“去年秋天您说困难已经过去，难道您没有预见到以后还有困难吗？”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们经受住了最大的困难，但是，在我们面前当然还有许多困难！
　　布施问：“您说过，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曾用了很多年，因而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也要用很多年。请问，这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确定期限是困难的；推翻旧制度要不了多少时间，但是，建立新制度，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着手实施工业和农业的电气化计划，没有电气化，共产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我们的电气化计划预定10年完成，如果情况非常顺利的话。这就是我们建立新制度的最短期限。
　　接着，列宁就日本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向布施提了一些问题。



　　日本的地主都是些什么人？日本无地农民的处境怎样？有农民组织吗？等等。然后，列宁问起日本的电气化和国民教育的情况，以及日本怎样对待孩子。当布施说到日本比西方更爱护孩子时，列宁说：这非常重要，要知道，在所谓最文明的欧洲各国中，甚至在瑞士也还没有完全消除譬如在学校打孩子的习俗。
　　然后，布施向列宁同志又提出了一系列政治问题。布施：“您对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睦邻关系持什么看法？”





　　关于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共居的条件，不久前美国代表布利特在华盛顿公布的条约草案中已作了详细的叙述。这些条件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利的，协约国列强因此以为我们是由于软弱才同意让步的，于是就开始了武装干涉，其结果是他们都遭到了完全的失败。我们彻底粉碎了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
　　布施：“共产主义在哪里成功的可能性大些，在西方还是在东方？”



　　真正的共产主义目前只可能在西方获得成功，然而，西方是依靠东方生存的；欧洲的帝国主义列强主要靠东方殖民地发财，但同时他们却武装了自己的殖民地并教会了他们如何打仗，这样，西方也就在东方为自己掘好了墓穴。
　　布施：“苏维埃政府当前的任务是什么？”



　　第一，打败波兰地主；第二，争取持久和平；还有第三，发展我们的经济生活。



	载于1920年6月10日《东京日日新闻》第1568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32—134页

















《列宁全集》第39卷


《共产主义》[80]


为东南欧国家办的共产国际杂志（德文版），维也纳，自1920年2月1日第1—2期合刊至1920年5月8日第18期

（1920年6月12日）

维也纳出版的《共产主义》杂志是一份出色的杂志，它提供了很多有关奥地利、波兰和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情况的令人极感兴趣的材料，同时也登载了国际运动的新闻、关于匈牙利和德国的文章、关于总任务和策略等等的文章。但是只要把杂志翻一下就立刻可以发现，它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缺点。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明显症候，这个杂志正害着这种幼稚病，我的那本在彼得格勒刚刚出版的小册子 
［注：见本卷第1—95页。——编者注］

 分析了这种病症。

我想现在就扼要地指出《共产主义》这份出色的杂志的幼稚病的三个症候。在第6期（1920年3月1日）上登载了卢·乔·同志的一篇文章：《论议会活动问题》，编辑部称它为供讨论的文章，而库·贝·同志，即《论抵制议会的问题》一文（1920年5月8日第18期）的作者（幸而）干脆否定了这篇文章，也就是声明他不同意这篇文章。

卢·乔·的文章左得很，糟得很。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防御”策略和“进攻”策略的区分是臆想出来的；对十分明确的历史情况缺乏具体分析；没有注意到最本质的东西（即必须夺取和学会夺取资产阶级借以影响群众的一切工作部门和机关等等）。

库·贝·同志在第14期（1920年4月17日）《德国发生的事件》一文中批评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0年3月21日的声明，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本小册子中也批评过这个声明。但是我们两人的批评性质根本不同。库·贝·同志是援引马克思的话来进行批评的，但是这些话所指的情况跟目前的情况不同，他全盘否定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完全忽略了最主要的东西。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既然多数城市工人离开谢德曼派靠拢考茨基派，而在考茨基那个（“独立”于正确的革命策略的）党内他们又继续离开右翼靠拢左翼，即实际上靠拢共产主义运动，既然事情是这样，那么是否可以一点不考虑对这样的工人采取一些过渡的、妥协的办法呢？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5月间实行的实质上正是妥协的政策，那时他们声明，不能简单地把临时政府（李沃夫、米留可夫、克伦斯基等）推翻，因为苏维埃中还有工人支持它，必须首先使这些工人中的多数或者相当一部分人改变观点。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这一经验，是否可以不加考虑，只字不提呢？

我认为是不可以的。

最后，上面提到的《共产主义》第18期上的库·贝·同志的那篇文章，特别明显、清楚、有效地揭示了他的错误在于赞同目前欧洲那种抵制议会的策略。作者在屏弃“工团主义的抵制”、屏弃“消极的”抵制的同时，臆想出一种特殊的“积极的”（哦，多么“左”呀！……）抵制，这就异常清楚地表明他的论断的错误极其严重。


　　作者写道：“所谓积极的抵制，就是共产党不要满足于传布反对参加选举的口号，为了有利于抵制，就要象党参加了选举那样，象党的鼓动和行动（工作、活动、行为、斗争）指望获得尽可能更多的无产阶级的选票那样，展开广泛的革命的鼓动工作。”（第552页）



　　这真是精彩的妙论。这比任何批评都更能置反议会派于死地。臆想出“积极的”抵制，“就象”我们参加了选举那样！！大批愚昧无知的和半愚昧无知的工人和农民是认真地参加选举的，因为他们还相信资产阶级民主偏见，还是这些偏见的俘虏。而我们不去帮助这些愚昧无知的（虽然有时也还有“文化水平很高的”）小市民通过自身的经验抛掉他们的偏见，反而要回避参加议会，并以臆想出一种没有日常的资产阶级恶习的策略来作消遣！！好极了，好极了，库·贝·同志！您为反对议会活动进行的辩护，比我的批评能更快地杜绝这种愚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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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9卷


在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81]


（1920年6月12日）

同志们，我能够欢迎你们参加这次农村工作会议，感到很高兴。请允许我首先简略地谈一下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和由此产生的我们的任务，然后谈一下目前在农村中依我看摆在党的工作人员面前的有哪些头等重要的任务。

在我们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方面，有关波兰进攻的一些主要事实，当然你们是很清楚的。对这个问题，国外散布的谣言非常多。这是由于那里存在着所谓的出版自由，而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所有主要的出版机构都被资本家收买了，报刊上百分之九十九的篇幅都充斥着卖身投靠的文人的文章。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出版自由，因此不论什么谎言都可以得到传播。例如，他们把波兰进攻的问题，说成是布尔什维克向波兰提出了无法满足的要求，并且发动了进攻。可是，你们都很清楚，我们甚至完全承认波兰人在进攻前就占领了大片边境地区的既成事实。我们宁愿保全我们红军战士的生命，而不愿为了争夺被波兰侵占的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去进行战争。我们除了向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呼吁外，还极其郑重地不仅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而且以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专门的宣言[82]，向波兰政府，即波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政府宣布，我们建议以当时的战线（也就是让波兰人占领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这些非波兰的领土）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我们过去相信，现在也仍然相信：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是保不住别国的领土的；即使是缔结对我们最不利的和约，只要能保全红军战士的生命，我们也会获得较多的好处，因为有了和平，我们会一个月比一个月强大几十倍，而包括波兰资产阶级政府在内的其他各国政府会一个月比一个月更加分崩离析。尽管我们在媾和建议中作了极大的让步，尽管某些很急躁的、口头上比谁都革命的革命家甚至把我们的建议称作托尔斯泰主义的建议（虽然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已经以自己的行动充分证明，在我们身上找不出一丝一毫的托尔斯泰主义），但是，我们仍然认为，遇到战争这样的事情，我们有责任证明，我们准备在可能的范围内作出最大的让步，特别要证明，我们决不会为边界而战，为了边界已经流了那么多的鲜血，边界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次要的事情。

我们作了任何一国政府都不可能作的让步。我们答应给波兰大片领土；好象就在昨天，英法和其他帝国主义协约国的最高当局公布了一个文件，其中标出了波兰的东部边界线[83]——把这两者比较一下是有好处的。

这些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先生以为是他们在决定边界线，但是谢天谢地，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别人在决定边界线，那就是工人和农民已经学会自己确定边界线了。

这些先生确定了波兰的边界线。他们划的边界线比我们提出的要偏西得多。协约国在巴黎发表的这一文件清楚地表明了它们和弗兰格尔的勾结。它们要人相信它们将同苏维埃俄国媾和，它们既不支持波兰，也不支持弗兰格尔。但是我们说，这是它们用来掩饰自己的无耻谎言，它们说现在不再供应武器了，可是实际上还是象几个月以前一样在供应武器。今天有消息说，我们发了一笔大财：缴获了一车皮崭新的英国机枪；托洛茨基同志报告说，前几天缴获了一批全新的法国弹药。我们还需要什么证据来证明，波兰是靠英、法的装备，靠英、法的弹药，靠英、法的金钱来作战的呢？现在它们宣布，波兰将自行决定其东部边界线。任何人都懂得，这是同弗兰格尔的直接勾结。任何人从整个局势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波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完全是在英、法的援助下作战的，但是他们却无耻地进行抵赖，正象布利特没有回到美国发表演说和公布他在我国收集到的文件以前，他们一直在撒谎，硬说什么根本没有派布利特来过一样。

但是，这些先生，这些资本家商人先生是本性难改的。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他们只会用商人的眼光看问题，所以，当我们的外交不用商人的方式进行，当我们说我们红军战士的生命比边界线的重大变动更宝贵的时候，他们由于用纯商人的眼光看问题，当然对此无法理解。一年前，我们向布利特建议签订一个对他们十分有利、对我们则十分不利的条约，按照这个条约很大一片土地将为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所占有。我们在提出这样的建议时，深信一旦签订和约，白卫政府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他们用的是商人的眼光，不能不把这理解为我们软弱的表现。“既然布尔什维克同意签订这样的和约，那就是说他们已经奄奄一息了”，于是资产阶级报刊全都欣喜若狂，外交家们也都得意洋洋，于是几百万英镑贷给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诚然，他们给的不是金币，而是按重利盘剥的价格卖的武器，他们深信布尔什维克是绝对支持不住的。但结果是，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被彻底粉碎，他们的几亿英镑也都付诸东流。现在一列车一列车的优良的英国装备运到我们这里来了，常常有整师整师的俄国红军穿着阔气的英国军装。前几天一位从高加索来的同志对我说，有整整一个红军师全都穿上了意大利狙击兵的军服。很遗憾，我不能给你们看看这些穿着意大利狙击兵军装的俄国红军战士的照片。不过我还是应该说，英国装备还是能派上用场的，俄国的红军战士感谢那些给他们衣服穿并且用商人眼光看事物的英国商人，布尔什维克过去揍这些英国商人，现在也正在揍他们，今后还要接二连三地揍他们。（鼓掌）

波兰进攻的情况也是这样。真是上帝要惩罚谁（当然，如果真有上帝的话），就使谁丧失理智。毫无疑问，领导协约国的是一些聪明绝顶的人，是一些卓越的政治家。可是这些人干的蠢事却层出不穷。他们把一些国家一个接着一个地发动起来，使我们有可能把它们各个击破。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他们有国际联盟，他们的军事势力已经扩展到地球上的每个角落），看来，他们好象比谁都容易联合起一切敌视我们的力量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然而，他们并不能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他们还是分兵作战。他们只会威胁、吹嘘和欺骗。半年前他们宣称，已发动14个国家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几个月以后就要占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今天我收到从芬兰寄来的一本小册子，这是一个白卫军官关于进攻彼得格勒的回忆录，早些时候我还收到一份西北政府的几个类似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官员的抗议书，其中讲到，英国将军们曾请他们去开会，通过翻译，有时干脆用流利的俄语向他们建议当场组成一个政府，当然是一个俄国的、绝对民主的、符合立宪会议精神的政府，并且要他们在向他们提出的一切建议上签字。这些英国军官对他们指手划脚，用巡官的腔调对他们发号施令（而专会发号施令的应该是俄国人），要他们坐下来在提交他们的一切建议上签字。英国军官的这种闻所未闻的蛮横行径，使这些本来是布尔什维克的死敌的俄国军官，使这些立宪民主党人非常恼怒。接下来他们又谈到这一切都落了空。我很遗憾，我们没有能够把这些材料，把这些进犯彼得格勒的白卫军官的招供尽量广泛地加以传播。

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国际联盟只是纸上的联盟，而事实上他们是一群只会互相厮杀、谈不上互相信任的野兽。

其实他们现在还在吹嘘，说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和芬兰将同波兰一起进攻。我们从外交谈判中十分清楚地看出，当波兰发动进攻的时候，那些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的国家就改变了腔调，发表声明，这些声明有时竟达到蛮横无理的程度。他们是用商人的眼光看问题的，而对商人本来也不能指望什么别的。他们觉得现在是向苏维埃俄国算账的机会了，于是就翘起尾巴来了。让他们翘去吧。我们看到别的更有分量的一些国家也有这种情况，我们根本不予理会，因为我们确信，芬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以及其他一切完全依附于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国家对我们的种种威胁必将被粉碎。波兰只是同佩特留拉这个光杆司令签订了条约，这个条约使得乌克兰居民更加愤怒，使得许多半资产阶级分子更加倾向苏维埃俄国，所以，结果他们又没有能联合进攻，而只由波兰孤军作战。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由于我们的部队比波兰的部队离边境线远，当然就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来调动，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把部队运到前线，尽管如此，我们的部队已经开始进攻了，前几天我们的骑兵已经攻占了日托米尔；贯通基辅和波兰战线的最后一条道路已经被我们的部队从南北两路拦腰切断了，这对波兰来说，就意味着基辅已经丢定了。同时我们得悉，斯库尔斯基已经辞职，波兰政府已经动摇不定，辗转不安，并且已经发表声明说，他们将向我们提出新的媾和条件。请吧，地主和资本家先生们，我们决不会拒绝考虑波兰方面提出的媾和条件。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政府进行战争是违反本国资产阶级意愿的；相当于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波兰民族民主党人[84]（最凶恶的反革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是反对战争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战争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进行战争的是波兰的冒险家们，是波兰的社会革命党人，即波兰社会党[85]，在这些人身上我们最明显地看到我国社会革命党人身上的那些东西，那就是革命空谈、吹嘘夸大、爱国主义、沙文主义、滑稽可笑和空虚浅薄。我们很了解这些先生。他们不自量力地发动了战争，现在又重新分配了内阁里的职位，表示愿意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我们说，好啊，先生们，请试试看吧！但是，我们只把希望寄托在波兰工人和波兰农民身上；我们也要讲和平，但是，不是同你们这些波兰的地主和资产者讲和平，而是同波兰的工人和农民讲和平，我们会看到这种谈判将有什么结果。

同志们，尽管我们在波兰战线节节胜利，但是目前的情况仍然需要我们全力以赴。在战争中，在象现在我们同波兰作战的条件下进行的战争中，最危险的是对敌人估计不足和满足于我们比对手强大。这是最危险的，它会导致战争的失败。这也是俄国人性格中最坏的一点，它的表现就是脆弱和松垮。重要的不只是开始，而是需要坚持和顶住，而我们俄罗斯人恰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通过长期的教育，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对各种动摇和犹豫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只有经过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引导俄国的劳动群众摆脱这种恶习。

我们揍了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我们狠狠地揍了他们，但是没有能够揍到底，结果还是让弗兰格尔盘踞在克里木。当时我们说：“看，现在是我们的力量大！”——因此就不断地表现出麻痹松懈，漫不经心；而这时弗兰格尔却得到了英国人的援助。这是由商人经手的，所以无法证实。最近弗兰格尔派兵登陆，攻占了梅利托波尔。诚然，根据最近的消息，我们收复了这个地方，但是正因为我们自恃强大，又极其可耻地失掉了这个地方。由于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被击溃了，俄罗斯人就显露出自己的本性，他要休息了，工作便松懈了下来；他们会由于这种漫不经心而断送掉成千上万个同志的生命。俄国人性格的特点是：一件事都还没有做成，如果没有受到大力督促，立刻就会松劲。应该同这种特点进行最无情的斗争，因为它会使成千上万个优秀的红军战士和农民丧失生命，使大家继续受饥饿的折磨。因此，在这场强加于我们的战争中，尽管我们比波兰强大，但我们的口号仍然应该是：克服一切松劲情绪。既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那就应该一切为了战争，稍有松懈和劲头不足，就应该按照战时法令惩办。战争就是战争，凡是在后方，或者在任何非军事岗位上的人都不准逃避这一战时义务。

应该有这样一个口号：一切为了战争！否则我们就不能战胜波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了结束战争，必须给那个竟还敢于玩弄战火的最后一个邻国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我们应该好好教训他们一顿，让他们告诫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再玩火。（鼓掌）同志们，因此，农村工作者、宣传员、鼓动员以及目前在非军事部门担任各种工作的同志的首要义务，就是在每次会议上，在群众大会和业务会议上，在党的任何机关的任何小组里，在苏维埃的任何委员会里，首先要记住“一切为了战争”这个口号，并且要全力以赴地贯彻这个口号。

在战争没有全胜以前，我们必须保证避免几年来我们所犯的错误和所做的蠢事。我真不知道，俄国人要干多少蠢事才会接受教训。我们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情况：敌人还没有彻底歼灭，弗兰格尔还盘踞在克里木，就以为战争结束了。我再说一遍：“一切为了战争”这个口号应该成为每次会议、每个委员会的第一项主要的议程。

为了结束战争，我们是否做到了一切，我们是否作出了一切牺牲？这是一个关系到拯救在前线奋勇当先流血牺牲的成千上万个优秀同志的生命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把人们从饥饿中拯救出来的问题。我们所以面临饥饿，完全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战争进行到底，而我们是能够并且应该早日结束战争的。为此，必须极其严格地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在我们后方，在任何非军事工作岗位上，稍一放任和松垮，都会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都会造成后方的饥饿。

这就是我们必须极其严格地对待疏忽大意现象的原因。这是从苏维埃俄国的整个国内战争中得出的第一个基本教训。这是每一个党的工作者，特别是担任宣传鼓动工作的党的工作者都应该牢记的第一个基本教训。他们应该懂得，如果一个党的工作者不能坚持不懈和坚定不移地贯彻上述口号来反对任何细小的疏忽大意现象，那他就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叛徒。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很快取得胜利并完全摆脱饥饿。我们从来自远方的同志那里了解到边疆的一些情况。我见到了一些从西伯利亚来的同志，以及从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来的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他们以十分惊讶的口吻谈起这些地方物产丰富的情况。在乌克兰人们用小麦喂猪，在北高加索卖牛奶的农妇就用牛奶涮碗盏。从西伯利亚经常开出满载皮毛和其他物资的列车。在西伯利亚堆着成千上万普特的食盐，可是我们这里的农民生活却很苦，他们不肯拿粮食去换纸币，因为他们认为靠纸币恢复不了经济，而在这里，在莫斯科你们可以看到工人饿倒在机床旁边。我们所以不能让工人吃得饱些，使他们恢复损坏了的健康，主要原因就是还在打仗。由于我们在克里木出了差错，几万人将要多挨半年饿。问题就在于我们缺乏组织和纪律。这里在死人，可是在乌克兰、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我们的物产却异常丰富，足以使饥饿的工人吃饱，使工业得到恢复。

要恢复经济，就必须有纪律。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应该是：让在最近两年里承受了巨大牺牲、挨饿最多的城市工人和产业工人中先进的即最有觉悟、最守纪律的那一部分工人，去教育和训练无产阶级中其余的那一部分往往是没有觉悟的人以及全体劳动群众和农民，培养他们的纪律性。在这方面必须抛弃一切温情主义和各种各样的关于民主的空谈。让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去空谈吧。他们同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谈民主已经谈得够多了，现在让他们滚到弗兰格尔那里去吧，弗兰格尔会给他们补课的。既然需要补课，就应该让他们补上这一课。

我们认为，那些挑起了重担、作出了空前巨大的牺牲而使苏维埃政权得到安定和巩固的工人，应该把自己看作是先进部队，他们通过启发和纪律教育一定能唤起其余的劳动群众，因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是备受压制和愚昧无知的劳动者，他们不懂得除了在资本家的棍棒下工作，还可以在组织起来的工人领导下工作。只要我们能用实践来表明这一点，他们是会相信的。劳动者从书本上是学不到这一点的。当我们用实践来表明这一点时，他们是能学会的。他们或者是在觉悟工人的领导下工作，或者是去受高尔察克和弗兰格尔等等的宰割。因此，无论如何必须最严格地遵守纪律，自觉地执行无产阶级先锋队根据自己痛苦的经验所规定的任务。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而采取的这一切措施实现以后，我们就完全有了保证，可以摆脱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和混乱。从1917年8月1日起，一年里收购了3000万普特粮食，从1918年8月起，一年收购的粮食达11000万普特。这说明我们已经开始摆脱困境。从1919年8月1日到今天，收购的粮食已经超过了15000万普特。这说明我们正在摆脱困境。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收复乌克兰、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真正切实地保证每个工人每天得到两俄磅面包。

同志们，我通过党的文件对你们农村工作者多少有些了解，今天我还想谈一个对你们很有意义的问题。我想对你们说，你们的主要工作将是指导员的工作、党的工作、鼓动工作、宣传工作。这项工作中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我们不善于处理国家事务，在我们一些同志身上，甚至在这里一些负责领导工作的同志身上，旧时地下工作的习惯影响极深，当时我们在国内或国外都局限于小组的范围，甚至不会思考，不会想到怎样从国家的角度处理事务。现在你们必须懂得这一点，并且记住，我们要管理的是千百万人。每一个作为政权代表、作为中央委员会代表去农村的人都必须记住，我们拥有庞大的国家机构，但这个机构工作得还不好，因为我们没有本事，不能很好地掌握它。我们农村有几十万教师，他们或者受富农的压制和恐吓，或者被旧时的沙皇官吏折磨得半死不活，因此他们弄不清楚苏维埃政权的一些原则。我们拥有庞大的军事机构。没有政治委员，我们就没有红军。

我们还有一个普遍军训[86]机构，这个机构在进行军事工作的同时，还应该进行文化工作，应该提高农民的觉悟。

这个国家机构很糟糕，那里没有真正忠实可靠的人，没有真正的共产党员，所以你们这些即将到农村去的共产党员，进行工作时不应该脱离这个机构，相反，应该同这个机构一道进行工作。任何一个到农村工作的党的鼓动员，同时还应该是一个国民学校的视导员，但不是旧日的督学，他不应该去干涉教务（这是不容许的），但他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同普遍军训的工作和政治委员的工作配合起来，他应该把自己看作国家政权的代表，看作俄国执政党的代表。他在农村不只是宣传员和教育者，同时还应该督促那些不闻世事的教师和几十个几百个政治委员都来参与党的鼓动员工作。每个教师都应当备有鼓动手册，不只是备有这种手册，还要读给农民听。他们必须知道，谁不这样做，谁就要被撤职。政治委员们也同样应该备有这种手册，也应该读给农民听。

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有几十万苏维埃职员，他们有的是资产者，有的是半资产者，有的由于备受压制而根本不相信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有的觉得这个政权离得太远，远在莫斯科，而在他们身旁的则是有粮食的富农，富农把粮食放在身边不卖给他们，让他们挨饿。

这就使党的工作人员负有双重任务了。他应该记住，他不仅是口头上的宣传者，他不仅应该帮助居民中最受压制的阶层——这是他的基本任务，不这样他就不是党的工作人员，不配称为共产党员了。但是除此以外，他还应该是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应该同教师们建立联系，应该把他的工作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配合起来。他不应该是监督和检查意义上的视导员，而应该是通过一部分无产阶级来管理整个俄国的执政党的代表。他既然具有这样的身分，就应该记住，他的工作是指导性的工作；他应该吸收所有教师和政治委员参与这项工作，教他们做这项工作，使他们同他自己一样从事这一工作。他们不熟悉这一工作，你们应当教会他们。面对吃得饱饱的农民，他们毫无办法，你们应该帮助他们摆脱这种依赖地位。你们应该牢牢记住，你们不只是宣传鼓动员，你们还是国家政权的代表，你们不应该去破坏现有的机构，不应该去干涉它，不应该去搅乱它的组织。你们的工作应该做得象一个能干的宣传指导员、鼓动员那样，即使在农村工作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也不要在你们教育过的农村共产党员那里只留下一些文件，而且还要对你们检查和指导过的，并且向他们提出过任务和要求的工作人员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你们应该使每个教师和政治委员一定按照苏维埃精神进行工作，使他们知道这是他们的义务，使他们记住，他们不这样做，就不能留在现在的岗位上，使他们知道并感到每个鼓动员都是苏维埃政权的全权代表。

如果能够这样，如果能够正确地使用力量，那你们就能使力量增加十倍，就能使每一百个鼓动员在他们离开后都能留下一个组织机构，这种机构现在虽然已经存在，但是它的工作还不完善、还不能令人满意。

祝你们在这方面以及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就。（长时间鼓掌）





	载于1920年6月13日和15日《真理报》第127号和第12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38—150页

















[81]这是列宁在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第三天会上发表的讲话。



俄共（布）中央召开的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于1920年6月10—15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61个省的300多名省、县、乡各级农村工作干部。米·伊·加里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了贺词。弗·伊·涅夫斯基在会上作了关于俄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根据这一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强调指出在农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性，表示要坚决贯彻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在农民中加强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会议还听取了各地的报告，讨论了组织问题及其他问题。会议通过了《告全世界工人书》，向阻挠军用物资和军队运往波兰的英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工人致敬。——130。



[82]指1920年1月28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告波兰政府和波兰人民书及1920年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告波兰人民书。——130。



[83]指协约国最高会议于1919年12月8日发表的《关于波兰东部临时边界线的声明》。该声明载于1920年6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25号。——131。



[84]民族民主党是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于1897年，首领是罗·德莫夫斯基、济·巴利茨基、瓦·格拉布斯基等。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该党争取波兰王国自治，支持沙皇政府，反对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党无条件支持协约国，期望波兰王国同德、奥两国占领的波兰领土合并，在俄罗斯帝国的范围内实现自治。1919年该党参加了波兰联合政府，主张波兰同西方列强结盟，反对苏维埃俄国。——135。



[85]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135。



[86]关于普遍军训的问题是在1918年3月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里提出的。决议说，党的首要的任务之一是对成年居民不分性别一律实行全面的、系统的和普遍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4月22日的法令对普遍军训作了组织上的规定。——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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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共（布）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

（1920年6月）


1

对中央委员会关于俄共（布）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的决定草案的意见[87]

（6月13日）

1．俄共中央认为俄共在土耳其斯坦的主要任务是：消除由于五十多年来俄国专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外来的欧洲移民和本地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深受殖民主义心理影响的俄罗斯工人中的一个人数很少的阶层掌握苏维埃政权的两年半时间里，这种关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由于一些独出心裁的“共产主义”行为而更加紧张了，受奴役的本地居民把这种行为看成是旧日沙皇政权代理人行为的继续，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而移民中的富农呢？？是抢劫吗？

2．为了消除上述这种关系，必须立即采取下列措施：（a）收回吉尔吉斯地区移民的全部土地，无论是移民管理署划分给他们的，还是他们擅自从吉尔吉斯人手里抢得的，只留给他们劳动份地数额以内的地块。

没收的土地作为备分土地，分给吉尔吉斯村团、劳动组合和个人，并安置1916年动乱之后的吉尔吉斯人和东干难民。

是否使他们的土地均等？

（b）把从政治上考虑不宜在土耳其斯坦留用的沙皇官吏即警察局、宪兵局、保安处的一切旧官吏，投机商，过去俄国大庄园的管事和一切混进党里、苏维埃机构里、红军里以及诸如此类的人，都驱逐出土耳其斯坦，关进俄国集中营。

占1/10的富农呢？

（c）为重新部署党的力量，把现在土耳其斯坦的所有受到殖民主义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影响的共产党员调归中央委员会分配使用，同时，在中央动员几百名共产党员去土耳其斯坦工作。

（d）建议交通人民委员部调动和更换中亚铁路、塔什干修配厂和塔什干铁路的几百名工人。

（e）坚定不移地执行这项决议，凡对执行这项决议的机构进行反抗的，均要镇压；对于从任何方面阻碍执行本决议的个人，一律采取驱逐办法。


中央和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组织上的相互关系


　　土耳其斯坦委员会

　　（1）在土耳其斯坦必须建立一个常设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俄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机关，其职责如下：（a）直接管理完全属于联邦政权职权范围的各个部门。

（b）监督中央政权的指示和法令的执行，以及根据当

（1）地的经济和生活条件，中止或修改这些指示和法令。

（2）（c）协调和划分土耳其斯坦各民族集团的利益。

（2）完全属于共和国政权职权范围的有：

（a）外交事务

（b）对外贸易

（c）军事。

（3）交通委员和邮电委员由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与有关上级人民委员协商任命。

与上述委员有关的一切中央法令，对于正在建立的土耳其斯坦交通区和邮电区自然有效。

（4）财政委员由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并由财政人民委员部批准。在预算权方面，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制定的并经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机关批准的预算，直接纳入全国预算。

附注：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在批准预算之前要征得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同意。

（5）在经济方面，土耳其斯坦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机构按照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制定的计划进行工作。

（3）（6）其他一切问题，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有全权处理。


土耳其斯坦的内部组织

鉴于必须允许土耳其斯坦各民族集团建立自治共和国，各少数民族成立公社，责成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劳动者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彻底解决他们的组织形式问题。

在召开这些代表大会之前，根据土耳其斯坦的民族分布情况确定区划。

（1）根据同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土耳其斯坦人民委员会

　　　　　　　　　（α）

的协商——最高机关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2）同（α）

（3）同（α）。

须补充:一系列具体的、切实的措施以过渡到

（β）（1）土耳其斯坦共产党更多地参加管理

（β）（2）土耳其斯坦劳动农民——也如此

（β）（3）土耳其斯坦人民委员会和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如此。｝

（β）——须经过严格考验和实际检查

我认为，必须否决雷斯库洛夫同志的草案[88]，通过委员会的草案，并作如下修改：

（α）责成土耳其斯坦委员会[89]经常同土耳其斯坦人民委员会、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保持工作上的协调一致：

（1）征询他们的结论；

（2）使他们逐步参与土耳其斯坦委员会的事务；

（3）参加土耳其斯坦人民委员会和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

（4）同他们“协商一致”，同时将一切（或主要的）有争议的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β）提出一系列保证逐步扩大土耳其斯坦共产党权利（参加各项事务及其他）的实际措施（条件——监督其成员；监督和检查的方法）

同样——扩大土耳其斯坦劳动农民群众的权利（参加的办法；专门制定同僧侣、泛伊斯兰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作斗争的方法）

特别正确

同样——扩大土耳其斯坦人民委员会和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利。






	　　　列宁　1920年6月13日











＋

（1）指派人员绘制划分为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的土耳其斯坦地图（民族志图及其他图）。

（2）更详尽地阐明上述三部分合并或分立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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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俄共（布）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问题的决定草案

（6月22日）

基本上批准提纲和草案，并按照以下精神加以修改：

（1）使俄罗斯人、外来人和当地人所占有的土地均等；

（2）最坚决地打垮俄罗斯富农，迁走他们，强制他们服从；

（3）不经请示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土耳其斯坦人民委员会，不经请示中央，土耳其斯坦委员会无权更改法令；

（4）周密考虑，作好准备，在可靠的共产党员的监督之下把政权（逐步地，但坚定不移地）移交给当地的劳动者苏维埃；

（5）不要预先规定把共和国划分为三部分；

（6）总的任务是推翻封建主义，而不是实行共产主义。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53页

















[87]中央委员会关于俄共（布）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的决定草案是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指定的委员会（格·瓦·契切林、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和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沙·祖·埃利亚瓦）制定的。这里收载的是列宁对这个决定草案提出的意见。



1920年6月2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决定草案，委托克列斯廷斯基和埃利亚瓦参照列宁的意见和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意见对决定草案进行修改。政治局会议还就这个问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一项决定（见本卷第147页）。1920年6月2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列宁的指示，通过了《关于我们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关于建立土耳其斯坦政权》、《关于土耳其斯坦党的建设》等决定，并批准了《对土耳其斯坦委员会的指示》。——143。



[88]指1920年5月23日由图·雷·雷斯库洛夫、霍贾耶夫和别赫－伊万诺夫组成的土耳其斯坦代表团向俄共（布）中央提出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土耳其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条例草案》。——145。



[89]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即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土耳其斯坦事务委员会，是根据1919年10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成立的，由沙·祖·埃利亚瓦任主席，成员有格·伊·博基、菲·伊·戈洛晓金、瓦·弗·古比雪夫、扬·埃·鲁祖塔克和米·瓦·伏龙芝。委员会具有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的权力，其主要任务是加强土耳其斯坦各族人民同苏维埃俄国劳动人民的联盟，巩固苏维埃政权，纠正当地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和整顿党的工作。根据俄共（布）1922年8月16日的决定，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于1923年3月撤销。——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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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处分哥尔克疗养院院长厄·雅·韦威尔的决定

（1920年6月14日）

别连基、伊万内切夫和加巴林等同志的调查报告证实，1920年6月14日，疗养院院长韦威尔同志下令砍掉了疗养院大花园内的一棵十分茁壮的云杉。

韦威尔同志身为哥尔克苏维埃田庄的疗养院院长，竟然这样破坏苏维埃财产，为此决定给予

拘禁一个月的处分。

此决定交由波多利斯克县执委会执行，此外：

（1）如果查明韦威尔同志过去未受过处分，则拘禁一周后可予释放，但必须提出警告，如再犯乱砍园林树木、道旁树木或其他破坏苏维埃财产的错误，除应受新的处分外，还要再拘禁三周，并撤销其现任职务。

（2）执行本决定的日期由县执委会同县土地局或国营农场管理委员会商定，以保障农业生产和经营不受丝毫损失为原则。

派别连基同志向韦威尔同志及其助手宣布这项决定，要他们签字，说明这项决定已向他们宣布并已知照他们，如再发生此类破坏事件，则不仅是院长，全体职工都要受到处分。

责成县执委会将他们所确定的执行拘禁的日期及执行情况向我作出报告。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0年6月14日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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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90]


（1920年6月19日）

报道

列宁同志这样提出问题：实际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每天通过宣传、鼓动、演说，使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为镇压剥削者、为镇压无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敌人作好准备。列宁同志根据一系列文件和报刊材料，指出在第三国际与法国党[91]的全部政策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列宁还彻底揭露了意大利党内屠拉梯派的腐朽性，该派妨碍全党贯彻完全正确的路线。





	载于1920年6月20日《真理报》第133号和1920年6月22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3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52页

















[90]为准备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0年6月19日举行会议，研究欧美各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列宁在会议结束前作了总结发言。这里收载的是《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关于列宁讲话的报道。——150。



[91]指法国社会党。



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是由1902年建立的法国社会党（饶勒斯派）和1901年建立的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合并而成的，1905年成立。在统一的社会党内，改良派居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党领导就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该党党内有以让·龙格为首的同社会沙文主义分子妥协的中派，也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革命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法国社会党内公开的改良派和中派同革命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1920年12月举行的图尔代表大会上，革命派取得了多数地位。代表大会通过了该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并创立了法国共产党。改良派和中派退党，另行建立一个独立的党，仍用法国社会党这一名称。——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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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俄粮食工作会议主席团[92]


（1920年7月1日）

同志们，我很想出席你们的代表大会，并且就列入你们会议日程的粮食方面的几个最主要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可惜我不能实现我的愿望，只好通过电话跟你们简短地谈几句话。同志们，我认为有必要向你们指出，你们在极其艰巨而重要的工作中成绩卓著，因此，不久以前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对粮食机关在征购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满意。毫无疑问，在过去两年多时期内，粮食机关在组织上是巩固了，壮大了。这一点，我们应当特别感谢你们的努力。

但是很明显，决不能故步自封。与饥饿作斗争的战线的重要性仅次于军事战线，它向你们提出一系列新的任务，不完成这些任务，就不能进一步巩固工农政权，也不能完成当前迫切的经济建设任务。

我也希望你们在经济建设方面，能够根据党代表大会的决议[93]帮助人们正确对待合作社，以便顺利地完成这个困难的但能收到成效的任务，即把小资产阶级合作社改造成社会主义合作社的任务。

你们在粮食工作中已经取得的成就，使你们有责任全力以赴地完成比以前更多的新任务，以便进而切实解决粮食问题，这是因为多得者应当多予，你们已经用自己的工作表明，你们得到的已经不少。请允许我预祝你们圆满解决你们会议日程上的各项问题，预祝你们今后在日常工作中取得成就。我相信会议结束以后，你们一定会在各地以十倍的干劲来进行你们的工作。





	载于1920年7月2日《真理报》第143号第4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4—155页

















[92]这是列宁给全俄粮食工作会议主席团的电话指示。指示写于1920年6月30日，7月1日在全体会议上宣读。会议的参加者们复电列宁，表示决心全力完成提出的任务。



全俄粮食工作会议（全俄第二次粮食工作会议）于1920年6月29日—7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有257人。会议成立的征购、分配、组织、红军供给等4个小组讨论了约20个报告。在全体会议上听取了关于余粮收集制、苏维埃分配政策、粮食机关的建设和工人参加粮食机关、消费合作社的改组等问题的报告。会议强调必须广泛吸收劳动人民直接参加粮食工作，认为建立具有统一计划、统一领导的国家供应机关网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就主要议题分别作出了详尽的决定。——151。



[93]指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对合作社的态度》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3—25页）。——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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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红军伤员！

（1920年7月2日）

由于工人和全体劳动者的英勇精神，我们虽然步履维艰，进展极慢，但毕竟还是恢复和振兴了被沙皇和资本家破坏了的经济。不管怎样，经济毕竟有所好转。但是，我们所遇到的一切艰难困苦，同红军伤员所遭受的艰难困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为了保卫工农政权，抗击英、法、美资本家唆使的波兰地主和资本家的侵犯，他们正在浴血奋战。

让后方每一个人都牢记自己的义务——尽一切可能援助红军伤员。






	　　　尼·列宁　1920年7月2日

载于1920年7月5日《红军伤员》杂志创刊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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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英国共产党临时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回信[94]


（1920年7月8日）

“英国共产党临时联合筹备委员会”（Joint　Provisional　Committe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Britain）6月20日来信收到，我现在根据他们的请求立即作复，我完全支持他们已在推行的立即建立统一的英国共产党的计划。我认为，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Pankhurst）同志和工人社会主义联盟（W．S．F．）不愿同英国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组织联合组成统一的共产党的策略是错误的。我个人更是主张在保证共产党人可以充分自由和独立地开展工作的条件下，参加议会并加入“工党”（Labour　Party），我将在1920年7月1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为这一策略进行辩护。依我看，最好是根据第三国际的各项决议，迅速地把统一的共产党建立起来，并使它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和“车间代表委员会”（Shop　Stewards　Committees）[95]建立最密切的联系，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同它们完全合并。






	　　　尼·列宁　1920年7月8日

载于1920年7月22日《号召报》第224号（伦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57页

















[94]《给英国共产党临时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回信》译成英文后用无线电发出，发表于1920年7月22日英国社会党机关报《号召报》第224号，并在1920年7月31日—8月1日举行的英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宣读。——154。



[95]车间代表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一些工业部门的工人组织，由车间工人选举的代表组成。它们同执行“国内和平”政策的工联领袖相对立，捍卫工人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领导工人罢工，进行反战宣传。1916年，车间代表委员会成立了全国性组织。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共和国期间，车间代表委员会积极支持苏维埃俄国。车间代表委员会的许多活动家，包括威·加拉赫、哈·波立特等，后来加入了英国共产党。——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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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彼得格勒公社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冲突问题的决定草案[96]


（1920年7月16日）

（1）巴达耶夫调往莫斯科消费合作社。

（2）恢复巴达耶夫的名誉（由组织局办）。

（3）彼得格勒粮食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调往莫斯科。

（4）把彼得格勒置于特别严格的监督之下。 
［注：手稿中第2条和第4条已被勾掉。第4条没有写入通过的决定。——俄文版编者注］



（5）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所有其他供粮点在分配粮食和配给标准方面应实际均等。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28页















[96]1920年7月1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讨论了彼得格勒消费公社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发生冲突的问题。列宁为会议起草了这一决定草案。会议采纳了列宁的建议，决定把阿·叶·巴达耶夫和彼得格勒消费公社的其他一些干部调到莫斯科工作，以避免发生新的冲突。巴达耶夫被任命为莫斯科消费合作社主席。



彼得格勒消费公社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发生冲突的原委如下。1920年夏，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的一些领导人提出在节假日和非工作日也要发给工人劳动口粮。彼得格勒消费公社领导人阿·叶·巴达耶夫等不同意这一做法，认为这不符合发放劳动口粮的原则，而且粮食储备不足，无法保证供应。但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不考虑彼得格勒消费公社理事会的意见，径自宣布节假日发放劳动口粮。巴达耶夫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并声明理事会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继续工作。1920年7月5日，俄共（布）彼得格勒省委会以巴达耶夫不服从省委决议为理由作出以下决定：要求彼得格勒消费公社各级负责干部坚守工作岗位，毫不迟延地执行任务；彻底改组彼得格勒消费公社理事会，由别人接替巴达耶夫等人的工作。——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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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纪念碑奠基典礼群众大会上的讲话[97]


（1920年7月19日）

报道

同志们，各国的共产主义带路人遭到了空前的牺牲，在芬兰、匈牙利以及其他国家里，遭到杀害的数以千计。但是，任何迫害也阻挡不住共产主义的发展，而且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这样一些战士的英雄气概使我们精神奋发，对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充满了信心。（列宁同志的讲话被雷鸣般的“乌拉”声所淹没。奏《国际歌》。）





	载于1920年7月21日《彼得格勒真理报》第15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58页

















[97]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纪念碑奠基典礼在彼得格勒乌里茨基广场（原皇宫广场）举行。参加典礼的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列宁是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以后来到这里发表讲话的。——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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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

（1920年6—7月）


1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98]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

（6月5日）

我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了一个关于殖民地和民族问题的提纲草案，请同志们讨论，并请全体同志，特别是具体了解这些极为复杂的问题中的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同志，以最简短（至多两三页）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修正、补充或具体说明，尤其是关于以下各点：

奥地利经验。

波兰犹太人的经验和乌克兰的经验。

阿尔萨斯－洛林和比利时。

爱尔兰。

丹麦和德国的关系。意大利和法国的关系以及意大利和斯拉夫的关系。

巴尔干的经验。

东方各民族。

同泛伊斯兰主义的斗争。

高加索的关系。

巴什基尔共和国和鞑靼共和国。

吉尔吉斯坦。

土耳其斯坦及其经验。

美国的黑人。

各殖民地。

中国——朝鲜——日本。





	　　　尼·列宁　1920年6月5日











1．资产阶级民主由它的本性所决定的一个特点就是抽象地或从形式上提出平等问题，包括民族平等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在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形式上或法律上的平等，用这种弥天大谎来欺骗被压迫阶级。平等思想本身就是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资产阶级借口个人绝对平等，把这种思想变为反对消灭阶级的斗争工具。要求平等的实际含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阶级。

2．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争取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的自觉代表，它的基本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和虚伪，因而在民族问题上也不应当把提出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原则当作主要之点，主要之点应当是：第一，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第二，把被压迫阶级、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同笼统说的民族利益这样一种意味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第三，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这同资产阶级民主的谎言是截然相反的，这种谎言掩盖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

3．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一切民族和全世界被压迫阶级面前，特别清楚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词句的欺骗性，用事实表明，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凡尔赛条约是比德国容克和德皇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更加野蛮、更加卑劣地强加于弱国的暴力。国际联盟和战后协约国的全部政策更清楚更突出地揭示了这一真相，它们到处加剧了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的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使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主义幻想更快地破灭。

4．从上述的基本原理中就得出以下的结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这是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

5．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是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只有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他们才能得救。

6．因此，目前不能局限于空口承认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并且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工人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

7．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无论在俄罗斯联邦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过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99]、芬兰苏维埃共和国[100]、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现在的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中，或在俄罗斯联邦内部同从前既没有成立国家又没有实行自治的各民族（例如，在俄罗斯联邦内，1919年建立的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1920年建立的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关系中，联邦制已经在实践上显示出它是适当的。

8．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任务，是进一步地发展、研究以及通过实际来检验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所产生的这些新的联邦国家。既然承认联邦制是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那就必须力求建立愈来愈密切的联邦制联盟，第一，因为没有各苏维埃共和国最密切的联盟，便不能捍卫被军事方面无比强大的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所包围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第二，因为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必须有一个密切的经济联盟，否则便不能恢复被帝国主义所破坏了的生产力，便不能保证劳动者的福利；第三，因为估计到建立统一的、由各国无产阶级按总计划调整的完整的世界经济的趋势，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继续发展而臻于完善。

9．在国家内部关系方面，共产国际的民族政策决不能只限于空洞地、形式地、纯粹宣言式地、实际上却不负任何责任地承认民族平等，就象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做的那样。这些人不管是坦率地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或者是象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那样，借社会党人的称号来掩饰自己，都是一样的。

不仅在各国共产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议会讲坛上和议会讲坛外的宣传鼓动）中，应当不断地揭露各资本主义国家违背本国的“民主”宪法，经常破坏民族平等，破坏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种种事实，而且还必须做到：第一，经常解释，只有在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首先把无产者、然后把全体劳动者联合起来的苏维埃制度，才能实际上给各民族以平等；第二，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附属的或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例如爱尔兰，美国的黑人等）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

没有后面这个特别重要的条件，反对压迫附属民族和殖民地的斗争以及承认他们有国家分离权就仍然是一块假招牌，正象我们在第二国际各党那里看到的一样。

10．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而事实上在全部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中却用市侩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不仅在第二国际各党中是最常见的现象，而且在那些已经退出这个国际的政党中，甚至在目前往往自称为共产党的政党中也是最常见的现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愈迫切，同最顽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偏见这种祸害的斗争就愈会提到首要地位。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却把民族利己主义当作不可侵犯的东西保留下来（更不用说这种承认纯粹是口头上的），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因此，在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拥有真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人政党的国家中，首要的任务就是同歪曲国际主义的概念和政策的机会主义和市侩和平主义作斗争。

11．对于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第一，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把落后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在财政上加以控制的那个国家的工人，首先有义务给予最积极的帮助；

第二，必须同落后国家内具有影响的僧侣及其他反动分子和中世纪制度的代表者作斗争；

第三，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思潮作斗争； 
［注：列宁在校样上用大括号将第二点和第三点括在一起并写道：“第二点和第三点合并”。——俄文版编者注］



第四，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

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尤其必须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

第五，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只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各落后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已在集结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是自己的特殊任务；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

第六，必须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说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进行的欺骗，即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附属民族和弱小民族别无生路。

12．帝国主义列强历来对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压迫，在被压迫国家劳动群众的心中不仅播下了仇恨，而且播下了对整个压迫民族包括对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不信任。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多数正式领袖，在1914—1919年曾经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借口“保卫祖国”来保卫“本国”资产阶级压榨殖民地和掠夺财政上不独立的国家的“权利”，他们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的卑鄙行径不能不加深这种完全合乎情理的不信任心理。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愈是落后，这个国家的小农业生产、宗法性和闭塞性就愈加厉害，也就必然使最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即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狭隘性的偏见表现得特别厉害和顽固。既然这些偏见只有在各先进国家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只有在落后国家的经济生活全部基础急剧改变以后才能消逝，那么这些偏见的消逝，就不能不是极其缓慢的。因此，各国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对于受压迫最久的国家和民族的民族感情残余必须持特别小心谨慎的态度，同样，为了更快地消除以上所说的不信任心理和各种偏见，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没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以至全体劳动群众自愿要求结盟和统一的愿望，战胜资本主义这一事业是不能顺利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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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提纲初稿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

（6月初）

现在已经成为黄色国际的第二国际为什么不仅不能确定革命无产阶级在土地问题上的策略，甚至不能恰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对于这一点的原因马尔赫列夫斯基同志在他的论文[101]中作了很好的分析。接着马尔赫列夫斯基同志提出了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土地纲领的理论原理。

根据这些原理，能够（而且我觉得应当）拟出即将在1920年7月1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一个总的决议。

这个决议的初稿如下：

1．只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才能使农村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和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摆脱破产，摆脱在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时必然会一再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农村劳动群众只有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奋勇地援助无产阶级为推翻地主（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的压迫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此外别无出路。

另一方面，如果产业工人局限于狭隘的行会利益和狭隘的职业利益，只满足于为改善自己有时还过得去的小市民的生活状况面奔走，那他们就不能完成使人类摆脱资本压迫和战争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许多先进国家中的“工人贵族”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些人是第二国际中那些所谓的社会党的基础，实际上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死敌，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市侩沙文主义者，是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无产阶级要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成为真正按社会主义精神行动的阶级，就只有作为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作为他们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袖来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但是如果不在农村中开展阶级斗争，不把农村劳动群众团结在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周围，不由城市无产阶级来教育农村劳动群众，这个任务是完成不了的。

2．城市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农村被剥削劳动群众参加斗争，至少也要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农村被剥削劳动群众有以下几个阶级：

第一，农业无产阶级即雇佣工人（年工、季节工、日工），他们靠受雇于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来获得生活资料。把这个阶级和其他各类农村居民分开来单独进行组织（政治、军事、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等方面），加紧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把他们争取到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来，这是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

第二，半无产者或小块土地农民，他们一方面依靠在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或工业企业中出卖劳动力，另一方面依靠在仅能给他们家庭生产一部分食物的小块私有的或租来的土地上耕作，来获得生活资料。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类农村劳动居民的人数是非常多的，但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第二国际的黄色“社会党人”掩盖这类农民的存在及其特殊地位，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有意识地欺骗工人，另一方面是由于盲目接受了陈腐的世俗观念，竟把这类农民同一般“农民”群众混为一谈。资产阶级愚弄工人的这种手法，在德国和法国表现得最明显，其次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如果共产党的工作得当，这类农民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可靠的拥护者，因为这些半无产者的境遇非常艰难，他们从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能够立刻得到很大的好处。

第三，小农，他们拥有自己的或租来的一块不大的土地，可以应付他们全家以及经营上的需要，并不另外雇用劳动力。这一阶层从无产阶级的胜利中肯定会得到好处，因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能立刻而充分地给他们以下几种利益：（a）免除向大土地占有者交纳地租或一半收成（例如法国的métayers，即分成制农民，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b）免除抵押债务；（c）免除大土地占有者的多种形式的压迫以及对大土地占有者的依附（林地及其使用等等）；（d）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立刻帮助他们经营农务（允许他们使用无产阶级剥夺来的大资本主义农户的农具和部分建筑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立刻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替富裕农民和中农服务的组织，如农业合作社和农业协作社，变成首先帮助贫苦农民即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等的组织）。还能给他们其他许多利益。

同时共产党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阶层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必然会动摇而去追求无限制的贸易自由和无限制的使用私有权的自由，因为这一阶层是出卖消费品的（虽然数量不大），所以受到投机倒把和私有者习惯的侵蚀。但是只要实行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只要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十分坚决地镇压大土地占有者和大农，这一阶层的动摇不会很大，并且也不会改变这个阶层整个说来将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这一事实。

3．上述三类农村居民的总和，构成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农村人口的多数。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都是有充分保障的。有一种相反的意见还颇为流行，但是，第一，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和统计不断进行欺骗，极力掩盖农村上述各阶级同剥削者即地主、资本家之间，以及半无产者和小农同大农之间的巨大区别；第二，是因为黄色国际即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和各个先进国家中被帝国主义特权腐化了的“工人贵族”，不善于而且也不愿意在贫苦农民中进行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宣传工作、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机会主义者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只关心怎样去同资产阶级，包括大农和中农（关于他们的情形见下文）作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妥协，而不关心无产阶级实行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和资产阶级；第三，是因为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是同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有关的），是因为不了解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证明而且又被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完全证实了的真理：上述三类空前愚昧、十分分散、备受压抑的、在一切最先进的国家中必然过着半野蛮生活的农村居民，虽然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会从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得到好处，但是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坚决镇压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以后，只有在这些备受压迫的人在实践中看到他们有了这种组织起来的十分强大坚定的领导力量和保护力量来帮助和领导他们，给他们指出正确道路以后，才能坚决地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

4．“中农”从经济上来说是小农，他们也拥有一小块自己的或租来的土地，但是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块土地上的收入通常不仅够维持一家的俭朴生活和经营的费用，并且可能有某些剩余，这些剩余至少在好年头可能变为资本；第二，往往（例如两三家农户中就有一家）另外雇用劳动力。拥有5至10公顷土地的德国农户，可以作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农的具体例子，据1907年的普查，这类农户中约有三分之一是雇有农业工人的。 
［注：确切数字如下：拥有5至10公顷土地的农户有652798户（农户总数为5736082户）；他们所雇用的各种雇佣工人为487704人，本户工人（Familie-nangeh?rige）为2003633人。在奥地利，据1902年的统计，这类农户有383331户，其中有126136户是使用雇佣劳动的；雇佣工人146044人，本户工人为1265969人。奥地利的农户总数为2856349户。］

 在法国，特种农作物比较发达，象葡萄种植业就需要在土地上花费大量的劳动，大概这类农户使用雇佣劳动力的范围要更广泛些。

革命的无产阶级，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不能给自己提出把这个阶层争取过来的任务，而应当只限于中立中农，即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个阶层必不可免地要动摇于这两种势力之间，而且在新时代的初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这个阶层的主要趋向将是拥护资产阶级的。这是因为在这个阶层中，私有者的世界观和情绪是占优势的；投机倒把活动、贸易“自由”和私有制对他们眼前有好处；他们与雇佣工人是直接对抗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废除地租和抵押债务，会直接改善这个阶层的生活状况。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政权决不应该立即完全废除私有制，并且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小农和中农不仅保留他们原有的土地，而且使他们的土地扩大到他们平素租种的全部面积（废除地租）。

把这些办法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无情斗争结合起来，就可以充分保证中立政策获得成功。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只能十分谨慎地逐步前进，运用榜样的力量，而不能对中农施用任何暴力，才能实现向集体农业的过渡。

5．大农（“Groβbauern”）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他们通常都雇有几个雇佣工人，他们之所以能归入“农民”之类，只是由于文化水平不高，生活习惯相同，亲自参加自己农场中的体力劳动。这是直接而坚决地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在全部农村工作中，共产党应该集中主要注意力去同这个阶层进行斗争，把多数农村居民即被剥削劳动者从这些剥削者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下解放出来，等等。

无产阶级在城市中获得胜利以后，这个阶层必然会进行各种反抗，或暗中破坏，或公开采取反革命性质的武装行动。所以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立刻开始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必要的力量，以便彻底解除这个阶层的武装，在推翻工业资本家的同时，只要这个阶层的反抗一露头，就给予最坚决最无情的歼灭性的打击，为此需要武装农村无产阶级，组织农村苏维埃，在苏维埃里，决不能让剥削者有立足之地，而应当保证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占据优势。

即使是对待大农，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决不能把剥夺列为直接的任务，因为还没有具备物质条件，特别是没有具备技术条件，更没有具备社会条件来实现这类农场的社会化。在个别的、显然是例外的情况下，将没收他们土地中零散出租的部分或附近小农特别需要的部分；同时还要保证小农根据一定的条件可以无偿地使用大农的一部分农业机器，等等。一般说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应当保留大农的土地，只在他们反抗被剥削劳动者的政权时才加以没收。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反对大农的斗争由于若干特殊情况而复杂起来，并且持续的时间很长，但是这个革命的经验终究表明，这个阶层稍一试图反抗就得到很好的教训之后，能够规规矩矩地执行无产阶级国家交给的任务，甚至开始（尽管非常缓慢）对捍卫一切劳动者而无情对待富人寄生虫的政权表示尊重。

在俄国，使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对大农的斗争变得复杂而持久的特殊情况，主要是在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以后，俄国革命经历了全体农民反对地主的“一般民主的”即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阶段；其次是城市无产阶级的文化低，数量少；再次是幅员辽阔，交通极不方便。各先进国家既然没有这些造成阻碍的情况，欧美的革命无产阶级就应当更积极地准备并且更迅速、更坚决、更有成效地取得镇压大农反抗的完全胜利，彻底消除他们进行反抗的一切可能性。这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在取得这种完全的最彻底的胜利以前，农村中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群众不会相信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十分稳固的。

6．革命无产阶级应当立刻无条件地没收地主即大土地占有者的全部土地，这些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直接地或通过租地农场主不断地剥削雇佣劳动力和附近小农（也时常剥削一部分中农），他们不参加任何体力劳动，他们大半是封建主（如俄国、德国和匈牙利的贵族，法国复辟了的领主，英国的勋爵，美国的前奴隶主）的后裔，或者是特别富有的金融巨头，或者是这两类剥削者和寄生虫的混血儿。

在各国共产党队伍中，决不容许宣传剥夺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要给予补偿，也决不容许给他们补偿，因为在现代欧美各国的条件下，这样做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就是向遭受战争苦难最深重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征收新贡赋，而这场战争产生了更多的百万富翁，使他们大发横财。

至于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怎样经营从大土地占有者那里没收来的土地的问题，由于俄国的经济落后，主要是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使用，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土地留作办所谓“国营农场”，由无产阶级国家自己经营，并把以前的雇佣工人变成执行国家委托的工作人员和管理国家的苏维埃成员。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说来，共产国际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保留大农业企业，并且按照俄国“国营农场”的方式经营这种企业，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夸大或死板地执行这一条，绝对不容许把从剥夺者那里剥夺来的一部分土地无代价地分给附近的小农，有时也分给中农，那就大错特错了。

第一，通常用来反对这一点的理由是说大农业具有技术上的优越性，这种说法往往是以最恶毒的机会主义和背叛革命的行为来偷换无可争辩的理论真理。无产阶级为了这个革命的胜利，决不能因为生产暂时下降而裹足不前，就象奴隶占有制的敌人——北美资产阶级没有因为1863—1865年内战所引起的棉花生产的暂时下降而裹足不前一样。对资产者说来，重要的是为生产而生产，对被剥削劳动群众说来，最重要的是推翻剥削者，保证劳动者有条件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工作。无产阶级的首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保证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如果不中立中农，如果没有全体小农、至少极大部分小农的支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能巩固的。

第二，不仅提高农业大生产，就是维持农业大生产，也先要有眼界开阔、富有革命觉悟、在职业上政治上组织上受过很好锻炼的农村无产者。凡是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或者还没有可能把这一事业适当地交给有觉悟而又内行的产业工人来做的地方，如果企图把大农场急忙转交国家经营，那么只能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威信，在那些地方建立“国营农场”必须特别谨慎，必须极其认真地做好准备工作。

第三，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还保留着大土地占有者对附近小农所施行的中世纪的、半徭役式的剥削制残余，例如德国的租房农民，法国的分成制农民，美国的分成制佃农（在美国南部，不仅黑人多半受这样的剥削，而且白人有时也受这种剥削）。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把小农所承租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原租地者使用，因为没有别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基础，并且也不能立刻建立起这种基础。

大农场的农具必须加以没收并转归国家所有，这些农具，在保证大国营农场的使用需要以后，应当让附近的小农在遵守无产阶级国家所规定的条件下无偿地使用。

如果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最初一个时期，不仅绝对必须立即没收大土地占有者的田庄，而且绝对必须把他们这些反革命头子和残酷压迫全体农村居民的人一律驱逐出去或加以关押，那么随着无产阶级政权在城市和乡村的巩固，必须不断努力使这个阶级中具有宝贵经验、知识和组织能力的人，都能被用来（在最可靠的工人共产党员的特别监督下）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农业。

7．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一切反抗，保证自己完全巩固，完全能够实施领导，根据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基础（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原则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算有了保证。只有这样，城市才有可能给落后而分散的农村以技术的和社会的根本的帮助，并且在这种帮助下为大大提高耕作和一般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打下物质基础，从而用榜样的力量促使小农为了自身的利益过渡到集体的、机械化的大农业上去。这个为全体社会党人口头上一致公认的无可争辩的理论真理，实际上却被在黄色国际即第二国际中以及在德国和英国“独立党人”、法国龙格派等等领袖中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所曲解。这种曲解就在于他们把注意力移向比较遥远的美好的未来，而忽视了过渡到和达到这一美好未来的困难而具体的当前任务。这在实践中就是鼓吹同资产阶级妥协，鼓吹“社会和平”，即完全背叛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现时正在战争到处造成的空前破产和贫困的条件下，正在战争使一小撮百万富翁大发横财并变得肆无忌惮的条件下进行着斗争。

要使农村中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真正获得成功，就要求：第一，各国共产党教育工业无产阶级，使他们认识到，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忍受牺牲和具有承担牺牲的决心，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善于组织和引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意味着这个先锋队也善于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承担最大的牺牲和表现出英勇精神；第二，要取得成功，还要使农村中受剥削最重的劳动群众能从工人的胜利中靠剥夺剥削者来立刻大大改善自己的境况，否则就不能保证工业无产阶级取得农村的支持，特别是工业无产阶级也就无法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

8．因为资本主义使农业劳动群众异常闭塞而分散、往往处于半中世纪式的依附状态，所以组织和教育他们参加革命斗争，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要求各国共产党特别注意农村中的罢工斗争，加紧援助和全面开展农业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群众性罢工。为德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现时的经验所证实所丰富了的俄国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经验表明，只有日益开展的群众性罢工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而且应当争取农村中的小农参加罢工斗争）才能打破农村的沉睡状态，唤醒农村被剥削群众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阶级组织的必要性，才能使他们明显而实际地看出他们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的意义。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痛斥那些背叛和变节的社会党人，遗憾的是这种社会党人不仅在黄色国际即第二国际里存在，而且在退出了这个国际的欧洲极其重要的三个大党里也存在，他们不仅对农村罢工斗争采取冷淡的态度，而且借口有降低消费品生产的危险来反对这种罢工斗争（例如卡·考茨基）。假如不是在实践中用行动证明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能够把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及夺取这一革命的胜利看得高于世上的一切，能够为这一革命作出最大的牺牲（因为要免除饥饿、破产和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是没有别的出路的），那么任何纲领和最庄严的声明都是一钱不值的。

特别需要指出，旧社会主义的领袖和“工人贵族”的代表为了在迅速革命化的工人群众中保持自己的声誉，现在常常在口头上向共产主义让步，甚至在名义上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这些人必须在工作中，在革命意识和革命斗争的发展进行得最猛烈、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大农，富农）反抗得最激烈、社会党人妥协分子和共产党人革命家之间的区别表现得最明显的地方受到考验，以便证明他们是不是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和能不能担任领导职务。

9．各国共产党应当竭力尽快地在农村中建立代表苏维埃，首先建立雇佣工人和半无产者的代表苏维埃。苏维埃只有同群众性罢工斗争和最受压迫的阶级联系在一起，才能执行自己的使命，才能大大巩固起来，使小农接受它的影响（然后把他们吸收到它的组织里）。但是，如果因为土地占有者和大农的沉重压迫，以及没有产业工人及其工会的援助，罢工斗争还没有展开，农业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力还很薄弱，那么建立农村的苏维埃就需要进行长期的准备工作，其方法就是建立共产党支部（即使是比较小的也好），加紧进行鼓动工作，用最通俗的方式说明共产主义的要求，用突出的剥削和压迫的实例来阐明这些要求，经常派产业工人去农村工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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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

（7月4日）

1．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特点，是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充分懂得了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即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并且满腔热情地站到共产国际方面来了。一个更重大的进步，就是在各地，不仅城市无产阶级的最广大群众，而且先进的农业工人，都十分明确地表示他们无条件地赞同这些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发展得异常迅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两种错误或弱点。一种是很严重的并且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有着极大的直接危险的错误，那就是第二国际的一部分老领袖和旧政党，一方面有意无意地对群众的愿望和压力让步，另一方面为了继续在工人运动内部充当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帮手而有意欺骗群众，声称他们愿意有条件地甚至无条件地加入第三国际，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全部实践中，依旧停留在第二国际的水平上。这种情形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因为这样会直接腐蚀群众，破坏第三国际的威信，象匆忙改名为共产党人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的叛变，有再度重演的危险。另一种小得多的错误，更正确地说是运动发展过程中的病症，就是“左”的倾向，就是不能正确地估计党在对待阶级和群众方面的作用和任务，不能正确地估计革命的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必要性。

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中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迅速而彻底地克服它们。为此必须做到：第一，更具体地，特别是根据已有的实际经验来确定“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这两个概念的内容；第二，指出在一切国家内为了实现这两个口号，可以而且应该立即有步骤地进行哪些准备工作；第三，指出纠正我们运动中的缺点的途径和方法。


一

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实质

2．要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战胜资本主义，必须由无产阶级这一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完成下面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推翻剥削者，首先是推翻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彻底粉碎他们；镇压他们的反抗；使他们恢复资本压迫和雇佣奴隶制的任何尝试都不能得逞。第二个任务是：不仅要争取和引导整个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而且要争取和引导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跟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党走；要在反对剥削者的英勇忘我、坚决无情的斗争的进程中，启发他们，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培养他们的纪律性；要使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绝大多数人摆脱对资产阶级的依赖，使他们根据实际经验相信无产阶级和它的革命先锋队的领导作用。第三个任务是：使几乎在一切先进国家里人数还相当多的（虽然只占人口的少数）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民主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农业、工业和商业中的小业主阶级以及和这个阶级地位相当的知识分子、职员等阶层保持中立，或者使他们不起有害的作用。

第一个和第二个任务都是独立的任务，它们要求对待剥削者和对待被剥削者采取不同的行动方法。第三个任务则是由前两个任务产生的，它要求根据每一次表现动摇的具体情况，把前两种方法都能巧妙地、及时地、灵活地结合起来。

3．在全世界首先是在最先进、最强大、最文明、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目前这种由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弱小国家的压迫、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具体形势下，凡是认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被剥削的大多数人的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都不仅是市侩的极端愚蠢的想法，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粉饰，对真实情况的隐瞒。现在的真实情况是：最文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惜采取任何欺骗和犯罪的手段，不惜屠杀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来挽救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彻底破坏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即议会、司法、军事、官僚、行政、地方自治等等机构，一直到驱逐和关押全部最危险最顽固的剥削者，严格地监视他们，以便同他们必然进行反抗和恢复资本主义奴隶制的尝试作斗争，只有这种措施才能使整个剥削阶级真正服从我们。

另一方面，第二国际的旧政党和老领袖总是认为，在资本主义奴隶制下，在资产阶级压迫下（这种压迫具有层出不穷多种多样的形式，某个资本主义国家愈文明，这些压迫形式就愈巧妙，同时也就愈残酷，愈厉害），多数被剥削劳动者自己能够培养出十分明确的社会主义意识、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品格，这种看法同样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粉饰，同样是对工人的欺骗。事实上，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革命阶级的全体或多数人的支持下，推翻剥削者，镇压剥削者，使被剥削者摆脱奴隶地位，立刻靠剥夺资本家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只有在这以后，只有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进程中，才能启发和教育最广大的被剥削劳动群众，把他们组织在无产阶级周围，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和领导，使他们克服私有制所造成的自私、分散、劣根性和软弱性，使他们结成自由工作者的自由联盟。

4．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在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之间，必须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再通过本阶级跟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发挥自己进行革命冲击的全部威力，才能使为数不多的被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贵族、老工联领袖和合作社领袖等等必然采取的冷淡态度和有时的反抗不起一点作用，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这种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最后，只有真正摆脱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压迫，只有取得了真正自由地（不受剥削者的束缚）组成自己的苏维埃的可能性，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才能在历史上第一次发挥受资本主义压制的千百万人的全部主动性和活力。只有在苏维埃成为唯一的国家机构时，全体被剥削者才能真正参加国家管理，而在最文明最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他们事实上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仍然一直被排斥在国家管理工作之外。只有在苏维埃里，广大被剥削者才开始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真正地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学习建立新的社会纪律，建立自由工作者的自由联盟。


二

应该如何立刻在各处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

5．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特点是：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还没有为建立本阶级的专政作好准备，甚至往往还没有有步骤地着手这种工作。由此不应得出结论说，在最近的将来，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革命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因为整个经济政治情况包含着非常多的可能突然起火的易燃物和导火线；除了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以外，革命的另一条件就是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和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党都处于普遍危机状态，现在这个条件也已经具备了。但是从上面所说的情况中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并不在于加速革命的到来，而在于加强无产阶级的准备。另一方面，上面已经指出的许多社会党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因此，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来看，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每一个国家中成立统一的共产党（或加强和革新已有的党），以便百倍地加强工作，为无产阶级赢得国家政权，并且是赢得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形式的政权作好准备。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集团和政党通常进行的社会主义工作，还远没有充分地经过根本的改造和革新，要使这种工作成为共产主义的工作并且能与无产阶级专政前夕的各项任务相适应，那就必须经过根本的改造和革新。

6．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相反会使这种斗争变得特别广泛、尖锐和残酷。凡是完全或部分持有改良主义、“中派”等等观点的集团、政党和工人运动活动家，由于斗争极端尖锐化，都不可避免地或者站到资产阶级一边，或者置身动摇者之列，或者成为胜利的无产阶级的不可靠的朋友（这是最危险的）。因此，要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就不仅要加强反对改良主义和“中派”倾向的斗争，而且要改变这种斗争的性质。这种斗争不能只限于弄清这种倾向的错误，而且应当不断地和无情地揭露在工人运动内部表现出这种倾向的一切活动家，否则无产阶级就无从知道，它将要同谁一道去对资产阶级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这种斗争随时都可能（而且经验已经表明确实是在）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编者注］

 。在揭发那些改良主义者或“中派分子”时，任何不彻底或软弱的表现都会直接增加资产阶级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危险，因为有些分歧今天在近视的人看来只是“理论上的分歧”，明天就会被资产阶级用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

7．特别是不能只限于象通常那样从原则上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任何合作，否认任何“国敌人合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当还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阶级永远不能一下子完全消灭私有制）的时候，单纯地维护“自由”和“平等”，就会变成同资产阶级的“合作”，直接破坏工人阶级的政权。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国家通过整个政权机构来巩固和维护剥削者的“不自由”，使他们不能继续干压迫和剥削的勾当，就是巩固和维护私有者（即把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一定的生产资料据为己有的人）同无产者的“不平等”。在无产阶级胜利以前，在“民主”问题上存在的看来似乎是理论上的分歧，在明天，在胜利后，必然会成为要用武力解决的问题。因此，不根本改变对“中派分子”和“民主制的维护者”的斗争的全部性质，甚至使群众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初步的准备都是不可能的。

8．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坚决最革命的形式。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最革命的先锋队带领本阶级的绝大多数前进时，这种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因此，要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就不仅要说明在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任何改良主义、任何维护民主制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仅要揭露实际上等于在工人运动内部维护资产阶级的那些倾向的各种表现，而且要在所有的无产阶级组织中（不仅在政治组织中，而且在工会、合作社、教育等等组织中）用共产党人去代替老领袖。在一个国家内，资产阶级民主的统治愈长久、愈彻底、愈巩固，资产阶级就愈能把他们培养的、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观点和偏见的、往往是他们直接或间接收买的人物安置在这种领袖的地位上。必须比过去大胆百倍地把这些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的代表人物从他们所占据的一切岗位上赶走，宁愿用最没有经验的工人去代替他们，只要这些工人同被剥削群众息息相关，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得到这些群众的信任就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任命这些没有经验的工人去担任国家最重要的一些职务，不然工人政府这种政权就会没有力量，而这个政府就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9．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由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准备好的去担负领导作用的唯一阶级，对一切被资本家阶级压迫、折磨、压制、恐吓、分裂和欺骗的被剥削劳动者实行最充分的领导。因此应该立即在各处用下列办法开始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

在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其次是非无产阶级被剥削劳动群众的一切组织、协会、团体（政治的、工会的、军事的、合作社的、教育的、体育的等等）中，无一例外都应该成立共产党的小组或支部，这些小组或支部大多数是公开的，但是也有秘密的（在凡是考虑到资产阶级可能取缔这些小组或支部、逮捕或驱逐它们的成员的情况下，都必须成立秘密的小组或支部）。这些彼此之间有密切联系、并同党中央也有密切联系的支部，应该互相交流经验，针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针对各类劳动群众的情况，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通过这种多方面的工作不断地教育自己，教育党，教育阶级，教育群众。

同时，在实践中创造出必要的各种不同的工作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对于那些受小资产阶级的和帝国主义的偏见毒害很深以致往往不可救药的“领袖”或“负责人”必须进行无情的揭露，把他们从工人运动中赶出去；另一方面，对于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大厮杀以后多半愿意倾听和接受关于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奴隶制的学说的群众，则必须学会采取特别耐心和谨慎的态度，以便能够了解每个阶层、每个行业等等的群众的心理特点和特性。

10．作为共产党员的小组或支部之一的议会党团，也就是在资产阶级代表机构（首先是全国的、其次是地方的、地方自治的等等代表机构）中当议员的党员的小组，是特别值得党加以注意和关心的。一方面，在最广大的落后的或满脑子都是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劳动群众的心目中，议会讲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共产党员正应该从这个讲坛上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向群众说明为什么在俄国由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解散资产阶级议会是合理的（任何国家在适当的时候这样做也都是合理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部历史已经把议会讲坛，特别是先进国家的议会讲坛变成进行闻所未闻的营私舞弊、在财政上和政治上欺骗人民、升官发财、弄虚作假、压迫劳动者的主要场所或主要的场所之一。因此，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对议会深恶痛绝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各国共产党和一切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特别是那些不是通过与旧党分裂，不是通过与旧党进行长期顽强斗争，而是通过由旧党采取（往往只是在名义上采取）新的立场而成立的政党，就尤其需要严格对待自己的议会党团：使议会党团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监督和指示；议会党团的成员必须主要是革命工人；在党的报刊和党的会议上，极其认真地分析这些议员的发言是否坚持共产主义的原则；把这些议员派到群众中去进行鼓动工作，把那些表现出第二国际倾向的人从议会党团中开除出去，等等。

11．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本家拥有殖民地，获得金融资本的超额利润等等，因此能够在国内培植一个比较广泛、比较稳定而人数不多的工人贵族阶层。工人贵族享有优厚的工资待遇，具有最浓厚的行会狭隘性以及市侩的和帝国主义的偏见。他们是第二国际、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的真正的社会“支柱”，而在目前他们几乎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的社会支柱。如果不立即有步骤地、广泛地、公开地同这个阶层作斗争，那就谈不上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做任何初步准备工作，如经验已经充分证明的，在无产阶级胜利之后，这个阶层无疑还会给资产阶级的白卫军提供不少的人力。一切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必须竭力实现“更深入群众”和“更密切地联系群众”的口号，这里讲的群众，是指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特别是那些最无组织、最少受教育、最受压迫、最难组织的劳动者。

无产阶级只有不局限在狭隘的行会范围内，只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都表现出是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只有这样才能成为革命阶级。假如无产阶级没有决心，又不能够为战胜资产阶级作出极其巨大的牺牲，那它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俄国的经验在这方面既有原则意义又有实际意义。在世界资产阶级举行进攻、发动战争、实行封锁的最艰苦的时期，如果俄国无产阶级没有作出最大的牺牲，不是比其他各阶层的劳动群众挨饿得更厉害，那么，它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赢得全体劳动群众一致的尊敬和信任。

具体地说，共产党和整个先进的无产阶级尤其必须从各方面全力支持广泛的和自发的群众罢工运动，因为在资本的压迫下，只有这种运动才能真正唤醒、推动、启发和组织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充分信任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没有这样的准备，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可能实现。在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的队伍里，绝对不能容许有象德国的考茨基、意大利的屠拉梯这类公开反对罢工的人。当然对于那些经常出卖工人的工联领袖和议会领袖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利用罢工的经验教工人实行改良主义，而不是教他们进行革命（例如，近几年在英国和法国就是这样）。

12．目前在一切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最“合法”、最“和平”即阶级斗争最不尖锐的国家里，共产党绝对必须经常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合法组织和不合法组织结合起来的时期已经完全到来了。这是因为在最文明、最自由、资产阶级民主制最“稳固”的国家里，政府都已经不顾它们种种骗人的虚伪声明，经常开列共产党人的黑名单，不断违反它们自己的宪法，半秘密地和秘密地支持白卫分子，杀害各国共产党人，暗中准备逮捕共产党员，派遣奸细打入共产党内部，如此等等。只有最反动的市侩（不管他们用什么“民主主义的”与和平主义的花言巧语来掩饰自己），才会否认这一事实，或者否定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一切合法的共产党必须立即建立不合法组织，以便经常进行不合法工作，作好充分准备，来应付资产阶级的一切迫害。特别需要在陆军、海军和警察中进行不合法工作，因为在这次帝国主义大厮杀以后，世界各国政府都对工农可以参加的全民军队不放心了，开始秘密地采取各种办法，专门从资产阶级中挑选人员，来建立专门用特别精良的技术装备起来的军队。

另一方面，在任何场合都不应该只是从事不合法工作，而应该同时也从事合法工作，为此就应当克服各种困难，建立具有各种名称（必要时名称可以经常改变）的合法刊物和合法组织。芬兰、匈牙利的不合法的共产党正在这样做，德国、波兰、拉脱维亚等国的共产党也部分地在这样做。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 ．W．W．）也应当这样做，只要检察官想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借口提出起诉，现在一切合法的共产党就都应当这样做。

在原则上绝对必须把不合法工作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这不仅是因为当前这个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前夕有着种种特点，也是因为必须向资产阶级证明，没有也不可能有共产党人不能夺取的工作部门和场所，尤其是因为到处都有广大的无产阶级阶层和更广大的非无产阶级的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还相信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合法性，而说服他们放弃这种信念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13．尤其是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报刊的状况特别明显地说明资产阶级民主下的自由和平等完全是假的，说明必须经常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结合起来。无论在战败国德国或在战胜国美国，为了取缔工人报刊，资产阶级国家机构都使尽了全部力量，金融大王施展了一切伎俩：司法追究，逮捕编辑（或雇用凶手来杀害他们），禁止邮寄，没收纸张，如此等等。此外，日报所需要的新闻资料都掌握在资产阶级通讯社手里，广告又由资本家“自由”支配，而大型报纸没有广告是弥补不了亏空的。总之，资产阶级正在用欺骗，用资本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压力，来取缔革命无产阶级的报刊。

针对这种情况，各国共产党应当创办一种在工人中间大量发行的新型的定期刊物：第一，发行合法的出版物，不要把它称为共产主义的，不要说它是属于党的，要学会象1905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在沙皇统治下那样来利用甚至最小的合法机会；第二，散发不合法的小报，虽然这种小报篇幅极小，出版不定期，但它可以由工人在许多印刷所翻印（秘密地翻印或在运动壮大时用革命手段夺取印刷所来翻印），可以自由地向无产阶级报道革命的消息和提出革命的口号。

不进行有群众参加的争取共产主义报刊出版自由的革命斗争，就不可能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准备。


三

纠正加入或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的路线以及部分地改变其成分

14．第二国际最有影响的政党，如法国社会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美国社会党[102]，都已经退出这个黄色国际，决定（前三个党是有条件的，后一个党甚至是无条件的）加入第三国际，这个事实极其客观地确切地说明了，在那些从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来看都是最重要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对于实现本阶级专政的准备程度如何。这一事实证明，不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革命无产阶级的多数在整个事态发展的启迪下，都开始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了。现在主要的事情是完成这种转变，切实地从组织上巩固既有的成就，以便毫不动摇地全线前进。

15．上面提到的这些政党（如瑞士社会党[103]决定加入第三国际的消息属实，还应加上瑞士社会党）的全部活动证明，并且它们的每一种定期出版物也明显地证实，它们的活动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往往直接违背第三国际的基本原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否认资产阶级民主。

因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作出决议：大会认为还不能立即吸收这些政党；批准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德国“独立”党人的回信；重申准备和任何一个退出第二国际并愿意靠拢第三国际的政党进行谈判；允许这些政党派代表列席共产国际的一切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为这些政党（以及类似的政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规定如下条件：

1．在党的一切定期出版物上公布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

2．党的各个支部或地方组织必须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这些决议；

3．讨论以后，必须召开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以便作出结论并

4．清除党内仍然按照第二国际的精神从事活动的分子。

5．把党的一切定期机关刊物移交给完全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编辑部。

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该委托自己的执行委员会先行审查上述及其他类似的政党，如查明它们确实已执行上述条件，确实已从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活动，那就可以正式接受它们加入第三国际。

16．关于在上述和其他类似的政党的负责岗位上至今仍居少数的共产主义者应该采取何种行动的问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作出决定，说明鉴于这些政党中的工人愈来愈衷心拥护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退出这些政党是不适当的，因为在这些政党内部目前还能够本着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精神进行工作，还能够对留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分子进行批评。

同时，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赞成英国共产主义的或者同情共产主义的小组和组织加入“工党”（Labour　Party），尽管“工党”是参加第二国际的。这是因为这个政党还能让加入进去的组织象现在这样自由地进行批评，为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自由地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这个政党还具有工人阶级一切工会组织的联合会的性质。只要这样，共产主义者就必须采取一切步骤，作出一定的妥协，以便能够影响最广大的工人群众，从群众容易看到的更高的讲坛上揭露他们的机会主义的领袖，使政权更快地从资产阶级的直接代表的手里转到“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的手里，以使群众尽快地抛弃这方面的最后的幻想。

17．至于意大利社会党，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该党都灵支部对该党提出的批评和实际建议[104]，即刊载在1920年5月8日《新秩序》（《L′Ordine　Nuovo》）杂志[105]上的向意大利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第三国际的一切基本原则的。

因此，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求意大利社会党召集一次紧急代表大会，来讨论这些建议和共产国际两次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以纠正党的路线，清除党内特别是议会党团内的非共产主义分子。

18．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的专门决议中遭到详尽驳斥的关于党和阶级、群众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共产党不必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极反动的工会的观点是错误的；竭力维护这些观点的有“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106]，多少持有这些观点的有“瑞士共产党”[107]、共产国际东欧书记处在维也纳出版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Kommunismus》）、现在已经被解散的阿姆斯特丹书记处和某些荷兰同志，以及英国的某些共产主义组织，如“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等等，此外还有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Shop　Stewards　Committee）等。

但是，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这些组织中还没有正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可以而且最好立即加入共产国际，因为在这方面，特别是拿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以及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来说，涉及一个深刻的无产阶级和群众的运动，而这个运动事实上主要是以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为基础的。这些组织对于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所以采取错误的观点，主要不是因为那些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带来了自己的、实质上往往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持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而是因为完全革命的、同群众保持联系的无产者在政治上缺乏经验。

因此，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求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和小组，即使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没有立即加入第三国际的情况下，也要对这些组织采取如下的政策：极其友好地对待它们，接近它们，接近同情它们的群众，根据历次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根据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善意地向它们说明它们的上述观点的错误；不要放弃反复争取同这些组织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的尝试。

19．因此，代表大会提请全体同志，特别是罗马语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同志们注意：战后在全世界，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待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方面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思想分化。对第二国际各党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义愤，过去往往使无产阶级分子转向无政府主义，现在很明显，他们对这些原则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而且他们愈熟悉俄国、芬兰、匈牙利、拉脱维亚、波兰、德国的经验，这种认识就传播得愈广泛。

因此，代表大会认为全体同志都有责任全力支持一切广大的无产阶级分子从无政府主义转到第三国际方面来。代表大会指出，衡量各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工作成就的标志之一应该是：它在多大程度上把广大的无产阶级分子而不是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从无政府主义方面争取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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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08]

（不晚于7月10日）

为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还需要拟订一份关于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提纲。

可否委托拉狄克或工作较少的拉品斯基，或者由他们指定的其他人拟出一个提纲初稿，这一提纲的要点大致如下：

1．瓜分全世界（无论就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或是就国际性的辛迪加和卡特尔，以及就夺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来说），是帝国主义的基本事实，20世纪经济的基本事实。

2．因此，帝国主义战争，尤其是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3．这场战争造成了以下结果：

（a）称霸世界的强国减少了，弱小的、被掠夺和被瓜分的附属国增多了；

（b）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一切资本主义矛盾都极大地尖锐化了；

（c）特别是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突出起来：

极少数的资本巨头更加穷奢极欲；

穷困、赤贫、破产、饥饿、失业、生活毫无保障的现象更加严重；

（d）军国主义得到强化，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从经济上看是不可避免的）在加紧和加速准备；世界上的战争特别是革命战争增多；

（e）国际联盟完全破产，其骗局已被揭穿，“威尔逊主义”[109]遭到破产。资产阶级民主遭到破产。

4．对下列国家作一最简要的评述（参看保·莱维1920年4月14日的报告）[110]：

英国与美国

法国

日本

其他欧美的中立国家

战败国（俄国和主要是德国）

殖民地

半殖民地（波斯、土耳其、中国）。

5．原料——原料消耗殆尽

工业——工业衰退（燃料等）

通货——通货崩溃。债务。货币贬值。

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失调”、瓦解。

6．结论＝世界革命危机。共产主义运动和苏维埃政权。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02—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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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不晚于7月18日）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大会）[111]没有制定各个党加入第三国际的确切条件。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多数国家只有一些共产主义的派别和小组。

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时的情况就不同了。现在多数国家不仅已经有了共产主义的流派和派别，而且有了共产主义的政党和组织。

现在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和小组愈来愈多，它们不久以前还属于第二国际，现在都希望加入第三国际了，不过它们还没有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和小组。第二国际已被彻底粉碎。中间政党和“中派”集团看到第二国际已经毫无希望，就想倒向日益壮大的共产国际，但是，它们还希望保留一种“自主权”，以便推行它们原来的机会主义的或“中派主义的”政策。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时髦的东西。

现在“中派”的某些领导集团希望加入第三国际，这就间接证明，共产国际得到了全世界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拥护，并且成为一天比一天强大的力量。

在一定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有被那些还没有摆脱第二国际思想体系的、不坚定和不彻底的集团溶蚀的危险。

此外，在多数人抱有共产主义观点的某些大党（意大利、瑞典）里，至今还存在势力相当大的改良主义的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派别，它们一直在等待时机，以便东山再起，积极展开暗中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来帮助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

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不应该忘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训。匈牙利共产党人同改良主义者的联合，使匈牙利无产阶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因此，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制定十分确切的接纳新党的条件，并向那些已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指出它们应当承担的义务。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如下：


※　　　　　※　　　　　※

1．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已经证明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无产阶级专政不应该只当作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应该很好地进行宣传，使每一个普通的工人、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不断报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报纸上，在群众集会上，在工会、合作社中，总之，在第三国际拥护者所能利用的一切场合，不仅要不断地、无情地斥责资产阶级，而且还要斥责资产阶级的帮手即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者。

2．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都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在党组织、编辑部、工会、议会党团、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等等中）所担负的比较重要的职务，用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们，不必顾虑最初有时不得不用普通工人来接替“有经验的”活动家。

3．在所有由于实行戒严或者非常法而使共产党人不能合法地进行工作的国家里，绝对必须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结合起来。几乎在欧美所有的国家里，阶级斗争都正在进入国内战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信赖资产阶级法制。他们必须在各个地方建立平行的不合法机构，以便在决定关头能够帮助党执行自己的革命职责。

4．必须坚持不懈地有步骤地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并在每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共产党人多半要不合法地进行这项工作，如果放弃这项工作，就等于背叛革命职责，这同第三国际成员的称号是不相称的。

5．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在农村中进行鼓动工作。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得到哪怕是一部分雇农和贫苦农民的拥护，不能用自己的政策使一部分其他农村居民保持中立，那就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在目前这个时期，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工作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项工作主要应当通过同农村有联系的革命的工人共产党员去进行。放弃这项工作，或者把它交给不可靠的半改良主义者，就等于放弃无产阶级革命。

6．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不仅要揭露赤裸裸的社会爱国主义，而且要揭露社会和平主义的虚伪实质，要不断地向工人证明，除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之外，任何国际仲裁法庭、任何关于裁减军备的议论、任何对国际联盟的“民主”改组，都不能使人类摆脱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7．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要承认必须同改良主义和“中派”政策完全彻底地决裂，并在最广大的党员群众中宣传这一点。否则，就不可能执行彻底的共产主义政策。

共产国际无条件地、断然地要求在最短期间内实行这种决裂。共产国际决不能容许象屠拉梯、莫迪利扬尼之流的著名改良主义者有权成为第三国际的成员。这样会使第三国际在很大程度上和已经死亡的第二国际相类似了。

8．在资产阶级占有殖民地并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里，党在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特别明确的路线。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赶出这些殖民地，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

9．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在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不断地坚持不懈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必须在这些组织内部建立共产党支部，这些支部应该通过长期的顽强的工作，争取工会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这些支部必须在日常工作中时时刻刻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背叛行为和“中派”的动摇表现。这些共产党支部应该完全服从整个党的领导。

10．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112]进行坚决斗争。它应当在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中间坚持不懈地宣传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决裂的必要性。它应该竭力支持正在形成的属于共产国际的红色工会国际联合组织。[113]

11．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须重新审查其议会党团的成员，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使议会党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议员都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从于真正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利益。

12．同样，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不合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自主权，实行不完全符合党的要求的政策。

13．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14．在共产党员可以合法进行工作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该定期清洗（重新登记）党组织的成员，以便不断清除那些难免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15．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全力支持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各国共产党应该坚持不懈地进行宣传，使工人拒绝把军事装备运送给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应该在派去扼杀工人共和国的军队中进行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宣传工作，等等。

16．凡是到目前为止还保留着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党，必须在最短期间内重新审查这些纲领，并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制定出新的合乎共产国际决定精神的共产主义纲领。按照规定，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都应该由例行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果某党的纲领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准，该党有权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17．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定，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是在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它应当比第二国际组织得更加集中。同时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当然必须考虑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不同的条件，因此，作出全体必须执行的决定的仅限于此类决定可行的问题。

18．鉴于上述种种，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要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和一切黄色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斗争。必须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十分清楚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间的区别。

19．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闭幕后，凡是想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在最短期间内召集一次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以便以全党的名义正式确认上述各项义务。





	载于1920年7月20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04—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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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第二十条[114]

（7月25日）

凡是现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但至今还没有根本改变自己以往策略的党，在没有加入以前必须设法做到，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一切最重要的中央机关内，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就公开而明确地主张加入第三国际。只有经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才允许有例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对第7条中提到的“中派”代表人物采取例外的办法。





	载于1920年9月28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3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12页

















[98]《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是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文件之一，写于1920年6月5日。当天列宁将它寄给了斯大林、格·瓦·契切林、尼·尼·克列斯廷斯基、莫·格·拉费斯、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帕·路·拉品斯基等征求意见。对寄来的某些不正确的意见，列宁明确表示不同意。例如，契切林没有很好考虑列宁关于对资产阶级和农民要加以区别的意见，对此列宁写道：“我的提纲更强调同农民的联盟（而这并不完全＝资产阶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意见中谈到未来社会主义欧洲各共和国同经济上落后的附属国之间的关系时说：“如果不能同这些民族的领导集团达成经济协议，那么用强力镇压它们和用强制手段把经济上重要的地区并入欧洲共和国联盟就在所难免。”对此，列宁写道：“说得太过分了。‘用强力镇压’‘在所难免’之说是缺乏根据的和不正确的，完全不对。”



提纲初稿由代表大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略加修改，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提纲于1920年7月28日被代表大会通过。——159。



[99]芬兰苏维埃共和国是指1918年成立的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芬兰革命于1918年1月在芬兰南部工业地区爆发。1月27日夜，芬兰赤卫队占领了芬兰首都赫尔辛福斯。资产阶级的斯温胡武德政府被推翻。1月28日工人们建立了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参加革命政府的有库·曼纳、奥·库西宁、尤·西罗拉等人。国家政权的基础是由工人选出的工人组织议会。革命政府的最主要的措施是：将一部分工商企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把芬兰银行收归政府管理，并建立对私营银行的监督；建立工人对企业的监督；将土地无偿地交给佃农。芬兰这次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在芬兰南部取得了胜利。斯温胡武德政府在芬兰北部站稳了脚跟之后，集结了一切反革命力量，并在德国政府的援助下，向革命政权发动进攻。由于德国的武装干涉，芬兰革命经过激烈的国内战争以后，于1918年5月初被镇压了下去。——162。



[100]在拉脱维亚无产阶级和农民奋起反对德国占领军和乌尔曼尼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斗争高潮中，1918年12月17日，以彼·伊·斯图契卡为主席的拉脱维亚临时苏维埃政府发布宣言，宣布拉脱维亚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12月22日，苏维埃俄国人民委员会宣布承认苏维埃拉脱维亚独立。拉脱维亚各地纷纷起义。到1919年1月底，拉脱维亚全境除利耶帕亚外都已解放。1月13—15日，在里加举行了全拉脱维亚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宪法，宣布拉脱维亚为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选举了拉脱维亚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制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苏维埃政府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将银行和大企业收归国有。1919年3月，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德国军队和白卫军向苏维埃拉脱维亚大举进攻。5月首都里加陷落。1920年1月初拉脱维亚全境为干涉军占领。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162。



[101]指尤·马尔赫列夫斯基的论文《土地问题和世界革命》。该文发表于1920年7月20日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在这本杂志出版以前列宁已读过这篇文章。——167。



[102]美国社会党是由美国社会民主党（尤·维·德布兹在1897—1898年创建）和以莫·希尔奎特、麦·海斯为首的一批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联合组成的，1901年7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立。该党社会成分复杂，党员中有美国本地工人、侨民工人、小农场主、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该党重视同工会的联系，提出自己的纲领，参加选举运动，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开展反垄断的斗争方面作出了贡献。后来机会主义分子（维·路·伯杰、希尔奎特等）在党的领导中占了优势，他们强使1912年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屏弃革命斗争方法的决议。以威·海伍德为首的一大批左派分子退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党内形成了三派：支持美国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只在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中派，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少数派。1919年，退出社会党的左派代表建立了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社会党的影响下降。——191。



[103]瑞士社会党（瑞士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70年，加入过第一国际。1888年重新建立。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有很大势力，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6年秋，该党右翼（格留特利联盟）从党内分裂出去。以罗·格里姆为首的多数党员采取中派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立场。党内左派则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该党左翼增强。左派于1920年12月退出该党，1921年3月同1917—1918年出现的共产主义团体一起组成了瑞士共产党（现称瑞士劳动党）。——191。



[104]当时参加意大利社会党都灵支部的有该党左翼革命派的代表安·葛兰西、帕·陶里亚蒂等。都灵支部批评了社会党中央的调和派领导人，指出他们在无产阶级有可能夺取政权的1919—1920年革命高潮中没有对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没有统一和协调群众的革命斗争，没有从党内清除改良主义者。都灵支部提出了许多实际建议：清除党内机会主义者，在各工厂、工会、兵营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工厂委员会，对工农业生产进行监督。该支部还要求立即发动人民群众着手建立苏维埃。



列宁这里提到的都灵支部对意大利社会党全国委员会的建议是由安·葛兰西草拟的。根据列宁的提议，《共产国际》杂志在1920年7月20日出版的第12期上转载了这一文件。——193。



[105]《新秩序》周刊（《L’Ordine　Nuovo》）是意大利社会党左翼的机关刊物，1919年在意大利都灵创刊。1921年起改为日报，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机关报。领导人是安·葛兰西和帕·陶里亚蒂。1922年10月，该报被法西斯政府封闭，但仍秘密出版，直到同年12月为止。1924年该报在罗马复刊，但不久又被查封。——193。



[106]参看注22。——193。



[107]指瑞士的一些共产主义团体于1918年10月联合组成的瑞士共产党。这个组织当时人数很少。它有两名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0年12月，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从该党分离出来，提出了在瑞士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国际支部的问题。1921年3月，在苏黎世召开了有共产党的28名代表和原社会民主党左翼的145名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会上正式成立了统一的瑞士共产党。——193。



[108]这个文件的主要论点，列宁在《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报告提纲）》和《〈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的草稿和提纲初稿》中作了详细的阐述（见本卷第455—458页和第446—454页），并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中作了发挥（见本卷第205—223页）。——196。



[109]威尔逊主义指美国总统伍·威尔逊（1913—1921年）的一套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装扮起来的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1913年威尔逊就任总统以后，进行了一些无损于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改革”，实行了关税法、累进所得税法、反托拉斯法等等，同时残酷地镇压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一方面发表“中立”宣言和“没有胜利的和平”的演说，另一方面加紧向拉丁美洲扩张。1917年美国参战后，他又叫嚷“以战争拯救世界民主”。1918年1月8日，他提出了所谓“十四点”和平纲领。在巴黎和会上，他参与制定了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并积极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要求。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中谈到了威尔逊主义的实质和威尔逊政策的破产（见本卷第212—213页）。——197。



[110]指1920年4月14日保·莱维在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形势与议会选举》的报告。这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4月14—15日在柏林举行。——197。



[111]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国际共产党代表会议）于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52名。这次大会宣告了共产国际的成立。



列宁主持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在3月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论证了提纲的最后两点。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列宁的提纲，决定交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



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要团结所有力量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中谴责了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题为《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198。



[112]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即国际工会联合会，是由一些国家的改良主义工会领导人在1919年7月26日—8月2日于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代表会议上建立的。参加联合会的有英、法、德、美等14个国家的工会组织。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主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屏弃工人阶级革命的斗争形式。该国际的领导人执行分裂工人运动的政策，拒绝红色工会国际的一切共同行动的建议。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国际停止活动。世界工会联合会成立后，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于1945年12月14日正式宣布解散。——201。



[113]红色工会国际联合组织指当时正在筹备而于1921年正式成立的革命工会的国际联合组织——红色工会国际。红色工会国际联合了未参加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一些全国性工会组织以及改良主义工会组织中的反对派。红色工会国际为在革命斗争基础上建立工会运动的统一而斗争。1937年底，红色工会国际停止活动。——201。



[114]《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第二十条》是1920年7月25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共有19条（见本卷第198—203页）。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有21条。第21条是：“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



这一条也适用于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代表。”——204。





《列宁全集》第39卷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15]


（1920年7—8月）


1

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

（7月19日）

（热烈欢呼。全场起立，鼓掌。报告人准备讲话了，听众仍继续鼓掌，用各种语言欢呼。长时间欢呼。）同志们，关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问题的提纲 
［注：见本卷第179—195页。——编者注。］

 已经用各种文字发表了，这个提纲并没有提出什么重大的新东西（特别是对俄国同志来说），因为这个提纲主要是要把我国革命经验的某些基本点和我国革命运动的教训推广运用于西方国家，运用于西欧。因此，对我报告中的第一部分，即国际形势部分，我要稍许多谈一点，当然也只能是简要地谈一谈。

目前整个国际形势的基础就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到20世纪已经完全形成了。大家当然都知道，帝国主义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资本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大规模的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极少数资本家有时能把一些工业部门整个集中在自己手里；这些工业部门转到了往往是国际性的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联合组织的手里。因此，垄断资本家不仅在个别国家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在金融方面、产权方面、部分地也在生产方面，控制了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极少数大银行、金融大王、金融巨头的空前未有的统治，他们实际上甚至把最自由的共和国都变成了金融君主国。这一点，象法国的利西斯这样一些决非革命的著作家，在战前就已经公开承认了。

一小撮资本家的这种统治达到全盛时期是在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不仅各种原料产地和生产资料已被最大的资本家夺走，就是殖民地也已经初步瓜分完毕。大约40年前，6个资本主义强国所属殖民地的人口不过稍稍超出25000万。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殖民地人口已近6亿，如果再加上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当时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匡算一下，约有10亿人口被最富有、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国家置于殖民地附属地位，受它们的压迫。大家知道，殖民地附属地位，除了在政治上法律上直接处于附属地位之外，还必须有一系列财政和经济上的附属关系，还要进行一系列不能算作战争的战争，因为这些战争常常不过是用最精良的杀人武器装备起来的欧美帝国主义军队残害手无寸铁的殖民地国家居民的大屠杀而已。

由于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的这种统治，由于极少数大银行（每个国家最多只有两三家、四五家）的无限权力，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1914—1918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这场战争是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这场战争是为了决定：极少数大国集团（英国集团或德国集团），谁可以、谁有权来掠夺、扼杀和剥削全世界。大家知道，战争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利于英国集团的。这场战争的结果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空前尖锐化了。战争一下子就把世界上近25000万的人口置于同殖民地毫无差别的境地，把俄国约13000万的人口，奥匈帝国、德国、保加利亚不下12000万的人口置于这样的境地。这是包括象德国那样最先进、最文明、最有文化、具有现代技术水平的国家在内的25000万人口！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凡尔赛条约，迫使先进的民族屈居殖民地附属地位，陷于贫困、饥饿、破产、无权的境地，今后世世代代都要受条约的束缚，这种遭遇是任何文明的民族所未曾有过的。现在你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世界的图景：战后马上使不下125000万人遭受殖民压迫，遭受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自夸爱好和平，50来年前，它还可以勉强这样吹嘘，因为那时候，世界还没有瓜分完毕，垄断还不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还可以比较和平地发展，而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如今这个“和平”时期已经过去，压迫更加骇人听闻了，殖民压迫和军事压迫又重新抬头，而且变本加厉了。凡尔赛条约使德国以及其他许多战败国经济崩溃，无法生存，丧尽权利，备受屈辱。

有多少国家从中得到好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想到美国。只有美国一国在战争中完全是获利的，它从负债累累一跃而为各国的债主，它的人口不超过1亿。日本的人口是5000万，它没有卷入欧美冲突，而攫取了亚洲大陆的许多地方，因此也获得了很大利益。获利仅次于上述两国的是英国，它的人口有5000万。如果加上战时发了财的中立国的极少数人口，总计约25000万人。

这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后世界状况的轮廓。被压迫的殖民地人口125000万，其中包括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正在被人活活瓜分的国家，以及那些因战败而沦于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保持原来地位的国家的人口，不超过25000万，但是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都已仰赖美国，战时在军事上也处于依赖地位，因为战争席卷了整个世界，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保持真正的中立。最后，是居民不到25000万的几个国家，在这些国家中自然只有上层分子，只有资本家才能从瓜分世界中得到好处。这些数字加在一起是175000万，构成世界人口的总数。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世界的这样的一幅图景，是因为所有导致革命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基本矛盾，所有引起了对第二国际作极其激烈斗争的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矛盾（主席同志讲到了这一点），都是同世界人口的这种划分联系着的。

当然，这些数目字只是粗略地勾画出一幅世界经济的图景。同志们，在世界人口这样划分的基础上，金融资本的剥削，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剥削，加重了许多倍，是很自然的。

不但殖民地、战败国陷于附属地位，就是在每个战胜国里，矛盾也尖锐化了，一切资本主义矛盾都尖锐化了。我现在举几个例子来简单说明一下。

就拿国家债务来说吧。我们知道，从1914年到1920年，欧洲最大的几个国家的债务至少增加了六倍。下面我再引证一个特别有价值的经济材料，即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凯恩斯是英国外交家，他奉本国政府之命参加凡尔赛和谈，从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直接作了观察，一步步地作了详尽的研究，并且以经济学家的身分参加过各种会议。他作出的结论，比任何一个共产党人革命家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引人注目，更发人深思，因为作出这个结论的人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资产者，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在这个英国市侩的想象中，布尔什维主义的样子是畸形的狰狞可怕的。凯恩斯得出结论说，欧洲和整个世界正随着凡尔赛和约的签订而走向破产。凯恩斯后来辞职了，写了一本书，指责政府说，你们在干蠢事。我现在把他的数字综合摘引一下。

列强之间的债务关系怎样呢？我按1英镑等于10个金卢布的比价来折算。那么，美国借出是190亿，贷入是零。战前它是英国的债务国。莱维同志1920年4月14日在最近一次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得很对，现在世界上只剩下英美两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只是美国在财政上是绝对独立的。美国战前是债务国，现在却完全是债权国了。世界上其他强国都负了债。英国的状况是：借出170亿，贷入80亿，已经陷于半负债地位，而且在它借出的款项中，有近60亿是俄国欠的，其中包括俄国战时赊购军火的欠款。不久前，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代表克拉辛在同劳合－乔治谈到贷款条约问题时，曾经明确地告诉过英国政府的领袖们、学者和政治家们说，要是他们还指望收回债款，那就大错特错了。英国外交家凯恩斯也早已指出了这种错误。

问题当然不仅仅在于，甚至根本不在于俄国革命政府不愿还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还这种债，因为这些债款是已经还本20次的高利贷的利息。连那位丝毫不同情俄国革命运动的资产者凯恩斯都说：“显然这些债务是不能算数了。”

至于说到法国，凯恩斯引用了这样的数字：借出35亿，贷入却是105亿！要知道，法国人曾自称是全世界的高利贷者，因为它有大量的“积蓄”，它对殖民地的掠夺以及在金融上的掠夺积累了巨额的资本，使它能够几十亿几十亿地贷给别国，特别是贷给俄国。这些贷款提供了巨额收入。尽管如此，尽管法国是战胜国，它还是陷于负债地位。

共产党员布劳恩同志在《谁应该偿还战时债款？》（1920年莱比锡版）一书中，引用了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个材料。材料得出了各国债务对国民财产的比例：英、法这两个战胜国的债务相当于全部国民财产的50％以上；意大利相当于60—70％；俄国相当于90％。但是，大家知道这些债务并没有使我们担心，因为在凯恩斯的著作出版前不久，我们就已经听从了他的绝妙忠告——废除了一切债务。（热烈鼓掌）

然而凯恩斯在这里不过是大发其庸人常有的怪癖罢了，他提出废除一切债务的忠告时说，法国当然只会占到便宜，英国损失当然不会太大，因为反正从俄国是捞不回什么了；只有美国要受很大的损失，但是凯恩斯指望美国能够“大发慈悲”！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同凯恩斯以及其他市侩和平主义者是不一致的。我们认为，他们既然要废除债务，就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别的方面，朝另外的方向努力，而不应该指望资本家老爷们“大发慈悲”。

从这些最简单的数字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战争同样给战胜国也造成了莫大的困难。工资远远跟不上物价的上涨，也说明了这一点。今年3月8日，最高经济委员会这个维护世界资产阶级秩序、防止革命日益高涨的机关，通过一项决议，决议最后号召人们遵守秩序，克勤克俭，当然，工人仍旧是做资本的奴隶。最高经济委员会这个协约国的机构，全世界资本家的机构提供了以下的数字：

美国物价平均上涨120％，工资却只增加100％；英国物价上涨170％，工资只增加130％；法国物价上涨300％，工资只增加200％；日本物价上涨130％，工资只增加60％（这是我参照布劳恩同志在上述小册子里引用的数字和1920年3月10日《泰晤士报》[116]所载最高经济委员会公布的数字得出的）。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愤怒必然日益强烈，革命思想和革命情绪必然日益加强，自发的大规模罢工浪潮必然日益高涨，因为工人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了。工人根据经验确信，资本家靠战争大发横财，而把一切军费和债务转嫁给工人负担。不久前我们得到的一则电讯说，美国为了肃清“有害的鼓动分子”，想再驱逐500个共产党员到我们俄国来。

不要说美国驱逐500个，就是把整整50万个俄国的、美国的、日本的、法国的“鼓动分子”驱逐到我们这里来，也无济于事，因为使他们束手无策的物价失调问题仍然存在。他们之所以对此束手无策，是因为他们牢牢地保持着私有制，他们那里的私有制是“神圣的”。这一点决不应当忘记，因为现在只有俄国摧毁了剥削者的私有制。资本家对物价失调束手无策，而工人靠原来的工资已生活不下去了。任何老办法都解脱不了这种灾难，任何局部的罢工、任何议会斗争、任何投票表决都无济于事，因为“私有制是神圣的”，资本家已经放了这么多的债，以致全世界都在受一小撮人的盘剥，而工人的生活条件却变得愈来愈不堪忍受了。只有消灭剥削者的“私有制”，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拉品斯基同志在《英国与世界革命》这本小册子（我国《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117]于1920年2月摘录了其中很有价值的部分）中指出，英国煤的出口价格比工业当局预计的高出一倍。

兰开夏郡的股票甚至增值400％。银行赢利至少是40—50％，还应该指出，所有的银行家在计算银行赢利时，都会巧妙地把大部分的赢利用奖金、酬金等名目隐藏起来，也就不算作赢利了。这些无可争辩的经济事实又一次证明：一小撮人大发其财，穷奢极欲，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则日益贫困。还有一种情况应该着重指出，那就是莱维同志在上面提到的他的报告中所特别明确强调的币值变动。由于负债、发行纸币等原因，各国的货币都贬值了。根据上面我提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材料，即1920年3月8日最高经济委员会的声明所作的计算，可以看出：同美元比较，英国货币12贬值约1/3，法国、意大利货币贬值2/3，德国货币贬值竟高达96％。

这个事实说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正在全面瓦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借以取得原料和销售产品的贸易关系，已经无法维持了；正因为许多国家从属于一个国家，币值一变动，这种关系就无法维持了。现在，任何一个最富有的国家也不能生存，不能进行贸易了，因为它无法出售自己的产品，也无法买进原料。

结果，连最富有的、控制所有国家的美国也无法做买卖了。这一点连凯恩斯那样一个在凡尔赛谈判中历尽千辛万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尽管他有捍卫资本主义的坚强决心，尽管他对布尔什维主义深恶痛绝。顺便说一下，我认为没有一篇共产主义的或任何革命的宣言就其效果来说能比得上凯恩斯书中描写威尔逊和实践中的“威尔逊主义”的那几页。象凯恩斯和第二国际的许多英雄（甚至包括“第二半”国际[118]的许多英雄）这类市侩及和平主义者，曾经把威尔逊当作偶像，对他的“14点”顶礼膜拜，甚至撰写“学术”著作论述他的政策的“基础”，指望他能拯救“社会和平”，使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和解，实行社会改良。后来凯恩斯却清楚地揭露了威尔逊原来是个愚人，这一切幻想一碰到以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两位先生为代表的资本所采取的注重实际、专讲实利的商人政策，就烟消云散了。现在工人群众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学究们甚至从凯恩斯的书中也可以看到，威尔逊政策的“基础”，归结起来不过是神父的蠢见，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和对阶级斗争的极端无知。

由于上述种种事实，完全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两个条件，产生了两种基本情况。一方面是群众的贫困、破产空前加重，这首先是指包括125000万人口，即占全世界人口70％的地区。这是一些居民在法律上毫无权利的殖民地附属国，是被“委任”给金融强盗们统治的国家。此外，凡尔赛条约把战败国受奴役的地位固定下来了，有关俄国的秘密条约也起了这种作用，不过，这种秘密条约的实际效力，有时和那些写着我们负债几十亿几十亿的废纸不相上下。把125000万人遭受掠夺、奴役、贫困、饥饿和屈居附属地位的事实，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了，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

另一方面，在每一个债权国里，工人的处境也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战争使一切资本主义矛盾空前尖锐化了，这就是产生强烈的革命风潮的根源。这种风潮正在增长，因为战时人们受着军事纪律的约束，不是被拉去送死，就是随时都有受到军法制裁的危险。战争环境使人们不能去考察实际的经济情况。作家、诗人、神父和所有的报刊都一味地歌颂战争。现在，战争结束了，揭露也就开始了：德帝国主义及其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被揭穿了，凡尔赛和约被揭穿了，它本来应当是帝国主义的胜利，现在却变成了它的失败。凯恩斯这个例子还表明，欧美千千万万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多少受过教育有点文化的人不得不走上凯恩斯所走的道路。凯恩斯辞去了职务，写了一本书，揭露本国政府。他的行为说明，一旦千百万人懂得了所谓“为自由而战”等花言巧语不过是十足骗人的鬼话，其结果不过是极少数人发财而其余的人破产、受奴役，那么他们的思想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资产者凯恩斯说，英国人要想救自己的命，挽救英国的经济，就应当设法恢复德俄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用凯恩斯所提出的方法，就是废除一切债务！这不光是凯恩斯这位博学的经济学家一个人的主张，现在已经有、将来还会有千百万人提出这样的主张。千百万人听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呼声：只有废除债务，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因此他们说：“布尔什维克〈他们已经把债务废除了〉真该死”，让我们去乞求美国“大发慈悲”吧！！我认为，应该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名义向这些为布尔什维主义进行鼓动的经济学家致谢。

如果一方面，群众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另一方面，象凯恩斯所证实的那样，在极少数势力极大的战胜国中间，瓦解已经开始而且正在加深，那么，十分明显，世界革命的两个条件都正在成熟。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幅比较完整的全世界的图景。我们懂得，125000万人依附于一小撮富翁，处于无法生存的境地，这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人们向各国人民端出了一项国际联盟盟约，宣称国际联盟结束了战争，今后不允许任何人再破坏和平。全世界劳动群众寄予最后希望的这个盟约生效，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个重大胜利。在盟约还没有生效的时候，有人说：对德国这样的国家不能不用特殊条件加以控制；你们瞧吧，有了盟约就好了。但是，盟约一正式公布，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就不得不背弃了它！盟约一开始生效，极少数最富有的国家，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奥兰多、威尔逊这“四巨头”，又坐下来磋商建立新关系了！盟约这部机器刚一开动，就完全垮了！

我们从侵犯俄国的战争中就看到了这一点。俄国这个又穷又弱、备受压抑的国家，这样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却抗击了所有的国家，抗击了统治全世界的富强国家的联盟，并且取得了胜利。双方力量悬殊，可是我们打赢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之间毫不团结，因为大国之间互相作对。法国希望俄国还它的债，并成为威慑德国的力量；英国则希望瓜分俄国，企图夺取巴库的石油，并同俄国边境上的几个国家缔结条约。英国官方的一个文件，非常诚实地列举了大约半年前（1919年12月）答应要攻占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国家（一共14个国家）。英国曾经打算利用这些国家来实行它的政策，给了它们几百万几百万的贷款。现在这一切指望都已落空，全部贷款也付诸东流了。

这就是国际联盟所造成的局势。这个盟约存在一天，就替布尔什维主义很好地作一天宣传，因为资本主义“秩序”的最强有力的维护者表明，在每个问题上他们都是互相拆台的。日本、英国、美国和法国为着瓜分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在进行激烈的争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都在猛烈地抨击和恶毒地咒骂自己的“伙伴”，斥责对方不该把自己快到口的肥肉抢走。我们看到，就上层来说，极少数最富裕的国家之间已经四分五裂。125000万人决不会让“先进的”、文明的资本主义任意奴役下去，要知道，他们占世界人口的70％！英、美、日（日本过去虽然能够掠夺东方各国，亚洲各国，但是，现在没有别国的帮助，它无论在财政上或军事上都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极少数最富有的国家，这两三个国家已经无法调整好它们的经济关系，它们把破坏国际联盟成员国和伙伴的政策作为自己政策的目标。这就产生了世界危机。这个危机的经济根源就是共产国际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原因。

同志们！现在我们该谈谈作为我们革命行动的基础的革命危机问题。这里首先必须指出两种常见的错误。一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英国人文雅的口吻，把这种危机描绘成单纯的“人心惶惶”；另一种是革命者有时力图证明危机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这是错误的。绝对没有出路的情况是没有的。现在资产阶级活象一个既不讲廉耻又丧失了理智的强盗，接连不断地干着蠢事，使局势尖锐化，加速着自己的灭亡。这都是事实。但是决不能由此“证明”，资产阶级绝对不可能用微小的让步来麻醉一小部分被剥削者，绝对不可能把某一部分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某种运动或起义镇压下去。企图预先“证明”“绝对”没有出路，就是无用的学究气，或者是玩弄概念和字眼。在这个问题和类似问题上，只有实践才是真正的“证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制度正在经历巨大的革命危机。现在各国的革命政党都应该用实践来“证明”，他们有足够的觉悟和组织性，他们与被剥削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足够的决心和本领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成功的、胜利的革命。

我们召开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这种“证明”做准备工作。

我现在拿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拉姆赛·麦克唐纳作例子，来说明机会主义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内还有多么大的势力，有些党的工作离训练好革命阶级去利用革命危机这一要求还多么远。麦克唐纳的《议会和革命》一书中谈到的问题，正是我们现在研究的那些根本问题。他在这本书里对形势的描述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大致相同。他承认现在有革命危机，革命情绪正在增长，也承认工人群众是同情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请注意：这里讲的是英国），无产阶级专政比目前的英国资产阶级专政好。

但是，麦克唐纳仍旧是十足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妥协主义者，是幻想建立超阶级政府的小资产者。麦克唐纳同一切资产阶级的骗子、诡辩家、学究一样，只认为阶级斗争是一种“记叙的事实”。麦克唐纳绝口不谈俄国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似乎是超阶级的“民主”政府的尝试，以及匈牙利、德国等国家的类似的尝试。他却麻醉他的党，麻醉那些不幸把他这个资产者当作社会主义者，把他这个庸人当作领袖的工人，说什么：“我们知道，这（革命危机，革命风潮）会过去，会平息的。”他说，战争必然引起危机，危机在战后虽然不会立即平息，但“总归会平息下去的”！

一个愿意参加第三国际的党的领袖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这样赤裸裸的暴露是罕见的，因而更有价值，它暴露了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上层分子中间同样常见的情况，不仅不善于而且不愿意在革命意义上利用革命危机，换句话说，就是既不善于又不愿意使党和阶级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真正的革命准备。

这就是许许多多目前退出第二国际的党的主要弊病。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我向这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中，谈得最多的是尽量具体而明确地规定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的任务。

再举一个例子。不久以前，出版了一本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新书。现在，这种书在欧洲和美洲出版得特别多，可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书出得愈多，群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同情就愈强烈、愈迅速地增长起来。我指的是奥托·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书。德国人可以从这本书里清楚地看到，究竟什么是孟什维主义（它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可耻作用，各国工人都已有足够的了解）。尽管奥托·鲍威尔把他对孟什维主义的同情掩盖起来，可是他写的却是一部道道地地的孟什维克式的诽谤作品。在欧洲和美洲，现在倒必须使更多的人更确切地了解什么是孟什维主义，因为这是一个概括所有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派别的类概念。我们俄国人可能没有兴趣为欧洲写一本书来说明什么是孟什维主义。而奥托·鲍威尔写的书实际上做到了这一点。我们预先感谢那些要把这本书译成各种文字出版的资产阶级出版家和机会主义出版家。鲍威尔的书是共产主义教科书有益而独特的补充读物。如果要“测验”是否领会了共产主义，出下面这样的试题是最好不过的：试分析奥托·鲍威尔书中的任何一节或任何一个论点，指出其中的孟什维主义，指出他背叛社会主义以及与克伦斯基、谢德曼等等同流合污的思想根源。要是你解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你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最好不要加入共产党。（鼓掌）

奥托·鲍威尔用一句话绝妙地表达了世界机会主义观点的全部实质——为此我们应当在他生前就给他建立纪念碑，如果我们能够在维也纳随意作主的话。他煞有介事地说，在现代民主国家的阶级斗争中使用暴力，无异是“对各种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

这句话也许你们听起来很古怪、很费解吧？然而，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表明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糟蹋成了什么样子，人们可以把最革命的理论弄得何等庸俗，甚至用它来为剥削者辩护。只有德国那种市侩才能炮制出这样一种“理论”，说什么“各种社会力量因素”就是人数、组织能力、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占的地位、积极性和教育程度。如果农村里的雇农和城市里的工人对地主和资本家使用了革命暴力，这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对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人使用暴力，绝对不是。这是“对各种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

我举的这个例子也许听来有点可笑。但是，现代机会主义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它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总是会闹出笑话来。现在，引导工人阶级、引导工人阶级中一切肯动脑子的人参加国际孟什维主义（麦克唐纳之流、奥·鲍威尔之流）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斗争，对于欧洲和美洲来说，都是一件最有益、最迫切的事情。

这里我们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派别在欧洲那样根深蒂固呢？为什么这种机会主义在西欧比在我国强大呢？这是因为先进的国家过去和现在创造自己的文化都是靠了能剥削10亿被压迫的人民这样的条件。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掠夺来的东西，大大超过了他们能够从本国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

战前有人计算过，英、法、德三个最富有的国家，其他收入不算，仅资本输出一项，每年就可获利80—100亿法郎。

很明显，从这么一大笔钱里，完全可以拿出哪怕是5亿法郎来施舍给工人领袖、工人贵族，来进行各种形式的收买。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可以采取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提高大中心城市的文化水平，设立教育机关，为合作社领袖、工联领袖、议会领袖提供千百个肥缺。哪里有现代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关系，哪里就是如此。这几十亿超额利润，就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机会主义领袖、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工人贵族最顽固，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抵抗最顽强。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欧美工人政党要治好这种病症比我们要困难。我们都知道，自从第三国际成立以来，医治这种病症已经获得了极其巨大的成效，但是我们还没有彻底治愈，因为全世界工人政党，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还远没有肃清自己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影响，还远没有肃清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

我不打算再谈我们应该如何具体地进行这个工作。这一点在我发表的提纲中已经讲过了。我在这里只想指出这种现象的深刻的经济根源。这病拖的时间很久了，要治好它，比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时间要长得多。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派别的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去。不但俄国克伦斯基统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就是社会民主党政府领导的德国民主共和国，以及阿尔伯·托马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也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和美国的类似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必须战胜这个敌人。经过这次代表大会，我们应该下定决心，把各国党内的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这是主要的任务。

同这一任务比起来，纠正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的错误，将是一项容易的任务。我们在许多国家里看到反对议会活动的倾向，这种倾向与其说是由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带来的，还不如说是受无产阶级的某些先进部队支持的，因为这些先进部队痛恨过去的议会活动，痛恨英、法、意等一切国家中议会活动家的所作所为，这种痛恨无疑是合理的、正当的和必要的。共产国际应当指导同志们更深入细致地了解俄国的经验，了解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我们的工作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无产阶级运动中的这些错误缺点作斗争比较容易，而同那些以改良主义者的姿态加入第二国际旧党、并按资产阶级精神而不是按无产阶级精神来指导党的全部工作的资产阶级作斗争要困难一千倍。

同志们，最后，我还要讲一个问题。主席同志曾在会上说，这次代表大会可以称为一次世界性代表大会。我认为，他说得很对，特别是因为有不少殖民地、落后国家革命运动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但重要的是已经开始了。这次代表大会，已经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那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命群众，同东方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团结起来了。而巩固这种团结，则要靠我们的努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到这一点。一旦各国被剥削被压迫工人的革命进攻击败了市侩分子的抵抗，肃清了一小撮工人贵族上层分子的影响，同迄今还站在历史之外，只被看作历史客体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进攻联合起来，世界帝国主义就一定会灭亡。

帝国主义战争帮助了革命。资产阶级从殖民地、落后国家以及那些最偏僻的地方征兵来参加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英国资产阶级要印度士兵相信，抗击德国、保卫大不列颠是印度农民的义务；法国资产阶级要法属殖民地的黑人士兵相信，保卫法国是他们的义务。英法资产阶级教给了他们使用武器的本领。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本领，为此我们要向资产阶级深深致谢，我们要以全体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名义，特别要以全体俄国红军的名义向他们致谢。帝国主义战争把附属国的人民卷进了世界历史。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考虑如何在各个非资本主义国家内为组织苏维埃运动奠定头一块基石。在这些国家里组织苏维埃是可能的，但这种苏维埃将不是工人苏维埃，而是农民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

我们还需要做许多工作，还难免会犯错误，而且在这条道路上会碰到许多困难。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就是制定或者指出一些实际工作的原则，使得到目前为止在亿万人当中无组织地进行的工作能够有组织地、协调地、有步骤地去做。

现在离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一年多一点，我们就战胜了第二国际。现在苏维埃思想不仅在各文明国家的工人当中已经传播开来，他们不仅已经知道、已经懂得了这种思想。一切国家的工人都在嘲笑那些自作聪明的人，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自命为社会党人，以学者或准学者的态度，象好讲体系的德国人那样谈论什么苏维埃“体系”，或者象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119]那样谈论什么苏维埃“思想”。这种关于苏维埃“体系”和“思想”的议论，在工人当中往往会混淆视听，引起思想上的混乱。但是，工人现在正在抛弃这种学究式的无稽之谈，拿起苏维埃给他们的武器。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在东方各国也普遍地为人们所了解了。

在整个东方，在整个亚洲，在一切殖民地人民当中，苏维埃运动都已经打下了基础。

被剥削者必须奋起推翻剥削者，建立自己的苏维埃，这并不是十分复杂的道理。在有了我国的经验之后，在俄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两年半之后，在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全世界亿万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都懂得了这个道理。现在我们俄国由于比国际帝国主义弱，常常不得不实行妥协，等待时机，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维护125000万人的利益。暂时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有绊脚石，还有偏见和无知这样的障碍，但是这些正在迅速地被克服，愈往后，我们愈能真正代表和维护占世界人口70％的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实际上只是在进行宣传，只是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基本的思想，只是在发出斗争的号召，我们还只是在了解什么地方有人能走这条路；而现在，我们到处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到处都有了无产阶级大军，虽然有时组织得不好，还需要改组。既然各国的同志们现在都在帮助我们组织一支统一的大军，那么任何缺点都阻碍不了我们去完成我们的事业。这个事业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就是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事业。（长时间鼓掌）





	载于1920年7月24日《真理报》第16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15—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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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发言

（7月23日）

同志们，我想对坦纳和麦克莱恩两位同志的发言提出几点意见。坦纳说他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我们所说的不完全一样。他说我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

的确，在资本主义时代，在工人群众不断遭受剥削而不能发展人的各种才能的时代，工人政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只能包括本阶级的少数。政党所能吸收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正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也只占全体工人的少数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只有这觉悟的少数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引导他们前进。如果坦纳同志说他反对政党，但同时又主张由少数最有组织最革命的工人给整个无产阶级指点道路，那我以为，我们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分歧。有组织的少数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少数是真正觉悟的，如果它能引导群众前进，如果它有能力解决提到日程上来的每个问题，那么，它实质上就是政党。如果象坦纳这样的同志（我们对他们是特别看重的，把他们当作群众运动的代表，但是对英国社会党的代表可就很难这么说了）认为，应该有少数人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奋斗，并且以这种精神教育工人群众，那么这样的少数实质上就是政党。坦纳同志说，这个少数应该组织和引导全体工人群众。如果坦纳同志、车间代表委员会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的同志们承认这一点（我们从日常同他们的交谈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确是承认这一点的），如果他们承认无产阶级应该由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共产主义的少数来领导，那他们也就应该承认我们所有决议的精神正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之间唯一不同之处就是，他们避免用“政党”这个词，因为英国同志对政党有某种成见。他们认为政党不外乎是象龚帕斯和韩德逊的那种党[120]，象议会投机家、工人阶级的叛徒的那种党。如果他们所指的议会活动是象现在英国和美国的那种议会活动，那么我们也是反对这种议会活动和这种政党的。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党，另一种性质的党。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

现在我来谈第三个问题，我想就麦克莱恩同志的发言来谈这个问题。麦克莱恩同志赞成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我在关于加入第三国际问题的提纲中已经谈过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了。 
［注：见本卷第192—193页。——编者注］

 我在 那本小册子 
［注：同上，第1—95页。——编者注］

 里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同许多同志谈了以后，确信决定加入工党是唯一正确的策略。而坦纳同志却说：你们别太武断了。这种说法在这里很不恰当。拉姆赛同志说：让我们英国共产党人自己来决定这个问题吧。如果国际的每一个小的组织都说：我们中间有些人同意，有些人反对，让我们自己来决定吧，那么，这还成什么国际了？那么，还要国际、代表大会以及这一切讨论做什么呢？麦克莱恩同志谈的只是政党的作用，但是这对工会和议会活动的问题是同样适用的。的确，大部分优秀的革命者反对加入工党，因为他们反对利用议会活动作为斗争手段。因此，也许最好把这个问题提交委员会。委员会应当进行讨论研究。这个问题一定要由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加以解决。我们不能同意说这个问题只同英国共产党人有关系。我们应该表示一个原则的意见，指出哪一种策略是正确的。

现在我来谈谈麦克莱恩同志在英国工党问题上的某些论点。应该公开地说，共产党是可以加入工党的，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共产党要保持充分的批评自由，要能够实行自己的政策。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塞拉蒂同志说这是阶级合作，我说这不是阶级合作。而意大利的同志们还容许屠拉梯之流的机会主义者即资产阶级分子留在他们党内，这才真正是阶级合作。但是，同英国工党的关系这件事不过是英国工人中的少数先进分子回绝大多数工人合作的问题。工党的党员全都是工会会员。这是一种很独特的组织结构，我们在任何其他国家里都没有看到过。工会会员共有600—700万人，这个组织却拥有其中的400万工人。至于这些人的政治信仰如何，这是无人过问的。请塞拉蒂同志证明一下，究竟有谁阻止我们在工党内运用批评的权利。你只有证明了这一点，才能证明麦克莱恩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英国社会党可以毫无顾忌地说韩德逊是叛徒，但是照样留在工党内部。这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落后工人、同后卫队的合作。这种合作对整个运动有着如此重大的意义，因此，我们最坚决地要求英国共产党人成为政党即工人阶级中的少数联系其他工人群众的桥梁。如果这个少数不会领导群众，不会紧密地联系群众，那么他们即使把自己叫作政党或者车间代表委员会全国委员会，它也不是党，也没有任何价值。据我所知，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有一个中央领导机关——全国委员会，这已经是成立党的一个步骤了。因此，如果不能否认英国工党是由无产者组成的，那么加入工党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落后工人的合作。如果不是有系统地进行这种合作，那么共产党就毫无价值，也就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意大利的同志们提不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论据，那我们以后就要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后的决定，并且还要作一个结论，说明加入工党是正确的策略。

坦纳和拉姆赛两位同志对我们说，大多数英国共产党员是不会同意加入工党的。可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同意大多数的意见呢？完全不必。要是大多数人还不懂哪一种策略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等待。即使让两个党同时并存一个时期，也比不回答哪个策略是正确的好。你们当然不会根据到会全体代表的经验和会上提出的论据，要我们在这里通过一个决定，让各国立即成立统一的共产党。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公开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可以发出指示。我们应该把英国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交专门委员会去研究，研究之后再说：正确的策略在加入工党。如果大多数反对这样做，我们就应该把少数单独组织起来。这样做是会有教育意义的。如果英国工人群众还是相信以前的策略，那我们就在下次代表大会上审查我们的结论。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问题只同英国有关系，这样说就是承袭了第二国际那些最坏的习惯做法。我们应该公开说出我们的意见。如果英国共产党人的意见不能取得一致，如果不能建立群众性的党，那么分裂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 
［注：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报》第5号中刊载的这一发言的结语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公开地说出我们的意见，不管这是什么样的意见。如果英国共产党人不能就组织群众运动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如果因此发生分裂，那么宁可发生分裂，也要比放弃组织群众运动来得好。获得明确的和足够鲜明的策略和思想，要比继续保持过去的思想混乱好。”——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20年8月5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报》第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36—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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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21]

（7月26日）

同志们，我只简短地讲几句开场白，然后，由我们委员会过去的秘书马林同志向你们详细地报告我们对提纲所作的修改。在他之后，补充提纲的起草人罗易同志也要发言。我们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提纲初稿 
［注：见本卷第159—166页。——编者注］

 和补充提纲。这样，我们在一切最重要问题上完全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现在，我就来作几点简短的说明。

第一，我们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同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我们强调这种区别。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弄清具体的经济事实；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

帝国主义的特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属于被压迫民族，他们的总数在10亿人以上，大概是125000万人。我们把世界总人口按175000万计算，他们就占世界人口的70％左右，他们有些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地位，有些是象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还有一些则是被帝国主义大国的军队打败，由于签订了和约而深深地陷入依附于该国的地位。把各民族区别、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这个思想贯串着整个提纲，不仅由我署名的、以前发表过的第一个提纲是这样，罗易同志的提纲也是这样的。后一个提纲主要是根据印度和亚洲其他受英国压迫的大民族的情况写成的，因此，对我们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们提纲的第二个指导思想就是：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国家体系，将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的斗争。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提出任何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哪怕它涉及的是世界上一个最遥远的角落。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

第三，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引起了某些意见分歧。我们争论的问题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样说在原则上和理论上是否正确。讨论结果我们一致决定：不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改提民族革命运动。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现者。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一般地说能够在这类国家里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但是当时有人反对说，要是我们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那就抹杀了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之间的一切区别。实际上，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里，这种区别最近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极力在被压迫民族中培植改良主义运动。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是，甚至可以说在多数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另一方面又按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事，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在委员会里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唯有注意这种区别，把“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提法一般都改为“民族革命”才是正确的。我们这样修改，意思是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质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该反对第二国际的英雄们这样的改良派资产阶级。殖民地国家已经有了改良主义的政党，这些党的代表人物有时也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上面指出的那种区别现在已经贯串在整个提纲里面了，我认为，这就更确切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

此外，我还想对农民苏维埃问题发表一点意见。俄国共产党人在以前属于沙皇政府的殖民地里，在象土耳其斯坦这类落后国家里进行的实际工作，向我们提出过在资本主义前的条件下如何运用共产主义的策略和政策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占统治地位，因此，还谈不到纯粹的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些国家里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尽管如此，我们在那里还是担负起了领导者的作用，并且也应该担负起领导者的作用。我们的工作表明，在这些国家里一定要克服巨大的困难，而我们工作的实际结果也表明，在这些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地方，尽管有这些困难，仍旧可以在群众中激发起独立思考政治问题、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愿望。这个工作对我们比对西欧国家的同志们更困难些，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正忙于国家事务。显然，处于半封建依附状态的农民能够出色地领会建立苏维埃组织这一思想，并把它付诸实现。同样明显的是，那些不仅受商业资本剥削而且也受封建主和封建国家剥削的被压迫群众，在本国的条件下也能够运用这种武器，这种组织形式。建立苏维埃组织这一思想很简单，不仅可以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可以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暂时还不很丰富，但是委员会里有几个殖民地国家的代表参加的讨论，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在共产国际的提纲中必须指出：农民苏维埃、被剥削者苏维埃这种手段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留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无论在落后国家或者在殖民地，普遍宣传建立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这一思想是各国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责无旁贷的义务；只要是条件允许的地方，都应该立即进行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的尝试。

这样，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而又十分重要的领域。在这方面我们的共同经验暂时还不很丰富，但是我们会逐步地积累起更多的材料。毫无疑问，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也应该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只要各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向这些群众伸出手来，并且能够支持他们，落后国家的发展就能够突破它们目前所处的阶段。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不但对我署名的提纲，而且更多地对罗易同志起草的提纲进行了相当热烈的讨论（罗易同志还要在这里对他那个提纲作些说明），并且一致通过了对后一个提纲的一些修正。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胜利了的革命无产阶级对落后民族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苏维埃政府以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并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必须采取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不可能预先指出。实际经验将会给我们启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建立苏维埃这一思想对于最遥远的民族中的全体劳动群众是很亲切的，苏维埃这种组织一定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的条件，共产党应该立刻在全世界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我还想指出，共产党不仅在本国，而且在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剥削民族用来控制殖民地各民族的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具有很大的意义。

英国社会党的奎尔奇同志在我们委员会里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个普通英国工人会认为，援助被奴役的民族举行起义反对英国的统治是背叛行为。的确，有琼果主义[122]和沙文主义情绪的英、美工人贵族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是第二国际最有力的支柱。的确，属于这个资产阶级国际的那些领袖和工人实行过最大的背叛。第二国际也讨论过殖民地问题。在巴塞尔宣言[123]中关于这个问题也说得十分清楚。第二国际各党也曾表示要本着革命精神进行工作，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第二国际各党做了什么真正的革命工作，也没有看到它们援助过被剥削附属民族所举行的反对压迫民族的起义，我认为，多数已经退出第二国际而希望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公开地说出这一点，这是无法驳倒的。我们要看看，有没有人想来反驳。

我们草拟决议时就是把这些看法作为基础的。这些决议无疑是太长了些，但是我相信它们毕竟是有用处的，它们将有助于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开展和组织真正的革命工作，而这正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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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124]

（7月30日）

同志们！塞拉蒂说，我们还没有发明“sincéromètre”。这是法文的一个新词，意思是诚实测量器。这种器具还没有发明，我们也不需要这种器具，我们已经有了测定方向的工具。塞拉蒂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不去使用这种早已为人所知的工具。关于他的错误，我以后再谈。

关于克里斯平同志，我只想说几句话。很遗憾，他今天没有到会。（迪特曼：“他病了！”）真可惜。他的发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它确切地反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政治路线。我要说的不是个人的和个别的情况，而是克里斯平的发言中明确表述出来的思想。我想，我能够证明这个发言是彻头彻尾的考茨基式的发言，克里斯平同志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完全和考茨基相同。克里斯平在答复一句插话时说：“专政不是什么新东西，爱尔福特纲领[125]中就提到过。”爱尔福特纲领根本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当我们在1902—1903年制定我们党的第一个纲领时，我们一直在借鉴爱尔福特纲领，而且普列汉诺夫，正是普列汉诺夫当时说得很对：“不是伯恩施坦埋葬社会民主党，就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他。” 
［注：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61年三联书店版第2卷第418页。——编者注］

 说这句话的普列汉诺夫特别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点：爱尔福特纲领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上是胆怯地向机会主义者让步。所以从1903年起，我们就把无产阶级专政写进了我们的纲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附录》。——编者注］



克里斯平同志现在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什么新东西，又说，“我们一直主张夺取政权”，这就是回避问题的实质。承认夺取政权，但是不承认专政。所有的社会党文献，不管是德国的还是法国和英国的都证明，各机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如英国的麦克唐纳，都是赞成夺取政权的。他们可真不简单，都是真诚的社会党人，但是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不愧称为共产党的革命政党，那就应该与第二国际的旧观点有所区别，就应该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克里斯平同志却抹杀了这一点，掩盖了这一点，这就是所有考茨基的信徒所犯的基本错误。

克里斯平同志又说：“我们是群众选出来的领袖。”这是形式主义的不正确的看法，因为在德国“独立党人”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派别的斗争。不需要象塞拉蒂同志那样去寻找诚实测量器，去开这个玩笑，就能确定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派别的斗争必然存在，而且确实存在。一派是刚转到我们这边来的革命工人，他们反对工人贵族；另一派是工人贵族，即在各文明国家里以老领袖为首的工人贵族。克里斯平究竟属于老领袖和工人贵族一派呢，还是属于反对工人贵族的新的革命工人群众一派呢？正是对这个问题克里斯平同志没有交代清楚。

克里斯平同志在谈到分裂问题时用的是什么腔调呢？他说分裂是一种痛苦的必然，并且为此伤心了好久。这同考茨基的表现 完全吻合。究竟是同谁分裂了呢？同谢德曼吗？是的！克里斯平说，“我们分裂了”。第一，你们分裂得太迟了！既然谈到这个问题，就只能这么说。第二，独立党人不应该为这种事情伤心，而应该说：国际工人阶级还在受工人贵族和机会主义分子的压制。法国和英国的情形都是这样。克里斯平同志对分裂问题的想法不是共产党人的想法，而同似乎不再有影响的考茨基的想法完全一致。接着克里斯平谈到高工资问题。他说，同俄国工人以至东欧工人比较起来，德国工人的生活相当好。照他的说法，革命只有在它“不过分”使工人生活状况恶化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试问，在共产党内能容许用这种腔调说话吗？这是反革命的腔调。我们俄国的生活水平无疑比德国低，在我们建立了专政以后，工人反而更挨饿了，生活水平更低了。没有牺牲，没有工人生活状况的暂时恶化，工人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向工人说的，正好同克里斯平说的相反。如果想使工人为建立专政作好准备，又同他们谈什么生活状况“不过分”恶化，那就是忘记了一个主要的情况：帮助“本国的”资产阶级用帝国主义方法争夺和压迫整个世界，以便得到优厚的工资，工人贵族正是这样产生的。如果德国工人现在想开创革命事业，就应该忍受牺牲，不怕牺牲。

在落后的国家里，一个中国式的苦力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说法从一般的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但是，在少数比较富有的国家里，由于帝国主义掠夺而生活比较好，如果对工人说他们应当提防“过分”变穷，那就是反革命。应当反过来说。工人贵族害怕牺牲，担心在革命斗争中会“过分”变穷，他们是不能加入党的。否则，专政就不可能建立，尤其是在西欧各国。

克里斯平关于恐怖手段和暴力说了些什么呢？他说，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在社会学教科书里，也许可以把二者区分开来，可是，在政治实践中，尤其是在德国的情况下，却不能这样做。对杀害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德国军官，对施汀尼斯和克虏伯这样收买报刊的人，我们就不得不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当然，没有必要预先宣布我们一定要采取恐怖手段；但是，如果德国军官和卡普分子还是和今天一样，如果克虏伯和施汀尼斯还是和今天一样，那么使用恐怖手段就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考茨基，还是累德堡或克里斯平，都完全以反革命的观点来谈暴力和恐怖手段。抱有这种思想的党不能参加专政，那是很明显的。

还有一个土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克里斯平特别激动，他想斥责我们是小资产阶级。他的意思是从大土地占有者那里搞点东西来给小农，便是小资产阶级味道。应该剥夺大土地占有者，而把土地交给协作社。这种看法太学究气了。就是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包括德国在内，也有相当数量的大地产，这种地产不是用大资本主义方式而是用半封建方式耕种的，可以在不破坏农场的情况下把这种土地分一部分给小农。可以在保存大生产的同时把对小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东西分给他们一些。很遗憾，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可是实际上又不得不这样做，否则就要犯错误。例如，瓦尔加（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前国民经济人民委员）的书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匈牙利农村几乎没有起什么变化，日工没有感到什么好处，小农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匈牙利有很多大地产，匈牙利的一些大块土地是用半封建方式经营的。在这些大地产中，总是能找出而且应该找出一部分土地来分给小农（可以不归小农私有，而是租给他们），使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可以得到一份没收来的土地。否则，小农就看不出苏维埃专政同实行专政前有什么区别。如果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实行这种政策，那它就维持不下去。

虽然克里斯平说，“你们不能否认我们有革命信念”，但是我要回答说：我就坚决否认你们有革命信念。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不愿意按革命方式行动，而是说你们不善于用革命观点考虑问题。假如选出一些有学识的人组成一个委员会，给他们考茨基的10本书和克里斯平的这篇讲话，那么我敢担保，这个委员会一定会说：这篇讲话完全是考茨基主义的，从头到尾贯串着考茨基的思想。克里斯平的一切论证方法彻头彻尾是考茨基式的，可是克里斯平却出来说：“考茨基在我们党内再也没有什么影响了。”也许，对后来入党的革命工人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应该承认一个确凿的事实：考茨基直到现在，对克里斯平同志，对他的整个思路、对他的一切观念，都还有很大的影响。克里斯平的讲话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不必发明什么诚实测量器，就可以说：克里斯平的方向是不符合共产国际的方向的。我们说明这一点，也就规定了整个共产国际的方向。

怀恩科普和明岑贝格同志因为我们邀请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且同它的代表谈话而表示不满，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当考茨基反对我们而且还写书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当作阶级敌人同他论战。可是独立社会民主党（该党现在已经由于大批革命工人的加入而壮大起来）到这里来谈判，我们就应该同他们的代表谈，因为他们代表着一部分革命工人。关于共产国际问题，我们同德国“独立党人”、法国人、英国人是不能一下子讲通的。怀恩科普同志的每一次发言都证明，他几乎完全同意潘涅库克同志的一切错误意见。怀恩科普说，他不赞成潘涅库克的观点，但是他的发言却证明完全不是这样。这就是这个“左派”集团的基本错误，不过，这是无产阶级运动发展过程中的错误。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同志的发言全部贯串了资产阶级观点，抱着这种观点是无法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准备的。如果怀恩科普和明岑贝格同志在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上走得还要远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同意了。

当然，我们没有象塞拉蒂所说的那种诚实测量器来测验一个人是否诚实。我们完全同意，问题不在于对人的判断，而在于对形势的估计。很可惜，塞拉蒂虽然说了话，可是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来。他的发言同我们在第二国际那里听到的一样。

塞拉蒂说，“法国的形势不是革命的形势，德国的形势是革命的，意大利的也是革命的”，他说得不对。

即使是反革命的形势，第二国际不愿意组织革命的宣传和鼓动，那也是犯了错误，有很大的过错，因为，即使没有革命的形势，也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革命宣传。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党人不愿意象我们那样在任何形势下都进行工作，就是说不愿意进行革命工作，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差别就在这里。

塞拉蒂只是重复了克里斯平的话。我们不想说，哪天哪天一定要开除屠拉梯。这个问题执行委员会已经谈过了，可是塞拉蒂对我们说：“清党可以，但是不要驱逐任何人出党。”我们应当直率地告诉意大利的同志们，同共产国际的方向符合的，是“新秩序”派，而不是社会党和它的议会党团现在的领导者多数。后者硬说，他们想保卫无产阶级不受反动势力的摧残。俄国的切尔诺夫、孟什维克和其他很多人，也在“保卫”无产阶级不受反动势力的摧残，然而这还不能作为让他们加入我们队伍的根据。

因此，我们应当告诉意大利的同志们和一切有右翼的党：这种改良主义倾向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请你们意大利的同志们召集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提纲和决议。我相信，意大利的工人是愿意留在共产国际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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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议会活动问题的发言

（8月2日）

博尔迪加同志显然想在这里替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辩护，可是，对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会上提出的主张进行议会活动的种种论据，他却一个也没有答复。

博尔迪加同志承认，历史经验不是人工制造出来的。他刚才对我们说，应该把斗争转移到别的方面去。难道他不知道每一次革命危机都伴随着议会危机吗？不错，他说应该把斗争转移到别的方面去，转移到苏维埃去。可是博尔迪加同志自己也承认，苏维埃用人工是制造不出来的。俄国的例子证明，苏维埃只能在革命时期或在革命前夕组织起来。在克伦斯基时期，苏维埃（即孟什维克的苏维埃）是组织起来了，但是它怎样也没能变成无产阶级的政权。议会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我们还没有力量解散资产阶级议会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把它一笔抹杀。只有去当资产阶级议会的议员，才能从现实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和议会制的斗争。资产阶级在斗争中使用的工具，无产阶级也应该加以利用，当然，利用的目的完全不同。您也不能说不是这样的，如果您想否认这一点，那您就是要把世界上一切革命事件的经验一笔抹杀。

您说，工会也是机会主义的，也是危险的；可是另一方面，您又说，工会应该例外，因为它们是工人的组织。这样说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工会里也有很落后的分子。一部分降为无产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落后工人和小农，都真以为议会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要同这种偏见作斗争，就得在议会中进行工作，用事实向群众说明真相。靠理论说服不了落后群众，他们需要的是亲身体验。

俄国也有过这种情况。我们为了向落后的工人证明，通过立宪会议他们什么也得不到，不得不在无产阶级胜利以后还召集立宪会议。为了把两种经验加以对比，我们就具体地拿苏维埃同立宪会议来比较，让落后的工人看到，苏维埃是唯一的出路。

苏希同志是一位革命的工团主义者，他也为这种理论辩护，可是，他没有逻辑。他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博尔迪加同志，您说您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就可以要求您逻辑多一些。必须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打垮议会。如果各国都能够通过武装起义做到这一点，那当然非常好。您知道，我们在俄国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已经证明了我们摧毁资产阶级议会的意志。但是您却忽视了一个事实：没有相当长期的准备，这是办不到的；在多数国家里还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议会摧毁掉。我们必须通过议会斗争来摧毁议会。您是用自己的革命意志代替了决定现代社会各阶级政治路线的条件，因此您忘记了：我们俄国甚至在胜利以后，为了摧毁资产阶级的议会，也还必须首先召集一次立宪会议。您说：“确实，俄国革命的例子不适合西欧的条件。”但是，您没有任何有力的论据来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我们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时期。我们当时不得不宣传选举立宪会议，这个时期很快就过去了。后来，在工人阶级已经能够夺取政权的时候，农民还认为必须要有资产阶级议会。

我们考虑到这些落后分子，就不得不宣布举行选举，用实例、用事实向群众说明：在全国处境十分艰难的时期选举出来的这种立宪会议，并不能反映被剥削阶级的希望和要求。这样，不仅我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大多数农民、小职员、小资产阶级等等，都清楚地看到了苏维埃政权和资产阶级政权之间的冲突。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中都有落后分子，他们确信议会是人民的真正代表，没有看到议会里使用的是卑鄙龌龊的手段。有人说，议会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群众的工具。但是，这个论据应当用来批驳你们，而且恰好在批驳你们的提纲。怎样才能对那些确实受资产阶级欺骗的落后群众揭露议会的真正性质呢？如果你们不参加议会，如果你们站在议会外面，你们怎么能揭露议会的手法和各个政党的立场呢？如果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你们就应当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同各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紧密地联系着的。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们不当议员，如果你们拒绝参加议会活动，那你们怎样去证明这一切呢？俄国革命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小职员，如果不是经过亲身的体验，那么任何论据也是说服不了他们的。

这里有人说，我们参加议会斗争要浪费许多时间。请想一想，除议会以外，还有没有那样一个各阶级都能参加的机关呢？这是不能用人工制造出来的。如果说所有阶级都卷入了议会斗争，那是因为各阶级的利益和阶级冲突都在议会中得到了反映。假定到处都能够一下子组织起决定性的总罢工，一举推翻资本主义，那么革命早就在许多国家发生了。但是必须考虑实际的情况，而议会正是阶级斗争的舞台。博尔迪加同志和拥护他的观点的人应当向群众说实话。德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共产党党团可以在议会中进行工作。所以你们本来应当公开向群众说：“我们太弱，还建立不起一个有坚强组织的党。”这才是本来应该说的实话。可是，你们如果向群众承认了你们的这个弱点，他们就不会拥护你们而要反对你们了，他们就会拥护议会活动了。

如果你们说：“工人同志们，我们很弱，我们不能建立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党，不能使议员们都服从党”，那么工人就会抛弃你们，他们就会说：“靠这种软弱的人我们怎么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呢？”

要是你们认为，无产阶级一旦胜利，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马上都会变成共产主义者，那就太天真了。

如果你们没有这种幻想，那你们现在就应该使无产阶级为贯彻自己的路线作好准备。无论哪一方面的国家事务都不能例外。在革命胜利的第二天，你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辩护士，不承认共产党的纪律、不承认无产阶级国家纪律的小资产者。如果你们没有使工人为建立真正有纪律的、能够强制全体党员服从它的纪律的党作好准备，那你们永远也不能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准备。我想，你们是因此才不想承认：正是很多新的共产党的软弱性，才使他们否定议会工作的必要性。我坚信，大多数真正革命的工人是一定会跟我们走的，一定会反对你们的反议会活动的提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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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发言[126]

（8月6日）

同志们，加拉赫同志的发言一开始就表示遗憾，说我们在这里听到是麦克莱恩同志和其他英国同志在演说中，在报纸和杂志上已经重复过千百次的东西。我认为，不必为这一点而遗憾。旧国际的做法是把这类问题交给各有关国家的党去解决。这样做是根本错误的。很可能我们对某个党的情况了解得不完全确切，但是这里我们说的是在原则上确定共产党的策略。这非常重要，我们应当代表第三国际在这里清楚地说明共产党人的观点。

首先，我想指出麦克莱恩同志有一个说法不大确切，对此我们不能同意。他把工党叫作工会运动的政治组织。后来，他又一次说：工党“是工会运动的政治体现”。我在英国社会党的报纸上好几次看到过这种见解。这是不对的，多少引起了英国革命工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完全公正的反对。事实上，“工会运动的政治组织”或这一运动的“政治体现”这两个概念都是错误的。当然，工党大部分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从这个唯一正确的观点来看，工党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它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领导它的是反动分子，是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行事的最糟糕的反动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组织，它成立起来就是为了靠英国的诺斯克和谢德曼之流来有系统地对工人进行欺骗。

但是，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和加拉赫同志向我们提出了他们对这个问题所持的另一种观点。加拉赫和他的许多朋友发言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联系群众不够，但是，看看英国社会党，它迄今为止同群众的联系更差，很软弱。于是加拉赫同志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同志们真正成功地在格拉斯哥，在苏格兰组织了革命运动，以及他们在战争时期采用了非常灵活的策略，在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拉姆赛·麦克唐纳和斯诺登到达格拉斯哥的时候巧妙地支持他俩，通过这件事情组织起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战运动。

我们的目的是要引导加拉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所代表的出色的新的革命运动加入运用真正的共产主义策略即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共产党。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任务。一方面，英国社会党太弱，不善于很好地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另一方面，现在有以加拉赫同志为优秀代表的青年革命分子，他们虽然同群众保持着联系，但还不是一个政党，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比英国社会党还要弱，还完全不会组织自己的政治工作。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应该非常坦率地说出我们关于正确的策略的意见。加拉赫同志谈到英国社会党的时候说，它是“不可救药的改良主义的”（hopelessly　reformist）党，当然说得过分了。但是，我们在这里通过的全部决议的总的精神和内容，都十分明确地说明，我们要求英国社会党本着决议的精神改变它的策略；而加拉赫的朋友们应当采取的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立刻加入共产党，本着这里通过的决议的精神改变共产党的策略。既然你们有这样多的拥护者，可以在格拉斯哥召集群众大会，那么你们就不难带动上万的人加入党。三四天以前，在伦敦举行的英国社会党代表大会决定把社会党改名为共产党，并且把参加议会选举和加入工党这一条列入了党纲。代表大会代表着1万个有组织的党员。因此，苏格兰的同志本来完全可以带动不止1万个出色掌握群众工作艺术的革命工人加入这个“英国共产党”，从而改变英国社会党的旧策略，更好地进行鼓动工作，更积极地进行革命活动。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几次在委员会上指出，英国需要“左派”。当然，我回答说这是完全对的，但是不要过“左”。其次，她又说，“我们是优秀的先锋队员，但是目前还是喊叫（noisy）得多。”我理解这句话完全不是坏的意思，而是好的意思，是说他们很会做革命鼓动工作。我们重视这一点，而且应该重视这一点。我们在所有的决议中都谈到了这一点，因为我们一直强调，一个党只有真正联系群众，反对腐朽透顶的老领袖，既反对站在右翼立场上的沙文主义者，也反对象德国右翼独立党人那样站在中间立场上的人，那我们才能承认它是工人的党。这一点在我们所有的决议中已经说过、重复过十次以上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求改造旧的党，使它们能够更紧密地联系群众。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还问道：“共产党可不可以加入参加了第二国际的其他政党？”她回答说，不可以。必须指出，英国工党的情况非常特殊，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党，确切一点说，完全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党。它是由所有工会组织的会员组成的，现在将近有400万党员，所有加入它的政党都享有相当的自由。这样，处在坏透了的资产阶级分子、一些比谢德曼、诺斯克之流先生们还坏的社会主义叛徒支配下的广大英国工人，都加入了这个党。同时，工党允许英国社会党加入它的队伍，允许社会党有自己的机关报，而工党的党员还可以在这些报纸上自由地公开地指责工党领袖是社会主义叛徒。麦克莱恩同志确切地引证过英国社会党的这种指责。我也能够证明，英国社会党的《号召报》[127]上就说过工党的领袖是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叛徒。这就是说，加入工党的党不仅可以提出尖锐的批评，而且可以公开地指名道姓地骂这些老领袖是社会主义叛徒。这是非常独特的情况：一个党吸收了广大的工人群众，很象一个政党的样子了，可是又不得不给它的党员以充分的自由。麦克莱恩同志在这里指出，在工党的代表大会上，英国的谢德曼之流不得不公开提出加入第三国际的问题，这个党的所有地方组织和支部也不得不讨论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不加入这个党就是错误的了。

潘克赫斯特同志在个别谈话的时候对我说：“如果我们是真正的革命者，那我们加入工党后，这些先生一定会把我们开除的。”要知道，这并没有什么坏处。我们的决议说，我们主张加入是因为工党允许有充分的批评自由。在这一点上，我们始终如一。麦克莱恩同志还着重指出，现在英国的情形非常独特：一个政党，虽然处在一个拥有400万成员的独特的工人组织中，这个组织一半是行业性质的，一半又是政治性质的，并且受资产阶级领袖的领导，尽管这样，只要这个党愿意，它还可以是革命的工人政党。在这种情况下，优秀的革命分子如果不尽可能地留在这个党里，就是犯极大的错误。让托马斯之流的先生们和你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叛徒的人把你们开除吧。这样倒会在英国工人群众中产生极好的影响。

同志们强调说，英国的工人贵族比其他国家的工人贵族势力大。这是事实。要知道，英国工人贵族不是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而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有丰富得多的经验，有实行民主制的经验，他们善于收买工人，使这些人在工人中形成一个很大的阶层。在英国，这个阶层比其他国家要大，但是比起广大的工人群众来毕竟还是不大的。这一阶层的人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偏见，实行着明确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例如，在爱尔兰，20万英国兵正在用骇人听闻的恐怖手段镇压爱尔兰人。英国社会党人没有在这些士兵中进行革命宣传。我们在决议中明确地指出，只有在英国工人和士兵中进行真正的革命宣传的党，我们才能承认它是共产国际的成员。我要特别指出，无论在这里，或者在各委员会里，都没有人反对这一点。

加拉赫同志和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不能否认这一点。他们不能否认，英国社会党在工党的队伍里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写文章说工党的某某领袖是叛徒，说这些老领袖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一切都完全正确。既然共产党员有这种自由，那么只要他们重视各国革命者的经验，而不仅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因为我们开的不是俄国的代表大会，而是国际的代表大会），就应该加入工党。加拉赫同志嘲笑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受了英国社会党的影响。不，我们是根据各国历次革命的经验来确认这一点的。我们认为，应该向群众说明这一点。英国共产党应该保留必要的自由，以便揭露和批评比其他国家势力大得多的英国工人叛徒。这是不难理解的。加拉赫同志断言，如果主张加入工党，就会使英国工人中的优秀分子离开我们。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在实践中检验一下。我们相信，我们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全部决议和决定，将在英国所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报纸上发表，所有地方组织和支部都将对此进行讨论。我们决议的全部内容十分清楚地说明，我们代表的是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策略，我们的目的是同旧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作斗争。事实表明，我们的策略确实在战胜旧的改良主义。这样，所有对英国缓慢的发展不满的工人阶级的优秀革命分子，一定会向我们靠拢。英国的发展可能比其他国家慢些，因为英国资产阶级有可能给工人贵族创造优越的条件，从而阻挠英国的革命运动。所以英国的同志不仅应该努力使群众革命化（加拉赫同志证明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而且还要努力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在这里发了言的加拉赫同志或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两个人都还没有加入革命的共产党。象车间代表委员会这样出色的无产阶级组织，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参加政党。如果你们能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你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策略是以正确地理解近数十年来的政治发展为基础的；你们就会看到，只有把革命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吸收进来，并利用每一个机会同反动领袖的一切反动行径进行斗争，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革命的党。

如果英国共产党一开始就能在工党内部进行革命活动，如果韩德逊之流的先生们不得不开除这个党，那么，这将是英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工人运动的巨大胜利。





	载于1921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60—267页

















[115]这是有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7月19日—8月7日举行（开幕式于7月19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以后的会议从7月23日起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37个国家的67个组织（其中有27个共产党）的217名代表。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派代表列席大会，有发言权。代表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是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的。他在会前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对规定共产国际的任务和制定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起了重要的作用。列宁以俄共（布）代表团成员身分出席大会，被选入了主席团。



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作用和结构；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议会斗争问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土地问题；对新中派的立场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章程；组织问题（合法与不合法组织、妇女组织等等）；青年共产主义运动；选举；其他事项。为了预先审议议程上的重大问题，在7月24日举行的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成立了6个委员会：工会运动委员会、议会斗争委员会、土地问题委员会、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委员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委员会。



代表大会将列宁起草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作为大会决议予以批准。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的初稿为基础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在土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提纲为基础的决议。代表大会非常注意共产党争取和领导劳动群众的问题，它谴责了左倾学理主义，通过了《共产党和议会斗争》、《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和第三国际》等决议。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决议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武器；共产党的作用在工人阶级夺得政权以后不但没有缩小，相反还无比地增大了。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一文件对于在革命纲领基础上巩固共产党和防止机会主义的和中派的政党钻入共产国际具有重大的作用。代表大会还批准了共产国际的章程，通过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一系列号召书。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共产国际的纲领的、策略的和组织的基础，对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205。



[116]《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211。



[117]《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Вестник　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иата　по　Иностранным　Делам　РСФСР》）是苏维埃俄国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刊物，1919年6月20日—1922年6月在莫斯科出版。格·瓦·契切林、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费·阿·罗特施坦等参加过该刊的工作。——211。



[118]指在革命群众压力下退出了伯尔尼国际的各国中派社会党正在筹建的国际组织。这一组织在1921年2月22—27日举行的维也纳代表会议上成立，通称第二半国际或维也纳国际，正式名称是国际社会党联合会。参加这一组织的有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10多个中派社会党以及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弗·阿德勒任总书记。成立第二半国际的真正目的是阻碍广大群众转向共产国际。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阿德勒、奥·鲍威尔、罗·格里姆、阿·克里斯平、让·龙格、尔·马尔托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口头上批评第二国际，实际上在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主要问题上都执行机会主义的中派路线。1923年5月，在革命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第二半国际同伯尔尼国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212。



[119]“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基尔特”是拉丁语“gilda”一词的音译，意为“行会”）是20世纪初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改良主义派别，创始人是费边社成员乔·科尔、阿·约·彭蒂等。1914年，该派建立了“基尔特”全国联盟，制定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纲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在工人中散布可以不通过阶级斗争而摆脱剥削的幻想。他们提出在现有工联的基础上由工人、工程技术人员按行业组成“基尔特”来管理工业生产，实行“产业民主”、“产业自治”，并由国家来负责产品分配和保证全民的消费，认为这样一来就能和平地消灭资本主义，使劳动者得到解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为了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相对抗，特别起劲地宣传他们的理论。20年代，“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影响逐渐消失。——222。



[120]指美国劳工联合会和英国工党。



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是美国的工会联合组织，成立于1881年。劳联主要联合工人阶级的上层——熟练工人。参加劳联的工会基本是按行会原则组织的。劳联的改良主义领导人否定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原则，鼓吹阶级合作，执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政策，并积极支持美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1955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同1935年建立的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称作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美国劳联—产联）。



关于英国工党，见注20。——225。



[121]这是列宁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所作的报告。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由英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德国、荷兰、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爱尔兰、中国、朝鲜、墨西哥、俄国、美国、土耳其、法国、南斯拉夫等国的代表共20人组成。委员会于1920年7月25日讨论了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对提纲稍作修改，于7月26日提交大会审议。提纲经代表大会第四次和第五次全体会议讨论后，于7月28日通过。此外，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马·纳·罗易的补充提纲。——229。



[122]琼果主义即极端沙文主义。19世纪70年代俄土战争期间，在英国流行过一首好战的军国主义歌曲，其歌词中反复出现“by　Jingo”（音译“琼果”）一语，意即“以上帝的名义起誓”。“琼果”后来就成了表示极端沙文主义情绪的专用名词。——234。



[123]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列宁所引的德文本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斥责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号召社会党人为反对一切压迫小民族的行为和沙文主义的表现而斗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234。



[124]这是列宁在1920年7月30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就加入共产国际条件问题所作的发言。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的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委员会由保加利亚、荷兰、德国、匈牙利、俄国、美国、奥地利等国共产党以及法国共产主义小组、瑞士社会党左派、爱尔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共11人组成。列宁参加了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讨论了列宁草拟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见本卷第198—203、204页）这一文件。7月29日和30日，代表大会第六、七、八次全体会议讨论了委员会的报告和它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代表大会通过了提纲，并决定把所有的补充和修改意见交委员会审订。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的定稿在8月6日代表大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以绝对多数（两票反对）通过。——235。



[125]爱尔福特纲领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组织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为基础的。——235。



[126]关于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的问题，在1920年8月6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列宁在西·埃·潘克赫斯特（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威·麦克莱恩（英国社会党）和威·加拉赫（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之后发言。大会多数代表赞同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58票赞成，24票反对，2票弃权）。但是，由于英国工党拒绝接受，英国共产党没有加入工党。——246。



[127]《号召报》（《The　Call》）是英国社会党的机关报（周报），由英国社会党的左派（威·加拉赫、阿·英克平等）创办，1916年2月—1920年7月在伦敦出版，总共出了225号。——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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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位外国记者的谈话

（1920年7月20日）


　　列宁对一位外国记者说：



　　“英国的建议[128]也许不过是一纸空文。但是它或许能够在东欧导致真正的和平。要是英国的外交家们认为，他们能够骗过我们，那么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对每一项纸上的建议我们也以纸上的建议作答复，只有对实际行动我们才报以实际行动。英国的政策是不稳定的，经常左右摇摆。一方是劳合－乔治，另一方是邱吉尔，在他们之间则是那位希望看到俄国是一个弱国的寇松爵士。但是除他们以外，还有他们必须重视的广大的英国人民群众，而我们主要是依靠这些群众。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和平直接取决于我们红军是否有力量以及英国无产阶级是否坚定。”
　　当问到列宁是怎样考虑协约国各国之间的关系时，列宁回答说：



　　“要么英国的建议是一种手法，要么有名的协约国今后不能再继续存在。英国接受‘红色的’钞票这一事实本身势必使协约国各国都这样做。英国至今还自行其事，应该认为它的政策是直接针对法国的。没有经过国际联盟的调停就同波斯签订了条约。英国的土耳其政策是同法国和意大利的利益相矛盾的。最后一点，英国向苏维埃俄国提出的建议是违背法国的意志的。要是法国继续支持波兰，就会同英国产生不可避免的争执。但是，如果法国对波兰撒手不管的话，那么法国就会失掉反对德国的最后一个真正的盟友。”
　　记者还问列宁：“一旦俄国同英国达成相互谅解，共产国际是否将停止国外宣传？”列宁回答说：



　　“苏维埃俄国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共产主义向全世界所作的最好宣传。”



	载于1920年7月20日《伯尔尼哨兵报》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228—229页

















[128]指1920年7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乔·纳·寇松给苏维埃政府的照会。1920年夏，红军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击退了入侵的波兰军队。苏维埃军队不断发起进攻，几乎打到利沃夫和华沙。寇松的照会就是为了阻止红军继续推进、挽救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和弗兰格尔白卫军而发出的。照会要求红军停止进攻，不得越过协约国最高会议1919年所建议的波兰东部临时国界线，即所谓“寇松线”，照会要求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签订停战协定，停止同弗兰格尔白卫军作战，并以协约国最高会议的名义威胁说，如不接受照会提出的建议，就将以其“拥有的一切手段”援助波兰。1920年7月17日，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的建议发出复照，坚决拒绝寇松的调停，主张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直接谈判。苏维埃政府对英国并吞克里木的企图表示抗议，提出只有在弗兰格尔及其军队立即完全投降的情况下，才能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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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杂志登载的阿·马·高尔基的文章的决定草案[129]


（1920年7月31日）

我在征集签名以后，向政治局提出如下议案：

中央政治局认为《共产国际》第12期刊登高尔基的两篇文章，尤其那篇社论，是极不妥当的，因为这两篇文章不但没有任何共产主义的东西，相反有许多反共产主义的东西。今后，此类文章绝对不得在《共产国际》上刊登。






	　　列宁

［注：草案上签名的还有列·达·托洛茨基、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和米·伊·加里宁。——俄文版编者注］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29页

















[129]1920年《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以社论形式发表了阿·马·高尔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一文，同时还发表了高尔基的《致赫·威尔斯的一封信》。针对《共产国际》杂志刊登这两篇错误文章，列宁写了这里收载的决定草案。决定于1920年7月31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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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霍华德·朗格塞特的谈话

（1920年8月14日）



会见列宁

（短暂的告别访问）

星期六，8月14日，离开莫斯科前两天，我同列宁就苏维埃俄国利用西欧劳动力的问题进行了一次简短谈话。人民委员会把这个问题交给一个由有关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组成的专门的国家委员会去研究。我作为在俄国处理这一问题的斯堪的纳维亚代表团团长，自然很想知道俄国政府首脑——人民委员会主席（俄国人这样称呼他）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列宁的秘书来电话说，傍晚6时约见我。我沿着晒得发烫的街道前往克里姆林宫。大家知道，列宁和其他许多领导人就在那里居住和工作。我是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凭证件我进了克里姆林宫。我找到卫队长。他们把列宁工作的地方告诉了我。原来那里已经有人在等我了。值班员一看我证件上的姓名，就立即指点我：上楼，到接待大厅去。我发现，这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精确无误。这种作风从这里，从苏维埃政权的中心，传向全国。

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几分钟。挂钟刚打过6点，列宁就走了进来，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

首先我代表这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向他递交了几个文件。他把女秘书叫来，交给她加以整理。

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人民委员会是否已对利用外国劳动力问题作出了最后决定？





　　——没有，虽然我们认为，我们十分需要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并且更需要熟练工人。正如您所知道的，为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设立了国家委员会。
　　我解释说，我们同国家委员会的谈判暂时还没有取得最后结果，并且问他，为了得到真正的熟练劳动力是否应该把物质利益原则作为基础而不再考虑崇高的动机。



　　——谈到利用熟练劳动力问题，我也认为，纯粹的物质动机应该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并不怀疑，西欧的工人共产党员会纯粹出于崇高的动机而成千上万地到我们这里来。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依靠外国共产党人来巩固我们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这样做会使西欧的运动失去优秀的骨干，会削弱兄弟党。我们需要的首先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同情我们的熟练工人。
　　——您是否认为，为了使外国熟练工人充分保持他们的工作能力，需要向他们提供比俄国工人优越的待遇？



　　——当然，如果把物质原则作为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外国移民应该准备克服许多困难和不便，因为起码在开始时我们不能向他们提供他们在本国所习惯了的东西，虽然我们将在衣、食、住等方面尽我们所能来使他们保持工作能力。
　　——外国报刊上发表的您的和米柳亭同志的3月16日和5月6日的电文[130]都提到，外国工人不应期望他们的生活待遇和工资会与俄国工人有所不同。这只是指大批等待中的移民说的，还是也包括熟练工人？



　　——这首先是指移民说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在惨遭6年战争破坏的交通运输还不能保证正常运来食品之前，其他人在开始时也应准备克服一些生活困难。
　　——是否可以在红军军需部的基础上为受聘的外国熟练工人设立一个专门的军需机构，提供同军队一样的口粮？



　　——好吧，我想可以。但只能提供给少数工人。
　　——关于工资以及给留在本国的眷属可能提供的生活津贴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除了在俄国（给专家本人）提供衣食外，在他们留在本国的眷属未迁来以前，必须给这些眷属足够的生活费用。但是这只能限于有特殊地位的熟练专家。对于大多数移民我们不能提供比俄国工人更好的待遇。
　　——您是否认为，俄国工人和外国工人之间会发生矛盾？



　　——不会的。俄国工人清楚地看到，外国工人的帮助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至于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中没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个别人，就另当别论了。可以设想，他们对待外国人是不会那么友好的，但是在俄国的工业部门里，一向都有大批外国劳动力，因此，未必会产生什么难题。
　　——您是否认为，迁居俄国的时机已经成熟？



　　——不，在国家委员会完成任务和结束同各国代表团的谈判之前，时机还不成熟。首先还需要对那些渴望到这里来的人做好解释工作，让他们知道，他们在这里会有什么待遇，生活上会面临什么困难。在这之前我们不希望任何人迁入，也不认为这种迁入在道义上是正确的。西欧工人很难经受得了俄国工人不仅在战争期间、而且在从前资产阶级剥削下已习以为常的那些生活困难。
　　——我们听说，要向西欧资本家和美国资本家提供租让。这使我们的心情很沉重。真的要向他们提供这样的租让吗？



　　——我们更乐于得到外国工人的帮助。
　　随后，我们简单地谈了一下挪威和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按他的意见，这种贸易关系现在就应该通过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两地来实现了。他当场记下我列举的某些材料并说他将把这些材料交给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注：应为：对外贸易副人民委员。——编者注］

 列扎瓦。他非常了解挪威的情况并且认为，一旦同俄国建立了贸易关系，我国将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英国和美国的依赖。

——今年4月您同雅科布·弗里斯谈话时说，俄国将动用红军来对付农民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365页。——编者注］

 ，这在挪威，在党员同志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应怎样理解这个说法？





　　——只要提一下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提纲就清楚了。一般说来农民看清了苏维埃制度，并且是拥护这一制度的。我们正通过鼓动工作使小农和部分中农站到我们一边来。他们中的多数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保持中立的。换句话说，他们从中看到了好处。但是，如果一部分农民，比如说，富农和被富农引入歧途的人反对新的国家政权，那么这个政权就当然只好动用包括军队在内的一切力量来进行自卫。但是我们自然希望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劳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挪威进行有力的、目标明确的宣传工作无疑是一个决定因素，使农民懂得自己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最后，列宁要我向挪威的同志们转达他的问候。“请转告他们，我们为挪威党感到自豪，可惜挪威太小了，不然的话，我们满可以同高度文明和组织良好的挪威工人阶级一道为共产主义赢得整个世界。”


　　我与列宁交换了一些个人方面的意见之后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我确信，我见到的是一位领袖人物——大家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不仅在俄国是工人阶级的领袖，而且在反对资本主义桎梏的国际斗争中也是工人阶级的领袖……








	载于1920年9月1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0号（克里斯蒂安尼亚）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8卷第322—325页

















[130]由于当时有大批外国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要求到苏维埃俄国工作，1920年3月16日和5月6日，苏维埃政府两次通过无线电播发声明，要求他们预先派遣专门的代表团前来实地了解劳动和生活条件。——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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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奥地利共产党人的信[131]


（1920年8月15日）

奥地利共产党决定抵制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选举。不久前闭幕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共产党人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选举和参加议会活动的策略是正确的。

根据奥地利共产党代表的报告来看，我相信奥地利共产党是会把共产国际的决议看得高于一个党的决议的。同样也可以相信，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这些投靠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叛徒，看到共产国际的决议同奥地利共产党抵制议会的决定有分歧，会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当然，对于这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先生，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阿尔伯·托马和龚帕斯之流的这些同伙采取的幸灾乐祸态度，觉悟工人是会置之不理的。伦纳先生之流向资产阶级献媚讨好，弄得原形毕露。目前在所有国家里，工人反对第二国际即黄色国际英雄们的怒潮日益高涨。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先生们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在他们“工作”的一切场所，包括在他们自己的报刊上，都表现出他们实际上是完全受资本家阶级摆布、毫无气节、只会倒来倒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共产党人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是为了利用这个欺骗工人和劳动者的腐朽透顶的资本主义机关的讲坛来揭穿这种骗局。

奥地利共产党人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一个论据，是值得较为仔细地加以分析的。这个论据就是：


　　“对共产党人来说，议会的意义只在于它可以作为鼓动的讲坛。我们奥地利有工人代表苏维埃可以作鼓动的讲坛，因此我们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选举。德国没有真正象样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因此德国共产党人采取的策略不同。”



　　我认为这个论据是不正确的。只要我们还没有力量驱散资产阶级议会，我们就应当对议会实行内外夹攻。只要还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不仅是无产者，而且也有半无产者和小农）相信资产阶级用来欺骗工人的资产阶级民主工具，我们就正应当利用这个讲坛来揭穿这种骗局，因为这个讲坛是工人中的落后阶层、特别是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的落后阶层最重视和最信赖的。只要我们共产党人还没有力量来夺取国家政权，还不能做到完全由劳动者来选举自己的同资产阶级对立的苏维埃，只要资产阶级还掌握国家政权，还号召各阶级参加选举，我们就必须参加选举，以便不仅在无产者中间，而且在全体劳动者中间进行鼓动。只要资产阶级议会还在欺骗工人，用“民主”的词句掩盖种种贪污舞弊和收买行为（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议会中比任何地方更广泛地使用特别“巧妙”的方式来收买作家、议员和律师等等），我们共产党人就应当正是在这个似乎代表人民意志而实际上是掩盖富人对人民的欺骗的机关中不断地揭穿这种骗局，揭穿伦纳之流投靠资本家来反对工人的每一件事实。资产阶级各党各派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议会中最经常地显示出来，而这些关系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的反映。因此我们共产党人恰恰应当在资产阶级议会见，从它的内部向人民说明各阶级同各政党、地主同雇农、富裕农民同贫苦农民、大资本家同职员和小业主等等之间的关系的真相。

无产阶级必须知道这一切，这样才能学会如何识破资本家的一切卑鄙而又巧妙的伎俩，学会如何去影响小资产阶级群众，影响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无产阶级不懂得这门“学问”，就无法顺利地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因为那时，处于新的地位（被推翻的阶级的地位）的资产阶级仍然会在别的阵地上用别的方式来奉行以前的政策，继续愚弄农民，收买和恫吓职员，用“民主”的词句来掩盖其自私自利和卑鄙龌龊的目的。

不，奥地利共产党人决不会被伦纳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走狗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所吓倒。奥地利共产党人决不会害怕公开承认国际无产阶级的纪律。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在解决工人争取自身解放的重大问题时，遵守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纪律，考虑到各国工人的经验，估计到他们的认识和意愿，从而在行动上（不象伦纳之流、弗里茨·阿德勒之流和奥托·鲍威尔之流只是在口头上）实现工人为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而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统一。






	　　　尼·列宁　1920年8月15日

载于1920年8月31日《红旗报》第396号（维也纳）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68—273页

















[131]《给奥地利共产党人的信》是鉴于奥地利共产党作出抵制议会选举的决定而写的。1920年8月31日，在奥地利共产党全党代表会议开幕的前夕，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发表了这封信。列宁的信帮助奥地利共产党人纠正了错误。1920年9月1日，奥地利共产党代表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通过了党参加议会选举的决议。



在苏维埃俄国，列宁的这封信最初发表于1925年出版的《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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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事问题的几条建议[132]


（不早于1920年8月20日）

鉴于证实了（布琼尼手下）还剩下不足10000人，我赞成

（1）从布琼尼那里调骑兵第六师去弗兰格尔前线；

（2）以总司令答应增援南方战线的3000—4000骑兵加强布琼尼的骑兵集团军（急）；

＋（4）加紧在白俄罗斯征调农民的马匹补充布琼尼的骑兵；

（5）立即由伏龙芝同志接替吉季斯（见总司令和图哈切夫斯基的意见）。






	　　列宁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30页

















[132]1920年8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波兰战线和弗兰格尔战线的形势问题，决定调骑兵第1集团军第6师到弗兰格尔战线。8月20日，总司令谢·谢·加米涅夫写报告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表示反对上述决定。他认为第6师是骑兵第1集团军的主力，就战斗力而言等于其余的三个师。斯大林在报告上批注了自己的意见：“这些材料不确实：其余三个师加在一起不下一万名骑兵，此外，留在骑兵集团军的骑兵第4师比第6师更老，更重要。”列宁看过这个报告和斯大林的意见后，写下了自己的建议。看来，这些建议曾在会议上讨论过。



文件中各点编号是手稿中原有的。——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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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的决定[133]


（1920年8月20日和24日之间）

政治局决定：最严厉谴责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和斯米尔加同志的行为，因为他们擅自发布了一项极不妥当的命令，破坏了党和政府的政策。 
［注：列宁委托秘书用电报把政治局的这项决定发给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在文件上方批示：“交布里奇金娜发出此电”，在正文下方加批：“抄送契切林同志和达尼舍夫斯基同志”。——俄文版编者注］



政治局责成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即撤销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就其错误举动对该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警告。 
［注：列宁用铅笔标出这段文字并批注：“已告知斯克良斯基”。——俄文版编者注］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31页















[133]这是列宁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起草的一个决定。这里说的命令是指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1920年8月20日的第1847号命令，其中说，波兰和谈代表团完全由间谍和反间谍人员组成，和约只能在“白色波兰的废墟上”签订。8月23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撤销了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这个命令，并对它提出警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指示同波兰谈判的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团长卡·克·达尼舍夫斯基：如果波兰代表团对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已作的解释仍不满意，可向它介绍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撤销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的决定。——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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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0年8—9月）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在8月7日闭幕了。共产国际成立以来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短短的时期内，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巨大成就。

一年以前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只是竖起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号召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必须团结在这面旗帜的周围，并且向纠集了社会主义叛徒的第二国际即黄色国际宣了战，因为这些叛徒已经投靠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已经同资本家结成联盟来反对工人革命。

工人群众愈来愈倾向共产主义，迫使第二国际内最主要的欧美政党——法国社会党、德国和英国的“独立”党、美国社会党退出了第二国际，从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一年来我们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

世界各国革命工人的优秀代表已经站到共产主义这一边，拥护苏维埃政权，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在欧美各先进国家内已经建立了共产党和很大一批共产主义小组。在8月7日闭幕的代表大会上团结起来的不仅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倡导者，还有同无产者群众保持联系的各个强大的组织的代表。这支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大军现在拥护共产主义，在这次刚闭幕的代表大会上形成了自己的组织，获得了明确而详尽的行动纲领。

代表大会拒绝把那些还保留着“孟什维主义”、机会主义的权威人物和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叛徒的党，如上述那些已经退出第二国际即黄色国际的党，立刻吸收到共产国际的队伍里来。

代表大会的一系列完全明确的决议没有给机会主义以任何可乘之机，要求无条件地同机会主义决裂。代表大会上公布的各种确凿的材料也表明：工人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机会主义者一定会彻底失败。

代表大会纠正了某些国家中有些执意要“左倾”的共产党人的错误，他们否认必须在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内进行工作，否认必须在一切有着千百万工人的地方进行工作，而这些工人正受着资本家的愚弄，受着工人中的资本家奴仆——黄色国际即第二国际成员的愚弄。

代表大会促成了全世界共产党的空前团结和纪律。有了这样的团结和纪律，工人革命的先锋队就能够朝着摆脱资本的桎梏这一伟大目标阔步前进。

由于同时举行了国际女工代表会议，代表大会一定会加强同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联系。

受各强盗民族的“文明”联盟残酷地掠夺、压迫和奴役的东方各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也同样派代表出席了大会。如果反对资本的欧美工人不和受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在斗争中充分地最紧密地团结起来，那么，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幻影。

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战胜了地主和资本家，战胜了尤登尼奇之流，高尔察克之流、邓尼金之流，战胜了波兰白卫分子以及他们的帮凶——法、英、美、日等国，取得了军事上的伟大胜利。

可是，更加伟大的胜利，是我们赢得了工人、劳动者和受资本压迫的群众的心，是共产主义思想和各共产主义组织在全世界取得的胜利。

无产阶级革命，摆脱资本主义桎梏的事业，正在世界各国进行，而且必将取得胜利。





	载于1920年8—9月《女共产党员》杂志第3—4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74—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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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时局的报告的片断[134]


（1920年9月1日）

我想稍微详细地谈谈目前的国际形势，谈谈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些迫切任务。世界政治的主要动因大概从来也没有在事态的发展中暴露得象现在这样明显和这样鲜明，从这个观点来看，我认为，目前对波战争的局势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波兰对俄国宣战时，我们大家都清楚，在背后操纵波兰的主要力量仍然还是协约国的帝国主义，正如你们都知道的那样，尽管比如说英国近来竭力地一再声明，说它没有参与波兰的进攻，但是在座各位无疑都清楚，这些声明是…… 
［注：以下讲话当时没有作速记。——俄文版编者注］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31—432页















[134]1920年9月3日《真理报》第194号刊载了关于列宁这个报告的简要报道。报道说：“列宁同志详细地谈到了俄国由于同波兰作战而面临的国际形势，谈到了我们就此问题同协约国代表进行的谈判。报告人指出，我们在同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一直从胜利走向胜利，其中最主要的胜利是：人所共见的协约国的分崩离析和英国无产阶级在同世界资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的团结。”——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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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每日新闻报》记者塞格鲁先生[135]


（1920年9月8日）

对您1920年9月3日来电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我对布尔什维主义受到迪特曼那样的德国“独立”党右翼分子的攻击，并不觉得奇怪。我在共产国际莫斯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注：见本卷第235—241页。——编者注］

 中，论证了克里斯平的思想完全是考茨基的思想。象克里斯平和迪特曼这类考茨基分子当然是不满意布尔什维主义的。如果我们让这帮人满意，那就可悲了。同我国孟什维克完全是一路货色的迪特曼那样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战中当然往往会投到资产阶级那边去。迪特曼对我们处决了一些人表示愤懑。革命工人处决的是孟什维克，迪特曼对此当然不会特别满意。假如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竟让德国式的、法国式的或其他随便什么式样的迪特曼之流钻进自己的队伍，那就糟糕了。

既然您认为法国、德国和英国工人代表团的报告比一切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给布尔什维主义带来了更大的危害，那我倒乐于采取由此想到的一个办法。

让我们缔结一项协定吧：您代表各国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资产阶级，我代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让各国根据这一协定派遣工人和小农（即那些用自己的劳动替资本创造利润的劳动者）的代表团到我们俄国来。让他们在俄国住上两个来月。既然这些代表团的报告是有利于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事业的，国际资产阶级就应当负担这些代表团的全部出国费用。但是，鉴于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都极其孱弱和拮据，而我们俄国则既富足又强大，我同意向苏维埃政府请求给予优惠，要它负担四分之三的费用，而各国的百万富翁只负担四分之一的费用。

希望您这位在来电中自称是正直的记者，不会拒绝随时随地宣传苏维埃共和国准备同国际资产阶级缔结这种协定，当然是为了促进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






	　　　列宁　1920年9月8日

载于1920年9月12日《真理报》第202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77—278页

















[135]这是列宁对英国《每日新闻报》记者塞格鲁来电的答复。塞格鲁给列宁的电报说：“不久前从俄国归来的法国和德国社会党代表团的报告给你们事业带来的危害比近几年来一切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所带来的危害更大……德国独立社会党人迪特曼在此间发表的报告对你们更为不利。他指出俄国枪毙拒绝工作的工人……迪特曼说，在俄国实行军国主义的统治，逃兵要枪毙，不许工人罢工。他声称在俄国城市既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共产主义，不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塞格鲁请列宁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塞格鲁的来电和列宁的答复一起刊登在1920年9月12日的《真理报》第202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2号上。



《每日新闻报》（《The　Daily　News》）是英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46—1930年在伦敦出版。——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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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向波兰提出媾和建议问题的声明草案初稿》的修改和补充[136]


（不晚于1920年9月22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


俄国和波兰正面临一场新的冬季战局，俄国、乌克兰和波兰的千百万劳动者将遭受新的牺牲和困苦。

由于进犯俄国和乌克兰而引起的并[由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协约国所支持的] 
［注：列宁所作的修改和补充用黑体宇排印，他所删去的文字加方括号用小号字排印，下同。——编者注］

 由维护其帝国主义利益的协约国所支持的波兰对俄国的战争，仍在继续进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殷切希望拯救这些国家的千百万劳动者，使他们不再遭受战争苦难，因此认为有责任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尽快制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媾和的初步协议。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战争期间领土边界发生争议的所有地区一律实行自决原则，有了这个基础就有可能在最短期间内达成一项双方满意的协议。

俄罗斯联邦从充分承认自决原则的立场出发，早在1917年就承认了并且一直无条件地、不加任何限制地承认波兰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早在1918年就承认了并且一直无条件地、不加任何限制地承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独立和主权，而在1920年则与独立的和享有主权的立陶宛共和国签订了和约。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继续奉行这一政策，认为应该把以下两点作为媾和的基础：第一，波兰和俄国双方立即庄严确认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独立，承认加里西亚东部的独立；[同时]第二，波兰和俄国双方应当立即正式承认，这些国家[每一国]中现存的国家代表机关（国会、议会或苏维埃代表大会）是表达各有关民族意志的形式。鉴于加里西亚东部尚未建立苏维埃制度，俄罗斯联邦方面准备同意在该地区不按苏维埃原则，即劳动者投票表决的原则，而按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实行全民投票。

然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能不注意到，在这些问题上波兰代表团的观点与俄罗斯联邦的观点是有根本分歧的。例如，在明斯克的波兰代表团首席代表，不顾有目共睹的事实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农民的明确意愿，竟然拒不承认早在1918年就已实现了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自决。[因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担心，由于俄国和乌克兰一方同波兰一方，在民族自决原则的运用乃至在该原则本身的内容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和平谈判可能因双方对这一原则的不同理解而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这样东欧战争状态就会长期不能结束。冬季战局也就非打不可了。因此，如果波兰方面认为不能接受上述自决条件，那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建议波兰共和国政府立即达成协议]

不言而喻，如果持这样的观点，那么关于自决的任何议论都是徒劳的。不言而喻，如果我们不能就上述两项实际承认自决的最基本和最可行的条件立即达成协议，那么关于自决的任何议论都将是徒劳的，而且甚至是有害的，都不过是替并非认真希望媾和的政策打掩护而已。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对劳动群众极其重要和生死攸关的问题，即关于冬季战局的问题上，决不采取模棱两可、久拖不决的态度，因此建议波兰政府：如果不能立即达成关于自决的协议，就立即签订以下关于媾和基本原则的协议，至于在解释一般原则方面所产生的那些争执和分歧则可以搁置起来，因为有争执和分歧就不可能迅速实现和平。

为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

1．俄罗斯联邦考虑到，波兰代表团声明不能接受俄罗斯—乌克兰代表团提出的初步条件：裁减波兰军队的人数，恢复波兰军事工业的平时状态，交出武器，将沃尔科维斯克—格赖沃铁路完全归俄罗斯联邦所有。俄罗斯联邦政府方面现在放弃这些条件，并愿意建议盟邦乌克兰共和国作出同样的决定。

2．俄罗斯联邦承认比协约国最高会议1919年12月3日确定的边界线还要偏东得多的那条线（加里西亚东部被划在这条边界线西侧）作为波俄边界线，准备以这条线为基础立即签订休战协定和媾和的初步协议。

俄罗斯联邦认为，它通过提出这一建议，为尽快实现和平以及使俄国、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劳动群众不再遭受新的冬季战局的深重灾难做了可能做和必须做的一切。波兰如果拒绝这项建议，[那就表明，波兰不顾一切，决心打冬季战局，从而使俄罗斯联邦有权改变这一建议。本建议的有效期为10天。在此期限内波兰代表团和波兰政府完全有足够时间来考虑：接受这项建议，从而清楚地表明自己希望结束俄国、乌克兰和波兰之间的战争状态；或者拒绝这项建议，从而继续进行战争，打冬季战局。］我们就会认为，那表明波兰大概是屈服于法国和协约国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压力，决计要打冬季战局。因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得不声明：我方此项建议有效期为10天，超过这一期眼，我方在里加的代表团就有权改变提出的条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错过这个期限，打冬季战局的问题事实上就已成定局。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第123—126页















[136]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向波兰提出媾和建议问题的声明，于1920年9月23日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9月24日由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在里加和谈会议上宣读。1920年9月24日的《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刊登了这一声明。——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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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37]


（1920年9月）


1

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

（9月22日）

报道

对波兰的战争，确切地说是7—8月的战局，使国际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波兰进犯我们以前，发生过一件足以说明当时国际关系的事情。1月间我们向波兰建议缔结和约，这个和约对波兰极其有利而对我们非常不利，这时各国外交家都主观地认为：“布尔什维克作了非常大的让步，可见他们非常软弱。”这再一次证实了下面这个真理：资产阶级的外交界无法理解我们开诚布公的新外交的做法。因此，我们的建议在波兰、法国和其他国家只引起了沙文主义的狂热，并且促使波兰发动了进攻。起初波兰攻占了基辅，后来我军展开反击，直逼华沙；以后形势逆转，我军后退了100多俄里。

但是，由此而形成的极其困难的局面，决不表明我们已经完全失败。我们使那些认为我们软弱无力的外交家的盘算完全落空，我们证明了波兰不能战胜我们，而我们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不难战胜波兰。其次，就是现在我们也还占领着他们上百俄里的地区。最后，我军向华沙的挺进对西欧和整个世界形势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完全打乱了互相斗争着的国内外政治力量原有的对比关系。

我军逼近华沙城下这件事无可争辩地证明，以凡尔赛条约为基础的世界帝国主义整个体系的中心就在华沙一带。波兰这个完全受协约国操纵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最后堡垒，是这个体系的非常有力的支柱，因此当红军威胁到这一堡垒时，整个体系都动摇了。苏维埃共和国成了国际政局中头等重要的因素。

在这种新形势下首先可以看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就是各个受协约国压迫的国家的资产阶级都宁愿倒向我们，这样的国家拥有全世界70％的人口。我们过去也看到过，在协约国保护下受煎熬、在国内绞杀布尔什维克的小国（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等），怎样违反协约国的意愿而同我们缔结了和约。现在全世界各地都非常强烈地表现出这种倾向。我军逼近华沙城下，整个德国都沸腾起来了。那里发生了1905年在我国出现的情景。当时，是黑帮分子把最落后的广大农民阶层发动了起来，促使他们投入了政治生活，这些农民昼夜之间就一反常态，不再反对布尔什维克，而要求得到地主的全部土地。在德国我们也看到了黑帮分子和布尔什维克的这种反常的联盟。现在出现了一种奇特的黑帮革命者，他们的想法正同前两天我在一份德国的非布尔什维克报纸上看到的那个东普鲁士的无知的农村青年一样，这个青年说天下太乱了，应当把威廉请回来，但是又必须跟着布尔什维克走。

我们兵临华沙城下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欧洲的特别是英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说我们没有能争取到维斯瓦河西岸和华沙的波兰工业无产阶级（这也是我们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却争取到了英国无产阶级，使英国无产阶级运动空前高涨起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革命阶段。英国政府向我们提出最后通牒之前，本来应该先问一问英国工人。虽然英国工人的领袖中十分之九是奸诈的孟什维克，工人们还是用成立“行动委员会”[138]回答了这一举动。

英国报界惶恐万状，惊呼这是“两个政权”。他们说对了。目前英国在政治关系上所处的阶段，同1917年2月以后的俄国完全一样，那时的苏维埃曾不得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一举一动加以监督。同我国被郭茨和唐恩等等把持时期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样，“行动委员会”也是不分党派的全体工人的联合组织。这个联合组织同政府分庭抗礼，而其中的孟什维克也不得不采取半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正象我国孟什维克终于慌了手脚，帮着把群众带到我们方面来一样，“行动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为不可遏止的事态发展所迫，也替英国工人群众扫清了通向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道路。权威人士说，英国的孟什维克已经感到他们就是政府了，并且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取代资产阶级政府。这将是英国无产阶级革命总进程的下一个阶段。

英国工人运动的这一巨大进展对世界工人运动，首先是对法国工人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最近这次对波战局在国际政治和西欧正在形成的关系中的影响就是如此。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同波兰战还是和的问题。我们希望避免艰苦的冬季战局，于是重新向波兰提出对它有利而对我们不利的和约。但是很可能资产阶级的外交家们又会用老眼光把我们的坦率声明看成软弱的表现。看来他们已经决定要打冬季战局了。因此在这里应该研究一下，我们将在怎样的条件下进入可能到来的战争的新时期。

我们的失败在西欧引起了某种变化，使得各种同我们敌对的分子都勾结起来反对我们了。不过我们也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比这还要厉害的反对我们的组织和敌视我们的情绪，然而它们都无济于事。

反对我们的有波兰、法国和弗兰格尔（法国是把赌注押在他身上的）结成的联盟。但是这个联盟有一个老毛病：它的成员彼此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波兰的小资产阶级对黑帮俄国及其典型代表弗兰格尔怀着恐惧心理。波兰的小资产阶级，爱国分子、波兰社会党以及波兰农民（即富裕农民）政党都是希望和平的。这些党派的代表在明斯克说过：“我们知道，挽救华沙和波兰的不是协约国而是爱国主义热潮，协约国不能挽救我们。”这些教训人们是不会忘记的。波兰人清楚地看到，一场战争下来只会弄得他们财政上完全破产。战争就是要花钱的，而法国却承认“神圣的私有制”。各小资产阶级党派的代表都知道，还在战前波兰就已经处于危机的前夜了，战争又带来进一步的破坏，因此他们愿意和平。我们向波兰提出和约，也正是想利用这个机会。

另外还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新因素，就是波兰军队的社会成分改变了。我们打败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正是在他们军队的社会成分发生变化以后，当时他们动员了大批农民来参军，军队的基本骨干都消散在这些农民中间了。现在波兰军队中也发生了这种情况，波兰政府已经不得不征集经历过更为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年岁大的农民和工人入伍了。现在组成波兰军队的已经不是一些容易“感化”的小孩子，而是一些不会任人摆布的成年人了。波兰已经从节节胜利的阶段进入了一败涂地的阶段。

如果我们注定要打这场冬季战局，那么，尽管我们已经十分疲惫，但是我们无疑是一定会胜利的。我们的经济状况也会保证我们取得胜利，因为它已经大大地好转了。我们有了比过去更坚实的经济基础。1917—1918年度我们征集的粮食是3000万普特，1918—1919年度是11000万普特，1919—1920年度是26000万普特，而下一年度我们预计会达到40000万普特。这已经不是我们在挨饿的年代为之大伤脑筋的数字了。我们已经不必胆战心惊地望着泛滥成灾的花花绿绿的亿万票子了，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它们不过是资产阶级破旧外衣上的碎布条而已。

我们有1亿多普特的石油。顿涅茨煤田已经能每月供给我们2000—3000万普特的煤。木柴的供应也大大好转。而去年我们没有石油又没有煤，只能靠烧木柴。

根据这一切，我们可以说，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加紧努力，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载于1920年9月29日《真理报》第216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1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79—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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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讲话

（9月24日）

同志们，我认为需要提一下讨论中的某些声明，甚至某些发言，唯一的原因是，这些声明和发言所明显表现出来的已经不仅仅是疲劳过度，而是达到了歇斯底里程度的疲劳过度，以致说了一些完全多余的东西。我倒不是说，这是在蛊惑人心。这是肉体上的疲劳过度使人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卢托维诺夫和布勃诺夫的发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他们的发言中，更多的倒不是蛊惑人心，而是疲劳过度。我认为，这种疲劳过度多多少少也反映在梅德维捷夫的声明中。他说：“现在，你们都开始说确实存在病态现象，而过去你们却否认这一点，你们说了谎话。”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甚至是完全不正确的。的确，我们现在说到的那些不健康现象是存在的，这在过去也未必是秘密。同样，无庸置疑的是，总的情况是如此困难，以致党要找个时间，找个机会专门提出这个问题，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就是现在，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也很勉强，因为我们在这里的政治讨论中所谈到的那种机会，即可以避免冬季战局的机会是非常微小的。正如我说过的，共和国总的情况已经好转到使我们有可能十分冷静地讨论问题了：现在，我们不会提出提前结束代表会议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在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攻时期却提出过好几次。过去的党代表大会，往往是许多负责工作人员等不到会议结束就直接到前线去了。似乎是我们很少召集代表大会，难得有机会在代表大会上议论一下各种极其重要的问题——而在过去，我们就连开完这种难得召集一次的代表大会也办不到。现在，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能够而且应当不受限制地把当前的讨论进行到底。我还想讲几句，加里宁发表意见时有几处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问题，但我觉得恰恰相反，他的议论远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我觉得，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和中央委员会的信才提出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当然你们都已读过，它已印成小册子，也在《真理报》上刊载了）。

我想读几行我准备建议委员会（如果决定选举这个委员会的话）采纳的一份材料，它不是用来代替莫斯科决议和中央委员会的信的，而是作为补充意见。我觉得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对问题作了正确的阐述——这一点几乎大家都同意。这几句我来读一下，并就此讲一点意见 
［注：见本卷第287—288页。——编者注］

 。补充意见是：“苏维埃共和国在成立之初的几年里处境极为困难，破坏极其严重，军事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所以必然要确定若干‘重点的’（因而实际上是拥有特权的）部门和工作人员。这是必然的，因为不把人力和物力集中于这些部门和工作人员，就不能拯救遭到破坏的国家；不加强这些部门和工作人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无疑就会扼杀我们，根本不让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着手进行经济建设……”

关于专家问题，我们在这里听到了十分激烈的攻击。库图佐夫同志的发言千真万确，他说苏维埃俄国没有使无产阶级看到处境在好转，相反，倒是常常看到处境在恶化。这话说得合乎事实。但是，应当弄清楚，例如在没有苏维埃政府的维也纳，无产阶级的处境同样也在恶化，而且精神上的屈辱要严重百倍。但是，这一点群众是弄不清楚的。所以，人们问我们：这两年中，我们得到了什么？所以，对专家的不满如此普遍。所以，在是否需要专家的问题上的斗争曾列为首要的问题。但是不要忘记，假如没有他们，我们就不会有我们的军队。而没有这一切，我们就会陷入同匈牙利以及芬兰工人一样的境地。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没有这些专家，我们就连那些能使我们提高到一定水平的起码步骤也实行不了——关于这一点我在政治报告中已经讲过。如果我们不能搞好专家的工作，就没有这一切，也不可能转入下一步的工作。可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把他们掌握在自己手中，使他们从事繁重的工作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他们不会逃离我们，恰恰相反，而是靠拢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提高我们党和军队的民主化程度了。我继续读下去（读决议）

第1条（读）。 
［注：见本卷第288页。——编者注］

 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托姆斯基同志引用我们也不止一次讲过的话，说需要提拔中等水平的人了，上等水平的人疲倦了，让中等水平的人来干吧。这一点未能立即做到，但是经过再一次，也许是第20次的尝试之后是会做到的。做不到这一点，苏维埃俄国的事业就没有希望。但是我们知道，它不会没有希望，因为我们有新的正在成长的人。既然头几次尝试没有成功，我们还将继续尝试。

第2条（读）。 
［注：见本卷第288页。——编者注］

 这里曾提出一个不无恶意的问题，就是批评的自由能同吃桃子的自由相当吗？[139]根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对可能作出的保证，我有一个尺度。当国家处在危急中，当高尔察克打到伏尔加河，邓尼金打到奥廖尔，在这样的时刻，是不可能有任何自由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必为此而惋惜。就是现在，军事形势也并不好，我们都看到，战争的局势是多么变幻莫测。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但是，不能保证我们在战争危急的时刻，不采用另外的做法。那时，二话没有，需要的仍然是高度紧张。必须坚持下去，全力以赴。我们决不会保证不这样做，而且只要我们还没有取得意大利那样的胜利，我们就不应该作这样的保证。这就是我对桃子问题的答复。

第3条（读） 
［注：见本卷第288页。——编者注］

 。这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提出了一个季诺维也夫也提出过的问题：制定规章是否恰当？制定规章应当怎样理解？这个问题我暂不解答，因为委员会将要详细说明这个问题。那时就会清楚：是规定细则，还是建立特别的机构。

第4条（读） 
［注：见本卷第288页。——编者注］

 。作报告的同志在这里指出，这个问题是委员会提出的，但是，多数人把它否决了。我觉得——我仅仅是以个人的名义提出这个问题的——我觉得，不应该否决，即使不立即通过，起码也应该先好好考虑考虑。这里指出过，现在中央组织局里放着500份申诉。组织局要分配几万人的工作。此外，组织局的成员个个都兼任苏维埃的几个职务而忙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条件下，工作起来心中无数；在这种条件下，解决问题只能凭直觉，而凭直觉能正确解决问题的只有经验丰富的人，而且这种人也常常要犯错误。考虑到这样的工作条件，我们想找一些工作经历不少于15年、为党所信任并以大公无私著称的，能有助于这项工作的人，同时，他们是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所以，在独立性方面应该高于组织局。我觉得这一步是可行的。阻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阻止决定的执行是不行的。对此，没有也提不出特别的保障。德国的工人政党过去就有过监察委员会。在我们的战争环境中，设立监察委员会有多少可能性——不能担保。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步我们是能办到的，而且中央委员会已经这样做了。

中央委员会的信说：“……各省委下面应当设立由最大公无私并受到党组织普遍信任的同志组成的党的专门委员会，受理有关申诉。”这里提的是大公无私的同志。战斗的活动，无论是军事活动、经济活动，还是组织活动，常常绝对需要热情奔放的人，因为没有巨大的热情，他们就拿不出巨大的干劲，完成不了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所面临的紧急任务。相反，这里需要的人，可能并不具有高度的行政管理才能，却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是否全俄国各省都能找到这样的人，对此我表示怀疑；而如果省委下设专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现在正准备建立，你们也一定会建立起来的）这样的经验是不成功的，你们也不要由此断定，我们的整个措施都失败了。在各省我们可能找不到足够数量的，能够从一次代表大会一直干到另一次代表大会的同志。但是，即使我们在省里找不到这样的同志，那么在中央我们是能够找到具有生活经验的、久经考验的同志的。所以我想，我们不应当拒绝建立这个机关。

可能有人说：这个机关能够存在下去的保障是什么呢？我们处在殊死的内战环境中，一般来讲，不可能有什么广泛的批评自由之类的东西。我们顾不到这些，而应当竭尽全力结束战争。假如军事情况是另一个样子，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不能作出很多保证；而且我们坦率地说，指望中央委员会来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因为它担负的工作过多，忙得不可开交。我不知道——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判断——能否找到哪怕是一个中央委员不为许多事还没有办或者办得仓促而感到负债累累。我不能想象还有比建立这个委员会能更为切实地保证完成这项工作；选出的这批同志将集中全部精力专搞这项工作，他们确信自己能完全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无论哪一个中央委员，无论组织局，还是政治局，都没有力量参与进去。可能我们实际上还是在参与，因为我们在前进，我们收购的粮食已由6000万普特增加到26000万普特；但是，要使红军不疲劳过度，要使工人们不再说“我们从红军那里得到了什么，我们在挨饿”，要使没有中等水平的人帮助的上等水平的人不再精疲力竭，这个数字还是不够的。但是，我们毕竟前进了一步——这就是说，甚至在这种规模的极度疲劳中，普遍疲劳的程度开始减轻了，并且我们能从讨论一口粮食的问题转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更崇高的任务的时期开始了；这些任务我们大家无疑即将着手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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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草案

（9月24日）

本材料不是用来代替中央委员会的信和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的，而是作为补充意见：

苏维埃共和国在成立之初的几年里处境极为困难，破坏极其严重，军事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所以必然要确定若干“重点的”（因而实际上是拥有特权的）部门和工作人员。这是必然的，因为不把人力和物力集中于这些部门和工作人员，就不能拯救遭到破坏的国家；不加强这些部门和工作人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无疑就会扼杀我们，根本不让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着手进行经济建设。

但是，由于过去遗留下来的难以克服的资本主义的和私有制的习惯和情绪，上述情况就使我们必须一再提醒全党注意争取实现…… 
［注：此处有一页手稿没有保存下来。——俄文版编者注］



……必须作出切实认真的保证，使党在上述原则问题上一致通过的决定不致变成一纸空文。因此，代表会议提请中央委员会对下列措施立即作出决定，付诸实施，并建议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

会予以确认：

（1）为发挥党员的主动精神，除其他措施外，还绝对必须更经常、更广泛地召开党员大会；

（2）创办报刊（争论专页[140]等）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

（3）制定完全切实有效的规章制度，以消除“专家”、负责工作人员同群众之间（在生活条件、工资数额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是违反民主制的，并且是瓦解党和降低党员威信的根源；

（4）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由受党的培养最多、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最能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的监察委员会应有权接受一切申诉和审理（经与中央委员会协商）一切申诉，必要时可以同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或把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






	　　　列宁　1920年9月24日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92—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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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决议的建议[141]

（9月29日）

关于监察委员会的组成。

通过中央委员会的如下决议：

我们认为，派出中央委员参加监察委员会，一般说来是不正确的，只有根据党代表会议的愿望才能这样做，这些中央委员在其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中，不受中央委员会决定的约束；

参加监察委员会的中央委员，在监察委员会专门讨论同他们的主管部门或工作范围有关的问题时，不参加表决。

关于人员调动作如下补充：

不得影响那些调动工作的人员熟悉工作，并不得使工作受到损失，即务必保证使管理工作始终掌握在十分内行的和能保证工作取得胜利的工作人员手中。






	　　列宁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94页

















[137]这是有关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一组文献。



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20年9月22—25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41名，其中有表决权的116名，有发言权的125名，共代表70万党员。会议议程是：波兰共产党人代表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党史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列宁在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根据列宁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缔结和约的条件的决议。会议同意在列宁直接领导下拟订的并经他审阅过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同波兰媾和的具体条件的声明。



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讨论，在这次代表会议中占很重要的位置。会议批评了民主集中派反对党的纪律和否定共产党在苏维埃和工会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错误意见，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决议在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党的团结和纪律、加强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中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加强对青年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工作等方面规定了一系列实际措施。代表会议指出，必须广泛吸收普通党员积极参加省代表会议和俄共（布）省委全体会议。为了同各种舞弊行为作斗争和审理党员提出的申诉，代表会议认为必须成立监察委员会，在省委员会下面则成立党的专门委员会。



会议根据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通过决议，建议加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在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和总结地方工作经验方面的活动，改善中央委员会对红军和红海军部队中党的组织工作的直接领导，不要使这些组织的工作同社会生活脱节。——276。



[138]行动委员会是英国工人为阻止英国参加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而创建的群众组织。1920年8月初，英国外交大臣乔·纳·寇松向苏维埃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苏维埃军队停止进攻波兰，否则将出兵干涉。英国政府的帝国主义行径引起广大英国工人的抗议。他们纷纷成立工人的战斗中心——行动委员会；各地的行动委员会总数达350个，其中一部分是共产党人主持的。在工人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工党和工联领袖们被迫参加了这一运动。8月9日，在伦敦召开了工联议会委员会、工党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代表的联席会议，由这3个组织各出5名代表组成了中央行动委员会。8月13日，中央行动委员会召开了全英工人代表会议。会议要求给予苏维埃俄国以外交承认，同它建立正常的经济关系，并授权中央行动委员会在反战斗争中采用一切手段，直至举行总罢工。英国工人最终迫使英国政府放弃了公开参加对苏维埃俄国作战的打算。行动委员会于1921年初停止活动。——278。



[139]指亚·米·柯伦泰的发言。柯伦泰在发言中危言耸听地说：提出批评要受迫害；有人提了批评意见，有时就被请到“炎热的好地方去吃桃子”。——283。



[140]《争论专页》（《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Листок》）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不定期的出版物，根据1920年9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最初是文集，从1923年起是俄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附刊。一般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出版。刊物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党内批评，讨论有关党的战略策略以及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288。



[141]列宁在这个文件中提出的关于监察委员会的组成的建议，经过修改写进了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37—46页）。



从“关于人员调动”起到这句话的结尾被列宁删去，没有写进决议。——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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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德国和法国工人的信


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


（1920年9月24日）

同志们！德法两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很注意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内部在参加共产国际问题上的讨论。资产阶级报刊非常卖力地支持两党的右翼即机会主义派别的观点。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右翼分子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同迪特曼和克里斯平一样，不会用革命的观点思考问题，不会帮助工人阶级准备革命和实现革命。必须同这些右翼分子即机会主义分子决裂，这是团结一切真正革命的、真正无产阶级的群众的唯一办法。

关于莫斯科“独裁统治”之类的叫嚣，纯粹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其实，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20个委员中，只有5个委员是俄国共产党党员。一切关于“独裁统治”之类的论调，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欺骗工人。这些论调是用来掩盖某些机会主义领袖的破产的，正象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中有人曾用类似的论调掩盖该党某些领袖由于脱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而遭到的破产一样。叫嚷“莫斯科的独裁者”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上刁难某些人，这也同样是自欺欺人。在这些条件的第20条 
［注：见本卷第204页。——编者注］

 中，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如果取得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意，在执行对右翼领袖和中央机关成员的严格规定时，允许有“例外”（Ausnahmen）。

既然公开宣布允许有例外，就谈不上绝对不能容纳某些个人。这就是说，已经充分肯定，不能只看过去，而必须看到现在，必须看到个别人、个别领袖的观点和行为的转变。既然宣布允许有例外须经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而这个执行委员会里俄国人只占四分之一，可见关于“独裁统治”之类的叫嚣纯属无稽之谈。

所有这些叫嚣，都只是为了转移视线。实际上，革命的无产阶级分子和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之间正在进行斗争。一向属于后者的，有希法亭之流、迪特曼之流、克里斯平之流以及德法等国议会党团中的许多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一无例外地进行着这两种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斗争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和战后在各国一直都很尖锐。代表机会主义的是“工人贵族”分子，工会、合作社和其他组织中的旧官僚分子，小市民知识分子阶层等等。这一派别其实是以自己的动摇，以自己的“孟什维主义”（迪特曼之流和克里斯平之流同我国的孟什维克非常相象），从工人运动内部、从各社会党内部对无产阶级施加资产阶级影响，因此，不肃清这一派别，不同它决裂，不把它的一切著名代表人物开除出去，就不能团结革命的无产阶级。

迪特曼和克里斯平等等之流总是摇摇摆摆地倒向改良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他们不会革命地思考和革命地行动，其实是不自觉地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对无产阶级施加资产阶级影响，使无产阶级屈服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只有同这种人决裂，才能实现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统一来对抗资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

意大利的事态应该会使那些看不到同克里斯平之流和迪特曼之流保持“统一”和“和平”有多大危害的最顽固的人也清醒起来。意大利的克里斯平之流和迪特曼之流（屠拉梯、普拉姆波利尼、达拉贡纳）在意大利面临真正的革命的时候，就立刻来阻挠革命了。现在，全欧洲、全世界在不同的程度上迅速而又痛苦地向着真正的革命前进。

幻想同迪特曼之流和克里斯平之流，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和法国社会党等等的右翼保持“统一”或“和平”是极其有害的，现在是彻底抛弃这一切幻想的时候了。现在是一切革命的工人把这些分子清洗出党，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真正统一的共产党的时候了。






	　　　尼·列宁　1920年9月24日

载于1920年9月25日《真理报》第213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1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95—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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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团的任务

（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42]

（1920年10月2日）

　（大会向列宁热烈欢呼）同志们！今天我想讲的题目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什么，以及社会主义共和国内青年组织应当是怎样的组织。

这个问题应当讲一讲，尤其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来担负。很明显，从资本主义社会培养出来的一代工作者所能完成的任务，至多是消灭建筑在剥削上面的资本主义旧生活方式的基础。他们至多也只能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帮助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保持自己的政权，奠定巩固的基础，至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建设，那就只有靠在新条件下，在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已不存在的情况下参加工作的一代人去担负。

如果根据这一点来看青年的任务，就应当说，全体青年的任务，尤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他一切组织的任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要学习。

当然，这仅仅是“一句话”，还没有答复主要的和最本质的问题——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而这里的全部关键就在于：在改造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同时，将来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一代人的训练、培养和教育，就不能再象从前那样了。青年的训练、培养和教育应当以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材料为出发点。我们只能利用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知识、组织和机关，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力和物力的条件下建设共产主义。只有把青年的训练、组织和培养这一事业加以根本改造，我们才能做到：青年一代努力的结果将建立一个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我们需要详细论述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当教给青年什么；真正想无愧于共产主义青年称号的青年应当怎样学习；以及应当如何培养青年，使他们能够彻底完成我们已经开始的事业。

我应当指出，看来首先的和理所当然的回答是：青年团和所有想走向共产主义的青年都应该学习共产主义。

但是“学习共产主义”这个回答未免太笼统了。为了学会共产主义，我们应该怎样呢？为了学到共产主义知识，我们应该从一般知识的总和中吸取哪些东西呢？这里我们可能遇到许多危险，如果把学习共产主义的任务提得不正确，或者对这一任务理解得太片面，往往就会出现危险。

初看起来，总以为学习共产主义就是领会共产主义教科书、小册子和著作虽所讲的一切知识。但是，给学习共产主义下这样的定义，就未免太草率、太不全面了。如果说，学习共产主义只限于领会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而这往往会使我们受到损害，因为这种人虽然把共产主义书本和小册子上的东西读得烂熟，却不善于把所有这些知识融会贯通，也不会按共产主义的真正要求去行动。

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因为那些书本把什么都描写得好得了不得，其实大半都是最令人厌恶的谎言，虚伪地向我们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景。

因此，单从书本上来领会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是极不正确的。现在我们的讲话和文章，已经不是简单地重复以前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那些论述，因为我们的讲话和文章都是同日常各方面的工作联系着的。离开工作，离开斗争，那么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因为这样的书本知识仍然会保持旧时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这正是资产阶级旧社会的一个最令人厌恶的特征。

如果我们只求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那就更危险了。我们若不及时认清这种危险，不用全力来消除这种危险，那么50万至100万男女青年这样学了共产主义之后，将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这就只会使共产主义事业遭到莫大的损害。

这样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了学习共产主义，我们应该怎样把这一切结合起来？从旧学校和旧的科学中，我们应当吸取一些什么？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知识全面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因为过去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基础，就是把人分成阶级，分成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自然，贯串着阶级精神的旧学校，也就只能向资产阶级的子女传授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教育工农的年青一代，倒不如说是对他们进行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训练。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因此在否定旧学校的时候，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从这种学校中只吸取我们实行真正共产主义教育所必需的东西。

这里我要谈谈经常听到的人们对旧学校的斥责与非难，从这些话中，往往会得出完全不正确的结论。有人说，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实行强迫纪律的学校，死记硬背的学校。这说得对，但是，要善于把旧学校中的坏东西同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区别开来，要善于从旧学校中挑选出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东西。

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迫使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一代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但是，如果你们试图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不必领会共产主义本身借以产生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足够了，那是错误的。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你们读过和听说过：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科学，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仅仅是19世纪一位社会主义者——虽说是天才的社会主义者——的个人著述，而成为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他们已经运用这个学说在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里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而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掌握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例如，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143]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正如马克思改造过的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指明人类社会必然走到那一步，指明必然过渡到阶级斗争，过渡到开始无产阶级革命。

当我们听到有些青年以及某些维护新教育制度的人常常非难旧学校，说它是死记硬背的学校时，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应当吸取旧学校中的好东西。我们不应当吸取旧学校的这样一种做法，即用无边无际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只学共产主义的结论，只背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样是建立不了共产主义的。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我们不需要死记硬背，但是我们需要用对基本事实的了解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因为不把学到的全部知识融会贯通，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就会成为一块空招牌，共产主义者也只会是一些吹牛家。你们不仅应该掌握知识，而且应该用批判的态度来掌握这些知识，不是用一堆无用的垃圾来充塞自己的头脑，而是用对一切事实的了解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没有这种了解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有学识的人。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不下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巨大的工夫，不弄清他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事实，便想根据自己学到的共产主义的现成结论来炫耀一番，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可悲的。这种不求甚解的态度是极端有害的。要是知道自己懂得太少，那就要设法使自己懂得多一些，但是如果有人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同时又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任何扎实的知识，那他就根本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旧学校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把科学人才训练成迎合资本家口味来写作和说话的人。因此我们必须废除这样的学校。我们应当废除这样的学校，摧毁这样的学校，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就不应当从这种学校里吸取人类所积累起来而为人们所必需的一切呢？这是不是说，我们就不应当去区别哪些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东西，哪些是共产主义所需要的东西呢？

我们废除资产阶级社会内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而实行的强迫纪律，代之以工农的自觉纪律，工人和农民不但仇恨旧社会，而且有毅力、有本领、有决心团结和组织力量去进行这一斗争，以便把散居在辽阔国土上的分散而互不联系的千百万人的意志统一为一个意志，因为没有这样的统一意志，我们就必然会遭到失败，没有这样的团结，没有这样的工农的自觉纪律，我们的事业就毫无希望。不具备这些条件，我们就不能战胜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我们就会连基础也不能巩固，更谈不到在这个基础上建成共产主义新社会了。同样，我们否定旧学校，对旧学校怀着完全正当和必要的仇恨心理，珍视那种要摧毁旧学校的决心，但是我们应当了解，废除以前的死读书、死记硬背和强迫纪律时，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并要使你们学到的共产主义不是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经过你们深思熟虑的东西，是从现代教育观点上看来必然的结论。

我们在谈论学好共产主义这一任务时就应该这样来提出基本任务。

为了向你们说明这一点，同时也谈谈怎样学习的问题，让我举一个实际例子。你们都知道，紧接着军事任务即保卫共和国的任务之后，我们即将面临经济任务。我们知道，如果不恢复工业和农业（而且必须不按旧方式来恢复），那么共产主义社会是建设不成的。必须在现代最新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恢复工业和农业。你们知道，这样的基础就是电；只有全国电气化，一切工业和农业部门都电气化的时候，只有当你们真正担负起这个任务的时候，你们才能替自己建成老一代人所不能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你们面临的任务是振兴全国的经济，要在立足于现代科学技术、立足于电力的现代技术基础上使农业和工业都得到改造和恢复。你们完全了解，不识字的人实现不了电气化，而且仅仅识字还不够。只懂得什么是电还不够，还应该懂得怎样在技术上把电应用到工农业上去，应用到工农业的各个部门中去。你们自己必须学会这一点，而且还要教会全体劳动青年。这就是一切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也就是每一个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青年，每一个明确地认识到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就负起了帮助党建设共产主义、帮助整个青年一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责任的青年的任务。每个青年必须懂得，只有受了现代教育，他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不受这种教育，共产主义仍然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

老一代人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那时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激发起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提高阶级觉悟，提高团结自己力量的本领。新一代人面临的任务就比较复杂了。你们不只是应当团结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支持工农政权抗击资本家的侵犯。这一点你们应当做到。这一点你们完全了解，每个共产主义者都非常清楚。但是这还不够。你们应当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前一半工作在许多方面已经完成了。旧东西应该摧毁，而且已经摧毁了，它应该变成废墟，而且已经变成了废墟。地基已经清理好，年青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应当在这块地基上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你们当前的任务是建设，你们只有掌握了一切现代知识，善于把共产主义由背得烂熟的现成公式、意见、方案、指示和纲领变成能把你们的直接工作统一起来的活生生的东西，把共产主义变成你们实际工作的指针，那时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这就是你们在教育、培养和发动整个青年一代的事业中应当执行的任务。你们应该是千百万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者的带头人，一切男女青年都应该成为这样的建设者。不吸收全体工农青年参加共产主义建设，你们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这里我自然要讲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教授共产主义，我们的方法应该有什么特点。

我在这里首先要谈谈共产主义道德问题。

你们应当把自己培养成共产主义者。青年团的任务就是要这样来安排自己的实际活动：使团员青年在学习、组织、团结和斗争的过程中把他们自己和那些以他们为带头人的人都培养成共产主义者。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

但是，究竟有没有共产主义道德呢？有没有共产主义品德呢？当然是有的。人们往往硬说我们没有自己的道德；资产阶级常常给我们加上一个罪名，说我们共产主义者否定任何道德。这是一种偷换概念、蒙骗工农的手段。

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否定道德，否定品德呢？

是在资产阶级所宣传的道德的意义上，这种道德是他们从上帝的意旨中引伸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当然说，我们不信上帝，并且我们十分清楚，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都假借上帝的名义说话，为的是谋求他们这些剥削者自身的利益。或者他们不是从道德的要求，不是从上帝的意旨，而是从往往同上帝意旨很相似的唯心主义或半唯心主义论调中引伸出这种道德来的。

我们否定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出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

我们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

旧社会建筑在地主和资本家压迫全体工农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摧毁这个社会，应该打倒这些压迫者，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团结起来。而上帝是不会创造这种团结的。

只有工厂，只有受过训练的、从过去的沉睡中觉醒过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创造这种团结。只有当这个阶级已经形成的时候，群众运动才开展起来，才造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即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极弱的国家中获得了胜利，这个国家三年来抗击了全世界资产阶级对它的进攻。同时我们还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日益发展。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经验来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创造一种团结一致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引导分散的农民，并且经受住了剥削者的一切进攻。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帮助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彻底捍卫和巩固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因此，我们说：在我们看来，超人类社会的道德是没有的；那是一种欺骗。在我们看来，道德是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的。

这种阶级斗争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推翻沙皇，打倒资本家，消灭资本家阶级。

阶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别人的劳动。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全部土地，那就有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工厂，拥有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这些工厂里做工，那就有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

赶走沙皇并不困难，这总共用了几天的工夫。赶走地主也不很困难，这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赶走资本家同样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要消灭阶级就无比困难了；工人和农民的区分仍然存在。如果一个农民单独占用一块土地，拥有余粮，即他本人及其家畜都不需要的粮食，而别人却没有粮食吃，那么这个农民也就变成剥削者了。他剩余的粮食愈多，获利就愈大，至于别人，就让他们挨饿去吧，“他们愈饿，我的粮食就卖得愈贵”。应该使所有的人都按照一个共同的计划和共同的规章，在公共的土地上和公共的工厂中工作。这容易做到吗？你们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决不象赶走沙皇、地主和资本家那样容易。这里需要无产阶级去重新教育和改造一部分农民，把劳动农民争取过来，以便消灭那些富裕的和专靠别人贫困来发财致富的农民的反抗。可见，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并没有因为推翻了沙皇、赶走了地主和资本家而宣告结束，我们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正是要来完成这项任务。

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只是改变了形式。这是无产阶级为了使旧的剥削者不能卷土重来，使分散的愚昧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而进行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继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一切利益都服从这个斗争。我们也要使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服从这个任务。我们说：道德是为摧毁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

共产主义道德是为这个斗争服务的道德，它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反对一切小私有制，因为小私有制把全社会的劳动所创造的成果交给了个人。而在我国，土地已经是公共财产了。

如果我从这个公共财产中拿一块土地来，种出超过我的需要一倍的粮食，然后用余粮来投机倒把，那又怎样呢？如果我这样盘算：饿肚子的人愈多，我出卖粮食的价钱就愈高，那又怎样呢？难道我这是共产主义者的行为吗？绝对不是，这是剥削者的行为，私有者的行为。应该同这种行为作斗争。如果听之任之，那一切都会开倒车，回复到资本家的政权，资产阶级的政权，就象过去一些革命中常有的情形那样。因此，为了不让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政权恢复，就要禁止投机买卖，就要使某些人不能用损人利己的手段来发财致富，就要使劳动者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也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基本任务的主要特征。

旧社会依据的原则是：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可见，凡是在这个社会里教养出来的人，可以说从吃母亲奶的时候起就接受了这种心理、习惯和观点——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或者是小私有者、小职员、小官吏、知识分子，总之，是一个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

既然我种我的地，别人的事就与我无关；别人要是挨饿，那更好，我可以抬高价格出卖我的粮食。如果我有了一个医生、工程师、教员或职员的小职位，那么别人的事也与我无关。也许，只要我讨好、巴结有权势的人，就不仅能保住我的小职位，还可以爬到资产者的地位上去。共产主义者就不能有这种心理和情绪。当工人和农民已经证明我们能用本身的力量捍卫自己并且创造新社会的时候，也就开始了新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反对剥削者的教育，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利己主义者和小私有者，反对“我赚我的钱，其他一切都与我无关”的心理和习惯的教育。

这就是对青年一代应该怎样学习共产主义的回答。

青年们只有把自己的训练、培养和教育中的每一步骤同无产者和劳动者不断进行的反对剥削者的旧社会的斗争联系起来，才能学习共产主义。当人们向我们讲到道德的时候，我们回答说：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我们不相信有永恒的道德，并且要揭穿一切关于道德的骗人的鬼话。道德是为人类社会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对劳动的剥削服务的。

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有这样的青年一代，他们在有纪律地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中已开始成为自觉的人。在这个斗争中，他们中间一定会培养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应当使自己的训练、教育和培养中的每一步骤都服从这个斗争，都同这个斗争联系起来。培养共产主义青年，决不是向他们灌输关于道德的各种美丽动听的言词和准则。我们要培养的并不是这些。当人们看到他们的父母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怎样生活的时候，当他们自己分担那些开始同剥削者作斗争的人们所受的痛苦的时候，当他们看到为了继续这一斗争以保卫已经取得的成果，付出了多大的牺牲，看到地主和资本家是多么疯狂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在这种环境中培养成为共产主义者。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也就是共产主义培养、教育和训练的基础。这也就是对应该怎样学习共产主义的回答。

训练、培养和教育要是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会信赖的。只要工农还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只要学校还操纵在地主和资本家手里，青年一代就仍然是愚昧无知的。可是我们的学校应当使青年获得基本知识，使他们自己能够培养共产主义的观点，应该把他们培养成有学识的人。我们的学校应当使人们在学习期间就成为铲除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共产主义青年团只有把自己的训练、培养和教育中的每一步骤同参加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总斗争联系起来，才符合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一称号。你们很清楚：目前俄国还是唯一的工人共和国，世界其他各地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旧制度，我们还比它们弱；我们随时都有遭到新的进攻的危险；只有学会团结一致，我们才能在今后的斗争中获得胜利，而我们得到巩固之后，就会成为真正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做一个共产主义者，就要把全体青年都组织和团结起来，要在这个斗争中作出有教养和守纪律的榜样。那时你们才能着手建设并彻底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厦。

为了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我来给你们举个例子。我们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什么是共产主义者呢？共产主义者是个拉丁词，communis一词是“公共”的意思。共产主义社会就意味着土地、工厂都是公共的，实行共同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

如果每个人都单独经营一块土地，那劳动能是共同的吗？共同劳动不是一下子就能实行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共同劳动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需要经过艰苦努力和创造，要在斗争进程中才能实行。这里不能靠旧的书本，书本是谁也不会相信的。这里要靠自己的生活经验。当高尔察克从西伯利亚，邓尼金从南方进攻时，农民是站在他们那边的。当时农民不欢迎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布尔什维克按固定价格收购粮食。但是农民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尝到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政权的滋味之后，就认清了农民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或者投奔资本家，那么资本家就要你去给地主当奴隶；或者跟着工人走，虽然工人没有许愿让你过天堂般的生活，而且还要你在艰苦的斗争中遵守铁的纪律并具有坚强的意志，可是他们却能使你摆脱资本家和地主的奴役。甚至是那些愚昧无知的农民，只要根据亲身的经验懂得和认识了这一点，也就成了自觉的、经过艰苦磨炼的共产主义拥护者。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应当把这种经验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基础。

我已经回答了我们应当学什么，应该从旧学校和旧科学中吸取什么的问题。现在我还想来回答一下应当怎样学习这些东西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只有把学校活动的每一步骤，把培养、教育和训练的每一步骤，同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我要从某些青年组织的工作经验中举出几个例子，向你们具体说明应该怎样进行这种共产主义教育。大家都在谈论扫除文盲。你们知道，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单靠苏维埃政权颁布一道命令，或者靠党提出一定的口号，或者派一部分优秀的工作人员去进行这项工作，那是不够的。还需要青年一代自己把这个工作担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体现在参加青年团的男女青年自己站出来说：这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要联合起来到农村去扫除文盲，使我们这代青年中不再有文盲。我们要努力使青年们能主动积极地从事这个工作。你们知道，要把俄国从一个愚昧的文盲国家很快变成人人识字的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青年团能担负起这个工作，如果全体青年都能为大家的利益而工作，那么这个团结着40万青年男女的组织，就有权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了。青年团的任务还在于：除了掌握各种知识，还要帮助那些靠自己的力量摆脱不了文盲愚昧状况的青年。做一个青年团员，就要把自己的工作和精力全部贡献给公共事业。这就是共产主义教育。只有在这样的工作中，青年男女才能培养成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只有当他们在这种工作中取得实际的成绩时，他们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

就拿城郊菜园工作来做例子吧。难道这不是该做的事吗？这也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之一。人民在挨饿，工人在挨饿。为了不再挨饿，应该发展菜园，但是耕作还在按旧的方式进行。因此必须让觉悟较高的人来担任这个工作，这样你们就会看到，菜园数目会增加，面积会扩大，效果会更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积极参加这个工作。每个青年团组织，每个青年团支部，都必须把这件事看成是自己的事情。

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是一支能够支援各种工作、处处都表现出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的突击队。青年团应当成为这样的一个团体，使每个工人都感觉到，这个团体中人们所讲的学说也许是他不了解的，也许是他还不能一下子就相信的，但是从这些人的实际工作和活动可以看出，他们真正是能给他指明正确道路的人。

如果共产主义青年团不能在各方面这样来安排自己的工作，那就说明它走上了资产阶级的老路。我们的教育应当同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结合起来，以便帮助劳动者完成共产主义学说提出的任务。

青年团员应当利用自己的每一刻空闲时间去改善菜园工作，或在某个工厂里组织青年学习等等。我们要把俄国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因此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把自己的教育、训练和培养同工农的劳动结合起来，不要关在自己的学校里，不要只限于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和小册子。只有在与工农的共同劳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使大家都看到，入团的青年个个都是有文化的，同时又都善于劳动。当大家看到，我们已经废除了旧学校里的旧的强迫纪律，代之以自觉的纪律，看到每个青年都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看到他们利用每个近郊菜园来帮助居民，那时人民就不会用从前的眼光来看待劳动了。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是要在农村或自己的街道上帮助做些事情，我举一个小例子，象卫生工作或分配食物的工作。在资本主义旧社会里，这些事情是怎样进行的呢？那时每个人只为自己工作，谁也不注意这里有没有老人或病人；或者全部家务都压在妇女肩上，因而妇女处在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谁应当来反对这种现象呢？青年团。青年团应当出来说：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组织青年队经常到各家各户去，协助搞卫生工作或分配食物，正确地调配力量，有组织地为全社会的利益工作，让大家看到，劳动应该是有组织的劳动。

现在50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指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因而他们就应当知道，他们终身的全部任务就是建设这个社会。在旧社会中，是各家各户单独劳动，除了压迫老百姓的地主和资本家外，谁也没有组织过劳动。任何一种劳动，不管它怎样脏，怎样吃力，我们都应当把它组织起来，使每个工人和农民对自己都有这样的认识：我是自由劳动大军的一分子，不需要地主和资本家，我自己就会建设自己的生活，建立共产主义的秩序。共产主义青年团要使大家从小 
［注：1920年10月7日的《真理报》第223号上刊印的不是“从小”，而是“从12岁起”。——编者注］

 就在自觉的有纪律的劳动中受教育。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完成现在所提出的任务。我们应该估计到，要全国实现电气化，使我国贫瘠化了的土地能采用最新的技术来经营，至少要花10年工夫。因此，现在是15岁、再过10—20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的这一代人，应当这样安排自己的全部学习任务：在每个乡村和城市里，青年每天都能实际完成共同劳动中的某种任务，哪怕是最微小、最平常的任务。能否保证共产主义建设成功，就要看这个工作在每个乡村里进行得怎样，就要看共产主义竞赛开展得怎样，就要看青年组织自己的劳动本领怎样。只有根据共产主义建设的成绩来检查自己的每一步骤，只有经常问问自己：为了成为团结一致的自觉的劳动者，我们是否做到了所要做的一切——只有这样，共产主义青年团才能把自己的50万团员联合成一支劳动大军并且赢得普遍的尊敬。（掌声如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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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9卷


在制革业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44]


（1920年10月2日）

同志们，按照你们代表大会筹备人员和组织人员的愿望，我的报告应该是谈我们共和国的政治形势。在这方面我要谈的主要内容，自然是我们对波兰的战争，与这场战争有关的主要的事态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我们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你们大家当然都知道，目前我们的军事形势是多么严重。因此，自然要研究一下，到底是哪些情况使军事形势变得这样紧张、这样不利。你们当然都记得，在今年4月波兰人还没有开始进攻的时候，战线比现在偏东，在许多地方要偏东很多。当时战线的情况是这样：明斯克在波兰人手里，整个白俄罗斯都在他们手里。不仅人民委员会，而且俄罗斯联邦的最高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也曾专门发表宣言，郑重地向波兰人民建议缔结和约，宣布不用武力解决白俄罗斯的命运问题。白俄罗斯从来不属于波兰，当地长期受波兰地主压迫的农民也不认为自己是波兰人。可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十分正式地、十分郑重地宣布，我们建议以当时的战线为界缔结和约，因为我们珍惜工人的生命，不愿意让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牺牲，所以我们认为任何让步都是次要的。我们认为，白俄罗斯的问题不必用武力解决，完全可以通过波兰内部斗争的发展来解决。我们知道，我们援助波兰劳动者的解放事业，可以不那么依靠武力，甚至主要不依靠武力，而是依靠宣传的力量。

这是今年4月的事情，可是你们知道，起初波兰对我们郑重的和平建议耍花招，他们建议在他们掌握着的极其重要的战略据点博里索夫缔结和约，因为当时波兰人占领着博里索夫，在那里进行谈判，他们就有可能在西南方发动攻势，而我们却不可能在西北方发动攻势。我们回答说：除了博里索夫，在哪个城市谈判都行。波兰人拒绝了。我提醒你们这一点，是要你们在每次谈到这一问题时，更着重地指出，我们最初曾经建议以比今天更为偏东的战线为界缔结和约，就是说，我们曾经同意缔结对我们最为不利的和约。

波兰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而我们知道，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甚至不是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因为当时的波兰也跟今天一样，情况十分危急。由于危急，它就铤而走险。不过推动波兰人同我们作战的主要力量，当然是国际资本的力量，首先是法国资本的力量。从那时起我们就知道，波兰军队中一直有数百名法国军官在活动，波兰的全部武器、全部财政援助和军事援助，完全是法国提供的。

战争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的。这场战争是协约国企图摧毁苏维埃共和国的又一次尝试，是尤登尼奇计划破产后企图利用波兰再次提出扼杀苏维埃共和国问题的尝试。关于这场违反我们意愿而爆发的对波战争的主要的曲折过程，你们都是知道的。你们知道，最初是波兰人取得进展，他们在西南方占领了基辅，以后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红军才得以集中力量并开始进攻，波兰人马上就接连失去好多据点。他们丢掉了波洛茨克等城市。但是红军的决定性进攻直到6月底才开始，进攻极其顺利，我们完成了战争史上几乎未曾有过的大进军，红军一鼓作气挺进了500至600俄里，在许多地方甚至达到800俄里，几乎打到了华沙。波兰几乎守不住华沙了。至少各国的报刊都是这样评论的。后来发生了转折。当我们逼近华沙城下时，我军已经疲惫不堪，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乘胜前进了；可是，波兰军队在华沙城中爱国主义热潮的鼓舞下，感到自己是在本国作战而得到了支持，有了重新进攻的可能。结果是：战争虽然使我们几乎有可能把波兰彻底击溃，但是在决定性的关头我们的力量不够了。

我本来还可以把这个问题再讲下去，但是按照我的报告的主题，我应该来谈谈当时出现的政治形势。我们都看到，在4月进攻以前，我们向波兰共和国提出了以对波兰人非常有利而对我们不利的条件缔结和约的建议，当时全世界所有资产阶级的报刊都叫嚣起来，把我们坦率的声明看成软弱的表现。既然布尔什维克建议以当时波兰军队占据的战线为界缔结和约，既然布尔什维克甚至同意放弃明斯克，可见他们的力量太弱了。战争开始时，连英王都向波兰地主政府的首脑发了贺电。

你们大概还记得，7月12日我们突然接到国际联盟秘书的来电，声称波兰政府同意进行和谈，条件是按民族划分边界线并且把整个加里西亚划归波兰。各国报刊都发出了空前未有的叫嚣。这一回大家都赞成和平了。我们在今年4月或更早一些在今年春天建议媾和时，所有这些报刊都一言不发或者怂恿波兰发动战争。但是，后来我们战胜了波兰，波兰就建议媾和，而我们就这个建议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我们的观点，认为国际联盟并不代表任何力量，我们不能相信国际联盟的话，这时它们就都大喊大叫起来，要我们停止前进。现在战争局势起了变化，昨天我们声明，我们向波兰建议以比国际联盟提出的对它更有利的条件缔结和约，并且希望在10月5日以前签字，这时所有资产阶级的报刊又一言不发了。在波兰人进攻布尔什维克的时候，它们闭口不谈和平，而在布尔什维克转入进攻的时候，它们却喊着要和平。它们这样做竟还要想让人们相信资产阶级报刊是希望和平的。在前几天结束的我们党的代表会议上，我们有机会听取了一个波兰工人的报告[145]，他是波兰一个很大的工会组织的代表，从华沙偷偷跑出来的，他讲到波兰工人怎样受到迫害，华沙工人怎样把红军看成救星，怎样盼望俄国红军到来，他们没有把红军当作敌人，相反把红军当作同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压迫者作斗争的朋友。这里问题很清楚，协约国把波兰当作工具，利用它来进行摧毁苏维埃共和国的又一次尝试，当这一尝试大有走向反面的趋势而我们眼看就要帮助波兰工人推翻他们的政府的时候，欧洲的资产阶级报刊就都起来反对我们了。去过伦敦的加米涅夫同志在这个大剧院里讲过，那时他每天都要听英国政府的最后通牒和恐吓，说英国政府将要把全部舰队集中在喀琅施塔得准备进攻彼得格勒，并说这是为了保卫波兰不受我们的攻击。现在战争局势起了变化，我们撤销了我们条件中波兰认为不能接受的全部条款，这时资产阶级报刊又一言不发了。十分明显，你们所看到的不是别的，正是法、英帝国主义在挑拨波兰去作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又一次尝试。

我认为这一次（这无疑很重要）已经是进攻苏维埃俄国的最后一次尝试了。这里可以看到，波兰同整个国际帝国主义体系有着过于密切的联系。你们知道，法、英、美、日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在击溃德国以后，缔结了凡尔赛和约，无论如何，这个条约要比引起了那么多叫嚣的臭名昭著的布列斯特和约残酷得多。尽管法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说那场战争是解放战争，说它的目的是要把欧洲和全世界从他们称为生番的德国人的野蛮势力下解救出来，把全世界从德国军国主义和德皇的压迫下解救出来，但事实表明，凡尔赛和约在各方面都比德皇战胜时所干出来的还要残酷。英法军官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向所有战败国，向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所有成员国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是活不下去的。这个骇人听闻的和约赖以维持的原因之一，是波兰领土一直延伸到海边，把德国分割成两部分。德波两国的关系目前非常紧张。波兰人压迫德国居民，是得到协约国军队和军官的支持的。凡尔赛和约把波兰变成一个缓冲国，要它防止德国同苏维埃共产主义接触，要它成为协约国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武器。法国人想勾结波兰，在波兰的帮助下讨回借给沙皇政府的数百亿贷款。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惜以巨大让步作为代价力求摆脱的这场对波战争爆发时，它就成了一场比以往几场战争更直接的反对协约国的战争。以往的战争，即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进攻我们的战争，也是靠协约国提供军官和数亿贷款，提供大炮和坦克来进行的。以往的战争也是反对协约国的战争，但是那些战争是在俄国境内进行的，对手是俄国的白卫军官以及被他们征来的农民，因此不可能变成动摇凡尔赛和约的战争。那几场战争同对波战争的区别就在这里。反对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战争，是俄国工人反对整个俄国资产阶级的战争，也是反对协约国的战争。可是当这场战争胜利结束时，当我们击溃了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时，这还没有直接冲击到凡尔赛和约。波兰的情形正好相反，对波战争的不同之点就在这里，波兰在国际上的作用也正在这里。

当我们节节胜利地进攻波兰时，整个欧洲都号叫起来，说他们希望和平，说整个世界都已经厌战，该是媾和的时候了。可是当波兰人进攻的时候，就没有人叫厌战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我们战胜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并没有能撕毁凡尔赛和约，我们只是猛烈地打击了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并把他们赶到了海边，但是我们进攻波兰，却是进攻了协约国本身，我们粉碎波兰军队，就是粉碎维系当前国际关系整个体系的凡尔赛和约。

如果波兰成为苏维埃国家，华沙工人得到了他们所盼望所欢迎的苏维埃俄国的帮助，那么凡尔赛和约就会被粉碎，由于战胜德国而建立起来的整个国际体系就会垮台。那时，法国就会失去把德国同苏维埃俄国隔开的缓冲地带，就会失去进攻苏维埃共和国的锐利武器，就会失去收回数百亿贷款的希望，就会比现在更快地走向崩溃。法国已经负债累累。从前它是最富有的高利贷者。现在它欠美国的债比别的国家要多两倍。它正濒于破产。它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红军逼近华沙城下引起了国际危机，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局势使所有资产阶级报刊都深感不安。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只要红军再胜利地向前推进几天，不仅华沙要被攻破（这倒并不重要），而且凡尔赛和约也要被粉碎。

这就是这场对波战争的国际意义。你们知道，我们并没有侵略的打算。我在讲话的一开头就向你们指出，1920年4月当我们还守在明斯克以东时就曾经建议在当时的条件下媾和，只求使俄国工人和农民摆脱新的战争。但是，既然战争已经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得把它进行到胜利为止。凡尔赛和约压迫着数亿人民。它抢走德国的煤和奶牛，把德国置于骇人听闻、前所未见的被奴役地位。德国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也说他们赞成布尔什维克，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的盟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苏维埃共和国是世界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唯一力量，而现在，帝国主义就是法、英、美的联盟。我们正在逼近现代国际体系的中心。当红军逼近波兰边界时，红军的胜利进军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这一危机主要表现在英国政府拿战争威胁我们，对我们说：如果你们再前进，我们就对你们开战，派舰队进攻你们。可是这时英国工人却说，他们不许进行这场战争。应当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正在英国工人中间得到发展。但是现在英国共产党人的力量还薄弱，就同我国共产党人在1917年3月、4月和5月的时候一样，当时我们在一些会议和代表大会上只得到十分之一的选票。在1917年6月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的票数也不超过13％。目前英国的情形也是这样，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但是问题在于：英国的孟什维克过去一向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直接革命，赞成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而今天，这些英国工人的老领袖却动摇起来了，采取了另外一种立场。从前他们反对工人阶级专政，今天则转向我们了。他们在英国建立了“行动委员会”。这是英国整个政局中的一个大转折。目前在英国除了依照几乎是普遍的选举权（从1918年才开始）选出的议会外，还出现了自行组织起来的“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依靠的是各个工会组织，即拥有600多万会员的工联。政府要同苏维埃俄国开战，而工人的答复却是宣布他们决不容许进行这场战争，他们说：我们也不准法国人去打仗。法国人是靠英国的煤过活的，只要停止煤的生产，对法国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再说一遍，这是英国整个政局中的一个大转折。它对英国的意义就同1917年二月革命对我国的意义一样。1917年二月革命在俄国推翻了沙皇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英国不是共和制，但是那里的君主制度纯粹是资产阶级的，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英国工人可以参加议会的选举，可是整个国际政策即对外政策，议会却不能过问，而是由内阁执行的。人们早就知道，英国政府在进行反对俄国的隐蔽的战争，援助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在英国报刊上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这样的声明，说英国没有权利派一兵一卒到俄国去。那么是谁投票赞成这种做法的呢？议会的哪些决定曾经批准用对俄国的这种战争来帮助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呢？这样的决定是没有的，英国的这种做法违反了自己的宪法。而“行动委员会”又是怎样的组织呢？这个“行动委员会”撇开议会，以工人的名义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这是向专政的过渡，别的摆脱现状的出路是没有的。而英国是一个奴役着4亿到5亿殖民地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国家，它统治着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进攻波兰竟引起这么大的转折，使英国的孟什维克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结成了联盟。这就是这一次进攻造成的结果。

英国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都说，“行动委员会”就是苏维埃。它们说对了。它不叫苏维埃，但是实质上就是苏维埃。这就是俄国1917年3月起克伦斯基执政时期的那种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那时临时政府算是唯一的政府，但是实际上，没有工农代表苏维埃，它任何重大的事情也办不成，那时我们对苏维埃提出：“把全部政权拿过来”。目前英国也形成了这种局面，孟什维克不得不在这个“行动委员会”里走上了违反宪法的道路。关于我国对波兰的战争，我要向你们简单说明的就是这些。尽管国际资产阶级目前还比我们强大得多，尽管英国政府把现有局面完全归咎于加米涅夫，把他撵出英国，不许他再回去，但这只是空洞而又可笑的威胁，因为美英资本家的忠实辩护士——温和的英国工人领袖即右派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也都加入了“行动委员会”，使英国面临着新的危机。现在英国正受到煤矿工人总罢工的威胁，工人们不仅要求增加工资，而且还要求降低煤价。英国的罢工接连不断。罢工者要求提高工资。但是，工人今天争取到工资提高10％，明天物价就上涨20％。物价不断上涨，工人们看到他们的斗争毫无所得，工资虽然提高了，吃亏的还是他们，因为物价跟着上涨。所以工人们说：我们不仅要求提高煤矿工人的工资，而且要求降低煤价。于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刊比红军打进波兰的时候更加恐惧地号叫起来。

你们知道，欧洲危机在意大利有什么反应。意大利是战胜国，当红军的节节胜利引起德国的革命运动和英国政局的转折时，意大利国内的斗争也尖锐起来了，工人起来占领工厂，夺取厂主的住宅，发动农村居民参加斗争，因此意大利现在的局势决不能说是平静的。

这就是对波战争的发展进程。正因为如此，尽管我们知道对波战争同国际帝国主义的整个形势有密切联系，但为了能使工人和农民摆脱战争重担，我们还是作了最大的让步。后来我们同凡尔赛和约发生了冲突。我们看到资产阶级仍然象从前那样疯狂地反对我们，可是也看到工人在迅速地成长起来，工人革命正在日益迫近，虽然它的发展速度同俄国的比起来还嫌太慢。俄国革命所以能实现得这样快，是因为它是在战时进行的。战时有几千万俄国工人和农民武装起来了，资产阶级和军官们要对付这样一支力量是无能为力的。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他们曾扬言要带领军队进攻彼得格勒。我们接到各条战线发来的几万封电报，说要进攻我们，消灭我们。我们想：你们试试看吧。可是当各个集团军的代表来到后，只消半小时的谈话就可以发现，原来士兵们是拥护我们的，于是军官们只好默不作声。反抗的尝试，即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阴谋活动，是后来军队复员以后才开始的。这就是俄国革命能够很快取得胜利的原因。当时人民有了武装，工人和农民全都拥护我们。但是欧洲不同，战争已经结束，军队已经复员，士兵已经遣散回家，工人和农民解除了武装。现在那里的革命发展得很慢，但总是在发展。只要国际资产阶级对我们动起手来，他们的手就会被本国工人抓住。这就是对波战争的国际意义。这就是国际危机的根源。这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新困难的根源。你们知道，我们就差这么一点力量没有能够打到华沙，把政权交给华沙工人，召集起华沙工农代表苏维埃，告诉工人“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我们的军队经过史无前例的英勇奋战而耗尽了全部力量——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遭到了军事上的失败。

现在我们向东败退了很远。在北方我们甚至丢掉了利达城，在南方几乎退到1919年4月的防线即皮尔苏茨基线。在北方我们正急剧败退，而这时弗兰格尔又接二连三地发动进攻。不久前弗兰格尔竟威胁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逼近锡涅利尼科沃并且占领了它。现在他又拿下了斯拉夫哥罗德。在东线他占领了马里乌波尔，逼近塔甘罗格，威胁到顿涅茨煤田。我们再一次面临困难的局面，国际帝国主义者企图利用波兰的进攻和弗兰格尔的进攻，借这两只手再一次来扼杀苏维埃共和国。波兰和弗兰格尔实际上正是法帝国主义者的两只手，无论波兰还是弗兰格尔的军队，都是由法帝国主义者提供武器和军需品的。但是这三支力量也不可能相处得那么和谐。法国对波兰人说：你们不应该掳掠过多的人和过多的土地，因为就是沙皇俄国也不会容许你们这样做的。法国又对弗兰格尔说：你们干是干，可不要恢复从前的地主政权，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的例子表明，每当从前的地主带领白卫军队或由他们的军官指挥这些军队时，他们占领的地区愈多，灭亡得就愈快，因为农民终究要起来反对他们的。

当弗兰格尔率领精锐的军官队进攻时，他是可以信赖这支队伍的，他的力量就在于他拥有头等的最新式的装备，拥有由军官组成的精锐部队。他的军队在库班登了陆，登陆的都是精心挑选的部队，每个连或团都可以扩充成一个整师，因为这些部队完全是由军官组成的。但是当他企图实现当初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作过的尝试，占领更广的地区，征召更多的农民，建立民众的军队时，他立刻就转胜为败，因为当初反对过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农民的军队也决不会同弗兰格尔的军官部队并肩战斗的。那位在党代表会议上作过报告的华沙工人是这样叙述的，他说：以前由青年人（刚到服役年龄的小伙子）组成的那支波兰军队已经被打垮了，现在已经征召到35岁以下的人了，因此现在军队中都是些经历过帝国主义战争的成年人，这支军队对于波兰地主和资本家来说，远不如由青年人组成的军队那样可靠。

这就是国际方面的情况。由于我军在华沙城下受挫，由于在西方战线和弗兰格尔战线上不断遭到进攻，我们在反对协约国的战争中又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局面，因此我在结束我的简短报告时，应当向制革工人同志们指出，现在要再一次鼓足干劲，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战胜弗兰格尔。这个任务正是要求工人、工会、无产阶级群众，首先是同国防有关的工业部门的工人们，发挥巨大的干劲和主动精神。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主要困难不是在人力方面，我们的人力是足够的，我们的主要困难是在补给方面。各个战场上的主要困难就是补给不足，缺乏御寒的衣服和鞋子。我们的战士最缺乏的是大衣和皮靴，正因为没有这些东西，很有把握的攻势往往也落空了。我们的困难正是在这一方面，它妨碍了我们迅速使用新的部队来发动攻势取得胜利，我们有足够数量的新部队，但是，由于补给不足，还不能把它们正式编成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

制革工会和代表全体制革工人无产者的大会应当对这一点给予最大的注意。同志们！我们正准备全力进攻弗兰格尔，这次进攻能不能更顺利、更迅速，这将取决于你们。这是因为仅仅靠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采取措施还是不够的。要真正支援红军战士，要促使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来临，要改善补给工作，单靠苏维埃机关的努力，单靠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146]的法令以及党的决议是不够的，还必须靠工会的努力。必须使工会懂得，我们一再建议媾和都遭到拒绝，因此，目前问题仍然关系到工农政权的生死存亡。你们知道，苏维埃政权在打垮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之后已经巩固起来了。你们知道，由于收复了西伯利亚和库班，粮食收购量也增加了。你们知道，由于收复了巴库，现在已有可能得到1亿多普特的石油，而且我们的工业已经有了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就有可能建立粮食储备并且重新把工人吸收到工厂中来，就有可能收集原料和提供燃料，从而使工厂开工，最后，使经济生活得以恢复。但是，为了使这些可能性成为现实，务必要结束战争，加速对弗兰格尔的进攻。必须在今年冬季以前在南方收复克里木。这取决于工人的干劲和首创精神，也许首先取决于俄国每一个制革工人和制革工会的干劲和首创精神。

我号召你们学习我们彼得勒和工人的榜样，他们在不久前听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关于前线情况的报告以后，一再发挥巨大的干劲，再一次向红军战士提供补给和其他保障，鼓舞我们红军的士气，来支援前线。你们知道，后方对红军的每一点支援，都会马上鼓舞红军的士气。你们知道，秋寒正在影响红军战士的情绪，使士气降低，带来新的困难，使疾病增多，造成深重的苦难。因此后方对红军战士的每一点支援，都会立即增强红军的实力，提高它的士气，减少各种疾病，加强它的进攻能力。现在每一个工人在每一次集会上，在每一个车间里，都必须把“一切为了支援红军”的口号当作自己发言、报告和讨论的主要内容。

我们要问问自己：为了支援红军，我们是否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因为这决定我们能不能较快地彻底解决弗兰格尔，赢得完全的和平和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鼓掌）





	载于1920年10月9日和10日《真理报》第225号和第22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19—333页

















[144]这是列宁在全俄制革业职工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这次制革业职工代表大会于1920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约300人。大会听取了制革业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讨论了工会的任务、生产管理、工资政策、劳动保护等问题。——313。



[145]指波兰共产党人代表弗·乌兰诺夫斯基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波兰政治形势的讲话。——316。



[146]国防委员会（工农国防委员会）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贯彻它在1918年9月2日颁发的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军营的法令而于1918年11月30日设立的。国防委员会是苏维埃俄国的非常最高机关，有动员人力物力保卫苏维埃国家的全权。国防委员会的决议，中央以及地方各部门和机关、全体公民都必须执行。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国防委员会是组织共和国战时经济和编制计划的中心。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他军事机关的工作都处于它的严格监督之下。列宁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1920年4月初，国防委员会改组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其任务是指导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国防机关的活动。劳动国防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937年4月。——324。





《列宁全集》第39卷


告乌克兰贫苦农民书

（1920年10月2日）

同志们！沙皇将军弗兰格尔在加紧进攻乌克兰和俄罗斯。他在法国资本家的支持下向前推进，威胁着顿涅茨煤田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情况十分危急。地主再次试图夺回政权，夺回土地，重新奴役农民！

同志们！地主的压迫曾经使乌克兰农村遭到闻所未闻的苦难。他们不止一次地推翻苏维埃工农政权，不止一次地得到富裕农民即富农的帮助——富农或者公开投靠他们，或者阻碍贫苦劳动农民在农村中建立新的制度、新的生活、新的组织。但是恢复地主政权的尝试每次都是以工农获得新的胜利而告终。现在乌克兰各地的贫苦农民都已着手建立自己的委员会，以便彻底战胜少数富人的反抗，最终保卫住劳动者的政权。地主将军弗兰格尔正在加紧进攻，想摧毁这些劳动者的组织。

同志们！让我们大家都奋起抗击弗兰格尔吧！所有的贫苦农民委员会都来全力支援红军彻底击溃弗兰格尔！每一个劳动农民都不要置身于工农事业之外，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同志们！要记住，你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家庭，捍卫农民的土地和政权。

一切为了支援红军！

消灭地主压迫者！






	　　　列宁　1920年10月2日

载于1920年10月13日《共产党人报》第199号（基辅）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34—335页












《列宁全集》第39卷


同威廉·波尔的谈话[147]


（1920年10月6日）

列宁转而评述英国共产党的现状。他说，工党、韩德逊和托马斯等拒绝接受共产党申请加入的声明，就是承认共产主义以及苏维埃思想在英国的威力和影响。这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领袖害怕在他们的队伍中出现共产党人这一事实本身说明，英国的事态发展是何等迅速。工党对共产党的恐惧表明，英国共产主义者应该为联合成一个团结的有纪律的组织而奋斗。他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共产国际已决定充分利用其权力，以保证英国共产主义运动实现统一。自然，共产党和旧英国社会党在加入工党的问题上的立场差别很大。英国社会党只限于提出形式上加入的建议，而共产党则正确地坚持在工党内要有实行自己政策的权利，要有行动的自由。尽管他们没有达成协议，工党拒绝了共产党的申请，但工党这样做也就说明共产党这个新组织吸收的是真正优秀的革命战士。

列宁说，英国共产党人应该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们对即将举行的普选的态度问题。根据现有的各种消息判断，劳合－乔治可能迫使全国在11月进行大选，共产党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义务，就是利用即将举行的选举进行鼓动。共产党应尽可能多地提出一些候选人，以便向群众宣传资本主义是不可救药的，议会制度是不可靠的。但是，英国共产党由于没有可能提出大量的候选人，就应该制定这样一种策略方法，运用这种策略方法就可以拿对手作为例证，证明走苏维埃道路是唯一能够恰当地解决当代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政策。革命的政治活动在于利用敌人的政策，尤其是在敌人的这种政策正在为其自身的灭亡作准备的时候。议会活动不仅给共产党人提供进行广泛宣传的机会，而且还可以利用这种活动作为手段，迫使反对派暴露出他们是不可靠的。英国有很多人现在开始懂得，资本主义和议会制度已经破产。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不仅仅是靠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理论上的论证，而且也是停战以来联合政府给予他们的具体经验教训的结果。英国共产党人如何才能加速议会制度的破产和让群众看清议会制度的骗人主张呢？当然不能采用向工人劈头盖脑地灌输一大堆理论论证的办法。我们的理论观点是用来指导我们进行革命活动的。战斗活动的场所是检验我们理论观点的最好地方。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真正的检验就是看他是否懂得应该怎样、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将他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行动。既然共产党不可能在每一个选区都提出候选人去同资本主义及其选举社会代表这种毫无意义的议会制方法进行斗争，那么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能否利用其他政党来完成这项工作。劳合－乔治、邱吉尔、博纳·罗及其一伙的联盟已经让人看清他们是不可靠的；他们已经有过这样的机会，他们在执政时期已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到目前为止只有工党这一政治组织还没有机会让人们从它身上看到议会制度这种治理方法的破产。阿瑟·韩德逊、托马斯及其追随者一方同劳合－乔治、博纳·罗一方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还没有机会操纵议会机器。英国共产党人在目前所处的条件下，应该帮助这些绅士获得控制议会的机会；帮助工党证明，它利用议会解决不了社会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帮助工党具体证明，苏维埃才是历史形成的、唯一能保证实现群众意愿的工具。总之，英国共产党应该帮助工党暴露出它本身是不可靠的。

我问列宁，他是否想到，如果共产党正式承担帮助工党获胜的责任，这会使英国工人感到迷惑不解。我论证说，人们会正式地把我们等同于那种加速这一危机并且终将被愤怒的群众所抛弃的组织。在这种危机的过程中，工人们会想起我们曾积极帮助过工党，因此会出现我们同样被愤怒的浪潮所抛弃的危险。列宁笑了笑说，尽管不列颠造就了优秀的共产党人，他们是卓越的战士，但是他对他见到过的所有英国同志有这样一种看法，即他们缺乏政治经验。他说我所讲的那些困难是容易克服的，如果共产党在每个有工党候选人的选区，发表一项正式声明，号召工人们投工党的票，目的是证明韩德逊们、托马斯们、麦克唐纳们和斯诺登们不可能借助议会机器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无数问题。这样的行动方式会使共产党避免我所担心的那些麻烦。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讨论这个策略问题。我继续提出异议，直到列宁感到这可能是一场很有益的论战，因此提出在英国共产党刊物上就这一问题同我进行友好的讨论。我欣然同意这个意见，并问他的第一篇文章什么时候能写好。列宁遗憾地摇了摇头，并指了指他面前的一大堆重要材料。因此我建议由我来记述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这就是我在本文中所做的），并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共产主义者》杂志的读者。列宁表示同意，说这样做符合他的意愿，而且可以节省他的时间。





	载于1920年12月2日《共产主义者》杂志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248—251页

















[147]1920年10月6日，列宁会见了英国共产党党员威·波尔，就英国共产党的策略问题同他进行了谈话。这里收载的是波尔所作的这次谈话的记录。波尔依据列宁的谈话写的《列宁论英国共产党的策略》一文，发表在1920年12月2日《共产主义者》杂志上。



《共产主义者》杂志（《The　Communist》）是英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周刊），1920年8月5日创刊。1923年为新创刊的《工人周刊》所代替。——328。





《列宁全集》第39卷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148]


（1920年10月）


1

决议草案

（10月8日）

从10月8日的《消息报》上可以看出，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说的话，跟昨天我同他商定的正相反。[149]

必须立即给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起草一项决议草案，经中央通过后提交这届大会通过。今天就必须以中央名义把决议草案提交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通过，因为代表大会今天就要闭幕了。


决议草案

1．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整个教育事业，无论在一般的政治教育方面或者具体的艺术方面，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这一斗争是为了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

2．因此，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和所有无产阶级组织，应当作为最积极最主要的力量参与整个国民教育事业。

3．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

4，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

5．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坚持这一原则观点，最坚决地反对一切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做法，如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把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范围截然分开，或者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中实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自治”等等。相反，代表大会认定，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


※　　　　　※　　　　　※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说，别人把他的意思曲解了。因此这个决议就更是十分必要的了。





	载于1926年《红色处女地》杂志第3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36—337页












2

决议草稿要点[150]

（10月9日）

1．不是特殊的思想，而是马克思主义。

2．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的条件的观点，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

3．不是离开教育人民委员部独树一帜，而是它的一部分，因为俄国共产党＋教育人民委员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总和

4．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同教育人民委员部有密切的联系，并从属于后者。

5．决不能……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462页

















《列宁全集》第39卷


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

（1920年10月9日）

关于我们国内的形势在这次会议上就用不着谈了，因为所有的同志通过我们的报刊和地方工作都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粮食收购量大大超过去年，燃料储备也是如此，而这是我们工作的基础。但是，供应方面的情况差一些。相当一部分大工厂已经可以开工，这些工厂的工人当然已经不可能有停产期间那种绝望情绪。考虑到我们的经济形势，可以预料，工人的情绪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必须谈谈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对外政策的新情况。波兰国内出现极大的危机：波兰的经济破坏比我们严重得多；在政治上，情况已发展到连波兰社会党这个一贯恶毒攻击布尔什维克的机会主义政党也抗议政府对工人的迫害。我们根据和约将割让给波兰的那些地方，波兰只有靠暴力才能控制。波兰的工农群众强烈要求和平。我们向波兰建议媾和，并作出巨大让步，就能使各个政党了解我们的正义性，了解我们不愿意同波兰作战。波兰即使取得了我们的赔款，却并不能因此得到好处，因为这些钱波兰是拿不到的，会被法国拿走。在波兰，至今还隐瞒着这一情况，但是，现在这个情况逐渐暴露在工人面前了，我们应该努力使工人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此，我们现在必须签订和约。此外，我们能赢得时间，并借此来加强我们的军队。

在弗兰格尔战线，我方处于优势，然而有一段时间顿涅茨煤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弗兰格尔在不同方向进行突击，打乱了我们的总攻计划。

有一个情况乍看起来无关紧要，但从政治上说很值得注意。德国准许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入境，参加即将召开的德国独立党代表大会。也许，这是明目张胆的挑拨离间，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毫无疑问，季诺维也夫同志参加会议，将加速和加深“独立党人”中间已出现的分裂。脱党的一部分“独立党人”和近百万的德国共产党党员将构成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此外，对整个欧洲，这将是一份极有分量的宣传材料。

最重要的一点是法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已经暴露无遗。法国过去一贯破坏我们的和平谈判，现在又在从中作梗。我们应该利用休战的每一时刻来巩固自己。加强补给工作，在弗兰格尔战线迅速取得进展，那时才有希望粉碎一系列反对我们的外交阴谋。

远东的形势是，日本不得不撤走，因为它不可能打冬季战局。这就会使我们得到加强。现时，有一个美国亿万富翁正在莫斯科进行关于租让堪察加的谈判。我们提供这一租让，就会使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

土耳其斯坦和高加索的形势较为复杂。不久前，土耳其人开始向亚美尼亚进攻，其目的是侵占巴统，接着，或许还要侵占巴库。当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极为谨慎。目前还没有材料预示战事会出现意外。

不管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分歧有多么大，在目前我们并不是得胜而是失败的时候，我们是无法利用的。看来，分歧还是有的。英国想同我们做生意，我们正力求使之实现。

我们军队的装备怎样，我不可能详谈。前一个时期感到弹药缺乏，但是目前困难已减少了。现在工作已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只是还要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应该通过支部工作，通过工会来促进这一点。

胜利的把握有多大，现在我回答不了，因为判断情绪目前尚有困难。失望情绪还大得很；从我们开始撤退到现在已经6个星期了，至今还在退却。主要的是我们耽误了冬季补给；这又正是在打败仗的时候。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利用休战的每一时机来加强自己。

在我们对情况不明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对鼓动工作定调子。这次会议就是在给鼓动工作定调。

据托洛茨基同志说，在军队方面非常认真地讨论了马赫诺问题，并已弄清楚，这方面我们只会得到好处，不可能有其他前景。这是因为曾聚集在马赫诺周围的人已经切身尝到了弗兰格尔统治的味道，弗兰格尔所能提供的东西并没有能够满足他们。我们同马赫诺签订的条约，是有保证的，他不会再进攻我们了。这里就出现了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当时所遇到的同一情景：他们刚一触及富农和一般农民的利益，后者就转到我们一边来了。

毫无疑问，波兰人同样会利用休战时机加强自己，在这段时间里也许他们还会调运装备。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照此办理。

只要还有战争，作为战争手段之一的秘密外交也就应该存在。我们不能拒绝它。对这种外交的评价取决于对战争的总评价。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38—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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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亚美尼亚形势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151]


（1920年10月12日或13日）

我提议政治局全部批准契切林的三条建议。






	　　列宁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32页

















[151]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达什纳克党领导的资产阶级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在协约国唆使下于1920年9月24日对土耳其发动进攻。由于达什纳克党的军队连连失利，亚美尼亚濒临毁灭的边缘。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于1920年10月初号召工人和农民推翻达什纳克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格·瓦·契切林根据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关于亚美尼亚形势的报告提出下列建议：（1）同意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和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关于必须采取坚决行动建立亚美尼亚苏维埃政权的意见；（2）给它以政治援助以阻止土耳其的推进；（3）支持新的苏维埃政府。



1920年10月1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契切林提出的三条建议。1920年11月29日，亚美尼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339。





《列宁全集》第39卷


同路易丝·布赖恩特的谈话[152]


（1920年10月13日）

1918年初，我曾对美国人包括罗宾斯上校讲过，对苏维埃俄国抱友好态度是符合合众国利益的。那时我就指出，无论从我们这方面考虑，还是从美国方面考虑，都应该建立贸易关系。我们曾提出对外国资本实行租让。前来莫斯科的美国实业家们同意我们的主张。尽管有各种政治问题，一个简单事实却仍然起作用，即美国需要我们的原料，而我们需要美国的商品。

美国资本家们非常清楚他们自己需要什么。他们熟悉当前同日本争夺太平洋统治权的斗争的情况，他们懂得，为争夺国际市场上的优势，美国不得不向英国挑战。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苏维埃俄国是一个大国。经过三年的封锁、反革命颠覆、武装干涉和对波战争，苏维埃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威尔逊因为我们的政府不合他们的心意而发誓拒绝同我们打交道，他的这种政策不会给美国带来什么好处。

看来，共和党领袖们明白，置身于欧洲事务之外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注：下面有列宁删掉的一句话：“毫无疑问，他们认为，美国不应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而应作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国进入国际政治舞台。”——俄文版编者注］

 。显然，任何一个国家要扮演这种角色，就必须利用苏维埃俄国可以提供的储量极大的未经开发的原料，再说，俄国又能大量购买制成品。世界大战以后 
［注：下面有列宁删掉的这样的话：“美国不可能向破产了的欧洲提出贸易建议”。——俄文版编者注］

 ，苏维埃俄国是唯一有支付能力的欧洲大国。

科尔比先生对意大利政府[153]说，我们不遵守我们签署的协定 
［注：从此处到结尾是列宁用俄文亲笔写的，以代替他删掉的下面一段话：“但科尔比先生从来也不想同我们签订协定，如果不把用美国的投机商和间谍来交换俄国的共产党员这一非正式建议计算在内的话。苏维埃俄国一贯恪守同各个国家和个人签订的每项协定和合同，不管这要付出多大代价。难怪精于盘算的美国实业家们被他们的政府激怒了，因为政府不让他们利用这些极好机会。明年3月美国将由另一个政党上台，这是否是一个原因呢？



此外，苏维埃俄国完全清楚，美国工人决不会自觉地参与以惨无人道的粮食封锁来使我国妇孺饿死的可耻行径。我们知道，他们只会对俄国工人、农民巩固自己政权的努力表示同情和良好祝愿。”——俄文版编者注］ ，但是我认为，科尔比先生应该更慎重地斟酌一下自己的话。他举不出任何一个例子、一件事实来证明我们曾违背自己承担的义务。可是布利特这个例子呢？难道他没有把美国政府所承担的义务带交我们吗？难道凯恩斯先生以及其他非布尔什维克人士没有对威尔逊所承担的义务给予评价吗？





	载于1920年10月14日《华盛顿时报》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254—255页

















[152]《同路易丝·布赖恩特的谈话》这篇记录稿经列宁审阅和补充过，原文为英文。谈话的基本内容最初刊登于1920年10月14日《华盛顿时报》。1920年10月23日，在芝加哥出版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的南斯拉夫工人报纸《知识报》，以《苏维埃政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为题，发表了谈话全文。1966年4月17日，南斯拉夫《战斗报》转载了《知识报》发表的谈话。1967年《苏共历史问题》第7期根据《战斗报》译载了这篇谈话。1970年出版的《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发表了谈话记录稿的俄译文，它和《知识报》发表的谈话全文在文字上略有不同。



《知识报》在谈话全文前面刊登了路易丝·布赖恩特所写的报道：



“莫斯科10月13日电



尼古拉·列宁今天对国际记者联络局作了详尽的谈话。



他在从前的法院大厦的一间普通的大办公室（现在是人民委员（部长）们开会的地方）接见了记者。既非警卫森严，也无繁文缛节。



列宁衣着简朴，非常亲切。谈话进行得很热烈。他兴致勃勃，常常提出一些问题，这表明他对美国政治的了解是很深刻的。



列宁的桌子上放着一份报道工农党代表大会消息的美国报纸。



列宁浏览一下桌上的报纸说：这是最重要、最令人感兴趣的事件。我相信，反动分子会把这些人叫作布尔什维克的！



列宁笑了笑，补充说：



‘四十八人委员会’分子是一些什么人？他们是美国的费边派吗？随后列宁把话题转到了美国对俄政策上。”



本卷依据1970年出版的《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收载了这篇谈话。——340。



[153]指美国国务卿本·科尔比就美国同苏维埃俄国关系问题致意大利政府的照会。照会刊登于1920年9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98号。——341。





《列宁全集》第39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俄共（布）在东方各民族聚居地区的任务问题的决定草案[154]


（1920年10月13日或14日）

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在1920年10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该会议有东方各民族巴库代表大会[155]的27名代表参加）上所作的报告和汇报，决定如下：

1．加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民族委员会[156]的工作，并在下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关于这一工作的报告。

2．极严肃地调查当地俄罗斯居民在对待东方各民族（特别是对卡尔梅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等）方面的违法乱纪现象和暴力行为，并对犯罪者给以惩处。

3．以最高苏维埃当局的名义发表宣言，确认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的原则，并对政策的完全贯彻执行规定更有效的监督。

4．必须使尚未建立自治机关的东方各民族，首先是卡尔梅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结合具体情况，采取适当形式来实行自治；此事责成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办理。

5．关于土地问题，必须偿还大俄罗斯人从北高加索山民手里夺去的土地，可把哥萨克富农的土地给这些山民作补偿；责成人民委员会立即起草相应的决定。

6．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苏维埃政权从莫斯科派往东方各民族聚居地区的一切全权代表制定工作守则。这项守则的重点是，说明全权代表必须通过当地劳动居民代表组成的地方机构来开展工作，全权代表的主要任务是：除了支持真正的共产主义团体和个人，还要同当地居民中资产阶级的和假共产主义的集团作斗争。





	载于1958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42—343页

















[154]这个决定草案经过补充后在1920年10月1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到通过。——342。



[155]东方各民族巴库代表大会是指1920年9月1—7日在巴库举行的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高加索、中亚细亚、阿富汗、埃及、印度、伊朗、中国、朝鲜、叙利亚、土耳其、日本等37个民族的代表1891名，其中共产党员1273人。代表大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及东方各民族劳动者的任务、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土地问题、东方苏维埃问题以及组织问题等。大会同意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并根据这些决议通过了关于东方的苏维埃政权和关于土地问题这两个提纲。大会还发表了号召同殖民主义者作斗争的告东方各民族书和号召支持东方各民族解放运动的告欧洲、美洲和日本劳动者书。为了贯彻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大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下建立了一个常设机构——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列宁对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给予很高的评价（见本卷第356页）。——342。



[156]民族委员会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机构，于1920年设立。在民族委员会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境内的每一民族都有一个由主席一人、成员二人组成的代表组。这种代表组同时负责领导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中相应的局。1922年，民族委员会改组成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大部务委员会。——342。





《列宁全集》第39卷


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讲话[157]


（1920年10月15日）


1

讲话

同志们！你们希望听一次关于共和国国内外形势问题的报告，自然我应当着重谈谈对波战争和它的起因。这场战争正是近半年来决定国内外形势的主要因素。现在刚刚同波兰签订了初步和约，正是现在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总的来研究一下这场战争及其意义，可以而且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场刚刚结束但是还不知道是否已经真正彻底结束的战争给我们大家的教训。因此，我首先要提醒你们一下，波兰人是今年4月26日开始进攻的。当时苏维埃共和国曾经郑重地正式向波兰人，即向波兰地主和波兰资产阶级建议缔结和约，当时的媾和条件对他们来说要比现在他们所接受的更有利，尽管我们的部队在华沙城下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而且从华沙后撤时又遭到更大的失败。今年4月底，波兰人还在他们现在所认定的初步和约分界线以东50至150俄里的战线上；虽然当时以这条线分界显然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仍然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郑重地向波兰人建议缔结和约，因为你们大家当然都知道，也都记得，苏维埃政权当时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保证转到和平建设。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希望用武力来解决我国和波兰之间的争端。我们十分清楚：波兰当时是现在也还是地主和资本家的国家，它完全依附于协约国的资本家，特别是法国的资本家。尽管波兰当时不仅控制了立陶宛全境，还控制了白俄罗斯，更不用说加里西亚东部了，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使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之后能稍微喘一口气，最终能够全力以赴地从事和平劳动。我们当时开诚布公地声明我们建议以波兰人当时占据的战线为界同他们缔结和约，但象过去一再有过的情形一样，这个声明竟被看作是软弱的表现。各国的资产阶级外交家不习惯于这种坦率的声明，因而把我们愿意根据对我们不利的分界线来缔结和约的打算，看作是、说成是我们极度软弱无力的证明。法国资本家终于唆使波兰资本家发动了战争。你们都记得，经过不长的一段时间，在波兰发动进攻后不久，我们就展开了反攻，直逼华沙，后来我们的部队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被迫后撤。

一个多月以来以至最近一段期间里，我们的部队受挫，一直在退却，因为他们进行了一次空前的远征，从波洛茨克打到华沙，弄得筋疲力尽。但是，我再说一遍，尽管情况这样严重，和约还是签订了，而条件并不象过去那样对波兰有利。那时边界线要偏东50俄里，现在则是偏西50俄里。可见，虽然我们的部队在退却而弗兰格尔又加紧了进攻，时机只对敌人有利，可是我们签订的和约，条件却比较有利。这又一次向大家证明，苏维埃政权建议缔结和约时所说的话和所作的声明，必须认真对待，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提出了对我们比较不利的和约，而结果却签订了对我们比较有利的和约。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当然是不会忘记这个教训的，他们明白自己太贪得无厌了，他们现在签订和约所得到的领土，比当初我们提议给他们的要小。然而这样的教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们大家也许还记得，1919年春天，美国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到莫斯科来，建议我们同当时所有的白卫军总司令高尔察克、邓尼金等缔结初步和约，这个和约对我们是极其不利的。当这位代表回国说明这个和约的条件时，他们竟认为我们提出的条件对他们不利，于是战争就继续下去了。而这场战争的结局你们是知道的。这说明，苏维埃政权已经不是第一次证明：它比表面上看来要强大得多；我们的照会决不采用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所惯用的那种手法，虚张声势，吓唬别人；如果你不愿意同苏维埃俄国签订和约，过些时候你就不得不接受更不利的条件来同它签订和约。国际政治方面的这些事情是不会被人遗忘的，我们既然向波兰地主们证明，他们现在接受的和约不如我们以前向他们提出的和约，我们就能使波兰的人民群众，波兰的农民和工人学会权衡、比较他们政府的和我们政府的声明。

你们许多人大概在报上看到了美国政府的照会[158]，照会说：“我们不想同苏维埃政权打交道，因为它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我们对此毫不奇怪，因为这种滥调我们听了好多年了，结果它们进攻苏维埃俄国的一切尝试总是以失败告终。波兰的报纸（几乎全被地主和资本家所收买，这也就是他们的所谓出版自由）说，不能相信苏维埃政权，它是暴徒和骗子的政权。尽管一切波兰报纸都这样说，但波兰的工人和农民是要拿事实来检验这些言论的。而事实表明：当我们第一次建议缔结和约时，已经证明我们爱好和平，10月间我们缔结了和约后，又一次证明我们爱好和平。这种例证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历史中都是找不到的，这一事实不会不在波兰工人和农民的脑海里留下印象。苏维埃政权是在对它不利的时机签订和约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那些为地主和资本家所控制的国家的政府不敢再说谎话，才能动摇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对他们的政府的信任。这一点必须着重想一想。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尽管受到这样数不胜数的敌人的包围，可是这些敌人还是对我们无可奈何。请好好想一想对波战争的全部进程和结局吧！现在我们知道，法国资本家是波兰的后台，他们给波兰金钱、装备、军服、弹药，还派去法国军官。不久以前我们得到的情报说，波兰战线出现过一些黑人部队，即法国殖民地的部队。这就是说，这个仗是法国在打，英美在帮忙。同时，法国承认弗兰格尔是俄国的合法政府，这就是说，法国还支持弗兰格尔，出钱装备和供养他的军队。英国和美国也在资助弗兰格尔的军队。可见，同我们打仗的是三个结成联盟的伙伴，这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富国所支持的法国以及波兰和弗兰格尔。可是我们经受住了这场战争，缔结了有利的和约。这就是说，胜利者是我们。只要看看地图谁都会发现，是我们打胜了，战后我们的领土比战前扩大了。难道敌人比我们弱，难道他们的军事力量比我们的弱，难道他们的人力、作战物资和弹药比我们少吗？这一切他们都比我们多。这个比我们强的敌人却终究被打败了。只有好好想一想这一点，才能了解苏维埃俄国在世界各国的力量对比中所占的地位。

布尔什维克在开始革命时说过：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开始革命。可是我们同时并没有忘记：不能只限于在俄国一国革命，只有联合其他许多国家战胜国际资本，才能顺利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绝对的胜利。俄国资本同国际资本是有联系的。如果敌人对我们说，即使你们在俄国胜利了，你们的事业仍然要失败，因为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扼杀你们，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拿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对波战争的经验作为答复，这个经验表明实际的结局是怎样的。法国、波兰和弗兰格尔的力量比我们大，他们对布尔什维主义恨之入骨，并决心推翻苏维埃政权，可是过了半年（如果从4月开始进攻时算起，连半年都不到）他们却败了，我们倒胜了。真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苏维埃俄国，受到敌人包围并且断绝了军服、装备等各种物资的一切来源的苏维埃俄国，终于打胜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一点必须想一想，因为细细琢磨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才会开始懂得俄国革命以至国际革命的奥秘。我们看到，事实证明了俄国革命只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环；我们的事业是巩固的、不可战胜的，因为革命事业正在全世界发展，使敌人削弱、使我们日益强大的经济条件正在形成；这不是夸大，不是吹牛，也不是忘乎所以，这是对波战争现在又一次向你们证明了的。是三个结成联盟的伙伴跟我们打仗。看起来这三家是不难联合起来的，可是，他们尽管接受了尤登尼奇、高尔察克、邓尼金作战的重要经验教训，却还是不能联合起来对付我们，他们动不动就要争吵。这是刚刚结束的对波战争的历史中特别有教益的一点。我们红军这次向华沙进军，战士们推进了600多俄里，筋疲力尽，而且衣着很差，却使训练有素、拥有数百名头等法国教官的波兰军队接二连三地吃了败仗。这次进军使我们看清了我们所有的敌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当红军部队逼近波兰边界的时候，7月12日，我们接到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以国际联盟的名义拍来的电报，这个声名狼藉的国际联盟是一个似乎联合着英、法、美、意、日等国的同盟，这些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拥有世界上的全部舰队，对这些国家实行军事抵抗似乎是完全办不到的、荒唐透顶的事情。寇松正是以这个国际联盟的名义建议我们停战并且同波兰人在伦敦举行谈判的。根据这封电报，边界线大约是格罗德诺、比亚韦斯托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加里西亚东部的桑河一线。对于这个建议我们回答说，我们根本不把什么国际联盟放在眼里，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国际联盟名不副实，甚至连它的成员国都不听它的。法国政府认为我们的答复傲慢无礼，看来这个国际联盟该一致反对我们了。可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我们发表这第一篇声明，国际联盟就分崩离析，英法就彼此冲突起来。

英国陆军大臣邱吉尔几年来用尽一切手段，包括合乎英国法律的手段以及更多的是违反英国法律的手段，来支持所有的白卫分子反对俄国，供给他们军事装备。这是一个极端仇视苏维埃俄国的家伙，但是我们一发表声明，英国马上和法国分道扬镳了，因为法国需要白卫俄国的力量来保卫它免受德国的侵犯，而英国则不需要任何保卫，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它不怕任何进攻，因为它拥有最强大的舰队。可见，国际联盟虽然对俄国发出了闻所未闻的威胁，但一到采取行动，就显得软弱无力。处处都可以发现，这个国际联盟的各成员国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法国希望英国失败，反之，英国对法国也是如此。加米涅夫同志在伦敦同英国政府谈判时，曾问过英国首相：“就算你们确实会履行你们的诺言，可是法国呢？”当时英国首相不得不回答说，法国走法国的路，“我们不能同法国走一条路”。这样看来，国际联盟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列强的联盟只是一种假象，实际上是一伙你抢我夺的强盗。最近在里加缔结和约的时候，我们了解到是什么东西把波兰、英国、法国和弗兰格尔彼此拆散，为什么他们不能联合起来，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利益各不相同，因为英国想把芬兰、爱斯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新成立的小国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是恢复沙皇的还是白卫分子的以至资产阶级的俄国，它都无所谓，对它来说是无利可图的。所以英国不顾法国而自行其是，也不能同波兰和弗兰格尔联合起来。法国所关心的则是要使波兰士兵为它的利益、为它的债款作战到最后一个人。法国希望我们把以前沙皇借的、克伦斯基政府确认的那笔200亿的债款还给它，可是现在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法国资本家是见不到这笔钱的，正象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法国资本家懂得，要驱使法国的工人和农民去打仗是办不到的，而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却要多少有多少。就让波兰士兵为了替法国资本家讨还这几百亿债款去送死吧！可是波兰的工人也已经看出，法、英等国的军官在波兰就象在被征服的国家里一样耀武扬威。因此我们在里加谈判时看到，波兰工人和农民的党（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奉行爱国主义的党，毫无疑问是一个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党，就跟我国右派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党一样）是主张和平，反对波兰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的。而波兰地主和资本家直到最近还在力图破坏和平，不但现在这样做，将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会这样做。关于这一点，下面谈到我们刚刚缔结的这个初步和约是否牢靠的问题时，我还要加以说明。

第三个伙伴弗兰格尔竭力要为地主和资本家夺回整个俄国，他认为波兰也是俄国的一部分。要知道，俄国所有的沙皇，俄国的地主和资本家，都习惯于把波兰看作自己的战利品，他们念念不忘俄国农奴曾在沙皇的驱使和统率下蹂躏过波兰。因此，如果弗兰格尔打胜了，他就要使地主既在俄国又在波兰重新掌握全部政权。但结果却是三个伙伴刚刚纠合起来反对我们，他们内部就争得不可开交了。法国所希望的，正是波兰的农民和工人所反对的，而弗兰格尔所希望的，则是连任何一个波兰地主都要反对的。现在，当我们收到弗兰格尔发出的无线电讯或巴黎发出的报道法国官方消息的无线电讯时，我们可以听到弗兰格尔和法国咬牙切齿的声音，因为他们懂得我们同波兰现在签订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和约，虽然他们要人相信这并不是和约，波兰是不会签订这个和约的。让我们走着瞧吧，现在反正和约已经签订了。同时，无论弗兰格尔也好，法国也好，都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无法理解这个奇迹：遭到严重破坏的苏维埃俄国竟战胜了比它强大的文明国家。他们不懂得带来这些胜利的力量全在于共产党人的一个基本学说，它告诉人们：私有制使人分裂，而劳动使人团结。私有制就是掠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就是强盗的国家，而强盗为了分赃往往要互相厮杀。因此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他们内部，他们彼此之间就开始争斗起来了。一年以前有14个国家威胁我们。可是这14个国家的联盟很快就瓦解了。为什么会瓦解呢？就因为这些国家之间的协定只是一纸空文，它们谁也没有去打仗。现在这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法国、波兰和弗兰格尔是联合起来了，可是这个联盟后来由于互相拆台也瓦解了。熊还没有打死，而且也打不死，他们就分起熊皮来了。为了这只熊他们已经在闹纠纷了。

世界政治的经验证明，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联盟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是帝国主义的联盟，是强盗的联盟，而强盗是无法团结起来的，他们没有一种持久的、使他们联合起来的真正共同关心的东西。他们没有那种使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东西，没有那种真正共同关心的东西。这一点在对波战争期间又一次暴露出来了。当我们的红军粉碎了波军的抵抗，攻下比亚韦斯托克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逼近波兰边境的时候，已经确立了的整个国际政治体系就完蛋了，因为它是靠凡尔赛条约来维系的，而凡尔赛条约则是强盗和掠夺者的条约。当我们不得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约时（我们受了这个和约那么久的压迫），全世界都叫喊这是掠夺者的和约。当德国战败的时候，同它作战的国际联盟大肆叫嚷，说这曾是一场解放战争、民主战争。德国被迫接受了和约，然而这是一个高利贷者的和约，刽子手的和约，屠夫的和约，因为他们洗劫了和肢解了德、奥两国。他们夺走了这两个国家的全部生活资料，使儿童挨饿，甚至饿死。这样的和约是闻所未闻的、掠夺性的和约。那么，凡尔赛条约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一部分人，置于奴隶地位。这不是和约，而是手执钢刀的强盗逼迫无以自卫的受难者接受的条件。按照凡尔赛条约，德国的一切殖民地都被它的这些敌手夺去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都沦为奴隶。结果是世界7/10的人口陷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些奴隶遍及全世界，受英国、法国和日本等一小撮国家的宰割。正因为如此，靠凡尔赛和约来维系的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因为整个地球上受奴役的7/10的人口已经忍无可忍，他们渴望有人发起斗争来撼动这些国家。法国希望讨还旧债，而它本身又欠了美国的债，它无力偿还美国的债款，因为它一无所有，而私有制在他们那里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的含义是什么呢？不外乎是皇帝和资本家借钱，工人和农民来还债。他们已经濒于破产，无法摆脱债务。正在这个时候，红军突破波兰的边界，逼近德国的边界。当时德国所有的人，甚至黑帮分子和君主派都说：布尔什维克将使我们得救。当时他们看到，凡尔赛和约已摇摇欲坠，有红军出来向一切资本家宣战了。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凡尔赛和约原来是靠波兰来维持的。不错，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对波战争进行到底。可是必须记住，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尽管没有鞋穿，也没有衣穿，他们却勇往直前，克服了世界上任何军队都无法克服的困难，在任何军队都无法作战的条件下作战。我们的力量不足，我们没能攻下华沙，没能彻底打垮波兰的地主、白卫分子和资本家，但是我们的军队使全世界都看到：凡尔赛条约并不象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有力量；现在几亿人注定要还几十年的债，连他们的子孙都得还债，而法、英等国的帝国主义者却因此大发其财。红军使大家看到，这个凡尔赛条约并不牢靠。在这个条约签订之后，我们的红军又使大家看到，遭到严重破坏的苏维埃国家，在1920年夏天靠了这支军队几乎获得了全胜。全世界都已经看到：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力量，对它来说，凡尔赛条约并不可怕；只要工人和农民能够制服地主和资本家，那么他们的力量是任何凡尔赛条约都摧毁不了的。

总之，反对凡尔赛和约的进军，反对全世界一切资本家和地主、反对他们残害所有其他的人的进军，并不是徒劳无功的。各国千百万的工人和农民都看到了这一点，都思考过这一点，他们现在已经把苏维埃共和国看作自己的救星。他们说：红军证明它有能力回击敌人的进攻，然而在和平建设的头一年，甚至可以说是在和平建设的头一个月，它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但是，继头一个月的和平建设之后，还将有若干年的和平建设，而在这些建设年代中，红军每年都会强大十倍。以前人们认为凡尔赛和约是势力极大的帝国主义者的和约，可是1920年夏天以后，人们已经深信，这些帝国主义者甚至比一个弱国的工人和农民还势单力薄，只要这些工人和农民能够联合起自己的力量给资本家以反击。1920年夏天，苏维埃俄国不仅是作为一种能够抵御暴力、抵御波兰白卫分子进犯的力量，而且事实上是作为一种能够摧毁凡尔赛条约、解放地球上多数国家几亿人的世界力量而出现的。这就是红军今年夏天进军的意义。这就是英国在这场战争期间发生一些变化的原因所在，这些变化标志着整个英国政局的转折。当我们拒绝停止推进的时候，英国曾威胁说：“我们要派舰队进攻彼得格勒”，并且下达了进攻彼得格勒的命令。英国首相就是这样通知加米涅夫同志并且知照了其他各国的。但是在发出这一内容的电报的第二天，英国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大小集会，一下子涌现出了许多“行动委员会”。工人们团结起来了。英国的孟什维克要比俄国的孟什维克更加卑鄙无耻，对资本家更加卑躬屈膝，可是就连他们也不得不与大家团结一致，因为工人要求这样做。英国工人说：“我们不准对俄国开战！”英国全国各地便都成立了“行动委员会”，英帝国主义者的战争被制止了，结果又一次表明，苏维埃俄国在对各国帝国主义者作战时，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都能找到同盟者。布尔什维克曾经说过：“我们起来反对俄国的地主和资本家，并不是孤军作战，因为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有同盟者，这个同盟者就是工人和劳动者，他们在大多数国家中都有。”当时有人用嘲笑的口吻反问说：“这些劳动者在什么地方显过身手呢？”就在西欧，尽管那里的资本家要强大得多，他们靠掠夺殖民地的亿万人民为生，那里发动斗争要困难得多，那里工人革命的发展要慢得多。但是那里的工人革命毕竟在发展。当1920年7月英国用战争来威胁俄国的时候，英国工人就制止了这场战争。当时英国的孟什维克跟着英国的布尔什维克走了。他们不得不跟着英国的布尔什维克走，不得不违反宪法、违反法律说：“我们不准打仗。如果你们明天宣战，我们就宣布罢工，不仅不把煤供给你们，而且也不供给法国。”英国工人声明，他们要搞国际政治，并且要象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干，而不是象其他各国资本家那样干。

这就是对波战争所揭示的典型事例。这就是我们半年就取得胜利的原因。这就是遭到严重破坏、贫弱落后的苏维埃俄国竟能战胜比它强大得多的国家联盟的原因，因为这些国家缺乏内部的支持，因为工人和劳动者反对它们，在每一个紧要关头都是这样。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国家都是一些强盗，他们互相争夺，不能团结一致地来反对我们；总之，归根到底是因为私有制使人分裂，使人变成野兽，而劳动则使人团结。劳动不仅团结了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而且使他们同各国的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因此现在全世界都看到，苏维埃俄国是一种能够摧毁凡尔赛和约的力量。一旦苏维埃俄国壮大起来，凡尔赛条约就将被粉碎，象它在1920年7月刚一遭到红军的打击就险些被粉碎一样。正因为如此，对波战争的结局出乎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意料之外。这对我们是极其重要的一课，它用实例，通过现在参与世界政治的一切国家的表现说明：我们的事业是牢固的；不管敌人怎样试图侵犯俄国，不管他们采取怎样的军事行动来进攻俄国（这样的尝试大概也不会是一两次），我们已经在这次经历中得到了锻炼，我们根据实际经验知道，所有这些尝试都将遭到失败。而在敌人的每次尝试之后，我们都会比以前更加强大。

上面我谈到同凡尔赛和约相抵触的国际政治证明了我们的力量，现在我再来谈谈更为迫切的实际任务以及缔结凡尔赛条约后所形成的局势。关于7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世界共产党人的代表大会），以及后来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具有什么意义，我就不谈了。这两次国际性的代表大会团结了共产党人并且表明了下述事实：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在一切落后的东方国家里，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和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方式，已经成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和一切落后的殖民地国家的农民谋求解放的旗帜，进行斗争的旗帜；苏维埃俄国在这三年之内确实不仅打退了向它扑来企图扼杀它的敌人，而且赢得了全世界劳动者的同情；我们不仅击溃了我们的敌人，而且无时无刻不在获得更多的同盟者。共产党人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以及东方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在巴库举行的代表大会所取得的成果，是不能立即加以估量的，是无法直接计算出来的，但是，这是一种比某些军事胜利意义更大的成就，因为它向我们表明：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活动、纲领以及反对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革命斗争口号，已经为全世界所公认；7月在莫斯科，9月在巴库所取得的成果，将在今后的几个月里为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所逐步领会和接受。这就是在任何冲突中、在任何紧急关头，都会奋起支持苏维埃俄国的一种力量（我们已不止一次地看到过这种支持）。这就是从全世界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从对波战争中所得出的基本总结。

谈到我们目前的情况，我必须指出，现在还同我们敌对的主要力量是弗兰格尔。法国、波兰和弗兰格尔曾联合向我们进攻。当我军集中全力在西方战线作战的时候，弗兰格尔在纠集力量，法、英两国的舰队对他提供了援助。当弗兰格尔向库班窜扰的时候，他曾把希望寄托在当地殷实的哥萨克富农身上。当时是谁援助了弗兰格尔，供给他燃料和军舰，企图使他盘踞在顿涅茨煤田呢？是英、美的舰队。可是我们知道，那次登陆失败了，因为库班的哥萨克虽然手里有很多粮食，但是他们却看透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流用来欺骗傻瓜的所谓立宪会议、民权制度之类动听的诺言究竟是什么回事。当他们说得天花乱坠的时候，库班的农民也许相信过他们，但是最后库班的农民相信的就不是言词而是行动了。他们看到，尽管布尔什维克是一些严厉的人，但是与他们相处究竟要好些。结果，弗兰格尔被撵出了库班，他的部队成百成千地被消灭掉了。尽管如此，弗兰格尔在克里木还是纠集了愈来愈多的力量。他的部队几乎全部由军官组成，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指望一旦出现有利时机，只要农民跟他走，就可以扩大队伍。

弗兰格尔的部队有大炮、坦克和飞机，装备比曾在俄国作战的其他军队都要好。当我们还在同波兰人作战的时候，弗兰格尔已经在纠集力量了，因此，我说，同波兰签订的和约是不牢靠的。按照12日签订的初步和约，18日起才开始休战，在近两天内波兰人还可以拒绝休战[159]。法国所有的报刊和资本家正在极力唆使波兰对苏维埃俄国重新开战；弗兰格尔正在抓紧调动他的各方面的关系，力图破坏这一和约，因为他看到对波战争一旦结束，布尔什维克就要转过来对付他了。因此我们现在能得出的唯一切合实际的结论是：全力对付弗兰格尔。今年4月，我们曾建议以对我们不利的条件缔结和约，只是为了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避免一场新的战争屠杀。边界问题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那样重要的，我们可以在边界问题上吃点亏，少要一点领土，对我们来说，保住几万工人和农民的生命，保证能进行和平建设，要比保全一小块领土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建议缔结这个和约，为什么我们目前再三指出，弗兰格尔是主要的威胁，他的部队在这一时期已经大大加强，正在疯狂地进行战斗，几次渡过第聂伯河，向我们发动攻势。弗兰格尔战线其实也就是波兰战线，对弗兰格尔作战问题也就是对波作战问题，要把对波的初步和约变为正式和约，我们必须在最短期间击溃弗兰格尔。做不到这一步，我们就不能有把握地说，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不会在法国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压力和援助之下再度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所以，我要通过这次人数众多的会议，引起你们对这一主要问题的注意，要求你们运用你们的地位和影响，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尽最大的努力全面地完成我们当前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在最短期间击溃弗兰格尔，因为我们能否着手和平建设，完全在此一举。

我们知道，在一个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里，农业凋敝，农民需要的是工业品，而不是落到他们手里的大量的纸币。但是要供给农民煤油、食盐、衣服等等工业品，就必须恢复工业。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能够这样做了。我们知道，我们今年的粮食比去年多，我们有了工业燃料，我们从巴库运出的石油超过了1亿普特，我们的顿涅茨煤田已经恢复生产，正在提供大量的燃料，尽管在弗兰格尔逼近顿涅茨煤田南部的时候，某些企业曾疏散到外地，但是该区的工业生产现在可以说是全部恢复了。采购木柴的工作也进行得较好：去年我们运出来的木柴是700万立方米，今年就多得多。我们的工业已经开始复苏，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工厂停工有好几年了，因而工人们都垂头丧气，现在燃料供应上了，工厂就要开工了。由于在土耳其斯坦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纺织工厂获得了那里的棉花后也要开工了。现在我们面前摆着大量的生产工作要做，我们必须把一切力量用在恢复工业上，以供应农民衣服、鞋子等等工业品，从而开始实现农村粮食与城市工业品的正常交换。我们必须开始支援农业。人民委员会昨天作出决定：哪一个工厂最先制造出最适合俄国条件的铁犁，从而能在目前耕畜短缺的情况下促进农业的发展，并把它提高到较高的水平，我们就给该厂工人增加一些口粮。

工人和农民在没有地主和资本家的情况下同心协力地劳动，并正在这方面取得成就。但是，为了切实抓好这一工作，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下面这一点：在弗兰格尔战线上好几万工人和农民正在流血牺牲；敌人的装备比我们好；在弗兰格尔战线上正在展开最后的殊死战斗；那里正在决定这样一个问题，即苏维埃俄国能否得到巩固来进行和平劳动，做到不仅波兰白卫分子，而且全世界任何帝国主义者的联盟我们都不怕。同志们，这全要靠你们！你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并且记住，在苏维埃俄国，任何斗争任务的完成，不是靠中央发布命令，而是由于这些命令得到了各地工农群众最热烈的衷心的拥护。当工人和农民认识到，同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弗兰格尔作斗争，是为了自己的土地和工厂，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面反对地主和资本家，那他们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支援红军。红军战士看到后方在关心他们，就士气高涨，取得了胜利。全部问题就在于战胜弗兰格尔。我向大家发出号召，你们的组织，你们的工厂，你们的乡村，为了全俄工农的利益，要尽一切可能，自愿地支援弗兰格尔战线，这样，我们就一定会在弗兰格尔战线上以及在国际战线上真正取得胜利。（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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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发言

同志们！我只能作一个简短的小结，因为会议一开始就看出了有人想要，甚至强烈地想要把中央骂一顿。当然，这是有益的，我也有责任听取大家对政府及其政策提出的意见。而且我觉得本来是不应该结束讨论的。（喊声：“对！”）但是我听了你们的意见之后，感到很惊讶，因为具体而明确的建议提得太少了。在我们共和国所处的国内形势和国外形势这两个问题上，看来你们更感兴趣的是国内形势。这也是对的。但是同志们，你们忘记了国内形势是决定于国外形势的，所以我才觉得应该向你们说明：对波战争怎样以及为什么使我们同国际帝国主义者相对峙，它又怎样把我们引向和平，而这个和平是怎样的不牢靠，又为什么不牢靠，怎样才能使它变得牢靠。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你们在讨论所有其他问题之后，在冷静地说明一切问题之后，不会去学有一位发言人讲的故事里的那种角色[160]。猞猁希望山羊和绵羊打起来，好把它们都吃掉。我相信你们是不会让那猞猁高兴的。不管山羊和绵羊之间冲突多么厉害，我们是不会让猞猁高兴的。（鼓掌，喊声：“好！”“这说得对！”）同志们！会上不断有人表示很不满意和很不耐烦，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会议的进行方式首先是自由发言。而你们在这次会上违反了这种方式，因为大多数农民深深感到地方上的情况极其严重。大多数农民深深感到饥寒交迫、捐税过重。（鼓掌，喊声：“对！”）大多数发言人直接或间接责骂中央最多的就是这一点。我感到，如果这个棘手的问题得不到回答，那么同志们连听都不想听完。有一位发言人，我忘记是谁了，他说他认为我“回避了”这个问题。我想这样说是没有根据的。

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非常严重，这就迫使我们急于在冬季战局之前求和。我们急于求和，是想避免冬季战局，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尽管会得到一条对我们不利的边界线，就是说只能得到白俄罗斯的小部分领土，只能把较少的白俄罗斯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压迫下拯救出来，这也总比让全俄国的农民再受一次苦难，再经历一次冬季战局要好些。这就是原因所在。你们知道，今年的歉收加重了农民的贫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这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很有影响。我想你们大家完全可以弄清楚捐税问题。你们还将听到粮食政策发言人的讲话，所以我只想指出并提请你们注意，国内形势同国外形势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就拿我们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会议来说吧。在这些会议上我们甚至要来解决每趟列车的问题，解决俄罗斯原来那些省的征粮问题——征粮往往过重。两三个星期以前，人民委员会开了一次会，研究中部地区征粮过重的问题，并且决定减少征粮数。但是靠什么来减少呢？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就是靠产粮比较多的边疆地区，即西伯利亚和库班，并且准备条件从乌克兰取得粮食。现在我们可以拿到西伯利亚的粮食，可以拿到库班的粮食，但是拿不到乌克兰的粮食，因为那里正在进行激战，红军正在同遍及乌克兰的匪徒作斗争。我们差不多要解决每一趟列车的问题。我们看到了这次会上发生的情况。大家很不满，提出了严厉的指责；但是我们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知道每个在这里表现激动的人，心里都很痛苦，因为没有饲料，牲口大批死亡，捐税又过重。有个同志说这里的指责对我们说来是新鲜事，这是没有根据的。其实无论从地方上打来的电报，还是从地方上送来的报告，我们对于因饲料短缺而饿死牲口的情况是知道的，而且每个人也都了解局势的严重性。我们也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困境。现在没有别的出路，出路只有一条：靠西伯利亚、库班和乌克兰。

我们必须把西伯利亚的军队调到弗兰格尔战线，国防委员会为此召开了两三次艰苦的会议，有些同志到会提出取消运粮专车的要求。经过极其激烈的争论和讨价还价才解决了问题，略为减少了一些运粮列车。但是我们还想听听更重要的意见。我们知道，对于农户遭到破产这一点是有很多怨言和不满的。因此，尽管休战到18日才能开始，尽管波兰人有权在近48小时之内把它破坏，这次休战总能使我们喘一口气，轻松一点，而从西伯利亚和库班开来的运粮列车在最近几个星期总会有所增加。当然，困难是这么大，歉收是这么严重，我们也只能是稍微缓一口气。当然，决不能自己骗自己说，这样就能消除一切困难，就可以停止征粮了。

我不能也不会这样说。请把你们的确切意见谈一谈，把你们关于如何才能减轻过重的捐税的明确建议提出来，工农政府的代表是会非常认真地考虑的，因为必须找个出路来减轻这种前所未有的困难。乌克兰的粮食并不比库班少，可能还要多。但是，计划从乌克兰征收的6亿普特粮食，到现在几乎一粒也没有拿到手；这批粮食如果能拿到，就能保证并恢复整个工业生产。据我们的估计，不能把乌克兰计算在内，从那里恐怕一普特粮食也拿不到，因为那里有土匪，因为同弗兰格尔进行的战争使我们不得不说，我们不敢担保能从乌克兰拿到哪怕一普特粮食。情况就是这样，尽管你们的焦急是合理的，你们的愤慨是完全正当的，但是我们的全部注意力还是要集中在波兰战线和弗兰格尔战线上。所以当有同志说，“我们不反对支援，但是我们认为支援应该是自愿的”；我们回答说：一定要支援前线！

在结束我这简短的讲话时，我还要提一提我在报告的末尾向你们说的话：每当苏维埃政权遭到困难的时候，例如当邓尼金攻占奥廖尔的时候，当尤登尼奇离彼得格勒只有五俄里的时候，就是说当情况不仅很严重，而且很危急，比现在要严重百倍的时候，苏维埃政权并不掩饰这种情况，而是召集工人和农民来开今天这样的会，从而摆脱了困境。所以我说，能不能很快地消灭弗兰格尔，不取决于中央的决定，而取决于各地代表在倾诉了一切不满，完全结束了上面那个同志所说的山羊和绵羊的斗争（这是很必要的）以后，在把一切埋怨、责备和非难全部倾诉出来以后，如何解决是不是应该不顾中央的决定而自行其是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下什么命令，这要靠你们在处理目前形势、征粮、捐税和弗兰格尔等问题时自己作出决定，完全要靠你们自己。应该让每一个人畅所欲言，你们可以把你们的一切非难都说出来，可以更厉害十倍地责骂我们，这是你们的权利，也是你们的义务。你们到这里来就是要坦率地、尖锐地提出你们的意见。但是在这样做了之后，就要冷静地想一想，为了尽快地消灭弗兰格尔，你们准备拿出些什么和做些什么。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会很好地取得一致的意见，使得那只猞猁——我再重复一句并结束我的讲话——无论如何不能从我们的争论、吵嘴和责难当中得到任何的便宜。（鼓掌）





	载于1920年《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会议速记记录》公报第1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62—366页

















《列宁全集》第39卷


给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和南方面军司令部的电报

（1920年10月16日）

你们关于贫苦农民问题的来电，我作复如下。如果他们真正是革命的，就应该把下列各点作为纲领：（1）实行集体耕种；（2）建立农具租赁站；（3）没收富农超出劳动土地份额的土地；（4）征集全部余粮，用粮食奖励贫苦农民；（5）富农的农具收归农具租赁站；（6）这一切措施只有在保证集体耕种取得成就并有实际监督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建立公社应当最后考虑，因为建立人为的假公社，使个别人脱离群众是最危险的事情。实行新办法要特别谨慎，要再三检查采取的措施是否切实可行。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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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的当前任务的意见

（1920年10月19日）

对弗兰格尔的战争结束后的主要问题（并提交1921年的党代表大会）：

（1）同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检查斗争的实际成效；

（2）加强社会主义基础：700万工会会员。平均制代替重点制。

发挥700万工会会员的主动精神；

（3）工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与不剥削他人、不从事投机倒把的劳动农民的联系。形式与方法。

加强苏维埃政权与农民的联系。

拖拉机与集体农庄。






	　　1920年10月19日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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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161]


（评论）

（1920年10月20日）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毫无例外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人运动的根本问题。要透彻地说明这个问题，必须知道这个问题的历史。在国际范围内，革命专政学说的历史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历史，同革命社会主义的历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吻合的。其次，——这一点自然是最重要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对剥削者的一切革命的历史，是我们对专政问题的认识的最主要材料和来源。谁不懂得任何一个革命阶级为了取得胜利必须实行专政，谁就对革命史一无所知，或者说根本不想获得这方面的知识。

就俄国的范围来说，如果要谈理论的话，1902—1903年由《曙光》和《火星报》的编辑部拟订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或者确切些说是由格·瓦·普列汉诺夫拟订并经该编辑部加工、修改和定稿的纲领，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个纲领中，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提得很明确，而且是针对伯恩施坦、针对机会主义提出来的。然而具有最重大意义的当然是革命的经验，即俄国1905年的经验。

这一年的10月、11月和12月这最后三个月，是非常强大的、广泛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时期，是革命斗争的两种最有力的方式——群众性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相结合的时期。（附带指出，早在1905年5月，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已经认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的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并且责成各级党组织“说明群众性政治罢工的作用，这种罢工在起义开始时和起义进程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88页。——编者注］

 ）

革命斗争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具有这样的力量，使武装起义同无产阶级特有的武器——群众性罢工结合起来，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很明显，这个经验对全世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都是有意义的。因此布尔什维克曾十分仔细、十分认真地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研究这个经验。这里可以举出对1905年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对当时这两种罢工结合的形式、对罢工斗争达到的空前的发展水平等逐月的情况所作的分析。我在1910年或1911年的《启蒙》杂志上就作过这样的分析，在当时国外布尔什维克的书刊上又概括地重述了这个分析。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论俄国罢工统计》和《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编者注］



群众性罢工和武装起义自然而然地把革命政权问题和专政问题提上了日程，因为采用这两种斗争方式必然导致（首先在地方范围内）驱逐旧政权、无产阶级和各革命阶级夺取政权、驱逐地主，有时还会夺取工厂，如此等等。这一时期的群众性革命斗争创造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及后来的士兵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等等。这一事实表明，现在全世界觉悟工人所注意的一些基本问题（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1905年末就已经在实践中提出来了。象罗莎·卢森堡那样的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马上就看出了这一实际经验的重要意义，在各种会议上和刊物上批判地分析了这个经验，可是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大多数正式代表，包括改良主义者和后来的“考茨基分子”、“龙格分子”以及美国的希尔奎特的信徒之类的人，却完全不能了解这个经验的意义，完全不能尽到革命家的责任，即研究和宣传这个经验教训。

在俄国，1905年12月武装起义失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马上着手总结这个经验。特别是1906年4月举行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即所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大大推进了这项工作。在这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派了代表，两派在形式上统一起来了。两派都非常积极地为这次代表大会作了准备。在1906年初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两派都公布了他们就一切重大问题所拟的决议草案。这些草案曾经附在我那本题为《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的小册子里（1906年莫斯科版，约110页，其中两个派别的决议草案和代表大会最后通过的决议几乎占了一半的篇幅），这是了解当时问题的提法的最主要材料。

当时关于苏维埃的意义的争论已经关系到专政问题了。早在1905年十月革命以前，布尔什维克就提出了专政问题（见我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7月日内瓦版，曾转载于《十二年来》文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孟什维克对“专政”这个口号的态度是否定的。布尔什维克当时着重指出，工人代表苏维埃“实际上是新的革命政权的萌芽”——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就是明确地这样说的（《报告》第92页）。孟什维克虽然承认苏维埃的意义，主张“协助建立”苏维埃等等，但是他们不承认苏维埃是革命政权的萌芽，根本不谈这种类型或相似类型的“新的革命政权”，干脆否认专政的口号。不难看出，现在我们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所有分歧在当时对这个问题的提法上已经露出了苗头。也不难看出，孟什维克（不论俄国的或别国的，如考茨基分子、龙格分子等等）过去和现在都在这个问题的提法上表现出他们是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否认革命这个概念中最本质和最基本的东西的改良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

早在1905年革命以前，在前面提到的《两种策略》这本小册子中，我就已经分析过孟什维克对我的责难，即所谓我“悄悄地调换了革命和专政这两个概念”（《十二年来》第459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我详细地论证了孟什维克的这一责难正好暴露出他们的机会主义，暴露出他们真正的政治面貌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应声虫，是无产阶级内部自由派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当时（1905年夏）我以主张君主立宪的俄国自由派为例说过，当革命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时，反对革命的人也会“承认革命”的。现在，到了1920年，还可以补充一句，不论德国或意大利的自由派资产者，或者说至少是他们中间最有学识和最圆滑的人，都准备“承认革命”了。但是，当年俄国的自由派和孟什维克，以及现在德国和意大利的自由派、屠拉梯分子、考茨基分子，都是“承认”革命而又不肯承认某一阶级（或某些阶级）的专政的。这恰恰就暴露了他们的改良主义，表明他们完全不配做革命家。

在革命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自由派也“承认”革命，统治阶级不仅看到而且感觉到被压迫群众的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的时候，无论对理论家或实际的政治领导者来说，全部问题就在于给革命下一个确切的阶级定义。而不用“专政”这个概念，就不可能下这个确切的阶级定义。不为实现专政作准备，就不可能在实际上成为革命家。不懂得这个真理的，在1905年有孟什维克，在1920年有意大利、德国、法国及其他国家那些害怕共产国际的严格“条件”的社会党人，他们害怕这个真理，他们口头上能够承认专政而实际上却不能为实现专政作准备。因此把我在1905年7月对马克思的观点所作的详细说明再重述一遍，是不无益处的，我作的这个说明当时是针对俄国孟什维克的，但是对1920年西欧的孟什维克也同样适用（我去掉了报纸等等的名称，干脆指明讲的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


　　“梅林出版了1848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162]上发表的论文集，他在论文集的说明中说，资产阶级书刊还对《新莱茵报》提出过如下指责，说它要求‘立刻实行专政，以此作为实现民主的唯一手段’（《马克思遗著》第3卷第53页）。从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看来，专政和民主这两个概念是相互排斥的。资产者不懂阶级斗争的理论，看惯了政治舞台上各个资产阶级小集团之间的无谓争吵，以为专政就是废除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就是滥用权力以谋专政者个人的利益。实质上，我国的孟什维克正表现了这种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所以偏爱‘专政’这个口号，是因为列宁‘很想碰碰运气’（《火星报》第103号第3版第2栏）。为了向孟什维克说清阶级专政的概念和个人专政的区别，以及民主专政的任务和社会主义专政的任务的区别，谈一谈《新莱茵报》的观点也许不是无益的。1848年9月14日的《新莱茵报》写道：‘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1848年3月18日以后的内阁首脑〉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政党〈即反动的政党〉就在官僚机构中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甚至敢于在各处展开公开的斗争。’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5页。——编者注］



梅林说得很对：这段话把《新莱茵报》在几个长篇论文中所作的关于康普豪森内阁的详细论述归纳成扼要的几点。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临时革命政府必须实行专政（规避专政口号的孟什维克无论如何不能了解这一点）；它告诉我们，这个专政的任务就是消灭旧制度的残余（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这恰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同反革命斗争的决议中所清楚地指出的，而是孟什维克的决议所忽略的）。最后，第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和公开内战时期迷恋于‘立宪的幻想’而痛斥了他们。从1848年6月6日《新莱茵报》的论文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这段话的含义。

马克思写道：‘制宪国民议会首先应该是具有革命积极性的积极的议会[163]。而法兰克福议会却象小学生作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对各邦政府的行动却听之任之。就算这个学术会议在充分讨论之后能够制定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吧。但是，如果德国各邦政府在这个时候已经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么，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5页。——编者注］



专政这个口号的意思就是如此……

各国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俄国专制制度就这样做过，而且从1月9日[164]起在全国各地还继续不断地这样做。既然已经形成这样的局面，既然刺刀已经真正摆在政治日程上的首要地位，既然起义已经成了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事情，那么立宪幻想和象小学生作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就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出卖革命，掩饰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作用。这时，真正革命的阶级所应当提出的正是专政的口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编者注］





　　1905年十月革命以前，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论述专政问题的。有了这次革命的经验，我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1906年彼得堡版，小册子上注明是1906年3月28日出版）中又详细地探讨了专政问题，现在我把这本小册子中的一切重要的论点摘引出来。不过我得声明一下，我去掉了一些人名，干脆指明这里讲的是立宪民主党人还是孟什维克。一般说来，这本小册子是针对立宪民主党人的，部分也是针对无党派的自由派、半立宪民主党人和半孟什维克的。其实，这些关于专政的言论正是针对孟什维克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常常滚到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上去了。


　　“莫斯科的枪声停息了，军警专政正在纵饮欢庆，拷打和大屠杀遍及俄国各地，正在这个时候，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发出了反对左派使用暴力、反对各革命政党成立的罢工委员会的言论。靠杜巴索夫之流养活的、拿学术做交易的立宪民主党教授们，竟把‘专政’译成‘强化的警卫’。‘学术界人士’为了贬低革命斗争的意义，竟不惜歪曲自己在中学里学的拉丁文。专政就是（请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永远记住）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任何获得胜利的政权都只能是一种专政。但是问题在于，有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一小撮警察对人民的专政，也有绝大多数人民对一小撮暴徒、强盗和人民政权篡夺者的专政。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在右派无法无天地横行肆虐、卑鄙无耻地使用暴力的时代，庸俗地歪曲‘专政’这个科学概念，哭哭啼啼地反对左派使用暴力，这就非常明显地表明了‘妥协主义者’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站的是什么立场。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妥协主义者’都胆战心惊地躲了起来。在革命人民胜利的时候（10月17日），‘妥协主义者’都从洞里钻出来，装模作样，大唱高调，狂叫：那真是‘光荣的’政治罢工。当反革命占了上风，‘妥协主义者’就对战败者假惺惺地大加劝导和教诲。胜利的罢工是‘光荣的’。失败的罢工是罪恶的、野蛮的、无意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失败的起义是丧失理智，是自发势力的胡闹，是野蛮行为，是荒唐举动。总而言之，‘妥协主义者’的政治品德和政治才华就在于：曲意奉迎目前的强者，打乱斗争者的阵脚，忽而妨碍这一方，忽而妨碍那一方，磨掉斗争的锋芒，麻痹为自由而作殊死斗争的人民的革命意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第3节《什么是人民自由党？》。——编者注］





　　其次，我把针对鲁·布兰克先生的关于专政问题的说明摘引出来，将是非常适时的。1906年，这个鲁·布兰克在一家实质上是孟什维克的、但表面上是无党派的报纸[165]上，表达了孟什维克的观点，称赞他们，说他们“致力于把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引上以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国际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换句话说，鲁·布兰克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把孟什维克说成是“有理性的”，与此相反，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是没有理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犯上作乱等等的革命家，并且硬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也说成是孟什维主义的党。这是社会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等等国际流派的惯技，这班人称赞一切国家的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考茨基分子、龙格分子是“有理性的”社会党人，而以此来反证布尔什维克“丧失理智”。

我在1906年写的那本小册子中，这样回答了鲁·布兰克先生：


　　“布兰克先生对比了俄国革命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致是1905年10—12月。这是革命旋风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现在这个时期，当然，这个时期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立宪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得胜的时期，或者，如果不怕过早地下断语的话，可以把它叫作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时期。关于这个时期，布兰克先生说，思想和理性的时代又来临了，又可以恢复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活动了。相反，布兰克先生说第一个时期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时期。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原则和思想都消失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创立者一向鼓吹的策略被遗忘了，甚至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基石本身也整个被挖掉了。

布兰克先生的这个基本论断，完全是一个涉及到事实的论断。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同革命旋风时期的‘实践’脱节了。

真是这样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块主要的‘基石’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此它在一切革命中都是先进的阶级。试问革命旋风把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这块‘基石’整个挖掉了吗？恰恰相反，这革命旋风十分出色地证实了它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正是这个时期主要的、在开始时几乎是唯一的战士。纯属无产阶级斗争工具的群众性政治罢工，几乎是破天荒第一次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极为广泛的运用，这甚至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空前未有的。当司徒卢威之流和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的时候，当立宪民主党的教授们号召大学生埋头读书的时候，无产阶级起来进行了直接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用自己无产阶级的斗争工具，为俄国争得了全部‘宪制’（如果可以叫作“宪制”的话），后来这个‘宪制’一直遭到破坏、弄得残缺不全和面目全非了。1905年10月，无产阶级采用了半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谈到的那种斗争策略手段，这个决议特别注意群众性政治罢工同起义相结合的重要性，而整个‘革命旋风’时期，即1905年最后三个月的特点，也就是实行了这种结合。可见，我们的这位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最无耻地、最可恶地歪曲了现实。他没有提出一个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革命旋风’的实践经验脱节的事实；他企图抹杀这个旋风的基本特点，即出色地证实了‘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原则和思想’、‘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全部基石’是正确的。

然而，布兰克先生所以产生这种错得离奇的见解，好象‘旋风’时期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思想都已经消失，其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研究一下这个情况是很有意义的，这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把小市民的真正政治本质向我们暴露出来。

从政治活动的各种方式来看，从人民创造历史的各种方法来看，‘革命旋风’时期和现在‘立宪民主党’时期的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首先而且主要在于，‘旋风’时期采用了其他政治生活时期没有采用的某些创造历史的特殊方法。其中最根本的就是：（1）人民‘夺取’政治自由——不要任何法律，也不受任何限制来实现这种自由（集会自由，至少是大学里的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开代表大会的自由等等）；（2）建立新的革命政权机关——工人、士兵、铁路工人、农民代表苏维埃，新的城乡政权等等。这些机关纯粹是由居民中的革命阶层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不顾一切法律、准则，完全用革命方法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人民独有的创造力的产物，是已经摆脱或正在摆脱旧警察羁绊的人民的主动性的表现。最后，它们确实是政权机关，虽然它们还处于萌芽状态，还带有自发性，还没有定型，成分和职能还不明确。它们象政权一样行动，例如它们夺取了印刷所（在彼得堡），逮捕了阻碍革命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利的警官（这样的例子同样可以在彼得堡找到，当时那里的新政权机关很弱而旧政权则很强）。它们象政权一样行动，号召全体人民不要交钱给旧政府。它们没收了旧政府的钱（如南方铁路罢工委员会），转给新的人民政府使用，当然，这无疑是新的人民政府的萌芽，或者也可以说是革命政府的萌芽。按这些组织的社会政治性质来说，这是萌芽状态的人民革命分子的专政。你们觉得奇怪吗，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在这里没有看到资产者认为和专政同义的‘强化的警卫’吧？我们已经对你们说过，你们对专政这个科学概念一窍不通。我们马上就要向你们解释清楚这个概念，不过我们先要指出‘革命旋风’时代的第三种行动‘方法’：人民用暴力对付压迫人民的暴力者。

我们在上面描述的政权机关是萌芽状态的专政，因为这个政权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政权，不承认任何人制定的任何法律和任何准则。不受限制、不顾法律、依靠强力（就这个词的最直接的意义讲）的政权，这就是专政。但是这个新政权所依靠的和力图依靠的强力，不是一小撮军人所掌握的刺刀的力量，不是‘警察局’的力量，不是金钱的力量，不是任何以前建立起来的机构的力量。根本不是这些。新政权的新机关既没有武器，又没有金钱，也没有旧机构。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能想到吗？这些新机关的力量同旧的强力工具丝毫没有共同之点，如果指的不是保护人民的‘强化的警卫’，使他们不受旧政权的警察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压迫，那么同‘强化的警卫’也没有丝毫共同之点。

这个力量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是人民群众。这就是这个新政权同过去一切旧政权的旧机关的基本区别。后者是少数人压迫人民、压迫工农群众的政权机关。前者则是人民即工人和农民压迫少数人，压迫一小撮警察暴力者，压迫一小撮享有特权的贵族和官吏的政权机关。这就是压迫人民的专政同革命人民的专政的区别，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请好好记住这一点！旧政权是少数人的专政，它只有靠警察的手腕，只有靠排斥和排挤人民群众，不让他们参加政权，不让他们监督政权，才能维持下去。旧政权一贯不信任群众，害怕光明，靠欺骗来维持。新政权是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是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任何限制、最广泛、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丝毫没有什么隐私和秘密、根本不拘什么条条和形式。你是工人吗？你愿意为俄国摆脱一小撮警察暴力者而奋斗吗？那你就是我们的同志。请你马上选出自己的代表；你认为怎样方便就怎样选举好了，我们会很乐意很高兴接受他做我们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士兵代表苏维埃等等的享有充分权利的一员。这个政权对大家都是公开的，它办理一切事情都不回避群众，群众很容易接近它；它直接来自群众，是直接代表人民群众及其意志的机关。这就是新政权，或者确切些说，是新政权的萌芽，因为旧政权的胜利过早地摧折了这棵新生的幼苗。

布兰克先生或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也许会问，这里为什么要‘专政’，为什么要‘暴力’？难道广大群众对付一小撮人还必须使用暴力吗？难道几千万、几万万人能够做压迫几千、几万人的专政者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往往是那些第一次见到别人在他们感到新奇的意义上使用专政这个术语的人。他们看惯了的只有警察的政权，只有警察的专政。他们觉得很奇怪，居然可以有根本没有警察的政权，居然可以有非警察的专政。你们说千百万人不需要用暴力来对付几千人吗？你们错了，错就错在你们不从现象的发展中去观察现象。你们忘记了新政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同旧政权并存、同旧政权对立、同旧政权斗争的条件下产生出来、成长起来的。不用暴力来对付拥有政权工具和政权机关的暴力者，就不能使人民摆脱暴力者的蹂躏。

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现在给你们举一个最简单的小例子，以便你们能领悟这个立宪民主党人的智力所不能及的、使立宪民主党人‘头昏目眩的’奥妙道理。假设阿夫拉莫夫要毒刑拷打斯皮里多诺娃。假定站在斯皮里多诺娃一边的有几十、几百个手无寸铁的人，站在阿夫拉莫夫那一边的有几个哥萨克。如果拷打斯皮里多诺娃的地点不是在刑讯室里，众人会怎么办呢？他们一定会用暴力来对付阿夫拉莫夫和他的喽罗。他们也许会遭到阿夫拉莫夫枪杀而牺牲几个搏斗者，但是他们终究会用强力解除阿夫拉莫夫和哥萨克的武装，并且很可能当场杀死他们几个人（如果可以把他们叫作人的话），而把剩下的人关进监牢，使他们不能再猖狂，并受到人民法庭的审判。

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看，当阿夫拉莫夫率领哥萨克拷打斯皮里多诺娃的时候，这就是压迫人民的军警专政。当革命的人民（他们不是只会劝导、训诫、叹惜、责难、哭诉、埋怨，而是会同暴力者作斗争，他们没有小市民的狭隘性，而是有革命的精神）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和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时候，这就是革命人民的专政。这就是专政，这是人民对阿夫拉莫夫实行压迫的政权，这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小市民也许会反对用强力把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手里夺过来，他们会说，这是不合“法”的！我们有一条允许打死阿夫拉莫夫的“法律”吗？小市民的某些思想家不是创造出了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吗？）。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专政’这个概念无非就是这个意思，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好好地记住吧。其次，我们从上述例子看到的，正是人民的专政；因为人民即无组织的、‘偶然’聚集在该地的居民群众，亲自登上舞台，亲自执行审判和惩处，行使权力，创造新的革命的法律。最后，这就是革命人民的专政。为什么说它仅仅是革命人民的专政，而不是全体人民的专政呢？因为全体人民经常由于阿夫拉莫夫之流的业绩而遭到极残酷的折磨，有的人肉体上受了摧残，饱受惊吓；有的人精神上受了毒害，例如受了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的毒害，或者不是受理论毒害而只是受偏见、习俗、陈规的毒害；有的人对一切都漠不关心，那就是所谓庸人、小市民，他们最会逃避激烈的斗争，对它不闻不问，或者甚至躲藏起来（可别卷进这场搏斗挨了揍！）。这就是为什么说实现专政的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革命的人民；可是革命的人民决不害怕全体人民，他们把自己行动的原因和行动的细节告诉全体人民，非常愿意吸收全体人民不仅来参加国家管理，而且来参加政权，吸收他们参加国家本身的建设。

可见，我们举出的这个简单的例子，包含着‘革命人民专政’这个科学概念以及‘军警专政’这个概念的一切要素。关于这个连博学的立宪民主党教授也能领会的简单例子就谈到这里，下面来谈谈社会生活中更复杂的现象。

就革命这个词的狭隘的原意说，革命正是人民生活中的这样一个时期：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对阿夫拉莫夫之流的业绩的仇恨，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行动迸发出来了，而且不是通过个别人物的行动而是通过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行动迸发出来了。人民正在觉醒，奋起挣脱阿夫拉莫夫之流的压迫。人民把俄国生活中无数的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之流的魔掌中拯救出来，使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之流，夺取用来压迫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政权。这个过程自然不会象我们为基泽韦捷尔教授先生所举的简化了的例子那样简单，那样‘迅速’，人民同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斗争（就斗争这个词的狭隘的原意说），人民摆脱阿夫拉莫夫之流的过程，是一种长达若干月若干年的‘革命旋风’。人民摆脱阿夫拉莫夫之流的过程，也正是所谓俄国大革命的实际内容。从创造历史的方法来看，这个过程是以我们刚才谈到革命旋风时所描述的那些形式进行的。这些形式就是：人民夺取政治自由，即夺取阿夫拉莫夫之流阻挠实现的那种自由；人民建立新的革命政权，压迫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政权，压迫旧警察系统的暴力者的政权；人民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之流，以便消灭一切阿夫拉莫夫、杜尔诺沃、杜巴索夫、米恩等等之流这样的恶狗，解除他们的武装，使他们不能再为非作歹。

人民采用这些非法的、越轨的、没有计划和没有系统的斗争手段，如夺取自由，建立没有人正式承认的新的革命政权，使用暴力对付人民的压迫者——这样做好不好呢？好，非常好。这是人民为自由而斗争的最高表现。这是俄国历来最优秀的人物对自由的幻想正在变成实践，变成人民群众自己的而不是个别英雄人物的实践的伟大时代。这同我们例子中的群众把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手中拯救出来，用暴力解除阿夫拉莫夫的武装，使他不能再为非作歹是一样的好。

正是在这里，我们触到了立宪民主党人的隐情和焦虑的中心问题。立宪民主党人所以是小市民的思想家，就因为他们把庸人的观点用到政治上、用到全民解放的问题和革命的问题上来了。这种庸人要是遇上我们举例说到的阿夫拉莫夫拷打斯皮里多诺娃这种事，就会出来阻止群众，劝他们不要违犯法律，不要急于把受害者从代表合法政权行事的刽子手手中拯救出来。当然，从我们的例子来看，这样的庸人简直是道德上的畸形儿，但是就整个社会生活来说，小市民的道德上的畸形——我再说一遍——决不是个人的品性，而是一种社会的品性，它也许是由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庸俗法学的偏见造成的。

为什么布兰克先生说在‘旋风’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都被遗忘了，甚至认为这用不着证明呢？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布伦坦诺主义[166]，认为人民夺取自由、建立革命政权、使用暴力这些‘原则’都不算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见解在布兰克先生的文章中是贯彻始终的，而且具有这种见解的不止布兰克一个人，还有所有立宪民主党人，自由派和激进派营垒中所有那些现时因普列汉诺夫爱慕立宪民主党人而对他大加颂扬的作家，包括《无题》杂志[167]的伯恩施坦主义者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库斯柯娃女士之流。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种见解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一定会产生。

这种见解直接来自西欧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施坦主义的观点，或者说得广一点，来自这些党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这些已被西欧‘正统派’系统地全面地揭穿过的错误观点，现在又改头换面，另打旗号，‘悄悄地’转运到俄国来了。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只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以及其他颂扬普列汉诺夫的自由派人士现在转运到俄国来的，正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卑鄙的、小市民式的歪曲。他们对这种歪曲已经习以为常，所以说在革命旋风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和思想都被遗忘了，甚至认为这已用不着证明了。

为什么必然产生这种见解呢？因为这种见解完全符合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家，承认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斗争方法时，是把‘旋风’时期革命人民所采用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所赞许并且帮助人民采用的那些方法除外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无产阶级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参加倒是可以参加，但不能让无产阶级和农民变成领导者，不能把旧的专制农奴制的警察的政权机关完全撤销。资产阶级想保存这些机关，它只求把这些机关置于它的直接监督之下，资产阶级要用这些机关来对付无产阶级，而完全消灭这些机关只能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非常有利。因此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要求既有君主制，又有上院，要求不允许革命人民实行专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说，去同专制制度斗争吧，但是不要触动旧的政权机关，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机关。进行‘议会’斗争吧，就是说，不要越出根据我们同君主政府取得的协议给你们划定的框框。通过组织进行斗争吧，不过不要通过罢工委员会、工兵代表苏维埃之类的组织，而要通过我们同君主政府商定颁布的法律所承认的、所限定的、不危及资本的组织。

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一谈起‘旋风’时期，就轻蔑地嗤之以鼻，咬牙切齿，而一谈起杜巴索夫所保卫的立宪制度的时期，就眉飞色舞，兴高采烈，表现出小市民对……反动时期的无限迷恋。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始终不变的品性：想依靠人民，又害怕人民的革命主动性。

同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怕‘旋风’的再起比怕火还要厉害，为什么它要无视和抹杀新的革命危机的因素，为什么它要在人民中支持和散布立宪的幻想。

现在我们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布兰克先生和他那一流的人要说在‘旋风’时期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思想都被遗忘了。布兰克先生同一切小市民一样，承认马克思主义而撇开它的革命的一面，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手段而撇开最革命的和直接革命的手段。

布兰克先生对‘旋风’时期的态度最典型不过地表明，资产阶级不了解无产阶级运动，资产阶级害怕尖锐的决定性的斗争，资产阶级憎恶在解决社会历史问题时采用任何摧毁旧制度的、严厉的、革命的（按该词的原意说）方法。布兰克先生露出了马脚，一下子暴露了自己的全部资产阶级局限性。他听到和读到了社会民主党人在旋风时期犯了‘错误’，就急忙自负地、武断地、毫无根据地作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他对这些原则本来就一窍不通！）都被遗忘了。谈到这些‘错误’，我们要指出：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在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中，难道有过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时期吗？难道有过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或右或左的偏向的时期吗？难道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斗争时期（全世界一切带着局限性的资产者都认为这个时期是不可逾越的极限！）的历史不也充斥着这一类错误吗？如果布兰克先生对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不是一窍不通，他就会很容易地想起米尔柏格、杜林、航运补助金问题[168]、‘青年派’[169]、伯恩施坦主义，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对布兰克先生来说重要的不是研究社会民主党发展的实际进程，他需要的只是贬低无产阶级的斗争气魄，借此褒扬自己的立宪民主党所表现的资产阶级的浅薄。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社会民主党偏离它的通常的、‘正规的’道路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在这方面，社会民主党内在‘革命旋风’时期所表现的团结和思想上的一致，也比过去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旋风’时代的策略，没有使社会民主党的两翼疏远，而是使它们接近了。在武装起义问题上的意见一致代替了以往的分歧。两派社会民主党人都在革命政权的萌芽——工人代表苏维埃这种独特的机关中工作，都在吸引士兵、农民参加苏维埃，都同各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一起印发了革命宣言。实际问题上的协调一致，代替了以往的革命前的争执。革命浪潮的高涨，使分歧退到一旁，战斗的策略得到承认，杜马问题消除了，起义问题提上了日程，社会民主党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当前紧迫的工作中接近了。在《北方呼声报》[170]上，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号召举行罢工和起义，号召工人不争得政权就不停止斗争。革命形势本身提示了实际行动口号。引起争论的只是对事变估计的一些细节：例如，《开端报》[171]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革命的自治机关，《新生活报》[172]则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联合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革命政权机关的萌芽。《开端报》倾向无产阶级专政。《新生活报》则主张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然而社会民主党这样的或类似的分歧，在欧洲任何一个社会党发展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不也都存在过吗？

不，布兰克先生所以颠倒是非，荒谬地歪曲昨天的历史，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他是自负的资产阶级庸人的典型，在他看来，革命旋风时期就是丧失理智（“一切原则都被遗忘了”、“思想本身以及普通理性差不多完全消失了”），而镇压革命和小市民式‘进步’（受杜巴索夫之流保护的“进步”）的时期，则是有理性的、自觉的、有计划的活动时代。布兰克先生的全篇论文很明显地贯串着这种对于两个时期（“旋风”时期和立宪民主党时期）的对比评价。当人类历史以火车头的速度向前飞驰的时候，这就是‘旋风’，‘洪水’，一切‘原则和思想’的‘消失’。当历史以牛车的速度前进的时候，这才是理性，才是计划性。当人民群众怀着十分纯朴的心情、略嫌鲁莽地下决心自己开始创造历史，毫不犹豫地去直接实现‘原则和理论’的时候，资产者就感到恐怖，哀叹‘理性退到后面去了’（小市民英雄们，事情不是正好相反吗？群众的理性而不是个别人物的理性不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历史上吗？群众的理性不正是在这个时候变成了生动的、实在的、而不是空洞的力量吗？）。当群众的直接运动因遭到枪杀、拷打、鞭笞、失业、饥饿而被压制下去的时候，当杜巴索夫出钱养活的教育界的臭虫从壁缝中爬出来，开始用群众的名义替人民行事，也就是把群众的利益出卖给少数特权者的时候，——在小市民骑士们看来，是平安宁静的进步时代来到了，‘思想和理性又复苏了’。资产者随时随地都忠于自己，无论拿《北极星》[173]或《我们的生活报》来看，无论拿司徒卢威或布兰克的作品来读，到处都是一样，到处都可以遇到对革命的时期和改良主义的时期的这样一种带有局限性的、迂腐教授的、僵死官僚的评价：前者是丧失理智（tolle　Jahre）的时期，思想和理性消失的时期，后者则是‘自觉的、有系统的’活动的时期。

可别误解我的话，别以为我讲的是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偏爱这个或那个时期。问题完全不在于偏爱，历史时期的更替是不以我们的主观偏爱为转移的。问题在于：布兰克之流先生们在分析两个时期的特点（它完全不以我们的偏爱或同情为转移）的时候，无耻地歪曲了真相。问题在于：正是革命的时期比小市民的、立宪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的进步的时期，规模更广，更丰富，更自觉，更有计划，更有系统，更勇敢和更鲜明地创造着历史。可是布兰克之流先生们正好颠倒了黑白！他们硬把贫乏说成是历史创造活动丰富。他们把被压迫被束缚的群众的无所作为看作官吏和资产者‘有系统的’活动的胜利。他们看到各种官场小吏和自由主义的卖文为生的下流作家（penny-a-liner）糟蹋法律草案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平民’开始直接从事政治活动，开始不迟疑地、不留情地直接破坏压迫人民的机关，夺取政权，夺回过去被认为是属于各种人民掠夺者的东西的时候，一句话，他们看到千百万受压榨的人们的思想和理性开始觉醒的时候（他们觉醒起来不是去读死书，而是去行动，去从事人类的活的事业，从事历史的创造），就大嚷大叫，说什么思想和理性消失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第5节《立宪民主党的自负的典型》和《题外话。对立宪民主党的政治家和博学的教授们的通俗的谈话》。——编者注］



1905—1906年俄国关于专政问题的争论就是这样。

德国的迪特曼、考茨基、克里斯平、希法亭之流先生们，法国的龙格先生及其党羽，意大利的屠拉梯及其同伙，英国的麦克唐纳和斯诺登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先生们在专政问题上的论调，实质上同1905年俄国的鲁·布兰克先生以及立宪民主党人的论调一模一样。他们不懂专政，不会为实现专政作准备，不能了解和实现专政。







	　　1920年10月20日载于1920年11月9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4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69—391页


















[161]《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一文的手稿于1920年10月20日寄给彼得格勒《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随同手稿寄去的还有列宁的《十二年来》文集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文章寄出的第二天，列宁就写信通知该编辑部，并要求他们将寄去的文章立即核对、发排，然后将材料全部退回。列宁亲自校对了文章的长条样，并作了许多修改。——367。



[162]《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371。



[163]法兰克福议会是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正式开幕。法兰克福议会的选举由各邦自行办理，代表中资产阶级自由派占多数。由于自由派的怯懦和动摇以及小资产阶级左派的不坚定和不彻底，法兰克福议会不敢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也没有能建立人民武装来粉碎反革命，以克服德国的分崩离析状态。法兰克福议会从一开始就宣布制定全德宪法为其唯一重要任务。在制宪过程中，代表们竞相发表演说，无休止地空谈和争辩。直至1849年3月27日，议会才通过了帝国宪法，而这时反动势力已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得胜。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宪法尽管很保守，但毕竟主张德国统一，有些自由主义气味，因此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等邦纷纷宣布予以拒绝，并从议会召回自己的代表。留在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不敢领导已经兴起的人民群众保卫宪法的斗争，于1849年5月30日把法兰克福议会迁至持中立立场的符腾堡的斯图加特。6月18日，法兰克福议会被符腾堡军队解散。——372。



[164]指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怀着挑衅的目的，建议工人于1905年1月9日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在请愿那天，沙皇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1000多人被打死，2000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月9日成了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起点。——373。



[165]指《我们的生活报》。



《我们的生活报》（《Наша　Жизнь》）是接近立宪民主党左翼的自由派报纸（日报），1904年11月6日（19日）—1906年7月11日（24日）断断续续地在彼得堡出版。——375。



[166]布伦坦诺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鼓吹通过工厂立法和组织工会就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列宁称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383。



[167]《无题》周刊（《Без　Заглавия》）是俄国政治性刊物，1906年1月24日（2月6日）—5月14日（27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期。该杂志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刊物，参加编辑部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主编）、叶·德·库斯柯娃（出版者）、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383。



[168]指德意志帝国国会社会民主党党团内部在航运补助金问题上发生的分歧。1884年底，德国首相奥·俾斯麦为推行殖民掠夺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发给轮船公司补助金，以便开辟通往亚洲东部、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线。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左翼反对发放航运补助金，而以伊·奥尔、约·亨·威·狄茨等为首的党团的右翼多数，在帝国国会就这个问题正式辩论以前，就主张向轮船公司发放补助金。1885年3月，在帝国国会讨论这个问题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投票赞成开辟通往亚洲东部和澳洲的航线，同时以政府接受它的一些要求，包括新的船只在德国造船厂建造，作为它同意俾斯麦提案的条件。只是在帝国国会否决了这一要求后，整个党团才投票反对政府的提案。党团多数的行为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强烈反对。争论极为激烈，几乎造成党的分裂。恩格斯给了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以坚决批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8—259、259—260、265、289、291、314—315、321页）。——385。



[169]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产生于1890年。核心成员是一些大学生和年轻的著作家。主要领导人有麦克斯·席佩尔、布鲁诺·维勒、保尔·康普夫麦尔、保尔·恩斯特等。青年派奉行“左”倾机会主义，否定议会斗争和改良性的立法活动，反对党的集中制领导，反对党同其他阶级和政党在一定条件下结成联盟。恩格斯同青年派进行了斗争。当青年派机关报《萨克森工人报》企图宣布恩格斯和反对派意见一致的时候，恩格斯给了他们有力的回击，指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从此结束了青年派在党内的活动。——385。



[170]《北方呼声报》（《Северный　Голо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合法的联合机关报，在《新生活报》和《开端报》被政府封闭以后于1905年12月6日（19日）—8日（21日）在彼得堡出版，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组成的编辑部编辑。该报出版第3号后被查封。此后还曾用《我们的呼声报》的名称于1905年12月18日（31日）出了一号。——386。



[171]《开端报》（《Нача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3日（26日）—12月2日（15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号。该报由达·马·赫尔岑施坦和Ｃ．Ｈ．萨尔蒂科夫担任编辑兼出版者。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列·格·捷依奇、尼·伊·约尔丹斯基等。——386。



[172]《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合法报纸，实际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905年10月27日（11月9日）—12月3日（16日）在彼得堡出版。正式编辑兼出版者是诗人尼·明斯基，出版者是女演员、布尔什维克玛·费·安德列耶娃。从1905年11月第9号起，该报由列宁直接领导。参加编辑部的有：列宁、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彼·彼·鲁勉采夫。马·高尔基参加了《新生活报》的工作，并且在物质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新生活报》发表过列宁的14篇文章。该报遭到沙皇政府当局多次迫害，在28号中有15号被没收。1905年12月2日该报被政府当局封闭。最后一号即第28号是秘密出版的。——386。



[173]《北极星》杂志（《Полярная　Звезда》）是俄国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刊物（周刊），1905年12月15日（28日）—1906年3月19日（4月1日）在彼得堡出版，总共出了14期。主编为彼·伯·司徒卢威。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尼·亚·别尔嘉耶夫、亚·索·伊兹哥耶夫等。1906年4月改称《自由和文化》杂志。——387。　







《列宁全集》第39卷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恢复波罗的海舰队问题的决定草案[174]


（1920年10月23日）

责成彼得格勒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并专门责成以季诺维也夫同志为主席的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特别注意：加速恢复波罗的海舰队的工作，协调能对此提供帮助的各机关，杜绝拖拉作风并对工作的进度和成效建立切实可行的监督。

责成拉斯科尔尼科夫及苏达科夫两同志于两周后提出报告，报告彼得格勒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主席团和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所采取的措施及制定的工作方法（可用书面形式）。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92页















[174]这个决定草案是在劳动国防委员会1920年10月23日会议上写的，当即为会议通过。1938年2月23日《真理报》第53号曾发表过这个文件的摘录。——389。





《列宁全集》第39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苏维埃职员的劳动口粮和粮食定量问题的决定草案[175]


（1920年10月23日）

委托下列同志组成的委员会

　　阿瓦涅索夫　　　　＋

　　诺根　　　　　哥尔茨曼

　　哈拉托夫

　　金丁

　　菲恩

（a）搜集各部门苏维埃职员实际吃粮和供应情况并与工人的情况相比较（包括非法供应情况）；

（b）讨论能使这方面的情况更为稳定更有秩序的措施；

（c）提出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工作条例草案，以确定各机关的编制并研究苏维埃职员的劳动定额、人数、劳动成效等等。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93页

















[175]1920年10月23日，人民委员会讨论了苏维埃职员的劳动口粮和粮食定量问题。会议就此问题通过的决定全部采纳了这里收载的列宁的建议。会议还责成会上成立的委员会于1920年10月26日作报告。——390。





《列宁全集》第39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的决定草案[176]


（1920年10月26日）

1．最迟不超过两天发表一个关于监察委员会的非常详尽而郑重的书面声明。[177]此事委托布哈林和捷尔任斯基办理。

2．请捷尔任斯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每天在监察委员会工作不少于3小时，以使监察委员会确实成为真正体现党和无产阶级良知的机构。

3．立即开始出版《争论专页》，并予以特别注意，此事责成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办理。

4．建议监察委员会承担一项特殊任务：对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心理上的危机的所谓反对派的人们分别加以关心，甚至往往要象医治病人那样对待他们。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能用命令方式）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就此向中央组织局提出建议和意见等等。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94页

















[176]这个决定草案是在1920年10月26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党内情绪问题时提出的，草案稍加补充后为会议通过。——391。



[177]1920年10月28日《真理报》第1版上发表了由监察委员会书记马·康·穆拉诺夫署名的题为《致俄共全体党员》的书面声明。——391。





《列宁全集》第39卷


关于建立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之间的联系

（1920年10月和11月）


1

人民委员会决定草案[178]

（10月26日）

就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之间的组织联系问题召开预备会议。

责成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特别是粮食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于星期一即11月1日以前，向预备会议提出关于现有一切跨部门的经济委员会的材料及有关其工作的简要总结材料。

2

建议草稿[179]

（11月1日）

1．责成原三人小组（阿瓦涅索夫＋拉林＋波波夫）[180]对所有的委员会就人员组成、工作性质及其他问题进行更精确的研究，将各委员会加以分类，对必要的合并和精简提出结论性意见并在星期六，即11月6日，向我们提出报告。

2．责成：（1）中央生产委员会

　　　　 （2）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

　　　　 （3）利用委员会[181]

　　　　 （4）以及农业人民委员部

结合全俄罗斯联邦总的经济计划，准备一个向我们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他们各自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总结的报告，并在下次会议（11月6日）前汇报：

（a）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报告

（b）他们各自结合俄罗斯联邦总的经济计划准备的报告的主要题目（或者主要内容）是什么（尽可能提出报告的书面提纲）。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95—396页

















[178]为了贯彻执行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人民委员会于1920年10月26日讨论了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之间建立联系的问题。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协调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在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方面的工作的报告，并提出了这里收载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是当天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决定的一部分。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是1920年4月召开的。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写道：“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在最近期间订出一项制度，确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其他与经济有直接关系的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之间在日常工作中的组织联系，以保证在执行党代表大会批准的经济计划时行动完全一致。”（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7页）——392。



[179]根据人民委员会1920年10月26日的决定，11月1日由列宁主持召开了研究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之间联系问题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里收载的建议草稿是列宁在会议上写的。会议以这些建议为基础通过了决议。——393。



[180]这个三人小组是人民委员会为收集各跨部门委员会的材料于1920年10月26日任命的。——393。



[181]利用委员会是隶属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跨部门机构，建立于1918年11月。该委员会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工商业人民委员部等单位的代表组成，主要管食品及工业品等项物资的分配。1921年3月，该委员会改组为劳动国防委员会领导下的专门委员会。1921年12月被撤销。——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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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阿古尔斯基的谈话[182]


（1920年10月28日以前）


一　美国和苏维埃俄国

合众国同俄国很快将建立贸易关系，这种看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万德利普先生曾对我们说，他确信，新的共和党政府将同苏维埃俄国建立贸易关系。然而我认为他错了，因为他不了解国际政治局势。万德利普先生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是一个金融巨头。同我们恢复贸易关系，对他和他那个阶级的许多人确实有好处，他们希望跟我们打交道，是因为对他们个人有好处。然而他并不了解，美利坚合众国并不象他想象的那样可以在其国际政策中完全自行其是。大不列颠和法国可以对美国施加压力，以武装干涉、继续封锁等等方式重新对我们进行公开战争。这就是我们同合众国两国关系方面的真实情况。

但是，由于我们在弗兰格尔战线即将取得军事上的进展，我们可以期望国际关系方面不久将发生某些变化。我们的军事情况比几个月以前要好得多。弗兰格尔一定会垮台，他的失败无疑将会改变国际上同苏维埃俄国的关系。


二　关于工农党[183]

美利坚合众国新出现的工农党，对美国和欧洲的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个新的政党代表着美国占多数的两部分人——工人和贫苦农民。

诚然，这个新的政党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它目前也还没有承认社会主义原则，但正在不自觉地走向社会主义……

成立工农党的想法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新的想法。美国的工人运动一直倾向于成立这种政党。当年的人民党（Populist　Party）[184]就与新的工农党具有同样的性质。在成立这类政党的过程中，美国工人会逐渐认清他们所犯的错误。他们自己会找到更加革命的策略和方法。他们在走向社会主义。他们在走向共产主义。


三　关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的美国同志有忽视工农党这种群众运动的倾向，这是过去的社会主义运动所特有的宗派主义的残余。美国共产党应该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共产主义政党。它应该贯彻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在美国革命运动中，它很可能居于少数，但它应该支持任何的行动和革命运动，并参加革命活动，以求形成群众性的运动。美国的共产党人应该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左翼的工作，应该参加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的工作，应该支持工农党这样的运动，尽管目前它还不是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得到十分可靠的情报说，1923年美国的舰队将超过不列颠的舰队。船舰造出来当然不是用于和平目的的。毫无疑问，战争将会爆发。因此，如果美国掀起和平主义运动，那么，虽然我们并不相信狭隘的和平主义运动，但是共产党员还是应该支持这个运动的。只有这样，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才能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因素。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9卷第247—249页















[182]在1920—1921年间，列宁不止一次地接见过萨·哈·阿古尔斯基。这篇谈话记录是阿古尔斯基整理的，他曾于1920年10月28日请求列宁加以审阅。——394。



[183]工农党（农工党）是由美国激进的工人和农民团体联合组成的政党，1920年7月在芝加哥成立。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改良主义组织“四十八人委员会”也曾加入该党。该党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了实行被压迫民族自决原则和美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等重大要求。工农党要求承认苏维埃俄国，不再对它进行武装干涉。1924年以后，该党大多数组织陆续停止活动。——395。



[184]人民党是19世纪末期的美国农民政党，1891年5月成立于辛辛那提。参加建立这个党的除农民团体外还有一些工人组织。1892年7月4日，该党奥马哈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下列各项基本的纲领性的要求：没收各公司的多余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分配给移民；铁路、电报、电话等收归国有；实行累进所得税；允许无限制地铸造银币和金币。后来，人民党放弃自己提出的激进口号，依附于民主党。到1900年，人民党作为独立政党实际上不复存在。——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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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决定草案[185]


（1920年10月28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186]明确提到俄罗斯联邦的“全部政治教育工作的统一”问题。

俄共中央政治局无条件地认为这样的统一是必要的，首先确认，这一统一只能理解为应保持、加强和扩大的不仅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党组织的独立自主，而且是该党组织对该部一切部门工作的领导的、指导的和主导的地位。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应分为两部分贯彻执行：立即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中所明确列举的机关的合并问题向人民委员会提出。

在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两位中央委员的参加下，于明日即10月29日拟订出有关草案。

第二部分任务是，进一步合并各人民委员部下属所有与教育有关的平行机关，并特别仔细地研究确定俄共各宣传鼓动机关与受其领导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各教育机关之间在组织上的相互关系。

委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两同志向政治局提出关于第二部分任务的报告并明确列出各人民委员部的所有平行机关。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97页

















[185]这个决定草案全文列入了1920年10月2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决议。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被任命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主席。——397。



[186]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加强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措施的决定》。该决定发表于1920年10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26号。——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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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87]


（1920年11月3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发表几点意见，这些意见中有一部分是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研究组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问题时谈过的，有一部分是我对提交人民委员会的草案的意见。昨天这个草案已经基本通过，细节以后还要讨论。[188]

说到我个人的意见，我只能说，起初我曾竭力反对你们这个机关改变名称。我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学习和教学。我担任苏维埃工作以来，已经习惯于把各种名称看作儿戏，本来每个名称也就是一种游戏。现在新名称已经确定，叫作政治教育总委员会。

这个问题既然已经决定，你们就把我的意见当作个人意见看待好了。如果事情不只是改变叫法，那就只能表示欢迎了。

要是我们能吸收新的人员来参加文教工作，那就不只是换个名称的问题，那时这种给新事物、新机关加头衔的“苏维埃的”癖好也就可以原谅了。要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取得的成绩会比现在大得多。

要使同志们和我们共同参加文教工作，关键在于教育同我们的政治的联系问题。如果有必要，名称是能够规定某种内容的，因为在各方面的教育工作中，我们都不能抱着教育不问政治的旧观点，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种思想一贯占着统治地位。所谓教育“不问政治”，教育“不讲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说法，无非是对99％受教会控制和私有制等等压迫的群众的欺骗。现在还在统治着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资产阶级，正是这样欺骗群众的。

在那里，机构愈重要就愈不能摆脱资本和资本的政治。

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教育同政治机构的联系都非常密切，虽然资产阶级社会不肯直率地承认这一点。同时，资产阶级社会通过教会和整个私有制来影响群众。

我们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用我们的真话来揭穿资产阶级的“真话”，并使人们承认我们讲的是真话。

从资产阶级社会转向无产阶级政治是一个很艰难的转变，何况资产阶级还开动了全套宣传鼓动机器不断地诬蔑我们。资产阶级竭力抹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即教育任务，这个任务对于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俄国尤其重要。这个任务在俄国应当提到首位，因为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训练群众。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培养出高度的觉悟、严格的纪律以及在对资产阶级作斗争时的无限忠诚，就是说，如果不能完成无产阶级为完全战胜其宿敌所必须提出的一切任务，那就谈不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不赞成认为劳动群众已经有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准备的空想观点。我们根据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的确切材料，了解到事实并不是这样，只有大工业、罢工斗争、政治组织才能使劳动群众作好实行社会主义的准备。无产阶级必须善于采取一致行动，推翻剥削者，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我们看到，无产阶级已经具备了这一切必要的能力，并且把这些能力转化为实际行动，夺得了政权。

教育工作者和共产党这个斗争的先锋队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在考虑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十分注意的那些局部问题的时候，决不能忽视这个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至于如何建立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使它如何同其他机关沟通，如何不仅同中央而且还要和地方机关联系等等问题，那就要由在这方面经验丰富、有专门研究的更在行的同志来回答了。我只想在原则方面强调指出几个要点。与过去那些谎言不同，我们不能不公开提出问题，公开承认教育不能不联系政治。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我们同比我们强大许多倍的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期。我们应当在这个时期内坚持革命建设，用军事的方法，尤其是用思想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以便把工人阶级几十年来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形成的习惯、风气和信念，用作教育全体劳动者的手段，至于究竟应如何教育的问题，这就要由无产阶级来解决了。必须使人们懂得，现在无产阶级的斗争已经愈来愈广泛地扩大到世界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不可能也不容许置身于这个斗争之外，置身于国际政治之外。目前国际政治的真正基础，就是全世界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俄国。必须认识到，这关系到资本主义国家亿万劳动者的命运。要知道，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角落不是处在一小撮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之下。因此形势是这样摆着的：或者是置身于目前的斗争之外，或者是投身于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置身于目前的斗争之外，就证明自己一点没有觉悟，象某些置身于革命和战争之外的愚人一样，看不见资产阶级对群众的全部欺骗，看不见资产阶级如何故意使群众愚昧无知。

我们完全公开地说无产阶级要进行这种斗争，任何人都必须决定是站在我们这边还是站在另一边。谁想既不站在这边又不站在那边，到头来总是身败名裂。

尤登尼奇、高尔察克、佩特留拉、乌赫诺之流这些层出不穷的克伦斯基派、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余孽，使我们在俄国各地见识了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所以可以说，我们比任何人都受到过更多的锻炼。看一看西欧，就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发生过的事正在他们那里发生，那里正在重演我们的历史。几乎各国资产阶级身边都有克伦斯基派。他们在许多国家里，特别是在德国占着统治地位。到处都是一样，不可能有任何中间立场，只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不是白色专政（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正在武装起来反对我们，为实行这种专政作准备），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一点我们都有十分深刻的体会，所以关于俄国共产党人我就不必多说了。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有关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一切议论和设想也应该以这个结论为基础。在这个机构的工作中首先应该公开承认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没有其他的形式，也没有一个国家创造了其他的形式。党在符合本阶级的利益方面可能做得好，也可能做得不够好，党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或改进，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形式。三年来，苏维埃俄国抗击世界帝国主义进攻的全部斗争，是与党认识到自己的任务是帮助无产阶级起到教育者、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这一点分不开的，无产阶级起不到这种作用，就无法打垮资本主义。为了建设共产主义，工农劳动群众必须战胜知识分子的旧习气，必须改造自己，不这样就无法着手建设事业。我们的全部经验表明，这个事业十分重要，因此我们要重视承认党的领导作用问题，在讨论工作和组织建设的时候，决不能忽视这一点。至于如何实现，要谈的问题还很多，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都还要对此加以研究。昨天批准的法令对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来说是一个基础，不过人民委员会还没有做完制定这项法令的全部工作。过几天，这个法令就会公布，你们将会看到，在最后定稿中没有直接谈到与党的关系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并且记住，从法律上和事实上来说，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基础都是：党在纠正缺点、制定措施和进行建设的时候，都是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要使那些同无产阶级息息相关的共产主义分子能够引导无产阶级贯彻他们的精神，服从他们的领导，摆脱我们一直在努力铲除的资产阶级的欺骗。教师组织曾经长期抗拒社会主义革命，教育人民委员部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这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其形式是公开怠工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的偏见，我们只好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夺取共产主义阵地。对于从事社会教育工作、解决社会教育和群众教育任务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特别突出的任务是：配合党的领导，使这一大批工作人员——这支现在已经在为工人服务的50万教育大军——服从总委员会，贯彻它的精神，受到它的主动精神的激励。教育工作者和教员过去受的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和习惯的教育，是敌视无产阶级的教育，他们同无产阶级没有任何联系。现在我们要培养出一支新的教育大军，它应该同党和党的思想保持紧密联系，贯彻党的精神，它应该把工人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他们，使他们关心共产党员所做的事情。

因为要同旧习惯、旧风气、旧思想决裂，在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面前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对这个任务应该特别重视。的确，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如何使大部分是旧人员的教师能同共产党员建立起联系？这是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必须多加思索。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怎样才能把这些如此不相同的人从组织上联系起来。从原则上说，对于应该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任何怀疑。因此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者、没有地主的国家。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只有掌握教师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来的一切知识，才能做到。否则，共产主义就不可能有任何技术成就，在这方面的一切理想就要落空。可是这些工作人员都不习惯于联系政治，特别是联系对我们有用的政治，即共产主义所必需的政治来进行工作，因此就出现一个问题，如何使他们从组织上联系起来。我已经说过，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我们在中央委员会里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认真地考虑了经验所提供的启示，我们认为，象今天我出席讲话的这种会议，象你们的这种会议，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意义。过去都认为宣传员是属于一定的小组或一定的组织的，现在各级党委对每一个宣传员都应该有新的看法了。每一个宣传员都属于管理和领导整个国家、领导苏维埃俄国同全世界资产阶级制度进行斗争的党。他们代表正在斗争的阶级，代表领导着并且应当领导巨大的国家机构的党。许许多多共产党员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受过斗争的考验和锻炼，但是，当他们由宣传鼓动员变成鼓动员的领导人，变成庞大的政治组织的领导人的时候，却不愿意或不能了解这种转变和变化的全部意义。至于要不要有一个相应的头衔，即使是象国民学校总监这种令人容易误解的头衔，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善于领导教师群众。

必须指出，几十万教师——这是一批应该推动工作、启发人们思想、同目前群众中还存在的偏见作斗争的工作人员。教师群众接受了资本主义文化遗产，全身沾染了这种文化的缺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是共产主义教师，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吸收他们参加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行列，因为他们有知识，而没有知识我们就达不到我们的目的。

我们应该吸收数十万有用的人才来为共产主义教育服务。这个问题在前线，在我们的红军里已经解决了，红军中吸收了上万的旧军人。经过长期改造，他们和红军融为一体了，最后还以自己的战功证明了这一点。在文化教育工作中我们也应该仿效这个榜样。的确，这件工作不那么轰轰烈烈，但是更为重要。每一个鼓动员和宣传员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他们在执行任务时，要严格地按照党的精神进行工作，但又不能只局限于党的范围内，应该记住他们的任务是领导几十万教师，激发他们的兴趣，战胜旧的资产阶级偏见，吸引他们来参加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使他们意识到我们的工作十分重大，只有进行这项工作，我们才能把这些受资本主义压迫的、资本主义与我们争夺过的群众引上正路。

这就是每个在学校范围以外进行工作的鼓动员和宣传员应该努力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是不容忽视的。在完成这些任务的时候会碰到许多实际困难，那你们就应当帮助共产主义事业，不仅应当成为党小组派出的代表和指导者，而且应当成为整个工人阶级国家政权派出的代表和指导者。

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完成这一改造群众的工作。我们所看到的群众对共产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知识的兴趣和向往，是我们在这方面取得胜利的保证，胜利也许不会象前线上那么快，也许要碰到很大的困难，有时还会遭到挫折，但是最后我们总是会胜利的。

最后，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对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这个名称的理解可能不正确。既然这里提到了政治这个概念，政治在这里就是最主要的。

但是如何理解政治呢？要是用旧观点来理解政治，就要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但是我们的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粉碎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东西，粉碎整个资产阶级一再想消灭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到目前为止，这个任务吸引了我们最大的注意力，妨碍了我们转向另一方面的任务——建设任务。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似乎是脱离经济的。资产阶级说：农民们，你们想活下去，就要工作；工人们，你们想在市场上得到一切必需品，生活下去，就要工作，而经济方面的政治有你们的主人来管。其实不然，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现在我们工作中有十分之九的时间用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我们昨天看到了对弗兰格尔作战获胜的消息，这个消息你们今天或许明天就会看到，这些胜利表明，斗争的一个阶段将要结束，我们争得了同一系列西方国家的和平，而军事战线上的每一个胜利都能使我们腾出手来从事对内斗争，从事国家建设的政治。我们走向战胜白卫分子的每一步都会使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老式的宣传方法是讲解或举例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但这种老式的宣传已毫无用处，因为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说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宣传工作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谁要是对宣传仍作旧的理解，那他就落后了，就不能担负起对工农群众的宣传工作。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正应当根据这些来安排整个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应当少说空话，因为空话满足不了劳动人民的需要。一旦战争使我们有可能不把重心放在同资产阶级、弗兰格尔、白卫分子的斗争上，我们就将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那时，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就将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

每一个鼓动员都应该是国家派出的指导者，应该在经济建设事业中指导全体农民和工人。他应该告诉人们，要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应当知道、应当阅读哪本小册子，哪本书。我们就是要这样来改善经济，使它更加稳固，更带有社会性，增加生产，改善粮食问题，更合理地分配产品，增加煤产量，并且在没有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气味的条件下恢复工业。

什么是共产主义？整个共产主义宣传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实际指导国家建设。应该使工人群众把共产主义理解为自己的事业。这一事业进行得还不好，错误百出。我们不掩饰这一点，但是，工农本身应该在我们的帮助下，在我们尽管不大的、小小的促进下建立和整顿我们的机构。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只是我们的纲领、理论和课题了，它已经是我们今天的实际建设事业了。在战争中，敌人使我们遭到过最惨重的失败，然而我们在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取得了全胜。现在，我们也应当在每次失败中吸取知识，我们应当记住，应该以过去的工作为例来教育工人和农民。指出我们什么地方还做得不好，以便将来避免再犯错误。

把建设工作中的事例翻来覆去地提出来，我们就能使不胜任的共产党员领导者变成名副其实的建设者，首先是经济事业的建设者。我们要取得必需的一切，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排除的障碍，就应该重新教育群众，而要重新教育群众又只有靠鼓动和宣传，应该首先把群众同国家经济生活的建设联系起来。这应该是每一个宣传鼓动员工作中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容，谁领悟了这一点，谁在工作中就一定能做出成绩来。（热烈鼓掌）





	载于莫斯科出版的《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公报（1920年11月1—8日）》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98—408页

















[187]这是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讲话发表于1920年11月5日和6日《真理报》第248号和第249号，还刊登于莫斯科出版的《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公报（1920年11月1—8日）》。



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于1920年11月2—8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会议的有283名代表。会议主要讨论了与建立共和国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有关的一些问题。会议听取了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关于政治教育工作问题的讲话、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作的题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当前工作计划》的报告和叶·亚·利特肯斯作的题为《地方政治教育委员会的组织》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粮食运动与政治教育工作、同恢复国家经济生活有关的生产宣传、扫除文盲等问题。——399。



[188]根据列宁的建议（见本卷第397—398页）制定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共和国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法令》于1920年11月12日由列宁签署，1920年11月23日发表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63号。——399。





《列宁全集》第39卷


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189]


（1920年11月4日和12月11日）


1

1920年9月25日《真理报》第213号发表了我的一封短信：《给德国和法国工人的信（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 
［注：见本卷第290—292页，——编者注］

 。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Avanti！》）[190]在10月5日转载了这封信，并附了评论，这篇评论值得一谈，因为它清楚地表明《前进报》编辑塞拉蒂同志的立场是不正确的。


　　他写道：“列宁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一些同志强行提出的十分苛刻的条件，这些人从那么遥远、情况那么不同的地方很难对人和环境作出正确的估价…………列宁只留下一个自己的战利品——莫迪利扬尼……

……现在列宁又说（不知道他是以自己的名义还是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说的），〈如果得到执行委员会的同意，在一般的规定之外〉允许有例外。”





　　把一个改良主义者莫迪利扬尼说成是“战利品”的讽刺性评论并未命中要害。与塞拉蒂的意见相反，我没有提到莫迪利扬尼（还有龙格）的名字决不是故意的。我提到一些人的名字作例子是为了说明派别，至于某某个人的问题我始终没有去管它，不想去解决这种问题，我认为这是次要的问题，只要指出允许有例外就行了。不管塞拉蒂怎样说，他完全知道（因为他准确地引用了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我说的话和我所能说的都只是代表我自己，决不代表执行委员会。塞拉蒂的评论使《前进报》的读者不去注意主要的、基本的、本质的问题：现在是否能容许改良主义者留在意大利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内。塞拉蒂设法把大家的注意力从本质的问题引向次要的和不重要的问题，以掩饰他的不正确的立场。

必须反对这种做法，必须弄清本质的东西。

塞拉蒂在这篇评论和其他文章中都谈到，莫斯科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对意大利的情况不够了解。似乎问题的实质不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派别的斗争，不是要解决是否容许同改良主义者“统一”这一根本问题，而是在“莫斯科”不甚了解的问题上有意见分歧！

这种看法（以及这种转移对主要问题的注意力的做法）的惊人的错误，在一份关于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内部讨论的正式报告中已被充分揭露。这次讨论就是在上面提到的那期《前进报》出版的前几天，即9月28、29、30日和10月1日在米兰进行的。这次讨论结束时提出两个决议进行表决，其中一个可以称为共产主义的决议，而另一个则可以称为“中派主义”的或模棱两可的或暗中主张同改良主义者联盟（“统一”！）的决议。第一个决议通过了，共得7票（特拉奇尼，杰纳利，雷根特，通塔尔，卡祖奇，马尔齐亚利，贝洛内）；第二个决议被否决了（共得5票：巴拉托诺，扎纳里尼，巴契，贾科米尼，塞拉蒂）。

第一个决议的特点是非常鲜明和确切。它首先指出，意大利革命斗争的“目前情况”要求党有“更大程度的统一意志”。其次指出：凡是符合服从纪律这一条件的人，都允许留在党内，但是这个条件没有执行；指望那些具有同第三国际的原则和策略对立的信念的人会服从纪律是错误的；因此，在接受莫斯科的21项条件以后，必须“彻底清洗”全党，把改良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从党内驱逐出去。

这里没指名道姓，没谈细节。这里有的是鲜明的政治路线，这里准确地说明了作出决定的理由：意大利党史上的具体事实，意大利革命形势的具体特点。

第二个决议是模棱两可、玩弄拙劣的外交辞令的典型：我们接受21条，但是我们认为，“这些条件可能会使人作模棱两可的解释”，“必须使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每个支部的政治标准适合于该国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的、实际的特点，并且使它们得到国际的赞同”；决议强调“在21条的基础上保持意大利社会党的统一的必要性”；个别违反纪律的情况应该受到党中央委员会的严厉制裁。

共产主义的决议指出：革命形势要求党有更大程度的统一意志。这是无可争辩的。主张同改良主义者“统一”的人的决议企图回避这一不可争辩的真理，不敢加以反驳。

共产主义的决议指出：意大利的特点在于改良主义者必须服从党的决议这一条件没有执行。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既然是这样，那么在整个革命形势日趋尖锐的时候，甚至可能是在决定性的革命搏斗的前夕，把改良主义者留在党内就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

事实是否如此呢？改良主义者是否执行了党的决议，真正服从党，贯彻了党的政策呢？维护改良主义者的人的决议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也不能反驳共产主义者作出的否定的回答，而是避而不答，支吾搪塞，拐弯抹角，泛泛地谈论不同国家的不同的具体特点，目的正是为了回避和歪曲意大利的而且是它当前最重要的“具体特点”。其实意大利的这个具体特点正在于改良主义者事实上已经不能真正执行党的决议和贯彻党的政策了。主张同改良主义者统一的人的决议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模棱两可，完全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上面的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地、无可辩驳地证明塞拉蒂、巴拉托诺、扎纳里尼、巴契和贾科米尼是根本错误的，他们的政治路线是根本不对的。

意大利党中央委员会的讨论更进一步揭露出塞拉蒂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共产主义者正是不断指出，如果改良主义者依然如故，他们就不能不暗中破坏革命，正象不久以前他们在意大利工人夺取工厂的革命运动中暗中破坏革命一样。

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当党内还有暗中破坏革命的人的时候，怎么能够去进行革命准备，怎么能够去迎接决定性的搏斗呢？这不仅是犯错误，这简直是犯罪。

如果塞拉蒂象他在10月14日的《人道报》[191]上发表的信中所公开声明的那样，只指望开除屠拉梯 
［注：信的要点如下：“我们都拥护莫斯科的条件。问题在于如何掌握这些条件。我坚决主张应当把有害分子清除出党，因而我曾提议开除屠拉梯，但是我们不应当丧失大批的工团〈按俄国的说法是工会〉和合作社。有人主张彻底决裂。分歧就在这里。”（10月14日《人道报》。黑体是塞拉蒂用的。）］

 一个人，那么事实也已揭露出塞拉蒂的错误。意大利的改良主义者不仅召集了自己派别的特别代表大会（1920年10月11日在艾米利亚雷焦），不仅在代表大会上重申了他们所有重要的改良主义观点，不仅在会上对菲力浦·屠拉梯最热烈地欢呼，并且由特雷维斯出面声明说：“我们或者是留在党内，或者是都退出党。”我们顺便指出，资产阶级报刊和改良主义者自己还用各种方法大肆吹嘘这次派别代表大会的意义。但是我们在10月13日的《前进报》（米兰出版）上看到的却是改良主义者一共只召集了200个党支部的代表，而该党却有几千个支部！

让我们再就问题的实质更详细地谈一谈塞拉蒂的主要论据。塞拉蒂担心分裂，怕这样会削弱党，特别是会削弱工会、合作社和地方自治机关。他的主要思想就是不要破坏这些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机构。他在1920年10月2日米兰出版的《前进报》上写道：“如果我们按照特拉奇尼的建议把重要工作岗位上的人都赶走，那么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这么多的‘共产主义者’，即便是昨天才成为最热情的共产主义者的人，来担负这些重要的工作呢？”这种思想也表现在塞拉蒂同志主编的《共产主义》杂志（第24期第1627页）所刊登的塞拉蒂论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篇文章中：“请设想一下那些昨天刚自称是热情的共产主义者的外行和生手所管理的米兰公社〈即米兰的市政府〉会成什么样子吧！”

塞拉蒂就怕工会、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遭到破坏，怕生手们的无能和错误。

共产主义者则怕改良主义者暗中破坏革命。

这个对比说明了塞拉蒂的原则性的错误。他总是反复说必须有灵活的策略。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全部问题正在于塞拉蒂是向右倾，而在意大利目前的情况下应该向左倾。为了顺利完成革命和捍卫革命，意大利的党应该再向左迈出一步（但不要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不要忘记，以后的情况很可能又要求向右迈出几步）。

只要自己的队伍里还有改良主义者，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这从原则上说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已经由俄国和匈牙利的经验明显证实了的。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想法。把这个危险同“丧失”工会、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等等的危险或这类机构搞糟、出错、垮台的危险相提并论，简直是可笑的，不仅可笑，而且是犯罪。从米兰的市政府会不会搞糟等等考虑出发，而拿整个革命的命运去冒险，这就意味着完全张皇失措，完全不懂得革命的根本任务，完全不善于为革命的胜利作准备。

由于合作社、公社、工会等等机构中的生手和外行的无能，我们在俄国犯过几千次错误，遭到几千次的垮台和损失等等。我们相信，其他比我们文明的国家，这样的错误会犯得少一些。但是，尽管我们犯了这些错误，我们却获得了主要的东西：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而且我们已经将这个政权保持了三年。

塞拉蒂同志所指出的错误是局部性的错误，这比容许孟什维克暗中危害革命和破坏革命的那种“错误”容易改正一百万倍。这是不言而喻的。匈牙利已经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政权在这三年中，曾经多次处于困难的境地，当时如果让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留在我们党内，或者哪怕让他们的人较多地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的苏维埃中央机关里，那么苏维埃制度就一定被推翻了。

大家都承认，意大利的形势正接近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国家政权而进行决定性搏斗的时刻，塞拉蒂没有认识到意大利目前的特点正是处于这一转折关头。在这样的关头，不仅把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屠拉梯分子驱逐出党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把那些会动摇的和正在倒向同改良主义者“统一”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从一切重要工作岗位上撤下来，甚至也可以说是有益的。

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和革命以后不久，俄国的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我们现在不愿意再提了。为什么不愿意再提了呢？因为没有特别的必要而去重提已经完全改正了的错误是不对的。对意大利工人来说，提一下这个错误是有益处的。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诺根、米柳亭这样一些极为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和共产主义者在我上面提到的时期内曾经表现过动摇，担心布尔什维克会使自己孤立，举行起义太冒险，对某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太不肯让步。冲突甚至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上面提到的那些同志离开了党和苏维埃的各个重要工作岗位以示抗议，这使苏维埃革命的敌人十分高兴。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就在报刊上同那些辞职而去的人展开了极其激烈的论战。过了几个星期，最多过了几个月，这些同志都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又回到党和苏维埃的最重要的工作岗位上来了。[192]

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难理解的。在革命的前夜和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进行最激烈的斗争的时刻，党内的最小的动摇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坏革命，都能使无产阶级丧失政权，因为这个政权还不巩固，因为对这个政权的压力还非常大。如果那些动摇的领袖在这样的时刻离去，那么无论是党、是工人运动、是革命都不会因此削弱，而只会加强。

意大利现在正是处在这样的时刻。革命危机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成熟，这是大家都看见，都承认的。无产阶级用事实证明自己能够自发地行动起来，能够发动群众进行强大的革命运动。意大利的贫苦农民或半无产者（塞拉蒂同志莫名其妙地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在用这个字眼的时候，总要打上一个问号。其实这是一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用词，它表达了已经为俄国和意大利的事实所证明的正确的思想，即贫苦农民一半是有产者，一半是无产者）已经用事实证明，他们能够跟着无产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现在意大利革命的胜利最需要和绝对需要有一个在紧要关头不会动摇、不会畏缩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政党，一个本身无比热情、忠于革命、朝气蓬勃、无私无畏和充满决心的政党，来担任意大利革命无产阶级真正的先锋队。必须在艰苦卓绝、牺牲惨重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在全世界资产阶级大力加紧使用陷害、阴谋、诽谤、诬蔑、挑唆和暴力等手段的时候，在各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屠拉梯分子、“中派分子”、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发生最危险的动摇的情况下，捍卫住已经夺得的政权。在这样的关头和这样的情况下，党必须比平时或困难较少的时候更加百倍地坚定、果断、勇敢、忘我和无情。在这样的关头和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参加1920年10月11日艾米利亚雷焦会议的这类孟什维克完全离开了党，连现在的党中央委员巴拉托诺、扎纳里尼、巴契、贾科米尼、塞拉蒂这些可能是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也离开了党的领导岗位，党只会百倍地加强起来，而不是削弱下去。

毫无疑问，后一种人中的多数即使现在辞职了，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在这一胜利巩固以后，他们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很快就会回来的。其实，一部分意大利的孟什维克，即屠拉梯分子，在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以后，可能也会回来并且被吸收入党的，正如一部分在1917—1918年站在街垒的另一边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现在（我们度过了革命后的三个艰苦的年头）又转到我们这边来了一样。

意大利的革命无产阶级现在面临的不仅是一个象我所说的非常困难的搏斗时期，而且是一个最困难的搏斗时期。最大的困难还在前面。我认为，回避这些困难是一种轻率行为和犯罪行为。我很惊奇，塞拉蒂同志怎么能够不加批驳地在他那本《共产主义》杂志上（1920年9月15—30日第24期）登载了G．C．的《我们会被封锁吗？》这样轻率的文章。同这位作者相反，我个人认为，如果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英、法、美等国对意大利的封锁是可能的，势在必行的。我认为格拉齐亚德伊同志在意大利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中关于封锁的问题的提法要正确得多（见1920年10月1日米兰出版的《前进报》）。他认为可能遭到封锁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problema　gravissimo”）。他指出：俄国遭到了封锁，但是它支持下来了，这部分地是由于人口稀少，幅员辽阔；意大利的革命“如果不同另一个中欧国家的革命配合的话，是不能支持（resistere）很久的”，“这种配合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欧洲大陆都处在革命时期。

这一点他说得非常谨慎，但是说得很正确。我只想补充一点：意大利肯定能得到某种程度的配合（尽管这种配合还不充分，还不完全），必须为获得完全的配合而斗争。改良主义者指出封锁的可能性是为了暗中破坏革命，吓唬人们放弃革命，把自己惊慌、恐惧、踌躇、动摇、彷徨的心情传染给群众。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应当否认斗争的危险和困难，这样才能使群众更加坚定，这样才能把懦弱、动摇、彷徨的分子从党内清洗出去，这样才能使整个运动充满更大的热情和国际主义精神，充满为了一个伟大目的而牺牲的更大决心：如果英、法、美等国决定封锁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意大利共和国，那么就加快这些国家的革命。

用生手来代替有经验的改良主义或“中派主义”领袖的问题，不是只关系到在某种特殊场合下的某个国家的个别问题。这是任何无产阶级革命都会遇到的普遍问题，因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关于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的决议中把它作为普遍问题提出来并十分正确地加以解决了。我们在决议的第8节中看到：“要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就不仅要说明……任何改良主义 ……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且要在所有的无产阶级组织中（不仅在政治组织中，而且在工会、合作社、教育等等组织中）用共产党人去代替老领袖……必须比过去大胆百倍地把这些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的代表人物从他们所占据的一切岗位上赶走，宁愿用最没有经验的工人去代替他们，只要这些工人同被剥削群众息息相关，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得到这些群众的信任就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任命这些没有经验的工人去担任国家最重要的一些职务，不然工人政府这种政权就会没有力量，而这个政府就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注：见本卷第185—186页。——编者注］



因此，塞拉蒂说意大利党内“大家”都同意接受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正好相反。

塞拉蒂在前面我所提到的《人道报》上的那封信中信笔写道：


　　“……关于最近的事件，应当知道，劳动总联合会（意大利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者曾经建议让那些要把运动扩大为革命的人来领导运动。我们在劳动总联合会中的同志声明说，如果过激分子领导起义，他们愿意充当一名遵守纪律的士兵。但是过激分子并没有去领导运动……”



　　如果塞拉蒂对劳动总联合会中的改良主义者的这种声明信以为真，那就太幼稚了。实际上，这是变相的暗中破坏革命：在紧要关头以辞职相威胁。在这里，问题决不在于表示忠诚，而在于：如果领导者在事态的每个困难的转变关头，都遇到“自己人”、上层分子、“领袖”的动摇、彷徨和辞职，革命就决不能取得胜利。也许，了解一下以下情况对塞拉蒂同志不会没有好处的：在1917年9月底，当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资产阶级的联合在政治上显然已经垮台的时候，正是我国的社会革命党即切尔诺夫的那个党，在他们的报纸上写道：“将由布尔什维克负责组阁。……希望他们不要枉费心机用匆忙炮制的关于他们不能夺取政权的理论来掩饰自己。民主派不会接受这样的理论。同时，主张联合的人应当保证给他们以充分的支持。”（切尔诺夫的社会革命党的党报《人民事业报》[193]，1917年9月21日。我的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彼得格勒版第4页上曾引用过这一段话。）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85页。——编者注］

如果革命工人相信这种声明的坦诚，那就和相信匈牙利的屠拉梯分子一样，犯了致命的错误，后者答应过帮助库恩·贝拉，并且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他们毕竟还是暗中破坏革命的人，用自己的动摇葬送了匈牙利革命。


※　　　　　※　　　　　※

现在我来总结一下。

（1）意大利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坚忍不拔、小心谨慎、冷静沉着，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意大利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国家政权的决定性搏斗中，正确地估计总的情况，特别是估计适当的时机。

（2）同时，这个政党的整个宣传鼓动工作必须贯串坚定的精神：团结一致、高度集中、无私无畏，竭尽一切努力把这个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无情地消除充斥在屠拉梯分子中的那种动摇、踌躇和彷徨情绪。

（3）现在塞拉蒂主编的米兰出版的《前进报》（《Avanti！》）进行的这种宣传，不是教育无产阶级去进行斗争，而是瓦解无产阶级的队伍。在这种时刻，党中央委员会应当领导工人，教育他们去进行革命，驳斥不正确的观点。这一点是可以（而且应当）进行的，同时也让各种派别发表自己的意见。塞拉蒂是在领导，但是他领导的方向不对。

（4）开除所有参加1920年10月11日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的人，不会削弱党而会加强党，因为这样的一些“领袖”，即使仍然是忠诚的，也只能“按匈牙利方式”葬送革命。白卫分子和资产阶级很会利用甚至是完全“忠诚的”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之流的彷徨、动摇、怀疑和缺乏信心等等。

（5）如果巴拉托诺、扎纳里尼、巴契、贾科米尼、塞拉蒂这些人动摇和要求辞职，那就不要挽留他们，而是马上接受他们的辞职。决定性搏斗时期过后他们会回来的，那时他们对无产阶级将会有用些。

（6）意大利的工人同志们！不要忘记历次革命的历史教训，不要忘记1917—1920年间俄国和匈牙利的教训。意大利的无产阶级面临着最大的搏斗，最大的困难，最大的牺牲。战胜资产阶级，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巩固意大利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切都取决于这些搏斗的胜负，取决于工人群众的团结性、纪律性和忘我精神。意大利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将倾尽全力，不惜干出各种罪恶勾当和野蛮行径，不让无产阶级得到政权或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改良主义者和所有参加1920年10月11日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的人是必然会动摇、彷徨、踌躇的，因为尽管这一类人中很多还是十分真诚的，但他们在各个时期，在各个国家都曾经因自己的动摇而葬送革命事业。这一类人已经葬送了匈牙利革命（指第一次革命，接着还将有第二次革命……）；在俄国，如果不是把他们从一切重要工作岗位上撤下来，如果无产阶级不怀疑、不警惕、不监督他们，他们也会葬送掉革命的。

意大利的被剥削劳动群众一定会跟着革命无产阶级走的。胜利最后一定属于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是全世界工人的事业，因为只有建立工人的苏维埃共和国才能防止还会不断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才能防止酝酿中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奴役积压榨的惨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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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的假话

（代后记）

在苏黎世出版的瑞士左派社会党报纸《民权报》（《Volksrecht》）[194]的编辑诺布斯同志，不久以前在该报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关于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的信，以及他自己对这封信的冗长的答复。概括起来说，诺布斯对于接受21项条件和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作了坚决的否定的回答——这是为了“自由”，当然是为了批评的自由，为了摆脱过分严格的要求或者摆脱莫斯科独裁统治的自由（我没有保存诺布斯的文章，只能凭记忆引证，只能保证意思准确，不能保证措辞没有出入）。

同时，诺布斯同志拉塞拉蒂同志做盟友，大家知道，塞拉蒂同志也不满意“莫斯科”，就是说，尤其不满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俄国委员，并且也抱怨莫斯科破坏了共产国际各个组成部分即各个党和各个成员的“自由”。因此稍微谈谈“自由”并不是多余的。

我们经历了三年的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完全可以说，全世界最流行和最普遍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调就是指责它破坏自由和平等。各国的一切资产阶级报刊，直到包括考茨基、希法亭、马尔托夫、切尔诺夫、龙格等等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的报刊，也正是猛烈攻击布尔什维克破坏了自由和平等。从理论上来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希望读者回忆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一段充满讽刺的名言：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资本论》1920年俄文版第1卷第152页，第2篇第4章末）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9页。——编者注］





　　这段充满讽刺的话包含了最深刻的历史内容和哲学内容。应该把这段话和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对这一问题所作的通俗说明加以对照，特别是和他下面这句话加以对照：平等的概念如果不归结为消灭阶级，那就是偏见或胡说[注；同上，第20卷第117页。——编者注］。消灭封建主义及其遗迹、实行资产阶级的（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度的原则，在世界历史上用了整整一个时代。而这一世界历史时代的口号必然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消灭资本主义及其遗迹、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原则，构成现在已经开始的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的内容。我们这一时代的口号必然是而且应当是：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情地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偏见，同这些偏见作无情的斗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等等问题。

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笼统议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无论怎么说，都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这些问题，必然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的利益、剥削者的利益。只要闭口不谈这些问题，不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和平等的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谎话和伪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用形式上承认自由和平等来掩盖工人、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即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居民在经济方面事实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

现在在俄国，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践上提出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的最后的问题，人们非常明显地看到，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笼统议论究竟是为谁服务（cui　prodest？“对谁有利？”）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切尔诺夫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向我们谈论的是劳动民主派范围内的自由和平等（瞧，他们决没有笼统议论自由和平等这种过错！他们绝对没有忘记马克思的教导！），我们就问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怎样处理雇佣工人阶级和小私有主阶级的区别呢？

劳动民主派范围内的自由和平等是农民小私有者（即使他是在国有化了的土地上进行经营）以投机价格出卖余粮的自由，即剥削工人的自由。在资本家已被推翻，而私有制和贸易自由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任何提倡劳动民主派范围内的自由和平等的人都是剥削者的维护者。因此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专政的时候，应当象对待剥削者一样来对待这种维护者，尽管这种人也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党人，甚至自以为已经意识到第二国际的腐朽性等等。

只要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即使土地私有制已经废除，还存在农具和耕畜的私有制）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存在。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同这个基础进行胜利斗争的唯一手段，是消灭阶级的唯一途径。不消灭阶级，就谈不到个人的真正自由（不是有产者的自由），就谈不到人与人之间在社会政治关系上的真正平等（不是有产者和无产者、饱食者和挨饿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虚伪的平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消灭阶级，其途径，一方面是推翻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另一方面是中立小业主，使他们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动摇不定不敢于造成危害。

诺布斯和塞拉蒂两位同志讲了假话，这当然并不是说这两位同志虚伪、不真诚。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是十分真诚的，在他们的言论中没有任何主观上的虚伪。但是在客观上，从内容来看，他们讲的是假话，因为这些言论是在维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偏见，是在维护资产阶级。

共产国际无论如何不能不管任何愿意签署一定声明的人的政治行为就承认他们的自由和平等。这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就同承认“劳动民主派范围内”的自由和平等这类东西一样，是理论上和政治实践上的自杀。每一个能够阅读并且愿意了解所读的东西的人都很清楚，共产国际的一切决策、纲领、决议、决定和条件都不是无条件地承认愿意参加共产国际的人的“自由和平等”的。

我们承认“自由和平等”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共产国际成员的自由和平等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

条件就是象瑞士和意大利的社会党右翼著名代表人物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分子”不能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这是因为不管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怎样签字画押，说他们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他们仍然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偏见、弱点和动摇的宣扬者和维护者。

首先是同这些偏见、弱点和动摇决裂，同宣扬、维护和体现这些观点和特性的人决裂。然后，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有参加共产国际的“自由”，才有事实上的共产主义者（不是口头上的共产主义者）同共产国际的任何其他共产主义者成员的平等。

诺布斯同志，您要维护您所维护的观点，这是您的“自由”。但是，我们宣布这些观点是对无产阶级事业有害、对资本有利的小资产阶级偏见，我们拒绝同维护这些观点、维护与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策的人结盟或结社，这是我们的“自由”。我们已经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名义谴责了这种政策和这些观点。我们已经说过，我们要求必须无条件地先同机会主义者决裂。

诺布斯同志和塞拉蒂同志，不要笼统地谈论自由和平等吧！你们谈论的自由是不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必须无条件地同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不能不危害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不暗中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决裂的决定的自由。你们谈论的平等是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同共产主义者的平等。我们就是不能承认共产国际内有这样的自由和平等，其他任何的自由和平等都可以承认。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夕，取得成功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条件，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要有摆脱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的自由，要有摆脱他们的影响，摆脱他们的偏见、弱点和动摇的自由。1920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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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增补部分的要点

（不晚于1920年5月12日）

1．德国的分裂

　（和意大利的分裂？）。 
［注：前三点勾掉了。——俄文版编者注］



第三国际呢？好些。

2．德共妥协是不成功的。

3．卡尔·考茨基和克里斯平

载于维也纳《自由报》（3—4月）

4．意大利屠拉梯之流{《曼彻斯特卫报》} 
［注：见本卷第88—90页。——编者注］



5．议会活动与

　 报刊工作

　 工团主义

　 宣传

　 鼓动

　 各个组织

　 小资产阶级阶层

　 农业无产阶级

的关系？

6．英国的各个反动工会（W．Dr．锅炉制造工人工会）。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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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1920年5月1日—11月5日）


1920年


4月—5月


列宁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


不晚于5月1日


写《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一文。


5月1日


早晨，在克里姆林宫参加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当别人劝列宁别累着时，他回答：“我也是克里姆林宫的居民，这与我也有关系。”

下午2时，在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卡·马克思纪念碑奠基典礼上讲话。

下午3时，在莫斯科河沿岸普列奇斯坚卡大街劳动解放纪念碑奠基典礼群众大会上讲话。

在美术博览馆（现国家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参观劳动解放纪念碑设计展览。

在莫斯科布拉古舍－列福尔托沃区扎戈尔斯基工人宫开幕式上讲话。

在巴乌曼区和莫斯科河南岸区工人群众大会上讲话。

在普列斯尼亚区普罗霍罗夫（现各三山）纺织厂工人群众大会上就国内外形势发表讲话，同工厂工人交谈。


5月3日


同消毒室的发明者、医助德·尼·叶罗申科夫谈话；要他持信去见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或副卫生人民委员季·彼·索洛维约夫，列宁在信中请求鉴定和利用叶罗申科夫的发明，并帮助他提高医术。


5月4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1920年5月5日开往波兰战线的红军战士阅兵式和在大剧院举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的问题，决定委托列宁在阅兵式和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会议还讨论了关于阿·阿·布鲁西洛夫将军的信、关于格鲁吉亚、关于波兰战线形势的宣传、关于俄共（布）中央波兰局、关于同英德奥的关系、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关于英国工联和工党代表团、关于鞑靼共和国等问题，以及波兰共产党员代表会议关于动员波兰共产党员上前线的决定。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把自己起草的给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府的电报稿提交会议审议（获通过）。会议讨论关于奖励种植长纤维亚麻、关于马铃薯薯种的采购和运送、关于1920年的种子运动、关于各个组织和机关采购非定量食品等决定草案，以及关于支援西方面军的措施等问题。

受党中央政治局的委托，致电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建议把军队从格鲁吉亚境内调出，因为有可能与格鲁吉亚媾和，并希望立即告知有关反对孟什维克政府的起义者的详细情况。


5月5日


致函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请他检查和报告现代俄语辞典的编纂工作是否在进行。

由于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增补》，致函副外交人民委员列·米·卡拉汉，请他找一份1920年3月12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上面刊登了该报驻罗马记者对意大利社会党领袖菲·屠拉梯的一篇访问记。

签署给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府的电报。

在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对开往波兰战线的红军战士讲话；讲话后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

在大剧院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工党左翼领导人博胡米尔·什麦拉尔谈欧洲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捷克和德国无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对波战争问题和民族问题。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讲话。


5月5日和7日之间


签署人民委员会和中央统计局给各省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市执行委员会、各省革命委员会、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的电报，电报要求各地全力协助将在1920年8月进行的人口、职业和农业统计调查。


5月5日和12日之间


读公开讨论意大利社会党分裂可能性问题的意大利报纸《苏维埃报》第7、8号。


5月6日


写对亚·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一书新版本的意见，指出它有严重缺点。

读苏维埃政府1920年5月6日关于德国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迁入苏维埃俄国参加工作的声明；指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巴·米柳亭：必须让所有到俄国来的外国工人代表团具结证明，他们了解苏维埃政府1920年3月16日和5月6日关于俄国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很艰苦的声明。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就亚·亚·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简明教程》一书同政治局委员们交换便条。会议讨论关于对英国外交大臣寇松的答复、关于顿河区哥萨克代表大会、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工作的程序、关于接收崩得加入俄共（布）的条件、关于国家出版社、关于分配应征入伍的共产党员、关于加速从高加索方面军抽调部队支援西方面军、关于顿涅茨克省省界等问题。


5月6日—31日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在彼得格勒第一国家印刷厂排印。


5月7日


致函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各委员，建议向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发一指示：把粮食工作人员的人数增加一倍，人员从除陆军人民委员部以外的各人民委员部抽调。

收到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红色公社战士第30团寄来的通心粉和面粉，把这些食品转送给莫斯科市的儿童，并致函土耳其斯坦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对第30团表示感谢。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签署关于给第2革命劳动军增加几个步兵团以加快亚历山德罗夫盖—恩巴铁路线建设工程、关于表彰车里雅宾斯克煤矿职工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等决定。会议讨论关于每周报告防御波兰进攻的措施、关于供应北方边疆区煤炭、关于撤销中央反逃跑委员会、关于改善乌拉尔林业的措施等问题。


5月7日和12日之间


签署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直达电报，电报坚决要求他执行俄共（布）中央关于禁止红军越过格鲁吉亚边境的决定。


5月10日


给印度革命协会发贺电。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出席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关于在前线地区成立俄共（布）中央临时局、关于审判高尔察克的部长等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讨论西方面军各集团军弹药、武器、军服和鞋子的供应以及军事形势等问题。


5月10日和23日之间


校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校样，并作修改。


5月1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克·格·拉柯夫斯基关于波兰战线形势的电报时，根据拉柯夫斯基的请求，提出拨给货币的申请。会议讨论关于小人民委员会工作、关于实行戒严和制定戒严地区法规的决定以及其他问题。

受党中央政治局的委托，致电正在伦敦的俄罗斯联邦贸易代表团团长列·波·克拉辛，解释先前寄给他的政治局的决定：签订用金币支付的协定应预先报政治局审批，必须尽量节省金卢布。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和从全俄调查大纲中删去宗教信仰这一项作说明。会议讨论关于采购和运送马铃薯薯种运动的情况，关于授权阿·阿·越飞和瓦·瓦·奥博连斯基与拉脱维亚进行谈判、缔结和签署和平条约问题，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各工厂安排德国工人工作的通则，北方革命劳动军条例以及其他问题。


5月12日以前


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主席索·阿·洛佐夫斯基被任命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接待英国工联和工党代表团的代表，在他去彼得格勒会见代表团之前，列宁同他谈话。


不晚于5月12日


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增补》部分的要点。


5月12日


写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增补》部分。

在莫斯科第一机枪训练班举行红色指挥员第十一届毕业典礼时检阅学员并讲话。

同车里雅宾斯克粮食列车的押车工人谢·弗·穆拉诺夫和贡达列夫谈话，感谢他们运来粮食；委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致函西伯利亚同志，对他们赠送粮食表示感谢。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调度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军队服装和鞋子的供应状况、关于水路实行戒严的法令草案，以及延长劳动国防委员会1920年4月21日关于确保马铃薯薯种的措施的法令有效期等问题。

打电话给在彼得格勒的索·阿·洛佐夫斯基，询问他会见英国工联和工党代表团的情况、代表团团员的情况以及他们对苏维埃俄国的态度。


5月12日和23日之间


审阅和修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增补》部分的打字稿。


5月13日


在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工人、红军战士扩大代表会议上讲话。


5月14日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就铺设运输木柴的窄轨铁路线问题作说明；签署关于与走私作斗争的决定。会议讨论优先保证供应博戈罗茨克联合公司电站燃料的措施、西方面军服装供应、顿涅茨煤田的粮食状况、铺设亚历山德罗夫盖—恩巴铁路等问题。


5月15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关于改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和确定与巴什基尔的相互关系问题时，与列·波·加米涅夫就这一问题交换便条。会议讨论关于接见英国工联和工党代表团、关于苏维埃代表团去米兰、关于协约国进行新的干涉的危险、关于约·维·斯大林对西南战线和西方战线的视察、关于米·伊·加里宁乘鼓动列车视察、关于地方苏维埃在监督军需库方面的权利等问题。

指示各人民委员部作好接待英国工联和工党代表团的准备。


5月15日—16日


在离尼古拉（现名十月）铁路列舍特尼科沃车站5公里处的扎维多夫斯基森林打猎。


不晚于5月16日


同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巴·哈拉托夫谈确保儿童公共伙食的粮食供应问题。


5月16日


致函彼得格勒劳动公社粮食委员阿·叶·巴达耶夫，请他确保米·安·沙特兰领导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彼得格勒小组成员的口粮。


5月17日以后


同伯·罗素谈英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特点、苏维埃俄国共产主义建设的道路以及关于同资本主义各国建立贸易关系等问题。


5月1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反革命组织“战术中心”、关于接待英国工联和工党代表团工作的安排、关于成立卡累利阿劳动公社、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等事项，以及关于任命约·维·斯大林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派他参加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分别就以下三个问题作说明：关于任命约·维·斯大林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问题、关于雅·斯·加涅茨基参加中央消费合作总社问题、关于把顿河州以及苏维埃高加索全境划为高加索劳动军活动区域问题。会议讨论关于控制各组织和机关派自己的代表采购非定量食品和种子的措施、关于在国外订购除雪机、关于卡马河流域粮食区等问题。


5月19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列·波·克拉辛1920年5月16日关于雷瓦尔贸易业务的电报以及其他问题。


5月21日


从玛·伊·乌里扬诺娃那里得知作家亚·绥·绥拉菲莫维奇的儿子在前线牺牲，致函绥拉菲莫维奇表示深切同情，希望他坚强振作起来，强调大家都需要他的工作。

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工党左翼领导人博胡米尔·什麦拉尔谈关于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途径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俄罗斯联邦的统计人员必须登记，关于确定弹药制造厂、枪械制造厂和机关枪制造厂的月产量，关于保证国防工厂工人的粮食、鞋子和服装并实行劳动报酬奖励制等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巴库和阿斯特拉罕油田粮食供应、关于各苏维埃应对不利用夏季采伐附近森林木柴负责等问题，以及运输木材的窄轨铁路工程计划和实际进展情况。


5月22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交通人民委员部工作安排问题时，会议决定成立有列宁参加的专门委员会详细研究这一问题。在讨论补充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时，列宁与列·波·加米涅夫和列·达·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交换便条。会议还讨论了劳动纪律、土耳其斯坦等问题。


5月23日


看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校样；把校样寄给国家出版社彼得格勒分社，并在附信中请出版社照改后把校样寄回，用电话告知负责检查和最后出版工作的同志的名字以及该书出版的日期。


5月24日—25日


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雅·斯·加涅茨基、韦·米·斯维尔德洛夫、弗·巴·米柳亭、扬·埃·鲁祖塔克等19人座谈交通人民委员人选问题，并记下他们的意见。


5月25日


写对合理分配劳动居民住房的办法的法令草案的意见。

致电塔什干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员米·瓦·伏龙芝，询问石油开采及外运的情况。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波兰前线的形势、关于苏维埃代表团访问米兰、关于英国工联和工党代表团在伏尔加河流域考察、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关于对国际联盟的答复、关于同瑞典的贸易协定、关于同立陶宛的谈判、关于建立白俄罗斯革命委员会、关于土耳其斯坦、关于阿塞拜疆、关于对北高加索党的工作的领导、关于在北高加索建立苏维埃政权等问题。会议还讨论了米·巴·托姆斯基和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开会迟到的问题。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东方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克里木军事形势、亚美尼亚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1920—1921年度收购原料问题时，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通报各人民委员没有执行1920年4月30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每周报告支援西线情况的决定一事。会议讨论关于实际贯彻建立国营农场的措施、小人民委员会最近半年的工作、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5月26日


写人民委员会关于粮食资源问题的决定草稿。

接见英国工联和工党代表团，同他们谈英国革命运动的前途、协约国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斗争、对波战争等问题。


5月26日以后


从П．多布龙拉沃夫来信得知，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者、哲学家和文艺学家柳·伊·阿克雪里罗得（正统派）生活困难，健康状况欠佳；委托人民委员会秘书玛·伊·格利亚谢尔与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联系，急速给予救济。


5月27日


签署《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条例》。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根据列宁的意见起草的关于粮食资源问题的决定。列宁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秘书莉·亚·福季耶娃，指示要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提出统计和征收市郊菜农剩余蔬菜的办法。会议还讨论了全俄人口调查、改组全俄铁路员工粮食管理处等问题，以及关于扩大劳动农户土地使用面积的法令草案。


5月2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在波兰前线缴获的英法产品、关于前往米兰访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成员、关于利用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的外国书刊建立图书馆、关于去英国访问的工会代表团的成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关于实行新的工资率的建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关于采用奖励制和建立联合工资定额局的方案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听取工程师康·阿·阿尔费罗夫关于亚历山德罗夫盖—恩巴铁路线修建工程进展情况的汇报，并就这一问题作出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保证供应全体教师粮食、关于各人民委员部每周汇报援助西线抗击波兰进攻的措施、关于抓紧地雷生产、关于修建和使用摩尔曼斯克铁路、关于博戈罗茨克联合公司各个电站燃料供应、关于批准卡希拉电站建筑工程职工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分配标准、关于护送粮食、关于建立调查军事供应机关非常委员会等问题。


5月30日


写《给英国工人的信》。

致函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要他利用约·维·斯大林在莫斯科逗留的机会向斯大林了解并收集英国援助弗兰格尔的材料，然后公布苏维埃政府向英国提出的抗议照会。


不晚于5月31日


同诺夫哥罗德省委书记尼·列·美舍利亚科夫谈该省旧俄县白卫分子闹事的危险性。


5月31日


同被任命为驻孟什维克格鲁吉亚全权代表的谢·米·基洛夫谈话，对他的工作给以指示。

写完对尼·伊·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


5月31日—6月1日


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二校样。


6月初


阅读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为《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写的《土地问题和世界革命》一文手稿。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土地问题提纲初稿》。

就建立国际工会理事会问题同索·阿·洛佐夫斯基谈话。


6月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关于卡累利阿、关于动员乌克兰铁路员工参加粮食工作、关于国家出版社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改善第三国际印刷厂工人的粮食供应问题发言。会议批准关于向西伯利亚派征粮队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制定国家簿记和表报条例、关于把顿河州以及苏维埃高加索全境划为高加索劳动军活动区域、关于在北高加索建立苏维埃政权、关于水运员工的粮食状况、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奖励办法等问题，以及小人民委员会条例。


6月2日


致电在克列缅丘格的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维·斯大林，谈西方面军和高加索方面军的状况，指出必须加强基辅方向的进攻并从克里木各师向那里派增援部队。

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秘书，请秘书用电话征求各人民委员的意见，他们是否同意对小人民委员会条例作如下补充：根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建议，某些事情也可提交小人民委员会审议。


6月3日


复电在巴库的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指示必须采取果断行动，解除资产阶级和不可靠分子的武装。

在约·维·斯大林1920年6月3日建议或者与弗兰格尔停战或者向他进攻的电报上作批示，委托列·达·托洛茨基电告斯大林，此事需经政治局讨论，在得到答复前不采取任何行动。

同日本记者、《大阪朝日新闻》代表中平良谈话。


6月3日或4日


同日本记者、《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代表布施胜治谈话。


6月4日


同吉尔吉斯边疆区的工作人员谈话；写便条给国家出版社社长瓦·瓦·沃罗夫斯基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巴·米柳亭，请他们接见这些工作人员，并尽力协助他们解决印刷设备和纸张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通过铁路把鱼运往西线的问题，关于从雷宾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和雅罗斯拉夫尔装运粮食的进展情况，关于制革业工人、运输业职工及其家属、恩巴油田、军队的粮食供应以及其他事项。

致函电气工程师、发明家斯·伊·博京，坦率地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要完全相信作为专家被派去工作的无线电委员会主席阿·马·尼古拉耶夫，同他一起进行试验。


不晚于6月5日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写《关于草拟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


6月5日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致函俄共（布）莫斯科河南岸区委员会，介绍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

从玛·伊·乌里扬诺娃那里得知弗·亚·奥布赫医生的儿子死去的消息以后，致函奥布赫，对他本人及其夫人所遭到的不幸表示同情，希望他们能经受住这个打击，坚强起来。


不早于6月5日


同负责接待英国工联和工党代表团的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主席索·阿·洛佐夫斯基谈话，向他询问英国工联和工党代表团到伏尔加河流域的城市和农村考察的情况，以及这次考察对代表团成员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6月5日以后


阅读格·瓦·契切林、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帕·路·拉品斯基以及巴什基尔、吉尔吉斯和土耳其斯坦的领导人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意见，就契切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意见写了批语，表示不赞成。


6月8日以前


同芬兰工人运动活动家、共产党人尤·西罗拉和爱·居林谈建立卡累利阿劳动公社问题，并详细了解卡累利阿的情况。


6月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把莫斯科中央苏维埃和党的机关中的负责的共产党员派往西线、关于利用关闭的企业的工人补充西方面军、关于鼓动指导列车、关于鞑靼共和国和楚瓦什共和国、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关于外国工人移居俄国等问题，以及关于工资问题的报告。

致函中央统计局局长帕·伊·波波夫，请他把1907年德国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和1902年奥地利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寄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对外贸易委员会条例。会议讨论民警条例、关于外国工人移居俄国的手续的决定草案、关于调工人去西伯利亚做粮食工作等问题。


6月9日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调度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红军补充兵员、关于免去尼·尼·苏汉诺夫第1革命劳动军委员会委员职务和留任农业人民委员部驻乌拉尔特派员等问题。


6月10日


接见匈牙利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马·拉科西和安·鲁德尼扬斯基。

致电伊尔库茨克省执行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抄送鄂木斯克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伊·尼·斯米尔诺夫），请尽力帮助同列宁一起在西伯利亚流放过的伊·卢·普罗明斯基。


不早于6月10日


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转来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伊·涅杰尔科夫（H．沙布林）给《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提意见的信。


6月11日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保证城市和工业中心冬季取暖木柴、关于把工人从民用工厂调到地雷工厂等决定草案，以及关于运输恢复工作的进展情况等问题。

苏维埃俄国驻伦敦贸易代表团团长列·波·克拉辛电告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声明英国与弗兰格尔的进攻没有关系。列宁读了这封电报以后，致函契切林，认为劳合－乔治是在撒谎，建议契切林电告克拉辛不能相信劳合－乔治，还建议致电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揭露弗兰格尔是在得到英国的武器、煤炭等物资后发动进攻的。


6月12日


撰文评论共产国际为东南欧国家办的《共产主义》杂志。

致函教育人民委员部全俄电影委员会主席德·伊·列先科，指示把在鄂木斯克审判高尔察克的部长们的照片和文件拍成影片广泛发行。

在党中央召开的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上讲话。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出版。


6月12日以后


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1920年6月12日从克列缅丘格寄来的信。斯大林在信中对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提出意见，认为苏维埃自治共和国之间的联邦关系同独立共和国之间的联邦关系没有区别，联邦制的形式对于独立共和国不合适，各民族劳动人民接近的过渡形式除了联邦制以外，还要有邦联制，即独立国家的联盟。列宁在信上作了着重标记和如下批注：“联邦制可能有各种类型”。


6月13日


写对中央委员会关于俄共（布）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的决定草案的意见。


6月14日


在莫斯科省波多利斯克县哥尔克休息。

就哥尔克疗养院院长厄·雅·韦威尔指使砍伐疗养院花园内云杉一事起草关于处分他的决定。


6月15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关于同俄共（布）中央指派的代表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对波兰战争的实际问题进行谈判的建议。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波兰进攻使国民教育局代表大会推迟、关于派遣一个由拉脱维亚的工人和步兵组成的委员会去拉脱维亚、关于彼得格勒劳动军、关于党中央全会等问题，以及对波兰士兵的宣言。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召开跨部门磋商会议和有关人员必须到会的问题作说明。会议讨论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关于调整农民迁移流向的建议并就这个问题通过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改善中小学生伙食的措施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6月16日


致函莫斯科苏维埃燃料局，指示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动员莫斯科居民把森林中的木柴运到铁路和窄轨铁路车站以保证首都燃料的供应，坚决不能容忍失职行为和疏忽懒散的作风。

签署告波兰工人、农民和士兵书。


6月18日


同阿·马·高尔基一起来到军械总局炮兵委员会，听彼得格勒防空检查员亚·米·伊格纳季耶夫介绍他发明的对空射击用的仪器。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直接向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发呼吁书、关于给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提供膳宿及通讯和交通工具、关于在彼得格勒举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隆重的开幕式等建议。会议还讨论了政治局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俄共（布）党团关于歉收问题的指示，关于在巴库举行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关于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等问题，并通过了关于北高加索问题的决定。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利用夏季为莫斯科供应木柴、关于燃料机关和企业中1894—1900年出生的工作人员加入红军、关于停止从红军中抽调专家、关于重新审查所有军事化企业的名单等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写便条给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扬·埃·鲁祖塔克，委托他召开有关部门会议，研究劳动力登记和调配工作的统一问题。


6月19日


指示第2苏维埃大厦管理员全力协助到莫斯科来的芬兰共产党人，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讲话。


6月20日


读普尔科沃俄国总天文台台长亚·亚·伊万诺夫请求创造必要条件以保证天文台科学工作正常开展的信；把信批给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征求他的意见。


6月21日和7月26日之间


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各犹太人支部中央局委员莫·格·拉费斯的信，拉费斯在信中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致函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各犹太人支部中央局委员阿·瑙·梅列任，认为必须根据拉费斯及其他人的材料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作一点补充，用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说明，民族斗争接近于消失。

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校样并根据其他同志的重要意见作某些补充。


6月22日


致函农业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建议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同当地省执行委员会协商，在物质上帮助原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三月事件的参加者阿·弗·梯尔柯夫，从他过去的庄园中拨给他两三俄亩土地并给他两头牛，供他家庭使用。

收到哥尔克疗养院院长厄·雅·韦威尔关于砍伐疗养院花园内云杉一事的补充说明以后，起草给波多利斯克县执行委员会的电话稿，重申关于处分厄·雅·韦威尔的决定仍然有效，而且必须执行。

致函雅·斯·加涅茨基，传达中央政治局6月15日关于任命他为对外贸易人民部部务委员会委员和让他休假一个月的决定。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中央政治局指定的委员会起草的关于俄共（布）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的决定时发言，强调与当地干部密切合作的必要性，把自己起草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草案提交政治局审批（经稍加修改后通过）。会议讨论关于纸张供应、关于建立楚瓦什自治州、关于充分保证烈属生活、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庭的成员、关于高加索的政策等问题。会议还讨论了俄共（布）匈牙利组关于开展俄国工人——工会会员的抗议运动以声讨匈牙利政府的镇压的建议、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通告。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楚瓦什自治州的决定、关于在共和国内统一采购原料和食品的法令。会议讨论关于使用射击武器、关于结算业务等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6月25日


致函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指示必须为生理学家伊·彼·巴甫洛夫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供给他超过正常标准的口粮，给他安排较舒适的环境。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动员俄罗斯联邦统计力量、关于保证顿巴斯煤矿企业马车运输等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卡希拉电站粮食、饲料和纸币的供应，关于亚历山德罗夫盖—恩巴铁路工程的进展情况等问题。在讨论关于新建同美国通电的无线电台、关于修复儿童村无线电台和关于从技术上改进若干主要电台的问题时，列宁同无线电委员会主席阿·马·尼古拉耶夫交换便条。


6月26日


接见劳动国防委员会乌拉尔—西伯利亚委员会主席亚·瓦·绍特曼和来自塞米巴拉金斯克州巴甫洛达尔县乌尔柳秋布镇的哥萨克共产党员伊·丹·普京策夫；致函西伯利亚苏维埃机关，请大力协助普京策夫在当地创办幼儿园等设施；给普京策夫写证明信，同意他乘坐亚·瓦·绍特曼的车厢返回家乡。

接见荷兰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戴·怀恩科普，请他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转交荷兰代表团征求意见。

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转来的一个共产党员关于同投机倒把作斗争的措施的信；批示列·波·加米涅夫向中央委员宣读后把信退回，并说要同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瓦·亚·阿瓦涅索夫商量斗争的措施。


6月28日


读彼得格勒省执行委员会秘书达·阿·特里利谢尔的电话记录，得知该省执行委员会请求延期上报关于城郊菜园发展情况以及统计和征收剩余蔬菜的材料；委托秘书起草复电，对彼得格勒省执行委员会的这种不能容许的拖拉作风提出警告。


6月29日


看了电气工程师斯·伊·博京进行远距离爆炸试验的材料以后，致函参加这一试验的无线电委员会主席阿·马·尼古拉耶夫，对他的工作作指示。

签署秘书莉·亚·福季耶娃起草的给彼得格勒省执行委员会的复电；在电稿上批示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对办事拖拉者追究法律责任。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中央各部门与彼得格勒各机关相互关系研究小组成员变动问题时，转达米·伊·加里宁由于外出视察不参加该小组的请求；在讨论关于国家出版社问题时，写便条给中央委员会书记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建议出版英国经济学家约·梅·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的节本，组织翻译其他优秀的新的经济著作，出版17世纪和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就用德文和其他文字出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同格·叶·季诺维也夫交换便条，表示打算写一篇新序言。会议讨论关于在巴库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关于巴什基尔、关于劳动人民委员部和普遍劳动义务制推行总委员会、关于合作社、关于党中央全会、关于土耳其斯坦的党的建设等问题，还讨论了关于党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和关于在土耳其斯坦组织政权的决定草案，以及对土耳其斯坦委员会的指示。

致电在锡涅利尼科沃火车站的约·维·斯大林，向他通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建议1920年6月30日召开人民委员会专门会议，研究批准小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各项决定；签署关于固定收购价格和出售价格、关于义务交售家禽和蜂蜜等项决定。会议讨论进口计划草案、关于由各有关部门代表组成专门机关来研究更有计划地利用西欧工人和技术人员的问题、关于提高1920年从郊区收购蔬菜数量的措施、关于农民迁移问题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致电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委托他筹备在巴库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告知中央决定由他负责指导阿塞拜疆整个对内对外政策。


6月30日


写给全俄粮食会议主席团的电话稿。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委员会关于工资政策的决定、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各犹太人支部中央局告共产国际书，以及关于国家出版社、关于合作社、关于米·伊·加里宁到乌拉尔视察等问题。

晚上10时，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批准小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各项决定。


6月30日和7月8日之间


收到荷兰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戴·怀恩科普6月30日关于不是所有“论坛派”即荷兰共产党员都同意“左派”观点的信以后，在准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英文版时声明，把俄文本中所用的“荷兰论坛派”一词改为“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并把这一声明和怀恩科普的信收入该书的《增补》部分。


7月1日


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秘书莉·亚·福季耶娃，托她给彼得格勒打电话，要求尽快把《土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校样寄来并了解这本小册子出版的日期。


7月2日


为《红军伤员》杂志创刊号撰写《援助红军伤员！》一文。


不早于7月2日


收到俄共（布）中央波兰局委员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对《土地问题提纲初稿》提意见的信。


不晚于7月4日


写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的草稿（《关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提纲》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的内容和反对对这个口号的“时髦”曲解的决议提纲》）。


7月4日


写《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


7月5日


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秘书莉·亚·福季耶娃，请她把《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复制一份，并于当天寄给彼得格勒格·叶·季诺维也夫。

读意大利社会党都灵支部给该党全国委员会的报告的译文（报告由安·葛兰西起草，发表在《新秩序》周刊，题为《为了社会党的革新》），在译文上批示必须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在《共产国际》杂志上或以专页的形式发表这篇报告；修改译文并写批语：“译文差，但仍然要发表。”


7月6日


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写序言。

得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政委德·伊·库尔斯基关于第15集团军在西线进攻获得胜利的报告以后，致函库尔斯基，询问在解放区是否采取了迅速建立苏维埃政权、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驱逐地主和把地主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等措施。


7月7日


致函彼得格勒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并给他寄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指示把1912年巴塞尔宣言作为这一版的附录。

同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约·托·墨菲谈话，向他询问英国革命运动、南威尔士矿工斗争的情况。

同法国社会党代表、《人道报》主编马·加香和党的书记吕·弗罗萨尔谈话。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就俄英协议条件发表的最后通牒式的声明，对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及驻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的外交代表的指示，俄共（布）中央鼓动委员会关于组织“第三国际日”活动的建议，以及关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俄国代表团等问题。


7月8日


给英国共产党临时联合筹备委员会写回信。

把戴·怀恩科普的信和自己关于纠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的个别提法的声明寄给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米·马·格鲁津贝格；在附函中请他检查一下该书的英译文的质量。


7月9日


看了费·阿·罗特施坦报告列·波·克拉辛率领的苏维埃代表团与英国政府成员在伦敦谈判进展情况的信以后，把信批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建议指示苏维埃代表团要强硬些，不要怕谈判暂时中断。


不晚于7月10日


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委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卡·伯·拉狄克或帕·路·拉品斯基起草关于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提纲。


7月10日


读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关于请求解决与立陶宛签订条约问题的电话记录，得知马尔赫列夫斯基认为该条约是不能接受的；在电话记录上批示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和格·瓦·契切林把条约文本和契切林的意见一并寄来。


7月10日和19日之间


为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准备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作准备，写报告的草稿、提纲初稿、提纲。


7月12日或13日


致函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认为国际形势要求加速对波兰的进攻。

发出给在哈尔科夫的约·维·斯大林的电话稿，告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1920年7月11日建议俄国与波兰媾和的照会的具体内容，请斯大林下令加强在西南战线的攻势，并征求斯大林对照会的意见。列宁认为这一照会完全是一个骗局。


7月16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研究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确定列宁代表俄国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主席团。列宁起草俄共（布）中央关于彼得格勒公社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冲突问题的决定；起草关于答复寇松1920年6月11日照会的决定（略加修改后被通过）。会议还讨论了关于铁路工会代表大会、关于建立白俄罗斯革命委员会、关于赴英国的苏维埃代表团等问题。


不早于7月16日


指示发表波斯（伊朗）革命政府关于向莫斯科工人赠送15000普特大米的电报。


7月17日


电告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约·维·斯大林和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伊·捷·斯米尔加，党中央全会已于1920年7月16日通过列宁提出的关于答复寇松7月11日照会的建议，并指示他们每周把前线战况报告两次。

从哥尔克打电话通知赴伦敦与英国政府进行谈判的列·波·加米涅夫，要他注意搜集英国出版的证明与各苏维埃共和国通商对英国资产阶级更有利的书刊、有关现代经济问题的出版物、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派别的期刊，以及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参考资料和综合统计材料。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远东共和国、关于赴英国的苏维埃工会代表团、关于俄共（布）中央定期向党的高级干部报告中央通过的最重要的决议、关于俄共（布）中央召开下届全会等问题，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关于废除对开小差者处死刑的建议。


不早于7月17日


收到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亚·米·克拉斯诺晓科夫1920年7月17日电话记录，克拉斯诺晓科夫在电话中报告远东共和国已于7月15日与日本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时提出关于召开边疆区代表大会、关于共和国宪法的原则和经济政策以及关于它与苏维埃俄国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列宁在每个问题后面写了答复。


不晚于7月18日


读1919年在曼彻斯特出版的詹·拉·麦克唐纳的《议会和革命》一书，在书上作批注和标记。

参加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7月18日


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一起从莫斯科前往彼得格勒，出席代表大会的开幕式。


7月19日


早晨，抵达彼得格勒，受到彼得格勒各工人代表团的热烈欢迎。

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以后（下午3时左右），同部分代表前往石岛，参观工人休养所，同在那里休息的工人谈话，询问他们的伙食等情况。

下午5时，从石岛乘车前往革命烈士广场（马尔斯校场），参加向革命烈士墓敬献花圈的仪式；瞻仰俄国革命活动家弗·沃洛达尔斯基墓。

在乌里茨基广场（皇宫广场）参加巴黎公社英雄纪念碑以及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纪念碑奠基典礼，向成千上万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发表讲话。

晚上8时，离开彼得格勒前往莫斯科。


7月20日


早晨，抵达莫斯科。

就苏维埃俄国同英国建立和平关系的前景和协约国各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同一位外国记者谈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收集西伯利亚余粮的决定；修改人民委员会就寇松的照会《告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乌克兰工人、农民及全体正直公民书》，建议加上一句话：“我们早就希望同波兰工人和农民达成真正和平的协议，现在和平事业也主要取决于波兰工人和农民对本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压力。”会议讨论关于1920年增加从市郊收购蔬菜数量的措施以及其他问题。


7月22日


致函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谈同德国的贸易谈判、答复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以及关于同波兰签定和约的可能性等问题。


不早于7月22日


致函劳动国防委员会各委员，建议通过一项决定，责成高加索方面军的部队在通过乌克兰前往西线途中收集粮食和武器。


7月23日


主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以会议主席的身份两次发言；作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发言；在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代表杰·坦纳发言时作笔记。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土耳其斯坦的形势。会议讨论内务人民委员兼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埃·捷尔任斯基关于改组国内警卫部队的建议，以及关于与芬兰的谈判、关于与波兰和英国的谈判等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就改组国内警卫部队问题发言；修改关于改善俄罗斯联邦铁路和水路客运条件两项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各人民委员部支援西线工作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7月24日


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俄共（布）代表团推选列宁参加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问题委员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土地问题委员会。列宁记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成员的姓名、作记号和统计各国代表的人数。


7月24日和29之间


读波斯（伊朗）共产党代表阿·苏尔坦－扎德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关于东方社会革命前途的报告，写了对这个报告的意见。


7月25日


德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保·莱维就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提出若干建议，列宁用德文写了对这些建议的意见。

写《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第二十条》。

主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列宁起草的提纲（稍加修改后被一致通过）。列宁用英文修改印度代表马·罗易提出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在讨论罗易的报告时发言；用法文写便条给扎·梅·塞拉蒂，询问意大利同志为什么不出席会议来捍卫他们不支持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主张。会议就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落后国家能否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提纲。在委员会会议上列宁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第二十条》。


7月26日


与格拉斯哥（苏格兰）车间代表委员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威·加拉赫相识，并与他谈话。

从7月26日晚8时至27日晨2时30分，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作报告。


7月27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同波兰的和平谈判、关于土耳其斯坦委员会的成员等问题。


不晚于7月28日


用法文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写意见。


7月28日


同过去在西伯利亚一起流放的波兰工人伊·卢·普罗明斯基谈话，并给他开介绍信，让他持信去俄共（布）中央波兰局；在信中要求给予普罗明斯基信任和协助。

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土地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列宁起草的提纲。列宁同德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恩·迈耶尔谈话。

在法国社会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人道报》主编马·加香和该党书记吕·弗罗萨尔返国之前，用法语同他们谈话，向他们询问法国工人运动情况，对拒绝装运英法帝国主义者支持波兰进攻苏维埃俄国的大炮和机枪的敦刻尔克码头工人表示热烈感谢。在谈话结束时，列宁希望尽快在法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共产党。


7月29日


上午，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在法国社会党代表马·加香和法国第三国际委员会代表雷·勒弗夫尔发言时，写关于法国社会党和其他问题的意见，指出把社会党改造成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途径。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选派党的负责工作人员去粮食部门工作、关于每个省委派10—20名党的工作人员归本省粮食委员会调遣、关于暂不动员粮食工作人员去做其他各种工作、关于已被动员脱离粮食工作的人员返回粮食机关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国家粮食资源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有计划使用西欧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报告、关于从西伯利亚运出蛋和油的紧急措施以及其他问题。

从7月29日晚8时30分至30日晨1时，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会议继续就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问题进行辩论。


7月30日以前


同英国社会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威·麦克莱恩和托·奎尔奇谈话。


不晚于7月30日


读1920年维也纳出版的叶·萨·瓦尔加《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政策问题》一书，在书上作批注。


7月30日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上作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


7月3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刊出阿·马·高尔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一文和高尔基给赫·威尔斯的信提出抗议，严厉批评这两篇文章不恰当地歌颂列宁；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格·瓦·契切林关于亚美尼亚、关于与德国恢复贸易关系谈判、关于与罗马尼亚共同成立边界委员会的建议，以及关于东南方面军劳动军委员会与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8月2日


致电乌拉尔区域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萨拉托夫省执行委员会，指示采取紧急措施，坚决镇压土耳其斯坦第2师前任师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萨波日科夫在布祖卢克区发动的反革命叛乱。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于弗兰格尔的威胁增大，会议决定单独成立南方面军。列宁致电约·维·斯大林，告知中央的这一决定以及费·埃·捷尔任斯基和他的战友已建立波兰革命委员会等情况。

晚上，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作关于议会活动问题的发言。


8月2日和9月15日之间


接见伊·雅·伊林为首的切列姆霍沃煤矿工人代表团，伊林转交了6千名煤矿工人和技术人员给列宁的贺信。列宁向代表们询问矿井机械供应、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和粮食供应等方面的情况，与他们谈煤矿的现状和远景，感谢他们为莫斯科工人运来粮食。


8月3日


收到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维·斯大林报告西南战线局势吃紧并对中央单独成立南方面军的决定表示不满的来电；复电斯大林，对他不满意中央的决定表示不能理解，要他说明不满的原因。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卡累利阿劳动公社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巴库石油工人以及伐木工人的粮食供应、关于建立专门委员会解决俄罗斯和爱沙尼亚发展经济关系中出现的问题等事项。


8月4日


致电约·维·斯大林，请他在8月5日举行俄共（布）中央全会之前告知他对西南战线形势的看法，说这可能关系到极其重要的政治决策。


8月5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米·伊·加里宁乘鼓动列车去库班、关于同罗马尼亚的和谈、关于同德国的谈判、关于阿塞拜疆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同拉脱维亚和芬兰的谈判情况、关于拟将举行的讨论吉尔吉斯情况的会议、关于弗兰格尔战线和库班的形势、关于外国工人迁入苏维埃俄国问题以及约·维·斯大林关于南方战线和西南战线的电报等事项。


8月6日


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作关于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发言。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与共产国际新一届执行委员会即将举行的会议有关的问题，决定提名列宁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签署关于先前应征入伍的粮食工作人员返回粮食机关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业复员和动员委员会、关于汽车工业的一批重点工厂在燃料、原料和半成品供应方面享受和国防重点企业同等待遇、关于保证车里雅宾斯克煤矿的劳动力、关于铁路的供应等问题，以及1920年8月3日人民委员会任命的巴库石油工人和伐木工人粮食供应委员会的报告、动员劳动力从事燃料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执行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供应红军毛织品计划的必要措施的决定草案。


8月7日


致电约·维·斯大林，告知俄共（布）中央全会没有作出任何改变既定政策的决定；强调许多事情取决于对弗兰格尔和波兰的军事胜利。

出席共产国际新一届执行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8月8日


致函国家出版社、俄共（布）中央书记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真理报》主编尼·伊·布哈林，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收集国内外报纸上有关协约国对外政策的材料，并按月出版小册子，把容易散失的极有价值的材料保存下来。

在苏维埃工会代表团访问英国之前，就这次访问的目的同代表团成员瑙·马·安采洛维奇、阿尔乔姆（费·安·谢尔盖耶夫）和索·阿·洛佐夫斯基谈话。

接见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威·加拉赫，同他谈英国的形势、英国的工人运动、党的作用以及加拉赫和其他苏格兰同志加入英国共产党的问题。


8月9日


致电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捷·斯米尔加、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费·埃·捷尔任斯基和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请他们立即报告波兰雇农和华沙工人的情绪以及整个政治前景的详细情况。


8月10日


致电高加索劳动军委员会副主席亚·格·别洛博罗多夫，请他火速报告高加索和库班两地镇压反革命暴乱的情况。

致函彼得格勒苏维埃，建议出版一本教学用的俄罗斯联邦地图册。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在国外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代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代表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关于波兰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收集粮食的进展情况以及图拉和莫斯科的粮食状况、关于供应铁路粮食的计划、关于供应伐木场饲料用粮的决定草案、关于调整手工业和非国有工业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接见爱尔兰工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帕·克温兰德。


8月11日


收到苏维埃代表团团长列·波·加米涅夫从伦敦发来的关于和平谈判的急电。加米涅夫在急电中报告，英国被总罢工吓坏了，所以劳合－乔治宣称要建议波兰接受苏维埃俄国提出的停战条件。列宁把这一情况电告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维·斯大林，指示要尽一切努力，立即收复克里木，强调现在一切都决定于此。

写便条给俄共（布）中央书记尼·尼·克列斯廷斯基，请他安排有病的老党员亚·西·沙波瓦洛夫在克里姆林宫食堂就餐，在口粮等方面尽量给予照顾。

接见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泽荣（刘绍周）；写便条给尼·尼·克列斯廷斯基，说刘泽荣有一些问题需要同他商谈，请予接待。


不早于8月11日


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主席Z．N．布里赫尼切夫来信请求提供必要的干部、办公用房、交通工具以及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口粮。列宁把信批转给小人民委员会，请他们研究并尽量满足布里赫尼切夫的请求。


不晚于8月12日


写便条给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指出1919年的法令汇编编得不好，建议单独出一本1920年现行主要法令汇编。


8月13日


得知亨·奥·格拉夫季奥教授住地的贫民住宅委员会主席要搜查他的住宅和没收其财产的消息后，致电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指示必须保护格拉夫季奥教授，不准贫民住宅委员会主席胡作非为。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关于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的建议、关于在明斯克同波兰和平谈判的建议以及关于远东共和国等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向煤炭工业提供劳动力的决定和关于铺设红库特—亚历山德罗夫盖—恩巴军事专用铁路线的决定。会议讨论车里雅宾斯克煤矿的状况、更充分满足铁路员工粮食需要的措施、一批重点运输器材厂实行军事化、保证军工厂必要机械的措施以及关于向莫斯科运送木柴等问题。


8月14日


致函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指示把帝国主义者企图破坏苏维埃俄国与波兰谈判一事告诉在伦敦的苏维埃政府代表团团长列·波·加米涅夫；随信寄去给加米涅夫的复电。

分别接见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部分外国代表，他们是：法国五金工人和挖土工人工会代表路·莱珀蒂和马·韦尔扎；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代表卡·施泰因加尔德（格鲁别尔）和卡·托曼；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赫·卡巴克奇耶夫：德国共产党代表保·莱维和恩·迈耶尔等；比利时瓦隆共产主义联盟代表万－奥韦尔斯特拉滕；匈牙利共产党代表库恩·贝拉；挪威工党代表霍·朗格塞特。

接见土耳其政府代表团，解释苏维埃政府对东方各民族的政策，强调支援被压迫民族是苏维埃政府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


8月15日


写《给奥地利共产党人的信》。


8月17日


写便条给高加索疗养地和疗养院管理局，请求协助伊·费·阿尔曼德及其儿子前去治疗。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俄国东南劳动军革命委员会的法令（条例）；在讨论财产保险问题时，向保险工作者提出若干问题，建议成立由有关部委和工会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以便向人民委员会提出切实的建议；草拟这些建议所应遵循的原则。会议讨论关于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法令草案、关于外国工人的迁入及有计划使用、关于奖励煤矿工人、关于各地的纸币分配、关于向粮食人民委员部提供纺织品供应居民等问题。

同美国新闻工作者约翰·里德谈话，里德请求列宁帮助曾为共产主义出版物撰稿的共产党人政论家路易·弗雷纳了解俄国的书刊。

致函各部人民委员和部务委员，请为路易·弗雷纳找几位英文好的翻译并通知秘书处。


8月17日以后


分别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几位秘书，请留心为路易·弗雷纳物色几位翻译，并分配好他们同弗雷纳一起工作的时间。


8月18日


致电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捷·斯米尔加，指示必须竭尽全力制止敌人的进攻。

致函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兼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请他协助伊·费·阿尔曼德及其儿子在基斯洛沃茨克治疗。

分别接见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部分外国代表，他们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左派”代表米·瓦涅克和克拉德诺工人组织书记安·萨波托斯基；丹麦教师共产主义俱乐部代表玛·尼尔森；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波·雷恩施坦；英国社会主义工人联盟代表西·潘克赫斯特；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代表威·加拉赫。列宁同加拉赫谈到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党的作用，表示不赞成在苏格兰建立独立的共产党。


8月19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给在英国的苏维埃代表团发指示。会议讨论对波兰和弗兰格尔作战前线的军事形势、关于尽快调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员米·瓦·伏龙芝前往正在激战的前线、关于确定8月21日召开劳动国防委员会紧急会议研究修理运输工具问题等事项。

致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卡·伯·拉狄克，要求更迅速、更有力地镇压波兰的地主和富农，把他们的土地和森林分给农民。

致电加里西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弗·彼·扎东斯基，要他详细报告发动农民的工作，指示无情镇压地主和富农，使广大农民感到急剧变革对他们是有利的。

签署俄共（布）中央致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的电报，要求集中人力和物力加强西方战线和西南方战线。

签署俄共（布）中央致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指示红军必须再一次竭尽全力击败波兰军国主义者。


8月20日以前


同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谈话，指出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写出十月革命史或十月革命大事记。


不晚于8月20日


写便条给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询问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法律地位及其他情况。


8月20日


收到约·维·斯大林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斯大林在信中建议让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立即离巴库去顿河畔罗斯托夫履行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责。列宁在信上批示：“我赞成”。

致电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告知政治局决定他离开巴库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参加围歼在库班和黑海沿岸登陆的白卫军。

致电卡·伯·拉狄克、费·埃·捷尔任斯基以及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指出波兰革命委员会必须颁布一项把地主的部分土地分给农民的命令。

致函国家第一地图绘制委员会，感谢给寄来《俄罗斯铁路路线图》，并建议出版标明新的行政区划的地图册。

致电在伦敦的苏维埃和平代表团团长列·波·加米涅夫，告知英国援助波兰对苏维埃俄国作战的情况，要求向工人揭露英国政府的政策。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授权卡希拉电站在自由市场购买必要材料、关于确定于8月21日召开劳动国防委员会研究修理运输工具问题的紧急会议、关于供应莫斯科木柴等问题。


不早于8月20日


写关于军事问题的几条建议即关于加强对弗兰格尔作战前线的建议。


8月20日和24日之间


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的决定。


8月21日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修复运输工具的决定草案、关于派遣200名医生去顿巴斯防治霍乱等问题。


8月24日


读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寄来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材料。材料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监督下工作的自治组织。列宁在“监督”二字下面划了三条线，并在旁边写道：“如何实现监督？”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法令和关于建立和发展木船制造业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保证秋播作物种子的供应、关于各地的纸币分配、关于奖励基金的状况、关于按照爱沙尼亚政府的建议在爱沙尼亚的工厂用俄国原料生产各种商品的情况以及其他问题。


8月25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寇松的照会以及约·维·斯大林提出的关于建立战斗预备队等问题。


8月26日以前


同从喀山来莫斯科搜集十月革命史料的弗·维·阿多拉茨基谈话，委托他编译、出版俄文版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集。


8月26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波兰和西线形势等问题。

前往克里姆林宫医院看望在那里住院的瓦·瓦·沃罗夫斯基；同医生和病人谈话；请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了解沃罗夫斯基的家庭生活情况以便发给补助金。


不晚于8月27日


致函尼·伊·布哈林，建议用俄文出版美国社会主义者丹尼尔·德莱昂《古罗马历史片断》一书（路易·弗雷纳写序作注的1920年纽约版）。


8月27日


致函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代表爱德华·马丁，对他生病表示慰问。

读俄共（布）中央给各省委的通告信。中央在信中指出，由于发生旱灾，必须特别重视粮食采购运动。列宁赞同信中提出的这个意见。

写便条给小人民委员会，请急速拨发一笔补助金，供身患重病的瓦·瓦·沃罗夫斯基治病和加强营养之用。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体党员以及意大利革命无产阶级的信上签名。


不早于8月27日


致函费·埃·捷尔任斯基，认为在库班发生反革命暴动的危险极大，指示采取紧急防范措施。


8月28日—30日


同德·伊·乌里扬诺夫、尼·瓦·克雷连柯、伊·巴·茹柯夫一起在斯摩棱斯克省别利斯克森林休息和打猎；同附近乡村的农民谈话。


8月3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关于该部的报告时，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各人民委员部和中央机关派遣专家出国的决定草案作补充。会议讨论关于农民迁居西伯利亚、关于成立奥洛涅茨省等问题。


8月—9月


写《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文。


9月1日


写便条给鲁勉采夫博物院图书馆，请求在夜间闭馆时借给他两本希腊语词典、几部较好的哲学词典和两本关于希腊哲学史的书（一本是爱·策勒的，一本是泰·龚佩茨的），答应次日早晨归还。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对军事和外交通讯采取更严格的保密措施。会议讨论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免征粮食工作人员入伍的请示报告、关于同波兰进行谈判的新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成员和谈判的地点、约·维·斯大林关于解除他的军事工作的请求、斯大林关于成立战斗预备队的草案、关于成立十月革命史研究委员会、关于军事形势，以及组织关于军队供应的专题讨论会等问题。

在全俄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时局的报告。


9月2日以前


同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谈话，希望尽快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二版，并强调这在亚·亚·波格丹诺夫以“无产阶级文化”为幌子加紧宣传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情况下尤其必要。

阅读并修改弗·伊·涅夫斯基《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的反动派的哲学》一文。这篇文章是受列宁委托写的，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二版的附录。


9月2日


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二版序言。

收到国家纸币印刷厂管理局出版的小册子《关于修建国家专用造纸厂问题》，并把这一小册子转寄给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在附信中建议把浪费纸张和经费出版这一无用小册子的人撤职、逮捕、送交法庭审判。


不早于9月2日


写便条给尼·伊·布哈林，谈亚·亚·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观点以及弗·伊·涅夫斯基《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的反动派的哲学》一文对这些哲学观点的批评。


9月3日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就红军无线电通讯问题作报告；签署关于防止火车装载不足的措施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尽快抓紧红军被服储备、关于红军补充年轻指挥员、关于乌拉尔矿区各个企业实行军事化、关于免征粮食工作人员入伍、关于派调查组了解顿巴斯采煤情况、关于向林业总委员会的重点工程供应粮食、饲料、资金和劳动力等问题。


9月5日以前


同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泽荣（刘绍周）谈话，刘泽荣请求允许已在下乌金斯克的以张斯麐将军为团长的中国军事外交使团前往莫斯科，而不必等中国政府对使团的目的和性质作出答复。


9月5日


访问莫斯科省波多利斯克县博格丹诺沃村，在附近森林打猎，并同当地农民谈话。农民向列宁反映村苏维埃征收余粮过头的情况，还递交了要求减少征粮的呈文。


9月6日


致电波多利斯克县粮食委员会，指示马上受理该县博格丹诺沃村农民的呈文，要求尽可能减少那里的征粮数，改善他们的困难处境。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格·瓦·契切林关于提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对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和约的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保证并正式公布卡累利阿公社在经济上和组织上完全自主、不再受奥洛涅茨省管辖的建议，以及关于与波兰进行和谈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成员、关于军事形势的报告、关于尽快公布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关于伊朗形势等问题。


9月7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修改和补充小人民委员会提出的《俄罗斯联邦中央物质资源开发委员会条例》草案。会议讨论关于调整土耳其斯坦货币流通的提纲、关于莫斯科亚美尼亚研究所改组为中央东方现代语言研究所的决定草案，关于整顿手工业的决定草案、关于满足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的需要等问题。


9月8日


书面回答《每日新闻报》记者塞格鲁1920年9月3日来电提出的问题。

致函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建议任命米·瓦·伏龙芝为南方面军司令员。

接见列·尼·托尔斯泰的朋友及其宗教学说的信徒弗·格·切尔特科夫，同他谈出版托尔斯泰全集的问题。在谈话时，切尔特科夫作为宗教团体联合委员会主席，还向列宁报告某些苏维埃负责人违反了人民委员会1919年1月4日关于因宗教信仰不能服兵役者可以经法院批准从事医务或其他工作的法令。

同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威·明岑贝格谈青年共产国际面临的任务。同授权与波兰谈判和签署和约的苏维埃代表团团长阿·阿·越飞谈话。

同尼·伊·布哈林谈梁赞省、图拉省、坦波夫省的形势和农民的情绪等问题，并记下谈话的主要内容。


9月9日


致电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指示必须迅速地消灭高加索和库班的土匪和白卫军残部，并且要及时地准确地报告情况。


9月10日


同阿·马·高尔基谈话，了解到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缺乏木柴。

致函彼得格勒公社燃料局局长伊·格·鲁达科夫，请他给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供应一批木柴。

签署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和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的电话稿，其中指出苏维埃贸易代表团在伦敦签订的出口木材的合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必须严格履行这项合同；建议制定关于加强出口木材采伐的措施的法令草案。

在莫斯科第一届机枪训练班第6连党员大会上讲话。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红军中的无线电通讯、关于向意大利发运粮食、关于通过铁路和水路从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运粮的计划等问题。


9月10和12日之间


致电各省执行委员会、各省革命军事委员会、第1劳动军委员会、高加索劳动军委员会、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土耳其斯坦革命委员会、巴什基尔革命委员会、鞑靼革命委员会和吉尔吉斯革命委员会，建议采取各种措施加速全俄人口职业统计和农业统计工作。


9月11日


签署《告弗兰格尔男爵军队军官书》，号召这些军官放下武器，保证赦免他们。

同卢森堡社会党代表E．赖兰德谈建立卢森堡共产党问题。


9月13日


批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萨·叶努基泽，按照《真理报》编辑部的请求，为作家亚·绥·绥拉菲莫维奇安排膳宿。


9月14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约·维·斯大林关于清查国家贵重物品仓库的报告、革命共产党中央关于该党与俄共（布）合并时承认其党员的党龄和允许在地方党委中有该党代表的请求、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和《真理报》印刷厂的经济状况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收集球果燃料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在库班进行统计调查的法令草案、关于各地没有完成征粮数的报告、关于卡累利阿劳动公社的法令草案、关于土耳其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9月15日


复函切列姆霍沃煤矿工人和技术人员，感谢他们的贺信，认为贺信中特别宝贵的是对苏维埃政权必将彻底战胜地主和资本家的信念以及克服一切困难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高加索的局势、顿河畔罗斯托夫党的工作状况，以及确定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党的工作的当前任务报告的报告人等问题。


9月16日


致电在里加参加对波和谈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团长阿·阿·越飞，指示他在9月20日召开党中央全会之前报来他对与波兰媾和的可能性和条件的看法。

读关于成立十月革命和俄共（布）历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并修改这一决定草案的第6和第9条。

写便条给克里姆林宫总务部门负责人A．П．普拉东诺夫，要求立即给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安排住房。

同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尼·伊·穆拉洛夫谈前线和军队的情况、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农业发展的前景等问题。


9月17日以前


听取人民委员会秘书莉·亚·福季耶娃的汇报，她曾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儿子谈话，询问了萨拉托夫市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博物馆的情况。


9月17日


填写俄共（布）莫斯科组织党员重新登记表。

同从西伯利亚回来的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委员C．И．波罗斯昆谈话，记下他提出的援助西伯利亚农民的措施。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免征库尔斯克地磁异常带勘探工作所需的马匹、关于向居民征购全套马车供应西南方面军等项决定。会议讨论关于供应前线红军战士服装、鞋子和其他物品，关于为顿巴斯提供粮食，关于恢复铁路运输等问题。


9月17日以后


收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左翼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布·古尔关于右翼分子弗·贝奈什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右翼7月12日布拉格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的来信，以及随信寄来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右翼对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的宣言，在宣言上批示送共产国际。


9月18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萨拉托夫市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博物馆实行国有化的决定。该决定的草案是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在小人民委员会9月17日会议上一致通过的。


9月20日


填写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代表登记表。

下午1时30分，同将被任命为南方面军司令员的米·瓦·伏龙芝谈话。

接见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卡·施泰因加尔德和瑞士共产党员齐默尔曼。


9月20日和2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介绍他所准备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政治报告的内容。全会讨论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向意大利发运第二批粮食的建议、格·瓦·契切林关于加拿大几项贸易建议的报告、与阿塞拜疆签订的条约草案、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日程和主要报告的内容、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工作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之间相互关系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关于同波兰进行和平谈判等问题。


9月20日和22日之间


接见约·里德和他的妻子路·布赖恩特。布赖恩特是作为主张承认苏维埃俄国的美国报刊的代表秘密来到苏维埃俄国的。


9月2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给严重歉收的梁赞省、卡卢加省、图拉省、布良斯克省和奥廖尔省粮食救济的决定。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1920年8月24日关于各地纸币分配的决定的执行情况，以及关于向意大利出口粮食等问题。


不晚于9月22日


补充并修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向波兰提出媾和建议问题的声明草案初稿。


9月22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十月革命和俄共（布）历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决定。

上午，受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主持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被选入代表会议主席团；在波兰共产党员弗·乌兰诺夫斯基作关于波兰的报告时，审阅并修改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报告以后，阅读递给他的字条。

晚上，出席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作关于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


9月23日


上午，出席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和党史研究委员会的报告。会上，列宁会见刚刚抵达莫斯科的克·蔡特金。

出席党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同波兰媾和建议的条文以及从国外订购机车等问题。

以中央全会的名义致电在里加参加和谈的苏维埃代表团团长阿·阿·越飞，指出代表团的任务就是要在短期内保证实现停战，如果波兰在苏维埃俄国让步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停战，那就要揭露他们拖延时间。


9月23日和27日之间


同克·蔡特金谈国际妇女和青年运动、苏维埃俄国妇女的状况以及关于道德等问题。


不晚于9月24日


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其他委员一起签署共产国际告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书，号召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派，争取加入共产国际。


9月24日


写《给德国和法国工人的信。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

起草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

晚上，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讲话。在会议期间，收到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来电的抄件，来电说波兰军队在西线发动全线进攻，请求或者尽快结束党代表会议或者让西线军人代表先走。列宁指示当夜结束会议，让西线军人代表立即返回。

通过直达电报同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谈巴库的形势。

同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施莱辛格谈美国两个共产党对推举尤·维·德布兹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态度。


不早于9月24日


读格·瓦·契切林写来的报告，报告反映彼得格勒各报编辑部违反了刊登涉及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材料的规定。列宁在报告上作批示，建议契切林向中央提出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草案，具体控告每一件违反制度的行为并通过中央任命一个负责人监督这些材料的发表。


9月25日


致电俄国红十字会驻布拉格全权代表索·伊·吉列尔松，请他立即在报刊上宣布并向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转告：弗·贝奈什引述的列宁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是否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谈话，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列宁从来没有见过贝奈什。

列宁审阅从《真理报》编辑部收到的他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的秘书记录稿，并对第二句话作了订正；在装这份记录稿的信封上写道：“存档。关于波兰。对我的讲话所作的不成功的记述。”

同谢斯特罗列茨克苏维埃主席尼·亚·叶梅利亚诺夫谈话。列宁1917年7—8月曾隐藏在他的家中，地点在拉兹利夫湖畔。

同西班牙共产党临时执行委员会书记梅·格拉西亚谈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分裂和建立西班牙共产党等问题。

写便条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和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请他们作好准备，把向华·万德利普租让的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9月28日会议讨论。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林业总委员会主席团委员Ｃ．Z．利别尔曼，指示他尽快把关于租让的材料准备好，因为人民委员会9月28日会议将要讨论这个问题。


9月28日


致函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伊·尼·斯米尔诺夫，向他转告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委员Ｃ．И．波罗斯昆在同列宁谈话时提出的帮助西伯利亚农民的各项措施，请革命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晚上，出席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报告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时作笔记。


9月27日


上午，继续出席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弗·伊·涅夫斯基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调查委员会作补充报告以及其他人发言时作笔记。


9月28日


同西伯利亚领导人伊·尼·斯米尔诺夫、П．Ｋ．卡冈诺维奇、亚·瓦·绍特曼和Ｃ．Ａ．库德里亚夫采夫谈话。

同俄罗斯联邦驻格鲁吉亚全权代表谢·米·基洛夫谈高加索的形势。

同远东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波·扎·舒米亚茨基谈远东共和国的问题。

写对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第13条和第14条的意见。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奖励物品采办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9月29日


就监察委员会的组成和人员调动问题，对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建议。这些建议为代表会议所接受。

接见萨马拉省布古鲁斯兰县苏尔坦洛沃乡农民武·沙施科夫。沙施科夫向列宁反映，他们那里歉收，如果要完成余粮收集任务，农民就没有种子播种。列宁委托秘书把沙施科夫带来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信件送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征求意见。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在讨论党中央给南方党组织的通告信草稿时，审阅这一草稿并表示同意。全会在关于工资政策问题的决定中，委托列宁同副劳动人民委员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瓦·弗·施米特一起提出劳动人民委员部关于工资问题的意见。会议还讨论了远东的军事形势，对法国以轰炸南方沿海港口相威胁提出强硬要求的答复，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格·瓦·契切林、沙·祖·埃利亚瓦和谢·米·基洛夫关于同亚美尼亚谈判的建议，契切林关于批准同希瓦签订的条约的建议，以及关于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等问题。


9月30日


致函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恩·奥新斯基，请他重视农民武·沙施科夫反映的情况，亲自同沙施科夫谈一谈。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财产保险问题的报告时，主张对农民实行保险，提议成立研究保险问题的专门委员会，并口授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在讨论关于森林租让问题时，读林业总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书，并在报告书上作批示；签署关于制糖业的决定和关于从全国的储备中向彼得格勒省、莫斯科省、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国民经济委员会提供原料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租让（美国万德利普辛迪加的建议）、关于收集球果燃料、关于战争和封锁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的调查结果等问题。


10月1日


就歼灭弗兰格尔的作战计划问题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交换便条；致函列·达·托洛茨基，对推迟进攻克里木一事深表关切。

致函副交通人民委员韦·米·斯维尔德洛夫，请求给长期从事运输工作、积劳成疾的阿·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三个月假期，工资和口粮照发。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同芬兰和谈的进展情况。

同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派出国归来的B．A．杰戈季谈话，了解意大利和法国工人运动及其领导人的情况。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就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一批正在恢复生产的重点纺织厂的燃料和粮食供应问题作报告。会议讨论关于供应顿巴斯矿工衣服，关于查明铁路和水路运输装载不足的责任，关于从土耳其斯坦运出棉花、从顿巴斯运出煤炭、从格罗兹尼运出石油、从西伯利亚和乌克兰运出粮食，关于供应彼得格勒粮食等问题。


10月1日或2日


接见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团；听取团中央书记E．Ａ．沙茨金关于青年团状况的汇报；同意在代表大会上讲话。


10月2日


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给阿·阿·越飞和扬·安·别尔津关于尽快与波兰和芬兰签订和约的指示。

写《告乌克兰贫苦农民书》。

上午，在全俄制革业职工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

晚上8时以后，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青年团的任务》的讲话。讲话以后，回答代表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10月3日


同高加索方面军特别部部长、驻顿河区和北高加索的全权代表卡·伊·兰德尔谈话，了解北高加索的局势、居民的情绪、采购粮食的情况、在库班提高征粮数的可能性，建议他向俄共（布）中央提出关于北高加索局势的报告。


10月3日或4日


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建议接受波兰代表团提出的有关边界的条件，委托阿·阿·越飞在最近三、四天内同波兰草签条约。


10月4日


致电骑兵第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他们必须尽快开往南线。


10月5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奖金的分配问题发言；就组织法典编纂工作问题作报告。会议讨论高加索的内部运输、交通人民委员部的进口计划、支援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一些紧迫工程的措施、根据各地歉收情况调整的征粮比例、各中央机关的口粮分配等问题。


10月6日


致函尼·尼·克列斯廷斯基，请他把改善病人伙食的问题提交中央组织局讨论。

同英国共产党党员威·波尔谈话。

同英国作家赫·威尔斯谈无产阶级专政、电气化、租让政策、俄国的未来和英国的当前状况。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两次会议；同列·达·托洛茨基一起提出派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暂时到南线去加强鼓动工作的建议。会议讨论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关于就基马尔分子进攻亚美尼亚一事复照格鲁吉亚外交部长的汇报、谢·伊·古谢夫关于派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去南线的建议、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关于撤销中央组织局动员30名党内同志去南线的决定的请求、尼·伊·布哈林关于研究苏维埃俄国经济问题的建议、关于批准参加万国邮政联盟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成员、关于批准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课本编写人员名单等问题。


10月7日


同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话，指示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言时强调该协会必须服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


10月8日


写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草案，建议在中央通过后立即以中央的名义提交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急速向西伯利亚调运商品、关于向居民征收制作军服所需物品、关于提高毡靴、树皮鞋和马具采购效率等问题。


10月9日


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问题时多次发言；写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决议草稿要点。会议讨论关于俄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关于同波兰和谈的进展情况、关于出席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等问题。


10月9日深夜—10日凌晨


通过直达电报同在里加参加对波和谈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团长阿·阿·越飞商谈同波兰签订停战协定的问题。


10月10日


列宁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托，致电列·达·托洛茨基，通报波兰战线的局势、他同阿·阿·越飞商谈同波兰签订停战协定的情况、政治局为尽快消灭弗兰格尔把一些部队从西南战线调到南方战线的决定。


10月1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问题时，写便条给尼·伊·布哈林，指示他在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言不必涉及分歧，只强调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几条主要原则就够了。会议讨论格·瓦·契切林关于苏维埃俄国和罗马尼亚之间相互关系的信，以及关于召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等问题。


10月12日


收到副财政人民委员谢·叶·丘茨卡耶夫关于国家珍宝库1920年9月16日至30日的工作简报，复函提出应该补充说明有关古董的清点和外销的几个问题。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在红场参加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伊·弗·阿尔曼德的葬礼；在阿尔曼德的墓前献了花圈。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扩大亚麻和大麻播种面积的措施的决定和关于省粮食委员会下设省工人粮食供应委员会的决定。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1920年9月30日任命的委员会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在会议期间，列宁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交换便条，指示为从西伯利亚来莫斯科工作的伊·阿·泰奥多罗维奇及其家属解决膳宿问题。


10月12日以后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探望患病的克拉拉·蔡特金，询问她的伙食和护理情况，向她介绍对波战争、同波兰媾和以及南线局势等情况。


10月12日或13日


读格·瓦·契切林1920年10月12日就亚美尼亚形势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建议政治局批准契切林信中提出的三条建议。


10月13日


读总司令谢·谢·加米涅夫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报告，加米涅夫在报告中建议利用同波兰停战这一时机尽快粉碎弗兰格尔白卫部队。列宁在报告上写批语，建议政治局同意总司令的报告。

就苏美关系问题同美国女记者路·布赖恩特谈话。

晚6时30分至11时，分别接见无线电委员会主席阿·马·尼古拉耶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人员米·马·格鲁津贝格、彼得格勒公社主席A．C．库克林、国家建筑工程总委员会主席兼小人民委员会委员康·阿·阿尔费罗夫、俄罗斯联邦驻英国全权代表马·马·李维诺夫、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德·彼·博哥列波夫、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捷·斯米尔加。


10月13日或14日


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俄共（布）在东方各民族聚居地区的任务问题的决定。


10月13日和23日之间


审阅10月13日同美国女记者路·布赖恩特谈话记录稿，作修改和补充。


10月14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补充并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俄共（布）在东方各民族聚居地区的任务问题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必须召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批准对波和约、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关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该部机关报《民族生活报》等问题，以及格·瓦·契切林就亚美尼亚问题和寇松来照问题提出的两项建议。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批准小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各项决定。


10月15日


致函红军通讯局局长英·安·哈列普斯基，指出莫斯科—哈尔科夫通话效果很差，要求立即检修，并警告说，如果不能修好，将追究责任。

读1920年10月14日跨部门磋商会议记录。会议认为有必要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改组为工业人民委员部并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下设立超越部门的经济计划协调机关。列宁在记录上写批语，表示坚决不同意这个方案，建议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下面设立一个由列宁主持的跨部门常设委员会。

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就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问题发表讲话并作总结发言。


10月16日


致电南方面军司令员米·瓦·伏龙芝，强调无论如何要紧追敌人，直抵克里木，并作好充分准备，拿下克里木。

致电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和南方面军司令部，回答他们提出的对待贫苦农民的政策问题。

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托，致函俄罗斯联邦驻爱沙尼亚代表伊·埃·古科夫斯基、格·亚·索洛蒙、季·伊·谢杰尔尼科夫和阿·斯·雅库波夫，谈俄罗斯联邦驻爱沙尼亚代表团的工作。

列宁致函《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表示来不及为该刊第14期写一篇新文章，建议转载他1906年写的《立宪民主党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有关专政的部分，并答应写一篇短序。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印刷局，询问《真理报》印刷质量不好的原因，要求报告改进印刷质量的措施。

同红军通讯局局长英·安·哈列普斯基谈话，哈列普斯基向列宁汇报了为保证莫斯科—哈尔科夫电话线路正常工作所采取的措施。

致函休罗沃车站水泥厂全体职工，祝贺工厂开工，相信他们能够恢复并超过以前的生产水平，请他们过一两个月后汇报工厂工作的情况。


10月19日


写《关于党的当前任务的意见》。

致函国内警卫部队司令员瓦·斯·科尔涅夫，指示必须尽快平定坦波夫省的反革命叛乱，并请报告正在采取哪些措施。

写便条给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征求他对人民委员会收到的关于在农业中使用机械力量（拖拉机）的报告书的意见，指示必须尽快起草相应的计划。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原奇萨克居住地区的土地使用和土地规划、关于成立国立乌拉尔大学等法令草案、政府通告《工农俄国的敌人策划的新的流血阴谋》以及其他问题。

翻阅他1907年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并在书上作批注。


10月20日


为《共产国际》杂志第14期写完《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一文并把它寄给杂志编辑部。

收到俄共（布）图拉省委员会主席团委员п．ф．阿尔先耶夫和м．я．捷利克曼1920年10月18日的来信，信中反映图拉省某些党员企图把经济任务和教育任务放在第一位而使军事任务受到损害。列宁致函图拉省的同志们，强调在没有彻底粉碎弗兰格尔和收复整个克里木之前，军事任务总是占首要地位。

同西伯利亚来的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谈话。

在Ｅ．П．彼什科娃住所同阿·马·高尔基谈话；听钢琴家伊赛·多勃罗韦因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以及其他音乐家的作品。


10月21日


接见斯塔夫罗波尔省农民代表团；感谢他们给挨饿的儿童运来粮食，询问他们的需要，听取他们关于发展农业的建议。农民代表反映，省粮食委员在完成余粮收集任务以前禁止合作社出售车轮润滑油、火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列宁致函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指示赶快研究此事，最晚在明天提出意见。

致函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和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指示抓紧挑选可供出口的古董，尽快在国外出售。

阿·马·高尔基致函全俄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反映彼得格勒发生的几起挤占科学工作者住房的事。列宁得知后，致函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指示必须保证学者办公室和试验室的用房。

写便条给彼得格勒《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告知昨天寄出了《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一文的手稿以及《十二年来》文集和《立宪民主党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一书，请他们用后归还。


10月23日


接见克拉拉·蔡特金，同她谈妇女和青年中的共产主义工作，建议她写一个关于妇女工作的提纲。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保证尼古拉铁路正常运营的紧急措施、关于加紧为红军生产罐头食品等项决定；在讨论关于恢复波罗的海舰队问题时，起草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会议通过这一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支援西线委员会的工作、关于装载煤炭和供应铁路燃料、关于采伐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森林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苏维埃职员的劳动口粮和粮食定量问题时起草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会议通过这一决定。会议还讨论了跨部门的奖励问题讨论会的报告、实物奖励暂行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0月24日


致电骑兵第1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谢·谢·加米涅夫，指示采取最英勇的措施，集中力量加速粉碎弗兰格尔的军队。


10月25日


接见美国工业家华·万德利普，同他谈堪察加半岛的租让、美国与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关系等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讨论南方铁路燃料供应问题的紧急会议；修改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草案。

接见经济学教授彼·谢·奥萨德奇、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米·康·弗拉基米罗夫、运输总委员会委员安·卢·柯列加耶夫以及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几位部务委员。


10月26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党内情绪问题时，起草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的决定。列宁起草的这一文件稍加补充后被通过。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乌克兰党代表会议、关于召开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在西伯利亚实行租让问题、协调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在制定统一经济计划方面的工作问题作报告；提出关于建立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之间的联系的决定草案。会议通过列宁提出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条例草案、关于向国外出售古董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在德国和瑞典签订的合同等问题。

同《贫苦农民报》主编列·谢·索斯诺夫斯基谈罗·爱·克拉松工程师发明的泥炭水力开采法，介绍索斯诺夫斯基认识克拉松，并邀请他第二天到克里姆林宫来观看记录泥炭水力开采法的电影。


10月27日


接见弗拉基米尔省亚历山德罗夫县党代表会议代表团，他们向列宁反映特罗茨基军工厂营私舞弊的情况以及党员上访中央机关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列宁致函弗拉基米尔省委，认为代表团同志向他反映情况是完全正确的，要省委汇报：对县级党组织成员上访作了哪些规定。致函俄共（布）监察委员会费·埃·捷尔任斯基、马·康·穆拉诺夫和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请他们务必亲自接见该代表团并尽快查处此案。

出席罗·爱·克拉松工程师介绍泥炭水力开采法的报告会，观看苏维埃俄国第一部反映生产的影片《泥炭水力开采法》，对影片给予肯定的评价，同时指出其中有几个镜头应重拍。

同泥炭总委员会和运输总委员会的代表就罗·爱·克拉松的发明交换意见，指出这一发明具有重大意义。


10月28日以前


同塞·阿古尔斯基谈美苏关系和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等问题。


10月28日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阿·伊·李可夫（或者弗·巴·米柳亭）和泥炭总委员会伊·伊·拉德琴柯，告知昨天同泥炭总委员会和运输总委员会代表交换意见时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并征求他们对这些建议的意见。

收到南方面军司令员米·瓦·伏龙芝1920年10月26日来电，伏龙芝报告了攻占克里木半岛的措施，并相信一定会粉碎敌人的主力部队。列宁复电米·瓦·伏龙芝，警告他不要过分乐观，指示采取调运重炮兵、调给工兵等“紧急措施”，以保证红军在彼列科普战胜弗兰格尔的军队。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作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在讨论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问题时，列宁起草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列宁的这一文件被全文写进政治局就该问题所通过的决定。


10月29日


收到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维·斯大林1920年10月26日关于高加索局势的来电；复电斯大林，认为协约国一定会进攻巴库，建议采取紧急措施，扼守巴库水路和陆路要冲，调派重炮兵等等。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就修改1920年10月27日劳动国防委员会调度会

议关于改善有外籍人员的工厂的供应的决定和各部门的协议、分歧和申请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程序这两个问题作报告；签署关于从乌克兰运出食糖的决定、关于向居民强制收集军大衣的决定以及戒严地区条例。会议讨论关于供应顿巴斯马匹和马具、关于采购和运出马铃薯等问题。


10月30日


中央统计局局长帕·伊·波波夫向列宁请示在整理关于1920年莫斯科苏维埃职员的统计材料时应该回答哪些问题。列宁写便条给波波夫，提出要回答的问题。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莫斯科党组织的状况、关于米·伊·加里宁乘鼓动列车视察西伯利亚或库班、关于俄共（布）中央全会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利用泥炭水力开采法问题作报告；在讨论人民委员会关于黄金储备只能用于购买外国生产资料这一指示的执行情况时，对有关决定草案提出修改意见；签署关于妇女为红军缝制衣服的义务劳动、关于改善工厂工人的居住条件两项决定。会议通过根据列宁和有关部门代表提出的建议起草的关于推广泥炭水力开采法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各苏维埃自治共和国代表机关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1920年10月22日任命的委员会关于苏维埃职员的劳动定额和口粮标准问题的报告、关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关于在西伯利亚的租让项目等问题。


11月1日


审阅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瓦·亚·阿瓦涅索夫为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的关于工农检查院工作经验的报告提纲草稿；致函阿瓦涅索夫，对提纲提出修改意见。

主持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组织联系问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两次发言；写建议草稿。

读阿·马·高尔基的来信，高尔基对国家出版社委派萨·马·扎克斯在国外出版书籍有异议，担心这样会损害他所支持的格尔热宾出版社的信誉。列宁把来信转给俄共（布）中央书记、国家出版社社务委员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征求他的意见。


11月2日


致函罗·爱·克拉松，请他密切注意1920年10月30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泥炭水力开采法的决定的执行情况，如有违反决定的事就毫不留情地上告。

尼·亚·谢马什柯来电话反映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没有执行人民委员会1920年10月4日关于军事机关腾出所占的斯摩棱斯克大学校舍的决定，列宁批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并致电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要求立即执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并报告执行情况。

接见第二天就要离开莫斯科回国的中国军事外交使团团长张斯麐将军，同他进行友好的谈话，认为中国军事外交使团的来访是与苏维埃俄国接近的一个步骤，相信这种关系会巩固起来，因为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共同目的把中国和俄罗斯联邦联结在一起。中国军事外交使团感谢列宁的接见，向列宁赠送一把中国古代军刀。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恢复棉花种植面积的决定和关于设立卡尔梅克族自治州、沃特族自治州、马里族自治州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统一管理拖拉机行业的法令草案和关于实行工人供给基本标准的决定草案、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人民委员会1920年9月12日决定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关于五省严重歉收情况的调查报告，以及关于美国人在苏维埃俄国租让地区用拖拉机垦荒的计划等问题。会议还原则通过了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决定草案。


11月3日


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批准小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各项决定。

签署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起草的给实物奖励委员会主席阿·季·哥尔茨曼、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供给副特派员尼·博·埃斯蒙特和服装工业总管理局的指示，要他们把完成两万双猎人靴生产任务的奖励问题交奖励委员会研究，因为这个问题对于在南方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不早于11月3日


1920年11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认为对于让·龙格及其一派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上可以作些例外。列宁就这个问题写了自己的意见，指出这样做为时尚早，应具体说明作出例外的理由。


11月4日


写《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一文

接见德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克·蔡特金，同她谈俄国劳动群众的境况，指出必须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文化水平，相信人民是会摆脱贫困的。


11月5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与教育人民委员部合并的方式、西南战线的形势、专门委员会关于改组对外贸易委员会和关于黄金储备的报告、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米·巴·托姆斯基关于工会代表会议的报告，以及关于米·伊·加里宁乘鼓动列车视察西伯利亚等问题。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堪察加、关于中东铁路等远东事务。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运输总委员会关于修复运输工具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各地的运输情况以及对完成两万双猎人靴生产任务给予实物奖励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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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治和经济。辩证法和折中主义》及《辩证法和折中主义。“学校”和“机关”》两部分的提纲（1月21—25日）

5．结论的提纲（1月21—25日）

·《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人员的指示》的提纲（1921年2月2日和5日之间）

·《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一文材料（不晚于2月7日）

·教育人民委员部条例（2月11日）

·接见达吉斯坦代表团时作的笔记（2月12日）

·在有党的积极分子参加的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的提纲（2月16日）

·在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的要点（2月24日和28日之间）

·关于资源利用问题的笔记（2月26日）

· 《列宁全集》年表（1920年11月6日—1921年3月7日）




插图

·弗·伊·列宁像（1921年1月）

·1920年12月6日列宁《给全俄各省妇女工作部工作会议的贺词》手稿第1页

·1921年1月4日列宁《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草案》手稿第1页






《列宁全集》第43卷


列宁全集

LIENING　QUANJI

第四十卷

1920年11月—1921年3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 ］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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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的是列宁在1920年11月至1921年3月期间即苏维埃俄国开始和平经济建设时期的著作。

1920年11月，红军彻底打垮了协约国的最后一个傀儡弗兰格尔的反革命军队。至此，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以苏维埃俄国的胜利而告终。苏维埃俄国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均势，得以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生存和发展。但这种均势还很不稳固，因此，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竭力巩固和平，发展同一切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苏维埃俄国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同波兰签订了和约，又相继和波斯（伊朗）、阿富汗、土耳其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这样它就同东西方邻国建立起友好睦邻关系，为着手和平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经过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俄国的生产水平倒退了几十年。1920年同1913年相比，俄国的产业工人减少一半，大工业的产值几乎减少67，生铁产量仅为战前水平的3％，煤减产2335，石油减产约。铁路运输瘫痪，1700俄里铁路线和3672座桥梁被破坏，大部分机车和14的车厢不能使用。田地荒芜，农业产量仅为1913年的23。粮食和日用必需品严重不足，人民生活极其艰难。农民对余粮收集制强烈不满。反革命分子利用农民的这种不满情绪，到处煽动闹事，在一些地区掀起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1921年2月，武装叛乱分子达3万余人。与此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缺吃少穿、生活艰难，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下思想上也发生动摇，罢工不时发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不适应新的情况，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复杂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解决。

编入本卷卷首的列宁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11月6日）以及列宁1920年11月21日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发表的题为《我国的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的讲话，论证了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必要性。列宁在前一篇讲话中指出，苏维埃政权成立三年来，依靠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现在全国上下必须满怀劳动热情和顽强精神来最迅速地恢复国民经济，夺取比以前在一切血战中获得的更巩固更可靠的胜利。在后一篇讲话中，列宁认为，苏维埃俄国经过三年残酷而激烈的战争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能够同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条件，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因此，现在应当把从事经济建设的任务提到首位。列宁指出：“为了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第一，必须战胜剥削者和捍卫住被剥削者的政权，这是用革命力量来推翻剥削者的任务；第二，担负起建设任务，就是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树立怎样做这件事的榜样。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任务的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这使我们的革命不同于以往的革命，以往的革命有破坏这一面就够了。”（本卷第28页）列宁号召全国党政干部把全部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方面去。他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苏维埃政权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方面的保证，而全国电气化则是经济方面的保证。他希望改造党的全部工作，使党能够领导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建设，取得实际的成就，并且多用事实少用空话来宣传。租让政策是列宁在本卷中反复论述的一个问题。1920年11月，列宁签署了《关于实行租让的一般经济条件和法律条件》法令。列宁针对广大工农群众对租让政策的不解和疑虑，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支部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和关于这个报告的总结发言以及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中，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详细地论述了租让政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列宁1920年12月6日在俄共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阐明了租让法令的基本意义，强调要从政治上、从世界经济的观点来观察租让问题。他指出，租让法令说明了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的经济合作、和平共处的条件。苏维埃俄国实行租让政策的政治考虑是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他要求人们从帝国主义者之间由最深刻的经济原因引起的深刻分歧来观察有关租让的一切问题。他认为，租让的政治意义还在于它有可能创造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恢复贸易联系，防止新的武装干涉。他详细介绍了租让法令的颁布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引起的强烈反应和它们之间的矛盾的加剧。同美国进行的关于租让堪察加的谈判使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法国资产阶级声明它在俄国有取得租让的优先权，英法两国因此很难结成反对俄国的军事同盟。德国出自对俄国租让耕地的兴趣，急于同苏维埃俄国媾和。1921年初苏维埃俄国同土耳其和波斯签订了贸易条约，3月同英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列宁满意地说：“这就保证我们能够真正专心从事经济建设事业，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安心地、坚决地和满怀信心地进行工作。”（本卷第133页）列宁在有关的报告和讲话中，还反复解释租让对迅速恢复俄国经济的积极作用。他指出，把俄国无力开发的森林、土地、矿山租让出去，就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资金，可以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机车、电气器材等生产资料，可以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列宁说：不实行租让，我们就不能实行我们的纲领和国家电气化；没有租让，就不能在十年内恢复我国的经济。当时有些工农群众担心实行租让后俄国会被出卖给外国资本家。列宁针对这种思想说：租让同卖国毫无共同之处，租让是战争在经济范围内的继续，不同的是租让不会破坏生产力，而只会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租让可能带来的损失同战争造成的破坏和千百万工人农民的伤亡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列宁在12月21日的报告中对租让政策的意义作了全面的概括：“我们的任务是维持一个被资本主义敌人包围的孤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捍卫一个比它周围的资本主义敌人弱得多的共和国，从而使敌人无法建立反对我们的联盟，使他们难以实行自己的政策，使他们不能取得胜利，我们的任务是保证俄国有恢复经济所必需的工具和资金，因为我们一旦得到这些东西，我们就会牢牢地站立起来，那时任何资本主义敌人对我们来说都是不足惧的。”（本卷第117—118页）

列宁在强调租让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清醒地预见到租让必然带来的某些消极影响。他说，租让在经济上对俄国有很大好处，但是也会带来资本主义习气的腐蚀，因此这也是一场战争，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方式、两种形态、两种经济的战争。他指出，必须监视敌人的每一个行动，要用各种管理、监督、诱导的办法防止资本主义的腐蚀，应该处处用共产主义的影响加以抵制。

在本卷的文献中，国家电气化计划即统一的经济计划问题是列宁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1920年底，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定了国家电气化计划，把它提交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并得到大会的一致赞成。这个计划是苏维埃俄国第一个国民经济远景计划，体现了列宁关于统一的经济计划的思想。

列宁1920年12月22日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指出，俄国电气化远景计划是一个表明怎样把俄国转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真正经济基础上去的伟大的经济计划。他把这个计划称为第二个党纲，指出党的政治纲领应当用第二个党纲即恢复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来补充。他阐释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思想，强调指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他还说：“如果俄国布满了由电站和强大的技术设备组成的密网，那么，我们的共产主义经济建设就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本卷第156、158页）

与国家电气化计划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建立领导实施计划的统一的经济中心和探索其最合适的组织形式的问题。本卷收载的《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中一个主要条款的草案》、《论统一的经济计划》等文献反映了列宁对这一问题的观点。

列宁要求各个生产部门的计划严密地协调一致，相互联系，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为了保证劳动国防委员会对统一的经济计划工作的全面领导，列宁考虑建立一个实施计划的专门机构。1920年10月底，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议建立了经济委员会，以协调所有经济部门的计划。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建议由劳动国防委员会对统一的经济计划实行总的领导。1921年2月，列宁又提出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隶属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由它根据统一的经济计划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实行领导。列宁主张科学技术专家和学者应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占绝对优势，并据此原则提出了计划委员会成员的初步名单。列宁审定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条例》和他提出的委员会名单遭到了弗·巴·米柳亭、尤·拉林、恩·奥新斯基和阿·伊·李可夫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计划是由技术专家而不是经济专家制定的，单靠技术专家是不行的，只有经济专家才能完成；国家计划委员会中“技术班子”占优势，而共产党员经济专家太少。列宁针对这些观点，在2月21日写了《论统一的经济计划》一文，批评这些“共产党员著作家”和“共产党员行政管理人员”不宣传不实施已经制定的计划，却一味对怎样着手制定计划的问题发表空洞的议论。文章说明国家计委组成的重要意义和广泛吸收非党专家参加国家计委工作的必要性，指出国家计委内的党组织应该努力“防止热中于发号施令”，“学会谦虚，学会尊重那些‘科学和技术专家’的切实工作”，“屏弃门外汉和官僚主义者的‘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本卷第353、354、350页）列宁教导说，要对科学和技术专家采取异常慎重和灵活的态度，要向他们学习，要帮助他们扩大眼界，要以相应的科学的成果和材料为根据，“工程师为了接受共产主义而经历的途径将不同于过去的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接受共产主义”（本卷第353页）。共产党员要善于把专家们的工作统一起来并虚心地给以指导，找出问题的所在，详细地加以研究。

农民问题是列宁在本卷中着重论述的又一个重要问题。1920年末，虽然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但苏维埃俄国实行的仍然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列宁主持下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和采取的有关措施也还没有摆脱这一政策的影响，过分强调国家的调节和强制在发展农业经济中的作用，不仅用摊派的办法收集余粮，连播种面积和发放种子等也搞摊派和分配。余粮收集制和其他一些强制性措施已经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使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日益尖锐。

列宁通过农民的来信和申诉以及他同农民的直接谈话，十分了解农民的要求和情绪。他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对外对内政策报告中，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俄国的农村形势，指出“不使小农经济得到切实的大规模的改善，我们就没有出路，因为没有这个基础，任何经济建设都不能进行，无论多么伟大的计划都会落空”（本卷第146页）。列宁认为个体农户还会相当长久地存在下去。他在12月24日俄共（布）党团讨论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法案的会议上明确地说，集体农庄的问题并非当务之急，必须依靠个体农户，现在还不能设想向社会主义和集体化过渡。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反复强调了另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必须把国家调整和强制措施同经济鼓励和说服措施结合起来。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结束后，经济形势特别是粮食、燃料情况的进一步恶化，迫使苏维埃政权在经济政策方面作根本性的转变，放弃原先确定的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政策和方针，放弃从工业着手恢复国民经济的设想。列宁认真地考虑广大劳动农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于2月8日写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提出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减低粮食税额，扩大农民将纳税后的余粮投入地方经济流转的自由。这个提纲为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制定关于用征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奠定了基础。

本卷的许多文献反映了列宁对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高度重视。列宁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历史活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参加这种活动的人数就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使人们关心这种改造并采取自觉的态度，就愈要使成百万成千万的人都确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我们的革命所以远远超过其他一切革命，归根到底是因为它通过苏维埃政权发动了那些以前不关心国家建设的千百万人来积极参加这一建设。”（本卷第139页）他强调指出，必须使人人懂得俄国是属于他们的，只有工农群众才能够以自己的活动和自己严格的劳动纪律来改造旧的经济生活条件，实现伟大的经济计划。他希望劳动人民不但要识字，还要有文化，有觉悟，有教养。为了发挥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和积极性，列宁反复强调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生产宣传的重要性。列宁草拟的《关于生产宣传的提纲》就是这一方面的重要文献。这个提纲要求：指导性的报纸要扩大生产宣传的版面，对党和苏维埃机关施加影响，使它们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生产宣传，要经常而广泛地从工农群众中提拔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组织工作者和发明创造者；生产性报纸应当是千百万人都能看懂的通俗报纸，但决不能庸俗化，不要降低水平迁就落后读者；要把生产检查工作和生产宣传工作配合起来；要广泛宣传模范企业，把掌握了国外先进技术的工人组织起来训练技术落后的工人，普及职业技术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

列宁在和平经济建设时期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教育工作。《俄共（布）中央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设立人民委员助理的决定草案》、《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改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草案》、《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提纲的意见）》、《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人员的指示》和《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等文献，反映了列宁这一时期对教育工作的关心。

1920年12月31日至1921年1月4日召开的党内国民教育问题研讨会就开展综合技术教育和改造普通学校问题通过了一些决议。列宁批评这次会议的各项决议的主要缺点是空泛的议论和抽象的口号过多，具体措施太少。他指出，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主要缺点是缺乏必要的求实精神，不善于把头脑清晰、学识渊博和有实际教育经验的人安置在适当的领导岗位上。列宁尤其重视青少年教育和成人教育问题。他提议建立起为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群众服务的图书馆网和阅览室网，努力设法把报纸和书籍免费分配给各图书馆和阅览室。他希望报纸成为启发群众、教导他们生活、教导他们建设自己经济的工具，少来一些政治上的喧嚷，少发表一些空泛议论和抽象口号，多做一些生产宣传。他希望给人民提供必需的各种教科书和一切必需的世界文学、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的重要著作。列宁对苏维埃国民教育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关于综合技术教育》一文中提出，要“把立即向综合技术教育过渡，或者确切些说，立即采取许多马上就能做到的走向综合技术教育的步骤，规定为必须绝对执行的任务”。（本卷第226页）他主张把第二级学校（或其高年级）教育同职业技术教育结合起来，但必须在职业技术学校里增加普通教育课程和共产主义课程，保证实际上转到综合技术教育，以便培养出有广博知识、有共产主义觉悟、发展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列宁还为开展综合技术教育制定出一系列的措施。

本卷收载的《工会的任务及其实现的方法〉决议草案》、《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党内危机》、《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报告和总结发言以及在莫斯科市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反映了列宁在工会问题争论期间对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其他反对派的错误观点和派别活动所作的不调和的斗争。

随着国家从战争转向建设，俄国共产党在1920年11月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提出工会必须改变战时实行的军事化领导方法和扩大工人民主的问题。托洛茨基在这次代表会议的俄共（布）党团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主张工会迅速国家化，要求按各个工业部门把经济机关同工会合并，执行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职能。他建议对工会进行“整刷”，把善于“拧紧螺母”的人放到工会领导岗位上，使工会军事化，变为强制性的机关。他否认工会在教育群众、保护群众的经济利益方面的作用。托洛茨基的意见遭到与会者的反对和党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否决。但他执意把分歧公开化，12月25日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又发表了他的纲领性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坚持其错误主张，并进行派别活动。托洛茨基挑起的这场争论使党内斗争日趋尖锐。1921年1月12日，党中央决定在党内对工会问题展开自由争论。继托洛茨基的纲领之后，“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诺根派、梁赞诺夫派和伊格纳托夫派又提出各自的纲领。布哈林起初企图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起缓冲作用，但实际上后来的布哈林的“缓冲”派却与托洛茨基合流，提出了以托洛茨基的观点为基础的联合纲领。为了避免党的分裂，列宁和他在党中央的支持者不得不放下紧迫的经济工作来解决党内斗争问题，纠正由托洛茨基所开始而由布哈林加深了的政治错误。列宁在上述有关著作和讲话中揭示了托洛茨基强加于党的这场争论的实质，对这场党内斗争的各个阶段作了评述，指出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观点和派别活动给党带来的危害。

列宁指出，在工会问题上同托洛茨基的真正的意见分歧是如何掌握群众、对待群众、联系群众的问题。列宁阐明了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工会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无产阶级中间或无产阶级政党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发生分裂，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托洛茨基的政策正是包含着这种危险。列宁认为，说服教育的方法应当是工会工作的基本方法，强制的方法是次要的。工会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工人认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纪律的重要性。列宁从这一角度评价了工会在生产宣传、实物奖励和“纪律审判会”等方面的工作。列宁驳斥了托洛茨基所谓在工人阶级国家里工会不必保护工人利益的观点，肯定了工会维护工人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其不受官僚主义者损害的职能。

列宁针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把经济和政治割裂并对立起来的错误，阐述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本卷第279、280页）列宁还揭露了布哈林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认识论根源，指出布哈林在理论上的错误就在于用折中主义偷换了辩证法。

列宁对其他一些反对派的纲领也逐一作了深刻的具体的分析和批判。他指出，工人反对派主张国家工会化，使国家服从于工会，把管理国民经济的权力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从而否定党和无产阶级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工人反对派的主张实质上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观点。民主集中派主张由工会推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要求党内有派别和集团活动的自由，反对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和严格的纪律，反对管理上的集中制。列宁称这个集团为“喊得最响”派，而把它的纲领称为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纲领。列宁痛斥了工会问题争论中表现出的派别斗争对党的危害性。他指出，党被迫把中央内部的分歧诉诸全党，因为党内出现的派别活动和一切错误言论，“使党脱离了切实的、实际的经济生产工作而去纠正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错误”（本卷第303页）。

列宁在工会问题争论期间发表的文章和讲话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提高了党的干部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保证并加强了党的队伍的统一。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56篇，其中有许多重要文献，如：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的总结发言（1920年12月6日）、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的总结发言（12月21日）、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讨论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的讲话和《给巴库同志们的信的提纲》。除此以外，新增加的文献还有《就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基本任务的报告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在索科利尼基区苏维埃全会、莫斯科市工厂委员会代表和企业管理委员会代表联合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的决定草案》、《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改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草案》、《教育人民委员部条例草案》、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就《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法案的补充意见发表的讲话以及对问题的答复、在莫斯科市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等等。《附录》中的文献全部是新增加的，其中《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讲话的提纲和《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小册子的一组材料，有助于阅读列宁的这两篇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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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的讲话

（1920年11月）


1

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

和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11月6日）

（长时间鼓掌）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是为了纪念我们无产阶级斗争的日子，纪念我们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可以庆祝我们的胜利了。尽管生活空前困难，敌人空前猖狂，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我们在三年内不断取得胜利。这是从前我们谁也不会相信的巨大胜利。三年以前我们在斯莫尔尼的时候，彼得格勒工人的起义向我们表明，起义者的团结一致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但是，如果在那天晚上有人对我们说，再过三年就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就会取得我们现在这样的胜利，那是任何人甚至最乐观的人都不会相信的。那时我们知道，只有我们的事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的胜利才会巩固，因为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事业时，就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世界革命上。帝国主义战争改变了我们以往的全部生活方式，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场持续时间大大超出我们预料的斗争将具有怎样的形式。现在过了三年，可以看出我们比以前不知强大了多少倍，但是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也还很强大。尽管如此，尽管他们比我们强得多，但是仍然可以说，我们胜利了。我们曾经以全力来瓦解这个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我们不是没有成绩的。这是因为我们的希望是寄托在国际革命上的，而这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我们知道，现在整个世界日益遭到破坏，我们知道，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一切照旧是决不可能的，因为帝国主义战争根本破坏了一切旧的经济关系和法的关系，破坏了旧秩序一向赖以维持的全部生活条件。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破产比我们的宣传所造成的要大一千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只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也足以摧毁国际资产阶级的力量了。

如果我们现在总起来看一看国际关系——我们一向强调我们是从国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并且看一看反苏维埃俄国的战争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几乎同周围所有的资产阶级小国缔结了和约，而这些国家都在屠杀和迫害本国的布尔什维克。这些国家完全是协约国[1]的奴仆，总想要摧毁和消灭苏维埃俄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同它们签订了和约，使协约国的希望落了空。英、法、美这样三个强大的国家无法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并且在它们用联合的力量对我们发动的那场战争中打了败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们的经济、它们的国家生活已被破坏，因为它们已经半死不活，因为它们已经不能照老样子活下去了，因为支配它们的那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资产阶级把

1000多万人送上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战场，断送了他们的性命。为了什么呢？为了由一小撮资本家来瓜分世界。这使资产阶级精疲力竭，破坏了自己的基础，不管资产阶级现在在军事方面看来是多么强大，它们的内部是虚弱的。现在这已经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而是由火与剑证明了的事实。不管它们多么富有，多么强大，它们是走向灭亡的阶级，而我们是走向胜利的阶级。尽管我们比它们弱，但是三年来我们不断获得胜利，我们有权利毫不自夸地说，我们胜利了。

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也不应当忘记另外一方面，不应当忘记，我们至多才获得一半的胜利。我们获得胜利，是因为我们顶住了那些比我们强大并且同我国逃亡国外的剥削者地主和资本家勾结起来的国家的进攻。我们一向懂得并且不会忘记，我们的事业是国际的事业，因此在一切国家（包括最富有和最文明的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完成以前，我们的胜利只是一半，也许一半还不到。只是现在，我们对弗兰格尔的战斗[2]才在胜利地进行。就在这几天我们预期的消息即将到来。我们相信，如果我们不能在最近几天收复克里木，稍迟几天也一定会收复的，但是我们绝不能保证说，这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我们的最后一次尝试。相反，我们有材料说明，他们明年春天还会再干。我们知道，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军事力量将比任何一个强国都可靠，都强大，尽管这样，危险并没有消除，危险还存在着，直到革命在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里取得胜利为止。

我们知道，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知道，今年夏天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3]做了一件空前巨大的工作。也许你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他详细地叙述了在哈雷举行的德国独立党代表大会[4]的情况。大概你们已经知道了一个最可能发生革命的国家的具体情景。但是目前在一切国家中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一切先进国家中共产主义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共产主义者组成了政党。在这一期间，国际革命事业在一些小国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因为有些大强盗帮助镇压这些国家的运动，例如德国帮助镇压了芬兰革命[5]，资本主义巨头英国、法国、奥地利镇压了匈牙利革命[6]。它们镇压了这些国家的革命，却因此而千百倍地增加了本国的革命因素。现在它们在斗争中软弱无力的基本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后方没有保障，因为一切国家的工人和农民都不愿意同我们作战，因为不只是在我们的喀琅施塔得才有水兵英雄，在它们那里也出现了。在整个法国，一提起到过我国黑海的水兵的名字，人们就回忆起俄国革命；法国工人知道，那些现在在法国服苦役的人，曾经因为不愿意做屠杀俄国工农的刽子手而在黑海举行过起义[7]。现在协约国很虚弱，而我们却可以泰然自若地说我们在国际方面是有保障的，其原因就在这里。

同志们，但是我们的胜利还远不是完全的胜利，我们获得的胜利还不到一半。的确，由于俄国工人和农民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热情，我们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已经表明，俄国不仅能够产生那些当时还得不到工农支持而在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中前仆后继的单枪匹马的英雄。不仅仅是这样，我们说得很对，俄国还会产生来自群众的英雄，俄国还会出现几百个、几千个这样的英雄。我们说，一定会这样的，那时资本主义的事业就会失败。我们现在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主要根源是：在前线流血牺牲的红军战士和饱经苦难的工农，特别是这三年来大多遭受了比资本主义奴隶制初期更大苦难的产业工人，在斗争中表现出了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罕见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忍饥挨冻，饱经苦难，只是为了保住政权。他们就靠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这种英雄主义建立了一个后方，这是当前互相斗争着的几支力量中唯一巩固的一个后方。因此我们是强大的，是巩固的，而协约国却在我们眼前不断分崩离析。

但是只靠满腔热情、高昂的斗志和英雄主义是决不可能完成革命事业，取得革命事业的完全胜利的。当敌人扑向我们，掐着我们脖子的时候，我们可以靠这种精神来击退敌人，可以靠这种精神在血战中获得胜利。但是要把事业进行到底，仅仅依靠这一点就不够了。这是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另外一大半任务，是更加困难的任务。我们应当把我们今天的胜利，把我们的胜利信心变成力量，使这一半任务也获得同样的决定性的胜利。在完成这后一半任务时，只靠工农的满腔热情和牺牲决心是不够的，因为这后一半任务是最困难的、建设性的、创造性的任务。资本主义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破破坏了的文化，被破坏了的工厂，悲观绝望的知识分子，还有一盘散沙似的、愚昧无知的群众，单干的业主。资本主义还使我们缺乏能力，缺乏齐心协力地共同工作的习惯，不懂得必须彻底抛弃过去的一切。

这些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我们应当记住，要利用今天的情绪，使我们的工作经常保持这样的情绪，来消灭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涣散状态。复旧已经不可能了。我们由于推翻了剥削者的政权，已经完成了一大半的工作。现在我们应该把所有男女劳动者集合在一起，让他们一道工作。我们进入这个领域就象一个拓荒者进入一片新天地，不管整个工作条件如何，我们在前线仍然获得了胜利。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工作做得比去年好。我们知道我们还不能让大家都吃饱，我们也没有把握认为从此家家户户、农舍茅屋再也不会有饥寒的光顾，尽管如此，我们知道，我们是胜利了。我们知道，即使是现在，经受了艰苦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之后，我们的生产力也是巨大的。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保证工人和农民不受饥寒之苦，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计算我们拥有的一切并且合理地进行分配。我们还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资本主义教每一个小业主主要考虑自己怎样才能发财，怎样才能更快地当上富翁，而不是为了某种主张共同去进行斗争。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另一种领导。现在我们担负着另一半的、更艰苦的任务。现在我们所感染的那种热情可能再持续一年，再持续五年。但是我们应当记住，在我们所必须进行的那场斗争中，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包围我们的是一些细小的经济事务。此外，你们知道，那些推动这种经济生活的一个个小单位的工作人员都是一些旧人员，一些习惯于利己主义旧思想的小官吏、小官僚。同这种现象进行斗争应当成为我们当前的任务。在我们的节日里，在我们庆祝胜利的日子里，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三周年的时候，我们必须满怀劳动热情、劳动意志和顽强精神，因为现在只有这样才能最迅速地拯救工人和农民，拯救国民经济。这样我们将会看到，在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获得的胜利会比以前在一切血战中获得的更巩固更可靠。（长时间鼓掌）





	载于1920年11月《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速记记录》第15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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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科利尼基区苏维埃全会、莫斯科市工厂委员会代表

和企业管理委员会代表联合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11月7日）

简要报道

列宁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所取得的胜利是最主要的胜利。国际资产阶级不让我们从事生产劳动，因此三年来我们把全部力量都用来同他们作战了。现在必须在国内战线上取得胜利。资产阶级曾使我们丢下这项工作。列宁同志指出了列入下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议程的问题，如运输问题、农业问题等等。他谈到，应当做到把全部热情和纪律都转而用于和平经济建设的工作，应当争取普通群众参加到这一事业中来。

此外，还必须同官僚主义和官僚作风进行斗争，在这方面也需要取得胜利。达到这一目的的办法只有一个，这就是提高工人群众本身的觉悟和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列宁同志在结束讲话时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定将战胜寒冷和饥饿。





	载于1957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1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1页













	













《列宁全集》第40卷


就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基本任务的报告给俄共（布）中央委员的信

1920年11月6日


致俄共中央委员

我建议考虑一下并在11月8日全会上通过：委托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在1920年12月20日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第二项议程“恢复国民经济的基本任务”作一报告[8]。

我们将按照一个总的计划有效地恢复国民经济。没有电气化，这样一个计划就等于零，而离开这个计划来谈论什么“基本任务”，那是不严肃的。

为了使大家事先了解情况，现附上：

（1）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简要报告《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工作状况》的副本。

（2）小册子《北部地区电气化设计基础》，共三本，分送托洛茨基、李可夫、布哈林；其他中央委员，明天我也可以给；如果想要，请给三楼总机打电话联系。

（3）几张电气化规划图。

（4）《伏尔加河地区电气化计划》一文的校样。　　　［一份送托洛茨基同志，然后转李可夫同志，再转其他中央委员。］

（5）斯琼克尔的提纲。

（6）克鲁格的提纲。

（7）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材料一览表（计著作200余篇）。

从这些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完全能够（只要我们及时修改提纲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报告大纲，并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把报告大纲发出去）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得到党和国家所需要的东西：一份切实可行的，同时又是内容广泛和鼓舞人心的工作计划——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基本任务”的报告。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列宁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7—8页












	













[8] 根据列宁的这项建议，1920年11月9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委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为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一个关于俄罗斯电气化的报告。报告被列入了代表大会的议程。——8。







《列宁全集》第40卷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实行工人供应基本标准的决定草案的补充[9]


（1920年11月6日）

鉴于粮食人民委员部减少供应标准量的政策完全正确，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提出一项关于减少粮食配给标准量的法令，并附上这些标准的准确清单。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33页















[9] 1920年11月6日，人民委员会审议了实行工人供应基本标准的问题。列宁的这一条补充意见写入了人民委员会当天通过的决定，作为它的第2项。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看列宁1920年11月2日写的一个草稿（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第165页）和11月12日写的一封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10。







《列宁全集》第40卷


《工会的任务及其实现的方法》决议草案[10]


（1920年11月上旬）

根据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11]的决议，代表会议再一次提请各工会注意坚决执行这些决议的必要性，并且指出，统一的经济计划要求经济建设分别轻重缓急，因此执行计划时贯彻重点制是无可争辩的。同时，在目前，正如1920年九月党代表会议所认定的，应该开始逐步而坚决地从重点制转到平均制[12]，特别是要从各个工会抽调许多优秀的组织力量来加强整个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改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机构，使各个工会的工作更加有条不紊，从而加强整个工会运动。

这一点也应该适用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13]，不顾同其他工会的比例关系，过分加强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现象应予制止，新增加的优秀力量应该把已经在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的种种方法，如发扬民主和主动性、参加工业管理以及开展竞赛等等，运用到整个工会运动中去。

代表会议认为，根据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开展、扩大和加强工会参加生产管理的工作是绝对必要的，因而委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立即总结优秀工会和企业在这方面的实际经验，拟订出尽可能详细的指示，以便帮助各工会利用这些经验，责成它们更坚决更经常地利用这些经验。

包括吸收专家方面的经验。





	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9—10页















[10] 列宁起草的《〈工会的任务及其实现的方法〉决议草案》是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俄共（布）党团1920年11月8日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的任务的决议的基础。该决议发表于11月13日《真理报》。这个文件的产生过程如下。11月2—6日，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俄共（布）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了改变工会工作的方法，即用民主的方法代替行政命令的军事的方法，以适应社会主义和平建设任务的问题。列·达·托洛茨基反对采用新的工作方法。11月3日，他在代表会议俄共（布）党团会议上提出了“整刷”工会的口号，要求“拧紧螺母”和立即实现“工会国家化”。托洛茨基的这些要求如果实行，事实上势必导致取消工会，从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因此，俄共（布）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11月8日，列宁在中央全会上提出了与托洛茨基观点相对立的提纲。表决结果：托洛茨基的提纲得7票，列宁的提纲得8票。列宁以他的提纲为基础写成了《〈工会的任务及其实现的方法〉决议草案》。这一文件被中央全会以多数票（10票赞成、4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11。



[11]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3月29日—4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共有715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55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62名，共代表611978名党员。这次代表大会是在红军取得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决定性胜利、苏维埃俄国获得了暂时的和平喘息时机的条件下召开的。大会主要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工会运动；组织问题；共产国际的任务；对合作社的态度；向民兵制过渡；选举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的工作是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列宁作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就经济建设、合作社等问题发了言。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即从军事战线的斗争转向劳动战线的斗争、战胜经济破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列·达·托洛茨基作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苏维埃俄国经济恢复的基本条件是贯彻执行最近一个历史时期的统一的经济计划。决议规定了完成统一计划的各项根本任务的先后顺序：（1）首先是改善运输部门的工作，调运和储备必要的粮食、燃料和原料；（2）发展为运输业和获取燃料、原料、粮食服务的机器制造业；（3）加紧发展为生产日用品服务的机器制造业；（4）加紧生产日用品。实现国家电气化在统一经济计划中居于重要地位；大会通过了关于制定电气化计划的指示。代表大会要求各级党组织执行俄共（布）中央关于向运输部门调配5000名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的指令，并决定动员这次代表大会的百分之十的代表投入运输战线。代表大会决定把1920年的“五一”节（适逢星期六）定为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日。代表大会批准了俄共（布）中央关于动员工业无产阶级、实行劳动义务制、经济军事化以及为经济需要动用军队的提纲，责成党组织帮助工会和劳动部门统计全部熟练工人，以便吸收他们参加生产，同时断然拒绝了托洛茨基关于把成立劳动军作为保证国民经济劳动力的唯一良策和把军事方法搬用于和平经济建设的意见。代表大会十分重视生产管理的组织问题。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必须在一长制的基础上建立熟悉业务、坚强得力的领导。以季·弗·萨普龙诺夫等为代表的民主集中派反对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和个人负责制，坚持无限制的集体管理制，同时也反对使用旧专家，反对国家的集中管理，他们得到了阿·伊·李可夫、米·巴·托姆斯基、弗·巴·米柳亭、阿·洛莫夫等人的支持。大会谴责和拒绝了民主集中派的建议。代表大会在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了工会的作用、工会同国家和党的相互关系、共产党领导工会的形式和方法以及工会参加经济建设的方式，在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中要求巩固党在合作社组织中的领导地位。代表大会还作出了关于出版《列宁全集》的决定。4月4日，在大会秘密会议上选出了由19名委员和1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11。



[12] 指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决议说：“苏维埃共和国在成立的最初的几年里处境极为困难，破坏极其严重，军事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所以必然要确定若干‘重点的’（因而实际上是拥有特权的）部门和工作人员。这是必然的，因为不把人力和物力集中于这些部门和工作人员，就不能拯救遭到破坏的国家；不这样，全世界的联合在一起的帝国主义者无疑就会扼杀我们，根本不让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着手进行经济建设。但是，由于过去遗留下来的难以克服的资本主义的和私有制的习惯和情绪，上述情况就使我们必须一再提醒全党注意争取进一步实现平等，——首先是在党内，其次是在无产阶级内部以及一切劳动群众内部，最后是在各部门和各个工作人员之间，特别是在‘专家’和负责工作人员同群众之间。党只能按党员的觉悟、忠诚、坚定、政治上的成熟、所具备的革命经验和自我牺牲的决心的程度来区别党员，而根本反对按任何其他标志（领导和群众、知识分子和工人、民族标志等等）来区别党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37—38页）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20年9月22—25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41名，其中有表决权的116名，有发言权的125名，共代表70万党员。会议议程是：波兰共产党人代表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党史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在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根据列宁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缔结和约的条件的决议。会议同意在列宁直接领导下拟订的并经他审阅过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同波兰媾和的具体条件的声明。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讨论，在这次代表会议中占很重要的位置。会议批评了民主集中派反对党的纪律和否定共产党在苏维埃和工会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错误意见，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决议在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党的团结和纪律、加强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中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加强对青年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等方面规定了一系列实际措施。代表会议指出，必须广泛吸收普通党员积极参加省代表会议和俄共（布）省委全体会议。为了同各种舞弊行为作斗争和审理党员提出的申诉，代表会议认为必须成立监察委员会，在省委员会下面则成立党的专门委员会。会议根据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通过决议，建议加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在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和总结地方工作经验方面的活动，改善中央委员会对红军和红海军部队中党的组织工作的直接领导，不要使这些组织的工作同社会生活脱节。——11。



[13]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即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中央委员会，成立于1920年9月。两个运输工会之所以合并起来，是由于当时俄国运输业的破坏已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于瘫痪，因而需要建立起坚强的集中化的领导，以保证迅速完成恢复运输业的任务。由于任务的艰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工作中还采取了某些非常措施和军事工作方法。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恢复运输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后来却蜕化成为脱离职工群众的官僚主义的机关。1920年底—1921年初，领导这个机构的托洛茨基分子培植官僚主义，单纯采用行政命令和委派制，拒绝民主的工作方法。所有这些引起了工人群众对党的不满，并分裂了运输工人的队伍。俄共（布）中央谴责了这些错误做法。1920年11月8日和12月7日中央全会决定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工会一样划归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领导，同时建议它改变工作方法。1921年3月根据俄共（布）中央决议召开的全俄运输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改选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制定了工会工作的新方法。——11。







《列宁全集》第40卷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定草案[14]


（1920年11月10日）

中央委员会批准政治局的决议，基本上赞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15]在此决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的指示草案，并委托政治局对草案进行最后审订，以便更确切地表达下面的主要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科学教育和政治教育方面的工作并入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各省国民教育局的工作中去；协会在艺术（音乐、戏剧、造型艺术、文学）方面的工作仍保持自主权，经俄共特别审查过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各机关，只是在对明显的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方面保持领导作用。





	载于1958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1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2页















[14] 1920年10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以列宁的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31—332页）为基础通过了一项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问题的决议。11月10日，俄共（布）中央全会讨论了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根据政治局的上述决议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教育人民委员会的相互关系的指示草案，并几乎未加修改地通过了这里收载的列宁拟的决定草案。这次全会还讨论了俄共（布）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的草稿。该信发表于1920年12月1日《真理报》。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苏联早期的群众性文化组织，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十月革命后在国内各地成立分会。各地协会最多时达1381个，会员40多万。参加协会的有真诚希望帮助苏维埃国家文化建设的青年工人。但是协会的领导为亚·亚·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所把持。他们在十月革命后仍继续坚持协会的“独立性”，从而把它置于同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相对立的地位。波格丹诺夫及其同伙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宣传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们否认以往的文化遗产的意义，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波格丹诺夫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鼓吹马赫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等著作中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于20年代初趋于衰落，1932年停止活动。——13。



[15] 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关于共和国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法令》、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教育司的基础上成立的。这一法令是根据列宁的指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97—398页）制定的1920年11月12日由列宁签署，公布于1920年11月然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63号。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总局级机构，在行政上和组织上归它领导，但在涉及工作的思想内容的问题上则直接归俄共（布）中央领导。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统一和指导全国的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领导群众性的成人共产主义教育（扫除文盲、学校、俱乐部、图书馆、农村阅览室）以及党的教育（共产主义大学、党校）。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主席一职一直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1930年6月，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改组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群众工作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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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起草给外贸工作人员的指示的决定草案[16]


（1920年11月10日）

委托季诺维也夫起草一个给柯普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其他同志以及在德国工作的同志们的详细指示。

说明我们接受并且非常珍视广大工人，其中包括参加最反动工会的工人们，在完成俄国订货方面所给予的帮助。

同时，揭露列金之流及其同伙想为他们个人或他们一伙勒索金钱的企图，而且分文不给他们。

把指示稿提交政治局。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3页















[16] 这个决定草案是列宁就阿尔乔姆（费·安·谢尔盖耶夫）在俄共（布）中央全会1920年11月10日下午的会议上作的《关于吸引列金派工会对我国订货的完成情况进行监督的报告》而拟的，为中央全会通过。——14。







《列宁全集》第40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租让问题的决定草案[17]


（1920年11月16日）

责成由列宁、米柳亭、库尔斯基、列扎瓦和谢列达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于一周内 
［注：“由列宁……于一周内”这段话是莉·亚·福季耶娃手写的。——俄文版编者注］

 修改并审订完租让法令草案中适合在国外发表的部分，即第一，关于提供租让的总的亦即原则性的决定；第二，极简短地说明租让的一般经济条件和法律条件；第三，开列租让项目，并对每个租让项目的经济意义作出相当清楚的说明。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4卷第433—434页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















[17] 这个决定草案是在1920年11月16日人民委员会会议审议租让法令草案时提出的，为会议所通过。租让法令草案是人民委员会1920年10月30日成立的专门委员会草拟的。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租让法令。关于租让问题并见本卷第58—80、95—128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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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产宣传的提纲[18]


（草稿）

（1920年11月18日）

1．现在，由于俄罗斯联邦在军事上的胜利和它所处的整个国际形势，生产宣传应当重新放在第一位，应当加强并且从组织上予以落实。

2．指导性的报纸，首先是《消息报》和《真理报》，应当做到：（一）减少政治方面的篇幅，扩大生产宣传的版面；（二）对党和苏维埃机关施加影响，使它们在全部工作中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生产宣传；（三）尽量在全国范围内经常地进行生产宣传工作，制定多种措施来开展和改进生产宣传，特别是检查它确确实实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

3．从工农群众中提拔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组织工作者和发明创造者的工作同样也应当经常化，并广泛开展。

4．为了节省力量和更正确地指导工作，俄罗斯联邦全国的生产宣传应当在一个机关的领导下统一进行。同时地方和工会绝对必须有极广泛的自主权。对于任何重大成绩都要经常给予恰如其分的奖励（实物奖励或其他）；对于成绩要组织公正的、内行的检查。

5．生产宣传的统一领导机关，应当是一个发行量为50万份到100万份的群众性的通俗报纸的编辑部。

《贫苦农民报》[19]就应当成为这样的报纸。

把这类报纸分成工业报和农业报是有害的，因为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使工业和农业接近并且统一起来。实际上，工业无产阶级无论在城市中还是在农村中，特别是在农业生活都市化方面以及在全国电气化事业中要发挥领导作用，就需要有既适合工人又适合农民的统一的生产性报纸（和对生产宣传的统一领导）。

6．领导小组应由5人组成：（1）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1人；（2）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1人；（3）农业人民委员部1人；（4）政治教育总委员会1人；（5）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人（或者说一个主编）。领导小组和报纸应直属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或者再加上职业教育总局1人？）

7．生产性报纸应当是千百万人都能看懂的通俗报纸，但决不能庸俗化。不要降低水平迁就落后读者，而要不断地——十分谨慎地、逐渐地——提高这部分读者的水平。不多的篇幅，大约不超过1　4用于政治。主要的篇幅应当用于如下问题：统一的经济计划、劳动战线情况、生产宣传、训练工农参加管理、检查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构各项法令和措施的实际执行情况、广泛地和定期地同做群众工作的读者交换意见。

8．刊登在报纸上的和投寄给报纸的材料以及其他材料，都应当经常地定期地印成小册子和活页文选，义务供应图书馆及有关生产部门的工厂和企业（小册子和活页文选应按生产部门整理材料）。这些材料同课本和外国技术简介一样，都应当为普及职业技术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服务。

其中，如何向俄罗斯联邦所有图书馆更合理地分配报纸以及有关生产的小册子和活页文选，也应当特别加以注意。

9．必须按照计划有组织地、经常地吸收工程师、农艺师、教师以及具有某种专长的苏维埃职员参加生产宣传工作（与扫盲工作结合起来）。

组织讲演、座谈、报告会等等。

一切能够向居民介绍电气化、泰罗制等等的人，都有义务进行宣传。

10．更广泛地和更经常地利用电影进行生产宣传。同电影局合作。

利用苏维埃唱片。在俱乐部、农村阅览室、街头等地方展出图表和图片。在大小工厂、技术学校等附近张贴海报和宣传画。

11．和劳动人民委员部及其他机关共同组织生产检查。把生产检查工作和生产宣传工作配合起来，指导员、指导列车、指导船等的工作也应和生产宣传配合起来。

12．挑选出模范企业来广泛加以宣传。在一些特殊的工厂、地区或基层单位等等，把掌握了国外工业经验的工人组织起来。依靠他们来训练落后工人，普及职业技术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等等。






	尼·列宁1920年11月18日

载于1928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4—16页















[18] 列宁起草的这个文件是刊载于1920年11月27日《真理报》第267号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提纲草案的基础。这个提纲草案的标题是：《生产宣传（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提纲草案）》。生产宣传的问题最初是在1920年3、4月间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讨论经济建设当前任务时提出的。随后由于波兰对苏俄发动战争，经济建设问题被搁置起来。1920年底，在同波兰签订了初步和约和击溃了弗兰格尔白卫军之后，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投入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生产宣传的问题再次被突出地提了出来。——16。



[19] 《贫苦农民报》（《Беднота》）是俄共（布）中央主办的供农民阅读的报纸（日报），1918年3月27日—1931年1月31日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的前身是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农村贫农报》、《士兵真理报》和在莫斯科出版的《农村真理报》。国内战争时期，《贫苦农民报》也是红军的报纸，在军内销售的份数占总印数的一半。先后担任该报编辑的有维·阿·卡尔宾斯基、列·谢·索斯诺夫斯基、雅·阿·雅柯夫列夫等。该报编辑部曾为列宁编写名为《贫苦农民的晴雨表》的农民来信综述。从1931年2月1日起，《贫苦农民报》与《社会主义农业报》合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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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20]


（1920年11月21日）


1

我国的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

（鼓掌）同志们！谈到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问题，自然主要应当谈对波战争[21]和弗兰格尔的覆灭。党的工作人员当然都很注意党报，而且不止一次地听过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报告，因此我认为在党的工作人员的会议上，我没有必要详细说明这整个事件的各个细节、对波战争过程中的每一个转折、我们进攻的性质以及华沙城下失败的意义等，这样做也是不合适的。我想，大多数同志对这方面的情况已经十分熟悉，我要讲也只能是重复，只会使同志们感到不满。因此，关于我们对波战争某些情节和转折的经过，我就不谈了。我只谈谈现在的结局。

在红军取得夏季辉煌的胜利而在华沙城下遭到惨重失败之后，在同波兰订立初步和约之后（这个初步和约目前正是在里加将要成为或者一定会成为正式和约），由于弗兰格尔的覆灭，这个初步和约真正成为正式和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现在，弗兰格尔的覆灭已成定局，协约国的帝国主义报刊已经开始摊牌，承认他们以前竭力隐瞒的东西。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注意到了，今天报上还是前几天报上有一篇短评，说法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主要报纸，法国的《时报》（《Temps》）[22]认为，波兰缔结和约违反了法国的忠告。毫无疑问，资产阶级代表在这里把资产阶级极想隐瞒而且长期以来一直竭力隐瞒的真相说了出来。如果没有发生华沙城下那种非常严重的情况，我们本来会取得更多的成就，从这个观点来看，对波和约的条件是不利的（虽然比今年4月我们为了避免爆发战争向波兰地主提出的那些条件有利），尽管如此，我们毕竟还是取得了一些使帝国主义总计划的很大一部分遭到失败的条件。法国资产阶级现在承认，他们曾坚决主张波兰继续作战，反对缔结和约，因为它们担心弗兰格尔覆灭，希望支持这次对苏维埃共和国新的武装干涉和进攻。尽管波兰帝国主义的情况现在和过去都驱使它同俄国作战，尽管如此，法帝国主义者的计划仍然遭到了失败，结果，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一种比单纯的喘息时机更为重要的东西。

过去三年内，在早先属于前俄罗斯帝国的各个小国中，波兰是最敌视大俄罗斯民族并且最想占领非波兰人居住的大片土地的国家之一。我们同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缔结和约[23]也是违反帝国主义协约国的愿望的，但是我们所以比较容易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资产阶级没有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非要同苏维埃共和国作战不可，而波兰资产阶级共和国不仅垂涎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而且还垂涎乌克兰。此外，波兰过去几百年来的斗争也驱使波兰资产阶级共和国走这条路。波兰当初是一个强国，现在则同强国俄罗斯相对峙。波兰即使在现在也不会放弃这几百年来的斗争。因此波兰在推行它的反对我们共和国的军事计划时表现得更为好战、更为顽固。因此现在我们违反协约国的意愿缔结和约这一成就就显得更为巨大。在与俄国接壤的保留资产阶级制度的各国中，如果说有哪个国家是协约国在推行其蓄谋已久的军事干涉时可以依靠的话，那就只有波兰，所以在目前资产阶级国家普遍仇视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各国都把波兰地主占领加里西亚东部 
［注：加里西亚东部即今乌克兰西部一带。——编者注］

 看作与切身利益有关。

其次，波兰觊觎乌克兰和立陶宛。因此，进攻来得特别激烈，特别顽强。对波兰的军需供应，自然就成了法国和其他强国主要关心的事情。它们在这方面花的钱是无法估算的。因此，尽管红军在华沙城下遭到了失败，但它最后取得的胜利的意义是特别伟大的，因为红军已使波兰处于完全无力继续作战的境地。波兰不得不同意签订和约，而这个和约给它的东西要比1920年4月波兰进攻前我们所提出的少，当时我们不愿意中断经济建设工作，所以提出了一条对我们十分不利的边界线。当时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者的报纸，责备布尔什维克妥协忍让，说苏维埃政权差不多采取了托尔斯泰式的态度。这些报纸所说的托尔斯泰式的态度，就是指我们同意根据当时的皮尔苏茨基线来签订和约。根据这条线，明斯克仍归波兰，边界线比现在划定的偏东50俄里，有些地方则达100俄里。当然，我没有必要在党的工作者的会议上来详细说明，为了使我们的经济工作不致被真正打断，我们为什么同意而且不得不同意那条不利的边界线。结果，波兰虽然保存了资产阶级制度，但战争却引起了全国经济的极端混乱，引起了不满情绪的急剧增长，导致了资产阶级不仅对产业工人而且对雇农肆无忌惮地实行恐怖政策。波兰资产阶级的整个状况变得极不稳定，因此根本无法继续作战。

苏维埃政权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三年前当我们提出关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及其胜利的条件的问题时，我们总是明确地说：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这个胜利就不可能巩固；只有从国际的观点出发才能正确估价我们的革命。为了取得巩固的胜利，我们必须使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国家或者至少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经过三年残酷而激烈的战争，我们看到，我们的预言在哪些方面没有得到证实，在哪些方面已经得到证实。我们没有能迅速而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当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俄国抗击世界资本主义列强这样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竟能延续三年之久。结果，无论这一方还是那一方，无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其次，虽然我们的预言没有轻易地、迅速地、直接地实现，但是主要的一点我们办到了，就这方面说预言实现了，因为主要之点就在于：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说，共和国现在所处的国际形势，最好地最确切地证实了我们的一切估计和我们的整个政策都是正确的。

俄罗斯联邦的军事力量根本不能同所有资本主义强国的军事力量相比，这一点是用不着证明的。在这一方面，它们比我们强几十倍，几百倍，然而，经过三年的战争，我们迫使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放弃了继续干涉的念头。这就是说，三年前在帝国主义战争还没结束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可能出现的局面，即长期僵持、双方最后不分胜负的局面终于形成了。但是，这种局面是由于什么原因形成的呢？这不是因为我们在军事方面比较强，协约国比较弱，而是因为协约国各国内部瓦解日益加剧，相反我国内部却日益巩固，战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协约国已经不能用它们本国的军队同我们作战了。资本主义各国已经不能强迫工人和农民同我们作战了。资产阶级国家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后保住了资产阶级国家。它们延缓并推迟了直接面临的这个危机，然而却从根本上动摇了自己的地位，它们尽管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但在三年以后却不得不承认，它们无法摧毁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力量的苏维埃共和国。由此可见，从根本上说，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预言在各方面都证明是正确的，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被压迫群众果然是我们的同盟者，因为使战争打不下去的正是这些群众。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虽然没有获得国际胜利，即对我们来说是唯一可靠的胜利，但是却给自己争得了能够同那些现在不得不与我们建立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条件。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给自己争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

因此，只要总的看一下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就会发现：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不仅有了喘息时机，而且得到了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我们通常所说的喘息时机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往往有可能更为猖狂地再次企图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现在并不能自我陶醉，也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国家将来对我国的事务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保持战斗准备。然而，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是在什么条件下粉碎了俄国反革命的一切尝试并同西邻各国正式缔结了和约，就会清楚地看到，我们不仅有了喘息时机，而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我们已经基本上能够在国际上生存下去。任何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情况都不允许它派军队进攻俄国；这就说明这些国家内部的革命已经成熟，使它们不能迅速地战胜我们，而它们本来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在这三年里，英国、法国和日本的军队都曾在俄国的领土上呆过。毫无疑问，这三个强国只要稍微再加一把劲就完全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内战胜我们。我们所以能够抵挡住它们的进攻，完全是因为法军内部发生瓦解，英国人和日本人开始不满。我们一向就是利用帝国主义利益上的这种分歧的。我们所以战胜了武装干涉，只是因为帝国主义本身的利益使它们四分五裂，而使我们团结巩固。我们就是利用这一点取得了一个喘息时机，并使德帝国主义在布列斯特和约[24]时期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

最近以来，特别是由于要同美国一批极其凶残的资本主义豺狼（为首的是一个想把亿万富翁集合成整个集团的财阀）拟订一项租让合同草案[25]，这种争斗更加激烈了。我们知道，现在几乎任何一条来自远东的消息都证明，日本对签订合同一事极为愤怒，虽然这个合同还没有签订，还只是一个草案。但是，日本已经舆论哗然，我今天又看到一条消息，说日本谴责苏维埃俄国想挑动日本反对美国。

我们正确地估计了帝国主义竞争的这种紧张局面，并且认为我们必须不断地利用它们之间的争斗，使它们难于同我们作斗争。英法关系中也存在着政治上的不和。现在我们要谈的已经不只是喘息时机，而是比较长期地进行新建设的重要机会。实际上，在这以前我们在国际方面还没有任何基础。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种基础，原因就是那些无论在军事方面或经济方面都完全依赖大国的小国家态度起了变化。现在，波兰也不顾法国的压力同我们缔结了和约。波兰资本家对苏维埃政权的仇恨是很深的，他们用空前未有的残暴手段镇压最普通的罢工。他们很想同苏维埃俄国作战，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愿意同我们签订和约而不愿意履行协约国提出的条件。我们看到，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着全世界，但是它们只占世界人口的很小一部分。而一个抵抗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达三年之久的国家的出现，大大改变了全世界的国际形势，因此，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一切小国都倾向于同我们和平相处。

有一个极大的因素，使我们能够在这种复杂而又十分特殊的情况下存在下去，这一因素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同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

我曾经看到，一个类似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美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第二国际活动家，美国社会党[26]党员斯帕戈（他象是一个美国的阿列克辛斯基，后者写过许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书）责备我们，把我们谈论同资本主义列强做生意说成是共产主义完全破产的证明。他写道：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能更好地证明共产主义已经完全破产，共产主义纲领已经完全失败。我觉得，只要仔细考虑一下实际情况，谁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那些曾经因为我们采取的恐怖手段或者因为我们的整个制度而对我们发动战争的列强，明知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会增强我们的力量，现在却不得不违心地走上这条道路，这正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战胜了全世界资本家的最好不过的证明。如果我们曾经保证或幻想用俄国一国的力量来改造全世界，那倒可以拿这一点来证明共产主义的破产。然而，我们从来没有这种狂想，我们总是说，我们的革命只有在得到全世界工人支持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结果是，他们给了我们一半支持，因为他们削弱了向我们打来的拳头的力量，但是他们毕竟是帮助了我们。

我不想多谈这个问题了，不过我要指出，目前高加索的情况错综复杂，很难弄清楚，而且战争随时都可能强加给我们。然而，由于同波兰的和约几乎已有保证，由于弗兰格尔已被彻底消灭，再打起来也没有什么可怕。如果有人硬要把战争强加给我们，那它就会比以前更能加强和巩固我们的地位。报纸上关于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的消息会使你们对这一点有所了解[27]。情况是极端混乱的，但是我完全相信，我们一定能摆脱这一处境，在目前这种从某些方面看确实对我们很有利的基础上，在使我们满意而且经济上能够生存下去的基础上保持和平局面。我们正在尽一切力量做到这一点。但也可能形势会直接引起战争，或者间接导向战争。我们完全可以泰然处之，因为这将是在边远地区进行的战争，我们拥有绝对的优势，甚至可能赢得比对波战争更大的胜利。对波战争是两条战线的战争，因为当时还受到弗兰格尔的威胁；对波战争也不能称为边远地区战争，因为皮尔苏茨基线距离莫斯科并不很远。关于国际形势，我就谈到这里。

现在我来谈谈国内形势。由于一连串武装干涉的尝试遭到破产，我国的经济状况已经大大好转。过去我们的处境所以危急万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中部的俄罗斯，工业的俄罗斯，无产阶级的俄罗斯，如彼得格勒、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同盛产粮食的西伯利亚、南部、东南部地区的联系被切断了，同主要燃料产地之一的顿涅茨煤田的联系被切断了，同石油产地的联系被切断了，因此在当时看来，很难相信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真正支持下来。你们知道，由于同盛产粮食的地区和最重要的经济地区的联系被切断，我们遭到了多么深重的灾难和多么巨大的困难，我们缺乏粮食，挨饿受冻。现在情况有了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同这些地区已经连成了一片。由于能够把西伯利亚和高加索加进来，由于乌克兰社会状况正在发生愈来愈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在最近即将展开的征粮运动中我们的征粮工作不但不会象今年那样落到粮袋空空，而且能充分保证全体产业工人的粮食需要。由于运输工作确已开始改善，我们可以预料，国家将掌握25000万到3亿普特的粮食储备，这样规模的征粮运动还是第一次。有了这批粮食，我们不仅能象现在这样谈论社会主义建设，做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且能真正用上名副其实的劳动军[28]，让几十万产业工人即正在为工业搞粮食的工人去从事刻不容缓的迫切的工作，并且改进这项工作，就象燃料状况的改善已经使我们恢复了纺织工业那样。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的工厂已经开工，最初不到25万纱锭，现在已有50—60万纱锭了，年底我们计划扩大到　100万纱锭，明年打算扩大到400万纱锭。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改变消耗旧有的储备、苦苦挣扎的局面，使国家能够着手恢复被破坏了的生产，能够在向农村征收粮食的同时，向农民供应食盐、煤油以及为数不多的纺织品。没有这一点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建设。

如果说，在国际方面我们打退了许多次武装侵犯，同许多国家签订了和约，从而取得了立足之地，那么，在经济方面，我们直到现在才有可能获得一定数量的供给产业工人的粮食和供给工业的粮食——燃料，这样我们才能够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而这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才是我们几次尝试要作的转变。我记得，1918年4月我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曾经说过：我们的军事任务似乎就要结束了，我们不仅说服了俄国，不仅为劳动者从剥削者手里夺回了俄国，而且我们现在应当转到管理俄国以从事经济建设这一任务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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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们赢得的喘息时机，实际上是极其短暂的。从1918年夏季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29]开始的、强加给我们国家的战争是极其残酷的。但是，我们曾经几次作过这种尝试：1918年春季作过一次，今年春季在实践中提出劳动军问题的时候又以较大规模尝试过一次。现在我们必须再一次把这种转变提到首位，并尽一切力量加以实现。从国际观点，即从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变革最重要的任务。为了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第一，必须战胜剥削者和捍卫住被剥削者的政权，这是用革命力量来推翻剥削者的任务；第二，担负起建设任务，就是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树立怎样做这件事情的榜样。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任务的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这使我们的革命不同于以往的一切革命，以往的革命有破坏这一面就够了。

如果我们完不成第二个任务，那么在推翻剥削者和用武力来抗击国际帝国主义者的事业中的任何成就、任何胜利就会付诸东流，旧制度的复辟就会不可避免。对于这一点，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能有两种意见的。这个转变非常大又非常困难，要求采用另外的办法，要求重新配备和使用力量，要求把注意力和心思等等集中在另外一方面。现在我们应当采用组织、建设的办法，来代替用革命方式推翻剥削者和抗击暴力者的办法，我们应当向全世界显示和证明，我们不仅是一种能够抵抗军事扼杀的力量，而且是一种能够树立榜样的力量。那些权威的社会主义著作家的一切著作，都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这两个方面。这一任务的两个方面，既同外部世界，即那些还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国家有关，也同本国非无产者群众有关。我们已使农民相信，无产阶级给他们的生活条件比资产阶级给他们的好，我们通过实践使他们相信了这一点。农民虽然也不满意布尔什维主义制度，但是他们通过实践把布尔什维主义制度同立宪会议制度、高尔察克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制度作了比较以后，便得出结论：布尔什维克使他们的生活更有保障，并且在军事上保卫他们免受全世界帝国主义者暴力的蹂躏。可是，在资产阶级条件下，有一半农民按资产阶级方式生活，他们也不可能按其他方式生活。无产阶级现在应当完成第二个任务，向农民表明，无产阶级能够为农民提供另一种经济关系的榜样和实例，它要比每户农民各自经营优越。直到现在农民还是只相信这种旧方式，认为它是天经地义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要农民听了我们的宣传就改变他们对切身问题即对经济的态度，那纯粹是一种空想。农民现在处于观望状态，他们已经由对我们采取敌视的中立态度转变到对我们采取同情的中立态度了。他们宁愿要我们而不愿要任何其他政府，因为他们看到，工人国家，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并不象有些人所描绘的那样，是横蛮的暴力和篡权，而是农民的保护者，它比高尔察克、邓尼金等匪帮好得多。

但是这还不够，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应该做到的主要事情，那就是表明无产阶级一定能恢复大生产和公共经济，使农民转到更高的经济制度上去。我们既然已经证明，我们依靠革命组织能够抵抗加在被剥削者身上的暴力，那么我们在另一方面同样应当证明，我们能够树立这样的榜样，即不是用言语来说服，而是用事实向全体广大农民群众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其他国家表明，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能够建立起共产主义制度。这项任务具有全世界的意义。我们要获得具有国际意义的后一半胜利，就要完成后一半任务——经济建设方面的任务。在最近这次党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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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我们已经谈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详细谈论各个方面，因为这项任务包括经济建设事业的一切。我已经扼要地指出了保证产业工人得到粮食和保证工业得到燃料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保证今后能够进行建设的基础。我应当补充一点，在即将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正如你们从报纸公布的议程上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个经济建设问题，一定会是讨论的中心问题。整个议程都是为了使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和全国所有苏维埃工作者和党的工作者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经济方面，集中在运输业、工业的恢复和“帮助农民经济”上，“帮助农民经济”是一种谨慎的说法，其实它的含义要广泛得多，就是要采取一整套办法和一系列周密的措施，把还会存在相当长时间的农民经济提高到应有的水平。

因此，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将要提出关于俄国电气化的报告，以便从技术方面把我们所谈过的那个恢复国民经济的统一经济计划确定下来。如果不把俄国转到比先前更高的另一种技术基础上，就根本谈不上恢复国民经济，谈不上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因为不实行电气化，要振兴工业是不可能的。这项任务是长期的，至少需要10年，并且还要吸收大批技术人员参加这项工作，这些技术人员将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详细阐述这一计划 
［注：指《俄罗斯联邦电气化计划。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向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编者注］

 的一系列文件。没有　10年的工夫，我们就不能实现这个计划的基本部分，即建立能使全部工业转到现代基础上的30个最大的电站区。显然，全部工业不按照大机器生产的要求来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就只能是一大堆法令，只能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在政治上的一种联系，只能使农民挣脱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统治，只能给世界各国提供一个榜样，然而却没有自己的基础。共产主义是以苏维埃政权这一能使被压迫群众完成各项事业的政治机构为前提的，否则共产主义便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证明，因为苏维埃政权思想、苏维埃政权的纲领不容置辩地正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一点我们从反对第二国际的每次斗争的情景中都可以看到，因为第二国际是靠警察、神父和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旧官吏来维持的。

这是政治方面的保证，但是经济方面，只有当建立在现代技术基础上的大工业机器的一切脉络真正布满无产阶级的俄国时，才算有了保证，而这就意味着电气化。要实行电气化就必须懂得使用电力的基本条件，同时也要懂得工业和农业。任务是巨大的，实现这一任务的时间也比我们抗击武装侵犯、捍卫自己生存所用的时间要长得多。但是，我们并不害怕这样长的时间，我们认为我们已取得了如下的成就：我们吸收了几十、几百个满脑子资产阶级观点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把改造整个经济，改造工业和农业的任务交给了他们，引起了他们的兴趣，获得了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正在汇编成许多小册子。每个电气化地区都单独有一本小册子加以说明。北方地区的电气化计划已经拟妥，关心这个计划的人都可以得到它。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前，将出版一批有关每个地区的情况和载有整个改造计划的小册子。目的是要每个地方、每个党支部、每个苏维埃机关，都按照这个为期多年的统一计划有系统地进行工作，以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具体地了解，我们前进了多少，我们是怎样前进的，而不是自己欺骗自己，掩盖我们面临的困难。现在摆在全国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坚决实现这项统一的经济计划。共产党应该根据这项任务来安排全部宣传鼓动工作和党的工作。关于这一点在理论上已经谈过不止一次，也没有人反对，但是，在这方面所做的未必达到应做的百分之一。

当然，我们已经习惯于政治战争时期，我们都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受过锻炼，因此，现在苏维埃政权已经做到的，还只是着手去完成这样一项任务，就是要立刻把列车转移到另一条轨道上去，而这列火车应当拉着千百万人前进。要让这列火车转上另一轨道，而有些地方连轨道都没有，那就需要集中精力，需要知识，需要极大的毅力。由于农民和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不能适应这一任务，同时我们几乎99％的人都已习惯于军事政治任务，我们这里官僚主义又复活了。这是大家公认的。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消灭旧的机构（就象十月革命时那样），把权力交给苏维埃。但是，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又承认，在我们这里官僚主义已经复活，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没有。许多工农没有文化，不识字，更谈不上较高的文化。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过去都忙于军事任务。无产阶级为完成军事任务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同时不得不动员千百万农民去完成这项任务，而且必须吸收满脑子资产阶级观点的分子参加工作，因为再没有其他什么人了。因此，我们必须在党纲这样的文献中指出，官僚主义已经复活，应当不断地同它进行斗争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08页。——编者注］

 。显然，在苏维埃机关中复活了的官僚主义也不会不在党的组织中产生有害的影响，因为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构的上层领导，这是一回事。这就是说，既然我们意识到了，旧官僚主义这种坏现象可能在党的机构中表现出来，那么在党的组织中有这种坏现象的各种迹象，就是很明显，很自然的了。因此，这个问题已经列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议程，还引起了这次代表会议很大的注意，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全党代表会议决议 
［注：指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37—45页）。——编者注］

 所承认的党的病症，不仅莫斯科有，而且正在向全国各地蔓延。这是由于当时必须进行军事政治工作，我们必须把农民群众吸引过来，不可能提出更高的要求，提出一个较广泛的计划来提高农民经济的水平，提高农民群众的水平。

最后请允许我对在座的人都很熟悉的党内状况、党内斗争、反对派的出现稍微谈几句，这个问题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的代表会议上花去了我们许多精力，也许比我们大家愿意花的多得多。国家在三年的斗争中从无产阶级和党那里吸取的力量已经消耗净尽，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的大规模的转变，自然使我们难以完成无法确切估计到的任务。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不知道坏现象蔓延的确切范围，我们还不能确定坏现象的相互关系和确切类别。党代表会议的主要使命在于提出问题，不掩饰现有的坏现象，促使党注意这种坏现象，并号召全体党员努力加以克服。当然，我认为，不论在中央委员会看来还是在大多数党内同志看来，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据我所知，谁也没有放弃这种观点）：在党内发生危机的时候，不仅在莫斯科有而且在全国都有的反对派表现出许多完全健康的因素，这些因素在党自然成长的过程中和从一心注意政治军事任务转向建设和组织工作的时期，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在这个转变时期我们必须一下子掌握几十个官僚机关，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大多数的文化水平却同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要知道，工农检查院[30]多半还形同虚设，过去所以开动不起来，是因为优秀的工人都派到前线去了，而农民群众限于文化水平又不能大量提供工作人员。

反对派把尽快实现转变、尽量吸收年轻的新生力量、吸收地方工人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作为自己口号，他们的这种意图、倾向和纲领自然是非常健康的。不论在中央委员会中，还是在担任比较负责工作的同志中间，就他们所说的来看，大家在这一点上没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下面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除了在实现代表会议决议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种健康的因素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一切会议上，包括在人数比这次代表会议更多的预备会议上，你们也不可能听到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我们的总纲领必须实现，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我们面临着艰巨的工作。当然，就问题的本质来说，这里已经不能只限于推翻这种敌人，回击这种敌人。要知道，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人数有几千万，他们包围着我们，我们是少数，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群众比起来人数是很少的。我们应当教育这些群众，训练他们，可是，过去我们却必须把能训练他们的一切有组织的力量用于另一件非常有意义的、艰巨的和非常危险的事情，用于要作出重大牺牲的事情，即用于战争。这已经是战争的惯例，是摆脱不了的。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心中有数：为了把经济建设置于比较正确的基础上，为了使工农检查院不仅在法令意义上存在，而且能够真正吸收工人群众参加，我们的党是否已经充分健全起来，官僚主义是否已经被彻底战胜。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拿党的任务来说，我们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尽快地粉碎所谓的反对派路线。至于各种观点、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各种看法以及各种纲领，哪怕是涉及今后行动的纲领，中央在有不同观点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都必须采取极端审慎的态度。全党同心协力的工作将能保证这项任务的实现。我们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经济工作，比军事工作更加困难，军事工作我们是依靠农民的热情完成的，因为，毫无疑问，农民宁肯要工人的国家而不愿要高尔察克的国家。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现在需要把农民群众引导到他们十分生疏的建设事业上去，对这种事业他们既不理解，也不相信。这项任务要求更加持之以恒，更加坚韧不拔，要有更强的组织能力，而在组织能力方面，俄国人大概是最差的。这是我们最薄弱的方面；因此，如果有什么东西妨碍这项工作，我们就要努力尽快地消除它。毫无疑问，反映了这一转变的特点的反对派，本身具有某种健康的因素，但是当他们变成为反对而反对的时候，那就应当坚决地结束这种状况。我们在争吵、互骂和斗气上已经浪费了许多时间，因此应当对自己说　“够了！”并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努力把工作做好。对那些不满现状、以反对派自居的人，最好作这样那样的让步，宁多勿少，以便能够同心协力地工作，因为在我们被国内外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不这样做就不能生存。

毫无疑问，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小业主的数量比我们大得多。它们比根据工人需要而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生产更强大。凡是同农村接触过并且见过城市里的投机倒把的人都十分了解，这个以小经济建设为基础的社会阶层人数比我们多，因此，这里绝对需要同心协力地工作，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做到这一点。当我看到莫斯科组织内的争论和斗争，看到会上发生了那么多辩论、争吵、攻击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要立刻结束这种现象，大家都应当以代表会议的主张为基础团结起来。必须指出，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当时看到下面这些情况，令人感到痛心，比如说，在党的会议上，时间都花在争论某人是否按时到会、某人表现怎么样等等问题上。难道大家开会就是为了这些事情吗？为了这些事情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讨论名单上所提出的人的表现如何如何。在这里就牵涉到会议的内容问题。拿布勃诺夫这位有经验的党员同志来说吧。我听了他就代表会议提出的主张所作的发言。这个主张归结为要求更多的批评自由。但是要知道，代表会议是在9月召开的，而现在已经是11月了。批评自由是个好东西，但既然我们大家都已经赞成批评自由，那么不妨来研究一下批评内容的问题。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一些人长期以来就用批评自由来吓唬我们，但是我们并没有被吓倒。如果批评自由是指维护资本主义的自由，那我们就要取消这种自由。我们已经前进了。批评自由已经宣布过，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批评内容的问题。

在这里应当承认一个令人痛心的情况：批评没有内容。走到区里一看，你就会想，批评究竟有什么内容。在党组织的帮助下，用旧的官僚主义的办法是扫除不了文盲的。除了吸收工人和农民参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克服官僚主义呢？在区的会议上批评涉及的都是一些小事，而关于工农检查院，连一句话也听不到。我也没有听到有哪个区吸收工人和农民来做这件事情。真正的建设工作就是要运用批评，就是要注意批评的内容。而在莫斯科，每一幢不大的房屋的管理组织、每个大工厂都应当有自己的经验。如果我们要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那我们就应当吸收基层群众来做这项工作。我们应当知道：某个工厂有些什么经验，它们为驱逐某些官僚主义者做了些什么，某个街区的管理组织和消费合作社有什么经验。整个经济管理机器都要以最大的速度转动起来，但是，关于这点一句话都听不到，而互骂、斗气的事情却多得很。当然，这样巨大的变革中不可能不掺杂一些垃圾，不可能不出现一些肮脏的泡沫。我们现在不仅应当提出批评自由的问题，而且应当提出批评内容的问题。现在应该指出：我们应当根据自己的经验作一系列让步，我们应当向自己说，今后我们决不容许再有丝毫斗气的倾向。我们应当同过去诀别，着手进行真正的经济建设，改造党的全部工作，使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取得实际的成就，并且多用行动少用言语来进行宣传。要知道，现在用言语既不能说服工人，也不能说服农民，只有用榜样才能说服他们。必须使他们相信：没有资本家他们也能改善自己的经济；为了消除冲突，他们既不需要警察的棍子，也不需要资本家制造的饥饿，而是需要党员的领导。我们应当抱有这样的观点，这样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我们就会取得成就，使我们在国际方面取得彻底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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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莫斯科委员会的讲话

同志们，我参加过的选举是很多的，也许是太多了。我既参加过党内各集团、各流派乃至各派别组织斗争后所进行的选举，也参加过在互相监督造成的最激烈的斗争形式下的选举，这种互相监督甚至弄到这种地步，在任何一个党支部里，如果不是两派代表都带着记事本到场，没有算出他们代表的人数，任何一次投票都不能生效。但是，在选举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这些领导机关时，却从来没有实行过比例制原则。如果在选举时有两个集团、两个流派或派别组织进行斗争，那么，为了召开作为决策机关的党代表会议或党代表大会，实行代表比例制是必要的。但是，建立一个进行实际工作的执行机关，从来没有采用过代表比例制，而且这样做也不见得正确。我觉得，前面那个发言人自己在这一方面就违背了比例制原则，他和伊格纳托夫一起声明，说他们提出的名单的优点在于能使11个人获得通过。我没有可能从38个人当中审查这　11个人，我认为，让步应当比与会的多数或自称拥护莫斯科委员会的那个集团所愿意作的更多一些。持这种看法的理由我已经陈述过了，但是主要的应当是保证现在能把人挑选好。名单上列的大多数同志我都不熟悉，但是，你们这些在会上有表决权的人，当然熟悉这些同志，所以我想，你们一定会设法挑选你们自己熟悉的同志来组织一个能够同心协力地进行工作的集体，使任何一种健康的倾向，代表党内派别的倾向，无论是已经形成的和没有形成的或者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固定的，在这样的集体中都能反映出来，然而，整个来说这是一个掌握实际政策的集体，它不是按比例来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各种派别，而应该进行战斗的工作，即根据代表会议决议的精神同我们的内外敌人进行斗争，并且要杜绝不融洽和不协调的现象。因此，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点，应该是你们这些会议代表亲自了解每个候选人并选择一个能够保证同心协力地进行工作的集体，而不是在选举执行机关时采取比例制原则，这种原则从来没有采用过，现在采用也未必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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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这是列宁1920年11月21日下午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两个讲话。其中第一个讲话是就会议第2项议程作的报告，当年用俄文、德文和法文印成了小册子。列宁还在11月19日代表会议预备会议上讲了话，这个讲话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于1920年11月20—22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出席会议的有289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89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会议议程是：关于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关于国家经济状况的报告，关于生产宣传的报告，选举莫斯科委员会。会议是在工会问题争论已经开始的时候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和伊格纳托夫派的代表对党的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他们从会议筹备时起就企图在莫斯科的党组织中取得优势。工人反对派的一些人力图把自己的同伙更多地安插进莫斯科委员会，竟撇开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开会的其他代表，而在米特罗范大厅另行召开工人代表的会议。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曾指出反对派的这种活动是对工作的破坏，也是派别活动和制造分裂的起点。代表会议在列宁领导下对反对派进行了回击，代表会议就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体现党中央观点的决议。代表会议否决了反对派在非正式会议上拟的莫斯科委员会名单，通过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名单。——19。



[21] 指1920年苏维埃俄国抗击地主资产阶级的波兰的战争。从1918年波兰国家重建起，波兰的统治集团就实行敌视苏维埃俄国的政策。1919年波军占领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一些地区，包括明斯克在内。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在准备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新的军事进攻时把地主资产阶级的波兰和彼·尼·弗兰格尔纠集的邓尼金残部传为主要突击力量。在他们的唆使和大力援助下，波兰政府拒绝了苏维埃政府一再提出的媾和建议，并于1920年4月25日不宣而战，对苏维埃俄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已经开始转入和平建设的苏维埃俄国不得不重新动员起来，抗击波兰武装干涉者。这场苏波战争进程曲折。先是波军进攻，占领了日托米尔、科罗斯坚、基辅等地。5月底红军展开反攻，6月12日解放基辅，8月中旬逼近华沙和利沃夫。但红军由于指挥上的失误等原因，在波军反扑下又被迫撤退。9月19日，波军在白俄罗斯重新发动进攻，进展不大。至此波兰已疲惫不堪，不得不同意缔结和约。1920年10月12日双方签订了初步和约。1921年3月18日签订了正式和约。——19。



[22] 《时报》（《Le Temps》）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861—1942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映法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是法国外交部的机关报。——20。



[23] 苏维埃俄国同芬兰的和约于1920年10月14日在尤里耶夫（现称塔尔图）签订。根据和约，两国停止战争，苏维埃俄国再次确认芬兰的独立和主权，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和约还划定了两国间的边界。苏维埃俄国同爱沙尼亚的和约于1920年2月2日在尤里耶夫签订。根据和约，苏维埃俄国承认爱沙尼亚的独立，双方建立外交关系，并互相承担义务不允许外国的或敌视对方的武装集团在本国领土上驻扎。这个和约是苏维埃俄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关系的第一步。它使苏维埃俄国开始有了同欧美进行商品交换的可能。列宁形象地称它是“一扇通向欧洲的窗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19页）。苏维埃俄国同拉脱维亚的和平谈判于1920年4月16日在莫斯科开始举行。8月11日，和约在里加签订。——20。



[24] 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国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条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24。



[25] 指1920年秋苏维埃政府同美国万德利普辛迪加的代表华盛顿·万德利普在莫斯科进行的租让谈判，租让的项目是在堪察加和东经160°以东的东西伯利亚其余地区开发渔场、勘探并开采石油和煤炭。为了进行这项谈判，苏维埃政府成立了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10月底，合同草案拟就。根据合同，万德利普辛迪加获得为期60年的租让权。满35年后，苏维埃政府有权提前赎回全部租让企业。满60年后，企业及其运转的设备无偿地转归苏维埃俄国所有。由于万德利普辛迪加没有得到美国政府以及美国有势力财团的支持，这一合同后来没有签订。——24。



[26] 美国社会党是由美国社会民主党（尤金·维·德布兹在1897—1898年创建）和以莫·希尔奎特、麦·海斯为首的一批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联合组成的，1901年7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立。该党社会成分复杂，党员中有美国本地工人、侨民工人、小农场主、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该党重视同工会的联系，提出自己的纲领，参加选举运动，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开展反垄断的斗争方面作出了贡献。后来机会主义分子（维·路·伯杰、希尔奎特等）在党的领导中占了优势，他们强使1912年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屏弃革命斗争方法的决议。以威·海伍德为首的一大批左派分子退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党内形成了三派：支持美国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只在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中派，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少数派。1919年，退出社会党的左派代表建立了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社会党的影响下降。——25。



[27] 指亚美尼亚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党政府为了实现建立“大亚美尼亚”的计划，在协约国的调唆下，于1920年9月24日开始对土耳其采取军事行动。9月29日土耳其军队转入反攻，先后占领了萨勒卡默什、卡尔斯和亚历山德罗波尔（现称列宁纳坎）等地。11月11日苏维埃俄国政府向交战双方提出调停的建议，但遭到拒绝。土耳其军队进逼埃里温。11月18日达什纳克党人被迫签订停战协定，12月2日与土耳其签订了亚历山德罗波尔和约。在这个和约签订以前，11月29日，亚美尼亚宣布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达什纳克党政府被推翻，因此这个和约没有生效。土耳其政府企图证明和约有效，并拖延撤军。在苏维埃俄国坚决要求下，土军于1921年5月撤出了亚历山德罗波尔地区。——26。



[28] 劳动军是在国内战争末期暂时用于国民经济战线而保持军队建制的苏俄红军部队。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首先倡议把军队用于经济战线，得到列宁的赞同。1920年1月15日，工农国防委员会把第3集团军改组成为第1（乌拉尔）革命劳动军。此后陆续成立的劳动军有：乌克兰劳动军（由西南方面军组成）、高加索劳动军（由高加索方面军第8集团军组成）、第2特种铁路劳动军（由高加索方面军第2集团军组成）、彼得格勒劳动军（由第7集团军组成）、第2革命劳动军（由土耳其斯坦方面单第4集团军组成）、顿涅茨劳动军、西伯利亚劳动军等。劳动军从事修复铁路、采煤、伐木、征购和运输粮食等工作，并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文化教育活动。1920年对波战争爆发后，有些劳动军转为战斗部队。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12月30日的决定，劳动军被撤销。——27。



[29] 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策划的。在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有两个师和一个预备旅，约5万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奥匈帝国军队的战俘和侨居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组成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决定利用该军反对苏维埃共和国，主动给它提供军费。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主席托·马萨里克征得法国同意后宣布该军是法军的部队，协约国代表随后要求苏俄政府遣送该军回法国。1918年3月26日，苏俄政府已经决定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军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撤走，条件是要把主要武器交给当地苏维埃政府。但该军指挥人员却同协约国代表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于5月14日在车里雅宾斯克举行会议，决定举行叛乱。这些人煽惑士兵，妄说苏维埃政府要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关进战俘营等等，同时鼓动他们用武力开路、冲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5月25日和26日，叛乱在马林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开始。接着，叛军同社会革命党白卫部队一起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大部地区。在占领区，捷克斯洛伐克叛军大批逮捕和杀害当地党政工作人员和革命工农，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机关，协助建立反革命政府（萨马拉的立宪会议委员会，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政府，托木斯克的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苏俄红军于1918年9月转入进攻，解放了伏尔加河流域。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和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军开始瓦解，拒绝站在白卫军一边作战。1919年下半年，该军随着高尔察克军队的败退而东撤。1920年2月7日，红军同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1920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军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陆续撤出俄国。——28。



[30] 工农检查院是苏维埃俄国的国家监察机关，1920年2月由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而成。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各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活动，监督各社会团体；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检查苏维埃政府法令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等。工农检查院在工作中依靠广大的工人、农民和专家中的积极分子。根据列宁的意见，1923年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这一党和苏维埃的联合监察机构。1934年工农检查院撤销，其职权移交给同年成立的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34。







《列宁全集》第40卷


在莫斯科印刷业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31]


（1920年11月25日）

简要报道

（列宁同志就第一项议程——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和工人阶级的当前任务问题作了内容丰富的报告，受到全场的热烈欢迎。）列宁同志指出，世界帝国主义扼杀无产阶级共和国的意图未能实现的原因，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和各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发展。我们红军的语言是最能使强盗和掠夺者信服和理解的语言，因此他们不得不同我们进行贸易谈判。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完成振兴工业和改善国民经济这一更加困难、更加巨大的任务，那红军的胜利就不会是彻底的和巩固的。

列宁同志谈到国家复兴所不可缺少的电气化的问题。报告人在谈了关于吸收外国资本和租让的问题以后，又谈到印刷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最后他满怀信心地说，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一定会在和平战线上树立光辉的胜利榜样，正象他们在军事战线上屡次做过的那样。（掌声经久不息）





	载于1920年11月30日《真理报》第26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41—42页















[31] 这是《真理报》对列宁在莫斯科印刷业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这次代表会议于1920年11月25日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出席的有2000多名工会会员。——40。







《列宁全集》第40卷


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支部书记会议上的讲话[32]


（1920年11月26日）

报　道

在第一张字条里有一位同志问：所有的机关都要搬到彼得格勒去的消息是否确实。这是不确实的。产生这种传闻的原因是：莫斯科苏维埃鉴于房荒，曾经想把一些次要的机关由莫斯科搬到彼得格勒去。其实，彼得格勒顶多只能接受　1万苏维埃职员，而他们在莫斯科却有20万。为了从各方面弄清这个问题，曾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正在进行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将由大人民委员会[33]通过。由此可见，这种传闻在某些方面是不确实的。

在第二张和第三张字条里都谈到租让问题。现在我来谈谈这个问题吧。

美国社会党人斯帕戈同我国的阿列克辛斯基一样，疯狂地仇视布尔什维克，他在一本书里把租让说成是共产主义破产的证明。我国的孟什维克也是这样说的。他们已经提出挑战，我们准备应战。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问题。是谁遭到破产，是我们还是欧洲资产阶级？三年来欧洲资产阶级一直在诽谤我们，说我们是篡夺者，是强盗，用尽一切办法想打败我们，而现在他们不得不承认并没有打败我们，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胜利了。孟什维克说我们想单独地战胜世界资产阶级。然而我们一贯说，我们只是世界革命链条上的一环，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只靠自己的力量去夺取胜利的任务。世界革命还没有到来，但是我们也没有被打败。军国主义正在瓦解，而我们却日益巩固，遭到破产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现在他们想用合同来使我们俯首听命。在革命还没有到来以前，资产阶级的资本对我们是有利的。当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极其薄弱的时候，怎样才能加速经济的发展呢？那就是要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目前我们有两种租让合同草案。一种是堪察加为期10年的租让合同草案。这里来过一位美国亿万富翁，他十分露骨地说出了订合同的动机，那就是万一发生对日战争，美国想在亚洲有一个基地。这位亿万富翁说，如果我们把堪察加卖给美国，那么他可以向我们保证，美国民众的热情很大，一定会使美国政府立刻承认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如果我们只能出租，那么热情就要小些。现在他已经回美国去报告，说苏维埃俄国完全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

我们过去所以打败世界资产阶级，是因为世界资产阶级不能团结起来。无论布列斯特条约还是凡尔赛条约[34]都使他们分崩离析。现在美国和日本之间疯狂的敌对情绪日益增长。我们正利用这一点，提议出租堪察加，而不是把它白白送掉，因为日本已经用武力霸占了远东的一大片土地[35]。所以，不是去冒险，而是出租堪察加，从那里得到一部分产品，对我们有利得多，何况事实上我们反正无法支配和利用堪察加。合同还没有签订，而在日本人们谈起这件事就怒不可遏了。我们利用这个合同更加加深了我们敌人之间的分歧。

第二种租让就是我们出租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数百万俄亩森林，这些森林即使我们尽一切努力也无法利用。划成棋盘格式的布局，使租让地段和我们能够开采的区域相间，这样，我们的工人就可以向他们学习技术。这一切对我们都是十分有利的。

现在来谈谈这个问题的最后一个方面。

租让并不是和平，它也是战争，不过是用另外一种、对我们比较有利的形式进行的战争。从前战争是靠坦克、加农炮等等进行的，而这些东西妨碍了我们的工作，现在这场战争将在经济战线上进行。也许他们将竭力恢复贸易自由，但是他们没有我们就不行。其次他们必须服从我们的一切法律，我们的工人可以向他们学习，而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应当时刻准备同资产阶级作战），根据战争法规全部财产都归我们所有。我再重说一遍，租让是战争在经济方面的继续，不过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已经不是在破坏而是在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毫无疑问，他们会设法欺骗我们，并且逃避我们的法律，但是我们有全俄肃反委员会、莫斯科肃反委员会、省肃反委员会等等相应的机关来对付这种情况。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一年半以前，我们希望签订和约[36]，根据那个和约很大一部分土地仍旧要由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统治。他们拒绝了那个和约，结果丧失了一切。我们正确地确定了走向国际革命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并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折的。我们已经把资产阶级削弱了，它无法用武力来战胜我们。从前他们禁止我们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现在这已经完全失败了，再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是很可笑的。现在他们内部正在瓦解，我们会因此得到巩固。我们并不幻想光凭武力来打败世界资产阶级，而孟什维克硬说我们要这么干，那是毫无根据的。

我没有听加米涅夫同志在这个会上介绍代表会议情况的报告，但是我可以说，代表会议给我们上了一课，因为，尽管有过种种斗争，尽管旧事重提，但是必须彻底结束一切；必须记住，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力量。我们就要转向经济建设的任务。在打了六年仗之后，这种转变是困难的，必须团结一致，在必须切实执行的全俄代表会议决议的基础上前进。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经济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都要求我们团结一致。我们需要用榜样来进行宣传，因为必须拿出榜样来给非党群众看。实现这些决议是困难的，应当集中一切力量，转入实际工作，这就是我要号召你们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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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关于支援阿塞拜疆的决定草案[37]


（1920年11月27日）

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完成一项极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任务：务必准时按粮食定额的100％供应巴库。

放宽对阿塞拜疆的粮食政策，就是说：对穆甘 
［注：穆甘即穆甘平原，阿塞拜疆境内部分在库拉河与阿拉斯河汇合处以南。——编者注］

 以外的阿塞拜疆农民，完全不征粮，而对穆甘的农民，征粮也必须极其慎重。

立即责成弗鲁姆金必须绝对做到：每月两次向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38]准确报告这些指示的实际执行情况。

对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土耳其和波斯采取最大限度的和解政策，即尽量避免战争的政策。

不要提出向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或者波斯进军的任务。

把保卫阿塞拜疆和牢固控制整个里海定为主要任务。

为此，要全力以赴尽快将至少7个师调到阿塞拜疆。

采取一切措施在阿塞拜疆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加紧发展贫苦农民委员会[39]和开展苏维埃建设工作；为此，委托斯大林同志通过组织局从各方面物色尽量多的穆斯林共产党员到阿塞拜疆去工作。

委托交通人民委员部和最高转运委员会设法每天至少运送　8列车部队到巴库，同时不削减对俄罗斯的粮食供应。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47页















[37] 这个决定草案于1920年11月27日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稍作补充后被通过。——45。



[38] 国防委员会（工农国防委员会）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贯彻它在1918年9月2日颁发的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军营的法令而于1918年11月30日设立的。国防委员会是苏维埃俄国的非常最高机关，有动员人力物力保卫苏维埃国家的全权。国防委员会的决议，中央以及地方各部门和机关、全体公民都必须执行。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国防委员会是组织共和国战时经济和编制计划的中心。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他军事机关的工作都处于它的严格监督之下。列宁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1920年4月初，国防委员会改组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其任务是指导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国防机关的活动。劳动国防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937年4月。——45。



[39] 贫苦农民委员会（贫委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建立的，由一个乡或村的贫苦农民以及中农选举产生。根据上述法令，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的余粮。在许多地方，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受富农影响的苏维埃，或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超出了6月11日法令规定的范围，它们为红军动员和征集志愿兵员，从事文教工作，参加农民土地（包括份地）的分配，夺取富农的超过当地平均份额的土地，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农具，积极参加组织农村集体经济。贫苦农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到1918年底，贫苦农民委员会巳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根据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由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乡、村苏维埃，改选后贫苦农民委员会停止活动。阿塞拜疆建立苏维埃政权后，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于1920年8月作出决定，在农村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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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改进苏维埃机关工作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报告提纲的意见[40]


（1920年11月27日）

提纲要作相当彻底的修改，各点都要修改，大大删减极不明确的、模棱两可的和不着边际的许诺。

重点放在那些具体的、实际的、确实可望在短期内实现的建议上。

在一周内拟出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作为对提纲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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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列宁的这个意见是在1920年11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审议格·叶·季诺维也夫准备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改进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机关工作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报告》的提纲时提出的。政治局批准了列宁的这个意见，并成立了一个小组负责修改报告提纲。提纲的最后定稿发表于1920年12月14日《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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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全体共产党员大会上的报告

（1920年11月29日）

报　道

列宁同志相当详细地谈了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我们的所谓“反对派”把这个问题几乎当作他们同省代表会议多数人有意见分歧的原则问题提了出来。列宁同志认为“反对派”提出这个问题本身是正常的，但同时他又尖锐地批评了反对派对待这个问题的轻率态度。列宁同志指出了官僚主义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复活的原因和现在官僚主义得以滋长的根源，断然地告诫同志们不要以为靠纸上的决议和没有内容的批评就可以克服这种坏现象。要知道，想在这个问题上捞到资本的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责备我们不能克服我们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以前这班先生说我们保卫不了自己的苏维埃国家，而现在他们又说：“保卫是保卫住了，可是官僚主义在苏维埃机关中仍然存在，尽管列宁在某一本书上说过，在苏维埃政权下官僚主义将被消灭。”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首先应当改善一般生活条件，使工人不必拿着口袋四处奔走找粮食，使几十万、几百万劳动者通过工农检查院受到锻炼，学会管理国家（要知道，谁也没有教过我们这一点），使他们能够代替几十万资产阶级官僚。

顺便谈一谈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成立将近一年了，但是它作为培养管理国家能力的学校，目前做得还很少。在这方面，那些真正想加速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同志不妨下一番功夫，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

列宁同志指出，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在莫斯科显得特别尖锐，因为同志们在这里不仅要同莫斯科的官僚打交道，并且由于这里有中央机关，还要同管全国的官僚打交道。莫斯科有20万苏维埃职员，其中只有1万人在不久的将来可以随同所在机关搬到彼得格勒去。

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不能不渗透到党的机关里来，因为党和苏维埃机关错综交织，联系密切。反对这种坏现象的斗争现在可以而且应当提到日程上来，但是，不应当为批评而批评，而要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一斗争的方法，最好就在提出批评的同志们工作的那些机关展开真正的斗争，并且报道这一斗争的成果和教训。


总结发言

列宁同志在总结发言中相当尖锐地向“反对者”指出，不拿出一件事实而毫无根据地批评中央委员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非难，糟蹋专家名流的名声，不弄清这些专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就把他们统统叫作“资产阶级”专家，这样做简直不象共产党人。列宁同志举出了许多工人的姓名，他们在同专家一起工作时表现得很好，能恰当地处理同专家的关系，并从专家那里获得所需要的知识。这些工人不埋怨专家，只有那些在工作中不称职的人才会发牢骚。就拿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来说吧（他是反对者之一，自称是“工人反对派”[41]的一分子），正象列宁同志所说的，他竭力想“制造意见分歧”，他反对列宁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我们欠了农民的债的说法，并且说，在这一点上“反对派同列宁同志发生了分歧”。还是这位施略普尼柯夫竭力装作看不见自己的工作做得很糟糕，而把派他去阿尔汉格尔斯克这件事情硬说成是中央委员会对他的流放。或者拿布勃诺夫同志来说吧，他大谈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但是丝毫没有谈到他在自己的纺织企业总管理局里是怎样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而纺织企业总管理局的官僚主义并不比其他机关少，也许还要多一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诫莫斯科河南岸区的同志们说，因此，当你们听到这种毫无内容的、为批评而批评的批评时，就应当提高警惕，寻思寻思，是不是进行批评的同志的自尊心被什么东西伤害了，是不是他个人被什么事情得罪了或者激怒了，以致使他走到了毫无道理的反对立场上，走到了为反对而反对的立场上。

列宁同志讲话结束时，回答了递上来的字条，详细地谈了有关租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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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工人反对派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首领是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谢·巴·梅德维捷夫、亚·米·柯伦泰等。工人反对派作为派别组织是在1920—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中形成的，但是这一名称在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即已出现。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则早在1919年就已开始形成。在1920年3—4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施略普尼柯夫提出了一个关于俄共（布）、苏维埃和工会之间关系的提纲，主张由党和苏维埃管政治，工会管经济。在1920年12月30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施略普尼柯夫要求把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工会。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表达得最充分的则是柯伦泰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出版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它要求把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加入各产业工会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由他们选举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各个国民经济管理机关也分别由相应的工会选举产生，而且党政机关不得否决工会提出的候选人。工人反对派曾一度得到部分工人的支持。1920年11月，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它的纲领获得了21％的票数。1921年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则获得30％的票数。由于党进行了解释工作，工人反对派的人数到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时已大大减少，它的纲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票不足6％。第十次代表大会批评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并决定立即解散一切派别组织。但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等在这次代表大会后仍继续保留非法的组织，并且在1922年2月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送了一份题为《二十二人声明》的文件，对俄共（布）进行攻击。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从组织上粉碎了工人反对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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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决定草案

（关于契切林提出的暂时召回克拉辛的建议和征询克拉辛的意见）

（1920年11月29日）

关于外交人民委员部提出的暂时从英国召回克拉辛代表团[42]，以便对大不列颠政府施加压力的建议，政治局不立即作出决定，请克拉辛从速提出自己的意见。这并不是要与英国决裂，而仅仅是施加压力，因为事情很明显，邱吉尔、寇松及其同伙是在玩弄拖延和欺骗手法，所以暂时撤离很可能有利，能加强行动委员会[43]的鼓动工作。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35页







[42] 指由列·波·克拉辛率领的同英国政府进行贸易协定谈判的苏俄代表团。——51。



[43] 行动委员会是英国工人为阻止英国参加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而创建的群众组织。1920年8月初，英国外交大臣乔·纳·寇松向苏维埃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苏维埃军队停止进攻波兰，否则将出兵干涉。英国政府的帝国主义行径引起广大英国工人的抗议。他们纷纷成立工人的战斗中心——行动委员会；各地的行动委员会总数达350个，其中一部分是共产党人主持的。在工人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工党和工联领袖们被迫参加了这一运动。8月9日，在伦敦召开了工联议会委员会、工党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代表的联席会议，由这3个组织各出5名代表组成了中央行动委员会。8月13日，中央行动委员会召开了全英工人代表会议。会议要求给予苏维埃俄国以外交承认，同它建立正常的经济关系，并授权中央行动委员会在反战斗争中采用一切手段，直至举行总罢工。英国工人最终迫使英国政府放弃了公开参加对苏维埃俄国作战的打算。行动委员会于1921年初停止活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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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44]


（1920年11月30日）

第一条　（1）委托专门委员会在一星期内补充研究以下问题：

第一，能否取消地方货币税和搜集彼得格勒省、莫斯科省以及（尽可能）其他各省的确切数字；

第二，取消货币税和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这两项工作是否必须同时准备同时实施。

第二条　（2）委托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请求：要求各地方执行委员会就第一条中涉及的所有问题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提供各种情况和材料。

第三条　（3）委托财政人民委员部根据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就第一条中所指出的那些问题向人民委员会提出一项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草案。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51页















[44] 这个决定草案于1920年11月30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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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设立人民委员助理的决定草案[45]


（1920年11月）

暂缓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全面改组，以便对问题作更仔细的讨论。

立即采取下列措施：

　（1）设立人民委员助理一职，责成他全面负责整个行政管理工作，并在这方面领导人民委员部下属各部、司。

　（2）任命利特肯斯同志担任此职[46]，吸收他参加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并责成他继续担任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用于这一工作的时间不得少于一半；同时立即责成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挑选接替利特肯斯同志在该委员会工作的人，并让他开始工作。

　（3）责成利特肯斯同志拟订一项关于人民委员助理职权的明确的工作细则草案。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76页















[45] 这是列宁就教育人民委员部改组问题于1920年11月拟的决定草案。在1920年12月8日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上，列宁没有使用这个草案，而另外拟了一个内容更广泛的决定草案，被全会通过（见本卷第89页）。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改组是从1920年2月开始酝酿的。11月24日，在列宁参加下，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一个直属中央的委员会，来拟订改组方案。委员会成员是：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可由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代替）、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副主席叶·亚·利特肯斯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可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瓦·伊·索洛维约夫代替）。委员会成立后，列宁先后研究了利特肯斯和索洛维约夫分别提出的草案，认为都还不能令人满意。11月29日，他写信给卢那察尔斯基，谈了他自己的初步设想（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12月8日的中央全会没有批准改组方案，而是要求继续对改组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1920年12月31日—1921年1月4日举行了党内国民教育问题研讨会。但这次会议的讨论不够成功。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拟订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基本条例草案》得到会议赞同，但遭到工会代表的尖锐批评。因此列宁指示：这次会议的决议暂不执行。1921年1月26日中央全会再次讨论这一问题，决定成立由列宁任主席的委员会来制定改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方案，并授权它在全体一致的情况下以中央名义决定问题。列宁调集了人民委员会秘书处以及教育人民委员部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部材料，进行了切实研究，于1月29日拟出了《教育人民委员部条例草案》。经委员会三次会议讨论和广泛征求意见后修改定稿，于2月11日由小人民委员会批准，然后由列宁签署公布（见本卷第459—461页）。另外，委员会还以中央名义发出了由列宁起草的政治性指示：《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人员的指示》（见本卷第325—326页）。教育人民委员部根据条例在1921年进行了改组。——53。



[46] 1920年12月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的决定也写进了这一条，但人民委员会1921年1月25日的会议没有批准这一任命。小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亚·格·哥伊赫巴尔格认为它不合宪法规定。1月31日小人民委员会通过决定，任命叶·亚·利特肯斯为第二副人民委员。——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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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的决定草案[47]


（1920年12月1日）

鉴于俄罗斯联邦国内外形势有所好转，人民委员会认为，必须把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比过去更多地转移到经济建设的任务上来，

现提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批准下列措施：

　　（一）1．增补农业人民委员参加劳动国防委员会。





	被代

替


	　　　2．委托劳动国防委员会经过讨论把委员会的会议分成一般的会议和专门的经济会议。
［注：手稿上第2点被列宁删去。——俄文版编者注］

（三）3．扩大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主管范围，包括：









　　（1）（a）统一经济系统的各人民委员部的一切工作；（2）（b）批准并实施俄罗斯联邦统一的经济计划；

（3）（c）根据这个计划指导经济系统的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必要时可对例外情况作出规定。

委托分委员会更详细地研究它的草案（最后定稿）第六条，并制定出一个准确的表格，说明统一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工作的现有各委员会同第六条规定的那些“专门委员会”的相互关系和联系。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52—53页















[47] 这个决定草案是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写的。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向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是根据这个草案的精神拟订的，并由代表大会于1920年12月29日批准。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是1920年11月26日成立的，其任务是协调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关系，由列宁担任主席。为了使劳动国防委员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任务上去，经济委员会制定了改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方案。后来，经济委员会又制定了人民委员会《关于按照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整顿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的决定》草案。这个草案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改动后作为《关于计划委员会的条例》于1921年3月17日由人民委员会批准。——54。







《列宁全集》第40卷


给亚美尼亚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电报[48]


（1920年12月2日）


　　埃里温　　亚美尼亚革命

军事委员会主席卡西扬同志

谨通过您向摆脱了帝国主义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苏维埃亚美尼亚表示祝贺。我相信您一定会全力促成亚美尼亚、土耳其、阿塞拜疆劳动者之间兄弟般的团结。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1920年12月2日于莫斯科

载于1920年12月4日《真理报》第27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54页















[48] 亚美尼亚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亚美尼亚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20年11月30日给列宁发了致敬电。这封电报是列宁给亚美尼亚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回电。——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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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英通商条约的决定草案[49]


（1920年12月4日）

政治局赞同契切林同志就对英通商条约问题提出的建议，并特别强调指出：

未经中央特地明确表示同意，克拉辛谈及宣传和债务问题时绝对不许超出6月29日致英国照会的内容和提法[50]；

所有细节均交有关和约的专门谈判解决。

说明理由时可举出他们对弗兰格尔的援助。 
［注：手稿上最后一句已被勾去。——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35页















[49] 这个决定草案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0年12月4日会议上被通过。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看本卷第133—135页和列宁1920年11月19日给格·瓦·契切林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57。



[50] 指苏俄政府1920年6月29日致英国政府的备忘录（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1958年俄文版第2卷第593—598页）。——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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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

（1920年12月6日）


1

报　告

同志们，我看到租让问题引起很大的注意，感到十分高兴，虽然，说实话，也有点惊异。到处都在大声疾呼，而且这些呼声主要来自基层。人们在问：我们把本国的剥削者赶走了，又要把外国的剥削者请进来，怎么能这样呢？

为什么这些呼声使我高兴，这是可以理解的。既然基层发出了担心旧日的资本家卷土重来的呼声，既然这种呼声是因为象租让法令这种极其次要的法令引起的，那显然说明，人们还是极其强烈地意识到资本主义有多么危险，低估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斗争有多么危险。这当然很好，尤其好的是，正如我刚才已经说过的，这些担心来自基层。至于说到法令，主席同志已经指出，这个法令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解释。确实如此，但是问题是，作这样的解释并不是法令的任务。法令的任务是吸引外国资本家先生。要吸引他们，显然就不能象在党的会议上那样说话。而　《真理报》恰恰把不该登的登了出来。在党的会议上我不能以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出现，也不能象对外国资本家那样说话。在党的会议上讲的，不应该让外国资本家知道。《真理报》不仅面向党员，而且面向国外。我非常感谢斯捷潘诺夫同志对我的发言作了澄清[51]。为了今后不再让我陷于这样的境地，我请求不要发表党的会议上的讲话，如果要发表，就必须经过再三检查，而且要由确实懂得向外国资本家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的人审订。我在讲了这几句开场白之后，现在来谈实质问题，也就是租让问题。我先谈谈政治上的一些考虑。

租让问题上的基本原则，从政治上来考虑（对这个问题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就是：应该利用两个帝国主义之间、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使他们互相争斗。这个原则我们不仅理论上已经懂得了，而且实际上已经在运用；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在全世界最终胜利以前很长的时期内，这将是一个基本原则。只要我们还没有夺得全世界，只要从经济和军事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比资本主义世界弱，就应该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应该善于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如果我们不坚持这个原则，我们大家早就被绞死了，这正合资本家的心意。这方面的基本经验，我们在缔结布列斯特条约时就有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条约只能象布列斯特和约或凡尔赛和约那样。这是不正确的。也可能有对我们有利的第三种条约。

布列斯特和约的重大意义，在于我们能够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第一次在很大的范围里利用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归根到底有利于社会主义。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有两个特别强大的帝国主义强盗集团，即德奥集团和英美法集团。它们在进行一场要决定近期内世界命运的激烈的斗争。当时，我们在军事方面等于零，在经济方面一无所有，并且在急转直下地走向崩溃的深渊，可是我们支持下来了，这种奇迹所以发生，完全是因为我们正确地利用了德美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我们向德帝国主义作了极大的让步，我们向一个帝国主义作了让步，一下子就避开了两个帝国主义的夹攻。德国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不能扼杀苏维埃俄国，它顾不上这一点。我们把乌克兰割给它，那里的粮食和煤炭要多少可以拿多少，当然，这也要有本领、有力量去拿才行。英法美帝国主义者无法进攻我们，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向他们建议媾和。现在美国出版了罗宾斯的一本厚厚的书，他说：我同列宁和托洛茨基进行了谈判，大家同意缔结和约。虽然他们曾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军，把捷克斯洛伐克军卷入武装干涉，他们却忙于自己的战争，无法进行干预。

结果可能使人觉得，似乎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德帝国主义结成了一种反对另一帝国主义的类似联盟的东西。但是，我们并没有同他们结成什么联盟，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越轨，没有破坏或损害社会主义政权，我们倒是利用了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结果是它们两败俱伤。德国除了拿走几百万普特粮食，再没有从布列斯特和约得到任何东西，却把布尔什维主义催发的瓦解带到德国去了。我们则赢得了时间，在此期间开始建立红军。甚至乌克兰所受的巨大创伤已证明是可以治好的，虽然为此历尽了艰辛。我们的敌人曾指望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迅速崩溃，但是这并没有发生。我们正好利用了历史给予我们的喘息时机来巩固自己，使敌人不可能用武力征服我们。我们赢得了速度，我们赢得了一些时间，不过我们为此交出了很多空间。记得当时有人大谈哲理，说要赢得时间必须交出空间。我们在实践上和政治上所采取的行动，正好符合哲学家的时空理论；我们交出了许多空间，但是赢得了使自己得以巩固的时间。在这以后，一切帝国主义者再想对我们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那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他们既没有财力又没有人力来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当时我们并没有牺牲根本的利益，我们牺牲了次要的利益而保存了根本的利益。

在这里顺便谈一下机会主义的问题。机会主义就是贪图暂时的局部的好处而牺牲根本的利益。如果要在理论上给机会主义下个定义，这就是它的中心内容。这一点很多人都弄不清楚。我们正是在布列斯特和约中牺牲了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俄国的次要利益（这里说的是从爱国主义意义上所理解的利益）；我们承担了巨大的牺牲，但这毕竟是次要的牺牲。德国人恨透了英国。他们也仇恨布尔什维克，但是我们招引了他们一下，他们就进来了。他们一直要人相信，他们不会象拿破仑那样长驱直入，确实，他们没有到达莫斯科，但是到了乌克兰，并且在那里遭到了失败。他们以为从拿破仑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事实上却不是那样。而我们则赢得了很多好处。

布列斯特和约这个例子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现在我们处在两个敌人之间。如果不能同时战胜这两个敌人，那就应该想办法使他们互相打起来，因为两贼相争，好人总会得利，但是，一旦我们强大到足以打倒整个资本主义，我们立刻就要把它推翻。我们的力量正在增长，并且增长得很快。如果说布列斯特和约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课，从中得出的结论要比任何宣传说教都更为丰富，那么现在我们得到的好处是已经站稳了脚跟。我们受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它们恨透了布尔什维克，它们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动用了思想界和出版界的许多力量，等等。虽然我们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力量极弱，但是它们三年来在军事方面也没有能够战胜我们。我们的力量赶不上联合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的百分之一，但是它们却没有能扼杀我们。它们没有能扼杀我们，是因为它们的士兵不听指挥，它们的工人和农民已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不愿再同苏维埃共和国打仗。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一切都应当从这一情况出发。几年之后情况如何，现在还不知道，因为西方列强正在一年年地恢复战争中所伤的元气。

从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站稳了脚跟，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都站住了。现在，各国都有这样的一些核心，它们正在进行独立工作，而且将要进行下去。这件事情已经办到了。但是，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发展的速度比我们慢得多。显然，当各国人民得到和平之后，革命运动必然会缓慢下来。因此我们不能根据对未来的猜测把希望寄托在这个速度会变快上面。我们的任务是决定我们现在怎么办。人们生活在国家里，而每个国家又生存在由许多国家构成的体系中，这些国家彼此都处于一定政治均势的体系中。

如果注意到世界各地大多数盛产原料的地方都被资本家买下了，即使没有被买下，也在政治上被侵占了；既然这种均势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那就应该善于估计到这一点，善于利用这一点。我们不能对目前的协约国进行战争。我们的鼓动工作一直都做得很出色，我们是相信这一点的。在政治上我们应该利用敌人之间的分歧，并且只利用由最深刻的经济原因引起的深刻分歧。如果我们企图利用微小的偶然的分歧，我们就会成为渺小的政客和一钱不值的外交家。而这样做是干不成大事的，玩弄这套把戏的外交家大有人在，他们混上几个月，飞黄腾达于一时，然后就销声匿迹了。

在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有没有我们应该利用的根本性的对立呢？有三种根本性的对立，这是我想指出来的。第一种对立，也是同我们最有关系的对立，就是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它们之间正在酝酿战争。虽然太平洋两岸相隔3000俄里，但是它们不能和睦相处。这种角逐无疑是由它们的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现在有许多书刊谈到未来的日美战争问题。战争正在酝酿中，战争不可避免，这是毫无疑问的。和平主义者竭力回避这个问题，用泛泛的议论来掩盖这个问题，但是每一个学过经济关系史和外交史的人，都丝毫不会怀疑这场战争在经济上已经成熟，在政治上正在酝酿中。读了任何一本论述这个问题的书，都不会不看到战争已经成熟。世界被瓜分完了。日本侵占了大量的殖民地。日本有5000万人口，它在经济上比较弱。美国有　11000万人口，虽然它比日本富裕很多倍，但是它没有任何殖民地。日本侵占了拥有4亿人口和世界上煤的蕴藏量最大的中国。怎么保住这块地盘呢？如果认为比较强大的资本主义不会抢走比较弱小的资本主义所掠夺到的一切东西，这种想法是很可笑的。在这种情况下难道美国人能够漠然置之吗？难道大资本家能同小资本家相处在一起而不会去抢夺吗？那他们还有什么用处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能够漠然置之，只是说“我们将在这些国家里宣传共产主义”吗？这样说是对的，但是这还不够。共产党的政策的实际任务是利用这种仇视，使他们互相争吵。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情况。拿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它们想打仗，它们将为占据世界首位，为取得掠夺的权利而打仗。日本将为继续掠夺朝鲜而打仗，它把一切最新的技术发明和纯粹亚洲式的酷刑结合在一起，空前残暴地对朝鲜进行掠夺。不久以前我们收到了一份朝鲜报纸，上面谈到日本人在朝鲜的所作所为。日本人在那里把沙皇政府的一切办法，把一切最新的技术发明，同纯粹亚洲式的酷刑和空前的残暴行为结合了起来。但是，美国人也想夺取朝鲜这块肥肉。在这样的战争中，保卫祖国当然是极大的犯罪，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支持一个国家去反对另一个国家，那当然是一种违反共产主义的罪行，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利用一个国家去反对另外一个国家。这样做，我们是不是犯了违反共产主义的罪行呢？不是，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这种做法的，这个国家正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而且不得不利用形势给予它的每一小时尽快巩固起来。我们已经开始巩固了，但是巩固得很缓慢。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发展得非常快。不管我们怎样聚集自己的一切力量，我们的发展还将缓慢得多。

我们应当利用既成的局势，这就是租让堪察加的全部实质。有个叫万德利普的到我们这里来过，据他自己说，他是一个有名的亿万富翁的远亲，可惜我们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出色的反间谍机关还没有掌握北美合众国的材料，我们暂时还不能断定这两个万德利普之间的亲戚关系。有人说，他们甚至根本不是亲戚。我不来判断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的只限于我读过的万德利普的一本小册子，写小册子的不是到过我们这里的那个万德利普，而是另一个万德利普，有人把他描写成一位显贵，连国王和大臣都以隆重的礼仪接待他，由此应该断定，他的钱包是塞得满满的，而他同这些人谈话的口吻，就象在我们的会议上人们彼此谈话的口吻，他不慌不忙地谈论着如何复兴欧洲的问题。既然大臣们很恭敬地和他交谈，可见万德利普同亿万富翁们是有关系的。万德利普的那本小册子说明了生意人的眼光，这种人除了生意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观察欧洲时说：“也许事情不妙，一切都要完蛋。”这本书充满了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仇恨。他还谈到如何安排好生意方面的关系。从鼓动的意义上说来，这也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小册子，它比任何其他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好，因为它的最后结论是：“我担心这位病人难以治好了，虽然我们可用来治病的钱和药很多。”

万德利普随身带来了一封给人民委员会的信。这封信很有意思，因为他用美国盘剥者十分露骨、无耻、粗鲁的口吻说道：“1920年我们是很强大的；到1923年我们的海军还要强大，可是日本妨碍我们扩张势力，所以我们要同它打仗，而打仗没有煤油和石油是不行的。假如你们把堪察加卖给我们，那我敢向你们保证，美国人民的热情就会大大高涨，使我们能承认你们。3月新总统的选举，我们党将获得胜利。假如你们把堪察加租给我们，我可以说， 
［注：］

 那时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热情。”这就是他那封信的几乎一字不差的全部内容。在我们面前此处和本卷第96—97页都是转述华盛顿·万德利普来信的内容，而不是引用他的原信。——编者注的完全是一个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它认为它是那样的了不起，甚至不需要有任何掩饰。当我们接到这封信时，心里就在想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机会。美国共和党即将取得胜利，这证明在经济上他的说法是对的。美国南部有人投票反对民主党，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头一次。显然，这就是说，我们听到的这个帝国主义者的议论在经济上是正确的。堪察加属于前俄罗斯帝国。这是对的。现在它究竟属于谁，还不知道。它好象属于那个叫作远东共和国[52]的国家所有，但是这个国家的疆界还没有确定。诚然，有关这方面的某些文件正在起草，但是，第一，这些文件还没有拟好，第二，这些文件还没有得到批准。日本统治着远东，它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如果我们把法律上属于我们而事实上却被日本占领的堪察加让给美国，我们显然会得到好处。这就是我的政治论断的基础，根据这个论断，我们立即决定必须同美国订立合同。当然，这要讲讲价钱，如果我们不讲价钱，任何商人都不会尊重我们。因此，李可夫同志就去讲价钱，我们还起草了合同草案。到了快要签字时，我们说：“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什么人，而您的身分是什么呢？”原来，万德利普并不能向我们提供保证。于是我们说，我们可以让步，本来这只是个草案，您自己说过，你们的党在大选获胜以后，这个草案才能生效，但是你们的党还没有获胜，因此，我们就等一等吧。事情的结果就是这样：我们起草了一个合同草案，还没有签字，草案规定把堪察加这块位于西伯利亚最东头和东北角的大片领土租给美国人60年，他们有权在那个有石油和煤炭的不冻港建造军港。

合同草案并没有什么约束力，我们随时都可以说还有不明确的地方而拒绝签订。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过是浪费了与万德利普会谈的时间和很少的几张纸而已，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好处。只要看看欧洲的消息就可以知道我们已经得到了好处。来自日本的每一条消息都谈到日本对拟议中的租让表示极大不安。日本声称：“我们不能容忍这样做，这侵犯了我们的利益。”——那就请你们去打败美国吧，我们对此是不会反对的。说得粗鲁些，我们已经挑唆日本和美国干起来了，并且我们从中得到了好处。在对美国人方面，我们也得到了好处。

万德利普的身分是什么？我们没有弄清楚，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证明他是什么人，为一个普通公民，人们是不会向全世界发电讯的。当他启程离开我国时，电讯传向世界各地。他一再说取得了有利的承租权，并且到处赞扬列宁。这倒有点幽默的味道，但是，我想指出，在这种幽默中有一点政治。万德利普在这里结束了所有会谈之后，希望同我会晤。我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商量了一下，问他们我是否应当接见他。他们说：“让他更满意地回去吧。”万德利普来了，我们谈到所有这些事情，他还谈起他到过西伯利亚，熟悉西伯利亚，他和美国多数亿万富翁等等一样是工人出身，他还说他们只重视实际，只重视亲眼见到的东西。我就回答他说：“你们这些重视实际的人，可以看一看苏维埃制度是怎么一回事，你们在国内也来实行这种制度吧。”他朝我看了一下，对这种谈话方式感到吃惊，并且用俄语（全部谈话都是用英语进行的）对我说：“也许吧。”我惊奇地问他从哪里学的俄语。“那有什么，我在25岁的时候，骑马走遍了西伯利亚的很大一部分。”我再谈一个万德利普的带有幽默味的看法。在我们分别时，他说：“我回美国后一定说，密斯特列宁（密斯特就是我们所说的　“先生”）头上没有长犄角。”我没有马上悟过来，因为总的说来，我的英语不好。“您说什么？请再说一遍。”他是一个很有风趣的小老头儿，他用双手在太阳穴做了一个手势说：“没有长特角。”当时有翻译在场，翻译说：“就是这个意思。”在美国，大家都以为我的头上一定长了犄角，也就是说，整个资产阶级都说我是魔鬼。万德利普说：“现在我应当说，没有长犄角。”我们非常客气地道别了。我表示，希望在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上，不仅签订租让合同，而且正常地发展经济互助。一切都是在这种气氛中进行的。后来就发表了报道从国外归来的万德利普谈话的一篇篇电讯。他把列宁比作华盛顿和林肯。万德利普曾经向我要一张亲笔签名的相片。我拒绝了，因为送相片就要写　“送给某某同志”，而写　“送给万德利普同志”是不行的。写送给同我们签订租让合同的万德利普，也不行，因为租让合同将由正式上台的政府来签订。究竟该怎么写，我不知道。把自己的相片送给一个分明是帝国主义分子的人总是不合情理的。尽管如此，这种电讯还是传来了，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整个这件事在帝国主义的政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万德利普取得承租权的消息传出以后，哈定（他现在已经当选为总统，但到明年3月才能就职）正式辟谣说：“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同布尔什维克没有来往，没有听说过什么租让。”这是在选举时说的，要是在选举时期承认同布尔什维克有来往，恐怕难免会失掉选票。所以他正式否认这一点。他们把这种消息提供给正在攻击布尔什维克的各家报纸，这些报纸完全控制在各帝国主义政党手中。我们从美国和日本得到的政治上的好处无疑是明显的。这种报导是有作用的，因为它具体地说明了我们愿意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签订什么样的租让合同。当然，在报刊上不能谈论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只有在党的会议上可以谈，在报刊上我们不应该隐瞒这笔生意，它是有好处的，凡是会妨碍做这笔生意的话，我们一句也不应该讲，因为这件事对我们有极大的好处，它会削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付我们的力量。

这整个生意都是为了把帝国主义势力从我们这里引开，现在帝国主义者正坐在那里喘气，等待有利时机以便扼杀布尔什维克，而我们则在推迟这个时机。当日本在朝鲜干冒险勾当的时候，日本人对美国人说：“当然，我们能够战胜布尔什维克，但是你们为这件事给我们什么报酬呢？把中国给我们吗？中国我们本来就能占领，我们要走上1万俄里路去打布尔什维克，而美国人却在我们的背后。不，不能实行这样的政策。”假如当时有一条双轨铁路和美国在运输上的援助，日本人不消几个星期就会战胜我们。日本正在蚕食中国，不可能再穿过整个西伯利亚向西推进，因为后边有美国，它不愿意为美国火中取栗，正是这种情况解救了我们。

假如帝国主义列强打起仗来，那就更能解救我们。既然资本主义强盗个个都在磨刀霍霍，想杀死我们，而我们又不得不容忍这些恶棍，那我们确有必要让这些拿着刀子的人互相厮杀起来。两贼相争，好人得利。另外一个好处是纯粹政治上的好处，即使这项租让不能实现，只是一个租让草案也会带来好处。经济上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提供一部分产品。即使美国人拿走一部分产品，这也是有利的。堪察加有那么多的石油和矿藏，这些东西我们显然没有力量去开采。

我向你们指出了我们应该加以利用的帝国主义的一个矛盾，这就是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另一个矛盾是美国和其余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战胜国”都在战争中发了大财。美国很强大，现在所有国家都欠它的债，一切都仰赖于它，所以它们也就愈来愈恨它，它掠夺它们大家，而且是用非常独特的方式进行掠夺的。它没有殖民地。英国在战争中夺得了很多殖民地，法国也是如此。英国要把它抢来的一块殖民地的委任统治权（现在通用这样的说法）让给美国，但是美国不接受。美国商人显然打的是另一种算盘。他们看到，战争无论对于经济破坏还是对于工人的情绪来说都起了很明显的作用，并且断定，接受委任统治权对他们没有好处。当然，他们也决不容许其他国家来利用这块殖民地。一切资产阶级的书刊都证明反美情绪正在增长，而在美国主张同俄国达成协议的呼声也愈来愈高。美国同高尔察克缔结过关于承认和支持高尔察克的条约，然而他们吃亏了，得到的只是损失和耻辱。可见，我们所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它到1923年将有一支比英国的还要强大的海军，然而这个国家却日益遭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仇视。这种事态的发展我们应当估计到。美国不可能同欧洲国家和解，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事实。谁也没有象英国派往凡尔赛的代表凯恩斯在他的小册子中那样生动地描绘了凡尔赛条约。他在这本书中嘲笑了威尔逊，嘲笑了他在签订凡尔赛条约时所扮演的角色。威尔逊在那里成了一个十足的傻瓜，被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当作傀儡任意摆布。可见，一切都表明美国同其他国家是不能和解的，因为它们之间有着极严重的经济上的矛盾，因为美国比其他国家有钱。

因此，我们考察有关租让的一切问题要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任何能够加剧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最小机会，都要用双手抓住不放。美国必然同殖民地发生矛盾，如果它试图进一步触犯它们，那就会给我们以十倍的帮助。在殖民地，愤怒的情绪在沸腾，一旦触犯它们，那就不管你是否愿意，不管你是否有钱（愈有钱愈好），那你就是在帮我们的忙，而万德利普先生们就会完蛋。正因为如此，这个矛盾是我们主要的着眼点。

第三个矛盾是协约国同德国之间的矛盾。德国战败了，受到凡尔赛条约的压制，但是它拥有极大的经济潜力。按经济发展程度来说，如果美国占世界第一位，那德国就占世界第二位。专家们甚至认为，在电力工业方面，它超过了美国，你们知道，电力工业有极大的意义。在广泛使用电力方面，美国领先，而在技术的完善方面，德国居上。凡尔赛条约正是强加在这样一个国家头上，它当然不能忍受。德国是最强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它不可能忍受凡尔赛条约，德国本身是个帝国主义国家，然而是一个被征服了的国家，所以它必然要寻找同盟者来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这就是我们应当加以利用的一个情况。凡是能够加剧美国和协约国其他国家之间、整个协约国和德国之间对抗的因素，我们都应该从租让的角度加以利用。因此必须设法吸引他们，因此米柳亭答应送来而且已经送来，即将散发的小册子中刊载了人民委员会的法令，这些法令的写法就是为了使目前这些租让项目具有吸引力[53]。这本小册子还附了地图，加了说明。我们要把它译成各种文字，想方设法广泛发行，争取德国去反对英国，因为对德国来说租让是一条生路。我们要争取美国反对日本，争取整个协约国反对美国，争取整个德国反对协约国。

这就是完全打乱了帝国主义者的一切阴谋诡计的那三个矛盾。这就是关键所在。因此从政治观点看来，必须真心赞成租让，或者不说什么真心，而是经过通盘考虑赞成租让。

现在我来谈谈经济。当我们谈到德国时，我们已经谈到了经济。在凡尔赛和约缔结之后，德国在经济上是不能生存的，而且不仅是德国，一切战败国都是如此，例如原来的奥匈帝国，尽管它的一部分成了战胜国，但是它在凡尔赛条约束缚下也不能生存。在中欧，这是一个有着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的最大的联盟。从经济观点看来，恢复世界经济是需要它们的。如果仔细地读几遍11月23日的租让法令，你们就可以看出，我们强调世界经济的意义，并且是有意这样做的。这无疑是正确的观点。要恢复世界经济，就必须利用俄国的原料。不利用俄国原料就不行，这样说在经济上是正确的。研究经济学并且从纯粹资产阶级观点看问题的十足的资产者承认这一点，写　《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的凯恩斯承认这一点。走遍整个欧洲的金融巨头万德利普也承认这一点，他认为经济所以不能恢复，是因为现在全世界原料太少，战争把原料消耗殆尽。他说，必须依靠俄国。于是俄国现在出现在全世界的面前了，它声明：我们正着手恢复国际经济，这就是我们的计划。这样说在经济上是正确的。苏维埃政权在这个时期巩固了，不仅本身巩固了，并且还提出了恢复全世界经济的计划。提出把国际经济同电气化计划联系起来在科学上是正确的。我们依靠自己的计划确实不仅得到了全体工人的同情，也得到了明智的资本家的同情，尽管他们认为　“这是些可怕的布尔什维克恐怖分子”等等；因此，我们的经济计划是正确的，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读了这个计划，都会倒向我们这一边，因为帝国主义者已经互相厮打够了，而我们提出了连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也无法反对的计划。我们正在转向经济方面，并向全世界提出积极的建设纲领，阐明在经济上有根据的远景，俄国考察远景，不再把自己当作象以往那样破坏其他国家经济的利己主义的中心，俄国是从全世界的角度来提出恢复经济的建议的。

我们再从反对资本主义这一方面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把全世界建立在合理的经济基础上，这无疑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如果很好地采用现代化的机器，那么依靠科学的帮助便可以迅速地恢复整个世界经济。

我们是在进行一种特殊的生产宣传，我们向老板们说：“资本家先生们，你们真不中用；你们在破产，我们却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建设，因此，先生们，不是到了同我们妥协的时候了吗？”全世界所有的资本家尽管有些犹豫，但不得不回答说：“大概是时候了，让我们来签订通商条约吧。”

英国人已经拟了一个草案送给我们[54]。这个草案正在讨论中。现在一个新的时期到来了。他们在战争中已经失败了，现在要在经济方面作战了。这一点我们完全懂得。我们从来也没有幻想我们打完仗，和平就会到来，社会主义牛犊和资本主义豺狼就要互相拥抱了。没有这样想。你们要在经济方面同我们作战，这是一大进步。我们向你们提出一个世界性的纲领时是从世界国民经济的观点来考察租让问题的。这在经济上是不容争辩的。任何一个提出国民经济问题的工程师和农艺师都不会否认这一点。很多资本家也在说：“没有俄国，就不会有巩固的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但是，我们是作为按另一计划来建设世界经济的人提出这个纲领的。这有很大的宣传意义。即使我们一项租让也没有实现（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即使纷纷谈论租让，结果只是召开几次党的会议，颁布若干法令，而租让一项也没有实现，我们还是得到了一点好处。且不说我们已经提出了经济建设计划，我们正在把一切遭受战争破坏的国家吸引到我们这边来。我在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上说过，全世界已经分成被压迫民族和统治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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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压迫民族至少占全世界人口的70％。凡尔赛和约又使被压迫民族增加了1亿或15000万人口。

的确，我们现在不仅是全世界无产者的代表，而且是各被压迫[55]民族的代表。不久以前共产国际出版了一种叫作《东方民族》的杂志。共产国际为东方各民族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有同志问道：“执行委员会是在什么时候下命令更改口号的？”这一点我确实想不起来了。当然，从《共产党宣言》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提法是不正确的，但是，《共产党宣言》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写成的，而从现在的政治情况来看，这样的提法是正确的。各种关系已经尖锐化了。整个德国在沸腾，整个亚洲在沸腾。你们知道，印度正在酝酿革命运动。中国对日本人的仇恨是很强烈的，对美国人也是如此。德国对协约国的那种切齿仇恨，只有见过德国工人怎样仇恨本国资本家的人才能体会到；结果俄国就成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的直接代表；事物的进程已使各族人民习惯于把俄国看作向往的中心。不久以前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报纸写道：“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力量：协约国和苏维埃俄国。”孟什维克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一些看风使舵的人。当我们在国际上软弱无力的时候，他们高喊“打倒布尔什维克”。当我们开始强大起来的时候，他们高喊：“我们是守中立的”。当我们打退了敌人的时候，他们说：“是的，现在有两种力量。”

在租让法令中，我们代表全人类提出了在利用世界各地原料的基础上恢复世界经济力量这样一个在经济上无可非议的纲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使什么地方都没有饥饿。你们资本家不能消灭饥饿，而我们能够消灭它。我们是全世界70％的人口的代表。这一点将产生影响。不管草案结果如何，它在经济上是不容争辩的。甚至不管租让合同是否签订，它在经济方面是具有意义的。

正如你们所见到的，我不得不作了很长的说明来证明租让的好处。当然，从获得产品的意义上说来，租让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这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主要点还在于政治方面。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你们会拿到一本厚达600页的书，这是俄罗斯电气化计划。这个计划是许多优秀的农艺师和工程师周密考虑过的。没有外国的资本和生产资料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很快执行这个计划。但是，要取得帮助，就必须付出代价。在这以前，我们同资本家打仗，他们向我们说：我们不是扼死你们，就是强迫你们偿还　200亿债务。但是，他们并不能扼死我们，我们也不会向他们偿还这些债务。现在我们还能拖一些时间。我们需要经济援助时，我们就同意偿付你们，这就是问题的提法，其他任何提法在经济上都是毫无根据的。俄国的工业已经破产，工业水平降到战前的110，甚至更低。如果三年以前有人对我们说，我们要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打三年仗，我们是不会相信的。现在有人对我们说：但是，在战前的国民财富只剩下　110的情况下，要把经济恢复过来，这是更加困难的任务。的确，这比打仗更困难。打仗只要依靠工人群众的热情和农民防备地主的热情就可以了。现在不需要防备地主了，现在是在农民从未经历过的条件下来恢复经济。在这方面要取得胜利不是靠热情、冲击、自我牺牲精神，而是靠枯燥的、琐碎的每天的日常工作。这项工作无疑是更加困难的。从哪里取得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呢？要吸引美国人，就得付给他们代价，因为他们是做买卖的。而我们拿什么来支付呢？拿黄金吗？可是，黄金我们不能随便浪费。黄金我们剩得不多了。我们的黄金甚至还不够实现电气化纲领用的。制定这个纲领的工程师认为，至少要　11亿金卢布才能实现电气化纲领。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多的黄金储备。给原粮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还不能养活我国所有的人。当人民委员会讨论给意大利人10万普特粮食问题时，粮食人民委员部的人就站起来拒绝了。我们对每一列火车的粮食都要进行争论。没有粮食就不能发展对外贸易。那么，我们到底给什么呢？不值钱的东西吗？不值钱的东西他们自己有的是。有人说，我们拿粮食来做买卖吧，可是我们拿不出粮食来。因此，我们要靠租让来解决问题。

现在我来谈下一点。租让会产生新的危险。我指的是我在开始时已经谈过的那一点，就是来自基层，来自工人群众的呼声：“不要听从资本家的，这是一些精明狡猾的家伙。”听了这种话令人很高兴，因为可以看到，誓与资本家斗争到底的广大群众正在成长起来。斯捷潘诺夫同志在他的一些文章中象讲课似地作了全面论述（我先把反对租让的理由一一列举出来，然后再说明为什么必须实行租让。但是，有的读者还没有读到精彩的部分，就会以为不需要租让，而把这些文章丢下不读了），他的文章中有正确的见解。不过，他认为不要对英国实行租让，以免召来洛克哈特，这一点我不同意。当肃反委员会刚刚成立，还没有象现在这样严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能够对付洛克哈特了。如果在三年战争之后我们还不会抓特务，那应当说，这种人不配管理国家。我们正在完成无比困难的任务。例如，克里木现在有30万个资产阶级分子。这是将来投机倒把、间谍活动以及给资本家各种帮助的根源。但是，我们并不怕他们。我们说，我们要掌握他们，安排他们，制服他们，改造他们。

所以，认为某些租让项目引来的外国人对我们很危险，或者说我们管不了他们，那是可笑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何必多此一举，何必去管理国家。这纯粹是一种组织任务，不值得多谈。

但是，如果认为租让就是和平，那当然是极其错误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租让不过是战争的新形式。欧洲同我们作过战，而现在战争正转入一个新的领域。以前战争是在帝国主义者无比强大的方面即军事方面进行的。如果计算一下双方的加农炮和机枪的数目，计算一下双方政府能够动员的士兵的数目，就会知道，我们本来在两周内就会被击溃。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挺住了，而且我们正在继续打下去，正在转向经济战争。我们说得很明确，租让的地块、租让的方格一边将是我们的方格，接下去又是他们的方格；我们要挨着他们开办自己的企业，学习他们如何经营模范的企业。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按照现在最新的技术成就进行装备，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这需要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因为依靠任何学校、大学、训练班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要按棋盘的格式设置租让企业：来吧，就在这里学习。

租让企业在经济上对我们有很大好处。当然，它们在建设一些工人村时，将带来资本主义习气，腐蚀农民。但是应该加以注意，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这也是一场战争，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方式、两种形态、两种经济的军事较量。我们一定能够证明，我们更有力量。有人对我们说：“好吧，你们在外部战线上挺住了，开始建设吧，去建设吧，看看究竟谁胜利……”当然，任务是艰巨的，但是，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在说：“社会主义有榜样的力量。”暴力对那些想要恢复自己政权的人能起作用。但是暴力的作用也仅限于此，超出这个范围，起作用的则是影响和榜样。必须实际地表明，即用榜样来表明共产主义的意义。我们没有机器，战争破坏了我们的经济，战争耗费了俄国的经济资源，但是我们仍然不怕这种较量，因为它在各方面对我们都有利。

这也将是一场不能作丝毫让步的战争。这场战争在各方面对我们都有利，由旧的战争转到这场新的战争对我们就有利，何况对和平还有某些间接的保障。我在一次会议（《真理报》对这次会议的报道是不成功的）上说过，我们现在已由战争转向和平，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战争还会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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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这是战争的延期。资本家是会找借口来打仗的。如果他们接受建议，签订租让合同，他们就会更加困难。一方面，一旦战争爆发，我们有最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那些要打仗的人是不会接受租让的。租让的存在就是反对战争的经济根据和政治根据。如果那些可能同我们作战的国家接受租让，这就使它们受到约束，不能同我们作战。我们十分重视这种约束，所以我们不怕付出代价，况且我们是用自己开发不了的生产资料来支付的。为了开发堪察加，我们要付出10万普特石油，我们自己得该数的2％，我们是用石油偿付的。如果我们不付出代价，那我们连两普特石油也得不到。不错，这是重利盘剥的价格，但是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就不能期待它会同意公道的价格。但是好处是明显的。从资本主义同布尔什维主义冲突的危险性来看，应当说租让是战争的继续，但这是另一种范围内的战争。必须监视敌人的每一个行动。需要用各种办法来进行管理、监督、影响和诱导。这同样是一场战争。我们已经在一场规模比较大的战争中战斗过，而在这场战争中我们要动员比上次更多的人来参加。要动员每一个劳动者参加这场战争，要向他们说明：“如果资本主义做了一点事情的话，那么你们工人和农民在推翻资本家之后，就不应当比他们做得少。学习吧。”

我相信苏维埃政权一定会赶上和超过资本家，我们将不仅赢得纯粹经济方面的好处。我们将得到这微不足道的2％，这确实很少，但毕竟有了一点东西。此外，我们一定会获得科学知识和技能。如果没有实际本领，任何学校、任何大学都是一钱不值的。你们会从米柳亭同志要拿给你们的小册子所附的地图上看到，我们要租让的地方大部分是在边疆地区。在俄国欧洲部分的北部有7000万俄亩森林。要租让的有1700万俄亩。我们的林场已经按棋盘格式划好，这些森林都在西西伯利亚和北部边远地区。我们任何东西都不会丧失。主要的企业在物产无限丰富的西西伯利亚。我们在10年内连这些宝藏的1％也无法开发。如果我们把一个矿租让给外国资本家，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就有可能开发自己的矿。至于租让哪些地区，我们是有选择的。

从监督的观点来看怎样安排租让呢？他们企图腐蚀我们的农民、我们的群众。作为小业主的农民，其本性是倾向自由贸易的，而我们则认为这种行为是犯罪的。国家要同这种行为进行斗争。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经营方式较量较量。这也是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也应当进行坚决的战斗。我们这里发生了严重的歉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此外，还有大片土地弃置未耕。最近将颁布一项关于尽力争取全部播种和改善农业的法令[56]。

其次，我们还有　100万俄亩荒地没有开垦，因为我们没有耕畜，没有必要的工具。如果用拖拉机，这些土地要耕多深就可以耕多深。因此，出租这些土地对我们有利。即使我们交出一半甚至四分之三的产品，那对我们还是有好处。这就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政策，而且我可以说，不仅经济上的考虑和世界经济的形势应该是行动的基础，政治上的深谋远虑也应该是行动的基础。对这件事情的任何其他看法都是目光短浅的看法。如果提到租让在经济上的利害问题，那它在经济上的好处是无可争辩的。不实行租让，我们就不能实行我们的纲领和国家电气化；没有租让，就不能在　10年内恢复我国的经济，而只有我们恢复了经济，我们才不会被资本打败。租让并不是同资本主义讲和，而是一场新领域内的战争。经济战争正在代替用武器和坦克进行的战争。诚然，这场战争也包含着新的困难和新的危险。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和危险。我坚信，如果这样提出租让问题，我们就容易使党内大多数同志相信实行租让是必要的，而我所谈的那种本能的恐惧则是一种有益的和健康的恐惧，我们要把这种恐惧变成一种动力，来推动我们在即将到来的经济战争中更快地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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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发言

同志们！递给我的字条太多了，我不能全部答复。不过，大部分论据在辩论中已经遭到了反驳，因此我先就《论租让》这本小册子发表一些意见。我要谈得比较详细一点。洛莫夫同志在一页半的序言中把问题叙述得太简略了。接着是11月23日的法令，这个法令阐明了关于世界经济利益的思想。“恢复俄国生产力以及整个世界经济的过程，可以通过如下途径而大大加速，这就是吸引外国的国家机构和地方机构、其他国家的私人企业、股份公司、合作社和工人组织来参加开发和加工俄国的天然财富。”当然，这只有宣传上的意义，但是在经济上也是无可争辩的。世界经济需要恢复。资本主义正是这样在行动，我们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然而现在世界经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

我们想吸引外国人。因此，在法令的结尾部分列举了如下一些条件：

第一条：“承租人将按照合同规定，得到一部分产品作为报酬并有权运出国外。”不这样规定他们是不会干的。至于多大一部分，没有讲。在这种情况下，将为这一部分产品而发生斗争。我们将同他们讨价还价，将同他们争来争去，而且我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会盘算得失。这里有同志说，要特别注意。这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条：“如果大规模地采用特殊的技术革新，承租人将获得贸易上的优惠权（例如：在机器采购方面，在签订大宗订货的专门合同方面，等等）。”什么是贸易上的优惠权呢？这就是我们把签订合同的优惠权给予某个公司，而不给予其他公司。而如果哪个公司获得承租权的话，我们也可以从它那里把租让企业赎回来，也许我们要多付给它一点钱。但最主要的是，他们要给我们机器。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够清楚的了，因此我们将仍然对宣传要点表示支持。

第三条：“长期租让的期限将根据租让企业的性质和条件来定，以保证充分补偿承租人所担的风险和投入租让企业的技术设备。”这里谈的是租让期限的长短问题。这种期限根本没有规定，我们不可能用另外的条件把堪察加租出去。费多托夫和斯克沃尔佐夫同志讲得对，这是一种特殊的租让。我们实行这种租让是基于一些重大的政治上的考虑。在这种条件下实行租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所不需要的东西租让出去；虽然失去一些东西，但我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会吃亏。

第四条：“俄罗斯联邦政府保证承租人投入企业的财产既不会收归国有，也不会没收或征用。”而你们没有忘记我们还有法院吧。这是一句仔细斟酌过的、对我们极有利的话。起初我们想讲明这一点，后来作了反复考虑，决定还是不讲为好。开口为银，闭口是金嘛。既不会没收，也不会征用，而法院还在嘛，况且法院是我们的。据我所知，我们的法院是由苏维埃选派的人组成的。至于我个人，那我根本没有那种阴暗的看法，认为我们的法院不行。因此我们就是要利用法院。

第五条：“承租人有权为自己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企业雇用工人和职员，但要遵守劳动法典或专门合同的规定，专门合同要保证遵守对工人和职员所规定的劳动条件，以保护他们的生命和健康。”这里没有任何要小心谨慎的地方。如果工人举行罢工，而且罢工又是合理的，那我们就可以暗中支持罢工者。资本家拿什么来威胁呢？“我们要把你赶到马路上去，你就得挨饿。”而这时，罢工者也许会从一个什么地方得到口粮，要知道这是由我们掌握的。我们可以而且要发给他们口粮。而如果罢工是不明智的和不合理的，那可以把他们送交苏维埃，在那里把他们好好地批一下，就象让他们洗一个澡。这里已经写上，说有一个专门的合同，这一点说得很谨慎。不过，这是一个例外，只适用于堪察加，因为我们还无法在那里建立任何苏维埃机关。在这种情况下，万德利普一定会说：那就订立一个专门合同吧。但是，把我们的法律用于堪察加，我们自己还没有试过。

第六条：“俄罗斯联邦政府向承租人保证决不以政府的任何命令或法令单方面改变租让合同的条款。”我们不会单方面改变合同条款，因为那样的话谁也不会来承租。这就是说需要一些中间人。谁来当中间人呢？中立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组织来当吗？也许我们不得不邀请孟什维克的工人组织来当。在西欧，这种组织占多数。也许孟什维克将按数序来决定：双数的话，他们支持布尔什维克，单数的话，他们支持资本家。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协议，可以撕毁合同。就是存在着这种危险，但是，如果合同是财产方面的，这是允许的。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来看，这是一种私人合同，你可以撕毁它，但要赔偿。如果你撕毁了合同，你就得赔偿。在以往实行国际法方面有过这种情况：在战争期间因误会而击沉了别国的船只。原以为这是敌国的船只，而结果却是中立国的船只。怎么办？赔偿。这里的情况也是这样，在万不得已时只有赎免。摆脱战争的出路始终是存在的。当然，战争归根到底是主要的和根本的理由。当然，在世界上还存在资本家的时候，只要你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话，就要准备打仗。再说，现在我们已经焦急了，可是还没有一个人来承租。有些同志说：“好啦，战争终于结束了，现在人们会纷纷向我们涌来了”，而我一再说，还有可能根本没有人想来承租。

第一章：《西西伯利亚的森林租让》。北方的海路已打通，我们可以向外运输了，但是我们没有船只。一位同志告诉我说，到我们这里来了一些代表，他们想得到按棋盘格式划分的6000俄亩森林。一本关于北方的小册子谈到，如果把彼得格勒目前多余的电站拿出来，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用于北部地区木材的外运，还可以发展这种生产，使我们一年能得到50万金卢布。而实行全部电气化，根据国家委员会的计算，要花11亿金卢布。我们能否做到这一点，还是个问题。但是实行租让就能使我们易于完成这项任务。要是日子好过，就不会提出租让，但是现在过着挨饿的生活，需要想方设法摆脱困境，让人民休养生息，那就只好另作打算了。

第三章：《西伯利亚的矿业租让》。西伯利亚的铜矿资源极为丰富。铜在世界经济中非常有价值，它是电气化所需的主要金属之一。我们提出租让，不知道谁会来承租。是美国呢，还是德国人？美国会考虑，如果它不承租，那德国就要承租。

一旦我们实行了电气化，我们在经济上就会强大百倍。那时，我们将用另一种语言来讲话。那时，我们将要谈赎买问题。他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能很快地建立起红军，而且在某些其他方面也能取得较快的进展。

下面讲讲单项租让。光是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就有300万俄亩土地。其中，在原先的顿河军屯州有80多万俄亩。没有建立国营农场，也没有耕畜。沿乌拉尔河一带，整个整个的村镇被破坏，大片上好的生荒地无人开垦。我们即使把种出来的小麦的3／4给人家，那还将得到1／4。我们的运输需要加强，我们可以谈好条件，争取买到较便宜的拖拉机。

如果我们不能开垦这300万俄亩上好的土地（每俄亩可以提供100普特麦子），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呢？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策呢？

这件事对意大利人有好处，意大利正处于革命的前夜。在意大利，人们反对革命的主要论据是：“我们会没有吃的，资本主义列强是不会给我们粮食的。”而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则说：“我有300万俄亩土地，我有石油和汽油。”应当懂得，鼓动可以从各方面进行，说明资本主义是一只快死的野兽，应当把它勒死。我们看到了很多情况。欧洲人所处的情况正如过去俄国人从痛苦的战争走向革命的情况一样。在他们那里，战争已经结束；他们现在靠掠夺别的民族来生活。因此，这个论据就更有分量。他们不能够恢复经济，而我们却提出现在开始恢复经济的问题。这里既有政治上的论据，又有社会主义的鼓动，二者结合起来，不过形式不同罢了。应当善于进行宣传鼓动，否则国民经济计划就要落空。而我们不仅是鼓动家，我们还是一个反对世界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你们不会经营管理，而我们却会。这方面是可以比一比的。





	载于1963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4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79—83页















[51] 1920年11月30日《真理报》第269号摘要发表了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支部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见本卷第41—44页）。其中某些内容，列宁认为从政治上考虑当时不宜公开发表。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在《对什么人不应该实行租让》（载于1920年12月5日《真理报》第274号）一文中纠正了《真理报》编辑部的错误。他写道，肃反委员会的机关将进行监督，不让承租人从事敌视苏维埃国家的活动。“而列宁同志在他的讲话（11月30日《真理报》第269号发表的报道过于简略，而且有不少地方与原意不符）中提到存在着全俄肃反委员会、莫斯科肃反委员会、省肃反委员会时，显然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同样，他说一旦发生战争，根据战争法规全部财产将归我们所有，也说得完全正确，他是说只有那些确信其本国利益不要求同我们作战，而要求同我们进行贸易的集团才会记住这一点，而愿意向我们承租。”——59。



[52] 远东共和国是1920年4月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成立的民主共和国，首都在上乌金斯克（现称乌兰乌德），后迁到赤塔。政府领导人是布尔什维克亚·米·克拉斯诺晓科夫、彼·米·尼基福罗夫等。苏维埃俄国政府于1920年5月14日正式承认远东共和国，并提供财政、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远东共和国是适应当时极为复杂的政治形势而成立的，目的是防止苏维埃俄国同日本发生军事冲突，并为在远东地区消除外国武装干涉和白卫叛乱创造条件。为了领导远东地区党的工作，成立了俄共（布）远东局（后改为俄共（布）中央远东局）。这个特别党组织的任务之一就是保证俄共（布）中央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对远东共和国的对内对外政策起决定性作用。在远东大部分地区肃清了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后，远东共和国国民议会于1922年11月14日作出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1922年11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远东共和国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66。



[53] 指1920年国家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关于租让。1920年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法令。法令全文。租让项目。地图。》。——71。



[54] 指1920年11月29日由英国贸易大臣爱·弗·怀斯交给在伦敦的苏维埃贸易代表团团长列·波·克拉辛的英苏贸易协定草案。苏俄同英国进行的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从1920年5月开始，至1921年3月16日双方签订通商条约后结束。——73。



[55] 《东方民族》杂志（《》）是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月刊），在1920年9月1—7日在巴库举行的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出版。该杂志只于1920年10月用俄、土、波斯和阿拉伯四种文字在巴库出版了一期。——73。



[56] 指人民委员会提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交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批准的《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的法案。该法案刊载于1920年12月14日《消息报》第281号。法案规定把国家调节农业发展的措施同农民个人从提高本农户生产率中得益的原则结合起来。法案被代表大会一致通过。——79。







《列宁全集》第40卷


给全俄各省妇女工作部工作会议的贺词[57]



致全俄各省妇女工作部部长工作会议主席团

1920年12月6日

同志们！非常遗憾，我不能参加你们的代表大会。请向与会者转达我衷心的祝贺，并且祝他们取得良好的成就。

目前战争已经结束，和平的组织工作已经提到首位，但愿长久如此，妇女在这种时候参加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具有巨大的意义。妇女应当在这一和平的组织工作中起极重要的作用，当然，她们也一定会起这种作用。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思扬诺夫（列宁）

载于1920年12月19日《真理报》第28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84页















[57] 列宁的这个贺词于12月6日在全俄各省妇女工作部工作会议上宣读。全俄各省妇女工作部工作会议于1920年12月1日1—6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5个共和国、65个省和5个州的200多名妇女代表。会议听取了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中央妇女工作部的工作报告，研究了妇女工作部当前的任务和妇幼保健问题。会议着重讨论了生产任务、开展生产宣传以及女工参加工会和工农检查院等问题。——86。







《列宁全集》第40卷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改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草案[58]


（1920年12月8日）

1．在教育人民委员部设立人民委员助理一职，整个行政管理工作全部由人民委员助理负责。

3．认为对教育人民委员部实行全面改组是必要的，但是改组的准备工作应做得更周密些，特别是要在筹备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一些会议上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会上还要讨论并明确规定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的职权范围。

4．认为把第二级学校（或其高年级）教育同职业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原则上是必要的，但必须具备下列两个条件：（1）必须在职业技术学校里增加普通教育课程和共产主义教育课程；（2）保证立即在实际上转到综合技术教育，为此，可利用任何电站和任何合适的工厂。

在全面改组以前，这个改革应暂缓实行。

5．任命利特肯斯同志为人民委员助理，责成他抽出不少于12的工作时间兼顾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直至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配齐为止。

6．委托组织局迅速给政治教育总委员会配备工作人员，必须充分保证它在这方面的需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87页















[58] 这个决定草案补充了第2条后于1920年12月8日由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第2条的内容是：“教育人民委员部本机关的和全国范围的组织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由人民委员完全通过其助理来领导。”——89。







《列宁全集》第40卷


对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生产宣传的决定草案的意见[59]


（1920年12月8日）

　（1）成立全俄生产宣传局，隶属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

同时增加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并不是把机构搬出教育人民委员部，而是使教育人民委员部这个机构完全从属于全俄生产宣传局。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36页















[59] 列宁的这条意见写入了《关于生产宣传的决定》草案，成为该决定的第1项。该决定于1920年12月8日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被通过。——91。







《列宁全集》第40卷


向俄共（布）中央提出的建议[60]


（1920年12月9日）

我的意见：

（1）允许出版；

（2）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和各人民委员部仍然优先；

（3）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出版，就寄往彼得格勒；

（4）征求全体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列　宁①

［注：签署这个文件的还有约·维·斯大林。——俄文版编者注］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271页















[60] 列宁的建议是就国家出版社副社长．．魏斯向俄共（布）中央书记尼·尼·克列斯廷斯基提出的一项请示而写的。魏斯请示的问题是：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请求允许在即将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前迅速出版民主集中派首领季·弗·萨普龙诺夫的文章和报告汇编，但国家出版社管理委员会认为这样会加重印刷厂的负担和打乱他们的工作秩序。克列斯廷斯基按照列宁的建议征求了中央委员意见之后，对魏斯作了如下答复：中央同意莫斯科委员会的请求，但要以不影响按时出版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各人民委员部和俄共（布）中央向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提供的报告和材料为条件。——92。







《列宁全集》第40卷


关于把决议提交苏维埃代表大会表决的程序[61]


（1920年12月20日）

（1）中央委员会责成各部门今后无条件地严格遵守以下程序：一切须提交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表决的稍为重要的法案和决议案，均应事先向人民委员会提出。

（2）中央委员会责成全体党员把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无条件地事先交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党团讨论。

（3）中央委员会建议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讨论使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和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间靠近的问题。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8卷第343页







[61] 列宁的这些建议在作了若干文字上的修改之后，于1920年12月20日由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93。







《列宁全集》第40卷


对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创办专门的生产性机关报的决定草案的补充[62]


（1920年12月20日）

　（1）指示《消息报》和《真理报》改成生产性比政治性更强的机关报，并引导俄罗斯联邦的所有报纸作同样的改变；

　（2）把《贫苦农民报》改为生产性报纸，该报必须登载具体材料，并担负密切农民和工人的关系、农业和工业的关系的任务。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88页















[62] 这两点补充写入了1920年12月20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创办专门的生产性机关报问题的决定。——94。







《列宁全集》第40卷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63]


（1920年12月）


1

在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64]

（12月21日）

同志们！你们决定先在党团会议上谈一谈租让问题，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租让问题不仅在党内和工人群众中，而且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到处都引起了不小的波动，甚至引起了不安。同志们都指出，自从今年11月23日租让法令公布以后，在讨论不同议题的大多数会议上，人们都常常提出许多问题，递来许多询问租让问题的字条，而这些字条或议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担心我们把本国的资本家赶走以后，现在又要把外国资本家放进来。我认为，这种担心、这种决不仅仅限于党内同志的对租让的普遍关心，是一个好兆头，它向我们表明，在三年艰苦无比的斗争中，工农政权已经相当巩固，同资本家打交道的经验已经扎了根，因此，广大群众认为工农政权十分巩固，不需要实行租让；他们还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教训，不是绝对需要，决不同资本家做什么生意。来自下面的这种监督，来自群众的这种担心，党外人士的这种波动都证实群众对我们同资本家的关系是非常注意的。我认为，从这方面来看，我们无疑应该欢迎这种表明广大群众情绪的担心。

但是，我认为我们终究会相信，在租让问题上决不能只受这种革命本能的支配。我们权衡了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以后，深信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即实行租让的政策是正确的。我可以简略地说，我的报告的主要内容，或者确切些说，我所要重复的不久以前在莫斯科同几百位负责工作人员的谈话 
［注：见本卷第58—85页。——编者注］

 （因为我没有准备，所以不能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证明两点：第一，任何战争都是和平时期的政治的继续，只不过采取了另一种手段；第二，我们所实行的，我们不得不实行的租让，就是战争以另一种形式，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为了证明这两点，或者确切些说，只是证明第二点，因为第一点不需要专门来论证，现在我从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谈起。我先谈现代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对于了解现在整个对外政策，是很重要的。这对于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实行这种政策，也是很重要的。

美国人万德利普给人民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里说：“我们美国共和党，这个历史可以远溯到南北战争时期的大金融资本政党，现在没有执政。”这还是他在　11月选举以前写的，他写道：“我们在　11月的选举中一定会胜利　〈现在他们已经获胜〉，到明年3月总统就是我们的了。我们不会再实行那些尽干蠢事的政策了，不会再使美国卷进欧洲事务中去了，我们要关心自己的利益。我们美国的利益使我们同日本发生冲突，我们将要同日本作战。也许你们会不无兴趣地知道，到1923年我们的海军要比英国的还强大。要打仗，我们自己手里就要有石油，没有石油，我们便不能进行现代的战争。不仅要有石油，而且要设法使敌人没有石油。日本在这方面的条件是很差的。日本近旁的堪察加有一个海湾（我忘记了它的名字），是一个蕴藏石油的地区，我们不想使日本人得到那里的石油。如果你们把这块地方卖给我们，那我敢保证我国人民的热情将会很高，使我们能立刻承认你们的政府。如果你们不愿意出卖，只愿意租让，那我虽然不能说我们会拒绝研究这个方案，但是，会不会有那种能够保证承认苏维埃政府的热情，我就不能肯定了。”

万德利普的来信十分露骨地、极其无耻地叙述了一个帝国主义者的观点，他清楚地看到，对日战争就要到来，于是直接地公开地提出问题：快和我们做生意吧，这样你们会得到一定的好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远东，堪察加和西伯利亚的一部分现在事实上为日本所占有，因为日本的军事力量在那里发号施令，因为正象你们所知道的，形势促成了远东共和国这个缓冲国的建立，我们很清楚，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使西伯利亚的农民遭受着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日本人在西伯利亚犯下了大量闻所未闻的兽行。从西伯利亚来的同志都知道这一点，因为不久前他们的出版物曾经详细地叙述了这一点[65]。但是，我们不能同日本打仗，我们不仅应该尽力设法推迟对日战争，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避免这场战争，因为根据大家都知道的情况看来，我们现在无力进行这场战争。同时，日本还切断了我们通过太平洋同全世界的贸易联系，使我们遭到很大的损失。为了控制太平洋和占领太平洋沿岸地区，日本和美国之间，几十年来都在进行着无休无止的争斗，而有关太平洋及其沿岸地区的全部外交史、经济史、贸易史都十分肯定地表明，这种冲突正在日益加剧，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在美日之间的纠纷和冲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我们的处境仍然和过去三年一样：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被各帝国主义国家包围着，它们在军事方面比我们强大得多，它们使用各种宣传鼓动手段来加深对苏维埃共和国的仇恨，它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进行它们所说的武装干涉，也就是扼杀苏维埃政权。

如果我们记住了这一点，并且根据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总起来看一看过去的三年，那就很清楚，我们所以能够支持下来，能够战胜受到我国白卫分子支持的空前强大的协约国列强联盟，只是因为这些强国一点也不团结。我们迄今为止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只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着极其深刻的争执，完全是由于这些争执不是偶然的党派内部的争执，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利益上的最深刻的、无法消除的矛盾。这些国家以土地和资本私有制为基础，不能不实行掠夺政策，而在这种政策下，要想把它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那是徒劳的。我们就拿日本来说吧，日本几乎控制了整个西伯利亚，它当然随时都能够帮助高尔察克，但是，它没有这样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根本不一致，它不愿意为美国资本火中取栗。我们知道了他们这个弱点，自然就只能采取利用美日矛盾的政策，而不能采取任何其他政策，以便巩固自己，推迟日本和美国可能达成反对我们的协议的时间。但是，达成这种协议是可能的，我们已经有过一个例子，美国报纸上登过所有答应援助高尔察克的国家之间所达成的[66]协议全文。

当然，这个协议是完蛋了，但是，它们一有机会就试图恢复这个协议，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得愈深入，声势愈浩大，它们就愈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扼杀我们的共和国。因此，我们的政策就是利用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使这种协议难以达成，或者尽可能使它暂时不能达成。这就是过去三年中我们政策的基本方针，它要求我们必须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必须同布利特签订对我们极端不利的关于和平和停战的条约。而根据这个方针，我们现在必须紧紧抓住租让这样的建议。我们现在把堪察加租给美国，反正堪察加现在实际上不在我们手中，因为日本军队盘踞在那里。我们现在还不能同日本打仗。我们租给美国这块领土，是为了从经济上加以利用，在那里我们根本没有陆军和海军，也不能把陆海军调到那里去。我们出租这块地方，是让美帝国主义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去反对离我们最近、至今还控制着远东共和国的日本资产阶级。

由此可见，在租让谈判上，我们的主要利益是政治上的利益。最近的事态也十分清楚地证明，光是谈谈租让问题，我们就得到了好处。我们还没有实行租让，并且在美国总统就职（这不会早于3月）以前，我们是不能租让的。此外，我们还保留了在拟订详细合同时拒绝签字的权利。

这就是说，这个问题在经济上是十分次要的，它的全部实质是在于它的政治意义。从我们收到的报刊来看，一切消息都证明，我们已经得到了好处。万德利普自己主张，租让草案暂时还要保密，直到共和党取得胜利为止。我们同意既不公布他的信件，也不公布整个合同草案。但实际表明，这种秘密是隐瞒不了多久的。万德利普一回到美国，立即就有人开始作种种揭露。在美国大选以前，总统候选人是哈定，他现在已经取得了胜利。这位哈定曾经在各报发表声明，对所谓他曾通过万德利普同苏维埃政权往来一事进行辟谣。他的辟谣很坚决，几乎是这样说的：我不认识万德利普，更不承认同苏维埃政权有任何往来。然而，作出这种辟谣的原因是十分清楚的。在资产阶级美国大选前夕，如果让人知道哈定主张同苏维埃政权达成协议，这就可能使他失去几十万张选票，因此他赶快宣布他不认识什么万德利普。但是大选刚一结束，我们就从美国得到了完全不同的消息。万德利普在报上发表很多文章，竭力主张同苏维埃政权达成协议。他在一家报纸上甚至把列宁比作华盛顿。这样一来，我们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就有了主张同我们达成协议的宣传员，而我们的这些宣传员不是苏维埃大使，也不是任何新闻记者，而是象万德利普那样的最坏的剥削者的代表人物。

当我在负责工作人员的大会上谈到我刚才所说的话的时候 
［注：见本卷第64—68页。——编者注］

 ，有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曾经在万德利普工厂工作过的同志向我们叙述了他的悲惨的遭遇，他说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看见过象万德利普工厂那样厉害的剥削。而这样一个资本主义豺狼却成了主张同苏维埃俄国建立贸易关系的宣传员，即使我们除了拟订的租让合同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得到，那也可以说我们得到了好处。我们收到很多消息，当然是秘密的消息，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放弃明春重新同苏维埃俄国开战的打算。我们还得到很多消息，说明某些资本主义强国正在为此作准备，而白卫分子，可以说是正在一切大国内进行准备工作。因此，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恢复贸易关系，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把资本家争取到我们这一方面来，哪怕是一部分资本家也好。

在英国，斗争已进行很久了。我们已经得到了好处，因为有一些最残暴的资本主义剥削者的代表人物主张实行同俄国恢复贸易关系的政策。对英条约，即同英国的贸易协定还没有签订。克拉辛现在正在伦敦加紧进行这方面的谈判。英国政府已向我们提出了自己的草案，我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草案，但是，我们毕竟看出：英国政府在拖延协定的签订；好战的反动派正在那里加紧活动，它们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占上风的，并且在阻挠贸易协定的缔结。我们所直接关心的，我们的直接的职责就是支持一切能够加强愿意同我们缔结这个条约的党派的事情。万德利普就是这样的一位拥护者，这不仅是偶然的事情，也不能把这件事情单单解释为万德利普特别精明强干，或者万德利普十分熟悉西伯利亚的情况。这里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些原因同拥有无数殖民地的英帝国主义的利益扩张有关系。在这方面美英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很深刻的，利用这种矛盾我们是责无旁贷的。

我已经说过，万德利普是西伯利亚通。当我们的商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契切林同志说，应当接见一下万德利普，因为这对于他今后在西欧的活动会起良好的影响。当然，要同这样的资本主义豺狼谈话是不会令人愉快的，但是，既然我由于职务关系，甚至非常客气地同已故的米尔巴赫谈过话，现在我当然也不怕同万德利普谈话。有趣的是，当我和万德利普互相寒暄以后，他开玩笑说，美国人是非常讲求实际的，在他们没有亲眼看见以前，他们不相信任何人，我也半开玩笑地回答他说：“您现在可以看一看苏维埃俄国有多么好。你们美国也来实行这种制度吧。”他不是用英语，而是用俄语回答我这个问题说：“也许吧。”“您怎么还懂俄语？”他说：“多年以前，我在西伯利亚走了5000俄里，我对西伯利亚很感兴趣。”同万德利普客气的笑谈结束时，他告辞说：“是的，应该承认密斯特列宁头上没有长犄角，我应该把这件事告诉我在美国的所有朋友。”如果我们今后在欧洲报刊上再也看不到关于苏维埃政权是妖魔鬼怪以及不能同它往来的消息，那当然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向这潭死水里投一块石头的机会，这块石头就是主张同我们恢复贸易关系的万德利普。

来自日本的每条消息，都谈到日本商界现在极为不安。日本的舆论说，它决不放弃自己的利益，它反对同苏维埃政权搞租让。总之，我们大大加深了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仇恨，从而无疑地缓和了它们两国对我们的攻击。

我在莫斯科那次负责工作人员大会上曾经把这一事实告诉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样说来——象一位同志所写的那样——我们在挑动日本和美国打仗，但是作战的却是工人和农民。虽然这是帝国主义列强，但是，我们社会主义者难道应当挑动两个强国打仗而让工人流血吗？”我对这个问题回答说：如果我们确实是在挑动工人和农民打仗，那是犯罪行为。但是，我们的一切政策和宣传决不是为了挑动各国人民去打仗，而是为了结束战争。经验也充分表明，唯有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摆脱接连不断的战争的出路。因此，我们的政策不是挑起战争。我们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地说过日美之间的战争是正确的。我们的一切宣传和报纸上的一切文章都在阐明这样一个真理：日美之间的战争，跟1914年英国集团同德国集团间所进行的战争一样，将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者应该考虑的不是保卫祖国，而是推翻资本家的政权，进行工人革命。我们正在竭力促使这场革命尽快发生，但是，既然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常受帝国主义强盗攻击的很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么我们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使它们难以勾结起来反对我们，这种政策是否正确呢？当然，这种政策是正确的。我们三年多来一直在实行这种政策。布列斯特条约就是体现这个政策的主要事实。当时德帝国主义还在挣扎，由于我们利用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我们甚至在红军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也坚持了下来。

这就是形成我们租让堪察加的政策的情况。这种租让是相当特别的。我在下面还要谈谈其他租让项目是怎样形成的。现在我只谈谈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我要指出，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明为什么提出租让的建议或以租让相招引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实行租让就得先这样或那样地恢复和平协定，恢复贸易关系，就使我们能够直接大批购买我们所需要的机器。我们必须竭力办到这一点。这一点我们现在还没有办到。

一位同志提出关于同英国恢复贸易关系的问题，他问，为什么同英国的协定迟迟没有签订？我回答说，拖延的原因是英国政府犹豫不决。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多数人都主张恢复往来，他们清楚地看到，采取支持战争的步骤，就意味着冒极大的风险和加速革命的到来。你们都记得，当我们向华沙进军的时候，英国政府曾用最后通牒来威吓我们，说它要命令舰队进攻彼得格勒。你们记得，当时英国到处都成立了“行动委员会”，英国工人阶级的孟什维克领袖也声明他们反对战争，不准进行这场战争。另一方面，英国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和宫廷好战集团却主张继续进行战争。毫无疑问，贸易协定迟迟未能签订是由于它们的影响。我不想叙述这种同英国的贸易关系，这个同英国贸易关系的条约谈判中的某些周折，因为这样会使我离题太远。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对这个棘手的问题讨论得很热烈。我们多次复议这个问题，并且在这方面我们的政策显然是要作最大的让步。现在，我们的目的就是同英国签订贸易协定，以便较正常地进行贸易，使我们能够尽快地买到实现恢复国民经济的庞大计划所需要的机器。这个工作进行得愈快，我们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独立就愈有基础。正是在目前，它们在对俄国的军事侵略中碰了壁，因而不可能立刻考虑重新挑起战争的问题；我们应当抓住时机，尽一切力量，哪怕以最大的让步为代价，建立起贸易关系，因为我们从来都不相信能同帝国主义列强保持牢固的贸易关系，这只是暂时的间歇。历次革命和大规模冲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战争，一系列的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事情，比如，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的苏维埃共和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存，这是资本主义不能容忍的，它们一定要抓住一切机会重新挑起战争。现在帝国主义战争已经使人民精疲力竭，再打仗就会激起他们的愤怒，但是不能排除几年后资本家重新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因此，既然有机会，我们就应当竭力加以利用，来缔结贸易协定，我可以在这里谈一谈下面这一点（请不要作记录）。我想，我们采取的共产国际不是政府机关这一坚定立场，最终必将获得胜利。况且英国资产阶级理智地想一想，就一定会认识到，反对第三国际的做法是荒唐的。第三国际建立于1919年3月。1920年7月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67]会，而大会之后，各国都公布了莫斯科的条件。现在争取加入共产国际的斗争正在公开进行。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到处都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试图向我们提出清算共产国际这样一个严重的最后通牒式的问题，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他们坚持这一点，表明这一点正是他们的痛处，正是我们的政策中使他们感到不高兴的地方。他们不说我们也知道，我们政策中有哪些地方使他们感到不高兴。另一个可以在党的会议上谈谈的引起英国不安的问题，就是东方问题。英国想让我们承担义务，不做任何损害英国在东方的利益的事情。我们很乐意承担这样的义务。例如，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68]，即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是在独立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巴库举行的，而不是在俄罗斯联邦举行的。英国政府无法指责我们做了什么损害英国利益的事情。他们对我国的宪法不甚了了，有时把阿塞拜疆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混为一谈。我们的法律在这一点上的表述是精确的，可以轻而易举地驳倒英国大臣们的曲解。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仍然存在。克拉辛正在同大臣们就这两个棘手的问题进行讨论。

在7月，当波兰将要遭到彻底失败，红军就要击败波兰的时候，英国提出了一份协定书，其中说：在原则上你们必须声明，不进行官方的宣传，不做任何损害英国在东方的利益的事情。这将由以后的政治会议来研究解决，而现在我们要签订的是这个贸易协定。你们愿意签订吗？我们回答说：愿意。就是现在我们也还是说我们要签订这个协定。英国在东方的利益将由政治会议更确切地加以规定。我们在东方也有某些利益，如有必要我们将详细加以说明。英国不能公开说它要放弃7月的建议。因此，它就拖延，并对本国人民隐瞒谈判的真相。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不能担保协定一定能签订。在英国，影响最大的宫廷势力和军方势力都反对这个协定。然而，我们现在准备作最大的让步，并且认为我们关心的就是得到贸易协定，尽快地购买恢复运输业所需要的主要东西即机车，以及购买恢复工业和实行电气化所需要的主要东西。这一点对我们最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得到这些东西，那我们在几年之内便能大大巩固起来，万一在几年以后再发生武装干涉，这种干涉也一定失败，因为那时我们要比现在强大。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就是对英国实行最大让步。如果这班先生想要我们作出什么承诺，那我们可以声明，我国政府将不再进行任何官方宣传，我们不打算触犯英国在东方的任何利益。如果他们想在这方面给自己找点小便宜，那就让他们试试吧，我们是不会因此而吃亏的。

我来谈谈英法关系问题。它们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英法都加入了国际联盟[69]，有义务一致行动；另一方面，每当形势紧张起来的时候，它们总是不能一致行动。当加米涅夫同志和克拉辛一起在伦敦进行谈判的时候，这一点暴露得很明显。法国主张支持波兰和弗兰格尔，而英国政府却声明：“我们不同法国走一条路。”英国与法国相比，比较愿意接受租让，因为法国还在幻想收回债款，而精明一点的英国资本家已经不再考虑这一点了。从这方面看来，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因此应当坚持向英国提出关于租让的政治建议。现在我们拟订了关于北部边远地区森林租让的合同草案。我们现在处于这种情况：由于英法在政治上不一致，我们的任务就是甚至不惜冒一定的风险，只要能够使英法难于结成反对我们的军事联盟就行。一旦爆发了由英法支持的反对我们的新战争（即使我们能够赢得这场战争，就象现在击败弗兰格尔一样），那就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困难，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使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恶化。因此，我们应当采取各种措施，使我们少受损失。至于租让带来的损失，同耽误我国的经济建设和造成成千上万工人和农民的死亡（如果我们不能制止帝国主义者联合的话）比起来，是算不了什么的，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而制止他们联合的办法之一，就是同英国进行租让谈判。这就是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

末了，谈谈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英国和整个协约国同德国的关系。除美国以外，德国是最先进的国家。就电力发展方面的技术水平来说，它甚至比美国还要高。而这个被凡尔赛条约所束缚的国家，现在却处于不能生存下去的境地。这种情况自然会促使德国同俄国联合。当俄国军队逼近华沙城下的时候，整个德国都沸腾起来了。这个备受压迫但又蕴蓄着巨大生产力的国家要同俄国联合，这就引起了德国政治上的混乱：德国的黑帮分子竟和斯巴达克派[70]一道同情起俄国布尔什维克来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由于经济原因造成的，这就是整个经济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当我们孤立而资本主义世界还很强大的时候，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必须利用分歧（能战胜所有的帝国主义强国，这当然最好，但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存在，一方面取决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而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和约已使德意志民族的绝大多数人无法生活下去。凡尔赛和约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德国连想喘息一下，想不遭到抢劫，生活资料不被夺走，居民不致挨饿和死亡，都成了不可能的事，因而它的唯一的自救办法，自然只有同苏维埃俄国联合，所以它就把目光转向苏维埃俄国。他们疯狂地反对苏维埃俄国，仇恨布尔什维克，他们象地道的白卫分子一样在枪杀本国的共产党员。德国资产阶级政府疯狂地仇恨布尔什维克，但是，国际形势的利害关系却促使它违心地同苏维埃俄国和好。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国际政策，即对外政策的第二个支柱，它向那些意识到资产阶级压迫的民族证明，只有苏维埃共和国才能拯救他们。既然苏维埃共和国在三年中顶住了帝国主义者的压力，这就说明世界上已经有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家，成功地抵抗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就算这是一个“蟊贼”、“土匪”、“强盗”、布尔什维克等等的国家吧，就算是这样吧，但是没有这个国家，经济状况毕竟是不能改善的。

在这种情况下，租让问题还有另外一方面。我手里拿的这本小册子，就是11月23日颁布的租让法令。这本小册子将要分发给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我们打算把这本关于租让的小册子用几种文字在国外出版。我们的目的是立即尽一切可能使绝大多数国家的居民，尤其是那些最受压迫的国家的居民感到租让是有利的。日本和美国的利益很不一致。它们两国为了瓜分中国和许多岛屿而相持不下。德国和协约国之间利益上的不一致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协约国给德国造成的条件，使德国无法生存下去。那里的人民奄奄待毙，因为协约国抢走了发动机和牲畜。这种情形促使德国向苏维埃俄国靠拢。我不知道德国和协约国所缔结的条约的详细内容，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条约禁止德国同苏维埃俄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我们做了一笔购买德国机车的生意，但是出面做这笔生意的不是德国，而是瑞典。德国在1921年4月之前恐怕不能和我们恢复公开的贸易关系。但是我们同德国建立贸易关系的步子要比同协约国建立贸易关系的步子快。生存条件迫使全体德国人民，包括德国的黑帮分子和资本家在内，设法同苏维埃俄国往来。德国通过一些贸易关系已经同我们有了联系。德国同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联系，因为我们向他们提出了粮食方面的租让建议。因此，很显然，甚至不管草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我们都必须把租让当作一种经济办法提出来。对租让的兴趣是十分明显的，即使我们连一项租让也不能实现，连一个合同也没有执行（而这是完全可能的），即使果真如此，我们还是会得到好处的，我们还是要执行这个政策的，因为这样做就能使帝国主义国家难于对我们发动进攻。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向一切被压迫民族指出，凡尔赛条约造成的结果是，少数几个国家压迫着其他民族，这些民族公开地或隐蔽地，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呼吁我们给予援助，但是它们已经习惯地意识到，在经济上必须联合苏维埃俄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因此，粮食方面的租让已经超出以前的资产阶级租让的范围，已经不同于以前的资本主义租让。但它仍然是资本主义租让，因为我们对德国资本家说：只要运多少多少拖拉机来，我们就给你们提供上好的生荒地和粮食。我们现在正用巨额利润来吸引资本。就这一点来说，租让仍然是纯资本主义的措施，但是它有重大得多的意义，因为德国这个国家，还有奥地利和其他国家都无法生存下去，因为它们需要粮食援助，因为尽管资本家可以赚　100％或200％的利润，尽管有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偏见，但是全体人民已经看到，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国际关系，这种关系使一切被压迫民族有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们过去三年来的胜利一定会使我国的对外政策在这一年中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的政策正在使那些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资本主义国家聚集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周围。所以，关于租让的建议不仅具有资本主义的意义；所以，这不仅是一只向德国资本家伸出的手：“只要给我们运几百部拖拉机来，每一个卢布你们甚至可以赚　300％的利润”；而且这还是一只向被压迫民族伸出的手，这是被压迫群众的联盟，这个联盟是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因素之一。在先进国家内还有这样的怀疑和顾虑，认为俄国所以能够冒险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俄国是个大国，有自己的生活资料，而我们这些欧洲的工业国家就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们没有同盟者——这些怀疑和顾虑是毫无根据的。我们说：“你们已经有了苏维埃俄国这个同盟者。”既然我们要实行租让，这就是一个能够巩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联盟的联盟。这一点决不能忽视，它证明了我们租让政策的正确性，并且指出了签订这些租让合同的必要性。

其次是几个纯粹经济上的考虑。我现在来谈经济上的考虑，并且把法令中的某些条文念一下，虽然我相信在座的同志们都已读过11月23日颁布的这项法令。但是我还想简要地提一下，法令上规定：给承租人一部分产品作为报酬；如有特殊的技术革新，我们准备给以贸易上的优惠权；租让期限的长短根据费用的多少和性质来决定。我们保证，不没收不征用投入企业的资产。

当然，不这样做私人资本和私有主就不会同我们打交道。但是，这里去掉了合同草案中起先提到的法院问题。后来我们看出这样提对我们没有好处。反正我国境内的司法权现在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一旦发生争执，将由我们的法官来审理。这不是征用，而是运用我国司法机关合法的司法权利。

第五条谈的是劳动法典。在合同最初的草案中，我们已和万德利普预先商定，劳动法典不适用于不发达部落（我们不知道有哪些）居住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实施劳动法典是不可能的。所谓不适用，就是签订一项保障工人的专门合同来代替劳动法典。

最后一条是我们向承租人保证，不允许单方面的改变。当然，没有这一点也就谈不到实行租让。不作单方面的改变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取决于每项租让合同的条文。可以由某些中立国来仲裁。这一条有可能产生分歧，并且在确定租让条件时会留下一定的余地。必须指出，例如，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工人中的孟什维克领袖们算是可靠的人物。他们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资产阶级政府很难拒绝欧洲各国的孟什维克或社会主义叛徒这样的人来担任中间人或仲裁法官。同时，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欧美孟什维克先生同俄国孟什维克一样，只要情况稍微紧张，他们就不知所措，尽管他们仍然是革命的敌人，却不得不屈服于革命群众的压力。这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事先就决定。

从我所读的这些条款中你们会看出，承租的资本家和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很不巩固、很不稳定的。显然，保持私有制和剥削关系的资本家，在社会主义共和国内不能不是一种异物。由此便产生了我的报告的主要论题之一：租让是战争的继续，只不过采用了另一种形式。我现在再来详细谈谈这一点，首先我想说明三种主要的租让形式或租让项目。

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已经列了一张主要租让项目的单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同志为这本小册子提供了资料并作了审订，附上了清楚标明这些租让项目的地图。在这些地图上可以看到，租让项目分作三种主要形式：第一种是北部边远地区的森林租让，第二种是粮食租让，第三种是西伯利亚的矿业租让。

在俄国欧洲部分的北部边远地区有几千万、几亿俄亩森林，这些森林我们根本不能采伐，因为我们没有交通线，缺乏生产资料以及不能运送粮食给那些地方的工人，而拥有强大船队的国家可以在这里正常地采伐商品木材，并且把它们大量运出来——这些地区的森林租让对我们的经济意义是很明显的。

既然我们想同外国进行商品交换，我们想这样做，我们懂得进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那么我们主要应该关心的是尽快地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机车、机器、电气器材等等生产资料，没有这些生产资料，我们便不能稍许象样地恢复甚至根本不可能恢复我们的工业，因为我们得不到工厂所需要的机器。要用加倍的利润收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将得到额外的利润——这种额外的利润由它去吧——我们所得到的将是能使我们巩固起来，最终站立起来，并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的主要的东西。要获得优良的机器等等，我们就必须付出代价。拿什么来偿付呢？我们有接收下来的几百万金卢布的储备。你们从俄罗斯电气化的专门计划中会看到，包括工业恢复工作在内的这个为期几十年的计划，根据大约的估算，必须支出将近　170亿金卢布。单是电气化一项的费用就要超过　10亿金卢布。我们不能用我们的黄金储备来抵偿，输出粮食我们是万分不愿意的，而且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还不能充分保证自己的工业所需的粮食，可是又必须抵偿。在这方面除了我们在北部边远地区拥有的大量森林，在经济上就没有对我们更适当的项目了，这些森林在那里腐烂，散失，因为我们在经济上没有力量开发它们。但是木材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很高。从政治上来说，北部边远地区在这一点上对我们也是合适的，因为这是边远地区。这种租让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对我们都合适，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要依靠它。米柳亭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会议[71]（我已向你们提起过这次会议）上说，同英国就俄国欧洲部分北部的这项租让举行的谈判正在进行。那里有几千万俄亩森林。如果我们把300万或500万俄亩森林划成棋盘的格式租给承租人，同时给自己创造条件，利用这些改进了的企业，利用学习的机会，争取让我国技术人员参加进去，那我们就会给自己赢得许多好处，我们就能使同我们做生意的资本主义列强难以对我们采取军事措施，因为战争会毁掉一切，一旦战争爆发，工程建筑和交通线都将归我们所有。可能产生的新的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之流，要搞反对我们的活动也就不大容易了。

第二种租让就是粮食方面的租让。西西伯利亚有大片我们无力开发的上好土地，因为它离交通线很远。此外，光是在俄国欧洲部分和乌拉尔河流域，我们的农业人民委员部曾提出一个相应的任务，并且算出乌拉尔河流域我们耕种不了的土地至少有300万俄亩，这些土地都是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哥萨克丢弃的，当时哥萨克整村整村地逃跑了。那里有着上好的土地，这些土地应该加以开垦，但是在耕畜不足和生产力遭到削弱的情况下，我们是耕种不了的。

在顿河州的国营农场里，大约有　80万俄亩土地我们不能耕种，因为耕种这些土地需要大批耕畜或者很多拖拉机队，但这样的拖拉机队我们还拿不出来，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迫切需要粮食的奥地利、德国、波希米亚，就能拿出这样的拖拉机队来，在夏收中就可以收获上好的小麦。这方面我们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我们还不知道。现在我们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有两个拖拉机制造厂在生产，但是这些工厂由于条件困难，还不能大批生产拖拉机。我们多买一些拖拉机就可以使情况缓和。拖拉机是彻底打破旧耕作习惯和扩大耕地的最重要的手段。实行这些租让，我们就可以向许多国家表明，我们能够大规模地发展世界经济。

如果我们的宣传和我们的建议没有奏效，如果我们的建议未被接受，那么我们的建议不仅仍然有政治上的好处，而且还有社会主义的好处。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不仅有巧取豪夺的事，而且还可以看到荒谬现象和犯罪行为，因为在一些国家里粮食过剩，这些过剩的粮食由于各种币制改革，由于很多战败国的货币贬值而卖不出去。大批粮食在霉烂，而同时在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却有几千万居民因挨饿而濒临死亡。资本主义的这些荒谬现象、犯罪行为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周围的小国里愈来愈明显。现在苏维埃共和国出来说：“我们有几十万俄亩上好的土地，可以用拖拉机来开垦，你们有拖拉机，有汽油，也有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因此，我们向各国人民，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建议，要把恢复国民经济和拯救各国人民免于饥饿当作一切的基础。”如果资本家不理解这一点，那正是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荒谬和罪恶的论据。这不仅会有宣传的意义；这还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号召，因为这无可怀疑地表明——各国人民也愈来愈深信不疑——资本主义正在土崩瓦解，它无法满足种种需要。极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大发其财，其他许多国家则濒于毁灭。世界经济需要改组。所以苏维埃共和国提出了这个改组计划，提出了这个完全实事求是、不容争辩、切实可行的建议：“你们虽然有极其丰富的技术，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却饿得奄奄待毙，而我们却可以把你们的技术和我们的原料结合起来来解决危机，但资本家是一个障碍。我们建议他们这样做，可是他们却从中阻挠、破坏。”这就是第二种租让，粮食方面的租让或者说拖拉机租让。

第三种租让是矿业租让。这些租让项目在西伯利亚地图上都已列出，在地图上详细标出了要租让的每一块地方。西伯利亚的矿藏是十分丰富的，然而我们即使在最好情况下，即使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几年以内也无法开采这些矿藏的1％。开采这些矿藏要求装备精良的机器。那里有铜矿之类的矿藏，铜矿是资本主义国家、是电力工业所迫切需要的，因为这些东西非常缺乏。如果同我们进行正常的往来，就能恢复世界经济，提高全世界的技术。

当然，这种租让实行起来是很困难的，也就是说，要比森林租让、粮食方面的租让困难得多。实行后一种租让，只要在短时间内使用一下拖拉机就行了。森林租让也没有这样困难，何况这是我们还无力开发的项目，但是，矿业租让项目有一部分离铁路线并不远，一部分在人口非常稠密的地区，因此，矿业租让就有很大的危险性，我们一定要更仔细地斟酌是否租让的问题，并且要提出一定的条件来，因为毫无疑问，租让就是一场新的战争。资本家到我们这里来是进行新的战争，资本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对周围社会主义世界进行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里有资本主义经济企业——这就是拥护自由贸易、反对余粮收集制政策的战争，就是拥护私有制、反对废除私有制的共和国的战争。在这种经济根[72]基上也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相互关系（如　“苏哈列夫卡”同我们的机关之间的战争关系）。人们会向我们说，你们封闭了一个“苏哈列夫卡”，但是又把资本家放进来，开放了很多新的　“苏哈列夫卡”。我们并不无视这一点，我们说，既然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取得胜利，并且是在我们的敌人使尽一切手段，内外夹攻来破坏我们的事业这种情况下取得胜利的，那么，在我们规定了明确的条件和关系之后，我们在一定地区内反而对付不了、监视不了吗？我们有同军事间谍活动和资本家的暗中破坏活动作斗争的实际经验。当他们潜伏在我们机关内部的时候，我们尚且进行过斗争，难道我们按照一定的名单、根据明确的条件把资本家放进来，反而就对付不了吗？当然，我们知道，他们会违反这些条件，我们要同这种行为作斗争。但是，同志们，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租让——这是一场战争。只要我们还没有把其他国家的资本推翻，只要资本还比我们强大得多，那么，它随时都能使用自己的力量来反对我们，重新对我们开战。因此我们必须使自己更强大，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发展大工业，必须振兴运输业。我们这么干是冒风险的，这里仍然是战争关系，仍然是斗争，如果它们要破坏我们的政策，那么我们就同它们作战。如果把和平的租让合同看作是同资本家订立的媾和条约，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是关于开战的条约，但是签订这个条约对我们的危险性比较小，对于工人或农民来说负担也比较轻，总比人家用装备精良的坦克和加农炮来进攻我们好得多，因此我们应当采取一切办法，以经济上的让步为代价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力量，促进我国经济恢复的事业。害怕实行租让的同志说，资本家当然不会履行合同。不言而喻，绝对不能自我安慰，说资本家会履行合同。这将是一场战争，最后的理由还是战争，而这个理由对社会主义共和国始终是一个理由。

现在这场战争时时刻刻都威胁着我们。我们正在同波兰进行和平谈判，我们有充分把握签订和约，或者确切些说，至少有很大的把握来缔结这一和约。但是，萨文柯夫分子和法国资本家正在尽力破坏这个条约，这是毫无疑问的。资本家很可能不是今天发动战争，就是明天发动战争，要不是三年来他们取得了经验教训，他们很想现在马上就发动战争。租让，这是有一定风险的；租让，这就是损失；租让，这就是战争的继续。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场战争对我们是比较有利的。如果我们获得某一最低限度的生产资料、机车和机器，那么，我们在经济上就不会再是目前这个状况，而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说来就不那么危险了。

有人对我们说，承租人会替他们的工人创造特殊的条件，给他们运来好的衣服、鞋子、上等的粮食。那时他们会对我国不得不忍受苦难、并且还要长期忍受苦难的工人进行这样的宣传：瞧，在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人过着贫困生活，在旁边的资本主义孤岛，工人却过着美好的生活。这种顾虑在我们党的会议上常常听得到。当然，这种危险性是会有的，并且它表明租让就是战争的继续，而不是和平，但是既然我们已经经历过的苦难更大，同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明明知道俄国的经济条件坏得多，可是仍然跑到我们这里来，难道在这方面我们就不能用我们的反宣传来对付这种宣传以进行自卫吗？资本主义当然可以给自己的一部分工人创造一些较好的条件，但是其他工人群众的条件并不会因此而得到改善，难道我们就不能向工人证明这一点吗？最后，为什么在同欧美资产阶级打交道时，得到好处的总是我们而不是他们呢？为什么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害怕派代表团到我们这里来，而不是我们害怕派代表团到他们那里去呢？直到现在，我们总是能从他们派来的代表团中把一小部分人争取过来，尽管这些代表团主要是由孟什维克分子组成的，而且这些人到我们这里来的时间都很短。可是我们却怕给工人说不清真相？！如果我们怕的是这一点，如果我们把这些考虑看得比租让所具有的极重要的直接意义更重，那是很糟糕的。

我们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状况还是很困难的。必须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任何怀疑。我认为，我们会一致同意，租让政策也就是继续进行战争的政策，但是我们的任务是维持一个被资本主义敌人包围的孤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捍卫一个比它周围的资本主义敌人弱得多的共和国，从而使敌人无法建立反对我们的联盟，使他们难以实行自己的政策，使他们不能取得胜利，我们的任务是保证俄国有恢复经济所必需的工具和资金，因为我们一旦得到这些东西，我们就会牢牢地站立起来，那时任何资本主义敌人对我们来说都是不足惧的。这就是指导我们实行租让政策的观点，这就是我所说明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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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12月21日）

同志们！我收到许多字条，对其中尚未回答的，我将简略地回答一下。但是，首先宣读一张提供情况的字条，我也认为这张字条是有代表性的：


　　我们告诉你们一个有代表性的征兆，在下诺夫哥罗德省阿尔扎马斯县的代表大会上，一位非党农民谈到租让问题时说：“同志们！我们派遣你们去参加全俄代表大会，同时我们声明，我们农民愿意再受三年饥寒，再承担三年义务，只是你们不要用租让的办法出卖我们的俄罗斯母亲。”



　　我认为，这张字条在代表大会的正式报告中加以引用将是很有益的，也是应当的 
［注：见本卷第135页。——编者注］

 ，因为它将显示出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对这个方面资本家们是不会理会的，而我们对此却根本无须讳言，这里存在危险，对这种危险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这些提醒可以更加引起工人和农民的注意，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但既然这样的提醒来自不识字的农民，那么，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这一点更加突出了目前具有特殊意义的任务，这一任务之所以特殊，是由于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你们将要审议提交人民委员会的关于向农民经济提供帮助的法案。要善于说服非党农民，把他们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发挥他们的主动性。这张字条表明，这方面完全有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就，而且我们一定会取得的。下面是这样一张字条：


　　我们正经历着经济危机和经济破坏，不能象资本家那样满足工人的要求，那么资本家承租人会不会以此来煽动工人无产者群众反对苏维埃政权呢？



　　我已经说过，在先进国家里，在多数先进国家里，工人的待遇比我们这里好，然而居住在各先进国家的俄罗斯工人明知工人在经受苦难，却千方百计急于回到苏维埃俄国来。
　　俄国的里亚布申斯基之流及其他坏蛋会不会同英美资本家一起出现？



　　这个问题应该同询问承租人是否享有治外法权的字条联系起来答复。不，我们当然决不会给他们治外法权。治外法权只给予大使，而且有一定的条件。如果里亚布申斯基以为可以瞒过有关机关，我认为，那他就错了。其次，同志们，我告诉你们，列扎瓦同志写道：“万德利普呈交了一张　10家大辛迪加的委托书。这件事我们的专门机关已核实过。从伦敦回来的克拉辛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他在伦敦还考查了委派万德利普的那些集团的诚意。”

我要再次对那些询问为什么不公布合同的同志们说，公布合同对我们不利，因为互相倾轧的资本家认为在合同里面有许多坏东西。报刊上的喧嚷说明了这一点。让他们这样想吧，我们根本不打算叫他们失望。而那些想了解这个合同的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另外，我已指出，合同只有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新总统就[73]职以后才能生效。而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将在　2月召开。因此，我们党完全有可能监督和决定应做的一切。


　　如果可以，请说明，堪察加要租让多久（或者打算租让多久），除了政治上的好处外，对俄罗斯联邦有没有经济上的好处？表现在哪里？



　　堪察加还没有租出去。而且在3月份以前不可能租出去。经济上的好处是，根据合同草案，他们开采出来的矿产品有一部分必须交给我们。
　　我们实行租让，这是否就是承认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存在，是否就是认为我们关于世界革命即将到来的论点是不正确的？



　　这一点布哈林已经回答过了。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承认它们长期存在，而在于有一些巨大力量正在把它们推向深渊。我们的存在以及尽快摆脱危机和饥饿状态就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和革命的因素，这股巨大的力量和革命的因素比他们将从我们身上捞取的不多的钱财（从世界经济的观点来看）要大得多。多增加成百上千台机器和机车对我们有巨大的意义，因为这可以缩短恢复运输业的时间——托洛茨基曾估计这要花四年半，他后来又缩短为三年半——还可以再缩短一年。而减少一年的经济破坏和饥饿，这对我们有巨大的意义。
　　如果日本不让我们把堪察加租让给美国，而出兵强占它，并宣布堪察加是他们的，那怎么办？



　　日本实际上现在就控制着堪察加，如果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它是会这样做的，但是它不能这样做，因为它怕美国。
　　请讲一讲，资本家从哪里弄劳动力？自己带来吗？未必。如果要招收俄国工人，那么除了俄国工人又要受资本家控制以外，还会造成我们劳动市场的紊乱，从而会打乱统一的经济计划。



　　我不明白，我们的工人到那里去做工，怎么就会打乱经济计划。他们不通过我们的工会、我们的经济组织、我们的党，就不能去做工。先进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将为我们训练工人，教他们掌握最好的生产方法。我们的工人既服从资本主义的劳动条件，又使这种劳动服从我们的劳动法典或对资本主义的劳动条件加以限制的专门合同；如果条件很坏，工人可以毫无顾忌地离开那里。如果条件不好，工人会走的。一些同志担心条件会好，另一些同志则担心条件会不好。我们将和我们的工人和农民持同样的看法，并且将采取适当的措施。
　　实行租让后，一旦承租人开始工作，俄国共产党在租让合同规定的地域内做工的工人中建立共产党支部的工作，能公开进行还是只能秘密进行？



　　这是对租让和承租人的误解。承租人并不是政权。除供经济开发的地域外，他得不到任何地方。所有的政权机关，所有的法院完全掌握在俄罗斯联邦手中。
　　如果说在美国，失业正在促进革命，那么，我们对美国实行租让，岂不是让它摆脱危机，也就是说让它阻碍革命吗？



　　这个论据布哈林同志已经批驳过了。
　　如果国际资产阶级认清了苏维埃政权的租让策略，那么苏维埃政权的处境将会如何？这会不会对我们有害？



　　完全不会，欧洲人都已知道租让，在那里发出的喧嚷证明资产阶级的忧虑不安。它唯恐来迟了。所有不想冒风险同俄国打交道的资本家，都已经感到他们落后了，而那些比较精明的就占了便宜。我们则要利用资本家的矛盾。
　　对莫斯科，或整个中部地区的大型工业企业是否有租让计划或租让方案？例如，有人谈到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柳别尔齐就有三个这样的租让企业。



　　我一点也不知道有这些租让企业。在柳别尔齐有一个美国工厂，它没有被收归国有，过去一直没有被收归国有，但那里没有任何租让企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同志们曾经谈到的在中部地区唯一可能实行的租让，就是为了发展染料企业而把一个工厂租让给德国化学工业家。在人民委员会里大家都说可以，但是这些议论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德国比我国先进得多，以致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当德国化学工业停止向各先进国家提供产品时，连这些国家也陷入了困境。而我们为了发展化学工业应当准备给予德国化学工业家以更高的报酬。把一个工厂租让给德国人——这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在这方面，任何学校、讲座都不如工厂里的实际工作。在工厂里半年可以培养出一个工人，然后让他们在附近另建一个同样的工厂。担心一个工厂的德国人凭他们所处的国际地位会对我们搞出什么名堂，这是可笑的。人民委员会里没有意见分歧，原则上这是可以允许的。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得到解决。我必须强调指出，关于租让问题，我们谈得很多，但是至今连一项都没有租让出去。当我们哪怕租让出一个企业的时候，当你们看到了租让的具体条件的时候，我们认为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下面继续念。


　　可以对哪些国家实行租让？是否可以对波兰实行租让？



　　我们认为，对任何国家都可以实行租让，也包括波兰在内。
　　资本家是否会利用租让来防止本国发生危机，并以此推迟社会革命？



　　如果资本家能够防止本国发生危机，那么，资本主义就是永恒的了。他们无疑是受总的机制摆布的盲目的小卒——帝国主义战争证明了这一点。每个月都证明，资本主义的危机日益加深，在全世界日趋瓦解，只有俄国开始走向扎实的和真正的改善。
　　承租人为了在工人中间制造不和，会向他们的工人提供较好的条件。



　　用这种办法不可能加深我们中间的不和，我们已经强大得多了。
　　在承租人的地域里是否将建立工会基层组织？



　　承租人只从事经济开发，政权和法律依然是苏维埃的。
　　能不能指出哪些条件能保证我们不会发生歪曲苏维埃国家制度和培植资本主义制度的危险？



　　这些条件就是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如果对方违反这些法律，我们就有权废除合同。
　　向美帝国主义者租让堪察加的合同的初步草案有些什么内容？



　　我曾经说过，租让期限为50—60年。我们得到一部分产品，他们得到在离蕴藏石油的地方不远的海湾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
　　您说，租让给被压迫国家（如德国）的资本家，比租让给其他国家意义更大。但是，被压迫国家的资本家取得租让后将会改善本国的经济状况，从而会推迟国内革命，对这一点您有什么看法？



　　从革命的意义来说，国际形势是围绕着苏维埃俄国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而变化的。巩固苏维埃俄国并使之不可战胜——这是主要的，这与被压迫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斗争是联系着的。
　　土耳其斯坦的棉花在租让中占什么地位？



　　目前还谈不到租让土耳其斯坦的棉花，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过。
　　是否将实行租让以重建工业企业？铁路是否要租让？



　　这些情况不包括在内，铁路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企业。
　　没有提出过租让屠宰场的问题吗？



　　没有听说过。
　　各地反对租让的抗议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农村的强大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和城市小市民的爱国主义感情，而决不是健康的情绪。



　　宁愿挨饿三年也不愿把俄国交给外国人，这种爱国主义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没有这种爱国主义，我们就支持不了三年。没有这种爱国主义，我们就保不住苏维埃共和国，消灭不了私有制，我们现在就收集不到3亿普特的余粮。这是最好的革命的爱国主义。有人说，富农赞成挨饿三年，但不愿让外国资本家进来，尽管富农能从他们那里捞到某些好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里谈的不是富农，而是非党的普通农民。
　　由于美国同日本之间正在酝酿战争，日本可能大举进攻我们苏维埃俄国，这种担心有没有必要呢？那时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否要联合帝国主义美国，利用美国的援助这一现实的力量来抵抗日本呢？



　　当然，我们将这样做，而且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一个帝国主义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并不是原则上不能允许的事情。现在，日本进攻苏维埃俄国比一年前要困难得多了。
　　请解释一下协约国对土耳其的政策以及我们的相互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当然不便在正式报告中公开讲，因为其中的关系极其复杂。在这方面一切取决于濒于覆灭的资产阶级格鲁吉亚内部种种关系的复杂变化。我相信，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听一听从格鲁吉亚归来的《真理报》编辑美舍利亚科夫同志的报告，将会有很大的收获和感到兴趣。他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也许是几个月，并搜集了关于孟什维克统治的极有趣的材料。格鲁吉亚濒于覆灭。土耳其的进攻本来是针对我们的。协约国给我们挖了陷阱，结果自己掉了进去，因为我们得到了苏维埃亚美尼亚。在土耳其，位于上层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民族主义者，他们打算把我们出卖给协约国。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极端困难，因为土耳其人民对协约国的疯狂压迫十分愤恨，所以我们愈是帮助独立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真正地解放穆斯林农民，对苏维埃俄国的同情就愈加强烈。这些穆斯林农民赶走了地主，但是还不敢夺取土地，过一个时期他们就不会再害怕了；只要他们夺取了土地，土耳其地主就呆不长了。

我们自己在高加索过去和将来都是非常愿意和平的，因此，高加索的同志们要知道，我们一点也不能疏忽大意，以免把我们卷入战争。我们的和平政策一直很成功，使得协约国焦急不安，采取断然措施反对我们，但结果只能是害了他们自己。


　　格鲁吉亚今后会怎样？



　　这一点连穆斯林的真主也不知道，不过，如果我们坚定不移，我们不用冒任何风险，也会有所得的。有人问，除了堪察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租让项目。同万德利普没有搞任何其他的租让。

关于分发材料。不能分发，第一，因为印刷厂忙，第二，不让国外有机会得到这些材料，那里有人想破坏我们的事业。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搞成一项租让，还没有签订一个合同，应当先签订合同，然后再谈什么危险。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什么也没搞成，我们正在进行半公开的活动。


　　如果（1）承租人违反俄罗斯联邦的法律，（2）同承租人所代表的国家发生战争和（3）同其他国家发生战争，将如何处理租让企业以及承租人修建的工程和建筑？



　　如果承租人破坏合同，将按照俄罗斯联邦的法律提交法院审理。如果发生战争，租让合同遭到破坏，其财产由俄罗斯联邦以战时方式加以接管。
　　逃亡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会用自己的资本来参加租让企业的经营。这岂不是从前的老板打着外国资本的招牌又回来了吗？



　　如果从前的老板打着外国资本的招牌，到俄国欧洲部分的北部森林走一走，这并不可怕。在我们莫斯科中心就有许多从前的老板。因此，那些正在我们的企业里活动的老板（遗憾的是，对他们还没有登记），比我们将掌握名单的所有到俄国来的外国人要可怕一千倍。
　　您曾经指出并强调租让的政治意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最使地方上不安的是：要租让，要贸易往来。这样做会给共和国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和危险，苏维埃制度会从内部被瓦解和被破坏（例如，投机倒把会猖獗，等等）吗？怎样防备这些威胁和危险？



　　我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以“苏哈列夫卡”的形式出现的投机倒把已经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威胁，我们同它进行过不懈的斗争。当然，我们知道，消灭了苏哈列夫卡，投机倒把依然存在，一切有小业主的地方都依然有投机倒把，而这种小业主在我们这里有千千万万。真正的危险正是在这里，而不在于大资本，大资本在我们这里将受到各个方面的特别监视。同时，还不应当忘记，我们有合同，而且随时都可以废除，大不了支付一点违约金。
　　请讲一讲如何处理沙皇欠下的债务，不偿还债务，协约国是否会同意做些生意？



　　英国现在已经同意不要求我们还债，因为我们向他们提出了贸易协定草案。现在已经开始按照这个草案进行贸易，根据这个草案，我们没有义务偿还债款。我说，英国是同意的，但是法国不愿意。于是我们对法国说，我们原则上不拒绝偿还。究竟要偿还多少，我们将在代表会议上来谈，我们打算在这个会议上说，你们也要对你们的干涉给我们造成的一切损失负责。这个问题，专门的委员会正在研究，据初步估算要　100亿金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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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

（12月22日）

（听众高呼：“列宁同志万岁！”掌声如雷，热烈欢呼。）同志们，我现在来作关于政府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我认为我的报告的任务，不是向你们一一列举工农政权的法案和措施，即使是一些极其重大的或者是极其重要的法案和措施。我认为，谈这个时期的各种事件也不会使你们感到兴趣，并且没有多大的意义。我认为，应该力求总结出这一年我们所取得的主要教训，这一年来我们政策的变化之大，并不亚于革命的头几年，而且应该根据对这一年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来确定我们当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无论从提交你们审议和批准的法案或已采取的一切措施中都可以看出，苏维埃政权现在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任务上，认为这些任务比什么都重要，希望我国经济建设事业会因完成这些任务而取得重大的成就。因此，请允许我只简要地谈一谈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和过去一年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总结。

当然，你们大家都知道，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在西欧的——而且不仅是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和逼迫下，把战争强加给了我们。你们知道，我们今年4月曾建议波兰政府缔结和约，当时提出的条件比现在的条件对它有利得多，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在我们同波兰的停战谈判已经完全失败以后，我们才不得不进行战争。虽然我们的部队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而在华沙城下遭到了十分惨重的失败，但是这场战争的结果，却签订了一个比我们4月间向波兰提出的对我们较为有利的和约。同波兰的初步和约已经签订，现在正在进行关于签订正式和约的谈判。我们丝毫也不向自己隐瞒这种危险：某些最顽固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某些俄国白卫分子集团正在施加压力，竭力使这次谈判无法签订和约。但是，我们应该说，协约国的旨在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和武装镇压的政策日益破产；而我们正在把为数愈来愈多的、坚决站在敌视苏维埃政权立场上的国家争取到我们的和平政策这方面来。签订和约的国家的数目日益增多，很可能最近就会同波兰签订正式和约，这样一来，又会给企图用武力拔除我们政权的资本主义势力联盟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

同志们，你们当然也知道，我们所以在对波战争中暂遭失利，我们所以在战争的某些时候处于严重的境地，是由于我们当时还得和弗兰格尔作斗争，弗兰格尔当时已经得到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正式承认[74]，并且得到了巨大的物质援助，包括军事以及其他方面的援助。我们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不得不迅速集中部队，给弗兰格尔一个决定性的打击。你们当然知道，红军攻克了连军事专家和军事权威都认为攻不破的障碍和工事，表现了非凡的英勇精神。我们彻底地、坚决地、非常迅速地打败了弗兰格尔，这个胜利是红军史上光辉的篇章之一。白卫分子和帝国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现在能够更加信心百倍、坚定不移地着手进行我们一心向往的、迫切需要的和早就吸引看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并且深信资本家老板们不能再象从前那样轻而易举地来破坏这项工作了。但是，我们当然要随时戒备。我们决不能说，我们保证不会再遇到战争。所以不能作这种保证，完全不在于我们还没有签订正式和约。我们很清楚：弗兰格尔的残部还没有被消灭，而且就躲藏在不很远的地方，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庇护，并靠资本主义列强的帮助正在重整旗鼓；俄国白卫分子组织也在加紧活动，企图重新建立某些部队，同弗兰格尔现有的力量配合，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进攻俄国。

因此，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保持战斗准备。我们并不认为已经给了帝国主义打击就行了，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使自己的红军随时保持一切战斗准备，加强它的战斗力。这一点当然不能因为一部分军队的遣散和迅速复员而受到妨碍。我们估计，红军和它的指挥人员在战争期间所取得的巨大经验现在会帮助我们改善红军的素质。我们要努力做到，在裁减军队以后，我们将保留红军的基本核心，它不会使国家的开支负担过重，同时在军队数量减少的情况下，我们要比以前更好地保证：一旦需要，能够重新组织和动员更多的军事力量。

我们相信，所有支持白卫分子搞阴谋反对我们而遭到很大损失的邻国，已经充分地接受了不容置疑的经验教训，并且真正认识到了我们的和解诚意，这种诚意过去总被人当作我们软弱的表现。它们在取得三年的经验以后应该相信，在我们表示最坚定的和平愿望的同时，我们在军事方面也是有准备的。所以任何对我们发动战争的尝试，对于那些卷入这种战争的国家来说，都将意味着它们通过战争和战后所得到的条件，还不如不进行战争和战前所能获得的条件。这一点对于若干国家来说已经得到了证实。这就是我们取得的战果，我们不会放弃这个战果，同时，包围着我们的或者同俄国在政治上打交道的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会忘记这一点。因此我们和邻国的关系正在不断地改善。你们知道，我们同许多和俄国西部边疆毗连的国家正式签订了和约，这些国家从前都属于前俄罗斯帝国，现在苏维埃政权根据我国政策的基本原则已经无条件地承认了它们的独立和主权。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和平完全可能比资本家和西欧某些国家想要得到的更巩固。

同拉脱维亚政府的关系，我应该说，有一个时期似乎关系在恶化，甚至使人可能产生断绝外交关系的念头。然而我国驻拉脱维亚代表最近的报告正好指出：政局已经发生变化，许多误会和引起不满的正当原因都已消除。我们在最近和拉脱维亚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的希望很大，在同西欧进行商品交换时，拉脱维亚自然要比爱沙尼亚以及其他同俄罗斯联邦毗连的国家对我们更加有用处。

同志们，我还应该指出，这一年来，我们的政策在东方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应该祝贺布哈拉[75]、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这三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它们不仅重新取得了完全的独立，而且由工农掌握了政权。这些共和国证明：苏维埃政权这一思想和原则不只是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内，不只是在拥有无产阶级这个社会支柱的国家内容易被理解并能迅速得到实现，就是在以农民为基础的国家内也是这样。农民苏维埃这一思想取得了胜利。掌握在农民手里的政权是有保障的；他们掌握了土地、生产资料。各农民苏维埃共和国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友好关系已经由于我们政策的实际成果而得到了巩固。

我们还可以对即将同波斯签订条约[76]表示祝贺，和波斯的友好关系是有保证的，因为一切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我们还应该指出，我们和阿富汗，尤其是和土耳其的友好关系愈来愈协调，愈来愈巩固。在对待土耳其这个国家方面，协约国竭力使它和西欧各国之间不能建立一点正常关系。尽管资产阶级进行种种阻挠和施展种种阴谋诡计，尽管在俄国周围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国家，但是，上述情况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愈来愈使俄国和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联盟和友好关系不断巩固起来，因为帝国主义全部政策中的最主要之点就是对于不幸未能置身于胜利者之列的各民族施用暴力，而这种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也就促成了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接近、联盟和友好。我们在这方面以及在西方同比较欧化的国家的关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表明现在我们对外政策的原则是正确的，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的好转是有坚实的基础的。我们相信，尽管帝国主义者施展一切阴谋诡计（当然，这总归会使这个或那个国家和我们发生争端的），只要我们继续执行爱好和平的政策，只要我们作出让步（而我们必须作出让步，才能避免战争），我们政策的基本路线和由帝国主义政策本质产生的基本利益就会显示出它们的作用，并且使俄罗斯联邦同它周围愈来愈多的邻国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而这就保证我们能够真正专心从事经济建设事业，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安心地、坚决地和满怀信心地进行工作。

我还应当指出，现在正在和英国进行签订贸易协定的谈判。可惜，这个谈判拖的时间大大超出了我们所期待的日期，但这决不能怪我们。早在7月间苏维埃军队取得空前胜利的时候，英国政府向我们正式提出使贸易关系得以建立的议定书，我们表示完全同意，然而从那时候起，这件事一直受到英国政府和英国国内派别斗争的阻碍。我们发现英国政府犹豫不定，扬言要和我们完全断绝关系，要立即派舰队开往彼得格勒。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但我们同时也看到英国到处成立了“行动委员会”来回答这种威胁。我们看到，在工人的压力下，一些极端的机会主义分子及其领袖不得不走上这条他们自己昨天还在加以谴责的完全“违宪的”政策轨道。结果，劳动群众的压力和觉悟的力量，冲破至今还在英国工会运动中占着统治地位的孟什维主义的偏见，给自己开辟了道路，连连折断了帝国主义者好战政策的矛头。现在我们仍然执行和平政策，仍然赞成英国政府提出的七月草案。我们愿意立即签订贸易协定；这个协定直到现在还没有签订，这只能归咎于英国统治集团中的某些派别，因为它们想破坏这个贸易协定，它们不仅违背多数工人的意志，甚至也违背英国资产阶级多数人的意志，而想再次放手进攻苏维埃俄国。这是它们的事。

英国某些有势力的集团，即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者的集团推行这种政策愈久，金融情况就愈紧张，资产阶级英国和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现在所必需的部分协定就愈难签订，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接受全部协定而不是部分协定的日子就会愈临近。

同志们，我应该说，同英国的这个贸易协定有关的我国经济政策的一个极重大的问题，就是租让问题。今年11月23日公布的租让法令，是苏维埃政权在报告总结的这段期间内通过的最重要的法令之一。当然，你们大家都看过这个法令了。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公布了一些补充材料，这些材料可以使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对这个问题有充分的了解。我们所发表的单行本不仅附有这个法令的全文，而且还开列了粮食、森林和矿业等最主要的租让项目。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使我们所公布的这个法令的全文尽快地传到西欧各国去，并且希望我们的租让政策在实践上也将获得成功。至于这个政策在一个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是一个落后的弱国会引起什么危险，我们决不视而不见。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紧挨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孤立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和各种各样的危险已经消失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当然，只要这种根本对立还存在，危险也就存在，并且不能避免。我们只要站稳脚跟，就能克服这些危险，要善于把较大的危险和较小的危险区别开来，宁愿承受较小的危险而避免较大的危险。

不久以前，有人告诉我们，在下诺夫哥罗德省阿尔扎马斯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有一位非党农民谈到租让问题时说：“同志们，我们派遣你们去参加全俄代表大会，同时我们声明，我们农民愿意再受三年饥寒，再承担三年义务，只是你们不要用租让的办法出卖我们的俄罗斯母亲。”我非常欢迎这种传布很广的情绪。我认为，这正向我们表明，在非党劳动群众中，不只是在工人中，而且在农民中，三年来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经验已经成熟。这些经验使他们能够而且不得不把摆脱资本家的压迫看得重于一切，使他们加倍警惕地、非常警觉地对待每一个可能产生新的危险即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步骤。毫无疑问，对这样的意见我们要非常认真地倾听，但是我们应该说明，这根本谈不到把俄国出卖给资本家，我们说的是租让，同时每一个租让合同都受到一定期限、一定协议的限制，并且有种种经过周密考虑的保证条件，这些保证条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和以后各种会议上我们还要不止一次地和你们共同考虑和讨论，所以这些临时性的合同并不等于出卖。它们和出卖俄国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它们是对资本家作的某种经济上的让步，目的是使我们能够尽快地获得必需的机器和机车，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恢复我们的经济。我们没有权利轻视任何多少有助于改善工农处境的事情。

必须作出最大的努力来迅速恢复贸易关系。这些谈判此刻正在半公开地进行。我们订购的机车和机器还远远不够，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订购了。如果我们能够公开地进行谈判，我们一定要大量地增加订购。依靠工业我们就能取得许多成就，并且是在比较短的期间内取得这些成就，然而即使在很顺利的情况下，这个时期也得好些年，许多年。应该记住：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得到了和平，另一方面，历史教导我们，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任何一次革命，都只能用一系列的战争来解决。这个教训我们不会忘记。现在，我们使许多强国不敢再进行反对我们的战争，但是会不会长久，我们不能担保。必须作好准备，一旦情况稍有变化，帝国主义强盗就会重新向我们进攻。必须对这一点有所准备。因此，首先应该恢复经济，应该使它牢固地站稳脚跟。没有经济方面所需要的设备，没有从资本主义国家运来的机器，就不可能迅速地做到这一点。因此，只要能够恢复经济，就不惜让资本家得到一些额外的利润。应该使工人和农民的心情都象那些说自己不怕牺牲和困苦的非党农民的心情一样。他们意识到资本主义干涉的危险，并不从伤感的观点来看租让问题，而是把租让看成战争的继续，也就是说无情的斗争转到了另一个方面，同时他们还看到资产阶级可能一次再次地试图复辟从前的资本主义。这很好，这样我们就有了保证：监视和保护我们的利益，将不仅是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事情，而且是每个工人和农民的事情。因此，我们相信，即使在执行租让合同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保护住我们的利益，决不让资本家政权复辟；我们一定能把这种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它小于战争的危险，而这就会使战争难以再起，并使我们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即在较少的年头内（但还是要好多年）恢复和发展我们的经济。

同志们，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和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我研究了要向你们报告的立法材料，认为现在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的大多数措施和决议，都是和这项经济工作有关的局部的、详细的、往往是十分细小的措施。当然，你们并不希望我把这些措施一一列举出来。这是极其枯燥无味的。我只想提醒大家，我们把劳动战线提到第一位，这远不是第一次了。我们不妨回忆一下1918年4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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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被迫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在经济上宰割俄国的时期，我们就因为这个具有极端掠夺性的条约而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那时有可能指望获得一个喘息时机，使我们有条件来恢复和平的经济工作（虽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喘息时机是十分短暂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刻在4月29日的决议中把全部注意力转到这一经济建设上去。这项决议并未撤销，它还是我们的法律，它使我们能够正确地估计下列情况：我们应怎样着手执行这项任务；为了我们的工作，为了将工作进行到底，现在应该更加注意什么。

仔细看看这项决议就会知道，现在我们需要研究的许多问题，早在1918年4月就已经完全明确地和十分坚决地提了出来。我们想起这件事情，就会说：温故而知新。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现在重复经济建设的这些基本道理而感到不好意思。我们还要重复好多次，但是请注意一下，1918年宣布的抽象原则和实际上已经开始的经济工作之间有多大区别。尽管我们工作中存在着巨大的困难而且经常被打断，我们还是更加接近和更加具体地去实际安排经济任务。我们还要重复许多许多次。没有多次的重复，没有一定的后退，没有检查，没有个别修正，没有新办法，不尽力去说服落后的和毫无准备的人，那就不能进行建设。

目前政治形势的全部关键，就是我们正处在转折时期即过渡时期，正处在有着某些曲折的、从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的时期。这在以前也曾有过，但规模没有这样大。这势必会再一次提醒我们，苏维埃政权的一般政治任务是什么，这个转变的特点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是成功的，就是因为它善于把强制同说服结合起来。无产阶级专政不怕实行强制，不怕实行严厉的、坚决无情的国家强制，因为受资本主义压迫最深的先进阶级有权实行这种强制，因为它实行强制是为了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并且它拥有以往任何一个阶级所没有过的强制手段和说服手段，虽然以往这些阶级进行宣传鼓动的物质条件比我们好得多。

如果提出总结我们三年经验的问题（因为在若干根本方面总结一年的经验是很困难的），如果给自己提出我们究竟为什么能够战胜强大得多的敌人这个问题，那必须回答说，这是由于在红军的组织中出色地实现了无产阶级对工人和劳动农民反对一切剥削者的联盟一贯而坚强的领导。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为什么大多数农民都那样乐意走这条路呢？这是因为他们虽然绝大部分都不是党员，但是他们确信：除了拥护苏维埃政权，没有其他的出路。当然，不是书本、宣传，而是经验使他们确信这一点的。国内战争的经验，特别是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这个联盟同小农经济的某些基本特点有较密切的关系），使他们确信这一点。对这些小私有者政党同地主、资本家结成联盟的体验，以及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统治的体验，都使农民群众确信：中间道路是不可能有的，苏维埃的光明磊落的政策是正确的，无产阶级的钢铁般的领导是拯救农民摆脱剥削和暴力的唯一手段。只是因为我们能够使农民确信这一点，我们以有力的说服为基础的强制政策，才获得了这样巨大的成效。

现在我们应该记住，在转向劳动战线时，新的情况向我们提出了同样的任务，但是这个任务的规模更大，这个任务和我们跟白卫分子作战时所面临的任务是一样的，当时工农群众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在其他国家的任何战争中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非党农民就象我方才引过他的话的阿尔扎马斯的那位农民一样，的确是根据对生活的观察和认识才确信剥削者是残酷无情的敌人，确信需要有一个残酷无情的政权来镇压他们。这样，我们就吸引了空前众多的人民来自觉地对待战争，积极支援战争。要使所有党员工人和非党工人，所有非党农民（农民大部分不是党员）都这样毫无例外地支持战争，了解战争，这除了苏维埃政权以外，任何政治制度连十分之一也办不到。这就是我们终于战胜强敌的基础。这里[77]证实了一条最深刻同时也是最简单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历史活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参加这种活动的人数就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使人们关心这种改造并采取自觉的态度，就愈要使成百万成千万的人都确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我们的革命所以远远超过其他一切革命，归根到底是因为它通过苏维埃政权发动了那些以前不关心国家建设的千百万人来积极参加这一建设。现在我们从这方面来谈谈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的问题，这些任务通过这个时期苏维埃政权的数十数百个专门决议已经向你们提了出来，劳动国防委员会十分之九的工作（这一点下面再谈）和人民委员会大概一半以上的工作都属于这些任务。我要谈的是关于经济任务的问题：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改造俄国经济的基础，改造小农经济的基础。这些任务要求把全体工会会员都吸收到这一崭新的事业中来，这种事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同他们完全无关的。现在提出一个问题：这方面是否具备战时那种迅速取得绝对胜利的条件，是否具备吸收群众参加工作的条件。工会会员和多数非党群众是否确信我们必须采取新办法，必须实现经济建设的伟大任务呢？他们是否象以前确信必须为战争献出一切，为前线的胜利牺牲一切那样确信这一切呢？要是这样提出问题，你们一定会回答：毫无疑问，还没有。这方面他们确信的程度距离所要求的还远得很。

战争是千百年来尽人皆知、习以为常的事情。过去地主的野蛮残暴行为十分明显，很容易使人们相信，甚至使那些住在盛产粮食的边远地区而同工业极少联系的农民都相信，我们进行战争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因此几乎激起了每一个人的热情。现在要使农民群众和工会会员懂得这些任务，要使他们懂得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不管资本主义的剥削几十年来已经多么根深蒂固也应当把它连根拔除——这就比较困难了。必须使人人懂得：俄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工农群众而且只有我们工农群众，才能够以自己的活动和自己严格的劳动纪律来改造旧的经济生活条件，实现伟大的经济计划。此外别无出路。我们现在落后于而且还将落后于资本主义列强；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我们就会被打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醒你们注意组织任务的重要性、劳动纪律、工会在这方面的独一无二的巨大作用（因为没有其他的组织能团结这么广大的群众）等老生常谈的真理。我们不仅应该反复宣传这些老生常谈的真理，而且应该充分意识到，从军事任务向经济任务的转变已经到来了。

我们在军事方面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现在我们应该为在完成更困难的、需要大多数工农发挥热情和作出自我牺牲的任务方面夺取同样的胜利而作好准备。必须使千百万世世代代受奴役、受压迫、任何主动性都遭到压制的人们都确信这些新的任务；几百万工人参加了工会，但在政治上还是不自觉的，还不习惯于当家作主人；必须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但不是为了反对政权，而是为了拥护和推行自己的工人政权的措施，把这些措施贯彻到底。这个转变是有困难的，仅从提法来看，这并不是一项新的任务。其实这是一项新的任务，因为现在经济任务第一次具有这样大的规模，我们应该意识到，应该记住，经济战线上的战争更困难、更持久；要在这条战线上获胜，必须使更多的工人和农民变得主动、积极和忠诚。我们已获得的经济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点是可以办到的，因为群众已经深刻认识到，贫困、饥饿、挨冻和一切苦难都是由生产力不足造成的。现在我们应该注意把全部宣传鼓动工作从为政治和军事服务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这一点我们已经宣布过很多次，但是还不够，所以我认为，在苏维埃政权一年来所实行的各项措施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成立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央生产宣传局[78]；使它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结合起来，又创办了一些为生产服务的报纸，不仅把注意力转到生产宣传上去，而且把全国范围的生产宣传组织起来。

组织全国范围的生产宣传的必要性，是由政治局势的一切特点决定的。这无论对工人阶级、工会或农民说来都是必要的；这是我们国家机构最必要的工作，可是我们还远没有充分利用国家机构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知道如何管理工业，如何使群众关心生产，我们在这方面的书本知识要比实际应用的多千百倍。我们必须使全体工会会员的利益同生产结合起来，使他们记住，只有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苏维埃俄国才能取得胜利。只有这样，苏维埃俄国才能提前十年摆脱现在所处的悲惨境地和所忍受的饥寒。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任务，就会葬送一切，因为我们由于机构软弱无力，就只能退却，因为资本家在稍事养息之后随时都会重新挑起战争，而那时我们却不能继续打仗。那时我们就不能发挥我们千百万群众的力量，就会在这最后一战中被打垮。问题就是这样摆着：迄今为止，一切革命、一切最伟大的革命的成败都是由一系列的战争来决定的。我们的革命也是这种最伟大的革命。我们结束了一个战争阶段，应当准备迎接第二个阶段；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所以必须做到战争一旦到来，我们就能够应付自如。因此，我们不应该放弃强制手段，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保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专政已经为农民群众和非党工人所了解，他们都知道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们并不害怕这个专政，他们不怕这个专政，他们把它看作靠山和支柱，也就是说，他们把它看作可以用来同地主和资本家对抗的东西，没有它就不能取得胜利。

这种认识、这种信念已经在农民群众对待军事任务和政治任务的态度上具体生动地体现出来，但是现在要使这种认识和信念转而在经济任务方面体现出来。也许这一转变不会立刻成功。也许，不经过某些动摇，不重犯松弛涣散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老毛病，是不会转变过来的。我们还必须更加紧张、更加努力地从事这项工作，牢牢记住我们一定能够说服非党农民和觉悟低的工会会员，因为真理在我们这一边，因为我们若不恢复经济生活，在战争第二阶段就不能战胜敌人，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让我们使千百万人更自觉地对待经济战线上的战争吧。这是中央生产宣传局的任务，这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任务，这是党的一切工作人员的任务，这是苏维埃政权所有一切机关的任务，这是我们全部宣传工作的任务，我们曾经靠宣传工作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就，因为我们的宣传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向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说真话，而其他人的宣传都向他们说假话。我们现在应该把我们的宣传工作转向更加困难的方面，即涉及工人在工厂中日常工作的方面，不管这种工作的条件多么困难，不管昨天的资本主义制度使工人和农民不信任政权的这种影响多么巨大。必须使工人和农民确信，如果不重新组合力量，不找到由国家实行联合的新形式，不找到与这种强制相联系的新形式，我们就不可能离开我们所面临的经济崩溃的深渊，而我们已经开始离开这个深渊了。

同志们，我来谈一谈我们经济政策的某些情况和我们的经济任务，我认为它们足以说明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所面临的整个转变。首先，我应当提一下我们的农业问题法案，即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业生产以及帮助农民经济的法案，这项法案已在今年12月14日刊登出来，这之前用电报向所有地方工作人员专门通报了法案的要点，说明了法案的实质。

应该立刻使这项法案在代表大会上、在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其各部门的代表中得到详尽的讨论，各地同志根据本地经验（法案就是根据地方经验制定的）也有同感。现在大概已经没有哪一位同志对必须采取专门的和特别有力的援助措施（不仅是鼓励性措施，而且是强制性措施）来提高农业生产这一点表示怀疑。

我们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一个小农国家，因此我们向共产主义过渡比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困难得多。为了完成这一过渡，需要农民亲自参加，而且要比参加战争的人数多十倍。战争可以而且应该要求部分成年男子参加。而我们这个现在还疲惫不堪的农民国家却必须把男女工人和农民个个动员起来。要使我们共产党人和土地局的工作人员确信应当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这并不困难。我相信，在讨论提交你们审议的12月14日法案时，对于这一点不会发生丝毫原则上的分歧。必须懂得另外一种困难，说服非党农民的困难。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把农民当作社会主义者，据此来制定我们的社会主义计划，那就是把这种计划建立在沙滩上，那就是不理解我们的任务，那就是三年来没有学会根据我们所处的困苦的、有时是贫穷的现实，来衡量我们的纲领和进行我们的事业。在这里必须清楚地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第一项任务就是，把在土地局工作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总结他们的经验，了解地方上已经做了哪些事情，并把这些加到中央将以国家机关的名义，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名义颁布的法案中去。我们希望能和你们一起来做好这件事情。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说服非党农民，因为他们是大多数，而只有提高这些本身积极主动的群众对于必须从事这一事业的认识，才能做到我们所能做到的事情。农民经济不能再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如果说我们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取得了胜利，那么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地取得胜利，因此，必须特别注意这一方面。

必须使每一个非党农民都明白这一不容置疑的真理，而我们也相信他们一定会明白。他们并没有白白度过这整整六个艰难困苦的年头。他们已经不同于战前的庄稼汉。他们遭受过严重的苦难，他们想得很多，忍受了许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痛苦，这使他们忘记了许多旧的东西。我认为，他们自己已经懂得，决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应该按另一种方式生活，而我们应当赶快用我们的一切宣传手段、一切国家力量、一切教育、一切党的手段和力量来说服非党农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我们的农业问题法案（我希望你们会一致通过这一法案，当然，在通过时一定会作适当的修改和补充）奠定真正的基础。只有当我们说服了多数农民并且吸引他们参加这一事业的时候，农业问题法案才能象我们的政策那样巩固，因为正如库拉耶夫同志根据鞑靼共和国的经验在一篇文章中正确指出的，从事劳动的中农和贫苦农民是苏维埃政权的朋友，懒汉是它的敌人。这是一个并不包含任何社会主义内容的真理，但它是不容置疑的，非常明显的，在任何村会和任何非党农民会议上，都能为绝大多数劳动农民所理解，并且会变成他们的信念。

同志们，这就是现在我们由战争时期转向经济建设的时候，我要首先向你们强调的一点。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要能够实行国家强制，以便从采取最必要的最迫切的、农民完全可以接受完全可以理解的措施入手，来发展农民经济。只要我们再能说服几百万对此没有准备的人，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必须把一切力量都用在这上面，并且设法使活跃而巩固的强制机关立足于说服并开展更大规模的说服工作，这样我们就会胜利地结束这一战局。克服农民群众中的守旧、无知和不信任等思想残余的战局现在开始了。在这方面用旧的办法是不能取胜的；如果用我们已学会的宣传、鼓动和有组织地诱导的办法，我们就能取得胜利，我们就不只是能通过法令，而且能设置机关，草拟公文，光发布命令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开春时的全部播种工作做得比过去好，使小农经济得到某种改善，即使是最起码的改善也好（说得愈谨慎愈好），但是无论如何应当大规模地进行。如果我们能正确地理解我们的任务，十分重视非党农民，把三年来获得的全部本领、全部经验都用在这上面，那我们就能取得胜利。不取得这样的胜利，不使小农经济得到切实的大规模的改善，我们就没有出路，因为没有这个基础，任何经济建设都不能进行，无论多么伟大的计划都会落空。希望同志们记住这一点，并使农民领会这一点；希望同志们告诉　1000万至　1500万象阿尔扎马斯那位农民一样的非党农民，决不能无止境地忍受饥寒，不然我们在下一阶段的战争中就会被打倒。这是国家的利益，这是我们国家的利益。在这方面，谁要是表现出丝毫的软弱、丝毫的松懈，谁就是工农政权的极大罪人，谁就是在帮助地主和资本家，而地主和资本家的军队近在咫尺，他们的军队正伺机而动，只要一发现我们虚弱，就会向我们扑过来。要使我们有力量，除了发展我们的农业和城市工业这个主要支柱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使非党农民确信必须这样做，动员一切力量支援他们，在实际上给他们这种支援。

我们承认欠了农民的债。我们用纸币从他们那里换来粮食，我们是向他们借的，我们应当偿还这笔债务，恢复了我们的工业以后，我们一定要偿还。但是，为了恢复工业，就需要有富余的农产品。因此，我们的农业问题法案的意义不仅在于我们一定要达到实际的目标，而且在于它是苏维埃政权的几百个决定和法案的中心。

现在我来谈谈，为我们开始恢复俄国的经济力量所需要的工业建设的基础是怎样在我国形成的。在这里我应当首先请你们把注意力从各人民委员部发给的或日内即将发给的一大堆报告转到我们粮食人民委员部报告中的一个地方。每个人民委员部最近都会向你们提出一大堆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实际的总结材料，但是必须从中找出最重要的东西，以便取得即使是十分微小的成就；必须从中找出对于执行我们整个经济计划来说是基本的东西，以便恢复我们的国民经济和我们的工业。而这种基础之一，就是我们粮食征购工作的状况。在发给你们的粮食人民委员部三年工作报告这本小册子里有一张图表，我只把其中的总计数字念一念，并且只念整数，因为数字念起来，特别是听起来很困难。这是每年征购的总计数。从1916年8月1日到1917年8月1日征购了32000万普特，下一年征购了5000万普特，接着的两年是　1亿普特和2亿普特。32000万、5000万、1亿和2亿这些数字说明了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史，即苏维埃政权在经济方面的工作的主要情况，并且为我们真正开始我们的建设准备了基础。革命前的32000万普特——这是一个最低的大概数，达不到这个数字，就不能开始建设。革命的头一年征购了5000万普特，饥饿、挨冻和贫困现象严重；第二年征购了1亿普特；第三年征购了2亿普特。每年增加1倍。根据斯维杰尔斯基昨天给我的材料看来，到　12月15日共有15500万普特。我们第一次站稳了脚跟，这中间经过了非同寻常的努力，克服了难以设想的困难，往往是在西伯利亚、高加索和南方不在我们手中的条件下来完成粮食供应任务的。现在，我们征购的粮食已经超过了　15000万普特，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完成了这个任务。我们将掌握大约3亿普特粮食，可能更多一些，没有这么多粮食就不可能恢复国家的工业，就谈不到恢复运输业，更不可能去着手实现俄罗斯电气化这一伟大任务。任何一个工农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依靠工人和农民的共同努力来收集这么多的粮食，保证产业工人有饭吃，保证把几万几十万工人安置到苏维埃政权所需要的地方去的话，那它就无法生存。办不到这一点，一切不过是空谈而已。经济的真正基础是粮食。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有了这些成就，有了这些粮食，就能着手恢复国民经济。我们知道，这些成就是以农民忍受巨大的困苦、饥饿和缺少饲料为代价而取得的，而这些困难可能还要增加。我们知道，旱年已使农民的贫困和苦难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因此，我们便把上述法案中所列举的支援措施提到了首位。我们把这些粮食看作是恢复工业所必需的，看作是支援农民所必需的。没有这些粮食，国家政权就等于零。没有这些粮食，社会主义的政策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

所以我们应该记住，除了我们决心要进行的生产宣传以外，还要采取另一种诱导方式，即实物奖励。实物奖励法令是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最重大的法令和决定之一。我们没有能立刻颁布这项法令。如果你们注意一下，就会知道我们从4月起作出了一连串的决定和决议，而这项法令只是到了我们在运输方面作了巨大努力，弄到了50万普特粮食的时候才颁布的。50万普特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你们大概已经看了昨天　《消息报》上登的工作报告，报告说，这50万普特中已有　17万普特用掉了。正如你们看到的，所备的粮食并不可观，还远远不够，但是我们毕竟已经走上我们将要继续走下去的那条道路。这证明我们在转而采取新的工作方法时，不仅是靠说服教育。光向农民和工人们说加强劳动纪律吧，这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要帮助他们，要奖励那些历尽千辛万苦之后在劳动战线上仍然英勇奋斗的人。我们已经筹集了奖励粮，但是这些粮食的使用还远不能令人满意：我们人民委员会多次指出，实际上实物奖励往往成了单纯的附加工资。在这方面还要加以详细研究。中央除了召开会议和颁布补充草案以外，还要进行最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在地方上和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工作。国家不仅要进行说服教育，而且要用较好的生活条件来奖励优秀的工作人员，懂得这一点是不难的，要懂得这一点并不需要成为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早就得到了非党工农群众的支持。我们只是需要更广泛地传播这种思想和更实际地在地方上进行这项工作。

现在我们再谈谈燃料问题，你们会从李可夫同志的提纲中看到一些数字，这些数字说明情况已经改善，不仅木柴方面有所改善，就是石油方面也有改善。现在，由于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工人表现了巨大的热情，由于我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友好关系，由于有了国民经济委员会委派的精明强干的领导人员，石油方面的情况很好，在燃料方面我们也开始自给了。由于派出了一个由托洛茨基同志担任主席的全权委员会到顿巴斯去工作，我们每月从顿涅茨得到的煤已由2500万普特增加到5000万普特。该委员会决定，把有经验的负责工作人员派到那里去工作。现在已派皮达可夫同志到那里去领导。

由此可见，我们为了在燃料方面取得成就，采取了一些措施。顿涅茨煤田是最大的基地之一，现在已经由我们掌握。我们从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可以找到有关顿巴斯的决定。这些决定谈到，要把包括中央政权代表和地方工作人员的有权威的高级委员会派到地方上去。我们必须加强地方工作，我认为，这些委员会能够做到这一点。你们一定会看到这些委员会的工作成果。我们今后还要组织这样的委员会。我们必须抓一下我国工业的主要部门即燃料工业。

我应当指出，我们在燃料方面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采用了泥炭水力开采法。泥炭在我国是蕴藏量非常丰富的一种燃料，但是过去由于开采的工作条件令人难以忍受而无法加以利用。所以这种新方法将帮助我们战胜燃料荒，燃料荒是我们经济战线上的严重危险之一。如果我们依然用旧的经营方法，如果我们的工业和运输业不恢复，那么，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不能摆脱这种困境。我们的泥炭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曾经帮助两位俄国工程师把这项新发明搞到底，他们已经使这种新方法差不多接近完成。总之，我们已经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夕，这一革命将从经济上给我们以很大的支持。不要忘记，我们有无限丰富的泥炭。但我们却不能加以利用，因为我们不能派人去做这种苦工。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派人去做这种苦工。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迫于饥饿才去做这种苦工，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就不能派人去做这种苦工，如讲自愿，任何人都不会去做。资本主义制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层。对下层它是不关心的。

应该在各地更多地采用机器，尽量广泛地采用机器技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成功推行的泥炭水力开采法，已使我们能够大量获得燃料，不必吸收受过训练的工人，因为用这种方法，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也可以工作。我们已经生产这种机器了，我个人建议代表同志们去看一看介绍泥炭开采工作的影片，这部片子在莫斯科已经放映过，现在可以为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放映。它会使人们具体地了解什么是战胜燃料荒的一个基础。我们制造了采用新方法所需的机器，但是这些机器造得不好。我们已派人出国，虽然我们同国外的商品交换刚在作出安排，虽然我们的贸易往来是半公开的，但是派人出国仍然能帮助我们把这些由我国发明家设计的机器制造得很精良。这些机器的数量，泥炭总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成绩，将是衡量我们经济方面的一切成绩的尺度，因为不战胜燃料荒，就不能取得经济战线上的胜利。在恢复运输业方面能否取得重大成就，也与此有关。

同时，你们已经从叶姆沙诺夫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的提纲中看到，我们在恢复运输业方面制定了一个为期多年的切实的计划。实现第　1042号命令[79]预计为五年，在五年当中我们能够恢复我们的运输业，减少待修机车的数量；我要强调一下，提纲第九条指出我们已经把这个期限缩短了，这也许是最困难的事情。

预计要多年才能实现的大计划一订出来，往往会有一些怀疑分子出来说：我们哪能去预计许多年的事情，能完成现在要做的事情就不坏了。同志们，必须善于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没有一个长期的旨在取得重大成就的计划，就不能进行工作。运输工作的明显改进表明，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我提醒你们注意提纲第九条的一个地方，那里说恢复运输业的期限原定为五年，但是现在已经缩短，因为我们正在超额完成工作；期限现已确定为三年半。其他经济部门也应当这样工作。而这也就日益成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实际的现实的任务。各地在注意科学实验和实践经验的同时，还应当不断地努力使计划完成得比原先规定的快，以便使群众看到，经验能够使我们缩短完全恢复工业所需要的漫长时期。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修配厂、每个机务段、每个部门都要改进业务，这样我们就能把期限缩短，而且我们也正在缩短。不要害怕为期多年的计划，没有这样的计划就不能恢复经济，各地要努力完成这些计划。

必须使经济计划按照既定部署完成，加快完成这些部署的应受到表扬和鼓励：群众不仅应当知道，并且还应当体会到，缩短饥饿、挨冻和穷困的时期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尽快完成我们的经济计划。各个生产部门的一切计划都应当严密地协调一致，相互联系，共同组成一个我们迫切需要的统一的经济计划。

因此，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使经济系统的各人民委员部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中心。我们已经着手实现这一任务，把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改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提交你们审议。

你们要审议这一草案，我相信，这一草案经过必要的修改会被一致通过的。它的内容很简单，但是它的意义却不小，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知道自己的地位并能把正在提到首位的经济工作全部统一起来的机构。

在代表大会以前出版的文献中，古谢夫同志的一本小册子也谈到了这一任务，附带提一下，他的这本小册子不象他以前那本小册子写得那样成功[80]。在这本小册子里有一个关于成立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十分庞大的计划，要把许多著名的工作人员调到该委员会去，其中我们看到有托洛茨基和李可夫的名字。我要指出，少作一些这样的空想吧。我们不能丢掉花了三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机构。我们知道它有很大的缺点，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将详尽地谈到这些缺点。这个问题已经作为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提到日程上了。我是指改进苏维埃机构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应当谨慎地工作，按照需要，根据实际经验来改变我们的机构。古谢夫同志讥笑我们提出的方案，说我们建议劳动国防委员会里增设一个农业人民委员部。不错，我们正是提出了这样的方案。在我们的方案中，劳动国防委员会占着不起眼的地位，它是一个直属于人民委员会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在没有任何宪法规定的情况下进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的。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划分得不好；有时我们超出了范围，成了立法机关。但是，即使这样，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冲突。我们处理这些事情的办法是，立刻把它们转给人民委员会。当必须把劳动国防委员会建设成一个更能统一经济政策的机构时，我们便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按立法程序确定这些关系。我们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划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就要占用很多人力来编纂法规，消耗大量纸张，最后还仍然不能保证我们不犯错误。

我们要采取另一种办法。有人认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几乎相当于人民委员会。我们不这样看。劳动国防委员会将是直属于人民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会。我们一定能消除大量的扯皮现象，使事情能办得更快。如果人民委员会有哪一位委员不满意，请向人民委员会提出来，因为人民委员会在几小时内就可以召开。这样我们就会消除各主管部门之间互相扯皮的现象，并且使劳动国防委员会成为一个工作效率很高的机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它同真正制定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有关。现在的任务是把经济系统的各人民委员部统一起来，我们为这个任务毕竟做了一点工作，这个任务已经酝酿两年了。因此，我提醒你们注意这项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法案，同时我相信，你们作了必要的补充后一定会批准这个法案，那时，统一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就会进行得更顺利，更迅速，更果断，更坚决。

现在我来谈最后一点，即电气化的问题，它是作为一个特殊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你们就要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我认为，我们是在一个大转变的时刻召开这次会议的，这个转变无论如何足以证明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取得巨大的成就。今后出现在全俄代表大会讲台上的，将不仅有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人员，而且有工程师和农艺师。这是最幸福的时代的开始，到那个时代政治将愈来愈少，谈论政治会比较少，而且不会那样长篇大论，讲话更多的将是工程师和农艺师。为了真正转向经济建设事业，必须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首先树立这种风气，并且自上而下地在所有的苏维埃和团体中，在一切报纸上，在一切宣传鼓动机关内，在一切机构内部来树立这种风气。

我们无疑学会了政治，这方面我们不会受人迷惑，这方面我们有基础。而经济方面的情况却不好。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更多地发动工程师和农艺师，向他们学习，检查他们的工作，不要把代表大会和会议变成空谈的机关，而要变成检查经济成就的机关，变成我们能够真正学习经济建设的机关。

你们将要听到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报告，这个委员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0年2月7日的决定建立的。2月21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签署了关于这一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的最后决定，首先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许多优秀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共　100多名，都全力投入了这项工作，此外，还有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优秀力量参加。这一本书是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今天或明天就要分发给大家。我希望，你们不会被这本书吓倒。我认为，我不难使你们相信这本书的特殊意义。在我看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党纲。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党纲，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两位同志已在一本篇幅不大但是极有价值的书中对它作了极好的解释。这是一个政治纲领，是我们的任务表，是阶级之间和群众之间的关系的说明。但是同时必须记住，现在是实际走上这条道路并且衡量它的实际效果的时候了。我们党的纲领不能始终只是党的纲领。它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建设的纲领，不然它就不能作为党的纲领。它应当用第二个党纲，即重建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来补充。没有电气化计划，我们就不能转入真正的建设。我们在谈到恢复农业、工业和运输业以及它们之间的协调一致时，不能不谈到广泛的经济计划。我们必须有一定的计划；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初步的计划。这个党纲不象我们的真正党纲那样，只有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才可以修改。不，这个纲领在每个工厂里，每个乡里天天都会改进、修改、完善和变更。我们需要这个纲领，它是展示在整个俄国面前的第一张草图，它是一个为期不下十年的、表明怎样把俄国转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真正经济基础上去的伟大的经济计划。我们在军事战线上进行过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当时使我们的力量，使我们的精力增加十倍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是什么呢？这就是意识到存在着危险。当时大家都在问：地主和资本家是否可能回到俄国来？我们回答说：可能的。因此，我们百倍努力，我们全力以赴，终于取得了胜利。

如果提到经济战线，你们也会问：在经济上资本主义是否可能回到俄国来？我们同“苏哈列夫卡”作过斗争。前几天，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之前，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把这个令人不大愉快的场所封闭了。（鼓掌）“苏哈列夫卡”被封闭了，但可怕的并不是已经被封闭的“苏哈列夫卡”。被封闭了的是苏哈列夫广场上的过去的“苏哈列夫卡”，封闭它并不困难。可怕的是活在每个小业主心灵上和行动中的“苏哈列夫卡”。必须封闭这个“苏哈列夫卡”。这个“苏哈列夫卡”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只要它存在，资本家就可能回到俄国来，就可能变得比我们更强大。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应当成为我们工作中的主要推动力和衡量我们的实际成就的条件和尺度。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必须记住。每一个细心观察过农村生活并把它同城市生活作过对比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维持的，要铲除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我国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已经制定了国家电气化的初步计划，这个计划是由我们的200位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拟订的。一个为期很长的、不下十年的计划制定好了，这个计划给我们开了一笔物资帐和资金帐。这个计划指出，为了实现电气化，我们需要多少万桶水泥和多少万块砖。为了实现电气化的任务，在资金方面估计要用10亿至12亿金卢布。你们知道，我们的黄金储备远远抵不上这个数字。同时我们所备的粮食也不多。因此，我们应当按照我所谈的计划，用租让的办法来抵这笔帐。你们将会看到我们打算怎样在这个基础上计划工业和运输业的恢复工作。

前不久，我在莫斯科省的边远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县参加了一个农民的节日[81]，那里的农民已经用电灯照明了。在街头举行了群众大会，有一个农民上台讲话，祝贺农民生活中的这件新事。他说，我们农民过去处在愚昧这种黑暗之中，可是现在我们这里有了光，有了“非自然的光，它将照亮我们农民的黑暗”。我个人对这些话并不感到惊奇。当然，对于非党农民群众来说，电灯光是“非自然的”光，但是对我们来说，非自然的却是农民和工人竟然在这种黑暗和穷困中，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生活了几百年、几千年。这种黑暗是不能很快摆脱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使我们建成的每一座电站都真正成为教育的据点，都要对群众进行所谓电的教育。必须使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们已有的几十座小电站关系到工业的恢复。我们现在有一个拟好的电气化计划，但是，完成这个计划却要好多年。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实现这个计划，并且缩短完成计划的期限。这方面也应当同执行我们第一批经济计划中恢复运输业的计划——第　1042号命令一样，这个计划原定五年完成，但是现在已经缩短到三年半，因为它正在超额完成。我们可能需要花一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电气化计划，完成可以挖掉资本主义复辟老根的改造。这样的社会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将是空前未有的。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实现这个计划，并且缩短完成计划的期限。

我们第一次这样从事经济工作：除了一些工业部门的单独计划，例如运输业部门的计划，除了这些已经推广到其他工业部门的单独计划，我们还有为期多年的综合计划。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的目标是共产主义的胜利。

但是应当知道和记住，当我们有文盲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电气化的。我们的委员会还将努力扫除文盲。同过去相比，委员会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同需要相比，那就做得很少。劳动人民不但要识字，还要有文化，有觉悟，有学识；必须使大多数农民都能明确地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这个党纲应当成为各个学校必须讲授的主要课本。在这个党纲中，除了实现电气化的总计划，你们还会看到一些为俄国的每个地区制定的专门计划。每一个到地方上去的同志，都会得到他那一地区如何实现电气化，如何由黑暗转到正常生活的一定的规划。同志们，对于交给你们的一些条例可以并且应当在当地加以比较、研究和检验，并且在每个学校、每个小组里，使人们对于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不仅能用党纲上写的东西来回答，同时还能谈一谈怎样摆脱黑暗状态。

优秀的工作人员、经济专家已经完成了交给他们的制定一项实现俄国电气化和恢复俄国经济的计划的任务。现在要努力使工人和农民知道这项任务多么伟大，多么艰难，应当从何着手，应当如何行动起来。

必须使每一个工厂、每一座电站都变成教育的据点，如果俄国布满了由电站和强大的技术设备组成的密网，那么，我们的共产主义经济建设就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载于1921年《工人、农民、红军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28—161页









4

在俄共（布）党团会议讨论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时的讲话

（12月22日）

同志们，让我先谈发言人提出的一些意见，然后回答字条，至少是那些最重要的字条。在科尔济诺夫同志的批评中，有关工程师和农艺师的看法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必须加强从工人和农民中培养工程师和农艺师的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苏维埃政权也正在为此采取措施，但是，我们不能期望很快取得成效。即使这方面不会象实现电气化所需要的时间那么长，那也总得有几年时间才成。所以，科尔济诺夫的建议是不正确的，他说在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农艺师以前应当把一切事情都搁在一边。我们目前应当发现和使用优秀的农艺师，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会议，要求他们提出工作报告，这样来选拔那些勤勉可靠和学有所长的人。

科尔济诺夫同志是为反对而反对，他说本应早一点公布租让法令。可是，我们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就是这样的：事情一来，必须马上作出答复；我们的情况是：只要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没有意见分歧，就立即通过决定。如果租让法令是不正确的，那就应当提议撤销它，因为同万德利普商定的最主要的租让项目，最早也要在明年3月才能签订正式合同。

我们颁布这个法令的时候，我们的主要目的当时是，现在也仍然是尽快签订商务合同，吸引资本家接受租让。我在党团会议上作报告时，直率地谈过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我当时没有听到反对意见，因此，当伊格纳托夫同志硬要提出一点反对意见，说万德利普这件事情不妙，说我们没有弄清他的身分时，我感到吃惊。我读过副外贸人民委员的声明，其中说有关万德利普所代表的集团的情况已经查过，并得到国外证实，是确实无误的。万德利普本人说，在共和党的候选人执政以前，在新总统就职以前，不能签订合同，因为这个合同不能避开美国政府。

根据这项合同，要给美国政府提供军事基地。所以，即使这位华盛顿·万德利普（梁赞诺夫同志已经在打听有关他的一些与这件事丝毫无关的细节，这确实是梁赞诺夫常干的事）谁也不代表，简直就是一个骗子，也就是说，即使合同草案的目的是让合众国政府取得针对日本的海军基地，即使这样，我们也绝不可能受骗，因为在美国，共和党的代表确实将成为合众国总统。万德利普走后，我们将有可能彻底地评价这项商务合同。伊格纳托夫对我们在会上讲的东西简直漫不经心，他的全部批评丝毫没有价值。

科尔济诺夫同志说，关于波兰的问题，本应早一点打招呼。可是，那时的情况非常困难，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军队正在向前推进，中央委员会有理由认为：尽管形势变得复杂起来，我们转入进攻，还能得到许多东西。

在寇松发出7月11日的照会[82]，要求几天之内给予答复的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来召集党的会议并提出这个问题呢？而且任何一个同志都知道，假如我们能够在有利时机转入进攻战，那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拒绝这样做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在这点上都不会出现任何反对派。我们所见到的反对派却正好是相反的，他们责怪我们的对外政策不够积极。至于说这方面有错误，那是没有疑问的，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现在来议论这些错误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我们还顾不上研究我们过去的活动。过一些时候，当文件和材料都收集起来了，那时我们才能充分估量我们的错误。因此，在科尔济诺夫同志的发言中，除了想表示反对的愿望之外，我根本看不出有任何别的东西。往后只要条件对我们有利，我们还要同样地利用我们的胜利。只要党不加禁止，我们总是要转入进攻的。我认为，党，任何一个党员在任何一次会议上，都不会提议采取相反的政策。

至于古谢夫同志提的意见，我应当说：我认为我的错误是把有争议的内容写进正式的报告里面去了，因此，我已经提议从正式报告稿中删去这一部分，同时增加对苏维埃亚美尼亚的祝贺，而这一点是由于我的不可原谅的疏忽，忘记加进我的报告里去了。

古谢夫同志在这里说，我在炫耀自己的谦逊，这是没有根据的。问题绝不在这里，而是在于：我们已经在较为切实认真地着手使经济系统的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密切配合起来并实行统一的经济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怕主观的计划。

古谢夫同志说，我没有全面地评论他的小册子。但是，要托洛茨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放弃主管部门而参加还不成其为一个部门而要另建新机构的国防委员会，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不明白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三年之后怎么还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这里还得到支持。我无法表达我的困惑，这是极不严肃的，这意味着在一个地方把一个部门搞垮，又在别的地方把它建立起来。这意味着不了解我们的机构的情况。我不知道波波夫同志是否印好了他给我的那页材料。那上面有1920年调查结果的摘录。你们知道，这次调查进行得还令人满意，它将提供大量有关莫斯科的苏维埃职员人数的极有价值的材料。我们在1919年已经进行过一次这样的调查，现在我们有了更加完备的调查。根据调查材料，苏维埃职员不下23万人：在最重要的人民委员部里有3万人，甚至更多；在[83]莫斯科苏维埃里有7万人。你们想一想这些数字，考虑一下这些数字，那你们就会明白：如果你们一定要把一个有影响的、最有威望的、在他的主管部门建立了一定的工作作风的同志从这个部门抽调出来，而委派他去合并几个部门，那么，除去造成混乱外，还能得到什么结果呢。难道可以这样来理解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任务吗？这样做就是对工作抱极不严肃的态度，就是根本不考虑现实情况。我理解官僚主义的严重性，但是我们没有在党纲中提出要消灭它。这不是一次代表大会的问题，这是整整一个时代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专门报告。

难道可以设想，大笔一挥，决定把在某一个最重要的主管部门内工作得很出色的一些同志调到劳动国防委员会，就可以建立一个权力不确定的、在经济方面不能起统一作用的新部门。当劳动国防委员会内实际提出什么是经济系统的和什么是非经济系统的这一问题时，不仅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说它是经济系统的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也说它是经济系统的人民委员部。可是难道进行经济工作可以没有卫生人民委员部吗？当然，当我们在经济改造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时，在改变经济基础的事业方面取得极大成就之后，经济系统的各人民委员部同非经济系统的各人民委员部的关系也许会改变。现在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象古谢夫那样轻率地对待本位主义，那是完全不正确的；附带提一下，他在这本小册子的其他部分重复了以前那本小册子已经谈过的一些极好的想法。

我不准备谈梁赞诺夫的发言，因为加米涅夫已经对他的发言作了充分的批驳。我只提一点：梁赞诺夫和迷恋于他的坏榜样的古谢夫散布说，他们在什么地方听说过，也许是听我说过，我想在人民委员会里自杀——一个说是跳水自杀，另一个说是开枪自杀。如果有同志将来抓住我因过分疲劳可能说出的任何气话并迫使我到成千人面前来谈论这一点，那我认为，他们就会永远失去人们对他们发言严肃性的任何信任。（鼓掌）

很可能我们人民委员会有一大堆琐碎的事务，这是真的。既然马克西莫夫斯基利用这一点来表现自己反对派的立场，还专门加以强调，那么，我应当说，没有琐碎事务的国家机构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你们还没有说到中央委员会解决同政策有关的问题这件事。只要是执政党在管理国家，只要这个党必须解决有关各种任命的一切问题，你们便不能设想最重要的一些国家任命不由处于领导地位的党来决定。归根到底，重要的并不在于由什么人来执行什么样的政策。难道中央委员会没有琐碎事务？有的是。常有这样的情况：赶着讨论了几十个问题，议事日程才算结束，这时不仅会说我真想跳水自杀，甚至还可能说出更难听的话来。我再说一遍，抓住我说的这种话非常容易，但是在这样的会上发言，利用这个问题造出一个反对派来，并且对琐碎事务横加指责，那是不严肃的。

如果我们试图在一般只规定原则的机关中分出一个解决琐碎的实际事务的机关，我们就会把事情搞糟，因为我们这样做就会使概括脱离事实，而概括一脱离事实就成了空想和不严肃的事情。中央委员会不能把问题分成原则的和琐碎的，因为每一件琐碎的事务都可能有原则的方面。

问题不在伊万·西多罗维奇，也不在西多尔·卡尔波维奇身上。问题不在把卡尔普安置在伊万的位置上或者把伊万安置在卡尔普的位置上。而如果他们不愿意这么做呢？如果伊万和卡尔普这两个人都是人民委员，那又该怎么办？中央委员会有书记处，有组织局，有政治局，最后还召开中央全会，甚至最琐碎、最枯燥、一连讨论几个小时简直叫人想去跳水自杀的这么一些问题都经常提交中央全会。但是，把问题分成琐碎的和原则的，就意味着根本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基础。同时，也不能说中央委员会把琐碎事务都堆在别的机构头上。目前，我们还不能改变宪法，还在自主地进行工作。如果我们在有些问题上取得了一致，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发生了争论，那在我们现有机构的情况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即使中央委员会成了一个监督机关，即使根据总的分工，加里宁同志担负了监督鼓动工作和检查的责任，即使只要求他谈一点巡视和执行任务时的个人印象，那当然也不该因此就叫嚷什么所有问题都从人民委员会转到了中央委员会，或从中央委员会转到了人民委员会。这样说就会引起新的混乱，搞得一塌糊涂，而事情的实质不会因此有所改变。为了监督，为了否决某些问题，高级机关是必需的。

有人在这里谈论和抱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工作太多，尽管它是我们的最高机构，却过多地忙于纯属琐碎的事务。但我想问问所有在座的人，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看完了我们这些工作的几十份记录？谁从头到尾看完过？显然谁也没有，因为枯燥得看不下去。我应当说，我们党的任何一个党员和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把最无关紧要的问题、最无关紧要的情况报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类问题逐级上报，经过常务委员会等等，送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审议。在劳动者受到最充分的共产主义再教育（这要经过几十年在彻底实现电气化之后才能做到）以前一直都会这样。我们在这方面不怕发生变化。

现在我来回答一些字条。敏金同志写道：


　　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是否向人民委员会报告过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内出现的混乱现象，或者要把这留作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用？如果已经报告了，那么，为消除这种混乱采取了什么措施？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找了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他比我更了解情况。中央委员会委派他去一个委员会工作，参加委员会的有谢列布里亚科夫、捷尔任斯基、克列斯廷斯基、列扎瓦等同志，这个委员会要采取措施改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关系，因为我们的驻外代表得知这些关系远不是令人满意的。应我的请求，谢列布里亚科夫对敏金代表的字条，答复如下：“敏金同志说……”。（念）委员会之下还设立了一个分委员会。玩反对派这种游戏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人民委员部都存在丑恶现象。这里提到各种保证和某个人民委员部技术出版社的3万名职员不尽妥当，在某种意义上又很能说明问题，说明你们随时都能发现令人吃惊的丑恶现象。你们在红军的每个师里也会发现同样的现象。然而我们的红军总是不断取得胜利。

全部问题在于应当及时把这些情况向有责任进行纠正的机构提出，而不是在这个会上说上一通。梁赞诺夫同志听说某某同志如何如何，他既没有核实过，也不知道确切事实。对于此类问题我们在这个会上是无法收集确切的材料来加以证实的。这是民主集中制吗？不，这绝对不是民主，也绝对不是集中制，而是杂乱无章和制造混乱。申诉书应当送交党的机构。如果党的机构不负责任，它就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

在交来的字条中间，应当注意一下裁减军队的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将对这个问题作专门汇报，你们愿意今天就听，还是下次召开专门的党团会议再听，由你们决定。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设立了以托洛茨基和捷尔任斯基为首的专门的复员委员会后，中央委员会已决定开始复员，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军事部门正在研究复员工作，你们将会得到确切的汇报。


　　能不能认为劳动国防委员会机关是一个过渡性的机关，它的任务只是把经济系统的各人民委员部统一起来，这之后就会撤销？或者它是未来的统一的经济计划的基础？另外，劳动国防委员会在地方上依靠的是哪些机构？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我们认为，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无益的。我们当前要做的是审查人民委员部的组织。人民委员会已经建立了组织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应当从各人民委员部担负的任务的角度来重新审查它们的机构，并相应地研究人员编制的问题。电气化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就撤销劳动国防委员会，而成立另外的机构，这是行不通的。有关电气化的各种材料马上就要发给你们，劳动国防委员会要考虑对这些材料的审查意见和报告。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我们所需要的机关，靠了这个机关，不管搞得是坏是好，我们总是在工作和在完成我们所担负的任务。我们不打算在实际试验完成统一的经济计划以前，就忙于进行改革。这里应当七次量，一次裁。
　　租让远东的合同，将由我们还是由缓冲国来签订？不管由谁来签订，其原因是什么？



　　同志们，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有人问我们“是由你们还是由缓冲国”，而缓冲国的定义就很难下。一方面有个缓冲国，而另一方面有俄国共产党相应的一个局。缓冲国就是缓冲国，目的是等待时机，打败日本人。我不知道堪察加现在属于谁，实际上它现在属于日本人，我们要把它租给美国人，日本人是不满意的。人们向我们提出问题，人们重视我们的指示，没有人反对我们同万德利普谈判，党内任何派别的同志都不认为这个问题如此重要，非要把它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和提交监察委员会审查不可。这是任何一个党员的权利，但没有人去行使这个权利。谁要是了解了把合同推迟到3月份签订的事实，谁就不会想急于行使他的这一权利。
　　鉴于要实行租让，你怎么看待当前的工会？你赞成组织农民工会，这是不是真的？



　　我应当说，党纲规定必须探索能把贫苦农民联合起来的工会[84]的新形式。党纲提出了这个任务，我也不止一次说过，尽管我们现在没有力量完成这一任务，但放弃这个任务是不行的。不能只限于由这样弱小、还不能提供出色的工作人员的全俄农林工会去做工作。劳动农民、农民中的非富农部分正在平均化、均等化，正在联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程上撤销这一任务的。加强工会的工作，意味着不仅要把这一工作做到农村无产阶级身上去，还要做到全体劳动农民身上去。我们还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在党纲中提出了任务，我们还会多次反复重申这个任务，努力使这一课题从各方面得到实际解决。对于这个问题，更多的我就谈不上了。将来租让合同签订之后，工会自然将肩负特别重要的任务：检查、监督，还要同那些将在这些租让企业内工作的我们的工人建立联系。这项工作在实际上怎样展开，现时我不知道。现在把这个问题提上日程是不合理的，因为工会面临着更重要的任务。

我们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无疑需要工会的帮助，我们应当依[85]靠它。这在党纲中已经原则地说到了。由此可见，需要多么长期的斗争和多么有条不紊的工作。等我们有了材料，说明某个工人村已经安排了监督的工作而且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而在某一个街区、县等等地方却是另一种情况，当我们将来对这一切加以权衡时，我们的事情就会顺利起来，并且不仅仅老是谈论“鼓动用的马铃薯”，而且会发展到检查已经付诸实践的步骤和根据这些步骤采取已经显出成效的实际措施。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62—171页


5

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12月23日）

（鼓掌）同志们，我只对你们刚才听到的发言和声明稍微发表一些意见。在我收到的字条里，有一张字条表示怀疑并且问道，听取这样的声明和发言对苏维埃代表大会有什么好处。我想你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同意这种意见。有些党派中的一部分人刚才宣读了自己的声明。毫无疑问，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些党派在当前的政治局势下所发表的一些言论（也许现在是相当流行的言论）会引起什么后果，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决不是没有益处的。例如，可以看一看孟什维克党一位代表的议论，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该党某一部分人的议论。下面的情况是不能归咎于我们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到现在还保持着自己的名称，其实它们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集团，这些人常常互相倒过来倒过去，因而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了国际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一点从代表大会所听到的他们的声明和发言中看得很清楚。

例如，有人责备我提出了关于即将到来的战争新阶段的新理论。我用不着追溯过去很久的事情来证明我讲的话有什么根据。我们刚刚打败了弗兰格尔，但是弗兰格尔的部队还盘踞在离我国国境不太远的地方等待时机。因此，谁要是忘记了只要世界帝国主义存在，经常威胁着我们的危险就不会消除，谁要是忘记了这一点，谁就是忘记了我们的劳动共和国。有人说我们在进行秘密外交，说我们只应当进行防御战；当刀子一直还搁在我们脖子上的时候，当我们虽然提出了很多建议并作了空前未有的让步，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同我们签订和约的时候，对我们说这种话，就是重弹早已失掉了意义的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老调。如果我们象有些人向我们建议的那样，对于这种经常疯狂地敌视我们的势力，发誓决不采取在军事战略方面可能成为进攻的行动，那我们不仅是傻瓜，而且是罪犯。可是，这些和平主义的言论和决议正是要我们这样做。它们导致的结果是：想把被敌人包围的苏维埃政权的手脚束缚住，听凭世界帝国主义强盗宰割。

后来有人谈到无产阶级的团结问题，说我们破坏团结，听到这种话不能不令人发笑。我们在国内听说过无产阶级的团结问题，并且现在已经真正看到，在社会革命时代，只有依靠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同其他一切党派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团结。（热烈鼓掌）

随后，有人重弹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口号的老调，对我们大谈武装全体人民的问题，可是这个人民却正在激烈进行着最坚决的阶级斗争。

昨天我有机会参加了（可惜，时间不太长）我们代表大会的非党农民代表的一个非正式的小型会议[86]，从他们对农村生活中最棘手的问题，即你们大家都知道的粮食、破产和贫困等问题的讨论中，我得到了很多东西。在这些讨论中最使我注意的是，贫苦农民即真正的劳动者同富农和懒汉之间的斗争已经深入到什么程度。我国革命的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帮助农村最下层群众，广大的政治觉悟最低的人，广大的非党农民，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广泛的实践上提出了社会革命这个基本问题。现在，辽阔的苏维埃俄国各乡各村的人们都在探讨、争论并认识我们的政治措施和经济措施对谁有利；在最偏僻的角落里，到处都在探讨劳动农民和富农的问题。有时大家互相指责得很激烈，但是不管怎样，他们都了解和懂得，一定要帮助劳动农民站起来，一定要击败不自量力的富农的一切偷袭。

在农村里，在农民群众中，阶级斗争已经成为事实，而我们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这场斗争成为自觉的斗争。然[87]而，我们这样做了以后，某个特殊的“国际”　的一些领袖却出来给我们大谈武装人民的问题，使人感到自己仿佛成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预备班的小学生。忘记全世界正在激烈进行的阶级斗争，就意味着不知不觉地在帮助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反对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我们敌人的口号是武装人民，而我们则主张武装阶级，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获得胜利的，并将永远获得胜利。（热烈鼓掌）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在这里对我们说，不召开特别的人民会议，我们怎么能够决定实行租让这种事情，并且质问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政策不把劳动平等放在第一位（在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中，这种劳动平等叫作“劳动权力”，而在孟什维克的决议中则换了个说法，叫作城乡劳动者平等）。但是，这种侈谈“劳动权力”的论调不就是鼓吹工会要脱离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权而独立吗？现在整个西欧资产阶级的报刊，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正在为工会的这种“独立”担忧落泪。

马尔托夫出席了独立党人在哈雷召开的代表大会，他不受他所讨厌的布尔什维克专政的约束，在会上把他要说的一切都说出来了，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几天以后，马尔托夫的演说就象一盘美味在英国一家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刊物上和盘托出来了。这家刊物感激马尔托夫公民（不过英国是称呼先生的，不称呼公民），因为他揭露了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在我们遭到全世界攻击的情况下，发表这样的言论，如果不是协约国政策的一部分，又是什么呢？当然，你们可以说，这是表达你们关于劳动权力等等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胡言乱语），但是，我要再说一遍，事实上这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协约国政策的一部分。唐恩公民，假如这里有协约国的代理人，您的这篇发言明天就会送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去，印上几百万份，用您的发言来欺骗和迷惑一部分没有觉悟的欧洲工人。

唐恩公民认为我在讲到劳动纪律时只主张实行强制；社会革命党的一位代表说得比较确切，他说我是主张在说服的基础上实行强制。我们的全部政策清楚地回答了这一点。我们决不认为，我们的工作没有错误，但是，请您把这些错误给我们指出来，给我们指出一些其他的办法。可是我们在这里没有听到过这些其他的办法。无论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都没有说过：“这就是工农的贫困，而这就是摆脱这种贫困的办法。”没有，他们没有说过这种话。他们只是说，凡是我们所做的，都是强制的。是的，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但是，唐恩公民，请问，您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这一点呢？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请具体地回答：支持还是不支持？“两者都不是”。看见没有，他们只想谈论劳动权力，只想说我们侵犯农民的自由。可是这样的农民究竟是些什么人呢？难道在我们的苏维埃宪法中没有指明，农民就是劳动者，就是从事劳动的人吗？这样的农民我们是尊敬的，并且认为他们是工人的享有同等权利的兄弟。如果没有这样的农民，我们在执行苏维埃政策时就寸步难行。在我国的宪法里，劳动农民同工人有着兄弟盟约。但是，农民中还有其他分子，这就是那些组成千百万个“苏哈列夫卡”的分子。我希望任何会议，甚至非党的会议，都能详细地弄清楚这个问题。难道那些投机倒把的农民是劳动者的代表吗？这就是农村经济问题的全部实质。农民、小业主和工人，这是不同的阶级，正象我在报告中已经说过的，只有在消灭了小经济基础和建立了新的大机器经济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消灭这些阶级之间的差别。这在经济上是必然的。而在这里发言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有气无力地嘟哝什么一切农民和工人的劳动平等。但这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而且在经济上是不正确的，已经被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了的。研究一下我们在西伯利亚和格鲁吉亚进行的革命，研究一下国际革命的经验，你们就会确信，这些侈谈劳动平等的漂亮言词全是谎话。这种言论是资产阶级实行的反对我们的政策，如此而已。

唐恩在这里说，似乎全俄肃反委员会办公室有一个文件规定，对孟什维克不实行十月大赦；唐恩公民竟由此得出结论，说全俄肃反委员会指导和统治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难道我们这些执掌政权的人能够相信这些话吗？难道在座的70—80％的共产党员会不知道全俄肃反委员会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捷尔任斯基同志领导的吗？难道会不知道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内有6名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吗？在这种情况下，说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或它的执行机关指导和统治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这当然是不能设想的，这简直太可笑了。显然，这是毫无意义的，孟什维克党的代表在这里纯粹是玩弄花招。但我希望你们过几天看看西欧或美国任何一种发行　50万或　100万份的资产阶级报纸，那时你们一定会看到那上面用特大号字刊载着唐恩公民揭露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发号施令、实行统治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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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党团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法案时的讲话[88]

（12月24日）

同志们，我先就对暴力问题的错误解释说几句话。为了指出这种错误，我把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三行记录[89]念一下。

反对使用暴力的这番话是由公社问题引起的。我认为，在这方面稍微使用一点暴力都是有害的。针对公社问题的这番话指出在建立公社工作中使用暴力是荒谬的，有人试图对这番话作解释，试图把它扯到关于说服和强制的整个问题上去。这显然牵强附会，是错误的。关于我们的法案和已经开始的交换意见，我必须说，我认为对问题过左的提法是不够实事求是的。在自称极左的汉诺夫同志的提案里，我没有看到任何具体的和实事求是的东西。我认为施利希特尔同志的意见是最有害的，他建议不要把这个法案变成法令，而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次会议去通过。我们在人民委员会里竭力使这个法案尽快地具有最完备的形式，是为了让地方代表出席最多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能够作出正式决定。我们担心的是，在地方上有来不及进行这个运动的危险。开展运动必须有工作细则。制定这些工作细则最少要两三个星期。施利希特尔在谈议程上的另一个问题，即关于省执行委员会的权力问题时所提的意见是极其有害的。这个法案的实质在于：立即采取实际措施帮助所占比重最大的个体农民经济，这种帮助不仅是鼓励，而且要实行强制。

我必须说，法案里已经明确指出，我们谈的是什么措施。最重要的第　11条规定：省播种委员会[90]在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和监督下可以颁布“关于机器耕地、改良牧场和播种工作的主要方法以及保持土壤天然肥力的方法的必须执行的规定”。这些必须执行的规定根据什么呢？法案接着指出，主要是根据勤劳的农民所应用的方法。哪些方法我们应当用法律加以规定呢？应当用法律加以规定的是人所共知的能改进农业的方法，应当使它们成为尽人皆知的方法。最后说：“禁止实行下列规定和要求：（1）足以从根本上破坏农民经济的规定和要求，即不是根据乡代表大会的建议或者在国家不能保证供应该地区以改良农具和生产资料的情况下所执行的规定和要求；（2）中等富裕农户难于执行的要求；（3）带有冒险性的要求。”

这里有一位同志认为，奥新斯基同志的报告的缺点在于提出了过分实际的具体的指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相反，在奥新斯基同志的报告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他完全抓住了要害，他希望你们讨论真正实际的问题——种子怎么办，决不允许把种子吃光。这在俄国欧洲部分恰恰比在容易做到令行禁止的最富饶的阿尔泰边疆区要困难得多。既然那里容易做到令行禁止，那就用下命令来取得实际的成就。那样的话，每个省的土地局——阿尔泰和其他省的土地局，都应得到极大的鼓励。

可惜在贫困得多的俄国欧洲部分各省，情况远不是这样。这里当前运动的整个任务，正象我们代表大会的整个任务一样，就是尽量不要泛泛而论地提出问题，而施利希特尔和另一些同志都要求我们这么做。我希望大家更加实际地切实地提问题，并且欢迎奥新斯基提出的工作方针。让我们来谈谈种子怎样办吧。人们会把种子吃光。必须抢救种子。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办更实际呢？必须把种子拿到公共仓库里去，同时应该向农民保证并使他们相信，这些种子不会成为拖拉作风和不合理分配的牺牲品，而且现在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全面播种所需要的种子由国家来保管。我们一定能使普通农民都相信这一点，因为这种需要是最明显的。如果有人反驳说，我们不能给瞿鲁巴干活，并把他说得象一头猛兽，那我们要说：“别开玩笑啦，直接回答问题吧，你们怎样来恢复工业呢？”你们供给农民农具吧。如果国家将充分掌握满足国家需要的一切必要的储备以及一切农具和技术工具，那就需要有日益增多的储备，而我们刚刚在争取获得这样的储备。因此，说在这里把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任务混淆起来了，我认为是不正确的。集体农庄的问题并非当务之急。我知道，集体农庄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还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的可怜状态。全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指示人民委员会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必须采取专门措施来加强全俄农林工会的工作，这一点我并不反对。在这方面，这个工会是最重要的支柱，只有它才能把那些能够帮助我们成为真正主人的真正半无产者团结起来。我决不反对这一点。

然而，现在这个法案所提出的是另一个任务。现在大多数国营农场的状况，低于一般水平。必须依靠个体农民，而个体农民的情况就是如此，并且在最近不会有所改变，因此现在还不能设想向社会主义和集体化过渡。不要作泛泛的议论，而应当谈一谈在这个春季（无论如何不能再晚）如何跨出切实的第一步，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是实事求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现在就要批准这个法案，因为法案已由人民委员会拟妥，此刻就可以作些适当修改，但是决不能拖延。

至于农具公有化的问题，你们更清楚，可以用国家名义制定哪些共同遵守的法规。我警告你们不要这样做。我们已经有了使富裕农民的农具公有化的法令[91]。在能够顺利做到这一点的地方，这项法律的存在便保证了在这方面实行地方公有化的最充分的自由。但是，实施的方法远不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完全规定好了的；因此把这一点列入目的与此完全不同的法令中去，我们就有分散精力的危险，就不能把精力集中在首先要做而且要加紧去做的工作上。最好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最紧迫的工作上，即：无论如何要收集到足够数量的种子，保证播种计划的完成，在劳动农民即贫苦农民和中农人数最多的地方开始大规模地推广已试验过的改进农业的措施。这就是问题的所在。现在我们制定这样的措施愈少愈好，因为稳步地实行少许措施，就可以使发展农业的整个工作走上正轨，使农民坚信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的步子迈得太大，超过了我们能够做到的范围，那只会使我们在农民心目中威信扫地。如果有些省份在发布命令方面还可以再进一步，那也没有禁止这样做。法令上规定：要考虑到农民的经验，考虑到目前所能够征集到的耕畜和农具的数量。如果在一个省里还有农业所需要的农具，而且并未损坏，那么，在那里就会取得成绩。如果把这项法令推行到在这方面情况比较糟糕、农民又不能做到这一点的省份，那命令仍将是一纸空文，不会有什么成效，而农民不但不能了解走这条道路的重要性，反而会感到失望，这也就是今后使我最担心的一点，因此，我们必须首先从绝对必要的事情做起，也就是从保管种子做起。

现在我们来谈谈改进个体小农经济的一些完全可行的、我们应该立刻讨论并且加以详细讨论的措施，在这里要把它们变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必须执行的规定，并且必须强制和严格地去执行，总之，经过多次讨论才决定的东西，务必付诸实施。我想建议现在就分成小组，不要等大会全体会议上作完报告才正式成立这些小组。现在就可以成立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今天就可以成立的这种非正式小组，是可以变成正式小组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工作拖延一天或半天，那就不对了。要知道，我们一共有2500名代表，我认为其中十分之一的代表，做了几年工作以后，实际上已经领会了这个问题。既然有250人，也就是说，每个农业区有25人以上，因为我们的共和国划分为9个农业区，我认为，有这么多代表，我们现在就可以着手讨论实际问题，讨论我们应当着手实行的那些具体措施。

究竟应当在哪些农业区采取和规定哪些改进农业的措施呢？有的农业区也许可以实行必须种足的办法；有的农业区，正如一位在春天才了解了阿尔泰省情况的同志所说的，也许已经有条件发布一项更果断的命令；还有的农业区，在农艺师和非党农民参加下，也许可以实行使耕地和耙地更适时的措施。我觉得，现在需要按各个地区划成的农业区来建立小组，因为不能在不同的农业区实行同一种措施；要用半天或一天的时间来讨论法令没有直接提到的而在法案中又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法案规定：要用适当方式说服非党农民；即使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落后了，但是我们依靠现在正在开展并且将要以比过去大一百倍的规模和声势开展起来的群众性的鼓动工作，就能给每个农业区和每个省制定一些措施，为了使这些措施收到成效，我们还要作出巨大的努力，作出不下于我们在实行粮食政策方面所作的那种努力。那时的任务并不怎么复杂，只不过要求农民交出一定数量的粮食，而现在则要求农民在自己的耕作方面作一些全国政权认为必要的改变。主要的是在确定这些改变时不要犯错误。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库拉耶夫同志具体地提出了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如果不这样做，而去议论集体化的总计划，去议论有时起了很坏作用的国营农场的作用，去议论对待征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这就意味着要使我们脱离直接的实际问题而向后倒退，去作泛泛的议论，这种议论或许也有好处，但是在颁布最重要的国家法令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是不会有好处的。要准备好这一步骤，必须很周密地考虑村苏维埃应该做哪些工作和起哪些作用。必须很慎重地考虑，现在村苏维埃主席是不是在农民中主要贯彻各种措施的人？是不是我们可以与之商讨问题的人？村苏维埃主席和协助委员会主席由一人担任是否有好处？我在这里要打个问号。我希望熟悉地方工作的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应当让协助委员会讨论一下哪些措施需要用法律加以规定。在讨论的时候用不着害怕非党人士。他们的一切建议我们都要加以斟酌，这样我们就会具体了解，谁拥护我们，谁反对我们。必须做到对每个乡和每个村都有清楚的了解。已经制定的要求是切实可行的，经过一定的努力，来年春天是可以办到的。我建议结束党团的会议。如果你们认为一般讨论已经结束，那就要按农业区成立小组，并且在这里在小组内立即开始讨论具有不同农业特点的各个农业区的问题。实际上这样做是正确的，并且会保证法案获得成功。





	载于193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78—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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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就《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法案的补充意见发表的讲话

（12月27日）

同志们，今天中央委员会研究了党团通过的一项决定，即在关于农业的决议里谈到改进和奖励的那一条中删去“个体农民”这几个字的问题。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决定，并委托我加以说[92]明。（念决定）同志们，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决定的全文。现在让我来说明我们为什么决不能同意党团决定的理由。我们很清楚，并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特别强调，党团在作出不奖励个体农民的决定时的基本想法是担心我们会奖励富农，并希望首先把奖励村团、乡、集体（也就是奖励共同劳动，而不是个体劳动）放在第一位。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我们认为，这些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对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原则上都是没有异议的，是不容置疑的，从农民的角度看来是特别宝贵的，但不能因此就完全不奖励个体农民。

让我来谈一下这个法令产生过程中的一点情况。我对这个法令在我们人民委员会的产生过程是相当注意观察的，并且应该说，来自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第一个草案，总的讲，指靠的是勤劳的农民。谢列达同志提出的那些建议，关键是认为指靠勤劳的农民是错误的，而应当指靠村团和集体。人民委员会，至少我是这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在这种场合应当先问问地方上的人的意见，然后再斟酌是赞成还是反对。的确，我觉得不奖励个体农民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地方上有实践经验的人证实，可以而且应当把村团放在第一位，或许，这样做也是好的。由于这两种观点的斗争，人民委员会的法案就采取了这样一种措辞：两种奖励都保留，并规定两者的一定比列。在进一步详细研究时又自然地提出了一种想法，在人民委员会中这种想法已经很明确，认为这是工作细则问题。因此，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规定，工作细则应由农业人民委员部在明确指定的期限内拟好，取得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同意，并经人民委员会批准。批准工作细则的一般程序是由有关的一个人民委员签发。但这次例外，我们决定不仅要审查工作细则（两个人民委员参加），而且特别补充说：工作细则要送交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明显看出，这一工作细则的关系十分重大。

同志们作了一些解释后，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你们决定不奖励个体农户。中央委员会懂得了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于不要奖励得不公平，不要奖励了富农。很明显，富裕农民和富农的经营搞得最好；无疑，这种人在农村里仍然多得很，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怀疑。如果我们奖励精心经营的人，而不问他是通过什么手段做到这一点的，那么精心经营成绩最好的自然就是富农。所以，如果忽视经营上的改进是用什么代价达到的这个问题，那就会不公平地特别优待富农。如果用生产资料奖励富农，就是说用那些可以用来扩大经营的东西奖励富农，那么我们就会间接地——也许还不完全是间接地——成为发展富农经济的参与者；因为，在奖励勤劳的农民时，不考虑好的成绩是不是用富农手段获得的，而且还用生产资料这样的东西，也就是用得奖人可以拿来进一步加强自己影响的东西来奖励他，那我们当然就不仅背离了土地政策的宗旨，而且背离了整个苏维埃政策的宗旨，还违背了支持劳动者的利益反对富农的利益这个基本原则。总而言之，这样干，我们确实是在从最根本上破坏整个苏维埃政策的原则和基础，而不仅是破坏整个土地政策的原则和基础。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不应该奖励个体农民，那么，就请看看这样的例子吧：我们在工厂里奖励的就是工人个人，而工厂里劳动的集体化和社会化程度远比农业高。对待农民经济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国有2000万农户，农民的910，更可能为99％是单独的个体劳动；我们打算在这样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提高农民经济，而且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做到这一点。我们知道，只有经过好多年的根本性技术改革以后才能提高他们的劳动。三年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已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们懂得怎样在农业中确保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取得技术上的巨大进步。我们明确地提出了这个已经制定好的标有发电站位置的计划，我们有最低纲领，即最近十年的纲领，但是在关于电气化的这本书里也提出了最高纲领，对今后许多年的巨大工程作了规划。现在我国有2000万个体农户，都是单个经营，并且也不可能用其他方式经营；如果我们不通过奖励去提高他们的生产率，那就根本错了，那显然太过分了，是不愿看到我们应当加以考虑、应当作为依据的显而易见的现实。当然，如果通过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整个整个乡，整个整个村团的农户都发展起来，那最好不过了。但是现在可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正是应该考虑的。如果你们在地方工作中能沿着这样一条道路保持发展，能使整个村团或整个乡都发展起来，那好极了；那时，请把奖励的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们吧。然而，你们有成功的把握吗？这会不会是一个将在实际工作中造成极其严重的错误的幻想呢？

所以，我们把中央决议的最后一部分交给你们，这一部分已作了一些加工整理或改动；根据实际工作者的意见，这些改动或许应写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以便由你们来决定这个问题，由你们来说：奖励个体农民是可以的，但要符合大家知道的三个条件。第一，首先奖励村团，其次用奖励剩下的东西奖励个体农民，这一点我们同意。第二条规定，不奖励采用富农手段取得经营成绩的那些个体农民，不要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只要取得经营成绩，便能受到奖励。不，如果某人取得了经营成绩，但使用了富农手段，不管是放债、利用工役，还是投机倒把（使用富农手段有时借助于规避法律的办法），如果某人哪怕使用了一点点富农手段取得经营成绩，那么，他就不能得到任何奖励。这就是第二条限制，它更加符合你们反对富农、支持从事劳动的中农和贫苦农民的原则观点。第三条限制是，奖励什么东西。可以奖给生产资料，即用来扩大和改进经营的东西——工具和机器；可以奖给消费品，即日常用来点缀家庭的东西，使家庭生活更美好的东西。我们说：“对个体农民只发给消费品和家庭日用品吧，当然还要发奖章。”这次会上你们已经决定颁发劳动红旗勋章[93]。至于发给个体农民生产资料的品种和原则就是只发给不致被用作富农手段的东西。即使对最勤劳的农民，即使他丝毫也没有使用富农手段而取得了成绩，也一律不发给机器。不能发的原因是，机器本身的使用要求集体劳动，而一个农民得到机器后也无法一个人使用。

这就是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想法，根据这些想法我们请你们再一次审议一下你们的决定，交换一下意见，你们看是不是可以修改一下决定，在遵守上述三个条件的前提下，允许奖励个体农民。要是我们不通过这个决定，我们就可能达不到需要的结果，因为在一个疲惫、破产的国家里不付出特别的努力就不可能改善经营，而对特别勤劳的人则应该给予奖励。对任何努力工作的人，只要他没有使用富农手段，就应该给予奖励。所以我们认为，你们听完了这些意见以后，会同意在上述三个条件的限制之下实行奖励；为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三条限制的确是必需的。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85—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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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对问题的答复

（12月27日）

在回答字条之前，应当明确地指出，在党团和中央委员会之间有没有正式的意见分歧。就前面几个人的发言我要说：我们考虑到同富农的斗争，通过了明确的决定，而你们连我们在三条补充意见中指出的斗争方法也没有提出。反对这些补充意见的同志们在这里讲了一些什么呢？实质上他们什么也没有讲。一位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同志[94]在这个会上发言说，还有富农，他们在发展；但是我们明确地讲：如果他们是富农，那他们就不能获得奖励。建议你们把这一点写进法令里去。此外，如果一个中农单干获得了改善，但是他可能利用这种改善变成富农，那么就禁止给他发奖。这里，究竟讲出了什么反对我们意见的理由呢？什么理由也没有讲出来。他们一再说，不应奖励富农。而我们是同意这一点的。

现在我回答递上来的字条。第一张字条：


　　（1）“勤劳的富农”和“勤劳的中农”的标准是什么？（2）假定我们在这里能找到这个标准，制定出纲要，那我们又怎样才能在地方上，尤其是在那些至今还是富农在起领导作用的地方贯彻执行呢？

（3）是奖励整个集体，还是奖励个体农民，还是两者都奖励，界限怎么划？





　　第一，农民更懂得这点。如果法令上规定禁止奖励使用富农手段的人，那么这就比富农的概念更广。富农是指一贯使用富农手段的人，而个别的富农手段则几乎任何一个中农都在使用。也就是说，我们不仅禁止发奖给富农，而且禁止发奖给任何一个使用富农手段的中农，而这些手段是五花八门的。不仅仅是象用五普特粮食[95]就多买一匹马这样粗鲁的手段。这样的富农，难道能给他发奖吗？为什么你们认为，农村里会忽视这样的事情呢？你们如果问，勤劳的富农和勤劳的中农的标准在哪里，那么在地方上人们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不打算制定这方面的法令，因为这意味着要写一大本书来叙述富农是怎样进行剥削的，而这些事情在地方上大家都很清楚。第二，难道你们那里没有县的党委会，难道这样的事不通过村团？不通过乡土地局？不通过党支部？如果地方上没有进行斗争的支部，那又怎么谈得上同富农进行斗争呢？这个道理我不懂。

第三，法令中规定，首先奖励集体，其次奖励个体农民。界限将由每个县的党委会和地方上现有的一切其他机构较详细地来加以确定。

第二张字条：


　　在进行修改时，中央委员会是否把这种修改当作一个政治行动，以便使“勤劳的农民”感到发展农业和整个工业对他们有利，以便经过一定时期以后更容易实行共耕？如果可以的话，请回答。



　　首先，要向你们证实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应向非党农民保密的纯属政治性的东西。因此，我想，邀请非党群众到党团里来讨论这类问题，应当成为一种惯例，我认为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在党团里他们不决定问题，但为什么不可以同他们商量呢？我们的经济实践表明，应该由个体劳动走向集体劳动，但是当我们经过试验，明白走向是怎么一回事以后，我们就不应该马虎大意，而应该懂得，走向是应当的，并且愈慢愈好。第三张字条：


　　我觉得，必须向主张实行奖励村团的人指出，他们是否有足够数量的犁和其他工具奖励村团？如果没有，那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这个理由是不对的。我们用作奖励的东西总的说来很少，而犁就更少，以致我们不能把犁这种生产工具发给个人，只能发给整个村团。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不把犁发给那些为提高生产率作了很多努力的农民呢？可是，谁来决定，某个人是不是富农分子？应该听听下面群众说些什么。下一张字条：


　　如果可以的话，请你马上就在这张字条背面答复我以下的问题。按规定，我工作的斯塔夫罗波尔省圣克列斯托夫斯基县在　1920年12月　1日以前应交　1000万普特粮食。完成了320万普特。由于我们任务完成得少，正在加紧没收富农分子的财产，所以我再次请求答复，今后怎么办？是继续没收还是在万不得已时为了使经济不致遭到破坏才这样做？



　　这同我们所说的法令没有关系。以前你们怎么办的，现在还怎么办。只要严格遵守苏维埃政权的法令，不违背你们的共产党员的良知，就放手地象过去一样干吧。下一张字条：


　　怎样区分“勤劳的农民”和“勤劳的富农”这两个概念？



　　这在我们的法令里都有规定，如果你要在这里提问的话，那就是滥提问题。下面有人问：


　　由什么人并且怎样确定（比如说在某一个村子里）谁是勤劳的农民呢？如果这件事由村子里选出的代表或特派员去做，那么他们就会滥用职权。



　　我已经指出过了，要让我们的党来参加这项工作，我们有贫苦农民委员会，在乌克兰有贫委会。
　　（1）请注意。1920年奖励了交售大麻的农民业主。结果，他们得到的纺织品多达　100俄尺，而农村的贫苦农民1920年却连一俄尺也没有得到。（2）奖励个体农民的措施对联合为集体是一种阻碍，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将巩固根基已经动摇的农业资本主义基础，这一点是不是注意到了？





　　同志们，你们知道，在我们这里个体农户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基础。这是不容争辩的，我在自己的报告中就指出了这一点，我直截了当地说，可怕的并不是苏哈列夫广场上的或者偷偷地在别的什么广场上搞的那个“苏哈列夫卡”，可怕的是盘踞在每一个个体农民心灵中的那个“苏哈列夫卡”。 
［注：见本卷第115、128页。——编者注］

 我们能在一年或者两年以内摆脱它吗？不能。而改善经营现在就应当进行。你们怀着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是你们想从这一层一下子跳到顶上去；可是，我们说：这不行，要更谨慎、更稳步地前进。接下去的问题是：


　　为什么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其他机构不拨食品奖励第三类重点工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是因为我们可用于奖励的食品实在太少了。
　　劳驾，请回答一下，对于奖励那些较富足的农民，即拥有自己耕种的大块土地的农民，俄共中央是怎么看的？同时，那些由于拥有的土地不多而无法施展自己本领的少地农民的情况将会怎样呢？



　　为什么有人占有大块土地？如果这是不合理的，为什么村团和土地局不收回？因为别人无力耕种。如果他努力耕种这一大块地，那为什么要罚他呢？如果他采用富农的手段卖力干——就不给奖励；如果他占有土地不合理——就收回并分给其他那些要经营的人；不要仅仅因为某人土地多就攻击他。在俄国现在没有私有制，土地是由你们自己和村团分配的。在俄国有一些拥有大量土地的人。党委会和苏维埃机关如果看到了这一点而不采取任何措施，那就应当解散它们，而不是拒绝奖励人家。最后两张字条。第一张：


　　法案的这一条要在乌克兰实行吗？



　　我认为要实行，但是很可惜，这个会上没有一个在乌克兰的贫苦农民委员会中工作过的同志发过言，所以我认为过早地结束辩论是一个大错误。第二张字条：


　　如果党团不接受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我们还是不是合格的俄共党员？是不是我们在固执己见？



　　我引用一个文件来回答这张字条，这个文件叫作《俄国共产党章程》。在这个文件的第62条里说：“在自己内部生活和日常工作的问题上，党团有自主决定的权利。”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599页。——编者注］

 就是说，党团的所有成员有权利并且有义务凭良知，而不是按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表决。如果你们凭良知进行表决而作出了第二个反对中央委员会建议的决定，那么，我们就有义务严格按第　62条规定召集并且会立刻召集中央委员会开会，你们也派代表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这样严肃的问题最好讨论两次或者三次，以便设法消除我们之间的重大分歧。事情就是这样，就应该这样处理。现在应当进行表决，这并不是因为党的最高机构发了指示，而是要看一看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是否被说服了。在这里有人错误地认为，既然派列宁同志来做解释工作，那就

说明事情不妙。[96]这是不对的，因为党章已经明确地规定了你们的权利。这是一。其次，这个说法之所以不对，还因为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毫无分歧，大家一致说：我们光想同富农作斗争，却忘记了分寸。现在我们提醒大家注意分寸。

中央委员会派了两个同志来，因为这两个中央委员参加草案讨论的次数比别人多一些，而且亲自参加了辩论。我曾研究过所有的草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研究过。所以就派了我们两个人。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90—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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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气化报告的决议草案

（12月27日）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

听取了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的报告，首先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其次向农业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特别是向俄罗斯电气化委员会表示谢意，感谢它们制定了俄罗斯电气化计划。

代表大会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以及其他各人民委员部，完成这个计划的制定工作，并批准这个计划，而且务必在最短期间完成。

代表大会还责成政府并要求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采取各种措施来最广泛地宣传这个计划，使最广大的城乡群众都了解这个计划。共和国所有的学校毫无例外地都应当学习这个计划，每座电站和每个办得还可以的工厂和国营农场都应当成为介绍电和现代工业的中心，成为宣传电气化计划并且系统地讲解这个计划的中心。凡是具有足够的科学修养或实际经验的人都应当动员起来，宣传电气化计划和讲授对于了解电气化计划所需要的知识。

代表大会坚决相信，一切苏维埃机关、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体工人和劳动农民都会鼓足干劲，不惜任何牺牲，不顾任何困难，坚决实现俄罗斯电气化计划。





	载于193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96—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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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党团决议草案

（12月21日和29日之间）

责成俄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2月6日）召开以前做到：

（1）尽可能地熟悉电气化计划；

（2）采取各种措施，在各地尽可能广泛地详尽地研究各该地区的计划；

（3）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准备好实际建议，内容包括：

有关更广泛地使一切劳动者熟悉电气化计划的各种方法，以及有关各地立即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的各种方法。





	载于193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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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问题决议的补充

（12月27日）

奖励个体农民应当：

第一，与奖励整个村团和集体相比，摆在第二位；

第二，奖励和鼓励个体农民必须极其严格地遵守下列条件：个体农户经营成绩的取得丝毫未曾使用过富农手段；

第三，用奖章、个人消费品、家庭日用品等等奖励个体农民；用生产资料奖励个体农民则必须遵守下列条件：用作奖励的生产资料的品种和原则是，这些生产资料不致被业主用作变成富农的手段。[97]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99页















[63] 这是有关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12月22—29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2537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72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809名。按党派区分，代表中有共产党员2284名，党的同情者67名，无党派人士98名，孟什维克8名，崩得分子8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名，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党派的成员。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战争胜利结束、经济战线成为主要战线的时候召开的。大会议程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俄罗斯电气化；恢复工业和运输业；发展农业生产和帮助农民经济；改善苏维埃机关工作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选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预先在俄共（布）党团会议上进行讨论。大会的工作是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代表大会根据列宁所作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完全赞同政府工作的决议。大会通过了在列宁倡议下制定的国家电气化计划和列宁起草的关于电气化报告的决议（见本卷第192—193页）。大会审议了人民委员会1920年12月14日通过的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的法案，并一致通过了这一法案。大会通过了一个关于苏维埃建设的详尽决定。这个决定对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相互关系了调整。大会还批准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新条例，选举了由300名委员和10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95。



[64] 这是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作的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这次党团会议是在1920年12月21日晚，即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的。会议讨论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工作程序。会议还决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以及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帮助农民经济、关于改善中央与地方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等报告都要预先在党团会议上进行讨论。——95。



[65] 看来是指《阿穆尔真理报》编辑部为纪念日本侵略下的死难者于1920年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出版的文集《红色各各他》。各各他在耶路撒冷附近，传说是耶稣殉难的地方。——97。



[66] 1919年5月26日，协约国最高会议给亚·瓦·高尔察克一份由伍·威尔逊、戴·劳合－乔治、乔·邦·克列孟梭、维·埃·奥兰多和西园寺公望共同签署的照会，声明愿意承认高尔察克并提供军事装备、粮食和弹药的援助，以巩固他的“全俄执政者”的地位，但高尔察克必须履行下述条件：占领莫斯科后召开立宪会议；承认波兰和芬兰独立；俄国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高加索和外里海地区的相互关系问题如不能妥善解决，则移交国际联盟处理，在此以前，承认这些地区自治，等等。高尔察克在复信中表示愿意接受协约国提出的一系列条件。7月12日，英、法、美、意四国对高尔察克的答复表示满意，并重申愿意援助高尔察克。——99。



[67] 指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7月24日成立了关于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的有保加利亚、荷兰、德国、匈牙利、俄国、美国、奥地利等国共产党以及法国共产主义小组、瑞士社会党左派、爱尔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共11人。列宁参加了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讨论了列宁草拟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198—203页）。7月29日和30日，代表大会第六、七、八次全体会议讨论了委员会的报告和它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代表大会通过了提纲，并决定把所有的补充和修改意见交委员会审订。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的定稿在8月6日代表大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以绝对多数票（有两票反对）通过。——104。



[68] 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是指1920年9月1—7日在巴库举行的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高加索、中亚细亚、阿富汗、埃及、印度、伊朗、中国、朝鲜、叙利亚、土耳其、日本等37个民族的代表1891名，其中共产党员1273人。代表大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及东方各民族劳动者的任务、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土地问题、东方苏维埃问题以及组织问题等。大会同意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并根据这些决议通过了关于东方的苏维埃政权和关于土地问题这两个提纲。大会还发表了号召同殖民主义者作斗争的告东方各民族书和号召支持东方各民族解放运动的告欧洲、美洲和日本劳动者书。为了贯彻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大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下建立了一个常设机构——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列宁对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给予很高的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56页）。——105。



[69] 国际联盟（国际联合会）是根据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际联盟章程》于1920年1月成立的，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参加的国家有60多个。美国本是国际联盟的倡议者之一，但因没有批准国际联盟章程，所以不是会员国。国际联盟自成立起就为英、法帝国主义所操纵。它表面上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联盟无形中瓦解，1946年4月正式宣告解散。——106。



[70] 斯巴达克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文）。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参加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成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107。



[71] 指1920年12月6日举行的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112。



[72] 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的一个市场，座落在1692年彼得一世所建造的苏哈列夫塔周围。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苏哈列夫卡是投机商活动的中心。从此，苏哈列夫卡一词就成了私人自由贸易的同义语。1920年12月，莫斯科苏维埃作出封闭该市场的决议。新经济政策时期该市场曾恢复，1932年被取缔。——115。



[73] 根据俄共（布）中央全会1920年12月8日的决定，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2月召开。1921年1月，俄共（布）中央根据各地党组织的请求，决定将这次代表大会推迟到3月举行。——121。



[74] 1920年8月10日，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彼·尼·弗兰格尔为“南俄执政者”，并任命了驻弗兰格尔“政府”的外交代表。——130。



[75] 布哈拉苏维埃共和国是指1920年10月8日成立的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布哈拉原是16世纪在中亚建立的一个封建国家（布哈拉汗国），居民有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等，1868年被沙皇俄国征服，成为它的属国。1920年，在红军的援助下，布哈拉共产党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1924年该共和国改称布哈拉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由于中亚细亚各苏维埃共和国重新划定国界，该共和国从1924年10月27日起不再存在，其领土分别划归新成立的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塔吉克三个苏维埃共和国。——132。



[76] 1921年2月26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俄罗斯联邦和波斯建立友好关系的条约。条约规定：沙皇政府同波斯以及第三国签订的有损于波斯主权的所有协定一概废除；沙皇俄国在波斯占有的租借地和财产全部归还波斯；苏维埃政府放弃对沙皇政府向波斯提供的贷款的一切权利。条约还规定：双方互不干涉内政，禁止在各自领土上建立或驻留旨在反对俄国或波斯的组织或团体；如遇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双方采取共同措施。——132。



[77] 指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书中的一个论点：“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139。



[78] 指根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1920年12月8日全体会议的决定建立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俄生产宣传局。全俄生产宣传局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职业教育总局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组成。1921年1月21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准了该局章程。章程规定了中央和地方的生产宣传机关的目的、任务和组织机构。全俄生产宣传局的职责是制定总的工作计划，领导和检查各机关的生产鼓动和宣传工作。——141。



[79] 第1042号命令是交通总管理局于1920年5月22日发布的。命令就修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期间被破坏的机车的问题作出规定，要求在四年半内（从1920年7月1日起）把待修机车的百分比从60％下降到20％。——151。



[80] 指谢·伊·古谢夫的小册子《统一的经济计划和统一的经济机关》。他以前的那本小册子，指《经济建设的当前问题（关于俄共中央的提纲）》。列宁1920年3月29日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给了这本小册子以肯定的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286页）。——152。



[81] 1920年11月14日，列宁应莫斯科省沃洛科拉姆斯克县亚罗波列茨乡卡希诺村农民的邀请，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出席了当地农民修建的卡希诺电站的落成典礼。列宁同农民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随后在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国际形势和电气化对国民经济的意义的讲话，并同参加群众大会的部分农民一起照了相。众大会上讲话的农民是德米特里·罗季昂诺夫。12月1日，列宁通过莉·亚·福季耶娃要到了他的讲话稿，准备在向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报告时引用。——157。



[82] 指1920年7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乔·纳·寇松给苏维埃政府的照会。1920年夏，红军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击退了入侵的波兰军队。苏维埃军队不断发起进攻，几乎打到利沃夫和华沙。寇松的照会就是为了阻止红军继续推进、挽救地主资产阶级的波兰和弗兰格尔白卫军而发出的。照会要求红军停止进攻，不得越过协约国最高会议1919年所建议的波兰东部临时国界线，即所谓“寇松线”。照会要求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签订停战协定，停止对弗兰格尔白卫军作战，并以协约国最高会议的名义威胁说，如不接受照会提出的建议，就将以它们“拥有的一切手段”援助波兰。1920年7月17日，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的建议发出复照，坚决拒绝寇松的调停，主张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直接谈判。苏维埃政府对英国并吞克里木的企图表示抗议，提出只有在弗兰格尔及其军队立即完全投降的情况下，才能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160。



[83] 指当时由莫斯科苏维埃领导的一切行政、经济和文化机关的职员人数。——162。



[84] 关于这个问题，《俄国共产党（布）纲领》说：“俄共在全部农村工作中仍然是依靠农村无产者阶层和半无产者阶层，首先把他们组织成为独立的力量，建立农村党支部、贫苦农民组织、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特种工会等等，尽量使他们接近城市无产阶级，使他们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8页）——167。



[85] 指《俄国共产党（布）纲领》的如下内容：“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同时也就是防止苏维埃政权经济机关官僚化的主要方法，并且为对生产结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提供了可能性。”（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5页）——168。



[86] 1920年12月22日列宁参加了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非党农民代表的非正式小型会议。这个会议是根据列宁的请求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组织召开的，内容是预先讨论提交代表大会审议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的法案。列宁认真听取了代表们的发言，并作了简要记录（见本卷第395—400页）。——170。



[87] 指在革命群众压力下退出了伯尔尼国际的各国中派社会党正在筹建的国际组织。这一组织在1921年2月22—27日举行的维也纳代表会议上成立，通称第二半国际或维也纳国际，正式名称是社会党国际联合会。参加这一组织的有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10多个中派社会党以及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弗·阿德勒任总书记。成立第二半国际的真正目的是阻碍广大群众转向共产国际。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阿德勒、奥·鲍威尔、罗·格里姆、阿·克里斯平、让·龙格、尔·马尔托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口头上批评第二国际，实际上在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主要问题上都执行机会主义的中派路线。1923年5月，在革命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第二半国际同伯尔尼国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71。



[88] 这是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1920年12月24日上午举行的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预先讨论了人民委员会12月14日通过并提交代表大会审议的《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法案。在党团会议讨论以后，法案提交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讨论，然后又由大会农业小组作了补充和修改。党团会议于12月25日和27日对农业小组修改后的法案又进行了讨论。经过这样认真细致的讨论以后，代表大会于12月28日通过了这个法案。——175。



[89] 列宁指的是他1919年3月23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中的一句话：“用暴力对待中农是极有害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89页）——175。



[90] 播种委员会即扩大播种面积和改善土地耕作委员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法案规定：在省、县（区）、乡三级都设立这样的委员会；成员不多于5人，必须有农民代表参加。在村苏维埃之下设立改善农业生产的农民委员会，主席由村苏维埃主席兼任。——176。



[91] 指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1月18日（31日）通过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载于2月1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8号）。该法令第6条规定：非劳动户全部私有耕畜和农具视其作用分别无偿地转归县、省．州和联邦苏维埃的土地局支配。——178。



[92]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在讨论代表大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草案时，决定删去有关奖励个体农民的条文。1920年12月27日中央全会研究这一问题时指出，俄共（布）党团的这一决定是错误的，建议党团重新考虑这个决定。全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定草案，其中规定了奖励个体农民的条件和原则（见本卷第195页）。全会还委托列宁就这一问题向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作报告。党团在听取了列宁的报告后，撤销了原来的决定。——181。



[93] 1920年12月28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设立劳动红旗勋章，以奖励在完成经济任务中在献身精神、首创精神、热爱劳动和组织纪律性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劳动者集体和公民个人。——184。



[94] 指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叶列敏。——186。



[95] 在讨论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的报告（见本卷第181—185页）时，中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叶列敏为了证明富农总会想方设法夺走贫农手中的农具和马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坦波夫省科兹洛夫县饥饿的贫苦农民不得不把自己的马卖给富农来换取5普特粮食。——187。



[96]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作了报告后，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中央全会的决议（见注88）需要用列宁的威信为之辩护，那么这不正说明决议中存在某些严重的缺点吗？列宁在这里回答了这个问题。——191。



[97] 关于奖励个体农民的条文于1920年11月27日由中央全会通过，并写进了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的决议》。——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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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红色普列斯尼亚工人的信

（1920年12月25日）

15年前，莫斯科的无产阶级举起了反对沙皇制度的起义旗帜。[98]这是反对沙皇制度的第一次工人革命发展的顶点。工人遭到了失败，工人的鲜血染红了普列斯尼亚。莫斯科工人的令人难忘的英勇精神给俄国全体劳动群众树立了斗争的榜样。然而当时这些群众还非常不开展，非常分散，他们没有支持那些拿起武器反对沙皇和地主君主制的普列斯尼亚和莫斯科的英雄。

随着莫斯科工人的失败，第一次革命整个失败了。在漫长的12年中，最野蛮的地主反动势力蹂躏着俄国全体工人和农民，蹂躏着俄国各族人民。

普列斯尼亚工人的壮举并没有落空。他们没有白白牺牲。沙皇君主制度已经被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慢慢地但是在不断地扩大，削弱了中世纪的旧制度。

莫斯科工人的壮举使城市和农村的劳动群众震动很大，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迫害，但是，这种震动的影响已经不能消除。

1905年12月武装起义以前，俄国人民还没有能力同剥削者进行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12月起义之后，人民就不同了。他们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受到了战斗的洗礼。他们在起义中受到了锻炼。他们培养了大批战士。这些战士在　1917年取得了胜利，现在正在克服一切罕见的困难，战胜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饥饿和破坏的苦难，捍卫全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事业。

全世界工人革命的先进部队，红色普列斯尼亚的工人万岁！





	载于1920年12月25日《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大会每日公报》第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200—201页















[98] 指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的1905年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1905年12月5日（18日），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代表会议表达工人的意志，决定宣布总罢工并随即开始武装斗争。次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会议，通过了同样的决议。12月7日（20日）政治总罢工开始。12月10日（23日）罢工转为武装起义。起义的中心是普列斯尼亚区、莫斯科河南岸区、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和喀山铁路区。武装斗争持续了9天，莫斯科工人奋不顾身地进行战斗。但由于起义者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武器不足、同军队的联系不够、打防御战而没有打进攻战、以及起义一开始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就遭逮捕等原因，莫斯科起义终于在沙皇政府从其他城市调来军队进行镇压之后遭到失败。1905年12月—1906年1月，继莫斯科之后俄国还有许多城市和地区举行了武装起义。这些零星分散的起义也都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十二月起义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最高点。关于十二月武装起义，参看列宁《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196。







《列宁全集》第40卷


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99]


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1920年12月30日）

同志们，首先，我应当请你们原谅我违反了常例，因为要参加讨论，当然应当先听取报告、副报告和讨论，可是很遗憾，我的身体不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过昨天我已经把刊印出来的基本文件读了一遍，并且准备了自己的意见。我刚才说的那种违反常例的情况自然会给你们造成一些不便：我不知道别人说了些什么，所以就可能重复他们说过的话，而对应当答复的问题，却没有答复。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我的基本材料是托洛茨基同志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小册子。我把这本小册子同他在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那个提纲加以比较，并且仔细地加以研究之后，发现其中理论上的错误和极明显的不正确地方，真是多得惊人。既然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党内大辩论，就应该拿出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来，怎么能够写出这样一篇不象样子的东西呢？现在我把在我看来带有根本性理论错误的几个主要问题简单地谈一谈。

工会不仅在历史上是必要的，而且在历史上是必然存在的工业无产阶级组织，这种组织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几乎包括了全体工业无产阶级。这是最基本的思想。但是托洛茨基同志却经常忘掉这一点，不从这一点出发，不重视这一点。你看，他提出来的题目——《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就是一个过于广泛的题目。

根据前面所说，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过程中，工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在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是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工会包括了全体产业工人，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它是一个掌权的、统治的、执政的阶级的组织，是实现专政的阶级的组织，是实行国家强制的阶级的组织。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所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这所学校完全不是普通的学校，因为这里没有教员和学生，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结合体，其中有资本主义遗留下来而且不能不遗留下来的东西，也有革命的先进部队即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从自己队伍中创造出来的东西。因此，谈工会的作用而不考虑到这些真理，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一系列的错误。

工会就它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地位来说，是站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种专政却不是由包括全体产业工人的组织来实现的。为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政党的作用的提纲。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这样：可以说党吸收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这个先锋队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没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就不能实现专政，就不能执行国家职能。而这些职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别的、并且同样是某种新型的机关，即通过苏维埃机关来实现。根据这种特殊情况可以得出什么样的实际结论呢？结论就是，工会建立起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工会通过日常的工作说服群众，说服那唯一能够领导我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去的阶级的群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工会，就是这样。没有唯一由资本主义培养起来从事大生产的和唯一摆脱了小私有者利益的阶级的领导，要实现这种过渡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因为不仅在我们这样一个极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都还那样分散，那样被人鄙弃，在某些地方还受人收买（具体来说，在某些国家里被帝国主义收买），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这样，就象是一组齿轮。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本身的结构，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一过渡的实质本身的结构。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同志在提纲第一条里指出“思想混乱”，特别和专门谈到工会的危机，这基本上是一种带有原则性错误的东西。如果要谈危机，那只有在分析了政治局势之后才可以谈。事实上，“思想混乱”的正是托洛茨基，因为他正是在工会的作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来看）这个基本问题上，忽略了一点，即这里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而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体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就不能实现专政。在俄国，这样的劳动群众就是农民。在别的国家里，这样的劳动群众是没有的，但是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里，也有非无产阶级的或非纯粹无产阶级的群众。正是在这一点上真正产生了思想混乱。而托洛茨基却毫无道理地责备别人思想混乱。

当我研究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了托洛茨基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他老是“在原则上”讲这个问题，老是在讲“一般原则”。他的整个提纲都是从“一般原则”来谈问题的。这样的提法就是根本错误的。这里更不用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对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谈得已经够多了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17、18—23页。——编者注］

 。更不用说，托洛茨基本人在自己的提纲里就引证了洛佐夫斯基和托姆斯基两人讲得十分明白的话，在托洛茨基看来，他们两人一定是德国人所说的“替人挨打的孩子”或练习论战的对象。原则分歧并不存在，托洛茨基本人还引用过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写的东西，他选中这两个人作为练习论战的对象是很笨拙的。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去找，从这里也找不出任何严重的原则分歧。总之，重大的错误，原则的错误就在于：托洛茨基同志现在“从原则上”提出问题，就是把党和苏维埃政权拉回到过去。感谢上帝，我们已经从原则转到实际的切实的工作上来了。在斯莫尔尼，我们曾经大谈原则，而且无疑是谈得过多了。现在，经过三年之后，关于生产问题的所有各点，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的组成部分，都已经有了法令。然而这些法令的命运不佳：我们虽然签署了这些法令，但是随后我们自己把它们忘了，我们自己没有加以执行。然后又虚构出一些关于原则问题的论断，虚构出一些原则分歧。我在后面就要说到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的法令 
［注：见本卷第221—222页。——编者注］

 ，这个法令大家都忘记了，也包括我在内，这是应当引咎自责的。

如果不算我列举过的分歧之点，那么现有的真正的分歧根本不涉及一般原则问题。我所以要把前面所列举的我和托洛茨基同志之间的“分歧”指出来，是因为照我看来，托洛茨基同志选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样一个广泛的题目，是犯了一系列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本质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点撇开不谈，那就应当问：究竟为什么我们不能真正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呢（我们是非常需要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的）？是因为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分歧。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工会的特点也就在这里，这个机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起来，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必然存在，再往后是否会存在则是一个问题。不过，工会的存在会成为问题，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孙子去谈论吧。而当前的问题是怎样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怎样调整好工作（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中的那些复杂的传动装置。请注意，我这里所说的工作中的复杂的传动装置，并不是指苏维埃机关而言。那里还会有些什么样的复杂的传动装置，那是另一个问题。我现在只是抽象地和原则地谈资本主义社会里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那里有无产阶级，有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有小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从这个观点来看，即使苏维埃政权机关中没有官僚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情况，传动装置就已经非常复杂了。如果要提出工会“任务”的困难何在的问题，那首先就应当想到这一点。再说一遍，真正的分歧，根本不在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地方，而在如何掌握群众的问题上，在对待群众、联系群众的问题上。我应当指出，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我们自己的实践和经验（即使是小范围的），那么充斥在托洛茨基同志这本小册子中的许多不必要的“意见分歧”和原则错误，我们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例如，这本小册子中有好几条提纲，都是在同“苏维埃工联主义”进行论战。麻烦还嫌不够，又发明了一个唬人的新词！这指的是谁呢？指的是梁赞诺夫同志。我认识梁赞诺夫同志有20多年了，你们认识他的时间虽然比我短，但是在工作上对他的了解并不比我少。你们很清楚，他不擅长于理解口号的意义（当然他有别的长处）。梁赞诺夫同志有时说了不十分恰当的话，而我们却在提纲中把这些说成是“苏维埃工联主义”！这样做难道严肃吗？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就会有“苏维埃工联主义”、“苏维埃反对签订和约”以及其他等等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名堂。拿任何一点都可以造出一个苏维埃的什么“主义”。（梁赞诺夫：“苏维埃反布列斯特主义”）对，完全正确，“苏维埃反布列斯特主义”。

而托洛茨基同志采取这种不严肃的做法时，自己又犯了错误。照他说来，保护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不是工人国家里的工会的作用。这是一个错误。托洛茨基同志说什么“工人国家”。对不起，这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我们在1917年提工人国家，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现在如果人们向我们说：“既然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既然国家是工人国家，为什么还要保护工人阶级呢？保护工人阶级免受谁的侵犯呢？”那就犯了明显的错误。不完全是一个工人国家，问题就在这里。托洛茨基同志的基本错误之一也就在这里。目前我们已经从一般原则转到切实的讨论和法令上来了，可是有人却把我们拉回到过去，不让我们接近实际的切实的东西。这是不行的。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这是第一。很多东西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布哈林：什么国家？工农国家？）布哈林同志在后面喊：“什么国家？工农国家？”可是我不打算答复这个问题。谁愿意的话，只要回忆一下刚刚闭幕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就可以找到答案。

不仅如此。从我们的党纲（这是《共产主义ABC》的作者十分熟悉的文件）里已经可以看出，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08页。——编者注］

 。我们不得不把这个不光彩的——我应当怎么说呢？——帽子，加在它的头上。这就是过渡的实际情况。试问，在实际形成的这样一种国家里，难道工会没有什么可以保护的吗？没有工会，能够保护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吗？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十分错误的。它把我们带到抽象的概念或者说理想里面去了。这种理想，我们要再过15年至20年才能实现，而且在这个时间内是否就一定能实现，我还不能肯定。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现实，只要我们不陶醉于、不迷恋于知识分子的空谈或者抽象的议论，或者那种看起来有时象“理论”，而实际上是一种谬误，是对过渡的特点作了错误估计的东西，那么，对于这种现实，我们是能够很好地认识清楚的。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实现这两种保护，都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办法，即把我们的国家措施和我们同我们的工会的协商、“结合”这两方面配合起来。

关于这种结合，我在后面还要谈到。但光是这一个词就足以表明，在这里给自己捏造出象“苏维埃工联主义”这样的敌人，就是犯了错误。这是因为“结合”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事物，还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结合”这个概念含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要善于利用国家政权的措施，来保护联合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不受这个国家政权的侵犯。如果现在的情况不是要进行结合，而是已经结合，已经融合，那我们就可以召集代表大会来切实地讨论实际的经验，而不是讨论原则“分歧”或抽象理论的概念了。企图找出与托姆斯基同志和洛佐夫斯基同志（托洛茨基同志把他们说成是工会的“官僚”，至于在这场争论中究竟哪方面有官僚主义倾向，我在后面还要谈到）的原则分歧，同样是白费力气。我们很清楚，如果说梁赞诺夫同志有时会犯一个小毛病，喜欢杜撰个口号而且几乎是原则性的口号，那么，托姆斯基同志虽然有很多毛病，却没有这个毛病。因此，我认为在这里对托姆斯基同志展开原则性的斗争（象托洛茨基同志所做的那样），未免太过分了。这实在使我觉得奇怪。有一个时期，我们大家在派别上的、理论上的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分歧方面犯了许多错误——自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从那以后，我们可以说是长大了。现在已经到了从虚构和夸大原则分歧转到切实的工作上来的时候了。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托姆斯基基本上是一个理论家，也没有听人说过托姆斯基奢望当一个理论家；这也许是他的缺点，这是另一个问题。然而，在工会运动中工作得很好的托姆斯基，应当反映出（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那是另一个问题，我并不是说他总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应当在他所处的地位上反映出这种复杂的转变，如果群众感到痛，却不知道哪里痛，而托姆斯基也不知道他们哪里痛（鼓掌，笑声），如果他在这时号叫起来，那么我肯定地说，这是功劳，而不是缺点。我完全相信，可以发现托姆斯基有很多局部性的理论错误。不过，如果我们能坐下来深思熟虑地起草决议或者提纲，那么我们是能把它们全都改正过来的；也许我们不会去改正这些东西，因为生产工作比纠正理论上的小小分歧更有意义。

现在我来谈谈“生产民主”；这可以说是对布哈林说的。我们都很清楚，每个人都有些小毛病，就是大人物也有小毛病，布哈林也不例外。他只要一看到标新立异的词儿，就忍不住要表示赞成。在12月7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起草关于生产民主的决议时简直是热情奔放。我愈深入地考虑这个“生产民主”，就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提法在理论上的荒谬，看到这样的提法过于轻率。这样提只会把人弄糊涂。至少在党的会议上应当用这个例子再一次指出：“尼·伊·布哈林同志，少在名词上标新立异吧，这对于您，对于理论，对于共和国，都会有好处的。”（鼓掌）生产是永远需要的。民主只是政治方面的一个范畴。我们不能反对在讲演和文章里使用这个词。一篇文章不过是探讨和清楚地说明一种关系。但是，如果您要把这变成提纲，把这作为口号去联合“同意者”和不同意者，如果象托洛茨基那样，说党应当在“两种趋势之间作出选择”，那么，这就十分奇怪了。我在后面还要专门谈谈，党是否应当“作出选择”，以及使党陷于非“作出选择”不可的境地，究竟是谁的过错。事情既然已经这样，我们就应当说：“无论如何，应当尽可能少选择象‘生产民主’这样在理论上错误的、除了糊涂观念之外毫无实际内容的口号。”托洛茨基也好，布哈林也好，显然都没有从理论上周密地考虑过这个术语，因而把自己也搞糊涂了。“生产民主”使人想到的完全不是他们两人所醉心的那些观念的含义。他们想要强调生产，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生产。在文章或演说中强调，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把这变成提纲，要党加以选择，那我就要说：作出反对这个东西的选择吧，因为这是一个糊涂观念。生产是永远需要的，而民主不是永远都需要的。生产民主引起了许多根本荒谬的思想。我们提倡个人管理制还不久，一双靴子还没有穿破[100]。决不能把人搞糊涂，造成这样一种危险：人们弄不清楚什么时候需要民主，什么时候需要个人管理制，什么时候需要独裁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放弃独裁制，——我听见布哈林在后面吼：“完全正确。”（笑声，鼓掌）

其次。从9月起，我们就谈到从重点制转到平均制的问题，我们在全党的代表会议的决议中谈到这一点，中央委员会已经批准了这项决议。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必须想办法把重点制和平均制结合起来，而这两个概念却是彼此排斥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而更重要的是，三年半来，我们在我们的革命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了起来。

显然，应当非常慎重而周密地对待这个问题。在那两次不幸的中央全会 
［注：这里是指1920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中央全会。这两次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全文，见《真理报》1920年11月13日第255号和1920年12月14日第281号；对决议的介绍，见1920年12月20日《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101]第26期。］

 上（当时产生了七人派、八人派以及布哈林同志的有名的“缓冲派”[102]），我们就谈过这些原则问题，就已经认定从重点制转到平均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为了执行九月代表会议的这个决定，我们还应当努一把力。的确，可以把这些对立的概念不和谐地结合起来，也可以把它们和谐地结合起来。实行重点制，这就是在一切必要的生产部门中，优先照顾最急需的某一生产部门。优先照顾什么呢？可以优先照顾到什么程度呢？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并且我应当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光是努力工作还不够，这里就是有英雄人物也还不够，因为一个英雄人物可能有很多优良品质，但是他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得很好；而在这里，需要善于处理非常特殊的问题。因此，如果提出重点制与平均制的问题，那首先就应当对它作充分的考虑，而这一点在托洛茨基同志的小册子中恰恰是看不到的；他愈是修改他原来的提纲，错误论点也就愈多。请看他现在的提纲是怎样写的吧：


　　“……在消费方面，也就是说在劳动者个人生活条件方面，必须实行平均制的方针。在生产方面，重点制原则在今后很长时期内对我们还是有决定意义的……”（托洛茨基小册子第31页提纲第41条）



　　这在理论上是十足的糊涂观念。这是根本错误的。重点制就是优先照顾，照顾不包括消费，那就无所谓照顾了。如果给我这样一种照顾，每天给我八分之一磅的面包，那我是不胜感激之至。重点制的优先照顾也包括消费方面的优先照顾。否则，重点制就是幻想，就是空中楼阁，而我们毕竟是唯物主义者。工人也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你提出重点制，那就请你给我们面包、衣服和肉吧。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我们曾经在国防委员会里几百次地讨论过这些具体问题；有人争着要皮靴，他说“我是重点部门”，而另一个人说，“给我皮靴吧，否则你的重点工人就坚持不住了，你的重点制就要垮了”。由此可见，提纲中关于平均制和重点制问题的提法根本错了，而且提纲是从经过实践检验的已经取得的成就倒退回去了。这是不行的，这样做是没有好处的。

再次，是“结合”的问题。关于“结合”，目前最正确的做法就是闭口不谈。开口为银，闭口是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在实际上实行结合了；在我国，每一个大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等单位的每一个大的部门，都在实际上实行了结合。效果是不是都很好呢？——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去研究一下如何进行结合以及得到了什么结果的实际经验吧。在这个或那个机关中用以实行结合的法令，简直是多得看不完。而我们却没有实际地研究清楚，这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某某工业部门的某种结合，究竟得到了怎样的结果，省工会的某某委员担任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某一职务，其结果如何，他实行这种结合已经有几个月等等——我们还没有能够切实地研究清楚我们自己的这些实际经验。我们倒是制造了关于结合的原则分歧，并且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干这个我们挺在行，而研究和检验我们自己的经验却不行了。如果我们将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上，除了从这样或那样地贯彻改进农业的法令的角度去研究农业区的小组以外，还有研究结合，研究萨拉托夫省面粉工业、彼得格勒五金工业、顿巴斯煤炭工业等实行结合的结果的小组，如果这些小组都搜集了许多材料，并且宣称：“我们已经研究清楚了某某问题和某某问题”，那我就要说：“好，我们开始研究实际问题了，我们已经变成大人了！”然而，在我们为了实行结合已经费了三年的时间之后，如果有人却向我们提出一个“提纲”，制造出关于结合的原则分歧，那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可悲，更为错误的呢？我们已经开始实行结合了，而且我毫不怀疑，我们是实行得对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好好研究我们的经验。因此，在结合问题上，唯一聪明的办法，就是闭口不谈。

需要研究实际的经验。我签署了一些法令和决定，对实际结合作了指示，而实践比任何理论都重要百倍。所以，当人们说，“让我们来谈谈‘结合’吧”，我就回答说，“让我们把我们做过的事情研究清楚吧”。我们犯过很多错误，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的法令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修改，这也是可能的。我同意这一点，对于法令，我没有丝毫的迷恋。但是应当提出实际的建议：某点某点应当修改。这才是切实的提法。这才不会是无效的工作。这才不会导致官僚主义的主观计划。当我读到托洛茨基的小册子的第六节即《实际的结论》时，我觉得这些实际的结论恰恰都犯有这种毛病。因为那上面说，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应当有1／3到1／2兼任这两个机关的委员，而在其集体管理机构的成员中则应当有1／2到2／3兼任，如此等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完全是想当然，是“大致估计”。自然，在我们的法令中，时常是根据“大致估计”确定这样的比例的，但为什么这在法令中是无法避免的呢？我不是为一切法令辩护，也不想把法令说得比它们的实际情况更好。法令中常常有这样的比例数字，如1／2或1／3的兼任人员等等，这都是根据大致的估计确定的。如果法令中写着这样的话，那么，这就是说，你们试着这样做吧，我们随后再来衡量你们“试验”的结果。我们随后再来研究真正的效果。等我们研究出结果，我们就会前进了。结合我们正在实行，并且将日益有所改进，因为我们是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实际和更加实事求是了。

也许，我已经开始在谈“生产宣传”了吧？这有什么办法呢！讨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时，是必然要牵涉这个问题的。

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个生产宣传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实际工作问题，并且我们也是从实际工作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的。现在已经有专门管理生产宣传的国家机关，它们已经建立起来了。它们好不好，我不知道，应当加以考验；关于这个问题完全不需要写什么“提纲”。

如果完整地论述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那么关于民主的问题就用不着谈什么别的，只谈通常的民主就够了。玩弄“生产民主”之类的花招是错误的，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这是第一。第二是生产宣传。机关已经建立了。托洛茨基的提纲谈到生产宣传。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提纲”在这里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这个机关好不好，暂时还不知道。这要等我们在实践中考验它之后再说。让我们来进行研究和调查吧。我们假定，在代表大会上建立十个小组，每组十人。然后就可以问：“你进行过生产宣传工作吗？情形如何？结果怎样？”研究清楚了这些之后，我们便可以奖励那些成绩特别好的人，而抛弃那些不成功的经验。我们已经有了实际的经验，虽然很少，很不成熟，但终归是有了，可是有人要我们离开这些经验朝后退，把我们拉回到“原则性的提纲”上去。这与其说是“工联主义”，不如说是“反动的”运动。

再有，第三，是奖励问题。实行实物奖励，是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和任务。这项工作已经开始了，已经有进展了。已经拨出50万普特的粮食用作实物奖励，其中有17万普特已经用掉。用得好不好，恰当不恰当，我不知道。在人民委员会里，曾经有人指出说分配得不好，说不是作为奖励，而是成了附加工资。工会工作者和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同志们都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已经指定了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研究出结果。17万普特的粮食已经拿出去了；应当合理地进行分配，应当用来奖励那些英勇奋斗、努力工作、才干出众和忠心耿耿的经济工作者，一句话，奖励那些具备托洛茨基所夸奖的品质的人。而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在提纲里夸奖，而是要给他们面包和肉。譬如说取消发给某一类工人的肉，把它奖励给别的、“重点的”工人，这是否更好些呢？我们不拒绝实行这样的重点制。这种重点制是需要的。我们要仔细地研究我们实行重点制的实际经验。

还有，第四，是纪律审判会。如果我们没有纪律审判会，那么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生产民主”——请布哈林同志别生气——就都完全不值一提了。可是你们的提纲没有谈到这一点。因此，无论在原则上、理论上、实际上，对于托洛茨基的提纲和布哈林的立场，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别叫我难受了！

当我想到你们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提出问题的时候，我就更要得出这个结论了。提纲中不仅包含着许多理论错误。在估计“工会的作用和任务”时所采取的方法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谈论这样广泛的问题而不从政治方面去考虑目前局势的特点是不行的。我们同布哈林同志一起，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中提出，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8—19页。——编者注］

 ，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只有分析目前的政治局势，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正处在过渡时期中的过渡时期。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时期，可是目前我们面临的可以说是一系列的新的过渡时期：军队的复员，战争的结束，获得比以前长得多的和平喘息时机的可能性，比较扎实地从军事战线转到劳动战线的可能性。单是由于这一点，只是由于这一点，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已经有所变化。怎样变化呢？对这个问题应当仔细地加以研究，然而从你们的提纲中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在我们没有研究出结果以前，要善于等待。人民是过度疲劳了，应当用于某些重点生产部门的许多储备，已经用完了。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正在变化。战争造成的疲惫现象非常严重，各种需要增加了，但是生产没有增加，或增加得不够。而另一方面，我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已经指出过这种情况，即只有当我们善于先把强制建立在说服的基础上的时候，我们才能正确而有效地实行强制 
［注：参看本卷第138—139页。——编者注］

 。我应当指出，对这个极其重要的观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是一点也没有加以考虑的。

我们是否已经为一切新的生产任务建立了足够广泛和坚固的说服基础呢？没有，我们在这方面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还没有把群众吸引过来。可是群众能不能一下子转到这些新的任务上来呢？不能，因为譬如说关于应不应当推翻地主弗兰格尔的问题，应不应当为这一目的而不惜牺牲的问题，象这样的问题，是不需要特别的宣传的。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如果我们指的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是关于“苏维埃工联主义”的议论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论，而是问题的实际方面，那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只是刚刚建立起生产宣传机关；我们还没有经验。我们实行了实物奖励，但是还没有取得经验。我们建立了纪律审判会，但是还不知道结果如何。而从政治的观点看来，最重要的事情恰恰是使群众有所准备。这个问题是否已经准备好，是否已经从这方面研究、考虑和斟酌好了呢？远远没有。这就包含着根本的、极其重大的、危险的政治错误，因为这个问题比任何问题都更需要按照“七次量，一次裁”的准则办事，而这里却一次也没有量过就裁起来了。有人说，“党应当在两种趋势之间作出选择”，然而他们却一次也没有量过就虚构出了“生产民主”这样一个荒谬的口号。

应该看清这个口号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政治局势下的作用，现在群众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官僚主义，而我们已经把这一问题提上了日程。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说，关于工人民主的问题，代表大会“只要一致批准”就行了。这是错误的。单是批准还不够；所谓批准，是说把已经充分斟酌过和考虑好了的东西确定下来，实际上呢，生产民主的问题还远远没有经过充分斟酌、权衡和检验。请你们想一想，提出“生产民主”的口号，群众对此会作出怎样的解释。

“我们是普通人，是做群众工作的，我们说，必须实行革新，必须改正错误，必须赶走官僚主义者；而你却转移人们的视线，说什么要进行生产，要以生产成就来表现民主。但是我不想同管理委员会、总管理局等等的官僚主义者一起搞生产，我们要别的人。”你们没有让群众说话、领会和思考，你们没有让党取得新的经验，就迫不及待，搞过了头，创造出一些理论上荒谬的公式。而那些过于热心的执行者，又会使这种错误更加严重多少倍呢？一个政治领导者不仅要对他自己如何领导负责，而且要对他所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责。他有时并不知道这一点，也往往并不希望这样做，但是责任要由他来承担。

现在我来谈谈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11月9日）和十二月全会（12月7日）。在这两次全会上，所有这些错误已经不是表现为逻辑分析、前提和理论推论，而是表现为行动了。结果是中央委员会搞得乱七八糟；这是革命以来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是危险的。关键在于分成了两派，出现了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的“缓冲”派。这一派带来的危害和混乱最大。

请大家回忆一下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103]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历史吧。在1920年4月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曾经说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是一个“临时的”机关，它“在最短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3—14页。——编者注］

 期间”必须转入正常状态。9月间，是这样说的：“要转入正常状态。” 
［注：见《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第26期第2页所载中央委员会九月全会的决议第3点：“其次，中央认为，运输工会曾经处于非常困难的状况，当时有必要成立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水运政治部[104]，作为帮助和调整工作的临时的杠杆。目前，这种困难状况已经大大地改善了。因此，现在可以而且应当着手把这些组织并入工会作为工会的机关，使它们适应并溶化于工会机构。”］

 11月（11月9日）举行了全体会议，托洛茨基提出了他的提纲，发表了关于工联主义的议论。尽管他谈到生产宣传的有些话讲得很好，我们还是要指出，这一切完全是不知所云，文不对题，是开倒车，中央委员会目前是不能讨论这样的东西的。布哈林说：“这是很好的。”可能是很好的，然而这是答非所问。经过一场激烈的论战之后，以10票对4票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中用客气的同志式的口吻说：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自己“已在日程上提出了”要“在工会内部加强并发展无产阶级民主的方法”。决议中还说，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应当“积极地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般工作，作为它的一个从属机构，与其他工会联合组织享有同等的权利”。

中央委员会这个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基本思想是很明显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不要仅仅在形式上，而要在实际上执行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以便使你们的工作对一切工会都有帮助，以便彻底肃清官僚主义、优先照顾以及那种认为‘我们比你们好，比你们富，比你们得到的帮助多’的高傲自大的思想。”

在这以后，我们便转到切实的工作上来了。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105]，公布了委员会的名单。托洛茨基退出了委员会，破坏了它，不愿意干。为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卢托维诺夫喜欢玩反对派的游戏。的确，奥新斯基也是这样。坦白说，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游戏。但是难道这就是理由吗？奥新斯基备种运动搞得很好。虽然奥新斯基也喜欢搞“反对派运动”，我们还是应当同他一起工作。而象破坏委员会这种手段，则是官僚主义的，非苏维埃的，非社会主义的，不正确的，政治上有害的。在目前，当我们应该区分“反对派”中的健康因素和不健康因素的时候，这种手段更是加倍错误的，政治上加倍有害的。当奥新斯基进行“反对派运动”时，我对他说，“这个运动是有害的”，然而当他进行备种运动时，那人们会连声叫好。卢托维诺夫搞“反对派运动”犯了错误，我决不会象伊先科和施略普尼柯夫那样否认这一点，但是决不能因此而破坏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已经从知识分子的那种空谈虚构的分歧转到切实的工作上来了。生产宣传、奖励、纪律审判会——这些就是应当讨论的问题，就是委员会应当研究的问题。这时候，“缓冲派”的首领布哈林同志，还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看到中央委员会危险地分成两派，就起来缓冲，对这种缓冲，我很难找到一个客气的字眼来形容。如果我象布哈林同志那样善于画讽刺画，那我就要这样来画布哈林同志：一个人拿了一桶煤油，正在把煤油倒在火上，这幅画的题目是：《缓冲煤油》。布哈林同志是想做点什么；没有疑问，他的愿望是十分真挚的和“缓冲”的。然而结果得到的并不是缓冲，而只是表明他没有估计到政治局势，此外，他还犯了理论错误。

把所有这些争议提出来进行广泛辩论，应不应当呢？从事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应不应当呢？在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前占去我们所需要的几个星期的时间，应不应当呢？在这期间，我们本来可以研究研究奖励的问题，纪律审判会的问题，以及结合的问题。我们本来可以在中央委员会所组织的委员会里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布哈林同志想缓冲，而不想成为那种“本来要进这间屋子，[106]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的人，那他就应该主张并且坚持要托洛茨基同志留在委员会里。如果他这样主张而且这样做了，那我们也许可以走上切实的道路，也许可以在这个委员会里把个人管理制的实际情况、民主制、被委派者等等情况研究一下了。

再往后，在12月（12月7日的全会），同水运员工的破裂已经成为事实了，这就使得冲突愈加尖锐，结果在中央委员会内形成了8票对我们7票的局面。布哈林同志急急忙忙地写成了十二月全会决议的“理论”部分，力图“调和”和实行“缓冲”，然而，在委员会遭到破坏之后，这显然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究竟在哪里呢？完全不在于它们采用了强制手段。这反而倒是它们的功劳。它们的错误在于，没有能够根据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要求，及时地、不引起冲突地转到正常的工会工作上去，没有能够很好地同各个工会相适应，没有能够站在同各个工会平等的地位上来帮助它们。在军事方面有宝贵的经验：英雄主义、雷厉风行等等。但是也有军人中不良分子的坏经验：官僚主义，高傲自大。托洛茨基的提纲，同他的想法和愿望相反，支持的不是军事经验中的最好的东西，而是最坏的东西。应当记住，一个政治领导者不仅要对他自己的政策负责，而且要对他所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责。

最后，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为了这件事，我昨天不得不骂自己是个蠢人，这就是我忽略了鲁祖塔克同志的提纲。鲁祖塔克有个缺点，就是讲话声音不响，不那么引人入胜，不那么动听。稍不注意，就会把他忽略过去。昨天我没有能够参加会议，翻阅了一下自己的材料，发现其中有一份提交1920年11月2日至6日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铅印件，标题是：《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文字不多，我把它的全文给你们读一下：



提交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


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


（鲁祖塔克同志的报告提纲）

1．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之后，工会几乎成为除实行工人监督外，能够而且应当担负起组织和管理生产的工作的唯一机关。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机关还没有组织好，由于企业主和高级技术人员的怠工，工人阶级面临的一项严重任务是保护工业和恢复国家整个经济机构的正常职能。

2．此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取消私人企业并且组织对这些企业的国家管理，这个时期，工会和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平行地和共同地进行了这项工作。

由于国家机关力量薄弱，这种平行现象在当时不但是必需的，而且也是正确的；工会和经济管理机关之间建立了充分联系这一事实证明这种情况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

3．以后国家经济机关开始进行管理，它们逐步掌握了生产和管理机构，使这个机构的各个部分协调一致——这一切就使工业管理工作和生产计划的制订工作的重心，转移到这些机关了。这时，工会在组织生产方面的工作就是参加组织各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以及工厂管理委员会的集体管理机构。

4．目前必须尽量合理地利用每一个劳动单位，吸引全体生产者自觉地参加到生产过程中来；同时，国家经济管理机关逐渐增加和复杂化，已经变成同生产本身不相称的、庞大的官僚主义机器，这种情况不能不促使工会直接参加组织生产的工作，并且不仅是通过工会在经济机关中的代表，而且是作为整个组织来参加这项工作，这样，在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机关和工会之间建立最紧密的联系的问题，又迫切地提到我们面前来了。

5．如果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根据现有的生产的物质因素（原料、燃料、机器的状况等等）来规定总的生产计划，那么工会就应当是从为完成生产任务而组织劳动和合理地使用劳动的观点来对待这个问题。因此，在制定总的生产计划时，无论是计划的各个部分还是整个计划，都一定要有工会参加，以便把生产的物质资源的利用和劳动的利用最合理地结合起来。

6．要实行真正的劳动纪律，要有效地同逃避劳动的行为进行斗争等等，就必须使所有参加生产的人都自觉参加以实现这些任务。靠官僚主义的方法和自上而下的命令，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必须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懂得他所执行的生产任务是必要的和适当的；必须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不仅能参加执行上级所交给的任务，而且能自觉地参加纠正生产方面的一切技术上和组织上的缺点。

工会在这方面的任务是巨大的。它应当教会每个车间、每个工厂中的工会会员注意发现由于技术设备使用不当或行政管理工作不能令人满意而引起的劳动力使用上的一切缺点。必须利用各个企业和生产上的全部经验来同拖拉作风、怠惰习气和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7．为了特别强调这些生产任务的重要性，工会应当在组织方面，在一定的日常的工作中，把这些任务放在一定的地位。根据全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在工会下面设立的经济部，在开展本身的工作时，必须逐渐地规定和确定整个工会工作的性质。例如，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整个生产是为了满足劳动者本身的需要，因此工资和奖励应当同生产计划的完成程度有最密切的联系，并取决于后者。实物奖励和部分工资用实物支付的制度，应当逐步改成对工人按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供应的制度。

8．工会工作的这种安排，一方面能够取消平行机关（政治部等等），另一方面能够恢复群众同经济管理机关的密切联系。

9．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工会参加国民经济建设的纲领大部分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方面是由于战时的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会本身组织上的弱点以及它同经济机关的领导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脱节。

10．因此，工会应当为自己规定最近的实际任务如下：（一）最积极地参加解决生产问题和管理问题；（二）会同有关的经济机关，直接参加组织有权威的管理机关；（三）密切注意不同类型的管理及其对生产的影响；（四）必须参加草拟和确定经济计划和生产计划；（五）根据经济任务的轻重缓急来组织劳动；（六）发展广泛的进行生产鼓动和宣传的组织。

11．工会和工会组织下面的经济部，必须切实地变成工会有计划地参加生产组织工作的灵活的有力的杠杆。

12．在对工人实行有计划的物质供给方面，工会必须转而对粮食人民委员部在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机关发挥影响，实际地切实地参加所有的分配机关，并且在其中实行监督，对中央及省的工人供给委员会的活动，应当特别注意。

13．由于个别的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等的本位主义倾向，所谓“重点制”已经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因此，工会在任何地方都应当支持在经济中真正实行重点制，应当坚持根据生产的重要性和国家现有物质资源情况来修订现行的确定重点单位的办法。

14．对所谓的模范企业必须特别注意，要通过建立有权威的管理，通过劳动纪律和工会组织的工作，把它们变成真正的模范企业。

15．在组织劳动方面，除了建立一套严整的工资制度，全面修订生产定额之外，工会必须坚决地担负起同各种逃避劳动的行为（旷工、迟到等等）进行斗争的全部工作。直到现在，纪律审判会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必须使它成为同破坏无产阶级劳动纪律的行为作斗争的有力工具。

16．执行上述任务，制定生产宣传的实际计划以及制定改善工人经济状况的各种办法，都应当由经济部负责。因此，必须责成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经济部，在最近期间召集一次全俄经济部特别会议，讨论与国家经济机关工作有关的经济建设上的实际问题。





我想，现在你们可以看出，为什么我要骂自己了。这才是一个好的纲领，它比托洛茨基同志经过多次考虑之后所写的和布哈林同志根本没有经过考虑就写出来的（12月7日全会的决议）要强过百倍。我们所有的多年来没有做过工会运动工作的中央委员，必须向鲁祖塔克同志学习，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也应当向他学习。这个纲领已被工会采纳了。

我们大家都把纪律审判会忘记了，而离开实物奖励和纪律审判会来谈“生产民主”，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现在我把鲁祖塔克的提纲同托洛茨基提交中央委员会的提纲比较一下。托洛茨基提纲第5条末了这样说：


　　“……现在必须着手改组工会，就是说，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首先要着手选拔领导人员……”



　　请看这种真正的官僚主义吧！托洛茨基与克列斯廷斯基要选拔工会的“领导人员”呢！再说一遍：这就是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所犯的错误的说明。它的错误并不在于它采取了强硬措施；这正是它的功劳。它的错误在于它没有能够处理好所有工会的共同任务，自己没有更正确、更迅速、更有效地运用同志纪律审判会，也没有帮助所有的工会这样做。当我读了鲁祖塔克同志提纲中关于纪律审判会的话之后，我就想：好象已经有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法令了。果然，是有过这样的法令的。那就是1919年11月14日颁布的《工人纪律同志审判会条[107]例》（《法令汇编》第537号）。

在这种审判会上，工会应当起最重要的作用。这种审判会的好坏，它们的工作成绩如何，能不能经常起作用，我不知道。如果我们能对自己的实际经验加以研究，那要比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位同志所写的一切有益百万倍。

现在我要结束我的讲话了。我在总结所有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材料时，应当指出，把这些分歧提出来在党内广泛辩论，提交党代表大会讨论，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在委员会里，也只有在委员会里，我们才能进行切实的讨论，才能前进，可是现在我们却在后退，而且在今后几个星期中还会继续后退，退到讨论抽象的理论问题上去，而不去切实地解决问题。至于说到我，我对这已经讨厌到极点了，不管我有没有病，我都非常希望能够躲开它，不论到什么地方去就都愿意。

总而言之，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提纲包含着一系列的理论错误，一系列的原则错误。从政治上说，整个对待问题的态度都是极不妥当的。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是一种在政治上有害的东西。总之，他的政策是对工会进行官僚主义的干扰的政策。我相信，我们的党代表大会是会斥责并且否定这种政策的。（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1921年在彼得格勒印成单行本第42卷第202—226页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202—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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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气化的意见

（1920年12月）


1

电气化的意义

1．现代技术。

2．恢复生产力。提高生产力。

3．集中——最大限度。

4．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

5．总的统一的计划：集中人民的注意力和力量。

6．提高（劳动者的）文化。

7．不只是识字。


2

关于电气化

　（1）关于批准计划的法令……

　（2）动员技术力量。

　既集中电工技术力量，又集中劳动力。

　利用电站。

　宣传鼓动。

　讲授电的理论知识和实用知识。

　（3）关于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法令。

　（4）关于科学技术局的法令……

　（5）关于全俄电气技术人员代表大会的法令。

　（6）彼得格勒。经摩尔曼斯克从国外输入煤炭。





	第一部分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第二部分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227页















[108] 这是列宁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提纲提的意见。



1920年12月31日—1921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在莫斯科召开了党内国民教育问题研讨会。会议的任务是为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准备有关教育工作的材料。会议讨论了社会教育、教学改革、职业教育的任务等一系列问题。会议原定听取克鲁普斯卡娅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报告，上述提纲就是为此而草拟的。这个报告后来因克鲁普斯卡娅患病而没有作。这次会议对改组教育人民委员部问题的讨论不够成功（参看注4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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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提纲的意见[108]


（1920年底）






	　　（非正式的。草稿。不外传。我还要反复考虑一两次。）









关于综合技术教育不能用这种写法：讲得很抽象，针对遥远的未来，而不考虑当前的、迫切的、糟糕的现实情况。

应当

（1）补充一两条，说明综合技术教育的原则意义

　　　　根据马克思

　　　　根据我们俄国共产党的党纲

（2）把话说明白，我们决不能放弃原则，我们一定要立刻尽可能地实施综合技术教育。

第17条删去。

关于第二级学校（12—17岁）应该说：

共和国极其困难的经济情况要求现在立刻无条件地

把第二级学校同职业技术学校合并 
［注：（修正：根据教育家的意见和决定，并不是把第二级学校全部合并，而是从13岁、14岁起合并。）］

 ，

把第二级学校改为职业技术学校 
［注：］

 ，但是同时为了不变成培

养手艺人的学校，应当明确规定：

（1）避免过早地专业化；制定关于这一点的指示。

（2）在所有的职业技术学校里增设普通课程。

按年编制教学大纲：

（如果这些课程的教学大纲还没有，那就把卢那察尔斯基绞死）





	　共产主义　　地理　通　　史　　文学

　革 命 史　　其他

　1917年革命史







（3）把立即向综合技术教育过渡，或者确切些说，立即采取许多马上就能做到的走向综合技术教育的步骤，规定为必须绝对执行的任务，如：

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合作

　（a）参观附近的电站，并在那里讲一些带有实验的课；做一些只有用电才能做的实习作业；

立刻制定详细的大纲

　（供1次参观用的；

供讲5次、10次课用的；供1—2个月用的等等），

　（b）用上述的办法参观每个办得还可以的国营农场，

　（c）用上述办法参观每个办得还可以的工厂，

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合作

　（d）动员全体工程师、农艺师，全体大学数理系的毕业生，来讲授电力和综合技术教育课、实习作业指导课，并进行巡回指导及其他工作，

（e）设立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小型博物馆、展览列车、展览船等。

这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穷。我们立刻需要细木工、钳工。绝对需要。大家都应当成为细木工、钳工等，但是同时必须具有最基本的普通知识和综合技术知识。

第二级学校（确切些说是第二级学校高年级）（12—17岁）的任务：培养精通本行业务、能够胜任工匠并受过这方面实际训练的





	　　细木工，粗木工，

钳工等等，







但是同时要使这些“手艺人”具有

广泛的普通知识（懂得某些学科的最基本原理；明确指出是哪些学科）；

成为共产主义者（明确指出应当知道些什么）；

具有综合技术的见识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基本（初步）知识，

这就是：

（aa）关于电的基本概念（明确规定哪些概念）；

（bb）关于机械工业用电的基本概念；

（cc）关于化学工业用电的基本概念；

（dd）关于俄罗斯联邦电气化计划的基本概念；

（ee）参观电站、工厂、国营农场不得少于1—3次；

（ff）知道农艺学等学科的某些原理。详细规定最基本的知识。

（格林科否认综合技术教育，显然是骂糊涂了，可能奥·尤·施米特多少也有些那样。[109]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载于1929年《走向新学校的道路》杂志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228—230页















[109] 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格·费·格林科提出了一个有关国民教育的方案，其基本内容是下述两点：（1）为未满15岁的儿童建立“统一的社会教育体系，而且它的一切组织形式（幼儿园、托儿所、七年制学校等）均按劳动原则建立”；（2）年满15岁后即“在一定的生产部门或有组织的班级（工业班、农业班、工业经济班等）内开始专业训练”。这个方案是同俄共（布）纲领下述规定相抵触的：“对未满17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各主要生产部门）。……对17岁以上的人广泛开展同普通综合技术知识有联系的职业教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2—413页）



奥·尤·施米特是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教育总局副局长，他同格林科一样主张必须“更早一些……即从15岁开始”就对青年进行职业技术教育。——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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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草案[110]


（1921年1月4日）

责成奥新斯基同志会同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起制定关于该人民委员部的条例，特别是关于更广泛和有计划地吸收农艺专家参加工作的条例，并将条例提交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次会议审议。[111]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233页















[110] 这是列宁起草的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决定的第4项。这个决定于1921年1月4日由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228。



[111] 1921年3月19—20日举行的第八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没有讨论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问题。——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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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危机

（不晚于1921年1月19日）

代表大会前的辩论已经开展得够广泛的了。一些小的矛盾和分歧变成了大的矛盾和分歧，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有时是由于坚持小的错误并且竭力不让这个错误得到纠正，有时是由于犯了大错误的人紧紧抓住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小错误不放。

分歧和分裂，常常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我们也就是这样从小的分歧“发展成为”工团主义的，如果党不够健全有力，不能迅速地彻底地把病治好，那么这种工团主义就会完全背离共产主义并使党不可避免地分裂。

必须有勇气正视痛苦的现实。党生病了。党在发高烧。现在全部问题就在于，生病的只是“发烧的上层”或者说只是莫斯科的上层呢，还是这种疾病已经侵入整个肌体。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这个肌体是能够在几个星期内（在党代表大会举行以前，以及在大会举行期间）完全痊愈并且旧病不再复发呢，还是久治不愈而日趋危险。

为了最迅速和最有效地把病治好，需要做些什么呢？需要全体党员十分冷静和极其细心地研究：（1）分歧的实质，（2）党内斗争的发展。这两个问题都必须研究，因为分歧的实质是在斗争过程中展开、明朗化和具体化（并且常常有所变化）的，而斗争包含着不同的阶段，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在各个阶段上，参加斗争的人和参加斗争的人数都是不同的，斗争中的立场也是不同的，等等。这两个问题都必须研究，而且一定要有最精确的即刊印出来的文件，以便能从各方面加以检查。谁相信口头上说的，谁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十足的傻瓜。如果没有文件，就需要审问双方或者几方的见证人，一定要“严加审问”，而且审问要有见证人在场。

现在我试把我所理解的分歧的实质和斗争阶段的更替大致地叙述一下。

第一阶段。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11月2日至6日。斗争的开始。在中央委员中，“斗士”只有托洛茨基和托姆斯基两人。托洛茨基抛出了“整刷”工会这个“惯用语”。托姆斯基同他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在留心观察。他们最大的错误（首先是我的错误）就在于把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通过的鲁祖塔克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提纲“忽略”了。这是整个争论中最重要的文件。

第二阶段。11月9日的中央全会。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提纲草稿”：《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这个提纲谈论工会“极严重的危机”以及新任务和新方法，在这种议论的掩盖或粉饰下推行“整刷”，政策。鉴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和官僚主义的过头行为，托姆斯基在列宁的竭力支持下，认为争论的重心，正是“整刷”问题。同时在争论中，列宁作了若干显然过了头的因而是错误的“攻击”，因此就有组织“缓冲派”的必要，于是就产生了由10位中央委员组成的“缓冲派”（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都参加了，托洛茨基和列宁都没有参加）。“缓冲派”决定“不对分歧进行广泛的讨论”，并决定取消列宁的报告（对工会的报告），而指派季诺维也夫为报告人，要他“作一个实事求是的不带论战性质的报告”。

托洛茨基的提纲被否决了。列宁的提纲被采纳了。最后定稿的决议以10票对4票（托洛茨基、安德列耶夫、克列斯廷斯基、李可夫）通过。这一决议也支持“健全的劳动军事化形式”，而对“集中制和军事化的工作方式蜕化为官僚主义、刚愎自用和因循守旧”等等提出谴责。决议责令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更积极地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般工作，作为它的一个从属机构，与其他工会联合组织享有同等的权利”。

中央委员会推选了一个工会问题委员会，托洛茨基同志也被选入这个委员会。但托洛茨基拒绝在该委员会工作，正是这一行动扩大了托洛茨基同志原有的错误，使它后来发展成为派别活动。如果没有这一行动，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提出错误的提纲）不过是一个很小的错误，象这样的小错误，所有的中央委员都犯过。

第三阶段。12月间水运员工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冲突。12月7日的中央全会。主要的“斗士”已经不是托洛茨基和列宁，而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了。季诺维也夫以工会问题委员会主席的身分，调查了12月间水运员工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争执。12月7日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季诺维也夫提出了立即改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实际建议。大多数中央委员对此表示反对。李可夫转到了季诺维也夫方面。会上通过了布哈林提出的决议，在该决议的实际部分中有34是支持水运员工的，而在引言里，则反对“自上而下地改造”工会（第3段），同意有名的“生产民主”（第5段）。我们这一派中央委员仍旧是少数。我们反对布哈林的决议，主要是由于我们认为“缓冲”只是纸上谈兵，而托洛茨基拒绝参加工会问题委员会，实际上就意味着斗争仍在继续进行，并且扩展到中央委员会的范围以外了。我们提议1921年2月6日举行党的代表大会。这个提议被通过了。后来根据边远地区的请求，决定延期到3月6日举行。

第四阶段。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2月25日托洛茨基发表“纲领性的小册子”即《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从形式民主的观点来看，托洛茨基无疑是有权发表纲领的，因为12月24日中央准许进行自由辩论。但是从对革命是否适宜的观点来看，这样做就更加扩大了错误，这样做就是根据错误的纲领建立派别组织。这个小册子从12月7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上摘引的只是同“生产民主”有关的话，而决议上反对“自上而下地改造”的话却没有引用。12月7日布哈林在托洛茨基支持下制造的缓冲，在12月25日却遭到托洛茨基的彻底破坏。小册子的整个内容，从头到尾都贯穿着“整刷”的精神。至于应当用来粉饰和掩盖“整刷”或者为“整刷”辩解的“新任务和新方法”，小册子却没有能够提出来，——如果我们不把知识分子那种标新立异的名词（“生产气氛”、“生产民主”）算在内的话；这些名词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其中切实的部分又已经完全包括在生产宣传的概念、任务和范围内了。

第五阶段。在12月30日全俄数千名党的负责工作人员的会议，即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国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辩论。争论进行得十分激烈。季诺维也夫和列宁为一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为另一方。布哈林想要“缓冲”，但说的话都是反对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没有一句是反对托洛茨基的。布哈林读了他的提纲（发表于1月16日）中的一小段，而这一段话恰恰没有提到背离共产主义，转向工团主义的问题。施略普尼柯夫（代表“工人反对派”）宣读了工团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早已被托洛茨基同志驳得体无完肤（在他的提纲第16条里），它（或许多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

我个人认为，宣读鲁祖塔克的提纲在12月30日整个争论中是一个关键。事实上，无论布哈林同志或者是托洛茨基同志，不仅都找不出任何话来反对这个提纲，而且还编造了一种神话，说这个提纲的“精彩部分”是由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哥尔茨曼、安德列耶夫、柳比莫夫草拟的。于是托洛茨基就很得意又很委婉地讥笑列宁的“外交手腕”没有成功，说列宁想“取消和破坏”辩论，想找一个“避雷针”，而“结果出乎意料，他抓到的不是避雷针，而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

这种神话在当天（12月30日）就被鲁祖塔克戳穿了，他指出：“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里面根本”就没有柳比莫夫；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进行表决时，哥尔茨曼是反对鲁祖塔克提纲的；草拟该提纲的小组是由安德列耶夫、策彼罗维奇和鲁祖塔克组成的[112]。

我们姑且假定布哈林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神话是事实。那么再没有什么东西能象这种假定那样把他们驳得体无完肤了。因为，既然“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们”曾把自己的“新”思想写进鲁祖塔克的决议，既然鲁祖塔克接受了它们，而所有的工会（在11月2日至6日！！）又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既然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对它提不出任何反对意见，那么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托洛茨基所说的一切分歧都是虚构的，不论托洛茨基也好，“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们”也好，都没有提出任何“新任务和新方法”，一切切实的和本质的东西，都已经由工会说明、采纳和决定了，而且在中央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以前就已经这样做了。

如果需要把谁狠狠地责骂一顿和“整刷”一下的话，那么首当其冲的不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而是俄共中央，因为它“忽略”了鲁祖塔克的提纲，而由于它的这个错误，才掀起了一场毫无意义的辩论。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们的错误（其实，它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而是很普通的错误，即某种程度的官僚主义过头行为）是无法掩盖的。对于这种错误，不应当掩盖和粉饰，不应当为它辩护，而应当纠正它。整个问题就是这样。

我在12月30日，把鲁祖塔克的提纲的实质，归纳成下面四点 
［注：见本卷第206—212页。——编者注］

 ：（1）普通的民主（没有任何过头行为，丝毫不否认中央的“委派”权等等，但是也不固执地袒护某些“被委派者”的需要纠正的错误和极端行为）。（2）生产宣传（那些拙劣的、可笑的、理论上错误的“公式”，如“生产民主”、“生产气氛”等等中一切有用的东西都包括在这里面了）。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机关——全俄生产宣传局。我们必须尽力支持它，而不要用生产……拙劣的提纲去损害生产工作。整个问题就是这样。（3）实物奖励。（4）同志纪律审判会。没有第3点和第4点，所谓“在生产中的作用和任务”等等的议论就只能是知识分子的空谈，而在托洛茨基的“纲领性的小册子”中，这两点恰好都被遗忘了。然而鲁祖塔克的提纲里却有这两点。

讲到12月30日的辩论，我还需要纠正我的一个错误。我当时说：“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布哈林同志立即喊道：“什么国家？”当时，我提到了刚刚闭幕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为对他的回答 
［注：见本卷第204页。——编者注］

 。现在读到那次辩论的记录，我发现我说得不对，而布哈林同志是对的。当时我应当这样说：“工人国家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人国家首先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在这个国家里，占人口多数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其次，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弊病。”愿意读完我的讲话全文的读者可以发现，不论我的全部论证或我的结论，都不会因这一修正而有所改变。

第六阶段。彼得格勒组织发表《告全党书》，反对托洛茨基的纲[113]领，莫斯科委员会发表与之对立的宣言（1月13日《真理报》）。

从上层进行派别斗争，发展到下层组织参与斗争。这是向康复前进了一大步。奇怪得很，莫斯科委员会看到了彼得格勒组织发表纲领的“危险”方面，却不愿看到托洛茨基同志在12月25日组织派别的危险方面！！！爱开玩笑的人把这种失明（瞎一只眼）叫作“缓冲”失明……

第七阶段。工会问题委员会结束工作，并且发表了纲领（一本小册子，标题是：《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114]题的决定草案》，日期为1月14日，署名的有9位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姆斯基、鲁祖塔克、加里宁、加米涅夫、彼得罗夫斯基、阿尔乔姆、列宁，以及工会问题委员会委员洛佐夫斯基；施略普尼柯夫和卢托维诺夫两位同志显然是“逃到”“工人反对派”那方面去了）。这个纲领发表在1月18日的《真理报》上，发表时又有施米特、策彼罗维奇和米柳亭参加署名。

1月16日，《真理报》上出现了布哈林的纲领（署名是“布哈林、拉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索柯里尼柯夫、雅柯夫列娃受部分同志的委托”）和萨普龙诺夫的纲领（署名是“主张民主集中制的一批同志”：布勃诺夫、博古斯拉夫斯基、卡缅斯基、马克西莫夫斯基、奥新斯基、拉法伊尔、萨普龙诺夫）[115]。在1月17日莫斯科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这些纲领的代表们和“伊格纳托[116]夫派”（他们的提纲登载在1月19日的《真理报》上，署名的有伊格纳托夫、奥列霍夫、科尔济诺夫、库拉诺娃、布罗夫采夫、马斯洛夫）都发了言 
［注：顺便指出：党应当要求在提出每一个“纲领”时，对该纲领负责的全体同志都在上面署名。“伊格纳托夫派”和“萨普龙诺夫派”做到了这一点，而“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和“施略普尼柯夫派”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据他们说还有一些对有关纲领负责的同志没有署上名字。］

 。

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团结的增长（因为9位中央委员的纲领是同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则是涣散和瓦解。而布哈林等人的提纲，则是思想瓦解达到顶点的表现。这里发生了一种“转变”，这种“转变”很早以前马克思主义者就这样嘲笑过：“这种转变与其说是历史性的，不如说是歇斯底里的” 
［注：在俄文中“历史性的”（исторический）和“歇斯底里的”（истерический）两个词的音很相近。——编者注］

 。提纲第17条上这样说：“……在目前，必须使这些人选成为必须接受的”（指工会派到相应的“总管理局和中央管理局”去的人选）。

这就完全背离了共产主义而转到工团主义立场上去了。这实质上是在重复施略普尼柯夫的“国家工会化”的口号；这就是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个机关化整为零地交给相应的工会去管。“我提出必须接受的人选”和“我委派”，这两种说法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共产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非党的工人群众，启发、训练、教育、培养这些群众（共产主义的“学校”），先是工人，然后是农民，以便使他们能够做到并且确实做到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集中在自己手中。

工团主义则把各工业部门的管理（“总管理局和中央管理局”）交给按生产部门划分的非党工人群众，这就抹杀了党的存在的必要性，就不会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培养群众，来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真正集中在他们手中。

俄共党纲说：“……工会应当做到”（就是说，还没有做到，甚至还没有做）“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就是说在工会的手中，就是说在组织起来的全体群众的手中；谁都能看到，我们就连初步接近这种切实的集中也还远没有做到）……集中什么呢？集中“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就是说，不是各工业部门的管理，也不是工业的管理，而是工业加上农业等等的管理。我们是否已经接近于把农业的管理切实集中在工会的手中呢？）。俄共党纲接着还谈到了“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问题，谈到了“工会参加经济管理”的问题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5页。——编者注］

 。

如果工会，十分之九的会员都是非党工人的工会，可以委派人（“必须接受的人选”）管理工业，那还要党做什么呢？不论在逻辑上，在理论上，或在实际上，布哈林所说的都意味着党的分裂，确切些说，意味着工团主义者对党的背离。

在这以前，托洛茨基一直是斗争中的“主角”。而现在布哈林已经远远“超过了”托洛茨基，并且完全“盖住了”他，布哈林创造了斗争中的完全新的相互关系，因为布哈林所犯的错误比托洛茨基所有错误的总和还要大一百倍。

布哈林怎么能说出这种背离共产主义的话来呢？我们知道布哈林同志非常温和，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人们因此非常喜欢他，而且不能不喜欢他。我们知道，人们常常开玩笑地把他叫作“软蜡”。原来，在这块“软蜡”上，任何一个“无原则的”人，任何一个“煽动者”都可以任意刻写。这些带引号的尖刻的字眼是加米涅夫同志在1月17日的辩论中使用的（他有权这样使用）。然而，无论加米涅夫或任何别的人，当然都不会想到用无原则的煽动来解释已经发生的一切，不会想到把一切都归结于这个原因。

恰恰相反。派别斗争有它客观的逻辑，甚至最杰出的人，如果他坚持错误立场，都会不可避免地落到在实际上同无原则的煽动没有任何差别的地步。派别斗争（例如“前进派”和孟什维克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117]）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仅要研究分歧的抽象本质，而且还要研究这种分歧在各个不同的斗争阶段上怎样展开和变化的具体情况。1[118]月17日的辩论，反映了这一发展的结果。“整刷”也好，“新的生产任务”也好，都不能再加以维护了（因为一切有用的和切实的东西都已经包括在鲁祖塔克的提纲中了）。现在要做的就是，或者在自己身上找到——用拉萨尔的话来说——“智慧的物质力量”（和性格的物质力量）来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把俄共历史的这一页翻过去，或者……或者牢牢地抓住残留下来的同盟者不放（不管是什么样的同盟者）而“不顾”任何原则。现在残留下来的是一些狂热的“民主”拥护者，而布哈林正在滚向他们那方面去，滚向工团主义方面去。

当我们在逐渐吸收“民主的”“工人反对派”中的健康因素的时候，布哈林却牢牢抓住不健康的因素。布马日内同志，这位有名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或者说托洛茨基派，1月17日表示愿意接受布哈林的工团主义的建议。“萨普龙诺夫派”竟达到这种地步，在同一条提纲（第3条）中，一方面大谈工会的“深刻的危机”和工会的“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同时又建议“扩大工会在生产中的权力……”，认为这是“绝对”必要的，大概是由于工会存在“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才要这样做吧？对这样的一批人难道能够认真吗？他们一听到人家说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为了要比别人喊得更响，便信口开河地说道：由于存在“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必须“扩大权力”。他们的“实际”建议一开头写道，“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体会议提名，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后批准，”只要读一下这几行就够了，用不着再读下去了。而他们的“原则的”民主立场是怎样的呢？请听听吧：（提纲第2条）“……他们（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实际上是从前的经济军事化分子这同一个集团中的两派！！”

如果对他们认真，那就应当指出，这是一种最恶劣的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思想。但我们对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等人是不能认真的，因为这些工作人员（在我看来是很宝贵的工作人员）在每一次党代表大会之前（“每次都在这个地方” [119]），总要发一阵狂，总要竭力叫喊得比任何人都更响（可以把他们叫作“喊得最响”派），总要大模大样地出丑一番。“伊格纳托夫派”是跟着“萨普龙诺夫派”跑的。各个不同的派别联合起来（特别是在代表大会之前），自然是可以允许的（追求选票也是允许的）。但是这样做，必须是在共产主义（而不是工团主义）的范围内，而且要做得不致闹出笑话来。谁要作更多的许诺？谁向非党群众许诺给更多的“权利”，那就在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时候联合起来吧！……

直到现在，我们一直主张：不要为官僚主义的极端行为辩护，而要纠正它。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极端行为却可以而且必须立即加以纠正。破坏军事工作人员和被委派者威信的，并不是指出有害的极端行为并且加以纠正的人，而是抵制纠正这些极端行为的人。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某些委员的极端行为正是这样的，虽然他们将来都是（过去也是）宝贵的和有用的工作人员。当工会已经把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这个问题上的所有新的、有用的和切实的东西接受下来并且作了决定时，就不应当再去打扰工会，再去捏造同工会的分歧了。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地齐心协力地从事实际工作吧。

现在我们还主张：必须同思想上的涣散以及反对派中的不健康分子进行斗争，因为这些人甚至说要反对任何的“经济军事化”，不仅反对“委派方法”——直到现在这还是一种主要的方法——而且反对任何的“委派”，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反对党对非党群众的领导作用。必须同工团主义的倾向作斗争，如果不把这种倾向彻底治好，就会亡党。

毫无疑问，协约国资本家力图利用我们党的疾病来进行新的侵犯，社会革命党人也力图利用它来组织阴谋暴乱。但是我们并不害怕，因为我们大家将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我们不怕承认有病，但我们认识到，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大家在一切冈位上更守纪律，更加顽强，更加坚定。到3月间举行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前以及在大会之后，党决不会削弱，而一定会更加巩固。






	1921年1月19日载于1921年1月21日《真理报》第1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234—244页















《列宁全集》第40卷


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

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报告[120]


（1921年1月）


1

报　告

（1月23日）

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讨论所以具有不健康的性质，因为它过早地形成了派别斗争。对待这样一个涉及面极广、无所不包的问题，我们决不能象最近这样仓促从事，而我要责备托洛茨基同志的，主要也就是这一点——仓促从事，操之过急。我们每个人都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过而且将来还会提出不够成熟的提纲，因为在我们这里的一切工作都是极其仓促地进行的。这并不是什么大错误，我们每个人都犯过急躁的毛病。这个错误本身是很平常的，你们也难以完全克服，因为周围的客观条件非常困难。因此对待具有派别性质的问题，对待有争执的问题，就必须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这是因为在这些问题上即使不是很急躁的人——我不能说我的论敌是这样的人——也很容易犯这个错误。为了明确地说明问题和很快地抓住问题的本质，我现在给你们读一下托洛茨基的提纲中的主要条文。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小册子里，在提纲第12条的末尾写道：


　　“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随着经济任务被提到首位，许多工会工作者日益激烈地和不妥协地反对‘结合’的前景和由此产生的实际结论。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两位同志就属于这样的工会工作者。不仅如此，许多工会工作者拒绝接受新任务和新方法，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小团体的排他情绪和敌视本经济部门的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因而实际上支持了工会组织中的工人的行会习气的残余。”





　　象这样的地方，在托洛茨基的小册子里我可以举出很多。我要问：从派别活动来看，难道这样一位有权威的人，这样一位重要的领袖，可以这样来反对党内的同志吗？我相信，除了那些热中于争吵的同志以外，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说：这样做是不行的。如果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两位同志有如下错误，或者有犯这种错误的嫌疑，比如说他们一下子就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或一下子就反对进行战争，那么这种做法我是理解的，因为对革命的适宜性高于形式上的民主。但是在目前这样的时候采取这种鲁莽行为，是根本错误的。不能这样做。在这一条里写道，许多工会工作者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敌视和排他情绪。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什么话？用的是什么语言？可以采取这样的态度吗？我曾经说过，也许我可以“缓冲”一下，不去进行辩论，因为同托洛茨基争吵没有好处，对我们、对党、对共和国都没有好处，但是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后，我指出，必须进行辩论。

托洛茨基写道，“许多工会工作者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果真如此吗？如果确实有许多工会工作者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那就应该指出是哪些人在培养这种敌视情绪。如果没有指出，那就是整刷，那就是对待事情的官僚主义态度。即使那里真有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那也不能这样说。托洛茨基责备洛佐夫斯基和托姆斯基有官僚主义，而我要说的恰恰相反。读到这里再也读不下去了，因为这种态度把一切全搞糟了，他往蜜里掺了一勺焦油，不管他再加多少蜜，一切都难以挽回。

许多工会工作者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这是谁的过错呢？当然，缓冲者或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人都会说：这是工会工作者的过错。

而实际上这是虚构的，捏造的，乱刮起来的，正象现在外面刮起了暴风雪一样。但是，同志们必须分辨清楚这一点并抓住实质。而实质就是，一系列不适当的行动使人产生了敌视的情绪。我的论敌硬说，有人培养过敌视情绪。这就表明，问题的提法是根本错误的。必须分辨清楚。11月间曾召开了一次全俄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抛出了“整刷”这个字眼。托洛茨基那样说是错误的。这在政治上是很明显的：这种态度会造成分裂，并且会葬送无产阶级专政。

应当懂得，工会不是象人民委员部那样的机关，而是联合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是一个特殊的机关，对它不能采取那样的态度。当出现有分裂危险的不正确态度这一问题时，我曾经说：“你们暂且不要空谈什么广泛的辩论，请你们到委员会去，在那里认真地把问题弄清楚。”而同志们说：“不行，怎么能这样做，这是破坏民主。”布哈林同志甚至谈到“工人民主这个神圣的口号”。这一字不差是他的原话。我读完之后……差一点要画十字了。（笑声）我认为，错误总是由小到大的。分歧总是由小地方开始的。人人都免不了会受伤，但是，如果这个伤口已经开始溃烂，那就会变成不治之症。而这种做法正表明伤口在溃烂。在11月，人们谈论整刷，而到12月，这就已经成了很大的错误。

中央委员会十二月全会曾经反对我们。在这次全会上大多数人都赞同托洛茨基的意见，通过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决议，这个决议你们当然都读过了。但是，即使是不赞同我们意见的中央委员也不得不承认：水运员工比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正确。这就是事实。如果我问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在哪里，应当回答说，不在于你们采取强硬措施，这是你们的功劳，而在于你们的官僚主义的极端行为。

如果你们已经认识到这种极端行为，那就应当纠正，而不应当反对纠正。这就是全部问题的所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需要几十年时间。这是一场最艰巨的斗争，要是有人对你们说，只要采纳反官僚主义的纲领，我们马上就能摆脱官僚主义，那他准是一个爱说漂亮话的骗子。现在就应当纠正这种官僚主义的极端行为。必须发现这种官僚主义的极端行为，并且加以纠正，不要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工人和农民都懂得，他们自己还应当学会管理，但是他们也很懂得，目前还存在着官僚主义的极端行为，如果你不愿意纠正它，那你就大错特错。你应当象水运员工所指出的那样，及时地纠正，不要等到别人指出后再去纠正。

优秀的工作者也会犯错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有一些卓越的工作者，我们既要任用他们，又要纠正他们的官僚主义的极端行为。托洛茨基同志说，身为工会工作者的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两位同志的过错是，他们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要知道这是骇人听闻的说法。只有那些几乎是病态的人或者是不知分寸的狂热者才会这样说。

由于这样操之过急，就发生争吵，提出纲领，指出错误，结果弄得一塌糊涂。

你们都知道，人们吵上两天之后会干出什么来。他们会扯到祖宗八代。我们问：“你为什么争吵？”——“啊，因为他有一个婶母，而他有一个祖父。”——“不，不是现在，而是在当时你为什么争吵？”原来在两天内人们瞎编了那么多的分歧。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一系列的过头行为，有害的过头行为，犯了不应有的官僚主义。到处出现了过头行为。有这样一些机关，仅在莫斯科一地就有3万个职员。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们要消除这种现象，打通这堵墙。不要害怕，不要以为谁欺负了谁，人们挑拨了谁。如果挑起派别斗争，并且说托姆斯基错了，因为他在群众中间培养敌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情绪，那就是完全歪曲事实，就会从根本上破坏全部工作，从根本上破坏同工会的整个关系。而工会是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一个组织。如果一定要坚持这一点并把有关这个问题的每个纲领都交付表决，那就会使苏维埃政权垮台。

假如党与工会发生分裂，党是有过错的，其结果一定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除了千百万无产者，我们没有别的支柱；虽然他们还没有觉悟，往往是愚昧的，不开展的，不识字的，但是他们作为无产者来说，是跟着自己的党走的。他们20年来一直认为，这个党是他们自己的。此外，跟着我们走的还有另外一个阶级，如果我们很明智，在本阶级中执行正确的政策，那它也许还会继续跟着我们走。我们的革命已经进到了最辉煌的时期，我们唤起了无产者群众，唤起了农村的贫苦农民群众来自觉地支持我们。这是任何一次革命都没有做到的。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推翻我们，因为大多数无产者和农村的贫苦农民都拥护我们。如果我们本身不犯错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这个“如果”就是全部问题的所在。如果由于我们的过错而造成了分裂，那就一切都完了，因为工会不仅是一个机关，而且是我们全部政权所依靠的源泉。这是这样一个阶级，资本主义经济使它成为经济联合者，它通过自己的工业把千百万分散的农民联合在一起。因此，一个无产者要比200个农民更有力量。

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的整个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我还可以举出提纲的任何一条来加以分析，不过这样所需的时间就不是一个小时，而是十个小时，这样一来大家都会跑掉，因为这是枯燥无味的。你们在提纲的每一条中都会发现同样的根本错误的态度：“许多工会工作者培养敌视情绪。”在许多工会中敌视我们的情绪有了发展，那是由于领导上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其中也包括我自己，因为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是由我委派的。怎么办呢？纠正吗？如果认识到党是一个独立的、有主见的、坚强的工人政党，那就必须纠正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极端行为。我们既不放弃委派制，也不放弃独裁制。受过20年锻炼的俄国工人决不会走这条道路。如果我们支持这种错误，那我们一定会完蛋，而错误也就在这里，这就是问题的根源。

托洛茨基说，洛佐夫斯基和托姆斯基拒不接受新任务。如果能证实这一点，那又当别论。但新任务是什么呢？

这里有人对我们说什么“生产气氛”，“生产民主”，“生产作用”。刚一开始，我在12月30日的争论中就说，这是工人不理解的空话，这一切都包括在生产宣传的任务内 
［注：见本卷第206—212页。——编者注］

 。我们不放弃独裁制，一长制，这些制度还在，我还会拥护，但是决不赞成愚蠢行为和极端行为。“生产气氛”只是一个可笑的字眼，它会使工人发笑。说得简单明了一些，这一切都是生产宣传。而为此已经建立了专门机关。

关于提高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我在12月30日报刊上作了答复，我说，已经有了11月5日的代表会议通过的鲁祖塔克同志的决议。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位同志说这个决议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写的。虽然这个说法已被否定，但是我还要指出，即使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写的，那到底是谁在拒绝接受呢？决议是工会通过的，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写的。那就好了，以后孩子们就不必再争吵了，不必再挑起派别分歧了。托洛茨基同志还有新任务吗？没有。如果还有什么新任务，那就更糟。问题也正是在这里。托洛茨基同志竟开起火来，要党谴责那些拒不接受新任务的人，并且把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称作罪魁祸首。

鲁祖塔克的提纲把一切都说得简单明了，既没有谈“生产气氛”，也没有谈“生产民主”。提纲写得清清楚楚，提高国家的生产率是绝对必需的，每个工会会员都必须自觉地对待这个问题。这是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写出来的。一切都比托洛茨基所说的要清楚些、全面些，因为这里面还谈到了实物奖励和纪律审判会。否则，说什么恢复运输，作出改善，统统都是空话。让我们来建立委员会，建立纪律审判会吧。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这方面走了极端。我们说，极端行为就是极端行为，用新任务来替它辩护是徒劳的，这些极端行为必须纠正。我们并不放弃强制。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工人都不至于认为，现在可以不要强制，现在可以解散工会，或者把全部生产交给工会管理。只有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才会这样信口开河。

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整篇讲话有一点讲得很好，他说，在我们索尔莫沃有过经验，旷工率已经降低了30％。听说这是实情，但是，我是不轻易相信人的，我主张派委员会去调查一下，把下诺夫哥罗德同彼得格勒作一比较。这一点不是在会议上能够做到的，必须有一个精干的委员会。托洛茨基说，有人想反对结合。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托洛茨基同志说，必须前进；如果车子走得很好，那自然应当前进，但是，如果车子走了岔道，那就应当后退。这对党有好处，因为必须研究经验。

生产还没有恢复，而人们却在生产拙劣的提纲。这样的工作需要研究和经验。你们这些工会工作者和矿工们，都在从事本行的工作。对不起，既然你们从事这项工作，那就请你们去调查一下，取得数据，把它核对20遍，不要相信任何一句空话，然后再把结果说出来。如果结果很好，那就前进，如果不好，那就后退。这是工作，而不是讲空话。这才是党的会议应当做的事。

我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过，我们要少谈些政治 
［注：见本卷第154页。——编者注］

 。我说了这话以后，以为我们不会再犯政治错误了，可是在苏维埃革命后经过了三年，我们又谈起工团主义来了——这真是耻辱。假如在半年前有人对我说，你将写谈工团主义的文章，那我宁愿写顿巴斯。而现在有人在把我们引开，把党拉向后退。小错误发展成了大错误。现在我来谈谈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的第16条中正确地指出了施略普尼柯夫的错误。

布哈林由于主张缓冲，抓住了施略普尼柯夫，但是这还不如抓住一根稻草。他答应由工会提出必须接受的人选，也就是说，由工会来委派。这同施略普尼柯夫所说的一模一样。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同工团主义进行过斗争。我们在党内已经斗争了20多年，我们用行动而不是用空话向工人证明了：党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它需要有觉悟的、决心作自我牺牲的人；它可能犯错误，但是它能够纠正错误；它所领导和挑选的人了解我们要走的道路，知道我们还要经历哪些困难。党不欺骗工人。党不开空头支票。因此，如果你们要越过工会，那你们就会把我们三年来所做的工作全部断送掉，使一切都发生问题。我同布哈林同志谈过这一错误，他说：“列宁同志，您太吹毛求疵了。”

据我的理解，必须接受的人选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提出。那样的话我们将给他们什么权利呢？那样的话任何联盟都不能实现。工人和农民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什么时候全国能普遍实现电气化呢？如果经过20年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已经是惊人的速度了。这是不能急于求成的。到那时再谈把权力交给工会的问题，在此以前说这话是对工人的欺骗。无产阶级专政在世界上是最巩固的，因为它用行动赢得了信任，因为党一直非常注意，不让涣散现象发生。

这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每个工人都知道如何管理国家吗？有实际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神话，都知道我们这里数百万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现在正处在我们所说的阶段，即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这一阶段。如果工人在这所学校里学上若干年，他们就一定能学会，但是这要慢慢来。我们甚至连文盲都还没有扫徐。我们知道，同农民有联系的工人是会接受非无产阶级的口号的。在工人当中谁来参加管理呢？整个俄国只有几千个人。如果我们说，不是党而是工会自己来提人选和进行管理，这听起来很民主，可能也会争取到一些选票，但是不会长久。这只会葬送无产阶级专政。

请你们读一读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吧 
［注：指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编者注］

 。它的决议和决定已经传遍全世界。不久以前法国社会党人代表大会[121]已经表明，我们在这个沙文主义最盛行的国家里已经赢得了多数，他们的党已经分裂，那些腐败的领袖已经被抛弃，这一切都是违背工团主义者的意愿的。所有优秀的工人和优秀的领袖，都接受了我们的理论。甚至全世界的工团主义者，革命的工团主义者都在向我们靠拢。我亲自见过到我国来访问的美国工团主义者，他们现在说：“事实上，要是没有党，就不能管理无产阶级。”实际上你们是知道这一点的。投入工团主义的怀抱，谈论什么“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提出的必须接受的人选，对于无产阶级是根本不相称的。这样做是很危险的，这会破坏党的领导作用。现在国内只有很少一部分工人加入组织。大多数农民拥护党是因为党的政策正确，是因为在最困难的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党能够作出暂时的牺牲和退却，并且最后表明自己是正确的。怎么能不考虑这一切呢？难道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这是党几十年来取得的成就。现在受过党20年教育的布尔什维克的话大家都相信了。

要管理，就需要有一支经过锻炼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大军，这样的大军是有的，这就是党。一切工团主义的荒谬言论，生产者提出的必须接受的人选——所有这些都应当扔到废纸篓里去。如果走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不要党，实际上俄国也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我的观点，我认为向你们说明这个观点是我对党的义务。在我看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草案》这个纲领的实际条文已经阐明了这个观点。这个纲领是由列宁、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加里宁、加米涅夫、洛佐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谢尔盖耶夫和斯大林签字的。其中洛佐夫斯基不是中央委员，他所以参加签字，是因为他在工会问题委员会工作。令人遗憾的是，施略普尼柯夫和卢托维诺夫都退出了工会问题委员会。施略普尼柯夫这样做好不好，工人们自有公断。如果他这样做不好，那他会因此受到谴责。我相信，一切觉悟的工人都会接受这一纲领，现在我们党内的分歧仍将只表现为上层领导发高烧，而工人们一定会纠正他们的错误，一定会坚守自己的岗位，捍卫党的纪律，千方百计通过齐心协力、认真细致的实际工作来提高生产，从而使我们取得彻底的胜利。（长时间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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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发言

（1月24日）

同志们，我正想先从谁吓唬谁的问题以及使我们吓了一大跳的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问题谈起。在这个会上大家都说，列宁拿工团主义吓唬人。说列宁想吓唬人，这是把自己置于可笑的地位，认为提到工团主义就是吓唬人，这种想法是很可笑的。我认为，首先我们应当从我们的党纲谈起，应当读一读共产党的纲领，看党纲上是怎么说的。托洛茨基和施略普尼柯夫两位同志提到党纲的同一个地方，这就是党纲的第5节中的一段。现在我把这一段的全文向你们读一下：


　　“5．社会化工业的组织机构应当首先依靠工会。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变成包括本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产业联合组织。”



　　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在他的讲话中引用了这一段。但是要知道，如果数字是可靠的，那么60％是机构管理人员，而这60％的人都是工人。其次，既然引用党纲，那就应当引用得恰当，就应当记住，党员是知道党纲全文的，而不应当象托洛茨基和施略普尼柯夫那样，断章取义地去引用它。同志们，历史已经证实，工人只能按照生产部门联合起来。因此在全世界大家都接受了建立产业工会的主张。当然，这是就目前而言的。人们都说，必须摆脱行会的狭隘性。那么工会究竟摆脱了这种行会的狭隘性没有，哪怕是摆脱了十分之一？一切愿意说实话的人都会说，当然没有，没有摆脱。那为什么会忘掉这一点呢？是谁向工会说“你们还没有摆脱行会的狭隘性，但是你们必须摆脱”的呢？是俄国共产党在党纲中说的。请你们读一下这个党纲吧。离开这一点，就是离开党纲而走向工团主义。不管人们怎样推委，说列宁想吓唬什么人，但是毕竟有党纲可查。引了前一部分而忘了后一部分，那就是离开了党纲。走向哪里呢？——走向工团主义。我再往下念：


　　“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



　　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

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

大家都援引了这一段。这里说的是什么呢？这里说的是完全不容争辩的东西：“应当做到”。没有说现在去做。没有说这种过头话。说过了头，那就是胡说八道。这里说的是“做到”。做到什么呢？做到把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什么时候你们应当做到这一点呢？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教育。要通过教育使每个人都会管理并且都知道怎样去做。老实说，现在你们能说，工会随时都能提出任何数量的称职的管理人员去担当管理工作吗？要知道，管理工作需要的不是600万人，可能是6万人，也许是10万人。工会能选拔得出来吗？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醉心于公式和提纲、不追随那些喊得最响的人，那都会说，不，不能，还做不到。党必须进行许多年的教育工作，从扫盲做起，直到完成党在工会中的全部工作。要在工会中做许多工作，才能通过正确的途径做到这一点。党纲是这样说的：“应当做到把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这里并没有说工业部门，而托洛茨基在他的提纲中却说的是工业部门。他的提纲的前几条当中有一条引证得对，另一条中却说是工业机构。对不起，这样引证是不应该的。既然是写提纲，既然是要援引党纲，那就请把党纲全部读完。凡是把这第5节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人，只要稍微思索一下，考虑十分钟，他就会发现，施略普尼柯夫离开了党纲，而托洛茨基则是一下子跳了过去。现在请你们把这第5节读完：


　　“工会在用这样的方法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应当广泛地吸引后者直接参加经济管理。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同时也就是防止苏维埃政权经济机关官僚化的主要方法，并且为对生产的结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提供了可能性。”



　　请你们看一看，你们首先应当做到把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而现在你们要保证什么呢？要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群众这三者之间的联系——而其中中央国家管理机关是一个庞然大物。你们还没有教会我们怎样去征服它。我们已经保证了这种联系了吗？工会能管理吗？要知道，那些上了30岁而且有苏维埃建设的某种生活经历的人，都会因此而哈哈大笑。请读一读吧：
　　“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同时也就是防止苏维埃政权经济机关官僚化的主要方法，并且为对生产的结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提供了可能性。”



　　第一，要保证中央国家机关之间的联系。我们并不掩饰这一弱点，而在党纲中则指出要保证同群众的联系；第二，工会参加经济管理。这不是大话。不要说你们把旷工率降低30％，哪怕只是降低3％，只要你们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会说：这是了不起的、有益的和有价值的事情。“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党纲所说的。没有一句诺言，没有任何大话，没有说类似由你们自己选举这样的话——党纲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党纲不是在作煽动，而是说，有愚昧的、不开展的群众，有足以领导全体农民而自己又接受党领导的工会，而这个党是20年来在同沙皇制度斗争中受过锻炼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象俄国这样的经历。这就是我们赖以支撑的全部机构。为什么有人认为这是奇迹呢？因为在农民国家里只有工会能够在经济上把千百万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只要600万工会会员相信自己的党，象过去那样跟着自己的党走。这就是我们赖以支撑的机构。这个机构运转得如何——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为什么少数人能够在一个巨大的农民国家里进行管理呢？为什么我们能泰然自若呢？有了三年的经验，世界上任何势力，不论是国外的或是国内的势力，都摧毁不了我们；如果我们不干出那种导致分裂的极端荒唐的蠢事，我们就能保持我们现在的局面，反之我们就会完蛋。所以，当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在他的纲领中说：
　　“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选出国民经济的管理机关。”



我就对你们说：请把我给你们读的我们党纲中的第5节通读一遍吧，这样你们就会发现，不论列宁还是任何别人都没有吓唬人。施略普尼柯夫在结束他的讲话时说：“我们一定要消灭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国民经济部门的官僚主义。”我肯定地说，这是煽动。我们从去年7月起就已经把官僚主义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去年7月，即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提出这一问题：在我们这里是否存在着官僚主义的极端行为。这一点请特别注意。中央委员会在8月批准了季诺维也夫关于要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信。9月间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批准了这封信。这就是说，并非象托洛茨基所指出的那样，是列宁想出来的新办法，而是党说的：“请特别注意，已经出现了新的毛病。”7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这个问题，8月批准季诺维也夫的信，9月召开党的代表会议，12月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官僚主义的大报告。就是说已经出现了毛病。1919年我们在党纲中曾提到，我们有官僚主义。如果有人向你们提出要消灭官僚主义，那他就是煽动者。施略普尼柯夫一贯如此，他稍微有点这样的味道。如果有人跑到你们面前说，“我们要消灭官僚主义”，那就是煽动，就是胡说八道。我们将同官僚主义作长时期的斗争，谁要不是这么想，他就是在欺骗，就是在煽动，因为要克服官僚主义，需要采取千百个措施，需要每个人都识字，每个人都有文化，每个人都参加工农检查院。施略普尼柯夫当过劳动人民委员，当过工商业人民委员，难道他已经消灭了官僚主义吗？基谢廖夫曾在纺织企业总管理委员会工作过，难道他已经消灭了官僚主义吗？

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的所有代表大会都能分成小组，把面粉业工人和顿巴斯工人实行结合的事实材料搜集起来，那我们才算成熟了。但是如果我们只写出了许许多多不中用的纲领，这就证明，我们不是真正的主人。我再重复一遍，如果我们不分裂，那任何势力，不论是国外的或是国内的势力，都摧毁不了我们。我认为，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不仅是一根棍子，而且它的这种过头行为已经导致分裂。官僚主义的过头行为是大家常犯的毛病，中央委员会是知道这一点的，并且对此是负有责任的。而托洛茨基同志这方面的错误在于，他的整个提纲是用相反的精神写成的。他的整个提纲是用整刷的精神写成的，并且导致了工会的分裂。问题并不在于要给托洛茨基同志打一分，我们不是小学生，因此我们不需要打分，但是必须指出，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的全部内容都是错误的，因此必须予以屏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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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这是列宁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作的报告和总结发言。



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1月25日—2月2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出席大会的有341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9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46名），代表332000余名矿工工会会员。代表中有共产党员和预备党员259名。代表大会听取和讨论了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矿业委员会和各总管理局的报告，讨论了燃料供应、工会任务、组织生产等问题，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对克服燃料危机和制定矿业生产计划有巨大意义。



代表大会开幕前（1月22—24日）召开了4次俄共（布）党团会议，对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列宁、列·达·托洛茨基和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列宁的主张得到党团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表决中列宁所维护的纲领得137票，施略普尼柯夫纲领得61票，托洛茨基纲领得8票。——244。



[121] 指1920年12月25—30日在图尔举行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285名，他们共有委托书4575份。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关于法国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该党地方组织在大会前分别召开了代表大会，其中绝大多数都已表示赞成该党立即加入共产国际。但是在大会上围绕这个问题仍展开了激烈斗争。克·蔡特金化名出席了大会，作了长篇发言，向代表们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敬意。经过4天辩论，大会以多数票（3208份委托书，占总数70％以上）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以莱·勃鲁姆为首的少数派拒绝代表大会的决定，退出大会，另行建立一个独立的党，仍用法国社会党这一名称。多数派建立了法国共产党。——253。







《列宁全集》第40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保证伊•彼•巴甫洛夫院士及其助手从事科学工作的条件的决定

（1921年1月25日）

鉴于伊•彼•巴甫洛夫院士在科学上作出了对全世界劳动者具有重大意义的十分杰出的贡献，人民委员会决定：

1．根据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呈请，建立一个由马•高尔基同志、主管彼得格勒高等学校的克里斯季同志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管理局局务委员会成员卡普伦同志组成的具有广泛权限的专门委员会，责成该委员会在最短期间内为巴甫洛夫院士及其助手的科学工作创造最良好的条件。

2．责成国家出版社在共和国最好的印刷厂印刷出版巴甫洛夫院士整理的总结他近20年来科学研究成果的科学著作精装本，并且规定该文集在国内外的版权归伊•彼•巴甫洛夫院士本人所有。

3．责成工人供给委员会发给巴甫洛夫院士及其妻子特殊的口粮，其数量按热量计算应当等于两份院士的口粮。

4．责成彼得格勒苏维埃保证巴甫洛夫教授及其妻子所居住的住宅归他们终生使用，并且为该住宅以及巴甫洛夫院士的实验室安装最好的设备。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1921年1月24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载于1921年2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3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262—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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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122]


（1921年1月25日）

一场带有大会序幕性质的党内辩论和派别斗争，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前，由于选举即将举行而激烈起来了。在第一次派别活动之后，即在托洛茨基同志以“一群负责工作人员”的名义发表了“纲领性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序言注明日期为1920年12月25日）之后，接着就是俄共彼得格勒组织措辞激烈的（读者从后面可以看到，措辞这样激烈是完全应当的）宣言（《告全党书》，1921年1月6日发表于《彼得格勒真理报》[123]，以后又在1921年1月13日发表于党中央机关报——莫斯科的《真理报》）。此后，莫斯科委员会又发表了反对彼得格勒组织的宣言（载于同一天的《真理报》）。以后又出现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党团委员会发表的关于1920年12月30日辩论的速记记录，这次辩论是在一次规模巨大而且由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党的会议上，即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党团的会议上进行的。这个速记记录的标题是《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序言注明日期为1921年1月6日）。自然，这远不是辩论的全部材料。现在几乎到处都在举行党的会议，讨论有争论的问题。1920年12月30日，我曾经不得不象当时声明的那样，在“违反常例”的条件下，即在不能参加讨论、不能听到前面和后面的发言的条件下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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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想恢复一下被违反的常例，比较“正规地”谈谈我的意见。


派别活动对党的危害

托洛茨基同志发表《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小册子是不是派别活动呢？这种活动，不管它的内容如何，是不是对党有害呢？认为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进行了派别活动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们（当然，托洛茨基同志除外），对这个问题特别喜欢保持沉默，布哈林同志也是这样，不过，他在1920年12月30日以“缓冲派”的名义发言时，却认为自己不得不作如下的声明：


　　“……当火车有某种倾覆趋势时，缓冲器就不是那么不好的东西了。”（1920年12月30日辩论记录第45页）



　　这样说来，是存在着某种倾覆趋势的。然而，对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上存在着这种倾覆趋势，以及这种趋势是如何发生的这些问题，有觉悟的党员怎么能漠不关心呢？托洛茨基的小册子一开始就声明，说“它是集体工作的成果”，说参加编写小册子的是“一群负责工作人员，特别是工会工作者（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说这是一本“纲领性小册子”。而在提纲第4条末了，我们还看到这样的话：“本次党代表大会必须在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之间作出选择。”（黑体是托洛茨基用的）

如果这还不算是一个中央委员在建立派别组织，如果这还不算是“某种倾覆趋势”，那就请布哈林同志或他的任何一个同道者向党解释解释：俄文中“派别活动”和党的“倾覆趋势”究竟还有什么别的含义？？有的人愿意“缓冲”，却又故意无视这样的“倾覆趋势”，难道还能有比这更奇特的失明吗？？

说来叫人难以置信，在中央委员会两次全体会议（11月9日和12月7日）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初稿及其所主张的党对工会的整个政策，作了空前详细的、长时间的和热烈的讨论之后，一个在19个中央委员中至今仍独持己见的委员，竟然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拉帮结伙，把他们的“集体”“著作”当作“纲领”发表，并且建议党代表大会在“两种趋势之间作出选择”！！托洛茨基同志在1920年12月25日宣告说有两种趋势而且只有两种趋势（虽然布哈林在11月9日已经以“缓冲者”的姿态出现），这就非常明显地揭露了布哈林派所扮演的真正角色，说明它不过是最恶劣、最有害的派别活动的帮手——这一点就用不着我说了。这是附带的话。不过我要问问随便哪一个党员：要求对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作出选择”，搞这样的进逼和袭击岂不是头脑发昏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吗？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三年之后的今天，党内竟会有一个党员，就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问题发动这样的“袭击”，这岂不是太令人吃惊了吗？

不仅如此。请再看看这本小册子里的比比皆是的派别攻击吧。在提纲第1条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对“工会运动的某些工作人员”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架势”，这些工作人员被说成是“倒退到原则上早已为党所肃清的工联主义立场上去了”（大概，在19个中央委员中，代表党的只有1个人）。提纲第8条危言耸听地谴责“工会工作者领导层中的工会保守主义”（请注意，把注意力集中在“领导层”上，这才是真正的官僚主义态度呢！）。提纲第11条一开始就极其委婉地、有根有据地、切实地（怎样才能说得更客气一点呢？）“暗示”出，“大多数工会工作者”只是“在形式上，即在口头上承认”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大多数（！！）工会工作者只是在口头上承认党的决议——我们面对的是何等有权威的法官啊！

提纲第12条说：


　　“……许多工会工作者日益激烈地和不妥协地反对结合的前景……　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两位同志就属于这样的工会工作者。不仅如此，许多工会工作者拒绝接受新任务和新方法，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小团体的排他情绪和敌视本经济部门的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因而实际上支持了工会组织中的工人的行会习气的残余。”



　　请读者仔细地再把这些论断看一遍，并且好好地想一想吧。这里面“妙语”可真是多得惊人。首先，从这种言论的派别性的角度来给它一个评价吧！设想一下，如果托姆斯基发表一个纲领，责备托洛茨基和“许多”军事工作者培养官僚主义习气、支持野蛮制度的残余等等，那么托洛茨基会怎样说呢？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等人，既然没有看到——简直没有注意到，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词句的激烈性和派别性，没有看到这里的派别性要比彼得格勒同志们的宣言严重好多倍，那么他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其次，请仔细考虑一下这种对待问题的态度吧：许多工会工作者“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情绪……”　这是彻头彻尾的官僚主义态度。请看，全部问题在于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的是什么“情绪”，而完全不在于群众、千百万群众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条件。

第三，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无意中道出了他和“缓冲派”布哈林等人小心翼翼地加以回避和掩盖的全部争论的实质。

全部争论的实质和斗争的根源，是在于许多工会工作者拒绝接受新任务和新方法并且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呢？

还是在于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群众理所当然地提出抗议并且不可避免地决心要抛弃那些不愿意纠正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的新工作人员呢？

争论的实质，是在于有人不愿意了解“新任务和新方法”呢？

还是在于有人空谈什么新任务和新方法来拙劣地掩饰他对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的庇护呢？

读者应牢牢记住全部争论的这个实质！


形式上的民主和对革命的适宜性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所谓“集体工作的成果”的提纲中写道：“工人民主不懂得偶像”，“它只知道对革命的适宜性”（提纲第23条）。

托洛茨基同志这个提纲的遭遇是不愉快的。提纲中的正确的东西，不仅不是新的，而且是倒转过来反对托洛茨基本人的。而提纲中的新的东西，却又全都是不正确的。

我摘录了托洛茨基同志几个正确的论点。这几个论点，不仅在提纲第23条里所涉及的那个问题（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上，而且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上，都是倒转过来反对托洛茨基本人的。

从形式上的民主来看，即使是反对整个中央的派别纲领，托洛茨基也是有权发表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1920年12月24日中央关于辩论自由的决议承认了这种形式上的权利，这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缓冲派布哈林承认托洛茨基有这种形式上的权利，却不承认彼得格勒组织有这种权利，这大概是因为布哈林在1920年12月30日甚至说出了“工人民主这个神圣的口号”这样的话（速记记录第45页）……

然而，对革命的适宜性如何呢？

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头脑健全、神志清醒、没有被“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或“缓冲”派的那种派别自尊迷了心窍的人，却会认为象托洛茨基这样一位权威的领袖就工会运动问题发表这种言论对革命是适宜的，这样的人能找到一个吗？？

就算托洛茨基指出的“新任务和新方法”非常正确——实际上他指出得完全不正确，关于这一点，后面再说——然而单是托洛茨基这种对待问题的态度，无论对于他本人，对于党，对于工会运动，对于几百万工会会员的教育工作，或者对于共和国，都是有害的，这一点难道还能否认吗？？

好心肠的布哈林和他的伙伴自称为“缓冲者”，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已下定决心不考虑采用这个称号必须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吧。


工会运动中的分裂在政治上的危险性

大家都知道，大的分歧有时是由很小的、甚至开始时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发展起来的。大家都知道，每个人在一生中总要有几十次小的创伤或者擦伤的，但是，如果伤口化脓，如果引起血液感染，这种小小的创伤也会变成最危险的病症，甚至是不治之症。在一切冲突中（甚至在纯粹个人的冲突中）常常是这样。在政治上也常常是这样。

任何分歧，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如果有可能发展成为分裂，发展成为严重的分裂而足以动摇和破坏整个政治大厦，足以造成——用布哈林同志的比喻来说——火车倾覆的话，那么这种分歧在政治上就会是危险的。

很明显，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中间出现的或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出现的分裂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极端危险的，尤其在无产阶级只占这个国家人口的很少数的情况下。而工会运动（我在1920年12月30日的发言中曾经极力强调，这是一个几乎全部组织在工会内的无产阶级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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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分裂，正是意味着无产阶级群众的分裂。

正因为如此，在1920年11月2日至6日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风波掀起”（风波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掀起的）的时候，当会议刚刚结束……不，我说错了，当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非常激动的托姆斯基同志跑到政治局来，在非常冷静的鲁祖塔克同志的全力支持下，叙述了托洛茨基同志在会议上讲要“整刷”工会，而他，托姆斯基，与之争辩的情形，——当这件事发生时，我立刻毫不踌躇地断定，争论的实质正是在于政策（就是说在于党对工会的政策），而在这场争论中，托洛茨基同志和他提出的针对托姆斯基同志的“整刷”政策是根本错误的。这是因为，即使“整刷”政策部分地被“新任务和新方法”（托洛茨基提纲第12条）证明是对的，然而，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一政策也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因为它有造成分裂的危险。

托洛茨基同志现在认为，把“自上而下的整刷”政策归罪于他，“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列·托洛茨基《答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载于1921年1月15日《真理报》第9号）。但是“整刷”这个词现在成了一个真正的“惯用语”，倒并不是仅仅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用了这个词，可以说它已经“传遍了”全党和工会。不是的。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从深刻得多的意义上说来，这个词还依然是很确切的。这就是说，这一个词就非常简练地表现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纲领性小册子的全部精神、全部倾向。托洛茨基同志这本纲领性小册子，从头到尾贯穿着的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整刷”政策的精神。回忆一下他对托姆斯基同志或“许多工会工作者”的责难，说他们“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就什么都清楚了！

但是，如果说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1920年11月2日至6日）还只是刚刚开始形成可能导致分裂的气氛，那么到了1920年12月初，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的分裂就已经成为事实了。

在评论我们的争论的政治实质时，这一事件是基本的，主要的，根本的；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以为对此沉默会有所帮助，那是枉费心机。在目前情况下，沉默非但不是“缓冲”，而且是火上加油，因为问题不仅已被现实生活提到日程上来，而且也由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纲领性小册子中强调地指出来了。正是这本小册子，在我所引证的几段话中（特别是在提纲第12条中），再三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事情的实质究竟是在于“许多工会工作者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呢，还是在于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例如，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引起群众理所当然的“敌视”呢？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1920年12月30日的第一次发言中，很有根据地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托洛茨基同志的极端拥护者”造成了分裂。也许布哈林同志正是因为这句话而责骂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是“废话”吧？然而现在任何一个党员，只要他读一读1920年12月30日辩论的速记记录，都会认为这种责备是不公道的，因为他会发现，援引确切事实和依据确切事实的正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而毫无事实根据、满嘴知识分子“空话”的，正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

当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到“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是泥足的，它现在已经分裂成三截”的时候，索斯诺夫斯基同志立刻打断他的话，喊道：

“而你们还曾加以鼓励呢。”（速记记录第15页）

这是一种严重的指控。这个指控如果被证实，那么这个被指控为鼓励分裂——哪怕分裂的只是一个工会——的人，不论在中央委员会内，在俄国共产党内，或是在我们共和国的工会内，都将没有立足之地了。幸而这一严重的指控是由一位同志以不严肃的方式提出的。遗憾的是，这位同志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论战时表现出这种不严肃的“狂热”了。索斯诺夫斯基同志对他自己的好文章，例如生产宣传方面的文章，有时也能添上“一勺焦油”，毁掉生产宣传本身的全部优点。常有一些脾气好的人（如布哈林），他们甚至在最激烈的斗争中，也能尽量少在自己的攻击中使用恶毒言词；但是也常有一些脾气不太好的人，他们动辄就在自己的攻击中使用恶毒言词。索斯诺夫斯基同志在这方面如果能注意一下，或者请他的朋友帮他注意一下，那对他是会有益处的。

人们会说，虽然指控采取了不严肃的、不妥当的、显然是“派别的”方式，但毕竟是提出来了。既然事情严重，那么与其缄默不言，倒不如实话实说，哪怕说得不妥当也好。

事情无疑是严重的，因为，我再说一遍，整个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这要超出人们的想象。好在我们有十分确凿、十分客观的具体材料，足以对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提出的问题给予实质性的答复。

第一，在速记记录的同一页上，我们可以看到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声明，他不仅回答了索斯诺夫斯基同志：“不对！”，并且还确切地举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事实。季诺维也夫同志指出，托洛茨基同志本来想提出（我可以补充说：这显然是出于派别狂热）的，决不是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所提出的这种指控，而是要指控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俄共九月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促成了或引起了分裂。（我附带指出，这一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季诺维也夫在九月的发言，事实上已经得到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赞同，而且一次也没有看见有谁正式提出过反对。）

季诺维也夫同志回答说，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鲁祖塔克同志已经用他手里的记录证明，“这个问题〈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里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的问题〉远在我〈季诺维也夫〉作任何发言之前，远在全国代表会议举行之前，就已经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北方和南方都讨论过了”。

这是一个十分明白、确切和符合事实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几千名担任负责工作的俄共党员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中所作的，而无论是在季诺维也夫这次发言之后曾经两次发言的托洛茨基同志，或是在季诺维也夫发言之后也曾经发过言的布哈林同志，都没有驳倒过他所指出的事实。

第二，对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所提出的指控，还有一个更确切和更正式地驳斥他的材料，那就是载于同一速记记录中的1920年12月7日通过的俄共中央全会关于水运员工共产党员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议共产党党团之间的冲突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中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鉴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水运员工之间发生冲突，中央委员会决定：（1）在联合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一个水运员工部。（2）在2月份召开铁路和水运员工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进行新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正常选举。（3）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旧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照常行使职权。（4）立即撤销水运总政治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并且根据正常的民主制原则，把它们所有的人员和资财转交给工会组织。”



　　读者由此可以看到，这里不但没有责备水运员工，而且相反，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承认他们是对的。不过，在1921年1月14日的共同纲领上署名的中央委员，没有一个人（除了加米涅夫）投票赞成这个决议。（这里所说的共同纲领就是《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是由一批中央委员和工会问题委员会委员提交中央委员会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草案。非中央委员而以工会问题委员会委员名义签名的是洛佐夫斯基。其余的人是：托姆斯基、加里宁、鲁祖塔克、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列宁、加米涅夫、彼得罗夫斯基和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这个决议的通过是针对上面所列举的这批中央委员，即针对我们这一批人的。这是因为我们当时本来是会投票反对暂时保留旧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看到我们这一批人必然要获胜，托洛茨基才不得不去投票拥护布哈林的决议，因为不这样做，就会通过我们的决议。11月间曾经拥护托洛茨基的李可夫同志，在12月间参加了工会问题委员会处理水运员工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冲突的工作，也相信水运员工是正确的。

总起来说，中央委员会十二月会议（12月7日）的多数，是由托洛茨基、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等等同志组成的，就是说，是由不可能被任何人怀疑是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抱有成见的一些中央委员组成的。而这个多数，就其决议的实质看来，所责备的并不是水运员工，而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只是拒绝立即加以撤换罢了。这就是说，索斯诺夫斯基的指控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

为了不致留下任何暧昧之处，还必须提到另外一点。我屡次提到的“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这一指控有没有凭空虚构或言过其实的地方呢？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1920年12月30日的第一次发言里同样也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这个回答是十分准确的。季诺维也夫同志[124]从印就的佐夫同志关于水路运输的命令（1920年5月3日）中援引了一段话，其中有这样一句：“乱设委员会的做法已经成为过去”。季诺维也夫同志正确地把这叫作根本性的错误。这也就是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的和“委派制”的极端行为的一个典型例子。同时，季诺维也夫同志又立刻作了说明，认为有些被委派的同志“从受过的考验和具有的经验来说都远远不如”佐夫同志。在中央委员会里我曾听到过对佐夫同志的评价，说他是很可贵的工作人员，我在国防委员会中观察到的情况，也完全证实了这样的评价。没有任何人想损害这样的同志的威信，也没有任何人想使他们成为“替罪羊”（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报告第25页，毫无根据地怀疑别人想这样做）。破坏“被委派者”威信的，不是那些纠正他们错误的人，而是那些当他们犯了错误的时候还想袒护他们的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工会运动发生分裂的危险并不是虚构的，而是现实的。我们同样可以明显地看到，并没有加以夸大的分歧实质究竟在什么地方：它就在于反对袒护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的和委派制的极端行为，反对为它们辩护，而力求纠正它们。全部问题就是这样。


论原则分歧

但是，也许有人会这样对我们说：如果存在着根本的和深刻的原则分歧，那么这种分歧难道不足以证明甚至发表最激烈的派别言论也是有理由的吗？如果需要说些不容易理解的新的东西，那么这难道不足以证明有时甚至实行分裂也是有理由的吗？

如果分歧的确是极其深刻的，如果再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纠正党或工人阶级的政策的错误方向，那当然可以证明是有理由的。

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分歧并不存在。托洛茨基同志力图指出这样的分歧，但是指不出来。如果说在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发表（12月25日）之前，还可以（而且应当）用有条件的或和解的口吻来说话（“即使有未被意识到的新任务，有分歧，也不能这样对待问题”），那么，在这本小册子发表之后，就必须说：托洛茨基同志小册子里所有的新东西，实质上都是错误的。

把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拿来同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11月2日至6日）所通过的鲁祖塔克的提纲比较一下，就能最明显不过地看出这一点。我在12月30日的发言中和在1月21日的《真理报》上，都援引过鲁祖塔克同志的提纲 
［注：见本卷第218—221页。——编者注］

 。这个提纲比托洛茨基的提纲正确、完备。托洛茨基的提纲与备祖塔克的提纲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托洛茨基错误的地方。

先从布哈林同志急急忙忙塞进12月7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有名的“生产民主”说起吧。如果这个笨拙的、知识分子生造的术语（“标新立异的词儿”）是用在一篇演说或一篇文章中，而我们却对它加以挑剔，那当然是很可笑的。但是要知道，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正好是把自己置于一种可笑的境地：他们正是在提纲中坚持用这个术语，坚持用这个把他们的“纲领”跟工会所通过的鲁祖塔克的提纲区别开来的术语！

这个术语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所以把“生产民主”跟任何其他的民主分割开来，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这样做只能造成混乱而丝毫没有意义，这是第一。

第二，请看一看布哈林自己在他起草的12月7日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对这一术语的解释吧。在这个决议中，布哈林这样写道：“因此，工人民主的方法应当是生产民主的方法。这就是说〈你们看：“这就是说”！布哈林在向群众说话时，一开始就用了一个必须特别加以解释的深奥的术语。我认为，从民主的观点来看，这是非民主的；写给群众看的东西，不应当用这种需要特别加以解释的新术语；从“生产”的观点来看，这是有害的，因为它使人们白费时间来解释无用的术语〉，进行一切选举、提出候选人、支持候选人等等，都应当不仅考虑政治坚定性，而且要考虑经济工作能力、行政管理工作资历、组织才能以及经过实际考验的对劳动群众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心程度。”

这种论断显然是牵强附会和不正确的。民主的意义不仅是“进行选举、提出候选人、支持候选人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并不是进行一切选举都要考虑到政治坚定性和经济工作能力。和托洛茨基的愿望相反，在拥有百万群众的组织中，还应当有一定百分比的调停人和官吏（在今后许多年内，没有好的官吏是不行的）。但我们并不说什么“调停人”民主或“官吏”民主。

第三，只注意被选举者，只注意组织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等等，是错误的。这些优秀人才终究只是少数。应当注意普通人，注意群众。鲁祖塔克的提纲对这一点不仅说得比较简洁，比较明了，而且在理论上也比较正确（提纲第6条）：


　　“……必须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懂得他所执行的生产任务是必要的和适当的；必须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不仅能参加执行上级所交给的任务，而且能自觉地参加纠正生产方面的一切技术上和组织上的缺点。”



　　第四，“生产民主”是一个可能引起误解的术语。可以把它理解成否认独裁制和一长制，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是要延缓实行或不愿实行普通的民主。这两种解释都是有害的，要想避免这种解释，就非加上冗长的和特别的注解不可。鲁祖塔克简洁地表述了这些思想，他的表述比较正确，而且避免了所有这些毛病。而托洛茨基在1月11日《真理报》上发表的他的《生产民主》一文中，不但没有对存在着这些错误和毛病这一点提出反驳（他完全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把自己的提纲拿来同鲁祖塔克的提纲比较），反而间接地证实了他的这个术语的错误和毛病，因为他把“军事民主”同“生产民主”相提并论。幸而，就我记得的说来，我们还从来没有为这类术语掀起过派别争论。

托洛茨基提出的“生产气氛”这样的术语，就更不妥当了。季诺维也夫很正确地讥笑了这个术语。托洛茨基气愤地反驳道：“我们曾经有过军事气氛……

现在应当在工人群众中间——深入工人群众，而不仅是在表面上——造成生产气氛，这就是说，要使他们对生产全力以赴，切实关心，就象过去对前线那样……”问题就在于对“工人群众”说话时，“深入工人群众”说话时，要象鲁祖塔克的提纲那样去说，而不要使用“生产气氛”之类的字眼，这种字眼只会引起误解或者传为笑谈。实际上，托洛茨基同志使用“生产气氛”这个说法所表明的思想，正是生产宣传这个概念所表明的思想。但正是在工人群众中间，在深入工人群众进行生产宣传时，应当避免这一类说法。如果要说明对群众不该怎么进行生产宣传，这个说法倒可以作为一个范例。


政治和经济。辩证法和折中主义

现在重新提出这样初步的、属于起码常识的问题，当然是很奇怪的。但遗憾的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迫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他们两人责难我，说我把问题“偷换”了，或者说我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是“从经济上”看问题的。布哈林甚至把这点放进他的提纲里，并且企图把自己说成“凌驾于”争论双方“之上”。他说：我把这两种看法结合起来。

这种理论错误令人吃惊。我在发言里重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我在以前就听到过这种对我“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非难，听到过这种非常荒谬的、完全不应当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也许我的政治估计不正确？如果是这样，就请指出并且加以证明。可是，如果说（哪怕只是间接地提出）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两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换句话说，从政治上看问题，意思就是说：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里，如果由于党的错误而造成党和工会的分裂，那就一定会使苏维埃政权遭到毁灭）。可以（而且应当）从本质上来检查这种见解，就是说，来分析、研究、判断这样看问题究竟对不对。而如果说：我“尊重”您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态度，“但是”，这只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我们“还”需要“从经济上”看问题，这就等于说：我“尊重”您所说的采取这种步骤就是自取灭亡这种见解，但是，也请您权衡一下，是否丰衣足食要比饥寒交迫好些。

布哈林宣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在理论上堕落到折中主义立场上去了。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把事情说成这样：我们所关心的是提高生产，而你们所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问题只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更具体些说吧。季诺维也夫说：“你们在工会中造成分裂，是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至于提高生产的问题我早在1920年1月就已经谈过，并且写过文章，那时我曾经举修建澡堂作为例子。”托洛茨基回答说：“写了一本小册子，举了个澡堂的例子，真是了不起〈第29页〉，可是关于工会应该做什么，您却‘一句话’、‘一个字’也没有提〈第22页〉。”

不对。澡堂的例子——请原谅我说句笑话——可以值十个“生产气氛”再外加几个“生产民主”。澡堂的例子，正好是对群众，在“深入群众”时简单明了地说明了工会应该做什么，而“生产气氛”和“生产民主”却是迷了工人群众眼睛的沙子，使他们对问题难以理解。

托洛茨基同志也责备了我，他说：关于“那种被称为工会机关的杠杆起着怎样的作用和应当起怎样的作用”，“列宁却一个字也没有提”（第66页）。

对不起，托洛茨基同志，我全文宣读了鲁祖塔克的提纲并表示同意这个提纲，因此我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要比你的整个提纲、整个报告或副报告和总结发言所说的更多，更充分，更正确，更简洁，更明白。因为，我再说一遍，就掌握经济、管理工业、加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来说，实物奖励和同志纪律审判会的意义要比“生产民主”、“结合”之类的完全抽象的（因而也是空洞的）字眼重要百倍。

在提出“生产”观点（托洛茨基）或克服从政治上看问题的片面性以及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布哈林）的借口之下，使我们看到的是：

（1）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这表现在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作了理论上错误的、折中主义的规定。

（2）为贯穿托洛茨基整个纲领性小册子的整刷政策这种政治错误辩护和掩饰。而这种错误，假如不认识，不改正，那就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

（3）在纯粹生产的即经济的问题方面，在怎样增加生产的问题方面，倒退了一步；就是说，从鲁祖塔克的切实的提纲，从这个提出了具体的、实际的、迫切的和活生生的任务（开展生产宣传，学会很好地分配实物奖和更正确地采用同志纪律审判会这种形式的强制）的提纲退了一步，退到抽象的、不具体的、“空洞的”、理论上错误的、知识分子式的、一般的提纲上去，忘记了最实际最切实的东西。

在关于政治与经济的问题上，季诺维也夫和我为一方，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为另一方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就是如此。

因此，当我读到托洛茨基同志12月30日对我的反驳时，我不禁觉得好笑，他说：“列宁同志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在关于我国形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曾经说，我们要少搞一点政治，多搞一点经济，可是在工会问题上，他却把问题的政治方面放在第一位。”（第65页）托洛茨基同志以为这些话“正中要害”。实际上这些话正好说明他的概念极其糊涂，说明他的“思想混乱”已经到了极点。自然，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而托洛茨基同志所犯的并且由布哈林同志加深的政治错误，却使我们党离开经济任务，离开“生产”工作，迫使我们——遗憾得很——花许多时间来纠正这些错误，来同工团主义倾向（它可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进行争论，来同对工会运动的错误态度（这种态度可能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灭亡）进行争论，来就一般的“提纲”进行争论，而不是进行切实的、实际的、“经济方面的”争论，即看看谁更好地更成功地根据11月2日至6日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鲁祖塔克的提纲分配了实物奖，组织了纪律审判会，实行了结合：是萨拉托夫面粉业工人，是顿巴斯煤矿工人，还是彼得格勒五金工人，如此等等。

拿“广泛辩论”是否有好处这个问题来说吧。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政治错误如何使我们离开了经济任务。我曾经反对所谓的“广泛”辩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托洛茨基同志破坏工会问题委员会是一个错误，一个政治错误，因为在这个委员会里本来是可以进行切实的辩论的。我认为以布哈林为首的缓冲派的政治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缓冲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是用折中主义偷换了辩证法）；从“缓冲”的观点来看，他们正应当全力反对广泛的辩论，争取把辩论转到工会问题委员会里去进行。请看一看当时的情形吧。

12月30日，布哈林竟说：“我们宣布了工人民主这个新的神圣的口号，它的内容就是，一切问题都不应当在狭小的集体管理机构里讨论，不应当在小型的会议上讨论，不应当在自己的什么团体里讨论，而应当提到大型的会议上去讨论。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把工会的作用问题提到今天这样的大会上来讨论，我们决不是倒退了一步，而是前进了一步。”（第45页）这个人还责备过季诺维也夫净说废话和夸大民主呢！这才是十足的废话和“胡言乱语”，他根本就不懂得形式上的民主应当服从于对革命的适宜性！

托洛茨基丝毫也不高明一些。他指控说：“列宁想用一切办法来取消和破坏关于问题实质的辩论。”（第65页）他说：“为什么我不参加委员会呢？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央委员会里已经说得很明白：在没有允许我象所有其他同志一样把这些问题全部提到党报上之前，我是不指望在小圈子里研究这些问题会带来什么好处的，因此我也就不指望委员会的工作会带来什么好处。”（第69页）

结果如何呢？从12月25日托洛茨基开始“广泛辩论”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在100个党的负责工作人员中，对这场辩论不感到头痛，不认为这场辩论毫无益处（甚至更坏些）的，恐怕已经一个也找不到了。这是因为托洛茨基使党浪费时间去对字眼、对糟糕的提纲进行争论，还骂委员会里那种正好是切实的对经济方面的研究是“小圈子里的”研究。这个委员会本来就是为了研究和检查实际经验，以便从中学习在真正的“生产”工作中前进，而不是后退，不是从活生生的工作后退到各种各样的“生产气氛”这类僵死的经院哲学上去。

拿有名的“结合”来说吧。在12月30日我曾劝告大家对这个问题采取沉默态度，因为我们还没有研究好我们本身的实际经验，而不具备这个条件，关于结合的争论就必然会变成废话，使党的力量脱离经济工作而瞎忙一气。托洛茨基的提纲在这个问题上建议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工会代表占1／3到1／2，或占1／2到2／3，我把这个提纲叫作官僚主义的主观计划 
［注：见本卷第210页。——编者注］

 。

为了这件事，布哈林向我大发脾气。我从记录第49页上看到，布哈林很周密详尽地向我证明：“当人们聚在一起谈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是不应当装聋作哑的。”（这一页上印的就是这样的话，一字不差！）托洛茨基也发火了，他喊道：


　　“我请你们每一位都在小本子上记下来：列宁同志在某月某日把这一点叫作官僚主义；我敢预言，再过几个月，这一点大家就都会知道，都会奉为准则，那时，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在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金属局等组织里，都会有1／3到1／2的兼职工作人员……”（第68页）



　　我读过这段话之后，就请米柳亭同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把现有的关于结合问题的印好的报告给我送来。我自己这样想：我就开始一点一滴地来研究我们的实际经验吧，因为光是说空话，既没有材料又没有事实根据，只是凭空编造分歧，炮制各种定义和“生产民主”，这样来从事“全党讨论”（布哈林在第47页上用的词，这大概也会成为“惯用语”，不亚于有名的“整刷”），实在是枯燥无味到了极点。米柳亭同志给我送来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向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1920年莫斯科版；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920年12月19日）。该报告第14页上，载有一个表明工人参加管理机关情况的表格。我现在把这个表格照抄在下面（只包括一部分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企业）：






	　
	　
	其　　　　中



	管理机关
	总人数
	工　人
	专　家
	职员及其他



	名额
	百分比
	名额
	百分比
	名额
	百分比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
	187
	107
	57.2
	22
	11.8
	58
	31.0



	总管理局、总局、中央管理局和总管理局的局务委员会……
	140
	72
	51.4
	31
	22.2
	37
	26.4



	集体管理制和个人管理制的工厂管理委员会…………………
	1143
	726
	63.5
	398
	34.8
	19
	1.7



	总　计
	1470
	905
	61.6
	451
	30.7
	114
	7.7







由此可见，就在目前，工人参加管理的，平均已经达到61．6％，就是说，已经超过半数，而接近2／3了！这已经证明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东西是官僚主义的主观计划。关于“1／3到1／2”或“1／2到2／3”，不管你是说也好，争论也好，写成纲领也好，都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全党讨论”，都是使人力、物力、注意力、时间脱离生产工作，都不过是没有重要内容的政客的空谈。而如果是在委员会里——在这里可以找到有经验的人，在这里不会同意不研究事实就写提纲——那我们就可以有成效地从事检查经验的工作，例如，找一二十个人（从1000个“兼职工作人员”中）问一问，把他们的印象和结论同客观的统计材料加以比较，设法对未来的工作作出切实的、实际的指示：根据这些经验，现在是应当朝着原来的方向前进呢，还是应当稍微改变一下方向、方式和方法，如果改变又应当怎样改变，或者是为了对工作有利而暂时停下来，再去反复地检查经验，也许可以再把什么地方修改修改，如此等等。

同志们，一个真正的“经济工作者”（让我也来作些“生产宣传”吧！）一定知道，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里，资本家和托拉斯组织者，也要费好多年的工夫，有时是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和检查自己的（和别人的）实际经验，纠正和改变已经开始的工作，一次又一次倒退回去，经过多次纠正，才能找到完全适合某种业务的管理制度，选拔出高级和低级的行政管理人员，等等。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况，资本主义在整个文明世界中是依靠几百年的经验和习惯来经营自己的事业的。而我们则是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对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习惯进行极其长久的、顽强的和耐心的改造工作，而这一工作只能一步步来。象托洛茨基那样对待这个问题，是根本错误的。托洛茨基在他12月30日的发言中喊道：“我们的工人，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受过生产教育呢？有，还是没有？我的答复是：没有。”（第29页）这样来对待这种问题，是很可笑的。这就象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样：在这个师里有没有足够数量的毡靴呢？有，还是没有？

甚至再过十年，我们一定还会说：所有的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都还没有受过足够的生产教育。这正象再过十年，所有党、工会和军事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还没有受过足够的军事训练一样。但是生产教育的基础，我们已经奠定了，因为现在已有近千名的工人、工会会员和代表参加了管理机关，管理着企业、总管理局以及更高的机关。“生产教育”的基本原则，对我们这些从前的秘密工作者和职业政论家自己的教育的基本原则，就是遵照“七次量，一次裁”的准则，自己动手并且教会别人动手去极其仔细地研究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坚持不懈地、从容不迫地、小心谨慎地、切实认真地检查这千把人所做的事情，更加小心谨慎地、认真地改进他们的工作，要在一定的方法、一定的管理制度、一定的比例、一定的人才的选拔办法等等都已经充分证明效果良好以后再向前进——这就是“生产教育”的主要的、根本的和绝对的准则，而托洛茨基同志的整个提纲，对待问题的整个态度，都正好违反了这个准则。托洛茨基同志的整个提纲，整个纲领性小册子，正好是用自己的错误使党的注意力和力量脱离切实的“生产”工作而去进行空洞的、毫无内容的争论。


辩证法和折中主义。“学校”和“机关”

布哈林同志有许多优点，其中之一就是他有理论修养，他对任何问题都要探究理论根源。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因为，如果一个人从他自觉运用的一定原理出发犯了错误，那么不找出他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无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错误，包括政治错误在内。

由于布哈林同志好在理论上钻研问题，所以他从12月30日的辩论开始（可能还更早些），就把争论转移到这方面来了。


　　布哈林同志在12月30日说道：“我认为有一点是绝对必要的（这里所说的“缓冲派”或缓冲派思想的理论实质就在于此），而且在我看来是完全无可辩驳的，那就是既不能抛弃这个政治因素，又不能抛弃这个经济因素……”（第47页）



　　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这种辩证关系）。“既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中主义。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我已经用政治与经济这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以“缓冲”为例，这一点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党的列车有倾覆的趋势，那么缓冲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这一点无可争辩。而布哈林是用折中主义的态度提出“缓冲”任务的，他从季诺维也夫那里吸取了一点，又从托洛茨基那里吸取了一点。布哈林作为一个“缓冲者”，本来应当独立地确定，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是这些人还是那些人犯了错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犯了错误，是犯了理论上的错误，还是犯了政治上不策略的错误，是犯了发表派别言论的错误，还是犯了言过其实的错误，等等，然后再全力来抨击每种错误。但是布哈林并没有理解他的这种“缓冲”任务。下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铁路和水运员工工会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常务局的共产党党团（这个组织是同情托洛茨基的，他们公开宣称：在他们看来，“在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这个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位同志的立场，是同一个观点的两种表现形式”）在彼得格勒把布哈林同志1921年1月3日在彼得格勒所作的副报告印成一个小册子（尼·布哈林《论工会的任务》1921年彼得格勒版）。在这个副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


　　“起初，托洛茨基同志曾经说，必须撤换工会的领导人员，必须选拔适当的同志等等，更早以前，他甚至曾经有过‘整刷’的观点，但是现在，他已经放弃这个观点了。因此提出‘整刷’作为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论据，是十分荒谬可笑的。”（第5页）



　　这段话里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我就不去多说了。（“整刷”这个词，是托洛茨基在11月2日至6日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使用的。“选拔领导人员”，是托洛茨基在他11月8日提交中央的提纲第5条中说的，——顺便提一下，这个提纲已经由托洛茨基的一个拥护者印出来了。托洛茨基12月25日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从头到尾都贯穿着我在前面指出过的那种想法，那种精神。他的“放弃”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上，根本无人知道。）现在我要谈的是另一个问题。如果“缓冲”是折中主义的，那么这种“缓冲”就要放过一方面的错误，而只提到另一方面的错误，即对1920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几千名来自全俄各地的俄共工作人员面前所犯的错误只字不提，而只提到1921年1月3日彼得格勒的错误。如果“缓冲”是辩证的，那么这种“缓冲”就要全力抨击它从两方面或从各方面看到的每一个错误。布哈林却不是这样做的。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分析一下托洛茨基小册子中的整刷政策的观点。他干脆就不提它。这样扮演缓冲者的角色，难怪大家要觉得好笑了。其次，从布哈林在彼得格勒的同一篇讲话的第7页上，我们还看到这样的话：


　　“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充分地为共产主义学校这一点辩护。”



　　在12月30日的辩论中，布哈林说道：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而托洛茨基说它是管理生产的行政技术机关。我看不出有任何逻辑上的根据，可以证明第一个论点不正确或第二个论点不正确，因为这两个论点都是对的，把这两个论点结合起来，也是对的。”（第48页）



　　在布哈林和他那一“派”或“派别”的提纲第6条里，也包含着同样的思想：“……一方面，它们〈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并且愈来愈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政权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16日《真理报》）布哈林同志的基本理论错误正是在这里，正是用折中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折中主义在各种“时髦的”和反动的哲学体系的作家当中是特别流行的）。

布哈林同志说到“逻辑上的”根据。从他的全部议论可以看出，他——可能是不自觉的——在这里所持的观点是形式逻辑或经院哲学逻辑的观点，而不是辩证逻辑或马克思主义逻辑的观点。我现在就从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说起来阐明这一点，这个例子是布哈林同志自己用过的。在12月30日的辩论中，他说：


　　“同志们，对于这里发生的争论，也许在你们很多人当中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有两个人跑来互相质问，放在讲台上的玻璃杯是什么东西。第一个说：‘这是一个玻璃圆筒，谁说不是，谁就应当受到诅咒。’第二个说：‘玻璃杯是一个饮具，谁说不是，谁就应当受到诅咒。’”（第46页）



　　读者可以看到，布哈林想用这个比喻，向我通俗地说明片面性的害处。我接受这个说明，并且表示感谢，而为了用行动来证明我的感谢起见，我也来通俗地解释一下折中主义和辩证法的区别，以此作为答复。玻璃杯既是一个玻璃圆筒，又是一个饮具，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一个玻璃杯不仅具有这两种属性、特质或方面，而且具有无限多的其他的属性、特质、方面以及同整个外界的相互关系和“中介”。玻璃杯是一个沉重的物体，它可以作为投掷的工具。玻璃杯可以用作镇纸，用作装捉到的蝴蝶的容器。玻璃杯还可以具有作为雕刻或绘画艺术品的价值。这些同杯子是不是适于喝东西，是不是用玻璃制成的，它的形状是不是圆筒形，或不完全是圆筒形等等，都是完全无关的。

其次，如果现在我需要把玻璃杯作为饮具使用，那么，我完全没有必要知道它的形状是否完全是圆筒形，它是不是真正用玻璃制成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底上不要有裂缝，在使用这个玻璃杯时不要伤了嘴唇，等等。如果我需要一个玻璃杯不是为了喝东西，而是为了一种使用任何玻璃圆筒都可以的用途，那么，就是杯子底上有裂缝，甚至根本没有底等等，我也是可以用的。

形式逻辑——在中小学里只讲形式逻辑，在这些学校低年级里也应当只讲形式逻辑（但要作一些修改）——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见的事物，运用形式上的定义，并以此为限。如果同时运用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既是玻璃圆筒，又是饮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仅仅指出事物的不同方面的折中主义的定义。

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象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考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一点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使用，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在变化着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我觉得在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 
［注：顺便说一下，不能不希望：第一，现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文集应把他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极详细的索引等等。这是因为这些专集应当成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第二，我认为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了解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不过这些话都已经离开了“宣传”而转向“行政手段”了。］

 。）

自然，我还没有把辩证逻辑的概念全部说完。但是暂时这些已经够了。现在可以从玻璃杯转到工会和托洛茨基的纲领上来了。

“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布哈林这样说，并在他的提纲中这样写着。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充分地为……学校这一点辩护”，而季诺维也夫的错误，则在于没有充分估计到机关“这一点”。

为什么布哈林这种议论是僵死而空洞的折中主义呢？因为布哈林丝毫也不打算独立地即用自己的观点去分析目前这一争论的全部历史（马克思主义即辩证逻辑绝对要求这样做），去分析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目前的具体情况下对问题的整个看法，对问题的整个提法，——或者也可以说提出问题的整个方向。布哈林丝毫也没有这样做的打算！他对问题不作丝毫具体的研究，而搬弄一些纯粹的抽象概念，从季诺维也夫那里吸取一点，从托洛茨基那里吸取一点。这就是折中主义。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来举一个例子。对于中国南部的起义者和革命者，我是一无所知的（我只是在好多年以前读过孙中山的两三篇论文，读过几本书和一些报纸上的文章）。既然那里发生了起义，那么在中国人中间想必也会有争论，某甲说起义是席卷全民族的极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某乙则说起义是一门艺术。我用不着知道更多的东西，就能写出象布哈林写的那样的提纲来：“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艺术“这一点”，另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尖锐化这一点”等等。这就是僵死而空洞的折中主义，因为在这里没有具体地研究当前这场争论、这个问题和这种对问题的看法等等。

工会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第三方面是劳动者的组织；第四方面是几乎纯属产业工人的组织；第五方面是按生产部门建立的组织 
［注：这里顺便指出，托洛茨基在这一点上也犯了错误。他以为产业工会就是应当支配生产的工会。这是不对的。产业工会就是按生产部门把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会，这在目前的技术和文化的水平上，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在俄国或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如此等等。布哈林丝毫没有提出任何根据，丝毫没有作任何独立的分析，来证明为什么要提出问题或事物的前两“方面”，而不提出第三、第四、第五等方面。所以说布哈林派的提纲是彻头彻尾的折中主义的空谈。布哈林关于“学校”和“机关”的相互关系的整个问题的提法，是根本性的错误，是折中主义的。

要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空洞的抽象概念转到具体的即当前的这场争论上来。关于这个争论，无论拿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发生的情况来讲，或者拿托洛茨基本人在他12月25日的纲领性小册子中提出并加以阐明的情况来讲，都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整个看法和整个方向都是错误的。他不了解，无论在提出“苏维埃工联主义”这个问题时，在讲一般生产宣传时，或者在象他那样提出“结合”问题即工会参加生产管理问题时，都必须而且可以把工会看作学校。而在最后这个问题上，从托洛茨基整个纲领性小册子中的提法来看，错误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懂得工会是学习在行政和技术上管理生产的学校。不是“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从各方面来看，针对当前的争论来说，针对当前托洛茨基对问题的提法来说，工会都是一所学校，是一所学习联合的学校，学习团结的学校，学习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学习管理的学校。布哈林同志不去了解并且纠正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个根本性的错误，反而作了一个可笑的修正：“一方面，另一方面”。

我们来更具体地研究研究问题吧。我们看一看，作为生产管理“机关”的目前的工会是怎样的。我们已经看到，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约有900名工人、工会会员和代表在管理着生产。当然，把这数目字增加到10倍、甚至100倍也未尝不可，为了向你们让步并且说明你们的根本性错误，甚至也可以假定在最近就能有这种难以置信的“发展”速度——就算是这样，直接进行管理的人，同总数为600万的工会会员比较起来，依然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由此可以更明显地看出，象托洛茨基那样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领导层”上，只顾谈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和生产管理，而不考虑到98．5％的会员（600万减9万等于591万，等于总数的98．5％）正在学习，而且还应当长期地学习下去，那就是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不是学校和管理，而是学习管理的学校。

托洛茨基同志在12月30日同季诺维也夫争辩，并且毫无根据和完全错误地指控季诺维也夫否认“委派制”，即否认中央进行委派的权利和义务，在争辩时，他无意中说出了一个极其典型的对比：


　　他说：“……季诺维也夫过分从宣传员的观点去对待每个实际的切实的问题，忘记了这不仅是鼓动的材料，而且是应当用行政办法加以解决的问题。”（第27页）



　　现在我就来详细说明，如果以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会是怎样的情况。托洛茨基同志的根本性错误，恰恰也就在于他对他自己在纲领性小册子中所提出的问题，是以一个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的（确切些说，是胡乱对付），而对这些问题他本来是可以而且应当纯粹以宣传员的态度来对待的。实际上，托洛茨基的好的东西是什么呢？不是在他的提纲中，而是在他的讲话中——特别是当他忘记了他与工会工作者中的所谓“保守”派进行的不成功的论战的时候——那种生产宣传无疑是好的和有益的。如果托洛茨基同志能以全俄生产宣传局的参加者和工作者的身分在工会问题委员会里进行切实的“经济性的”工作，发表讲话和文章，那他本来会给工作带来（并且无疑一定会带来）不少的益处。错误是在于“纲领性的提纲”。用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工会组织中的“危机”，对待工会中的“两种趋势”，对待对俄共党纲的解释，对待“苏维埃工联主义”，对待“生产教育”，对待“结合”，——就象一根红线，贯穿着这个“纲领性的提纲”。我现在已经把托洛茨基“纲领”谈到的主要问题都列举出来了，对待这些问题的正确态度在目前——根据托洛茨基所掌握的材料——只能是宣传员的态度。

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只有疯子才会放弃强制，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采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问题，在这里是绝对必需的。党呢，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开除党籍而不是实行强制，这是一种特殊的诱导手段，是纯洁和锻炼先锋队的手段。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这个领域的特殊之点和主要之点不是管理，而是“中央”（自然也还有地方）“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我们党纲经济部分中关于工会问题的第5条是这样说的）。

对这个问题整个提法的错误，对这种相互关系的不理解，就象一根红线贯穿着托洛茨基的整个纲领性小册子。

可以设想一下，假定托洛茨基能从另外一方面去对待整个问题，联系他的纲领中的其他问题来研究一下这个最有名的“结合”。可以设想一下，假定他的小册子是专门用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即详细地研究——譬如说——900件“结合”中的90件的情形，研究工会会员和固定的工会运动工作人员兼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管理工业的职务和工会中选举产生的职务的情形。可以设想一下，假定他把这90件事，跟抽样调查的统计材料，跟工农检查院及有关的人民委员部的检查员和指导员的报告一同加以分析，就是说，根据行政机关的材料加以分析，从工作的总结和结果、生产的成绩等等方面加以分析。总之，假定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问题，那么这样的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就是正确的，只要是本着这样的态度，那就完全可以采用“整刷”的路线，就是说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应当撤换谁、调动谁、委派谁、现时对“领导层”提出些什么要求等问题上。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一些人印的布哈林1月3日在彼得格勒发表的讲话中，布哈林说，以前托洛茨基主张“整刷”，现在则已经放弃了这种观点。布哈林在这里也陷入了一种实际上令人发笑的、理论上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完全不相容的折中主义。布哈林抽象地看问题，而不会（或者说不愿）具体地对待问题。既然我们，党中央和全党，还要进行行政管理，就是说，还要管理国家，我们就决不会放弃而且也不能放弃“整刷”，即放弃撤职、调职、委派、开除等等办法。但是托洛茨基的纲领性小册子所谈的，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那里面根本没有提出“实际的切实的问题”。季诺维也夫跟托洛茨基争论过的，我们跟布哈林在争论的，全党在争论的，并不是“实际的切实的问题”，而是关于“工会运动方面的趋势”的问题（托洛茨基提纲第4条末尾）。

这个问题从实质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就事情的实质——当前这一具体“事情”的实质——来讲，要象布哈林（他自然是充满最人道的感情和意图的）所希望的那样，用折中主义的修改和补充去纠正托洛茨基的错误，那是办不到的。

这里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这就是，正确地解决关于“工会运动方面的趋势”、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及国家、党和工会（“学校”和机关等等）的特殊作用的政治问题。这是第一。

第二，在正确地解决政治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确切些说是不断进行——长期的、有系统的、坚持不懈的、耐心的、多方面的、反复的生产宣传，用国家机关的名义并且在国家机关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不断进行这种宣传。

第三，不要把“实际的切实的问题”跟关于趋势的争论（这种争论是“全党讨论”和广泛辩论必然有的东西）混为一谈，而要切实地提出这些问题，在切实地研究问题的委员会中提出这些问题，同时要询问见证人，研究报告和统计材料，然后在这一切的基础上（必须在这一切的基础上，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相应的苏维埃机关、党的机关或这两种机关的决定来进行“整刷”。

而我们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那里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混合物：在对待问题的态度上犯了政治错误，割断了中间的联系和传动带，迫不及待要采取徒劳的、没有效果的“行政手段”。既然布哈林用他的“玻璃杯”提出了理论根源问题，那么他们的错误的“理论”根源是很清楚的。布哈林的理论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是认识论的错误），就在于用折中主义偷换了辩证法。布哈林折中主义地提出问题，结果自己完全弄糊涂了，竟然发表了工团主义的言论。托洛茨基的错误是：片面、狂热、夸大、固执。托洛茨基的纲领是：玻璃杯是饮具，而这只玻璃杯是没有底的。


结　论

现在我还要简单地谈几点，要是不谈，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纲领”第6条里，重述了俄共党纲经济部分的第5条，即关于工会问题的一条。再往下两页，在提纲的第8条里，托洛茨基同志宣称：


　　“……工会在失去了旧的生存基础即阶级的经济斗争以后〈这是错误的，这是一种轻率的夸大，因为工会虽然失去了阶级的经济斗争这样的基础，但是从反对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弊病来说，从采取苏维埃机关所办不到的办法和手段去保护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来说，以及从其他等等方面来说，工会却远远没有失去——而且，很遗憾，在很多年之内都不会失去——非阶级的“经济斗争”这样的基础〉，由于种种条件，还来不及在自己队伍中集合起必要的力量，并且规定出必要的方法，以便能够有效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向它提出的、在我们党纲中规定下来的新任务：组织生产。”（黑体是托洛茨基用的，提纲第9页第8条）



　　这又是一种可能发展成重大错误的轻率的夸大。党纲并没有“组织生产”这样的规定，也没有对工会提出这样的任务。现在我们就按照我们党纲原来的次序，逐步地来探究其中所包含的每个思想和每个论点：（1）“社会化工业的组织机构〈不是一切机构〉应当首先〈而不是仅仅〉依靠工会”。（2）“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如何摆脱呢？在党的领导之下，在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进行教育及其他各种诱导的过程中〉，变成包括本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产业联合组织”。

这是党纲讲到工会的那一条的第一部分。可以看到，这一部分一下子就给今后提出了很“严格的”和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才能实现的“条件”。往下又说：


　　“……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看，这里用词是很慎重的：只是参加者〉，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请注意：应当做到切实集中的，不是各个工业部门的管理，也不是工业的管理，而是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并且是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这是一个经济条件，这个条件只有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小生产者在全部人口中和国民经济中已经少于半数的时候，才算是实现了〉。工会在用这样的方法〈正是“用这样的方法”，即逐步实现上述的各种条件〉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应当广泛地吸引后者〈即群众，即人口的大多数〉直接参加经济管理。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同时也就是防止苏维埃政权经济机关官僚化的主要方法，并且为对生产的结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提供了可能性。”



　　可以看到，最后一句里的“参加经济管理”，用词又是很慎重的；这里又指出了吸引广大群众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主要（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末了又十分慎重地指出：为“人民”，即工农的而决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监督”“提供了可能性”。把这一切归结为我们党纲给工会“规定了”“组织生产”的任务，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坚持这种错误，把它写进纲领性的提纲，那结果就只能是一种反共产主义的工团主义倾向。

附带说一下。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还这样写道：“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不是接近了党纲所提出的目标，而是离它更远了。”（提纲第7页第6条）这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不能象托洛茨基在辩论中那样，用指出工会“自己”承认这个事实的办法来证明这一点。对党来说，这并不是最后的结论。一般说来，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大量事实进行极其严肃的客观的研究。这是第一。第二，就假定这一点得到了证明，也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离得更远了？是象托洛茨基所想的那样，由于“许多工会工作者”“拒绝接受新任务和新方法”呢，还是由于“我们”“还来不及在自己队伍中集合起必要的力量，并且规定出必要的方法，以便”阻止和纠正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呢？

说到这里，应当提一下布哈林同志12月30日对我们提出的责备（昨天，1月24日，在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辩论中，托洛茨基也重申了这一点）。他责备我们“放弃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规定的路线”（12月30日辩论记录第46页）。据他说，列宁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曾经主张劳动军事化，而讥笑别人拿民主当借口，可是现在，他却“放弃了”这一点。托洛茨基同志在他12月30日的总结发言中，可以说是给这种责备又撒上了一把胡椒面。他说：“列宁是估计到工会里正在形成……一个有反对派情绪的同志的派别这一事实的”（第65页）；列宁的态度是“着眼于外交手腕”（第69页）；是“在党内派别中间看风使舵”（第70页），等等。托洛茨基同志这样来叙述事情，对托洛茨基同志来说，自然是很舒服的，而在我听来，则比不舒服还要坏些。不过，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就在12月30日的辩论中，托洛茨基和克列斯廷斯基都肯定了一个事实，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早在7月间（1920年）就向中央提出了我们在工人组织内部生活方面应当转到新的轨道上去的问题”（第25页）。8月间，中央批准了由季诺维也夫同志起草的中央关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和扩大民主的信。9月间，在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的决定。12月间，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被提到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这就是说，整个中央委员会、整个党和整个工农共和国，都认为有必要把官僚主义以及同它进行斗争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由此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放弃了”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呢？不能。这里根本就不存在放弃的问题。关于劳动军事化等问题的决定，是无可争辩的。我毫无必要收回我对那些拿民主当借口来反对这些决定的人的讥笑。由此只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将在工人组织内扩大民主，但是决不把民主变成偶像；我们将极其注意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工作；对于任何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无论是谁指出的，我们都会十分认真地加以纠正。

最后，对重点制和平均制这个小问题，再谈一点意见。在12月30日的辩论中，我曾经说过，托洛茨基同志提纲第41条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因为照他说来，应当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制，而在生产方面实行重点制。我曾经答复说，重点制就是优先照顾，照顾不包括消费，那就无所谓照顾了。托洛茨基同志因此责备我，说我“过分健忘”，说我用“恐吓手段”（第67页和第68页），我很奇怪，他怎么没有说我看风使舵、玩弄外交手腕等等。托洛茨基对我的平均路线作了“让步”，而我还在向托洛茨基进攻。

实际上，关心党的事业的读者，都可以查到确切的党的文件，那就是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决议第4点，以及托洛茨基的纲领性提纲第41条。无论我怎样“健忘”，无论托洛茨基同志的记忆力多么好，事实总是事实：提纲第41条中有理论上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在中央11月9日的决议中是没有的。这个决议说：“中央认为，在经济计划的执行上，有保留重点制原则的必要，同时也完全赞同最近一次〈九月〉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认为在各种工人和相应的工会的地位方面必须逐步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转到平均制，并且不断加强整个工会组织。”显然，这是针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而言的，这个决议的确切含义是曲解不了的。重点制并没有废除。对于重点的（在经济计划的执行方面）企业、工会、托拉斯和主管部门，仍然要优先照顾；但同时，“平均路线”（这条路线不是“列宁同志”要坚持，而是党代表会议和中央，也就是说，全党已经批准了）又明白地要求：必须逐步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转到平均制。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没有执行中央十一月的这一决议，这从中央十二月的（由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提出的）决议中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决议再次提到了“正常的民主制原则”。提纲第41条的理论上的错误，就在于它说应当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制，在生产方面实行重点制。这从经济上来说是荒唐可笑的，因为这样就把消费和生产割裂开了。我决没有说过而且也不能说出这一类的话。一个工厂不需要了，那就把它关闭；所有不是绝对需要的工厂都要关闭。在绝对需要的工厂当中，优先照顾重点。例如，代先照顾运输业。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为了使这种照顾不至于过分，并且鉴于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照顾已经过分，党（而不是列宁）才指示：必须逐步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转到平均制。如果托洛茨基在十一月全会已经作了确切的、理论上正确的决议之后，还要发表关于“两种趋势”的派别性小册子，还要在提纲第41条中提出他自己的、从经济上来说是错误的提法，那就只好怨他自己了。

今天是1月25日，自从托洛茨基同志发表他的派别言论以来，刚好过了一个月。现在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种形式上不恰当的和实质上不正确的言论，使党脱离了切实的、实际的经济生产工作而去纠正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错误。但是古语说得好：“因祸得福。”

据传说，外界把中央内部的分歧说得非常离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已经聚集到（显然现在还在继续聚集到）反对派的周围，他们到处造谣生事，散布极其恶毒的言论，创造流言蜚语，千方百计地诬蔑党，诽谤党，加深党内冲突，破坏党的工作。这是资产阶级（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的政治手法，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怀着强烈的仇恨，而且由于十分明白的原因也不能不怀着这种仇恨。每一个有觉悟的党员，都熟悉资产阶级的这一套政治手法，并且了解它的真正的价值。

中央内部的分歧使我们不得不把问题交给全党。辩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分歧的本质和范围。这样，谣言和诬蔑就破产了。党正在同派别活动这种新的病症（因为我们在十月革命之后，已经把它忘记了）作斗争中学习和受到锻炼。实际上，这是一种旧病，在今后若干年内，它大概免不了还要复发的，然而现在是能够而且应当更快更容易地把它治好的。

党在学习不夸大分歧。在这里不妨把托洛茨基同志在谈到托姆斯基同志时提出过的正确意见重述一下：“我在和托姆斯基同志进行最尖锐的论战时，总是说，我十分清楚，只有象托姆斯基同志这样有经验有威信的人，才能当我们工会的领导者。在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党团中，我曾经这样说过，最近在济明剧院，我也这样说过[125]。党内进行思想斗争，并不是要互相排挤，而是要互相促进。”（12月30日辩论记录第34页）不用说，党是会把这一正确的论断同样也用于托洛茨基同志的。

在辩论期间，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和他那一派人，即所谓“工人反对派”，特别明显地暴露出了工团主义的倾向。因为这是一种明显地背离党、背离共产主义的倾向，所以对这种倾向必须特别注意，必须特别加以讨论，必须特别注意向大家宣传和说明这些观点的错误所在，以及这种错误有什么危害。布哈林同志曾经讲出“必须接受的人选”（即工会参加管理机关的人选）这种工团主义的话，今天又在《真理报》上为自己的话作了很笨拙的并且显然是错误的辩解。你们看见了吧，他在其他几点上又说到了党的作用！当然罗！否则的话，这就等于退党了。否则的话，这就不仅仅是一种需要纠正和易于纠正的错误了。如果说到“必须接受的人选”，而不立即补充说，这些人选对党并不是必须接受的，那么这就是工团主义的倾向，这就同共产主义不相容了，就同俄共党纲不相容了。而如果补充说：“对党并不是必须接受的”，那就是用扩大工人权利的幻影去欺骗非党工人，而实际上却丝毫不会改变现状。布哈林同志愈是为他那种理论上显然错误、政治上带有欺骗性的背离共产主义的倾向辩护，这样固执己见的结果也就愈可悲。要为无法辩护的东西辩护，总是不会成功的。党并不反对任何扩大非党工人权利的措施，但是只要略微考虑一下就可以理解，在这方面什么办法是可以采取的，什么办法是不能采取的。

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辩论中，施略普尼柯夫的纲领虽然得到了在这一工会里特别有威望的基谢廖夫同志的支持，还是遭到了失败：137票赞成我们的纲领，62票赞成施略普尼柯夫的纲领，8票赞成托洛茨基的纲领。工团主义的倾向是应当治好而且也一定能够治好的。

一个月来，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一些外省城市已经表明，全党对辩论作出了反响，并且以绝对多数否决了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路线。如果说在“上层”、“地方领导”、委员会和机关里显然有过摇摆的话，那么普通党员群众、工人党员群众的多数而且是绝对多数，却是反对这条错误路线的。

加米涅夫同志告诉我说，1月23日在莫斯科市莫斯科河南岸区的辩论会上，托洛茨基同志曾经声明收回他本人的纲领，而在新的纲领基础上同布哈林派联合起来。可惜，无论1月23日或24日，当托洛茨基同志在矿工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言反对我时，我都没有听到他有一个字提到这一点。是不是托洛茨基同志又改变了他的主张和纲领，或者这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同志1月23日的声明表明，党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动员自己的全部力量，而仅仅反映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少数省会的意见，就已经坚决、果断、迅速而毫不动摇地一下子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纠正过来了。

党的敌人只落了一场空欢喜。他们想利用党内有时不可避免的分歧来危害党、危害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没有得逞，而且将来也不可能得逞。






	　　1921年1月25日1921年1月25日和26日由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报刊部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264—304页















[122]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这本小册子是1921年1月21日或22日开始写的，当时列宁正在哥尔克休养。1月22日晚，列宁返回莫斯科时，小册子已写了大半部分。1月25日，小册子完稿，当天付排。1月26日夜，印好的一部分小册子就分发给了到各地参加关于工会问题争论的党中央委员。1月27日，小册子全部印出。小册子封面上标明仅供俄共党员阅读。——263。



[123] 《彼得格勒真理报》（《》）于1918年4月2日创刊，最初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机关报。1919年4月12日起是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机关报。1924年1月30日改名为《列宁格勒真理报》。——263。



[124] 水运总管理局局务委员会委员维·伊·佐夫1920年5月3日的命令载于《玛丽亚区水运管理局公报》第5期。命令说：“这样一来，水运方面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手工业方式、乱设委员会的做法、无组织和无权威状态已经成为过去，水运工作成为国家的了。担任领导的将是有相应权力的政治委员。委员会、工会以及选举产生的代表对技术和行政问题进行干预的权力已被废除。”这一命令把工会同已经过时的军队中的委员会相提并论，并以命令方式不让它们参加整顿水运的工作。——274。



[125] 1920年12月24日，苏俄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中央委员会在过去的济明剧院召开了工会运动工作者积极分子和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的联席会议。列·达·托洛茨基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挑起了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公开争论。——304。







《列宁全集》第40卷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格鲁吉西的决定草案[126]


（1921年1月26日）


关于第三项

（1）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暂缓同格鲁吉亚破裂，同时系统地搜集格鲁吉亚违约的确切材料，并更坚决地要求允许运往亚美尼亚的食品过境。

（2）向高加索方面军了解我们现有的军事力量的准备情况，是否能立即或于近期内同格鲁吉亚作战；并责成由托洛茨基、契切林和斯大林同志组成的小组将要了解的内容形成文字，指出格鲁吉亚极端蛮横无理的态度。

（3）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高加索方面军发出指令，作好在必要时同格鲁吉亚作战的准备。责成人民委员会最高铁路运输委员会在最短期限内就能否往高加索和在高加索境内增运部队的问题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报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37页







[126] 1921年1月2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讨论了格鲁吉亚问题（全会议程第3项）。



1920年5月7日，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政府同苏维埃俄国签订了条约。根据条约，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应断绝同俄国反革命势力的一切联系，从格鲁吉亚撤出外国军队，并让布尔什维克组织合法化。但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不断违反条约，对苏维埃俄国采取敌对行动，并残酷迫害共产党人。苏维埃俄国政府的代表不止一次向格鲁吉亚政府提出抗议，都没有得到答复。



列宁写的这个草案作为中央全会决定的第1项得到了通过。——307。







《列宁全集》第40卷


教育人民委员部条例草案

（1921年1月29日）

1．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由人民委员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所规定的一般原则进行领导。

2．人民委员配有两名副手。一名副人民委员主管业务指导中心。另一名副人民委员主管组织中心。

3．人民委员下设部务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的一般原则进行工作。

4．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机构有

　　（I）第一（I），三个司：

　　（a）15岁以前少年儿童社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司即学前和第一级学校司。

　　（b）职业综合技术教育司即第二级学校（15岁起）和高等学校司（职业教育总局）。

　　（c）社会教育司，负责各种社会教育工作，不包括通常由职业教育总局主管的职业技术训练班的工作，也可以说，社会教育司主要负责成人的政治教育工作（政治教育总委员会）。

　　（II）第二（II），业务指导中心即一般理论和计划领导中心。

　　业务指导中心分两个部：

　　　　（a）科学部（国家学术委员会），下设三个分部：

　　　　（aa）政治科学分部，

　　　　（bb）技术科学分部和

　　　　（cc）教育科学分部；

和

　　（b）艺术部（艺术总委员会），下设五个分部：

　　　　（aa）文学分部，

　　　　（bb）戏剧分部，

　　　　（cc）音乐分部，

　　　　（dd）造型艺术分部和

　　　　（ee）电影分部。

在上述三个司中都分别设立相应的部和分部。

（III）第三（III），组织中心，集中掌握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各司和各机构的组织行政领导。

组织中心分三个局：

　　（a）行政管理局（监督各项法令和指示的贯彻以及现行计划的实际执行；人事管理；办事机构的设置；在与各有关领导协商后对教育人民委员部所有工作人员进行分配）；

　　（b）组织管理局（对组织中心主管的各种问题进行检查和指导；情报；统计；组织各种代表大会）；

　　（c）供给管理局（财务；物资供应；住房建设等等）。

5．上述（第4条，I）三个司分为：

　　（a）办公室；

　　（b）处（如第一司中的学前和学校教育处，第二司中的技术处、农学处、医学处等，如此等等）；

　　（c）科学部和艺术部及相应的分部。

6．第5条所规定的每个司的三方面的下属机构，即（a）办公室；（b）各处和（c）科学部和艺术部及各自所辖的各分部受双重领导，具体说：

一方面，它们受有关司的负责人的领导，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并就完成任务的情况向司负责人报告；

另一方面，它们分别受组织中心（各办公室和各处）及业务指导中心（科学部和艺术部及各自所辖的各分部）负责人对各该中心所管辖的问题的领导。

译自1986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7期第10—11页





《列宁全集》第40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申请的决定草案[127]


（1921年1月31日）

鉴于问题十分明确，我建议只征求中央委员的意见。现提出以下决议案：


　　“距召开代表大会（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代表大会和俄共代表大会）的时间如此短暂，解除职务完全是不可能的和不容许的。对于‘中伤诽谤’（也就是危害运输事业的争论，而这种争论正在变成破坏纪律的攻击），即使是最轻微的表现，中央委员会都将严加处分并请将这类事件向中央委员会报告。”








	列　宁1月31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05页















[127] 1921年1月26日，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13名委员向俄共（布）中央提出辞职申请，其理由之一是：在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期间，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方法所展开的批评，使铁路工人和水运工人感到党中央是在谴责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过去和现在的全部工作。申请人还把这种批评说成是一些水运员工以及党中央个别委员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个别成员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诽谤中伤。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月31日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申请的决定草案。——311。







《列宁全集》第40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石油租让的决定草稿[128]


（1921年2月1日）

　（1）原则上赞同（既在格罗兹尼又在巴库）并开始谈判……

　（2）派遣一个非常内行的小组前往巴库和格罗兹尼，并要求该小组短期内提出报告。

　（1）古布金

　（2）提赫文斯基。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37页















[128] 这里提到的谈判是指同荷兰石油工业辛迪加——荷兰皇家石油公司进行的关于向该公司提供从巴库地区和格罗兹尼地区出口石油产品权的谈判。



关于石油租让问题，苏俄人民委员会于1921年2月1日通过了一项决定。决定的头两条是以列宁这份决议草稿为基础写成的：“（1）原则上赞同在格罗兹尼和巴库以及其他正在开采的油田提供石油租让，并开始谈判，谈判要加速进行。（2）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派遣一个由第一流石油权威组成的非常内行的小组去巴库和格罗兹尼，以便考察保障石油开采的问题和弄清采用现行开采办法可能造成灾难的原因。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小组成员名单交人民委员会批准。”



关于石油租让问题，参看本卷第312、340—342页和列宁1921年1月16日和21日之间、1月21日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两封信、1921年3月27日给阿·伊·李可夫的信（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以及《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第125—159页所载的一批材料。——312。







《列宁全集》第40卷


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和任务情况的决议草案[129]


（1921年2月1日）

责成小人民委员会[130]更多地注意检查各人民委员部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和任务的实际情况，以便把实际上或原则上特别重要的问题提交大人民委员会。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38页







[129] 这个草案在人民委员会1921年2月1日会议上通过。——313。



[130] 小人民委员会是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所属的一个常设委员会，1917年11月成立。设立小人民委员会是为了减轻人民委员会的负担。小人民委员会预先审议应由人民委员会决定的问题，自身也决定某些财政经济问题。小人民委员会一致作出的决定经人民委员会主席签署，即具有人民委员会决定的效力。如遇意见分歧，则把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解决。小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成员由人民委员会从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中任命，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也参加小人民委员会。1930年，小人民委员会被撤销。——313。







《列宁全集》第40卷


在莫斯科五金工人扩大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31]


（1921年2月4日）

很抱歉，我不能参加代表会议的工作，只能谈谈自己的看法。

从同志们刚才的发言中我可以看出，你们很关心播种运动。很多人认为，苏维埃政权对待农民的政策是一种花招。我们在这方面实行的政策，就是我们经常向全体群众公开阐明的政策。苏维埃政权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胜利以后，其他国家还没有取得胜利。如果你们把我国的宪法仔细地读一遍，你们就会看到，我们并没有许下空洞的诺言，而是说必须实行专政，因为整个资产阶级世界都在反对我们。

有人对我们说：农民同工人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你们在这方面玩弄花招。但是，这种花招我们是公开宣布的。

任何人只要稍微冷静地考虑一下我们同资产阶级力量的对比，就会知道，资产阶级比我们强大，可是三年来他们并没有能够摧毁我们。这并不是奇迹，我们决不相信奇迹。问题不过在于：他们无法团结起来，并且往往为分赃而争吵不休。大部分国家是被压迫的殖民地，一小部分国家依靠这些殖民地的劳动而生活，就象生活在火山上一样。

他们比我们强大，但是在他们那里运动也在不断发展。资本家的军事力量比我们强大，但是他们却被打垮了。我们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敌人还会卷土重来。任何一个访问过我国的欧洲人都不会说他们那里不会出现衣衫褴褛的人和“排长队”的情况，要是经过六年的战争，连英国都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必须竭尽全力处理好工农关系。农民——这是另一个阶级；只有阶级不存在了，全部生产工具归劳动者所有，社会主义才会到来。在我国阶级还存在，要消灭阶级还需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谁答应很快可以做到这一点，谁就是骗子。农民过着个体的生活，他们自己当家，单独经营，他们有粮食，可以靠粮食来盘剥所有的人。武装的敌人在窥伺着我们，为了不让敌人推翻我们，必须处理好工农关系。

如果拿工人和农民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占多数。资产阶级说：他们那里有民主；不论工人或农民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当农民跟着资产阶级走的时候，当工人还孤立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被击败的。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我们就会被资本击败。我们没许下平等的诺言，我们这里没有平等。当一些人拥有充足的粮食，而另一些人一无所有时，就不可能有平等。

资本家考虑得很对：工厂是分不掉的，但土地是可以分的。我们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字眼农民很害怕，但这是联合农民并迫使他们在工人领导下前进的唯一手段。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解决办法，工人阶级一定会把农民联合起来。只有到那时才能开通继续前进的道路，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向消灭阶级的目标迈进。

美国资本家实行的是什么政策呢？他们无偿地配给土地，于是农民便跟着他们走，而他们就用平等之类的空话来安慰农民 
［注：参看列宁《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编者注］

 。要么相信这种欺骗；要么识破这种欺骗，同工人联合起来赶走资本家。

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我国的宪法就规定了这一政策。这里有人对我说：重新考虑一下播种运动吧。我知道，今年春天农民的处境很艰难。对于工人来说，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没有向任何人许诺平等：想同工人在一起，就同我们一道前进，转到社会主义者方面来；不想同工人在一起，就去投靠白卫分子。我们也没有许诺在这个政权下会轻松愉快，但这个政权使我们摆脱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这三年来工人们挨饿受冻，工厂停工。但是工人们已经取得了政权。甚至产粮区的农民也懂得了工人政权与邓尼金政权的区别，并且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我们战胜了邓尼金，这并不是靠什么奇迹，而是因为连富裕农民也看到了，立宪会议实际上产生了什么结果；于是农民开始思考问题，并用经验来加以检验。

农民已经明白，白卫分子占领的地盘愈大，被抓去当兵的农民也就愈多，而一旦在白卫分子的军队里聚集了许多农民，他们就会把邓尼金推翻。

我们并没有给人们许下过天堂般生活的诺言，而白卫分子许下了平等的诺言，实行的却是地主的统治。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取得了胜利。

有人对我们说：重新考虑一下播种运动吧。我说：谁也没有象工人那样受苦。农民在这段期间得到了土地，并且可以积存粮食。这个冬天农民陷入了毫无出路的境地，因此他们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

让我们重新考虑一下工人同农民的关系吧。我们说过，工人忍受了空前未有的牺牲。现在农民处于最困难的境地，这种情况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并不反对重新考虑这种关系。播种运动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播种全部耕地，否则我们必然会灭亡。你们知道，这一年我们从农民那里得到了多少粮食？有将近3亿普特。如果没有这些粮食，工人阶级将怎么办呢？就是这样，他们也一直在挨饿！我们知道，农民的处境是困难的，但没有其他办法能够改善这种状况。现在，我们在13个省份完全停止实行余粮收集制。去年我们发放了800万普特种子，收回了600万普特；而现在，我们大约发放了1500万普特种子。取消播种运动，就等于从五层楼上往下跳。我们不能向农民许下立刻使他们摆脱贫困的诺言，要摆脱贫困，必须把工厂里的生产提高100倍。

如果工人连这点微不足道的口粮都得不到，那我们只好使全部工业停产。

的确，工人在三年内什么也没有得到。但是，要立刻找到一服良药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药没有。

工人阶级三年以来已经精疲力竭，而农民则将面临一个最困难的春天。请你们帮助我们开展播种运动，把全部耕地都种上，那么我们就能摆脱困难。

匈牙利农民没有帮助匈牙利工人，因而他们又落到地主的统治之下。

这就是你们应作的选择。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困难的处境呢？要全力支持播种运动，指出一切错误，并且作出改正，否则我们就不能摆脱困难。





	载于1926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20卷下册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06—309页















[131] 这是列宁在莫斯科五金工人扩大代表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莫斯科五金工人扩大代表会议是一次非党工人代表会议，于1921年2月2—4日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的五金工人代表约1000人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粮食危机非常尖锐的时候召开的，因此国家粮食状况和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是会议的中心议题。此外，列入会议议程的还有工资问题和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会议就工人和农民相互关系的报告通过决议，其中谈到必须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出席会议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试图利用国家遭到的困难，唆使代表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反对共产党，受到了会议的谴责。——314。







《列宁全集》第40卷


在全俄服装工业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32]


（1921年2月6日）

（长时间鼓掌）同志们，我能代表我们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向大会祝贺，感到非常高兴。尤其使我高兴的是，经过党中央政治局的努力，主要是经过你们大家的努力，你们中间的冲突、纠纷和摩擦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昨天你们已经一致通过了决议。同志们，我相信这个小小的冲突和它的顺利解决，将使你们工会会员和共产党员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克服我们仍然面临着的一切巨大的困难，完成我们仍然面临着的一切重大任务。

同志们，至于谈到我们共和国的总的情况，谈到苏维埃政权的内外形势，那么，我们共和国过去最大的困难自然是在外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困难是：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进程，由于1905年第一次革命的发展，我们必须首先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而这种创举就使我们和我们国家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你们大家自然都知道，而且我想，你们服装工业的工人，恐怕要比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更清楚，资本是一种多么强大的国际力量，全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工厂、企业和商店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从这一点当然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工人在国际范围内也必须共同行动起来。自从1917年我们同俄国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作斗争时起，自从1917年末我们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时起，我们就经常地、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指出，我们根本的、主要的任务和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就是至少要把革命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三年多来，我们最主要的困难在于，西欧的资本家结束了战争，推迟了革命的爆发。

在俄国我们大家都看得特别清楚，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资产阶级的地位最不稳定；后来我们听说，在其他所有国家，恰恰是战争的结束更意味着这些国家陷入了政治危机，因为人民已经武装起来，在这样的时候无产阶级本来是有可能一举推翻资本家的。由于一系列原因，西欧工人没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孤军作战，捍卫自己的生存已经三年多了。

这种情况给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带来的困难是极其严重的，因为世界资本家的军队尽一切可能来帮助我国的地主，而这些军队的实力当然强过我们许多倍。今天，经过了三年多的时间，我们终于粉碎了他们的一切军事侵犯，排除了一切障碍，我们很清楚，俄国工人阶级在这段时间所遭受的艰难困苦是闻所未闻的，但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最主要的困难已经过去了。虽然全世界资产阶级拥有巨大的军事优势，但在三年的时间内他们没能摧毁一个力量薄弱而落后的国家，就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就因为这个国家得到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劳动群众的同情。既然全世界资本家在拥有巨大军事优势的情况下都没能完成这个对他们并不困难的任务，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从国际角度来看，在苏维埃革命最危急关头所遭到的最主要困难已经过去了。

当然，危险还没有消失，目前关于签订正式和约的谈判还在迁延时日，就某些迹象来看，谈判还将遇到极大的困难，因为主要是法帝国主义者还在继续把波兰拖入新的战争，并千方百计地散布谣言，说苏维埃俄国不希望和平。

头际上，我们已尽了一切努力来表明我们的和平愿望。几个月以前，我们在初步和约上签了字，从这个初步和约的内容来看，我们的让步是使任何人都感到惊奇的。我们将不折不扣地履行这个初步和约，但是我们决不能同意借口分割沙皇统治时属于波俄两国人民（当时他们都处在沙皇统治的压迫下）的财产来对我们进行新的勒索。我们绝对不能容许这样做。合理分割两国人民所共有的财产以及部分铁路财产，这是应该的；把那些对波兰人民有着特别重大意义的、在沙皇统治时被抢到俄国的全部文化珍品归还给波兰人民，我们认为也是无可争辩的。我们预料到，处理这件事情会遇到困难；但是，如果波兰人在法帝国主义者的压力下硬要制造冲突，破坏和平，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要达到和解，必须双方都有诚意，而不只是一方。不论是解决某个同盟内部的尖锐冲突，或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尖锐冲突，都是这样。波兰人要是再屈服于法帝国主义者的威逼，那我再说一遍，和平事业就可能遭到破坏。你们当然都知道，如果法帝国主义者破坏和平的阴谋得逞，我们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新的困难。根据许多报道和消息，我们很清楚：他们在这方面正在加紧策划；为了准备在春天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新的侵犯，外国资本家一次又一次花了几百万几百万的金钱。经过三年多的时间，我们现在已经懂得这些侵犯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我们知道，没有同俄国毗邻的国家的帮助，外国资本家休想组织起任何规模较大的进攻，因此，无论他们把几百万金钱花在以萨文柯夫为首的各种集团身上，或者花在那些在布拉格办有自己的报纸[133]、时常以立宪会议名义进行活动的社会革命党人身上，终归是白花了的，除了在布拉格一些印刷所用油墨弄脏纸张，不会得到任何结果。

但是还有尚未同俄国作过战的罗马尼亚这样的国家，还有由军事冒险家集团和剥削阶级统治的波兰这样的国家。我们知道，它们纠集不起足够的力量来反对我们，同时我们也知道，维护和平，尽可能把全部力量用于恢复经济，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宝贵的，因此我们应当非常非常谨慎。我们可以说，国际政治方面的主要困难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我们无视敌人有再度侵犯的可能，那就未免太疏忽大意了。当然，弗兰格尔已被我们彻底肃清，罗马尼亚在对它有利的时机都不敢发动战争，现在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但是不应该忘记，罗马尼亚和波兰的统治阶级正濒于绝境。这两个国家已被零打碎敲地或一股脑儿地出卖给了外国资本家。它们负债累累，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债务。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工农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府会轻举妄动，铤而走险，这在过去是屡见不鲜的。所以，就是现在也不能不估计到敌人发动新的军事侵犯的可能性。

我们相信，不仅这些尝试必将失败，而且总的说来，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的地位是不稳固的。这主要是因为各国的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共产主义的工人运动日益高涨。欧洲革命发展的情况同我国革命不一样。我已经说过，西欧国家的工农没有能够在战争结束时，趁着武装力量还在他们手中的时候迅速地发动痛苦最少的革命。但是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地动摇了这些国家的地位，以致那里的危机不仅至今尚未结束，而且今春所有最富有的先进国家的经济危机一无例外地将愈来愈严重。资本是一种国际的祸害，但正因为这是一种国际的祸害，所有的国家才联结得这样紧密，一些国家垮台，其他国家会统统随之灭亡。

战争期间，富国发了财，当然是它们的资本家发了财，但是，由于遭到彻底破产的不仅有俄国，而且还有德国这样的国家，由于备受摧残，由于货币贬值，欧洲大多数国家的贸易关系中断了，破坏了；最富有的国家也喘不过气来，无法出卖本国的工业品，这是因为货币贬值，各国失业现象急剧增长，全世界都在发生空前的经济危机。

同时，经过了三年半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被本国资产阶级收买的各国工人阶级觉醒了（资产阶级为了引诱工人阶级脱离革命，曾把自己相当大的一部分利润给予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发展得没有我们希望的那样快，但已经不仅在许多政党中，而且在全世界的工会中稳步地、深入地发展起来了。全世界的统治阶级对工会运动中所发生的变化特别害怕。象俄国党这样一个在革命中能够领导革命无产阶级、能够在几个月或几个星期内从一个不合法的党变成拥有全民力量的党、能够得到千百万人拥护的党，几十年来欧洲还未见到过，人们也不害怕。但工会是任何一个资本家都看到的，他们都知道，工会团结着千百万群众，如果没有工会，如果资本家不通过那些名为社会党人实际上执行资本家政策的领袖把工会掌握在自己手中，整个资本主义机器就会毁坏。这一点他们是知道的，是感觉到和意识到的。下面也许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德国所有资产阶级的报刊，所有社会主义叛徒（他们盘踞在第二国际中，自称为社会党人，而实际上是在死心塌地为资本家服务）的报刊曾发出疯狂的叫嚣，这种叫嚣与其说是由季诺维也夫访问德国引起的，不如说是由俄国工会工作者访问德国引起的，因为谁也没有象俄国工人工会工作者那样，在对德国作了首次短期访问之后，竟使德国工会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分化。所有德国资产阶级报纸和所有仇恨共产党人的资本家的这种疯狂的叫嚣，表明了他们的地位是极其不稳固的。目前在国际范围内为影响工会而进行的斗争十分激烈，因为工会在一切文明国家中团结着千百万工人，并且决定着这种内部的、一眼不易看出的工作的结果。经济危机的发展必然决定资本主义国家的命运。

德国君主主义政党发动政变的尝试碰到德国工会的反抗而一败涂地，一直跟着谢德曼、跟着屠杀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刽子手走的工人一致奋起挫败了军队。现在，随着经济危机的迅速发展，这种情形在英国，很大程度上在美国也在迅速发生。所以说，主要是这种国际形势使我们不仅希望而且确信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会因其内部状况而彻底崩溃，我们的国际处境（过去是困难的，现在虽已获得巨大的胜利，但仍然是困难的）一定会好转，我们一定能用全部力量来解决我们的国内任务。关于这些任务，我不准备多讲了，因为你们大家都是熟悉生产的，这些建设任务你们自然比我了解得多，清楚得多，再讲就是多余的了。

我刚才听到前面一位同志在发言快结束时说，现在每一个工会会员都必须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在生产和经济建设方面所面临的实际任务上去，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今天，工会团结了几乎所有的产业工人，团结了三年来肩负着最艰巨任务的那个阶级。工人阶级正在俄国实现专政，它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虽然它只占全国人口的少数，但正因为管理国家的是工人阶级，正因为工人经受过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全体劳动农民群众和所有不以剥削为主的人才同情和支持工人阶级。于是就发生了一些不仅资产阶级无法理解，就是那些继续与第三国际为敌的社会党人也无法理解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这是我国政府玩弄的花招。他们不理解，工人阶级怎么能在三年内坚持如此艰苦的斗争，并最终击败了他们。其实这是因为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劳动者执了政，最受剥削的阶级掌握了政权。这是因为大多数农民看到工人阶级的权利，而且不赞成资产阶级，这就使他们不能不支持工人阶级。他们认为资产阶级这个字眼是可耻的。我曾经同这么一个农民谈过话，他埋怨现今的制度，公开表示不拥护苏维埃政权在粮食方面和其他许多问题上的政策，但农村贫苦农民把他叫作“资产者”，他却感到委屈。他说，我不能容忍把这样一个可耻的字眼加到我头上来。农民，甚至比较富裕的中农，只要他们亲自参加劳动，懂得什么叫作自食其力，只要他们见过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这些他们都是见过的——他们就不能不认为这个字眼是可耻的。这个字眼说明了一切，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工人阶级国家的诱导就是以这一点作为依据的。所以，不管富裕农民和投机者怎样进行反抗，农民群众还是支持工人阶级的。所以，工会在我国不仅是劳动者的联合会，不仅是我国经济的建设者（这是工会的主要任务），而且是一种国家力量，这种力量正在建设一个没有地主和资本家的新国家，虽然它是少数，但它能够建成而且一定会建成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因为我们得到千百万自食其力的人的支持。因此，我在向你们代表大会祝贺时表示相信，尽管我们面前有困难，但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我们的任务。（长时间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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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40卷


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人员的指示

（1921年2月5日）

1．党仍然无条件坚持俄共党纲确定的有关综合技术教育的要求（着重参看党纲关于国民教育部分的第1条和第8条），认为把接受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年龄标准从17岁降低到15岁，不过是暂时的实际的需要，是因为协约国强加给我们的战争造成了国家的贫困和破产。

对于年满15岁的人进行的职业教育必须同“普通综合技术知识”“联系起来”（俄共党纲关于上述部分的第8条），并尽一切可能无条件地普遍地做到这一点。

2．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主要缺点是：缺乏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没有充分地考虑和检验实际经验，没有经常利用这种经验教训，空泛的议论和抽象的口号太多。人民委员和部务委员会应大力克服这些缺点。

3．教育人民委员部，特别是职业教育总局，没有很好地吸收专家，即吸收具有理论修养和长期的实践经验的教师以及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其中也包括农艺方面的教育）具有同样水平的人参加中央机关的工作。

必须立刻对这些工作人员进行登记，了解他们的工龄，考核他们的工作成绩，并且有计划地吸收他们担任地方机关特别是中央机关的负责工作。没有这些专家的评审意见，没有他们自始至终的参加，不得实行任何一项重大措施。

当然，吸收专家要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非党专家必须在党员监督下进行工作；第二，关于普通科目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教学内容，只能由共产党员来确定。

4．基本类型的学校的教学大纲，以及各种训练班、讲演、讲座、学习讨论会和实习作业的计划，均应由部务委员会和人民委员拟订和批准。

5．正规劳动学校局，特别是职业教育总局，利用各个办得还可以的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国营农场、农业实验站、好的农庄等等；发电站等等）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时，应当特别注意更加广泛地、经常地吸收所有合适的技术人员和农艺专家参加。

利用经济企业和经济设施进行综合技术教育的方式方法，则应当按照同有关经济机关的协议来确定，以免妨碍生产的正常进行。

6．应当制定出切合实际的、简单扼要的、能清楚而准确地反映情况的报表，以便考察和考核工作的规模和效果。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

7．给学校或非学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分配报纸、小册子、杂志和书籍的工作，也非常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报纸和书籍为苏维埃职员这一人数不多的阶层所占有，而工人和农民所得到的却非常少。必须彻底整顿这项工作。





	载于1921年2月5日《真理报》第2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19—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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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1921年2月7日）

2月5日《真理报》第25号上刊载了《俄共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人员的指示（关于人民委员部的改组）》。

遗憾的是，在第1条里竟然三次出现了歪曲原意的印刷错误：把“综合技术”教育印成了政治教育！！

我希望同志们注意这个指示，并就某些特别重要的条文交换一下意见。

1920年12月举行了党内国民教育问题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134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9个有发言权的代表。会议共进行5天。《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公报附录（关于党内国民教育问题研讨会）》（1921年1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对这次会议作了报道。从会议的决议、命议的报道以及上述《公报附录》登载的所有文章（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的引言和格林科同志的文章除外）中，可以看出对综合技术教育问题的提法不正确，也可以看出中央委员会在指示中要人民委员和部务委员会“大力”加以克服的那个缺点，即对空泛的议论和抽象的口号的“迷恋”。

关于综合技术教育问题，我们的党纲（党纲中关于国民教育部分的第1条和第8条）已经基本解决了。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也提到了这些条文。第1条内容为对未满17岁的人实行综合技术教育，第8条内容为“对17岁以上的人广泛开展同普通综合技术知识有联系的职业教育”。

由此可见，在党纲中问题是提得很清楚的。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即专业技术教育”（我们在上述《公报附录》第4页上看到的，正是这些由我加上引号并用黑体标出的极其荒谬的字眼！）的议论[134]是根本不正确的，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种议论既表明了对党纲的无知，也表明了对抽象口号的毫无根据的“迷恋”。我们不得不暂时把从普通综合技术教育转到职业综合技术教育的年龄从17岁降低到15岁，“党认为”这样降低年龄标准“不过”（中央委员会指示第1条）是由“国家的贫困和破产”所引起的一种实际的需要，一种暂时的措施。

妄图用空泛议论对这种降低年龄的做法加以“论证”，这是非常荒谬的。不要再玩弄这种空泛议论和所谓的理论研究了！工作的全部重心应当转到“考虑和检验实际经验”上，转到“经常地利用这种经验教训”上。

在我国，头脑清晰、学识渊博和富有实际教育经验的人虽然不多，但是这样的人无疑还是有的。问题是我们不善于发现他们，不善于把他们安排在适当的领导岗位上，不善于和他们一起研究苏维埃建设的实际经验。1920年12月党的会议恰恰就没有提到这一点。既然在有163个（一百六十三个！）国民教育工作者出席的党的会议上没有提到这一点，那就毫无疑问地说明了，在我们的工作中存在着一个带普遍性的根本的缺点，正因为这个缺点的存在，党中央委员会就有必要颁布一项特别指示。

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中，有两个——而且只有两个——负有特殊任务的同志。那就是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和副人民委员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前者担任总的领导；后者首先是担任副人民委员这一领导工作，其次在科学问题和马克思主义问题方面是当然的顾问（和领导者）。全党对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和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是十分了解的，当然相信他们两人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上述工作中可以算是“专家”。所有其他的工作人员都不可能有这种“专长”。所有其他的工作人员的“专长”应当是：善于处理吸收教育专家参加工作的事务，正确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经常地利用实际经验教训。关于这一点，中央委员会指示第2条、第3条和第5条都谈到了。

在党员工作人员会议上应当听取专家和教师们的意见，因为这些人从事实际工作已有十来年，他们能够告诉我们大家：在某一方面，例如在职业教育方面做了些什么和正在做什么；苏维埃建设是怎样办好职业教育的；取得了什么成就；这些成就的典型是什么（尽管这种典型很少，但是想必是会有的）；主要缺点和消除这些缺点的方法具体说来有哪些。

在党员工作人员会议上没有这样考虑实际经验，没有听取这样或那样运用过这些经验的教师们的意见，却徒劳地大发“空泛的议论”和评价“抽象的口号”。全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必须认识到这个缺点，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地消除这个缺点。地方工作人员必须交流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帮助党选出那些在较小的范围内即在局部或在某种专业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绩的模范的省、县、区、学校和模范教师。我们应当依靠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就，推动工作前进，把地方的经验——经过必要的检验之后——推广到全国，把有才华的或能干的教师提拔到比较负责的和活动范围比较大的岗位上去，等等。

衡量国民教育部门（和机关）党员的工作成绩，首先应当看他吸收专家的这项工作做得如何，是否善于发现他们，善于使用他们，善于实现教育专家和共产党员领导者的合作，善于检验已经做了的工作及其进度，善于前进——哪怕是极其缓慢极其有限地前进，只要是切切实实、依靠实际经验就行。如果今后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还有许多人一味追求“共产主义的领导”，在实践方面还是一事无成，还缺少或没有具有实际经验的专家，还不善于提拔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考虑他们的经验，那么，工作就不会有进展。共产党员领导者应当这样而且也只能这样来表明自己有权领导：在具有实际经验的教师当中为自己找到许许多多而且是愈来愈多的助手，善于帮助他们进行工作，善于提拔他们，善于介绍和考虑他们的经验。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定不移的口号应当是：少当点“领导”，多做些实际工作，也就是少发一些空泛议论，多提供些事实，特别是经过检验的事实；这些事实要说明：在哪些方面，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何种程度上我们是前进了，或是停滞不前，或是后退了。共产党员领导者要能修正具有实际经验的教师的教学大纲，编写适用的教科书，切实地改进（即使改进很少）10个、100个和1000个教育专家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条件，只有这样的共产党员领导者才是真正的领导者。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只会侈谈“领导”，却不善于安排专家做实际工作，不善于使他们在实践中取得成就，不善于利用成千上万的教员的实际经验，那么，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毫无用处。

只要把《教育人民委员部简要报告（1917年10月—1920年10月）》这本编写得很好的小册子浏览一下，就可以看出，上面提到的那个缺点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整个工作中极为严重。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序言（第5页）中谈到“根本不切实际的情况”。但是，要使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共产党员都认识到这一点，要使他们真正地去实现自己所认识到的真理，那还需要顽强地做许多工作。上面提到的那本小册子表明：我们知道的实际情况很少，简直是太少了；我们不善于搜集实际情况；我们不知道必须提出并且可以（根据我们的文化水平、我们的习惯和我们的联络手段）期望得到答复的问题有多少；我们不善于搜集实际经验并加以总结；我们只沉溺于言之无物的“空泛的议论和抽象的口号”，根本不善于使用熟练的教员，特别是不善于使用熟练的工程师和农艺师来进行技术教育，不善于利用工厂、国营农场、办得还可以的农庄和发电站来进行综合技术教育。

苏维埃共和国尽管有这些缺点，但是在国民教育方面还是在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从下面”，也就是从先前被资本主义用明目张胆的暴力手段和伪善的欺骗手段关在教育大门之外的劳动群众中，正在掀起一个追求光明和知识的汹涌澎湃的高潮。我们有权以推动这个高潮并为它服务而感到自豪。但是，如果无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无视我们还没有学会正确地组织国家教育机关的工作这一情况，那简直就是犯罪。

现在我们再谈谈报纸和书籍的分配问题，也就是中央委员会的指示的最后一条即第7条所谈的问题。

1920年11月3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集中管理图书馆工作》，即建立俄罗斯联邦统一的图书馆网的法令（《法令汇编》1920年第87号第439页）。

下面是我从“中央出版物发行处”马尔金同志和莫斯科国民教育局图书馆科莫杰斯托夫同志那里得到的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实际材料。苏维埃俄国中部（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除外）38个省，305个县的图书馆数目如下：





	　　中央图书馆…………………………………………　342市辖区图书馆………………………………………　521

乡图书馆…………………………………………… 4474

流动图书馆………………………………………… 1661

农村阅览室………………………………………14739

其他（“农村图书馆、儿童图书

馆、参考图书馆、各机关团体

的图书馆”）……………………………………12203

　　共　　计……………………………33940







莫杰斯托夫同志根据他的经验认为，这些图书馆实际上存在的大约有34，其余的只存在于纸上。根据“中央出版物发行处”的材料，莫斯科省有1223个图书馆。根据莫杰斯托夫同志的材料，则只有1018个；其中204个图书馆在市内，814个图书馆在省的其他地方，工会图书馆（将近有16个）和军队图书馆（将近有125个）不包括在内。

通过对各省材料的比较可以断定，这些数字的可靠程度是不太大的——也许实际上要少于75％！例如，维亚特卡省有1703个农村阅览室，弗拉基米尔省有37个，彼得格勒省有98个，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有75个，等等。彼得格勒省“其他的”图书馆有36个，沃罗涅日省有378个，乌法省有525个，普斯科夫省有31个，等等。

看来，这些材料正表明工农群众掀起的追求知识的高潮是巨大的，想受教育和建立图书馆的愿望是强烈的，这是真正的“人民的”愿望。但是我们还极不善于组织、引导和巩固人民的这种愿望，极不善于合理地满足这种愿望。在建立真正统一的图书馆网方面，还必须顽强地进行许许多多的工作。

我们是怎样分配报纸和书籍的呢？根据“中央出版物发行处”的材料，1920年分了40100万份报纸，1400万册书（在11个月内）。下面是关于三种报纸（1921年1月12日）分配情况的材料。分配数字由中央图书分配委员会[135]期刊组核定（单位：千份）：





	　　　　　　　　　　　　　《消息报》　《真理报》　《贫苦农民报》“全俄中央执委会中央

出版物发行处”办事处……　　　191　　　　139　　　183

军事局报刊发行处…………　　　 50　　　　 40　　　 85

铁路机关、全俄中央执委会中央出版物

发行处铁路分处、鼓动站……　　 30　　　　 25　　　 16

莫斯科市的机关和团体……　　　 65　　　　 35　　　　8

莫斯科市军事委员会………　　　　8　　　　　7　　　　6

旅客列车……………………　　　　1　　　　　1　　　　1

张贴和装订合订本…………　　　　5　　　　　3　　　　1

共　　计………………　　　350　　　　250　　　300







张贴用的报纸，即给最广大群众看的报纸，少得惊人。供给首都“各机关”等等的报纸——大概是由“苏维埃官僚主义者”（军人和非军人）侵吞和官僚式地使用的——则多得惊人。

这里再举“中央出版物发行处”地方分处报告中的几个数字。“中央出版物发行处”沃罗涅日省办事处在1920年9月份中收到报纸12次（即在9月份的30天中有18天没有收到报纸）。收到的报纸是这样分配的：《消息报》——“中央出版物发行处”县办事处［括号内第一个数字是《真理报》的，第二个数字是《贫苦农民报》的。］4986份（4020份；4310份）；区办事处7216份（5860份；10064份）；乡办事处3370份（3200份；4285份）；党组织447份（569份；3880份）；苏维埃机关1765份（1641份；509份）（请注意，苏维埃机关得到的《真理报》几乎比党组织多两倍！）；其次，军事委员会鼓动教育部5532份（5793份；12332份）；鼓动站352份（400份；593份）；农村阅览室一份也没有。订户7167份（3080份；764份）。可见，“订户”拿到的报纸很多，实际上当然也就是“苏维埃官僚主义者”拿到的报纸很多。张贴的报纸460份（508份；500份）。共计32517份（25104份；37237份）。

乌法省在1920年11月收到报纸25次，即只有5天没有收到报纸。分配的情况是：党组织113份（1572份；153份）；苏维埃机关2763份（1296份；1267份）；军事委员会鼓动教育部687份（470份；6500份）；乡执行委员会903份（308份；3511份）；农村阅览室36份（8份—8份《真理报》！——2538份）；订户一份也没有；“县的各种组织”1044份（219份；991份）。共计5841份（4069份；15429份）。

最后，1920年12月弗拉基米尔省苏多格达县普斯托申斯卡亚乡办事处的报告如下：党组织1份（1份；2份）；苏维埃机关2份（1份；3份）；军事委员会鼓动教育部2份（1份；2份）；乡执行委员会2份（1份；3份）；邮电机关1份（1份；1份）；乌尔舍尔斯基工厂委员会1份（1份；2份）；区社会保障局1份（0份；3份）。共计10份（6份；16份）。

从这些片断的材料中可以作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我认为我们党纲中的一句话就是结论，即“……目前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7页。——编者注］

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成为富人发财、向富人提供消息和消遣的工具，成为欺骗和愚弄劳动群众的工具。我们摧毁了这个发财和欺骗的工具。我们开始使报纸成为启发群众、教导他们在赶跑了地主和资本家之后怎样生活，怎样建设自己经济的工具。但是，我们还刚刚开始这样做。三年多以来我们做的工作不多。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走很长的道路。少来一些政治上的喧嚷，少发表一些没有经验和不了解自己任务的共产党员所欣赏的空泛议论和抽象口号，多作一些生产宣传，尤其是对实际经验多作一些切实的、在行的、适合群众水平的考虑。

在报纸的分配方面（我没有关于书籍的材料；大概这方面的情况更糟），我们取消了订阅的办法。这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但是，资本主义不是一下子就能消灭的。它在“苏维埃官僚主义者”，即用各种借口侵吞报纸的苏维埃官僚的身上得到复活。要算清楚他们侵吞了多少报纸，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看来为数是很多的。应该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以“打击”官僚，不让他们侵吞报纸和书籍，减少官僚分得的份额，不断减少“苏维埃官僚主义者”本身的数目。可惜，我们不能一下子把这个数目减少910或99％——在我国现有的文化水平下，许下这样的诺言是骗人的——但是，经常不断地减少这个数目，我们是能够而且应当做的。不这样做的共产党员，那只是口头上的共产党员。

必须不断努力做到使报纸和书籍通常只免费分配给各图书馆和阅览室，分配给合理地为全国，为广大工人、士兵和农民服务的图书馆网和阅览室网。那时人民就会以百倍的干劲、百倍的速度、百倍的成效来要求获得文化、光明和知识。那时教育事业就会飞速地向前发展。

为了明显起见，不妨用一个小小的统计作例子，比如《消息报》的全国发行额是35万份，《真理报》是25万份。我们很穷。没有纸张。工人们受冻挨饿，无衣无鞋。机器陈旧不堪。建筑物摇摇欲坠。假定我们在全国，在1万多个乡里，有5万个图书馆和阅览室，并且这些图书馆和阅览室不是在纸上，而是实际上存在的。假定每一个乡至少要有三份报纸，每一个工厂、每一个部队一定要有一份。假定我们不仅学会了实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个步骤”，而且学会了实行第二个和第三个步骤。假定我们学会了合理地分配，每个图书馆和阅览室有三份报纸，比如说其中两份用来“张贴”（假如我们实行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四个步骤，那我主张，而且坚决主张，不再用那种损坏报纸的野蛮的“张贴”方法，而改用木楔——没有铁钉，即使在实行“第四个步骤”时我们的铁还是不够用的！——把报纸固定在光滑的木板上，既便于阅览又便于保存）。总之，5万个图书馆和阅览室都有两份报纸用于“张贴”，一份用于保存。再假定我们虽仍然白白地供给苏维埃官僚主义者报纸，但我们学会了只供给他们适当的数量，比如说，最多只供给全苏维埃共和国的娇生惯养的“大官们”几千份报纸。

在这些大胆的假设下，全国只要发行16万份报纸，或者175000份就足够了，而且比现在的情况要好5倍。大家都有可能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在适当地建立“流动图书馆”的情况下。弗•多勃列尔同志最近在《真理报》上为流动图书馆所作的辩护，我认为［指弗•多勃列尔发表在1921年2月4日《真理报》第24号上的文章《现代图书馆网》。——编者注］是很成功的）。两种报纸加起来是35万份。现在虽然发行60万份，但完全由于资本主义习气而被“苏维埃官僚主义者”侵吞了，被他们白白拿去“卷纸烟了”，等等。这就可以节省25万份报纸。换句话说，尽管我们很穷，我们还是可以使这两种日报各节省125000份。而且通过这两种报纸每天都可以给人民提供重要的和有价值的文献材料、优秀的和古典的文学作品、普通教育的教材、农业教材和工业教材。法国资产者为了赚钱早在战前就学会了用无产阶级报纸的形式为大众出版每本价格10生丁（即精装本价格的135，等于战前的4戈比）的小说，而不是出版价格3．5法郎的精装本小说，为什么我们在实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二个步骤时，反而不能学会这样做呢？用这种办法，一年之内，即使在目前贫困状况下，就能做到给5万个图书馆和阅览室各两份报纸，给人民一切必需的教材和一切必需的世界文学、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的经典著作，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学会呢？

我们一定要学会这样做。






	1921年2月7日载于1921年2月9日《真理报》第2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22—332页















[134] 指登载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公报附录（党内国民教育问题研讨会）》上的《综合技术教育或专业技术教育（同职业教育总局副局长奥·施米特的谈话）》一文。在这篇谈话中，施米特企图把由于国家的贫困和破产而把青年职业技术教育开始的年龄从17岁提前到15岁这种暂时措施当作原则。他说：“生产利益、经济建设利益强烈要求缩短所谓普通的其实是纯粹语文的学校教育，而尽早转向具体的专业教育”，况且“教育学的要求同这种改革完全一致，因为在15—16岁还进行那种与个人具体志向和个人选定的生活道路脱节的教育，就简直是犯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公民都是劳动者而且大多数正是从事生产劳动，那就尤其不能这样”。——328。



[135] 中央图书分配委员会隶属于苏俄国家出版社，1919年12月成立，其任务是制定分配图书的统一计划。——333。







《列宁全集》第40卷


农民问题提纲初稿[136]


（1921年2月8日）

1．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收走余粮）的愿望。

2．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去年征粮数。

3．同意根据农民积极性的高低来调整粮食税的原则，即农民积极性愈高，税率愈低。

4．如果农民能迅速交足粮食税，应扩大他们将纳税后的余粮投入地方经济流转的自由。





	载于1930年8月26日《真理报》第17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33页















[136] 《农民问题提纲初稿》是列宁1921年2月8日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写的，这次会议研究了春播运动和农民生活状况的问题。



《提纲初稿》是规定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基础和规划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具体转变的第一份文件。3月15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就是以这一文件为基础的。——338。







《列宁全集》第40卷


就石油租让问题给政治局委员的信

（1921年2月12日）





	致政治局委员们及李可夫同志　　　　　　斯大林

　　　　　　布哈林

　　　　　　加米涅夫

　　　　　　克列斯廷斯基

　　　　　　李可夫







克拉辛（和博格达齐扬）、石油总委员会主席多谢尔以及总局四位专家对政治局提出的关于石油租让的问题的答复已收到。

我现在把这些答复连同《1920年底石油工业状况》（1920年，巴库）报告书一并送交斯大林同志，请所有政治局委员用电话同他联系，以便及时从他那里得到并阅读这些材料。（在铅印报告书的封里即正文的前一页上已列出页码，只要看看那些页中我用蓝铅笔标明的地方就够了。）

必须赶快阅读这些材料，政治局最好能在2月14日（星期一）晚8时的会议上作出决定。

这些材料充分说明：

（1）灾难已经迫近；

（2）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在巴库实行租让（即找到承租人）；

（3）石油总委员会主席愚蠢到了极点。这样一个重要的负责人干出蠢事来是很危险的。

现在就这三点简单说明如下：

（1）灾难日益迫近。石油总委员会的专家们非常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傻瓜多谢尔在他的《报告书》里竭力想缩小这种危险性。这是非常愚蠢的。应当读一读石油总委员会所有专家的意见，并且把这些意见同多谢尔轻描淡写的结论加以对比。

（2）“找承租人是否能够得到好处还成问题”——这就是多谢尔得出的结论。看来，他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傻瓜，把他的专家们吓坏了：他说什么“苏维埃”人就得反对租让！！这真是熊的帮忙[138]！！

其实，从石油总委员会专家们的报告（这是一些符合实际情况的报告，并且已由《1920年底》报告书有力地证实了）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我们应当向承租人提出哪些条件。

根据这些条件能不能找到承租人，这当然“还成问题”。但是，任何一个没有失掉理智的政治家都不会向多谢尔和专家们请教这一点的。

我们的任务就是竭力找到这样的承租人。

如果找不到，那对我们是更不利的。

如果我们不能竭力找到承租人，那我们就会破产。

必须尽快规定出条件来。

必须立刻开始同那种易于迷惑一部分工人的极其有害的偏见作斗争，无论如何要克服这种偏见。这个偏见就是这样一种“思想”：“我们不愿意为资本家工作”，或者说，“既然其他的工人都不为资本家工作，那我们也不愿意为资本家工作”。

从下面这一粗略的计算（即对专家们的报告作一个明显的总结）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偏见（我们俄共党纲和马克思主义都已予以驳斥）是有害的。

我们现在的石油开采量为100а。

采油量不断下降。

淹水可能造成灾难。

如果我们找到一位能开采石油　100＋100的承租人，把98付给他作报酬，那我们的开采量就不会下降，而会增加，虽然增加得很慢（100＋2б）。

试问：工人把100中的98给了承租人，他们是“为资本家”工作呢，还是为苏维埃政权工作？

答案是不难作出的。

为了尽快作出决定，请你们务必赶快阅读附上的材料和报告书。拖延是十分危险的。






	　　　　列　宁1921年2月12日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34—336页















[137] 1921年2月9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听取了瓦·亚·阿瓦涅索夫关于燃料情况的报告，任命了一个由费·埃·捷尔任斯基、安·安·安德列耶夫、德·伊·库尔斯基、阿·伊·李可夫、瓦·瓦·佛敏组成的委员会，并责成该委员会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下一次会议前提出决定草案。2月11日，捷尔任斯基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交了决定草案。草案根据这里收载的列宁的意见修改补充后被通过。——339。



[138] 熊的帮忙意为帮倒忙，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寓言说，一个隐士和熊做朋友，熊热心地抱起一块大石头为酣睡的隐士驱赶鼻子上的一只苍蝇，结果把他的脑袋砸成了两半。——341。







《列宁全集》第40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进口计划的决定草案[139]


（1921年2月15日）

（1）人民委员会不批准向它提出的进口计划，因为这个计划过于庞大，至少超过了四倍。［在手稿上列宁勾去了第1条，并在其上方写了“克拉辛的”一词。——俄文版编者注］

（2）人民委员会责成劳动国防委员会立即成立有专家参加的计划委员会，并责成该委员会（或它的分委员会）根据我们目前的经济条件，按所要购买的东西的实际需要，压缩并修改这一计划。由劳动国防委员会最后批准。

（3）在这一计划修改之前，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71份主要订货单中的任何一份的进口量都不得超过原订数量的1／5；军事部门不得超过1／10；同时，一定要把满足燃料开采工业和冶金工业的需要摆在第一位。例外情况由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37页















[139] 1921年2月15日，人民委员会会议就进口计划修改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决定。列宁写的这份草案（第（2）、（3）两条）被全部吸收进了该决定。——343。







《列宁全集》第40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进口计划的决定草案[139]


（1921年2月15日）

（1）人民委员会不批准向它提出的进口计划，因为这个计划过于庞大，至少超过了四倍。 
［注：在手稿上列宁勾去了第1条，并在其上方写了“克拉辛的”一词。——俄文版编者注］



（2）人民委员会责成劳动国防委员会立即成立有专家参加的计划委员会，并责成该委员会（或它的分委员会）根据我们目前的经济条件，按所要购买的东西的实际需要，压缩并修改这一计划。由劳动国防委员会最后批准。

（3）在这一计划修改之前，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71份主要订货单中的任何一份的进口量都不得超过原订数量的1／5；军事部门不得超过1／10；同时，一定要把满足燃料开采工业和冶金工业的需要摆在第一位。例外情况由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37页















[139] 1921年2月15日，人民委员会会议就进口计划修改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决定。列宁写的这份草案（第（2）、（3）两条）被全部吸收进了该决定。——343。







《列宁全集》第40卷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中一个主要条款的草案[140]


（1921年2月17日）


列宁同志以个人名义致劳动国防委员会各委员

明天（2月18日）我将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关于计划委员会的决定草案，现送上决定中一个主要条款的草案和委员的初步名单（同李可夫同志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商量后拟的），请一阅。请在2月18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开会之前准备好修改意见或另拟草案。

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之下设立计划委员会，以便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批准的电气化计划，制定统一的全国经济计划，并全面监督此项计划的实施。

对首要的经济任务，尤其是那些在最近期间，包括1921年内应当完成的任务，应由计划委员会或它的一个分委员会在充分考虑具体经济现实的现有条件后作出极其详细的规定。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38页















[140] 列宁写的这个草案全部列入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条例》。该条例以及列宁拟订的委员会成员名单（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第24页）于1921年2月22日由人民委员会批准。



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基础上建立的，由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领导。



由于有些人反对把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变为统一的计划委员会，1921年2月18日那次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没有通过成立计划委员会的决定，问题被提到人民委员会讨论。从列宁作的笔记（同上，第20—22页）来看，发言反对成立计划委员会的有尤·拉林，弗·巴·米柳亭、恩·奥新斯基和阿·伊·李可夫。——344。







《列宁全集》第40卷


论统一的经济计划

（1921年2月21日）

一些谈统一的经济计划的文章和议论使人产生一种难堪的印象。请看看列•克里茨曼在《经济生活报》[141]上发表的那些文章吧（第一篇发表于1920年12月14日，第二篇——12月23日，第三篇——2月9日，第四篇——2月16日，第五篇——2月20日）。空话连篇。舞文弄墨。不愿考虑这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就，也不愿加以研究。一味议论（在五篇冗长的文章里！）应该怎样着手研究，却不去研究具体材料和事实。

再请看看米柳亭的提纲（2月19日《经济生活报》）和拉林的提纲（2月20日《经济生活报》），仔细听听“负责”同志们的言论吧。根本缺点也同克里茨曼一样。枯燥到极点的经院哲学，直到空谈什么链式联系的规律等等；这种经院哲学，文人气官僚气兼而有之，就是没有一点实际的东西。

更坏的是，人们竟用傲慢的官僚主义冷淡态度对待那种已经完成的和必须继续做下去的实际工作。几次三番毫无意义地“生产提纲”或凭空编造一些口号和草案来，却不仔细用心地去了解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

关于统一的经济计划问题所写的唯一的一部严肃的著作，就是《俄罗斯联邦电气化计划》，即“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向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

1920年12月出版并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分发给代表们的。在这部著作里叙述了我们共和国的优秀学者受国家最高机关委托所拟订的——当然只是大致拟订的——统一的经济计划。而同大官们的不学无术的自负和同共产党员著作家们的知识分子的自负作斗争，就得从极平常的事情做起，即从简略地叙述这部著作的写作经过及其内容和意义做起。

1920年2月2日至7日，即在一年多以前，开了一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电气化的决议。在这项决议中有如下一段话：


　　“……除必须完成整顿运输业、消除燃料危机和粮食危机、消灭流行病以及建立纪律严明的劳动军等方面最迫切最紧急最不容拖延的头等重要任务以外，现在苏维埃俄国初次有可能着手进行比较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科学地制定并彻底执行整个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鉴于电气化事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估计到电气化对工业、农业、运输业等等的重大意义，特决定：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农业人民委员部一起制定建立电站网的计划草案……”



　　看来很明白了吧？“科学地制定整个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难道这些话的意思，我们最高政权机关的这项决议的意思，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地方吗？如果那些在“专家”面前炫耀自己的共产主义的著作家和大官不知道这项决议，那么我们只好提醒他们说：对我们自己的法律无知，并不是论据。为了执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于1920年2月21日批准在电力局下设电气化委员会，后来国防委员会又批准了关于“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条例。该委员会的人选，则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农业人民委员部协商确定和批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在1920年4月24[142]日就已出版了它所创办的《公报》第1期，上面载有极详细的工作计划，列出了负责人员、学者、工程师、农艺师和统计学家的名单，这些人员参加各种分委员会，领导各个地区的工作，担负各种明确规定的任务。单单这些工作项目及其负责人员的名单，就在第1期《公报》中占10页篇幅。凡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以及交通人民委员部所知道的优秀人才，都被吸收来参加这项工作。

“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就是上述那部内容丰富的——并且是极为出色的——科学著作。参加该书编写工作的有180多位专家。他们送交“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著作共计200多篇。首先，书中载有对这些著作的综述（该书的第一部分，计占200多页篇幅）：（一）电气化和国家经济计划；（二）燃料供应（附有详细制定的最近10年俄罗斯联邦“燃料预算”，以及对这方面所需的工人人数的估计）；（三）水力；（四）农业；（五）运输业；（六）工业。

这个计划预定大约在10年内完成，计划上载有工人人数和动力数量（单位为千马力）。诚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初步的、粗略的甚至含有错误的计划，只是一个“大致拟订的”计划，但它是一个真正科学的计划。专家们在计划中对一切基本问题作了确切的计算。他们对各个工业部门作了计算。举个小小的例子来说，计划中有皮革生产的规模，按每人平均需要两双皮鞋（3亿双）的计算，等等。总之，计划中既有电气化的物资平衡表，又有电气化的资金（按金卢布计算）平衡表（需近37000万个工作日，多少桶水泥，多少块砖，多少普特铁、铜等等，涡轮发电机总功率多大等等）。这个平衡表预计，在10年内加工工业的产量增加（“根据很粗略的估计”）80％，采掘工业的产量增加80—100％。金卢布平衡表中的赤字（正数110亿，负数170亿，赤字共计将近60亿）“可以通过租让和信贷业务来抵补”。

计划上指明了第一批区域电站（20座火电站，10座水电站）的位置，并且详细说明了每座电站的经济意义。

在综述之后，该书还载有（分别标明页码的）下列各个地区的工程大纲：北部地区、中部工业区（这两个区的工程大纲规定得特别明白、详尽而确切，所根据的是极丰富的科学材料）、南部地区、伏尔加河沿岸河、乌拉尔地区、高加索地区（把高加索当作整体，因为预计各共和国在经济上将进行协调）、西西伯利亚以及土耳其斯坦。对于每一个地区的考虑都不限于第一批电站。还有所谓“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甲号计划”，即最合理最经济地利用现有电站的计划。另一个不大的例子是：计划上预计在北部地区（即彼得格勒区）把彼得格勒所有电站联接起来后可以节省电力，约近半数的电力可以（北部地区工程大纲第69页）输送到北部浮运木材的地点，即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地去用。在这种条件下，增加木材的采伐和向国外浮运，就有可能“在最近时期每年提供5亿卢布的外汇收入”。

“每年从出卖北部木材所赚得的钱，在最近几年内就能达到相当于我国黄金储备额那样大的数目”（同上，第70页），这里当然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从空谈计划转到研究并且实际执行由学者们制定的这个计划！

还必须讲到一点，就是问题（当然远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已有了初步的年度规划，即不仅是一般计划，而且作了预计：每年（从1921年起至1930年止）有多少座电站可以开始发电，以及现有的电站可能扩建的规模（也得具备上面所说的条件，这在我国知识分子文人习气和大官的官僚主义习气盛行的环境中可是不太容易实现的）。

为了认识清楚“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所完成的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和全部价值，我们不妨看看德国的情形。德国有一位学者巴洛德进行了类似的工作。他编制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德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科学计划[143]。这个计划在资本主义德国不免要落空，只是纸上谈兵和单枪匹马的工作。而我们则提出了国家任务，动员了几百个专家，在十个月内（当然不是象最初预定的那样在两个月内）制定了一个科学的统一的经济计划。我们理应以这一工作自豪；只是必须懂得应该怎样去利用这一工作的成果，现在我们正是必须对不懂得这一点的现象进行斗争。

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写道：“……代表大会……赞同最富国民经济委员会等机关，特别是‘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为制定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所进行的工作……认为这个计划是伟大经济创举方面的第一个步骤，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等等完成这个计划的制定工作，并批准这个计划，而且务必在最短期间完成……责成……采取各种措施来最广泛地宣传这个计划……共和国所有的学校毫无例外地都应当学习这个计划” 
［注：引自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29日通过的关于电气化的决议。这个决议的草案是列宁写的（见本卷第192—193页）。——编者注］

 等等。

莫斯科某些人对这个决议所持的态度，他们企图胡乱“解释”这个决议，甚至对它置之不理，这最明显地表明我们机关中特别是上层机关中存在着毛病，即官僚主义病和知识分子病。著作家们不宣传这个已经制定的计划，却一味起草提纲，空洞地议论怎样着手制定计划！大官们纯粹官僚式地强调必须“批准”计划，他们指的不是提出某些具体任务（例如必须建设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建设，向国外购买什么东西等等），而是提出另定新的计划这类糊涂透顶的主张！他们什么都不懂，简直令人吃惊，竟然说什么在建设新东西以前至少先得把旧东西恢复一部分呀；说什么电气化很象电气幻想呀；说什么为什么不实行煤气化呀；说什么“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中都是资产阶级专家而很少有共产党员呀；说什么“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应当提供的是鉴定人员而不是计划委员会呀，如此等等。

危险的正是这种意见纷纭，因为这表明这些人不善于工作，表明知识分子的和官僚主义者的自负压倒了真正的实干。嘲笑计划是幻想，提出实行煤气化之类的问题，正是暴露了不学无术的自负。随随便便地纠正几百个优秀专家的工作，用一些庸俗的笑话来回避问题，以自己有权“不予批准”而狂妄自大——难道这不是可耻的行为吗？

应该学会尊重科学，应该屏弃门外汉和官僚主义者的“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应该学会利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实践，有系统地从事工作！

当然，关于“计划”这个东西本来可以无止境地谈论和争论下去。然而我们决不应当容许对“原则”（即编制计划的“原则”）作空泛的议论和争论，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应该着手研究现有的这个唯一科学的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当然，“批准”和“不予批准”之权始终操在某个或某些大官手里。如果正确地理解这种权利，并且正确地解释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批准它赞同的以及它认为应当竭力广泛宣传的这个计划的决议，那就应当把“批准”理解为提出一些订货单和发布一些命令：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购买，什么东西应该开始建设，什么材料应该收集和运到某地等等。如果官僚主义地解释问题，那么“批准”就是意味着大官们的刚愎自用，官场拖拉习气，玩弄审查委员会之类的把戏，一句话，就是用纯粹的官僚态度葬送实际工作。

我们且从另一方面来看看这个问题吧。必须着力把科学的电气化计划与日常的各个实际计划及其具体实施结合起来。这当然是完全不容争辩的。究竟怎样结合呢？为要知道这一点，经济学家、著作家和统计学家就不应当空谈一般计划，而应当详细研究我们的各种计划的执行情况、我们在这种实际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以及改正这些错误的办法。不进行这种研究，我们就会盲目行动。只要进行这种研究，同时研究实际经验，剩下的行政事务问题就完全是小问题了。我们的计划委员会真是太多了。要进行合并，应当从某甲所主管的那个机关里拿出两个人来，再从某乙所主管的那个机关里拿出一个人来，或是相反。再把这几个人并入总的计划委员会下面的某个分委员会。显然，这正是一种行政事务，如此而已。反复试验，选出最好的方案来，——为这样简单的事多费唇舌，就显得可笑了。

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的人员不善于处理问题，他们用知识分子的和官僚主义者的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有日常的粮食计划和燃料计划。我们在这两种计划中都犯过一些明显的错误。关于这一点是不会有异议的。精明能干的经济学家不会去编制毫无意义的提纲，而会去细心研究事实、数字和材料，分析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然后指出：我们在某某地方犯了错误，要如此这般来加以改正。精明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一定会根据这种研究，提出建议或自行采取措施，来调换工作人员，改变汇报制度，改组机构等等。在我们这里还没有看到过有人用这两种切实的态度来对待统一的经济计划。

毛病就在于，人们不正确地处理共产党员对待专家的态度问题和行政管理人员对待学者及著作家的态度问题。在统一的经济计划问题上，也象其他任何问题一样，有些事情（而且总是会出现一些新的事情）只需要共产党员来解决，或只需要用行政手段来解决。这是不容争辩的。但这完全是抽象的说法。而目前在我们这里对这个问题持错误态度的正是共产党员著作家和共产党员行政管理人员，他们不能理解，这方面应该多向资产阶级专家和学者学习，少玩弄些行政手段。除了已经由“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定的计划以外，再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统一的经济计划。应该根据仔细研究过的实际经验来补充、发展、修改和实施这个计划。如果持相反的意见，那就象党纲所说的，完全是一种“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6页。——编者注］

 。那种认为在俄罗斯联邦除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以外还可能有另外一个计划委员会的想法，同样是一种不学无术的自负，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对该委员会的成员作局部的切实的调整会带来益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只有继续进行已经开始的工作，才能在改进我们的国民经济总计划方面做出某种重大的事情来，否则就是玩弄行政手段，或者简单一点说就是刚愎自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里的共产党员的任务就是要少发号施令，确切些说完全不要发号施令，而要对科学和技术专家（正如俄共党纲所说的那样，“他们大多必然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6页。——编者注］

 ）采取异常慎重和灵活的态度，要向他们学习，要帮助他们扩大眼界，要以相应的科学的成果和材料为根据，要记住，工程师为了接受共产主义而经历的途径将不同于过去的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接受共产主义，农艺师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接受共产主义，林学家也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接受共产主义，如此等等。一个共产党员若不能证明自己善于把专家们的工作统一起来并虚心地给以指导，了解事情的本质，详细地加以研究，那么这样的共产党员往往是有害的。这样的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很多，我宁可拿出几十个来换一个老老实实研究本行业务的和内行的资产阶级专家。

至于那些没有参加“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共产党员，他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帮助制定和实施统一的经济计划。如果他们是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或著作家，那么他们首先应该研究清楚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然后才能根据对有关事实的详细研究，提出改正错误、改进工作的意见。研究是学者的事情。既然我们这里早已不是在谈一般原则，而是谈实际经验，那么，对我们来说，那些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但是精通业务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这种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无论白天或黑夜随时都愿意起草“提纲”，提出“口号”，发表完全抽象的议论。多了解一些事实，少来一些竞相标榜共产主义原则性的口角吧。

另一方面，如果某个共产党员是行政管理人员，那么他的首要职责就是防止热中于发号施令，首先要考虑到科学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首先要问一问事实是否经过检验，首先要研究（通过报告、报刊、会议等等）我们究竟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来纠正已经在进行的工作。少用些季特•季特奇[144]式的手段（“我可以批准，也可以不批准”），多研究些我们的实际错误吧。

老早就有人指出过：人们的缺点多半是同人们的优点相联系的。许多担任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缺点就是如此。我们几十年来从事伟大的事业，宣传推翻资产阶级，教导大家不要相信资产阶级专家，揭露这些专家，从他们手中夺取权力，镇压他们的反抗。我们所进行的事业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的事业。然而，只要稍微一夸大，就会证实一条真理：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我们已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为劳动者从剥削者手里夺回了俄国，我们已经把剥削者镇压下去，现在我们应当学会管理俄国。为此就必须学会谦虚，学会尊重那些“科学和技术专家”的切实工作，为此就必须学会切实仔细地分析我们的许多实际错误，并且学会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改正这些错误。少来一些知识分子的和官僚主义者的自负，多研究些我们在中央和地方的实际经验所提供的东西以及科学已经向我们提供的东西吧。






	　　1921年2月21日载于1921年2月22日《真理报》第3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39—347页















[141] 《经济生活报》（《》）是苏维埃俄国的报纸（日报），1918年11月起在莫斯科出版。该报最初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1921年7月24日起是劳动国防委员会机关报，后来是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银行及其他金融机关和银行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37年11月16日，《经济生活报》改组成为《财政报》。——345。



[142] 《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公报》（《》）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国家技术出版社于1920年4—8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5期。——347。



[143] 指德国政治经济学教授卡尔·巴洛德的《未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一书。该书于1898年在德国出版，1919年出了修订第2版。俄译本于1920年在莫斯科出版。——349。



[144] 季特·季特奇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354。







《列宁全集》第40卷


在莫斯科市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145]


（1921年2月24日）

今天的这种谈话使我有些惊讶。我觉得目前的政治局势不是这样的。国内外局势已经恶化，必须扭转这种局势。同波兰至今尚未签订和约，在国内，盗匪活动日益猖獗，富农暴动多次发生。粮食及燃料情况大为恶化。去年上半年我们消费了1500万普特的粮食，下半年消费了800万普特，而今年上半年我们就消耗了2500万普特；现在应该缩减口粮，而且连这份口粮我们能否按时配给，也没有把握。上半年我们粮食分配不当，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我们不应该把粮食的消耗量增加到2500万普特。现在无法从西伯利亚调运，因为富农暴动分子切断了铁路。我们西伯利亚的同志曾讲过可能发生富农暴动，但是，其规模很难断定。这不是一场可以估计兵力的战争。西伯利亚的农民还不习惯困苦的生活，尽管他们遭受的困苦比俄国欧洲部分的农民要少；通往西伯利亚的交通中断了，运输停止了。大致从3月1日到10日，粮食情况不会好转。我们没有留下储备。现在一切工作都应当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坚持下去，毫不动摇地度过目前的困难。从高加索调运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也有恶化的可能。看来，亚美尼亚的暴动[146]将平息下来，但是高加索运输情况的好转，无论如何也补偿不了已经中断的西伯利亚运输，尽管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我们已经给东南铁路增加了压力。这些消息令人忧虑，但是毫无办法。

盗匪活动使人感到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他们的主要力量在国外；每年春天他们都梦想推翻苏维埃政权。不久前，切尔诺夫曾在国外的一家俄文报纸上写到了这一点。社会革命党人同地方的叛乱者有勾结。这种勾结还可以从以下情况看出来，即暴动正好发生在我们收集粮食的那些地区。实行余粮收集制真有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西伯利亚也实行余粮收集制，但那里还有历年的存粮。

燃料方面的情况也在恶化。这里没有确切的数字，不能作出明确的结论，也不能确定发生燃料危机的原因。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现在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应当自下而上地了解这些不满情绪，如果通过苏维埃机关不能很快地了解，那就直接通过党的机关了解。

除了指出过的官僚主义，计划本身也有错误。在编制计划的时候，应通过报纸和会议上的讨论来审查计划。我们被迫让一些企业停工，这就使那些还有燃料的工厂的工作也被破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显然，在计划工作中除了有错误，还有可以追究法律责任的地方。应当把无产阶级分子充实到各机关中去。

毫无疑问，在木材浮运季节结束之前，我们还不能摆脱燃料危机。应当尽可能地利用滑道和更好地利用浮运。燃料危机也影响了纺织企业，使它们连起码的计划都不能完成。

这就是由于盗匪活动和通往西伯利亚的交通中断而造成的困难。斯米尔诺夫的报告说：他们那里能够对付盗匪活动，但不能保证粮食运输情况好转。因此，不应当空泛地谈论总的形势，而应当集中力量摆脱这个困境。

简单地谈谈莫斯科组织的情况。有些同志把争吵归咎于莫斯科委员会的多数人。如果少数人对代表会议的决定不满意，那么可以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申诉。我不知道中央委员会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我个人的意见认为，应归咎于少数人。全俄代表会议的决议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40—41页。——编者注］

 指出，应当考虑少数人的意见，党内的讨论和辩论是必要的。11月的省代表会议[147]根据这一点选举了莫斯科委员会。当时采用分两间屋子开会的办法，这已经是一个裂痕；但是，这种情形决不容许再继续下去。我们不是为批评而批评，而是为了作出正确的决定。莫斯科在辩论方面打破了纪录。在11月，有人说莫斯科委员会的路线不正确，赞成这一点的有120票。在辩论中当每人表明自己的立场时，反对莫斯科委员会的就比较少了。如果代表会议不能选举莫斯科委员会，这叫什么民主？经过三个月的辩论之后，争吵应归咎于那些表示不满的人。当然，对决议提出申诉的权利是合法的，但是革命者的职责是在困难的时刻团结起来，而不是滥用申诉这种合法权利。

我们从国外67种俄文报纸上看到，社会革命党人及其他的人打算在春天让我们在非党代表会议[148]上相互冲突起来。就在这时有人说：我们要对代表会议的决定提出申诉。应当懂得提出申诉的目的、时间和分寸。我们给了所有的人发表意见的机会，展开了辩论，然后由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而现在我们是处在战斗岗位上。应当团结起来并且应当懂得，在辩论中再跨出一步，我们就不成其为党了。我一点也不否认申诉的权利，我是说，我们过去没有开展辩论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们现在也应当明白自己的职责。应该派共产党员到所有的非党组织中去说明这一严重的形势。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48—350页







《列宁全集》第40卷


给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词[149]


（1921年2月25日或26日）

同志们！我衷心祝贺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我深信，乌克兰的贫苦农民和工人的联盟必将冲破敌人的一切障碍，粉碎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使苏维埃乌克兰得到加强，使乌克兰共和国获得巩固。

请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转达我的歉意，因为我实在不能接受代表大会的邀请出席大会。但我还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访问苏维埃乌克兰。祝代表大会在巩固工农政权和恢复经济方面获得成就。






	　　你们的　　列宁载于1921年2月27日《共产党人报》（哈尔科夫）第4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51页















[149] 1921年2月25日，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致电列宁，邀请他出席大会，列宁复电向大会祝贺。贺电曾在2月26日代表大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读。



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2月25日—3月3日在哈尔科夫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000多名代表。大会听取和讨论了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工作报告以及有关经济建设、乌克兰电气化、组织劳动、恢复运输业、粮食和土地问题、国民教育等报告，并进行了选举。列宁被选入了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359。







《列宁全集》第40卷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改善工人供应的决定[150]


1921年2月28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改善对贫苦工人的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供应，为此拨出数额为1000万金卢布的款项并立即派代表团去国外购买此类物品——代表团中应该有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参加。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52页















[150]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改善工人供应的决定发表于1921年3月1日《真理报》第45号。——360。







《列宁全集》第40卷


在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51]


（1921年2月28日）

（长时间鼓掌）大家自然都很关心也很担忧国内形势，但请允许我在谈国内形势以前先简单地谈谈最近国际方面的几件大事。为了简短起见，我只谈其中的三件大事。第一件是我们已经开始在这里，在莫斯科同土耳其的代表们举行会谈[152]。这件事是特别值得庆贺的，因为过去我们同土耳其政府代表团之间直接进行谈判有很多障碍。而现在既然有可能在这里达成协议，我们相信，两国之间的接近和友好将会有一个十分良好的开端。当然，我们两国之间的接近和友好不是由于施展外交手腕（在这方面我们的敌人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不怕承认这一点），而是由于两国人民这些年来都遭到过帝国主义列强极多的欺凌。前面有一位发言人说，同帝国主义国家断绝关系（分离）是有害处的。[153]可是当狼袭击羊的时候，总不该对羊说别同狼断绝关系。（笑声，鼓掌）到目前为止东方各民族在帝国主义豺狼面前还只是一群羊羔，而苏维埃俄国第一个表明，尽管它的军事力量极其薄弱，但帝国主义豺狼把爪牙伸向它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苏维埃俄国这一范例影响了很多民族，不管他们是否同情这些“造谣生事的布尔什维克”。关于这些“造谣生事者”全世界讲得很多，有人甚至说我们对于土耳其是阴险的造谣生事者。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确实什么也没有做到。尽管如此，土耳其的工人和农民还是表明了：现代各民族对掠夺行为的反抗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各帝国主义政府对土耳其的掠夺引起了土耳其的反抗，以致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得不缩回自己的魔掌。这一事实使我们不能不认为同土耳其政府的谈判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我们决不玩弄任何手腕。我们知道，这次谈判很有限，但很重要，因为尽管存在着严重的障碍，各民族工农劳动群众还是愈来愈接近。在估计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时，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

在谈国际形势时必须提到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在里加举行和谈[154]的情况。你们知道，为了同从前属于俄罗斯帝国的一切国家缔结稍微可靠一点的和约，我们正对这些国家作最大的让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民族压迫是激起各民族对帝国主义者的仇恨和团结各民族对帝国主义者作斗争的主要力量之一，何况旧俄罗斯帝国以及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克伦斯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方面的胡作非为是世界上少见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对这些国家表现出最大的忍让，接受某些媾和条件，为此某些社会革命党人就责骂我们，差一点把我们说成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对于这种责难我们很泰然，因为对这些国家我们必须表现最大的忍让，以消除过去的压迫在它们中间造成的长期不信任，并为各民族的工农结成联盟打下基础。这些民族过去曾共同遭受过沙皇政府和俄国地主的蹂躏，现在又在遭受帝国主义的蹂躏。我们对波兰采取的这种政策，遭到俄国白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极严重的破坏，因为他们享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诸如此类冠冕堂皇的“自由”，此外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家也非常自由，他们自由地收买了波兰的大部分，极其自由地在那里进行鼓动，使波兰卷入反对我们的战争。现在资本家用尽一切力量来破坏已经缔结的和约。我们所以不能按照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大批复员我们的军队，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必须估计到有可能爆发某些人所想象不到的大规模的战争。有人说，我们不必把太多的力量放在军事方面，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是因为我们的敌人现在正施展一切阴谋诡计来阻挠我们同波兰签订正式和约（我们同波兰已签订了初步和约）。最近谈判拖延下来了。尽管在几星期以前谈判曾有破裂的严重危险，最近我们决定再作一些让步，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公平合理的，而是因为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粉碎盘踞在华沙的那些俄国白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以及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这些人正竭尽全力来破坏和约的缔结。现在和约尚未签订，但是我可以说，我们完全有权利表示乐观：和约不久就会签订，反对签订和约的阴谋一定会被我们粉碎。我想我们大家都将为这种情况的出现而感到高兴，尽管这还只是一种预测。不过，今夜尚未来临，且慢赞美明晨。所以我们一刻也不会丝毫缩减和削弱我们的军事力量，同时我们也不怕对资产阶级波兰多作一点让步，只要能使波兰的工人和农民摆脱协约国，使他们相信工农政权决不制造民族纠纷。我们甚至将不惜作出重大牺牲来争取缔结这个和约。

第三个国际问题就是高加索事件。那里最近发生了一些大事，详细情形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但这些事件的实质在于，我们正处于大战的边缘。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冲突不能不使我们十分关切，而这些事件使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战争转变为起义，参加起义的还有一部分俄国军队。结果，亚美尼亚资产阶级反对我们的阴谋至少到目前为止已经转过来反对他们自己，根据最近得到的尚未证实的消息，在梯弗利斯甚至出现了苏维埃政权。（鼓掌）我们知道，亚美尼亚的起义正好发生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之间的中立地带，而这个地带是格鲁吉亚经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同意后占领的。孟什维克，特别是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谈论同西欧国家断绝关系的害处，言下之意是应该信赖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因为他们最强大。可是先进的资本家是最会骗人的，这一点某些白卫分子却忘记了，他们认为：与全世界所有联合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相比，亚美尼亚算得什么呢，亚美尼亚的农民等等算得什么呢，遭到经济破坏的苏维埃共和国算得什么呢；先进的资本家是全世界的文明力量，因此我们要倒向他们。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就是这样为他们庇护资本家这一丑行作辩护的。此外，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还握有一把取得亚美尼亚农民的粮食的钥匙，那就是唯一的一条铁路。

谁也不会有耐心去读完我们同格鲁吉亚之间在这方面交换的电报、声明和抗议。如果我们同格鲁吉亚缔结了和约的话，我们一定会尽量维持下去。但是你们要知道，亚美尼亚的农民不是这样看待和约的，结果，2月初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它以惊人的速度扩展开来，不仅亚美尼亚人，而且格鲁吉亚人都投入了这场起义中。现在要得到那里的消息是很困难的。我们最近得到的消息证实了我们的预料。我们很清楚，格鲁吉亚的资产阶级和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所依靠的不是劳动群众，而是本国的资本家，不过这些资本家正在寻找借口挑起军事冲突，但我们三年来所指望的则是劳动群众，而且至死都要指望他们，虽然他们是落后的和受压迫的国家的劳动群众。不管我们怎样谨慎小心，怎样竭尽全力去巩固红军，但我们还是要尽一切努力去扑灭已经在高加索燃起的大火。哪里有苏维埃政权，哪里就没有民族压迫，这一点我们在西方已经表明了，现在在东方也要表明。整个斗争最终取决于这一点，而不管怎样，工人和农民的力量终究要超过和大于资本家的力量，因为工人和农民要比资本家多得多。

在谈了有关对外政策的看法之后，现在我来谈谈对内政策。可惜布留哈诺夫同志在这里作的报告我没能听全。你们已经听到了他所说的一切详情细节，了解了真实的情况，因此我当然就没有必要再来重复了。我只想谈一下最主要的一点，也许这一点可以使我们明白为什么会引起严重的危机的。我们必须向自己提出任务，选择完成任务的途径。途径是有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力量象战后的艰苦环境所要求的那样，沿着选定的道路顽强地一直走下去。我们在各方面都很穷，但我们遭到的破坏毕竟不比维也纳工人遭到的更厉害。维也纳工人忍饥挨饿，濒于死亡的境地，他们的子女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但是他们缺乏我们所具有的最主要的东西：他们没有希望。他们因受资本主义的摧残而濒于死亡的境地，他们忍受牺牲的情况也和我们不同。我们是为了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宣战而忍受牺牲的。这就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的处境与维也纳工人的处境不同的地方。现在是春季，我们的粮食困难又加剧了，虽然不久以前粮食情况有所好转。现在出现的情况是我们没有估计到的。征粮计划制定后所取得的成绩向我们表明，情况是有可能好转的。人民已极度饥饿，以致非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不可了。不仅需要救济他们，而且需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我们没有估计到，只顾眼前，到后来就会遇到困难。这是一个错误，正是这个错误才使我们现在面临粮食危机。在其他方面我们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比如在对波战争中和在燃料问题上。粮食工作、燃料（煤、石油、木柴）工作是不同的工作，但我们在这三方面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在解决温饱问题时我们夸大了自己的力量，没有很好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估计到我们的物资一下子就会用完；我们没有计算清楚储备的物资有多少，因此我们没有留下一点东西来应付困难的日子。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任何一个农民从平常简单的持家中都懂得的。可是我们在国家这个范围内却一直不管储备，只顾眼前，刚有些储备，就从眼前的需要出发去动用它，而不能把它留下来应付困难的日子。

在对波战争中我们的红军勇敢顽强，但是我们前进得稍微远了一些——一直打到了华沙城下，后来一退就几乎退到了明斯克。粮食问题同样如此。诚然，这场战争我们打胜了。1920年我们就向波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提议缔结和约，当时提出的媾和条件比起现在的来对他们要有利一些。他们从这里取得了教训，全世界也取得了这个谁都没有料想到的教训。当我们讲到自己的情况时，我们讲的都是真话，我们宁可把坏的方面讲得过头一点。我们在1920年4月曾说过：运输业恶化，粮食缺乏。我们在报纸上公开地这样写，我们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大厅里举行的许多次大会上也这样讲。欧洲的间谍便急忙用电报发回这些情报，于是那里的人们便得意洋洋地说：“波兰人，干吧，你们瞧，他们的情况多么糟糕，我们马上就能打败他们。”而我们讲的是真话，有时还把坏的方面讲得过头一点，为的是让工人和农民们知道，我们还有困难。但当波兰军队依靠法英等国的金钱和装备并在这些国家的专家教官的监督下进攻我们时，却被我们粉碎了。现在，我们说我们的情况不好，我们的大使向我们报告说，所有资产阶级的报纸都刊出《苏维埃政权的末日来临》这类标题，连切尔诺夫也在说苏维埃政权必然要垮台，但我们还是要说：“你们叫嚣吧，有多大劲就使多大劲吧，这就是资本家出钱的出版自由，这种自由随便你们有多少都行，而我们是丝毫不怕讲出令人难过的真话的。”是的，今年春季我们的情况又恶化了，现在我们的报纸登的全是承认这一点的消息。欧洲的资本家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萨文柯夫分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们，你们想借此捞到什么便宜，那就试一试吧，你们准会摔得更重、更痛、更惨。（鼓掌）要改变1918—1919年那种极端贫困的状况显然是很困难的，当时谁都不能去考虑为期一年的储备或分配问题，而只能考虑两三个星期的储备或分配问题，往后只好“走着瞧”。要从1918—1919年的状况变成1920年的状况显然是困难的。到了1920年，我们的军队比波兰的军队多了，粮食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燃料也有了（顿涅茨和西伯利亚的煤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半）。在全国范围内分配这些东西我们却没有做好。应当记住，要作出一年的计算是需要有特殊的办法和特殊的条件的。当时我们虽然知道今年春季比去年秋季要困难，但困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不得而知。问题不在于数字和分配，而在于工人和农民饥饿到了什么程度，他们能为全体工农的共同事业忍受多大的牺牲。谁来作这种计算呢？有人责备我们的失误，责备得有道理，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确有错误，谁都不想掩饰这一点，正象不想掩饰对波战争中的错误一样，那就让指出这个错误的人为我们作这种计算吧，根据这种计算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预先确定，需要从上半年的粮食储备中抽出多少来应付下半年困难的日子。可是并没有人作这样的计算。我们在1920年第一次作了这种计算，但是失算了。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奇迹。如果在1917年有人对我们说，我们能同全世界打三年仗，战争的结果会使两百万俄国地主、资本家及其子女逃亡国外，而我们却会赢得胜利，那我们每个人都不会相信的。然而出现了奇迹，因为在工人和农民中产生了一种抗击地主和资本家进攻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威胁到强大的资本主义。正因为在这方面出现了奇迹，我们忽略了作长远打算。结果我们大家都弄得非常狼狈。这次的党代表大会要早一点举行，因为我们必须极其认真地总结这个新的经验。在捍卫工农政权方面出现了奇迹，但这种奇迹不是天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因为这场由工人进行的革命从工人和农民那里——尽管他们受尽了压制和屈辱，苦难和折磨——获得了比任何一个富裕、文明和先进的国家强百倍的力量。但是现在不能拿老的一套来对待经济工作。在经济工作中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吝啬”（虽然这个字眼不很恰当）。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学会“吝啬”。应当记住，资产阶级虽然被我们战胜了，但是它在我国还存在，因此斗争也还存在。他们同我们斗争的手段之一，就是散布惊慌失措的情绪。不应忘记，在这一点上他们是行家。他们有报纸，即使不是铅印的，也能传播很广，他们把苍蝇说成大象，甚至不仅是大象……

但我们决不能惊慌失措。我们的情况所以恶化，是因为我们在各种工作中都犯了错误。可是我们不怕这些错误，不怕承认这些错误，也不互相责难；为了在各种工作中利用一切力量，最大限度地鼓起干劲，必须善于计算，必须以我们全共和国的主人翁的态度来进行计算，只有这样，才能把大量的粮食和燃料算清楚。当然，从健康人的需要来看，我们的粮食将是少的，但是要一下子增加粮食，这不可能。如果不进行储备，粮食就会不够，但是如果我们合理地加以计算，把粮食发给最需要的人，并从拥有较多余粮的人（这是与近三年来几乎把仅有的一点粮食都交出来的人相比较）那里拿来粮食，那我们的粮食还是够的。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农民是否理解这种计算呢？还不理解。他们过去和现在所拥有的余粮都比俄国中部的农民多。他们还没有遇到过俄国中部这样的处境。乌克兰、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的农民都从来没有经受过莫斯科省和彼得格勒省的农民三年来所经受的那种贫困和饥饿（莫斯科省和彼得格勒省的农民所收获的粮食比乌克兰的农民要少得多）。他们通常拥有几百普特的余粮，他们总认为，要他们拿出这些余粮就得马上给他们商品。可是在工厂停工的情况下，我们无从得到商品。要使工厂开工，就需要时间，需要准备，需要工人。我们不是在绝境中而是在不断取得胜利的斗争中来忍受空前的牺牲的。这个差别决定着一切。

这就是我想在这里向你们强调的主要的一点，不过这不是从做粮食工作的同志和做燃料工作的同志为你们提供的确切材料的角度来谈的，而是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谈的，目的是使大家了解，近几年来我们所犯的错误同过去的错误有什么不同，并且了解，这虽然是另一种性质的错误，但两者毕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我们本来能够上升一级，却试图一下子跳两级。不过我们毕竟是上升了。这当然很好。我们今年的燃料平衡毕竟比去年做得好多了。关于粮食方面，我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只能再引用一个材料，就是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主管西伯利亚地区的助理打给我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说，现在交通已经恢复，七列运粮直达列车正开向莫斯科。在那里一度发生过骚乱和富农暴动。这当然可以开玩笑说是造谣生事，但要知道，我们在阶级斗争中毕竟学会了一些东西。我们知道，沙皇政府曾说我们是造谣生事者，而当我们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造谣生事者时，我们说的是另外一个阶级，说的是那些跟着资产阶级走的人，他们趁我们处境困难时印发传单说：“你们看呀，他们夺走了你们300普特的余粮，你们交出了一切，但得到的只是花花绿绿的票子。”难道我们不认得这些造谣生事者吗？他们是哪个阶级？还不就是那些地主，不管他们把自己叫作社会革命党人也好，或叫作自由、民权制度、立宪会议等的拥护者也好。他们的话我们全听过了，而且也学会了怎样去理解这些话。这些暴动表明，农民中间有些阶层不愿意接受余粮收集制，也不愿意接受粮食税。会上有一个人谈到了粮食税。他的发言有许多合理的想法，但他不该忘记补充一句，我们在这个讲台上讲这个问题以前，俄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就登载过关于实行粮食税的建议，署名的不仅有一般工作人员，而且还有负责人员[155]。非党农民对我们说：“请你们在计算时要考虑到小农的需要；小农需要心中有数：我该交出多少粮食，其余的由我支配”，我们说：对，这有道理，这是完全符合当地情况的合理的想法，在我们还没有机器，农民自己还不愿意从小经济转到大经济以前，我们愿意考虑这样的设想。过一个星期就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我们将提出这个问题，分析这个问题，并且作出决定来满足非党农民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当然，我们的机关有许多缺点和坏现象，因为官僚主义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机关中来，流毒很广很广。难道这些错误和缺点在我们的红军中就没有过吗？要一下子消除这些错误和缺点是不可能的，但是依靠工人和农民的帮助，我们的红军还是获得了胜利。红军中有过的错误和缺点，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一切部门中；这些官僚主义的坏现象，大家经常都在叫喊和责骂，因为它们就是我们的错误和不幸，我们一定要以顽强的工作来根除这些坏现象，我们既不要惊慌失措，也不要忽视有人企图利用这些错误来重演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历史。我们这里正苦于煤不够用，而在乌克兰，偷盗储煤这类坏现象却层出不穷。那里成立过许许多多政府，那里的富裕农民受到了腐蚀。他们不能理解什么是工农政府，也不能理解这个政府征收粮食是为了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只要我们还没有向那里的人完全讲清楚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就还会不断收到那里发生骚乱、抢劫和暴动的消息。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愚昧、分散以及某些农民的敌意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我们需要花好多年的时间来改造他们。每逢春季我们都看到这种情况，今后每逢春季也还会看到这种情况。

东南地区的铁路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这一年主要是依靠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所供给的资源。我手头有一份五日报表。2月1—5日每昼夜有8个车皮，2月6—10日有32个车皮，2月11—15日有60个车皮，2月16—20日有109个车皮，而我们每昼夜实际需要200个车皮，只是在2月20日到24日这最近五天中我们才达到120个车皮。这等于3列直达列车。今天佛敏同志报告说，在最近两天内我们收到4列直达列车。至于顿巴斯的情况，正象一位同志所说的，那里没有粮食是因为没有煤，而没有煤又是因为没有粮食。因此必须凭着劳动者的毅力、干劲和英雄气概把这条要命的锁链从某个环节上砸断，使全部机器开动起来。我们在这方面经受了最大的困难，现在正开始摆脱这些困难。曙光已经显露出来了。同志们，我决不想用各种诺言来安慰你们，也不想对你们说，困难阶段已经结束。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好转的迹象是有的，但目前阶段仍然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同去年秋季相比，我们本来可以不象现在这样困难的，尽管我们仍然处于同西欧断绝联系的情况下。为了使我们不致同西欧断绝联系，我们应当实行租让：让你拿走500％的利润，而你为我们增加粮食、煤油等产品。所以我们要实行租让，一定要实行。这将是一场新的斗争，因为不经过讨价还价我们是不会给他们500％的利润或更多的利润的，而转入这场斗争就等于把全部火车纳入新的轨道。

为此就必须使资本家确信，用战争来对付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明确地采取了租让政策。你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工人和农民发生过不少争论；你们知道，工人们说：“我们赶走了本国资产阶级，又要把外国的资产阶级放进来。”我们向他们解释说，我们不能一下子从一无所有变得一切都有，为了使这种转变顺利进行，为了得到必要数量的粮食和纺织品，就要不怕作出任何牺牲。让资本家贪得无厌吧，对于我们来说，只要能改善工农生活状况就行。但是实行租让是一件艰巨的事。还在去年11月间我们就颁布了这项法令，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签订过一个租让合同。当然，白卫分子和孟什维克的报刊在这方面有影响。要知道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俄文报纸，孟什维克就在这些报纸上发出反对租让的叫嚣，说莫斯科不太平，因此苏维埃政权很快就要垮台，而你们资本家先生们，请不要相信他们，也不要同他们做生意。然而我们决不会放弃这场斗争，资本家虽然被我们打败了，但还没有被消灭，他们只是换了一下座位，盘踞在华沙，这个地方曾经是反对俄国专制制度的中心，现在却集结着反对苏维埃俄国的白卫分子。我们要在各个方面，在对外和对内两条战线上同他们作斗争。

我手头有一封季诺维也夫同志从彼得格勒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那里进行了逮捕，从一个被捕的人身上发现了一张传单，从这张传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外国资本家的间谍。此外还发现一张以《致忠诚的人们》为题的反革命传单。其次，季诺维也夫同志还告诉我们说，在彼得格勒孟什维克张贴了许多传单，他们号召工人举行罢工，而在莫斯科这里则有人放出谣言，说要举行游行示威。事实上这里曾经发生一起挑衅性的枪杀事件，打死了一名共产党员。他是这些不幸的日子里的唯一的牺牲者。当邓尼金盘踞在奥廖尔一带时，白卫报纸曾经说，他一小时几乎可以推进100俄里。我们对这些报纸并不感到惊奇。我们看待事物是头脑清醒的。同志们，我们必须紧密地团结起来，否则我们怎么办呢？难道还要再尝一下克伦斯基、高尔察克的“联合”政府的滋味吗？高尔察克已经死了，可是没有高尔察克，还会有别人。俄国的将军真是多不胜数，简直可以组成一支大军。我们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怕世界上一切城市出版的报纸。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会因此而闭口不谈我们的困难情况。但是我们要说，同志们，我们正在进行的就是这样一场艰巨的、流血的斗争，现在他们不能用武器来反对我们，因而就用造谣诽谤来反对我们，而且利用我们的各种艰难困苦去帮助我们的敌人。所有这些，我再说一遍，我们都尝过了，经历过了。我们经受过比这大得多的困难，我们非常熟悉这个敌人，我们要在今年春季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以更有成效的、更加周密的工作来战胜这个敌人。（鼓掌）





	载于1921年3月2日《真理报》第4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53—366页















[151] 这是列宁在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全会会议（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全会同莫斯科各区苏维埃全会以及各工厂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上作的关于国内外形势的讲话。这次会议是由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根据1921年2月24日举行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的决定（见注145）召开的。会议听取了列宁的讲话和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关于粮食状况的报告后，一致通过了告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书。这个文件向人民群众解释了粮食危机的原因，号召他们起来同那些利用粮食的暂时困难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敌人作斗争（见1921年3月1日《真理报》第45号）。——361。



[152] 指俄罗斯联邦政府和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之间的谈判。谈判于1921年2月26日在莫斯科开始。3月16日，两国签订了友好亲善条约。10月13日，土耳其和外高加索的几个苏维埃共和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也在卡尔斯签订了友好条约。——361。



[153] 这里说的是孟什维克．．叶皮法诺夫在讨论尼·巴·布留哈诺夫的B报告时的发言。他说：“我认为，祸根不在于要废除强制性的余粮收集制，祸根在于俄国在经济上同国际经济生活断绝了关系。这个问题很尖锐，应当提上日程。”——361。



[154] 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为一方，以波兰为另一方于1920年10月12日在里加签订了关于休战和媾和初步条件的条约之后，双方即在里加开始关于最终缔结和约的谈判。这个谈判持续了5个月，直到1921年3月18日双方才在里加签订了正式和约。和约规定，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划归波兰。1939年9月17日，苏联政府废除了里加和约，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并入苏联。——362。



[155] 指莫斯科省粮食委员彼·谢·索罗金和莫斯科苏维埃副主席米·伊·罗戈夫合写的题为《余粮收集制还是实物税》的两篇文章。这两篇供讨论用的文章分别发表于1921年2月17日和26日《真理报》第35号和第43号。——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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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巴库同志们的信的提纲[156]


（1921年2月下半月）

秘密


给巴库同志们的信

（关于租让问题）

预备提纲：1．在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开始发生分歧。（人民委员会决议。1921年，决议文本。[157]）

2．巴库的租让企业？全部分歧的例子和关键，分歧的“焦点”。

3—8．反对的论据（A 1—a6）。

＋补8。

9．对反对的论据的分析和驳斥。

10．问题的经济实质。

11．莫大的政治错误。

12．问题的原则性实质。

13．示范性合同。

14．结语。





	　　　　　注　意aI 反对者的主要“论

II 据”（和主要错误）

III 的主要阶段

IV 反对者的“退却”

V “偏见借以隐藏的

VI 战壕线”







3．（aI）“当周围有人在为自己工作时，谁也不愿意为资本家工作。”

4．（a）“博格达齐扬支持克拉辛。”

克拉辛：关于克拉辛这个人的争论的一般原则性的内容是什么？简直是个“资产阶级专家”！

　　专家们的欺骗

　　（关于专家的作用和对他们的态度的问题。）

4 a．“资产阶级专家”？滚！

应该善于利用，善于请教“资产阶级专家”，善于了解他们的“力量”在哪里。

4 b．唱得有点刺耳，好在是滴酒不进[158]的“心地善良的共产主义音乐家”。

5．（aIII）“私人资本主义是凶恶的强盗，只有国家政权（国有化）才有能力合理地办事。”

6．（a）“不能证明我们自己弄不到设备”

（＝自己能办好）。

7．（aV）监督不住外国人。

8．（aVI）我们的专家说：“成问题”

（究竟什么成问题和应该善于向专家请教什么）。

补8（aVII）　巴库：灾难。

　　　　　格罗兹尼。另一种。

1／4的油田、设备及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的“后方”。

10．经济问题：先进的资本主义目前在技术和组织方面是不是比我们高明？

10 a．现在是否可以给我们提出任务：应该自己搞好，要么这是左派幼稚性，要么这是愚蠢的学理主义？

10 b．现在是否必须这样提出任务：鉴于苏维埃政权因经济破坏和落后而面临垮台的巨大危险、落后和赶不上的危险，只能这样提出任务：借助联合外国资本赶上去？

　　“如果租让1／4，2／4就不会落后”，这是理想；这一点我们一年内不能解决，如果五年能解决，那就是伟大的胜利。

这才是切实地，而不是幼稚地提问题的方法。

11．为什么最终造成巨大的政治错误？错误地估计俄国和全世界的前景以及俄国（无产阶级、农民、资产阶级）和全世界各阶级的关系。

12．经济意义＝（a）同先进的国家资本主义缔结联盟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和落后的自发势力＝（β）同一个帝国主义托拉斯缔结联盟反对另一个。

“注意不到”？是谁？沙皇和资产阶级官吏们吗？我们。

租让1／4？学习的榜样。租让1／4，使2／4赶上（3／4是难以达到的理想）。那么经过30年（平均租让期限）将有把握和平地取得胜利，或许过15年我们就会赎回。

概略：

13．1．遵守最新技术成就的科技规程。

2．运来粮食、衣服和其他消费品（为“他们的”企业的工人）。

3．运来设备。

4．从国外运来的一切物资中（2和3）给我们1／4—1／3。

　（根据抽签，3“箱”中给我们　1箱。）

5．我们提供最低数量的东西（例如：木材），而且不按一般收费。

6．必须遵守我们的法律。

7．我们给“他”50—75％的石油。

8．我们按次序改善我们工人和专家的饮食。

9．我们认真地学习，而不叫喊“我们投鞭就能断流”。

14．我们是否应该努力找到接受这些条件的承租人？

这才是唯一正确的提问题的方法。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423—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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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59]


1921年3月2日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

请向格鲁吉亚共产党员，特别是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的全体委员转达我对苏维埃格鲁吉亚的热烈的敬意。我特地请他们告诉我，我们同他们之间在下面三个问题上意见是否完全一致：

第一，应当立即武装工人和贫苦农民，建立坚强的格鲁吉亚红军。

第二，必须采取对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和小商人让步的特殊政策。应该懂得，对他们不仅不宜采取国有化政策，而且甚至应该作一定的牺牲，以便改善他们的状况，使他们能够从事小规模的商业。

第三，极其重要的是，寻找适当的妥协办法，同饶尔丹尼亚或象他那样的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结成联盟，因为他们在起义以前并不绝对反对格鲁吉亚在一定条件下实行苏维埃制度的想法。

请记住，现在无论格鲁吉亚所处的国内条件或国际条件都要求格鲁吉亚的共产党员不要硬搬俄国的公式，而要善于灵活地制定以对各种小资产阶级分子采取更大让步为基础的特殊策略。

请答复。


　　列　宁

斯大林：请把这封信寄出，如有不同意见，请打电话告诉我。






	　　列　宁载于1921年3月6日《格鲁吉亚真理报》第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67页















[159] 这封信是在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不久写的。俄国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掌握了格鲁吉亚的政权，并宣布格鲁吉亚为独立共和国。1921年2月11日夜，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格鲁吉亚爆发了武装起义。2月25日，支援起义的红军第11集团军部队和格鲁吉亚起义军一起攻入梯弗利斯。孟什维克政府被推翻。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



1921年3月6日《格鲁吉亚真理报》第5号刊登这封信时，用的标题是：《列宁同志谈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的策略》。——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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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动妇女节

（1921年3月4日）

布尔什维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最主要、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吸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压迫最深的人们参与政治。无论在君主制度下或者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都受到资本家的压迫、欺骗和掠夺。只要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还存在，资本家的这种压迫、这种欺骗和这种对国民劳动的掠夺就是不可避免的。

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就在于：它在揭露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废除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的同时，把全部国家政权集中在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手里。由这些群众自己来掌管政治即建设新社会的事业。这件事情是困难的，群众受尽了资本主义的压迫和蹂躏，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雇佣奴隶制，摆脱资本家奴役的出路。

要吸引群众参与政治就不能不吸引妇女参与政治，因为占人类半数的妇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着双重的压迫。女工和农妇受着资本的压迫，不仅如此，她们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仍然没有享受充分的权利，因为法律不允许她们同男子平等，这是第一；第二，——这也是主要的——她们仍然受着“家庭的奴役”，仍然是“家庭的奴隶”，她们被最琐碎、最粗重、最辛苦、最使人愚钝的下厨房等单独的家务劳动压得喘不过气来。

布尔什维克革命即苏维埃革命彻底铲除了妇女受压迫和不平等的根源，这是过去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敢做的。在我们苏维埃俄国，法律上男女的不平等已经完全取消了。苏维埃政权彻底消灭了婚姻法和家庭法上的特别可耻、卑鄙、伪善的不平等，消除了在对子女关系上的不平等。

这只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但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哪怕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都不敢走这第一步，因为它害怕触犯“神圣的私有制”。

第二步，也是主要的一步，就是废除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这样，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妇女获得真正彻底的解放，通过从单独的琐碎的家务劳动向社会化的大规模劳动的转变摆脱“家庭的奴役”。

这个转变是困难的，因为这关系到改造根深蒂固的、习以为常的、陈旧和僵化的“规矩”（老实说，这不是什么“规矩”，而是丑恶现象和野蛮行为）。但是这个转变已经开始，事情已经向前推进了，我们已经走上新的道路。

在国际劳动妇女节，世界各国的女工将在无数的集会上向苏维埃俄国致敬，因为它已经开始了空前艰苦的但具有伟大世界意义的真正的解放事业。这些集会将会有力地号召女工们不要在凶恶的甚至是残暴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面前丧失斗志。资产阶级国家愈是“自由”、愈是“民主”，资本家匪帮对付工人革命就愈是凶恶残暴；北美合众国这个民主共和国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广大工人已经觉醒。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彻底唤醒了美洲、欧洲以及落后的亚洲的沉睡的、半睡不醒的、死气沉沉的群众。

世界各个角落的坚冰已被打破了。

各民族争取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解放事业，男女工人争取摆脱资本压迫的解放事业，正不可遏止地向前发展着。把这个事业推向前进的是千百万的男女工人和男女农民。因此，这一使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事业，必将在全世界获得胜利。






	　　1921年3月4日载于1921年3月8日《真理报》第51号附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68—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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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必修科目的决定草案的补充

（1921年3月5日）

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应加上：

　　电气化计划，

　　它的经济原理，

　　俄国经济地理，

　　实行计划的意义和条件。






	　　列　宁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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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的任务及其实现的方法》决议草案的草稿

font color=”#003e00”>span style=“FONT-SIZE: 10.5pt”>［注：该决议草案见本卷第11—12页。——编者注］/span>/font>

（1920年11月上旬）

1．在各方面，包括在工会运动中逐步而坚决地从重点制转到平均制。

2．这一点特别应该用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整个工会运动的关系方面。

3．不顾同其他工会的比例关系，过分（人力、物力上）加强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现象应予制止。

4．拟订（在工作人员、报纸、经费等等方面）加强整个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及其在全国的整个工作的详细规划。

5．确认多采用工人民主、工会内部民主的方法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并对此进行详细研究。

6．就开展工会参加生产管理的工作的各个方面（手段、方式、方法）拟订一个详细的指示。

7．专家也是这样，把他们分为三类或更多的类别，正确地吸收他们并有计划地使用他们等等。

拟订指示。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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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产宣传的提纲》的要点



［注：该提纲见本卷第16—18页。——编者注］



（1920年11月　16日和18日之间）

　　　（1）《消息报》和《真理报》。

　　　（2）统一的生产性报纸。

　　　（3）小册子和活页文选。

　　　（4）电影和图表。

　　　（5）唱片（生产宣传）。

　　　（6）戏剧？

　　　（7）讲演……

　　　（8）报告会……

　　　（9）革新的汇集……

　　　　　　利用教师……

　　　　　＋生产检查。

　　　（1）生产宣传应放在第一位。 
［注：手稿上这一点和以后各点都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



　　　（2）《消息报》和《真理报》；总的指导性刊物。

　　　（3）由统一的小组领导的统一的生产宣传。

　　　（4）这个小组＝通俗的“生产性”报纸《贫苦农民报》编辑部。

　　　（5）这个小组＝5人：（1）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1人；（2）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1人；（3）农业人民委员部　1人；（4）政治教育总委员会1人；（5）中央委员会1人。

（（7））（4）大约：1／6—1／4政治；1／2—1／3工业生产宣传；农业生产宣传1／4；其余的是同读者通信。

　　　（5）按生产部门选择材料，翻印成小册子和活页文选；给每一个工厂；给每一个图书馆。

　　　（6）更合理地把报纸（和印刷品）分配给所有图书馆。

与11有关 （7）必须吸收所有教师、农艺师、工程师等等，吸收所有“知识分子”和识字的人有组织地参加生产宣传。

　　　（8）与此有关的电影。电影局。

　　　（9）在图书馆、俱乐部、街头等地展出图表和图片。

　　　（10）唱片。

与7有关　（11）讲演；座谈；报告会。

　　　（12）生产检查；指导员、指导列车等等。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74—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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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定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的法令草案的意见

（1920年12月4日）


给委员会委员的指示

　（1）增加农民协助委员会代表的人数……

　（2）根据农业人民委员部的第6条的规定来确定农民协助委员会参加的办法。

　（3）限制播种委员会颁布行政决定的权力：无论县、省一级或区域一级要颁布这种决定，都必须事先把要采取的措施提交农民协助委员会开会讨论。

　（4）删去回收种子这一条，种子储备的保管方式由地方机关来确定。

　（5）删去第7部分——关于征收……

　（6）把草案的大部分写入工作细则。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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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的提纲

font color=”#003e00”>span style=“FONT-SIZE: 10.5pt”>［注：该报告见本卷第129—158页。——编者注］/span>/font>

（1920年12月　14日和22日之间）


报告提纲

题目：

（A）　　（B）





	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不是列举，不是叙述，而是谈经验教训和由此产生的任务。




	题目阐述这个题目的提纲（或性质，或方法）。







	一、（A）对外政策。1．对波战争。（和平还是战争，我们的媾和建议及其失败。）

2．华沙城下的失败：疲劳。（教训：我们需要一个喘息时机。不能总是那样极其急速地前进。）




	
对波战争及其教训。







	　　3．弗兰格尔。4．协约国内部的争斗。

5．弗兰格尔残部仍在活动。

6．同英国签订条约：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条约？

7．租让

　（1920年11月23日的法令）

　（（注意：非党农民的警告））。




	弗兰格尔教训：

和平没有保障。

　拉脱维亚

　布哈拉

＋波斯

　亚美尼亚

从同世界帝国主义交往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

　　拉脱维亚，

布哈拉和阿塞拜疆，

＃波斯——条约，亚美尼亚。

同阿富汗，特别是同土耳其的友好关系。









二、（B）

8．｛接近并转到劳动战线，转到对内政策。｝

9．对内政策＝转到劳动战线。

10．参看　1918年4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font color=”#003e00”>span style=“FONT-SIZE: 10.5pt”>［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7—260页。——编者注］/span>/font>





	　　11．｛


	……第2条：组织任务……第5条：特别是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会……

……第6条：服从独裁的权力。




	｝“温故而知新”。







12．参看同官僚主义的斗争。12月11日的组织工作会议。　｛｛转向更困难的任务。

13．劳动战线更困难。所以：通过说服到强制。多说服。

14．生产宣传。中央局。各种报纸。

15．工会的作用。

16．农业问题法案（1920年12月14日写成）。

　　“调整”？

　　通过说服。

　　群众（“活动的规模”[160]）。

　　非党农民＝关键。

17．经济计划？基础：粮食收购

　　　　（32000万——5000万——1亿——2亿——　？3亿）。





	　　18．实物　　奖励




	　1920年4月20日的原则　1920年10月23日的法令




	　储备——50万普特；｝已用去172000。

　（11月＋12月）。







	　　19．工业和燃料状况的改善


	　木柴　煤

　石油









　　20．“泥炭水力开采法”。｛21．泥炭｝21．运输业的改善

　　（特别是4年半和3年半）。

　　　提纲第9条。

22．引自李可夫关于多年计划的提纲

　　　　　　　　　　　　　（（注释））。

23．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的统一（劳动国防委员会）。

　（古谢夫的糟糕的小册子。）

24．经济热情（α政治的；β军事的；γ经济的）。

25．电气化：少一些政治家，多一些工程师和农艺师。

　　共产主义＝苏维埃制度＋电气化。

　　电气化是“民主”的基础。

　　统一的经济计划。伟大的计划。

　　农民的欢呼：“非自然的光”。

　　俄国会不会退回到资本主义去？

　　封闭了苏哈列夫卡。

　　千百万人心灵上和行动中的苏哈列夫卡。

26．总而言之＝大家都到经济战线上去！！！

电气化。

1920年2月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任务。

1920年2月21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

国防委员会关于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条例（1920年4月24日公报第1期）。

成果：一本书。

第二个党纲……　　　　　工程师和农艺师要多于政治家。

预计工业改组需要　10年时间……

　　纲领：总和＝191页　170亿

　　　　　　　　物资平衡表。

30座区域电站

农业

燃料

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

运输业





	　　电气化＋苏维埃政权＝共产主义。电气化是民主的基础。

“非自然的光……”




	资本主义可能复辟吗？苏哈列夫卡？

是的，目前可能。









在所有的学校里：我们的纲领：

　　综合技术教育＋为劳动作全面准备。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78—381页















[160] 见注77。——392。



[77] 指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书中的一个论点：“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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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央委员和人民委员的便条并附非党农民会议发言摘要

（1920年12月22日）


　　给中央委员和人民委员的便条


　　兹通知中央委员和人民委员

下面是列宁摘记的非党农民会议上的一些讨论和发言，请你们一阅。


　　在非党会议上：


白俄罗斯（明斯克省）代表：给盐、铁和种上全部土地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应该给。别的我就不说了。

乌克兰代表：

定量太低（牲口吃的和人吃的）。我们绝不荒废土地。

特维尔省代表：

在今年不合适。没有三叶草种子。农民一点都没看到集体经济的好处。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代表：

？对懒汉和勤劳的人都同样地收集余粮，这太不公平了。

铁匠修理东西的价格要固定（还有木匠）。否则，铁匠和木匠要高价，一要就是4000卢布、5俄磅，漫天要价。

叶卡捷琳斯拉夫省代表：

多接近贫苦农民的生活，多了解他们的想法……

粮食、铁、煤——这就是我们需要的。需要农具。

库尔斯克省代表：

必须使最贫苦的人向认真肯干的人学习……

……奥新斯基只会说漂亮话：我们要在训练班培训　12万人……

应该支持认真肯干的人……

顿巴斯：

我们要35000种子。有些人只是夹着公文皮包来，可是什么也

没解决。你们要是不能给，就让我们自己去想办法……

？切列波韦茨省代表：

常有人把别人叫作懒汉。而实际上既没有犁也没有耙。不能往贫苦农民身上推，不能多征收。

应在法律上规定，必须扶持贫苦农民。

强制是非常必要的。


［高喊：够了。注意］

图拉省代表：

富农现在没有了（高喊：还有）。为了不成为可耻的富农，那最好完全不干活。勤快的人能挣钱，懒汉就是挣不到。

今天你施肥，可是明天归谁呢？

伊希姆县代表：

地是要种的，可是只有18普特燕麦是种不上的。应该提高牲口的饲料标准。奥新斯基不了解西伯利亚情况：我种了38年的地，可是奥新斯基不懂。

诺夫哥罗德省代表：

把农具使用起来。修理。牲口拉走过多了。对磨坊收税。对开小差的人收款。要减少过重的税收。

奔萨省代表：

需要宣传。只有通过宣传才能实行。我们不会把因战争而破产的人看成懒汉。

委员会会袒护沾亲带故的人。需要更高一级的委员会。

科斯特罗马省代表：

要使农民看到好处，不然就不行。我被强迫去锯木柴。但搞农业不能强迫。

要优先照顾的是勤快的人，而不是成天采蘑菇的人。

诺夫哥罗德省代表：

春天，把时间白白浪费在重新分配土地上。不要老是分来分去。一定要统计种子。发给贫苦农民。

我们奋斗了三年。

怎样才能使人们看到好处呢？很简单：按百分比收集余粮，象对牲口……

应该督促一下懒汉……给你10普特种子，把地种上，然后该交多少就交多少。

原喀山省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县代表：

森林多。耕地少。黑麦种子不够。余粮收得太多。请给我们定个标准，要不，我们会把春播的种子都吃完。

梁赞省（由第7集团军派出）代表：

战争快结束了，大家等着重新平分土地。

在使用公共粮仓的种子时也会发生舞弊行为。我很气愤，有人把农民说成坏蛋。我的父亲有35俄亩地。我没有看到过懒汉。贫苦农民正在受苦。富农（和开小差的人）是有的。（掌声如雷）

维亚特卡省代表：

重新分配土地有害处。过六年再分，不要老是分。——关于牲口……要爱护……

彼得格勒省代表：

不要彻底破坏土地使用制度。余粮收集制：我们那里发生过拿手枪顶着人家太阳穴这样的强迫。大家很气愤……

劳动义务制……　如果设身处地替别人想想，大家会努力干的。

没有鞋，没有工具，硬要赶出去干活。遭火灾的人得不到帮助。

孩子们没有得到过十月革命节该有的东西。

诺夫哥罗德省杰米扬斯克县：

有富农。粮食埋藏起来了。我亲自挖过坑，找到了粮食。我支持保护贫苦农民，他们已经……font color=”#003e00”>span style=“FONT-SIZE: 10.5pt”>［注：手稿上有一个同辨认不清。——俄文版编者注］/span>/font>。富农赶跑了。我们绝不允许财主藏起来。

彼尔姆省代表：

要发展农业，就要取消强迫。强迫＝征收粮食。

加入各级协助委员会的应该是讲求实际的人。强迫一下也行，但要对我们有所帮助。

让勤劳的人督促懒人。

萨马拉省代表：

给点废铁修理东西。不然我们就无法应付。奖励精耕细作。

举办展览。农具租赁站。

切尔尼戈夫省代表：

没有懒汉，贫苦农民在干活。所有的地都要种的。

顿河州代表：

匪帮把整个运输业弄得一塌糊涂。破坏很大。应当建设国家生活。

吉尔吉斯共和国：

？　　粮食收集得象扫帚扫过一样干净。一点也没剩。需要帮助牧民。经济被战争破坏了。需要宣传。

图拉省代表：

应该通过法案。有好处。没有肥料。牲口少。10个省都没有种子（都是中部地区的省）。应该给种子。用租让去换化肥。

库尔斯克省代表：

增加　100匹马和一些车轮。有盐。没有耙。不需要煤油。

察里津省代表：

原来是产粮省。现在是消费省。只要有收成就好。由于反革命暴乱遭了殃。

叶尼塞斯克省代表：

很多新住户。寒冷。庄稼要冻死了。我们生活很苦。应迁到合适的地方去。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82—386页













《列宁全集》第40卷


关于经济建设任务的意见

（1920年12月底）


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

对农民的态度：征税＋奖励。（Проддов．прод．）……［括号内的两个缩写词的词义不明。——俄文版编者注］

征税＝余粮收集制。

同上　　　　燃料。

同上　　　　原料。

面包和燃料。粮食和燃料。

统一的经济计划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最低要求与最高要求的比例关系。冶金工业。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87页













《列宁全集》第40卷


《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讲话的提纲

［该讲话见本卷第198—222页。——编者注］

（1920年12月29日）

（1）工会＝在历史上是必然存在的，而且在目前条件下几乎包括了全体工业无产阶级的组织。

（2）因此，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工会的作用和任务是特别重要的。

（3）这种作用的特殊性＝一方面，是一个掌权的、统治的、执政的阶级的组织，但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不是国家组织。另一方面，是一个教育、吸引、训练的组织，是一所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4）工会的地位，可以说是在共产党与国家政权之间。全部特殊性

就在于工会把两个特征结合了起来：说服群众，政权的蓄水池。联系群众（无产阶级专政＝执政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通过工会与群众联系）。





	（5）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的蓄水池。因此是对工会的削弱。托洛茨基的基本前提（把危机当作工会的特征）是完全错误的。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是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公认了的［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17、18—23页。——编者注］。




	在托洛茨基提纲第1条里的“思想混乱”。







（托洛茨基）引证的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的话。



	（6）“在原则上”——托洛茨基对问题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他把我们拉回去，从实际执行回到“原则”。


	“一般原则”托洛茨基提纲第9条；第24条；









（7）真正的分歧在于对待群众和掌握群众的方法，联系群众。



	（8）梁赞诺夫的“苏维埃工联主义”？不对。梁赞诺夫有正确的部分（保护物质利益）。


	托洛茨基提纲第14条“捍卫物质利益”可是，在工农国家里呢？







（9）“工人国家”里的工会？在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里呢？需要与之斗争的人是有的！（10）托姆斯基和其他人的“半工联主义”？不对！表达群众的观点，联系群众，指出工作速度和联系方法。





	（11）“生产民主”。生产永远存在，民主将消失，将过去。


	当民主不再存在时，生产将由所有的人来管理。







布哈林及其用的“词儿”从“生产的”角度来选举？不对：不仅是选举，还有委派。［在列宁的手稿上这一句最初是这样写的（后被勾去）：“不对：行政手段。对人的态度。苏维埃职员的行政、会计工作：从‘生产’角度来选举？不对。”——俄文版编者注］





	（12）重点制和平均制。托洛茨基的看法是错误的。


	托洛茨基提纲第41条第31页。







（13）“结合”？同半官僚主义机关结合要谨慎和聪明点。少谈点结合，多实事求是地检查结合取得的实际成就（因为这些成就早已到处都有了）。（14）托洛茨基的主观计划、“官僚主义”，标准或建议：从1／3到1／2等等。

　　　说1％到100％将更正确些！





	（15）在生产中的作用和生产宣传。正是在“在生产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最少取决于强制、管理和行政手段，而最多取决于物质手段（食物、衣服、鞋子）和说服。


	（α）正常的，通常的民主（β）生产宣传

（γ）奖励

（δ）纪律审判会









生产宣传［在手稿上，紧接着是被列宁勾掉的一句话：“（《汽笛报》[161]和它的错误的力量分配：只片面地给运输部门）。”——俄文版编者注］是切合实际地提出来的，没有所谓的原则分歧。在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工会只能这样也只应当这样。（16）目前的政治局势。托洛茨基不估量政治局势，因而他的整个提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集中起来的经济。

（17）从战争时期转到经济时期，从军事为重点的工作转到经济为重点的工作。

　　军队的复员。

　　普遍期望领到工资。

　　疲惫不堪的广大群众（既包括无产阶级又包括农民）的过高期望——但物资少。

　　到处是危机。“反对派”中的健康因素和危险因素。

（18）在这种局势下，在无产阶级内部，在它的群众中（包括在工会运动中）同心协力地工作是最重要的。在没有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挑起斗争是错误的。没有必要性；托洛茨基在斗争中的立场是错误的。

（19）过渡时期中的过渡时期＝目前局势的总结。

（20）因此＝同官僚主义斗争的问题是第一位的；要周密考虑，要反复领会，要在改选、撤换、更新之后，使新的人员、新的阶层熟悉国家机器。

（21）借空谈“在生产中的作用”来偷换和掩盖同官僚主义的斗争和对民主制的保护——这就是托洛茨基立场的客观实质。

证据：托洛茨基提纲第23条末尾：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

（22）“查阅过”吗？

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4月）

中央九月决议　　　　　　　　　　　　1920年9月

十一月决议　　　　　　　　　　　　　1920年11月

十二月决议　　　　　　　　　　　　　1920年12月

一月告全党书　　　　　　　　　　　　1921年1月[162]

1920年11月全会。

　　否决托洛茨基的（比现在更加好斗的）提纲的决议。

　　（10票对4票）

（23）　　　　　　委员会和它遭到的破坏。

1920年12月。破裂：水运员工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

　　伊先科的错误等等？





	（24）　不。决议　　8票对7票。

　托洛茨基的退出。

不是和解，而是斗争的加剧。




	　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谢列布里亚科夫

缓冲还是混乱？









（25）＋鲁祖塔克在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提纲。（26）＋一批“共产党员军人”转到工会工作。

“领导人员”？（托洛茨基的旧提纲，第5条）

　或者自下而上？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失败。不了解工会运动特点的许多共产党员军人的错误。

在客观上托洛茨基的立场＝支持共产党员军人中的偏见、恶习这些最坏的东西，而不是最好的东西。

这场斗争的总结？

（27）（1）托洛茨基在理论上的错误。

　（2）布哈林在理论上的错误（生产民主）。





	　　　（3）托洛茨基在对待工会运动上的一系列错误。　（4）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斗争＝它在工会运动中的作用的消失和方法的失败。退出后，引起了愤恨，分裂。




	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原则上有一系列的错误，政治上是不妥当的和有害的。总之是官僚主义的干扰，党代表大会将予以斥责并否定。







　　　（5）布哈林同志的缓冲？它什么也刹不住，不是缓冲，而是“叹息”和火上加油。　（6）从切实的工作倒退到“提纲”和倒退到对早已决定了的问题进行“原则”争论。倒退行为。

（28）（7）党代表大会应当

　　（α）否定理论上的错误……

　　（β）纠正原则上的错误……

　　（γ）消除有害的争吵

　　（δ）制止倒退行为：抓紧工作

　　（ε）取消不能起缓冲作用的缓冲、不能制动的制动器。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88—393页















[161] 《汽笛报》（《》）是苏联铁路工人报纸，1917年12月在莫斯科创刊。该报曾是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全俄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404。



[162] 指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和1920年9、11、12月举行的各次中央全会有关工会问题的决议以及1921年1月彼得格勒全市各区党组织代表在讨论工会问题时所通过的《告全党书》（见注113）。——405。







《列宁全集》第40卷


《党内危机》一文最后部分的草稿

［该文见本卷第231—243页。——编者注］

（不晚于1921年1月19日）

共产主义和工团主义

共产主义领导非党群众并发动他们（学校）管理整个国民经济。

工团主义把工业的各个部门交给非党群众管理。

俄共党纲。

党走向哪里？分裂……

布哈林“盖住了”托洛茨基。

“软蜡”……　无原则的煽动。

派别斗争的逻辑。

施略普尼柯夫派——工团主义的派别。

“喊得最响”派

　　　　　　　（“工会的权利”）。

伊格纳托夫派的摇摆。

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也许那时候会获得选票……　谁要作更多的许诺？

（布哈林的）一派胡言乱语

试比较委派的最小数量（XI，第2条；XII，第2条）

与此相反，任何委派制都不要（布哈林，第15条，2）

布哈林不是施略普尼柯夫：工团主义分子的领袖？“尼诺奇卡”？

“智慧的物质力量”（拉萨尔）和性格的物质力量？

不要为官僚主义的极端行为辩护

　还有委派制

谁在损害红军的名誉？

　　还有委派制？

不要捏造关于“新任务”的各种说法，而应在鲁祖塔克提纲的基础上齐心协力地工作。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

党内危机：协约国和社会革命党人，从外部和内部

团结队伍，——纪律——每个人坚守岗位——集中注意力，加强监督等等。在党代表大会以前治好。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94—395页













《列宁全集》第40卷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小册子的材料

（1920年12月—1921年1月）



1

在托洛茨基《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小册子上作的批注

（1920年12月29日）


　　列·托洛茨基



工会的作用和任务



［注：在小册子封面的右角，有列宁的手迹：“本件是列宁的”，而左面偏下方不知谁用淡紫色铅笔写着：“送列宁同志”。——俄文版编者注］




代序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看来也是唯一引起争论的
 问题）将是关于工会的作用及其工作方法的问题。本小册子试图对那些决定工会今后前途的基本问题作出扼要的、近乎提纲式的回答。

虽然小册子署的是我的名字，其实它是集体工作的成果。许多负责工作人员，特别是工会工作者（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等）参与了商定原则性条文的措词和制定实际建议的工作，这些条文和建议构成了本小册子的内容。

我和所有这些同志希望，本纲领性小册子将使同志们更好地了解工会在苏维埃政权发展中的新的经济时期的新任务，从而有所裨益。



　　1920年12月25日





一 工会组织的危机

　


	













‖

‖



‖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集中过头





































？*


	　　1．我们的工会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它表现在同群众联系的削弱，同经济机关和党组织经常的磨擦和频繁的冲突，工会的踏步不前，它所面临的任务不明确和由此而产生的思想混乱
［注：在“思想混乱”这几个字下面另外还有用淡紫色铅笔画的两条线。——俄文版编者注］

 ，这种思想混乱使某些工会运动的工作人员倒退到原则上早已为党所肃清的工联主义立场上去了。2．危机的最不容争辩的原因之一是，工会在整个内战时期因牺牲沉重而受到削弱，并一蹶不振。此外，工会的许多积极分子和有首创精神的人被调到粮食部门和各个苏维埃行政工作部门。领导干部的削弱不能不影响到工会的工作，影响到领导机关同群众的联系等等。

3．而在这方面更加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把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努力都转移到前线方面去了。经济方面的任务以及工会运动问题退居到第二、第三位
［注：小册子里提纲第2条和提纲第3条第1段已用两条淡紫色铅笔横线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

在工人阶级的一切力量极端紧张地投入战争的情况下，工人组织，其中包括工会组织的内部生活和独立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推行工人民主的方法（广泛的讨论、批评、思想斗争、选举制等等）变得极为有限，极不完备。

4．上述各种原因，对于工人阶级的一切组织，无论是党组织、苏维埃组织，还是工会组织，都是共同的，但是它们绝对掩盖不了工会危机本身特殊的、独有的特点
 。这一事实在目前显得尤为突出。

当前，过渡到采取独立活动和选举制等方法，已是大势所趋，对全党来说已根本无需争辩，在这个时候，在工会运动方面，我们在工会的作用、意义及其工作方法的问题上面临着不同的趋势。即将举行的党代表人会只应一致确定在我们所有工作部门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运用工人民主的方法。本届党代表大会必须在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之间进行选择
 。

5.工会危机的基本原因是：我们工会在发展的现阶段客观上所面临的任务同
 过去遗留下来的在工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维习惯和工作方式方法不相适应
 。现有的工会和应有的工会之间的不相适应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工人国家内部的最大矛盾。不克服这个矛盾，我们就不能在经济方面迈出重大的步骤。





二 工会在党纲上和实际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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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失去意义
 。非阶级的斗争等等。

































＃不对









？？‖





‖







哈—哈！！》



















































































































注意（a）‖







注意（b）‖

敌视罗森霍尔茨之流！







　


	　　6．关于工会组织的作用和任务问题，我们的党纲写道：

　　“公有工业的组织机构应当首先依靠工会。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变成包括本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生产联合组织。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
 既然是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就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工作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
 。工会用这样的方法来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且最广泛地吸引后者直接参加经济管理。同时，工会参加经济管理
 并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也是同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机关的官僚化作斗争的主要办法
 ，并且提供对生产成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的可能性。”
［注：引文中的黑体是托洛茨基用的。——编者注］







　　实际上，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不是接近了党纲所提出的目标，而是离它更远了。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发展下去，这不仅对工会，而且对经济，都是极大的危险。7．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工会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去为改善工人状况，然后为革命地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进行斗争。

在克伦斯基时期，工会转而对工业实行监督，这种监督是劳动同资本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十月革命以后，工人阶级（主要是通过工会）自己设立极简单的机构来掌握国有化企业。这个运动曾被称为自发的工团主义，但是根据不足。事实上，工人群众在革命的这个最初时期就是用这样一些群众半自发创造的方法建立了苏维埃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军队等等。

随着经济机关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它们的分工更细和专业化等等，经济机关就从工会分离出来。经济机关独立性的增长引起了机构重叠、权限争执、组织上的磨擦和冲突等不可避免的现象。经济机关在这个专业化和划分权限的时期，力图限制工会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它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整个苏维埃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会的本质的东西已失去意义，因为在工人国家中不能进行阶级的经济斗争。另一方面，从工会分离出来的经济机关发展得越来越独立，它们为自己挑选必要的工作人员，创立新的工作方法和习惯，建立和改造自己的机构——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工会参加经济建设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条理，越来越有名无实。工会的深刻危机正是从这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8．使工会不能积极而负责地参加建设工作，这就极大地助长了工会工作者领导层中的工会保守主义。

在建立苏维埃制度的三年期间，在机构、工作方法和领导机关人员等方面，工会的变化都比工人国家其它一切组织的变化小得多。在失去了旧的生存基础即阶级的经济斗争以后，工会由于种种条件，还来不及在自己队伍中集合起必要的力量，并且规定出必要的方法，以便能够有效地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向它提出的、在我们党纲中规定下来的新任务：组织生产
 。

9．现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某些生产工会的中央委员会完全置于基本的经济工作之外，这种状况是根本不能容忍的。几乎所有在组织、经济和行政方面有才华的工会工作者都被生产机关吸收而自动脱离工会，这种做法是很不正常的。各总局和委员部越来越与生产工会相分离，与之相隔绝，似乎要把经济领导权垄断在自己手里，这种事实无论如何不能仅仅归咎于经济机关。为了建立更加合理的相互关系，必须使工会自己愿意并且能够直接参加制订经济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方法。必须使工会给自己全面地提出这个任务。

在工人国家里不可能有组织上彼此分开的组织生产的专家和工会运动的专家。应该承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生产所需要的人，也是工会所需要的人，相反，任何一个有用的工会工作者也应该参与生产的组织工作，这是一般原则。

10．正如我们党纲所要求的那样，把生产的全部管理工作集中在工会手里，意味着有计划地把工会变为工人国家的机关，并逐步地把工会机关同经济机关结合起来。问题不在于形式上宣布工会为国家机关，而在于使工会事实上变为生产组织，把每一个工业部门从各个方面包括进来并且既对生产的利益也对生产者的利益承担责任。

11．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也得到反映的这个观点，在形式上，即在口头上，为大多数工会工作者所承认。例如，托姆斯基同志
［注：在小册子里“在形式上，即在口头上，为大多数工会工作者所承认”这些字的下面用淡紫色铅笔画了一条线。“托姆斯基同志”这几个字下面画了三条线；另外，在画了线的这些词旁边还画有三条线，不知是谁还写有：“原文如此！”——俄文版编者注］

 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由于同意布哈林同志对我们党纲的观点的阐述而没有作副报告。

不久前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出版社再版的小册子对工人国家中工会的作用和地位作了如下的阐述：



　　“由于业已形成的过程，工会不可避免地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机关，对于在该生产部门从事工作的一切人员来说，参加这个机关将是一种国家义务。”“工会正在由同资本进行斗争的机关变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机关，而且，随着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推进，工会工作的重心便转移到组织经济的方面。工会担负着组织劳动和生产的主要工作，并且工会越是精通这项任务，就越能够同国民经济结合起来
 ，成为它的脊梁骨。”

“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工会在过渡时期共同建立生产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委员会，主要的国有化企业管理委员会，等等），而它们本身，随着向社会主义的推进
［注：在提纲第11条的第三、四段和第五段一部分中画的线以及在画线处旁边加的三个注意，是用墨水写的。——俄文版编者注］

 便失去自己的特点：苏维埃和工会的全部工作集中到组织劳动和生产上；它们的非生产职能便消失。工会和苏维埃经济机关于是融合起来
 ，产生统一的经济机关。”[1]
 
［注：阿·洛佐夫斯基《苏维埃俄国的工会》1920年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出版社版第34页和第35页。——托洛茨基注］







　　12．可见，任务不在于重新审查党纲规定的关于工会问题的前提，而在于采取新的切实步骤实现党所承认的和在党纲中规定的原则。第九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一年中经济组织向前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某些部门取得了重大的生产成果。经济计划的统一问题具有越来越具体的、实际的轮廓。然而整个这项工作对于工会几乎毫无影响。如果在工会机关同生产机关结合方面，总的发展方向对我们是无可争辩的，那么，十分明显．在经济方面的每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应该是工会同经济机关相结合的道路上的新阶段。在这一点未达到之前，危机将会加深。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随着经济任务被提到首位，许多任务会工作者日益激烈地和不妥协地反对“结合”的前景和由此产生的实际结论。我们认为，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两位同志就是这种工会工作者。

不仅如此。许多任务会工作者拒绝新的任务和新的方法，在自己的一批人中间培养小团体主义和敌视本经济部门的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因而实际上支持了工会组织中的工人的行会习气的残余。





三 在工会问题上的不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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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些问题上？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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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


	　　13．如果正确地提出问题，那么在工人国家里
 组织劳动的任务能够具有生产的基础和目的。换句话说，组织劳动和组织生产应该一致。正是由此而产生工会机关和经济机关的逐渐“结合”。据我们看来，党纲的观点就是如此。14．与此相对立的观点是苏维埃工联主义
 。这种观点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只有梁赞诺夫同志说得比较完整、比较公开。（见他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副报告。）

梁赞诺夫同志要工会保持它在国家中的原有地位，即仍然作为联合工人以保护或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组织。当然，梁赞诺夫同志拒绝采取战斗的方法，即拒绝罢工，而从这个方面把任务归结为对国家政权施加组织上的压力或影响。在资产阶级国家里，特别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中，大工联的领袖们也是把自己的任务归结为对国家施加思想的、议会的等等压力，而拒绝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采用战斗的方法。可见，梁赞诺夫同志实质上是力图使工会在工人
 国家中保持强大的机会主义工联在资本主义国家中
 所占据的那种地位。梁赞诺夫希望托姆斯基同志成为工人国家的龚帕斯。

15．以上我们看到，托姆斯基同志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形式上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报告，而洛佐夫斯基同志却相当鲜明地表达了工会机关和经济机关“结合”和“融合”的观点。但是，工会的旧方法、旧习惯、旧组织与崭新任务（组织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如此之大，以致使许多任务会领袖几乎不由自主地背离了根据党纲的立场而得出的实际结论。既然托姆斯基同志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把自己的立场同逐步结合和国家化对立起来，他们也就越来越陷入梁赞诺夫同志的苏维埃工联主义。

16．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建议把领导经济的工作立即和全部交给工会，即实行国家“工会化”。这种明显受工团主义思想倾向的支配而提出来的措施似乎是很激进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点切实可行的内容。把领导生产的工作交给工会在目前的情况下就等于说把担任这项领导工作的现有机构
 交给工会，换句话说，就是以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代替五金部委员会，同时在地方上也作相应的更替。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没有任何自己的机构来直接领导五金工业。如果它把五金部正式工会化，就不得不利用过去三年中在五金工会参加下在五金部内实际上业已形成的那个机构。

当然，今后由工会建立的新的五金部委员会可以通过安置适当的工会工作者的办法来着手改造管理机关、进行人员的更新以及其它工作。但是这样一来，结果不是由工会一下把生产全部管起来，而是非常接近于结合 [2]
 
［注：在俄文中“询问”（спрашивание）一词与“结合”（срашивание）一词很相似。小册子把“结合”印成了“询问”。列宁因此在页边上指出这个错误。——编者注］

 ，只是这种结合未必十分正确和有系统，因为根本无法证明，按照工会目前的状况，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比现在的五金部委员会更适合于领导五金工业。而用简单的群众性袭击生产（在生产方面已有固定的、并非偶然建立起来的机构）来回避一切困难的做法丝毫不能提高工会在生产上的作用，只能在组织上带来极大的混乱。

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假激进的立场同保守的工会工作者的立场在下述方面是一致的：他看不到根据组织生产的任务必须对工会进行改组、改建和改造这样一个基本任务。





四 生产准则和生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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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团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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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对工人群众
 的信赖呢？

＃托洛茨基错误的关键


	　　17．把工会变成生产工会（不是仅仅从名义上，而是从工作内容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任务。工会工作者应该把自己不是看作满足工人的需要和要求的说客，而是看作劳动者在不断提高技术的基础上从事生产的组织者。在工人国家里工会之所以有意义是由于它实际上掌管生产，把它的全部工作者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改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的机械化程度和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改善群众的物质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

工会在进行生产方面的、教育方面的、军事方面的其它一切工作的时候，都不能违背自己作为劳动者的生产组织这一基本性质。

18．生产工会应该把本经济部门所需要的全部工作人员，从干粗活的工人到最熟练的工程师都吸收进来。

工会应该对自己的成员从生产的角度进行考核，随时掌握对每个工作人员的生产作用所作的十分完整和精确的鉴定。

工会应该让在各个行政岗位和技术岗位上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担负一定的工会职责。担任工会的工作应该是对行政
 -生产工作的一种必需的和必要的补充
 。

必须使工人群众充分意识到，最善于保护他们利益的是那些提高劳动生产率、恢复经济、增加物质财富的人。必须把这类组织者和行政管理人员同继续在车床旁边工作的工人，同专职的工会工作人员一起选拔到工会领导机关中去。



　　“进行一切选举、提出候选人、支持候选人等等，都应当不仅考虑政治坚定性，而且要考虑经济工作能力、行政工作资历、组织才能以及经过实践考验的对劳动群众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怀。“党有责任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和培养新型的工会工作者，即有毅力的、积极主动的经济工作者，他们在看待经济生活时，不是用分配和消费的观点，而是用发展生产的观点；不是用向苏维埃政权提要求、讲价钱的眼光，而是用组织者-主人翁的眼光。”（党中央12月7日的决议。）





　　19．生产上的再教育，自然首先应该在工会工作者中间普及开展，因为这些人员要尽量加强和更新。中央和地方的工会领导人应该熟悉纯经济问题，从而给工会的日常工作提出生产准则。另一方面，经济机关的领导人员应该学会处理生产中的一切问题，其中包括纯技术问题，首先是学会处理诸如把觉悟日益提高的、团结精神不断加强的、富有朝气的工人有生力量组织起来的问题。只有这两种观点的相互结合才能为平行地存在的机构从组织上结合成统一的机构创造必要的心理基础，这个统一的机构将既保证生产的总利益，同时也直接保证生产者的利益。20．生产宣传是生产教育的组成部分，其任务是建立工人和生产之间新的相互关系。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批判思维是在摆脱雇佣劳动压抑的限度内发展的，那么在现在的条件下，必须把工人的思维、批评、首创精神和意志引向更好地安排生产本身，引向更合理地制造和使用工具和车床，引向劳动的机械化，引向科学地组织车间、工厂、地区和全国的劳动。

这种细致的、孜孜不倦的、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一次又一次反复进行的鼓动和宣传（主要的是用事实和范例，同时也用口头和书面语言）从现在起应该成为工会生活和工作的最重要的内容。工会是否有生气、起作用，最可靠的一条标准是看它的生产宣传是否认真、具体和有效。

群众应该学会以轻蔑的态度对待虚有其表的、毫无经济意义的、装潢门面的建设，对待没有实际内容，即首先没有生产内容的纯属点缀的工人民主形式。

过去，工人群众受布尔什维克罢工者、街垒战士的鼓舞和教育，跟着他们向资产阶级国家冲锋陷阵。后来工人群众在战场上了解了作为指挥员和政委的布尔什维克，同他们一起学习和一起锻炼，在他们的领导下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现在，最广泛和最落后的群众应该认识到昨天的罢工者、街垒战士、红色战士是生产者、组织者和经济工作者，应该恢复和坚定自己对他们这些共产主义社会的实际建设者的信赖。





五 工人民主和生产，军事方法，

官僚主义，专家和“工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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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团主义的胡言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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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佐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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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问题不在原则。



















































































谢天谢地‖











* 而不是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方面



































































































哈—哈！‖

　


	　　21．某些工会工作者竭力把目前关于工会作用问题的思想斗争说成是“民主方法”同“委派制”、“委员制和命令”等方法的斗争，这是对问题的本质制造根本错误的概念。经济方面的委派制和委员制仅仅是该工会在生产上无能为力、当时无力胜任刻不容缓的经济任务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补充措施。从原则上指摘苏维埃政权在经济战线最受威胁的地方曾经采用委派制和委员制这种非常措施是不够的。必须用生产民主的方法在实际上消除这种非常措施的必要性。必须使工会牢固地立足于经济之上，学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那些迄今为止通常不经过工会解决的极其重要的经济任务。

22．生产观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解释为同工人民主的思想是对立的。相反，工人民主只有作为生产民主才能发展。工人民主在民穷财竭的条件下是不能发展的。群众的主动性只有在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挥，把一切力量和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经济方面去，这应该是所有机关内部生活和工人民主形式的内容。

工会的工作越沿着新的方向开展，工会越深入群众，给群众以崭新的生产
 观点，那就越来越有可能在经济领域运用民主的方法，也就是说，不仅在广泛的群众大会上对最重要的经济措施进行系统的讨论，而且对一系列经济—行政管理性质的岗位越来越广泛地采用选举制，其方法是将这些岗位与生产组织内部一定的职务结合起来。

23．工人民主应该自觉地置于生产准则之下。非常明显，会议、建议、讨论、批评、宣传、选举，在它们不破坏生产进程的范围内是必要的，是允许的。运用民主方法的程度和方式必须由客观情况来决定。从抽象的，即空洞的工人民主的口号的角度来看待一切任务，是根本不对的。

交通总政治部，过去在运输部门的活动遭到部分工会工作者的猛烈攻击，这是用形式上的民主对待经济问题的鲜明例证。尽管党是由于铁路状况非常严重而建立了交通总政治部作为临时
 机构，尽管交通总政治部完成了交给它的任务，就是说，它使运输部门摆脱了那种使全国受到致命威胁的状态，但是，某些工会工作者完全忽视了生产方面的问题，用形式上民主的准则去处理问题，他们不问用工会民主的方法在当前的条件下能否取得必要的结果，就指摘交通总政治部。工人民主的观点在这里成了形式主义的，因而是庸俗的观点。工人民主不懂得拜物教。它只知道要适应革命。

24．生产民主（劳动者的主动性，尽可能广泛地采用选举制等等）的原则同劳动军事化以及经济的重点制（根据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精神）的原则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在从被毁掉和被破坏的劳动市场向有计划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过渡的时候，即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条件下，劳动军事化是不可避免的办法。但是这种军事化，正如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所阐明的那样，只有在工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而且，在过渡时期实行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强制性措施必须靠越来越广泛地进行工作来吸引和组织千百万工人和农民，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提高他们的生产水平和总的文化水平。

军事方法和劳动军事化不久以前也得到工会组织中保守派的承认。



　　托姆斯基同志在1920年10月写道：“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劳动军事化就是劳动力的分配，就是根据整个国家计划和目前的经济要求进行这种分配，尽管它违背了这一措施在某个时期所涉及的某些工人的愿望
 。现在应当知道并懂得，在劳动战线上的斗争同军事战线上的斗争一样艰苦：每一起玩忽职守、经营不力、对经济活动漠不关心的事例都会给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带来贫困、寒冷和饥饿，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的则是瘟疫和死亡。这里需要有象战时那样的毅力和决心。关于‘强制’的哭嚎阻止不了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为了摆脱失败、贫困和疾病而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不管小市民社会主义的代表们（他们现在是工人阶级中损人利己的旧阶层的思想家）怎样叫喊，工会从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正在实行并且必须实行劳动军事化，这是使俄国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的最必要的先决条件之一。” [3]
 
［注：米·托姆斯基的文章载于《劳动通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月刊，1920年10月号第24页。——托洛茨基注］







　　洛佐夫斯基同志写道：“工业战线是俄国革命的最重要的战线，每个公民都有劳动的义务
 。对逃避劳动的人决不宽恕。” [4]
 这就是劳动义务制，这就是劳动军事化。在消灭生产工具和交换工具私有制的时期谁能否认无产阶级国家拥有这个权利?谁能否认它有义务要求每个人为社会提供一定数额的劳动
 ?除了可怜的庸人、十足的笨蛋或者无耻的蛊惑者之外，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注：阿·洛佐夫斯基《苏维埃俄国的工会》1920年版第63—64页。——托洛茨基注］

 。25．“按军事方法工作”对我们来说决不是只用或者说主要用恐吓的方法，而不用说服的方法工作。共产党人的军事工作要求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培养对待职责观念的英雄主义态度
 ：即使牺牲，也要完成。因此需要勤奋、准确、负责。只有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具有我们的前线工作那样的英雄主义精神，我们才能解决我们当前的巨大任务。在这方面，按军事方法工作同表面上的纪律和形式主义是直接对立的，它不是对工人民主的否定，相反，是工人民主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26．生产民主意味着克服官僚主义
 。我们的党纲非常透彻地谈到，正是“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且由它吸收广大群众参加管理，这就是同经济机关的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主要手段。……”因此，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从我们党纲的观点来看，不是一项借助于某些组织手段所能解决的孤立的任务，而首先是工会在对群众进行生产教育和实际掌管生产方面的工作的组成部分。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方面，工人国家与其花力量来滥设监察机关，不如花力量采用使经济机关同群众性的生产工会相结合的办法来整顿和改善现有的经济机关。

由于工会不立足于创造性的生产工作，所以它开始踏步不前，僵化，并且表现出官僚主义的一切恶劣特点。

27．所谓苏维埃机关“工人化’，意思不是要机械地排挤专家，用不内行的工作人员来代替他们，而是要使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系统地掌握国家各方面的活动，这只有在生产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完全达到。只有培养、挑选、提拔工人经济工作者、组织者，在工会和全国创造生产气氛，党和工会才能在最近的时期内使得富有创造精神的新生力量必然从下面大量涌现出来。经济上升不仅将使整个无产阶级精神振奋，而且将为无产阶级最有天赋的子弟充分发挥创造才能准备条件。

28．可能有人反对说，不需要加紧（竭力加速）工会机关和经济机关的结合，需要考虑群众的觉悟水平，工会国家化会使敌视工人国家的孟什维克工联主义得到发展的土壤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谈到点子上。发展速度可能受到最近时期我们整个发展所处的基本条件的制约而有所不同。但必须使工会全体工作人员都明确工会的发展方向，并沿此发展方向确定每一个前进步骤，哪怕这一步骤是微不足道的。

把工会国家化变成对当前实践没有任何影响的脱离现实的“最终目标”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因为在当前实践的环境中工联主义的趋势正因此而得到复活。国家化是一个分阶段完成的创造性过程。必须考虑到群众的总的水平和某些工业部门的特点，认真细致地确定这些阶段，但是必须明确地遵循这个方向，以便在局势坚决要求前进时不致于后退
［注：提纲第28条第二段的线是用墨水画的。——俄文版编者注］

 。

29．认为似乎工人群众不能理解工会向生产工会的转化，并且会背离工会，这种想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根本错误的。工联主义的政策，即从外面向国家施加压力，现在不会给群众指出任何前途。相反，生产政策由于使经济得到好转，将会消除群众的贫困。劳动者首先希望经济上取得成就，他们将会支持在这方面所做的任何认真而明智的努力
 。一旦取得初步的、群众可以看得出来的经济成就，他们就会表现出极大的生产热情。如果说有谁反对工会的新生产方针，那决不是群众，而是比较保守的那一部分工会官僚。





六 实际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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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就在于“既然”!!!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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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既在消费方面也在生产－－－

和……
［注：有一个词无法辨认。——俄文版编者注］

 方面实行
重点制

 。







　


	　　30．根据以上所发挥的观点，必须立刻采取一系列组织措施，以便消除工会的消极作用，切实地引导它去完成新的任务，使它的工作同经济机关协调起来。必须现在就使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兼任这两个机关的委员。这样，两个最负责的生产机关单方面的专业化将是不可能的。其中每一个机关的成员都将有一部分工作人员直接感受到行政要求和生产上技术要求的压力，同时又生活在工会组织的环境中。与此同时，在每一个机关中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纯”行政工作者和“纯”工会工作者，这样就能够在足够的程度上在过渡时期既保证工作上必要的专业化，又保证在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的相互关系中有足够的伸缩性。

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两个机关，在全体成员参加的联席会议上定期报告自己的工作，讨论并解决组织经济，包括组织劳动中的一切重大问题。

在各经济委员部、各总局和备相应的生产工会中央委员会方面也应建立起这样一种组织上的相互关系的体制和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委员兼职的制度，兼职委员负责妥善处理两个机关的工作。

这个组织原则适用于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基层单位（州和边区、省、区和联营企业、街道、工厂等等）。

凡是行政-经济机关以一长制为原则建立起来的地方，必须使一长制的行政负责人参加相应的工会基层工作，即使只有发言权也好。

既然谈的是要取得工会完全信任的工作人员，最好用选举的方法使这种行政负责人成为工会基层组织的有表决权的成员。

如果谈的是专家。：工会因某种原因认为不可能使他参加自己的基层工作，哪怕只有发言权也不行。那么工会基层组织就要指派自己的全权代表（政委）来体现工会对行政负责人-专家的监督。


附注
 ：任命全权代表（有政委的权力）是生产工会的特权，也是在经济机关中实行无产阶级制度的手段之一。

在各工厂、矿场和其它地方，工会越是坚决执行生产方针，群众在各种选举时越是深刻地理解生产准则，那么行政机关和工会机关组织上的结合和人员的结合也就越容易。任命工厂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为工厂厂长是完全适当的，当然，要以人选合适为条件。相反，工厂厂长如果是由外面委派来的，而他通过自己的工作能够赢得工人的信任，工会基层组织就应该竭尽全力吸收他参加自己的组织。

31．由于配备了相应的经济机关的优秀行政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而得到加强的工会经济部门，应该成为改善整个经济组织、科学地安排生产、实行机械化、泰罗化等等的强大工具。

各工厂的相应的基层组织应与工厂管理委员会建立一定的关系。工厂管理委员会有义务仔细审查通过基层的促进协会等这类组织所提出的一切改进技术和组织的建议，并且尽可能在工厂全体大会召开之前定期报告对所提各项建议的采用情况。

32．劳动力的分配及其工资标准的调整交工会机关处理。

33．工人和经济机构在生产过程中的冲突只能由工会来解决，因为工会对工农国家负有责任。

34．从生产民主的观点来看，人所共知的困难在于专家问题
 ，也就是确定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在工会组织中的地位的协调一致问题。但是，只要生产工会采取坚定和果断的政策，这个问题也可以圆满解决。

所有专家毫无例外地必须经过工会的审查。由于整个历史条件和国内战争刚刚结束，专家大致上可分三类；（1）受考查的（昨天的高尔察克匪徒、弗兰格尔匪徒等等）；（2）候补工会会员；（3）享有充分权利的工会会员。

只有最后一类专家可以被委派到负责岗位而不需要政治委员。第二类专家只有在生产工会派出政治委员的情况下才能担任负责的职位。第一类专家只能在作为工会会员的行政管理人员的手下当助手或顾问。通过这种方法，工会会员的称号在生产上将取得很高威信，这种威信无论对工人的思想还是对专家的思想都同样会产生良好影响。

35．工业企业的一长制仍是整个过渡时期不可动摇的法规，尽管在相当的程度上仍然平行地存在着生产工会和经济机关。按相应的制度建立起来的管理委员会拥有管理权。但是，委任管理委员会和安排候选人的制度本身．管理委员会对工会的总的关系以及它进行工作的生产气氛应该使管理委员会越来越成为行政-经济机关，而这种机关就是工会为此目的而设置的。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工会干涉或不干涉生产管理的问题本身就会消失，因为非常自然，搞生产宣传的部门或者改善工人生活的部门将不可能干涉行政工作，行政工作由专门为此而建立的部门来担任。

36．为了在生产工会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中做到步调完全一致，两者应该完全根据该生产部门的结构和要求按照同一型式建立起来。

在改建和改组工会、工会区域等等的时候，不应该以工会机关自身的需要利方便为准，而应该以经济本身更深远的需要为准。

37．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现成的组织方案能够概括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相互关系中的一切情况。在这方面要有创造性、主动精神，要有人员和组织符合客观具体条件的互相配合。但是，所有这些试验都必须根据下述共同任务来加以阐明：

在工会工作者当中培养和提拔经济工作者、生产工作者和行政管理人员；

密切工会与经济机关的工作，并使之在组织上结合起来；

划分出两者工作的共同部分，并共同予以解决；

不断地努力使这部分共同工作变得越来越大，最后扩大到全部工作，也就是说，使工会机关和经济机关彻底融合。

38．全面发展这种制度，逐步扩大采用选举制原则，使工会的负责作用同生产上的负责作用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就或迟或早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状况，即工会为了从各个方面完全控制本生产部门，将通过挑选和淘汰相结合的办法，在协调各经济部门工作的工人国家的普遍监督和领导下，从工会中产生出整个行政-经济机关。

39．关于向上述方向发展的速度问题丝毫也无法准确预定，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局势和世界革命
［注：提纲第39条第一段和第三段中的线以及两个“注意”是用墨水写的。——俄文版编者注］

 的发展情况，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全部力量和资金集中到经济工作上去的程度。但是，很明显，无论是在顺利的条件下，还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发展速度在不同的经济部门将是是不同的，它取决于该工业部门的技术特点和在其中工作的工人的水平。

毫无疑问，在运输部门，特别是在铁路运输部门，以及在五金工业部门，经济机关和工会机关的相互关系问题，比在纺织工业和木器工业部门能更早得多地得到解决，更不用说比农业部门了，因为在农业部门，这个问题目前甚至还没有在稍大的范围内提出来。

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经济机关的政策在这方面应该是灵活的，应当具体地考虑到各该经济部门的特点，绝对不能追求按照一般的组织模子机械地把所有的工会和经济部门搞成一个样子，因为这种模子对一些工会和经济部门会显得太宽，而对另一些工会和经济部门则显得太窄。

如果比较先进的生产部门在其社会主义建设中走在比较落后的生产部门的前面，给它们作出榜样，从而加快发展速度，那么，这不仅不会给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团结带来任伺损失，而且对于它的整个工作会有极大的好处。

40．根据上述一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改组工会应该是：（1）使工会具有广泛的生产目标（掌握生产），这个目标应该成为鼓动、宣传、组织和挑选人员的基础；（2）立即调大量的、具有经济才干以及一般组织才干经过各方面实践考验的工作人员来加强工会；（3）保证工会拥有一个真正能担负起它所面临的任务的必要机关。

41．国家总的状况没有可能使整个经济同时均衡地发展，因而所有工会也不可能同时均衡地加强，因为既缺乏人力，也缺乏资金。

在消费
 方面，也就是说在劳动者个人生活条件方面，必须实行平均制的方针。在生产
 方面，重点制原则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对我们还是有决定意义的：只有通过重点制阶段，我们才能在一些基本的经济部门达到必要的比例关系。

这种思想在工会工作者本身的队伍中已很深入，这从最近一次（第五次）工会代表会议上以绝对的多数通过了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报告的决议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项决议对工会领导机关采用重点制的方法不够坚决而提出了指责。

42．目前，为适应经济的普遍需要，解决矿业工人
 工会和五金工人
 工会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尽力加强这些工会应该成为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特别注意的问题。

43．生产教育不能只限于工厂和俱乐部范围之内。工人个人的日常生活问题应该受到每个生产工会的特别关心。虽然我国经济处在各种困难之中，但只要有地方苏维埃机关的协助，只要男女工人发挥自己应有的首创精神，只要把集体主义的因素带到日常生活领域（公社住房、公共食堂、托儿所、合作修补厂等等）中去，就有相当大的可能去改善工人住、衣、食的状况。每一个工会负责人必须寻求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办法，并且定期地使上级工会机关和工会刊物知道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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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6卷第320—348页


2

对托洛茨基《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小册子的意见

（1921年1月21—25日）

（暂略）


3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小册子的提纲

（1月21—25日）

（暂略）


4

《政治和经济。辩证法和折中主义》及《辩证法和折中主义。“学校”和“机关”》两部分的提纲

（1月21—25日）

（暂略）


5

结论的提纲

（1月21—25日）

（暂略）







[163] 指列·达·托洛茨基在他的小册子的第18条里引用的1920年12月7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水运员工共产党员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议共产党党团之间冲突问题的决议（见本卷第419—420页）。这个决议由尼·伊·布哈林提出，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支持，在违背列宁等人的意见的情况下被通过。——435。



[164] 这里说的是参加管理机关的工人数与工会会员总数之比。参看本卷第285页。——446。




[1]
 阿·洛佐夫斯甚《苏维埃俄罗斯的工会》 1920年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山版社版第34、35页。——托洛茨基注




[2]
 原文为“询问”。在俄文中“结合”（сращивание）一词与“询问”（спращивание）一词很接近。可能托洛茨基有笔误，把“结合”写成“询问”。列宁曾在页边上指出这个错误。现按列宁的更正译出。——编者注




[3]
 米·托姆斯基的文章载于《劳动通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月刊1920年10月号第24页。——托洛茨基注




[4]
 阿·洛佐夫斯基《苏维埃俄罗斯的工会》，1920年版第63-64页。——托洛茨基注











《列宁全集》第40卷


年表

（1920年11月6日—1921年3月7日）


1920年


11月6日


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上讲话。

就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基本任务的报告写信给俄共（布）中央委员。

致函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谈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任务。

同人民委员会负责向国外订购铁路器材的全权代表尤·弗·罗蒙诺索夫谈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实行工人供应基本标准的决定草案作补充；修改关于苏维埃机关职工供应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向顿巴斯派遣全权委员会、关于通过简报向各人民委员通报粮食收购和运输情况、关于保护乌克兰的食糖、关于主要原料标准化、关于莫斯科苏维埃代表加入工人供给委员会等问题，以及实物奖励委员会主席阿·季·哥尔茨曼关于小人民委员会拖延审查《违反劳动纪律惩治法规》的说明、劳动国防委员会1920年10月1日关于供给红军战士口粮的决定。


11月6日或9日


同法国社会党人叶列娜·布里翁谈话，并在谈话时作记录。


11月7日


在索科利尼基区苏维埃全会、莫斯科市工厂委员会代表和企业管理委员会代表联合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上讲话，强调指出战胜国际资产阶级是进行和平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出席克里姆林宫工人大会，并就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发表讲话；同工人谈话。

同费·埃·捷尔任斯基和尼·伊·穆拉洛夫一起参加莫斯科骑兵学校毕业典礼；向毕业生表示祝贺，发表关于十月革命三周年的讲话，号召红军指挥员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作斗争。


不晚于11月8日


草拟《工会的任务及其实现的方法》决议，为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俄共（布）党团1920年11月8日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任务的决议提供了基础。


11月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列宁拟订的工会运动的任务提纲；选举列宁参加决议起草委员会；在讨论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问题时，全会委托列宁向代表会议作报告；全会还讨论了关于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在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11月9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11月9日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俄共（布）党团会议议程问题；全会决定建立专门委员会来进一步详细讨论工会运动的问题。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莫斯科党组织、关于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等问题。


11月10日以前


同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谈关于立即腾出被占用的乌拉尔大学校舍的问题。


11月10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对关于小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草案第二项提出补充意见。会议讨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免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职务等问题。

签署给叶卡捷琳堡省执行委员会、俄共（布）中央乌拉尔区域局、第1劳动军委员会的电报，命令立即把占用的乌拉尔大学校舍腾出来，没有中央红军营房分配委员会的指示，今后不得占用任何大学校舍。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同教育人民委员部合并的形式问题时，起草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定；根据阿尔乔姆（费·安·谢尔盖耶夫）所作的关于请德国工会监督俄国订货完成情况的报告，草拟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起草给外贸工作人员的指示的决定。全会讨论调查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情况的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国际工会、关于共和国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关于在乌克兰建立陆军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关于红军中大龄士兵的复员、关于派俄共（布）中央代表出席乌克兰共产党代表会议等问题。


11月10日和14日之间


读俄共（布）中央根据中央全会10月10日决定草拟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一信，作修改和写批语。


11月11日


接见法国社会党人昂·吉尔波；在谈话过程中写便条给俄共党员同志们和在苏维埃机关中工作的同志们，向他们介绍吉尔波的情况，请他们为吉尔波了解情况提供方便。


11月12日


致函工人供给委员会的尼·巴·布留哈诺夫、帕·伊·波波夫、瓦·亚·阿瓦涅索夫和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提出关于工人供应基本定量问题的建议。

致函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弗兰格尔投降的条件作指示。

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谈租让问题。

写便条给米·伊·加里宁，告知关于西伯利亚租让的几项决定将在下周提交人民委员会批准，指出粮食方面的租让问题研究得不够细致，请他再下点功夫。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莫斯科的饲料供应、关于机车由烧木柴改为烧石油、关于用陆军人民委员部的储备向各个生产部门提供工作服和鞋、关于彼得格勒造币厂制造“红旗勋章”的150名工人按红军标准供应口粮等问题，以及关于防止在燃料部门和铁路部门工作的红军战士开小差的措施。


11月13日


接见格罗兹尼工人代表．．扎伊采夫。扎伊采夫把矿工工会格罗兹尼分会的信交给了列宁，请求为他们提供工作用书和资料。

致电政治局委员约·维·斯大林，了解高加索剿匪斗争的进展情况和巴库附近的设防情况，请他就能否和平调整苏维埃俄国同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关系的问题提出意见。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发明处，了解该处成立以来审查发明报告的情况。


11月14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参加莫斯科省沃洛科拉姆斯克县亚罗波列茨乡卡希诺村电站的落成典礼；同农民谈话；发表关于国际形势和电气化对国民经济的意义的讲话；同农民合影留念。

晚上出席亚罗波列茨乡民众文化馆的农民大会。

审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对俄共（布）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公开信草稿的意见和补充，同意克鲁普斯卡娅的修改意见，提议把“政治教育工作和科学教育工作相结合”这一点补充进去。


11月15日


接见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格·库·科罗廖夫，同他谈话，了解当地工业的情况；签署给劳动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莫·阿尼克斯特的电话稿，委托阿尼克斯特于11月16日召集由科罗廖夫和粮食人民委员部、燃料总委员会、石油总委员会和其他部门代表参加的会议，就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各类问题作出明确的决定。

写便条给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询问能否给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舒亚和基涅什马提供电犁。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同瑞典订立的购买机车的合同、关于俄罗斯联邦同外国谈判的代表团团长和团员之间相互关系的指示草案、关于克里姆林宫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以及其他问题。


11月16日


同领导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的无线电技术专家彼·阿·奥斯特里亚科夫谈无线电实验室的情况；打电话给副财政人民委员谢·叶·丘茨卡耶夫，谈给无线电实验室拨款的问题；打电话给副邮电人民委员阿·莫·柳博维奇，建议把这个问题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11月17日会议讨论。

同卡卢加省莫萨利斯克县农民代表尼·谢·博佳科夫谈余粮收集制问题；谈话过程中记下农民需要解决的问题；致函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和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询问能否满足农民的请求。

接见瑞士女记者A．吕埃格。

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米·巴·托姆斯基谈组织生产宣传的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租让问题的决定。会议决定列宁参加修改租让法令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停止实行承包制的法令草案、关于拨款给合作社、关于容许美国人经营机耕业务的计划、关于贷款给农业人民委员部保护畜牧业、关于批准小人民委员会新班子等问题。


11月16日和18日之间


写《关于生产宣传的提纲》的要点。


11月16日和23日之间


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谈关于他在即将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电气化报告的问题。


11月17日


同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兼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副主席叶·亚·利特肯斯谈话。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通报已成立专门委员会来讨论劳动国防委员会燃料特派员工作会议的决议；签署关于供应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各纺织工厂石油、重油和粮食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供应彼得格勒燃料的问题、关于共和国铁路部门贯彻抗雪灾和防春汛的措施不力的调查报告。

打电话给副邮电人民委员阿·莫·柳博维奇，对他没有在11月17日把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的问题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讨论表示气愤。


11月18日


写《关于生产宣传的提纲（草稿）》。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中央召开的有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代表参加的工作会议、关于白俄罗斯、关于格鲁吉亚等问题。

接见俄罗斯和乌克兰对波和谈代表团团长阿·阿·越飞。

出席巴乌曼区党组织代表会议；在讨论俄共（布）区委会的工作和莫斯科党组织工作情况的报告时发言。


11月19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莫斯科党委的组成问题和1920年11月18日莫斯科河南岸区党组织代表会议的问题。

致函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谈同英国签订贸易协定的问题。

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代表的协商会议上讲话；提出决议草案。会议讨论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问题。

修改和签署给克里木各革命委员会的电报，指示清点克里木战役中缴获的物资，并登记造册，妥加保管，严防被盗。


11月20日


写便条给普遍劳动义务制推行总委员会副主席阿·莫·阿尼克斯特，请他召集有关部门代表开会，调查没有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1920年10月8日关于供应顿巴斯矿工衣服的决定的原因，采取紧急措施尽快执行这一决定。

同莫斯科省沃洛科拉姆斯克县卡希诺村的农民、曙光农业协作社电站工程管理委员会委员C．A．库尔科夫谈话。库尔科夫向列宁汇报了修建区发电站的计划，并请求帮助设法弄到一台发电机。列宁写便条给莫斯科国民经济委员会电力局，询问“狄纳莫”工厂能否生产发电机。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修改关于报导远东共和国政府主席亚·米·克拉斯诺晓科夫就远东共和国货币流通和经济状况的来电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社会保障法草案、卫生人民委员部1920年的预算、交通人民委员部给水运职工预算外拨款、给合作社拨款等问题。


11月21日


出席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发表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的讲话；参加代表们讨论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人选的协商会议，并就莫斯科委员会的选举问题发表讲话。


11月22日


参加修订租让法令草案的工作。


11月23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顿涅茨煤田全权委员会关于发展顿巴斯煤炭工业的报告时，修改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租让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增加木材出口的法令草案，关于卡尔梅克族自治州和马里族自治州、沃特（乌德穆尔特）自治州和阿斯特拉罕省区划的决定草案，关宁恢复棉纺业的措施，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印刷局的改组，关于“福勒”式犁生产情况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不晚于11月23日


致函小人民委员会，请他们于11月23日以前研究为农业人民委员部订购电耕机具的问题。


11月23日和12月6日之间


审阅即将付印的小册子《关于租让。人民委员会1920年11月23日法令。法令条文。租让项目。地图》，发现有疏漏；在小册子最后一页上写批语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弗·巴·米柳亭，建议处分对此负有责任的人员。


11月23日以后


同被任命为沃罗涅日省和奥廖尔省粮食会议主席的尼·亚·米柳亭谈话。


11月24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制定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的改组计划、关于顿巴斯、关于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生产宣传、关于分配从部队复员的共产党员、关于执行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各项决定、关于《争论专页》、关于乌克兰共产党（布）第五次代表会议的报告、关于军事等问题，以及格·瓦·契切林关于俄罗斯联邦同远东共和国签订条约的建议。

签署给各省执行委员会、省林业委员会、铁路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燃料特派员的电报，指示采取紧急措施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1920年10月6日和23日关于向铁路部门供应燃料的决定。


11月25日


在莫斯科印刷业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发表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形势和工人阶级当前任务的讲话；讲话后回答代表提出的问题。

同小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谈话。


11月26日以前


同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阿·扎·卡缅斯基谈话，指出出版民族问题书籍的必要性。


11月26日


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支部书记会议上讲话。

收到阿·扎·卡缅斯基关于国家出版社拒绝尽快出版苏维埃政权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汇编的信以后，在信上批示，要求国家出版社按时出书。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重点企业条例草案、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巴·哈拉托夫就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10月29日关于供应扫盲指导员防寒衣服和鞋子的决定所作的报告、关于从速研究红军和红海军统计调查资料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供应南方各重点工厂燃料、关于宣布察里津省戒严、关于给部队的装卸工人供应制服和鞋子等问题。

同英国共产党人威廉·波尔谈话。


11月26日和28日之间


读教育人民委员部改组工作委员会委员叶·亚·利特肯斯制定的改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提纲草案和该委员会的另一名委员瓦·伊·索洛维约夫制定的教育人民委员部条例草案，并写对这两个草案的意见。


11月27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关于支援阿塞拜疆的决定、对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改进苏维埃机关工作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报告提纲的意见。会议委托列宁最后审订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通告信。会议还讨论了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关于波兰问题的建议、俄共（布）中央专门委员会关于各级党组织调查结果的报告和关于大龄士兵复员的可能性和复员办法的报告，以及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等问题。


11月28日


读电力托拉斯1920年11月25日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为农业人民委员部订制电耕机具的报告，在报告上写批语给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询问他们的订货单复制得对不对，是否有订货工作进展情况的材料。

同教育人民委员部改组工作委员会委员叶·亚·利特肯斯谈话，指出教育人民委员部条例草案的不足之处。

列宁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一文在恩格斯诞生一百周年之际第一次在《真理报》第268号上发表。


11月29日


致函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批评叶·亚·利特肯斯和瓦·伊·索洛维约夫制定的教育人民委员部条例的两个草案，对改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设想。

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全体共产党员大会上作关于11月20日—22日举行的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和总结发言；回答递上来的条子，详细地谈了有关租让的问题。

就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提出的暂时从英国召回列·波·克拉辛的建议起草政治局的决定。

下午1时30分，接见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下午3时，接见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


11月30日


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

分别接见西方面军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康·亚·梅霍诺申、中央政治局委员约·维·斯大林、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阿·巴·罗森霍尔茨、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埃·捷尔任斯基。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修改关于停止实行承包制的法令草案。会议讨论战争和封锁造成的损失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驻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特派员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关于批准粮食人民委员部新班子等问题。


11月


写俄共（布）中央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设立人民委员助理的决定草案。


12月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写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的决定草案。

同第13集团军政治部成员A．A．列别捷夫谈话。


12月2日


致电亚美尼亚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萨·卡西扬，祝贺苏维埃亚美尼亚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获得解放。

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米·巴·托姆斯基谈话。


12月3日


出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五金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市政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五金工人、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纺织工人的代表关于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问题的讨论会；听代表发言时作笔记。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在听取运输总委员会关于运输工具修理工作、造船工作和铁路部门燃料供应工作情况的报告后起草有关决定的第一项。会议讨论最高铁路运输委员会关于弗拉基高加索铁路运输的报告、关于乌克兰的剿匪斗争和内务部队管理的决定草案，以及解除东南劳动军的作战任务等问题。


12月4日


签署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和德国共产党统一代表大会的德文贺信。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英通商条约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援助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关于同波斯（伊朗）的条约、关于俄共（布）中央下次全会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写《对制定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的法令草案的意见》。会议讨论关于统一协调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决定草案、关于拨出一部分粮食同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进行商品交换、关于确定一批重点高等师范院校等问题。


12月5日


致函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祝贺他的《俄国历史概要》一书出版，建议他为该书补充编年索引等资料。


12月6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1920年12月3日关于庆祝尼·叶·茹柯夫斯基教授从事科学活动50周年的决定。

写《给全俄各省妇女工作部工作会议的贺词》。

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作关于租让的报告和总结发言。

主持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讨论分委员会关于把劳动国防委员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任务上来的措施的报告。


12月7日


签署给各省执行委员会、省农业局、省粮食委员会的电报，通报人民委员会将提交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审议的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的法令草案，建议对草案的基本论点进行广泛的讨论并为代表大会准备材料和提案。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水运工会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冲突问题，审议格·瓦·契切林关于巴统、关于同土耳其签订条约、关于同波斯签订条约的原则等建议，以及关于中央全会下次会议、关于调整俄罗斯联邦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国际关系和法律关系等问题。


不晚于12月8日


就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人选问题同尼·彼·哥尔布诺夫和帕·彼·哥尔布诺夫谈话。


12月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写《对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生产宣传的决定草案的意见》、《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改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任命国家档案馆馆务委员会、关于建立“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博物馆”等问题，以及关于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前恢复运输的提纲、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报告。

晚上，继续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与其他中央委员一起提出关于在1921年2月初召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建议。会议讨论列宁关于任命尼·彼·哥尔布诺夫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请求、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主席团关于在《真理报》上刊登俄共（布）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一信的说明的请求、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提案、关于马赫诺分子的报告、关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以及关于劳动人民委员部等问题。


12月9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关于农业生产的提纲、委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监督贯彻中央全会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水运工会的冲突问题的决定的建议、提交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关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提纲、关于加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关于俄共（布）中央给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指示、关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及其议程等问题。


12月10日


接见阿里·戈利汗·莫沙韦尔－奥尔－麦马列克大使率领的波斯（伊朗）政府代表团，同他们谈苏维埃俄国与波斯（伊朗）之间的关系问题。

同罗马尼亚社会党代表格·克里斯捷斯库、科·波波维奇等人谈话，他们来俄国是为了了解俄国情况并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谈判加入共产国际问题的。

接见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成员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和丹尼尔·安吉亚诺，同他们谈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入共产国际等问题，以及苏维埃俄国的情况。


12月1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继续讨论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提出的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草案。

为《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一文写代后记《关于自由的假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介绍莫斯科消费公社主席阿·叶·巴达耶夫关于取缔苏哈列夫卡市场的请示；修改《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法令草案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条例草案。会议讨论关于召开组织问题研讨会和成立编制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关于给合作社拨款的法令草案、关于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关于向丹麦“大北方电讯公司”提供租让项目等问题。


12月13日以前


同彼得格勒“新列斯纳”工厂工人、劳动国防委员会驻北方铁路燃料特派员C．K．沃龙科夫谈话。


12月13日


同顿巴斯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格·列·皮达可夫谈话。

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谈话。

同亚美尼亚革命委员会委员萨·米·捷尔－加布里耶良和A．姆拉维扬谈苏维埃亚美尼亚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答应支援亚美尼亚。

接见孟什维克执政的格鲁吉亚的大使．马哈拉泽，同他谈苏维埃俄国与格鲁吉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写便条给俄共（布）中央书记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反对他想把雅·阿·雅柯夫列夫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调走，要求他不要改变中央通过的决定。

主持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会议讨论分委员会关于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之间的组织联系问题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12月14日


致函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指出粮食人民委员部分配处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建议在粮食人民委员部下面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吸收一些有一定粮食工作经验的工人参加，以便改进工作。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修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在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成立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代表处的法令草案。会议讨论关于支持种植烟草的法令草案以及关于实物奖励等问题。


12月14日和22日之间


起草《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的提纲》。


12月15日


前往莫斯科省韦列亚县博戈罗茨克乡莫杰诺沃村附近打猎；在莫杰诺沃、沙利科沃和其他村举行的农民大会上作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报告，谈对波和谈、结束国内战争、复员军队、恢复经济、电气化计划、世界革命运动等问题。报告以后，回答农民提出的各种问题。农民反映莫杰诺沃村征粮过多，列宁建议他们派代表前往莫斯科解决这一问题。

同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谈苏维埃俄国同土耳其关系问题。


不早于12月15日


同阿塞拜疆石油委员会主席亚·巴·谢列布罗夫斯基谈话，了解石油工业情况。


12月16日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减少从西伯利亚调运货物的问

题。


12月17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决定列宁参加农业人民委员部提纲起草委员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及其议程、关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关于派中央代表出席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召开的各地民族事务局局长讨论民族政策的会议、关于从技术上改进首都报纸、关于军事运输等问题。


12月18日


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全俄理事会中央全会代表团成员瓦·普列特涅夫、ф．沃尔金、ф．布拉贡拉沃夫和伊·尼基京谈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问题。

得知捷列克州的阿拉吉尔村1919年受反革命匪帮迫害而外逃的300多户难民处境艰难的消息，致电弗拉基高加索革命委员会，指示火速救济这些难民，为他们安排固定的住处。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免交国有和市有房屋房租以及使用市政公用设施的费用的法令草案作说明；写对《关于国立高等美工学校》的决定草案的修改意见。会议讨论关于在克里木建立劳动者疗养所的决定草案、关于把国家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建筑物收归国有的法令草案、关于签署有关农业专家的决定的通报以及其他问题。


12月19日


同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瓦·尼·雅柯夫列娃谈话。

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农业委员会会议。


12月20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在讨论关于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问题时，把自己起草的《关于把决议提交苏维埃代表大会表决的程序》的建议提交全会讨论；起草关于在同英国进行贸易谈判时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和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决定；在讨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关于创办专门的生产性机关报的建议时，写对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补充。会议委托列宁和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最后审批农业问题纲领；会议决定由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作报告。会议还讨论了运输工会提出的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关于组织地方运输的报告的建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关于派代表参加教育人民委员部改组工作委员会的建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告俄罗斯联邦劳动群众书，以及关于设“劳动红旗”勋章等问题。

同法国社会党人昂·吉尔波谈话。


12月21日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各代表团代表协商会议推荐列宁为俄共（布）党团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候选人。

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作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和总结发言。


12月21日和29日之间


起草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决议。

致函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建议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立即将电气化运动的具体计划提交人民委员会审议。


12月22日—29日


领导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关于俄罗斯电气化、关于恢复工业和运输、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农民经济、关于改善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以及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选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等问题。


12月22日


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作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

出席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非党农民代表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法案。列宁非常注意农民的争论，作发言摘要；写便条给中央委员和人民委员，把摘记的非党农民会议发言推荐给他们。

晚上，出席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在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时作笔记；即席答复代表们在讨论报告时提出的意见。


12月23日


上午，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12月24日


出席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在讨论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法案时讲话。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选、关于变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关于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条约、关于撤销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水运总政治部、关于开展党代表大会议程的讨论、关于工会的报刊等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粮食运输，关于莫斯科、彼得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喀琅施塔得的节日供应等问题。


12月25日以前


为纪念1905年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15周年写《给红色普列斯尼亚工人的信》。


12月27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提出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电气化报告的决议草案；在讨论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草案时，写《对农业问题决议的补充》。全会确定列宁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就农业问题作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关于裁减军队的政府通告草案、关于设劳动红旗勋章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问题列入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议程、关于崩得等问题。

晚上，出席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就《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法案的补充意见发表讲话，并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问题。


12月28日


上午，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改进苏维埃机关工作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等问题。

致函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托他关心一下电犁的生产，并请他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有关委员商谈这件事。


12月29日


读列·达·托洛茨基《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小册子，并在上面作批注。

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八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次会议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电气化报告的决议。


12月30日


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发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的讲话。


12月31日以前


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提纲，并写了对这一提纲的意见。


12月31日


第八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选举列宁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致电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市制造电犁的企业，指示尽一切努力在1921年4月1日以前完成农业人民委员部定购的22部电耕机具及其配件的生产任务。


12月底


写《关于经济建设任务的意见》。

同卡累利阿劳动公社主席爱·居林谈在卡累利阿建立造纸工业和建设水电站的问题；委托秘书把卡累利阿劳动公社的经济计划找出来，让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帮助爱·居林制定出公社电气化计划。


12月


致函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指示在居民中宣传和普及电的知识，制定俄罗斯联邦实现每家用电灯照明的计划和电气化的纲要。

写《关于电气化的意见。1．电气化的意义》。


1921年


1月1日—22日


在哥尔克休假；写《党内危机》一文和《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这本小册子的大部分。


1月1日


同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伊·尼·斯米尔诺夫谈话，审阅他关于西伯利亚消灭高尔察克军队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报告。

就向西伯利亚和吉尔吉斯两地移民问题致函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委托他当日就同吉尔吉斯人民委员会主席拉杜斯－曾科维奇谈妥向吉尔吉斯移民的数量。


1月2日


读瑞典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的来信，信中请求允许生理学家、科学院院士伊·彼·巴甫洛夫去瑞典，说那里可以为巴甫洛夫的科学研究工作提供良好和安静的环境。列宁认为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把信批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请他同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和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商量，代拟复信稿。


1月3日


中午12时20分，从哥尔克返回莫斯科。

委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询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能否从青铜中提炼纯铜。


1月4日


上午11时至下午4时，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起草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决定的第4条。会议讨论关于远东共和国、关于乌梁海边疆区（图瓦）等问题。

下午6时，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莫斯科苏维埃同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人供给委员会的分歧、燃料状况以及其他问题。

晚上9时，去哥尔克。


1月5日


读教育人民委员部业务指导中心顾问Э．С．延奇缅给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报告，报告反映伊·彼·巴甫洛夫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困难，要求尽快落实列宁关于为巴甫洛夫进行正常科学实验工作创造条件的指示。


1月6日


签署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建立乡执行委员会劳动科的决定。

同莫斯科省博戈罗茨克乡莫杰诺沃村农民代表谈减少余粮征收额问题；批示尼·彼·哥尔布诺夫研究该村农民的请求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询问粮食人民委员部能否减少该村农民上缴粮食的数量。

读尼·彼·哥尔布诺夫代拟的给瑞典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稿；批示尼·彼·哥尔布诺夫在信上补充：我们已给伊·彼·巴甫洛夫一些优待，他不愿离开苏维埃俄国。


1月9日


签署给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主席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图克）的电报，对基马尔高度评价苏维埃共和国的民族政策表示满意，希望俄罗斯联邦同土耳其建立相互谅解和相互信任的关系。

出席莫斯科省波多利斯克县哥尔克村农民大会；作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谈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将举行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电气化的计划、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等问题。


1月10日


下午3时40分，从哥尔克回到莫斯科。

下午6时，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讨论彼得格勒燃料状况问题时作笔记；把高加索劳动军委员会副主席亚·格·别洛博罗多夫对总司令关于从高加索劳动军抽调战士补充野战军的命令的异议提交会议研究。

晚上8时50分，去哥尔克。


1月11日


签署农业人民委员部与粮食人民委员部起草的给各省执行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和农业局的通电，提出在各地成立播种委员会并开展播种运动。

委托尼·彼·哥尔布诺夫了解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对B．A．格罗莫夫医生由卡梅什洛夫寄给列宁的关于环境保护和卫生教育工作的材料的看法、进一步了解工程师彼·阿·科兹明在1920年12月2日给列宁的信中提到的关于利用风力解决农村照明和关于H．A．阿尔捷米耶夫发明的新式保温器的问题、向莫斯科苏维埃和卫生人民委员部了解检疫站筹建委员会主席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反映的莫斯科车站的检疫站缺少燃料的问题。


1月12日


上午11时，从哥尔克回到莫斯科。

上午11时至下午4时，主持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在讨论关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问题时，投票赞成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草案。中央的这一决议草案支持俄共（布）彼得格勒组织1921年1月3日发表的《告全党书》，谴责莫斯科党委会追随托洛茨基主张的决议，认为这一决议对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作了官僚主义的歪曲。会议讨论关于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等问题。

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委托他打电话给莫斯科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电力局，要他们尽快解决哥尔克村的电力照明。

同美国女记者路易丝·布赖恩特谈话；为她在中亚旅行开证明，请党和苏维埃机关尽量为她提供方便。

下午6时，主持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代表八个中央委员提议重新表决布哈林的决议案。全会决定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和关于经济建设当前任务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农民的情绪、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关于成文乌克兰最高铁路运输委员会必要性的报告、中央组织局关于取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局的决定以及其他问题。

晚上11时，去哥尔克。


1月13日


致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尤·米·斯切克洛夫，肯定他为法国社会党在图尔召开的代表大会所写的《在公社的祖国》一文，建议他写关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小册子。


1月14日


主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决议起草委员会会议。决议草案拟成后，同格·叶·季诺维也夫和约·维·斯大林等九人在草案上签字。


1月16日和21日之间


读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俄罗斯联邦驻爱沙尼亚全权代表马·马·李维诺夫1月16日给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的电报，电报说，荷兰石油工业辛迪加——荷兰皇家石油公司要求垄断苏维埃俄国石油和煤油的出口以及承租尚未开发的石油区。列宁批示谈判要极其谨慎。


1月18日


审阅劳动国防委员会负责燃料总委员会工作的特派员亚·弗·埃杜克写的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燃料供应现状和前景的报告和调查材料以后，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请他研读这些材料，同埃杜克商议改进燃料采购工作的具体建议。


不晚于1月19日


写《党内危机》一文和该文最后部分的草稿。


1月19日


写完《党内危机》一文；将该文连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扬·埃·鲁祖塔克《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提纲以及关于制定这一提纲的经过的材料一起寄给《真理报》编辑部，要求发表这些材料。


1月20日


下午2时20分，从哥尔克返回莫斯科。

下午4时至6时，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谈话，请他注意研究和推动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工作，放映《泥炭水力开采法》这部影片时要加有趣而通俗的解说词；认真研究精简莫斯科多余的机关，了解莫斯科精简委员会的工作并为其增加干部；着手劳动国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的筹建工作。

签署尼·彼·哥尔布诺夫代拟的给弗拉基高加索铁路普罗列塔尔斯卡亚车站的职工和党支部的信，感谢他们派代表给莫斯科劳动者送来的礼物（小麦、大麦、面粉），希望他们办好农业公社，在生产上取得实际成绩，同周围农民建立最良好的关系。


1月20日或21日


尼·彼·哥尔布诺夫受列宁之托，把列宁1921年1月20日的信转交给弗拉基高加索铁路普罗列塔尔斯卡亚车站的职工和党支部代表团，并告诉他们，莫斯科工人们感谢车站职工的礼物，向他们回赠15000俄尺布匹及俱乐部的设备和书籍。


1月21日


得知萨拉托夫省谢尔多布斯克县巴库雷乡某些粮食工作人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消息后，致函俄共（布）巴库雷乡组织，要他们竭尽全力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把反革命分子送交革命法庭惩处。

责成尼·彼·哥尔布诺夫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协商后，起草给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兼俄罗斯联邦驻爱沙尼亚全权代表马·马·李维诺夫的指示，答复他1月16日来电。

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兼林业总委员会主席格·伊·洛莫夫1921年1月14日来信，信中反映外交人民委员部经常不让前来谈判有关租让问题的外国辛迪加代表入境。列宁把此信批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托他给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全俄肃反委员会打电话，解决这个问题。


1月21日—25日


写对托洛茨基《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小册子的意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小册子的提纲、《政治和经济。辩证法和折中主义》及《辩证法和折中主义。“学校”和“机关”》两部分的提纲、结论的提纲。


1月22日


下午5时，从哥尔克返回莫斯科，把《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小册子的前一部分交秘书打字，并说这“暂时要绝对保密”。

深夜，去哥尔克。


1月23日


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作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报告。不早于1月23日

读“工人反对派”首领之一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工会的任务》提纲，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小册子中对这一提纲的工团主义倾向作了批判。


1月24日


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作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讨论彼得格勒燃料状况问题时作笔记。会议讨论最高运输委员会关于开采和装运煤炭的报告，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巴·哈拉托夫关于向中部地区运送粮食和肉的报告，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弗拉基米尔、特维尔、下诺夫哥罗德、科斯特罗马等省的粮食状况，军队复员的进展情况，改善铁路运营的措施，以及关于莫斯科近郊煤矿区等问题。

同刚从彼得格勒来的阿·马·高尔基谈彼得格勒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的工作、帮助伊·彼·巴甫洛夫院士改善生活条件等问题。


1月25日


写完《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小册子。

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传达人民委员会的一项决定：责成哥尔布诺夫负责监督人民委员会各项决定的执行。

委托尼·彼·哥尔布诺夫为列宁收到的俄罗斯联邦地图补充最新资料，把这些地图挂到人民委员会的各个办公室和以列宁的名义赠送给莫斯科的各个工人俱乐部。

签署人民委员会1921年1月24日关于保证伊·彼·巴甫洛夫院士及其助手从事科学工作的条件的决定。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反对小人民委员会关于修改实物奖励暂行条例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批准播种计划、关于违反劳动纪律惩治法规、关于批准同外国签订条约的程序、关于储存种子方法的指示以及其他问题。


不早于1月25日


签署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祝贺意大利共产党成立给该党的贺信。


1月26日


读电气工程师彼·阿·奥斯特里亚科夫关于安装无线电话的书面报告，报告请求帮助排除安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批准关于在莫斯科建立无线电话站的法令草案。列宁把这个报告批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要他专门关心这件事，由小人民委员会尽快通过所附的这一法令草案，并要他每月两次向列宁报告工作的进展情况。

签署给下诺夫哥罗德省索尔莫沃工厂的电报，请该厂在4月份为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制造一台履带式起重机，以便5月初在国营“输电”发电站对这台起重机进行全面测试。

主持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起草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格鲁吉亚的决定。在讨论教育人民委员部改组条例时，会议决定成立由列宁主持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解决这一问题。会议讨论关于业务指导中心和职业技术教育总委员会的法令草案、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今后允许它的成员出席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的申请报告、关于世界文学出版社的改组、关于陆军人民委员部在国外的定货、关于同英国签订贸易协定、关于布哈拉、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日报、关于工会国际代表会议、关于红军状况、关于工会提纲等问题。全会快结束时，把刚刚印完的《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小册子分发给即将去各省参加工会争论的中央委员。


1月26日和27日


列宁的《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小册子出版。


1月26日和2月18日之间


同电气工程师彼·阿·奥斯特里亚科夫谈话，奥斯特里亚科夫向列宁汇报安装无线电话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列宁打电话给财政人民委员部，要他们拨给必要的资金。


1月27日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巴·米柳亭，询问他为在国外刊登租让法令做了哪些工作。

下午1时30分，接见美国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总书记乔·哈迪，向他了解美国工人运动、宣传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工人的情绪等方面的情况。

下午2时30分，接见阿·马·高尔基和彼得格勒学术机关和高等学校联合委员会代表团成员谢·费·奥登堡教授、弗·安·斯切克洛夫教授和弗·尼·通科夫教授，同他们谈关于在苏维埃共和国创造科学研究工作条件的问题。谈话时学者们向列宁递交了关于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科研工作的法令草案。

打电话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要他在1月29日把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条件的问题提交小人民委员会讨论。

晚上7时，接见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驻德国全权代表维·列·柯普。

晚上9时30分，接见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

签署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1月26日关于空军总部下设航空技术和航空建设最高纲领起草委员会的决定。


1月28日


致函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和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叶·亚·利特肯斯和奥·尤·施米特，请他们派人在晚上8时以前把关于各类学校的现行法令、决议、指示等材料送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的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乌拉尔问题，决定由劳动国防委员会派遣全权委员会去乌拉尔，为发展冶金工业和燃料采掘工业创造良好的条件。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关于军队复员进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奖励生产电犁的职工的决定草案、关于向乌拉尔派遣全权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关于区域经济机构、关于部队的电报通信、关于粮食状况、关于铁路燃料等问题。


1月28日和2月2日之间


在克里姆林宫两次同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合影留念。


1月29日


读瓦·瓦·沃罗夫斯基1921年1月28日来信，信中支持彼得格勒“电力”厂提出的给已故电力工程师И．Д．叶夫宁的家属发放口粮和补助金的申请。列宁将信批给尼·彼·哥尔布诺夫，请他把这个问题转交小人民委员会研究，并指出瓦·瓦·沃罗夫斯基是一个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老布尔什维克，他对人的了解是完全信得过的。

起草教育人民委员部条例。

主持俄共（布）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改组工作委员会会议。


1月30日


同特维尔省斯塔里察县利戈沃村农民亚·伊·古谢夫谈话。古谢夫是受省非党农民代表会议的委托来莫斯科的，他反映，省非党农民代表会议希望召开全俄非党农民代表大会。

同副农业人民委员恩·奥新斯基谈改善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和吸收农民参加该人民委员部工作等问题。


1月31日


中午12时，接见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埃·阿·拉希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秘书亚·瓦·绍特曼。

中午12时30分，接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出版物发行处处长波·费·马尔金。

下午1时15分，接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彼·格·斯米多维奇。

下午2时，接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庭成员伊·巴·茹柯夫。

下午3时，接见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弗·威·林格尼克。

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米·A．克鲁钦斯基致函列宁，反映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是对副农业人民委员恩·奥新斯基的工作不满意，列宁复函，请他就改善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

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申请的决定。

签署粮食人民委员部起草的给巴库阿塞拜疆人民委员会主席纳·纳·纳里曼诺夫的电报，告知已派人去巴库和彼得罗夫斯克调整里海鱼品工业的组织。

把矿工代表Г．И．科特利亚罗夫关于采矿场缺少技术设备的信批给尼·彼·哥尔布诺夫，指示搜集情况，设法支援采矿业。

委托尼·彼·哥尔布诺夫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了解1月28日《真理报》提到的机械化采伐木柴方面的三项发明，并检查人民委员会1921年1月24日关于保证伊·彼·巴甫洛夫院士及其助手从事科学工作的条件的决定的执行情况。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铁路运输情况危急的报告、莫斯科等地的粮食状况以及其他问题。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决定成立由列宁主持的粮食工作委员会，以检查和协调向中部地区运粮的直达列车的运营，保证运粮直达列车所需物资的供应。

主持俄共（布）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改组工作委员会会议。

读出席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彼·伊·梅什科夫的来信，信中报告他们用星期六和星期日义务劳动为莫斯科工人采煤3万普特，因劳动国防委员会要求将煤留在原地而未能装运。列宁把信批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委托哥尔布诺夫去督促煤炭总委员会，并把梅什科夫的信送去发表。


2月1日


上午11时，主持俄共（布）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改组工作委员会会议。会议除了研究其他问题以外，还重新研究了叶·亚·利特肯斯的任命问题。

下午3时，接见国家出版社国外部主任萨·马·扎克斯（格拉德涅夫），听取他关于国外图书出版工作情况的汇报。

下午3时30分，接见中央统计局局长帕·伊·波波夫。

致函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兼粮食人民委员部驻北高加索特派员莫·伊·弗鲁姆金，严厉批评乌克兰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原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粮食部长）阿·瓦·彼舍霍诺夫的行为，指出乌克兰在粮食工作中“闹独立”是不能允许的，必须彻底查清事情的真相。

晚上6时至10时，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石油租让的决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检查各人民委员部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和任务情况的决议。会议讨论关于纪律审判会法令的实际效力、关于实物奖励、关于在国外为彼得格勒采购石煤、关于保障苏维埃俄国科学教育机关和科学技术机关正常工作等问题。

修改教育人民委员部条例草案。

晚上10时，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粮食工作委员会会议。


2月2日以前


致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达·波·梁赞诺夫，询问研究院图书馆里有没有搜集到各种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通信，这些书信是否编了目录，目录能否借阅。


2月2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由扬·埃·鲁祖塔克代替不在莫斯科的米·巴·托姆斯基参加教育人民委员部改组工作委员会，建议赋予该委员会代表党中央向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下达指示的全权。会议讨论专门委员会关于救济灾区农民的报告、关于农村状况的报告、关于手工业合作社的提案、提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鼓动宣传工作的提纲，以及关于向高加索运送部队和从高加索运出粮食、关于西伯利亚状况、关于农业人民委员部等问题。

致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达·波·梁赞诺夫，向他了解搜集和保存马克思和恩格斯遗著的情况以及在国外搜集新文献的可能性。

致函小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亚·格·哥伊赫巴尔格，请他特别注意检查各人民委员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和任务的情况，强调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莫斯科的住房问题，指示派人检查住房分配情况和监督各人民委员部裁减职员的工作。

同农业人民委员部负责西伯利亚事务的特派员、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委员B．H．索柯洛夫谈话，了解西伯利亚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以后的情况，听取索柯洛夫关于改变余粮收集制形式，使农民有权处理余粮的意见；建议索柯洛夫在农业人民委员部作报告、同亚·德·瞿鲁巴谈话、通过直达电报同西伯利亚联系、写关于西伯利亚土地规划和粮食政策提纲和决定草案并把这些材料提交党中央全会研究。

接见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工程师С．И．鲁日奇卡。

审阅电气工程师彼·阿·科兹明对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计划的意见后，委托尼·彼·哥尔布诺夫请科兹明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作有关农村风力发电和建立内燃机发电的小电站的报告。

两次主持俄共（布）教育人民委员部改组工作委员会会议。


2月3日


分别签署给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和各省执行委员会、省革命委员会、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巴什基尔革命委员会、吉尔吉斯革命委员会、土耳其斯坦革命委员会、鞑靼革命委员会、阿塞拜疆革命委员会主席的电报，指示全力协助省统计局编制1920年的普查材料的工作。

致函乌克兰肃反委员会中央管理局局长瓦·尼·曼采夫，指出俄共（布）中央关于把阿·瓦·彼舍霍诺夫等人驱逐出哈尔科夫的指示无法贯彻，乌克兰共产党一部分中央委员受了彼舍霍诺夫等人的蒙蔽，要求监视彼舍霍诺夫的活动，让他立即辞职并把他送往莫斯科。


2月4日


中午12时，接见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巴·米柳亭。

下午2时，接见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卡·基尔布姆和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芬兰工人阿·乌塞尼乌斯，同他们谈斯堪的纳维亚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以及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工作。

下午3时，接见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将·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在莫斯科五金工人扩大代表会议上讲话。

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谈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干部情况。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转达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伊·尼·斯米尔诺夫请求按前线标准供给西伯利亚部队口粮的电报；在讨论加速生产电耕机具和发动机的措施时，要求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彼·阿·波格丹诺未指挥不力提出严重警告。会议讨论区域经济机构条例草案、关于军队复员情况的报告、关于劳动部队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罐头工厂工作的措施、关于彼得格勒的燃料状况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粮食工作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问题。


2月5日


列宁起草的《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人员的指示》发表在《真理报》第25号上。

主持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下午1时至5时，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最高运输委员会、关于石油租让、关于全俄服装工业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内部的冲突等问题。

晚上8时，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修改俄共（布）中央给粮食工作者的通告信草稿。在讨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提交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提纲时，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由列宁、斯大林和布哈林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审定提纲。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所属民族委员会和训练班等问题。


2月6日


在全俄服装工业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讲话。

委托秘书打电话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出版物发行处处长波·费·马尔金，请他扼要地重新写出他关于该处组织的具体建议，供教育人民委员部研究。

接见萨马拉—兹拉托乌斯特铁路局办公室主任阿·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致函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批评剿匪不力，要求总司令把目前情况作一简短汇报。


2月7日


同莫斯科国民教育局图书馆科科长瓦·亚·莫杰斯托夫通电话，谈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图书馆的工作。

写《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一文。

致函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请他对波·费·马尔金的建议发表意见。

分别接见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小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亚·格·哥伊赫巴尔格。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委员会会议，审订提交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提纲。


2月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春播运动和农民生活状况时，写《农民问题提纲初稿》。会议讨论关于运输状况、关于剿匪等问题。

晚上6时至10时，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修改关于解除副劳动人民委员和普遍劳动义务制推行总委员会主席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的职务的决定草案，关于建立满足学校、医院等单位需要的地方粮食储备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4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全俄电力工业代表大会的决定草案、关于俄罗斯联邦中央统计局同其他共和国统计局合并的决定草案、战争和封锁造成的损失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关于莫斯科同志纪律审判会的工作、违反劳动纪律惩治法规以及其他问题。

晚上10时至11时30分，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向东南铁路派遣特派员以推动粮食运送工作的问题，批准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巴·哈拉托夫同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谢·谢·加米涅夫关于红军中央军事交通部加强对铁路（主要是东南铁路）运粮直达列车监督的协议。会议还讨论了关于莫罗佐夫斯卡亚—察里津铁路投入运营等问题。


不早于2月8日


写《关于电气化的意见。2．关于电气化》。


2月9日


上午11时45分，接见副农业人民委员恩·奥新斯基。

中午12时15分，同工农检查院院务委员A．K．派克斯谈有关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问题。

中午12时30分，接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库恩·贝拉。

下午1时15分，同伊尔库茨克省农民О．И．切尔诺夫谈话，听切尔诺夫读他写的关于农民生活状况和西伯利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可能性的报告。列宁要他把报告送《真理报》发表。

下午1时30分，接见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

下午2时，同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埃·捷尔任斯基谈话。

下午2时45分，接见俄罗斯联邦驻拉脱维亚全权代表雅·斯·加涅茨基。

下午3时至4时30分，同印度共产党人马·罗易谈话，罗易介绍了近东国家形势以及中亚和印度劳动者的状况。

德国工程师J．L．施泰因贝格来信建议用租让办法在摩尔曼斯克沿岸修建鱼类罐头工厂和在阿克莫林斯克州恢复肉类罐头工厂，列宁阅后指示秘书把信及有关材料寄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请他尽快提出意见。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提议成立由伊·捷·斯米尔加、亚·弗·埃杜克和弗·斯·叶尔马柯夫参加的三人小组，负责东南铁路和弗拉基高加索铁路燃料和粮食的运输。会议讨论关于防止顿巴斯燃料被盗的措施的决定草案、关于协助农业人民委员部开展播种运动的措施、关于燃料状况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2月9日和12日之间


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关于丧失油田的危险和关于巴库和格罗兹尼的租让项目》的报告，石油工业总管理局局长季·尼·多谢尔和专家伊·米·古布金、И．Н．斯特里若夫、А．И．策夫钦斯基、H．H．斯米尔诺夫关于油井注水问题和关于油田水淹威胁问题的报告，以及《1920年底石油工业状况》报告书；在这些报告上作记号和写批注。


2月10日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粮食工作委员会会议。会议研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粮食供应的前景问题。列宁记下已运到、已采购和已上交的粮食数；拟订关于运粮进展情况报表的格式。


2月1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下午1时30分，接见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同他谈关于石油租让、关于与英国签订贸易协定的谈判等问题。

下午2时，接见小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亚·格·哥伊赫巴尔格。

下午3时至4时，同法国社会党人昂·吉尔波和法国劳动总联合会委员阿·罗斯梅尔谈话。

读阿·伊·李可夫和列·波·克拉辛给人民委员会的关于俄罗斯联邦驻德经济代表处设立外国科学技术局的报告，委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把这个问题先交中央政治局，必要时交中央全会审议。

签署教育人民委员部条例。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修改和补充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克服燃料危机问题的决定草案；修订关于加强石油外运措施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实施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关于建立燃料总委员会计划机关、关于利用油库储备、关于剿匪斗争、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制定克服食盐危机的措施等问题。


2月12日


就石油租让问题致函政治局委员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

致函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尖锐批评同军队的通讯联络不畅这一糟糕状况，要求立即排除障碍。

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通电话，斯大林请列宁接见达吉斯坦代表团。

接见达吉斯坦代表团成员Д．科尔克马索夫、М．希兹罗耶夫、A．塔霍－戈季，听取他们关于达吉斯坦共和国情况的介绍；简要记下达吉斯坦对粮食、纺织品及运输、邮电等方面的需要。

接见即将赴任的苏维埃俄国驻波斯（伊朗）全权代表费·阿·罗特施坦。

接见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埃·拉希亚。

接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彼·格·斯米多维奇。

接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卡·拉狄克。

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谈话。


2月13日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扬·埃·鲁祖塔克和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陪同下，去莫斯科省布龙尼齐县巴乌利诺村附近打猎，后赴十月革命工厂，同工人谈话，在俱乐部举行的会议上讲话。


2月14日


分别接见副内务人民委员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小人民委员会主席季·弗·萨普龙诺夫、小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亚·格·哥伊赫巴尔格。

致函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请他提供一份在普通教育工作方面特别是在专业技术教育工作方面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育家的名单，并简要注明他们有哪些著作和为苏维埃工作了几年。

接见印度革命协会会长阿卜杜拉布。

同俄共（布）坦波夫省委书记Н．М．涅姆佐夫谈话，涅姆佐夫奉命来莫斯科向列宁报告，由于该省遭到安东诺夫匪帮的严重破坏，省委于2月8日决定在本省不征余粮。晚上，列宁再次同涅姆佐夫和坦波夫省农民代表谈关于余粮收集制、关于对待苏维埃政权态度等问题，记下坦波夫省的情况。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在讨论格鲁吉亚问题时，向会议提交以中央名义起草的给高加索方面军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会议讨论关于剿匪斗争、关于军队中共产党员暂停复员、关于俄共（布）莫斯科组织和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关于批准在驻德经济代表处设立外国科学技术局等问题。


2月15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格鲁吉亚形势时，会议决定用列宁2月14日起草的给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答复中央高加索局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请示。

给小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亚·格·哥伊赫巴尔格寄去关于莫斯科一些大学中工人预科学生生活困难的材料，在附函中建议专门研究一下工人预科的问题并尽可能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签署给粮食人民委员部驻北高加索特派员莫·伊·弗鲁姆金的电报，要求加强高加索的粮食采购和装运工作。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弗·巴·米柳亭关于印刷厂集中情况的报告时，记下印刷厂缩减的数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进口计划的决定；修订关于撤销编制委员会和苏维埃机关组织精简研讨会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西伯利亚租让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关于梅季希工厂工人奖金分配、关于对外贸易、关于防止顿巴斯燃料被盗等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粮食工作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巴·哈拉托夫关于3月1日之前粮食可望运到中部地区的报告，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粮食的装运工作。


2月16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石油租让、关于坦波夫省委书记Н．М．涅姆佐夫的工作、关于在《真理报》上开展以实物税代替余

粮收集制的讨论以及其他问题。

为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会议上讲话拟提纲。

在有党的积极分子参加的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会议上讲话。

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谈话。

签署给西伯利亚粮食委员会主席Л．К．卡冈诺维奇、粮食人民委员部驻北高加索特派员莫·伊·弗鲁姆金和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谢·德·马尔柯夫的电报，指示加紧向中部地区运送粮食，以缓和粮食供应紧张状况。


2月17日


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一起拟订和讨论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的初步名单；起草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中的一个主要条款；致函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建议他们审阅这些材料，在劳动国防委员会2月18日会议之前准备好自己的修改意见或另拟草案。

修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改组方案，指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把方案送科学技术局作进一步修改。


2月18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致电在叶卡捷琳堡的劳动人民委员瓦·弗·施米特，拒绝签署小人民委员会关于劳动人民委员部同普遍劳动义务制推行总委员会合并的决定。

审阅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条例草案，作记号并写对草案的意见。

同刚被美国政府驱逐回国的俄罗斯联邦非官方代表路·卡·马尔滕斯谈话，了解美国工人运动、在美俄侨、苏维埃俄国同美国建立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可能性等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把国家计划委员会条例草案提交会议讨论，记录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情况，作总结发言；修改关于用本身的维修器材装备水运部门的决定草案和关于为不定期休假的红军战士提供保健条件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缩短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电灯照明时间的决定草案、关于加紧从高加索运出粮食的措施以及关于在布良斯克工厂生产电犁等问题。

签署给东南劳动军委员会主席伊·捷·斯米尔加的电报，要求统一粮食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地方机关的粮食采购、收存和向中部地区运送的工作。

签署给切列波韦茨、沃洛格达、科斯特罗马、维亚特卡、梁赞、彼尔姆、叶卡捷琳堡、喀山、奥廖尔、库尔斯克、沃罗涅日省党委会、省执行委员会和粮食领导机关的电报，指出在国家粮食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决不允许截留向中部地区运粮的车皮。

同即将赴伦敦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谈同英国签订贸易协定的问题。

同申请出国工作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谈话。


2月18日或19日


签署给马里州革命委员会主席、维亚特卡省和科斯特罗马省粮食委员的电报，指示必须立即完成为科斯特罗马省运送185000普特粮食的任务。


2月19日


同即将赴格鲁吉亚参加革命委员会工作的菲·耶·马哈拉泽谈话，要他首先注意解决民族问题和农民土地问题。

同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谈派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去柏林工作一事；致函列·波·克拉辛，请他安排什克洛夫斯基去柏林工作。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的问题以及其他事项。

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巴·米柳亭关于制定统一经济计划方法问题的报告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提意见。在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批评米柳亭关于制定计划的错误观点，认为最大的危险就是计划工作官僚主义化。


2月20日以前


写便条给约·维·斯大林，请他为《真理报》写一篇文章，谈国家电气化计划的意义以及推广电气化的必要性。


2月21日


写《论统一的经济计划》一文。


2月21日或22日


签署给维亚特卡、科斯特罗马、喀山、奥廖尔、辛比尔斯克等省党委会、执行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的电报，指示给指定的车站运去5万普特燕麦，以保证马车运出木柴。


2月22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把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条例草案和该委员会委员名单提交会议审批；修改关于人民委员、副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部代表参加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统一整个俄罗斯联邦的建设、关于医院和学校的供应等问题，以及关于铺设韦舒亚窄轨铁路、关于保护和发展粗羊毛业等法令草案。


2月23日


致函石油总委员会专家伊·米·古布金、А．И．策夫钦斯基、И．Н．斯特里若夫、Н．Н．斯米尔诺夫，鉴于送交石油总委员会的报告谈到油井注水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请他们把手头保存的国外或当地有关惩办不封闭油井的石油工业家的法规或条例等材料送来。

委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设法让从美国归来的侨民工人小组管理莫斯科“阿莫”工厂和彼得格勒的一个工厂，组织汽车零件的示范性生产，并在晚上10时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汽车处同这个小组草签的合同送来。

出席俄共（布）中央和莫斯科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讨论莫斯科粮食和燃料危机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红军战士复员后的供给问题。

同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巴·哈拉托夫谈话。

签署给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的电报，由于严重缺粮，命令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部每天按时向中部地区发运40车皮粮食。


2月24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莫斯科的状况，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关于审查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组成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在莫斯科市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

委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提请劳动国防委员会2月25日会议讨论普遍劳动义务制推行总委员会副主席阿·莫·阿尼克斯特关于从美国归来的侨民工人的报告、小人民委员会关于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代替普遍劳动义务制推行总委员会负责归侨接待工作和由归侨共产党员小组管理莫斯科“阿莫”工厂的决定。

晚上，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石油租让、关于莫斯科党委会改选等问题。

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的来信，信中建议把乌克兰的现有储备粮基本用于地方需要，少部分用于同外国交换农业机器。列宁复电指示：储备粮的四分之三给中部地区，四分之一用于乌克兰的城市需要；对农民要坚决实行奖励政策。


2月24日和28日之间


写《在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的要点》。


2月25日


致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谈委员会的机构、成员和工作组织等问题。

致函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请他转达对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祝贺。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尼·伊·布哈林拟提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关于党的建设的提纲、燃料状况、就水路和铁路运输工作问题告各级党组织书草稿、西伯利亚开出的运粮直达列车的保卫工作、军队复员、格鲁吉亚等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尼·博·埃斯蒙特关于为复员红军战士生产布匹的报告时作摘记。会议讨论关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工人供应工作的决定草案、关于保障乌拉尔建筑工程劳动力的决定草案、区域经济机关条例草案、关于由美国归侨共产党员小组管理莫斯科“阿莫”工厂、关于高加索方面军各部队的口粮标准、关于顿巴斯的状况等问题。


2月25日夜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前往国立高等美工学校宿舍看望学生，同学生们谈学习、文学和艺术等问题。


2月25日或26日


写《给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词》。


2月26日


中午12时，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尤·赫·卢托维诺夫谈话，听取他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情况的汇报；谈话时作笔记。

中午12时15分，接见副农业人民委员恩·奥新斯基。

中午12时45分，同工程师．．鲁日奇卡谈他的国外之行。

下午1时30分，主持原料工作会议；写《关于资源利用问题的笔记》。开会期间读秘书玛·伊·格利亚谢尔的便条，便条告知莫斯科省非党工农妇女代表会议派两位代表来克里姆林宫，再三请求列宁同代表们见面并讲话。列宁在便条上答复：如果能推迟接见土耳其代表团的时间，可在下午2时45分去代表会议讲话。

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和主席团委员维·巴·诺根谈话。

在莫斯科省非党工农妇女代表会议上讲话，强调加强城市同农村联盟的必要性。

接见土耳其代表团，同他们谈签订条约的问题。

接见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

晚上7时，接见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伊·阿·泰奥多罗维奇。

晚上8时，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库恩·贝拉谈话。

委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通过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检查在国外为彼得格勒紧急购买1500万金卢布煤炭一事；请M．M．提赫文斯基教授根据列宁手头现有的石油工业材料对向外国租让油田、油井淹水、保全油井措施等问题提出意见；整理一份材料，说明劳动国防委员会三个月来收到多少需要答复的请求和问题，答复了多少，何时答复的，如有拖延是谁的责任；帮助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的发明家从国外订阅三四千万马克的必要材料。


2月27日


去哥尔克村，拜访在疗养院休养的《真理报》诗歌部主任И．Г．菲力浦琴科，并把玛·伊·乌里扬诺娃的包裹和便条交给他。


2月2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列·达·托洛茨基提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关于改组军队的报告提纲初稿时起草决定。会议讨论燃料状况、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状况等问题。

起草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改善工人供应的决定；指示秘书立即用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各委员征求意见的方式对这个草案进行表决，以便在第二天的报上发表。

在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讲话。

同副农业人民委员恩·奥新斯基谈话。

接见弗拉基米尔省戈罗霍韦茨县弗明基村农民代表伊·阿·切库诺夫和H．A．加尼亚文，向他们了解农村的情况，并告知即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他们向列宁转交了村民大会记录（其中包括他们发展农业的计划），对改变肉类征购办法提出意见。谈话结束后，列宁委托秘书向谢·帕·谢列达要1919年4月切库诺夫送来的关于召开劳动农民代表大会的计划。

写便条给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要他帮伊·阿·切库诺夫配一副好一点的眼镜；委托秘书负责检查这件事。


2月下半月


起草《给巴库同志们的信的提纲》。


2月


写便条给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征求他对俄罗斯联邦取消余粮收集制的时间的意见。

写便条给亚·德·瞿鲁巴，批评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工作作风。

同阿·马·高尔基谈创办文学艺术杂志《红色处女地》的问题。


3月1日


致函副农业人民委员恩·奥新斯基，提出要恢复农民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吸收象伊·阿·切库诺夫这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非党农民参加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签署给乌法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电报，要他邀请乌法县布尔加科夫乡别克托沃村农民阿·罗·沙波什尼科夫和Т．Н．康德罗夫立即到莫斯科商谈有关农民和农民经济的问题。

分别接见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瓦·亚·阿瓦涅索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萨·叶努基泽、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维·鲁·明仁斯基、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等人。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实行实物奖励的成效、关于撤销普遍劳动义务制推行总委员会和各地方委员会以及改组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草案、关于按照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重新调整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关于原料工作会议等问题。

写便条给副交通人民委员瓦·瓦·佛敏，询问为加快运粮直达列车的周转所采取的措施。


3月2日


分别接见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党员．戈尔德施泰因、芬兰共产党中央　　A委员奥·威·库西宁。

致函中央高加索局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向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和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委员热烈祝贺苏维埃格鲁吉亚成立。

委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把彼得格勒学者协会提出的关于借外债为彼得格勒提供粮食的建议书送给尼·伊·布哈林审阅，认为这一建议原则上是可行的。


3月3日


接见副教育人民委员叶·亚·利特肯斯。

同副内务人民委员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谈话。

致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由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将要研究粮食状况问题，建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委员会不再讨论这一问题。

审阅俄共（布）中央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定草案，写修改意见；写便条给亚·德·瞿鲁巴，请他召集专门委员会会议讨论这些修改意见。


3月4日


写《国际劳动妇女节》一文。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修改关于改组铁路警卫队以加强剿匪斗争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劳动部队、关于在国外购买载重汽车、关于发展电机工业的措施、关于为莫斯科“阿莫”工厂500名工人按前线红军战士标准提供口粮、关于莫斯科近郊煤矿区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其他问题。


3月4日和7日之间


起草俄共（布）中央向第十次代表大会作的政治工作报告的两个提纲。


3月5日


写《对人民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必修科目的决定草案的补充》。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粮食工作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改进粮食运送的措施和顿巴斯的粮食供应问题。


3月7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在讨论关于即将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问题时，全会赞同列宁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报告的提纲。为最后审订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定草案，全会成立一个有列宁参加的专门委员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三月会议的议程、关于延期召开铁路员工代表大会的提案、中央组织局关于3月18日召开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向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报告和题为《资本主义包围下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报告的提纲以及关于武装共产党员等问题。

读1921年3月7日小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亚·格·哥伊赫巴尔格的报告，报告说，外交人民委员部违反了人民委员会1920年11月30日关于不准另设平行机构来统计战争和封锁给苏维埃俄国造成的损失的决定。列宁批示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和副外交人民委员列·米·卡拉汉要十分明确地提出意见，不要绕开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不要躲躲闪闪。

填写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

签署给各省粮食会议主席和省粮食委员的电报，指示适时开展播种运动和建立种子储备，并要求在5天内报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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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
 （1921年3月）


1．开幕词（3月8日）

2．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报告（3月8日）

3．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3月9日）

4．关于工会问题的讲话（3月14日）

5．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3月15日）

6．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的总结发言（3月15日）

7．关于改善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的决议草案初稿（3月16日）

8．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3月13日或14日）

9．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3月13日或14日）

10．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3月16日）

11．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的总结发言（3月16日）

12．对梁赞诺夫就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所作修改的意见（3月16日）

13．对拉法伊尔（P法尔布曼）就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所作修改的意见（3月16日）

14．对基谢廖夫就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所作发言的意见（3月16日）

15．对马尔琴科就关于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所作修改的意见（3月16日）

16．关于燃料问题的讲话（3月16日）

17．关于燃料问题的建议（3月16日）

18．闭幕词（3月16日）

· 在《十人纲领》拥护者会议上的发言的提纲
 （1921年3月8日或9日）


· 给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


· 关于喀琅施塔得暴动——同美国《纽约先驱报》记者谈话纪要
 （1921年3月15日）


· 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取消货币税的决定草案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
 （1921年3月16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坦波夫省的收购工作的决定草案
 （1921年3月19日）


· 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21年3月27日）


· 致国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厂委员会和全体工人
 （1921年4月6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军队复员问题的决定草案
 （1921年4月6日）


· 给苏维埃各州及各共和国东方民族妇女部第一次代表会议的贺电
 （1921年4月6日）


·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及支部负责代表会议上关于粮食税的报告
 （1921年4月9日）


·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
 （1921年4月11日）


1．报告

2．讨论时的插话

3．总结发言

· 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贸易申请的决定草案
 （1921年4月12日）


· 致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达吉斯坦、哥里共和国的共产党员同志们
 （1921年4月14日）


· 致彼得格勒市非党工人会议
 （1921年4月14日）


· 对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直属财政委员会的决定草案的补充和修改意见
 （1921年4月14日）


·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亚—恩巴工程”的决定草案
 （1921年4月15日）


· 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
 （1921年4月21日）


代引言

关于俄国现时经济（摘自1918年出版的小册子）

论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

政治总结和结论

结束语

· 留声机片录音讲话
 （1921年4月25日）


·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分配农业机器》的决定草案的补充
 （1921年4月26日）


· 关于对待非党工人的态度
 （1921年4—5月）


· 在克里姆林区俄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会议上的发言
 （1921年5月9日）


· 俄共（布）中央关于在格鲁吉亚发生侵犯外国人权益问题的决定草案
 （1921年5月9日或10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实行生产集中的措施的决定草案
 （1921年5月11日）


· 恩巴地区铁路工程检查委员会的任务
 （不晚于1921年5月11日）


· 致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
 （1921年5月14日）


· 对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党纲第13条的决定草案的建议
 （1921年5月18日）


·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地方经济会议、关于报告制度和关于贯彻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的决定草案
 （1921年5月19—20日）


· 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
 （1921年5月19—21日）


· 俄共（布）中央关于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决议问题的决定草案
 （1921年5月22日）


· 在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提纲
 （1921年5月下半月）


· 关于俄共（布）中央工作计划的意见
 （1921年5月24日）


· 致彼得罗夫斯科耶联合企业的矿工同志们
 （1921年5月25日）


·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
 （1921年5月下旬）


1．开幕词（5月26日）

2．关于议事日程问题的发言（5月26日）

3．关于粮食税的报告（5月26日）

4．关于粮食税的报告的总结发言（5月27日）

5．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5月28日）

6．在讨论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时的发言（5月28日）

7．闭幕词（5月28日）

· 致全体人民委员及中央统计局局长
 （1921年5月28日）


·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地方经济机关的讲话
 （1921年5月30日）


· 关于工作报告的每月摘抄
 （1921年5月底或6月初）


· 在全俄第三次粮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21年6月16日）


· 关于清党问题的建议
 （不晚于1921年6月21日）


· 关于入党条件的意见
 （不晚于1921年6月21日）




附录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材料 （1921年3月上半月）


·《论粮食税》的几个提纲 （1921年3—4月）


· 人民委员会关于取消对出版物的货币结算的决定和对这一决定的意见
 （1921年3-5月）


·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地方经济会议、关于报告制度和关于贯彻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的决定草案的提纲
 （1921年5月19日—20日）


· 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的三个提纲
 （1921年5月19-21日）


·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材料
 （1921年5月下旬）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

· 《列宁全集》第41卷年表（1921年3月—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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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21年3月至6月即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开始阶段的著作。

苏维埃俄国经过三年浴血奋战、击退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以后，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开始向和平建设过渡，着手恢复国民经济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尽管它还受到敌对的资本主义的包围，并未消除重遭帝国主义军事进攻的危险，但是它的国际地位在1921年上半年得到了巩固。而它的国内情况却异常困难，国民经济彻底遭受破坏，燃料和原料极端缺乏，大部分企业无法开工。由于农业歉收，粮食和食品也严重不足，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涣散，有些企业甚至发生罢工。农民不满意余粮收集制，在反革命分子的煽动下，许多地方掀起叛乱，到1921年2月，武装叛乱分子的人数达3万人。1921年3月初发生喀琅施塔得叛乱，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利用大部分出身于农民的水兵的不满情绪，乘机打出“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保卫农民”等旗号，妄图消灭苏维埃，使资产阶级专政复辟。俄国共产党采取紧急措施，于3月18日平定了这次叛乱。国内的政治危机对党也有影响，一些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产生了动摇情绪。列宁和俄国共产党全面分析苏维埃国家的国内外形势，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用全部力量来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新任务即转向经济建设的实际问题。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使列宁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条件下实施的一套经济措施破坏了工业和农业的正常联系，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和小农经济的结合，不能保证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列宁果断地抛弃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旧途径和旧方法，作出停止施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的重大决策，开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复杂问题。

本卷的开头是一组关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文献。1921年3月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苏维埃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历史转折。列宁在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国内战争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同苏维埃俄国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斗争发生的新变化是党当前应当研究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列宁号召加强党的统一、坚决同一切派别活动作斗争，说明党的统一是解决当前任务的最重要条件。

列宁在大会上作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报告指出全党工作的关键是组织好国家从战争向和平建设的过渡。列宁把恢复国民经济和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同工农之间的正常关系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居于少数的国家里，社会主义事业最危险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农民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只有具有统一的意志，才能克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所造成的困难，才能实现自己在专政和领导方面的任务。他在论述喀琅施塔得事件及其政治教训和经济教训之后，分析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提出的贸易自由口号。他强调指出，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必须善于采取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的办法、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因为怎样处理无产阶级政权同小农之间的关系是苏维埃国家当时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方面，无产阶级要采取一系列复杂的过渡办法才能取得胜利；全党面对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应当认识到，“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要有高度的团结、沉着和纪律，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也要有一套办法”（见本卷第25页）。列宁强调指出，党从代表大会前的工会问题争论中应当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党内不容许有反对派存在，因为党的队伍没有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他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成为在经济政策方面和无产阶级团结方面的一个转折点。在关于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中，列宁再次明确指出，从目前形势得出的政治结论是党必须团结、党内不容许有反对派存在，经济结论是在实行工人阶级同农民妥协的政策方面要寻找新的方法、运用和检验这些新的方法。他反驳了“工人反对派”代表和“民主集中派”代表的责难，批判了亚•柯伦泰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中的错误言论，揭露了工人反对派的社会经济根源及其政治实质，指出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同工人反对派的思想和口号之间的直接联系。

列宁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中指出，实物税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态度，这两个阶级的关系决定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列宁论证说：“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因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见本卷第50页和第53页）。列宁考察了农民的经济要求，认为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即给小私有主一定的经营自由，需要供应商品和产品，因为“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小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见本卷第55页）。列宁在回答实行粮食税以后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小农恢复贸易自由而不至于因此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根基这一问题时指出，问题完全在于确定流转自由的范围，如果无产阶级能获得一定数量的商品并把它们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搞好工农业之间的正常的流转，那么，苏维埃政权除了政治权力，还能获得经济权力。列宁回顾了历史经验，指出苏维埃国家在商业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转方面做得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需要的限度，允许一定程度的地方自由流转不仅不会破坏而且会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列宁解释说：“在理论上，不一定要认为国家垄断制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最好的办法。在一个拥有工业、而且工业正在进行生产的农民国家里，如果有一定数量的商品，那是可以采用实物税和自由流转的制度作为一种过渡办法的。”（见本卷第63页）列宁强调指出，必须适应中农经济来进行建设，否则在俄国要保持住无产阶级政权，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列宁在结束报告时宣布：“我们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基本上决定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从而给小农许多刺激，推动他们来扩大经营，增加播种面积”，“并且相信，用这种办法一定能够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关系”（见本卷第65页）。

列宁关于工会问题的讲话维护了党中央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纲领。列宁揭露列•托洛茨基在会上伪造有关发生争论的事实，并警告他说：为自己的政治错误辩护是危险的。列宁还指出，亚•施略普尼柯夫曲解恩格斯的言论和俄共纲领有关工会的条文，他的把国民经济管理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的提法贬低了党和国家的作用、陷入了工团主义，党在考虑扩大工人民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这些正当要求时坚决屏弃反对派纲领中的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列宁提出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和关于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以及就这一问题所作的报告和总结发言，维护了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指出这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列宁首先提醒全党注意：“目前许多情况正在加剧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相互之间的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见本卷第78页）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规定，党内决不容许任何派别活动，立即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对破坏党的统一的共产党员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至开除出党，并规定了对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批准程序。列宁认为这一条文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党在急剧转变的新形势下希望彻底消除分裂。关于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指明：“工人反对派”的纲领代表一种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违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工人反对派”以及这一类派别和个人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必然会动摇无产阶级专政和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因此宣传这种思想是同俄共党员的身分不相容的。列宁在报告中说，党不排除对最重要的现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科学的探讨，不过这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在党的政治路线范围内进行，党不是辩论的俱乐部。列宁提出的这两个决议案在代表大会上以绝大多数票通过。

列宁在代表大会闭幕词中表示相信工人阶级的创造力量，相信党在异常复杂和困难的时期的领导能力，指出大会关于对农民态度问题的决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信党在克服了分歧之后会更加团结、更加坚强，必将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

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列宁继续从理论上阐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并为了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明新经济政策的实质而作了一系列报告和讲话。《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只有正确地、完全清醒地估计各种相互对立的阶级力量，才能对苏维埃政权为什么要改行新经济政策这一点作出正确结论。列宁对国内的三种基本力量作了分析，说明了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忍受无比的困苦和牺牲把无产阶级专政维持三年半之久的力量源泉，指出了俄国农民的中农化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对俄国革命的命运的威胁。《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及支部负责代表会议上关于粮食税的报告》回答了人们就粮食税以及与之有关的经济政策提出的问题：在什么限度内可以允许自由贸易和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并存？既然自由贸易必然使资本主义复活，那么允许它复活到何种程度？为什么要作出这种改变？改变的意义、性质和作用是什么？共产党员应该怎样来理解和解释这种改变？列宁说：作出这种改变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经济十分困难，在许多地方几乎完全破产；而苏维埃政权只有从农民那里才能得到必需的粮食和燃料，俄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生活和农民经济的改善；在议论粮食税时不可忘记工农之间经济关系的实质是工人为国家因而也是为俄国农民生产一切必需品，并通过铁路和船舶运送给农民，同时从农民那里取得全部剩余的农产品；粮食税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过渡办法，这种办法可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能够计算出可以自由支配的余粮的数量并拿这些余粮去交换当地的手工业品，从而也使小工业恢复起来。制定这个政策的根据是：俄国农村已经中农化，要提高农民经济的生产率，就必须帮助中农发展经济。既然存在小经济，存在贸易自由，就会产生资本主义。但是，在工人国家掌握大工厂、运输业和对外贸易的情况下，这种资本主义是不可怕的。列宁说，以租让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也好，通过合作社和自由贸易必然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也好，都是不可怕的，要尽一切力量来发展地方流转、发展小工业、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大工业更迅速地恢复起来。《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阐述了租让政策的意义，逐条解释了人民委员会通过的租让合同的基本原则。列宁指出，党纲首先讲到无论如何要增加产量，如果不善于实行租让政策，不善于把外国资本吸收到租让企业中来，那就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根本谈不上采取重大的实际措施来改善当时俄国的经济状况，那就表明在经济上没有一点求实精神。列宁说：“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见本卷第167页）《留声机片录音讲话》又论述了关于租让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认为资本家到俄国来承租企业就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但资本家在一定期限内承租的这一部分企业的所有权仍属于苏维埃国家，而苏维埃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却会由于产品的增加而得到好处。

列宁在4月间写出的《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是一篇从理论上说明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著作，它阐述了与粮食税的执行有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该文的第一部分《关于俄国现时经济》摘引了1918年5月写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的很长一段文字，说明1918年春和1921年春的经济政策原则之间的直接继承关系。第二部分《论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首先指出，1918年的论断在估计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期限方面有许多错误，实际期限比当时估计的要长，不过，俄国仍然有着1918年那样的社会经济结构，只是农村情况在那以后有了更大的变化。此外，国民经济遭到国内战争更加严重的破坏，生产力下降，这就使期限更长了。列宁接着写道：“结果，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见本卷第207页）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策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应当首先去解决刻不容缓的任务；要恢复国民经济，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立刻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谓从农民开始，就是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开始，就是允许农民在交纳粮食税后进行自由贸易。列宁在本文中第一次使用“战时共产主义”这一术语来概括国内战争时期被迫采取的一整套措施。列宁充分肯定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历史功劳，同时指出，“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见本卷第208—209页）。针对当时仍然存在的在战时共产主义问题上的某种思想僵化的表现，列宁说明为什么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实行这个政策对党来说就是愚蠢和自杀。列宁主张用一切办法来发展工农业间的流转，即使是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甚至没有把这种资本主义直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也比只是关怀共产主义纯洁性而在实践上却不能推动流转的人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益处大得多。列宁认为，有可能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列宁根据经济建设的经验作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要利用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直接过渡。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把粮食税看作最终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在城乡获得胜利的一种过渡措施。列宁说：“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见本卷第211页）列宁详细评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形式。第一，租让制，这是最简单的即同外国资本家订立书面合同的形式，它的基础是大工业；租让制政策获得成功，就会使苏维埃国家获得为数不多却具有现代先进资本主义水平的模范的大企业。第二，合作制，指作为一种商业形式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它的基础是小生产；合作制政策获得成功，就会使苏维埃国家把小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经济比较容易在相当期间内、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第三，代购代销制，指国家把作为商人的本国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第四，租赁制，指国家把国有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给本国企业资本家，这种租赁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列宁强调指出，后两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根本没有人注意过。列宁认为人们常常发出的“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的议论是错误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比较是祸害，但同宗法式经济、同小生产比较则是幸福；既然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列宁在《结束语》中归纳他的思想说：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制的过渡；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的方法是实行粮食税、发展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发展小工业；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的发展对工农国家有利，而限度的大小将由实践和经验来确定；实行国家监督就能把在一定限度内是不可避免的并为苏维埃国家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列宁在《论粮食税》之后又写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以及与之相关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地方经济会议、关于报告制度和关于贯彻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的决定草案》。这两篇文献以及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地方经济机关的讲话》和《关于工作报告的每月摘抄》等，规定了贯彻新经济政策的实际工作纲领和工作方式，提出了改组所有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以适应经济建设需要的具体计划。列宁在指令草案中特别强调鼓励地方尽量发挥首创精神、自主精神和进取精神，反对给地方机关工作作出死硬的规定。列宁重视总结地方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进一步提出要用地方经济和地方监督来检查中央机关的工作以及由中央来检查地方的工作，要通过地方的实践检查中央的指示以及通过中央的领导监督地方的实践。列宁建议成立地方经济会议，以鼓励地方经济机构在工作中的独立性、协调它们的全部活动、对它们进行监督。列宁规定了地方经济会议的任务、机构和组成人员。列宁提出扩大国家经济建设人员队伍的任务，要各级机关广泛地公开地挑选专业的和一般的、地方的和全国的管理人员和组织人员，把他们安置到较重要的经济建设岗位上去，批评共产党员不敢和不善于吸收大批党外人员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本卷中的文献还涉及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在《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分配农业机器〉的决定草案的补充》中列宁提出，国家对农业机具的供应要和国家对农产品的取得联系起来。在《致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的信件中，列宁探索科学的经济计划原理，要求加强对经济的集中的和有计划的领导。这一文献，还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实行生产集中的措施的决定草案》等文献提出了工业企业实行“生产集中”的问题。列宁认为，应该尽可能关闭无法继续生产的企业，由少数生产状况最好的企业集中进行生产。实行“生产集中”，是为了使各企业的工作建立在经济核算的基础上、降低产品成本、讲究经济效益。

载入本卷的《致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达吉斯坦、哥里共和国的共产党员同志们》以及其他一些文献阐述了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俄共（布）的民族政策，指出了各民族共和国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各民族共和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不同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它们进行经济建设，需要考虑到自己地区的特点、发挥自己地区的经济优势。列宁认为，高加索各共和国同俄罗斯比较起来，更加是农民的国家，因此，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民，要温和一点、谨慎一点、通融一点，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也要更加缓慢、更加谨慎、更加有步骤。列宁说：“不要照搬我们的策略，而要独立地仔细考虑我们的策略为什么具有那些特点以及它的条件和结果，不要在你们那里照抄1917—1921年的经验，而要运用它的精神实质和教训。”（见本卷第186页）比之俄罗斯，边疆地区可以较快、较容易地同资本主义的西方搞好“共居关系”，有充分的可能来广泛地实行租让政策和开展对外贸易，以此开发边疆的丰富资源、发展边疆的农业和畜牧业，从而提高边疆的生产力。

为了消除党内外许多人对新经济政策的一些原则问题的曲解、误解或不理解，使新经济政策能够正确地迅速地贯彻执行，俄共（布）于1921年5月26—28日提前召开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本卷收载的列宁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文献包括开幕词和闭幕词以及就粮食税问题作的报告和总结发言，还有为代表会议拟的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等。

列宁在关于粮食税的报告和总结发言中阐述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批驳了资产阶级和反对党的方针的人对新经济政策的曲解。针对那些认为党忘记发展大工业的种种怀疑和忧虑，列宁指出：开发资源、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唯一的基础就是大工业，但是，要恢复大工业，就必须先恢复农业和小工业；新经济政策向农民实行让步，是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准绳，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保证共产主义道路。列宁要求党和人民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任务上，因为经济工作是大家的事情，“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政治”（见本卷第324页）。列宁希望共产党员研究地方性的经济问题，考虑下层的经济工作的实际经验，因为法令是由下层执行和检验的，法令中的错误也需要由下层来纠正。列宁在《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明确指出：“当前的基本政治任务是使党和苏维埃的全体工作人员充分领会和确切执行新经济政策”，“这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见本卷第327页）。决议草案重申，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决议草案同时提出，必须同无政府状态的即逃避国家的任何监督的商品交换作斗争，把商品交换主要集中在合作社手里，但这决不排斥正当的自由贸易。因此，决议草案认为，要研究市场。

列宁在全俄第三次粮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阐述了党的第十次代表会议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指出，由于俄国经济极为困难，而大工业又不能很快恢复，因而要不惜任何代价坚决把小农经济从岌岌可危的状况提高到勉强过得去的状况，为此必须振兴小工业和地方工业、尽快地巩固小经济，允许它开展地方贸易，从而扩大使用资本的范围，这也就必须使整个苏维埃政权和它的基本原则以及它的全部经济政策转上另一条轨道。列宁说，如果不能通过相当规模的自由贸易筹集大批粮食、建立大量的国家储备，就不能恢复大工业和货币流通。列宁要求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熟悉自由贸易、不被自由市场击败。

此外，本卷收载的文献，如《俄共（布）中央关于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决议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在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提纲》（两次讲话的提纲）等论述了工会工作的问题，《关于俄共（布）中央工作计划的意见》等提出了改组工农检查院的问题，《关于清党问题的建议》和《关于入党条件的意见》谈的是俄共（布）如何使自己的队伍纯洁的问题，等等。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42篇。在关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27篇文献中有新文献12篇，在关于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11篇文献中有新文献7篇。此外，本卷中的《在〈十人纲领〉拥护者会议上的发言的提纲》、《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取消货币税的决定草案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坦波夫省的收购工作的决定草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军队复员问题的决定草案》、《对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直属财政委员会的决定草案的补充和修改意见》、《关于对待非党工人的态度》（包括信稿及对信稿的补充和修改意见）、《俄共（布）中央关于在格鲁吉亚发生侵犯外国人权益问题的决定草案》、《致全体人民委员及中央统计局局长》等都属新文献。《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这一组文献中的《讨论时的插话》和《总结发言》是全集第1版所没有的，《留声机片录音讲话》这一组文献中的《非党人员和苏维埃政权》也是全集第1版所没有的。本卷《附录》中的文献全为新文献，《附录》收进了列宁所填写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





《列宁全集》第41卷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1]


（1921年3月）


1

开幕词

（3月8日）

（长时间鼓掌）同志们，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我们又度过了一年，这一年中，无论在国际或国内，都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件。如果从国际局势谈起，那么应当指出，我们现在是第一次在这样的条件下开会：现在共产国际已经不只是一句口号，而真正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组织机构，它在各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国里都有了自己的基础，真正的基础。那些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2]上还不过是决议的东西，一年来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中已经付诸实现，得到了体现、证实和确认。只举出这三个国家，你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国际在去年夏天莫斯科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已经成为欧洲各先进大国工人运动的事业，不仅如此，它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基本因素。同志们，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尽管我们还要经受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这是我们决不能够也决不应当忽略的——但是，这个胜利是任何人也夺不走的！

其次，同志们，我们是第一次在这样的条件下召开代表大会的：全世界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敌军在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上已经不存在了。由于红军这一年来的胜利，我们才能够第一次在这样的条件下召开党代表大会。三年半的斗争是极端艰苦的，但是敌军在我们的领土上已经不存在了。这一点我们争取到了！当然，我们还远远没有因此而争取到一切，还绝对没有争取到我们应当争取到的东西——真正摆脱帝国主义者的侵犯和干涉。相反，他们对我们采取的战争行动在形式上虽然较少带有军事性质，但在某些方面对我们来说却更严重更危险。在上次党代表大会[3]时，我们就在迎接从战争向和平的转变，并且设法实现这一转变，设法安排好这方面的工作，但是直到现在，这个转变还没有完成。直到现在，我们党还面临着非常困难的任务，这些任务不仅涉及经济计划（在这方面我们犯了不少错误），不仅涉及经济建设的原则，而且涉及我们社会中、我们苏维埃共和国中现有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的原则。阶级关系本身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个问题是这次会上大家应当研究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个看法。

同志们，我们度过了极不平常的一年，我们竟干出了搞党内辩论和争论这种奢侈行为[4]。党处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起来的十分强大的敌人的包围之中，又肩负着空前的重担，对于这样的党来说，这种奢侈行为实在令人吃惊！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现在对这个问题怎样看。你们是否认为这种奢侈行为同我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完全相称呢？这要由你们来判断。但是有一点我无论如何必须指出：我们在这次大会上必须提出一点作为我们的口号，作为我们不惜任何代价必须实现的主要目标和任务，这就是我们在经过辩论和争论之后，必须比开始辩论和争论的时候更加坚强。（鼓掌）同志们，你们不会不知道，我们所有的敌人（他们多得数不胜数）在他们那些数不清的外国报刊上，一再重复并扩散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敌人在苏维埃共和国里散布的流言蜚语，他们说：有辩论就有争执，有争执就有纠纷，有纠纷共产党人就会削弱，所以要抓住时机，趁他们削弱的时候压他们一下！这已经成了我们敌人的口号。对此我们一刻也不应当忘记。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表明，不管我们过去容许这种奢侈行为对不对，现在我们都必须摆脱这种状况，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党代表大会上，对大家提出来辩论过的数量极多的纲领和各种各样的细微的、极细微的、微乎其微的分歧意见都认真地审查一遍，然后对自己说：不管我们过去辩论得怎样激烈，不管我们曾经争论得怎样面红耳赤，现在我们面对这么多的敌人，在农民国家中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任务又是这么繁重而艰巨，如果我们只是在形式上比过去团结一致，——大家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就证明是这样的——那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在形式上比过去团结一致，而且再也不能有一点派别活动了，不管过去派别活动表现在哪里，表现得怎么样，也要使派别活动完全绝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我们所面临的巨大任务。我相信，如果我说，我们通过这次大会至少要使党更加巩固、更加一致、更加精诚团结，这一定表达出了你们大家的愿望和坚定的决心！（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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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报告

（3月8日）

同志们，大家当然都知道，中央的政治工作问题是同党的全部工作，同苏维埃机关的全部工作以及革命的整个进程紧紧交织在一起的，因此——至少我认为是这样——就工作报告这个词字面上的确切含义来讲，工作报告是作不出来的。所以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尽量挑出一些特别重要的事件来谈，这些事件在我看来是这一年来我们工作中和苏维埃政治中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所经历的最突出的事件，这些事件能够提出很多的材料，供我们考虑革命进展的原因，所犯错误的意义（我们犯了不少错误）以及对将来的教训。这是因为，尽管报告过去一年的工作是很自然的事，是中央必须做的，而且这件事本身是党所关心的，然而我们所面临的日益展开的斗争任务是这样紧急，这样艰巨，这样困难，这样沉重地压在我们身上，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密切注意怎样从过去的经历中得出应有的结论，怎样更好地完成我们所关注的当前的和即将面临的任务。

这一年来，在我们的工作的各种关键问题中，最引人注意的并且在我看来我们的大部分错误与之有关的，首先是从战争向和平转变的问题。你们大家一定都记得，至少多数人还记得，三年半以来，我们已经转了好几次，但是一次也没有转成，而且看来现在也还是转不成，因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切身利益决不会让这个转变获得成功。记得还在1918年4月，即三年前，我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上曾谈到过我们当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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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任务的提出是以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作为依据的，但实际上那时国内战争还只是刚刚开始。你们都还记得，在上次党代表大会上，我们的一切打算都是以向和平建设转变为基础的，我们估计当时对波兰作出的巨大让步[5]会给我们带来和平。但是波兰资产阶级在4月里就发动进攻，他们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一样，把我们的爱好和平的态度当作软弱的表现，结果他们吃了大亏，接受了一个对他们比较不利的和约。但是我们也没有能够转到和平建设，我们不得不重新集中精力同波兰作战，之后又集中精力消灭弗兰格尔。正是这些事件决定了报告年度中的工作内容。我们的整个工作又转到军事任务上面去了。

后来，我们终于完全肃清了俄罗斯联邦领土上的敌军，开始从战争向和平转变。

这个转变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是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的。无疑这就是我们在所要报告的这一时期中政策上发生许多错误和过失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现在正在为这些错误和过失而吃苦头。我们的军队是在一个已经精疲力竭的国家中创建的，是在经过了几年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创建的，现在这支军队要复员，可是运输工具缺乏，运送军队异常困难，加之歉收带来了饥饿，燃料缺乏又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运输中断，于是，象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这次复员使我们遇到了很多难题，对这些难题我们原先是估计得非常不足的。许多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这里产生的。还在去年年底，我就已经指出：来年春天的主要困难之一，将是军队复员引起的困难。在12月30日的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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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我也指出过这一点，这次辩论大概你们中间很多人都是参加了的。我应当指出，当时我们对这些困难的严重程度还是看不清楚的；我们既没有看出复员在技术上会有多么大的困难，也没有看出先后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苏维埃共和国所遭受的种种灾难在复员时会加剧到什么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是复员才使这些灾难更加暴露出来。几年来，国家对战争全力以赴，把一切用于战争，不惜拿出最后的一点物资，最后的一点有限的储备和资源。直到战争结束，我们才看出国家已经破坏和贫困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这种状况使我们不得不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专门来医治创伤。即使是医治创伤，我们也还不能全力以赴。军队复员的技术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经济破坏的深重，这种严重的破坏除了造成其他困难之外，还引起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战争使我们，使我们整个国家，使千千万万人只习惯于完成军事任务。而军事任务完成之后，军队的大部分人遇到了极其恶劣的情况，在农村中遇到了难于置信的困难，这一危机和总的危机使他们得不到劳动的机会，结果出现了一种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局面。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和平仍然无从谈起。正是军队的复员、国内战争的结束表明，我们还无法集中力量进行和平建设，因为复员使战争在继续进行，只是改换了形式。几万、几十万士兵早已只习惯于打仗，把打仗几乎当成了唯一的职业，现在复员回到家乡，他们一贫如洗，生活艰难，自己的劳动用不上，结果我们被卷进了一场新形式的战争，新类型的战争。这种形式的战争简言之就是盗匪活动。

毫无疑问，中央的错误是没有估计到复员会引起这么大的困难。当然，应当说明，要进行这样的估计，当时不可能有什么依据，因为国内战争是这样艰苦，唯一的准则是一切为了国内战争前线的胜利——只有这一条。正是由于遵守了这一准则，并且由于红军在反对高尔察克、尤登尼奇等等的斗争中竭尽了全部力量，我们才能战胜入侵苏维埃俄国的帝国主义者。

谈了这种造成许多错误、使危机加剧的基本情况以后，我想谈一谈在党的工作中和整个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在估计和计划方面存在着许多更为严重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现象和失误——不仅计划方面有失误，而且在确定我们这个阶级同其他阶级的关系方面也有失误，而我们这个阶级是必须通过同这些阶级的合作，有时也要通过同它们的斗争来决定共和国的命运的。根据这一点，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工作，谈谈政治经验，谈谈作为政治领导的中央委员会应当弄清楚并且应当努力向全党说清楚的事情。这里指的就是我们对波战争的情况以及粮食和燃料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在进攻时推进得太快了，几乎打进华沙，这无疑是犯了错误。我现在不来分析这是战略错误还是政治错误，因为这样做就离题太远了，我想这是将来的历史学家的事情，现在人们必须继续艰苦斗争，抗击一切敌人，还顾不上研究历史。但是错误毕竟犯了，犯这个错误是由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力量的优势。这种力量的优势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经济状况，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爱国主义感情（对波战争甚至激起了那些完全非无产阶级的、丝毫不同情共产主义的、不是无条件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有时应当说是根本不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爱国主义感情），这个问题分析起来就太复杂了。但事实是：在对波战争中，我们犯了一定的错误。

拿粮食方面的工作来看，我们也会发现类似的错误。在报告年度中，余粮收集制的执行情况比上一年好得多。本年度收集的粮食已经超过25000万普特。据统计，到2月1日止，已经收集到23500万普特，而上一年度全年才收集了21000万普特，就是说，本年度花少得多的时间收集到的粮食，已经超过了上一年度全年收集的粮食。然而，在到2月1日为止收集来的23500万普特粮食中，上半年就消耗了近15500万普特，就是说，平均每月消耗2500万普特甚至更多一些。毫无疑问，总的说来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在粮食情况比上一年好的时候，没有能够合理地进行分配。我们没有能够正确地估计到开春时出现的危机的全部严重性，而是很自然地一心想增加挨饿的工人的配给额。当然这里也应当指出，我们没有进行计算的依据。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尽管存在着无政府状态，存在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混乱状态，它们在制订经济计划时，却有几十年的经验可作依据，各个经济制度相同、只是具体情况有些差别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参考这种经验。从这种参考中可以得出真正科学的规律，得出一定的规律性和常规。但是这种可供计算参考的经验我们一点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因此很自然，当战争结束后我们终于能够给挨饿的居民多分配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一下子还掌握不好分寸。显然，当时我们应当控制配给额的增加，节省出一定数量的后备粮来应付今春的困难的日子。现在，困难的日子果然到来了。我们当时没有这样做，结果又犯了我们整个工作中常犯的错误。这种错误说明，由于从战争向和平转变，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很多，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我们既缺乏经验，又缺乏准备，缺乏必要的资料，结果就使危机大大加重、加剧和恶化起来。

燃料方面显然也有类似的情况。燃料是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从战争向和平转变，向经济建设转变，即上次党代表大会上谈到的、并且是报告年度内整个政策所最关心和注意的事情，自然不能不以对燃料产量的估计以及燃料的合理分配作为基础。否则，不论克服困难也好，恢复工业也好，都无从谈起。在这方面，我们的情况比上一年好，这是很明显的。过去我们同产煤区和产油区断了联系。红军节节胜利，我们得到了煤和石油。燃料毕竟是增加了。我们知道，在报告年度内，我们的燃料比过去多了。但是在燃料增加的情况下，我们又犯了错误，一下子把燃料大量分配出去，把燃料用光了，以致在一切工作纳入正轨之前，我们就遇到了燃料危机。关于所有这些问题，你们会在这里听到专门的报告。至于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材料，我现在不可能向你们提供，甚至讲讲大概的情况也不可能。但是不管怎样，考虑到过去的经验，我们应当指出，这个错误是同我们对情况的错误估计以及从战争向和平转变得太快有关的。事实上，这个转变实现起来比我们想象的要慢得多。准备时间要长得多，速度要慢得多——这就是我们在这一年中得来的教训，全党应当牢牢记住这个教训，以便确定我们来年的基本任务，并且避免今后再犯类似的错误。

同时应当指出，歉收无疑使这些错误、特别是由这些错误造成的危机更加严重了。虽然我说过，在报告年度内，粮食工作使我们的粮食大大增加，但是必须说明，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也正是在这里。由于歉收，饲料极为缺乏，牲畜死亡，农民经济破产，因此，征粮便集中在余粮不多的地区。共和国的各个边疆地区，如西伯利亚、北高加索等地，余粮要多得多，然而这些地方的苏维埃机关极不完善，苏维埃政权不太巩固，运输也非常困难。因此，我们只得在收成最差的省份多收集一些粮食，结果就使农民经济的危机特别严重起来。

这里我们又清楚地看到，我们缺乏应有的正确估计。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处境非常窘迫，我们毫无选择的余地。一个国家遭受了带来严重破坏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又碰到连年国内战争，当然只有把一切力量都用于前线，否则便不能生存。象我们这样一个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只能向农民收集余粮，甚至不给他们任何其他产品作补偿。为了拯救国家，拯救军队，拯救工农政权，当时必须这样做。我们对农民说：“当然，你们是在贷粮给工农国家，但是不这样做，你们就不能把自己的国家从地主和资本家手中拯救出来。”当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身上时，我们不能不这样做。我们毫无选择的余地。而这些情况就使得我国的农民经济在连年战争之后凋蔽不堪；由于播种面积缩减、生产资料损毁、单位面积产量减少、劳动力缺乏等等，必然出现歉收。歉收的情况非常严重，因此，虽然收集余粮的情况比我们预料的要好，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危机加剧，它可能使我们在最近几个月内遇到更大的困难和灾难。我们在分析报告年度的政治经验和考虑新的一年应当提出什么政治任务的时候，必须认真估计到这些情况。报告年度留给下一年的，依然是这样一些亟待解决的任务。

现在我要谈谈另一个问题，完全属于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占去了党许多时间的关于工会的辩论。这个问题今天我已经提到过了，当然，我只能谨慎地说，你们中间很多人恐怕都认为进行这场辩论是一种过分的奢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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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我个人，还不能不添上一句：在我看来，这种奢侈行为确实是完全不能容许的；我们进行这场辩论，无疑是犯了错误，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在这场辩论中把根据客观条件不应占首要地位的问题，放到了首要地位；我们搞起这种奢侈行为，却没有认识到，我们因此而大大转移了对紧要的、严重的、迫在眉睫的危机问题的注意力。这场辩论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并且几乎使在座的大多数人都感到厌烦了，但是实际结果怎样呢？关于这个问题，你们会听到专门的报告，不过我想在我的工作报告中请你们注意一点，就是这里无疑也用得上“因祸得福”这句谚语。

可惜祸显得多了一点，福少了一点。（笑声）但是，福还是有的：我们虽然损失了时间，虽然使党内同志转移了对同包围我们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这一迫切任务的注意力，但是却学会了认识某些我们过去从未发现的相互关系。福就在于党在这场斗争中不能不学到一点东西。虽然我们都知道，作为执政党，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为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但是，党在这场辩论中得到了某种必须记取的教训。有些纲领，主要得到党的一些“上层”的拥护。这些纲领有时叫作“‘工人反对派’[6]的纲领”，有时又有别的叫法，事实上它们都带有明显的工团主义倾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而是在座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喊声：“对！”）

党在这场辩论中表明自己是非常成熟的，它看到“上层”有些动摇，听到“上层”说“我们的意见不一致，请你们来评断一下吧”，它就很快地动员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绝大多数最有影响的党组织都很快地向我们反映说：“我们有意见，我们要把这些意见告诉你们”。

在这场辩论中，我们收到了大批纲领。纲领实在太多了，拿我来说吧，因为职务关系，应当读一读，但是，我怕我已经犯了错误，因为我没有把它们读完。（笑声）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是否都有这么多空闲时间来读它们，但是至少应当指出，已经暴露出来的这种工团主义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半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提供了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材料。几个月来，我们太奢侈了，竟醉心于研究各种细微的分歧意见。而在这时候，军队的复员引起了盗匪活动，加剧了经济危机。这场辩论应当帮助我们懂得：我们这个约有50万党员甚至超过50万党员的党，已经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这是一，第二，它又是一个执政党；而作为一个群众性的党，党外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就多少会反映到党内来。懂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一点工团主义的或者半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并不可怕，因为党很快就会觉察到并且会坚决加以纠正。但是，如果这种倾向是由农民在国内占绝大多数这种情况造成的，如果这些农民对无产阶级专政日益不满，农民经济的危机极端严重，农民军队的复员抛出了千千万万疲惫不堪的士兵，使这些只习惯于打仗、以打仗为职业的人无事可做，从而引起盗匪活动，那么，在这种时候就不应该争论理论倾向问题了。我们应当在代表大会上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容许再争论倾向问题了，我们必须结束这方面的争论。党代表大会是能够而且应当做到这一点的，党代表大会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应有的教训，把它补充到中央的政治工作报告里去，把它确定下来，肯定下来，变成党必须遵守的义务，变成法律。争论的局面变得极其危险，简直构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威胁。

几个月以前，我曾经对一些在辩论中同我接触过、争论过的同志说：“小心，这种局面威胁到工人阶级的统治和工人阶级的专政！”他们却说：“这是恐吓手段，您是在吓唬我们。”[7]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对我的意见扣帽子，说我吓唬人。我总是回答他们说，如果我想来吓唬受过种种考验的老革命家，那就太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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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只要看看复员困难到了什么程度，那就会相信，这不但不是什么恐吓，甚至也不是争论中所免不了的意气用事，而是十分正确地指出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指出了我们需要团结、沉着和纪律；这不但是因为不这样无产阶级的政党便不能齐心协力地工作，而且是因为春季已经产生并且还要产生很多困难，如果没有高度的团结，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行动。我认为我们毕竟可以从辩论中得出这样两个主要的教训。因此，我觉得必须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太奢侈了，致使全世界都觉得奇怪：一个党在殊死斗争的最困难情况下，而且在发生歉收和危机的条件下，在遭到经济破坏和军队复员的条件下，竟然用尽心思去研究各种纲领的细枝末节，那么现在我们应当从这些教训中得出一个政治结论，应当不仅得出关于各种错误的结论，而且得出关于阶级关系、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政治结论。这种关系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这种关系要求无产阶级大大加强团结和集中力量，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这种关系所包含的危险性比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之流合在一起还要大许多倍。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都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所造成的困难是很大的，克服这种困难，需要紧密的团结——而且不只是形式上的团结——需要齐心协力的工作，需要统一的意志；因为只有在无产阶级群众具有这样的意志时，无产阶级才能在一个农民国家中实现自己艰巨的专政任务和领导任务。

西欧各国的援助正在到来，但是来得不那么快。它正在到来，正在不断增加。

我在上午的会议上已经指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我们所要报告的时期内最重大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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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也是同中央的工作有密切关系的。毫无疑问，今天的国际革命比去年前进了一大步。毫无疑问，在去年代表大会召开时，共产国际的存在还只是表现在发表一些宣言，而今天它的存在已经表现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了独立的政党，并且不仅如此，还是先进的政党，共产主义已经成了整个工人运动的中心问题。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国际不但成了工人运动的中心，而且成了这些国家整个政治生活令人注意的中心。去年秋天，只要一拿起德国或法国的报纸，就会看到上面满篇都在谈论莫斯科和布尔什维克，就会看到他们给我们加了各种各样的形容词，把布尔什维克和加入第三国际的21项条件[8]变成了本国整个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这是我们的胜利，这是任何人也夺不走的！这表明国际革命在发展，同时欧洲的经济危机在加剧。但是不管怎样，如果我们据此断定欧洲在短期内会用扎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来援助我们，那简直是疯了，我相信在这个大厅里不会有这样的人。三年来，我们已经逐渐懂得：寄希望于国际革命，并不是指望它在一定期限内爆发，现在发展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到春天可能会引起革命，但也可能不引起。因此，我们要善于使我们的工作同国内外的阶级关系相适应，以便能长期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消除（哪怕是逐渐消除）我们遭受的一切灾难和危机。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是正确的，清醒的。

现在我谈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同中央本年的工作有关，并且同我们面临的任务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对外关系问题。

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前，我们曾经全力争取改变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力争从战争关系变为和平的和贸易的关系。为此，我们采取了各种外交步骤，并且也确实战胜了那些大外交家。例如，美国的或是国际联盟[9]的代表，曾经向我们提出一些条件，要求我们停止对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军事行动，他们以为这样就会使我们陷于困境。但实际上，陷于困境的是他们自己，而我们却在外交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结果，他们出了丑，不得不收回自己的条件，后来全世界所有的外交文献和报纸都揭露了这件事。但仅仅是外交上的胜利，对我们来说是太不够了。我们需要真正的贸易关系，而不只是外交上的胜利。贸易关系只是这一年来才有了一些发展。同英国建立贸易关系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从去年夏天起，这个问题成了中心问题。可是对波战争使我们根本顾不上这个问题了。英国本来已经打算签订贸易协定。英国资产阶级希望签订这种协定，但是英国的宫廷人士不愿意，并且从中作梗，而对波战争又拖延了协定的签订。结果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

今天报纸上好象有消息说，克拉辛在伦敦向报界透露，他期待很快签订通商条约[10]。我不知道这个希望是否完全有把握能够实现。我不敢说究竟如何，但是我应当指出，中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是很重视的，并且认为我们作些让步以求得同英国达成贸易协定的做法是正确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会从英国比从别的国家得到更多的东西，英国在这方面并不象德国和美国那样先进。英国是个殖民国家，亚洲政局对它的利害关系极大，苏维埃政权在一些离英国殖民地不远的国家中所取得的成就有时也使英国极为敏感。这就决定了我们同英国的关系特别不可靠。这种状况是由于错综复杂的客观原因造成的，苏维埃外交家的任何外交艺术也无济于事。但是同英国的通商条约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同美国签订条约的可能性正在出现，而美国的生产潜力要大得多。

同这个问题有关的是租让问题。一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比以前注意多了。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公布了一项法令，用外国资本家最容易接受的方式阐明了租让问题。当时党内有人对这个问题产生过一些误解，或者说，是对它不完全理解，因此我们召开了几次负责工作人员的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总的说来，它没有引起什么意见分歧，尽管我们听到工人和农民有不少抗议。他们说：“才赶走了本国的资本家，现在却想把外国的资本家请进来。”这种抗议究竟有多少是不自觉的，有多少是反映了非党人士中的富农以至资本家的想法——他们认为，他们才有合法权利在俄国当资本家，并且当掌握政权的资本家，而不应当招来这些不掌握政权的外国资本——这两种情况分别起着多大作用，中央固然没有任何相应的统计材料，世界上的任何统计也未必能把这些情况统计清楚。但是，我们公布这项法令，毕竟在建立租让关系上是前进了一步。应当指出，我们在实践上——这一点决不能忘记——连一个租让项目也还没有搞成。我们还在争论是否应当尽力设法实行租让。但是，能不能实行租让并不取决于我们的争论和决定，而取决于国际资本。今年2月1日，人民委员会又通过了一项关于租让问题的决定[11]。其中第一条规定：“原则上赞同在格罗兹尼和巴库以及其他正在开采的油田提供石油租让，并开始谈判，谈判要加速进行。”

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一些争论。有些同志认为把格罗兹尼和巴库的一部分油田租让出去是错误的，会引起工人的反对。大多数中央委员和我个人却认为这种抱怨也许是不必要的。

大多数中央委员和我个人都认为这种租让是必要的，希望你们以自己的威信来支持这种观点。对我们来说，同其他先进国家的国家托拉斯实行这种联合，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国的经济危机十分深重，没有外国的装备和技术援助，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就无法恢复被破坏了的经济。只输入装备是不够的。我们或许可以用更广泛的方式把企业租给最大的帝国主义辛迪加：租出四分之一巴库，四分之一格罗兹尼，以及四分之一我们最好的森林资源，这样来保证我们得到最新的技术装备，建立起必要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因此得到其余部分所需要的装备。这样，我们就多少（即使是四分之一或一半也好）可以赶上其他国家的现代的、先进的辛迪加。否则我们将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不竭尽一切力量就赶不上他们，任何人只要稍微清醒地观察一下现状，都不会怀疑这一点。我们已经同一些最大的世界托拉斯开始谈判。当然，他们这样做不单纯是为我们效劳，而完全是为了大捞一把。现代资本主义，用一些主张和平的外交家的话来说，就是强盗，就是强盗式的托拉斯，它已经不是从前正常时代的资本主义，因为它现在靠垄断世界市场来攫取百分之几百的利润。当然，这样做我们要付出十分昂贵的代价。但是由于世界革命还没有到来，我们没有别的出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能使我们的技术赶上现代水平。如果某一个危机使世界革命的发展速度变快了，而这场革命在租让期满之前就爆发，那么租让条件就不会象文件规定的那样苛刻了。

1921年2月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在国外采购1850万普特煤的决定，因为当时我国的燃料危机已经日益明显。当时已经很清楚，我们不能把黄金储备只是用来购买装备了。装备可以增加我国的煤炭生产，我们从外国订购机器来发展煤炭工业，当然比从国外买煤有利，但危机是这样深重，我们只得放弃这种经济上有利的做法，而采取下策，用资金去买我们本来可以在国内得到的煤。为了购买农民和工人所需要的消费品，我们必须作更大的让步。

现在我想谈谈喀琅施塔得事件[12]。我还没有得到喀琅施塔得方面的最新消息，但是我可以肯定，这一场很快就显露出我们所熟悉的白卫将军们身影的暴动，在最近几天内甚至几小时内就会被平定。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必须对这一事件的政治教训和经济教训仔细加以考虑。

这个事件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政权从布尔什维克手里转到了由各色各样的分子组成的不确定的集团或联盟手里，他们似乎比布尔什维克仅仅稍右一点，甚至也可能稍“左”一点——这些企图在喀琅施塔得夺取政权的政治集团的成分就是这样不确定。当然，你们都知道，白卫将军们在这里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已经完全证实了的。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发生以前两个星期，巴黎的报纸就已经发表了喀琅施塔得发生暴动的消息[13]。十分明显，这里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国外白卫分子在活动，而归根到底这个运动是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和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造成的。这是一种新的情况。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同各种危机联系起来，从政治上慎重地加以考虑，仔细地加以分析。这方面暴露出来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即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它利用自由贸易的口号，无时无刻不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情绪对无产阶级也有很大影响。它影响到莫斯科的一些企业，也影响到外省许多地方的企业。这种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无疑要比邓尼金、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合起来还要危险，因为在我国，无产阶级占少数，农民已经破产，此外，我们的军队复员提供了数量惊人的暴乱分子。尽管起初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和工人所提出的——怎么说好呢——政权变动是很小的，或者说是不大的，他们只是想在贸易自由问题上改变一下布尔什维克的主张，看来变动并不大，口号好象还是“苏维埃政权”，而只是稍作改变，或者稍作修正，实际上非党分子却做了白卫分子的垫脚石、跳板和桥梁。这在政治上是必然的。在俄国革命中，我们见过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分子，同他们斗争了几十年。从1917年2月起，在大革命时期，我们就看到过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在怎样活动，我们还看到小资产阶级的政党都试图声明他们的纲领同布尔什维克的差别很小，只是实现的方法不同而已。我们不仅从十月革命的经验里了解到这一点，而且也从前俄罗斯帝国版图内各个边疆地区、各个地方的经验里了解到这一点，那里的苏维埃政权曾经被其他政权的代表取代过。大家都还记得萨马拉民主委员会[14]吧！他们全都以平等、自由和立宪会议的口号相号召，结果却不止一次地成了向白卫政权过渡的跳板和桥梁。

我们必须从所有这些经验中得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必然的理论结论，因为经济状况的恶化在动摇苏维埃政权。整个欧洲的经验已经实际地表明了脚踏两只船的尝试会有什么结果。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指出，政治摩擦是一种莫大的危险。我们应当密切注意这种提出贸易自由口号的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贸易自由即使开始时并不象喀琅施塔得暴动那样同白卫分子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但是它还是必然会导致白卫分子的卷土重来，导致资本的胜利、资本的完全复辟。所以，我再说一遍，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政治上的危险性。

这种危险性证明了我在谈到我们关于纲领的争论时所说的话 
［注：见本卷第11—12页。——编者注］

 ；我们面对这种危险应当懂得，我们应当不只是在形式上停止党内的争论，这一点我们当然会做到，但是还不够！我们应当记住，我们必须更认真地对待问题。

我们必须懂得，虽然农民经济发生了危机，但是，除了依靠农民经济来帮助城市和乡村，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生存下去。我们必须记住，资产阶级正在竭力煽动农民反对工人，竭力煽动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利用工人的口号来反对工人，这一切将直接导致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说，导致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地主和资本家的旧政权。这种政治上的危险性现在是存在的。许多革命都清清楚楚地走过这条道路，我们也经常指出这条道路的危险性。这条道路很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要求执政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者，决不能采取我们这一年来经常采取的那种态度。这种危险性无疑要求我们更加团结，更守纪律，更能和衷共济地工作。否则我们便不能战胜命运给我们带来的危险。

下面谈一谈经济问题。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提出的贸易自由这一口号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关系中，还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困难问题和任务。我指的是，在一个无产阶级占少数而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当无产阶级革命日益开展的时候，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来对待小业主的问题。在这样的国家里，无产阶级的作用就是要领导这些小业主向社会化的、集体的、公社的劳动过渡。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在我们许多立法文件中都说到了这个过渡，但是我们知道，问题不在于立法文件，而在于实际执行，同时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有了实力雄厚的大工业，能够给小生产者好处，使他们实际看到这种大经济的优越性，就能保证实现这一过渡。

凡是对社会革命及其任务深思熟虑过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社会党人，在理论上总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而在我国，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我已经谈过，而且在俄国非常突出）就是我国的无产阶级不但是少数，而且是极少数，占大多数的是农民。我们在保卫革命时所处的条件决定了我们完成我们的任务时必然空前困难。实际显示大生产的一切优越性，我们还办不到，因为大生产遭到了破坏，本身很难维持，只有让这些小农忍受牺牲，大生产才能得到恢复。必须振兴工业，但是，要振兴工业就要有燃料，要燃料就要有木柴，要木柴就要靠农民和他们的马匹。在危机深重、饲料缺乏、牲畜大批死亡的情况下，农民不得不把东西贷给苏维埃政权来恢复暂时还不能向他们提供任何东西的大工业。就是这种经济情况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就是这种经济情况迫使我们必须更深入地考虑从战争向和平转变的条件。在战时，我们只能对农民说：“必须把东西贷给工农国家，它才能摆脱国境。”此外是没有其他办法的。当我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恢复经济的时候，我们必须懂得，在大生产彻底胜利和恢复以前，我们面对的是一些为商品流转而生产的小农，小业主，小生产者。而大生产是不可能在旧的基础上恢复起来的，这需要很多年，至少要几十年，在我们这种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可能还要更长一些的时间。在这以前，我们还要同就是这样的一些小生产者打好多年的交道，因此，自由贸易的口号是必然会提出的。这个口号的危险性不在于它掩饰了白卫分子和孟什维克的意图，而在于它会在农民群众中得到传播，尽管农民群众是仇恨白卫分子的。它所以会得到传播，是因为它符合小生产者生存的经济条件。中央出于这种考虑，对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作出了决定，开展了讨论，并且你们今天已经通过决定，同意在代表大会上直接提出这个问题[15]。关于实物税和余粮收集制的立法问题，早在1918年年底我们就提出来了。实物税法在1918年10月30日就通过了[16]。但是，这个向农民征收实物税的法令虽然通过了，却并没有执行。法令公布后的几个月内，我们接着又发布了几个条例，但是法令仍旧没有执行。另一方面，征收农户的余粮是战争环境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办法，这种办法对于农民经济所处的稍为和平的生存条件就不再适合了。农民需要心中有数，需要知道究竟有多少要交出去，有多少可以用来在当地流转。

过去我们的全部经济，不论是就整个来说，还是就各个部分来说，都适应战时的条件。考虑到这种条件，我们当时的任务就是必须收集一定数量的粮食，而完全无法顾到这样做对社会流转会有什么影响。现在我们从战争问题转到和平问题上来了，因此对实物税的看法也就不同了：我们不但要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而且要从保证小农户方面着眼。我们应当了解小农经济自发势力用什么经济形式表露对无产阶级的不满；这种不满已经表露出来，并且在目前的危机中变得愈来愈激烈了。我们在这方面必须尽最大的努力。这是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事情。应当让农民在当地流转方面有一定的自由，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使小业主可以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产，根据税额的多少来确定生产规模的大小。自然，我们知道，在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里，这件事做起来是很难的。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生产资料都减少了，余粮无疑也减少了，甚至往往根本没有余粮。我们必须考虑这种情况，考虑这种事实。农民为了不让工厂和城市完全挨饿，自己不得不挨一点饿。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但是我们并不指望分散的贫困的农民业主能理解这一点。我们知道，这方面非采取强制手段不可，而破产农民对强制手段的反应十分强烈。别以为这种办法一定能使我们摆脱危机。不过，我们同时还要作最大限度的让步，使小生产者有最好的条件去发挥自己的力量。从前我们适应的是战争任务。现在则要适应和平时期的条件。这个任务已经摆在中央面前，这就是要在无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改行实物税，这和实行租让也是有紧密联系的。你们将要对这个任务进行专门的讨论，你们应当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无产阶级政权通过租让办法，就能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协议，而达成这种协议就能使我国工业得到加强；工业不加强，我们便不能向共产主义制度继续前进；另一方面，在这个过渡时期，在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我们必须会采取从经济上满足农民要求的办法，采取尽量多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当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改造过来的时候，当大机器还没有把他们改造过来的时候，就应当保证他们有经营的自由。我们现在处在一种新旧交替的状态，我们的革命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只要我们还处在这种新旧交替的状态，我们就不得不寻求非常复杂的相互关系的形式。过去我们在战争的重压下，不能集中精力考虑怎样处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它掌握着已经遭到空前的破坏的大生产）同小农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关系，怎样找到同小农共处的形式；而只要小农还是小农，就必须保证小经济有一定的流转体系，否则小农便不能生存。我认为这个问题对苏维埃政权来说，是当前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对近一年来我们在战争结束后开始向和平状态转变的时期所做的工作，从政治上作出总结。

这个转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暴露得十分明显，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待这种自发势力。我们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这一系列现象的。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在这方面，无产阶级政权要取得胜利，就要采取许多复杂的办法，确切些说，要采取一系列复杂的过渡办法——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看错过。1918年底，我们颁布了关于实物税的法令，由此可见，共产党人当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只是由于战争，我们没有能够实行这个法令。在国内战争的环境里，我们不得不采用战时的办法。但是，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只能采用这种办法和态度，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必将意味着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垮台。当我们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实行向和平转变的时候，应当想到，在拥有大生产的国家里建设无产阶级国家，比在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里要容易些。完成这项任务要采取许多办法，我们决不能对这些困难视而不见，也决不能忘记，无产阶级是一回事，小生产又是一回事。我们不能忘记现在还有各种阶级存在，不能忘记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反革命势力是导致白卫分子卷土重来的政治跳板。我们必须清醒地正视这个问题，应当认识到，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要有高度的团结、沉着和纪律，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也要有一套办法，这些办法过去只是由于战争而没有能够实行。我们应当承认，实行租让，购买机器和工具来满足农业的需要，这是必要的，这样就能换得粮食，恢复无产阶级同农民的正常关系，保证无产阶级在和平时期的生存。我希望我们以后再来谈谈这个问题。我重复一遍，我认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一年，可以说是从战争向和平转变的一年，它向我们提出了极端困难的任务。

最后，我简单讲一讲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花了我们很多时间。还在去年夏天，这个问题就在中央委员会中提出来了；8月，中央在给各级组织的信中提出了这个问题；9月，在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最后，在12月举行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又在更大的范围里提出了这个问题。[17]官僚主义的脓疮无疑是存在的，这是大家公认的，必须同它作有效的斗争。当然，在我们看到的争论中，有些纲领对这个问题的提法至少是轻率的，往往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最近在非党工人中间显然出现了动荡和不满。从莫斯科举行的一些非党会议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把民主、自由变成了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有很多或者至少有一些“工人反对派”的代表同这种祸害，同这种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性作过斗争，他们说：“我们要团结起来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他们的确表现得极为团结。“工人反对派”和提出半工团主义纲领的其他派别的人，是否都是如此，我不知道。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要好好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懂得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种斗争也象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的任务一样复杂。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制度中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脓疮，以致我们的党纲也提到了它，这是因为它和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及其涣散性有联系。只有把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克服这些毛病，劳动者不但应当欢迎工农检查院[18]的法令（难道我们受人欢迎的法令还少吗？），而且应当学会通过工农检查院来行使自己的权利；然而在目前，这种情形不但在乡村中看不到，就是在城市里，甚至在两个首都也看不到！甚至在那些叫喊反对官僚主义叫喊得最多的地方，往往也不会行使这种权利。对这种情况应当十分注意。

我们常常看到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他们希望——甚至可能是真诚地希望——帮助无产阶级政党，帮助无产阶级专政，帮助无产阶级运动，然而实际上他们却帮助了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而这种自发势力在革命中屡次表现出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危险的敌人。现在——这是今年的基本结论和教训——它又一次表现出它是最危险的敌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它最能找到拥护者和支持者，最能改变广大群众的情绪，甚至影响到一部分非党工人。这样就使无产阶级国家的处境非常困难。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不吸取这种教训，不把这次代表大会变成在执行经济政策和实现无产阶级的紧密团结方面的一个转折点，那我们最后就会得到这样一句可悲的评语：应当忘记的鸡毛蒜皮的事，一点也没有忘记，应当在这一年的革命中学到的许多重要东西，一点也没有学到。我希望不至于出现这样的情况！（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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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

（3月9日）

（长时间鼓掌）同志们，本来希望大家讨论中央的政治工作报告会着重对政治工作、政治错误提出批评，提出补充和修正的意见，并且作出政治上的指示。

但是很遗憾，只要你仔细了解一下这里展开的讨论，重新阅读一下讨论中所提出来的主要问题，你就忍不住要问自己：代表大会这样快就结束了这些讨论，是不是因为人们谈论得过于空洞，因为发言的几乎全是一些“工人反对派”的代表呢？关于中央的政治工作和当前的政治任务，我们究竟听到了些什么呢？大多数发言人都把自己叫作“工人反对派”，这可不是一个闹着玩的称呼！……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党内，组织反对派可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情！

例如柯伦泰同志直截了当地说：“列宁的报告回避了喀琅施塔得事件。”我听到这种话，只能表示惊讶。所有出席代表大会的人都十分清楚——当然，报纸上的报道不能象这里谈的这样坦率——我在这里作的报告，详详细细地谈了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教训 
［注：见本卷第18—20页。——编者注］

 ；如果这样指责我也许更恰当些：我在报告中大部分都是谈的今后如何从喀琅施塔得事件中吸取教训，而只有一小部分谈到过去的错误，谈到政治事件以及我们工作中的关键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我看来是决定着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且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再犯过去的错误的。

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教训，我们在这里究竟听到了些什么呢？

如果有人以反对派的名义出现，把这个反对派叫作“工人”反对派，并且说中央对党的政治领导不正确，那就应当对这些人说：你们应当指出在基本问题上有哪些地方不正确，应当怎样纠正。但是很可惜，关于目前的形势和教训，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连一句话、一个字也没有听到。甚至连我作的结论也没有人在这里谈到。结论很可能不正确，但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正是为了使不正确的地方能够得到纠正。党必须团结，党内不容许有反对派存在——这就是从目前形势中得出的政治结论；而经济的结论，就是不能满足于在实行工人阶级同农民妥协的政策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要寻找新的方法，运用和检验这些新的方法。我曾具体指出应当怎样做。我说的可能不正确，但是关于这一点，谁也没有说过一句话。有一个发言人，大概是梁赞诺夫吧，他只是这样责备我，说我在发言中提到实物税，似乎是突如其来的，是预先没有经过讨论的。这说得不对。我非常奇怪，一些负责同志怎么会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出这样的话来。关于实物税的问题，几个星期以前就在《真理报》上展开讨论了。如果那些喜欢扮演反对派角色并且责备我们不提供进行广泛讨论的机会的同志不愿意参加讨论，那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我们同《真理报》编辑部的联系不仅表现在布哈林同志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而且还表现在各种重要问题和重要政治路线从来都经过中央讨论；没有这种讨论，就不可能进行政治工作。实物税的问题是中央提出来进行讨论的。《真理报》发表了文章。但是谁也没有对这些文章作出反应。这表明他们不愿意研究这个问题。而当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在莫斯科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才有一个人（我不记得是非党人士还是孟什维克）谈到实物税问题，我说：您不了解《真理报》上谈了些什么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70页。——编者注］

 。对非党人士作这样的指责比对党员作这样的指责要自然一些。在《真理报》上开展讨论不是偶然的，在代表大会上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问题。某些发言人的批评完全不是实事求是的。问题既然曾经提出来讨论过，那就应当参加讨论，否则，这种批评就是毫无根据的。关于政治问题，情况也是这样。我再说一遍，我在报告中注意的只是我们如何从最近的这些事件中作出正确的结论。

我们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象我说过的那样，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比邓尼金还要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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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同志们都不否认。这种反革命势力比较独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反革命势力。我可以断言，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反革命思想和口号同“工人反对派”的口号是有联系的。正好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发言的人谈到过，虽然发言最多的是“工人反对派”的代表。而柯伦泰同志在代表大会前出版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却最明显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也许我应当特别着重谈谈这本小册子，以便向你们说明，为什么我所谈到的那种反革命势力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形式，为什么它的影响这样的巨大和危险，为什么在会上发言的“工人反对派”的代表完全不了解这种危险性。

为了不至于忘记，我在回答“工人反对派”代表的发言之前先简单地谈一谈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奥新斯基的问题。这位写过不少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纲领的同志，在会上发言批评了中央的工作报告。我们本来期待他在代表大会上对一些基本措施提出批评，这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却说什么萨普龙诺夫被人“甩了出来”，什么由此可以看出，说的是必须团结一致，做的却是另一套，他还对选举两名“工人反对派”的代表参加主席团这件事大肆渲染[19]。我很奇怪，一个非常有名的党的著作家和担任重要职务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去谈论这种意义极小的琐事！奥新斯基的特点，就是他把一切都看成是政治手腕。他甚至把给“工人反对派”两个主席团的名额这件事也看成是政治手腕。

在莫斯科一次党的会议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3—34页。——编者注］

 上，我指出过“工人反对派”已经开始形成，遗憾的是现在我在党代表大会上不得不再一次指出这一点。“工人反对派”在10月和11月间已经闹到在两个房间里开会，闹到成立派别组织的地步。

我们，特别是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关于这一点在中央委员会中是没有分歧的——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工人反对派”中的健康成分和不健康成分区分开来，因为“工人反对派”的影响有了一定的扩散，使莫斯科的工作受到了损害。11月的代表会议[20]是分两个房间开的，一部分人呆在这里，另一部分人呆在同一层楼的另一个房间里，那时我也受累，不得不象一个杂役那样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这是对工作的破坏，是派别活动和分裂的起点。

早在9月举行党代表会议[21]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健康的成分和不健康的成分分开，因为决不能把这个集团看作是一个健康的集团。有人说我们这里没有充分贯彻民主制，我们说，这话绝对正确。的确，我们这里民主制是贯彻得不充分。但在这方面需要有人帮助和指出应当怎么贯彻。需要的是切实贯彻，而不是一味空谈。我们也吸收了那些自称“工人反对派”的人，即使他们取一个更难听的名称也罢，虽然我认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没有比“工人反对派”这种名称再难听、再丢脸的了。（鼓掌）但是，即使他们想出更难听的名称，我们也还是对自己说，既然这种疾病侵害了一部分工人，那就应当对它特别注意。因此，被奥新斯基同志莫名其妙地说成是我们所犯的过失的地方，应当说正好是我们的功劳。

现在来谈“工人反对派”。你们承认你们是反对派。你们带着柯伦泰同志的题为《工人反对派》的小册子来参加党代表大会。你们把这本小册子的最后校样付印时，就已经知道发生了喀琅施塔得事件，知道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异常猖獗。在这种时候，你们竟然自称“工人反对派”！你们不了解，你们这样做要负重大的责任，你们严重地破坏了统一！你们到底为了什么？我们要质问你们，要考考你们。

奥新斯基同志是拿这个字眼作为论战的手段的，并且认为我们犯了某种过失或者错误；他和梁赞诺夫一样，把我们对“工人反对派”的政策看成是一种政治手腕。这并不是什么政治手腕，而是中央现在和将来都要执行的政策。只要有不健康的集团，不健康的派别，我们就要对它们加倍注意。

在这个反对派中哪怕有一点健康的成分，我们就应当尽量把健康的成分和不健康的成分区分开来。我们还不能十分有效地反对官僚主义，充分贯彻民主制，因为我们还软弱无力；谁能够在这方面帮助我们，那就应当吸收他，然而，谁要在帮助的幌子下拿出这种小册子来，那就要揭露他，扬弃他！

现在在党代表大会上来作这种扬弃是比较容易的。这一病态集团中有人已被选进了主席团，现在他们已经不敢再抱怨，再哭诉了，这些“可怜的”、“受欺侮的”、“被流放的”人……　现在请你们到讲台上来回答吧！你们比谁都说得多……　现在我们来看看，在这种连你们自己都承认比邓尼金还可怕的危险逼近我们的时候，你们送给了我们一些什么东西！你们送给我们的是些什么？你们提出了一些什么批评？这场考试现在必须进行，并且我认为这是最后一次了。够了，决不能再这样戏弄党了！谁带着这样的小册子来出席代表大会，谁就是在戏弄党。当成千上万变了质的战斗队员正在破坏、危害经济的时候，决不能这样戏弄，决不能这样对待党，决不能这样行动。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关于主席团的选举和“工人反对派”的性质先谈这些，下面请大家看看柯伦泰同志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确值得你们注意，它总结了这一反对派几个月来所进行的工作，或者说所进行的分裂活动。似乎有一位从萨马拉来的同志在会上指出，说我用“行政手段”给“工人反对派”扣上了工团主义的帽子。在这件事上根本扯不上行政手段，应当看看是什么样的问题需要用行政手段解决。米洛诺夫同志本想用这种字眼来耸人听闻，但是结果很荒唐，竟说我用“行政手段”扣帽子。我不止一次地说过，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等人在各种会议上责备我，说我用“工团主义”这个字眼“吓唬”人。在一次辩论中，大概是在矿工代表大会[22]上吧，当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提到这一点时，我就问他：“您想欺骗哪一个成年人呢？”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55—260页。——编者注］

 我和施略普尼柯夫同志认识好多年了，还在做地下工作和侨居国外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怎么能够说我对某些偏向的评论是吓唬人呢！我谈到“工人反对派”的纲领，说它是错误的，是工团主义，但这同行政手段有什么相干呢？！柯伦泰同志为什么要说我是随便乱用“工团主义”这个字眼呢？这样说，得有点证据才行。我准备承认我的论据不正确，而柯伦泰同志的论断要可靠些，我准备相信这一点。但是必须有证明，哪怕是很小的证明也行。不能只是说什么恐吓手段或行政手段（很遗憾，由于职务关系，我采用的行政手段是很多的），而要针对我对“工人反对派”的工团主义倾向的责难准确地提出反驳。

我是向全党提出这种责难的，我这样做是负责的，我的意见已经印成了小册子，一共印了25万册，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注：同上，第263—306页。——编者注］

 。显然，所有的同志都是为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作了准备的，大家应当知道，工团主义倾向也就是无政府主义倾向，躲藏在无产阶级背后的“工人反对派”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

这种自发势力正在渗透到广大群众中去，这是很明显的，党代表大会也说明了这一点。这种自发势力正在得逞，柯伦泰同志的小册子和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提纲都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只是象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往常那样谈论自己的真正无产阶级的性质，那是搪塞不过去的。

柯伦泰同志在小册子的开头写道（我们在第一页上就可以读到）：“加入反对派的是按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者即共产党人的先进部分。”在矿工代表大会上，有一位从西伯利亚来的代表曾经指出，他们那里也产生了与莫斯科同样的问题，柯伦泰同志在她的小册子中也提到了这件事：


　　“在矿工代表大会上，有一位西伯利亚的代表说：‘莫斯科在工会作用问题上的分歧和辩论，我们并不了解，但是你们面临的这些问题也正是我们所关切的问题。’”



　　接着她写道：
　　“无产阶级群众是拥护工人反对派的，或者确切些说，工人反对派是我们工业无产阶级中实现了阶级团结、具有阶级觉悟、阶级意志坚定的部分。”



　　谢谢上帝，我们这才知道柯伦泰和施略普尼柯夫两位同志是“实现了阶级团结、具有阶级觉悟”的人。但是，同志们，当你们这样说，这样写的时候，也应当有一点分寸吧！在这本小册子的第25页上，柯伦泰同志写道（这是“工人反对派”提纲中的要点之一）：
　　“国民经济的管理应当由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来组织，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



　　这就是我在历次辩论中和报刊上都引用过的“工人反对派”的一个论点。应当说，我读了这条以后，就不必再读其他各条了，否则就是浪费时间，因为读了提纲的这一条以后就已经清楚：人们已经把话说透了，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现在，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发生以后，这个论点就更加令人感到奇怪。夏天我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经指出关于共产党作用的决议的意义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24—228页。——编者注］

 。这个决议是一个团结全世界共产主义工人、团结全世界共产党的决议。它说明了一切。但这是不是说我们把党和坚决实行专政的整个工人阶级隔离开来呢？一些“左派分子”和很多工团主义者是这样看问题的，并且现在这种看法正到处流行。这种看法正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要知道，“工人反对派”的提纲正是直接违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的决议的。这就是工团主义，因为——你们想想看——很明显，我国无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丧失了阶级特性，空前的危机和工厂的倒闭，使人们迫于饥饿而到处奔跑，工人干脆丢开了工厂，不得不跑到农村中去找工作，不再成其为工人。难道我们不知道这些情形吗？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当工人挨饿，粮食运不来的时候，由于空前的危机，由于国内战争，由于城乡间的正常关系的中断和粮食供应的停止，人们用大工厂制成的某种小产品（如打火机等）来换取粮食吗？难道我们在乌克兰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吗？难道我们在俄罗斯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吗？这一切都从经济上使无产阶级丧失阶级特性，同时也必然会诱发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我们在经受了这些灾难，实际看到了这些情况以后，就知道同它们进行斗争是多么艰巨。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两年半以后，我们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布说，不通过共产党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疯狂地咒骂过我们，他们说：“看！他们竟认为必须有共产党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23]。但我们对整个共产国际就是这样说的。而在这以后，又来了一些“具有阶级觉悟、实现了阶级团结的”人，他们说：“国民经济的管理应当由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来组织”（见柯伦泰同志的小册子）。“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是否还要为党内的这种反对派浪费时间呢？我认为这一点是争论得够多的了！在这本小册子中和“工人反对派”的发言里充斥着关于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的种种议论，这几乎成了他们的空洞无物的发言的全部内容，他们讲来讲去就是那么几句。同志们，不应当只谈用了些什么字眼，还应当谈谈这些字眼有些什么含义。“批评自由”这样的字眼是欺骗不了我们的！有人指出党内出现了害病的症候，我们说，这种意见值得加倍注意，因为确实害了病。让我们一起来医治这种疾病吧。请你们谈一下，你们怎样才能治好这种疾病。我们花费在辩论上的时间已经够多了，因此我必须指出，现在“用步枪来辩论”要比用反对派提出的提纲来辩论好得多。同志们，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现在不是时候！不管怎么说，现在需要的是步枪，而不是反对派。这是客观情况造成的，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我认为党代表大会将作出这样的结论，将作出结论说，现在反对派应当结束了，应当收场了，我们已经受够了！（鼓掌）

这个集团早就有了自由批评的权利。现在我们要在党代表大会上问一问：你们批评的结果怎样？你们批评的内容是什么？你们的批评使党学到了一些什么？你们中间有一些人比较接近群众，接近真正实现阶级团结和阶级意识成熟的群众，我们准备吸收他们来参加工作。如果奥新斯基同志把这种做法看成是政治手腕，那他一定会孤立，因为其他的人都会把这看成是对党员的适当的帮助。对于那些真正生活在工人群众中间、对工人群众有深刻的了解、富有经验并且能够向中央提出自己意见的人，我们必须给予真正的帮助。只要他们对工作有所帮助，只要他们不扮演反对派的角色，不坚持派别活动而只是向我们提供帮助，那随便他们怎样称呼自己都可以。但是，如果他们要继续扮演反对派的角色，党就要把他们开除出去。

柯伦泰同志在她的小册子的同一页上用黑体字写道：“不信任工人阶级（当然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在该阶级的经济管理的创造才能方面）——这是我们担负领导的上层签署的提纲的全部实质。”这意思是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工人”反对派。在小册子的第36页上，这个思想表述得更清楚：


　　“‘工人反对派’不应当而且也不可能让步。但这并不是号召分裂……”“不，它的任务不是这个。即使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它也要留在党内，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以便挽救党和纠正党的路线。”



　　“即使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你们看，真是有预见性！（笑声）但是对不起，我个人可以肯定地说，党代表大会决不会允许这样做！（鼓掌）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纠正党的路线。你们已经得到了这样做的一切机会。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要求：不要有丝毫疑虑，不要以为我们要把什么人开除出去。在贯彻民主制方面给予的任何帮助我们都欢迎。但是，当人民遭受苦难的时候，光是靠空谈，民主制是贯彻不了的。凡是愿意帮助我们的事业的人，都一定会受到我们的欢迎，但要是有人说：“决不让步”，要留在党内来挽救党，那也可以，只要还叫你们留在党内的话！（鼓掌）

在这方面我们丝毫不能含糊。凡是有助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工作，有助于维护民主制的工作，有助于加强同真正的工人群众联系的工作，都是绝对需要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让步”。尽管他们对我们说，他们决不让步。但是我们要一再说：我们可以让步。这完全不是让步，这是对工人政党的帮助。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工人反对派”中一切健康的和无产阶级的成分都吸收到党的方面来，只把那些“具有阶级觉悟”的发表工团主义言论的人留在一边。（鼓掌）在莫斯科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莫斯科的11月省代表会议在结束时分别在两个房间里开会，在这个房间里是一伙人，在另一个房间里是另一伙人。这是分裂的前奏。最近一次莫斯科代表会议指出：“我们要从‘工人反对派’中争取过来的是我们需要的人，而不是他们需要的人”，因为我们需要那些同工人群众有联系的人的帮助，他们可以实际地教会我们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认为，党代表大会应当考虑莫斯科人的这个经验，并且进行考试，不仅在这个问题上，而且在议程所规定的所有问题上进行考试。总之，应当对那些说“决不让步”的人指出，“党是可以让步的”，因为我们需要同心协力地进行工作。我们用这种政策就能把“工人反对派”中的健康成分和不健康的成分区分开来，就能使党得到巩固。

你们看，这里有人说，应当由“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来管理生产。我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形容这种荒谬绝伦的想法，但是我很放心，因为这里的党的工作人员，同时也都是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做过一年、两年或者三年的革命工作。用不着在他们面前批判这种说法。他们一听到这种言论，就停止了讨论，因为谈论由“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来管理国民经济，没有什么意思，是不严肃的。在一个已经夺得了政权、但还根本没有着手工作的国家里，也许可以这样提出来。但是我们已经着手工作。我们在那本小册子的第33页上读到的下面一段话也是很有意思的：


　　“‘工人反对派’并没有愚蠢到这种地步，甚至不考虑技术和受过技术训练的力量的巨大作用……”“它并没有打算在生产者代表大会选出管理国民经济的机关后，就去解散各个国民经济委员会、总管理局和中央管理局。不，它只是要让这些必不可少的技术上有价值的中央管理局服从它的领导，并且向它们提出理论上的任务，象过去厂主利用技术专家的力量那样来利用它们。”



　　总之，柯伦泰同志和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以及追随他们的“实现了阶级团结”的人们……要使各个国民经济委员会、总管理局和中央管理局，即李可夫们、诺根们和其他一些“无名之辈”全都服从他们的必不可少的领导，他们还要向这些机构提出理论上的任务！同志们，对这些话难道能够当真吗？既然你们有一些“理论上的任务”，那你们为什么过去不提出来呢？我们宣布辩论自由为的是什么呢？我们并不是只为了交换空话才宣布的。在战争时期我们说过：“我们顾不上批评，弗兰格尔正虎视眈眈，如果我们犯了错误，那我们就用打击弗兰格尔来纠正错误。”我们一结束战争，就有人向我们大叫道：“给我们辩论自由！”我们问：“你们说，我们犯了什么错误？”他们说：“不必解放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总管理局，应当向它们提出理论上的任务。”为什么基谢廖夫同志作为一个“实现了阶级团结的”“工人反对派”的代表，在矿工代表大会上十分孤立？为什么他在领导纺织企业总管理委员会的时候，没有教会我们同官僚作斗争呢？为什么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和柯伦泰同志在他们当人民委员的时候，没有教会我们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呢？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这里确有官僚主义的脓包，我们同这些官僚机构打交道最多，因而深受其害。我们可以签发一纸公文，但是怎样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呢？官僚机构这样庞大，我们怎样进行检查呢？你们知道怎样减少这种机构，那么亲爱的同志们，请教给我们吧！你们希望辩论，但是你们除了泛泛而论，什么也没有提出来。你们说：“专家欺压工人，工人在劳动共和国中过着苦役般的生活。”这纯粹是煽动！同志们，我恳切地请求你们都读一读这本小册子！除了柯伦泰同志这本题为《工人反对派》的小册子外，再也没有更好的材料可以用来反对“工人反对派”了。你们会看到，这样来看待问题实在是不行的。官僚主义是一个重要而棘手的问题，这我们大家都承认，甚至我们的党纲也提到了这一点。批评总管理局和国民经济委员会很容易，但是，当你们这样批评的时候，非党工人群众就以为要解散它们！社会革命党人也跟着响应。乌克兰的同志曾经告诉我说，在他们那里的代表会议[24]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建议恰恰就是这样的。而喀琅施塔得的决议[25]是怎样的呢？你们不是全都看过吧？告诉你们吧：他们说的也是这样的话。因此，我强调指出了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就在于它似乎只要求作不大的变动，例如，“让布尔什维克走开”，“我们要对政权稍加修正”——这就是喀琅施塔得分子所希望的。结果，萨文柯夫来到了雷瓦尔，巴黎的报纸在两星期以前就报道了这里的事件，说出现了一位白卫将军。结果就是如此。一切革命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因此我们说，既然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应当象我在第一次发言中所说的那样，团结起来，用步枪来对付它，无论它在表面上看起来怎样无害。“工人反对派”并没有回答这一点，只是说：“我们并不要解散国民经济委员会，而是‘要它们服从我们的领导’。”“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竟要国民经济委员会的71个总管理局服从它的领导！我要问，他们是不是在开玩笑，对这种人说的话难道可以当真吗？这就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它不仅在工人群众中表现出来，而且在我们党内也表现出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容许这种东西存在。我们过去太奢侈了，竟让一些人喋喋不休地说明自己的意见，而我们则一再听取他们的意见。当我在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托洛茨基、基谢廖夫两位同志进行争论时，已经很明显地出现了两种看法。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44—254页。——编者注］

 “工人反对派”说：“列宁和托洛茨基将要联合起来。”托洛茨基发言说：“谁不懂得需要联合，谁就是反对党；当然我们是要联合的，因为我们都是党内的人。”我同意他的说法。当然，我同托洛茨基同志有过分歧，但是当中央委员会内形成了一些旗鼓大致相当的派别时，党就得出结论，要求我们按照党的意志和指示联合起来。我和托洛茨基同志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参加了矿工代表大会并且来到这里，而“工人反对派”却说：“我们决不让步，但是我们要留在党内”。不，这是行不通的！（鼓掌）我再说一遍，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工人对我们的任何帮助——不管他怎么称呼自己，只要他是真心诚意地帮助我们——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让步”（带引号的让步），不管他们的话说得怎样难听，我们还是要“让步”，因为我们知道，工作是多么困难。而解散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总管理局，我们是不能照办的。有人说我们不信任工人阶级，不让工人参加领导机关，这完全是谎话。工人中只要有多少能够做些行政管理工作的人，我们都要把他们找来，并且乐于使用他们，我们要锻炼他们。如果党不相信工人阶级，不让工人担负重要职务，这样的党是应该打倒的——你们有话就痛痛快快说出来吧！我已经指出，这不符合事实，我们苦于力量不足，凡是稍微能干的人，尤其是工人，只要能给一点帮助，我们都非常欢迎。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人。因此出现了无政府状态。我们应当支持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然而这需要有几十万人。

我们的党纲提出，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任务是一个特别长期的工作。农民愈分散，中央机关的官僚主义也就愈难避免。

“我们党内不纯”——这样写写是很容易的。你们自己也了解，在有两百万俄国人流亡国外的时候，削弱苏维埃机关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在国内战争中被赶出去的。所幸的是，他们现在呆在柏林、巴黎、伦敦和其他各国的首都，而没有呆在我们的首都。他们所支持的自发势力，也就是那种叫作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

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从下面提拔工人以消除官僚主义，在这方面，任何切实的意见我们都会接受。虽然这里有人用“让步”这个不恰当的字眼来称呼这种做法，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代表无疑是不会同意这本小册子的说法的，他们会说：“不，我们一定要‘让步’，一定要把一切健康的成分争取过来”。如果你们比我们更清楚该怎样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你们就应当同工人在一起，教会他们作这种斗争，而不要发表象施略普尼柯夫那样的言论。这件事是不能等闲视之的。我现在不谈他发言的理论部分，因为他讲的同柯伦泰讲的如出一辙。我现在只谈一谈他所举的那些事实。他说人们把马铃薯放烂了，他还质问为什么不把瞿鲁巴送交法庭审判。

我也提一个问题：施略普尼柯夫发表了这种言论，为什么不把他送交法庭审判呢？我们是在一个有组织的党内严肃地谈论纪律和统一呢，还是在开喀琅施塔得式的会议？这是无政府主义的喀琅施塔得式的言论，而这种言论是应当用步枪来对付的。我们是有组织的党员，我们到这里来开会是为了纠正我们的错误。如果施略普尼柯夫同志认为应当把瞿鲁巴送交法院审判，那施略普尼柯夫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党员，为什么不向监察委员会提出控诉呢？我们在设立监察委员会时，就这样说过：中央整天忙于行政管理工作，让我们选出一些在工人中享有威信的并且不是整天忙于行政管理工作的人来替中央处理各种申诉吧。这样就提供了开展批评、纠正错误的方法。既然瞿鲁巴做得不对，那为什么不向监察委员会提出控诉，而要施略普尼柯夫跑到代表大会来，在党和共和国的最重要的会议上，对马铃薯烂掉一事提出责难，并且问：为什么不把瞿鲁巴送交法庭审判呢？我要问，难道军事部门没有犯过错误，没有打过败仗，没有损失过辎重和器材吗？是不是也要把这些军事工作人员送交法庭审判呢？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在这里所说的话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是他无法证明的。我们是烂掉了一些马铃薯。当然，还会有很多错误，因为我们的机关和运输业都还没有整顿好。但是如果有人不是为了纠正错误，而是轻率地，甚至象这里有些同志指出的是幸灾乐祸地提出这种责难，并且要求我们回答为什么不把瞿鲁巴送交法庭审判，那就把我们中央送交法庭审判好了。我们认为，发表这种言论是一种煽动。应当送交法庭审判的，或者是瞿鲁巴和我们，或者是施略普尼柯夫，但这样做工作是不行的。要是一些党员发表的言论也象施略普尼柯夫在这里发表的言论（他在别的会议上也经常发表这样的言论）一样，要是在柯伦泰同志的小册子中，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要说：这样做工作是不行的，因为这是一种煽动，而无政府主义的马赫诺分子[26]和喀琅施塔得分子正是靠这种煽动进行活动的。我们两人都是党员，我们都由负责的法庭来裁决，如果瞿鲁巴干了违法的事情，而我们中央却在包庇他，那就请你明确地提出指控，而不要随便乱说，在莫斯科，这种胡言乱语就会不胫而走，明天就传到资产阶级那里去；明天苏维埃机关中的所有的长舌妇就都会双手叉腰、幸灾乐祸地重复你说过的话。如果瞿鲁巴真的象施略普尼柯夫指责的那样，象他要求的那样，应当送交法庭审判，那我肯定地说，对这些话是应当认真地加以考虑的；不能随便提出这种指责。谁要是提出这种指责，我们就要把他开除出党，或者对他说：我们派你到一个省里去管理马铃薯，我们要看看，你那里烂掉的马铃薯是否会比瞿鲁巴所领导的那些省份少。

4

关于工会问题的讲话

（3月14日）

同志们，今天托洛茨基同志同我争论时特别客气，他责备我，或者说称呼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我应当感谢他的这种恭维，但是我没有办法用这个来回敬他，这是很遗憾的。相反，我还要谈谈我这位不谨慎的朋友，并且说明我对那个错误的看法。正是由于这个错误，我浪费了许多时间，正是由于这个错误，直到现在还不得不对工会问题继续进行讨论，而无法讨论更迫切的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在1921年1月29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他对工会辩论问题的结论性看法。他在《有分歧，但何必引起混乱？》这篇文章中责备我引起了混乱，怪我提出了谁第一个说“哎！”[27]的问题。但是，这种责备倒是应当完全送还给托洛茨基，因为正是他在委过于人。他整篇短文的立论是，他提出了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而谈论这个问题是必要的。不对，造成分歧并且使分歧变得不正常的不是这个问题。因此，不管在辩论以后再来重复是多么枯燥无味，不管这个问题已经重复过多少次（诚然，我参加辩论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但是还必须重复说，引起辩论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整刷”这个口号，它是在11月2日至6日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28]上提出来的。当时，凡是没有忽略鲁祖塔克提出的决议的人（其中包括各中央委员和我在内）都以为，在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上是找不到分歧的，而三个月的辩论却找到了分歧；这些分歧是发生过的，这些分歧是一种政治错误。托洛茨基同志在大剧院的一次辩论中，曾经当着许多负责工作人员的面责备我，说我破坏辩论。[29]我把这也看作是对我的恭维，我是极力想破坏当时的那种辩论的，因为在艰难的春天就要到来时，这样做是有害的。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一点。

现在，托洛茨基同志笑我提出谁第一个说“哎！”的问题，并且对我责备他不参加委员会感到奇怪。我所以提出责备，是因为这一点有很大的意义，托洛茨基同志，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不参加工会问题委员会就是破坏中央委员会的纪律。当托洛茨基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不是在争论，而是在动摇党，而是在发泄怨恨了。人们有时会走极端——托洛茨基同志用的是“鬼蜮伎俩”这个字眼。我想起哥尔茨曼同志说过的一句话，现在我不打算再去引用它，因为“鬼蜮”这个词往往会引起一种可怕的感觉，而哥尔茨曼却是个可爱的人，所以这里没有什么“鬼蜮伎俩”可言，而是双方都走了极端，更奇怪的是某些非常可爱的同志也走了极端，这是不应当忘记的。可是，当托洛茨基同志这样一位有威信的人也参加进来的时候，当他在12月25日公开说，代表大会必须在两种趋势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这种话就不可宽恕了！这种话是一个政治错误，我们必须同它进行斗争。至于有人在这里嘲笑分两个房间开会的做法，这就太幼稚了。我倒想看看有哪个取笑者会说，应当禁止代表在大会期间开小会，免得他们投票分散。说这种话未免过于夸大其词了。托洛茨基同志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30]犯了政治错误，因为他们提出了而且完全不正确地提出了“整刷”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错误，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纠正。关于运输业问题有一项决议[31]。

我们是在谈工会运动以及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无产阶级的关系。我们把某人从负责岗位上调开，这丝毫没有侮辱的意思。这对谁也不是侮辱。如果你犯了错误，代表大会就指出这个错误，并恢复工人阶级先锋队同工人群众之间的相互谅解和相互信任。这就是《十人纲领》[32]的意义。至于纲领中有的地方还可以修改（这一点托洛茨基再三加以强调并且梁赞诺夫又加以发挥），那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有人说在纲领中看不到列宁的手笔，说他没有参与其事，那我要说：如果凡是要我签字的东西，都必须我亲自动手或用电话下达，那我早就要发疯了。我认为，如果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犯了错误（谁都可能犯错误），那么为了建立工人阶级先锋队同工人群众之间的相互谅解和相互信任，就必须纠正这个错误。谁要为这个错误辩解，那就会造成政治上的危险。如果我们不利用库图佐夫在这里所代表的情绪在发展民主方面尽可能多做些事情，那我们就会在政治上遭到破产。[33]我们首先必须说服，然后再强制。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先说服，然后再强制。我们没有能够说服广大群众，于是就破坏了先锋队和群众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

有些人，譬如库图佐夫，有一部分话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我们机关中的丑恶的官僚主义现象。我们回答说：对，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国家。我们号召非党工人也来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我必须在这里指出，应当更好地吸收库图佐夫这样的同志参加这个工作，把他们放到比较负责的岗位上去。这是我们的经验教训。

至于谈到工团主义倾向，只要对施略普尼柯夫稍微谈几句就够了。他认为，在他们纲领上白纸黑字写着的并为柯伦泰所赞同的“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似乎可以从恩格斯的话得到证明——这真是太可笑了。恩格斯说的是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已经没有阶级，只有生产者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7—198页。——编者注］

 。而现在我国有没有阶级呢？有。现在我国有没有阶级斗争呢？斗争得非常激烈！在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在这里谈“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这不是必须坚决彻底地加以斥责的工团主义倾向又是什么呢？由于纲领花样翻新，变换无常，我们看到，甚至布哈林也在三分之一的人选这个问题上出了毛病。同志们，我们不应当忘记党的历史上出现的这些动摇。

至于现在，既然“工人反对派”主张民主，提出了正当的要求，我们就要尽量同他们接近，而代表大会既然是个代表大会，就必须有一定的选择。你们认为我们同官僚主义斗争得不够，那就请你们帮助我们，靠拢我们，帮助我们进行斗争，但是，你们提出“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的建议，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是共产主义的观点了。“工人反对派”依靠梁赞诺夫的努力来曲解党纲。党纲中说：“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5页。——编者注］

 施略普尼柯夫认为（他照例是夸大其词的），按我们的看法，这要过25个世纪以后才会实现。但党纲说的是工会“应当做到”，因此，什么时候代表大会说，工会已经做到了，到那个时候这个要求也就实现了。

同志们，现在只要代表大会向全俄无产阶级，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宣布，它认为“工人反对派”所提出的建议具有半工团主义倾向，我相信，反对派中一切真正无产阶级的健康的成分就都会跟着我们走，帮助我们恢复群众对我们的信任，恢复因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小错误而被破坏了的信任；我们只有共同努力，才能够巩固和团结我们的队伍，同心协力地投入我们面临的艰苦斗争。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地、坚决顽强地投入斗争，我们就一定会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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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

（3月15日）

同志们，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这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或妥协决定着我国整个革命的命运）作新的、也许可以说是更慎重更精确的补充考察，并且作一定的修正。我没有必要来详细论述为什么要作这种修正的问题。你们大家当然都很清楚，好多事件，特别是战争、经济破坏、军队复员以及极端严重的歉收造成的极度贫困引起的事件，好多情况，使得农民处境特别困难、特别紧张，并且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农民的动摇，使他们从无产阶级方面倒向资产阶级方面。

现在简单地谈谈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或者说如何从理论上看待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在几十年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这样的阶级，才能够在社会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成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支柱。只有在这个阶级相当成熟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需要采用全国性的特殊的过渡办法。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讲话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都一再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在情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你们知道，为了争取这个条件，我们做的工作比以往多得多，然而，要使它成为现实，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另一个条件，就是实现自己专政的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妥协，这是个很广泛的概念，它包含着一系列的措施和过渡办法。这里必须指出，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全部宣传和鼓动工作中开诚布公地提出问题。有些人把政治理解为略施小计，有时甚至看作和欺骗差不多，这种人在我们当中应当受到最坚决的斥责。必须纠正他们的错误。阶级是欺骗不了的。三年来，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群众从尖锐的斗争中学到的东西最多。根据我们的世界观，根据我们几十年来的革命经验和我国革命的教训，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这两个阶级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小农需要的东西同工人需要的不一样。

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会议上，在一切报刊上，都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明这一点。我们知道，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这一妥协是不牢固的——这是客气一点说，“客气一点”这几个字不要写进记录。如果说得直率一点，那么这一妥协是相当糟糕的。我们至少不应当设法隐瞒什么，而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农民对于我们和他们之间所建立的这种形式的关系是不满意的，他们不要这种形式的关系并且不愿意再这样生活下去。这是不容置辩的。他们的这种意愿表达得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意愿。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是十分清醒的政治家，能够直率地说：让我们来修正我们对农民的政策吧。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们应当对农民说：“你们想要倒退，想要全部恢复私有制和自由贸易，那就必不可免地会再受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许许多多的历史实例和革命实例，都证实了这一点。根据共产主义初步原理或政治经济学初步原理稍作推论，就可以证明这是不可避免的。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吧。农民同无产阶级分道扬镳，向后倒退——并且让国家也倒退——以至再受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这对农民是不是合算呢？你们合计一下吧，或者让我们一起来合计一下吧。”

我们认为，如果合计得正确，那么，虽然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小农的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我们所意识到的深刻矛盾，合计的结果是会有利于我们的。

不管我们的物资多么缺乏，满足中农要求这一问题还是必须解决的。在农民中间中农比过去大大增加，矛盾消除了，土地的分配使用平均得多了，富农已经大伤元气，一大部分已被剥夺了财产——在俄罗斯比在乌克兰要多些，在西伯利亚则要少些。可是，整个说来，统计材料完全无可争辩地表明，农村已经是均衡化了，平均化了，这就是说，向富农和无地农民这两方面的急剧分化已经消除了。一切都变得比较平均了，整个说来，农民已经处于中农的境况。

对于这种中农，对于这种有自己的经济特点和自己的经济根系的中农的要求，我们能不能予以满足呢？如果某个共产党人，竟然想在三年内可以把小农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根系改造过来，那他当然是一个幻想家。老实说，这样的幻想家在我们中间是不少的。但是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坏处。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没有幻想家，怎么能够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呢？实践显然已经表明，农业集体经营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试验和创举，可以起多么巨大的作用。但是实践也表明，这种试验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人们怀着一片好心，到农村去组织公社、组织集体农庄，却不善于经营，因为他们没有集体工作的经验。这些集体农庄的经验只是提供了一个不该这样经营的例子，让周围农民见笑或者生气。

你们很清楚，这样的例子不知有过多少了。我再说一遍：这并不值得惊奇，因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电气化，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才能象人们所说的使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地和非常迅速地改造小农。我说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倒不是说需要几百年。你们都很清楚，要获得拖拉机和机器，要实现一个大国家的电气化，无论如何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行。客观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因为他们感到不满足，不满意，而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他们是不可能感到满意的。我们应当对他们说：“是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怎样去满足农民呢？满足农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哪里能够找到对怎样满足农民这个问题的答案呢？自然，这要从农民的要求本身中去寻找。这些要求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必须对这些要求加以审查，必须从经济科学的观点对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农民的经济要求的一切加以考察。只要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立刻对自己说：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如果没有什么可以流转，那还算什么流转自由；如果没有什么可以交易，那还算什么贸易自由！那就会成为纸上谈兵；而纸上的东西是满足不了各个阶级的，只有用物质的东西才能使它们满足。必须好好地理解这两个条件。关于第二个条件——我们怎样弄到商品，我们能不能弄到商品——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至于第一个条件——流转自由——需要在这里谈谈。

什么是流转自由呢？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流转自由和贸易自由，这就是指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我们所有的人，哪怕是只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的，都知道这种流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这种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全世界都正是从商品农业经济中生长起来的。我们在理论上很了解这一点，而在俄国，凡留心观察小农的生活和经营条件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于是就发生一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共产党难道可以承认贸易自由，可以实行这种自由吗？这里是否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呢？对于这个问题，应当回答说：自然，这个问题在实际解决时是非常困难的。我事先就预见到，并且在和同志们的谈话中知道，在分发给你们的那个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初步草案中，发生问题最多的——发生这些问题是理所当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就是关于允许在地方经济流转范围内实行交换这一点。这一点是在第8节的结尾中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范围究竟怎样？它怎样实现呢？如果谁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他就错了。我们只有通过我们的立法来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的任务只是规定原则路线，提出口号。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在这里，我们应当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使农民知道这一点，因为播种的季节就要到来了。然后再来发动我们整个机关，运用我们全部的理论力量和全部的实践经验，来研究这个工作应当怎样进行。能不能这样做呢？从理论上说来，能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给小农恢复贸易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而不至于因此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根基呢？能不能这样做呢？能够，因为问题在于掌握分寸。如果我们能获得纵然是数量不多的商品，把这些商品掌握在国家手中，掌握在控制政权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能把这些商品投入流转，那么我们作为国家，除了政治权力之外，还能够获得经济权力。把这些商品投入流转，就能够活跃小农业，这种小农业在严酷的战争和经济破坏的重压之下无法发展，现在已经陷于凋敝。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小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这就离不开地方流转自由。如果这种流转使国家能用工业品换得最低限度的一点粮食，以满足城市、工厂和工业的需要，那么在恢复经济流转的情况下，国家政权就能够仍旧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并且得到巩固。农民要求在实践上向他们证明，掌握工厂和工业的工人能够同农民建立流转关系。另一方面，一个交通不便、幅员辽阔、各地气候悬殊、农业条件不同以及还具有其他种种特点的农业大国，必须让各地的农业和各地的工业在当地范围内有一定的流转自由，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这方面犯了很多错误，走得太远了：我们在商业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转方面走得太远了。这是不是一种错误呢？当然是一种错误。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事情；我们没有掌握好分寸，也不知道如何掌握这个分寸——如果看不到和不理解这一点，那就是一种莫大的罪恶了。然而这样做当时也是迫不得已：过去我们一直是生活在极端激烈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因此我们在经济方面也只能按战争方式行动，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竟然熬过了这样一场战争，这实在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经济利益中产生出来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巨大的热情创造了这个奇迹；由于这种奇迹，我们打退了地主和资本家的进攻。但是同时，我们做得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必要的限度，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我们在鼓动和宣传当中，不应当掩饰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允许地方流转自由，而又不破坏无产阶级政权，还能巩固这一政权。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我的任务是向你们证明，这从理论上说是可能的。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如果它手里有什么物资的话，它完全可以把这些物资投入流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农的要求，通过地方经济流转来满足他们的要求。

现在，简单地谈谈地方经济流转问题。首先我要讲一下合作社问题。当然，在实行地方经济流转的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合作社的，而现在合作社在我国已经奄奄一息。我们的党纲强调指出，最好的分配机构就是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合作社，这个机构是需要保存下来的。党纲是这样说的。这一点我们是否执行了呢？执行得非常不够，而且在某些方面完全没有执行，其部分原因还是我们犯了错误，部分原因则是军事上需要。合作社生成比较会经营的、经济地位较高的分子，从而在政治上生成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是一种化学定律——是没有办法的事！（笑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些自觉不自觉地复辟资本主义、帮助尤登尼奇之流的人。这同样是一种定律。我们必须同他们作战。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我们当时必须保卫自己，而且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在目前的情况下能不能一成不变呢？不能。这样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无疑是一种错误。正因为如此，关于合作社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很短，我现在把它读一下：


　　“鉴于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合作社的态度的决议完全是以承认余粮收集制原则为基础的，而现在余粮收集制已经为实物税所代替，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撤销这项决议。

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拟订一些决定，使之在党和苏维埃系统中获得通过，以便根据俄共党纲并适应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情况，来改善和发展合作社的机构和活动。”[34]





　　你们会说，这说得不明确。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说得不明确，但这是必要的。为什么说这是必要的呢？因为要十分明确，那就必须十分清楚，我们在全年当中能做成什么事情。谁知道这一点呢？谁也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但是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束缚了我们的手脚，这个决议说：“隶属于粮食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是一个很好的机关；但是，当我们重新研究对小农的态度时，还规定合作社必须隶属于粮食人民委员部，从而束缚自己的手脚，那在政治上就犯了明显的错误。我们应当责成新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研究和确定一定的办法并作一定的修改，检验我们要采取的前进和后退的步骤——看看这应当做到什么程度，怎样保持政治利益，应当放开多少才能松动些，以及如何检验试验的结果。从理论上说，我们在这方面正面临着一系列的过渡阶段和过渡办法。有一点我们心中明白：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设想我们的运动将沿着直线前进，而事实上，正象在革命史上常见的那样，运动是曲折前进的。用这样的决议把手脚束缚起来，这是政治错误。现在我们要撤销这个决议，我们说，应当以强调合作社机构的作用的党纲为指针。

我们要撤销这个决议，我们说，应当适应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情况。但是，我们在什么时候实行这一点呢？不会在收割以前，也就是说，还要过几个月。这在各地都一样吗？绝对不是。如果死板地把俄国中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一律看待，用一个框框去套，那将是极为愚蠢的。我建议用代表大会通过决定的方式把这个关于地方流转自由的基本思想肯定下来。[35]我想，在这以后，中央委员会一定会在最近几天内公布一封信，信中会说——自然，中央委员会会说得比我现在说的好（我们会找到写文章的高手，他们会写好这封信的）——不要损毁任何东西，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弄巧成拙，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中农的要求，而又不损害无产阶级的利益。把各种办法都拿来试验一下，根据实际经验加以研究，然后告诉我们，你们哪些经验是成功的，而我们可以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甚至几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所积累的经验。我想，为此我们会特邀《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纸币》一书的作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参加。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货币周转是这么一回事，它可以很好地检查国内流转是否正常；如果这个流转失常，货币就会变成一张废纸。为了获得今后如何进行工作的经验，我们必须上十次地检验我们采用的各种办法。

人们会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他们希望知道从什么地方弄到商品。要知道，贸易自由是需要商品的。而农民是很聪明的人，他们很会挖苦人。我们现在能不能弄到商品呢？现在可以弄到，因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经济地位已经大大改善了。我们正在同国际资本作斗争。国际资本一看到我们的共和国就说：“这是些强盗，鳄鱼”（这句话是一位英国女艺术家一字不漏地转告我的，她是从一个极有威望的政治家那里听到这种话的[36]）。既然是鳄鱼，那就只能嗤之以鼻。这就是国际资本的说法。这就是阶级敌人的说法。而从他们的观点看来，这样说是对的。但是这种结论的正确性需要用事实来检验。你既然是世界强大的力量，是世界资本，你既然说我们是“鳄鱼”，而你手中又掌握着一切技术装备，那就开枪试试吧！然而，它试了之后，却因此吃了更大的苦头。这样，资本才不得不考虑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于是它说：“需要做生意”。这就是我们最伟大的胜利。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已经接到两项借款的建议，借款数目接近1亿金卢布。黄金我们是有的，但是黄金不能出卖，因为黄金是不能吃的东西。大家都遭到了经济破坏，在一切国家中，战争已把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货币关系弄得混乱不堪。此外，要同欧洲来往，就需要有船队，而我们却没有。船队在敌人手里。我们同法国没有签订任何条约，它认为我们欠了它的债，那就是说，对于我们的任何一条船，它都可以说，“来吧，这是我的”。他们有海军，我们却没有。由于这种情况，直到现在我们能使用的黄金的数量极小，小得可怜。现在银行资本家提出了两项借款的建议，数目为1亿。自然，这笔资本要的利息是掠夺性的。但是在此以前，他们根本就没有提起过这一点；在此以前，他们只是说：“我要一枪把你打死，我要把你所有的一切白白拿走。”现在他们因为无法把我们打死，于是就准备同我们做生意了。现在，同美国和英国的通商条约，可以说已经不成问题；租让的情况也是这样。昨天我还接到现在这里的万德利普先生的一封信，他发了一通怨言之外，还提到了一大堆关于租让和借款的计划。这是一位最讲实利的金融资本的代表人物，他同比较敌视日本的北美西部诸州有联系。这样，我们就有了弄到商品的经济可能性。至于我们怎样实际做到这一点，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某种可能性总算已经有了。

我再说一遍：这种类型的经济关系，即表面上象是同外国资本主义结成同盟的经济关系，将使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有可能在下面同农民进行自由的流转。我已经说过，我知道这种做法引起了一些嘲笑。莫斯科有一个知识分子官僚阶层，他们企图制造“舆论”。他们取笑说：“共产主义原来是这样的！它就好象是一个手里拄着拐杖、满脸裹着绷带的人，共产主义只能叫人莫名其妙。”这一类嘲笑我已经听够了，但这一类嘲笑不是打官腔，就是说风凉话！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就象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他被打了七年，而现在，谢天谢地，他居然能够拄着拐杖走动了！这便是我们的处境！谁如果以为我们可以不要拐杖，那就是说他什么都不懂！在其他国家没有发生革命的情况下，我们还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摆脱这种处境。因此，只要能获得强大的先进资本主义的帮助，我们便不惜从我们的无限财富当中，从我们丰富的资源当中，拿出几亿以至几十亿的资财。花掉的这一切我们以后收回时是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的。在一个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的国家里，在一个破产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自然，由于这种帮助，资本是会向我们索取百分之百的利息的。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所以，或者是建立这种类型的经济关系，或者是什么也没有。谁不这样提出问题，那他就是对实际的经济一窍不通，就是只会说风凉话。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即群众已经精疲力竭，疲惫不堪了。既然四年战争的影响在各先进国家里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除，那么七年战争对我们又该有多么大的影响啊？！

在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里，经过七年战争之后，工人——他们作出了空前的牺牲——和农民群众都处于极端疲惫的状态。这种极端疲惫状态，已经是接近于完全不能工作的状态。现在需要有一个经济上的喘息时机。我们曾打算利用我们的黄金储备来换取生产资料。当然，最好是自己制造机器，不过，即使是购买机器，我们也是为了用这些买来的机器把我国的生产搞好。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有能够工作的工人和农民，而他们多半已经不能工作，因为他们已经精疲力竭，已经疲惫不堪了。必须帮助他们，必须动用我们的黄金储备去购买消费品，尽管这与我们以前的纲领不符。我们以前的纲领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实践上却行不通。列扎瓦同志给我一份资料，我把它的内容讲一讲。从这份资料看，我们已经购买了几十万普特的各种各样的食物，它们正迅速地从立陶宛、芬兰和拉脱维亚运来。今天接到一个消息，说在伦敦已经签订了一项购买1850万普特煤的合同，我们决定购买这些煤，是为了使彼得格勒的工业和纺织工业复苏。我们为农民去搞商品，这自然是违背纲领的，这是不正常的；但是必须给一个喘息时机，因为人民已经疲惫不堪了，不喘息一下是不能工作的。

我应当再就个体商品交换问题讲几句话。我们说流转自由，就是指个体商品交换，也就是鼓励富农。这是怎么回事呢？不要闭起眼睛不看这个事实：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意味着富农在这种制度下会比过去有更大的发展。他们会在过去他们不能发展的地方发展起来。但是同这种现象作斗争不能采用禁止的办法，而应当自上而下由国家实行联合，由国家采取措施。如果你能给农民机器，那就能帮助他们发展，当你给他们机器或实现电气化的时候，几万或几十万个小富农就会被消灭掉。如果你还给不了这些东西，那就要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商品。如果商品在你手中，那你就能掌握住政权，而停止、割断和取消这种可能，那就是取消流转的一切可能，就不能满足中农的要求，就不能同他们友好共处。俄国农民中成为中农的人愈来愈多了，害怕交换会成为个体交换是不必要的。在交换中，任何人都能给国家一些东西。一些人能提供余粮，另一些人能提供蔬菜，还有一些人则能提供劳务。情况基本上是这样：我们必须在经济上满足中农的要求，实行流转自由，否则，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要在俄国保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对这一点毫不讳言。你们可以看到，在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定草案中（草案已经分发给你们了）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相互抵触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该草案的末尾写道：“代表大会基本上〈这个词的含义是意味深长的〉同意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一些规定，并责成党中央委员会迅速使这些规定协调起来”。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07页。——编者注］

 我们知道，这些规定不协调；我们还来不及做协调工作，我们还没有接触有关细节的工作。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将仔细地研究实行实物税的形式并通过相应的法律。预定的程序是这样：如果今天你们能通过这个草案，这个草案就将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个会议也不颁布法律，而仅仅颁布一个经过修改的条例，然后再由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把它变为法律，而更重要的是，由它们规定具体的细则。重要的是要使各地了解这件事的意义，并能起来响应。

为什么我们需要以实物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呢？余粮收集制是以征收所有的余粮，建立强制性的国家垄断制为前提的。当时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因为我们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在理论上，不一定要认为国家垄断制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最好的办法。在一个拥有工业、而且工业正在进行生产的农民国家里，如果有一定数量的商品，那是可以采用实物税和自由流转的制度作为一种过渡办法的。

这种流转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刺激、动因和动力。业主能够而且一定会为着自身的利益而努力，因为向他征收的将不是他所有的余粮，而仅仅是实物税；这种税额应当尽可能预先加以规定。主要的是要有一种能促使小农从事经营的刺激、动因和动力。我们建设我们的国家经济必须适应中农经济的情况，我们在过去三年内没有能够把中农经济改造过来，在今后十年内也还不能把它改造好。

国家必须供应一定的粮食。所以去年我们的征粮数曾经有所增加。现在税额必须少一些。数字还没有确定，而且也无法确定。波波夫的《苏维埃共和国及与它结成联邦的各共和国的粮食产量》这本小册子，引用了我们的中央统计局的材料，这些材料提供了确切的数字，指出了农业生产下降的原因。

要是发生歉收，征收余粮就不可能了，因为余粮根本就没有。那就不得不从农民的口中拿走粮食。要是有收成，那时大家稍微饿一点肚子，国家便可以因此而得救；或者是我们不能从那些吃不饱肚子的人那里取得粮食，那国家就会灭亡。我们必须向农民宣传这一点。要是收成还不坏，那就会有近5亿普特的余粮。这么多余粮就能保证消费，并且可以有一些储备。整个问题在于使农民有一种经济上的刺激和动因。应当对小业主说：“掌柜的，你生产粮食吧，国家只征收最低限度的实物税。”

我讲话的时间快完了，我应当结束了。我再说一遍：我们不能立刻颁布一项法律。我们决议的缺点就在于它不完全是法律——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是不能制定法律的。因此我们提议，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作为基础予以通过，并且责成中央委员会协调决议中的各项规定。我们要把这项决议印出来，让地方工作人员尽量使之协调并加以修正。完全协调一致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生活是五光十色的。寻找过渡办法——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我们没有能够迅速地和直接地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并不灰心，我们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目的。稍微有点觉悟的农民都不会不理解，我们作为政府，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是代表能够同占农民十分之九的劳动农民妥协的劳动者的，而任何倒退都意味着恢复沙皇的旧政府。喀琅施塔得的经验就表明了这一点。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然而别的政权又没有。因此，他们所处的情况就是一种最好的宣传，这种宣传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其他任何新的政府。

我们现在有同农民妥协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实际地、巧妙地、机敏地、灵活地来做这件事。我们了解粮食人民委员部这个机关，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最好的机关之一。把它同其他机关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较好的机关，应当把它保存下来，但是，机关必须服从于政治。如果我们不能同农民搞好关系，那么再好的粮食人民委员部机关对我们也毫无用处。那样的话，这个机关再好，也不会为我们的阶级服务，而会为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服务。既然政治要求坚决转变，要求灵活性和巧妙的过渡办法，那么领导者就应当理解这一点。一个坚定的机关，应当能够随机应变。如果机关的坚定性变成了僵化，阻碍了变革，那就免不了有一场斗争。所以，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使这个机关完全服从于政治。政治就是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决定着共和国的命运。机关是一种辅助手段，它愈坚定，就愈好，愈能随机应变。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它就没有任何用处了。

我请你们注意，主要的一点是：把一切详细地、周密地规定出来，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现在我们应当注意的主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今天晚上就把通过的决定用无线电向世界宣告，说明我们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基本上决定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从而给小农许多刺激，推动他们来扩大经营，增加播种面积；代表大会正用这种办法来调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并且相信，用这种办法一定能够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关系。（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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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3月15日）

同志们，我想只简单地谈几点意见。首先谈一谈有关西伯利亚粮食工作者的问题。雅罗斯拉夫斯基和达尼舍夫斯基让我告诉大家：德罗任已交法庭审判，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他是无罪的。我听到一些对此表示怀疑的意见，但是不管怎样应该说，这是正确的观点。现在常听到一些埋怨和流言蜚语，用这种方法来表明这一切都是没有根据的——这样做完全正确。其次，秋明有一些粮食工作者是因犯了非刑拷打、强奸妇女等刑事罪而被枪决的。因此，决不能把这个问题同粮食工作扯在一起，应当看到这些完全是为非作歹的刑事犯罪活动。而在粮食工作正在进行的情况下，对这种罪行应该从严处理。因此，从这方面来说采取的措施无疑是正确的。现在我想先简单谈一下合作社问题。瞿鲁巴同志的报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也正如我们大家在这里听到的，并不是一个同报告人的观点截然对立的副报告。中央委员会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定是得到一致同意的，而主要的是，还在代表大会开幕前我们就看到，地方上的各方面的同志已经根据实际经验，自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所以，对这种措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实质上不可能有什么怀疑。瞿鲁巴同志的报告对许多问题提出了补充和警告，但是并没有建议采取另一种政策。

瞿鲁巴同志的报告只是在合作社问题上离开了这个总的方针。在这方面瞿鲁巴同志反对我所提出的决议案，但是我觉得，他的反驳意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地方上自由的经济流转关系就流转总量来说将如何发展，是通过合作社，还是通过恢复私营小商业，我们现在未必能够最后确定。这个问题应当研究，这是毫无疑义的，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仔细地研究地方上的经验；这一点我们大家当然都同意。但是我认为合作社还是有它一定的优越性。如果合作社象我指出过的那样，在政治上成为组织、集中和联合那些政治上敌视我们、实质上是实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政策的分子的场所，那么合作社同小农户、小商业比较起来，当然也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富农的出现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自然会产生相应的政党，在俄国，这些政党是在几十年当中形成起来的，我们对它们都很熟悉。这里要选择的，不是让不让这些政党发展，因为小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必然会产生这些政党；我们要选择的，而且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选择的，只是集中和联合这些政党的行动的形式。无论如何不能证明合作社在这方面更糟。相反，共产党人经常地影响和监督合作社的手段，毕竟更多一些。

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的决议在这里受到瞿鲁巴同志的坚决拥护和米柳亭同志的坚决反对。

瞿鲁巴同志说，我自己就是代表大会解决合作社问题以前那场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斗争的见证人。我应当承认这个事实。斗争确实有过，而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结束了这场斗争，保证了粮食部门占有较大的优势，或者更确切些说，保证了粮食部门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现在以此为理由，拒绝在合作社问题上有更大的行动自由，有更大的选择政治措施的自由，这在政治上无疑是不正确的。我作为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当然不高兴看到在许多次会议上发生琐碎的争执甚至斗气，而愿意有一个基本上为大家必须遵守的、能够结束这场斗争的代表大会决议。但是应当考虑的不是方便不方便的问题，而是实行一定的经济政策有没有利的问题。你们大家在这里都看到，我收到的大量字条，一大堆字条，也更加清楚地证实，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当我们的政策有所改变的时候，产生了大量的细节上的困难。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毫无疑问，我们不能立刻解决这些困难。如果我们要保留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的决议，那我们就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就会因为我们完全向代表大会负责并且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政策而不能背离这个决议的一字一句。决议一直说的是余粮收集制，而你们却要以实物税来代替它。

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保留经济流转自由，这一点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经济流转自由，这是没有疑问的。必须对实行这一点的经济条件作出估计和检查。因此，撤销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自然又会使我们感到，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现在又成为悬案了。然而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避开这一点就意味着根本破坏我们所制定的、无疑更能为农民接受的经济政策。

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是一项更能为农民接受的经济政策，关于这一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显然是没有分歧的，一般说来，在共产党员中间也是没有分歧的。我们知道很多非党农民也是这样说的。这是完全确定了的。仅仅由于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实行这种改变。所以我再来把合作社问题的决议宣读一次：“鉴于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合作社的态度的决议完全是以承认余粮收集制原则为基础的，而现在余粮收集制已经为实物税所代替，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

撤销这项决议。

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拟订一些决定，使之在党和苏维埃系统中获得通过，以便根据俄共党纲并适应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情况，来改善和发展合作社的机构和活动。”

我将代表中央委员会建议代表大会接受并基本上通过第一个决议案——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初步草案，责成党中央委员会对决议案的提法加以审订协调，然后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第二个决议案——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案——也是这样。

现在我来谈谈会上提出的意见。应当说明一下，我收到的字条有一大堆，字条涉及的问题很多，不要说把问题全都罗列出来，就是把问题全部加以分类，立刻就各类问题继续谈一谈的打算，我也只好作罢。很遗憾，我不得不放弃这种打算，我要把这些字条保存下来，作为今后讨论问题的材料。

也许，这些问题可以比较详细地在报刊上公布，或者至少要收集起来，加以分类，编成一份详尽的综合材料，发给所有直接从事制定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法令的经济学家、行政管理人员和政治领导人员这样一些同志。我现在只能举出两大类，并针对这两种主要的异议或意见，针对这些字条上提出的两大类问题说几句。

第一类是技术方面的。有很多字条详细地指出具体实行这些措施将如何困难，会产生多少有待解决的问题。我在第一个报告中就已经附带说明过，这类意见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现在要一下子就弄清楚我们将如何着手解决这些困难，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类是一般性的，是关于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则的。这里很多发言人，甚至大多数发言人都讲到的，在递来的许多字条上也都指出的，就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必然会得到加强。有些人在字条上写道：“这样你们就是为资产阶级的发展，为小工业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敞开大门。”同志们，关于这一点，我不得不多少重复一下我在第一个报告中所说的话：毫无疑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是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在这方面，我应当指出，有些人批评了我的讲话中的某些结论，批评了国家资本主义和小规模自由流转的相互关系，但是没有一个发言人，也没有一张字条（尽管字条有几十张，我还是看了大部分字条）批评上述论点。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可能的。没有这种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米柳亭同志在这里说，我们有严整的制度，而我们的立法，如他所说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实现这种过渡的严整的制度，而这个制度却没有估计到向小资产阶级实行一系列让步的必要性。米柳亭同志这样说，但没有作出我所作的结论。业已建立的严整的制度是由战时的而不是经济的需要、考虑和条件决定的。当时我们的经济遭到了空前未有的破坏，我们不得不在一场大战之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国内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也许我们在执行一定的政策时犯过错误，有些事情做得过火了——这是应当十分明确地指出的。但是在我们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没有任何其他可能性，而只有立即实行最大限度的垄断，直到不给任何补偿就征收全部余粮。而当时我们是不可能用别的办法来完成这个任务的。这并不是严整的经济制度。这种办法不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战时条件迫使我们采用的。至于说到经济上的考虑，现在主要的考虑就是增加产品数量。现在，主要生产力即工人和农民处于经济破产、一贫如洗、精疲力竭的境地，因此我们不得不暂时使一切服从于一个主要的考虑——尽一切力量增加产品数量。

有人问我，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同现在正在进行的播种运动有什么关系，而且有些同志在字条上极力揭露这方面有很多矛盾。我认为从经济上说这基本上是一致的，并没有矛盾。播种运动就是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经济可能性来增加播种面积。为此就需要重新分配种子，保管和运送种子。但是，尽管种子这样少，我们也无法把它运走；往往还必须采取一系列的互助措施，才能在农具极端缺乏的条件下减少或消灭播种不足的情况。对很多省份来说，要消灭这种情况是难以想象的。非党农民自己在很多场合就已经提出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要求，希望借此得到在现有经济基础上发展自己经济的刺激，如果他在春耕以前听到国家政权说，这个措施已经决定并且就要实行，那么，这同播种运动的总政策是不是相违背呢？不，不违背，这是一种带有鼓励因素的措施。我知道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很小的鼓励因素。问题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能够马上让农民看到从英国开来的几十艘轮船，船上满载着用来交换他们将要收割的庄稼的商品——这当然实在得多。但是企图以此来欺骗那些实际上知道我国贸易情况的人，那是很可笑的。我们知道，载着煤和少量粮食的轮船已经从英国开出，这个消息我们是从克拉辛同志那里知道的；我们知道，在缔结通商条约以前（这个条约还没有签字），我们是同个别商人半合法地进行贸易的，资产阶级政府当然不可能禁止这些商人做这种事情。要在对我们的经济封锁圈上打开一个缺口，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更大的许诺我们现在当然作不了。一切能够做到的我们毕竟都在做，我们正在从这方面改变进口计划。

从小业主、小农的观点看来，由于实物税的总额将要比征粮数少，而且规定得更明确，他们就有可能多播种一些，就有可能相信余粮将用来改善他们的经营，所以这是一条最大限度地支持勤劳的业主的路线，这一点在播种运动中也已经提出来了。一切反对意见归结起来是这样一个问题：得到好处多的是经济上同共产主义对立的小资产阶级，还是大工业。大工业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而从生产力状况来看，即按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来看，又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基础，它把先进的产业工人联合起来，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联合起来。

这里有人试图说，或者试图从经济上得出结论说：毫无疑问，得到好处多的是小资产阶级，是手工业商品生产。他们特别试图从下面的观点来进行论证：由于实行租让，大工业将不是社会主义的工业。我认为，这种论断在经济上是根本错误的。即使能够完全确实地证明小工业得到的好处相对说来要多得多，甚至假定绝对地多得多，这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也都丝毫不能否定我们所采取的步骤的正确性。结论是这样的：从经济上巩固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其他的支柱是不可能有的。我们现在假定——纯粹是大致假定一下，这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小工业是100（不管这是100个百万劳动单位或者100个其他什么单位），而大工业是200。我们大致假定，小工业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增长为175，而大工业仍然是200。这里我们是假定大工业停滞不前而小工业却有巨大的发展。这是作最坏的假设，但是我认为，即使是这样，对我们也有无可置疑的好处，因为今年的情况表明，我们的燃料和运输的情况表明，米柳亭同志非常凑巧地提起的粮食分配的情况也表明，我们现在是在勉强维持着。

这里有人问而且有人写条子问：“在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下，你们怎样保持住工人国家呢？”这个现象——农村中小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发展——是在威胁着我们，这个现象是最大的威胁。

下面来谈谈租让。租让——这是同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缔结的一种同盟。应当对租让的性质有清楚的了解。这是同先进国家中的先进金融资本缔结的一种经济联盟、同盟、合同，这种合同可以使我们的产品稍微增多一些，同时也使订约人的产品增多。如果我们把矿藏或森林租让出去，那么承租人就会拿走这些产品中的大部分，而只给我们很小一笔提成。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增加产量是如此重要，连这很小一笔提成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好处。借助租让，城市工人的生活状况将根据合同的规定稍微得到改善，这对外国资本毫不困难，而这种稍微改善对我们的大工业却是有好处的，它能使我们的大工业得到巩固。由于经济上的影响，这也将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改善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生活状况。

害怕小农业和小工业会发展到威胁我国大工业的程度是没有根据的。要振兴工业，就必须有振兴的某些征兆。

如果我们歉收（我已经向你们提到过波波夫的小册子）并且只得到象去年那样少的物资的话，那就根本谈不到什么缩小危机和发展小工业了，因为资本主义关系的恢复只有在获得农需工业剩余产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获得这种剩余产品是可能的，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会给我们很大的好处。是小生产还是大生产得到的好处多，这个问题是一个怎样把利用我国资源和发展市场这两者连接和结合起来的问题，我们正在争取同资本主义达成有关租让的协议，使我国的资源得到利用和市场得到发展，这样就会使我们提高农业生产。这些方法我们中间谁利用得好，得到的结果就会好。我认为，如果工人阶级手中握有极为重要的大工业部门，而又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部门上，那么工人阶级得到的好处就会比小工业多，虽然按比例来说小工业可能增长得快些。我国纺织工业的状况就是这样，到1920年底，情况显然有了好转，但是缺少燃料，如果我们的燃料足够的话，那我们本来会获得近8亿俄尺的布，我们就会有本国生产的衣料去同农民的产品进行交换。

但是，由于燃料危机，我们的生产大大下降了。即使现在已经在国外买到煤，过一两个星期轮船就能把这些煤运来，那我们也还是已经损失了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的时间。

大生产的状况的任何改善，若干大工厂的可能开工，都会大大巩固无产阶级的地位，以致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即使在滋长也没有什么可怕了。应当怕的不是小资产阶级和小资本的滋长。应当怕的是极严重的粮荒、生活贫困、产品缺乏的情况持续太久，这种情况已经使无产阶级变得完全软弱无力，使无产阶级不能抵制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绝望情绪这种自发势力。这才是更可怕的。只要产品数量增加，小资产阶级不管怎样发展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危害，因为这种情况可以使大工业发展起来，所以，我们应当鼓励小农业。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来鼓励小农业。实物税就是这方面的一项简单而又绝对必要的措施。它能给予这种鼓励。应当无条件地通过这项措施。（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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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善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的决议草案初稿[37]

（3月16日）

目前，由于七年战争和经济破坏，国家已处于贫困不堪的境地，最近三年半的极度紧张的生活更使俄国工人阶级精疲力竭，对于这种情况，苏维埃政权必须采取紧急的措施。

因此，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要求全党，要求所有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并且立即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竭力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减轻他们的困苦。

代表大会同意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权关于拨出部分黄金储备购买工人消费品的决定[38]，并且要求充实这项措施的内容，立即相应地修改我国的进口（输入）计划。

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成立一个专门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来贯彻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紧急措施。这个委员会在工作中应当一方面同俄共中央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直接联系，另一方面同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39]直接联系，以便尽快地贯彻规定的各种措施，并且让工人对这些措施的执行情况加以监督。这个委员会应当在那些特别有可能而且应当立即拨出一部分人力和物力来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部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陆军人民委员部、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40]、卫生人民委员部等）中设立分委员会。在产业工人很集中的省份也要设立分委员会。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和有关部门的党的工作人员立即拟订这一委员会的条例。

鉴于歉收使农民极端贫困，而军队复员又往往加剧了这种情况，第十次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通过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同上述措施类似的措施来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而不限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此设立的工作委员会所采取的那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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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

（3月13日或14日）

1．代表大会提请全体党员注意：目前许多情况正在加剧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相互之间的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

2．但是，还在全党开展关于工会问题的辩论以前，党内就已经显露出派别活动的某些苗头，即产生了几个具有各自的纲领、力求在某种程度上自成一派并规定内部纪律的集团。这种派别活动的苗头已经出现，例如在莫斯科（1920年11月）党代表会议和哈尔科夫党代表会议[41]上，在所谓“工人反对派”的活动中，局部地也在所谓“民主集中派”[42]的活动中已经表现出来。

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个别集团的代表人物满心想要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无产阶级的敌人极力利用一切背离共产主义的坚定路线的倾向，这种情形在喀琅施塔得叛乱这一实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和白卫分子都急忙表示，只要能推翻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甚至情愿接受苏维埃制度的口号；当时，社会革命党人以至一切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都利用了这场似乎是为了维护苏维埃政权才反对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叛乱所提出的口号。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只要能削弱和推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柱，白卫分子都会竭力装扮而且善于装扮成共产主义者，甚至装扮成最左的共产主义者。喀琅施塔得叛乱前夜在彼得格勒发现的孟什维克传单也同样表明，孟什维克利用俄共内部的意见分歧与某些派别活动的苗头事实上在怂恿和支持喀琅施塔得的叛乱者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口头上却标榜自己反对叛乱，拥护苏维埃政权，只不过要苏维埃政权作一些仿佛不大的修正。

3．关于这个问题的宣传，一方面应当从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观点出发，详细说明派别活动的害处和危险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所采用的新的策略手法的特点。这些敌人已经知道公开打着白卫旗帜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没有指望了，所以现在他们竭力抓住俄共内部的意见分歧，设法使政权转到表面上最象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些政治派别手中，用这种办法来推进反革命。

在宣传中还应当阐明历次革命的经验，当时反革命势力也总是支持那种既反对极端革命的政党又同这一政党最相似的派别，以求动摇并推翻革命专政，从而为资本家和地主的反革命势力以后取得完全胜利开辟道路。

4．在同派别活动进行实际斗争中，每一个党组织必须密切注意，决不容许发表任何派别言论。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时，应当使一切实际的建议以尽量明确的形式毫不迟延地立刻提交党的地方和中央领导机关去讨论和决定。此外，每一个提出批评的人，在批评的形式上应当考虑到党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这一情况，而在批评的内容方面则应当通过自己直接参加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从实践中来检验如何纠正党或个别党员的错误。任何对党的一般路线的分析或对党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对党的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以及关于如何纠正错误的方法的探讨等等，都决不能事先交给按某种“纲领”等等形成的集团去讨论，而只能直接交给全体党员讨论。因此，代表大会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43]和专门文集，力求能就问题的实质来进行批评，而决不采取那种有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方式。

5．代表大会根本反对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对这种倾向已有专门的决议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66—69页。——编者注］

 加以分析），并责成中央委员会彻底消灭一切派别活动，同时，代表大会声明，在例如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特别关心的问题，即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自主精神等等问题上，任何切实的建议，都应当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检验。全党应当知道，我们由于遇到了种种障碍，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能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应当知道，党在坚决反对不实事求是的和带有派别性的所谓批评的同时，也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检举、揭发和驱逐混进党内来的分子，如此等等。

6．因此，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7．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大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则可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在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时，应当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在这种党的负主要责任的领导者的全体会议上，如果有三分之二票数认为必须把某个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或开除出党，那么这项措施就应当立即实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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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

（3月13日或14日）

1．最近几个月来，在党内明显地暴露出一种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对这种倾向必须在思想上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同时还必须清洗和健全党的队伍。

2．这种倾向的发生，部分是由于以前的孟什维克以及尚未完全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工人和农民加入党的队伍，主要则是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和俄共的影响。在我国，尤其是目前，在歉收和战争的严重破坏使群众的生活大为恶化、成百万军队的复员使几十万农民和工人无法立刻找到正常的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就特别猖獗，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3．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的提纲和其他著作，是这种倾向的理论上最完整和形式上最完备的表现（或者说：是这种倾向的……最完整……的表现之一）。例如，他们的下述论点就很能说明问题：“国民经济的管理应当由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来组织，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

这种主张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主张所依据的思想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是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也是同一切半无产阶级革命和目前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经验的总结背道而驰的。

第一，“生产者”这个概念既包括无产者，也包括半无产者以及小商品生产者，因而完全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违背了要明确地划分阶级这个基本要求。

第二，上述论点中所表现出来的指靠非党群众或者说迎合非党群众的思想，也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教导说——这一教导不仅已经由整个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的决议[45]中正式加以肯定，而且也已经为我国革命的实践所证实——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不正确地理解共产党对非党无产阶级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和非党无产阶级对全体劳动群众的作用，就是在理论上根本违背共产主义，就是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而这种倾向贯穿在“工人反对派”的全部观点之中。

4．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认为，上述这个派别以及其他人想援引俄共党纲经济部分有关工会作用的第5条来为他们的错误观点辩解的一切尝试也是根本错误的。这一条说，“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工会“在用这样的方法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吸引”这些群众“直接参加经济管理”。

俄共党纲的同一条指出，“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把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把全体”劳动者都包括进来，这个过程是工会做到“应当做到”的这一步的先决条件。

最后，俄共党纲的同一条还着重指出，“根据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5页。——编者注］



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考虑这种参加管理的实际经验，不严格地根据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已经纠正的错误的教训去进一步发展这一经验，却直接提出由“各级生产者代表大会或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选举”经济管理机关的口号。这样，党对无产阶级工会以及无产阶级对半小市民以至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领导、教育和组织作用，就被撇开了和取消了。因此，这不是继续进行和改进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的创建新经济形式的实际工作，而是用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来破坏这一工作，而这样做只能促使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获得胜利。

5．俄共代表大会认为，上述派别及其他类似的派别和个人的观点不仅是理论错误，不仅是对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的实际经验采取根本错误的态度，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错误，是一种威胁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存在的直接的政治危险。

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占有巨大优势，由于战祸频仍、经济破坏、疫病流行、连年歉收必然使人民极端贫困痛苦，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就表现出特别严重的动摇。这种动摇表现在时而倾向于巩固同无产阶级的联盟，时而又倾向于资产阶级复辟，而18、19和20世纪的历次革命的全部经验都十分清楚地和令人信服地说明，只要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的统一、力量和影响稍微受到削弱，这种动摇的结果就只能是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以及私有制的复辟（恢复）。

因此，“工人反对派”以及同他们类似的分子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动摇的表现，实际上在削弱共产党的坚定的指导路线，实际上在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敌人。

6．根据上述一切，俄共代表大会坚决反对这些反映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主张，并认为：

第一，必须同这些主张进行坚持不懈的思想斗争；

第二，代表大会认为，宣传这些主张是同俄共党员的身分不相容的。

代表大会责成党中央委员会严格执行大会的这些决定，同时指出，在各种专门的刊物和文集等等上可以而且应当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能就上述的各种问题详细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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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46]

（3月16日）

同志们，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需要谈很多，因为整个代表大会在讨论各项问题时，就已经涉及了现在应当以党代表大会的名义，也就是以全党的名义正式加以阐明的问题。《关于统一的决议》 
［注：见本卷第78—83页。——编者注］

 ，有很大一部分是说明政治形势的。决议已经印发给大家，你们当然都看到了。其中第7条不准备公布，这是一项特殊措施，它规定在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全体会议上，经三分之二的多数的同意，可以把中央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项措施在各派代表都发表了意见的非正式会议上，曾一再讨论过。同志们，我们希望不要运用这一条。但是在新的情况下，在我们面临相当急剧的变革，希望彻底消灭各自为政的情况下，这一条是必要的。

现在我谈一谈关于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这个问题在大会讨论第四项议题时已经涉及了。整个决议的精神是要确定我们对某些派别或思想倾向的态度。我们说“倾向”，是要强调指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发现任何已经彻底形成、已经绝对肯定和完全确定的东西，而只是一种政治趋向的开始，党对这种趋向是不能不有所估计的。大概你们都已经看到关于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在决议的第3条中，有一个地方显然是印错了（从发言中看到，大家已经发现了这个错误）。应当改成这样：“例如，他们的”即“工人反对派”的“下述论点就很能说明问题：‘国民经济的管理应当由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来组织，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 
［注：见本卷第84—85页。——编者注］

 。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在大会的非正式的会议和公开的全体会议上已经屡次谈到这个论点。我认为，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用恩格斯关于生产者的联合的论断来为这个论点辩护，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因为很明显，而且把原著切实查对一下也可以肯定，恩格斯讲的是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毫无疑问的。一个社会已经没有阶级，当然就没有工人和农民，而只有生产者－工作者了。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确切地知道，他们是把还有阶级的时期和已经没有阶级的时期非常严格地区别开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毫不客气地讥笑那些以为在共产主义以前阶级就会消失的思想、言论和假设，并且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消灭阶级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页，第28卷第508—510页，第20卷第116—117页，第21卷第197—198页。——编者注］

 。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最先在实践上提出了这个消灭阶级的问题，而在我们这个农民国家里，目前还存在着两个主要的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此外还存在着许多资本主义的残余。

我们的党纲明确指出，我们正在实行最初的步骤，我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过渡阶段。但是我们从我们苏维埃工作的实践和整个革命的历史中始终可以极其清楚地看到，象反对派现在提出的这种理论定义，是多么不正确。我们十分清楚：我国还存在着阶级，并且会存在很久；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阶级必然要存在很久，存在许多年。要组织好大工业，建立起领导农业所需的储备，至少需要十年。这是最短的期限，而且需要具备非常有利的技术条件。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条件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已经有了一项把俄国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之上的计划，这就是科学家们所制定的电气化计划。实行这个计划的最短期限需要十年，并且是以比较正常的条件为前提的。但是我们十分清楚，这种条件现在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十年的时间对于我们太短了——这是用不着说的。我们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目前可能的情况是，一些敌视无产阶级的阶级仍然存在，因此，我们目前在实践上还不能实现恩格斯的话。先要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阶级的社会是以后的事。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那些忘记了阶级差别而笼统地谈论生产者、人民或劳动者的人作过无情的斗争。凡是多少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们在所有的著作中总是嘲笑那些笼统地谈论生产者、人民、劳动者的人。笼统的劳动者或笼统的工作者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握有生产资料的小业主，他们的整个心理状态和全部生活习惯都是资本主义的（它们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或者是心理状态完全不同的雇佣工人，即同资本家对抗、对立和斗争的大工业雇佣工人。

我们在谈这个问题以前已经经过了三年的斗争，已经有了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经验，我们已经知道，在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上存在着多么大的困难，而目前阶级还存在，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里和苏维埃机关内部还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残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里竟有人提出包含我读过的那几个论点的纲领，这显然是一种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样说并不过分，这样说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倾向还不是一个定型的流派。倾向是一种可以纠正的东西。一些人已经有些走入歧途或者开始走入歧途，但还是可以纠正的。我认为，俄文“倾向”一词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这里强调的是，它还不是什么完全形成了的东西，事情还不难纠正；这里是希望引起警惕，是想直截了当从原则上提出问题。如果谁能找出一个俄文词可以更确切地表达这个意思，那就请提出来。我希望我们不要在用词上展开争论，而应当分析这个基本论点的实质，不要跟着“工人反对派”的诸如此类的许多主张跑。这可以让我们的著作家以及这一派的领导者去分析。在决议的末尾我们特地指出，在各种专门的刊物和文集上可以而且应当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们能就上述各种问题详细交换意见。我们现在不能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我们是一个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进行斗争的党。我们必须对自己说，为了保持巩固的统一，对于明显的倾向必须加以谴责。倾向既然已经形成，那就应当加以揭露和讨论。如果需要认真地辩论，我们也欢迎，我们可以找出一些人来详细引证各种文献，如果认为需要并且恰当的话，我们还可以象你们刚听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在“国际”这个范围内提出这个问题。你们大家都知道，在国际工人革命运动的队伍中存在着一种“左”的倾向。我们现在所谈的倾向，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47]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是一样的。在上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同这个党是有斗争的。当时批评这种倾向的用词，往往比“倾向”这个词还要尖锐。你们知道，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因此，想用不再辩论、到此为止的办法来了结这个问题，是不正确的。但是，理论上的辩论是一回事，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则是另一回事。我们这里不是辩论的俱乐部。当然，我们可以而且将要出版一些文集和专门的刊物，但是我们首先要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因而必须团结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组织“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之类的建议来干扰政治辩论和政治斗争，那我们就不能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地前进；这不是我们在近几年内所要执行的政策。这是破坏党齐心协力的工作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它的错误还在于对阶级关系作了不正确的判断。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也作过决议[48]。目前的情况是，非党的自发势力正在表现出小资产阶级动摇性，这种动摇性在俄国现在的经济状况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记住，内部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比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危险还要大，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团结，而且需要非常坚固的团结。为了建立这种团结，我们就非有这样一个决议不可。

其次，我认为这个决议的第4节非常重要，它对我们的党纲作了确切的解释，也就是说，作了出自作者的解释。代表大会是党纲的作者，因此代表大会应当作出解释，以便结束这种动摇现象，结束这种有时甚至是玩弄党纲的现象：有人对党纲中关于工会的部分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你们都听到了梁赞诺夫同志在这个讲台上对党纲的批评，我们真要谢谢这位批评家的理论探讨！你们都听到了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提出的批评。对这种批评是不能保持沉默的。我认为，在这里，在这项决议中，我们有了我们当前所需要的东西。党纲是由代表大会批准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因此，应当以代表大会的名义说：请看我们是怎样理解党纲的。我再说一遍，理论上的争论并不是到此为止。可以对党纲提出修改意见，在这方面不能有任何禁止。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党纲已经尽善尽美，无可更改，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接到正式的提议，我们还没有花时间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们如果仔细阅读党纲，就会看到下面的话：“工会应当做到……切实地集中等等”，“应当做到……切实地集中”——这句话应当加以强调。而从前面的一行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根据法律，工会是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生产管理机关的参加者。”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在世界所有先进国家的协助下用几十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而我们处在极端贫困的时期，工人在我国占少数，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农民群众已经疲惫不堪、流血过多。难道我们会幼稚到这种地步，竟认为在我们这样的时期这样的国家里可以迅速地完成这一过程吗？！我们甚至还没有打下基础，我们只是刚开始根据经验计划在工会的参加下管理生产。我们知道，主要的障碍是贫困。说我们没有吸收群众参加工作是不对的；相反，工人群众中任何多少有点才干的人，都得到我们最真诚的支持。现在唯一需要的是形势能够稍微缓和一点。在饥荒之后，我们至少要有一两年的休养生息时间。从历史来看，这是一个极短的期限，但是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这却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有一两年的休养生息时间，只要有一两年燃料供应正常，保证工厂开工，我们就可以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百倍的支持，而且可以从他们队伍中提拔出比现在多得多的人才。这是任何人都不会而且也不能怀疑的。目前我们没有得到这种支持，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得到支持。为此我们正在做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谁也不能说，政府、工会或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放过了任何一次机会。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人们困苦到了极点，到处都是饥饿和贫穷，由此往往产生了消极的心理。我们不要怕如实地说出这种不幸和灾祸。正是这些东西妨碍群众迸发出热情。我们根据统计材料知道，在管理机关中工人占60％。在这种情况下，企图按照施略普尼柯夫那样来解释党纲说的“工会应当做到……切实地集中”等等，是绝对不行的。

确切地解释党纲，可以使我们把必要的策略上的一致和统一同必要的辩论自由结合起来，这一点在决议的末尾已经着重指出了。决议是怎样说的呢？让我们读一下第6点：


　　“根据上述一切，俄共代表大会坚决反对这些反映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主张，并认为：第一，必须同这些主张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第二，代表大会认为，宣传这些主张是同俄共党员的身分不相容的。代表大会责成党中央委员会严格执行大会的这些决定，同时指出，在各种专门的刊物和文集等等上可以而且应当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能就上述的各种问题详细交换意见。”





　　你们都是各方面的鼓动家和宣传家，难道你们不知道在战斗的政党内部进行思想宣传和在专门的刊物、文集上交换意见是有区别的吗？我相信，任何一个愿意深入研究这个决议的人，都会看到这种区别。我们把这一倾向的代表吸收到中央委员会里来，我们希望这些代表在中央委员会里能够象一切有觉悟的、守纪律的党员那样来对待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希望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将能够在中央委员会里分清这一界限，而不致造成特殊状况；我们会弄清在党内发生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是在战斗的政党内部宣传某种主张，还是在专门的刊物和文集上交换意见。谁有兴趣想仔细研究恩格斯的那些话，那就去研究好了！有些理论家经常向党提出有益的意见。这是很必要的。我们将要出版两三大本文集，这是有益的和绝对必要的。但是，难道这跟宣传某种主张，跟各派纲领的斗争相同吗？难道可以把两者混淆起来吗？凡是愿意深入研究我国政治形势的人，是不会把这两者混淆起来的。不要妨碍我们的政治工作，特别在严重的关头，但是也不要放弃学术探讨。如果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举例来说）想在最近几个月内利用空余时间，为不久前出版的、叙述他在不合法状态时期的革命斗争经验的集子编写第二卷来分析“生产者”这一概念，那就请写吧！而目前的这一决议，却应当成为我们的路标。我们开展了最广泛、最自由的辩论。“工人反对派”的纲领曾经登载在发行25万份的党中央机关报上。我们从各方面尽可能地考虑了这个纲领，我们根据这个纲领选举了代表，最后，我们召开了代表大会，而大会对政治辩论作了总结，并且指出：倾向已经很明显，我们不要再捉迷藏了；应当公开指出，倾向就是倾向，必须加以纠正；我们一定会纠正这种倾向，至于辩论，那将是理论上的辩论。

因此，我再次提议通过并且赞成通过这两项决议，巩固党的统一，并且正确规定党的会议应该做些什么，个别愿意帮助党的、从事某些理论问题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在空余的时间可以自由地做些什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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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3月16日）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听到了一些非常刺耳的话，其中最刺耳的要算是指责我们的决议是一种诬蔑了。但是，有一些刺耳的话常常是不攻自破的。你们手头都有决议。你们知道，我们吸收了两名“工人反对派”的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并且我们使用了“倾向”这个词。我强调的是这个词的含义。无论是施略普尼柯夫还是梅德维捷夫都没有提出别的词。我们在会上批评了受到各派代表一致批评的提纲。这怎么能够说是诬蔑呢？如果有人把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加到一些人的头上，那用“诬蔑”这种刺耳的字眼还有些道理。而现在，这只不过是一种气话。这是一种不郑重的说法！

现在谈一谈会上提到的几个问题。有人说，对“民主集中派”不公平。你们都看到，关于“民主集中派”的代表在这里提到的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在各派之间是怎样逐渐达成协议和怎样交换意见的。你们知道，从“工人反对派”全体成员和其他各派中许多最有声望的同志和代表都参加过的那次非正式的会议起，我个人就公开说，我们欢迎“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在这次有“工人反对派”全体同志和其他各派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谁也没有对这一点提出异议。十分明显，后来“民主集中派”的代表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而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各派之间继续交换意见和取得协议的结果。因此，把这看成是对“民主集中派”有什么不信任或不公平，完全是无理取闹。我们在中央委员会里尽了一切努力，希望尽量做到公平合理。这是事实，谁也不能抹杀。因此，得出结论说不公平，这实在是无理取闹！又如“民主集中派”的一个同志说，决议的第7条是不必要的，因为中央委员会本来就有权利这样做。我们提议不公布第7条，是希望不用这一条，这是一种极端措施。但是，“民主集中派”的一个同志[49]说：“你们根据党章本来就有权利这样做。”可见他不懂得党章，不懂得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懂得集中制的原则。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喊声：“可以通过党组织。”）更不能通过党组织。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这是对它表示最大的信任，让它来领导。至于说中央委员会对中央委员有这种权利，那是我们党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也没有容许过的。这是一种极端措施，只有觉察到情况十分危险，才能例外使用。拉狄克同志对这一点解释得完全正确。这时要召开非常会议，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一起参加，并且都有同等的表决权。这种制度，这种47人的全会，在我们党章上没有规定，实践上也从来没有用过。因此我要再说一遍，“民主集中派”的同志们无论对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集中制，都是一窍不通。这是一种极端措施，我希望我们不去用它。这种措施只是说明，只有在可能因意见分歧的一方而引起分裂的时候，党才采取你们所听到的这种措施。我们毕竟不是小孩子，我们见过困难的时刻，见过分裂，经历过分裂，我们知道分裂是怎样的痛苦，因此也就不怕如实地说出这种危险。

在过去的一些代表大会上也有过很尖锐的意见分歧。但是有没有因其中一方而引起分裂呢？没有。现在有没有呢？有。这种情况人们已经屡次指出过了。我认为，现在有办法对付这种意见分歧了。

还有人说，这种决议并不能造成统一，根据决议看来，进行批评似乎必须通过省委，似乎对“工人反对派”的同志有某种不信任，因此就使他们很难参加中央委员会。这也说得完全不对！我在一开始就说过为什么选用“倾向”这个词。如果你们不喜欢这个词，那可以先基本上通过这个决议，然后把它交给主席团，尽量把语气改得缓和一些。如果我们能找到更缓和的用词，那我提议把“倾向”这个词换掉，其他地方也可以改得缓和一些。我们不反对这样做。但是现在在大会上，当然不是讨论这些细节的时候。可以把决议交给主席团加以修订，把语气改得缓和一些。在这方面是不必太激烈的——我并不反对这种做法。但是，说这个决议是挑唆党内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这也不符合事实。

我不了解萨马拉的“工人反对派”的组成情况，我没有去过那里，但是我相信，除了“工人反对派”外，任何一派的中央委员或任何一派的大会代表，只要他想在萨马拉组织的会议上证明决议不是什么挑唆，而是号召统一，是争取“工人反对派”的大多数，那他一定可以做到这一点。谁在这里用“挑唆”这种字眼，就说明他是忘记了关于统一的决议的第5条，在这一条中已经承认了“工人反对派”的功劳。难道在决议中不是两方面都提到了吗？一方面说“出现了一种倾向”，另一方面，请你们读读第5条：“同时，代表大会声明，在例如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特别关心的问题，即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自主精神等等问题上，任何切实的建议，都应当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 
［注：见本卷第82页。——编者注］

 ，等等。难道这是挑唆吗？这是承认他们的功劳。我们说，一方面，你们在辩论中暴露出了一种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倾向（这甚至在梅德维捷夫同志的决议案[50]中也承认了，只是用的词不一样），但是接着我们又说，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我们承认我们还做得不够。这是在承认他们的功劳，而不是挑唆！

吸收“工人反对派”的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这是表示同志式的信任。在这以后，无论是谁去出席没有被派别斗争弄得不可开交的会议，那么这个会议都会指出，这里并没有什么挑唆，而是表示了同志式的信任。至于采取最极端的措施，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我们还不这样做，目前我们还是表示同志式的信任。如果你们认为我们理论上错了，那我们可以出版几十册文集来讨论，如果有些年青的同志，例如萨马拉组织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新的意见要讲，那么萨马拉的同志们，请讲吧！我们一定把你们的文章发表几篇。本来任何人都懂得，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和在会外对工人们乱讲是有差别的。党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毫不犹豫的，但是我们无论如何决不会在工人的会议上讲卡缅斯基同志所讲的话，讲他有权在党代表大会上讲的话。只要你们对照一下决议的确切的原文，那你们就会看出，它只是作了理论上原则上的指示，而没有丝毫侮辱性的东西，同时它还承认，有些人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有功劳，表示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此外，这个集团的代表还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这在党内可说是最高的信任了。同志们，正因为这样，我提议用记名表决的办法通过这两项决议，然后把决议交给主席团加以修订，把措辞改得缓和一些；既然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也参加主席团，也许他会找到更恰当的用词来代替“倾向”这个词。

关于呈请辞职的问题，我提议通过如下决议：“代表大会号召已被解散的‘工人反对派’的一切成员服从党的纪律，责成他们继续担任党委托给他们的职务，不接受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及其他任何同志的辞职。”[51]（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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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梁赞诺夫就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所作修改的意见[52]

（3月16日）

我认为梁赞诺夫同志的愿望可惜是不能实现的。如果在根本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我们决不能剥夺党和中央委员向全党申诉的权利。我想象不出我们怎么能这样做！这次代表大会对下次代表大会的选举，不能加以任何约束，否则，一旦发生了象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那样的问题怎么办呢？你能担保不发生这样的问题吗？这是不能担保的。可能，那时又得按不同的纲领来进行选举了。（梁赞诺夫：“就因为一个问题吗？”）当然是这样。但是在你的决议案中却写道：决不按不同的纲领进行选举。我认为，这是我们无法禁止的。当然，如果关于统一的决议和革命的发展使我们团结起来，也就不会再出现按不同纲领进行选举的情况了。我们在这次大会上所得到的教训，是忘不了的。但是，如果发生了根本的意见分歧，是不是能够禁止把分歧意见提交全党来裁决呢？不能！这是一种奢望，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提议加以否决。

13

对拉法伊尔（Р．Б．法尔布曼）就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所作修改的意见[53]

（3月16日）

我认为不应当采纳这条修改意见。在我们开始辩论的时候，我们在《真理报》上没有把文章加以区分，政策性的文章和讨论性的文章都混在一起了。这里我们并非用最后通牒的口气，而是强调不应该捅到报刊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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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谢廖夫就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所作发言的意见[54]

（3月16日）

同志们，十分抱歉，我用了“机关枪”这样的字眼。我郑重保证，今后不再用这一类字眼来打比方，因为这些字眼会毫无必要地把人们吓一跳，结果使人弄不清楚这要说的是什么了。（鼓掌）谁也不打算用什么机关枪来扫射任何人。我们绝对相信，无论是基谢廖夫同志，还是其他人，都用不着开枪射击。

15

对马尔琴科就关于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所作修改的意见[55]

（3月16日）

以代表大会的名义这么说，那就禁止得过严了。我建议不采纳这条修改意见，当然，这并不排除中央委员会有权在中央出版的文集中介绍材料以及在必要时汇集全部材料；但是，以代表大会的名义绝对禁止地方出版文集，我认为是太过分了。

16

关于燃料问题的讲话

（3月16日）

请允许我发表一点意见。我赞成把燃料问题交给专门委员会去解决。毫无疑问，燃料危机在我国整个经济建设中即使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主要的问题之一。但是我这样问自己：不把问题交给专门委员会，不研究各种文件，了解主要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是机构有缺点，它们胡作非为呢？还是农民经济力量薄弱，农民缺少运送木柴所必需的马匹——而只根据李可夫同志代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报告和拉林同志批评这一政策的副报告，我们是否就能够对这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作出最后的决定呢？我这样问自己：不通过专门委员会我们是否能够作出决定呢？——肯定地说，不可能。因此，比较实际些的做法还是选出一个人数较多的专门委员会，主要由地方上熟悉燃料工作、特别是木柴工作的同志参加，他们不只是在理论上懂得这项工作，而且在这一部门工作过，有亲身的实际体会。这个专门委员会不仅要听取报告，还要邀请许多人来根据文件审查报告人和副报告人的意见。然后，由专门委员会向中央提出报告，中央再根据报告对这方面的工作作出一系列的重要决定。这种办法要比在大会上辩论有效得多，有益得多。辩论会花费掉我们整天的时间，而结果我们还是要把问题交给专门委员会去解决。

17

关于燃料问题的建议

（3月16日）

我提议委托林业总委员会立即邀请实际熟悉燃料和木柴机关的工作的大会代表举行一个会议，迅速制定各种紧急措施，特别是关于浮运木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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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词

（3月16日）

同志们，我们的党代表大会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我国革命的极其重要的关头召开的。在连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又进行了国内战争，使国家受尽折磨，混乱不堪，国内战争结束后，国家的复苏只能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因此，分裂因素或者说瓦解因素的出现，即小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的抬头，是不足为奇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贫困和绝望情绪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极端严重的程度，这影响到了千百万人，有时甚至影响到了更多的人，他们看不到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但是，同志们，我们知道，我国经历过比这艰难得多的时期。我们绝对不是对危险视而不见，也丝毫不盲目乐观，我们坦率地对自己和同志们说，危险是很大的，但是同时，我们坚定不移地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团结一致。我们知道，除了觉悟的无产阶级，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千百万涣散的、经常承受无比沉重负担的小农团结起来，把他们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团结起来去反对剥削者。我们相信，这一力量经过斗争的考验，经过革命的艰苦考验，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已经足以应付一切严重的考验和新的困难。

同志们，除代表大会根据这个精神通过的各项决议以外，大会关于同农民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我们在这里非常清醒地估计了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我们不怕公开承认，我们遇到的是一项最困难的任务。这就是要在目前无法建立正常关系的条件下，正确处理无产阶级同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关系。所谓正常的关系，应当是并且只能是这样：无产阶级掌握了大工业，掌握了大工业产品，因此不仅能充分满足农民的要求，而且能供给他们生活资料，使他们的境况得到改善，使人们明显地看到和感觉到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差别。这样并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正常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我们现在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经济破坏，物资缺乏，生活贫困以及人们的绝望情绪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为了易于消除这些恶果，我们必须适当地调整现存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是在十分艰苦的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农民有最充分的理由表示不满，这一点我们不想加以掩饰。我们要更详细地进行解释，说明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消除这种情况，更多地照顾小业主的生活条件。

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来改善小业主的生活。给小农更多的东西，为他们更扎实地进行经营创造条件。我们不怕这样做会使同共产主义敌对的倾向发展起来，这种情况无疑是会出现的。

同志们，我们就是应当这样清醒地估计这种关系，应当有充分的决心来重新审查以至改变我们的政策，因为我们在几年之中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着手建设无产阶级国家的基础，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认为，我们代表大会在这方面的工作会有更完满的结果，因为我们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一开始就是完全一致的。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同本阶级群众的关系问题和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必须作出一致的决定的，而我们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都没有意见分歧。尽管我们是在极其困难的政治条件下来解决问题的，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表现了空前的团结。

现在让我来谈谈另外两件事，请不要作记录。第一是关于巴库和格罗兹尼的租让项目问题。这个问题在大会上只是顺便提了一下。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但是有人告诉我，某些同志仍旧表示不满或不信任。我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中央对格罗兹尼和巴库的租让项目问题作过认真的研究，曾经几次成立专门委员会，并请有关部门作过专门报告。起初有过意见分歧，进行过几次表决，在最后一次表决后，已经没有哪些中央委员或哪个中央委员再想行使自己的当然权利把问题诉诸代表大会了。我认为，新的中央委员会无论在形式上或实际上，都有充分的权利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来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不实行租让，我们就得不到设备精良的现代资本主义技术的帮助。不利用这种技术，我们就不能在石油开采这种对整个世界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部门里为我们的大生产打好基础。我们连一个租让合同都还没有签订。但是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来签订。你们在报上看到开始铺设巴库—梯弗利斯输油管的消息没有？你们很快就会看到输油管铺设到巴统的消息。这样就能打开世界市场。这样做就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经济状况，加强共和国的技术装备，提高产量，增加我国工人所需要的食品和消费品的数量。这方面的任何改善，对我们都有极大的意义。因此我们不怕租让格罗兹尼和巴库的一部分；把四分之一格罗兹尼和四分之一巴库租让出去，我们就能利用这种租让——如果能够实现的话——使其余的四分之三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否则，我们在目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是一切了解我国经济状况的人都懂得的。而只要有了根基（哪怕是用几亿金卢布换来的），我们就可以竭力使其余的四分之三赶上去。

请不要公布的第二件事，是主席团经过专门审查的有关传达办法的决定。你们知道，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常常是在十分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致使许多工作人员离开了大会，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需要比较冷静比较周密地制定一个怎样向地方作传达的计划，在这方面应当遵照明确的决定办。有位同志已经拟好一项主席团给分赴各地的代表的指示草案，现在我来读一下。（读指示草案）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简单地谈过了。我想，刚才读过的短短几行，已经足以使每个代表仔细地考虑问题，在作传达报告时注意必要的谨慎，不要夸大局势的危险性，绝对不要使自己和周围的人感到惊慌失措。

目前，世界资本主义掀起了一场空前疯狂的、歇斯底里的运动来反对我们，因此我们就更不应当而且丝毫没有理由惊慌失措。昨天我征得契切林同志的同意，拿到了一份有关这一问题的综合材料，我想，听一听这个材料对大家是有好处的。这是一份关于俄国国内局势的种种谣言的综合材料。编辑综合材料的同志写道，在西欧报刊上，从来没有象最近两周那样出现这么多关于苏维埃俄国的乱七八糟的谣言和荒唐的捏造。从3月初起，所有西欧报刊每天都登载大批捏造的消息，例如说俄国发生了暴动，反革命取得了胜利，列宁和托洛茨基逃到了克里木，克里姆林宫升起了白旗，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血流成河，并且筑起了街垒，成群结队的工人跑下山来涌向莫斯科去推翻苏维埃政权，布琼尼投到叛乱者方面去了，反革命在俄国的许多城市中都取得了胜利——他们一会儿提到这个城市，一会儿又提到那个城市，几乎把俄国的大多数外省城市都数遍了。这个运动规模很广，计划周密，说明它是由所有主要国家的政府精心策则的一次行动。3月2日，英国外交部通过“报纸联合社”[56]声明已经发表的许多消息是不可靠的。可是在这以后英国外交部自己马上又发表了关于彼得格勒发生暴动、喀琅施塔得舰队炮轰彼得格勒、莫斯科进行巷战等消息。

3月2日，英国所有报纸都登载了关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暴动的电讯，说列宁和托洛茨基逃到了克里木，莫斯科有14000名工人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莫斯科兵工厂和莫斯科—库尔斯克车站落入暴动工人的手中，彼得格勒的瓦西里耶夫岛完全被暴动者占领。

我再从后来几天的无线电讯和电报中举几个例子：3月3日克雷什科从伦敦来电说，路透社[57]也跟着散布彼得格勒发生暴动的谣言，并且大事渲染。

3月6日：驻柏林记者梅森向纽约发出电讯说，从美国来的工人在彼得格勒的革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契切林已电令加涅茨基将军禁止美国来的侨民入境。

3月6日：季诺维也夫逃往奥拉宁包姆。莫斯科红军炮兵炮轰工人区。彼得格勒和各方面的联系都已经被切断（维干德的无线电讯）。

3月7日：克雷什科来电说，据雷瓦尔方面报道，莫斯科已筑起街垒；各报发表了来自赫尔辛福斯的消息，说切尔尼戈夫已被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占领。

3月7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都已落入暴动者手中。敖德萨发生暴动。谢苗诺夫率领25000名哥萨克在西伯利亚活动。彼得格勒革命委员会控制了城防工事和舰队（英国波尔久电台报道）。

瑙恩3月7日：彼得格勒工厂区发生暴动。反布尔什维克暴动席卷沃伦。

巴黎3月7日：彼得格勒落入革命委员会手中。《晨报》[58]报道说，据伦敦消息，白旗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

巴黎3月8日：暴动者已占领红丘炮台。普斯科夫省的红军团队哗变。布尔什维克将巴什基尔人调往彼得格勒。

3月10日克雷什科来电：许多报纸提出疑问，彼得格勒到底陷落了没有？据赫尔辛福斯消息，彼得格勒已有四分之三落入叛乱者手中。托洛茨基，或者据另一消息说是季诺维也夫，正在指挥托斯诺或彼得保罗要塞的战斗；另讯，布鲁西洛夫被任命为总司令；里加消息：彼得格勒除各车站外，已于9日被全部占领，红军撤往加契纳；彼得格勒的罢工者提出“打倒苏维埃和共产党人”的口号。英国陆军部声明，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两地的叛乱者是否已经会合，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根据它的情报，季诺维也夫正在彼得保罗要塞中指挥苏维埃部队。

再从这一时期的大量谣言中举几个例子：萨拉托夫已经成立了反布尔什维克的独立共和国（瑙恩3月11日讯）。伏尔加河沿岸的各城市中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同上）。明斯克省的白俄罗斯武装部队同红军发生冲突（同上）。

巴黎3月15日：《晨报》报道说，库班和顿河的哥萨克举行了大规模的暴动。

瑙恩3月14日发表消息说，布琼尼骑兵在奥廖尔附近加入叛军。此后又陆续发表消息说，普斯科夫、敖德萨和其他城市相继发生暴动。

3月9日克拉辛来电：《泰晤士报》[59]驻华盛顿记者说，苏维埃制度即将垮台，因此，美国同边境上的各国建立关系一事将要推迟。此外还不断传出消息说，美国银行界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同俄国通商简直是赌博。

《每日纪事报》[60]驻纽约记者早在3月4日就说过，美国的实业界和共和党认为目前同俄国建立贸易关系是一种赌博。

毫无疑问，这次造谣运动不仅是要影响美国，而且是要影响在伦敦的土耳其代表团和西里西亚的全民投票[61]。

同志们，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全世界的报刊辛迪加——那里的新闻自由，就是99％的报刊都被腰缠万贯的金融巨头所收买——展开了帝国主义者的世界大进军，他们首先想破坏克拉辛已经着手执行的对英贸易协定和即将签订的对美贸易协定，我说过，我们正在这里就对美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有人也不止一次提到这件事。上述情况说明，包围着我们的敌人进行武装干涉不行了，就指望叛乱。喀琅施塔得事件也表明了同国际资产阶级的联系。此外，我们看到，他们着眼于国际资本的实际利益，现在最怕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然而，这种关系他们是破坏不了的。到我们莫斯科来的一些大资本的代表，对所有这些谣言都不再相信，他们说，美国有一批公民用一种新奇的方法为苏维埃俄国作了宣传。

这些人从各种各样的报纸上，把几个月来所有关于俄国，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逃跑，关于托洛茨基枪毙列宁或列宁枪毙托洛茨基等等消息都收集起来，编成了一本小册子[62]。这对苏维埃政权来说，真是再好不过的宣传了。他们逐日地把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次又一次被枪毙、被杀死的消息收集起来（这些消息每月都一再出现），最后，他们把它编成集子出版。当代美国资产阶级报刊已经完全丧失了信誉。这就是流亡国外的200万俄国地主和资本家为之服务的敌人，这就是同我们对立的资产阶级大军。让他们来试试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实际成就和贸易关系吧。我们知道，这是做不到的。拥有成千上万家报纸和向全世界报道新闻的国际报界发表的所有这些消息，再一次表明我们被敌人紧紧包围着，而这些敌人和去年比起来已经大大地削弱了。同志们，我们应当懂得这一点！我想大多数到会的代表都已经了解，我们的意见分歧应当有一个分寸。自然，在大会争论时是没有办法掌握这个分寸的。不能要求一个刚刚参加斗争的人，一下子就掌握这个分寸。但是，只要看到我们的党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看到包括世界各国的辛迪加掀起针对我们的运动，我们就不应该有任何疑问。让他们去掀起运动吧，我们看到这种运动，也就确切知道我们的意见分歧应当适可而止，我们知道，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达到团结一致，我们就能真正结束意见分歧而达到绝对的统一，我们的党就会锻炼得更加坚强，它必将取得愈来愈大的国际胜利！（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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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有关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3月8—16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717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41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732521名党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问题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监察委员会的报告；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党的建设；工会及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选举党的领导机关。此外，代表大会还听取了党史委员会的报告并在秘密会议上讨论了军事问题。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根本性问题的一些决定，规定了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



列宁领导了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就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作了报告，并起草了大会的最重要的决议草案。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



代表大会特别重视党的统一问题。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见本卷第78—83页），要求立即解散削弱党、破坏党的统一的一切派别集团，并授权中央委员会对进行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采取直到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大会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见本卷第84—87页），指出工人反对派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动摇性的表现。在党的建设方面，代表大会通过了扩大党内民主、改善党员素质的决定，并向中央委员会发出进行清党的指示。代表大会还通过了监察委员会条例，规定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各省监察委员会，这对于巩固党和改善国家机关有重要意义。



代表大会总结了工会问题的争论，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重申了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的论点，规定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并提出了扩大工会民主的措施。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要求彻底消除从前的被压迫民族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并谴责了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两种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倾向。代表大会选出了由25名委员和1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1。



 


　[2]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7月19日—8月7日举行（开幕式于7月19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以后的会议从7月23日起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37个国家的67个组织（其中有27个共产党）的217名代表。代表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是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的。他在会前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对规定共产国际的任务和制定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作用和结构；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议会斗争问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土地问题；对新中派的立场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章程；组织问题（合法与不合法组织、妇女组织等等）；青年共产主义运动；选举；其他事项。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的报告、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就共产党的作用、议会斗争等问题发了言，并积极参加了代表大会各委员会的工作。

 


代表大会将列宁起草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作为大会决议予以批准。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的初稿为基础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在土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的提纲为基础的决议。代表大会非常注意共产党争取和领导劳动群众的问题，它谴责了左倾学理主义，通过了《共产党和议会斗争》、《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和第三国际》等决议。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决议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武器；共产党的作用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但没有缩小，相反还无比地增大了。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一文件对于在革命纲领基础上巩固共产党和防止机会主义的和中派的政党钻入共产国际具有重大的作用。代表大会还批准了共产国际的章程，通过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一系列号召书。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共产国际的纲领的、策略的和组织的基础，对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1。

 


　[3] 指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3月29日—4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共有715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55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62名，共代表611978名党员。这次代表大会是在红军取得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决定性胜利、苏维埃俄国获得了暂时的和平喘息时机的条件下召开的。大会主要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工会运动；组织问题；共产国际的任务；对合作社的态度；向民兵制过渡；选举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的工作是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列宁作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就经济建设、合作社等问题发了言。

 


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即从军事战线的斗争转向劳动战线的斗争、战胜经济破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苏维埃俄国经济恢复的基本条件是贯彻执行最近一个历史时期的统一的经济计划。决议规定了完成统一计划的各项根本任务的先后顺序。实现国家电气化在统一经济计划中居于重要地位；大会通过了关于制定电气化计划的指示。

 


代表大会要求各级党组织执行俄共（布）中央关于给运输部门调配5000名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的指令，并决定动员这次代表大会的10％的代表投入运输战线。

 


代表大会批准了俄共（布）中央关于动员工业无产阶级、实行劳动义务制、经济军事化以及为经济需要动用军队等问题的提纲，责成党组织帮助工会和劳动部门统计全部熟练工人，以便吸收他们参加生产。代表大会十分重视生产管理的组织问题。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必须在一长制的基础上建立熟悉业务、坚强得力的领导。

 


代表大会在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了工会的作用、工会同国家和党的相互关系、共产党领导工会的形式和方法以及工会参加经济建设的方式；在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中要求巩固党在合作社组织中的领导地位。

 


代表大会还作出了关于出版《列宁全集》的决定。

 


大会选出了由19名委员和1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2

 


　[4] 指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党内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争论。列宁对这次争论的评价、对各个派别集团的评述和对工会任务的规定，见《论工会、目前局势和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党内危机》、《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以及他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的报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98—222、231—243、263—306、244—260页）。——2。

 


　[5] 1919—1920年，苏维埃俄国政府为了同波兰建立睦邻关系，曾不止一次向波兰政府提出缔结和约的建议。1920年1月28日，苏俄人民委员会向波兰政府和波兰人民发表声明，重申它承认波兰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并表示它愿意在领土方面对波兰作出重大让步：同意两国边界沿明斯克以东一线划定。苏维埃俄国建议的这条边界线比同年10月12日苏波双方缔结的初步和约所规定的边界线靠东一些。——5。

 


　[6] 工人反对派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首领是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谢·巴·梅德维捷夫、亚·米·柯伦泰等。工人反对派作为派别组织是在1920—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中形成的，但是这一名称在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即已出现。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则早在1919年就已开始形成。在1920年3—4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施略普尼柯夫提出了一个关于俄共（布）、苏维埃和工会之间关系的提纲，主张由党和苏维埃管政治，工会管经济。在1920年12月30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施略普尼柯夫要求把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工会。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表达得最充分的则是柯伦泰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出版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它要求把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加入各产业工会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由他们选举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各个国民经济管理机关也分别由相应的工会选举产生，而且党政机关不得否决工会提出的候选人。工人反对派曾一度得到部分工人的支持。1920年11月，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它的纲领获得了21％的票数。1921年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则获得30％的票数。由于党进行了解释工作，工人反对派的人数到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时已大大减少，它的纲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票不足6％。第十次代表大会批评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并决定立即解散一切派别组织。但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等在这次代表大会后仍继续保留非法的组织，并且在1922年2月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送了一份题为《二十二人声明》的文件，对俄共（布）进行攻击。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从组织上粉碎了工人反对派。——11。

 


　[7] 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发言说：“我们被指责为工团主义。这种指责再也吓不住我们了。”阿·谢·基谢廖夫说：“工团主义——这是用来吓唬一切人的怪物。”——13。

 


　[8] 加入第三国际的21项条件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8月6日通过的。——14。

 


　[9] 国际联盟（国际联合会）是根据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际联盟章程》于1920年1月成立的，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参加的国家有60多个。美国本是国际联盟的倡议者之一，但因没有批准国际联盟章程，所以不是会员国。国际联盟自成立起就为英、法帝国主义所操纵。它表面上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工具。1920—1921年，国际联盟是策划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中心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联盟无形中瓦解，1946年4月正式宣告解散。——15。

 


　[10] 这一条约于1921年3月16日签订。——16。

 


　[11] 人民委员会1921年2月1日关于石油租让问题的决定是以列宁拟订的草稿（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12页）为基础制定的。——17。

 


　[12] 喀琅施塔得事件是指1921年2—3月间在俄国波罗的海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发生的反革命叛乱。这一叛乱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白卫分子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支持下策动的。卷入叛乱的有约27000名水兵和士兵。当时波罗的海舰队中参加过十月革命的水兵大都上了国内战争的前线，新补充的水兵多半是农民，不少人受到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因此这次叛乱反映了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动摇。叛乱分子的首领提出了“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指望由小资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这实际上意味着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并为公开的白卫分子统治和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2月28日和3月1日，叛乱分子的首领召开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让所谓“左派社会主义政党”自由活动，取消政治委员，允许自由贸易，改选苏维埃。3月2日，叛乱分子逮捕了舰队指挥人员，占领了喀琅施塔得，严重地威胁到彼得格勒的安全。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为平定叛乱采取了紧急措施。3月2日宣布彼得格勒特别戒严。3月5日重组第7集团军，由米·尼·图哈切夫斯基任司令员，负责镇压叛乱。正在开会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派出克·叶·伏罗希洛夫等约300名有军事经验的代表加强第7集团军。经过激烈的战斗，叛乱于3月18日被彻底粉碎。——18。

 


　[13] 指1921年2月14日《巴黎回声报》发表的文章《波罗的海舰队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1921年2月14日《晨报》刊登的电讯《莫斯科采取措施对付喀琅施塔得暴动者》和1921年2月15日《共同事业报》刊登的电讯《喀琅施塔得暴动在彼得格勒的反响》。——18。

 


　[14] 指立宪会议委员会。

 


立宪会议委员会是社会革命党人组织的反革命政府，1918年6月8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占领的萨马拉成立。委员会自封为立宪会议召开前的“临时政权”。它最初由5名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代表组成，弗·卡·沃尔斯基为主席；以后不断补充，到9月底增至96名。立宪会议委员会宣布“恢复民主自由”，建立所谓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成立“国民军”，同时废除苏维埃政权法令，将已经收归国有的企业归还原主，并在实际上让地主夺取已归农民的土地。1918年6—8月，立宪会议委员会的统治曾扩大到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喀山、乌法各省和萨拉托夫省的部分地区。9月，“国民军”在红军打击下节节败退，放弃了大部分地盘。1918年9月乌法执政府（即所谓“全俄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宪会议委员会改名为“立宪会议代表大会”，它的行政机关“部长会议”则成为乌法地区政府。11月18日，亚·瓦·高尔察克发动改变，建立了军事独裁。1918年12月，“立宪会议代表大会”和“部长会议”均被撤销。——19。

 


　[15] 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最初是在1921年2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会议听取了恩·奥新斯基《关于播种运动和农民状况的报告》，研究了改善农民状况的问题，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上，列宁给专门委员会写了一个题为《农民问题提纲初稿》的文件，其中表述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基本原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38页）。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在《真理报》上就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第一批讨论文章于2月17日和26日发表。

 


2月19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专门委员会拟订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草案，决定将草案提交中央全会审议。2月24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审议并原则上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会议指派一个新的委员会再次对该草案从细节上进行修订。

 


在专门委员会起草决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一些农民和农民代表团，认真听取了他们对粮食政策的建议和要求。3月3日，列宁对专门委员会拟订的决议草案第二稿提出了三点修改意见（见本卷第357—358页）。3月7日，中央全会再次审查了决议草案，并将草案交给由列宁主持的专门委员会最后定稿。3月15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05—107页）。——22。

 


　[16] 指1918年10月26日人民委员会通过、1918年10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关于征收实物税的法令（公布于1918年11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这个法令是根据列宁1918年8月2日写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7—29页）起草的。——22。

 


　[17] 1920年9月4日《俄共（布）中央通报》发表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通告信，信中分析了党内产生官僚主义和其他不良现象的原因，提出了扩大党内民主、改变党的工作方法的措施。同年9月22—25日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肯定了这些措施，并作了更加详细具体的规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37—45页）。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2月28日专门讨论了关于改进中央及地方的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25。

 


　[18] 工农检查院是苏维埃俄国的国家监察机关，1920年2月由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而成。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各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活动，监督各社会团体，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检查苏维埃政府法令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等。工农检查院在工作中依靠广大的工人、农民和专家中的积极分子。根据列宁的意见，1923年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这一党和苏维埃的联合监察机构。1934年工农检查院撤销，其职权移交给同年成立的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26。

 


　[19]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选举工人反对派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和И．Н．佩列别奇科为主席团委员。民主集中派的季·弗·萨普龙诺夫曾被提名为主席团委员候选人，但被代表大会否决。——30。

 


　[20] 指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

 


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于1920年11月20—22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出席会议的有289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89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会议议程是：关于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关于国家经济状况的报告，关于生产宣传的报告，选举莫斯科委员会。列宁在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并就莫斯科委员会的选举问题发了言。代表会议是在工会问题争论已经开始时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和伊格纳托夫派的代表对党的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他们从会议筹备时起就企图在莫斯科的党组织中取得优势。工人反对派的一些人力图把自己的同伙更多地安插进莫斯科委员会，竟撇开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开会的其他代表，而在米特罗范大厅另外召开工人代表的会议，从而形成了“两个房间开会”的局面。代表会议在列宁领导下对反对派进行了回击，就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体现党中央观点的决议。代表会议否决了反对派在非正式会议上拟的莫斯科委员会名单，通过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名单。——30。

 


　[21] 指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

 


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20年9月22—25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41名，其中有表决权的116名，有发言权的125名，共代表70万党员。会议议程是：波兰共产党人代表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党史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列宁在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根据列宁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缔结和约的条件的决议。会议同意在列宁直接领导下拟订的并经他审阅过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同波兰媾和的具体条件的声明。

 


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讨论，在这次代表会议中占很重要的位置。会议批评了民主集中派反对党的纪律和否定共产党在苏维埃和工会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错误意见，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决议在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党的团结和纪律、加强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中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加强对青年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等方面规定了一系列实际措施。代表会议指出，必须广泛吸收普通党员积极参加省代表会议和俄共（布）省委全体会议。为了同各种舞弊行为作斗争和审理党员提出的申诉，代表会议认为必须成立监察委员会，在省委员会下面则成立党的专门委员会。——31。

 


　[22] 指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

 


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1月25日—2月2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出席大会的共有341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9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46名），代表332000余名矿工工会会员。代表中有共产党员和预备党员259名。

 


代表大会听取并讨论了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矿业委员会和各总管理局的报告，讨论了燃料供应、工会任务、组织生产等问题，并选举了新的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

 


代表大会开幕前，1月22日至24日，俄共（布）党团召开了4次会议，对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列宁、列·达·托洛茨基和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列宁的主张得到党团绝大多数成员的拥护。表决中列宁纲领得137票，施略普尼柯夫纲领得61票，托洛茨基纲领得8票。

 


下文提到的西伯利亚代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是从亚·米·柯伦泰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中引来的。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里，西伯利亚局代表的报告中没有柯伦泰引的这段话。——32。

 


　[23] 指西班牙全国劳动联盟的代表安赫尔·佩斯塔尼亚和英国工人组织车间代表委员会的代表杰克·坦纳于1920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35。

 


　[24] 指1921年3月5—6日在哈尔科夫举行的讨论粮食问题的全市非党代表会议。出席这个会议的有约两千名代表。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经济部门和粮食部门的工作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是会议没有赞同他们的决议案。会议根据哈尔科夫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报告通过决议，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工人粮食供应状况的措施。——40。

 


　[25] 指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的两个文件：1921年3月1日第1、第2战列舰支队全体人员大会决议和1921年3月2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告喀琅施塔得要塞和城市居民书》。——40。

 


　[26] 马赫诺分子是指以涅·伊·马赫诺为首的俄国无政府主义派别的成员。马赫诺分子是一伙作恶多端的政治匪徒。他们于1918—1920年在乌克兰组织武装队伍，以建立“没有政权的国家”和“自由的苏维埃”为行动口号，进行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活动。——43。

 


　[27] 第一个说“哎！”出自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剧中两个地主博勃钦斯基和多勃钦斯基为了抢头功，争着说自己是第一个发现“钦差大臣”赫列斯塔科夫并且说了一声“哎！”的。——45。

 


　[28] 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于1920年11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共有261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202名，有发言权的59名。

 


列入代表会议议程的问题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报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工会的生产任务；粮食运动与工会；工资政策与工人的物质供应；工会目前的组织任务及其实现的方法；工会参加工农检查院；职业技术教育的当前措施；国际工人运动问题和国际工会理事会的建立。

 


俄共（布）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改变工会的工作方法即用民主的方法代替行政命令的军事的方法以适应社会主义和平建设任务的问题。列·达·托洛茨基反对采用新的工作方法。11月3日，他在代表会议俄共（布）党团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了“整刷”工会的口号，要求“拧紧螺母”和立即实现“工会国家化”。托洛茨基的发言挑起了党内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争论。

 


11月5日，扬·埃·鲁祖塔克向代表会议作了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他提出的《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提纲。列宁肯定了这个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18—221页）。——45。

 


　[29] 指列·达·托洛茨基1920年12月30日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的讲话。——46。

 


　[30]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即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中央委员会，成立于1920年9月。两个运输工会之所以合并起来，是由于当时俄国运输业的破坏已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于瘫痪，因而需要建立起坚强的集中化的领导，以保证迅速完成恢复运输业的任务。由于任务艰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工作中还采取了某些非常措施和军事工作方法。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恢复运输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后来却蜕化成为脱离职工群众的官僚主义的机关。1920年底—1921年初，领导这个机构的托洛茨基分子培植官僚主义，采用行政命令和委派制，拒绝民主的工作方法。所有这些引起了工人群众对党的不满，并分裂了运输工人的队伍。俄共（布）中央谴责了这些错误做法。1920年11月8日和12月7日中央全会决定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工会一样，划归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领导，同时建议它改变工作方法。1921年3月根据俄共（布）中央决议召开的全俄运输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改选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制定了工会工作的新方法。——46。

 


　[31] 指1920年12月29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运输业的决议》。——47。

 


　[32] 《十人纲领》即俄共（布）中央设立的工会问题委员会制定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决议草案》，由俄共（布）中央委员列宁、费·安·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格·叶·季诺维也夫、米·伊·加里宁、列·波·加米涅夫、格·伊·彼得罗夫斯基、斯大林、米·巴·托姆斯基、扬·埃·鲁祖塔克和俄共（布）中央所属工会问题委员会委员索·阿·洛佐夫斯基签署，于1921年1月18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纲领根据国内战争结束和和平建设开始这一新形势规定了工会的任务，明确说明了工会的作用，指出工会应该是学习管理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同时规定了工会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在工会内部广泛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方法。这一纲领在工会问题争论中得到了绝大多数地方党组织的支持，成为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的基础（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72—90页）。——47。

 


　[33] 指伊·伊·库图佐夫1921年3月14日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库图佐夫为工人反对派提出的基本论点辩护，同时也指出党对工会关怀不够，以致工人群众对工会组织持消极态度。——47。

 


　[34] 列宁起草的关于合作社的决议草案于1921年，3月15日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第十四次会议上通过。——57。

 


　[35]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的第8条确定了关于地方流转自由的基本原则（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07页）。——58。

 


　[36] 这句话显然是温·邱吉尔说的。1920年访问苏维埃俄国的英国雕塑家克·谢里登向列宁转述了这句话。——59。

 


　[37] 列宁的这一决议草案经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十六次会议讨论并作了少许改动后通过。——76。

 


　[38] 这里说的是1921年2月28日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该决定规定拨1000万金卢布到国外采购粮食和生活必需品来改善对工人的供应。——76。

 


　[39] 劳动国防委员会是苏俄人民委员会的机关，负责指导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和国防主管部门的活动，1920年4月在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劳动国防委员会享有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直属委员会的权利。它在地方上的机关是各级经济会议。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陆军、交通、农业、粮食、劳动、工农检查等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和中央统计局局长（有发言权）。列宁是第一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劳动国防委员会存在到1937年4月。——76。

 


　[40] 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是根据1918年5月9日人民委员会的法令成立的，负责统一审议和管理国家建设工程项目，包括铁路、水利、公路、电力、工业筹建筑工程以及城乡建设。1922年1月26日，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改组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一个部门——国家建筑工程总管理局。1924年5月解散，所属机关移交各有关的人民委员部。——76。

 


　[41] 指1920年11月在哈尔科夫举行的全乌克兰第五次党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316名代表中有23名，即7％，对工人反对派的纲领投了赞成票。——78。

 


　[42] 民主集中派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派别集团，1919年初开始出现，1920年最终形成，首领是季·弗·萨普龙诺夫、恩·奥新斯基、弗·米·斯米尔诺夫、弗·尼·马克西莫夫斯基等。民主集中派否认党在苏维埃和工会中的领导作用，反对在工业中实行一长制和厂长个人负责制，要求在党内有组织派别和集团的自由。民主集中派的代表主张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合并，要求取消地方政权机关对中央的从属关系。他们还反对中央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统一，力图把组织局排除于政治领导之外。在1920—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中，民主集中派曾公布该派的纲领。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解散一切派别集团后，该派某些成员仍继续进行反对党的总路线的活动。1923年，他们同托洛茨基反对派结成联盟。1926年，他们结成了以萨普龙诺夫和斯米尔诺夫为首的所谓“十五人集团”，参加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把民主集中派分子共23人开除出党。——78。

 


　[43] 《争论专页》（《》）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不定期出版物，根据1920年9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最初是文集，从1923年起是俄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附刊。一般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出版。刊物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党内批评，讨论有关党的战略、策略以及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争论专页》出了两期：1921年1月的第1期和1921年2月的第2期。——82。

 


　[44] 根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的第7条当时没有公布。1924年1月17日，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在其《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宣读了这一条（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页）。代表会议谴责了列·达·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派别活动，在《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中建议中央委员会公布这一条文（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371页）。这一决议为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批准。——83。

 


　[45] 指1920年7月24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决议》。——85。

 


　[46] 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是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即第十六次会议上作的。大会对列宁的报告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在讨论中，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代表反对列宁提出的《关于党的统一》和《关于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这两个决议草案。在列宁作了总结发言以后，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这两个决议。——88。

 


　[47]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是由被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19年10月）开除出党的无政府主义“左派”分子组成的，1920年4月在柏林成立。该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奥·吕勒和奥·梅尔盖斯。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坚持错误的组织观点和策略观点。由于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他们退出了代表大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后来蜕化成为一个宗派小集团，于1927年解散。——91。

 


　[48] 指1920年8月4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92。

 


　[49] 这里说的“‘民主集中派’的一个同志”是指阿·扎·卡缅斯基。——97。

 


　[50] 指谢·巴·梅德维捷夫以工人反对派的名义提出的与列宁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相对立的决议案。该决议案被代表大会所否决。——99。

 


　[51] 列宁提出的这项决议略加修改后由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见《苏联兵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69—70页）。——100。

 


　[52] 根据俄共（布）中央全会1921年1月12日的决定，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可以按不同纲领”进行。针对这一做法，达·波·梁赞诺夫建议对列宁提出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作如下补充：“代表大会最坚决地谴责任何派别活动，同时，也同样坚决地反对按不同纲领进行代表大会的选举”。根据列宁的建议，代表大会否决了梁赞诺夫的这一修改意见。——101。

 


　[53] 拉法伊尔（Р．Б．法尔布曼）的修改意见涉及《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的第4条（见本卷第81—82页）。他建议对这一条作如下补充：有争论的问题应当“在全体党员大会上和报刊上”讨论。这条修改意见被代表大会否决。——102。

 


　[54] 阿·谢·基谢廖夫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的第7条。他说，列宁在说明这一条的意义时，使用了“架起机关枪”这样的字眼，而他是不愿充当“机关枪手”的。——103。

 


　[55] K．И．马尔琴科的修改意见涉及《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第6条。他建议在决议中指出，争论文集只能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区域局出版。这条修改意见被大会否决。——104。

 


　[56] 报纸联合社是英国的一家通讯社，1868年创办。该通讯社是地方报纸发行人的合作组织，总社设在伦敦。——111。

 


　[57] 路透社是英国最大的世界性通讯社，成立于1850年，总社设在伦敦。——111。

 


　[58] 《晨报》（《Le Matin》）是法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82年在巴黎创刊，1944年8月停刊。——112。

 


　[59]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112。

 


　[60] 《每日纪事报》（《The Daily Chronicle》）是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1855—1930年在伦敦出版。——113。

 


　[61] 在伦敦的土耳其代表团是指出席解决希腊和土耳其冲突的伦敦会议的土耳其代表团。这个会议于1921年2月21日—3月14日举行，出席会议的除了希腊和土耳其的代表团外，还有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的代表。英、法两国操纵了这次会议。它们挑唆土耳其反对苏维埃俄国。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同土耳其代表团团长进行了幕后秘密谈判，但没有达成协议。对于英、法、意等国提出的关于解决希土争端的所谓“协约国建议”，希土双方都不满意。伦敦会议遂无结果而散。希腊继续进行战争。土耳其则开始同苏维埃俄国政府谈判，双方于1921年3月16日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

 


西里西亚的全民投票是根据凡尔赛条约为解决上西里西亚的归属问题而于1921年3月20日在该地区举行的。——113。

 


　[62] 指伊·克拉克编的《关于苏维埃俄国的事实和捏造》一书。——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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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人纲领》拥护者会议上的发言的提纲[63]


（1921年3月8日或9日）

（1）工人反对派中的（官僚主义的）上层……

（2）与真正的无产阶级群众确实有联系的下层……

（3）同工人反对派（上层）的工团主义和马哈伊斯基主义[64]的倾向作最坚决的思想斗争

（4）代表大会关于从根本上谴责工人反对派的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哈伊斯基主义的倾向的决定

（5）代表大会（以记名表决的方式作出的）关于反对保存派别组织或派别活动残余的决定

（6）警告——开除出党或由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根据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全体候补中央委员＋2／3？？的票数决定））[65]

（7）将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吸收到中央委员会来

（8）深入了解、研究、考察、查明……

（9）立即选出若干（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人来贯彻这条路线

（10）选出……《十人纲领》的委员会

（11）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α）加强全党包括中央委员会在内的统一和纪律；（β）减少组织局的官僚主义作风

（12）下一次会议在彼得格勒代表（包括季诺维也夫）到达当天（或第二天）举行

＋（13）代表大会关于在报刊上对党代表大会的报道的决定：缓和派别争论，显示统一。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378页














[63] 这是列宁在拥护《十人纲领》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的发言的要点。这次会议是在 1921年 3月 13日召开的。——115。



[64] 马哈伊斯基主义是指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中以瓦·康·马哈伊斯基为首的一个接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派别的观点。马哈伊斯基主义的特点是敌视知识分子，力图挑起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抗。它认为知识分子“垄断地占有知识”，依靠工人劳动而生活，也是寄生阶级，并攻击科学社会主义是“知识分子对工人的极大欺骗”。马哈伊斯基派在伊尔库茨克、敖德萨、华沙、彼得堡等地有一些互不联系的小组，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1905年革命以后就无声无息了。——115。



[65] 列宁在他写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第7条中对这一点作了发挥（见本卷第 83页）。——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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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

（1921年3月10日）





	　　抄送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抄送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

抄送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鉴于第11集团军的部队驻扎在格鲁吉亚境内，建议你们同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建立密切联系，严格遵守革命委员会的指示，非经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同意，不得采取任何可能损害当地居民利益的措施，对格鲁吉亚的权力机关要特别尊重，对格鲁吉亚居民要特别关心，特别谨慎。请立即向集团军各机关（包括特别部[66]在内）发出相应的指示。对违反这一指示的人一律要追究责任。凡是违反指示的事件，哪怕是同当地居民发生的最小的摩擦和误会，都要上报。






	　　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载于1921年3月17日《格鲁吉亚真理报》第1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128页

















[66]特别部（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是红军中的肃反机关，根据1918年12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防谍局同军队中的肃反委员会合并而成。各集团军均成立了特别部，革命军事委员会对特别部的活动有监督权。——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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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喀琅施塔得暴动

同美国《纽约先驱报》记者谈话纪要[67]


（1921年3月15日）

请相信，在俄国只可能有两种政府：沙皇政府或苏维埃政府。喀琅施塔得的某些疯子和叛徒却谈论什么立宪会议。但是，一个神志清醒的人在俄国目前所处的不正常的状况下恐怕连想也不会想到立宪会议。现在要开立宪会议，只能开成一个被沙皇将军们牵着鼻子走的笨蛋们参加的会议。喀琅施塔得暴动确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它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威胁比爱尔兰军队对于不列颠帝国的威胁小得多。

在美国，有人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一个由包藏祸心的人组成的小集团，他们残暴地统治一大批有学识的人，而后者在废除苏维埃制度的情况下，是能够组成一个出色的政府的。这种看法是十分荒谬的。现在除了那些将军和官僚，没有人能够代替布尔什维克，而那些人早已表明是无能为力的。国外有人所以夸大喀琅施塔得暴动的作用并予以支援，这是因为世界分裂成了两个阵营：资本主义外国和共产主义俄国。





	载于1921年3月26日《彼得格勒真理报》第6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129页

















[67]列宁的这个谈话首先由1921年3月15日《纽约先驱报》上午版作了报道。第二天，法国《人民报》也作了报道。1921年3月26日，《彼得格勒真理报》摘要刊登了这个谈话。



《纽约先驱报》（《The New York Herald》）是美国共和党的机关报（日报），1835—1924年在纽约出版。——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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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取消货币税的决定草案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68]


（1921年3月16日）

我建议撤销（由于实行实物税和准备实行银本位制）。






	　列宁　3月16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39页

















[68]列宁的这个建议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3月16日会议上通过。——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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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坦波夫省的收购工作的决定草案[69]


3月19日


征求政治局各委员意见

为撤销中央关于在坦波夫省完全停止收购的决定，兹决定：

在坦波夫省只允许收购大量饲料，并且只供在当地剿匪的军队之需。






	　　列宁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39页

















   [69]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3月19日批准了这一决定草案。——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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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70]


（1921年3月27日）

同志们，首先让我感谢你们的欢迎，并向你们的代表大会表示祝贺。（热烈鼓掌）在讲直接有关你们代表大会的任务、你们的工作以及整个苏维埃政权对你们代表大会的期望这个题目之前，让我先略微离开本题讲几句话。

刚才我从你们会场上走过时，看见这样一条标语：“工农王国万世长存”。不错，这条标语不是挂在通常的地方，而是放在会场角上——也许，是谁看出这条标语有毛病，把它移到一边去了。我读了这条奇怪的标语，便想到，在我们这里连对这种最起码最基本的东西也存在着误解和不正确的认识。老实说，如果工农王国真的万世长存，那么也就永远不会有社会主义了，因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而既然存在着工人和农民，也就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因而也就不能有完全的社会主义。当我想到十月革命已经过去三年半以后，我们这里竟然还有（虽然向旁边移开了一些）这样奇怪的标语的时候，也就联想到对于我国最流行最常用的那些口号，大概也还存在着很大的误解。举例来说，我们大家都唱，现在我们在进行最后的斗争——这也就是我们到处重复的一个最流行的口号。可是如果要问问许多共产党员：你们现在进行的斗争——不是最后的斗争（说是最后的当然多少有点不恰当），而是我们最后的斗争中的一次斗争——究竟是反对谁的，我担心，恐怕只有少数人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只有少数人能明确了解，现在我们进行的最后的斗争中的一次斗争，究竟是反对什么或者是反对谁的。我觉得，今年春天，由于发生了引起广大工农群众注意的政治事件，就必须重新研究一下，或者至少要试着研究一下这样一个问题：今年春天，也就是说目前，我们进行的最后的斗争中的一次斗争，究竟是反对谁的。我现在就来讲讲这个问题。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以为首先要再一次尽量精确尽量清醒地观察一下各种互相对立的力量，这些力量的斗争决定着苏维埃政权的命运，而且总的说来，也决定着无产阶级革命，即推翻俄国资本和其他各国资本的革命的进程和发展。这究竟是一些什么力量呢？它们是怎样组合成互相敌对的势力的呢？这些力量目前是怎样配置的呢？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政治事态一发生转折，哪怕是不很大的转折，每一个有头脑的工人和农民都势必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究竟有哪些力量，它们正在怎样组合。只有当我们能够正确地、完全清醒地而不是凭着自己的感情和愿望来估计这些力量时，只有这时，我们才能对我们的政策以及我们最近的任务作出正确的结论。所以现在我就来扼要地讲讲这些力量。

这些力量，总的说来有三种。先从我们最亲近的一种力量即从无产阶级讲起。这是第一种力量。这是第一个独特的阶级。这一点你们都十分清楚，你们本身就生活在这个阶级中间。目前这个阶级的情形怎样呢？在苏维埃共和国中，它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三年半以前取得了政权，在这个期间内实现了统治，实行了专政，并且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比其他一切阶级都遭到了更多的苦痛、贫困和灾难。这三年半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苏维埃政权为抗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进行的殊死的国内战争中度过的。这三年半时间对工人阶级，对无产阶级说来，意味着经历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灾难、贫困、牺牲和严重的物资匮乏。结果发生了奇怪的事情。那个取得了政治统治的阶级，在取得统治时就意识到它是独自取得政治统治的。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的内容。只有当一个阶级知道它是独自取得政权而不用什么“全民的、普选的、受到全体人民拥戴的”政权这类空话来自欺欺人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才有意义。你们都很清楚，爱说这类空话的人很多，甚至多得不得了，可是无论如何，这总不是无产阶级里面的人，因为无产者都了解这里说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宪法即共和国的根本法也写上了这一点。这个阶级懂得它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独自取得政权的。它建立这一政权时，采用了其他任何专政所采用的方法，即以最坚定、最坚决的态度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同时，在三年半来的政治统治期间，它所遭到的灾难、贫困、饥饿和经济状况的恶化，也是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从来没有遭到过的。因此，这个阶级在经历了这种超乎寻常的紧张生活之后，自然也就显得特别疲惫，特别困乏了。

试问，在一个无产阶级和其他居民比起来只占极少数的国家里，在一个被人用武力同那些无产阶级人数更多、觉悟更高、纪律性更强、组织得更好的国家人为地隔离开来的落后国家里，并且是处在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反对和进攻的条件下，一个阶级怎么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呢？这个政权又怎么能够维持三年半之久呢？是从什么地方得到支持的呢？我们知道，这种支持来自国内，来自农民群众。我一会儿就要讲到这第二种力量，但先要把第一种力量分析完。我已经讲过，而且你们中间凡是在工厂、机务段和修配厂里观察过自己最亲近的同志们的生活的人都知道，这个阶级所受的苦难从来没有象在它的专政时代所受的这样严重，这样厉害。我们国家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疲惫，这样破败。究竟是什么给了这个阶级以精神力量来熬过这种贫困的呢？显然，毫无疑问，它一定是从什么地方获得了克服这种物质贫困的精神力量。大家知道，关于精神力量，关于精神支持的问题，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一切都可以理解为精神力量，一切都可以算作精神力量。为了避免这种危险，避免把一种不着边际的或荒诞不经的东西硬算作精神力量，我就这样问自己：能不能精确地确定，究竟是什么东西给了无产阶级以精神力量来熬过那种由于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遭到的空前的物质贫困呢？我想，如果这样提出问题，是可以找到对这个问题的确切回答的。请大家自己想想看：假如同苏维埃共和国站在一起的是些落后国家，而不是先进国家，那么苏维埃共和国能不能经受住它在这三年半内所经受的一切，能不能十分成功地保卫住自己，击退世界各国资本家所支持的白卫分子的进攻呢？只要这样提出问题，就可以毫不犹豫地作出回答了。

你们知道，在这三年半中，同我们作战的是全世界所有最富强的国家。你们都参加过战争，你们都很清楚，反对我们而援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那种军事力量，无疑要比我们的军事力量大许多倍，大很多很多。你们也都很清楚，所有这些国家的实力，现在也比我们的实力大得多。它们本来是打定主意要征服苏维埃政权的，结果却没有能够征服，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们可以很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会这样，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支持我们。即使是在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显然处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欧洲各国，他们有另外的名称）影响下的时候，它也不支持对我国的进攻。结果，在领导者被迫向群众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工人们使这场战争打不下去。并不是我们取得了胜利，因为我们的军事力量微不足道，胜利之所以取得，是由于列强不能投入他们的全部军事力量来反对我们。先进国家的工人对战争的进程起着巨大的影响，违反他们的愿望，战争就无法进行，他们终于用消极和半消极的抵抗，使这场进攻我们的战争再也打不下去。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确切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无产阶级是从什么地方获得了精神力量，使它坚持了三年半之久，并且取得了胜利。俄国工人的精神力量就在于，他们知道、感觉到和体会到，在这场斗争中，欧洲所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是帮助和支援他们的。在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战胜国和战败国，在这些文化不同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里，社会党都发生了分裂，这是最近时期以来欧洲工人运动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向我们表明这一运动是在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在一切国家中，这一年来的主要事件，就是从被击败的、遭到彻底破产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就叫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中，另外组成了依靠工人阶级中一切先进力量支持的共产党。当然，毫无疑问，如果进攻我们的不是先进国家，而是没有这样强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落后国家，那么我们不要说三年半，就是三个半月也支持不了。尽管帝国主义者用千百万份报刊散布反苏维埃政权的谎言，尽管那些“工人领袖”，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竭力破坏工人为支持我们而开展的斗争，先进国家的工人还是援助了我们。如果我国无产阶级不是依靠他们的同情，能不能具有这样的精神力量呢？我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力量薄弱，饱经灾难和贫困，但是依靠了这种援助，终于取得了胜利，因为它强就强在有精神力量。

这就是第一种力量。

第二种力量，就是处在发达的资本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小业主，也就是在俄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这主要是小业主和小农。农民中十分之九是这样的农民，也只能是这样的农民。他们并不参加日常劳资间的尖锐斗争，他们没有受过锻炼，经济和政治生活条件使他们不但不能彼此接近，反而彼此分开，彼此疏远，使他们变成千百万单个的小业主。这些事实你们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不经过很多很多年，任何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农庄，公社都是不能改变这种现象的。这种力量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毅力和奋不顾身的精神，空前迅速地打倒了它右面的敌人地主阶级，连根铲除了这个阶级，用从来没有过的速度消灭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可是这个力量愈快地消灭地主统治，愈快地在全民的土地上从事自己的经营，愈坚决地惩治为数不多的富农，它本身也就愈快地变为小业主。大家知道，俄国农村在这个时期拉平了。大耕作者和无地农民的数量减少了，中农增多了。在这期间，我国农村变得更小资产阶级化了。这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在地主和资本家被消灭被驱逐之后，这个阶级便成为唯一能够和无产阶级抗衡的阶级。因此在标语上写上“工农王国万世长存”是很荒谬的。

你们知道，从政治情绪来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这是一种动摇的力量。在革命中，我们在国内每一个地方都看到了这一点，虽然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乌克兰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是到处的结论却是一样的：这是一种动摇的力量。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长期控制这种力量——在克伦斯基提供帮助的时期是这样，在高尔察克时期，在萨马拉的立宪会议时期，在孟什维克马伊斯基担任高尔察克或其前任的部长的时期以及其他时期，也是这样。这种力量动摇于无产阶级的领导和资产阶级的领导之间。究竟为什么这个占大多数的力量不能自己领导自己呢？因为这一大批人的经济生活条件决定他们本身不可能联合起来，不可能团结起来。凡是不听信“全民投票”、立宪会议以及诸如此类的“民主”这样一些空话的人，对这个问题都是很清楚的；在世界各国，这种“民主”愚弄人民已经有好几百年，而在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玩弄这种“民主”也有几百个星期了，但是他们“每次都在这个地方”[71]遭到了破产。（鼓掌）我们根据本身的经验知道（全世界近代的，譬如说一百五十年来的一切革命发展过程也证实了这一点），无论何时何地，结果总是这样：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农民，他们要认识自己的力量，要按自己的设想领导经济和政治的一切尝试，无不以失败而告终。或者受无产阶级领导，或者受资本家领导，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梦想走中间道路的人都是空想家，都是幻想家。政治、经济和历史都在驳斥他们的想法。马克思的全部学说表明，既然小业主是生产资料和土地的所有者，从他们的交换中就必然会产生出资本，劳资间的矛盾也就随之而来。资本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这是必不可免的，这是全世界都已显示出来的规律，谁要是不愿意欺骗自己，谁就不能不看到这一点。

这些基本经济事实也就说明，为什么这种力量自己发挥不出来，为什么在一切革命的历史中，这样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在无产阶级还不能领导革命之前，这种力量总是受资产阶级的领导。过去一切革命中的情形都是如此，俄国人当然也不能超凡脱俗，假如他们硬要当圣人，那除了引人发笑，决不会有任何结果。不言而喻，历史对待我们也同对待别人一样。在我们大家看来，这一切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当时，有智慧的、有学识的、在政治和管理国家方面有丰富经验的指导政治路线的人物，拥护政府的要比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多一百倍。如果再加上一切对我们怠工、但是对依靠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克伦斯基政府却不怠工的公职人员，那么这些人就占了大多数。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失败了。可见这是有原因的，这些原因胜过了知识界即有学识的人的巨大优势，尽管他们早在自己取得政权以前几十年就已经习惯于管理国家、已经精通这门艺术了。乌克兰、顿河区和库班也有过这样的试验，虽然形式有所不同，结果却都是一样。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第二种力量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规律就是这样：或者受无产阶级领导——这固然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是走这条道路可以摆脱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或者受资本家领导，就象在各先进民主共和国、甚至象在美国那样。美国至今还没有完全停止无偿分给土地的做法（凡是外来的人，每人无偿分给60俄亩土地；这真是再好不过的条件了！），而在那里，这种做法却导致了资本的完全统治。

这就是第二种力量。

在我国，这第二种力量不断地动摇着，它是特别疲乏了。它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而最近几年来担子愈来愈重了：年成不好，在牲畜死亡、饲料缺乏的条件下还要执行余粮收集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不难理解，为什么这第二种力量即广大农民感到绝望。尽管消灭地主已经有三年半之久，尽管农民处境亟待改善，但是他们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遣散的军队得不到正常的劳动的机会。于是这种小资产阶级力量就转化为无政府主义势力，他们用骚动来表达自己的要求。

第三种力量，大家都知道，就是地主和资本家。现在在我国表面上看不到这一力量。可是，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的一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一个特别重要的教训，即喀琅施塔得事件，象闪电一样最清楚不过地照出了事物的真相。

现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里没有白卫分子。俄国的流亡者共达70万人。这是些逃跑的资本家和大批适应不了苏维埃政权的职员。我们这里现在看不到这第三种力量，它跑到外国去了，但是它还存在，并且同全世界资本家勾结起来进行活动，这些资本家支持它，就象支持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弗兰格尔一样，既用金钱支援，也用其他方式支援，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国际联系。每个人都记得这些人。近来，你们当然注意到了报纸上从白卫分子报刊中摘引来的许多说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材料。最近几天，在巴黎出版报纸的布尔采夫绘声绘色地报道了这次事件，米留可夫也对这次事件品头论足——当然，你们大家都读过这些材料。为什么我们的报纸很注意这一点呢？这样做对不对呢？做得对。这是因为应当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敌人。当敌人已经跑到外国的时候，自然就对他看不太清楚。但是，看吧，他走得并不远，最多不过几千俄里，他走了这么一段路，然后就藏了起来。这个敌人并没有受伤，他还活着，在等待时机。所以要密切注视他，而且这些人并不仅仅是难民。不，他们是全世界资本的直接帮凶，是受这一资本豢养、同这一资本一起行动的人。

当然，你们大家都注意到了，除了从国外出版的白卫分子报纸上摘引的材料，我们还发表了法英报纸上的一些材料。这是一个合唱团，一个乐队。不错，这种乐队里并没有一个按乐谱来指挥演出的指挥。在那里指挥的是国际资本，它用来指挥的东西不象指挥棒那样明显。但这确是一个乐队，这是你们从任何摘引的材料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他们认为，如果口号是“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政权”，那他们是同意的。这一点米留可夫说得特别明白。他仔细地研究了历史，通过亲身体验学习俄国历史，因而温故知新。他用二十个月的自修心得充实了自己二十年来当教授的研究成果。他声明说：如果口号是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政权，那我赞成这个口号。这种变动是稍微右倾一点还是稍微左倾一点，即倾向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外，在巴黎，这是看不出来的。那里看不到喀琅施塔得的实际情形，可是他说，“君主派先生们，不要着急，不要用你们的大喊大叫把事情搞糟了”。他还声明说，如果这种变动是向左倾的话，那他也愿意拥护苏维埃政权反对布尔什维克。

这就是米留可夫所写的东西，而写得绝对正确。他从俄国历史和地主、资本家那里学会了一点东西，他断定喀琅施塔得事件反正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政权；稍微右倾一点，也就是稍微有些自由贸易，稍微带点立宪会议。听一听任何一个孟什维克说的话吧，也许，甚至不出这会场的门，你们就可以听到这一切。（鼓掌）如果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口号稍微左倾一点——建立有那些因灾难、战争、军队复员而产生出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苏维埃政权——为什么米留可夫还会拥护这样的政权呢？因为他知道，不是倾向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就是倾向资本家方面。

政权是不会以别的方式存在的。虽然我们进行的不是最后的斗争，而是最后的斗争中的一次斗争，但要是问究竟我们今天是同谁进行最后的斗争中的一次斗争，那么唯一正确的回答就是：同我们自己家里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进行斗争。（鼓掌）至于说到地主和资本家，那我们在第一个战局中已经把他们打败了，但这仅仅是第一个战局，而第二个战局将要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现代资本主义，即令它再强一百倍，也不能同我们作战，因为在那里，在各先进国家里，工人在昨天已经使资本主义掀起的战争打不下去，今天还会更顺利地更有把握地下让打这样的战争；因为在那里战争的恶果正在日益严重地扩展开来。至于我们家里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虽然我们已经战胜了它，可是它还会大显身手，地主和资本家们，特别是那些象米留可夫这样比较聪明的人，也是估计到这一点的，米留可夫向君主派说：你们呆着别动，不要吭声，不然你们就只会巩固苏维埃政权。历次革命的一般进程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些革命中，往往有过短时间的、暂时得到农村支持的劳动者专政，但是却没有过巩固的劳动者政权；经过一个短时期，一切都又倒退了。所以倒退，是因为农民、劳动者、小业主不能有自己的政策，他们经过多次动摇，只好倒退回去。在法国大革命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在一切其他革命中也在较小的范围内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显然，大家都学会了这一课。我国的白卫分子跑到了外国，他们走了两三昼夜的路，就呆了下来，他们得到了西欧资本的支持和援助，正在伺机而动。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因此无产阶级的任务和职责也就很清楚了。

由于精疲力竭，往往会产生一定的情绪，有时甚至是一种绝望心理。在革命分子中，这种情绪和绝望心理总是表现为无政府主义。过去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是这样，现在我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正经历着危机，因为最近几年来，它的处境很困难，纵然没有象1919年的无产阶级那样困难，但总还是困难的。农民曾经不得不去拯救国家，同意实行无偿的余粮收集制，但是它现在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重担，所以农民就张皇失措、动摇徬徨，而我们的敌人——资本家也估计到了这一点，他们说：只要发生动摇，接着就会滑下去。从估计全俄和国际范围的阶级力量这一角度来看，喀琅施塔得事件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现在进行的最后的斗争中的一次斗争，就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我们还没有战胜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而当前我国革命的成败就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战胜这种势力。假如我们战胜不了这种势力，我们便会象法国革命一样倒退回去。一定是这样。我们应当正视这一点，不要迷了眼睛，不要光讲空话。应当尽力改善这些群众的处境，并且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样，欧洲正在发展着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就能够得到新的援助。今天那里没有发生的事情，明天可能发生，明天没有发生的事情，后天可能发生，但所谓明天和后天，在世界历史中至少是好几年。

究竟我们现在为了什么而斗争，为了什么而进行最后的斗争中的一次斗争，最近的事件有什么意义，俄国国内的阶级斗争有什么意义——上面说的就是我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现在也就可以懂得，为什么这场斗争这样尖锐，为什么我们这样难于理解主要敌人并不是尤登尼奇、高尔察克或邓尼金，而是我们周围的情况，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

我的话已经讲得太长了，现在，在最后，我来讲讲铁路和水路运输的状况，讲讲铁路和水运员工代表大会的任务。我想，我刚才讲的这些话，是同这些任务有着极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在无产阶级中，大概要数铁路和水运员工的日常经济活动同工农业的联系最明显了。你们要把食品运往城市，要输送工业品去活跃农村。这一点任何人都很清楚，而铁路和水运员工就更加清楚，因为这是他们日常劳动的对象。我认为，从这里也就自然可以看到目前铁路和水路运输部门的劳动者担负着何等重要的任务，何等重大的责任了。

大家知道，在你们举行这次大会的时候，工会的上层和下层之间发生了摩擦。这个问题曾经提到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而党的代表大会决定，要上层服从下层，改正上层所犯的那些在我看来虽是局部的、但终归是应当改正的错误，用这种办法使上层和下层协调起来。大家知道，党代表大会已经作了这样的纠正，代表大会结束时，共产党的队伍的团结和统一比以前加强了。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其领导部分对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运动的一种应有的、必要的和唯一正确的回答。如果我们这些觉悟的工人，能认清这种运动的危险性，能团结起来，十倍齐心、百倍团结地工作，这就会使我们的力量增大十倍，这就能使我们在战胜了军事进攻之后，也能战胜这种自发势力的动摇；这种自发势力正在扰乱我们整个的日常生活，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它也就非常危险。党代表大会纠正了它所注意到的错误，代表大会的决定是在团结和统一无产阶级大军方面的巨大进步。现在你们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也需要做到这一点，并且要贯彻党的代表大会的决定。

我再说一遍：无产阶级中这一部分人的工作，比其他各部分人的工作都更加直接地决定着革命的成败。我们必须恢复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而为了恢复这种流转，就必须有物质基础。联系工农业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呢？就是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所以你们中间不仅共产党员，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有觉悟的传播者，必须特别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而且那些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是团结了100万到150万运输业劳动者的工会工作者的人，也必须这样做。你们大家既然已经学习了我国革命和已往的历次革命的教训，就应当懂得我们处境的全部困难，而只有不被“自由”、立宪会议、“自由苏维埃”等等口号所迷惑（用这类口号来装饰门面是不难的，连米留可夫也表示拥护喀琅施塔得共和国的苏维埃），只有看清阶级力量的对比，你们才有可能冷静地稳妥地作出自己的各种政治结论。你们会清楚地看到，我们正处在危机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究竟能不能象不久以前那样一往无前地走向胜利，还是会发生动摇而使白卫分子获得胜利，以致不但不能改变困境，反而会使俄国革命倒退好几十年——这就全看我们了。对于你们这些铁路和水运员工的代表说来，结论只能有一个，而且只应当有一个，这就是百倍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和无产阶级的纪律。同志们，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都要争取获得胜利。（热烈鼓掌）





	载于1921年3月29日和30日《真理报》第6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8号第43卷第130—144页

















[70]列宁在全俄运输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这篇讲话是3月27日下午作的，当年印成了小册子。



全俄运输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决定于1921年3月22—3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出席大会的有1079名代表，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大会议程包括下列问题：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交通人民委员部报告；水运员工部中央理事会工作总结；关于工资政策；关于运输工人的粮食供应；关于运输工人的国际联合。列宁当选为代表大会名誉主席，并在1921年3月25日接见了副交通人民委员瓦·瓦·佛敏，同他交谈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问题。代表大会改选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运输工人积极参加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任务。——121。



[71]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伊·费·哥尔布诺夫的故事《在驿站》：一个驿站马车夫自吹赶了15年车，对山坡很熟悉，却老是把车赶翻，翻车以后还满不在乎地逗趣说：“你看，每次都在这个地方……”——127。







《列宁全集》第41卷


致国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厂委员会和全体工人[72]


（1921年4月6日）

敬爱的同志们！我接到了你们工厂委员会主席斯米尔诺夫同志关于生产发动机的报告和要我参加4月7日庆典的邀请。

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工作成就，祝贺汽车机械师训练班成立一周年。我衷心地希望你们能热情奋发地进行工作，这无疑会使你们获得更大的成就。在全体工农群众看来，你们的成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俄国石油丰富，发动机生产的发展，将使我们能够以价廉实用的发动机供应农户。在生产发动机的工作中，你们一定要再接再厉地取得新的成就。

致良好的祝愿和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载于1940年1月21日《真理报》第2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145页

















[72]列宁对国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厂委员会和全体工人的这一祝贺是用电话传达给该厂的。列宁在贺词稿上批示：限12小时传到。——135。







《列宁全集》第41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军队复员问题的决定草案[73]


（1921年4月6日）

认为有必要大大加快复员的进度。

为此：复员军人不要通过铁路运送，而让他们步行（如能利用空车等等，则例外）。

撤销供给复员军人衣服、靴鞋和其他物品的规定和决定。

决定在秋季以前把军队缩减到100万。

责成复员委员会星期五以前提出一个详细报告，说明通过苏维埃系统进行这一切工作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方法。制定出缩减军队的日程计划。

向各省党委发出通电，令其指派一名负责人员领导特别任务部队。

规定复员委员会和托洛茨基同志每月要向政治局报告两次，一方面要报告军队复员进度，另一方面还要报告军队（其中包括特别任务部队）素质改善的情况。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287页















[73]列宁拟的这一决定草案于1921年4月6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136。







《列宁全集》第41卷


给苏维埃各州及各共和国东方民族妇女部第一次代表会议的贺电[74]


（1921年4月6日）

十分抱歉，由于工作紧迫，我不能出席你们的会议。谨致热烈的祝贺并衷心希望你们在工作中，特别是在筹备即将召开的全俄东方非党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取得成就。筹备好和开好这次代表大会，对于启发东方妇女的觉悟并从组织上把她们团结起来，无疑将起巨大的作用。






	　　列宁载于1921年4月10日《真理报》第7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162页

















[74]这是列宁对苏维埃各州及各共和国东方民族妇女部第一次代表会议的代表邀请他出席会议的复电。



苏维埃各州及各共和国东方民族妇女部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21年4月5—7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共有45名女共产党员代表，她们来自土耳其斯坦、阿塞拜疆、巴什基尔、克里木、高加索、鞑靼、西伯利亚以及一些有突厥族和山地居民的省份。会议讨论了东方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法律地位以及在她们中间进行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的方式方法等问题。——137。







《列宁全集》第41卷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及支部负责代表会议上关于粮食税的报告[75]


（1921年4月9日）

同志们，在关于粮食税和改变粮食政策的问题上，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经济政策的问题上，众说纷纭，造成了许多误解。我同加米涅夫同志商量了一下，把我们所要讲的题目这样分了一下工，即由他负责详细地阐述最近颁布的法律。这样做比较恰当，因为加米涅夫同志是最初由我们党中央委任，后来又经人民委员会确认的那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在各有关部门代表参加的许多次会议上制定了最近颁布的各项法律。其中最后一项法律是昨天颁布的，今天已经见报[76]。无疑，这些法律中的每一项都会引起许多实际问题。为了使各地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都能够充分了解这些法律，并能够在各地实际工作中正确地运用它们，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我想请你们注意一下所有这些措施总的或原则的意义。对于苏维埃政权与无产阶级专政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自由贸易这一点，我们应该怎样解释呢？在什么限度内可以准许自由贸易和允许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并存呢？自由贸易似乎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在受限制的情况下，也必然会使资本主义复活，那么可以允许它复活到什么程度呢？为什么要作出这种改变呢？这种改变的真正意义、性质和作用是什么呢？共产党员应该怎样来理解这种改变呢？应该怎样来解释这种改变，怎样看待在实际生活中实行这种改变的限度呢？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大致就是谈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作出这种在很多人看来是太突然和根据不足的改变呢？

作出这种改变的基本的和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民经济的空前加剧的危机，是农民经济的十分严重的情况。到1921年春天，这种情况比我们预计的还要严重得多。而另一方面，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影响到我们运输业的恢复，而且影响到我们工业的恢复。我要指出，当人们谈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时，当人们议论这种改变的意义时，他们犯错误多半是由于没有问一问自己：这种转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从哪里向哪里转变？农民经济经过战争的种种破坏以后，遭到极其严重的危机；而由于非常严重的歉收以及由此引起的饲料缺乏（因为牧草也歉收）、牲畜死亡，农民经济的情况更加恶化；农民经济的生产力日益削弱；农民经济往往在许多地方几乎要完全破产——这就是1921年春天农民经济的情景。这里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农民经济的这种空前加剧的危机同苏维埃政权所实行的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措施究竟有什么联系呢？我认为要理解这一措施的意义，首先就要问一问自己：我们是从哪里向哪里转变？

如果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发生了工人革命，因而工厂和铁路都转到工人阶级手中，那么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经济关系的实质应该是什么呢？显然，这种关系的实质应该是：工人在现在已经属于他们的工厂中，为国家因而也是为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生产一切必需品，并通过他们的铁路和内河船舶运送给农民，同时从农民那里取得全部剩余的农产品。这是十分明显的，几乎用不着多加解释。但人们议论粮食税时，却往往把这一点忘掉了。而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因为要说明仅仅作为一种过渡办法的粮食税的意义，就必须明确地了解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从上面我说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想要达到而且应当达到的目的，就是使农民的产品不是以征收余粮的形式，也不是以税收的形式交给工人国家，而是通过与农民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相交换（用运输工具运送给农民）的形式交给工人国家。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以建立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的经济。如果农民经济能够继续发展，那么还应当为进一步的转变提供可靠的保证，而进一步转变就必然是使效益最差的、最落后的、细小的、单干的农民经济逐渐联合起来，组织成公有的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对于这一切，社会主义者一向都是这样设想的。我们共产党也正是这样看的。我再说一遍，产生错误和误解的最主要的根源，是人们在评价粮食税时没有考虑到，为了达到我们能够而且应当达到的目的所必需采取的过渡办法的特点是什么。

粮食税是什么呢？粮食税是一种既包含过去因素，又包含未来因素的措施。所谓税收，就是国家向居民无偿地索取。如果我们把这种税额大致确定为去年的征粮数的一半，那么工人国家单靠税收就不能维持红军，就不能维持全部工业和全部非农业人口，就不能发展生产和发展对外关系（我们在机器和装备方面需要外国的帮助）。一方面，工人国家要依靠税收（大致确定为以前的征粮数的一半）；另一方面，它要依靠用工业品同某些剩余农产品相交换。这就是说，粮食税有过去的余粮收集制的成分，也有新办法的成分，这种新办法是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通过属于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的粮食机关、通过工人和农民的合作组织使社会主义大工厂的产品与农民经济的产品进行交换。

既然这种措施有过去办法的成分，只是部分地走上正轨，而且我们还远不敢确定，我们能否立刻使这部分走上正轨，我们将要使之走上正轨的这一部分是否会很大，那么试问，我们为什么必须采取这样的措施呢？我们为什么必须采取如此不彻底的措施呢？为什么我们的粮食政策和经济政策必须依靠这种措施呢？怎么会采取这种措施的呢？当然，谁都知道，采取这种措施并不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对于某种政策的偏爱，而是由于我们极端贫困，没有别的出路。你们知道，俄国工人革命获得胜利以后的几年中，我们在经历了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又经受了一场国内战争。而现在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所有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中，甚至在那些因自己的领土被当作战场而遭受最大牺牲的国家中，还没有一个国家遭受过象俄国这样大的牺牲，因为我们在经历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又经受了三年的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从经济的破坏、国力的损耗和生产条件的恶化方面来说，远远超过了对外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是在国家的中心地带进行的。这种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就是我们在初期即在国内战争期间实行余粮收集制的主要原因。在战争时期，特别是当国内战争切断了我们与西伯利亚、高加索和整个乌克兰这些产粮区的联系，切断了煤炭和石油的供应，以及减少了其他燃料的来源时，我们已处在被包围的要塞中，不实行余粮收集制，我们就不能维持下去，而所谓余粮收集制，就是征收农民的一切余粮，有时甚至不单单征收余粮，还征收农民某些必需的粮食，以求能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和使工业不至于完全崩溃。在国内战争时期，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在其他政党看来，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就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即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富农的政党来说。这两个政党在国内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喊得最凶，说布尔什维克一味蛮干，说既然所有强国都在帮助白卫分子，布尔什维克就无法在国内战争中支持下去。的确，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它要求我们全力以赴，只是由于工人阶级和农民在这段时期内忍受了难以忍受的牺牲，这一任务才得以胜利完成。工人阶级从来没有经受过象它的专政初期那样忍饥挨饿的痛苦。显然，要完成这个任务，除了实行余粮收集制，即征收农民的全部余粮和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请你也挨一点饿吧，这样我们就可以共同保卫住我们的事业，赶走邓尼金和弗兰格尔”，——任何其他解决办法都是不能设想的。

实际情况并不是我们已经有了一种经济体制，有了一种经济方面的施政计划，而这个计划是我们在可以对这种或那种经济体制进行选择的情况下采取的。不是这样。既然我们不能保证供应最低限度的粮食和燃料，恢复工业就是不可想象的。只有保存残余的工业，使工人不致完全跑散，并且保持一支军队——这就是我们当时给自己规定的任务；而要完成这项任务，除了实行无偿的（纸币当然不能算作补偿）余粮收集制，别无他法。当时我们根本没有别的出路。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至于我们要转到哪里去，我已经向你们说过了。怎样实现这个转变呢？那就要采取象粮食税这样的措施。如果我们能较快地恢复我们的工业，那么在收成好的情况下，我们就能够较快地用工业品交换农产品。

你们中间大概还有许多人记得，我们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向经济战线转移的问题。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摆脱了战争，因为我们已向资产阶级波兰提出了对它极其有利的媾和条件。但是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和平被破坏了，接踵而来的是对波战争和它的继续——对弗兰格尔等的战争。从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到第十次代表大会这段时期，战争几乎没有中断过。你们知道，直到最近我们才同波兰人签订了正式和约，在几天以前我们才同土耳其人签订了和平协定，而且只是由于这个协定，才使我们摆脱了高加索的连年不断的战争。直到现在，我们才同英国签订了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通商条约；直到现在，英国才不得不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而美国则至今仍拒绝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从这里，你们就可以想象到，我们花了多少气力才摆脱了这场战争。如果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设想那时就能够实现，那么现在我们能够提供的产品就会多得多了。

今天，科罗廖夫同志来见我，他是从我们工业最发达的，无产阶级的红色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来的。他举出了一些数字和事实。在第一年中，那里开工的只有6个工厂，其中没有一个工厂能够连续开工一个月。工业已完全陷于停顿。在去年一年内，第一次有22个工厂开工，这些工厂不间断地工作了几个月，其中有些工厂还工作了半年。它们的计划任务是15000万俄尺；根据最近的数字，它们已生产了11700万俄尺；而它们得到的燃料却只有预定数的一半。停产的情况不仅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是这样，在全国范围内也是这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同农民经济的破坏、牲畜的死亡以及没有可能把足够数量的木柴运到各车站和码头有关。因此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人所获得的木柴、泥炭和石油比预定的要少。他们所获得的燃料只有预定数的一半，而原定15000万俄尺的计划却已经完成了11700万俄尺，这实在是一个奇迹。他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把工人调到一些最好的工厂里，结果使产量大大增加。这是一个眼前的确切的例子，它表明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规定纺织品的计划数字为6亿多俄尺，但是现在我们连三分之一都还没有完成，因为完成计划最好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才完成了11700万俄尺。你们可以设想一下，俄罗斯有这么多人口，却只有这11700万俄尺的纺织品。这就是贫困。工业迟迟恢复不了的情况十分严重，看来在1921年春天要恢复工业已完全不可能了。我们曾经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它已经达到好几百万人之多；由于运输遭到破坏，要在冬季很快地使他们复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才得以完成这项工作。

这就是已经形成的局面。而出路何在呢？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把征粮数降低到最低限度，不是征收42300万普特粮食，而是征收24000万普特粮食。这是在中等年成时必须征收的最低数额，这样我们才能勉强糊口。为了不致长期处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使农民经济有可能得到发展。这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当然，最好的措施是恢复大工业。这自然是最好的、经济上唯一正确的措施，这就是加强工厂的生产，给农民提供更多的必需品，不仅给工作者及其家庭提供必需的纺织品，而且给农民提供他们所迫切需要的机器和工具，哪怕是最简单的机器和工具。但五金工业的情况也同纺织工业的情况一样。我们的处境就是如此。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工业没能恢复起来，那是因为又打了一年仗，燃料供应不足，运输工具缺乏，农民经济极端衰落。为了给予农民经济以最大的帮助，我们能够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呢？除了降低征粮数，改行粮食税，没有别的办法。中等年成的税额规定为24000万普特，在歉收时可能更少些，这样农民就能知道，他应当交出规定得最低的一定的数额，他能够劲头十足地把全部力气都用在生产上，使得剩下的产品能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使得农民经济有可能不完全依靠工业而得到改善——当然依靠工业本来是最正确、最合理的，问题只是我们现在的力量不够。税额是规定得非常低的，在各地实行粮食税，就可以使小工业恢复起来，因为我们不能在我们所预期的时间内把大工业组织好。完成计划最好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的情况就已证实了这一点。要使燃料储备足以保证所有工厂的生产，还需要一年的时间。如果我们能在一年内做到这一点，那当然很好，如果做不到，那也许得两年。我们能否保证供应农民必需品呢？如果收成好的话，这是可能的。

党代表大会在研究粮食税问题时，曾分发了我们中央统计局的领导人波波夫同志所写的一本关于俄国粮食生产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经过补充后最近就要出版，每个人都必须读一下。这本小册子概述了粮食生产的情况，它是根据我们普查的材料计算的，这次普查提供了总人口的准确数字，并大致弄清了各个农户的生产规模。小册子指出，以每俄亩收成40普特计算，苏维埃俄国目前领土上的农民经济可以提供5亿普特的余粮。那时我们就能完全满足城市人口的需要（35000万普特），并且还可以有储备去进行对外贸易和改善农民经济。但是歉收极其严重，平均每俄亩收成不超过28普特。这样就出现了亏空。如果按统计材料那样计算，每个人需要18普特，那就必须从每个农民那里拿走3普特粮食才能保证军队和产业工人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因而农民也就要稍微挨点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征粮数并把它改为粮食税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设法改善小农经济，供给农民以大工厂里生产出来的纺织品、机器以及其他产品。我们没能完成这项任务，但这项任务又非立刻完成不可，那就只好在小工业的帮助下来完成。实施新措施的第一年就会取得成效。

为什么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农民经济呢？这是因为只有从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我们所必需的粮食和燃料。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统治阶级，一个实现自己的专政的阶级，如果要正确地管理经济，它就必须指出，我们最弱的一环就是农民经济，就是农民经济的危机；这一环必须加强，以便重新着手恢复大工业，使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地区不是22个工厂开工，而是所有70个工厂全部开工。那时大工厂的纺织品就能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那时将不是通过税收的形式，而是通过与工人阶级所提供的工业品交换的形式取得农民的产品。我们现在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转变时期，我们必须共同来忍受贫困和饥饿，这样，大家都少吃一点，才能拯救那些能够保持住我们现有的工厂、铁路和军队的人，这样才能抵抗白卫分子的进攻。

孟什维克恶毒地诅咒我们的余粮收集制，他们说，苏维埃政权除了实行余粮收集制，给人民带来贫困和破坏，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还说，在局部和平恢复以后，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要很快地恢复我国的工业是不可能的。但是要知道，即使是在最富有的国家里，恢复工业也需要好几年时间。甚至象法国这样富裕的国家，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自己的工业，而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受到我们这样大的损失，它的国土只有一小部分遭到了破坏。值得惊异的倒是，我们在取得局部和平的第一年，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70个工厂，就有22个开了工，原定生产15000万俄尺的计划，已经完成了11700万俄尺。余粮收集制在当时是非实行不可的，但现在必须把粮食政策改变一下，即把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这无疑将使农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使农民能够更准确、更确切、更有把握地盘算一下，他们可以把他们自由支配的全部余粮拿去交换，哪怕是交换当地的手工业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苏维埃政权采取这种经济政策是必要的。

最后，我想谈谈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政策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是可以容许的，为什么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会促进自由贸易的发展。这种做法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好不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仔细地观察一下农民经济所发生的变化。最初的情况是全体农民反抗地主的权力。贫苦农民和富农都一样反对地主，虽然他们各有不同的打算：富农反对地主的目的是夺取地主的土地并在这块土地上发展自己的经济。这样一来就暴露出富农和贫苦农民之间的不同利益和不同意向。在乌克兰，这种利益上的不一致就是现在也比我们这里表现得更加明显。贫苦农民很少有可能直接利用从地主那里夺来的土地，因为他们既没有耕种土地的资料，又没有耕种土地的工具。于是贫苦农民就组织起来，不让已经夺得的土地被富农霸占。苏维埃政权正在帮助我们这里成立的贫苦农民委员会和乌克兰的“贫委会”[77]。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中农在农村中占了多数。我们是从统计材料中知道这一点的。而任何一个住在农村里的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知道这一点。富农和贫农这两个极端的人数都减少了，大多数居民接近于中农水平。如果我们要提高我国农民经济的生产率，我们首先就应该考虑到中农。共产党就是根据这种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策的。

既然农村已中农化了，那就必须帮助中农发展经济。此外，还必须向他们提出我们向工人所提出的那些要求。最近这次党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就是有关粮食的宣传，说明必须把全部力量投到经济战线上去，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不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就不可能前进一步。我们对工人是这样说的，对农民也应当这样说。国家向农民征收一定的粮食税，但同时也要求农民在交税之后扩大自己的经济，要使他们知道，国家不再向他们征收任何东西，他们所留下的全部余粮都可用来发展经济。这就是说，对农民的政策的改变是因为农民本身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农村已经更加中农化了，要提高生产力，我们就必须考虑到这种情况。

我还要向你们提起一件事情，就是在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我曾经不得不同一批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78]进行过争论[注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64—293页。——编者注主]。那时的党员一定都还记得，某些共产党员很担心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会使共产主义政策统统遭到破坏。我在和这些同志争论时还说过：国家资本主义在我们俄国并不可怕，倒是向前进了一步。这似乎很奇怪：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怎么倒是向前进了一步呢？我在答复这个问题时说：请你们仔细观察一下吧，从现实的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在俄国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俄国至少有五种不同的体系、结构或经济制度，从下往上数就是：第一，宗法式经济，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或者处于游牧或半游牧状态的农民经济，这种经济在我国到处都有；第二，小商品经济，这是一种在市场上出卖产品的经济；第三，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资本家和不大的私人资本的出现；第四，国家资本义；第五，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我们就一定会说，就是在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在俄国经济体制中，在俄国经济制度中，看到所有这些经济关系。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我们时常看到的东西——国营工厂中工人的社会主义态度。在那里，工人们自己筹集燃料、原料和食品，或者竭力设法把工业品合理地分配给农民，用运输工具把它们运给农民。这就是社会主义。可是与此并存的还有小经济，这种经济往往不依赖社会主义而独立存在。为什么它能不依赖社会主义而独立存在呢？因为大工业还没有恢复，因为社会主义工厂大概只能得到它所应得的十分之一的东西。既然社会主义工厂还没有得到它所应得的东西，小经济就仍然会不依赖社会主义工厂而独立存在。国家遭到难以置信的经济破坏，燃料、原料和运输工具缺乏，这就使小生产能在社会主义之外独立存在。所以我说：如果要问这种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这将是小生产的联合。资本把小生产联合起来，资本从小生产中发展起来。不要闭眼不看这个事实。当然，贸易自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增长；要避开这个事实是绝对不可能的，谁想避开和抹杀这个事实，谁就是用空话来安慰自己。既然存在着小经济，既然存在着交换自由，也就会产生资本主义。但是既然我们掌握着工厂、运输业和对外贸易，那么这种资本主义对于我们可怕不可怕呢？当时我就说过，现在还要重申，这种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是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我认为这一点是驳不倒的。租让企业就是这样的资本主义。

我们力求签订租让合同，但可惜直到今天我们连一个也还没有签订。不过比起前几个月最后一次谈到租让问题时，我们毕竟更接近实现这个目标了。从经济关系来看，什么是租让呢？租让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苏维埃政权同资本家订立合同。根据这种合同，资本家有权支配一定数量的东西，如原料、矿山、油田、矿石，甚至在最近一个租让草案（一家瑞典企业提出制造轴承的租让草案）[79]中还规定有权支配专门的工厂。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把自己的工厂、原料、矿山等生产资料交给资本家，资本家则以订约人或租借者的身分，利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以其资本赚取利润，并把一部分产品交给社会主义国家。

为什么我们极其迫切地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做我们就可以立即增加产量，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我们自己没有力量做到的这一点。这样就产生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可怕不可怕呢？不可怕，因为我们会确定实行租让的限度。就拿石油租让来说。它一下子就能供给我们几百万普特的煤油，这个数量比我们自己所能生产的要多。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农民将拿他们的余粮来换取这种煤油，而不是换取纸币，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立即改善全国的生活状况。所以从自由贸易中必然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它是流转发展的结果，是工业品（哪怕是小工业品）与农产品交换的结果。

从今天颁布的法律中，你们可以了解到，某些工业部门的工人可以通过实物奖励的形式取得一部分本厂所生产的产品，并可以拿这些产品去交换粮食。例如，纺织工人在满足国家需要的前提下，自己可以得到一部分纺织品，并可以拿它去交换粮食。为了更快地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这样做是必要的。这一点在全国范围内目前我们还做不到，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既不能闭眼不看贸易自由在一定程度内会使资本主义发展这一事实，同时也应当指出，这种资本主义是处在国家的监督和控制之下的。既然工人国家掌握了工厂和铁路，那么这种资本主义对于我们就是不可怕的。这样我们就能改善农产品和邻近地区的手工业品之间的经济流转，虽然这些手工业品还不能大量满足农民对工业品的需要，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的；农民经济毕竟会比过去有所改善，而我们正迫切需要改善农民经济。让小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起来吧，让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吧，这对于苏维埃政权并不可怕；苏维埃政权应该正视现实，直言不讳，但它必须对此加以控制，规定这样做的限度。

如果我们只把少数工厂租给承租人，而把大部分工厂保留在自己手中，那租让并不可怕；这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如果苏维埃政权把自己的大部分工厂拿去租让，那是十分荒唐的；那就不是租让，而是复辟资本主义。只要我们掌握着所有国营企业，只要我们精确而严格地权衡轻重，我们能把什么租出去，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限度内可以出租，那么租让是没有什么可怕的。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是在监督之下和计算之中的，而国家政权则仍然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工人国家的手中。无论是以租让形式出现的资本，或是通过合作社和贸易自由必然发展起来的资本，对于我们都是不可怕的；我们应当努力提高和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我们应当尽力使这种措施有利于工人阶级。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改善农民经济，发展地方流转，同时又要考虑到全国的经济，使社会主义大工业比以前更迅速地恢复起来。总之，所有这一切我们在实行租让之后要比没有实行租让时完成得更快；所有这一切在农民经济经过休养生息之后要比过去农民经济处在绝对贫困的情况下完成得更快。

从共产主义的观点出发应该怎样评价这个政策，为什么必须采取这个政策，为什么这个政策只要正确运用就能使我们立即得到改善，至少比不运用这个政策改善得快些——关于这个问题，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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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这是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及支部负责代表会议上就会议议程——粮食税问题——作的报告。这次会议是莫斯科委员会为了解释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于1921年4月9日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召开的。出席会议的还有莫斯科党组织中参加平定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乱的部分人员以及莫斯科省部分乡的妇女工作者。——138。



[76]指人民委员会1921年4月7日颁布的关于以实物奖励工人的法令，这项法令发表在1921年4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76号上。列宁对这项法令的评价见他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所作的关于粮食税的报告（见本卷第304页）。——138。



[77]贫苦农民委员会（贫委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建立的，由一个乡或村的贫苦农民以及中农选举产生。根据上述法令，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的余粮。在许多地方，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受富农影响的苏维埃，或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超出了6月11日法令规定的范围，它们为红军动员和征集志愿兵员，从事文教工作，参加农民土地（包括份地）的分配，夺取富农的超过当地平均份额的土地，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农具，积极参加组织农村集体经济。贫苦农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到1918年底，贫苦农民委员会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根据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由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乡、村苏维埃，改选后贫苦农民委员会停止活动。



乌克兰的贫委会即乌克兰贫苦农民委员会，是无地和少地农民的联合组织，1920年开始成立，1933年撤销。——147。



[78]“左派共产主义者”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集团，产生于1918年1月。核心人物是尼·伊·布哈林、安·谢·布勃诺夫、阿·洛莫夫、瓦·瓦·奥博连斯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卡·伯·拉狄克、格·列·皮达可夫等。“左派共产主义者”极力反对列宁在1918年初提出的尽快同德国媾和的建议，认为同帝国主义国家媾和在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力主当时还没有军队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同德国作战。他们把德国革命将会爆发设想为在最近某个短时期内就要爆发，认为德国政府很快会被德国革命所推翻。列宁在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冒险主张时多次指出，相信德国革命成熟和宣布德国革命已经成熟，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列宁说：“我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上”，这是我们的伟大的口号。但是如果我们同帝国主义斗争的策略“基于这样的希望，希望李卜克内西在最近几个星期以内一定取得胜利，那我们就只配遭到嘲笑。那我们就把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口号变成了革命空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10、411页）。1918年夏末，“左派共产主义者”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148。



[79]指苏维埃俄国同瑞典滚珠轴承股份公司签订的租让合同的草案。合同于1923年4月正式签订。——150。







《列宁全集》第41卷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80]


（1921年4月11日）


1

报告

同志们！租让问题在我们这里引起的意见分歧，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还在去年秋季以前，这个问题在原则上似乎就已经肯定下来了，而当人民委员会在去年11月23日颁布租让法令时，党内，至少在负责工作人员中间，并没有人出来反对，而且也看不出有什么意见分歧。当然，你们知道，党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了一项决议，确认了租让法令，并且特别指出这项法令也适用于巴库和格罗兹尼 
［注：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10页。——编者注］

 。由党代表大会加以通过，是为了使中央的政策不致发生动摇，因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与过去的派别划分完全不同，而是与巴库有很大的关系。巴库的某些同志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巴库（特别是巴库）也必须实行租让，巴库的大部分油田最好实行租让。他们持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有的说，我们要自己“想办法”，干吗把外国人叫来；有的说，那些在同资本家斗争中受过考验的老工人不能容忍再退回去受资本家的奴役，等等。

现在我不来评论，这些理由有多少符合总的原则，或者说有多少是巴库的“爱国主义” 
［注：双关语，原文“”一词，既有“爱国主义”的意思，也有“乡土观念”的意思。——编者注］

 ，即巴库的地方主义。至于我自己，应当说我是坚决反对这种观点的，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实行租让政策，不能把外国资本吸收到租让企业中来，那就根本谈不上采取重大的、实际的措施来改善我们的经济状况。如果不实行租让政策，不抛弃偏见，不抛弃地方“爱国主义”，不抛弃行会“爱国主义”和所谓我们自己“想办法”的看法，我们就不能认真地提出立即改善经济状况的问题。必须下决心作出许多牺牲，忍受许多困苦和不便，必须下决心同旧的习惯决裂，甚至要根除顽症，才能把各主要工业部门大大向前推进，使它们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做到这一点。

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待农民的政策问题和粮食税问题上，后一问题现在在整个立法工作中占着首要地位，它已引起了全党的注意，成了主要的政治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已经意识到，如果不以恢复自由贸易和自由工业作拐棍，我们就不能迅速提高大工业的生产率以满足农民的需要。而现在我们要依靠这副拐棍站立起来，因为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不使用这副拐棍我们就跟不上生活的要求，因为目前的情况正在继续恶化——这从下面的情况也可以看出：今年春天由于一系列的原因，首先是自然原因，大部分木材不能浮运。燃料危机日益逼近。其次，从今年春天的气候条件来看，还可能出现歉收和饲料缺乏的情况，这样我们得到的燃料还会减少。如果再闹旱灾，危机的性质就会极端严重。必须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纲首先讲到的关于要坚决增加产量的这些话，并不是为了拿来欣赏，也不是为了对各种决议表示好感（这是某些共产党员极其热中的），而是为了要坚决增加产量。可是不借助于外国资本，我们就做不到这一点。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抱幻想而正视现实，他就应当懂得这个道理。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租让问题具有这样大的意义，以致需要党代表大会来处理它。

人民委员会在经过几次讨论后通过了租让合同的基本原则。[81]现在我把这些原则宣读一下，并且把具有特殊意义或引起意见分歧的一些原则指出来。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工会运动的领导者，即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领导者，如果不了解当前的局势，不能从中得出适当的结论，那就不可能认真谈论什么经济建设。现在我把人民委员会通过的租让合同的基本原则逐条地宣读一下。不过应当补充说明的，就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签订过一项租让合同。原则上的意见分歧我们都讲出来了（在这方面我们是行家），可是租让合同却一项也还没有签订。也许有些人正为此而高兴。要是真有这种人，那是很可悲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资本吸收到租让企业中来，那就表明我们在经济上没有一点求实精神。但是共产党员要写决议还有的是机会，剩下的纸张有的是，他们随便要写多少都行。第1条：


　　“1．承租人有责任改善承租企业中工人的生活状况（与当地同类企业的其他工人相比），使其达到国外的中等标准。”



　　我们把这主要的一点订进合同里去，为的是使我们经济机关中的共产党员和领导人一下子能了解问题的实质。在实行租让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提高产量。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可以立即做到改善租让企业工人的生活状况，这一点即使不比前一点更重要，那也是同样特别重要的。租让合同里的这两点，是经过多次讨论，是经过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全权代表，特别是克拉辛同志在国外同当代帝国主义的一些金融大王进行多次磋商之后确定下来的。必须指出，在我们这里，你们自己也很清楚，大多数共产党员是从书本上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金融资本的，也许他们还就这些问题写过小册子，可是要让他们同金融资本的代表认真地进行谈判，一百个共产党员中就有九十九个不会，而且永远也学不会。克拉辛同志在这方面特别有素养，因为他在德国和俄国都从实际上和组织上研究过工业的情况。我们把这些条件告诉克拉辛同志的时候，他回答说：“大体上可以接受”。首先要使承租人承担的责任，是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克拉辛同一位石油大王初步谈判时就谈到这一点，而西欧的资本家也明白，在工人目前的生活状况下，要想提高生产率是完全不可能的。要承租人承担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责任，这并不是出于什么人道的愿望，而纯粹是从问题的实际方面考虑的。第2条：


　　“2．鉴于俄国工人劳动生产率不高，可以根据他们生活条件的改善情况在可能的范围内修改他们劳动生产率的定额。”



　　为了避免对条文作片面的解释，加上这个附带条件是必要的。对于同租让企业打交道的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来说，这些条文就是准则和指令，也是如何拟订合同的指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石油合同草案、轴承工厂合同草案、森林租让草案以及谈了很久、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实现的关于堪察加的合同。需要第2条，是为了使人们不至于对第1条只按字面去解释。我们应当考虑到，在工人的生活状况没有改善以前，劳动生产率是不会提高的。不考虑到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地谈所有有关租让的问题，资本家也就不会来同我们谈判。第3条：
　　“3．承租人应当从国外为承租企业的工人运来生活必需品，其出售价格不得高于成本加一定比例的附加费。”



　　我们原先确定附加费为10％，但在最后讨论时我们把这个百分数删去了。在这里，重要的是我们把从国外为工人运来生活必需品这一点作为一条基本原则。我们知道，按照我国目前农民经济和燃料的情况，我们不可能在最近几年内根本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因而也就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把承租人必须从国外运来一切消费资料这一点订入合同是必要的，而且对他们来说也是完全办得到的。在这方面我们已取得几个贪婪的资本主义商人的初步同意。由于承租人非常需要一些很有价值的原料，他们是会接受这些条件的。他们迫切需要输入原料。不管这些非常重要的企业将来雇有1万工人、2万工人或3万工人，承租人为他们弄到全部必需品是一点也不费力的，因为现代辛迪加和托拉斯都具有广泛的联系，而不参加辛迪加和托拉斯的资本家几乎没有。一切大企业都是建立在垄断而不是自由市场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们可以使其他资本家得不到原料和产品，而它们自己则可以按照一切预定的合同如数得到产品。这些辛迪加控制着亿万财富，他们能够支配大量的粮食储备，因而能够为几万工人弄到粮食和其他必需品，并且把这些东西运到俄国来。这对他们在经济上是没有任何困难的。他们把这些企业看作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即使拿不到1000％的利润，也能拿100％的利润，所以他们愿意供给这些企业粮食。我再说一遍，这对他们在经济上是没有任何困难的。我们应当把改善第一类企业以及其余各类企业工人生活状况这一点作为我们租让政策的基本原则。下面是第4条：


　　“4．如经俄罗斯联邦政府要求，承租人除运给承租企业工人必需品以外，还应当按这个数量再增加50—100％，以同样价格（成本加一定比例的附加费）卖给俄罗斯联邦政府。俄罗斯联邦政府有权用承租人生产的部分产品来支付这笔货款（即从自己的提成中扣除）。”



　　几个金融大王在同我们进行初步谈判时，已经认为这个条件可以接受，因为承租企业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拿石油这类产品来说，外国资本家从我们这里得到石油以后，他们就有可能作为垄断者在国外销售石油。因此他们不仅能够供应承租企业工人粮食，而且还能够再多供应一些。把这一条同第1条比较一下，你们就可以看出，租让政策的中心问题是什么，这就是从国外弄来一些消费品，以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首先是改善租让企业工人的生活状况，其次还要稍微改善一下其他工人的生活状况。现在，即使我们有偿付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也买不到这些东西。即便你有通货，比方说有黄金，也不应忘记自由市场已经没有了，整个市场，或者说几乎整个市场，都被辛迪加、卡特尔和托拉斯占据了。它们追求帝国主义的利润，它们只供应本企业工人必需品，而不供应其他企业的工人，因为旧的资本主义（就自由市场来说）已经不存在了。你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针对目前金融资本以及托拉斯与托拉斯之间进行激烈斗争的情况而制定的租让政策的实质。租让政策是一方为了反对另一方而缔结的联盟。现在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我们应当利用托拉斯之间的敌对关系，以便使我们能够支持到国际革命的胜利。保证工人的生活，承租人是能够办到的，因为对于现代大企业来说，多保证两三万工人的生活，是算不了什么的。这样我们就能够用原料（例如石油）去抵偿开支。如果我们能够用更多的木材、矿石这些我们的主要的财富换取更多的工人生活必需品，那我们就有可能首先改善租让企业工人的生活状况，并用剩余的物品来稍微改善一下其他工人的生活状况。第5条：


　　“5．承租人必须遵守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包括有关劳动条件、发薪期限等方面的法律，必须同工会达成协议（在承租人认为有必要时，我们同意作这样的一点补充，即在协议中定出一个双方都必须遵守的相当于美国或西欧普通工人的标准）。”



　　提出这个附带条件是为了消除资本家对我国工会的顾虑。我们说承租人应该同工会达成协议，是因为工会的参与象一根红线贯穿于一切立法之中，因为一切具有这种重大意义的法律，工会都有权参与，工会的符合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地位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如果我们说资本家应该同工会达成协议，那么资本家就会顾虑重重，因为他们很清楚，工会受共产党党团领导，并且通过党团而受党的领导；在他们看来，这些共产党人是什么荒唐事都干得出来的，因此他们也许会提出根本不能实现的条件。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产生这种顾虑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们必须说，我们主张订立实际的协议，否则就什么都谈不上。因此我们说，我们同意作这样的补充。我们和我们的工会同意接受这样一个相当于美国或西欧普通工人的标准。我再说一遍，否则就签订不了任何可以为资本主义关系所接受的合同。第6条：
　　“6．承租人必须严格遵守符合俄国和外国法律的科学的技术规程（详细条文在每个合同中具体规定）。”



　　这一条在每个合同中将特别详细地规定。例如，在石油合同中就有10项条款写明了详细的科学的规程。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性，就是不能科学地、合理地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而科学的技术规程就是同这种现象作斗争的手段。我们知道，例如油田如果开采得不合理或者不够合理，就会遭到水淹。显然，获得技术装备对我们具有很大的意义。这里我只提一提，《俄罗斯电气化计划》一书对我们在技术装备方面的需要粗略地作了计算。绝对准确的数字我不记得了，大体上电气化需要170亿金卢布，而第一批工程要花将近1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我们估计，靠我们的黄金储备和出口可以偿付110亿，这样还有60亿没有着落。因此该书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借债或者实行租让。总之不足之数必须设法补上。这个计划是由最优秀的专家根据全国的情况，即根据各个工业部门有计划发展的观点制定出来的。计划中首先谈到的是燃料问题以及在各个主要工业部门中如何最经济、最合理、最充分地利用燃料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没有靠租让和借债筹措的资金，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当然，在某种最符合我们愿望的情况下，这些条件实际上会不存在。在大罢工之后，比如在英国目前的大罢工和德国不久以前遭到失败的大罢工[82]之后，在失败的罢工之后接着将是胜利的罢工和胜利的革命，那时我们碰到的将是社会主义的关系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关系。在石油开采中断时发生的危险，是非常可怕的。资本家始终没有达到1905年前巴库所达到的标准。原来，外国的石油产地，例如加利福尼亚和罗马尼亚，也认为油田淹水是很危险的。不把积水排尽，会使淹水的情况愈来愈严重。

外国和俄国的法律对此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当我们在巴库进行这个工作时，曾向我国专家了解关于罗马尼亚和加利福尼亚的法律。为了保护我国的原料产地，我们应当执行和遵守科学技术规程。例如，在出租森林时，必须规定要合理经营林业。在出租油田时，必须规定要同淹水现象作斗争。这样就必须遵守科学技术规程，进行合理开发。这些概念是从哪里得出来的呢？是从俄罗斯和外国的法律中得出来的。这样就可以消除一种顾虑，即认为这些规程是我们自己臆造出来的，否则恐怕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同我们谈判。我们所吸取的是俄国和外国法律中已有的东西。如果我们把俄国法律和一切外国法律中好的东西都吸收过来，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有可能保证达到现在先进资本家所达到的标准。这是一个相当实际的标准，它所根据的并不是资本家最害怕的共产主义的幻想，而是资本主义的实践。我们保证，在签订这些合同时，租让合同的各种条件、各个方面、各项条款都不会超过资本主义法律的有关规定。这个基本原则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的。我们应当根据资本主义的关系来证明这些条件是资本家可以接受的，并且对他们是有利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应当能从这里面得到好处。否则，一切关于租让的议论都是空谈。总之，我们所提出的都是资本主义法律所承认了的。大家知道，在技术改良和技术装备方面，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大超过了我国目前的工业。因此我们不能局限于采用俄国一国的法律。例如，在石油方面，我们援引了俄国、罗马尼亚和加利福尼亚的法律材料。我们可以援引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这样就会消除人们的种种顾虑，使他们不会怀疑我们这样做是随心所欲，凭空臆造。对于现代的先进资本家，对于金融大王和现代的金融资本家来说，这是很清楚的。这些人是根据外国的条件、外国的标准办事的。我们在提出这个标准时，已经考虑到资本主义的实际要求。这方面我们并不抱任何幻想，我们有一个实际的目标，那就是改善我国的工业，使它达到先进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水平。凡是熟悉我国工业状况的人都知道，这种改善将是非常巨大的。如果我们能够改善一部分工业，哪怕是十分之一的工业，那也是前进了一大步。这对他们来说是能够做到的，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的愿望的。第7条：


　　“7．关于承租人从国外运来装备的问题，参照第4条规定的办法处理。”



　　第4条谈到，承租人除运来本工程项目所需的东西外，还必须（如果合同上有这条规定的话）多运来一些，按特殊价格卖给我们。如果资本家为自己运来精良的钻机和其他工具，我们有权要求他们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外，再多运来一些，例如再多运来25％，我们将按照第4条所规定的价格，即按照成本加一定比例的附加费来支付。未来是非常美好的。可是决不能把这两方面的事情混淆起来：一方面要进行宣传鼓动，加速这个未来的到来；另一方面要使自己现在能够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生存下去。如果我们办不到这一点，那就会象一个谚语所说的，“等到太阳升东方，眼珠已被露水伤”。我们应当有本事根据资本主义世界的特点，利用资本家对原料的贪婪使我们得到好处，在资本家中间——不管这是多么奇怪——来巩固我们的经济地位。事情似乎很奇怪：社会主义共和国怎么能依靠资本主义来改善自己的状况呢？但是在战争中我们已经看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强，而是因为我们虽然弱，却利用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现在，若不利用托拉斯之间的敌对关系，我们就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特点，就不能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生存下去。第8条：


　　“8．关于租让企业工人的工资是用外币还是用特别流通券或苏维埃货币等等来支付的问题，可以通过专门协商在每份合同中加以规定。”



　　你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准备接受一切可能的支付形式，即外币、流通券或苏维埃货币，并且预先表示愿意很好地考虑实业家向我们提出的一切建议。我们的代表听到的一些具体的建议中有一条是万德利普的建议，他说：“我愿意付给工人中等水平的工资，比如说，一天一块半美元。然后我就在我承租的地区开设几家铺子，出售工人必需的一切物品，但是必须持有一种特别的流通券才能在这些铺子里买东西，而这种流通券我只发给我的承租企业内的工人。”不管他会不会这样做，我们认为这在原则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当然，这里会产生许多困难。要把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的租让制同苏维埃观点结合起来，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象我所说的，这方面的一切努力，都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斗争的继续。这场斗争的形式变了，但它仍然是一场斗争。所有的承租人仍然是资本家，他们力图破坏苏维埃政权，而我们则应当尽量利用他们的贪婪。我们说：“只要能改善我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即使他们赚150％的利润，我们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要进行斗争的原因。当然，在这方面的斗争比缔结任何和约的斗争都需要更大的随机应变的本领。每次缔结和约时都要进行斗争，而且都有资产阶级列强在背后参与斗争。当我们在同拉脱维亚、芬兰和波兰缔结和约时，列强就曾经在它们背后出谋划策。我们必须这样来缔结和约：一方面要使资产阶级共和国能够生存，另一方面又要使苏维埃政权在世界外交方面得到好处。在同资产阶级列强缔结的每一个和约中，有些条文是经过一场战争才订下来的。同样，租让合同的每一项条文都带有战争性质，因为每一项条文的制定都要经过一场战争。因此，必须善于在这场战争中保卫自己的利益。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资本家从承租企业中得到大量利润，而我们则要使我国工人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通过提成多得到一些产品。如果以外币支付，那就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些外币怎样换成苏维埃货币，怎样防止投机倒把，等等。我们早就考虑过，任何一种支付方式我们都对付得了，我们都不害怕。资本家先生们，你们爱想什么办法就想什么办法吧——这一条所谈的就是这些。你们运来的货物是否用特别流通券支付，是根据特别条件出售，还是只凭租让企业工人的证件出售，这对我们是无所谓的。无论什么条件我们都对付得了，我们要根据这些条件同你们进行斗争，争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工人的生活状况。这就是我们为自己规定的任务。这个任务如何通过租让合同来完成，那很难说。例如，在堪察加就不能提出象我们这里或巴库那样的支付条件。如果在顿涅茨煤田实行租让，支付的形式就不可能跟遥远的北部相同。在支付的形式上，我们丝毫没有束缚资本家。合同的每项条文都包含着资本家同社会主义者的斗争。我们不怕这场斗争，并且早就相信我们从租让中能够得到可能得到的好处。第9条：
　　“9．雇用外国熟练职工的条件，以及有关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报酬的问题，由承租人同他们自行协商解决。



　　工会无权要求对这样的工人实行俄国的工资率，同样也无权要求采用俄国有关雇用的规章。”我们认为这一条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要求资本家信任共产党人，本来是一件极端荒谬的事情。这从原则上来看，尤其是从“讲求实利的”观点来看，都是很清楚的。如果我们说，雇用条件必须由工会批准，如果我们对资本家说，任用任何一个外国技师或专家我们都同意，但是请按照俄罗斯联邦的劳动法典办事，那就很明显，恐怕没有一个外国技师能够而且愿意那样做。因此，这样规定完全是流于形式。也许有人会说，政府讲的是一回事，工会讲的将是另一回事，因为政府不是工会，工会不是政府，这样在法律上就会引起“麻烦”。但是我们写这个不是为了律师和诉讼代理人，而是为了共产党员。我们是根据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应当怎样实行租让政策的决定写的。在欧洲人可以看到的我国文献中已经清楚地指出，租让政策是由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领导执行的。这并不是什么巧妙的把戏，这些文献已经译成各种文字。如果我们这些政治领导人不指出，我们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在这方面利用我们对工会的影响，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租让政策。教他们这些资本家学共产主义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但是我们并不想通过租让来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租让是同资产阶级强国签订的条约。如果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想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同资产阶级强国签订条约，那我们就要把他送进疯人院，并且对他说，“你虽然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到资产阶级国家去做外交官却不合适”。还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在考虑租让政策时想在合同中体现出共产主义原则，这种人也快要进疯人院了。在这方面必须懂得资本主义的生意经，不懂是不行的。除非不实行租让，否则就应该懂得，必须给予外国工人和技师充分的自由，利用这些资本主义条件，使之有利于我们。当然，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打算规定任何限制的。

在第9条的第三部分，有这样一个限制：


　　“外国职工和俄国职工的比例，无论在总人数方面或各个工种的人数方面，概由双方在签订各个租让合同时通过协商分别加以规定。”



　　当然，我们不能禁止把外国工人运到我们不能提供俄国工人的地区去，例如运到堪察加去从事森林工业。有的工业地区（如矿山）没有饮用水或粮食，如果资本家愿意到那里去经营，那他们就应该带工人去，在人数的限制上我们可以大大放宽。反之，在有俄国工人的地方，我们就要商定一个比例，使我国工人一方面能够学到东西，另一方面又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因为我们想要从租让企业中吸取对我国工人有益的东西，也就是要运用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来改善我国的企业。这一切，资本家在原则上并没有反对。最后一条——第10条：
　　“10．承租人在得到俄罗斯联邦政府机关的同意后，有权从俄国公民中聘请高度熟练的专家；具体的雇用条件应得到中央政权机关的同意。”



　　很明显，在这方面我们不能象对待外国技师和工人那样，给以充分的自由。对于他们，我们不加干涉，因为他们完全受资本主义关系的支配。可是对于我们的专家和技师，我们不许诺他们有这样的自由。我们不能让我们最优秀的专家到租让企业去工作。但是我们并不想完全禁止，不过必须对合同的执行进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那些将要在租让企业工作的工人、共产党员，应该对是否履行了合同的条件、是否进行职业技术教育、是否遵守法律等方面进行监督。在同一些现代资本巨头进行的初步谈判中，这一条在原则上并没有遭到他们的反对。这就是人民委员会所批准的全部条文。我希望这些条文能使大家明白我们想实行的是什么样的租让政策。

毫无疑问，每一项租让仿佛都是一场新的战争，不过这是在另一个领域内即在经济领域内进行的战争。我们必须适应这种情况，但是这一点应该善于根据党代表大会的精神来办。必须争取喘息时机，作出牺牲，忍受困苦，否则我们的目的就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利用资本家对利润的贪婪和托拉斯与托拉斯之间的敌对关系，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租让的具体条件究竟怎么样。例如在石油合同方面，这些具体条件就是把1／3—1／4的格罗兹尼和巴库租让出去。提成的幅度是，从开采的石油中给我们留下30—40％。我们要求保证在一定期限内使石油的开采量达到1亿普特，保证使输油管从格罗兹尼、从彼得罗夫斯克通到莫斯科。至于是否需要付出一定的补贴，这个问题可以在每个合同中加以规定。但是根据这些条件来看，合同什么样应该是清楚的。对工会来说，重要的是党员领导干部要领会这个政策的特点，并为自己规定一个任务：为了执行党代表大会的决定，根据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实行这种租让。任何一项租让都会带来好处，都能立即改善一部分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所以说能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是因为每一项租让都将提供一些我们所无力生产的额外产品，因而我们可以拿这些产品去同农民进行交换，而不必采用税收的办法。

事情不是很容易的，对苏维埃政权机关来说更是如此。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就应当把实行租让作为我们的任务，而不顾这方面存在的一切偏见，抛弃不愿意变动、不愿意革除旧习气的心理，不怕一部分工人收入多另一部分工人收入少造成的麻烦。这样的麻烦和抱怨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它们足以使任何一项实际的改善都无法实现。外国资本也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兴风作浪。我还没有看到过其他的政策遭到俄国白卫分子报刊聪明透顶的代表人物这样强烈的反对；喀琅施塔得事件表明了这些人物要比五个切尔诺夫和五个马尔托夫加起来还要高明得多。他们很清楚，如果我们由于偏见而不能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那我们就会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困难，从而使苏维埃政权的信誉扫地。你们知道，我们一定要实现这种改善。只要能够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我们不惜让外国资本家拿走2000％的利润——而改善工农生活状况这一点则是无论如何应当实现的。

2

讨论时的插话

我们刚才听了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和梁赞诺夫同志的充满外交辞令的演说。尽管他们现在大声疾呼地提出抗议，但用的却是这样的外交口吻，如果用来同承租人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谈判，他俩倒是最高明不过的了。我们来开会，由我向会议报告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内部发生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在会上的辩论中也会暴露出来……　由于有意见分歧，才出现了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决定说：“赞同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在巴库和格罗兹尼实行租让。”我们打算在这个会上对这个问题彻底讨论一下，因此我请求拒绝施略普尼柯夫和梁赞诺夫的建议，让拟将继续进行的辩论的结果满足他们的求知欲（姑且不说是好奇心）。

3

总结发言

同志们！这里从一开始就有人问起，我们对租让问题的意见分歧是否很大。施略普尼柯夫同志还希望更系统地了解每一项合同。我担心，单是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一点也是办不到的。例如，在同一些强国签订和约时，总是先作出一般性的指示（起初这种指示拟得非常详细），然后我们的做法往往是这样：同资产阶级国家签订的某一种类型的和约不加声张地予以接受，而大量的细节问题就交给受权签订条约的代表们去处理。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则很可能对大部分细节并不了解。这件事也是如此：我们注意的是原则问题，而我们感到有产生意见分歧的危险。所以党的代表大会不得不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这个只有党员参加的会议是一次互相通气的会议。我们向你们宣读了人民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人民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是同两位很有名的工会工作者[83]的建议截然相反的。除了举行现在这样的会议，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向共产党党团的多数成员征求意见呢？结果，意见分歧比我们想象的要小。这是最符合我们的愿望的。这次会议不作记录，我们不准备在报刊上进行讨论。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们向你们介绍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是要让你们了解，我们是怎样作出党代表大会的决定的。遗留下来的意见分歧，无非是一些在日常工作中的各种问题上常见的分歧，可以用简单表决的办法来解决，不致成为妨碍工作的理由。这样，服从多数就不仅是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使工作不致受到妨碍的办法。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取得了这样的成果，即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意见分歧，而局部性的意见分歧在工作进程中是会消除的。

梁赞诺夫同志纯粹出于个人的特性，竭力把同工人反对派的意见分歧也牵扯出来。他特地挑选了那种必然惹怒别人的措辞，然而他并没有达到目的，发言的人谁也没有受到挑动。

一位同志在字条上写道，我们这里是在签订第二个布列斯特条约。第一个布列斯特条约是成功的，而对第二个他有怀疑。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说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个条约是经济领域里介乎布列斯特条约和同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强国签订的条约两者之间的东西。我们已经签订了几项这样的条约，其中包括同英国签订的一项通商条约。租让合同就是介乎布列斯特条约和同资产阶级列强签订的这类条约之间的一种条约。

接着梁赞诺夫同志提出了一个完全正确的看法，这一点我想在开始时就强调一下。他说：如果说我们想签订租让合同，那并不是为了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而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完全正确！我们决不放弃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我手头就有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拟订的同瑞典“滚珠轴承”公司签订的合同草案。（读草案）

在这份合同里没有规定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义务。确实，合同规定：俄国政府负责供应工人的一切必需品，如果俄国政府做不到这一点，资本家就有权从国外调进工人。至于俄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向工人提供计划规定的一切，我想，无论是我们，还是国民经济委员会，或是瑞典方面，谁都不抱幻想。但是不管怎样，在这一点上梁赞诺夫同志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实行租让的出发点不是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而是提高生产力，是我们为了增加产品数量而作出巨大牺牲的一笔交易。那么，这些牺牲表现在哪里？有人说我在粉饰或者缩小这些牺牲。特别是梁赞诺夫同志企图对此大加挖苦。我并没有缩小这些牺牲，我倒说过，也许我们不得不把百分之几百的，甚至百分之几千的利润给予资本家。关键就在于此！

我原来设想，根据专家们的计算，假如资本家从他生产的1亿普特石油中，拿走5000万到6000万普特，运去出售，获利1000％，或许更多，而我们拿30—40％的石油，那么情况是很清楚的。而当我们试图弄清楚克拉辛同那些生意人，即同那些贪婪的商人初步商谈的合同条件时，我问他：“是否能设想这样一种合同，即商定给资本家一定百分比的利润，譬如80％，行不行？”他说：“现在谈不到利润多少的问题，因为这帮强盗们现在要攫取的不是80％，而是1000％的利润。”

在我看来，牺牲将是极其巨大的。如果我们把矿山或者森林租让出去，把国外急需的原料，譬如说锰矿石，拿出去，那就是说，我们无疑要作出巨大的牺牲。格鲁吉亚现在已经成了苏维埃的格鲁吉亚。目前是要把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这三个高加索共和国联合成为一个经济中心。石油是阿塞拜疆生产的，需要通过巴统，通过格鲁吉亚境内运输，这就会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中心。

有一条消息说，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政府曾签订过一项租让合同，这项合同对我们来说大体上也可以接受。我在此之前只能同格鲁吉亚的同志们联系了一下，从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同志（他本人就是格鲁吉亚人）的谈话中了解到，他曾经到过那里，并且同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政府签订过一项条约，但不是租让合同，规定他们无抵抗地把格鲁吉亚1／6的土地交给我们，而[84]他们则得到不受侵犯的保证。

但是，他们在叶努基泽同志参与下签订了这项条约以后，尽管得到了不受侵犯的保证，却还是宁肯从巴统跑到君士坦丁堡去了。这样一来，从得失这两方面对我们都有利：我们得到了领土，即巴统及其周围地区——不是为俄罗斯，而是为苏维埃格鲁吉亚；失去了大批跑到君士坦丁堡去的孟什维克。

现在知道，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十分倾向于批准租让那些过去从未开采过的煤矿，并认为这种租让是极其重要的。有两个外国的代表——意大利和德国的代表——曾来到格鲁吉亚，并且在苏维埃革命时也没有离开。这个情况极为重要，因为同这些国家发展关系，即便是通过租让发展关系，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意大利甚至同格鲁吉亚已订有租让合同；而德国的情况是，奇阿图拉锰矿中极大一部分是属于某些德国资本家的。现在的问题是把这项所有权改为租借权或者承租权，也就是把那些原来为德国资本家所有的矿山仍然租借给那些德国资本家。鉴于高加索政治局势的变化，租让关系是有可能形成的。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把一扇又一扇窗户打开。同英国签署的条约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同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签订的条约，是一项给我们增加了一定负担的条约。

对于第一个同我们签订条约的国家，我们支付给它的黄金数额，要比给其他国家的多得多。而结果证明，由于签订了这个条约，我们才开了一扇窗户。而我们对任何一种租让也正是应当从这个观点出发来加以评价。

德国和意大利迫于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得不找俄国结成联盟。对于俄国来说，同德国联盟能开辟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这与德国革命是否将很快取得胜利无关。我们同德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也能谈判，因为凡尔赛条约[85]使德国处于难以忍受的地位，而同俄国的联盟则能开辟完全不同的前景。意大利由于没有自己的燃料来源，所以决定开采在他们之前从未有人开采过的高加索煤矿。如果德国人对石油租让动了心，那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德国根本没有燃料。

这里有位同志说，堪察加的租让项目不会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梁赞诺夫同志挖苦说，我们同万德利普打交道是要吃亏的。这说得也根本不对。的确，我们犯过一个错误，就是给哈定发了电报。但是既然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同美国没有签订任何合同，也未有任何交往，所以在这方面也就不存在错误了。我们仅仅看出了万德利普是在吹嘘他同美国政府的联系而已。现在完全有可能通过派遣我们的代表到加拿大去购买机车，通过这扇旁门，我们将能取得进入美国市场的某种通道。

关于堪察加的租让谈判，现在已开始积极进行。说这些租让项目不会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那是完全不正确的。如果这些租让项目能够实现，工人的生活状况无疑会得到改善，因为我们将会得到一定的提成，似乎是2％吧。当我们一无所有时，就这2％也多少是笔收入。如果我们从100万中提取2万，把这2万用来同农民进行交换，那我们就会得到工人所必需的一部分农产品。

其次，我想指出，你们向我们提出的某些意见仍然表明，在工会工作者中还存在着意见分歧，或者更确切地说，还存在着疑虑。这是唯一的危险。我们需要在我们中间，譬如说通过党员之间深入进行讨论来加以消除。例如，马尔舍夫同志说，支付应用现金，而不是用流通券。至于说阿姆斯特丹分子[86]，不管他们会不会攻击我们，我们应当就这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不久前我重新翻阅了我在1918年5月所写的一本小册子。我在这本小册子中引用了孟什维克的《前进报》[87]。孟什维克伊苏夫在这份报纸上指责苏维埃政权准备实行租让制，指责苏维埃政权同资产阶级国家搞妥协。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87页。——编者注］

 这是孟什维克就租让问题来指责我们的老伎俩。在西欧也已经因为这个问题形成许多集团。共产党人懂得，租让就是一个布列斯特条约。由于我们这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遭到破坏，我们才不得不去签订这个条约。任何人都知道，没有大工业，国家的复兴是不可能的。

德国的共产党人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让步，而谢德曼分子和第二半国际[88]却说，实行租让证明我们遭到了破产。我还记得，去年在一次会议上我引用了美国沙文主义者斯帕戈的话 
［注：同上，第40卷第25页和第41页。——编者注］

 ，他专门写了一大堆用类似我国阿列克辛斯基的观点来谈论布尔什维克的书。在谈到租让时，他简直是手舞足蹈，欣喜若狂。那时我就指出，这是彻头彻尾的颠倒是非。昨天国际资本企图扼杀我们，而今天我们却同这个国际资本签订了一系列协定。

我们作出牺牲，把数以百万计的极其宝贵的物资交给外国资本家。他们利用这些物资可以获取百分之几百的利润。这是我们完全有意识地作出的牺牲。但同时我们应当指出：我们容许他们获取随便多少利润，而我们也必须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好处，即增加产品数量和在可能情况下既改善租让企业中又改善非租让企业中我国工人的生活状况。

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在这里说，最好把企业租让给俄国工人。这种说法太可笑了。那样的话，就要保证供应燃料等等，而我们连自己最重点的企业都不能保证供应。我们的燃料情况很糟。一般说来，同俄国工人签订任何一种租让合同，在原则上是完全允许的。但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对我国的大工业是不严肃的，因为我们什么也不能保证供应，而外国的承租人则可以把必需品从国外运来。这就是同外国资本家签订租让合同的不同之处。他们拥有世界市场，我们在经济上却没有一个可靠的后方。而要建立这样的后方，我们至少要花十年时间。这正是我们应当清醒地估计到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证明在这个问题上情况就是如此。

我们知道，电气化计划是最节约的计划。我们不能把我国的大工厂出租给俄国工人。这里我们要指望小工业，要发展它，并且首先不该象梁赞诺夫同志或一本小册子的作者那样咒骂我们征收粮食税的措施，那本小册子说我们实施的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法律。

谈到发展小工业，我们应当采取一些步骤。这方面不需要国家提供保证就能立即得到一些东西，再说我们连自己最重点的企业都无法保证供应，所以要全力以赴地发展小工业，它会向我们提供农民所需要的某些产品。

关于用现金还是用流通券的问题，我认为：当政权在资本家手里时，这是可怕的。现在对我们并不可怕，因为所有的工厂和企业都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我们现在出租给资本家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我再说一遍，我们不害怕流通券，因为资本家有责任提供我们规定的商品，不光是象这里所提到的咸鱼，还有这样那样的东西。我们既然采用了外国工人的标准，那么，我们知道，外国工人按标准所得到的食品，比俄国工人所得到的甚至更多、更好一些。

在这个会上施略普尼柯夫同志说：“我们看到过租让是怎么回事。”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和很多实际工作者都常犯这样的错误。我还常常听到有人说：“你们是公式化地理解租让。资本家总是使最有经验的俄国法学家受骗。”是的，当国家政权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一切实力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时，是有过这种情形。那时的国家政权是什么？那时的国家政权是居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的事务委员会。资本主义政府是地主和资本家的事务委员会。但是，如果我们手里拥有大批工厂、铁路，我们又有居领导地位的党（在基层有共产党支部，在上层有共产党员），还不能捍卫自己的利益，那就应当去自杀。这就是惊慌失措！

但是我想，我们无论多么不中用，也不至于上当受骗。到目前为止，法国和英国当局同我们签订了几项协定，尽管他们有第一流资产阶级外交家效劳，却一次也没有能够使我们上当受骗，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要惊慌失措，似乎一度流通券就能够使我们上当受骗呢？让我们回忆一下布列斯特条约。布列斯特条约难在什么地方呢？为这个条约辩护有什么困难呢？当时有人问我，我是否指望我们能骗过德国人。我由于职务关系必须说，不指望。而现在布列斯特条约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

我不知道，加米涅夫同志在准备的那本小册子（其中谈到鲁登道夫）是否已经出版。但是我知道，不是别人，正是鲁登道夫写了一本极好的回忆录，其中有10页是专门讲述布列斯特谈判的。我和加米涅夫读完这一章后说过：这是对布列斯特条约作的最好的辩护。作者叙述说，在布列斯特谈判中托洛茨基等人是怎样对他们施加压力，又怎样哄骗了他们，等等。那时我们就认为必须把这几页翻译出来，并由加米涅夫同志写一篇短序出版。假如这件事到现在还没有办好，那就是苏维埃政权无能的一件典型事例。其次，我们再举出另一个事实。大家知道，我国驻德大使越飞同志在德国革命前夕被驱逐出境。在这件事之后，请你们不要再轻易预言，谁能骗得过谁。我们不去推断从签订第一个租让合同到欧洲爆发第一次大规模革命将相隔多少天。因此，关于合同问题，我肯定地说，同志们说得完全不对。这对我们一点也不可怕。

合同将规定，他们应当提供哪些商品和按什么价格出售。我们可以同意使用任何一种流通券和配售证。如果他们破坏合同，我们就有权立即废除合同。合同是一种民事契约。至于应该有什么样的仲裁，以及纠纷应由谁来解决的问题，我至今没有去研究。不过我现在可以来看一下同瑞典公司签订的合同草稿。这里是这样说的：意见分歧的解决由……

这里动用了院士，而院士们又设法动用法学家。我记得倍倍尔说过：法学家是最反动的人，而且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人物。当然，这一点我们可以设法纠正过来。但是这里并没有什么可怕之处。假如承租人提出这个条件，那么我们可以接受它。既然合同明确规定，应当提供哪些商品和配售证如何支付，那么我们可以采纳这个办法。无论是流通券，还是配售证，对社会主义共和国来说都没有什么可怕。另外还有人说，第9条不好，因为我们会脱离国际工会理事会[89]。洛佐夫斯基恫吓我们说，阿姆斯特丹分子会攻击我们。不过反正他们根据其他所有各条也是会来攻击我们的，而结果正象以往那样，还是他们自己碰壁。

你们记得，因为我们向资本家作了一点点让步，孟什维克就曾打算猛烈攻击我们。当我们想要推翻资本主义时，他们说，我们最多只能推翻几天。而当我们推翻了几年以后，他们又在给我们设圈套。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把对手引到必然挨打的地位。

最初他们称我们是空想主义者，后来建议我们从五层楼倒栽下来。我们知道，我们这里小经济是大量的。小私有者是我们的对手。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承租人和租借者则是较次要的敌人。官僚制度和官僚主义弊病也是我们的敌人。

至于洛佐夫斯基同志所谈到的那一条，我要说的是：请大家仔细听一听这一条的内容。这里是这样讲的：“工会无权要求对这样的工人实行俄国的工资率，同样也无权要求采用俄国有关雇用的规章。”这里指的是俄国工会，有人却跟我谈国际工会。当然，如果资本家看到俄国的条件，那他们就会说这是共产党的条件，是荒谬的条件，会说俄国工会无权提出俄国的雇用条件，因为在这些条件里“塞进”了某种不合情理的要求。但是俄国工会完全有权采用国际上的职业合同。仅这一点也就够了。这里没有一处谈到禁止罢工。在这方面不应当过早地讲出一切。

至于改善俄国工人生活状况的问题，马尔舍夫同志和塔尔塔科夫斯基同志就这一点攻击说：你们同工人是搞不好关系的，也不能强迫他们去工作，因为如果你们只保证1／5工人的生活，那么其余4／5就不愿在较差的条件下工作了。难道我们的工人是如此不讲道理、不讲文明和不守纪律的吗？假如是这样，那自然理应惊慌失措，并且应当自杀了事。假如有100个工人挨饿，而我们对他们说，我们只能养活20个，再多不行，难道他们会不让我们这样做吗？事实上直到如今我们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勉勉强强供养了某些工业部门的工人，而并不是所有工业部门的工人，这些企业的工人毕竟并没有全部跑掉，而其他企业的工人却统统跑掉了。难道俄国工人竟然被苏维埃政权的错误弄得连这样一笔帐也不会算了：哪怕养活20个人，总比逼得100个人全都挨饿要强吧？这里有很多事情不该把话说得过早。为什么不能使工人在资本家那里轮流干活呢？一部分工人可以干上六个月，领取工作服，然后把位子让给另一部分工人，使他们也能有饭吃。当然，在这个问题上，要同各种偏见作斗争。

当承租人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我们应当约束我们的工会，不让它们提出过分的要求。你们知道，通常的合同期限很短。在欧洲没有签订长期合同的条件。通常的期限是六个月。这样，工人们可以得到东西吃，领取鞋子和服装，然后离开，把位子让给别人。

一部分人干上半年活，吃饱了，领取了美国的鞋子和服装，然后把位子让给别人，这一点我们是否绝对无法做到呢？当然，做到这一点有困难。这需要有比我们现在更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但并不是不可能做到的。既然我们在三年可怕的饥饿时期能想出办法使工人坚定地反对外国资本的侵略，难道在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不能想出办法来吗？在这条道路上将会遇到什么困难，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才说，租让并不意味着阶级间和平的到来。租让是阶级间战争的继续。

如果说，从前的战争表现为我让你挨饿，你什么也得不到，那么现在我要说，我愿意给每人一双鞋，但是工人必须干半年活。而我们将为全部工人都能得到鞋子进行战斗。我们不放弃举行罢工的权利，这一切都还掌握在我们手中，只要我们聪明一些，现在就应当尽量强调对资本家有诱惑力的方面。

这里有人说，让资本家来，让他们来欺骗我们，真是太可怕了。而我肯定地说这并不可怕，为了提高生产率，就是希望他们来，因为他们有组织得很好的后方、设备完善的工厂。我们可以在这些工厂里订购需要的部件，而不必去自由市场购买，因为自由市场上只有一堆破烂货。第一流工厂今后几年的产品已经预订完了。即使我们用我们的黄金去支付，我们还是什么都买不到，而辛迪加的成员却可以得到一切。只要能改善哪怕是一小部分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我们即使给资本家多付一点，也在所不惜，因为每多生产一些产品，都可以用来向农民换取粮食，这样就会建立起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牢固关系。

总之，在结束讲话时，我请求工会工作者不要再辩论这些原则问题，不要再争论了。这都是些无谓之争，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应当停止这些空谈了。应当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租让合同的实际条件上，我们只要不是笨蛋，就能从中获得好处。在这方面，工会工作者和党的领导人应当发挥聪明才智，应当切实了解这些条件，而这一切我们不能也不会在报刊上谈论，因为资本家正盯着俄国的报刊，正如在布列斯特条约时期，我们没有在报刊上谈论过交给越飞同志的是哪些任务一样。事实上，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对改善工人和农民生活状况有利的实际办法上。任何一种这样的改善对我们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这才是工会工作者应当注意的事。要消除一切摩擦和偏见。这是一件难事。目前还没有人愿意同我们签订租让合同。人们都预计我们会提出无法实现的要求。

因此，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应当全力以赴签订几项这样的合同。我们无疑会犯许多错误。这是一项新的事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同资本家签订过任何租让合同。但是我们需要工会工作者给我们以帮助。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可以对合同作各种解释，也可以施加各种压力，直至发动罢工，这是我们仍然保留着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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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这是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就租让问题所作的三次讲话。



鉴于部分工会工作人员对租让政策不够理解，思想上发生一些动摇，而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和达·波·梁赞诺夫又在进行反对租让的鼓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于 1921年4月11日开会讨论了租让问题和工人在租让企业中的地位问题。列宁在会上的这些讲话批评了施略普尼柯夫和梁赞诺夫，对明确苏维埃国家租让政策的实质和意义起了很大作用。—— 153。



[81] 关于必须制定租让合同的基本原则的问题，是在人民委员会 1921年2月1日通过有关租让巴库和格罗兹尼的油田的决定时提出的。原来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拟订租让合同的基本原则的草案。由于草案迟迟订不出来，列宁就在深入研究有关材料的基础上，于3月底亲自拟了草案。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的草案于 1921年3月29日通过了关于租让合同的基本原则的决定。——155。



[82] 指英国矿工大罢工和德国的三月事件。



英国矿工大罢工发生于 1921年4—6月。1921年3月24日，英国政府通过一项法令，停止国家在战时实行的对煤矿的管制。3月31日，矿主以同盟歇业相威胁，向工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工资降低30％，有些地区降低50％。4月1日，矿工们开始罢工，参加人数达百万以上。政府在罢工的第一天就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并派军队进驻煤矿区。



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人和运输业的工人决定于4月 15日举行声援罢工。但是，改良主义的首领们在这一天取消了罢工。英国工人把工会领袖们破坏罢工的这一天称为“黑色的星期五”。矿工们又继续进行了9个星期的斗争，于6月底被迫复工。



德国的三月事件是指 1921年 3月德国中部工人的革命斗争。德国共产党在德国中部地区影响很大。德国政府当局为了镇压这里的革命运动，于3月18日派遣公安警察和国防军开进这个地区，占领了一些重要企业。德共梅泽堡专区党组织于3月21日号召以总罢工回答这个挑衅。罢工在几天之内扩展到整个德国中部，并在许多地区变成工人反对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德国中部地区工人的这次斗争坚持到4月 1日，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被镇压下去。一百多名工人惨遭屠杀，几千名工人被投入牢狱。列宁对德国三月事件的评论还见他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捍卫共产国际策略的讲话》和他的《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 160。



[83] 看来是指米·巴·托姆斯基和阿·季·哥尔茨曼。—— 170。



[84] 指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和格普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代表在库塔伊西签订的条约。1921年2月25日，红军第 11集团军和格鲁吉亚起义军攻入梯弗利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退到了巴统。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和孟什维克政府于 1921年3月 17—18日举行谈判，签订了这个条约。但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领导人于3月18日即逃往国外。—— 173。



[85] 凡尔赛条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订。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5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174。



[86] 指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活动家。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是改良主义工会的国际联合组织，于 1919年7月在阿姆斯特丹（荷兰）国际工会代表会议上成立，1945年底正式宣布解散。——175。



[87] 《前进报》（《》）是俄国孟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年 3月起在莫斯科出版。该报最初是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的机关报，后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委员会和中部区域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8年4月2日起，是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尔·马尔托夫、费·伊·唐恩和亚·马尔丁诺夫都参加了该报编辑部。1918年 5月 10日，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该报被查封，领导人被送交法庭审判。5月14日，该报改称《永远前进报》，出了一号。1919年1月22日—2月25日继续出版。1919年2月，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被最终查封（决定草案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 2版第 35卷第 475—476页）。——175。



[88] 第二半国际是在革命群众压力下退出了伯尔尼国际的各国中派社会党的国际组织。这一组织是在 1921年 2月22月27日举行的维也纳代表会议上成立的，通称维也纳国际，正式名称是社会党国际联合会。参加这一组织的有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十多个中派社会党以及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弗·阿德勒任总书记。成立第二半国际的真正目的是阻碍广大群众转向共产国际。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阿德勒、奥·鲍威尔、罗·格里姆、阿·克里斯平、让·龙格、尔·马尔托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口头上批评第二国际，实际上在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主要问题上都执行机会主义的中派路线。1923年5月，在革命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第二半国际同伯尔尼国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175。



[89] 国际工会理事会是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倡议于 1920年7月在莫斯科成立的革命工会联合组织，1921年7月在国际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红色工会国际。——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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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贸易申请的决定草案[90]


（1921年4月12日）

责成国家计划委员会对3890万金卢布的申请，以及对外贸易方面的其他申请重新加以审查。审查的着眼点是：在假定收成极坏和燃料供应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只是为了储备最低限度所需的粮食和燃料而必须在1921－1922年度购买的东西。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197页

















[90]这个决定草案在作了若干文字修改后由人民委员会于1921年4月12日通过，有关的具体问题交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详细研究。列宁于1921年4月12日和13日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两封信谈到了这个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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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达吉斯坦、哥里共和国的共产党员同志们

（1921年4月14日）

我热烈祝贺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它们的紧密联盟成为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从来没有见过的、在资产阶级制度内决不可能有的民族和睦的典范。

尽管高加索各族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民族和睦非常重要，但更加重要得多的是保持和发展苏维埃政权，因为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通道。任务是困难的，但是完全可以完成。为了顺利地完成这个任务，最重要的是要使外高加索的共产党员懂得他们的情况的特殊性，即他们共和国的情况和俄罗斯联邦的情况和条件不同的地方，懂得决不可以照搬我们的策略，而必须经过周密思考改变策略，使它适合于不同的具体条件。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没有从任何地方得到过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援助。恰恰相反，过去这几年内，它一直在同协约国的军事侵犯和封锁作斗争。

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却从俄罗斯联邦得到了政治上的援助和不大的军事援助。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

第二，现在不用害怕协约国方面的侵犯以及它在军事上对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达吉斯坦、哥里的白卫分子的支援。协约国在俄罗斯境内已经弄得“焦头烂额”了，这迫使它暂时大概要放谨慎一些。

第三，高加索各共和国，同俄罗斯比较起来，更加是农民的国家。

第四，俄罗斯在经济上过去是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隔绝的，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这样；高加索却可以较快、较容易地同资本主义的西方搞好“共居关系”和进行商品交换。

区别还不止这些。但是就从上述种种区别看来，已经足以懂得必须采取另一种策略。

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民，要温和一点，谨慎一点，通融一点。通过实行租让和商品交换政策，对资本主义的西方在经济上要千方百计地加以利用，加强和加紧利用。石油、锰、煤（特克瓦尔切利煤矿）、铜——丰富的矿产资源还远远不止这一些。有充分的可能来广泛实行租让政策和开展同外国的商品交换。

应当广泛地、坚定地、巧妙地、谨慎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千方百计地利用这方面的工作来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和吸引知识分子参加经济建设。要利用同意大利、美国等国家的商品交换，来尽力发展物产丰富的边疆的生产力，发展水力和灌溉。为了尽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灌溉是特别重要的。

更加缓慢、更加谨慎、更加有步骤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对于高加索各共和国来说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这就是它们不同于俄罗斯联邦的特点。这就是必须懂得和善于实行的、跟我们的策略不同的策略。

我们曾致力于打开世界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缺口。现在缺口已经打开了。我们在反对白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得到全体协约国的支援，协约国用封锁和军事援助了他们）的极端残酷、艰苦、剧烈、异乎寻常的战争中，捍卫住了自己的生存。

高加索的共产党员同志们，你们已经用不着去打开缺口了，你们应当善于利用1921年的有利于你们的国际形势，更谨慎地、更有步骤地创造新局面。1921年，无论欧洲或全世界，都已经不同于1917年和1918年了。

不要照搬我们的策略，而要独立地仔细考虑我们的策略为什么具有那些特点以及它的条件和结果，不要在你们那里照抄1917—1921年的经验，而要运用它的精神实质和教训。应当立刻在经济上依靠同资本主义外国的商品交换，不要吝啬：就让它们得到几千万普特宝贵的矿产品吧。

应当立刻努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开始兴建电气化和灌溉方面的巨大工程。灌溉是最需要的，它将最有效地改造边疆，复兴边疆，它将埋葬过去，可靠地保证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封信写得很潦草，请你们原谅，因为我必须赶快把它写出来，好交给米雅斯尼科夫同志带去。让我再一次向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和农民致最崇高的敬礼和祝愿。






	　　尼·列宁1921年4月14日于莫斯科

载于1921年5月8日《格鲁吉亚真理报》第5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198—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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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彼得格勒市非党工人会议[91]


（1921年4月14日）

同志们！非常遗憾，我不能接受你们的邀请到彼得格勒去。我对你们的会议和你们的工作表示衷心的祝贺。现在，正当全世界资产阶级穷凶极恶地对苏维埃俄国造谣诽谤，力图破坏我们同外国的贸易协定的时候，非党群众的帮助以及同非党群众的合作，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以后，工人和农民比过去更加懂得，俄国政权的任何变动都有利于白卫分子；难怪米留可夫和一切聪明的资产阶级领袖都欢迎喀琅施塔得提出的“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这一口号。

我再一次向你们的会议致敬，并祝你们在工作中取得种种成就，特别要提请你们注意的是，必须现在就挑选一批非党工人和农民去参加经济建设工作，并且今后还要经常推荐更多的非党工人和农民去参加这项工作。彼得格勒形成了一个区域经济中心。必须更加努力地进行工作。地方工作人员现在有了更多的权利和主动性。非党人员应该把工作担当起来，输送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敬礼！






	　　列宁载于1921年4月21日《红色日报》第8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01页

















[91]这是列宁给彼得格勒市非党工人会议代表们的回信，于1921年4月20日在这个会议上宣读。



彼得格勒市非党工人会议于1921年4月10—20日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彼得格勒各工厂的1000多名代表。会议议程包括：工人阶级的任务和工人阶级参加苏维埃俄国的当前建设问题；与组织生产的任务有关的工人日常生活问题，粮食问题和对工人的供应。打着“非党”旗号钻进会议的孟什维克企图破坏会议，但遭到大多数工人代表的反对而未能得逞。——187。







《列宁全集》第41卷


对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直属财政委员会的决定草案的补充和修改意见[92]


（1921年4月14日）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委员会

关于改革纸币流通问题的决定

1.确定货币改值的比率不小于1∶1000。

2.规定各地同时开始改革，要有一定的兑换期限，其时间长短各地区可以有所不同。

3.宣布货币改值的确切时间以后另定。

4.确定从货币改值时起国家出售商品一律按新币计价。

5.确定以叶努基泽同志提出的称作“共和国流通券”的样券作为新纸币的式样，并责成叶努基泽同志在1921年10月15日前提供至少50亿卢布面值尽量小的纸币。

6.新纸币定名为“国家货币”。

7.新纸币上保留“伪造必究”字样。

8.删去外文。

9.仅用国徽标明该纸币由俄罗斯联邦发行。

10.新纸币发行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和财政人民委员签署。[注 :列宁删去了第10条，而将第11条改为第10条。——俄文版编者注］

11.责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通知各报编辑部，不要在报刊上透露即将实行币制改革的消息。

11.＋保留该委员会，以便系统地（通过中央统计局）研究：

（1）物价的涨落

（2）国家的商品储备

（3）城乡商品流转和有关币制改革的其他问题。

（4） 
［注：这一条列宁未写出。——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388—389页

















[92]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直属财政委员会的决定草案经列宁修改补充后，于1921年4月14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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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亚—恩巴工程”的决定草案[93]


（1921年4月15日）

指定下列人员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

　　国家计划委员会2人

　　石油专家或燃料专家2人

　　石油总委员会2人

　　铁路专家2人

责成委员会在两周内查明：

（1）亚—恩巴铁路工程哪一段已经完成；

（2）输油管工程哪一段已经完成；

（3）特别是钢轨和油管能否及时供应，以及充分保证供应的前景；

（4）向恩巴油田供应淡水的可能性，以及保证恩巴工程的其他条件；

（5）核实石油由水路经拉库希—阿斯特拉罕和由铁路或输油管经萨拉托夫运到中部地区的对比费用；

（6）铁路（亚—恩巴线）和输油管竣工的大致的和可能的期限；

（7）为了从恩巴经拉库希—阿斯特拉罕运送石油，是否有可能、有把握增购并调进一批内河船只和海洋船只，需要多少费用？

（8）同时查明这一问题的其余方面。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02页

















[93]这个决定草案是在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4月15日会议上提出并得到批准的。



亚—恩巴工程是亚历山德罗夫盖—恩巴铁路支线与恩巴油田通往乌拉尔、萨拉托夫的输油管建筑工程的简称。由于这一工程处于遥远地区，运送材料、设备和粮食的费用浩大，1921年4月15日，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提出了该工程暂停施工的问题。此后，劳动国防委员会于4月29日决定停止铺设输油管，5月6日又决定放慢铁路工程的施工进度，并决定成立一个铁路工程检查委员会。列宁起草的关于该委员会工作任务的决定草案（见本卷第251页）于5月11日由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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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粮食税[94]


（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

（1921年4月21日）


代引言

粮食税问题在现时引起了特别多的注意、讨论和争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确实是当前情况下我们政策的主要问题之一。

讨论稍微有些混乱。由于极其明显的原因，我们都犯有这种毛病。所以，如果不从这个问题的“眼前最惹人注目的”方面，而从它的一般原则方面来加以考察，那将更为有益。换句话说：就是要看一看我们现时正在勾画当前政策中某些实际措施的那幅图画的整个基本背景。

为了作这样的尝试，我想从我那本《当前的主要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64—293页。——编者注］

 的小册子中，摘引一大段话。这本小册子在1918年曾由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过，内容包括：第一，登在1918年3月11日报上的谈布列斯特和约的文章，第二，1918年5月5日登载的与当时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论战的文章。论战部分现在已用不着，所以我把它删掉，只留下了有关“国家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我国现时经济的基本成分的论断。

当时我这样写道：

关于俄国现时经济

（摘自1918年出版的小册子）

“……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

我可以想象，有人将怎样义愤填膺，怒斥这些话……　怎么？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竟会是一个进步？……　这岂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吗？

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第一，应当弄清楚，这个使我们有权利和有根据自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究竟是怎样的。

第二，应当揭露那些看不到小资产阶级经济条件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的人的错误。

第三，应当很好地了解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与资产阶级国家迥然不同的意义。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三点。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现在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

（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

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

试问，占优势的是哪些成分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为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在我国，投机商时此时彼地破坏国家资本主义的外壳（粮食垄断，受监督的企业主和商人，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而投机活动的主要对象是粮食。

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展开。如果用‘国家资本主义’等这些经济范畴的术语来说，究竟是谁和谁进行这一斗争呢？按我刚才列举的次序，是第四种成分和第五种成分作斗争吗？当然不是。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小资产阶级抗拒任何的国家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事实，许多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这一事实。投机商、奸商、垄断制破坏者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措施的敌人。如果说在125年以前，法国小资产者这些最热情、最真诚的革命家想通过处死个别几个‘要犯’和颁布大批文告来战胜投机商的愿望在当时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现在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用纯法国式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就只能引起每个觉悟的革命者的憎恶或厌弃了。我们非常明白，投机活动的经济基础，就是在俄国人数特别众多的小私有者阶层，以及以每一个小资产者作为自己代理人的私人资本主义。我们知道，这种小资产阶级九头蛇的千百万触角，时此时彼地缠住了工人中的个别阶层，投机活动正在取代国家垄断而渗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毛孔。

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恰恰由于盲目无知而暴露出自己做了小资产阶级偏见的俘虏……

小资产者手头拥有在战时用‘正当’办法，特别是用不正当办法积攒起来的几千几千的小款项。这就是作为投机活动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基础的典型经济形式。货币是取得社会财富的凭证，千百万小私有者紧紧地握住这种凭证，把它瞒过‘国家’的耳目，不相信任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心想‘躲过’无产阶级的风暴。或者是我们使这些小资产者服从我们的监督和计算（只有把贫民即多数居民或者说半无产者组织在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是这些小资产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推翻我们的工人政权，就象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者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仑们和卡芬雅克们推翻了革命一样。问题就是如此。问题也只能是如此……

存有几千小款项的小资产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敌人，他们希望一定要为自己使用这几千小款项，反对贫民，反对任何的国家监督，而这几千几千的小款项加起来就是好多个亿，它们成为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投机活动的基础。假定说，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几天内创造出为数1000的价值。又假定说，由于小投机活动，由于各种盗窃行为，由于小私有者逃避苏维埃的法令和条例，这个总数中的200消失了。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说：假如我从这1000中拿出300来就能建立起更好的秩序和组织，那我乐意拿出300，而不是200，因为在苏维埃政权下，既然秩序和组织会整顿好，既然小私有者对国家各种垄断的破坏会被彻底粉碎，那么以后减少这种‘贡赋’，比如说减到100或50，就会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个用简单数字来表示的例子（为了使说明通俗起见，我故意把它尽量简化）说明了当前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工人掌握着国家政权，他们在法律上有最充分的可能把1000统统‘拿到手’，就是说，不让一个戈比落在非社会主义用途上。这种由于政权实际已转到工人手中而产生的法律上的可能性，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小私有者的和私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却通过很多渠道来破坏法律上的规定，暗中投机，破坏苏维埃法令的执行。国家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哪怕（我故意用这样的数字作例子，是为了更明显地说明这点）我们付出的代价要比现在大，因为‘为了学习’是值得付出代价的，因为这对工人有好处，因为消除无秩序、经济破坏和松懈现象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让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就是最大、最严重的危险，它无疑会葬送我们（如果我们不战胜它的话），而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赋，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一经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恕我如此来形容），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

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

第二，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因为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和贫民的权力得到保障的国家……


※　　　　　※　　　　　※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首先来举一个最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就是德国。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如果把这些黑体字删掉，不要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同样用国家，然而是另一种社会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那你们就会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部条件。

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这么说的，而对那些甚至连这点都不了解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至少半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不值得争费唇舌的。

同时，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这也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除了孟什维克这类头号蠢人，没有人期待历史会顺利、平静、轻易、简单地产生出“完整的”社会主义来）发展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产生出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两者紧挨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

如果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那它就能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击破任何帝国主义的蛋壳（可惜这种蛋壳是由最好的钢材制成的，因此不是任何鸡雏的力量所能啄破的），就一定能不经过困难或只经过极小的困难而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当然这里是指全世界历史范围的‘困难’，而不是指平常小范围的‘困难’。

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诞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要不惜采用独裁的方法，不惜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对付野蛮，以促使野蛮的俄罗斯加紧仿效西欧文化。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人（我不由得想起了卡列林和格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竟象卡列林那样地议论说，向德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那么我们只需这样回答：要是认真听信这帮人的意见，革命早就会遭到无可挽救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失败了。

在俄国目前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这种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我们所说的‘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他们或者是不了解具体事实，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视现实，或者是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目前我国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步骤。

顺便说一下，这就是把《新生活报》[95]和《前进报》营垒中的优秀人物弄糊涂的同一个理论错误。这个营垒中最差的和中等的人物，由于秉性愚钝，毫无气节，已被资产阶级吓倒，做了他们的尾巴；而其优秀人物也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导师们之所以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要有一整个过渡时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强调新社会诞生时的那种‘长久的阵痛’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页。——编者注］

 也不是没有缘故的，并且这新社会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

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俄国现时的经济情况前进，正因为如此，用‘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演变’来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在理论上是荒谬透顶的。这恰恰意味着在思想上‘偏离了方向’，离开了‘演变’的真正道路，不懂得这条道路；而在实践上，这等于是向小私有者的资本主义倒退。

我绝不只是现在，而是早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前，就对国家资本主义作过‘高度的’评价；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一点，我想从我在1917年9月所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本小册子中摘引几段：

‘……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第27页和第28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17页和第219页。——编者注］



请注意，这几段话是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写的，这里所谈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革命民主’国家。我们由这一政治阶梯往上登得愈高，我们在苏维埃内把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得愈充分，我们就应该愈不惧怕‘国家资本主义’，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　　　　　※　　　　　※

下面这个情况也是极有教益的。

当我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布哈林同志争论时 
［注：同上，第34卷第252—253页。——编者注］

 ，他还谈到一个意见：在给专家以高额薪金的问题上，‘我们’‘比列宁要右一些’，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我们记得马克思说过，在一定条件下，对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是‘用赎买摆脱这个匪帮’ 
［注：常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5页。——编者注］

 （指资本家匪帮，也就是说，从资产阶级手里赎买土地、工厂及其他生产资料）。

这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意见……

……让我们深入思考一下马克思的思想吧。

他指的是上一世纪70年代的英国，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极盛时代，是当时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最少的国家，是当时最有可能‘和平地’即通过工人向资产阶级‘赎买’的办法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所以马克思说：在一定条件下，工人决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

在苏维埃俄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被镇压下去以后，已经形成某些类似半世纪前在英国可以形成的条件（如果英国当时开始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话），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当时英国有下列种种情况可以保证资本家屈服于工人：（1）工人即无产者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因为已经没有农民（在70年代的英国已经有一些征象，可以指望社会主义在农业工人中非常迅速地得到成功）；（2）加入工会的无产阶级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当时英国在这方面居世界第一位）；（3）在长期的政治自由发展中受到严格训练的无产阶级具有比较高的文明程度；（4）组织得极好的英国资本家——当时他们是世界各国中最有组织的资本家（现在这个领先地位已经转到德国）——长时期惯于用妥协的方法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就因为这些情况，当时才会产生有可能使英国资本家和平地屈服于英国工人的想法。

在我国，目前已有某些具体前提（10月的胜利和从10月到今年2月对资本家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的镇压）使这种屈服得到保证。在我国，工人即无产者没有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没有很高的组织程度，胜利的因素是最贫苦的、迅速破产的农民对无产者的支持。最后，在我国，既没有高度的文明，也没有妥协的习惯。如果考虑一下这些具体条件，那就很清楚，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把两种办法给合起来，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继续以投机和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无情地加以惩治；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

布哈林是一位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因此他想起马克思曾经十分正确地教导工人说：正是为了易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保存大生产的组织是很重要的；如果（作为一种例外，当时英国是一种例外）将来种种情况迫使资本家和平屈服，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给资本家付相当多的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

但是，布哈林错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俄国目前的具体特点。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象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工人们目前有必要对那些最文明、最有才干、最有组织能力、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并且诚心诚意地帮助搞好大的和最大的‘国家’生产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应该竭力避免两种都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白吗？一方面，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所谓的‘套中人’[96]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和在社会的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胜利的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纵容那些空喊家和清谈家，显然也是错误的，这些人一味陶醉于‘鲜明的’革命性，但要从事坚韧不拔、深思熟虑、周密审慎并考虑到各种十分困难的转变的革命工作，他们却无能为力。

幸而一些革命政党的发展史以及布尔什维主义与它们作斗争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各种鲜明的典型，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无政府主义者充分表现出自己是一种不大好的革命者典型。现在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嚣，上气不接下气，高喊反对‘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妥协’。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深入地思考一下，过去那种‘妥协’究竟坏在哪里，它为什么理所当然地受到历史和革命进程的谴责。

克伦斯基时代的妥协把政权交给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1917年10月和11月间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妥协或者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或者是想不仅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不可靠的同路人’，而且同切尔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敌人来平等地分掌政权，而这些敌人在驱散立宪会议、无情地消灭鲍加耶夫斯基之流、普遍实行苏维埃制度和进行每一次没收等基本问题上是必然会妨碍我们的。

现在政权已经由一个政党，由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到手，保持下来，巩固下来，甚至没有‘不可靠的同路人’参加。现在已不存在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分掌政权和放弃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问题，这时候再来说什么妥协，那就等于是鹦鹉学舌，只是简单重复一些背得烂熟但毫不了解其意义的词句。现在，当我们能够而且应该管理国家的时候，我们不吝惜金钱，竭力把那些受过资本主义训练的最文明的人吸引过来，利用他们来对付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如果把这说成是‘妥协’，那就是根本不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任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4—286页。——编者注］



论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

上面所引的1918年的论断，在估计期限方面有许多错误。实际期限比当时估计的要长。这是毫不足怪的。可是我国经济的基本成分仍然和从前一样。农民中的“贫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在很多场合下变成了中农。因此，小私有者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加强了。而1918年至1920年的国内战争，特别加剧了我国的经济破坏，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恢复，其中受害最深的就是无产阶级。加之，1920年的歉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这就更严重地阻碍了运输业和工业的恢复，例如农民用马匹运输我们的主要燃料木柴的工作就受到了影响。

结果，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为什么不是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而是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呢？

因为要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就需要有粮食和燃料。从整个国家经济的角度来看，现在最大的“阻碍”正是这方面引起的。要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购和运输，非得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不可。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谁若不明白这一点，谁若认为把农民提到第一位就等于“放弃”或者类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那他简直是不动脑筋，只会空谈。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治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统治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治，以便首先去解决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任务。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那些想不经过这种办法来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无产者或无产阶级代表，实际上只会成为白卫分子和资本家的帮凶。这是因为不经过这种办法，就无异是把工人的行会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就无异是为了工人眼前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而牺牲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牺牲工人阶级专政的利益，牺牲工农为反对地主、资本家而结成的联盟的利益，牺牲工人阶级在争取劳动摆脱资本桎梏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的利益。

总之，首先必须采取紧急的、认真的措施来提高农民的生产力。

要做到这点，就非认真改变粮食政策不可。这种改变就是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而这种代替是与交完粮食税之后的贸易自由，至少是与地方经济流转中的贸易自由相联系的。

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政策的实质何在呢？

关于这点，现在非常广泛地流行着一些不正确的观念。这些观念所以不正确，大部分是由于人们不深入研究过渡的实质，不自问一下，究竟这一过渡是从什么过渡到什么。照他们看来，这似乎是从共产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制度。为了批驳这种错误看法，我不得不引用我在1918年5月说过的话。

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

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我们当时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战胜地主和资本家。我们取得了胜利（尽管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国家都支持我国的剥削者）这一事实不仅表明，工人和农民在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能创造出什么样的英勇奇迹。这一事实也表明，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考茨基之流说我们实行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过错时，他们实际上起了资产阶级走狗的作用。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

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适应无产阶级的任务，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

粮食税就是向这种粮食政策的过渡。我国的经济破坏至今还十分严重，战争（昨天已经进行过，由于资本家的贪婪和恶毒，明天还可能爆发）所造成的负担还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致我们还拿不出工业品向农民换取我们所必需的全部粮食。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所以才实行粮食税，即把最必需（对军队和工人来说）的粮食作为税收征来，其余的粮食我们将用工业品去交换。

同时还不应该忘记下面这一点：贫困和经济破坏到了这种程度，竟使我们不能立刻恢复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国营工厂的生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各大工业中心有大量粮食和燃料的储备，必须以新机器代替破旧机器，等等。根据经验，我们深信不能马上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也知道，经过这场破坏性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后，甚至连最富裕和最先进的国家，也要在一定的、相当长的年限内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恢复小工业是必要的，因为它不需要机器，不需要国家的和大批的原料、燃料和粮食的储备，却能够立刻给农民经济以相当帮助并提高其生产力。

这样，结果又会怎样呢？

结果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就会在一定的（即使只是地方性的）贸易自由基础上复活。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视这样的事实便太可笑了。

试问，有必要这样做吗？能够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吗？这样做不危险吗？

类似的问题还可以提出很多，但这些问题多半只能暴露出提这些问题的人的幼稚无知（说得轻一点）。

请看我在1918年5月是怎样确定我国经济现有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组成部分）的。从宗法式的即半野蛮的直到社会主义的这五种结构、五个层次（或者说组成部分）都是存在的，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在一个小农国家内，不言而喻是小农“结构”，即部分是宗法式的、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的“结构”占着优势。既然有交换，那么，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而且被日常经验甚至是普通百姓的观察所证实。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面对着这样的经济现实，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是从社会主义大工厂的生产中拿出小农所需要的全部产品来向小农交换粮食和原料吗？这是一个最理想的最“正确的”政策，这种政策我们已开始实行了。但是，我们现在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拿出所需要的全部产品，而且也不可能很快就拿出来，至少在全国电气化第一批工程完成之前是拿不出来的。那该怎么办呢？或者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在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老实说，有些共产党员执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所以在“思想、言论和行动”上犯了错误。我们要努力纠正这些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些错误，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或者是（这是最后一种可行的和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因为凡是有自由贸易成分以至任何资本主义成分的地方，都已经有了——这种或那种形式、这种或那种程度的——国家资本主义。

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联合和并存呢？

当然能够。我在1918年5月就反复论证过这一点，并且我相信在1918年5月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当时我还证明说，与小私有者的（小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比较，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进步。现在有些人犯了很多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只把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相对照或相比较，而在当前的政治经济情况下，也应该把国家资本主义同小资产阶级生产作一番比较。

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尽可能明确地想到，在我们苏维埃体系内，在我们苏维埃国家范围内，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将是怎样的，而且可能是怎样的。

苏维埃政权怎样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苏维埃政权怎样“培植”国家资本主义，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最简单的事例，就是租让。现在我们这里，大家都一致认为租让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考虑过租让有什么意义。就各种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来看，苏维埃制度下的租让是什么呢？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资本主义订立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承租人就是资本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是为了获得利润，他同意和无产阶级政权订立合同，是为了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的额外利润，或者是为了获得用别的办法得不到或极难得到的原料。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间增加产品数量。譬如说，我们有100个油田、矿山和林区。我们不能全部开发，因为我们的机器、粮食和运输工具都不够。由于同样原因，已经开发的产区我们工作得也不好。正由于大企业的开发工作做得不好、不充分，因此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在各方面都猖獗起来：附近的（以至整个的）农民经济遭到削弱，它的生产力受到破坏，农民对苏维埃政权愈来愈不信任，盗窃公共财物的现象时常发生，小规模的（但是最危险的）投机倒把活动大量出现，等等。苏维埃政权“培植”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业产品的数量（即提成），加强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租让政策执行得恰当而谨慎，无疑能帮助我们迅速（在某种不大的程度上）改进生产状况，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当然要以某些牺牲作代价，要以把千百万普特最宝贵的产品交给资本家作代价。租让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条件下对我们有利而无害，这要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取决于斗争，因为租让也是一种斗争形式，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而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至于斗争的方式如何，将由实践来表明。

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和苏维埃体系内其他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大概是最简单、明显、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形式。在这里，我们和最文明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我们确切知道自己的得失、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确切知道租让的期限，如果合同规定有提前赎回的权利，我们也确切知道提前赎回的条件。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斌”，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从而立刻在某种程度上使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得到加强，使我们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在租让方面，任务的全部困难就在于，当订立租让合同时，一切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而订立之后还要善于监督该合同的执行。这方面困难无疑是有的，而错误在初期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困难，与社会革命的其他任务比较，尤其是与发展、推行、培植国家资本主义的其他形式比较，还是极其微小的。

由于要实行粮食税，党和苏维埃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要把“租让”（即和“租让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相类似的）政策的原则和原理运用到自由贸易及地方流转等等的其他资本主义形式上去。

拿合作社来说吧。粮食税法令立即引起了对合作社条例的修改和合作社“自由”与权利的一定的扩大，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却不那样简单，不那样明显和一目了然，而比较复杂，因此它使我国政权在实践上遇到的困难更多。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在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会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促进这种关系的发展，把小资本家提到首位，给他们以最大的利益。既然小业主占优势，既然有交换的可能和必要，那么事情也只能是这样。在俄国目前情况下，合作社有自由，有权利，就等于资本主义有自由，有权利。无视这一明显的真理，便是干蠢事或犯罪。

但在苏维埃政权下，“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正因为如此，所以目前它对我们是有利的，有好处的，当然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既然粮食税意味着可以自由出卖剩下的（纳税以后的）余粮，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力设法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因为买卖自由、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合作制资本主义的轨道。从便于计算、监督、监察以及便于推行国家（这里指苏维埃国家）和资本家之间的合同关系说来，合作制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相类似。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不仅是由于上述一些原因，而且是由于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又是一大优点。

我们把国家资本主义的两种形式——租让和合作社比较一下。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工业，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租让在每一份租让合同中，只关系到一个资本家，或者一个公司，一个辛迪加，一个卡特尔，一个托拉斯。合作社则包括成千上万、甚至千百万个小业主。租让容许有、甚至要求有确切的合同和确切的期限。合作社则既不能有十分确切的合同，也不能有十分确切的期限。撤销合作社法令，要比解除租让合同容易得多，但中断租让合同就意味着一下子干脆地立即与资本家断绝在经济上的联盟或“共居”的实际关系，而撤销合作社法令也好，颁布任何法令也好，都不仅不能一下子就中断苏维埃政权与小资本家的实际“共居”关系，而且根本不能断绝实际的经济关系。“监视”承租人容易，“监视”合作社工作者困难。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就是说，是比较复杂的过渡，但是它一旦获得成功，却能包括比较广大的居民群众，却能把根深蒂固的旧的关系，社会主义以前的，甚至资本主义以前的即最顽固地反抗一切“革新”的那些关系彻底铲除。租让政策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使我们获得为数不多、但却具有现代先进资本主义水平的模范的——和我们的相比较——大企业；经过几十年以后，这些企业就会完全归我们所有。合作制政策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使我们把小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经济比较容易在相当期间内，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

再拿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三种形式来说。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第四种形式就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对于国家资本主义这后两种形式，我们根本没有人谈过，根本没有人想过，根本没有人注意过。这种情况的产生，倒不是由于我们又强又聪明，而是由于我们又弱又愚蠢。我们害怕正视“卑微的真理”，往往受“令人鼓舞的谎言”[97]所摆布。我们经常爱谈论“我们”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却没有明确地想到这个“我们”究竟是指谁。我在1918年5月5日的文章中列举的我国经济中社会经济的一切——一切，绝无例外——组成部分，一切不同的结构，必须予以重视，务必使这一清楚的概念不致被遗忘。“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正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先进部队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而无产阶级又只是全体居民群众中的一小部分。所以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地完成我们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键就在这里。

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伦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片片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那么在俄国所有其余的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乡村同铁路，即同那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结大工业、连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往往相隔几十俄里，而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确切些说，是无路可通。到处都是这样。这些地方不也是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98]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

试问能不能由这种在俄国占优势的状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呢？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现在我们有了一部业已完成的科学巨著[99]，知道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条件就是电气化。如果我们能建立起几十座区域电站（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电站可以而且应该在哪里建立以及如何建立），如果我们能把电力从这些电站送到每个村子，如果我们能得到足够数量的电动机及其他机器，那么从宗法制度到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或者几乎不需要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了。我们很清楚，实现这“一个”条件，单是完成第一批工程，就至少要花上十年工夫，至于缩短这一期限，那只有等到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德、美这些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

在最近这几年，必须善于考虑那些便于从宗法制度、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爱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

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拿官僚主义问题来说，从经济方面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吧。在1918年5月5日，官僚主义还没有引起我们注意。十月革命才过了半年，我们自上而下地摧毁旧官僚机构才过了半年，我们还没有感觉到这个祸害。

又过了一年。在1919年3月18日至23日举行的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100]上，通过了新党纲，在这个党纲中，我们讲得很直率，我们不怕承认祸害，而愿意暴露它，揭穿它，使人人唾弃它，唤起同祸害作斗争的想法、意志、毅力和行动，我们说，“官僚主义就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08页。——编者注］



又过了两年。1921年春，即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01]（1920年12月）讨论了官僚主义问题以后，在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总结了同分析官僚主义有极密切关系的争论以后，我们把这个祸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了。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什么呢？这种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已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正是为了反对工人的（部分地也是为了反对农民的）革命运动而需要官僚机构，首先是军事的、其次是法庭等等的官僚机构。这种现象我们这里是没有的。我们的法庭是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法庭，我们的军队是反资产阶级的阶级军队。官僚主义并不在军队里面，而是在为军队服务的机关里面。我们这里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另外一种：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战争的结果。那时我们四面被封锁，被包围，与全世界隔绝，以后又与南方产粮区、与西伯利亚、与产煤区隔绝，我们无法恢复工业。那时我们不得不果断地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不畏最大的艰险：我们宁可忍受半饥饿、甚至比半饥饿更坏的生活，也无论如何要捍卫住工农政权；尽管经济破坏空前严重，流转停顿，我们也要把它捍卫住。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吓坏了的情况（他们实际上往往是出于恐惧，出于害怕，才去追随资产阶级的）并没有把我们吓倒。我们的做法在一个被封锁的国家中，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内曾是取得胜利的条件，然而正是到了1921年春，在最后一批白卫军彻底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领土以后，却暴露出它的坏的一面。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内，可以而且只能“堵塞”一切流转；由于群众发扬了非凡的英勇精神，这种情况可以忍受三年之久。此后，小生产者的破产更厉害了。大工业的恢复又往后拖，往后推了。于是，官僚主义作为“包围状态”的后果，作为小生产者涣散性和受压制状态的上层建筑，就充分暴露了出来。

应当大胆承认这一祸害，以便更坚决地同它作斗争，以便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做起——在我国的一切建设部门中，我们还不得不多次反复地从头做起，改正没有做好的事，选择各种完成任务的途径。既然大工业的恢复要推迟，既然工业和农业之间流转“被堵塞”的情况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那就是说，我们应该致力于较容易做到的事情，即恢复小工业。从这方面来帮助我们的事业，把被战争和封锁弄得摇摇欲坠的建筑物的这一边先支撑起来。要用一切办法坚决发展流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因为在我国（经济上剥夺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治上有工农政权）给予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是相当狭小而“适度”的。这就是粮食税的基本精神，这就是粮食税的经济意义。

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地培养和唤起各地方在经济建设事业中较大的主动性——省里的要大；县里的更大；乡和村里的还要大——其目的就是要迅速地振兴农民经济（即使是使用“小笔”资金在小范围里这样做也好），靠发展附近的小工业来帮助农民经济。全国统一的经济计划要求把这件事作为注意和关怀的中心，作为各项“突击”工作的中心。在这里，也就是在最接近极广泛极深厚的“基础”的地方所取得的某种改善，能使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更积极更顺利地把大工业恢复起来。

粮食工作者过去只知道一个基本指令：收集100％的余粮。现在则是另一个指令了，这就是要在最短期间内征收100％的粮食税，尔后再用大工业和小工业的产品换取100％的余粮。一个征收了75％的粮食税、又用大小工业的产品换取了75％（指第二个百分数内的）的余粮的人，同另一个征收了100％的粮食税和换取了55％（指第二个百分数内的）的余粮的人相比，前者做的事情对国家更有利。粮食工作者的任务愈来愈复杂了。一方面，这是国库的任务。征收粮食税要尽量快，要尽量合理。另一方面，这又是总的经济任务。要努力循着扩大和巩固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这一方向来指导合作社，来帮助小工业，来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还很不善于做这件事；官僚主义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应当大胆承认，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而且应当向资本家学习。我们要一个个省、一个个县、一个个乡、一个个村地来比较实际经验的总结：在某个地方，私人资本家和小资本家取得了什么什么成绩。他们得到的利润大概有多少。这就是我们“为了学习”而付出的费用或酬金。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而在邻近的地方，采用办合作社的办法取得了什么什么成绩。合作社的利润有多少。至于第三个地方，则用纯粹国营的、纯粹共产主义的方式取得了什么什么成绩（这第三种情况在目前是罕见的例外）。

任务就在于每个区域的经济中心，每个省执行委员会所属的经济会议，应把交纳粮食税后余粮如何“流转”的各种试验或办法立即安排好，并把这一工作提到首位。几个月之后，就应当有一些实际结果，以便加以比较和研究。本地盐或外来盐；从中部地区运来的煤油；手工木材加工业；靠当地原料生产一些虽不很重要、但对农民却有用的必需品的手工业；“绿煤”（利用当地小水力来发电），等等——这一切全都应当利用起来，目的是想方设法活跃工业和农业间的流转。谁能在这方面取得最大的成绩，即使是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甚至没有经过合作社，没有把这种资本主义直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那他给全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益处，也比那些只是“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只是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起草规章、条文、细则，而实际上却不去推动流转的人，要多得多。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奇谈怪论：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吗？

但这一点也不是奇谈怪论，而是经济上完全无可争辩的事实。既然这个小农国家，经历了战争和封锁，在运输业方面遭到严重破坏，而在政治上是由掌握运输业和大工业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那么根据这些前提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地方流转在目前具有头等意义，第二，有可能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

少争论些字眼吧。直到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的毛病还非常大。多积累一些各种各样的实际经验吧，多研究研究这些经验吧。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模范的地方工作，哪怕是很小范围内的地方工作，往往比中央许多部门的国家工作具有更重要的全国性意义。我国目前在农民经济方面，特别在用工业品交换剩余农产品方面的情况恰恰就是这样。在上述方面，即使只是一个乡的模范工作，也比“模范地”改善某个人民委员部的中央机关具有更大的全国性意义。这是因为我们的中央机关在三年半来竟已沾染了某些有害的因循习气；我们还不能大大地迅速地改善这种机关，我们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要帮助中央机关作比较彻底的改善，帮助它增加大批新生力量，帮助它有成效地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帮助它克服有害的因循习气，这种帮助应当来自地方，来自下层，来自一个不大的“整体的”模范工作，这里需要的正是“整体”，即不是一种经济，不是一个经济部门，不是一个企业，而是全部经济关系的总和，是整个经济流转——哪怕是在不大的地方范围内——的总和。

我们中间一切必须留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将要——即使是在有限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改善机关工作和清除其中的官僚主义。但在这方面，主要的帮助来自地方，今后也一定来自地方。据我看来，我们在地方上的情况一般比中央要好，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官僚主义这一祸害，自然是集中在中央；在这方面，莫斯科不能不是一个糟糕的城市，而且算得上是全国最糟糕的“地方”。在地方上有两种倾向；坏倾向比好倾向要少。坏倾向就是：混到共产党里来的旧官吏、地主、资产者以及其他败类滥用职权，他们有时做出违法乱纪、欺压农民等恶劣行为。这就需要用恐怖手段进行清洗：就地审判，立即枪决。让马尔托夫之流、切尔诺夫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非党市侩去捶胸大叫：“感谢上帝，我不象‘他们’，向来不赞成恐怖手段。”这些傻瓜是“不赞成恐怖手段”的，因为他们为自己挑了这样的角色，即充当帮助白卫分子愚弄工人和农民的奴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不赞成恐怖手段”的，因为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帜带领群众去受白卫分子的恐怖统治。俄罗斯的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和科尔尼洛夫叛乱，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叛乱，格鲁吉亚的孟什维主义都证明了这一点，芬兰、匈牙利、奥地利、德国、意大利、英国及其他国家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也证明了这一点。让那些帮助白卫分子使用恐怖手段的奴才们去自吹自擂，说他们否定任何恐怖手段吧。而我们还是要说出一个严酷而不容置疑的真理：在那些经历了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后的空前危机、旧的联系中断、阶级斗争激烈的国家里（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和伪君子及空谈家说的正相反，没有恐怖手段是绝对不行的。或者是美国式、英国式（爱尔兰）、意大利式（法西斯分子）、德国式、匈牙利式以及其他形式的白卫分子的、资产阶级的恐怖手段，或者是红色的、无产阶级的恐怖手段。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条道路”。

好倾向就是：有成效地与官僚主义作斗争，非常注意工人和农民的需要，非常关心经济的振兴，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地方上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这种好倾向虽然比坏倾向多，但毕竟还嫌太少。可是这些好倾向是有的。各地都在培养那些经受过国内战争和艰苦生活考验的新的年轻的有朝气的共产主义力量。至于经常不断地把这种力量从下面提拔上来，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很不够。这一点可以而且必须更广泛更坚决地做下去。某些工作人员可以而且应当调离中央机关到地方上去工作：他们以县和乡的领导者身分，在那里模范地做好整个经济工作，就会有很大的贡献，就能比有的中央机构做出更重要的有全国意义的事业。这是因为模范工作是培养工作人员的园地，是可供仿效的榜样，有了榜样，仿效就会比较容易了，何况我们还能从中央给以帮助，使各地都来广泛地“仿效”这种榜样。

利用交清粮食税后的余粮和利用小工业主要是手工业来发展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流转”问题，实质上就是要求地方上发挥独立的、熟悉情况的、巧妙的首创精神，所以，从全国观点看来，一个模范县和一个模范乡的工作在目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军事上，在最近的对波战争期间，我们就没有害怕违背官僚主义的等级制，没有害怕“降低官衔”，没有害怕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仍保留他们在中央机关的高级职务）调到下面去工作。为什么现在不可以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某些委员，或者某些部务委员，或者其他身任要职的同志们，调到下面去工作，甚至是担任县的、乡的工作呢？我们确实还没有“官僚化”到这样的程度，还不至于因为下调就“感到难堪”。而且我们这里可以找到几十个乐意担负这种工作的中央工作人员。我们这样做了，全共和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就会得到非常大的好处，模范乡或模范县将起到不仅是巨大的，而且简直是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作用。

顺便说说，必须指出在与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这一问题的原则提法上所作的必要的改变，这虽是小问题，但却是很有意义的。凡是不逃避国家的监督的“正当”贸易，我们都应当加以支持，发展这种贸易对我们是有利的。投机倒把活动，如果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那它和“正当”贸易就区分不开来。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投机倒把，无视这一点是很可笑的。

怎么办呢？难道宣布投机倒把活动可以不受制裁吗？

不。应当重新审查和修改关于投机倒把活动的一切法令，宣布一切盗窃公共财物行为，一切直接或间接、公开或秘密地逃避国家监督、监察和计算的行为，都要受到制裁（事实上要比从前更严厉三倍地加以惩办）。正是要这样来提出问题（人民委员会已经开始这样做，就是说，人民委员会已下令开始重新审查关于投机倒把活动的法令），才能做到把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而且为我们所必需的资本主义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政治总结和结论

我还要谈谈，哪怕是简略地谈谈政治局势，究竟目前的政治局势怎样，由于上述经济情况，它起了什么变化。

前面已经说过，1921年我国经济的基本特征与1918年时相同。由于战争和封锁，农民的生活本来就非常困难，而1921年春天，主要是由于歉收和牲畜死亡，农民的生活状况更是达到了极严重的地步，结果就引起了政治上的动摇，而这种动摇一般说来是小生产者的“本性”。这种动摇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喀琅施塔得叛乱。

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正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动摇表现得最为突出。那里很少有表述十分完整、明确、肯定的东西，有的仅仅是“自由”、“贸易自由”、“解放”、“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或改选苏维埃、摆脱“党的专政”以及诸如此类的意思含混的口号。无论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都宣称喀琅施塔得运动是他们“自己的”运动。维克多·切尔诺夫派了一位特使到喀琅施塔得去，喀琅施塔得叛乱的首领之一孟什维克瓦尔克，依照这位特使的建议，在喀琅施塔得表示赞成召开“立宪会议”。全部白卫分子简直可以说象无线电波那样迅速地动员起来“支持喀琅施塔得”。喀琅施塔得的白卫军事专家（是许多专家而不是科兹洛夫斯基一人）制定了在奥拉宁包姆登陆的计划，这个计划把许多动摇不定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非党群众都吓倒了。国外用俄文出版的50多种白卫分子报纸展开了疯狂的宣传运动来“支持喀琅施塔得”。大银行以及金融资本的全部力量都来发起募捐，援助喀琅施塔得。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聪明领袖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直接向傻瓜维克多·切尔诺夫（间接向同喀琅施塔得事件有牵连而被囚禁在彼得格勒监狱里的孟什维克唐恩和罗日柯夫）耐心地解释说，不必急于召开立宪会议，可以而且应该拥护只要是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政权。

当然，要比妄自尊大的笨伯，如切尔诺夫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空谈英雄或马尔托夫这样的以市侩改良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的骑士聪明一些，并不是难事。其实，问题并不在于米留可夫个人比较聪明，而在于大资产阶级的政党领袖，由于自己的阶级地位，对问题的阶级实质和政治上的相互关系，比切尔诺夫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小资产阶级领袖们认识得更清楚，了解得更透彻。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真正是一支阶级力量，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在君主国内还是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都必须居于统治地位，并且必然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小资产阶级，亦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全体英雄们，按其经济实质来说，只能表现出这一阶级的软弱，因此他们动摇不定，空话连篇，一筹莫展。在1789年，小资产者还能成为伟大的革命者；到了1848年，他们已是可笑而又可怜；而在1917年至1921年，他们叫作切尔诺夫之流或马尔托夫之流也罢，叫作考茨基之流，麦克唐纳之流等等也罢，按其实际作用来看，他们都已成为反动势力的可恶帮凶和真正奴仆。

马尔托夫在其柏林出版的杂志[102]上声称，喀琅施塔得不仅贯彻了孟什维克的口号，而且证明掀起一场并非完全为白卫分子、为资本家和地主效劳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是可能的。这正是妄自尊大的市侩式的纳尔苏修斯[103]的典型。好吧，让我们干脆闭眼不看所有真正的白卫分子向喀琅施塔得分子表示欢迎并通过银行募款援助喀琅施塔得叛乱的事实吧！同切尔诺夫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比较起来，米留可夫说得对，因为他泄露了真正白卫势力，即资本家和地主势力的真正策略：好吧，只要能打倒布尔什维克，只要能使政权变动，我们可以拥护随便什么人，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可以拥护随便什么样的苏维埃政权！政权往右变也罢，往左变也罢，往孟什维克方面变也罢，往无政府主义者方面变也罢，只要能从布尔什维克手里变掉就行；至于其余的事，那就由“我们”米留可夫这些人，由“我们”资本家和地主“自己”来办好了，我们几巴掌就能把区区无政府主义者、切尔诺夫之流、马尔托夫之流赶走，就象在西伯利亚对付切尔诺夫和马伊斯基，在匈牙利对付匈牙利的切尔诺夫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在德国对付考茨基，在维也纳对付弗·阿德勒之流一样。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非党人员这些市侩式的纳尔苏修斯几百个几百个地被真正讲实际的资产阶级愚弄过，在各个国家的历次革命中几十次地被他们赶走过。这是历史证明了的，这是事实验证了的。纳尔苏修斯们还将继续空谈。米留可夫之流和白卫分子却将继续实千。

“政权稍微向右变动一下或稍微向左变动一下都是一样，只要能从布尔什维克手里变掉就行，其余的问题，到时候自会迎刃而解”，这一点米留可夫说得完全对。这是自中世纪以来长达数百年的全部近代史，一切国家的全部革命史所证实了的阶级真理。零星分散的小生产者即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或者是由资产阶级来联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一切国家中，在近代的历次革命中，从来就是这样，而只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将来还永远会这样），或者是由无产阶级来联合（萌芽形态的这种联合在近代史上某些最伟大的革命高潮中有过，只是时间极短；在1917年至1921年间的俄国，这种联合则具有较为发达的形态）。只有妄自尊大的纳尔苏修斯们才会侈谈和幻想“第三条”道路，“第三种力量”。

布尔什维克历尽千辛万苦，在殊死的斗争中锻炼出了一支能够实行管理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建立并保卫住了无产阶级专政。经过四年来经验和实践的检验，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非常明显：唯一的革命阶级的先锋队经过了千锤百炼，坚强如钢；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动摇不定；米留可夫之流即资本家、地主隐匿在国外并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支持。问题一清二楚。只有他们才来利用和才能利用一切“政权变动”。

在上面所引证的1918年的小册子里，关于这点曾直截了当地说道：“主要敌人”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或者是我们使它服从我们的监督和计算，或者是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必然地推翻工人政权，就象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者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仑们和卡芬雅克们推翻了革命一样。问题就是如此。问题也只能是如此。”（摘自1918年5月5日的小册子，见上面）

我们的力量在于能对俄国和国际一切现存阶级力量作十分清晰和冷静的估计，其次就在于由此产生的进行斗争的钢铁般的毅力，坚定的意志，果断的决心和忘我的精神。我们的敌人虽多，但他们是四分五裂的，或者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如所有的小资产者，所有的马尔托夫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所有的非党人员，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我们是团结一致的——我们内部是直接地团结一致，与世界各国无产者是间接地团结一致；我们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因此，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是不可战胜的，虽然这丝毫也不排除个别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某一时期遭到失败的可能性。

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被称为自发势力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它的确是一种最不定形、最不肯定、最不觉悟的势力。小资产阶级的纳尔苏修斯们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普选”就能消除小生产者的本性，其实这只能帮助资产阶级利用教会、报刊、学校、警察局、军阀机构和种类繁多的经济压迫，去控制涣散的小生产者。破产、贫困和艰苦的生活引起了他们的动摇：今天跟着资产阶级走，明天跟着无产阶级走。只有久经锻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巍然屹立而不为动摇所影响。

1921年春天的事态再次表明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作用：他们帮助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背离布尔什维克，帮助“政权”作有利于资本家和地主的“变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现在已经学会如何装扮成“非党人员”。这一点已经完全证实了。现在也只有傻瓜才看不到这一点，才不了解我们是不会受人愚弄的。非党代表会议并不是值得盲目崇拜的东西。如果我们能用这种会议来接近尚未接触过政治的群众，接近置身于政治之外的各阶层千百万劳动者，那这种会议就是有益的，但如果这种会议变成装扮成“非党人员”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讲坛，那这种会议就有害了。这班人是帮助叛乱者、帮助白卫分子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是公开的还是装扮成非党人员的，他们的安身之地应该是监狱（或者是国外的杂志社，与白卫分子为伍；我们曾很乐意放马尔托夫出国），而决不是非党代表会议。为了检验群众情绪和接近群众，可以而且应该找出其他的方法。让那些希望玩议会活动、立宪会议和非党代表会议游戏的人到国外去好了，请你们到那里去，到马尔托夫那里去，请你们不妨去领略一下“民主”的妙趣，请你们费神问问弗兰格尔手下的士兵这种妙趣究竟如何。可是我们顾不上到这种“代表会议”上去玩“反对派”的游戏。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包围着我们，他们正窥测时机，一旦发现动摇，就要把“自己的人”送回，就要恢复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我们则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

我们将采用一切方法来和尚未接触过政治的劳动群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但是决不采用那些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得以活动、使对米留可夫有利的动摇得以发展的方法。我们将特别热心地提拔成百成千的非党人员，即来自群众，来自普通工农的真正的非党人员，来担任苏维埃工作，首先是担任经济工作，但决不提拔那些“装扮”成非党人员、暗中推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发出的对米留可夫十分有利的指令的人。我们这里有成百成千的非党人员在工作，其中有几十个担负着最重要的和负责的职务。要多多检查他们的工作。要多多提拔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者来接受新的检验，要考验他们，根据实际检验的结果，经常地、坚定不移地、成百成百地把他们提升到更高的职位上去。

我们的共产党员直到现在还不很善于领会自己在管理方面的真正任务：不是要“亲手”包办“一切”，这样就会疲于奔命，顾此失彼，一事无成，而是要去检查几十个几百个助手的工作，对他们的工作组织自下而上的检查，即真正群众的检查；要一面指导工作，一面向那些有知识的人（专家）和有组织大企业经验的人（资本家）学习。聪明的共产党员不怕向军事专家学习，虽然十分之九的军事专家随时都有叛变的可能。聪明的共产党员也不会怕向资本家学习（不管他是承租企业的大资本家，还是代销商，抑或是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等等），虽然资本家并不比军事专家好。在红军中，我们已经学会如何抓出叛变的军事专家，如何识别正直诚实的军事专家，整个说来是学会了利用成千上万的军事专家。对于工程师、教师，我们也在学习这样做（采取特殊的方式），虽然在这方面我们所做的比在红军中差得多（在那里，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对我们逼得好，使我们不得不比较迅速、比较用心、比较有效地学习）。对于为国家经营的代销商和包买主、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企业承租人等等，我们也一定能学会这样做（也是采取特殊的方式）。

工农群众需要立即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我们把新生力量，包括非党人员在内，放到有益的工作岗位上去，就能做到这一点。粮食税以及与之有关的种种措施，定能有助于这一点。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挖掉了使小生产者必然动摇的经济根子。至于仅对米留可夫有利的政治上的动摇，那我们会同它进行无情的斗争。动摇分子的人数多。我们的人数少。动摇分子是四分五裂的。我们是团结一致的。动摇分子在经济上是依赖别人的。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动摇分子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又想干，又怕疼，米留可夫又不许他们动。而我们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会胜利。

结束语

现在来总结一下。

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

经济的极度破坏因1920年的歉收而更加严重，同时大工业又不可能迅速恢复，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实行这一过渡。

结论：首先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方法：实行粮食税，发展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发展小工业。

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它有助于克服小生产者的涣散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至于限度的大小，这要由实践和经验来确定。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掌握着政权，牢牢掌握着运输业和大工业，无产阶级政权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反对投机倒把活动的斗争应转变为反对盗窃公共财物、反对逃避国家监察、计算和监督的斗争。我们要通过实行这样的监督把在一定限度内是不可避免的并为我们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在活跃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方面，应全面、大力、坚决地发挥地方的首创精神、创新精神和扩大它们的独立程度。要研究这方面的实际经验。这种经验要尽可能多种多样。

支援为农业服务并帮助农业发展的小工业；为了支援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供给它一些国家的原料。把原料留着不去加工，是极大的罪恶。

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其中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向他们学习，虽与我们过去向军事专家学习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学习”成绩，只有靠实践经验来检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资产阶级专家做得好，要会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发展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多花点“学费”并不可惜：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

要竭力帮助广大劳动者，接近他们，从他们中间提拔成百成千的非党工作人员来做经济工作。而对于实际上不外乎是换上了时髦的喀琅施塔得式非党服装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样一些“非党人员”，那就要小心地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或者把他们打发到柏林马尔托夫那里，让他们去自由地领略纯粹民主的种种妙趣，去自由地和切尔诺夫、米留可夫以及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们交流思想吧。





	　　1921年4月21日1921年5月由国家出版社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05—245页














[94] 《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这本小册子是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于1921年3月底开始写的，4月21日完稿。小册子于5月初由国家出版社刊印，接着又发表于6月出版的《红色处女地》杂志第1期。苏俄各地出版社随后相继翻印，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也都全文或摘要转载。同年，小册子被译成德文、法文和英文，刊载于《共产国际》杂志第17期。



俄共（布）中央曾专门作出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按照列宁《论粮食税》的基本精神向劳动人民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意义。——192。



[95] 《新生活报》（《》）是俄国报纸（日报），由一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聚集在《年鉴》杂志周围的作家创办，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起增出莫斯科版。出版人是阿·谢列布罗夫（阿·尼·吉洪诺夫），编辑部成员有马·高尔基、谢列布罗夫、瓦·阿·杰斯尼茨基、尼·苏汉诺夫，撰稿人有弗·亚·巴扎罗夫、波·瓦·阿维洛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等。在1917年9月2—8日（15—21日）被克伦斯基政府查封期间，曾用《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十月革命以前，该报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时而反对临时政府，时而反对布尔什维克。该报对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查封。——201。



[96] 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205。



[97] 引自俄国诗人亚·谢·普希金的抒情诗《英雄》。这首诗采取“诗人”和“友人”对话的形式，诗中的“诗人”认为：拿破仑冒着生命危险去传染病院同患黑死病的士兵握手表示慰问一事，虽经历史学家考证并非事实，但一句“令人鼓舞的谎言”，要比千万个“卑微的真理”更加可贵。此处列宁是反普希金诗原意引用的。——215。



[98] 奥勃洛摩夫精神意为因循守旧、懒散懈怠。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216。



[99] 指俄罗斯电气化计划。该计划是根据列宁提出的任务并在他的指导下由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定的，是一部600多页的巨著。计划规定，除恢复和改建现有的电站外，在10—15年内建设30座区域电站，包括20座火电站和10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为175万千瓦；总的年发电量达到88亿度，而1913年俄国的年发电量为19亿度。根据计划，工业品产量将比1913年的产量增加80—100％，比1920年增加许多倍，——216。



[100]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18—23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30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0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313766名党员。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是：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纲领；共产国际的建立；军事状况和军事政策；农村工作；组织工作；选举中央委员会。



列宁主持了大会，作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关于党纲和农村工作的报告，并就军事问题发了言。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讨论并通过新党纲。第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纲领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列宁的党纲草案，但是鉴于委员会内存在分歧，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党纲问题作报告的除代表多数派的列宁外，还有代表少数派的尼·伊·布哈林。布哈林提议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的条文从纲领中删去，而只限于论述纯粹的帝国主义。他认为帝国主义是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布哈林和格·列·皮达可夫还提议把民族自决权的条文从党纲中删去。列宁批判了他们的这些错误观点。代表大会先基本通过党纲草案，然后在纲领委员会对草案作了最后审订后于3月22日予以批准。



代表大会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列宁论证了党对中农的新政策，即在依靠贫苦农民，对富农斗争并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的条件下从中立中农的政策转到工人阶级与中农建立牢固的联盟的政策。早在1918年11月底列宁就提出了这个口号。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



在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关于军事状况问题、关于党的军事政策问题、关于红军的建设问题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大会上，所谓的“军事反对派”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提纲。他们维护游击主义残余，否认吸收旧的军事专家的必要性，反对在军队中建立铁的纪律。在会上发言的大多数代表谴责了“军事反对派”，同时也对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轻视军队中党的领导的行为以及他的老爷作风和独裁者派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代表大会批准了根据列宁的论点制定的军事问题决议。



代表大会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反击了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集团，这个集团否认党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主张把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合并起来。代表大会否决了联邦制建党原则，认为必须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共产党和领导党的全部工作的统一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内部组织机构，即中央设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9名委员和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217。



[101]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12月22—29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2537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72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809名。按党派区分，代表中有共产党员2284名，党的同情者67名，无党派人士98名，孟什维克8名，崩得分子8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名，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党派的成员。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战争胜利结束、经济战线成为主要战线的时候召开的。大会议程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俄罗斯电气化；恢复工业和运输业；发展农业生产和帮助农民经济；改善苏维埃机关工作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选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预先在俄共（布）党团会议上进行过讨论。



大会的工作是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代表大会根据列宁所作的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完全赞同政府工作的决议。大会通过了在列宁倡议下制定的国家电气化计划和列宁起草的关于电气化报告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92—193页）。大会审议并批准了人民委员会1920年12月14日通过的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的法案。大会通过了一个关于苏维埃建设的详尽决定。这个决定对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相互关系作了调整。大会还批准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新条例，选举了由300名委员和10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217。



[102] 指《社会主义通报》杂志。



《社会主义通报》杂志（《》）是侨居国外的孟什维克的杂志，1921年2月由尔·马尔托夫创办。1933年3月以前在柏林出版，1933年5月—1940年6月在巴黎出版，以后在纽约出版。——226。



[103] 纳尔苏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226。







《列宁全集》第41卷


留声机片录音讲话[104]


（1921年4月25日）


1

非党人员和苏维埃政权

工人和农民们：请向我们输送那些正直的、忠于苏维埃政权的非党工作人员来参加管理国家和改善经济的工作吧。苏维埃政权必须有正直的和忠诚的非党工作人员，因为单有党员是不够的。在非党的工人和农民当中，有许许多多非常正直而且有能力从事管理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人。例如，办好手工业企业，办好合作社，合理地分配产品，改进食堂、住房、儿童膳食，如此等等。

每个省都有成千上万的非党的工人和农民还没有被派去参加管理工作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一个直接的义务就是发现这样的人，把他们推到前面来，给他们工作，检验他们的才能，让他们大显身手，发挥自己的作用。

我们并不害怕非党的工人和农民的帮助，而且恰恰相反，我们需要和希望得到这样的帮助。要提防的只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现在喜欢自称是非党人员，而实际上却在干他们的叛卖勾当，为白卫分子和地主效劳。难怪所有的白卫分子和地主都跑去援助喀琅施塔得叛乱。这种乔装打扮的非党人员应当揭露和抓起来，而对于正直的非党的工人和农民，则应千方百计、尽一切可能吸收他们参加工作。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289—290页


2

关于粮食税

余粮收集制已为粮食税所代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此颁布了一项法令[105]。为了执行这项法令，人民委员会已经公布了粮食税法。所有苏维埃机关现在应该尽可能广泛地使农民了解粮食税法，并且阐明它的意义。

为什么必须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呢？因为余粮收集制使农民负担过重，给农民造成了困难，而1920年的歉收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和破产。此外，由于饲料缺乏，牲畜死亡的情况更趋严重，从森林中运出木柴的工作受到了影响，为交换农民的粮食提供产品的工厂的生产也受到了影响。这就要求工农政权采取措施来立刻帮助处于困境的农民。

粮食税征收的粮食比余粮收集制征收的几乎少一半，前者是24000万普特粮食，后者是42300万普特粮食。粮食税额多少，每个农民从开春起就能预先确切知道。这样在征税时滥用职权的现象就会少些。农民对扩大播种面积，改善自己的经营，努力提高收成的兴趣就会大些。

我们的国家遭到了空前的破坏，最初遭到沙皇进行的战争的破坏，后来遭到国内战争即地主和资本家对工农苏维埃政权进攻的破坏。要坚决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加强和改善农民经济。

粮食税必将有助于改善农民经济这一事业。农民们现在正以更大的信心、更大的干劲来从事自己的经营，而这是最主要的。






	　　尼·列宁　1921年4月25日

载于1924年《青年近卫军》杂志第2—3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46—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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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租让和关于发展资本主义

苏维埃政权邀请了那些愿意在俄国经营租让企业的外国资本家到俄国来。

什么是租让呢？它是国家同资本家订立的一种合同，资本家负责安排或改进生产（如采伐和浮运木材，开采煤炭、石油和矿石等等），把所得的一部分产品交给国家，另一部分作为利润归自己所有。

苏维埃政权赶走了俄国的地主和资本家，而现在却把外国资本家请到俄国来，这样做对吗？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既然其他国家的工人革命迟迟没有到来，那我们就不得不作出某些牺牲，只要能迅速改善甚至立即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所谓牺牲，就是我们要在许多年内把几千万普特宝贵的产品交给资本家，而所谓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就是我们将立即得到更多的石油、煤油、食盐、煤以及农具等等。我们没有权利不去立即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因为在我国经济破坏的情况下这是必要的，而我们并不会因为作出上述牺牲就遭到毁灭。

把资本家请到俄国来不危险吗？这不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吗？是的，这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并不危险，因为政权掌握在工农手中，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不会恢复。租让是一种特殊的租借合同。根据合同，资本家在一定期限内是一部分国家财产的租借者，但不是所有者。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

苏维埃政权将监督承租的资本家履行合同，使合同对我们有利，使工农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危险的，而产品的增加却会使工农得到好处。






	　　 尼·列宁1921年4月25日

载于1924年《青年近卫军》杂志第2—3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48—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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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费合作社和产销合作社

消费合作社是工人或农民的一种联合，其目的是为了取得和分配他们所必需的产品。产销合作社是小农或手工业者的一种联合，其目的是为了生产和销售各种农产品（如蔬菜、乳制品等等）和非农产品（如各种手工业品、木器、铁器和皮革制品等等）。

由于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所代替，农民就会有归自己支配的余粮，就会用这些余粮去自由交换各种产品。

产销合作社有助于小工业的发展，小工业可以增加农民所必需的产品，这些产品大部分不需要通过铁路长途运输，也不需要由大工厂来供应。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支持和发展产销合作社，向它提供种种帮助，这是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一项义务，因为这能立刻减轻农民的负担并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而目前工农国家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主要取决于农民生活和农民经济的改善。

消费合作社也应当得到支持和发展，因为它能保证迅速、合理、费用较省地分配产品。苏维埃政权机关只应当检查合作社的工作，防止弄虚作假、对国家隐瞒实情、滥用职权等现象的发生，但决不能限制合作社的发展，而应用全力去帮助它，促进它。





	载于1924年《青年近卫军》杂志第2—3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50—251页














[104] 列宁的留声机片录音讲话是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出版物发行处组织灌制的，1919—1921年共灌制了15篇。据中央出版物发行处主任波·费·马尔金回忆，列宁非常关心利用留声机片进行宣传。列宁的留声机片录音讲话销行数万份，其中最受群众欢迎的是《论中农》、《什么是苏维埃政权？》（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24—227页）和《关于粮食税》（见本卷第236—237页）。——234。



[105] 根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1年3月21日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原料收集制的决定》。为执行这一决定，人民委员会于3月28日批准、29日颁布了《关于1921—1922年实物税税额的决定》和《关于在已完成收集余粮任务的各省实行粮食、饲料、马铃薯和干草自由交换的法令》。自4月21日起，人民委员会又陆续通过了确定粮食、马铃薯、油料和其他农产品的实物税税额的许多项决定。——236。









《列宁全集》第41卷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分配农业机器》的决定草案的补充[106]


（1921年4月26日）

如果粮食人民委员部对于用农业机具为国家换取农产品这一点没有建立切实可行的监督，就不得供应任何农业机具。

监督的方法应由农业人民委员部会同粮食人民委员部颁发专门的条例予以规定。

责成农业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研究并提出一个向消费者提供机器的最简便、最节约的方案。 
［注：最后一段是莉·亚·福季耶娃的笔迹，看来是按列宁口授笔录的。——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52页

















[106]这是列宁在1921年4月26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对关于分配农业机器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的补充意见。列宁的意见作为草案第5条被会议通过。决定草案交小人民委员会最后定稿后，于5月17日由人民委员会会议批准。——241。







《列宁全集》第41卷


关于对待非党工人的态度[107]


（1921年4—5月）


1

俄共（布）中央关于对待非党工人态度问题的信稿

（不晚于4月27日）

起草一份给各省委的电报，用密码拍发。

内容：

非党代表会议的经验充分证明，这种会议成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鼓动 
［注：在手稿上“进行鼓动”上面还写了“从事组织活动”。——俄文版编者注］

 的场所；

因此，召开非党代表会议必须极其慎重。如果在每一个工厂没有事先进行充分细致的准备，决不允许召开这类会议。省委应向党负责，保证每次非党代表会议都取得成功。

每个省委不仅应向中央报告每次非党代表会议的成就，而且要在每次会议召开以前向中央报告会议召开的条件及准备情况。

同时，绝对必须加强工作以保持和发展共产党员同非党群众的联系。为此必须：

不仅定期召开工农群众的全体会议，而且定期收集所有负责的公职人员向工农群众所作的切实的工作报告。这样的工作报告每月至少安排一次，使广大非党工人和农民有机会对苏维埃机关及其工作提出批评。不仅担任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而且担任负责工作的所有公职人员，首先是粮食机关和国民经济委员会机关的这些人员，都应当作这类工作报告。

每个省委应按月向中央上报精确的材料，说明这类工作报告作过多少次，进行的情况如何，以及非党群众在这种会议上提出了什么要求。

关于这类工作报告的安排，关于检查同群众联系的措施，关于改善群众生活状况的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关于同那些装扮成非党人员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斗争等问题，中央均将作出较详细的指示。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53—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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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共（布）中央关于对待非党工人态度问题的信稿的补充和修改意见

（不晚于5月4日）


致各省委、县委，各共产党党团和工会

我党同广大工人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在当前就是共产党员同非党人员的相互关系问题。

敌视我们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由于他们抛头露面地公开活动，所以未能取得显著的成效。广大工人群众觉得自己是非党的。因此，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便愈来愈经常地把自己打扮成无党无派。

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千方百计地加强共产党员同正直的非党人员的联系。这是使我们有时显得暮气沉沉的党支部能活跃起来的唯一方法。凡是那些在共产党员和非党工人之间出现一堵墙的地方，要不惜任何代价消除隔阂。谁不能把一些正直的非党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经常同他们联系，经常走访他们的家庭，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他们，向他们提供报纸以及从他们当中推荐工会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等等，谁就不是共产党员。

在工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在这方面可以而且应当做更多的工作。通过工会能最好地争取广大正直的非党工人。但这不是唯一的途径。地方党组织应当能够吸收占相当大比例的非党工人参加苏维埃工作。苏维埃机关中的共产党员下工厂，部分非党的无产阶级新生力量进苏维埃机关和工会理事会——这就是当前的口号。所有党组织应当切实讨论这个问题，并因地制宜地制定出尽快贯彻中央这项号召的措施。

［非党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他们希望参加政权。他们］
［注：此处及以下的方括号内的词句均被列宁删去或修改，修改后的词句用黑体加着重号标出。——俄文版编者注］

 非党工人希望担任苏维埃和工会的负责职务。党应当对此表示欢迎。党必须能够通过自己的支部和工会发现最优秀的和最坚定的非党男女工人（以及农民），并将他们安排在适当的岗位上（其中包括工农检查院）。这也是我们反官僚主义斗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非党代表会议有助于密切共产党员同非党人员的联系，有利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可以推荐新的工作人员。但是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其中最主要的条件就是认真地、切实地筹备好这类非党代表会议。

非党代表会议的经验证明，这种会议正在成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进行鼓动和从事组织活动的场所。这两个党都作出了专门的指示，利用非党代表会议达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反革命目的。我们的党组织对此应当予以注意。

为此，各地方组织在召开非党代表会议时，应当：（1）能够自行［造成］选　择适当时机，而不允许在［对我们的敌人来讲是混乱的］对工人阶级的敌人有利的时机将这种代表会议强加给我们；（2）能够在筹备非党代表会议的过程中就撕下装扮成非党人员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假面具；（3）主要的是能够为在每一个工厂的选举中取得胜利作好准备。

彼得格勒为召开最近一次非党代表会议在每一个企业里事先举行了下列四个会议：（1）全体党员加上同情者；（2）工厂代表会议；（3）代表会议加全体党员；（4）工厂全体人员大会，在这个大会上通过了前三个会议就已准备好的参加非党代表会议的候选人名单和指令。

县委应将每次非党代表会议的筹备情况、经过和结果上报省委，省委则上报中央。必须极其细致地进行筹备工作。如力量不足，则应事先请求中央协助。

为建立同非党人员的联系，以后不仅必须定期召开工农群众的全体会议，而且所有的公职人员应向工农群众提出切实的工作报告。这样的工作报告每月至少安排一次，使广大的非党工人和农民有机会对苏维埃机关及其工作提出批评。不仅担任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而且担任负责工作的所有公职人员，首先是粮食机关和国民经济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应当作这类工作报告。

每个省委应按月向中央上报精确的材料，说明这类工作报告作过多少次，进行的情况如何，以及非党群众在这种会议上提出了什么要求。

地方上的同志们应当千方百计地密切同非党人员的联系和从他们中推荐新的工作人员。应当更加接近群众。加强同非党人员的切实联系。更加经常地选拔新的非党工作人员。公职人员应当更加注意在我们贫困的状况下还能解决的生活必需品缺乏的问题。必须更加经常地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共产党员应当深入工人和人民群众。





	俄共中央委员会　　1921年5月1日













中央委员会极为重视这一问题，坚决要求严格地、以最大努力执行本指示。凡不执行本指示或者在这方面表现出无所作为的人，中央委员会将给予最严厉的处分，直至将其开除出党。

各县委和省委每月应按下列形式将执行本指示的情况总结上报：

（1）有多少在苏维埃机关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调到工厂？（2）有多少在苏维埃机关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调往农村从事农业工作？（3）预计调多少最正直、最有才干的非党工人去担任苏维埃工作？（4）他们的名单？（5）其中有多少人已吸收到苏维埃各部门工作？（6）他们工作的时间有多久，成绩如何？（7—10）农民方面同上（第3、4、5、6条）。（11）非党工人有哪些主要的要求和申诉？（12）农民？——同上。（13）吸收工人参加工农检查院的情况和结果如何？（14）农民？——同上。（15）按照中央委员会这封信的精神，将每次非党代表会议的主要情况扼要上报。





	载于1921年5月7日《真理报》第9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390—392页

















[107]这是有关俄共（布）中央关于对待非党工人态度问题的通告信的两个文件。第一个文件是列宁写的信稿；中央的信稿是以它为基础写成的。第二个文件是列宁对中央信稿的修改和补充。



俄共（布）中央于5月4日批准了经列宁修改和补充过的信稿，于5月7日把它作为给各省委、县委以及共产党党团和工会的通告信发表在《真理报》第97号上。——242。







《列宁全集》第41卷


在克里姆林区俄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会议上的发言

（1921年5月9日）

（记录）

列宁同志在报告中指出：你们党员必须读一读我那本论粮食税的小册子 
［注：见本卷第192—233页。——编者注］

 ，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经出版，正在分发。列宁同志还指出：我们党的每个党员都不应当脱离非党群众，而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却还经常发生。所以每个党员必须更多地置身于非党群众之中，更多地进行宣传。最后列宁同志说：你们大家经常看报，经常参加会议和听报告，见识比较广，应当在农民中多做工作，向他们宣传实行粮食税的意义。这样，就能获得良好的结果。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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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关于在格鲁吉亚发生侵犯外国人权益问题的决定草案[108]


（1921年5月9日或10日）

俄共中央讨论了5月8日斯瓦尼泽给斯大林的第2031号电报，认为：格鲁吉亚的同志们没有采用果断有力的手段制止征用、没收、侵占外国人财产和把他们逐出住宅的行为，是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

中央决定：

（1）责成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立即颁布一项严格禁止一切类似行为，违者逮捕法办的决定。决定副本报送中央。

（2）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应立即对下列案件组织侦查：一、德国高加索银行仓库证券被盗案。要逮捕罪犯，追回证券。二、意大利高加索银行货物被盗案。处理同上。三、库塔伊西一车皮纺织品被盗案。处理也同上。

（3）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应同高加索方面军司令部协商，立即指派两名最有魄力、最有斗争性和最坚定的共产党员（高加索方面军一名，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一名），责成这个两人小组负责监督制止征用、侵占、没收外国人财产和把他们逐出住宅的行为。电告所指派人员的姓名。中央指定马哈拉泽和吉季斯亲自负责贯彻执行上述措施。两人小组应具有紧急处置的全权，对任何违抗者均有权予以逮捕。两人小组每周用电报向中央作一次简要汇报。

中央提醒格鲁吉亚的同志们注意，格鲁吉亚及其同意大利和德国的贸易，对整个俄罗斯联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美国和法国企图破坏我们同国外的一切贸易关系时尤其如此。凡执行本指示不力者，中央将以反苏维埃政权罪论处。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56—257页

















[108]这一决定草案于1921年5月10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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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实行生产集中的措施的决定草案[109]


（1921年5月11日）

1.责成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特别注意尽快执行如下计划：尽可能关闭无法继续生产的企业，由少数生产状况最好的企业集中进行生产。

关于企业停办的确切计划、日程安排和实际执行情况，责成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或他们的副手，

责成库比亚克和哥尔茨曼

责成安德列耶夫

　　　　在一个月后向

劳动国防委员会报告。

2.责成施略普尼柯夫：根据他的初步设想更具体地提出一些最重要的、有可能迅速实现的建议。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58页

















[109]这个决定草案稍加补充后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5月11日通过。——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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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巴地区铁路工程检查委员会的任务

（不晚于1921年5月11日）

供星期三用的决定草案

委员会的工作期限最多一个月。

最好是三周。

上述期限包括返回莫斯科的时间在内。

委员会的任务：

（1）现场检查（亚—恩巴工程）哪一部分工程已经完成，特别是已完成的路段用了多少材料，尚余多少。

（2）委员会应查明，一旦亚—恩巴工程停工，实际上是否有可能将材料管好并运回。

（3）委员会应查明，亚—恩巴工程从重点项目转为一般项目的条件如何（指材料的消耗等）。

（4）委员会应查明，如果除铺轨外，工程继续进行，施工的条件，特别是利用工地现有材料的条件如何。






	　　列宁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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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

（1921年5月14日）

我们现在几乎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大多数人力求“振兴”一切，即振兴一切经济部门，甚至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一切企业。

国家计划委员会应力求至少在秋收以前拟订出最近一两年内全国经济计划的纲要。

应该以粮食作为出发点，因为它是全部困难的根源，在拟订全国经济计划时应估计到三种情况，即一年内（1921年9月1日—1922年9月1日）国家手中可能掌握（1）2亿普特粮食；（2）2/5亿普特粮食；（3）3亿普特粮食。如果全面估计这三种情况的工作量太大而难以完成，那么比较合理的办法是，只详细估计一下国家得到2/5亿普特粮食时的情况，并附带说明，如有余粮（2/5亿到3亿），则作为储备，供困难的日子使用；另外，对粮食完全不够的情况（2亿普特），只作一下大致的研究（要从国外买进多少粮食；在工业、运输业、军队等部门一般应如何“缩减”）。

假定国家得到的粮食是这么多，那就要扣除一部分作为储备，以备发生战争、铁路交通中断等情况时使用。

其次是燃料。可望得到多少，即上下幅度如何。这方面所需粮食的最低数量和最高数量。在粮食储备增加多少的情况下，燃料供应能增加多少。

用少数优秀企业生产集中的办法节约燃料的可能性如何。这一点必须加以估计。进而估计一下：能否用关闭不必要或并非绝对必要的企业和使工人转业（转到哪里去？我们能否办到？如果不能，那我们至少要缩减这些工人的口粮）的办法来节约粮食。

还可以采取对爱惜燃料者发给奖励和对燃料消费加强监督的办法来节约燃料。如果在这方面有某些依据的话，可以对这项节约大致估计一下。

军队（舰队可单独计算。必须最大限度地缩减舰队及其开支，接近于全部取消）。估计在1921年9月1日以前共有160万人，以后，可以假定减半。

苏维埃职员。现有人数。可能裁减25％或50％。裁减人员以后，可以在绝对必需的、占现有人数1/4的工作人员中间发奖。裁减人员以后（以及至少在实行三班制和在关闭了2/3企业而减少了燃料消耗量以后），对剩下的1/4（或1/3，或1/2）工作人员发奖的问题，应当专门加以研究，因为这一问题特别重要。

工业。可把工业分为若干部门，分为尽可能少的几个主要部门。水电。为满足（ａ）生产消费、（β）个人消费的最低需要而必不可少的最低量。应对一定数目的主要部门作出计算（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区域或城市的详细规划，也许可以交给专门小组、各地特派代表或省统计局等去拟订）。可计算一下全部生产能集中到多少个大企业中，有多少个企业可以关闭。显然，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它要求进行特别仔细的研究：第一，进行纯粹统计方面的研究（即研究1920年的统计材料，同时尽可能也研究1918—1919年的材料；在特殊情况下，战前的统计材料有时也能起辅助作用）；第二，进行经济情况的研究，以便解决下面的特殊问题：

能否替被解雇的城市工人和产业工人在产粮区找到期限为一两年的能够满足周围农民需要的临时工作？因为这些工人不应该由国家来供养，但他们在城市里又找不到其他工作。

工业之后（必须把建筑业单独划分出来），接着是运输业（也许应该先于工业？），并专门研究一下电气化问题。

如此等等。

必须在短时间内，即在一个月或至多两个月内，作出一个初步的计算，哪怕只是一个大致的粗略的计算。也就是说，要估计一下总的情况，估计一下一年内全部粮食和燃料的总消耗量。以后我们再修改这个粗略的计划，使它更加精确，但我们必须在上述最短期间内作出一个基本的、哪怕是极为粗略的一年计划（或者4个单独的季度计划，或者3个单独的四个月计划，即1921年9月1日—1922年1月1日；1922年1月1日—5月1日；1922年5月1日—9月1日）。

必须经常同1920年的情况作比较。也许可以而且应当作许多计算，即在统计和经济方面有比较地研究1920年的材料和1921—1922年的“前景”。

请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在把我这个提议交付国家计划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之前，先把主席团中多数委员或个别委员对这封信的意见告诉我。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1921年5月14日











附言：（1）应该特别注意产品适合于交换粮食的（即可以在国内换取粮食的）工业。无论如何应该把这种工业单独划分出来，以便能确切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粮食普遍缺乏的情况下，把若干数量的粮食和燃料投到某个工业部门或某些企业中去之后，能得到多大数量的产品，用这些产品能换取多少粮食。这个估算应该及早作出，以便秋收后在某种情况下加以运用。

（2）应当把下面这两种企业单独划分出来，分别作出统计：（ａ）国家所绝对必需的企业（包括工人数）；（ｂ）应予关闭的企业（包括工人数），这类企业从合理经营和使生产集中于实行多班制生产的少数优秀企业这一角度来看是应予关闭的，但由于传统和惯例或工人不愿改变职业和住处等原因却在勉强维持。统计出这两类企业的总数。考虑减少后一类企业的口粮，以促使其关闭。





	载于1923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公报》第3—4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60—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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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党纲第13条的决定草案的建议[110]


（1921年5月18日）

委托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布哈林进行修改，方针是不要突出同宗教作斗争的问题（例如删去第7条[111]），在加以种种特别限制的条件下，容许信仰宗教的但又确实是正直忠诚的共产党员留在党内。

同宗教作斗争的问题要提得更科学些。

（去掉第10条[112]）

由政治局批准。

经过认真准备后开展运动。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40页















[110]这是列宁在1921年5月1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讨论关于贯彻党纲第13条（宗教关系方面的措施）的决定初稿时提出的修改建议。全会采纳了列宁的建议。——256。



[111]中央全会决定初稿的第7条要求：“向党的一切支部和委员会”提出党对待宗教的态度问题。“责成鼓动宣传部拟出并下发报告提纲。各次会议记录以及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全部材料，必须由各地收集后上报中央，供向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使用”。——256。



[112]决定初稿的第10条说，“个别神职人员”企图“建立”起国家组织作用的“新的教会组织”，党必须同这种企图进行最坚决的斗争。——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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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地方经济会议、关于报告制度和关于贯彻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的决定草案

（1921年5月19—20日）

1.各地都应成立省、县经济会议，它们同省、县执行委员会的关系就象劳动国防委员会同人民委员会的关系一样。两者合用一个办公厅或秘书处。一切工作均应通过各有关主管部门的机构办理，不另设专门机构。

2.劳动国防委员会在地方上的基层机关应是农委[113]和村苏维埃，在工厂区和城市居民区则是区苏维埃、区经济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乡执行委员会或者完全代行乡经济委员会的职责，或者指派自己的若干委员组成乡经济会议。

3.建立各级经济会议务必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报告工作的制度。贯彻执行与本决定同时颁发的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

区域经济委员会，省、县经济委员会的报告至少应印100份（送劳动国防委员会三份，给莫斯科的鲁勉采夫图书馆和彼得格勒的公共图书馆这些国立大图书馆各一份，每个省经济委员会的图书馆一份）。报告时间：每两个月（或三四个月？）一次。

基层机关的报告应当是书面的，一份报送省经济委员会，一份报送劳动国防委员会；每年至少报送两次。

送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报告应附有系统收集的有关地方经济生活问题的地方报纸或剪报，以及有关这些问题的一切出版物。

编写报告应吸收中央统计局和工农检查院在地方上的工作人员参加。

每个地方机关应立即指定负责按时编写报告（包括编写报告各个部分以及负责总校审）的人员及其副手，并将名单立即上报劳动国防委员会。

4.《经济生活报》[114]改为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机关报。

该报除刊登现时登载的那些材料之外，应遵照上述指令刊登有关地方经济工作的系统的综合材料。《经济生活报》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注意和研究俄罗斯联邦的全部经济工作的实际经验，以及根据这些经验提出指导性的意见。

编辑部应挑选和扩充党和非党的地方通讯员，以便了解各地工作情况。

责成中央出版物发行处向每个省、县和乡的图书馆按期寄送《经济生活报》各两份，而这些图书馆则负责将这两份报纸装订保存供全体居民使用。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64—265页

















[113]即农民改善农业委员会。



农民改善农业委员会隶属于村苏维埃，是根据1920年12月28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的决定》建立的。——257。



[114]《经济生活报》（《Экономическоя　Жизнь》）是苏维埃俄国的报纸（日报），1918年11月—1937年11月在莫斯科出版。该报最初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1921年7月24日起是劳动国防委员会机关报，后来是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银行及其他金融机关和银行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37年11月16日，《经济生活报》改组成为《财政报》。——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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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

草案[115]

（1921年5月19—21日）

苏维埃共和国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力，发展农业、工业和运输业。帝国主义战争在各处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经济破坏和贫困，以致经济危机在全世界都来得非常猛烈，甚至在战前比俄国远为发达的和遭受战争灾害极少的先进国家里，恢复经济也异常困难，也需要长达若干年的时间。许多“战胜”国的情况也是这样，虽然它们同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强国结成联盟，可以从战败国、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得到巨额贡赋。

落后的俄国既经受了帝国主义战争，又经受了地主和资本家在全世界资产阶级支持下强加在工农身上的三年多的国内战争，自然在恢复经济时会遇到极大的困难。1920年的严重歉收，饲料缺乏和牲畜死亡，使农民经济的状况更加困苦不堪。

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法令，粮食税代替了余粮收集制。法令规定农民可以用余粮自由交换各种产品。税率已经用人民委员会决定的形式公布。粮食税的税额大约比征粮数减少一半。人民委员会还颁布了新的合作社法令，因实行剩余农产品的自由交换，这个法令扩大了合作社的权利[116]。

这些法令对于迅速改善农民经济的状况，提高农民扩大耕地和改进农业与畜牧业的兴趣，以及对于振兴和发展不必由国家筹划供应大量粮食、原料和燃料的地方小工业，都起了很大作用。

在改善农民经济、发展工业、建立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等工作中，地方的独创精神在目前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利用新的力量和发挥更大干劲来恢复国民经济的可能性日益增加。

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负责统一和指导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活动的劳动国防委员会，迫切要求各级地方机关大力开展全面改善农民经济和发展工业的广泛活动，严格执行各项新的法令，并且遵守下述的基本原则和指示。

现在我们用来实际衡量全国范围内经济建设成就的标准主要有两条：第一，是否能够按照国家的规定迅速地把粮食税收齐；第二，——这一点特别重要——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商品交换和产品交换的成绩怎样，即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的成绩怎样。

这是刻不容缓、非做不可的。这是对整个工作的检查，是为实现伟大的电气化计划奠定基础，而电气化能够恢复大工业和运输业，使它们的规模与技术基础达到足以彻底地永远地战胜饥饿和贫困的水平。

必须先把粮食税百分之百地征足，然后通过剩余农产品同工业品的自由交换，再筹集数量相当于粮食税税额的粮食。当然，这不可能一下子在所有地区都做到，但是我们大家都应当给自己提出这个最迫切的任务。只要我们能够正确理解我国的经济状况，并坚决采取发展经济的正确措施，我们一定能够在最短时期内完成这一任务。各省、各县、各区域中心、各自治共和国的一切地方政权和地方机关，都必须同心协力地开展工作，促进剩余农产品的交换。让经验来表明：通过增加生产和提供社会主义大企业的国家产品来促进这种交换的成效如何；鼓励和发展地方小工业的成效如何；在国家计算之中的合作社、私营商业、企业主以及资本家将起什么样的作用。总之，各种各样的能尽量发挥地方首创精神的办法都应当进行试验。我们面临的新任务是世界上任何地方还没有遇到过的，我们在完成这项任务时，由于战后的经济破坏，不但无法精确计算资源，而且无从预测工人和农民还能承受多大的辛劳，因为他们为了战胜地主和资本家已经作出了无比惨重的牺牲。我们应当更大胆更广泛地采取种种办法，从各方面来解决问题，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允许资本和私营商业存在，不必害怕资本主义的某些滋长，只要能够迅速加强流转，使农业和工业得到复苏就行，并且应当根据实际经验，弄清国家究竟有哪些资源，考虑用什么办法才能最有效地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以便进一步更广泛和更稳固地展开经济建设工作，实现电气化计划。

农民除了交纳粮食税，还有多少剩余农产品可以用来换取小工业和私营商业的产品，还有多少可以用来换取国家提供的产品？这两个问题是一切从事经济建设的苏维埃工作人员都必须首先关心的。这是当前的主要方面，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获得最大的成就，并且以此来衡量我们的工作成绩，然后考虑，应该怎样去完成今后的任务。一切经济建设问题都应该和当前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

为了实现这种结合，为了鼓励地方尽量发挥首创精神、自主精神和进取精神，为了用地方经验和地方监督来检查中央机关的工作以及由中央来检查地方的工作，从而克服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见决定原文 
［注：见本卷第257—258页。——编者注］

 ）：

第一，在各地建立经济会议，使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所属地方机关的工作互相配合。

第二，建立地方经济会议的正常报告制度，以便交流经验，组织竞赛，主要的是根据地方工作及其成绩来检验各中央机关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是否正确。

地方经济会议应当按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它同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关系就象劳动国防委员会同人民委员会的关系一样。劳动国防委员会行使人民委员会直属委员会的职权。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委员是从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中挑选出来的，因此，这两个机关的工作完全能够互相配合，决不会发生摩擦，而且办事迅速，机构简单，因为劳动国防委员会不设立任何机构，只是通过各部门的机构进行工作，并且尽量使这种机构简化，彼此协调。

省经济委员会和省执行委员会的关系也应当这样，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同时，劳动国防委员会在批准区域和边疆区经济委员会的委员和主席的名单时，应当尽量考虑地方工作人员的经验，应当向他们商量之后再予批准。毫无疑问，区域经济委员会无论现在或将来都应当努力使自己的工作和省经济委员会的工作配合好，保证后者尽可能多地参与、过问和关心区域的工作。但是，现在就想对这些相互关系作出统一的规定，则未必恰当，因为经验还很少，这种规定可能变成纯粹官僚主义的创作。比较恰当的是先在实践中摸索出这种关系的适当形式（劳动国防委员会已和人民委员会一起工作了将近一年，但实际上任何组织条例也没有）。这些形式在开始时最好不要绝对固定下来，最好能够多样化一些，这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这样就可以更精确地研究、更充分地比较各种相互关系的不同形式。

县和乡的经济委员会应当按同样原则组织起来。当然，也可以对基本形式作各种改变，比如，执行委员会可以把经济会议的全部任务和职责承担下来，可以使它召开的“行政性”或“经济性”会议发挥经济会议的作用，可以单独设立（例如在乡里，有时也可以在县里）专门委员会或甚至专门委任一些人去执行经济会议的全部任务或某些任务，如此等等。基层组织应当是农委，它应当成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在农村中的基层机构。关于适当扩大农委权力和确定它与村苏维埃之间关系的法令，已经由人民委员会批准，并于1921年5月公布。省执行委员会的职责是初步规定一些适合当地情况的条例，这些条例必须有助于发扬而不是限制“地方”的特别是基层组织的独创精神。

劳动国防委员会在各工业县和各工业区的基层机构应当是区委员会、工厂委员会或工厂管理委员会——这要看是涉及一个工业部门还是涉及几个工业部门而定。总之，采取各种形式同县执行委员会、乡执行委员会和农委在工作上结合起来，是领导整个地方经济生活所绝对必需的方法。

其次，地方机关必须向劳动国防委员会经常报告工作的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当前的主要弊病之一，就是缺乏对实际经验的研究，缺乏经验交流，缺乏互相监督——通过地方的实践检查中央的指示，通过中央的领导监督地方的实践。克服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的一个极重要手段，就是检查地方执行中央的法令和指示的情况，为此，就必须有印成工作通讯的报告，而且必须更多地吸收非党人员和非主管机关的工作人员参加编写报告的工作。象《我们的经济（特维尔省经济委员会半月刊）》（1921年4月15日第1期；1921年4月30日第2期）这样的刊物表明，地方上已经意识到需要研究、阐述和公布我们经济工作经验的总结，并且已经找到满足这种需要的正确途径。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省都能出版刊物，至少在最近几个月内是如此，也不是各地都能象特维尔省那样每月出版两次，每次发行3000份。但是，每一个省，甚至每一个县都能够而且应当每两个月写一次（起初允许有例外，间隔时间可以长一些）地方经济工作的报告，把它印出来，比如说印上100—300份。只要我们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到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就不能让许多部门拿纸张去印大量没有用的或根本不是急需的东西，那我们一定到处都可以找到纸张和印刷所来进行这项小小的工作。假如排小号字，分两栏印（象特维尔省同志所做的那样），并且懂得这样一个不难了解的道理，即哪怕印100份，给每个省图书馆和每个国立大图书馆各送一份，就有可能（诚然，可能性还很小，但这种可能性是无庸置疑的）使全俄国都了解和参考该地的经验，假如能这样做，那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工作是行得通的，是刻不容缓的。

不经常编印工作报告（哪怕份数很少），就谈不上真正吸取经验，真正交流经验，就不可能从非党人员中吸收一切卓越的和有才能的组织家参加工作。而编印工作报告是能够而且应当立刻做到的。

报告必须尽量简短，必须确切地汇报提出的问题。问题分四类：第一类是目前特别重要的问题。对这类问题在每份报告中都必须极其确切详尽地汇报。这所以十分必要，是因为这类问题在目前对大多数县来说，都有非常迫切的意义。对少数的县和区来说，即对纯粹的工业县和工业区来说，提到第一位的是另一些问题。第二类问题也是每份报告都必须汇报的，但往往可以而且应当采用简单综合送交有关主管部门的报告的形式。在这种场合，送交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报告必须说明：送交有关部门的报告是在什么时候发出的，发往什么机关，这些报告为说明工作的简要总结列出了哪些数字。劳动国防委员会需要这种说明，以便检查各主管部门的工作，获得各项总结数字，从而了解粮食、燃料、工业等部门的工作成绩。第三类问题不必在每份报告中都加以汇报。最初，即在第一份报告中必须作出汇报，在以后的报告中随着新的资料的积累，只需补充新的材料就行。假如每两个月都要对这些问题汇报，往往会无话可谈。第四类问题是各种补充问题，这些问题事先没有提出，也不是中央提出的，而是地方上发生的问题。这类问题应当由各地方机关自行拟定，不受任何限制。当然，属于国家机密的问题（军事的或与军事行动以及与国家保卫工作有关的问题等等）应当另写专门报告，作为密件专送劳动国防委员会，不得公开发表。

现将各类问题列举如下：


第一类问题


1．同农民的商品交换

这是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首先，不向军队和城市工人充分地正常地供应粮食，国家就无法进行经济建设，而商品交换应当成为收集粮食的主要手段。其次，商品交换是对工农业相互关系是否正常的检验，是建立能较正常地发挥作用的货币制度的基础。现在，所有经济委员会和所有经济建设机关，都必须特别重视商品交换问题（包括产品交换在内，因为用来交换农民粮食的国家产品，即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已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决不单纯是商品，已不是商品，已不再是商品）。

商品交换的准备工作怎样？做了哪些准备工作？粮食人民委员部做了哪些工作？合作社做了哪些工作？为此设立了多少个合作商店？是否各乡都有？多少村有？商品交换的储备有多少？“自由”市场的价格怎样？余粮和其他剩余农产品的情况怎样？有没有商品交换的经验？有哪些？结果和成绩怎样？同盗窃商品交换储备和盗窃粮食的现象作斗争的情况怎样？（这一点特别重要，必须具体分析每一起盗窃事件。）

作为商品交换对象的盐和煤油的情况怎样？纺织品的情况怎样？其他产品的情况怎样？最需要的是什么？农民最缺的是什么？地方小手工业生产能提供些什么？发展地方工业能提供些什么？

涉及商品交换进展情况及其结果的数字和事实，对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验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检查和监督商品交换的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实现商品交换的合作社之间的关系是否正常？在实践中这种关系究竟怎样？在地方上这种关系怎样建立？

私营商业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怎样？私营商业有了多大发展？私商人数和他们在主要产品上的交易额怎样？特别在粮食方面的交易额怎样？


2．国家对资本家的态度

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意味着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关系必然出现。这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工人国家掌握的各种手段足以使这种在小生产条件下有益的和必要的资本主义关系只在适当的限度内发展，足以监督这种关系。现在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切地研究这种现象的范围，找出国家对它进行监督和计算的适当方法（不是压制，确切些说，不是禁止）。

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后，私营商业有什么发展？是否在计算之内？都是倒卖粮食，还是也有正当的买卖？它们的登记情况及其结果怎样？

企业主的活动情况：是否有资本家和企业主申请租借某些企业、作坊或店铺？对这类事情的精确计算和分析结果如何？贸易总额是怎样确定的（即使大致确定）？如果有租借者和代销人，那么他们是如何呈报报表的？

有没有人提出代购代销的建议？是要求提取一定佣金代国家收集和采购产品？还是代为销售和分配？或者是要求组织工业企业？

手工业的情况怎样？实行粮食税后有什么变化？它的总的发展情况怎样？材料来自何处？


3．鼓励商品交换工作和整个经济建设工作中的独创精神

这个问题同上一个问题有密切联系。鼓励创新精神往往可能同资本主义关系没有联系。怎样鼓励呢？——这是各经济委员会以至所有经济建设机关应予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新问题，目前恐怕不可能有十分明确的指示。整个关键在于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鼓励经济上的任何创新精神，仔细地研究实际经验，并向全国推广。

小农向国家交纳粮食税，并且同国家即同社会主义工厂进行商品交换，这种经济情况当然要求国家即国家的地方机关，从各方面鼓励创新精神和首创精神。交流地方机关的心得和经验，使我们有可能收集资料，今后也许有可能用许多实例和详细指示来补充说明这个普遍的、没有完全明确的问题。



4．协调地方行政单位——乡、县、省内各部门的经济工作

地方各部门工作的不协调，是阻碍经济建设的一大祸害。对这个问题必须特别注意。经济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消灭这种不协调现象，扩大地方机关的独立程度。应当收集种种实例，以便把事情办得更好，使成功的例子成为大家的榜样。例如，在粮食极端缺乏的时候，地方在使用存粮方面的独立程度自然不免受到极大的限制。随着适当的监督的建立和粮食储备的增加，这种独立程度也应逐渐扩大。只有这样，才能够而且一定会减少官僚主义，减少运输量，鼓励生产，改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状况。粮食、地方小工业、燃料以及全国性大工业等等部门都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是，为了管理国家，它们又必须分属于不同的“主管机关”，如果它们不能经常协调工作，不能消除摩擦、拖拉作风、本位主义和官僚习气，就一定会带来害处。地方最接近工农群众，这些缺点也就更明显，因此，地方应当通过交流经验，拟订出一套办法，以便同这些缺点进行有效的斗争。

为协调地方的国营农场、林业委员会、县土地局、国民经济委员会等机构做了哪些工作？做得怎样？对这个问题必须有确切、仔细和详尽的回答。

对只顾地方利益而违反中央命令、损害中央利益的工作人员是怎样处分的？开出受处分者的名单。这种违反纪律现象有没有减少？处分办法是否加重了？具体情况怎样？


5．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


6．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经济建设的一切成就都会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但是就是在这方面，本位主义和各行其是也带来了不少害处，这是第一。第二，必须把改善工农生活状况的问题单独提出来，以便密切注意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怎样取得的？对这些问题都必须回答。

连年战争（起初是帝国主义战争，后来是国内战争），使人民疲惫不堪，往往简直是精疲力竭，因此必须特别努力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但是，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也可以做到而且应当做到的事情，我们还远远没有全部做到。还远不是所有部门和机关都重视这个问题。因此，收集和研究这方面的地方经验，是极为迫切需要的。对这个问题必须提出最确切、最完备和最及时的报告，以便立刻可以看出，到底哪些地区和哪些部门最落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共同努力来更快地改善这种状况。


7．扩大国家经济建设人员的队伍

我们非常需要扩大国家经济建设人员的队伍，但是经常努力这样做的却极其少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的“主人”都想方设法——瞒着别人并且阻挠别人——物色精明的职员、经理和厂长；他们为此奔忙了几十年，可是只有少数几个办得最好的“公司”才获得了良好的结果。现在是工农国家做了“主人”，它就应当广泛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并且公开地挑选最优秀的经济建设人员，挑选专业的和一般的、地方的和全国的行政管理人员和组织人员。现在我们还常常可以看到苏维埃政权初期即激烈的国内战争和疯狂的暗中破坏时期的后果，这就是共产党员局限在领导者的小圈子内，不敢或不善于吸收足够数量的非党人员参加工作。

应当赶快用一切力量克服这一缺点。在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涌现出不少有才干而又忠实的非党人员，我们应当把这些人安插到较重要的经济建设岗位上去，同时由共产党员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指导。另一方面，非党人员也要监督党员。为此必须吸收一批批经过考验而证明其忠诚的非党工人和农民参加工农检查院，或者不担任任何职务，非正式地参加检查工作和对工作提出意见。

最了解工农群众的地方机关，特别是乡、县、区，应当在给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那些在工作中表现忠诚的、或在非党代表会议上表现突出的、或在全厂全村全乡享有极大威望的非党人员的名单，并说明已吸收他们参加什么经济建设工作。这里所说的“工作”，既指担任一定的职务，也指不担任任何职务但参加监督或检查的工作，以及定期参加非正式会议等等。

必须定期汇报这方面的问题。否则，社会主义国家就做不好吸收群众参加经济建设的工作。忠诚老实的新工作人员是有的，在非党人员中就有很多，只是我们不知道。只有地方的报告才能帮助我们了解他们，帮助我们在更广泛的、逐步扩大的工作中考验他们，帮助我们消除党支部脱离群众这一类弊病，而这种弊病在很多地方是存在的。


8．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的方法和效果

起先对这个问题的汇报大都可能是很简单的：既谈不上什么方法，也谈不上任何效果。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人们都读过了，但是也都忘掉了。

这方面的情况虽然令人失望，但是我们决不能学那些灰心丧气撒手不管的人。我们知道，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主要是同俄国的文化水平低、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经济破坏和贫困等后果有关的。同这种弊病作斗争只有经过多年的顽强努力才能取得成效。因此决不能灰心丧气，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恢复中断的工作，试行能达到目的的各种办法。

办法有：改组工农检查院；通过工农检查院或者用其他办法吸收非党人员参加检查工作；司法追究；裁减职员和精选职员；检查和协调各部门的工作，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办法，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中所提出的一切措施，以及报刊上指出的一切方法，都应当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反复多次地加以试验、比较和研究。

省经济委员会和负责统一及指导地方经济建设工作的其他一切机关，都必须要求实行法律所规定的和从实际经验中得出的一切办法。必须把地方的经验汇集起来。必须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有关上述问题的报告，不管在开始时对提出确切、全面、及时的报告多么不习惯。劳动国防委员会一定要求做到这一点。这项工作无疑一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虽然不会象有些人所期望的那样快，这些人不是为采取各种具体措施而进行坚韧不拔的工作，而往往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变成空谈（或变成重复白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孟什维克所散播的诽谤）。


第二类问题


9．农业的发展：（1）农民经济；（2）国营农场；（3）公社；（4）劳动组合；（5）协作社；（6）其他形式的公有经济

极简要地综合送交主管部门的各项报告中的数据，并注明发出每份报告的日期。

比较详尽地汇报（不必在每份报告中汇报，可以每隔四个月至六个月汇报一次）地方经济中最重要的情况、调查研究的总结、各项重大的措施和对这些措施的效果必须进行的检查情况等。

各种集体经济组织（第2—6项）的数目，每年至少确切地汇报两次，并且把它们分成办得最好的、中等的和不好的三类。每年至少要有两次详细地介绍每一类的一个典型例子，并提出一切有关材料，确切地说明该单位的大小、所在地、总产量以及它对农民经济的帮助等等。


10．工业的发展：（1）中央直接管理的大工业；（2）部分或完全由地方管理的大工业；（3）小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工业等等

汇报的要求同前一节。地方机关可以就近直接了解第1项全国性大企业的日常活动和工作，了解它对周围居民的影响和居民对它的态度，因此地方机关在每个报告中都必须汇报这些大企业的情况，汇报地方机关是怎样帮助这些大企业的，帮助的结果怎样，这些企业对当地居民是怎样进行帮助的，这些企业迫切需要什么，它们的工作有什么缺点，等等。


11．燃料：（1）木柴；（2）煤；（3）石油；（4）页岩；（5）其他燃料（柴火等）

和前两个问题一样，极简要地综合送交主管部门的各项报告中的数据，务必注明发出这些报告的日期。

详细汇报特别重要的问题，汇报本部门范围以外的问题以及工作上与地方互相配合的问题等。

必须特别注意节约燃料。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效果怎样？


12．粮　食

综合送交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各项报告，要求同上。

蔬菜业和郊区（以及工厂区附近的）农业的情况。它们的生产结果。

地方在办理学生和儿童的膳食、建立食堂和办理公共饮食业方面的经验。

各项综合材料必须有两方面的数字：领粮的人数和每两个月的粮食供应量。

在各大消费中心（大中城市，特别居民区的军事机关等）我们养活着很多多余的人，这就是那些混进来的旧官吏、暗藏的资产者和投机商等。必须经常“捕捉”这些“多余的”人口，因为他们违反了“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条基本准则。为此，应在上述各地指定专职统计人员负责研究1920年8月28日的人口普查材料和日常的统计材料，每两个月报告一次关于多余的人口的情况，报告由统计人员签字。


13．建筑业

汇报的方式同上。在这个部门里，地方的首创精神和自主精神特别重要，应当充分地加以发挥。必须详细汇报该部门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及其效果。


14．模范的企业与作坊和最糟的企业与作坊

必须汇报每一个与经济建设有关的，称得上模范的、或比较优秀的、或工作有些成绩的（如果连一个模范的和优秀的都没有的话）企业、作坊和机关的情况。列出这些单位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姓名）。说明它的工作方法和效果以及工人和居民的态度等。

最糟的和无益的企业的情况也应当这样汇报。

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关闭那些非绝对需要的企业（最糟的以及关闭后可以把工作移交给少数较大企业的企业等）。统计这种“多余的”企业有多少，国家如何逐步关闭这些企业。


15．经济工作的改进

汇报某些发明者和优秀工作者（列举其姓名）所实行的特别重要的和有示范意义的改进，以及地方机关认为重要的试验等等。


16．实物奖励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这是一项有极重要意义的制度。吸引人们参加劳动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问题。

必须经常注意实际经验，加以收集和研究。

每两个月必须具体报告一次：发了多少实物奖？奖了什么物品？发给哪一个工作部门？（可以把林业部门和其他一切部门分别列出）把工作总结、工作成绩、产品数量同发出的实物奖数量作比较的情况如何？

有没有把实物奖变成工资后备金的情况？如果有，必须分别说明。

对成绩特别好的企业发过多少实物奖？对工人分别发过多少实物奖？确切介绍每个事例。

研究一下：有没有可以通过提高实物奖的办法来获得当地的产品（用来同国外进行商品交换和满足国内特别重要的用途）？这种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够正确地、普遍地进行这种研究，我们就能获得许多宝贵的产品，用来行销国外，获得利润；甚至从国外输入一定数量的货物作为实物奖，我们仍能获利。


17．工会及其参加生产的问题

省工会理事会和县级工会机构应当立即指定正副报告人，责令他们每两个月必须亲自和在地方统计人员协助下就这个问题作一次报告。

在生产宣传方面，必须汇报举行讲座、群众大会、游行等的确切次数，主持人的姓名等。

但是，关于工厂委员会以至工会实际参加生产的材料，比生产宣传还重要得多。用什么形式参加？说明每个典型事例，实际效果如何。把工会参加生产这项工作做得好的或尚好的企业与根本没有做的企业相比较。

劳动纪律问题特别重要。必须汇报旷工的次数。把劳动纪律松弛的企业和劳动纪律严格的企业相比较。

加强劳动纪律的方法。

同志纪律审判会的情况。这种审判会建立了多少？什么时候建立的？每月处理多少案件？效果怎样？


18．盗窃公共财物现象

有些机关已经注意到这种祸害带有普遍性，正在同它进行斗争，但是也有一些机关却汇报说：“本部门（或机关、或企业）没有盗窃公共财物的现象”；“平安无事”。

每两个月必须切实报告一次。有多少机关、企业等作了报告？有多少没有作？

就这些报告提出简短的综合报告。

列举同盗窃公共财物现象作斗争的措施。

对同盗窃公共财物现象斗争不力的经理、管理委员会或工厂委员会是否追究责任？

有没有进行搜查？有没有采取其他监督措施？哪些措施？

关于商品交换以及为此发给工人一部分本厂产品的新法令颁布以后，盗窃公共财物现象是否有所减少？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确切材料。

当地仓库（不论是属于国家的，还是属于地方政权机关的）情况怎样？简要地综合关于仓库情况的报告，注明发出每份报告的日期。

地方当局应汇报国家仓库的情况。说明保管仓库的方法，仓库被盗现象以及仓库管理人员的数目等。


19．私贩粮食情况

根据地方的材料，私贩粮食的规模怎样？粮贩大多数是哪些人？是工人？农民？铁路员工？还是苏维埃职员？等等。

铁路和水路运输的情况。

同私贩粮食作斗争的方法及其效果。

粮贩和私贩粮食的情况是怎样清查的？


20．组织部队参加劳动

劳动军[117]。劳动军的组成、人数和工作。报告制度执行得如何？当地居民的态度怎样？

组织部队以及接受普遍军训的人员参加劳动的其他形式。

地方部队的人数，地方普遍军训机关的人数和受训青年的人数。

组织接受普遍军训的青年以及红军战士参加某些工作（如监督、卫生、帮助当地居民以及各种经济工作）的实际试验。详细说明每一次试验，如果有好几次试验，则必须说明两次典型的试验，即最成功的试验和最不成功的试验。


21．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动员

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各级地方机关是怎样组织的？它们的工作情况怎样？

简要地综合它们送交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各项报告，并须注明发出每份报告的日期。

至少每四个月要报告一次劳动动员工作中最成功的和最不成功的两种典型事例。

列举已经实行的劳动义务制项目。参加义务劳动的人数和工作结果的总结材料。

中央统计局的地方机关在贯彻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动员中做了哪些工作？


第三类问题


22．区域和地方的经济委员会

区域经济委员会，省、县、乡的经济委员会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的？怎样成立的？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同农委之间的工作关系怎样？同工厂委员会的工作关系怎样？

各大城市区苏维埃所属的经济委员会的情况怎样？它们的成员和工作，工作情况以及同市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关系怎样？

有没有设立区委员会和区经济委员会？有没有设立的必要？是否需要把工厂稠密地区或工业区及其周围的地区划分出来？等等。


23．国家计划委员会（直属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及其同地方经济机关的关系

国家计划委员会有没有设立区域机关？或派出特派员？或相当于特派员的专家组？

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关系是否已经确定？怎样确定的？是否有必要确定这种关系？


24．电气化

省和县的地方图书馆有没有《俄罗斯联邦电气化计划》，即向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有多少份？如果没有，那说明当地出席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或者是一些应被驱逐出党并应解除一切重要职务的不忠实分子，或者是一些游手好闲之徒，必须用监禁办法来使他们学会履行自己的职责（上述文件曾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分发了1500—2000份，提供给各个地方图书馆）。

为了执行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广泛宣传电气化计划的决定采取了哪些措施？地方报纸登载了多少篇这方面的文章？作过多少次报告？有多少人听过？

是否动员一切具备有关电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的地方工作人员作过这类报告，讲过这类课？这样的工作人员有多少？他们的工作进行得怎样？有没有利用当地的或附近的电站来举办讲座和进行学习？利用了多少电站？

有多少学校已经根据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讲授电气化计划？

在执行这一计划方面，是否已经做了一些实际工作？究竟做了哪些工作？在电气化计划以外还做了哪些工作？

地方上是否已经制定了电气化的计划和步骤？


25．对外商品交换

所有边疆地区必须汇报这个问题，但也不限于这些地区。接近边疆地区的各县、各省都可以进行这种商品交换并对这种商品交换加以监督。甚至远离边疆的地方，也可以象上面所讲的（第16节：实物奖励），进行对外商品交换。

各港口的情况怎样？边防情况怎样？贸易往来的规模和形式怎样？简要地综合送交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报告，注明发出每份报告的日期。

地方经济委员会是否检查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它们对工作的实际情况和效果有什么意见？


26．铁路、水路和地方运输

简要地综合送交主管部门的各项报告，注明发出每份报告的日期。

从地方的角度对目前形势作出估计。

运输工作的缺点。改进的办法及其效果怎样？

地方运输的情况及其改进的办法。


27．报刊为经济工作服务

地方机关报刊和《经济生活报》的情况。关于经济工作的情况是怎样组织报道的？有没有非党人员参加？检查和评价实际经验的工作进行得怎样？

地方机关报刊和《经济生活报》的发行情况怎样？图书馆有没有这些报刊？居民是否都能看到？

有关经济建设的小册子和书籍的出版情况。提出已出版书刊的目录。

对国外书刊的需求情况和满足这一需求的情况。有没有收到外国科学技术局的书刊？对它们的评价怎样？有没有收到用俄文或其他文字出版的其他外国书刊？


第四类问题

这一类问题应由地方机关和个人自行选定和提出，而且凡是与经济建设有关的，不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密切的或不密切的，都可以提出。

必须吸收中央统计局在地方的工作人员参加各项报告的编写工作。这项工作是否直接委托他们做或委托其他人做，由地方经济委员会决定，但是省统计局和县统计人员必须参加。每份报告或对每一个问题的汇报（如果这些问题是由不同的人汇报的）必须由汇报人签名，如果是公职人员，必须注明其职务。写报告的人和地方经济委员会全体人员都应对报告负责，因为地方经济委员会的职责就是经常而及时地提出真实的报告。

如果地方的力量不够，应由统计人员和特别委派的同志（从工农检查院或其他机关委派）负责开办编写报告的训练班，并公布训练班的负责人员名单和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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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是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地方经济会议、关于报告制度和关于贯彻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的决定草案》（见本卷第257—258页）同时拟订的。为制定这些文件，列宁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详细研究了各地方经济会议的工作报告，尤其是关于地方上推行新经济政策初期的情况报告。1921年 5月20日，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将指令草案和决定草案交给由恩·奥新斯基（任主席）、弗·巴·米柳亭和帕·伊·波波夫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审议。专门委员会将指令草案印成了小册子，并吸收国家计委主席团成员、各主管部门和各地方组织的代表参加审订两个草案。根据列宁的提议，两个草案都交给劳动群众进行广泛讨论。5月24日和 25日，正在开会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分别讨论了这两个草案。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也讨论了指令草案，对它表示赞同，并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团把它变成法令。5月30日，指令草案连同决定草案一起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列宁在讨论时讲了话（见本卷第339—341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原则通过这两个草案，并将其转交专门委员会作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6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地方经济会议的决定和指令这两个文件。决定在最后批准之前，列宁对它又作了许多文字上的修改。指令也涉及经济系统以外的各人民委员部，因此在正式颁布时改称《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259。



[116] 指人民委员会1921年4月7日通过的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该法令扩大了消费合作社在采购余粮及各种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实行商品交换方面的权利。——260。



[117] 劳动军是在国内战争末期暂时用于国民经济战线而保持军队建制的苏俄红军部队。第 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首先倡议把军队用于经济战线，得到列宁的赞同。1920年1月15日，工农国防委员会把第3集团军改组成为第 1（乌拉尔）革命劳动军。此后陆续成立的劳动军有：乌克兰劳动军（由西南方面军组成）、高加索劳动军（由高加索方面军第 8集团军组成）、第2特种铁路劳动军（由高加索方面军第 2集团军组成）、彼得格勒劳动军（由第7集团军组成）、第2革命劳动军（由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第4集团军组成）、顿涅茨劳动军、西伯利亚劳动军等。劳动军从事修复铁路、采煤、伐木、征购和运输粮食等工作，并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文化教育活动。1920年对波战争爆发后，有些劳动军转为战斗部队。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年 12月30日的决定，劳动军被撤销。——280。









《列宁全集》第41卷


俄共（布）中央关于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决议问题的决定草案[118]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1921年5月22日

关于工会代表大会俄共党团决议问题的决定


中央委员会赞同（由党团委员会通过的）丘巴尔同志的提纲，否决哥尔茨曼同志的提纲，因为前一个提纲对我国资源、我国人力和资金的实际状况的估计要正确得多，而这种实际状况要求我们必须把实现我们最近目标的步子放慢一些。

后一个提纲，即哥尔茨曼同志的提纲，则在许多方面陷入脱离生活的幻想。这也是极力维护这个提纲的拉林同志的主要毛病。

两个提纲实际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无非是丘巴尔提纲第3条的附注 
［注：该附注注文如下：



“整个上述分配制度必须在某些企业中试行，在提高企业工作人员的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在这些企业中实行企业工作人员的集体供应制以代替个人凭卡配给制。”］ 和哥尔茨曼提纲的第6条 
［注：第6条条文如下：



“在建立工资的粮食储备以前，必须在某些企业中试行上述分配制，即在这些企业中，在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实行企业工人的集体供应制以代替个人凭卡配给制。”］ 中所表达的思想，而且两位同志对中央委员会1921年5月10日就拉林同志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草案所通过的决定 
［注：该决定[119]全文如下：



“拉林同志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草案中有关工资政策的部分应予否决，责成起草人更加仔细地重新研究这个问题，特别是要考虑到对最少数量的工人实际供应最起码数量的粮食的可能性。草案修改后提交人民委员会，以便在提高生产率的前提下，在某些企业中试行集体供应制以代替个人凭卡配给制。”］ 都表示赞成，并无异议。

工会代表大会俄共党团违背党中央委员会的推荐，竟以567票通过了哥尔茨曼的提纲，否决了得到317票的丘巴尔的提纲。

中央委员会无意撤销党团就不涉及立即改变政府政策的问题所作的决议（因为这项政策已由中央委员会1921年5月10日的决定所确定，而且如上所述，哥尔茨曼同志和丘巴尔同志对此项决定都表示赞成，并无异议），这一次不行使对代表大会的工作进程和决议进行干预的权利。

中央委员会只是指示在党团中宣读本决定，使代表们加倍重视由于通过哥尔茨曼的决议而承担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在同广大工人群众的旧习惯、旧风尚、旧的生活环境作斗争中，不仅要发扬异乎寻常的英勇精神，而且要表现出远远超出甚至革命时期的通常标准的那种刚毅、坚韧和顽强的精神。由于工会通过了决议，现在它就有责任把工人集中到数量尽可能少的一些最好和最大的企业中去，从而极其迅速地削减企业及工人的数目。





	载于1921年8月《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通报》第32期（非全文）全文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92—293页

















[118]这一决定草案是由于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通过了阿·季·哥尔茨曼提出的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工资问题提纲而写的。草案于1921年5月22日由中央政治局通过。



此后，工会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根据五金、纺织、矿业等产业工会代表团和莫斯科、彼得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最重要的无产阶级中心城市代表团的提议，重新审查了已作出的决定，以多数票原则通过了中央赞同的弗·雅·丘巴尔的提纲。5月24日，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党团所通过的提纲。——286。



[119]俄共（布）中央的这一决定是列宁起草的。——287。







《列宁全集》第41卷


在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提纲

（1921年5月下半月）


1

在工会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的提纲[120]

（5月18日）

5月18日讲话提纲

1.俄国共产党章程：党和党团。

2.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决议被隐瞒。

3.梁赞诺夫及其扮演的角色。（梁赞诺夫的反党决议。）……

4.托姆斯基及其错误或罪行？……

　　　　　　　　　　　　　　　 （（四人小组的组成。））

5.工人的极度焦躁、愤怒和不满：

工人的负担。

1920年的余粮收集制——农民的负担。

减轻农民负担：仍然取决于收成如何。

对工人来说：当他们看到“打火机”以及盗窃公共财物等现象时极为愤怒。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393页












2

在工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提纲[121]

（不晚于5月25日）

1.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升级考试。

2.俄国从“民意党”到社会民主党，世界从第二国际到第三国际。

3.一年级：1886—1903年。（（17年））

4.二年级：1903—1917年。（（14年））

5.三年级：1917—1921年。（（4年））

6，四年级：1921—？（1931年）

7.“不”是最后的斗争。但……为期已经不远（若干年）。

8.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是困难的（难两倍、三倍），但一定会取得胜利。

9.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一步就将死。

10.相反：俄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坚不可摧。

11.私有制带来争斗，与私有制相反，劳动则促使联合。

12.可以“不考虑”印度吗？应当考虑！

13.“凡尔赛条约”？

补13.国际贸易。

14.经济战线是困难的。

15.无产阶级正在丧失阶级特性吗？是的！结论呢？小私有者的意识形态。

16.大生产和机器是无产阶级的物质和精神基础。由此说明丧失阶级特性。

17.政治是正号，经济是负号。

18.坚毅精神，党性。

19.经济战线。

升级考试：粮食，燃料。1917年

 （粮食税）　　　　　 1918年

　　　　　　　　　　　1919年

　　　　　　　　　　　1920年

　　　　　　　　　 与1921年相比

20.经济工作的经验已经有了——有步骤地、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建设。

21.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组织劳动，增加产量，同怠惰习气和官僚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

22.以此将取胜。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401—402页

















[120]这是列宁在1921年5月18日举行的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的提纲。这次会议讨论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



俄共（布）中央认为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很重要，因此指派了一个专门委员会领导代表大会的工作。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应成为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基础的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的决议草案，并委托该委员会委员米·巴·托姆斯基将它提交共产党党团讨论。但是托姆斯基没有这样做，而党团会议却通过了达·波·梁赞诺夫提出的与俄共（布）关于党和工会相互关系的历次决议精神背道而驰的决议。俄共（布）中央5月18日全体会议谴责了梁赞诺夫的决议，决定解除托姆斯基在专门委员会和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中的工作，免去梁赞诺夫在工会中的职务。



列宁受俄共（布）中央的委托，在党团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剖析了梁赞诺夫决议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性质。党团以大多数票否决了梁赞诺夫的决议，通过了中央的决议。



列宁讲话的记录没有找到。——288。



[121]这个提纲是准备在1921年5月17—25日举行的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用的。但是目前尚未找到有关列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的材料。——290。







《列宁全集》第41卷


关于俄共（布）中央工作计划的意见[122]


（1921年5月24日）

五月全俄工作会议[123]的主要任务是准备和收集有关下列问题的材料：

（1）关于进一步密切党组织和非党群众的联系；

（2）关于更广泛更经常地吸收非党工作人员参加工作；

（3）关于改组工农检查院，以利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的斗争，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吸收非党人员参加苏维埃机关工作。

对所有这些问题，会议不仅应当收集和研究实际经验的全部材料，而且应当拟订向中央提出的实际建议。

在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ａ）两三个关于中央和全党当前（实际）工作的报告；

（β）以及关于根据新任务重新调整工作的计划的报告。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410页

















[122]这是列宁对准备提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讨论的俄共（布）中央工作计划的意见。代表会议于1921年5月28日批准了中央的工作计划（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22—124页）。——292。



[123]指预定在1921年5月召开的讨论党的组织工作当前任务的全俄各省委组织指导部部长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没有开成。——292。







《列宁全集》第41卷


致彼得罗夫斯科耶联合企业的矿工同志们[124]


（1921年5月25日）

梅日劳克同志向我转告了你们在1921年4月份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绩：每个采煤工的平均采煤量达到294普特，而1914年4月为291普特。我向矿工同志们祝贺取得这个少有的巨大成绩，并致最良好的祝愿。我们这样工作，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实现顿巴斯和克里沃罗格区的电气化，而这就是一切。

致共产主义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载于1921年7月《工人管理委员会通报》第9—10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94页

















[124]这封信是列宁在接见彼得罗夫斯科耶冶金联合企业（1921年起称顿巴斯叶纳基耶沃冶金工厂）经理伊·伊·梅日劳克时写的，曾在该联合企业工人大会上宣读。——293。







《列宁全集》第41卷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25]


（1921年5月下旬）


1

开幕词

（5月26日）

同志们，俄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现在开幕。

同志们，你们知道，这次代表会议的召开比党章所规定的时间提前了。因此，它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例行会议。其次，你们知道，促使我们提前召开这次会议的一项主要议程，即主要的问题，就是关于经济政策、关于粮食税的问题。这是目前主要的问题。

现在我提议选举会议的主席团。





	载于1921年5月27日《俄共（布）全国代表会议公报》第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97页









2

关于议事日程问题的发言

（5月26日）

同志们！我已经说过了，我们预定的，也是代表会议的性质所规定的议事日程只有经济政策问题这一项。其他的报告原定都属于交流情况的性质，所以我没有准备政治报告，而且我认为作政治报告也只好讲这同一个经济问题。因此，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如果报告以后有人向我再提出一些问题，我将在总结发言中给以解答。再说一遍，我对这个问题毫无准备，现在我想象不出，除了粮食税问题还能谈些什么别的。






	载于1921年5月27日（俄共（布）全国代表会议公报》第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98页









3

关于粮食税的报告

（5月26日）

同志们，关于粮食税的问题，我已经在为党写的那本小册子里讨论过了，这本小册子，我想大多数到会的人都是知道的 
［注：见本卷第192——233页。——编者注］

 。把这个问题提到党的代表会议上来讨论，对我个人来说是感到有些突然的，因为我手边没有说明必须这样做的材料，但是很多在地方上呆过的同志，其中包括奥新斯基同志，在视察了若干省以后，曾经向中央报告——而且还得到几个同志的支持——说在地方上，对于因实行粮食税而规定的政策，大都没有弄清楚，有一部分甚至还没有弄懂。而这个政策是非常重要的，看来有必要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进一步加以讨论，所以决定提前召开代表会议。

你们知道，我们中央委员会决定把这个问题分成四个部分，由四个人来作报告：加米涅夫谈合作社的工作问题，米柳亭谈小工业；斯维杰尔斯基同志谈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精确计算和预测以及与此有关的组织措施。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关于粮食税制度的指示和条例，这些指示和条例一部分已由人民委员会批准，另一部分最近也将被批准。最后，第四个报告人是欣丘克同志，他作为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主席，现在已经完全不担任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以便集中全力做好合作社工作。

作为基本原则，已决定采取下述办法：商品交换由粮食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基本上是通过中央消费合作总社，通过合作社来进行。因此我们要通过粮食人民委员部和中央消费合作社达成的协议，把这些已经以协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关系固定下来。这个协议规定，用于商品交换的一切商品，由粮食人民委员部交中央消费合作总社掌握。由此可以看出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作用，对这一点没有必要详谈。所以我的任务是就这个政策的一般意义问题来一个开场白，我想只对我在小册子里所谈过的稍微作些补充。现在地方上究竟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在地方上最明显地感到的究竟是哪些缺点、毛病和模糊不清的地方，关于这些，我并没有直接得到报告。根据在代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或接着展开的讨论，我们将会弄清楚现在地方工作人员和党的注意力应当集中在哪一方面，到那时我大概还要作一些补充说明。

就我所能够看到的来说，人们对实行粮食税和新经济政策之后提出的政治任务发生误解和认识不清，可能是由于把事情的某些方面说过了头。但是在我们没有实际进行工作以前，话说过头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按新原则进行的征粮运动我们一次也还没有搞过，因此，要比较准确地规定适用这个政策某些特点的实际界限，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里我只概括地谈一谈几个矛盾，从会上所收到的一些字条看来，这些矛盾引起的误解最多。有些人往往把粮食税以及由此引起的我们政策中的某些改变说成是政策的根本转变。国外白卫分子的报刊，主要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刊，对这种说法大事渲染，这是不奇怪的。但是我不知道，是由于类似的行动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呢，还是由于某些人因粮食状况的极端恶化而产生了（也许现在还在产生）强烈的不满，以致这种误解看来在某种程度上竟在我们这里也扩散开来，从而造成了对这一改变的意义和新政策的性质的相当错误的看法。

在农民占大多数的条件下，我们的政策，特别是我们的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一定的关系，这是很自然的。在现代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这样的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还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农民占大多数这一情况就不能不影响到经济政策以至全部政策。对于我们，主要的问题目前是而且今后若干年内一定仍然是正确（从消灭阶级的观点来说）建立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常常谈到工人阶级和农民妥协这个公式，并且常常利用它来反对我们，因为这个公式本身是很不明确的。对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妥协，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从工人阶级的观点看来，只有当这种妥协支持工人阶级专政并且成为一种消灭阶级的手段时，它才是可以容许的、正确的和原则上可行的。如果不这样看，那么工人阶级和农民妥协这个公式自然就会成为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敌人和专政的一切敌人按照自己的观点所理解的公式。在我们革命的初期，即现在大体上可以说是已经过去了的那个时期，是如何实现这种妥协的呢？在农民占大多数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是怎样坚持和巩固下来的呢？我们达成妥协的主要原因、主要动力和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内战争。国内战争，虽然在开始时往往是白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结成联盟来反对我们，但是，每一次都不可避免地——不管是否经过政变——导致这样的局面：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派分子和孟什维克分子统统被排挤到次要地位，而由资本家和地主完全占据了白卫分子的领导地位。在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统治下是如此，在其他无数次比较小的叛乱和对我们的进攻中也是如此。这就是决定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的形式的主要因素。这种情况给我们造成了加倍的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使我们不必再为应当怎样实现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公式而伤脑筋，因为战争的形势已经斩钉截铁地规定了这种公式和条件，我们丝毫没有选择的余地。

只有工人阶级这样一个阶级，才能实现战争和这场国内战争的条件所要求的那种形式的专政。地主参加国内战争，使工人阶级和农民无条件地、无保留地、坚定不移地联合起来了。在这方面没有发生过任何内部的政治上的动摇。我们当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俄罗斯同它的主要产粮区断绝了联系，粮食困难到了极点。因此，当时我们不采取余粮收集制，实际上就无法实行我们的粮食政策。这种余粮收集制还不仅仅是征收余粮，这些余粮即使合理地加以分配也未必够用。我在这里不能详细地来谈余粮收集制有过哪些偏差。但是余粮收集制毕竟完成了它的任务——即使是在同产粮区完全断绝联系的条件下也保住了工业。然而这一点也只有在战争的环境下才差强人意。而当我们真正彻底地肃清了外来的敌人时（这到1921年才成为事实），我们就面临了一项新任务：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经济上的联盟。只是到1921年春季，我们才直接提出这个任务，这个时候，1920年的歉收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恶化到了极点，我们第一次在一定程度上遇到了内部的政治上的动摇，这种动摇不是由外部敌人的进攻，而是由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造成的。如果1920年我们的收成很好，或者至少过得去，如果我们从计划征收的42000万普特粮食中征收到40000万普特，那么我们就能完成大部分的工业计划，就会有一定数量的城市工业品去同农产品进行交换。但是实际情况恰巧相反。有些地方发生了比粮食危机更为严重的燃料危机，城市产品完全不能满足农民经济的需要。农民经济发生了十分严重的危机。这种情况使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执行旧的粮食政策了。这时，我们必须把这样一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必须立即为工农联盟奠定怎样的经济基础，即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之前采用怎样的过渡办法。

为走下一步而采取的过渡办法就是为工业品同农产品的交换作好准备，以便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农民只有为了换取城市的和工厂的产品，才需要交出自己的产品，同时，农民不应当受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过的一切形式的支配。可是，由于经济条件，这一点我们连想都没有去想过。这就是我们要采取我说过的那种过渡形式的原因，这种过渡形式就是：用税收的方式无偿地取得产品，另外再用商品交换的方式取得一部分产品。但是这样做必须有相应的物资储备，而我们的物资储备却非常少，直到今年，由于同一些资本主义强国订立了一些条约，才出现了通过对外商品交换以充实这种物资储备的可能。其实，这些条约目前还只是一个开端，只是一个序幕，真正的商品交换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大多数或者说大部分资本家还在继续不断地进行暗中破坏，千方百计地想破坏这些协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俄国白卫分子报刊，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刊在内，恐怕对任何事情都没有象对攻击这些协定那样坚决，那样卖力。很明显，资产阶级对于斗争更有准备，它比无产阶级老练，它所经历的种种“不快”使它的阶级自觉更加强烈，它有超乎寻常的敏感。只要仔细读一读白卫分子报刊就可以看出，它攻击的正是我们的政策的中心和要害。

在武装进攻失败以后（武装进攻显然已经失败，虽然斗争还在进行），俄国的一切白卫分子报刊都提出了一个不能实现的目标：破坏贸易协定。这个运动在今年春季来势极其猛烈，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各种反革命势力中占着首要地位，这场斗争有着明确的目的：在今年春季破坏俄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协定。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个目的。不错，我们已经签订了一些主要的合同，合同的数目正在增加，我们正在克服这方面已经增强的阻力，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对我们非常危险的拖延现象，因为没有一定的国外援助，大工业和正常的商品交换就无法恢复，或者往后推迟，而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我们进行活动的条件，这就是把恢复农民贸易的问题提到首要地位的条件。租让问题我就不谈了，因为这个问题过去在党的会议上争论得最多，而近来并没有引起任何疑问。现在的情况仍旧同过去一样：我们积极提出租让建议，但是到现在为止，外国资本家还没有接受过一项比较重要的租让，我们还没有签订过一个比较象样的租让合同。全部困难就在于要找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吸引西欧资本的办法。

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论上十分清楚：用几千万或几亿向欧洲资本赎买，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在这方面，我觉得大家的疑虑都已经打消了。而为了在最短期间增加用来恢复我们的大工业的装备、材料、原料和机器，这几千万或几亿我们还是拿得出来的。

开发资源、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我们在俄国，对于这一点比以前知道得具体多了，我们现在所谈的已经不是模糊的或抽象的恢复大工业的方式，而是明确的、经过精确计算的、具体的电气化计划。我们已经有了计算得非常精确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在俄国优秀的专家和学者的帮助下制定的，它使我们获得一个明确的概念，即我们估计到俄国的自然特点，可以用、应当用而且一定要用哪些资源来为我国的经济奠定这一大工业的基础。否则，就谈不到我们经济生活中任何真正社会主义的基础。这始终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说近来由于要实行粮食税，我们在议论这个问题时谈得抽象了一点，那现在就应当具体地说：必须首先恢复大工业。我就亲自听几个同志说过这一类的话，自然，我只有耸耸肩膀来回答他们。如果认为我们什么时候会忘记这一主要目标，那自然是十分可笑和荒唐的。这里问题仅仅在于，同志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怀疑和误解，他们怎么会认为这个基本的主要的任务（这个任务完不成，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基础就建立不起来）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这些同志不过是错误地理解了我们国家和小工业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基本任务是恢复大工业。可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比较认真地有步骤地着手恢复这种大工业，我们就需要恢复小工业。在今年（1921年）和去年，我们恢复大工业的工作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停顿。

1920年秋季和冬季，我们大工业的某些重要部门曾经开工，但是后来不得不又停工了。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停工呢？当时很多工厂是有可能得到足够的劳动力，有可能得到足够的原料的，为什么这些工厂要停工呢？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粮食和燃料储备。假如国家没有4亿普特的粮食储备（我说的只是一个约数），以保证按月合理地进行分配，那就很难谈得上什么正常的经济建设，很难谈得上恢复大工业；由于没有粮食储备，我们开始了好几个月的恢复大工业的工作才不得不再停下来。已经开工的为数不多的企业，现在大多数都停工了。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哪怕是小规模的恢复工作也无法不间断地进行下去。

至于说到燃料，在顿巴斯没有恢复起来以前，在石油还不能正常供应以前，我们还只能依靠木柴，靠木柴来取暖，也就是说，还只能依赖那种小经济。

这就是某些同志产生错误或迷误的原因，这些同志没有理解到为什么目前必须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农民身上。有些工人说：农民得到了一定的好处，可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这样的言论经常可以听到，应当指出，我认为这样的言论散布得并不太广，应当说这种言论是危险的，因为这种言论是在附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说法。这是一种明显的政治上的挑拨离间，同时也是工人的行会偏见的残余，不是阶级的而是行业的偏见的残余，在这里工人阶级把自己看成是权利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部分，没有意识到他们依然是站在那种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既然农民得了好处，摆脱了余粮收集制，可以把自由处理的那部分余粮拿去进行交换，那我们操作机床的工人也希望得到这些好处。

这种观点的根源是什么呢？本质上同样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既然农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人阶级也仍然是这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农民做买卖，我们也要做买卖。于是，那种把工人同旧世界联结在一起的旧偏见无疑又复活了。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最狂热的甚至是唯一真诚的拥护者，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别的阵营里面，你们在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十万人当中，也找不出几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真诚拥护者。但是在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代表的所谓纯粹民主派中间，这种少见的赤诚拥护资本主义的人物却依然存在着。他们愈是顽固地坚持他们的观点，他们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就愈危险。当工人阶级处在生产中断的时期，他们的危险性也就更大。提高无产阶级阶级自觉的主要物质基础是大工业，因为有了大工业，工人就可以看到开工的工厂，每天都可以感觉到那种真正能够消灭阶级的力量。

工人一旦失去这种物质生产基础，某些工人阶层就会摇摆不定，迷失方向，悲观绝望，丧失信念，这种情绪再同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公然的挑拨结合起来，就要发生一定的作用了。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心理，甚至在共产党内有些人也这样议论：既然农民得了好处，那就必须在同样的基础上以同样的方式让工人得些好处。对于这样一种情绪，我们已经给了某种程度的照顾。很明显，关于以一部分工厂产品奖励工人的法令，就是对这种植根于旧时代而同丧失信念和悲观绝望的精神状态有关的情绪所作的让步。多少作一点这种让步是必要的。我们已经作了这种让步，但是一秒钟也不要忘记：我们过去和现在所作的让步是出于经济的需要、出于无产阶级的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别的什么需要。无产阶级的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利益，就是重建大工业及其牢固的经济基础，有了这些，无产阶级才能巩固自己的专政，才能克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重困难，真正把专政坚持到底。我们为什么不得不让步呢？不从需要出发来看待这种让步为什么是极端危险的呢？这是因为我们只是由于粮食和燃料方面的暂时的情况和困难才不得不这样做。

我们对农民的关系不应当建立在余粮收集制的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粮食税的基础上，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决定这种政策的主要经济因素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在实行余粮收集制的情况下，小农户没有正常的经济基础，许多年都必然死气沉沉，小经济不能存在和发展，因为小业主对于巩固和发展家业、增加产量失去兴趣，结果我们就失去了经济基础。我们没有别的基础，没有别的源泉，如果不把大量的粮食储备集中在国家手里，那就根本谈不到重建大工业。因此，我们首先要执行这种能够改变我们粮食关系的政策。

我们实行这种政策，是为了获得重建大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储备，为了使工人阶级不再遇到大工业（即使是我国的、同先进国家比较起来小得可怜的大工业）不应有的停工，为了使无产者在寻求生活资料时不必去采取非无产阶级的、投机倒把的、小资产阶级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对于我们是一种经济上的最大的危险。由于我们可悲的现实情况，无产者不得不采取非无产阶级的、同大工业没有联系的、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倒把的谋生方式，不得不通过盗窃公共财物或者在公有工厂中干私活来获得产品，然后拿这些产品去交换农产品——这就是我们经济上的主要危险，威胁着整个苏维埃制度生存的主要危险。现在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专政的时候，必须感到自己是一个巩固的阶级，感到自己脚下根基扎实。可是现在这个根基却正在消失。无产者见到的不是使用机器的大工厂在连续生产，而是另一番景象；无产者在经济领域里不得不以投机倒把者或小生产者的姿态出现。

为了使无产者摆脱这种状况，我们在过渡时期应当不惜任何牺牲。为了保证不间断地、哪怕是缓慢地恢复大工业，我们不妨让那些爱占便宜的外国资本家占些便宜，因为从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现在多付几亿给外国资本家并因此获得恢复大工业所需的机器和材料，这对于我们是有利的，这些机器和材料可以使我们恢复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使无产阶级变成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而不再是一个从事投机倒把的无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喊叫得使我们厌烦，他们说无产阶级既然丧失了阶级特性，就应当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他们自1917年以来就在这样喊叫，但使人奇怪的是直到1921年他们还是不厌其烦地在重复这些话。当我们听到这种攻击时，我们不是回答说，根本没有丧失阶级特性，根本没有缺点，而是说，俄国的和国际的现实情况是，即使无产阶级要经历一个丧失阶级特性的阶段，即使有这些缺点，无产阶级仍然能够实现夺取和保持政权的任务。

否认无产阶级丧失阶级特性的情况是一种缺点，这是荒谬可笑的。我们在1921年到来时已经看到，在同外部敌人的斗争结束之后，最主要的危险和最大的祸害就是我们不能保证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大企业不间断地进行生产。这是基本的问题。没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工人阶级就不可能有巩固的政权。为了保证不间断地恢复大工业，必须这样来进行粮食工作，譬如说，要保证有4亿普特的粮食储备并且要合理地进行分配。用旧的余粮收集制的办法我们绝对征收不到这样多的粮食。1920年和1921年的事实已经表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十分困难的任务用征收粮食税的办法还是能够完成的。用老办法我们完成不了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准备好新的办法。通过实行粮食税，通过正确处理同农民这些小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花了不少精力从理论上来证明这一点。

我认为，根据党的报刊和会议上的讨论来看，在理论上已经完全证明了：只要我们把运输业、大工厂、经济基础连同政权一起保持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应当给农民这些小生产者相当大的活动余地。不提高农民经济，我们就解决不了粮食问题。

这就说明了我们应当在什么范围内提出在贸易自由、流转自由的基础上发展小工业的问题。这种流转自由是使我们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牢固的经济关系的手段。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农业生产规模的材料现在愈来愈精确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曾经分发过一个关于粮食产量的小册子，当时发给大会代表的还是小册子的校样。这个材料后来又不断充实。现在小册子虽然已经定稿付排，但是在代表会议开幕时还没有印好，而且这本小册子能不能赶在代表会议结束以前出版，我也说不准。我们将尽量做到这一点，但是不能保证一定来得及出版。

这就是我们为了尽可能精确地说明农业生产状况以及我们拥有的资源而做的一小部分工作。

但是仍然可以说，我们已经有了材料说明我们完全能够完成经济方面的任务，特别是在今年；今年收成看来并不十分坏，或者说并不象我们在春天所预料的那样坏。这就保证了我们能够取得农产品储备，从而可以把全部力量都用在缓慢的然而是不间断的恢复大工业的工作上。

为了完成筹集粮食储备的任务，必须找到一种对待农民、对待小业主的形式，这方面除了粮食税，没有别的形式，别的形式谁也没有提出过，而且也想象不出来。现在必须实际完成这个任务，合理征收粮食税，不要象过去那样一征再征，使农民的处境非常困难，愈是勤劳的农民愈吃亏，以致一切建立稳定的经济关系的可能性都归于消失。粮食税同样是向每个农民征收粮食的一种办法，但是征收的方式应当有所不同。根据以前所收集和发表的材料来看，可以说现在粮食税在这方面会引起一个最大的、有决定意义的变化；至于能不能使一切都配合得好，这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必须立即改善农民的状况，这却是毫无疑问的。

摆在地方工作人员面前的任务是：粮食税的征收一方面要完成得彻底，另一方面时间又要尽可能短。由于今年收获期来得非常早，所以困难增加了，要是仍旧根据通常的期限作准备，那我们就会赶不上。因此提前召开党的代表会议是重要的和适时的。必须用比以前更快的速度使征收粮食税的整个机构作好准备工作。粮食税的迅速征收，是保证国家至少获得24000万普特粮食储备和保证农民生活的关键所在。征税工作稍一拖延，就会给农民带来一定的麻烦。采取自愿的办法征税是行不通的，我们免不了要采取强制手段，征收粮食税会对农民经济造成许多麻烦。如果我们把征税工作拖得过久，农民就会不满意，他们会说，他们并没有得到支配余粮的自由。为了使这种自由真正象自由，必须迅速征税，使征税人不致长时间地同农民纠缠，而这只有缩短从收获到完成征税工作的期限才能办到。

这是一个任务。另一个任务就是尽量实现农民的流转自由和尽量发展小工业，给在小私有制和小商业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一点自由。不要害怕这种资本主义，因为它对我们一点也不可怕。

由于目前形成的总的经济政治局面是无产阶级掌握着大工业的一切命脉，而且根本不会取消国有化，我们是用不着害怕这种资本主义的。在我们主要是苦于产品极端缺乏、苦于极端贫困的时候，担心建立在小的农副业上面的资本主义会构成一种威胁，那是很可笑的。担心这一点，就是完全没有估计到我们经济力量的对比关系，就是完全不懂得：没有相当的流转自由，没有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关系，农民经济这种小农经济就绝对不能得到巩固。

同志们，这一点你们应当牢牢记住，而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广泛地推动地方的工作，使地方发挥出最大的首创精神，并且表现出最大的自主精神和勇气；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的缺点就是，进展的规模稍微大一点，我们就害怕了。商品交换和商品流转在各地是怎样进行的，小工业（它马上就能够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用不着费很大工夫按照大工业的要求把大批粮食和燃料运往工业中心）是怎样得到恢复和有所发展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没有从各地收集到整理得比较具体的任何实际经验。在这方面，从经济总体看来，各地都做得不够。我们没有这种来自地方的材料，我们不知道整个共和国的情形如何，我们没有真正做好工作的例子，工会代表大会和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126]都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这些代表大会的主要缺点仍然是：我们注意多的是提纲和笼统的纲领、笼统的议论这些糟糕的东西，而没有让人们在会上真正地交流各地的经验，使他们在回去以后能够说：我们在成千个例子中找到了这么一个好的例子，让我们来仿效这个例子吧。而我们这里这种好的例子，并不是一千个里才有一个，而是多得多。但是我们很少看到这样来做工作。

对于工人的集体供应问题，也就是从凭卡配给制转到另一种制度的问题，我不想过早地去议论，但是我还是要简单地谈一谈。这种将要实行的制度就是：对某一确实开工的企业，根据它生产的多少而给它一定数量的粮食。这种想法好极了，但是我们这里有人却把它变成了一种半幻想的东西。这方面真正的准备工作我们目前还没有做。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例子：在某个县，在某个工厂（哪怕工人不多），我们采用了这个办法，获得了成绩。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例子。这也就是我们全部工作中最大的缺点。我们应当反复地说，在1918年，即在很久以前，讨论笼统的问题是恰当的，但是现在，在1921年，我们就应当实际地提出问题了。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应首先谈一谈，在什么地方我们有事情办得好的榜样（这样的榜样我们有的是），然后要求其余的地区向真正获得良好成绩的为数不多的模范地区看齐。这是就工会代表大会的工作说的，但是也适用于整个粮食工作。

有少数地方，征收粮食税和进行商品交换等等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坏。可是我们偏偏没有好好地加以研究，而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使绝大多数的地方向已有的好榜样看齐。我们应当去进行这个工作，应当实际地研究经验，鞭策那些落后的和中等的县和乡，它们无疑还停留在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水平上，而只有极少数的县和乡工作是令人很满意的。代表大会应当特别重视的，不是研究会议提出的笼统的提纲和纲领，而是研究实际的试验，研究好的和更好的例子，并且把占多数的落后地区和中等地区，提高到现有的少数模范地区的水平。

我要说的话就是这些。（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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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粮食税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5月27日）

同志们，尽管各地来的许多同志对几个报告和讨论表示不满足，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达到了一个目的：我们知道了各地是怎样理解和执行新政策的。除了交换意见，以便很好地领会这个新政策，步调一致地正确执行这个新政策之外，我们是很难给代表会议规定任何其他目的的。这个目的我们已经达到了。的确，在这方面有人有过怀疑，甚至在思想上有过动摇，遗憾的是，这种怀疑和动摇有时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些只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怀疑和猜测（这样做是“认真的”还是“不认真的”，是长期的还是非长期的）的范围。瓦雷基斯同志所说的话实质上不是共产主义的，就思想内容来说倒象是孟什维主义。这一点应当直截了当地加以指出。他怎么可以没完没了地问：“你们说说看，农民是不是一个阶级？”当然，是一个阶级。他说，既然是一个阶级，那就应当在政治上对他们让步，如果不这样做，那也要在这方面采取一些措施，而这些措施还是会同祖巴托夫主义差不多。

在这里还提到了马尔托夫，说马尔托夫对这一点是完全肯定的，而瓦雷基斯同志却说“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范围内”，“部分地”。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骇人听闻的糊涂观念。这同人们责备我们使用暴力的那种糊涂观念一模一样。所以我们不得不再解释一遍：我们讲到专政，这就意味着使用暴力。任何国家都意味着使用暴力，而全部区别就在于：这种暴力是用来反对被剥削者还是反对剥削者，这种暴力是不是用来反对被剥削劳动者阶级的。用祖巴托夫主义作比喻也是这样。祖巴托夫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在经济上对各被压迫阶级作小小的让步，以此来维护压迫者阶级。因此我们当时曾经这样回答：无产阶级是为一切被压迫者的解放而斗争的阶级，你们想通过经济上作的让步使无产阶级放弃夺取政权利摧毁压迫制度的思想是办不到的。现在，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领导着政权。它领导着农民。领导农民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第一，要实行消灭阶级而不是依靠小生产者的路线。如果我们离开了这条根本的和主要的路线，那我们就会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就会滚到小资产者阵营，滚到无产阶级当前最凶恶的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阵营里去。不久以前，布哈林同志曾经在《真理报》上引用了米留可夫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这是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所不能比的）的话，米留可夫说，现在俄国政治斗争舞台上只有社会党才有地位。既然这些“社会”党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愿意负起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重担，所以应该把他们——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奉为上宾”。这是米留可夫的原话。他的这些话说明他比马尔托夫和切尔诺夫聪明，而这也只是因为他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虽然他本人可能没有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那样聪明）。米留可夫说得对。他十分清醒地估计到了政治发展的阶段，他说，要恢复资本主义就必须经过社会革命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这样的阶段。资产阶级需要这样的阶段，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傻瓜。

从资产阶级的利益来看，米留可夫说得绝对正确。但既然我们这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着农民，我们就必须实行巩固大工业的路线，因而就必须在经济上作出让步。无产阶级领导过农民，并使他们在国内战争时期获得的经济利益超过了无产阶级本身。如果用马尔托夫的话来说，这自然是祖巴托夫主义了。在经济上对农民作了让步，这是对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那部分劳动者作的让步。难道这是错误的政策吗？不，这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尽管人们在这里一再重复马尔托夫的那些话，说什么你们骗不了一个阶级，可是我还是要问问你们：我们究竟是怎么欺骗的？我们说，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跟着马尔托夫和切尔诺夫走，跟着他们走到米留可夫那里去，或者是跟着共产党人走。至于我们，我们是在为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们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在这一路途中有很多人疲惫了，失去了信心。农民就没有信心。但是，难道我们欺骗了谁吗？说我们欺骗一个阶级，说我们遇到三棵松树就迷路，甚至还不是三棵松树，而是两棵松树，因为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是两个阶级，这种说法是很可笑的。无产阶级领导着农民，但是不能用过去赶走和消灭地主、资本家的办法来赶走这个阶级。必须费很大的力气，付出很大的代价，长期地改造农民。无产阶级和农民各分担多少苦难，这取决于我们这个起领导作用的党。在分摊时所根据的是什么呢？是平均分摊，一半对一半吗？让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议论去吧，我们则说，应当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准绳，也就是说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保证走共产主义道路。如果现在农民更疲惫了，更痛苦了，或者确切些说，他们自己认为是更疲惫了，那么我们就要对他们作更多的让步，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走共产主义道路。这是正确的政策，我们只能以阶级利益为准绳。我们开诚布公地、老老实实地对农民说：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将对你们农民同志作一系列的让步，但是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以内，自然，范围和限度的大小要由我们来决定。让步应当从分摊负担的角度来看，到现在为止，无产阶级的负担比农民重。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年半中，无产阶级所承担的苦难比农民多。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问题就是这样：或者是农民和我们达成妥协，而我们在经济上向他们让步；或者是斗争。因此任何别的说法都是极端荒谬的。事实上，任何别的道路都是通向米留可夫的道路，都是使地主和资本家复辟的道路，我们则说，无产阶级将排除一切困难和障碍，坚决地消灭阶级，走向共产主义，而只要无产阶级政权能得到支持和巩固，我们可以作任何让步。

其次，对斯维杰尔斯基同志讲话的批评也有很大的错误。反对派的代表们一下子就用他们那种有声有色的议会式演说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议会反对派”最出色的代表就是拉林同志。在苏维埃制度下发表议会式演说的机会是不多的，但是本性难移，虽然我们没有议会机关，议会风气却保留下来了。关于斯维杰尔斯基同志，有人说：你们看，他竟说要有粮食检查局！他甚至说出要实行粮食专政这样的话。也许，斯维杰尔斯基同志有一些话是讲得过头了。但实质上他说的是对的。我们在给报告人分配任务时是让他们各奏各的乐器。关于交换问题，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代表、合作社工作者欣丘克同志作了报告。你们知道，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同国家已经达成了协议。谁要是没有看过这个协议，谁就是没有认真阅读材料。我们国家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代表达成了协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同合作社的代表达成了协议，现在在国外的合作社工作者也应当考虑我们的协议。我们在协议中规定，一切商品都交给合作社，合作社工作者做生意是为了我们，为了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了大工厂，为了无产阶级，而不是为了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因为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正在闹粮荒，但是布留哈诺夫同志拿来的统计表表明，一些粮食富余的省份吃掉的粮食超过了规定的一倍，而送到我们这里来的却少了一半。你们说，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实行粮食专政呢？我认为需要，非常需要，非常非常需要，因为在我们这里这种混乱现象太多了。应当认识到，没有强制是不行的，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分配工作应当在我们的监督下进行。

我们对中央消费合作总社说：你们的买卖做得很好，我们要给你们一定的手续费作为奖励。这一点已经在协议上规定了，而且我们一定还要用各种奖励制度来鼓励这种代售业务，生意做得好的就发奖，但是我们将要求这种业务对我们有利，对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集中掌握了大工业的国家有利。我们要问：是否对大工业有利？究竟对谁有利？

不通过税收你们怎么能够得到粮食呢？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究竟是税收还是交换提供的粮食多，这我们不知道，但是没有足够的储备来进行交换，这却是事实。现在没有强制机构你们就得不到需要的东西。决不可能得到！这一点每个人都很清楚。在这方面，这一路线的代表斯维杰尔斯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同意设立粮食检查局，同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将要加紧督促你们，你们知道应当委派谁，这是你们的事情；如果你们已经派了人，那你们就要监督他完成必须完成的任务。现在，如果不能保证国家获得大约4亿普特的粮食，就谈不到什么大工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谁要是经过这三年还没有懂得这一点，那就没有什么好同他谈的了。尽管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但我们还是增加了粮食储备；1920年，我们在增加粮食储备的同时，在分配上犯了很大的错误，但终究还是获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应当冷静地对待问题，应当指出，我们需要一个行动迅速的机构来征收粮食税，在这里还是少散布些自由主义的言论吧，还是不要老是说粮食检查局怎样怎样可恶吧。

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农民占多数的情况下，想要不采取强制手段就能收到税，据我所知，这样的“共产主义”现在还没有。假如你们愿意支持大工业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那么，你们就要让这个机构行动起来。自然，这就必须实行集中制。你们看一看统计材料吧！可惜你们中间只有少数人对它有足够的了解。请看一看，各地不顾中央的指令自己拿去了多少。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同志来找我们，他们提供了一些关于违反中央指令的统计材料。原来，已经三令五申，已经再三警告。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只有逮捕、撤职等等。（有人喊道：“这样的情况有多少？”）违反指令的很多，撤职的很少。这就是我为了维护这条路线所要讲的。

看样子今年很多地方的收成都不坏，而且收获期会比我们所预料的早。因此应当早作准备，而现在就是要求迅速征收起基本储备。因此，用这里很多同志采取的那种态度来对待这个工作是完全不对的。

至于拉林同志，他的才能主要表现在充当议会反对派和从事新闻业方面，而不是表现在干实际工作方面。他对拟草案的工作真是孜孜不倦。他在这里曾经提到，还在1920年1月他就提出过一个好的草案。不过，假如把拉林同志拟的所有的草案都收集起来加以选择，无疑只有万分之一是好的。

5月10日他送给我们中央政治局一份关于实行全盘集体供应的草案。它的基本原则倒是很吸引人的，但这个草案是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是在1921年5月10日，是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这样一些中心城市极端缺乏粮食，俄罗斯共和国的这些重要的中心城市暂时陷于半饥饿的、甚至比半饥饿更严重的状态的时候。在人们已经精疲力竭，都守在接通西伯利亚、高加索和乌克兰的直达电报机旁，注视着每一列直达列车，甚至注视着每一节车厢的时候，建议改组粮食机关岂不可笑。真见鬼，在这样的时候还有什么全盘集体供应可谈的呢？政治局通过了这样一个决议：“拉林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草案〈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自然是不看内容、马上就签署了这个草案〉应予否决，责成起草人更加仔细地重新研究这个问题，要考虑到实际供应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的原则，这个原则在工会代表大会上也讲过（你们从丘巴尔和哥尔茨曼的提纲中就可以看出），而丘巴尔提纲的主要部分是符合中央提出的那个慎重的政策的。关于哥尔茨曼和拉林办事的原则，拉林在政治局一次会议结束时曾凑近我的耳朵半开玩笑地讲过。（我想，我转述一下这次谈话，也算不上唐突吧。）拉林在这个决议通过后对我说：“你们给了我们一个小指头，我们却要抓住一只手。”当时我想（虽然这一点我早就知道），现在我们知道该怎样同拉林讨价还价了。如果他要百万，那就给他半个卢布。（笑声）在讨论中已经弄清楚：当别人问起拉林材料在什么地方时，他举了基兹利亚尔—旧捷列克铁路建设工程这个他所谓的“出色”例子。虽然这里已经证明这个例子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这样的试验已经有了，但这毕竟是一个进步，因为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提出了一个试验的成果，而不是笼统的议论，不是不计其数的提纲。如果大家都来阅读和讨论那些十之八九使人头痛的提纲，那就太不幸了。

需要的不是提纲，而是注意地方上的经验。去研究这些经验吧！不然又干什么呢？只好在最低限度的实际供应都没有的情况下，专门在建立制度上玩花样，在关于集体供应的法案上费力气。各地是有实际工作的。有人对我们说，用不着责备各地没有交流地方经验。有人在这里责备中央，说中央没有介绍地方经验。我们确实没有收集地方经验，我们只是忙于搞法令。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在埋头干这种不愉快的工作，因此我们就看不到地方经验。你们应当把经验带来。拉林讲到基兹利亚尔—捷列克铁路这个出色的例子，这是对的，因为这是地方经验。但是他在这上面也太忘乎所以了，丘巴尔和奥新斯基不得不纠正他。这不是唯一的例子。他说，工人按旧的办法得到28俄磅，而按新的办法则得到4普特。我当时有些怀疑，就问他这些材料从哪里来的。他回答说，这是经工农检查院核实过的。但是我们知道，拉林不仅是一个议会人物，而且还善于画讽刺画。他起先画过一张讽刺画，硬说没有比工农检查院更凶的野兽，现在他又说，不是28俄磅而是4普特，这一点是经过工农检查院核实过的。他先用这种笑话来破坏工农检查院的威信，接着却拿工农检查院的认可当作唯一的证明。丘巴尔和奥新斯基都说，森林工业方面采用这种办法已经不止一次了。全部问题在于我们要把一个地区的经验拿来同另一个地区的经验比较。在拉林的发言中，比较好的一部分，是他讲到基兹利亚尔—捷列克铁路建设工程是怎样进行工作的那些地方。图拉或坦波夫的情况是不是更好呢？这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这种材料中央不可能提供给你们，因为这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也正是要请你们从地方上带来的，请把这些材料告诉我们，教给我们，我们大家都要来学习，向最优秀的范例看齐。

在一千个县级或区级的地方中心，这样的试验是可以找到两三个的，也许还能找到更多，但两三个肯定能够找到。必须很好地研究这些试验，但要实事求是，要详细询问，要核实数字，不要光是相信反对派说的话。如果我们这样处理问题，那么中央就会学到一些东西。

其次，我认为，我们讨论中主要的收获，就是许多同志已指出，交换已经开始进行，所缺少的只是准确的材料。顿巴斯的同志们发来一个电报，说他们换到了3000普特小麦。这是一个小地区的情况，详细情形我们还不知道。我想，有些同志会在这个会上提出问题：用什么东西来交换？通过什么组织？是通过粮食人民委员部，还是通过租借者、承租人或私人企业主？这一点我们不知道，而这一点却比我们的法令重要得多。法令大家都能读到，用不着到这里来讨论，可是为了要弄清楚顿巴斯怎样取得3000普特小麦，沃伦或坦波夫的同志是否搞得更好，这就应当到这里来讨论了。地方上工作做得不错。应当让各地把实际经验带到这里来，譬如说，我做了些什么工作，可是受到中央机关的干扰，我又怎样制服了中央机关。关于坦波夫省的情况，有一位同志在这里讲得非常含糊，他热中于发表议会式的演说，攻击了粮食人民委员部，说在他们那里设立了合作商店和合作社机构。是的，那些同志这样做了。那里还有很多别的糟糕事情，播种计划也没有完成，总之情况很严重，缺点到处都是，但是就从他的材料中仍然可以看出，交换已经开始，合作社已经着手工作。这位同志甚至提到了化妆品。你们拿到了多少化妆品？是怎么分配的？应当把化妆品也投入流转，因为做生意是应当考虑需求的。如果需要化妆品，我们就应当供应化妆品。如果经营得法，我们靠化妆品也可以建立大工业。不过应当计算一下，买1000普特粮食，需要买进或弄到多少化妆品。（有人喊道：“那么圣像行吗？有人还要圣像呢。”）至于圣像，有人在这里提到农民需要圣像，那么我想，我们跟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利用烧酒和其他麻醉剂，我们却不能这样做，因为无论做这些东西的买卖怎样赚钱，它们却会使我们退回到资本主义去，而不是走向共产主义，但是化妆品却没有这种危险。（笑声）至于说到钟，对这一点是有意见分歧的，某些同志认为，某些地方不久会自愿地把钟拿去回炉，变成电气化用的铜线。再说，俄国现在钟太多了，这些钟未必都直接用于信教人的需要，因为这种需要已经没有了（第26页）。关于沃伦的情况，有人说那里有些地方用1普特粮食换10俄磅盐。但是这项买卖是怎样进行的呢？你们有没有售货员？你们是怎样做买卖的呢？商品由谁保管？由谁上锁？失窃了多少？——关于这些情况，一点也没有讲。然而这些问题对你们来说恰恰很重要。有人还说，波兰人用1普特盐同我们换1普特粮食。我和同志们在交谈时说过，如果波兰人用1普特盐来换1普特粮食，而农民拿1普特粮食只向你们换10俄磅盐，那么你们就可以赚一笔了。谁妨碍你们这样做呢？有人说中央在妨碍这样做。对不起，我不相信中央会妨碍你们用1普特波兰盐去换4普特粮食。我们不会反对这样做，我决不相信这一点。过去有军队的时候，同志们抱怨什么事情都得通过军事当局，而现在军队没有了，战争停止了，又得请示中央；有一位同志说，他们那里现在有一个“南方造纸管理局”，他们正在同它进行斗争，可是当我问他们把对“南方造纸管理局”的控诉书送到哪个机关去了的时候，他却回答说不知道，但这一点却非常重要。

他们说不出把对“南方造纸管理局”的控诉书送到哪个机关去了。“南方造纸管理局”是个什么样的机关，我不知道；大概也象我们所有其他苏维埃机关一样，是个犯有官僚主义弊病的机关吧。到目前为止，资产阶级一直都在同我们作斗争。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已经被我们驱逐出境，由米留可夫豢养起来，但是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留在这里，他们用各种最巧妙的官场手法来同我们作战。同志们，你们是怎样同他们作战的呢？你们以为赤手空拳就可以攻下这个“南方造纸管理局”以及诸如此类的单位吗？当我们同邓尼金作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赤手空拳，我们全副武装，组织了军队。现在有那么一些老奸巨猾的官吏，他们认为干些坏事，妨碍我们工作，是对他们本阶级有好处的，他们认为把布尔什维克搞垮就是拯救文化。他们对处理公文比我们要熟悉一百倍，因为我们过去哪里懂这一套呢！应当用各种最巧妙的办法同他们作战。有些党员同志到处发牢骚或者传播某某机关干了某某坏事这一类笑话，在莫斯科到处宣扬关于官僚主义的笑料，应当追究这些党员同志的责任。同志们，你们是有觉悟的共产党员，在这场斗争中你们做了些什么呢？有人说：我告发过了。但是你们把控告书送到哪个机关去了呢？看来哪个机关也没有送去，而控告书是应当送到人民委员会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去的，也就是说，应当行使我们的宪法所赋予的一切权利。这是一场战争，所以有时候自然也会遭到失败。但是你们在什么地方见过，没有经过任何失败就能在战争中大获全胜的呢？所以这方面同样也可能有失败，但是斗争必须进行。我们的人却不会认真地把事情抓下去。有没有把那些办事拖拉的人送交法院呢？工人或农民为了一件事，不得不到一个机关去四五趟，最后得到一个在手续上无懈可击、实际上却是一种嘲弄的答复——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人民法院是不是进行过审判呢？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你们不设法揭发这些官老爷，为什么不把这些办事拖拉的人送交人民法院，关进监牢呢？有多少人因为办事拖拉而被关进监牢呢？当然，谁都会说这是一件麻烦事，也许还会得罪什么人。很多人都这样说，但是，发起牢骚来，讲起笑话来，倒是劲头十足。这样传来传去，最后就看不出这些笑话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国外杂志上所散布的谣言有什么区别了。孟什维克宣布：“我们在莫斯科所有的苏维埃机关里都有特派记者。”（笑声）我们这里所讲的笑话，特别是议会反对派最爱讲的那些笑话，往往过几天就会在孟什维克的杂志上全部登出来。应当知道界限，应当把严肃的斗争和信口开河的笑话区别开来。自然，当人们疲乏了的时候，某个有才华的演说家讲个笑话，也许可以让大家得到一点休息。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个人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决不能满足于这一点，应当总结经验：你们怎样揭发坏人坏事，审理了多少案件，取得了什么成绩。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能经得住这场战争的考验，尽管它打起来要比国内战争困难得多。

关于尼古拉耶夫省，我还想说几句话。尼古拉耶夫省的一位同志在这里提供了许多极宝贵的材料。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没有经过仔细的研究。他说，“纺织品和铁器卖得出去，可是化妆品卖不出去。”而别的同志却说，纺织品卖不出去。这位同志还斥责了粮贩，他虽然被迫开放自由贸易，但他想知道，应当怎样同这种现象进行斗争。用老办法进行斗争不行了，至于用新办法，我们只是实行了对运输的保护，通过了一系列新的法令，当然，这些都还不能马上见效。但是，在这方面你们地方上有哪些经验呢？我们现在有一系列保护运输的法令，这些法令不是为了对付粮贩，而是为了防止“不合理地利用运输”。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和运输肃反委员会非常三人小组，这里还有军事部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而你们在地方上有哪些机关在进行工作呢？它们彼此之间是如何配合的呢？有人抱怨说粮贩占了上风。在这方面这些机关做了些什么工作？它们是怎样工作的？应当谈谈这些问题。可是有人到这里来抱怨说：“粮贩占了我们的上风。”我们通过了一些指令。这些指令也许不正确，需要加以检验，但是这个工作怎样进行呢？我们用来检验这些法令的办法就是把法令公布出来。这些法令你们是知道的，你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讨论这些法令以及它们的实际执行情况。例如，可以谈谈在某个地方，某个运输三人小组是怎样进行工作的。什么地方有成绩，什么地方不成功。也许，这种发言不会象关于粮食专政问题的发言那样有声有色。但是，没有这种发言，我们就不能学会如何在我们制定法令时少犯错误，而这却是主要的问题。

最后，我想来谈谈我认为奥新斯基同志作得很正确的那几点结论，这些结论对我们的工作作了一个总结。奥新斯基作了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认真地和长期地”。我认为他说得完全对。“认真地和长期地”这一点确实需要牢牢记住，好好记住。由于我们有一种传播流言的风气，现在到处都在传说目前的政策是一种带引号的政策，也就是说，是在耍政治手腕，还说一切都是权宜之计。这是不对的。我们估计到阶级力量的对比，注意到无产阶级应当如何行动，以便领导农民排除一切障碍向共产主义前进。当然，有时要退却，但是应当以最严肃的态度，从阶级力量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认为这是在玩什么花招，那就是跟着那些小资产阶级庸人鹦鹉学舌了，而小资产阶级庸人不光是活跃在共产党之外。但是奥新斯基同志接着讲到了期限问题，这一点上我倒是有保留的。所谓“认真地和长期地”，就是25年。我不那么悲观。我不想预测依我看究竟要多长时间，但是我认为，他说的多少有点悲观。我们能估计到5—10年的情况，就谢天谢地了，通常我们连5个星期的情况也估计不准。

我们应当提拔有进取心的非党工作人员。应当反复地说，在共产党里和在苏维埃俄国里，我们的各种集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其他会议不能再象过去和现在那样发表一些议会反对派的演说，然后就写决议。现在我们的决议已经多得不仅没法看完，而且也没法整理了。我们应当做实际工作，而不是去写决议。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干实事的是老板，不是国家机构，但是在我们这里，经济工作则是我们大家的事情。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政治。当然，我们可以第999次去骂孟什维克，这样做也是必要的，但是，这毕竟是一种重复，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已经骂了30年。大多数人都感到厌烦了。

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何用纺织品、化妆品以及其他物品来交换粮食，如何用波兰盐多换一些面粉。研究这个问题要有意义得多。虽然这样做不合常规，但必须在党的会议上研究这种有关进取精神的问题。现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粮荒极为严重。可是食盐、化妆品和其他东西，他们却多得很，只要我们正确地贯彻开展地方流转和发挥地方首创精神的口号，我们就能多得到一些粮食。

古谢夫同志交给我一份共产主义生产合作社章程草案。草案的实质在第5条上已有说明：合作社社员要求保证供给他们“有益于健康的卫生口粮”。（笑声）我们整个粮食政策的目的就是要保证“有益于健康的卫生口粮”。应当通过粮食税征收24000万普特粮食，通过商品交换取得16000万普特粮食，也就是一共取得4亿普特粮食，要让农民感到这种筹集办法在经济上是稳定的。

余粮收集制已经不能再继续实行下去了。这种政策早就应当改变了。在这方面我们目前也许正处于我们的建设的最困难时期。如果拿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同高等学校的四年课程相比较，那么我们的情况就是：我们正在参加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升级考试；虽然现在还没有考完，但是从种种迹象来看，我们是会考及格的。如果按年级计算，那么从上一个世纪70年代起到1903年是一年级，也就是从民意党、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进到布尔什维主义这个最初阶段。这是一年级。

从1903年到1917年是二年级，在这个期间我们认真作了革命的准备，并且在1905年进行了初次的革命尝试。从1917年到1921年是三年级，按其内容来说，这四年比前四十年更丰富。这是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受到的一个非常实际的考验，但这还不是决定性的考验。我们在歌里唱道：“这是最后的斗争”，但是我应当说，可惜这还不是最后的斗争，而是接近最后的斗争的多次斗争中的一次斗争，这样说才是最确切的。现在我们正在参加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升级考试。如果要学奥新斯基的样也谈一谈年限的话，那么我认为这里该花十年时间，因为我们需要通过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升级考试，然后还要好好念完四年级的课程，那时我们就真正是不可战胜的了。在经济战线上我们能够取得胜利。如果我们今年在对农民关系上取得胜利，收集到“有益于健康的卫生口粮”，那么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升级考试就及格了。此后，我们所规划的整个建设的规模就会更加巨大。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因此最后我还是要反复地说，虽然有困难，虽然一切旧传统不允许我们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好的议会会议上研究地方性的小经济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应当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应当注意下层的经济工作的实际经验，因为法令是由下层执行和检验的，法令中的错误也需要由下层来纠正，而下层开始做的工作，则需要我们在这里的会上作出总结。这样，我们的建设事业就能真正地稳步地向前推进。（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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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

（5月28日）

1．当前的基本政治任务是使党和苏维埃的全体工作人员充分领会和确切执行新经济政策。

党认为这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要求一切工作人员极其仔细和认真地加以执行。

2．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实行系统的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无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可能建立正常的关系，就不可能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建立十分巩固的经济联盟。

同时，实行商品交换可以刺激农民扩大播种面积和改进农业。

对于地方的进取精神和自主程度必须充分给以支持和加以扩大。

应当以余粮最多的省份作为重点，首先实行商品交换。

3．考虑到合作社是实行商品交换的主要机构，因此确认粮食人民委员部机关同合作社机关达成协议，粮食人民委员部机关把用来进行商品交换的储备交给合作社，由合作社在国家的监督下执行国家任务的政策是正确的。

保证合作社有广泛的可能进行收购工作，全面地发展地方工业和提高整个经济生活。

支持合作社的信贷业务。

同无政府状态的（即逃避国家的任何监督和监察的）商品交换作斗争，把商品交换主要集中在合作社手里，但是这决不排斥正当的自由贸易。

研究市场。

4．对那些基本上不需要国家从储备中拨给原料、燃料和粮食的中小企业（私营的和合作社营的）给以支持。

允许把国家企业租给私人、合作社、劳动组合和协作社。地方经济机关有权签订这种合同，而不必取得上级机关的同意；但是签订之后必须报告劳动国防委员会。

5．部分地修改大工业的生产计划，加强日用必需品和农民日用品的生产。

扩大每个大企业在支配资金和物资方面的独立程度和首创精神。提出相应的精确的决定，交人民委员会批准。

6．发展实物奖励制度，试行集体供应。

规定更合理的粮食分配制度，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7．为了迅速地、如数地、普遍地征齐粮食税，必须保持和加强征收机构。为此，应当保证粮食机关具有必不可少的党的威信。应当保持和加强粮食机构的集中制。

8．集中上述一切办法来完成今年的实际的战斗任务：至少取得4亿普特粮食储备作为恢复大工业和实现电气化计划的基础。

9．原则上通过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指令草案，并且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团把它变为法令。

党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严格执行这一指令，特别是要提拔和吸收非党人员参加工作。

10．如发生阻挠或不全力支持地方发挥首创精神的现象，中央机关应对此负有特别的责任。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团拟订相应的决定并在下次会议上加以通过。

11．代表会议责成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组织有步骤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并且相应地调配党的力量，以便充分解释和有计划地执行上述各项任务。

12．必须在报刊上，在工会、苏维埃、党的及其他的各种大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仔细地全面地阐明和研究地方和中央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实际经验，这项工作应当列为党的一项极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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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时的发言

（5月28日）


（1）

我认为不应当采纳这一条修改意见[127]，因为采纳了还得加以说明。不用说，如果欧洲爆发革命，我们当然是会改变政策的。你们知道，这样一种革命总是会引起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在一段时期内实际上甚至可能使我们的处境恶化。当然，这段时期不会长，当然，也难以断定其他共和国的国内战争会打多久，但是到这场战争胜利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对政策作如下的改变，也许可以这样说：取得任何东西都不靠税收，而完全靠商品交换。这一点要向农民解释清楚，否则他们会想：怎么，又要回到余粮收集制吗？因此，我认为这方面最好什么都不补充。欧洲革命和国内战争的漫长岁月，将导致不要任何税收，而靠商品交换。代表大会的决议已提到这一点，说税额将逐步减少。正是这一点与行将到来的胜利的革命有关，而漫长的岁月则会缩短这场革命所需的时间。


（2）[128]

同志们，我们委员会正是在这一条上进行过讨论，有过不同意见。最初米柳亭不同意“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作斗争”这句话。他说，人们会把这句话曲解为故意刁难，贸易自由实际上会被取消掉。我们把这一条改成现在的措辞，即“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作斗争”，而且加上“因为它逃避监督”——这里指的是私贩粮食，你们大家知道，在所有允许贸易自由的国家里，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非法贸易都是要取缔的——于是我们对这一条的意见就一致了。如何进行斗争呢？通过把商品交换主要集中在合作社手里来进行斗争，并且加上“但是这决不排斥正当的自由贸易”这句话。这个修改方案确定下来以后，委员会又一致认为，排斥贸易自由的危险仍有可能产生。当然，这个问题是微妙的。我们希望指令不致排斥贸易自由，但不同非法贸易作斗争，特别是不同私贩粮食和破坏运输的行为作斗争是不行的。我们委员会考虑过，是否用一个比较温和的字眼来代替“斗争”这个词。可是后来一致同意这个用语，因为斗争的对象只是逃避国家任何监督的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何况还补充了“但是这决不排斥正当的自由贸易”这句话。补充了这些话以后，“斗争”这个词就不是过分强烈的词了。特别是这位同志所提的修改意见，还可能使我们适得其反。他要删去“但是这决不排斥正当的自由贸易”这句话……


（3）[129]

我认为国营农场还没有成长到这一步，它们的情况还很糟。如一年内情况稍有好转，我们到明年再看能不能扩大它们的自主程度。


（4）

最后一条修改意见[130]不妥，因为关于物资问题已在另一条，即第5条中作了规定：“部分地修改大工业的生产计划，加强日用必需品和农民日用品的生产。

扩大每个大企业在支配资金和物资方面的独立程度和首创精神。提出相应的精确的决定，交人民委员会批准。”因此，我们在这里就不再重复。关于物资（譬如粮食）分配的问题已经说得十分明确。当然不能使中心城市受到损害，因为不集中到中心城市，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工业了。至于这位同志讲的第一条意见，说目前不宜把地方经济会议问题看作已经定下来了，因为这些会议还可能坏事——这种意见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听说过。相反，各地都要求设立经济会议，履行人民委员会下属委员会的职能。人民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每一个代表，都有权向人民委员会提出申诉，因为我们挑选进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成员，本身就是人民委员会的委员。在地方上也不设什么专门的办事机构或机关，还是原有的那些机关和部门。省经济会议是十分合适的形式，这种形式对会议的工作并不妨碍，反而还有利。就象指令中所说的：“也可以对基本形式作各种改变，比如，执行委员会可以把经济会议的全部任务和职责承担下来……”（读指令 
［注：见本卷第265页。——编者注］

 ）因此，并没有事先决定即事先规定一种绝对固定和千篇一律的活动方式。此外，起草委员会[131]即将提出的决议案中还说明是“原则上通过”。委员会正在开会，进行工作。该委员会的主席奥新斯基说，许多条文经修订后已经以书面形式提出来了。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所以需要再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怕说了“原则上通过”会束缚手脚，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


（5）[132]

我们不反对这条修改意见，但从内容看，它不应放在这里，而应放到第6条中去，我建议原则上通过并列入第6条。


（6）[133]

这是细节问题。这个问题应当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由有关人员去讨论。在原则上是不能反对的，但是总的来说，这是局部性的措施。


（7）[134]

在这个问题上，未免过虑了。

我们在第7条中指出：为了迅速地、如数地征齐粮食税，要保持和加强征收机构。当然，征收粮食税不是靠说服，而只能靠强制，所以这才叫作征收机构。今天签署的几项重要的决定和条例，归结起来就是要保持和加强征收机构，并且要求迅速地征齐粮食税。有人担心，这里提出“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农民会理解为先搞商品交换，那就改写成：“提到特别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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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词

（5月28日）

同志们，我想我只要很简单地讲几句话。大家都知道，我们临时召开这次代表会议，主要的目的是使中央和地方、党的工作人员和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都对经济政策有一个透彻的了解。我认为，代表会议无疑是完成了这项任务。同志们在这里不止一次地指出，奥新斯基同志十分正确地表达了地方上很多甚至是大部分党的工作人员的情绪。他说，应当消除一切疑虑，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后来又用一些法令和决定加以肯定下来的政策，无疑是党认为必须认真地和长期地实行的政策。代表会议对这一点也说得非常明确，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条。同志们回到各地去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误解了。自然，在我们制定一个必须长期实行的政策时，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国际革命及其发展的速度和条件可能改变一切。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均势，虽然这是一种暂时的、不稳定的均势。这种均势表现在：各帝国主义强国虽然切齿痛恨苏维埃俄国并且企图进攻苏维埃俄国，但它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资本主义世界愈来愈分崩离析，愈来愈不一致，而拥有10亿以上人口、受尽压迫的殖民地各国人民对它们所施加的压力却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甚至一周比一周更加强大。不过，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是无法加以推测的。现在我们是通过我们的经济政策对国际革命施加我们的主要影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所有的人，世界各国所有的劳动者，都毫无例外地注视着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这是我们的成就。资本家要想隐瞒和掩盖是绝对办不到的，因此，他们就拼命寻找我们在经济方面的错误和我们的弱点。在全世界范围内斗争已经转到这个方面来了。我们一旦完成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在国际范围内肯定就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经济建设问题对于我们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条战线上，我们应当慢慢地、逐步地——图快是不行的——而又坚持不懈地提高和前进，以取得胜利。我认为，不管怎样，通过我们这次代表会议，我们无疑达到了这个目的。（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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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这是有关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一组文献。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是一次非常代表会议，于1921年5月26—28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239名代表，代表会议议程包括下列问题：经济政策（粮食税、合作社、财政改革、小型工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当前的作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报告；组织问题。会议主要讨论了新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问题。



代表会议是在列宁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列宁在会议上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对诽谤和歪曲新经济政策的言论进行了坚决的回击，指出新经济政策要“认真地和长期地”实行。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20—122页），这一决议进一步肯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并且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



代表会议听取了关于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宁对这个问题作了补充报告。他尖锐地批评了工会领导人首先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米·巴·托姆斯基的派别活动。



代表会议还听取了维·米·莫洛托夫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当前任务的报告，通过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计划》。——294。



[126] 指1921年5月17—2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和1921年5月18—2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四次代表大会。



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下列问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工作报告；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与经济建设；组织问题；工资政策和工人的物质供应；工会与合作社；劳动保护。



国民经济委员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下列问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工作报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贯彻执行粮食税法令和合作社法令采取的经济政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对外贸易、俄罗斯电气化工程、国内物质资源和工业供应的安排等问题的报告。



两个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曾开了一些联席会议，由有关专家和代表讨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309。



[127] 指有人建议在决以草案（见本卷第327—329页）第1条添一句话：“只要世界革命的情况不变。”代表会议以多数票否决了这条修改意见。——330。



[128] 这段话说的是对决议草案第3条的修改意见。有人建议把这一条中的一句话“但是这决不排斥正当的自由贸易”改为“同时决不在这种商品交换中采用赤裸裸的行政命令手段”。这条修改意见被否决了。——331。



[129] 这段话说的是对决议草案第5条的修改意见。草案第5条规定要扩大每个大企业在支配资金和物资方面的独立程度和首创精神，有人建议把这个规定扩大到国营农场。这条修改意见被否决了。——332。



[130] 指有人建议对决议草案第9条作如下补充：“特别注意扩大地方上的实际的和在物资方面的首创精神和独立程度”。这条修改意见被否决了。——332。



[131] 指以恩·奥新斯基为主席的制定指令草案的专门委员会（参看注115）。——333。



[132] 这段话说的是对决议草案第10条的修改意见。有人建议对这一条作如下补充“加重惩处经营不善、盗窃国家财产和浪费劳动力的行为。”这条修改意见被通过并列入了决议的第6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21页）。——333。



[133] 这段话是针对阿·谢·基谢廖夫的一项建议说的。基谢廖夫建议在决议中增加关于对掌管国家财产的人员实行集体（以3人为限）推荐的内容，并规定如推荐不当要追究推荐者的责任。这项建议被多数票否决。——333。



[134] 这段话说的是对决议草案第2条的修改意见。这条意见要求在决议中指出：应当把粮食税提到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这条修改意见被否决。



草案第2条中“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这句话在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里也删去了（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20页）。——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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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体人民委员及中央统计局局长


抄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秘书


1921年5月28日

全体人民委员都应有已印发的，由列宁和直属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起草委员会主席奥博连斯基（奥新斯基）同志签署的


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草案。

　　该草案将提交1921年5月30日下午一时召开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35]讨论。全体人民委员必须：

（1）在1921年5月30日（星期一）下午二时前，就指令中与各该人民委员部直接或间接有关的所有的条文、问题和分题准备好书面的修改意见和补充意见；

（2）届时毫无例外地拟出所有与本人民委员部有关的问题（作报告用）和分题（即作报告用的细节问题的清单）的初稿。

这一点务必做到，因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批准总的指令。其中包括两个部分：（ａ）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建立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报告制度的指令；（ｂ）人民委员会关于建立所有的人民委员部（不仅是经济系统的而且包括非经济系统的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制度的指令。

后一类报告是汇报补充性的最后一类即“第五类问题”。每一个人民委员部均应按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草案中所列举的第1项至第27项问题的式样，各自列出供报告用的最重要的问题。

报告应由每个省执行委员会和每个县执行委员会各印制约1000份（经我与造纸工业总管理局联系后得知，各县印刷的技术能力为每月不少于一个印张）。印刷与呈交报告的时间拟为每年四至六次。报告期限最后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在批准指令全文的同时确定。

每个人民委员应在上述期限（1921年5月30日下午二时）前书面提交应列入各该人民委员部报告中的最重要问题的一览表三至五份。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立即用书面和电话通知，由各人民委员签收。如本人不在，可由副人民委员、报告人或部务委员签收。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342—343页

















[135]指第八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第八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1921年5月30—31日举行。米·伊·加里宁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工作报告。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关于播种运动；关于协调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机关和地方的经济机关；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关于彼得格勒的工业；关于法院的改组。此外，还听取了特维尔省执行委员会和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关于这次会议，还可参看注11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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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地方经济机关的讲话[136]


（1921年5月30日）

同志们，有了奥新斯基同志的发言，我要补充的不多了，因为对你们手头的指令草案[注:见本卷第259—285页。——编者注］以及这个法案的基本思想已经作了说明。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有些细则的规定实际上会决定整个问题的本质，所以才决定，这个问题不仅要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审议，而且要提交党代表会议（会上原则上通过了这个指令）和最高立法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审议。地方工作人员必须仔细地检验执行这项法律的方法，也许在开始时还需要制定一系列的补充条例。

无论如何不能使这项措施再成为助长官僚主义的一个根源了。但是，如果我们收到的报告数量过多，或者写报告的方法叫人无法核实，那也许不能完全避免出现上述情况。同志们，这里应该好好地研究写报告的方法，也许你们认为应该选出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让这个委员会根据这里提出的意见和你们所作出的各项指示和指令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彻底的讨论。现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已经相当多了。当然，既然要提出报告，那就不应当仅仅由经济机关来做这项工作，各人民委员部，也就是说，那些虽然不属经济系统但与经济工作有密切联系的人民委员部也应当来做这项工作。刊印报告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使非党群众以至全体居民都能够读到它们。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目前还不能采用大量出版和刊印这些报告的办法，而只能把它们集中在图书馆里。既然如此，那就应该确定一种工作方法，使报告的主要内容，即居民最感兴趣的东西一定能刊印出来。这在技术方面是有可能的。我在发言前曾询问过造纸工业总管理局的一个代表。他提出了一个有关339个县的确切报告，指出这些县都有印刷能力，而且也有刊印最简短的报告所需的纸张。同时他估计最小的县城可以刊印一个印张，自然是一月一次。一月一次，这太密了。你们是否可以规定两月一次，或者四月一次，或者更长的期限。显然，这将根据地方的意见来决定。据他说，假定印数为1000份，估计所需的纸张现在是有的。1000份就保证至少能供给每个县图书馆一份，因而也就有可能使所有对这些报告感兴趣的人，特别是非党群众读到它们。当然，在开始时只是试行；保证一举成功而不出任何偏差，当然是不可能的。

在结束我这个简短的补充发言时，我想着重指出一点。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广泛地吸引非党人员参加工作，做到除了党员，至少除了本部门的代表以外，真正使广大的非党群众关心工作，并且尽量吸收他们参加工作。我们觉得，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把报告公布出来，至少把其中较重要的部分公布出来，没有其他办法。能够提供非常全面的报告的机关是有的。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了解的一切情况都证明：工作得很出色的地方机关是有的。地方工作总是经常能够提供许多非常振奋人心的材料。我们真正缺少的东西，就是不善于广泛地利用卓越的范例（这种范例在我国并不多），使它们成为大家必须学习的榜样。在我们的机关报上还没有提出过具有实际经验的真正的模范地方机关。刊印这些报告，使广大居民群众能够读到这些报告，把这些报告集中在哪怕是每一个县图书馆里，这应当有助于在正常召开非党代表会议的情况下吸引更广大的群众参加经济建设工作。关于这方面的决议已经通过了不少。有的地方也做了一些工作。可是就全国范围来说，毫无疑问还做得很不够。同时我们这样做将能推动机关工作，使每一个在地方建设工作中负点责任的工作人员都有可能精确地写出自己的经验，经本人签字后呈报中央机关，并把它当作榜样加以推广。这项工作大概是我们现在做得最不够的。

至于今后我们将怎样总结和研究这些报告，怎样在代表会议、代表大会上和各个机关中利用它们，这将取决于今后的经验。现在最重要的是根据地方工作人员现有的经验来批准并试行这一法令。这样我们在即将召开（大概在今年12月）的全俄代表大会之前一定会取得某些成绩，这些成绩将表明应该怎样根据经验来发展、改进、修改和补充这一措施。

这就是我现在想谈的一点简短补充。





	载于1922年莫斯科出版的《第八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至第四次会议。速记记录》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344—347页

















[136]列宁关于地方经济机关的讲话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5月30日下午的会上作的。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列宁作了简要记录（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第91页）。——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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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作报告的每月摘抄

（1921年5月底或6月初）

1.所有主管部门、机关、总管理局、企业（包括非国营企业）均应编写定期工作报告，每月至少呈报一次。

2.这些报告应定期、按时寄送《经济生活报》、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央统计局（无论各上级苏维埃机关是否提出必须执行的要求），以便了解情况。

3.工作报告的摘抄（只列入生产规模、工人数、企业数等最必需的数字）一式三份，分送《经济生活报》、中央统计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

4.《经济生活报》应将摘抄立即刊载。

5.由《经济生活报》各编辑部成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央统计局各委员按国民经济各重要部门，分别对这些报告进行分析，每人分析一份（目前按第6条规定办理）。

6.《经济生活报》应定期地按编辑部规定的期限登载定期的综合述评，每年不少于两次。

7.中央统计局每月编制简明进度表。该局应于一周内制定简明进度表的格式。格式批准后，应于一周内按批准的格式编制此项简明进度表。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48—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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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第三次粮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37]


（1921年6月16日）

同志们，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和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贺你们这次会议的召开。

同志们，我们大家当然都了解，为什么这次会议不仅应引起粮食工作者的极大注意，而且应引起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党的工作人员，全党以至所有多少关心苏维埃共和国命运及其当前任务的人们的极大注意。你们这次会议是在极为重要的关头召开的，因此，它决不能与过去召开过多次并且今后还要不断召开的那种一般的定期粮食工作会议相提并论。

你们这次会议之所以极为重要，是由两个情况决定的。第一个是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我们就担心出现这种情况，可是它使我国遭到的极其可怕的灾难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了。我们是否会象某些人在这一年多来所预言的那样，一定会遭受连年旱灾呢？这一点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许多地区的粮食和牧草会又一年遭到极严重的歉收，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了，这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可怕的图景。现在我不准备根据现有的关于粮食和牧草收成情况的综合材料来说明歉收地区有多大。总而言之，这样的地区是很大的。总而言之，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图景：许多省份收了粮食税后将会有很大的亏空；此外，许多省份的人民将陷于空前严重的困境，因而粮食工作者不但不可能从这些省份取得一定数量的余粮来供应军队、工人阶级和工业，反而要帮助这些省份，帮助这些挨饿的人们。粮食工作者因此而肩负的这些任务是我们没有意料到的，这将使你们的工作更加繁重。这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并不是完全不可预料的，那就是整个粮食政策处于过渡的、转折的关头。目前，粮食政策有极大的改变，苏维埃政权不仅要改变粮食政策，而且在许多方面要改变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去年农民境况非常困难，大工业也显然不能迅速恢复，这就迫使我们把全部国家工作转上了另一条轨道，——现在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第一次搞征粮运动，第一次来开会总结地方粮食工作者的经验，并设法完成粮食工作者所肩负的任务。

必须估计到我国处境极为困难以及大工业不能很快恢复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坚决把小农经济从岌岌可危的状况提高到勉强过得去的状况；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振兴小工业和地方工业，采取一些措施尽快巩固小经济，允许它开展地方贸易，从而扩大使用资本的范围，这也就必须使整个苏维埃政权和它的基本原则以及它的全部经济政策转上另一条轨道。

你们非常清楚，三年来我们大家，特别是你们，为了初步巩固粮食机构，使它能够完成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最必要的任务，作了多么重大的努力。因此，我就无须再向你们这些身临其境、目睹其事的人讲述迅速改造并重新调整全部工作这一任务是怎么一回事，讲述在一切尚待摸索的情况下组织起来并同时完成获得更多粮食的任务有多大意义。这些你们自己全都知道。尽管国内战争时期所遭到的困难是骇人听闻的，前所未有的，有时甚至是非人所能忍受的，但粮食政策却年年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这项工作改进和提高的速度比苏维埃其他任何部门的实际工作所能表明的要快得多。但是你们当然也都知道，由于粮食工作者的积极努力，我们的粮食收购量虽然在头一年就从11000万普特增加到28000万普特或更多，但你们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不够的。

现在，我们是第一次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没有白卫军和大股敌军的情况下开展大规模的征粮运动。但对这种情况还得附带说明几句：这里没有把日本人在远东共和国开始进行的武装干涉估计在内，也就是说，我们正处在可以说已基本结束国内战争的第一年，——这样大家就会明白，我们现在仍然处在国际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他们虽然受到了红军给予的狠狠的教训，但丝毫没有放弃以公开的或隐蔽的、经常不断的或时断时续的方式卷土重来的野心。因此，在这方面也决不能说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保障。此外，你们知道，关于从战争转到经济建设的问题我们已经谈论了很久，并且为此召开过几次党代表会议和党代表大会。这个转变，作为一种转变，本身就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在经济机构遭到破坏，运输瘫痪的情况下，要使原来战斗在国境线上的大批军队转变为和平时期的军队，这本身就会造成很大的困难，看来这些困难我们大部分已经克服，尽管如此，困难仍然不少，这是任何一个了解情况的人都不会怀疑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才说：这次粮食工作会议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决不限于专门的粮食问题；现在共和国要求你们在关心局势和努力工作时，不仅仅把自己看作粮食工作者，看作是担负着苏维埃政权所托付的供应居民粮食这一重任的人——这是不够的。你们是党的工作人员，所以还要求你们尽力完成苏维埃政权的高级机关和党组织以指示和决定形式规定的一系列任务。你们自己知道，从一般的决定、一般的指示变成某种实际的东西，这中间的距离有多么大。这就是说，为要顺利地实现这些原则指示，使这些指示不致成为一纸空文（遗憾的是，在苏维埃俄国，指示落为一纸空文的事还是屡见不鲜的），工作人员应当承担非常艰巨的任务。

我想提一下最近一次专门讨论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党代表会议的决定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20—122页。——编者注］

 。这次代表会议之所以临时召开，是为了使全体同志都能完全相信，正如代表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今后对此决不会有任何动摇了。而以前是有过不少动摇和怀疑的。党的代表会议这个领导工人阶级政权的执政党的高级机关，着重指出了筹集为数达4亿普特的大批粮食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它着重指出，我们的粮食政策的全部意义，我们转而容许相当规模的自由贸易，是为了使我们能够筹集大批粮食，建立大量的国家储备。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要想恢复大工业和货币流通都是不可能的，而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懂得，不恢复作为唯一现实基础的大工业，就谈不到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国家遭到了空前的破坏。过去，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它就比其他国家落后，在战争中它又比其他国家遭到更大的破坏，而且在同资产阶级和地主进行的三年战争中又承受了前所未闻的重负。情况同俄国差不多的塞尔维亚、奥地利这样的战败国，它们的工业的破坏程度不比俄国小，甚至还要大，这些国家正处于完全绝望和毫无出路的状态。它们没有奋起同资产阶级作战，而是指望能得到资产阶级的帮助，这样，它们就受到双重的压力——一方面和我们一样遭受饥饿、破产和贫困，另一方面又意识到它们是孤立无援的，意识到它们虽然指靠资产阶级，却会因得不到任何帮助而灭亡。而我们在空前严重的困难中却看到并明确地意识到，工农群众也已清楚地看到，尽管有着空前严重的困难，新生力量已经产生。每一困难都会产生新的力量，产生新的源源不绝的力量，指明新的道路。这些力量向我们证明：我们的前进速度虽然慢得惊人，但我们终究是在前进；克服困难时的痛苦虽然有时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但我们终究是在克服这些困难。我们愈来愈明确地意识到，经济关系正在按照完全不同的原则建立起来，劳动阶级尽管遭受深重的灾难，却已经不要资本家的帮助在解决一切问题，并且一步一步地、一天一天地在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夺取一个又一个阵地。

同志们，据我看来，党代表会议各项决定的实质、意义和结论就是这样。我想以此来特别强调指出：现在这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仅是专家们的会议，而且是党和苏维埃工作者的会议。党和苏维埃工作者必须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在实践中建立经济政策的新的形式，为整座苏维埃大厦奠定基础。

这种工作必须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借助于税收，另一方面是借助于商品交换。税额按中等年成确定为24000万普特。这个数额连勉强维持必要的军队和完全必要的工业企业都不够，而这个数额不仅在可能发生歉收的情况下，就是在一般情况下都很难百分之百地收齐。

关于在我们三年的粮食工作中，各个地区完成粮食工作计划和粮食工作任务的百分比起了哪些变化，我手头没有精确的材料。但是，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建立起来的机构，总的说来比其他许多人民委员部的机构要好些，这个机构的工作能力正在不断提高，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所以我认为，今年只要我们对这一工作更加注意，完成共和国所委托给我们的任务的百分比一定会提高，这是肯定无疑的。要是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完成任务，那也应该接近百分之百，即使在可能发生歉收的困难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完成任务。也许要少征收几千万普特的粮食，但也可能由于丰收地区的粮食税额的增加而得到弥补。

同志们，收成好坏同粮食机构工作的好坏决不是一回事，粮食机构工作做得特别好的地区，收成情况不见得就令人满意。如果看一下各地收成预测图，就知道俄罗斯联邦和其他邻近的兄弟共和国的某些地区的收成可能特别好或者超过中等水平，但恰恰在这些地区，粮食机构的工作却没有超过中等水平，甚至还低于中等水平。必须大力完成调配粮食机构人员的任务。可是我们对人的了解不适应人员的调配，不知道哪些人有能力、有丰富经验，哪些人到了新的岗位就能立即适应工作和迅速推进工作。这件事必须引起更大的注意。

党代表会议提到第一位并由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决定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商品交换。这个问题引起了在莫斯科工作的苏维埃和党的中央机关中的人们的极大注意和关心。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做得如何，做了哪些实际工作，计划做的事情哪些已经完成——这些问题需要你们在真正了解实际情况以后首先加以解决。在这里交流你们的实际经验并加以总结，这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

工作是新的，需要调动更多的人力。这项工作所提出的要求，已经不是以前对粮食机构的要求了：那时只是要求粮食机构成为大体相同、能够正常运转的机器，它的任务是收集一定数量的粮食，如此而已。不，现在还要考虑地区的差别，考虑对商品的不同需要和不同的等价物。需要适应的并不是苏维埃政权要求什么和苏维埃机关能够完成什么。不，你们应该适应小农的经济生活条件，应当考虑他们需要什么以及哪些需要已经得到满足。你们曾经同私贩粮食和非法买卖进行过斗争。你们现在还应当继续同这类现象进行斗争。然而，为了实现商品交换，为了不被自由市场击败，即不被自由贸易击败，我们就需要很熟悉自由贸易，同自由贸易进行竞赛，并用自由贸易的王牌和武器来击败自由贸易。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熟悉它。

我们不需要那种旧的官僚主义的手段，我们需要考虑贸易情况，需要确切地了解它，善于很快地估计到一切变化。为此我们就需要在俄罗斯联邦的广大领域内迅速调拨粮食和用于交换的物

品。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是非常巨大的。然而，这正是我们在大工业还没有完全恢复时期的整个新经济政策的基础，这一恢复时期至少需要十年。在这期间，我们必须在工人和农民这仅有的两个阶级之间建立一种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建设基础的关系；必须建立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它既要满足双方经济上的要求，又要照顾小农利益——在我们还不能供给小农一切大工业产品的时候，我们必须照顾他们的利益。

必须照顾出卖自己剩余产品的小业主，同时还应照顾城市居民和工人生活的改善。不这样做，我们在今后的建设工作——它能使我们不可逆转地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就不能取得胜利。正因为如此，商品交换在目前才成了我们整个经济政策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们，无论粮食工作者，经济工作者，还是合作社工作者，都应该致力于这项工作。这就是苏维埃政权所期待于你们的，这就是党和整个共和国所期待于你们的，因为目前整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兴亡和全部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都取决于你们对待这一工作的态度，取决于你们的工作成就。

同志们，我在结束这个发言时应当指出，你们的代表会议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这就是考虑一下如何慎重地、稳步地、但又迅速地着手试行集体供应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5月间向党中央政治局提出并经中央委员会讨论后在全俄工会代表大会上决定的。我们在粮食分配上是有缺点的，今后决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来分配粮食会产生平均主义，这往往不利于提高生产。共和国必须把收集到的余粮只供应生产所必需的企业。我们不可能供应全部工业企业，而且也不需要这样做，因为这会造成经营上的浪费。我们不可能把大工业全部恢复起来；这就是说，要把设备较好的、有可能取得较高生产率的企业划分出来，我们应该供应的也仅仅是这种企业。

粮食工作者不能只考虑我们能得到多少万普特粮食，按照什么标准来分配，或者干脆按原来的配给证来分配，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其他一切与我无关。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的活动也到了应该统一起来的时候了。任何一个有觉悟的粮食工作者不仅应该关心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事情，而且应该关心全部经济活动。现在对粮食工作者的要求已经提高了。

仅仅做一个粮食工作者是不行的。应该做一个经济学家，要能够根据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以及这一工作的全部成就去评价每一个相应的工作步骤。

在粮食分配问题上，决不能认为只要分配得公平合理就行了，而应当考虑到粮食分配是提高生产的一种方法、工具和手段。国家的粮食只供应给为保持最高劳动生产率所真正必需的那些人员。如果把粮食分配作为推行政策的工具，那就要朝着能减少一些非绝对必需的人员、鼓励真正必需的人员的方向做。如果粮食分配是推行恢复我国工业的政策的工具，那就必须供应目前我们真正需要的工业企业，绝不能供应目前我们不需要的企业，以便节省燃料和粮食。几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很大缺点的。现在必须加以克服。

可见，对问题考虑得愈深入，向你们的粮食工作会议提出的任务就愈广泛。然而，我相信，你们这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被这种复杂的任务所吓倒，相反，你们这些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党的工作人员面临的这种非同寻常的任务，一定会激发你们用更大的干劲去完成这些任务。其他人民委员部过去的工作经验清楚地表明：必须使苏维埃的工作和党的工作配合起来。粮食工作者之所以能够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完成当前这一系列的战斗任务，完全是由于采取了决非通常惯用的方法，是由于采取了非常措施，运用了抓重点的方法和战斗的方式，是由于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都采取了非同寻常的行动。我再说一遍，正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基础构成了你们粮食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这点是你们大家必须注意的。

最后，我相信，只要把力量联合起来，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我们就能巩固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的基础，这一政策能建立作为苏维埃政权支柱的两个基本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只有这一经济联盟才能保证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热烈鼓掌）





	载于1921年6月22日和23日《真理报》第133号和第13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350—360页

















[137]这是列宁在全俄第三次粮食工作会议第一天会议上的讲话。



全俄第三次粮食工作会议于1921年6月16—24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各省粮食委员和省粮食委员会会务委员会委员，各粮食机构的代表以及各省执行委员会、合作社和工会的代表共499人。会议议程包括以下问题：粮食税；组织商品交换；粮食机关和合作社的相互关系；国家供应的原则。这次会议对改进苏维埃国家的粮食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344。







《列宁全集》第41卷


关于清党问题的建议[138]


（不晚于1921年6月21日）

办理登记的中心组应当由一批俄共老党员组成（党龄不少于5—7年），而且必须是工人党员。

一切可疑的、不可靠的和不坚定的俄共党员都必须清除出党，但他们经过进一步审查和考验以后有重新入党的权利。

对于：（1）1917年10月以后从其他党派加入俄国共产党的党员；（2）原为旧政府官吏和公职人员的党员；（3）担任过拥有某种特权的职务的党员；（4）苏维埃职员中的党员。对这四类党员应当逐个进行特别的审查，而且还必须征询同这个俄共党员在工作上有过接触的党员劳动者和非党劳动者的意见。

要求推荐人提出确切的书面证明材料，而且推荐人中必须有几个是具有5—7年党龄的工人。

对于确实在本厂工作的真正的工人，以及对于在自己土地上劳动的农民，手续应尽量简化，不得用重新登记去难为这些人。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361页

















[138]列宁的这些建议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6月21日的会议上作为给清党委员会的指示通过。这些建议稍加改动后写进了6月2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清党问题的决定。中央的决定也考虑了列宁草拟的《关于入党条件的意见》（见本卷第355页）。——354。







《列宁全集》第41卷


关于入党条件的意见

（不晚于1921年6月21日）

（1）从8月1日起至何时止？

（2）接收什么人？

工人和劳动农民

考察了解三个月

通过住宅管理部门[139]

通过红军

通过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

通过非党人员的反映

通过担任高级职务：对这段时间的情况进行审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362页

















[139]指住宅委员会。



住宅委员会是二月革命后产生的群众组织，任务是集体维护本幢住宅居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十月革命后特别是1918年8月颁布了《关于废除城市不动产私有制的法令》以后，住宅委员会变成了管理地方公有房地产的正式机构，隶属于房地产局。住宅委员会的职责是：保护建筑物，监督本幢住宅的清洁卫生；负责住户登记；监督有服兵役义务的人执行登记条例的情况。1921—1922年，住宅委员会被房屋管理处取代。——355。







《列宁全集》第41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取消对出版物的货币结算的决定和对这一决定的意见[150]


（1921年3-5月）


1

人民委员会的决定

（3月23日）

1.从1921年1月1日起，一概取消对出版物（书籍、报纸、杂志、小册子、画像等）的货币结算，在俄罗斯联邦境内通过“中央出版物发行处”向各机关和组织免费供应出版物。

2.本法令颁布前为购买出版物已付的款项不再退还，1921年1月1日前购买出版物的欠款一律蠲免。

3.拟免费供应的出版物由各苏维埃出版社向“中央出版物发行处”免费提供。

4.本法令的实施细则和汇报办法细则由教育人民委员部会同财政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在两周内颁布。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注：在文件上签署的还有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和秘书莉•亚•福季耶娃。——俄文版编者注］



1921年3月23日于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2

对决定的意见

（3月24日和5月5日之间）

不能这样。

应补充：只给图书馆。

“图书馆”的概念。

监督。

例外情况，等等。

　　仔细研究





	　　列宁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0卷第75—76页

















[150]这是有关整顿出版物分配工作问题的两篇文献。列宁在1921年2月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在《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人员的指示》中，他对苏俄当时出版物分配工作中出现的浪费和不合理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报纸和书籍为苏维埃职员这一人数不多的阶层所占有，而工人和农民所得到的却非常少，这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一文中，他提出报纸和书籍只免费分配给各图书馆和阅览室，以便更好地为广大工人、士兵和农民服务（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25——326、327—337页）。——384。







《列宁全集》第41卷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地方经济会议、关于报告制度和关于贯彻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的决定草案的提纲



［注：决定草案见本卷第257—258页。——编者注］



（1921年5月19日—20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本身应包括的事项不多：

（1）必须在各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建立经济委员会或者与之完全类似的委员会和机构。

（2）必须印发每个区域、省、县、区的工作报告，每两月至少一次。

（3）必须把一些比较零星的工作报告和汇报的副本送交劳动国防委员会。

（4）贯彻执行指令。

（5）《经济生活报》多登来自各地的通讯，并使该报成为综合报告、研究和指导工作的机关报。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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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的三个提纲[151]


（1921年5月19-21日）


1

（9）1.农业的发展：

　　　　　　　　（α）农民经济

　　　　　　　　（β）集体经济（国营农场；公社等）

（10）2.工业的发展：

　　　　　　　　（α）大工业

　　　　　　　　（β）小工业

（4）5.经济工作各方面（以及各部门）的协调。

（1）6.商品交换：（α）粮食人民委员部　　　＋（γ）私营

　　　　　　　　　（β）合作社　　　　　　　　　商业

　　　　　　　林木

　　　　　　　煤和页岩

（11）3 燃料　石油　　　　进口和自给

　　　　　　　柴火

　　　　　　　及其他

（12）4.粮食。

（5）8.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

（6）9.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13）7.建筑业。

（16）10.实物奖励。

（3）11.鼓励首创精神。

（2）12.资本主义、企业主的活动情况等。

　　　　　　私人经济的主动精神。

（23）13.区域和省的经济计划（γγ）。

（24）14.电气化（γγ）。

（25）15.对于边疆地区：对外商品交换。港口。

（19）16.私贩粮食情况。

（26）

　　　17.铁路运输。

　　　18.水路运输（γγ）。

　　　19.区域和省的国家计划委员会 
［注：这些字句被列宁删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见第13条。

（22）20.区域经济委员会，省、县、乡经济会议和农委。（γγ）

（17）21.工会，工会参加生产，生产宣传。劳动纪律。

（18）22.（职工）盗窃公共财物，进行斗争的措施、效果。仓库管理。

（20）23.组织部队参加经济工作。军事部门，特别是普遍军训部的人员参加经济工作。

（21）24.劳动义务制，劳动动员。

（14）25.模范的企业、作坊等。

（7）26.经济建设工作人员（既包括党员，也包括非党员）的名单及工龄等等。

（8）27.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特别要吸收工农检查院和非党工人和农民参加。

（15）28.改进农业和工业等生产。

（27）29.《经济生活报》的工作和同该报配合如何？

地方报刊及其对待工作报告的态度。

＋

应当由谁写工作报告？

省经济委员会，县经济委员会＋(注意)城市的区（区经济委员会）

县一次

市和城镇一次

区一次

限于（报告50次，和＞？）

　　（报告100次，和＞？）

城市

全俄国约为1000

　　 　　 　8月1日前（6月1日？）

　　 　　　11月1日（10月15日？）

　　　　　 1月1日

或一年6次？　　3月1日

　　　　　 5月1日

2

次序

大致如下：αα

要点

Ⅰ

6：商品交换——（1）

11：鼓励首创精神——（3）

12：资本主义——（2）

5：协调——（4）

Ⅱ

8：改善工人生活状况——（5）

9：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6）

Ⅲ

26：经济建设工作人员——（7）

27：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8）

十ββ

第一类问题

大致如下：

　　　1——农业　 （9） 　　　　　2——工业　 （10） 　　　　　4经济建设　——　粮食　 （12）　　 　　　　　3的总结　　——　燃料　 （11） 　　　　　7　 ——　建筑业　 （13） 　　　　10——　 （16） 　　　　　21——　 （17） 　　　　　22劳动　 （18） 的 　　　　　23条件　 （20）　　 　　　　　24——　 （21） 　　　　　25经济建设的　　　　（14） 　　　　28总结（15） 　　　　　13　　　 ——　国家计划委贫会　 （23） 　　　　　20　　　 ——　区域经济机构　 （22） 　　　　　14　　　 ——　电气化　 （24） 　　　　　15　　　 ——　对外贸易　　　 （25） 　　γγ 　　　　　16　　　 ——　私贩粮食情况　 （19） 　　　　　17　　　 ——　铁路运输 　　　　（26） 　　　　　18　　　 ——　水路运输 　　　　　29　　 （27）


3

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草案

Ⅰ.新经济政策的实质：

　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和改善工人 　　　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利用私人资本 　　　主义并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　　　　合作社 　　　道，全面支持地方的首创精神，同官 　　　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

Ⅱ.100％的粮食税＋100％靠交换

　　　　　小工业；

　　　　　对外商品交换；

　　　　　支持大工业。

＋补Ⅱ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各级机构一直设到下面。

Ⅲ.建立报告制度和交换经验，竞赛。

Ⅳ.工作报告的期限（每年2—6次）和格式（印100份）

Ⅴ.每个工作报告都必须详细提出的最主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其重要性来说都是相等的，但就顺序，就紧迫性来说则不相等。

1—8（αα）。（8个问题）

Ⅵ.每个工作报告都必须以简短总结形式提出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ββ12个问题。

第三类问题：

Ⅶ.重要的问题，但不必在每个工作报告中都提出。

γγ　7个问题

Ⅷ.补充问题（可酌情提出）。

（第四类问题）

Ⅸ.结论。

关于工作报告问题必须补充：

（1）第五类问题可由各地自行选定。

（2）工作报告中的统计部分由省统计局和县统计人员编写。

（3）地方机关应向统计人员提供（有责任提供——明确指出这种责任）全部材料。

（4）工作报告中的非统计部分呢？

　　　　　由谁来编写？

　　　　　也由统计人员编写

　　　　　　　＋专门指定的人员

（5）除了这些工作报告外，不得再要求其他任何报告。

（6）工作报告中什么问题应印发？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395—400页

















[151]这是列宁在拟订指令草案提纲的过程中写下的三个提纲。第一个提纲列举了地方苏维埃机关在编写工作报告时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个提纲中各条原先的编号来作了改动（左边括号内的编号为改动后的编号），指令草案使用的是改动后的编号。第二个提纲把所有的问题分为αα、ββ、γγ三大类。第三个提纲最完整，是指令草案（见本卷第259—285页）的基础。——388。







《列宁全集》第41卷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材料

（1921年5月下旬）


1

关于粮食税的报告的两个提纲[152]

（不晚于5月26日）

（1）

对粮食税和贸易自由等的种种流言蜚语（以及恶意歪曲）和误解。参看1918年5月5日（《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64—293页。——编者注］

 ）

（α）“小私有者自发势力”的危险性。

（β）国家资本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

粮食税和贸易自由是“让步”还是“缓和”？

流转自由和资产阶级性。

　 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

租让也是国家资本主义

由于歉收，经济破坏……而“缓和”、让步、妥协、退却。

忍受的限度？

工人忍受的限度？

农民忍受的限度？

是“热月政变”吗？头脑清醒地看待，或许是的？会发生吗？

会见分晓的。上战场别吹牛！

（参看1918年5月5日（引证小册子）

（参看1918年11月10日（反对考茨基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29—327页。——编者注］

 ）。

当时和现在

觉悟和不觉悟。

专政和自由，当时和现在。

当时和现在的各阶级。

农民的理性与偏见。

两者必居其一。选择。是同工人政府达成困难的妥协还是轻易地受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奴役？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403—404页












（2）

农民国家

1.（反对邓尼金）

2.经济联盟？

3.余粮收集制：

怎么可能？

4.粮食税……

5.交换、首创精神，等等。

6.小工业

7.大工业＝社会主义的基础

8.电气化

9.国家储备

粮食储备

燃料储备

10.4亿普特

11.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升级考试。

12.

1889—1903年

1903—1917年　 

1917—1921年

1921—？31？

13.研究实际经验。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404页












2

关于粮食税的报告的总结发言的提纲



［注：总结发言见本卷第311—326页。——编者注］



（5月27日）

动摇：

（1）“农民是一个阶级”

（瓦雷基斯）。

（2）“粮食检查局”

斯维杰尔斯基的……

（瓦西里耶夫）……

（还有美舍利亚科夫）。

（3）拉林及其法令与1921年5月10日政治局的决议。

（4）“反过来指责中央委员会：

（α）换取煤和其他产品。顿巴期的电报。

（β）坦波夫省的合作商店和合作社机构。

（？）

（γ）基兹利亚尔—旧捷列克铁路建设工程的经验。

拉林的例子……“我们的制度”……

（（每月28俄磅同4普特相对比））。

……“出色的经验”……

丘巴尔：“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在所有的采木场中”

（δ）10俄磅盐＝1普特粮食（沃伦）……

（ε）尼古拉耶夫省？（粮贩）……

　　　　　　　　　　　　　　　　　纺织品

　　　　　　　　　　　　　　　　铁器—化妆品

（4）发扬首创精神……

（α）奥新斯基的几点结论：

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在干扰；

工作不协调。

（β）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升级考试。

（γ）“卫生口粮”

　　　　古谢夫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405—406页












3

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提纲



［注：决议草案见本卷第327—329页。——编者注］



（5月27日）

题目：

（1）当前的基本政治任务：新经济政策：

“认真地和长期地”……

（2）扩大商品交换。

进取精神……自主程度……

（3）合作社。

（4）中、小工业。出租。

（5）中央机关要对阻碍地方的首创精神或支持不力的现象负责。

（6）部分修改大工业的生产计划，以加强农民日用品的生产。

（7）实物奖励和集体供应。

（8）粮食税

加强（粮食税）征收机构。

（9）总之，要筹集大量的（近4亿普特）粮食储备，作为大工业和实现电气化的基础。

（10）要把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指令变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令

＋特别是要提拔非党人员

（11）有关这方面的宣传鼓动工作。

（12）仔细地、全面地阐明和研究各地的实际经验。





	载于1957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1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409页

















[152]这是《关于粮食税的报告》（见本卷第296—310页）的两个提纲，第一个是提纲草稿，第二个比较接近报告的内容。——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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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1921年3月8日—6月21日）


1921年


3月8日—16日


列宁领导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3月8日


中午12时，列宁宣布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代表中央致开幕词，被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

晚上，出席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报告。

读《贫苦农民报》编辑维·阿·卡尔宾斯基送来的详细分析农民来信的报告，这些来信反映了农村的形势和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情绪。

写便条给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要他立即召集专门委员会会议，拟出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定草案，认为在决定草案中应该强调关键是让农民进行自由的经济流转，要善于推动流转、交换，否则就要垮台。


3月8日或9日


写《在〈十人纲领〉拥护者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3月9日


出席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代表们讨论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报告时作记录；翻阅亚·米·柯伦泰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在小册子上作评注；作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

同亚·米·柯伦泰谈话，指出她的《工人反对派》小册子宣传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

就西伯利亚局势写便条给列·波·加米涅夫和约·维·斯大林，指出必须同西伯利亚农民搞好关系，否则非常危险；还要求务必派伊·尼·斯米尔诺夫去那里工作。

写便条给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对土耳其拖延签订关于巴统的协议极为不安；建议由约·维·斯大林同土耳其代表团谈一下，以便弄清情况。

签署给维亚特卡、叶卡捷琳堡、库尔斯克、奥廖尔、奔萨、彼尔姆、萨马拉、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斯摩棱斯克、坦波夫、图拉、秋明、乌法、喀山等省粮食委员的电报，指示采取紧急措施，尽快给春播缺少种子的省份运去种子。


3月10日


打电话给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了解彼得格勒局势和商谈派遣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去镇压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乱一事。

写便条给约·维·斯大林和列·波·加米涅夫，把格·叶·季诺维也夫对镇压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乱的意见告诉他们，季诺维也夫认为需要派遣普通兵员或派遣象克·叶·伏罗希洛夫这样能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去那里。

致电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建议在同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建立密切联系时，要特别尊重格鲁吉亚的自主机关，不得采取任何有损当地居民利益的措施。

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谈组织农产品同工业品交换的问题。

写便条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请他与克·格·拉柯夫斯基以及亚·德·瞿鲁巴一起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在农民与手工业者和工厂区居民之间组织商品交换的问题。


3月10日和14日之间


同美国《纽约先驱报》驻莫斯科记者谈话，答有关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乱的问题。


3月11日


修改和签署给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电报，要求认真执行俄罗斯联邦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保证后备军和伏尔加河沿岸军区部队粮食供应的一切命令。


3月12日


出席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八次和第九次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改组红军、提高部队战斗力和政治素质等问题。

读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主席菲·耶·马哈拉泽的来信，信中报告格鲁吉亚的军事和政治局势，不同意中央派大批特派员去格鲁吉亚。列宁将这封信批转给小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亚·格·哥伊赫巴尔格，指示未经小人民委员会批准不得向格鲁吉亚派遣特派员。

签署给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劳动军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劳动人民委员部的电报，指示采取紧急措施，供应顿巴斯粮食和饲料。


3月13日


写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关于党的统一、关于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等项决议的提纲，以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成的意见。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收到一张关于必须召开《十人纲领》拥护者会议的条子，建议就这一问题征求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团长的意见。

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十人纲领》拥护者会议上，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发言。会议提名列宁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3月13日或14日


写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改善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关于党的统一、关于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等项决议草案初稿。


3月14日


上午，出席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十二次会议，作关于工会问题的讲话。代表大会把列宁参加签名的《十人纲领》作为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的基础。

读美国工商界代表华·万德利普的来信，信中向苏维埃俄国提出关于签订租让合同和提供贷款的建议。列宁把这封信转给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征求他对这封信的意见并请他代拟复信稿。

晚上，出席代表大会第十三次（秘密）会议。代表大会一致选举列宁为俄共（布）中央委员。


不晚于3月15日


写《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讲话的提纲》。


3月15日


出席代表大会第十四次会议；作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

在讨论报告时对某些发言作简记；写总结发言提纲；作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收到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份综合材料，材料中列举了西欧报刊编造的关于苏维埃俄国国内局势的种种谣言。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批驳了这些毫无根据的谣言。

签署给维亚特卡、叶卡捷琳堡、库尔斯克、奥廖尔、奔萨、萨马拉、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斯摩棱斯克、坦波夫、秋明、乌法等省粮食委员以及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电报，建议采取紧急措施，及时为春播运送种子。

同美国《纽约先驱报》驻莫斯科记者谈话纪要发表在该报第197号上。


3月15日或16日


同高加索劳动军党组织出席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弗拉切夫谈格罗兹尼油田的租让问题。


不晚于3月16日


十分关心苏维埃俄国同英国签订通商条约一事，注视伦敦谈判进程和通商条约文本的拟订工作。


3月16日


上午，出席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作关于燃料问题的讲话，并提出关于燃料问题的建议；作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和报告的总结发言；把《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和《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提交会议讨论。代表大会通过列宁提出的各项决议案。会议结束时，列宁致闭幕词，总结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在讨论关于建立中央领导机关问题时，选举列宁为政治局委员。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建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法令起草委员会和工人生活改善委员会、关于向乌克兰派遣领导工作人员、关于铁路职工代表大会、关于就工会争论总结给各级党组织的信、关于报纸的出版和发行、关于同波兰签订和约、关于土耳其斯坦的局势、关于外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的组成等问题。

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取消货币税的决定草案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


3月17日


收到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代拟的给美国工商界代表华·万德利普的复信，对复信稿作修改和补充，然后用英文重新抄写一遍；在信中表示苏维埃俄国愿意同美国建立贸易关系和事务联系。

读俄罗斯和乌克兰对波和谈代表团团长阿·阿·越飞1921年3月15日来信，得知他不满意经常调动他的工作；致函越飞，指出他对中央和列宁的抱怨是没有根据的，他应该认识到，一个人不能等于中央，重大问题是集体决定的。

致函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埃·捷尔任斯基，询问逮捕动力学家亨·奥·格拉夫季奥的原因，请求将他释放。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组织农村困难户和军属劳动互助的指示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向林业总委员会，土耳其斯坦棉花委员会，手工业、小工业及工艺合作社总管理局，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国民经济委员会拨款以满足工业需要和采购燃料等问题。


3月1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在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法令草案时，委托列宁就这个问题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言。会议在讨论土耳其斯坦的局势时，决定列宁参加政治局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委员会。会议还讨论了俄共（布）中央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和党的工作任务致全体党员的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燃料的提纲、关于出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的准备工作，以及关于乌克兰在俄罗斯联邦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内设立代表处等问题。

读交通人民委员部最高技术委员会副主席C雅努舍夫斯基关于库班州的矿藏资源的调查报告，批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请专家审核调查报告的内容，并报告能否同美国工商界代表华·万德利普谈判开采这些矿藏的问题。


3月18日或19日


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给俄共（布）中央的来信，信中说美国总统沃·哈定同意与苏维埃俄国建立贸易关系，因此建议正在举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苏维埃政府关于愿意建立苏美贸易关系的呼吁书。列宁在信上写了自己的看法，他向中央政治局表示完全赞成契切林的建议。


3月19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关于坦波夫省的收购工作的决定。会议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就新经济政策致农民书草稿和俄共（布）中央通电草稿（要求各省委贯彻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农村困难户和军属劳动互助的指示草案）。

接见乌法省乌法县布尔加科夫乡别克托沃村农民代表阿·罗·沙波什尼科夫、．．康德罗夫和T　康德罗夫，同他们座谈关于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的问题以及发展农民经济的措施。

同副农业人民委员恩·奥新斯基（瓦·瓦·奥博连斯基）谈关于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组成问题。

签署给俄共（布）彼得格勒等省委员会的电报，指示春播期间必须允许自由收购和运送种子，同时要加强扩大播种面积的宣传鼓动工作。

指示列·达·托洛茨基采取紧急措施，镇压在卡尔梅克草原上活动的马斯拉科夫匪帮。

致电俄罗斯联邦驻英国代表列·波·克拉辛，建议加快就格罗兹尼和巴库等地的租让项目同英国工业家谈判。


3月19日—20日


参加第八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


3月20日


委托秘书整理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写给列宁的字条，编出目录。

委托秘书把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推荐到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的非党农民和有经验的农村干部的材料存入专门的卷宗。

签署给各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各省工会理事会主席的电报，指示必须毫不拖延地采取坚决措施，保证各省的种子供应，不致使春播计划受到影响。


3月20日和5月25日之间


写便条给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和雅·斯·加涅茨基，请他们同居住在波兰加里西亚的社会民主党人波·德·维吉列夫进行联系，设法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留在那里的图书妥为保存并运往俄国。


3月2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土耳其斯坦局势时，写对政治局决定草案的意见和建议。会议讨论关于同参加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举行座谈、关于就改行实物税进行解释工作、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例会、关于各人民委员部的组成、关于罗斯塔社的工作、关于加强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等问题。

签署给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业局的电报，指示采取紧急措施，从技术上支援播种运动。

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安排问题。

致电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指示彼得格勒从3月21日开始，取消戒严，实行军事管制。


不晚于3月22日


委托秘书找到高加索劳动军革命委员会委员伊万诺夫上报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关于东南边疆区自然资源和租让项目的材料。


3月22日


向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归来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作关于党代表大会工作总结的报告，然后同代表座谈和合影留念。

给乌法省乌法县布尔加科夫乡别克托夫村农民阿·罗·沙波什尼科夫等人签发证明，证明他们是应列宁邀请前来莫斯科商谈有关发展农民经济的重要事宜的，要求各级苏维埃机关全力协助他们返回原住地参加和平劳动。

向达吉斯坦代表团赠送写有“赠给红色达吉斯坦”亲笔题词的照片。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乌克兰在俄罗斯联邦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内设立代表处的决定草案，邮电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卫生人民委员部的条例草案，关于改善莫斯科“阿莫”工厂、电力工业、邮电等部门工人的供应，关于莫斯科同志纪律审判会的工作以及其他问题。


3月22日和29日之间


致函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询问居民粮食供应、经济和党各干部安排、党组织与劳动群众的联系等方面的情况。


3月23日


同美国女记者路·布赖恩特谈话。

致函费·埃·捷尔任斯基，谈与路·布赖恩特会见一事。

同印度共产党员马·罗易谈印度革命运动性质的问题。


不早于3月23日


读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关于孟什维克破坏俄英通商条约的活动的报告；写便条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埃·捷尔任斯基，指示进行认真侦破。


3月24日


致函在托木斯克的瓦·尼·卡尤罗夫，请他写信报告西伯利亚工人和农民对待粮食税的态度和情绪以及他们的要求。

写便条给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波·加米涅夫，建议支持莫斯科消费公社主席阿·叶·巴达耶夫关于利用原雅昆奇科夫的领地和霍登卡田庄为莫斯科人建立农场和菜园的申请。

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关于保证国家计划委员会成员良好工作条件的报告；委托秘书莉·亚·福季耶娃把报告送交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要他对此事采取必要的措施。

签署劳动国防委员会、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给各方面军和军区司令员的电报，指示采取紧急措施从技术上支援农业机构开展播种运动。


3月24日或25日


委托秘书从约·维·斯大林那里取来顿巴斯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格·列·皮达可夫的报告。


3月25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在莫斯科工人和红军战士中进行的鼓动工作，关于改善工人生活的措施，关于成立负责制定实行实物税的实际措施的委员会，关于发行银币的准备工作，关于俄共（布）中央乌拉尔局、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各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组成，关于苏维埃俄国驻爱沙尼亚的军事代表处，关于苏维埃俄国驻远东共和国的代表以及其他问题。

同副交通人民委员瓦·瓦·佛敏谈话，听取他汇报关于3月22日

开幕的全俄运输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并就下一届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组成问题交换意见。

分别签署给察里津、阿斯特拉罕、萨拉托夫、罗斯托夫等省劳动委员会以及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和卡尔梅克自治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电报，指示采取坚决措施，动员工人参加阿斯特拉罕的渔业劳动。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作关于检查现存白银储备的报告；签署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区域经济机关的条例。会议讨论居民的粮、肉、油以及饲料的供应计划，彼得格勒的粮食状况，“福勒”式自动犁的生产，给各省经济会议的指示，关于供应工人和职员衣服、鞋子和其他商品的办法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3月25日和29日之间


审阅和修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关于租让合同中工人问题的意见》；审阅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关于租让企业中工人和专家的工资》的提纲并作批注。


3月26日


写便条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请他把石油总委员会关于油罐车总数及其使用情况的简要材料寄来，并附上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草案。

同副教育人民委员叶·亚·利特肯斯谈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


3月26日或27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谈叶·亚·利特肯斯和列·格·沙皮罗参加她领导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工作的问题。


3月27日


读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格·伊·彼得罗夫斯基打来的电话的记录，彼得罗夫斯基就向乌克兰农户征收粮食税的方法和数额以及关于合作社在新条件下的作用的问题请示列宁。列宁同彼得罗夫斯基通电话，彼得罗夫斯基请求尽快答复。列宁写便条给列·波·加米涅夫，建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负责制定实行粮食税的实际措施的委员会尽快讨论这些问题，并把结果通告彼得罗夫斯基。

为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人民委员会关于征收实物税数额的决定草案，列宁写便条给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要他提供1919—1920年每月供应居民的粮食数、1920—1921年征收的粮食数、1920—1921年完成征粮任务省份的数量以及其他方面的材料。

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3月23日来信，信中请求尽快与大北方电讯公司签订租让合同。列宁委托秘书催促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尽快拟出合同草稿。

致函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指出在农村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必须重新配备粮食人民委员部机关驻各地的人员。

审阅阿·伊·李可夫为首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拟订的《租让合同基本原则草案》；致函李可夫，对他们拟订的《租让合同基本原则草案》表示不满，认为文件中尽是官僚主义的废话，没有把重要的事情强调出来；随信寄去自己的草案，这一草案成为人民委员会3月29日

通过的决定的基础。

致函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指出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必须制定出加强苏维埃货币的措施。

在全俄运输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国内外形势的讲话。


3月28日


读共产党员机械工程师安·叶·布列兹尼琴科关于申请批准一批共产党员工程师去美国进修的信；把信批转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表示支持他们去美国进修的申请，建议把这个问题提交中央组织局讨论。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关于1912—1922年度征收实物税数额的决定草案、关于自由交换和出售农产品的法令草案、中央工人生活改善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关于建立商品交换储备、关于土耳其斯坦委员会的组成、关于从美国和英国来的移民等问题。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1921—1922年度征收实物税数额的决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完成征粮任务的省份可自由交换粮食、饲料、马铃薯和干草的法令。

委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致电亚历山德罗－格鲁舍夫斯克区矿工工会委员会，请他们把矿工利用星期六义务劳动时间采掘的并已发往莫斯科赠送给列宁的30车皮煤转赠给为首都工人运送粮食的东南铁路局。

出席根据列宁本人建议召开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与其他部门代表的磋商会议。会议讨论列宁提出的租让合同基本原则草案。列宁就所讨论的问题发言，修改和补充草案。

审阅和修改石油总委员会会务委员伊·米·古布金起草的给俄罗斯联邦驻英代表列·波·克拉辛的有关石油租让问题的电报稿，电报稿中告知克拉辛关于签订石油租让项目合同的基本原则。列宁在同古布金的谈话中讨论了这些原则。


3月29日


代表俄共（布）中央致电在梯弗利斯的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指出要把第11集团军从格鲁吉亚调回粮食状况极为困难的阿塞拜疆是完全不可能的，请他们采取果断措施，把该军留在格鲁吉亚；建议尽快以格鲁吉亚的租让项目从国外换回粮食。

读秘书纳·斯·勒柏辛斯卡娅的便条，便条中说，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请求列宁接见并就美国政府对俄罗斯联邦关于贸易问题的建议的答复发表谈话。列宁委托秘书征求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契切林认为发表谈话为时尚早。列宁在便条上写批语，拒绝接见该报记者。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粮食税、关于供鼓动员用的实行实物税的宣传提纲草稿、关于建立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政治俱乐部、关于科学工作者协会、关于供应亚美尼亚粮食、关于俄共（布）中央土耳其斯坦局成员的变动、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组成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对会议议程补充了关于1921年发行纸币的计划、关于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关于农业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组成等问题；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租让合同基本原则的决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农业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决定。会议讨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对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拒绝为莫斯科各面包房在国外订购机器一事的控告、关于对各电站工作的领导、关于粮食和饲料供应的状况、关于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重新从事专业工作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苏维埃俄国驻阿富汗的代表处、关于批准成立负责制定实行粮食税的实际措施的委员会等问题。


3月30日


写便条给劳动国防委员会，表示同意大多数委员的意见：暂不执行总司令谢·谢·加米涅夫关于调11000名红军战士到莫斯科加强卫戍部队的命令；建议委托总司令整顿莫斯科卫戍部队，精减人员，提高战斗力。

接见电工技术专家、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委员彼·谢·奥萨德奇教授。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供鼓动员用的实行实物税的宣传提纲、乌克兰的粮食工作、地方经济流转范围内的交换条例、国家和居民之间的交换条例，以及关于合作社等问题。会上，列宁写便条给尼·伊·布哈林，谈调整城乡商品流转和合作社在流转中的作用问题。

致电在梯弗利斯的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建议在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内讨论关于尽力恢复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签订的租让合同和关于尽快签订新的租让合同以便从国外取得粮食的问题。


3月31日


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的来信，信中建议向各穆斯林共和国和地区的党组织发一封通告信，要他们在进行反宗教宣传时务必掌握分寸，不要伤害穆斯林人民的宗教感情。列宁在契切林的信上写批语，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并要他代拟通告信草稿交中央审订。

读美国工商界代表华·万德利普的来信，并将信批转给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征求他对苏美贸易谈判和向美国工业家提供石油租让项目的可能性的意见。

致电俄罗斯联邦驻英国全权代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指出当前主要的是要弄到同农民交换粮食的商品。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整个政策都应服从这一直接目的。

读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来信，信中请求帮助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工作人员波·米·沃林得到住房。列宁在信上批示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3月底委托秘书提醒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巴·哈拉托夫把粮食交给巴库。






3月底—4月21日



写《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的几个提纲，写《论粮食税》一书。



4月1日



委托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代拟人民委员会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必须尽快制定调整开放私人贸易和商品交换的法律的决定草案，并把苏维埃政府提出的在俄罗斯联邦和美国之间签订贸易协定的条件通知华·万德利普。



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寄去库兹涅佐夫关于亚历山德罗夫盖—恩巴铁路支线建设问题的报告，并要他把意见和建议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讨论。



签署给各省执行委员会主席、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以及巴什基尔、吉尔吉斯、鞑靼、哥里、乌克兰和土耳其斯坦等共和国的电报，指示把播种面积和牲畜头数上报中央统计局，以制定实物税率。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审查会议议程，把关于精减红军人数和关于芬兰湾排水雷的问题补充进去；签署国家计划委员会基本组织条例，以及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成员、关于保证国家计划委员会成员良好工作条件、关于保证勒拿金矿专家和劳动力、关于把陆军人民委员部的物资转交非军事机构等项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批准运输总委员会成员、关于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汽车队按红军口粮标准供应粮食、关于从克里木运出器材、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部队的供应办法、关于机车修理计划、关于冶金工业状况、关于彼得格勒商港等问题。



4月2日



致函在巴库的阿塞拜疆石油委员会主席亚·巴·谢列布罗夫斯基，指出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必须把部分巴库油田租让出去，要让巴库同志们对租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在巴库共产党员中间做好解释工作。



写便条给劳动人民委员瓦·弗·施米特、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米·巴·托姆斯基、全俄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请他们召集各部门的联席会议，研究企业通过精减非生产人员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整顿工厂粮食供应的问题。



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信中建议中央向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这几个外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发一个指示：与土耳其签订条约必须事先征得中央同意。列宁批示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要他征求政治局各委员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4月4日



收到巴库的阿塞拜疆石油委员会主席亚·巴·谢列布罗夫斯基关于4月5日开航的报告后，致电谢列布罗夫斯基向石油船队表示祝贺。



读国立莫斯科大学教员弗·菲·哥林4月1日的来信，信中反映在国立莫斯科大学的教员中间，宣传资产阶级观点的原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还有相当大的影响，请求让他系统地讲授哲学课。列宁将信批转给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征求他对这件事情的意见。



签署给各省播种委员会的电报，指示必须严格按照当地条件制定播种计划、按计划播完全部土地、绝不允许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



签署给各省粮食委员会和粮食工作会议的电报，谈在实行实物税之前对油、肉、蛋的征购办法。



4月5日



致电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询问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与意大利和德国企业家谈判租让特克瓦尔切利煤矿和奇阿图拉锰矿的进展情况。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请他尽快解决有关支援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问题。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草案、关于对工人实行实物奖励的法令草案、关于莫斯科的住房政策、关于骑兵第1集团军的供应和部分军队的复员以及其他问题。



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关于红军人数和复员情况的材料，写便条给格·叶·季诺维也夫，认为有必要把关于大大加快复员工作的问题提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降低供应标准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草案、关于对工人实行实物奖励的法令草案、关于工人劳动报酬的法令草案、关于同志纪律审判会条例，以及关于红军服装供应、关于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工作、关于工人预科学员被服供应等问题。



4月5日或6日






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于1921年4月5日


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致函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谈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的基本任务，要求立刻用一切力量研究当前的经济计划。


4月6日


写给国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厂委员会和全体工人的贺词，祝贺他们生产出发动机，祝贺汽车机械师训练班成立一周年。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快军队复员和缩减红军数量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对工人实行实物奖励的法令草案、关于粮食状况、关于实物奖励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建立俄共（布）中央北方局和北方区域经济会议、关于帮助农民、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成员、关于在彼得格勒建立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等问题。

收到俄共（布）中央妇女部部长亚·米·柯伦泰关于苏维埃各州及各共和国东方民族妇女部第一次代表会议开幕的便函和代表会议共产党员代表的邀请信，复电表示热烈祝贺。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建议尽快派泥炭总委员会的一批工作人员去芬兰、瑞典、丹麦和加拿大，了解国外泥炭开采的经验。

分别致电国防委员会红军供给特派员、农业人民委员部、林业总委员会、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建议采取紧急措施支援泥炭总委员会。


4月7日


读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4月6日关于外高加索粮食困难请求支援的电报，把电报批转给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巴·哈拉托夫，要求采取紧急措施给予支援。

读亚·德·瞿鲁巴写给俄共（布）中央组织局的关于请求急送叶·费·罗兹米罗维奇出国治病的信，在信上写批语，表示完全赞同瞿鲁巴的意见，并恳请中央组织局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调整工人劳动报酬的法令、关于工人实物奖励的法令、关于同志纪律审判会的条例。会议讨论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草案、关于收购原料的决定草案、关于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供应、关于同大北方电讯公司签订的合同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4月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发行银币的准备工作、关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关于成立法俄贸易代办处、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关于军队复员、关于举行非党代表会议、关于供应亚美尼亚粮食、关于崩得成员加入俄共（布）、关于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成员等问题。

致电俄罗斯联邦驻意大利贸易代表团团长瓦·瓦·沃罗夫斯基，请他挑选并寄来意大利各政党特别是意大利社会党的最重要的文件，以便研究意大利社会党人的活动。

致函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和叶·亚·利特肯斯，指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计划性，建议制定全面的工作计划。

读电力工程师彼·阿·科兹明关于利用风力实现农村电气化的来信，在信上画了许多记号和着重线，并写批语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请他对科兹明的建议发表意见。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就在拉脱维亚购买马铃薯薯种和从财政上支援莫斯科公社购买粮食的问题发言；签署关于订制“福勒”式自动犁执行情况的决定、关于增加收购榨油用的葵花子的措施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企业职工调动工作的手续的决定草案、关于红军指挥员进行登记的决定草案、关于军队继续复员的措施、关于木材采伐区的租让项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向外国购买化学产品和金属制品的申请、关于签订租让合同的手续，以及关于保证泥炭采掘工人粮食和鞋子等问题。


不晚于4月9日


写便条给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主席列·米·欣丘克，建议采取措施利用军事运输力量加紧从国外运进马铃薯薯种。


4月9日


致电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告知中央为支援外高加索粮食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要求为整个外高加索建立一个区域经济机构，尽快签订租让合同，发展阿塞拜疆的商品交换并把灌溉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致函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强调广泛宣传开采泥炭的重要性，建议出版这方面的教科书、小册子，拍摄电影，举办展览会，在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增设关于泥炭开采的必修课。

收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就在劳动国防委员会预先讨论交通人民委员部改组的问题打来的电话的记录；把电话记录批转给交通人民委员，建议把这个问题连同运输管理问题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讨论。

同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通电话，就任命苏维埃俄国驻立陶宛、布哈拉、英国、瑞典和德国外交代表的问题交换意见。

接见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格·米·季米特洛夫。

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党委、省执行委员会、省工会理事会代表格·库·科罗廖夫、米·扎·曼努伊尔斯基和伊·伊·科罗特科夫谈话，询问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纺织企业的情况，高度评价这些企业的工人在缺乏粮食和燃料的条件下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干劲和首创精神，指示立即召开有关部门参加的磋商会议，具体研究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各重点工厂的紧急需要问题。

在工会圆柱大厅举行的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及支部负责代表会议上作关于粮食税的报告。


4月9日或10日


读马·基·阿莫索夫代拟的给亚库特贫苦农民代表会议的贺电稿并作修改和补充，希望亚库特劳动群众在俄罗斯工人和农民的帮助下走上彻底巩固劳动者自己政权的道路。


4月9日和21日之间


写便条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指出中央给各省委的信中有揭穿宗教的谎言这样不策略的提法，建议中央再发一信说明这个问题。


4月10日


致电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的副交通人民委员瓦·瓦·佛敏，传达中央关于任命费·埃·捷尔任斯基为交通人民委员、亚·伊·叶姆沙诺夫和瓦·瓦·佛敏为副交通人民委员的决定，请他对此发表意见。 4月11日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作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并在讨论时插话和作总结发言。

签署给各省粮食委员的电报，指示完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马铃薯薯种的装运计划。

签署给各省播种委员会的电报，询问对休闲地的初耕工作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指示在开展播种运动时必须极仔细地考虑当地的条件。

签署给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的粮食人民委员部特派员莫·伊·弗鲁姆金的电报，指示采取断然措施供应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粮食；对直达运粮列车的编组工作深表不满，要求补足运交中央的数目。

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燃料总管理局局长伊·捷·斯米尔加谈话，询问燃料供应状况和计划。 4月11日或12日

致电辛菲罗波尔疗养院管理处处长德·伊·乌里扬诺夫，请他关心布哈林一家和玛·伊·乌里扬诺娃的疗养。 4月12日

致电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米·康·弗拉基米罗夫，询问从克里木和敖德萨采购和运出食盐的进展情况。

致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请尽快提供1921年实行粮食税后可能征收的粮食数、1918—1921年燃料采掘和分配的情况以及1922年关于燃料的计划等方面的材料。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的组成，关于任命俄罗斯联邦驻布哈拉和希瓦代表，关于召开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以及其他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组成，关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等问题。会议还讨论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关于红军复员的报告。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关于对外贸易申请的决定；签署关于批准1921年4月份分配饲料计划的决定、关于农民在农忙期间出车差办法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各重点工厂的需要，关于从财政上支援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于吸收地方苏维埃和社会组织参加电站的管理以及其他问题。 4月12日以后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的便条，便条中报告在关于缩减红军人数的决定通过以后，某些军队领导人仍然坚持增加部队的编制。列宁在便条上写批语给斯克良斯基，说问题是中央决定的，有意见可向中央申诉。 4月13日

写便条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指示应该考虑到1921—1922年可能会遇到更严重的粮食和燃料困难，根据这一考虑来准确估计需要向国外购买粮食和燃料的数量。

签署给各省粮食委员会的电报，指示立即报告用于与农民进行商品交换的商品的数量。

签署给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驻柏林的全权代表维·列·柯普的电报，询问给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及其家属办理去德国的签证一事。

同亚美尼亚人民委员会主席亚·费·米雅斯尼科夫谈外高加索党和苏维埃工作的任务和特点等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签署关于1892—1895年出生的军人复员的决定、关于复员军人供应的决定。会议讨论交通人民委员部及其组织的状况、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关于红军复员和精简的报告以及其他事项。 4月13日以后写便条给副外交人民委员列·米·卡拉汉，指示加快为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及其家属办理去德国的签证。 4月14日

写《致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达吉斯坦、哥里共和国的共产党员同志们》一信。

收到彼得格勒市非党工人会议代表们的邀请信；写贺信给彼得格勒市非党工人会议，对不能接受代表们的邀请表示遗憾，并对他们的会议和他们的工作表示衷心的祝贺。

写便条给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波·加米涅夫，指出由于实行自由贸易，必须事先采取特殊措施改善工人及其家属的供应。

致函顿巴斯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格·列·皮达可夫，告知已寄去关于租让问题的材料，指示务必完成顿巴斯的采煤计划，强调发挥地方主动精神、搞好商品流转的意义。

致函副内务人民委员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指示调查卡卢加省佩列梅什利县扎博罗夫斯克乡戈洛夫尼诺村农民对地方政权的违法乱纪行为的控告，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同时要给农民以切实的救济。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就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改革纸币流通的准备工作的报告发言；对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直属财政委员会的决定草案作补充和修改。会议讨论关于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关于骑兵第1集团军、关于亚·李·舍印曼的工作等问题。 4月15日

补充和签署给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的粮食人民委员部特派员莫·伊·弗鲁姆金和高加索劳动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亚·格·别洛博罗多夫的电报，指示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供应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粮食。

读西伯利亚粮食委员会主席．．卡冈诺维奇4月12日的电报，电报中说：报刊上发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粮食税的法令以后，西伯利亚完不成征粮任务。列宁把卡冈诺维奇的电报批转给粮食人民委员，说应对卡冈诺维奇的没有根据的诉苦和推托给予批评。

写便条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批评没有及时向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的教授传达中央4月14日决定一事，认为在党中央机关里发生这种拖拉作风是绝不能允许的。

收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驻柏林全权代表维·列·柯普4月8日来信，信中建议在俄德合作社组织之间组织产品交换。列宁把该信批给负责制定实行实物税的实际措施的委员会主席列·波·加米涅夫，建议该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并在余粮收集制已结束的省、县进行试验。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起草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亚—恩巴工程”的决定；签署关于加强同粮贩利用铁路倒卖粮食作斗争的决定、关于把拖拉机转交粮食人民委员部运送粮食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复员红军战士的运送、关于在莫斯科省减少军事口粮的数置、关于“电犁”特别委员会从农业人民委员部划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关于保证木柴流送的措施、关于加紧采购和运送马铃薯薯种的紧急措施，以及关于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设立热工研究所和电工研究所等问题。

接见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热工学专家列·康·拉姆津和卡·阿·克鲁格；读他们交来的关于俄国1916—1921年消耗燃料的材料以及燃料总委员会1921年上半年的计划。 4月16日

读德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克·蔡特金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保·莱维的来信，信中介绍德国的政治形势和德国统一共产党的行动。列宁就党的策略问题给他们写回信，指出他们退出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维护意大利社会党内的中派是错误的。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任命俄罗斯联邦驻阿比西尼亚代表、关于批准中央就对待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发的通告信草稿等事项。 4月17日

读哈尔科夫省委书记B　伊万诺夫给俄共（布）中央的关于乌克兰粮食税实行情况的报告、国立莫斯科大学临时主席团和教学学术委员会部分成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关于培养苏维埃专家的报告，并把报告批转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要他把报告中所涉及的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

致电在埃里温的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指示必须把格鲁吉亚国家银行作为外高加索对外贸易机关保留下来；建议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必须广泛进行维护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批驳孟什维克在国外对苏维埃政权的攻击。

从约·维·斯大林那里得知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与法国一家公司签订了一项供货合同；致电在埃里温的奥尔忠尼启则，询问外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在外贸方面是否已统一行动。

致函高加索劳动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亚·格·别洛博罗多夫，询问斯塔夫罗波尔、库班和顿河区农民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

收到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格罗兹尼区委书记．．罗加乔夫的来信，信中汇报了哥里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形势、石油开采的情况，请求在党和苏维埃建设问题上给予帮助。列宁在信上画着重线并写批语给约·维·斯大林，请他提出意见。 4月18日

写便条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巴·米柳亭和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瓦·亚·阿瓦涅索夫，建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确定各区域经济委员会主席汇报工作的方式和期限。

收到阿塞拜疆石油委员会主席亚·巴·谢列布罗夫斯基的电报，电报中请求授予委员会在国外用石油产品交换设备、工业品和粮食的权力。列宁指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副主席弗·巴·米柳亭以及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准备意见并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

读邮电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兼无线电委员会主席阿·马·尼古拉耶夫的来信，信中汇报了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工程师米·亚·邦契－布鲁耶维奇在无线电技术和电视方面的新发明。列宁将信批转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要他予以帮助。

同费·埃·捷尔任斯基谈任命他为交通人民委员一事，还谈了交通人民委员部的任务和顿巴斯的形势。

接见法国社会党人昂·吉尔波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名西班牙代表。

同楚瓦什自治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CA科里切夫谈话，了解楚瓦什的形势和农民的情绪，答应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关于援助楚瓦什自治州的问题。 4月18日或19日

读副交通人民委员瓦·瓦·佛敏的电报，电报中建议将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各港口的管理局划归俄罗斯联邦设在罗斯托夫或新罗西斯克的海运管理局领导。列宁将电报批转给约·维·斯大林，表示不同意佛敏的意见，建议把这一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 4月19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批准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的领导班子，关于内务、外交、粮食、教育、交通、社会保障、劳动、财政、司法等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组成，关于召开全俄粮食工作会议，关于格鲁吉亚的各海运港口，关于手工业合作社，关于交换等问题，以及人民委员会关于对粮食、马铃薯和榨油用的葵花子征收实物税的法令草案。

读副交通人民委员瓦·瓦·佛敏的电报，电报中说从格罗兹尼每天可以运出350节油罐车石油产品，建议组织好运输。列宁把佛敏的电报批转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要他准备好一份报告，谈谈应当如何分配和使用油罐车，以便最大限度地从格罗兹尼运出石油产品。

致函职业教育总局局长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解释俄共（布）中央1921年4月14日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对待教授的态度和利用专家的决定。

致函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请他研究一下寄去的关于向西欧工人合作社提供在西伯利亚进行食品加工方面的租让的总则草案和CM格利金起草的草案说明，同有关部门协商后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一份说明该草案实质的报告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实行格利金建议的具体措施的决定草案。

致函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询问最近莫斯科是否发生过霍乱和其他传染病，采取了哪些防治措施。

致函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瓦·亚·阿瓦涅索夫，请他立即组织一个由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参加的委员会，来研究教徒农业生产联合组织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的材料，并向人民委员会提出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为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向德国购买设备问题作报告。会议讨论关于对粮食、马铃薯、榨油用的葵花子、蛋和奶制品征收实物税的法令草案，关于扩大石油委员会的权限，关于农业机具的分配办法，关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公共伙食的困难情况，关于给楚瓦什自治州调拨纺织品、鞋子和其他商品，关于格罗兹尼石油工业状况等问题。 4月20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关于手工业合作社的法令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在报刊上阐明苏维埃外贸政策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公共伙食、关于高等学校章程、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关于赴伦敦的代表团成员、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例会等问题。

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谈话，了解全国商品交换的组织工作和进展情况，以及关于粮食人民委员部与合作社建立联系的问题。

同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萨希布·加雷·赛德－加利耶夫谈话，了解鞑靼共和国的粮食状况和春播情况。

签署给各省执行委员会和省林业委员会的电报，指示就森林防火的问题采取紧急措施。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对粮食、马铃薯、榨油用的葵花子、蛋和奶制品征收实物税的法令。 4月20日和22日之间

写便条给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请他提供有关在国外购买粮食和各种生活消费品的情况。

4月20日以后

签署给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汗的信，告知两国友好条约已于1921年2月28日由两国全权代表在莫斯科签订，指出这一条约对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具有很大的意义。 4月21日

写完《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小册子。

修改和签署给粮食人民委员部驻北高加索特派员莫·伊·弗鲁姆金的电报，指示必须在东南边疆区经济委员会下设立计划委员会，并说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也赞同这样做。

签署给各省播种委员会的电报，指示采取措施，对早耕休闲地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同米·尼·图哈切夫斯基谈坦波夫省的形势。

同斯摩棱斯克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谈话，询问他过去的工作。由于斯莫尔亚尼诺夫被任命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列宁向他介绍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工作的情况，规定他的职责范围。列宁还指出，随着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交换已成为经济的首要任务，成为新经济政策的基础。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可以恢复经济，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巩固工农联盟。

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通电话，谈从格罗兹尼外运石油的问题。


4月21日—28日之间


写便条给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告知已把《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这本小册子的手稿寄给他，请他提出修改意见。


4月22日


致函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全俄肃反委员会，询问化学家格·谢·彼得罗夫出国受阻的原因，请作出准许他出国的决定。

同美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尼·古尔维奇谈话。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优惠供应红军战士家属粮食的决定、关于利用水路运输石油产品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燃料总管理局的组织机构的决定草案、关于向中部地区运送鱼和肉的必要措施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审查交通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修理机车和生产备用部件的计划、关于审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购买国外商品和设备的申请、关于提高食盐产量、关于减少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驻军数量等问题。


不晚于4月22日


致函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谈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


不晚于4月23日


读中央出版物发行处处长波·费·马尔金的便条，便条中请求列宁准备作留声机片录音讲话。


4月23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与教育工会的相互关系、关于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的经济职能、关于孟什维克参加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乱等问题。

致函副内务人民委员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巴·米柳亭，请他们研究卡累利阿劳动公社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组织经济生活和关于卡累利阿劳动公社当前经济任务这两个法令草案，并于4月26日提交人民委员会讨论。

收到阿塞拜疆石油委员会主席亚·巴·谢列布罗夫斯基从巴统发来的电报，电报中告知运送石油产品的直达货运列车已抵达巴统、他即将赴君士坦丁堡进行贸易谈判，请求列宁给格鲁吉亚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发一个指示，以促进与欧洲的商品交换。列宁在电报上批示：“送斯大林，请于星期二即4月26日早晨退回。”

收到从彼得格勒寄来的《俄罗斯地图集》试印本。 4月24日

致函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认为《俄罗斯地图集》试印本根本不合要求，它存在很多缺点和错误，要求了解领导这项工作的负责人。

写便条给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波·加米涅夫，请他派人在伊·费·阿尔曼德墓地种花和建立墓碑。 4月24日—5月8日

在哥尔克居住和工作，几乎每天都回莫斯科。 4月25日

上午9时，同渔业和鱼品工业总管理局局长A　波嘉耶夫谈鱼品工业的发展前途和出租某些渔场的可能性问题。

上午10时，同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谈抗旱的措施。

下午2时，同莫斯科消费公社主席阿·叶·巴达耶夫谈公社的工作。

前往中央出版物发行处，作留声机片录音讲话：《非党人员和苏维埃政权》、《关于粮食税》、《关于租让和关于发展资本主义》、《关于消费合作社和产销合作社》。

致函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请他立即召集有关人民委员部代表开会，研究制定关于抗旱措施的法令草案，并于4月27日以前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讨论。

写便条给俄罗斯联邦驻拉脱维亚全权代表兼商务代表雅·斯·加涅茨基，请他在里加为人民委员会的两位女秘书安·彼·基扎斯和纳·斯·勒柏辛斯卡娅安排好休息和治疗。 4月26日

写便条给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劳动国防委员会俄罗斯联邦资源利用委员会主席列·纳·克里茨曼、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米·巴·托姆斯基以及渔业和鱼品工业总管理局局长A　波嘉耶夫，指示他们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波嘉耶夫关于支援鱼汛期捕鱼的建议，并就这个问题向人民委员会提出报告。

致函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建议立即调查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工作混乱的原因，查明最高运输委员会紧急电话的记录迟迟不报的责任者，重新制定办公厅的工作制度。

致函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请立即用电话征求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是否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负责解决外交人民委员部供国外来人用的住房问题。

写便条给维·米·莫洛托夫，建议撤销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建立人民委员会休养所的决定，把这个休养所由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划归卫生人民委员部管理。

就金卢布和苏维埃卢布的比价问题致函副财政人民委员阿·奥·阿尔斯基，认为由于比价不合理可能会造成大量的舞弊行为，建议提出修改方案。

同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主席索·阿·洛佐夫斯基谈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作关于租让滚珠轴承制造厂的报告；写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分配农业机器》的决定草案的补充；签署关于粮食人民委员部向共和国居民供应鱼、肉、粮食、油等产品的决定，关于发展卡累利阿劳动公社经济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给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调拨种子和工业品的可能性、关于奖励亚麻种植者和大麻种植者、关于木材采伐区的租让项目、关于为进行商品交换从国外购买商品、关于有计划分配劳动力、关于支援鱼汛期捕鱼等问题，以及关于执行委员会卫生局条例草案。


不晚于4月27日


写俄共（布）中央关于对待非党工人态度问题的信稿。 4月27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非党工人代表会议、关于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员去各地解释新经济政策并检查新经济政策的执行情况、关于彼得格勒报纸、关于骑兵第1集团军、关于高等军事教育、关于格尔热宾出版社、关于军事等问题。

签署给在鄂木斯克的西伯利亚粮食委员会主席．．卡冈诺维奇、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的粮食人民委员部驻北高加索特派员莫·伊·弗鲁姆金，以及乌法、奥伦堡和秋明等地领导机关的电报，指示抓紧用畜力车把粮食运到车站和码头。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签署关于改善红军粮食供应的决定、关于生产和运输食盐的决定、关于供应春播种子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抗旱措施的决定草案、关于红军的裁减计划和复员进展情况以及其他问题。 4月28日以前致函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指示必须制定一个精确的对外贸易计划，并要他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商量派一位精明的人去格鲁吉亚当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代表。 4月2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大会议讨论筹备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问题时，被选入代表大会决议起草委员会；在会议讨论给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关于同外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贸易关系的指示时，被选入研究这一问题的专门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俄共（布）中央工作的总计划、关于乌克兰粮食税税率、关于区域经济机构的权力、关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关于原“工人反对派”参加者等问题，以及关于实物税和播种运动的提纲。

签署给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的粮食人民委员部驻北高加索特派员莫·伊·弗鲁姆金和鄂木斯克西伯利亚粮食委员会的电报，指出工人聚居的中部地区粮食状况恶化，要他们抓紧向那里运送粮食，节日期间也不许中断。

签署给国家出版社的信，建议委托中央书库将1921年5月份的全国各种报纸中关于经济和生产问题的材料剪贴成册；将各报每个月的全部材料编出详细的索引；对工作优秀者应给予奖励。

签署给下诺夫哥罗德、萨拉托夫、察里津等省粮食委员会以及粮食人民委员部驻北高加索特派员莫·伊·弗鲁姆金和“红星号”轮船政委的电报，指示用“红星号”轮船运输奖给里海和亚速海—黑海渔场工人的工业品。

莫斯科卫生局局长弗·亚·奥布赫和莫斯科第二医学院教授．．斯维尔热夫斯基为列宁看病。 4月28日和5月9日之间

《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小册子出版单行本。 4月29日

同考察各地回来的国家出版社编委会副主任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谈话，听取他关于各地情况的汇报，得知铁路和水路运输受到粮贩和资产阶级分子的严重威胁；致函交通人民委员费·埃·捷尔任斯基，要他对此采取非常措施。

签署给各区域经济委员会的通电，下令把各经济委员会会议记录以及各地出版的经济类报刊及时送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

莫斯科卫生局局长弗·亚·奥布赫和莫斯科第二医学院教授．．斯维尔热夫斯基为列宁看病。列宁向他们介绍自己的健康状况，记下服药的方法。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签署关于对播种面积进行有计划监督、关于抗旱措施、关于扩大糖用甜菜播种面积、关于恢复和发展养蚕业、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申请向国外订货、关于停建恩巴—萨拉托夫输油管等项决定。会议讨论关于购买马铃薯薯种、关于供应春播种子、关于鄂木斯克省播种情况、关于进出口计划、关于调拨商品开展商品交换、关于从格罗兹尼运出石油、关于分配煤炭等问题，以及关于用实物税代替烟草专卖的法令草案和防火措施。 4月30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召开中央全会、关于筹备召开工会代表大会和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关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关于建立克里木自治州、关于吉尔吉斯、关于加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粮食供应、关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休假等问题。

写便条给莫斯科苏维埃国民教育局副局长AA布尔杜科夫，请他在莫斯科近郊为国家出版社编委会副主任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安排夏季休假的地方。

签署给阿斯特拉罕、阿尔汉格尔斯克、古里耶夫、顿河畔罗斯托夫、彼得罗夫斯克港等地水产加工业负责人的电报，告知批准用实物奖励阿斯特拉罕、阿尔汉格尔斯克、乌拉尔—恩巴、亚速海—黑海、中里海的水产加工业，以增加捕鱼量和改善渔民的物质生活。 4月底—5月初会见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弗·黑克尔特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马·拉科西，同他们谈德国的三月事件。 4月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彼·谢·奥萨德奇谈关于莫斯科教授的生活状况和关于职业教育总局的问题。

就克里木的战利品的分配问题写便条给劳动国防委员会俄罗斯联邦资源利用委员会主席列·纳·克里茨曼。


5月3日


下午3时，请医生看病。

晚上7时，同国家建筑工程总委员会副主席波·伊·戈尔德贝格谈该委员会的工作并询问他的家庭情况。

晚上8时，同副教育人民委员叶·亚·利特肯斯谈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就召开莫斯科苏维埃非党委员磋商会议问题写批语给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波·加米涅夫。

就雅·莫·沙图诺夫斯基的《水力和革命的彼得格勒》小册子写便条给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认为这一小册子是一堆废话，要求汇报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彼得格勒电气化问题的决议和计划。


不晚于5月4日


审阅俄共（布）中央关于对待非党工人态度问题的通告信，作补充和写修改意见。


5月4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准经列宁修改和补充的俄共（布）中央关于对待非党工人态度问题的通告信、俄共（布）中央给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驻外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副特派员．．拉比诺维奇的指示。会议讨论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关于出版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关于国家出版社、关于出版教科书、关于从国外购买纸张、关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等问题。

签署给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和西伯利亚粮食委员会的电报，指示5月份内向中部地区运送3百万普特粮食，以解决中部地区粮食供应的困难。


5月5日


同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史委员会领导人米·斯·奥里明斯基谈话，得知潘·尼·勒柏辛斯基的女儿身体不好；写便函给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的粮食人民委员部驻北高加索特派员莫·伊·弗鲁姆金和在梯弗利斯的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请他们帮助安排潘·尼·勒柏辛斯基夫妇的休养及其女儿的治疗。

致电骑兵第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克·叶·伏罗希洛夫，指示他命令集团军的指挥员在集团军转移时全力协助地方粮食机关往莫斯科运粮。

写便条给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建议采取措施整修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的墓，并为雕塑家伊·雅·金茨堡雕塑普列汉诺夫的半身像提供方便。


不晚于5月6日


同副教育人民委员叶·亚·利特肯斯谈话。


5月6日


写便条给叶·亚·利特肯斯，请他检查一下现代俄语词典编纂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写便条给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批评他对未来派的支持。

写便条给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对广泛发行未来派作品表示担忧，要他支持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流派。

写便条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伊·加·亚历山德罗夫，请他为亚—恩巴铁路工程检查委员会物色一位既可靠又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

同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谈关于起草经济问题法令、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和税务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签署关于建立商品交换储备、关于保证乌克兰开展商品交换的措施、关于石油三人领导小组成员等决定。会议讨论阿尔汉格尔斯克执行委员会关于建立区域经济委员会的申请、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重新审核各种向国外购货申请的报告、关于从格罗兹尼运出石油的报告、1921年铁路建设计划要点、关于顿巴斯粮食情况的决定草案、关于调拨布匹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铺设亚—恩巴铁路线等问题。


5月6日以后


读纺织工业工作人员阿·亚·别利亚科夫刊登在5月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的文章，文章反映，由于形式主义和拖拉作风，致使纳罗福明斯克纺织厂缺乏燃料，不能继续生产。列宁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委托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搜集这方面的材料，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5月7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会议议程、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关于补足红军编制的报告、关于特别任务部队的报告、关于工业中心粮食状况、关于分发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税报告所作的决议提纲、关于国家建筑工程总委员会、关于国家出版社编委会成员、关于住宅的使用和关于归还小房产主房产等问题。

读5月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和《真理报》刊登的关于在喀山试验一种用以放大电话传声的扩音器的报道；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委托他检查扩音器试验的效果，如果效果好，就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安装这种扩音器。

委托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向国家计划委员会询问铜矿石的储藏量和1921年的开采情况，向陆军人民委员部询问红军指挥员的统计材料。


5月8日


读俄共（布）中央书记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5月7日的便条，便条中反映国家出版社拒绝在农村发行《论粮食税》这本小册子，请列宁对此发表意见。列宁写便条给国家出版社，认为小册子值得发行。如有其他意见，必须把问题向中央正式提出。


5月9日


致函《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指示必须经常提醒各部门和工农群众：资产阶级非常了解租让制和对外贸易对于苏维埃政权的意义，所以把破坏苏维埃俄国与外国的贸易协定、破坏租让政策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

在克里姆林区俄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会议上发言。

出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和建筑工会中央委中会组织领导卡希拉电站工程的专门委员会的联席会议。


5月9日或10日


起草俄共（布）中央关于在格鲁吉亚发生侵犯外国人权益问题的决定。


不晚于5月10日


写便条给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要他提供关于从国外购买粮食的可能性的准确情报，并要求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大力抓好这方面的工作。


5月10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议讨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实行粮食税后的经济政策时，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阿·季·哥尔茨曼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尤·拉林写的关于对某些国营企业职工实行集体供应粮食的决定草案。会议在讨论关于召开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问题时，委托列宁在代表会议上作关于粮食税和工业企业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在格鲁吉亚发生侵犯外国人权益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职工交换基金的法令草案、给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关于改组高等学校管理机构的指示草案、关于各地方工人检查院的状况以及其他问题。

写便条给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要他每天密切地注意在国外购买粮食的进展情况。

写便条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建议统计不担负任何行政职务、只从事思想和宣传鼓动工作的党员人数。

审阅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教育总局局长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要求增加学校夏季的口粮份数的报告，委托秘书把这一问题列入人民委员会的议事日程，并征求尼·巴·布留哈诺夫的意见。

致电在伦敦的苏维埃政府代表团，指示立即在国外购买200万普特粮食和其他食品。

主持人民委员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用对烟草征收实物税的办法代替烟草专卖的法令草案、关于对羊毛征收实物税的法令草案、关于对干草征收实物税的法令草案，以及关于在国外购买粮食和商品、关于监督外汇业务、关于建立交换基金、关于实物奖励基金、关于产销合作社、关于各地方工人检查院状况、关于建立克里木自治共和国、关于向吉尔吉斯，派遣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等问题。


不晚于5月11日


起草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恩巴地区铁路工程检查委员会的任务的决定。


5月1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关于工业方面的经济政策时，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实行生产集中的措施的决定；在讨论完关于减少粮食定量问题以后，签署中央政治局给各出版机关的关于两个首都和中央工业区粮食供应可能减少的指示。会议讨论关于奥廖尔省粮食委员会、关于远东局等问题。

写便条给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要他拟订一个分配从国外采购的食品的精确计划。

致函莫斯科省土地局，建议满足索尔达坚科夫医院工人合作社的请求，把彼得罗夫菜园转让给拖拉机修配厂、索尔达坚科夫医院和霍登卡医院的全体工人。

在列宁没有出席的劳动国防委员会调度会议上，批准列宁起草的关于恩巴地区铁路工程检查委员会的任务的决定。

建议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关于粮食人民委员部在准备和进行产品交换后对待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和合作社贸易机关的态度问题。


5月12日


致函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请他对红军供给特派员通过普通邮局邮寄关于红军人数的机密材料的事实进行调查。

签署给各省播种委员会的电报，就总结春播工作的办法以及准备收割和秋播的措施作指示。


5月12日—16日


在哥尔克居住和工作，几乎每天都回莫斯科。


不早于5月12日


写便条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征求他对初步拟出的国家建筑工程总委员会成员名单的意见；写对国家建筑工程总委员会的干部的安排的意见。


5月13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国家进行商品交换的实际建议草案，以及关于自愿消费协会、关于组织莫斯科党委会鼓动员小组等问题。

写便条给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询问现在储存多少商品以及调拨给西伯利亚和高加索的有多少商品等情况。

签署给乌克兰人民委员会的电报，请他们按时寄送关于春播工作的总结材料。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签署关于职工交换基金、关于尽快修理农具措施、关于消费运输合作社等决定。会议讨论水路和道路建设计划、关于发展小工业和手工业的指示草案、关于支持产销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的指示草案、关于改善军队指挥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生活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各地没有执行粮食人民委员部指示、关于保证放木工人和阿斯特拉罕渔场工人粮食供应、关于建立实物奖励储备所需食品的数量和扣除办法等问题。


5月14日


致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应力求在秋收前拟订出最近一两年内全国经济计划的纲要。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保卫俄罗斯联邦国界、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实行粮食税后的经济政策、关于彼得格勒的粮食和燃料状况、关于农民改善农业委员会、关于购买马铃薯薯种、关于尽快遣返复员军人、关于中央远东局成员、关于俄罗斯联邦驻英国使团成员等问题，以及关于加强同盗窃国库和企业财物现象作斗争的措施。

签署给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的电报，请他对缺粮省份的代表前往乌克兰购买种子提供帮助。

签署给西伯利亚粮食委员会和高加索劳动军革命委员会的电报，指示全力完成中央5月7日关于加快向中部工业地区运送粮食的决定。


5月16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在讨论筹备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问题时，决定由列宁作关于粮食税问题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俄共（布）中央组织工作的当前任务、关于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成员、关于同乌克兰的粮贩作斗争等问题。

同俄罗斯联邦国家珍品库工作人员．．尤罗夫斯基谈话，听取他关于国家珍品库的珍品被盗情况的汇报并作笔记；委托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格·伊·博基作一次最精确的调查。

复函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索柯洛夫，解释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租让合同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等问题，指出索柯洛夫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


5月17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在讨论关于与外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签订通商条约问题时，任命以列宁为首的条约起草委员会。会议还讨论了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与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合同草案、关于加强同盗窃国库和企业财物作斗争的措施，以及关于召开消费协会全权理事会代表大会等问题。

写便条给副内务人民委员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询问俄罗斯联邦区域划分工作的情况，要他们抓紧这项工作，并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取得一致意见。

写便条给副教育人民委员叶·亚·利特肯斯，指示必须分清中央出版物发行处和图书馆网工作人员的职责，并明确规定其行政责任。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把国家专卖食盐问题提交会议讨论；签署关于加强同盗窃国库和企业财物现象作斗争的措施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发展小工业和手工业的指示草案、关于支持产销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的指示草案、关于农业机具使用和分配办法的决定草案、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与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合同草案，以及关于改善苏维埃职员生活、关于检查各地实际执行粮食税法令情况等问题。


5月17日和22日之间


起草俄共（布）中央关于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决议问题的决定。


不晚于5月18日


就食盐问题写便条给乌克兰和克里木武装力量司令员米·瓦·伏龙芝。


5月18日


早晨，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的成员问题。

上午，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写对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党纲第13条的决定草案的建议。会议讨论关于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问题以后，委托列宁于当日在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党团会议上讲话。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组织工作的当前任务（经济和清党），以及关于建立克里木自治共和国、关于从波斯撤出苏维埃军队等问题。

起草在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的提纲。

致函乌克兰和克里木武装力量司令员米·瓦·伏龙芝，指示他们要保卫好食盐产地，以便用食盐交换粮食，这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晚上，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决议的问题。

晚上，出席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同代表们谈话，询问他们为什么支持极为错误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决议；受俄共（布）中央委托，发言批判达·波·梁赞诺夫提出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决议。


5月19日以前


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谈话，询问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列·康·拉姆津教授的健康状况，指示增加拉姆津的口粮和供应必要的药品。


5月19日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纺织企业总管理委员会主席维·巴·诺根和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指示立即查清拖延向乌克兰发运用于交换农民粮食的纺织品一事的原因并提供与此事有关的负责人。

写便条给副教育人民委员叶·亚·利特肯斯，建议采取措施，加快现代俄语词典的编纂工作。

致电阿塞拜疆石油委员会主席亚·巴·谢列布罗夫斯基，要他精确地报告他能为巴库工人弄到多少粮食和衣服。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审阅关于扩大农民改善农业委员会权力的决定草案；签署给各省粮食委员会的关于实行实物税的指示。会议讨论关于粮食人民委员部税务检查、关于组织地方运输、关于教育工作者口粮数量等问题。


5月19日—20日


起草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地方经济会议、关于报告制度和关于贯彻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的决定。


5月19日—21日


草拟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


5月19日—24日


在哥尔克居住和工作，几乎每天都回莫斯科。


5月20日


批示秘书莉·亚·福季耶娃，要她查清为保证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粮食供应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

补充和签署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信，信中肯定了矿工工长．．科特利亚罗夫关于把闲置不用的电梯连同全套设备用到采矿方面的建议，要求尽快执行，并提出要惩处应对拖拉作风负责的人。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国家计划委员会1921年的进口计划，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地方经济会议、关于报告制度和关于贯彻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的决定草案，关于保证放木和伐木所需的粮食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莫斯科木柴供应、关于葡萄园纳税数额等问题。


5月2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向外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提供资金、关于向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作工资问题报告的人选、关于增补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等问题。

写便条给秘书莉·亚·福季耶娃，请她同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阿·雅·别连基商量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印刷厂印刷《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并把这一草案分送给劳动国防委员会草案审核委员会各委员。

审阅俄罗斯联邦政府同外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政府的贸易协定草案并在草案上作记号和写意见。

写便条给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约·斯·温什利赫特，证明芬兰火车司机胡·埃·雅拉瓦是诚实的同志，请下令立即退还雅拉瓦被没收的钱款，并上交有关查抄雅拉瓦的全部文件。

致函副农业人民委员恩·奥新斯基，告知他被任命为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审核委员会主席；请他审阅指令草案后交全俄肃反委员会印刷厂印成小册子，以便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和工会代表大会上发给代表们。

签署给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的粮食人民委员部驻北高加索特派员莫·伊·弗鲁姆金的电报，指示在不妨碍完成中央任务的同时，采取坚决措施改善第11集团军的粮食供应。

委托教育人民委员部拟出人民委员会关于在国外集中购买政治和科学技术书籍的决定草案。


5月22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关于工资问题的决议。


5月23日


致函泥炭总委员会主席伊·伊·拉德琴柯和写便条给秘书莉·亚·福季耶娃，批评他们在处理关于请求向沙图拉电站提供锅炉的文件时办事拖拉。

致函国家出版社编委会主任尼·列·美舍利亚科夫，谈所出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书刊的分配办法，并提出俄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草案。

致电各省党委和省执行委员会，指出由于改行粮食税，务必加强地方社会保障机关，组织农民互助委员会，以帮助红军战士家属和贫苦农民。


5月24日


填写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代表登记表。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组成、关于燃料供应组织工作的计划、关于同盗窃国库和企业财物现象的斗争以及其他问题。

审阅为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拟订的中央工作计划草稿并写意见。

写便条给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说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瓦·亚·阿瓦涅索夫身体很不好，请他委托几名最可靠的教授提出诊断和治疗的书面意见。

读全俄肃反委员会委员格·伊·博基5月23日电话记录，博基报告了关于同盗窃国家珍品库珍品现象作斗争的措施。列宁致函博基，不满意他的报告，要他收集关于被盗的准确材料、告知珍品库负责人员的情况和已经采取的措施。

读罗·爱·克拉松工程师5月20日来信，信中反映负责为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办理订货手续的俄国驻柏林铁路代表团的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列宁致函克拉松，对他只是诉苦而不提出明确的改进意见提出批评。

审阅副交通人民委员瓦·瓦·佛敏5月22日的报告，报告中反映巴库油田情况严重，建议采取一系列恢复石油开采工业的具体措施。列宁在报告上写批语给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要他采取具体措施，全力解决佛敏在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说明关于对待专家的态度及他们的工作条件、关于监督粮食分配、关于小人民委员会向人民委员会会议提出问题的程序等问题；在讨论1921年进口计划时被选入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门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交换的条例草案、关于保证工人住房的条例草案、关于保护北冰洋和白海的渔场和猎场的法令草案，以及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内部利用进口商品进行商品交换、关于购买和分配外国书刊的办法等问题。


不晚于5月25日


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谈话，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建议把1886年成立的原电力照明公司和莫斯科电车发电站的孟什维克职工调到其他机关，因为他们在那里经常举行罢工。

准备在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写讲话的提纲。

写便条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建议由中央组织局讨论在拉脱维亚建立一两个职工休养所的问题。


5月25日


致函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建议在地方粮食工作人员中间加强纪律，对于不执行粮食人民委员部指示者要追究法律责任。

致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征求他对《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的意见，并建议国家计划委员会经常研究各地的经济报告和1921年的经济计划。

复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遣送委员会秘书波·德·维吉列夫，感谢他答应帮助列宁寻找1914年留在克拉科夫和波罗宁的手稿和书籍。

同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巴·哈拉托夫谈莫斯科和彼得格勒1921年6月份的粮食供应计划。

同顿巴斯叶纳基耶沃冶金工厂（1921年以前称彼得罗夫斯科耶冶金联合企业）厂长伊·伊·梅日劳克谈话，询问关于矿井和矿山的工作、煤炭开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情况。

写《致彼得罗夫斯科耶联合企业的矿工同志们》一信。


不晚于5月26日


准备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言；写《关于粮食税的报告》的两个提纲。


5月26日—28日


领导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工作。


5月26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审阅政治局关于租让问题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组成和举行第四次全俄五金工会代表大会的问题。

上午，出席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致开幕词；被选为代表会议主席团成员；就议事日程问题发言；作关于粮食税问题的报告。

同莫斯科苏维埃代表谈莫斯科的粮食供应情况，然后又就这一问题同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分配局局长安·亚·维辛斯基谈话。

致函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巴·哈拉托夫，不满意粮食人民委员部分配局的工作，建议采取改进措施。

读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巴·哈拉托夫的来信，信中建议逐步把1886年成立的原电力照明公司和莫斯科电车发电站的孟什维克职工调到其他机关。列宁在信上写批语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要求建立专门委员会研究这一问题。

致函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要求编好国家经济生活的主要资料的月报，以提供国家经济生活的全貌；还指出经济工作者应该成为我们的实际助手，而不是搞烦琐哲学的人。

致电阿塞拜疆石油委员会主席亚·巴·谢列布罗夫斯基，建议尽快按通常程序为石油工人解决面粉和制服的问题。

晚上，出席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在讨论关于粮食税的报告时作笔记。


5月27日


读俄共（布）中央书记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来信，信中请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关于粮食税的报告的总结发言时，提醒各地党组织要及时准确地汇报贯彻新经济政策法令所采取的措施。

审阅共产主义生产合作社章程草案。

上午，出席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讨论时作笔记；草拟发言提纲；作关于粮食税的报告的总结发言；被选为代表会议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起草委员会主席。

起草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提纲。

致函燃料总管理局局长伊·捷·斯米尔加，指出巴库油田情况恶化，要他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支援巴库的措施。

致电彼得格勒区域经济委员会、工会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建议尽快安排好关于用粮食奖励“电犁”工厂工人的问题。

主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起草委员会会议。

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工作的报告。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提出关于把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和关于补充国家计划委员会成员的建议。会议讨论关于恢复顿巴斯煤炭工业的决定草案。

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对肉类征收实物税、关于组织经喀拉海前往西伯利亚的商品交换队、关于供应雅库茨克州进口商品、关于供应彼得格勒港工人粮食等问题。

致电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埃·捷尔任斯基，指示采取紧急措施，加强同乌克兰的私贩粮食活动作斗争。


5月2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给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队紧急军事援助，关于工人在乌克兰采购粮食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关于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起草委员会会议；校阅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校样。会议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出席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第五次会议；就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在会上作了七次发言。会议一致通过这一决议草案。会议原则赞同列宁起草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列宁致闭幕词。

写给“亚—恩巴”铁路委员会的指示。

致函全体人民委员及中央统计局局长帕·伊·波波夫，要他们对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

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5月21日从赫尔辛福斯的来信，信中请求允许挪威工业家前往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进行有关租让问题的谈判。列宁将信批转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委托他了解情况并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致电各省执行委员会和省粮食委员会，指示务必特别重视对红军的粮食供应，不能使军队挨饿。

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卡·伯·拉狄克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电话稿，把克·蔡特金关于德国统一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团组成情况的电报内容告诉他们，并请他们回电话提出自己的意见。


5月28日和31日之间


主持磋商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同德国工业家签订在库尔斯克磁力异常区实行租让的合同的可能性的问题。


5月28日以后


同巴库工人代表谈话，了解巴库工人的生活情况和石油工业的需要，指出粮食问题必须就地解决，要他们开垦穆甘草原。


5月29日


致函卡·伯·拉狄克，询问对蔡特金来电的意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何时开幕，关于俄共（布）策略的报告安排在哪一天，《论粮食税》小册子是否已译成英、德、法三种文字等情况。

读副交通人民委员瓦·瓦·佛敏5月28日的电话记录，佛敏汇报了从西伯利亚向中部地区运送粮食的情况。列宁将电话记录批转给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巴·哈拉托夫，请他报告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之前能向莫斯科工人提供多少小麦和1921年6月份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粮食供应能改善到什么程度。


5月30日


致函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建议革命军事委员会讨论关于利用军队从事经济建设和实现国家电气化的问题。

致函俄罗斯联邦驻柏林副贸易代表尤·赫·卢托维诺夫，批评他在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指出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来对待苏维埃国家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

致函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巴·哈拉托夫，请他保证国营“输电”发电站的粮食供应。

读德国工程师JL施泰因贝格5月12日从柏林的来信，信中反映尤·弗·罗蒙诺索夫率领的俄罗斯联邦铁路代表团在德国购买铁轨时浪费外汇的情况。列宁将这封信批转给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让他委派可靠的专家核实这一情况并报告结果。

写打给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的电话稿，要他尽快发运供乌克兰进行商品交换的商品。

下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地方经济机关的讲话；倾听同志们的发言，作简记。


5月3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写关于俄罗斯联邦驻德代表团工作问题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俄共（布）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驻乌克兰特派员、关于在国外购买乌克兰文的识字课本和读本、关于俄共（布）中央全会的议程、关于准备进行清党、关于五金工会代表大会的总结、关于工人在乌克兰采购粮食、关于乌克兰红军部队的供应、关于奥列霍沃－祖耶沃的粮食情况、关于教科书的出版计划、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等人视察乌拉尔等问题。

致函燃料总管理局局长伊·捷·斯米尔加，建议采取紧急措施保证莫斯科1921—1922年冬季的燃料供应。

致函国家建筑工程总委员会副主席格·德·瞿鲁巴，询问是否下达了卡希拉电站工程要如期竣工的明确指示。

致函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米·巴·巴甫洛维奇，告知彼得格勒正准备出版教学用的说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发展情况的地图集，询问他能否参加这项工作。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格·库·科罗廖夫来信询问调他担任巡视员的工作是否合适。列宁复函指出，中央关于设巡视员的决定是中央全会通过的，中央机关需要加强同地方的联系；科罗廖夫本人也需要到各地走走，省里的工作可由副手接替，要发挥年轻人的作用。

得知铁路上有个人专用车厢900多个，认为太不象话，委托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调查此事并报告调查结果。

草拟给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约·斯·温什利赫特、副交通人民委员瓦·瓦·佛敏、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的电话稿，指示实行最严格的监督，保证迅速地把纺织品从莫斯科运往哈尔科夫，供乌克兰进行商品交换用。

签署给邮电人民委员部的命令，要求6月1日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关于无线电话第一期工程日进度计划的报告，并由专人负责按期完成该项工程的全部计划。

再次致电彼得格勒区域经济委员会、工会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建议尽快解决用粮食奖励为秋耕生产电犁的“电犁”工厂工人的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对蔬菜和瓜类征收实物税的法令、关于国家专卖食盐的条例、关于满足各人民委员部对进口商品的申请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对肉类、蜂蜜制品征收实物税的法令草案，关于制定对培育饲料草种的农户的优待办法，关于在库尔斯克磁力异常区实行租让的合同，关于科雷马商品交换队等问题。


5月底


写便条给副教育人民委员叶·亚·利特肯斯，要他拟订出版俄语词典的具体工作计划。


5月—7月上半月


写便条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询问坦波夫军区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消灭安东诺夫匪帮的情况和斯克良斯基什么时候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


6月1日


致函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瓦·亚·阿瓦涅索夫，请他就派代表参加地方经济会议问题起草一个给工农检查院各级地方机关的通告，并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

读原孟什维克伊·米·马伊斯基5月15日从鄂木斯克寄来的信，信中对列宁在一些文章中把他与尔·马尔托夫和维·米·切尔诺夫相提并论一事提出抗议，并说他现在已是俄共（布）党员、担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经济局局长。列宁为此致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建议公开发表马伊斯基的这封信，让广大读者都知道这一情况。

修改并补充给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约·斯·温什利赫特的信，指示查清搜查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彼·谢·奥萨德奇住处的原因，并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签署给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的电报，规定遭到粮荒的工业中心的工人组织派代表到乌克兰通过有组织的商品交换来采购粮食的办法。接见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听取他们关于财政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汇报。

委托莫斯科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瓦·马·利哈乔夫研究旧亚姆村代表关于解决该村电气化的请求。

建议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和书记处研究关于尽快消灭沃罗涅日省盗匪活动的措施。


6月2日


签署给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约·斯·温什利赫特的电话稿，请他查清并报告几位原立宪民主党人高级知识分子被捕的原因，以及为什么一定要以逮捕作为强制措施。

致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全体委员实行分工负责制，提高工作效率。

同五金工会中央委员．．弗拉基米罗夫谈话，了解工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金属局的工作。


6月3日


就《石油与页岩经济》杂志1921年第1—4期上刊登的题为《在油井钻探中用水泥浆代替金属管》的短文，致函石油总委员会伊·米·古布金，询问能否在巴库油田运用这种方法。

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央劳动研究所所长阿·卡·加斯捷夫谈对科学组织劳动进行研究的问题；致函副财政人民委员阿·奥·阿尔斯基，请他为在德国购买研究所必需的设备筹措资金。

签署给各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电报，命令采取紧急措施完成中央统计局为制定全国统一经济计划所下达的各项任务。

同达吉斯坦独立步兵旅军事委员亚·米·切韦列夫谈话，切韦列夫汇报了达吉斯坦在执行民族政策中的一些过火行为。列宁得知这一情况以后，写便条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认为切韦列夫的看法很重要，要认真研究一下。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签署关于对蜂蜜制品征收实物税的决定、关于给邮电人民委员部拨款500万卢布在莫斯科建立无线电转播网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保证燃料采购工作所需的粮食、关于红军劳动部队的供应，以及关于用汽车运输粮食等问题。


6月4日


签署给各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电报，不允许各地颁布与中央的指示相违背的关于供应问题的决定和命令。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和政治部主任谢·伊·古谢夫关于改善红军官兵素质的报告、关于远东共和国局势、关于俄共（布）党员重新登记、关于实行粮食税以后鼓动工作的安排、关于孟什维克的反革命活动、关于对待教徒的态度等问题。政治局通过关于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让列宁休假的决定。

同国家建筑工程总委员会主席季·弗·萨普龙诺夫谈关于完成卡希拉电站工程的措施。

同小人民委员会主席阿·谢·基谢廖夫谈话。

写便条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请他准备关于电气化的材料，供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用。


6月5日


致函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让他准备好小册子、示意图及其他材料，以便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介绍俄国电气化计划。

致函粮食人民委员部驻北高加索特派员莫·伊·弗鲁姆金，让他尽快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东南经济委员会对外换货业务的进度计划，其中要有详细的措施。

致函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批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没有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有关决定。

致函泥炭总委员会主席伊·伊·拉德琴柯，高度评价泥炭总委员会的工作，强调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

致函泥炭水力开采法发明者之一罗·爱·克拉松，请他提出如何帮助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明确建议。


6月6日


致函人民委员会秘书莉·亚·福季耶娃，请她代借海涅的诗集和歌德的《浮士德》，并请给乌克兰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特派员伊·阿·萨美尔发一封询问乌克兰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情况的电报。

写便条给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建议召开交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紧急磋商会议，研究通过商品交换来改善铁路员工粮食供应的措施。


不晚于6月7日


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阿·波格丹诺夫谈话，波格丹诺夫请求把阿·洛莫夫继续留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内任职。


6月7日


读伊·伊·拉德琴柯的来信，信中谈到泥炭水力开采法发明者罗·爱·克拉松和．．基尔皮奇尼科夫的情况，并询问是否允许他们出国去购买设备。列宁复函拉德琴柯，指出尽管这些发明家不是我们的人，但要使他们得到好处，要利用他们的发明为发展国民经济服务。

致函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谈与德国的某些公司签订租让和贸易合同的问题，还提出要与拉脱维亚资产阶级政府谈判有关交换被送交军法审判的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的问题。

致函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指示采取措施改善莫斯科近郊“哥尔克”国营农场的经营，强调用物质鼓励的办法吸收附近农民参加渔业生产的必要性。


不早于6月7日


根据《经济生活报》公布的材料编制1921年1月至3月全国工业生产情况总表。


6月7日以后


致函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建议派AK派克斯去做经济工作，还谈到彼得格勒港的租让问题。


6月8日


致函维·米·莫洛托夫，建议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作出决定，立即解除孟什维克拉·阿布拉莫维奇在苏维埃机构中的职务。

签署给楚瓦什州粮食委员会以及秋明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和乌法省的粮食委员会的电报，命令在6月20日以前完成粮食人民委员部下达的6月份的粮食任务。

签署给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伊·尼·斯米尔诺夫的电报，要他说明没有完成俄共（布）中央下达的向中央上交饲料粮的任务的原因。


不晚于6月10日


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卡·伯·拉狄克6月1日来信，信中说给列宁寄来了他受俄国代表团的委托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准备的策略提纲草案以及奥·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起草的提纲草案，并说两份草案之间存在着极为重大的分歧。列宁写对这两个策略提纲草案的初步意见。


6月10日


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对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准备的两个策略提纲草案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奥·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起草的提纲草案政治上根本不正确；拉狄克摇摆不定，对“左派”作了一系列让步，从而弄糟了自己的草案。

读芬兰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奥·威·库西宁6月6日来信，库西宁在信中说给列宁寄来了文章和提纲，征求列宁的意见。列宁致函库西宁，对他寄来的文章和提纲表示满意，并建议他委托一位同志把他的文章作为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予以宣读。

建议征询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解决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变动问题、关于派代表团去里加同达什纳克党人谈判的问题。


6月11日


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来信，信中说给列宁寄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电力局局长尼·尼·瓦什科夫关于1917—1921年全国电气化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列宁复函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对瓦什科夫的报告提出修改意见并建议在《经济生活报》上予以刊登。

致函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已读完奥·威·库西宁的文章和提纲并提了修改意见，认为必须让库西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读著名革命家苏连·斯潘达良的父亲斯潘达尔·斯潘达良请求从物质上帮助他从巴黎返回俄国的来信；致函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请他采取紧急措施满足斯潘达良的这一要求。


6月12日


致函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建议加快拟出人民委员会关于对某些国营企业职工实行集体供应的决定草案。


6月13日


起草准备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作的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

致电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指示保证每天向中部地区发出70车皮饲料粮。

致电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指示每天力争从西伯利亚至少向中部地区发出100车皮粮食。


6月14日


就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中央出版物发行处工作的组织问题两次写便条给副教育人民委员叶·亚·利特肯斯。

分别签署给伏尔加河沿岸城市渔业和鱼品工业总管理局特派员和伏尔加河中下游东岸军区司令员的电报，指示采取紧急措施把鱼运出来供应红军、工业中心的居民，并保证渔业所需的一切物资。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俄罗斯联邦资源利用委员会条例草案、关于对肉类征收实物税的法令草案、关于行政处分办法的法令草案、关于建立跨部门的中央采购和发行外文书刊工作委员会的决定草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关于现行工资政策对工业发展的影响的报告，以及关于在莫斯科和莫斯科省防治流行病的措施等问题。


6月14日和22日之间


同德国统一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克·蔡特金谈话，了解德国工人三月行动的教训和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情况。


6月15日


列宁以及其他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见德国统一共产党代表团，列宁发言批评德国统一共产党“左派”代表的观点。


6月16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被选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在军事上支援蒙古反对温格恩自卫军队、关于在财政上支援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工人、关于在外省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选调经济工作人员等问题。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阿·波格丹诺夫，建议采取必要措施来贯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尽快完成卡希拉电站工程的决定。

在全俄第三次粮食工作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讲话。

委托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请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答复瑞典驻俄罗斯联邦贸易代表团的申请报告，瑞典贸易代表团请求允许在苏维埃公民帮助下研究有关生产和租让项目的问题。


6月17日


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阿·波格丹诺夫谈话，听取他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建筑工程总委员会工作的汇报。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就所讨论的关于对某些国营企业职工实行集体供应的决定草案发言。会议讨论关于扩大大型国营企业权力的问题。

出席讨论法国共产党活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用德语发言，指出不仅要同右倾机会主义，而且要同“左倾”错误作斗争。


6月18日


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6月17日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的信，信中请求尽快解决任命维·列·柯普为俄罗斯联邦驻德国全权代表的问题。列宁写便条给莫洛托夫，认为应通过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的办法来作出决定。


6月19日


读格·瓦·契切林6月18日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信，信中说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认为，在日本方面进行新的干涉的情况下，远东共和国开始与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家谈判森林、采矿工业等租让项目是不能允许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列宁在信上写批语给莫洛托夫，表示完全同意契切林的意见。

读高加索方面军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沙·祖·埃利亚瓦6月14日来电，电报中说他们的粮食供应已经中断，请求立即给予支援。列宁批示秘书，要求尽快把电报的内容告诉粮食人民委员部，并要他们将给埃利亚瓦的答复的副本上报。

读格·瓦·契切林6月17日给维·米·莫洛托夫的来信，信中认为必须同意中国政府关于由俄罗斯联邦政府引渡俄国白卫分子的建议。列宁写批语给莫洛托夫，认为契切林的意见是对的。


6月20日


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路·卡·马尔滕斯6月10日的报告，报告中建议吸收外国工人，主要是在美国的俄罗斯侨民来参加苏维埃的工业建设。列宁在报告上作批注，重视外国工人要随身带来粮食的问题。

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6月16日从伦敦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英国政府对莫斯科苏维埃没收一位英国公民财产一事提出了抗议，要求调查此事并惩办有关人员。列宁在电报上写批语给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指示他亲自极严格而又极迅速地处理这一事件。

读格·瓦·契切林6月19日给维·米·莫洛托夫的来信，信中提出与日本谈判租让问题的条件：日本要交出谢苗诺夫和其他白卫军首领，并与远东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恢复外交关系。列宁在信上写批语给莫洛托夫，表示同意契切林的建议。


不晚于6月21日


写关于清党问题的建议和关于入党条件的意见。


6月2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准列宁写的关于清党问题的建议，决定将此建议作为给清党委员会的指示。会议还讨论了中国政府关于引渡白卫分子的建议、人民委员会关于改组革命法庭的决定草案、关于取消红军供给特派员的建议，以及关于从财政上支援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工人、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关于立陶宛共产党、关于为职工采购粮食等问题。

分别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阿·伊·李可夫、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等人，建议尽快召开磋商会议，研究关于与外国公司签订贸易合同的材料。

写便条给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伊·阿·泰奥多罗维奇，指示必须制定发展郊区国营农场肉畜饲养业的措施。

委托秘书找来孟什维克全俄代表会议1918年12月13日通过的关于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问题的决议的铅印本。这一决议承认格鲁吉亚孟什维克与协约国结成联盟是不能允许的，并对他们进行了谴责。

委托秘书问图书管理员，今天能否收到尔·马尔托夫在国外创办的孟什维克杂志《社会主义通报》的最近几期。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克服粮食危机的措施的决定、关于改组共和国革命法庭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苏维埃机关职员劳动集体付酬的决定草案，关于建立气象站的法令草案，关于监督进口商品使用的报告，关于克里木、高加索和库班疗养区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地方机关和中央机关所属的国营工业企业实行租赁、关于在渔场建立医疗站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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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

·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
 （6—7月）


1．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6月13日）

　　1．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

　　2．国际范围内阶级力量的对比

　　3．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

　　4．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

　　5．俄罗斯联邦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军事联盟

　　6．向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经济关系过渡

　　7．苏维埃政权容许资主义和租让制存在的意义和条件

　　8．我国粮食政策的成就

　　9．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俄罗斯电气化计划

　　10．资的同盟者“纯粹民主派”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作用

2．对共产国际《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意见

　　（1）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6月10日）

　　（2）两点建议（7月6日）

3．对《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提纲》草案的意见

　　（1）给奥·威·库西宁的信（6月10日）

　　（2）给奥·威·库西宁和威·克南的信（7月9日）

4．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讲话（6月28日）

5．捍卫共产国际策略的讲话（7月1日）

6．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7月5日）

7．在有俄共（布）中央委员参加的德国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7月9日）

8．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7月11日）

·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苏维埃机关职员实行集体劳动报酬制的决定草案》的补充
 （1921年6月28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修缮大剧院的决定
 （1921年6月30日）


· 关于国家经济“计划”的几点想法
 （1921年7月4日）


· 就企业奖励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
 （1921年7月8日）


· 关于战胜饥荒的措施和加强经济工作的意见
 （不晚于1921年7月9日）


·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由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组织商品交换的决定草案的意见
 （1921年7月15日）


· 给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代表大会的贺信
 （1921年7月16日）


· 给革命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的贺信
 （1921年7月18日）


· 对《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的修改意见
 （1921年7月21日）


· 就西伯利亚领导机构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提出的建议
 （1921年7月28日）


· 告国际无产阶级书
 （1921年8月2日）


· 告乌克兰农民书
 （1921年8月2日）


· 关于“出版自由”给Г．米雅斯尼科夫的信
 （1921年8月5日）


· 对费·埃·捷尔任斯基关于运输业问题的几点结论的意见
 （1921年8月8日）


· 致托马斯·贝尔同志
 （1921年8月13日）


· 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
 （1921年8月14日）


· 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
 （1921年8月20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外贸人民委员部进行调查的决定草案
 （1921年8月23日）


· 就温格恩一案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
 （1921年8月26日）


· 就生活服务项目收费问题给小人民委员会的信
 （1921年8月27日）


· 给叶·萨·瓦尔加的便条并附关于建立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情报所的提纲
 （1921年8月31日）


· 给中央统计局的信
 （1921年8—9月）


1．给中央统计局局长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8月16日）

2．给中央统计局局长或副局长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9月1日）

· 给《经济生活报》编辑部的信
 （1921年9月1日）


· 关于欧洲工人的捐款
 （1921年9月）


1．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9月2日）

2．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9月3日）

·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政治关于复照努兰斯的决定草案
 （1921年9月4日）


· 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给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指示的决定草案的补充
 （1921年9月5日或6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动用黄金储备问题的决定草案
 （1921年9月）


1．9月7日草拟的决定

2．9月14日草拟的决定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自由出售莫斯科库存书籍的决定草案
 （1921年9月13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莫斯科联合企业公司的决定草案
 （1921年9月13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组建国营托拉斯的决定草案
 （1921年9月14日）


· 关于推荐人问题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
 （1921年9月15日）


· 关于清党
 （1921年9月20日）


· 给瓦·弗·古比雪夫的信和美国来俄工人的保证书草稿
 （1921年9月22日）


· 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的问题
 （1921年9月27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远东共和国问题的决定草案
 （1921年10月7日或8日）


· 关于考察党员负责干部的一条意见
 （1921年10月8日）


· 致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
 （1921年10月8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乌克兰种植甜菜问题的指示草案
 （1921年10月10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社会保险的决定草案
 （1921年10月10日）


· 关于拨给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口粮和资金问题的信
 （10月10日）


· 就指派中东铁路谈判代表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出的建议
 （10月11日）


· 关于同鲁特格尔斯小组达成协议问题的信
 （10月12日）


· 就鲁特格尔斯的建议给政治局委员的信
 （10月12日和15日之间）


· 十月革命四周年
 （10月14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调派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去做粮食工作的决定草案
 （10月14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处理巴库和阿塞拜疆的派别斗争的决定草案
 （10月15日）


·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0月17日）


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共产党的急剧转变

1918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论农民的作用

我们的错误

战略退却

新经济政策的含义

谁将取得胜利——是资本家还是苏维埃政权？

斗争还将更加残酷

是最后的斗争吗？

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

同个人利益结合和个人负责的原则

我们是否能为自己工作？

过时的方法

最大的奇迹1

政治育工作者的任务

三大敌人

　　第一个敌人——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

　　第二个敌人——文盲

　　第三个敌人——贪污受贿

军事任务和文化任务的区别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统一的租让事务委员会的决定草案
 （10月17日）


· 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关于同鲁特格尔斯小组达成协议问题的决定草案
 （10月19日）


· 对同美国救济署达成的关于向俄国寄送食物包裹的协议草案的意见
 （10月19日）


· 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
 （10月19日）


· 关于物色货币流通问题的谘询人员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草案）（10月20日）


·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福勒式犁的决定草案（10月21日）






·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报告和图表问题的决定
 （10月21日）


· 给格·瓦·契切林的便条和在苏维埃政府关于承认外债的声明草案上的批注
 （10月24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纺织工业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
 （10月27日）


· 就吸收美国资建厂问题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便条
 （10月28日）


· 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
 （10月29日）


1．报告

2．总结发言

· 《按商业原则办事》一文提纲
 （10—11月）


· 一篇文章或讲话的两份纲要
 （10月和11月5日之间）


· 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
 （11月5日）


· 人民委员会关于1922年财政计划和纸币发行计划的决定草案
 （11月5日和18日）


· 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谈话
 （11月5日）


· 在普罗霍罗夫纺织厂工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1月6日）简要报道


· 在哈莫夫尼基区工人、红军士兵和青年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1月7日）


· 在电力三厂（原“狄纳莫”厂）工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1月7日）简要报道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工会文化部同政治育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决定草案
 （11月8日）


· 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批示
 （11月9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乌克兰粮食工作的决定草案——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便条
 （11月9日）


· 关于接受国联药品和防疫器材一事的批语
 （11月12日）


· 关于党的机关同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
 （11月）


1．11月14日的便条

2．11月19日的便条

· 对关于对诬告的处分的法令草案的补充
 （11月14日和24日之间）


· 对关于实行报纸收费的法令草案的意见
 （11月15日）


· 《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和一篇更老的跋）》一书序言
 （11月16日）


· 一本有才气的书
 （11月22日）


· 就同施泰因贝格签订合同问题给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的信
 （11月23日）


· 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两项建议——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
 （11月26日）


· 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增设副主席的问题——给亚·德·瞿鲁巴的信和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便条
 （11月28日和30日）


· 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外高加索共和国联邦的决定草案的修改意见——给斯大林的便条
 （11月28日）


· 在莫斯科省第一次农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1月29日）


· 对成立工资基金审定委员会的建议的修改意见
 （11月29日）


· 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经济政策的提纲的意见
 （11月29日）


· 对资源利用委员会主席的报告的意见
 （11月30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初稿
 （12月1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决定草案
 （12月1日）


· 关于俄共历史的意见
 （12月1日）


· 就批判“集体主义者”纲领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
 （12月2日）


· 关于“活的联系”的一封信
 （12月3日）


· 关于同意大利契托－契涅马电影公司谈判的一封信
 （12月5日）


· 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磨粉厂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补充
 （12月5日）


· 对统一战线提纲的意见
 （12月6日）


· 论法国共产党的土地问题提纲
 （12月11日）


· 给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的信
 （不早于12月17日）


· 关于清党和入党条件
 给彼·安·扎卢茨基、亚·亚·索尔茨和全体政治局委员的信（12月19日）


· 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清党的决议草案的意见
 （12月22日）


· 就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问题给政治局的信
 （12月22日）


·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
 （12月）


1．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12月23日）

2．在非党代表的会议上的讲话（12月26日）

3．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12月28日）

· 关于英国工党的政策
 （12月27日）


· 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
 （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


草案

1．新经济政策和工会

2．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主义和工会

3．改行所谓经济核算的国营企业和工会

4．无产阶级在承认土地工厂等的私有制、由资本家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阶级斗争同在不承认土地和多数大企业的私有制、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阶级斗争之间的重大区别

5．恢复工会的自愿入会制

6．工会和企业管理

7．工会的作用和工会怎样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机关和国家机关

8．联系群众是工会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

9．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会处境的矛盾

10．工会和专家

11．工会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1922年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弗·瓦·奥登博格尔案件的决定草案
 （1月4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
 （1月9日和12日之间）


· 关于给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拨款问题的意见
 （1月12日）


· 致达吉斯坦劳动者
 （1月12日）


· 对电影事业的指示
 （1月17日）


· 关于施泰因贝格在租让企业中行使职权问题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月）


1．1月17日的信

2．1月23日的信

· 关于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给亚·德·瞿鲁巴的信
 （1—2月）


1．1月24日的信

2．2月15日的信

3．2月20日的信

4．2月20—21日的信

5．2月21日的信

6．2月27日的信

· 为查对戛纳决议给格·瓦·契切林的信
 （1月26日）


· 就委派米·伊·加里宁视察乌克兰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
 （1月27日）


· 关于采纳“非党人士”的宣传计划的建议
 （1月27日）


· 给热那亚会议代表团副团长和全体团员的指示草案
 （2月1日）


· 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问题给尼·伊·布哈林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
 （2月1日）


· 关于反对战争的问题
 （2月4日）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热那亚会议的决定草案
 （2月4日）


· 关于登载介绍帕尔乌斯小册子的电讯
 （2—3月）


1．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2月4日）

2．在格·瓦·契切林来信上写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批示（2月27日）

3．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3月11日）

· 俄共（布）中央给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草案
 （2月6日）


· 就俄共（布）中央给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给格·瓦·契切林的信
 （2月7日）


· 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两项建议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
 （2月11日）


· 关于加强格鲁吉亚红军问题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信
 （2月13日）


· 在尼·列·美舍利亚科夫信上作的批注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草案
 （2月14日）


· 关于俄共（布）中央统计处和登记分配处的工作问题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信
 （2月14日）


· 就热那亚会议问题给格·瓦·契切林的信
 （2月15日）


· 关于对沙季洛沃燕麦托拉斯贷款问题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
 （2月17日）


· 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
 （2月20日）


· 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2月22日）


· 关于批准拉姆津教授出国治疗的建议
 （2月23日）


· 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意见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
 （2月23日）


· 俄共（布）中央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任务的决定草案
 （2月24日）


· 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便条和关于致意大利照会的决定草案
 （2月24日）


· 关于热那亚会议问题的建议给约·维·斯大林和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
 （2月25日）


· 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并附对民法典草案的意见
 （2月28日）


· 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草案的意见给约·维·斯大林的信
 （2月28日和3月16日之间）


· 政论家札记
 （论攀登高山，论灰心的害处，论贸易的好处，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等等）（2月底）


一 打个比方

二 不用比喻

三 论捉狐狸；论莱维；论塞拉蒂

关于《政论家札记》一文的几点设想

· 就民法典问题给亚·德·瞿鲁巴的信
 （3月1日）


· 就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提纲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3月3日）


· 就对外贸易垄断制和外贸工作问题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信
 （3月3日）


· 就索柯里尼柯夫的建议写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3月5日）




附　录

· 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
 （1921年6—7月）


1．对共产国际《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初步意见（不晚于6月10日）

2．笔记和发言提纲（6月22日—7月12日）

3．《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讲话》提纲（6月28日）

4．一篇拟写文章的提纲（不晚于7月11日）

5．《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不晚于7月11日）

6．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联席会议上作的笔记（7月11日）

· 论“丧失阶级特性”的小册子的提纲
 （6月）


· 《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和列宁的修改意见
 （7月21日）


· 粮食估算
 （9月）


· 关于南方钢铁托拉斯的札记
 （不晚于10月11日）


· 《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提纲
 （10月14日以前）


·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报告提纲
 （10月17日以前）


· 同阿·马·高尔基谈话时记的要点
 （10月17日以前）


· 呈送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图表
 （10月21日）


· 《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提纲
 （10月29日以前）


· 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巩固党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
 （12月22日）


· 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报告的提纲
 （不晚于12月23日）


· 《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的要点
 （12月28—30日）


· 《政论家札记》一文的两个提纲
 （1922年1—2月）


· 对小人民委员会工作条例草案的意见
 （2月）


· 俄共（布）党员全国统计调查表 （2月13日）


· 《列宁全集》第42卷年表（1921年6月—1922年3月）




插　图

· 弗·伊·列宁像（1921年）

· 1921年10月14日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手稿第1页

· 1921年12月列宁填写的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代表登记表

· 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写的《笔记和发言提纲》手稿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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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

LIENING　QUANJI

第四十二卷

1921年6月—1922年3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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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21年6月至1922年3月，即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第一年内写的著作。

苏维埃俄国取得国内战争胜利之后，进入了和平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它的地位已经稳固，国际威望日益提高。在资产阶级国家统治集团中，主张同苏维埃政府建立正常外交和经济关系的势力渐渐占了上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同俄国通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虽然进入低潮，但无产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世界舞台上力量对比的新变化造成了苏维埃俄国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某种均势，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生存和发展。1921年春，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国民经济情况好转，农民扩大了播种面积，工人陆续回到工厂，工业已有复苏的迹象。但是，新经济政策初期实行的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有计划的商品交换没有成功，这种商品交换变成了自由买卖和现金交易。新的情况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寻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本卷著作主要反映了列宁在探讨并解决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问题和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的战略和策略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活动。

本卷收载的《十月革命四周年》、《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等著作，总结了苏维埃俄国四年来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半年多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探讨适合俄国具体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些文献中，列宁根据俄国经济政策的演变和面临的经济现实，反复论证对新经济政策作进一步改变，即从国家资本主义再退却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自1921年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列宁始终提醒人们注意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之间的继承关系，同时又说明了两者的区别。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的。可是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包含着更多的旧东西”。（本卷第181页）1918年苏维埃国家原打算实行一系列渐进的改变，比较慎重地过渡到新制度。然而，严酷的斗争使实行慎重过渡的余地愈来愈小，以致不得不采取殊死斗争的极端手段。尽管如此，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早在1918年春第一个喘息时期就已经明确规定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经济政策只是1918年政策的简单重复。列宁反复强调的是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政策的主要区别以及从过去的错误中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

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列宁写道，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列宁从中得出结论：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这个报告中列宁把过去的经济政策的错误表述得更加清楚：“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本卷第181页）在莫斯科省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中，列宁又作了更加详细的论述。他说，1918年“在估计可能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多半（我甚至不记得有什么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我特意重新翻阅了过去写的东西，例如1918年3、4月间所写的关于我国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任务的文章，我确信当时我们真有过这样的设想”（本卷第220页）。列宁指出：“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本卷第221页）在这个报告的提纲中列宁写道：“我们知道，看到，说过：需要向‘德国人’‘学习’，需要组织性、纪律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什么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这项工作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是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还是反对这个基础？”（本卷第506页）是否认识到在俄国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恢复和发展经济必须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这是列宁在1921年10月才第一次明确指出的新经济政策同先前政策的重要区别。在1921年春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时，虽然明白了用强攻的办法，即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到“围攻”的方法上去，但那时国家资本主义还没有直接同商业的作用联系起来，而只是退到了“商品交换”。列宁指出，商品交换实际上是“要求（尽管没有说出来，但还是要求）不通过商业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迈步”（本卷第506页）。因此，新经济政策的初期，也没有越出直接过渡的框框。只是1921年秋，实践已经表明商品交换失败了，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只是这时，市场、商业的问题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突出地提了出来。因此，列宁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本卷第228页）只是在这时，列宁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学说才最终地表述了出来。列宁在这个报告中要求党内同志对过去的经济政策的错误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敢于承认失败，敢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党内的认识和觉悟必须同新经济政策相适应，学会用新的方式方法来解决今天的任务。列宁在这里以及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都论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指出私营商业的发展、一部分国营企业的出租、农民剩余农产品的自由买卖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他要求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经济建设中的这种危险，迅速掌握新的经营方法，学会在经济领域中战胜资本主义。列宁强调指出，实行新经济政策本身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学习任务。他号召共产党员“学会经商”，学习由国家来调节商业关系，学会做经济工作。他说：“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否则就没有出路。”（本卷第193页）

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列宁从革命的方法和改良的方法的关系角度，论述了苏维埃俄国在经济建设方面走过的和正在走的道路。列宁认为，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是夸大革命方法的作用。应当冷静地考虑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哪些任务可以用革命的方法解决，哪些任务要用改良的方法解决。他明确指出：在1921年春天以前，有三年多的时间俄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实行的是一种革命办法，即“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本卷第245页）；从1921年春天起，与前一阶段的区别在于开始采取改良的办法：“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本卷第245页）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经济联盟，而商业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他强调指出，在历史事变的链条中，在1921—1922年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共产党必须抓住的环节，只要紧紧抓住这个环节，不久的将来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报告中，作了实施新经济政策第一年的初步总结。他指出，既然没有一个能够立刻用产品满足农民需要的发达的大工业，那就只有利用商业来逐步发展工业和农业，为工农联盟建立经济基础。他高度重视商业的作用，认为商业“是我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是无产阶级先头部队同农民结合的唯一可能的环节，是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本卷第347—348页）。

列宁为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提出了经济机构、行政机关和立法工作适应政策的改变的一些具体要求：一切经济机关要尽快在供给农民提高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所必需的商品方面取得扎实的成绩；财政人民委员部要尽快在金本位基础上恢复正常的货币流通，用税收取代纸币的发行；所有管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机关要促进工农业间的流转，广泛利用私营企业来采办和运输原料，大力发展商业；所有经济机关要坚决地吸收科学技术人员以及那些在管理商业、组织大企业、监督经济业务等方面的专家参加经济建设工作；人民法院要严格监督私营工商业者的活动，既不允许对他们的活动作任何限制，又要让他们遵守国家法律；人民法院要加倍注意对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经济工作的失职进行法律制裁，等等。

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两次报告中，列宁都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在任何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以后，人民需要用很长时间来消化这种变革。列宁认为，必须从文化上和经济上进行消化，以便最终完成极其伟大的政治变革。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小生产者愈多，文盲愈多，时间就愈长。提高文化水平是同发展经济密切相关的，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首先应该扫除文盲，“文盲是处于政治之外的”，只要存在文盲，就很难说得上政治教育。但仅仅识字还不够，还要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修养。列宁强调指出，要改进经营管理、发展经济、改善国家状况，要利用苏维埃法律去同贪污受贿、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这一切都需要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否则就不能真正完成我们的任务。

上述这些著作，对于了解列宁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观点的发展，对于了解列宁如何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及时改变党的策略，如何善于从实践中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21年12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目前俄共在经济方面的基本任务，就是领导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137页）这一决议充分体现了列宁的思想。列宁草拟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指出，在1921年12月党代表会议和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新经济政策已经十分清楚十分明确地规定下来了，现在要求各人民委员部和经济机关尽一切努力在实践中加以贯彻。

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财政经济问题的许多精辟的新见解散见在本卷收载的大量短篇文献中。列宁认为经济核算是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有效方法，实行经济核算就是学习管理经济，经济核算制要求企业学会用商人的善于经营的方法做到自负盈亏。他主张提高大企业在财政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性，扩大国营企业在财务和支配物资方面的权力。他赞成授予担任租让企业董事长的资本家单独决定一切问题的权力，使他能真正按商业规律办事。他主张给那些对发展经济作出贡献的和按商业原则办得出色的经济机关、企业或个人颁发勋章和奖金，建议对一些经济工作人员实行按营业额和利润额提成分红或发给奖金的制度。他坚决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主张惩治贿赂苏维埃官员的外国人，防止他们掠走俄国的贵重物品。他建议物色一些在资本主义商业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人研究货币流通问题，争取恢复正常的货币流通，规定黄金储备不得随意动用。他欢迎美国的一些工人和技术人员来俄国参加经济恢复工作。他对统计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和改进意见，希望中央统计局及时提供准确的数字并研究经济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要求制定出相应的新法律。列宁十分重视新法律的制定工作，要求所有公民和国家机关严格遵守已经通过的法律。在《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一信中，列宁要求这个部成为一个同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同经济领域中利用新经济政策进行违法活动的坏蛋作斗争的战斗机关。他指示司法人民委员部教会人民法院严惩利用新经济政策的违法行为。他规定了司法机关对待新资本主义分子的方针：允许他们做生意，允许他们发财，同时应当加倍严格地要求他们做老实人，呈交真实准确的表报，严格遵守苏维埃政权的法律，以使无产阶级国家里的资本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他指出，审判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对犯罪的共产党员要加倍严厉地惩办，这两点是司法工作的起码常识。他在谈到新的民法时指出，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畴，我们容许的资本主义只是国家资本主义，因此必须对“私法”关系更广泛地运用国家干预，扩大国家废除“私人”契约的权力，把革命的法律意识运用到“民事法律关系”上去。列宁1922年2月22日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中建议在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规定：“研究如何能够对一切私营企业无例外地都进行监督（事后监督），并废除一切与法律条文和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相抵触的合同和私人契约，从这一方面来充分保障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不要盲目抄袭资产阶级民法，而要按我们的法律的精神对它作一系列的限制，但不得妨碍经济或商业工作。”（本卷第430—431页）鉴于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列宁起草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初稿》，建议缩小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所属机关的职权范围，把同违法分子进行斗争的任务交给司法机关。

国家机关的结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如何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问题，是列宁极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列宁在《关于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一组文献中尖锐地指出，苏维埃国家机关最大的缺点是对执行情况缺乏检查，官僚主义积习造成滥发文件、空谈法令、乱下指示，把理应生气勃勃的工作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公文之中。列宁认为，国家机关卓有成效地工作的一个极其重要条件是经常检查已经通过的决议的执行情况。他一再强调政府机关领导人员的主要任务是检查执行情况，检查工作的实际效果，考核和选拔人才。他主张彻底改革工作制度，建立个人负责制，消除无人负责的现象。他写道：“通过对人的考核和对实际工作的检查同腐败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毫不留情地赶走多余的官员，压缩编制，撤换不认真学习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工作方针就应该是这样。”（本卷第395页）他认为这样的改革能使政府的工作节奏快十倍。在《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的问题》一文中，列宁指出工农检查院的任务主要不是“捕捉”和“揭发”缺点，而是善于及时纠正缺点，为此必须研究并掌握各机关、企业部门处理工作的情况，及时地作一些必要的切实的改变并真正贯彻下去。他还要求工农检查院通过认真的检查工作培养出一批有经验和懂行的领导人员。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需要改组工会，使其适应新的情况。列宁的《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就是为此而写的。这个《提纲草案》实质上是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的总结。它不仅制定了新时期工会工作的纲领，而且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问题。提纲草案明确指出：在容许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的条件下，必然存在劳资之间的阶级利益的对立，因此，今后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要从各方面维护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改行商业原则即实行经济核算制以后，每个国营企业都迫切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力争扭亏为盈，这就必然会产生照顾本位利益和过于热中本位利益的现象，从而造成工人群众和国营企业的领导人或企业主管部门在利益上的某种对立，因此，国营企业的工会也有维护工人群众利益的任务。接着提纲草案阐明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里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根本区别，指出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发生罢工斗争，“其原因只能是无产阶级国家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在它的机构中还存在着各种资本主义旧残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群众政治上不开展和文化上落后”（本卷第368页）。列宁提醒说，国营企业力争不亏损和盈利，也是“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维护工人利益“主要方式不是罢工（但决不是一概不使用这种手段），而是向工人国家的机关申诉”（本卷第522页）。提纲草案在工会和企业管理的关系问题上指出，只有把全部权力集中在工厂管理机构手中，工业的恢复工作才能取得迅速的进展，而工会对企业管理进行任何直接干预都是绝对有害和不能允许的，但是这绝不是否定工会参加工业管理。提纲草案确定，工会是学习管理的学校，而不是管理机关，并据此提出了工会参加工业管理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几种形式。提纲草案认为联系群众是工会取得任何工作成绩的基本条件，领导一个暂时得不到先进国家援助的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而工会作为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如果不能很好地组织和安排自己的工作，那就会使社会主义建设遭殃。提纲草案还要求工会经常教育广大劳动群众象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勤恳工作、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同专家建立起正确的相互关系，否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提纲草案最后提出了工会要加紧抵制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列宁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密切注意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收入本卷的列宁给Г.И.米雅斯尼科夫的一封信，剖析了“出版自由”的口号。他指出：从中世纪末到19世纪，这个口号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在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制造“舆论”来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处于全世界资产阶级包围之中的俄罗斯联邦提出“出版自由”的口号，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和进行反动宣传的自由，因此这是一个政治错误。1922年初《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登载一篇电讯，介绍德国沙文主义者帕尔乌斯写的一本为德帝国主义者在东方的侵略计划辩护的小册子。在编入本卷的《关于登载介绍帕尔乌斯小册子的电讯》一组文献中，列宁严厉批评了这件事，指示各党报和苏维埃报纸今后不准登载这类电讯。他强调报纸在经济建设时期要侧重生产宣传。《给〈经济生活报〉编辑部的信》期望该报成为战斗的报纸，经常提供有关经济的真实情况的材料，分析经济建设中的成绩和缺点，建立地方通讯员网，用更多的篇幅登载来自地方的通讯。列宁起草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自由出售莫斯科库存书籍的决定草案》规定，在莫斯科自由出售的书籍中，应将色情和宗教内容的书籍剔除，送去造纸。《对电影事业的指示》规定，每一份放映计划要规定娱乐性影片（不能有黄色和反革命的内容）和宣传教育影片的适当比例，宣传教育片应避免发生宣传工作的效果适得其反的怪事，要特别注意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建立影院。

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整顿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一件至为重要的事情。根据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实行的清党工作，从1921年8月15日开始，到同年年底结束。1922年1月1日开始全俄党员的登记。本卷收载的《关于清党》、《关于清党和入党条件（给彼·安·扎卢茨基、亚·亚·索尔茨和全体政治局委员的信）》、《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清党的决议草案的意见》等文献指出了纯洁党的队伍的必要性、清党工作的做法和对执政党党员的严格要求。列宁着重指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党要能够顺利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把异己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和不坚定的党员清除出党。列宁认为，广大非党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清党是极其可贵的，只有在清党过程中重视非党劳动者的意见，才能使清党达到预期的目的，才能使党成为更加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成为同本阶级有更密切联系、更能在重重困难和危险中领导本阶级走向胜利的先锋队。列宁反复强调，为了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要规定更严格的入党条件，规定较长的预备期。列宁历来主张对触犯刑律的共产党员要加重判刑。收入本卷的《关于党的机关同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最明显地反映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俄共（布）中央的一个通告原来规定，司法机关必须将待审的共产党员交由党委会委托的人员保释，党委会的决定是党对法庭的指示并预先决定审判的结果。列宁认为这些规定是有害的，建议“对共产党员更要追究法律责任”，“党委作‘结论’必须上报中央机关，并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本卷第268页）。根据列宁的建议，中央政治局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修改这个文件，消除任何利用执政党地位从轻判罪的可能性。

争取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是苏维埃政府新时期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苏维埃政府在1921年10月向英、法、意、日、美五国政府发出照会，建议召开国际会议来讨论苏维埃俄国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资本主义列强经过协商，决定在1922年4月在热那亚召开欧洲各国经济财政会议，并邀请苏维埃政府参加。尽管西方列强居心险恶，列宁认为热那亚会议对于巩固和平和发展各国相互关系会起重大作用。本卷收载的有关热那亚会议的许多文献，反映了列宁为这次复杂的外交斗争所作的细致准备。列宁为出席这个会议的苏俄代表团周密地制定了工作纲领和斗争策略。他向苏俄代表团提出两个目标：建立俄国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工商贸易关系，争取和平和各国人民的经济合作。对于西方列强坚持要苏俄归还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欠的债务的强硬要求，列宁建议代表团提出反要求，即要求赔偿苏维埃俄国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封锁时期受到的损失。在外国资本家要求归还或赔偿他们过去在俄国拥有的财产的问题上，列宁主张坚决拒绝以任何形式恢复私人财产和给予金钱赔偿，同时规定在这一方面让步的界限是仅仅允许过去的外国私有者有取得租让和租借企业的优先权。列宁认为，代表团应当就所有世界性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阐述苏维埃政府的独立的完整的纲领，而这个纲领应当是和平主义的纲领，其中包括废除一切债务、用“爱尔兰”方式解决一切殖民地附属国问题、彻底修改凡尔赛条约等等。他要求代表团充分阐述这个纲领，以便加深国际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阵营同主张侵略的反动资产阶级阵营的裂痕。

论述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作在本卷中占有不小的篇幅。1921年6—7月，共产国际在新的复杂形势下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讨论共产国际的新任务、斗争策略、党的组织建设、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等问题。收入本卷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反映了列宁为准备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和领导代表大会所作的大量工作。列宁关于俄国共产党的策略的报告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和俄罗斯联邦之间出现的某种不稳定的均势，介绍了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阐明新经济政策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的讲话中指出，在国际革命不象期望的那样直线地发展的时候，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群众，团结工人阶级的队伍，巩固工人运动的先锋队。他教导各国共产党应当了解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即使处于革命低潮也要作好战斗准备，首先把工人阶级和城乡劳动者的大多数争取过来。列宁还强调了殖民地运动的意义，批判了那种把殖民地国家的运动仍然看作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和非常平和的民族运动的观点。他指出，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殖民地人民现在已经成为独立的、积极的革命因素，而且一定会在世界革命的以后各个阶段中起巨大的革命作用。他在谈到怎样进行革命准备时，强调必须建立真正的共产党，必须跟机会主义一刀两断，批判“左的”愚蠢行为。他着重批判了“左派”分子的“革命进攻理论”，指出“左派”不善于分析客观形势和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否认必须为争取共产党的群众性而斗争，不懂得把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对于取得革命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他认为，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恰恰是工人阶级中加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那一部分，共产党要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就必须努力建立反对资本主义进攻的工人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阶段，它的决议动员各国共产党去认真准备新的战斗。列宁在《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中指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有关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决议，根据已经开始的共产主义斗争的实际经验具体地确定了今后在策略方面和组织方面应该怎样开展工作。他说：“我们现在要集中党的全部力量把党组织得更好，改进党的工作的质量和内容，同群众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为工人阶级制定出愈来愈正确、愈来愈切合实际的策略和战略。”（本卷第106页）

共产国际在这次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向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发出呼吁，要求统一行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三个国际的代表曾商定1922年4月在柏林举行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收入本卷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决议草案》、《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问题》和《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意见》，规定了共产国际出席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战略和策略。列宁相信，觉悟的工人同绝大多数工人一道都愿意并要求在对工人的利益来说最刻不容缓的实际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他指出，共产国际参加三个国际会议讨论统一战线问题，是为了争取工人群众在同工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没有争论的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是为了揭露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整个立场的政治错误。

编入本卷的《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和《政论家札记》两文以及《致托马斯·贝尔》、《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论法国共产党的土地问题提纲》等，都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写的。列宁在前两篇文章中，用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和现实批驳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分子、欧洲共产党的“左派”集团以及俄国的孟什维克和“工人反对派”所说的“新经济政策意味着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失败”、“布尔什维克回到资本主义上去了”、“布尔什维克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了”等等谬论，论证了俄国共产党在任何局势下从一开始就正确地看到可能出现的危险，而且总是找到防止危险的办法。列宁写道：“有些共产党员以为，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做那还没有做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就可以完成象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是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这样一桩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就必须说这样的共产党员肯定已经完蛋了。”（本卷第450页）列宁阐述和捍卫了共产国际的策略。他指出，欧洲共产党人如果不根本改变本党的全部机构和工作方式使党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且日益接近群众，唤起群众的革命意识，发动他们参加斗争，那他们将犯极严重的错误。列宁仔细地研究了美国、法国、德国、波兰、意大利等国共产党的情况，深切关怀并及时指导了它们的发展。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126篇。《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不同于第1版收载的《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前者是列宁的原稿，后者则是俄共中央对前者作了一些修改后通过的决议。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10篇文献中有6篇是新文献。此外本卷中的《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第1版收载了一小部分）、《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关于党的机关同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就企业奖励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按商业原则办事〉一文提纲》、《就吸收美国资本建厂问题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便条》、《关于施泰因贝格在租让企业中行使职权问题（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就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提纲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就对外贸易垄断制和外贸工作问题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信》、《对电影事业的指示》、《关于登载介绍帕尔乌斯小册子的电讯》、《关于给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拨款问题的意见》、《俄共（布）中央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任务的决定草案》、《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问题（给尼·伊·布哈林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等等都是新文献。本卷《附录》中的文献除《〈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报告提纲》外，全部是新文献。《〈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和列宁的修改意见》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它第一次提出了在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成分中贯彻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附录》中的几个报告提纲十分明确地列出了几个报告的要点，有助于读者把握报告中的重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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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1]


（1921年6—7月）


1

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

（6月13日）


1．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

目前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存在着某种均势，这种均势虽然极不稳定，但毕竟造成了世界政治中一种特殊的局面。

这种特殊局面表现在：一方面，国际资产阶级疯狂地仇恨和敌视苏维埃俄国，时刻准备侵犯它，扼杀它；另一方面，国际资产阶级花了几亿法郎进行的一切军事干涉行动以完全失败而告终，虽然当时苏维埃政权比现在还弱，而俄国地主资本家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还有大批军队。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反对进攻苏维埃俄国的反战活动风起云涌，它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而且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广大的群众也卷了进来。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尖锐起来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激烈，东方被压迫民族亿万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由于这种种情况，国际帝国主义虽然比苏维埃俄国强大得多，但无力扼杀它，反而不得不暂时承认它或半承认它，不得不和它订立通商条约。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均势，虽然极不可靠，极不稳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了，——当然不是长期的。


2．国际范围内阶级力量的对比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范围内形成了这样的阶级力量对比：

国际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公开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他们仍在等待时机，盼着有一天能重新发动这种战争。

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已普遍涌现出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这些党正在成长壮大，正在坚持不懈地争取每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摧毁工联旧官僚的影响和被帝国主义特权腐蚀了的欧美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影响。

资本主义国家中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2]为急先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目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因为工商业中多数的或颇大部分的工人职员害怕一旦爆发革命会丧失由帝国主义特权所造成的比较优裕的小市民生活条件而仍然处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可是日益增长的经济危机到处都使广大群众的生活每况愈下。这种情况，加上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这一点愈来愈明显，就使上述支柱愈来愈不稳固了。

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从20世纪初起，特别是在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爆发革命后，已经觉醒过来，开始参加政治生活。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最终使这些群众成了世界政治的积极因素，成了用革命摧毁帝国主义的积极因素，尽管欧美有教养的庸人，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在内，顽固地无视这一点。在这些国家中，站在最前列的是英属印度。在那里，工业和铁路的无产阶级愈壮大，英国人的恐怖行为愈凶残——他们愈来愈频繁地采取大屠杀（如在阿姆利则）[3]和当众拷打等暴行——革命的发展也就愈迅速。


3．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

苏维埃俄国的国内政治形势是由以下事实决定的：我们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看到这里若干年来只有两个阶级存在——一个是无产阶级，它是由很年轻的但毕竟是现代化的大机器工业几十年来培养出来的；另一个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

俄国的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并没有绝迹。但是他们已彻底遭到剥夺，作为阶级来说，在政治上已完全被粉碎。他们的残余分子则隐藏在苏维埃政权的国家工作人员中间。他们把阶级组织保存在国外，流亡的人数大约有150—200万，拥有分属于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日报达50种以上，残留了一点军队，同国际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流亡者目前正在大肆活动，妄图破坏苏维埃政权，使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


4．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

在这种国内形势下，俄国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地规定并实行一些必要的办法，以便领导农民，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通过许多渐进的过渡办法实现使用机器的社会化大农业。这项任务在俄国特别艰巨，因为我国很落后，而七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又使我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即使撇开这两个特点不谈，这项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极其困难的任务之一，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将来都会碰到的，也许只有英国例外。然而就拿英国来说，也不能忘记：英国小佃农阶级的人数虽然特别少，但由于英“属”殖民地的几亿人民在事实上遭受着奴役，英国职工中按小资产阶级方式生活的人数占极高的百分比。

因此，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中考验和检验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


5．俄罗斯联邦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军事联盟

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关系的基础，是在1917—1921年这个时期建立的。当时，资本家和地主在整个世界资产阶级和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支持下大举进攻，促使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结成军事联盟，并把这种联盟固定下来。国内战争是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阶级斗争愈尖锐，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偏见在斗争烈火中就烧毁得愈迅速，而实践本身也就会愈加清楚地使人看到，甚至使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看到：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拯救农民，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不过是地主和资本家的奴仆。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军事联盟曾经是而且不能不是他们巩固的联盟的初步形式，但是，如果没有这两个阶级的一定的经济联盟，军事联盟连几个星期也不能维持。当时农民从工人国家那里得到了全部土地和免遭地主富农蹂躏的保障；工人则在大工业恢复以前从农民那里借到了粮食。


6．向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经济关系过渡

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只有完全恢复运输业和大工业，使无产阶级能够拿出为农民日常生活和改善经济所必需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粮食，小农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完全正常和巩固。在我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是决不可能一下子做到的。对一个组织得尚不够完备的国家来说，为了能在反对地主的极端困难的战争中坚持下去，余粮收集制曾是最可行的办法。1920年的歉收和饲料缺乏，使农民原来就困苦不堪的生活更加恶化，因此立刻改行粮食税就有绝对必要了。

适量的粮食税能使农民的境况立刻得到很大改善，同时能使农民从扩大播种面积和改进耕作中得到好处。

粮食税是从征收农民的全部余粮转到工农业之间实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一种过渡办法。


7．苏维埃政权容许资本主义和租让制存在的意义和条件

粮食税自然意味着农民在完税以后有支配余粮的自由，既然国家还不可能拿出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全部余粮，余粮的买卖自由也就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

但只要运输业和大工业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在上述范围内这样做对于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可怕。恰恰相反，在一个经济遭到极度破坏的、落后的小农国家里，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即这个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当然只是在某种限度内），因为这样能立刻振兴农业。租让制更是如此，因为工人国家并不取消国有化，只是把一些矿山、林区、油田等租给外国资本家，以便从他们那里额外获得一些设备和机器来加速恢复苏维埃大工业。

我们把一部分贵重产品付给承租人，这无疑是工人国家向世界资产阶级交纳的一种贡赋；我们丝毫不掩饰这一点，但应当明确认识到，只要能够加速恢复我国的大工业，并切实改善工农生活状况，交纳这种贡赋对我们是有利的。


8．我国粮食政策的成就

1917—1921年间，苏维埃俄国的粮食政策无疑制定得很粗糙，很不完善，产生了许多舞弊行为。在执行上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总的说来，这是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政策。现在，这一政策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落后国家中保全了无产阶级专政。它已逐渐完善起来，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我们掌握全部政权的第一年（1918年8月1日—1919年8月1日），国家收集了11000万普特粮食，第二年收集了22000万普特，第三年超过了28500万普特。现在，有了实际经验以后，我们计划收集并指望收集到4亿普特（粮食税为24000万普特）。工人国家只有真正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才能在经济上站稳脚跟，才能慢慢地但是不断地恢复大工业，才能建立正常的财政制度。


9．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俄罗斯电气化计划

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一般的原理上。必须把它具体化。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拟订俄罗斯联邦电气化计划这一科学工作，本是我们应当做的，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在俄国两百多位优秀的学者、工程师和农艺师的参加下，这项计划业已编制出来，印成了厚厚的一大册，基本上已获1920年12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批准。现已准备好在1921年8月召开全俄电气技术人员代表大会[4]来详细审查这项计划，那时计划就将得到国家最后批准。电气化的第一期工程预计10年完成，共需37000万个工作日。

1918年，我国新建了8个电站（装机容量为4757千瓦），1919年新增数达36个（装机容量为1648千瓦），而1920年达到100个（装机容量为8699千瓦）。

不论这个开端对我们这个大国来说多么微不足道，但毕竟有了一个开端，工作已经做起来了，而且做得愈来愈好。俄国农民经过帝国主义战争，经过上百万人在德国当俘虏时对现代先进技术的了解，经过三年内战的艰苦锻炼，已经不是旧日的农民了。他们一月比一月更清楚更明白地看到，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使广大小农摆脱资本的奴役，走向社会主义。


10．资本的同盟者“纯粹民主派”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结束阶级斗争，而是以新的形式、新的武器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资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后还在国际范围内用十倍的力量加紧向社会主义进攻，这种专政就是必要的。小农阶级在过渡时期不可能不多次动摇。过渡时期的困难，资产阶级的影响，必然使这些群众的情绪时常发生波动。无产阶级（它由于自己的根基即大机器工业遭到破坏而伤了元气，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阶级特性）肩负着一项极其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不为这种动摇所左右，把从资本桎梏下解放劳动的事业进行到底。

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在政治上表现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政党的政策上，俄国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就是这样的政党。这两个现在在国外设有自己的总部并办有各种报纸的政党，实际上已与整个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勾结在一起，并忠实地为他们效劳。

俄国大资产阶级的聪明的领袖们和其中为首的“立宪民主”党党魁米留可夫，十分明确地、直截了当地肯定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这种作用。在谈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合力举行的喀琅施塔得暴动[5]时，米留可夫表示赞成“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这个口号（1921年《真理报》第64号，引自巴黎《最新消息报》[6]）。他发挥这一思想时说：应该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奉为上宾”，因为他们肩负着第一个把政权从布尔什维克手里转移开的任务。大资产阶级的首领米留可夫正确地吸取了历次革命的教训，深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能力执掌政权，他们始终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只能给资产阶级独揽政权充当台阶。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一再证实了1789—1794年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的这个经验，证实了恩格斯在1884年12月11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所说的话。恩格斯当时写道：


　　“……纯粹民主派……在革命关头……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甚至封建经济的最后一个救生锚，在短时间内暂时起作用。……在1848年时也是如此：一切封建官僚从3月到9月都支持自由派来镇压革命群众……　不管怎样，在危机的日子和危机后的日子，我们唯一的敌人将是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的整个反动派，这一点，我认为是不能忽视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2—253页。——编者注］

 （俄译文见弗·阿多拉茨基同志《马克思恩格斯论民主派》一文，载1921年6月9日《共产主义劳动报》[7]第360号。德文原文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政治遗教》一书1920年柏林版（《国际青年丛书》第12辑第19页））








	尼·列宁1921年6月13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21年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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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产国际 《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意见


（1）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8]

（6月10日）

事情的实质在于，在政治上莱维许多方面是正确的。遗憾的是他干了一系列违反纪律的事，因此被开除了党籍。

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的提纲在政治上是根本不正确的。那是讲空话和玩弄左的把戏。

拉狄克摇摆不定，对“左派”的愚蠢行为作了一系列让步，从而把自己的草案初稿弄糟了。他的第一个让步最能说明问题。他的提纲的第1条 《问题的范围》原来写的是 （请注意）“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拥护共产主义原则）”。后来改为 （反而改坏了）“争取工人阶级的有社会决定意义的部分”。

妙极了！这样的行文削弱的正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拥护共产主义原则”的必要性。这真是荒唐之极。

为了夺取政权，在一定的条件下 （包括已经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都拥护共产主义原则这一条件），是需要工人阶级的有社会决定意义的部分的大多数在有决定意义的地方发起冲击的。

这样来修改、改坏这一真理，即在论述共产国际关于争取工人阶级拥护共产主义原则的总任务的第1条中削弱必须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原理，这是库恩·贝拉和塔尔海默头脑愚钝的典型表现 （可恶极了，表面上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实际上该打屁股），也是……拉狄克易受别人影响的典型表现。

拉狄克的提纲本来就非常冗长，没有重点，抓不住政治上的中心问题。而拉狄克还向其中掺水，把它糟蹋得不成样子。

该怎么办？我不知道。白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如果您不希望在代表大会上发生公开斗争，那么我建议：

（1）今天 （既然布哈林坚决主张你们必须今天解决基本问题而不能再拖——其实往后拖更好）就用准确无误的表决否定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的根本不正确的提纲。要作记录。你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而采取宽容态度，就会把一切都弄糟的。

（2）把拉狄克未经 “改善”的草案初稿作为基础，关于这种“改善”，我已举了一个例子。

（3）委托 1—3人来压缩这个提纲草案，进行修改，使它 （如果能做到的话！）不再没有重点，而是清楚地，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把下述内容作为中心思想切实突出出来：

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争取到 （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仅是组织的领导，连共产主义原则都还没有得到这个大多数的拥护。而这是一切的基础。“削弱”这个唯一合理的策略的基础，是一种罪恶的轻率行为。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欧洲堆积着大量易燃物的形势下，革命有可能很快爆发，工人阶级也有可能在特殊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但是，现在把共产国际的策略建立在这种可能性上是荒谬的；认为宣传的时期已经结束而行动的时期已经到来的写法和想法也是荒谬和有害的。

共产国际必须把策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始终不渝地、有步骤地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首先是在旧工会内部。这样，无论事态怎样变化，我们都肯定能够取得胜利。至于遇上极其幸运的情况而在短时期内 “取得胜利”，这是傻瓜也能办到的。

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必须采取 《公开信》[9]的策略。这一点要讲得直截了当，清楚明确，因为对 《公开信》的动摇是最有害、最可耻的，也是最流行的。用不着隐瞒。凡是不懂得必须遵循 《公开信》的策略的人，都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后至迟一个月开除出共产国际。我曾经投票赞成让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10]加入共产国际，现在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错误，应该尽快地、彻底地改正这一错误。

与其象拉狄克那样长篇大论，意思含混，不如翻译 《公开信》全文（如用德文，则援引全文），反复解释它的意思，而且把它作为一个范本来阐释。

我认为，策略问题的总决议应该就讲这些。

只有这样才会定下调子，使中心思想明确起来，不致模棱两可，使任何人都不可能作随心所欲的解释 （象拉狄克那样）。

这样，拉狄克的草案初稿就会至少删去四分之三。

丢下提纲去写小册子并对它进行表决的做法该结束了。那样做，即使我们大家没有争论，也免不了犯局部性的错误。而如果没有重点，却有争论，我们就会犯重大错误，把全部事情弄糟。

再有，如果你们实在想加，可加上一些补充：根据这种策略，在细节上，作为例子，不是作为原则，恰恰是作为例子，还可作如此这般的补充。

其次。

笼而统之把塞拉蒂和莱维说成是 “机会主义”，这是愚蠢的。塞拉蒂有错误；错在哪里？应该讲得一清二楚，指明是在意大利问题[11]上而不是在总策略问题上。他错在同共产党人搞分裂，没有开除改良主义者屠拉梯之流。意大利同志们，只要不做到这一点，你们就是自外于共产国际。我们就开除你们。

而对意大利的共产党人，我们要提出最严肃的忠告和要求：只要你们还不能够坚定地、耐心地、巧妙地说服塞拉蒂派工人的大多数，把他们争取过来，就不要神气，就不要玩弄左的把戏。“莱维事件”不在总策略问题上，而在对三月行动[12]的评价上，在德国问题上，布兰德勒说：是单纯防御。因为政府进行了挑衅。

就算这符合实际，就算事实是这样。

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

（1）一切号召进攻的喊叫都是错误的、荒谬的，可是这种喊叫多得不可胜数；

（2）既然政府进行挑衅，企图把共产主义的小要塞 （共产党人得到多数人拥护的中心地区）拖进战斗，那么号召总罢工的策略就是一种错误。

（3）今后应该避免这种错误，因为右派在内战中以巧妙的手段杀害了两万工人以后，德国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形势。

（4）把几十万工人 （布兰德勒说是一百万。是否吹牛？是否自我陶醉？为什么没有各州、各城市的统计数字？？？）的单纯防御说成是 “暴乱”，而且是 “巴枯宁式的暴乱”，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违反革命纪律的行为。由于莱维还有另外一些违反纪律的行为 （要准确地、极为谨慎地列举出来），所以他应该受到处分，被开除是罪有应得。

应当定出一个开除的期限，比如说半年。然后允许他重新申请入党，如果在此期间他守纪律，共产国际就建议吸收他。

除了布兰德勒的小册子，我还什么都没有看过，这些意见只是根据莱维和布兰德勒的小册子写的。布兰德勒只证明了 （如果可以说是证明的话）一点：三月行动不是 “巴枯宁式的暴乱”［莱维这样谩骂，理应被开除］，而是几十万革命工人的英勇自卫。但无论多么英勇，由于政府从1919年1月起已通过挑衅杀害了两万工人，今后再也不要在政府的挑衅面前这样应战，要到全国的而不只是一个小地区的大多数工人都跟共产党人走的时候再说。

（（1917年的七月事变[13]不是巴枯宁式的暴乱。谁要是作这样的评价，我们就把他开除出党。七月事变是英勇的进攻。可是我们当时得出这样的结论：下一次我们决不过早地发起英勇的进攻。过早地全面应战，——这就是三月行动的实质。不是暴乱，而是错误，这个错误由于几十万人在防御中表现英勇而减轻了。））

关于什麦拉尔，能否搞两三个材料？

如能为共产国际刊印有关各国的材料，哪怕每国两份 （每份2—4页），那倒不错。

关于什麦拉尔和施特拉塞尔，都有些什么事实？

别忘了一件大事：一定要删去拉狄克提纲初稿中所有谈到 “等待的党”、所有进行这种谴责的内容。一概不要。[14]

关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 （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问题，要具体地、专门地、清楚而明确地提出来。

如果我们两人在这方面意见不一致，我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






	　　列　宁1921年6月10日

译自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2卷第265—269页









（2）

两点建议[15]

（7月6日）

（1）删去什麦拉尔的姓名和该段整个结尾部分；

（2）委托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起草一封详细的信给捷克党，要引出原话，切实地、准确地对什麦拉尔立场的不正确之处进行批评，并指出赖兴贝格 《前进报》的编辑们应当在哪方面更加谨慎。






	载于1958年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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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提纲》草案的意见[16]


（1）

给奥·威 ·库西宁的信



［注：这封信的原文是德文。——编者注］



急


地址请问芬兰共产党员或共产国际

　　6月10日库西宁同志：

看了您的文章 （三节）和提纲非常高兴。

附上我对提纲的意见。

建议您立即找一位德国同志 （真正的德国人），由他负责修订（文章和提纲的）德文文本。这位同志也许还可以受您委托把您的文章作为报告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 （德国代表们听德国人讲话要方便得多）。[17]

我建议删去 （提纲的）结尾部分。

关于宣传鼓动——特别是关于报刊和口头宣传，要写得尽量详细。

依我的意见，您一定要亲自负责这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这一点，我今天就写信告诉季诺维也夫。

致良好的祝愿！


　　您的　列宁


提　纲

（提纲第6点或）第6条，第2段最后一句应写成：

“……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从……那里把这种倾向继承下来……”

而下面一句

应写成：

“……共产党应当通过系统的、顽强的组织工作，通过多次的

改进和纠正，来克服这种倾向……”

（提纲第7点或）第7条：

要更加详尽地说明，西方大多数合法的党恰好没有做到这一点。不是每个党员都有日常工作 （革命工作）。

主要的弊病就在于此。

最大的困难也就在于改变这种状况。

可是这是最重要的。

第10条。

要尽量详细。

要多谈些细节。

举例。

报纸的作用。

把 “我们的”报纸同一般的资产阶级报纸作一对比。

为 “我们的”报纸所做的工作。

举例：1912—1913年的俄国报纸。

同资产阶级报纸的斗争。揭露资产阶级报纸的卖身投靠、制造谣言，等等。

散发传单。

鼓动到户。

星期日游玩等等。

要非常非常详细。

第 11条——也要非常非常详细。

第 13条。提出工作报告，交各“支部”讨论。

关于敌对组织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组织 （工党、各社会党等）的情况报告。

关于在没有参加组织或参加了黄色团体 （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无产阶级群众中以及在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中的任务，要写得详细一些。

第26条和第 27条。

这些与本题无关。

这不是 “组织问题”。

最后就这个主题改写成一篇专题文章，比如用 《革命时期的组织问题》这样的标题或其他标题，交 《共产国际》[18]发表。

或者 （根据俄国和芬兰的经验）写成：《谈谈方兴未艾的革命和我们相应的任务问题》。





	载于1958年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第3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3—15页









（2）

给奥·威 ·库西宁和威 ·克南的信



［注：见本卷第17—20页。——编者注］



致库西宁和克南两同志

1921年7月9日

亲爱的同志们：

看了你们关于组织问题的提纲草案非常高兴。我认为搞得很好。只想补充两点：

（1）建议——各国党都能立一个由经过考验、富有经验的优秀工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

（2）关于特务——在谈不合法的工作问题时专门写一段。内容大致如下：资产阶级必然要派遣特务和奸细打入秘密组织。必须极其周密地、坚持不懈地加以防范，特别要提倡这样一种防范办法，即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的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配合起来，并且通过长期的合法工作进行考察 （是否适合做不合法的工作）。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你们的　列宁

［注：这封信的原文是德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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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讲话

（6月28日）

同志们！我主要想答复一下拉查理同志的问题。他说：“拿出具体事实来，不要讲空话。”好极了。但是，如果我们对意大利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倾向的发展作一番考察，那是什么呢，是空话还是事实呢？在你们的言论和你们的整个政策中，你们都忽略了对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情况，这就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仅存在着这种倾向，而且存在着机会主义－改良主义集团。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伯恩施坦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进行他的机会主义宣传的（这种宣传最后成了社会爱国主义，并导致第二国际的叛变和破产）。从那时起，我们不但知道有一个叫屠拉梯的人，而且知道他在意大利党内和意大利工人运动中所进行的宣传。他20年来一直是意大利工人运动的破坏者。由于时间不够，我没能详细研究有关意大利党的材料，但是我认为，意大利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我记不得是《新闻报》[19]还是《晚间信使报》[20]）关于屠拉梯和他的朋友们在艾米利亚雷焦召开代表会议[21]的报道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我把这篇报道和《前进报》[22]上所发表的对比了一下。这难道不是充分的证据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当我们同塞拉蒂和他的朋友们争论时，我们曾经公开而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对局势的看法。我们向他们声明，只要意大和党仍旧容忍象屠拉梯这样的人留在自己的队伍里，它就不能成为共产党。

这究竟是什么呢？是政治事实抑或依然不过是空话呢？我们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曾公开告诫意大利的无产阶级“不要跟改良主义者、跟屠拉梯搞在一起”，而塞拉蒂却开始在意大利报刊上发表一系列反对共产国际的文章，并专门召开了改良主义者的会议[23]，——这一切难道都是空话吗？这比分裂还严重，这已经是在建立新的党了。除非瞎子才看不到这一点。这个文件对于这个问题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凡是参加艾米利亚雷焦代表会议的人都应当开除出党，因为他们是孟什维克——当然不是俄国的孟什维克，而是意大利的孟什维克。拉查理说：“我们懂得意大利人民的心理。”对于俄国人民，我个人不敢这样说，但这并不重要。拉查理说：“意大利社会党人很了解意大利人民的精神。”这是可能的，我不想反驳。但根据具体材料和顽固地不愿根除孟什维主义的事实来看，他们是不了解意大利的孟什维主义的。我们不得不说：必须批准（不管这是多么不幸）我们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容忍象屠拉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留在自己队伍里的党，是不能加入共产国际的。

拉查理同志问道，“为什么要改变党的名称呢？这个名称满不错嘛！”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们知道第二国际的历史，它的衰落和破产。难道我们不知道德国党的历史吗？难道我们不知道德国工人运动最大的不幸就是直到战前还没有实行决裂吗？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两万工人牺牲了生命，他们是被不断攻击和抱怨德国共产党人的谢德曼派和中派出卖给德国政府的[24]。

难道我们现在在意大利所看到的不是同样的情景吗？意大利党从来就不是真正的革命党。它的最大的不幸，就是直到战前还没有同孟什维克和改良主义者决裂，而让他们继续留在党内。拉查理同志说：“我们完全承认有同改良主义者决裂的必要；唯一的分歧仅仅在于我们并不认为必须在里窝那代表大会[25]上实行决裂。”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讨论意大利的改良主义问题了。去年，当我们同塞拉蒂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问他：“对不起，为什么意大利党不立刻实行分裂，为什么要拖延？”塞拉蒂怎样回答我们呢？什么也没回答。弗罗萨尔有一篇文章，说“要做个灵活而聪明的人”。拉查理同志在引用这篇文章时，显然认为这是一个对他有利而对我们不利的论据。我认为他是弄错了。恰恰相反，这个绝妙的论据对我们有利而对拉查理同志不利。当拉查理将来不得不向意大利工人说明自己的行为和退避的理由的时候，意大利工人会怎样说呢？如果意大利工人认为我们的策略比冒牌共产主义左派（他们有时简直不是共产主义左派，而更象无政府主义）的曲线策略灵活和聪明，那么，你们将怎样回答他们呢？

塞拉蒂和他的党硬说，俄国人只希望别人摹仿他们。这种无稽之谈是什么意思？我们的要求恰恰相反。单是熟记共产党的决议，在任何场合都使用革命的词句，这是不够的。我们预先声明，我们反对死背决议的共产主义者。真正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就是跟机会主义一刀两断。我们将开诚布公地同赞成这一点的共产主义者交谈，我们将非常自信地、毫无顾忌地对他们说：“不要做蠢事；要聪明一点，巧妙一点。”但是我们只是对已经同机会主义者决裂了的共产主义者才这样说，而你们还谈不上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因此，再说一遍：我希望代表大会批准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拉查理同志说：“我们正处在准备时期。”一点不假。你们是处在准备时期。这个时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同孟什维克决裂，就象我们在 1903年同我们的孟什维克决裂一样。德国党当初没有同孟什维克决裂，使得整个德国工人阶级在德国革命史上长得令人厌烦的战后时期内一直遭受苦难。

拉查理同志说，意大利党正处在准备时期。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这个时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要认真地、彻底地、毫不含糊和毅然决然地同改良主义决裂。这样，群众就会衷心拥护共产主义。第二个阶段决不是去重复革命口号，而是要采纳我们聪明和巧妙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将永远是聪明和巧妙的，永远要反复重申，那就是：应当使革命的基本原则适应不同国家的特点。

在意大利进行革命和在俄国进行革命不会是一样的。意大利，的革命将以另一种方式开始。但究竟是什么方式呢？咱们大家都不知道。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有时并不是地道的共产主义者。在意大利，在占领工厂[26]的时候，有没有出现哪怕一个象样的共产主义者呢？没有，那时的意大利还没有共产主义；可以说有某种无政府主义，决不能说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还需要创立，还需要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灌输给工人群众。这样做的第一步就是同那些和资产阶级政府合作了20多年的孟什维克一刀两断。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两次代表会议[27]上，我曾有机会稍微观察了一下莫迪利扬尼，他很可能是一个相当狡猾的政客，他不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留在社会党中央机关，因为这样能给资产阶级带来更多的好处。但屠拉梯及其朋友们的全部理论观点和全部宣传鼓动工作却是同资产阶级合作。杰纳利的发言中所引证的许多话不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吗？是的，这就是屠拉梯筹划好的那条统一战线。因此，我应当告诉拉查理同志：象您所作的以及象塞拉蒂同志在这里所作的那样的讲话，都不是在为革命作准备，而是在破坏革命。（喊声：“对！”鼓掌）

你们在里窝那获得了很大一个多数。你们获得98000票，改良主义者获得14000票，共产主义者获得58000票。对于象意大利这样一个具有一定传统、对分裂没有充分准备的国家里刚刚开始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说来，上述数字是共产主义者的一次很大的胜利。

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说明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将比我们俄国的运动发展得快。因为，如果你们知道有关我国运动的数字，你们就会明白，在 1917年2月沙皇制度崩溃以后，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我们同孟什维克相比还是少数。而这是经过 15年的激烈斗争和分裂以后的情况。在我们这里，右翼没有得到发展，但也不象你们在轻蔑地谈到俄国时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在意大利，发展的情况肯定会完全不同。我们在同孟什维克进行了15年的斗争并推翻了沙皇制度以后开始工作的时候，拥护我们的人比你们那里要少得多。你们那里态度暧昧的、联合起来的中派分子有98000人，而拥护共产主义的工人已经有58000个。这是证据和事实，一定可以说服那些不愿闭眼不看意大利工人群众运动的人。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这已经可以证明，拥护我们的是工人群众，不是旧的领袖，不是官僚，不是教授，不是新闻记者，而是真正的被剥削阶级，是被剥削者的先锋队。这也表明你们在里窝那犯了严重错误。这是事实。你们拥有98000票，但你们宁愿同14000个改良主义者联合而不愿同58000个共产主义者联合。你们本应当同共产主义者联合，即使这些共产主义者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即使他们不过是博尔迪加的拥护者——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何况博尔迪加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已经十分诚恳地声明他放弃一切无政府主义和反议会主义。你们是怎么做的呢？你们宁愿和 14000个改良主义者联合，同58000个共产主义者决裂。这就再好不过地证明塞拉蒂的政策对意大利是一个不幸。我们从来不想让塞拉蒂在意大利摹仿俄国的革命。这是愚蠢的。凭我们的智慧和灵活性还不致做出这种蠢事。但是，塞拉蒂的行为却证明他在意大利的政策是错误的。也许他应当随机应变。这是他一年前在这里最爱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是善于随机应变的，我们不愿意盲目地摹仿别人。这是愚蠢的。我们应当随机应变，找机会同机会主义分家。你们俄国人不善于这样做。在这方面我们意大利人比你们有本事。我们走着瞧吧。”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塞拉蒂可真会随机应变！他和58000个共产主义者决裂了。现在，同志们到这里来说：“如果你们把我们拒之门外，就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不，同志们，你们错了。意大利工人群众的思想现在已经搞乱了。假使我们对他们说下面这样的话，倒会对他们有好处。我们说：“同志们，意大利的工人们，你们在共产国际和孟什维克之间挑选一个吧。共产国际永远不会要求你们盲目地摹仿俄国人；而孟什维克，我们认识他们已经20年了，我们永远不能把他们当作邻居留在真正革命的共产国际里。”这就是我们要向意大利工人讲的话。结果是不容怀疑的。工人群众一定会跟我们走。（热烈鼓掌以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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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共产国际策略的讲话

（7月1日）

同志们！很遗憾，我必须克制自己，只进行自卫。（笑声）我说很遗憾，是因为听了特拉奇尼同志的发言和看了三个代表团的修正案[28]以后，我很想进攻。老实说，对于特拉奇尼和三个代表团所维护的观点，必须实行进攻。如果代表大会对这些错误，对这些 “左的”愚蠢行为不坚决进攻，那么，整个运动必定要垮台。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但是，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满足于发言反对个别同志。我们俄国人对于这种左的言论已经腻味透了。我们是有组织的人。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我们应当有组织地进行工作，设法找到正确的路线。自然，我们的提纲是一种妥协，这一点对谁都不是秘密。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在已经是第三次举行代表大会并已制定出一定的基本原则的共产党人中间，实行妥协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我们这个由俄国代表团提出的提纲是经过极其周密的研究和准备的，是经过长时间斟酌并同各个代表团磋商的结果。它的目的是要确立共产国际的基本路线，特别是现在，当我们不仅正式谴责了真正的中派而且还把他们开除出党以后，这个提纲就更需要。事实就是这样。我应当捍卫这个提纲。既然现在特拉奇尼出来说，我们应当继续进行反中派的斗争，接着又讲到打算怎样进行斗争，那么我就要说，如果这些修正意见表示的是某种倾向，那就必须同这种倾向进行无情的斗争，否则就没有共产主义，就没有共产国际了。我感到奇怪的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竟没有在修正案上签字。（笑声）你们且听一听特拉奇尼所维护的东西和修正案所说的话吧！修正案一开头就说：“第1页第1栏第19行 ‘……大多数’应予删去。”大多数！这太危险了！（笑声）接下去说，应该用“目的”一词来代替 “基本原则”一词。基本原则和目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要说目的，那是连无政府主义者也会同意我们的，因为他们也主张消灭剥削和阶级差别。

我平生接触过、交谈过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多，但毕竟见过不少。在目的问题上，我同他们有时可以谈得拢，但在原则方面却从来谈不到一块。原则不是目的，不是纲领，不是策略，也不是理论。策略和理论并不是原则。在原则上我们跟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在哪里呢？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在过渡时期使用国家强制手段。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原则，但这不是共产主义的目的。提出这个建议的同志们搞错了。

第二，修正案提出 “‘大多数’一词应予删去”。请大家把整句话看一下：


　　“在很多国家内，革命的客观形势已经尖锐化，很多群众性的共产党已经成立，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这些党都还没有在真正的革命斗争中掌握对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实际领导权——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来重新研究策略问题的。”



　　可是他们想把 “大多数”一词删去。我真不明白，假如我们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商量不好，那我们又怎么能够在一起工作，怎么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走向胜利呢？难怪我们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了。请告诉我哪一个党现在掌握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特拉奇尼连想都没有想举个什么例子。实际上这样的例子根本不存在。总之，应当用“目的”一词代替 “原则”，而 “大多数”一词应当删去。真是不胜感激！我们不会这样做的。甚至德国党这个最优秀的党之一也还没有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这是事实。我们面临极其艰苦的斗争，但是并不害怕说出这个真实情况，可是这里有三个代表团却想一开始就说假话，因为，代表大会假如删去 “大多数”一词，那就表示代表大会喜欢假话。这是明摆着的事。

接下去有这样一个修正：“第4页第1栏第10行，《公开信》等字 ‘应予删去’。”今天我已经听到一个有同样看法的发言。那个发言有这样的看法是很自然的。发言的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党员赫姆佩尔同志。他说：“《公开信》是一个机会主义的行动。”我在私下里也听到这种说法，我感到非常遗憾，非常可耻。经过这样久的讨论，代表大会上还有人说 《公开信》是机会主义的，真是可耻之极！现在特拉奇尼同志又以三个代表团的名义出来说话，想要删去 《公开信》一词。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进行斗争呢？在我们的提纲里是这样说的：《公开信》是堪称楷模的政治行动。这是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坚持的。说它堪称楷模，是因为它是采取切实办法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第一个行动。在欧洲，几乎所有的无产者都已经组织起来了，谁不懂得我们应当在那里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谁就会被共产主义运动所淘汰；谁在三年的大革命中还没有学会这个本事，那他永远学不到任何东西。

特拉奇尼说，虽然俄国党很小，但我们还是在俄国胜利了。他不满意提纲对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讲。这里有27条修正意见。如果我要对这些修正意见一一加以批判，那我就得象某些演说家那样至少讲三个钟头……　会上有人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拥有30—40万党员，必须争取多数，形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并继续争取更多的工人群众。特拉奇尼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他说：既然党已经有40万工人，那我们还要求什么呢？删去！（笑声）他害怕 “群众”这个词，想把它去掉。特拉奇尼同志对俄国革命并不很了解。

过去我们在俄国的确是一个小党，但是，全国大多数的工农代表苏维埃在我们一边。（喊声：“对！”）你们那里有这种事吗？俄国军队当时至少有1000万人，几乎有一半在我们一边。难道现在军队的大多数在你们一边？请告诉我哪一个国家是这样？既然特拉奇尼同志的观点还有三个代表团赞同，这就表明共产国际内部还有点乱。因此，我们必须说：“不能这样下去了！应该作坚决的斗争！要不共产国际就完了。”（全场微动）

我虽然处于防御地位 （笑声），但根据个人的经验我应当说，我讲话的目的和原则是捍卫我们代表团所提出的决议案和提纲。如果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动，那自然是迂腐。我曾看过不少决议，我很清楚其中的每一行都可以作很好的修改。但这是咬文嚼字。如果说现在我还是宣布在政治方面一个字都不能改动，那是因为我认为，这些修改都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性质，会把人引入歧途，给共产国际带来危害。因此，我，我们大家，俄国代表团，应当坚持决不改动提纲一个字。我们不但谴责了我们的右派分子，而且把他们赶走了。但是，如果象特拉奇尼那样把反右派的斗争当儿戏，那么我们就应当说：“够啦！否则太危险了！”

特拉奇尼为进攻斗争的理论[29]辩护。赫赫有名的修正案阐述这个问题的篇幅长达两三页。我们没有必要去念它。我们知道那里面写的是什么。特拉奇尼已经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了。他搬出“活跃的趋向”和 “从消极转向积极”这些理由来为进攻理论辩护[30]。我们在俄国同中派作斗争已经有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还在15年前，我们就对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以及孟什维克进行过斗争；我们不但战胜了孟什维克，而且还战胜了半无政府主义者。

假如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政权不用说三年半，恐怕连三个半星期也保不住，更不可能在这里召开几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了。“活跃的趋向”、“从消极转向积极”——这都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经用来反对我们的货色。现在他们都蹲在监牢里，在那里捍卫“共产主义的目的”，幻想着 “从消极转向积极”。（笑声）象修正案那样进行论证是不行的，因为那里面既没有马克思主义，又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论据。难道在我们的提纲里笼统地阐发过革命进攻理论吗？难道拉狄克或我们中间的什么人干过这种蠢事吗？我们在谈进攻理论时，都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国家、具体的时期说的。

我们可以从我们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中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还在第一次革命以前，就有人怀疑过革命政党是否需要进攻。如果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当时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称呼的——怀疑这一点，我们就同他斗争，说他是机会主义者，说他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政党的辩证法一窍不通。难道党可以泛泛地争论是否容许进行革命的进攻吗？在我们这里要找到这样的例子，就要回顾一下15年前的事。只要有否认进攻理论的中派分子或伪装起来的中派分子，就必须立刻把他开除出党。这个问题是不会引起争议的。但是现在，在共产国际成立已经三年的今天，我们还在争论 “活跃的趋向”、“从消极转向积极”的问题，真是太可耻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同我们一起制定这个提纲的拉狄克同志没有分歧。在德国，在真正的进攻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开始谈论革命进攻的理论，也许不完全正确。但三月行动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虽然领导者犯了错误，但这无关紧要。几十万工人英勇地进行了斗争。然而，不管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怎样勇敢地同资产阶级进行了斗争，我们仍然要重复拉狄克同志在一篇用俄文写的文章中关于赫尔茨所说的话。假如有人英勇地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即使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当然是一件大事；但是，假如有几十万人同社会主义叛徒的卑鄙挑衅作斗争，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那就是真正的进步了。

对于自己的错误采取批评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在有几十万人参加的斗争过去之后，假如有人起来反对这个斗争，象莱维那样，那就应当把他开除出去。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我们应当从这里吸取教训：难道我们作好了进攻的准备吗？（拉狄克：“我们连防御的准备也没有作好。”）是的，当时进攻还只是报纸文章谈论的事。把这种理论应用到1921年德国的三月行动上是不正确的，这一点我们应当意识到；但从原则上说，革命进攻理论绝不是错误的。

我们在俄国取得了胜利，而且非常容易，因为我们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已经为我们的革命作好了准备。这是首要的条件。当时我们有1000万工人和农民武装起来了，而我们的口号是：立即媾和，无论如何要媾和。我们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最广大的农民群众都有反对大地主的革命情绪。拥护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社会革命党人在 1917年 11月还是一个很大的农民党。他们曾要求采取革命手段，但是他们也跟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真正英雄们一样，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采取革命行动。1917年8、9月间我们曾说：“在理论上，我们和过去一样，仍然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斗争，但是在实践上，我们却准备采纳他们的纲领，因为只有我们才能实现这个纲领。”我们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曾在1917年11月即在我们胜利以后反对过我们并把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选进立宪会议的农民，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了，虽然不象我过去所错误地预料的那样在几天之内争取过来，但不管怎样总是在几个星期之内争取过来了。差别并不很大。请告诉我在欧洲的哪一个国家你们能够在几个星期之内把那里的大多数农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也许是意大利吧？（笑声）有人说，尽管我们是一个小党，我们仍在俄国取得了胜利。这样说只能证明他不理解俄国革命，也根本不懂得应当怎样准备革命。

我们的第一步，就是建立真正的共产党，这样才能知道我们是在跟谁交谈，可以充分信任谁。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是：“打倒中派！”如果我们没有在各个方面和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我们在俄国称为孟什维克的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实行清算的话，那我们就连共产主义的初步原理都不懂。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真正革命的党，同孟什维克决裂。但这只是预备班。我们现在已经在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了，可是特拉奇尼同志却还在弹老调，说预备班的任务是清洗、追查和揭露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真是不胜感激！这些事情我们已经做得很够了。我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说过中派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第二步就是要在建党以后学会怎样准备革命。在很多国家内，我们甚至还没有学会怎样进行领导。我们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不但是因为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站在我们一边 （在1917年选举时，绝大多数工人拥护我们而反对孟什维克），而且因为有一半军队在我们夺得政权以后马上转到了我们方面来，十分之九的农民群众在几星期之内也转到了我们这一边；我们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我们采纳了社会革命党的而不是我们的土地纲领，并且真正实现了这个纲领。我们取得胜利就在于我们实现了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这就是我们取胜这样容易的原因。难道你们在西欧能幻想这样的事吗？太可笑了！特拉奇尼同志和所有在修正案上签字的同志，请你们对比一下具体的经济条件吧！尽管大多数那样迅速地转到了我们一边，我们在胜利以后碰到的困难还是很大的。但我们还是闯过来了，因为我们不但没有忘记我们的目的，而且没有忘记我们的原则，没有容许那些只谈目的、只谈 “活跃的趋向”和 “从消极转向积极”而不谈原则的人留在我们党内。也许有人会责备我们竟把这些先生关在监狱里。但是，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有专政。我们必须为实行专政作准备，而要作准备就得同这种空话、同这种修正案进行斗争。（笑声）在我们的提纲里处处提到群众。但是，同志们，应当懂得什么是群众。左派同志们，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滥用了这个词。而特拉奇尼同志和所有在修正案上签字的同志也不知道应当怎样理解 “群众”这个词。

我已经讲得太久了。因此，我想只就“群众”这个概念再讲几句。“群众”这个概念是随着斗争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斗争初期，只要有几千真正革命的工人就可以说是群众了。假如党不仅能够使自己的党员投入斗争，而且能够使非党员也动起来，那就已经是争取群众的开始。在我们历次革命中，有过几千个工人就可以说是群众的情况。在我们运动的历史上，在我们同孟什维克斗争的历史上，你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在一个城市里，几千个工人就能使运动具有明显的群众性。如果几千个从未听说过政治、过着庸碌而又艰难的生活的非党工人开始采取革命行动，那么群众就已经在你们面前了。如果运动不断扩大和增强，那就会逐渐发展成真正的革命。在1905年和1917年的三次革命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形，你们以后也会领悟到这一点的。当革命的准备已经很充分时，“群众”这个概念就不同了，这时，几千个工人已经不能说是群众了。这个词开始具有别的含义。群众这个概念发生了变化，它指的是大多数，并且不单单是工人的大多数，而且是所有被剥削者的大多数；革命者只能作这种理解，其他任何含义都是不可理解的。也许，一个小党，比如英国党或美国党，在认真研究了政治发展进程，熟悉了非党群众的生活和习惯之后，就能在有利时机掀起革命运动 （拉狄克同志指出的矿工罢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31]。假如这样的党能在这样的时机提出自己的口号，并使几百万工人跟着自己走，那么，群众运动就在你们的面前了。我决不否认，一个很小的党也能发动革命并把它进行到胜利结束。但是应当知道用什么方法把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为此，就必须扎扎实实地进行革命的准备。但是，有的同志却出来声明：要立刻放弃争取 “大多数”群众的要求。必须向这些同志宣战。要是没有扎实的准备，你们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不能取得胜利。即使一个很小的党也能领导群众跟自己走。在某些时候并不需要有大的组织。

但是，为了取得胜利，必须取得群众的支持。绝对的多数并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但是，为了取得胜利，为了保持政权，不仅需要工人阶级（这里说的“工人阶级”，是西欧讲的那种，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而且需要农村居民中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大多数。你们想到过这一点没有？我们在特拉奇尼的发言中能不能找到即使是这种思想的一点点痕迹呢？他的发言只谈 “活跃的趋向”、“从消极转向积极”。他有没有提到粮食问题呢，哪怕是一个字也罢？可是工人要求有吃的，虽然他们很能吃苦、挨饿，——我们在俄国多多少少看到过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不仅应当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而且应当把农村居民中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你们做好了这件准备工作吗？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做到了这一点。

总之，再说一遍：我必须无条件地捍卫我们的提纲，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我们不但谴责了中派，而且还把他们驱逐出党了。现在我们应当来反对我们认为同样危险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应当十分礼貌地向同志们说明真情 （这一点在我们的提纲里是说得客气而委婉的），做到不伤害任何人。我们必须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比讨伐中派更重要的另一些问题。对付中派这件事我们做得够多了，已经有点腻味了。现在同志们应当学会怎样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德国工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在那里，几十万无产者英勇地进行了战斗。谁反对这场斗争，就应当把他立刻开除出去。但是这样做了以后，不应该海阔天空地清谈，而应该立即开始学习，从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怎样更好地组织斗争。我们不应该在敌人面前掩饰我们的错误。谁怕这样做，谁就不是革命者。相反，假如我们公开对工人说，“是的，我们犯了错误”，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后不会重犯这种错误，我们一定会更好地选择时机。如果在斗争期间，大多数劳动者，不仅大多数工人，而且大多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都站在我们方面，那么，我们就能真正取得胜利。（长时间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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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



［注：列宁作报告用的是德语。——编者注］



（7月5日）

同志们！老实说，我没有可能很好地准备这个报告。我的论粮食税的小册子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92—233页。——编者注］

 的译本和关于俄国共产党策略的提纲 
［注：见本卷第1—10页。——编者注］

 ，这就是我所能系统地加以准备的一切。现在，我只想对这个材料作一些解释和说明。

要论证我们党的策略，我认为必须从说明国际形势开始。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势，大会也已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定的决议[32]。我在提纲中只是很简略地谈到这个问题，而且完全是着眼于政治的。我没有谈到经济基础，但是我认为，关于我们共和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从政治上说，应当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现在无疑出现了一种均势，这是为了维护各自的领导阶级的统治而手执武器公开进行斗争的力量之间的均势，是资产阶级社会即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与苏维埃俄国之间的均势。当然，所谓均势，也只是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的。我认为，仅仅是在军事斗争方面国际形势中出现了某种均势。当然，必须强调指出，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相对的均势，一种极不稳定的均势。资本主义国家也和那些到目前为止都被看作历史的客体而不是历史的主体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一样，积聚了很多易燃物。因此在这些国家里迟早会突然发生暴动、大的战斗和革命。这是完全可能的。近几年来，我们看到国际资产阶级直接同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进行斗争。这场斗争曾经是整个世界政治局势的焦点，而现在正是在这方面发生了变化。由于国际资产阶级扼杀我们共和国的企图未能得逞，目前出现了一种均势，自然，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均势。

当然，我们很清楚，国际资产阶级现在比我们共和国强大得多，完全是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组合他们才无法继续对我们进行战争。最近几个星期，我们在远东又看到了新的侵略尝试[33]，毫无疑问，这种尝试今后还会有。对于这一点，我们党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我们在思想上必须明确：目前存在着一种不稳定的均势，我们应当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注意目前形势的特点，使我们的策略适应这种特点，同时一分钟也不忘记武装斗争仍然可能突然发生。组织红军和加强红军的力量仍然是我们的任务。在粮食问题上，我们仍然应当而且首先应当考虑我们的红军。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既然还要防备国际资产阶级的新进犯和新入侵，我们就只能这样做。国际形势中出现某种均势的事实对我们的实际政策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这只是说明，我们必须承认，虽然革命运动向前推进了，但今年国际革命并没有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发展。

当初国际革命是由我们来开头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我们相信我们能够使国际革命的发展提前，而是因为有许多客观情况促使我们这样做。我们曾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将会援助我们，那我们的胜利就有充分的保证；或者是我们将做自己的一份小小的革命工作，即使遭到失败，我们为革命事业仍然尽了力量，我们的经验可供其他国家的革命借鉴。我们懂得，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尽管有这种想法，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做到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胜利的时候以及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都一再表示了这种信念。这样想总的说来是正确的。

可是实际上运动并没有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地进展。直到目前，在资本主义特别发达的其他大国中，革命还没有到来。诚然，革命正在全世界发展，这一点我们可以满意地肯定下来。正因为如此，国际资产阶级不能扼杀我们，虽然他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比我们强大百倍。（鼓掌）

在提纲的第2条里，我对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以及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等问题作了考察。现在要补充的是，我从这里得出的最后结论是这样的：我们预言过的国际革命正在向前发展。但是，这种前进运动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直线运动。

一眼就可以看出，在缔结和约以后，无论这个和约怎样不好，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没能爆发起来，尽管我们知道这些国家里革命的迹象很多很明显，甚至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多得多和明显得多。现在出现了一些小册子，从中可以看到，近几年来和近几个月来，这种革命迹象在欧洲比我们所预料的要明显得多。那么现在我们应当怎么办呢？现在必须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为革命扎扎实实地进行准备，并深入研究它的具体发展情况。这就是我们应当从国际形势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对于我们俄罗斯共和国来说，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短暂的喘息时机，使我们的策略同历史的这种曲折发展相适应。这种均势在政治上很重要，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许多西欧国家里，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很可能大多数居民，都已经被组织起来，正是在这些国家里，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恰恰就是工人阶级中那些加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敌对组织。这一点我在提纲的第2条中已经加以说明，我想，在这里我应当谈一谈我们在策略问题的讨论中已经阐明了的两点。第一，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愈有组织，历史就要求我们愈加扎实地进行革命的准备，我们就应当愈加扎实地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第二，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恰恰是工人阶级中加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那一部分。假如国际资产阶级不依靠这部分工人，不依靠工人阶级内部的这些反革命分子，那它要支撑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掌声）

这里我还想强调一下殖民地运动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发现，一切旧的政党，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工人政党，都还有原来那种感伤的观点的残余，说什么它们无限同情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殖民地国家的运动仍然被看作一种无足轻重的和非常平和的民族运动。但事实并非如此。从20世纪初开始，这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亿万人民——实际上是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现在已经成为独立的、积极的革命因素。十分明显，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原先为了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必将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预期的要大得多。必须着重指出，我们已经首次在我们的国际内着手准备这个斗争了。自然，在这个广大的领域内，困难要多得多，但是不管怎样，运动在向前发展，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农民，虽然现在还很落后，但一定会在世界革命的以后各个阶段中起非常巨大的革命作用。（全场活跃以示赞同）

至于我们共和国内部的政治形势，那么，我必须从正确分析阶级关系入手。近几个月来，在这方面有一些变化，我们看到成立了一些新的、反对我们的剥削阶级组织。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消灭阶级。站在剥削阶级队伍最前列的是大地主和工业资本家。在这里，破坏工作是轻而易举的，只消几个月，有时甚至几个星期或几天，就能彻底完成。我们在俄国已经剥夺了剥削者——大地主和资本家。在战争时期，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他们只是作为国际资产阶级军事力量的走卒进行活动。现在，当我们击退了国际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以后，俄国资产阶级和俄国一切反革命政党都在国外建立了组织。流亡世界各地的俄国侨民有 150万或200万人。他们差不多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出版日报，所有的地主政党和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都与外国资产阶级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从他们那里获得足够的金钱来维持出版物。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我国先前的所有政党都在通力合作。我们还看到，在国外，俄国的 “自由”报刊，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起到最反动的君主派的止，怎样在为大土地占有制辩护。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易于完成我们的任务，因为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出敌人的力量、他们的组织程度以及他们营垒中的政治派别。另一方面，这自然也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因为这些俄国反革命流亡者正用各种办法进行准备来同我们作斗争。这种斗争再一次证明，整个说来，统治阶级的阶级本能和阶级意识仍然比被压迫阶级的自我意识强烈，尽管在这方面俄国革命所做的工作要比过去的一切革命都多。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村庄的人民和被压迫者不曾受到震动。尽管这样，只要我们冷静地估量一下国外的俄国反革命流亡者的组织程度和他们的观点在政治上的鲜明程度，我们就会相信，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仍然比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阶级意识强烈。这些人采用各种办法，巧妙地利用各种机会，妄图通过这样那样的形式进攻和打垮苏维埃俄国。密切注视俄国反革命势力的主要意图、主要的策略手法、主要的派别，对我们是大有教益的，我想外国同志一定会这样做。俄国反革命势力主要是在国外活动，外国同志观测他们的活动不会有多大困难。在某些方面我们应该向这些敌人学习。这些反革命流亡者消息灵通，组织周密，善于谋划。我想，系统地比较和研究他们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是怎样利用这种或那种时机的，从宣传的角度来看对工人阶级会有很大的教育作用。这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实际的政治。从这里可以看出敌人已经学会了什么。俄国资产阶级最近几年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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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战败的反动军队学会了很多东西，学得非常好。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也确实获得了很大成绩。当我们一举夺得政权的时候，俄国资产阶级还没有组织起来，政治上还不成熟。现在，我认为他们已经达到了当代西欧的发展水平。我们必须估计到达一点，必须改善我们自己的组织和方法，我们将全力做到这一点。战胜这两个剥削阶级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我想，对将来其他国家的革命来说也不困难。

但是，除了剥削者阶级以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也许英国除外——几乎都存在着小生产者和小农阶级。现在，革命的主要问题就是要同这最后的两个阶级作斗争。为了摆脱这两个阶级，必须采取其他办法，不同于对付大地主和资本家的办法。对于大地主和资本家这两个阶级，我们可以干脆加以剥夺，把他们赶走。我们也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对于最后两个资本主义阶级，也就是对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的小生产者和小资产者，我们却不能这样做。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两个阶级是一个很大的少数，约占人口的30—45％。如果加上工人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那就会超过50％。对于他们，不能剥夺或驱逐，必须采取其他斗争方法。如果我们把国际革命看作一个统一的过程，从国际观点看来，现在在俄国开始的这个时期的意义实质上就是我们必须从实践上解决俄国无产阶级同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好地很容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和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一回事。我们很清楚，我们犯过很大的错误。现在我们想确定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怎样对待资本主义的根深蒂固的基础即小私有制，怎样对待小生产者，——从国际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现在，实践已经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能够解决这个课题。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创造的经验对于其他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会有用的，它们定能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技术准备作得更好。

我在提纲里就是试图分析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问题。一个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国家，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自然，农民是很落后的。在革命的发展中，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实际上是怎样表现的呢？最初的形式是联盟，紧密的联盟。这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但不管怎样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做得到的。

在实践中我们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呢？我们和农民结成了联盟。我们是这样理解这个联盟的：无产阶级使农民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剥削、领导和影响，把他们争取过来，以便共同战胜剥削者。

孟什维克却这样推论：农民占大多数，而我们是纯粹的民主派，因此多数应当决定一切。但是由于农民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那实际上只能意味着让资本主义复辟。口号都一样：和农民结成联盟。但我们这样提，意思是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我们设法实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联盟，而且第一个阶段是军事联盟。三年内战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但它在某些方面却使我们的任务易于完成。这听起来也许奇怪，但却是事实。对农民来说，战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反对剥削者、反对大地主的战争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拥护我们的。尽管在发展水平上有很大差距，尽管我国农民多数不会读不会写，但我们的宣传却很容易为他们所接受。这证明广大群众（在最先进的国家里也一样）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学到东西比从书本上学到东西要容易得多。而我国农民容易接受实际经验，还因为俄国是这样辽阔广大，它的各个部分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反革命势力能够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暂时得逞，是因为资产阶级在那里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是因为农民反对我们。农民常常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但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赶走了地主；但我们不拥护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个体经济。”反革命势力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能一度取得胜利，是因为资产阶级争取农民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但是没有多久农民就醒悟了。他们在短时间内就积累了实际经验，而且很快就改口了：“是的，布尔什维克相当讨厌，我们不喜欢，但是他们总比白卫分子和立宪会议好。”在农民当中，立宪会议是一个骂人的字眼。不仅在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当中是这样，就是在农民当中也是这样。他们从实际生活中体会到，立宪会议和白卫军是一回事，后者是紧跟着前者来的。孟什维克也利用和农民结成的军事联盟，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只有这种联盟是不够的。没有经济联盟，军事联盟就无法维持。我们不是光靠空气过活的！没有经济基础，我们和农民的联盟就绝对不能长期维持，经济基础是我们战胜我国资产阶级的基础，因为我国资产阶级是和整个国际资产阶级联合在一起的。

当然，我们和农民之间的这种经济联盟，基础是很简单的，甚至是粗糙的。农民从我们这里得到全部土地和对大地主作斗争的支持，而我们则应该因此得到粮食。这种联盟完全是一种新东西，它不是建立在通常那种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的。我们的农民对这一点的了解比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要清楚得多。农民心中想道：“这些布尔什维克都是严厉的领导者，但他们毕竟是自己人。”这样，我们终于建立了新的经济联盟的基础。农民以自己的产品供给红军，而在捍卫自己的地产时得到红军的支持。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如奥托 ·鲍威尔之流总是忘记这一点，他们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我们承认联盟最初的形式是很粗陋的，我们犯过很多很多错误。但是那时我们必须雷厉风行，必须绝对保证军队的供应。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同俄国所有产粮区的联系都给切断了。我们的处境非常险恶。但是俄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全凭着争取胜利的顽强意志，居然经受住了这样深重的磨难和困苦，这几乎是一个奇迹。（全场活跃以示赞同。鼓掌）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我们的任务毕竟不同了。如果国家的经济没有遭到七年连续不断的战争所造成的那样的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也许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到新的形式上去。可是，歉收、饲料缺乏等使国内本来就很严重的情况更加困难了。这使农民困苦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我们必须立即向广大农民群众表明，在决不离开革命道路的条件下，我们准备改变政策，使农民能够感到布尔什维克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马上改善他们不堪忍受的状况。

这样，我们在经济政策上作了改变，把征粮制改成了实物税。这不是一下子想出来的。你们可以在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上看到，一连好几个月刊载了许多建议，然而真正有效的方案却没有想出来。但这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完全是根据实际情况和由实际情况产生的必要性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政策。歉收、饲料缺乏、燃料不足，这一切对于整个经济，包括农民经济在内，自然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农民不干活了，那我们就得不到木柴。而得不到木柴，工厂就不得不停工。由于严重的歉收和饲料缺乏，经济危机在 1921年春季大大扩展了。这一切都是三年内战所造成的恶果。必须向农民表明，为了立刻减轻他们的困苦，我们能够而且愿意迅速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常常说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也说过），革命是要有牺牲的。有的同志在进行宣传时这样论证：我们是准备革命的，但革命不应过于艰苦。如果我没有弄错，那么这个论点是什麦拉尔同志在捷克斯洛伐克党代表大会[34]上讲话时提出来的。我是从赖兴贝格《前进报》上的一篇报道中看到的。那里大概有一个稍微偏左的派别。因此，不能认为这家报纸是不偏不倚的。不管怎样我应当说，如果什麦拉尔确实说过这话，那他就错了。在那次代表大会上，继什麦拉尔之后发言的一些人曾说：“对，我们将同什麦拉尔一道干，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内战。”（笑声）假如这一切是真的，那我必须说，这样的鼓动不是共产主义的鼓动，不是革命的鼓动。自然，每次革命都会给进行革命的阶级带来巨大牺牲。革命不同于普通斗争的地方就在于投入运动的人要多出十倍百倍，就这一点讲，一次革命不仅仅对某些个人，而且对整个阶级都意味着牺牲。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给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带来的牺牲和困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很有可能其他任何国家的革命将来也会是这样。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来分配这些生活困苦的负担呢？我们代表着国家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分配这些负担，即把负担分摊在几个阶级身上，从而相对地改善居民中个别阶层的处境。但是我们应当根据什么原则行事呢？根据公平的原则还是根据多数的原则呢？不，我们应当讲求实际。我们应当以保住无产阶级政权为前提来进行分配。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原则。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工人阶级不得不忍受难以想象的困苦。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粮食政策所获得的成就一年比一年大。一般说来，情况无疑是好转了。但是俄国农民从革命中获得的好处肯定要比工人阶级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从理论上看，这自然表明我们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当考茨基提出这个论据反对我们时，我们付之一笑。自然，如果不废除大土地占有制，不赶走大地主，不分配土地，那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然而，我们是唯一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并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有利条件的政党。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机构和制度。这些我们都已经建立了，可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相互关系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这场斗争会得到什么结果，就看我们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总之，分配负担实际上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一般说来，农民的境况已经有所好转，而深重的苦难则落到了工人阶级身上，这正是因为工人阶级实行自己的专政。

我已经说过，1921年春由于饲料缺乏和歉收，占我国人口多数的农民极为困苦。不和农民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生存。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赶快帮助农民。工人阶级的处境非常艰难，他们非常痛苦。然而，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却懂得，为了工人阶级专政，我们应当作出最大的努力，不惜任何代价来帮助农民。这一点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理解的，但是，在这个先锋队里还有人不能理解，他们由于疲劳过度而不能理解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还用上了机会主义这个字眼。他们说，布尔什维克竟然帮助农民，可是农民是剥削我们的，他们要什么有什么，而工人却饿着肚子。难道这就是机会主义吗？我们帮助农民，是因为不和他们结成联盟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政权，就谈不上保持政权。在我们看来，起决定作用的动机是考虑怎样才有利于达到目的，而不是公平分摊。我们帮助农民，因为这是我们保住政权所绝对必需的。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改行实物税，这是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个年度我们将第一次实行实物税。这个原则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我们必须从军事联盟过渡到经济联盟。从理论上看，只有实物税才能成为经济联盟的基础。从理论上看，只有这样做才能给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真正牢固的经济基础。社会化的工厂把产品交给农民，农民则以粮食来交换。在小农占多数或至少占很大一个少数的国家里，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生存的唯一可能的形式，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形式。农民以纳税形式提供一部分产品，另一部分产品则拿去同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交换，或者说去进行商品交换。

这里我们碰到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不言而喻，实物税意味着贸易自由。农民在完税之后，有权拿自己的余粮去自由进行交换。这种交换自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由。我们公开说出这一点，并且着重指出这一点。我们决不掩饰。如果我们想掩饰，那我们的情况就很不妙了。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自由，然而这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这就是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资本主义。我们完全是公开这样做的。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在政权属于资本的社会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国家的监督，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目的是为了和依然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抗衡和斗争。不言而喻，我们必须让外国资产阶级、外国资本获得承租权。我们在丝毫不取消国有化的条件下把矿山、森林、石油资源租给外国资本家，以便从他们那里得到工业品、机器等来恢复我们自己的工业。

自然，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大家并不是一下子就意见一致的。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十分高兴地指出：我们的农民进步了，他们完全懂得我们目前进行的斗争的历史意义。经常有一些很纯朴的农民从遥远的地方跑来对我们说：“怎么回事？我国的资本家、说俄国话的资本家被赶走了，而外国资本家现在却要到我们这里来？”难道这还不能说明我们的农民已经进步了吗？对于有经济常识的工人是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七年战争的破坏使我们的工业要很多年才能恢复。我们必须为我们的落后、我们的贫弱、我们正在学习和应当学习的东西付出代价。谁要学习，谁就得交学费。我们必须向大家、向每一个人讲清这个道理，只要我们能够在实践上证明这一点，那么广大的农民和工人群众就会拥护我们，因为这种办法能立刻改善他们的状况，能保证我们的工业得到恢复。是什么情况迫使我们这样做呢？我们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界上。我们是…… 
［注：在德文速记记录中，此处有 “作为世界经济的一员”字样。——编者注］

 生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中。一方面是殖民地国家，它们还不能帮助我们；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是我们的敌人。现在形成了某种均势，很不可靠的均势。但我们还是应当考虑这个事实。我们要生存，就不应当闭眼不看这个事实。或者是立刻战胜整个资产阶级，或者是向他们交纳贡赋。

我们公开承认，我们决不隐讳，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租让是向资本主义交纳贡赋。但我们赢得了时间，而赢得时间就是赢得一切，特别是在均势时期，当我们的外国同志正在扎实地进行革命准备的时候。革命准备得愈充分，胜利就愈有把握。可是在这以前我们不得不交纳贡赋。

现在我简单地谈一谈我们的粮食政策。毫无疑问，我们的粮食政策制定得很粗糙，不完善。但是，我们也可以举出已取得的成绩。说到这里，我还必须再一次着重指出，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谁忘记这一点，谁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应当具体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象旧社会主义的理论家那样提出问题。我们应当根据实际提出问题。现代化大工业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全俄电气化。瑞典、德国和美国已经接近实现电气化了，虽然它们还都是资产阶级国家。一位从瑞典来的同志告诉我，那里很大一部分工业和30％的农业都已经电气化了。在资本主义更发达的德国和美国，我们看到电气化的规模还更大。大机器工业的含义不是别的，就是全国电气化。我们已经设立了一个由优秀的经济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诚然，这些人在思想感情上几乎都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专家都会走到共产主义的，不过不象我们那样要在 20年的地下工作中不断地研究、温习和咀嚼共产主义的初步原理。

几乎所有的苏维埃政权机关都主张我们去请教专家。只要我们通过实践证明了这个办法可以提高我国的生产力，专家工程师们就会转到我们方面来。单从理论上向他们证明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通过实践向他们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是依靠从理论上宣传共产主义，而是换一种方式，那么我们就能把这些人争取过来。我们说：大工业是使农民不再受穷挨饿的唯一手段。这是人人都同意的。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在旧的基础上恢复工业，需要花的力气和时间太多了。我们必须使工业更加现代化，也就是说要向电气化过渡。电气化所需的时间要少得多。电气化计划我们已经制定好了。200多名专家都是兴致勃勃地从事这项工作，虽然他们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而且几乎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反对苏维埃政权。但是，他们从技术科学观点出发势必承认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当然，从计划到计划的实现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比较谨慎的专家说，完成第一期工程至少需要10年。据巴洛德教授计算，德国实现电气化只要三四年就够了。但对我们来说10年还嫌太少。我在提纲里举了一些具体数字，为的是让你们知道，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所能做的还多么有限。我所举的数字小得可怜，你们一看就知道，它们的宣传价值要大于科学价值。但是我们还得从宣传做起。参加过世界大战并在德国呆过几年的俄国农民在那里都看到，要战胜饥饿，应当怎样按现代化方法从事经营。我们应当在这方面进行广泛的宣传。这些计划本身还没有多大实际作用，可是鼓动作用却很大。

农民看到，现在必须创新。农民懂得，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各行其是，而应当由整个国家一起来做。在德国当过俘虏的农民看到而且认识到，生活，文明的生活，应当以什么作为实在的基础。12000千瓦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熟悉美国、德国或瑞典电气化情况的外国人听了也许会笑。但是，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就算它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吧。但是，农民已经开始懂得，必须大规模地进行新的工程，而且新的工程已经开始进行了。我们需要克服巨大的困难。我们打算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只要资本家帮助我们实现我国的电气化，我们不应当因为要给他们几亿公斤石油而惋惜。

最后，我稍微谈一谈“纯粹民主派”。我要引用恩格斯在1884年 12月11日给倍倍尔信中的一段话：


　　“纯粹民主派……在革命关头能够作为极端资产阶级政党（它在法兰克福就曾扮演过这种角色），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甚至封建经济的最后一个救生锚……起作用。……在1848年时也是如此：一切封建官僚从 3月到 9月都支持自由派来镇压革命群众……　不管怎样，在危机的日子和危机后的日子，我们唯一的敌人将是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的整个反动派，这一点，我认为是不能忽视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2—253页。——编者注］





　　我们不能象某些理论家那样提出我们的问题。整个反动派，不单是资产阶级，还有封建势力，都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德国同志比其他国家的同志都更清楚“纯粹民主派”标志着什么，因为考茨基以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其他领袖都庇护这个“纯粹民主派”而反对凶恶的布尔什维克。如果我们不是根据言论而是根据行动来评断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么就会发现他们正是小资产阶级“纯粹民主派”的代表。在我国革命中，再就是在最近这次危机即喀琅施塔得暴动期间，他们都十分典型而清楚地表明，纯粹民主派是怎么回事。农民的骚乱来势很猛，工人中间也有不满情绪。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啊。他们已经饿了三年肚子，但不能四年、五年地饿下去。饿着肚子，政治积极性自然大受影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表现如何呢？他们一直动摇不定，从而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俄国的所有政党在国外组织起来的事实表明了目前的形势。俄国大资产阶级最聪明的领袖们盘算着：“我们不可能在俄国立刻取胜。因此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立宪民主党党魁米留可夫拥护苏维埃政权而反对社会革命党人。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实践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的，我们在我们的革命中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来研究这种辩证法，即从敌我双方各自怎样进行斗争的实践中研究这种辩证法。立宪民主党人拥护“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因为他们对形势了解得很清楚，他们想骗一些人上这个圈套。聪明的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这样说的。当然不是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都是聪明的，但是其中有一部分是聪明的，他们从法国革命中吸取了一些经验。现在他们的口号是：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整个资产阶级现在都帮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现在是整个反动派的急先锋。今年春天我们已经有幸看到这种反革命合作的成果了。因此，我们必须同这些分子继续进行无情的斗争。专政是一种激战状态。我们正处于这种状态。目前军事入侵是没有了，但是我们处境孤立。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又不完全孤立，因为整个国际资产阶级现在已不能公开对我们发动战争了，因为整个工人阶级尽管大部分还不拥护共产主义，仍有相当的阶级觉悟，不允许进行武装干涉。资产阶级不得不考虑群众的这种情绪，尽管群众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达到共产主义的水平。因此，资产阶级现在不能向我们进攻，虽然这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总的最终结果未定，可怕的战争状态就将继续下去。我们说：“在战争时期我们是象作战那样行事的，我们决不许诺任何自由和民主。”我们公开向农民说，他们必须作出选择：或是选择布尔什维克政权，那时我们可以在保住政权的前提下作一切可能的让步，然后领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或是选择资产阶级政权。其他一切都是欺骗，都是十足的恶意煽动。我们必须同这种欺骗、同这种恶意煽动作最无情的斗争。我们的观点就是：暂时我们还要作重大的让步，要极其谨慎，这是由于存在着某种均势，由于联合起来的敌人比我们强，由于我们的经济基础太薄弱，而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更强大的经济基础的。

关于我们的策略，关于俄国共产党的策略，我要向同志们说的就是这些。（长时间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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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俄共（布）中央委员参加的德国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35]

（7月9日）


（1）

我认为，中央委员会提声一些具体要求[36]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怎么能够对一个在党外的人施加影响呢[37]？党员们声明，他们采取代表大会的立场。还需要作哪些声明呢？那就是声明不为《苏维埃》[38]撰稿，停止派别活动。中央作出的保证也应记录下来。中央声明，它给反对派以批评的自由，并将遵守这项决定。因此，问题都说清楚了。我们是作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在这里开会的，我们要求参加共产国际的人遵守纪律。由于莱维的问题，有人说党内会发生危机。我们曾经几次经历这样的危机，当时我们以完全公开的形式批评我们的一些同志。

说到这里，列宁回顾了他在翻阅 《真理报》时想起来的俄国党历史上的一件事[39]。

因为这件事，孟什维克攻击过我们。我们当时回答说：可敬的反对派，你们可以扬扬得意，但是，党应当遵守纪律，不应当害怕揭露自己的缺点。如果我们闭口不谈我们的缺点，那是危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较为有益的做法是停止谈论危机，而作出一些决定，让大家口径一致地回答敌人：我们有真正的国际，它在纠正我们的错误；请给我们看看你们的国际吧。


（2）

不能容许使用类似的字眼。绝对不允许怀疑这里会有人执行不了代表大会的决定。这种想法应当受到谴责。[40]


（3）

塔尔海默的声明是十分明确的[41]；克南谈到莱维给中央委员会的信[42]。马尔察恩肯定莱维会服从代表大会的决定。看来可以促使他自行离开。是否有必要让那些赞同过莱维观点的人一定要用书面形式反对他呢？如果这样做会给今后的合作造成困难，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呢？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曾经发生过一些严重冲突，但我想不起有哪一次我们解决冲突是这样注重形式。如果同志们认为塔尔海默的声明是协议的基础，那就必须结束而且必须立即结束人人表态的做法。我们有执行委员会，它在进行监督并且可以采取组织措施。立即就作出书面声明反对莱维，这难道合适吗？我认为，只要我们有良好的愿望，总会找到恰当的方式，或者稍微等一等，而不要坚持那种会给事情带来麻烦的做法。中央声明马尔察恩和蔡特金应该进入中央局，这是完全正确的。这将有助于共同工作[43]。


（4）

最好有个文件能把讨论了一个半小时的情况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我提议采纳季诺维也夫的建议[44]。


（5）

我提议表决应否把讨论的结果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建议获得通过，两票弃权。这样，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就通过了。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304—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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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注：列宁讲话用的是德语。——编者注］



（7月11日）


（1）

昨天我看了 《真理报》上的几篇报道，深信进攻的时机可能要比我们在代表大会上设想的更近，也明白了为什么青年同志们这么猛烈地抨击我们。关于这些报道，我下面再谈。现在我要说的是，总攻愈迫近，我们的行动就应当 “更机会主义些”。现在你们大家都要回去了，你们要告诉工人们，说我们比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前更明智了。你们不要不好意思，要说我们犯了错误，现在想在行动上更谨慎些；这样我们就能把群众从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那里争取过来，这些群众在客观上正被整个事态的发展推到我们方面来，但是他们害怕我们。我想举我们的例子来说明谨慎行事的必要性。

战争开始时，我们布尔什维克只坚持一个口号：国内战争，而且是残酷无情的国内战争。凡是不赞成国内战争的人，我们一概斥之为叛徒。但是1917年3月回到俄国以后，我们完全改变了立场。我们回到俄国同农民和工人一交谈，发现他们都主张保卫祖国。当然，他们的想法和孟什维克完全不同，我们不能把这些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叫作坏蛋和叛徒。我们把他们的主张称为 “真诚的护国主义”。关于这一点，我想干脆写一篇大文章，把全部材料公布出来。4月7日我发表了一篇提纲，说要谨慎和耐心。 
［注：参看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13—118页。——编者注］

 我们在战争开始时最初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当时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象样的、坚强的核心。我们后来采取的立场也是正确的，出发点是需要争取群众。那时我们已经反对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主张。我曾写道：“我们应当推翻政府，因为它是寡头政府而不是人民政府，因为它不会给我们面包、和平。但是不能马上推翻它，因为它有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依靠，暂时还受到工人的信任。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我们不想反对多数而靠工人阶级的少数来掌权。” 
［注：同上，第133页。——编者注］

 立宪民主党人是一帮机敏的政客，他们立即发觉我们的立场前后矛盾，把我们叫作伪君子。但是由于他们同时还把我们叫作间谍、叛徒、坏蛋和德国代理人，所以前一种叫法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4月20日爆发了第一次危机。米留可夫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照会暴露了政府的帝国主义面目。武装的士兵群众随即涌向政府大厦，迫使米留可夫下台。领头的是一个叫作林杰的非党人士。这一次运动不是党组织的。我们当时是这样评价这次运动的：它略微超出了武装游行示威，而比武装起义又略差一些。在4月22日我们的代表会议上，左派要求立即推翻政府。相反，中央委员会则反对国内战争的口号。我们还指示外省所有的宣传员，要他们驳斥那些说布尔什维克要进行国内战争的无耻谰言。我在4月22日写道：“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没有人民大多数的支持，这个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就是一种冒险。 
［注：参看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319—320页。——编者注］



我们不怕在我们敌人面前把我们的左派叫作“冒险主义者”。孟什维克看了兴高采烈，说我们垮台了。但是我们说，任何想比中央左一点的做法，哪怕只是稍左一点，都是愚蠢的；谁比中央左，谁就丧失了起码的理智。我们不会因为敌人对我们的失误幸灾乐祸而被吓倒。

我们现在唯一的战略是要进一步壮大力量，因此就要变得更聪明些，更明智些，“更机会主义些”，而且我们应当把这一点告诉群众。但是，一旦我们凭着自己的明智赢得了群众，接着就要采取进攻的策略，而且是名副其实的进攻。

现在谈谈那三篇报道：

（1）柏林市政工人罢工[45]。市政工人大多是些思想保守的人，属于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生活很有保障，但是他们也迫不得已举行罢工了。

（2）里尔纺织工人罢工[46]。

（3）第三件事最重要。在罗马为组织反法西斯斗争而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47]，有代表各党派的5万名工人参加，其中有共产党人、社会党人，还有共和党人。5000名参加过战争的人穿着军服参加大会。没有一个法西斯分子敢在街上露面。这件事表明欧洲的易燃物比我们想象的多。拉查理称赞我们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这是我们代表大会的一大成就。既然拉查理肯定这项决议，那么成千上万跟他走的工人也一定会站到我们这边来，他们的领袖就不能用恐吓使他们离开我们了。为要跃进，必得后退 （“Ilfaut，”）。而这一跃进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客reculerpourmicuxsauter观形势使人愈来愈不能忍受了。

总之，我们正开始采取新的策略。用不着急躁，我们不会延误时机的，倒是可能开始得过早。如果你们问，俄国能否支持这么久，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现在是同小资产阶级、同农民作战，这是一场经济战，对我们来说，它比上一场战争危险得多。但是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的要素是危险。而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危险之中。我相信，只要我们谨慎行事，适时地作出让步，即使这场战争将持续三年以上，我们也会打赢。

概括起来说：

（1）我们大家要在整个欧洲一致宣布实行新策略，这样我们就能争取到群众。

（2）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这些主要国家里的进攻行动应当协调起来。这就必须有准备，必须经常配合行动。欧洲正孕育着革命，但是不可能事先拟定革命的日程表。我们在俄国不仅能够支持五年，还能支持更久。我们采取的战略是唯一正确的战略。我相信，我们将为革命夺得为协约国望尘莫及的阵地，这也将是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开始。


（2）

什麦拉尔似乎对我的讲话感到满意，但他作了片面的解释。我在委员会上说，为了找到正确的路线，什麦拉尔应当向左迈三步，而克雷比赫应当向右迈一步。遗憾的是什麦拉尔只字不提他要迈出这三步。他也只字不提他对形势的看法。说到困难，什麦拉尔只是重弹老调，没有讲出任何新东西。什麦拉尔说，我消除了他的忧虑。春天他曾担心共产国际领导会要求他采取不适时的行动，但是事实打消了他的担心。然而现在使我们忧虑的倒是另一件事，即在捷克斯洛伐克是否真的会为进攻作准备，还是仅限于摆困难。左的错误只不过是个错误，并不严重，而且容易纠正。如果错误涉及是否有采取行动的决心，那就决不是小错误，而是背叛了。这两类错误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那种认为只有别人行动起来以后我们再去进行革命的理论是根本错误的。


（3）

我认为，应当把这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退却比作1917年我们在俄国的行动，用以说明这种退却是在为进攻作准备。敌人会说，我们今天的调子同过去的不一样了。他们从这里是捞不到多少好处的，而只要我们向工人群众讲明，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三月行动是成功的，为什么我们批评它的错误，为什么我们说今后应当准备得更好，那他们是会理解我们的。我同意特拉奇尼的意见：什麦拉尔和布里安的解释不对。如果把协调行动理解为我们应当等待别的更富有的和人口更多的国家先采取行动，那就不是共产主义的解释，而简直是骗人。协调行动应当是使其他国家的同志知道什么时机行动有重大意义。对协调行动最重要的解释是：更好和更快地向好榜样看齐。罗马工人就是一个好榜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57—61页







[1] 这是有关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在本卷《附录》里还收有一组有关这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见第465—484页）。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52个国家的605名代表，他们分别代表48个共产党、8个社会党、28个青年团、4个工团组织、2个反对派共产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西班牙工人共产党）以及13个其他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俄共（布）代表共72人，列宁是代表团团长。代表大会议程共22项，其中包括：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意大利问题；共产国际的策略；红色工会国际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俄共（布）的策略；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国际的组织等。



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和大会的进行，并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他参与了大会主要决议的制定，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俄共（布）策略的报告、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和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讲话，并在一些代表团的会议上多次发言。



这次代表大会对年轻共产党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条件制定共产国际的策略并研究共产国际的组织问题。在大会上，列宁除了关注同中派危险作斗争外，还非常关心同“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作斗争。代表大会奠定了共产党策略的基础，提出了争取群众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实现统一战线策略的任务。——1。



[2] 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即伯尔尼国际和维也纳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第二国际就遭到了破产。战后，持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立场的各国社会民主党首领于1919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代表会议，成立了伯尔尼国际，也称第二国际。1921年2月，在革命群众压力下退出了伯尔尼国际的中派社会党，在维也纳召开代表会议，另外成立了维也纳国际，通称第二半国际（正式名称是社会党国际联合会）。1923年5月，在革命斗争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伯尔尼国际同维也纳国际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2。



[3] 指1919年4月13日在印度旁遮普的重要工业中心阿姆利则发生的大惨案。这天，该市人民举行和平集会，抗议英国殖民当局的专横暴虐。英国殖民当局出动军队向与会群众开枪，结果打死了约1000人，打伤了2000多人。阿姆利则大屠杀激起了印度人民的反抗浪潮。在旁遮普和其他一些省份接连爆发了人民起义。——3。



[4] 指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



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苏维埃政权下召开的首次电气技术人员代表大会，于1921年10月1—9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是根据1921年2月8日人民委员会的专门决定召开的，目的是“为了全面讨论同实现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有关的技术经济问题并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国民经济电气化的工作”。参加代表大会的有来自俄国102个城市的893名代表以及475名特邀来宾，在他们中间有国内最著名的科学家、经济工作人员和专家，还有许多电气工业企业的工人。列宁被选为代表大会的名誉主席。



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共听取了200多篇报告和发言，其中有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关于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工作的报告，阿·费·约飞关于物质结构的最新理论的报告，米·瓦·舒莱金关于发展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的报告，列·康·拉姆津关于俄罗斯燃料产地和燃料供应的报告，亨·奥·格拉夫季奥关于运输业电气化的报告，弗·费·米特克维奇关于电流的本质的报告，亚·亚·哥列夫关于北美电气化新方案的报告等。列宁对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见本卷第341—342页）。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电气化总计划的决议，关于全国各地区（南方、西北、西伯利亚、乌拉尔、土耳其斯坦、东南）电气化的决议，关于供应农村电力的决议，关于俄国金属工业任务的决议，关于石油工业电气化和发展石油工业的决议，关于宣传电气技术知识的决议以及其他决议。代表大会的建议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的进一步具体化和实施的过程中得到了考虑。——7。



[5] 喀琅施塔得暴动是指1921年2—3月间在俄国波罗的海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发生的反革命叛乱。这一叛乱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白卫分子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支持下策动的。卷入叛乱的有约27000名水兵和士兵。当时波罗的海舰队中参加过十月革命的水兵大都上了国内战争的前线，新补充的水兵多半来自农民，不少人受到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所以这次叛乱反映了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动摇。叛乱分子的首领提出了“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指望由小资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这实际上意味着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并为公开的白卫统治和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2月28日和3月1日，叛乱分子的首领召开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让所谓“左派社会主义政党”自由活动，取消政治委员，允许自由贸易，改选苏维埃。3月2日，叛乱分子逮捕了舰队指挥人员，占领了喀琅施塔得，给彼得格勒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为平定叛乱采取了紧急措施。3月2日宣布彼得格勒特别戒严。3月5日重组第7集团军，由米·尼·图哈切夫斯基任司令员，负责镇压叛乱。正在开会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派出克·叶·伏罗希洛夫等约300名有军事经验的代表加强第7集团军。经过激烈的战斗，叛乱于3月18日被彻底粉碎。——9。



[6] 《最新消息报》（《》）是逃亡国外的白俄的报纸，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日报），1920年4月—1940年7月在巴黎出版，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9。



[7] 《共产主义劳动报》（《》）是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日报），1920年3月18日创刊。1922年2月7日起改称《工人莫斯科报》，1939年3月1日起改称《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报》，1950年2月19日起改称《莫斯科真理报》。——10。



[8]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是由俄国代表团负责起草的。1921年6月1日，卡·伯·拉狄克送给了列宁一份按照库恩·贝拉和奥·塔尔海默的建议修改过的提纲草案和库恩、塔尔海默两人拟的提纲草案。列宁在装材料的信封上写了自己对提纲的初步意见（见本卷第465页），然后又写了这里收载的信，对提纲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



提纲草案根据列宁的指示改写后，在有各国代表团参加的预备会议上讨论了几次，最后以俄国代表团的名义提交代表大会。6月30日，拉狄克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7月1日，列宁在大会上作了捍卫共产国际策略的讲话（见本卷第27—37页）。提纲于7月12日由代表大会一致通过。——11。



[9] 指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及一切工会组织的《公开信》（载于1921年1月8日《红旗报》）。在这封信中，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德国一切工人组织、工会组织和社会党组织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日益猖獗的反动势力和资本对劳动者生活权利的进攻。共产党人提出的共同行动的纲领包括以下要求：提高战争残废者的抚恤金，消灭失业现象，由垄断组织出资来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由工厂委员会监督现有全部食品、原料和燃料，全部停工企业开工，由农民苏维埃和农村雇农组织共同监督播种、收获和全部农产品的销售，立即解除一切资产阶级的军事化组织的武装并予以解散，建立工人自卫组织，大赦全部在押政治犯，立即恢复同苏维埃俄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公开信》提出的共同行动的建议，遭到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右翼领导的拒绝。——13。



[10]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由被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19年10月）开除出党的无政府主义“左派”分子组成，1920年4月在柏林成立。为了促使德国所有共产主义力量联合起来和争取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中的无产阶级优秀分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0年11月暂时同意该党作为同情政党加入共产国际，同时向该党提出同德国统一共产党合并和支持其一切行动的要求。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要该党在一定期限内并入德国统一共产党，否则就要取消它作为共产国际同情政党的资格。由于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这项决议，该党被认为自行退出共产国际。该党后来蜕化成为宗派小集团，于1927年解散。——13。



[11] 指意大利社会党对改良主义者的态度问题。意大利社会党于1919年10月加入共产国际。该党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但代表团团长扎·梅·塞拉蒂当时持中派立场，在代表大会以后反对同改良主义者决裂。由于这个原因，在该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左派于1921年1月21日声明退出社会党，并在同一天召开会议，组成意大利共产党，通过了无条件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21条）的决议（参看注25）。



在发生上述事件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把意大利社会党开除出共产国际，只承认意大利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的成员。为了抗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这一决定，意大利社会党派出了由康·拉查理、法·马菲和里博迪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专门就意大利问题进行了讨论，列宁在会上讲了话（见本卷第21—26页）。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9日通过了如下决议：“意大利社会党没有把艾米利亚雷焦改良派代表会议的参加者及其支持者开除出党以前，不能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



如果这个最后通牒性的先决要求被接受的话，第三次代表大会将委托执行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步骤，把业已清洗了改良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的意大利社会党同意大利共产党合并，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国际支部。”但是，这个决议未能得到执行。



1922年10月，在法西斯势力向工人阶级进攻和改良主义者背叛的情况下，意大利社会党在该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开除了改良主义者。同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接受意大利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但是这个决定没有实现。意大利社会党内部拥护第三国际的“第三国际派”（塞拉蒂、马菲等加入了该派）在1923年4月该党非常代表大会上未能获得多数，并且于1924年2月被开除出党。1924年8月，“第三国际派”（约4500人）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14。



[12] 三月行动指1921年3月德国中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德国统一共产党在德国中部地区影响很大。德国政府当局为了镇压这里的革命运动，派遣公安警察和国防军进入这个地区，占领了一些重要企业，以挑动工人进行过早的没有准备的起义。德共梅泽堡专区党组织于3月21日号召进行总罢工以回答这个挑衅。罢工在几天之内扩展到整个德国中部，并在许多地区变成了工人反对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也于3月25日宣布全德总罢工。德国中部地区工人的这次斗争坚持到4月1日，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被镇压下去。一百多名工人惨遭屠杀，几千名工人被投入监狱。



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在三月行动中犯了许多错误，主要是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没有指明这次斗争的防御性质，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把大多数工人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德国的三月行动，指出了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错误，同时也确认三月行动是几十万无产阶级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英勇斗争。



保·莱维对三月行动持反对态度，于1921年4月初出版了题为《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的小册子，把德国无产者的斗争称为“巴枯宁式的暴乱”，并鼓动工人指责共产党人。鉴于莱维粗暴地破坏党的纪律，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4月15日决定把他开除出党，并要求他交出国会议员当选证书。4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决定。——14。



[13] 1917年的七月事变是指俄国1917年的七月危机。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组织的前线进攻以惨败告终，激怒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1917年7月3日（16日），由第一机枪团带头，自发的游行示威从维堡区开始，并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行动的趋势。鉴于当时俄国革命危机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党不赞成搞武装行动。7月3日（16日）下午4时，党中央决定劝阻群众。但是示威已经开始，制止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7月3日（16日）夜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又同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组织一起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7月4日（17日）这天参加游行示威的共50多万人。示威群众派代表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遭到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首领的拒绝。军事当局派军队镇压和平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市内好几个地方同武装的反革命分子发生冲突，死56人，伤650人。在人民意志表达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于5日（18日）发表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积极支持下，随即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7月5—6日（18—19日），《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7月6日（19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工人被解除武装。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被调出首都，派往前线。七月事变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附属品，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告终，武装起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15。



[14] 可能是指卡·伯·拉狄克提出的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提纲初稿中的下述内容：“他们（即拉狄克所说的许多国家共产党内的中派集团）看到共产国际要建立的只是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党，便掀起了骇人听闻的叫嚣，说什么共产国际陷入了宗派主义。德国的莱维集团、捷克斯洛伐克的什麦拉尔集团等就是这样干的。这些集团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这是一些用共产主义的词句和理论掩饰其消极等待革命的政策的中派集团。当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的大多数已经站在共产主义立场上的时候，什麦拉尔集团却迟迟不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5。



[15] 这两点建议是针对《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中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那一部分提出的。提纲起草委员会根据列宁的建议对提纲的这一部分作了修改。



第二点建议中谈到的博·什麦拉尔的立场的不正确之处是指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大会上所作报告中的错误（参看本卷第48页）。该报告摘要发表在《前进报》上。



《前进报》（《Vorwärts》）于1911年5月在赖兴贝格（即利贝雷次）创刊（日报），当时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机关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被查封。战后由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左派）复刊。从1921年起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德意志人部分）的机关报。在该报周围形成了以卡·克雷比赫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左派”。——16。



[16] 这是列宁对奥·威·库西宁起草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提纲》草案两次提出的意见。1921年6月6日，库西宁把他写的论组织问题的文章的一部分和作为该文基本论点的提纲寄给了列宁。6月10日，列宁写了回信。库西宁按照列宁回信中的指示对提纲进行了修改，并于6月17日和21日将修改过的提纲分两次寄给了列宁。看来列宁再次审阅了这一提纲。库西宁于6月27日将提纲第三稿寄给了列宁，德国共产党人威·克南也参加了提纲的修订。在7月9日给库西宁和克南的信中，列宁提出自己对提纲最后的意见和补充，库西宁和克南接受了列宁的意见。



这一提纲先经起草委员会讨论，7月12日由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略加修改后通过。——17。



[17] 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是德国共产党人威·克南于1921年7月10日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的。——17。



[18] 《共产国际》杂志（《》）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919年5月1日创刊，曾用俄、德、法、英、中、西班牙等各种文字出版，编辑部由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代表组成。该杂志刊登理论文章和共产国际文件，曾发表列宁的许多篇文章。随着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解散，该杂志于1943年6月停刊。——19。



[19] 《新闻报》（《LaStampa》）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1897年起在都灵出版。——21。



[20] 《晚间信使报》（《CorrieredellaSera》）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1876年在米兰创刊。——21。



[21] 指1920年10月10—11日在艾米利亚雷焦召开的意大利社会党改良派即所谓社会主义积聚派的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拒绝无条件地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21条），并通过了一项否认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决议。列宁对艾米利亚雷焦代表会议的评价，详见《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09—426页）。



列宁提到的关于艾米利亚雷焦代表会议的报道发表于1920年10月11日和12日的《晚间信使报》（标题分别是：《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热烈发言。屠拉梯、莫迪利扬尼和杜果尼的讲话》和《艾米利亚雷焦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中派”反对最高纲领主义的尖锐发言》）和1920年10月13日的《前进报》（标题是：《罗马报纸论艾米利亚雷焦会议》）。——21。



[22] 《前进报》（《Avanti！》）是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日报），1896年12月在罗马创刊。1926年该报被贝·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查封，此后在国外不定期地继续出版。1943年起重新在意大利出版。——21。



[23] 看来是指1920年11月20—21日在佛罗伦萨召开的意大利社会党统一派（扎·梅·塞拉蒂、阿·巴拉托诺等人）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反对同改良主义者决裂，主张附带这个保留条件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21条）。——22。



[24] 指1919年1月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政府对革命工人的镇压。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胜利后，政权落在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临时政府手里。德国资产阶级力图把革命镇压下去。1919年1月初，艾伯特政府把属于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柏林警察总监埃·艾希霍恩免职，意在挑动工人举行为时过早的反政府武装起义。1月6日，为回答政府的挑衅，柏林工人举行了总罢工。但是领导起义的革命行动委员会中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了叛卖策略，他们与艾伯特政府商谈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从而使政府赢得了时间。艾伯特政府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于1月8日中断谈判，声称总清算的时刻已经到来。陆军部长、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古·诺斯克领导的反革命军队随即对柏林革命工人进行残酷镇压，包括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在内的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22。



[25] 指1921年1月15—21日在里窝那举行的意大利社会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就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21条）和根据这些条件将改良主义者开除出意大利社会党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党内三个主要派别都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决议案。以菲·屠拉梯为首的改良主义者继续坚持艾米利亚雷焦代表会议（见本卷注21）的立场，反对接受21条。他们的决议案只得到14000多票，被代表大会否决。以扎·梅·塞拉蒂为首的统一派采取了中派立场，以反对同改良主义者决裂作为接受21条的附加条件，认为应按照各国的历史条件和当地条件来应用21条。统一派的有条件地接受21条的决议案以98000多票获得大会通过。以阿·博尔迪加为首的拥护共产国际的共产主义者坚持无条件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主张同改良主义者决裂。他们的决议案得到了58000多票，被否决。大会表决之后，共产主义者宣布退出意大利社会党，并于当天召开了意大利共产党成立大会。——23。



[26] 指1920年意大利工人占领企业的运动。1920年9月，在意大利冶金工会同厂主联合会发生冲突时，冶金工人根据工会倡议占领了企业，对企业自行管理。由此开始，运动从都灵和米兰迅速扩展到整个皮埃蒙特，以后更进一步蔓延到整个北意大利和全国，并且从冶金和机械制造企业扩展到了其他工业部门。西西里岛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农民也开始占领土地。这一运动规模宏大，并且显然能够继续向前发展，直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意大利社会党和工会的改良主义领导人被运动的政治性质所吓倒，他们通过一项决定，要求运动不得扩大，不得转为革命，而只应局限在工会范围内；同时决定同厂主开始谈判。这一决定给意大利工人运动以很大的打击，占领企业的运动遂以失败告终。紧接着，法西斯分子利用工人阶级中的惊慌情绪发动了武装进攻。——24。



[27] 指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和1916年4月24—30日在瑞士昆塔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24。



[28] 指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三国代表团对俄国代表团提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联合提出的修正案。修正案于1921年7月1日发表在德文版《莫斯科报》上。



《莫斯科报》（《Moskau》、《Moskow》、《Moscou》）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刊，用德、英、法三种文字在莫斯科出版。德文版出了50号，英文版出了41号，法文版出了44号。——27。



[29] 进攻斗争的理论（进攻的理论）是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在1921年4月8日通过的一份提纲里提出来的。这个“理论”的中心点是：为了避免失败，尽管客观条件没有具备，也必须从防御转入进攻，进攻的行为“即使遭到失败，也是将来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和革命政党争取群众的唯一可行的手段”。这一“理论”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奥地利和法国的“左派”中也有不少拥护者。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几次讲话中都指出了这一理论的错误。代表大会赞成列宁提出的关于耐心准备和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的建议。——31。



[30] 翁·特拉奇尼是这样讲的：“我们认为，‘进攻的理论’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为共产党发挥巨大积极性的趋向。这一说法强调的是共产党的活跃的趋向，应该用这一趋向来代替到目前为止统治着几乎所有参加第三国际的共产党的那种战略趋向。我们认为，我们使用‘进攻的理论’这一公式表示从消极的时期转入积极的时期。”（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2年俄文版第239页）——31。



[31] 卡·伯·拉狄克在《关于共产国际策略的报告》中谈到英国矿工罢工时说：“我想把这样一个具体策略原理作为我的报告的重点：站在群众运动之外就不是共产党，即使是再小的一个党，它也必须站在国内群众运动的前列；在这种战斗进行的时刻，它必须把一切力量都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来。我认为，英国的例子向我们证明，我们的年轻的和不大的共产党还没有做它们在这方面应当做到的最重要和最简单的事情。”（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2年俄文版第210—211页）



英国矿工罢工发生在1921年4—6月。1921年3月24日，英国政府通过一项法令，停止国家在战时实行的对煤矿的管制。3月31日，矿主以同盟歇业相威胁，向工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工资降低30％，有些地区降低50％。4月1日，矿工们开始罢工，参加人数达百万以上。政府在罢工的第一天就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并派军队进驻煤矿区。



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人和运输业的工人决定于4月15日举行声援罢工。但是，改良主义的首领们在这一天取消了罢工。英国工人把工会领袖们破坏罢工的这一天称为“黑色的星期五”。矿工们又继续进行了9个星期的斗争，于6月底被迫复工。——35。



[32] 指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38。



[33] 1921年5月26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白卫分子在日本干涉军的支持下推翻了远东共和国滨海州公署，而把以旧官吏和工厂主梅尔库洛夫兄弟为首的大资产阶级代表扶上了台。滨海地区随即处在资产阶级专政和恐怖制度之下，滨海地区南部则成了帝国主义继续对远东进行武装干涉的基地。



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先后在瓦·康·布柳赫尔和伊·彼·乌博列维奇的指挥下击溃了白卫军，于1922年2月14日解放了哈巴罗夫斯克（伯力），10月25日解放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被迫从远东共和国撤出了自己的军队。——39。



[34] 指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左派）代表大会，也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5月14—16日在布拉格举行。出席大会的有569名代表，代表35万多名党员。大会在热烈掌声中通过了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大会主要报告人是博·什麦拉尔。——48。



[35] 德国代表团的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7月9日全体会议前召开的。列宁主持了会议，并用德语作了发言。原属莱维集团的德国党内前反对派的代表克·蔡特金、保·诺伊曼和亨·马尔察恩参加了会议。



在代表大会7月9日的全体会议上，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俄国代表团联名提出了一项关于德国问题的决议。前反对派成员提出了一个不付表决、只备列入记录的声明。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三月事件和德国统一共产党》这一决议。——57。



[36] 指奥·塔尔海默在发言中以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提出的要求：全体共产党员要按照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策略路线工作，德国统一共产党内的前反对派成员要停止给保·莱维的《苏维埃》杂志撰稿、作为议会党团成员服从中央决定、停止一切派别活动并声明莱维应当交出国会议员当选证书。前反对派成员享有在党的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由讨论的权利。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认为，上述各点应当成为今后同前反对派共同工作的基础。——57。



[37] 这是针对弗·黑克尔特的发言说的。黑克尔特说：“关于莱维的国会议员当选证书是一个特殊问题。莱维声明，除非得到曾经声明赞同他的那8位朋友的同意，他才放弃中央局和他当选的选区授予他的当选证书。既然蔡特金、马尔察恩和诺伊曼同志都在座，那么，我们要求他们对莱维施加影响，使他放弃当选证书，就是理所当然的。”——57。



[38] 《苏维埃》杂志（《Sowjet》）是保·莱维主编的月刊，1919年6月—1921年6月在柏林出版。在莱维被开除出德国统一共产党之后，该杂志改变了方针，并从1921年7月1日起改称《我们的道路》。1922年底停刊。——57。



[39]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少数委员（谢·雅·巴格达季耶夫等）的冒险主义策略。在1917年的四月游行示威的日子里，他们违背党在这一时期采取的革命和平发展方针，提出了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批评了他们的这种行为。——57。



[40] 这是针对保·诺伊曼的发言说的。诺伊曼说：“弗里斯兰特硬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右派’会履行他们现在提出的诺言。我则持这样一种看法，即鉴于某些中央委员的思想观点，我们不相信他们能够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怎么可以担保中央委员们能执行在这里通过的决议呢？”——58。



[41] 列宁指的是奥·塔尔海默的如下声明：应当吸收所有忠实地站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立场上的人参加党的工作；为了消除保·莱维在党内的影响，前反对派成员应当声明，莱维保留他的国会议员当选证书并未得到他们的同意。——58。



[42] 指保·莱维为拒绝交出国会议员当选证书给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的信。——58。



[43] 在1921年8月德国共产党耶拿代表大会上，克·蔡特金被选进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58。



[44] 指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下述建议：把奥·塔尔海默的声明以及前反对派的意见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并由代表团的成员签字。——59。



[45] 1921年7月初，柏林市政企业的工人和职员决定宣布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多数工人（约8万人）赞成罢工。但是改良主义者阻止了这次罢工。通过工人和职员的代表同社会民主党人主持的柏林市政府进行谈判，工人和职员的工资略有增加。——62。



[46] 1921年7月初，法国里尔的纺织工人由于工厂主降低工资而宣布罢工。罢工遍及北部、孚日两省，罢工人数达6万。9月上半月，法国北部地区工人宣布总罢工，其他地区工人也一度响应。法国政府派军队进入北部地区，同时又在工人和工厂主谈判中充当调停人。尽管工人们十分坚定，但由于工会领导人的改良主义策略和当时不利的经济条件，这场罢工还是失败了。——62。



[47] 指1921年7月6日罗马工人举行的抗议法西斯暴行的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约有5万名工人，包括5000名身着军服的人民突击队员。在大会上讲话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工团主义者、共和党人和社会党人一致声明，是结束法西斯分子和白卫军的暴行的时候了，是向暴徒和政府表明无产阶级已决定要象一个人那样捍卫自己的权利、保卫工人的家园和机关的时候了。——62。





《列宁全集》第42卷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苏维埃机关职员实行集体劳动报酬制的决定草案》的补充[48]


（1921年6月28日）


（Ａ）项

委托五人委员会充分收集材料，以便统计出莫斯科各中央机关目前实际发给的实物种类以及包括车马费等等在内的各种名目的现金报酬数额。


（Ｄ）项

实行工人和职员的集体供应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每一个实行集体供应制的企业应同政府签订专门合同。

（2）根据这个合同，企业（由管理委员会和专门选出的人员出面）应保证不断缩减职工人数，提高职工生产效率，加强劳动纪律，直到达到正常的指标。对苏维埃职员来说，处、科等单位相当于工业部门的企业。

（3）凡未履行合同者，应予惩罚，直至取消一切供应。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62页

















[48]《关于苏维埃机关职员实行集体劳动报酬制的决定草案》在人民委员会1921年6月14、21、24、28日和7月8日会议上都讨论过。所谓集体劳动报酬制与企业实行的集体供应制精神一致。而集体供应制的实质就是废除个人凭卡、凭证供应的制度和实物奖励制度，对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供应只采用工资的形式，但工资的数额是按整个企业确定的，就是说对该企业全体职工来说是集体地规定的。国家发给每个企业的工资总额，在职工人数缩减时并不降低。6月17日，列宁签署了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某些国营企业的职工实行集体供应制的决定》。6月24日，人民委员会决定，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机关职员从7月1日起，共和国其他地区不早于9月1日改行集体劳动报酬制，同时成立一个负责修订草案的委员会。它在修订中要“根据即使是少数概略的统计资料确切地算出苏维埃机关职员缩减后的人数以及他们现金和实物报酬是多少。应达到的标准是至少缩减一半，尽可能缩减2/3。委员会的指导方针应是保证使苏维埃机关的劳动效率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6月28日，人民委员会根据阿·巴·哈拉托夫和拉·约·金兹堡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机关职员实行集体劳动报酬的决定》，其中（A）项根据列宁的建议进行了修改，（D）项采用了列宁的表述。决定的最后文本于7月8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65。







《列宁全集》第42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修缮大剧院的决定

1921年6月30日



决定


人民委员会1921年6月30日会议决定：

从1921年预算内预贷三亿（300000000）卢布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建筑工程总委员会，作为修缮大剧院的费用。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8卷第371页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国家经济“计划”的几点想法

（1921年7月4日）

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家的主要错误就是只作最好的打算，因而陷入官僚主义的空想。我们的各项计划，完成的只是极小一部分。现实生活和所有的人都嘲笑我们的计划。

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状况。

要作最坏的打算。我们已经有一些经验，虽然不多，但很实用。

粮食呢？弗鲁姆金说：最理想的是通过税收得到15000万普特＋通过交换得到5000万普特＋从乌克兰得到4000万普特＝24000万普特。

应该作一年总共只得到20000万普特的打算。

这么一个小得可怜的、叫人吃不饱的数字，该怎么处置呢？20000万∶12＝1667万。

（α）军队按最低限额拨给，就是说，军队按最低员额来计算口粮。

（β）军队参加经济工作的计划订得小些，尽量小些。有一个星期六军队出60％的人参加义务劳动。

其余三个星期六中有一个出50％的人（50％的军队）参加，等等。

（γ）职员的口粮要狠狠削减。

（δ）工人。

立即把优秀企业（必须是企业）按工业部门开出一个清单来。现有企业关闭1/2到4/5。

余下的开两班。这只能是那些在我们得到最低限额的粮食（20000万普特）和燃料（？）的情况下燃料和粮食仍全年够用的企业。

这一点应该立即大体上、大致上做到，最迟不超过一个月。

有燃料。

有交通人民委员部。

粮食无需算得那么细，那么准；就假定为20000万普特。工业方面要按部门和省份尽快行动起来（决不要拖到“整个”方案下来以后）。

而主要的是：

迫使70％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一昼夜工作14小时（让科学道理暂且委屈一下吧：既然给了他们上等的口粮，就应该迫使他们工作）。

每个委员分别负责对一些企业进行“全面监督”（国家计划委员会条例上好象是这样说的？）。

假定我们需要（而且在一年只得到20000万普特粮食的最坏情况下也能够）让700个大企业，包括工厂、机务段（铁路）、国营农场等等，从1921年10月1日到1922年10月1日全年不间断地开工。

700∶35名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20。

就算是30个吧（不是所有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都能一天不断地参加日常工作）。

务必要对30个企业严格地进行监督。你们要对此负责。

另外再对30—70个非重点企业顺便稍为照应一下，不是专门去管，而是偶尔了解一下情况。

所谓严格监督，就是要用脑袋担保合理地使用燃料和粮食，最大限度地收购燃料和粮食，最大限度地把它们运到，节约燃料（在工业、铁路等各个方面），节约粮食（只供养优秀工作人员），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此等等。

其余的或者出租，或者随便交给谁，或者关闭，或者“丢弃”，在情况没有根本好转以前不去管它们。所谓根本好转就绝对不是20000万普特粮食＋Ｘ万普特燃料，而是30000万普特粮食＋150％Ｘ燃料。

这就是我对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几点想法。

请考虑一下。然后我们谈谈。






	
列宁
7月4日

载于1924年5月29日《劳动报》第12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63—65页













《列宁全集》第42卷


就企业奖励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49]


（1921年7月8日）


建议政治局

拨出一万金卢布作为奖金，奖给一批按商业原则办得出色的企业、部门、机关。






	
列宁
1921年7月8日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66页

















[49]列宁的这个建议是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7月7日的决定写的。这个决定是根据阿·谢·基谢廖夫《关于加速扭转企业和机关经营中的亏损现象的报告》通过的。决定“责成苏维埃机关更加坚决地执行扭转各企业以及苏维埃机关经营亏损的措施”。——70。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战胜饥荒的措施和加强经济工作的意见[50]


（不晚于1921年7月9日）

如果歉收和饥荒地区的人口达到2500万，是否应当采取一系列最革命的措施，从该地区征招大约50万名（甚至100万？）青年入伍？

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救济居民，因为我们这样做就供养了一部分饥民，而且寄粮回家也许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救济饥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把这50万人安置到乌克兰去加强粮食工作，他们同粮食工作有切身利害关系，会深切地认识到和感受到乌克兰富裕农民大吃大喝是多么不合理。

乌克兰的收成据统计（拉柯夫斯基）约为55000—65000万普特。除掉15000万普特留种和30000万普特（15×2000万＝30000万）作为口粮和饲料，平均尚有大约15000万普特的剩余（55000万－45000万＝10000万；65000万－45000万＝20000万）。如果把从饥荒省份征招的军队派到乌克兰去，这个剩余部分就能全部收集起来（粮食税＋商品交换＋向富裕农民专门征收的救灾粮）。

在饥荒省份必须立即加强原料（皮革、角蹄和鬃毛等）的收集工作，同时规定，凡不交某种原料或柴火等物者，连一普特的种子或口粮也不给。 
［注：列宁在手稿上把这一段文字删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为了加强彼得格勒、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以及靠近两个首都的几个极其重要的工业中心的省、县、区三级经济委员会的工作，能否向这些经济委员会各派2—4名中央主管部门的负责工作人员？在挑选这些小组（譬如每组4人）的成员时，每个组都找同一个中央机关的同事，或是彼此十分了解的人，这样工作起来就会比较融洽。他们能否在这些经济委员会中经常工作，譬如说，每人每天一小时，总共每天三四小时？

抽调非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全部或部分）从事经济工作，还可以采取下述办法：被调者把本部工作的3/4或9/10交给次要助手，只对他们进行监督。

在莫斯科（然后是其他地方）动员所有党的负责工作人员去从事经济工作时，采取如下的方式：

非经济系统人民委员部中的党的负责工作人员，每人都要做当地基层的经济工作，为此他应参加某个工厂委员会，或住宅委员会，或街道委员会，——总之是参加不高于上述级别的组织（以便从基层工作做起），并保证每天用于这方面工作的时间不少于两小时。工作中应把分配粮食、提高该部门经济的工作和供应燃料放在首位。

重要的是确切规定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任务。

是否在莫斯科（也许还在彼得格勒？）在1921年7月1日进行党的负责工作人员登记的同时，也进行俄共全体党员的登记？要吸收省统计局参加这项工作。要取得有关党的情况的精确材料。 
［注：列宁在手稿上把这一段文字删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67—69页

















[50]列宁的这些意见看来是为1921年7月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战胜饥荒的问题准备的。这次会议根据1921年伏尔加河流域及乌克兰南部发生饥荒的情况，通过了必须抽调尽可能多的共产党员从事粮食工作的决定。——71。







《列宁全集》第42卷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由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组织商品交换的决定草案的意见[51]


（1921年7月15日）

（1）下一次报告定在一个月后。

（2）通过中央统计局的全权代表检查报表格式和报表是否按规定分发到地方上，地方上是否按规定履行填写报表的义务。

限期一周。

（3）委托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向人民委员会提出一系列关于更有力地同商品交换的无政府状态作斗争的决定。

限期一周。

（4）关于用什么去交换的问题，允许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及其地方机构直至村商品交换点在开展业务时有较多的自由；用制度规定对流转快、流转额高的给予重奖。

限期一周提交小人民委员会。[52]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42页

















[51]人民委员会1921年7月15日会议听取了列·米·欣丘克和尼·巴·布留哈诺夫有关由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组织商品交换的两个报告，并就两个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列宁的意见写进了决议。——74。



[52]小人民委员会是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所属的一个常设委员会，1917年11月成立。设立小人民委员会是为了减轻人民委员会的负担。小人民委员会预先审议应由人民委员会决定的问题，自身也决定某些财政经济问题。小人民委员会一致作出的决定，经人民委员会主席签署，即具有人民委员会决定的效力。如遇意见分歧，则把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解决。小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成员由人民委员会从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中任命，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也参加小人民委员会。1930年，小人民委员会被撤销。——74。







《列宁全集》第42卷


给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代表大会的贺信[53]


（1921年7月16日）

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和俄共中央向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代表大会表示祝贺。非常遗憾，我不能亲自出席会议来谈谈提到合作社面前的极其复杂的任务。

我相信，交流一下过去工作的经验，会有助于合作社配合国家总的经济建设计划解决它们所面临的任务。当前实际工作要取得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正确地规定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在商品流转中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合作社能否始终不懈地努力排除发展商品交换的一切障碍并在商品交换领域占据首要地位，取决于能否收集到四散各处的商品物资并发掘新的货源。切实解决这些问题，是最终达到我们的目的——恢复农业，并在这个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大工业——的最好方法。

很多省份歉收已成定局，完成上述任务就难上加难。因此，大会必须特别注意新降临的灾难，并在解决目前一切问题时考虑到这场灾难的种种后果。

我确信，尽管在新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经验很少，苏维埃合作社一定能够同克服经济破坏这个总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并在克服经济破坏的斗争中发挥最大的力量。





	载于1921年7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5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70—71页

















[53]列宁的贺信是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宣读的。



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代表大会（全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16—23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来自俄国各地区的384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50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34名。代表大会就有关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活动和消费合作社的前途、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及工人合作社的商业和商品交换活动、关于国家对外贸易的现状和前景以及合作社在外贸工作中的作用、关于合作社援助歉收地区等决定。列宁当选为代表大会名誉主席。——75。



　









《列宁全集》第42卷


给革命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的贺信[54]


7月18日

李可夫同志：

烦请您把下面的话转告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他们托您邀请我参加大会，我表示衷心的感谢。非常遗憾，我因病无法做到这一点，我必须遵照医生的嘱咐离开莫斯科去休假一个月。

请您向代表们转达我的祝贺和热烈的祝愿——祝愿大会获得成功。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意义极其重大，非言语所能形容。用共产主义思想争取工会会员的工作，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在世界各国各地展开。尽管有曲折，有起伏，不平衡，要克服重重障碍，但是它的进展势不可挡。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必将加速这一进程。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工会中得到胜利。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挽救资本主义免于崩溃，能够阻挡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

致热烈的问候。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尼·列宁
载于1921年《革命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72页

















[54]1921年7月29日，在代表大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宣读了列宁的贺信。



革命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3—19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大洲的41个国家的380名代表。大会的议程是：临时国际工会理事会（1920年7月成立）的报告；世界经济危机和工会的任务与策略；工会、党、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工会、工厂委员会和车间代表；工会和工人对生产的监督；失业；国际职业生产联合组织；组织问题；妇女在生产和工作中的作用。这次代表大会是红色工会国际的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红色工会国际章程和一系列决议，选举了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77。







《列宁全集》第42卷


对《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的修改意见[55]


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

（1921年7月21日）


致加米涅夫同志

对您所拟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稿，我建议作如下修改：

1.——第1条中：“灾难性的”（国民经济状况）一词改为“严重的”。

2.——同一条（下一句中）：“灾难性状况”一词改为“严重的情况”。

3.——第2条第1点中：在“由于三年的战争环境”等词之后，加上“和国家的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等字样。

4.——同一条第6点中：“供应”一词之后，在括号内补充“无论是食品供应，还是工作服的供应”。

5.——第5条末尾：“按现行的全国统一的供应办法供应”改为“调去做其他工作”。

6.——第6条第1点中：“安心地”一词改为“正常地”。7.——第8条中：在“需要”之前增加“为了恢复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恢复货币流通”。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1年7月21日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73页

















[55]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实行新经济政策作了初步总结，向党的机关和各经济部门提出了按新的原则大力改革全部工作的任务。1921年7月6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一个决定（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纲》），其中规定了改革经济领导工作的措施。7月10日，列宁审订了这一决定，把它分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尼·巴·布留哈诺夫、安·马·列扎瓦等进行讨论。7月11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列宁修改过的这个提纲草案。7月12日和16日，人民委员会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分别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提纲进行了审查。政治局成立了中央的审订委员会。委员会以原提纲为基础提出了提纲的新方案，这里收载的列宁的修改意见就是对这个新方案提的，新方案的全文见本卷第487—490页。



7月23日，俄共（布）中央审订委员会的提纲草案在各工会中央委员会共产党党团、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主席团和彼得格勒各工会代表的联席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会议以这个提纲为基础，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与党中央审订委员会共同对提纲作了最后的修订。8月9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这个提纲。同一天，人民委员会将这个提纲作为《人民委员会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予以批准。——78。







《列宁全集》第42卷


就西伯利亚领导机构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提出的建议[56]


（1921年7月28日）

建议：

（1）暂时（即日，7月28日）按西伯利亚局的意见处理；

（2）西伯利亚局没有把其他两派的建议文本同时寄送中央，显然没有尽到对党的责任，决定给予警告。西伯利亚局本应事先正式向两派索取他们建议的文本上报中央；

（3）立即给鄂木斯克打电话，听取两派代表对本派建议的简要说明；

（4）将党代表会议延至8月15日举行；

（5）尽力设法派一名中央委员去参加8月15日的代表会议。






	　　7月28日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74页

















[56]这些建议是针对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和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关于西伯利亚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构的组织形式》的提纲提出的。提纲认为有必要在西伯利亚建立区域一级的苏维埃领导中心，下设相应的经济、军事部门和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代表机构，同时也建立区域一级的党的领导中心。西伯利亚局和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认为这两个领导中心均应按任命原则成立。



呈送提纲时所附的报告书中说，这一问题要提交即将召开的西伯利亚区域第四次党代表会议讨论，预计会上有两派代表发言：一派认为没有必要建立西伯利亚区域一级的领导中心；另一派则认为有必要建立，但应由选举产生。1921年7月29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基本上批准了西伯利亚局的提纲。



列宁在手稿上删去了建议的第4、第5两条。——80。







《列宁全集》第42卷


告国际无产阶级书[57]


（1921年8月2日）

现在俄国的一些省份发生了饥荒，看来这次饥荒只是略轻于1891年的灾荒。

这是俄国的落后和七年战争——先是帝国主义战争，接着是各国地主资本家强加给工农的国内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我们需要帮助。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期待着劳动者的帮助，期待着产业工人和小农的帮助。

各国的工农群众也身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但是我们相信，尽管失业和物价飞涨已使他们自己的处境非常困难，他们仍然会响应我们的呼吁的。

终生受资本压迫的人们是会理解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处境的，他们会理解到，或者凭被剥削劳动者的本能会感觉到必须帮助苏维埃共和国，因为它第一个担负起了推翻资本主义这一可望取得成果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各国资本家都为此向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报复，都为此在重新策划对苏维埃共和国发动进攻、进行武装干涉和施行反革命阴谋。

我们确信，各国工人和自食其力的小农一定会更加努力、更加奋不顾身地帮助我们。






	
尼·列宁
1921年8月2日

载于1921年8月6日《真理报》第17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75—76页

















[57]《告国际无产阶级书》是列宁为伏尔加河流域和乌克兰南部约3300万人遭受饥荒而向国际无产阶级发出的呼吁书。列宁的呼吁得到各国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广泛响应。1921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创议下，成立了临时国外援俄委员会。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德国、荷兰、意大利、挪威、奥地利、西班牙、波兰、丹麦等国的共产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都参加了募捐运动。法国革命工会号召工人捐献一日工资，法国作家阿·法朗士捐出了他在1921年获得的诺贝尔奖金。自募捐运动开始起至1921年12月20日止，为援助俄国饥民，各国共产党组织共采购了312000普特食品，募集了100万金卢布现款。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各工会组织共采购了85625普特食品，募集了485000金卢布现款。——81。







《列宁全集》第42卷


告乌克兰农民书

（1921年8月2日）

今年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获得了大丰收。但是伏尔加河流域却在闹饥荒，那里的工人和农民正遭到比1891年的大灾荒差不了多少的灾荒，他们期待着乌克兰农民的帮助。必须迅速帮助他们。必须大力帮助他们。希望每一个农民都能把自己的余粮分给伏尔加河流域受灾的农民，他们已经没有东西下种了。

每一个粮食充裕的县份至少应当选派两三个农民代表到伏尔加河流域去，既是运粮，同时也亲眼看看闹灾缺粮的情况，回来后好对乡亲们说明紧急援助的必要。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1年8月2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载于1921年8月6日《真理报》第17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77页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出版自由”
[58]



给Г．米雅斯尼科夫的信

1921年8月5日

米雅斯尼科夫同志：

今天才看完您的两篇文章。您在彼尔姆（似乎是彼尔姆？）组织中说了些什么，在哪一点上同它发生冲突，我不知道。关于这一点，我无从谈起。这件事将由组织局来处理，我听说组织局已选出一个专门委员会。

我要做的是另一件事，即把您的信当作资料性和政治性的文献来加以评价。

多么有趣的文献啊！

在我看来，《伤脑筋的问题》一文特别明显地表明了您的主要错误。我认为我有责任来尽力说服您。

您在文章的开头正确地运用了辩证法。是的，不懂得为什么“国内战争”的口号被“国内和平”的口号所代替的人，至少是很可笑的。是的，在这一点上您是对的。

但正因为您在这一点上是对的，所以我奇怪您怎么在作结论时竟忘记了您自己正确运用过的辩证法。

“……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享有出版自由……”妙得很！但是，对不起，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考虑过四年来我国革命的经验的工人都一定会说：我们倒要弄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是干什么用的？是给哪一个阶级的？

我们不信奉“绝对的东西”。我们嘲笑“纯粹的民主”。

“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俄罗斯联邦那样做了和正在做着那么多的工作来使群众摆脱僧侣和地主的影响。我们是世界上把“出版自由”这个任务完成得最好的国家。

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

这是事实。

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推翻不了。

而在我国呢？谁能否认资产阶级已被击溃但还没有被消灭呢？谁能否认它已隐藏起来呢？这是无法否认的。

在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这个敌人包围的俄罗斯联邦提出出版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最忠实的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 
［注：在俄语中，“出版”和“报刊”是同一个词。——编者注］

 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

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

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出版自由”实际上就是让国际资产阶级马上来收买成百成千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作家，组织他们进行反对我们的宣传和斗争。

这是事实。“他们”比我们富有，能收买到比我们现有力量大十倍的“力量”。

不，我们决不会这样做，我们不会去帮助世界资产阶级。

您怎么会从阶级估量出发，即从估量一切阶级之间的关系出发，堕落到采取温情主义庸人的观点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谜。

在“国内和平还是国内战争”的问题上，在我们过去怎样争取和今后如何继续“争取”农民（站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的问题上，在这两个极其重要的、根本的、世界性的（＝涉及世界政治的实质的）问题上（您的两篇文章是专门谈这两个问题的），您能够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小市民的、温情主义的观点。您在那两个问题上能够切实地、冷静地估计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

但突然间您却滚进了温情主义的深渊：


　　“……在我们这里有许多胡作非为和营私舞弊的现象，出版自由可以把它们揭发出来……”



　　据我对您那两篇文章的分析，您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误入了迷途。您让一些可悲的、痛心的事实压垮了，失去了冷静估计力量的能力。出版自由会助长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这是事实。“出版自由”不会用来祛除俄国共产党的许多弱点、错误、偏差、毛病（毫无疑问，毛病有的是），因为这是世界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的。出版自由会成为这个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资产阶级并没有死，它还活着，正在一旁窥伺着我们。它已经雇用了米留可夫，而米留可夫又有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在“忠心耿耿地”为他效劳（部分是由于愚蠢和对我们的宗派仇恨，而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的客观逻辑）。

您“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59]。

您本想医治共产党，抓的却是一剂致人死命的药，——当然，杀人的并不是您，而是世界资产阶级（＋米留可夫＋切尔诺夫＋马尔托夫）。

您忘记了一件小事，一件极小的小事：世界资产阶级和它的收买报纸、收买政治组织中心的“自由”。

不，我们不会走这条路。一千个有觉悟的工人有九百个不会走这条路。

我们的毛病多得很。象1920年秋天和冬天在分配燃料和粮食方面所犯的（很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我们共同的错误，劳动国防委员会[60]、人民委员会和党中央都犯了错误）大大加重了我们的病情。

贫困和灾难很严重。

1921年的饥荒使这种情况急剧恶化了。

摆脱困境要费很大气力，但是我们一定能够摆脱，而且我们已经开始摆脱了。

我们一定能够摆脱，因为我们的政策在根本上是正确的，它估计到了国际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我们一定能够摆脱，因为我们不粉饰太平。我们知道困难重重，我们看到了一切毛病。我们并没有慌张，而是在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医治这些毛病。

您已经慌张得不能自己，而且继续往下滑，已经到了似乎您不另组新党就得去自杀的地步。

决不可以慌张。

有没有党支部同党脱节的现象呢？有。有坏事，有祸患，有毛病。

有这些现象。而且毛病很严重。

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但是不应当用“自由”（给资产阶级的）来医治，而应当用无产阶级的和党的办法来医治。

您谈到振兴经济，使用“自动犁”和其他机具，争取“影响”农民等等。这些意见包含着许多正确的、许多有益的东西。

您为什么不把这些问题单独提出来谈呢？我们是能够取得一致并在一个党内同心协力地工作的。这会带来很大好处，不过不是一下子带来，要慢慢来。

使苏维埃变得生气勃勃，吸收党外群众来参加工作，由党外群众来检查党员的工作——这是绝对正确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很多很多。

您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切实地加以发挥，在给代表大会写的小册子中加以发挥呢？

为什么不去做这个工作呢？

为什么害怕做吃力的工作（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61]、通过党的报刊、通过《真理报》来讨伐营私舞弊行为）呢？有些人对吃力的、艰苦的、见效慢的工作缺乏信心，于是慌张起来，另寻“捷”径：想到了“出版自由”（给资产阶级的）。

您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的错误，明显的错误，坚持“出版自由”这个不合乎党性的、反无产阶级的口号呢？您为什么不去做不那么“出风头的”（出资产阶级风头的）、吃力的工作，不去切实地反对和祛除营私舞弊行为、切实地帮助党外群众呢？

您在什么地方向党中央举出过某种具体的营私舞弊行为，某种具体的纠正和根除这种行为的办法呢？

没有。

一次也没有。

您看到这许多祸患和毛病，就陷入绝望，投入外人的怀抱，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给资产阶级“出版自由”）。而我还是奉劝：不要绝望，不要慌张。

我们以及同情我们的人——工人和农民——有的是力量，有的是充沛的活力。

我们的毛病治得不好。

我们没有很好地贯彻提拔党外群众、让他们来检查党员的工作的口号。

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做得而且一定会做得比现在好一百倍。

我希望您经过冷静思考以后，不会因为爱面子而继续坚持明显的政治错误（“出版自由”），而会在定下神来、克服慌张心理之后，去从事切实的工作：帮助建立同党外群众的联系，帮助党外群众来检查党员的工作。

这方面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通过这些工作，就可以（而且应当）医治毛病，慢慢地然而是真正地医治毛病，而不是被“出版自由”这个“闪烁不定”的鬼火迷惑住。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载于1921年《辩论材料（米雅斯尼科夫同志的提纲、列宁同志的信、中央组织局的答复和决定以及莫托维利哈派的决议）》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78—83页

















[58] 列宁的信是针对 ．米雅斯尼科夫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书、他的文章《伤脑筋的问题》以及他在彼得格勒和彼尔姆党组织内的多次发言而写的。米雅斯尼科夫在上述材料和讲话中要求恢复企业中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带领工人战胜经济破坏的指挥员，组织农民联合会并给予它以工农检查院的权力（如同工会一样），给予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政治派别以言论和出版自由。他还在彼尔姆省莫托维利哈区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来反对党的政策。1921年7月29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召开会议讨论了米雅斯尼科夫的问题，认为他的言行具有反党性质，决定成立一个由尼·伊·布哈林、彼·安·扎卢茨基、亚·亚·索尔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审查他的活动。8月22日，中央组织局根据委员会的报告，认定米雅斯尼科夫的提纲违背党的利益，责成他不得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宣读，同时决定把他从彼尔姆调回中央。但是米雅斯尼科夫拒绝服从中央决定，并且变本加厉地继续进行反党活动。1922年2月2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委员会关于将米雅斯尼科夫开除出党的决定。——84。



[59] 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4场，意为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87。



[60] 劳动国防委员会是苏俄人民委员会的机关，负责指导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和国防主管部门的活动，1920年4月在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劳动国防委员会享有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直属委员会的权利。它在地方上的机关是各级经济会议。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陆军、交通、农业、粮食、劳动、工农检查等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和中央统计局局长（有发言权）。列宁是第一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劳动国防委员会存在到1937年4月。——87。



[61] 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俄共（布）的最高监察机关。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是 1920年 9月22—25日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1921年 3月8—16日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选出了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88。













《列宁全集》第42卷


对费•埃•捷尔任斯基关于运输业问题的几点结论的意见
[62]



（1921年8月8日）

第1点。应强调多想办法等等。

第2—4点。组织局应在鲁祖塔克同志参与下火速研究这些问题。

第5点。定出方案，并按苏维埃程序加以实施。

第6点。关于发展运输业的措施，关于加强党的机构同铁路部门的联系。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第44卷第84页

















[62] 俄共（布）中央全会于1921年8月8日研究了运输业状况，批准了费•埃•捷尔任斯基作的结论。这里收载的列宁对捷尔任斯基的结论的建议，同时被全会批准。



结论的第1点说的是一切党政机关都必须找出加强运输业和支援运输业的办法。



结论第2—4点说的是选派负责人员加强交通人民委员部、向俄共（布）各省委发布关于运输状况的通告信、在俄共（布）中央组织指导处下设立运输组以领导运输业中党的工作。



结论第5点规定把满足运输业的需要所必不可少的企业移交给交通人民委员部。——91。













《列宁全集》第42卷


致托马斯•贝尔同志



［注：这封信的原文是英文。——编者注］



（1921年8月13日）

亲爱的同志：

非常感谢您8月7日的来信。由于生病和工作繁忙，几个月来关于英国运动的材料我一点也没有看。

您告知的情况报道非常有意思。也许，这是大不列颠在共产主义意义上的真正群众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开始。我担心英国到目前为止只有几个力量薄弱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团体（其中包括英国共产党[63]），而没有真正群众性的共产主义运动。

既然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在7月24日以120票对63票的多数决定参加第三国际，那么，这就可能是新时代的开始。（英国有多少矿工？超过50万？南威尔士有多少？25000？1921年7月24日的加的夫会议真正代表多少矿工？）

如果这些矿工所代表的已经不是微不足道的少数，如果他们同士兵联欢，并且开始了真正的“阶级战争”，那么，我们就应当尽一切可能来发展和巩固这个运动。

经济措施（如开办公共食堂之类）是好的，但是它在目前，在英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并不特别重要。目前最重要的是政治斗争。

英国资本家很狡猾、机灵、阴险。他们会支持（直接地或间接地）公共食堂，借以转移人们对政治目的的注意力。

重要的是以下两点（如果我没有错的话）：

（1）在英国的这个地区建立一个优秀的、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群众性的共产党，也就是一个能够在英国的这一地区的整个工人运动中真正成为领导力量的党（在你们国家的这一地区实行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的决议）。

（2）开始为英国这一地区的工人阶级出版工人的日报。

一开始就不可把它当作商业性的企业（象资本主义国家的报业通常那样），不必用很大的资本，不要采取一般的通用的办法，而要使它成为群众进行斗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工具。

要让这个地区的矿工能够每天（假如愿意，开始时可以一周一次）为自己的日报（或周报）——即令篇幅很小很小，这无关紧要——捐献半个便士；不然真正群众性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英国的这一地区就不算开始。

倘若共产党在这个地区不能募集到若干英镑来每日出版小报（它可能发展成真正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报纸），倘若真的如此，并非每一个矿工都肯为这个小报付出一个便士，那就是说，那里并没有实实在在地、真正地拥护第三国际。

英国政府将采取非常狡猾的手段来扼杀这一类的所有创举。因此我们应该（在开始时）非常谨慎。报纸在开始时不要太革命了。如果你想用三个编辑，那么其中至少有一个应该不是共产党员。至少有两个应该是真正的工人。假如9／10的工人不买报，2／3[120／（120＋63）]的工人不愿专门给自己的报纸捐款（例如一周一个便士），那么这份报纸就不是工人的报纸。

如果您能就这个问题随便给我写几句，那我将非常高兴。我的英文不好，请原谅。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载于1927年1月21日《工人周刊》第20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85—87页

















[63] 英国共产党由英国社会党左翼、苏格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大部分、爱尔兰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统一小组、南威尔士共产主义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联合而成，于 1920年 7月31日—8月1日在伦敦举行的成立大会上建立。1921年 1月，在利兹召开的统一代表大会上，以威•加拉赫为首的共产主义工人党（基本上由苏格兰的车间代表运动的参加者组成）和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加入了英国共产党。1921年春，以拉 •帕•杜德为首的独立工党左翼也加入了英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的建立至此乃告完成。—— 92。













《列宁全集》第42卷


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



［注：这封信的原文是德文。——编者注］



（1921年 8月14日）

敬爱的同志们：

我本来打算写一篇详细的文章阐述我对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教训的看法。可惜因为生病，直到今天还没能动笔。你们党——“德国统一共产党”（VKPD）[64]定于8月22日召开代表大会，这使我不得不赶紧写信，在几小时内写完，以免耽误此信发往德国。

据我看，德国共产党的处境特别困难。这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而且主要的一点是，从1918年年底开始，德国所处的国际局势骤然加剧了国内的革命危机，推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立刻去夺取政权。在这同时，武装精良、组织严密、接受了“俄国经验”的德国资产阶级和整个国际资产阶级，咬牙切齿地向德国的革命无产阶级猛扑过来。成千上万优秀的德国儿女——德国的革命工人——遭到屠杀和虐杀，杀害他们的是资产阶级，是它的英雄诺斯克之流，它的直接的奴仆谢德曼之流，它的间接的和“精明的”（因而也是特别可贵的）帮凶——卑贱、动摇、迂腐和庸俗的“第二半国际”骑士们。武装的资产阶级给手无寸铁的工人设下圈套，大批屠杀他们；他们给工人领袖设下埋伏，有计划地逐个地加以杀害，其间还巧妙地利用了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这两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反革命叫嚣。而由于分裂过迟，由于受到同一帮卖身求荣的（谢德曼、列金、大卫之流）和毫无气节的（考茨基、希法亭之流）资本奴仆强求“统一”这种可诅咒的传统的束缚，德国工人直到危机来临之际还没有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每一个诚实的、有觉悟的工人，这些曾经对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65]信以为真而没有把它看作“第二”等和“第二半”等无赖们的“官样文章”的工人，都充满了对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强烈仇恨，而这种仇恨，这种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中优秀分子的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使得一些人失去了理智，使得他们不能冷静地思考并制定正确的战略来对付武装精良、组织严密、接受了“俄国经验”、得到了法英美三国支持的协约国资本家的卓越战略。这股仇恨驱使人们过早地发动了起义。

因此，从1918年年底起，德国的革命工人运动走上了一条特别艰难坎坷的道路。可是，运动一直在发展，而且正在勇往直前。德国的工人群众，被剥削劳动者的真正的多数，无论是参加旧的孟什维克（即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工会的，还是完全或几乎完全没有参加组织的，都正在逐渐向左转，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保持冷静和沉着，不断纠正过去的错误，坚持不懈地在工会内外争取工人群众的大多数，耐心地建设一个能够在任何转折关头真正领导群众的坚强而英明的共产党，给自己制定出能与最“有教养的”（被多年的经验特别是“俄国经验”教养出来的）先进资产阶级的最佳国际战略相匹敌的战略，——这就是德国无产阶级现在和将来所应做的事情，这就是德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保证。

另一方面，由于糟糕的左派共产党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和右派共产党人（保尔•莱维和他的杂志《我们的道路》即《苏维埃》）的退出，目前德国共产党的处境就更加困难。

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曾在国际场合三番五次地警告过“左派”即“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在还没有产生，至少在几个主要国家内还没有产生十分强大的、富有经验的和具有威信的共产党以前，只好容忍半无政府主义分子参加我们的国际大会，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有益的。其所以有益，是因为这些人可以作为没有经验的共产党员看得见的“应当引以为戒的例子”，其次是因为这些人自己还可以再学习。全世界无政府主义的分裂并不是昨天开始的，而是从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一爆发就开始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苏维埃、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派反对苏维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应当让无政府主义的这一分裂过程加速完成并彻底完成。在西欧，几乎没有人经历过什么大的革命；在那里，几次大革命的经验几乎全被遗忘了；而从愿意革命和谈论革命（包括通过关于革命的决议）转到脚踏实地地做革命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缓慢和痛苦的转变。

不言而喻，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才可以容忍和应当容忍半无政府主义分子。在德国，我们已经容忍他们很久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已向他们提出了有明确期限的最后通牒。他们现在自动退出共产国际，那就更好。第一，我们就不用费事开除他们了；第二，可以让所有立场动摇的工人，让所有因痛恨旧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人非常具体、非常清楚地看到，通过确凿的事实看到：共产国际是有耐心的，它并不是不由分说一下子就把无政府主义者赶走，而是细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学习。

现在要尽量不去理睬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我们同他们论战，只是替他们作广告。他们太愚蠢了，认真对待他们是错误的，对他们生气也不值得。他们在群众中没有影响，只要我们自己不犯错误，他们在群众中是成不了气候的。让这个小派别自生自灭吧；工人们自己会认识到这个派别是软弱无能的。让我们更加认真地宣传和贯彻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的决定，而少跟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论战，少替他们作广告吧。左倾幼稚病正在消失，它一定会随着运动的发展完全消失。

同样，我们现在帮助保尔•莱维也是徒劳，我们同他论战也只是白白替他作广告。他正巴不得我们同他争论。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以后，应当把他忘掉，应当根据我们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些决定的精神，集中精力心平气和地（不闹无谓的纠纷，不进行论战，也不重提过去的争吵）做一些切实的和建设性的工作。我认为，卡•拉狄克同志的文章《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论三月行动和今后的策略》（载于1921年7月14日和15日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66]）有不少地方是违反第三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上述那项共同决定的。这篇文章是一位波兰共产党员同志寄给我的。文章毫无必要地（而且对事业完全有害）出语伤人，不但伤了保尔•莱维（这倒不要紧），而且伤了克拉拉•蔡特金。而克拉拉•蔡特金自己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在莫斯科已经同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订立了和衷共济、不进行派别活动的“和约”。这个和约我们大家都是赞成的。卡•拉狄克在发挥他那用得不当的论战热情时，竟撒下弥天大谎，硬说蔡特金想把“党的任何一项行动”（jede allgemeine A ktion der Partei）都“推迟”（ver－legt）“到广大群众奋起的那一天”（aufden Tag，wo die grossen Massen aufstehen werden）。不言自明，卡•拉狄克同志的这种做法是对保尔•莱维再好不过的效劳。保尔•莱维正巴不得让争论无休止地拖下去，让更多的人卷入争论，让蔡特金参加争论而违反她自己所签订的并得到共产国际全体赞同的“和约”，从而迫使她离开党。卡•拉狄克同志的文章提供了一个如何从“左面”帮助保尔•莱维的极好范例。

这里我应当向德国同志们解释一下，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为什么有很长一段时间替保尔•莱维辩护。第一，因为我是在1915年或1916年在瑞士通过拉狄克认识莱维的。那时莱维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而我对那些见到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并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一连串胜利以后才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的人不能不抱有某种戒心。当然，这不是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本人对保尔•莱维的了解毕竟很少。非常重要的是第二个原因，那就是莱维对德国1921年三月行动的批评在很多方面实质上是正确的（当然，不是指他说的三月行动是“盲动”这个论断，保尔•莱维的这个论断是荒谬的）。

诚然，莱维千方百计地削弱和糟踏自己的批评，扯出许多细枝末节（在这些细节上他显然不正确），从而使自己和别人难于理解问题的实质。莱维那种批评方式是不能容许的，而且是有害的。莱维教训别人要采取慎重的、考虑周到的战略，自己却做得比任何一个毛孩子都愚蠢，他过早地、毫无准备地、荒唐而卤莽地投入战斗，所以在“战斗”中失败是必然的（并且将在多年内损害他的工作或使他难于开展工作），而这场“战斗”本来是可以而且应当取胜的。莱维的所作所为很象一个“有学问的无政府主义者”（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德语叫作Edelanarchist），而不象无产阶级共产国际的有组织的一员。莱维违反了纪律。

莱维的这一系列极端愚蠢的错误，使人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问题的实质上。而问题的实质，即说明和纠正德国统一共产党在1921年三月行动期间所犯的大量错误，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了分析和纠正这些错误（有人把这些错误推崇为马克思主义策略的精华），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必须站在右翼的立场上，否则共产国际的路线就是错误的。

我替莱维辩护，而且应当替他辩护，因为当时我看到反对他的人毫不客气地叫嚷什么“孟什维主义”、“中派主义”，而不愿看到三月行动的错误以及分析和纠正这些错误的必要。这些人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弄得面目全非，把反对“中派主义”的斗争变成了可笑的游戏。这些人可能给整个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人能够损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威信，如果他们自己不损害的话”。

我对这些人说：就算莱维成了孟什维克吧。我本人对莱维了解不多，如果有谁能向我证明这一点，我决不固执己见。但目前还没有证实这一点。目前所能证明的，只是他曾经丧失理智。但光凭这点就把一个人称作孟什维克，这是幼稚和愚蠢的。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我们俄国，造就一批领导者曾经花了15年（1903—1917年）的工夫，这是同孟什维主义作斗争的15年，是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15年，是包括第一次革命（1905年）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的年代在内的15年。虽然如此，但我们仍有过最优秀的同志“丧失理智”这种不幸的事。如果西欧的同志们以为他们有充分的保障，不会发生这类“不幸的事”，那是幼稚的想法，我们不能不同这种想法进行斗争。

莱维违反了纪律，应当开除。应当在十分详细地分析和纠正1921年三月行动的错误这个基础上制定出策略。假如在这以后莱维仍然我行我素，这就证明开除他是正确的，这就将更有力、更令人信服地向立场动摇或信心不足的工人们证明：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保尔•莱维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我在代表大会上对莱维所犯错误的评价愈慎重，现在就愈有把握这样说：莱维迫不及待地证实了人们对他所作的坏的估计。我手头有一份他的杂志《我们的道路》第6期（1921年7月15日出版）。从杂志开头的编辑部声明中可以看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保尔•莱维是知道的。但他对这些决定是怎样回答的呢？全是孟什维克的那一套，什么“大批地革出教门”（groβer Bann）啦，“教会法”（kanonisches Recht）啦，什么他将“充分自由地”（in vollständiger Frciheit）“讨论”这些决定啦，等等。一个人失去了党员称号和共产国际成员的身分，还有什么比这更充分的自由呢！你们看吧，会有一些党员匿名给莱维的杂志写文章的！

最初是搞阴谋，放暗箭，破坏党的工作。

接着是讨论代表大会决定的实质。

这一手太漂亮了。

但是，莱维也就因此彻底毁掉了自己。

保尔•莱维希望继续争吵下去。

满足他的这种愿望会是战略上的极大错误。我要劝告德国同志们：禁止在党报上同莱维和他的杂志进行论战。不应当替他作广告。不要让他把战斗的党的注意力从大事转移到小事上去。在万分必要时，可在周刊、月刊或小册子上进行论战，而且尽可能不让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保尔•莱维称心满意，即不点他们的名，而只称呼“某些想硬充共产党人的不太聪明的批评家”。

有人告诉我：在中央委员会（Ausschuβ）最近一次扩大会议上，甚至左派分子弗里斯兰特也不得不激烈反对玩弄左的把戏和想把“讨伐中派”当作体育训练的马斯洛夫。这位马斯洛夫的行为不得体（说得温和一点），在这里，在莫斯科也有所表现。的确，德国党应该把这位马斯洛夫和他的两三个显然不愿意遵守“和约”而热心过头的同道者和战友派到苏维埃俄国来工作一两年。我们会替他们找到有益的事情做的。我们会把他们消化的。这对国际的和德国的运动显然会有好处。

德国共产党员无论如何要结束内部的争吵，要把双方的好斗分子除掉，要丢开保尔•莱维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要从事真正的工作。

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




依我看，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有关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决议标志着运动前进了一大步。应当尽一切努力使这两个决议切实得到贯彻。这是困难的事情，但这是可以做到而且应当做到的。

首先，共产党人应当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原则。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样做了。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建立共产国际的组织并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即真正地同中派、同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直接和间接的代理人分离。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样做了。

第三次代表大会应当着手进行切实的、建设性的工作，根据已经开始的共产主义斗争的实际经验具体地确定今后在策略方面和组织方面应该怎样开展工作。这第三步我们也已经做到了。我们在全世界已经有一支共产党人大军。这支军队还训练得不够，组织得不好。忽视这一事实或害怕承认这一事实都会使事业受到莫大的损害。我们必须极其仔细地、严格地检查自己的工作，研究自己运动的经验，采取切实步骤把这支军队好好加以训练，好好加以组织，并通过各种演习和作战、通过进攻和退却来考验它。不经过这种长期的艰苦的锻炼，胜利是不可能取得的。

1921年夏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共产国际的某些优秀的、有极高威望的支部没有完全正确地理解上述任务，稍微夸大了“同中派主义的斗争”，稍微超过了限度而使这个斗争变成了游戏，使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威信开始受到损害。

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就在这里。

夸大的程度不大，但它非常危险。同这种夸大作斗争是很困难的，因为造成这种夸大的是一些真正优秀的、无限忠诚的分子，而没有他们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报》发表（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发表并有德奥意三国代表团签字）的策略修正案中，这种夸大表现得十分鲜明，尤其是因为这些修正写进了已经定稿的（作了长时间的多方面的准备才定稿的）决议草案，上述夸大就更加确定了。否决这个修正案也就拨正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战胜了夸大的危险性。

这种夸大如果不纠正，势必会断送共产国际。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人能够损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威信，如果他们自己不损害的话”。世界上没有哪个人能够阻碍共产党人战胜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而在20世纪的西欧和美国的条件下，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以后，这也就意味着战胜资产阶级），如果共产党人自己不阻碍自己的话。

但夸大，哪怕少许的夸大，就等于阻碍胜利。

夸大同中派主义的斗争，就等于挽救中派主义，巩固它的地位和它对工人的影响。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在国际范围内同中派主义进行胜利的斗争。这有事实作证明。今后我们是会把这种斗争（开除莱维和塞拉蒂党）进行到底的。

但是，我们还没有学会在国际范围内同夸大反中派主义斗争这种错误作斗争。但是，正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经过和结局所证明的，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的这个缺点。正因为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缺点，我们就一定能克服它。

到了那时，我们将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西欧和美国的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内部没有支柱（通过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造成的）就无法保持住政权。

第三次代表大会各项决定中根本的、主要的一点，就是为新的、日益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既有防御战，也有进攻战——作更周密、更扎实的准备。


　　“……假如意大利共产党能够始终不渝地、不屈不挠地反对塞拉蒂主义的机会主义政策，同时能够在工会中、在罢工中、在反对法西斯反革命组织的战斗中同无产阶级群众保持联系，把工人阶级所有组织的运动汇合起来，把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变成准备周密的战斗，那么，共产主义在意大利就将成为一支群众性的力量……”“……德国统一共产党今后愈是能够使自己的战斗口号适应实际形势，愈是能够周密地研究实际形势，愈是能够团结一致、纪律严明地发动群众性的斗争，那它就愈是能够顺利地发动这种斗争……”





　　这就是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中最重要的地方。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方面来——这就是“最主要的任务”（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的第3节标题）。

当然，我们并不象第二半国际中那些庸俗“民主派”的骑士们那样，从形式上去理解争取大多数的问题。1921年7月间，罗马所有的无产者，不管是工会中的改良派无产者，或是塞拉蒂党内的中派无产者，都跟着共产党人反对法西斯分子，这就是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方面来了。

这还远不是决定性地争取到了大多数，而只是局部地、在一时一地争取到了大多数。但终究是争取到了大多数。这样的争取工作，甚至在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形式上还跟着资产阶级的领袖或执行资产阶级政策的领袖（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就是这样一种人）走的时候，或者当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还动摇不定的时候，也是可以做到的。这样的争取工作，正在世界各地以各种形式不断地进行着。我们要更加扎实、更加周密地进行准备，我们决不放过资产阶级迫使无产阶级起来斗争的任何一个重大机会，我们要学会正确把握无产阶级群众定会和我们一道奋起战斗的时机。

那时，不管在我们伟大的进军中个别的失败如何惨重，个别的转折如何艰难，我们的胜利都是有保证的。

我们的策略手法和战略手法仍然比资产阶级卓越的战略稍逊一筹（就国际范围来说），因为资产阶级从俄国的实例中学到了东西，不会让人打得“措手不及”了。但是我们的力量比他们大，而且大得多，我们正在学习策略和战略，我们已经从1921年三月行动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在掌握这门“科学”方面有了长进。我们必将完全攻下这门“科学”。

在大多数国家内，我们那些政党还远没有成为真正的共产党，还远没有成为真正革命和唯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先锋队，还远不是个个党员都参加斗争，参加运动和深入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缺点，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工作的决议中已经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这个缺点。我们一定能克服这个缺点。

德国共产党员同志们！请允许我在结束这封信时表示我的愿望：愿你们8月22日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坚决地和永远地结束同左的和右的脱党分子的无谓斗争。党内斗争该收场了！打倒所有那些还想直接或间接地继续进行这种斗争的人！我们现在远比过去更明确、更具体、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任务；为了纠正错误，我们不怕公开指出自己的错误。我们现在要集中党的全部力量把党组织得更好，改进党的工作的质量和内容，同群众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为工人阶级制定出愈来愈正确、愈来愈切合实际的策略和战略。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尼•列宁　1921年8月14日

载于1921年8月22日《红旗报》第38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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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德国统一共产党是在 1920年 12月4—7日于柏林举行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文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同德国共产党合并，是德国革命运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于这一合并，德国共产党当时成了共产国际中仅次于俄共（布）的最大的支部。德国无产阶级最有声望的领袖恩 •台尔曼随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一起加入了德国共产党。



列宁的信中说的德国统一共产党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于 1921年8月22—26日在耶拿举行。这次代表大会听取和讨论了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当前任务、关于工会的活动、关于苏维埃俄国的形势和援助它的措施等报告。代表大会在决议中赞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并承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纲中对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 1921年三月行动中所犯的错误的批评是正确的。代表大会恢复了党原来的名称——德国共产党。—— 95。



[65] 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 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列宁所引的德文本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和中派领袖们就背叛了巴塞尔宣言。—— 96。



[66] 《红旗报》（《Die Rote Fahne》）是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起初是斯巴达克联盟的中央机关报，由卡 •李 卜克内西和罗 •卢森堡创办，1918年 11月9日起在柏林出版。该报多次遭到德国当局的迫害。1933年被德国法西斯政权查禁后继续秘密出版。1935年迁到布拉格出版；1936年10月—1939年秋在布鲁塞尔出版。——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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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

（1921年8月20日）

历史上每一次独特的转变，都使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在形式上有所改变。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总是发生在无产阶级周围，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渗入无产阶级队伍。

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也就是用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动听词句和无法实现的愿望掩盖着的对资产阶级的卑躬屈膝。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也就是口头上气势汹汹、夸夸其谈、不可一世，实际上则是涣散、无组织、无领导，是徒有其表。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的两股“潮流”。在资本主义的老根没有挖掉以前，这两种现象是无法避免的。现在，由于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有了某种改变，动摇的形式也改变了。

持孟什维克观点的人的基本论调是：“布尔什维克走回头路，又回到了资本主义，这样他们就完蛋了。革命毕竟是资产阶级性的，十月革命也不例外！民主万岁！改良主义万岁！”这种论调，不管是用纯粹孟什维克的口气讲还是用社会革命党人的口气讲，不管是象第二国际那样讲还是象第二半国际那样讲，实质都是一样的。

象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或我国那部分已经脱离党或正在脱离党的前工人反对派之类的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基本论调是：“布尔什维克现在不相信工人阶级了！”[67]据此提出的口号多少有点象1921年春天“喀琅施塔得的”那种口号。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针对改良主义庸人和革命主义庸人的抱怨和慌乱，尽可能冷静和准确地估计实际的阶级力量并举出无可争辩的事实。

请回忆一下我国革命的几个主要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纯粹政治活动的阶段，从10月25日起到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止。在这短短十个星期内，我们为真正彻底消灭俄国封建残余所做的工作，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中（1917年2—10月）所做的要多百倍。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国外的第二半国际的全体英雄们，当时都是反动势力的可怜的帮凶。无政府主义者有的茫然若失，袖手旁观，有的帮助我们。当时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性的呢？当然是的，因为当时我们所完成的任务就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为当时“农民”内部还没有发生阶级斗争。但是同时我们又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做了很多事情：（1）我们空前地发挥了工人阶级自己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2）我们对市侩民主派的偶像即立宪会议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如专供富人享受的出版自由，给予了使全世界都能感觉到的打击；（3）我们建立了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这是继1793年和1871年之后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第二个阶段。布列斯特和约。反对和约的革命词句，也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半爱国主义的叫嚣以及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左倾”空谈，喧闹一时。市侩们惊慌失措或幸灾乐祸地反复说：“既然同帝国主义讲和，那就完蛋了。”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作为资产阶级掠夺工人的帮凶去同帝国主义讲和的。我们“讲和”，把一部分财物交给掠夺者，却是为了挽救工人政权，为了更沉重地打击这些掠夺者。我们当时听够了所谓我们“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的谰言，但是我们没有上当受骗。

第三个阶段。1918—1920年，从反击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立宪会议派”到反击弗兰格尔的国内战争。战争开始时，我们的红军还没有建立起来。就物质力量来说，这支军队就是现在同协约国任何一国的军队相比，也还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在同称雄全世界的协约国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领导下，工农联盟作为整个世界历史的成果，其地位被提升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充当了君主派的帮凶，有的是公开的帮凶（部长、组织者、宣传家），有的是暗藏的帮凶（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之流采取最“巧妙”和最卑劣的立场，他们好象是置身事外，事实上却在写文章反对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也一筹莫展，无所适从，一部分人帮助我们，一部分人攻击军事纪律或散布怀疑情绪，破坏我们的工作。

第四个阶段。协约国被迫停止（能长久吗？）武装干涉和封锁。经济遭到了空前破坏的国家勉强开始恢复元气，现在才看到经济破坏的深度，才感受到难以忍受的苦难：工业停顿、歉收、饥荒和流行病。

在我们这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我们已经登上了最高的同时又是最困难的阶段。当前的和这一时期的敌人已经不同于昨天。当前的敌人已经不是得到全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整个国际资产阶级支持而由地主们指挥的白卫分子。当前的敌人是一个大工业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中的日常经济现象。当前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它象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并很厉害地渗进了无产阶级队伍。无产阶级则丧失了阶级特性，也就是说，它失去了本阶级的生活常态。工厂既然停工，无产阶级也就软弱、分散、无力。而国内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则得到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仍在称雄全世界的）的支持。

这怎么不令人胆怯呢？特别是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第二半国际的骑士、一筹莫展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左倾”空谈家这样的英雄们。“布尔什维克回到了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完蛋了，他们的革命也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这样的号叫，我们听得够多了。

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

我们并不轻视危险。我们正视这些危险。我们对工人和农民说：危险很大；要更加团结、沉着、冷静，要藐视和甩开那些持孟什维克观点和社会革命党观点的人，那些惊慌失措和喜欢空喊的人。

危险是很大的。敌人在经济上比我们强大得多，正象昨天他们在军事上比我们强大得多一样。我们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无论是在清除俄国封建制度、发挥工人和农民全部力量方面，还是在推动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促进摆脱了卑鄙庸俗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方面，我们都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以致惊慌失措的叫喊根本影响不了我们。关于我们的革命活动，我们已经非常充分地“证实它是正确的”；我们已经用事实向全世界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民主主义”和用堂皇词句掩盖起来的胆小怕事的改良主义完全不同，靠它是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那些在伟大斗争开始之前就害怕失败的人，他们也可以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这只是对工人的侮辱。

正因为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所以我们能很好地运用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斗争，能更清醒、更谨慎、更周密地权衡时机，能采取各种让步来加强我们的实力，分散敌人的力量（现在连头号傻瓜也看得见，“布列斯特和约”这个让步就加强了我们的实力，分散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

孟什维克叫喊说，实行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破产。外国有一个过去曾是共产党员的莱维，也随声附和这些孟什维克。当这位莱维所犯的错误还可以解释为是对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是在1921年3月所犯的错误的一种反应时，是应该为他辩护的；当这位莱维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完全陷入孟什维主义立场时，那就不能为他辩护了。

对于那些大喊大叫的孟什维克，我们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还在1918年春，共产党人就公开主张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并为这个主张辩护。这是三年前的事情！是在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头几个月！那时布尔什维克就已经有了清醒的头脑。从那时到现在，没有人能否定我们对现实力量的清醒估计是正确的。

陷入孟什维主义立场的莱维劝布尔什维克（莱维“预言”资本主义会战胜布尔什维克，就和当年一切市侩、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人等等预言布尔什维克一旦解散立宪会议就会灭亡一样！）向整个工人阶级求救！原来是因为在此以前帮助布尔什维克的只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这里，莱维说的同半无政府主义者、空谈家说的非常相似，同前“工人反对派”里某些人说的也有几分相似，因为这些人都喜欢耸人听闻，说什么布尔什维克现在“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了。无论孟什维克或无政府主义者都把“工人阶级的力量”这个概念变成偶像，不善于考虑它实际的具体的内容。他们不是研究和分析这些内容，而是一味唱高调。

第二半国际的先生们很想自称为革命家，实际上一到紧要关头就变成反革命分子，因为他们怕用暴力破坏旧的国家机构，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我们过去这样评价社会革命党人及其同伙，并不是凭空说的。任何人都知道：十月革命实际上推出了新的力量、新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现在管理着俄国，建立了军队，领导着这支军队，建立了地方管理等机关，管理着工业，等等。如果说在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的弊病，那么我们并不隐瞒这种祸害，而是揭露它，同它作斗争。谁要是由于同新制度下的弊病作斗争而忘记了新制度的内容，忘记了工人阶级建立了并领导着苏维埃类型的国家，那他简直就是不会思索，信口雌黄。

但是“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是没有极限的。从工人阶级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现在还不多，有时非常少。尽管有各种法令、号召和鼓动，尽管有各种“提拔非党群众”的命令，但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还是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大谈什么“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就是堕落到说空话的地步。

没有一定的“喘息时机”，就不会有这种新生力量。这种力量只能慢慢地成长起来，不恢复大工业（更正确更具体地说，就是实现电气化），这种力量就无从产生。

一个处在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的工人阶级，一个因丧失阶级特性而大伤元气的工人阶级，经过多次世所罕见的奋力拼搏之后，必须有一段时间让新生力量能够成长起来，能够赶上来，让破旧部分能够得到“修复”。建立起能够胜利地经受住1917—1921年考验的军事机构和国家机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件事占用了并且耗尽了实际存在的（而不是存在于空喊家的高谈阔论中的）“工人阶级力量”。必须懂得这一点，并估计到工人阶级新生力量成长得缓慢是必然的，确切些说是不可避免的。

孟什维克叫喊布尔什维克实行“波拿巴主义”（说布尔什维克依靠军队和国家机构而不顾“民主”的意志），这再好不过地表明了资产阶级的策略，所以米留可夫支持这一策略、支持1921年春“喀琅施塔得的”口号是有道理的。资产阶级正确地估计到，实际的“工人阶级力量”现在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这个阶级的强大先锋队（即俄国共产党，这个党不是一下子而是25年来用实际行动给自己争得了唯一革命的阶级的“先锋队”这一角色、称号和力量的），一是因丧失阶级特性而大伤元气、最容易受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动摇的影响的分子。

现在提出“多多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在加强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1921年春天发生的喀琅施塔得事件非常清楚地证明了和表明了这一点。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应当来揭发和驱逐这些叫喊我们“不相信工人阶级力量”的家伙，因为这些空喊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帮凶，他们扩大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利于资产阶级和地主。

如果冷静地研究一下“工人阶级力量”这一概念的实际内容，就会懂得“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此！

敬爱的先生们，为了真正把非党群众提拔到目前最主要的经济“战线”上去，到经济建设事业中去，你们做了些什么工作，干了些什么事情呢？这就是觉悟的工人应当向空喊家提出的问题。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这样而且应当这样来揭露空喊家，证明他们事实上不是帮助而是妨碍经济建设，不是帮助而是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证明他们所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意图，是在替异己阶级服务。

我们的口号是：打倒空喊家！打倒不自觉的白卫分子帮凶，这些重犯1921年春天倒霉的喀琅施塔得叛乱者的错误的家伙！要善于根据时局的特点和任务进行切实的实际的工作！我们需要的不是空话，而是实干。

冷静地估计一下时局的特点以及实际的并非幻想出来的阶级力量，我们就会知道：

无产阶级在军事、行政和一般政治的开创工作方面取得了世所罕见的成绩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生力量的成长缓慢得多的时期，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现象，这不是由于什么人或什么党派的过错，而是由于客观原因。在经济工作中，建设必定更加困难、更加缓慢、更要循序渐进。这是由于经济工作在性质上不同于军事、行政和一般政治工作。这是由于经济工作有特殊的困难和需要更深厚的根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因此，在这个新的更高的斗争阶段，我们确定自己的任务时务必慎之又慎。我们要把任务定得切实一些；我们要多作一些让步，当然是以无产阶级在保持统治阶级地位的条件下可以作的让步为限；尽快征收适量的粮食税，尽量使农民经济有较多的自由来发展、巩固和恢复；把不是我们绝对必需的企业租出去，包括租给私人资本家和外国承租人。我们需要无产阶级国家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要巧妙地实现、按“七次量，一次裁”的原则来实现这一联盟。直接留给自己的工作领域不妨小一些，只留下绝对必需的。我们要把削弱了的工人阶级力量集中在较小的领域里，而使自己站得更稳些，并且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反复多次用实际经验加以检验。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一寸一寸地前进，否则象我们这样一支“军队”，在这样困难的道路上，在这样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现在是无法前进的。谁对这一工作“感觉乏味”，“没有兴趣”，“不能理解”，嗤之以鼻，或惊慌失措，或沉溺于大谈什么缺乏“过去的兴奋”和“过去的热情”等等，那最好是“解除他的工作”，让他告退，使他不致造成危害，因为他不愿意或者不善于考虑当前斗争阶段的特点。

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无产阶级被多次几乎是超越人力的拼搏弄得筋疲力尽，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着手最困难的工作：给真正社会主义的经济奠定基础，建立工业同农业间正常的商品交换（确切些说是产品交换）。敌人还比我们强大得多；无政府状态的、粮贩的、个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处处都在破坏我们的工作。我们清楚地看到目前的困难，我们将逐步地顽强地克服这些困难。要让地方更多地发挥首创精神和自主精神，要分派更多的力量到地方上去，要更加重视地方的实际经验。只有恢复工业的工作取得实际成就，对工农双方都有利的正常的国家产品交换建立起来，工人阶级才能治好自己的创伤，恢复自身的即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农民才能坚定地信赖无产阶级的领导。只有取得这些成就，新生力量才会涌现出来，也许不会象我们每个人所希望的那样快，但一定会涌现出来。

把这项需要更缓慢、更谨慎、更坚定和更顽强地进行的工作担负起来吧！





	　　1921年8月20日载于1921年8月28日《真理报》第19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01—109页

















[67] 工人反对派在 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提出了“要更多地信任工人阶级的力量”的蛊惑性口号。



工人反对派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首领是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谢·巴•梅德维捷夫、亚·米 •柯伦泰等。工人反对派作为派别组织是在 1920—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中形成的，但是这一名称在 1920年 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就已出现，而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则早在 1919年就已开始形成。在 1920年3—4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施略普尼柯夫提出了一个关于俄共（布）、苏维埃和工会之间关系的提纲，主张由党和苏维埃管政治，工会管经济。在 1920年 12月30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施略普尼柯夫要求把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工会。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表达得最充分的是柯伦泰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出版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它要求把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加入各产业工会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由他们选举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各个国民经济管理机关也分别由相应的工会选举产生，而且党政机关不得否决工会提出的候选人。工人反对派曾一度得到部分工人的支持。1920年11月，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它的纲领获得了21％的票数。1921年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则获得30％的票数。由于党进行了解释工作，工人反对派的人数到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时已大大减少，它的纲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票不足6％。第十次代表大会批评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并决定立即解散一切派别组织。但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等在这次代表大会后仍继续保留非法的组织，并且在 1922年 2月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送了一份题为《二十二人声明》的文件，对俄共（布）进行攻击。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从组织上粉碎了工人反对派。——108。













《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外贸人民委员部进行调查的决定草案
[68]



（1921年 8月23日）

建议政治局作如下决定：

（1）报告要作。

（2）指定温什利赫特为报告人。

（3）报告要这样作：报告的结论应该是政治局就报告总结所作的各项决定。

（4）把保密部分分出来，在秘密会议上讲。






	　　列宁　8月23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43页

















[68] 这个草案写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约·斯 •温什利赫特给俄共（布）中央的信上。温什利赫特的信中说：“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决定，将在9月会议上听取对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进行调查的委员会的报告。请指示：（1）总的说来是否应该作这样一个报告；（2）如果应该，那么按什么精神作。”



列宁的建议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1年8月 25日会议上通过。—— 117。













《列宁全集》第42卷


就温格恩一案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
[69]



（1921年 8月26日）

建议对此案要格外重视，对起诉的理由要查实，如果证据确凿（这一点看来无庸置疑），就开庭公开审判，要尽快进行并处以枪决。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10页

















[69] 列宁的建议是在接到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伊·尼·斯米尔诺夫1921年8月26日的电报后通过电话口授的。来电说：曾窜据蒙古的白卫军首领罗 •费·温格恩男爵已被俘获，准备以叛国罪将其交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庭西伯利亚分庭审判。8月2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列宁的建议。



对温格恩的审判于 9月 15日在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现称新西伯利亚）举行。叶•米 •雅罗斯拉夫斯基担任公诉人，前律师博哥柳博夫担任辩护人。法庭查明了温格恩及其帮凶的一系列严重罪行。根据法庭判决，温格恩被枪决。—— 118。













《列宁全集》第42卷


就生活服务项目收费问题给小人民委员会的信
[70]



致小人民委员会主席基谢廖夫同志或副主席

1921年8月27日

基谢廖夫同志：

大量的申诉表明，实行收费制（对服务项目等等）往往使工人吃不消。

应当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由

（1）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出两人，

（2）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各出代表一名，

（3）人民委员会出两名委员，

（4）小人民委员会主席（基谢廖夫同志）担任主席。

委员会的任务是：

全面考虑（并制定相应法令）如何使收费制同工人的工资以至整个生活水平相适应（规定工人可以免交，或诸如此类的措施；收费的期限和条件等等）。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附言：所有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大人民委员会[71]讨论决定。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11页

















[70] 苏俄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过生活服务项目（包括城市交通在内的交通运输、住房、邮递和报纸等）免费的办法。服务项目收费是从 1921年7月逐步实施的：7月9日开始实行铁路和水路运输收费；7月18日起实行邮递收费；8月5日起实行商品（包括食品）收费；8月25日规定了市政公用事业收费的办法。



1921年下半年，人民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工人的物质状况，诸如：实行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付酬的新原则，以现金报酬代替实物报酬，实行有保障的劳动报酬（按商品卢布计算）等等。这样，到1921年底，工人的实际工资已有所增加。——119。



[71] 1917年 11月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小人民委员会（见注 52）以后，人们有时就把人民委员会叫作大人民委员会，以区别于小人民委员会。——120。













《列宁全集》第42卷


给叶•萨•瓦尔加的便条并附关于建立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情报所的提纲
[72]



（1921年 8月31日）

亲爱的瓦尔加同志：这里附上我的意见。如您认为有必要，我们可以再通过电话谈谈。

致敬礼！






	列　宁8月31日










对叶•瓦尔加同志建立情报所方案的

初步修改意见或提纲

1．在柏林或维也纳那种条件下以及在整个西欧、英国和美国，情报所应绝对公开，完全公开。

2．情报所的所址设在柏林或维也纳，或哥本哈根，或克里斯蒂安尼亚 
［注：今奥斯陆。——编者注］

 。

3．情报所用于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工作时间和出版物不应超过20％（两者一共20％）。80％用于政治问题。

4．至于政治部分，情报所的任务仅仅是收集有关公开的、能公开讨论的那些问题的客观材料。

5．情报所应完全独立于各国共产党。

6．情报所的正式名称应大致如下：社会运动研究所。

7．原则性的指示下达给情报所的一个领导人（至多三个领导人）。

8．领导人应根据口头的原则性指示制定详尽的、完全公开的工作细则，并把这个工作细则在这里即在莫斯科呈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后批准。

9．提交报告——每周一次或两次。社会经济问题的附件每月一次或三个月一次。

10．情报所绝对不要与俄国各使馆发生任何联系。

11．情报所的规模一开始要小。对操德语的国家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和各斯拉夫国家——只用德语。

对盎格鲁－萨克逊语族和罗马语族这两组国家，只有在分别同它们的代表达成专门协议后才能把活动扩展到这些国家去。协议只能在莫斯科这里达成。

12．情报所的工作报告，说得确切些是出版物，或者通讯，应由订户（报纸、图书馆等等）付款。

基本原则应该是这样的：情报所及其工作要做到使各派的工人报纸家家都不得不订阅情报所的出版物，为此花钱。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证明情报所毫无价值。

13．瓦尔加同志的方案应作为工作细则的初步方案。[73]具体说，对这个方案必须作两点重要的修改：（1）第3条移到上面去；（2）政治部分要拟订得非常详细。

对第2点的一些意见如下：

（附件二）第3条和第4条：通讯来自工厂？

＋工人们自己筹款？

＋对工会运动问题，应从政治角度专门地和特别详细地加以研究。争取工会是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

＋工人合作社：也是如此（对第二部分的第2条）

＋所有过渡性的政治组织（如美国的工农党[74]）特别重要。

＋传单？分配？传播？

＋对1914—1918年大战的态度？极为重要。

第二部分第1条：“各革命的”（？？）工人政党如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提法不对。它们不是革命的。应该说是：半无政府主义的，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或靠近无政府主义的。

应当补充：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裂；拥护苏维埃制度，反对苏维埃制度。

（第2条）。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各党——应详尽得多。

＋在实际政策上对本国的殖民地——和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应非常非常详尽。

＋所有和平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团体和派别——应详尽得多。

其他等等。






	　　列　宁1921年8月31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43—445页














[72] 关于在国外建立合法的情报机构的设想，是列宁在1921年8月 13日给格 •叶•季诺维也夫的信中提出的。按照列宁的意见，这个机构应当系统地科学地收集图书和报刊资料，并按国际帝国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这样两个根本的和主要的问题对资料进行整理（见《列宁全集》第 2版第51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于8月17日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委托叶•萨 •瓦尔加负责此项工作。不久，瓦尔加将他拟订的《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内建立情报组织》的草案送给列宁。草案规定建立情报所，以便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供必要的材料。草案谈到了对情报所工作方法的一些设想，拟定了编写社会经济报告和编写政治形势报告的两个工作细则。这里收载的是列宁对瓦尔加的草案提出的修改意见（修改意见和给瓦尔加的便条都是用德文写的）。列宁在1921年9月1日给瓦尔加的信（见《列宁全集》第 2版第51卷）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设立情报所的计划没有实现。——121。



[73] 叶•萨 •瓦尔加的《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内建立情报组织》的草案包括两个附件：《关于编写社会经济报告的工作细则》和《关于编写该国政治形势报告的工作细则》。第一个工作细则规定：



1．编写报告的目的——对该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动态描绘，并作出分析。



2．决定革命发展的四个因素：



（1）共产党——革命运动的动力；



（2）无产阶级——革命群众；



（3）统治阶级——敌人；



（4）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



报告应当说明各种力量的分布情况。



3．出发点应该是说明无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



4．报告应包括一篇简要的综合评论（5—10页）和一份详尽的附件。



第二个工作细则包括下面几部分：一、各个共产党；二、各个非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三、各资产阶级政党；四、武装力量的组织。



列宁在正文中所说的瓦尔加工作细则（附件二）第1部分（《各个共产党》）中的第3条和第4条，说的是关于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党支部、传播党的书刊、宣言、小册子、书籍和关于党的地下书刊出版的问题。——122。



[74] 工农党（农工党）是由美国激进的工人和农民团体联合组成的政党，1920年7月在芝加哥成立。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改良主义组织“四十八人委员会”也曾加入该党。该党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了实行被压迫民族自决原则和美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等重大要求，工农党要求承认苏维埃俄国，不再对它进行武装干涉。1924年以后，该党大多数组织陆续停止活动。——123。













《列宁全集》第42卷


给中央统计局的信

（1921年8—9月）


1

给中央统计局局长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


致中央统计局局长





	抄6份送：　　（1）波波夫

　　（2）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3—5）供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阅

　　（6）备用









8月16日

波波夫同志：

中央统计局的来信，特别是8月3日给我送来的日常工业统计材料，使我有充分的根据相信：我的指示（1921年6月4日信） 
［注：这封信没有找到。——俄文版编者注］

 根本没有执行；中央统计局的全部工作不正常，整个局办得不正常。

8月3日给我送来的日常工业统计材料是旧的，而且multa non multum（数量很多，内容很少）！您在1921年6月11日的来信中想把中央统计局说得有别于“官僚主义机关”，其实它恰巧象“官僚主义机关”。

在《经济生活报》[75]第152号的增刊上，即在7月里，已经刊载了比较完备的材料！

1921年第一季度的材料，我已经从这份《经济生活报》上知道了！

中央统计局还比不上那些个人作者，这是官僚主义机关的典型。也许中央统计局一两年后能给科学工作提供大量材料，但我们需要的不是这种东西。

从我1921年6月4日写信以后过去快两个半月了，但是，一切依然如故。缺点仍然未改。您在6月11日的信中答应给的“进度计划”等等还是没有。

我再次提请您注意，这是不正常的，必须加速改造中央统计局的管理工作。

其中包括：

（1）中央统计局局长或主任应该同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密切地配合，遵照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主席团给予的直接指示和指定的课题进行工作。

（2）日常统计（无论工业或农业的）应当提供总结性的、对实践极为重要的材料（暂不对“完备的”材料作学院式的研究），在时间上无论如何不得迟于而必须早于我们的报刊。

必须善于撷取对实践重要而急需的东西，把对于纯学术研究有价值的东西搁在一边。

（3）要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共同规定一种Index-number（指数），以便评价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指数每月至少算一次，而且必须同战前的数字对比，其次同1920年的数字对比，并尽可能同1917年、1918年和1919年的数字对比。

如不能得到准确的数字，应当提出近似的、大致的、初步的数字（每逢这种情况或类似情况要专门加以说明）。

为了进行实际工作，我们必须掌握数字，而中央统计局应该比谁都更早地掌握这些数字。至于核实数字，确定误差的百分比等等，可以搁置一段时间。

应该拿哪些数字作指数，这应该由中央统计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确定。（大致是：人口、领土、主要产品产量、运输工作的主要结果等项主要数字，即使定出10—15项数字也好，以便按照外国统计机关早已采用的办法算出这些“指数”来。）

（4）必须立刻根据我6月4日在“大致的项目表”中所列的八个问题收集材料并加以综合，不得有半点拖拉（因为两个半月来什么事也没有做是根本不能容许的），特别是要：

——立刻收集关于莫斯科的材料（莫斯科应该成为典范）；

——然后收集关于彼得格勒的材料；

——以及各省的材料（标出哪些省份办事迅速，不拖拉，不死守纯学术研究的旧习）。

中央统计局和各省统计局完全可以立即把现有力量的9／10用来正确而迅速地研究这八个问题，而把1／10的力量用于对完备的和包罗一切的材料进行纯学术的研究工作。既然没有别的选择，就应该把99／100的力量用来研究在实践上为我们的建设所需要而且是迫切需要的东西，其余的等到适当的时候，等到我们有余力的时候再说。

（5）关于国民经济的主要问题，中央统计局应该每月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必须早于报刊）初步的总结数字（而且必须同上一年度对比）。这些主要问题和主要数字（不论它们是否列入“指数”）应当立刻整理出来。

请把这些问题开列出来并就其他几点作出答复，毫不迟延地送给我。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33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7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3卷第121—124页










2

给中央统计局局长或副局长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


致中央统计局局长或副局长





	　　　　抄送：（1）中央统计局

（2）我

（3）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加上我的请求，加上谢列达同志或斯特卢米林同志的结论）









1921年9月1日给我送来的没有注明日期的工作“计划”，归结起来是请求增拨一笔经费。

这在目前不行。

因此，必须压缩整个计划，使必要的工作能够靠现有的、现在的经费继续进行（并能更正常更迅速地完成）。

建议立刻进行压缩；至于增拨经费问题，推迟到11月左右再说。

建议把计划压缩到仅仅留下（在没有增加经费以前）最必要的工作。这些工作应当包括：

1．关于国家分配粮食的月报。

必须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共同确定收集资料的表格，如：

（a）领取面包的人数（开始时，如果没有力量另行收集分发其他食物或非食物产品的材料，只收集有关面包的材料恐怕更稳妥些）

　　领取1/4俄磅的

　　　　1/2俄磅的

　　　　3/4俄磅的

　　　　1俄磅的，等等。

（b）按照他们的职业、工作等等加以分类。

（c）总计：一共有多少人领取面包，一共分发了多少面包。

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材料最急需；其次是莫斯科省、彼得格勒省和最重要的工业省份（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顿巴斯、巴库、乌拉尔等等），最后是其他各省。

2．关于改为集体供应制的企业的月报。

目前这种企业还不多，可进行普遍考察（正象您的便函中第2页第1点所建议的）。以后这种企业增多了，就抽出其中的15或110作详细调查。

对改为集体供应制的全部企业暂作简单的调查。

您要这些企业上报的表报栏目太多（第2页末第2点），可以而且应当精简，只上报最重要的。

3．精简供月报用的日常工业统计，把确定产品的数量（并且是最重要的产品）作为绝对必要的内容放在第一位。

这方面的材料每月都绝对需要。

其余的都不是绝对需要的，整理起来不用那么急，可根据中央统计局的人力和物力而定。

4．燃料的生产、分配和消费。

每月绝对必须总结。

和燃料总管理局[76]共同制定项目表，现行表格尽量少改动。

5．关于粮食人民委员部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商品交换情况的月报，要采用最简明的形式：每县发了哪些产品，发了多少，换取了多少粮食。

6．计算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当然是困难的，正如您在附件第1号第4节中所指出的那样。但是困难并不等于不可能。如果不能每个月，那么每两三个月汇报一次是绝对必要的，开始时哪怕只汇报“现有编制”的情况，把它同战前的编制或者同其他部门和其他省份等等的编制对比，把全体职员合理地加以分类（大致分成几类：负责的领导人员，纯办事人员，勤杂人员）。

应该把各省和其他单位的最大和最小的编制加以对比，首先是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

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77]责成中央统计局着手对我们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和职员人数等等作统计研究。

7．从企业（工厂、国营农场）和机关中挑选少数典型，包括（α）最好的（模范的）、（β）中等的和（γ）最坏的，加以研究。

除上述七点外，其余一概压缩掉。

您对工作计划的制定办法和制定期限有何看法，请告诉我。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载于1933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7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3卷第150—152页

















[75] 《经济生活报》（《　　》）是苏维埃俄国的报纸（日报），1918年 11月—1937年 11月在莫斯科出版。该报最初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1921年7月24日起是劳动国防委员会机关报，后来是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银行及其他金融机关和银行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37年 11月 16日《经济生活报》改组为《财政报》。——125。



[76] 燃料总管理局是 1921年 5月由1918年 12月设立的燃料总委员会（其前身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燃料局）改组而成的伊 •捷•斯米尔加被任命为局长。1923年7月被撤销。—— 129。



[77] 指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 12月22—29日）《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议》。—— 130。













《列宁全集》第42卷


给《经济生活报》编辑部的信

9月1日

把《经济生活报》改为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机关报，不应该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无意义的手续。

这张报纸应当成为战斗的机关报。第一，它不仅要经常提供有关我国经济的真实情况的资料；第二，它还要分析这些资料，科学地整理这些资料，为工业管理等等提供正确的结论；第三，它要激励经济战线上的全体工作人员，要设法使表报准时上报，表扬工作有成绩的人，把企业、机关或经济部门等等单位中工作马虎、落后无能的工作人员揭露出来让大家批评。

这张报纸提供了大量有关我国经济情况的极有价值的材料，其中包括统计材料。但是这些材料有两个缺点：一是带有偶然性，不完全和不系统；二是没有经过整理和分析。

现举例说明：

《七月的莫斯科附近煤田》（载于第188号）是一篇好文章，因为它对材料作了分析，同过去作了对比，把各个企业作了对比。但是分析不全面。没有阐明为什么一个企业（托瓦尔科沃矿场）解决了其他企业没有解决的任务。没有具体的结论。没有同全年作对比。

该报第190号第2版刊载了很多在该报版面上常常见到的详细统计材料，但是这些材料根本“没有经过消化”，带有偶然性，未经整理，毫无分析，没有对比（同过去和别的企业），等等。

为了使该报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事实上成为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机关报，必须作如下改变：

（1）决不放过向有关机关上报表报不准时或表报不全的问题，把失职人员登上黑榜，同时通过有关人民委员部或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设法使表报准时上报。

（2）非常严格地即非常认真仔细地整理要登载的一切统计材料，使之系统化，不断努力使材料便于对比，不断引用一些过去年代（月份等等）的材料，不断选择一些材料进行分析，说明失败的原因，表彰有成绩的或者至少是处在领先地位的企业，如此等等。

（3）建立地方通讯员网，其中既要有党员，也要有非党群众；要用更多的篇幅登载地方上来自工厂、矿山、国营农场、铁路机务段和工场等的通讯。

（4）出版专刊，刊载有关我国经济中一切重大问题的综合报道。这些报道绝对必须经过加工整理，并且要有全面的分析和具体的结论。

由于纸张缺乏，必须节约用纸。这想必是能够做到的。例如，把报纸的份数由44000份减少到3万份（如分配合理，3万份完全够了：1万个乡每乡2份，1000个县每县4份，100个省每省10份，余下5000份都分发给图书馆、编辑部和少数机关）。这样我们就能省出足够的纸张，用于每月出版8期附刊（每期两版）。

这样，每月报道好多重大问题都够了（燃料；工业——可出两三期附刊；运输；粮食；国营农场等等）。

这些附刊必须就我国经济各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提供综合性的统计材料，这些材料必须经过整理，有分析，有具体的结论。

日报上所载的全部统计材料（为数很多而又极不完整）必须同这种综合报道配合，删去繁复的细节。

由于在许多问题上《经济生活报》和中央统计局的资料来源相同，这种附刊应该（暂时）取代中央统计局的出版物。

（5）必须把全部日常统计材料分配给：（a）《经济生活报》的编辑人员、（b）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委员、（c）中央统计局的领导成员或工作人员，使他们每个人都能“分管”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并且负责：

（aa）按时收集表报和上报的资料；为得到这些材料进行有效的“斗争”；索取补充材料，如此等等；

（bb）综合和分析资料；

（cc）作出具体的结论。

（6）《经济生活报》应注意租让和出租的企业，无论在上报表报方面，还是在实行监督和作出结论方面，应和其他企业一视同仁。

请召开由《经济生活报》编辑一人、中央统计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代表各一人参加的会议，讨论这些问题和措施，并把会议的决定告诉我。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

附言：请这次会议讨论一下算出能反映我国国民经济一般状况的index-number（指数）的问题。这种“指数”应该每月登载一次。





	载于1923年11月6日《经济生活报》第3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12—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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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洲工人的捐款
[78]



（1921年9月）


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

（9月2日）

（1）委托执行委员会的俄国委员通过共产国际解决下述问题：对欧洲工人救济俄国饥民的捐款随时进行精确的统计，并经常发布关于这种捐款的消息。

（2）中央委员会特别重视在欧洲工人中正大力开展的捐献一天工资的宣传鼓动工作，认为这是救济饥民的最好形式之一。

（3）建议共产国际的俄国委员两周后向政治局提出关于这一宣传活动进展情况的报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15页


2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9月3日）

准确地按时地得到外国工人为救济俄国饥民开展募捐活动的情况，对我们极为重要。昨天，政治局作出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决定 
［注：见本卷第134页。——编者注］

 ，已给您寄去。我认为，应当指定专人负责一个或几个国家，让他们注意各个党派的工人报刊，抄下准确的数字，当然只限于：（1）募捐总数；（2）准确指出募来的是什么货币；（3）指明捐款收齐的日期；（4）指明消息摘自哪些报纸以及是哪些党派或组织在募捐。

一些党派或工会关于捐献一天工资的决定必须单独列出来。

务请回答我，执行委员会采取了什么具体措施，什么时候可望得到第一批汇总材料。






	　　列宁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3卷第169—170页















[78] 这里收载的两个文献是列宁为了及时地准确地掌握外国工人救济俄国饥民募捐活动的进展情况而写的。其中列宁起草的决定于 1921年 9月2日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9月3日的信于9月27日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马 •拉科西的答复，复信表示列宁的建议将付诸实施。除此以外，列宁还在9月24日写信给格 •叶•季诺维也夫，对《真理报》应如何报道国际无产阶级救济俄国饥民的募捐情况提出了具体意见（见《列宁全集》第 2版第51卷）。



关于外国工人救济俄国饥民募捐活动，参看注57。——134。













《列宁全集》第42卷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复照努兰斯的决定草案
[79]



（1921年9月4日）

莫洛托夫同志：

努兰斯蛮横已极。现提出一份决定草案，见背面。如果我们意见不一致，我要求明天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届时我来。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是不行的。






	列　宁9月4日










现提出政治局决定全文如下：

　　“委托契切林起草一份答复努兰斯的照会，用声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那种最严厉的措辞拒绝努兰斯的要求。强调指出努兰斯本人扮演着反革命的角色；着重指出，不经任何协商就派遣一个由间谍组成的所谓专家考察组来我国，这种建议带有公然侮辱人的性质；痛斥努兰斯要我们在9月4日把我们已经按时完成的秋播的情况填表寄给考察组的想法；痛斥七点建议，声明我们只同德国那样的国家的政府打交道，或者只根据预先明确商定的协议（当然不是同努兰斯这样的人协商）办事。要强调指出，既然努兰斯先生们持这种态度，那么我们连一秒钟也不会相信他们有助人的好意。”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16页















[79] 帝国主义者借口救济俄国饥民成立了一个以前法国驻俄大使约 •努兰斯为首的“救济灾民可能性研究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原来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外交官，以及其企业在俄国被收归国有的外国大老板。1921年9月4日，努兰斯委员会致电外交人民委员部，要求准许它派30名专家到苏维埃俄国按专门提纲进行实地考察。



9月6日，根据列宁的建议拟订的致努兰斯的照会草案，经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稍作修改后通过。9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发表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答复努兰斯的照会。照会揭露了努兰斯委员会收集情报的企图，断然拒绝其进入苏维埃共和国的要求。——136。













《列宁全集》第42卷


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给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指示的决定草案的补充
[80]



（1921年9月5日或6日）

补充：

（1）缩减享受供应（向国家领取粮食）的企业的数目。

（2）未经中央委员会特许，不得增加粮食配给额。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17页















[80] 根据当时粮食供应紧张和必须救济饥民的情况，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9月6日通过了关于给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指示的决定。指示规定从1921年10月起缩减由国家供应的人口的数量并建立粮食储备。这里收载的是列宁对这个决定草案的补充意见。——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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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动用黄金储备问题的决定草案
[81]



（1921年9月）


1

9月7日草拟的决定

建议政治局作出决定：

委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1）撤销人民委员会关于拨款525万向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货的决定。

（2）暂缓执行订购价值1090万的油罐车的计划，并委托库尔斯基在一周内检查此项开支是否符合政治局以往所有涉及黄金储备的决定。

（3）委托库尔斯基对1921年8月以来所有动用黄金储备的拨款进行同样的检查。

（4）建议阿尔斯基（会同莫洛托夫）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制定一种有关动用黄金储备的专项申报和逐项审查的正规表报格式。

（5）委托库尔斯基亲自根据单据查明，向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货是否已开始拨款。如已开始，那么撤销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和暂缓拨款将会造成什么法律后果。






	　　列宁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18页









2

9月14日草拟的决定


关于黄金储备

委托阿尔斯基

亲自负责（如果外出，可转托另一位部务委员，但须经中央特许）

注意以下几点：

（1）黄金储备的一切支出要严格实行准确和迅速的登记；

（2）黄金储备的任何一项支出，未经政治局特许，无论是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还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都不得签署；

（3）每月1日和15日向政治局提交简要的书面报告。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321—322页







[81] 这是列宁就动用黄金储备问题拟订的两个决定草案。头一个草案于1921年 9月7日送给了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斯大林。第二个草案被全部写进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9月14日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中央政治局的这个决定还明确指出：“如阿•奥•阿尔斯基同志外出，责成奥•尤•施米特同志提出报告。”



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看列宁 1921年 9月5日给阿•奥•阿尔斯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1卷）。——139。













《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自由出售莫斯科库存书籍的决定草案
[82]



（1921年9月13日）

（1）委托莫斯科苏维埃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83]共同统计莫斯科库存书籍；

（2）授权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从莫斯科各书库提取各图书馆所需书籍，但在分配时应充分考虑到莫斯科的需要。为此，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应使莫斯科省政治教育委员会有可能了解情况并在三日内对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决定提出申诉意见。

（3）拟在莫斯科自由出售的书籍中，应将色情的和宗教内容的书籍剔除，送造纸工业总管理局造纸。

（4）外文书籍允许自由出售。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19页















[82] 这一决定草案于1921年9月13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草案中的第4条被列宁删去，未写入政治局的决定。



10月15日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又一次讨论了出售书籍的问题。政治局重申了9月13日的决定，并规定了具体贯彻这项决定的实际措施。这次会议特别强调要防止各种反苏维埃书刊进入书籍交易。——141。



[83] 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是根据 1920年 11月23日颁布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共和国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法令》，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教育司的基础上成立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总局级机构，在行政上和组织上归它领导，但在涉及工作的思想内容的问题上则直接归俄共（布）中央领导。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统一和指导全国的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领导群众性的成人共产主义教育（扫除文盲、学校、俱乐部、图书馆、农村阅览室）以及党的教育（共产主义大学、党校）。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主席一直由娜 •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1930年6月，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改组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群众工作处。——141。













《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莫斯科联合企业公司的决定草案
[84]



（1921年9月13日）

委托劳动国防委员会于星期三：

撤销专门委员会，理由是它对整个工作的指导不正确。

授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或它的几个成员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协商签订合同。只有双方业已签订的合同中那些超出莫斯科苏维埃职权范围的条款，才能请示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

合同签订后抄送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320页







[84] 这个决定草案全部写进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1年 9月 13日关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莫斯科联合企业公司章程》的决定。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莫斯科联合企业公司是在军事部门所辖的几个国营农场和它们为使工农业结合而承租的附近几个工业企业的基础上于 1921年秋建立的，这些联合起来的企业构成了一个经济整体，负有自下检查已通过的有关经济问题法令是否正确、合理的任务。



根据 9月14日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的决议精神制定的《莫斯科联合企业公司章程》于9月24日由莫斯科经济会议批准。——142。













《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组建国营托拉斯的决定草案
[85]



（1921年9月14日）

委托波格丹诺夫同志立即把里杰尔和埃基巴斯图兹的工厂和矿山以及与它们有经济联系的所有厂矿组建成一个国营托拉斯。这一托拉斯在财政和经济上应有最大的独立性，不归西伯利亚、吉尔吉斯或其他地方行政当局领导，而直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20页















[85] 这个决定草案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 1921年 9月 14日通过。——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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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荐人问题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

（1921年9月15日）

莫洛托夫同志：

据各方面反映，有人碍于情面竟来者不拒地（在清党[86]工作中）担任推荐人。

建议发布一项中央委员会的通告（需经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87]同意并签署）：

“只有与被推荐人在某一党组织内一起工作、亲自观察其工作一年以上的人，才准许担任推荐人”。[88]






	列宁9月15日

载于1939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21页















[86] 指俄共（布）第一次清党。这次清党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资本主义分子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有所活跃的情况下，根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进行的，目的是从党内清除非共产主义分子，纯洁党的队伍。因为是在全党进行，所以也称总清党。清党工作经过长期的和细致认真的准备。1921年 6月21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党员审查、甄别和清党问题的决议》（载于 1921年 6月30日《真理报》第 146号），把征求党内外劳动群众对被审查党员的意见作为清党的一项必要条件，同时规定了成立地方审查委员会的程序。7月7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中央清党领导机构—— 中央审查委员会（见注87）成员名单。7月27日，中央委员会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致各级党组织的信，阐明了清党的任务和方法，提出以下清党方针：对于工人，在呈交证件、鉴定方面应放宽一些；对于农民，应严格区分富农和诚实的劳动农民；对于“摆委员架子的”和担任享有某种特权的职务的人应从严：对于旧官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应特别注意审查；对原属其他政党尤其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人，应进行最细致的审查和清洗。



这次清党从 1921年8月 15日开始，到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 3月）召开前夕结束。清党期间，一般停止接受新党员。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和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先后对清党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和最终总结。清党结果，共有 159355人被除名（占党员总数 24．1％，不包括布良斯克、阿斯特拉罕两省和土耳其斯坦的材料）。在开除出党和退党的人中，工人占20．4％，农民占44．8％，职员和自由职业者占23．8％，其他占11％。——144。



[87] 指中央审查委员会。



中央审查委员会是在清党期间为领导各地审查委员会的工作而设立的，其成员的党龄不得短于7年。根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7月7日的决定，中央审查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彼 ·安·扎卢茨基、亚·加·施略普尼柯夫、M．．切雷舍夫、亚·亚·索尔茨和马·费·施基里亚托夫。中央还批准维·米 ·莫洛托夫、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 H．．列别捷夫为候补委员。后来谢·巴·梅德维捷夫和尼·基· 安季波夫被增补为候补委员。—— 144。



[88] 列宁的这一指示在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中得到了体现。据俄共中央委员会1921年 9月份的总结报告，中央委员会曾通过两个涉及在审查期间介绍俄共党员情况的办法的决定。第一个决定指出：“只有与被推荐人一起工作或在某一党组织内对其工作进行观察，因而认识他一年以上的同志才有权推荐。”第二个决定谈到推荐人必须对被推荐人负责。——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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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党

（1921年9月20日）

清党显然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关系重大和极其重要的工作了。

有些地方的清党工作主要是依靠非党工人的经验和意见，以他们的意见为线索，尊重非党无产阶级群众代表的意见。这是最可贵、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真能这样自上而下、“不顾情面地”实行清党，那么革命的成就确实是会很大的。

因为现在革命的成就不可能和从前一样了。由于从军事战线转到经济战线，由于改行新经济政策，由于现在的情况要求首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革命的成就也必然改变自己的性质。在这样的时候，革命的主要成就表现为不辉煌、不显眼、不是一眼就能看出的内部改善，即劳动情况、劳动组织和劳动结果的改善；所谓改善，就是要抵制既腐蚀无产阶级又腐蚀党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要达到这样的改善，就必须把脱离群众的分子清除出党（自然，更不用说那些在群众眼中玷污了党的分子了）。当然，不是群众所有的意见我们都得照办，因为群众有时——特别是在过重的负担和难熬的痛苦把人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年代——也受到那种一点也不先进的思想的支配。但是在评价人的时候，在揭露“混进党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的”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以及在许多场合下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是极其宝贵的。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很会识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没有任何特权、根本不会“讨好领导”的人所厌恶的共产党员。

进行清党时，重视非党劳动者的意见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样能使我们收到很大的效果，能使党成为比以前坚强得多的阶级先锋队，成为同本阶级有更紧密的联系、更能在重重困难和危险中引导本阶级走向胜利的先锋队。

我还要指出，把过去的孟什维克清除出党是清党的一部分任务。我看，1918年初以后入党的孟什维克，应当留在党内的大约不超过百分之一，并且对每个留在党内的都要反复进行审查。为什么呢？因为孟什维克这个派别在1918—1921年期间证明，他们有两个特点：第一，能巧妙地适应环境，“混到”在工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派别里来；第二，能更巧妙地忠心耿耿为白卫分子效劳，口头上和它决裂，实际上为它效劳。这两个特点都是从孟什维主义的全部历史中产生出来的，只要回顾一下阿克雪里罗得的“工人代表大会” [89]和孟什维克在口头上和实际上对立宪民主党（以及对君主制）的态度等等就知道了。孟什维克“混到”俄国共产党里来，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由于他们奉行马基雅弗利主义[90]（虽然从1903年以来，孟什维克已表明他们是要资产阶级外交手腕的头等能手），而是由于他们要“适应环境”。一切机会主义者都有善于适应环境的特点（但并非任何一种适应环境都是机会主义），而孟什维克这帮机会主义者可以说是“从原则上”来适应在工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派别的，他们改换保护色，象兔子一到冬天就变成白色一样。应该懂得并估计到孟什维克的这个特点。所谓估计到这个特点，就是说，要把1918年以后即在布尔什维克可望胜利以及后来必胜无疑的时候参加俄国共产党的孟什维克的大约百分之九十九都清除出党。

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内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






	　　1921年9月20日载于1921年9月21日《真理报》第21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22—124页















[89] 召开所谓“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 1905年夏首次提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主张概括起来说就是召开各种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这实际上意味着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非党的组织。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也得到了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工人组织（祖巴托夫分子等）的赞同。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谴责了这种主张（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 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1—202页）。——146。



[90] 马基雅弗利主义是指一种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无视一切道德规范的政治主张。尼 ·马基雅弗利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1498—1512年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历任要职。他反对意大利的政治分裂，主张君主专制，认为君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背信弃义、欺骗、暗杀等。——146。













《列宁全集》第42卷


给瓦·弗·古比雪夫的信和美国来俄工人的保证书草稿
[91]



（1921年9月22日）

古比雪夫同志：

给您寄上鲁特格尔斯和他的全体人员（包括每一个工人）必须呈交的（如果签订合同的话）保证书草稿。

如果您同意，请向他们提出。

请找一位两种语言都精通的可靠的翻译（参加一切谈判）。

需要订合同，而且要订得非常具体。

必须有自己的律师（共产党员）参与制定合同。

我看可把这种合同称作租办某些工厂等等的合同。

技术鉴定一定要由斯琼克尔和几位有真才实学的专家签字。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　宁

企业的领导人和筹备者是否同意自己签署并设法使所有美国来俄人员都签署如下保证书：

1．我们保证做到并集体担保，来俄的所有人员都有能力和决心自觉忍受在一个十分落后而经济又遭到空前破坏的国家中恢复工业时所不可避免的种种艰难困苦。

2．来俄人员保证尽最大的努力进行工作，以超过资本主义标准的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最严格的纪律进行工作，因为，不这样俄国就无法超过甚至无法赶上资本主义。

3．我们保证毫无例外地把一切争执（无论争执的性质如何）交由俄国最高的苏维埃政权机关最后裁决，并认真执行它的一切决定。

4．我们保证时刻想到我们周围的俄国工人和农民由于饥饿疲惫而存在着极端焦躁的情绪，并竭力帮助他们，以便建立友好关系，消除不信任和忌妒心理。





	载于1929年1月20日《工商报》第1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25—126页















[91] 1921年，美国的技术援助苏俄协会所联系的一些美国工人表示愿意到苏维埃俄国参加经济建设，这些工人有不少是十月革命前到美国去的俄国侨民。这个问题由苏俄在美代表路 ·卡 ·马尔滕斯反映给了苏维埃政府。6月22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对此进行了讨论，认为最好将某些工业企业按照议定的条件租给美国工人团体经营，条件包括保证承租者具有一定程度的经营自主权。劳动国防委员会还认为必须调整外国工人入境的规定，以利于吸引他们参加国内建设，提高生产力。8月11日，苏俄政府给技术援助苏俄协会拍发了一份由列宁和格·瓦 ·契切林签署的电报，指出前来俄国的人必须对需要克服的困难有所准备，并建议他们先派代表对居住地和承租的林场、矿山、工厂等进行实地考察。



1921年下半年，以荷兰工程师、共产党员塞·鲁特格尔斯、美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威·海伍德和美国工人赫 ·卡尔弗特为首的美国工人小组同苏维埃政府就把西伯利亚库兹涅茨克煤田的一部分交给他们开发和在当地筹建工业侨民区问题进行了谈判。



9月 19日，列宁接见了美国工人团体的代表，同他们进行了谈话，随后拟订了正文中谈到的《保证书草稿》。关于与鲁特格尔斯小组签订合同的情况，参看注 104。——148。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的问题
[92]



（1921年9月27日）

工农检查院的任务，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捕捉”和“揭发”（这是法院的事，工农检查院虽然和法院密切有关，但决不等同），而是善于纠正。

善于及时地纠正，这才是工农检查院的主要任务。

要善于纠正，第一，必须研究并掌握各机关、企业、部门等等处理工作的情况；第二，必须及时地作一些必要的切实的改变，并真正贯彻下去。

各种不同的企业、机关、部门等等处理工作，有许多相同的或基本上相同的地方。工农检查院的任务是通过认真检查的实践培养出一批有经验的和懂行的领导人员，他们应能提出问题（如果善于正确地提出问题，那么单是这一点就可使视察获得成功，就有可能进行纠正），指导视察和检查工作，检查纠正的情况，等等。

例如，汇报工作是一切部门和各种机关的一项基本任务。工农检查院应该熟悉和掌握这项工作，善于在最短时间内进行检查（派人到有关的办公室去半小时，去一小时）：工作汇报了没有，汇报是否符合规定，有哪些缺点，怎样纠正等等。

怎样搞好汇报，怎样处罚过错，怎样“捕捉”欺骗行为，以及怎样检查实际执行情况等等，这些方法工农检查院都应该加以研究、归纳和总结。工农检查院应该有一份清单，把汇报搞得还可以的机关、部门和省份开列出来，即使这样的单位只占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能始终不断地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来扩大采用范例的范围就行。工农检查院应该有一份反映这一斗争的进程以及我们在这一斗争中的成功和失败的日程表。

看了关于各个燃料机关的工作和1921年秋季燃料危机加重的情况的报告初稿以后，我确信工农检查院的工作基点摆得不对。在这个报告初稿里，既没有对情况的研究，也没有纠正的办法。

例如，拿1921年的三周突击运动[93]同1920年的作对比时光有一个总数。这样比是不对的，因为第一，没有考虑到粮食供应方面的差别（1921年春季以及整个1921年上半年情况特殊，因为改行粮食税了）；第二，没有考虑到1921年的歉收。

达尼舍夫斯基指出：没有遭到歉收的省份完成了1921年三周计划的100％以上；歉收的省份没有完成任务，缺额很大。

而报告却没有对情况作任何研究。

工农检查院的报告初稿指出林业总委员会[94]的工作汇报有缺点，显然是正确的。这一点，达尼舍夫斯基也承认。这是证实了的。汇报是搞得不好。

然而正是在这个主要问题上，工农检查院完全不应该停留在报告初稿的“提法”上，什么“汇报搞得不好，汇报工作没有搞起来”。那么，工农检查院的同志在纠正这个缺点方面做了些什么呢？工农检查院许多著名的工作人员在1920年冬和1921年春亲自参加了许多研究燃料危机问题的讨论会和工作组。正好在1921年春天（似乎是在1921年3月），林业总委员会更换了领导。这就是说，1921年3月，林业总委员会应该按新方式汇报工作。

达尼舍夫斯基这样做了。不过做得不能令人满意。他的汇报搞得不好。达尼舍夫斯基无疑有过错。

但是找出有过错的领导人，这只是工作的极小一部分。

工农检查院是否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呢？它是否正确地理解了自己的任务呢？主要的问题就在这里。可是对这个问题只能作否定的回答。

工农检查院既然知道燃料的情况很紧急，知道木柴很重要，知道旧林业总委员会（洛莫夫时期）的汇报搞得不好，那它就应该：

在1921年3月提出正式的书面意见，说明应该怎样汇报工作；

在1921年4月检查新的领导（达尼舍夫斯基）是怎样进行汇报工作的，并再次提出正式的书面意见，说明应该怎样改进，否则事情就办不好；

在1921年5月再检查一次；

如此等等，每月都抓；

直到汇报作得还可以为止。

工农检查院本应该在1921年春天指定一位视察员（最好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部门”，虽然实际上工农检查院可能有一个“部门”专管林业或整个燃料业的视察工作或检查工作）专门抓林业总委员会的汇报工作，研究这项工作，每月向某一位院务委员报告或提出综合报告（有多少省份的汇报搞得还可以；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有多少省份根本没有汇报，等等。采取了哪些措施？向俄共中央报告过没有？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过没有？这些措施的效果怎样？）。

达尼舍夫斯基的过错在于没有把汇报搞好。

工农检查院，也就是这一位负责的、我不知道姓名的视察员或检查员的过错，在于他从1921年3月起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目前的一个实际问题，一个应切实解决而不容用官僚主义态度应付的问题是：怎样纠正林业总委员会汇报工作的缺点？

由于在工农检查院的报告初稿中找不到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的答案（它本应提供答案），我就自己来回答，但我可能答错，因为对情况没有研究。下面是我的建议，如有人提出更好的建议，我乐意修改。

（1）汇报（每两周一次）不要象现在这样邮寄，要用电报拍发；

（2）制定出一种由7—9个数字和字母编制的“电码”，以便用几行字就把统计结果交代清楚（采购了多少立方俄丈木柴；运出了多少；收到和发出了多少粮食和饲料，等等）；

（3）通过法律手续授权达尼舍夫斯基把那些不按时交汇报的人抓起来，

或者（如果不可能那样做，如果由于某种原因那样行不通）请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把那些不按时交汇报的人抓起来；通过俄共中央实施有关指令；检查执行情况；

（4）采用亲自到现场直接进行检查的方法，看执行了没有？执行得怎么样？困难何在？

达尼舍夫斯基说，他派出了一批到全俄各地巡视的监察员，他们已经到了各个省份，下到了基层，起了督促作用，已使许多省份动了起来。

情况确实吗？达尼舍夫斯基没有受自己官员的蒙蔽吗？

很可能受蒙蔽了。

而工农检查院呢？它应该查明和了解这种情况。关于这一点，报告初稿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什么时候派出巡回监察员的？派了多少？他们的水平怎样？他们的工作有什么结果？如果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应怎样改进？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而工农检查院的视察员恰巧回避了这一实质。

再说一遍，搞好汇报是一个主要问题。工农检查院没有研究清楚这个问题。工农检查院没有完成甚至显然没有理解下面这项任务：关注汇报工作，努力改进和切实改进这项工作。

工农检查院应该善于通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俄共中央，通过各种途径，把工作“做到”党和苏维埃的最高一级机关中去，切实纠正汇报工作的缺点。

我详细谈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也是极其简单的）问题，即搞好汇报的问题，但今后还会有一些同样很重要的而且是更为棘手的问题，例如工作承包（检查完成情况，进行计算等）等问题。

报告初稿还触及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但同样只是触及，并没有认真动手解决。这就是起草人在报告初稿中所说的：“负责的领导人员工作忙得喘不过气来，而下属机构（被提到的是属于燃料总管理局的煤炭总委员会[95]和林业总委员会等）的业务部门却充满了无事可做的工作人员。”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可贵的，而且是绝对正确的，它不仅适用于燃料总管理局，也适用于所有的或者99％的机关和部门。

这种不良现象到处都有。

工农检查院本应该在3月新组织筹建时，或者最迟在4月新组织已建立时，正式提出书面建议，说明应该怎样纠正这种现象。

但没有做到。

应该怎样纠正这种不良现象呢？

我甚至一点都不知道。工农检查院应该知道，因为它的任务就是研究这种现象，把各个不同的部门拿来对比，提出各种切实的建议，通过实践加以检验，等等。

我在谈到“工农检查院”时，首先是指这个报告初稿的有关起草人。但是我很清楚，事情不仅同这一位起草人有关。

应该从工农检查院挑选几个，即使是两三个（两三个想必找得出来）极其认真而又精明干练的工作人员，让他们给视察员制定一项合理的工作计划，一开始哪怕先制定抓汇报的工作计划也行。工作宁可少抓一些，但要一抓到底。

报告初稿起草人提到了一大堆问题，但这些问题没有研究清楚，都是匆忙收集来的，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在玩“议会报告”游戏。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个，而是去切实地纠正缺点。

研究得不够，这从第52（39）个问题中就可以看出，那里只列举了一些模范的矿井。这正是劳动国防委员会工作组（斯米尔加和拉姆津）在1921年9月视察了顿巴斯以后得出的结论。这正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所作的结论。

为什么我知道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斯米尔加工作组的工作，而专门打报告反映燃料总管理局情况的特派视察员反而不知道呢？

工作安排不当。

具体怎样做，我提出以下建议作为我的结论：

（1）至少要着重抓汇报问题，并要一抓到底；

（2）把这一工作委托给一定的人，并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

（3）把受命检查林业总委员会工作的视察员的名字告诉我。






	　　列　宁1921年9月27日

载于1927年2月6日《真理报》第30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3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27—132页















[92] 《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的问题》是就工农检查院技术工业部燃料处处长 ．．洛尼诺夫关于燃料状况和燃料机关工作情况的报告初稿而写给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斯大林的一封信。信中的思想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见《列宁全集》第 2版第43卷）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工农检查院是苏维埃俄国的国家监察机关，1920年 2月由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而成。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各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活动，监督各社会团体；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检查苏维埃政府法令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等。工农检查院在工作中依靠广大的工人、农民和专家中的积极分子。根据列宁的意见，1923年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这一党和苏维埃的联合监察机构。1934年工农检查院被撤销，其职权移交给同年成立的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 150。



[93] 指 1921年 5—6月间开展的采伐和运输木柴的三周突击运动。——151。



[94] 林业总委员会是 1918年 12月设立的，隶属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1921年 2月改名为森林工业中央管理局，卡 ·克·达尼舍夫斯基被任命为局长。1922年8月，森林工业中央管理局脱离燃料总管理局，从1922年10月1日起作为总局一级机构直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 151。



[95] 煤炭总委员会于 1918年 8月设立，隶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燃料局。1921年 11月改名为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局，归燃料总管理局领导。——154。













《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远东共和国问题的决定草案
[96]



（1921年10月7日或8日）

建议同意契切林的意见，并委托他以批示草案的形式拟定一项关于远东共和国的明确而简短的指示。






	　　列　宁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33页















[96] 这一决定草案是就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 1921年10月7日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请示信而拟的。契切林在信中说：远东共和国政府请求政治局对以下问题作出决定：（1）日美两国在不承认俄罗斯联邦的情况下承认远东共和国是否可取；（2）是否接受外国人向远东共和国提供国家贷款的建议；（3）远东共和国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际上独立而不附属于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认为对这些问题应作如下回答：（1）它们承认远东共和国是可取的，但不得将远东共和国的结构在条约中固定下来；（2）在维护远东共和国主权的条件下外国贷款是有益的；（3）远东共和国仅在形式上不附属于俄罗斯联邦。



10月8日，政治局通过了列宁的建议。10月1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格·瓦·契切林提出的给远东共和国的指示草案。



远东共和国是1920年4月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成立的民主共和国，首都在上乌金斯克（现称乌兰乌德），后迁到赤塔。苏维埃俄国政府于 1920年5月14日正式承认远东共和国，并提供财政、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远东共和国是适应当时极为复杂的政治形势而成立的，目的是防止苏维埃俄国同日本发生军事冲突，并为在远东地区消除外国武装干涉和白卫叛乱创造条件。在远东大部分地区肃清了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后，远东共和国国民议会于 1922年 11月 14日作出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1922年11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远东共和国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 157。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考察党员负责干部的一条意见
[97]



（1921年10月8日）

应仔细研究如何摸清党员负责干部情况的问题，看每个人适合做哪一级的工作和什么性质的工作，即使先把莫斯科市和一个省的情况摸清也好。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34页















[97] 1921年10月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根据维·米 ·莫洛托夫关于负责工作人员的登记分配办法的报告作出了一项决议。列宁的这条意见写入了该决议。——158。













《列宁全集》第42卷


致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
[98]



（1921年10月8日）

非常抱歉，我不能亲自来向大会祝贺。

关于《电气化计划》一书的意义，尤其是关于电气化本身的意义，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54—158、345—354页；第41卷第282—283页。——编者注］

 大机器工业及其在农业中的推广，是社会主义唯一的经济基础，是实现如下奋斗目标的唯一基础：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不再为了确定是英国强盗还是德国强盗、是日本强盗还是美国强盗等等在瓜分世界时占优势而让几千万人死于非命和变成残废。

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地实现我国的电气化。尽管我们所做的工作少得可怜，不值一提，尽管对于一个被地主资本家在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中弄得满目疮痍的国家来说，对于一个全世界资产阶级正伺机把它征服和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的国家来说，实行电气化的困难大得难以置信，尽管我们电气化事业的进展慢得令人难受，但这项事业毕竟在向前进展。在你们大会的帮助下，在俄国全体电气技术人员以及全世界许多优秀的先进学者的帮助下，通过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先锋队的英勇奋斗，我们一定能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一定能使我国电气化。

向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祝贺，祝大会圆满成功。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21年10月11日《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公报》第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35—136页















[98] 这是列宁给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贺信。在代表大会10月9日上午的会议上，宣读了这封贺信。



列宁在贺信原件上批了几句话，对发贺信这种“排场”是否需要、有无实际益处表示怀疑（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 51卷《致格·马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1921年10月8或9日）》）。



关于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见注 5。——159。













《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乌克兰种植甜菜问题的指示草案
[99]



（1921年10月10日）

政治局关于在乌克兰拨出土地由工厂播种糖用甜菜和对糖厂附近农民实行强制轮种制及作物定额制问题的


指示

　　1．推行整个此项改革要极其慎重，采取任何步骤都必须经过实践检验，看播种甜菜能否确保合理经营和农民直接受益。2．在拨给工厂40万俄亩土地前，应当检查这个数字对于保证实际的、合理的、大规模的工厂经营是否真正必需。

工厂应负责使转交给它们的全部土地得到合理的耕作并用于工厂。

3．在农民的土地上实行强制轮种制和作物定额制应只限于历来种植甜菜的地方。

4．应严格注意使糖厂同种甜菜的农民的关系建立在真正自愿协商的基础上，但是要保证规定的甜菜地面积。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37页















[9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 1921年10月10日听取了克·格·拉柯夫斯基、弗·雅·丘巴尔和格·伊·彼特罗夫斯基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后通过了列宁提出的指示草案。—— 161。













《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社会保险的决定草案
[100]



（1921年10月10日）

委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会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卫生人民委员部和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研究解决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工人保险问题。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38页















[100] 这个决定草案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10月10日通过。11月15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关于从事雇佣劳动人员的社会保险的法令》。—— 162。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拨给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口粮和资金问题的信[101]






	　　致小人民委员会主席基谢廖夫同志抄送：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纺织企业总管理委员会主席

　　　粮食人民委员部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经济会议主席

　　　科洛季洛夫同志









1921年10月10日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经济会议向劳动国防委员会申请每月拨给该省4万份口粮和40亿卢布，以便22个纺织企业能够开工并生产出8090万俄尺坯布和12790万俄尺成品布。

由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的大工业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来看都特别重要，必须尽最大努力满足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经济会议的请求，即使影响其他地区也在所不惜。

请您明天召开会议，由您主持，参加会议的应有纺织企业总管理委员会（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同意）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以及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经济会议的代表，必要时可以把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找来，争取在明天，即10月11日，把问题提交给大人民委员会。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39页

















[101]列宁的这封信是在1921年10月10日收到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呈文后写的。来文申请每月拨给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纺织工人4万份口粮和40亿卢布。10月11日人民委员会审议了这个问题，决定在完成生产计划的条件下予以批准。——163。







《列宁全集》第42卷


就指派中东铁路谈判代表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出的建议[102]


（1921年10月11日）

急！建议立即进行书面表决，或者召开半小时的政治局会议。

建议：同意派马尔赫列夫斯基和派克斯（谁到大连，谁到赤塔，由契切林决定）。

雅罗斯拉夫斯基出席华盛顿会议[103]不合适，美舍利亚科夫——不很合适。建议：委托外交人民委员部和组织局（于24小时内）另外物色人选。






	
列宁
10月11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40页

















[102]此件写在格·瓦·契切林1921年10月10日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上。契切林在信中请求从速指派代表就中东铁路问题同中国谈判，认为迟迟不派代表会给即将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见注103）以对该铁路实行国际共管的口实。外交人民委员部建议派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为此项谈判的代表。契切林还通知说，日本方面已同意，远东共和国和日本的代表在大连举行的会议（1921年8月26日—1922年4月16日）讨论某些问题时，俄罗斯联邦的代表可以参加。他建议派A.K.派克斯出席这个会议。此外，契切林还建议派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尼·列·美舍利亚科夫为出席华盛顿会议的远东共和国代表。



政治局当天通过了列宁的建议。10月13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A.A.亚济科夫为出席华盛顿会议的远东共和国代表。10月18日，人民委员会会议研究了关于指派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为出席大连会议的俄罗斯联邦的全权代表、A.K.派克斯为与中国政府谈判的俄罗斯联邦的全权代表的问题。——165。



[103]华盛顿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是帝国主义国家对战后远东和太平洋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进行再分割的一次会议，于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会议是美国发起的，参加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中国、比利时、葡萄牙和荷兰。会议讨论了限制海军军备和远东、太平洋问题，签订了三个条约，即：英、美、日、法关于共同维护缔约各方在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权利的《四国条约》，美、英、日、法、意关于按一定比例（5∶5∶3∶1.75∶1.75）限制各自海军力量的《五国公约》和按所谓“门户开放”原则共同掠夺中国的《九国公约》。这些条约总称为华盛顿体系，是凡尔赛体系的补充。



这次会议没有邀请苏维埃俄国和远东共和国出席（远东共和国的代表于1921年12月到达华盛顿，但未被允许出席会议）。对此，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于1921年7月19日和11月2日向有关各国政府提出抗议，声明不承认会议所通过的任何决定。1921年12月8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对会议讨论中东铁路问题提出了抗议。——165。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同鲁特格尔斯小组达成协议问题的信[104]


1921年10月12日

莫洛托夫同志：

附上有关鲁特格尔斯一事的材料。

应由劳动国防委员会作决定。

建议先由中央委员会作决定，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政治局有责任过问，因为事关黄金支出。

请您让秘书同全体政治局委员通个电话，要每人确定一个小时，在星期五以前用它看完这份材料。每人都要看，以便在星期五作出决定。

让秘书登记时间，把材料依次传给每一位政治局委员阅读。

是个难题：

赞成的意见：如果美国人履行诺言，好处将是极大的。那么60万金卢布并不可惜。

反对的意见：他们会履行吗？海伍德是个半无政府主义者。伤感情绪多于实干精神。鲁特格尔斯可别陷入左倾。卡尔弗特最爱饶舌。我们没有任何切实的保证。这些痴心妄想的人在失业气氛下会招募来一帮“冒险家”，那些人会一吵了事的。那时我们交出去的60万金卢布就要损失一部分（因为他们无疑会糟蹋和挥霍一部分），而且还有损失多达100万金卢布的危险，因为根据第8条（该条的结尾）规定，我们有义务

“对各侨民运来的机器和劳动工具按其支出费用给予等价补偿”。

风险不小。

赞成者：伊·尼·斯米尔诺夫和马克西莫夫（乌拉尔的）——都是当地人，所以他们赞成。

反对者：马尔滕斯该是颇了解美国人的，所以他反对。


　　列宁


请安排一下，让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全体委员在星期五12时至下午4时同中央委员会的秘书保持电话联系，听候要他们来中央的通知。

附言：此信亦请分发给全体政治局委员。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41—142页

















[104]以塞·鲁特格尔斯为首的美国工人和工程师小组于1921年8月底抵达苏维埃俄国（参看注91）。9月23日，劳动国防委员会讨论了鲁特格尔斯小组关于将纳杰日金工厂和库兹涅茨克煤田的一批企业交由他们经营的建议，认为可以签订合同，并责成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最后拟定合同的条款。列宁参加了同鲁特格尔斯小组的谈判，对合同的条款提出了不少建议（见本卷第203—204页）。同鲁特格尔斯小组的协议于10月20日签订。10月21日和25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先后批准了这一协议。11月间，苏维埃政府同该小组签订了合同。按照合同，美国工人应随带一定数量的生产工具、器材和食品，而苏维埃政府则拨款30万美元从国外购买机器和工具。根据这个合同，在库兹涅茨克煤田的一部分地区内建立了直属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库兹巴斯’自治工业侨民区”（见本卷第148—149、168页）。——166。







《列宁全集》第42卷


就鲁特格尔斯的建议给政治局委员的信

（1921年10月12日和15日之间）

我认为，鲁特格尔斯的建议按它现在这种样子目前不能采纳。但是想试试让他改变小组的成分（鲁特格尔斯＋海伍德＋卡尔弗特）。也改变财政方面的要求。可否这样决定：

中央委员会否决鲁特格尔斯同志现在这样的建议，也就是波格丹诺夫同志以及同他一道投赞成票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的建议。

中央委员会（然后按苏维埃程序是劳动国防委员会）恳切希望鲁特格尔斯同志的小组不把这一次拒绝看成是彻底的拒绝，而能按照下列原则修改自己的建议：（α）改变小组即发起人中心小组的成分，增加5—8位著名的美国工会运动或其他工人组织的代表；（β）将我国政府的开支缩减到总数不超过30万美元；（γ）减少我方在中断合同时的开支，并写明数目。[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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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以列宁的这些建议为基础，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10月15日就塞·鲁特格尔斯的建议问题作出了决定，劳动国防委员会于1921年10月17日通过了《关于同鲁特格尔斯小组协议的条款的决定》。——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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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四周年

（1921年10月14日）

10月25日（11月7日）的四周年快到了。

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整个实际经验也就思考得愈深刻。

这种意义和这种经验可以极其简要地（当然是极不充分极不精确地）说明如下。

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打倒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彻底肃清这些残余，扫除俄国的这种野蛮现象、这种耻辱、这种严重妨碍我国一切文化发展和一切进步的障碍。

我们有权引以自豪的是，从对人民群众的深远影响来看，我们所做的这种清除工作比125年多以前的法国大革命要坚决、迅速、大胆、有效、广泛和深刻得多。

不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是国际上这一社会阶层的俄国代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上，过去和现在都讲了不知多少糊涂话。四年来的事实已经完全证实，我们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以往革命经验的估计是正确的。我们比谁都更彻底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完全是自觉地、坚定地和一往直前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迈进，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我们知道只有斗争才能决定我们（最终）能够前进多远，能够完成无限崇高的任务中的哪一部分，巩固我们胜利中的那一部分。这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其实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中，对一个满目疮痍、苦难深重的落后国家来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可是，我不准备多谈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懂得这一内容指什么。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举几个明显的例子。

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指的是消灭俄国社会关系（秩序、制度）中的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封建制度。

到1917年，俄国农奴制度究竟还有哪些主要表现、残余或遗迹呢？还有君主制、等级制、土地占有制、土地使用权、妇女地位、宗教和民族压迫。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106]——顺便说一下，一切先进国家在125年和250年前以至更早以前（英国在1649年）完成它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都在很大程度上留下了没有打扫干净的奥吉亚斯的牛圈——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拿出任何一间来，你们都会看到，我们已经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到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这十来个星期里，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和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里所做的要多千百倍。

这些胆小鬼、空谈家、妄自尊大的纳尔苏修斯和哈姆雷特[107]总是挥舞纸剑，可是连君主制都没有消灭！我们却把全部君主制垃圾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更干净地扫除了。我们没有让等级制这个古老的建筑留下一砖一瓦（英、法、德这些最先进的国家至今还没有消除等级制的遗迹！）。等级制的老根，即封建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土地占有制方面的残余，也被我们彻底铲除了。伟大十月革命的土地改革“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这个问题“可以争论”（国外有足够的著作家、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来争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愿把时间花在这些争论上，因为我们正在用斗争来解决这种争论以及与此有关的许多争论。然而有一件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保持农奴制传统的地主“妥协了”八个月，而我们在几星期内就把这些地主连同他们的一切传统都从俄国的土地上彻底扫除了。

就拿宗教、妇女的毫无权利或非俄罗斯民族的被压迫和不平等地位来说吧。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鄙俗之徒在这些问题上空谈了八个月。世界上没有一个最先进的国家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方针彻底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而在我国，这些问题已由十月革命后颁布的法律彻底地解决了。我们一向在认真地同宗教进行斗争。我们让一切非俄罗斯民族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或自治区。在我们俄国，妇女无权或少权这种卑鄙、丑恶、可耻的现象，这种农奴制和中世纪制度的可恶的残余已经没有了，而这种现象却在世界各国无一例外被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和愚蠢的吓怕了的小资产阶级重新恢复了。

这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在150年和250年以前，这一革命（如果就同一类型的每一民族形式来说，可以说是这些革命）的先进领袖们曾向人民许愿，说要使人类排除中世纪的特权，排除妇女的不平等地位，排除国家对这种或那种宗教（即“宗教思想”、“宗教信仰”）的种种优待，排除民族权利的不平等。许了愿，但没有兑现。他们是不可能兑现的，障碍在于要“尊重”……“神圣的私有制”。在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就不存在这种对倍加可恶的中世纪制度和对“神圣的私有制”的可恶的“尊重”。

但是，要巩固俄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我们就应当继续前进，而我们也确实前进了。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我们一向说，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我们不仅说过并且还用事实证明过，资产阶级民主改造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顺便提一下，所有考茨基、希法亭、马尔托夫、切尔诺夫、希尔奎特、龙格、麦克唐纳、屠拉梯之流以及“第二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英雄们，都不能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比前一革命超出多远。

苏维埃制度就是由一种革命发展为另一种革命的明证或表现之一。苏维埃制度是供工人和农民享受的最高限度的民主制，同时它又意味着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决裂，意味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型民主制即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

让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用数不清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在建设我们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过去和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失利和错误。在缔造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制度这种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中，难道能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一定要百折不挠地努力纠正这些失利和错误，改变我们对苏维埃原则的实际运用远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状况。但是我们有权自豪，而且我们确实很自豪，因为我们有幸能够开始建设苏维埃国家，从而开创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由一个新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这个阶级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受压迫的，如今却到处都在走向新的生活，去战胜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和帝国主义战争。

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关于金融资本所实行的目前左右着全世界的国际政策（这种政策必然会引起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导致极少数“先进”强国变本加厉地压迫、抢劫、掠夺和扼杀各落后的弱小民族）的问题，从1914年起就成为世界各国全部政策中的基本问题。这是一个有关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关系到在我们眼看着资产阶级正准备的、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下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是否会有2000万人死亡（而在1914—1918年的大战和附加的、至今还没有结束的“小”战中是1000万人死亡），在这一不可避免的（如果有资本主义存在）未来战争中是否会有6000万人残废（而在1914—1918年是3000万人残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十月革命也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资产阶级的奴仆和应声虫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全世界所有的假“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嘲笑“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个口号。其实这个口号是唯一的真理，虽然听起来令人不愉快、粗暴、赤裸裸、无情，的确如此，但同无数极其精巧的沙文主义与和平主义谎言相比，终究是一个真理。这些谎言被戳穿了。布列斯特和约被揭露了。比布列斯特和约更糟糕的凡尔赛和约的作用和后果，一天比一天更加无情地被揭露出来。千百万人都在思考着昨天战争的起因和行将到来的明天战争的问题，他们愈来愈清楚地、明确地、必然地认识到一个严峻的真理：不经过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就不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必然会产生这种战争的帝国主义世界（如果我们还用老的正字法，我就会在这里写上两个含义不同的“мир” 
［注：“мир”一词是现代俄语，有“和平”与“世界”两种含义。这两种含义在旧的俄语中是两个词，即“миръ”和“мｉръ”，前者意为“和平”、“和约”，后者意为“世界”。——编者注］

 ），就不能摆脱这个地狱。

让资产阶级和和平主义者、将军和市侩、资本家和庸人、一切基督教徒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所有骑士们疯狂地咒骂这个革命吧。不管他们怎样不停地泄愤、造谣和诽谤，都不能抹杀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千百年来奴隶们第一次公开地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来回答奴隶主之间的战争：变奴隶主之间的分赃战争为各国奴隶反对各国奴隶主的战争。

这个口号千百年来第一次由一种模糊渺茫的期望变成了明确的政治纲领，变成了千百万被压迫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实际斗争，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第一次胜利，变成了消灭战争的第一次胜利，变成了全世界工人联盟对各国资产阶级联盟的第一次胜利，而资产阶级无论是和是战，无非都是牺牲资本奴隶的利益，牺牲雇佣工人的利益，牺牲农民的利益，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

这第一次胜利还不是最终的胜利。这次胜利是我国十月革命经历了空前的艰难、困苦和磨难，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失败和错误以后取得的。难道一个落后国家的人民不经过失败和错误就能战胜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吗？我们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将冷静地看待这些错误，以便学会改正这些错误。但事实总是事实：用奴隶反对一切奴隶主的革命来“回答”奴隶主之间的战争的诺言，千百年来第一次得到了彻底的实现……并且还在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得到实现。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保卫祖国”即保卫日本反对美国侵略、或保卫美国反对日本侵略、或保卫法国反对英国侵略如此等等的各国资本家先生们，请继续玩弄你们伪善的把戏吧！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骑士先生们以及全世界所有和平主义的市侩庸人，请继续用新的“巴塞尔宣言”（仿照1912年巴塞尔宣言的式样）来“敷衍”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手段的问题吧！第一次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使地球上一亿人首先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世界。以后的革命一定会使全人类摆脱这种战争和这个世界。

我们最后的一项事业，也是最重要最困难而又远远没有完成的事业，就是经济建设，就是在破坏了的封建基地和半破坏的资本主义基地上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定经济基础。在这一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中，我们遭受的失败最多，犯的错误最多。开始这样一个全世界从未有过的事业，难道能没有失败没有错误吗？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我们正在进行这一事业。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

困难是巨大的。我们已经习惯同巨大的困难作斗争。我们的敌人把我们叫作“硬骨头”和“碰硬政策”的代表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学会了——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革命所必需的另一种艺术：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前这个时期证明不合适，走不通，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三四年来我们稍稍学会了实行急剧的转变（在需要急剧转变的时候），现在我们开始勤奋、细心、刻苦地（虽然还不够勤奋，不够细心，不够刻苦）学习实行一种新的转变，学习实行“新经济政策”。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业主”，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否则，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现在，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批发商这类经济界人物同共产主义似乎有天壤之别。但正是这类矛盾在实际生活中能把人们从小农经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引导到社会主义。同个人利益结合，能够提高生产；我们首先需要和绝对需要的是增加生产。批发商业在经济上把千百万小农联合起来，引起他们经营的兴趣，把他们联系起来，把他们引导到更高的阶段：实现生产中各种形式的联系和联合。我们已经开始对经济政策作必要的改变。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某些成就，虽然是不大的、局部的成就，但毕竟是确定无疑的成就。我们就要从这门新“学科”的预备班毕业了。只要坚定地、顽强地学下去，用实际经验来检验我们迈出的每一步，不怕已经开始的工作一改再改，不怕纠正我们的错误，仔细领会这些错误的意义，我们就一定会升到更高的班级。我们一定会修完整个“课程”，尽管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情况使这一课程的学习比我们预期的时间要长得多，困难要多得多。不管过渡时期的苦难如灾荒、饥荒和经济破坏多么深重，我们决不气馁，一定要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最后胜利。






	　　1921年10月14日载于1921年10月18日《真理报》第23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44—152页

















[106]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170。



[107]纳尔苏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



哈姆雷特是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是内心矛盾、犹豫不决、耽于幻想而不能坚决行动的人的典型。——170。







《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调派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去做粮食工作的决定草案[108]


（1921年10月14日）

同意组织局的决定；再次指出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向组织局表示拒绝服从的行为是完全不正确的；询问中央审查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不影响中央审查委员会工作的情况下，他们认为可以派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去做多长时间的粮食工作。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53页















[108]这一决定草案于1921年10月14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政治局在听取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关于派亚·加·施略普尼柯夫从事粮食工作问题的结论后于10月27日决定：“确定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从事粮食工作的期限为两个月，自出发之日起算。”——178。









《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处理巴库和阿塞拜疆的派别斗争的决定草案[109]


（1921年10月15日）

（1）立即把古谢伊诺夫和阿洪多夫召来。

（2）严厉要求完全停止在巴库和阿塞拜疆的派别斗争。

（3）重申从事派别斗争的人要开除出党。

（4）委托由俄罗斯联邦派往阿塞拜疆的同志们检查执行情况。

（5）委托斯大林于星期一以前拟好关于在阿塞拜疆贯彻执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指示草案。

（6）立即毫不含糊地重申关于波斯问题的决定。





	载于1958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54页

















[109]列宁的建议写进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10月15日通过的决定。



由于巴库党组织的工作人员和阿塞拜疆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之间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出现了某些分歧，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指示阿塞拜疆和巴库党的工作人员要极其慎重地对待穆斯林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特点，并建议阿塞拜疆以及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共产党的全体工作人员在他们的一切活动中考虑到这一点，力求在工作中齐心协力，不要在党组织内形成任何派别。



斯大林根据政治局的决定拟订的关于在阿塞拜疆贯彻执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指示草案，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0月17日批准。



第6条指的是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10月3日关于巴库工作人员不得违反苏维埃政府对波斯（伊朗）的政策的决定。——179。







《列宁全集》第42卷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

[110]





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21年10月17日）

同志们！我今天的报告，确切些说，今天的讲话，打算谈谈新经济政策，并且就我的认识谈谈这一政策向政治教育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我觉得，在某一代表大会上就大会讨论范围之外的问题作报告，要是只介绍党内或苏维埃共和国内的一般情况，那是极不妥当的。


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共产党的急剧转变

我决不否认作这种介绍的好处，也不否认讨论各种问题的好处，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们大多数代表大会的主要缺点是同摆在它们面前的实际任务缺乏直接联系。所以我想联系新经济政策和围绕新经济政策来谈谈这些缺点。

关于新经济政策，我将简略地谈一谈。同志们，你们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虽然有些人还很年轻，但是都已经在我们革命初期为贯彻我们的总政策做了很多工作。正因为你们在这方面做过很多工作，所以你们不会看不出，我们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实行了多么急剧的转变，采取了一种被叫作“新的”经济政策，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的。

可是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包含着更多的旧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我们过去的经济文献，回忆一下共产党人在俄国夺得政权以前和刚刚夺得政权之后——例如在1918年初所写的东西（1918年初的情况是我们对旧俄国的第一次政治袭击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尽管退出时俄国已经不象样子，但总比听从帝国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劝告继续“保卫祖国”造成的破坏轻一些），如果回忆一下当时所写的东西，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刚刚做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第一件事和刚刚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初期，我们关于经济建设任务所说的，要比1918年下半年以及整个1919年和1920年所做的要小心谨慎得多。


1918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论农民的作用

虽然当时你们并不都是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积极分子，但是无论如何你们会知道而且当然知道这样一些决定，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4月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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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决定指出必须注意农民经济。决定是根据一个报告作出的，那个报告估计到了国家资本主义在一个农民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强调了个人的、专人的负责制的意义，强调了这一因素在国家管理（它有别于建立政权的政治任务，有别于军事任务）中的作用。


我们的错误

1918年初，我们曾经指望有一个相当的时期可以进行和平建设。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好象危险已经过去，可以着手和平建设了。结果我们大失所望，因为在1918年，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和国内战争（它一直延续到1920年）的爆发，真正的军事危险向我们袭来了。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军事任务突然压来，由于共和国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似乎已经陷于绝境，由于这一些和其他一些情况，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明确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我说不幸，是因为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确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以前我们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从1917年产生了接收政权的任务和布尔什维克向全体人民揭示了这一任务的时候起，在我们的理论文献中就明确地强调指出，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过渡，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


战略退却

当我们不得不在国内战争激烈进行的情况下在建设方面采取必要措施的时候，好象把这一点遗忘了。而我们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正在于，我们在这一点上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开始作战略退却：“趁我们还没有被彻底打垮，让我们实行退却，一切都重新安排，不过要安排得更稳妥。”共产党人既然自觉地提出了新经济政策问题，他们对于在经济战线上遭到了惨败这一点就不可能有丝毫怀疑。当然，一部分人不免会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灰溜溜的、近乎惊慌失措的状态，而一旦实行退却，甚至会手足无所措。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要知道，当红军撤退的时候，它避开敌人就是取得胜利的开始，而无论在哪一条战线上，每一次撤退都会使一些人惊慌一阵子。但不论在高尔察克战线上、邓尼金战线上、尤登尼奇战线上，或者在波兰战线上、弗兰格尔战线上，每当我们被痛打一顿（有时甚至不止一顿）之后，“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有挨过打的”这句谚语都在我们身上得到了验证。我们挨过一顿打后，就开始从容地、有步骤地和谨慎地发起进攻。

当然，经济战线上的任务要比军事战线上的任务困难好多倍，但在战略的基本轮廓上是有相似之处的。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

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所以必须采取某种从我们的路线和政策来看只能叫作最严重的失败和退却的步骤。而且不能说，这种退却和红军那种秩序井然地退到预先准备好的阵地上去的退却是一样的。诚然，阵地是事先准备好的。这一点可以查证，只要把我们党1921年春的决定同我上面提到的1918年4月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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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一下就行了。阵地是事先准备好的，但是向这些阵地的退却（外省很多地方现在还在退却）非常混乱，甚至太混乱了。


新经济政策的含义

在这里，政治教育委员会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的任务就提到了第一位。从新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要善于尽快利用当前的形势。

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究竟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同外国资本家签订租让合同（诚然，已经签订的合同还很少，特别是同我们提出的建议相比），把企业租给私人资本家，这些都是直接恢复资本主义，是从新经济政策的根上萌发出来的。因为废除余粮收集制就意味着农民可以自由买卖完税后的剩余农产品，而实物税征收的只是他们产品中的一小部分。农民在全国人口和整个经济中占极大的比重，因此在这种自由贸易的土壤上不可能不滋长资本主义。

这是经济学初级读本教给我们的最基本的经济常识，而在我国，除此以外，每一个粮贩也都这样教我们，他们撇开经济学和政治学，出色地教我们认识经济。从战略上看，根本的问题在于谁能更快地利用这种新形势。全部问题在于农民跟谁走：跟无产阶级走呢，还是跟资本家走。无产阶级力求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资本家则说：“我们回头吧，这样保险一些，别让他们用什么社会主义来打扰我们了。”


谁将取得胜利——

是资本家还是苏维埃政权？

目前这场战争要解决的问题是：谁将取得胜利，谁能更快地利用目前形势，是我们从一个大门甚至几个大门（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有许多大门，因为打开这些大门并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而是违反我们的意愿的）放进来的资本家呢，还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能够依靠什么？一方面是依靠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在这方面应当想到农民。虽然我们遭到了象饥荒这样的严重灾难，人民在受灾的情况下生活状况仍有改善，而这种改善正是来之于经济政策的改变，这是无可争辩的，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另一方面，如果资本主义得益，工业生产就会得到发展，无产阶级也会随着成长。资本家将得益于我们的政策，并创造出工业无产阶级。我们的无产阶级由于战争和极严重的经济破坏，已经丧失了阶级特性，就是说，它已经失去本阶级的生活常态，不再作为无产阶级而存在了。所谓无产阶级，就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企业中生产物质财富的阶级。既然资本主义大工业已被破坏，工厂已经停产，无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它有时在形式上仍算作无产阶级，但它已经失去了经济根基。

恢复资本主义也就是恢复无产阶级，使他们在大机器工厂里生产有利于社会的物质财富，而不去做投机生意，不去制造打火机出卖，不去干其他一些不太有益但在我国工业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必然存在的“活计”。

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人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必须清醒地看待这些事情：谁战胜谁？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不是能够依靠农民，对资本家老爷加以适当的控制，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建立起一种受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呢？必须清醒地提出这个问题。在这方面各式各样的思想、各式各样的关于政治自由的议论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如果看一看国外的俄国即第二个俄国，更是如此。在国外，各种政党出版几十种日报，用世上所有的曲调来赞美政治自由。这一切都是废话、空话。我们必须善于抛弃这些东西。


斗争还将更加残酷

四年来我们经历了许多严峻的战斗，我们知道：进行严峻的战斗是一回事，而关于严峻战斗的空谈、特别是那些袖手旁观的人的空谈又是一回事。必须善于抛弃这种思想、这种空谈，而去思索问题的实质。而问题的实质是：不论目前还是今后，斗争都比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作战更加激烈，更加残酷。因为那种军事斗争是司空见惯的。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打仗。用战争杀人的本领大有长进。

诚然，几乎在每一个地主的大本营里都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高喊民权、立宪会议，叫喊布尔什维克破坏了一切自由。

完成军事任务毕竟要比完成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容易些。军事任务可以用猛攻、袭击和热情来完成，可以直接依靠看到地主正向自己进攻的广大工农拼体力来完成。现在没有公开的地主了。弗兰格尔、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匪徒，一部分去见尼古拉·罗曼诺夫了，一部分则躲在国外安全的地方。人民看不见从前的地主和资本家那样明显的敌人。人民看不清楚，敌人就在我们中间，这个敌人就是原来的敌人，革命正面临一道深渊（以往的一切革命碰到这道深渊后都退回去了）。人民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因为他们是文盲，非常无知。各种特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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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用特殊手段扫除文盲，还很难说。

人民怎么会知道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和邓尼金垮台以后，在我们中间还存在着葬送了以往一切革命的敌人呢？要知道，如果资本家战胜我们，那就意味着恢复老样子。这一点已为以往一切革命的经验所证实。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使大家都认识到，存在于我们中间的敌人就是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必须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并且使广大工农群众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谁战胜谁？谁将取得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最残酷最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要同全世界作战，因为全世界都支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反对我们。

现在，支持俄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资产阶级仍然比我们强大好多倍。我们并不因此而有丝毫的惊慌失措，因为过去他们的兵力也比我们强，然而这并不足以在战争中击溃我们，虽然他们拥有比我们强得多的炮兵和空军，在战争中击溃我们本当容易得多。也许反对我们的某个资本主义强国只要及时地再拼凑几个军，再借给高尔察克几百万金卢布，就能把我们打垮。

然而这还是无济于事。因为不论是开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英国士兵，或是迫使舰队撤离敖德萨的法国水兵，都已深深地认识到他们是非正义的，我们是正义的。现在，反对我们的力量仍然比我们强大。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还必须依靠最终的力量源泉。而最终的力量源泉就是工农群众，就是他们的自觉性，他们的组织性。

或者是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政权，那我们就会取得胜利，而先进的工人和少数先进的农民是会理解这项任务，会在自己周围组织起人民运动的。

或者是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技术上比我们强大的敌人就一定会把我们打垮。


是最后的斗争吗？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残酷的战争。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里取得了胜利，但是它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比较弱。它应当认识到战争还没有结束而把全体工农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我们常常在歌中唱道：“这是最后的斗争”。可惜这有点不符合实际，可惜这并不是我们最后的斗争。或者你们能在这场斗争中把工农团结起来，或者你们得不到胜利。

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这种斗争在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但是农民和地主间的战争，从奴隶占有制初期起，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种战争曾多次发生，但一个国家政权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各国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战争还从来没有过。

或者是我们能在无产阶级政权支持下发展小农的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把小农组织起来；或者是资本家控制小农，——斗争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此。在以往几十次革命中也碰到过这种情形，但是象我们这样的战争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见过。人民不可能有这种战争的经验。我们必须自己创造这种经验，在创造这种经验时，我们只能依靠工农的觉悟。这就是我们的格言，也是任务的最大困难所在。


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

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有人对我们说：“同农民的个人，利益结合，就是恢复私有制。”不对，我们从来没有废除过农民对消费品和工具的个人所有制。我们废除的是土地私有制，而农民并没有私有的土地，他们是在租来的土地上经营。在许多国家里都存在过这种制度。这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办不到的地方。困难在于如何同个人利益结合。必须使每个专家也从生产的发展中得到好处。

我们是否善于这样做呢？不，不善于！我们以为在一个无产阶级已丧失其阶级特性的国家里可以按共产主义的命令进行生产和分配。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办法，否则我们就不能使无产阶级认识这种过渡。历史上还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任务。我们曾尝试用所谓正面攻击的办法来直接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失败了。这种错误在每次战争中都有，而人们并不把它们看作错误。正面攻击失败了，那我们就改用迂回的办法，采用围攻和对壕战。


同个人利益结合和个人负责的原则

我们说，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善于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走一步都吃到苦头。整个新经济政策要求我们把这两者分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确。当人民转到新的经济条件下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讨论起来：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应当怎样按新方式来做。开始做任何一件事之前都非经过大家讨论不可，因为几十年几百年来，人民一直被禁止讨论任何事情，而革命不经过一段普遍开群众大会讨论各种问题的时期，是不能得到发展的。

这造成了许多混乱现象。确实是这样，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应该说这并不危险。我们只有及时学会区分哪些事需要开群众大会讨论，哪些事需要管理，才能使苏维埃共和国达到应有的水平。可惜我们还没有学会这样做，大多数代表大会离务实很远。

我国代表大会之多，超过世界上一切国家。任何一个民主共和国都没有象我们那样召开这么多代表大会，而且它们也不会允许这样做。

我们应当记住，我国是一个损失惨重和贫穷不堪的国家，必须使它学会如何开群众大会才不致象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把需要开群众大会讨论的和需要管理的混淆起来。一方面要开群众大会，一方面要毫不犹豫地进行管理，要比以前资本家管得更严。否则，就不能打败他们。应该记住，一定要比以前更严更紧地进行管理。

在红军里，经过好几个月开群众大会讨论的阶段之后，它的纪律已经不亚于旧军队的了。红军采取了连旧政府都没有采取过的直到枪决的严厉措施。市侩们在书刊上号叫：“看啊，布尔什维克采用枪决的办法了。”我们应当说：“是的，我们采用了，而且是完全有意采用的。”

我们应当说：或者是那些想毁灭我们的人、我们认为理应灭亡的人灭亡，这样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就会生存下来；或者相反，是资本家生存下来而共和国灭亡。在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里，或者是那些不能振作起来的人灭亡，或者是整个工农共和国灭亡。在这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而且也容不得有任何温情主义。温情主义是一种并不亚于战争中的利己行为的罪恶。现在谁不守秩序，不守纪律，谁就是把敌人放进我们的队伍中来。

所以我说新经济政策还有学习方面的意义。你们在这里讨论应当如何进行教育。你们应当得出结论说：我们这里决不容许有学得不好的人。到了共产主义，学习的任务会轻一些。可是现在，在灭亡的威胁下，学习不能不是一项严峻的任务。


我们是否能为自己工作？

过去在我们军队中有开小差现象。劳动战线上也有这种现象，因为你是为资本家工作，为剥削者工作，那时不好好干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你是为自己工作，为工农政权工作。应该记住，现在必须解决我们是否能为自己工作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共和国就会灭亡。所以我们要象在军队中说过的那样说：或者是让所有想毁灭我们的人灭亡，为此我们要采取最严厉的纪律措施；或者是拯救我们国家，使我们的共和国生存下来。

这就是我们应当采取的路线，这就是我们所以需要新经济政策的原因之一。

大家都去做经济工作吧！资本家将同你们在一起，外国资本家，即承租人和租借人，也将同你们在一起，他们将从你们那里攫取百分之几百的利润，他们将在你们那里大发横财。就让他们发财吧，但你们要跟他们学会做经济工作。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建成共产主义共和国。从必须赶快学会做经济工作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懈怠都是极大的犯罪。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否则就没有出路。

你们应当记住，现在包围着我们这个经过多年磨难而贫穷不堪的苏维埃国家的，不是会用自己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来帮助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国和社会主义英国。不是的！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它们的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全部都归反对我们的资本家所有。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应当高度紧张地从事每天的劳动，否则我们就必然灭亡。

在目前的形势下，整个世界发展得比我们迅速。发展着的资本主义世界正调动一切力量来反对我们。问题就这样摆着！这就是我们必须特别重视这个斗争的原因。

由于我国文化落后，我们不能用正面攻击来消灭资本主义。如果我们的文化是另一种水平，那就可以比较直截了当地解决这项任务了。也许其他国家到了建设它们的共产主义共和国的时候会这样来解决这项任务。但是我们不能用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国家必须学会这样经营商业，即设法使工业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使农民能通过商业满足自己的需要。办事情应能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拿出自己的力量来巩固工农国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大工业。

必须使群众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是认识，还要使他们把这种认识付诸实现。我认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由此产生的。在任何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以后，人民需要用很长时间来消化这种变革。因此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人民是否已经理解了他们所得到的教训。非常遗憾，对这个问题只能回答：没有。如果他们已经理解了这些教训，那我们动手建立大工业就会迅速得多，早得多。

在解决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变革的任务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已是另一类任务，即可称为“小事情”的文化任务。必须消化这个政治变革，使它为人民群众所理解，使它不致仅仅是一纸宣言。


过时的方法

这些宣言、声明、布告和法令在当初是需要的。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够多了。为了向人民表明我们要怎样建设和建设什么，要为哪些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奋斗，这些东西在当初是必要的。但是，能不能继续向人民表明我们要建设什么呢？不能！要是这样，连一个最普通的工人也要取笑我们了。他会说：“你怎么老是向我们说你要怎样建设，让我们看看你的行动，——你会不会建设。如果不会，那我们就走不到一块，滚你的吧！”他这样说是对的。

应当从政治上描述伟大任务的时期已经过去，应当实际完成这些任务的时期已经到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文化任务，是消化那个应该而且能够得到贯彻的政治经验。或者是断送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一切政治成果，或者是为这些成果奠定经济基础。现在没有这种经济基础。我们应当做的正是这件工作。

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这正是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如果这样的委员会果真能为政治教育服务（“政治教育”是它给自己选的名称）的话。取名并不难，可是，工作做得怎么样呢？希望在这次大会以后我们能够得到这方面的准确材料。我们的扫除文盲委员会是1920年7月19日成立的。在出席这次大会之前，我特地看了一下有关的法令。是叫全俄扫除文盲委员会……而且是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希望在这次大会以后我们能够得到说明有多少个省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工作的材料，希望能够得到准确的工作报告。但是，不得不成立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这个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好象是一些（怎样说得轻一点呢？）半野蛮人，因为，在一个不是半野蛮人的国家里，是耻于成立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的。在这样的国家里，文盲是在学校里扫除的。那里有象样的学校，人们在学校里学习。学习什么呢？首先是识字。如果这个起码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那么谈新经济政策是可笑的。


最大的奇迹

哪里谈得上是什么新政策呢？既然我们得采取特殊措施来扫除文盲，上帝保佑，那还是让我们设法维持旧的吧。这是很明显的。但是更明显的是，我们无论在军事方面或其他方面都创造了许多奇迹。我想，要是能够把扫除文盲委员会本身彻底扫除掉，那会是这些奇迹中最大的奇迹。我还希望不要产生如我在这里听说的要把它从教育人民委员部分出来的提案。如果我听说的是事实，如果你们仔细想想，那你们就会同意我的看法：必须成立一个扫除某些坏提案的特设委员会。

此外，仅仅扫除文盲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苏维埃经济，而在这件事上，光能识字是无济于事的。我们需要大大提高文化水平。必须使每个人能够实际运用他的读写本领，必须使他有东西可读，有报纸和宣传小册子可看，必须合理分配这些书刊，使它们能到人民手里，不致中途散失，而现在人们读到的还不及一半，其余的都在办公室里派了用场，到达人民手里的恐怕还不到四分之一。我们必须学会利用我们现有的一点点书刊。

因此，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应当不断宣传这样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务必要能提高文化水平。应当用读和写的本领来提高文化水平，应当使农民有可能用读写本领来改进自己的经营和改善自己国家的状况。

苏维埃的法律是很好的，因为它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没有给工人和农民提供这种可能。然而有人利用了这种可能性吗？几乎没有！不仅农民不会利用，就连相当多的共产党员也不会利用苏维埃的法律去同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或者去同贪污受贿这种道地的俄国现象作斗争。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呢？是我们的法律吗？是我们的宣传吗？恰恰相反！法律制定得够多了！那为什么这方面的斗争没有成绩呢？因为这一斗争单靠宣传是搞不成的，只有靠人民群众的帮助才行。我们的共产党员至少有一半不会进行斗争，且不说还有一些人妨碍斗争。不错，你们中间99％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你们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处理这些妨碍斗争的共产党员，清党委员会在做这件事。但愿能从我们党内清除10万人左右。有人说20万人左右。我更喜欢后面这个数字。

我很希望我们能从党内赶走10万到20万混进来的人，他们不仅不会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而且妨碍同这些现象作斗争。


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任务

我们将把一二十万人清除出党，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但这只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的极小一部分。应当使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全部工作都适应这个目的。文盲固然应当扫除，但仅仅识字还不够，还要有能教人们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的文化素养。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是任何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造都无法治好的毛病。说实在的，这种毛病靠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造是治不好的，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这项任务就落在政治教育委员会的肩上了。

应当使政治教育工作者不用官僚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任务。但有一种情况却常常可以看到，比如有人问，可否把省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代表也吸收进省经济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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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住，不必把你们编进什么机关去，你们要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你们一进什么机关就会官僚化。如果你们同人们打交道，从政治上教育他们，经验就会告诉你们，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但是在我们这里，这种行为却处处可见。人们会问你们：怎样才能消灭贪污受贿现象，防止执行委员会里有人贪污受贿呢？请你们教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政治教育工作者回答说：“这事不归我们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出了小册子和布告”，那么人们就会对你们说：“你们是坏党员。这事固然不归你们管，有工农检查院来管，可是你们也是共产党员呀！”你们给自己取了“政治教育”这个名称。当你们取这个名称时，就曾提醒你们，名称不要搞得太显眼，还是用一个普通一点的好。可是你们要用“政治教育”这个名称，而这个名称含义很广。你们没有把自己称为教人民识字的人，而用了政治教育这个名称。于是人们可以对你们说：“很好，你们教人民读书写字，搞经济运动，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些并不是政治教育，因为政治教育是要使一切事情都有结果。”

我们正在进行反对野蛮行为和反对贪污受贿这类毛病的宣、传，我希望你们进行这项工作，但是，政治教育并不限于这种宣传，它意味着实际的结果，意味着教会人民怎样取得实际结果，并且不是以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分而是以普通公民的身分给人们示范。政治教育工作者由于在政治上比别人有修养，不仅会责骂一切拖拉现象（这在我们这里非常风行），并且能以行动表明怎样克服这一弊病。这是一种很难掌握的艺术。不普遍提高文化水平，不使工农群众比现在更有文化，就不能掌握这种艺术！我希望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特别注意这项任务。

现在我把我所说的概括一下，把省政治教育委员会所面临的各项任务归纳一下。


三大敌人

在我看来，现在每一个人，不论他的职务是什么，面前都有三大敌人，每一个政治教育工作者，如果他是共产党员的话（而政治教育工作者大多是党员），面前都摆着这三项任务。他们面前的三大敌人就是：（一）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二）文盲，（三）贪污受贿。


第一个敌人——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

　　所谓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是指一个人置身于共产党内，还没有被清洗出去，就以为可以用共产党员的名义发号施令来解决他的一切任务。他以为，只要他是执政党的党员和某某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就有资格谈论政治教育成就的大小。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只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要学会进行政治教育，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可是我们还没有学会，而且我们还没有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第二个敌人——文盲

　　至于第二个敌人——文盲，我可以这样说：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这并不是政治任务，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政治。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
第三个敌人——贪污受贿

　　最后，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搞政治，因为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在容许贪污受贿和此风盛行的条件下，实施法律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不能搞任何政治，这里没有搞政治的基本条件。应该懂得，为了能向人民说明我们的政治任务，能向人民群众表明“我们必须力求完成的任务”（而这本是我们必须做到的！），就要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的文化水平。否则就不能真正完成我们的任务。
军事任务和文化任务的区别

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象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应当懂得，现在前进的条件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在危机尖锐化时期，几个星期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在战争中，几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在文化方面，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从问题的性质看，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应该使自己适应这个较长的时期，据此规划我们的工作，发扬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没有这些品质，甚至无法着手做政治教育工作。而政治教育的成果只能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我们不仅需要消灭文盲，消灭靠文盲这块土壤滋养的贪污受贿行为，而且应该使我们的宣传、我们实行的领导、我们的小册子真正为人民所接受，并且使这些工作的成果体现在国民经济的改善上。

这就是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向政治教育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我希望通过这次大会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载于1921年10月19日《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公报》第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55—175页

















[110]

 这是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21年10月17日下午的会议上作的报告。在本卷《附录》里还收有这个报告的提纲（见第497—498页）。



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10月17—22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307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9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14名。列宁当选为代表大会的名誉主席。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批准1922年的工作计划，制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开展群众鼓动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政治教育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20年11月12日的法令成立的，直接隶属于地方各级（乡、县、省）国民教育部门。各地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受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指导。——180。





[111]

 看来是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4月29日的决议。这个决议表示完全赞同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的基本论点，决定委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同报告人一起用这些论点编成一个简要的提纲，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任务予以公布。——182。





[112]

 看来是指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05—107页）和其他有关决定。——184。





[113]

 指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



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20年7月19日的法令成立的，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会的任务是实施人民委员会1919年12月26日关于在8—50年内扫除文盲的法令。委员会由5人组成，其成员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名，人民委员会批准。在扫盲委员会之下还设立一个有俄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妇女工作部、共青团中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和普遍军训部等单位的代表参加的常设会议。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和各省、县的特设委员会在筹建扫盲学校、培训师资、出版识字课本和教学计划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到1921年10月止，受到识字教育的人数达480万，红军中的文盲人数已降至5％（沙皇军队中的文盲达65％），海军则完全扫除了文盲。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存在到1930年9月。——187。





[114]

 省经济会议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地方机关，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关于地方经济管理机构的决议》成立，隶属于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立省经济会议是为了协调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所属地方机关的工作。省经济会议由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粮食委员、劳动局长、财政局长、土地局长和省工会理事会主席组成，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任省经济会议主席。——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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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统一的租让事务委员会的决定草案[115]


（1921年10月17日）

鉴于中立国资本家建议俄罗斯联邦把部分工厂和工业部门租让给他们，特委托托洛茨基、波格丹诺夫和策彼罗维奇（彼得格勒省委有权派其他同志替换他）同志组成一个委员会，替政治局起草一项关于撤销原有一切有关这个问题的委员会和建立一个统一的全面领导这项工作的委员会的决定。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76页

















[115]这一决定草案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10月17日通过。——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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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

关于同鲁特格尔斯小组达成协议问题的决定草案[116]


10月19日

米哈伊洛夫同志：

现附上鲁特格尔斯小组对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即中央的决定）的答复。

我认为，这就等于接受了我们的条件。

因此，现附上中央的决定草案，并请尽快交政治局委员传阅。要非常快！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鉴于发起人小组（鲁特格尔斯、海伍德、卡尔弗特同志）已接受劳动国防委员会10月17日决定中所提出的条件，中央作出如下决定并委托劳动国防委员会作出决定：

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确认同发起人小组已达成协议；

（2）建议波格丹诺夫同志立即拟出一份下达关于开始采购木柴和木材等物的紧急命令的电稿，并交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签署；

（3）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在两天内提出修改后的合同的最后文本，以便劳动国防委员会在星期五即1921年10月21日审批；

（4）10月22日，星期六，即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于10月21日批准合同后，立即按合同规定付给鲁特格尔斯同志5000美元。

以下内容不写入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中央委托波格丹诺夫同志、古比雪夫的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根据如下精神对合同进行修改：（1）劳动国防委员会在最后审批“组织委员会”名单之前和之时有权参与调整该委员会的增补人选；（2）苏维埃政权各种各样开支的总数不超过30万美元；（3）一旦解除合同，苏维埃政权不承担任何财务上的义务（或者只承担俄罗斯联邦法院或俄罗斯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合理的义务）。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77—178页

















[116]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10月20日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定草案。文件末尾的几条建议写入了同鲁特格尔斯小组签订的协议。关于谈判情况，见本卷第148—149、166—167、168页。——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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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美国救济署达成的关于向俄国寄送食物包裹的协议草案的意见[117]


同意。　　列宁10月19日

（即使目的是贸易，我们也应当作这个尝试。因为我们只会得到救济饥民的好处并且有监督权；而且还有权在三个月内拒绝。因此，不应收运费和仓库费。）应经政治局批准指派我们的一名检查员前往美国救济署督办此事。此人既要忠实可靠，又要具备监督一切的本领。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79页

















[117]拟同美国救济署签订的向俄国寄送食物包裹的协议草案，于1921年10月18日送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传阅和表决。列宁的这些意见写在传阅文件时所附的信上。括号里那段话是针对斯大林阅后批注的意见写的。斯大林认为这是贸易而不是慈善事业，因此应当征收从国境到分发仓库的运费和仓库费。



10月19日，政治局批准了这个协议草案。



美国救济署（1919—1923年）是美国为救济欧洲各国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灾祸的难民而设立的机构，署长是赫·胡佛。1921年以前，它除在欧洲其他国家活动外，也曾在安·伊·邓尼金统治下的南俄和高加索活动。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乌克兰南部发生饥荒后，根据苏维埃政府同美国代表胡佛在里加签订的协议，美国救济署于1921年10月1日—1923年6月1日在苏俄进行了救济饥民的活动，主要是发放儿童和成人口粮，也供给一部分衣物和药品。从美国寄送食物包裹和物品包裹是按纯商业原则进行的（有一部分免费）。苏维埃政府在接受美国救济署的援助的同时，抵制了它干涉苏维埃俄国内政的企图，并对它的活动实行了监督。——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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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

1921年10月19日

亲爱的同志们：

从我们报纸上一些片断的关于波兰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情况的消息来看，（尤其是）从某些极有名望的波兰同志提供的消息来看，波兰的革命正在成熟。　

工人革命正在成熟，因为波兰社会党[118]（在俄国称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欧洲称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在全面崩溃。工会一个接一个地转向共产党人方面。游行示威等活动在增强。财政崩溃即将到来，它已经不可避免了。波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土地改革的彻底失败，这个已成定局的、不可避免的失败，必然会把大多数农村居民——所有的贫苦农民——推到共产党人方面来。

由于财政崩溃和协约国（法国及其他国家）资本对波兰的无耻掠夺，对大国的幻想和民族幻想正在实际地破灭。这对于群众，对于普通工人和普通农民，是既看得见又感觉得出的。

如果这一切属实，那么波兰的（苏维埃）革命就一定胜利，而且会很快胜利。既然这样，就不要让政府和资产阶级用血腥镇压为时过早的起义的办法来扼杀革命。不要受人挑动。要等待高潮的到来，它会涤荡一切，给共产党人带来胜利。

如果资产阶级杀害100—300人，这无损大局。但是，如果资产阶级能借机制造大屠杀，杀害1—3万工人，那就可能使革命推迟，甚至推迟若干年。

如果政府需要进行议会选举，那就要尽力使工人革命和农民不满的浪潮把议会夺取过来。

不要上挑衅的当。

无论如何要使革命孕育到完全成熟。波兰国内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将是一次巨大的国际性胜利。我认为，如果说现在苏维埃政权赢得的国际性胜利已经达到20—20％，那么随着波兰国内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胜利就将是40—50％，甚至可能是51％。因为波兰与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毗邻，一个苏维埃的波兰将打破建立在凡尔赛和约基础上的整个秩序。

正因为如此，波兰共产党人肩负着具有世界意义的责任。要紧紧把住自己航船的舵；不要受人挑动。

对达申斯基之流毒打东巴尔是否值得回击？如果要回击，那就把达申斯基狠揍一顿，不开枪，不打伤，只揍一顿。这样做也许是值得的，因为工人能成功地教训这个坏蛋，振奋自己的精神，自己只牺牲5—10人（坐牢或被枪杀）。但是这样做也可能不值得，我们的东巴尔遭到了毒打，这件事对于在农民中间进行鼓动是不是更有利呢？也许，这要比给达申斯基几巴掌更能使落后的农民转而同情我们？要仔细地权衡一下。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载于1962年4月22日《真理报》第11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80—181页

















[118]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206。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物色货币流通问题的谘询人员[11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草案

（1921年10月20日）

关于第4条：

委托财政人民委员部和财政委员会，以及所有与国内商业问题有关的同志，在最短时间内物色一批在资本主义商业方面有丰富的阅历和实际经验的人员以备货币流通问题的谘询。建议这些同志在两天内书面告知，能否完成和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此项任务。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82页

















[119]这个决定草案是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10月20日会议上写的。这次会议讨论了财政人民委员部关于吸收它的代表参加劳动国防委员会、区域和省的经济会议并拥有表决权的申请。政治局否决了财政人民委员部的申请，通过了列宁的建议。手稿上最后一句话已被删去，没有写进决定。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是根据列宁的建议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建立的，任务是研究在转向新经济政策时的财政政策问题。——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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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福勒式犁的决定草案[120]


（1921年10月21日）

1.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金属局局长马尔滕斯同志亲自贯彻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福勒式犁的决定。

2.建议马尔滕斯同志在一周内向劳动国防和委员会提交一份书面建议，提出关于组织此项工作的计划和保证工作成功的具体措施。

3.撤销三人特别小组，责令它在一周内把工作移交给马尔滕斯同志，并提出小组工作的书面总结。

4.委托司法人民委员部在一周内查明金属局、尤其是三人特别小组以及其他机关在这项工作上的拖拉作风、管理不善和不正确态度。

报告呈交劳动国防委员会。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83页

















[120]这一决定草案由劳动国防委员会于1921年10月21日通过。



生产福勒式自动犁（一种用固定式发动机牵引的耕犁）的问题是1919年提出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金属局局务委员会于1920年5月承担了这项生产任务。该委员会事先未考虑现有原材料情况就制定了庞大的生产计划，而负责统管这种耕犁生产的以工程师Ｍ.И.温克索夫为首的三人特别小组只限于编写报告和同各部门进行公文往来，而未将生产的真实情况报告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结果发生了严重的拖拉现象。



1921年11月11日，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讨论了生产福勒式犁的工作报告，还讨论了司法人民委员部关于在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决议过程中的拖拉现象的调查报告。会议作出了停止生产这种耕犁的决定，批准了司法人民委员部的结论，建议司法人民委员部查明责任者，交法庭审判。莫斯科军事法庭随后审理了这一案件。法庭于1922年1月初宣布，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一些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的起诉，证据确凿，但考虑到这些同志在恢复经济工作中的功绩，决定免于惩处。根据法庭的建议，劳动国防委员会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和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给予警告。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列宁1921年11月9日给瓦·亚·阿瓦涅索夫的信和同年12月23日给彼·阿·波格丹诺夫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209。







《列宁全集》第42卷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报告和图表问题的决定[121]


（1921年 10月21日）

委托由哥尔布诺夫、斯莫尔亚尼诺夫、阿瓦涅索夫（可以替换）和克鲁敏等同志组成的并吸收了中央统计局、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有关主管部门参加的委员会，

于一周内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交一个决定草案，要各主管部门每月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统计材料和图表，特别是那种说明经济生活状况，对各种报告作了研究、进行了整理并作出了具体结论的统计材料和图表。

由哥尔布诺夫同志或斯莫尔亚尼诺夫同志负责召集并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汇报。[122]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84页
















[121] 根据列宁的提议，劳动国防委员会于1921年10月21日讨论了关于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报告和图表的问题。列宁在会上作了报告，并提出了这里收载的决定草案。会议通过了这个决定，并且成立了由尼·彼·哥尔布诺夫等人组成的委员会，来拟订劳动国防委员会有关的决定草案。



11月2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了委员会拟订的决定草案，委托帕·伊·波波夫、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哥尔布诺夫对草案作最后审订。这个决定经同司法人民委员协商后，由列宁签署，发表于1921年12月1日《经济生活报》第270号，——210。



[122] 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通过后，各部门和地方即开始按决定要求编制呈送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图表。这种图表有年度的（1919年和1920年）和月份的（1921年和1922年各月）两种，一式两份：一份送劳动国防委员会，一份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列宁十分关心这项工作。他在《呈送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图表》（见本卷第501—504页）中列出了必须编制图表的各主要国民经济部门。1921年11月9日，他在审阅了关于顿涅茨克煤炭装车情况的图表后写信给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提出把这份图表作为范本（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1922年1月17日，列宁审阅了呈送劳动国防委员会的部分图表后，再次写信给斯莫尔亚尼诺夫，对它们的格式表示基本同意，但是为了醒目起见又提出了若干补充意见（同上）。——210。















《列宁全集》第42卷


给格·瓦·契切林的便条和在苏维埃政府关于承认外债的声明草案上的批注[123]


10月24日

契切林同志：寄上我的修改意见，请写上您的看法后退还。

（№1）包括远东共和国在内，我们不是15000万，而是13000万。

（№2）不是 “作出让步”，而是作出 一系列的让步
 。

（№3）主要的是：要婉转而又确切地说出我们对他们的要求。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　宁




	
	
声明草案

据西欧报纸报导，各大国代表的布鲁塞尔会议提出，向俄国政府提供救济饥民的贷款要以俄国政府承认历届政府的外债为条件。这次会议的决定至今并没有通知俄国政府。俄国政府面对饥饿的人民群众，不愿拘泥于外交礼仪的细节，认为自己义不容辞应立即声明对布鲁塞尔会议决定的态度。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先生8月16日在英国议会的演说中曾把利用俄国饥荒迫使俄国承认沙皇政府外债的建议称作一条毒计。尽管如此，而且布鲁塞尔会议明明知道，由于俄国饥荒严重，靠苏维埃政府自身的力量无法拯救灾民于死亡，但仍然提出苏维埃政府必须承认旧债，以此作为向俄国提供切实救济饥民所不可缺少的贷款的条件。

俄国政府提请各国劳动群众和一切珍重博爱精神的人士注意布鲁塞尔会议的这种做法，同时声明，在一定条件下承认旧债的建议在目前情况下正符合俄国政府本身的意愿。苏维埃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同其他大国进行经济合作作为自己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它总是声明，它愿意向帮助它开发俄国的自然资源、恢复俄国的经济的外国资本家提供足够的利润。现在苏维埃政府注意到，美国总统和英国的大臣们在官方声明中经常表示，世界大战结束已经三年，但真正的和平仍未实现，人民群众日益贫困，国家的债务有增无已，经济破坏愈来愈厉害。







	№1　13 000万
	　　十分明显：撇开拥有15000万人口的俄国，休想确立完全的和平；在俄国留有废墟，就无法消除经济破坏现象；不同苏维埃政府协商，俄国与世界其余部分的相互关系这样一个头等重要的世界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从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长远利益和经常需要来看，俄国经济的恢复不仅对俄国而且对它们也是头等必要的。没有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协作，俄国经济复兴的任务就极其艰巨，完成这一任务所需的时间必然长得多。工农政府比任何别的政府更能胜任这项任务。照顾一些资本家集团的私利并不妨碍它进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工农政权办事首先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质上也就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以满足俄国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为宗旨的工农政权，在胜利通过了国内战争各种严酷考验之后，为私人经营的积极性和私人资本提供了同工农政权合作开发俄国自然资源的可能性。苏维埃政府恢复了私营商业、小企业私有制和大企业承租权。

为了吸收外国资本参加俄国的经济工作，苏维埃政权给它们提供足够的利润以满足它们的需要。苏维埃政府走这条道路，就是力求与所有大国签署经济协定，而要做到这一点，归根结底必须在俄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缔结正式和约。苏维埃政权以此作为本身的任务，但从其他大国得到的回答却是要求承认沙皇政府的旧债。







	
№2　做出一系列重大让步


	　　苏维埃政府声明，按照它的坚定的信念，任何民族都没有责任为自己戴了几世纪的枷锁付钱。但是俄国政府出于同其他大国完满达成协议的坚定决心，愿意在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上作出让步。它这样做也是照顾别国特别是法国为数众多的持有少量俄国公债的人士的愿望，对他们来说，俄国政府承认沙皇政府的债务是至关紧要的。基于上述考虑，俄国政府声明，它愿意向其他国家及其国民承认对沙皇政府 1914年以前所借外债负有义务，但是必须给予它优惠条件，以保证它有履行上述义务的实际可能。不言而喻，作出此项承诺的必要条件是，各大国同时必须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危及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及其疆界的不可侵犯性的活动。换句话说，只有各大国与苏维埃共和国签订正式的普遍的和约，只有苏维埃共和国的政府得到其他大国承认，苏维埃共和国才能承担上述义务。







	№3　相互间的要求∧彼此之间的∧∨对其他国家的
	　　为此目的，俄国政府建议尽快召开国际会议来执行上述任务，并研究其他国家∨和俄国政府∧双方的要求，拟定它们之间的正式和约。只有在召开这种会议以后，才能达到普遍的和解。华盛顿会议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未被邀请参加这个会议的俄罗斯共和国不会承认会议的决定。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四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所有的人都不得不确认：众多的国内外敌人的活动只不过是在俄国巩固了真正捍卫和代表俄国劳动群众利益和俄国独立的工农政权。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新阴谋 （协约国各国的主要报刊的大量材料都指出存在着这种阴谋），只能进一步加强俄国劳动群众同代表他们意志的工农政权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但是，这些阴谋一旦付诸实施，会进一步加重劳动群众的苦难，推迟俄国经济彻底恢复的时间，从而也会打击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经济利益。

俄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是它力求同一切国家保持和平并同它们建立牢固的经济关系的最好证明。实现这项建议，符合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俄国政府坚定地希望，俄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将由于它的这项建议而在最近的将来得到彻底的调整。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85—188页
















[123] 这是列宁对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所拟的关于布鲁塞尔会议决议的声明草案提的修改意见。布鲁塞尔会议于1921年10月6—8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比利时、英国、德国、丹麦、意大利、西班牙、中国、拉脱维亚、荷兰、波兰、罗马尼亚、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爱沙尼亚、日本等19个国家的代表以及国际红十字会和美国救济署的代表。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救济俄国饥民，但是会议借口缺乏灾情资料而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任何实际决定。会议通过了英国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这个决议建议各国政府只有在苏维埃俄国承认前政府的外债的条件下才向苏俄提供救灾贷款，还提出让粮食提供者取得“广泛监督的保证”、允许派经济专家委员会对苏俄经济状况进行“研究”等作为向俄国饥民提供援助的条件。



10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关于承认前政府的外债问题，决定基本上采用契切林拟的声明，并按列宁的意见加以修改。苏维埃政府关于承认外债的声明于10月28日送交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政府。——211。















《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纺织工业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124]


（1927年10月27日）

委托波格丹诺夫同志会同加米涅夫同志把这两份草案改写一下，彻底消除两份草案中都存在的烦琐手续，确立真正符合商业化条件的办事速度。

将两种建议文本对照印发政治局委员。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89页








[124] 列宁的这一决定草案是在1921年10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纺织工业管理条例草案时提出和通过的。纺织工业管理条例草案修改定稿后于11月3日由政治局批准。——214。















《列宁全集》第42卷


就吸收美国资本建厂问题给瓦·米·朱哈伊洛夫的便条[125]


10月28日

米哈伊洛夫同志：请速送政治局委员传阅 （如大家都同意此稿，请在征得波格丹诺夫和契切林同意后今天就发出）。

鉴于克拉辛在华盛顿会议开始前赶往美国极其重要，

鉴于使美国资本从开发我国石油中获得好处也同样重要，我建议今天就给克拉辛复电 （当然，用密码）：

“同意拨款 10万美元作为 ‘仿德胜’公司的勘察费用，条件是有我方工作人员和专家参加勘察，并向我方提供勘察的一切详细资料。我们认为吸收美国资本建造格罗兹尼的石蜡分离厂和输油管极其重要。请您尽力尽快促成此事，因为您赶在华盛顿会议开始前成行这一点特别重要。”






	　　列　宁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90页
















[125] 1921年10月19日，列·波·克拉辛从伦敦发电报，汇报了他同为大型石油公司服务的美国“仿德胜”建筑公司谈判的情况。这个公司表示愿意承担格罗兹尼石蜡分离厂和格罗兹尼—黑海输油管的建筑工程，条件是由该公司的工程师进行勘察。克拉辛建议为此拨出所需的款项。列宁拟的给克拉辛的复电稿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0月28日批准。——215。















《列宁全集》第42卷


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126]


（1921年10月29日）


1

报　告

同志们！在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以前，首先应该声明，我对这个题目的理解可能出乎在座许多同志的意料，或者说得确切些，我只能谈谈这个题目中的一小部分。对于这个问题，大家的主要兴趣可能在于了解和评价苏维埃政权最近一些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法令和决定，这是很自然的。这类决定愈多，完善、整理这些决定并总结其执行情况的需要愈迫切，对于这个问题发生兴趣也就愈自然。根据我在人民委员会的所见所闻，现在已深感有这种需要。大家都希望知道现有的一些能说明新经济政策的成果的事实和数字，这同样也是很自然的。当然，这些事实经过查证核实的为数还很少，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毫无疑问，为了了解新经济政策，注意这些事实并试加总结，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关于问题的这两个方面，我都不能谈，如果你们对这些感兴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找到谈这些问题的报告人。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即策略问题，或者说（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我们随着政策的改变而采取的革命战略问题，以及对下述情况的估计，即这个政策同我们对我们任务的一般理解符合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今天党内的认识和觉悟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适应到什么程度。我想谈的，就只是这个专题。

我感兴趣的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在评价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时，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过去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说它错误是否正确；最后，如果正确，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认为这种评价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估计今天我们党内在目前经济政策的一些最根本问题上意见一致的程度是有意义的。

党现在是否应该把注意力只放在这个经济政策的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是至少有时也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估计实行这个政策的一般条件上，放在如何使党内的觉悟、兴趣和注意力适应于这些一般条件上？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党内有很多人对新经济政策还不那么清楚；我们如果对过去的经济政策的错误没有明确的认识，就不能顺利完成自己的任务，即给新经济政策打基础并最终确定新经济政策的方向。

为了说明我的看法，为了回答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而且我认为应该说）我们过去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我想拿日俄战争中的一个事件来作比喻。我认为，这个事件会帮助我们更确切地认识象在我国所发生的这种革命中不同的政治办法和手段的相互关系。我说的这个例子，就是日本乃木将军攻克旅顺口这个事件。使我对这个例子感兴趣的主要一点，就是攻克旅顺口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多次猛烈的强攻，结果都失败了，使这位著名的日本统帅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第二阶段是不得不对这个要塞改用非常艰苦、非常困难而缓慢的地地道道的围攻，而过了一些时日，正是用这种方法完成了攻克要塞的任务。我们看一看这些事实，就会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这位日本将军对旅顺口要塞采取的第一种战法是错误的呢？强攻要塞是否错误？如果是错误的，那么日军为了正确完成任务，应该在什么条件下承认这是错误，应该认识到这个错误有多大？

当然，乍看起来，答案是再简单不过了。既然对旅顺口的多次强攻毫无结果（这是事实），既然进攻者的牺牲非常大（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么，显而易见，对旅顺口要塞采取直接强攻的战术是错误的，这已无需任何证明了。但是从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完成这种包含很多未知数的任务时，如果不作适当的实际试探，就很难有绝对的把握——哪怕是相当大的把握——大致准确或完全准确地确定用什么战法来攻克敌人要塞。不实际试探一下要塞的实力，即工事坚固程度、守军情况等等，这是无法确定的。不经过试探，就是一个优秀的统帅（乃木将军无疑算得上）也无法解决用什么正确战法攻克要塞的问题。从另一方面说，胜利结束整个战争这个目的和前提，也要求从完成这项任务的多种方法中选择速决战法！同时，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即使牺牲极大，如果这对于用强攻拿下要塞是必要的话，那也还是得多于失。因为这样就能把日军腾出来，调到其他战场上去作战，就能在敌人即俄军把大批兵力调到这个远方战场以前，在把大批兵力训练得更好，在俄军或许变得比日军强好几倍以前，完成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如果看一看整个战役的发展和日军作战的条件，我们就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旅顺口的多次强攻不仅说明日军不惜巨大牺牲，作战非常英勇，而且还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即在战役初期，这是唯一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做法，因为不用强攻要塞这一实际行动来检查一下兵力，不试探一下抵抗的力量，是没有理由采取比较长期比较艰苦的战斗方式的，要知道这种战斗方式仅仅由于时间长就蕴含着许多别的危险。从整个战役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把由强攻和冲击组成的战役第一阶段看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阶段，因为，我再说一遍，日军不经过这种试探，就不可能摸清这次战斗的具体条件。日军在对敌要塞进行强攻的阶段结束时情况是怎样的呢？成千上万的士兵被打死了，就是再死上几千士兵，用这种战法要塞还是拿不下来。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有一部分人，或者说大多数人，已得出结论：必须放弃强攻而改用围攻。既然在战术上犯了错误，那就必须加以纠正。同这一错误战术有关的一切都应认为有碍于作战，需要作出调整：必须停止强攻而改用围攻，变更军队部署，重新分配作战物资。至于改变个别作战方法和作战行动，那就更不待说了。必须坚决地、明确地承认过去的做法是错误的，不要让它阻碍新战略和新战术的发展，阻碍作战行动的发展。这时作战行动必须完全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而且如我们所知道的，新的作战行动取得了全胜，尽管时间比预料的长得多。

我认为，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我国革命在解决经济建设领域里的社会主义任务时所处的境况。在这方面，十分明显地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从（大致是从）1918年初到1921年春的时期，另一个是从1921年春开始的现在这个时期。

你们回想一下我们党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所作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声明就可以发现，我们那时已认为，革命的发展、斗争的发展的道路，既可能是比较短的，也可能是漫长而艰辛的。但是，在估计可能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多半（我甚至不记得有什么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这种设想也许不是每次都公开讲出来，但始终是心照不宣的。我特意重新翻阅了过去写的东西，例如1918年3、4月间所写的关于我国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任务的文章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73—77、150—188、264—293页。——编者注］

 ，我确信当时我们真有过这样的设想。

那时正好是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一项根本任务，政治上需要先行完成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那就是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苏维埃国家制度来代替从前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接着又完成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这项任务，而且大家知道，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我们作出了惨重的牺牲，签订了十分屈辱的、条件极其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在和约签订以后，从1918年3月到夏天这段时期，军事任务似乎已经完成了。但是后来事变表明：情况并非如此；1918年3月，我们在完成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任务之后，只是接近了国内战争的开端。从1918年夏天起，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国内战争愈来愈迫近。那时，1918年3、4月间，在谈论我们的任务时，我们就已把搞斗争的行动方式同渐进过渡的方法作过对比，前者主要是用于剥夺剥夺者，而这项任务正是1917年底和1918年初革命头几个月的主要特点。那时我们已经不能不承认，我们在组织计算和监督方面的工作远远落后于剥夺剥夺者方面的工作。这就是说，我们所剥夺的要比我们所能计算、监督、管理等等的多得多。因此便提出由实行剥夺、由破坏剥削者和剥夺者的政权的任务转向组织计算和监督的任务，转向所谓平凡的经济任务即直接从事建设的任务。那时我们已经在许多问题上都需要后退。例如1918年3、4月间出现了专家报酬这样的问题：专家报酬的标准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关系而符合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就是说，不符合劳动的艰辛程度或特别艰苦的劳动条件而符合资产阶级习惯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给专家以这种非常高的、资产阶级式的报酬，原先并没有列入苏维埃政权的计划，甚至不符合1917年底所颁布的许多法令。但是在1918年初，我们党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后退一步，应该承认要作某种“妥协”（我这里用的是当时所用的字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4月29日的决定承认有必要在总的工资制度中实行这一变动127。

当时我们把建设工作、经济工作提到首位，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的。当时设想不必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设想，既然实行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制度，我们也就直接进入了一种与以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我们设想，国家的生产和分配同私营商业的生产和分配这两种制度将互相斗争，而斗争所处的环境是：我们将建立起国家的生产和分配，逐步夺回敌对制度在这两个领域中的阵地。我们说，现在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剥夺剥夺者，不如说是计算、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纪律。这是我们在1918年3、4月间说的，但是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当1918年春我们同一部分曾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同志论战而提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并没有说我们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是说我们俄国如果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我们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会快一些。我希望你们特别注意这一情况，因为我觉得，为了了解我们经济政策有什么转变以及怎样评价这个转变，这是必要的。

现在我举一个例子，它可以更具体、更清楚地说明我们当时的斗争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展开的。不久以前，我在莫斯科看到一份私人办的《广告小报》[128]。在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执行了三年以后，这份《广告小报》给人一种十分特殊、十分新奇的印象。但从我们经济政策所采取的一般方法来看，这里又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举这个虽然很小但却相当有代表性的例子时，需要回想一下，在我们整个革命中，斗争是怎样发展的，它的任务是什么，它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在1917年底颁布的头一批法令中，有一条关于国家垄断广告业务的法令。这条法令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争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设想，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取消私人报刊，而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把它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法令规定国家垄断广告业务，也就是设想还保留私营报纸而把它作为一种常规，还保留需要私人广告的经济政策，也保留私有制，即保留许多需要刊登广告的私营企业。关于垄断私人广告业务的法令就是这样，而且也只能这样来理解。关于银行业的一些法令也有与此相似的地方，为了不使例子复杂化，我就不谈它们了。

那么，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头几个星期里颁布的这项垄断私人广告业务的法令命运如何呢？它的命运是这样的：很快就被踢开了。现在我们回想起斗争的发展和从那以后的斗争条件，一想到我们那么天真，竟在1917年底大谈国家垄断私人广告业务，真是可笑。在进行殊死斗争的时期，哪会有什么私人广告！我们的敌人——资本主义世界——对苏维埃政权这项法令的回答是：继续进行斗争，把斗争推向白热化，把斗争进行到底。法令设想，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非常巩固，因此任何其他经济都不可能再存在，所有私人企业主和个体业主都非常清楚必须服从苏维埃政权，我们国家政权在什么地方布置斗争，他们就会在什么地方应战。当时我们说，你们还可以保留私人报刊、私人经营企业的权利以及为这些企业提供服务所必需的刊登广告的自由，我们只规定国家对广告征税，只规定把广告业务集中在国家手中，对私人广告制度本身不但不去破坏，而且相反，由于信息业务的适当集中，只会让你们得到某些好处。然而事实表明，我们不得不在完全不同的战场上进行斗争。我们的敌人资本家阶级用完全否认整个国家政权来回答它的这项法令。当时根本谈不上什么广告，因为残留在我们制度中的一切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势力当时已经全力以赴地投入夺取政权基础的斗争。当时我们向资本家建议：“你们服从国家的调节吧，服从国家政权吧，那么一切符合居民的旧利益、旧习惯、旧观点的东西就不会被完全消灭，而是通过国家的调节逐渐地加以改变。”但是他们却向我们提出了我们本身的生死存亡问题。资本家阶级所采取的策略就是迫使我们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因而我们对旧关系的破坏比原来设想的要彻底得多。

关于垄断私人广告业务的法令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它依然是一纸空文。实际生活，即资本家阶级的反抗，迫使我们的国家政权把全部斗争转移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不是把斗争放在我们在1917年底曾天真地研究过的那些琐碎得可笑的问题上，而是放在生死存亡的问题上——粉碎整个职员阶级的怠工，击退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支持的白卫军。

我认为，这一小段关于广告法令的插曲，对我们了解旧的策略是否错误这个基本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然，我们现在从后来历史的发展这个背景上来评价事件，不能不认为这个法令是天真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错误的，但是同时其中也有正确的成分，即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在向新的社会关系过渡时曾试图通过一种可以说是最能适应当时存在的关系的途径，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作大的破坏。而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却施展一切手段，迫使我们采取殊死斗争的极端做法。从敌人方面说，这在战略上是否正确呢？当然是正确的，因为资产阶级如果不在这方面通过直接的搏斗来试一下自己的力量，怎么会突然服从一个崭新的、从来没有过的无产阶级政权呢？资产阶级回答我们说：“对不起，可敬的先生们，我们要和你们谈的根本不是什么广告问题，而是我们能否再找到一个弗兰格尔、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国际资产阶级是否会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的也决不是你们要不要有国家银行的问题。”关于国家银行，正如关于广告问题一样，我们在1917年底写了很多东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废纸。

当时资产阶级用正确的（从他们的利益来看）战略回答了我们：“我们首先要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进行斗争：你们是否真的是国家政权，抑或这只是你们的错觉。这个问题当然不能靠法令，而要靠战争、靠暴力来解决。这种战争很可能不仅仅是我们这些被赶出俄国的资本家进行的战争，而是所有得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人进行的战争。如果事实表明这同其余的世界有相当的利害关系，那么国际资产阶级就会支持我们这些俄国资本家。”资产阶级这样做，从维护他们利益的角度看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们还有一线希望用最有效的手段——战争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他们就不可能也不应当接受苏维埃政权为了用比较渐进的办法过渡到新制度而对他们作出的局部性让步。“根本不要过渡，根本不要新制度！”——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回答。

这就是事态发展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的原因。一方面，无产阶级国家在1917—1918年在人民意气风发的条件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试行了一种经济政策，起初打算实行一系列渐进的改变，打算比较慎重地向新制度过渡，这一点也表现在我所举的那个小小的例子里。但是，苏维埃政权从敌人的阵营得到的回答却是：决心进行残酷的斗争，以确定苏维埃政权作为一个国家能否在世界经济关系体系中站住脚。这个问题只能用战争来解决，而且既然是国内战争，它就是非常残酷的。斗争愈艰巨，实行慎重过渡的余地就愈小。我已经说过，资产阶级按照这种斗争逻辑来行动，从他们方面来说是正确的。而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只能说：“资本家先生们，你们吓不倒我们。你们在政治方面已经连同你们的立宪会议被打垮了，现在我们在这方面要再次把你们打垮。”我们不能不这样做。采用任何其他的行动方式，从我们方面说，都等于完全交出我们的阵地。

回想一下我们斗争的发展条件你们就会懂得，这种看来似乎不正确和偶然的改变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依靠普遍高涨的热情和政治上的稳固统治能够轻而易举地解散了立宪会议，又为什么在这同时我们却必须试用一系列的措施来逐渐地慎重地实行经济改造，最后，为什么斗争的逻辑和资产阶级的反抗迫使我们改用内战这样一种最极端的、拼命的、不顾一切的斗争方式，从而使俄国遭受了三年的破坏。

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

如果这种转变引起某些人的埋怨、悲泣、颓丧和不满，那么应该指出，失败并不危险，危险的是不敢承认失败，不敢从失败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军事斗争比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要简单得多，我们所以战胜了高尔察克之流，是因为我们敢于承认自己的失败，敢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把没有做完和做得不好的工作再三重做。

在社会主义经济反对资本主义经济这场复杂得多、困难得多的斗争中也应该这样。敢于承认失败，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把做得不好的工作更仔细、更谨慎、更有步骤地重新做过。如果我们有人以为承认失败会象放弃阵地那样使人颓丧气馁，那就应该说这样的革命者是一钱不值的。

我希望除个别情况外，谁也不能说在三年国内战争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布尔什维克是这种人。无论过去和将来，我们的力量都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予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应该怎样改进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直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理论真理来看，而且从实践来看，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能使我们看到旧的方式方法的不正确，那么我们今天就决不可能学会用新的方式方法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所以提出改行新经济政策的任务，是因为经过了在空前困难的条件下，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强迫我们采用残酷斗争的形式的条件下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试验之后，到1921年春天情况已经很清楚：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要动手解决经济问题，也就是说，保证经济转到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就必须这样做。

我今天不能用数字、总结或事实来说明这种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给了我们什么好处。我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你们知道，顿巴斯是我国经济几大中心之一。你们知道，我们在那里有一些原来是资本主义的大企业，它们已达到西欧资本主义企业的水平。你们也知道，我们在那里的任务是先恢复大工业企业，因为我们靠数量不多的工人恢复顿巴斯的工业比较容易。但是在春天改变政策以后，我们今天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呢？我们在那里看到了相反的情况——生产发展得特别顺利的是租给农民的小矿井。我们看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了发展。农民矿井的生产情况很好，他们把开采的煤拿出大约30％作为租金交给国家。顿巴斯生产的发展表明，与今年夏天的惨状相比，目前情况已经普遍有了显著的好转，在这方面，小矿井生产的好转以及它们按国家资本主义原则经营这一点起了不小的作用。我不能在这里分析全部有关材料，但你们从这个例子里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政策的改变所取得的某些实际结果。经济生活的活跃（这是我们绝对需要的）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也是我们绝对需要的），这些，我们通过局部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开始得到了。至于今后的成绩如何，将取决于我们的本事，取决于我们今后执行这一政策的正确程度。

现在回过头来阐发一下我的基本思想。今年春天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退回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手段、经营方式和经营方法，这种退却是否已经够了，以致可以停止退却而开始准备进攻呢？不，实际表明退得还不够。理由如下。如果按我开头所讲的那个比喻（战争中的强攻和围攻）来说，那么我们还没有重新部署好军队，还没有重新分配好作战物资，如此等等。一句话，我们还没有作好新战役的准备，而根据新的战略和战术，新战役将按另一种方式进行。既然我们现在正在转向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试问，是不是应该设法使适合于以前的经济政策的活动方式现在不来妨碍我们呢？不言而喻，而且我们的经验也证明，我们应该做到这一点。今年春天我们说过我们不怕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还说过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商品交换这一形式固定下来。自1921年春天以来，我们制定了一连串法令和决定，写了大批文章，进行了大量宣传工作和立法工作，这一切都是在适应发展商品交换的需要。商品交换这个概念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这个概念所设想的建设计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怎样的呢？它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结果怎样呢？现在你们从实践中以及从我国所有的报刊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如果我们不想硬着头皮不看自己的失败，如果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

你们要努力适应这种情况，否则买卖的自发势力、货币流通的自发势力会把你们卷走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处于目前这种境地，仍然不得不退却，以便在日后最终转入进攻。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大家都应该认识到以前的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以便弄清目前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我们当前的转变的特点是什么。对外任务目前不是我们的迫切任务。军事任务也不是我们的迫切任务。现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是经济任务，而且我们应该记住，眼下还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在三年内还没有能搞好我们的工作（经济工作）。我国的经济破坏和贫困是这么厉害，文化是这么落后，要在这样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这项任务是不可能的。但是一般说来，过去的强攻并不是毫无影响和毫无益处的。

现在我们处于必须再后退一些的境地，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必须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体系，恢复小农经济，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恢复和振兴大工业。不这样我们就不能摆脱危机。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但是，我们中间有人对实行这一经济政策的必要性还认识得不够清楚。例如，当你说到我们的任务就是使国家变成一个批发商或者学会经营批发商业，说到我们的任务就是经商作买卖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奇怪，有些人甚至感到非常可怕。他们说：“共产党员居然说出这种话来，说什么现在要把商业任务，把最平常、最普通、最庸俗、最微贱的商业任务提上日程，这样共产主义还能剩下什么呢？人们看到这种情况万念俱灰，说了一声‘唉，一切都完了！’这有什么不应该呢？”我想，只要看一看自己的周围，就能发现这种情绪；这种情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一旦蔓延开来，就会蒙蔽许多人的眼睛，使人难于清醒地理解我们当前的任务。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而且现在，秋季，乃至于1921年到1922年的这个冬季，我们还要继续退却。如果我们对自己、对工人阶级、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等于承认我们根本没有觉悟，等于没有勇气正视现状。要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进行工作和斗争。

如果一支军队已经确信不能用强攻方式拿下要塞，但仍然表示不同意撤出旧阵地，不去占领新阵地，不改用新方法来完成任务，那么对于这样的军队应当说：只学会了进攻而没有学会在某些困难条件下为了适应这种条件必须实行退却，是不会取得战争胜利的。自始至终全是胜利进攻的战争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即或有过也是例外。就普通的战争来说，情况就是这样。而在决定整个阶级的命运、决定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个问题的战争中，是否有合理的根据设想第一次解决这个课题的人民一下子就能找到唯一正确无误的方法呢？有什么根据作这样的设想呢？毫无根据！经验证明恰恰相反。在我们所完成的任务中，没有一项是不经过反复而一次完成的。失败了再来，一切重新做过，相信一项任务总有办法可以完成，即使做得不能绝对正确，至少也能差强人意。我们过去是这样工作的，今后还应该这样工作。如果面对眼前的情况我们的队伍不能齐心一致，这是最令人痛心的，这说明在我们党内有一种非常危险的颓丧情绪。相反，如果我们敢于直截了当地说出甚至是痛苦的严重的真实情况，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学会、绝对能学会如何战胜一切困难。

我们必须立足于现有的资本主义关系。我们害怕这样的任务吗？或者说这不是共产主义的任务吗？如果这样，那就说明我们不懂得革命斗争，不懂得革命斗争的性质，不懂得革命斗争是一种最紧张的斗争，伴有许多我们决不可以漠视的急剧转变。

现在我作几点总结。

我来谈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既然现在，即1921年秋季和冬季，我们又一次退却，那么究竟要退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我们时常直接或间接地听到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使我想起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所听到的一个类似的问题，我们签了布列斯特和约以后有人问我们：“你们对德帝国主义作了这样那样的让步，到底要让到那年那月为止呢？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到时候停止让步呢？你们这样做不是使处境更加危险了吗？”当然，我们是增加了自己处境的危险性，但是不应当忘记一切战争的基本规律。战争的要素是危险。在战争中你无时无刻不被危险包围着。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呢？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战争，是一场比过去任何战争更残酷、更持久和更顽强得多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时时处处都有危险。

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你们能给我指出什么没有危险的革命道路、没有危险的革命阶段和革命方法吗？危险的消失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无产阶级专政的终止。当然，此时此刻我们谁也不作这样的梦想。这个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危险。我们在今年春天说，我们要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要颁布法令，规定交纳粮食税以后剩下的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当时我们这样做，也就是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自由。不明白这一点，就等于根本不懂得基本的经济关系，根本不可能认清形势和正确行动。当然，斗争方法改变后，发生危险的条件也改变了。在解决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时，危险来自政治方面。这种危险是微不足道的。在全世界资本家所支持的国内战争的时期到来后，出现了军事上的危险，这种危险就比较严重了。而在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后，危险就更大了，因为整个经济是由大量经营管理方面的日常的琐事构成的，而人们对这些琐事习以为常，不太注意，这就要求我们聚精会神、全力以赴，这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学会用正确方法来克服这种危险的必要性。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远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所遇到的危险。在这一点上切不可有丝毫的糊涂。

我们必须懂得：目前的具体条件要求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我们正应当在这方面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目前经济现实中的矛盾比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前要多：居民中某些阶层即少数人的经济状况有了部分的、些许的改善，但是另一些阶层，即大多数人，他们得到的物质资料同他们的基本需要则完全不相适应。矛盾增加了。不难理解，在我们经历大变革的时候，要一下子消除这些矛盾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我的报告中的三个主题。第一个是一般性问题：我们应当在什么意义上承认在新经济政策以前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党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我举了某次战争中的一个例子，力求用它来说明由强攻转为围攻的必要性，说明开头实行强攻的必然性以及认识到强攻失败后采取新的战法的意义的必要性。

其次，到1921年春天才明确起来的第一个教训和第一个阶段，就是在新的道路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现在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矛盾。我们还没有掌握这个领域。

第三个是，自从1921年春天我们不得不从社会主义建设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之后，我们看到，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问题已提上日程。不管我们怎样觉得商业领域距离共产主义很遥远，但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面临着一项特殊任务。只有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才能着手解决极其迫切的经济需要问题。也只有这样，通过一条比较漫长然而比较可靠的、也是目前我们唯一走得通的道路，我们才能保证大工业有恢复的可能。

这就是我们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应该看清的主要之点。我们在解决这一政策的种种问题时，应当认清基本的发展路线，以便对现时我们在经济关系中所看到的表面上的混乱现象有清楚的认识。当前，在看到旧事物的破坏同时，我们还看到了新事物的仍很孱弱的幼苗，也常常看到我们的一些活动方式还不适应新的条件。我们既已提出提高生产力和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唯一基础的大工业的任务，我们就应当努力做到正确地对待这一任务，并且务必完成这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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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发言

同志们！在回答纸条上提出的意见以前，我想先说几句，答复在会上发言的几位同志。我觉得必须指出拉林同志发言中的一点误解。他竟把我所说的调节问题同调节工业的问题扯在一起。要就是我说得不确切，要就是他理解错了。这显然是不对的。我说的是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并把这种调节同商品交换作对比。还应当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关心我们的政策、决定、宣传和鼓动，要使我们的宣传、鼓动和法令有所改进，那就不应该漠然无视最近的试验所取得的成果。1921年春天我们谈论商品交换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说商品交换作为一种制度已经不适应实际情况，实际情况奉献给我们的不是商品交换而是货币流通、现金交易，——这样说对不对呢？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对斯图科夫和索凌两位同志说我虚构一些错误的答复。这就是证明我们确实犯了错误而不是虚构错误的明显事实。

今春以来这个时期我们实行经济政策的经验表明，1921年春谁也没有对新经济政策表示异议，无论在代表大会上，在代表会议上，或者在报刊上，全党都一致同意这一政策。旧日的争论对于这个一致同意的新决定丝毫也没有影响。当时作出这一决定的根据是：我们通过商品交换就能比较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这方面还需要通过商业，走一条迂回的道路。

斯图科夫和索凌两位同志怨气冲天，说有人在大谈错误，说难道不虚构错误就不行吗？当然，如果是虚构错误，那将是非常糟糕的。但是，如果象哥尼克曼那样避而不谈实际问题，那也是完全不对的。哥尼克曼的发言几乎通篇都是谈这样一个问题：“历史现象形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当然，这是不容争辩的，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共产主义的基本常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我们且按这种方式来判断一下。谢姆科夫同志的发言是不是一种历史现象呢？我肯定这也是一种历史现象。那么“这种历史现象形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恰好证明这里既没有虚构错误，也没有不正确地希望或者纵容党员颓丧、惶恐和情绪低落。斯图科夫和索凌两同志非常担心，认为一承认错误，不管是怎样承认，是全部还是局部，是直接还是间接，都是有害的，因为这样做会使人普遍颓丧，情绪低落。而我举一些例子正是要说明，问题的实质在于，承认错误目前是不是有实际意义，在发生了并且是必不可免地发生了问题以后，现在是不是应当作某种改变？我们一开始是进行强攻，只是在这以后才转为围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现在妨碍我们实行自己的经济政策的，是把在别的情况下也许是出色的而在现时却是有害的那些做法错误地搬过来。几乎所有发言的同志都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可是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此，也仅在于此。在这里，我最好的同盟者是谢姆科夫同志，因为他在大家眼前奉献了这个错误。如果谢姆科夫同志没有出席会议，或者如果他今天没有发言，那确实会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莫非错误是列宁虚构的？但谢姆科夫同志的话说得很明确：“您讲国营商业干什么呢？在监狱里又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谢姆科夫同志，是这样，在监狱里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可是，在监狱里有人教过我们作战吗？在监狱里有人教过我们管理国家吗？调解各人民委员部之间的争执，协调它们的活动，这种非常讨厌的玩意儿又有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教过我们呢？在任何地方也没有人教过我们这些东西。在监狱里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没有人教我们学东西，而是我们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革命运动史等等。从这一点说，很多人没有白坐监狱。当有人对我们说“在监狱里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的时候，从这句话正好看出他们对我们今天进行党的斗争和活动的实际任务存在着错误的理解。而这恰恰是这样一种错误：把适用于“强攻”的做法硬搬到“围攻”时期来。在谢姆科夫同志身上暴露了在党的队伍里存在的错误。必须认识到这个错误并加以纠正。

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热情是一种公认的巨大的历史力量，曾经起过伟大的作用，并将对国际工人运动有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依靠这种热情，再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和稍微完好的工厂，能够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么，我们就不会来搞商业核算和生意经这套讨厌的玩意儿了。那时这一套就不需要了。可是现在我们必须搞这一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在领导而且必须领导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促使我们不仅需要采取出租这种不愉快的手段，而且需要搞做买卖这套讨厌的玩意儿。这种不愉快的情形会使人意志颓丧，情绪低落，这是可以料到的。可是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不正是那些情绪低落、意志颓丧的人的过错吗？既然国际国内的全部经济政治条件给我们造成了这样一种经济现实，即不是商品交换而是货币流通变成了事实，既然需要我们致力于调节目前的商业、目前这种情况很糟的货币流通，那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办呢，能说这跟我们无关吗？如果这样，那是一种极有害的颓丧情绪，极严重的绝望情绪，会使我们一事无成。

我们目前的工作环境并不完全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它还和经济斗争以及我们同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有关。这一切的结果是我们在今年春天提出了出租问题，而现在又必须提出商业问题和货币流通问题。借口“在监狱里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来回避这一问题，那就等于陷入不可容忍的颓丧情绪，就等于不执行自己的经济任务。如果用强攻方式能拿下资本主义商业这块阵地，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工厂完好，有高度的经济和文化水平）采取“强攻”即直接建立商品交换，没有犯任何错误，那是痛快得多。可是现在的错误恰恰在于我们不愿意了解采用其他办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不是虚构出来的错误，也不是历史上的错误，而是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当前能够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的一个教训。如果党面对自己的任务竟然说“在监狱里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我们不需要商业核算等等，那党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吗？有很多东西在监狱里都没有人教过我们，我们只得在革命以后学。我们学了，并且学得很有成效。

我想，学会了解商业关系和经商是我们的责任。而只有开门见山地指明这个任务，我们才能开始有成效地学并最终学会。我们不得不退这样远，因为商业问题成了党的一个实际问题，成了经济建设的一个实际问题。是什么迫使我们转而采用商业原则呢？是周围的环境，是目前的条件。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使大工业迅速恢复并且尽快同农业结合起来，以便实现正常的产品交换。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做到这一点要快得多。可是在我国就要通过一条迂回漫长的道路，但我们所追求的目的最终是能达到的。现在我们必须把实现今天和明天向我们、向必须领导整个国家经济的党提出的任务作为方针。现在已经谈不上商品交换了，因为商品交换这个战场已经从我们手里给夺走了。不管这使我们多么不愉快，但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那是不是应该说，我们再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呢？绝对不是。我们应该学习。应该学习由国家调节商业关系。这项任务是困难的，但决不是无法完成的。我们一定能完成这一任务，因为过去那些对我们来说同样是新的、必需的和困难的任务我们都完成了。搞合作商业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但决不是无法完成的，只是需要对这项困难的任务有清楚的认识，认真下功夫。我们的新政策归结起来就是这样的。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改用金卢布结算。但是这样的经营单位为数极少，大多数企业的情况还很混乱，工资与生活条件极不适应；部分企业已经不再靠国家供给，一部分企业还要部分地靠国家供给。出路在哪里呢？唯一的出路在于我们要学会，要适应环境，要能恰当地解决也就是根据当前的条件来解决这些问题。

以上是我对几位就我今天的讲话发言的同志的答复。现在我来简短地回答一下递上来的几张条子。

其中有一张说：“您拿旅顺口作例子，但是您不认为被国际资产阶级包围的我们可能就是旅顺口吗？”

是的，同志们，我已经指出：战争的要素是危险；不估计到可能遭到失败，就不能进行战争。如果我们遭到失败，当然就会陷入旅顺口那样的悲惨境地。在我的全部讲话中，我指的是国际资本主义这个旅顺口，它已经被包围，而且不仅仅被我们这支大军所包围。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包围这个国际资本主义旅顺口的大军都在日益成长壮大。

有一张条子问：“如果一两年后爆发社会革命，那革命后我们会马上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要是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那么干革命就易如反掌了，我们就能在世界各地干成许许多多的革命了。这样的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我们不仅不能肯定一两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不能肯定半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提出这样的问题同预卜战斗双方谁将陷入旅顺口要塞的悲惨境地一样，都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只知道一点：国际旅顺口要塞最终一定会拿下来，因为能够夺下这一要塞的力量正在世界各国成长壮大。而我们的基本问题是，应当怎样做才能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住恢复大工业的可能性。我们不应当规避商业核算，而应当懂得，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创造起码的条件，使工人不仅在工资方面，而且在工作量等方面得到满足。只有在商业核算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经济。成见和怀旧则妨碍进行这项工作。如果我们不估计到这一点，就不可能以应有的方式来实行新经济政策。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退到哪儿为止？”还有几张条子也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退到什么时候为止？我料到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在我的第一次讲话中已就这点讲了几句。这个问题是某种颓丧情绪的反映，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也听到过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不对，因为只有进一步实行我们的转变，才能提供回答这一问题的材料。我们什么时候学会了，什么时候为扎实地转入进攻作好了准备，我们就什么时候停止退却。对这个问题不可能作出更多的回答。退却是非常不愉快的事，但是人家揍你的时候，是不管你愉快不愉快的。军队经常撤退，谁也不会感到奇怪。谈论我们到底退到什么时候为止是谈不出什么好办法来的。我们为什么要瞎想一些得不出任何结果的方案呢？我们倒是应该去做具体的工作。应该细心地研究具体的条件和情况，应该确定可以利用什么地形站住脚，——利用一条河、一座山、一片沼泽或某个车站？因为我们只有在可以利用某种地形站住脚时，才能转入进攻。不应当陷在颓丧情绪里，不应当用慷慨激昂的鼓动来规避问题，这种鼓动用得适当是非常可贵的，可是在当前的问题上它只会带来害处。





	载于1921年11月3日和4日《真理报》第248号和第24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91—220页
















[126] 这是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就新经济政策问题作的报告和总结发言。在本卷《附录》里还收有报告的提纲（见第505—508页）。



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于1921年10月29—3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637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35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284名。会议议程包括下列问题：国内外形势；省经济会议的报告；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检查委员会的报告；监察委员会的报告。代表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莫斯科和莫斯科省清党工作的报告。



列宁在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并在总结发言中回答了弗·戈·索凌、英·尼·斯图科夫、尤·拉林、谢·莫·谢姆科夫、C．Π．哥尼克曼等人的意见（索凌、斯图科夫和拉林的发言见1921年11月4日《真理报》第249号的报道）。会议通过的决议表示完全拥护新经济政策。——216。



[127] 看来是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决议通过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该提纲的第4条指出：“苏维埃政权在一定情况下不得不后退一步，或者说同资产阶级倾向实行妥协。例如，对许多资产阶级专家付给高额薪金，就是这种后退和对巴黎公社原则的背离。”（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8页）——221。



[128] 《广告小报》（《　　　》）是苏俄的一份私人办的出版物，1921年10月—1922年2月在莫斯科出版。——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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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商业原则办事》一文提纲[129]


（1921年 10—11月）


《按商业原则办事》短文提纲

这能否作为口号？

“商业”？＝资本主义。

（a）“国家资本主义”。它的长处。

（β）战争状态曾排斥了 “商业”。

（γ）在向 “共产主义”过渡时往往 （由于军事上的考虑；由于几乎是赤贫的状况；由于错误，由于一系列错误）没有经过社会主义的一些中间阶段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

（δ）“计算和监督”？

（ε）应当收回成本。

　　 c＋v＋m

　＜　　　m——积累　　　　＞　　　一般理论｝

　　　　——国家费用

“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不同形式　 （a）1917年10月25日—1918年 1月5日的政策

　　　　　（β）世界政治。布列斯特和约。

　　　　　（γ）国内战争。

　　　　　（δ）同“经济危机”即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战？同战后的纪律松弛现象作战？同经济崩溃作战？同无能现象作战？

战争胜利的条件：极度紧张。

商业原则＝

　　＝极度紧张

　　＝尽量缩减企业数量，使企业集中

　　＝检查结果

　　＝“经营有方”。

或者——或者：

或者：100000＋500000

16ч．1／4ф．给农民？ 
［注：这些数字的意思弄不清楚。——俄文版编者注］



或者：极度紧张，缩减，“施加压力”（？）

令人讨厌的是：懒惰，办事马虎，零星的投机倒把，盗窃，纪律松弛。

｛为什么不是“经营有方”？——贸易自由

　　　　　　　　　　　——国家资本主义

　　　　　　　　　　　——货币制度。　｝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73—474页
















[129] 《按商业原则办事》这篇文章没有写成。——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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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或讲话的两份纲要[130]


（1921年10月和11月5日之间）


1

（1）新经济政策和认真学习（经营管理）

（2）————用“棍子”、用铁的纪律、“用认真的态度”来“教”

　　　　　　　　　　同战争比较。

　　　　　　　　　　同1918年4月29日比较

（3）“退却”——战败的军队在学习

（4）资本家和商人会把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

　　　“战争的要素是危险。”


2

争取“以改良方式”过渡的可能性——或者换句话说，争取经过初步接近的道路、经过跳板、经过阶梯走向目标的可能性。

（正面攻击可能取得全面胜利，也可能取得局部胜利＝争取接近和过渡、“改良”、使资产阶级服从等有把握的可能性。）

“批发商”，“国家资本主义”。

为农民市场、农民的消费服务；寻求消费者；满足他们的需要；进行计算；获取赢利；商业核算。总结＝以认真的态度即从切身体验中、从效果中“学习”。

“正面攻击”是错误呢，还是试探地基和清扫地基呢？从历史上看，二者都是。

从放弃正面攻击而采取其他方法的现在来看，必须强调它的作用和错误。

政治变革以及在文化上（和经济上）消化这种变革。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75—476页
















[130] 第一份纲要的个别论点写进了《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的提纲（见本卷第497—498页），并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见本卷第180—201、216—233页）中作了阐述。第二份纲要中的论题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见本卷第244—252页）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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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

（1921年11月5日）

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现在，有一些根本性的任务革命还没有完成，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把握某种新的（同至今革命已经做到的相比）事物，在这种时候用上述办法来庆祝革命特别适当而且必要。

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这一“新事物”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引起了许多问题和疑虑。

理论问题是：在革命总的说来是胜利推进的条件下，在同一个领域里，在采取了许多最革命的行动之后，又转而采取非常“改良主义的”措施，这该怎样解释呢？这里有没有“放弃阵地”、“承认失败”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呢？我们的敌人，从半封建的反动分子到孟什维克或第二半国际的其他骑士们，当然说有。要是他们不假托各种理由或者不要任何理由就发出这样的叫嚣，那他们就不成其为敌人了。一切政党，从封建主到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惊人的一致，不过再一次证明所有这些政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确实是“反动的一帮”（顺便说一句，这正象1875年和1884年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中所预见的一样 
［注：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20页和第36卷第252—253页。——编者注］

 ）。

但是，在朋友中间也有某种……“疑虑”。

我们要恢复大工业，组织大工业和小农业间的直接产品交换，帮助小农业社会化。为了恢复大工业，我们实行了余粮收集制，从农民那里借来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原料。这就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以前的三年多时间内所实行的方案（或方法、制度）。从直接和彻底摧毁旧社会经济结构以便代之以新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上说，这是完成任务的一种革命办法。

1921年开春以来，我们提出（还不是“已经提出”，只是刚刚“提出”，并且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完全不同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动的办法、方案、方法、制度。所谓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

这是完成任务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办法。

与原先的革命办法相比，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革命这种改造是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

有人问，既然你们试用革命方法以后承认这种方法失败而改用改良主义方法，那岂不证明你们是在宣布革命就是根本错误的吗？那岂不证明根本不应该从革命开始，而应该从改良开始，并且只限于改良吗？

孟什维克和类似的人所作的就是这样的结论。但这种结论，不是政治上饱经“风霜”的人的诡辩和骗人伎俩，就是“初出茅庐”的人的幼稚无知。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失去清醒的头脑，异想天开地以为“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活动领域都一定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毁灭（是指他们的事业由于内因而不是由于外因而失败）。

谁“异想天开”要这么干，那他就完了，因为他想在根本问题上干蠢事，而在激烈的战争（革命就是最激烈的战争）中干蠢事是要受到失败这种惩罚的。

凭什么说“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能够而且应该只采用革命的方法呢？这是毫无根据的。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绝对错误的。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从纯理论原理来看，这种说法的不正确是不言而喻的。我国革命的经验也证实了这种说法的不正确。从理论上看，在革命时期也和在其他任何时期一样，都会干出蠢事来。这是恩格斯说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6页。——编者注］

 ，他说得对。应该尽量少干蠢事，尽快地纠正已经干了的蠢事，尽量冷静地考虑：在什么时候，哪些任务可以用革命方法完成，哪些任务不能用革命方法完成。从我们自己的经验看：布列斯特和约就是一个决非革命行动而是改良行动的例证，这种行动甚至比改良行动更糟，因为这是倒退行动，而改良行动通常是缓慢地、审慎地、逐渐地前进，而不是倒退。我们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的策略的正确性，现在已得到充分的证实，大家都很清楚，一致公认，因此对这个问题用不着多讲。

我国革命充分完成了的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工作。我们完全有权以此自豪。在我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或者说社会主义的工作可以归纳为三大项：（1）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揭露两个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强盗集团的大厮杀并使这场战争打不下去；从我们方面说，这一点已经完全做到了；但是要从各方面都做到这一点，只有靠几个先进国家的革命。（2）建立苏维埃制度这一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有世界意义的转变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时代已经终结。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只不过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还要靠许多国家来改进和完善。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是不可饶恕的。我们的工作还得不止一次地补做、改做或重做。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而现在我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水平还很低。我们有待于改造的东西很多，如果因此而“面有愧色”，那就荒谬绝顶了（如果不是比荒谬更糟的话）。（3）从经济上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在这方面，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而这是我们最靠得住的事业，——无论从原则来看或从实践来看，也无论从俄罗斯联邦的现状来看或从国际方面来看，都是最靠得住的事业。

既然在打基础上最主要的工作还没有完成，那就应该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这上面。这里的困难在于过渡的形式。

我在1918年4月《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这里，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联接，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象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85页。——编者注］



当前，在我们所谈的这个活动领域里，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引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在历史事变的链条中，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这看起来很奇怪：共产主义与商业？！这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干、相去甚远的东西。但是，如果从经济上认真考虑一下，就会知道这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比共产主义同小农的、宗法式的农业的距离更远。

我们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黄金修建一些公共厕所。这样使用黄金，对于当今几代人来说是最“公正”而富有教益的，因为他们没有忘记，怎样由于黄金的缘故，在1914—1918年“伟大的解放的”战争中，即在为了解决是布列斯特和约坏些还是凡尔赛和约坏些这个重大问题的战争中，曾使1000万人死于非命，3000万人变成残废；怎样又是由于黄金的缘故，不知是在1925年前后还是在1928年前后，是在日美之间还是在英美之间的战争中，或者在诸如此类的战争中，一定还会使2000万人死于非命，6000万人变成残废。

但是，无论上述那种使用黄金的办法多么“公正”，多么有益，多么人道，我们仍然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应当象1917—1921年间那样紧张、那样有成效地再干它一二十年，不过工作的舞台比那时要广阔得多。目前在俄罗斯联邦仍然应当爱惜黄金，卖黄金时要卖得贵些，用黄金买商品时要买得便宜些。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

假定……假定在千百万小农旁边没有电缆纵横的先进的大机器工业，——这种工业按其技术能力和有组织的“上层建筑”以及其他伴生的条件来说，能够比从前更迅速更便宜更多地向小农提供优质产品——那么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就世界范围来说，这种“假定”没有的东西已经有了，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了，但是，某一个国家，而且是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在试图马上直接实现即实际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这种新的联系时未能用“强攻”方法完成这项任务，现在就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缓慢的、渐进的、审慎的“围攻”行动来完成这项任务。

掌握商业，引导商业，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够做到的。现在举一个小例子，一个小小的例子。在顿巴斯，一方面由于国营大矿井劳动生产率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把小矿井出租给农民，经济已经开始活跃，虽然活跃的程度还很小，但无疑是活跃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额外得到了一些为数不多的煤（对于先进国家来说，这个数量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我国一贫如洗的情况下却是很可观的）。我们所得到的煤，假使成本是100％，而我们卖给国家机关是按120％，卖给私人是按140％（附带声明一下，这些数字完全是我随便举的，因为第一，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第二，即使知道，我现在也不会公布）。看来我们已开始掌握——哪怕是规模极小——工农业之间的流转，掌握批发商业，掌握这样的任务：抓住现有的落后的小工业或被削弱被破坏了的大工业，在目前的经济基础上使商业活跃起来，使中等的普通的农民（他们是农民的多数，农民群众的代表，自发势力的体现者）感到经济上的活跃，利用这一点来更有步骤、更顽强、更广泛、更有效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我们决不会受本能地轻视商业的“感情社会主义”或旧俄半贵族半农民的宗法情绪的支配。各种过渡经济形式都可以利用，而且既然有利用的必要，就应该善于利用它们来巩固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系，立即活跃我们这个满目疮痍、受尽苦难的国家的国民经济，振兴工业，为今后采取各种更广泛更深入的措施如电气化等创造条件。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精确地正确地规定了改良同革命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只能从一个方面，只能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在哪一个国家取得第一次稍微巩固、稍微持久的胜利的情况下看到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关系的基础就是把改良看作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说，这种关系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基础，是一个起码常识，而第二国际卖身求荣的领袖们以及第二半国际半是迂腐、半是装腔作势的骑士们却歪曲和抹杀这种起码常识。无产阶级哪怕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在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中就出现了某种新东西。从原则上说情况还和从前一样，但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马克思本人当时是预见不到的，我们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才能认识到。为什么我们能够正确地实行布列斯特的退却呢？因为我们已前进了相当远，有退却的余地。从1917年10月25日到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为止，我们在几个星期之内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建立了苏维埃国家，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使作了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这个大倒退，我们仍然保留了充分广阔的阵地，可以利用“喘息时机”再胜利前进，反击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皮尔苏茨基、弗兰格尔。

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前，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取得胜利以后，改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一种“副产品”，但对取得胜利的国家来说，如果经过极度紧张的斗争，实力显然不足以用革命手段来实行某种过渡，那么改良又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胜利提供了很多“后备力量”，我们即使被迫退却也能坚持下去，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能坚持下去。所谓在物质方面坚持下去，就是保持兵力的充分优势，使敌人不能彻底打垮我们。所谓在精神方面坚持下去，就是不使自己精神沮丧，组织瓦解，仍保持对情况的清醒估计，保持饱满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退得虽远但退得适度，能及时停下来并重新转入进攻。

我们已经退到了国家资本主义。但我们退得适度。现在我们正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但我们会退得适度的。现在已经有一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可以使人看到在不很久的将来停止这种退却的可能性了。这次必要的退却进行得愈自觉，愈协调，成见愈少，那么，我们就会愈快停止退却，而随后的胜利进击就会愈有把握，愈迅速，愈波澜壮阔。






	　　1921年11月5日载于1921年11月6—7日《真理报》第2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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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42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1922年财政计划和纸币发行计划的决定草案


1
[131]



（1921年11月5日）

（1）委托财政委员会在星期二以前即11月15日以前以金卢布为单位计算出包括粮食税、燃料收入等等在内的各项收入总额；

——以金卢布为单位计算出各人民委员部在支出预算中的份额（绝对数字）——并与战前同类数字（5年或10年的平均数）以及1919年和1920年的概数对比。

（2）提出纸币发行量为24000万金卢布和3亿金卢布的两个方案。

（3）将总预算（包括物资和货币）的分配额同劳动国防委员会粮食计划的口粮分配数字作一对比。

（4）立即开始根据本计划（按发行纸币24000万金卢布的方案）编制预算。

（5）任务交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交给中央统计局？或者交给一个扩大的委员会？

（6）期限——12月20日。

（7）能否公布财政委员会的一些根据？

特别是战前卢布的计算（折合成商品），

　　　　　　　　　　等等。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30页









2
[132]



（1921年11月18日）

（1）委托财政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按目前财政委员会采用的一般原则完成收支的计算以及人民委员会11月5日决定中交办的对照表。

（2）用综合报告形式提出这些计算结果，以此作为确定1922年国家预算的初步数据。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31页
















[131] 1921年11月5日，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了1922年财政计划和纸币发行计划草案，并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以列宁的建议为基础的决定。建议的第2、4、5、6条在手稿上被划去，未写入决定。——253。



[132] 列宁的这两个建议写入了人民委员会1921年11月18日通过的决定。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初步批准了“财政委员会提出的按人民委员部分列的支出预算数字”，建议各人民委员部“加速编制预算，务必在12月1日前完成”，并责成财政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一周内完成包括货币和物资在内的收入计算。”——254。















《列宁全集》第42卷


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谈话[133]


（1921年11月5日）


　　蒙古代表团的第一个问题：“列宁同志，您怎样看待在我国建立人民革命党这件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列宁同志向我们代表团阐述了我国所处的国际局势，并指出，由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一旦战争发生，帝国主义列强将力图侵占我国，并把它变成进攻其他国家的军事跳板。列宁同志指出：因此，对你们国家任何一个劳动者来说，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同苏维埃俄国的工人、农民结成联盟，为国家独立和经济独立而斗争。孤立地进行这一斗争是不行的。因此，建立一个蒙古阿拉特134的党是他们的斗争取得胜利的条件。
　　蒙古代表团的第二个问题：“民族解放斗争能否取得胜利？”



　　列宁同志回答说：“我本人参加革命运动30年，根据亲身的经验知道，任何一个民族要摆脱国内外的奴役者是多么困难。然而，尽管蒙古是一个畜牧业国家，居民的大多数是游牧的牧民，但它已在自己的革命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主要的是通过建立自己的人民革命党巩固了这些胜利。这个党的任务是使自己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而又不被异己分子所侵蚀。”


　　蒙古代表团的第三个问题：“人民革命党是否应当改变为共产党？”



　　列宁同志回答说：“我不提倡这样做，因为一个党不可能‘改变’为另一个党。”列宁同志解释了共产党的实质，说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然后指出：“革命者还需要在自己的国家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方面做大量的工作，才能从牧民中形成无产阶级群众，然后无产阶级群众才能帮助人民革命党‘改变’为共产党。简单地换一块招牌是有害的、危险的。”

列宁同志向我们代表团广泛地阐述了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思想。保证向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过渡的主要条件是加强人民革命党和政府的工作，以便通过这些工作以及通过党和政权的影响的加强而发展合作社，形成经营和民族文化的新形式，以便使阿拉特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而奋斗。阿拉特蒙古的新的非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只能由党和政府影响下建立起的新经济结构的一些成分积累而成。





	载于1934年乌兰巴托出版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九次代表大会（1934年9月28日—10月5日）》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32—233页
















[133] 列宁同蒙古代表团的谈话于1921年11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进行。谈话记录是根据波•扎•舒米亚茨基和代表团团员策伦道尔吉的回忆整理的，最初发表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九次代表大会（1934年9—10月）的会议记录中。



蒙古代表团由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财政部长、蒙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丹增（团长），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部长苏赫－巴托尔，外交部副部长策伦道尔吉等组成，主要目的是与苏维埃俄国签订友好协定。代表团于1921年11月2日到达莫斯科。苏蒙协定于1921年11月5日签订。——255。



[134] 阿拉特是蒙古语劳动者的音译，旧指受蒙古封建贵族压迫的农牧民，我国清代文献中译为“平人”。——255。















《列宁全集》第42卷


在普罗霍罗夫纺织厂工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35]


（1921年11月6日）

简要报道

（全场起立，鼓掌多时）回顾以往的四年，我们看到，除俄国无产阶级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对资产阶级取得彻底的胜利。我们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完全是因为农民和工人知道，他们是为自己的土地和政权而斗争的。对邓尼金、弗兰格尔和高尔察克的战争是历史上劳动人民战胜压迫者的第一场战争。我们取得胜利的另一个原因，是协约国无法派出足够数量的忠于它的军队来进攻俄国，因为法国的士兵和英国的水兵都不愿意来压迫自己的弟兄。

四年来我们创造了闻所未闻的奇迹：一个饥饿的、力量弱小的、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竟打败了自己的敌人——几个实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为自己争得了前所未有的、谁也料想不到的、巩固的国际地位。现在还有一项巨大的任务，就是搞好国民经济。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表明，我们依靠的是世界上最神奇的力量——工人和农民的力量。这使我们相信，到下一年十月革命节的时候，我们将在劳动战线上取得胜利。





	载于1921年11月9日《真理报》第25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34页
















[135] 1921年11月6日，普罗霍罗夫纺织厂（现称费·埃·捷尔任斯基三山纺织厂）为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周年召开了两千人参加的大会。大会由亚·米·柯伦泰致开幕词。列宁作为该厂工人选出的莫斯科苏维埃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讲话。在大会上讲话的还有该厂及其他工厂的工人。——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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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莫夫尼基区工人、红军士兵和青年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21年11月7日）

（乐队奏《国际歌》。齐声鼓掌。）同志们！我不能象那些在莫斯科参加过或亲自进行过某种斗争的同志那样，给你们叙述一些对你们有教育意义的和有趣的回忆，因为我当时不在莫斯科，所以我只想简单讲几句，表示祝贺。

前面有一位同志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号召工人自己在工会和苏维埃机关中加紧工作，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我也想对这个号召表示支持。

同志们，四年来我们经历了前所未闻的斗争。假定四年前有人对我们说，外国工人不会很快发动世界革命，我们必须进行三年残酷的国内战争，那时恐怕谁也不会相信我们能够把这场战争坚持下来。可是，尽管受到四面八方的进攻，我们还是经受住了这种进攻。我们所以能够如此，并不是因为出了什么奇迹（因为聪明人是不相信奇迹的），而是由于派来进攻我们的军队不可靠。如果英国人不撤出阿尔汉格尔斯克，法国水兵不撤出敖德萨，如果那些穿上军装被派来攻打我们的外国工人不变成同情苏维埃政权的人，那么就是现在，我们也难保不遭到进攻。不过，我们并不怕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在每个国家里我们都有许多同盟者。方才那位同志号召你们齐心协力地工作是正确的，我全力支持他的号召，因为你们都知道，我们在最困难的关头遇到了饥荒，全世界的资本家都想趁此机会迫使我们忍受他们的盘剥。但是我们有了工人群众，也就有了能同他们作斗争的保证。

就拿给农民贷放种子这件事来说吧。你们都知道，余粮收集制已为粮食税所取代，现在你们可以看到，征收粮食税和贷放种子的工作进行得非常好。

前几天我们讨论了如何帮助灾区农民进行春播的问题。我们发现，国家掌握的种子，即使用来播种相当于1921年的春播面积，也是远远不够的。为此国家必须有3000万普特谷物，可是我们的粮食税只能征收到1500万普特，其余的1500万普特必须向国外购买。最近我们看到，英国资产阶级正在掀起一个撕毁同苏俄签订的通商条约的运动，但是英国工人反对。我们知道，现在正在同其他国家签订条约，不管购买1500万普特谷物多么困难，我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

我们看到，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现在都发生了工业危机，大批工人失业。在可耻的凡尔赛和约压迫下的德国已被长期夺去了在国际上立足的资格。德国被凡尔赛和约压得连生意都不能做。协约国虽然签订了前所未闻的凡尔赛和约，但是它们自己也在走向灭亡。

我国的经济状况却在日益好转。

我希望你们能够响应前面那位同志的号召，加强我们国内的工作。应该懂得，这样做非常必要，因为我们工作是为了改善农民经济，而这是需要付出比过去多得无比的精力的。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鼓掌。乐队奏《国际歌》。）





	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35—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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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力三厂（原“狄纳莫”厂）工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21年11月7日）

简要报道

列宁同志用鲜明的例子证明，劳动人民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苏维埃政权的意义，深信这样的政权是劳动者自己的政权。

列宁同志说：“带枪的人过去在劳动群众的印象中是可怕的，现在已经不可怕了，因为他是红军的一员，是劳动群众的保卫者。”

（列宁同志的讲话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





	载于1921年11月11日《真理报》第254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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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工会文化部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决定草案

（1921年11月8日）

确认全俄工会文化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不符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相互关系问题的决议（第2条）。[136]

原则上批准各省政治教育委员会代表大会的决议[137]，委托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协商，在一个月内拟出详细的实施细则，包括具体地确定把两个机构的工作“统一起来”的方式和工会及其机关“使用”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机构和力量”的方式。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39页








[136] 全俄工会文化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工会文化工作的作用与任务的决议》说，工会的文化工作是整个工会运动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而工会运动是按通常的工会方式由有关的工会机关来领导的，“必须坚决抛弃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有关工作部门的所谓专家来代替代表机关的倾向和做法”。这种使工会文化工作摆脱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影响的提法是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党的宣传鼓动任务的决议》相抵触的（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90页）。



关于工会文化部与政治教育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问题，曾两次提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1921年10月27日，政治局研究了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提出的问题后决定：“建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在四天内拟订并分发提纲，以便政治局在下星期四（11月3日）最后解决这个问题。”11月8日，政治局基本上通过了这里收载的列宁提出的决定草案。



全俄工会文化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21年9月26日—10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173名代表，其中有共产党员119名，非党群众51名，孟什维克1名，社会革命党人1名，无党派社会主义者1名。列入会议日程的有13个问题，其中包括：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文化部、教育人民委员部及其各总局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报告；各地（顿巴斯、彼得格勒、巴库）的报告；新经济政策与教育；工会的政治教育工作；青年中的文化工作等等。会议确定了改进工会教育工作的途径以及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开展工作的新的形式和方法（私人企业和租出企业中的文化工作等）。——263。



[137] 指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该决议规定了中央及地方政治教育委员会同工会文化部的相互关系。决议指出：“工会经常陷入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认为各种形式的教育工作都应当是工会的事情，工会比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机关能更好地进行教育工作。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出于对工会任务的错误理解。主张这种观点，必然会得出结论：国家的一切职能，所有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都要交给工会去做。”决议还规定了把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文化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及文化教育工作统一起来的具体措施：文化部长（或部务委员）参加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主席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文化部的部务委员会；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文化部共同制定参加工会的工人的政治教育工作计划；建立为参加工会的工人服务的统一的政治教育机构网，以便最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和克服工作中的重叠现象；文化委员会在其工作中应当执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指示，不仅对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文化部负责，而且也对相应的政冶教育委员会负责。——263。















《列宁全集》第42卷


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批示[138]


（1921年11月9日）

米哈伊洛夫同志：建议送政治局委员传阅。

我个人的意见是：整个地否决弗·米柳亭的这个根本不能用的、毫无根据的计划。

我建议：否决。






	　　列　宁　　11月9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40页
















[138] 这个批示写在格·瓦·契切林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上。契切林在信中汇报了1921年10月28—31日在里加举行的波罗的海经济会议的情况。这个会议提出了苏维埃俄国对外贸易非国有化问题，参加会议的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团长弗·巴·米柳亭也提出一个对外贸易非国有化的计划。11月10日，政治局按照列宁的提议否决了米柳亭的建议。



此后，从1921年底开始，在整个1922年内，俄共（布）的领导层中就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关于这场辩论，参看本卷第459—463页和《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委员的信》、《关于对外贸易垄断》等著作。——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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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乌克兰粮食工作的决定草案[139]


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便条

11月9日

米哈伊洛夫同志：

请送政治局委员传阅后退我。

建议政治局作出如下决定：

政治局指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乌克兰将粮食全部收齐，100％收齐，对于俄罗斯联邦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给我们运来5700万普特也同样是绝对重要的。政治局要求：立即订出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来实现这一目的，并将作出的一切决定上报。

关于粮食的收集情况和向俄罗斯联邦运送情况的简要汇总材料，每月用电话报告两次。






	　　列　宁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41页
















[139] 列宁提出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乌克兰粮食工作的决定草案，于1921年11月10日由政治局通过。——265。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接受国联药品和防疫器材一事的批语[140]


（1921年11月12日）

提交政治局。

如果没有不可接受的条件就可以得到药品，看来可以同意。






	　　列　宁　11月12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42页
















[140] 这是列宁在格·瓦·契切林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上的批示。契切林在信中说：卫生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就国联建议向卫生人民委员部提供药品和其他防疫器材一事提出询问，为此他请求政治局在原则上决定：在俄罗斯联邦未参加国联的情况下，苏维埃机关可否与国联的某一个委员会接触。1921年11月17日，政治局责成契切林接受国联防疫委员会的建议，但是要草拟一个不致使这一行动被解释成苏维埃俄国承认国联为全权国际组织的声明。——266。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党的机关同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141]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

（1921年11月）


1

11月14日的便条

莫洛托夫同志：这件事情况如何？

第4条和第5条，依我看是有害的。

请简要写上您的意见退给我。






	　　列　宁　11月14日









2

11月19日的便条

1921年11月19日

莫洛托夫同志：

我将这个问题转交政治局。

一般说来，这类问题由组织局决定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纯粹是政治问题，完全是政治问题。

因此，这个问题应另行处理。

请您要秘书将旧稿和新稿打在一张纸上。

（1）照我看，第4条应取消。

（2）对共产党员更要追究法律责任。

（3）党委作“结论”必须上报中央机关，并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






	　　列　宁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43页
















[141] 第一个便条是因司法人民委员部不同意俄共（布）中央1921年6月16日关于党的机关与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的通告信而写的。司法人民委员部请求从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信中删去第4条和第5条。第4条规定，司法机关必须将待审的共产党员交由党委委托的人员保释。第5条规定，党委必须在向它介绍案情后三天内就案件的实质作出结论，从而使党委的决定成为党对法庭的指示并预先决定法庭的审判结果。



作为对第一个便条的答复，列宁收到了中央组织局11月11日关于批准通告信的决定和维·米·莫洛托夫的信。信中说，通告已经修改，问题可以认为已经解决。但是这些修改并没有触及通告信的主要缺陷，因此列宁又写了第二个便条。



在列宁参加下，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1月24日讨论了行政司法机关与党委的相互关系问题。政治局责成德·伊·库尔斯基按照党员因一般刑事案件交法庭审判时应加重判刑和“消除任何利用执政党地位得以从轻处理的可能性”的精神，在一周内对整个通告信进行全面修改。12月8日，政治局基本上通过了德·伊·库尔斯基的建议，并成立一个委员会对通告信进行审订。1922年1月初，俄共（布）中央颁布了《关于党委与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问题》的通告信，废除了6月16日的通告信。——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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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对诬告的处分的法令草案的补充[142]


（1921年11月14日和24日之间）

建议补充加重处分的措施：

（α）不少于若干年；

（β）凡作出明显虚假的 书面
 供词或回答的（或在一定条件下回避问题的），都按德国对待违背誓言的办法处理，只不过这里没有誓言。






	　　列　宁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44页
















[142] 列宁的补充意见写入了人民委员会关于对诬告的处分的法令。该法令于1921年11月24日由列宁签署，12月1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颁布。——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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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实行报纸收费的法令草案的意见[143]


（1921年11月15日）

必须补充一些关于（严格）控制免费的条文，或者另拟细则（关于免费问题专列一条）加以规定。






	　　列　宁11月15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45页
















[143] 这是列宁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实行报纸收费法令草案提的意见。这个法令于1921年11月28日被批准，它废止了苏俄一度实行的报纸免费的做法（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84—386页），规定无论个人、社会团体或国家机关和企业无例外地均须交纳报费。根据列宁的意见而写的法令第8条，要求教育人民委员部在两周内拟订并公布对教育机构网合理分配报纸和向劳动群众供应报纸进行监督的细则。——270。















《列宁全集》第42卷


《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和一篇更老的跋）》一书序言[144]


（1921年11月16日）

1919年春天，我向彼得格勒工人作了一次报告。报告照例作了记录。记录照例记得很不好，——也许不是记得不好，而是我照例讲得不好。不管是记得不好还是讲得不好，报告还是照例出版了。

我对这几个“不好”和“照例”都非常清楚、深有感触，当时就为报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是用《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5—66页。——编者注］

 这个书名出版的）写了下面这篇跋，寄给彼得格勒的同志们。




“跋

在我费了不少力气修改我这篇讲话记录以后，我必须向所有那些想把我的讲话都记录下来发表的同志提出恳切的请求。

我的请求是：绝不要信赖我的讲话记录，无论是速记记录也好，或是别的什么记录也好；绝不要到处去找我的讲话记录；绝不要发表我的讲话记录。

如果需要，可以发表我的讲话报道，而不要发表我的讲话记录。关于我的讲话，我在报上见到过令人满意的报道，但一次也没有见到过稍微令人满意的记录。我不打算来分析，为什么会是这样，是我讲话太快，还是我的语句结构有毛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但事实总是事实。我的讲话记录，无论是速记记录或是别的什么记录，我还一次也没见到过有哪一篇是令人满意的。

宁可要一篇好的讲话报道，而不要一篇不好的讲话记录。因此我请求：绝不要发表我的任何一篇讲话记录。尼·列宁　1919年4月17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66页。——编者注］







　　我把这篇跋寄往彼得格勒时附了这样一句话：“请彼得格勒的同志将下列意见当作我的讲话的序或跋来发表，哪怕是用最小的铅字也行。列宁　4月17日” 
［注：同上，第65页。——编者注］

读者可以看出，我是多么慎重地请求、几乎是用恳求的口吻请彼得格勒的同志们把这几句话刊印出来，“哪怕是用最小的铅字也行”。以季诺维也夫同志为首的彼得格勒同志们照例……（怎样才能说得缓和一点呢？）“糊弄了”我。彼得格勒的同志们照例特别喜欢不顾一切地显示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甚至于可以不履行作者的请求，而一个作者的请求，在各个国家，在各个共和国，包括苏维埃共和国（独立自主的彼得格勒除外），是一切人、一切同志和公民都必须履行的。在得知彼得格勒的同志们没有履行我的请求后，我狠狠地埋怨了季诺维也夫同志一顿。但他照例回答说：“事情已经做了，现在也无法挽回了。再说我们怎能发表您诋毁自己小册子的跋呢。”这样，除了……“独立自主”，又加上一套狡猾的手腕，而我完全被置于受愚弄的地位。

最近，出版我讲得不好或（也许是“和”）记得不好的讲话这种事又要发生了，这是指我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和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的两篇讲话 
［注：见本卷第180—201页和第216—233页。——编者注］

 。由于有过痛苦的经验教训，我这次决定少采取“恳求”的方式。我从自己的档案中把我在1919年4月17日写的那篇旧的序言找出来，作为我的两篇文章的序言发表。上述两篇讲话，由于以上原因，不再重新发表。

让真理取得胜利吧。晚澄清总比不澄清好。真理取得胜利有多方面的含义：彼得格勒的同志们将因过分的“独立自主”和狡猾手腕而受到惩罚，虽然他们的过失并不大；读者最终会非常明确而具体地知道，我那些讲话的记录不行到什么程度；对我关于我们“新经济政策”方面当前一项主要任务的看法发生兴趣的人们，可以看到完全准确的、我确实想说和确实说过的原话。






	　尼·列宁1921年11月16日

载于1930—193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7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46—248页
















[144] 列宁写的这篇序言当时曾排了字，但没有发表。列宁看过它的校样，并在上面写了批语：“请改正并给我再送一次校样。列宁。11月16日。”



小册子《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和一篇更老的跋）》没有出版。1921年，作为《鼓动宣传通报》第22—23期合刊的附刊，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尼·列宁：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的小册子。小册子所收的两篇文章是《十月革命四周年》和《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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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有才气的书

（1921年11月22日）

这是愤恨欲狂的白卫分子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写的一本书：《插到革命背上的十二把刀子》，1921年在巴黎出版。看一看刻骨的仇恨怎样使这本极有才气的书有些地方写得非常好，有些地方写得非常糟，是很有趣的。当作者写的是他所不熟悉的题材时，就没有艺术性。例如描写列宁和托洛茨基家庭生活的那个短篇就是这样。亲爱的阿韦尔琴科公民，愤恨有余，可就是写得不象！我可以告诉您，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各方面，包括家庭生活方面，缺点很多。不过要写得好，就必须了解他们。而您却不了解他们。

然而这本书中很大一部分作品写的是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非常熟悉、亲身体验过、反复思考过和感受很深的题材。他以惊人的才华刻划了地主和工厂主那个生活富裕、饱食终日的旧俄罗斯的代表人物的印象和情绪。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心目中，革命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烈火般的仇恨有时候——甚至往往——使阿韦尔琴科的小说精彩到惊人的程度。有些描写经历过和经历着内战的儿童的心理的作品，例如那篇《军靴践踏下的小草》，简直令人叫绝。

然而，作者真正满怀激情之处，还是在他谈到吃的时候。旧俄罗斯的阔佬们怎样大吃大喝，怎样在彼得格勒（不，不是在彼得格勒，而是在彼得堡）花14个半卢布或者50个卢布吃一顿小吃，等等。作者描写这一切的时候，简直馋涎欲滴。这才是他所熟悉的、亲身体验过和感受很深的东西，这才是他决不会出错的领域。情况之熟悉和感情之真挚是无与伦比的。

最后一个短篇《被粉碎的世界的残余》描写了两个人物。一个在克里木的塞瓦斯托波尔，当过参议员，“富有，慷慨，交游很广”，“现在在弹药库当短工，干卸炮弹和分炮弹的活”。另外一个从前是“维堡区数一数二的大冶金工厂”的厂长，“现在是一家委托商店的雇员，近来已经稍有经验，能够对拿来寄售的旧女大衣和长毛熊皮童大衣估价了”。

这两个老头子回忆了往事，回忆了彼得堡的落日、街道和戏院，当然还有“熊”、“维也纳”和“小雅罗斯拉维茨”等餐馆的美味佳肴。他们边回忆边感叹：“我们对他们做了什么呢？我们妨碍了谁？”……“这一切对他们有什么妨碍？”……“他们为什么把俄国搞成这个样子？”……

这是为什么，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不明白。看来，工人和农民不难明白这一点，他们不需要解释。

我看，有几篇小说值得转载。应该鼓励有才气的人。





	载于1921年11月22日《真理报》第26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49—250页
















《列宁全集》第42卷


就同施泰因贝格签订合同问题给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的信

1921年11月23日





	　　致列·波·加米涅夫　抄送：欣丘克同志







昨天人民委员会把关于同施泰因贝格签订合同的问题[145]转给了您的委员会。今天哥尔斯基在《消息报》的文章中计算了一下，施泰因贝格靠10万公斤糖精将赚得1940亿苏维埃卢布（而每公斤他只花60万卢布，也就是说，全部10万公斤花费600亿卢布；利润率为1940∶600＝323％）。

如果哥尔斯基的计算不错，那么利润是极其巨大的。要是把超过250％的利润算作超额利润的话，那么在超额利润中好象也应有俄罗斯联邦的一份吧？

能不能：

（1）讲讲价钱，把100％或200％算作超额利润，使我们能从超额利润中单独得到一份？

（2）取得特别的保证，使我们自己人（尤其是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人）能学会贸易的方法和组织贸易？

（3）取得特别的保证，使我们这些傻子在向聪明人学到本领以后能尽早解除合同。

我看，即使讨价还价一百次，审查一百次，合同还是要订的，因为傻子要学习就得付出高昂的代价。

请答复。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51页
















[145] 1921年11月21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将拟同Π．В．施泰因贝格签订的关于皮革原料的收购和贸易的租让合同提请人民委员会批准。人民委员会经过多次讨论，于1922年1月10日否决了租让合同。人民委员会会议委托专门任命的一个委员会拟订关于按合股原则组织国内皮革原料采购的条例，并责成该委员会探求吸收施泰因贝格参加皮革原料的采购的方式。关于这个问题，见本卷第384—386页。——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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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两项建议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


供表决（用传阅的办法）

1921年11月26日

莫洛托夫同志：能否试一下，由政治局通过电话决定两个问题：

（1）任命索柯里尼柯夫为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兼财政委员会委员，条件是他仍然担任土耳其斯坦局主席，必要时应当去土耳其斯坦，直到把那里完全整顿好为止。（这一点如得不到多数同意，那我就不得不提请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

（2）今天我们匆忙地否决了我的建议[146]，我也曾同意放弃。但现在看来我放弃得太仓促了，现在我重申原议：

责成（1）皮达可夫；（2）鲁希莫维奇；（3）波格丹诺夫（或他的副手斯米尔加）于两周内向政治局提出关于各省经济会议同省内直属莫斯科中央部门的大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方案（或条例，或提纲）。

［我们自己是制定不出这个方案的。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必须征求所有人民委员部的意见。要尽快再研究一下。从顿涅茨克省经济会议开始。］






	　　列　宁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52页
















[146] 列宁指的是他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顿巴斯工作人员中的意见分歧问题时提的建议。



1921年11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列宁提出的两项建议。——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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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增设副主席的问题

给亚·德·瞿鲁巴的信和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便条

（1921年11月28日和30日）

11月28日

瞿鲁巴同志：我的方案已经成熟：

除李可夫担任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职（在人民委员会有表决权）外，增设一名有同等权力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第二副主席。由瞿鲁巴担任该职，解除其粮食人民委员的职务。

两位副主席的权力：在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有表决权；主席不在时行使主席职权。在参加所有的部务委员会和机关方面具有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全部权力，并有权（包括在以上权力中）就统一和指导各经济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问题对各该部的人民委员及其部务委员等人的实际工作下达应立即执行的指示（事先征得有关部门的人民委员的同意）。

以上是我考虑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决定。[147]

任务——实际统一、督促和改进整个经济工作，特别要同国家银行（在贸易方面）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保持联系并通过它们进行。

亲自了解经济系统各部人民委员、全体部务委员以及地方和区域主管经济工作的主要干部（10—100名）的特点和工作情况。

亲自参加有关的人民委员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银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等部门的部务委员会的重要会议，并由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亲自抽查一些最重要的和大家特别瞩目的职能。

这些职务设置多久“要看情况”：也许3—4年，也许30年。

目的之一：培养出一批精通业务的检查指导人员来检查和安排中央和地方所有经济机构的全部经济工作。

副主席通过现有的各个人民委员部的机构进行工作，只有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才是他们自己的机关（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设主任4—5人，各有助理1—2人，每个助理有秘书1—2人）。

由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助理和秘书组成整个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两位副主席所共有的唯一的机构。

请至迟于星期三答复我。此信退回。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　宁

各位政治局委员：这个初步方案我已征得亚·德·瞿鲁巴的同意，请全体政治局委员一阅。我想明天即12月1日提交政治局。






	　　列　宁　11月30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53—254页
















[14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12月1日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决定，解除亚·德·瞿鲁巴的粮食人民委员职务，批准他担任劳动国防委员会第二副主席，在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有表决权。1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任命瞿鲁巴为劳动国防委员会第二副主席的决定。——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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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外高加索共和国联邦的决定草案的修改意见[148]


给斯大林的便条

11月28日

斯大林同志：我基本上同意您的意见。但我认为在措辞上应稍作变动。

（1）承认建立外高加索共和国联邦在原则上是绝对正确的，也是绝对应该实行的，言外之意是立刻实行还为时过早，就是说，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讨论、宣传并由苏维埃自下而上地实施。

（2）建议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中央委员会（通过高加索局）把联邦问题提交全党和工农群众广泛讨论，大力进行建立联邦的宣传并通过每个共和国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来实施；如果有很多人反对，应准确而及时地报告俄共中央政治局。






	　　列　宁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4月17—25日。公报》一书（非全文）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55页
















[148] 列宁的这个决定草案于1921年11月29日被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草案中“需要一定的时间”几个字是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修改的，原来是“需要几周的时间”（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85—187页）。



列宁在1921年初就指出了加强外高加索各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协作和成立区域性经济机构的必要性。外高加索各共和国在1921年采取了一系列经济上统一的步骤：4月，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了统一管理外高加索铁路的方案；6月，各共和国签订了成立统一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协定；8月，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通过了建立高加索经济局的决定。1921年11月2日，在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全体会议上通过了成立外高加索联邦的决定。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为外高加索各共和国的统一而采取的措施，遭到了格鲁吉亚部分领导人（波·古·姆季瓦尼等）和阿塞拜疆某些领导人的反对。但高加索局在建立联邦的问题上也有些操之过急。列宁的决定草案就是针对这些情况提出的。



根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进行了必要的工作以后，1922年3月12日在梯弗利斯召开了外高加索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会议，批准了各共和国之间的联盟条约。1922年12月13日，在巴库召开了外高加索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1922年12月30日，外高加索联邦同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起组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根据1936年苏联宪法，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都作为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不复存在。——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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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省第一次农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49]


（1921年11月29日）

同志们，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向大会表示祝贺。非常遗憾，我不能给你们的大会作一个本来应该作的详细的报告并出席大会听取一些报告，特别是听取那些来自各地、直接从事农业、从发展农业中直接受益、能够提出一些重要的具体意见的代表们的发言。因此，除一般地表示祝贺外，我只能简单地谈谈你们这次大会的重大意义。

同志们，你们大家都知道，目前整个形势所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作为我们共和国对内对外政策首要问题之一提出来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发展整个经济，首先是发展农业。一切迹象表明，在熬过了帝国主义战争的艰苦岁月以后，在经过了胜利的国内战争以后，现在在农民群众中正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农民群众已经深深地认识到再也不能按旧方式来经营了。我们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把以前只有少数农民才办到的事，把借助我们不发达的农艺学向农民群众传授得很不够的知识，真正变成千百万农民的财富。一连串的迹象表明，农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深刻、广泛和敏锐地感到需要改造农业，提高农业经营水平，所以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多开你们这样的代表大会，并使这些代表大会的成果能在最近的将来产生实际效益。

今年我们遭到的最大灾难，就是许多省份发生饥荒，发生旱灾，而且在今后一年甚至几年内看来还可能发生旱灾。因此，不仅是农业，而且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任务在于：无论如何要使农业得到极大的改善和发展，并且要立即付诸实现。只有务农的群众自己认识到发展生产的必要性，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把已经开始广泛采取的改进措施在所有省份毫无例外地推广开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战胜饥荒，改善农民经济。农艺师的数量同全体农民群众相比毕竟很少，他们的工作如果不同农业的实际任务结合起来，就不会富有成效。象你们这样的代表大会应当在各省都开，而且应当对农民群众产生影响。这是目前最基本的需要，我甚至可以说是政治上的需要，因为既然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已经改善，一切政治问题就都集中到了一个方面，就是无论如何要提高农业生产率。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必定带来工业情况的改善，因而也会改善对农民经济的供应——日用品和生产工具、机器的供应，没有这些，工农群众的生活就不可能有保障。

同志们，你们在会上都听了奥新斯基同志关于总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我听说你们还听了梅夏采夫同志关于土地规划问题的报告。我再说一遍，对我们来说，最宝贵的是那些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农民经济的代表们所提出的具体建议。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和宝贵的是你们带来的可供最广大群众分享的经验。莫斯科省毕竟具有一种近乎特殊的地位，因为莫斯科省的农民可以较方便地同中央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农艺师们交流经验；代表大会所制订的措施，所提供的经验，其意义将远远超出莫斯科省的范围。如果不充分利用农艺师的帮助，那将会产生严重的危险。因此，莫斯科省的种田人、莫斯科省的农民必须把自己在改善农业状况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和成就看作是在这方面迈出的头几步，并把它们介绍给全体农民。我想提请你们注意的就是，希望你们将在会上总结的经验和得出的结论，不仅能帮助你们在生产中继续前进，而且希望你们把自己的经验和意见介绍给边远省份的农民。

会上提出的所有问题，如独立田庄[150]问题，一句话，同土地规划有关的一切问题，对于比你们省大得多的范围都是有意义的，了解你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对我们这些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人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想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来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使我们的农民群众认识到改善农民经济的必要性，并且由你们自己对已经采取的具体步骤进行全面的讨论。你们在会上发表的意见我们是会给予重视的，我们将在采取具体措施时考虑你们的经验。在此，我再说一遍，你们的经验应该让远离中央的边远省份都知道。在你们大会的工作中，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正是这一点。

在结束我的讲话时，我再次代表人民委员会向大会表示祝贺，祝大会圆满成功。（鼓掌）





	简要报道载于1921年11月30日《真理报》第27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56—259页
















[149] 列宁的这个讲话由1921年11月30日的《真理报》第270号作了简要报道。向省级报纸供稿的刊物《报纸臂助》1921年第35期将讲话缩编为短文《百般设法提高农业生产率》，署名尼·列宁。《列宁全集》过去的版本刊载的是《真理报》的简要报道和《报纸臂助》的短文。《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首次按速记记录刊印了这篇讲话的全文。



莫斯科省第一次农业代表大会于1921年11月23—30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出席会议的有300多名代表——农民和土地机关的工作人员。大会听取了副农业人民委员恩·奥新斯基关于在农业方面推行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和Π．А．梅夏采夫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土地规则的形式的报告。代表们对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83。



[150] 独立田庄是指俄国20世纪初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期从村社份地中划给退出村社的农民、成为他们个人的私有财产的地块。——285。















《列宁全集》第42卷


对成立工资基金审定委员会的建议的修改意见[151]


（1921年11月29日）

建议作如下修改：

将第2条第1款的开头改为：“根据人民委员会11月10日决定成立的工资委员会（加米涅夫、施米特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仍保留，委托它对工资基金委员会进行监督……（以下如原文）……未经工资委员会许可不得提高工资标准。”






	　　列　宁　11月29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60页
















[15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11月26日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口粮定额问题的建议，并查明有无必要成立一个工资基金审定委员会。委员会拟了一个草案，建议撤销工资委员会，另外成立一个附属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中央工资基金委员会。这里收载的是列宁对草案的修改意见。委员会的草案按照列宁的意见修改后于12月1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



手稿上有一处笔误：工资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21年11月1日（而不是11月10日）的决定成立的。——286。















《列宁全集》第42卷


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经济政策的提纲的意见[152]


（1921年11月29日）



关于经济政策的提纲

（草稿）

（1）初步总结一下按新经济政策原则进行的实际工作，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俄国国民经济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国营工业

（2）在工业企业、联合公司、经济机关和预算机关、供应机关之间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是国营工业能否取得成绩的根本问题。国家既是企业和全部产品的全权主人，就应当依靠有全权在规定的一计划范围内安排生产并有相当大的权力（视国家供应量的大小而定）销售自己产品的企业和联合公司。在管理形式迅速改变的时期，死板的、形式主义的预算程序会大大阻碍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只会导致苏维埃官员对工业实行完全不应有的独断专行。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就在于鼓励和发扬国营工业领导者
 的首创精神和自主精神。





不是已经有了（好象是1921年5月？）关于提高“ 大企业
 ”自主权的决议吗？[153]这是比较确当的。应当根据 实际经验
 加以具体化。

第2条行文太一般化。空洞。


　　（3）国营工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这两项任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得以完成：对企业实行严格的经营管理，精确考虑生产中的一切因素，使管理合理化（狠狠地精减臃肿的机构，对保留的部分付给更好的报酬，抛弃官僚主义的工作程序等等）。



第3条也太一般化和空洞。

　　　　加上：

例如承租者变卖国家财产的问题。

　　　　 
注意



特别是对 第5条和第6条
 。



对工业的供应

（4）经验证明，只有在企业中建立粮食储备才有可能采取新的经营方式。因此，不仅必须努力建立两个月的粮食储备，还应保证我国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供给，直到新粮下来。工业拨款也是如此。企业应当知道它每月有多少资金，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工作不均衡和中断。

（5）由于国家供应不足和市场的存在，企业只好实行国家供应和市场采购相结合的物资供应制度。这两种供应间的比例依该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总体系中的重要程度和国家物资的多少而定。那些产品与国家利害攸关的工业部门（矿物燃料、军事工业等等）必须仍由国家充分供应。与此同时，企业和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应当注意到粮食税法的本意（逐步减少粮食税）而建立自己的批发商业机构。





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保持一定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

（6）由于工业复兴和工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原则，中央同地方、企业同经济机关的相互关系问题正在起本质的变化。只有新经济政策才为取消总局管理体制（国家管得过细和过分的垂直领导）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中央仍然负责规划、生产计划、国家供应、拨款、调节和监督。而管理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职能则移交给地方。在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和该省境内的企业之间也建立类似的关系。直属中央部门或工业局的企业应同有关的省经济会议协商进行工作。



工会

（7）除了和经济机关共同参与工业管理，除了讨论生产计划、配足经济机关人员、研究工资问题等任务，现实还向工会提出一系列新的任务。在存在交换的情况下，商品流通过程具有巨大的意义。国家有本事掌握商业，还是将被迫把这个阵地交给私人资本，这在颇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人群众的福利。因此，应当加强工会同消费合作社的联系。工人应当学会做生意，使之有利于自己，有利于国家。现实向工会提出的另一项重大的新任务，是工人阶级有组织地参加财政方面的工作。规定税目和建立国家垄断等工作都不能够也不应当在没有工会参加的情况下进行。





这些“旧”任务应当规定得详尽些。参加的 形式
 。有发言权。候选人名单。更好地考察他们。 学习
 管理等等。

工人消费合作社应当……

参加的形式：

（（有发言权。

　考察。

候选人。


　　（8）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危险性无条件要求工会和经济机关组成联合战线进行斗争，制止进一步的退却。为此必须通过每一个工人所能理解的具体问题大力加强群众工作。

合作社

（9）为了同潮水般涌来的私营商业进行斗争，为了让消费合作让垄断全国的零售商业业务，必须消除如下各种因素：在经济上或心理上阻碍合作社充分发挥主动性；阻碍筹措股金和专款以建立商业业务所必需的流动资金；禁止合作社使用基层社向资产阶级出售奢侈品所得的商业利润（见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关于禁止基层社向非社员出售商品的决定）。为此：





§ b．

怎么一回事？？‖


　　（a）必须取消强迫入社的做法
 。既然国家已不再通过分配来保证全体居民
 的供应，这种做法就失去了根据；它人为地扩大了事实上未入社的农民在合作社机关中的代表名额；它成了妨碍居民和干部自觉入社的因素；它成了不信任消费合作社机构和不交纳股金的主要原因。但是必须保留一个地区只能有一个消费合作社的原则，因为这是保证不致产生搞投机倒把的消费合作社以及便于领导和监督的一项措施。



这未必正确吧‖？？‖


　　（b）必须取消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机关对（各级）合作社从事商业业务的权利加以某种限制（与私人相比）的各项决定。

对外贸易

‖　　（10）必须把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变成专管调节俄罗斯联邦在国外的贸易活动、监督进出口活动、制定和实施共和国的关税政策的机关。应当授予国家各总管理机构和中央管理机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和各省消费合作总社（征得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同意）自由进入国外市场的权利。为了统一各总管理机构和托拉斯在国外市场的活动，可以将上述组织按商业股份公司的原则组成一些公司。





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是坚决反对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在11月27日或28日有一个 
新的

 决议。154

应考虑这个决议。



财政

（11）恢复我国的货币流通现在成为经济问题的中心。在币值急剧下降的情况下谈不上合理经营和使经济能赢利，谈不上正常的预算。工业的利益严正地要求在这方面采取果断的行动。只有法定的贬值才能改善我国的货币流通，因此应当立即着手为实行这个措施作准备。

（12）为了发展、整顿信贷业务，必须开设合作银行和私营银行。那时国家银行的任务将只是起银行的银行的作用，这是完全适合当前情况的。拖延实行这些措施会造成种种极可怕的、严重危害国民经济的信贷投机。





是否加上：

（αα）关于农业问题。

更多地支持农民在经营上的主动性。

（ββ）更加注意帮助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可以成立这种那种形式的、“附属于工会的”联合组织，也可以成立专门的合作社，如此等等。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77—481页

















[152]关于经济政策的提纲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伊·捷·斯米尔加起草，供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工作人员讨论用的。列宁的意见送给了斯米尔加。——287。



[153]指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该决议规定要“扩大每个大企业在支配资金和物资方面的独立程度和首创精神”。为了执行这个决议，劳动国防委员会于1921年8月12日通过了《关于恢复大工业、提高和发展生产的措施的基本原则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一些有技术装备和配置适当的大企业按经济核算原则组成了专门的联合公司，还有一些单个的大型企业也实行了经济核算。9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99号发表了人民委员会《关于扩大国营企业在提供资金和支配物资方面的权力的法令》。——287。



[154]可能是指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第四次会议（1921年11月15—21日）《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组织建设、采购活动和财务状况的决议》。——291。







《列宁全集》第42卷


对资源利用委员会主席的报告的意见[155]


（1921年11月30日）

就利用委员会的决定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申诉的情况是很少的：可能不到百分之一。

国家计划委员会想要取消利用委员会（有关的人民委员部希望不受监督，也都支持这样做），而不是将该委员会整个交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如果将它整个交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剩下有不同意见的就只有第2条，再加上：应当将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一部分（纸币分配等等）也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

（目前利用委员会的机构约有500人。核定编制是800人。如果交给财政人民委员部，编制将不变。）（编制定得无法再缩减了。）

（总的说，财政委员会作了肯定的结论，即赞成该项计划。）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82页

















[155]这是列宁对劳动国防委员会俄罗斯联邦资源利用委员会主席列·纳·克里茨曼的报告所提的意见。该报告陈述了将该委员会移交给国家计划委员会或财政人民委员部这样两个改组方案。



第2条说的是不应将资源利用委员会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因为“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一个咨询机构，不能（也不应当）作出最后决定”。用括号括起来的最后一句话说的是改组资源利用委员会的第二方案，即将它移交给财政人民委员部。——292。







《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初稿[156]


（1921年12月1日）

第一：缩小权限

第二：逮捕权再缩小些

第三：期限短于一个月

第四：加强法院工作或全交法院审理

第五：名称

第六：通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实行更加放宽的措施。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61页

















[156]全俄肃反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7日（20日）的决定，为了同反革命、怠工和投机活动进行斗争而成立的。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它在同反革命破坏活动作斗争和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苏维埃国家转入和平经济建设，列宁建议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小它的职权范围。这是列宁为此拟订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草案的初稿。



1921年12月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责成由列·波·加米涅夫、德·伊·库尔斯基和费·埃·捷尔任斯基组成的委员会在五天内依据列宁草案初稿中提的六个方面讨论这个问题，即“（1）缩小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权限；（2）缩小逮捕权；（3）规定一个月期限以便全面进行各项工作；（4）加强法院；（5）讨论更改名称的问题；（6）按照放宽的精神制定总的条例，通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实行”。随后，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在有关的决议中指出：“在革命过程中和在国家政权所执行的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型关系，应当在法律上得到体现，并受到司法程序的保护……应将苏维埃共和国的司法机关提到应有的高度。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所属机关的职权和活动范围应适当地缩小，其本身也应改组。”（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42—143页）1921年12月27日，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议》，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按照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机构、缩小它们的权限和加强革命法制原则的方针修订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机构的章程”。1922年1月23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研究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改组问题，规定了由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而成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基本任务和职能。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议。——293。







《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决定草案[157]


（1921年12月1日）

（1）赞同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布哈林三人提出的路线：由共产国际的各共产党提出同第二国际的工人共同行动的一系列建议。委托三人于两天内写出一份准确地阐述这条路线的决议草案，分送给政治局委员。

（2）委托布哈林同志写一篇总结俄国共产党内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和联合的经验的文章，并将该文送政治局审阅。[158]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62页















[157]这个决定草案是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12月1日讨论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时写的，当时被会议通过。以列宁的建议为基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工人统一战线和关于对参加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工人以及对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的工人的态度》的提纲（载于1921年《共产国际》杂志第20期）。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1921年12月19—21日）对这个提纲表示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的全体会议（1922年2月21日—3月4日）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讨论和批准了这个提纲。——294。



[158]尼·伊·布哈林关于俄共历史经验的文章没有发表，但有关的问题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工人统一战线提纲的第19条中作了阐述（见《办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33—134页）。——294。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俄共历史的意见

给尼·伊·布哈林的便条

（1921年12月1日）

布哈林同志：

鉴于中央今天给您出了一个题目，现在我把我的意见寄给您。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题目，并且拟了如下的大纲：

（1）列举发生争论、分歧和分裂的问题。

（2）分裂时期和统一时期的交替。

（3）孟什维克拥有多数的时期和布尔什维克拥有多数的时期的交替（也许可以用图表说明？）

请简略地谈谈您的意见。





	
列宁
12月1日











您的文章是拿它作主线，还是拿类似的东西作主线？





分歧问题一览表

（按时间顺序排列）

1903.10.　　组织问题：党章第1条。

1904.　　　 “地方自治运动。”

1905.5.　　 对待革命、罢工斗争、武装起义的态度。

1905.8.　　 抵制还是参加国家杜马？

1905.10.

1905.12.　　起义。

1906.1—3.　抵制还是参加国家杜马？

1906.4—5.　对待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态度。

1906.7.　　 对待武装起义的态度。

1906.9.　　 对待游击斗争的态度。

1907.1—2.　第二届杜马的选举：是左派联盟还是同立宪民主党联合？

1907.4.　　 第二届国家杜马。

1909—10.　 取消主义。

1911.　　　 中央全会。

　　　　　　统一还是分裂？

1912.　　　 分裂。（取消主义。）

1913.　　　 “罢工热潮”等等。

1913.　　　　对待第三届国家杜马 
［注：这里看来是指第四届国家杜马。——俄文版编者注］

 的态度。

1914.　　　　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

1917.2—3.　 对待二月革命的态度。

1917.5.　　　联合内阁。

1917.7.　　　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1917.9.　　　科尔尼洛夫叛乱和民主会议。

1917.10.

　　　　　　　苏维埃政权。

　　　　　　　恐怖手段。

　　　　　　　布列斯特和约。

　　　　　　　阴谋和国内战争。

1918.　　　　 国内战争。孟什维克的态度。

1919.　　　　 国内战争。孟什维克的态度。

1920.

1921.


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斗争：

（数量对比的变化）

1903．　　　　代表大会　　20║24＝44票[159]　（一个党）。

1905．　　　　两个代表大会160。Za（Zirka＝差不多是）（两个党）。

1906．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确实（票数）一个党。

1907．　　　　伦敦代表大会。确实（票数）一个党。[161]

　　　　　　　（国家杜马党团。）

1911—12．　　工人的捐款（引自论取消主义的文集）[162]（一个党和两个党）。

1917．6．　　　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1917．11．　　｛150（？）万。900万。｝[163]　立宪会议的选举。

　　　　150万║900万





	载于1924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7—8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63—265页

















[159]这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拥有票数的对比：布尔什维克拥有24票，孟什维克拥有20票，总共是44票。——297。



[160]指1905年4—5月布尔什维克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差不多同时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的全俄党的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297。



[161]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处在形式上统一的党内，有一个中央委员会，定期召开代表会议。



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拥有62票，孟什维克占优势；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拥有105票，孟什维克拥有97票，布尔什维克占优势。——297。



[162]指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于1914年出版的文集《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引用了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和拥护孟什维克的工人分别为各种目的捐款的数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工人阶级与工人报刊》一文）。——297。



[163这是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的立宪会议选举中所得票数的对比。列宁在《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更详细地谈到了这个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25页）。——297。







《列宁全集》第42卷


就批判“集体主义者”纲领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164]


12月2日


致政治局委员

我刚刚把《我们是集体主义者》（即前进派[165]、波格丹诺夫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166]等）这个纲领全部看了一遍，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把它编成小册子，加上极为详尽的批判，还要有一篇关于波格丹诺夫在1917年的政治言论的文章以及其他材料，刊印2000—3000本，这样做对我们无疑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建议约几位作者为这本小册子写稿，由布哈林编辑，委托他给各个作者分派任务，在两周内把他们的稿子收上来，汇总送政治局审阅。（这样做对国外也是必要的。）

（1）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通告。

（2）《我们是集体主义者》。

（3）《真理报》上布哈林的文章。

（4）还要有几篇分析纲领的文章。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66页

















[164]列宁在这个文件里提出的建议被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12月3日通过。文中提到的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通告，是指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载于1920年12月1日《真理报》第270号）和1921年11月2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议。信和决议发表于1921年《俄共（布）中央通报》第36期。



《我们是集体主义者》是一份反映某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观点的匿名的纲领性材料，在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21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前夕出现。作者在这个纲领中怀疑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反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在哲学上为马赫主义的即波格丹诺夫的“理论”辩护，在政治问题上支持“工人反对派”的观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党团谴责了“集体主义者”的纲领，同他们划清了界限。——299。



[165]前进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党集团。它是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由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1909年12月在卡普里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的。该派在日内瓦出版过《前进》杂志。前进派于1913年实际上瓦解，1917年二月革命后正式解散。——299。



[166]无产阶级文化派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苏联早期的群众性文化组织，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十月革命后在国内各地成立分会。各地协会最多时达1381个，会员40多万。参加协会的有真诚希望帮助苏维埃国家文化建设的青年工人。但是协会的领导为亚·亚·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所把持。他们在十月革命后仍继续坚持协会的“独立性”，从而把它置于同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相对立的地位。他们否认以往的文化遗产的意义，力图摆脱群众性文教工作的任务，而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波格丹诺夫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鼓吹马赫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31—334页）等著作中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于20年代初趋于衰落，1932年停止活动。——299。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活的联系”的一封信

（1921年12月3日） 　　致叶努基泽、卡尔宾斯基、捷尔任斯基、

扎卢茨基、米哈伊洛夫、莫洛托夫等同志

亲爱的同志：

从人民委员会接待室处理申诉和控告的实践中看得很清楚，在特别重大而紧急的情况下，采用“活的联系”即亲自同一些在地方上有相当地位的党内同志联系很有好处。这样可以减少在采用通常的层层照转办法时不可避免的拖拉现象，而且还可以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混进苏维埃政权和党内的“一窝”富农在萨拉托夫省（新）叶兰县搞恐怖活动的案件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用上述“同志间的”联系办法向伏尔加河流域全俄肃反委员会全权代表查询，十天内就收到了回电，说“已采取一切措施来清查罪犯”。另外几件事也收到了类似的效果。

但是要推行这种办法，就必须充分了解各地的负责工作人员究竟是谁。因此有一个请求：每个省从本省执行委员会和肃反委员会等部门中挑选一两名你们认为特别适合做这种“催逼”工作的、可靠的并具备相当资历的同志，火速拟好名单，送沃兹德维任卡4号人民委员会接待室。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附言：这些同志的忠诚必须有充分保证：要有尽可能详尽的担任党和苏维埃工作的履历介绍，并要由几位老党员对他们的绝对正直亲自作保。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1年12月3日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68—269页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同意大利契托－契涅马电影公司谈判的一封信

1921年12月5日





	　致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列扎瓦同志财政人民委员部　　　——阿尔斯基同志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波格丹诺夫同志

教育人民委员部　　　——利特肯斯同志

沃耶沃金同志









意大利契托－契涅马电影公司的全权代表、共产党员卡罗蒂同志已来到莫斯科。我国驻意大利代表处已同他进行过初步谈判，商讨了关于在俄国拍摄和购买影片以及在意大利发行这些影片的租让问题。

卡罗蒂同志有一份留有充分余地可作必要修改的合同草案，这份草案可以作为同他谈判的基础。

据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的报告，契托－契涅马公司是意大利一家实力雄厚的电影企业，由意大利贴现银行提供资金，关于它的情况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财务计算局当有材料可查。

我认为这件事极为重要而且紧急。

委托你们立即开会研究卡罗蒂同志的建议，弄清此事的全部情况，并代劳动国防委员会草拟一个相应的决定。

召集会议并于12月7日星期三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报告——由沃耶沃金同志负责。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70—271页















《列宁全集》第42卷


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磨粉厂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补充[167]


（1921年12月5日）

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在磨粉厂管理局（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指示）保留一个基本的专家小组，并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监督下完成大型磨粉厂的检修计划。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72页

















[167]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1年12月5日的会议上研究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将原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的磨粉厂移交粮食人民委员部一事提出的申诉。这是列宁对政治局决定草案的补充意见。政治局批准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并建议小人民委员会通过列宁提出的补充决定。——304。







《列宁全集》第42卷


对统一战线提纲的意见[168]


（1921年12月6日）

季诺维也夫同志：

提纲草稿已阅，我不反对。

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历史那一段应作补充和局部改动。说只在1910年才分裂是不对的。应当说，1905年春和1912年1月曾两次同孟什维克正式分裂，这中间，1906年和1907年，然后是1910年，还穿插有半统一和统一，这不仅是由于斗争出现变故，也是由于基层的压力，基层要求以亲身的经验来检验。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在某一页中更准确更具体地谈一谈。






	
列宁
12月6日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73页

















[168]这是列宁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工人统一战线提纲草案第19条提的意见。这一条按列宁的指示作了修改。关于这个问题，见本卷第294页。——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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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国共产党的土地问题提纲

（1921年12月11日）

关于刊载在1921年11月19日《农民呼声报》[169]（《La　Voix　Paysanne》〉第95号上的署名“法国共产党中央（Le　comité　directeur）”的土地问题提纲，我可以发表的意见如下：

我认为这个提纲的基本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精神的，而且表达得非常恰当。这些基本思想就是：（1）为了避免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必须进行革命；（2）和平主义思想和威尔逊思想已破产；（3）在土地问题上必须制定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渡措施纲领”（un　programme　transitoire），以适应农民向农业社会化的自愿过渡，同时又能迅速改善大多数农村居民即雇佣工人和小农的状况；（4）立刻没收即无偿地（sans　indemnité）剥夺未耕地（les　terres　arables　en　friche）和用移民、佃农或雇佣工人的劳动耕种的土地（les　terres　mis　es　en　valeur　par　les　colons，fermiersousalariés）；（5）把这些土地交给现在耕种这些土地的全体劳动者，让他们按照新土地法的规定建立“生产合作社”（coopératives　de　production）；（6）绝对保证“耕种自己土地的小私有者”（les　petits　propriétairesexploitant　eux-mêmes）有永久（和继承）使用他们土地的权利；（7）必须保证农业“生产不中断和增产”（“continuité　et　augmentation　de　la　production”）；（8）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地“对农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education　communiste　de　la　classe　paysanne”）。

我完全同意提纲中的这些基本思想，对整个提纲只能提出下面几点意见：

1.提纲的第一部分是谈“战争或革命”这个问题的。这里还谈到“最近发生的事件已经粉碎了和平主义思想和威尔逊思想”（“les　événements　des　dernières　années　ont　tué　l’idéologie　pacifiste　et　wilsonienne”），这是讲得十分正确的。

要彻底打破这种和平主义的幻想，依我看，不仅应该一般地谈战争，而且应该专门谈1914—1918年的大战和现在酝酿着的，大概英法都会参加的美日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

毫无疑问，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消灭而且一定能消灭一切战争。但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要在一个国家——例如在法国取得胜利，就立刻会并且一定会消灭一切战争，那就是和平主义的幻想了。

俄国的经验明显地驳倒了这种幻想。这一经验表明：只有通过革命才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从自己的革命中获益极大，尽管各国资本家迫使他们进行了国内战争。反动战争，特别是帝国主义战争（从法国方面来说，1914—1918年的大战也是帝国主义战争，凡尔赛和约特别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是罪恶的、破坏性的；而革命战争，即捍卫被压迫阶级而反对资本家的战争，捍卫被极少数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压迫的各民族而反对压迫者的战争，捍卫社会主义革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则是合理的，正义的。法国工农群众对这一点认识得愈清楚，则法英等国资本家用战争来扑灭法国工农革命的必然尝试也就愈不能得逞，愈不能持久。在当今的欧洲，在苏维埃俄国已经战胜了援助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尤登尼奇和皮尔苏茨基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后，在凡尔赛和约放肆地无耻地摧残德国的时候，法国资本家为了反对胜利的法国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只能是非常短促的，法国工农打赢这场战争要比俄国工农容易千百倍。但是分清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战争是绝对必要的，前者是瓜分资本主义赃物的战争，是扼杀弱小民族的战争，而后者是抵御反革命资本家、挣脱资本家枷锁的战争。

基于上述考虑，我认为把提纲中关于“战争或革命”问题的那一段话大致改成下面这样会更正确些：

最近几年所发生的事件，揭穿了和平主义思想和威尔逊思想完全是谎言和骗局。必须彻底粉碎这种谎言。1914—1918年的大战，不仅从德国方面来说，而且从法国方面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反动的战争；比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更野蛮更卑鄙的凡尔赛和约特别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在美国同日本（或者同英国）之间酝酿着的、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避免的新战争，必然会把资本主义的法国也卷进去，因为法国已陷进我们这个帝国主义时代的一切帝国主义罪行、兽行和卑鄙勾当里去了。要么是一场或几场“保卫”法帝国主义的新战争，要么是社会主义革命，除此以外，法国工农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反革命资本家提到国内战争（即他们强加给苏维埃俄国的国内战争）如何艰苦，这是吓不倒法国工农的。当法国封建主扼杀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法国工农曾对他们进行了合理的、正义的革命战争。今后，当法国资本家变成流亡者而组织外力来侵犯社会主义的法兰西共和国的时候，法国工农也一定会对他们进行同样合理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法国工农一定会比较容易地击溃本国的剥削者，因为被卑鄙的凡尔赛和约弄得残破不堪、苦难深重、相互敌视的整个欧洲会直接间接地站在他们一边。

2.我认为提纲的第二部分有两个论断不正确。一个是：“法国即将到来的革命（cette　revolution　que　nous　devons　faire）……在某种程度上将是一场为时过早的革命”（sera　en　quelque　sorte　une　revolution　avant　terme）。另一个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说的财产集中在农业中并没有按常规那样进行”（La concentration　de　la　propriété　annoncée　par　les　théoriciens　du　marxisme　ne　s’est　pas　produite　avec　régularité　dans　l’agriculture）。

这是不正确的。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那些在1914年把第二国际弄到可耻的破产地步的冒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这是那些从1914年起就投靠“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对于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别人而正是茹尔·盖得在很久以前就巧妙地讽刺过。他在反对米勒兰时写道，将来的米勒兰们在瓜分资本主义赃物的未来战争中将站在“自己”国家的资本家方面。

马克思对农业集中过程的形式并没有持简单化的片面的看法。《资本论》第3卷就是一个证据。恩格斯在上一世纪90年代反对当时法国土地纲领的一篇文章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3—587页。——编者注］

 也是一个证据。马克思并没有认为只有在最后一个农民也被剥夺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才是“适时的”。让海德门、列诺得尔、王德威尔得、休特古姆之流和屠拉梯、塞拉蒂这帮先生去这样解释马克思的观点吧。

我奉劝删去这两个不正确的、不必要的、败坏法国共产党人声誉的论断。没有必要用这两个论断来证明他们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很重要和正确的基本思想：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直接实行（l’application　immédiate）完整的共产主义是极其错误的（决不只是在法国如此，在有小农经济的一切国家都是如此）。

与其提出这两个不正确的论断，不如详细谈谈为什么法国农民在战时发的财不能长久保持，为什么这些农民在战时挣的钱贬值，为什么大银行对法国工人和农民的压榨都在加重，表现在哪些方面，如此等等。

3.提纲接着说，根据战前统计，法国有570万个农户（exploitations　rurales）；其中土地在10公顷以下的小农户有485万，在10公顷以上的农户有85万。提纲说，这些数字说明法国的土地分配多么不均。提纲说：“但是这些数字并没有给人以准确的概念（“mais　ils　（ces　chiffres）ne　fournissent　aucune　précision”……）：自耕农耕种的土地面积和作为资本主义利润源泉的土地面积的比例关系如何”（……“sur　le　rapport　qui　existe　entre　l’étendue　des　terres　travaillées　par　leurs　propriétaires　et　des　terres　source　de　profit　capitaliste”）。

第一，在法国（也和其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自耕农耕种的土地也是“资本主义利润的源泉”。在法国共产党的提纲中如果谈谈这种利润的不同形式，那要比说什么财产集中在农业中没有“按常规那样”（“avec　régularité”）进行，在理论上会更正确，在实践中会更有益。

第二，说法国的土地统计很糟，比德国、美国、瑞士和丹麦都差，说它没有准确地指明实行资本主义经营的土地面积，这个评价是公正的。提纲接着指出，使用雇佣工人的农场的土地有时不到10公顷，而自耕农农场的土地有时却“在二三十公顷以上”（“des　fermes　de　20，30　hectares　et　au-dessus”），这一点也是说得对的。

关于实行资本主义经营的土地面积，即使根据法国的土地统计，也可以得到虽不十分准确但毕竟相近的概念。我手头没有孔佩尔－莫雷尔的著作，也没有其他材料，但是我记得，法国统计是把拥有4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列了出来的。把这些材料引出来，让法国小农更清楚地看到法国的资本家和地主从工人和小农手中夺走了多少土地，会大有裨益的。在土地问题提纲中，可以（而且我认为也应该）用法国土地统计中的数字（和孔佩尔－莫雷尔的数字——当时他还是一个社会党人，没有替资本家及其掠夺性战争（1914—1918年）和掠夺性凡尔赛和约辩护）使人更清楚地看到，法国农村居民中有多么大的一个多数会从无产阶级革命中立刻得到很大的好处。

4.提纲中有几段谈到必须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谈到新式机械（des　machines　modernes）的意义，其中特别谈到脱粒机（les　batteuses）和机动犁（les　charrues　à　tracteur）等机械。我最后一点意见就是关于这几段的。

提纲中谈的这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而且从实践说也是必要的。不过我觉得不应该停留在十分普通的资本主义技术的范围内。应该更进一步。应该稍微谈谈法国有计划地完全地实行全国电气化的必要性，谈谈如果不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如果无产阶级不取得政权，就绝对不可能实行有利于工人和农民的全国电气化。在法国的文献中有不少说明电气化对法国的意义的材料。我只知道，在根据我国政府的要求而编制的俄国电气化计划中只用用了一小部分这样的材料，而战争结束后法国解决电气化问题的技术准备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

依我看，无论从理论的角度说，或者从实践和宣传的角度说，提纲中都绝对应该谈到（至于共产党的出版物，那更应该多谈）下面几个问题：现代的先进技术迫切要求全国（和许多邻国）按照统一的计划实行电气化；这在目前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实行电气化，受益最大的是农业，特别是农民；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和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全国和许多国家的电气化，第一，不可能迅速而有计划地进行，第二，不可能给工人和农民带来好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电气化，必然会加强大银行对工人也对农民的压榨。不是哪一个“狭隘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现时正以爱国主义者身分向资本家摇尾乞怜的利西斯（lysis）本人，早在战前就已证明，法国实际上是一个金融寡头的国家。

法国具有实行电气化的优越条件。在法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不用考虑大地主和资本家的私有制而有计划地实行电气化，特别是小农会从中得到巨大的好处。在存在着资本家政权的情况下，电气化必然不会有计划地迅速实行，即使实行了，也只会使农民重新遭到盘剥，使农民遭到“金融寡头”的掠夺而重新沦为奴隶。

这就是我对于总的说来我认为完全正确的法国土地提纲所能提出的几点意见。






	
尼·列宁
1921年12月11日

载于1922年《共产国际》杂志第20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74—281页

















[169]《农民呼声报》（《La　Voix　Paysanne》）是法国劳动农民中央联合会机关报（周刊），1920—1937年由法国共产党在巴黎出版。——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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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的信[170]


（不早于1921年12月17日）

亲爱的同志们：

衷心祝贺你们的报纸即将出版。非常遗憾，由于健康不佳，我不能亲自撰文。希望你们报纸的出版将有助于更迅速和更广泛地吸引东方劳动者中的优秀人物。现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吸引东方劳动群众参加政治生活。

致良好的祝愿和敬礼！






	　　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
载于1957年4月22日《真理报》第11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82页

















[170]这是列宁给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的回信。该委员会在来信中请列宁为即将出版的《红色东方》周报撰写文章。



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是1920年9月在巴库举行的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支持和联合东方各民族的解放运动。——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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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党和入党条件

给彼·安·扎卢茨基、亚·亚·索尔茨和全体政治局委员的信

（1921年12月19日）

致扎卢茨基、索尔茨和全体政治局委员

在清党问题上，我认为公布出来的许多事实充分证明，清党工作总的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虽然我们也犯了相当多的局部性的错误。我认为，在党代表会议的总结中，这两种情况都应该强调指出。我看，不必规定第二次清党的日期，这样，在哪一方面都不致束缚自己的手脚。

我倒主张党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决定，把入党条件规定得更严些：工人（以前在大工厂里至少当过十年普通雇佣工人，现在又至少工作了两三年的人，才能算作工人）的预备期为一年半，其余的人为三年。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对党的忠诚和共产主义的坚忍精神得到充分的证明，处理本问题的各级党组织都以五分之四的多数确认，预备期可以缩短一半。

除留党察看一定时期的和犯了可耻罪行而被开除的以外，这次清党中被开除出党的人重新入党时，预备期同上。

请你们把这封短信给最接近的同志们看一看，如果不麻烦的话，请把意见简要地写一下，哪怕就在这封信上划出哪些你们同意，哪些你们不同意也行，寄给福季耶娃交我。






	　　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83—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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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清党的决议草案的意见[171]


（1921年12月22日）

对扎卢茨基起草的关于清党的决议草案，我想提两点意见。

（1）关于第3部分第1条，扎卢茨基建议在6个月内暂时停止发展党员。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倒主张不要停止发展，而要规定更严格的条件，就是说，规定较长的预备期。如果有人认为对于真正的工人一年半的预备期太长，那么可以缩短，甚至缩短到9个月或者照托洛茨基的建议缩短到半年也未尝不可。但是，依我看，如果规定这样短的预备期，必须在决定接收的党组织中取得法定多数的同意，例如，要求有不少于五分之四的多数同意才能缩短预备期，而且，不只是在一个党组织（接收党员的基层支部）里，而是要在几个组织里都有五分之四的多数，以便相互审查（例如，除基层支部外，还要有省党委等等）。我丝毫不反对让真正的工人能更容易入党，但是，如果不提出非常严格的条件来确定什么人能算是大工业的工人，那么，马上又会有一大批乌七八糟的人来钻这个空子。至于红军战士，我认为必须规定更严格的条件，因为第一，他们大多不是工人，而是农民；第二，这些人太年轻，还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考察。

（2）在第4部分第1条，扎卢茨基建议修改原订的在共青团中进行工作的计划。我觉得，关于这一点，必须规定更严格的条件，要审查准备吸收入党的共青团员，第一，是否确实认真学习并学有所成，第二，是否有长期从事真正的实际工作（经济、文化等工作）的资历。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85—286页

















[171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清党的决议草案的意见是由秘书根据列宁的电话口授记录下来的。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于1921年12月19—22日举行。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代表12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16名。列宁因病没有参加这次代表会议。代表会议议程如下：党在恢复经济方面的迫切任务；工业；农业；合作社；清党的初步总结；共产国际问题。



会议讨论清党的总结后通过了《关于根据审查党员的经验巩固党的问题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44—148页）。该决议在俄共各区域委员会、区域局和省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作了最后的修订后，由中央委员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批准。会议对共产国际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的提纲表示赞同。——316。







《列宁全集》第42卷


就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问题给政治局的信[172]


（1921年12月22日）

请讨论一下，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否应该通过一项反对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冒险政策的专门决议（至于日本，由于种种原因，最好不提）。决议要详细说明，除苏维埃政府外，任何一个俄国政府都没有承认也不可能承认，沙皇政府或得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的临时政府对前俄罗斯帝国边疆地区所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是罪恶的。决议要详细说明，我们曾用很多事实表明，我们既珍重各民族的自决，也珍重同曾经是俄罗斯帝国版图内的各个国家保持和平关系。要详细说明，我们不仅殷切期望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采取和平态度，而且期望资产阶级和政府中很大一部分开明人士采取和平态度。决议最后应对冒险分子提出最严厉的警告：如果他们继续同一帮帮匪徒如从前的萨文柯夫之流一起玩冒险游戏，如果今后继续妨碍我们的和平建设，我们就将奋起进行全民战争，彻底消灭一切参加冒险活动和盗匪活动的人。

委托托洛茨基和契切林拟订决议草案。

有了这种内容的大会决议就方便了，我们可以印成各种文字大量散发了。






	　　列宁
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87—288页

















[172]列宁的建议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12月22日通过。——318。







《列宁全集》第42卷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

[173]




（1921年12月）


1

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12月23日）

（热烈欢呼。高呼：“乌拉！”、“我们的领袖列宁同志万岁！”、“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同志万岁！”。掌声经久不息）同志们！现在我来作关于共和国国外和国内形势的报告。我们苏维埃政权已经整整一年没有遭到俄国和外国资本家的侵犯，至少没有遭到大规模的侵犯。我在这种情况下作工作报告还是第一次。我们是第一年获得虽然极不充分但终究是某种程度的喘息机会，总算能用一点力量来完成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医治剥削者统治阶级给俄国造成的创伤，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基础。

谈到我们共和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问题，首先必须重复一句以前讲过的话，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已经形成某种均势，这种均势虽然极不稳定，但终究是一种均势。现在我们都看到这种均势了。我们中间有些人从一开始就参加了革命，他们知道并且亲眼看到我们冲破帝国主义阵线时所遇到的闻所未闻的困难，现在看到这样的局面都感到非常奇怪。大概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而且也不可能料到形势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当时我们设想（现在提起这一设想并不是多余的，因为这对于我们、对于我们在主要经济问题上作出切实的结论都是有益的），未来的发展不会那么复杂和曲折，象后来那样。那时我们设想，并对工人阶级、对俄国和其他各国的全体劳动者说：要摆脱这场该死的罪恶的帝国主义大厮杀，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我们通过革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也就是为各国人民摆脱这场罪恶的大厮杀开辟了一条唯一可能的出路。当时在我们看来（并且也不可能有别的看法），这是一条明确、笔直和最容易走的道路。事实表明，其他各国人民并没有走上这条笔直的道路，尽管只有这条道路才确实引导我们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种种联系，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罪恶，摆脱了继续威胁着世界其他各国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是其他各国人民至少不象我们期望的那样快就走上这条道路。当我们现在最终看到结局成了这样，看到唯一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生存在疯狂仇视它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之中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结局怎么会成这样呢？

可以毫不夸大地回答说：结局成了这样，是由于我们对事变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由于我们对帝国主义的大厮杀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奇怪的局面，这种不稳定的、难以理解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不容置疑的均势：在经济上军事上比我们强大得多而且对我们的公然敌视往往达到疯狂程度的列强，虽然从四面包围着我们，但我们还是看到，它们三年来为之耗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的勾当，企图一下子直接扼杀苏维埃俄国的勾当，并没有得逞。如果我们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结局怎么会成这样，一个无疑极其落后极其软弱的国家，一个受到世界上头等的强国公然敌视的国家，怎么竟能顶住对它的进攻？——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就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原来我们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是正确的。原来我们的预见和估计是正确的。事实表明，我们虽然没有获得我们所指望的、我们视为全部政策基础的全世界劳动群众迅速而直接的支持，但是我们获得了另一种支持，获得了许多非直接的和非迅速的支持。全世界工农劳动群众、甚至最敌视我们的强国中的工农劳动群众都支持和同情我们，正是这一点成了最根本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使敌人对我们的一切侵犯归于失败，使我们所宣布的、我们明文规定并在我们共和国范围内已经实现的各国劳动者的联盟对各国发生了影响。尽管在其他国家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这种支持还很不稳定（当然，这一点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应该直率地承认），但是应当指出，这种支持现在已经可以依靠了。这种同情和支持已经对敌人的入侵产生影响。我固然不能说，三年来我们所遭到的、给我们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破坏和苦难的入侵不会再发生（在这一点上必须极其小心谨慎），但是，我们的敌人再要发动这种入侵毕竟是非常困难了。所以会形成现在这种乍看起来令人奇怪、难以理解的局势，归根结底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只要十分冷静地估计一下对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情，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国际形势，算一算有多少力量（不管这些力量拥护正义事业还是拥护非正义事业，拥护剥削阶级还是拥护劳动群众，我们现在不来考察这一点，而是试着估计一下这些力量在国际范围内是怎样组合的），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力量的组合基本上证实了我们的预见，证实了我们的估计：资本主义正在瓦解；战争结束后（结束这次战争的先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后来是凡尔赛和约，——我不知道这两个和约哪个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在战胜国，憎恨和厌恶战争的情绪也愈来愈强烈。战争过去得愈久，不仅劳动者看得愈来愈清楚，连战胜国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也看得愈来愈清楚：资本主义正在瓦解；经济危机在全世界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状况；尽管取得了这样那样的胜利，出路却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比其余一切强国弱得多，但有一点我们比它们强，那就是我们知道并且正确地估计到，从帝国主义的这种混乱局面中，从这种流血纷争中，从那些使强国愈陷愈深而不能自拔的矛盾中（且不说别的，光提一下汇率的矛盾就够了），正在产生什么和必将产生什么。

我们看到，同任何社会主义思想（更不必说“可怕的布尔什维主义”）一点也不沾边的最温和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怎样在改变腔调，甚至象有名的著作家凯恩斯这样的人也在改变自己的腔调。凯恩斯的著作已译成各种文字，他本人参加过凡尔赛谈判，是全心全意为自己的政府效劳的，但后来连他也不得不放弃和离开这条道路，尽管他还在咒骂社会主义。再说一遍，他根本不提，甚至连想都不愿意想到布尔什维主义。他向资本主义世界说：“你们的所作所为正在把你们引向绝境”，他甚至向他们提出类似废除一切债务那样的建议。

先生们，好极了！你们早就应该学习我们的榜样了。

就在几天前我们看到报上有一则简讯，说资本主义政府一位老练的、极其精明能干的领袖劳合－乔治似乎也开始提出同样的办法，而美国却象是在回答他似的，说什么：对不起，我们自己的还得全部要回来。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心里想：这样一个简单的办法，那些先进的头等强国战后竟讨论了这么多年，他们的情况是不大妙。这种事我们做起来是再容易不过了，难道我们过去克服的是这样的困难！（鼓掌）即然他们在这样的问题上都乱得不可开交，那么我们说，尽管我们丝毫没有忘记我们还处在危险中，尽管那些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哪一个都强过我们，它们沆瀣一气，经常地公开地对我们表示仇恨，但我们不怕他们的这种宣传。可是，只要我们对地主资本家的存在是否合理表示一点不同的看法，他们就不高兴，说这是罪恶的宣传。这一点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因为类似的宣传在所有与我们经济观点不同的国家里都在合法地进行。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公开进行着一种宣传，说布尔什维主义是恶魔，是罪犯，是篡权（他们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形容这个怪物了）。不久前，我会见了克里斯坦森，他曾经是美国总统的候选人，代表美国工农党竞选的。同志们，请不要把这个名称弄错。它同我们俄国所说的工农的党完全不同。在美国，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一个公然坚决敌视任何社会主义的政党，一个被各资产阶级政党公认为很体面的政党。他出生在丹麦，现在是美国人，他在竞选总统时获得了约100万张选票（这在美国就相当可以了）。就是这样一个人告诉我，他在丹麦，在一些“穿得象我这样的”（他话是这么说，但他穿得很讲究，一副资产阶级的派头）人士中间，刚一开口说布尔什维克不是罪犯，“就差一点被人打死”。人们对他说，布尔什维克是恶魔，是篡权者，在体面的社会里怎么会想到谈论这种人呢？看，我们是处在怎样一种宣传气氛中啊！

虽然如此，我们看到还是形成了某种均势。这是不取决于我们的胜利的客观政治形势。它说明我们估计到了造成帝国主义战争的那些矛盾的深度，说明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比其他任何强国都估计得正确。其他强国虽然取得了这样那样的胜利，虽然拥有极大的实力，但是至今没有找到而且也找不到出路。这就是国际形势的本质，也就是造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局面的原因。我们现在面临着某种极不稳定但毕竟是确定无疑、不容置辩的均势。这种均势能否长久保持下去，我不知道，而且我认为无法知道。因此，我们必须慎之又慎。我们的政策应遵循的第一条戒律，从我们政府一年来的活动中所得出的第一个教训，全体工人农民都应当好好领会的一个教训，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到入侵的危险。我们要竭尽所能来防止这种灾难发生。我们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遭受了其他任何一国人民也未必遭受过的苦难。接着，我们又遭受了各国统治阶级的代表为保卫流亡者的俄国——地主资本家的俄国而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国内战争的苦难。我们知道，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战争会给工农带来空前的浩劫。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慎之又慎。我们可以作最大的让步和牺牲，只要能保住我们用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和平。我们可以作最大的让步和牺牲，但也不是不讲原则，没有止境。让芬兰、波兰、罗马尼亚那些玩火的、幸而为数不多的主战派和侵略集团的头子们好好注意到这一点吧！（鼓掌）

谁只要能象一个政治家那样理智一点慎重一点谈问题，他就会说，在俄国除了苏维埃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政府能够向我国原有的以及曾经被并入俄罗斯帝国的各民族作出这样的让步和牺牲。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政府能够象我们这样清楚地意识到并明确地告诉大家：旧的俄国即沙皇俄国、主战派的俄国对俄国境内各民族的态度是罪恶的、不能容忍的，它激起了被压迫民族理所当然的对抗和愤怒。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政府能够这样公开地承认这种情况，能够进行这种反沙文主义的宣传，承认旧的俄国即沙皇俄国和克伦斯基俄国的罪恶，反对使用暴力把其他民族并入俄国。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一个简单的政治事实，是谁都清楚的、根本不容置辩的事实。任何民族只要不对我们进行阴谋活动，从而给自己套上绳索，使自己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只要它们不帮助别人来扼杀我们，我们是不在乎形式的。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是革命者。（鼓掌）但是有些事实确凿而雄辩地证明，在战胜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俄国，一个没有任何武装的最小的民族，不管它多么弱小，都绝对可以放心而且应当放心：我们对它除了和平的愿望，没有任何别的企图；我们一直在不懈地宣传历届旧政府的旧政策是罪恶的政策；我们不惜以巨大的牺牲和让步为代价，无论如何都要同过去属于俄罗斯帝国而现在不愿同我们在一起的各个民族和睦相处，我们这种愿望始终是坚定不移的。这一点我们已经证明了。不管周围的人如何起劲地咒骂我们，我们还将证明这一点。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要向全俄工农代表大会即向俄国全体千百万工农群众说，今后我们将用一切力量来维护和平，我们将不惜作出巨大的让步和牺牲来保住和平。

但这有一个限度，超过限度是不行的。我们决不允许嘲弄和约，决不允许破坏我们的和平建设。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容许这样做，我们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保卫自己的生存。（鼓掌）

同志们，我现在讲的对你们来说是明白易懂的，而且你们也不能期待向你们作政策报告的任何人会有其他的讲法。你们知道，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但遗憾的是，现在地球上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旧世界，它陷入了困境，却永远不会退让；一个是正在成长的新世界，它还很弱，但一定会壮大起来，因为它是不可战胜的。这个旧世界有自己一套旧的外交，这种外交无法相信可以直截了当地开诚布公地谈问题。旧的外交认为，那一定是在耍什么手腕。（鼓掌和笑声）很久以前，这个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无与匹敌的旧世界的一位代表——一位美国政府的代表布利特到我国来，建议我们同高尔察克、邓尼金媾和，媾和条件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说，我们非常珍惜俄国工农的血，他们流血流得太久了，虽然媾和条件对我们极为不利，我们还是准备接受，因为我们相信，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一定会从内部瓦解的。我们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一点，没怎么使用讲究的外交辞令，可是他们却认定我们准是在骗人。于是，这位同我们围坐一张桌子进行了和善会谈的布利特，刚一回国就受到攻击，被迫辞职。我感到惊奇的是，他怎么没有按照帝国主义的惯例被拉去服苦役，因为他竟暗中同情布尔什维克。（笑声，鼓掌）结果，我们原来提出的是对我们较不利的和约，而得到的却是较有利的和约。这是一个小小的教训。我知道，我们是学不会旧的外交的，正象我们不能脱胎换骨一样，但是这一时期在外交方面我们所给予的、为其他强国所接受的教训总不会一点印象没有留下，大概总有人会记住的。（笑声）我们说俄国的工人农民最珍惜和平的好处，但是他们在这方面只能作有一定限度的退让，这一直率的声明意味着他们连一分钟一秒钟也没有忘记，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中遭受了怎样的苦难。我们要以代表大会、全体工农群众、整个俄国的名义提醒这一点，不管人们怎样看待它，怎样按照旧的外交习惯猜测这里面有什么外交手腕，但我相信，这个提醒绝对不会不留下一点印象，总会起一点作用的。

同志们，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我认为必须谈的就是这些。现在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不稳定的均势。从物质上说来，我们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是无比弱的；但从精神上说来，我们比谁都强，当然，我所讲的精神不是指抽象的精神，而是指各国实际的阶级力量的对比。这一点已经受过实际的考验，这不是用言论而是用事实来证明的。这已经得到一次证明了。如果历史会以某种方式重演的话，也许还会得到不止一次的证明。所以我们暗下决心，我们既已着手进行和平建设，就要用一切力量不间断地把它进行下去。与此同时，同志们，你们又要时刻戒备，要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我们国家和我们红军的防御能力，要记住，削弱保卫我国工农及其胜利成果的防御能力，是丝毫不能容许的。（鼓掌）

同志们，上面我简略地谈了谈国际形势中最本质的东西，现在我来谈谈在我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里开始出现了怎样的经济关系。这里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若没有一定的相互关系，我们就不可能有稳固的经济关系。事态非常清楚地表明，它们同样也不可能有稳固的经济关系。我们此刻并没有什么利他主义的思想，而是更多地考虑在列强敌视我们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继续生存下去。

但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这样的事情是否可能呢？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这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又都已经证明这是可能的，这已经成为事实了。可是在贸易方面呢？在经济流转方面呢？俄国这个落后的经济遭到破坏的农业国同一批先进的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联系，互相帮助，这是否可能呢？人家不是威胁说，要用铁丝网把我们包围起来，因而任何经济关系都不可能存在吗？“他们没有被战争吓倒，那我们就用封锁来征服他们。”

同志们，这四年来我们受过很多威胁，而且是非常可怕的威胁，所以无论哪一种威胁我们都不会害怕。至于封锁，经验表明：现在还不知道究竟谁吃的苦头更大，是被封锁者还是封锁者自己。过去这一年我们没有受到极凶残的暴力侵害，相对而言总算能喘一口气了，这是我能向大家作这样一个时期的工作报告的第一年。经验表明，在这一年里无疑谁都不承认我们，不理睬我们，宣布同我们没有什么往来。就让他们按资产阶级的看法去说没有往来吧，反正往来是有的。这就是我认为可以毫不夸大地向你们报告的1921年这个报告年度内的一个主要收获。

我不知道外交人民委员部向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今天是否已经分发或者即将分发给你们。我认为，这个报告的缺点是太长，很难看完。这也许是我个人的弱点，不过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和所有关心政治的人，虽然不能很快看完，但总会把它看完的。即使不整个看完，而只是略微浏览一下，翻上一遍，也能看出俄国身上挂满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许多十分正常的固定的贸易关系、商务代表处和通商条约等等。诚然，我们还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承认。这也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我前面所说，不稳定的均势遭到破坏的危险即重新发动侵略的危险变得更严重了。然而，事实总是事实。

1921年是我们同国外进行贸易的头一年，这一年我们前进了一大步。这部分地同运输问题有关，而运输是我们整个经济的主要基础，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基础之一。这同进出口有关。请允许我举几个最简单的数字。我们一切难以置信的困难，我们的困难的整个重心和关键，在于燃料和粮食，在于农民经济，在于降临到我们头上的饥荒和灾难。我们很清楚，这一切都同运输问题有关，这一点应当指出，也应当让来自各地的所有同志都知道，并且向地方上的所有同志反复说明，我们应该用全付精力去战胜粮食和燃料的危机。由于上述原因，我们的运输——对外联系的物质手段仍然很困难。

这一年我们运输方面的组织工作有了起色，这是毫无疑问的。1921年我们内河船队的运输量大大超过了1920年。1921年每条船的平均运量是1000普特/俄里，而1920年只有800普特/俄里。组织工作方面无疑是有进步的。应当指出，我们现在第一次开始得到国外的帮助：订购了几千台机车，而且已经接到第一批——瑞典的13台，德国的37台。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但总算有了一个开端。我们还订购了好几百辆油罐车，其中约有500辆已经在1921年运到。我们买这些东西都非常贵，贵得不得了，但这终究说明，先进国家的大工业在帮助我们，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工业在帮助我们恢复我国经济，虽然这些国家是由那些对我们恨之入骨的资本家领导的。他们通过各国政府联合起来，而这些政府仍然不断地在自己的报刊上研讨同法律上承认苏维埃俄国有关的情况，布尔什维克政府是否合法。它们经过再三的探讨，认为这个政府是合法的，但是不能承认。我没有权利隐瞒他们还没有承认我们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但是应当告诉你们，我们的贸易关系还是在发展。

所有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都处在这样的境地：它们敲诈我们，逼我们付出高价，但不管怎样还是在帮助我们的经济。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它们违背自己的意志，违背报刊上一再重申的主张呢？它们的报刊发行量之多、势力之大、对对方的仇恨之深是我们的报刊无法相比的。这些国家宣布我们是罪犯，但还是在帮助我们。结果，它们在经济上同我们分不开了。结果正象我已经对你们说过的，从大局来看，我们的估计比它们的正确。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人会作正确的估计，相反地，这种人他们比我们多，而是因为他们既然往死路上走，就无法作出正确的估计。因此，我想再告诉你们一些数字，说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我只举几个可以记住的最简单的数字。拿1918、1919和1920这三年来看，我们的进口量略高于1700万普特，而1921年已达5000万普特，比前三年的总数还多两倍。我们的出口量在头三年总共是250万普特，而在1921年一年中就有1150万普特。这个数字是微不足道的，非常非常小，小得可笑，任何内行人一看就会说这个数字是极可怜的。这就是这些数字所能说明的问题。但毕竟有了一个开端。有人曾企图直接扼杀我们，这我们已经领教过了；有人曾威胁我们说，只要我们还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们就要采取一切手段不容许同我们往来，这种威胁我们听了好几年了；可是我们毕竟看到，有人比这种威胁更厉害。我们毕竟看到，他们对经济发展的估计是不正确的，而我们是正确的。开端已经有了。我们现在应当把全部注意力、全部精力、全部心思都用在经济的发展上，使这种发展继续下去。

我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在1921年是如何进步的。在1921年，第一季度进口量约300万普特，第二季度是800万普特，第三季度是2400万普特。我们毕竟是在前进。这些数字虽然微乎其微，但毕竟是在逐渐增长。我们看到，在空前困难的1921年，这些数字仍然有所增长。你们知道，象饥荒这样的灾难使我们吃了多大的苦头，它使我国的整个农业、工业和全部生活继续遭到多么痛苦的磨难。但是，尽管我们是一个被战争破坏得这么厉害的国家，是一个由于几次战争以及沙皇和资本家的统治而遭到深重灾难的国家，我们现在毕竟走上了能够不顾人们对我们一直采取的敌视态度而改善我们境况的道路。这就是基本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不久前我们在看到华盛顿会议的消息时，在听到敌视我们的列强不得不在明年夏天召开第二次会议并邀请德国和俄国参加讨论真正和约的条件的消息时，我们说我们的条件是一清二楚的，这些条件我们已经说过并且公布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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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会遭到许多人的敌视吗？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我们知道，封锁我们的那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很脆弱。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它们沿着这条路走得愈远，今天我在1921年的工作报告中只能用一些可怜的数字向你们描绘的那种前景就会展现得愈广阔愈迅速。

现在我应该讲讲我们国内的经济状况。这里首先要讲的主要问题就是我国的经济政策问题。1921年这一报告年度内，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这方面采取初步的措施，学会实行新措施，使我们的立法工作、行政机关都能适应这一要求。你们从报刊上看到了许多事实和报道，知道这方面的工作是怎样开展起来的。你们当然不会要求我在这里再举一些事实或数字。这里只需要弄清楚，我们大家看法最一致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从我国整个革命和未来一切社会主义革命（即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最本质最根本的问题来看，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就是经过大工厂长期艰苦而有成效的锻炼的先进工人是否能够搞好工作，把那些被资本主义和地主、被自己贫困而粗陋的旧经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向他们证明，只有同工人结成联盟而不管在这条道路上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困难很多，我们不能闭眼不看），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摆脱地主资本家的世世代代的压迫。只有巩固工农联盟，人类才能普遍摆脱象不久以前的帝国主义大厮杀那样的祸害，摆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奇怪的矛盾，即为数极少的几个最有钱的强国被财富噎得要死，而地球上广大的居民却贫苦不堪，无法享受现有的文明和利用那些由于流通不畅而没有出路的丰富资源。

失业是各先进国家最主要的灾难。要摆脱这种状况，受过工厂、工厂剥削、工厂团结这种艰苦的然而是最扎实最实在的锻炼的工人阶级，除了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没有其他出路。在我们共和国最艰苦的年代，我们实行过工农的政治联盟和军事联盟。1921年我们第一次实行了工农的经济联盟。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工作还做得非常不好。必须公开指出这一点。应该看到这个缺点而不是加以掩饰，应该全力改正这个缺点，而且应该懂得这一联盟是我们新经济政策的基础。要处理好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能够想象的只有两条道路。如果大工业很发达，能够立刻供给小农足够的或者比从前多的产品，从而在农民提供的农产品同工业品之间建立正常关系，那么农民就会十分满意，基本上是非党群众的农民就会在事实面前承认这种新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好。说到能够立刻用一切必需品满足农民需要的发达的大工业，那么这种条件是存在的。就世界范围来说，这种能给全世界提供一切产品的发达的大工业是有的，可是人们却只会用它制造枪炮弹药和其他武器，而且在1914—1918年使用得非常成功。那时工业为战争服务，它给人类提供了如此充足的产品，以致至少使1000万人死亡，2000万人残废。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20世纪的战争毕竟不是从前的战争了。

这次战争以后，甚至在战胜国，在那些最仇恨最排斥社会主义的人当中，在那些对任何一点社会主义思想都深恶痛绝的人当中，也有许多人大声疾呼，明确指出世界上即使没有可恶的布尔什维克，恐怕也不允许再来一次这样的战争。这是一些最富有的国家的代表人物讲的。请看，这个强大的先进的大工业是为什么服务的吧。它在为制造残疾的事业服务，没有工夫向农民供应产品。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说，就世界范围而论，这种工业是有的，世界上有些国家是拥有能够立刻向亿万落后的农民提供产品的先进大工业的。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作出自己的估计的。你们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国本来就很薄弱的大工业究竟还留下了什么。就拿顿巴斯这个大工业的主要基地来说吧，它在国内战争中遭到这么严重的破坏，又遇到这么多帝国主义政府（乌克兰有过多少这样的政府啊！），结果不能不使我国大工业只剩下了一丁点残骸。加上又遇到1921年歉收这样的灾荒，那就不难理解，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就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实质。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既然没有一个能够组织得立刻用产品满足农民需要的发达的大工业，那么，为了逐渐发展强大的工农联盟，只能在工人国家的领导和监督下利用商业并逐步发展农业和工业，使其超过现有水平，此外没有任何别的出路。现实迫使我们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和实质全在于此。

在我们把主要的注意力和主要的力量放在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上的时期，我们不能不以最快的速度行动，带着先锋队勇往直前，因为我们知道这支先锋队是会得到支持的。在伟大的政治变革中，在我们抗击占优势的世界列强这一进行了三年的极其伟大的事业中，我们纯粹是靠政治热情和军事热情来保证工农联盟的，因为每个农民都知道、感到、觉察到，他们的敌人是他们的世仇，是得到其他政党的代表人物多方帮助的地主。正因为如此，这个联盟才这样牢不可破，不可战胜。

在经济领域，联盟就应当建立在另一种基础之上。这里有必要改变联盟的实质和形式。在共产党和工会中，或者在仅仅同情苏维埃政权的人们中，不论什么人忽视了改变联盟的实质和形式的必要性都会倒霉的。这种忽视在革命中是不能允许的。联盟的形式所以必须改变，是因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联盟不可能在经济领域中也这样简单地延续下去，况且我国还没有大工业，它已经被任何一个国家都闻所未闻的战争破坏了。要知道，甚至那些比我们富得多、在战争中有得无失的国家，直到如今也还没有把工业振兴起来。改变工农联盟的形式和实质经事实证明是必要的。我们在政治和军事时期前进得太远，超越了工农纯经济的联盟许可的限度。当时我们为了战胜敌人应该这样做，也有权利这样做。我们做得很成功，因为在当时那个战场上，即在政治和军事的战场上，我们战胜了自己的敌人。可是在经济的战场上，我们却遭到了一连串失败。用不着害怕承认这一点，相反地，只有不怕承认自己的失败和缺点，只有敢于正视真实情况，即使是最可悲的真实情况，我们才能学会如何争取胜利。对于在前一方面即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功绩，我们有权引以自豪。这些功绩已作为具有世界意义的胜利载入史册，这一胜利还将在各个领域里发扬光大。但是在经济领域，在我向你们作工作报告的这个年度里，我们才开始走上新经济政策的道路，我们在这方面才迈出一步。同时，我们在这方面刚开始学习就犯了无数的错误，总是往后看，迷恋过去的经验；过去的经验是很好的、宝贵的、了不起的、有世界意义的，可是它不能解决现实情况要求我们解决的经济问题。现实的情况是我国大工业已被破坏，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学会建立目前非建立不可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商业。这对共产党员是一种很不愉快的发现。这种发现很可能是非常不愉快的，甚至肯定是不愉快的，但是，如果我们只从愉快不愉快考虑，那我们就会降到我们大家在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时代已经见得很多的“准”社会党人的水平。这种“社会党人”现在在我们共和国里未必还享有什么威望。我们的力量一向在于我们能够考虑到实际的对比关系，不管这种对比关系令我们多么不愉快我们都不怕。

既然就世界范围来说存在着大工业，那么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无疑是可能的。这个事实没有人能够否认，正象没有人能够否认以下情况一样：大工业不是在最繁荣最富有的战胜国奄奄一息、制造失业，就是专门制造杀人的弹药。我们是在国家落后这种情况下投入革命的，因此现在没有我们所必需的发达的工业，那我们该怎么办，撒手不干吗？灰心丧气吗？不。我们要做艰巨的工作，因为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只有走人民群众结成联盟的道路，农民和工人的劳动才会是为自己的劳动而不是为剥削者的劳动。但要在我国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那种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以经济为中介的联系。

这就是我们退却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退到租让制、退到商业上去的原因。在我们现在这种经济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不作这样的退却，我们就不能恢复同农民应有的联系；不作这样的退却，我们就有革命的先头部队向前跑得太远而脱离农民群众的危险。革命的先头部队就不会同农民群众结合，那样就会葬送革命。我们应当特别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所说的新经济政策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实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都一致地说，我们要认真地和长期地（当然，正如我们已经正确指出的，并不是永远）执行这个政策。我们采取新经济政策是由于我国贫困，经济遭到破坏，我们的大工业伤了元气。

下面我想举一些极小的数字来说明：不管我们多么困难，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我们犯的错误是非常多的），但我们的事业还是在向前发展。同志们，我手头没有国内商业发展情况的总数字，我想只举出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三个月的贸易额数字。中央消费合作总社9月份的贸易额是100万金卢布，10月份是300万金卢布，11月份是600万金卢布。这些数字就绝对数来说，仍旧是小得可怜的。这一点应当坦率地承认，因为对这一点发生任何错觉都是有害的。这些数字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我们现在这种经济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它们确凿地说明，情况是在向前发展的，我们是可以抓住这个经济基础不放的。尽管我们工会、共产党和管理机构犯了许许多多的错误，但我们还是相信，这些错误我们能够纠正，而且已经在逐渐纠正；我们相信，走我们这条道路一定能恢复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既然恢复大工业这样困难，那么即使在小农经济这个阶段上和暂时在小工业的基础上，我们也应当提高而且能够提高生产力。我们应当作出成绩来。我们已经开始取得成绩。但是必须记住：在这里，工作速度和工作环境已经不同了；在这里，要取得胜利比较困难。在这里，我们不能象我们过去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那么迅速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里，我们不能凭借热情，大步跃进，而且期限也不同，要以几十年来计算。在经济战中，在我们邻国不是援助而是敌视我们的环境中，我们要取得胜利就得用这么长的时间。

但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其他国家早晚必然要走的道路。我们已经开始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前进了。不过我们必须仔细权衡我们每一个细小的步骤，注意我们每一个细小的错误，这样我们就能通过这条道路达到自己的目的。

同志们，我现在应该稍微谈谈农业这个主要的部门。不过我想，关于这个问题，你们会听到一个比我所能作的要详细得多、充实得多的报告，关于饥荒问题也是如此，加里宁同志会向你们说明这个问题。

同志们，你们都很清楚，1921年的饥荒使我们遭到了多么难以置信的困难，旧俄国就有的这种灾难必然使我们也无法幸免，因为摆脱这种灾难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恢复生产力，但不是在旧的、贫困的、狭小的基础上，而是在新的基础上，在大工业和电气化的基础上。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摆脱贫困和连年不断的饥荒。但是，对于这项工作来说，我们用来衡量政治胜利和军事胜利的那种时间尺度，一眼就能看出是不适用了。我们虽被敌对国家所包围，但终于突破了它们的封锁，就是说，不管援助多么微小，我们总还是得到了一点。救援物资共有250万普特，这就是我们从国外得到的全部援助，这就是外国大发慈悲能给挨饿的俄国的全部援助。我们已收到约60万金卢布的捐款。这个数字太小了。由此也可看出，欧洲资产阶级对待我们的饥荒是多么自私。你们大家大概知道，外国许多政界要人在刚刚得到饥荒的消息时曾经堂而皇之地声称，利用饥荒重提旧债问题是魔鬼的行径。我不知道魔鬼是否比现代帝国主义更可怕。但我知道，事实恰恰是，尽管我们闹饥荒，他们还是企图按特别苛刻的条件向我们索讨旧债。我们并不拒绝还债，并且郑重声明我们准备实事求是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根本不估计到、不考虑到双方的要求，不对问题作任何实事求是的讨论，就想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听从别人摆布，我们是永远不会、绝对不会同意的，这一点你们大家都清楚，不会有什么疑问。

我应当告诉大家，最近几天我们在救灾方面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你们大概在报上已经看到，美国已拨款2000万美元来救济俄国灾民，条件大概和美国救济署的相同。几天前克拉辛来电说，美国政府已经正式提出，它保证我们能在三个月内得到用这2000万美元买的粮食和种子，如果我们方面同意为同一目的再花1000万美元（2000万金卢布）的话。我们立即表示同意，回了电报。看来可以这样说，我们在明年头三个月能保证给饥民提供3000万美元即6000万金卢布的粮食和种子。这当然不够，根本抵不上我们所遭到的可怕的灾荒。这一点你们大家很清楚。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一种援助，对于减轻极其严重的贫困和饥荒无疑会起一定的作用。在向受灾地区供应种子和扩大播种面积方面，既然我们在秋季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明春就可望取得更大的成绩。

今年秋季，我们大约在受灾省份播了75％的秋播地，在部分歉收省份播了102％，在产粮省份播了123％，在消费省份播了126％。这至少说明，不管我们的情况多么困难，但在扩大播种面积和抗灾方面我们还是给了农民一些帮助的。就目前的条件看，我们现在有根据预期在明春播种时给予农民重大的帮助。这样说一点也不过甚其词，也不怕说错。再讲一遍，这种帮助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我们根本无力满足全部需要。这一点应该坦白承认。因此，我们更应当尽力多给一些帮助。

关于这一点，我应当谈谈有关我们粮食工作的一些总结数字。总的说来，粮食税减轻了全体农民的负担。这是用不着证明的。问题不仅在于拿了农民多少粮食，而且在于实行粮食税以后农民觉得心里更有数了，经营的兴趣提高了。实行了粮食税，勤劳的农民在提高生产力方面是大有可为的。总的来说，根据报告年度内征收粮食税的结果，我们应该说，只有竭尽一切努力才不致落空。

以下就是我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最近提供的材料能够告诉你们的一些极简单的总结数字。我们至少需要23000万普特粮食，其中1200万普特用来救济灾民，3700万普特用作种子，1500万普特作为储备粮。但是我们能够得到的粮食是：粮食税10900万普特，磨坊税1500万普特，收回贷出的种子1250万普特，商品交换得到1350万普特，从乌克兰得到2700万普特，从国外输入3800万普特（说3800万，是预计从我刚才向你们介绍的那笔交易中可得到3000万，另外再买800万普特），总计21500万普特。这样，还是有缺口，并且一普特的储备粮都没有。而我们能不能再从国外买到粮食还不知道。我们为了尽量减轻挨饿农民的负担，现在把粮食计划订得非常紧。我们在中央苏维埃机关长期以来一直在想方设法把征粮计划尽量订得高些。据我们1920年的统计，由国家供养的人员为3800万，现在这个数字已减到800万。我们在这方面作了多大的压缩！但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粮食税一定要100％地收上来，就是说无论如何要全部收齐。我们丝毫没有忘记，这对备受苦难的农民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我很清楚，地方上那些历尽做粮食工作的艰辛的同志比我更了解，现在要保证把粮食税100％收齐是怎样一个任务。但是，作为1921年我们工作报告所总结的一条经验，我应当代表政府对你们说：同志们，我们必须完成这项任务，必须迎着困难上，必须战胜这个困难。不这样做就不能保证我国运输业和工业的最基本最起码的需要，就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绝对必需的预算，而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就无法在目前这种受敌人包围和国际均势极不稳定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我们受过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折磨，遭到过各国统治阶级的攻击，如果不尽最大努力，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摆脱我们今天的境况的出路。因此我们不要害怕令人痛苦的真实情况，应该十分明确地指出并用代表大会名义向地方上的所有工作人员说明：“同志们，苏维埃共和国能否生存下去，我们恢复运输业和工业的、要求极低的计划能否实现，全看我们能否完成粮食计划。因此，把粮食税100％征齐是绝对必要的。”

说到计划，我现在要谈谈我们国家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先从燃料谈起，从工业的粮食、我们整个工业生产的基础谈起。关于我们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大概你们今天已经拿到了材料，要不就是日内可以拿到。你们将会看到关于电气技术人员代表大会的报告。这个报告提供了极其重要而丰富的材料，即俄国最优秀的科学技术人员对恢复我国大工业的计划的审查意见。这个计划是唯一经过科学审查的计划，对恢复大工业来说是时间最短又最迫切的计划，而完成的时间至少需要10—15年。我已经说过，并且还要不厌其烦地说，现在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考虑到的期限已经同我们过去在政治和军事工作方面所看到的不同了。共产党和工会的很多领导工作人员已经懂得了这一点，但是必须使大家都懂得这一点。顺便指出，在明天就会发给你们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的那本小册子即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的报告中，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国家计划的问题是怎样经过工程师和农艺师的集体思考提出来的。你们可以看到，工程师和农艺师们处理事情不象我们大家通常那样从一般的政治观点和经济观点出发，而是从集体的经验出发，并且考虑到我们能退让到什么限度。你们在这本小册子里可以找到从工程师和农艺师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尤其宝贵的是，你们在这本小册子里可以看到他们怎样根据计算来解决运输业和工业的问题，而这是我们整个国家计划机关在报告年度内的一项工作成果。当然，我不能在这里向你们转述这本小册子的内容。

我只想简略地谈谈燃料计划的执行情况，因为在1921年这个报告年度的初期，我们在这方面遭到了极大的挫折。正是在这方面，我们由于1920年底情况有所好转而在计算上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致使我国运输业在1921年春季遭到了深重的危机，这个危机不仅是由于物资不足，而且是由于我们对发展速度估计不正确引起的。当时就感觉到了我们的错误，我们把政治军事斗争时期取得的经验用来解决经济任务了。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根本性的错误。同志们，我们直到现在还时时刻刻在重犯这种错误。现在我们有很多错误。必须指出，我们如果觉察不到这些错误，不坚决设法克服这些错误，就不能切实改善我们的经济。由于吸取了教训，1921年下半年的燃料计划就订得很谨慎，我们认为这里不能容许有丝毫的浮夸，并竭力同浮夸作斗争。领导我们各燃料采购机构的斯米尔加同志把截至12月底的统计数字告诉了我，这些数字虽不完全，但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在这里还有缺口，不过已经不大，而且这种缺口说明我们燃料预算的结构已有改善，即技术人员所说的燃料结构矿物化了，就是说俄国在矿物燃料供应方面已取得很大成就。也只有以矿物燃料为基础，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大工业才能牢牢地站住脚。

1921年下半年开始时，我们的燃料计划目标是这样的。如果把270万立方俄丈的木柴折合成7000卡的标准燃料（我们通常都是这样折合的，在将要发给你们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小册子第40页上也是这样折合的），我们预计可以得到燃料29700万普特。现在的数字说明，我们已经得到将近23400万普特。我应该提请你们注意，这还差得很多。在报告年度内，我们对燃料部门的木柴采购工作很重视。但是正是这项工作同农民经济的状况关系最大。正是在这里，全副重担都落在农民和他们的马匹身上。在这里，燃料、饲料等的缺乏对工作影响很大，这就是出现匮缺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冬季燃料采购运动开始之际，我还要说：同志们，请你们把尽最大努力完成这一任务的口号带到地方上去。在燃料预算方面，我们的指标已降到为振兴工业所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不管情况怎样困难，这个最低限度的指标无论如何要完成。

其次，我们预计煤可以采到14300万普特，结果采到了18400万普特。这是我们燃料矿物化的成绩和进步，是顿巴斯和其他许多机构的进步，这些地方许多同志都在忘我地工作，为改善大工业作出了实际的成绩。我给你们举几个有关顿巴斯的数字，因为顿巴斯是我们整个工业的基地和大中心。我们预计石油可以采到8000万普特，合标准燃料12000万普特。泥炭预计采到4000万普特，合标准燃料1900万普特，结果采到5000万普特。全部加起来我们预计得到57900万普特，但是我们能够得到的，看来不会超过56200万普特。总起来说，燃料方面还有差数。固然差数不怎么大，大概3—4％，但毕竟有差数。无论如何应当承认，这对大工业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因为原定的最低指标有一些完不成。我想，这个例子首先向你们说明我们计划机关的工作没有白干，说明我们完成我们计划的日子快到了。同时这个例子又说明，我们刚刚开始前进，在这方面我们的经济状况还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代表大会自始至终都应贯彻的、应由大会代表带到各地去的一个基本口号、基本战斗号召就是：不论在工业工作方面或农业工作方面，我们都还需要鼓足干劲，不管这有多困难。除了在这方面加紧工作，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拯救共和国，可以保持、保全和巩固工农政权。我们已经取得不少成绩，这一点顿巴斯的例子使我们看得特别清楚。在顿巴斯，许多同志在无限忠诚地、卓有成效地工作着，如大工业方面的皮达可夫同志和小工业方面的鲁希莫维奇同志，鲁希莫维奇同志已第一次使小工业能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了。在大工业方面，采煤工人的采掘量已经达到战前水平，这是我们以前没有过的事情。顿巴斯的全部产量，拿1920年来说是27200万普特，而1921年是35000万普特。这个数字同战前最高数字17亿普特相比还是微乎其微的。但总算有了一些东西。这说明我们正脚踏实地地前进。我们在恢复大工业方面毕竟前进了一步。为了恢复大工业，我们是不惜作出牺牲的。

关于冶金工业也讲几句。我们这方面的情况特别严重。我们现在的冶炼量就那么一点，也许只达到战前的6％左右。你们看，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把俄国破坏到何种程度，使它穷困到何种程度！当然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建立象南方钢铁托拉斯这样的工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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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的梅日劳克同志也在无限忠诚地工作着。不管我们的情况多么艰难，我们在这方面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21年上半年，我们每月炼生铁7万普特，10月份13万普特，11月份27万普特，几乎增加了三倍。由此可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惊慌失措。我们不能不看见，我所举的数字说明我们的生产水平低得可怜，但是我们毕竟可以用这些数字来表明，不管1921年多么困难，不管压在工农阶级身上的担子多么沉重，我们毕竟在前进，我们毕竟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只要竭尽全力，我们就可望取得更大的进步。

我想再告诉你们一些有关电气化成就的材料。可惜，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大的成绩。我本来预计我能够以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二个大电力中心的发电来向第九次代表大会祝贺的。第一大电力中心是沙图拉电站，第二个中心即新的中心是卡希拉电站，我们原来预计它正好能在12月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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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希拉电站第一期工程完工后可以发电6000千瓦，这对我们莫斯科现有的18000千瓦是很大的支援。由于有种种障碍，这个电站不能在1921年12月发电了。但这个电站在短期内，顶多不超过几星期就能发电。你们大概已经注意到几天前登在《经济生活报》上的一份报告，署名的是莱维工程师，他是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名望的工作人员之一，也是我国最有名望的工作人员之一。我只从他的报告中给你们举几个简单的数字：1918年和1919年，我们合计建成51个电站，装机容量为3500千瓦；1920年和1921年合计建成221个电站，装机容量为12000千瓦。如果拿这些数字同西欧相比，那当然显得太渺小，太可怜。可是它们表明，即使处在任何国家都未遇到过的困难条件下，我们的事业还是能够向前发展。农村中小型电站的广泛建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应该坦白地说，这方面往往有些分散，但分散也有分散的好处。这些小型电站在农村中造成了现代新的大工业的中心。这些中心虽然很小，但是毕竟能向农民表明，俄国不会停留在手工劳动上，不会永远使用简陋的木犁，而会迈向另一个时代。农民群众正逐渐意识到我们应当而且能够使俄国立足于另一种基础之上。我已经说过，这方面的时间要以几十年来计算，但是工作已经开始了。认识到这一点的农民群众愈来愈多，部分原因正在于我国小电站比大电站增加得快。我们有一个大电站来不及在1921年投入生产，但到1922年初就会有两个大电站投入生产，一个是莫斯科附近的卡希拉电站，另一个是彼得格勒附近的乌特金湾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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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已走上了一条保证我们能向前发展的道路，只是我们要和从前一样努力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现在再简略地谈谈我们的另一成绩，泥炭采掘工作的成绩。1920年我国的泥炭采掘量达9300万普特，1921年已达13900万普特。这也许是我们唯一大大超过战前水平的部门。在泥炭方面，我们拥有取之不尽的资源，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了。但是过去开采有很大困难，而且现在也还有一些困难，因为一般说来这种劳动很艰苦，在俄国尤其艰苦。泥炭总委员会的拉德琴柯、缅施科夫和莫罗佐夫三位同志煞费苦心发明的泥炭水力开采法减轻了这种劳动。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绩。1921年共有两台泥炭泵。这种用水力开采泥炭的机器可以使工人摆脱苦役般的劳动，而过去这种苦役劳动在泥炭开采中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又在德国订了20台这种机器，到1922年就可以拿到手。我们同一个先进的欧洲国家的合作已经开始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发展泥炭采掘业的可能，不发展这个行业是不行的。俄国沼泽多，泥炭蕴藏量比任何地方都丰富。过去只有少数工人从事而且也只有少数工人能够从事开采泥炭的工作，现在已经有可能把这种苦役般的劳动变成比较正常的劳动了。目前我们同现代化的先进国家德国已有实际的合作，因为那里的工厂已在制造减轻这种劳动的器械，大概1922年就可以使用。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加以注意。在这方面我们是大有可为的，只是我们大家必须明确并且宣传一个思想：只要我们加紧努力，只要实现了劳动机械化，俄国就比其他任何国家更有可能摆脱经济危机。

在我国经济政策方面，我现在还想强调一下事情的另一面。在评价我国的新经济政策时，人们对一件可能特别重要的事情注意得不够。当然，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先锋队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生产力已经开始提高了，而这正是现在无论如何都必须马上做的事。但是，新经济政策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提供了学习机会。新经济政策是我们开始真正学习经济管理的一种形式，但是在这方面直到现在我们还做得非常糟糕。当然，一个领导劳动群众的共产党人或工会工作者很难设想，目前商业竟是我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是无产阶级先头部队同农民结合的唯一可能的环节，是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只要看一下任何一个在国家和法院监督下做生意的商人（我国的法院是无产阶级的法院，它能够监督每一个私人企业主，使我们的法律决不会象资产阶级国家订的那样管不住他们；不久前莫斯科就有这样一个例子 
[178]

 ，而且你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还要多处理一些这样的案例，要严厉惩办私人企业主先生们的违法行为），我们就会看到，这帮商人、这帮私人企业主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还是能把事情办成的，比方说，他们可以给工业搞到原料，可是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者却往往办不到。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学习吧！这种学习是非常严肃的，我们大家都应该完成这个学业。这种学习是非常严酷的，它不同于学校里的讲课和参加某种考试。这是在贫困的情况下，在空前艰难困苦、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提出的一个艰巨而严峻的经济斗争问题。但这是真正的学习，是我们必须完成的。谁要想丢开这项任务，谁要是不予重视，认为与己无关，那就是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人员那种极其罪恶极其危险的狂妄自大的表现。同志们，我们这些管理苏维埃俄国的人犯这个毛病都很厉害，应该十分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以便克服这种缺点。

我们着手解决经济建设任务时搬用了自己昨天的经验，我们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此。在这里，我给你们引用一句法国成语：人们的缺点通常同他们的优点有联系。一个人的缺点仿佛是他的优点的延续。优点如果延续得过了头，表现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就成了缺点。你们当中几乎每个人在个人生活中以及在其他方面，大概都见过这种情形。现在在我国革命、我们党、我们党的极主要支柱工会的全部发展中，在苏维埃俄国的整个管理机构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仿佛是我们优点的延续的缺点。我们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采取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行动，这已作为两个时代的更迭载入世界史册。不管我们还要经受什么样的磨难，谁也不能把我们的这一成果夺回去。我们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摆脱了灾难，完全是由于我们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完全是由于苏维埃制度代替了旧制度。这一点是夺不回去的。这是一个无可争议、不容置辩、抹杀不了的优点，不管我们的敌人费多大劲，怎样强攻，都是无法夺走的。但正是这个优点，如果延续得不是地方，就会变成最危险的缺点。

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可以在工人农民现有觉悟水平上通过激发他们的热情来完成。他们都懂得帝国主义战争在扼杀他们；用不着把他们提高到新的觉悟水平和新的组织水平就可以懂得这一点。热情、强攻、英雄主义曾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些任务。它们一直是并且将永远是革命伟业和革命能够创造伟业的明证。我们就是靠这些取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但是这个优点现在成了我们最危险的缺点。我们老是向后看，以为经济任务用同样的办法也能完成。但错误正出在这里。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去完成另一种任务的时候，是不能够向后看，试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不要作这样的尝试，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党和工会的一些工作人员，不管是作为苏维埃工作人员还是作为昨天的战士，往往规避费力的、艰苦的、长年的经济工作，规避这种需要坚韧不拔、经受严重考验、进行长期奋斗、具有严细而顽强的作风的经济工作，用“我们过去做过大事”这类话来敷衍搪塞。这些人使我想起了关于鹅的寓言。鹅夸口说，它们“拯救过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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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农夫用竿子回答它们说：“别提你们的祖先了，你们做了些什么呢？”在1917、1918、1919、1920这几年中，我们英勇地成功地完成了我们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从而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这是谁也不否认的。这是我们的功劳。无论在党内或工会里都没有人企图把它夺走。但是现在摆在苏维埃和工会工作人员面前的是另一种任务。

现在你们是被阻碍你们而不是帮助你们的资本主义列强包围着。现在你们是在生活贫困、经济破坏、挨饿受灾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你们或者是学会用另一种速度来工作，把工作看成几十年而不是几个月的事情，依靠那疲惫不堪的、不可能在日常工作中以革命的英雄的激情来工作的群众，——你们要么学会这样工作，要么理所当然地让人把你们称为鹅。任何一个工会工作人员或政治工作人员如果笼统地说：是我们工会、是我们共产党在进行管理，——那也对。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我们是干得不错，可是在经济方面我们就干得很糟。应该承认这一点并做得好一些。任何一个工会，如果它笼统地问工会是否应该参加生产，那我就要说：别再空谈啦。（鼓掌）如果您担任的是负责工作，是个有威望的人，是党的工作人员或者工会的工作人员，那最好还是切实地回答我：您在什么地方把生产搞好了，搞了几年，您手下有多少人，一千还是一万，把您派去做经济工作的人员的名单交话我，我讲的做经济工作是一干到底，而不是抓了20件，然后因为没有时间一件也没有干到底。我们苏维埃有一股风气，做经济工作往往不是一干到底，一连几年都不夸成绩，不怕向那些能获得100％甚至更高的利润的商人学习，而是去写有关原料的漂亮决议，说什么我们是共产党、工会和无产阶级的代表。对不起，请问什么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在大工业中从事劳动的阶级。可是大工业在哪里呢？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呢？你们的工业在哪里呢？它为什么停工了呢？是因为没有原料？那你们搞到了原料吗？没有。你们就去靠写决议搞原料吧，那你们就会出洋相，人们就会说这是干蠢事，可见你们很象那些祖先拯救过罗马的鹅。

现在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是：在很长的时期内进行缓慢的、艰巨的、困难的经济工作，以便最终完成极其伟大的政治变革。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变革总是需要经过漫长的道路才能被消化。一切伟大的政治变革都是靠身后有群众自发地半自觉地跟着走的先头部队的热情来解决的。在受沙皇、地主、资本家压迫的社会中，发展方式也不能不是这样。这部分工作，即政治变革，就我们完成的情况来看，它的世界历史意义是不容争辩的。然而，继伟大的政治变革之后，出现了另一项任务，我们必须理解到这项任务就是：必须消化这个变革，加以贯彻，而不是借口苏维埃制度不好、借口要改造这个制度而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有很多人喜欢任意改造一切，结果遭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灾难。我们的机关在组织群众方面有缺点，这一点我很清楚，不论你们哪一位给我指出十个缺点，我马上可以再给你们指出一百个。但是，问题不在于用迅速改组来改进机关工作，而在于需要消化这个政治改革，以达到更高的文化经济水平。问题就在这里。不是实行改造，相反应当帮助克服苏维埃制度和整个管理体制中的许许多多缺点，以帮助千百万人。应该让全体农民群众帮助我们消化我们取得的极伟大的政治成就。在这方面应该清醒，并且认识到，这个成就虽已取得，但还没有同日常经济生活以及群众生活条件融为一体。这件工作要做好几十年，需要花费极大的气力。这种工作不能用我们进行军事工作的那种速度和在那种条件下来进行。

在结束报告之前，我还想针对我们的一个机关即全俄肃反委员会来谈一谈这个教训：缺点有时是我们优点的延续。同志们！你们当然都知道，俄国的流亡者以及同他们一起生活的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许多人士对这个机关是何等深恶痛绝。当然罗！因为这个机关是对付我们的强大无比的敌人对苏维埃政权不断进行的阴谋和破坏活动的利器。他们这些资本家地主还保留着各种国际联系，还有各种国际援助，他们得到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国家的援助。你们从这些阴谋的始末就可知道这些人是怎样行动的。你们知道，对付他们，除了采用无情的、迅速的、紧急的、得到工人农民支持的镇压手段以外，没有其他办法。这是我们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优点。我们要经常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还会直接间接地听到（我们从国外就经常听到）一些俄国人的叫嚣，他们知道“肃反委员会”这个词儿在各种语言中怎么叫，把它看作俄国式野蛮行为的范例和典型。

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先生们！我们知道你们不会喜爱这个机关。这是不消说的！过去，当你们试图扼杀我们的时候，当你们从四面八方进犯我们的时候，当你们在俄国策划阴谋、不惜采用各种罪恶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和平建设的时候，它比谁都更善于粉碎你们的阴谋诡计。除了通过能够洞察阴谋者的一举一动、能够立即采取惩治手段而不是说服办法的机关来作回答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回答。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不愿意向工农拱手交出自己的地主权利、自己的资本家权利的剥削者，没有这样的机关，劳动者的政权就不可能存在。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一个人的优点可能变成他的缺点。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环境绝对地要求把这个机关的活动限制在纯政治的范围之内，使它集中力量来执行环境和条件能够帮助它完成的那些任务。如果反革命势力还象过去那样干（我们不能证明敌人在这方面的心理已经发生变化，我们没有这样的根据），那我们是会作出应有的回答，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的。苏维埃国家准许外国代表以援助的名义来到我国，而这些代表却来帮助推翻苏维埃政权，这种情况是有过的。我们不会落到这种地步，因为我们会重视和利用全俄肃反委员会这样的机关。这一点我们可以向所有的人、向任何人保证。但同时我们又肯定地说，必须改革全俄肃反委员会，规定它的职能和权限，使它只限于执行政治任务。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发展民事流转，这是新经济政策的要求，而这样就要求加强革命法制。显然，在军事进攻的情况下，在苏维埃政权被人掐住脖子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这项任务放在第一位，那我们就是书呆子，就是把革命当儿戏，而不是干革命。我们的政权愈趋向稳固，民事流转愈发展，就愈需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这个坚定不移的口号，就愈要缩小那些对阴谋者的袭击给予回击的机关的活动范围。这就是政府在报告年度内经过试验、观察和思考而得出的结论。

同志们，最后我应该指出，我们今年正在执行而过去一直执行得很不好的一项任务——即使在极端贫穷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也要把工人和农民结成牢固的经济联盟，现在我们已经把它摆到了正确的位置上，我们采取的路线是确正的，这是无庸置疑的。这项任务不仅是俄国的，也是全世界的。（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现在暂时还只由我们单独执行的任务好象纯属俄国的任务，其实这是一项将会提到一切社会主义者面前的任务。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灭亡，它在灭亡过程中还会使几千万几万万人遭到难以置信的苦难，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它免于覆灭。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社会必然到来。或早或迟，早20年或迟20年，它总归会到来。我们努力实现我们的新经济政策，这也就是在帮助这个社会创造工农联盟的形式。我们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一定会建立起一个十分牢固的、世界上任何力量都动摇不了的工农联盟。（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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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党代表的会议上的讲话
[180]



（12月26日）


（1）

同志们！我们决定继续谈下去，——我想，对这一点我们不会有异议——我只是想说一下，现在已经将近八点半了，我们在这里可以谈到九点半，甚至更晚一些。应当选择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来谈。会上有位同志说是土地问题，我必须说：让我们把时间分配在一些对你们最有意义的问题上吧。我认为，我在这里的任务就是多听多记。至于我想讲的，已在代表大会上对你们讲过了。我尽力记下哪一个省、哪一个县，对哪一件事意见最多。我想应当这样来分配时间：在谈完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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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以后，考虑一下还有哪些看来是最重要的问题，让各省有时间也谈谈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我在这里的任务是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以便了解非党代表在这里谈了些什么。至于这里提出的一个个问题，我无论怎样也是很难回答的，因为，没有材料，我就不能在会上马上回答。因此我建议挑选一些大家认为最重要的问题，象谈劳动和畜力运输税那样由各地的同志来发表意见，我将把地方同志的每条意见记下来。


（2）

同志们，关于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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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难说点什么，因为这里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记下了，也记下了哪个省提出了哪些意见。但是，没有有关机关的准确材料，我就不能立刻回答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刚才代表劳动人民委员部讲话的那位同志有一份已颁布的法令和说明，所以很容易回答如何通过实施这项法令来减轻负担。而我没有有关人民委员部的材料，无法对这里提出的一些问题作出任何明确的回答。

这里还收到几张条子。一张条子是基辅来的一位乌克兰同志写的，他问我为什么从未去过乌克兰？乌克兰太远，去一趟不容易。

有位同志问，因承担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而死亡的马匹由谁负责赔偿。我记下了这个问题。有位同志已经对此作了原则的回答。

还有两张条子提到粮食税和穷苦农民买不起棉布的问题。目前各省农民遇到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困难，这是可以想见的。没有有关部门的材料，我不能马上回答这类问题。

我们能否提供援助，能提供多少援助？我再说一遍，现在不能作出回答。我觉得，这里就劳动和畜力运输税问题所谈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铁路木柴采委会 
[183]

 滥用职权和处事失当，我把记录匆匆翻了一遍（我对在座的每一位同志的发言都作了简要的记录），据我看，这是最主要的。意见最多的是铁路木柴采委会分派的工作太重，让人吃不消，分配和指派工作有许多不当之处，特别是在这些工作直接损害农户的时候。所有这些意见我都记下了，我也记下了最后一次三周突击运动期间从中央把所有同志派往各地这件事。我已要求收集关于燃料工作处事失当和滥用职权的情况的确凿材料，还要求收集一批报告。我已经开始收到这方面的信件，但是，近来由于生病，我在代表大会上也只能作个一般的报告，因此，我必须讲明，我不能亲自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答复。这件事将委托另外一位暂时代我的同志去办，然而所有这些在最近一次三周突击运动期间收集到的材料我们一定会汇总起来。我认为对铁路木柴采委会处事失当和滥用职权提出的意见，总的说来无疑是正确的。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同志谈了劳动和畜力运输税问题。为什么决定实行劳动和畜力运输税，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如果不对劳动量作出合理的规定（目前正在这样做：在法律上规定六天的工作量），如果不在法律上作这样合理的规定，省林业委员会和铁路木柴采委会滥用职权的现象就难以避免，同这些现象作斗争也非常困难。如果在法律上象现在这样明确地宣布需要干多少个劳动日，大家就会知道有一个条例规定了在这些天内应完成多少工作，工作量有多大，这样，同滥用职权的现象作斗争就会容易得多。当然，在省里县里同林业委员会和铁路木柴采委会作斗争，尤其是在这些机关中如一位同志指出的那样混进了许多旧职员、从前的地主和原来的林业把头的时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各地必须更加严格地监督这个问题，我们则要安排更多的非党农民同志进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便人们在申诉无效的情况下可以去找他们，而他们本人就在这里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并要求对错误进行追究。这些措施无论如何在本次代表大会上一定要实行。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来自非党农民的委员的人数，我听所有参加代表大会的同志讲，肯定要增加。中央执行委员会中非党农民委员愈多，就愈容易用这个办法去更有效地同铁路木柴采委会滥用职权的行为作斗争。我再说一遍，会上提的所有意见我都作了记录，我一定把每条意见转达给有关的人民委员部或国民经济委员会，以便采取措施。在没有向有关人民委员部查询的情况下，我要马上对每个具体问题作出回答当然做不到。


（3）

为了不致对加里宁同志的话发生误解，我请求他给我两分钟来解释一下 
[184]

 。我相信，加里宁同志无意把这样的想法强加给我，即我曾经提议把祈祷书烧掉。显然，我从来不曾提出也不可能提出这种事。你们知道，按照我国宪法，按照我们共和国的根本法，每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是绝对有保障的。

有位同志提到维亚特卡省一部分县的情况极其严重，我再补充几句。这些县属于饥荒地区。现在我们把希望主要寄托在美国政府建议我们缔结的一项条约上。我们在日内即将签订这一条约。根据这项条约，美国政府将提供2000万美元。我们再拿出1000万，总共是3000万美元，相当于6000万金卢布。这是一笔可观的数目。春播地如果不能全部种上，至少大部分能够种上。此外，我们正派人去加拿大。我们想，还可再动用部分黄金储备稍微多购一些种子。当前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是饥荒和饲料缺乏。春播任务必须尽可能全部完成。我们将全力以赴。（鼓掌）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30—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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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
[185]



（12月28日）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审议了各人民委员部关于报告年度经济活动的报告和总结，现提出以下指示，作为对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几个经济工作问题的决定的补充和概括，要求中央一级和地方各级苏维埃机关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1.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求认识到，一切经济机关的主要而迫切的任务是：大量供给农民为提高农业生产和改善劳动农民生活所必需的商品，并且务必在最短期间取得扎实的成绩。

2.一切工业管理机关都不应忽视这一最主要的目的，当然也不允许丝毫削弱百分之百地满足红军需要的任务，这是为了保持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防力量而应提到首位的任务。

3.工人生活的改善也应当服从同一目的，就是说，一切工人组织（首先是工会）都有责任关心如何搞好工业以便能迅速而充分地满足农民的需要，而且产业工人工资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都应直接取决于这方面所获得的成绩的大小。

4.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也必须服从同一目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责成财政人民委员部以最大的努力和最快的速度来减少然后再完全停止纸币的发行，并在金本位制基础上恢复正常的货币流通。必须坚定不移地用税收取代纸币的发行，不得有丝毫拖拉。

5.所有管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机关，如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等，都应当把实现这个目的放在首位。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受它委托的苏维埃政权领导机关，将完全根据这些单位在促进工农业间的流转方面是否迅速收到实际效果来衡量它们的成绩。苏维埃代表大会命令更广泛地利用私营企业来采办和运输原料，来大力发展商业，同时认为国家机关的作用是进行监督和指导，要求对任何阻碍生机勃勃的事业的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严惩不贷。

6.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要求管理经济工作的各个机关远比以前更加用心更加尽力地吸收一切比较优秀的非党工人和农民参加本部门的国家工作。

代表大会确认：我们在这方面落后了；这方面的工作不够经常，没有坚持不懈地做下去；通过这方面的工作来扩充经济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队伍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对于在发展经济中作出成绩的人，应当更加经常地授予劳动红旗勋章并发给奖金。

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求所有经济机关以及不完全是政府机构的各种阶级组织注意，更坚持不懈地吸收专家参加经济建设工作是绝对必要的。所谓专家是指科学技术人员以及那些在经营商业、组织大企业、监督经济业务等方面具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知识的人员。俄罗斯联邦的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都应经常关心改善专家的生活待遇，关心由他们指导的培训广大工人农民的工作。

7.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要求司法人民委员部狠抓两件事：

第一，要让共和国人民法院严格监督私营工商业者的活动，既不允许对他们的活动作任何限制，又要让他们始终不渝地遵守共和国的法律，有半点偏离都要严加惩处，并要教育广大工农群众独立地、严厉地、切实地监督他们遵守法纪。

第二，要让人民法院加倍注意对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经济工作上的指挥失当进行司法追究。审判这类案件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提高人们过问这种目前很难对付的坏事的责任心，可以引起工农群众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注意，可以达到取得更大经济成就的实际目的。

第九次代表大会认为，在最短期间从工人农民中培养出各方面的专家，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在新时期的任务。代表大会建议大力加强学校教育工作和社会教育工作同整个共和国、同本区本地的迫切的经济任务之间的联系。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特别指出，在执行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宣传全俄电气化计划的决定方面做的工作非常不够，因此要求每个电站动员一切适当的人力经常举办座谈会、讲座，上实习课，向工人农民介绍电的常识、电的意义和电气化计划；一个电站也没有的县份，应该尽快办起电站，即使是小型的也好，让它们成为当地进行上述宣传教育的中心和鼓励这方面的首创精神的中心。





	载于1921年12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9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35—338页

















[173]

 这是有关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在本卷《附录》里还收有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报告的提纲》（见第510—521页）。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12月23—28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993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63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362名。代表中有共产党员1850名，非党人士139名，其他政党和教派的代表4名。大会议程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报告；救济饥民的报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总结的报告；关于工业状况的报告；关于恢复农业经济的报告；关于合作社的报告；关于财政和预算的报告；关于红军建设的报告；关于苏维埃建设的报告；选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列宁为代表大会的筹备作了大量工作，并领导了大会的进行。



代表大会听取了列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后，对苏维埃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表示赞同。代表大会总结了1921年头10个月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经验，认为恢复和发展农业是当前第一位的任务。大会决定采取组织长期农业信贷和扩展商品流转等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措施，并准许村团自由选择任何一种土地使用的形式，包括合作社的、公社的、独立农庄的等形式。大会还决定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省、县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各级农业委员会以开展1922年的农业生产运动。代表大会对恢复煤炭、石油、冶金工业和生产日用品的指示表示赞同。大会还批准了人民委员会关于电气化的法令，通过了列宁起草的《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大会制定了救灾工作的具体措施，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尽一切力量救济伏尔加河流域的饥民、特别是儿童，并对援助了俄国饥民的外国工人和国际人士表示感谢。代表大会还决定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大会在关于红军和红海军的决议中表示赞同裁减武装力量，并提出了加强军队和提高其军事素质的措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国际地位的宣言》，呼吁邻国和其他国家同苏维埃共和国和平友好相处。代表大会选出了由386名委员和127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首次包括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各共和国的代表。——320。





[174]

 大概是指苏维埃政府于1921年10月28日发表的《关于承认债务的宣言》。该宣言载于10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43号（见本卷第211—213页）。——332。





[175]

 南方钢铁托拉斯是1921年9月成立的，隶属于乌克兰国民经济委员会。参加这一托拉斯的有彼得罗夫斯科耶工厂、马克耶夫卡工厂和尤佐沃工厂以及附属于它们的全部矿场，另外还有乌克兰、北高加索和克里木的一系列其他大型冶金企业。托拉斯在恢复国内钢铁冶炼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1929年被撤销。——345。





[176]

 国营沙图拉区电站于1918年初开工兴建，第一期工程于1920年7月25日投产，装机容量为5000千瓦。全部工程于1925年完成。该电站以列宁的名字命名。



国营卡希拉区电站于1919年2月开工，第一期工程于1922年6月4日投产，装机容量为12000千瓦。由于卡希拉电站将向莫斯科一些最大的工厂供电，并且是实现国家电气化计划的首批工程之一，列宁对它十分重视。他直接参与解决各种问题，经常检查工程所需的材料、劳力、燃料和设备的供应情况。——345。





[177]

 乌特金湾电站即红十月电站。它的第一期工程（装机容量为10000千瓦）于1922年10月8日投产。——346。





[178]

 指1921年12月15—18日在莫斯科对35个私人企业主，茶馆、面包坊及制鞋作坊老板进行的审判。他们被指控违反苏维埃劳动法典。一些大企业的工人，包括党员和非党员，担任起诉人。十几名被告被法庭判处巨额罚款或不剥夺自由的强制劳动。——348。





[179]

 鹅拯救过罗马出自古代传说：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夜袭罗马城南的卡皮托里城堡时，神殿里的鹅群首先被惊动；它们的叫声唤醒了守兵，罗马城才得以保住。列宁引用的是俄国作家伊·阿·克雷洛夫借用这一传说写的寓言《鹅》。——349。





[180]

 这是列宁在1921年12月26日晚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非党代表会议上的三次讲话。会议讨论了两个问题：劳动和畜力运输税问题和土地问题。列宁的前两次讲话是在讨论劳动和畜力运输税问题时作的，第三次讲话是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作的。会议由米·伊·加里宁主持。列宁对会议发言作的简要记录，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第292—294、297—298页。——355。





[181]

 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和下面提到的劳动和畜力运输税是苏维埃俄国为动员群众参加社会劳动和征调民间畜力车辆参加物资运输而相继实行的制度。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是根据国防委员会1919年11月19日的决定实施的。决定规定：所有未应征入伍的30—50岁的男性公民和18—40岁的女性公民都有义务参加采伐木柴和装卸燃料；所有拥有畜力运输工具的人都有义务运送燃料、粮食和军用物资；这些劳动按固定标准付酬。人民委员会1920年2月的法令把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的运用范围扩大到某些建筑和道路工程以及救灾工作。由于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常使居民负担过重或不均，不利于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发挥经营主动性，人民委员会于1921年11月30日通过法令，用劳动和畜力运输税代替了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按照这个法令，居民均须负担劳动和畜力运输税，即参加运输燃料和粮食，参加国家重要工程的建设以及为军队需要支差等。这些劳动是无偿的，但每年不多于6天，并且参加了这种劳动后其他义务劳动一概免除。城市居民可以交纳货币顶替劳动。在1923年，劳动和畜力运输税除救灾工作外均以货币交纳。1923年底，由于实行了统一的农业税，调整了所得税和财产税，劳动和畜力运输税被取消。——355。





[182]

 当时有一位代表要列宁就“为苏维埃机关支差”的事讲几句话。——356。





[183]

 铁路木柴采委会即铁路木柴采办委员会，领导采办木柴并将其运到火车站的工作。当时木柴是工业企业和铁路运输所需的一种主要燃料。——356。





[184]

 指米·伊·加里宁的以下发言：中央执行委员会中非党农民的代表现在要由原来的5名增至20名，“有些同志讲，我们是按胡子的长短来选举的。请原谅，同志们，但是对于农民来说，胡子是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大胡子农民有他自己的心理和思想。在我身边就坐着农民彼特鲁什金，这可以作为最好的例子。假使列宁同志说：‘我要把所有的祈祷书拿来一把火烧掉。’而我想了解一下非党农民的意见，就问彼特鲁什金：假使我把祈祷书烧掉，农民会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会说：管它哩，烧掉算了。他是青年人，如果我再问一个大胡子农民，他会说：这要等一等看。对于我们，这就很重要。”——358。





[185]

 这个文件是列宁在1921年12月25日起草的。手稿第1页上有列宁的批语：“福季耶娃或值班秘书：请抄7份，分送（1）莫洛托夫、（2—6）全体政治局委员和（7）加里宁，作为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还请莫洛托夫征询有关人民委员的意见。12月25日。”12月26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个文件。——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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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国工党的政策

（1921年12月27日） （致契切林同志

抄送：拉狄克同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

关于英国工党的那份电报表明克拉辛过于天真。我认为现在应该同时采取两个措施：（1）在报刊上发表几篇不同署名的文章，嘲笑所谓的欧洲民主派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观点；（2）立刻委托一位擅长辛辣讽刺的记者代契切林起草一份异常客气的照会答复英国工党。在这份照会里应极其透彻地说明，关于要我军撤出格鲁吉亚并在该地进行全民投票的建议，如果能普遍施行于世界各民族，那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可以认为提出这种建议的人不是疯子，也没有被协约国收买。为了使英国工党的领袖们想一想国际政治中的现代帝国主义关系意味着什么，我们特请英国工党关注如下问题：第一，把英军撤出爱尔兰并在该地进行全民投票；第二，在印度照此办理；第三，日军也撤出朝鲜；第四，在一切驻有任何帝国主义大国军队的国家都照此办理。照会要非常客气地表达这么一个意思：凡是愿意考虑我们这些建议和研究国际政治中帝国主义关系体系的人，都能理解我们向英国工党提出的这些建议是“很有意思的”。总之，照会草案应该用特别客气而又非常通俗（10岁小孩也能懂）的语言把英国工党那些愚蠢的领袖讥讽一番。

建议政治局讨论一下，要不要把这封信抄一份给克拉辛。我个人赞成这样做。






	　　列宁
载于1930年1月21日《真理报》第2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39—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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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186]


（1921年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

俄共中央全会1921年12月28日审议了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问题。会上听取了鲁祖塔克、安德列耶夫、施略普尼柯夫三位同志的报告（原定的卢托维诺夫同志的报告由于没有及时通知报告人而没有作）。经过交换意见，决定把鲁祖塔克和安德列耶夫两位同志的提纲草稿（加上列宁同志的补充）交给由他们两人组成的委员会，委托该委员会拟出提纲草案，提交政治局审批。

（在委员会和政治局批准该草案后对这段话还要补充几句。）


草案

1.新经济政策和工会

新经济政策使无产阶级的状况、因而也使工会的状况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发生这些变化，是由于目前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政策上实行特殊的过渡办法，在许多方面采取和以前不同的方式，用所谓“新的迂回方法”来夺取一些阵地，实行退却，以便更有准备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比如说，现在不但容许而且还发展由国家调节的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而另一方面，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


2.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会

无产阶级国家在不改变其本质的情况下，可以容许贸易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只是在一定限度内，而且要以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规章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为条件。这种调节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国家政权，而且更取决于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成熟程度以及文化水平等等。即使这种调节十分成功，劳资之间阶级利益的对立无疑还是存在的。因此，今后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无产阶级同资本作斗争时从各方面全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这项任务应当公开提到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工会的机构应当作相应的改组、改变或扩充，应当设立，或确切些说，应当着手设立罢工基金等等。


3.改行所谓经济核算的国营企业和工会

国营企业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同新经济政策有着必然的和密切的联系，而且在最近的将来，这种企业即使不会成为唯一的一种，也必定会是主要的一种。在容许和发展贸易自由的情况下，这实际上等于让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改行商业的即资本主义的原则。由于迫切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国营企业扭亏为盈，由于必然会产生本位利益和过于热中本位利益的现象，这样做难免造成工人群众同国营企业的经理即管理人员或同企业主管部门在利益上的某种对立。因此，即使在国营企业中，工会也义不容辞应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使之不受雇用他们的人侵犯。


4.无产阶级在承认土地工厂等的私有制、由资本家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阶级斗争同在不承认土地和多数大企业的私有制、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阶级斗争之间的重大区别

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然存在着阶级。俄共纲领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还只是在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共产党也好，苏维埃政权也好，工会也好，都应当公开承认：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电气化还没有完成（哪怕是基本完成），只要小经济和市场统治的一切根子还没有因此而被铲除，阶级斗争就会存在，而且不可避免。因此，目前我们决不能放弃罢工斗争，不能在原则上同意实行用强制的国家调解代替罢工的法律。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罢工斗争的最终目的显然是破坏国家机构，推翻现有的、阶级的国家政权。而在我们这种过渡型的无产阶级国家中，罢工斗争的最终目的只能是通过同这个国家的官僚主义弊病，同它的错误和缺点，同资本家力图逃避国家监督的阶级野心等等作斗争，来巩固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因此，无论共产党、苏维埃政权或工会都决不能忘记，而且也不应当向工人和劳动群众隐瞒：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国家里采取罢工斗争，其原因只能是无产阶级国家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在它的机构中还存在着各种资本主义旧残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群众政治上不开展和文化上落后。既然法院和其他一切国家机关都是由劳动者自己在阶级基础上建立的，而把资产阶级排除在选民之外，那么，解决劳资之间、受雇者和雇用者之间的冲突，应当愈来愈多地采取由劳动者直接投诉国家机关这种正常的方式。


5.恢复工会的自愿入会制

把所有工人强行登记为工会会员的做法，既不符合工业社会化实际达到的水平，也不符合群众的觉悟水平。此外，强制入会的做法还使工会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弊病。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坚决恢复自愿入会的做法。对工会会员决不能要求具有一定的政治观点；在这一点上，也和对待宗教的问题一样，工会应当是非党的。对于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工会会员，只应要求他们懂得同志纪律，懂得工人团结起来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和忠于劳动者政权即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性。无产阶级国家应当从权利上和物质上鼓励工人参加工会组织。但是工会如果不尽义务，就不应当有任何权利。


6.工会和企业管理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这项在俄共纲领上已经明确提出的任务，今天由于战后的经济破坏和饥荒而变得格外紧迫了。因此，在恢复大工业方面必须尽速取得尽可能扎实的成绩，没有这个条件，劳动摆脱资本桎梏这整个解放事业就不可能获得成功，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获得胜利。但是要取得这样的成绩，在俄国目前的环境下，又绝对需要把全部权力集中在工厂管理机构手中。这些通常按个人管理制原则组成的管理机构，在享有最大的机动自由、极其严格地检查在提高生产和扭亏增盈方面的实际成绩、十分认真地选拔最优秀最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等等条件下，应当独立地处理规定工资数额以及分配纸币、口粮、工作服和其他种种供应品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对企业管理进行任何直接干预都必须认为是绝对有害的，不能允许的。

但是把这一无可争辩的真理解释成工会不得参加社会主义的工业组织和国营工业的管理，那就完全错了。在以下几种严格规定的形式下，工会的参加是必要的。


7.工会的作用和工会怎样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机关和国家机关

无产阶级是正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的阶级基础。在一个小农占极大优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只有非常巧妙地、谨慎地和逐渐地同绝大多数农民结成联盟，才能顺利完成过渡这一任务。在我国，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工会应当是国家政权最亲密的和不可缺少的合作者。工会一般说来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尤其应当是全体工人群众以至全体劳动者学习管理社会主义工业（以后也逐渐管理农业）的学校。

根据这些原则，应当为工会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经济机关和国家机关规定以下几种基本形式：

（1）工会用推荐候选人、提供咨询的方式参与一切经济机关以及同经济有关的国家机关的人事安排；工会也参加这些机关，但不是直接参加，而是通过由它们推举并经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批准的领导人选来参加，这些人选包括最高一级国家机关的委员、经济部门的委员、工厂管理机构的委员（在实行这种集体管理制的单位），还有行政管理人员及其助手，等等。

（2）工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从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中提拔和培养行政管理人员。目前这种工业行政管理人员，完全称职的我们有几十个，比较称职的有几百个。但是不久我们就需要有几百个完全称职和几千个比较称职的行政管理人员。工会应当远比现在更细致更坚持不懈地系统登记一切有能力担任这种工作的工人和农民，从各方面切实认真地检查他们学习管理工作的成绩。

（3）工会参加无产阶级国家一切计划机关的工作同样重要。除了参加一切文化教育工作和生产宣传工作之外，工会的这一活动应当能够更广泛更深入地吸引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的整个经济建设，使他们熟悉经济生活的整个情况，熟悉工业从采购原料到销售产品的全部工作，使他们更具体地了解国家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和实现这一计划同工农的实际利害关系。

（4）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参加工业管理方面，工会工作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就是制定工资标准和供给标准等。特别是纪律审判会应当不断加强劳动纪律，不断改进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生产率的文明工作方法，但决不可干涉人民法院和管理机构的职权。

以上列举的工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几项最重要的职能，当然还应当由工会和苏维埃政权的有关机关作出详细规定。最重要的是，工会要自觉地坚决地放弃对管理工作进行没有准备的、外行的、不负责任的、危害不浅的直接干预，而去进行顽强的、切实的、预计需要做许多年的工作：实地训练工人和全体劳动者管理全国的国民经济。


8.联系群众是工会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

联系群众，也就是联系大多数工人以至全体劳动者，这是工会任何一项工作取得成绩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工会组织及其机关从下级到最上级，应当培养出一批负责同志，并在多年的实践中加以考察，这些负责同志不一定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应当生活在工人群众之中，非常熟悉他们的生活，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正确无误地判断群众的情绪，判断他们真正的需要、愿望和想法，能够不带半点虚假拔高成分来确定群众的觉悟程度，确定这样那样的旧偏见和旧残余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能够用同志的态度对待群众、关心满足群众的要求，以此赢得群众的无限信任。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在暂时没有得到较先进国家的直接援助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一家拥有优良发动机和第一流机器的上等工厂，如果发动机和机器之间的传动装置坏了，那就不能开工，同样，如果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工会位置摆得不正或工作得不正常，那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必然遭殃。这个道理，仅仅加以解释、提醒、论证是不够的，还应当从组织上把它落实到工会的一切机构中，落实到工会的日常工作中。


9.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会处境的矛盾

按照以上的论述，工会各项任务之间就产生了一系列矛盾。一方面，工会的主要工作方法是说服教育；另一方面，工会既然是国家政权的参加者，就不能拒绝参加强制。一方面，工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而且是最直接最切身这种意义上的利益；另一方面，工会既然是国家政权的参加者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者，就不能拒绝实行压制。一方面，工会应当按照军事方式来工作，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最残酷、最顽强、最激烈的阶级战争；另一方面，正是工会最不宜采用专门适合军事的工作方法。一方面，工会要善于适应群众，适应群众当时的水平；另一方面，工会又决不应当姑息群众的偏见和落后，而要坚持不懈地提高他们的水平，如此等等。

这些矛盾不是偶然的，而且不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所能消除的。因为第一，这是一切学校所固有的矛盾。而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没有几十年的时间，休想使大多数劳动者达到高度发展水平，从而能把成人“学校”的痕迹和回忆统统抹掉。第二，只要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残余还存在，在整个社会制度中这些残余和社会主义幼芽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实际结论。第一个结论：工会要有效地进行工作，仅仅正确地理解工会的任务、仅仅有适当的机构设置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特殊的机智，善于在各种具体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对待群众，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把群众提高一步，而又能尽量减少摩擦。

第二个结论：上述种种矛盾必然会引起冲突、不协调和摩擦等现象。因此必须有一个相当权威的上级机关及时地解决这类问题。这种机关就是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的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


10.工会和专家

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已经在俄共纲领中阐明。但是，如果不经常注意事实，不看这些原则贯彻到什么程度，那么这些原则还会停留在纸上。最近就有这样的事实：第一，不仅在乌拉尔的而且在顿巴斯的社会化矿山中，都发生了工人打死工程师的事件；第二，莫斯科自来水厂总工程师弗·瓦·奥登博格尔自杀。 
［注：请看1922年1月3日《真理报》关于此事的报道：（（援引该报第4版《新闻栏》报道的全文））。[187]］



造成这种现象，共产党和整个苏维埃政权的责任当然要比工会大得多。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要确定政治责任的大小，而是要作出一定的政治结论。我们一切领导机关，无论是共产党、苏维埃政权还是工会，如果不能做到象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勤恳工作、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同共产主义完全格格不入），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的成就。在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最高发展阶段以前，专家始终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我们应该使专家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更好，不仅在物质上和权利上如此，而且在同工农的同志合作方面以及在思想方面也如此，也就是说，使他们能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满足，能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不再受资本家阶级私利左右而有益于社会。这一切我们还不能很快办到，但无论如何一定要办到。如果某个主管部门在保障专家的各种需要、鼓励优秀的专家、维护他们的利益等方面工作无计划，没有取得实际效果，那么，谁也不会承认这个部门办得还不坏。工会应当不是着眼于本部门的利益，而是着眼于劳动和国民经济整体的利益，来进行所有这些工作（或者经常参加各部门的有关工作）。在专家问题上，工会担负着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就是要经常教育广大劳动群众同专家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做才能收到真正重大的实际效果。


11.工会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工会只有把极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联合起来，才算是真正的工会。这样一来，作为资本主义残余和小生产的上层建筑的政治影响，必然会在工会中相当稳固地存在，在一个农民占极大优势的国家里尤其如此。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各党在俄国的变种）的影响，一方面是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只有在这些流派中还有那么一些人不是出于自私的阶级动机而是在思想上维护资本主义，继续相信他们所鼓吹的一般的“民主”、“平等”和“自由”具有超阶级的含义。

正是应当用上述社会经济原因而不是用个别集团的作用，更不是用个别人物的作用，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工会中还存在着现在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有时甚至是复苏）。因此，共产党和领导文化教育工作的苏维埃机关以及工会中的全体共产党员，都应当更加重视同工会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思潮和倾向进行思想斗争，尤其是在新经济政策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的加强，加紧抵制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完


同提纲一并讨论。

把它交给莫洛托夫，不用重抄。

供发表的提纲，即先提交给委员会然后提交给政治局的提纲草案到此结束。

建议政治局作出专门决定通过鲁祖塔克同志草案中的一项决定，行文如下：

政治局委托组织局成立一个隶属中央组织局的专门委员会，从加紧抵制小资产阶级的即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倾向出发，来审查和更换工会运不供动的领导人（如有可能也包括所有的党员工作人员）。该委发表员会应该在俄共第十一次（例行）代表大会召开前完成（哪怕是基本完成）自己的工作，并向党代表大会提出工作报告。[188]（不供发表）






	
列宁
1922年1月4日

载于1922年1月17日《真理报》第12号（略有修改）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41—353页

















[186]《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这一文件是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到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在改组工会方面积累起来的经验的总结。文件写于1921年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列宁原打算在1921年12月31日提交政治局批准，由于文件没有写完而改变了计划。列宁在12月30日给扬·埃·鲁祖塔克、安·安·安德列耶夫和维·米·莫洛托夫的电话稿里谈到了这件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



《提纲草案》先交委员会成员（安德列耶夫和鲁祖塔克）和政治局委员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作了修改和补充。1922年1月1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审议了《提纲草案》，作为基础予以通过，并决定将它连同所有的修正意见一起交给由列宁、格·叶·季诺维也夫、安德列耶夫和尼·伊·布哈林组成的审订委员会最后核准，然后以中央名义发表。提纲最后文本于1月17日作为俄共（布）中央的决定（提交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关于工会问题的提纲草案）在《真理报》上公布。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委托专门委员会对提纲草案作了一些修改，然后予以通过（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54—164页）。



在本卷《附录》里收有《〈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的要点》（见第522—528页）。——365。



[187]莫斯科自来水厂总工程师弗·瓦·奥登博格尔于1921年11月30日夜自杀。12月7日，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同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协商后任命亚·亚·索尔茨、尼·尼·奥弗相尼科夫、米·斯·奥里明斯基组成委员会以调查奥登博格尔工程师的死因。1922年1月3日《真理报》《新闻栏》刊登的报道说，调查委员会确认“死者不仅是一个精通业务的工作人员，而且是一个高度忠于职守的人。奥登博格尔自杀是由于处境恶劣使他无法进行日常工作。自来水厂三人特别小组个别成员不是协助改善莫斯科自来水厂的状况，反而极力阻碍该厂的日常工作，使之复杂化。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高级视察员谢苗诺夫工程师，作为这个三人小组的成员，对于奥登博格尔采取了粗暴、挑剔和官僚主义的态度。这个人民委员部的另一名高级视察员、前自来水厂办事员马卡罗夫－泽姆良斯基不断迫害奥登博格尔，而阿列克谢耶夫给水站的工人叶拉金和梅尔库洛夫竟毫无根据地把自来水厂技术上的混乱和职员同党支部关系不好归罪于奥登博格尔。所有这些不能不影响死者的精神状态。委员会认为马卡罗夫－泽姆良斯基不仅不能担任工农检查院的职务，而且也根本不能担任苏维埃的公职，因为他是一个混入苏维埃政权的坏分子，一个阴谋家和在自来水厂职工中声名狼藉的骗子。委员会认为，也不能允许工农检查院高级视察员谢苗诺夫继续担任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不能允许他与莫斯科自来水厂再有任何关系。委员会还认为，必须把叶拉金和梅尔库洛夫调离莫斯科自来水厂，转到其他企业”。——374。



[188]促使列宁提出成立专门委员会来审查和更换工会领导干部的建议的原因是：工会领导干部中夹杂有许多出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分子，以及按照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清党问题的决议必须提高工会领导干部的党龄（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45—146页）。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列宁的建议。专门委员会于1922年1月20日成立，其成员是：米·巴·托姆斯基、安·安·安德列耶夫和谢·伊·瑟尔佐夫。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听取了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关于审查和更换工会的领导组织的决议（同上，第164—165页）。——376。









《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弗·瓦·奥登博格尔案件的决定草案

（1922年1月4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

鉴于1922年1月3日《真理报》的简讯关于奥登博格尔的自杀和对此案的调查报道极不充分（或许是意犹未尽？），建议政治局作出决定：

（1）责成莫斯科苏维埃呈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将委员会结论中提到的人全部交付法庭审判；

（2）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立即予以批准，并

（3）——在所有苏维埃报刊上公布；

（4）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特别用心、妥善和声势浩大地审理这个案件（由库尔斯基同志和一位指定的公诉人亲自负责）；

（5）责成组织局设立党的特别法庭。把自来水厂整个党支部交付该法庭审判。（按罪行轻重，部分人开除出党或留党察看，部分人给予严重警告。）审判要声势浩大地、公开地进行。

＋（6）指示《消息报》和《真理报》：发表一批有分量的文章，评论这个令人气愤的案件。






	
列宁
1922年1月4日











还有一项决定草案：

凡是在苏维埃企业中发生的工程师（和专家）被害事件，连同调查结果，都必须呈报政治局（（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等单位通过劳动国防委员会呈报））。[189]

附言：此案令人气愤，要狠敲警钟。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54—355页

















[189]这两个决定草案于1922年1月5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



弗·瓦·奥登博格尔自杀一案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庭于3月8—14日进行了很有声势的审判。尼·瓦·克雷连柯担任公诉人。法庭判处对此案负有责任的党员负责干部季·伊·谢杰尔尼科夫监禁一年，判处有悔改表现的其他四人公开谴责和剥夺担任苏维埃负责职务权利三年。——378。







《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190]


（1922年1月9日和12日之间）


草　案


政治局向一切经济机关指出，现在，在1921年12月党代表会议[191]和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新经济政策已经十分清楚、十分明确地规定下来了。

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让新经济政策尽可能迅速而广泛地在实践中试行。一切有关新经济政策问题的一般讨论、理论探讨和争论，都应当移到争论俱乐部[192]去进行，部分移到报刊上去进行。在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一切经济机关中必须毫不留情地肃清这类现象。必须把各种委员会的数量精简到最低限度，要求各有关部门在最短期限（一两天）内写出书面修正意见或另提方案，以此代替委员会的工作。尽可能彻底地取消各种“委员会的讨论”，把最高经济委员会变成纯粹编纂和汇集政府经济法规的机关。最高经济委员会应当加快而不是延缓工作的总进程。

政治局要求财政人民委员部集中一切力量尽速增加税目，增加税收入库，并切实修正总预算。一切有关货币政策和用现金税代替粮食税等等问题的讨论，应该部分移到争论俱乐部去进行，部分移到报刊上去进行。

政治局坚决要求全体人民委员在实际试行新经济政策时要雷厉风行，杜绝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政治局坚决要求让负责人员中有尽可能多的办事迅速、提高了产量和扩大了国内外贸易额的人受到奖励。这一要求首先是对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其次是对国家银行（特别是它的贸易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的。

政治局通过以后，即向各人民委员部全体部务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全体委员宣布并要求每个人签名。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56—357页

















[190]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2年1月12日审议并基本通过，于1月16日最后批准。——379。



[191]指1921年12月19—22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379。



[192]争论俱乐部是俄共（布）的一种机构。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争论俱乐部于1921年8月成立，主席是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英·尼·斯图科夫。根据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处和常务委员会1921年12月29日的决议，莫斯科各区随后也都成立了争论俱乐部。争论俱乐部的任务是讨论有关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379。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给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拨款问题的意见[193]


（1922年1月12日）

（关于多夫加列夫斯基提出的给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拨款5万金卢布的申请。）

我赞成，并请莫洛托夫同志提交政治局表决。请政治局委员们注意到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的特殊重要性，注意到它已经作出的巨大贡献和它在最近的将来在军事和宣传方面能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好处。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58页

















[193]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2年1月20日研究了给无线电建设增加拨款的问题。政治局同意列宁的意见，批准了财政人民委员部对这个问题的结论。



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是苏联第一个无线电技术科研中心，于1918年8月由米·亚·邦契－布鲁耶维奇和Ｂ.Ｍ.列辛斯基建立。列宁非常关心该实验室的工作，曾多次给予支持。——381。







《列宁全集》第42卷


致达吉斯坦劳动者[194]


（1922年1月12日）

礼物收到了，谢谢。这是达吉斯坦劳动群众发挥创造主动性的结果。

祝你们在恢复达吉斯坦经济的艰巨事业中获得成功。






	　　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载于1922年1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59页

















[194]《致达吉斯坦劳动者》是列宁给达吉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卡尔克马索夫的回信。卡尔克马索夫在来信中报告该共和国已开始采矿，并把两普特水银作为礼物送给了列宁。——382。







《列宁全集》第42卷


对电影事业的指示[195]


（1922年1月17日）

教育人民委员部应当对所有影片的放映组织监督，并形成制度。在俄罗斯联邦上映的所有影片，都应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登记编号。对每一份放映计划都应规定一定的比例：

（1）专为做广告和赢利的娱乐性影片（当然，不能有黄色和反革命的内容），以及

（2）纯属宣传性质的题为《各国人民生活点滴》的影片，例如：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策、国际联盟的活动、柏林的饥民等等。不仅要放映电影，而且也要放映有宣传意义并附有适当文字说明的照片。必须使私营电影院将相当一部分收入以租金形式上交国家。要给企业主扩大片目和上映新片的权利，使企业主能从制作和生产新影片中得到好处，但一定要经过教育人民委员部审查并保持娱乐片同题为《各国人民生活点滴》的宣传片之间的比例。在上述范围内，应给他们广泛的主动权。宣传教育片要送给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和著作家检查，以免重复过去不止一次发生过的那种宣传效果适得其反的可悲怪事。要特别注意在农村和在东部地区兴建电影院的工作，在这些地方电影院还是新鲜事，因而我们的宣传将会特别有效。





	载于1925年《电影周刊》杂志第4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60—361页

















[195]《对电影事业的指示》是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根据列宁口授作的记录，于1922年1月27日作为指示发给了教育人民委员部（摄影和电影局当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这个文件有两种稿本，一种是原始记录，另一种是写成指示形式的记录。两种稿本于1925年分别发表于Г.博尔强斯基的《列宁和电影》一书和《电影周刊》第4期。这里收载的是比较完整的后一种稿本。



1922年2月，列宁在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话时，再次强调必须在娱乐片和科学片之间规定一定的比例。据卢那察尔斯基回忆，列宁说，生产有共产主义思想内容、反映苏维埃现实的新影片要从新闻记录片着手。又说，他认为生产这种影片的时候可能还没到来。“如果你们有好的新闻记录片——严肃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那么为了吸引观众，就是同时放映一部或多或少象常见的那种无益的影片，也无关紧要。当然，审查仍旧是需要的，反革命的、淫秽的影片是不应当有的。”列宁还说：“随着你们通过正确的经营而能以自立，并且在国家总的情况好转时可能得到对这项工作的一定的贷款，你们就应当扩大生产，特别是在大城市观众中（在乡村观众中更是如此）推广内容健康的影片……你们必须牢记，在一切艺术中，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电影。”（见1933年《苏联电影》杂志第1—2期合刊第10页）——383。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施泰因贝格在租让企业中行使职权问题

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2年1月）


1.1月17日的信[196]

1922年1月17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

附上列扎瓦关于向施泰因贝格实行租让的材料。

请于星期四将这个问题提交政治局，以便人民委员会在星期五按苏维埃程序通过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决定。

指定两人就这个问题向政治局作报告：亚·德·瞿鲁巴和人民委员会中多数的代表。

事关紧要，我极为担心人民委员会中的多数（反对瞿鲁巴的）又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那样的错误：唯恐会做买卖的商人赚钱，而一心只关注让共产党员占多数，认为这些人大部分虽然唱得有点刺耳，但好在滴酒不进[197]。

我注意到第5条：三个共产党员（是经商的门外汉吧？我知道只有两个共产党员表现出有经商的本领：别洛夫（国营百货公司）和谢尔盖·马雷舍夫）要教两个商人做生意。

我担心这个“多数”将会象谢德林提到的产科医生[198]。

或许把第5条改成这样：授予作为董事长的施泰因贝格单独决定一切的权力，而董事会中的多数只有了解一切和向我们申诉施泰因贝格活动的权力，但不能中止施泰因贝格的活动（就是说，在形式上，三比二的多数保留撤销施泰因贝格的决定的权力，而我们将对施泰因贝格说，没有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特别决定我们不会撤销他的决定）。

至于三个共产党员，我们要用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决定责成他们学习并在三年左右学成，否则就要不客气地把他们赶走。






	
列宁











2.1月23日的信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

致瞿鲁巴同志和列扎瓦同志，并请作出结论

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天要开全体会议。为了不耽误事情，也许可以用电话来通过关于向施泰因贝格实行租让的下述建议（政治局的决定，劳动国防委员会必须执行）：“采纳列扎瓦的委员会的建议，并作这样的补充：施泰因贝格作为董事长可以单独决定问题，董事会（三个董事，一个施泰因贝格，一个资本家）多数的决定只能转呈劳动国防委员会，而不能中止执行施泰因贝格的命令。”[199]

这个补充应在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但不写入董事会章程。这样，我们把这个决定通知施泰因贝格，一方面为这个不是从共产主义小册子上懂得经商的人创造条件，使他能真正按商业规律办事，另一方面，一旦施泰因贝格有不法行为，我们又保证自己能够通过劳动国防委员会取消自己的决定，而无须对公司的章程作任何修改。我认为，有这样的保障就足够了。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62—363页

















[196]1922年1月2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列宁1月17日的信，并决定由人民委员会最后解决这个问题（见本卷第276—277页）。——384。



[197]唱得有点刺耳，但好在滴酒不进这句成语出自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音乐家们》。寓言说，有一个人请客，邀了一批歌手助兴。这些歌手各唱各的调，叫客人实在受不了。主人却解释说，他们唱得是有些刺耳，可是个个生活严肃，滴酒不进。——384。



[198]指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塔什干的老爷们》一书前言中的一段话。他在那里借用俄国作家涅·瓦·库科利尼克所说的“只要皇上有令，明天我就能做一个产科医生”这句话来形容那种对业务一窍不通而只会绝对服从的人。——385。



[199]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当天通过了列宁的这个建议。1月24日，人民委员会基本批准了皮革原料国内外贸易股份公司的章程草案。该公司的创办人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以及资本家Л.Б.施泰因贝格和Ｂ.И.托米加斯。劳动国防委员会于2月1日批准了公司章程及其创办人的协议书。——386。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200]


给亚·德·瞿鲁巴的信

（1922年1—2月）

1.1月24日的信

1922年1月24日

瞿鲁巴同志：

我们昨天在电话中已经谈过，而且您又答应严格遵守医生规定的作息时间，所以我们应当详细谈谈整个工作制度，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最根本的缺点是对执行情况缺乏检查。可恶的官僚主义积习使我们陷入滥发文件、讨论法令、乱下指示的境地，生动活泼的工作就淹没在这浩如烟海的公文之中了。

聪明的怠工分子故意把我们拖入这个公文的泥潭。大多数人民委员和其他大员却不自觉地“往绞索套里钻”。

您应该利用医生给您严格规定的作息时间，无论如何从忙乱中、从各种委员会的纠缠中、从讨论和起草文件中摆脱出来，周密地考虑一下工作制度，作一番彻底的改革。

改革我们的令人厌恶的官僚主义的工作，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进行斗争，检查执行情况，这正应该是您的工作的重点。

检查执行情况，检查工作的实际效果——这就是您的基本的和主要的任务；为此，可以成立一个小型机构（4—6人），由受过严格考验和考察的助手（办公厅主任、他的几位助手、一位秘书等）组成。

为此，我认为必须：

（1）把一切琐碎问题交给小人民委员会以及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办公会议去解决，以减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负担。这已经开始了。但是，如果不注意、不督促、不检查、不拿三根鞭子抽打，在我们这可恶的、奥勃洛摩夫式的风气[201]下，两个星期就会“松下来”。

办公厅主任应该养成（象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秘书处一样）严格把关的习惯，不让那些琐碎问题提到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来，要使所有问题都先经过三次过滤（向有关人民委员部查询；要它们及时答复；对法律编纂局也照此办理，如此等等）。

必须同哥尔布诺夫 
［注：＋1名法律编纂员＋小人民委员会1名代表。］

 一起拟订一个关于提出和处理问题的书面条例，并且每月至少检查一次，由您亲自检查，看这个条例是否遵守了，目的是否达到了，即文牍主义和拖拉作风是否有所减少，人民委员们考虑问题是否较前周密，责任心有所加强，是否不再乱发匆匆炮制的指示，而是慎重地、长期坚持地、切实地检查执行了没有和有什么经验，建立起个人负责制（我们的上层机关即各人民委员部及其各部门实际上都存在着根本无人负责的现象，怠工分子很会钻这个空子，结果养成了危害事业的奥勃洛摩夫习气）。我知道这非常难办。但是正因为难办，您就应该全力以赴。

因此

（2）尽量少开会。规定每星期人民委员会1次＋劳动国防委员会1次，每次两小时。

（3）最高经济委员会。赶快结束它下属的一切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替代的办法是，要求人民委员们自己（分别）指定负责人拟订草案，经人民委员批准，由人民委员在最短期间亲自征得一切“有关”人民委员的同意，然后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

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只是为了做协调工作（法律编纂工作）并由您和加米涅夫尽速审核（盖章）。

只是为了这一点。

不是为了空谈。

不是为了讨论。

（4）除最高经济委员会以外，任何委员会您都不应参加，坚决不参加。

（5）撤销多如牛毛的委员会，替代的办法是正式要求在最短期间提出书面意见。

（6）您应该这样摆脱危害我们大家的忙乱状况，使自己能定下心来考虑整个工作——

———而主要的是要集中精力检查执行情况，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进行斗争。

请您把这个问题周密考虑一下，并写信告诉我。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64—366页












2.2月15日的信[202]

1922年2月15日

瞿鲁巴同志：

我认为您是正确的。

应取得政治局同意，然后开始“精简”：

大致上

（1）成员：您所提出的5人，加上非主管部门的2人（别洛夫＋？）＝7人。

（2）国家预算中规定的拨款先报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工农检查院；

只有提出申诉时才报小人民委员会；

其余照您的意见办。

再仔细考虑一下，然后用书面形式阐述精简小人民委员会的这些原则，征求小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意见，由政治局通过这些原则，然后迅速把它们制定成新的条例。

也许，还要对委员会的权限加以限制？加强实际检查的作用？使全部工作更直接地受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领导？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66—367页












3.2月20日的信

2月20日

瞿鲁巴同志：

再谈谈工作改革问题。

我打算这样制定工作计划：

（1）把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节奏加快十倍，就是说，要使人民委员们不敢把琐事带到这两个委员会来，而是自己解决，自己负责；

（2）让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它现在有四分之三的人无事干）对此负责，贯彻这一要求；

（3）小人民委员会也要这样做，而且要大大精简机构；

（4）您要把小人民委员会的一部分委员和工作人员以及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一部分工作人员留归您亲自指挥，利用他们去检查实际执行情况（您可以委托某某人：你到下面去走走看看，读读材料，检查检查，如有敷衍塞责的现象你要负责）。

（5）您（和李可夫）首先要每天抽出一小时，健康情况允许则抽出两小时，来亲自检查工作：不是把大员而是把部务委员和级别更低的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甲、乙、丙叫来（或者您自己下去）——检查工作，寻根究底，诱导他们，教导他们，狠狠？他们。要研究人，要发现有才干的工作人员。现在关键就在这里；不然的话，一切命令和决定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

请给我回信。让我们好好考虑一下，与中央委员们商量商量，赶快把这个（或者别的）计划定下来。


　　您的　列宁

附言：布留哈诺夫不顶用。应当另找一人。是否暂且在那里建立一个“三人小组”，要得力一些的。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67—368页











4.2月20—21日的信[203]

瞿鲁巴同志：送上我的补充意见。建议在星期四以前征得全体人民委员和全体小人民委员会委员的简短回答。


　　您的　列宁

专门通过一项补充决定指出：

小人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严格监督各人民委员部：（1）遵守各项法律；（2）不逃避责任，不把一大堆多余的问题不必要地推给小人民委员会解决，而是自己解决问题，自己承担责任，或者按照一般程序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民委员部协商解决；（3）检查各人民委员部的各种命令和行动是否合法、恰当、迅速；通过这种检查和坚决精简官员人数的办法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68页












5.2月21日的信

瞿鲁巴同志：我们似乎还有根本的分歧[204]。在我看来，主要的是把工作重心从草拟法令和命令（在这方面我们愚蠢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转到选拔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上。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小人民委员会不适于做这项工作吗？就算是吧。那么您和李可夫就应当把十分之九的时间放在这上面（指望工农检查院和办公厅主任除执行简单的任务外还能做更多事情是可笑的）。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在“各部门”的官僚主义臭泥潭里。要想经常不断地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就需要有很高的威信、智慧和魄力。各部门是一堆粪土，法令是一堆粪土。发现人才，检查工作——这才是一切。如果您＋李可夫用十分之九的时间来抓这项工作，而让办公厅主任（有时也可以让小人民委员会委员）做你们的助手，这样也许还能对付。

请把关于小人民委员会的草案再寄我一份。






	　　列宁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68—369页











6.2月27日的信


　　致亚·德·瞿鲁巴

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以及

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的指示草案

这些机关的主要缺点是忙于琐事。这样它们不仅不能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反而陷进了官僚主义。

产生这一祸害的原因是：（1）办公厅主任软弱无力；（2）人民委员们不善于摆脱琐事和官僚主义事务的纠缠；（3）人民委员们（特别是怂恿他们的各部门的官僚）希望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人民委员会；（4）——最后的，也是主要的——负责工作人员没有认识到：现在已经到了同浩如烟海的公文作斗争，不信任这些公文，不信任永无休止的“改组”的时候了；当前的首要任务不是颁布法令，不是改组，而是选拔人才，建立个人对所做的工作负责的制度，检查实际工作。不这样做，就无法克服窒息着我们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

小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应该尽一切力量使自己摆脱杂乱烦琐的事务，使各人民委员部习惯于自己解决各种琐事并对这些事情严格负责。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保证切实做到：减少小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事务，使人民委员们更多地自己（单独或共同）解决问题，并对问题负责；把工作重心移到检查实际执行情况上去。

为了同样目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李可夫同志和瞿鲁巴同志应该尽一切力量使自己摆脱各种琐事和各种委员会的纠缠；努力防止把他们（两位副主席）卷进应该由人民委员们解决的事务中去；每天最少抽出两三小时亲自去结识一些最重要的（然后是所有的）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工作人员（不是大员），以便考核和选拔人才；利用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和一部分小人民委员会委员以及工农检查院去检查实际工作和工作成绩；一句话，他们应当成为国家工作的实际指导者，而我们最缺少的就是这样的人。

不信任法令、机构、“改组”和大员，特别是共产党员中的大员；通过对人的考核和对实际工作的检查同腐败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毫不留情地赶走多余的官员，压缩编制，撤换不认真学习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工作方针就应该是这样。






	
列宁
2月27日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69—370页

















[200]列宁的这几封信是根据苏维埃国家向和平的经济建设过渡的要求对整个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改革的纲领。列宁后来在1922年3月8日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信、3月23日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信、《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大纲》以及《1922年3月22日发言的提纲》中都提到过这些信。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12月1日决定批准亚·德·瞿鲁巴担任劳动国防委员会第二副主席，12月5日又决定任命他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387。



[201]奥勃洛摩夫式的风气意为因循守旧、懒散懈怠。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388。



[202]这是对亚·德·瞿鲁巴反映小人民委员会工作缺点的一封信的回信。瞿鲁巴在信中说，现在小人民委员会由22人组成，其中各主管部门的代表15人，非主管部门的成员7人。小人民委员会已经从人民委员会所属的一个委员会发展成为独立的机关，有自己的全体会议、调度会议以及专门委员会，并通知人民委员前来汇报一般性工作等等。瞿鲁巴建议将小人民委员会缩减为5人：主席1人和主管部门（司法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代表4人。凡属国家预算规定的拨款问题，均交财政人民委员部处理。只有对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提出申诉时，才提交小人民委员会。小人民委员会只审理指令规定的问题。——390。



[203]亚·德·瞿鲁巴根据列宁1922年2月15日信中的指示重新拟订了给小人民委员会的指示草案，并送列宁审阅。列宁的这封信就是在这个草案上写的。



关于小人民委员会改组的问题，政治局于3月4日进行了讨论，但未能作出决定（参看注204）。——392。



[204]指亚·德·瞿鲁巴对列宁关于小人民委员会指示草案的建议提出的异议。瞿鲁巴对列宁的建议答复如下：“亲爱的伊里奇：在我看来，您对关于小人民委员会指示草案的修改意见（补充）把整个设想抹杀了。如果责成小人民委员会严格监督各人民委员部遵守各项法律和检查各人民委员部的各项行动是否合法、恰当和迅速，那么它就会妨碍一切，造成一片混乱，简直就会促使整个工作刹车。请想想，它会发出多少询问，要求作出多少答复、报告、工作总结，如此等等！这就势必给它开辟无边无际的‘活动场所’。我认为，它会使（本来就运转得不好的）整部苏维埃机器空转。监督和检查是必要的，但不必通过小人民委员会。”



小人民委员会新的条例是以列宁关于改组小人民委员会的指示为基础制订的，这个条例于1922年10月31日由大人民委员会批准。——393。







《列宁全集》第42卷


为查对戛纳决议给格·瓦·契切林的信

（1922年1月26日）

契切林同志：

1．如果可以的话，请把您收到的博诺米建议[205]的正式文本寄来（我认为研究他们拟定的条件的措辞很重要）。

2．是否哪一家有影响的协约国报纸刊登过原先在我国报纸上登载过的第1条条文，即写有“所有制”字样的，而不是象博诺米寄来的正式文本中那样好象只写着“制度”一词的。[206]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您委托罗斯塔社国外部查对一下，是否哪一家外国报纸上有“所有制”这种字样，如果有，能否将这份报纸寄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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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指意大利总理伊·博诺米1922年1月13日的无线电报。博诺米在电报中根据协约国最高会议1月6—13日在法国戛纳召开的会议的决定，代表最高会议邀请苏维埃政府代表团出席预定于1922年2月或3月初在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和财政会议（参看注209）。电报附有1月6日在戛纳通过的决议全文，其中提出了最高会议认为使会议成功所必需的6项基本条件。这些条件中的第1条归结起来是：一些国家不能强行规定另一些国家应当根据什么原则建立其所有制、经济生活和管理方式；每个国家有权为自己选择它所喜欢的制度。这些条件的其他各条还规定在外国资本对一国提供援助时受援国要保障外国资本不可侵犯并获得利润；承认本国历届政府过去或将来签订的或担保的一切债务和义务；承认对于没收或国家接管财产给外国利益所造成的一切损失有赔偿的义务；确定各国有义务不从事旨在颠覆别国秩序与政治制度的宣传和采取针对盟国的敌对行动。这些条件的最后一条宣称：只有苏维埃政府接受所有上述条件，协约国才予以承认。



在热那亚会议筹备期间，法国领导集团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都力图要苏维埃俄国先承认戛纳决议，以此作为邀请它参加热那亚会议的条件。——396。



[206]1922年1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6号登载的戛纳决议的第1条说：“任何一国不能取得一种权力来强行规定别国应当根据什么原则调整其所有制、国内经济生活和管理制度。”这个文本与1月8日法国《小巴黎人报》刊登的决议文本是一致的。1月26日，格·瓦·契切林把载有戛纳决议的《小巴黎人报》和博诺米电报的抄件寄给了列宁，指出后者删去了“所有制”一词。



列宁十分重视戛纳条件第1条的措辞，认为这一条是间接承认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破产，以及共产主义所有制与其同时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列宁指出，旨在使苏维埃俄国听任外国资本摆布的戛纳条件其他各条，显然是与第1条相矛盾的（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代表团的报告的决议草案》）。——396。







《列宁全集》第42卷


就委派米·伊·加里宁视察乌克兰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207]


（1922年1月27日）

致莫洛托夫并转全体政治局委员

请将以下建议提交政治局表决：马上派加里宁同志前往乌克兰产粮最多的几个省巡视，以便为饥民募捐。要特别仔细地为他的视察作好技术准备，要搞照片、电影和灾区难民的现身说法等等，以便为募捐进行有效的宣传。要求以下人员亲自负责对整个视察作出切实有效的安排：

1.加里宁——负责政治方面；

2．政治局特别指定和批准的一位有实际经验的同志——该同志要能真正把这项工作办理好，组织好。

要求加里宁和全体视察人员最迟三日后起程。






	　　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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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列宁的这一建议于1922年1月28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根据政治局的决定，米·伊·加里宁于2月7—18日和3月5—18日带领宣传列车“十月革命号”在乌克兰各地进行了视察。——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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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采纳“非党人士”的宣传计划的建议

（1922年1月27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全体政治局委员

我认为，“非党人士”在今天的《真理报》上阐述了一项十分正确而及时的计划。[208]

我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立即研究并迅速贯彻这项计划。委员会成员可大致如下：莫洛托夫（中央书记处或组织局可指定别人代替），以及雅科温科、泰奥多罗维奇和这位“非党人士”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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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指刊登在1922年1月27日《真理报》上署名“非党人士”的文章：《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和农民》。文章作者提出了在农民中普遍宣传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问题的各项决议的计划。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月28日通过了列宁的建议。——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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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热那亚会议代表团副团长和全体团员的指示草案

1922年2月1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

建议批准给然那亚会议[209]代表团副团长和全体团员的如下指示：

1.全体团员一般都必须对会议将要提出和可能出现的所有政治问题和财政问题作好准备。此外，每一个团员还必须分别就某个极其重要的外交问题和某个极其重要的财政问题作专门的特别详细而周密的准备。

由契切林和李维诺夫负责将这类问题分配给全体团员（象鲁祖塔克这样有病的人等等除外）。

2.每一个团员，在2月22日（同中央政治局）开会前，都必须就外交和财政方面所有重大问题写出阐述我们的观点和政策的非常简短的提要（最多两三页，用电报文体）。

3.契切林和李维诺夫应负责事先收集好各种文字的全部有关资料以及俄文的系统的文件汇编，并发给团员。

4.鉴于财政问题特别重要又特别困难，契切林和李维诺夫应同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计划委员会、亚·德·瞿鲁巴商定财政问题专家的名单和专家分工的计划。限期一周。

5.全体团员必须非常熟悉凯恩斯的书（《和约的经济后果》）以及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有关书籍和书籍的有关章节（如兰辛论战争和1918年和约的“帝国主义”性质等）。应当这样准备：在发言和声明中简要阐述共产主义的观点时要附带说明，虽然我是共产党人，持有某种某种共产主义观点，但我愿意为在座的听众引用一些非共产党人的话，并按照资产阶级的观点提出废除一切债务的必要性等问题（见第6条和第7条）。

6.我国代表在会上的发言和声明一共多少次应事先计算好，不论会议的进展和结局如何，甚至在会议很快破裂的情况下（当然，我们要尽力防止这一点），我们最后都能简要而明确地阐明共产主义（对国际关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全部观点，并详细地阐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对帝国主义мир（既指世界，又指和平） 
［注：俄语一词有“和平”和“世界”两种含义。——编者注］

 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观点。

7.十分可能，甚至毫无疑问，参加会议的所有资产阶级代表将立即形成一个心照不宣而又很牢固的同盟，既利用格鲁吉亚问题，又使用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外交界和民主派惯用的各种责难来攻击我们。对此我们必须事先作好准备，到时候一定要先发制人（除了我们要分化各国、促使它们争吵这一基本任务以外）。先发制人主要采用隐蔽方式，例如采用“暗示”（或从有关的著作中引用资产阶级的言论）的方式影射帝国主义关系中最忌讳和最不光彩的问题（朝鲜问题，阿姆利则事件，在印度公开鞭打革命者，劳合－乔治在戛纳就“杀人犯”问题反对白里安的发言，等等）。

8.鉴于我们的专家，特别是其中一些持孟什维克观点的人，经多次证实总想欺骗我们（而且欺骗经常得逞），把出国之行变成休养，变成加强白卫分子间的联系的手段，中央建议只从最可靠的专家中选派极少数人，而且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有关的人民委员和几个共产党员的书面担保。人数无论如何不得超过45名。专家和整个代表团的名单于一周半后提请中央委员会审批。这一条由李维诺夫、越飞和契切林三位同志亲自负责。他们还要负责挑选一个能禁止熬夜等荒唐行为的秘书长。

对于给出席热那亚会议代表团的指示提纲草案，我建议增加以下内容：

9.戛纳条件第1条，我国代表在发言和声明中尤其应当多引用。而且第一，只引用《小巴黎人报》所载的文本，即有“所有制”字样的，而不是仅仅用“制度”一词的。第二，在解释这个用词和这一条时应当尽量展开来谈，说明它的意思包含着承认共产主义所有制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而“我们之间”现在存在着争论的只是取代的时间问题和方式问题——是按1917—1920年俄国的方式呢，还是按劳合－乔治采取的1921年爱尔兰那种或1922年埃及那种“半截子革命”方式。[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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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热那亚会议（国际经济和财政会议）是根据协约国最高会议1922年1月6日戛纳会议的决定召开的。会议名义上是为了寻求“中欧和东欧经济复兴”的办法，实质上主要是讨论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失败后苏维埃国家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苏俄政府自己也建议召开讨论欧洲和平与经济合作的国际会议（见本卷第211—213页）。它在1月8日接受了参加会议的邀请。



1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选出了参加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列宁为代表团团长，格·瓦·契切林为副团长，代表团成员有列·波·克拉辛、马·马·李维诺夫、纳·纳·纳里曼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扬·埃·鲁祖塔克、阿·阿·越飞、克·格·拉柯夫斯基、波·古·姆季瓦尼、亚·阿·别克扎江、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列宁领导了代表团的全部工作，拟订了党中央给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和其他有关重要文件（见本卷第405、409—411、412—413、421—422、436—438、439—440页）。但是由于列宁健康状况不佳和国务繁忙，同时出于安全考虑，根据俄共（布）中央后来作出的专门决定，列宁没有出席会议，而由契切林行使代表团团长的一切职权。



热那亚会议于1922年4月10日—5月19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英、法、意、日、比、德、苏等29个国家和英国的5个自治领，美国派观察员列席。会上，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企图借助外交压力迫使苏维埃国家承认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一切债务，将苏维埃政权收归国有的企业归还外国资本家或给以补偿，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等等。苏维埃代表团拒绝了这些要求，同时提出了帝国主义国家应赔偿由于武装干涉和封锁给苏维埃国家造成的损失的反要求（俄国战前和战争债务为185亿金卢布，外国武装干涉和封锁给俄国造成损失为390亿金卢布）。苏维埃代表团还声明，为了达成协议，它准备在承认苏维埃国家、向它提供财政援助和废除战争债务的条件下，承认战前债务和给予原产权人以租让和租借原属他们的产业的优先权。苏维埃代表团还提出了普遍裁军的建议。会议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决定将部分问题移交海牙会议审议。在热那亚会议期间，苏维埃代表团利用德国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于4月16日与德国缔结了《拉帕洛条约》，击破了帝国主义的反苏统一战线。——399。



[210]指20年代初英国劳合－乔治政府在爱尔兰问题和埃及问题上实行某种让步的政策。



由于爱尔兰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1920年12月6日签订了英爱条约。条约规定爱尔兰南部26个郡成立爱尔兰自由邦，作为一个自治领参加不列颠帝国，而工业最发达的爱尔兰东北部6个郡仍留在大不列颠之内。



英国政府1921年12月镇压了埃及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后，于1922年2月取消对埃及的保护，宣布埃及为“独立王国”。但埃及的“独立”只是形式上的，因为英国仍保留着对整个埃及的占领、对苏伊士运河地区的控制和对英埃苏丹的全权统治。——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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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问题

给尼·伊·布哈林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2年2月1日）

致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

要事先考虑好，究竟由哪些口齿特别锋利的人代表共产国际去出席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举行的代表会议[211]。还要事先考虑好这次会上的策略和战略的基本问题。

会上要讨论的问题清单应事先考虑好，并且一定要同参加会议的每一方磋商拟定。就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列入这个清单的，应当只是一些直接涉及工人群众如何采取实际共同行动的问题，而且是当事三方每一方报刊的正式声明中都认为没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必须详尽论证，为什么为了统一战线我们只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黄色分子先生们提出诸如对孟什维克的态度、格鲁吉亚问题等等有争议的政治问题，我们则应采取这样的策略：（1）声明问题清单须经与会三方一致同意才能确定；（2）声明我们提出自己的问题清单时，出发点仅仅是使工人群众在行动上达到即使在目前政治上存在着根本分歧的情况下也可以立即达到的一致；（3）声明我们完全同意提出关于对孟什维克的态度问题、关于格鲁吉亚的问题，以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提出的任何其他问题，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即他们同意提出下列问题：（1）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对待巴塞尔宣言的叛徒立场；（2）这些党派通过它们所支持的资产阶级政府参与杀害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和德国其他共产党人的事件；（3）这些党派对待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所支持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殖民地杀害革命者的叛徒立场，等等。这些问题和诸如此类问题的清单我们应当事先准备好，还应当对其中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事先准备好提纲和发言人。

我们必须找机会正式声明，在我们看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不过是参与同全世界反革命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但并非始终如一而在动摇不定的组织，而我们来商讨统一战线问题，是为了在群众的直接行动中达到可能达到的实际的一致和为了揭露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整个立场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正如他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来同我们开会是为了使群众在直接行动上达到实际的一致和为了从政治上揭露我们的立场是错误的一样。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77—378页

















[211]指当时正在筹划的三个国际（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第三国际）的代表会议。



1922年1月19日，第二半国际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建议：在1922年春召开所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代表会议，以研究欧洲的经济状况和工人阶级反对反动势力进攻的行动问题。为了讨论召开这个会议的问题，三个国际的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于1922年4月2—5日在柏林举行了联席会议。三个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各派10名正式代表和若干名列席代表参加会议，不属任何国际的意大利社会党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团提议将来召开的国际代表会议应有所有无产阶级工会组织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参加，并且只讨论与工人群众共同的直接实际行动有关的问题，即：防御资本进攻，向反动势力作斗争，反对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帮助苏维埃俄国进行恢复工作，凡尔赛条约与被破坏地区的恢复工作。第二国际的代表在第二半国际代表团的实际支持下提出了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三个先决条件，要求第三国际接受。这三个条件是：共产党不在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建立支部；从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中指定一个委员会，对格鲁吉亚以及其他处境相似的国家的情况进行调查，以求在各个社会主义政党之间达成协议；释放政治犯，在社会主义国际监督下由公正的法庭对那些受到刑事控告的人进行审判，并允许被告有辩护权。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了在统一行动方面取得协议，在对方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作了一系列重大的让步：允许即将受审的47名社会革命党人选聘任何辩护人；不对任何被告判处死刑；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都可以出席旁听，并可以作速记记录以便向它们所属的各政党汇报。列宁在《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一文中批评了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做法（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



会议通过了《联合宣言》，认为可以召开联席会议，以便为执行一定的具体任务而共同行动。宣言号召全体劳动群众在热那亚会议期间举行群众性的示威，口号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反对失业现象，无产阶级采取反对资本进攻的联合行动，捍卫俄国革命，救济俄国饥民，争取各国恢复同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各国和国际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会议成立了由9人（三个国际各派3名代表）组成的筹备委员会，为以后的代表会议和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作准备工作。但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改良主义首领抵制并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斗争，他们于5月21日通过决议，准备在海牙召开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际大会。共产国际代表团因此于5月23日宣布退出柏林九人筹备委员会。——402。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反对战争的问题

（1922年2月4日）


致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莫洛托夫同志

（并转政治局委员）

昨天登载的来自汉诺威的消息说，国际五金工人联合会把反对战争的向题提上议事日程，而且通过了用罢工来回答战争的决议。[212]鉴于这种情况，我提出以下建议：

1.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刊登一些文章，追述一下巴塞尔宣言的遭遇，并且详细说明五金工人在重干极其幼稚的蠢事，即背叛社会主义的行径。

2.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反对战争的问题，并通过详尽的决议，说明只有预先就有准备、久经考验并有严密的秘密组织的革命政党，才能有效地进行反战斗争，而且斗争的方法不是组织反战罢工，而是在交战的军队中建立革命支部，使它们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






	　　列宁
载于1929年1月20日《真理报》第1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79页

















[212]指1922年2月3日《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发表的下面一条消息：“汉诺威1月31日电。国际五金工人联合会向筹备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定于4月21日在罗马开幕）的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建议：一旦发生战争，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立即宣布总罢工。五金工人联合会已选出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大力宣传自己的建议。”这一决定是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五金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的。国际五金工人联合会追随改良主义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404。







《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热那亚会议的决定草案

（1922年2月4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

请注意《路标转换》[213]第13期上Ю·克柳奇尼科夫写的《热那亚会议》一文。我建议：

1.同我代表团团员共同讨论一下吸收克柳奇尼科夫担任专家的问题。

2.责成整个代表团设法在我们的报刊上发表几篇与克柳奇尼科夫的文章同一主题的文章，只是要写得更详细、更周密，把问题阐述得透彻而全面。

3.责成每一个希望作为专家出国或我们打算指定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在十天内从他所选定的专业的角度，撰写出一篇详细阐明俄国对外关系问题的文章。其中那些没有任何保密性的文章（或文章的某些章节）应立即在我们的报刊上发表。

4.责成契切林和李维诺夫在一星期后把按照第一、二两点分配文章题目的情况和作者姓名报告政治局。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80页

















[213]《路标转换》杂志（《Смена　Вех》）是侨居国外的一个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集团主办的周刊，于1921年10月-1922年3月在巴黎出版。这个集团还于1921年7月在布拉格出版了《路标转换》文集。围绕文集和杂志形成了一个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派别—路标转换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Ю.B.克柳奇尼科夫、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C.C.卢基亚诺去、亚·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C.C.查霍金、尤·尼·波捷欣等。路标转换派的社会基础是资本主义因素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在苏维埃共和国有了某种程度的复活。路标转换派分子把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看作是苏维埃政权向恢复资本主义方面的演变，指望苏维埃国家会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他们号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苏维埃政权合作，并曾协助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返回祖国。



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1922年8月）在《关于反苏维埃的党派的决议》里指出：“所谓路标转换派迄今起了而且还有可能起到客观的进步作用。这一派别过去和现在都团结着那些同苏维埃政权‘和解’并准备同它一起复兴祖国的侨民和俄国知识分子集团，就这一点来说，路标转换派过去和现在都是值得欢迎的。但同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在路标转换派中资产阶级复辟的倾向也是很强烈的，路标转换派分子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样希望在经济上让步之后在政治上也会有向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让步等等。”（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37—238页）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对路标转换派作过评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俄共（布）揭露路标转换派的阶级实质，同时也利用这一派别，以便把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405。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登载介绍帕尔乌斯小册子的电讯

（1922年2—3月）


1

致莫洛托夫同志

（并转政治局委员）

（2月4日）

建议追查是谁最近在报上登载了介绍帕尔乌斯作品的电讯[214]。

在查明责任者之后，建议给予罗斯塔社该部负责人以严重警告处分，并撤掉负有直接责任的记者的职务，因为只有十足的笨蛋或白卫分子才会把我们的报纸变成替帕尔乌斯这样的恶棍作广告的工具。






	　　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81页












2

在格·瓦·契切林来信上写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批示

（2月27日）

这里有替帕尔乌斯宣传的内容吗？有还是没有？

哥尔布诺夫同志：

对刊登这份电讯的人应给予处分。请弄清是谁的责任并告诉我（请将政治局决定草案给我）。






	
列宁
2月27日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8卷第416页












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

（3月11日）

确认登载这样的电讯是不恰当的，因为它起着替帕尔乌斯作广告的作用。各党报和苏维埃报纸的编辑部今后不得再刊登这样的电讯。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81页















[214]1922年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登了一条发自华沙的电讯，介绍亚·李·帕尔乌斯的小册子《挽救经济的道路》，而没有看到这本小册子是为德帝国主义侵略东欧、对苏维埃俄国各族人民进行殖民奴役的计划辩护的。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2月8日通过了列宁的建议；经过调查后又于3月11日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定（见本卷第407—408页）。——406。







《列宁全集》第42卷


俄共（布）中央给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草案[215]



现提出中央的指示草案如下：

在批准专家名单以前，中央建议列入名单的人员在一周内拟出整个热那亚会议的纲领和策略的提要（按本人的专长分题）。所有人民委员必须在两天内给自己推荐的专家作出书面鉴定和担保。如果专家在欧洲出丑，他们和人民委员都要承担责任。

作为对关于热那亚会议的指示的阐述和补充，我提出下列各点：

1.中央不事先规定我们代表团采取相应行动的形式和时间，但它认为代表团绝对必须就所有根本性问题阐述全面、独立、完整的纲领。

2.这个纲领应当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但是，我们代表团要及时地、明确地声明，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不提出唯一符合我们观点的共产主义纲领（扼要说明是怎样的纲领），是因为我们希望提请持有完全不同的立场的其他代表团注意，在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一些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人已经就部分问题提出了许多治标的办法和改良主义性质的措施。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治标的纲领总还能够缓和一下当前的严重局势的（要确有把握地摆脱这种局势，只有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一切原则彻底决裂）。

3.这个纲领的要点大致如下：

（1）废除一切债务；

（2）把“爱尔兰式的”解决办法应用于一切殖民地、附属国和附属民族；

（3）彻底修改凡尔赛条约；

（4）对于那些受战争破坏最严重、自力振兴的条件最差但又可能提供大宗粮食和原料因而对世界经济至关重要的国家，按优惠条件给予贷款；

（5）为一些国家的货币制度规定统一的国际金单位，并规定这种金单位的实施办法；

（6）协调一些国家制止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措施（举出其中几条）；

（7）协调一些国家克服燃料危机的措施，以及在统一规划的电气化基础上最合理、最节约地利用能源的措施；

（8）同样，为了能保证原料和粮食的运输，对于改组和改善国际运输业的最迫切的措施也要进行协调。

如此等等。

4.这样的纲领应在发言中加以阐发，如不可能，则用三四种欧洲文字印发给代表和报界（即使是提纲挈领式的也好）。（无论如何要印出来。）

5.只有那些能够阐发、论证、捍卫（从某一方面）这样的纲领并证明确实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才允许担任专家。专家应当用自己的名义向欧洲发表自己的纲要和提纲。（（对这样的纲领将会有不同的反响：第三国际的报刊会说，这种“说服”的尝试是无害的，但也几乎是无益的，因为需要的是革命；——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报刊则会说，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看他们要说些什么吧。））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82—384页















[215]写在这个文件里的中央委员会给出席热那亚会议代表团的补充指示，于1922年2月8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409。







《列宁全集》第42卷


就俄共（布）中央给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给格·瓦·契切林的信[216]


2月7日

契切林同志：

您所作的大量推测，依我看，根本上都是不正确的，并且可以说都是由于热中论战而引起的。

指示中并没有说，无论对方提什么要求我们都决不以任何形式提出我们的反要求。

代表团团长（这次也包括副团长）的权力看来非常大，几乎相当于专制君主的权力。

您的（特别是克拉辛的）信表现出（确切点说，曾经表现出）惊慌失措。这比什么都危险。我们丝毫不怕破裂，因为明天我们会有一个更有利的会议。孤立、封锁现在吓不倒我们，武装干涉也如此。

我们要提出一个内容广泛的议程，要暗示我们有自己的包含有许多一般性措施的“治标”纲领。

他们若是拒绝呢？

听便！（一有机会我们就用代表团某个团员的名义发表我们的内容广泛的纲领。这个团员甚至可以辞职——当然，要取得中央的同意。）

如果你们不喜欢内容广泛的纲领，那我们就提出窄一些的：我们也可以采用分期付款的办法！

我们甚至同意内容极为狭窄的纲领，只是决不接受任何对我们不利的东西。我们决不屈服于最后通牒。如果你们只愿意“做生意”，那就来吧！但是，没有看到的货色我们是不买的，而且不把“要价”一分一厘都算清楚我们也决不成交。

我要讲的就是这些。

应当把我们的大炮全部准备好、部署好，至于哪些用来示威，哪些用来开火，以及在什么时候开火，我们随时都来得及作出决定。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85—386页

















[216]这是列宁给格·瓦·契切林的回信。契切林在来信中对热那亚会议能否成功和会上同资本主义集团能否达成协议流露了种种的担心。——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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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两项建议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

（1922年2月11日）

莫洛托夫同志：

请把下列两项建议提交政治局在电话中表决：

（1）在政治局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最终结算作出新的决定以前，暂不公布政治局关于统一的粮食税额的决定。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昨天向我大诉其苦，说他们进行这项结算的工作量很大，他说甚至不听取一下他的意见就突然中断了这项工作。我请求给他三四天时间，在这以前不要发表。）

（2）停止出版《合作事业报》[217]。关于材料的使用问题同《经济生活报》协商解决。






	　　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87页

















[217]《合作事业报》（《Кооперативное　Депо》）是苏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机关报，有关社会经济、合作社和商业的专业日报。1922年2月1日创刊，同年5月中旬改组为周刊。主编是尼·列·美舍利亚科夫。



2月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列宁关于停办《合作事业报》的建议。由于美舍利亚科夫没有出席，会议决定推迟解决这个问题（见本卷第417—418页）。——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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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格鲁吉亚红军问题[218]


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信

（1922年2月13日）

谢尔戈同志：

在格鲁吉亚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一项必须加强格鲁吉亚红军的决定并真正付诸实现，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农民反对，那至少也要通过一个哪怕是极笼统的决定，承认“必须加强格鲁吉亚红军的必要性，号召一切政权机关和全体劳动群众来做这项工作”，如此等等。

但在行动上无论如何要立刻发展和加强格鲁吉亚红军。开始时只有一个旅也行，甚至再少一点也可以。要有2000—3000红军学员，其中1500人是共产党员，一旦需要就可以把这些学员（作为干部）扩编成一支军队，——这是绝对必要的。

有关执行这一任务的军事技术方法，斯大林也许会作详细的补充[219]。

我只谈问题的政治方面：谁不执行这项任务，我们就坚决把他开除出党。这里是不能开玩笑的。这在政治上是绝对必要的。这件事您本人和整个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要对全党负责。

盼复。






	您的　列宁
2月13日











这封信既是给谢尔戈同志，也是给格鲁吉亚共产党全体中央委员的。





	载于1925年马·德·奥拉赫拉什维利《列宁和外高加索联邦（材料汇编）》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88—389页

















[218]列宁的这封信是在帝国主义报刊伙同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以及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掀起了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诽谤运动并要求红军撤出格鲁吉亚的形势下写的。在列宁写了这封信以后，格鲁吉亚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2月25日—3月3日）通过了《关于红军》的呼吁书，把加强格鲁吉亚红军现有的核心作为一项基本任务，并请求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不要把红军撤出格鲁吉亚。



2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也通过了列宁关于加强格鲁吉亚红军的建议。——415。



[219]斯大林在这封信上写了如下附言：“对列宁同志所说的，我没什么补充。我想，谢尔戈和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会充分理解列宁同志所提出的措施的必要性。至于‘军事技术’方面的问题，你们比我和其他莫斯科同志知道得更清楚。”——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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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列·美舍利亚科夫信上作的批注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草案

（1922年2月14日）





	
？？




	　　……现在谈谈《合作事业报》。（1）完全由共产党员组成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说，这份报纸是需要的
 ，这样，合作社就能完成艰巨的、新的组织工作，完成要它经商的任务。

（2）组成报纸编辑部的全是共产党员：我、萨拉比亚诺夫、施韦佐夫、库图佐夫－伊利姆斯基等。







	？？


	　　（3）西方合作社工作者代表团已启程来俄国。报纸停办会被旧的合作社工作者所利用，并给合作社工作造成困难。





	哈——哈！！


	　　（4）报纸停办会被热那亚会议所利用。（5）到现在为止报上还没有出现过任何与苏维埃政权或共产主义唱反调的东西……














	尼·美舍利亚科夫　　1922年2月11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

鉴于美舍利亚科夫同志的理由显然站不住脚，我建议：

（1）委托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把《合作事业报》由日报改为周刊；

（2）把腾出来的人力和资金全部用来改进总社的工作——检查和帮助地方合作社发展正当的商业；

（3）关于第2条的执行情况每月向政治局汇报一次；

（4）加强《经济生活报》的撰稿工作[220]。






	
列宁
2月14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90—391页

















[220]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2年2月15日的会议上研究了列宁的建议，决定要《合作事业报》编辑部在三日内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出版该报的理由、报纸性质、编辑部的组成和撰稿人员的队伍。2月22日，政治局再次研究了这个问题，决定该报推迟两周停刊。问题到5月份得到最后解决：《合作事业报》改为周刊。——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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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共（布）中央统计处和登记分配处的工作问题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信

1922年2月14日

莫洛托夫同志：

在填了最近一次俄共党员统计[221]的调查表即登记表以后，我确信中央委员会的统计工作（大概还有整个登记分配工作）搞得很糟。

或者在您那里主管统计工作的是个蠢货，或者在这两个“处”里（如果这两个中央机关是这样叫的话）是一些蠢货和书呆子占据重要岗位，而您显然又没有时间去管他们。

1.应当撤掉统计处处长的职务。

2.应当彻底整顿这个处和登记分配处。

否则，我们本身（“在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时……”）就是在自己的鼻子底下制造最可耻而又最愚蠢的官僚主义。

中央委员会拥有巨大的权力，具有极大的潜力。我们负责分配20—40万党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并且通过他们来分配千百万非党人员的工作。

可是这个宏伟的共产主义事业却被死气沉沉的官僚主义彻底败坏了！

党员统计工作必须在一个月内全部结束。

统计材料的整理工作要尽量抓紧，也在一个月内结束。

然后，把中央统计处十分之九的人员以及中央登记分配处同样多的人员解除职务，并着手重建这两个处。

您自己应当摆脱琐碎事务（把它们交给助手和助手的助手去办），全力去抓政治书记的工作，并负责指导组织、登记等工作。

对“负责工作人员”不是进行过统计吗？显然，结果同样等于零，也许比零更坏，结果是负数。

请写个条子给我，或者打个电话来，让我们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需要的是几百张（在开始的时候）党的最重要的工作人员的登记卡，按宣传员、行政管理人员、鼓动员、教员等分类，并附有某某人（4—6人）对他们的工作（比方说，担任最后5项职务期间）的鉴定。可是我们却去追求几万几十万张卡片，尽搞些官僚主义的琐碎事务，而不学习怎样分配人员。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92—393页

















[221]指1922年初进行的俄共（布）党员全国统计。统计的目的是全面查明党的成分和确切计算党员人数。莫斯科的统计是从1922年2月6日开始的。列宁填的俄共（布）党员全国统计调查表见本卷《附录》（第536—541页）。



信中提到的对负责工作人员的统计是在1921年7月进行的，目的是确切了解各省会和县城党的领导层的数量构成和质量构成、负责工作人员的地区分布和对他们的使用是否合理。——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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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热那亚会议问题给格·瓦·契切林的信

1922年2月15日

契切林同志：

克拉辛2月13日的来电（收文ｃ字第1466号）引用劳合－乔治的话说：“如果苏维埃政府拒绝承认戛纳决议，整个会议就受到破裂的威胁，至少也会使彭加勒更有借口退出……”

这种说法“威胁”多于实言！

要知道，据我国报纸报道，所有的英国报刊都曾多次声称，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要求以承认戛纳条件作为被邀参加热那亚会议的先决条件，并说法国人持相反意见是不对的。

为了准确地和正式地核实事实，必须把全部资料收集起来。

我认为有三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

（1）在邀请我们时，并没有要求明确地、正式地声明我们承认戛纳条件。

（2）我们在答复中没有作这样的声明，而他们并没有通知我们说我们的答复不完满。

（3）英国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在同法国人争论时都承认无需以承认戛纳条件作为先决条件。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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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沙季洛沃燕麦托拉斯贷款问题[222]


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

（1922年2月17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

抄送：奥新斯基同志

奥新斯基同志写信给我说，政治局将取消在原来的预算外追加的一切贷款，其中也包括对沙季洛沃燕麦托拉斯的贷款。我曾多少过问过这件事，必须说，就我所知，这件事非常重要，无论如何要作为特殊情况给予扶持。遗憾的是，奥新斯基没有举出这笔贷款的数额。请您让奥新斯基、索柯里尼柯夫和瞿鲁巴在明晨以前就此事写几行简要的汇报，并于明天在政治局里再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如果瞿鲁巴和索柯里尼柯夫两位同志提供的材料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就请奥新斯基来参加会议。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95页

















[222]根据列宁的建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2年2月18日重新研究了给国营种子基地（即沙季洛沃燕麦托拉斯）长期贷款的问题，通过了在财政上支持该托拉斯的决议。3月4日，政治局又通过决定，责成财政人民委员部将供国营种子基地使用的资金拨付农业人民委员部。



沙季洛沃燕麦托拉斯是在1896年创立的沙季洛沃农业试验站的基础上建立的，现称奥廖尔国营农业试验站。——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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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223]


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





	抄送：（1）莫洛托夫并转政治局委员　（2）亚·德·瞿鲁巴

　（3）李可夫（等他来到后）

　（4）叶努基泽同志并转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请特别注意
 ：不得复制，传阅时必须签字，不得外传，不得泄露给敌人。

1922年2月20日

库尔斯基同志：

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看来还完全不适应新经济政策。

以前，苏维埃政权的战斗机关主要是陆军人民委员部和全俄肃反委员会。现在战斗性特别强的职能则由司法人民委员部承担。遗憾的是，看不出司法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和主要工作人员已经理解了这一点。

加紧惩治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特别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革命法庭和人民法院采取最迅速、最符合革命要求的方式加以惩治；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哈尔科夫和其他一些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必须安排一批示范性审判（在从速从严惩治方面，在法院和报刊向人民群众说明这些审判的意义方面作出示范）；通过党对人民审判员和革命法庭成员施加影响，以改进审判工作和加紧惩治；——这一切应当经常地、坚持不懈地进行，并且必须执行汇报制度（汇报要简明扼要，用电报文体，但要实事求是，准确无误，并且一定要用统计数字说明司法人民委员部怎样惩办和怎样学习惩办在我们队伍中占多数的、只会讲空话和摆架子而不会工作的“共产主义”坏蛋）。

司法人民委员部在保证新经济政策实施方面的战斗职能同样重要，因而它在这方面的软弱无能和精神不振更加令人愤慨。现在看不出他们已经理解到：我们过去承认和今后也要承认的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有觉悟的工人，就是我们共产党员。因此，应当认为有些共产党员是毫无用处的共产党员，他们不象我们那样理解国家概念和国家任务，根本不理解自己的任务是限制、制止、监督、当场抓住犯罪行办，是狠狠地惩办任何超越国家资本主义范围的资本主义。

在这方面，正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和人民法院肩负着战斗性特别强、责任特别重大的任务。然而看不出他们对此有所理解。报纸上对滥用新经济政策的现象议论纷纷。这种现象多不胜数。

可是，对惩办滥用新经济政策的坏蛋的示范性审判，什么地方有过议论呢？没有，因为并没有进行过这类审判。司法人民委员部“忘记了”：这是它的事情；没有能督促、推动、整顿人民法院的工作，没有能教会它们无情地（直至枪决）和迅速地惩办滥用新经济政策的人，而这正是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职责。它要对此负责。在这方面一点也看不到司法人民委员部的生气勃勃的工作，因为它根本没有这样做。

审判的教育意义是巨大的。我们是否关心过这件事呢？是否考虑过实际效果呢？没有，而这却是整个司法工作的起码常识。

对共产党员的惩办应比对非党人员加倍严厉，这同样是起码常识，而司法人民委员部对此同样漠不关心。

沙皇时代是根据胜诉的百分比来撤换或提升检察官的。我们从沙皇俄国学到了最坏的东西，也就是简直要把我们窒息死的官僚主义和奥勃洛摩夫习气，可是高明的东西却没有学到手。对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每一个部务委员和每一个工作人员进行鉴定应当依据他的履历，先问问他：在你监禁的共产党员中有几个判刑比犯同样过失的非党人员更重？你监禁了多少个犯有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罪过的官僚主义者？你把多少个滥用新经济政策的商人判处了枪决，或者处以其他并非儿戏的（象在莫斯科在司法人民委员部鼻子底下经常发生的那样）惩罚？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吗？——那就是说你是个不干正事的人，这种人由于“共产党员的空谈”和“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应当驱逐出党。

目前正在制定新的民法。司法人民委员部在“随波逐流”，这种情况我看得出来。可是它是应当同潮流作斗争的。不要因袭（确切点说，不要被那些昏庸的资产阶级旧法学家所愚弄，他们总是因袭）陈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法概念，而要创造新的。不要受“因职责关系”沿用“适合欧洲”的行动方式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影响，而要同这种行动方式作斗争，制定新的民法，确定对“私人”契约的新的态度，等等。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性质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畴，而不是什么私人性质的东西。我们容许的资本主义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如上所述，就是我们。因此必须：对“私法”关系更广泛地运用国家干预；扩大国家废除“私人”契约的权力；不是把罗马法典，而是把我们的革命的法律意识运用到“民事法律关系”上去；通过一批示范性审判来经常地、坚持不懈地表明应当怎样动脑筋、花力气做这件事；通过党来抨击和撤换那些不学习这个本事和不愿理解这一点的革命法庭成员和人民审判员。

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立即振作起来，不立即全力以赴地承担起战斗任务，走上新的轨道，就会在热那亚会议面前（也在全世界面前）声誉扫地。

建议您：

1.向司法人民委员部全体部务委员宣读我的信：

2.召集100—200名从事民法、刑法和国家法实际工作的人，都要共产党员，向他们宣读我的信；

3.禁止乱谈此事（此信），违者给予党纪处分，因为向敌人泄露我们的战略是愚蠢的；

4.让一些在法院和司法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完全同意本信精神的共产党员就这些问题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文章，作一些公开的专题报告；

5.组织全体部务委员（尽可能也包括在司法人民委员部系统担任重要职务的其他共产党员）分工负责：

（1）新民法的各个部分（这是特别重要和最为重要的）

（2）刑法的各个部分

（3）国家法

　　 和政治法的各个部分　　　｝迫切性稍小

（4）在上述中心城市安排和进行若干有声势的、有教育意义的示范性审判

（5）对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进行切实有效的而不是有名无实的监督，使它们真正能够既对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加紧惩治（如果不加紧惩治，司法人民委员部就是头号罪犯），也对滥用新经济政策的人加紧惩治。

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我们将加倍严格地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表报，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这些就应当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准则。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能够使我们这里的资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资主义，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能用一批示范性审判证明它善于抓住违反以上规定的行为，并且不是用罚款一两亿这样一种蠢得丢人的“共产党员的愚笨”办法，而是用判处枪决的办法来进行惩办，那么，司法人民委员部就毫不中用，那时我就认为自己有责任要求中央撤换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工作人员。

司法人民委员部全体部务委员按上述任务分工的情况，请尽快通知我，使我能十分准确地知道（除人民委员负责全盘工作外）究竟是谁负责民法（其次是刑法等等）的某某部分，谁负责进行示范性审判（每一个部务委员都应当通过安排和进行若干示范性审判来显显身手），谁负责切实监督某个省或莫斯科某个区的革命法庭和人民法院以及法院侦查人员等等的工作。

不是把“各部分”分隔开来，也不是就此采取官僚主义的不闻不问态度，而是要使每一个参加部务委员会的共产党员都亲自负责某一项生动的革命工作，——这就是人民委员应当做到而且应当证明他能够做到的事。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附言：在报刊上丝毫不得提到我的信。谁要愿意，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发表文章，不要提到我，而且要多举一些具体材料！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96—400页















[223]《列宁全集》俄文第2、3、4版只收载了这封信的一部分，标题是《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便条》。该书俄文第5版发表的是全文。——424。









《列宁全集》第42卷


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2年2月22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

请注意，据哥尔布诺夫同志告诉我，昨天在人民委员会里把民法典弄得糟透了。我在给库尔斯基的信 
［注：见本卷第424—429页。——编者注］

 中提出的那些警告，实际上没有引起重视。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按照我给库尔斯基的信中提出的意见的精神对此事加以研究。在没有连同我的初步意见再次提交政治局以前，无论如何不予批准。立即成立一个由三名确能正确理解这项工作并提出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的法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委托该委员会在短期内向政治局提出修改和补充草案。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定为：研究如何能够对一切私营企业无例外地都进行监督（事后监督），并废除一切与法律条文和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相抵触的合同和私人契约，从这一方面来充分保障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不要盲目抄袭资产阶级民法，而要按我们的法律的精神对它作一系列的限制，但不得妨碍经济或商业工作。






	
列宁
1922年2月22日

载于1937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01页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批准拉姆津教授出国治疗的建议[224]


（1922年2月23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

我在最近一次会议记录中看到，政治局否决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发给拉姆津教授出国费用的申请。我认为绝对有必要建议改变这个决定，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申请。拉姆津是俄国优秀的燃料专家。关于他的工作，我不仅从书籍里，而且从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斯米尔加的报告里知道得很详细。顺便说一下，斯米尔加曾私下告诉我，当他们一起到巴库去的时候，拉姆津把许多出色的专家表示要怠工的事告诉了斯米尔加。所有这些事实加在一起使我毫不怀疑：第一，拉姆津是热工学这门专业最出色的学者，在基尔什之后，我国还没有这方面的人才，而热工学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巨大意义；第二，他是一位绝对真诚地为苏维埃政权效力的人。他的病很重，依我看，舍不得花钱迅速彻底地为他治疗，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犯罪。

建议政治局通过下述决议：完全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发给拉姆津教授出国治疗和进行油田谈判的费用的申请，并责成克列斯廷斯基在收到柏林医生的答复后立即报告这一笔款子对于彻底治疗是否够用。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02—403页

















[22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2年2月23日批准了列宁的建议，并于3月30日通过了为列·康·拉姆津出国追加拨款的决定。——432。







《列宁全集》第42卷


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意见[225]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

（1922年2月23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

（并转政治局委员）

对于季诺维也夫送来的关于共产国际参加拟议中的世界所有工人政党的代表会议问题的决议草案，建议作如下修改：把“工人群众在存在着根本政治分歧的情况下仍有可能立即达到的行动上的一致”后边的几句话删去，直到“工人群众要求行动一致”这个短句为止。由这个短句开头的那一句改为：“觉悟的工人虽然深刻认识到这些政治上的分歧，但仍然同大多数工人一道，愿意并要求在亟待解决的、同工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实际问题上一致行动。任何一个真诚的人现在都不会怀疑这一点”，如此等等。

我要提的第二条修改意见是：对开头为“只要从议程上取消一切有争论的问题，而挑出无争论的问题”的那一句，修改补充如下：“只要把最有争论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搁置起来，而挑出最无争论的问题来，那么，双方，或者确切些说，参加代表会议的所有三个国际联合组织，自然可以指望他们的观点最终会取得胜利。”

我要提的最主要的修改意见是：删去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领袖称作世界资产阶级走狗的那一段。这等于使用“公鹅”[226]这样的字眼。为了图痛快，把坏蛋们再臭骂一顿，却让极重要的实际工作去冒失败的危险，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对这些坏蛋，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可以在别的场合骂上千百次。如果在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还有人不明白统一战线的策略将有助于我们打倒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那么应当为这些人补办一些通俗的讲座。也许还必须为他们写一本特别通俗的小册子，并用外语出版，比方说，如果法国人还不能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就用法语出版。最后，宁可使这个决议不是一致通过，而是多数票通过（我们以后会通过专门的、详尽的和通俗的讲解来帮助投反对票的人开窍），也不要为了几个犯政治幼稚病的人而冒毁掉重要的实际工作的危险，这些人明天会治好自己的幼稚病的。





	
列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04—405页

















[225]列宁的修改意见于1922年2月23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于1922年2月21日—3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全会的有来自36个国家的105名代表。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统一战线策略问题。此外，全会还听取了关于共产国际各支部状况的报告和其他报告。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反对战争和消除战争危险而斗争的提纲、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提纲、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决定、关于共产国际参加拟议召开的三个国际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及一系列其他文件。



列宁积极参加了全会的筹备工作，制定了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三个国际代表会议的策略（见本卷第402—403页），但是因病未能出席全会。——434。



[226]公鹅在俄语中是骂人的话，意为狂妄自大的蠢人。——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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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任务的决定草案[227]


（1922年2月24日） 仅供政治局委员传阅

中央委员会决定草案

1.中央认为，李维诺夫同志在提纲中对（出席热那亚会议的我方代表团）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估计是正确的。

2.中央批准副团长契切林同志拥有代表团团长的全部权力。3.万一契切林同志生病或离开，其权力依次转交给以下两个三人小组之一：（一）李维诺夫、克拉辛、拉柯夫斯基；（二）李维诺夫、越飞、沃罗夫斯基。

4.关于承认戛纳条件问题，我方代表团应竭力回避。如果回避不成，如果直接向我们提出最后通牒，那就把克拉辛的方案提出来试一试：“所有国家都承认它们的国债，并负责赔偿由本国政府的行动造成的损失。”

如果这也不行，那就准备破裂，同时明确声明我们准备承认私人债务，但是我们不愿意躲躲闪闪，而要指出，我们认为这些债务，和我们的其他全部债务一样，已经被我们的反要求抵销了。我们不允许在我们与所有资产阶级国家之间有一个最高仲裁，因为争执是在两种不同的所有制之间进行的。

如果不得不破裂，也要十分明确地指出，破裂的根本的和唯一的原因是一小撮私人资本家如厄克特之流贪得无厌，而各国政府正在为他们效劳。

还可以对这些资本家作一个最大限度的让步：给他们优先承租权（即如果我们要把他们原有的产业全部或部分地按某种条件租让给某个人，那么，我们保证按同等条件优先租让给原先的所有者）。

5.考虑到资产者可能竭力不让我们充分阐述自己的纲领，我们必须努力做到，在第一次发言时就阐述纲领，即使不能充分阐述，也要讲一下，或者提一下，哪怕是点一下也好（随即公布较详尽的内容）。

6.我们的纲领应不隐瞒我们的共产主义观点，但只限于最一般地和扼要地提一提这些观点（比如用附属句的方式），并直率地声明，我们认为在这里宣传我们的观点是不适宜的，因为我们是来签订贸易协定，是来谋求同另一个阵营（资产阶级阵营）中的和平主义部分达成协议的。

我们应当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式的以及诸如凯恩斯式的和平主义和半和平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看作并称作那一阵营的和平主义部分（或者另外再专门选一种客气的称呼）。

我们在热那亚的主要政治任务之一，如果不说是唯一的主要政治任务的话，就是把资产阶级阵营的这一翼从整个阵营中划出来，努力迎合这一翼，并且公开宣布，在我们看来，可以而且欢迎同他们签订贸易协定，甚至签定政治协定（把它当作资本主义向新制度和平演变的不多的机会之一。我们共产党人对此虽然不大相信，但是作为一个大国的代表，面对着跟自己敌对的占多数的其他大国，我们同意并认为有义务帮助试验一下）。

要想尽一切办法加强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一翼，哪怕能给这一翼在竞选中增添一线胜利的希望也好；这是第一；第二，分化在热那亚会议上彼此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热那亚会议上的双重政治任务。绝对不是充分阐述共产主义的观点。

7.尽一切努力详细阐述和广泛宣扬（如果不能通过发言，就通过报刊）在俄国和在欧洲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材料的精神并以这些材料为基础。

8.如果资产阶级阵营在热那亚会议上向我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不得涉及和平主义问题，只谈狭窄的贸易问题，那么我们应当表示遗憾，但是应当接受这个最后通牒，并说明我们参加这个会议有两个目的：和平主义的目的和贸易的目的。现在只剩下一个目的了。

9.中央在把详细研究如何阐述和平主义纲领的任务交给代表团时，仅给予一般的指示：要尽量广泛地阐述这一纲领，以便加深国际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阵营同暴虐的资产阶级、侵略的资产阶级、反动的资产阶级的阵营之间的裂痕。

10.在贸易和租让问题上（包括借款问题）可以提出北方的森林等作为主要担保。我们不做有损我国权利的事。未经中央委员会来电特许，不得签署条约。





	
列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06—408页

















[227]列宁的这个决定草案连同斯大林的两条补充意见一起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2年2月28日通过。斯大林的补充意见是：“1.关于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不在会议开始时，而在会议结束时（即在为达成经济协议作多种尝试以后）提出，并且也不要以此作为最后通牒；2.在会议上不要（象克拉辛那样）把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农业合作社等提出来作为俄国方面（订立协议）的主体，而要记住只有一个主体，这就是俄罗斯国家。”——436。







《列宁全集》第42卷


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便条和关于致意大利照会的决定草案

（1922年2月24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

依我看，在读过契切林、越飞、克拉辛和李维诺夫的便条以后，热那亚会议问题已经清楚了。

现提出一份决定草案。

设想：全体政治局委员试用书面方式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不行，就全体集中，单独（不带秘书）开一小时会。

然后同代表团一起开一两个小时的会，就了结了。






	
列宁
2月24日











建议作出如下决定：政治局委托契切林同志给意大利发一份照会，不妨长一些，要非常客气，但又要大加挖苦，说破坏首批“条件”之一即破坏3月8日开会的并不是我们，我们建议：（1）确认3月8日开会；（2）如果多数反对，我们就提出抗议，并建议3月15日开会。[228]





	
列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09页

















[228]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当天通过了列宁的建议，并由格·瓦·契切林就热那亚会议召开的时间问题给意大利外交部长发了无线电报。——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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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热那亚会议问题的建议

给约·维·斯大林和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

（1922年2月25日）


1

致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同志

请就在这张便条上写上：

1.你们是否同意契切林的意见，把答应给的款项立即付给土耳其人？[229]

2.我看了契切林关于热那亚会议代表团主席团的建议。我坚决表示异议并坚持我原先的建议。[230]

请你们就在这张便条上写下你们对以上两点的意见，由秘书转交给我。



列宁



2

致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同志

今天我在报上看到意大利关于推迟召开热那亚会议的声明。

我坚决维护我昨天送去的建议：委托契切林尽快发出一份用词极其辛辣的照会，建议把会期就定在3月15日 
［注：见本卷第439—440页。——编者注］

 。照会发出以前，草稿送政治局委员审阅。

盼复（由秘书转）。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10页

















[229]指根据条约应于1922年3月16日向土耳其付款一事。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2月27日通过了列宁关于按期付给土耳其款项的建议。——441。



[230]列宁原先的建议是指由政治局通过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任务的决定的第3条（见本卷第436页）。格·瓦·契切林的建议是：在列宁不能出席热那亚会议的情况下成立一个三人领导小组来行使代表团团长的权力。——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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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并附对民法典草案的意见

1922年2月28日

库尔斯基同志：

关于您2月23日对我的信 
［注：见本卷第424—429页。——编者注］

 的复信（第255号）。

我争取同您面谈，但不能保证，因为身体不好。

希望您根据我的信开过负责工作人员会议以后，把会议的实际结果写信告诉我。特别重要的是要实地检查一下：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实际上得到了什么结果？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的成绩如何？对此如何估计和检查？

滥用新经济政策的案件审判了多少？

有罪判决有多少，判了什么刑罚（指总的情况而不是个别情况）？

如此等等。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特别紧急和重要的是：

关于民法典，我不能去推敲各条的措辞。健康状况不许可。仅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司法人民委员应当紧紧盯住并亲自检查：民法典的每个重要部分都由谁负责。

（2）西欧各国文献中和经验中所有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东西一定要吸收进来。

（3）但不能仅限于此（这是最重要的）。不要盲目地跟着外交人民委员部走。不要迎合“欧洲”，而要在加强国家对“私法关系”和民事案件的干预方面有所突破。究竟应当怎样做到这一点，我说不上来，因为我既不能研究问题，也不能钻研法典，即使个别法典也罢。但是应该做到这一点，这在我是很明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危险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而不是做“过了头”，这在我也是非常明确的。正是在热那亚会议召开以前，不能乱了步调，不能畏缩不前，不能放过扩大国家对“民事”关系的干预的任何一点可能。又及。






	　　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11—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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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草案的意见[231]


给约·维·斯大林的信

（1922年2月28日和3月16日之间）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草案）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1）

责成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对一切社会团体、私人团体、机关和企业的活动无例外地都进行监督，看它们是否履行对国家机关承担的义务。

　　　　　　　（2）

为执行此项任务，授权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

　　　　　　　　　　　　　　　（3）

1.对于以拨款、补贴和贷款方式由国家发放给上述团体、企业和机关的或根据与国家签订的合同而提供给它们的一切资金和物资，实行事后监督，并检查它们履行义务的一切活动……






致斯大林同志




	
	　　不妥。（1）不是“责成”，而是说明现行法律及其在某方面的欠缺。

（2）不仅从这个角度，还要从法制角度，从为新的法律收集材料的角度，以及从其他许多角度来看。

（3）不仅是“由国家发放的”。







	　　要非常快！！


	　　要再改写一遍。要考虑得极其周密。要写得非常详尽。要写得整个看起来不是一个新的法令，而是旧法令的说明和综合。由人民委员会通过，如有人不满，则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快！快！！

请改写后将这份草案和新的草案一并送给我。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13—414页

















[231]列宁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的决定草案的意见，在这个决定最后审订时得到了考虑。列宁1922年2月14日、15日和28日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和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以及2月15日在伊·吉·科布连茨的材料上和2月28日在瓦·伊·雅洪托夫的材料上的批语，也都谈到了由工农检查院监督私营企业的活动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445。







《列宁全集》第42卷


政论家札记[232]


论攀登高山，论灰心的害处，论贸易的好处，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等等

（1922年2月底）


一

打个比方

假定有一个人正在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假定他克服了闻所未闻的艰险，爬到了比前人高得多的地方，不过还没有到达山顶。现在，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路线继续前进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他只好转身往下走，另找别的比较远但终究有可能爬到山顶的道路。我们假想的这位旅行家正处在世界上还不曾有人到过的高处，从这样的高处往下走，也许比上山更危险、更困难，因为容易失足，难于看清踩脚的地方，也没有往上攀登、直奔目标时那种特别高昂的情绪，如此等等。现在必须给自己系上绳子，花好几个钟头用丁字镐凿出台阶或可以拴牢绳子的地方；必须象乌龟那样慢慢移动，并且是向后退，向下爬，离目标愈来愈远，而且他还无法知道这极其危险和折磨人的下山何时才能结束，是否能找到一条比较可靠的绕行的道路，可以沿着这条路更大胆、更迅速、更直接地再次向前走，往上爬，登上山顶。

一个人尽管已经登上前人未曾到过的高度，但处于这样的境地，也会有霎时的灰心，这样假定恐怕是很自然的。如果他能够听到下面有人从安全的地方用望远镜远眺这种极危险的下山而发表的一些议论，那么灰心的时候就会更多、更沉重。这种极危险的下山甚至不能叫作（象“路标转换派”说的）“有制动器控制的下山”，因为使用制动器要有设计周密、经过试验的车辆，有事先修好的道路，有早经试验合格的车辆部件。可是，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早经试验合格的东西！

来自下面的议论是幸灾乐祸的。有些人公开表示幸灾乐祸，高声嘲笑说：看，他就要摔下来了，活该，看你还发疯！有些人则完全仿效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233]，竭力把幸灾乐祸的情绪隐藏起来。他们举目望天，神情忧伤。真叫人伤心，我们的忧虑竟得到了证实！我们耗费毕生精力来拟订一个攀登这座高山的合理计划，我们不是要求过在计划没有订好以前先不要攀登吗？我们曾经激烈地反对走这条现在连疯子本人也放弃了的道路（看呀，看呀，他后退了，下来了。他花了好几个钟头作准备，好让自己能够挪动那么一俄尺！可是，当我们不断要求稳重和谨慎的时候，我们却遭到了最难听的辱骂！），我们曾经严厉地斥责这个疯子，警告大家不要模仿他，不要帮助他。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攀登这座高山的宏伟计划的爱护，是为了不让人败坏这个宏伟计划的声誉！

幸亏在我们的比喻中所假想的这位旅行家听不到这些登山计划的“真正的朋友”的声音，否则他也许要恶心了。而人一恶心，据说就不能头脑清醒，脚步稳健，尤其是在那么高的地方。


二

不用比喻

比喻不是证据。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是，我们仍不妨把这些道理重提一下，以便更清楚地看到任何比喻的含义的界限。

不仅同1789年和1793年相比，而且同1871年相比，俄国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都达到了极高的高度。必须尽可能清醒、明确和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完成了”什么，还没有完成什么。这样就会使人头脑清爽，既不会出现恶心，也不会产生错觉或灰心失望。

我们“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夺回去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

我们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了最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也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夺回去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特别宝贵，因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不久的将来必然还会爆发反动的帝国主义大厮杀；而20世纪的人是不那么容易再度满足于“巴塞尔宣言”之类的东西的，虽然在1912年和1914—1918年叛徒们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曾用“巴塞尔宣言”糊弄了自己和工人。

我们建立了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时代，它取代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这也是无法夺回去的，虽然只有靠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实际经验才能“完成”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的建设。

但是，我们连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势力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产生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也决不会使人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有一丝一毫的灰心失望，因为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可是，我们暂时还是孤军作战，而且是在一个落后的、经济破坏比别国更厉害的国家里，但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此外，我们还保存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这支“军队”，保存了这支军队的“机动能力”，保持了我们清醒的头脑，使我们能够冷静地估计到应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退却和退多远（为了更有力地跃进），应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用什么方法把没有做成的事重新做起来。如果有些共产党员以为，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做那还没有做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就可以完成象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是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这样一桩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就必须说这样的共产党员肯定已经完蛋了。有些共产党员既不陷入错觉，也不灰心失望，一直保持着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准备再一次“从头开始”向最困难的任务进军，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没有完蛋，而且很可能不会完蛋。

我们尤其不容许有丝毫灰心失望，也没有理由灰心失望，因为我们虽然处于经济破坏、贫困、落后和饥荒的情况下，但是，我们毕竟在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经济领域内开始前进了。而世界上与我们并存的一些比我们先进、比我们富裕千百倍、在军事上强大千百倍的国家，却在“它们的”、为它们所歌颂的，它们所熟悉的、经过几百年考验的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内继续倒退。


三

论捉狐狸；论莱维；论塞拉蒂

据说，捉狐狸最可靠的方法是这样的：在一定范围内把侦察到的狐狸用系着许多小红旗的绳子围起来，绳子要稍高于积雪。狐狸害怕这种显然是人为的即“人类的”设置，只在用小红旗筑成的“围墙”稍微打开一个缺口的时候才从那里跑出来，而猎人就在那里守候它。对于这种人人都要追捕的野兽来说，谨慎似乎是一种最好的品质。可是在这里“优点的延续”却成了缺点。狐狸被捉，正是由于它过分谨慎。

应当坦白承认，我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也因过分谨慎而犯了一个错误。在这次大会上，我站在最右翼一边。我满以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立场，因为当时有一大批“有威信的”代表，以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很多同志为首，采取了一种过“左的”和左得不正确的立场，他们往往不是冷静地考虑形势并不那么有利于立刻采取和直接采取革命行动，而是使劲挥舞小红旗。出于谨慎，即生怕这种无疑是不正确的左倾把共产国际的全部策略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我当时曾竭力替莱维辩护，推测说莱维丧失理智（我当时并没有否认莱维丧失理智）也许是因为对左派的错误过分害怕，还说常有这样的情形：丧失了理智的共产党员，以后又“恢复了”理智。我针对“左派”的攻击而发，说莱维即使是孟什维克，这种假定也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例如，俄国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斗争15年（1903—1917年）的整个历史证明：总的说来，孟什维克是绝对不正确的，他们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俄国的三次革命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并不排除另一个事实，即在个别场合孟什维克是对的而布尔什维克是错的，例如1907年在抵制斯托雷平杜马的问题上就是如此。

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有八个月了。看来，我们当时同“左派”的争论已经过时了，已经由现实生活解决了。在莱维的问题上我当时是不对的。因为莱维已经确实证明，他走上孟什维克的歧途不是偶然的，不是暂时的，不仅仅是因反对“左派”极危险的错误而“矫枉过正”，而是由来已久的，有深厚根源的，是出于他的本性。莱维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没有象一个因愤恨左派的某些错误而暂时丧失理智的人所应该做的那样，诚恳地承认必须重新申请入党，而是开始卑鄙地诬蔑党，暗地里陷害党，就是说，实际上是在替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效劳。德国共产党人为了回答这一点，最近又从自己党内开除了几位暗中帮助保尔·莱维干这种高尚勾当的老爷，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德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证明，它们已经认识到左派在这次大会上所犯的错误，并且逐渐地、慢慢地、但一直不断地在加以纠正。它们正忠诚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把欧洲议会主义的、只是薄薄涂上一层革命色彩而实际上是改良主义的旧型的党改造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真正共产主义的新型的党，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法国的例子大概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改变党的工作方式，改造党的日常工作，使党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党不但不脱离群众，而且日益接近群众，唤起他们的革命意识，发动他们参加革命斗争，这是一件最困难但又最重要的事情。1921年和1922年初，欧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处在两个革命战斗白热化时期的间隙，欧洲共产党人如果不利用这个间隙（大概是非常短促的）对本党的整个机构和全部工作实行这种根本的、内部的、深刻的改造，那将是他们的一桩极严重的罪行。幸而这种担心没有根据。在欧洲和美洲，建立真正的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真正革命的先锋队的工作，已经不声不响地、不惹人注目地、悄悄地、慢慢地但是扎实地开始了，而且这种工作还在进行。

甚至从观察捉狐狸这样一件平凡的事情中得出的政治教训，也并不是没有益处的：一方面，过分谨慎会犯错误；另一方面又不应忘记，如果只凭“热情”或只是挥舞小红旗而不冷静地考虑客观情况，那就会犯无法纠正的错误，就会在困难虽大但灭亡决非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遭到灭亡。

保尔·莱维现在特别想在资产阶级面前——因而也是在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面前——大献殷勤，所以他再版了罗莎·卢森堡的那些恰恰犯有错误的著作。对此我们可以用俄国一个很好的寓言里的两句话来回答：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03年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犯过错误，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也犯有错误（不过她已在1918年底1919年初即出狱以后纠正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集的出版太久了，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也只能使他们在某种程度情有可原）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罗莎·卢森堡说：“1914年8月4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是一具发臭的死尸。”这句名言将和她的名字一起载入世界工人运动史册。可是，在工人运动后院粪堆上的保尔·莱维、谢德曼、考茨基及其同伙这群鸡，自然会因这位伟大的共产党人的错误而欣喜若狂。各有所好嘛。

谈到塞拉蒂，只能把他比作一个臭蛋，它绷裂时，既响又特别……刺鼻地臭。他先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提议通过一个愿意服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决定的决议[234]，接着把一位老头子拉查理派到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来，最后用马贩子的卑鄙手段欺骗了工人。这真是太妙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在给意大利造就一个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政党的同时，现在又将让工人群众看到一个搞政客骗术和孟什维主义的实例。这个实例是有益的，会使人产生反感，它的效果虽然不会立刻表现出来，不经过反复多次的具体的教训不会表现出来，但最终一定会表现出来。不要脱离群众；要不厌其烦地向普通工人做艰苦的工作，即通过实践揭露塞拉蒂的欺骗行为；不要相信那种过于简单容易却又极其危险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凡是塞拉蒂说“ａ”的地方，就偏说“负ａ”；要始终不渝地教育群众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采取革命的行动；要在实践中切实利用法西斯主义给人们所上的极好的（虽然为此付出的代价很高）生动具体的课。这样做了，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胜利就有了保证。

莱维和塞拉蒂有典型意义不是由于他们本身，而是由于他们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极左翼的最新标本，是“他们的”阵营即跟我们阵营对立的国际资本家阵营的最新标本。在“他们的”阵营中，从龚帕斯到塞拉蒂，无不对我们的退却、对我们的“下山”、对我们的新经济政策幸灾乐祸，欣喜若狂，或者洒下几滴鳄鱼的眼泪。让他们去幸灾乐祸吧。让他们去演练丑角吧。各有所好嘛。我们决不会陷入错觉，也不会灰心失望。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三番五次地作出努力来改正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从龚帕斯到塞拉蒂的国际联盟的事业是日暮途穷的事业。





	载于1924年4月16日《真理报》第87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8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15—423页












关于《政论家札记》一文的几点设想

第10页现在是：（1）把莱维分子开除出去是完全正确的。（2）由于认识到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自己所犯的错误，德国和意大利的左派发展情况甚好。（3）总结＝狐狸的教训。（4）莱维和罗莎·卢森堡。（5）塞拉蒂＝只是一只狐狸，小兽。（6）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23页

















[232]这是列宁的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稿，在列宁生前没有发表过。本卷《附录》收有该文的提纲（见第529—534页）。——447。



[233]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弗拉基米洛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谢德林笔下的犹杜什卡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448。



[234]指1921年1月意大利社会党里窝那代表大会在共产主义者退出后通过的以下决议：“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在再次肯定参加第三国际的同时，把冲突提交即将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讨论，并且预先答应一定承认和执行它的决议。”——454。







《列宁全集》第42卷


就民法典问题给亚·德·瞿鲁巴的信

1922年3月1日

瞿鲁巴同志：

关于民法典问题，我在看了主要条文以后，认为比较慎重和正确的做法是：

目前只限于郑重地宣布一下，而对法典本身还得更加细致地加工。

请您设法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政治局通过此建议。[235]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24页

















　 [235]列宁的这个建议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2年3月2日通过。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于1922年10月由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自1923年1月1日起生效。关于民法典问题，参看列宁1922年10月31日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456。







《列宁全集》第42卷


就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提纲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

1922年3月3日

依我看，索柯里尼柯夫的提纲（《财政纲领的基本原则》）写得不错，但太理论化了。

有一点（第12条的开头）我正在专门研究，弄清后另外写信给您。

其余的，我建议送国家计划委员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克拉斯诺晓科夫征求意见。然后摘要刊印（用货币税代替实物税等问题暂时删去）。

就问题的实质而论，我认为关键有二：

（1）如何找到一些聪明而又厉害的人去鞭策各人民委员部（加上莫斯科苏维埃，加上彼得格勒苏维埃）。请你们切实地狠狠地缩减编制；

（2）如何教我们的官“商”（包括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商业局、彼得格勒商业局等等）学会做生意，办事不拖拉。

是否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以下决定：

各人民委员部加上莫斯科苏维埃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必须在一周内提出一项决定草案，规定对职员（所有与经济工作有关的职员）改行按营业额和利润分成的制度，如有亏损、办事不力和失职等情况，应予严惩，对贸易方面的质询必须在3—6小时内作出答复，违者至少监禁五年。

拨款10万金卢布作为对决定的最佳方案的奖金，这项奖金在该决定的成效经过一年的检验之后按收效的百分比发给（收效100％，奖给100％；收效1％，奖给1％）。






	　　列宁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25—426页















《列宁全集》第42卷


就对外贸易垄断制和外贸工作问题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信[236]


1922年3月3日

加米涅夫同志：

我同您、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那次关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以及关于克拉辛和索柯里尼柯夫的路线的谈话之后，我又想了很久。

我的结论是，克拉辛无疑是正确的。在对外贸易垄断制方面，我们现在不能超出列扎瓦在提纲中一直建议实行的让步了。不然，外国人会把一切贵重物品都买走，运走。

索柯里尼柯夫在这个问题上和在他的全部工作中都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中央不及时纠正他的路线，不能使纠正后的路线得到切实贯彻，那么他的错误准会毁掉我们的。这个错误就是不切实际，热中于刻板公式（这是索柯里尼柯夫这个有才华的记者和想入非非的政治家的老毛病）。索柯里尼柯夫提出从国外进口粮食的法令草案就是一例。法令中只顺带指出：“保证”（即保证从俄国运出的那些据说是去换粮食的贵重物品能够真正全部用于换取粮食）另议。

这简直是幼稚！

问题的整个关键就在于保证，而索柯里尼柯夫却把这个关键“撇在一边”，用空话或善良的愿望来搪塞。

能有什么样的切实的保证呢？

抵押吗？

请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

（1）我想在国外购买10万金卢布的粮食。我把这笔钱存入国家银行作为抵押吗？

那么，老一套的拖拉作风（如果我们不去“教育”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及其一伙抛弃拖拉作风的话）就会依然如故。

其次，怎样能“保证”我在向国外汇10万金卢布时不弄虚作假扣下2万金卢布不汇出呢？审核价格吗？谁审核？怎样审核？官僚主义的空想！

索柯里尼柯夫的草案证明，我们亲爱的、有才华的、最宝贝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在贸易实践上一窍不通。如果放手让他去做，他会把我们毁掉的。

以为实行新经济政策会终止使用恐怖手段，那是极大的错误。我们还会重新采取恐怖手段，采取经济方面的恐怖手段的。

外国人现在已经在行贿收买我们的官员，并“运走俄国仅存的一点东西”。他们一定会运走的。

垄断是一种客气的警告：我亲爱的，总有一天，我会为此把你们绞死。

外国人知道布尔什维克说这话不是开玩笑，外国人是会认真对待的。

因此：

（1）绝对不得破坏对外贸易垄断制；

（2）明天就通过列扎瓦的提纲；

（3）立即（我们已丧失了大量时间）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发表一项强硬、冷酷和严厉的声明：在经济方面我们不再作更多的退让，凡是蓄意欺骗我们（或者逃避垄断，如此等等）的人，将遭到恐怖手段的回击；不必用这个词，但要“委婉地、客气地暗示”。

如果这事不通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来办，也可以用其他办法（用我的信？这是下策！），但必须办成，而且要快。下面给您举个例子。

莫斯科省经济会议提出用苏维埃卢布购买罐头（或者一般食品）。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交涉了两个星期。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表示反对。

交易没有做成。

结论是什么呢？

授权省经济会议吗？这意味着由一批不中用的对外贸易人员“复制”一个不中用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而这些对外贸易人员百分之九十将会被资本家收买。

另一个结论：不再搞法令游戏（有过一个必不可少的用法令进行宣传的阶段；这对革命成功曾经是需要的。这已成过去的事了）。

无论对法令还是对机关都丝毫不要信赖。要做的就是检查实际情况和严格教育工作拖拉的人。

聪明人应当只做这种事。而其余的事交给……其余的人。

如果是我就提出建议，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立即通过下述决定：

鉴于在用苏维埃卢布购买食品的（某项）交易中拖拉作风严重，兹命令国家政治保卫局（要吓唬一下！）查明责任者，凡属莫斯科省经济会议的关押6小时，凡属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关押36小时（当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在此列，因为我们有近似议员豁免权的规定）。

然后，委托报刊对这两部分人加以嘲笑，羞辱他们。因为可耻的是：身为莫斯科人（就在莫斯科！）却不会同拖拉作风作斗争。应当挨板子。

他们竟“不会”打电话说：

“现有一笔有利的紧急交易。我们要求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3小时后答复。电话稿抄报莫洛托夫并转中央委员会，抄报瞿鲁巴和叶努基泽并转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3小时后没有答复呢？那就把这几句话用电话上告。

而白痴们却去奔走、交涉了两个星期！应当让干这种事的人尝·

尝铁窗的滋味，而且不得有例外。干蠢事的莫斯科人关押6小时。干了蠢事而且又是负“中央机构责任”的对外贸易人员关押36小时。

应当这样也只应当这样教训他们。否则，无论是地方的还是中央的苏维埃工作人员都学不出本事。我们不能搞自由贸易，这会葬送俄国的。

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官吏改行分成制：做成一笔交易，给你一定的提成（按百分比）；不干事就去坐牢。我们能学会这么做的。

还要撤换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人。对我们的国营托拉斯也作同样处理，在这些国营托拉斯“当领导”的，都是一些圣洁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赫赫有名的”共产党员，而他们却被生意人愚弄。

命令财政人民委员部：要么你通过国家银行把这些圣洁的共产党员从国营托拉斯赶出去（不给贷款；把办事误期、办不了事的人交法院审判），要么你整个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毫无用处，只会讲空话和摆弄公文。

这样就要改革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我已写信给瞿鲁巴并拟定了相应的指示的草案 
［注：见本卷第394—395页。——编者注］

 ）以及政治局的工作；否则，非完蛋不可。

务请将此信转交政治局委员和莫洛托夫按密件传阅，每个人都要写上意见，三言两语也好，然后退我。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您的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27—430页

















[236]这封信是在俄共（布）的领导层在对外贸易垄断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展开讨论的情况下写的。在苏俄，对外贸易垄断制从1918年4月22日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对外贸易国有化的法令起就已确立，以后又一再为政府的决定所肯定。但是随着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和同国外贸易往来的扩大，对对外贸易法令作若干补充也日益显得必要。列宁信中提到的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的《对外贸易提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拟订的。这个提纲强调必须保持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制，同时建议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监督下给某些国营的和合作社的联合公司以独立出口的权力。这个提纲得到了列宁的赞同，于1922年1月4日由人民委员会最高经济委员会通过。在列宁写这封信的次日即3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对这个提纲作了一些修改后予以通过，3月10日给予最后批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以这个提纲为基础，于3月13日通过了《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在3月2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60号上公布。



信中提到的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的法令草案指他拟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向俄罗斯联邦境内自由进口食品的决定草案》。这个草案分送给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它的最后一条说：“允许财政人民委员部在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商妥后，向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和国营工业托拉斯企业以及合作社和私人发放许可证，准许它们将现金、外币和各种贵重物品汇到或运到国外去购买食品，但须提出随后进口食品的充分保证。”——459。







《列宁全集》第42卷


就索柯里尼柯夫的建议写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237]


（1922年3月5日）

致政治局委员

索柯里尼柯夫没有击中目标。有什么保证人家不会把一切贵重物品运走呢？

根本没有。

现在有人在偷窃；确实如此；让我们来学习捉拿偷窃的人，而不要为有钱的外国人进行偷窃提供方便吧。






	
列宁
3月5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32页

















[237]这个文件写在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给列宁的信上。索柯里尼柯夫的信答复了列宁1922年2月28日在他拟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向俄罗斯联邦境内自由进口食品的决定草案》上加的批语（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仍建议准许托拉斯、合作社和其他单位在国外采购粮食，认为由于这些组织亟需粮食，由于有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的监督，而一切手续都须经过国家银行，这就保证不致运出过多的贵重物品，并保证用这些贵重物品换取粮食而不是进口其他商品。——464。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

(1921年6—7月)


1

对共产国际《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初步意见

(不晚于6月10日)

1．争取工人的大多数

2．明确支持《公开信》

3．着重提出在工会中争取大多数(反对左派)

4．农业工人的斗争［不是如拉狄克说的同小农在一起，而是走在他们前面］

5．对挑动的回答？

2

笔记和发言提纲①



［注：列宁的笔记和发言提纲是用德、英、俄、法四种文字写的。——编者注］



（6月22日—7月12日）


（1）

（1）事实？公布？

（2）“左吗”？不。

　　　　　　　　　　匈牙利侨民？

　　　　　　　　　　“左派”

　　　　　　　　　　“巨大的功绩”

（3）论据？

鼓动的方法？

（4）克雷比赫？

（5）向左迈三步

＋向右迈一步

（6）军国主义的

（7）粮食政策

（8）季诺维也夫的建议。


（2）

（1）合法的党

“反资本主义的党”？

“苏维埃制度之友协会”？

（α）只有立宪方法

（β）与共产党人的

　　　　　区别何在？

（2）接收新党员须有五分之四的多数同意

　　　被剥削者，群众和普通人

（3）“见习人员”

罗兰－霍尔斯特

“俄国人立场左吗”（？）

　　具体表现　　？


（3）

（1）什麦拉尔的书。

（2）什麦拉尔对匈牙利革命的态度。

（3）1920年9月。什麦拉尔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20年 12月我们有意识地把运动停了下来。

　我们（在布拉格）曾在地下室里工作。

　1921年3月6日　反斗争

　1921年5月15日代表大会

　　　　58名被开除的中派分子在代表大会后。


（4）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评我的专题报告

我的讲话提纲

党不能不受到经济基础的影响

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你们的建议是什么？不要租让？不要贸易？不要坚持作更谨慎的准备？

对同志们的回答：

西欧资本主义力量增强（由于租让制）

靠代表大会（目前）的政策无法与之斗争。

我们的机会主义者会说：由于俄国的革命，再不会有任何罢工了。

　（1）170亿金卢布

　　租让所得60亿：10＝6亿

（2）国家利益起着过大的作用？

　　“……为革命作更扎实的准备，更谨慎的准备……”

国际政策过分依从俄国国家政策的利益……

国家资本主义的“纯概念”

Ⅲ：你们的建议是什么？ 
［注：列宁在手稿上把这句话删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Ⅰ．此与彼

　　　　搞贸易与干革命

Ⅱ．“左吗”？

　　我们的立场　　［1907年］

Ⅳ．怎样作更扎实和更谨慎的准备？

　　德国人已经作了

　　意大利人正打算作

　　捷克斯洛伐克人｛向左迈三步

　　　　　　　　　　向右迈一步


（5）

第一阶段：同中派领袖和中派分子决裂。

第二阶段：学习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第三阶段：胜利。

　　　不是迂腐的、不是刻板的想法

什么是“群众”？

　（α）几千人

　（β）大多数……　　　　［有个别场合孟什维克是正确的？］

就是有大多数也还不够。

“谨慎的、缓进的”策略——是责备吗？

和俄国的情况不同……

争取大多数——


（6）

关于拉查理的讲话

改良主义者（屠拉梯之流）在

艾米利亚雷焦举行的代表会议——1920年10月

在里窝那举行的代表大会　　　　1921年1月15日

　　　单位千

　　14票改良主义者　　　　　　　　　　　　18票（单位百万）

13％　　98票统一主义者　　　　　　　　　　　 120票（单位百万）

　　58票共产主义者　　　　　　　　　　　　58票（单位百万） 
［注：列宁在手稿上把右栏的数字删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14

　58

　72

　　［在里窝那分裂，时机不合适］

　“我们的无产者将无法理解……”

他（拉查理）对我们的策略提纲感到满意

注意

我们——俄国人——将永远是“灵活而聪明的人”（弗罗萨尔文章中的话）。


（7）

阶级斗争

（哈雷）　　　　　3月16日

　　　　　　　　　　　17日

　　　　　　　　　　　18日

　　　　　　　　　　　19日

分区领导的号召

　　在曼斯菲尔德

　　和在哈雷

两处都对工人们提出警告：“同志们，不要受人挑动”，总之大意如此。

《红旗报》上是否重申，不详。

　　　　　　　　（据克南报告。）


（8）

1点05分

拉狄克：

托洛茨基

马尔托夫（在引经据典！！）　　　　　［发言次序］

第二半国际的瓦解和第三国际

　　“对长期斗争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

　第二半国际的决议

　在1点30分以前是“开场白”。　

　　　　　　　　英国

　　　　　　　　意大利

　　　　　　　　捷克

　　　　　　　　德国

教训：消极的政策，即半中派的政策——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运动的领袖们。

“相反的例子，相反的错误：三月行动”。

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历史

　　害怕叛乱

　　卡普叛乱＝无所作为

　　德国共产党。

　　不能只作鼓动，应当行动，引导……

　　　　引证？书？

　　　　论题？

　　　　条件

左派行动迟钝

右派（官吏）“害怕积极行动”

｛｛意大利问题和右派分裂出去

左派只剩下自己，——他们的基本错误。

主要错误——从作“通常的”鼓动突然转为无准备的猛攻。

右派完全不对，

左派把自己的错误（进攻）变成了理论……


（9）

注意

　　　　　罗维奥（彼得格勒）。搞些玩具

　　　　　　　　　　（7岁）

赖兴贝格：……妨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复兴（！？）

　　　……“气氛缓和了”

　　　进攻，而且是应当的……

　　　（我们的责任是在1920年8月20日也发动进攻。）

公开信是机会主义的（！！）

　大批工人因此而死亡！“推翻制度”！！！

　　　（（库恩•贝拉））注意

库恩•贝拉论《公开信》

党作好革命准备

为了原则

大多数（特拉奇尼？）

在捷克斯洛伐克

“400000”

吸引群众？

德国

提纲

第7页

在俄国，是在党很小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

　　（（特拉奇尼））

（（进攻……））

　理论｛“活跃的趋向”｝

（“从消极转向积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36—450页


3

《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讲话》提纲①



［注：讲话见本卷第21—26页。——编者注］



（6月28日）


讲话提纲：

（1）“拿出事实来，不要讲空话”……

　　　　　　　　　

　以羡慕的心情（invidia？ Envie）

（2）

（a）自伯恩施坦主义开始以来的历史

　　（1899—1900）

　（b）在艾米利亚雷焦举行的代表会议？

　　（1920年10月）？

　　　　　　派别

　　　　　　政党

（3）党曾经是好的？

　———［不比德国社会民主党好］

（4）仅仅是时机问题吗？　［当时？］

（5）“灵活而聪明的人”　　［弗罗萨尔］

我们关于策略的几项决议（草案）是好的：反对“无政府主义偏向”

拉查理：

“准备时期……”

（6）在里窝那，无论与改良主义者相比还是与共产党人相比，他们都是多数

（7）羡慕——愿意“摹仿”，但不是盲目地

（8）认识意大利运动的特点，做灵活而聪明的人，这是共产党人一定能学会的。 
［注：列宁在手稿上把第7点和第8点删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35页










4

一篇拟写文章的提纲[238]

（不晚于7月11日）


一篇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文章

（a）等待（是指一个国家吗？）。不是指捷克吗？

（β）准备总攻（更强大的）

？　　说列宁会帮助我们（什麦拉尔）

退却是痛苦的，然而只能退却！！

我是否消除了什麦拉尔同志的忧虑？

　　（1）什麦拉尔向右迈三步

　　　　克雷比赫向左迈一步239

　　（2）“帮助”？

　　（3）“忧虑”

　　（4）左的错误

　　　　右的背叛。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54页









5

《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注：讲话见本卷第60—64页。——编者注］



（不晚于7月11日）


（1）

讲话提纲

1．“中欧”的经济基础。

　“欧洲的巴尔干化”。

＋　从军事上考虑协调几个中欧国家的革命

（大致是：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

协调的困难和“赌注”的大小

2．更扎实地进行准备＝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主旨。

　有共产党。但还不是今天。别干“左的蠢事”。更谨慎地进行准备。

　 德国1921年3月所犯的错误。

3．今天愈“机会主义些”，明天愈有把握（重新或还要更多地）集合起群众。 4．为什么是这样？德国1921年3月

　　　　　　捷克斯洛伐克

　　　　　　意大利

5．同俄国对比

　1917年4月4日

　1917年4月21日

　 中央关于1917年4月21日事件的决议。

6．不要怕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变成另外一种人了，变得谨慎些、

　 明智些、机会主义些、“右一些”了。

　 这＝唯一正确的战略。

7．罗马的运动

　（7月7日）

　柏林市政工人罢工

　里尔纺织工人罢工。　　　三件事实 
［注：列宁在手稿上把这几个删字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8．为要跃进，必得后退。

9．可能是明天。可能过两三个月。

　 可能过两三年。

10．“左的蠢事”和明天的背叛。

11．不要急躁，不黑怕“延误时机”。这种怕是没有道理的和有害的。

注意：库恩•贝拉的含蓄的意见。

“行动”可以在这一时刻或那一时刻“刹车”，但在革命宣传上

应当是毫不妥协的。

12．帮助俄罗斯联邦？？

战争的要素是危险。

　　我们有政治上的

　　　　 军事上的

　　　　 经济上的

　　　　　　　　　危险

怎样才能“帮助”我们？

13．总结：

（1）（α）大家同心同德：就象从头开始一样，重新去做

（2）（β）更谨慎地对待群众

（3）（γ）更扎实地进行准备

（4）（δ）协调几个中欧国家的行动

　　大致是三个：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

（ε）认清而且不怕承认左的错误，为的是明天不发生背叛，为的是明天一定胜利！！


（2）


讲话提纲：

（1）你们愈是“机会主义些”，就愈能迅速地重新（因而更多地）把群众集合在自己周围。

（2）为什么是这样？（德国1921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

（3）同俄国1917年4月4日和1917年4月21日的情况对比。

　　 中央关于1917年4月21日事件的决议。

（4）不要怕说我们大家（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从莫斯科回来变得谨慎些、聪明些、明智些、“右一些”了。这在战略上是正确的。

（5）现在愈右，明天就愈有把握：为要跃进，必得后退。可能是“明天”，但也可能过两三年。不要急躁。

（补5）协调几个“中欧”国家的行动是必要的。

经济上的考虑和“中欧”的经济“基础”。

欧洲的巴尔干化。

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

大致上

（再补5）“左的蠢事”是小错误，背叛是大错误。

（6）帮助俄罗斯联邦？？

总结：（7）大家同心同德。就象从头开始一样去接近工人。谨慎些。这样猛攻就将更加有力。协调行动。准备得愈扎实，胜利就愈有把握。






	载于1958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5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55—457页









6

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联席会议上作的笔记

（7月11日）

（1）战略退却——现在（在国际范围内）

　就象1917年4月在俄国那样。

（2）承认？

　我们的1917年4月

　有些可笑的？

　我认为拉狄克不对　　　　“……好的解释……”

（3）协调行动

－（α）意味着等待？不是

－＋（β）意味着“统计”？在某种意义上是的

＋（γ）意味着：更好地和更普遍地以及更快地向好榜样看齐：大体上照罗马的榜样。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58页














[238]列宁原打算写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文章没有写成。——479。



[239]此处看来系笔误。列宁在批评博·什麦拉尔和卡·克雷比赫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的立场时建议什麦拉尔向左迈三步，克雷比赫向右迈一步(见本卷第63页)。——479。







《列宁全集》第42卷


论“丧失阶级特性”的小册子的提纲[240]


（1921年6月）

（1）托姆斯基。

（2）施略普尼柯夫。

　　 哥尔茨曼。

（3）柯秀尔，

　　 安德列耶夫。

（4）帕纽什金。

（5）“创始人”的信……[241]

（6）“对什么都不抱希望。”我不相信任何人。

（7）是无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8）任人唯亲“制度”

　　 指靠坏的专家

　　　　　　 等等。

（9）前“工人反对派”同孟什维克（唐恩）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系（彼得格勒；1921年5月31日季诺维也夫在中央委员会的说法）。

（10）“一党”制和用瓦解它的办法进行的斗争。

（11）布尔金是一例

（12）莫斯科的“政治交易所”。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59页

















[240]论“丧失阶级特性”的小册子没有写成。——485。



[241]“创始人”的信是指曾自称“工人反对派的创始人”的尤·赫·卢托维诺夫于1921年5月20日写给列宁的信。列宁于5月30日给他写了回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485。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和列宁的修改意见

（1921年7月21日）

注意①②

1.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和全国代表会议上确定了我们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但是必须指出，苏维埃机关在直接的经济活动中贯彻已经制定出来的指示，党和苏维埃的广大工作人员执行有关的法令并领会经济政策的新原则，这些都过于缓慢，并未以［灾难性的］严重的国民经济情况所要求的速度进行。［这种灾难性状况］ 
［注：“灾难性的”和“灾难性状况”这两处修改，列宁标上了号码①②，我们将它们移至版心的右边。——俄文版编者注］

 这种严重的情况由于粮食危机而变得格外严重了。因为粮食危机使许多经济部门的情况甚至比1920年底更急剧地恶化了。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应当采取果断措施来摆脱目前的局面，而这只有大力地、认真地贯彻已经制定出来的党的指示才有可能。

2.迄今为止我们的经济政策主要具有下列特征：

③

（α）苏维埃国家不得不直接管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企业，而国家掌握的原料和粮食远远不敷这些企业的需要，这种情况的直接后果是不可能合理地经济地利用国家所提供的物资并由此造成这些物资的分散。对企业的供应分散到了各种机关，没有同企业的生产率直接联系起来。结果产生了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现象。这种供应方法和现行的劳动报酬办法，使得生产者不关心也不可能去关心自己劳动的成果和改进生产方法。由于三年的战争环境和国家的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不可能制定并实行一个能包括和协调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统一的经济计划。为了防止国民经济进一步衰退，必须根据下列原则进行调整：

国家，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地方机关，把一定数量的大型企业或者因为某种缘故国家认为重要的企业以及它们的辅助企业集中在自己的直接管理之下，同时，各个互为补充的企业应该广泛实行联合的原则。

（ｂ）这些企业的经营严格实行经济核算的原则，即生产上的一切费用完全从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得到补偿。

（ｃ）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地方机关开办和经营企业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容许，即根据全国计划，这些企业能够从全国性机关或其他来源（自行采购，自由市场等等）得到原料、粮食和资金的充分供应。

（ｄ）为了补充国家提供的物资的不足，企业（或其领导机关）有权销售一部分自产产品，以便从国内或国外购到短缺的供应品，其中原料和燃料由企业机关自行采购，而粮食通过中央消费合作总社采购。

（ｅ）对工人的各种供应都包括在工资之内，而且上述这类企业的工人工资应达到一定的数额，应能使工人把自己的利益同生产结合起来，并激发首创精神去提高生产率。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工资额都不要低于中等生活费标准。无论是给各个工人还是给各类工人（搞承包的，实行计件的等等）分配供应品，都要与他们取得的生产成绩相适应。

（ｆ）④无论是食品供应，还是衣服和其他的供应

（ｆ）对工人的供应工作由所有供应机关通过工厂管理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这些部门只有向上级机关提出保证才能得到必要的东西。工厂管理部门在分配时必须遵守工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为各单位所规定的标准。拨出一批实物和现金由工厂管理部门直接支配，用于意外情况和超出奖励标准的人，工厂管理部门应就它们的使用作出报告，供事后监督。（本条的表决结果是2∶2）

4.未列入上述各类的所有其他企业，应当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租赁的法令和细则所规定的原则，出租给合作社、协作社、其他联合组织以及私人。对那些不能开工，专靠苏维埃经济机关维持的企业，苏维埃机关应当毫不犹豫地、坚决地贯彻这一出租法令，从而帮助国家机构卸掉小企业小工厂这些包袱。

⑤

5.没有租出去而国家又不负责管理的企业应当关闭，工人和职员分配到开工的企业中去，剩下的没有工作的人员［按现行的全国统一的供应办法供应］调做其他工作。

⑥

6.（1）应该为手工业和小工业创造条件，使手工业者、手艺人能够［安心地］正常地发展自己的生产和自由支配自己劳动的产品。

（2）在发展与组织小工业和手工业方面，必须明确地、坚定地走小生产者合作化的道路。凡是在经营上和技术上适宜的地方，都要把按合作制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同大工业企业联合起来。

（3）必须首先给那些为大工业和农民经济的需要服务的或者按国家分配的任务为消费合作社进行生产的小工业和手工业部门创造最优惠的条件。

（4）一切苏维埃政权机关应该千方百计鼓励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和自愿的联…… 
［注：此处在打字时显然漏掉了原稿中的几行字，其中包括（5）、（6）两项。——俄文版编者注］



7.地方经济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应当立即将它们管理的企业同样分成归它们管理的企业和出租的企业，对几类特殊企业也相应地采用上述一切原则。

8.由于歉收，现在已经清楚，预计能征收到的粮食税在许多地区满足不了国家对粮食的需要。不足之数可以在国内市场上用发展商品交换的办法来补足；另一方面，为了［我们的货币流通］恢复国民经济，特别是恢复货币流通，也需要发展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因此，应当采取措施通过国家和合作社的渠道发展商品交换；同时，我们不应受地方流转范围的限制，只要可能和有利，我们就改用货币形式的交换。

9.同样，为了提高和稳定我国的卢布，必须采取一系列回笼货币的措施，依据的原则是：在国家目前这种物资状况下，甚至到了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已振兴的时候，国家在国民经济领域里也不能给任何人无偿提供任何经济服务。在一系列拟采取的措施中，必须注意开办借贷储蓄银行，鼓励信贷合作社，在公用企业中改行收费原则，等等。　　　 10.为了发展同国外的贸易关系，经济机关应有权参加贸易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同时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驻外机构中要有自己的代表处。

11.在目前改变经济政策的时候，国家计划委员会担负的特别重大的任务是，迅速制定总的经济计划，并使工业的利益同农业、运输业、粮食业等等协调起来。为此，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在最短时期内根据生产尽量密集、有经营能力和集中的原则正确挑选出一批主要的、有生命力的工业企业和工业部门，并要为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和经济部门指出明确的主攻方向。与此同时，既应考虑到地区的专门需要，也应考虑到实行办联合企业的原则的好处。

12.在实现上述整个经济政策时，必须严格地划分各种苏维埃经济机关的职能和权限。劳动国防委员会应当是经济政策的总领导，它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规定统一的经济计划，以协调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的计划，并监督整个经济计划及其各个部分的完成情况。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通过业务工作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的计划和工业方面总的经济指令的机关（相当于人民委员部）。

一切工业管理机关在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下达的生产任务时，对于如何根据上述经济原则合理管理委托给它们的企业在法律上负有无可推卸的个人责任；在这种条件下，取消工农检查院的事先监督。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第112—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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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估算

（1921年9月）





	
莫斯科可收到：

　　　　　　　 乌克兰除外　　　乌克兰　　　　　　　　　总计粮食税……17000—18000　　3000—4000（自留6000）20000—22000

磨坊税……　2000—2500　　1700—2000　　　　　　 3700—4500

商品交换…　1000—2000　　1000—2000　　　　　　 2000—4000

　　　　　　　　　　　　　　　　　　　　　 共计25700—30500







布留哈诺夫同志，您有不同意见吗？

总数，至少（经布留哈诺夫和拉柯夫斯基两人削减后）＝25700万普特。为更加谨慎起见再扣除10％：25700—2600＝28100万普特。





	

　　这样我们就过得去了

每月可有：23100÷12＝1900。

　　　　　　　　　 乌克兰除外　　　　　乌克兰粮食税…………　18000　　　　　4000（＋自留6000）

　　　　　　　　　18000

磨坊税…………　2500　　　　　　1700

　　　　　　　　　 2500

商品交换………… 1000（？）　　 1000（？）

　　　　　　　　　1000

　　　　　　　　21500　　＋　　6700＝28200

　　　　　　　　21500　　＋　　6700＝28200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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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方钢铁托拉斯的札记[242]


（不晚于1921年10月11日）

这三个工厂的工人（矿工和冶金工人都在内）至少（在夏季）为21000人（约数）。

　　10月1日约30000

　　共产党员约　 500

　　　　目前每月工资：　　216000

　　　　　　　　　　　　＋200000煤

　　　　　　　　　　　　＋200000加班费

　　　　　　每月（12小时）＝616000卢布

每个采煤工＝90万到150万

每个专家（至多）＝250万到300万

＋被盗的或用于救济的达1000万

1金卢布＝4万

75金卢布＝300万苏维埃卢布

到1922年1月1日给每一个专家增加到：

　　每月至多4000万

　　＝1000金卢布。

“商业经理”＝

　　这三个厂的总管理机构

　　　（南方钢铁托拉斯）

　　＝……主管人的助手

　　　　 （大商人）

　　相当于高级的、最高级的专家

　　市场销售＝他的主要任务。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61—462页

















[242]这篇札记写在1921年10月11日《南方冶金工作者报》（叶纳基耶沃市出版）第1号的白边上。这一号报纸刊登了新成立的南方钢铁托拉斯的章程，报道了托拉斯当前任务：编制三年生产计划及物资和资金的预算。——493。







《列宁全集》第42卷


《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提纲



［注：文章见本卷第169—177页。——编者注］



（1921年10月14日以前）


文章提纲
 ：

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没有固定不变的界限……

资产阶级革命


5.宗教

4.王朝

1.封建主

3.家庭

2.土地


无产阶级革命


苏维埃政权

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力量”

国家政权机构的利用

国内战争（教训，“学习”）

共产国际……


“战争的要素是危险。”

国家资本主义会把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后者恰恰是缺少联合）并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军队去联合”？……

我们正在为社会主义经济奠定基础（仅仅是基础）。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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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报告提纲

　　
［注：报告见本卷第180—201页。——编者注］



（1921年10月17日以前）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


1.不是直接按共产主义原则行事，而是“采取迂回接近的办法”。

2.失败和退却——为了新的进攻。

3.谁善于尽快利用，是资本家还是我们？

4.“同个人利益结合”……农民、工人、专家，在如何对待他们方面干了很多蠢事。

5.向承租者和资本家学习。

　严峻的、残酷无情的科学。

6.无论如何要提高生产。

　你们未编入任何机关？未编入甚至更好。

7.识字。扫除文盲，而不是想入非非和把扫除文盲委员会扫除掉。

　1920年7月19日。

　开一张不光彩的清单，把文盲多的省县列出来。

8.提高文化水平

　（在每一次伟大的政治变革以后，都要用很长时间来“消化”，“吸收”，学会利用，把粗粗草建的工程搞完善。）

9.加强法制……教会人们靠文化素养为法制而斗争，同时丝毫不忘记法制在革命中的界限。现在的祸患不在于此，而在于有大 量违法行为。

10.专门谈一谈贪污受贿问题。谁为反贪污受贿的斗争做了什么事情。

补10。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

11.生产宣传，介绍一些让农民一看就明白的经济方面的成绩，善于介绍、宣传和关注成绩。

12.经济建设中的实际成绩———这是实质之所在。一切都要用它来检验。

四项戒条：

13.总结

　　三大敌人：　　　　 （1）不要卖弄聪明，不要摆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　　　的架子，不要以大话掩盖疏忽大

　 这就是敌人　　　　　　　 意、无所作为、奥勃洛摩夫习气和

　　　　　　　　　　　　　　落后；

文盲　　　　　　　　　　{（2）要扫除文盲；　　贪污受贿　　　　　　　　

总结　　　　　　　　　　（4）要用经济建设的实际成绩来检验

　　　　　　　　　　　　　　 自己的一切工作，使你的话不致

　　　　　　　　　　　　　　 成为空话。





	载于1924年《青年近卫军》杂志第2—3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64—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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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阿·马·高尔基谈话时记的要点[243]


（1921年10月17日以前）

巴尔的摩的　　　　（高尔基）

　　教授　　　　　 29000印张

杰罗姆·　　　　　 战争时期的科学著作：

戴维斯　　　　　　100万美元

（1）格鲁姆－格尔日迈洛：炉膛

（2）燃料，水分解

（3）维尔纳茨基：地壳的构造

（4）库尔斯克＋克里木两个磁力异常区。




　　在我们这边的编辑人员有：

（经济学方面）奥萨德奇

（自然科学）平克维奇

（数学）斯切克洛夫

（天文学）伊万诺夫

（解剖学）通科夫

外科学？

接见平克维奇（星期六以前在此地，在莫斯科）。

　　通过高尔基去找。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66页

















[243]列宁同高尔基的谈话涉及出版彼得格勒科学家的著作问题。高尔基当时是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的负责人。



关于“100万美元”这段记录同在美国为伏尔加河流域饥民积极募集粮款的杰·戴维斯有关。戴维斯曾为救济饥民的事务来彼得格勒。高尔基在同列宁谈话前不久会晤过他。



高尔基出国后，阿·彼·平克维奇接替他主持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列宁在1921年10月19日就彼得格勒高等学校状况的问题接见了平克维奇。——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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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送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图表



［注：关于呈送图表的决定，见本卷第210页。——编者注］



（1921年10月21日）





	　　（这些图表一般应按月上报。个别情况例外，另行规定。）　　1.粮食

　　2.国内商业

　　　中央消费合作总社

　　3.私营商业

　　4.工业

　　5.煤

　　6.石油

　　7.木柴

　　8.页岩

9—14.主要工业部门　6—12

9—20.收成

6—12.各种收成或主要谷类收成

4—6.一年两三次

4—6.种类，合计

运输

1　铁路长度

1　机车数

1　车厢数

1　旅客/俄里

1　普特/俄里

1　水路运输；船舶数

1　水路运输；普特/俄里

1　公路运输

1　汽车数

1　普特/俄里数

20—38

出口业

6—12

国营农场

6—12

集体农庄

6—12

银行业

4—8

货币流通

4—8

劳动义务制

6—12

工会

4—8

会员人数及其他

国民教育

20—40

56—104

邮电人民委员部

6—12

卫生人民委员部

6—12

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

6—12

陆军人民委员部

6—12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

4—8

司法人民委员部

6—12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

6—12

内务人民委员部

4—8

苏维埃代表大会

其他代表大会

40—88

　　　　9—20

　　　 20—38

　　　 40—88

　　　 56—104

总计＝125—250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67—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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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提纲



［注：报告见本卷第216—233页。——编者注］



（1921年10月29日以前）

我讲的题目： 不是
 新经济政策， 而是
 对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这一革命策略和战略的评价。

在改行“新的”政策以前我们的经济政策错了吗？错了还是没错？如果错了，错在哪里？为什么？接着谈谈：承认错误有无实际意义？

举例：面对旅顺口的乃木。

强攻和围攻。

在什么意义上说强攻是错误的？（这种理解是否抹杀强攻者的英勇精神？是否抹杀 强攻的益处
 ？没有。如果能从错误中学习，如果能从中得到锻炼，那么，错误常常是有益的。）

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指出强攻是错误的才有益（甚至必要）？

几则引证。

1918年3月11日

和1918年4月29日

举个小例子：报纸上的广告。

我们知道，看到，说过：需要向“德国人”“学习”，需要组织性、纪律性、提高劳动生产率。

什么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这项工作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是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还是反对这个基础？

1921年春：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

以及————“商品交换”。

如果拿出租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来说，那么，已经有了无可置疑的成绩。（当然，在这方面也有一大堆局部性的错误和不象话的事情。）

举例：顿巴斯的小矿井（上交国家30％）。

但是商品交换要求（尽管没有说出来，但还是要求）不通过商业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迈步。

结果是：现实生活使商品交换失败了，以买卖取代了它。

从建设社会主义这场战争的革命策略和战略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又后退了一步，又一次退却。

而且这还不是最后的退却。甚至不是（为所有人）充分认识到的退却。

承认“错误”的益处和必要性就在于此！主张国家成为一个批发商，提醒防止“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其益处和必要性也在于此。

我们还要退多久？

不知道。这是无法知道的。

这种退却有无危险？这样做是否会增强敌人的力量？

“战争的要素是危险。”是有危险。是会增强。但是，任何其他的战略不仅会增强敌人的力量，而且会使他们获胜。

不要怕多次重做和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颓丧”吗？是“放弃阵地”吗？

狂妄自大！

消化（在文化上和经济上）伟大的政治变革和军事变革的成果。

工会要参加组织生产和参加管理吗？

参加还是不参加？

参加！

按老一套吗？

不。

一种工具有人会用，有人却不会用。

最后，四点结论。



三个主题：


（开始时指出这三个主题，结束时重提一下）

（α）在改变策略时对“错误”的理解（强攻和围攻；进攻和退却）。

（β）从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

（γ）从国家资本主义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

ε？（δ）这方面的一系列结论：第一次把事情做坏了，第二次重做就应当聪明一些，谨慎一些，稳一些，例如工会参加组织生产和参加管理这件事就如此。切忌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

δ？（ε）在伟大的政治变革和军事变革以后，要用很长时间在文化上和经济上消化它们。我们已经面临这项任务了。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70—472页















《列宁全集》第42卷


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巩固党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244]


（1921年12月22日）

第3部分第1条

不是停止，

而是 从严掌握


　或者是一年半和三年

　或者是九个月和 一年半
 ，但要在 
好几个党组织

 中有4/5＝80％的成员同意。

第4部分， 第1条


强调必须

（1）学习

（2）具有从事一系列实际工作以及公益活动和生产活动（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资历。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83页

















[244]这个文件看来是《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清党的决议草案的意见》（见本卷第316—317页）的初稿。——509。







《列宁全集》第42卷


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

《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报告的提纲



［注：报告见本卷第320—354页。——编者注］



（不晚于1921年12月23日）


政府的工作报告


α
 　1.题目：俄罗斯联邦的国内外形势，报告年度的总结和今后一年的任务。

　　 注意
 ：


β
 　　＋ 
未遭侵犯
 、没有战争
 的第一个报告年度。

2.国际形势：不稳定，但存在着某种均势（我在 共产国际
 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 
［注：见本卷第1—10页。——编者注］

 ）。


γ
 　　3.难以置信的事成为事实：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

国际革命的道路更加漫长，更加曲折。但 道路是正确的
 ，否则就不会有现在的局面（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

4.这种均势的因素是：

Ⅰ　　（α）我们顶住了各国的进攻

Ⅱ　5.（β）我们同 所有
 国家的工人和 
劳动者

 的团结比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 勾结
 ，力量更大、更强、更雄厚。

Ⅲ　6.（γ） 战争的后果：资本主义的瓦解正日益加深和加剧
 ，有国内的（经济危机， 货币问题
 ），也有“国外的”，也就是说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的压力，而这大约是全世界人口的5/7：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 10
 亿人， 此外
 ，还有受凡尔赛和约压制的战败国人口达 25000万人
 。

总之＝我们比一切国家弱（在物质上；在军事上；在目前）， 
我们又比一切国家强

 。怎样强？为什么强？因为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由于战争影响在战后的发展 正如我们所预见的那样
 。

7.当前破坏均势的危险是：





	　　（α）
波兰

（β）
罗马尼亚






	主战派　　（γ）
芬兰












	　　美国10000（万）英国4000

法国4000

日本6000

　　24000　略少于25000万
 ＝全世界人口的1/7。




	　　
华盛顿会议

 　　四个帝国主义　　　　　　　强国的同盟









　　8.一系列通商条约　 
或

 发展中的贸易关系：

　　同英国

　　　瑞典

　　　德国

　　　挪威

　　　其他国家

1921年从国外进口新机车？



关于运输

 ：

向国外订购 机车
 　1000台瑞典的

　　　　　　　＋ 700台德国的。

1921年到货的有 13台瑞典的
 ＋37台德国的



订购 
油罐车

 500辆加拿大的＋1000辆英国的。

正在运往新罗西斯克途中和已到货的196＋304＝500 
辆

 。

订购价值1550万金卢布的备件等。

已到货 60
 ％，价值900万卢布。



运输

 ：

在运输部门： 
燃料

 和 
粮食

 不足。

组织工作有所改进：

1920年——833000普特/俄里（每台机车一昼夜的平均运输量）

1921年——1014000

1920年：56700万普特（内河运输量）

1921年：60600万

9.贸易关系和 
对外联系

 ＝我国大工业的振兴。谈谈 国内
 形势。

俄国的对外贸易：

　 进口量　　　 出口量　 （单位万普特）（单位万普特）

进口量

三年（1918，1919，

　　　　　　　 1920）＝1730　　 250

1921年一年（11个月）＝5000　　1160

1921年第一季度　　　　　290　　　50

1921年第二季度　　　　　840　　 210

1921年第三季度　　　　 2420　　 290

10.国内形势。谈谈所谓“新经济政策”。

11.可以说，向前跑得太远，先锋队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恢复大工业的工作拖延下来了。

12.既然存在着大量的小农，那么这样的国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就必须：

要么最迅速地恢复大工业，或者有繁荣的大工业，以便满足农民对产品的需要，

要么通过商业使无产阶级国家同大量的小农结合起来，建立联系，结成经济联盟。

13.我们曾试图实现第一种可能性，但没有成功。如果否认这一点，加以掩饰，害怕承认它，那是错误的。

由于战争和贫穷，我们曾经不得不试行最革命的方法，尽量限制商业，实行余粮收集制和最大限度的国家分配，否则我们就不能赢得战争，就不能“粉碎”资产阶级的抵制和“挑衅”。现在我们已经将其粉碎，迫使资产阶级屈服。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实行比较循序渐进的过渡。

14.过去我们在经济上没有得到农民充分的支持；工农经济联盟不够牢固，这与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牢固的联盟是不相适应的。

目前我们在实行战略退却，它将在不久的将来给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宽阔的进攻正面，使我们同千百万小农、同农民群众在经济上极其牢固地结合起来，使我们的联盟——工农联盟，即我们整个苏维埃革命、我们整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立于不败之地。

15.我们在退（我们不怕承认这一点；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产生错觉和自我欺骗。害怕真理将招致灭亡）

———向何处？

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租让制）上去　　　 注意

退到合作制的资本主义上去　　　　　 还要退到

退到私人资本主义上去　　　　　　　 商业上去

16.这个退却任务的实质是：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满足其最迫切的经济需要，建立牢固的经济联盟，首先提高生产力，恢复大工业。

商业，工农业间的流转（在国家的监督下）。

17.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及其最近三个月的贸易额。

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国内商业的增长：






［注：列宁在手稿上把这一条删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23.电气化。关于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小册子[245]——卡希拉电站和乌特金湾电站即将于1922年春季竣工


25.在政治变革以后要用很长时间（小生产者愈多，文盲愈多，时间就愈长）消化这个变革。

文化工作和经济工作。




我们的任务＝世界性的任务：大工业（人口中的少数）和亿万落后的小农。

我们一定会解决这项任务：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最终胜利。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84—493页

















[245]指由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审订出版的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518。



[246]这里指的是1921年12月8日《经济生活报》第276号刊登的工程师Ｂ.П.莱维的《俄国的电力供应（概况）》一文。文章中评述了1917年到1921年年中俄国的供电情况。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使用了该文中的数字。——519。







《列宁全集》第42卷


《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的要点



［注：草案初稿见本卷第365—376页。——编者注］



（1921年12月28—30日）


1

1.新经济政策标志着苏维埃政权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一活动发展的新时期（和新转折），它要求重新研究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并考虑这方面的一系列新情况。

（1）产生资本主义并容许它存在

（2）国营企业实行新的原则

（3）以另一种速度、通过另一些途径、用“新的迂回方法”实行整个过渡。

2.　　2.私营的资本主义企业。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5.　　3.维护的主要方式不是罢工（但决不是一概不使用这种手段），而是向工人国家的机关申诉。

3.　　4.国营企业“ 
不亏损

 ”，“有赢利”。

　　也是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4.　　5.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和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阶级斗争（只要有阶级存在，现在和将来都会有阶级斗争）的根本区别（罢工及其作用）。


6
 .对企业管理的态度。{{全部权力}}

　个人管理制和不干预。

与 6
 有关。要作出成绩就必须拥有全部权力。

发放工作服、各种供应品和纸币，以及规定发放的数额，均由工厂管理机构负责。

形式——个人管理制。

不干预。


7
 .学习管理。

关键在于：

　　　　（α）参加各机关的工作。　　　＋生产宣传

　　　　（β）有发言权。

　　　　（γ）充分交流情况和讨论。　　 ＋计划工作

　　　　（δ）推荐候选人，　　　　　　 ＋从采购原料到销售

　　　　　　　登记，评议，

　　　　　　　调动他们的工作。





	（注意
	‖　　＋（e）从观察和评价
私人企业主

 的工作中学习。　＋
纪律审判会

 。









与7有关
 　　分配供应品　　　 制定(参加制定) 　　　　十不是发表宣言

　　　 标准 　　　　　　　　　十不是制定“重大政策”

　　　 讨论出租问题

与7有关：工会在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机关和国家机关中的作用。

1.　（1）参加经济机关和 
国家

 机关的 
人事安排



　　讨论候选一人；

　　有发言权

（2）并参加上述机关(当部务委员，当专家的助手或 相反
 ）

2.　（3）从工人中培养行政管理人员

　　　　　几十个好的和几百个还不错的

　　　　　几百个优秀的和几千个还不错的。

（4）系统登记并拟定候选人名单。

3.　（5）包括参加计划机关的工作。

（6）参加国家机关对所有工业问题和工业管理问题的讨论。

4.　（7）生产宣传。

5.　（8）系统地熟悉工业从采购原料到销售产品的全部工作。

6.　（9）包括：

　　　制定工资率和供给标准。

　　　　　纪律审判会应同管理机构的权限，同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作用真正区别开来……

与6有关　(10)纪律审判会不应变成一般的法庭。

7.　（α）无产阶级“从 资本主义
 向 社会主义
 过渡的国家的阶级支柱。

（β）工会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在其 一切
 经济工作中的合作者。

（γ）共产主义的学校，特别是 学习管理的学校
 。

总结：学习管理。重点不是制定一般的或重大的政策(这由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负责)，而是进行实际的、切实的工作，教群众怎样管理。

8.两种矛盾的职能的必然结合：

与14有关？　｛说服与强制

　　　　　维护与压制｝

　　　　｛既按照军事方式

　　　　　又不按照军事方式｝

　这是实际生活的矛盾。关键全在于此。

8. 　9. 
联系群众

 。

　生活在 群众
 之中。

　了解 情绪
 。

　了解 
一切

 。

　理解群众。

　善于接近。

　赢得群众的 绝对
 信任

　领导者不脱离所领导的群众，先锋队不脱离整个劳动大军。

与8有关？10.善于把说服与强制结合起来。

与14有关？



补

 5？　11.改为 
自愿

 入会制。

　　　权利和义务。

　　　共产主义的学校：

　　　　　愚昧状态和党的水平之间的梯级。

　 12.对专家的态度。

　　　避免两种极端。

　　　杀害与自杀( 奥登博格尔
 ？)。

　　　举例。可耻的事。

与14有关？13.不讨好群众，不脱离群众。

　　　14.联合组织，——解决冲突——解决矛盾：

　　　　　　　｛共产党

　　　　　　　　＋共产国际｝

15.更换上层领导，把不适合的人调往其他部门。

9：　（1）说服与强制……

（2）维护与压制……

（3）考虑到偏见和落后——不姑息，不讨好，而是提高……

（4）既按照军事方式——又不按照军事方式……

（αα）一切 学校
 的矛盾（共产主义的学校）

（ββ）过渡时期的矛盾。

两个具体结论：（1）机智；（2）共产国际。

10： 工会和专家
 。

（1）在乌拉尔和顿巴斯发生的打死工程师的事件。

（2）奥登博格尔的自杀。

（3）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责任比工会大。

（4）问题不在于责任。

　　工会担负的一项最艰巨、最经常性的工作。

（5）要象爱护眼珠那样——否则就等于零。

11：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以及无政府主义者

 ）的独特的作用——工会运动中最后一批 在思想上
 维护资本主义的人。

同他们进行斗争并逐步 
根除

 他们的主要场所。


2

1.新经济政策和工会。

2.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会。

3.国营企业的经济核算制和工会。

4.在资本家掌握国家政权的国家中和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国家中阶级斗争的根本区别。

5.维护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方法。

5.改为自愿入会制。

6.工会对企业管理的态度。

7.工会在无产阶级国家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8
 .联系无产阶级群众是工会的主要任务和基础“共产主义的学校”。

9.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工会任务的矛盾方面。

　　　　（8＋10＋13）


9
 .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会处境的矛盾
 。

与9有关。10.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

10.　11.工会和“专家”。

11.　12.更换工会领导成员问题。





	载于1958年《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94—500页















《列宁全集》第42卷


《政论家札记》一文的两个提纲[247]


（1922年1—2月）


1

文章提纲

（1922年1月）

（ａ）“登山家”……在喜马拉雅山。

（ｂ）莱维和塞拉蒂＋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

（ｃ）不用比喻。

（ｄ）“共产党员的妄自尊大”。

　　　过分醉心于行政手段。

　　　引证托多尔斯基书中的话，第61—62页。[248]

　　　　　　关于工会的决议。

　　　　　　用法令来进行宣传的阶段

（ｅ）西欧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和英国的选举。

　　　对孟什维克的态度。

6.结论中， 共产主义的
 观点

　　　　　　　　　简要地

资产阶级及其主动性

　　　　　　　　 详细地

7.不光采的事实（朝鲜）以及由于他们可能会和大概会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发动“攻势”而产生的一些难题，这从根本上说是很重要的。

8. 
［注：列宁在手稿上把这个提纲整个删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2

1922年1月和2月


《政论家札记》一文提纲和开头
 ：





	§I：论攀登高山
［注：列宁在手稿上把这句话删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打个比方
 ”（1-4
 ）。§II：“不用比喻
 “（4-8
 ）。

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
［注：列宁在手稿上把这一段和下一段删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

高于以前的一切革命。


不朽的成就
 。




	列入标题：论热那亚会议，论俄军 撤离格鲁吉亚，论孟什维克 的合法化，论捉狐狸，等等。







	



	（（a））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离婚和农奴主皮·亚。索罗金，”）。《经济学家》杂志第1期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编者注］










	§“
纯粹民主派
 —他们就是农奴主

 ”（同样是辩证法）。

§

“
理想的三驾马车

 ”：马尔托夫、切尔诺夫和无政府主义者。它对于资本家是“理想的”：理想上纯粹的，——愚蠢的，——学究气的，——毫无用处的——学理主义的，——方便的，——有权威的（对于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是理想的），——软弱无力的，——夸夸其谈的，等等。

　





	（（β））退出帝国主义战争
［注：列宁在手稿上把这一条和下一条删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γ））苏维埃国家。

　







‖ 
注意

 ：

什么时候可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业 已奠定
 呢？当能够保证同农民进行产品交换的时候。当能够 从经济上
 满足农民需要的时候！！


‖注意




	退却
退到商业上去
 ：从经济上来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联系
 。


退到
 国家资本主义上去
 。

（同1918年4月相比）




	　（9月）（10月）（11月）（12月）注意：
中央消费合作总社

 100—300—600—1600
［注：见本卷每515页。——编者注］

 ＝“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经济”……

注意：数亿金卢布的利润


即使“理想的三驾马车”（马尔托夫＋切尔诺夫＋戈尔德曼）也摧毁不了。







	　　我们的法院和“国家（注 意）资本主义”。不是15000万卢布，　而是监狱

十

　和驱逐出境。




	§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

 。辩证地运用这个概念。







III：莱维和塞拉蒂：“街垒那一边”最左的人。




	
	　　§IV：目前：

党的状况：

党内有

伊·尼·斯米尔诺夫

争论俱乐部

波谢

诗人，

而党外有：莱维和塞拉蒂。









　　Ⅳ：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或共产党员的妄自尊大 
［注：这两个词列宁用的俄文是：комчванство和комспесь。——编者注］

 。　　俄语向英语方面发展。

　　新经济政策，——共产党，——工会，——苏维埃，——工人合作社，等等。 
［注：这里列宁用的都是缩写词：нэпо，——ком，——проф，——сов，——рабкооп，—еtс。——编者注］



　　店员（要精明，诚实，内行等等）

　　和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

　　　　　　　（同1918年4月相比。）

§ 
用谁的双手来建设共产主义？



引证托多尔斯基书中的话，第61-62页。

‖一百个资产者对一百个共产党员。‖





	“……谁过分醉心于行政手段……他就……”




	（我们多数人没有充分
 运用行政手段。）







　　关于工会的决议，决议的“精神”　　和对待决议的“共产党员妄自尊大”的态度。



用法令进行宣传的阶段

 和其他阶段。

文化工作，“ 
为文化而文化

 ” 
和小事

 ……19世纪80年代？

～～～～～～～～～～～～～～～～～～～～～～～～

……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和流派……

V：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 
无政府主义者

 ）的态度和统一战线。





	　　§ 1.博诺米和爱尔兰＋格鲁吉亚。　　　　我们的法律草案，

　　　　而社会民主党先生们，

　　　　在你们德国呢？
还有其



　　　　
他资产阶级政党呢？






	｛不少于5年驱逐出境

枪决｝









　　 
两条世界性的战线和

 “ 
中间派

 ”，即“ 
半布尔什维克

 ”，对比 
印度教徒

 —托尔斯泰主义者。英国的选举。

‖‖无情的斗争……和…… 
联盟

 ！！

　　　　　　　　 大致是
 ：

‖（a）论灰心的害处和论商业的好处。

‖（β）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γ）韦谢贡斯克的榜样。

‖（δ）论“理想的三驾马车”。

‖（ε）纯粹民主派——他们就是农奴主。

‖（ξ）论格鲁吉亚和热那亚会议。

‖（η）论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

‖（θ）论统一战线。英国的选举。

‖（ι）用法令进行宣传的阶段。

‖（χ）奥勃洛摩夫习气。

‖（λ）为文化而文化和小事。

‖（μ）“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和妄自尊大”。店员。

‖（ν）两条战线和中间派；印度教徒－托尔斯泰主义者。

‖（ξ）政策和行政手段。

‖（ο）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孟什维克的合法化。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501—505页

















[247]这是《政论家札记》一文（见本卷第447—455页）的两个提纲，其中第二个提纲是在文章已经写了一部分的时候拟的，“打个比方”和“不用比喻”后面括号里的数字指的就是已写出的手稿的页码。由于《政论家札记》一文没有写完（从提纲看共5章，只写了开头3章），提纲也就没有全部使用。提纲里的许多东西，列宁后来用到了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个别论点写入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529。



[248]指亚·伊·托多尔斯基的《持枪扶犁的一年》一书（1918年韦谢贡斯克出版）。列宁在《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一文中引证了该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01—404页）。——529。



[249]由于通货膨胀，当时工资数额都很大，工厂工人月平均工资是3421000卢布。——538。







《列宁全集》第42卷


对小人民委员会工作条例草案的意见

（1922年2月）


俄语不这么说

不这么说，改为 
事务性的

 或 
属于事务性的

 ——这样 
较好

 。

……

10.除第5条规定的以外，小人民委员会的一切 决定性的
 决定，即解决实质性问题的决定，都送人民委员会。而一切局部性 事件
 性的决定，如进行各种调查，收集必要的材料，把各种事项送有关部门处理，对各部门向小人民委员会提出的各种询问给予答复，以及人民委员会的行政工作和总务工作，都由小人民委员会用自己的名义最后决定，不交给大人民委员会。


＋建议增添：凡同莫斯科苏维埃有关的一切问题必须邀请其代表参加讨论。

＋必须邀请 
一切

 有关的人民委员部参加。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506页















《列宁全集》第42卷


年表

（1921年6月—1922年3月）


1921年


6月22日以前


列宁领导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拟订《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以代表大会决议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身分审阅主要决议的草案并提出意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言；会见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同他们谈话。

同《经济生活报》责任编辑加·伊·克鲁敏谈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该报的任务；请他把该报的责任编辑和专家的名单寄来。


6月22日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路·卡·马尔滕斯，说如果美国工人都能随身带来粮食、衣服和劳动工具，就全力支持吸收外国工人和专家建立工业侨民区的建议。

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米·瓦·雷库诺夫6月21日的来信，信中建议派共产党员加强人民委员部机关、在部务委员会中增加两三名实际工作者、利用原出口商人在国外推销商品、允许从贸易额中按一定的百分比提成奖励对外贸易工作人员。列宁写便条给雷库诺夫，表示基本同意他的各项建议，特别是关于吸收原出口商人的建议。

同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谢·叶·丘茨卡耶夫谈话，听取他关于在西伯利亚实行新经济政策情况的汇报；建议他把中央机关处理西伯利亚问题时办事拖拉的事实写成书面材料。

同副教育人民委员叶·亚·利特肯斯谈关于中央出版物发行处、国家出版社、职业教育总局的工作。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格达省和北德维纳省建立区域经济会议，关于在国外购买粮食等问题，以及关于发展制盐工业的措施的决定草案和关于打击私贩粮食活动的报告。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列宁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代表大会名誉主席。


6月23日


同阿·马·高尔基谈话，高尔基向列宁介绍艺术珍品选评专家委员会的工作的情况。


6月24日


致函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维·鲁·明仁斯基，请他尽量帮助阿·马·高尔基，拨给他艺术珍品选评专家委员会所需的两辆汽车。

主持人民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苏维埃机关职员实行集体劳动报酬制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打击私贩粮食活动、关于西伯利亚粮食工作队以及渔业和鱼品工业总管理局所属渔船煤炭供应等问题，以及关于无线电建设的决定草案。

同全俄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阿尔乔姆（费·安·谢尔盖耶夫）谈话。


6月25日


函告粮食人民委员部驻对外贸易委员会的代表莫·伊·弗鲁姆金，已读了专门委员会关于从国外购买粮食的建议并表示同意，建议将这个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伊·阿·泰奥多罗维奇关于同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的饥荒作斗争的措施的报告、关于清党问题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在国外购买粮食等问题。

审阅俄国教学地图集材料并作补充；致函地图绘制委员会主席B．．凯萨罗夫和国家出版社彼得格勒分社社长伊·约·约诺夫，请他们告知地图集完成的日期和委员会各委员的分工，并在付印前把地图集的文字说明和地图寄来。

签署给劳动人民委员部关于保证卡希拉电站工程劳动力的措施的公函。


6月26日和7月2日之间


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1921年6月20日从伦敦的来信，信中汇报同英国企业家兼金融家莱·厄克特谈判向该人提供矿藏开采租让项目的情况，请求于7月5日之前告知可以向厄克特提供租让项目的条件。列宁就租让条件问题起草给克拉辛的电报稿。


6月27日


分别签署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路·卡·马尔滕斯和莫斯科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瓦·马·利哈乔夫的信，信中请他们对美国工人集资建立莫斯科第36缝纫厂给予全面有力的支持，消除各方面的拖拉作风。


6月28日


致函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说阿·马·高尔基送来了要在1921年6月2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关于成立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的草案。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苏维埃机关职员实行集体劳动报酬制的决定草案》作补充。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审议关于苏维埃机关职员实行集体劳动报酬制的决定草案，接受列宁提出的补充意见，并通过该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运送私人货物的铁路运价、关于是播种秋播地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在意大利社会党书记康·拉查理发言时作笔记和起草讲话提纲，然后就意大利问题发表讲话，指出：“真正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就是跟机会主义一刀两断。”


6月29日


上午，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中央居民疏散管理局等问题。

主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会议。会议批准《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

晚上，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工作有关的问题、列·达·托洛茨基关于特别任务部队的报告、阿·马·高尔基关于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的建议以及其他问题。


6月30日


同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副主席格·德·瞿鲁巴谈话，指示在柏林订购卡希拉电站工程所需的设备；请瞿鲁巴持信去找俄罗斯联邦驻德国商务代表波·斯·斯托莫尼亚科夫，列宁在信中请斯托莫尼亚科夫予以多方面帮助。

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修缮大剧院的决定》。


6月


写《论“丧失阶级特性”的小册子的提纲》（小册子没有写成）。

7月初

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亚·阿·科罗斯捷廖夫谈设立经济部门促进委员会一事，支持他就这一问题在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作报告。


7月1日


上午，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作捍卫共产国际策略的讲话。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按期供应运输部门工厂粮食、关于俄罗斯联邦歉收地区播种秋播地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7月2日


致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谈对他的《致我们的批评家们》一文第一稿的印象，并就如何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报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提出建议。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批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的负责工作人员的新工资表、关于国际工会代表大会等问题。会议在讨论向莱·厄克特提供租让项目问题时，基本通过列宁提出的决议草案。


7月3日


签署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俄共（布）中央给图拉、奥廖尔、库尔斯克、坦波夫等省省委的电报。鉴于产粮省歉收，电报指示这些省抓紧征收实物税。


7月4日


写《关于国家经济“计划”的几点想法》（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

致电在梯弗利斯的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请他报告他们为巴库以及为发展对外贸易做了些什么；建议不要打断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的休养。

同俄罗斯联邦驻德国商务代表波·斯·斯托莫尼亚科夫谈为卡希拉电站订购货物问题。


7月5日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用德语作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

不晚于7月6日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休息时遇见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瞿秋白，就他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谈，并向他推荐几篇关于东方问题的材料。


7月6日


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策略问题委员会会议。会议修订共产国际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列宁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博·什麦拉尔发言时作笔记；写发言提纲并在会上发言。

签署给在哈尔科夫的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米·康·弗拉基米罗夫的电报，指示采取坚决措施为顿巴斯提供三个月的粮食并将此事通知乌克兰的全体粮食工作人员。

写对共产国际《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两点建议。


7月7日


致函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策略问题委员会会议参加者，就自己7月

6日的发言向匈牙利共产党人作解释。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任命五人清党小组、关于出售珍宝、关于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关于顿巴斯状况等问题，以及剿匪委员会的报告。


7月8日


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关于企业奖励问题的建议。

根据医生的意见，向俄共（布）中央组织局请假一个月，假期内仍将出席政治局、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每周二至三次，每次二至三小时。

主持人民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讨论苏维埃机关职员实行集体劳动报酬制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对企业职工实行集体供应制、关于集中研究一个机关的财务问题等事项。


不晚于7月9日


写《关于战胜饥荒的措施和加强经济工作的意见》。


7月9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加强粮食工作等问题，以及中央关于清党的通告信。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准许列宁休假一个月，在休假期间只参加政治局会议，除经中央书记处决定的特殊情况外，不参加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

读奥·威·库西宁和威·克南起草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提纲》草案；用德文致函库西宁和克南，对草案提出两点补充意见。

出席有俄共（布）中央委员参加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德国代表团会议，并多次发言。


不早于7月9日


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1921年7月9日的来信，信中说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弗·南森来电建议，在外国代表参加监督分配的条件下向莫斯科居民寄运粮食。契切林认为应接受南森的建议。列宁把信批转给格·叶·季诺维也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表示可作为例外情况予以同意。


7月10日


致函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指示采取措施，抓紧粮食采购工作和商品交换工作，改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粮食的供应。

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在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作补充。


不晚于7月11日


写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文章的提纲（文章没有写成）。

写《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7月11日


出席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在会议进程中作笔记。


7月12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红色工会国际的某些国家代表请求释放被捕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建立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等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讨论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参照各人民委员部的申请分配2000万金卢布供各部在国外购买货物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扩大大型国营企业权限的条例草案、关于监督进口货物实际利用情况的措施以及其他问题。

由莫斯科去哥尔克度假。


7月13日


致函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米·马·鲍罗廷，请他收集有关美国工农党的材料并就这个问题写一个简短报告。


7月15日


从哥尔克返回莫斯科。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俄共（布）中央例行全会、关于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写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由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组织商品交换的决定草案的意见。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在中国东北购买粮食等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的建筑工人的粮食供应的决定草案、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7月12日任命的黄金分配方案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7月16日


给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代表大会写贺信。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任命驻柏林全权代表、关于合作社会议、关于清党、关于出版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和为他建立纪念碑等问题，以及关于剿匪的声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经济政策的提纲。


7月17日


口授给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询问约·维·斯大林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尼·亚·列斯克的健康情况，还指出非常需要向土耳其承租巴统南面的铜矿。

口授给列·波·克拉辛的电话稿，请他在俄罗斯联邦驻德国商务代表波·斯·斯托莫尼亚科夫动身赴柏林之前，同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副主席格·德·瞿鲁巴商妥卡希拉电站工程所需物资鲜采购和运送问题。

签署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号召书《投入新的工作，新的战斗！致世界各国男女工人》。


7月18日


给革命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写贺信。


7月19日


打电话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波·加米涅夫，支持加里宁的建议：从收获的每一普特粮食中额外征收一俄磅用以救济伏尔加河流域的饥民。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发展燃料工业措施等问题。


7月20日以前


同代表德国统一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弗·黑克尔特谈话，就被德国工会开除的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地方团体另建组织的问题交换意见。


7月20日


读原鞑靼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萨·赛德－加利耶夫1921年7月18日的来信，信中询问俄罗斯联邦中那些小的共和国有无存在的必要等问题。列宁在来信页边对所提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认为小的共和国不但有必要存在，而且还要长期存在，过去的统治民族中的共产党员对小的共和国中的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只能起助手作用。

用德文致函德国工会出席红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成员理·弥勒和亨·马尔察恩，告知同弗·黑克尔特的谈话内容，认为被德国工会开除的共产党活动家应当通过某种方式组织起来。

收到哥尔克农民邀请参加庆祝该村实现电气化大会的信；复信致贺，并说明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应邀出席。


7月21日


用电话向秘书口授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对他的《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7月22日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煤炭总委员会瓦·米·巴扎诺夫，或谢·阿·格佐夫，请他们设法尽快在国外为顿巴斯购买割煤机。


7月23日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关于拨款

1200万金卢布为饥荒省份购买种子等问题的决定草案。


7月25日


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1921年7月24日给亚·李·舍印曼的信件副本，信中认为必须尽快出版揭露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活动的文集。列宁在信的下方给契切林写了回信，并为俄共（布）中央组织局起草相应的决定。


7月26日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用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批准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提出的关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粮食分配的建议。


7月27日


会见即将回国的克·蔡特金，同她就德国共产党一系列最重要的策略问题以及当前的任务交换意见。列宁强调指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是共产国际活动的转折点。


7月28日


写便条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意中央统计局局长帕·伊·波波夫关于左乌克兰征收粮食税的数额的建议，提议把这一问题交政治局会议最后决定。

读《关于西伯利亚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构的组织形式》提纲，就西伯利亚领导机构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提出建议。

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撤销对列·达·托洛茨基去乌克兰做粮食工作的任命、关于军队转向经济工作的决定。

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克·蔡特金谈话的内容；表示赞同她所说的共产党人应支持全体德国工人联合起来反对资本的进攻。


7月28日和8月2日之间


审阅在莫斯科用德文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和决议。


7月29日以后


在哥尔克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谈实现国家电气化计划、电气化前景及其对国家将来发展的意义等问题。


7月30日


致函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埃·捷尔任斯基，询问斯维里河建筑工地的资产阶级专家多人被捕一案。


8月1日


致函．．米雅斯尼科夫，认为《伤脑筋的问题》一文有明显的错误，问他想要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什么样的“出版自由”。


8月2日


写《告国际无产阶级书》，呼吁各国劳动者援助苏维埃共和国发生饥荒的省份。

写《告乌克兰农民书》，号召大力帮助伏尔加河流域挨饿的工人和农民。

致函中央档案局副局长弗·维·阿多拉茨基，谈对阿多拉茨基为《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中的理论和政治》（阿多拉茨基受列宁委托编辑的书信集）写的序言的印象；建议阿多拉茨基在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时，把书信摘录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同《资本论》结合起来。


8月3日


同英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托马斯·贝尔谈话，详细询问关于英共的组成和英共在工人中的影响以及英国工人运动等情况。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新粮收获前的粮食供应问题。


8月4日


致函副粮食人民委员莫·伊·弗鲁姆金，谈加速征收粮食税的措施，建议增调部队去征收粮食税，对迅速交齐者给予奖励，对拖欠粮食税的富裕农民给予严惩。


8月5日


致函．．米雅斯尼科夫，谈“出版自由”问题。


8月8日


上午，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关于增加乌克兰货币数量的建议和关于同罗马尼亚的关系的建议。会议还讨论了中央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违反党纪等问题。

晚上，继续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在讨论同饥荒作斗争的措施和粮食税问题时，提议召开在莫斯科的从事军事工作的中央委员会议，以便仔细研究如何贯彻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同饥荒作斗争的各项建议；在讨论交通运输问题时，写《对费·埃·捷尔任斯基关于运输业问题的几点结论的意见》。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组织局的组成、米·伊·加里宁视察各饥荒省份等问题。


8月9日


上午，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这次全会会议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列席。列宁就中央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违反党纪问题发言，建议把施略普尼柯夫从党中央和党内清除出去。

上午，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

读阿·马·高尔基的来信，得知高尔基身患重病。列宁复信高尔基，劝他动身去国外治疗，在那里既可以疗养，又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晚上，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建议抓紧把军队转到经济工作上去，并委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拟订相应的措施。全会就列宁的建议通过决议。全会通过关于让列宁继续休息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军队的状况、关于米·瓦·伏龙芝作为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代表访问土耳其、关于改善苏维埃职员的生活，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措施、关于任命亚·亚·索尔茨和瓦·弗·库拉耶夫为《真理报》编辑等问题。


8月12日


签署给西伯利亚各领导机关的电报，电报指示它们从1921年8月15日

起，每昼夜向莫斯科发出一趟有30车皮的直达运粮列车。


8月13日


读英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托马斯·贝尔8月7日的来信，信中通报了南威尔士罢工和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决定参加第三国际的消息。列宁用英文复信贝尔，感谢他来信报告这一消息，并建议在这一地区建立真正群众性的共产党，出版工人的日报。


8月14日


写《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


8月16日


致函中央统计局局长帕·伊·波波夫，对送来的日常工业统计材料表示不满，批评中央统计局是官僚主义机关，指示必须加速改造中央统计局的管理工作，并提出改进该局工作的具体措施。


8月20日


写《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一文。


8月22日


打电话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要他特别注意约·莱·厄克特承租克什特姆工厂以及其他许多铜矿的问题，认为重要的是要使这位承租者做到：首先，保证我们应得的提成，并在短期内交给我们；其次，使我们能从承租者那里得到发展我们自己的矿业所必需的设备。

打电话给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请他找到并寄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德文版序言；指示必须在国外报刊，特别是共产党报刊上广泛宣传救济苏维埃俄国饥民的事情。


8月23日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关于全俄各省农业合作总社代表大会等问题的决议草案。

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进行调查的决定。


8月24日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批准组织局1921年8月22日关于中央鼓动部工作的决定，赞成约·维·斯大林关于建立外高加索各共和国经济局的建议。


8月24日和27日之间


看《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一文的校样，并作补充和修改，指示秘书赶快把校样寄给《真理报》编辑部。


8月25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鉴于美国救济署的工作人员即将抵达俄国，列宁建议成立专门委员会拟订相应措施，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会议还讨论了列宁关于设立国际工人运动资料选编机构的建议，以及关于修改人民委员会关于手工业和农业合作社的法令、关于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等问题。


8月26日以前


同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副主席格·德·瞿鲁巴谈话，听取他关于委员会内部情况的汇报。

同建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季·弗·萨普龙诺夫谈话，要他们在工作中支援格·德·瞿鲁巴。


8月26日


就白卫军首领罗·费·温格恩男爵一案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尽快公开审判并处以枪决。


8月27日


致函小人民委员会主席阿·谢·基谢廖夫或副主席，指示必须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代表以及小人民委员会主席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制定相应法令，使劳务等等的收费制同工人的工资及其生活状况相适应。


8月29日


致函俄共（布）中央组织局，请组织局要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务必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一起到里加去疗养一个月。


8月31日


读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工程师罗·爱·克拉松的来信，在信上作批注，画着重线，并要秘书将信抄送有关方面。复函克拉松，提出立即对泥炭脱水法进行技术鉴定，然后决定关于调拨粮食和外汇的问题。

致函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叶·萨·瓦尔加并附关于建立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情报所的提纲。


夏天


同从英国回来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谈在国外购买粮食的问题。


9月1日


致函《经济生活报》编辑部，谈该报成为劳动国防委员会机关报后的基本任务。

读中央统计局送来的工作计划，致函中央统计局局长帕·伊·波波夫或副局长，向他提出压缩此项计划的具体建议。

写信向赠送列宁绣像的波斯手工艺人致谢，并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阿·萨·叶努基泽转寄。


9月2日以前


就试制扩音器和收音机的问题致函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


9月2日


致函邮电人民委员瓦·萨·多夫加列夫斯基，请他汇报莫斯科中央无线电台工作情况以及扩音器和收音机的制造情况。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列宁未出席）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统计欧洲工人捐款的决定。


9月3日


致函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谈同拖拉作风作斗争的措施。

致函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请他了解并汇报劳动国防委员会输出特别委员会和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工作情况。

用电话向人民委员会秘书玛·伊·格利亚谢尔口授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的信，信中请他经常报告外国工人为援助俄国饥民而开展的捐款活动的确切消息。


9月4日


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转来的国际赈济俄国饥民委员会主席约·努兰斯的照会，照会声称有权监督粮食分配，并要求准许考察组进入苏维埃俄国作实地考察，实际上是要干涉苏维埃国家的内政。列宁致函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坚决拒绝努兰斯的这个要求，并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复照努兰斯的决定。


9月5日以前


读中央统计局局长帕·伊·波波夫的便条，波波夫请求列宁接见他，并就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中央统计局与共和国其他统计机关的关系、中央统计局的工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列宁在便条上批示同意。


9月5日


致函俄共（布）中央统计处处长H．H．索洛维约夫，请他统计各地共产党员担任苏维埃职务的较为详尽的材料。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中央政治局通过以下决议：批准西伯利亚局关于把在远东被俘的反革命头目之—罗·费·温格恩男爵留在西伯利亚受审的请示；成立专门委员会，审查俄共（布）党团1921年9月4日在全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全国工作会议上就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报告通过的决议。


9月5日或6日


写《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给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指示的决定草案的补充》。


9月6日


签署给燃料总管理局的电话稿，指示采取措施供应卡希拉电站工程足够数量的煤炭。


9月7日


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动用黄金储备问题的决定。

签署给利洛姆纳工厂的电报，指示火速完成卡希拉电站工程所需的全部订货。


9月8日


写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电话稿，指示立即拨给沃尔霍夫水电站必要数量的现款，以保证工程进行。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批准专门委员会关于改进交通人民委员部内部组织的决定。


9月11日和17日之间


接见里杰尔矿矿长．．多姆年科，在谈话中对该矿劳动生产率和修复E设备等问题表示关切。


9月12日


致电各区域、省经济会议，要求严格检查和缩减由国家供应的企业的数目。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电力局局长尼·尼·瓦什科夫，指示尽最大努力按卡希拉电站工程规定的期限准确无误地供应该工程所需电工器材并将供应情况报告送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签署给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的电话稿，请他采取措施按时供应卡希拉电站工程粮食和饲料。

签署给吉尔吉斯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电报，指示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发布特别命令之前不得中断里杰尔矿的工作。


9月13日


致函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说经常收到反映克里木和高加索疗养地的情况极为糟糕的材料，请他提供有关疗养地的详细准确的情况。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属莫斯科联合企业公司的问题时，提出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签订合同的建议；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自由出售莫斯科库存书籍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外债、关于例行党代表会议、关于例行中央全会、关于土耳其斯坦事务、关于调拨金卢布为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到国外购买货物、关于黄金储备等问题。

致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驻土耳其斯坦、布哈拉和花拉子模特派员阿·阿·越飞，请他详报土耳其斯坦情况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米·巴·托姆斯基和俄共（布）中央土耳其斯坦局委员格·伊·萨法罗夫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要他特别注意保护当地民族的利益，并取得他们的信任。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1921年9月9日任命的厄克特承租问题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工资政策提纲以及对人民委员会1921年8月23日关于国家食盐专卖的决定的第8条和第9条的修改等问题。


9月14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由里杰尔和埃基巴斯图兹的工厂和矿山以及其他厂矿组成托拉斯的提议，并起草关于这个问题和关于黄金储备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国家银行、关于国家纸币印刷厂管理局等问题。


9月15日


写便条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中央政治局，建议就请党中推荐人问题作以下规定：“只有与被推荐人在某一党组织内一起工作、亲自观察其工作一年以上的人，才准许担任推荐人。”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就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延期举行外债谈判的建议所作的决定。


9月16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政治局会议、关于黄金储备、关于俄罗斯联邦中央统计局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中央统计局的协议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国家珍品收藏工作列为紧要工作的问题作报告。会议讨论劳动国防委员会任命的出版事业委员会的报告、燃料总管理局关于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煤炭工业的状况和增产煤炭的措施的报告，以及关于组织社会劳动为伏尔加河流域饥民供应燃料、关于供应彼得格勒木材浮运员工的粮食、关于实行集体供应、关于沃尔霍夫水电站等问题。


9月17日


参加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代表的商品交换问题讨论会；在听取发言时作记录。


9月19日


接见到苏维埃俄国参加经济建设的美国工人和工程师小组代表塞·尤·鲁特格尔斯、赫·卡尔弗特、威·海伍德，同他们商谈把西伯利亚的纳杰日金斯基工厂和库兹涅茨克煤田的一部分交给他们经营的问题以及在该地建立工业侨民区问题。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瓦·弗·古比雪夫，告知同美国工人和工程师小组代表谈话的内容以及他们提出的有关建议，请古比雪夫予以考虑。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就专门委员会提出的裁减红军的办法所作的决定。


9月20日


为《真理报》写题为《关于清党》的社论。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彼得格勒党组织状况问题的决定。

接见诺夫哥罗德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帕昆，同他谈该省的粮食

BP状况以及恢复工业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为研究整个财政政策问题而于1921年7月3日任命的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建立粮食储备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9月21日


同从彼得格勒回来的卡·伯·拉狄克谈话，听取他关于该市情况的汇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被选入彼得格勒党组织问题专门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政治局会议日期、关于波兰、关于在莫斯科创办法文非党报纸等问题。


9月22日


致函瓦·弗·古比雪夫，并附美国来俄工人的保证书草稿。

致函副交通人民委员瓦·瓦·佛敏、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乌共（布）中央书记费·雅·柯恩，请他们根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9月21日决议，召集交通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代表开会，研究给乌克兰增加车皮数量和增加存放粮食的库房问题；请将会议结果向列宁作书面报告并抄送中央书记处。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在波兰1921年9月18日发出最后通牒后通过关于军队暂停复员的决定。

上午11时，接见阿·马·高尔基，同他谈出版彼得格勒学者的学术著作问题；谈话时记下要点。


9月23日


致函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瓦·亚·阿瓦涅索夫，说每天都有来信反映对卡希拉电站工程的粮食供应时常中断，要求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查处有关负责人。

在中央档案局副局长弗·维·阿多拉茨基给正在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达·波·梁赞诺夫的信上写附言，支持阿多拉茨基关于在德国搜集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发表的书信的请求，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批准彼得格勒党组织问题专门委员会的决定。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民警的粮食供应办法、关于粮食公债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运送复员军人、关于劳动部队、关于穆甘草原的灌溉等问题。

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阿·波格丹诺夫谈关于用美国机器加快公路建设的问题。


9月24日


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认为需要以简表形式在《真理报》上报道国外工人募捐救济俄国饥民的情况。

分别同小人民委员会主席阿·谢·基谢廖夫、地理学家H．H．巴兰斯基、彼得格勒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副主席阿·彼·平克维奇等谈话。


9月26日以前


委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留心莫斯科大剧院修缮和改建工作的进展情况。


9月26日


致函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请他立即召集有泥炭总委员会主席伊·伊·拉德琴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伊·捷·斯米尔加、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莫·伊·弗鲁姆金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阿塞拜疆石油委员会关于保留在一定条件下独立进行对外贸易的权利的请示，并把研究结果于1921年9月30日上报劳动国防委员会。


9月27日


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供应管理局局长伊·卡·叶若夫，要他简要汇报仓库管理工作的改进情况以及同盗窃行为和拖拉作风作斗争的措施。

写《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的问题》（给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的信）。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和省国民教育局的条例草案、关于伏尔加—里海运河移交给交通人民委员部管辖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小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关于发行新卢布的办法和日期等问题。


9月28日


致函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请他同劳动国防委员会机关报《经济生活报》责任编辑加·伊·克鲁敏商定发表高加索通讯的问题。

分别接见副粮食人民委员莫·伊·弗鲁姆金、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埃·捷尔任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约·斯·温什利赫特。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取消对货币流转和物资流转的事先监督，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粮食年度计划的报告，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国家供应计划的报告，劳动国防委员会全权工作委员会关于恢复和发展巴库、格罗兹尼的石油工业和顿涅茨的煤炭工业的措施的报告，以及关于确定1921年9月30日召开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会议等问题。


9月29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加强出口工作的决定草案、关于军队、关于外交档案、关于对在波兰的原白卫军士兵实行大赦等问题。

致函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认为工业企业农场总管理局下属的一些国营农场的模范工作具有重大意义，要他抓紧此事，把支援国营农场的问题提交小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审议。

接见美国工会活动家悉·希尔曼，谈建立援助苏维埃俄国恢复经济的俄美工业公司的问题。


9月30日


致函林业总委员会主席卡·克·达尼舍夫斯基、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小人民委员会主席阿·谢·基谢廖夫，说中央决定派15名负责工作人员去参加三周突击运送燃料的工作，要他们特别注意检查地方上对汇报制度执行的情况，研究在官僚主义者和承包人的掩护下的盗窃木柴的手法。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任命的铁路运输燃料供给委员会会议。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签署关于建立俄美工商联合会等决定。会议讨论关于1921—1922年度粮食分配计划，关于恢复和发展巴库、格罗兹尼的石油工业和顿涅茨的煤炭工业的措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业企业农场总管理局关于莫斯科省国营农场的土壤改良工作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致函人民委员会外文图书委员会，指出外文图书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大城市的专业图书馆各有一份1914—1921年外国出版的最新的科技杂志和书籍，并能按时收到所有期刊。


10月3日


致函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询问电工学家米·安·沙特兰是否来出席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成立研究莱·厄克特承租问题专门委员会一事是否在积极进行。

接见东南边疆区经济会议主席亚·格·别洛博罗多夫，同他谈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特派员在东南边疆区的工作条件问题。


10月4日


致函中央统计局局长帕·伊·波波夫，建议公布俄罗斯联邦人口与战前对比的调查材料，以便进行广泛的宣传。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关于商品交换的报告、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建立俄罗斯联邦国家银行的法令草案、关于小人民委员会的条例草案以及关于国家收购原料的办法等问题。


10月5日


致函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指示他召集一次会议，研究给乌克兰空车皮和运输计划问题，要交通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燃料总管理局的代表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阿·波格丹诺夫和乌克兰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弗·雅·丘巴尔参加。


10月7日


打电话给交通人民委员部，指示两天解决卡希拉—莫斯科输电线路通过奥卡河大桥的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向莫斯科燃料委员会提供饲料粮和钱款、交通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增加耐火砖生产的报告、关于动用黄金储备的程序等问题。


10月7日或8日


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远东共和国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委托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起草给远东共和国的指示。


10月8日


写《致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有关远东共和国的建议时5次发言；向会议提出关于远东共和国问题的决定草案（会议通过这一决定草案）。

上午，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莫斯科的财政状况，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主席列·米·欣丘克、副粮食人民委员莫·伊·弗鲁姆金、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商品交换和合作社的提纲，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财政人民委员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关于财政政策的报告，以及关于确定军队员额等问题。

晚上，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在讨论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关于负责干部的登记以及分配办法的报告时，就干部考察问题提出意见，这一意见被全会所通过。会议讨论中央清党委员会委员彼·安·扎卢茨基等关于清党的报告、关于共产国际情况的报告、关于国际形势、关于全俄工会代表会议、关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等问题。


10月9日


接见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布）中央书记阿·拉·拉希姆巴耶夫，同他谈土耳其斯坦的形势问题。


10月10日


致函小人民委员会主席阿·谢·基谢廖夫，说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的大工业在经济上和在政治上都特别重要，必须尽力满足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经济会议每月拨给4万份口粮和40亿卢布的请求，指示召开有纺织企业总管理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经济会议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这个问题。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彼得格勒党组织问题专门委员会的建议。列宁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乌克兰种植甜菜问题的指示和关于社会保险的决定。这两项草案均被政治局会议通过。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乌克兰的出口储备、关于列·格·捷依奇到国外清理格·瓦·普列汉诺夫收藏的文献资料、关于格·瓦·契切林起草的给远东共和国的指示等问题。

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1921年10月10日给中央政治局的来信，信中请求尽快派代表就中东铁路问题同中国进行谈判。列宁将信批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建议立即派代表同中国进行谈判并参加远东共和国和日本的会议。

读副外交人民委员马·马·李维诺夫1921年10月10日的来信，信中说在意大利政府认可的情况下意大利各银行愿意给苏维埃俄国贷款。列宁认为此事极为重要，因为意大利如不要求承认旧债就同意贷款，这可能意味着打破金融封锁。列宁建议中央政治局立即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

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1921年10月10日关于同罗马尼亚进行谈判问题的建议，同意这个建议并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动用黄金储备的程序的决定草案、关于小人民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的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不晚于10月11日


在1921年10月11日《南方冶金工作者报》第1号的页边作关于南方钢铁托拉斯的札记。


10月12日


就同塞·鲁特格尔斯小组达成协议问题写信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


10月12日和15日之间


就塞·鲁特格尔斯的建议写信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信中提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草案。


10月13日


致函美国工会活动家悉·希尔曼，感谢他在组织美国工人援助苏维埃俄国恢复经济的事业中所给予的帮助。


10月13日以后


接见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和苏维埃俄国驻土耳其全权代表谢·伊·阿拉洛夫，同他们谈土耳其的局势和阿拉洛夫当前的工作。


10月14日以前


写《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提纲。


10月14日


写《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调派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去做粮食工作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陆海军粮食供应总部、关于塞·鲁特格尔斯的建议、关于木耳其斯坦问题、关于驻中国的全权代表、俄共（布）中央全会1921年10月8日任命的商品交换和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煤炭工业的报告、运输总委员会关于1921年6—8月的情况的报告、最高运输委员会关于从乌克兰运出粮食的进展情况的报告、燃料总管理局关于三周突击运送燃料运动的报告、关于改组燃料总管理局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0月15日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彼得格勒党组织的决议草案。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处理巴库和阿塞拜疆的派别斗争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对布鲁塞尔会议要求苏维埃俄国承认沙皇和临时政府的债务的决议的答复、关于减少舰队、关于乌克兰的出口储备、政治局任命的专门委员会关于黄金储备的书面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10月中


接见工农红军供给管理局局长德·普·奥西金，同他谈关于恢复萨马拉省普加乔夫斯克县国营农场的问题。


10月17日以前


为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写题为《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报告提纲。

同阿·马·高尔基谈话并记下要点。


10月17日


致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说玉米有许多优点，应该向农民作宣传并教会农民种植玉米，而且要保证1922年春播玉米种子的供应。

致函财政人民委员尼·尼·克列斯廷斯基，请他对恢复汇率和实行财政改革的问题提出意见。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介绍住宅问题（疏散莫斯科人口）的情况；在讨论中立国资本家建议把俄罗斯联邦的部分工厂和工业部门租让给他们的问题时，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统一的租让事务委员会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高加索等问题。

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的报告。

在克里姆林宫接见红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汤姆·曼等，向他们了解关于英国和英国工人运动的状况。


10月18日


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1921年10月17日的来信，信中重新提出苏维埃政府宣布承认沙皇俄国的债务问题。列宁致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不同意契切林的这个建议。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利用国营农场和按国家任务生产的集体农场的产品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商品交换业务的措施、关于莫斯科实行劳动收费制、关于制止国家机关和企业非法销售的措施、关于任命．．派克斯为俄罗斯联邦驻

AK中国全权代表以及其他问题。


不晚于10月19日


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卡·伯·拉狄克谈波兰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问题。


10月19日


读同美国救济署达成的关于向俄国寄送食物包裹的协议草案，同意这个协议草案。

写《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中央政治局批准同美国救济署达成的关于向俄国寄送食物包裹的协议草案。

写便条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瓦·米·米哈伊洛夫，并附俄共（布）中央关于同塞·鲁特格尔斯小组达成协议问题的决定草案。

收到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尼·尼·科洛季洛夫关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地区电站工程管理不善的报告后，致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要求尽快把关于工程的详细情况和资料送来。

接见彼得格勒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代理主席阿·彼·平克维奇，平克维奇把已出国的阿·马·高尔基的信交给列宁。列宁同平克维奇谈关于彼得格勒的高等学校和关于出版彼得格勒学者的著作等问题。


10月20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同塞·鲁特格尔斯小组达成协议问题提出建议；作关于同瑞典滚珠轴承股份公司签订租让合同的报告；在讨论延长费·埃·捷尔任斯基假期和关于纺织企业联合问题时发言；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物色货币流通问题的谘询人员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承认债务等问题。


10月2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向会议提出关于给予扬·埃·鲁祖塔克和伊·捷·斯米尔加假期的建议。会议讨论关于就中立国资本家的承租建议的决定、关于棉纺工业的管理机构等问题。

准备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报告和图表问题的报告；起草呈送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图表；写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报告和图表问题的决定。

接见国营卡希拉电站工程总工程师格·德·瞿鲁巴、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谈瞿鲁巴关于电站发电日期的报告。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会议进程中起草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福勒式犁的决定；作关于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报告和图表问题的报告。会议讨论关于从国外购置拖拉机供饥荒地区耕作土地、关于调拨物资和经费改良阿塞拜疆穆甘草原土壤、关于种植玉米、关于摩尔曼斯克和彼得格勒两地港口等问题。


10月22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派代表去加拿大、关于为“林中旷地”国营农场申请外汇购买机床和锯等问题。

中午12时15分，接见美国药品和化学试剂联合公司代表阿·哈默，用英语同他谈话，问到他父亲朱·哈默的情况，关心美国承认苏维埃俄国的问题。列宁还谈到邀请美国人到俄国来帮助恢复俄国的工业，为此，俄国愿意付出代价，使美国人从承租的企业中能够赚到钱。

下午1时，接见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伊·伊·拉德琴柯和亨·格·亚戈达。

下午2时15分，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及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乘车到莫斯科高等畜牧学院（布特尔田庄）教学实习农场参观试用电犁。晚上7时，接见南方钢铁托拉斯管理委员会主席伊·伊·梅日劳克，同他谈大幅度增加钢产量的前景问题。

晚上9时，接见邮电人民委员瓦·萨·多夫加列夫斯基，同他就该人民委员部职员的劳动报酬问题和恢复彼得格勒电话局的问题进行交谈。

签署给苏维埃俄国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驻柏林全权代表波·斯·斯托莫尼亚科夫的电报，电报要求，卡希拉电站所需的各种器材务必按期运到。


10月24日


致函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告知已签署小人民委员会关于拨给莫斯科20亿卢布清洁费的决定，认为莫斯科在清洁方面应成为模范，要求报告一周来工作的情况。

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1921年10月23日的来信，信中谈到美国记者斯密在一则电讯中说，外国资本家不愿到俄国来承租，因为谣传苏维埃政府即将把从前属于外国企业家的工厂归还原主。列宁读信后，写便条给契切林，说对这种谣言，不值得由政府出面驳斥，建议把这件事交给报界，由他们去狠狠地讽刺那些信谣和传谣的人。

读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代拟的苏维埃政府对欧洲各大国的声明草稿，提出修改意见，在声明草案上写批注。


10月25日


致函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要求更仔细地研究农业中的租赁和租让问题。

接见司法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帕·伊·罗伊兹曼，向他了解调查未执行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生产福勒式犁的决定一案的进展情况。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并批准劳动国防委员会和鲁特格尔斯小组关于库兹巴斯等企业的租让合同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剥夺在国外的某几种人的公民权的法令草案、关于准许不享受国家供应的企业自由销售产品、关于国家收购原料的办法、关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0月26日


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波·加米涅夫，要求人民委员会研究工资问题。

接见人民委员会负责向国外订购铁路器材的全权代表尤·弗·罗蒙诺索夫。

接见顿巴斯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比特克尔，听取他关于矿区情况的汇报。


10月27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议进程中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纺织工业管理条例的决定；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瑞典滚珠轴承股份公司承租问题的补充决定作说明。会议通过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起草的、经列宁修改的关于承认沙皇和临时政府债务的声明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等问题。


10月28日


致函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要求加快实施币制改革，认为拖拉作风是危险的。

就吸收美国资本建厂问题写便条给俄些（布）中央书记瓦·米·米哈伊洛夫。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在国外订购油罐车、关于提高布良斯克工厂农业机器的产量、关于歉收省份播种计划的报告，关于汇款购买中国东北的粮食，关于重点工厂粮食、原料和燃料保障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10月29日以前


写《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提纲。


10月29日


出席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在讨论报告过程中作记录；在讨论结束后作总结发言。

读俄共（布）中央书记处随信送来的有关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协议的决议草案材料，并在材料上签署表决意见，同意此项协议。


10月—11月


写《按商业原则办事》一文提纲。


10月和11月5日之间


拟订一篇文章或讲话的两份纲要。


11月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为莫斯科医院增加口粮、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下设国内商业调节委员会等问题，以及农业实行租赁和租让的条例草案。


11月2日


致函卡希拉电站工程总工程师格·德·瞿鲁巴，指示立即提取卡希拉电站从国外进口的设备，不许把进口设备闲置在莫斯科海关。

接见瑞士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弗·普拉滕。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各部门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月统计报表和图表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冶金工业等问题。


11月3日


用英文写信给美国药品和化学试剂联合公司代表阿·哈默，感谢他给俄国工人送来粮食，对不能在他离开莫斯科以前同他再见一次面表示十分遗憾，并请他向所有被关在美国监狱的美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转达热烈的问候。

致函小人民委员会主席，委托他立即研究苏维埃俄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协定草案。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批准有关德国问题的决议、关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大纺织工业管理的条例草案、关于波兰战线等问题。


11月4日


致函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要求报告克服拖拉作风这一任务的执行情况。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俄国区划小组的工作报告、关于向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锅炉、关于从德国和瑞典运送机车、关于为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订购涡轮机、关于卡尔斯考察团、关于莫斯科铁路枢纽站的盗窃等问题。


11月4日—6日之间


接见“狄纳莫”厂工人代表团，代表团转达了“狄纳莫”厂工人对列宁的问候，并邀请他参加工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的大会。


11月5日


写《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

致函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吉尔吉斯的党员同志们，要他们多方协助厄克特承租企业调查委员会主席。

接见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回答代表团团员提出的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进程中审阅人民委员会关于从乌克兰向中部地区运送粮食的进展情况的决定草案；在讨论1922年财政计划和纸币发行计划草案时，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保障乌拉尔和西伯利亚铁路的矿物燃料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向国外购买种子等问题，以及人民委员会关于剥夺公民权的决定。


11月6日


在普罗霍罗夫纺织厂工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讲话。


11月7日


在哈莫夫尼基区工人、红军士兵和青年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讲话。

在电力三厂（原“狄纳莫”厂）工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讲话。

参加在大剧院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的音乐会。


11月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中央政治局关于工会文化部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问题时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决定由政治局会议通过）。会议还讨论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关于调查外国人服务局的报告、关于向蒙古调拨白银、关于冶金工业管理、关于同库尔斯克磁力异常区承租者的谈判、格·瓦·契切林关于债务问题的建议、关于批准黄金储备委员会的决议、关于工资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集体供应制、关于粮食人民委员部向农业人民委员部增拨种子、关于工资政策等问题。

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责成黄金储备委员会定期向政治局呈报有关黄金储备的综合资料。


11月9日


在格·瓦·契切林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上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瓦·米·米哈伊洛夫写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批语，不同意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团长弗·巴·米柳亭在波罗的海经济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废除对外贸易国有化的计划。

致函俄共（布）中央书记瓦·米·米哈伊洛夫，请他把自己所拟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乌克兰粮食工作的决定草案送政治局委员传阅。


11月10日


写《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和一篇更老的跋）》一书序言。

致函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约·斯·温什利赫特，责成他召集一次会议，研究反走私问题。

接见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弗·黑克尔特和威·皮克，同他们交谈了一个小时，听他们谈德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的情况。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改善科学家生活和关于工资政策等问题。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停止出版《国外报刊简介》、关于乌克兰的粮食工作等决定草案。


11月1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对波斯的政策问题发言；在讨论黄金储备委员会报告时，拟订向政治局汇报黄金储备情况的草表。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偿还波兰债务、关于清党等问题。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信贷合作社合法化、关于建立合作银行和关于允许在莫斯科交易所公布黄金正式牌价等项决定。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关于对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议程提出补充修改的程序问题的报告；起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完成电犁生产任务的报告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供应彼得格勒燃料的决定草案，1921—1922年度肉、鱼、油收购和分配计划，以及关于自白俄罗斯调拨口粮、关于为运输业职工补充口粮等问题。


11月12日


签署给各级经济会议的电报，要求他们及时向劳动国防委员会送交工作报告。

接见芬兰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尤·西罗拉。

接见巴伐利亚共产党创建人之一M．．列文，同他谈1919年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谈共产党对农民的政策以及其他问题。

在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1921年11月10日给中央政治局的请示信上写批语，表示同意接受国联的药品和防疫器材。


11月14日


写便条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指出1921年6月16日

中央公布的关于党的机关同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的通告信存在缺陷，规定党委有权干涉司法机关的工作是有害的。


11月14日和24日之间


审阅人民委员会关于对诬告的处分的法令草案，写关于加重处分的补充意见。


11月15日


写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实行报纸收费的法令草案的意见。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关于继续同瑞典滚珠轴承股份公司流行租价谈判、关于把一切租让事务集中于特别委员会、关于从事雇佣劳动人员保险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1月16日


致函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建议吸收国家计划委员会代表，斯·古·斯特卢米林和弗·米·斯米尔诺夫参加人民委员会成立的以库尔斯基为主席的研究新经济政策法令系统化等问题的专门委员会。

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俄罗斯联邦的经济问题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一书第1分册的详细提要；致函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赞扬他的这本书，并建议对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内容作些必要的补充，说明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

看《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和一篇更老的跋）》一书序言的校样，并作修改和补充。在校样上写批语，请校对员和排字工人予以改正并再送一次校样。


11月17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接受国联防疫委员会的药品、关于土耳其斯坦问题、高加索局关于建立外高加索联邦的决定、中央清党委员会委员彼·安·扎卢茨基关于清党进展情况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11月17日和21日之间


签署给阿塞拜疆人民委员会主席纳·纳·纳里曼诺夫的电报，祝贺阿塞拜疆国家银行开业，希望银行成为新经济政策的坚强支柱。


不晚于11月18日


接见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驻劳动国防委员会代表M．波洛兹，听取关于乌克兰的清党、关于斗争派、关于在乌克兰工作的公职人员必须学习乌克兰语等情况和意见，并作记录。


11月1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给格·瓦·普列汉诺夫家属发补助金、关于保卫西北边界、关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儿童的口粮、关于国际借款等问题，以及黄金储备委员会的报告。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储备情况、关于批准国营卡希拉电站验收委员会、关于总结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员在1921年实行粮食税运动中的经验、关于石油工业改行经济核算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关于1922年财政计划和纸币发行计划的问题时，写对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补充意见；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外汇和贵金属交易的法令草案。


11月19日


写便条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认为必须将党的机关同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问题由组织局转交政治局审议，并提出若干修改意见。


11月20日


读全俄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亚·格·列梅科寄来的小册子《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顿巴斯的工会和工人（报告书）》，作者列梅科在书中介绍了顿巴斯领导工作人员之间的分歧。列宁在作者附信上作批注，认为这是一篇关于纠纷的令人痛心的材料。


11月21日


致函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等人，认为顿巴斯领导工作人员之间的冲突是极其危险的，请他们提出解决冲突的措施。

在俄共（布）清党期间，为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雅·斯·加涅茨基写推荐信。

接见黑海舰队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A．B．巴拉诺夫、共和国海军副司令维·伊·佐夫、黑海和亚速海军港司令兼政委尼·费·伊兹迈洛夫，同他们谈舰队改组和加强南方海军力量的问题。

分别接见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费·雅·柯恩、副农业人民委员恩·奥新斯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阿·波格丹诺夫。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伊·阿·泰奥多罗维奇继续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决定和关于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日程的决定。


11月22日


列宁写的书评《一本有才气的书》在《真理报》第263号上发表。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关于《路标转换》周刊的出版等问题的决定。

致函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和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约·斯·温什利赫特，指示他们采取措施同租赁者盗窃国家财产现象作斗争。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关于在劳动和畜力运输税基础上实施定期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法令草案时，写关于出版宣传画向居民解释这项法令的建议；签署1922年1—9月国家财政计划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同．．施泰因贝格草签的租让合同以及调整贸易等问题。


11月23日


致函国家计划委员会，指示研究加速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地区鲁布湖电站的建设和开始发电的问题以及1922年国营电站建设计划的问题。

就同．．施泰因贝格签订合同问题致函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列·波·加米涅夫。

接见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

接见挪威工党党员O．利安等人，同他们谈党的活动情况。

晚上9时30分，乘车去牙科诊所治牙，11时10分回到克里姆林宫。


11月24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小人民委员会主席阿·谢·基谢廖夫请假和租让委员会人选问题；对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定提出建议。会议讨论关于行政司法机关同党委的相互关系、关于出国的代表团、关于陆军人民委员部的预算、关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儿童的口粮、关于向乌克兰拨款等问题，以及约·维·斯大林辞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职务的申请。


11月25日


收到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江亢虎1921年10月25日和11月25日两次要求接见的来信，信中请求列宁对他的工作作指示。列宁委托秘书复信，答应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接见他。

分别接见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埃·约·克维林、国际工人援助会书记威·明岑贝格、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米·康·弗拉基米罗夫。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采矿工业总管理局关于金铂工业的报告、关于莫斯科附近煤田矿工粮食供应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车里雅宾斯克矿井、关于从乌克兰运粮等问题。


11月26日


接见俄共（布）土耳其斯坦局主席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同他谈即将调他到财政人民委员部工作的问题。

致函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向中央提出关于调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到财政人民委员部工作等两项建议，并请他用电话征求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国家物资和资金供应计划、关于俄共（布）中央全会召开日期等问题。

致函克里姆林宫警卫长P．A．彼得松，要他拟订克里姆林宫保卫工作守则，简化来访者进入人民委员会的手续。


11月27日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延长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阿·伊·李可夫的假期（因病）、关于任命格·雅·索柯里尼柯夫为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关于顿巴斯省经济会议同该省大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给俄罗斯联邦驻中国全权代表A．K．派克斯的指示等项决定。

晚上8时，接见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副主席和卡希拉电站工程总工程师格·德·瞿鲁巴。

晚上8时30分，接见美国工农党代表帕·派·克里斯坦森，同他谈美国和俄罗斯联邦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及两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11月28日


就劳动国防委员会增设副主席的问题致函亚·德·瞿鲁巴。

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关于成立外高加索共和国联邦问题的建议；写便条给斯大林，表示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但认为在措辞上应稍作变动。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就改进工会工作所提出的建议的决定。

第二次接见美国工农党代表帕·派·克里斯坦森。电影摄影师A．A．列维茨基拍摄了列宁谈话的镜头。

接见彼得格勒矿业学院院长德·伊·穆什凯托夫、彼得格勒综合技术学院院长B．．扎卢茨基、彼得格勒民用工程师学院院长K．．普拉夫德济克，他们向列宁提交了关于学校财政困难情况、关于地方当局干涉学校内部事务的报告书。谈话之后列宁打电话给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告知报告的主要内容。

接见朝鲜共产党人代表团。


11月29日


审阅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伊·捷·斯米尔加1921年11月28日

寄来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经济政策的提纲草稿，写对这个提纲的意见。

写对成立工资基金审定委员会的建议的修改意见。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成立外高加索共和国联邦和关于副农业人民委员恩·奥新斯基请求免去他在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的决定。

在莫斯科省第一次农业代表大会上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货币分配委员会关于1921年12月

的报告、关于学者生活调查和改善委员会的工作、工人供给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司法人民委员部相互关系的准则以及其他问题。


11月30日


接见亚·德·瞿鲁巴，谈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增设副主席的问题。瞿鲁巴把列宁1921年11月28日给他的信退给列宁。谈话以后，列宁在这封信上给政治局委员们写了几句话，说瞿鲁巴同意列宁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增设副主席的建议，这一问题拟交明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讨论。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建立的专门委员会关于缩减供应定额的决定。

同从弗拉基米尔、切列波韦茨、雷宾斯克等省出差回来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伊·安·彼特鲁什金谈话。彼特鲁什金汇报农业机关和播种委员会的工作、农业状况、农民请求征收粮食税时考虑土地质量等情况。列宁表示，农民的请求将得到满足。

接见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劳动国防委员会俄罗斯联邦资源利用委员会主席列·纳·克里茨曼，听取他对撤销资源利用委员会并将其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或财政人民委员部这个计划的意见；收到克里茨曼关于把资源利用委员会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或财政人民委员部的计划的报告，写对这一报告的意见。


12月1日


上午，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在讨论共产国际对国际孟什维主义策略问题时，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阿塞拜疆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关于建立最高经济委员会、关于军事工业状况、关于彼得格勒消费合作社等问题。

致函尼·伊·布哈林，谈关于俄共历史的意见。

晚上，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同反革命作斗争的问题时，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初稿；提出关于国外苏维埃报纸和关于解除亚·德·瞿鲁巴粮食人民委员的职务和任命他为劳动国防委员会第二副主席的建议（两项建议均被政治局会议通过）。会议讨论关于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驻波兰代表的相互关系、关于租让、关于彼得格勒组织的状况等问题。


12月2日


接见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化学教授弗·尼·伊帕季耶夫，同他谈恢复顿巴斯的问题。

接见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帕·彼·哥尔布诺夫，询问有关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一些问题。

就批判“集体主义者”纲领问题致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讨论劳动国防委员会资源利用委员会条例时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按同阿·哈默签订的合同取得的100万普特粮食的分配、关于国营白金企业联合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制糖工业、关于购买冻马铃薯等问题。


12月3日


补充和签署按列宁的委托由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阿·阿·季维尔科夫斯基代拟的关于“活的联系”的一封信。

致函莫斯科省清党审查委员会，为被开除出党的原孟什维克、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列·格·沙皮罗申辩。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用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的方式通过列宁关于出版揭露“集体主义者”纲领的小册子的建议。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1921年12月2—17日期间给予列宁10天假期。

接见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

接见美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罗·迈纳（J．巴利斯特）和L．卡特尔费尔德（约翰·卡尔），同他们谈工人运动和美国共产党状况等问题。

接见美国女作家兼记者贝西·贝蒂，同她交谈了一个多小时。

致函正在德国治病的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阿·伊·李可夫；随信附上1921年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批准亚·德·瞿鲁巴为劳动国防委员会第二副主席的决定以及自己对他们两人的工作安排的初步计划。


12月5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劳动国防委员会改变磨粉厂隶属关系的决定提出的申诉时，起草对这个决定草案的补充。会议讨论关于卡累利阿、关于给格·瓦·契切林假期、关于穆斯林教界人士救济饥民的建议等问题。

用英文致函美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罗·迈纳（J．巴利斯特）和L．卡特尔费尔德（约翰·卡尔），征求他们对《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1917年彼得格勒版）一书的意见，并希望得到官方出版的1920年美国人口调查材料。

签署给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信，建议同意大利契托－契涅马电影公司代表卡罗蒂签订租让合同，并委托全俄摄影和电影局局长彼·伊·沃耶沃金召开会议讨论谈判条件并代拟劳动国防委员会相应的决定草案。

接见意大利共产党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埃杰纳利。

接见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和莫伊弗鲁姆金。


12月6日


致函在柏林的阿马高尔基，希望他给英国作家乔治肖伯纳和赫威尔斯写封信，请他们两人协助在美国为俄国饥民募捐。

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统一战线提纲草稿，写对这一提纲的意见，建议对涉及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历史和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斗争的段落进行补充或部分改写。


1921年12月6日—1922年1月13日


在哥尔克居住和工作。


12月7日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俄罗斯联邦驻德国代表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关于向出国代表团调查委员会提出更明确的任务的建议，赞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同丹麦政府谈判的建议。


12月8日


致函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中央政治局委员，鉴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必须把关于中央工人生活改善委员会的问题再讨论一次。


12月9日以前


接见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小人民委员会委员A．．梅兰维尔。


12月9日


用电话口授给约维斯大林的便条，请斯大林接见．．梅兰维尔，梅A兰维尔认为在清党中开除他的党籍是错误的。


12月11日


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请求，起草论法国共产党的土地问题提纲。

从俄罗斯联邦驻德国代表尼尼克列斯廷斯基的来信中得知，阿马高尔基的物质生活很困难；口授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的信，建议通过一项决议，由党或国家负担高尔基在国外就医的费用。


12月13日


得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阿波格丹诺夫和金属工业总管理局局长路卡马尔滕斯建议撤销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查办延误福勒式犁生产的责任者的决定，用电话向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口授给瓦亚阿瓦涅索夫、德伊库尔斯基、亚米瞿鲁巴的信，要他们坚持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这一决定。

读俄共（布）中央乌拉尔局书记季弗萨普龙诺夫1921年12月2日的来信，信中建议针对新经济政策的条件，实行一系列加强苏维埃国家制度的措施，建议吸收农民参加苏维埃政权机关。列宁将信批转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建议把这个问题提交中央全会、党的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和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讨论。


12月14日


填写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代表登记表。


12月16日


用电话向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口授给中央政治局的信，请求按医生意见把假期延长到两周。

签署给副教育人民委员叶亚利特肯斯的信，建议成立一个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阿波格丹诺夫、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全俄摄影和电影局局长彼伊沃耶沃金参加的委员会，由利特肯斯任该委员会主席，专门研究发展俄国电影事业的问题。


12月17日


为起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致函各人民委员部，请他们提供关于他们工作情况的材料。


12月17日以后


读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1921年12月17日的来信，信中报告最近将出版《红色东方》周报并约列宁撰稿。列宁用电话向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口授给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的回信。


12月17日—23日之间


写《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报告的提纲》。


12月18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列宁未出席）委托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提名列宁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12月19日


用电话向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口授给中央清党委员会委员彼安扎卢茨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亚亚索尔茨和全体政治局委员的信，谈清党和入党条件的问题。

用电话向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口授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建议把清剿卡累利阿的白卫匪徒的问题提交中央组织局，并指出务必加强红军。

列宁被选入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主席团。列宁没有出席代表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关于清党、发展工农业和合作社的初步总结等决议。


12月21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接受列宁1921年12月12日提出的关于拨款给阿－马高尔基在国外治病的建议，批准列宁1921年12月16日提出的按医生意见把假期延长到两周的申请。

委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把1921年12月2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俄罗斯电气化的决定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以便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批准。


12月22日


就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问题，用电话口授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信中建议由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专门决议，反对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资产阶级政府的冒险政策。

打电话向副粮食人民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了解粮食收购和粮食储备的进展情况。

读中央清党委员会委员彼安扎卢茨基起草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根据审查党员的经验巩固党的问题的决议草案》；在这一文件的结尾下面写修改意见；用电话向纳斯勒柏辛斯卡娅口授《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清党的决议草案的意见》。


12月23日—28日


领导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12月23日


就必须公开审理延误福勒式犁生产一案的问题，复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阿波格丹诺夫。

出席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选入主席团；作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工作报告。


12月25日


起草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

读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送来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关于恢复农业的两项决定草案，对决定草案进行修改，并在莫洛托夫的附信上写批语表示同意。

读《经济生活报》责任编辑加伊克鲁敏1921年12月25日的来信，信中反映中央统计局无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没有提供1921年第三季度关于农业和畜牧业的总结材料，从而使报纸的资料汇编专刊不能出版。列宁委托秘书把信转给亚德瞿鲁巴，请他查清中央统计局拖拉的原因。


12月26日


出席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非党代表的会议；记录代表们的发言和建议；3次发言。会议结束后，同特维尔省的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伊安彼特鲁什金交谈。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用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的方式通过列宁1921年12月25日提出的关于从西伯利亚召回被任命为农业人民委员的瓦格雅科温科的建议，以及列宁起草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机关的经济工作的决议草案（即《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


12月27日


用电话向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口授《关于英国工党的政策》（给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的信）。


12月28日


中午12时，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人选等问题。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

晚上7时30分，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会议讨论工会问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人选问题。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农业合作社和农村工作、关于顿巴斯的冲突、关于在国外为乌克兰购买种子、关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关于格鲁吉亚、关于土耳其斯坦等问题。


12月28日—30日


写《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的要点。


1921年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


写《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


12月31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恢复锡尔河州前书记弗格尤多夫斯基党籍的决定，批准给列宁6周假期（从1922年1月1日算起）。会议还讨论了关于购买种子、关于商船队、关于保障乌克兰的播种运动、关于格鲁吉亚、关于俄共（布）土耳其斯坦局新的领导成员等问题。


12月


签署给各中央苏维埃机关领导人的信，指示必须铲除机关里的拖拉作风和文牍主义。


不早于1921年


读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黑暗中的俄国》一书（1920年伦敦版），并在上面作记号。


1922年


1月3日


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报告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阿波格丹诺夫不通过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就写信给英国工业家兼金融家莱厄克特，建议恢复租让谈判。契切林请求宣布波格丹诺夫的信件无效。列宁口授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的电话稿，认为不必宣布波格丹诺夫的信件无效，但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


1月4日


写完《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在提纲初稿后面的附言中建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一项决定，委托中央组织局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和更换工会运动的领导人。

鉴于莫斯科自来水厂总工程师弗瓦奥登博格尔自杀身亡，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弗瓦奥登博格尔案件的决定。

口授给俄共（布）中央组织局的信，建议出版说明苏维埃国民经济状况的小册子，并提出吸收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人员斯古斯特卢米林参加这一工作。


1月4日和8日之间


委托秘书收集对《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的各种意见。


1月4日和12日之间


研究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安安安德列耶夫、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波加米涅夫、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扬埃鲁祖塔克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对《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的意见。


1月9日


打电话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阿萨叶努基泽和列波加米涅夫，请协助萨马拉省阿拉卡耶夫卡村农民，供应他们粮食和春播种子。


1月9日和12日之间


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


1月12日


读邮电人民委员瓦萨多夫加列夫斯基关于给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拨款5万金卢布的申请报告；用电话口授自己表示赞成拨款的意见，并请维米莫洛托夫将这个问题提交政治局表决。

致电达吉斯坦劳动者，感谢他们寄来礼物并祝他们在恢复共和国经济这一事业中获得成功。

打电话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建议中央政治局通过一项决定，派专人注意几位治疗归来的同志的身体状况，并督促他们严遵医嘱。

打电话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同意俄共（布）中央关于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员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在民族政策方面的任务的指示草案。


不早于1月12日


俄共（布）中央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决定。


1月13日


同伊克拉拉扬茨谈话；致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萨叶努基泽，指示要从物质上帮助拉拉扬茨一家。


1月16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列宁拟订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


1月17日


就中央统计局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俄共（布）中央绘制的苏维埃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图表一事，致函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对图表提出意见，强调图表的意义在于一目了然，便于比较。

致函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请中央书记处送革命前掩护过列宁的玛瓦福法诺娃的女儿去里加疗养、安排已故老布尔什维克伊阿萨美尔的女儿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办的模范学校学习。

致函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谈同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

就．．施泰因贝格在租让企业中行使职权问题，致函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向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口授关于电影事业的指示，并托他转交教育人民委员部。

签署人民委员会和俄共（布）中央给各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电报，电报指示他们尽快向受灾省份运送种子粮。


1月17日—3月1日


居住在莫斯科郊区的科斯季诺村附近的国营农场，继续疗养。


1月18日以前


同副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谈苏维埃共和国的预算问题。


1月19日


致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约维斯大林，请斯大林以政治局名义火速给苏维埃俄国驻英国全权代表兼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发一封电报，要求他在1922年1—2月份购足1500万普特粮食。

致函在伦敦的列波克拉辛，认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要他在国外尽快购买粮食。


1月20日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同意俄罗斯联邦驻意大利代表瓦瓦沃罗夫斯基去罗马的决议。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列宁关于在中央组织局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和更换工会领导干部的建议。


不晚于1月21日


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中央政治局委员约维斯大林和列波加米涅夫谈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以及大力协助身体不好的副主席亚德瞿鲁巴工作等问题。


1月21日


致函亚德瞿鲁巴，要他遵守医生为他规定的作息制度。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成立雅库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等项决议。

致函列达托洛茨基，指出务必加强同孟什维克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的反苏维埃宣传的斗争，并说自己准备写一篇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


1月21日和30日之间


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接见远东各国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同他们谈远东各国的状况、各国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强调各国革命力量联合的必要性。


1月22日


就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珍品库的工作问题，致函副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强调现在一切的中心是发展贸易，在此基础上恢复卢布的币值，要求集中精力搞好这件事。


1月23日


就．．施泰因贝格在租让企业中行使职权问题致函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意见时，表示赞成政治局通过关于俄国驻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团、关于制订撤销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成立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条例草案等项决议。

从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1922年1月20日和22日的来信得知，契切林建议对外国资本家在政治上作些让步，即修改苏维埃宪法，让资产阶级代表参加苏维埃，以便在热那亚会议上得到某些补偿。列宁口授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中央政治局的信，表示不能同意契切林的建议，否则对谈判将是极大的威胁。


1月23日—25日


在莫斯科各工业企业职工大会上被选为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委员。


1月24日


致函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亚德瞿鲁巴，谈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


1月25日


同副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谈话，得知他反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如下指示：凡是涉及俄罗斯联邦经济政策并需要提交政治局决定的问题，须先经格雅索柯里尼柯夫、亚米克拉斯诺晓科夫、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三人小组预先审查；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和约维斯大林，告知同索柯里尼柯夫谈话的情况，对索柯里尼柯夫不执行政治局的指示表示吃惊，认为决不允许再出现类似的现象。


1月26日


用电话口授给副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的信，请他把黄金自由流通的建议形成文字上报。

致函人民委员会秘书玛伊格利亚谢尔，说要看政治局的所有记录以及每份记录所涉及的文件，要她及时完整地送来。

致函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询问有关孙中山1921年8月28日写给契切林的信的一些情况。

致函《贫苦农民报》编辑维阿卡尔宾斯基，询问农民给《贫苦农民报》写信的数量以及信中反映的重要的和新的情况。

打电话给亚德瞿鲁巴，要他了解一下人民委员会为在热那亚会议上进行债务谈判而设立的债务谈判实际问题研究委员会的工作。

为查对协约国最高会议的戛纳决议，打电话给格瓦契切林，请他把从意大利总理伊博诺米那里收到的戛纳决议的正式文本寄来。

致函格叶季诺维也夫，说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不能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作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最多只能就此问题准备一个提纲或者对别人准备的提纲作些补充。

签署给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的信，要求火速为沃尔霍夫工程订购涡轮机。


1月26日或27日


建议让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扬埃鲁祖塔克参加苏维埃俄国出席热那亚会议的代表团。列宁的建议在1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被通过。1月27日

打电话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并转全体政治局委员，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立即研究并迅速贯彻在农民中普遍宣传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问题的各项决议的计划。

打电话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并转政治局委员，建议委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视察乌克兰，以便为饥民募捐。

打紧急电话给人民委员会负责向国外订购铁路器材的全权代表尤弗罗蒙诺索夫，请他按照劳动国防委员会1922年1月4日的决定，同国家计划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部及热工学研究所共同商定征求内燃机车设计的条件，并将协商结果报告列宁。

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任命列宁为苏维埃俄国出席热那亚会议的代表团团长。


1月28日


读国营百货公司经理A．A．别洛夫1922年1月26日关于通过国营百货公司发展国营商业的近期计划和申请增加资金的报告书；批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要支持和经常帮助别洛夫。

致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对彼得格勒工学院教授亚亚哥列夫写的《法国的电气化》一书提出意见。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列宁关于普遍宣传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问题的各项决议的建议。


1月29日


收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尤弗罗蒙诺索夫关于内燃机车生产问题研讨会的报告；批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要专门关心这件事，把有关内燃机车的材料都收集起来。


1月31日


写关于征收和分配粮食的札记。


1月


致函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亚德瞿鲁巴，谈安排煤油销售问题。


1月—2月


写《政论家札记（论攀登高山，论灰心的害处，论贸易的好处，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等等）》一文。


2月1日


起草给热那亚会议代表团副团长和全体团员的指示。

就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问题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尼伊布哈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要他们事先考虑好，究竟由谁代表共产国际去出席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举行的代表会议，还要事先考虑好这次会上的策略和战略的基本问题。

致函副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要财政人民委员部监督和检查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托拉斯和企业，这些托拉斯和企业如有亏损，应受到惩罚。


2月2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定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中央政治报告。

用电话口授给尼伊布哈林的信，对他不回答列宁昨天给他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感到奇怪和气愤；要他派人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代表评论苏维埃政府现行新经济政策时常用的论据开列出来。

致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说自己正在患病，不能在1922年2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

起草给英国企业家F．R．麦克唐纳上校的复信稿，说因病不能接见他，但答应派人对他提出的承租建议进行认真研究。


2月3日和8日之间


读供应卡希拉工程食品的国营农场职工实行奖励制度的报告；建议在报刊上发表这个报告并在劳动国防委员会讨论为实行这个制度需发放的奖金问题。


2月4日


致函尼伊布哈林、格叶季诺维也夫和维米莫洛托夫并转政治局委员，就反对战争的问题提出两点建议。

读1922年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刊登的介绍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亚李帕尔乌斯的小册子《挽救经济的道路》的内容的电讯，这本小册子是为德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辩护的。列宁打电话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政治局委员，建议查处报纸刊登该电讯一事。

读路标转换派代表人物之一．．克柳奇尼科夫发表在《路标转换》杂志第13期上的文章《热那亚会议》，在文章上作批注；口授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政治局委员的电话稿，要他们注意克柳奇尼科夫的文章，并建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吸收他以专家身分参加热那亚会议代表团。


2月6日


写《俄共（布）中央给出席热那亚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草案》，补充2月

1日写的《给热那亚会议代表团副团长和全体团员的指示草案》。

致函《真理报》编辑尼伊布哈林和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中央政治局，说《路标转换》杂志对热那亚会议的准备工作比《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好，建议从《路标转换》杂志上转载两篇文章，并就热那亚会议的各种问题发表若干篇水平相同或更高的文章。

从2月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得知在莫斯科登记的私营出版社超过143家，就这个问题致函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要他检查一下，这些出版社是根据哪些法律和规定登记的，各出版社负责行政和编辑工作的是些什么人。

致函维米莫洛托夫，建议由列宁和莫洛托夫共同签署一份给各省、州国民教育局的通电，要各地把优秀教育工作者的材料寄来，以便吸收他们参加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2月7日


收到出席热那亚会议的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的来信，他们在信中对热那亚会议能否成功和会上能否同资本主义各国达成协议表示担心。列宁致函契切林（代行苏维埃代表团团长职务），批评他们对热那亚会议表现出来的那种惊慌失措情绪，指示在会议上务必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


2月8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列宁提出的《俄共（布）中央给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草案》。


2月9日


致电纽约俄美工业公司董事长悉希尔曼，向所有积极援助苏维埃俄国恢复经济的工作人员致意，告知已采取一切措施保证美国工人的投资不受损失。


2月10日


读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局长罗爱克拉松1922年2月9日的请示报告，克拉松说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缺乏购买所需物资的资金，请求批准400万金卢布的预算。列宁致函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请他给予最大的重视，如数满足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要求。

读列达托洛茨基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信中建议通过苏维埃报刊和工会坚决反对英国工党领导人阿韩德逊的政策，韩德逊建议英国政府向热那亚会议提出讨论格鲁吉亚问题。列宁致函政治局委员，表示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认为他们把格鲁吉亚问题列入热那亚会议议程会揭穿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政策，建议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赞扬工党分子的这种做法。政治局打电话征求各委员对列宁建议的意见。列宁的建议于当天被通过。

接见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向列宁汇报关于统一的粮食税额结算工作的进展情况。


2月11日


致函维米莫洛托夫，建议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关于统一的粮食税和停止出版《合作事业报》问题。

致函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抄送亚德瞿鲁巴），指示应该支持国营百货公司经理A．A．别洛夫这样的商业人员，惩处国家银行中那些作风拖拉和犯有官僚主义的人，认为新经济政策需要新的严惩办法。


2月13日


填写俄共（布）党员全国统计调查表。

致函副外交人民委员马马李维诺夫、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约斯温什利赫特和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询问由哪个部门、哪个部务委员负责管在国外的民事诉讼，如果对此事没有规定，就请他们在一周内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并向人民委员会提出相应的决定草案。

致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阿萨叶努基泽，要他注意消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中存在的混乱现象。

就加强格鲁吉亚红军问题，致函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认为格鲁吉亚苏维埃代表大会必须通过一项加强红军的决定并认真付诸实施。


2月14日


读格瓦契切林1922年2月11日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契切林反对列达托洛茨基的意见，认为不应该在报刊上公开讨论要求各资本主义国家赔偿苏维埃俄国因它们的武装干涉和封锁所蒙受的损失的具体数额。列宁支持契切林的意见，起草政治局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反对在报刊上讨论要求资本主义各国赔偿的具体数额；把决定草案送交维米莫洛托夫。

致函维·米·莫洛托夫，谈关于俄共（布）中央统计处和登记分配处的工作问题。

打电话给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请他在最短期间内报一份材料，说明根据现行法律，工农检查院在检查私营企业方面有哪些权力。

在《合作事业报》主编尼列美舍利亚科夫来信上作批注，并就这个问题起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建议把《合作事业报》由日报改为周刊。


2月15日


就热那亚会议问题，致函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指出在邀请苏维埃俄国参加热那亚会议时并没有要求苏维埃俄国正式承认戛纳条件，苏维埃俄国也没有承认过，建议契切林把关于这一问题的全部材料收集起来，以便核对事实。

致函亚德瞿鲁巴，谈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

致函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说已收到司法人民委员部关于工农检查院监督私营企业方面有哪些权力的答复，对这个答复提出批评意见，强调不应忘记向苏维埃政权租赁的企业也是苏维埃的企业。

致函副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要求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展国内贸易和通过国家银行贸易部对贸易实行监督方面。

致函德伊库尔斯基，建议在关于期票和民事债务的法令草案中，明确规定苏维埃国家不仅有权对私营企业进行充分检查和监督，而且有权废除合同。

致函农业人民委员瓦格雅科温科，对由军事部门让给农业人民委员部的770台进口发动机闲置5年不用一事极为气愤，要求农业人民委员部写一份书面说明，查出办事拖拉、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并大张旗鼓地审判此案。

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把扫除文盲作为1922年五一节的主要口号之一的决定草案，在草案上签署表示赞成的意见。


2月16日


致函俄罗斯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叶亚利特肯斯（抄送小人民委员会），要他为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电工系和电工学研究所提供房子。


2月17日


致函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谈关于对沙季洛沃燕麦托拉斯贷款问题。


2月18日


致函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亚德瞿鲁巴，谈国家银行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对发展国内商业的作用问题。


2月20日以前


指示给在国外按期完成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订货者发奖金。


2月20日


致函亚德瞿鲁巴，谈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

致函德伊库尔斯基，谈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

用电话向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口授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的信，询问党员负责干部统计调查情况。


2月20日—21日


读亚德瞿鲁巴拟订的关于小人民委员会的指示草案，在草案上写关于专门通过一项补充决定的建议；在瞿鲁巴的便条上写道：送上补充意见。建议在星期四以前征得全体人民委员和全体小人民委员会委员的简短回答。


2月21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和约维斯大林，对工作提出一系列建议和指示，要他们无条件地把卡伯拉狄克调离外交工作岗位，仔细斟酌亚德瞿鲁巴所拟的关于小人民委员会的指示草案，认真修改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法令草案，等等。

致函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呈送的关于拟向莱厄克特租让的地区的调查报告表示不满，要它们在最短期限内提出由负责人签署的结论性意见，委托哥尔布诺夫作深入调查。


2月22日


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问题致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致函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对国家银行来说，最危险的就是变成官僚主义机关。现在中心环节在于迅速发展国营商业。

致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谈改进各级计划机关的措施，提出要建立个人负责制。

小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亚德瞿鲁巴提出的改组小人民委员会的草案时采纳了列宁的建议。


2月23日


鉴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否决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发给热工学专家列康拉姆津出国治疗和进行油田谈判的费用的申请，用电话向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口授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的信，建议政治局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这一申请。政治局于当天采纳了列宁的这个建议。

致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关于共产国际参加拟议中的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政治局当天采纳了列宁的意见。


2月24日


起草俄共（布）中央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任务的决定。

写便条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附关于致意大利照会的决定草案。


2月25日


就热那亚会议等问题用电话向秘书纳斯勒柏辛斯卡娅口授给约维斯大林和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列宁关于加强格鲁吉亚红军的建议。


2月27日


致函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亚德瞿鲁巴，宣布给在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这件事情上玩忽职守的人警告处分，并指示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执行人民委员会10月30日关于采用泥炭水力开采法的决定。

起草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以及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的指示（给亚德瞿鲁巴的信）。

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主席团2月23日给列宁发来通知书，说1922年2月5日他被选为院部委员。列宁复函表示感谢，但请求不要把他列入委员名单中，因为自己有病无法履行委员的职责。


2月28日


致函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并附对民法典草案的意见，强调在民法典中要把西欧各国经验中一切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东西吸收进来，要规定扩大国家对民事案件的干预。

口授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并转政治局委员的电话稿，说为尽快解决中央委员会给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全体成员的指示问题，建议把列宁起草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任务的决定先交给格瓦契切林。政治局会议于当天通过了列宁的决定草案及建议。


2月28日和3月16日之间


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的决定草案并作批注；致函约维斯大林并附对决定草案的意见。


2月底


写关于《政论家札记》一文的几点设想。


2月


写对小人民委员会工作条例草案的意见。


3月初


同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和发展国内电影事业的问题，认为电影是各种艺术中最重要的艺术。


3月1日


列宁从莫斯科郊区的科斯季诺村附近的国营农场返回莫斯科。

就民法典问题致函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亚德瞿鲁巴。

致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员雅克彼得斯，指示必须加强同受贿现象作斗争。

复函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弗亚吉瞿米罗夫，谈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合作社的任务，提出要把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力量集中在挑选人才和战胜私营商业上。


3月2日


签署给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同志们的信，信中说，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还是给他们拨了巨款，希望他们工作取得成绩。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列宁关于苏维埃俄国民法典草案还需认真细致加工的建议。


3月3日


就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提纲致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建议切实地缩减各人民委员部的编制和教我们的官僚主义“商业机构”学会做生意。

致函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或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谈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尖锐地批评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破坏对外贸易垄断制的立场，认为一定要坚持对外贸易垄断制，否则外国人就会把一切贵重物品都买走，无产阶级政权会被毁掉。

致函俄共（布）中央，请将附上的工业拨款问题会议的记录分送给政治局全体委员，并将该问题立即提交政治局。


3月4日


晚上10时45分左右，在克里姆林宫周围散步，路过哨所，发现警卫组织混乱，哨兵不知道自己的职责。

致函克里姆林宫警卫长P．A．彼得松，宣布给他警告处分，因他没有令人满意地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关于要向哨兵明确说明他们职责的指示。


3月5日


读副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1922年3月2日建议准许托拉斯、合作社和其他单位在国外采购粮食的信；就索柯里尼柯夫的建议致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表示反对他的建议，因为无法保证不会把一切贵重物品运走。

致函燃料总管理局局长格列皮达可夫，指示拨出一部分资金，用来加速准备兴建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区电站地区的泥炭开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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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22年3月6日至1923年3月2日即他的政治活动最后一年的著作。

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5月不幸中风，右肢瘫痪。经过数月疗养，有所好转。12月中旬再次中风，1923年3月病情恶化，从此完全丧失工作能力。本卷文献反映了列宁在同疾病的顽强斗争中，如何殚精竭虑，解决着苏维埃俄国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关切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指导着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直到病重期间，他还以惊人的毅力，口授了给党代表大会的信和五篇重要著作，为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留下了最后的理论遗产。

在本卷收载的《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命文献》、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以及《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塞姆问》等文献中，列宁总结了新经济政策第一年的实践，肯定了所取得的初步成就，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并提出进一步加以贯彻执行的具体任务和要求。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年头仍然是在饥荒和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度过的。与往年不同的是，战火已经停息，第一次有可能整年把力量真正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上。实践表明，新经济政策对于克服困难、扭转局面已经收到明显的成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到一年多来的成就时首先指出，“真正重要的是稳定卢布的问题”（本卷第279页）。稳定货币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任务。不制止国内战争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就无法利用货币和货币流通机制，商品流转无从谈起，整个国民经济便无法在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上运转和发展。新经济政策开始的这一年，货币贬值的速度已经减慢。1921年7—9月出现了卢布第一次暂时稳定期，1922年5—8月又有第二次稳定期。列宁满意地指出，这是“决定性的成就，就是说我们开始朝着稳定卢布的方向推动经济，这对于商业，对于自由的商品流转，对于农民和广大小生产者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本卷第280页）。在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成就也很显著。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自由贸易之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农民战胜了饥荒，上交了粮食税，生活开始好转。轻工业生产已经普遍恢复并有所增长，工人生活状况也得到改善。工人和农民的不满情绪基本上平息了。至于重工业，虽然总的情况还很严重，但国家己积累了一些资金，可以专门用来发展重工业。列宁认为，这一年，国家能够经营商业，能够保持农业和工业的巩固阵地并向前发展，这些成就暂时是足够了。

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的探索。列宁认为，必须善于冷静地总结经验教训，敢于正视不足之处，才能克服困难，不断前进。他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总结实施新经济政策一年来的基本教训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这个结合点，恢复这种结合；要用行动向农民证明，我们是从农民所理解、所熟悉、目前在他们极其贫困的境况下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要向农民证明正是我们共产党人在小农破产、贫困、挨饿的困难时刻帮助了他们。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对我们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检验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本卷第73页）一年来的实践表明只是开始寻求而还没有真正实现这种结合。列宁认为，这是第一个基本的教训。其次，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方式同社会主义方式之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赛，是两个敌对阶级的斗争的又一形式。可是“这一年来我们十分明显地证明，我们不会经营”（本卷第79页）。如果不能在最近一年内证明我们会经营，那苏维埃政权就无法生存下去。第三个教训是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同时又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情况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谁都预见不到，由于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俄国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还不得不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同，无产阶级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以往任何理论、任何著作中都没有探讨过。因此，必须根据实践经验来对待这个问题。列宁强调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懂得，这是一种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容许其存在、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资本主义是广大农民和私人资本所需要的，而私人资本做买卖应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流转能够象通常那样运行，因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就不能生活。”（本卷第84页）同时，又必须善于抑制新经济政策的一切消极的方面，使国家资本主义无法越出和不敢越出无产阶级为之规定的范围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条件。可是，无产阶级还缺乏这种驾驭国家资本主义的本领，还不善于使它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无产阶级在这方面也要从头学起。列宁认为应当从上述三个方面，即是否真正达到了同农民的结合，是否能在同私人资本主义的竞赛中获胜，是否能够掌握好国家资本主义这三个方面，来检查继续贯彻新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

列宁在本卷开篇《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报告中提出了“停止退却”的问题。接着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退却已经结束”并在后来一些文献中一再加以阐述。所谓停止退却，并不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列宁指出，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决不是说我们已经学会了经商，已经打好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只是让步的限度已经定了，不再后退。让步的政策仍要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仍然是当前主要的、迫切的、囊括一切的口号”（本卷第301页）。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所作的决议明确地说：“党所认为的必须向私人资本主义所作的让步应以过去一年内实行和规定的所有措施为限。因而，代表大会认为退却已经结束，当前的任务是重新配置党的力量，以保证切实贯彻党的政策。”（《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50—151页）列宁认为，停止退却之后党和政府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考查工作人员是否适当并检查决议和指令的实际执行情况上。他强调说：“考查人和检查实际执行情况——现在全部工作、全部政策的关键就在于此，全在于此，仅在于此。”（本卷第15页）列宁多次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既有政权，又有各种资源，所缺乏的就是文化，就是经营管理的本领。“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本卷第63页）突出的矛盾是大多数作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文化低，不会管理。虽然他们是忠诚的革命者，但不懂得做买卖这一行，甚至还不知道自己不懂这一行。列宁认为，执政的共产党人能不能领导好经济工作，这是同私人资本主义竞赛的一场考试，是俄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举行的一场严格的考试。能不能考及格，这决定着新经济政策的命运，也决定着苏维埃政权的命运。列宁告诫全党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公开承认自己的素养不够，本领不大；观察事物要清醒一些，扔掉华而不实的东西，脱去华丽的共产主义外衣，老老实实地学着做些平凡的工作，这样才能战胜资本家。

列宁制订方针、政策和任务历来是从实际出发，为群众着想的。他指出，在人民群众中共产党员只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本卷第109页），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是如何摆脱赤贫和饥饿，改善生活，他们熟悉和需要的是市场、商业。列宁认为，做好商业工作应当成为我们1922年全部工作的关键。不过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没有武装干涉；第二，财政危机不过于严重；第三，不犯政治错误。抓住经营管理，抓住商业这个中心环节，这是一个极大的收获。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只要大家同心协力，“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本卷第302页）。

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随之尖锐起来。为适应斗争的需要，俄共（布）于1922年初创办了党的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本卷所收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是列宁为该刊撰写的指导性文章。列宁在文中确定了党在哲学战线上的工作方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强调共产党人应该始终不渝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各种唯心主义思潮作不调和斗争，应该积极宣传无神论，“唤起最落后的群众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自觉地批判宗教”（本卷第26页），帮助人民群众摆脱愚昧无知的境地。列宁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的密切关系，要求党的哲学家同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他指出，哲学家必须注意自然科学领域最新的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加以研究；而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就无法抵御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因此，自然科学家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全篇文章中贯串始终的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改造自然、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意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改善国家机关，健全领导工作制度，改进工作作风和方法，是列宁最后几年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上的讲话》，以及在《给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信》、《致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等文献中，列宁论述了党政机关工作的问题。他认为应明确划分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职权，党的中央机关应摆脱纯属国务性质的事务，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应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要提高苏维埃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各人民委员部应各司其责。列宁指出，改善国家机关是个老问题，也永远是个新问题。多年的精简没有解决机构的臃肿，反而大大膨胀了。大多数人钻在公文堆里，这“往往使我们生气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牍的汪洋大海里”（本卷第248页）。他提出，最近几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缩减苏维埃机关、改善组织、消灭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减少非生产性开支，来不断地精简机关和节约经费。

自1921年任命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之后，列宁一直在考虑如何健全领导工作制度和改进工作作风。他同有关同志频繁通信，反复磋商，拟定措施。本卷收载了这方面的文献6篇。其中《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和《关于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的工作制度的建议》两文对副主席的工作性质、今后任务和具体要求作了极为详尽的规定。列宁规定副主席的基本工作是检查法令、法律和决定的执行情况，紧缩机关编制，简化办文制度，反对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要求各副主席将大约十分之九的精力用于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每个副主席应负责建立一两个模范部门或机关，带动其他单位。列宁非常重视和强调领导深入基层的重要性，反对浮在上面，整天忙于开会。他指出：“鉴于改善和整顿整个机关比主持会议以及同副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谈话这类工作更为重要，而这类工作至今占用了各副主席的所有时间，因此必须规定并严格实行：每位副主席每周‘下底层’时间不得少于两小时，亲自对机关上层和基层五花八门的各个部分，而且是最意想不到的部分进行考察。”（本卷第321页）

本卷中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文件和书信表明了列宁坚决维护对外贸易垄断的立场。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俄共（布）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员中在十月革命以来实行的对外贸易垄断的必要性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尼·伊·布哈林、格·列·皮达可夫反对对外贸易垄断。斯大林、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主张放宽对外贸易垄断。列宁特别强调对外贸易垄断的重要性，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中的主要命脉之一。他认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保证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独立，保证本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重申维护对外贸易垄断，但是不同意见的斗争没有停止。由于列宁坚持原则并做了细致的工作，持反对态度的同志，终于放弃了自己的错误意见。12月18日中央全会一致通过决议，确认“加强对外贸易垄断的绝对必要性”。本卷所收的有关文献不仅对于研究俄国关于对外贸易垄断的争论问题本身，而且对研究俄共（布）的党内斗争，研究列宁解决党内分歧的方式方法都很有意义。

本卷中的一些文献，如《致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属租让委员会主席》、《就瑞典贷款谈判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就同德国公司财团的合同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以及《关于同莱·厄克特的租让谈判》等等，表明列宁极其重视同资本主义国家和企业的租让谈判问题，既力争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又坚持互利的原则，坚决拒绝损害苏维埃俄国根本利益的条件。

列宁在本卷的一些文献中强调了健全法制、保证法制统一的问题。5月15日和16日两次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反映了列宁对制订刑法典的重视。在《就惩处犯罪的共产党员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和《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中，列宁坚决反对地方的党政领导机关对执法机关的干预。1922年5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常会审议《检察机关的监督条例》，多数与会者反对赋予检察机关以监督法制的执行的权利，主张检察机关受中央机关和省执行委员会的“双重”领导。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信中对这种意见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它不仅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而且反映了地方官僚和地方影响的利益和偏见。列宁强调法制应当是统一的，不受地方的任何干扰。他指出：“毫无疑问，我们是生活在无法纪的海洋里，地方影响对于建立法制和文明即使不是最严重的障碍，也是最严重的障碍之一。”（本卷第196页）地方检察机关应当只受中央机关领导，有权从是否合乎法制的观点对地方政权的决定和决议提出异议。这样才能使检察机关顶住地方和私人的干预，从而有可能同各种违法行为和官僚主义进行有效的斗争。

本卷中还有一些文件和书信，反映了列宁对文化、科学工作的发展，以及对农村工作，对党员质量等问题的关心。

本卷所收的《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出席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草稿的意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对〈关于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的补充意见》、《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意见》以及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等文献，主要论述了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策略问题。列宁指出，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把工人大多数、劳动者大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争取群众的重要手段是统一战线策略，共产党人必须在不放弃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策略上采取灵活的态度，学会使用一切斗争形式和手段。

苏维埃俄国的对外政策是本卷文献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之一。热那亚会议是苏维埃俄国首次参加的国际财政经济会议。列宁对此极为重视。在《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中，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3月14日给契切林的信、《对苏维埃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的声明草案的修改意见》以及《关于热那亚会议问题的函电》等文献中，列宁规定了苏俄代表团的任务，对代表团的活动进行了具体领导。列宁强调苏维埃代表团是以商人身分到热那亚去的，实际目的在于扩大贸易，但是支持资产阶级阵营中那些希望和平并与苏维埃俄国建立经济关系的和平主义者仍然是自己的义务，这样有利于分化敌人。他说：“是同醉心于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资产阶级阵营的代表打交道，还是同倾心于和平主义（哪怕是最糟糕的、从共产主义观点看来是不值一驳的和平主义）的资产阶级阵营的代表打交道，这对我们当然是有区别的。”（本卷第70页）列宁认为，为了达到和平共处、巩固社会主义阵地的目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而且应当与资本主义国家达成某些协议，可以在对等原则下作出让步。但是，绝不能接受侮辱性条件。苏维埃代表团根据列宁的指示，拒绝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无理要求，维护了主权独立，同时又利用了帝国主义营垒中的矛盾，在拉帕洛签订了苏德条约，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反苏维埃俄国的统一战线的企图。列宁指出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和平。在《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的任务的意见》中，列宁对如何对待反战问题作了明确的具体指示。

本卷正文的最后一部分是列宁病重期间口授的文章和书信。这些著作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极为重大。列宁在这里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在苏维埃俄国的命运问题。他总结了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发展了在以前论著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观点和原理，指明并论证了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道路。这些思想构成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计划。

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有力地驳斥了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分子关于俄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这种反马克思主义论断。他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俄国没有从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国内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经济进步和文化进步，因而能够用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即先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从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这种特殊性并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他还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本卷第372页）。列宁嘲笑机会主义者企图用一成不变的框框规定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迂腐之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驳斥了他们的谬论，揭露他们的错误的根源，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从思想上武装了党和人民，增强了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列宁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方国家已经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世界斗争的结局正是取决于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列宁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本卷第391页）。同时列宁清醒地估计到仍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俄国面临的困难和危险，告诫全党要极其慎重地维护工人政权，加强工农联盟，注意并防止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可能产生的任何分裂。这是苏维埃俄国整个战略策略的根本出发点。

列宁在阐述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问题时，把重工业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他认为重工业是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关键，是巩固苏维埃国家、保障国家独立的决定性因素。他建议尽一切可能发展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同农民结成巩固联盟的基础上而不能通过使小商品生产者破产的办法来建立重工业。发展重工业的资金来源应该是国营企业的利润、税收、国家机关缩减开支以及其他一切领域的节约。

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对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他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了把小农逐步引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计划。列宁根据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实践的经验教训指出，在新经济政策下已经发现了把小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使私人利益服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公共利益的合适程度，从而克服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没有克服的障碍。列宁肯定了合作社在这方面的重大意义，指明了从流通领域入手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一个重大贡献。他指出，“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本卷第362页）列宁在阐述了他的合作社计划时，揭示并论证了在无产阶级政权和生产资料公有的条件下合作社的性质问题，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本卷第366页），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本卷第367页）。列宁还阐明了实现合作化的重要原则：建立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用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坚持自愿的原则使每个居民都参加合作社买卖，国家对合作社进行指导，并在经济、财政、银行等方面给予切实的支持。

列宁特别强调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的重要意义，把这一工作看作面临的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之一，指出其经济目的就是合作化。他认为，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苏维埃俄国才能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脚跟，但是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列宁指出，文化革命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求具有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且要求具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和科学。不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社会主义就无法建立。列宁尖锐批评反对文化和科学发展中的继承性、对文化遗产持虚无主义态度的人，要求批判地接受全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宝库，用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他说，俄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为文化革命创造了全部条件，“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本卷第368页）。因此，列宁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要求切实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振奋他们的精神。他强调“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本卷第358页），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

把从旧社会接受下来的国家机关改造为新型的机关是苏维埃俄国早期一个非常困难而又急待解决的问题。列宁把它视为两个划时代主要任务中的第一个任务。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文中，列宁论述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农检查院在革新国家机关、提高机关工作质量方面的职能和任务问题，提出了改组工农检查院的计划，建议把它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列宁的意见是，中央监察委员会要适当扩大，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它能够不顾情面、不慑于哪怕是总书记或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而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规定办理，以减少中央委员会里纯粹个人因素或偶然情况造成的影响以至分裂。中央监察委员会应派出委员参加工农检查院的领导工作。工农检查院的人员要精干，应当都是经过特别考查，十分可靠，懂得科学管理，具有现代素养的人才。这样就会大大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威信和工作质量。列宁深感可以用来建立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人才太少。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不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文化，而有知识、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才又少得可怜。因此，列宁提出了学习的任务，要求监察机关的人员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既要了解国家机关工作的一切细节，又要了解资产阶级的现代科学在使各类职员工作达到最佳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列宁认为，国家机关的整顿不能急于求成，工农检查院作为改善国家机关的工具应当首先成为真正的模范机关。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整顿国家机关，革除旧习，改变机关面貌的崇高任务。只有完成这一任务，才能顺利实现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战略计划。

列宁充满着对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的深切关怀写了《给代表大会的信》。他认为党的统一的最重要条件是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和稳定。为此，他建议吸收工人共产党员和劳动农民共产党员担任中央委员，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至50甚至100人，以便减少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时的个人的、偶然的因素，从而使中央委员会在其工作的继承性和抵制分裂方面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为了保障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列宁评述了党中央的主要成员特别是斯大林的个人特性，并提出了防止分裂的措施。列宁认为，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才能保证党的统一和政策的正确性。

列宁在《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中，建议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权，使它的决定不被通常的苏维埃审议程序推翻。列宁认为，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在全面发展成为专家委员会，这个机关的领导者应当是有科学修养的人，还应当具有吸收人才的丰富经验和能力。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信反映了列宁对加强苏维埃各民族的友谊和合作的关注。他要求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友好互助和合作的原则来处理各民族人民的关系，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强调要极其细心地对待以前遭受民族压迫的各民族人民的民族感情。

列宁最后口授的这些书信和文章，内容极其丰富，包含着深邃的思想。其中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认真学习和深入探讨。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所收的文献增加57篇。其中有：《致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属租让委员会主席》、《就苏维埃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的策略问题给格·瓦·契切林的信》、《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出席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草稿的意见》、《就惩处犯罪的共产党员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便条并附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意见》、《对苏维埃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的声明草案的修改意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对〈关于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的补充意见》、《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书记处工作安排的决定草案》、《就三个国际的柏林代表会议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意见》、《对〈纽约先驱报〉记者的谈话》、《关于热那亚会议问题的函电》、《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出版格·瓦·普列汉诺夫文集的决定》、《给约·维·斯大林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决定草案》、《对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实施法草案的补充和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就裁减红军问题给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关于同莱·厄克特的租让谈判》、《关于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就同德国公司财团的合同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致彼尔姆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裁减军队问题提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建议》、《致北美俄国侨民》、《关于削减海军舰只修建计划》、《关于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分工的建议》、《关于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的工作制度的建议》、《就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分工问题给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亚·德·瞿鲁巴的信》等等。

《附录》中所收的18篇文献，除《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提纲》中的第1个提纲曾收入《列宁全集》第1版第36卷外，都是新增加的。





《列宁全集》第43卷


《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1922年12月—1923年3月）》

出版说明

本书收载的三封书信和五篇文章，是列宁一生中的最后著作。

列宁由于1918年遇刺受重伤，更由于多年操劳于党务、政事，因而从1921年底开始，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1922年5月不幸中风，右肢瘫痪；经过数月疗养，有所好转；12月中旬再次中风，遂卧床不起；1923年3月，病情明显恶化，此后便完全丧失工作能力。

列宁顽强地同疾病进行了斗争，他在重病中仍然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为解决无产阶级政权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而殚精竭虑。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3月2日，他在不能执笔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口授了收载于本书的这些文献，给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政治和理论遗产。这些文献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列宁在这里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在苏维埃俄国的命运问题。他总结了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发展了在以前论著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观点和原理，指明并论证了进行改革的道路。这些思想构成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计划。

本书前一部分是列宁在1922年12月下旬口授的三封书信，具有党的文件的性质，当时没有公开发表。

《给代表大会的信》通常被看作列宁的“政治遗嘱”（也有不少人把本书收载的全部文献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列宁考虑到自己因病将无法在1923年3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于是口授了这一著名信件。列宁充满着对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的深切关怀，他认为党的统一的最重要条件是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和稳定。为此，他建议吸收工人共产党员和劳动农民共产党员担任中央委员，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至50甚至100人，以便减少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时的个人的、偶然的因素，从而使中央委员会在其工作的继承性和抵制分裂方面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列宁的这一思想又在本书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文中进一步作了阐述。为了保证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列宁专门评述了党和国家的几个最高层领导人物——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的个人特性，更着重提到了当时党的总书记斯大林的个人特性。列宁认为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领导人物，分裂危险的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列宁强调指出，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才能保证党的统一和政策的正确性。

《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涉及苏维埃俄国经济建设中的宏观领导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的，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为了制定统一的全国经济计划，并监督计划的执行。苏俄改行新经济政策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愈来愈显得重要。列宁在本信中，建议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权，使它的决定不被通常的苏维埃审议程序推翻。列宁认为，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在全面发展成为专家委员会，这个机关的领导者应当是有科学修养的人，还应当具有吸收人才的丰富经验和能力。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信口授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成立（1922年12月30日由全苏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之际。苏维埃俄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首先成立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就是一个包含多民族的联邦制共和国，因而正确处理国内民族关系至关重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初由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组成。列宁从苏俄的国情出发，认为苏联的成立不应是其他各个独立的民族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而应是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根据平等原则进行“联合”。在成立联盟的问题上，列宁反对“自治化”，即反对使各个独立的民族共和国变成俄罗斯联邦的成员而只享有自治权。在列宁看来，保留民族自决的原则是毫无疑问的。当时的外高加索联邦包含了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这三个独立的民族共和国。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关于这三个独立的民族共和国不是通过外高加索联邦、而是直接加入即将成立苏联的要求，遭到粗暴的压制和打击，却得到了列宁的支持。尽管本信具体谈到的是所谓“格鲁吉亚事件”，但它却具有重大的政治指导意义。它反映了列宁对加强苏维埃各民族的友谊和合作的关注。他要求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友好互助和合作的原则来处理各民族人民的关系，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强调要极其细心地对待以前遭受民族压迫的各民族人民的民族感情。

本书后一部分的五篇列宁在1923年1月初至3月初口授的文章，当时曾发表在《真理报》上。

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有力地驳斥了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分子关于俄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这种反马克思主义论断。他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俄国没有从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国内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经济进步和文化进步，因而能够用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即先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从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和文化水平。这种特殊性并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他还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列宁嘲笑机会主义者企图用一成不变的框框规定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迂腐之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驳斥了他们的谬论，揭露他们的错误的根源，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从思想上武装了党和人民，增强了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列宁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方国家已经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世界斗争的结局正是取决于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列宁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同时列宁清醒地估计到仍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俄国面临的困难和危险，告诫全党要极其慎重地维护工人政权，加强工农联盟，注意并防止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可能产生的任何分裂。这是苏维埃俄国整个战略策略的根本出发点。

列宁在阐述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问题时，把重工业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他认为重工业是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关键，是巩固苏维埃国家、保障国家独立的决定性因素。他建议尽一切可能发展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同农民结成巩固联盟的基础上而不能通过使小商品生产者破产的办法来建立重工业。发展重工业的资金来源应该是国营企业的利润、税收、国家机关缩减开支以及其他一切领域的节约。

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对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他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了把小农逐步引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计划。列宁根据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实践的经验教训指出，在新经济政策下已经发现了把小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使私人利益服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公共利益的合适程度，从而克服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没有克服的障碍。列宁肯定了合作社在这方面的重大意义，指明了从流通领域入手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一个重大贡献。他指出，“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列宁在阐述他的合作社计划时，揭示并论证了在无产阶级政权和生产资料公有的条件下合作社的性质问题，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还阐明了实现合作化的重要原则：建立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用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坚持自愿的原则使每个居民都参加合作社买卖，国家对合作社进行指导，并在经济、财政、银行等方面给予切实的支持。

列宁特别强调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的重要意义，把这一切工作看作面临的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之一，指出其经济目的就是合作化。他认为，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苏维埃俄国才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站稳脚跟，但是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列宁指出，文化革命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求具有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且要求具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和科学。不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社会主义就无法建立。列宁尖锐批评反对文化和科学发展中的继承性、对文化遗产持虚无主义态度的人，要求批判地接受全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宝库，用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他说，俄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为文化革命创造了全部条件，“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因此，列宁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日记摘录》中，他要求切实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振奋他们的精神。他强调“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

把从旧社会接受下来的国家机关改造为新型的机关是苏维埃俄国早期一个非常困难而又急待解决的问题。列宁把它视为两个划时代主要任务中的第一个任务。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文中，列宁论述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农检查院在革新国家机关、提高机关工作质量方面的职能和任务问题，提出了改组工农检查院的计划，建议把它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列宁的意见是，中央监察委员会要适当扩大，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它能够不顾情面、不慑于哪怕是总书记或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而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规定办理，以减少中央委员会里纯粹个人因素或偶然情况造成的影响以至分裂。中央监察委员会应派出委员参加工农检查院的领导工作。工农检查院的人员要精干，应当都是经过特别考查，十分可靠，懂得科学管理，具有现代素质的人才。这样就会大大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威信和工作质量。列宁深感可以用来建立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人才太少。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不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文化，而有知识、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才又少得可怜。因此，列宁提出了学习的任务，要求监察机关的人员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既要了解国家机关工作的一切细节，又要了解资产阶级的现代科学在使各类职员工作达到最佳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列宁认为，国家机关的整顿不能急于求成，工农检查院作为改善国家机关的工具应当首先成为真正的模范机关。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整顿国家机关、革除旧习、改变机关面貌的崇高任务。只有完成这一任务，才能顺利实现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战略计划。

列宁最后口授的这些书信和文章，内容极其丰富，包含着深邃的思想。其中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认真学习和深入探讨。本书具体编选工作由丁世俊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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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43卷


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


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
[1]



（1922年3月6日）

（热烈鼓掌）同志们！请允许我稍微打乱一下你们的正常议程，今天不谈你们党团会议和代表大会议程上的问题，而是就一些主要的政治任务谈一点我的结论和看法。向虽然不是某某国家机关的正式代表、但事实上担负着国家很大一部分工作的人们作报告，在我们这里已经习以为常了。你们都知道，在我们大多数国家机关中，真正做实际工作的是工人阶级的一些代表，其中当然也包括走在前列的五金工人。

因此我认为，在这里打乱一下你们正常的议程，主要不谈工会和党的问题，而谈谈政治问题，谈谈我们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问题，未必是不恰当的。因为在我看来，无论在我们的国际形势中或在我们的国内形势中，都有某种类似政策转变的情况，这要求每一个党员，当然也要求每一个觉悟工人特别注意，以便充分理解这种政策转变，正确地领会它，并把它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即贯彻到苏维埃的、党的、工会的以及其他各项工作中去。

同志们，你们当然都知道，热那亚问题 
[2]

 在我们这里仍然占据国际政治问题的首位。但我已经不那么坚信它继续占据首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说到“热那亚”，指的就是大家早已知道的预定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会议，这一会议差不多已筹备就绪，可惜目前还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谁也不知道（我很担心连热那亚会议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自己也不知道）会议是很有可能召开，还是几乎没有可能召开。但不管怎样，我们应该心里明白并且向所有关心工农共和国命运的人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立场，即在热那亚会议问题上的立场一开始就是十分坚定的，现在仍然是坚定的。至于有人不仅缺乏坚定精神，甚至缺乏实现自己意图的最起码的决心和能力，那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一开始就声明， 我们欢迎热那亚会议并准备出席这次会议
 ；我们十分清楚而且毫不隐瞒，我们准备以商人的身分出席会议，因为我们绝对必需同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它们还没有完全垮台）进行贸易，我们到那里去，是为了最恰当、最有利地商定政治上合适的贸易条件，仅此而已。当然，这对那些由政府拟定了热那亚会议的初步计划并推动召开这一会议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决不是什么秘密。这些国家十分清楚，我们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通商条约已愈来愈多，具体的贸易合同的数量在日益增加；正在详细商谈由俄国和外国合办的，即由各国和我国各个工业部门用各种形式联营的商业企业项目，现在已经非常多了。因此，在热那亚将要讨论的主要议题的实际基础，资本主义国家是很清楚的。如果说在这种基础上还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政治方面的话题、设想、计划等上层建筑的话，那必须了解，这不过是一种上层建筑，往往是人为地建造起来的，是那些可以从中得益的人想出来建造的。

苏维埃政权存在四年多来，我们自然已经取得相当的实际经验（而不单是在理论上相当清楚），所以能够恰当地评价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表先生们熟练运用老一套资产阶级外交伎俩所玩弄的外交把戏。我们很清楚这套把戏的基础是什么，我们知道它的实质就是要做生意。 资产阶级国家需要同俄国做生意
 ，因为它们知道，没有这种那种形式的经济联系，它们还会象以前那样继续垮下去；尽管它们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胜利，尽管它们在全世界的报纸和电讯中无休止地吹嘘，但是它们的经济还是在衰败；它们取得辉煌胜利已经三年多了，可是它们连最简单的任务（不是建设新的，只是恢复旧的）也对付不了，还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转来转去：怎么能使三个、四个或五个国家凑在一起（瞧，连这个数目也显得太大，要达成协议非常困难），组成一个能够做生意的联合体。

我知道，共产党人要学会经商确实需要时间，谁想学会经商，在头几年总会犯一些严重的错误，但是历史会宽恕他们的，因为这是一件新事情。这需要使脑子灵活一些，还要彻底抛弃共产党人的，或者确切些说，俄国人的奥勃洛摩夫习气 
[3]

 和其他许多习气。但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表要重新学习做生意，那是很奇怪的，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几百年的生意，他们的全部社会生活都是建立在生意上的。这对我们来说倒并不那么奇怪。我们早就说过，早就知道，对帝国主义战争他们没有我们估计得正确。他们在估计这场战争时目光短浅，因此他们在取得巨大胜利之后过了三年，还是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出路。

我们共产党人说过，我们对战争估计得深刻一些、正确一些，战争带来的矛盾和灾难的影响比资本主义国家所预料的要广泛得多。我们在从旁观察资产阶级战胜国时曾经说过，它们会不止一次地回想起我们的预言和我们对战争及其后果的估计的。它们遇到三四棵松树就迷路了，这种情况我们并不觉得奇怪。同时我们也说过，只要资本主义国家还照样存在，我们就必须同它们做生意。我们准备以商人的身分去同它们谈判，这一点我们能够办到，我们同资本主义列强的通商条约的数目日益增多证明了这一点，合同的数目也证明了这一点。合同在签订之前，我们还不能公布。资本家商人找上门来说：“在我们完全谈妥之前，这应该是我们两者之间的秘密”，——当然，从做生意的观点来看，这是不能拒绝的。可是我们知道拟议中的合同有多少，光这些合同的清单就有好几页，其中有数十项同实力雄厚的财团具体讨论过的实际可行的建议。当然，关于这一点，将聚会热那亚的资产阶级列强的代表先生们知道得并不比我们差，因为不管怎样，这些国家的政府当然同本国的资本主义公司保持着联系。它们毕竟还没有乱到连这点也不知道的地步。

我们从国外的电讯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消息，说他们对热那亚将发生什么还心中无数，他们还在想什么新花样，要对俄国提出新条件，以此震惊世界。如果是这样，那我就要正告他们（我希望能在热那亚亲自告诉劳合－乔治）：先生们，你们这一套震惊不了什么人。你们是商人，很会做生意。我们才学习做生意，做得很不好。但是，我们有几十几百个合同和合同草案，由此可以看出，我们怎么做生意，我们正在签订或将要签订些什么合同，条件是什么。我们在报上看到各种旨在吓唬人的消息说，有人硬要我们接受什么考验，我们总是安然一笑置之。威胁，我们已经见得多了，而且要比商人说了不能还价的最后价格就打算把门砰然关上的威胁厉害得多。我们看到过几乎控制着整个世界的协约国的大炮的威胁。 这些威胁未曾把我们吓倒。欧洲的外交家先生们，这一点请你们不要忘记
 。

我们决不是谋求维持自己在外交上的威信和声望，这对资产阶级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甚至决不会正式谈这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忘记这一点。我们任何一个工人、任何一个农民都没有忘记，不可能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了捍卫工农政权，反对支持武装干涉的所有强大国家的同盟而打过仗，我们掌握着这些国家几年来同高尔察克、邓尼金签订的一大批条约。这些条约已经公布，我们知道这些条约，全世界也知道这些条约。为什么还要捉迷藏，把事情说成我们仿佛都成了健忘的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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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每个农民和每个工人都知道，他们同这些强国打过仗，而且并没有被打败。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表先生们，要是你们愿意寻开心，不惜浪费你们的纸张（你们的纸张太多了，超过了需要）和笔墨，愿意滥用你们的电报线路和电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要考验考验俄国”，那我们倒要看看，究竟是谁考验谁。我们已经受过考验，而且不是言词、贸易、卢布的考验，而是棍棒的考验。我们以严重的、流血的、痛苦的创伤为代价赢得了人们的赞誉，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敌人也不得不说我们：“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有挨过打的”。

在军事方面我们赢得了这种赞誉。可惜在商业方面，我们共产党人挨的打还少，但是我希望在最近的将来会弥补这个缺陷，而且会取得同样的成功。

我刚才说，期望在热那亚亲自同劳合－乔治谈谈这些问题，告诉他 不要用这些无聊手段来吓唬我们
 ，因为这只会使吓唬人的人丧失威信。我希望我的病不至于妨碍我这样做，我的病已经好几个月使我不能直接参与政务，完全不允许我执行我所担任的苏维埃职务。我有根据期望过几个星期又能直接工作。 但是，我不相信它们三四个国家过几个星期能把问题谈妥，尽管它们曾通告全世界，说它们业已谈妥
 。我甚至敢断定，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一点，甚至它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因为支配全世界的各战胜国在开了许多次会以后（它们开了无数会议，甚至欧洲资产阶级报刊也在嘲笑这一点），又在戛纳开了会，但是，它们仍然说不清楚它们究竟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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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实际任务而不从变化多端的外交把戏来看，托洛茨基同志对局势的判断是最正确的。有一条消息说，热那亚已筹备就绪，一切都已谈妥，已就热那亚会议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只因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不稳定（这些资产阶级政府不知为什么都可疑地不稳定起来了），会议不得不暂时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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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在得悉这一消息的第二天就发布命令说：“让每一个红军战士都认清国际形势；我们深知，它们有一个稳定的集团，总想再试一试武装干涉，我们要时刻戒备，要让每一个红军战士都知道，外交把戏是怎么回事，历来解决一切阶级冲突的武力又是怎么回事。”


让每一个红军战士都知道这套把戏是怎么回事，武力又是怎么回事，那时我们再瞧吧！
 不管资本主义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怎样衰败，许多不无势力的政党还可能试试这个玩意。既然这些政府不稳定到连一次会议都不能按期召开，那谁知道这些政府会落入谁的手里呢。我们知道，它们那里有一些有势力的想打仗的政党、有势力的人士和经济巨头，这一点我们很清楚，对于经济协定基础的真正实质，我们也相当了解。我们受过千辛万苦，知道新的战争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和痛苦，但是我们说，我们 能再一次承受住，你们要试就试试看吧！
 托洛茨基同志没有从变化多端的外交把戏上去考虑，而是发布一道坚决的命令，他得出结论说，要向每个红军战士重新说明国际形势，说明热那亚会议由于意大利内阁不稳定而延期举行，这正意味着有战争的危险。 我们要使我们的每个红军战士都了解这一点。
 这一点我们是容易做到的，因为现在在俄国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家庭、一个红军战士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他们不仅从报纸、通告或命令中知道这一点，而且从自己的家乡知道这一点，他们在家乡看到残废的人，看到熬过这场战争的家庭，看到歉收、折磨人的饥荒和破产，看到极端的贫困，他们懂得这一切都是由什么引起的。他们并没有读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巴黎的出版物，也不认为这一切的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品质恶劣。现在在他们身上未必能够找到一种比抗击情绪（姑且这样说）更为强烈的情绪了，他们要抗击那些曾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曾支持高尔察克、邓尼金来攻打我们的人。在这一方面，我们用不着成立新的鼓动宣传委员会。


关于热那亚会议的问题，必须把事情的本质同资产阶级在报上散布的谣言严格地区别开来；
 资产阶级以为这些谣言是可怕的炸弹，然而它吓不倒我们，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已经看得多了，有时甚至不值一笑。试图强迫我们接受战败国条件的言论都是无稽之谈，不值得答复。 我们是作为商人去建立关系的，我们知道，你应给我们什么，我们应给你什么，什么是你的合理利润甚至超额利润。
 不管三四个战胜国组成什么样的格局，我们还是接到了很多建议，我们的合同数目正在增多，而且还会继续增多；这次会议延期只会使你们受到损失，因为你们向自己人证明你们自己也不知道要什么，证明你们患着所谓意志病。这种病就在于不理解我们比你们看得深刻的经济和政治。自从我们提出这种看法以来，已经快10年了，可是这以后的全部破坏和崩溃，各资产阶级国家还是看不清楚。

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我们这里形成的局势，我们可以十分坚定地说， 我们已经可以停止而且正在停止我们所开始的退却。
 够了。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并且毫不隐瞒，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我们走得比我们能够控制的远了一些，但斗争的逻辑就是这样。凡是记得1917年10月情况的或当时政治上还不成熟而后来了解到1917年情况的人，都知道当时布尔什维克曾向资产阶级提出过多少妥协的建议。那时布尔什维克说：“先生们，你们的事业正在垮下去，我们将要执掌政权并保持下去。你们是否愿意考虑一下，象乡下人所说的不吵不闹地了结此事呢？”我们知道不仅吵过闹过，而且有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发动和支持的暴动的尝试。他们以前说过：“我们就是立即把政权交给苏维埃也行。”前两天我在一份巴黎出的杂志上读到一篇克伦斯基反驳切尔诺夫的文章（那上面这类货色多得很）；克伦斯基说：难道是我们把持着政权不放吗？我早在民主会议时期就声明过，如果有人出来组织清一色的政府，那么无需任何动荡，就可以把政权交给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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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放弃过单独掌握政权。这一点我们早在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40页。——编者注］

 1917年6月就声明过。1917年10月我们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实现了这一点。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占了多数。当时克伦斯基求救于士官生，跑去找克拉斯诺夫，想调集军队进攻彼得格勒。我们稍稍揍了他们一下，他们现在就抱怨说：“你们这伙恶棍、强盗、刽子手！”我们回答说：“怨你们自己吧，朋友们！不要以为俄国的工人农民已经忘记了你们的行径！是你们在10月份用最残酷的形式向我们挑战的，为了回答这个挑战，我们才实行恐怖，而且是三倍的恐怖， 如果还有必要的话，如果你们还要再试一下的话，我们还要实行。
 ”恐怖是必要的，没有一个工人，没有一个农民会对此有怀疑；除了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谁也不会怀疑。

在经济空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不得不同实力百倍于我们的敌人作战。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采取非常共产主义措施方面走得太远了，超越了需要的范围；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我们的敌人以为他们会置我们于死地，他们不是在口头上说说，而是打算在行动上迫使我们屈服。他们说：“我们不作任何让步。”我们回答说：“如果你们以为，我们不敢采取极端共产主义措施，那就错了。”我们敢采取，我们这样做了，我们胜利了。现在我们说，我们保持不住这些阵地，我们在退却，因为我们获得的战果足以守住必要的阵地。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首的所有白卫分子都兴高采烈地说：“啊哈！你们退却了！”我们说：你们兴高采烈吧，你们以此自我安慰吧。只要我们的敌人不采取实际行动，而是在自我安慰，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欢庆吧，你们用幻想安慰自己，这样就会使我们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我们占领了广阔的阵地，如果在1917年到1921年这段时期，我们没有为自己占领这些阵地，那么无论在地理上或经济上、政治上，我们都没有退却的余地。我们联合农民保持了政权，如果你们不同意战前向你们提出的条件，那到了战后你们会得到更坏的条件。这一点已经明白地载入了1917年至1921年的外交史、经济史和政治史，这决不是吹牛。这不过是确认一下、提醒一下罢了。如果资本家先生们在1917年10月接受了我们的建议，那他们得到的好处会比现在多四五倍。你们打了三年仗，得到了什么呢？还想打吗？我们很清楚，你们远非所有的人都愿意打仗。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在目前这种饥荒严重、工业破坏的情况下，我们保持不住从1917年到1921年所获得的全部阵地。我们已经放弃了很多阵地。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 我们向资本家作让步这种意义上的退却已经结束。
 我们已经权衡过自己的力量和资本家的力量。在同俄国的和外国的资本家签订合同方面，我们已经进行了一系列侦察，因此我们说——我希望而且相信——党代表大会也会以俄国领导党的名义正式宣告： 我们现在可以停止我们在经济上的退却了。够了。我们不再后退了
 ，我们要做的是正确地展开和部署我们的力量。

我说我们暂时停止经济上的退却，这并不是说我对于我们所处的极端困难的境遇有些忘记了，或者我想以此安慰你们，叫你们放心。关于退却的限度和我们是否暂停退却的问题，这不是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困难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知道，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发生饥荒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知道，我们还未能消除饥荒带来的灾难。我们知道，在一个不得不进行贸易的国家，在一个发行了世界上数量空前的纸币的国家，发生财政危机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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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这些困难，知道困难很大。我不怕指出困难重重。这丝毫吓不倒我们。我们对工人农民明言直说，反而能取得力量，我们说：“这就是摆在你们面前的困难，这就是我们从西方列强受到的威胁。让我们努力工作，清醒地看待我们的任务吧！”我们停止退却，并不等于我们不知道这些危险。我们正视这些危险。我们说：“主要危险就在这里，饥荒造成的灾难必须消除。我们还没有把这些灾难消除。我们还远远没有克服财政危机。”因此，决不能把暂时停止退却这句话理解为：我们已经认为，我们的基础（新经济的）已经打好，我们可以放心地前进了。不，基础还没有打好。我们还不能放心地展望未来。我们不仅被战争的危险包围着（这点我谈得够多了），我们还被国内的更大的危险包围着，在我们国内存在着经济危险：农民的严重破产、饥荒、财政紊乱。这些危险是非常大的。这要求我们作极大的努力。但是，如果有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是能够打的。不过他们要进行战争也并不那么容易。1918年他们很容易发动了战争，在1919年也很容易继续打下去。但是到1922年，已经流逝了多少岁月，流淌了多少鲜血，发生了多少变迁。西方的工人农民已完全不是1919年的工人农民了。现在再要欺骗他们说，我们是同德国人打仗，布尔什维克不过是德国人派遣来的，这已经不行了。我们不会因为我国的经济状况而惊慌失措。现在我们同俄国的和外国的资本家已经签订了几十个合同。我们知道，我们过去和现在遇到些什么困难。我们知道，为什么俄国资本家会签订这些合同。我们知道，这些合同是根据什么条件签订的。这些资本家　大多数是作为讲求实际的人、作为商人来签订这些合同的。我们也是作为商人行事的。但是任何商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政治。一个商人只要不是十分野蛮的国家的商人，他就不会同看来不很稳定不很可靠的政府签订合同。一个商人如果这样行事，他就不是个商人而是个傻瓜了。这种人在商人中间并不占多数，因为商业斗争的全部逻辑会把这种人抛出商界。从前我们有一种看法：邓尼金打了你，那你就要证明，你也能打邓尼金。现在则是另一种看法了：商人打了你，那你就要证明，你也能迫使他订合同。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已经同俄国和西欧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公司订了许多合同。我们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也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

现在我们的工作任务略有改变。因此，我想对这一点再说几句话，来补充我这个本来就已拖得长了一些的报告。

由于热那亚会议情况捉摸不定，而且这种状况何时终结好象还难以预料，由于我们在国内政策方面已经作了这么多的让步，现在我们必须说：“ 够了，不再作任何让步了！
 ”如果资本家先生们以为还可以拖一拖，以为愈拖让步就愈多，那我就再说一遍，应该对他们说：“ 够了，明天你们什么也得不到了！
 ”如果他们没有从苏维埃政权及其胜利的历史中学到点东西，那就随他们便吧。我们这方面已经尽了一切力量，并且把这一点告诉全世界了。我希望，代表大会也将确认我们不再退却。 退却已经结束了
 ，因此我们的工作也改变了。

应当指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至今还表现出神经过敏，几乎是一种病态，我们制定各式各样的计划，作出各种各样的决议。说到这里，我想谈一件事。昨天我偶然在《消息报》上读到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政治题材的诗。我不是他的诗才的崇拜者，诚然我完全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是个外行。但是我很久没有感到这样愉快了，这是从政治和行政的角度来说的。他在这首诗里尖刻地嘲笑了会议，挖苦了那些老是开会和不断开会的共产党员。诗写得怎样，我不知道，然而在政治方面，我敢担保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确实处于大家没完没了地开会、成立委员会、制定计划的状态之中，应当说，这是很愚蠢的。在俄国生活中曾有过这样的典型，这就是奥勃洛摩夫。他总是躺在床上，制定各种计划。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俄国完成了三次革命，但奥勃洛摩夫们仍然存在，因为奥勃洛摩夫不仅是地主，而且是农民，不仅是农民，而且是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和共产党员。只要看一下我们如何开会，如何在各个委员会里工作，就可以说 老奥勃洛摩夫仍然存在，对这种人必须长时间搓洗敲打，才会产生一些效果。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正视自己的处境，不要有任何幻想。我们没有象社会革命党人那样模仿那些把“革命”这个词写成大写的人。但我们可以重申马克思的话：在革命时做出的蠢事不会少，有时还会更多。 
[9]

 我们必须冷静地大胆地正视这些蠢事，我们革命者必须学会这一点。

在这次革命中，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情，这是不可剥夺的成就，这些事已经取得了最终胜利，而且全世界都知道，所以我们根本不必惶惑不安或神经过敏。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依据已进行的侦察来检验我们所做过的事情，这种检验具有很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通过这种检验继续前进。现在我们要经受一场同资本家的斗争，就必须坚决走我们新的道路。 我们要这样来建立我们的整个组织，做到不让那些没有商业经验的人来领导商业企业。
 我们往往派某个共产党员去领导一个机关，他无疑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人，在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受过考验，坐过监牢，但不会做生意，偏偏这样的人被派去领导国营托拉斯。他具备共产党员的一切无可争辩的优点，但商人还是揍了他，并且揍得好，因为这种地方本来是不该派最可敬、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去（除去疯子，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忠诚），而应当派机灵的办事又诚实的店员去，店员能做好自己的工作，比最忠诚的共产党员强得多。我们的奥勃洛摩夫习气也就表现在这里。

我们安排了一批共产党员去从事实际执行工作，他们虽然具有一切优秀品质但完全不适宜做这种工作。我们国家机关中有多少共产党员呢？我们拥有大量的材料，洋洋大观的著作，这会使最严谨的德国学者都喜出望外，我们的公文堆积如山，如果要党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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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一切研究清楚，就得花上50个50年的工夫，而在国营托拉斯里你们却看不到什么实际结果，甚至不知道谁对什么工作负责。我们的法令太多了，而且象马雅可夫斯基所描写的那样，都是匆匆忙忙赶出来的，但对于法令的实际执行情况却没有加以检查。我们共产党负责工作人员的决定是否执行了呢？他们会不会办这件事呢？不，不会，正因为如此，我们国内政策的关键就和以前不同了。我们的会议和委员会是怎么一回事呢？它们往往是一种儿戏。我们开始清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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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暗下决心“清除混入党内的自私自利分子和盗贼”以后，我们的情况有了好转。我们大约清除了10万人，这好极了，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在党代表大会上我们要好好讨论这个问题。我想，那些现在只会设立委员会而不进行也不会进行任何实际工作的几万人，到时候也会有同样的命运。我们这样清洗以后，我们的党就会从事实际工作，就会象了解军事工作那样了解这个工作。当然，这不只是几个月的事情，也不是一年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我们不怕说我们工作的性质改变了。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身居苏维埃要职（也有担任一般职务的）、由于勤勤恳恳而受到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他唱得有点刺耳，好在他滴酒不进。 
[12]

 他没有学会同拖拉现象作斗争，他不善于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反而为之掩护。 我们必须清除这种敌人，我们要借助所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收拾这种敌人。所有非党的工农群众都会跟着共产党的先进队伍去反对这种敌人，反对这种紊乱现象和奥勃洛摩夫习气。在这方面不能有任何动摇。


我的讲话快完了，现在作一个简短总结。热那亚的把戏，围绕它的变化多端的把戏，丝毫不能使我们动摇。现在我们不会中圈套了。 我们要到商人那里去做交易，要继续执行让步政策，但是让步的限度已经定了。
 我们至今在我们的合同中所给予商人的东西，意味着我们在立法上后退了一步，但我们不再往后退了。

因此，我们在国内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方面的主要任务改变了。我们需要的不是新的法令、新的机构和新的斗争方式。 我们需要的是考查用人是否得当，检查实际执行情况。
 下次清党就要轮到那些以行政官员自居的共产党员了。凡是只知道设立各种委员会，只知道开会、谈话而连简单的事也不做的人，最好都到宣传鼓动部门或其他有益的工作部门去。有人正在编造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们辩解说，既然是新经济政策，就应该想出一些新花样。而委托给他们的事情却没有做。他们不关心节省他们得到的每一个戈比，更不设法把一个戈比变成两个戈比，而是去制定开支数十亿乃至数万亿苏维埃卢布的计划。对这种坏现象，我们必须进行斗争。 考查人和检查实际执行情况
 ——现在全部工作、全部政策的关键就在于此，全在于此，仅在于此。这不是几个月的事情，也不是一年的事情，而是好几年的事情。我们必须用党的名义正式指出，现在工作的关键是什么，并相应地改组队伍。那时在这个新的领域中，我们就会成为胜利者，正象受到农民群众拥护的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政权过去在一切工作领域中都一直是胜利者一样。（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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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俄五金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幕前，1922年3月1日，全俄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共产党党团常务局同各大区代表团代表一起开会，认为在代表大会上应有一个关于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报告，并请求列宁代表俄共（布）中央作这一报告。为此，列宁于1922年3月6日上午在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表了这个讲话。



全俄五金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3月3—7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318名代表（其中有282名共产党员），代表五金工会的534626名会员。代表大会的任务首先是按照新经济政策改组五金工会的工作。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全俄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各经济机关（金属工业总管理局、军事工业委员会、电机工业总管理局）的工作报告，五金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工会的组织建设，关于国际组织宣传委员会的活动，关于全俄五金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出席五金工人卢塞恩代表大会的代表团。——1。





[2]

 指预定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和财政会议。



热那亚会议（国际经济和财政会议）是根据协约国最高会议1922年1月6日戛纳会议的决定召开的。会议名义上是为了寻求“中欧和东欧经济复兴”的办法，实质上主要是讨论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失败后苏俄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苏俄政府也建议召开讨论欧洲和平与经济合作的国际会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11—213页）。它在1月8日接受了参加会议的邀请。



1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选出了参加热那亚会议的苏俄代表团：列宁为代表团团长，格·瓦·契切林为副团长，代表团成员有列·波·克拉辛、马·马·李维诺夫、纳·纳·纳里曼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扬·埃·鲁祖塔克、阿·阿·越飞、克·格·拉柯夫斯基、波·古·姆季瓦尼、亚·阿·别克扎江、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列宁领导了代表团的全部工作，拟订了党中央给苏俄代表团的指示和其他有关重要文件（同上，第405、409—411、412—413、421—422、436—438、439—440页）。但是由于列宁健康状况不佳和国务繁忙，同时出于安全考虑，根据俄共（布）中央后来作出的专门决定，列宁没有出席会议，而由契切林行使代表团团长的一切职权。



热那亚会议于1922年4月10日——5月19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英、法、意、日、比、德、苏俄等29个国家和英国的5个自治领，美国派观察员列席。会上，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企图借助外交压力迫使苏俄承认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一切债务，将苏维埃政权收归国有的企业归还外国资本家或给以补偿，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等等。苏俄代表团拒绝了这些要求，同时提出了帝国主义国家应赔偿由于武装干涉和封锁给苏俄造成的损失的反要求（俄国战前和战时债务为185亿金卢布，外国武装干涉和封锁给俄国造成损失为390亿金卢布）。苏俄代表团还声明，为了达成协议，它准备在承认苏维埃俄国、向它提供财政援助和废除战时债务的条件下，承认战前债务和给予原产权人以租让和租借原属他们的产业的优先权。苏俄代表团还提出了普遍裁军的建议。会议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决定将部分问题移交海牙会议审议。在热那亚会议期间，苏俄代表团利用德国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于4月16日与德国缔结了拉帕洛条约，击破了帝国主义的反苏统一战线。——2。





[3]

 奥勃洛摩夫精神意为因循守旧、懒散懈怠。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3。





[4]

 健忘的伊万意为忘记自己身世者或六亲不认、数典忘祖的人。在革命前的俄国，潜逃的苦役犯和逃亡的农奴一旦落入警察之手，为了不暴露真实姓名和身分，常常自称“伊万”（俄国最常见的名字），并声称忘记了自己的身世。因此在警厅档案中，他们便被登记为“忘记身世者”。这些人就被统称为“健忘的伊万”。——5。





[5]

 指协约国最高会议于1922年1月6—13日在法国戛纳举行的会议。戛纳会议的主要文件是1月6日通过的关于在热那亚召开国际经济会议的决议。决议提出了最高会议认为使拟议中的会议获得成功所必需的6项基本条件。这些条件中的第1条归结起来是，一些国家不能强行规定另一些国家应当根据什么原则建立其所有制、经济生活和管理方式；每个国家有权为自己选择它所喜欢的制度。这些条件还规定在外国资本对一国提供援助时受援国要保障外国资本不可侵犯并获得利润；承认本国历届政府过去或将来签订的或担保的一切债务和义务，承认对于没收或国家接管财产给外国利益所造成的一切损失有赔偿的义务；确定各国有义务不从事旨在颠覆别国秩序与政治制度的宣传和采取针对盟国的敌对行动。这些条件的最后一条宣称：只有苏俄政府接受所有上述条件，协约国才予以承认。戛纳会议参加者认为必须建立国际辛迪加（银团），以便促进“欧洲经济的恢复”和保证“各国的合作”。



1922年1月13日，意大利总理伊·博诺米把戛纳会议的决议文本和以最高会议的名义邀请苏俄政府代表团参加热那亚会议的正式请帖送交契切林。从博诺米那里收到的决议文本第1条，漏掉了“其所有制”几个字。因此，列宁曾请契切林把早先在资产阶级报刊上以及在1922年1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6号上刊登的有上述几个字的决议文本送给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96页）。



列宁认为戛纳条件第1条的条文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一条间接承认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破产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与之并存的必然性。列宁指出，其他各条旨在使外国资本奴役苏维埃俄国，是同第1条显然矛盾的（见本卷第189—190页）。



在热那亚会议筹备期间，法国领导集团和英国首相戴·劳合-乔治都力图以事先承认戛纳决议作为苏维埃俄国参加热那亚会议的条件。列宁在1922年2月15日给契切林的信中，责成契切林“准确地和正式地”核实以下事实：






　　“（1）在邀请我们时，并没有要求明确地、正式地声明我们承认戛纳条件。


（2）我们在答复中没有作这样的声明，而他们并没有通知我们说我们的答复不完满。



（3）英国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在同法国人争论时都承认无需以承认戛纳条件作为先决条件。”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21—422页）。——6。



[6]

 1922年2月24日，意大利外交部长托雷塔在给格·瓦·契切林的无线电报中通知说，由于内阁危机，意大利政府不得不推迟热那亚会议。这个电报曾在同年2月25日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45号上发表。



列宁在当天写信给斯大林和列·波·加米涅夫，提议“委托契切林尽快发出一份极其辛辣的照会，建议确定3月15日为开会日期”。2月25日，契切林致电意大利外交部长托雷塔和英国外交大臣乔·纳·寇松，建议把召开会议的日期定在1922年3月23日。——6。





[7]

 指亚·费·克伦斯基的文章《二月和十月》。该文载于1922年巴黎《现代纪事》杂志第9册。——8。





[8]

 1921年底苏维埃俄国财政危机的加剧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工业遭到战争的破坏，不仅不能提供利润，并且本身也靠国家维持；粮食储备太少，饥荒引起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不征收货币税和实行公用事业（包括市内交通的运输业、邮政、住宅等等）免费制。1921年底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国家预算中，支出超过收入几乎达10亿战前卢布。这些赤字要靠不断增发纸币来弥补。由于缺乏工业品和粮食，纸币的购买力下降到微不足道的程度。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财政政策的决议》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以健全国家财政，恢复以黄金作基础的货币流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65—170页）。——10。





[9]

 这是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一文中说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6页）。——13。





[10]

 党史委员会（十月革命史和俄国共产党党史资料收集研究委员会）是根据1920年9月21日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成立的，隶属教育人民委员部。第一任主席是米·斯·奥里明斯基，副主席是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秘书是弗·维·阿多拉茨基。根据俄共（布）中央1921年1月31日的特别通告，后来在44个省里也建立了地区研究党组织历史的中心。1921年12月，根据中央委员会决定，党史委员会划归俄共（布）中央领导，相当于中央的一个部。同时建议各州和省的党委会也成立党史委员会。各党史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它们收集和研究文献资料，帮助老党员撰写回忆录，出版有关党史及地方组织史的书刊。党史委员会的档案库和图书馆藏有大量有关党史和革命史的珍贵材料。党史委员会再版了党的历次代表大会记录和《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等报纸，出版了《党史委员会公报》和党史杂志《无产阶级革命》（1921年10月起），建立了一些革命博物馆和党史博物馆。1928年党史委员会同联共（布）中央列宁研究院合并。——14。





[11]

 指俄共（布）第一次清党。这次清党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资本主义分子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有所活跃的情况下，根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进行的，目的是从党内清除非共产主义分子，纯洁党的队伍。因为是在全党进行，所以也称总清党。清党工作经过长期和细致认真的准备。1921年6月21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党员审查、甄别和清党问题的决议》（载于1921年6月30日《真理报》第146号），把征求党内外劳动群众对被审查党员的意见作为清党的一项必要条件，同时规定了成立地方审查委员会的程序。7月7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中央清党领导机构——中央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7月27日，中央委员会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致各级党组织的信，阐明了清党的任务和方法，提出以下清党方针：对于工人，在呈交证件、鉴定方面应放宽一些；对于农民，应严格区分富农和诚实的劳动农民；对于“摆委员架子的”和担任享有某种特权的职务的人应从严；对于旧官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应特别注意审查；对原属其他政党尤其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人，应进行最细致的审查和清洗。这次清党从1921年8月15日开始，到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3月）召开前夕结束。清党期间，一般停止接受新党员。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先后对清党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和最终总结。清党结果，共有159355人被除名（占党员总数24．1%，不包括布良斯克、阿斯特拉罕两省和土耳其斯坦的材料）。在开除出党和退党的人中，工人占20．4%，农民占44．8%，职员和自由职业者占23．8%，其他占11%。——14。





[12]

 出自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音乐家们》。寓言说，有一个人请客，邀了一批歌手助兴。这些歌手各唱各的调，叫客人实在受不了。主人却解释说，他们唱得是有些刺耳，可是个个生活严肃，滴酒不进。——14。









《列宁全集》第43卷


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三封信[13]


（1922年3月9日、24日和26日）


1

致莫洛托夫同志

我不反对。[14]

由于提到的文件没有引用，许多地方看不清楚。[15]依我看，介绍工人入党的要有三年党龄，介绍农民和红军战士的要有四年，介绍其他人的是五年。

预备期（“入党者”？）的概念要规定得准确一些。

细节委托中央委员会制定。






	
列宁
3月9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7页












2

致莫洛托夫同志（3月24日）

电话口授

请把我的以下建议提交中央全会：

我认为，延长新党员的预备期是极端重要的。在季诺维也夫的提纲中规定工人入党的预备期为半年，其他人为一年。[16]我建议，只有在大工业企业实际做工不下十年的工人，预备期方得为半年。其他工人规定为一年半，农民和红军士兵规定为两年，其他各种人为三年。特殊的例外，须经中央委员会[17]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共同批准。

我认为，不改变季诺维也夫所提出的短预备期是极端危险的。毫无疑问，我们常常把丝毫没有受过严格锻炼，即大工业锻炼的人都算作工人。那些由于偶然的机会当了很短一段时间工人的十足的小资产者常常被划入工人之列。一切聪明的白卫分子都十分清楚地看到，我们党的所谓无产阶级性质实际上根本杜绝不了小业主在党内占优势，固然是短期内占优势的可能性。在我们普遍存在工作马虎、杂乱无章的情况下，规定这样短的预备期，事实上就等于对预备党员不作任何认真的考查，无从知道他们是否真是经过一些考验的共产党员。我们党现在有30—40万党员，这个数目已过大，因为所有材料都表明现在的一些党员的修养水平很差。所以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我极力主张必须延长预备期，同时责成组织局拟定一些条例并严格执行，这些条例应能真正使预备期成为极其严肃认真的考验，而不致流于形式。

我认为，代表大会应当特别仔细地讨论这一问题。






	　　列宁
载于1925年12月23日《莫斯科晚报》第29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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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莫洛托夫同志

请在代表大会讨论接收新党员的条件问题之前交全体中央委员一阅。

看了3月25日中央全会关于新党员的预备期问题的决定，我想在代表大会上对这项决定提出异议。[18]但是，我怕不能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因此，请看一下我的下列意见。

毫无疑问，目前我党就大多数党员的成分来说是不够无产阶级的。我想，谁也不能对此提出异议，因为只要查一下统计材料就能证实这一情况。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俄国工厂工人属于无产阶级成分的，比从前少多了，因为在战争期间那些想逃避兵役的人进了工厂。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我们党要在这样困难的时刻，特别是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迅速觉醒、投入独立的阶级政治的情况下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它目前的政治修养的一般水平和平均水平（拿绝大多数党员的水平来说）是不够的。其次，必须注意到，参加执政党的引诱力在目前是很大的。只要回顾一下路标转换派[19]的所有著作就会相信，连一点无产阶级气息都没有的人现在都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成就心向神往了。如果热那亚会议使我们取得新的政治成就，那么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十分敌视整个无产阶级的分子涌进党里来的势头就会更猛烈。工人的半年预备期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住这种势头，因为用伪装的办法混过这样短的预备期是再容易不过了，况且在我们这种条件下，很多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加入工人队伍，简直没有任何困难。综上所述，我得出如下结论：我们必须大大延长预备期（白卫分子十分清楚地看到我们党的非无产阶级成分，我觉得这一点更可以证实这个结论），如果工人的预备期仍为半年，那么为了不自欺欺人，绝对必须确定“工人”这个概念，使这个概念只适用于那些确实由于自己的生活状况而必然具有无产阶级心理的人。如果不是在工厂一心一意呆上许多年，就不可能养成这种心理，它是由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般条件陶冶出来的。

只要不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成分，而是取决于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所独有的巨大威信。只要这层党员中间发生小小的内部斗争，其威信即使不毁掉，也必定会削弱到不再起决定作用的地步。

因此必须：（1）延长各种预备期；（2）特别详细地规定，应当怎样使预备期真正起到作用，应当有哪些具体的切实的考查条件来保证预备期真正起到作用而不致流于形式；（3）在处理接收新党员问题的机关中必须规定一个法定的多数；（4）接收新党员不仅必须受省委决定的制约，而且必须受监察委员会决定的制约；（5）还应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制定一些办法，使党易于除去那些根本够不上十分自觉地贯彻无产阶级政策的共产主义者的党员。我并不是建议再进行一次大清党，因为我认为这在目前是不切实际的，但必须找出一些在事实上进行清党的办法，即减少党员数量的办法，只要对此动动脑筋，我相信是可以找到一些可行的办法的。

如有可能，请看过这封信的中央委员给我一个答复，即使打电话简略地告诉人民委员会的一位女秘书也好。






	　　列宁
1922年3月26日

载于1925年12月23日《莫斯科晚报》第29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9—21页

















[13]《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这三封信是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写的，当时正在拟订关于清党总结和巩固党的问题的提纲，以便提交代表大会讨论。



早在1921年12月，列宁在研究清党的初步总结时，就写信给彼·安·扎卢茨基、亚·亚·索尔茨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建议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中规定更严格的入党条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14—315页）。



在《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清党的决议草案的意见》中，列宁写道：“我丝毫不反对让真正的工人能更容易入党，但是，如果不提出非常严格的条件来确定什么人能算是大工业的工人，那么，马上又会有一大批乌七八糟的人来钻这个空子。”（同上，第316页）



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没有解决修改入党条件的问题。会议表示希望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能修改党章中涉及接收新党员的条件的那一部分。——16。 　[14]指格·叶·季诺维也夫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托为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准备的《关于巩固党》这一提纲的最初草案。根据1922年3月8日政治局的决定，这份草案分发给了政治局委员们。草案规定，接收农民和红军战士入党应由有3年党龄的3名党员负责介绍，接收职员和其他人入党则应由有5年党龄的5名党员负责介绍。



列宁在3月9日的信中不反对把这份提纲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予以通过，并就介绍人党龄问题和草案中未提到的预备期问题提了意见。



3月13日，政治局在列宁没有出席的情况下批准了经补充修正的季诺维也夫提纲。3月17日《真理报》第62号发表了这份提纲。提纲中关于入党条件这一节引起了列宁的强烈反对，他在3月24日的信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6。



[15]指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根据审查党员的经验巩固党的问题的决议》和俄共（布）区域委员会、区域局和省委员会书记会议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组织问题的实际建议（对关于在清党以后巩固党的决议的补充）》（1921年12月）。格·叶·季诺维也夫《关于巩固党》的提纲的最初草案中没有引用这两个决议。——16。



[16]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起草的提纲《关于巩固党和党的新任务》的第5条，其中写道：“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定修改党章（第2章第7条）：工人和农民的预备期应不短于6个月，其他人不短于1年。”（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年俄文版第684页）——17。



[17]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俄共（布）的最高监察机关。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是1920年9月22—25日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1921年3月8—16日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选出了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7。



[18]1922年3月25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接受了列宁关于修改季诺维也夫提纲第5条的建议，但是没有考虑列宁的全部意见。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全会决定向代表大会提出下述条文：“决不允许靠剥削他人劳动、投机倒把之类为生的人入党，规定工人的预备期为6个月，红军战士为1年，农民及其他人为1年半，要让入党介绍人承担特别责任。”（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年俄文版第737—738页）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关于巩固党和党的新任务的决议》中规定，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前，修改党章，按新的手续接收党员。接收入党的人分以下三类：1．工人和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2．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红军战士除外）和手工业者；3．其他（职员等等）。第一类人的预备期为6个月，第二类人为1年，第三类人和脱离其他政党的人为2年。接收第一、二类人入党，须由有3年党龄的3名党员介绍，并且第一类人须县委和区委批准，第二类人须省委批准。第三类人以及脱离其他政党的人则须由有5年党龄的5名党员介绍，并必须由省委批准。20岁以下的青年入党须经过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红军战士除外）。要求入党者的名单应预先公布。



代表大会再次确认介绍人应对被介绍人负有极严格的责任，委托中央委员会制定承担责任的具体形式（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77—178页）。——18。



[19]路标转换派是1921年在流亡国外的白俄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流派。路标转换派还得到一些没有离开苏俄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路标转换派因1921年在布拉格出版的《路标转换》文集而得名，文集的中心思想是：承认反苏维埃武装斗争彻底失败，苏维埃政权是唯一可能的俄罗斯国家政权；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上转换路标，为复兴俄国工作。路标转换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流亡国外的立宪民主党人Ю.B.克柳奇尼科夫、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C.C.卢基亚诺夫、亚·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C.C.查霍金、尤·尼·波捷欣等人。他们的刊物是《路标转换》杂志，该杂志于1921年10月—1922年3月在巴黎出版。



国内战争的结束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是路标转换派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路标转换派的社会基础是资本主义因素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在苏维埃共和国有了某种程度的复活。路标转换派把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看作是苏维埃政权向恢复资本主义方向演变，指望苏维埃国家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他们号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苏维埃政权合作，并曾协助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返回祖国。路标转换派中也有不少人愿意真心诚意地和苏维埃政权一起工作，后来成为科学文化界的积极活动家，如历史学家叶·维·塔尔列、作家阿·尼·托尔斯泰等。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1922年8月4—7日）在《关于反苏维埃的党派的决议》中指出：“所谓路标转换派迄今起了而且还有可能起客观的进步作用。这一派别过去和现在都团结着那些同苏维埃政权‘和解’并准备同它一起复兴祖国的侨民和俄国知识分子集团。就这一点来说，路标转换派过去和现在都是值得欢迎的。但同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在路标转换派中资产阶级复辟的倾向也是很强烈的，路标转换派分子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样希望在经济上让步之后在政治上也会有向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让步等等。”（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37—238页）



列宁对路标转换派的评价见本卷第91—93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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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属租让委员会主席[20]


1922年3月11日


致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

抄送：斯莫尔亚尼诺夫同志

责成国家计划委员会租让委员会收集和集中有关俄罗斯联邦同外国资本家在国内外所进行的 一切
 租让谈判及租让事务的详细材料。以往的材料也必须收集。

租让委员会应对这些材料列表进行精确的登记，其项目如下：

（一）签订的合同；

（二）近期可能签订合同的重要谈判；

（三）已中断的谈判（注明原因）；

（四）其他一切谈判。

登记表中应扼要说明每项租让的内容（如谈判情况、租让项目、申请承租者的名称、大致的或精确的资本数额、存卷的编号）。

登记表的副本，应送劳动国防委员会[21]办公厅主任，并按月往表册中补充新资料。

租让委员会应当指定负责收集材料和编制表册的人员（办公厅主任、秘书），并将其姓名迅速上报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45卷第22页

















[20]列宁签署的另一封内容相同的信送给了合营（信贷和股份）公司事务委员会主席格·雅·索柯里尼柯夫（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第449—450页）。——21。



[21]劳动国防委员会是人民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于1920年4月由工农国防委员会改组而成，其任务是指导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国防机关的活动。列宁曾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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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22]




（1922年3月12日）

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一般任务，所有要点托洛茨基同志在第1—2期合刊上已经谈过了，而且谈得很好。我只想谈几个问题，把杂志编辑部在第1—2期合刊的发刊词中所宣布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计划规定得更确切一些。

这篇发刊词说，团结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周围的不全是共产党员，然而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认为，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这种联盟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正确地规定了杂志的任务。如果共产党员（以及所有成功地开始了大革命的革命家）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最危险的错误之一。恰恰相反，要使任何一件重大的革命工作得到成功，就必须懂得，革命家只能起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必须善于实现这一点。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在各种活动领域中，不同非共产党员结成联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有成效的共产主义建设。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所担负的捍卫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也是如此。可喜的是俄国先进社会思想中的主要思潮具有坚实的唯物主义传统。且不说格·瓦·普列汉诺夫，只要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够了，现代的民粹派（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等）由于一味追随时髦的反动哲学学说，往往离开车尔尼雪夫斯基而倒退，他们被欧洲科学的所谓“最新成就”的假象所迷惑，不能透过这种假象看清它是替资产阶级及其偏见和反动性效劳的不同形式。

无论如何，我们俄国还有——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疑还会有——非共产党员的唯物主义者，而吸收一切拥护彻底的战斗唯物主义的人来共同反对哲学上的反动，反对所谓“有教养社会”的种种哲学偏见，是我们不可推委的责任。老狄慈根（不要把他同他那自命不凡而实际上毫无成就的著作家儿子混为一谈）曾正确地、中肯地、清楚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对盛行于资产阶级国家并受到它们的学者和政论家重视的那些哲学流派的基本看法，他说：当今社会中的哲学教授多半实际上无非是“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 
[23]



我们俄国那些喜欢自命为先进人物的知识分子，同他们在其他各国的伙伴们一样，很不喜欢用狄慈根所说的评价来考察问题。他们所以不喜欢这样做，是因为真理的光芒是刺眼的。只要稍微深入思考一下当今那些有教养的人在国家政治、一般经济、日常生活以及其他方面对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依赖，就可以了解狄慈根这句一针见血的评语是绝对正确的。只要回顾一下欧洲各国经常出现的时髦哲学流派中的多数流派，哪怕只回顾一下由于镭的发现而兴起的哲学流派，直到目前正在竭力抓住爱因斯坦学说的哲学流派，就可以知道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立场及其对各种宗教的扶持同各种时髦哲学流派的思想内容之间的联系了。

由此可见，这个要成为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首先应该是一个战斗的刊物，这就是说，要坚定不移地揭露和追击当今一切“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而不管他们是以官方科学界的代表，还是以“民主主义左派或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政论家自命的自由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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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面貌出现。

其次，这个杂志应该是一个战斗的无神论的刊物。我们有些部门，至少有些国家机关是主管这个工作的。但是，这个工作做得非常软弱无力，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看来是受到了我们真正俄罗斯式的（尽管是苏维埃式的）官僚主义这种一般环境的压抑。因此，为了弥补有关国家机关工作的不足，为了改进和活跃这一工作，这个要办成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必须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要密切注意用各种文字出版的一切有关文献，把这方面一切多少有些价值的东西翻译出来，或者至少摘要介绍。

恩格斯早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要把18世纪末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在人民中间广泛传播。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3—584页。——编者注］

 我们惭愧的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做这件事（这是证明在革命时代夺取政权要比正确地运用这个政权容易得多的许多例子之一）。有时人们用各种“动听的”理由来为我们这种软弱无力、无所作为和笨拙无能进行辩护，例如说18世纪无神论的旧文献已经过时、不科学、很幼稚等等。这种不是掩盖学究气就是掩盖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的冒充博学的诡辩，是再坏不过了。当然，在18世纪革命家的无神论著作中有不少不科学的和幼稚的地方。但是，谁也不会阻止出版者把这些作品加以删节和附以短跋，指出人类从18世纪末以来对宗教的科学批判所取得的进步，指出有关的最新著作等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亿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应该向他们提供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告诉他们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用各种办法接近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唤醒他们的宗教迷梦，用种种方法从各方面使他们振作起来，如此等等。

18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泼辣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抨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这些政论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往往要比那些文字枯燥无味，几乎完全没有选择适当的事实来加以说明，而仅仅是转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要合适千百倍，此类转述充斥我们的出版物，并且常常歪曲（这是无庸讳言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比较重要的著作我们都有了译本。担心在我国人们不会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修正意见来补充旧无神论和旧唯物主义，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那些貌似马克思主义、实则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往往忽视的事情，就是要善于唤起最落后的群众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自觉地批判宗教。

另一方面，请看一看当今对宗教作科学批判的代表人物吧。这些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驳斥宗教偏见时差不多总要“加上”一些自己的见解，从而马上暴露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奴隶，是“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

举两个例子。罗·尤·维佩尔教授在1918年出版了一本题名《基督教的起源》的小册子（莫斯科法罗斯出版社版）。作者叙述了现代科学的主要成就，但他不仅没有反对教会这种政治组织的武器，即偏见和骗局，不仅回避了这些问题，而且表示了一种简直可笑而反动透顶的奢望：要凌驾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极端”之上。这是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而资产阶级则从他们在世界各国劳动者身上榨取到的利润中拿出几亿卢布来扶持宗教。

德国的著名学者阿尔图尔·德雷夫斯在他的《基督神话》一书中驳斥了宗教偏见和神话，证明根本就没有基督这样一个人，但在该书末尾，他却主张要有一种宗教，不过，是一种革新的、去芜存精的、巧妙的、能够抵抗“日益汹涌的自然主义潮流”的宗教（1910年德文第4版第238页）。德雷夫斯是一个明目张胆的、自觉的反动分子，他公开帮助剥削者用更为卑鄙下流的新的宗教偏见来代替陈旧腐朽的宗教偏见。

这并不是说，不应该翻译德雷夫斯的东西。这只是说，共产党员和一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要同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结成联盟，但是当这些进步分子变成反动的时候，就要坚决地揭露他们。这只是说，不敢同18世纪即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结成联盟，就无异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因为我们在同流行的宗教蒙昧主义的斗争中，必须通过某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同德雷夫斯们结成“联盟”。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要成为战斗唯物主义的刊物，就必须用许多篇幅来进行无神论的宣传，评介有关的著作，纠正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工作中的大量缺点。特别重要的是要利用那些有许多具体事实和对比来说明现代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组织同宗教团体、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关系的书籍和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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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北美合众国的一切材料都非常重要，那里宗教同资本之间的正式的、官方的、国家的关系要少一些。然而我们看得更为清楚，所谓“现代民主”（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等对这种民主崇拜得五体投地），无非是有宣传对资产阶级有利的东西的自由，而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是宣传最反动的思想、宗教、蒙昧主义以及为剥削者辩护等等。

我希望这个要成为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能为我国读者登载一些评介无神论书籍的文章，说明哪些著作在哪一方面适合哪些读者，并指出我国已出版哪些书籍（要象样的译本才能算数，但这样的译本还不怎么多），还应出版哪些书籍。




战斗唯物主义为了完成应当进行的工作，除了同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以外，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这些人倾向于唯物主义，敢于捍卫和宣传唯物主义，反对盛行于所谓“有教养社会”的唯心主义和怀疑论的时髦的哲学倾向。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1—2期合刊上登了阿·季米里亚捷夫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文章，由此可以期待，这个杂志也能实现这后一种联盟。必须更多地注意这个联盟。必须记住，正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的哲学学派和流派。因此，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注意自然科学领域最新的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并吸收自然科学家参加哲学杂志所进行的这一工作，不解决这个任务，战斗唯物主义决不可能是战斗的，也决不可能是唯物主义。季米里亚捷夫在杂志第1期上不得不声明，各国已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抓住了爱因斯坦的理论，而爱因斯坦本人，用季米里亚捷夫的话来说，并没有对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任何主动的攻击。这不仅是爱因斯坦一人的遭遇，也是19世纪末以来自然科学的许多大革新家，甚至是多数大革新家的遭遇。

为了避免不自觉地对待此类现象，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就应该组织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非常成功，现在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但因其历史上无所作为和历史上沉睡不醒而使欧洲许多先进国家至今仍处于停滞和腐朽状态的数亿人民日益觉醒奋起斗争的事实，新兴民族和新兴阶级日益觉醒的事实，愈来愈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当然，这样来研究、解释和宣传黑格尔辩证法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方面的初步尝试不免要犯一些错误。但是，只有什么事也不做的人才不会犯错误。根据马克思怎样运用从唯物主义来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方面来深入探讨这个辩证法，在杂志上登载黑格尔主要著作的节录，用唯物主义观点加以解释，举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实例，以及现代史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提供得非常之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辩证法的实例予以说明。依我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这个集体应该是一种“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从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黑格尔辩证法中可以找到（只要他们善于去找，只要我们能学会帮助他们）自然科学革命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的解答，崇拜资产阶级时髦的知识分子在这些哲学问题上往往“跌入”反动的泥坑。

唯物主义如果不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并不断地完成这个任务，它就不能成为战斗的唯物主义。用谢德林的话来说，它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挨揍。不这样做，大自然科学家在作哲学结论和概括时，就会和以前一样常常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自然科学进步神速，正处于各个领域都发生深刻的革命性变革的时期，这使得自然科学无论如何离不了哲学结论。

最后，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虽然与哲学领域无关，但毕竟属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也想注意的社会问题领域。

这个例子表明，当今的伪科学实际上是最鄙陋最卑劣的反动观点的传播者。

不久以前我收到了“俄国技术协会”第11部出版的第1期《经济学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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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这是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寄给我的，他大概还没有时间了解一下这本杂志的内容，就轻率地对这个杂志表示赞许。其实，这个杂志是当代农奴主的刊物（自觉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他们当然是披着科学、民主主义等等外衣的。

有一位叫皮·亚·索罗金的先生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战争的影响》的所谓“社会学”研究的洋洋大作。这篇深奥的文章堆满了作者从他本人和他的许多外国师友的“社会学”著作中引来的种种深奥的论据。请看他的高论吧。

我在第83页上看到：


　　“现在彼得格勒每1万起婚姻中，有92．2起离婚，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每100起离婚中，又有51．1起是结婚不满1年的：其中有11％不满1个月，22％不满2个月，41％不满3—6个月，只有26％是超过6个月的。这些数字表明，现在的合法婚姻，实际上不过是掩盖婚外性关系并使那些‘好色之徒’能够‘合法地’满足自己欲望的一种形式罢了。”（《经济学家》杂志第1期第83页）



　　毫无疑问，这位先生以及出版这家杂志并刊登这种议论的俄国技术协会，都是以民主拥护者自居的；当他们听见人家叫他们的真实名字，即叫他们农奴主、反动分子和“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认为这是一种莫大的侮辱。任何一个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资产阶级国家关于结婚、离婚和非婚生子女的法律以及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就会知道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即使是在所有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都是以农奴主的态度对待妇女和非婚生子女的。

当然，这并不妨碍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西方一切类似他们的党派继续高喊民主，叫嚷布尔什维克违背民主。事实上，在结婚、离婚和非婚生子女地位这些问题上，正是布尔什维主义革命才是唯一彻底的民主革命。这是一个最直接涉及任何一个国家半数以上的人口利益的问题。尽管在布尔什维主义革命以前已经有过很多次自称为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只有布尔什维主义革命才第一次在这方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它既反对反动思想和农奴制度，又反对统治阶级和有产阶级通常所表现的假仁假义。

如果索罗金先生以为每1万起婚姻中有92起离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那我们只好认为，索罗金先生若不是在一所同实际生活隔绝得几乎谁也不会相信其存在的修道院里受的教育，那就是这位作者为了讨好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而歪曲事实。任何一个稍微了解资产阶级各国社会情况的人都知道，那里事实上离婚（当然是没有得到教会和法律认可的）的实际数字要大得多。俄国在这方面与别国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法律不把假仁假义、妇女及其子女的无权地位奉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是公开地并以国家政权的名义对一切假仁假义和一切无权现象作不懈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杂志还必须对当代这类“有教养的”农奴主作斗争。其中也许有不少人甚至拿我们国家的钱，在我们国家机关里担任教育青少年的职务，虽然他们不配做这种工作，正如人所共知的奸污幼女者不配担任儿童学校的学监一样。

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得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它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去了。那里才是这类农奴主最适合的地方。

只要愿意学习，就一定能够学会。






	　　1922年3月12日载于1922年3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3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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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是为1922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3期写的。



据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是在科尔津基诺村休养时考虑写这篇文章的。他那时读了很多反宗教的书籍，其中有阿·德雷夫斯的《基督神话》和厄·辛克莱的《宗教的利润》（1925年出版的俄译本名为《宗教和发财》）等等。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在散步的时候我们谈论德雷夫斯，谈论辛克莱，谈论我们这里反宗教宣传搞得太肤浅，有许多庸俗化的做法，反宗教宣传没有同自然科学深刻地结合在一起，很少揭示宗教的社会根源，不能满足在革命年代迅速成长的工人们的要求。”（见1933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1期第148—149页）



文章于1922年3月12日写成，但是列宁并没有停止对文章的继续加工。在把文章送杂志编辑部以前，列宁又在其中增加了关于用现代科学批判宗教的代表人物阿·德雷夫斯和罗·尤·维佩尔的内容，删去了提及辛克莱《宗教的利润》一书的地方，笼统地指出在反宗教宣传中利用此类著作的重要性。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是苏联为开展战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宣传而创办的哲学和社会经济杂志，1922年1月—1944年6月在莫斯科出版。该刊为月刊，1933—1935年为双月刊。——23。





[23]

 指下述约·狄慈根的话：“我们从内心深处蔑视有学位的奴仆们口中的关于‘教育和科学’的华美言辞，关于‘理想的福利’的高谈阔论，他们今天用生造的唯心主义愚弄人民，就象当年多神教的僧侣们用当时得到的关于自然界的初始知识来欺蒙人民一样。”（见约·狄慈根《社会民主党的宗教》1906年柏林版第34—35页）——24。





[24]

 自由射手是15—19世纪法国的非正规的特种步兵部队，在普法战争中曾从事游击活动。这里是在借喻意义上使用的。——25。





[25]

 此处原为：“最近我浏览了厄普顿·辛克莱的小册子《宗教的利润》。毫无疑问，作者对待问题的态度和阐述问题的方法是有缺点的。但是本书是有价值的，它写得生动，提供许多具体事实和对比……”



据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阅读的《宗教的利润》一书是书的作者寄给她的，随书附有一封信，值中提到他利用自己的小说所进行的斗争。她说：“每天晚上列宁借助英文字典阅读。他对此书反宗教宣传方面不大满意，但喜欢书中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批评。”（见1933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1期第148页）——27。





[26]

 俄国技术协会是以在俄国发展技术和工业为宗旨的科学团体，1866年在彼得堡成立。该协会共有15个部，在全国各地设有数十个分会。协会活动包括出版刊物、举办学校、资助实验、举行普及科技知识的讲座及展览会等。1917年十月革命后，协会改组了自己的活动，于1923年通过了新的章程和《关于工业基本需要》的纲领。参加协会的有敌视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技术知识分子和前企业主。1929年协会被查封。



《经济学家》杂志（《Экономист》）是俄国技术协会第十一部即工业经济部主办的杂志，1921年12月—1922年6月在彼得格勒出版（第1期封面上印的是1922年）。列宁称《经济学家》杂志为“白卫分子的公开的中心”。



该杂志第1期是它的编辑Д.А卢托欣寄来、由尼·彼·哥尔布诺夫转交给列宁的。——30。







《列宁全集》第43卷


就瑞典贷款谈判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27]


（1922年3月13日）



我建议

 ：原则上赞同并责成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继续谈判， 但是
 （1）不经政治局同意，不要作出最后决定（政治局应保留 
拒绝

 的自由）；（2）要争取同其他（意大利） 贷款者
 在更优惠的条件下取得 类似的贷款
 。






	
列宁


［注：在草案上签字的还有列·波·加米涅夫和约·维·斯大林；列·达·托洛茨基弃权。——俄文版编者注］



3月13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47页

















［27］自1921年秋起，苏俄代表同瑞典政府和实业界进行了贷款谈判。列宁在了解了贷款条件以及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之后，写了这个建议。——33。







《列宁全集》第43卷


就苏维埃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的策略问题给格·瓦·契切林的信

1922年3月14日

契切林同志：读了您3月10日的信，我觉得，您自己在这封信里已把和平主义纲领叙述得很出色。［28］

全部艺术在于把这个纲领和我们做生意的建议 
在

 会议告吹 
之前

 清楚而响亮地说出来（如果“他们”使会议迅速告吹的话）。

这种艺术您和我们的代表团是会有的。

依我看，您已提出了大约13条（送上我在您信上的批注），提得都很好。

宣布“我们有一个最广泛而完整的纲领！”，我们就能引起大家的好奇心。如果不让宣读，我们就连同抗议一起 印出来
 。

处处都要有一个“小小的”保留：说我们共产党人有 自己的
 共产主义纲领（第三国际）， 
但是

 我们仍然认为， 
作为商人支持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另一阵营
 即资产阶级阵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29］算在内）中的 
和平主义者

 是自己的义务。

这既毒辣，又“和善”，有助于分化敌人。

运用这种策略， 即使
 在热那亚会议不成功，我们 也
 会得到好处。对我们不利的交易， 我们决不去做
 。

致共产主义敬礼！






	您的　列宁
　　3月14日











附言。契切林同志：为什么我们不毒辣地，（并且“和善地”）再补充一下：

我们建议（第14条）取消 
一切

 战时债务和（第15条） 
修订

 （在我们的13条基础上）凡尔赛条约［30］及 
一切

 军事条约，

但不是靠多数否决少数，而是靠 协商
 ，因为我们 在这里
 是以商人身分出现的，除了生意人的原则外， 
在这里

 我们 
不能

 提出任何别的原则。我们不想用多数来否决合众国的建议；我们是商人，我们打算 说服
 它！！ 征询所有
 国家，并 试试说服

 其中不同意的国家。这对资产者来说是既和善又不能接受的。我们要“和善地”使他们丢脸、受辱。

另一方案：可以建议在资产阶级和苏维埃（即承认私有制的和不承认私有制的）这两个阵营内部 分别
 实行少数国家（按人口数）服从多数国家的原则。

把草案和另一方案都提出来。

嘲笑者将是我们！

×） 
［注：在原信中没有相应的标记。——俄文版编注］

 补充：小债券持有人除外， 
只要

 能确切证明，这不是假的，而确实是靠劳动为生的小债券持有人。

在格·瓦·契切林信上的批注


致列宁同志

1922年3月10日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恳请您审阅以下建议并给予指示。我们应当提出一个“最广泛的和平主义纲领”，这是未来发言的最主要的部分之一，然而我们还没有这样的纲领。在中央委员会的最初指示中只有一些零散的说法。我这是初次尝试解决这个任务。

主要的困难在于目前国际的政治形式和经济形式始终是掩盖帝国主义者的掠夺行为的遮羞布，也是反对我们的工具。国际联盟只不过是协约国的工具，协约国已经利用它来反对我们。您本人曾指出过，在资产阶级国家和苏维埃国家之间实行仲裁是不可能的，然而仲裁却是和平主义武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中东铁路的国际共管是协约国把它从我们和中国手中夺走并占为己有的一种婉转说法。如果在我们这里开设外国发行银行和采用美元，以及普遍实行统一的金本位制——这将是美国进行全面经济奴役的最有效的工具。

我们应当在习以为常的现代国际形式中加进某种新东西，以阻止这些形式变成帝国主义的工具。我们的经验和创造、帝国主义世界日益崩溃和瓦解过程中生活本身的创造，都在提供这种新东西。由于世界大战的缘故，一切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民族的解放运动加强了。一些世界大国开始崩溃。我们的国际纲领应当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民族纳入国际的格局。应当承认所有民族都享有分离权或爱尔兰式自治权。1885年非洲会议给比属刚果带来了灾难，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欧洲列强对黑人大搞慈善活动，而这种慈善活动只　不过是最野蛮剥削的一块遮羞布。我们设想的国际格局中的新东西　对！应是使黑人 以及其他殖民地民族
 同欧洲各民族一起 平等地参加
 各种会议和委员会，并拥有 不容干涉
 自己内部生活的权利。 
［列宁注：对！
 ］

 另一个新东西应是 必须有工人组织参加
 。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工人出版物中有一个极为普遍的要求：吸收工联参加未来的欧洲大会。我们吸收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三名成员参加我们的代表团，这就在实际上实现了这一点。应当规定，在我们将建议成立的国际组织中，三分之一的名额应当分给每个代表团中的工人组织。然而，这两点新东西还不足以使被压迫民族和受欺凌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因为殖民地民族的上层分子，正如背叛的工人领袖一样，很容易成为傀儡。吸收这二者参加会给未来的斗争开辟场所。各工人组织将面临为殖民地民族的解放、为援助苏维埃政权和反对帝国主义掠夺而斗争的任务。但是，领袖们会叛变。所以，还应规定 国际会议或大会不干涉各民族内部事务的原则
 。应当采取 自愿合作和强国协助弱国的办法
 ，但不应使后者听命于前者。

这样，我们就会制定出一个非常大胆的全新的提案：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在宣布一切被压迫民族享有自决权、完全分离权或爱尔兰式自治权的基础上，召开一个有全球一切民族参加的 世界大会
 ，并吸收占整个大会三分之一名额的工人组织代表参加。大会的宗旨 不是对少数实行强制，而是充分协商
 。大会将依靠道义上的威正是望来发挥作用。在具体做法上大会将建立 各种技术委员
 会来实施我这样们的最广泛的世界经济复兴纲领。 
［列宁注：正是这样
 ］



在国际联盟即国际协会的所有草案中，关于强制执行国际协会决议的方法仅有两类建议：或者由所有强国按定额组成联合部队，或者把讨伐的任务委托给某一个强国或某几个强国。前一种情况是正确一种无力的行动，因为由众多强国按定额组成的联合部队是毫不中用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国际联盟即国际协会只不过是为最有势力的强国的新的掠夺行径辩解的借口。因此，必须完全排除强制或讨伐的成分，使世界大会只保留道义上的权威，成为以协商一致为目的的论坛。仲裁的任务是防止战争。有两种仲裁：或者是双方自愿向仲裁者申诉，例如向海牙法庭申诉，在这种情况下仲裁者的裁决是有约束力的；或者是另一种方式，英美条约中有关仲裁的条款就是这种方式的实例，根据该项条款，发生战争危险时建立特别调解委员会，双方都必须向委员会申诉，但委员会的裁决是否执行是两可的，虽然仲裁工作在一定期限内（例如一年之内）仍继续进行；这第二种方式的目的是推迟军事行动，以便在法定期间内能够平息双方的冲动并缓和冲突。按第一种方式，提请仲裁并不是必需的，但裁决却有约束力。按第二种方式，提请仲裁是必需的，但裁决没有约束力，并且双方只是在法定期限内受到约束。

目前是二者必居其一，别无选择。拟议召开的世界大会可仿效海牙法庭及其无约束力仲裁和其他职责。而我们将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同苏维埃国家之间只有这样一种仲裁法庭才是可行的，即其中双方指定的 成员人数相等
 ，一半是帝国主义者，一半是共产党人。同时根据我们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提纲，我们建议 普遍裁军
 ；我们进一步发扬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的传统，建议在 战争法规
 中增加 各种禁令
 ： 废除潜水艇
 、化学毒气、迫击炮、喷火器和空战。

世界大会建立的 各种技术委员会
 将指导最广泛的世界复兴纲领的实施。这个纲领不强加于人。它将是一个着眼于每一个参加国家利益的自愿建议。 对弱国将给予援助
 。需要这样来规划世界铁路线，河运和海运航线。这些路线的国际化将是一项逐步发展的事业，因为不允许对反对者采取强制手段。为了修建超干线、为了调整国际河流交通、为了使用国际港湾和在技术上改善世界海运路线，国际技术委员会应向某些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协助。我们建议先进国家的资本修建一条 伦敦—莫斯科—符拉迪沃斯托克
 
［注：即海参崴。——编者注］

 （北京） 的超干线
 ，我们还要说明，这样，西伯利亚无穷的资源就可以供大家使用。总之，强国对弱国的援助将是世界复兴的基本原则，而复兴应当立足于经济地理和资源的计划分配。只有经济弱国在强国的援助下得到发展，才会出现世界金本位制，而且这种发展对各国普遍有益，因为世界性经济崩溃也冲击着强国，甚至在美国引起前所未闻的失业现现象。强国援助弱国，也就是在给自己开辟市场和原料来源。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建议 有计划地分配目前闲置
 在美国银行金库中的 黄金
 。这种把 黄金
 有计划地分配给 所有国家
 的做法 应当同订货、贸易、短缺材料供应的有计划分配结合起来
 ， 总之
 ，同对破产的国家的全面经济援助结合起来。这种援助可以具有 贷款
 性质，因为在有计划开发经营的情况下，在几年后就可以开始偿还。商品交换研究所（凯恩斯）的，或中央分配局的，或各国商品交换中心的计划都属于这一类。如果德国不是以单个商人而是以统一的中央分配局来对付我们，那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这将是强迫我们用高价购买劣等货物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这些中央分配局成为 全世界有计划分配
 必需商品的 工具
 和 强国协助弱国
 的手段， 那它们将是极广泛的经济复兴纲领的必要环节
 。美国给我们发送谷物就是国际范围分配粮食的开端。战时在协约国范围内已经局部地实行了燃料的有计划分配；这项极广泛的纲领的主要部分之一应当是有组织地分配石油和煤炭，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应当排除强制和高压的成分。国际技术委员会应以最概括的形式制定有计划地分配热能和动力能的计划。这一切综合起来将使人们看到这样一种情景：在资产阶级制度下理论上可能的事情，在历史现实中却会与民族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寡头的掠夺发生冲突。

致共产主义敬礼！






	　　格奥尔吉·契切林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4—40页

















［28］1922年2月2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列宁拟的《俄共（布）中央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任务的决定草案》稍加补充后予以批准，并委托代表团具体制定应在会议上提出的纲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36—438页）。遵照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格·瓦·契切林制定了这个纲领，并且在给列宁的信中加以阐述。



契切林于3月21日草拟的声明草案中吸收了列宁在这封信里提出的对苏俄代表团纲领的补充意见。列宁对这一草案的修改意见见本卷第65—66页。——34。



［29］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即伯尔尼国际和维也纳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第二国际就遭到了破产。战后，持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立场的各国社会民主党首领于1919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代表会议，成立了伯尔尼国际，也称第二国际。1921年2月，在革命群众压力下退出了伯尔尼国际的中派社会党在维也纳召开代表会议，另外成立了维也纳国际，通称第二半国际（正式名称是社会党国际联合会）。1923年5月，在革命斗争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伯尔尼国际同维也纳国际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34。



［30］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字。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5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35。







《列宁全集》第43卷


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出席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

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草稿的意见[31]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

（1922年3月14日或15日）





	　　致季诺维也夫　斯大林

　加米涅夫及政治局其他委员









我建议

将第11条（第2部分）（关于改变对孟什维克的态度）删去。目前即使有条件地谈论这一点也不行。

我认为，应对指示作如下修改：　 （AA）如果你们要提出最有争议的问题，也就是会引起第三国际对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极大敌视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下述条件下才能同意：

（a）就问题单

（b）……和讨论第三国际权利的细则同我们达成协议；极其周密地维护第三国际的权利，等等，等等。

我们则建议 
仅仅

 提出争议最少的问题，把探求工人群众的（BB）局部的但却是共同的 
行动

 作为目的。

如果采纳AA，那么，我们就要加上：我们对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 总的
 评价、我们对它们的 
全部

 指责，等等，等等。

此外：3月25日，即在顶备会议上， 
只要

 还有希望达到目的 即
 吸引所有三个国际（（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出席全体会议，我们的代表就要极其克制。

不要因为人员的 
组成

 而使会议立即破裂；如果不出现 
绝对

 不能容忍的 极端
 卑劣行径，未经征询莫斯科，一般不要使会议破裂。






	　　列宁
载于192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41—42页

















［3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出席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草稿是格·叶·季诺维也夫拟的。他于1922年3月14日把草稿寄给列宁，请他在草稿提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前提出意见。



这一指示按照列宁的意见作了修改和补充后，得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赞同。3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致批准了指示。



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于1922年4月2—5日在柏林召开。1922年1月19日，第二半国际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第二国际提出建议：在1922年春召开所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代表会议，以研究欧洲的经济状况和工人阶级反对反动势力进攻的行动问题。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就是为了讨论召开这个会议的问题而举行的。三个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各派10名正式代表和若干名列席代表参加会议，不属任何国际的意大利社会党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团提议将来召开的国际代表会议应有所有无产阶级工会组织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参加，并且只讨论与工人群众共同的直接实际行动有关的问题，即防御资本进攻，向反动势力作斗争，反对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帮助苏维埃俄国进行恢复工作，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地区以及凡尔赛条约等问题。第二国际的代表在第二半国际代表团的实际支持下提出了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三个先决条件，要求第三国际接受。这三个条件是：共产党不在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建立支部；从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中指定一个委员会，对格鲁吉亚以及其他处境相似的国家的情况进行调查，以求在各个社会主义政党之间达成协议；释放政治犯，在社会党国际监督下由公正的法庭对那些受到刑事控告的人进行审判，并允许被告有辩护权。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了在统一行动方面取得协议，在对方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作了一系列重大的让步：允许即将受审的47名社会革命党人选聘任何辩护人；不对任何被告判处死刑；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都可以出席旁听，并可以作速记记录以便向它们所属的各政党汇报。列宁在《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一文中批评了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做法（见本卷第135—139页）。



会议通过了《联合宣言》，认为可以召开联席会议，以便为执行一定的具体任务而共同行动。宣言号召全体劳动群众在热那亚会议期间举行群众性的示威，口号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反对失业现象，无产阶级采取反对资本进攻的联合行动，捍卫俄国革命，救济俄国饥民，争取各国恢复同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各国和国际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会议成立了由9人（三个国际各派3名代表）组成的筹备委员会，为以后的代表会议和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作准备工作。但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改良主义首领抵制并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斗争，他们于5月21日通过决议，准备在海牙召开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际大会。共产国际代表团因此于5月23日宣布退出柏林九人筹备委员会。——40。







《列宁全集》第43卷


就《俄共目前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提纲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32]


（1922年3月16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各委员


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提纲

1．标题不行。这不是“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已由党纲规定，这是《关于当前条件下俄共农村工作的部署》。

我建议：责成作者根据主题的这一变化把提纲 压缩
 一下并作部分修改。其中包括压缩重复一般原则的地方（这可以写在说明和解释代表大会将来通过的决议的宣传品中），对 实际
 结论尤其是 组织
 结论作较详尽的发挥。

2．第1节标题中的“社会关系”改用复数。[33]

（打字太马虎：把“ 贫困化
 ”打成“联合”；把“无马的”打成“无地的”……）

3．第1节中冗长的地方特别多，有许多应该挪到小册子里去。

4．第1节和其他各节关于“合作化”都谈得空洞抽象。这是老生常谈，早已让人听厌了。应当用完全不同的叙述方式，不要重复“实行合作化吧！”这类空洞的口号，而要 具体指出
 合作化的 
实际经验

 是什么，以及 
怎样

 帮助实行合作化。如果作者没有这方面的材料，就应当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提出 要求
 ，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并且进行实际的而不是学院式的研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整个提纲太学院气，充满知识分子习气、小组习气和文人习气，而不是谈实际的国家工作和经济工作。）

5．“除集体经济以外”，没有发展，反而有“下降的趋势”（指贫苦农民）[34]。这样说不行。第一，说“集体经济”一概都好，没有证明。不应当用共产党员的自我吹嘘去激怒农民。第二，不是有“下降趋势”，而是发展到处 受阻
 ，下降现象 屡见不鲜
 。

6．“善于经营的农民”“ 
热中于

 ”“改进农业经营的任务”[35]，这话说得不恰当，很遗憾，这也是一种“共产党员的吹牛”。应当说：“正在开始，虽然还很慢。”（第1节）

7．“农民的〈？〉平等状态在消失。”（？）[36]不能这样说。

第1节的结尾部分根本不行，这象论文，而不象提纲；是没有根据的假设。

8．第2节的开头太不通俗。其实这完全不必写入提纲。离题太远。

9．第2节的第二句话（反对“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做法”）是有害的，不正确的，因为，例如战争就会迫使我们采取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做法。[37]

关于这一点，应该用全然不同的说法，比如这样说：鉴于发展农业和增加农产品的极端重要性，目前无产阶级对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政策主要应该是 限制
 他们的剥削趋向等等。

我们国家应该怎样限制和能够怎样限制这种趋向，应该怎样保护和能够怎样保护贫苦农民，全部实质就在于此。这应该研究，而且必须在实践中去研究，泛泛谈论 毫无意义
 。

10．第二节最后几句话是正确的，不过不通俗，也没有加以发挥。需要加加工。[38]

11．第3节中的“脱离”等语完全是歪曲的。[39]

12．其实，第3节全节多为泛泛之谈。这没有任何用处。这样单纯地重复是有害的；这会使人讨厌、乏味，对唠唠叨叨的话产生反感。

与其这样写，不如哪怕拿一个 县
 作例子，用 实际的
 分析说明应该怎样帮助“合作化”，而不是用 愚蠢的共产主义的合作社游戏
 去激怒农民；说明我们 实际上
 在哪些方面和怎样帮助了农艺的改进等等，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帮助，等等。

对这个题目不能这样处理。这样处理是有害的。泛泛之谈，令人生厌。这只能 滋生
 和助长官僚主义。

13．第4节开头部分尤其不妥。这象深奥的论文，而不象提交代表大会的提纲。

其次，“法令形式的指令”——这就是作者提出的建议。这是根本不对头的。官僚主义所以在危害我们，正是因为我们还在玩弄“法令形式的指令”。作者未必能再想出什么比这更坏更有害的东西了。[40]

还有，在俄共代表大会上讲“必须贯彻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真是天大的丑闻。写提纲竟是为了这个！！

全节都不行。泛泛之谈。空话连篇。大家听厌了的愿望。这就是 当今的
 “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

最好去掉这些东西，拿出 实际
 经验的材料，即使是一个县一个乡的也好，不是学院式地、而是 实际地
 加以研究，让可爱的共产党员官僚主义者来学习学习， 哪些不应该做
 （具体地，有例子，有地名，有确切事实）， 哪些
 应该做（也要同样具体）。

对“合作社”来说，提纲这一节即第4节的这个缺点显得特别大，特别有害。

14．第5节中说“国营农场工人”是“农业无产阶级的基干”。这不符合事实。这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他们往往 
不是

 无产阶级，而是“贫民”，是小资产者，什么样的人都有。不要用谎言来迷惑自己。这是有害的。这是我们官僚主义的主要根源。这是 不必要地
 激怒农民，得罪农民。关于我们国营农场的“农业无产阶级的“基干”，暂且不谈为妙。

下面说得很对：要把这种“无产阶级”（“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无产阶级”——说得很对！因此很象不三不四的人，而不是什么“基干”）组织起来是“很困难的”。

对！因此，不应当说“必须清除国营农场人员中的小私有分子”之类的话，因为这只能引人 发笑
 ，而且笑得有理（正象说必须清除农舍中的污浊空气一样）。

最好不谈。[41]

15．第6节（只有这一节！）开始谈到实际任务。[42]但是，谈得很差，缺乏用实际经验的论证，所以不得不作出如下结论（改变上面第1条中所提的建议）：

　　认为这一提纲不适用；

　　责成作者和奥新斯基、泰奥多罗维奇、雅科温科在代表大会期间召集在农村工作的代表举行会议；

　　会议的主题决不是制订“原则”等等，而是专门 
研究和评价实践经验

 ：

　　　　如何实行合作化？

　　　　如何同办得不好的国营农场，办得不好的合作社和集体农庄作斗争？

　　　　如何加强全俄农林工会？（派作者去那里 长期
 工作。）

中央提出的这一会议的任务，决不是再来一番老生常谈，而是要专门详细地研究地方（县、乡、村）的 
实践

 经验；如果实践经验少（大概很少，因为谁也没有费心去收集，然而没有收集起来的经验却是很多的），最好由代表大会选出

（a）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这种实践经验；

（b）该委员会直属于中央委员会；

（c）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参加该委员会；

（d）他也参加全俄农林工会……

（e）委托该委员会收集经验，加以研究，草拟（在写出几篇文章以后）


中央
 （新中央）关于农村工作部署 的信
 ，信中必须极其具体地指出， 如何
 实行合作化， 如何
 “限制”富农而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增长， 如何
 进行全俄农林工会的工作， 如何
 加强它，等等，等等。

中央拟定的代表大会决议案（大致）如下：

事实说明，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也证实，党在农村工作方面的主要缺点是不研究实践经验。这是一切不幸和整个官僚主义的根源。代表大会责成中央首先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而且要取得某个委员会的帮助，其委员有一人（或两三人）到全俄农林工会做 经常
 工作。

委员会必须不断研究经验，出版简报和小册子，以便就如何工作和不应如何工作的问题提出建议和发布命令。






	　　列宁
1922年3月16日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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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俄共目前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提纲是准备提交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一个决议草案（全文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440—446页）。提纲是在维·米·莫洛托夫任主席的土地问题专门委员会集体讨论的基础上，由该委员会成员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执笔起草的。委员会的成员还有亚·彼·斯米尔诺夫等人。1922年3月10日提纲分送给了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和政治局全体委员。列宁看了此提纲后写了这封信。3月18日政治局讨论了这一提纲，接受了列宁在此信第15点里提出的建议。在土地问题专门委员会成立以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曾几次向列宁谈农村形势，坚持要为代表大会准备一个农民问题原则决议，而列宁对这一意见一直持怀疑态度。——42。



[33]提纲第1节的标题是《目前农村中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42。



[34]提纲的正文中说：“至于农村中最贫苦的阶层，那么除集体经济以外，这里看到的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趋势，而是生产力下降的趋势……”（第1节）——43。



[35]提纲的正文中说：“……然而更迅速、更明显地从中农群众的队伍中分化出一个殷实的善于经营的农民的阶层，他们热中于在个体的集约经济的基础上改进农业经营的任务和提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第1节）——43。



[36]在提纲的正文中，这句话和第1节结尾是：“因此，国内战争时期所特有的农村中农民的平等状态现在正同时在两极上消失。但是这个过程刚刚开始，发展得很慢，特别是在歉收地区，还不知道哪些分子在多大的范围内由中农阶层上升，哪些分子下降到贫苦农民队伍，同样也不知道有多少贫苦农户由于劳力从前线归来而上升到中农水平。在当前农村，新的集团的队伍尚未形成，阶级划分的轮廓刚开始显现出来。”（第1节）——43。



[37]提纲第2节的标题是《对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态度》。这一节开头和第二句是：“富农和富裕农民分化出来是商品经济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客观结果。这个阶层是新经济关系的总的经济链条上的必要环节，它在农村的一极上，在按小资产阶级农业集约化的方法发展生产力的事业中履行一定的职能。对这一阶层采取不愿接纳和用1918年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做法施加粗暴的超经济压制的政策，会是极其有害的错误。”



贫苦农民委员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建立的，由一个乡或村的贫苦农民以及中农选举产生。根据上述法令，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的余粮。到1918年11月，在欧俄33省和白俄罗斯，共建立122000个贫苦农民委员会。在许多地方，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受富农影响的苏维埃，或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超出了6月11日法令规定的范围，它们为红军动员和征集志愿兵员，从事文教工作，参加农民土地（包括份地）的分配，夺取富农的超过当地平均份额的土地（从富农8000万俄亩土地中割去了5000万俄亩），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工具，积极参加组织农村集体经济。贫苦农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到1918年底，贫苦农民委员会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根据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由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乡、村苏维埃，改选后贫苦农民委员会停止活动。——43。



[38]提纲第2节末尾几句话说的是国家应当通过各种办法限制富农和富裕农民的剥削趋向，目的是为社会主义积累在可行范围内利用农村中业已开始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而又不破坏富农和富裕农民的经济。——44。



[39]提纲的第3节的标题是《对中农的态度》。这一节里说：“只有在中农同苏维埃国家建立事务联系的基础上，中农才能脱离富农的政治影响，因为这种农民在政治上是追随在恢复其经济的事业中给予它较多东西的人的。”——44。



[40]提纲第4节的标题是《关于对贫穷农民的态度》。这一节里说：“在因战时动员而失去劳动力、减少马匹、国内战争对农民经济的一般破坏影响和一再歉收的影响下，我国农村迅速发展起来一个赤贫化的但尚未无产阶级化的农户阶层……必须以法令形式向各人民委员部和经济机关发出指令，支援这一阶层。……在安排长期国家信贷时必须首先向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提供，为此，必须立即实现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为满足力量单薄的农户的需要而设立长期农业贷款特别基金的决定……”——44。



[41]提纲第5节的标题是《关于对农业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态度》。——45。



[42]提纲第6节的标题是《组织任务》。——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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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便条并附给埃·王德威尔得的复信稿[43]


（1922年3月17日）





	　致季诺维也夫同志抄送：加米涅夫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我刚刚同加米涅夫谈过，我们约定，由您在今天深夜答复王德威尔得，说他的电报已转交苏维埃政府。明天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同志将代表苏维埃政府给予答复。

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下复信稿，我草拟的信稿如下：


　　“俄国苏维埃政府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从来没有怀疑过，第二国际代表一向坚决实行的政策，也就是‘维也纳社会党联合会’[44]的代表略有犹豫地实行的政策。正是他们实行直接间接地联合各国剥削阶级的政策，而一切国家的剥削阶级都在迫害和屠杀共产党人，这种例子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特别多、特别明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实际上支持了高尔察克、邓尼金等侵犯俄国，正是它们两党之间的这种联合和政治上的接近，说明为什么西欧某些政治集团现在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表现出这样的信任。其实，关于您所提到的社会革命党人案件，不仅没有判决，甚至还没有审讯，也没有对被告提出起诉书。尽管如此，我认为有责任补充一句：苏维埃政府从未拒绝过实际建议，例如交换战俘或释放某几类战俘的建议，邓尼金政府为恢复地主政权直接进攻苏维埃俄国时就提出过此类建议。

　　司法人民委员　库尔斯基”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复信稿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俄文第4版第45卷第48—49页

















[43]1922年2月28日，苏维埃俄国公布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关于把从事反革命和恐怖活动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及积极分子交付最高革命法庭审判的决定。为此自称“社会革命党国外代表团”的一批流亡的社会革命党人于3月11日在他们的报纸《俄国呼声报》（在柏林出版）上发表《告世界各国社会党》的呼吁书，抗议所谓对被告事先判处死刑。呼吁书得到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各党、改良主义工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英国独立工党全国委员会、丹麦社会民主党主席托·斯陶宁格、第二国际首领之一埃·王德威尔得和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团打电报给列宁和格·瓦·契切林，要求把审讯推迟到三个国际的柏林会议召开。列宁的这个文献就是因此而写的。



列宁起草的复信稿于1922年3月18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略加修改后通过，3月21日由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签署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64号上公布。



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是1922年6月8日—8月7日在莫斯科进行的。被告共34人；其中有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局委员以及个别党员。审讯揭露了社会革命党中央所从事的反革命活动：组织反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和暴动，杀害工人领袖，支持外国武装干涉。最高革命法庭判处12名主犯（阿·拉·郭茨、德·德·东斯科依、米·雅·亨德尔曼－格拉博夫斯基、叶·莫·拉特涅尔－埃利金德、叶·米·季莫费耶夫等）极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一判决，同时决定，如社会革命党不放弃颠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继续进行恐怖活动和组织叛乱，将执行判决。一些表示悔过并揭发社会革命党中央罪行的被告人被免予惩处。——48。



[44]维也纳社会党联合会即第二半国际，见注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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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并附给出国同志的指示草案

（1922年3月17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

并转政治局委员

鉴于拉狄克同志， 据说还有索斯诺夫斯基同志
 即将出国，

鉴于这些极宝贵、极重要的工作人员 并不擅长外交
 ，我建议以政治局的名义发出指示：

“政治局指示所有出国的同志，当前一方面在有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声明和谈话中要极大地克制，另一方面要毫不留情地同他们作斗争，丝毫也不要相信他们（他们是白卫分子的最危险的 实际
 帮凶）。”





	
列宁
3月17日











附言：请 用电话表决
 。[45]






	　　列宁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50页

















[45]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2年3月18日通过了列宁提出的草案。——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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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伊·斯捷潘诺夫《俄罗斯联邦电气化与世界经济的过渡阶段》一书序言[46]


（1922年3月18日）



我衷心地向全体共产党员推荐斯捷潘诺夫同志的这本著作。

作者非常成功地说明了一些极其困难、极其重要的问题。作者的做法很好，他决定不是给知识分子（而我们这里却惯于仿效资产阶级作家的恶劣文风来写书），而是给劳动者，给人民真正的大多数，给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写一本书。为了那些不作解释便很难了解斯捷潘诺夫同志书中某些地方的人，也为了那些想知道国内外关于这一问题的最主要著作的人，作者在附录里开列了一个文献目录。特别应当提到的是第6章的开头，作者在这里出色地说明了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并有力地批驳了目前流行的对电气化的“轻微的”怀疑论；这种怀疑论通常掩盖着不认真思考问题的态度（有时甚至掩盖着白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仇视一切苏维埃建设的态度）。

对于真正的（而不是官僚的无所事事的）国民教育工作来说，目前最感缺乏的，正是本书这样的“学校参考书”（一切学校都必需的参考书）。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几乎有五年了，但旧的资产阶级学者还在 无产阶级的
 国立学校和大学里用旧的资产阶级破烂教育（确切些说，腐蚀）青年，这是一种耻辱。要是我们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家不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令人生厌的报刊杂志的政治喧嚣上，而坐下来就所有的社会问题写作参考书或教科书，那我们就不会蒙受这样的耻辱了。

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必须在俄罗斯联邦所有的（无一例外）学校里讲授电气化计划[47]。这个决定同其他许多决定一样，由于我们（我们布尔什维克）文化落后，始终是一纸空文。现在，斯捷潘诺夫同志的这本“学校参考书”出版了，我们应当并且一定能够做到：使每个县图书馆（以后是每个乡图书馆）有几本这种“参考书”；使俄国的每个发电站（总共有800多个）不仅有这本书，而且还一定要举办关于电力、关于俄罗斯联邦电气化以及关于一般技术的大众通俗讲座；要每一所学校中的每一位国民教师阅读并领会这本“参考书”（为了协助这项工作，每个县应当成立一个工程师和物理教员小组或团体），不仅要自己阅读、了解和领会这本著作，而且还会简单明了地把它讲给学生和一般农民青年听。

要做到这一点，得花费不少力气。我们是贫困的和文化落后的人。这没有关系。但要认识到必须学习。要乐意学习。要清楚地懂得，工人和农民现在需要学习不是为了使地主和资本家得到“好处”和利润，而是为了改善 
自己的

 生活。

而这一切我们现在都有了。因此我们要学习并且能学好。






	　　尼·列宁
　1922年3月18日

载于1922年3月21日《真理报》第6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51—52页

















[46]《俄罗斯联邦电气化与世界经济的过渡阶段》一书是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受列宁委托写的。列宁认为此书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对其写作非常关心。1921年9月20日列宁曾委托尼·彼·哥尔布诺夫为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收集俄文和德文的所有有关电气化的书籍。10月底，列宁写信给组织局，要求撤销派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出差的决定，把他安排到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国营农场去，使他在一个月至一个半月之内不致被其他事务牵扯，而能完成他已着手的著作。



1922年1月20日，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写信给列宁汇报写作情况。他写道：“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过去一样我正忙着搞电气化……要见您一面，如果您在莫斯科的话，象通常那样用5分钟时间，以便给自己加加油。您是个聪明的用人者，很善于提高工作效率。紧握您的手。谢谢您迫使我做这种工作。”



3月19日列宁在给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寄去此序言时，祝贺他取得辉煌成就。



列宁的序言在出书前发表于1922年3月21日《真理报》第64号。该书出版后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送给列宁一本，书上写了如下题词：“在无情的‘强制’下从事本书写作并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天赋’的作者赠给亲爱的弗·伊·列宁—乌里扬诺夫。这种‘强制’万岁！伊·斯捷潘诺夫，1921年10月23日—1922年3月29日。”（见《克里姆林宫的列宁图书馆》1961年俄文版第318页）——51。



[47]指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29日就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所作的关于电气化的报告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的草案是列宁拟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92—193页）。——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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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惩处犯罪的共产党员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48]


（1922年3月18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


莫斯科委员会（包括捷连斯基同志）事实上 包庇
 应该绞死的犯罪的共产党员，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这样做说起来是由于犯了“错误”，但这个“错误”的危险性极大。 
我建议

 ：

1． 
采纳

 季维尔科夫斯基同志的建议。

2．宣布给包庇共产党员（包庇的方式是成立特别委员会）的莫斯科委员会以严重警告处分。

3．向各省委重申，凡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中央都将把他们 开除出党
 。

4．通告司法人民委员部（抄送各省党委），法庭对共产党员的惩处必须 
严于

 非党员。

凡不执行此项规定的人民审判员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应予 
撤销职务

 。

5．委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报上对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 
狠狠

 训斥一下。






	
列宁
3月18日

　









附言：执政党竟庇护“自己的”坏蛋！！真是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





	载于1962年11月20日《真理报》第32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53页

















[48]这里说的是莫斯科苏维埃中央房产局舞弊一案。对该局舞弊行为的大量申诉中，有些是寄给列宁的，所以人民委员会办公厅（阿·阿·季维尔科夫斯基）直接参加了对该局的检查。检查证实，中央房产局的一些负责人伙同莫斯科公用事业局党员局长索韦特尼科夫徇私舞弊。但是，3月14日俄共（布）莫斯科市常务委员会召开有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参加的会议，却认为检查的结论缺乏根据，并决定将此案移交给新成立的党的特别委员会去重新审查。季维尔科夫斯基在3月15日给尼·彼·哥尔布诺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的信中，把这个决定称作是“以超等的手段葬送整个案件”。他着重指出，这个决定与列宁关于无情追究“官僚主义的匪徒行径，特别是如果干这种事的是混入党内的不良分子”的指示背道而驰。他请求取消这个决定，将罪犯交法庭审判。为此列宁写了这封信。在寄发时，列宁在信上批道：“瞿鲁巴和李可夫阅后交哥尔布诺夫立即转发”。——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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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便条并附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意见[49]


（1922年3月18日）

哥尔布诺夫同志：

请看一下，记下要点，并 
速交

 莫洛托夫同志转 
政治局

 委员，然后转 
瞿鲁巴

 和 
李可夫

 。

依我看，合作社不是工会。

合作社仍应采用义务入社制。

资金的来源应是自愿交纳。既然我们的合作社要做生意（而不是玩出版日报的游戏，让那些游手好闲的饶舌者在报上发出令人生厌的政治喧嚣），那么做生意就应当有收益。谁交股金，谁就得到收益。

所有的人都是合作社社员。我们要这样做是为了将来。看不出这对什么有妨碍。

交纳股金是自愿的。谁交纳股金，谁就得到一份收益。

结论：依我看，把这个问题搁一下，不在这次会议上提出。






	
列宁
3月18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54页

















[49]这个文件是针对列·米·欣丘克1922年3月17日的信而写的。欣丘克在信中向列宁请示，是否在即将召开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全权代表理事会第五次会议上提出关于自愿入社制问题。



列宁的建议写入了1922年5月1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义务入社、自愿入股和消费合作社的统一的决定》。——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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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工作问题给约·维·斯大林的信[50]


1922年3月21日

我同瞿鲁巴和李可夫谈过了。我希望工作能很好地进行。其中有一个问题涉及您的人民委员部[51]。瞿鲁巴和李可夫的主要任务是（现在应该是）检查执行情况和挑选人员。

需要有助手。光靠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一个机构是不够的，而扩大这个机构又不合适。我的想法是，为此应该利用工农检查院（直接帮助瞿鲁巴和李可夫检查执行情况，监督各人民委员部的 下层机构
 ）。我想知道您是否同意；如果同意，那就需要您同这两位副主席达成书面协议，我也想参加制订此项协议的工作。

目的：把瞿鲁巴和李可夫按照同您达成的协议挑选出来的工农检查院的优秀工作人员培养成（办法是由您和两位副主席在交办的 实际
 工作中考验他们）绝对可靠又有办事能力的人，他们能迅速地无条件地（1） 推动
 下面执行，（2）检查执行情况，（3）检查某一人民委员部、处以及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等等 机关
 的工作是否正确，（4）指导 如何
 安排工作。

这些人员 亲自
 向副主席和您报告工作进程和结果。这些人员的选拔要 很
 缓慢，以便通过多次考验使他们成为所谓“特命全权”检查员和指导员；他们的人数要 逐渐
 增加到数十名。他们将来也要（ 实际地
 ）吸收非党工人和农民参加工农检查院。

您如同意，请将此信副本连同您的意见，一起送交瞿鲁巴和李可夫。如有不同意见，请立刻写几个字（或打电话）告诉我。我想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谈谈这个问题。






	　　列宁
载于1930年1月21日《真理报》第2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55—56页

















[50]关于改革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和这两个委员会副主席的分工问题是列宁在1922年1—2月同亚·德·瞿鲁巴的通信中第一次提出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87—395页）。后来列宁又制定了《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草案（见本卷第147—155页）。——56。



[51]指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院）。



工农检查院是根据列宁的提议于1920年2月成立的，由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久成立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而成。——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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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一个决议草案

给约·维·斯大林和列·波·加米涅夫的信

（1922年3月21日）

致斯大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

代表大会的补充决议草案[52]已经收到。

我基本上同意。就初步看法，建议作如下修改：

（1）删去“新的”这个词（第1页倒数第1行）；

（2）结尾处，“代表大会责成委员会”一语改成“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并吸收瞿鲁巴和基谢廖夫同志（两人不是中央委员）参加”。

我认为：

（一）还要作一些较次要的修改；

（二）关于人员的考查和执行情况的检查问题应增加点东西。细节方面，我们可在电话里商定。

怎样提出来？

我准备写信给中央全会（4月24日前？）。

在这封信中：

（1）简述报告提纲，

（2）引用托洛茨基的信[53]，表示我大体上同意，

（3）说说我与瞿鲁巴和李可夫商定的内容， 
［注：见本卷第56—57页。——编者注］



（4）以我的名义把你们的草案补充进去，（5）请中央全会表决：是否同意这几点？是否准许我在报告中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谈所有这些问题？

附言：这种形式最好。

补充：反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过于庞大，每省不得超过三人。






	　　列宁
1922年3月21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57页

















[52]看来是指就划分党与苏维埃机关职责问题对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将提交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决议草案的补充（这一补充的原文没有找到）。列宁曾把这个问题列入向1922年3月25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提出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提纲（见本卷第62—64页）。——58。[53]看来是指1922年3月10日列·达·托洛茨基关于党和苏维埃机关的相互关系以及划分两者职责的必要性问题的信。这封信是在讨论格·叶·季诺维也夫的提纲《关于巩固党》的草案时寄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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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贫苦农民报》创刊四周年[54]


（1922年3月23日）

谨向《贫苦农民报》编辑部祝贺创刊四周年。

四年来，你报一直在光荣地卓有成效地为劳动农民的利益服务。资本家和地主强加在各族人民身上的战争，弄得俄国民穷财尽，以至我国劳动农民至今还是贫苦农民。俄国劳动群众要战胜战争所造成的饥荒、贫困和破坏，还要做许多工作，艰巨繁重的工作。

但是，俄国的农民和工人一定会完成这项艰巨繁重的工作，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在这项工作中，有一种思想在支持和激励工人和农民，这就是他们认识到现在劳动是为了自己，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为了让地主和资本家发财致富。

工农联盟——这是苏维埃政权给予我们的东西。这是苏维埃政权的力量所在。这是我们取得成就、取得最终胜利的保证。

这个联盟使我们战胜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他们曾试图在资本家派遣的外国军队的支持下恢复俄国的地主政权。

现在外国资本家不得不同苏维埃俄国签订贸易协定了。这些协定将帮助我们买到必要的农具、机器和其他东西，来恢复被破坏的农民经济。

目前，我们正处于荒年之后的最困难的春季。但是我们决不会垂头丧气。不管工人和农民的苦难多么深重，我们现在已经争得了不为地主而为自己工作的权利和可能。我们一定能恢复和改善被破坏的经济。






	　　尼·列宁
　1922年3月23日

载于1922年3月26日《贫苦农民报》118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第45卷第58—59页

















[54]这篇文章是列宁应《贫苦农民报》编辑维·阿·卡尔宾斯基之诸而写的。



列宁经常关怀《贫苦农民报》编辑部的工作。他在1922年1月26日给卡尔宾斯基的信中曾要求他定期报告有关农民和红军战士给报纸的来信的情况，包括信件数量、一般情绪和迫切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



1922年3月21日，卡尔宾斯基在给列宁送去报纸收到的来信的综合报告时附信说：“亲爱的同志：给您寄上当前的‘晴雨表’，恳请您在星期六，3月25日前为《贫苦农民报》创刊四周年写篇短文。我们很希望您……不会拒绝就《贫苦农民报》写几句话，因为该报给您提供过信息，而这些信息在您起草有关农民的一些重要法令时可能是很有用的。”



列宁仔细地阅读了卡尔宾斯基的信，把信中谈到农民对饥荒和实行新经济政策中的错误的反应的地方打上着重标记，同时建议全体政治局委员和李可夫、瞿鲁巴看看这封信。



列宁在把贺词寄给《贫苦农民报》编辑部时附了一张便条，说他病了，“不能为《贫苦农民报》创刊四周年写点什么有用的东西。寄上的文章如合适就刊用，如不合适就扔到废纸篓里去，这样将更好一些。”（见列宁《1922—1923年论文和讲话集》193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47页）



《贫苦农民报》（（？еднота》）是俄共（布）中央主办的供农民阅读的报纸（日报），1918年3月27日—1931年1月31日在莫斯科出版。从1931年2月1日起同《社会主义农业报》合并。——60。







《列宁全集》第43卷


就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提纲

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55]


1922年3月23日

莫洛托夫同志：

请您转告中央全会：

1．我向全会请病假（我不能出席全会会议，也不能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2．如果需要我出席全会说明下列报告提纲，那我一定出席，并在接到通知后两三小时内到会。

3．我设想的中央在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如下：

基本上重复1922年3月6日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注：见本卷第1—15页。——编者注］

 内容，有几点要加以发挥。稍微谈谈热那亚。较详细地谈谈 
新经济政策

 和“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

暂停退却（经济上的）和重新部署力量的任务。资产阶级对我们的警告，他们通过路标转换派乌斯特里亚洛夫之口说， 
新经济政策

 不是“策略”，而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演变”。[56]

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是文化，是管理的本领。举几个小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新经济政策

 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

谈谈我国革命已经取得的不可剥夺的成就和尚未完成的任务。

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财政危机的危险。利用“喘息时机”，把工作重心集中在挑选人才和检查实际执行情况上。

着手执行的任务之巨大同物质、文化之贫乏这两者极不协调。

报告中还要谈到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两位副主席的作用、1922年1月底以来我同亚·德·瞿鲁巴谈这个问题的通信[57]、我们三人（加上李可夫）现正在拟订的能深入检查执行情况的新的工作安排的条例。 
［注：见本卷第147—155页。——编者注］



使人民委员会摆脱琐碎事务；更明确地划分它同劳动国防委员会[58]、小人民委员会的职责。吸收领导同志即人民委员参加人民委员会，而不是仅仅有他们的副手参加，以提高它的威信。

因此并根据加里宁同志的屡次口头声明以及随信附上的叶努基泽同志的书面报告[59]，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提请代表大会批准上述提纲，同意召开会期较长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来研究立法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并经常地监督各人民委员部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最后，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象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

草拟相应的决议案，提交党代表大会批准。[60]

4．请中央全会指定一名中央的补充报告人：因为我的报告太一般，而且我能否作报告，自己还没有绝对的把握，更主要的是我脱离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已有好几个月了。[61]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
载于1928年8月30日《真理报》第20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60—62页

















[55]俄共（布）中央这次全会于1922年3月25日召开。全会的主要议题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作准备。全会决定：“1．批准列宁提出的他的代表大会报告提纲。2．指定加米涅夫同志为中央政治报告的补充报告人。3．建议列宁同志在其报告中涉及完善劳动国防委员会和涉及它在各地的据点的地方讲一下区域经济会议的巨大作用。”第3条是根据费·埃·捷尔任斯基的提议通过的。



接到全会决定后，列宁在一份全会前起草的政治报告提纲稿上注明：“注意特别提一下区域经济会议。”后来他在名为《1922年3月27日讲话提纲》的定稿中加上一条：“区域经济会议工作的开展和扩大。”列宁就是按照这份提纲定稿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的（见本卷第401—405页）。——62。



[56]指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文章《演变和策略》，载于1922年1月21日出版的《路标转换》杂志第13期。——62。



[57]列宁指的是就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亚·德·瞿鲁巴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87—395页）。——63。



[58]小人民委员会是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所属的一个常设委员会，1917年11月成立。设立小人民委员会是为了减轻人民委员会的负担。小人民委员会预先审议应由人民委员会决定的问题，自身也决定某些财政经济问题。小人民委员会一致作出的决定经人民委员会主席签署，即具有人民委员会决定的效力。如果意见分歧，则把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解决。小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成员由人民委员会从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中任命，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也参加小人民委员会。1930年小人民委员会撤销。——63。



[59]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萨·叶努基泽1922年3月21日给列宁的信。他在信中建议，为了改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对各地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的领导，为了在中央各人民委员部同各地执行委员会之间解决经济问题时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至少每三个月召开一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并把会期延长到两个星期。他写道：“由于参加讨论问题的有来自全俄各地的有地方经验的工作人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定，将比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的决定正确一些，权威一些。会议期间主席团委员们有较长的时间同地方工作人员一道工作，这就使他们能获得关于地方情绪和需求的大量材料和知识，从而大大活跃和加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本身在两次常会之间的工作。”——63。



[60]列宁的建议被写进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巩固党和党的新任务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50—152、172—183页）。——64。



[61]俄共（布）中央全会指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补充报告人列·波·加米涅夫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没有作这一报告。——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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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维埃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的声明草案的修改意见[62]


（1922年3月23日）

电话口授

致莫洛托夫同志

对于契切林同志题为《会议第一次发言要点》的报告，建议作如下改动：

（1）第1页第7行和第8行——建议讲“所有制”而不单是讲政治经济制度。［63］

（2）同页倒数第8行和第9行——提到“不可避免的暴力变革和采用流血斗争”的地方完全删去，而仅仅说明，我们共产党人不同意和平主义者的观点，这一点从共产主义书刊中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是以商人身分来这里的，我们确认自己的责任是全力支持和平解决有争议问题的一切尝试。

（3）同页倒数第2行和第3行——把我们的“历史观包括采用暴力措施”这句话删去。

（4）第2页第2行和第3行——我们的历史观认定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这句话也应全部删去。

这样一些吓人的字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使用，因为用了将有利于对方。应只限于指出，共产党人的观点同我们开始与之谈判的国家以及诸如韩德逊、凯恩斯一类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和平主义者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但是为达成我们所希望的经济协定，我们认为有责任尽我们的一切可能，尽量广泛地实现这个和平主义纲领，哪怕是实现其中的一部分也好。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63—64页















［62］列宁对格·瓦·契切林提出的参加热那亚会议的苏俄代表团的声明草案的全部修改意见都被采纳。1922年4月10日，契切林在热那亚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宣读了苏俄代表团的声明。——65。



［63］列宁指的是格·瓦·契切林发言稿中下面这段话：“我们认为戛纳决议关于互相承认现代世界两大阵营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第1条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列宁在契切林发言稿的页边上将这一段话用线标了出来。列宁还对第2、3、4条意见所涉及的契切林发言稿中的一些话加上了着重标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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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64]




（1922年3—4月）


1

开幕词

（3月27日）

同志们！我受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宣布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幕。

同志们！我们已有整整一年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和入侵的惊扰，至少没有受到最直接的武装干涉和入侵的惊扰，你们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代表大会还是第一次。这一年里我们第一次有可能把我们的力量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的、主要的、基本的任务上。

在这方面，我们无疑才走了头几步。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相当冷静地估计一下我们做过的事情，敢于正视并非总是令人愉快的、有时甚至令人极不愉快的现实，那么所有的困难，所有现在才充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我们一定能够克服。

过去一年我们所遭受的灾难，恐怕要比以往年份更严重。

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家强加给我们的战争的全部后果好象都凑在一起了，又是饥荒，又是最严重的经济破坏，一下子都落到了我们头上。这些灾难现在还远未克服。而且我们谁也没有指望这些灾难能够迅速克服。

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和巩固我们党的统一，只要我们能够象过去那样成功地摆脱国际方面的困难，只要我们能够全力以赴去完成目前形势下必然产生的任务，那就毫无疑问，我们一定会克服所有这些困难。

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全世界发展，虽然远不如我们某些用战时和结束战争时的速度来衡量它的人所期望的那样迅速，但毕竟在扎实、稳步、广泛、深入地发展着。现在除极少数国家外，世界各国都有了共产党，只要我们同各国共产党合作，善于冷静地估计自己的状况，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这一切困难。





	载于1922年3月28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公报》第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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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

（3月27日）

（鼓掌）同志们！请允许我这次作中央的政治报告，不从年初开始，而从年终谈起。目前人们最关心的政治问题是热那亚会议。不过我们的报刊对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很多，我在3月6日的讲话中，在这个已经发表的讲话中也谈了对这个问题最基本的看法 
［注：见本卷第2—8页。——编者注］

 ，所以，如果你们不特别要求我说明某些细节，那就请允许我不详细谈这个问题了。

关于热那亚会议，你们大体上都已经了解了，因为报刊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用了很多篇幅，依我看，甚至是太多了，却忽视了我国整个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真正的、实际的和迫切的需要。在欧洲，当然，是在各资产阶级国家，人们很喜欢在头脑里装满或者说塞满有关热那亚问题的种种无聊的议论。而这一次（当然还不仅这一次）我们却仿效他们，而且仿效得太过分了。

应当指出，我们中央已经十分精心地设法组成一个有我国优秀外交家参加的代表团（现在我们已有相当数量的苏维埃外交家，和苏维埃共和国初期不同了）。我们中央委员会给我国去热那亚的外交家拟定了十分详细的指示。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草拟这些指示，而且反复讨论过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99—401、409—411、412—413、436—438页；本卷第34—39、65—66页。——编者注］

 。不言而喻，这里的问题，我虽然不说它是个军事问题，因为军事这个词会引起误解，但至少这是一个竞赛问题。在资产阶级阵营里，有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比其他派别强大得多的派别，正在想破坏热那亚会议。也有无论如何要保住这个会议并设法使它开成的一些派别。现在这后一种派别占了上风。最后，在资产阶级国家阵营里，还有一种可以叫作和平主义的派别，整个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也应算在内。这是一个试图捍卫住一系列和平主义建议、制定出某种类似和平主义的政策的资产阶级阵营。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这种和平主义是有明确看法的，这里完全用不着加以阐述。显然，我们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分，而是以商人的身分去热那亚的。我们再做生意，他们也要做生意。我们希望做有利于我们的生意，而他们希望做有利于他们的生意。至于斗争将怎样展开，这要看我们外交家的艺术了，虽然是在不大的程度上。

我们以商人的身分到热那亚去，是同醉心于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资产阶级阵营的代表打交道，还是同倾心于和平主义（哪怕是最糟糕的、从共产主义观点看来是不值一驳的和平主义）的资产阶级阵营的代表打交道，这对我们当然是有区别的。如果一个商人不善于掌握这种区别，不能使自己的策略适应这种情况来达到实际目的，那他就是个蹩脚的商人。

我们到热那亚去的实际目的是：扩大贸易，为最广泛最顺利地发展贸易创造条件。但是我们并不能保证热那亚会议一定成功。作这样的保证是可笑的、荒谬的。我应当说明，在对目前热那亚的各种可能性作最冷静最谨慎的估量之后，我还是认为，我们能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这样说并不夸大。

如果我们那里的对话者很识时务，不过分固执，那就通过热那亚会议达到这一点，如果他们要固执到底，那就绕过热那亚会议。但我们一定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要知道，资本主义列强近年来最迫切、最实际和表现得最突出的利益，要求发展、调整和扩大同俄国的贸易。既然存在这种利益，那么，尽管会有辩论、会有争执、分歧各方会有不同的组合——甚至很可能闹到决裂的地步，但这个基本的经济需要最终还是会发生作用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一点上尽可以放心。我不能担保用多少时日，也不能担保一定成功，但是在这次大会上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苏维埃共和国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正常贸易往来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至于往来中断的可能性如何，这一点我到下面有关部分再谈，不过我想，关于热那亚问题可以讲到这里为止。

不用说，那些希望更详细了解这个问题、看了报上公布的代表团名单还不满足的同志，可以选出一个委员会或一个小组来了解中央的所有材料、信件和指示。当然，我们所拟定的细节是假设性的，因为直到现在还不能确切知道，谁会出席这次热那亚会议，会提出哪些条件，是先决条件还是附带条件。在这里研究所有这些问题是极不适当的，我认为，甚至是实际上办不到的。再说一遍，代表大会完全可以通过小组或委员会收集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已经公布的和中央拥有的各种文件。

我就谈到这里为止，因为我相信，我们最大的困难不在这个问题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不应放在这个问题上。欧洲资产阶级报刊故意吹嘘和存心夸大这次会议的意义，欺骗劳动群众（在所有这些自由民主国家和共和国里，十分之九的资产阶级报刊总是这样做的）。我们受了一点这种报刊的影响。我们的报纸仍旧受着资产阶级的老习惯的影响，不想转上新的社会主义的轨道，因此我们小题大做，掀起了不必要的喧嚷。其实，对于共产党人说来，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经历过1917年以来的严酷岁月、见过自那以后各种严重的政治局面的共产党人说来，热那亚会议并不是什么大的困难。我不记得，不仅中央而且全党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什么意见分歧或争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共产党人看来，这里并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尽管他们中间有各种微小的差异。我再说一遍，我们是以商人身分去热那亚的，是为了寻求发展贸易的最有利的形式，这种贸易已经开始，正在进行，即使有人能强行使之中断一个时期，但过后它必然还会发展起来。

因此，关于热那亚会议就简短地说到这里，现在我来谈谈我认为是过去一年和今后一年中的政治上的主要问题。我觉得（或者说，至少我的习惯是如此），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不应当光谈报告年度内做过什么事情，而且应当指出报告年度内有哪些主要的、根本的政治教训，以便正确规定我们下一年的政策，从过去一年里学到一点东西。

主要问题当然是新经济政策。整个报告年度就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标志下度过的。如果说我们这一年取得了什么重大的和不可剥夺的成就（对这一点我还不那么深信无疑），那也不过是从开始实行这个新经济政策方面学到了一些东西。尽管我们学到的东西不多，可是我们这一年确实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学到了很多东西。至于我们是否真正学会以及学会了多少，这大概就要由后来发生的很少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事情来检验，比如由当前面临的财政危机来检验。我觉得，在我国新经济政策问题上主要应当注意如下三点，这是讨论如何吸取上一年的经验、如何为下一年提供实际教训的基础。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们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检验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在我国革命发展的前一时期，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力量主要放在或者说几乎都放在抵抗入侵的任务上，我们不可能很好地考虑这种结合，还顾不上这一点。那时我们刻不容缓的万分紧急的任务，是如何防止立刻被世界帝国主义的强大势力扼杀的危险，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忽略这种结合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

转向新经济政策，这是上次代表大会 
[65]

 完全一致通过的，而且比我们党决定其他问题时更加一致（应当承认，一般说来我们党是非常一致的）。这种一致表明，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以不同观点来估计形势的人们，都一致地、非常迅速地、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说，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唯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由于军事事态的发展，由于政治事态的发展，由于旧的文明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各殖民地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的发展，我们不得不在我国还是经济最落后的国家，至少是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的时候，首先在资本主义旧世界打开一个缺口。我国绝大多数农民都经营着小个体经济。我们把我们制定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中可以立刻实现的东西先建立起来，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广大农民群众中所发生的情况，我们把很重的负担加在他们身上，理由是战争不容许我们在这方面有丝毫犹豫。从整体上说，这个理由农民是接受了的，虽然我们犯了一些无法避免的错误。总的说来，农民群众看到并且懂得，为了保卫工农政权不被地主推翻，为了不致被可能夺走全部革命成果的资本主义入侵所扼杀，他们肩负起这些重担是必要的。但当时在国有化、社会化的工厂和国营农场中建立起来的经济没有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这一点我们在上次党代表大会上就看清楚了。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在新经济政策势在必行这个问题上，党内没有发生过任何摇摆。

看看国外俄国各党派大量出版的报刊对我们这个决定的各种评价，真觉得好笑。这些评价几乎没有区别。他们生活在往事的回忆里，现在还一再说左派共产主义者至今仍在反对新经济政策。他们在1921年回忆着1918年的事情，回忆连我们这里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自己都已忘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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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至今还在反复唠叨这一点，硬说这些布尔什维克自然是狡猾撒谎之徒，说他们向欧洲隐瞒内部的意见分歧。读到这些话，心里就会想：就让他们执迷不悟吧！既然他们对我们的情况持这种看法，那就可以根据这点看出这些现在逃往国外的似乎极有教养的旧人物的认识程度了。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任何意见分歧，之所以没有，是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有实际必要通过另一种途径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我们试着建立的新经济并没有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现在是否结合了呢？还没有。我们只是开始寻求这种结合。我们的报刊现在还常常到处探寻新经济政策的意义，但是找的不是地方，其实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我们的功绩就在这里。不然，我们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人革命家了。

我们不顾一切旧事物，完全按照新的方式开始建设新经济。如果我们不开始建设新经济，那我们在头几个月或头几年就被打垮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固执己见，认为我们既然无所畏惧地开始了新经济的建设，那就非这样干下去不可。这有什么根据呢？没有任何根据。

我们一开头就说过，我们要进行的是崭新的事业，如果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同志不能很快地来帮助我们，我们的事业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一定会犯许多错误。主要的是应该善于清醒地看出在什么地方犯了这样的错误，接着一切从头做起。既然不是一两次，而是很多次地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那这正说明我们没有成见，我们是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肩负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任务的。

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现在主要是要正确地吸取过去一年的经验。应该这样做，我们也愿意这样做。如果我们想务必做到这一点（我们是想做到这一点，而且一定会做到！），那就应该知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建设得很不好，很不熟练，但毕竟已在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即新的生产和新的分配的基础上开始建设）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以前没有这种结合，所以现在我们首先要建立这种结合。一切都应当服从于这种打算。我们还应该弄清楚，新经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既建立这种结合，又不破坏我们在不熟练的情况下开始建设的东西。

我们在同农民一道建设自己的经济。我们要一次次地改造这种经济，并把它组织得能使我们在大工业和农业中的社会主义工作同每个农民从事的工作结合起来，农民是能怎么干就怎么干，只求摆脱贫困，而且是会怎么干就怎么干，决不卖弄聪明（因为他们要摆脱惨遭饿死的直接威胁，哪里还顾得上卖弄聪明呢？）。

要让人看到这种结合，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它，让全体人民看到它，让全体农民群众都看到，他们现在空前破产、空前贫穷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同人们为了远大的社会主义理想而进行的工作之间是有联系的。要做到让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了解，他的境况得到了某种改善，而且这种改善与地主当政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少数农民境况的改善不同，那时每一点改善（改善无疑是有的，甚至很大）都是同对庄稼人的讥笑、侮辱和嘲弄分不开的，是同对群众的暴行分不开的，这一点俄国哪个农民也没有忘记，再过几十年也不会忘记。我们的目的是恢复这种结合，用行动向农民证明，我们是从农民所理解、所熟悉、目前在他们极其贫困的境况下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而不是从在农民看来是遥远的、空想的事情做起；证明我们能够帮助农民，共产党人在眼下小农破产、贫困、挨饿的困难时刻，正在实际帮助他们。要么我们能证明这一点，要么就被农民撵走。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全部政策的基础。这是我们过去一年来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教训，也可以说是我们下一年度的主要政治准则。农民是在贷款给我们，他们有了过去的经历，当然不会不给。农民大都同意这样做：“好，既然你们不会，那我们就等一等吧，也许你们会学会的。”但是这种贷款不会是取之不尽的。

应该明白这一点，并且借了钱总得抓紧学。要知道，农民国家不再贷款给我们的日子快到了，那时，如果用一句商业术语来说，农民就会要求现金交易了。“最敬爱的执政者，时间虽然拖延了好几个月、好几年，但你们现在终于找到了帮助我们摆脱贫困、饥饿和破产的最正确最可靠的办法。你们学会了，你们已经证明这一点。”这就是我们一定要经受的一次考试，归根到底这次考试将决定一切，既决定新经济政策的命运，也决定俄国共产主义政权的命运。

我们能不能完成我们眼前要做的事情呢？这种新经济政策是否有点用处呢？既然退却是正确的，那么，在退却之后同农民群众汇合起来一道前进，虽然缓慢百倍，却能坚定地稳步前进，使他们随时看到我们毕竟在前进。那时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我们。第一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我们至今还没有达到这一点。这是应当直率地说清楚的。但我深信（我们的新经济政策使我们能够十分明确肯定地作出这个结论），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到新经济政策所包含的巨大危险，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去克服薄弱环节，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依我看，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基本的政治教训。

第二个是较为局部的教训，就是通过国营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竞赛来进行检查。现在我们正在建立合营公司——关于合营公司我下面还要略微谈一谈——这些公司也和我们的全部国营商业以及整个新经济政策一样，都是我们共产党人运用商业方法，资本主义方法的表现。这些公司还有另一种意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办法和我们的办法进行实际竞赛。请作实际的比较吧！我们过去写了纲领，许了诺言。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没有纲领和诺言就不能发动世界革命。如果白卫分子，包括孟什维克在内，为这一点骂我们，那只说明孟什维克以及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的社会党人根本不懂得革命是怎样发展的。不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就无从着手。

但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应当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认真的检查，不过不是通过那些正在由共产党员建立的监察机关来检查，虽然这些监察机关非常好，虽然在苏维埃机关系统中，在党的机关系统中都设有这种监察机关，虽然它们几乎可以说是理想的监察机关，这种检查从农民经济的实际需要看来是可笑的，但从我们的建设来看决不可笑。我们现在正在建立这些监察机关，但我这里说的不是这种检查，而是一种着眼于民众经济的检查。

资本家会做供应工作。他们做法恶劣，象强盗那样行事，他们侮辱我们，掠夺我们。这一点连不谈论共产主义（因为不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一回事）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知道。

“但是，资本家毕竟会做供应工作，你们会吗？你们不会。”这就是去年春天听到的，并不总是听得很清楚的一种议论，而这种议论说出了去年春天整个危机的内在原因。“你们这些人倒是很好，可就是不会干你们所抓的事务，经济事务。”这就是去年农民以及一些工人阶层通过农民对共产党提出的最朴实、最致命的批评。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这条老早就有的论点所以具有这样重要的意义，其原因就在这里。

检查必须是真正的检查。旁边资本家在活动，在抢劫，在攫取利润，但他们有这种本领。而你们呢，你们试行新的一套，你们没有利润，原则是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很好的，你们简直象圣人，真可以活着升天堂，但是，你们会不会办事呢？这需要检查，需要真正的检查，但不是由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和提出指责，再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处分的那种检查——不是这样，而是需要一种着眼于国民经济的真正的检查。

共产党人得到的贷款比任何其他政府多，而且可以一再延期归还。当然，共产党人曾帮助农民摆脱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农民很珍视这一点，所以才答应延期还债，但总有一定的期限。接着就要检查了：你们是不是会经营得不亚于别人？旧日的资本家会经营，你们却不会。

这就是第一个教训，中央政治报告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我们不会经营。这是一年来已经证明了的。我真想能举出几个国营托拉斯 
［注：原文为“гострест”，并不是地道的俄语词。——编者注］

 （如果用这种曾受到屠格涅夫如此赞扬的优美的俄罗斯语言来说）的例子来说明我们会不会经营。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生病，我不能很好地准备报告的这一部分，只能根据自己对现状的观察谈一些看法。这一年来我们十分明显地证明，我们不会经营。这是基本的教训。如果我们不能在最近一年内证明我们会经营，那苏维埃政权就无法生存下去。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如果全体共产党员、负责工作人员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会经营，让我们从头学起，那我们就会把事情办好——依我看，这就是主要的根本的结论。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谁这样想，谁就是无知的人，没有学过共产主义——也许学一下就会懂得的。不，对不起，问题不在于农民和非党工人没有学过共产主义，而在于需要阐发纲领、号召人民实现这一伟大纲领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种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证明，你们在目前的困难情况下有本事实际帮助工人和庄稼汉的经济，让他们看到你们能在竞赛中取胜。

我们开始设立的合营公司，既有俄国和外国的私人资本家参加，也有共产党员参加，这种公司是一种可以正常展开竞赛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可以表明并且学会，我们能够不比资本家逊色地建立起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能够满足农民的需要，就在农民目前这种十分愚昧的情况下（因为要在短期内使农民改观是不可能的），也能帮助他们前进。

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的竞赛，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关键，并且我认为也是党的政策的全部实质。我们这里纯政治的问题和困难，要多少有多少。这你们都知道，又有热那亚会议，又有武装干涉危险。困难很大，但是同上述困难比起来，它们全都微不足道。在那方面我们已经看到该怎么办，在那方面我们已经学会很多东西，领教过资产阶级的外交。这套玩意孟什维克已经教了我们15年，也教会了我们一些有益的东西。这并不新鲜。

然而在经济方面，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在同普通店员、普通资本家和商人的竞赛中取胜。这些人到农民那里，并不是去争论共产主义（你看，不是去争论共产主义），而是去争论：如果你们需要弄到什么东西，把交易做好，建筑得好，那可以由我来办，价钱虽然贵，可是让共产党人来办也许更贵，甚至贵上10倍。这种宣传反映了现在问题的本质，经济的根基也就在这里。

我再说一遍，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我们获得了人民的贷款，并且可以延期偿还，如果用新经济政策的用语来说，这叫作期票，但这些期票并没有写明期限，至于什么时候要求兑现，从票面上是看不出的。危险就在这里，这些政治期票和普通商业期票不同的地方也就在这里。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和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共产党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毫无用处，因为他们不会经营，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训练的普通资本主义店员。这一点我们没有意识到，这里还存在着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用了不起的俄罗斯语言来说，就是комчванство。问题在于负责的共产党员虽然优秀，人人知道他忠诚老实，受过苦役折磨，不怕死，可是他不会做生意，因为他不是生意人，没有学过也不愿学这一行，他不懂得应当从头学起。他是共产党员，是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的革命者，即使没有40座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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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40个欧洲国家怀着摆脱资本主义的希望看着他，然而他应当向那些在粮食行里跑了十来年而懂得这一行的普通店员学习。可是他这个负责的共产党员，忠诚的革命者，不仅不懂得这一行，甚至还不知道自己不懂得这一行。

同志们，哪怕我们能改变一下不知道自己不懂行这种状况，那也是一个极大的胜利。这次代表大会闭幕后，我们应该带着这种信念回去：我们不懂这一行，我们要从头学起。我们毕竟还是革命者（虽然很多人说，甚至不是毫无根据地说，我们已经官僚化了），我们能够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应当善于三番五次地从头做起，开始了，碰壁了，从头再来——哪怕反复重做十次，但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不要摆架子，不要狂妄自大，认为你是共产党员，那是非党店员，也许还是白卫分子，甚至确实是个白卫分子，但他却会办经济上非办到不可的事，而你却不会。如果你是负责的共产党员，有成百个官衔和称号，又有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勋章”，只要你了解这一点，你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这是可以学会的。

一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但毕竟是微不足道的。主要是没有意识到，没有使全体共产党员普遍相信，现在我们俄国最忠诚的负责共产党员在这方面的本领比任何一个旧店员都差。我再重复一遍，应当从头学起。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们考试就能及格，这是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举行的一场严峻的考试，是俄国和国际的市场举行的一场考试，我们受制于这个市场，同它有割不断的联系。这是一场严峻的考试，因为在这场考试中人家可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击败我们。

问题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因为这是一场重大的竞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赛。我们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克服我国政治经济困难的途径和办法。我们可以引为骄傲的是，在此以前我们一直善于根据不同的情况把各种途径和办法配合起来运用，但是，现在我们再也没有办法了。请允许或毫不夸大地告诉你们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是在进行“最后的斗争”，不是同国际资本主义（同它还要进行许多次“最后的斗争”），而是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资本主义进行这种斗争。这里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斗争，准确时间不能确定。这里将进行“最后的斗争”，没有任何道路——政治的或其他的道路可以绕行，因为这是同私人资本进行竞赛的考试。或者我们能在这场同私人资本竞赛的考试中及格，或者我们完全失败。通过这次考试所需要的一切，除了本领，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既有政治权力，又有各种经济资源和其他资源。就是缺本领。如果我们能从过去一年的经验中吸取这个简单的教训，把它当作我们在整个1922年的行动指南，那我们就连这个困难也能战胜，虽然这个困难要比以前的困难大得多，因为这个困难在我们本身。这并不是什么外来的敌人。这个困难在于我们自己不愿意认识我们非接受不可的不愉快的现实，也不愿做我们应该做的不愉快的事情：从头学起。我看，这是从新经济政策中得出的第二个教训。

第三个教训，补充的教训，是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的教训。可惜，布哈林同志没有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我本想同他稍微争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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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还是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再说吧。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如果象我在准备这个报告时所试图做的那样，在脑子里综观一下我国报刊上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就会确信，这些文章完全看偏了，没有谈到点子上。

照所有经济著作解释，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但是我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它依靠无产阶级，给无产阶级种种政治上的优先权，并通过无产阶级把下层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你们记得，我们是从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开始这项工作的）。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把很多很多人都弄糊涂了。要消除这种现象，必须记住基本的一点，我们现有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任何理论、任何著作都没有探讨过的，原因很简单，所有同这一名词有关的常用概念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政权。而我们的社会虽已脱离资本主义轨道，但还没有走上新轨道，不过领导这个国家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我们不愿了解，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本领把它纳入这些范围。全部问题就在这里。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将来会怎样，这就取决于我们了。我们有足够的、绰绰有余的政治权力，我们还拥有足够的经济手段，但是，被推举出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却没有足够的本领去直接进行管理，确定范围，划定界限，使别人受自己控制，而不是让自己受别人控制。这里所需要的只是本领，但我们缺乏这种本领。

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掌握着足够的政治权力，同时又存在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情况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懂得，这是一种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容许其存在、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资本主义是广大农民和私人资本所需要的，而私人资本做买卖应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流转能够象通常那样运行，因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就不能生活。其余的一切对于他们，对于这个阵营，并不是绝对必需的，其余的一切，他们是可以迁就的。你们共产党员，你们工人，你们负责管理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觉悟分告子，你们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你们的意志来行动。我们又经历了一年，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一年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象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这个别人不知是非法活动分子，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天知道哪里来的人，还是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这就是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应该在这个基本领域从头学起，而只有当我们完全领会到和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能担保说，我们能够学会这点。

现在我来谈谈停止退却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已经谈过了。 
［注：见本卷第8—15页。——编者注］

 从那时起，无论在党的报刊上，在同志们的私人来信中，还是在中央委员会里，我都没有听到过任何反对意见。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我的报告提纲，提纲要求在代表中央委员会向这次大会所做的报告中突出强调停止退却，并请求代表大会代表全党作出相应的必须执行的指令。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告：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已经结束。现在提出的是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部署力量。我们已经到达新的地点，总的说来，我们的退却总算进行得比较有秩序。不错，从各方面听到过不少想使这次退却陷入慌乱的喊叫声。有些人说，你们在这个或那个地方退得不对，例如，那个叫作“工人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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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他们这个名称取错了）的集团中某些代表就是这样。由于热心过头，他们本来要进这个门，结果却跑进了那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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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现在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当时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活动不是在纠正我们的运动，实际上只是起了一个作用，那就是散布惊慌情绪，妨害有纪律地退却。

退却是一件难事，尤其是对于已经习惯于进攻的革命家，尤其是在他们几年来习惯于进攻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尤其是在他们周围的各国革命家一心向往发起进攻的时候，那就更难了。他们中间有些人看见我们在退却，竟很不应该地象小孩子那样大哭起来，在最近这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些同志出于最崇高的共产主义感情和共产主义志向，看到优秀的俄国共产党人竟然退却起来而嚎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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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我现在已经很难体会西欧人的这种心理了，尽管我在这些美好的民主国家侨居过好多年。也许在他们看来，这实在难于理解，只好放声大哭。不管怎样，我们是没有工夫伤感的。我们明白，正因为我们许多年来这样胜利地实行了进攻，获得了这么多不平常的胜利（而且是在一个遭到了难以置信的破坏和缺乏物质前提的国家里！），为了巩固这种进攻，我们在取得这么多的战果之后完全有必要实行退却。我们不能保持住迅速夺得的全部阵地；另一方面，正因为我们依靠工农蓬勃的热情迅速取得了无数的胜利，我们才有这么宽广的地盘，使我们可以退得很远，甚至现在还可以退得很远，而丝毫不会丧失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虽然惊慌失措的喊叫，其中包括“工人反对派”的喊叫（他们最大的害处也就在这里！），使我们这里发生过局部的偏差，即违反纪律，不能正常地退却，但是总的说来，退却是相当有秩序的。退却时最危险的就是惊慌失措。假如全军（我打个比方）在撤退，那就不会有全军前进时的那种情绪。这时处处都会看到某种沮丧的情绪。我们甚至有过这样一些诗人，他们写道：看！莫斯科受寒忍饥，从前整洁美丽，而现在是买卖投机。我们这里有很多这样的诗作。

可以理解，这是退却造成的。正是在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在伟大的胜利进攻之后，实行退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退却的时候，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进攻的时候，即使维持不了纪律，大家也会自动向前飞奔；但在退却的时候，就必须自觉地遵守纪律，百倍地需要纪律，因为在全军退却的时候，它不清楚、也看不见退到哪里为止，看见的只是退却，所以有时只要有一点惊慌的喊叫，就会使大家逃跑。这里的危险是很大的。真正的军队在实行这种退却的时候，就架起机关枪，一旦正常的退却发生混乱，就下令“开枪！”这样做是对的。

当我们实行空前困难的退却的时候，当全部关键在于保持良好的秩序的时候，如果有人散布惊慌情绪，即使是出于好意，我们对这种稍微破坏纪律的人也必须严厉地、残酷地、无情地惩罚，不仅对于我们党内的某些事情应该如此，而且对于孟什维克或第二半国际的所有先生们更应该如此。

前几天我在《共产国际》杂志第20期上读到了拉科西同志的一篇评论奥托·鲍威尔新著的文章， 
[72]

 我们大家过去曾向鲍威尔请教过，但是，他在战后和考茨基一样成了可怜的市侩。他现在写道：“看，他们在退向资本主义；我们一直说，他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都在宣传这些东西，听到我们说要枪毙进行这种宣传的人，都感到惊奇。他们感到惊异，然而问题很清楚，当军队退却的时候，纪律必须比进攻时严格百倍，因为在进攻时大家都拼命向前冲。可是如果现在大家都开始拼命向后逃，那就必然会立刻灭亡。

正是在这种关头，退却要有秩序，要准确规定退却的限度，不要惊慌失措，这是最主要的事情。如果孟什维克说：“你们现在在退却，而我一直主张退却，我同意你们的做法，我是你们的人，让我们一块退却吧！”那我们就要这样回答他们：“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主义者，我们革命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否则它就不是我们的法庭，而天晓得是什么东西。”

但是，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们说：“这些人的独裁作风有多厉害！”他们直到现在还认为，我们所以要惩办孟什维克，是因为他们在日内瓦同我们吵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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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真是那样的话，那我们的政权大概连两个月也保持不住。其实，奥托·鲍威尔、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领导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所作的这种说教反映了他们的本性：“革命跑得太远了。我们一直这么说，现在你也这么说了。让我们再来重申这一点吧。”而我们对这一点回答说：“正因为这样，让我们枪毙你们吧。要么劳驾收起你们的观点，要么你们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的处境比遭到白卫分子直接进犯时困难得多的条件下，还要谈自己的政治观点，那对不起，我们就要把你们当作最可恶最有害的白卫分子来对待。”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一点。

我说停止退却，我讲这话的意思决不是指我们已经学会经商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如果我讲的话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那说明我的话被误解了，说明我不善于正确表达自己的思想。

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在我们这里出现的那种神经过敏和无谓奔忙的现象，那种追求一切都按新样子建立和赶浪头的倾向，必须加以制止。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合营公司。诚然，这种公司还很少。在我们这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批准成立9个有外国资本家参加的合营公司，索柯里尼柯夫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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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了6个，白海北部地区森林工业特别管理局也办了两个。这样，现在由不同机关批准的拥有数百万资本的合营公司就有17个了（当然，由于我们各机关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现象，这方面也可能错过一些机会）。但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同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合办的公司。数量还不多。这个小小的却又是实际的开端表明，对共产党人已作出评价，根据他们的实践作出评价，而且作出评价的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一些高级机关。当然，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一个很好的机关，我们现在还要给它更大的权力。尽管如此，当这些机关考查共产党员时……你们瞧，国际市场是不承认它们的权威的。（笑声）而当俄国的和外国的普通资本家同共产党人一起办合营公司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总算会办一些事情了，尽管我们还办得不好，少得可怜，但作为一个开端我们毕竟取得了一点成绩。”当然，成绩还不怎么多；请想一想，我们宣布要把全副精力（据说，我们的精力很充沛）放到这件事上已经有一年了，而一年来还只办了17个合营公司。

这一点证明，我们是多么不灵活、多么笨拙，证明我们还有多少奥勃洛摩夫习气，为此我们一定还要挨打。但我再说一遍，我们毕竟有了一个开端，侦察工作已经完成。如果资本家连起码的活动条件都没有，他们是不会到我们这里来的。现在既然已经来了一小部分，那就说明，我们已经取得了部分胜利。

当然，他们还会在合营公司内部揍我们，会把我们揍得几年以后才明白过来。但这没有什么关系。我没有说这就是胜利，这只是一种侦察，它表明我们已经有了活动场所，有了一块地方，我们已经可以停止退却了。

侦察探明，同资本家签订的合同并不多，但毕竟是签订了。这方面还应该继续学习，继续进行活动。就这个意义上说，是中止神经过敏、大喊大叫和无谓奔忙的时候了。人们纷纷写条子和打电话来问：“既然我们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我们这里能不能也改组一下？”大家都在无谓奔忙，杂乱无章；谁都不做实际工作，却去议论怎样适应新经济政策，结果是一无所成。

商人们却在嘲笑共产党人，大概还会说：“过去有过劝说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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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又出了空谈司令。”资本家挖苦我们，我们动手迟了，错过了机会——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提议，要用代表大会的名义批准这个指令。

退却已经结束。主要的活动方法，即如何同资本家共事的方法，已经订出来了。样板已经有了，虽然为数甚少。

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不要再卖弄聪明、高谈阔论了！诗，让诗人去写好了，这是他们诗人的事。但是，经济工作者，请不要再侈谈新经济政策了，请你们更多地建立这种合营公司，查一下善于同资本家竞赛的共产党员有多少。

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这就是代表大会应当作出的指令，这个指令应当结束忙乱现象。安静点吧，不要自作聪明，这是有害的。需要在实践上证明，你工作得并不比资本家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你比资本家占优势，因为你手中有国家政权，有多种经济手段，只是你不善于利用这些东西，观察事物要清醒一些，扔掉华而不实的东西，脱去华丽的共产主义外衣，老老实实地学着做些平凡的工作，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我们有国家政权，我们有许多经济手段；如果我们击溃了资本主义，建立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那我们就会成为绝对不可战胜的力量。那时，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仅仅是作为沧海一粟的共产党的事业，而是全体劳动群众的事业了；那时，普通农民就会看到，我们在帮助他；那时，他就会跟着我们走，虽然这种步子要慢百倍，却稳当可靠百万倍。

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谈停止退却，所以用这种那种形式把这个口号变成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正确的。

说到这里，我想谈一个问题：布尔什维克的新经济政策到底是什么，是演变还是策略？路标转换派就是这样提问题的，你们知道，他们是俄国流亡者中的一种派别，一种社会政治派别，领导这一派别的是立宪民主党的一些著名人士，前高尔察克政府的一些部长，他们确信苏维埃政权在建设俄罗斯国家，因此应当跟这个政权走。路标转换派议论说：“但是这个苏维埃政权在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呢？共产党人说是共产主义国家，并要人相信这是一种策略：布尔什维克在困难关头把私人资本家糊弄过去，然后再达到自己的目的。布尔什维克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策略，而是演变，是内部的蜕变，他们一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应当支持他们。历史是殊途同归的。”

他们有些人装作共产党人的样子，但是也有比较坦率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好象在高尔察克手下当过部长。他不同意他的伙伴们的意见，他说：“关于共产主义你们随便怎么说都行，而我断定，这并不是他们的策略，而是演变。”我认为，乌斯特里亚洛夫这种直言不讳的声明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常常听到一种甜蜜的共产主义谎言，“комвранъё”，尤其是我，由于职务的关系每天都听得到，有时听得简直恶心死了。最近到了一期《路标转换》杂志，它不说这种共产主义谎言，而是直率地说：“你们那里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不过是你们的想象而已，其实，你们正在滚进通常的资产阶级泥潭，那里只不过摇动着几面写着各种空话的共产主义小旗子罢了。”这话很有好处，因为我们从这些话里看到的，已经不是简单地重复在我们周围经常听到的话，而完全是阶级敌人的阶级真话了。看看这种东西是很有益的，之所以这样写并不是由于在共产主义国家中通常都这样写而不许有另一种写法，而是由于这确实是阶级敌人粗鲁地公开说出的阶级真话。乌斯特里亚洛夫虽然是立宪民主党人、资产者，支持过武装干涉，但现在他却说：“我赞成支持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我之所以赞成，是因为它踏上了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道路。”

这是很有益的话，我觉得必须予以重视；路标转换派这样写，对我们说来，比起他们中间某些装得很象共产党人的人要好得多，这种人远远看去真假难分——他们也许信仰上帝，也许信仰共产主义革命。无可讳言，这种坦率的敌人是有益的。无可讳言，乌斯特里亚洛夫所说的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所以应当欢迎路标转换派的这种坦率的声明。敌人说出了阶级的真话，指出了我们面临的危险。敌人力图使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路标转换派反映了成千成万的各色各样资产者或者参加我们新经济政策工作的苏维埃职员的情绪。这是一个主要的真正的危险。因此，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究竟谁会得胜？我说的是竞赛。现在没有人向我们直接进攻，没有人掐住我们的喉咙。至于明天会怎样，我们还要看看再说，不过今天还没有人拿着武器向我们进攻，可是我们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却残酷、危险百倍，因为我们不能随时看清楚，反对我们的敌人在什么地方，谁是我们的朋友。

我不是从同情共产主义的角度，而是从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形式发展的角度来谈共产主义竞赛的。这不是竞赛，这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拼命的激烈的斗争，即使不是最后一次也是接近最后一次的殊死斗争。

这里必须明确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力量是什么，我们缺少的是什么？政治权力是完全够了。这里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指出，在处理某个实际问题时，在某个办事机构中，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权力不够。有些人还是这样认为，这些人都无可救药地向后看，而不懂得应该向前看。主要经济力量操在我们手里。一切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企业、铁路等等，都操在我们手里。不管租赁在某些地方得到多么广泛的发展，但总的说来它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它的比重总的说来是微乎其微的。俄国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经济力量完全足以保证向共产主义过渡。究竟缺少什么呢？缺什么是很清楚的：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这象我们小时候上历史课听到的情况。我们听老师说过，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于是征服人家的民族成了征服者，而被征服的民族则成了战败者。这很简单，人人都懂。至于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怎样呢？那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出征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民族，出征民族就迫使被征服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迫使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在俄罗斯联邦的首都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呢？4700名共产党员（差不多整整一师人，而且全是最优秀的分子）是否受别人的文化的支配呢？不错，这里似乎可以给人一种印象，被征服者有高度的文化。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但毕竟要比我们高一些。尽管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微不足道，可是总比我们那些负责的共产党员干部高一些，因为这些人没有足够的管理本领。共产党员担任机关领导的时候，往往被人愚弄，因为怠工者有时巧妙地故意把他们推到前面当作招牌。承认这一点是很不愉快的。或者说，至少是不很愉快的，但我觉得，必须承认这一点，因为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我看，这就是过去一年的政治教训，而且1922年的斗争也将在这个标志下进行。

俄罗斯联邦和俄国共产党的负责共产党员，是否了解他们不会管理呢？是否了解他们自以为在领导，其实是被领导呢？如果他们能了解这一点，那他们当然能学会，因为是可以学会的，但为此就应该学习，可是我们的人不学习。我们的人到处发号施令，结果完全事与愿违。

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之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看起来这种竞赛是在所有国家机关中进行的，而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的又一斗争形式。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斗争的又一形式，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即使在莫斯科各中央机关，从文化上来说斗争也还没有过去。因为资产阶级人士往往比我们的优秀共产党员懂行，我们党员虽然拥有全部政权和一切条件，但丝毫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政权。

我想从亚历山大·托多尔斯基的一本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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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引证一段话。这本小册子是在韦谢贡斯克城（特维尔省有这样一个县城）于俄国苏维埃革命一周年——1918年11月7日出版的，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韦谢贡斯克的这位同志看来是个党员。这本书我是很久以前读的，因此不敢担保现在不会引错。他谈到自己怎样着手装备两个苏维埃工厂，怎样吸收两个资产者参加工作，怎样用当时的办法，即以剥夺自由和没收全部财产相威胁做到了这一点。这两个人被吸收参加了恢复工厂的工作。我们知道1918年是怎样吸收资产阶级参加工作的（笑声），所以用不着详细讲，而现在我们正用另一种办法吸收他们参加工作。请看他的结论：“仅仅战胜资产阶级、给资产阶级致命打击是不够的，这不过是事情的一半，还必须强迫他们为我们工作。”

这是多么精彩的话啊。这句精彩的话说明，甚至在韦谢贡斯克这样的县城，甚至在1918年，对胜利的无产阶级和被战胜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就有了正确的认识。

我们痛打了剥削者的双手，使他不能为害，给了他致命打击，这还只是事情的一半。可是在我们莫斯科，在100个负责工作人员里，大约有90个都认为，问题仅仅在于给剥削者以致命打击，使他不能为害，痛打他的双手，如此而已。我关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所说过的话，往往被人只理解成使他们不能为害，痛打他们的双手（也许不光是打他们的手，还打别的地方），给他们致命打击。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甚至在1918年韦谢贡斯克的那位同志说这话的时候，这还是事情的一半，而现在连事情的四分之一都不到了。我们应当强迫资产阶级用他们的双手来为我们工作，而不能让负责的共产党员身居领导地位，头戴官衔，却跟着资产阶级随波逐流。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他们只有不仅从世界历史发展方向来看是正确地确定了道路，才能领导人民走他们的道路。从世界历史发展方向来看，我们确定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每个国家都在证实我们确定的道路是正确的，但在我们的祖国，在自己的国家里，我们也应当正确地确定这条道路。确定这条道路不仅靠这一点，还要看有没有武装干涉，我们能不能用商品换取农民的粮食。农民会说：“你是好人，你保卫了我们的祖国；因此我们一直听你的，可是现在你如果不会经营，那就走开吧。”是的，农民会这样说的。

如果共产党员能够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而自己能向资产阶级学习，使资产阶级走共产党员要走的道路，那我们就能管理这种经济。而有的共产党员自以为我什么都懂，因为我是负责的共产党员，我打败的不是什么店员，我们在前线打过仗，难道打的是这种人吗——正是这种最常见的情绪在害我们。

我们使剥削者不能为害，痛打并斩断他们的双手，这不过是事情的最不重要的一部分。这是要做的。我们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和我们的法院都要做，而且不应当象以前那样软弱无力，要记住，它们是受全世界敌人包围的无产阶级的法院。不过这并不难，我们基本上已经学会了。这方面应当施加点压力，但这是容易做的。

至于胜利的第二部分，即用非共产党人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切实做好经济上非做不可的事情，那就是要找到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满足农民的需要，让农民说：“不管饥饿多么难受，多么痛苦，多么严重，但我看到，尽管对这个政权不习惯，尽管它很特别，但它带来了实际的、确实可以感觉到的好处。”我们必须设法让那些与我们共事的、为数众多的、超过我们许多倍的人这样工作，使我们能够观察他们的工作，了解他们的工作，用他们的手做一些有益于共产主义的事情。目前形势的关键就在这里，因为还只有个别共产党员懂得和看到这一点，而广大党员群众还没有认识到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工作的必要性。关于这一点已写过多少通告，说过多少话，可是一年来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在我们100个党委会中，能够拿出自己实际成绩来的连5个也没有。看，我们是多么严重地落后于当前的迫切需要，我们是多么厉害地保持着1918年和1919年的传统。那是伟大的年代，那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极其伟大的事业。如果只回头看这些年代，而看不到目前面临的任务，那就是自取灭亡，毫无疑问必定自取灭亡。而整个症结就在于我们不愿意认识这一点。

现在我想举两个实际例子来说明我们管理工作搞得怎样。我已经说过，比较正确的做法是拿一个国营托拉斯来做例子。但是请原谅，我不能用这种正确的方法，因为这样至少需要十分具体地研究一个国营托拉斯的材料，可惜我没有可能作这种研究，因此我只举两个小例子。一个例子是莫斯科消费合作社控告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官僚主义，另一个是顿巴斯地区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不很恰当，但是，我举不出更好的例子。不过用这个例子也能说明我的基本意思。你们从报上都知道，最近几个月来我不能直接处理事务，我没有到人民委员会去工作，也没有到中央委员会去。我偶尔来莫斯科稍事逗留，就发觉许多人愤慨地激烈地埋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不好，办事拖拉，对这一点我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既然怨言变得特别激烈，我就试一试把事情搞清楚，抓住一件具体的事情，哪怕来一次寻根究底，看看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架机器为什么不转。

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要购买罐头食品。为这件事来了一个法国公民。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否得到协约国领导者的同意，或得到彭加勒以及其他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核准而为国际政治服务（我想，我们的历史学家在热那亚会议以后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但事实是法国资产阶级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参加了这笔生意，因为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到了莫斯科，出售了罐头。莫斯科正在挨饿，到夏天挨饿的情况会更严重，肉类没有运来，并且从我们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尽人皆知的素质来看，大概也运不来。

他们卖肉罐头（当然是指不完全变质的罐头，这以后会检查出来），换取苏维埃货币。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可是，如果按苏维埃方式认真地考虑一下，那就决不那么简单了。我没有可能直接查问这件事，但组织过调查，现在我有一个小本子记载着这一著名事件的发展经过。事情是这样开始的：2月11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加米涅夫同志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决定，认为从国外购买一批食品是可取的。当然，不通过俄共中央政治局，俄国公民怎么能决定这样的问题呢？你瞧，不通过中央政治局，这4700名负责工作人员（这仅仅是调查统计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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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决定从国外购买食品的问题呢？这当然是非常奇特的观念。加米涅夫同志显然很了解我们的政策和实际情况，所以并不过分指靠大批负责工作人员，一开始就用了擒牛抓角的办法，当然擒的不是牛，而是政治局，他一下子就得到一项决议（我没听说，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什么辩论）：“请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注意，从国外进口食品是可取的，并请注意关税”等等。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注意了这一点。事情就开始动起来了。这是2月11日的事。我记得，我到莫斯科是在2月底或在这前后，我一来就听到莫斯科的同志们的哭诉，简直是绝望的哭诉。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是根本无法买下食品。为什么？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办事拖拉。我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那时也不知道对这个问题政治局已经作出一项决定，所以只对办公厅主任说，调查一下，把文件找来给我看看。克拉辛来后，加米涅夫和他谈了谈，这件事情才有了结果，事情办妥了，我们买来了罐头。结果好就一切都好。

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善于商量办事，能够正确确定俄共中央政治局所要求的政治路线，对这一点我是确信不疑的。如果商业问题上的政治路线也由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决定，那我们就会是世界上较优秀的苏维埃共和国了，但是，不能每一笔交易都把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拉来——克拉辛正忙于热那亚会议前夕的外交事务，要进行极度紧张的工作，不能拉这些同志来管购买法国公民的罐头事宜。不能这样工作。这里说不上新，说不上经济，也说不上政策，而简直是开玩笑。现在我有这件事情的调查材料。我甚至有两份调查材料：一份是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哥尔布诺夫和他的助理米罗什尼科夫的，另一份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究竟为什么注意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也不大相信这样做是对的，但这点我不打算讲了，因为我怕又要来一次调查。重要的是材料已经收集到，现在就在我手头。

我在2月底回到莫斯科就听到一片哭诉，说“无法买下罐头”，而轮船就停在利巴瓦，罐头就在船上，人家甚至同意我们用苏维埃货币购买真正的罐头！（笑声）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如果这些罐头没有完全变质（这里我要强调“如果”，因为我没有十分的把握，到时不会再派人作第二次调查，不过结果如何，只好留到下一次代表大会再说了）——如果罐头没有变质，已经买到手，那我要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事没有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就动不了吗？从我手头的调查材料中看到，一个负责的共产党员把另一个负责的共产党员骂跑了。在这份调查材料中我还看到，一个负责的共产党员对另一个负责的共产党员说：“以后没有公证人在场，我就不同你谈话。”看了这件事的经过，我想起25年前流放在西伯利亚时我当律师的情景。那时我是个地下律师，因为我是个行政流放犯，不准当律师，可是没有别的人，大家只好到我这里来陈诉某些案件。最困难的是弄清问题所在。有一次来了一个村妇，当然从她的亲戚如何如何讲起，可是怎么也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说：“把状纸的副本拿来。”她谈她的白母牛。对她说：“去把副本拿来。”她就边走边说：“没有副本，白母牛的事就不爱听啦。”此后我们流放者说起这个副本就好笑。但是，我仍旧使情况有了一些改进，上我这里来的人都带着副本，这就可以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为什么控告，有什么冤屈。这是25年前在西伯利亚的事，那个地方离最近的火车站也有几百俄里。

但是，为什么在革命三年以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了购买罐头竟要进行两次调查，要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干预，要政治局发指令呢？缺什么呢？政治权力吗？不是。钱也有了，可见既有经济权力，也有政治权力。那里一切机关都有。还缺少什么呢？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工作人员（我丝毫也不反对他们，并且认为他们都是很好的共产党员）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缺少文化，他们不能文明地处理业务。

我初次听到这件事情，就给中央写了一个书面建议：我认为，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外，你们知道，他们是不可侵犯的，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外，把莫斯科有关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送到莫斯科最坏的监牢里关押6小时，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关押36小时。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61—462页。——编者注］

 而现在一个有罪的人也没有找到。（笑声）其实从以上所述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有罪的人是找不到的。这无非是常见的俄国知识分子不会办实事的积习——手忙脚乱，毫无章法。他们先是东奔西跑，贸然从事，然后再动脑筋，而在事情办不成时，就跑去向加米涅夫诉苦，把问题提到政治局去。当然，一切困难的国务问题是需要提到政治局去的，这一点我下面还要讲到，但是，遇事应该先动脑筋，后动手。如果你要办事，请务必带着文件去办。你可以先发一份电报，在莫斯科还有电话，可以给有关机关打一个电话，把电话稿副本送交瞿鲁巴，说清楚：我认为这笔交易很紧急，如果拖延，我是要追究的。应当想到这一起码的文明作风，处理事情要考虑周到。如果问题不能靠行一个电话，在一两分钟内一下子解决，那你就拿着文件，随身带着，告诉对方：“你要拖拉的话，我就把你关到监狱里去。”可是并没有这样做，根本没有深思熟虑，毫无准备，和照惯常一样忙乱一气，成立几个委员会，弄得大家筋疲力尽，吃苦生病，而事情直到加米涅夫同克拉辛接头后才得以进展。这是典型的事例。这种事不光在首都莫斯科有，而且在所有独立共和国的首都，在某些州的首府也同样可以看到，在一般城市更是屡见不鲜，甚至严重百倍。

在我们的斗争中应当记住，共产党员需要深思熟虑。关于革命斗争，关于全世界革命斗争的情况，他们可以对你讲得头头是道。但是，要摆脱极端的贫困，需要深思熟虑，需要有文化，办事能井井有条。这些他们却不会。如果我们责备负责的共产党员，说他们办事不认真，那是不对的。他们绝大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仅办事认真，而且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无论在沙皇制度崩溃前或在革命胜利后，都证明自己忠于革命，真是舍生忘死。如果从这方面找原因，那就根本错了。即使处理最简单的国家事务也必须采取文明的办法，必须懂得这是国家事务、商业事务，如果有了障碍，就应该善于消除，把对办事拖拉负有罪责的人送交法院。在莫斯科我们有无产阶级法院，法院应当传讯这些罪犯，问他们为什么摆着几万普特的罐头不买。我想，无产阶级法院是知道怎样治罪的，但是要治罪，就要找到罪犯，我敢向你们担保，罪犯是找不到的，你们大家都来看看这件事情，这里没有罪犯，只有混乱和瞎忙。谁都不会办事，谁都不了解究竟应当怎样处理国家事务。一切白卫分子和怠工者就利用这一点。有一个时期我们曾经同怠工者作过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现在还摆在日程上；还有怠工者，必须同他们作斗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象我上面所说的情况，难道可以同他们进行斗争吗？这种情况比任何怠工都更有害，怠工者不需要别的，只要看到两个共产党员彼此争论应该什么时候提到政治局去以取得购买食品的原则性指令，这就有空子好钻了。要是有一个稍微聪明一点的怠工者支持其中的一个共产党员，或者对双方轮流加以支持，那就完了。事情就永远完蛋了。是谁的过错呢？谁也没有过错。因为两个负责的共产党员，两个忠诚的革命家，在争论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争论究竟什么时候应该把问题提到政治局去，以便取得购买食品的原则性指令。

问题就在这里，困难就在这里。任何一个经过资本主义大企业训练的店员，都会办这种事，而百分之九十九负责的共产党员却不会办，并且不想懂得自己没有这种本领，应该从头学起。如果我们不懂得这点，不进预备班重新学习，我们就无论如何解决不了作为目前全部政策基础的经济任务。

我想举的另一个例子，就是顿巴斯。你们知道，这是我们整个经济的中心，真正的基础。如果我们不恢复顿巴斯，不把它恢复到应有的水平，那就根本谈不上恢复俄国大工业，也谈不上真正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没有大工业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我们中央委员会注意到了这一点。

这个地区并没有把琐碎问题毫无道理地荒谬可笑地提到政治局来，那里提出的是真正刻不容缓的问题。

中央委员会应当密切关注我们整个经济真正的中心、基地和基础，使那里确实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那里在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担任领导工作的，都是些不仅绝对忠诚而且确实是有学识有才干的人，甚至说他们有才华也错不了，因此中央委员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那里。乌克兰是个独立共和国，这很好，但是，它在党的关系上有时——怎么说得客气一点呢？——采取躲避的办法，我们不得不找到他们头上，因为那里管事的人很狡猾，而乌克兰中央，不说是在欺骗我们，也总是同我们有点疏远。为了弄清这全部情况，我们这里的中央委员会研究过，发现有摩擦和意见分歧。那里有个小矿井利用委员会。当然，在小矿井利用委员会同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之间有激烈的摩擦。但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还算有些经验，一致决定不撤换领导班子，如果发生摩擦，就向我们报告，甚至可以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在那个地区的人不仅忠诚，而且能干，应当尽力支持他们，假如他们还没有学会工作，那就应当让他们学会。结果，乌克兰召开了党代表大会，我不知道会上的情况，只知道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问过乌克兰的同志，还特地问过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中央委员会还责成他到那里去了解情况。看来，那里有人捣鬼，事情乱成一团，就是让党史委员会来研究，十年也搞不清楚。实际结果是，不顾中央一致通过的指令，这一班人被另一班人取代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从根本上说，这班人中间有些人虽然具有各种良好的品质，却犯了某种错误。他们过分醉心于行政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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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我们是同工人打交道。谈到“工人”，常常以为指的就是工厂无产阶级。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这里进工厂的根本不是无产者，而是逃避打仗的人。难道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说进工厂的是真正的无产者吗？这样说是不对的。这符合马克思的说法，但是马克思说的不是俄国，而是15世纪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对过去的600年，这是正确的，而对现在的俄国不适用。进工厂的常常不是无产者，而是各式各样的偶然碰上机会的人。

要善于正确地安排工作，使工作不落后，能及时解决所发生的摩擦，不要使行政管理脱离政治——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因为我们的政治和行政管理靠的是整个先锋队保持同全体无产阶级群众、同全体农民群众的联系。如果有人忘了这些小轮子，而只醉心于行政手段，那就糟了。顿巴斯工作人员所犯的错误，同我们其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中央委员会曾一致要求：“留下这班人，即使是些小冲突，也提到我们中央来解决，因为顿巴斯不是无关紧要的地区，没有它，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可是实际表明，我们的全部政治权力和中央的整个威信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这次当然是犯了滥用行政手段的错误，同时也犯了一大堆别的错误。

这个例子说明，整个关键不在于政治权力，而在于会管理，会正确安排人员，会避免细小的冲突，使国家的经济工作不致被打断。我们没有这种本领，我们的错误就在这里。

我认为，谈到我国革命和估计我国革命的命运时，我们应当严格区分出哪些革命任务已经彻底完成，已经作为一种不可剥夺的成果载入了摆脱资本主义这一世界历史性转折的史册。我国革命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事业。当然，可以让孟什维克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奥托·鲍威尔去叫喊“他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革命”，可是我们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正如一家白卫分子的刊物所说的，我国的国家机关有400年的积粪，而我们用4年工夫就清除干净了——这是我们最伟大的功绩。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不但在我国，甚至在先进的文明的德国，都不能把中世纪的积粪清除干净。而他们却指责我们的最伟大的功绩。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这是我们的不可抹杀的功绩。

现在可以闻到战争的气息。一些工会，例如改良主义工会，已通过反对战争的决议，并威胁说，要用罢工来反对战争。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不久前我看见报上有一则电讯说，在法国议院中，有一位杰出的共产党员发表了反战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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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出，工人宁愿起义，不愿战争。现在不应当象我们在1912年公布巴塞尔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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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那样来提问题。只有俄国革命才指明了怎样才能摆脱战争，这要费多大的气力，用革命手段摆脱反动战争意味着什么。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世界各地都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在解决所有这类性质的问题时，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过去有几千万人被屠杀了，现在还会遭到屠杀。要知道，我们是生活在20世纪，只有一个国家的人民用不是为哪一个政府效劳而是推翻它们的革命手段摆脱了反动战争，这就是俄国人民，是俄国革命使他们摆脱了战争。俄国革命的成果是不可剥夺的。这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夺去的，正如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苏维埃国家已经建立这一事实。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几百年来，国家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类型建立的，现在第一次找到了非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也许我们的机关还不好，但是据说，最先发明的那台蒸汽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清楚它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发明出来了。就算头一台蒸汽机从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了火车头。就算我们的国家机关糟透了，但它毕竟建立起来了，已经有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已经创立。全欧洲，千万家资产阶级报纸都说我们这里乱七八糟，贫困不堪，劳动人民只有受苦受难，就让它们宣传去吧，世界上所有的工人还是向往苏维埃国家的。这就是我们所获得的不可剥夺的伟大成果。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共产党的代表来说，这还只是打开了门。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这点做到了没有呢？没有，还没有做到。我们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基础。有些共产党人以为已经有了这种基础，这是极其错误的。全部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坚决地、明确地、冷静地分清楚，哪些是俄国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哪些我们还做得很不好，哪些还没有建立起来，哪些还要多次重新做起。

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挑哪个环节。1917年的整个关键是什么呢？是摆脱战争，这是全体人民的要求，因此这压倒了一切。革命的俄国摆脱了战争。虽然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注意到了人民的基本要求，因而保证了我们多年的胜利。人民感觉到，农民看到，从前线回来的每个士兵也都十分明白，苏维埃政权是他们所获得的比较民主、比较接近劳动群众的政权。不管在其他方面我们做了多少愚蠢荒唐的事情，但是，我们注意到了这个主要的任务，这就是说，一切都是正确的。

1919年和1920年的关键是什么呢？是武装抵抗。当时称雄世界的协约国向我们进攻，要扼杀我们，因此用不着进行宣传，任何一个非党农民都懂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地主来了。共产党员能同他们作斗争。这就是大多数农民拥护共产党员的原因，这就是我们获得胜利的原因。

1921年的关键是实行有秩序的退却。所以必须有十分严格的纪律。“工人反对派”说：“你们低估了工人，工人应当发挥更大的主动性。”主动性应当表现在有秩序退却和严格遵守纪律上。谁要是稍微发出点惊慌的声调或破坏纪律，他就会断送革命，因为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同那些习惯于进攻、浸透革命观点和理想、认为任何退却都是卑劣行为的人们一起退却。最大的危险就是破坏秩序，最大的任务就是保持秩序。目前的关键是什么呢？

目前的关键，也是我想把它作为这次报告的结论的关键，并不在于政治，就是说不在于改变方针；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关于这一点已经谈得够多的了。所有这些谈论都是徒劳无益的。这是最有害的空谈。新经济政策实行后，我们有人开始忙乱起来，又是改组机构，又是建立新机构。这是最有害的空谈。我们得出了结论，目前的关键在于人才，在于挑选人才。一个习惯于反对抓小事、反对单纯文化工作的革命家，是难以领会这一点的。但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是（对此在政治上应当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前进得太远了，所以不能而且也不应保持所有的阵地了。

在国际方面，我们的境况近年来有极大的改善。我们争得了苏维埃类型的国家，这是全人类的一大进步，共产国际每天从任何一个国家得到的消息都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但是在实际工作方面情况却是这样：共产党员如果不能给农民群众实际的帮助，农民群众就不会支持他们。注意力不应集中在立法、颁布更好的法令等等上面。我们有一个阶段把法令当作宣传的形式。人们嘲笑我们，说布尔什维克不知道人们并不执行他们的法令；所有白卫分子的报刊也充满了这种嘲笑，但是这个阶段是合理的，那时布尔什维克夺得了政权，他们告诉普通农民、普通工人说：我们想这样来管理国家，这就是法令，请试试看吧！我们用法令的形式把我们的政策设想迅速告诉普通的工人和农民。结果我们在人民群众中过去和现在都获得了极大的信任。这是革命初期必然经过的阶段，不然我们就不会走在革命浪潮的前头，而只会充当尾巴。不然所有那些想在新基础上建设新生活的工人农民就不会信任我们。但是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而我们却不愿了解这一点。现在再有人下命令来设立和改组什么机构，工人农民就要嘲笑了。现在普通的工人农民对这点已不感兴趣，他们是对的，因为现在重点不在这里。你，共产党员，现在不应当向人民宣传这一套。虽然我们这些坐在国家机关里的人总是埋头于这种琐事，但是该抓的不是链条上的这一环节，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人员安排不当，革命干得很出色的负责的共产党员被派去搞他们一窍不通的工商业，他们妨碍别人看清事实真相，因为奸商和骗子都巧妙地躲在他们的背后。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对执行情况进行实际检查。这是一种平凡的小任务，是些小事情，可是我们在最伟大的政治革命之后所处的环境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必须与资本主义成分并存，全部情况的关键不在于政治，狭义的政治（报上所说的全是些政治高调，没有丝毫社会主义的东西），不在于决议，不在于机构，也不在于改组。这些只要对我们有必要，我们会做的，但决不要向人民灌输这些东西，而要挑选所需的人才，检查实际执行情况，这才是人民所重视的。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现在人民、全体劳动群众认为，对他们最重要的是切实帮助他们摆脱赤贫和饥饿，使他们能看到情况确有改善，而且符合农民的需要和习惯。农民熟悉市场，熟悉商业。我们不能实行直接的共产主义分配。要这样做，我们的工厂和设备都不够。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商业来供给，而且要做得不比资本家差，否则人民就不能忍受这种管理。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这就应当成为我们1922年全部工作的关键，不过要有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没有武装干涉。我们虽然在外交上尽力避免它，但是每天都有发生的可能。我们确实应当时刻戒备，并且为了加强红军，我们应当作某些重大牺牲，当然也要严格规定牺牲的限度。我们面对着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它不过是在寻找扼杀我们的方式。而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无非是这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罢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就是如此。

第二个条件是财政危机不过分严重。危机正在逼近。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听有关财政政策问题的报告。如果危机太厉害、太严重，有许多事情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调整，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某一点上。如果危机不过于严重，那甚至还可能有好处，因为它会把所有国营托拉斯中的共产党员清洗一下。只是不要忘记做这件事。财政危机能清理我们的机关和企业，其中不中用的会首先垮台。不过不要忘记，不能把垮台都归咎于专家，说什么负责的共产党员都很好，他们在前线打过仗，工作一贯很好。所以财政危机要是不过分严重，那么从中还可能得到好处，它不会象中央监察委员会或中央审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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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进行清洗，而是对经济机关中的全体负责共产党员来一次认真的清洗。

第三个条件是要在这期间不犯政治错误。当然，如果我们犯了政治错误，那整个经济建设就要受挫，那就不得不去争论纠偏和确定方针的问题。如果不犯这种可悲的错误，那最近的关键就不在于法令，也不在于政治，狭义的政治，不在于机构，也不在于机构的组织——这些事将根据需要由负责的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机构来做，而全部工作的关键在于挑选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只要我们在这方面实际上学到东西，收到实际成效，那我们就能再次克服一切困难。

最后，我要谈谈我们苏维埃机关，苏维埃各高级机构以及党同它们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实际方面。在我们党同苏维埃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关系，这一点是我们一致承认的。我方才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有些具体的小事都要弄到政治局去解决。从形式上规定不许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因为在我国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进行管理，而且不能禁止党员提出申诉。于是一切问题都从人民委员会弄到政治局来了。在这一点上我也有很大的过错，因为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之间很多事都是通过我个人来联系的。一旦我离开工作，两个轮子立刻就不转动了，为了保持这种联系，加米涅夫就不得不加倍地工作。由于近期我未必能回来工作，全部希望就寄托在现在还有两位副主席这一点上，一位是被德国人清洗过的瞿鲁巴同志，一位是被德国人清洗得非常干净的李可夫同志。原来连德国皇帝威廉对我们也很有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他有个外科医生，这个医生给李可夫同志治过病，切除了他身上的坏器官，把它留在德国，而给他留下了好的，所以给我们送来的李可夫同志全身都是清洗干净的好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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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后继续采用这种办法，这真是一件大好事。

不开玩笑了，现在来谈谈主要的指令。在这方面中央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我希望代表大会能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批准旨在解除政治局和中央的琐碎事务、加强负责工作人员的工作的指令。要使各人民委员对自己的工作负责，而不是先把问题提到人民委员会，然后又提到政治局。我们不能从形式上取消向中央申诉的权利，因为我们的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但是应当制止什么小事都找中央的做法，要提高人民委员会的威信，各部的人民委员——而不是副人民委员——要多出席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应当改变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性质，即把我最近一年没能做到的事情做到：更多地注意检查执行情况。我们还将有两位副主席——李可夫和瞿鲁巴。李可夫任工农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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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善于督促工作，使工作得以开展。瞿鲁巴曾把一个人民委员部办成比较好的部。如果他们两人能尽量注意督促各人民委员部注重执行并负起责任来，那么我们就会前进一步，虽然是小小的一步。我们有18个人民委员部，其中工作根本不行的不下15个，好的人民委员不是到处都能找到的，但愿人们更加注意这一点。李可夫同志应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因为在这两个机构之间应保持联系，没有这种联系主要的轮子有时就会空转。

因此要注意使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裁减所属的各种委员会，使它们熟悉和解决自己份内的事情，而不是把精力分散在无数的委员会上。最近把各种委员会清理了一下。总共有120个委员会。有多少是真正必要的呢？只有16个。而且这已不是第一次清理了。有些人不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不是把决议提交人民委员会，也不知道自己对此负有责任，而是躲在各种委员会后面。在这些委员会里是一团混乱，谁也弄不清楚是谁负责；一切都乱成一团，最后作出由大家共同负责的决定。

因此应当指出，必须扩大和发挥区域经济会议 
[84]

 的自主权和职能。现在我们俄国的区域划分是有科学根据的，是估计到经济、气候、生活、燃料来源、地方工业等等条件的。根据这种划分，建立了区和区域的经济会议。当然，局部的调整还会有，但是应该提高这些经济会议的威信。

还有，应该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更加有力地工作，使常会能够正常地举行，会期应当长一些。常会应当讨论法律草案，有时法律草案没有必要地匆忙提到人民委员会去。最好把这些草案搁置一下，让地方工作人员去仔细考虑，并且对法律的起草人要求得更严格些，这些我们现在都没有做。

如果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的会期长一些，它就可以分设各种小组和专门委员会，更严格地检查工作，抓住那种在我看来是目前政治局势的整个关键和本质的东西，也就是把重心转移到挑选人才、检查实际执行情况上去。

应该承认，也不怕承认：百分之九十九的负责的共产党员被派去干的并不是他们现在就胜任的工作，他们不会干自己那一行，现在应当学习。如果承认这一点，而我们又有充分可能做到这一点——从总的国际形势看，我们有时间来得及学会——那我们就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一点。（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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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

（3月28日）

（鼓掌）首先我要花点时间，来批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奥新斯基两同志在这里发表的意见。我认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和奥新斯基同志在最主要最基本的问题上，谈得根本不对头，他们的发言正好证明他们对政治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谈到了资本主义，并且说，按照党纲我们应当展开全党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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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是白白浪费时间

首先谈谈国家资本主义问题。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只能这样理解并且应该这样理解。”我敢肯定，这是一种经院式的论断。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写出一本论述人类历史上的这种资本主义的书籍，因为我们现在才第一次经历这种资本主义。在此以前，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写得还象样的书籍，都是在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种条件、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哪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未能预见到这一点。所以不应该向后看。如果你们要写历史，你们一定会写得非常好；可是如果你们要编写教科书，那你们就要写上：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非常意外的、谁都绝对预见不到的资本主义，因为谁也无法预见到，无产的总结发言阶级竟会在一个属于最不发达之列的国家中取得政权；它起初试图为农民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后来由于文化条件所限无力完成这个任务，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这一切是从来没有预见到的，但这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拉林的发言表明他完全不明白什么是新经济政策，应该怎样对待新经济政策。

对需要改行新经济政策这一点，没有人提出过任何有分量的反对意见。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做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做好。过去所有灭亡了的革命政党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看不到自己力量的所在，也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鼓掌）我们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必须容许其存在。如果说它丑恶、不好，那我们可以改造它，因为政权在我们手里，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把这混同于散布惊慌情绪是可笑的。如果我们怕承认这一点，那就必然要灭亡。但是这种事我们能学会并且也想学会，过去三、四、五年我们用更短的时间学会了更复杂的东西就是证明。不错，当年有一种必要性在推动我们。在战争中，我们受到非常有力的推动，好象没有哪条战线、没有哪次进军，我们没有受到这种推动：敌人打到了离莫斯科几百俄里的地方，打到了奥廖尔附近，打到了离彼得格勒只有5俄里的地方。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正醒悟过来了，便开始学习并开始运用自己的学习成果，赶走了敌人。

现在要对付这里日常经济事务中的敌人，那就困难千百倍了。迄今在书报上展开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争论，最多也只能编入历史教科书。我丝毫也不否认教科书的益处，不久以前我曾说过，我们的著作家最好少注意些报纸，少搞点政治喧嚣，而去编写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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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许多人，包括拉林同志在内，是能把这件工作做得很出色的。拉林同志的长处在这方面会是非常有益的，那样我们就能完成托洛茨基同志强调得很对的任务：他说，目前一项主要工作是教育青年一代，可是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教育他们。确实如此。他们现在学习社会科学用的是什么呢？是旧的资产阶级破烂货。这是耻辱！而且这是在我们已经有了几百个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的时候。他们本来能够写出有关所有社会问题的教科书，却没有写出来，因为他们忙于别的事情，把精力放到别处去了。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需要了解，什么应当成为宣传鼓动的口号，什么必须讲解清楚，使大家都能实际理解。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国家资本主义并非德国人论述过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经我们容许的资本主义。是不是这样呢？大家知道，是这样！

我们在共产党员的代表大会上曾作出决定，我们无产阶级国家容许国家资本主义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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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国家就是我们。如果容许是不对的，那是我们的过错，决不能推到别人身上！应该学习，应该使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无法越出也不敢越出无产阶级为之规定的范围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条件。这里已经正确地指出，我们必须照顾到农民这个大多数，让他们自由买卖。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工人都明白，无产阶级专政是必须这样做的，只有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才会挖苦嘲笑这种做法。这一点大家都领会了，也反复解释过千百次了，而您就是不想了解这个道理。如果在目前条件下农民需要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贸易，那我们应该允许，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允的总结发言许贩卖烧酒。对贩卖烧酒，我们要惩处。这也并不等于说，我们允许贩卖那些全靠世界各国资本家的金钱出版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书刊。

这就是我提到机关枪时所说的话，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是应该了解这一点的。他所说的全是些废话！

您拿这些话吓不倒谁，也不会博得任何同情！（鼓掌。笑声。）

可怜的施略普尼柯夫！列宁想架起机关枪来对付他了。

这里说的是党施加影响的方法，而根本不是什么机关枪。至于机关枪，那是针对我们现在称之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那班人说的，他们得出结论说：你们说向资本主义退却，我们也这么说，可见我们同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话，现在国外正在大肆宣传，说布尔什维克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关进监牢，而自己却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当然，我们容许资本主义存在，不过是在农民所需要的范围以内。这是需要的！没有它，农民就无法生活，无法耕作经营。而没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宣传，我们可以断定，他们，俄国农民是能够生活的。谁硬说不是，那我们就告诉他，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就决不向你让步！我们的法院应该懂得这一切。在我们结束全俄肃反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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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国家政治法院的时候，我们要在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不承认有超阶级的法院。我们的法院应是选举产生的，应是无产阶级的，而法院应该知道，我们容许的是什么。法官应该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

当前的政治口号就是这个，而不是去争论德国教授当年怎样理解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现在又怎样理解国家资本主义。这么多年来我们饱经沧桑，再往后看是完全不必要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经济局或党纲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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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在政治上他把问题完全看偏了。这个纲领写得如此之好，而我们竟这样来歪曲它！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有人只是一字一句地死读，而不愿往下多看一点。他们抽出一个句子说：这点曾经有过争论。有人说，工人预科和共产党支部的方针是正确的，而主张“对待这些专家要谨慎些、温和些”的人的方针则是错误的。的确，共产党支部是极好的支部，工人预科是极好的工人预科，但它们也不能保险不犯错误，它们并非圣徒。

是的，共产党支部是我们党的代表，工人预科是我们阶级的代表，但是，它们犯了错误，我们就应该予以纠正，这是起码的道理。至于怎样纠正，我不知道，因为讨论这个问题的那几次中央会议，我没有亲自参加。但是我知道，从工人预科和共产党支部采取反对教授的方针看，这里有过火的地方。中央从各方面审查了这件事情，发现在这方面有过火的地方，对这些教授，外人，不是我们阶级的人应当采取比较谨慎的方针，但这时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却拿出党纲来说：对这个阶层不能作任何政治让步，否则就是违反党纲。

如果照这样来领导党，那我们就非灭亡不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他对政治的理解根本不正确，而是因为他用自己的长处去处理任何问题：他是一个注意一定范围即习惯的和常见的范围的理论家，是一个研究各种办法来宣传的宣传家。大家都知道和看重这种长处，可是一旦他从政治和行政的观点去处理问题，就会做出非常荒唐的事情。建立经济局吗？！要知道，大家刚刚谈论过，大家都同意，因而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一致的意见才有一致的行动）：党的机关和的总结发言苏维埃机关应该划清职权。

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这里轻率地指责说：斯大林身兼两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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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谁没有这种罪过呢？谁不是身兼数职呢？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试问，为了保持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目前的局面，为了处理土耳其斯坦、高加索等等问题，我们此刻能够做些什么呢？要知道，这一切都是政治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这类问题欧洲各国已经研究好几百年了，只有在一些民主共和国才解决了极小一部分。我们正在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各族人民的代表都能找他深谈的人。哪里能找到这样的人呢？我想，除了斯大林同志以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提不出第二个人选来。

工农检查院也是这样。工作很艰巨。为了能进行检查，需要有一个有威信的人来领导，否则，我们就会陷入细小的倾轧而不能自拔。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建议成立经济局，可是照这样做，我们说的党同苏维埃的分工就会落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提出了一个似乎很好的方案：有政治局，还有经济局、组织局。这写在纸上挺漂亮，但到实际生活中就显得可笑了！我真不明白，一个对现实政治很敏感的人，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五年以后，竟会提出并坚持这样的建议！

我们组织局同政治局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哪个是政治问题，哪个是组织问题，是无法准确划分的。任何政治问题都可能是组织问题，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只有按已经实行的做法，即任何问题都可以从组织局转到政治局，才能恰当地安排好中央的工作。

有谁曾经提出过其他办法吗？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因为不可能提出别的更合理的解决办法。把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机械地分开是不行的。政治由一些人来主管，而文件如果由另一些人来写，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你们知道，过去有过这样的革命，那时，议会里的人写出文件，而执行的却是另一个阶级的人。结果碰了钉子，甚至让人赶跑了。把组织问题同政治分开是不行的。政治是集中了的经济。

柯秀尔同志指控中央，提到了一些人的名字（我都记下了），我本人不了解情况，无法答复，不过，如果你们即党代表大会对此感兴趣，那就必须选出每个人的专案委员会，寻根究底地盘问柯秀尔和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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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取消中央调配人员的权利，它就不能指导政治。我们虽然在调动某些人的时候也犯过错误，但我还是认为，中央政治局在其整个工作期间做到了尽量少犯错误。这并不是自我吹嘘。政治局工作的好坏不是由各种委员会，不是由我们党所指派的那些人来检验的，而是由白卫分子来检验的，由我们的敌人来检验的。我们政策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政策没有重大的错误。

奥新斯基的长处是精力充沛、全力以赴地从事他所承担的工作。应当设法发挥他的长处，克服他的短处（尽管奥新斯基会大喊大叫，因为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但我们还是要这样做，否则他作为一个工作人员就完了）。我想，我们中央已经采取措施，使他的长处能弥补他的短处。

我不想同奥新斯基辩论，如果我想同他辩论的话，那么指责他的最好材料就是把他今天的发言印出来，张贴在黑板上……　曾经有一个人……

奥新斯基身为副人民委员，一个极重要的人民委员部的领导的总结发言人，在那些对任何问题都能提出行动纲领的人物中是站在前列的，他这样一个人竟提议改行内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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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断定，这个人永远完了。我不来分析这一点，也不准备详细辩论，值得注意的是要使奥新斯基这样的大才得到正确使用。如果奥新斯基同志仍然不用同志态度对待中央经常向他提出的忠告（其中有不少是我提的），在这方面仍然不检点，那他不可避免地一定还会象今天这样掉进泥坑。

这对于一个爱表现自己天资的人是很不愉快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天资很高，他想把它表现出来，这种意愿是合乎情理的。但愿人人如此！不过中央应该注意，要使天资能得到有益的表现。中央应该设法制止关于内阁的议论，即使被制止的人提出申诉也没有关系。这是有好处的。应该使自己的才能施展得当，以免陷入这个泥坑，应该同各人民委员部的同志商量商量，得出一条共同的路线；我们哪有一个人民委员部不经过争论就办成什么事的呢？没有。

“改善管理体制和对群众进行心理动员。”这简直是谋杀！如果党代表大会接受这种反动的政治观点，那么这将是最有效的最好的自杀方法。

“改善管理体制”？！但愿能够摆脱目前存在的混乱状态。

我们没有体制吗？！为了建立这个体制，我们最优秀的人才花了五年的时间！这个体制是极大的进步。

是实际机构不好！我们了解情况吗？不了解！而奥新斯基说，似乎他了解。要知道，他能坐下来在十分钟内编出一套管理体制来，如果对这种欲望不加以限制，那是有害的，并且是一种政治错误。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奥新斯基还以目前这样的热情做工作，那工作一定会很有益处。

这是给你们举的一个例子。其次，关于我谈到的最重要的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奥新斯基都证实了，而拉林更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请看，他做了些什么。他责备我，并且很开心地嘲讽取笑。

他这一手很出色，这是他的长处。要是拉林同志不把这个长处用到国家工作上，那么拉林同志就会给共和国带来千百倍的好处，因为他是一个很有才干而且富有想象力的人。这种才能是极其可贵的。以为只有诗人才需要想象，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是愚蠢的偏见！甚至在数学上也需要想象，甚至微积分的发现没有想象也是不可能的。想象是极其可贵的素质，可是拉林同志的想象过多了一点。譬如，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把拉林的全部想象力平分给俄国共产党的每个党员，那就很好了。（笑声，鼓掌）但是，目前我们还动不了这个手术，在做到这一点之前就不能把国家工作、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交给拉林。在旧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就有过同样情况，当时李可夫还没有恢复健康，由拉林主持工作并代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签上“尤·拉林”的名字；糟糕的并不是因为拉林只表现出了他坏的品质，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表现出了优秀的才能，因为他的忠诚和熟悉业务是谁也不会有丝毫怀疑的，但事情仍然办得不对！

这一点我已说过。不错，这都是老生常谈。说到老生常谈，卡姆柯夫在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上就嘲笑过我。卡姆柯夫说：“列宁今天劝诫‘不可偷盗’，明天又加上‘不可奸淫’。这就是列宁的全部金玉良言。”这种话我早在1918年就听社会革命党人卡姆柯夫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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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卡姆柯夫在隆隆炮声下说这番话，都没有发生什么影的总结发言响，那么拉林就更不会发生什么影响了。现在应该把这些任务应用到我们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方面来。在这里，拉林同志企图把党引到不正确的方向上去。要是他做另一种工作，在那里发挥出他的巨大才能，给青年很大的好处，并且不做出他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做的那种事情，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样拉林同志就会对青年一代发生影响。我说的好象够清楚了。不会有拉林在这里所造成的那种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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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加米涅夫向政治局提出过一个指令草案，认为进口食物有好处，应当用苏维埃货币去买罐头。拉林当时在场，这一切都听得很清楚，也记得很清楚，而现在他却到这个讲台上来说：“列宁因为生病忘记了（这次我们可以原谅他），动用黄金储备是应该通过政治局的。”如果加米涅夫同志建议我们用黄金储备去向法国投机商人买罐头，那我们就根本不会听他的了。我们没有用一个金戈比去买罐头，用的是苏维埃纸币，而且还真买到了。武尔弗松昨天要我相信，这批罐头质量很好（虽然还没有拿到）。但是，我不相信他的话，得先尝一尝，因为这还可能是骗人的。但是问题在于拉林自己糊涂了，我们连一个金戈比也没有给，而给的是1600亿苏维埃纸币。

如果认为拉林这么说是出于恶意，那当然是荒唐可笑的；不，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拉林的想象飞出了十万八千里，结果把事情给搅乱了。

他接着又说，国家计划委员会建议出租四分之三的铁路。好在他这是在党代表大会上说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当即予以驳斥。这种事情是不常有的。你们是否以为，只是在党代表大会上才有人这样说话呢？你们可以问问中央监察委员会，他们是如何审理莫斯科争论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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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为什么会出现莫斯科争论俱乐部这样的问题，拉林同志和梁赞诺夫同志在那里……（梁赞诺夫从座位上说：“我在那里没有谈过黄金储备，那里谈了更糟的事。”）　当时我不在莫斯科，没有参与此事的处理，我只听到简短的汇报。（梁赞诺夫：“不能听信任何流言。”）这是我从同索尔茨同志的谈话中知道的，不是什么流言，同我谈话的是最高的党代表大会任命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的人，是他对我说的，他对我说的话是无可置疑的。把这说成流言，未免太轻率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了争论俱乐部的活动，一致指出事情办得不对。在我看来，什么地方不对是很明显的。今天拉林太兴奋了，他讲着讲着，情不自禁地冒出一句，说有人要把四分之三的铁路出租，让中央纠正了。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说，根本没有这么回事，所以中央也无从纠正，是拉林搞错了。这种事情是常有的。

四年来我们没有学会派拉林这样有益的工作人员去做真正有益的工作，离开他事与愿违造成损失的工作岗位。

看来相当反常：无产阶级专政，恐怖政权，战胜了世界上的所有军队，惟独没有战胜拉林的军队。这是一次大败仗！我们一直在干无需干的事情。他那渊博的知识和吸引人的能力，是可以给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一代以极大的益处的。但是，我们不会利用他的知识，因此出现摩擦和对抗。有人指责中央政治局、组织局、中央全会权力过大，实际上在这方面它们的权力或威望还不足以正确地分配所有同志的工作。

应该对此加以考虑，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工作的重心，上述情况需要纠正。只要纠正了，我们就能摆脱困境。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纠正做到，但是如果我们象奥新斯基和拉林那样谈论土地纲领的新任务，那是无济于事的。对于这个纲领我已写了一份意的总结发言见书送交中央 
［注：见本卷第42—47页。——编者注］

 。关于这份意见书，现在我就不谈了。任何一个党员如果对此有兴趣的话，都有权到书记处去拿来读一读。请吧！今后如果能正确发挥拉林和奥新斯基的力量，去掉他们的不正确的想法，那么我们使用他们两人的力量就会获益匪浅。

最后，关于施略普尼柯夫，我讲几句话。关于他，我本想多说几句。托洛茨基受中央的委托同季诺维也夫一起在共产国际答复了22人声明， 
[95]

 关于这个问题要说的话，他百分之九十九都说到了。

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先是装作不懂，为什么我要讲到机关枪和惊慌失措分子；他开玩笑说，我被这样审判过好多次了。同志们，开玩笑当然是好事情。在大会上讲话当然不免开个玩笑，因为大家都听倦了。应当懂得人之常情。但是，有些事是不容许开玩笑的，例如党的统一就是这样。

我们被敌人四面八方包围着，国际资产阶级相当聪明，他们让米留可夫向左转，又用金钱供给社会革命党人出版各种各样的报纸，唆使王德威尔得、奥托·鲍威尔掀起反对审判社会革命党人的运动，叫嚷布尔什维克是野兽；这些人学了几百年的政治，拥有数十亿金卢布、法郎等等，这一切都在反对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象施略普尼柯夫同志那样开玩笑，说什么“中央审判我”等等，同志们，这是令人痛心的。党的代表大会应该作出明确的结论。我们中央不会平白无故进行审判的！对施略普尼柯夫是审判过，中央表决时要是多三票，就把他开除出党了。 
[96]

 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党员们应该关心这件事，看一下中央那次会议的记录。不能拿这开玩笑！

你们有合法的权利向共产国际申诉。但是在提出这种申诉以前，中央大多数同志都曾主张开除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就是没有达到三分之二的法定票数。拿这个开玩笑是不行的！你们不妨了解一下，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的党团会议上竟公然鼓动分裂。 
[97]



关于柯伦泰同志的小册子的作用，托洛茨基同志已经谈过了。

如果我们拿这些东西来开玩笑，那就根本谈不上我们在现在所处的困难境况中坚持下去了。为了使我们能坚持下去，我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发生武装干涉，第二，财政危机不过于严重，第三，我们不犯政治错误。

有位发言人说，我说的好象是政治纠纷。不，我说的是政治错误。只要我们不犯政治错误，我可以说，党内百分之九十九的同志会同我们在一起，非党的工人和农民也会同我们在一起，他们会懂得现在是学习时期。

我记得，托洛茨基同志在纪念红军建军节的文章中曾提出“学习年”的口号。这个口号对党、对工人阶级都是正确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培养出许多勇敢的人，他们无疑巩固了世界历史上的转折。但这决不能成为我们不懂得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学习年”的理由。

我们现在比一年前站得稳多了。当然，资产阶级现在也试图发动新的武装干涉，可是他们要做到这一点，现在比以前困难了，今天比昨天困难了。

为了能学习，我们必须不犯政治错误。我们不应该象施略普尼柯夫同志那样，把时间花在玩弄党的统一上。这是玩弄不得的！我们知道，在党内斗争上，我们已经花了不少时间。同志们，不能忘记这个教训！从这一年看，中央有充分的根据说，党是在派别活动比去年少、党更加统一的情况下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我不想夸口说，我们党内的所有派别活动已经绝迹。可是，派别活动已经减少的总结发言了，这是无可争辩的、已经得到证实的事实。

你们知道，“工人反对派”已经只剩下一点残余。请把22人声明上的签名同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所提出的纲领 
[98]

 上的签名对照一下。并不是所有上次签名的人都在这个声明上签了名。应当告诉那些合法地利用自己权利向共产国际申诉的人：替米雅斯尼科夫说情是不合法的。米雅斯尼科夫的事发生在去年夏天。 
[99]

 当时我不在莫斯科，所以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84—90页。——编者注］

 ，后来他把这封信收在自己的小册子里了。我发现这个人才能是有的，值得同他谈一谈，但应当告诉他，如果他要提出这样的批评，那是不能容许的。

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请把本地区的所有不满分子召集起来。是的，把本地区的所有不满分子召集起来并不很困难。这些就是施略普尼柯夫在这里、梅德维捷夫同志在会外发表的言论。（梅德维捷夫从座位上说：“谁告诉您的？”）这是俄共代表大会建立的机关——中央组织局、中央书记处、中央监察委员会告诉我的。你们愿意的话，问问这些机关就可以知道，梅德维捷夫同志发表了一些什么言论。如果不予以制止，我们就维护不了党的统一。而无情地揭露并说出我们的错误，这几乎是我们的主要成果。只要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次代表大会就是要做到这一点，那毫无疑问，我们一定能克服一切错误。（热烈鼓掌）





	载于1922年3月29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公报》第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17—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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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的补充意见

（3月29日和4月2日之间）

统一战线策略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吸收愈来愈广泛的工人群众参加反对资本的斗争，甚至对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也不妨再三发出呼吁，建议共同进行这种斗争。当大多数工人已经建立本阶级的即苏维埃的代表机关，而不是“全民族的”即同资产阶级共同的代表机关，并且已经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时候，统一战线的策略当然就不能要求向孟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之类的政党发出呼吁，因为他们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在苏维埃政权下，为了扩大自己对工人群众的影响， 不能采取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呼吁的办法，而要采取上面所说的办法。 
[100]







	载于1959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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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工作决议的草案

[101]




给恩·奥新斯基的信

1922年4月1日

奥新斯基同志：

我考虑了我们两人就党代表大会农业小组工作的谈话后得出结论，目前最迫切的是这样的任务：


　　在我们收集到足够的地方经济生活事实以前，在我们对目前农民经济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充分的研究以前，不要用任何命令、指令或规章来束缚自己的（无论党或苏维埃政权的）手脚；无论如何不容许发生目前地方当局容易犯的那种极危险、极有害的毛病，即仓卒规定未经经验检验的、不必要的和不妥当的细则。





　　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制定了路线。 
[102]

 依我看，党代表大会的任务在于：由农业小组讨论如何 根据各地的实践
 和 经验
 来贯彻这条路线；责成俄共中央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整个苏维埃政权）更仔细更充分地收集可作为检验用的事实；命令，或者确切些说，指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次常会的共产党党团在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具体化时，也就是说在把这一决定变成新的较为详细的法律时，要尽可能慎重，以免因不得当的干涉而妨碍农业生产的顺利发展。依我看，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我们还没有仔细研究 地方
 农业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我们地方政权机关的实际能力（避免好心办坏事的能力），就进行不得当的干涉。

因此，我根据农业小组的工作想好了一个党代表大会的适当的决议案， 
大致

 如下：


　　1.党代表大会听取并了解了农业小组的工作报告，认为有关地方工作经验的材料还收集得不够，因此无论党或各级苏维埃机关中的共产党党团的首要任务，就是仔细地收集和十分细心地研究地方上的实际经验。2.代表大会认为解散（或仓卒改组？）农业合作社机构的办法是错误的，建议在这方面必须极其慎重。

3.关于在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和出租土地的条件问题，党代表大会建议这方面的全体工作人员不要用过繁的手续来限制这两种现象，而只须贯彻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研究一下究竟可用哪些实际措施来适当地限制上述两方面的极端行为和有害的夸大。

4.代表大会认为，党在农民中的整个工作，其首要目的是实际帮助迅速扩大播种面积，增加耕地，增加农产品的数量，减轻农民的严重贫困状况；同时必须用全部人力物力去支持和鼓励帮助贫苦农民，努力制定出能够在实践上证明即使在目前困难的情况下也是有效的措施。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32—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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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真理报》刊登广告问题的发言

[103]




（4月2日）

同志们！这里发生了一个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误会。我是就程序问题发言（这一点主席同志已强调过），而不是致闭幕词。我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想请代表大会变通一下程序和常规。按程序规定，决定通过以后，对该问题的任何干预都是不对的。我请大会给我四五分钟时间，以便对一项已通过的错误决定提出反对意见。

我听说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决定，还听说梁赞诺夫同志为它辩护……（梁赞诺夫：“这不是事实。”）好极了，总算有一个荒诞决定的通过与梁赞诺夫无关。如果在我们面前真的是一个昨天才听说世界上有共产主义的12岁左右的天真的年轻小姐，她穿着洁白的连衣裙，系着红色绦带，说共产党员们是些十足的生意人——这固然可笑，但对此可以宽容地一笑了之。然而我们现在在郑重其事地干些什么呢？你们不准《真理报》刊登广告，它到哪里去拿钱呢？请问，为了使《真理报》不落后于《消息报》，它需要多少钱？你们不知道吗？那我也不知道！





	载于193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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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词

（4月2日）

同志们！我们代表大会的工作就要结束了。

这次代表大会同上次相比，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更加团结，更加一致，在组织上更加统一。

上次代表大会的反对派这部分人中只有少数人自外于党。 
[104]



关于工会问题和新经济政策问题，我们党内已经没有意见分歧，或者说，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意见分歧了。

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获得的根本的和主要的“新东西”，就是生动地证明我们的敌人是不正确的，他们一直喋喋不休地硬说我们党在衰老，我们的头脑和整个机体在丧失灵活性。

不！我们并没有丧失这种灵活性。

过去，由于俄国和全世界的整个客观形势，需要前进，需要用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迅速而坚决地向敌人进攻，我们就这样进攻了。必要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次进攻，并且不止一次地进攻。

我们正是这样把我国革命提到了世界上空前未有的高度。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不管它还能给千百万人带来多少不幸、灾祸和苦难，都不能夺走我们革命的基本成果，因为现在这已不是“我们的”成果，而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成果了。

到了1921年春天，实际表明我们革命的先头部队有脱离应由它率领前进的人民大多数，农民大多数的危险，我们就一致地果断决定退却。过去一年来，我们的退却整个说来是有革命秩序的。

世界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成熟，如果它不能把奋不顾身的斗争和进攻的本领同实行有革命秩序的退却的本领结合起来，它就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斗争的第二个阶段的经验，即退却的经验，将来至少对某些国家的工人大概也是适用的，正如我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经验，即奋不顾身英勇进攻的经验，无疑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工人一样。

现在我们作出决定，认为退却已经结束。

这就是说，现在要按新方式来提出我们政策的全部任务了。

现在全部关键在于，先锋队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素养不够，本领不大。全部关键在于，现在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一道前进，用行动、实践和经验向农民证明，我们在学习并且一定能学会帮助他们，率领他们前进。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在俄国目前的生产力状况下，这一任务是可以完成的，不过要十分缓慢，小心谨慎，实事求是，对自己的每一步骤都要进行千百次的实践检验。

即使我们党内还有反对这种极端缓慢和极端谨慎的行动的论调，那也只是极个别的。

整个党懂得了，并且现在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它懂得了目前必须这样安排自己的工作，也只能这样安排工作。我们既然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宣布俄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闭幕。





	载于1922年4月4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公报》第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36—138页

















[64]

 这是有关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本卷《附录》里还收有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材料（见第393—406页）。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3月27日—4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是在俄国国内战争结束和苏维埃国家转入和平建设一年之后召开的。大会的任务是对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年进行总结并制订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俄共中央在列宁领导下为代表大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大会的主要文件是由列宁或在他的参与下拟定的。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52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6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532000多名党员。大会议程如下：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报告；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工会；关于红军；财政政策；清党的总结和巩固党的队伍（包括关于青年工作、关于报刊和宣传的副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检查委员会。大会还成立一个委员会，为大会土地问题小组讨论党的农村工作和制订相应的决议作准备。



列宁致开幕词并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报告的总结发言。代表大会在通过的决议中表示赞同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认为向私人资本主义让步的退却已经完成，党的基本任务是重新部署党的力量以保证贯彻党的政策。代表大会指出，必须更明确地划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职责，以便党在实现对苏维埃国家的政治领导的同时，保证提高苏维埃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代表大会赞同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活动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它采取的统一战线策略。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以列宁拟的《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提纲草案为基础的决定。决定指出，工会应是国家政权在其全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最亲密的合作者。代表大会制定了整顿预算、扩大国家收入的措施，并强调指出必须鼓励农民从消费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认为这是提高农业的唯一保证。代表大会在《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里指出必须仔细收集和研究地方经验，谴责以行政命令手段对待农业合作社的做法。代表大会在《关于巩固党和党的新任务的决议》里规定了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以及改善党的机关的工作和提高党的纪律的任务和具体措施。为防止异己分子侵入党内，决议规定了新的入党条件。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根据审查党员的经验巩固党的问题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组织问题的实际建议——对关于在清党以后巩固党的决议的补充》。此外，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目的》、《关于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问题》、《关于报刊和宣传》、《关于对女工和农妇工作的问题》、《关于加强红军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前“工人反对派”的几个成员》等项决议以及《监察委员会条例》和《中央检查委员会条例》。大会选出由27名委员和1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5名委员和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67。





[65]

 指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3月8—16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717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41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732521名党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问题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报告；监察委员会的报告；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党的建设；工会及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选举党的领导机关。此外，代表大会还听取了党史委员会的报告并在秘密会议上讨论了军事问题。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根本性问题的一些决定，规定了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



列宁领导了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就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作了报告，并起草了大会的最重要的决议草案。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代表大会特别重视党的统一问题。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78—83页），要求立即解散削弱党、破坏党的统一的一切派别集团，并授权中央委员会对进行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采取直到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大会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同上，第84—87页），指出工人反对派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动摇性的表现。在党的建设方面，代表大会通过了扩大党内民主、改善党员素质的决定，并向中央委员会发出进行清党的指示。代表大会还通过了监察委员会条例，规定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各省监察委员会，这对于巩固党和改善国家机关有重要意义。



代表大会总结了工会问题的争论，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重申了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的论点，规定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并提出了扩大工会民主的措施。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要求彻底消除从前的被压迫民族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并谴责了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两种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倾向。代表大会选出了由25名委员和1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73。





[66]

 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曾在1918年4月发表《目前形势的提纲》来对抗列宁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他们否认过渡时期的必要性，主张用“对资本实行骑兵突击”、颁布相应的法令和“生活公社化”的办法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反对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反对使用资产阶级专家，建议完全摧毁银行信贷机构，加速废除货币，等等。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观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64—293页）。1918年夏末，“左派共产主义者”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74。





[67]

 四十座金字塔这一典故是由拿破仑第一的一句话演变来的。1798年7月20日，拿破仑第一率部远征埃及到达金字塔附近，和埃及精锐的骑兵主力相遇。在投入战斗前，拿破仑第一为鼓舞士气对全军士兵说：“四十个世纪从这些金字塔的顶端看着你们。”意思是以金字塔为象征的四千年的历史注视着你们，期待着你们建立新的战功。由这句话变来的四十座金字塔这一典故则是“举世瞩目”的意思。——81。





[68]

 尼·伊·布哈林因在国外治病以及参加在柏林召开的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而没有出席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想就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同布哈林“稍微争论一下”，是因为从1918年春天起布哈林是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主要反对者。——83。





[69]

 工人反对派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首领是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谢·巴·梅德维捷夫、亚·米·柯伦泰等。工人反对派作为派别组织是在1920—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中形成的，但是这一名称在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即已出现。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则早在1919年就已开始形成。在1920年3—4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施略普尼柯夫提出了一个关于俄共（布）、苏维埃和工会之间关系的提纲，主张由党和苏维埃管政治，工会管经济。在1920年12月30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施略普尼柯夫要求将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工会。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表达得最充分的是柯伦泰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出版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它要求把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加入各产业工会的生产者的代表大会，由他们选举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各个国民经济管理机关也分别由相应的工会选举产生，而且党政机关不得否决工会提出的候选人。工人反对派曾一度得到部分工人的支持。1920年11月，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它的纲领获得了21％的票数。1921年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则获得30％的票数。由于党进行了解释工作，工人反对派的人数到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时已大大减少，它的纲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票不足6％。第十次代表大会批评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并决定立即解散一切派别组织。但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等在这次代表大会后仍继续保留非法的组织，并且在1922年2月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送了一份题为《二十二人声明》的文件。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从组织上粉碎了工人反对派。——86。





[70]

 这句话源出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4场，原话是“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意思是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86。





[71]

 看来是指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部分代表——丹尼尔·勒努、路易·塞利埃等人。他们不理解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意义，认为新经济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削弱国际革命运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于1922年2月21日—3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全会的有来自36个国家的105名代表。全会的议程包括下列问题：关于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意大利、美国、波兰和各巴尔干国家共产党的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关于统一战线策略；关于工会运动；关于新战争的危险；关于新经济政策等等。全会的中心议题是统一战线策略问题。全会通过的《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提纲肯定了新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并强调了它的国际意义。——86。





[72]

 指拉科西·马蒂亚斯的文章《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此文分析了奥·鲍威尔的小册子《苏维埃俄国的“新方针”》（1921年维也纳版）。文章发表在1922年3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第20期上。



《共产国际》杂志（《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д》）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919年5月1日创刊，曾用俄、德、法、英、中、西班牙等各种文字出版，编辑部由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代表组成。该杂志刊登理论文章和共产国际文件，曾发表列宁的许多篇文章。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该杂志于1943年6月停刊。——87。





[73]

 指侨居国外期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88。





[74]

 指劳动国防委员会直属合营公司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1922年2月15日的决定成立的，由格·雅·索柯里尼柯夫任主席。根据1922年3月8日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的条例，该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审查关于成立国家参与的工商业公司和信贷机构（合营公司）以及各种类型的股份公司的建议”。



1922年4月4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设立劳动国防委员会直属租让和股份公司事务总委员会，撤销合营公司事务委员会。——89。





[75]

 “劝说司令”是俄国士兵给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起的绰号。克伦斯基执行英法帝国主义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意旨，在1917年夏巡视前线时喋喋不休地劝说士兵们向敌军发动进攻。——90。





[76]

 指亚·伊·托多尔斯基的小册子《持枪扶犁的一年》，1918年韦谢贡斯克县执行委员会出版。托多尔斯基当时任特维尔省韦谢贡斯克县县报编辑。他写的这本书既是在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就县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工作向党的特维尔省委员会的汇报，也是韦谢贡斯克苏维埃向全县劳动人民的汇报。该书共印1000册，分发到全县各个乡、村，还以交换出版物和交流经验的形式寄给了中央和邻省各报纸编辑部。列宁读了此书后，当即记上：“一本出色的书！亚历山大·托多尔斯基《持枪扶犁的一年》……（题为《锯木厂和制革厂》的那一节或章特别可资借鉴，第61、62页）”，并立即给值班秘书写了个便条：“请把托多尔斯基书中小标题为《锯木厂和制革厂》的一节（第61—62页，书上有准确标志）打两份，一份给我，另一份在我这里存档，以便查找。”“……附言：打字、读校和复查后将此书还给我。”（1958年《历史文献》杂志第4期第4页）



列宁特别注意书中第62页的下面一段话：“痛打剥削者的手，使他们不能再祸害，或者说‘制服’他们，这还只是任务的一半。只有当我们强迫他们工作并利用他们的工作成果来帮助改善新生活和帮助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才算把工作做到家了。”列宁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着重线，又在旁边划了三道线，写上“注意”字样，后来在1918年底或1919年初写的文章《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中加以引用。列宁指出，应该从这本书中吸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问题上的重大教训”（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01—404页）。——95。





[77]

 指1921年7月进行的对负责工作人员的调查统计。这次调查统计的目的是确切了解各省会和县城党的领导层的数量构成和质量构成，他们的地区分布和对他们的使用是否合理。——98。





[78]

 指顿巴斯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该管理局在整顿顿巴斯大矿场的煤炭开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对恢复小矿场及其他工业部门的意义估计不足，压制地方党和工会组织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主动性。管理局领导人格·列·皮达可夫用行政命令方式和军事办法领导工业，结果影响了吸引工人群众参加恢复顿巴斯国民经济的工作。由于这些原因，在经济领导干部之间以及在管理局和地方干部之间都产生了意见分歧。在1921年12月9—13日召开的乌克兰共产党（布）第六次代表会议上，皮达可夫的工作方法受到一些代表的批评。会后皮达可夫被调离顿巴斯。——104。





[79]

 指1922年3月22日《真理报》第65号刊登的一条题为《法国。反对军国主义》的华沙来电。电讯说：“共产党议员雷诺·让在讨论服兵役期限法时发言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法国报界对他的有力发言给予极大注意。雷诺·让在右翼议席的大声喧嚷中声明，无产阶级认为与其被投入新的战争，毋宁起义。如果资产者对股息孜孜以求，那么对无产阶级来说，1793年的法国社会革命更加珍贵，他们要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直到胜利……”——105。





[80]

 1912年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列宁所引的德文本名称为《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05。





[81]

 中央审查委员会是根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912年6月25日的决定设立的，由5人组成，在清党期间领导各地审查委员会的工作（见1921年6月30日《真理报》第140号）。中央审查委员会曾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过清党总结的报告。——110。





[82]

 这里指的是亚·德·瞿鲁巴和阿·伊·李可夫于1922年初在德国动手术一事。当时瞿鲁巴患胆囊化脓性炎症，李可夫患化脓性阑尾炎。——111。





[83]

 工农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一职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9年7月8日《关于改变组织红军供给事宜的法令》设立的。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办事处是采办各种食品（粮食人民委员部提供的食粮除外）并供应红军和红海军的最高机关。它的地方机关是隶属于各方面军指挥部的特派员的全权代表办事处。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参加工农国防委员会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享有委员权利。直属特派员的还有军事工业委员会等机构。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1年8月16日的决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撤销，所属机构的人员和财产移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有关机关。1919—1921年，阿·伊·李可夫任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111。





[84]

 区域经济会议（或区域经济委员会）是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关于地方经济管理机关》这一决议成立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地方机关。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列宁签署的《区域经济机关暂行条例》（见1921年3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68号），设立区域经济会议是为了协调和加强各地方经济机关和省经济会议的活动。区域经济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督促及时准确地执行上级机关关于经济问题的决定，审查和协调各区的经济计划，监督其实施，监督正确利用物资，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参加区域经济会议的有下列各单位的地方代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粮食、农业、劳动、财政等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院（有发言权）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区域经济会议主席由劳动国防委员会任命。——112。





[85]

 列宁指的是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发言中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议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反对列宁使用的“国家资本主义”一词。他说：“由于我们处在非常独特的制度之下，在这里我们拥有无产阶级专政，掌握了国家政权和大工业，但同时又在市场的基础上开展我们的全部经济活动，一方面存在市场，通过市场调节经济，另一方面存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还有国家银行，它试图也应当对市场和经济过程发挥调节作用，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某些社会主义关系和（在更大程度上）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非常复杂的结合。怎么称呼这种独特的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制度呢？把它叫作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使用完全属于另一种概念的术语。列宁同志说，我们这里在书本上写过资本主义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我们现有的是共产主义下的资本主义，这当然是‘失言’，但无论如何，我们现有的是全新的特殊构成物，属于另一种社会制度的术语是不适用于它的，因此应予抛弃。”（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年俄文版第82—83页）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建议就这一问题开展全党争论。——114。





[86]

 指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资本主义包围下的苏维埃共和国》（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09—111页）。——116。





[87]

 全俄肃反委员会（全称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7日（20日）的决定，为了同反革命、怠工和投机活动进行斗争而成立的，直属人民委员会。领导人是费·埃·捷尔任斯基。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它在同反革命破坏活动作斗争和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国家转入和平经济建设，列宁于1921年12月1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建议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小它的职权范围。1922年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通过法令，把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为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117。





[88]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发言中建议，成立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平行的经济局来领导经济建设。他的这一建议还在代表大会之前就被政治局否决了。



其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指责中央违反了党纲中关于对待资产阶级专家的态度的条文。党纲有关条文规定，要为专家的工作创造同志式的气氛和关心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不得对这一阶层作政治让步，必须制止其反革命企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断言，党中央对那些参加1921—1922年莫斯科、喀山、彼得格勒等城市高等院校罢教的教授们作了政治让步。教授们的基本要求之一是修订由职业综合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总局制定并于1921年秋经人民委员会批准的《高等院校条例》。教授们反对高等院校附设工人预科，反对新条例里规定的由大学生、工会以及职业综合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总局的代表参加组成高校管理机构的制度，要求把这种权利授予教员委员会，此外还提出一系列经济要求。当时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领导的职业综合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总局采取了错误的立场，坚持要对罢教的教授们采取直至逮捕的严厉手段。某些高等院校的共产党支部和工人预科也采取这种立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曾多次研究这一问题。它责成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等实事求是地分析教授们的要求，在不作原则性的政治让步的条件下同他们达成协议。列宁在1921年4月11日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便条、4月15日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和4月19日给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里都说到这个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1922年2月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教育工作者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教授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研究高等院校的经济状况，同时认为必须贯彻《高等院校条例》。由于委员会同教授们的多次会谈以及中央责成教育人民委员部采取的其他措施，罢教最后停止了。——117。





[89]

 斯大林从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成立起至1923年7月该部撤销止，一直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从1919年3月起，斯大林兼任国家监察人民委员，1920年2月该人民委员部改组后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至1922年4月25日止。——119。





[90]

 维·维·柯秀尔在发言中指责中央委员会出于派别原因，而不是出于工作需要调动党和工会领导干部的工作。他还列举出季·弗·萨普龙诺夫、谢·维·姆拉奇科夫斯基、尤·彼·菲加特纳、Я.К.亚格洛姆、阿·季·哥尔茨曼等人和他本人被调动的情况为证。维·米·莫洛托夫在中央组织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里反驳了这种指责。——120。





[91]

 恩·奥新斯基（瓦·瓦·奥博连斯基）在发言中建议改变管理制度，立法职能归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为其执行机关。为保证“接合”，他建议成立人民委员“内阁”，其组成人员由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的主席一手挑选。



奥新斯基还认为，列宁所主张的极严格的党纪是“军事性的”，过了时的，不符合当前状况。他把党纪同党的“心理动员”的任务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后者能够激起复兴国家所必需的社会的旺盛情绪。——120。





[92]

 显然是指波·卡姆柯夫在左派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18年6月28日—7月1日）上的发言。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卡姆科夫写过一篇题为《被反革命俘虏》的文章（载于1918年5月《我们之路》杂志第2期），反对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写道：“精打细算，节俭办事，不偷懒，不盗窃，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正是这些从前被资产阶级用来掩饰他们这个剥削阶级的统治时受到革命无产者的正当讥笑的口号，现在，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已变成当前迫切的主要的口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56页）针对列宁的这个论点，卡姆柯夫在文章中写道：“‘精打细算，节俭办事，不偷懒，不盗窃’等等，所有这些伟大的戒律，通常是教会的教师在神学第一课教给孩子们的东西；在向社会主义生活过渡的边缘也不应当忘记这些戒律，这是难以反对的……可惜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要复杂一些，仅仅是执行戒律，哪怕除列宁提到的以外再加上漏掉的‘不可奸淫’，也无济于事。”卡姆柯夫在左派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重复了这些话。——122。





[93]

 尤·拉林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声称，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属的一个权威的委员会曾为参加热那亚会议的苏俄代表团准备了一个谈判材料，其中建议把四分之三的铁路、从彼得格勒到雷宾斯克的水运、乌拉尔的冶金工厂连同3000俄里的道路网和电气技术工业等等按租让原则出租。



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在发言中反驳了拉林的这种说法。——123。





[94]

 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争论俱乐部于1921年8月成立，主席是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英·尼·斯图科夫。根据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处和常务委员会1921年12月29日的决议，莫斯科各区随后也成立了争论俱乐部。争论俱乐部的任务是讨论有关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然而，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争论俱乐部的讲坛不久就被各种派别集团用来宣传自己的观点。中央监察委员会讨论了争论俱乐部问题。它在决定中指出，“最近俱乐部中的争论具有煽动的非党的性质”，“在俱乐部参加者中”造成“灰心失望的情绪”，建议莫斯科委员会“密切注意俱乐部的工作”。



1922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争论俱乐部问题，建议莫斯科委员会重新审查俱乐部管理委员会的组成，并采取措施使争论俱乐部成为“讨论广大群众所关心的问题的名副其实的俱乐部”。——123。





[95]

 《二十二人声明》是前工人反对派的一批成员于1922年2月26日递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主席团的一份声明。在声明上签名的有亚·加·施略普尼科夫、谢·巴·梅德维捷夫、O.K.米雅斯尼科夫等22人。亚·柯伦泰和卓娅·沙杜尔斯卡娅两人也在声明上签字表示赞同。声明就全会讨论“工人统一战线问题”提出申诉说，在俄国“统一战线的事情很为不妙”，“甚至在它运用于我们党的队伍方面，情况也是这样。”声明指责说：“我们党的领导机关正在进行不调和的、分裂性的斗争，来反对一切敢于坚持自己见解的人，特别是无产者，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镇压手段来反对在党内说出自己的见解的人。”他们要求共产国际设法“消除我们党所面临的陷于分裂的威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成一个委员会以审理《二十二人声明》问题，其成员有克·蔡特金、马·加香、雅·弗里斯、瓦·柯拉罗夫、卡·克雷比赫、翁·特拉奇尼和阿·麦克马纳斯。根据该委员会的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于3月4日在4票弃权下通过一项决议，否定了声明中提出的指责，谴责22人的立场违背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提供了“反对党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年俄文版第751—752页）。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也成立了由19人组成的委员会以处理《二十二人声明》问题。委员会研究了同前“工人反对派”活动有关的全部材料。根据委员会的报告，代表大会于4月2日闭幕会议上专门通过一项《关于前“工人反对派”的几个成员的决议》，其中指出，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一集团的个别成员在向共产国际成立的委员会作解释时歪曲了俄共和整个工人阶级间的相互关系的真实情况。代表大会警告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和柯伦泰：一旦发现他们继续进行反党派别活动，将把他们开除出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11—215页）。——125。





[96]

 指1921年8月9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这次会议根据列宁的建议讨论了中央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违反党纪的问题。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起因是：1921年7月，施略普尼柯夫在俄共（布）莫斯科电站支部成员会议上尖锐批评了政府的某些决定，其中包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根据中央的总政策出租一些企业的决定。列宁根据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要求把施略普尼柯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开除出党，理由是中央委员会不能允许任何中央委员破坏中央的政策。投票结果，差1票不足采取这一措施所必需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三分之二的票数。联席全会随后在3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决定，要求施略普尼柯夫迅速改正自己的全部政治行为，使之同中央的路线相一致。如果施略普尼柯夫今后仍坚持不改，中央委员会将召开同样的会议再次审查这一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12页）。——125。





[97]

 鉴于工人反对派在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中有相当影响，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2年3月4日通过决议，认为有必要向全俄五金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成立的审理《二十二人声明》的委员会的决定。3月6日，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在党团会议上发言指责共产国际的委员会在审理《二十二人声明》时缺乏客观态度，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就这一问题通过的决议，重复《声明》中的论调并力图证明《声明》并无派别目的。施略普尼柯夫的发言在会上没有得到支持。党团在5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下述决议：“听取了共产国际委员会和全会一致通过的决定，以及季诺维也夫、施略普尼柯夫和克·蔡特金同志就22名共产党员的声明所作的说明，全俄五金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党团完全支持国际共产主义最高机关的这一决定，认为绝对服从这一决定是所有共产党人的义务。与此同时，党团警告同志们防止有使世界上纪律最严格的共产党——俄国共产党发生分裂危险的此类现象的再现。为保持这种强有力的统一，代表大会党团号召签名的同志们更加严守纪律，保持坚忍不拔的精神和遵守秩序，特别是在目前这严重关头，因为现在在世界上第一个劳动共和国执政的俄国共产党内部任何微小的不稳定的表现，都会使世界资产阶级更加无耻地反对无产阶级国家和反对国际工人阶级并得到鼓舞。”（《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年俄文版第752页）——126。





[98]

 指发表在1921年1月25日《真理报》第15号上的《“工人反对派”的提纲》。在此提纲上签名的38人中只有9人在《二十二人声明》上签名。——127。





[99]

 O.K.米雅斯尼科夫在彼尔姆省莫托维利哈区组织了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政策，同时还在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书中，在他的文章《伤脑筋的问题》以及多次讲话中，要求恢复企业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带领工人战胜经济破坏的指挥员，组织农民联合会并赋予工农检查院的权力（如同工会一样），给予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政治派别以言论和出版自由。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于1921年7月29日召开会议讨论了米雅斯尼科夫的问题，认为他的言行具有反党性质，决定成立一个由尼·伊·布哈林、彼·安·扎卢茨基、亚·亚·索尔茨组成的委员会来审查米雅斯尼科夫的活动。8月22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根据委员会的报告，认定米雅斯尼科夫的提纲违背党的利益，责令他不得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宣读，同时决定把他从彼尔姆调回中央。但是米雅斯尼科夫拒绝服从中央的决定，返回莫托维利哈后继续从事反党活动，同时还企图在彼得格勒组织反党集团。俄共（布）中央所设的委员会鉴于米雅斯尼科夫多次破坏党纪，违背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定，组织特殊集团从事反党斗争，建议把他开除出党。1922年2月20日政治局批准了委员会关于把米雅斯尼科夫开除出党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一年后他有权再次申请入党（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年俄文版第748—749页）。



关于米雅斯尼科夫问题，除了正文中提到的长信外，列宁还在1921年8月1日写过一封短信，8月12日给彼尔姆省委发过一份电报（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1卷）。——127。





[100]

 列宁的意见被全文写入了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决议于1922年4月2日由代表大会通过（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52—154页）。——128。





[101]

 列宁此信是就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小组的工作而写的。



俄共（布）的农村政策问题未列入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议程。根据米·巴·托姆斯基以各代表团会议的名义提出的建议，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由9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任务是为土地问题小组讨论农村工作问题作准备。在小组的材料中保存有发给小组成员的调查表，该表是考虑了列宁1922年3月16日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见本卷第42—47页）中的意见和建议而编制的。



小组讨论期间查明，各地在贯彻执行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农村政策的决定和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定方面尚未积累足够的经验。



列宁一直注视着这一问题的讨论。他在这封给恩·奥新斯基的信中建议小组制订实践性的决议，把研究和发掘地方经验作为主要任务。此信遵照列宁的嘱咐同时分送全体政治局委员。据奥新斯基说，此信当日曾向大会所设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宣读，而其中提出的决议草案曾向土地问题小组全体成员宣读，并被通过。4月2日代表大会批准了《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其中采纳了列宁的全部建议。代表大会还责成中央委员会成立直属中央的农村工作委员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71—172页）。——129。





[102]

 指1921年12月22—27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定》和《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决定》。



这次代表大会指出，迅速恢复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必要条件，为此制定了一个有关加强和发展农业的实际措施的详尽纲领。代表大会认为必须组织长期农业贷款，发展农业教育，增加农机具的生产。代表大会责成农业人民委员部制定并贯彻执行保护、恢复和发展牧畜业的必要措施。代表大会决定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拥有特别全权的农业委员会，地方上则在执行委员会下设立省和县的农业委员会，以开展1922年的农业生产运动。



代表大会规定了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措施，同时提出发展农村合作社的任务，责成苏维埃政权的所有机关支持合作社的建设，并建议开展合作社的宣传。



列宁直接参加了《关于加强和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定》的制定，他曾在代表大会非党代表的会议上发言，审阅了决定草案并作了修改。——129。





[103]

 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关于报刊和宣传的决议案》时，达·波·梁赞诺夫建议在决议案上写上停止在党的报刊上刊登广告的内容。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一建议，但根据阿·伊·米高扬的提议作了修改，即不是禁止在党的所有报刊上，而仅仅是禁止在《真理报》上刊登广告。列宁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得知大会的这一决定后给主持会议的列·彼·加米涅夫写了一个便条：“加米涅夫同志：据说代表大会决定取消《真理报》上的广告？能否纠正？因为这显然是错误的。”（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第29页）加米涅夫认为不能改变已通过的决定，主张另找办法支持《真理报》。在代表大会宣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选举结果之后，列宁发言建议撤销这一决定，理由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指靠从黄金储备或税收中给报刊拨款是不正确的。这一建议得到通过。



这篇发言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中是按照没有记全的速记记录刊印的。——131。





[104]

 看来是指1922年2月20日被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的Г.И.米雅斯尼科夫和被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开除出党的Ф.А.米京与尼·瓦·库兹涅佐夫。——132。





《列宁全集》第43卷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书记处工作安排的决定草案

（1922年4月3日）

中央委员会责成书记处严格规定和遵守正式接待时间的安排，并予以公布；同时，除确属原则性的领导工作外，书记们不应把什么工作都揽到自己身上，可将这样的工作转交给自己的助手和事务秘书，这应成为一条制度。

责成斯大林同志立即给自己物色几名副手和助手，使他解脱苏维埃机关的工作（除原则性的领导外）。

中央委员会责成组织局和政治局在两周内提出工农检查院部务委员和副人民委员的人选名单。[105]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39页

















[105]俄共（布）中央全会于1922年4月3日通过了这个决定。通过时，草案末尾作了如下补充：“……以便使斯大林同志能在一个月内完全摆脱工农检查院的工作。”由于全会决定任命斯大林为俄共（布）中央总书记，人民委员会于1922年4月25日作出决定，免去他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的职务。——134。







《列宁全集》第43卷


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106]


（1922年4月9日）

电话口授

比方说，共产党人的代表要进入资产阶级代表向人数相当多的工人集会进行宣传的会场。再比方说，资产阶级对我们进入这个会场要价很高。如果价钱事先没有谈定，我们自然应该讲讲价钱，以免增加我们党的开支。如果我们为了进入这个会场而付出的代价太大，那我们无疑犯了错误。但是宁可多付一些，尤其是在我们学会好好讲价钱之前多付一些，也比放弃机会，不去向至今仍被改良主义者即资产阶级最忠实的朋友“独占”的工人讲话要好些。

这个比喻是我看了今天《真理报》上的一则报道三个国际的代表在哪些条件下达成协议的柏林电讯之后想起来的。

依我看，我们的代表同意以下两个条件，是做得不对的：第一个条件是苏维埃政权对47名社会革命党人案件不施用死刑；第二个条件是苏维埃政权准许所有三个国际的代表出庭。

接受这两个条件，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向反动的资产阶级作了政治让步。如果有人怀疑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为了揭示这种人政治上的幼稚，只要向他提这样一个问题就够了：英国或别国的现政府在审判那些被加上暴动罪名的爱尔兰工人[107]时，或者在审判不久前举行起义的南非工人[108]时，是否会同意所有三个国际的代表出庭呢？在这种以及类似的事情上，英国政府或别国政府是否会答应对它的政敌不施用死刑呢？只要对这个问题稍加考虑，就会明白下面这个简单的真理：我们在全世界看到的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同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在这件事情上，代表斗争一方的共产国际向另一方即反动的资产阶级作了政治让步。因为尽人皆知（除了那些想隐瞒明显的真相的人），社会革命党人枪杀过共产党人，组织过反对共产党人的暴动，他们在事实上、有时还在形式上同整个国际反动资产阶级结成了统一战线。

试问，国际资产阶级为此对我们作了哪些让步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没有对我们作任何让步。

只有抹杀这个简单明了的阶级斗争真理的议论，只有蒙骗工人和劳动群众的议论，才会企图模糊这个明显的真理。根据第三国际代表在柏林签订的协定，我们已经向国际资产阶级作了两个政治让步。而我们却没有换得他们的任何让步。

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扮演了要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作政治让步的角色，却坚决不让甚至也不想让国际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作任何政治让步。当然，这一无可争辩的政治事实被资产阶级外交老手弄模糊了（许多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把本阶级的一些人培养成很好的外交家），但是模糊事实，丝毫也不能改变事实本身。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某些代表同资产阶级有直接联系还是有间接联系，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完全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们并不指责他们有直接联系。这里是直接联系还是相当复杂的间接联系，同问题丝毫无关。要紧的仅仅是共产国际在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代表的压力下对国际资产阶级作了政治让步，而我们却没有换得他们的任何让步。

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首先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代表共产国际的拉狄克、布哈林等同志做得不对。

其次，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撕毁他们签了字的协议呢？不。我想，这种结论是不正确的，我们不应该撕毁签了字的协议。我们只应作出这样的结论：这次资产阶级的外交家比我们的外交家老练，下次如果入场费事先没有谈妥，我们应当老练一点，讲讲价钱，用点计谋。我们要给自己定一个规矩：如果国际资产阶级不向苏维埃俄国或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其他国际无产阶级队伍作大致等价的让步，我们就决不向国际资产阶级作政治让步（不管中间人是谁，不管他们怎样巧妙地掩饰这种让步）。

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和部分法国共产党人以及工团主义者，可能会从上述论断中得出结论说，统一战线的策略是错误的。[109]这种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共产党人的代表为了进入会场，能有机会（虽然是不大的机会）向至今仍被改良主义者所“独占”的工人讲话，付出的代价是太大了，下一次应该竭力纠正这种错误。

可是，对于进入这种守卫森严、门户紧闭的会场的任何条件和任何费用，都一概加以拒绝，那就犯了一个无可比拟的更大的错误。拉狄克、布哈林等同志所犯的错误并不大，这个错误所以不大，是因为我们所冒的风险大不了是苏维埃俄国的敌人在柏林会议结果的鼓舞下，对某些人进行两三次也许能得逞的暗杀。因为现在他们已经事先知道，他们可以枪杀共产党人，同时可以指望象柏林会议这样的会议阻止共产党人枪毙他们。可是，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打开了一个缺口，可以进入这个门户紧闭的会场了。不管怎样，拉狄克同志还是向部分工人揭露了第二国际拒绝在游行示威[110]的口号中列入废除凡尔赛条约的口号。意大利共产党人和部分法国共产党人以及工团主义者的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们满足于自己现有的认识。他们满足于自己已经很清楚，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以及保尔·莱维、塞拉蒂等先生是资产阶级最老练的全权代表，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但是，确实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和确实理解这一点的意义的人和工人，无论在意大利、英国、美国或法国无疑都占少数。共产党人不应当闭关自守，而应该学会进入资产阶级代表影响工人的门户紧闭的会场，不惜承受一定的牺牲，不怕犯一些在任何一种新的困难的事业开始时必然要犯的错误。共产党人不愿了解和不愿学会这一点，就休想在工人中间赢得多数，或者说，他们要赢得多数至少会困难得多，缓慢得多。而这对共产党人和一切真正拥护工人革命的人来说，是一种完全不可宽恕的事情。

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外交家又一次表明他们比共产国际的代表老练一些。这就是柏林会议的教训。我们不会忘记这个教训。我们要从这个教训中得出全部必要的结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需要统一战线，因为他们希望从我们方面得到过分的让步，从而削弱我们；他们想不花任何代价就进入我们共产党的会场，他们希望通过统一战线的策略使工人相信改良主义策略是正确的，而革命策略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统一战线，因为我们希望使工人持相反的看法。我们共产党的代表犯了错误，我们既要怪这些代表，也要怪犯这种错误的党；我们要努力从这些错误的实例中吸取教训，以免将来重犯这种错误。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把我们共产党人的错误推在无产阶级群众身上，现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正面临着资本对它的猛攻。为了帮助这些群众同资本斗争，为了帮助他们了解整个国际经济和整个国际政治方面的两条战线的“巧妙把戏”，我们采取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且要把这种策略贯彻到底。





	载于1922年4月11日《真理报》第8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40—144页

















[106]列宁把《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一文寄给维·米·莫洛托夫时，附有一个便条：“请把我的短文送政治局委员们传阅，还有一些具体建议随后送上。”（列宁的具体建议见本卷第140—141页）



1922年4月1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如下决定：“不反对把列宁同志的文章《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登载在星期二的《消息报》和《真理报》上。”文章于4月11日（星期二）见报。——135。



[107]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8年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了新的高涨。1918年12月英国议会选举时，争取爱尔兰独立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的代表获得了爱尔兰的多数席位。1919年1月21日，当选的共和派议员在都柏林集会，宣布会议为爱尔兰国民议会，并宣告成立爱尔兰共和国。英国当局对此采取了军事镇压和恐怖手段。在眼看不可能用暴力把爱尔兰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镇压下去的时候，英国当局便与新芬党右翼勾结，于1921年12月签订条约，宣布爱尔兰南部成立作为自治领的“爱尔兰自由邦”，北爱尔兰则仍属英国。新芬党左翼即共和派反对该党右翼与英帝国主义勾结的叛卖行径，于是爱尔兰爆发了内战。但是共和派没有提出能使他们获得广大工农群众支持的口号。1923年春，共和派的领导宣布停止军事行动。爱尔兰终于建立了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上层的政权。——135。



[108]1922年3月，南非约翰内斯堡、伯诺尼、布拉克潘等城市的工人举行了起义。随着世界市场上黄金价格下跌，南非矿业主为保持自己的利润而采取了降低欧洲工人的工资和大批解雇欧洲工人的措施。因此，1922年1月9日金矿工人宣布罢工。3月，罢工转变成起义。工人控制了伯诺尼和布拉克潘两城和约翰内斯堡的工人区福特斯堡和杰比。年轻的南非共产党积极参加了起义。许多共产党人，其中包括罢工的领导人费舍和斯潘迪夫在武装斗争中英勇牺牲。3月10日简·克·史末资将军的反动政府宣布上述地区戒严，调动军队，动用飞机大炮镇压起义者。3月14日起义被镇压下去。政府残酷迫害起义的参加者，有一万多人被逮捕，数千名工人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136。



[109]看来是指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埃尔西廖·安布罗吉、里卡尔多·罗伯托、翁伯托·特拉奇尼）和法国共产党代表团部分人员（马赛尔·加香、罗歇·莫里斯·梅塔耶、丹尼尔·勒努、路易·塞利埃）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1922年2月21日—3月4日）讨论统一战线策略问题时所持的立场。这一问题的决议以多数票（19个代表团对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3个代表团）通过。——137。



[110]指根据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号召应在1922年4月20日或5月1日举行的劳动者游行示威。——138。







《列宁全集》第43卷


就三个国际的柏林代表会议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

（1922年4月9日和10日）

电话口授


1

（4月9日）

莫洛托夫同志：请您用传阅的办法把这篇文章［注：见本卷第135—139页。——编者注］和我的下列建议提交政治局委员表决。

1．不反对把列宁同志的这篇文章登载在星期二的《消息报》和《真理报》上。

2．指示苏维埃的和党的报刊，按所述观点评价柏林协议，特别要详细揭露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两个党的右翼）同国际资产阶级事实上有联系的确凿事实。

3．为了上述目的，要加快用欧洲各种文字出版萨文柯夫的小册子《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和斯捷·伊万诺维奇的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没落》，并详细说明这两本小册子证实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右翼同国际反动派的现实联系。

4．责成托洛茨基同志监督尽快地用各种文字出版这些材料和这一类材料，并附必要的说明。

5．打电报建议拉狄克同志携带柏林会议的全部记录尽快回莫斯科。

6．不准布哈林同志回俄国，要他去把病治好。



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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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

致斯大林同志并转政治局

鉴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建议，我现在投票赞同不召回拉狄克，而只要求把柏林会议的全部详细记录作为外交邮件寄来。

我最坚决地反对布哈林回来，因为这会毫无必要地妨碍他治疗。[111]






	　　列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45—146页

















　 [111]1922年4月1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列宁的建议。——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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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查理·普·施泰因梅茨的信[112]


1922年4月10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施泰因梅茨先生：

衷心感谢您1922年2月16日的友好来信。说来惭愧，我必须承认，仅仅在几个月之前我才第一次从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那里听到您的名字，他曾任我们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委员会”主席，现在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他向我讲述了您在世界电工技术界中所占的杰出地位。

现在马尔滕斯同志更详细地向我谈到您的情况。我从这些谈话中看出，您所以同情苏维埃俄国，一方面是由于您的社会政治观点，另一方面，您作为电工技术界的代表人物，并且又是生活在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里，深信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要被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这种新制度将对经济实行有计划的调节，并且在全国电气化的基础上保证全体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在世界各国，相信资本主义必然被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代替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界人士的数目正在增长，虽然增长得比所期望的要慢，但终究是在不可遏止地不断上升。苏维埃俄国在反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中所遇到的“可怕的困难”（“terrible　difficulties”）并没有使他们却步，并没有把他们吓倒，相反地，倒使他们认识了斗争的必然性，认识到必须尽力参加斗争，帮助新制度去战胜旧制度。

您建议用提供咨询和指导等办法来帮助俄国，对此我尤其要向您致谢。由于苏维埃俄国与美国之间还没有建立法律承认的正式关系，这使我们和您都很难实际上实现您的建议，所以我想把您的来信和我的复信发表出来，希望许多住在美国或住在与美国和俄国都有通商条约的国家里的人能够帮助您（用提供信息、把俄文译成英文等等方法），实现您帮助苏维埃共和国的愿望。

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兄弟般的　列宁
载于1922年4月19日《真理报》第8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47—148页

















[112]列宁的这封信是对美国著名学者、电工学家查理·普·施泰因梅茨以下来信的答复：



“致尼·列宁先生



我敬爱的列宁先生：俄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着令人惊叹的社会重整和工业再建的工作，趁Б.Ｂ.洛谢夫先生返俄之便，谨向您表示我的钦佩之情。



祝您取得最圆满的胜利，并且深信您能取得胜利。实际上您一定要取得胜利，因为俄国开始的宏伟事业是不能垮台的。



如果在技术问题上，特别是在电气建设问题上我能用这种或那种办法、咨询、建议和指导来帮助俄国，我将永远非常高兴地尽力而为。您的兄弟般的查·施泰因梅茨。”



洛谢夫当时是技术援助苏俄协会纽约分会的书记。1922年2月，在他赴莫斯科时，施泰因梅茨托他把这封信带给列宁。列宁接到施泰因梅茨的信后，请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路·卡·马尔滕斯提供有关这位美国学者的较为详尽的材料。4月2日，列宁起草了给施泰因梅茨的复信稿，其中吸收了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草拟的信稿的最后一段文字。列宁还把此复信稿寄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征求意见。4月10日，列宁在复信的定稿上写了如下批语：“送共产国际译成英文（要经一位英国人核校，有他的订正字样），然后用打字机打印在我的公文用纸上，交我签字”。列宁在打印的英文信上署上日期“1922年4月12日”并用英文签上：“您的兄弟般的列宁”，然后对秘书作了如下指示：“（a）一份用挂号信寄往美国。明天把准确的英文和俄文地址告诉我。（b）一份送马尔滕斯。（c）一份留存。2．施泰因梅茨的信和我的复信（俄文）送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供刊印（俄文），刊印后退回。”（见1961年《历史文献》杂志第5期第12页）



4月19日施泰因梅茨的信和列宁的复信在苏俄各报上发表。4月20日《真理报》第86号刊载了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写的施泰因梅茨的简历。——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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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意见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113]

（1922年4月11日）

电话口授


1

对第1点，我建议作如下补充：特别详细地说明：（1）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地主、资产阶级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共同阵线有事实上的联系，为此要特别注意萨文柯夫的小册子《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1920年华沙出版）以及斯捷·伊万诺维奇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没落》，因为在这两本书中特别明显地暴露了从其他许多文献中当然也可以看到的事实，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右翼形式上以同一党名作掩护，而实际上是完全独立行事的；（2）特别注意说明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是一样的，特别注意奥托·鲍威尔新近出版的小册子的极端危害性，那本小册子实际上是建议和鼓吹在资本主义面前仓惶退却。这种论调和战时鼓吹临阵仓惶脱逃一样，我们只能予以鄙视。

第2点我赞成。

关于第3点：

对这一点我没有把握，因为我认为，作出严格要求一致同意的决定，似乎会使我们免犯错误，而那些解释柏林会议确认的条款（保卫苏维埃俄国等等）的总呼吁书对我们将会非常有利，因为今后我们能不止一次地利用它，揭露我们的敌人是如何自相矛盾的。

对第4点，我绝对支持。

对第5点，我不反对。

关于第6点：

我不明白这一点的意思，因为我认为，在得到通过的决议的正式文本后，应立即批准柏林协议，或许更好的做法是，立即批准，但要附带说明批准的是在4月9日《真理报》上公布的文本。

我特别请求派信使专程将柏林会议记录的全文尽速送来，并检查一下，这份记录是否已由三个国际每一方的正式代表签署。



列宁



2

季诺维也夫同志：

今天上午我们已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几点决议写便条交换了意见，对此尚须作如下补充：

对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政策的批判，其性质目前应当略有不同——即应当使这种批判（尤其是在拥护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工人参加的那些会议上，以及在专门为他们写的传单和文章中）更带有解释性，要特别耐心和细致，不要用尖锐的字眼把这些工人吓跑，要说明他们的代表在柏林所接受的那些口号（例如，同资本作斗争、八小时工作制、保卫苏维埃俄国、救济饥民）同整个改良主义政策是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

也许，应当在付印前核实一下，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是否已批准柏林决议。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49—151页

















[113]列宁的这些意见是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下述决议草案提的：“（1）在所有国际性共产主义报刊上加强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运动。（2）开始不断地利用柏林会议的材料来打击敌人的每一个弱点。（3）暂不向九人委员会提出总呼吁书。（4）在4月20日游行示威时，在宣传鼓动中不要束手束脚，要对敌人进行批判。（5）各个支部根据具体条件采取行动。（6）代表团的任何新步骤均推迟到对批准柏林会议的结果问题进行审议之时。”



格·叶·季诺维也夫把这个草案送给列宁并请他在当天，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开会前，提出意见。——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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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114]


（1922年4月11日）


一　副主席总的和基本的任务

　　1．由副主席专门负责的基本工作是检查法令、法律和决定的实际执行情况，缩减苏维埃机关的编制，督促它们整顿并简化办文制度，反对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其余的一切工作都应服从这一工作。

　　以下都是这一基本任务的详细规定或局部补充。

　　副主席负责：

　　2．督促其他机关，不论苏维埃机关或党的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俄共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等等无一例外），在审议各项苏维埃问题时要通知副主席并有他们参加。

　　3．尽量使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摆脱各种琐碎问题，这些问题一部分（大多数）应由各主管部门解决，一部分（即那些不容拖延和特别重要的）由副主席直接处理。

　　4．认真监督 劳动国防委员会
 的办公会议，特别是 小人民委员会
 ，使它们的工作不致超出绝对必要的范围，使它们的工作和所担负的任务不致复杂化，使它们的职权不因官僚主义而过分膨胀，要求每个人民委员部和每个机关在工作中表现出更多的独立自主精神和责任心。

　　5．强迫各人民委员部和各单独设立的机关在授予它们的权利和它们所承担的义务的范围内独立地和负责地进行管理。

　　6．注意十分明确地逐个规定首先是各部务委员会委员和最重要的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责任，其次是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责任；对普遍存在的个人职责不明以及由此产生的完全不负责任的现象进行无情的斗争。

　　7．通过召见和尽可能巡视莫斯科各机关及各省的办法，来亲自了解一定数量的苏维埃工作人员，不仅要了解高级工作人员，而且一定要了解中下级工作人员，以便考查和选拔人才，并真正改善苏维埃机关。

　　8．使那些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人民委员部及其所属部门和机关转入战斗状态，在人力、物力和副主席的亲自指导等方面尽量给予帮助。

二　有关副主席工作的专门问题

9．副主席约十分之九的精力应该用于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十分之一的精力用于其他人民委员部。

10．最近财政问题已经提到首要地位，对这些问题副主席应给予最大的注意。

11．刻不容缓的是实行奖励制度，根据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合作社以及其他贸易机关的交易额和利润额来奖励苏维埃职员。

必须系统地研究并拟定措施，把奖励制度推广到全体苏维埃职员的全部报酬中去。

12．应当停止筹建单独的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或把这方面业务并入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一切工作。在 劳动国防委员会
 下面成立一个专门的“ 国内商业委员会
 ”[115]，下设一个规模极小的秘书处，该委员会唯一的地方机关是各省经济会议。

13．极端重要的是考察国营托拉斯的工作，以便把办得还可以的托拉斯同大多数办得很坏的托拉斯区分开来，并把后者坚决关闭；检查共产党员在国营托拉斯管理委员会中的作用（实际作用）；确定由谁对经营管理及其效率切实负责。

14．每个副主席必须亲自负责在某个人民委员部建立一两个模范部门或机关，以便订出编制员额并加以检验，确定最佳的办文制度并加以监督。

以后应当把这些为数不多但确实是模范的机关所制定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的办法和监督办法逐步推行于一切苏维埃机关。

由于这个问题异常重要，由于维护官僚主义旧习的苏维埃官僚们极其顽强的抵制，必然要进行顽强的斗争才能建立起少数模范机关来作为带动和检查其他机关的手段。应当根据同有关机关（苏维埃职员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劳动研究所等等）的协议并在副主席监督下，翻译和出版关于组织劳动和管理的一切优秀的最新著作，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的著作。

15．必须监督苏维埃机关内部（即使开始时是很少几个机关）共产党员的工作调动，设法使共产党员只担任这样的职务（不论是最高的职位或者最低的职位），这种职务使他们能真正检查工作进程，真正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斗争，真正做到立即改善不幸的公民在不得不同我们那些毫无用处的苏维埃机关打交道时的境况和遭遇。

应该特别注意职位低的共产党员，因为实际上他们往往比职位高的共产党员更重要。

16．省经济会议的工作报告应经常阅读，首先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成员、中央统计局和《经济生活报》[116]的工作人员要经常读，要他们每个人阅读后向报刊或自己的机关提出最简短的评语，并作出必要的及时的指示和结论；其次是由几十个（不能再少）共产党员组成的小组阅读，这些党员尽可能不是职员，他们能够不从本部门的观点，而 完全
 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阅读工作报告。

在彼得格勒的由米柳亭同志领导的小组应当负责分发省经济会议的工作报告，供阅读和在报纸、杂志、综合性小册子等等中利用。

必须不断地努力，逐步扩大该刊印的各经济机关（包括县经济会议、国营托拉斯、“合营公司”等等）的工作报告的范围，因为没有愈来愈多的居民习惯于在图书馆里使用此类工作报告，就根不上把半亚洲式的国家真正变成文明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17．《经济生活报》应当成为 劳动国防委员会
 的真正机关报，成为 经济管理的机关报
 。两位副主席应当经常阅读该报，坚决反对在所有文人和所有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企图把这家报纸降低到普通的“半独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表“意见”、观点和谩骂的报纸的水平，而不去综合工作报告，不去监督工作报告是否定期送达，不去认真分析 各个机关
 的经济工作，不去严格批评那些有用的和无用的机关、 人员
 、工作方法等等。

要使《经济生活报》成为 经济管理
 的真正的机关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的机关报，需要进行多年的斗争，而且需要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18．这同样适用于中央统计局。它不应当是“学院式的”和“独立的”机关——由于资产阶级的旧习惯，现在它有十分之九成了这样的机关。它应当是社会主义建设机关、检查机关、监督机关、能把社会主义国家现在首先应当知道的数字统计上来的机关。旧习惯的阻力在这里也必然是很顽强的，因此斗争应该更顽强（请副主席看一看1921年夏我给《经济生活报》编辑和中央统计局的谈到上述问题的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24—130、131—133页。——编者注］

 ）。

三 副主席的工作方法。他们的办事机关

19．副主席要尽量摆脱琐事以及同人民委员和部务委员的不必要的会见。这些事通常要占去很多时间，这样就无法对实际工作进行检查。

20．副主席要尽量避免参加各种各样的委员会。

21．副主席应尽一切可能撤销现有的各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十分之九是多余的，其特性是在撤销后很快就会稍加改头换面地复活），并阻止成立新的委员会。

22．在委员会的工作非过问不可的时候，副主席也要竭力避免亲自参与，尽可能只限于最后批准委员会的决定，或者加快工作，按规定程序把它们的决定送去批准。

23．副主席的办事机关是：第一， 人民委员会
 和 劳动国防委员会
 的办公厅主任、他们的助手和秘书等人员。这个办事机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扩大，不得超过绝对必需的最低限额，并且应控制在副主席能 亲自
 监督得过来的（不太多的）人数之内，第二，副主席可委托小人民委员会的某些委员办理某些事务。第三，副主席的主要办事机关应该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

副主席亲自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为自己挑选助手和执行者，指导他们工作，检查他们的工作，着重吸收更多的非党工人和农民参加这一工作（此事非常困难，但如不逐步取得进展，苏维埃政权就一定会灭亡）。

24．副主席应比以往更经常地行使自己的个人权力，对犯有官僚主义、拖拉作风、玩忽职守、粗心大意等过错的人给以行政处分（催促瞿鲁巴同志加速制订有关这一问题的法案）。情节严重者必须撤职，送交法庭，由司法人民委员部组织威慑性的公开审讯。

四 关于两位副主席工作上的协调一致

25．为了使两位副主席的工作完全协调一致，他们要用副本互相通知所发的各项最重要的命令，并且要逐渐养成一种习惯，经常用速记把他们在接见时口头发出的命令、指示等等记录下来（当然只能记得十分简短扼要）。为此，必须增加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速记员，在副主席的整个办公时间内能有两名速记员值班。如果需要，可向国外订购两架最好的录音机。

26．对于重要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也应如此办理。

27．在必要的和最重要的场合，两位副主席要进行磋商，以便对任务和行动取得一致的看法，并尽量消除工作中的交叉和矛盾。

两位副主席的意见如果有分歧，问题应由人民委员会主席解决，主席不在时，由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特别指定的同志解决。

五　副主席的分工

28．在作出专门决定以前，最近几个月内对副主席的分工作如下规定。

29．瞿鲁巴同志主持大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会议进行两小时后，由李可夫同志主持）。不主持会议的副主席也必须出席大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全体会议）。

瞿鲁巴同志签署发布大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和以它的名义发出的电令，监督大人民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所属各委员会，监督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他必须密切监督大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和秘书处，同时负责使这两个办事机关同 劳动国防委员会
 的办事机关充分协调一致，消除任何矛盾和不协调的现象。

30．李可夫同志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全体会议，签署发布 劳动国防委员会
 的决定和电令，密切监督 劳动国防委员会
 办公厅和秘书处（如上所述，也要使这两个办事机关同大人民委员会的办事机关不脱节）。

31．在检查执行情况、督促缩减编制和改善机构以及处理不必由大人民委员会和 劳动国防委员会
 解决的各种日常琐碎问题方面，两位副主席分别负责下列各人民委员部：

瞿鲁巴同志负责：

　　农业人民委员部

　　交通人民委员部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邮电人民委员部

　　司法人民委员部

　　内务人民委员部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

　　教育人民委员部

李可夫同志负责：

　　财政人民委员部

　　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

　　国内商业委员会

　　中央消费合作总社

　　劳动人民委员部（兼管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部分）

　　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

　　粮食人民委员部

　　陆军人民委员部

　　外交人民委员部

　　卫生人民委员部

　　中央统计局

　　区域经济会议

　　租让委员会

　　国家计划委员会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2年4月11日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52—159页

















[114]《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是列宁为制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新的工作条例而进行的大量工作的结果，这项工作在列宁与亚·德·瞿鲁巴的通信中（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87—395页）和其他一些文件中都有所反映。



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瞿鲁巴和阿·伊·李可夫参加了这一决定草案的制定。为了按新的方式工作，瞿鲁巴提出了关于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分管几个人民委员部的两个方案。此外，瞿鲁巴还起草了改革副主席工作的详细报告。列宁收到李可夫对瞿鲁巴的方案的意见后，在第一个方案上写道：“采纳第一种方案和李可夫的修改意见（见下页）1922年4月4日”。列宁将李可夫的一系列建议写进这一个方案，并拟定了瞿鲁巴和李可夫各管几个人民委员部的方案。同一天列宁制订了《关于副主席工作的决定》的详细提纲。列宁以瞿鲁巴的报告为基础，首先将他的全部建议重新编号（第1—28条），然后把李可夫提的补充建议也重新编号（第29—32条）。看来，在这以后，列宁又补充提出了13条。然后，列宁把所有建议合在一起，形成由45条组成的详细提纲。之后，列宁把近似的项目归并在一起，最后写出了共有31条的决定（见本卷第407—416页）。在决定里这31条又有所发展。



在决定草案的手稿上有列宁的附言：“尽快打印4—5份（给我、瞿鲁巴、李可夫各一份，其余给斯大林同志转政治局委员们）。”列宁对所收到的意见的答复见本卷第181—183页。



1922年12月列宁又谈到了这个问题（见本卷第315、320—322、326—327页）。——147。



[115]根据人民委员会1922年5月9日的决定，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国内商业委员会，其任务是制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有关国内商业问题的决定草案。——149。



[116]《经济生活报》（《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Жизнъ》）是苏联的报纸（日报），1918年11月—1937年11月在莫斯科出版。该报起初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1921年7月24日起是劳动国防委员会机关报，后来是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银行和苏联其他金融机关及银行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37年11月16日，《经济生活报》改组为《财政报》。——150。







《列宁全集》第43卷


对《纽约先驱报》记者的谈话

（1922年4月14日）

列宁同志在同美国《纽约先驱报》[117]记者谈话时就热那亚会议声明说：

这个会议只应遵循经济原则。俄国很清楚，它能从资产阶级国家那里期待些什么。目前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种状况无论对于俄国还是对于全世界都是极为有害的。

俄国需要同资产阶级国家做生意。另一方面，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也很清楚，没有俄国，欧洲的经济生活就不可能调整好。

然而那些打算在热那亚向俄国代表团提出屈辱性条件的人是大错而特错了。俄国不允许别人象对待战败国那样对待自己。如果各国资产阶级政府试图用这种调子对待俄国，那它们就是在干一件极大的蠢事。





	载于1922年4月14日《红色日报》（彼得格勒）第8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60页

















[117]《纽约先驱报》（《The　New　York　Herald》）是美国共和党的机关报（日报），1835—1924年在纽约出版。——156。







《列宁全集》第43卷


就拉帕洛条约的报道问题给约·维·斯大林、

列·波·加米涅夫和列·达·托洛茨基的便条

（1922年4月18日）

电话口授 致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同志

李维诺夫报告同德国的协定[118]已签订的电报提出一个问题：此事何时见报为宜，是立即见报，还是推迟到热那亚会议是否必然破裂这一点略为明朗之后再见报。[119]我想，这个问题今天就应决定。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61页

















[18]指在热那亚会议期间苏维埃俄国同德国于1922年4月16日在拉帕洛（热那亚附近）签订的条约。



早在会议的第一阶段就暴露出德国与战胜国之间存在重大矛盾。德国政府以牺牲苏俄利益同协约国达成协议的企图未能得逞，于是被迫转而同苏维埃俄国签订条约，指望以此加强自己在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



条约规定双方互相放弃对战费和战时损失赔偿的要求。德国政府不要求把被苏俄政府收归国有的前德国企业归还原主，条件是苏俄政府不满足其他国家的同样要求。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采取互惠原则。



拉帕洛条约的签订突破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反苏统一战线，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代表团的工作报告的决定草案》中对拉帕洛条约作了评价（见本卷第189—190页）。



关于签订拉帕洛条约的消息发表于1922年4月1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85号。——157。



[119]指热那亚会议上的形势。1922年4月11日，苏俄代表团收到了一份所谓的“专家报告”，它是由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日本的专家于3月在伦敦开会拟定的（即伦敦备忘录），内容是要苏俄政府偿还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以及俄国以往一切政权的所有债务，归还被苏俄收归国有的原属外国人的财产，或者赔偿他们的财产的损失，规定外国人的经济和法律特权，并提出实际上意味着取消对外贸易垄断的一系列要求。4月14—15日，在戴·劳合－乔治处举行了由俄罗斯联邦、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代表参加的非正式会议，讨论伦敦备忘录。针对西方列强的要求苏俄代表团提出了反要求。苏俄代表团声明，武装干涉和封锁给苏维埃俄国造成的损失总额达390亿金卢布。协约国代表妄图逃避武装干涉的罪责，采取不承认苏俄政府反要求的立场，要苏俄代表团放弃其要求，他们则以“勾销”俄国部分战时债务作交换。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获悉会议的情况后，于4月17日给苏俄代表团发出有关协定条件的下述指示：战时债务和战前债款利息应以苏俄政府的反要求去抵销；恢复原状（恢复私有财产）应予坚决拒绝；作为最大限度的让步，在实行租借或租让时，在同等条件下可以承认原外国企业主有承租他们原有企业的优先权；所承认的战前债款于15年后开始偿还（最大限度的让步——10年）；苏俄政府保证考虑小债券持有人的利益。政治局认为，上述让步的必要条件是立即给苏俄政府提供巨额贷款。政治局指出，这些条件是让步的最大限度。



副外交人民委员列·米·卡拉汉在4月18日给格·瓦·契切林的信中写道：“莫斯科的态度是坚定的，您关于有破裂迹象的报告，没有使任何人动摇。”



苏俄代表团在其4月20日的备忘录中对“专家报告”作了正式答复。苏俄代表团断然拒绝“专家报告”中所提出的要求，指出这些要求是企图“在俄国实行危害其主权的领事裁判权制度”（《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1961年俄文版第5卷第235页），并提出关于赔偿外国武装干涉给俄国造成的损失的反要求，强调只有在遵守互惠原则的条件下俄罗斯联邦才准备就赔偿外国公民损失问题进行谈判。——157。







《列宁全集》第43卷


关于热那亚会议问题的函电

（1922年4—5月）


1

给约·维·斯大林等的便条并附

给格·瓦·契切林和列·谢·索斯诺夫斯基的电报稿

（4月19日）

电话口授 　　致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同志

我建议发出以下电报（并作为给我们报刊的指示通知《真理报》和《消息报》编辑部）：


　　“致契切林和索斯诺夫斯基来自热那亚的所有消息表明，我们正在受骗。劳合－乔治叫嚷反对法国，借此掩盖其主要意图，即迫使我们偿还一切债务，特别是向原产权人偿还。该是开始系统地揭露英国外交家这一惯用伎俩的时候了，要在国内外的共产党报刊上予以揭露。”[120]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62页












2

给约·维·斯大林的便条并附给格·瓦·契切林的电报稿[121]


（4月21日）

电话口授 致斯大林同志


如政治局委员无反对意见，请将我的以下电报发给契切林。


　　“致契切林同志我从未怀疑过，劳合－乔治是在英国豺狼的压力下行事的，如法国退出，英国就不会留下。但我认为，这丝毫不能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不应害怕会议破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承认私人债务。我想，目前形势我是了解的。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63页












3

给约·维·斯大林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并附给格·瓦·契切林的电报稿

1922年4月24日

致斯大林同志并转政治局

我认为，鲁祖塔克对发给劳合－乔治的信提出异议的电报表明，契切林或者已经犯了，或者完全可能犯极明显的错误，违背中央委员会的指令。[122]错误就在于，契切林得不到任何实际的东西，反而会使我们在说明会议破裂原因时失去唯一十分有利的、有重要原则意义的、今后又必定能带来好处的理由，即破裂是由于不同意恢复外国资本家的私有财产。

因此我建议今天就用电话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并以我的名义发出如下电报：



“致契切林并转代表团全体成员

　　我认为，鲁祖塔克在他4月22日的电报中提出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任何一个步骤，任何一句话，只要会使我们失去会议破裂的唯一有利的、又能保证不久将来我们在外交和商务上取得完全胜利的借口，都是十分有害的错误。这个借口就是我们绝对不同意恢复外国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已将我们能作的最大限度让步用十分明确的文字通知您了，我们不会再作丝毫让步了。一旦完全搞清，在这种让步基础上不可能达成协议，我们授权您中断会议，同时为宣传和今后的外交攻势保留两张王牌：

（1）俄德条约的原则意义。

（2）我们的分歧在恢复资本家财产的问题上。”





　　请告知政治局全体委员的意见，或者哪怕是大多数委员的意见。[123]今晚7时同您，如有可能，也同加米涅夫面谈一刻钟。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64—165页












4

提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建议[124]


（4月28日）

仅有一事应立即办理：给契切林发一份密码电报，请他把宣言的提要或提纲寄来。






	　　列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67页












5

给格·瓦·契切林的电报[125]


（4月30日）

过三个来月召开新的会议对我们是最为有利的事情。在热那亚会议闭幕时无论如何不要承担丝毫财政义务，甚至也不要含糊其辞地承认债务，而且根本不要害怕破裂。克拉辛同志的不同意见表明，他的路线是完全不对的，是不能容许的。不管财政谈判的进展和结局如何，要再一次尖锐地提出为维护和平而相互承担义务的问题，这个问题，即使以劳合－乔治那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形式提出来，也要给予支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45卷第171页










6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便条并附给格·瓦·契切林的电报稿[126]


（5月2日）

鉴于契切林和 
李维诺夫

 （更不用提克拉辛了）闻所未闻的可耻而 危险的
 动摇，我建议 
狠剋一下

 。


我的电报稿如下：

　　“我们感到极其遗憾的是，契切林，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李维诺夫，附和了克拉辛的荒谬主张
 。鉴于这种动摇，我们命令代表团无条件地中断会议，愈快愈好，并且明确地说明中断的理由是不同意恢复私有财产，同时声明，只是在立即取得极其优惠的贷款的条件下，只有无条件地坚持在两种所有制之间签订平等的条约，我们才同意作出部分让步。（如再有丝毫动摇，我们就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开宣布不承认代表的言行并撤销其职务。）李维诺夫的明码电报清楚表明，有人想欺骗我们。”








	
列宁
5月2日











斯大林建议删去宣布不承认代表言行的威胁词句，我 
不

 同意这一修改意见。






	　　列宁










斯大林同志：

我建议在发往热那亚的电报中再作如下补充：

中央执行委员会定于5月12日举行会议。届时代表团至少要有三名成员携带全部材料来莫斯科。契切林应留在德国把病治好。[127]






	
列宁
5月2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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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格·瓦·契切林的电报稿

（5月5日或6日）

务必尽快利用协约国的新备忘录[128]使会议破裂，因为我们决不向产权人让步，而比这更好的时机是找不到了。延误会削弱我们的地位。既然我们手头有了德国条约，我们现在就决不放弃长时间内只以这个条约为基础的打算。请开始极其谨慎地单独拉一下意大利。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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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马·马·李维诺夫的电[129]


（5月8日）

我们觉得，列强最近的备忘录全然无法接受，这是使会议破裂的恰当借口。但是，如果您不同意这一点，我们同意由您酌定最合适的破裂时机，我们认为破裂是注定的。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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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格·瓦·契切林的电报[130]


（5月9日）

考虑到俄德条约的意义、德国接受这个条约、这个条约对意大利的影响以及列强争夺石油租让的争吵，我们得出结论：我们最正确的做法是，在目前至少是几个月的时间里，把整个国际政策完全建立在俄德条约的基础上，宣布这个条约是唯一的样板，除非有很大好处，我们才会放弃这种样式的条约。请用破裂这种方式力求表明这一点。我们想在批准俄德条约的同时，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言中写入这样的声明。请速电告您的意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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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格·瓦·契切林的电报[131]


（5月14日）

如果对报刊就我们的答复[132]所造成的局势的评论的理解是正确的，那就是说，劳合－乔治准备把立即达成关于和平的政治协议同拟转交常设委员会的财政经济协议区分开来。这将是最有利的结局和无可置疑的胜利，因此，我们建议：（1）在经济方面继续执行绝对不让步的路线，同时同意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2）全力支持劳合－乔治争取达成政治协议（保障条约）的愿望；（3）用一切办法力求同某些国家单独达成协议；（4）竭力利用劳合－乔治提出的波兰和罗马尼亚东部边界问题，指出这些边界是确立和平的障碍，但这样做时要谨慎从事，以免受到背弃里加条约这种非难。[133]我们再次请求速告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越飞的报告拟定决议用的要点，特别是同拉帕洛条约有关的——见我们的电报№3535/c 
［注：见本卷第169页。——编者注］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87页















[120]1922年4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列宁的这一建议。电报当天即由外交人民委员部发给格·瓦·契切林，并同时送交《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159。



[121]列宁的这份电报于1922年4月21日发往热那亚。这份电报是对格·瓦·契切林4月20日来电的答复。契切林在来电中不同意列宁对会议形势的估计，他写道，对赔偿外国人因其财产收归国有受到的损失的问题，“特别关心的正是劳合－乔治，因为有权势的英国豺狼在对他施加压力”。契切林断言，“问题尚未解决，还要进行讨论。如果法国退出，英国也不会留下。”——160。



[122]格·瓦·契切林在1922年4月20日给戴·劳合－乔治的信中说：在废除战时债务和全部债款利息、提供足够的财政援助以及法律上承认苏俄政府的条件下，苏俄政府“拟将被收归国有或被没收的财产交还原产权人使用，而在无法如此办理的地方，可通过同原产权人直接达成协议，或按照其细节将要在本次会议上讨论和通过的协议，满足其合理要求”（《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1961年俄文版第5卷第260页）。



苏俄代表团的大多数成员认为契切林的信违背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4月22日代表团团员扬·埃·鲁祖塔克将这一情况电告了外交人民委员部。——161。



[123]1922年4月2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稍作修改后批准了列宁建议的给格·瓦·契切林的电文。



但是在决议通过以后，又收到了契切林的信和电报，其中在谈到他同戴·劳合－乔治的谈判时解释说，当谈判出现了破裂危险的时候，他认为可以提出一个不会束缚苏俄代表团手脚的方案，以便把谈判移到委员会中去继续进行，赢得时间和取得俄共（布）中央的指示。根据这种解释，政治局承认契切林的做法是正确的，并于4月25日向热那亚发出指示：在破裂不可避免时，代表团应强调指出，破裂“完全是由于恢复私有财产问题引起的”。“在关于外国产权人的损失问题上，我们让步的极限是：（1）按照4月17日指示，在我们认为可以租让的地方给予租让优先权。如果企业拿来出租，而原外国产权人不来承租，他就丧失要求任何赔偿的权利。（2）那些仍由国家经营的企业的产权人，则由在我们规定的程度内承认其要求予以满足。”万不得已时，政治局认为可以提议，承认原产权人的要求和满足的程度将根据苏俄政府同各原产权人达成的协议来确定，条件是这种协议不需要任何仲裁人。政治局再次强调，让步必须取决于给苏维埃俄国提供的贷款数额和条件。



会议的进程证明，列宁在发往热那亚的电报（见本卷第158—160页）中对劳合－乔治及其他英国领导人态度的估计是正确的。此后，英国代表团甚至从原先达成的协议即同意以契切林4月20日的信作为继续谈判的基础这一点后退了。4月28日契切林在给会议主席的信中指出，如果西方各国否认他们已同意把4月20日信中的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那么苏俄代表团将认为自己不再受此信约束，而回到4月20日它在备忘录中所阐述的观点上来（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1961年俄文版第5卷第276—277页）。——162。



[124]这个文件是由于列·达·托洛茨基1922年4月28日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以下建议而写的：（1）为宣传目的发表声明，假如各协约国政府没收俄国资本家在国外的所有资本，苏俄政府答应不提任何抗议；（2）在热那亚会议谈判破裂时发表告居民书。托洛茨基在便条中写道：“可建议我国代表团为我们扼要写出此宣言书的基本思想（否则我们可能把重要的方面疏忽过去）。”列宁在这句话下面加上着重线，并在页边上写道：“只同意最后一句。”



政治局于当天通过决定：“电告契切林和李维诺夫同志，内容如下：‘如会议破裂，我们认为必须以人民委员会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告居民书。请扼要写出宣言书的草稿或宣言的基本思想并速寄莫斯科。’”



以后的谈判情况表明，已无发表告居民书之必要。——163。



[125]这份电报于1922年4月30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并发给格·瓦·契切林。电报是对契切林一些来电的答复。契切林在一封电报中报告，拟将“俄国问题”交给三个月后召开的新的会议去讨论，在另一封电报中转达了列·波·克拉辛关于热那亚会议谈判问题的不同意见。克拉辛声称，“谈判已进入死胡同”，以中央指示为基础不可能达成协议和取得贷款。他建议作出重大让步：承认战前债款，但不付息，他说，其总额大约不超过80亿金卢布，然后承认可以对所有私人和商行的损失给予30—40亿金卢布的一次性赔偿；按此数发行公债，把债券分摊给原产权人；偿付全部债款的条件应是各协约国在法律上承认苏俄政府，以及它们的政府正式承诺协助筹集给苏维埃俄国的贷款。



契切林在给列宁的回电中承认，三个月后召开新的会议比完全破裂要好，但同时指出：“劳合－乔治争取同我们达成协议，为的是救自己，而三个月后英国的局势对我们来说可能要坏得多。”契切林接着指出，只有在苏俄政府同意给所有原外国产权人赔偿损失后，各协约国才同意具体地讨论向苏维埃俄国提供贷款的问题。——164。



[126]这个文件是由于收到热那亚的一些电报而写的，这些电报使人担心契切林和李维诺夫在同各协约国代表的谈判中可能作出在中央委员会指示中没有规定的让步。



李维诺夫在1922年4月30日的电报中说，如果苏俄政府同意满足私有者的要求，协约国代表就提出成立国际银行团来帮助苏维埃俄国以及向苏维埃俄国提供贷款、出口铁路材料和其他材料、派遣技术人员等等的计划。李维诺夫提议不要指望立即得到贷款，他指出只有就赔偿原外国产权人问题达成协议，此事才有可能。5月2日莫斯科收到的李维诺夫的电报中还写道，协约国“在我们承认对俄国境内的外侨财产的所有产权人给予赔偿这一原则以前……甚至坚决拒绝讨论贷款细节”。



5月1日和2日政治局收到了契切林签署的电报，其中建议苏俄政府一方面宣布有没收私有财产这一不可动摇的权利，同时声明，鉴于需要取得贷款，它同意采取发行10年后归还的苏维埃国家债券的办法作为对产权人的金钱赔偿。



后来契切林报告说，这些电报的起草人是阿·阿·越飞；在政治局5月2日来电前曾就发行债券问题交换意见，目的只是想搞清达成协议的可能条件。契切林强调说，代表团是按政治局的指示办事的。——165。



[127]1922年5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项建议。政治局通过了斯大林对列宁电报稿的如下修改意见：（1）删去关于宣布不承认代表言行的语句；（2）用“中央委员会坚决要求执行这一指示”作为电报结束语。根据斯大林的建议，电报第一句中“荒谬主张”一词改为“错误”。电报补充部分政治局未作修改予以通过。——166。



[128]指在1922年5月3日交给苏俄代表团的协约国1922年5月2日备忘录。在备忘录中，协约国又一次要求苏俄政府偿还一切债款及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国债，把收归国有的私有财产还给外国人。同时，各协约国断然拒绝赔偿因武装干涉和封锁使苏维埃俄国蒙受的损失。——167。



[129]这份电报是对马·马·李维诺夫1922年5月6日电报的答复，5月8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维诺夫在5月6日的电报中认为，协约国5月2日备忘录并非最后通牒，有继续谈判的余地。他报告了苏俄代表团在热那亚为避免谈判破裂所作的努力，并表示需要得到政治局对代表团今后路线的指示。——168。



[130]列宁草拟的电报稿于1922年5月9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并发给了格·瓦·契切林。——169。



[131]列宁草拟的这份电报稿于1922年5月14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并发给了格·瓦·契切林。——170。



[132]指苏俄代表团1922年5月11日备忘录。备忘录驳斥了协约国列强的要求，并声明，如果它们不承认互惠原则，苏维埃俄国是不会让步的。为了研究有争议的财政问题，苏俄代表团建议成立联合的专家委员会。热那亚的谈判就此破裂。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根据阿·阿·越飞的报告于5月17日通过决议，对苏俄代表团的活动表示赞许。这个决议是列宁起草的（见本卷第189—190页）。——170。



[133]根据1921年3月18日以俄罗斯和乌克兰为一方、以波兰为另一方缔结的里加和约，俄罗斯联邦和波兰之间的边界要比英国外交大臣乔·纳·寇松在1920年7月11日致苏俄政府的照会中所提出的边界线（寇松线）靠东一些，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并入波兰。1922年5月2日，马·马·李维诺夫从热那亚通知外交人民委员部说：“英国人暗示我们可提出重新审议俄波边界的要求，他们愿意把边界移到寇松线。”——170。





《列宁全集》第43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出版格·瓦·普列汉诺夫文集的决定[134]


（1922年4月27日）

委托加米涅夫同志同捷尔同志商谈一下，将普列汉诺夫的革命著作编成一本文集出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66页















[134]出版格·瓦·普列汉诺夫文集的问题是列宁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1922年4月27日政治局会议议程表上，列宁在19项议程之后亲笔增加了一项：“普列汉诺夫文集”。——171。







《列宁全集》第43卷


《接近新题材的旧文章》小册子序言

1922年版序言[135]

（1922年4月28日）

这本小册子是根据莫斯科共产党员的建议，而不是根据我的意见出版的。我起初曾反对再版这些旧作，认为它们已经过时。

重读莫斯科的同志们选好的小册子后，我深信，这些旧作目前并不象预想的那样过时。虽然革命空前迅猛发展的四年过去了，但这些旧作的大部分内容甚至在目前也决没有过时。

从大的范围来看，1922年春季的时局重现了1918年春季时局的基本特点。那时是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之间的“喘息时机”，1918年2月我们结束了（正确些说，差不多结束了）帝国主义战争，而国内战争虽然初步战胜了鲍加耶夫斯基这类反革命分子，但并没有结束，捷克斯洛伐克军、科尔尼洛夫、邓尼金及其同伙还刚刚在准备这场战争。

现在，热那亚会议正好标志着在大得多的范围内，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喘息时机”的再次到来，这是世界资产阶级进行的并已遭到失败的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和世界资产阶级正在准备、此刻还没有完全准备就绪的新战争之间的喘息时机。（我写这几句话的时间是1922年4月28日，最新消息说会议有破裂的危险。）

不论那时和现在，苏维埃全部政策的“关键”都在于组织，在于《接近新题材的旧文章》小册子序言计算和监督，在于缓慢地、谨慎地、实事求是地处理实际任务，在于检查实际工作和研究我们的实践经验。关于这一点，我已在几个星期以前举行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谈到了。代表大会采取了这条“路线”，这可以从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其他决议中看出来。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我曾着力总结过这条路线。 
［注：见本卷第107—113、132—133页。——编者注］



现在重印1918年的旧作并不是无益的，因为那时的争论有助于认清我党当前任务中的许多问题。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中央的报告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奥新斯基、拉林等同志的发言清楚地表明，许多很有名的党的领导工作者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到应该集中的地方去。这些发言没有正确指出我们政策中各项任务的“关键”是什么。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同读者们更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现在只能说明一点，在重印旧作的小册子中所谈的正是要弄清楚，为什么那时提到（ 现在也提到
 ）首位的任务是“学会工作”，是更正确地分配人力，是力求建立个人负责制，使每个人对明确规定的工作负责，是更细致地研究和检查实际工作经验，而不是醉心于设立新机构或提出新做法、进行改组之类的“新”计划。

最后，还有一个绝对必要的说明。我从这本小册子中删去了1918年春我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所作的总结发言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48—256页。——编者注］

 。这篇发言记录得根本不能用。就此我要重申我在1919年或1920年给彼得格勒同志们的一封信中曾经说过的话，当时我曾要求发表信里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71—273页。——编者注］

 所说的话，但可惜没有发表出来。大意是：我不能对通常在报纸上发表的我的讲话文字负责，并且十分恳切地请求不要转载这些讲话——至少是在没有极端需要和特别需要的时候，而且无论如何在没有附上我这个确切的声明时不要转载。是否由于我常常讲得太快；是否由于我的讲话在修辞上常常很不规范；是否由于我们这里通常的讲话记录记得很匆促和极不能令人满意——是否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以及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但事实是，我不能对我的讲话记录中的每句话每个字负责，并且请求不要转载这些记录。让那些作讲话记录的人负责吧。如果有必要重印的话，那么，重印我可以对文字绝对完全负责的小册子和文章也就尽够了。






	　　尼·列宁
　1922年4月28日

载于1922年莫斯科出版的尼·列宁（弗·伊·乌里扬诺夫）《接近新题材的旧文章》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68—170页

















[135]列宁的小册子《接近新题材的旧文章。论“新经济政策”问题（1918年的两篇论文和一篇讲话）》于1922年由国家出版社莫斯科分社出版。小册子中刊印了列宁写的这篇序言。小册子所收的论文和讲话是《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4月29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50—188、223—247、264—293页）。——172。







《列宁全集》第43卷


庆祝《真理报》创刊十周年

（1922年5月2日）

自合法的《真理报》[136］，合 沙皇
 之法的布尔什维克日报创刊以来，已经10年了。在这10年之前大体上还有一个10年；从布尔什维主义产生的时候算起，是9年（1903—1912年），如从完全持“布137尔什维主义”方针的旧《火星报》创刊的时候（1900年）算起，那是13年（1900—1912年）。

庆祝在俄国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日报的十周年……　时间只过去了10年！然而从这个时期的斗争和运动的内容来说，等于经历了100年。如果用旧的尺度，用象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那样的欧洲庸人的尺度来衡量，近5年来社会发展的速度简直是异常的，因为这些文明的庸人习以为“常”的是，殖民地和赤贫的半附属国的数亿（确切地说，是十几亿）人甘愿忍受印度人或中国人所忍受的那种待遇，忍受闻所未闻的剥削和明目张胆的掠夺，忍受饥饿、暴力和侮辱，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文明”人能够“自由地”、“民主地”、“议会式地”决定如下问题：是和平地分赃，还是象昨天德国和英国那样——明天日本和美国（在法国和英国某种方式的参与下）也会这样——为了瓜分帝国主义的赃物而屠杀一两千万人？

世界所以有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基本原因是有成亿成亿庆祝《真理报》创刊十周年的人卷进这个发展的洪流了。惯于把自己看成世界中心的旧的资产阶级的和帝国主义的欧洲，已经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厮杀中象发臭的脓疮一样溃烂和裂开了。不管施本格勒之流和所有推崇他（即或是研究他）的有教养的小市民怎样为此痛哭流涕，然而旧欧洲的这种衰落不过是靠帝国主义掠夺和压迫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而养肥了的世界资产阶级没落史上的一段插曲而已。

现在，大多数居民已经觉醒，已经行动起来，连最有实力、最“强大”的列强也阻挡不住。它们哪里阻挡得了！第一次帝国主义大厮杀的“胜利者”现在连小得可怜的爱尔兰都战胜不了，连它们彼此之间在财政问题和货币问题上的混乱都克服不了。而印度和中国在沸腾。这有7亿多人。再加上周围和它们完全相似的亚洲各国，那就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大半。那里的1905年即将到来，而且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愈来愈快地到来，但有一个根本的很大的不同之处：俄国的1905年革命尚能孤立地进行（至少在开始时），也就是说，没有一下子把其他各国卷入革命。而印度和中国的日益发展的革命现在正在卷入或已经卷入革命斗争，卷入革命运动，卷入国际革命。

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日报《真理报》创刊十周年，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最伟大的世界革命的突飞猛进的里程碑之一。在1906—1907年，沙皇政府似乎已经彻底粉碎了革命。没过几年，布尔什维克党 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
 打进敌人的堡垒，开始每天都“合法地”进行从内部炸毁万恶的沙皇地主专制制度的工作。又没过几年，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无产阶级革命就胜利了。

在1900年创办旧《火星报》的时候，只有十来个革命者参加。在布尔什维主义产生的时候，在1903年布鲁塞尔和伦敦的秘密代表大会上，有40来个革命者参加。[138］

在1912—1913年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真理报》诞生的时候，拥护它的已经有几万以至几十万工人了，他们以一戈比一戈比的捐款战胜了沙皇制度的压迫，也战胜了背叛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孟什维克的竞争。

1917年11月立宪会议选举的时候，3600万人中投布尔什维克票的有900万人。实际上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即不是在选举中而是在斗争中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在1917年10月底和11月就已经占无产者和觉悟农民的 大多数
 ，这就是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这就是劳动人民中间大多数最积极的觉悟分子，即当时1200万人的大军。

这就是用数字来表明的近20年来世界革命运动“突飞猛进”的一幅小小的画面。这是一幅很小的、很不完全的画面，它很粗略地表现了总共不过15000万人民的历史，其实这20年来在共有10多亿人口的国家中（整个亚洲，也不要忘记南非，它最近还提出了要做人、不做奴隶的要求，而且不完全是“议会式地”提出的），革命已经开始，并且发展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了。

如果某些“施本格勒的徒子徒孙”——请原谅我这样讲——由此断言（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绝顶聪明的”领袖是什么蠢事都想得出来的），这种计算把欧美无产阶级排除在革命力量之外了，那么我们回答说，刚才提到的那些“绝顶聪明的”领袖常常作这样的推论：既然怀孕10个月就该分娩，那就可以确定分娩在几点几分、胎儿降生时的姿势和产妇分娩时的情况、婴儿和产妇将受到的痛楚和危险的准确程度。真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们无论如何也猜想不到，从国际革命发展的角度来看，从宪章运动转到向资产阶级卑躬屈节的韩德逊之流，或者从瓦尔兰转到列诺得尔，或者从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转到休特古姆、谢德曼和诺斯克，不过象汽车 从
 数百俄里长的平坦公路“转” 到
 这条公路上的几俄尺长的又臭又脏的小水洼而已。

人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但是，宪章派、瓦尔兰派和李卜克内西派是用自己的头和心来创造历史的。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则完全用身体的另一些部位来“创造”历史，也就是说，他们在给新的宪章派、新的瓦尔兰派、新的李卜克内西派的土壤施肥。

在目前 最困难的
 关头，自欺对革命者是最有害的。虽然布尔什维主义 已成为
 国际力量，虽然在 一切
 文明和先进的国家已经产生了作为合法的（就象10年前我们的《真理报》在沙皇制度下那样合法的）共产党日益壮大的新的宪章派、新的瓦尔兰派、新的李卜克内西派，但是国际资产阶级现在还是比它的阶级敌人强大得多。国际资产阶级曾竭尽全力地阻挠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诞生，十倍地加剧它诞生时的危险和痛楚，现在它还能借助白卫分子和帝国主义的战争等等使千百万人遭受痛苦和死亡。这是我们不应当忘记的。我们应当巧妙地使自己的策略适应目前情况的这一特点。资产阶级现在还能恣意折磨、虐待和杀害人民。但是，资产阶级却不能阻止革命无产阶级必然的和从全世界历史的观点看来为期不远的完全胜利。






	　　1922年5月2日载于1922年5月5日《真理报》第9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73—177页

















[136］《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3年先后改称《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1914年相继改称《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报》。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4月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继续出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175。



[137］《火星报》（《Искра_》）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部成员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这以后的《火星报》被叫作新《火星报》。——175。



[138］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召开。7月24日（8月6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24次会议。



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订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的国外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有些代表有两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



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整个纲领（有一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有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代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委，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委员。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音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页）——177。







《列宁全集》第43卷


就财政政策问题给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的信

（1922年5月2日）

电话口授

抄送：瞿鲁巴、李可夫和斯大林同志（并转政治局）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

我听瞿鲁巴同志谈了您的国内粮食公债草案，并亲自看了草案全文。我觉得这是自我欺骗。您怎么证明这样做能够在实际上得到点什么呢？我觉得，恰恰相反，应当断定，这将使我们的情况恶化，因为这会使发行完全落空，即促使投机市场采取那种它运用自如的手段来反对我们。就是说，市场看来差不多已经学会随着发行额的增长而使物价飞涨，以致发行不再能从居民那里得到任何有实际价值的东西，而变成一种无谓的游戏和我们无聊的自我安慰。（顺便说一下，通过发行能够得到哪些有实际价值的东西，应有准确的数据。至少每周应该对此作出极扼要的总结。是否要这么办？）

我认为，现在应该抛掉有害的自我安慰，把真正革命的措施提到日程上来，即一方面增加各种税收；另一方面则最迅速、最坚决地缩减编制。同时，应当毫不犹豫地撤销（部分不规定期限，部分在秋季前）一些人民委员部中的许多庞大的下属机构，甚至撤销某个人民委员部。

今天我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信，提出检查一下我们是否在认真贯彻停用第三类铁路[139]的决定。我十分担心，没有这类革命措施，代表大会关于财政政策的决议[140]仍将是一纸空文，总之我们会落后于生活，眼看大难临头而束手无策。

请告知您的结论性意见。[141]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78—179页

















[139]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10月21日的决定，全部铁路线按获得供应的情况分为三类。考虑到物资不足，不可能充分供应整个铁路网，所以把最重要的干线列入第一类，这类干线必须有良好的供应，保证列车能以正常速度运行。划归第二类的是往第一类线路运送货物的重要线路。其余线路则划入第三类。



列宁1922年5月2日给费·埃·捷尔任斯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180。



[140]指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财政政策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65—170页）。——180。



[141]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在1922年5月4日给列宁的复信中论证说，发行粮食公债将使列宁提出的建立无赤字预算的措施易于实现，将能减少新发行纸币的数额，并回笼部分货币。



关于发行粮食公债的问题曾在人民委员会的几次会议上讨论过。1922年5月13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关于粮食公债的决定草案，并将其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常会审查。按照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2年5月20日的决定，财政人民委员部发行了第一期国内短期粮食公债。这一期公债总额为1000万普特黑麦。公债券于6月1日开始出售，其价格由国家银行按不同地区黑麦平均市场价格分别确定。公债券购买者只付价格的百分之九十五。公债券可以抵押、出售和用来交纳实物税。这期公债从1922年12月1日起到1923年1月31日止由国家用黑麦或等价的小麦、面粉偿还。粮食人民委员部要从粮食税收入中建立专门的储备，用以偿还公债。为防粮食人民委员部无力完成所承担的义务，国家拨出了1000万金卢布的保证金作为收购粮食之用（见1922年5月21日和6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12号和第121号）。1923年发行了第二期粮食公债。——180。







《列宁全集》第43卷


对有关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意见的答复[142]


（1922年5月5日）


致斯大林同志并请交政治局委员以及

瞿鲁巴同志传阅（勿复制以免争论外

传。各人要在文件上注明何时收阅）

我因取子弹手术[143]回信迟了，请原谅。

李可夫同志的意见是“批评性的”，但不明确，因此用不着答复。

托姆斯基同志关于奖励制度的意见，我认为是不正确的。照托姆斯基同志的说法，工会奖励制度已蜕化成“对国家的掠夺”，其实工会奖励制度的失败，应当促使我们更加坚定地研究和改进实行奖励制度的方法，而决不是放弃奖励制度。

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有一部分也不明确（如第4节里的“担心”）[144]，也用不着答复；另一部分则是重新引起我同托洛茨基同志在政治局曾一再发生的旧的意见分歧。[145]就简短地答复其中的两个主要问题：（1）工农检查院和（2）国家计划委员会

（1）在工农检查院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是根本不对的。目前，甚至有些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沾染了恶劣的“本位主义”，职员的水平很低，各部门内部倾轧（比工农检查院的任何倾轧都坏），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工农检查院是不行的。可以而且应该经常地、坚持不懈地对工农检查院下点功夫，使它成为一个能检查和改进全部国家工作的机关。否则就没有什么检查工作、改进工作、指导工作的切实有效的手段了。既然工农检查院现在是一个拥有约12000人的工作差、报酬低的机关，那就应该加以精减和改进，例如，留下六分之一的人员，而保留原薪水额的二分之一，即把薪水提高两倍；先挑选几十个，再挑选几百个最优秀的、绝对忠诚而有才干的工作人员，这样的工作人员现在是有的，但没有登记上来，没有挑选出来，没有集中起来，没有组织起来。这是可以而且应该做到的。否则就不能同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就不能教非党的工人和农民学会管理，而这个任务目前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不能放弃的。

（2）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不仅根本不对，而且对自己所批评的事毫不了解，简直令人吃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毛病不仅不是学院气，恰恰相反，而是被大量非常细小而紧迫的“杂务”所缠。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心肠软，对那些硬要他马上“帮忙”的人有求必应。我希望新任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皮达可夫能“严一些”，能促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克服这个同“学院气”截然相反的缺点。

我非常了解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真正缺点，为了用客观的实际材料，而不是凭想象向政治局委员们介绍情况，我问过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他的工作是否太“抽象”了，是否有关于他的工作的确切材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给我寄来一张单子，开列了1922年2月和3月两个月内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所处理的问题。总计：（1）计划问题占17％；（2）重要的经济性质问题占37％；（3）“杂务”占46％。我可以把这些材料寄给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审阅。

1922年4月23日托洛茨基同志给副主席并抄送政治局书记处（抄件大概是偶然送给我的）的第二个文件的内容是：第一，非常激动地、然而极不正确地“批评”了政治局关于成立财政三人小组（索柯里尼柯夫和两位副主席）的决定，说它是小人民委员会和大人民委员会之间的障碍。把这种批评送给副主席，是不符合任何国家工作的要求的，既不符合有计划的国家工作的要求，也不符合多少有组织的国家工作的要求。

第二，这个文件还有一个内容是指责国家计划委员会有学院气，这种指责同样是根本不正确的，完全违背事实的，托洛茨基同志在指责时竟说了一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地不了解情况的话。他写道：“目前，不确定发行额，不把资金分配给各部门，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经济计划。其实， 
我可以断定

 ，国家计划委员会同这些基本问题 
没有任何关系

 。”

这些加上着重标记的话，只能使我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不了解情况，为什么要“断定”呢？任何一个中央委员和任何一个 劳动国防委员会
 委员要了解情况，都是很容易的。了解了情况，就会知道国家计划委员会设有财政经济处，它正是处理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的。当然，这个工作有缺点，但缺点不在于学院气，而是恰恰相反。





	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80—182页

















[142]文件上有列宁给秘书的批示：“勒柏辛斯卡娅同志：请复制3份：2份给斯大林，1份给我。亲自把复制件核对两次。列宁。5月5日。”



列宁收到的对《关于副主席工作的决定》（见本卷第147—155页）的意见，看来曾由秘书根据列宁的委托综合整理，分送全体政治局委员和亚·德·瞿鲁巴。在装着此问题文件的信封上有列宁手书：“1922年4月11日关于副主席工作的决定和1922年5月的‘辩论’”。——181。



[143]1922年4月23日列宁在索尔达坚科夫医院（现波特金医院）动手术，取出了一颗1918年8月30日遇刺时留在体内的子弹。——181。



[144]列·达·托洛茨基在这一节里说：“我非常担心，副主席间的相互关系会成为困难的根源。在这里，录音机是无济于事的。”——181。



[145]列·达·托洛茨基提的意见中说：《决定》中规定的任务包罗万象，这等于什么任务也没有规定。要实现这种包罗万象的任务，工农检查院是不中用的，也不可能中用。“在工农检查院工作的主要是各部门出过问题的工作人员，无视这一点是不行的。顺便说一下，正是因此，在工农检查院机关里内部倾轧特别厉害，这早已成为全国的话题了。认为可以健全和加强这个机关（不是其人数不多的上层，而是整个组织）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优秀的工作人员今后仍将被派去做实质性工作，而不是去做检查工作。由此可见，利用工农检查院为杠杆来振兴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计划乃是幻想。”也不可能利用工农检查院从非党工人和农民中培养行政管理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为此需要有一整套学校和训练班，其中包括同经济工作和国务工作的某些部门有关的训练班。”——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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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向中央委员会呈报实物税汇总数字的决定草案

（1922年5月11日）

责成

（1）粮食人民委员部

（2）农业人民委员部

（3）中央统计局

（4）国家计划委员会

　　 农业处

于四天后向中央委员会呈报实物税的汇总数字，篇幅不超过 
一页

 ，清楚明确地综合汇报1921—1922年度征收的和报刊上预测1922—1923年度可征收的实物税数额。[146]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86页















[146]列宁提出的草案于1922年5月11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



根据政治局的决定，5月16日在中央统计局、国家计划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代表的会议上核实了1921—1922年度征收的和1922—1923年度预期征收的粮食税数额的材料。——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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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约·维·斯大林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决定草案[147]


（1922年5月15日）

斯大林同志：有鉴于此，我建议用向政治局委员 征询的方式
 通过下述指令：“中央委员会确认对外贸易垄断，并决定一律停止研究和筹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合并事宜。各人民委员应秘密签字”，原件退斯大林，不得复制。






	
列宁
5月15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88页

















[147]1921年底和整个1922年期间，俄共（布）领导层中展开了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争论。从俄罗斯联邦驻德全权代表尼·尼·克列斯廷斯基报来的材料可以看出，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的党内分歧对同外国资本家的业务谈判产生了消极影响。有鉴于此，列宁于1922年5月15日写了这个决定草案，同时还就这一问题给斯大林和莫·伊·弗鲁姆金写了一封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列宁提出的决定草案于5月22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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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实施法草案的补充和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148］


（1922年5月15日和17日）


1

草案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实施法

……5．在保障苏维埃政权不受反革命危害的条件确立之前，革命法庭有权对刑法典第58、59、60、61、62、63＋ 64
 ……等条规定的罪行，采用极刑——枪决）。

　　×）增加第 64、65、66、67、68、69
 条。

　××）增加：有权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以驱逐出境（有限期或无限期）代替枪决。

×××）增加：凡未经准许而返回国内者应予枪决。

库尔斯基同志：

依我看，应把枪决（也可代之以驱逐出境，见第 1
 页 
下方

 ）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孟什维克、 社会革命党人之类
 的一切活动；

找出适当措辞把这些行为 
同国际资产阶级

 及其同我们的斗争（收买报刊和代理人，准备战争等等） 联系起来
 。

请尽速附上您的意见退回。






	　列宁
5月15日

载于1937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期（非全文）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89页












2

1922年5月17日

库尔斯基同志：现在给您寄去刑法典补充条款草稿，作为我们谈话的补充。这是草稿，当然需要反复推敲和修改。草稿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我相信基本思想是清楚的：公开地提出原则性的和符合政治真实的（而不只是狭隘的法律上的）论点，说明恐怖手段的 实质
 和 理由
 、它的必要性和范围。

法院不应该取消恐怖手段；答应这样做是自欺欺人，应该原则地、明确地、不掩饰又不夸张地说明恐怖手段的理由，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表述应尽量广泛，因为只有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的良心才能提出实际上较为广泛地使用这种手段的条件。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



方案1：


凡以宣传、或者鼓动、或者参加或者协助一种组织等行动（宣对刑法典实施法草案的补充和给库尔斯基的信传和鼓动）帮助那一部分不承认正在取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所有制的平等地位，并图谋通过武装干涉、或者封锁、或者间谍活动、或者资助报刊以及其他类似手段以暴力推翻共产主义所有制的国际资产阶级者，

处以极刑，情节较轻者，以剥夺自由或驱逐出境代之。


方案2：


　　　　　　　　＃

（a）凡从事客观上协助那一部分……国际资产阶级之宣传或鼓动者，

（b）凡参加或者协助进行上述性质活动的（其活动有上述性质的）组织或个人之罪犯，均应判处此刑。






	　＃方案2（b）协助或能够协助　













	载于1924年莫斯科出版的《全俄司法工作者第五次代表大会。提纲报告。决议》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90—191页速记

















[148］这两个文件是在司法人民委员部制定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和1922年5月12—26日举行的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常会讨论这部法典时写的。列宁的补充和第一封信写在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送给他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实施法》草案上。列宁就这一问题同库尔斯基谈话以后，又写了第二封信，并附了刑法典补充条款草稿。在以后制定刑法典《关于反革命罪》一章时考虑了列宁的意见。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常会批准，从1922年6月1日起实施。——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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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代表团的工作报告的决定草案

（1922年5月15日或16日）

根据越飞的报告拟订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草案大致如下：

1．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正确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维护了俄罗斯联邦主权的完整——同试图实行奴役和恢复私有制的行径进行了斗争，和德国缔结了条约。

2．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特点如下：

——政治方面：没有和平，存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爱尔兰、印度、中国等等；英法关系尖锐化，日美关系尖锐化， 等等，等等
 （（详细一些））】。

3．——经济方面：称雄全球、靠战争（＝靠掠夺）发了财的“战胜国”，经过战后三年半的时间，甚至连原先的资本主义关系都不能重建【通货混乱；凡尔赛条约没有履行，也无法履行；欠合众国的债款没有偿还， 等等，等等
 ——（ 
详细一些

 ）】。

4．因此，戛纳决议的第1条，承认两种 所有制
 （资本主义所有制即私有制同 目前
 只有在俄罗斯联邦实现的共产主义所有制）的 平等
 ，也就不得不承认——尽管是间接地承认——前一种所有制的崩溃和破产，不得不承认前一种所有制同后一种所有制平等地达成 协议
 的必然性。

5．戛纳条件的其他各条以及热那亚会议上列强的备忘录等文件，是与这一点相违背的，因而是注定没有生命力的。

6．这两种所有制的实际平等—— 尽管它是暂时的状态，因为目前全世界还没有摆脱
 私有制及其产生的 经济紊乱
 和战争而走向更高级的所有制——仅在拉帕洛条约中得到了体现。因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欢迎拉帕洛条约，认为它是摆脱困境、混乱和战争危险的唯一正确的出路（只要还存在着两种所有制，其中包括象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样过时的所有制）；

认为在俄罗斯联邦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 
只有

 这种类型的条约才是正常的；

——责成人民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按这种精神执行政策；

——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取得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所有共和国的同意后确认这一点；

——命令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人民委员会，只有在能给俄罗斯联邦的劳动群众带来特殊利益等等特殊情况下，才容许不实行这一点，即准许放弃拉帕洛型的条约。[149]





	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3卷第4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2—193页

















[149]1922年5月17日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常会讨论了热那亚会议问题并通过一项以列宁的草案为基础的决定。——190。







《列宁全集》第43卷


就发展无线电技术问题给约·维·斯大林

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150]


（1922年5月19日）

电话口授


1

致斯大林同志并请交全体政治局委员传阅

斯大林同志：

送上两份报告：一份是电气专家奥萨德奇教授关于无线电报通讯和电话通讯的报告；一份是邦契－布鲁耶维奇（他不是著名的邦契－布鲁耶维奇两兄弟的亲戚；那两兄弟一个是前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另一个是沙皇的优秀将领）的报告。写我寄上的这份报告的邦契－布鲁耶维奇，是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一位极优秀的工作者和发明家，是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的一位主要工作人员。

从这两份报告看，我们的技术完全有可能通过无线电广播把人们的现场讲话播送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也完全有可能使用千百个收音机，使共和国内千百处远离莫斯科几百俄里、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远离几千俄里的地方收听到莫斯科的讲话、报告和讲座。

我想，无论是就进行宣传和鼓动，特别是对没有文化的居民群众进行宣传和鼓动来说，还是就转播讲座来说，实行这个计划都是我们绝对必要的。我们准予讲授社会科学的资产阶级教授，大多是完全不称职的，甚至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只能设法让我们为数不多的能够讲授社会科学的共产主义教授给联邦各地数以百计的地点讲授这门科学。

因此我认为，在完成组织无线电话通讯事业上，在生产完全适用的扬声器上，绝对不要吝惜资金。

我建议作出这样的决定：以特别拨款的方式在预算外从黄金储备中拨出约10万金卢布，供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工作之用，以便尽快地彻底完成它已开始的工作，即为全共和国各地装置完全适用的扬声器和千百个收音机，使广大群众能听到莫斯科或其他中心城市的讲话、报告和讲座。

责成劳动国防委员会对这笔基金的使用情况建立专门监督，如果适当的话，也可以从这笔基金中提出一些款项，作为工作特别迅速和卓有成效的奖金。

再者，今天《消息报》上报道了英国在无线电报领域的一项秘密发报的发明。假如买到这项发明，那么无线电话通讯和无线电报通讯在军事上的意义就更大了。






	　　列宁
载于1949年1月21日《真理报》第2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94—195页












2

致斯大林同志

看了今天邦契－布鲁耶维奇的文件，我认为，如果没有特殊任务，我们是不能从黄金储备中拨款给无线电实验室的。

因此，我建议责成劳动国防委员会查明，要用多少钱才能使无线电实验室尽快地研究出改进和生产扬声电话和收音机的方法。我认为，只有用在这上面，我们才应该在预算外拨出一定数目的金卢布。






	　　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95—196页

















[150]列宁认为发展无线电事业具有重大意义。还在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开始工作之际，他就在1920年2月5日给该实验室领导人米·亚·邦契－布鲁耶维奇去信，保证给予全力协助（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9卷）。3月17日，列宁签署了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其中写道：“1．责成邮电人民委员部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在最短期间，不超过两个半月，建立有效半径为2000俄里的中央无线电话局。2．建局地点定在莫斯科，立即着手筹备工作。”



1921年1月27日，列宁签署了关于无线电话建设的法令。无线电话的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制造仍交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负责。



列宁特别重视在莫斯科建立无线电话局。他委托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留心此事并向他报告工作进度。1922年5月18日，列宁曾亲自写信给工程师B.A.巴甫洛夫，要他去问一问邦契－布鲁耶维奇，办好这件事总共需款多少（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5月19日，列宁收到了邦契－布鲁耶维奇的报告后，即建议政治局从黄金储备中给无线电实验室以追加拨款，使实验室能够以最快速度生产扬声器和收音机。5月22日政治局通过了列宁的建议。



列宁高度评价了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的工作。5月11日，列宁写信给邮电人民委员瓦·萨·多夫加列夫斯基，认为必须支持下诺夫哥罗德苏维埃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表彰该室工作的请求（同上）。1922年9月19日，在莫斯科无线电话局投入使用之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授予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以劳动红旗勋章，同时表彰了实验室领导人的科研工作。——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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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双重”领导和法制给约·维·斯大林并转政治局的信[151]


（1922年5月20日）

电话口授

致斯大林同志并转政治局

关于检察机关的问题，在领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工作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中发生了意见分歧。这些意见分歧还没有发展到把问题自动提到政治局去，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建议把它提交政治局解决。

意见分歧的实质是这样的：在检察机关问题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中多数委员都反对地方检察人员只能由中央机关任命，只受中央机关领导。多数委员要求对所有地方工作人员都实行所谓“双重”领导，即一方面受中央机关即相应的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受地方的省执行委员会领导。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的多数委员还否定地方检察人员有从法制的观点对省执行委员会和所有地方政权机关的任何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

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多数委员的这一显然错误的决定辩护。我只听到这样的理由，说这次为“双重”领导辩护，是一场正当的、反对官僚主义集中制、争取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反对中央机关对省执行委员会人员的傲慢态度的斗争。法制不能有卡卢加省的法制，喀山省的法制，而应是全俄统一的法制，甚至是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的法制，持这种观点是否就是傲慢态度呢？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多数委员中占上风的那种观点的基本错误是不正确地搬用了“双重”领导的原则。在那些需要好好考虑确实存在着无可避免的差别的地方，必须实行“双重”领导。卡卢加省的农业和喀山省的不同。整个工业的情况也是如此。整个行政管理情况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不考虑到地方的特点，就会陷入官僚主义的集中制等等，就会妨碍地方工作人员考虑地方的差别，而这种考虑是进行合理工作的基础。但是法制只能有一种，而我们的全部生活中和我们的一切不文明现象中的主要弊端就是纵容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他们总希望保持同喀山省法制不同的卡卢加省法制。应该记住，检察机关和任何行政机关不同，它丝毫没有行政权，对任何行政问题都没有表决权。检察长有权利和有义务做的只有一件事：注意使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理解，不管任何地方差别，不受任何地方影响。检察长的唯一权利和义务是把案件提交法院裁决。这是什么法院呢？在我们这里是地方法院。审判员是由地方苏维埃选出的。因此受理检察长提出的违法案件的是地方政权，它一方面必须绝对遵守全联邦统一规定的法律，另一方面，在量刑时必须考虑地方的一切情况，在量刑时它有权说，虽然从案情本身来看无疑是犯了法，但经地方法院查明的、当地人十分清楚的某种情况，使法院不得不承认必须对此人从宽处理，甚至宣告此人无罪。如果我们不坚决实行这个确立全联邦统一法制所必需的最起码的条件，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维护和创立文明了。

说检察长不应拥有对省执行委员会和其他地方政权机关的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这些决定应由工农检查院从法制的观点加以审查，这种说法同样是根本不对的。

工农检查院不仅要从法制的观点，而且要从适当与否的观点来加以审查。检察长的责任是使任何地方政权机关的任何一项决定都不同法律抵触，所以检察长有义务仅仅从这一观点出发，对一切不合法律的决定提出异议，但是检察长无权停止决定的执行，而只是必须采取措施，使整个共和国对法制的理解绝对一致。因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多数委员的决定，不仅犯了极大的原则性错误，不仅是根本错误地搬用了“双重”领导的原则，而且会破坏一切建立法制和建立起码文明的工作。

其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估计到地方影响的作用。毫无疑问，我们是生活在无法纪的海洋里，地方影响对于建立法制和文明即使不是最严重的障碍，也是最严重的障碍之一。恐怕谁都听说过，地方上清党时揭发出来的最常见的事实是，大多数地方审查委员会在清党过程中有向个人和地方挟嫌报复的行为。这一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恐怕谁都不会否认，我们党要找十个受过充分的法学教育、能够抵制一切纯地方影响的可靠的共产党员还容易，可是要找几百个这样的人就困难了。说到检察机关受“双重”领导还是只受中央机关领导，问题也正是归结到这一点上。我们在中央机关找十来个人，是应该找得到的，他们将行使总检察长、最高法庭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中央检察权（是总检察长单独行使，还是和最高法庭、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一同行使，这个问题我暂且撇开不谈，因为这是一个完全次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解决，要看党是把大权委托给一个人，还是分给上述三个机构）。这十个人在中央机关工作，受党的三个机关的最密切的监督，同它们保持最直接的联系，而这三个机关是反对地方影响和个人影响的最大保证，这三个机关就是中央组织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而且最后这个机关，即中央监察委员会，只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它的委员不得在任何人民委员部、任何一个主管机关以及任何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兼任任何职务。显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有了迄今所设想过的一切保证中的最大保证，使党建立起一个不大的中央领导机构，能够实际地抵制地方影响，地方的和其他一切的官僚主义，使全共和国、全联邦真正统一地实行法制。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中央司法领导机构可能发生的错误，我们党为全共和国的党和苏维埃的全部工作订出一切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的那几个机关会立即就地加以纠正。

违背这一点，就是暗中接受谁也不会直接公开维护的一种观点，即认为我国似乎已有高度发展的文明和同它密切相关的法制，以致我们可以保证我们这里有几百个完全无可非难的检察长，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受任何地方影响，而且能够自行制定出整个共和国统一的法制。

最后，我得出结论：主张对检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取消它对地方政权机关的任何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这就不仅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不仅妨碍我们坚决实行法制这一基本任务，而且反映了横在劳动者同地方的和中央的苏维埃政权以及俄共中央权力机关之间的最有害的障碍——地方官僚和地方影响的利益和偏见。因此我建议中央委员会在目前情况下否决“双重”领导，规定地方检察机关只受 中央机关
 领导，保留检察机关从地方政权机关的一切决定或决议是否合乎法制的观点对它们提出异议的权利和义务，但无权停止决议的执行，而只有权把案件提交法院裁决。






	　　列宁
载于1925年4月23日《真理报》第9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97—201页

















[151]《论“双重”领导和法制》这封信是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常会讨论检察机关条例草案时写的。这个草案是司法人民委员部1922年5月13日提交常会的。



草案在常会上受到了尖锐批评。草案第5条引起特别激烈的争论，该条规定：地方检察长越过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受共和国检察长的领导；地方检察长的任免、调动和停职也只通过共和国检察长。根据尼·瓦·克雷连柯的报告，常会以多数票通过了把法案作为材料交给专门选出的委员会审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都主张地方检察长受省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机关（通过共和国检察长）的双重领导。俄共（布）中央为领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而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也通过了同样的决定。列宁在写给政治局的这封信里建议否决“双重领导”的原则。5月22日，政治局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的建议，并把这个问题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的共产党党团审议。政治局的决定中说：“否决‘双重领导’，规定地方检察机关只受以总检察长为代表的中央机关的领导。地方检察机关由总检察长在最高法庭、司法人民委员部和中央组织局监督下任命。保留检察机关从法制的观点对地方当局的一切决定或决议提出异议的权利和义务，但无权停止这些决定或决议的执行，而只有权把案件提交法院裁决。”



可是，常会共产党党团仍主张“双重领导”。5月24日，政治局重申了它5月22日的决定，但删掉了“而只有权把案件提交法院裁决”一语，同时决定：“通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共产党党团，政治局认为必须在这次常会上通过关于检察机关的法律，党团的异议可向中央全会提出，如全会修改决议，则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次常会。”常会选出的委员会经过长时间讨论后，通过了由司法人民委员部拟定的第5条，否定了“双重领导”。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照此批准了《检察条例》。根据1922年7月8日的法令，《条例》自同年8月1日起施行。



本卷《附录》中收有《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信的提纲（见第417—418页）。——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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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裁减红军问题给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152]


（1922年5月20日）

电话口授

我认为，应当提出，宣布裁减四分之一，说明这样做的理由是在热那亚毕竟向停战迈出了某种现实的一步，尽管是不大的，并且也不是特别可靠的一步。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02页

















[152]俄共（布）中央书记处就是否把裁减红军人数的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常会一事征询意见，列宁的信是对征询所作的答复。裁减红军人数的计划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因苏俄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提出了普遍裁军可能性的问题而拟定的。这个问题暂时列入了常会议程。鉴于热那亚会议甚至未解决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相互关系方面最迫切的问题，1922年5月2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常会决定将裁减军队的问题从议程上撤销，并责成政府和陆军人民委员部俟海牙会议的结果明确时再提出相应的建议。——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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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问题

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2年5月23日）

致斯大林同志并转政治局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会表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是不正确的。它的绝大多数委员都是公职人员。

我建议政治局作出如下决定：

认为有必要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至少60％是不在苏维埃机关担任任何职务的工人和农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至少67％是共产党员；责成加里宁、叶努基泽、加米涅夫同志组成三人小组详细研究这个问题，供下次中央全会讨论。先提交政治局，由政治局提交中央全会，以便通过最近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实施。[153]






	　　列宁
1922年5月23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03页

















[153]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2年5月26日的会议上讨论了列宁的建议，决定把这个建议作为材料转交中央委员会为领导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常会的工作而设立的委员会。——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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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外高加索劳动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154]


（不晚于1922年5月26日）

向外高加索劳动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致敬。感谢你们的推选。我因病不能前来参加大会。






	　　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22年5月29日《巴库工人报》第11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04页

















[154]这封贺信是列宁收到以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劳动妇女的名义寄来的关于他已当选外高加索劳动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的通知之后写的。在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宣读了列宁的贺信。



外高加索劳动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5月26—30日在巴库召开。代表大会听取了下列报告：苏维埃俄国和全世界妇女运动的发展和国际妇女书记处的任务；外高加索劳动妇女和第三国际；关于当前局势等。——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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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莱·厄克特的租让谈判[155]


（1922年9—10月）


1

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注：在文件上方费·埃·捷尔任斯基写有：“弗·伊·的指示——9月4日”及“致斯大林同志”，在正文下面写着：“对！捷尔任斯基。”在文件上还有约·维·斯大林的批注：“列宁同志的意见。”——俄文版编者注］


（9月4日）

口授

只有在向我们提供大笔贷款的条件下，才能租让给厄克特。

政治局全体委员都应知道米哈伊洛夫的特设委员会[156]的简报内容，该委员会已到准备租让给厄克特的各工厂进行过调查并表示了反对意见。

敌人指望我们运输业和工业的固定资本遭到完全破坏。必须筹集用以恢复固定资本的资金，办法是对所有的消费品课税，把食糖、 
啤酒

 之类的税额提到最高限度。

要考虑发行强制摊派的国内公债和征收所得税。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05页












2

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

9月12日

斯大林同志：

看了克拉辛同厄克特的合同[157]，我不同意批准它。厄克特答应两三年后我们会有收入，而现在他却要从我们这里拿钱。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特设委员会主席米哈伊洛夫专程去现场考察过拟租让给厄克特的企业，他证实破坏的过错不在我们， 而在外国人
 。而我们却要付钱！！似乎过X年我们会松快一些，但我们得马上就开始付钱！

建议 否决
 这项租让合同。

这是奴役和掠夺。

我想提醒注意米哈伊洛夫的特设委员会的结论。这个结论反对租让。

没有增加任何重要理由。应当予以否决。

请您将此事通知政治局委员。

致共产主义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附言：说什么这项租让不会成为一种先例，这是诡计。

很可能而且一定 会成为
 先例。不管说什么好话和提出什么保证， 事实上
 必然造成这种局面。

而且总的说来，米哈伊洛夫的特设委员会所揭露的一切根本没有被考虑进去。 
有许多

 理由反对这项租让。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08页












3

给格·列·皮达可夫的信

（10月6日）

皮达可夫同志：昨天您和我一样都反对把企业租让给厄克特。因此我想，您能够并会同意再审查一下这项租让问题（何况昨天我们的决定实质上是把问题又拖延了一次）。

依我看，审查应 主要
 放在垄断问题上；这是问题的中心。租让在财政上是否有利的问题是第二位的。

（1）要到矿业委员会那里取来租让项目分布图——伊·康·米哈伊洛夫（特设委员会主席，曾去过现场）说分布图已交还那里了。

（2）要编制一份表报：主要产品一览表；这些产品在我们其他工厂生产的百分比（铜、锌以及其他）；还有哪些地方在生产，离中心地区 很远
 还是较近，等等。

（3）结论：在哪个部门，对哪种产品，厄克特会获得垄断地位及其影响。

（4）所有问题中主要的是埃基巴斯图兹及其对乌拉尔的意义。

使我非常惊奇的是，波格丹诺夫误说“库兹巴斯要近些”（其实远得多），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说我坚持门得列耶夫过时的而且是已被推翻的观点。既然埃基巴斯图兹有支线通往额尔齐斯河，并保证有近得多而且又廉价得多的水路运输通往乌拉尔，那还有什么可以争论的呢？这里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如果库兹巴斯要贵得多、远得多（不是水运），那么我们 无权
 把 
整个

 埃基巴斯图兹都交给厄克特；请拿一半去吧！

这封信请您只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看。这项审查工作不要转交给别人去办，要亲自去办（当然，关于锌、铜等的开采规模和地点的所有统计数字，任何一个官员都能向您提供，而且不会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您是否承担下来，以及您估计是否能迅速办完，请函告。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
1922年10月6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16—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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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莱·厄克特的合同条件的补充[158]


（不早于10月25日）

（1）还有：应缩小租让的地区，确保俄罗斯联邦拥有对乌拉尔来说足够大的一部分埃基巴斯图兹地区（不少于 1
 / 4
 或 1
 / 6
 ）；

（2）主要的是：应减少厄克特可得的款项，以免我们要推迟到1934（？）年才有收入。






	　　列宁









（3）为什么作这些修改？是作为给我们全权代表的 
大致的

 指令吗？

　　　　　 同意
 。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35页

















[155]这是有关同英国工业家和金融家莱·厄克特进行租让谈判的几个文献。厄克特在十月革命前是俄亚联合公司董事长，俄国一些大型矿业企业的业主。苏俄政府准备在一定条件下把十月革命前厄克特在俄国拥有的企业租让给他。列宁十分重视这个谈判。有关这个谈判的其他列宁文献，编在《列宁全集》第2版书信卷内。



同厄克特的谈判，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出面，1921年6月中旬在伦敦开始。1921年8—9月，谈判在莫斯科举行。同年10月，厄克特中断了谈判，企图通过压力和讹诈迫使苏俄政府作出重大让步。1922年谈判恢复。同年9月9日，克拉辛在柏林同厄克特签订了租让初步合同。按规定，合同应在签字后一个月内由人民委员会批准。10月6日，人民委员会否决了这一合同。但在合同否决后，列宁仍认为有必要再一次仔细审查租让的条件。关于苏俄政府否决同厄克特的协议的理由以及同他恢复谈判的可能性问题，列宁在1922年10月27日同英国报纸记者M.S.法尔布曼的谈话中和11月5日同英国报纸记者阿·兰塞姆的谈话中都曾提及（见本卷第241、261页）。同厄克特的租让谈判最终没有成功。——202。



[156]这个特设委员会是根据列宁的建议由劳动国防委员会于1921年成立的，伊·康·米哈伊洛夫被任命为主席。委员会的任务是对拟租让给莱·厄克特的企业进行实地调查，以便最终决定是否向厄克特提供租让权。——202。



[157]指1922年9月9日列·波·克拉辛同莱·厄克特在柏林签订的租让初步合同。根据合同，原俄亚联合公司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克什特姆、塔纳雷克、里杰尔、埃基巴斯图兹各地区）的企业租让给厄克特。合同规定，苏俄方面应给予承租者物质资助，以供恢复其流动资本和修复企业之需，其数额在查明因苏俄政府的指示而使承租者在原属于他的企业中遭受的损失后确定，但资助总额不超过2000万金卢布。苏俄方面在合同批准后两个月内交付承租者15万英镑，计入上述款项内。该款其余部分以每张1万卢布的债券付给承租者；偿还期15年，自合同批准之日算起；合同签订满三年后该债券按年利率3％计息。在租让地区内，承租者独享使用森林和矿产资源的权利，并有权在一定条件下在俄罗斯联邦或在国外出售所开采的原料和制造的产品。租让企业免交地方捐税。作为对提供租让的报偿，承租者必须将其开采的供直接销售的金属和各种矿物数量的6％，开采的煤、泥炭或原料数量的6％以货币（英国货币）或实物（由苏俄政府酌定）扣交俄罗斯联邦政府，其他生产品（包括加工的材料、成品、制品）按成本的4％以现金扣交。苏俄政府有权收购承租者生产的金属和产品、开采的矿物以及生产的其他商品的50％。租让期限为99年；签订合同日起满40年后苏俄政府有权提前赎回所有企业；租让期满后所有企业无偿移交苏俄政府。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2年9月14、21、28日会议以及俄共（布）中央10月5日全会都讨论了这个合同的问题。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决定否决同厄克特的合同。决定中说：“否决的理由之一是同英国的通商条约不稳固，它可能在任何时刻被英国单方面废除。基本理由则是，鉴于英国目前在对俄国极端重要的达达尼尔海峡问题上采取了敌对的政策，签订一个在范围和意义方面都异乎寻常的租让合同对苏维埃俄国来说是不允许的。这个理由绝对必须在人民委员会的正式决定中提出。”——204。



[158]这个文件写在斯大林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便条上，便条同时附有对同莱·厄克特的租让合同条件的补充意见。——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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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璧微瑕

（1922年9月10日以后）

奥·阿·叶尔曼斯基先生写了一本非常有用、非常好的书：《科学组织劳动与泰罗制》（1922年国家出版社版）。这是他1918年出版的《泰罗制》一书的改写本。这次增加了很多篇幅，补充了很重要的附录：一、《生产劳动和文化》；二、《疲劳问题》。原先题为《劳动和休息》的一章是最重要的章节之一，原来只有16页，现在增加到70页（第三章：《人的工作》）。

这本书极其详细地叙述了泰罗制，而且特别重要的是，既叙述了泰罗制的肯定的一面，也叙述了 泰罗制的否定的一面
 ；同时这本书还提供了关于人这个机器的生理收入和生理支出的基本科学资料。总的说来，我认为这本书完全可以当作各职业学校和一般第二级学校[159]的必修课本。学会工作，这是目前苏维埃共和国主要的、真正全民的任务。做到人人识字，并且决不满足于这一点，无论如何要继续前进并学会欧美科学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头等的最主要的任务。

叶尔曼斯基先生的书有一个严重的缺点，这个缺点也许会妨碍它成为一本教科书。就是作者太罗嗦，毫无必要地一再重复同一内容。也许作者在写作这本书时并没有打算使它成为一本教科书，那倒也情有可原。但是作者在序言第ＶＩＩＩ页上写道，他认为本书的优点在于通俗地叙述了科学问题。他这样做是对的。不过通俗的叙述也要避免重复。“大众”没有时间读大部头的书。叶尔曼斯基先生的书太厚了，而且厚得毫无必要。这妨碍它的普及…… 
［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06—207页

















[159]苏维埃政权初期，学校分为第一、第二两级，相当于我国的小学和中学。1921年秋苏维埃俄国调整学制后，在学制表中，第二级学校学生的年龄为12—17岁。——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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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信[160]


1922年9月17日

亲爱的同志们：

这是我久病之后第一次向代表大会讲话，虽然是书面的。因此，请允许我只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并简要地谈谈我们工业和我们共和国的状况和任务。我们的情况是特别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恢复固定资本，即机器、工具、厂房等等的资金，然而正是这个工业，所谓“重工业”，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基础。在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都靠借款来恢复这种固定资本。我们不恢复资本家和地主所有制，别人是不愿借款给我们的，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做，也决不这样做。于是就剩下一条异常困难而漫长的道路，这就是一点一滴地积累资金，增加税收，以便逐渐恢复被破坏的铁路、机器、厂房等等。目前世界上只有我们一个国家的劳动农民在工人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而坚决不要资本家的领导。资本家用各种各样关于民主、自由之类的花言巧语来掩饰自己，实际上是在巩固资本家和地主私有制，建立少数富豪的统治，这些富豪瓜分了全世界，而且为重新瓜分世界、为奴役亿万比较弱小的落后的各族人民而厮杀。

只要我们还处于孤立状态，落在我们肩上的恢复我国国民经济的任务就会是非常沉重的。为了改善劳动者的状况以及即使是一点一滴地恢复我们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农民和全体工人的力量，必须改进还很糟的国家机关，减少用于国家机关的经费。

让每个由于艰苦的生活条件或我们国家建设的过分缓慢而感到沮丧的觉悟农民和工人，回忆一下不久以前的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吧。这种回忆会使他们重新在工作中振奋起来。用一切力量从各个方面来加强和改进工作，是工农政权的唯一生路。

致同志的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22年9月18日《劳动报》和1922年9月19日《真理报》第21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09—210页

















[160]《给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信》是应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米·巴·托姆斯基的请求写的。1922年9月9日列宁给托姆斯基去信，询问他是否有特定的题目要在信里面讲。9月13日，列宁把信稿寄给斯大林并转托姆斯基等人征求意见。列宁信中所说的“然而正是这个工业，所谓‘重工业’，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基础”一语，是根据托姆斯基的意见增添的。



9月17日晚，在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宣读了列宁的贺信。同时托姆斯基受列宁委托，以列宁的名义向代表大会并通过大会向参加工会的全体工人致热烈的问候和祝愿。大会向列宁发了致敬信，信中写道：“我们要竭尽全力，使我们的大工业在最近几年内得到恢复，并远远超过战前的规模。代表大会以有组织的工人的名义向您庄严保证，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9月17—22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970名代表（其中775名有表决权，195名有发言权），代表500万以上有组织的工人。大会选举列宁为主席团名誉委员。大会议程包括：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实施新的工会政策的结果的报告和工会运动的当前任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工业状况的报告；劳动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工会的组织建设；调整工资和集体合同；工会的文化教育工作；社会保险；工会渡荒工作的通报；红色工会国际的报告；选举。——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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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161]


给列·波·加米涅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

9月26日

加米涅夫同志：您大概已从斯大林那里收到了他的委员会关于各独立共和国加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决议。

如果没有收到，请立即从秘书那里要来看一下。我昨天同索柯里尼柯夫，今天同斯大林谈过这个问题。明天将要会见姆季瓦尼（被认为有“闹独立”嫌疑的格鲁吉亚共产党员）。

依我看，问题极端重要。斯大林有点操之过急。您曾经打算研究这个问题，甚至已经作过一些研究，您要好好考虑一下；季诺维也夫也一样。

斯大林已经同意作一个让步。在第1条中把“加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改成——


　　“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我希望，这一让步的精神是明白易懂的：我们承认自己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邦，即“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这样一来，第2条也要作修改。例如，除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外，建立一个——


　　“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全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



　　如果前者和后者每星期各开会一次（或者后者每两星期开会一次），这是不难安排的。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取消他们的 独立性
 ，而是再建 一层新楼
 —— 平等的
 共和国联邦。

第2条第二段可以保留：不满意者（对 劳动国防委员会
 和 人民委员会
 的决定）可以向全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诉， 但不得因此停止
 执行（与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内相同）。

第3条可以保留，措辞要修改：“合并为 全联邦的
 各人民委员部，留驻莫斯科，同时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各相应的人民委员部在 加入欧洲和亚洲共和国联盟的
 所有共和国中均有自己的全权代表以及规模不大的机构”。

第3条第二段保留；为了更加平等似可写成：“由加入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各共和国 中央执行委员会
 协商”。

第三段斟酌一下：是否以“ 必须的
 ”代替“适当的”？或者是否加上 有条件地
 必须遵守的规定，即至少 要征求意见
 ，只有在“特别紧急重要”的情况下才允许不征求意见就作出决定？

第4条似可也写成“按照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协议合并”？

第5条似可补充：“设立 纯粹协商
 性质的（或者 只
 具有协商性质的）联席（或共同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

附注（1）和附注（2）作相应的修改。

斯大林同意推迟到我回来后再把决议案提交中央政治局。我在星期一，即10月2日回来。希望在上午能同您和李可夫会见两小时，比如说12点到2点，如果需要，可在下午，比如说5点到7点或6点到8点。

这是我的初步方案。我将根据同姆季瓦尼和其他同志的谈话作补充和修改。务请您也这样做，并给我答复。






	　　您的　列宁










附言：副本分送政治局 
全体

 委员。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11—213页

















[161]这封信是在俄共（布）中央准备讨论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的相互关系问题时写的，对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了原则性指示。



根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建议，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于1922年8月11日成立一个委员会，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讨论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的相互关系问题作准备。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斯大林、瓦·弗·古比雪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克·格·拉柯夫斯基、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和各民族共和国的代表——萨·阿·阿加马利－奥格雷（阿塞拜疆）、亚·费·米雅斯尼科夫（亚美尼亚）、波·古·姆季瓦尼（格鲁吉亚）、格·伊·彼得罗夫斯基（乌克兰）、亚·格·切尔维亚科夫（白俄罗斯）等。斯大林拟了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关于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共和国的相互关系》。这一草案的基本点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即所谓“自治化”。草案先发给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讨论。讨论结果表明，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反对这个草案，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张保持各独立共和国之间的条约关系。尽管这样，这个草案在9月23—24日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上，经过一些修改和补充，仍以多数票通过。这个决议的最后文本即列宁信中所说的决议，全文如下：



“1．认为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各苏维埃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缔结关于它们正式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条约是适宜的，关于布哈拉、花拉子模和远东共和国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目前只限于同它们在关税、对外贸易、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缔结条约。



附注：第1条中提到的各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的宪法中的相应修改在这个问题按苏维埃程序通过后进行。



2．与此相应，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是第1条中提到的各共和国的中央机构所必须执行的，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对于这些共和国的联合的人民委员部也是如此。



附注：这些共和国的代表参加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3．第1条提到的各共和国的对外事务（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军事、交通（地方交通运输除外）和邮电人民委员部同俄罗斯联邦的相应机构合并，而俄罗斯联邦相应的人民委员部则在各共和国驻有自己的全权代表以及规模不大的机构。



全权代表由俄罗斯联邦各人民委员同各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协商后指派。



认为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国外代表机构中有有关共和国的代表参加是适当的。



4．各共和国的财政、粮食、劳动和国民经济各人民委员部正式服从俄罗斯联邦相应的人民委员部的指令。



5．认为第1条提到的各共和国的其他人民委员部，如司法、教育、内务、农业、工农检查、卫生和社会保障等人民委员部，是独立的。



附注1：上述各共和国同反革命作斗争的机构服从俄罗斯联邦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令。



附注2：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只对民事案件有大赦权。



6．本决定如得到俄共中央赞同，将不公布，而作为通令发给各民族共和国的党中央，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先通过上述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或苏维埃代表大会按苏维埃程序予以贯彻，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再作为这些共和国的愿望予以公布。”



9月25日，委员会的材料（包括斯大林拟的草案、委员会的决议和会议记录以及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送给了在哥尔克的列宁。同时，中央书记处把委员会决议分发给了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列宁看了委员会的材料后于9月26日给政治局委员们写了这封信。9月27日，斯大林给列宁写了回信（同时寄发政治局委员）。在回信中，他同意列宁对第1条的改动，但对其余的改动有所保留。不过斯大林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按照列宁的建议修改了委员会的决议。修改后的决议由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米雅斯尼科夫和维·米·莫洛托夫签署，分发给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其全文如下：



“1．认为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共和国联邦和俄罗斯联邦之间缔结关于联合成‘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而同时为每一个共和国保留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的条约是必要的。



2．认为‘联盟’的最高机关是‘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由俄罗斯联邦、外高加索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组成，代表人数按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代表的人口分配。3．认为‘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的‘联盟人民委员会’是‘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机构。



4．加入‘联盟’的共和国和联邦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陆军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和邮电人民委员部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相应的机构合并，而‘共和国联盟’的各人民委员部在各共和国联邦中有自己的全权代表以及规模不大的机构。这些全权代表由‘联盟’的各人民委员同各联邦和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协商后指派。



附注：认为吸收各有关共和国代表参加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相应的国外代表机构是必要的。



5．加入‘共和国联盟’的共和国和联邦的财政、粮食、国民经济、劳动和检查等人民委员部及其同反革命作斗争的中央机关服从‘共和国联盟’相应的人民委员部的指令和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



6．认为加入‘联盟’的共和国的其他人民委员部，如司法、教育、内务、农业、卫生和社会保障等人民委员部，是独立的。”



10月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以列宁的提议为基础写成的决议，把它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指令，并委托以斯大林为主席的新的委员会起草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法令草案，以提交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



1922年12月30日，举行了全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宣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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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162]


（1922年10月6日）

加米涅夫同志：我宣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我那颗该死的牙齿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好牙吃掉它。

要 绝对
 坚持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由

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

格鲁吉亚人 等等
 轮流 担任主席
 。


绝对！
 
［注：据《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3卷所载的原文，此件下方有斯大林的批语：“对！约·斯大林”。——编者注］








	　　您的　列宁
载于1937年1月21日《真理报》第2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14页

















[162]1922年10月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讨论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因牙病未能出席。他给列·波·加米涅夫写了这个便条，表明他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坚决态度。



关于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设置问题，1922年12月30日全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准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第10条作了如下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由19人组成，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按照加盟共和国的数目从中选出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4人。”——216。







《列宁全集》第43卷


致巴库市工人

1922年10月6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同志们：我刚刚听了谢列布罗夫斯基同志关于阿塞拜疆中央石油管理局的情况的简短报告。困难真不少。谨向你们热烈致意，请你们想方设法把最近这段时期坚持过去。在开头的时候我们是特别艰难的。往后就会好些。我们必须争取胜利，无论如何要争取到胜利。

再一次向你们致以崇高的共产主义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22年11月7日《巴库工人报》第25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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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纺织工人代表大会[163]


1922年10月10日

亲爱的同志们：

很抱歉，不得不对你们失信了！我的牙病发作，这不仅使我刚刚开始工作就把它放下，而且又来折磨我的神经——整整一个星期。任何会见（在各种代表大会上）又要取消一周。

极其遗憾，我不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了。我很希望库图佐夫同志会向你们详告一切，并转致我最良好的问候和祝愿。






	　　你们的　列宁
载于1922年莫斯科出版的《关于全俄纺织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工作情况的报告。1922年10月6—11日》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18页

















[163]列宁致纺织工人代表大会的信于1922年10月10日上午在大会上宣读。大会主席团以代表们的名义向列宁发了复信。



全俄纺织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0月6—1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35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17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大会讨论了纺织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以及关于纺织工业现状、关于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关于劳动条件、关于文化工作和关于纺织工人的国际活动等报告。



在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们选举列宁为大会名誉主席，并向列宁发了致敬信。1922年10月9日代表们邀请列宁前来参加代表大会，列宁答复表示同意。但是，由于健康状况恶化，他未能出席大会。——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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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164]


（1922年10月11日）

亲爱的朋友们：很遗憾，我不能亲自到会向你们祝贺。谨祝你们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各方面获得成功。我相信青年们一定会顺利地成长起来，到下次世界革命时机成熟的时候完全能胜任自己的任务。

致热烈的共产主义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2年10月11日

载于1922年10月12日《真理报》第23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19页

















[164]列宁给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信在1922年10月11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宣读。大会通过了给列宁的致敬信。



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0月11—17日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听取了下列报告：关于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的报告；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新经济政策条件下青年共产主义教育的基本任务；青年工人的教育；农村工作。部分问题是在代表大会的四个小组（组织小组、政治教育小组、经济小组和体育小组）的会议上审议的。——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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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委员的信[165]



致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
 同志

1922年10月13日

中央全会10月6日的决定（记录第7号第3项）确定了一项似乎不重要的局部的改革：“通过 劳动国防委员会
 关于暂时准许某几类商品或在某些边境进出口的若干决定。”

但是事实上这是破坏对外贸易垄断。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力求达到并且达到了这个目的，这是不奇怪的。他总想达到这个目的，他是一个爱发表奇谈怪论的人，总想证明垄断对我们不利。但奇怪的是，那些原则上拥护垄断的人不仔细询问任何经济工作人员，就投了赞成票。

通过的决定意味着什么呢？

为了进出口而开设采购站。采购站的主人有权买卖的 
只是

 特别指定的商品。

监督在哪里呢？监督的手段又在哪里呢？

亚麻在俄国值4．5卢布，在英国值14卢布。我们大家在《资本论》里都读到过，当利息和利润迅速增长时，资本会发生怎样的内在变化，胆子会更大。大家都记得，资本会很快达到用脑袋去冒险的地步，马克思在战前很久，在战争的“飞跃”以前很久就看到这一点了。

现在怎么样呢？有什么力量能不让农民和商人去做最有利的交易呢？再让俄国布满监视人吗？把采购站的邻人抓起来，设法证明他出售的亚麻是供秘密出口的吗？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奇谈怪论向来是机智的，但是，必须把奇谈怪论同严峻的现实区别开来。

俄国农村在这种问题上绝对不可能有任何“法制”。同任何走私相提并论（据说，“反正一样，走私也在大肆破坏垄断”）都是绝对不正确的，因为在边境上专门走私者是一回事，而 
全体

 农民则是另一回事，他们将 
全体

 出动来保护自己并同试图夺去他们“自身”利益的政权作斗争。

我们才试行刚刚开始使我们得到几百万卢布（并将使我们得到几千万甚至更多的卢布）的垄断制，就来制造一个完全混乱的局面，动摇那些刚刚开始加固的支柱。

我们开始建立起一套制度，对外贸易垄断制和合作制都已开始建立。一两年之后就会有一些结果。对外贸易的利润是以百分之几百计算的，我们 开始
 得到几百万乃至几千万卢布。我们 开始
 建立合营公司，开始学习取得这种公司的（骇人听闻的）利润的 一半
 。我们已经看到极可观的国家收入的某种远景。我们却扔掉这个，而去指望不可能提供这么多利润的关税，我们扔掉一切而去追求幻影！

问题是匆忙地提到全会的。根本没有展开认真的争论。仓促从事是毫无理由的。经济工作人员现在才开始深入考虑。既不收集材料，也不根据文件和数字权衡 
得失

 ，就一夜之间解决极重要的贸易政策问题，这哪里还有一点正确对待问题的影子呢？疲倦的人们在几分钟内一表决就定下来了。对于不太复杂的政治问题我们还反复考虑好多次，常常几个月才解决。

非常遗憾，我因病未能参加那天的会议，现在又不得不请求破例行事。

但是，我认为问题需要斟酌和研究，仓促从事是有害的。

我建议：延期两个月解决这个问题，即延至下次全会；在这个期间收集关于我们贸易政策经验的汇总的并经检验的 
文件

 。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附言
 ：昨天我和斯大林同志谈话的时候（我没有参加全会，因此力求从与会的同志那里了解情况），我们顺便谈到了假定暂时开放彼得格勒和新罗西斯克两港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个例子都表明，这类试验，哪怕是只对少数几类商品开放的试验，也是极端危险的。开放彼得格勒港会使同芬兰交界地区的亚麻走私达到可怕的程度。我们与之斗争的将不是职业走私者，而是亚麻产区的 全体农民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几乎一定要挨打，而且会弄得不可收拾。开放新罗西斯克港将使我们的余粮迅速外流。在我们的战备粮还很少的情况下，在增加粮食储备的一整套办法尚未收到成效的情况下，这样做是慎重的吗？

其次必须考虑下述情况。对外贸易垄断为我们俄国开辟了黄金储备的来源。现在刚刚可以指望，某商人在初次到俄国来的半年中得到比如说百分之几百的利润，他把向我们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购买这种权利的价格从25％提高到50％。我们开始有机会学习和 增加
 这种利润额。可是一下子这一切都完了，全部工作都被打断了，因为如果暂时局部地开放几个港口，那么， 任何一个商人都不会因这种“垄断”而付出一分钱
 。这是很明显的。在进行这种冒险之前，应再三考虑和盘算。何况这不是向那些经我们逐一审查过的外国商人开放，而是向整个小资产阶级开放，那更是政治冒险。

我们已开始指望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开辟黄金来源。我看不到有别的指望，也许酒类专卖除外，但是在这方面既要极严肃地考虑到对道德的影响，也要考虑到索柯里尼柯夫的一些切实的反对意见。






	　　列宁










再者：刚才（一点半）我得到消息，许多经济工作人员请求延期。我还没有看到这个请求书，但是我全力支持。不过是两个月的事。



列宁







	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20—223页

















[165]这封信是针对1922年10月5—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对外贸易问题的决定而写的。信的第一部分是10月12日写的，曾先给列·波·克拉辛看过，附言部分是10月13日写的。



俄共（布）中央这次全会，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于10月6日根据格·雅·索柯里尼科夫的报告通过了一项有关对外贸易问题的决定。决定写道：“1．在对外贸易垄断方面不宣布作任何改变，而通过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暂时准许某几类商品或在某些边境进出口的若干决定；2．建议劳动国防委员会立即实行上述措施，而不要延至拟出准予进出口的货物的总清单以及进出口的港口和边境名单之后；3．为监督劳动国防委员会在最近两星期内拟出进出口港口、边境和商品清单，成立由索柯里尼科夫、波格丹诺夫、弗鲁姆金和列扎瓦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同时必须吸收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参加。”



列宁不同意全会的这一决定，认为它会破坏对外贸易的垄断。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克拉辛赞同列宁的观点，他曾给政治局送去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主席列·米·欣丘克以及其他许多经济工作者也都反对削弱对外贸易垄断，欣丘克曾于10月12日写信给列宁。



由于列宁就这一问题同斯大林谈过话，因而政治局事先知道列宁的观点。还在接到列宁此信之前，10月12日政治局在研究了克拉辛的文章后通过下述决定：“1．责成书记处就延期两个月执行全会关于对外贸易制度的决议问题征询所有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的意见；2．由中央委员们委托克拉辛同志在两周内向中央提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意见，由书记处负责分送全体中央委员；3．如果征询结果未获得绝对多数，把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决定。”



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向中央委员们分发了列宁的信和克拉辛提交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关于对外贸易制度的提纲》。多数中央委员表示支持列宁的建议，但某些中央委员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例如尼·伊·布哈林在10月15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试图为取消对外贸易垄断的要求提供论据。斯大林给中央委员们写信说：“列宁同志的信没有说服我放弃10月6日中央全会关于对外贸易问题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一看法……然而，鉴于列宁同志坚决建议推迟执行中央全会决议，我投票赞同延期，以便下次全会在列宁同志参加下把问题重新提出讨论。”格·叶·季诺维也夫则声明，他“坚决反对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重新审查全会通过的关于对外贸易制度问题的决定”，他投票“反对重新审查”。10月16日，中央委员以14票对1票就列宁的建议通过决定：“延至下次全会决定这一问题。”1922年12月13日，在下次中央全会将召开时，列宁又一次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写信给斯大林并转中央全会（见本卷第328—332页）。——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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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

（1922年10月16日）





	　　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波格丹诺夫同志抄送：

国家计划委员会——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皮达可夫同志

财政人民委员部——弗拉基米罗夫同志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加米涅夫同志及列·波·克拉辛同志









克拉辛同志寄给我一封信，谈到以古布金同志为首的一批工程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们以近乎英勇无畏的顽强精神，在国家机关微不足道的支持下，白手起家，不仅对页岩和腐殖泥作了详尽的科学研究，而且学会了以这些矿物实际制造各种有用的产品，例如鱼石脂、黑漆、各种肥皂、石蜡、硫酸铵等等。

据克拉辛同志证明，这些工作是工业的坚实基础，一二十年后会使俄国得到几亿卢布的收益，因此我建议：

1．立即从经费方面保证这些工作继续开展。

2．消除并在今后不断地消除阻碍这些工作开展的一切障碍。

3．授予这批工程师以劳动红旗勋章和大笔奖金。

以后情况如何，请写信告诉我，通过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哥尔布诺夫同志转交。如果遇到什么障碍，也通过他立即告诉我。






	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30年1月2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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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同德国公司财团的合同问题

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66]


（1922年10月18日）

致斯大林
 同志并转政治局


抄送：加米涅夫
 同志

我仔细地看了同奥托·沃尔弗的合同。我发现，加米涅夫同志的反对意见完全出于误会，我认为应当明天就把问题提请政治局决定，因为我和加米涅夫之间的分歧要求作出权威的最后决定。

加米涅夫在便条中写道，我们“承担了向沃尔弗购买其货物的义务”。这完全是误解。我在阅读合同时从许多条文中看到，我们有权审查沃尔弗交给我们的货单。我们丝毫没有承担向沃尔弗购买货物的义务。如果沃尔弗不能提出我们同意购买的货单，那么，合同仅适用于我们已同意向沃尔弗购买的那部分货物。此事我今天已经向列扎瓦，也向弗鲁姆金详细问明，他俩都肯定说，我们丝毫没有承担购买沃尔弗的货物的义务。

加米涅夫同志说什么列扎瓦“加深了”他的怀疑，这同样是由于他产生了误会。事实上，斯托莫尼亚科夫的那个写在第62号议定书第2页上并为我们全体经济工作人员一致接受的建议，应作完全不同的解释。这个建议就是要沃尔弗尽可能多向我们提供机床及其他必需的设备，例如电力托拉斯所必需的设备，以利于我们正在恢复的工业。沃尔弗会同意这样做，是因为这种订货也将使他得到收益，而整个德国五金工业都需要有订货。机床和机器，例如电力托拉斯所需的机床和机器，之所以是我们绝对必需的，是因为我们的这项工业才开始复兴，而对我们至为重要的是发展我们的这项工业，用德国的生产资料来彻底地巩固它。

由此可见，列扎瓦的修改意见是根据正确理解的俄国经济利益作出的，俄国目前需要贸易保护主义，对整个轻工业来说尤其如此，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比较容易地恢复轻工业，从而保障我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列扎瓦的修改意见与任何自由贸易，甚至与保留关税的边境开放都毫无共同之处。加米涅夫同志在便条结尾写道：

“结论：为了延期一年向沃尔弗支付我们还不清楚的货物的价款，我们现在就给他采购和出口原料的垄断权。这太便宜了。”

这纯属误解。不可能想象有比我们同沃尔弗签订的合同更为有利的合同了。我们付给他的年息为10％，甚至英国现在也得付7％，德国政府则付12％。这是一。我们向他购买的绝不是什么还不清楚的货物，而都是我们按照清单审核过的准许进口的货物。这是二。第三个情况是：我们给他采购和出口的垄断权，是因为实行同任何关税都毫无共同之处的利润分成。这就是说：第一，我们获得10％的红利；第二，我们同沃尔弗一样，获得10％的利润；第三，如果利润超过40％，我们就得到其余部分的75％，而财团只得到25％。

我认为，同沃尔弗的合同是和德国资本主义企业签订的一种典型的合同。

这样的合同对我们有无限的好处，因为我们可以从肯定不止一个100％的利润中分得一半。这样，我们正在恢复的工业的利益，因而也是我们工业企业的利益都完全得到保护。丝毫不会有那些即使是有条件地、即使是暂时地开放边境可能造成的使我们大受损失的后果。因此我绝对坚持批准同沃尔弗的合同，并且由于此事极端紧急，我请求明天就把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随信附上同沃尔弗的合同和加米涅夫同志的便条。[167]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25—227页

















[166]指俄罗斯联邦政府同以奥托·沃尔弗为首的德国公司财团于1922年10月9日在柏林签订的协定。协定包括总议定书和三个合同。第一个合同包含筹建中的合营的俄德贸易股份公司的总章程，规定了分配利润和解决争端的程序。第二个合同调整了该公司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监督下进行贸易工作的程序，解决了商品采购、进出口和确定价格的问题。按照第三个合同，财团向苏俄政府提供为期一年的50万英镑商品信用贷款，用于采购财团的产品，按年利率10％计息，并按同样的条件向俄德贸易股份公司提供75万英镑的贷款，同时指出今后提供贷款的可能性。这几项合同的有效期未作规定，一方提前12个月通知对方就可以解除合同。



关于建立该公司的议定书于1922年11月16日在柏林签字。到1923年春季，该公司已在莫斯科、彼得格勒、顿河畔罗斯托夫等城市开设了分公司。苏维埃俄国同奥·沃尔弗财团签订合同并予以批准，在国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同其他企业主及公司举行谈判创造了有利的气氛。



但后来该财团规避履行由协定产生的义务，于1924年退出了俄德贸易股份公司。——226。



[167]人民委员会于1922年10月19日批准了同以奥·沃尔弗为首的德国公司财团签订的合同。同日，列宁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同奥·沃尔弗公司签订租让合同一事作了报告。根据列宁的批示，关于人民委员会批准这项合同的消息于1922年10月20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37号上发表，并用电报发往国外。——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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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俄财政工作者代表大会[168]


（1922年10月20日）

亲爱的同志们：

巩固苏维埃财政是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但它现在已经占居首要地位，这个任务不完成，无论在保卫苏维埃俄国的独立免受国际资本危害方面，还是在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面，都不可能大踏步前进。我们的财政机关必须竭尽全力在最短期间能通过税收保证工农国家得到一切国家机关进行正常工作所必需的经费。

谨向全俄财政工作者代表大会致贺，我坚信财政工作者在财政建设中不会辜负苏维埃俄国劳动群众对他们的期望。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2年10月20日

载于1922年10月24日《真理报》第24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28页

















[168]列宁给财政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信在10月22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宣读。10月27日上午代表大会通过了给列宁的回信。



全俄财政工作者代表大会于1922年10月22—28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47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26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大会听取了关于财政政策的报告、关于1922—1923年财政计划的报告、关于税收政策和征税制度合理化的报告、关于财产所得税的报告、关于地方预算的报告以及其他报告。代表大会通过的决定指出，为巩固苏维埃国家和发展国民经济，在财政政策上必须坚定执行稳定卢布、缩小纸币发行的作用和扩大税款和工业收入的作用的方针。——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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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苏俄之友协会（美国）[169]


1922年10月20日

亲爱的同志们：

我刚才特地向彼尔姆省执行委员会查对了我们报纸上发表的关于以哈罗德·韦尔为首的贵会会员的拖拉机队在彼尔姆省“托伊基诺”国营农场工作情况的非常可喜的消息。

尽管有巨大的困难，特别是上述工作地区离中央非常遥远，而且在国内战争期间又遭高尔察克的破坏，你们还是取得了应当说是非常出色的成就。

谨向你们表示深切的谢意，并请在贵会会刊上发表这封信，如有可能，也请在北美合众国的一般报刊上发表。

我要提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授予这个国营农场以模范农场的称号，并在建筑工程方面和在供应汽油、金属以及建立修理厂所必需的其他材料方面给予特别的额外帮助。

我再一次代表我们共和国向你们表示深切的谢意，并请注意，对我们来说没有一种帮助能象你们给予我们的帮助那样适时，那样重要。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
载于1922年10月24日《真理报》第24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29页

















[169]列宁的这封信于1922年11月15日发表在旅美俄国工人团体在纽约出版的英文刊物《苏维埃俄国》上。



苏俄之友协会（美国）产生于1921年6月。同年8月7—9日，美国工人联合会、技术援助苏俄协会和许多其他组织的代表在纽约举行代表会议，正式宣告协会的成立。协会有200多个地方组织，它们的领导机构叫作执行委员会或行动委员会，同协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保持直接的联系。全国执行委员会和协商委员会领导全部组织工作和鼓动工作，并负责把募集的款项汇集成总的基金。协会的宗旨是援助苏维埃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在美国传播关于苏维埃俄国的真实消息，争取取消美国政府对俄国的经济抵制。



1922年5月，协会向俄国派了一支由22台拖拉机组成的拖拉机队。这支拖拉机队于7月17日开始在彼尔姆省萨拉普尔县（现彼尔姆州大索斯诺娃区）的托伊基诺国营农场工作。1922年10月15日《真理报》发表了拖拉机队领导人哈·韦尔的文章《美国拖拉机队》。这篇文章引起了列宁的注意。



根据列宁的提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于1922年11月9日授予“托伊基诺”国营农场以模范农场的称号。——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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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技术援助苏俄协会[170]


1922年10月20日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的报纸上登出了一些非常可喜的消息，报道了贵会会员在坦波夫省基尔萨诺夫县和在敖德萨省米季诺车站附近各国营农场工作的情况，以及顿巴斯一批矿工的工作情况。[171]

尽管有巨大的困难，特别是国内战争时期的经济破坏，你们还是取得了应当说是非常出色的成就。

谨向你们表示深切的谢意，并请在贵会会刊上发表这封信，如有可能，也请在北美合众国的一般报刊上发表。

我要提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授予最出色的农场以模范农场的称号，并给以顺利开展工作所必需的特别的额外帮助。

我再一次代表我们共和国向你们表示深切的谢意，并请注意，你们帮助我们用拖拉机耕地对我们是特别适时和重要的。

我有机会在你们打算组织200个农业公社之际向你们致贺，感到特别高兴。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
载于1922年10月24日《真理报》第24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30页

















[170]列宁的这封信于1922年12月发表在旅美俄国工人团体在纽约出版的英文刊物《苏维埃俄国》上。



技术援助苏俄协会是旅居纽约的俄国侨民于1919年5月建立的。在美国其他地方和加拿大也成立了此类协会。除俄国侨民外，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也积极参加了协会的筹建工作。协会的宗旨是通过从美国和加拿大向苏俄派遣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办法来协助苏俄恢复国民经济。1921年7月2—4日在纽约举行了各地技术援助苏俄协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把在美国和加拿大许多城市成立的地方协会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美国和加拿大技术援助苏俄协会。为了领导协会的工作，代表大会选出了中央常务局，通过了协会的章程，规定任何一个有技术专长、“承认人民委员政府并同意把自己的知识和劳动贡献给俄国的共产主义建设”的人，都可以成为协会会员。到1923年，协会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的分会已超过75个，会员达两万多名。许多分会设有不同专业的学校。从1921年底到1922年10月，协会向苏俄派了7个农业公社，2个建筑公社，1个矿工公社和许多小组，给俄国运去了价值50万美元左右的机器、种子、粮食和其他设备。



1923年6月，技术援助苏俄协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要继续并加强为苏俄筹建和派遣公社与熟练工人小组的工作。代表大会在给列宁的电报中向“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共和国”致敬，表示“在其为世界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争取自由幸福的英勇斗争中，保证给予充分的支持”。



1925年，协会完成所担负的任务后停止活动。——231。



[171]在苏俄坦波夫省基尔萨诺夫县的美国农业公社，是美国技术援助苏俄协会在1921年1月组建的，其成员是受沙皇制度迫害移居国外而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又想返回俄国的农民和工人。第一批共65人（其中有5名妇女，7名儿童），于1922年4月抵达坦波夫省。苏维埃当局将1921年夏遭安东诺夫匪帮破坏的基尔萨诺夫县伊拉乡的原伊拉国营农场划给了该公社。公社到1922年秋就修复了所有经济设施，为公社居民修建了两层楼的住宅，建起了锯木厂、机械厂，牲畜的头数也大大增加。公社还通过有偿和无偿提供粮食、农具，免费修理农具等办法支援邻村的农民。1922年11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根据列宁的提议，授予公社以模范农场的称号，同时给予公社以大量物质支援。这个公社是现坦波夫州基尔萨诺夫区列宁集体农庄的前身。



1922年5月，在敖德萨省蒂拉斯波尔县米加耶沃车站（正文依据报纸误作米季诺车站）附近，一批来自加拿大的乌克兰人和加里西亚人建立了“以列宁同志命名的加拿大第一改良农业技术示范公社”。社员们很快就把拨给他们的一个破败不堪的地主庄园改造成规模巨大的农场，装备了一系列使用电力的工厂：锻造厂、旋工钳工车间、机械厂、木工厂，并进行了改善农业栽培技术的工作。公社还大力支援邻近无马农民。1922年11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授予该公社以模范农场的称号。



一批于1922年夏来到俄国的美国矿工在顿巴斯的尤佐沃区利季耶夫矿场工作。为答复列宁给技术援助苏俄协会的信，该矿场的美国矿工委员会在同年10月给列宁发去贺电，其中写道：“我们为您康复和重返战斗岗位感到高兴，值此十月革命五周年之际，谨向您致以热烈的兄弟敬礼。您在给技术援助俄国协会的信中提及我们，对此我们深为感激。我们为能给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出力感到幸福，我们向大家保证……一定要在劳动战线上——而在必要时在军事战线上——给它以支持。”——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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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彼尔姆省执行委员会主席

1922年10月20日

在彼尔姆省境内奥汉斯克县工作的美国拖拉机队，在哈罗德·韦尔同志的领导下，尽管工作时间不长，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已耕地共达1500俄亩，其中约1000俄亩已种上秋播谷类作物。

毫无疑问，如果不是我们实际工作中常有的缺点，该拖拉机队还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您的报告指出，缺乏汽油和润滑油，建筑住房时工人不足，但没有指出省执行委员会为消除上述困难采取了哪些措施。

完全不能容忍的是，这种有益的创举竟得不到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地方组织的支持，而地方组织是能够很快弄清出现的障碍并帮助排除的。

请您给予上述拖拉机队以最大的支持，尤其是要帮助他们实现合理使用拖拉机的设想、弄到汽油、建立修理厂、建筑住房等等。

美国农业队给予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需要和及时的。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最少拖延地在最大程度上协助实现他们的创举。

请通过斯莫尔亚尼诺夫同志把您采取措施的结果，以及您自己无法解决的当前特别重要的要求告诉我。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31—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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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1922年10月24日

报纸上许多文章谈到了自带拖拉机前来的几个美国农业公社和农业队所取得的非常出色的成就。经特地查对，以哈罗德·韦尔为首的拖拉机队在彼尔姆省“托伊基诺”国营农场的工作确实出色。此外，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业移民局里有关于坦波夫省基尔萨诺夫县和敖德萨省蒂拉斯波尔县米加耶沃村的几个农业公社工作的同样材料。

目前美国技术援助俄国协会正在组织配备800—1000台拖拉机的约200个劳动组合前来俄国。如果此事得以实现，我们每个县就能够至少有一个使用美国技术装备的示范农场，我认为这具有巨大意义。

为了鼓励此事，我分别给美国苏俄之友协会和美国技术援助苏俄协会写了感谢信，我在信中指出，对我们来说没有一种帮助能象他们给予我们农业的帮助那样适时，那样重要。 
［注：见本卷第230页和第231页。——编者注］

 在信中我告诉他们，我要提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授予彼尔姆农场和其他最出色的农场以模范农场的称号，并在建筑工程方面和在供应汽油、金属以及为开展工作和建立修理厂所必需的其他材料方面团予以特别的额外帮助。

请审议这个问题并同意我的这项请求。[172]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33—234页

















[172]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于1922年11月9日采纳了列宁的建议，并作出决定：“授予美国技术援助苏俄协会各劳动组合所领导的彼尔姆农场和其他最出色的农场以模范农场的称号。”——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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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新解放的沿海地区的贺电[173]


（1922年10月26日）

赤塔致远东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值此胜利的十月革命五周年之际，红军在肃清俄罗斯联邦和同它结盟的各共和国境内的外国占领军方面又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攻克符拉迪沃斯托克 
［注：即海参崴。——编者注］

 ，使备受日本帝国主义沉重压迫的俄国公民同俄罗斯的劳动群众结合起来了。在向俄国全体劳动者和英勇的红军祝贺这一新的胜利的时候，请远东共和国政府向新解放地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全体工人和农民转致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的祝贺。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2年10月26日于莫斯科

载于1922年10月27日《真理报》第24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36页

















[173]这份贺电是为庆贺远东共和国部队1922年10月25日开进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而写的。远东共和国部队和游击队一起从白卫军和日本干涉军手中解放了这座城市。——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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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M.法尔布曼问[174]


（1922年10月27日）

1． 问：
 反俄报刊把莫斯科接待赫里欧和法俄谈判说成苏维埃俄国对外政策上的重大转变。

这个说法对不对？据说，俄国把英国的近东政策看成一种挑战，并且准备同法国缔结针对英国的协定，这是真的吗？


答：
 把莫斯科接待赫里欧和法俄谈判[175]说成整个苏俄政策的某种转变，哪怕是微乎其微的转变，特别是说成向反对英国转变，我认为这是绝对不正确的。毫无疑问，我们高度评价在莫斯科接待赫里欧一事以及为同法国接近即同法国谈判而采取的步骤，同法国谈判现在有可能了，可能性较大，甚至认为是势在必行。同法国的任何接近，都是非常合乎我们愿望的，特别是因为俄国的贸易利益迫切需要同这个最强大的大陆国家接近。但是我们相信，这种接近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的对英政策必须有所改变。我们认为，同这两个强国建立十分友好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认为，正是发展贸易关系必然大大地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认为，正确认识到的英法两国的利益在这方面同样会起促进作用。我们认为，英法两国的相互利益，就其与俄国有关联的来说，决不包含英法之间必然敌对的因素。相反地，我们甚至认为，这两个强国同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包含着英法两国长久保持和平友好、两国在目前条件下可能产生的一切分歧最迅速最正确地得到圆满解决的保证之一（我几乎想说是最有力的保证）。

2． 问：
 英国所支持的希土战争的实际结束，是不是缔结英俄协定的最好时机？


答：
 英国所支持的希土战争[176]的结束，当然是在某一方面增加缔结英俄协定的可能性的时机。在这次战争结束以前，我们就争取缔结这个协定，现在将更加努力地争取。不错，这次战争的结束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会引起我们同英国的分歧。但是，第一，代替希土战争的和平，在我们看来，是整个国际政治的胜利，因此我们期望希土和平将使国际政治的整个形势好转。第二，我们决不认为我们同英国的分歧是不可克服的。相反地，我们希望，最近的将来随着近东问题进展到不同的阶段我们将会看到，我们期望希土战争的结束也将是那些把这场已告结束的战争推到国际政治舞台最前面的各种冲突和纠纷的结束，这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我们正在竭力使英俄之间的摩擦和纠纷随着这场战争的结束而结束；我们希望英国政府的利益在这里也能够战胜反俄报刊的任何暗中挑拨和常常是虚情假意的言论。

3． 问：
 您是否认为俄国参与东方问题只是一个威望问题，或者您完全是从俄国的实际利益出发的？俄国政府是否同意法国提出的只许俄国参加解决海峡问题的那部分会议的建议？


答：
 我认为俄国参与解决近东问题[177]决不是一个威望问题。我希望，我们五年来的整个国际政策已经充分证明，我们对威望问题是毫不介意的，我们决不会仅仅为了威望而提出什么要求或破坏大国间和平的实际可能性。我相信，对所谓威望问题，无论哪一个大国的民众都不会这么不介意，甚至报以最愉快的嘲笑。我们认为现代外交正在愈来愈快地对威望问题采取这种态度。

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近东政策是俄国和许多同俄国结成联邦的国家的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如果所有这些国家参加近东会议的要求不能实现，那就会产生许多敌对、冲突和不满的因素，就会在东欧和所有其他国家之间的纯贸易事务上造成困难，使和平共居不是毫无基础，就是异常困难。

因此俄国政府对巴黎提出的只许俄国参加解决海峡问题的那一部分会议的建议感到不满。我们认为这种限制必然会造成许多非常实际的、直接的不便，包括经济上的不便，法国和英国本身大概在不很久的将来会感到这种不便。

4． 问：
 俄国解决海峡问题的计划是什么？


答：
 我们关于海峡问题的计划（目前当然还只是大致的）主要有下列几点：

第一，满足土耳其的民族愿望。我们认为，不只是民族独立的利益要求这样做。五年来我们在一个举世罕见的多民族国家里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使我们完全相信，在这类场合，对待民族利益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创造条件来排除由此引起冲突的一切可能。我们的经验使我们坚信，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才能消除互不信任，才能消除对某种阴谋的担心，才能建立语言不同的人们，特别是工人农民的互相信任，没有这种信任，无论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或者现代文明中一切珍贵事物的比较顺利的发展，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第二，我们的计划包括禁止任何军舰在平时和战时通过海峡。这是所有的国家，不仅是紧邻海峡的国家，而且是其余一切国家最直接的贸易利益。应当注意到，目前全世界发出的和平主义的言论和保证、有时甚至是反对战争和反对和约 
［注：指凡尔赛和约。——编者注］

 的誓言非常多，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现代的文明国家，准备采取实际的、哪怕是最简单的保障和平的措施的却非常少。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以及诸如此类问题上尽可能少来一些空泛的声明、庄严的诺言、华丽的口号，而尽可能多来一些最简单最明确又能真正导致和平——且不说彻底消灭战争危险——的决定和措施。

第三，我们关于海峡问题的计划还包括商船有充分的航行自由。我认为，讲了上面那一些话以后，再来解释和具体说明这一点完全是多余的。

5． 问：
 如果国际联盟吸收俄国、土耳其、德国和美国加入，俄国政府是同意由国际联盟来监督海峡呢？]

还是要求成立监督海峡的特别委员会？


答：
 我们当然是反对国际联盟[178]的，我认为不但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特点使我们对国际联盟持否定态度，而且从现代整个国际政治的具体条件来看的和平利益，也证明这种否定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国际联盟鲜明地带有它来由于世界大战的一切特点，同凡尔赛条约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连实际建立民族平等、为各民族和平共居创造实际可能的影子都没有，因此，我觉得我们对国际联盟持否定态度是不难理解的，无须再作解释了。

6． 问：
 拒绝批准同厄克特的协议，是否意味着“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胜利？为了能够恢复同厄克特的谈判并批准合同，要有什么样的客观条件？


答：
 关于同厄克特签订合同的问题，还是在我因病不能参加政府工作的时候由我国政府提出的。因此这件事情的详情，我现在还不完全了解。但是我可以十分明确地肯定，目前没有并且也谈不上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胜利。这是我从直接观察政府工作进行情况中知道的。

问题在于英国不肯让我们参加会议这一不公正的做法，太出乎意料，在俄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不但使右派共产主义者同左派共产主义者，而且使俄国广大非党的工人和农民群众都紧密地团结起来，所以事情没有发展到也不可能发展到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右派共产主义者发生什么意见分歧的地步。

我们拒绝同厄克特签订合同的理由，可以说不但直接表达了全党的情绪，而且正是表达了全民的情绪，即全体工人和全体农民群众的情绪。

能否同厄克特恢复谈判和随后批准合同，首先取决于英国不再对俄国采取千方百计缩小俄国参加近东问题会议的权利这种令人愤慨的不公正态度。至于厄克特向我们提出的具体条件，我还没有时间很详细地研究，我只能说，政府已经决定尽快地让赞成和反对这项协议的人在我们报刊上发表意见，以便从最客观的、论据充分的辩论中取得材料来认真审查所有“赞成”和“反对”的理由，并且本着最符合俄国利益的精神来决定这个问题。

7． 问：
 英国反俄报刊断言，不久以前逮捕莫斯科工业家一事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国有化和没收政策的恢复，这种指责有几分是对的？


答：
 关于您提出的英国反俄报刊指责我们逮捕“莫斯科工业家”的问题，我应当指出，今天我正好在我们的报纸（《消息报》）上看到一则题为《逮捕黑市贩子》的简讯。在这则简讯中正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经济管理处处长j．k卡茨涅尔松同志本人指出，绝对没有什么逮捕工业家的事情，“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在俄罗斯联邦国内和国外散布谣言，说这种逮捕是取缔自由贸易。实际上这是 
十分荒诞的

 无稽之谈，其明显的反革命意图是破坏正在建立的我们同西欧的经济关系”。

实际上被逮捕的都是一些从事所谓黑市交易的人，我们当局掌握的材料证明这些外币倒卖者同驻莫斯科外国使馆的某些工作人员有联系，这些材料还证明他们不仅倒卖白金、黄金（金锭），而且 
组织偷运这些贵金属出国

 。

您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些说我们要结束“新经济政策”的谣言是绝对没有根据的，也可以看出，用闻所未闻的歪曲和谎言竭力曲解我国政策的英国反俄报刊的指责是彻头彻尾捏造的。实际上，政府方面任何人都绝对没有说过要结束“新经济政策”，恢复旧政策。政府的全部工作——顺便说一下，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在举行的这次常会上也如此——是要把叫作新经济政策的东西以法律形式最牢固地固定下来，以排除任何偏离这种政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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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这是列宁对《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M.S.法尔布曼所提问题的书面答复。



《观察家报》（《Observer》）是英国保守派报纸，英国第一家星期日报纸，1791年起在伦敦出版。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1821年创刊，当时是周报，1855年后改为日报。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该报较为客观地报道了苏俄的情况。——237。



[175]指法国激进社会党领袖、议员和里昂市长爱德华·赫里欧1922年9月20日至10月10日对苏俄的半官方访问。赫里欧此行的目的是探讨法国同俄罗斯联邦建立联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可能性。他强调指出，他是作为“一个无偏见的观察家和真诚的民主派而来的，准备为全世界的利益公开着手一项促使两个伟大民族接近的有益的事业”。他希望这些问题能得到满意的解决。为了解居民的生活条件和工农业恢复情况，赫里欧游览了莫斯科、彼得格勒、下诺夫哥罗德，访问了普梯洛夫工厂、彼得格勒商会、下诺夫哥罗德集市以及工厂、博物馆。他在同苏维埃报刊记者谈话时谈到自己访俄印象，说他到处看到俄国政府和人民为消除战争和破坏的后果所作的巨大努力。赫里欧邀请苏俄商务机构参加1923年的里昂博览会。



赫里欧返法后努力促进法俄接近，开展了促进接近的运动，支持没有俄国参加就不能解决近东问题的意见。1922年11月10日他在众议院发言，要求允许俄国参加洛桑会议。赫里欧的访俄以及他为调整法苏关系而进行的活动，是使两国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关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237。



[176]希土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假手希腊军队对土耳其进行的武装干涉。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国内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1920年4月，在安卡拉成立了以穆·基马尔为首的政府。协约国列强在借助伊斯坦布尔苏丹政府镇压民族解放运动遭到惨败后，要求希腊承担起武装干涉的任务。1920年6月，希腊出兵。8月，协约国迫使伊斯坦布尔苏丹政府签订使土耳其失去大部分领土的塞夫勒条约。但安卡拉政府不予承认。在希土战争中，希军曾攻进土耳其腹地，逼近安卡拉，但最终于1922年9月被土耳其军队彻底打败。10月11日协约国列强同土耳其签订了停战协定，1923年7月24日在洛桑签订了正式和约，土耳其的独立终于得到了国际承认。——238。



[177]指英、法、意等国因英国和希腊对土耳其的干涉遭到失败而筹备召开的近东问题会议。帝国主义列强本想根本不让苏维埃俄国参加这次会议，但后来考虑到苏维埃俄国的国际作用日益增长，不得不在1922年10月7日的照会中表示允许苏俄在会议讨论黑海海峡问题时参加。苏俄政府在1922年10月20日的照会中就此提出抗议，接着又在1922年11月2日向“邀请国”发出新的照会，坚持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和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必须自始至终参加近东问题会议。1922年11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照会草稿。照会吸收了列宁在政治局会议上和在1922年10月31日给格·瓦·契切林和政治局全体委员的信中（见本卷第249页）提出的建议。政治局决定使这一照会带揭发性。



近东问题会议于1922年11月20日在洛桑召开，一直开到1923年7月24日。参加会议的有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希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土耳其。在讨论黑海海峡管理问题时，有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和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代表组成的联合代表团和保加利亚参加。在讨论某些问题时曾吸收阿尔巴尼亚、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挪威、瑞典参加。



会议最后签订了以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为一方，以土耳其为另一方的和约，塞夫勒条约被废除。在洛桑会议议程上占重要地位的是黑海海峡问题。苏维埃代表团提出了列宁在《答〈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Ｍ．法尔布曼问》中所表述的建议。但是建议遭到了否决。洛桑会议通过的海峡管理公约规定，任何国家的商船和军舰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通过海峡。苏联认为该公约侵犯了黑海各国的合法权利，也不能保障它们的安全，因此未予批准。——238。



[178]国际联盟（国际联合会）是根据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际联盟章程》于1920年1月成立的，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参加的国家有60多个。美国本是国际联盟的倡议者之一，但因没有批准国际联盟章程，所以不是会员国。国际联盟自成立之时起就为英、法帝国主义所操纵。它表面上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对殖民地进行再分割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联盟无形瓦解，1946年4月正式宣告解散。——240。







《列宁全集》第43卷


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上的讲话[179]


（1922年10月31日）

（热烈鼓掌多时。全体起立。）同志们！请允许我只讲几句祝贺的话。当然，首先必须祝贺我们的红军，他们前几天再一次表现了自己的英勇精神，拿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 
［注：即海参崴。——编者注］

 ，肃清了同苏维埃俄国有联系的最后一个共和国境内的敌人。我们大家在这里祝贺红军的这一新的功绩，同时也祝贺为结束战争而采取的看来相当坚决的步骤，即把白卫分子的最后兵力赶下海去，我相信，我的这些话表达了大家的心意。（鼓掌）我认为我们的红军已经使白卫分子长时期内根本不可能再来侵犯我们，不可能侵犯俄国或者任何一个同我们有直接或间接、紧密或不太紧密联系的共和国。

但是，为了防止一下子就流露出过分自夸的腔调，我们同时也应当指出，在这里起作用的不仅有红军的功绩和力量，而且有国际局势和我们的外交活动。

有一个时期，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签订了援助高尔察克的协定。这个时期已经过去很久了，也许我们当中很多人把它完全忘掉了。但是这个时期是有过的。如果说，我们已经做到不会再出现此类协定，我们已使拥有强大兵力的日本人宣布撤退，并履行了这个诺言，那么，这里当然也有我们外交界的功劳。

现在我不想拉长我的简短贺词，去谈取得这一成就的条件。我只说一下，不久我们的外交家们将在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在同我们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上，在11月13日英国拟在洛桑召开的近东会议上，再一次大显身手。我相信，我们的外交家们在那里也不会丢丑，我们在那里也能维护各个联邦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的利益；至少我们会使群众清楚地了解障碍在哪里，障碍是什么，它对于实现我们以及所有同海峡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最合法的愿望和意向有多大妨碍。

关于对外政策，我只简短地谈这一些，现在来谈谈你们的工作。

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很不小的，尽管乍看起来也许过去和现在都有人觉得这些工作并不那么重要。拿你们通过的第一部法典即劳动法典来说吧。在各国都向工人阶级进攻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牢固确立劳动立法原则（例如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典，这是苏维埃政权的一大成就。当然，可以对这个法典提出这样那样的更大的希望。但是我认为这种希望是不适当的。

应当考虑到，虽然资本主义各国现在进行着疯狂的资本主义竞争，有千百万人失业，资本家以自己的力量组织起强大的资本主义同盟，组织向工人阶级的进攻，但是同它们比起来，我们的文化水平最低，生产力最不发达，工作的本领最差。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这也许令人很不愉快。但是我认为，正因为我们不是用冠冕堂皇的词句和照例敷衍的感叹来掩饰这些事实，而是直率地承认这一切，正因为我们意识到这一切，不怕在讲台上说，我们为改变这种状况花的力量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一定能够以其他国家梦想不到的速度赶上它们。

当然，这不是一种神话般的速度。当然，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们还要非常顽强地努力几年。一天两天自然是什么也办不到的。五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看到了社会关系的变化是多么迅速。我们学会了理解时间的意义。这一点我们还要继续学习。我们这里谁也不相信任何一种变革会有神话般的速度，但是我们相信，只要运动是由真正革命的政党领导的，就能达到实实在在的速度，比历史发展中曾经有过的任何一个时期还要快的速度。我们相信可以有这样的速度，而且无论如何要达到这样的速度。

其次，我来谈谈你们所通过的土地法典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你们都知道，与任何法律不同，我们的法律在著名的1917年10月25日的第二天立即提出了土地条例，这个条例在技术上，也许还在法律上，是很不完善的，但是它把农民所绝对必需的、能够保证农民同工人的联盟的一切主要东西，都规定下来了。从那个时候起，不管我们在连年战争的这五年中是多么艰苦，我们从来没有忘记使农民在土地方面得到最大的满足。如果发现你们现在通过的法律在某些方面还需要修改，那么我们将毫无阻难地通过进一步的修改和进一步的改善，正象你们现在通过对我国刑法典的修改和改善一样。土地问题，即如何安排绝大多数居民——农民的生活问题，是我们的根本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已经使俄国农民认识到，凡是有关修改旧法律的建议，从来没有受到我国最高立法机关的阻挠，而是得到它的支持和最善意的对待。

其次，你们还审议了象民法典、一般法院组织这样的问题。你们知道，在我们坚决推行的、我们对之不会动摇的现行政策下，这是一个对广大居民极其重要的问题。你们也知道，我们在这方面一直力求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这类现象在所有国家都是合法的，而我们却不想让它合法化。你们为此专门提出并已通过的修正案成效如何，将来会见分晓。在这方面我们决不会束缚自己的手脚。一旦现实生活暴露出我们以前没有预料到的滥用新经济政策的现象，我们会马上作出必要的修正。在这方面你们大家当然都很清楚，象我们这种立法的速度，其他大国可惜还未有过。且看不久的将来它们会不会也不得已而设法在这方面稍微赶上苏维埃俄国。

此外，在一些同样重要的问题当中，应当谈一谈你们在这里也已经作了最后决定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地方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省执行委员会的问题。尽管有先前的各种立法制度和先前的几个宪法，这个问题一直迟迟没有解决。有人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以为地方上可以一切照旧。我们的想法正好相反。我们深信，我们的革命所以取得了一些真正的成就，正是因为我们对地方政权、对地方本身的经验一向非常重视。1917年10月的革命一下子就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使我们1918年春天就以为战争已经停止。实际上，战争刚刚开始，而且以最坏的形式，以国内战争形式开始。实际上，同德国人的和约意味着这些德国人支持国内战争中的坏分子。实际上，当时的对德和约（秋天就撕毁了）意味着指责我们同德国人媾和的协约国一直支持这些分子。如果我说，革命如此迅速地在几个月之内，甚至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大功告成，那么，这是因为我们充分依靠了地方工作人员，我们给他们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天地，因为我们正是期望地方上发挥热情，使我们的革命行动不可阻挡地和迅速地展开。我知道，从那个时候起，我国各地受到许多各种各样的所谓微扰。处理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一直是我们的一个不小的任务。我决不想说这个任务我们一向解决得很圆满，限于我们总的文化水平，我们不能奢望圆满的解决。但是，我们解决这个任务比任何国家更真诚、更符合实际、更扎实——这一点我们是敢说的。

最后，我只想再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特别关心的，我想你们大家也必定是关心的，虽然它并没有正式列入你们的议程和议题。这就是关于我们的国家机关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又永远是一个新问题。

1918年8月间，我们对我们在莫斯科的机关进行了一次调查统计，当时在莫斯科的国家和苏维埃职员共231000人，这包括中央的和莫斯科市的职员。不久以前，在1922年10月，又进行了一次调查统计，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已经精简了臃肿的机关，它现在一定缩小了。结果发现它竟有243000人。这就是历次精简的结果。这个例子还需要费很大的气力来研究和比较。1918年，我们可以说是在第一个改革的热潮中进行了这样的调查统计，说得直率一点，从调查统计的结果中我们几乎未能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我们还顾不到这些事情。国内战争使我们腾不出一点时间。现在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机关缺点很多，膨胀了一倍有余，往往不是为我们工作，而是反对我们，这是实际情况，不必害怕说出来，哪怕是在我们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的讲台上说出来，但我相信，我们的机关是会得到改善的。要使机关得到改善，需要花大力气，要有能力。我们已经开始非常认真地研究如何改善的问题，不过目前还只是开始，只不过写了几篇文章，在个别地方作了调查研究。如果我们大家会后决意比过去更加注意这个问题，少在无谓的忙乱上浪费时间——我们往往在这方面浪费太多的时间——如果我们切切实实地研究我们的机关，搞上若干年，那就会有很大收获，那就会成为我们成功的保证。我们应当勇于承认，我们是自发地建立自己的机关的。优秀的工人无论在军事方面或非军事方面都承担了最艰巨的职务，他们常常出错，但是能够纠正过来，并且工作下去。英勇肯干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个，而呆着怠工或半怠工，钻在公文堆里的人却有几百个，这种力量对比往往使我们生气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牍的汪洋大海里。我们应当极其细致地研究这个以前无法研究的问题。还要经过好多年，还要学习好多年，因为我们工人的文化水平很低，担负这一全新的业务很困难——而在真诚和热情方面我们又只有工人可以依靠。还要经过好多年，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得到改善，把它提高到——不是就个别人，而是就整个机关而言——更高的文化水平。我相信，如果我们今后在这个工作上继续努力，我们就一定会收到最好的效果。（长时间鼓掌）





	载于1922年11月1日《真理报》第24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45—251页

















[179]这个讲话是在1922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闭幕会议上发表的，是列宁病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本卷《附录》收有讲话的提纲（见第419—420页）。



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于1922年10月23—31日举行。常会听取了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报告、中央统计局关于1922—1923年俄罗斯联邦粮食和原料资源的报告、关于全俄农业展览会的报告、关于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的报告，审议并批准了《劳动法典》、《土地法典》、《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省执行委员会条例》等法案。——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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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俄罗斯联邦致各协约国照会的措辞问题

给格·瓦·契切林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

1922年10月31日


致契切林同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

我认为致协约国的照会180是非常重要的，但我现在没有时间十分认真地斟酌照会草稿中的所有措辞。我想，应当对每个词都检查两三遍，不能有一个词表示我们将拒绝赴会。

在这个意义上，照会应当特别讲究“外交辞令”。我很粗略地看了一遍，觉得照会结尾部分的措辞在这个意义上说是不够讲究外交辞令的。





	
列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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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彼得格勒真理报》[181]


1922年11月1日

亲爱的同志们：值此十月革命五周年之际，我衷心地向你们祝贺，谨祝在今后的五年中，我们在和平战线上的斗争，也象过去在军事战线上一样获得成就。

致崇高的敬礼和良好的祝愿！






	　　你们的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22年11月5日《彼得格勒真理报》第25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53页

















[181]《彼得格勒真理报》（《Петро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于1918年4月2日创刊，最初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机关报。1919年4月12日起是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机关报。1924年1月30日改名为《列宁格勒真理报》。——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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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真理报》

（1922年11月2日）

亲爱的同志们：值此十月革命五周年之际，我热烈地祝贺你们。祝我们在今后的五年中，能争取到而且是和平地争取到不亚于过去用武力争取到的成就。






	　你们的　列宁
1922年11月2日

载于1922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5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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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共产党人合作社工作者第一次国际代表会议[182]


（1922年11月2日）

祝贺共产党人合作社工作者国际代表会议十分及时的召开，祝会议圆满成功。

我和会议的代表们一样，清楚地意识到争取合作社机构为世界革命服务这项既定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如果我们在俄国所取得的工作经验也能对共同事业有所裨益，我将非常高兴。





	载于1922年11月3日《真理报》第24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55页

















[182]列宁对共产党人合作社工作者第一次国际代表会议的贺信是对代表会议给他的致敬信的答复，于1922年11月2日在会上宣读。



共产党人合作社工作者第一次国际代表会议于1922年11月1—6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澳大利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奥地利、保加利亚、德国、格鲁吉亚、远东共和国、丹麦、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波兰、俄罗斯联邦、乌克兰、芬兰、法国、瑞士、瑞典、爱沙尼亚等国的代表。列宁被选为代表会议的名誉主席。



在代表会议上，法国、苏维埃俄国、意大利、德国、瑞士、保加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代表作了关于各国合作社运动的状况、关于共产党人在这一运动中的立场和影响的报告。代表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共产国际合作社问题小组的活动、关于共产主义和合作社、关于共产党人在合作社运动中的策略等报告。代表会议在决议中批驳了合作社组织在政治上中立的原则，强调合作社的工作必须同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任务保持密切联系，必须同共产党和革命工会密切合作。——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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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合作银行的提纲[183]


（1922年11月2日）

（1）按交易的数额和扩展到各县的程度发给奖金；

（2）按存款的数额和扩展到各县的程度发给奖金；

（3）由最著名的共产党人农业合作社工作者参加银行工作以进行监督和督促；

（4）由国家银行以降低利率的办法鼓励合作银行；

（5）由国家银行拨给若干款项。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56页















[183]这个文件是列宁在1922年11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会议讨论了合作银行问题，并通过了下列决议：“……把下述已基本通过的列宁同志的提纲转交给专门委员会，责成该委员会将执行情况向政治局提出书面报告。”



文件上有列宁的批语：“保存，供与欣丘克谈话用。”列·米·欣丘克当时任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主席。——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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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彼得格勒纺织工人[184]


1922年11月3日

亲爱的同志们：衷心感谢送来的毛毯，我看质量很好。十分遗憾未能接见绍罗夫。

致崇高的敬礼！






	　　你们的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57页

















[184]这是列宁对彼得格勒纺织工人的致敬信的回信。彼得格勒纺织工人在给列宁的致敬信中写道：



“彼得格勒纺织托拉斯在成立一周年之际，向您致以热烈的敬礼，并送上所属工厂生产的毛毯一条。



彼得格勒纺织工人希望您，我们的亲人，由于我们的薄礼而身上感到暖和，同时也感受到工人们献给您的温暖的心，并且看到，尽管设备破旧、经济破坏、供应不足、存在危机，我们的工作也丝毫不比战前逊色，可见我们能够达到我们向往的目的。”——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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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俄统计工作者代表大会[185]


1922年11月4日

衷心地感谢你们的问候。请接受我的谢意，祝你们工作顺利。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22年11月5日《真理报》第25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58页

















[185]这是列宁对全俄统计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给他的致敬电的答复，于1922年11月4日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宣读。



全俄统计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1月3—12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俄罗斯联邦各省许多统计机构和政府部门的代表，还有各民族共和国的统计机构的代表。列宁被选为代表大会的名誉主席。大会成立的各小组——农业小组、工业和劳动小组、人口小组及其他小组共听取了90个报告。——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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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塞姆问[186]


（1922年11月）


第一种回答

（11月5日）

1． 问：
 我看到经济很活跃，大家都忙着买东西和卖东西，一个新的商业阶级显然正在产生。请问： 怎么说耐普曼不是一种政治力量，也没有显示出要求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迹象呢
 ？


答：
 您的第一个问题使我回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在伦敦的一次谈话。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大约20年前，我和一个朋友一起187散步。街上非常热闹。商人在街上摆满了摊子，用金属筒做的小煤油灯或诸如此类的灯具照亮着自己的商品。灯光很美丽。街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常。大家都忙着买东西或卖东西。

俄国当时有一个派别，我们把它叫作“经济派”。我们这种有点书生气的称呼，指的是那些幼稚地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简单化的人。我的朋友是个“经济派”，他当即发表高论说：你看，在这种不寻常的经济活动之后，紧接着必然会要求成为一种政治力量。我嘲笑了对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理解。小商贩人多，他们的活动极为活跃，还丝毫不能证明他们是阶级的强大的经济力量，而只有这种经济力量才可以而且应该断定会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也许，伦敦形成为世界性的贸易力量——既是经济力量又是政治力量——所走过的道路比我的交谈者所想象的要复杂一些；伦敦街头商贩虽然非常活跃，但他们离“政治力量”，甚至离要求成为一种政治力量还相当远。

您问，为什么这种“耐普曼”（也就是街头商贩？小贩？）在我们这里没有显示出“要求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迹象”，您提这个问题恐怕会使我们发笑，而我们会这样来回答：这跟每逢星期六英国伦敦街头那群忙着买东西卖东西的人没有显示出“要求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迹象”的原因是一样的。

2． 问：
 我有这样一个印象：现在在俄国，买卖和交换的利润很高，而生产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能够赢利。买卖和交换掌握在耐普曼手里。赢利的生产多半规模很小，而且掌握在私人手里。 赔本的
 生产则掌握在国家手里。请问： 这是不是意味着耐普曼在经济上不断加强而国家不断削弱呢
 ？


答：
 您提这第二个问题的着眼点恐怕也和上述“经济派”的观点相差无几。好象是巴师夏曾经近乎郑重地讲过他所持的见解：“古希腊人和罗马人是以掠夺为生的。”至于这些以掠夺为生的人所掠夺的东西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经济”问题，他却不很关心。

您的印象是“现在在俄国，买卖和交换的利润很高”，“而生产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能够赢利”。

您从莫斯科街头观察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就读后感到非常惊奇。我想，千千万万的俄国农民怎么样呢？他们在种地，看来，这在俄国并不是少数情况，更不是极少数情况，而是极大多数情况吧？这种情况“甚至”比“耐普曼”的任何“买卖”都要多吧？俄国农民的生产大概不仅“可能”，而且是非常“赢利”的吧？不然的话，我国农民非常迅速和轻易地交给国家的几亿粮食税是从哪儿来的呢？在辽阔的俄国的农村和城市里这样普遍掀起的有目共睹的建设高潮，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在俄国货币贬值，100万卢布在自由市场上还不值过去一个卢布的时候，一个小商贩有时赚了几百万几百万的利润，提问人是不是就认为这种小买卖是“利润很高的买卖和交换”呢？恐怕不至于犯这种错误吧！因为我国现在（已经几个月了）把纸币上“多余188的”几个零抹掉了。昨天是万亿，今天抹掉四个零，就变成1000万了。国家并没有因此发财，但是说国家“变弱了”，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这明明是货币状况改善了一步。耐普曼开始看到卢布在稳定起来，比如，这在今年夏天就看出来了。耐普曼开始料到今后还会继续“抹掉”零，而我怀疑耐普曼“要求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就能阻止把零抹掉。

再来谈谈生产。在我们这里，土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占用土地的小农纳税的情况很好。所谓轻工业的工业生产显然活跃起来了，它多半或者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的职员管理，或者归承租人掌管。

因此，担心“国家不断削弱”是没有根据的。

要区别开的不是生产和贸易，而是轻工业生产和重工业生产。后者确实是无利可图的，因此我们国家的状况确实困难。这一点下面再谈。

3． 问：
 有人暗示说，将设法（用征税的办法）迫使耐普曼资助生产。请问： 这样做的结果会不会只是使物价上涨，使耐普曼的利润增加，间接地使工资必须提高——因此又回到原先的状态呢
 ？


答：
 国家手里有几亿普特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决不能认为征税“ 只是
 ”使物价上涨。征税也能使我们从耐普曼和生产者那里取得支援工业的资金，特别是支援重工业的资金。

4． 问：
 如果用通常的资本主义尺度来衡量，应当说经济状况要坏一些。如果用共产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也应当说状况要坏一些（重工业衰落）。但是我所碰到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他的状况比一年前好。看来，这儿发生了一种与资本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都不相容的东西。这两种思想都要求有进步。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进步，而是退步，那怎么办呢？请问， 我们不是前进，不是走向新的富足安康，而是后退，退到旧的状况，这难道不可能吗
 ？俄国往后退，退到与俄国的需求大致适应的农业生产时期，退到国内商业活跃而从国外的进口无足轻重的时期，这难道不可能吗？难道不能设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可能有和过去封建专政下相同的时期吗？


答：
 让我们先用“通常的资本主义尺度”来“衡量”。整个夏天我们的卢布都是稳定的。这显然是好转的开始。其次，农民的生产和轻工业的生产无疑都在活跃起来。这也是一种好转。最后，我们的国家银行获得了不下2000万金卢布的纯收入（这是最低数目，实际上还要多些）。数目虽小，但好转是不容置疑的。数目虽小，但重工业基金开始增加是不容置疑的。

其次，让我们再用共产主义尺度来衡量。上述三种情况，从共产主义观点来看也是好现象，因为在我们这里国家政权是掌握在工人手中的。卢布 趋于
 稳定，农民生产和轻工业生产活跃，国家银行（即国家） 开始
 获利——所有这一切，从共产主义观点来看，也是·好现象。

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对立的，然而从 两种对立的观点
 来看，这些情况都是 好现象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这是可能的，因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也

 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只要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这正是“我们现在的情况”。

重工业衰落是我们的坏现象。国家银行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开始赢利，就是为这方面的好转作准备。这里困难很大，但决不是没有希望的。

再往下说。我们是否会倒退到什么“封建专政”之类的时期去呢？无论如何不会的，因为我们在缓慢地攀登，时有停顿，有时还后退几步，沿着国家资本主义的路线攀登。这是一条引导我们前进，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路线，决不会引导我们倒退到封建制度去。

对外贸易日益发展，卢布日趋稳定（虽然时有波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业明显发展，国家开始筹集了少量的，很少量的支援重工业的资金，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俄国不是在倒退，而是在前进，虽然这种前进，我再说一遍，是很缓慢的，是有停顿的。

5． 问：
 我们是不是处在一种 把应当用于生产的资本浪费掉
 的可悲境地呢？


答：
 上面那一段话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

6． 问：
 除了这些问题以外，《曼彻斯特卫报》还很想听到您亲口驳斥目前莫斯科盛传的所谓今冬又将实行配给制和全部征用耐普曼的仓库的谣言。


答：
 我很乐意证实，所谓我们想恢复配给制或“全部征用耐普曼的仓库”这些谣言是毫无根据的。

这纯属无稽之谈。我们根本没有这样想过。

在现今的俄国，决不能设想有这样的事情。这都是那些很敌视我们，但又不很聪明的人恶意散布的谣言。

7． 问：
 最后，我认为你们同厄克特的合同并没有被最后否决，只不过是在同英国政府恢复正常的友好关系以前，暂时搁一搁而已，我这种推测对不对？


答：
 关于厄克特问题，您说得完全正确。我把最近跟法尔布曼说 
［注：见本卷第237—242页。——编者注］

 过的话再说一遍。我们并没有最后否决向厄克特租让。我们否决这项租让，完全出于我们已经公开指出的那个政治原因。我们已开始在报刊上公开讨论所有 赞成
 的和 反对
 的意见。希望这次讨论以后，我们能够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确定`。






	　　您的　列宁
1922年11月5日

载于1922年11月22日《曼彻斯特译自卫报》第23797号

译《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59—264页












第二种回答（未完）

（10月27日和11月5日之间）

对您的问题答复如下：

1．我想，“耐普曼”，也就是在“新经济政策”下繁荣起来的商业的代表，是想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但是没有在这方面显示出任何迹象，或者虽有迹象，那也是把自己的愿望掩盖起来的。他们必须竭力掩盖自己的愿望，因为不然的话，就会受到我们国家政权的严厉反对，有时比反对还厉害，会受到公开的敌视。

我认为，在绝大多数生产资料集中在我们国家政权手中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经济要求是消费品的买卖自由。我国的立法是保证小资产阶级有这种自由的。

您所用的“耐普曼”这个词会引起某种误解。它是由表示“新经济政策”的缩写字“耐普”（“нэп”）加上“曼”（“ман”）组成的，意思是“这种新经济政策的人或代表”。这个报纸上的用语产生之初，是对小商贩或滥用贸易自由的人的一种戏称。

从表面看，新经济政策后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这种“耐普曼”即您所写的“买东西和卖东西”的人登上了前台。

但是，真正大多数居民的真正经济活动根本不是在这一方面。例如，只要指出广大农民的活动就够了。正是现在，农民精力充沛地、废寝忘食地重整自己的耕地，修复自己的农具、房舍、各种设施等等。另一方面，也正是现在，产业工人同样精力旺盛地改进劳动工具，用新的劳动工具来代替已磨损的劳动工具，修复破旧不堪的或受到破坏的房屋等等。

“耐普曼”，如果要用这个词的话，与其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严肃用语，不如说是报纸上的戏语，他们掀起的喧嚣远远超过他们的经济力量。因此，如果有人把继经济力量之后必定出现政治力量这个简单化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用在我国“耐普曼”的身上，那么我担心他会大错而特错，甚至会成为许多荒谬可笑的误解的牺牲品。

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在于：第一，无产阶级国家 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
 ；第二， 对于大资本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叫作“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
 。

我认为，如果“耐普曼”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对他们来说成为一种政治力量是适当的，那他不但会犯错误，而且会因为庸俗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成为报纸嘲笑的对象。

2．您的印象是：现在在俄国做买卖的收益非常之高，“而生产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能够赢利”。我觉得这个印象会引起对“‘耐普曼’先生”的政治经济学的十分公正的嘲笑。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在俄国小农占居民的绝大多数，他们现在尽心竭力地投身于生产，并且获得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就（部分原因是他们得到了国家在种子等方面的支援），如果考虑到国内战争、饥荒等等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破坏，那这一成就更显得了不起。在这种情况下小农获得了这样大的成就，因而非常容易地、几乎毫不勉强地就交纳了国家从亿普特的粮食税。

因此我认为较为正确的说法是：掌握在私人手中、大多数居民所从事的规模很小的生产，提供的利润最多。这是指农民的整个农业生产。一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一部分掌握在国营承租人或生产农村居民消费品的国营工厂手中的工业生产，也提供了同样多的或者略少一些的利润。

留在国家手中的真正不赢利的生产，只是那种用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术语来说应当叫作生产资料（矿产、金属等）的生产或者固定资本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通常靠发行公债来恢复这种资本，因为公债可以马上提供大量资金（几亿卢布，甚至几亿美元）来改建一批能够恢复被破坏的生产资料的企业。

对我们来说，恢复被破坏的生产资料，长时期内是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利润的，如您所说的，是“不赢利的”。我们只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用租让的收入或国家的贴补来恢复固定资本。

当前的经济现实就是如此。您可以看出，我对这种现实的看法和您根本不同。按您的看法，似乎我国“耐普曼在经济上不断加强”而“国家在经济上不断削弱”，我担心这种看法也许会受到马克思嘲笑庸俗政治经济学的那种嘲笑。

我还是抱着一种老看法，在马克思以后谈论什么非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这只能愚弄小市民，尽管是“高度文明的”小市民。

最后我来谈谈“政治力量”问题。工人和农民是俄国政治力量的主体。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农民既受地主的掠夺，又受资本家的掠夺。农民愈觉悟，对这一点就理解得愈深刻。因此，人民大众是不会跟着“买东西和卖东西”的耐普曼走的。

3．向“耐普曼”征税会不会只是使工资提高和物价上涨，而不会为生产提供资金呢？

——不是的，因为物价的基础是粮食。国家手中有一部分通过税收得来的粮食。耐普曼不可能单独影响物价，因为他不是生产者。顺便指出，对外贸易垄断也有助于我们控制耐普曼，因为物价不受耐普曼影响，而是由国外的生产价格加上我国用于生产贴补的加价确定的。

恐怕您有时候把我国纸币发行额的增加所造成的物价上涨，看成是耐普曼抬高物价了。这就错了。





	载于1926年1月21日《真理报》第1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65—268页

















[186]这是列宁对英国报纸《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瑟·兰塞姆所提问题的书面答复。两种回答中交给兰塞姆的是第一种即完整的一种。



兰塞姆于1922年10月专程赴苏俄访问列宁。10月26日，兰塞姆得到通知，要他把问题拟好写出。次日，他把拟定的7个问题寄给了列宁。11月3日晚列宁接见了兰塞姆。谈话涉及英国议会选举、意大利法西斯政变等问题，但主要还是围绕兰塞姆事先拟定的问题进行。列宁说，他还没有把所有问题的答复写出来，但他答应在兰塞姆动身以前写完。星期日，11月5日，列宁把7个问题的答复全部写就。星期一，“正当我收拾行装准备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兰塞姆在给《曼彻斯特卫报》的通讯中写道，——我接到电话，说答复已写就。我急忙赶往克里姆林宫去取答复，给得很及时，使我得以随身带走。”——256。



[187]1902年4月—1903年4月，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姆桥居伦敦。列宁提到的这位朋友是康·米·塔赫塔廖夫，他是社会民主党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活动家、经济派首领之一、《工人思想报》编辑。——256。



[188]1922年10月24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发行1923年版纸币的决定。按照列宁签署的这一决定，1个1923年版卢布等于100万停止流通的卢布，或等于100个1922年版卢布。发行1923年版卢布是苏联1922—1924年币制改革第一阶段中的措施之一。——258。







《列宁全集》第43卷


致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非党女工农妇代表会议[189]


（1922年11月6日）

亲爱的同志们：衷心地感谢你们的良好祝愿和问候。我不能亲自出席，感到非常遗憾。

向你们祝贺革命五周年，并祝大会圆满成功。






	　你们的　列宁
1922年11月6日

载于1922年11月9日《工人莫斯科报》第22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69页

















[189]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非党女工农妇代表会议派了几名代表去见列宁，请他到会讲话。列宁的这封贺信是托她们转交给代表会议的。代表会议于1922年11月6日举行。有2000多名妇女代表出席会议，她们中间有莫斯科的女工和来自各县和乡的妇女代表。——266。







《列宁全集》第43卷


致原米歇尔逊工厂工人[190]


（1922年11月7日）

亲爱的同志们：非常遗憾，不巧今天略感不适，只好呆在家里。值此五周年纪念之际，谨向你们最热烈地致意和祝愿。祝你们在今后五年中工作顺利。






	你们的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2年11月7日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70页

















[190]这是列宁给原米歇尔逊工厂工人的回信。1922年9月9日，莫斯科苏维埃根据该厂工人的申请，批准该厂以列宁的名字命名。为庆祝工厂改名，也为庆祝即将到来的十月革命五周年，该厂全体工人大会决定在11月7日召开庆祝大会。因此工人们给列宁去信，邀请他出席。列宁的回信曾在该厂举行大会的会场、厂区小公园以及各车间多次宣读。



列宁曾不止一次在原米歇尔逊工厂讲话。1918年8月30日，他在该厂发表了题为《两种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讲演后离开该厂时，遭到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的袭击而受了伤。——267。







《列宁全集》第43卷


致国营“输电”发电站职工[191]


（1922年11月7日）

亲爱的同志们：

在庆祝革命五周年的今天，我特别高兴地祝贺你们俱乐部的开幕，希望你们国营“输电”发电站职工能够同心协力把这个俱乐部办成对工人进行教育的最重要的阵地之一。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2年11月7日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71页

















[191]这是列宁给国营“输电”发电站职工的回信。该发电站的职工曾邀请他在十月革命五周年参加发电站俱乐部的开幕式，并发表讲话。该发电站现名克拉松发电站，罗·爱·克拉松是修建该发电站的工程师。——268。







《列宁全集》第43卷


致克林齐的斯托多尔制呢厂工人[192]


1922年11月8日

亲爱的同志们：

衷心地感谢你们的问候和礼物。我要秘密地告诉你们，不要送礼物给我。恳请你们把这个秘密请求广泛转告全体工人。

十分感谢你们，向你们致敬，并致良好的祝愿。






	　　你们的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24年《纺织工人之声报》附刊《织梭》第1号（莫斯科）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72页

















[192]这是列宁给斯托多尔制呢工厂工人的回信。该厂工人于1922年11月3日为该厂以列宁名字命名而写了一封给列宁的致敬信，随信还给列宁送去一块该厂生产的毛呢衣料为礼物。信中写道：“如果你，我们的导师和领袖，穿上我们亲手织出的毛呢做的衣服，我们将非常荣幸。伊里奇，请务必穿上并请了解，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271。







《列宁全集》第43卷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193]


（1922年11—12月）


1

致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

（11月4日）

非常遗憾，我不能出席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只好写信致贺。

尽管在各国共产党的道路上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但共产国际还是在成长壮大。主要任务仍然是争取大多数工人。这个任务我们无论如何要 完成
 。

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合并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将是有好处的，因为少一些假象，少一些欺骗，对工人阶级总是有好处的。

彼得格勒工人及其新一届苏维埃在自己的城市里接待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谨向他们致良好的祝愿和崇高的敬礼。

彼得格勒工人在经济战线上也应当站在最前列。我们高兴地获悉，彼得格勒的经济已开始复兴。你们邀请我去彼得格勒，我希望能以早日成行来回答。

俄国苏维埃政权正在庆祝成立五周年。它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巩固。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初步的经济成就已经取得。苏维埃俄国认为，能够帮助全世界工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艰苦斗争是最大的骄傲。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共产国际万岁！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2年11月4日于莫斯科

载于1922年11月9日《真理报》第25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77页












2

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1月13日）

（列宁同志出现时，全场热烈鼓掌、欢呼，经久不息。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同志们！在发言人名单中，我被列为主要报告人，可是你们知道，我在久病之后不能作大报告。我的讲话只能作那些最重要的问题的引子。我的讲题范围是很有限的。《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这个题目太广、太大了，要一个人在一次讲话中把它说透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只来谈谈这个题目中的一小部分，即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我有意只谈这一小部分，是要让大家了解目前这一最重要的问题，至少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此刻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这样，我要讲的是我们怎样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我们靠这个政策取得了哪些成果。如果只讲这个问题，也许我能作一个总的概述，使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总的了解。

如果从我们怎么会实行新经济政策谈起，那我就应当提到我在1918年写的一篇文章。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64—293页。——编者注］

 1918年初，我在一次短短的论战中恰巧谈到我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我当时写道：


　　“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即当时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4页。——编者注］





　　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当然比现在要愚蠢一些，但也没有愚蠢到不会研究这种问题。可见，我在1918年就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经济情况，是一个进步。这话听起来很奇怪，甚至可能很荒谬，因为那时我们共和国就已经是社会主义共和国了；那时我们每天都在非常匆忙地——也许是过于匆忙地——采取各种新的经济措施，而这些措施只能说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但我那时还是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是一个进步，而且我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思想，还简单地列举了俄国经济制度中的几种成分。这些成分依我看来有以下几种：“（1）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 
［注：同上，第275页。——编者注］

 这几种经济成分当时在俄国都存在。那时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要说明这些成分彼此之间的关系和是否应当把非社会主义成分之一即国家资本主义看得高于社会主义。我再说一遍，在一个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里，竟把一种非社会主义成分看得比社会主义还要高，还要优越，这在大家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但是，如果你们回想一下，我们决没有把俄国的经济制度看成是一种单一的和高度发达的东西，而是充分认识到，俄国除了社会主义形式的农业之外，还有宗法式的农业，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那问题也就很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资本主义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

我进而自问：这几种成分哪一种占优势呢？显然，在小资产阶级环境里，占主要地位的是小资产阶级成分。我那时认识到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优势。不可能有别的想法。当时在一次与现在的问题无关的专题论战中，我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对待国家资本主义？我回答自己说，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一种比现有形式更为适宜的形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虽然已经完成了社会革命，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或基础都没有估计过高；相反，我们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认识到，如果我们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那就好了。

我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只有注意到这一点，第一，才能说明现在的经济政策是什么，第二，才能由此作出对于共产国际也很重要的实际结论。我不想说我们事先已有一个准备好了的退却计划。这是没有的。这短短几行论战性的文字，在当时决不是什么退却计划。例如，很重要的一点，即对国家资本主义具有根本意义的贸易自由，在这里就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但这毕竟提出了一个大致的、还不明确的退却思想。我认为无论从经济制度至今还很落后的国家来看，或是从共产国际和西欧先进国家来看，我们都应当注意到这一点。比方说，我们现在正在制定纲领。我个人认为，我们最好现在对所有的纲领只作一般的讨论，即所谓一读，然后送去付印，但不在现在，不在今年最后作出决定。为什么呢？我想首先当然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纲领未必都很好地考虑过。其次还因为我们几乎根本没有考虑过可能的退却和保障这一退却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世界上发生了象推翻资本主义和十分艰难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根本变化的时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我们不仅必须知道当我们直接转入进攻而且取得胜利的时候，应该怎样行动。在革命时期这并不怎么困难，也不怎么重要，至少这不是最有决定意义的。进行革命时，常常会有敌人张皇失措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向他们进攻，就会容易取胜。但这还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敌人如果相当沉着，他就会预先结集力量等等。那时他会很容易挑动我们去进攻，然后把我们抛回到好多年前的境地。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作好有可能退却的准备，这种思想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不仅从理论上来看是如此。即使从实践上来看，凡是在不久的将来准备直接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政党，现在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保障自己退却的问题。我认为，除了从我国革命经验中吸取其他一切教训外，如果我们还能注意到这个教训，那么，这对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害处，而且在许多场合下很可能对我们有好处。

我已经着重谈了我们还在1918年就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一条可能的退却路线，现在我来谈谈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结果。我再说一遍，当时这还是一个很模糊的思想，但是到了1921年，当我们度过了，而且是胜利地度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当时广大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这种特殊的、对于我们自然也是极不愉快的情况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群众已经感到的，我们当时还不能自觉地表述出来，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就是：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我觉得危机是从1921年2月开始的。就在当年春天，我们一致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关于这一点，我没有看见我们中间有什么重大的意见分歧。到现在，即过了一年半以后，在1922年底，我们已经能够作一些比较了。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这一年半多的时间，我们是怎样度过的呢？结果如何呢？这次退却对我们是不是有利，是不是真正拯救了我们，或者结果还不清楚呢？这就是我给自己提出的主要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个主要问题对于各国共产党也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回答如果是否定的，那我们大家就注定要灭亡了。我认为，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就是说，过去的一年半，绝对肯定地证明我们经受住了这一考验。

我想现在来证明这一点。为此我应当简略地谈谈我国经济中的各个组成部分。

首先谈谈我们的金融体系和出了名的俄国卢布。俄国卢布的数量已经超过1000万亿，我看，单凭这一点，俄国卢布就够出名的了。（笑声）这可真不少。这是天文数字。我相信，在这里甚至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全场大笑）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数字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也是如此，因为零是可以划掉的。（笑声）在这种从经济观点来看也是完全不重要的艺术中，我们已经获得了一点成就，我相信今后还会在这种艺术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真正重要的是稳定卢布的问题。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优秀力量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一任务具有决定意义。如果我们能够使卢布稳定一个长时期，然后永远稳定下来，那我们就胜利了。那时这些天文数字，什么万亿、千万亿就算不了什么。那时我们就能把我们的经济放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并在坚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可以向你们列举一些相当重要而又有决定意义的事实。1921年，纸卢布币值的稳定期不到3个月。1922年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稳定期已经持续5个多月了。我认为，这一点已经足够了。如果你们要我们科学地证明我们将来能够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这当然还是不够的。不过要完全充分证明这一点，我看是根本不可能的。上述材料证明，从去年我们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到今天我们已经学会向前行进了。既然我们学会了这一点，那么我相信，我们今后还可以学会在这条道路上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只要我们不干出什么特别的蠢事来。可是，最重要的是商业，即我们所必需的商品流转。两年来我们虽然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因为大家知道，符拉迪沃斯托克 
［注：即海参崴。——编者注］

 几个星期以前才拿下），到现在才开始真正系统地进行我们的经济工作，但我们还是使商业开展起来了，而且使纸卢布的稳定期从3个月增加到5个月，因此我认为，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可以对此感到满意了。要知道，我们是孤立无援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得不到任何借款。那些把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得如此“出色”，以致眼下还不知道走向何处的资本主义强国，哪一个都没有帮助过我们。他们通过凡尔赛和约建立了一种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的金融体系。这些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管理尚且如此，那我认为，我们这些落后无知的人居然懂得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懂得了稳定卢布的条件，也就可以心满意足了。这一点并不是用什么理论分析，而是用实践来证明的。我认为，实践比世界上所有理论争论都更为重要。而实践证明，我们在这里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就是说我们开始朝着稳定卢布的方向推动经济，这对于商业，对于自由的商品流转，对于农民和广大小生产者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的社会目标。最主要的当然是农民。1921年，无疑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心怀不满。当时还发生了饥荒。这对农民说来，是一次最严重的考验。当时外国都大叫大嚷地说：“看呀，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果！”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饥荒是国内战争的恶果，他们当然对这一点默不作声，这也是很自然的。1918年开始向我们进攻的地主和资本家，都把事情说成这样，仿佛饥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果。当时的饥荒确实是一场严重的大灾难，这场灾难有葬送我们整个组织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危险。

这样，现在我要问一下：在这场空前的意外灾难之后，在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在给农民以贸易自由之后，现在情况怎样呢？答复是很清楚的，是有目共睹的，就是：一年来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而且交纳了大量的粮食税，现在我们已经得到几亿普特的粮食，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手段。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农民对他们目前的境况是满意的。我们可以放心地下这个论断。我们认为，这些证据比任何统计数字的证据都重要。农民在我国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农民今天的状况，已经使我们不必担心他们会有什么反对我们的活动了。我们这样说是心中完全有数的，一点也不过甚其词。这一点已经做到了。农民可能对我们政权这一那一方面的工作不满意，他们可能对此有怨言。这当然是可能的，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的机关和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还很糟糕，还不能防止这种现象，但无论如何，全体农民对我们已经完全没有什么严重的不满了。这是在一年中取得的成就。我认为这已经很不少了。

下面谈谈轻工业。在工业方面我们应当把重工业和轻工业区分开，因为两者的情况不同。至于轻工业，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方面出现了普遍的高涨。我不想来谈一些细节。我的任务不是列举统计数字。但这个总的印象是有事实根据的，我可以担保，这个印象的基础丝毫没有什么不可靠的或不确切的东西。轻工业有了普遍的高涨，因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的生活状况都有了一定的改善。这一点在其他地区要差一些，因为那些地区主要是重工业，因此不能一概而论。我还是要再说一遍，轻工业无疑正处于高涨状态，所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也是毫无疑问的。1921年春天，这两个城市的工人有过不满。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我们天天都在注意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情绪，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会看错的。

第三个问题是重工业问题。我应当说，这方面的整个情况还是严重的。在1921—1922年，这方面情况有了某种转变。因此我们可以期望，不久的将来情况会有好转。我们已经多多少少筹集了为此所需的资金。在资本主义国家，要改善重工业的状况，就需要有若干亿的借款，否则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证明，落后国家要有几亿美元或金卢布的长期借款，才有可能发展重工业。我们过去没有这样的借款，我们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什么借款。现在关于租让等等所写的一切，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我们近来关于这个问题，特别是关于厄克特的租让合同问题写得很多。我们的租让政策，我觉得是很好的。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没有一个有利可获的租让项目，这一点请大家不要忘记。可见，对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来说，重工业的状况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能指望富有国家的贷款。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有了明显的改善，并且我们看到，我国的商业活动已经使我们得到了一些资本。诚然，目前还是很少的，才2000万金卢布多一点。但总算有了一个开端，我们的商业使我们得到了资金，我们可以用来发展重工业。不管怎么说，目前我国的重工业仍然处于很困难的状态。但是我认为，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已经能够积蓄一点资金了。我们今后还要这样做。这些资金往往是取之于民的，我们现在还是应当节约。现在我们正在研究怎样削减我们的国家预算，精简我们的国家机关。我在下面还要谈谈我们的国家机关。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精简我们国家机关，我们必须尽可能节约。我们在各方面都实行节约，甚至在办学上也实行节约。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

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有 重
 工业。而要使重工业情况变好，就需要好多年的工作。

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资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资金，那我们就会灭亡，就不能成为文明国家，更不用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步骤。我们已开始积累为重工业的自立所必需的资金。固然，我们至今搞到的数目才2000万金卢布多一点，但总算是有了，而且是专门用来发展我们的重工业的。

我想，我已经照我所答应的，概括地向你们叙述了我国国民经济最主要的部门；我想，根据这一切可以得出结论说，新经济政策现在已经收到了成效。我们现在已经有证据说明，我们这个国家能够经营商业，能够保持农业和工业的巩固阵地并向前走。实际工作证明了这一点。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暂时是足够了。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我们也懂得我们还必须学习。我们已经执政五年了，而这五年我们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可见我们是有成绩的。

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农民拥护我们。很难有比农民更拥护我们的人了。农民知道，他们在世界上最痛恨的地主是拥护白卫分子的。所以农民十分热诚地拥护我们。使农民保卫我们、反对白卫分子，这是不难办到的。过去痛恨战争的农民，尽一切可能支援了抗击白卫分子的战争，抗击地主的国内战争。但这还是不够的，因为实质上这里所涉及的只是政权留在地主手里还是留在农民手里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农民明白，我们是为工人夺取政权的，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这个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做好经济准备。我们不能用直接的方法来进行这种准备工作。我们不得不用迂回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与国家资本主义的通常概念不同。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们的敌人却把它说得毫无意义。这是不对的。土地属于国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经济上也有很大的实际意义。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我还要说，我们今后的一切活动都应当只在这些范围内展开。我们已经使我国农民满意了，使工业和商业都活跃起来了。我已经说过，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同从字面上理解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无产阶级国家不仅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首先，我们租出去的只是一部分中小工业，其余的都掌握在我们手里。至于商业，我还想着重指出，我们在设法建立合营公司。我们已经在建立这种公司，这种公司的资本，一部分属于私人资本家，而且是外国资本家，另一部分属于我们。第一，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学习做生意，这对我们是必要的。第二，如果我们认为必要，我们随时都可以取消这种公司，所以可以说，我们一点也不担风险。我们向私人资本家学习，仔细研究我们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犯了哪些错误。我觉得，我能够谈的就是这一些。

另外，我还想谈几个不很重要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过去干了而且将来还会干出许多蠢事来。这一点，谁都不能比我判断得更好，看得更清楚。（笑声）为什么我们会干出蠢事来呢？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第一，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第二，我国的教育程度极低。第三，我们得不到外援。没有一个文明国家帮助我们，相反地，它们都在反对我们。第四，由于我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过错。我们接收了旧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是我们的不幸。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常常反对我们。事情是这样的，1917年我们夺取政权之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曾对我们实行怠工。当时我们被吓住了，便请求说：“请回到我们这儿来吧。”于是他们全都回来了，而这就是我们的不幸。现在我们有一大批职员，但是缺乏有相当真才实学的人来切实地管理他们。实际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里，在上面，在我们执掌国家政权的地方，机关工作人员还在勉强履行其职责，可是在下面，他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且常常反对我们的措施。在上面我们有多少自己人，我不知道，可是我想总共不过几千人，最多也不过几万人。但是在下面，却有几十万沙皇和资产阶级社会留下来的旧官吏，他们部分自觉地，部分不自觉地反对我们。在这方面，短时期内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方面我们要作多年的努力，才能改善机关，改变它的面貌并吸收新的力量。这个工作我们做得相当快，也许太快了。我们办了苏维埃学校和工人预科，有几十万青年在学习，也许学得太快了，但是，工作总算是开始了，我想，这个工作一定会收到成效。只要我们做得不是太匆忙，几年之后就可以培养出大批能根本改变我们机关面貌的青年来。

我说过，我们干了许多蠢事，但在这方面我也应当谈谈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干了许多蠢事，那我要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干的蠢事跟你们干的蠢事毕竟是全然不同的。我们刚刚开始学习，但我们是在进行系统的学习，我们深信，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成绩。如果我们的敌人，即资本家和第二国际英雄们强调我们干的蠢事，那让我在这里引一位俄国著名作家的话来作个比喻，我把这句话稍微改动一下，改成这样：布尔什维克干蠢事，好比是布尔什维克说“二二得五”，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即资本家和第二国际英雄们干蠢事，就好比是他们说“二二得蜡烛”。[194]这是不难证明的。就拿美、英、法、日同高尔察克签订的条约来说吧。请问世界上还有更文明更强大的国家吗？而结果怎么样了呢？它们不先盘算一下，不思索一下，也不观察一下，就答应帮助高尔察克。这是一次失败，我认为，即使从人的常识来看，这种失败也是难以理解的。

或者再拿凡尔赛和约这个更近更重要的例子来说吧。请问“了不起的”“显耀的”列强究竟在这里干了一些什么呢？它们现在有什么办法来摆脱这种一团糟的混乱状态呢？我再说一遍，我们干的蠢事比起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和第二国际一起干的蠢事来，简直算不了什么，我看这样说不是过甚其词。所以我认为，世界革命的前途（这是我应当简略论及的一个问题）是美好的，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我认为还会更好一些。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些条件。

在1921年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通过了一个关于各国共产[195]党的组织结构及其工作方法和内容的决议。决议写得很好，但它几乎全是俄国味，也就是说，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来的。这是它的好的一面，也是它的坏的一面。它所以坏，是因为我相信几乎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把它读完。我在讲话之前，又把它读了一遍。第一，这个决议太长，有50多节。这种东西外国人通常是读不完的。第二，即使读完，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读懂，因为俄国味太重。这倒不是因为它是用俄文写的——它已被出色地译成各种文字——而是因为它浸透了俄国气味。第三，即使作为例外，有个把外国人能读懂，他也无法执行。这是决议的第三个缺点。我同几个到这里来开会的代表谈过话，我虽然不能亲自参加大会——这对我来说是很可惜的，但是，我希望在代表大会今后的进程中，能够同更多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详细谈谈。我觉得我们写出这样的决议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我已经说过，决议写得很好，对它的50多节我都赞成。但是，我们不懂得，应该怎样把我们俄国的经验介绍给外国人。决议中所说的一切都成了一纸空文。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我认为，对我们大家来说，无论是俄国同志还是外国同志，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俄国革命五年之后，我们应当学习。我们现在刚刚有了学习的机会。我不知道这个机会能够保持多久。我不知道资本主义列强能让我们安心学习多少时候。但是，我们应当利用不打仗、没有战争的每个时机来学习，而且要从头学起。

全党和俄国各个阶层都有求知的渴望，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学习的愿望说明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再学习，外国同志们也应当学习，但不是象我们那样学习——我们必须学习读、写和理解读过的东西，这对我们还是需要的。有人在争论，这属于无产阶级文化，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文化？我不来答复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首先学习读、写和理解读过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外国人不需要这样做。他们需要更高深一点的东西，在这方面首先是他们也要理解我们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所写的、他们没有读过也不理解就签了字的东西。这应当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必须执行这个决议。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决议的俄国味太浓了，它反映的是俄国经验，所以外国人完全不理解，他们也决不会满足于把这个决议象圣像那样挂在墙角，向它祷告。这样做是什么也得不到的。他们应当吸收一部分俄国经验。至于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不知道。也许，例如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会帮我们很大的忙，因为他们会向意大利人说明，意大利人还不够文明，他们的国家还不能保证不出现黑帮。也许，这是很有好处的。我们俄国人也应当设法向外国人解释这个决议的原理。不然的话，他们是绝对不能执行这个决议的。我坚信我们在这方面不但要向俄国同志说，而且也要向外国同志说：目前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学习。我们的学习是一般的学习。他们的学习则应当是特殊的学习，是要真正理解革命工作的组织、结构、方法和内容。如果这一点做到了，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美好的。（热烈鼓掌，经久不息。高呼“我们的列宁同志万岁！”再次热烈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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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这是有关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两篇文献。第一篇即列宁的贺词是在1922年11月5日大会开幕式上宣读的。第二篇是列宁在11月13日上午会议上作的报告《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报告是用德语作的，当天从德文速记记录译成俄文。在本卷《附录》中收有这个报告的三个提纲，第三个是用德文写的。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召开。大会开幕式在彼得格勒举行，以后的会议从11月9日起在莫斯科举行。58个共产党、3个其他政党（意大利社会党、冰岛工人党、蒙古人民党）以及5个工人组织（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美国黑人组织、国际工人援助会）的408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下列问题：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关于资本的进攻、关于共产国际纲领、关于共产党员在工会中的任务、东方问题和土地问题等等。



列宁在1922年10月7日俄共（布）中央全会上被选入俄共（布）代表团领导小组，他领导了俄共代表团的全部工作，并积极参加了大会重要决议的起草。他还时常会见参加大会的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代表，帮助他们制定革命行动的政策和策略。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俄国问题的决议，给新经济政策以高度评价。大会指出，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才能保障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免遭帝国主义国家侵犯和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危险。大会号召全世界劳动者大力支援苏维埃俄国。



大会详细分析了国际革命运动的现状和任务，认为共产国际执行的统一战线策略是正确的。关于共产国际策略的提纲规定了共产党反击资本的进攻和根据统一战线的策略加紧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任务。大会从统一战线策略出发提出了工人政府的口号，认为工人政府是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形式。



大会讨论了凡尔赛体系建立后的国际形势，指出这个体系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加剧了军国主义化和增加了新的世界大战危险。因此，大会号召各国共产党，首先是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



大会采取了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新步骤，向海牙国际和平大会、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以及各国工会发出公开信，号召它们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资本的进攻和战争危险。大会确定了共产党人在工会运动中的任务，提出了争取工会运动统一的口号。



在讨论共产国际纲领问题的时候，大会考虑了列宁的建议，没有把这个纲领作为定稿加以通过，准备对它作更细致的推敲。11月21日大会通过了以俄共代表团的草案为基础的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决议，决定把所有的纲领草案转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进行研究加工，同时责成各国党起草本国的纲领。



大会分析了被压迫的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提出了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为了更确切地阐述共产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政策，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在土地问题上的行动纲领草案。



大会还在一些专门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讨论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美国、南斯拉夫、丹麦等国共产党的活动。——272。



[194]这里是借用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中一个地主毕加索夫的话。毕加索夫极端蔑视妇女，认为妇女愚昧无知，缺乏逻辑思维。他说：“一个男人，打个比方说，也许会说二二不得四，而得五或者三个半；可是一个女人却会说二二得蜡烛。”——285。



[195]指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提纲》。——286。







《列宁全集》第43卷


就裁减军队问题提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建议

（1922年11月13日）

致斯大林同志

请就我的下列建议立即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批准托洛茨基同志关于向政府提出在1月份内裁减军队20万人问题的设想；

问一下托洛茨基同志，他认为何时能够向人民委员会正式提出这项建议[196]。





	　　列宁
1922年11月13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95页

















[196]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2年11月16日通过了关于在1923年1月份内把军队从80万人裁减为60万人的决定。1922年12月18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全会批准了政治局的这一决定。全会指出，必须改进军事技术装备以补偿军队人数的裁减，为此建议人民委员会筹集资金尽速改善军工厂。全会建议，以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名义号召各国劳动人民共同努力，保卫和平，防止新的战争。——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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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北美俄国侨民[197]


（1922年11月14日）

美国技术援助苏俄协会的代表赖克尔同志把北美部分俄国侨民中存在的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正确看法告诉了我。

我认为，这种不正确看法之所以会出现，是资本家的报刊蓄意曲解新经济政策的结果，也是被驱逐出苏维埃俄国的凶恶的白卫分子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散布离奇谬论的结果。

在欧洲，这种关于我们特别是关于我们新经济政策的离奇谬论愈来愈没人相信了。新经济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维埃俄国社会制度方面的任何东西，只要政权还掌握在工人手里，就不可能有任何改变，而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看来目前已经谁也不会怀疑了。资本家的报刊的恶言中伤和俄国白卫分子的大批流入美国，这只能证明我们的力量。

作为新经济政策要素之一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有意识准许而又加以限制的一种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拥有资产阶级政府的那些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大不相同，即在我们这里代表国家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能够取得农民完全信任的无产阶级。

遗憾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实施在我们这里进行得不如我们希望的那么快。譬如，直到现在我们实际上还没有一个重大的租让项目，而没有外国资本参与我国经济的发展，要迅速恢复经济是不可能的。

凡是对我们的新经济政策这个唯一正确的政策的问题还不够清楚的人，我都请他们读一读托洛茨基同志和我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有关这一问题的讲话。 
［注：见本卷第274—288页。——编者注］



赖克尔同志告诉我技术援助协会正在做准备工作，把那些打算随带新式生产工具、拖拉机和作物良种等等志愿前来俄国工作的美国农业公社和其他生产公社组织起来。

鉴于1922年夏天他们的农业公社和农业队在俄国的工作卓有成效，我在给技术援助协会和苏俄之友协会的信中，已向美国同志们表示了自己的谢意。 
［注：同上，第230、231页。——编者注］



借此机会，我再一次以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向他们致谢，并着重指出，在各种形式的援助中，对我们来说最重要、最可贵的援助，就是对我们农业和改进农业技术的援助。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23年1月10日《俄国呼声报》（纽约）第204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96—297页

















[197]美国境内的俄国侨民按20年代粗略估计约有300万人。大多数侨民是由于政治、经济和宗教原因在革命前离开俄国的移居者；十月革命后从俄国逃亡的资产阶级、贵族和知识分子在侨民中为数不多。由于这两类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以及对待苏维埃俄国的态度不同，俄国侨民遂分为互相敌对的两个阵营。苏俄之友协会（俄国人分会）、技术援助苏俄协会、美国工会俄国人分会、俄国人各种互助协会的联合会以及其他一些进步工人组织把大多数侨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组成一个阵营。另一个阵营是联合在反苏维埃报纸《新俄罗斯言论报》周围的形形色色的俄国小资产阶级组织和君主派组织。



列宁的信是寄给团结在对苏维埃俄国持友好态度的组织周围的那部分俄国侨民的。——290。







《列宁全集》第43卷


致全俄农业展览会的贺词[198]


（1922年11月14日）

我认为展览会有很大的意义，相信一切组织都会给它以充分的协助。衷心祝愿展览会获得最大的成功。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2年11月14日

载于1923年《全俄农业和手工业展览会（附设外国馆）展出总委员会通报》杂志第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98页

















[198]这是列宁为全俄农业展览会写的贺词。这个展览会，按照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本应在1922年秋天开幕，但由于展览会的组织工作量大，以及需要消除歉收所造成的后果，因此决定推迟到1923年开幕。展览会附设有外国馆，国外许多企业家希望参加展出。报刊上强调指出，展览会“应不仅具有俄国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应具有国际性质”。看来正因为如此，列宁在1922年10月6日给它写了以下贺词：“致莫斯科国际农业展览会。祝获得各方面的成就。此信写得匆忙简短，请原谅。弗·乌里扬诺夫（列宁）。”这份贺词没有发出。



1923年8月19日，苏联第一届农业和手工业展览会在莫斯科开幕。列宁对展览会极为关注。10月19日列宁最后一次回莫斯科时，虽然身患重病，还是乘车参观了展览会。——292。







《列宁全集》第43卷


致“光明”社[199]


1922年11月15日

亲爱的朋友们：

借此机会谨向你们致崇高的敬意。我由于病重，一年多来贵社的作品一部也没能阅读。希望你们的“前参战者”组织保持下来，并日益发展壮大，不仅在数量方面，而且在精神方面，也就是说加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值得奋斗终生；在这场斗争中要毫不留情，要把维护这种战争的一切诡辩批驳得体无完肤。

致崇高的敬礼！






	　　你们的　列宁
载于1925年《光明》杂志（法文）第7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99页

















[199]光明社是法国作家昂·巴比塞在1919年建立的国际进步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团体。这个团体是在“前参战者共和联盟”以及稍后并入联盟的其他一些国家的类似团体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些团体曾组成以“对战争宣战”为主要口号的“前参战者国际”。参加光明社的有第三国际的支持者昂·巴比塞、阿·法朗士、保·瓦扬－古久里和怀有和平主义情绪的作家罗·罗兰、斯·获威格、赫·威尔斯、托·哈代、厄·辛克莱等。1919年10月该社在巴黎创办了《光明》杂志。最初几年该杂志在法国和国外享有相当大的声望。但是，由于社内的思想分歧和组织上的软弱，光明社没有成为一个大的组织和取得更大的影响。1924年4月巴比塞辞去《光明》杂志主编职务，1928年1月杂志停刊，光明社也随之解散。



在克里姆林宫列宁图书馆中，保存着昂·巴比塞起草的光明社宣言，也就是他编的一本书《深渊之光。“光明社”追求什么》。书上有如下题词：“向首先写了还没有人写过的伟大定律的列宁致以崇高的敬意。昂利·巴比塞。”——293。







《列宁全集》第43卷


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

[200]




（1922年11月20日）

（热烈鼓掌，唱《国际歌》）同志们！我很遗憾，也很抱歉，没有能够更早地出席你们的会议。据我所知，几个星期以前你们就准备给我安排一次访问莫斯科苏维埃的机会。我没有来成，因为我自从去年12月生病以后，用专业的语言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失去了工作能力，由于工作能力减退，我不得不把这次讲话一星期一星期地往后推。我还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工作——你们都还记得，这部分工作起初加在瞿鲁巴同志身上，后来加在李可夫同志身上——再加在加米涅夫同志身上。用一个我曾用过的比喻，应当说，是突然要加米涅夫同志拉两辆车。尽管——还用这个比喻——应当说，这是一匹非常能干的负重耐劳的马。（鼓掌）但是毕竟不该拉两辆车，所以我现在急切地等待瞿鲁巴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回来，我们好把工作分配得稍微合理一点。由于工作能力减退，我了解工作情况用的时间要比我打算用的时间多得多。

1921年12月我不得不完全停止工作，那已经是年底了。那时我们正实行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当时就发现，这一转变虽然从1921年初就已开始，但是是相当困难的，我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实行这一转变已经不止一年半了，好象应该到时候了，大多数人应该按照新的情况，特别是新经济政策的情况转到新的岗位并各就其位了。

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的变动最少。在这方面我们继续执行从前采取的方针，我认为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向你们说，我们始终不渝地执行这个方针，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过关于这一点用不着向你们作详细报告，因为攻克符拉迪沃斯托克 
［注：即海参崴。——编者注］

 ，接着举行的游行示威，以及几天前大家在报上看到的国家联邦宣言 
[201]

 ，都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用不着作任何改变。我们站在一条非常明确地划定的道路上，从而在世界各国面前保证自己取得了成功，尽管其中有几个国家直到现在还想声明不愿同我们坐在一张桌子旁。但是，经济关系和随之而来的外交关系正在建立起来，应该建立起来，而且一定会建立起来。凡是反对这样做的国家，都有落在别国后面的危险，也许在某些相当重要的问题上会有陷于不利地位的危险。这一点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了，而且不只是从报刊上看到。我想，同志们根据国外旅行得来的印象，也会相信发生的变化是多么大。用一个旧的比喻来说，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并没有换过车，既没有换过火车，也没有换过马车。

至于我们的国内政策，我们在1921年春换过一次车。这次换车是我们为压力极大的能说服人的情势所迫使的，因此我们之间对这次换车没有发生任何争执和意见分歧。但是这次换车还在继续给我们带来某些困难，要我说，是带来很大的困难。并不是因为我们怀疑转变是否必要，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怀疑；也不是因为我们怀疑试行新经济政策是否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不论在我们党内或在广大的非党工农群众中间，对这一点都没有任何怀疑。

就这一方面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困难在于我们面临的任务需要经常吸收新人，需要实行非常措施和非常办法才能完成。我们这里还有人怀疑某种做法是否正确，在某一方面也还会有改变，所以必须指出，这两种情况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新经济政策”！一个奇怪的名称。这个政策之所以叫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它在向后转。我们现在退却，好象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只是在这一条件下，我们才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向后退。我们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和怎样重整队伍、适应情况、重新组织，以便在退却之后开始极顽强地向前进攻，这一点我们还不知道。为了恰当地进行所有这些行动，在作出决定之前就应当象俗语所说的，不是量十次而是量百次。需要这样做，是为了克服我们在解决一切任务和问题中所遇到的难以置信的困难。你们都很清楚，我们作出了多大的牺牲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你们都知道，国内战争拖了多么久，消耗了多少力量。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攻克向我们大家表明（要知道符拉迪沃斯托克虽远，毕竟是咱们的城市）（鼓掌多时），我们是众望所归，大家希望我们占领。这里和那里都是俄罗斯联邦。这种众望使我们得以粉碎国内敌人，击退向我们进攻的国外敌人。这里我说的是日本。

我们已经争取到一个十分确定的外交局面，这就是为全世界所承认的外交局面。这一点你们大家都看到了。你们都看到了成果，但是，为此费了多少时间啊！现在，我们不论在经济政策或贸易政策上都使敌人承认了我们的权利。贸易协定的签订就证明了这一点。

一年半以前我们就走上了所谓新经济政策的道路，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在这条道路上这样步履维艰。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完全脱离了常轨，经受了深重的灾难，我们现在不得不从极小极小的百分比，即战前的百分比来开始计算。我们用这个尺度来衡量我们的现实情况，这样有时就非常焦急烦燥，总以为这里的困难太大了。如果拿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给自己提出的任务跟普通资产阶级国家的情况相比，那任务就显得更大了。我们提出这个任务，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根本不指望得到富国的援助，虽然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可以得到这种援助的 
［注：在速记记录中接着是：“如果我们注意到通常叫作受援国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承担的非常之高的所谓利息，那就更其如此了。这实际上同援助相去甚远。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应该起一个远不如援助这样好听的名称才是。但是，连这种普通的条件对我们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俄文版编者注］

 。国内战争之后，我们差不多处在被抵制的状态，有人对我们说：我们不同你们保持我们习惯保持的、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是正常的经济联系。

从我们走上新经济政策道路算起已过去一年半还多了，从我们签订第一个国际条约算起时间就更长了，但是整个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对我们的抵制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表现出来。当我们进入新的经济环境时，我们不能有什么别的指望，然而我们并不怀疑，我们必须转变，必须靠单独干来取得成就。资本主义强国所能给我们的和将要给我们的任何援助，不但不能使这种情况消失，而且大概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会加深这种情况的严重程度——这一点是愈来愈清楚了。“单独干吧”——我们对自己这样说。“单独干吧”——几乎每一个同我们作过某种交易、订立过某种合同或者开始某种谈判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我们这样说。特殊的困难也就在这里。我们要认识到这种困难。我们用三年多异常艰苦、异常英勇的工作，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制度。在我们迄今所处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工夫考虑我们是不是破坏得过多了，也没有工夫考虑牺牲会不会太大，因为牺牲已经够大了，因为那时开始的斗争（你们都很清楚，这一点用不着多讲了）是一场反对旧的社会制度的殊死斗争，我们反对这种旧制度，为的是争取生存与和平发展的权利。这种权利我们已经争得了。这不是我们自己说的，也不是有可能被指责为偏护我们的证人的证词。这是我们的敌人营垒中的证人的证词；他们当然有所偏护，只不过不是偏护我方，而是完全偏护另一方。这些证人在邓尼金营垒中呆过，当过占领区的首领。我们知道，他们的偏护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遭到了很多破坏。由于他们，我们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损失，我们失去了各种各样宝贵的东西，而最宝贵的是无数人的生命。现在，我们要十分用心地认清我们的任务，要了解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放弃既得的成就。任何一个既得的成就我们都不放弃。（鼓掌）同时我们面临着崭新的任务，旧东西会成为直接的障碍。这个任务是最难弄明白的。但是必须弄明白，以便在需要千方百计达到目的时学会如何工作。同志们，我想，这些话和这些口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我病休的将近一年中，你们在处理自己手中的工作时实际上已从不同的角度，在千百种场合谈论过和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相信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只能使你们得出一个结论：现在我们需要有比以前在国内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更大的灵活性。

旧东西我们不应该拒绝。我们迁就资本主义强国而作的许多让步，使它们有充分的可能同我们来往，保证它们的利润，有时可能是比应得的更大的利润。同时，我们只从几乎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的生产资料中让出不大的一部分。最近报上讨论了英国人厄克特提出的租让问题 
[202]

 ，他在国内战争中差不多一直是反对我们的。他曾说过：“我们要在对付俄国，对付那个竟敢如此这般剥夺我们的俄国的国内战争中达到我们的目的。”这一切过去之后，我们还得同他交往。我们并没有拒绝他们，我们非常愉快地接待了他们，但是我们告诉他们：“对不起，我们已经争得的东西决不会交回。我们俄国是这样辽阔，经济潜力又是这样雄厚，因此我们认为可以不拒绝你们盛情的建议，但是我们要象实业家那样冷静地讨论你们的建议。”诚然，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没有什么结果，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们不可能同意他的建议。我们不得不拒绝他。只要英国人不承认我们可以参与讨论达达尼尔海峡问题，我们就不得不拒绝，但是我们在拒绝后必须立即认真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这对我们是否有利，签订这种租让合同对我们是否有利，如果有利，那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当讲一讲价钱。同志们，这就清楚地向你们表明，我们处理问题现在应该和过去不同。从前一个共产党人说：“我要献出生命”，他觉得这很简单，虽然往往并不那么简单。现在摆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的是截然不同的任务。我们现在对一切都要算计，每一个人都应当学会算计。处在资本主义环境里，我们应当算计怎样保证我们的生存，怎样才能从我们敌人那里获得利益。敌人当然是要讨价还价的，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讨价还价，而讨价还价是为了占我们的便宜。这一点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决不会幻想某某地方的生意人会变成羔羊，而且会白白给我们各种好处。这种事是不会有的，我们也不盼望有这种事，我们指望的是，我们这些习惯于回击的人，在这里既然摆脱了困境，就要有本领做生意，有本领赚钱，有本领摆脱困难的经济状况。这是个很困难的任务。我们正在致力于这个任务。我希望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新旧任务之间的距离是多么大。不管这个距离多么大，但我们在战争中已经学会了巧妙周旋，而且应当明白我们现在面临的和正进行的周旋是最困难的一次，不过看来，这也是最后的一次了。我们要在这里考验一下自己的力量，要证明我们不是只会死背昨天学到的东西和重复过去的老一套。对不起，我们已经开始重新学习，要学到能够取得毫无疑义的、有目共睹的成绩。为了重新学习，我想现在我们应该再一次相互坚决保证：我们虽在新经济政策的名义下向后转了，但我们向后转时决不放弃任何新东西，同时又给资本家一些好处，从而使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曾经怎样敌视我们，也不得不同意和我们做交易，同我们来往。克拉辛同志同厄克特这位整个武装干涉的头头和支柱多次谈过话，他说，厄克特过去作过种种尝试，无论如何要强迫我们在全俄恢复旧制度，现在却同他克拉辛坐下来一起谈判，并且开口就问：“什么价钱？多少？订多少年？”（鼓掌）这离签订一系列租让合同，进而建立十分严格的、牢靠的（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来看）合同关系还很远，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走，快要走到了，可是还没有走到。同志们，应当肯定这一点，不过也不要骄傲。我们还远没有完全做到使自己成为强者，能独立自主，能很有把握地说，我们不怕任何资本主义的交易，不管这种交易多么难，我们也能做成，也能弄清它的实质并予以解决。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已开始的工作，无论政治工作或党的工作，都必须继续做下去，因此，我们必须抛弃旧的方法，改用崭新的方法。

我们这里的机关仍是旧的，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把它改造一新。我们不能一下子把它改造过来，但我们必须把我们现有的共产党员正确地分配好。要让这些共产党员掌握他们所在的机关，而不是象我们这里常见的那样，让机关掌握他们。这一点用不着隐瞒，应该坦率地说出来。这就是目前这个时候我们面临的任务和我们面临的困难，目前我们踏上了实干的道路，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但不是把它当作用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道路，并且说：“是的，这比旧制度好。”这就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我们的党同全国人口比起来，虽然人数很少，但是它把这个任务担负起来了。这个小小的核心给自己提出了改造一切的任务，它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这不是空想，而是人们最关切的事业，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已经做到。改造工作要做得让大多数劳动群众——农民和工人都说：“不是你们自夸，而是我们夸你们，我们说你们已经取得了最好的成绩，有了这个成绩，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决不会想回到旧制度去了。”但是这一点还没有做到。 因此新经济政策仍然是当前主要的、迫切的、囊括一切的口号。
 昨天学会的任何一个口号我们都不会忘记。我们可以泰然自若地、毫不犹豫地对任何人说这一点，我们走的每一步也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还必须适应新经济政策。必须善于克服新经济政策的一切消极面，使之缩小到最低限度，这些消极面不用列举，你们都很清楚。必须善于精明地安排一切。我国的法律使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会不会办事情呢？这还是一个远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党报上每天都有十来篇文章写道：某个工厂、某个工厂主的租赁条件如何如何，而在我们共产党员同志当厂长的地方条件又如何如何。这是否有利？是否合算？我们已抓住日常问题的核心了，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收获。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者什么抽象图景，或者什么圣像的问题了。说到圣像，我们仍持原来那种否定的看法。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任务。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表示一个信念：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中，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长时间热烈鼓掌）





	载于1922年11月21日《真理报》第26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00—309页

















[200]

 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是他最后一次对公众的讲话。莫斯科苏维埃全会是同莫斯科各区苏维埃的全会一道在大剧院开的。会议听取了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和执行委员会在市、区两级苏维埃改选前的工作报告。在会议议程进行完毕以后，列宁来到了会场，受到了极热烈的欢迎。据与会者回忆，尽管列宁身体不适，但他还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294。





[201]

 指远东共和国国民议会1922年11月14日通过的关于远东共和国同俄罗斯联邦重新合并的决定，合并的消息发表在1922年11月15日的各报上。决定的全文于1922年11月21日见报，“是在列宁讲话之后。——295。





[202]

 1922年10月底至11月初《真理报》上曾就同莱·厄克特签订合同的问题发表了一些争论文章。争论是按照列宁的建议组织的。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1922年10月30日列宁给格·列·皮达可夫和莫·伊·弗鲁姆金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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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203]


1922年11月22日

亲爱的同志们：

当前最主要的迫切任务，也是最近几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缩减苏维埃机关、改善组织、消灭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减少非生产开支，来不断地精简苏维埃机关和减少其费用。你们工会需要在这方面做大量的工作。

祝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成功，取得丰硕的成果，希望大会专门讨论一下苏维埃机关问题。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22年11月2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6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10页

















[203]列宁给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信是在代表大会闭幕后送到的。1922年11月24日，在该工会新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第一次会议上，宣读了这封贺信。



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1月16—21日在莫斯科举行。有201名代表出席大会。列宁由特维尔省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为大会名誉代表。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推选列宁为名誉主席并给他发了致敬信。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的当前任务，组织问题，工资－经济工作等等。——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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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削减海军舰只修建计划

给约·维·斯大林的信

（1922年11月25日和29日）

电话口授


1

致斯大林同志

（11月25日上午11时）

（暂时只作为非正式的磋商，并请与其他中央委员商量一下）[204]

现将关于舰只修理计划问题的综合材料送上。应尽快解决，我想，甚至就在今天解决。昨天我同斯克良斯基详谈过，有点犹豫，但是，1000万的开支太大了，所以我还是不得不提出下列建议：

批准将“纳希莫夫号”巡洋舰造完，然后，把其余的大型舰只（驱逐舰、战列舰等等）削减1d3，并责成主管部门相应地削减其他所有开支。我想，这样大体上可达700万，而把剩余的款项用来增加学校经费则要正确得多。现附上绝密的综合材料，以及皮达可夫205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据斯克良斯基同志说，这个委员会已经几乎削减了1600万。

我认为，目前这样规模的舰队，虽然按斯克良斯基同志公正的说法只是小小的舰队，但对我们来说仍然是过分的奢侈。“纳希莫夫号”巡洋舰应当造完，因为我们可以把它出售获利，而在其他方面，我确信我们的海军专家实在是热心过分了。舰队我们不需要，而增加学校经费却迫切需要。[206]



列宁



2

致斯大林同志

（11月29日下午7时）

由于有人指责我“凭眼睛估计”就削减了舰只修理计划[207]，我必须作如下说明：

舰只修理计划的整个规模应与我们根据政治和经济原因决定拥有的舰队的规模相符合（而这一点当然只有专家们才能够办到）。我深信，“纳希莫夫号”巡洋舰应列入我们的舰队，因为至少我们必定有可能把它出售获利。其次，我们的舰只修理计划还包括一批驱逐舰、一部分战列舰，还有潜水艇等等。我觉得这些舰只的总数过多，与我们整个海军的条件不相称，而且是我们的预算所无力承受的。我不知道这部分舰只究竟能够削减多少，我想皮达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的委员会也不可能根据经济的，特别是政治的合理考虑而加以确定。

对我来说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总数1000万是我们无力负担的。因此，我建议将这笔款项定为700万，责成军事专家们计算一下，加上我们舰队需要补充的舰只，驱逐舰、战列舰、潜水艇和其他舰只的总数应是多少？我想，不然的话，削减我们的舰队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海军专家们自然热心于自己的事业，会竭力加大每个数字。在我们给空军拨了大量经费的时候，我们对待用于舰队的开支应当四倍、十倍地慎重，况且由于符拉迪沃斯托克 
［注：即海参崴。——编者注］

 的归并，当前还要有一笔可能很大的开支。

至于加米涅夫关于原定向金属工厂和电机工业总管理局订货的意见[208]，那么应当说，我们订货应满足农民的需要，而决不用于舰队这类东西，因为维持一支相当规模的舰队，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考虑，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建议在把总的开支削减300万以后，计算一下，应按什么样的比例确定这笔款项在舰只修理计划范围内的各种用途，然后计算一下，我们怎样才能立刻开始将我们原定数量的修船厂转产农民所必需的金属制品。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11—313页

















[204]列宁的这封信分送给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以便对他的削减舰只修理计划的建议进行表决。——304。



[205]指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为审核舰只制造和国防工程的年度计划而设立的委员会。——304。



[206]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2年11月30日的会议上讨论了舰只修理计划问题，决定把舰只修理开支总额削减到800万卢布。根据列宁的建议，节省下来的资金拨给了教育人民委员部（见本卷第318页）。——305。



[207]列宁指的是列·达·托洛茨基的反对意见。托洛茨基在分送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表决的列宁1922年11月25日的信上写道：“我不能认为这种‘凭眼睛估计’进行削减的方法是正确的。”——305。



[208]在表决列宁前一封信中的建议时，列·波·加米涅夫主张批准1000万卢布的开支总额，理由是已向各工厂“订货”。——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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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209]


（1922年11月26日）

同志们，感谢你们的问候，祝你们能完成你们肩负的重大任务——培养建设新生活的青年一代。






	　　列宁
载于1922年12月《教育工作者》杂志第10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14页

















[209]这是列宁给全俄教育工作者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回信，于1922年11月26日上午在大会上宣读。代表大会选举列宁为名誉主席，并以50万教育工作者大军的名义向他发了致敬信。



全俄教育工作者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1月21—26日在莫斯科举行。183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教育工作者的政治教育问题。——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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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际工人援助会书记明岑贝格同志

（1922年12月2日）

我想简要地指出组织援助的意义，对您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10]作一补充。

国际工人阶级对饥民的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苏维埃俄国渡过和战胜了去年的严重饥荒。现在必须医治饥荒带来的创伤，首先是安置成千上万的孤儿，恢复由于饥荒而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和工业。

在这方面，国际工人阶级的兄弟援助也已经开始发生作用。彼尔姆附近的美国拖拉机队，美国技术援助组织的农业队，国际工人援助会办的农业和工业企业，通过工人援助苏俄协会分配与认购的第一次无产阶级公债——所有这一切都是工人以兄弟般的援助来促进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恢复这一事业的大有希望的开端。

国际工人援助会如此成功地发起的对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援助，一定会得到全世界工人和劳动者的全力支持。除了继续对资产阶级国家政府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要求承认苏维埃政权以外，世界无产阶级广泛的经济援助，在目前是对苏维埃俄国反对帝国主义康采恩的艰苦的经济战争的最好和最实际的支援，是对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最好的支援。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2年12月2日于莫斯科

载于1924年国际工人援助会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的《国际工人援助会的三年。1921—1924》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15—316页

















[210]国际工人援助会总书记威·明岑贝格于1922年11月21日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该会活动的报告。



国际工人援助会（国际援助苏俄饥民国外委员会）是一些国家的援助苏维埃俄国饥荒地区居民委员会于1921年9月在柏林召开的国际代表会议上成立的，目的是在国际范围内协调这种援助。



国际工人援助会的成立是世界先进工人对1921年8月2日列宁向国际无产阶级发出的呼吁（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81—82页）的响应。国际工人援助会运送食物、药品到俄国，帮助建立儿童保育院等等。在1921—1922年间，国际工人援助会募集了500多万金卢布，同时协助在国外成立苏俄之友协会，协助外国工人移居俄国建立工业和农业企业，以帮助苏俄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国际工人援助会发行由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作保证的国际公债。国际工人援助会还开展广泛的出版活动并传播反映苏维埃俄国生活的影片。



国际工人援助会的任务和职能后来有所扩大，它还给各国的罢工工人和同盟歇业期间的工人、劳动人民的儿童和劳动妇女、残废者等等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



国际工人援助会的领导机构是中央委员会，由国际工人援助会各组织的国际代表大会选出。各国设有国际工人援助会分会。除个人会员外，还有一些工人组织（工会、合作社等等）加入这些分会为团体会员。——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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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211]


1922年12月4日

亲爱的同志们：

很遗憾，我不能亲自来向你们祝贺。最真诚地祝你们工作成功。希望你们不要因为取得了崇高的称号而忘记最主要的任务——必须切切实实地推进青年的培养和学习。

致最崇高的共产主义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22年12月5日《真理报》第27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17页

















[211]列宁的贺信是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宣读的。开幕式在大剧院举行，有2000多名莫斯科青年工人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当天就给列宁写了回信，信中以共产主义青年的名义保证全力以赴地“为社会革命的事业去争取青年工人的大多数”。



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2月4—16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各国38个青年组织的121名代表。代表大会讨论了下述青年运动的任务：协助各国共产党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为反对战争危险而斗争，把共青团变为青年工人的群众性组织和贯彻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提高共青团的教育工作和理论工作的水平，等等。代表大会在特别决议中声明拥护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所有决定。代表大会基本通过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新纲领草案，建议各国共青团对草案进行广泛的讨论。——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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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的任务的意见[212]


（1922年12月4日）

海牙会议召开在即，我想，在反对战争危险的问题上，最大的困难在于克服那种认为这是一个简单明了和比较容易的问题的偏见。

所有著名的改良派领袖总是对工人阶级说，“我们要用罢工或革命来回答战争”。这种貌似激进的回答，往往使工人、合作社工作者和农民感到满意和安心。

也许，最正确的做法是首先最严厉地驳斥这种见解。应当指出，特别是在战争过去不久的今天，只有最愚蠢的人或不可救药的骗子才会叫人相信，对反对战争问题作这样的回答总有点用处。应当指出，用最普通的和直接的意义上的罢工来“回答”战争是不行的，同样，用最普通的和直接的意义上的革命来“回答”战争也是不行的。

应当向人们说明实际情况，说明战争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发生的，一般工人组织即使自称革命的组织，在真正日益迫近的战争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

应当反复地、十分具体地向人们说明上次战争的情况，说明为什么情况只能是那样。

尤其应当说明下述情况的意义：“保卫祖国”是一个必然出现的问题，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然是对本国资产阶级有利的。

因此，第一，说明“保卫祖国”的问题；第二，与此相关，说明“失败主义”的问题；最后，说明反对战争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保存和建立所有参战的革命者的秘密组织，以进行 
长期的

 反战活动——应该把这一切提到首要地位。

抵制战争，这是一句蠢话。共产党人应当投身到任何反动的战争中去。

最好是举例证明，不妨用战前的德国文献，特别是用1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做例子，极其具体地证明，理论上认定战争是罪恶的，社会党人不容许战争等等，不过是一些空话，因为问题的这种提法没有丝毫具体的内容。我们没有使群众真正深切地认识到战争可能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相反地，大量发行的占统治地位的报刊，每天都在掩盖这个问题，散布有关这一问题的谎言，软弱的社会党报刊完全无力加以驳斥，何况它们在和平时期对这个问题抱着根本错误的看法。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报刊大概也会同样出丑。

我认为，我国出席国际合作社工作者和工会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分一下工，对目前为战争辩护的各种诡辩作出十分详细的分析。

也许，把群众拉入战争的最主要的手段正是资产阶级报刊利用的那些诡辩，而我们在反对战争方面软弱无力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预先分析这些诡辩，甚至象1912年巴塞尔宣言那样，对这些诡辩用一些廉价的大话空话来应付，说我们不容许战争，我们完全懂得战争的罪恶，等等。

如果我们出席海牙会议的代表中有几个人会用几种外语发表反战演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驳斥这样一种论调：似乎到会的人都是反对战争的，他们都懂得战争可能而且一定会在一个最意外的时刻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多少懂得一点反对战争的方法，多少能够采取适当的、可以达到目的的办法来反对战争。

根据不久前的战争经验，我们应当说明，一旦宣战就立即会出现大量理论问题和日常生活问题，使绝大多数应征入伍的人根本不可能以比较清醒的头脑、比较公正的不抱成见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

我想，我们应该非常详细地从以下两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讲述并分析上次战争期间所出现的情况，向所有出席会议的人指出，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切，或者他们装出知道的样子，实际上是闭眼不看问题的关键是什么，而不知道问题的关键也就谈不上任何反战斗争。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有必要分析一下当时俄国社会党人中间在战争问题上出现的各种态度即各种看法。必须证明，这些态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现代战争的性质本身产生的。必须证明，不分析这些看法，不说明它们产生的必然性及其对反战问题的决定意义，就谈不上对战争有什么准备，甚至也谈不上对战争持自觉的态度。

第二，要选取目前的冲突，哪怕极小的冲突做例子，并以这些例子来说明，由于英法两国在它们同土耳其的条约的某些细节上发生争执，或者由于美日两国在任何一个太平洋问题上都有小小的分歧，或者由于任何大国在殖民地问题、关税政策以至整个贸易政策问题上争吵不休，如此等等，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依我的看法，如果对能否在海牙完全自由地把反战演说讲完有点疑问，那就要想些巧妙的办法，至少讲出主要内容，而把未能说完的话印成小册子。要准备主席打断我们的讲话。

我想，为此目的，代表团除了应有能负责发表总的反战演说即阐述反战斗争的一切主要理由和一切条件的发言人之外，还应有一些掌握三种主要外语的人，专门同代表们进行交谈，看看这些人对基本理由懂得多少，是否需要提出某些论据或举出某些例子。

在有些问题上，也许只有举出上次战争的实际例子，才能发生重大作用。在另一些问题上，也许只有说明当前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及其同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的联系，才能发生重大作用。

我记得，关于反战问题，我们一些共产党的代表在议会内和议会外曾发表过许多极端错误、极端轻率的反战言论。我认为，对于这种言论，特别是战后发表的这种言论，应当坚决反对，毫不留情地点出说这种话的每个人的名字。对他们的评论可以委婉一些，特别在必要的时候，但是在任何场合都不能缄默不言，因为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是一种最坏的绝对不能宽容的恶事。

有些工人代表大会作出不少十分愚蠢和十分轻率的决定。

应当立即收集各种材料，详细地研究问题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细节，研究大会上的全部“战略”。

我们自己在这种问题上讲错话固然不能容忍，就是对实质说得不充分，也是不能容忍的。






	　　1922年12月4日载于1924年4月26日《真理报》第9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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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这是列宁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特别委员会写的一封信。这个委员会是根据列宁的建议成立的，由格·叶·季诺维也夫，列·达·托洛茨基和尼·伊·布哈林组成，其任务是同将出席海牙国际和平大会的苏俄代表团一起讨论有关大会的一切问题。列宁因病不能出席定于1922年12月4日召开的特别委员会会议，因此用书面方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海牙国际和平大会（1922年12月10—15日）是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在反对新的世界战争危险的工人群众的压力下召开的。出席大会的有欧洲24个国家的630名代表。很大一部分代表是社会民主党、黄色工会和改良主义合作社组织的领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团体的代表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没有邀请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以及亚非被压迫国家的代表与会。代表中只有10名共产党人，全是苏俄代表团的成员。



为了不给共产党代表有广泛开展工作的机会，大会的组织者只为苏维埃俄国的3名代表——卡·伯·拉狄克、费·阿·罗特施坦和索·阿·洛佐夫斯基领到荷兰政府的入境签证。6名苏俄代表只赶上最后两次会议，因此实际上未能参加大会的工作。苏俄代表团尽管遭到各种阻挠，但还是利用大会的讲台，向全世界表明革命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苏俄代表反对大会的发起人为大会草拟的和平主义决议，有力地揭露了这些决议，指出它们在实际上毫无用处。苏俄工会代表团提出并用法、德、英三种文字印发了14点纲领。纲领号召进行坚决的群众性斗争，争取废除凡尔赛条约，揭露国际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公布秘密条约，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国际联盟的旗号下推行的侵略政策，反对以赔款的形式奴役德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劳动群众，争取从德国和一切国家的占领区，从“根据国际联盟的委托，亦即根据强权占领的”地区和领土（远东、近东、非洲等等）立即撤走协约国军队。作为反对战争危险的措施，纲领要求建立国际行动委员会，由三个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代表组成。大会的机会主义多数否决了这一纲领。



大会通过的决议离召开“和平大会”的目的太远，苏俄代表团拒绝对这些决议提出任何修改。在这些决议中，只字未提资本主义是战争的根本原因，闭口不谈必须从阶级立场进行反战斗争以及组织工人反战统一战线的问题，而仅限于宣布准备一旦发生新的战争即举行总罢工。——311。







《列宁全集》第43卷


关于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分工的建议



［注：见本卷第56—57、147—155、320—322、326—327页。——编者注］



（1922年12月4日）


副主席的分工：

　　1．一位副主席抓 劳动国防委员会
 ，其他两位抓 人民委员会
 ，按月轮换。2．按照（或参照）1922年春天的单子 
［注：同上，第154—155页。——编者注］

 ，分管各人民委员部。

3．已经开始的工作（例如抚拉斯——托拉斯问题委员会；核算重工业的经费）由加米涅夫同志继续负责。

4．每位副主席都要对机关进行检查；每周或每两周检查某一部分（要计划和安排好，按顺序每次检查一个人民委员部；有时检查它的上层机关有时检查下层机关；每次检查都要写出详细的书面决定；尚未检查的那部分人民委员部，如果情况与已规定应进行精简和改进的其他人民委员部完全相同而不自行精简和改进，将受到处分，直至逮捕和撤职）。






	　　列宁
1922年12月4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23页













《列宁全集》第43卷


关于尼·叶·费多谢耶夫的点滴回忆[213]


（1922年12月6日）

关于尼古拉·叶夫格拉福维奇·费多谢耶夫，我能回忆起来的是90年代初期的事。我不敢说我的回忆完全准确。

那时我住在外省，即喀山和萨马拉。我住在喀山的时候，就听说过费多谢耶夫，但没有见过他。1889年春我来到萨马拉省，同年夏末在那里听说费多谢耶夫和喀山各小组（包括我参加过的那个小组）的其他成员被捕。我想，如果那年夏天我留在喀山，也很可能被捕。这以后不久，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派别开始发展起来，同很早就由“劳动解放社”[214]在西欧宣告成立的社会民主派遥相呼应。

尼·叶·费多谢耶夫是最早宣布自己属于马克思主义派别的那一批人中间的一个。我记得，由于这一点他开始同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论战，米海洛夫斯基则在《俄国财富》杂志上对他的一封秘密书信作过答复。[215]由于这一点我开始和尼·叶·费多谢耶夫通信。我记得，我们之间的联系是通过霍普芬豪斯进行的；有一次我见到了她，曾打算在弗拉基米尔城和费多谢耶夫会晤，但没有成功。我是抱着他能够出狱的希望到那儿去的，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216]

后来，费多谢耶夫和我同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郊；他在西伯利亚自杀身亡，好象是由特别不顺遂的生活条件造成的难以忍受的个人遭遇引起的。[217]

我记得，我和费多谢耶夫在通信中谈到当时产生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或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观的问题。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费多谢耶夫作为一个对自己的事业无限忠诚的旧时代革命家的典型，博得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特殊的好感；可能是他的某些言论或对宪兵的不慎举动使自己的境遇恶化了。

我这里可能还留下一些费多谢耶夫的书信或手稿的片断，但是否保存着，是否能找到，这一点我还说不准。

不管怎么样，费多谢耶夫当时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俄国中部的某些地区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当时大批人转向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受了这位非常有才华的、对自己的事业无限忠诚的革命家很大很大的影响。






	　　1922年12月6日载于1923年《尼古拉·叶夫格拉福维奇·费多谢耶夫。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先驱之一（回忆录）》一书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24—325页

















[213]《关于尼·叶·费多谢耶夫的点滴回忆》一文是应党史委员会之约给一本记述尼·叶·费多谢耶夫的革命活动的文集写的（见《尼古拉·叶夫格拉福维奇·费多谢耶夫。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先驱之一（回忆录）》1923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由列宁口授，秘书记录。文章的标题是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拟的，她还对文章作了一些编辑加工。在她给列宁的信上有列宁的批语：“不反对。”列宁在文中谈到的他和费多谢耶夫的来往信件没有找到。——316。



[214]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国外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316。



[215]1893年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俄国财富》第10期上发表一篇谈民粹主义的文章，表示赞同瓦·沃·对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公然坚持必须摧毁保障劳动者在生产中的独立地位的经济组织”，而瓦·沃·则反对“这种直接影响现存制度的‘业绩’”。为此，尼·叶·费多谢耶夫给米海洛夫斯基写了一封私人信，反驳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指责。他在信中说明了他不得不采用写私人信的方式的原因，然后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的观点，驳斥了所谓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使农民无产阶级化”的谰言。米海洛夫斯基在1894年《俄国财富》第1期《文学和生活》一文中片面地摘引费多谢耶夫私人信加以发表，以败坏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声誉。这种论战手法引起费多谢耶夫的抗议，他写了第二封信，但此信是否寄给了米海洛夫斯基，不详。



费多谢耶夫给米海洛夫斯基的信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已经丢失。1921年11月，《往事》杂志编辑部将一本题为《给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两封信》的小册子（1894年版，无出版地点）寄给列宁，请他判断其作者是谁。列宁在11月23日的回信中认为，它可能是费多谢耶夫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费多谢耶夫给米海洛夫斯基的信直到1933年才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期上全文发表。



《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　Богａ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316。



[216]1893年9月初（公历），列宁为会见尼·叶·费多谢耶夫曾去弗拉基米尔。——316。



[217]列宁在1898年8月16日写给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信中曾谈到尼·叶·费多谢耶夫之死（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3卷）。——317。







《列宁全集》第43卷


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家供给委员会报告的决定草案的补充

（1922年12月6日或7日）

除已作的计算外，充分保证所有学校师生的粮食需要，责成加米涅夫同志、瞿鲁巴同志和雅柯夫列娃同志计算一下，为此应拨出多少粮食，加上拨给职员的最低限度的经过专门审核的数字，粮食总数究竟是多少。

再给学校追加100万金卢布的经费。[218]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26页

















[218]列宁的意见写入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2年12月7日作出的关于国家供给委员会报告的决定。决定建议人民委员会从舰只修理计划方面节省下来的款项中拨出200万金卢布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参看本卷第305—306页）。——318。







《列宁全集》第43卷


就政治局的议事规程提交全会的建议

（1922年12月8日）

电话口授

1．政治局每星期四开会，从11点起，至迟到2点结束。

2．如留有未讨论的问题，则将这些问题移到星期五或星期一的同一时间讨论。

3．政治局的议程应在星期三中午12点之前分发。与议程有关的材料（用书面形式）应在此之前送达。

4．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可以在会议的当天提出补充问题：

　　（a）在绝对不容拖延的情况下（特别是外交问题），

　　（b）仅限书面形式，

　　（c）只有在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都不反对的情况下。

关于无人反对提出议程外问题这个最后的条件，只有在遇到刻不容缓的外交问题时才可以不考虑。






	　　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27页













《列宁全集》第43卷


关于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的工作制度的建议[219]


（1922年12月9日） 　　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的工作制度


1．工作时间：12—2时，6—9时；同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起工作的日期： 
星期一和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五

 。

2．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副主席和主席的特别会议，如有必要均在上述日期和上述时间内进行（政治局、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开会除外）， 
一般

 每周 
不少于

 两次，每次一小时。开会时间在头一天晚上9时以前确定。

3．副主席的全部工作分为：

　　（a）直接监督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b）直接监督 劳动国防委员会
 办公会议的工作

　　（必须恢复 劳动国防委员会
 的办公会议，以便各副主席腾出时间处理其他更重要的工作。副主席 不
 主持办公会议，但是 只有他们
 签字后，这些会议的决定才能成为最终决定）；

　　（c）主持不由 人民委员会
 主席主持的那部分 人民委员会
 和 劳动国防委员会
 会议；

　　（d）参加财政委员会（加上索柯里尼柯夫及其副手和小人民委员会主席；后者不参加财政委员会的所有会议）。

　　（也许可规定财政委员会的会议每周有一次由 
人民委员会

 主席主持，时间为一小时？此事应考虑一下）；

　　（e）确定包括小人民委员会在内的所有机关的议程和问题的顺序，并挑出最重要的问题，在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主持下四人共同讨论；

　　（f）通过亲自向各人民委员及其副手作指示，以及对其上层和基层机构进行考察，来直接监督各个人民委员部及其机构；

　　（g）为贯彻这一条（f），经 人民委员会
 主席批准，由各副主席分管各人民委员部。

4．上述各项工作在副主席之间分工时，应使所有三人（必要时还可包括当他们助手的办公厅主任）能在某项工作上“干” 两个月
 ，然后 换一项工作
 。

（这一点所以必要，是为了使所有的副主席全面地熟悉 整个
 机关，也是为了达到管理的真正统一。）

5．三位副主席立即拟订他们之间这种分工的方案，并由四人共同确定。

6．鉴于改善和整顿整个机关比主持会议以及同副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谈话这类工作更为重要，而这类工作至今占用了各副主席的所有时间，因此必须规定并严格实行：每位副主席每周“下底层”时间 不得少于两小时
 ，亲自对机关上层和基层五花八门的各个部分，而且是最意想不到的部分进行考察。这种考察的记录，经过整理、审定，通报（在某些情况下）给 所有
 主管部门，应有助于 
精简

 机关和促使我们国家机关的所有部分得到改进。






	　　列宁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28—329页

















[219]在手稿第1页左上角有列宁手书：“立即打印5份。”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存有两份打印件，一份注明“送列宁同志”，另一份注明“送瞿鲁巴同志”。——320。







《列宁全集》第43卷


致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220]


（1922年12月10日）

祝贺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

大会要审议的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是各共和国的联合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正确与否，关系到今后我们国家机关的组织；最近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哈尔科夫对苏维埃职员进行的一次调查统计，突出而鲜明地暴露出我们国家机关中不可容忍的缺点。

大会应该特别注意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国重工业问题。把顿巴斯、石油和冶金工业的生产率提高到战前水平，是我国整个经济的基本任务，应该尽我们的一切努力去完成这个任务。

我确信代表大会一定会找到完成这些任务的正确途径，并衷心地祝贺大会圆满成功。






	　　列宁
1922年12月10日

载于1922年12月12日《共产党人报》（哈尔科夫）第28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30页

















[220]列宁致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于1922年12月10日在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宣读。当天，大会给列宁发了致敬电。



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2月10—14日在哈尔科夫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824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为782人，有发言权的代表为42人，共产党员为735人，非党人士为89人。大会议程包括以下问题：政府工作报告；财政政策；发展农业工作总结；各苏维埃共和国以联盟的形式实行联合；工业状况；红军问题；苏维埃建设；饥荒后果及其克服措施。大会赞同列宁关于各享有主权的苏维埃共和国自愿联合为统一的联盟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思想，并就米·瓦·伏龙芝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各苏维埃共和国以联盟的形式实行联合的决定。遵照列宁的指示，大会对苏维埃建设、财政政策、振兴工农业等问题给予极大注意。大会选举列宁为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名誉委员。——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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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提纲[221]


（1922年12月13日以前）

1．五周年纪念日（符拉迪沃斯托克 
［注：即海参崴。——编者注］

 ）。

2．国内战争 团结了
 工人阶级和农民，这正是 不可战胜的力量的保证
 。

3．国内战争教育了和锻炼了（邓尼金等等都是很好的 教员
 ；教得很认真； 我们
 所有 优秀的工作人员都参加过军队
 ）。



补

 3：……　 
补

 3： 
外交

 （注意）。


　　建立机关较容易。】

　　4．去年的饥荒也被战胜了。5．现在正 全力
 抓 
经济

 ：怎样（注意） 
走向

 社会主义？

6．只有通过 新经济政策
 。

7． 一年的检验
 ？

8． 财政
 。前进了 一小
 步
 。

9．克里茨曼，1920年——16％；1921年——50％；1922年——22260％。

10．贸易的增长，包括 
国内

 贸易。

11．——和对外贸易。

12．——合营公司： 学习
 。

13．工业：轻工业 
好转

 。

14．—　—　—重工业 困难
 ，但不是毫无希望：有小小的进展。

15． 
中央消费合作总社

 ：它的特殊意义。

16．国家机关的一般情况： 
糟透了；低于
 资产阶级的文化
 。

　　　（1917年11月“被吓住了”）；问题正在于 
整个

 文化，而 提高
 文化 需要好多年

 。


注意
 ‖17．数十万国家机关职员。 
增加了

 。

‖18．1922年（10—11月）的调查统计。

‖19．其结果。

‖20． 金的文章
 。[223]

21．不是改做，而是 
重新部署

 和 
精简

 。

22． 
许多年的工作

 ：（我们是单独的，我们在拉车，而本应是 
拉我们

 ）。

23．快一些（1917—1922年）

　　 
慢一些

 （1922—1927年？？）（“口号”）。

24．城市支部对农村支部的支援和 倒过来
 。



常常是

 ：不是机关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机关！！


下一年度
 原料等等的供应！ 
注意

 （危险）。





	载于1925年9月27日《真理报》第22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440—441页

















[221]为准备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列宁早在1922年11月就开始收集必要的材料：索取各种图书和剪报，阅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巴·米柳亭关于贸易、财政和工业状况的报告，写信给约·伊·霍多罗夫斯基，请他提供俄共（布）城市支部支援农村支部和农村支部支援城市支部的材料。由于健康状况恶化，列宁未能出席代表大会。从提纲可以看出，他未能在代表大会上讲的一些问题，后来在最后一批文章中得到了发挥。



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2月23—27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俄罗斯联邦的1727名代表和来自外高加索联邦、乌克兰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的488名贵宾——即将召开的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列宁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代表大会给列宁发了致敬电。



代表大会讨论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报告，还讨论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报告。代表大会表示完全赞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并在决议中规定了一系列进一步巩固工业、农业和财政的措施。12月26日代表大会听取了关于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的报告，次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就这一问题通过了一项决定，认为必须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大会选举了出席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



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代表俄国工农庄严表明要求和平的愿望，号召各国劳动人民与苏维埃俄国人民共同努力“保障和平”，“防止人类遭受骇人听闻的毁灭性的战争”。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270名委员和11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324。



[222]列宁所引数字表明，在1920年、1921年和1922年这三年的6—11月期间，价格的增长分别低于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长16％、50％和60％。这些表明卢布趋于稳定的数字显然是用来证实提纲中的第8点“财政。前进了一小步”的。



这些数字看来取自列·纳·克里茨曼为文集《在新的道路上。1921—1922年新经济政策总结》（第2编：财政。由劳动国防委员会特设委员会编辑的报告书。莫斯科，劳动国防委员会1923年出版）所写的导言。列宁在准备讲话稿时曾在1922年12月10日索取该文集的校样。——325。



[223]看来是指Ф．金的文章《“专家”（统计调查试验）》，载于1922年9月3日《真理报》第197号。文章依据对在苏维埃机构和托拉斯中工作的230名工程师的调查，把专家分成两类：一类是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另一类是愈来愈多地同苏维埃政权合作的。作者认为，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之一是全力促进资产阶级专家的这种分化。



据玛·伊·乌里扬诺娃回忆，对非党专家弗鲁姆金（Ф．金是他的笔名）所写的这篇文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感兴趣，他多次提及这篇文章，让我同作者谈谈，向他转达伊里奇的意见，并问明他在哪里工作。”——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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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分工问题

给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亚·德·瞿鲁巴的信

（1922年12月13日）

电话口授 　　致加米涅夫、李可夫、瞿鲁巴同志

由于旧病复发，我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政治活动，恢复休假。[224]因此，我同你们的分歧已经失去实际意义。我必须说的只是：我根本不同意李可夫的具体的补充，并提出与他截然相反的意见——接见应有充分自由，没有限制，甚至扩大范围。[225]详情待面谈。

对如此分管各人民委员部，我也很不同意。我想，这种分工应当更加适合各位副主席做纯行政工作的才能。依我看，你们昨天提出的分工的主要缺点就是缺乏这种协调。[226]主持会议和监督法令及财政委员会决议等等在法律上的表述是否准确的职能，本应与检查和改善行政机关的职能极其严格地分开。加米涅夫同志更适合于执行第一种职能（即主持会议，监督表述的准确性等），而瞿鲁巴和李可夫则长于纯行政职能。

基于上述总的理由，我必须把这一问题搁置到我休假回来。不过请注意，我同意暂按你们提出的分工办，但不是为期3个月（这与你们的建议不同），而是在我返回工作之前，如果不到3个月我就回来的话。

我想起一件事，你们分工时完全忘掉了《经济生活报》这样一个重要的机关报，该报一定要有专人照管。我个人认为，由李可夫来照管《经济生活报》可能最为合适。






	　　列宁
1922年12月13日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31—332页

















[224]1922年12月13日晨，列宁的病两次发作，医生要求列宁全休。玛·伊·乌里扬诺娃后来写道：“医生花了很大力气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停止工作，住到郊外去。还建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暂时不要散步，尽可能多卧床休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同意出城，并说：‘今天就开始清理自己的事务。’”从这时起列宁在家工作了几天，口授信件，布置各种任务，力争把他认为特别重要的事情料理完毕。——326。



[225]指阿·伊·李可夫提的下述建议：列宁亲自接见的来访者通常要由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或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事先选定。——326。



[226]指1922年12月12日由亚·德·瞿鲁巴、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拟定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分管各人民委员部方面的分工。列宁1922年12月4日提出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分工的建议，12月9日提出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的工作制度的建议，见本卷第315、320—322页。——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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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外贸易垄断

[227]




（1922年12月13日）

电话口授

致斯大林同志并转中央全会

我认为分析布哈林同志的信 
[228]

 极为重要。他在第一条中说：“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因其‘原则’结构而造成的工作无能，使国家经济遭受无数损失，无论列宁还是克拉辛都对此一声不响；由于我们自己没有能力（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长时期内也不会有能力）调动农民的商品储备并把它投入国际商品流转，我们受到了损失，他们对此也都只字不提。”

这种论断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克拉辛在关于建立合营公司的第2节里说得很清楚，合营公司是一种手段，第一，可以调动农民的商品储备，第二，可以使由此得到的利润至少有一半送入我们的国库。可见回避问题本质的正是布哈林，他不愿意看到，“调动农民的商品储备”会使收益完全落到耐普曼的手里。问题在于我们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是为耐普曼工作呢，还是为无产阶级国家工作。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为了这个问题绝对可以而且应该在党代表大断会上作一番斗争。

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无能的问题和这个首要的、基本的原则问题比起来，完全是次要问题，因为它工作无能和我们所有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无能不相上下，都是由它们的总的社会结构造成的，这要求我们长期坚持不懈地工作去提高教育水平和整个水平。

布哈林提纲的第二条说，“克拉辛的提纲中有些地方，如第5节，也完全适用于一般租让”。这又是不能容忍的胡说，因为克拉辛提纲的第5节说得很肯定，“在农村中会人为地引来穷凶极恶的剥削者、包买主、投机商以及使用美元、英镑、瑞典克朗的外国资本的代理人”。租让决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因为在租让时我们不仅规定了地区，而且只特许买卖几种指定的物品，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掌握着交由租让企业生产的这些或那些物品的贸易。克拉辛认为，我们是无法把自由贸易限制在10月6日全会决议所规定的范围之内的，而且施加压力要我们对贸易撒手的不仅有走私者，而且有全体农民。布哈林对克拉辛提出的理由一个字也没有反驳，对这个根本的经济的和阶级的理由不置一词，就对克拉辛提出令人吃惊的毫无根据的指责。

布哈林在他的信的第三条中写道：“克拉辛提纲的第3节〈他把第4节误作第3节了〉说，我们的边境守住了”，于是他问：“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实际上就是什么事也不做。这正象一家商店挂着一块漂亮的广告牌，可是里面空空如也（关门总管理局制）。”克拉辛十分明确地说，我们的边境与其说是靠关税保护或边防警卫守住的，不如说是靠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守住的。布哈林对于这个明显的、实在的、无可争议的事实没有反驳也不可能反驳一个字。“关门总管理局制”这一用语，同马克思当年曾用“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 
[229]

 这一用语来回敬过的一种用语的性质是一样的，因为这里也不过是十分庸俗的自由贸易的词句而已。

接着在第四条中，布哈林又指责克拉辛没有看到我们必须完善我们的关税政策，同时还指责我，说我提到在全国设稽查员是错误的，其实当时说的只是在进出口的地点设稽查员。在这里布哈林的反驳又以其轻率而令人吃惊，而且没有谈到点子上，因为克拉辛不仅看到，不仅完全承认我们的关税政策必须改善，而且毫不含糊地准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这种改善就在于：第一，我们采取了对外贸易垄断制；第二，我们采取了成立合营公司的办法。

布哈林看不到，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国与国之间贫富悬殊得惊人的时代，任何关税政策都不会有效果。这是他最令人吃惊的错误，而且是纯理论性的错误。布哈林几次提到关税保护，但没有看到，在上述条件下，任何一个富有的工业国都能够把这种关税保护完全摧毁。为此，它只要对输入俄国的那些我国征收高额关税的货物给予出口补贴就行了。这方面所需要的钱，任何一个工业国都是绰绰有余的，而采取这种措施之后，任何一个工业国都肯定能摧毁我们本国的工业。

因此布哈林关于关税政策的一切议论，实践上无非是使俄国工业完全失去保护，在一层薄薄的面纱的掩盖下改行自由贸易制。对此我们必须全力反对，要把这个斗争一直进行到党代表大会上去，因为现在，在帝国主义时代，除了对外贸易垄断制以外，任何切实有效的关税政策都谈不上。

布哈林（在第五条中）指责克拉辛不了解加强流通的重要性，其实克拉辛关于合营公司所说的话完全驳倒了这一指责，因为这种合营公司所追求的目的正是加强流通并继续保护我们俄国的工业，而这种保护是实际的，不象关税保护那样是虚假的。

接着，布哈林在第六条中反驳我，说农民会进行最有利的交易，在他看来是无关紧要的，斗争不是在农民与苏维埃政权之间，而是在苏维埃政权与出口商之间进行的。这又是根本不对的，因为例如在我前次指出的价格悬殊的情况下（亚麻在俄国值4个半卢布，而在英国值14个卢布），出口商会最迅速、最可靠、最有把握地把农民调集到自己周围。在实践上，布哈林是在保护投机商、小资产者和农民上层分子，反对工业无产阶级。如果工业得不到保护，工业无产阶级是绝对不能恢复自己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而能保护工业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决不是关税政策。在目前俄国的条件下，任何别的贸易保护主义都是完全虚假的、纸上空谈的贸易保护主义，对无产阶级一点好处也没有。因此这个斗争对无产阶级及其工业具有最根本的原则的意义。成立合营公司的办法是能真正改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这个糟糕的机关的唯一办法，因为实行这个办法，外国商人和俄国商人就会在一起工作。如果我们在这种条件下还不能多学一点、学会、学通，那么我国人民就是毫无希望的傻瓜了。

如果我们还要谈什么“关税保护”，那就是说，我们对于克拉辛十分明白指出的、布哈林一点也没有驳倒的那些危险熟视无睹。

我再补充一句，局部开放边境会在外汇方面带来极严重的危险，因为实际上我们将陷入德国那样的境地；还会带来另一种极严重的危险，即俄国在国外的小资产阶级和形形色色的代理人会向俄国渗透，而我们又毫无办法监督他们。

利用合营公司进行长期的认真的学习，这是恢复我国工业的唯一途径。






	　　列宁载于1930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2—3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33—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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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1922年10月16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见注165），订于12月15日（后改为18日）召开的中央全会要再次讨论对外贸易垄断问题。这是列宁就这个问题写给中央全会的信。



全会前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组织收集关于外贸状况的材料并成立研究这些材料的委员会；根据他的建议对俄罗斯联邦各驻外商务代表处的活动进行了调查；同中央委员们，同党、苏维埃和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员交谈；写了许多书信和便条，要那些还在犹豫的同志相信保持对外贸易垄断的必要性；同支持他的观点的人商妥，由他们在全会上发言。他在12月12日给列·达·托洛茨基的信中表示：他将在全会上为垄断制战斗（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



但是由于病情恶化，列宁不能出席全会，所以在13日写了这封给中央全会的信。除斯大林外，列宁还把信分送给托洛茨基和瓦·亚·阿瓦涅索夫。阿瓦涅索夫是主张保持对外贸易垄断的，列宁在给他的附信中请他好好考虑一下，对关于对外贸易垄断的信需要补充什么，如何开展斗争（同上）。列宁建议托洛茨基在全会上发言维护“绝对必须保持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的观点，他强调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同上）。



列宁的信件，同列宁的谈话以及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使中央委员们相信必须保持对外贸易垄断。十二月全会一致通过决定，撤销十月全会的决定，重申“保持和从组织上加强对外贸易垄断的绝对必要性”。鉴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极端重要，列宁没有到此为止，他还建议向即将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党团通报此事，并把问题提到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1923年4月17—25日举行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研究了对外贸易垄断问题。大会关于俄共（布）中央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写道：“代表大会无条件地确认对外贸易垄断是确定不移的，不允许有任何的违背和执行时有任何动摇，并责成新的中央委员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巩固和发展对外贸易垄断。”（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49页）——328。





[228]

 指尼·伊·布哈林1922年10月15日给俄共（布）中央的信。——328。





[229]

 “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一语见于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在那里说，“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是从“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得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0页）。——329。









《列宁全集》第43卷


关于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问题

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信

（1922年12月15日）

电话口授

我现在已经把自己的事务清理完毕，可以安心地走了。[230]还同托洛茨基谈妥，由他来维护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的观点。只有一件事使我非常焦急不安，就是不能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讲话。星期二医生们要到我这儿来，我们将商量一下，是否还有一点可能去讲话。放弃这次讲话，我觉得会使自己很不安，如果不说得更重一点的话。我的讲话提纲几天前就写好了 
［注：见本卷第324—325页。——编者注］

 。所以我建议，一方面不要停止别人代我讲话的准备，同时把我自己讲话的机会保留到星期三，也许我能作一次比平常短得多的讲话，比如作三刻钟的讲话。这种讲话丝毫也不妨碍代替我讲话的人（无论您委托的是谁），而且我想这在政治上和对个人来说都有好处，因为这样可以消除引起巨大的焦急不安的原因。请考虑这一点。如果代表大会还要延期开幕，请通过我的秘书预先告诉我。[231]






	　　列宁
1922年12月15日











我坚决反对把对外贸易垄断问题拖下去。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包括希望我能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这种考虑），如果想推迟到下次全会讨论，我坚决反对，因为我相信，托洛茨基维护我的观点，一点也不比我差，此其一；其次，您和季诺维也夫，听说还有加米涅夫的声明证实，一部分中央委员已改变了自己原先的观点[232]；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继续犹豫不定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是会破坏全部工作的。[233]






	　　列宁
1922年12月15日
















	载于193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7卷（非全文）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38—339页

















[230]指动身去哥尔克。由于病情恶化，医生要列宁到哥尔克去休养。——333。



[231]由于健康状况继续恶化，列宁无法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12月16日晚，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请值班秘书“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名义通知斯大林，说他不去苏维埃代表大会讲话了”（见本卷第462页）。——334。



[232]斯大林于1922年12月15日给中央委员们写信说：“鉴于最近两个月积累的有关对外贸易问题的材料说明必须保持对外贸易垄断……我有责任声明，收回我两月前书而通知中央委员们的反对对外贸易垄断的意见。”斯大林后来在同反对派争论中提到过这件事（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68页）。——334。



[233]列宁1922年12月15日给列·达·托洛茨基的信中也谈到他坚决反对中央全会推迟解决对外贸易垄断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334。







《列宁全集》第43卷


最后的书信和文章

[234]




（1922年12月—1923年3月）

口授记录


给代表大会的信

[235]




（12月23日）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列宁


1922年12月23日

玛·沃·记录


续一

　　续记1922年12月24日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 
[236]

 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采取任何措施，怎么谈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都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愿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这里可以不谈。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我打算在这里谈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象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象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12月25日。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

当然，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



列宁


1922年12月25日

玛·沃·记录


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


莉·福·记录

1923年1月4日


续二

　　续记1922年12月26日

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依我看，可以达到双重甚至三重目的：中央委员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锻炼的就愈多，因某种不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把它改造过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对于那些抱着讥讽态度或怀着恶意指出我们机关的缺点的“批评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些人完全不了解现今革命的条件。在五年的时间内要完成机关应有的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国革命所处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我们在五年内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类型，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查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他们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



列宁


莉·福·记录

1922年12月26日





	载于1956年《共产党人》杂志第9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43—348页











续记

1922年12月29日


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

我认为，在增加中央委员人数时，还应当、也许主要应当检查并改善我们的毫不中用的机关。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利用高度熟练的专家，而配备这些专家则应该是工农检查院的任务。

如何使这些知识丰富的做检查工作的专家同这些新的中央委员配合起来，这个任务应该在实践中解决。

我觉得，工农检查院（由于它自身的发展，也由于我们对它的发展吃不透）结果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这就是从一个特殊的人民委员部变为执行中央委员的特殊职能的过渡状态，从检查一切的机关变为人数不多但属第一流的检查员的集合体，这些检查员应当得到较高的报酬（在我们这个收费的时代，在检查员直接在报酬较高的机关工作的情况下，这样做是特别必要的）。

如果中央委员的人数适当增加，他们在高度熟练的专家和在各部门都有很高威信的工农检查院成员的帮助下，年复一年地学习国家管理的课程，那么，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地解决我们长期未能解决的这一任务。

就是说，结果是中央委员增加到100人，他们的助手，即按照他们的指示检查工作的工农检查院成员，最多不超过400—500人。



列宁


1922年12月29日

玛·沃·记录





	载于1956年《共产党人》杂志第9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54—355页

















[234]

 1922年12月16日，列宁的病剧烈发作。在此后的几天里，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右臂和右腿不能活动。列宁清楚地意识到病情危险，因而决定口授一系列札记，把他认为“最重要的”想法和考虑写出来。这里收载的书信和文章，是他的口授记录的一部分。



12月23日，列宁请求医生允许他口授5分钟时间，用速记记录。他说，因为有一个问题使他感到不安，他怕睡不着觉。得到允许后，列宁叫来玛·阿·沃洛季切娃，对她说：“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请记吧！”接着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次日列宁表示希望继续口授，如后来玛·伊·乌里扬诺娃所说的，由于医生们反对，列宁提出了“最后通牒”：允许他每天哪怕用很短的时间口授他的《日记》（列宁这样称呼自己的札记），否则他就完全拒绝治疗。在列宁的坚持下，医生才允许他每天口授5—10分钟。后来列宁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医生允许他每天口授30—40分钟。



尽管身患重病，但列宁头脑清楚，思想明晰，依然保持罕见的意志力和乐观主义精神。直至3月6日健康状况再次急剧恶化时止，他实际上仍然不断工作，口授札记，为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大概在12月27日或28日，列宁口授了一份札记，拟定了以后工作的题目：






　　“备忘：


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的信中漏了增加后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工农检查院的关系问题。



拟定的题目：



1．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以及从新经济政策观点来看它的意义。



2．关于职业教育总局同国民的普遍教育工作之间的关系。



3．关于民族问题和关于国际主义（从格鲁吉亚党内最近的冲突谈起）。



4．关于1922年出版的一本国民教育统计的新书。”






　　玛·阿·沃洛季切娃在1929年写道：“列宁在1922年12月（20日）至1923年3月初这段期间口授的所有文章和文件都按照列宁的意愿打印5份，他要求1份留给自己，3份交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份交给他的秘书处（绝密）。送《真理报》的文章经最后校订，打印清楚，由列宁审阅过，然后转交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收到的那3份副本也是校订过的。底稿由我烧毁。按照列宁的意愿，封存文件副本的信封上盖有火漆印，他请求写明，只有弗·伊·列宁可以启封，而他死后则只有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可以启封。‘而他死后’这几个字我在信封上没有写。留给列宁的那一份加上硬纸面用细绳装订成册，以便于使用。”

列宁口授的关于党内问题的信件当时没有发表，他口授的文章当即刊载在《真理报》上。——335。





[235]

 《给代表大会的信》包括列宁在1922年12月23、24、25和26日，12月29日（《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和1923年1月4日（《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口授的札记。



信的第一部分（1922年12月23日的札记），据《弗·伊·列宁的书信、便条和交办事务登记本》所记，于当天送达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记录中没有提及列宁的这一札记。但是中央委员会曾提出必须增加中央委员人数的问题，同12月23日札记中列宁的指示完全一致（因为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说的不是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问题，而是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必要性问题）。列宁在12月23日札记中的建议，后来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信的其他部分（1922年12月24—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札记）是列宁逝世后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几天，正式移交中央委员会的。克鲁普斯卡娅在移交这些文件的记录中写道：






　　“兹移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病期间在12月23日至1月23日口授的札记，共13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札记未计算在内（目前在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处）。


这些札记中有些业已发表（关于工农检查院，评苏汉诺夫）。在未发表的札记中有1922年12月24—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口授札记，内含对某些中央委员个人的评价。弗拉基米尔坚决希望，在他去世后，他的这一札记能送达党的应届代表大会。娜·克鲁普斯卡娅
 。”






　　1924年5月21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听取弗·伊·列宁文件接收委员会的报告后，通过以下决定：“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把宣读过的文件交代表大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规定这些文件不得复制，而由伊里奇文件接收委员会委员负责向各代表团宣读。”根据这项决定和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决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了《给代表大会的信》。

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把《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24—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札记）作为附录收入代表大会的记录，同时把这些札记和列宁关于党内问题的其他信件在《列宁文集》中发表。根据这一决定，列宁1922年12月24—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札记被刊载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30号公报上。但列宁关于党内问题的书信当时没有在《列宁文集》或其他出版物中发表。



1956年根据苏共中央决定，这些书信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传达，接着分发给党的各级组织，并在1956年《共产党人》杂志第9期上发表，出版了单行本，还收入了《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6卷。——337。





[236]

 《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原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机关刊物，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被查封。后由彼·伯·司徒卢威在国外复刊，成为白俄杂志，1921—1924年、1927年先后在索菲亚、布拉格和巴黎出版。——338。







《列宁全集》第43卷


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

[237]




续记

1922年12月27日

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个思想，因为我认为，这样一来，在我们的立法机关系统中将出现严重的不协调现象。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有合理的思想，即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汇集了内行、专家、科技界人士的机关，虽然实质上掌握着正确判断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却有点被置于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

然而我们一直认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应当给国家提供经过鉴别分析的材料，而国家机关则应当决定国家事务。我想，在目前国家事务变得异常复杂的情况下，往往要交错着解决各种问题，其中有些问题需要国家计划委员会人员鉴定，有些问题不需要他们鉴定，甚至有些问题的某些方面需要国家计划委员会鉴定，另一些方面则不需要它鉴定，因此我想，目前应该采取步骤来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权。

我是这样设想这一步骤的：应该使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不被通常的苏维埃审议程序推翻，改变决定要有特别程序，例如，把问题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根据特别指令对需要改变决定的问题进行准备，根据特别条例写出报告，来权衡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这个决定是否应该取消，以及对改变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的决定规定特别的期限，等等。

我想，可以而且应该赞同托洛茨基同志的是这一方面，而不是下述方面：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职，或者由我们政治领袖中的某人担任，或者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担任，等等。我觉得，现在在这里把个人问题同原则问题过分紧密地牵扯在一起了。现在听到有人攻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和副主席皮达可夫同志，攻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听到的指责是太软弱，缺乏自主精神，没有主见；另一方面我们听到的指责是粗枝大叶，作风粗野，缺乏深湛的科学修养，等等。我想，这些攻击反映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把两个方面都夸大到极点，实际上我们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需要的是这两类性格的巧妙结合，一种典型可能是皮达可夫，另一种典型可能是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我想，领导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人，他是有科学修养的人，也就是在技术或农艺方面有修养的人，在技术或农艺方面有几十年实际工作的丰富经验。我想这种人应当具有的主要不是行政才能，而是吸收人才的广泛经验和能力。



列宁


1922年12月27日

玛·沃·记录


续一

续记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

决定具有立法性质的信

1922年12月28日

我觉察到，我们某些能够对国家事务的方针起决定性影响的同志夸大了行政这一方面。当然，在一定的地点和一定的时间，行政这一方面是必需的，但是不应该把它同科学修养方面、同掌握广泛的实际情况、同吸收人才的能力等等混为一谈。

在一切国家机关内，特别是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内，必须把这两种素质结合起来。当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告诉我，他已把皮达可夫吸收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并同他谈妥工作的时候，我同意了这种做法，虽然一方面我还有些怀疑，可是另一方面，我有时又希望，我们这样做能够把两种类型的国务活动家结合起来。这个希望是不是实现了，现在应该等一等，看看稍久一些的经验，但是在原则上我认为，毫无疑问，把不同的性格和类型（人才、素质）这样结合起来，对于国家机关正确地发挥职能是绝对必需的。我认为，在这里夸大“行政手段”正象任何夸大一样，同样是有害的。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应该具有吸收人才的高超能力，具有检查他们的工作的相当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这是基本的方面。不然，工作就不能做好。另一方面，很重要的是他要善于做行政管理工作，并且在这方面有一个或几个得力的助手。一个人兼有这两种素质未必会有，也未必需要。



列宁


莉·福·记录

1922年12月28日

续二

续记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

1922年12月29日

看来，我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在全面发展成为专家委员会。这种机关的领导人不能不是在技术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多种科学修养的人。这种机关的行政管理力量实质上应当是辅助性的。从这种科学机关的权威来看，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能否具有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取决于一点，这就是它的工作人员是否认真负责和勤勤恳恳地努力实现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建设计划。

现在具有后面这种品质的人当然是极其少有的，因为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可避免地感染了资产阶级观点和资产阶级偏见，而国家计划委员会自然是由他们组成的。从这方面对他们进行考查应当是可以组成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的几个人的任务，他们应当是共产党员，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天天观察这些资产阶级学者是否忠诚，是否抛弃了资产阶级的偏见，以及是否逐渐接受社会主义的观点。这种科学考查和纯行政管理双管齐下的工作，应该是我们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者们的目标。


列宁


玛·沃·记录

1922年12月29日 　　究竟怎样做才合理，是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管的工作分解为各个单项任务，还是相反，应当设法组织一批固定的专家，他们经常受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的检查，能够解决归国家计划委员会处理的全部问题？我想，后一种办法比较合理，应当竭力减少临时的和紧急的个别任务。



列宁


1922年12月29日

玛·沃·记录





	载于1956年《共产党人》杂志第9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49—353页

















[237]

 《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是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1923年6月初转交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6月14日政治局通过决定，“把列宁同志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札记通报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列宁的指示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的决议》（第8节《关于加强计划原则的必要性》）中有所反映（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385—386页）。——344。







《列宁全集》第43卷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238]




续记

1922年12月30日

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

夏天，当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病中，后来，在秋天，我寄极大希望于自己的康复和十月全会和十二月全会使我有可能来过问这个问题。然而，不论十月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还是十二月全会，我都没能出席，因而这个问题几乎完全绕过了我。

我只是同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过一次话，他从高加索回来，向我谈了这个问题在格鲁吉亚的情况。我还同季诺维也夫同志交谈了几句，向他表示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忧虑。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他是中央委员会派去“调查”格鲁吉亚事件的委员会的领导人）说的情况，我只能感到莫大的忧虑。如果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这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告诉我的，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可见，整个这个“自治化”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

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注：见本卷第341页。——编者注］



毫无疑问，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于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

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象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

有人出来为这种措施辩护，说直接涉及民族心理、民族教育的人民委员部都已划出去了。但是，这就出现两个问题：是否能把这些人民委员部完全划出去；其次，我们是否已经关怀备至地采取措施来真正保护异族人免遭真正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 
[239]

 之流侵害呢？我认为，我们并没有采取这些措施，虽然我们是能够而且应该采取这些措施的。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我还担心，去高加索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他的整个委员会是否不偏不倚，这在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说明。我想，这种俄罗斯式的动手打人行为是不能用受到任何挑衅甚至侮辱 
[240]

 作辩解的，而捷尔任斯基同志无法补救的过错就在于他对这种动手打人行为采取了轻率的态度。

奥尔忠尼启则对于高加索的其余所有公民就是权力。奥尔忠尼启则无权发怒，尽管他和捷尔任斯基借口说是被别人激怒的。相反，奥尔忠尼启则必须克制自己，而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尤其是一个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普通公民倒不是非克制自己不可的。要知道，从实质上说，社会民族主义分子就是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公民，而且从这种指控的全部情况来看，也只能这样认定。

这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怎样理解国际主义？ 
［注：在速记记录中下面还有一句话被勾掉了：“我想，我们的同志们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个重要的原则问题。”——俄文版编者注］





列宁


1922年12月30日

玛·沃·记录




续记

1922年12月31日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续）

我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著作中已经指出过，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

对于第二种民族主义，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察觉。只要回忆一下我在伏尔加河流域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人是怎样蔑视异族人的；把波兰人都叫作“波兰佬”，嘲笑鞑靼人为“王爷”，乌克兰人为“一撮毛”，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异族人为“蛮子”。

因此，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伟大，只不过是象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

对无产者来说重要的是什么呢？对无产者来说，不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为此需要什么呢？为此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为此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

我想，对于布尔什维克，对于共产党人，这是用不着再作详细解释的。我想，这一次在对待格鲁吉亚民族方面，我们有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我们要是以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处理问题，就必须采取非常谨慎、非常客气和让步的态度。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事情的这一方面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地随便给人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那么这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利益，因为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因为“受欺侮”民族的人没有比对平等感，对破坏这种平等更敏感的了，哪怕是自己的无产者同志出于无心或由于开玩笑而破坏这种平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团结以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对待民族问题无论何时都不能拘泥形式，而要时刻考虑到被压迫民族（或小民族）的无产者在对待压迫民族（或大民族）的态度上必然有的差别。



列宁


玛·沃·记录

1922年12月31日




续记

1922年12月31日



在目前形势下应当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呢？


第一
 ，应当保留和巩固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这一措施是不可能有怀疑的。我们需要它，正如全世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需要它来同世界资产阶级作斗争，来防备世界资产阶级的阴谋一样。


第二
 ，就外交机关而言需要保留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顺便指出，这个机关在我们国家机关中是一个特别的机关。我们没有让任何一个在沙皇旧机关里有点影响的人进入这个机关。这个机关里面全部有点权威的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因此，这个机关已经取得（可以这样大胆地说）可靠的共产主义机关的称号。它在极大程度上清除了沙皇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旧机关工作人员，而这是我们在其他各人民委员部中只好凑合利用的那些机关不能相比的。


第三
 ，需要处分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以儆效尤（谈到这点时，我深感遗憾，因为我本人是他的朋友，在侨居国外时同他一道工作过），并要补充调查或重新调查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的全部材料，以便纠正其中无疑存在的大量不正确的地方和不公正的判断。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


第四
 ，在加入我们联盟的其他各民族共和国中使用民族语言这个方面应制定极严格的规章，并对这些规章进行非常认真的检查。毫无疑问，在我们的现有机关的情况下，我们这里将有人借口铁路业务统一、国库统一等等而干出大量真正俄罗斯式的胡作非为的事情。同这些胡作非为现象作斗争，必须特别机智，不消说参加这一斗争的人要特别真诚。这里要有一个详细的法典，这个法典只有居住在该共和国内的本民族的人才能够比较成功地拟定出来。而且决不应事先保证，由于做了这些工作，在下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不会退回去，也就是说，只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在其他方面恢复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

应当注意到，拿莫斯科和其他中心城市来说，各人民委员部的分散及其工作不协调的影响，是能够靠党的威信在相当程度上加以克服的，只要十分谨慎和公正地运用这种威信。由于各民族机关和俄罗斯机关没有统一起来而可能给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害，比起那种不仅给我们，而且给整个国际、给继我们之后不久即将登上历史前台的亚洲几亿人民造成的损害要小得多。如果在东方登上历史前台的前夜，在它开始觉醒的时候，我们由于对我们本国的异族人采取哪怕极小的粗暴态度和不公正态度而损害了自己在东方的威信，那就是不可宽恕的机会主义。必须团结起来反对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方帝国主义者，这是一回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用说，我是绝对赞成这些措施的。要是我们自己即使在小事情上对被压迫民族采取帝国主义态度，从而完全损害了自己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原则上的真诚性和自己维护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原则态度，那又是一回事。而世界史的明天，将是这样一个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将彻底觉醒，并开始争取自身解放的长期艰苦的决定性的战斗。



列宁


1922年12月31日

玛·沃·记录





	载于1956年《共产党人》杂志第9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56—362页

















[238]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封信论述了正确处理苏联国内民族关系这个重要问题。促使列宁写这封信的直接原因是所谓格鲁吉亚事件。1922年10月初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各民族共和国根据平等原则联合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决议（见注161）。该决议规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通过外高加索联邦而不是直接加入即将成立的苏联。这一点受到以波·古·姆季瓦尼为首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要求直接加入苏联。然而以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为首的俄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对这一要求采取了高压政策。10月20日，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召开全会，给格共中央领导人奥库查瓦、科·马·钦察泽和菲·耶·马哈拉泽以党内警告，解除奥库查瓦的格共中央书记和主席团委员职务。在10月22日召开的格共中央全会上，奥尔忠尼启则又指责格共领导人有“孟什维主义倾向”，搞“沙文主义”，表示对格共中央委员会“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钦察泽等于21日给莫斯科俄共中央委员会打电话上告。22日格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辞职。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接受了格共中央委员会的辞职，成立了以维·维·罗米那兹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接着又在政府部门撤换大批干部，马哈拉泽被撤去格鲁吉亚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谢·伊·卡夫塔拉泽被撤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钦察泽被撤去肃反委员会主席职务，等等。奥尔忠尼启则还动手打了格鲁吉亚的一位领导人卡巴希泽。



列宁对格鲁吉亚问题感到十分不安。从值班秘书日记中可以看出，在中央书记处任命的以费·埃·捷尔任斯基为首的调查这一事件的三人委员会赴梯弗利斯后，他十分焦急地等待捷尔任斯基返回莫斯科。12月12日捷尔任斯基回到莫斯科，列宁当晚就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后来，1923年1月，列宁对莉·亚·福季耶娃说：“我生病前夕，捷尔任斯基对我谈过委员会的工作和‘事件’，此事对我有严重影响。”（见本卷第464页）13日晨列宁两次发病，14日列宁打算就民族问题口授一信，但未能实现。后来列宁在12月27日或28日口授的书信和文章的拟目单里列入一个题目：《关于民族问题和关于国际主义（从格鲁吉亚党内最近的冲突谈起）》。12月30、31日，正值宣告苏联成立之际，列宁口授了这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信。



列宁认为这封信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打算以后把它当作论文发表。但是，由于1923年3月6日以后列宁的病情突然恶化，他没能对《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信提出最后处理意见。只在发病前夕口授了两封信，一封是3月5日给列·达·托洛茨基的信，请他代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另一封是6日给姆季瓦尼、马哈拉泽等人表示支持的信，信中说他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姑息感到愤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



1923年4月16日，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莉·亚·福季耶娃把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信送交政治局。18日大会主席团作出《关于列宁同志有关民族问题，包括格鲁吉亚问题的信札》的决定，决定“在‘代表团领导人会议’上宣读列宁同志的这些信札以及与之有关的全部材料。然后由主席团委员向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这些材料”。——349。





[239]

 杰尔席莫尔达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350。





[240]

 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打人事件发生在1922年秋。据说奥尔忠尼启则因受了侮辱而发脾气，打了卡巴希泽一耳光。——351。







《列宁全集》第43卷


日记摘录

[241]




（1923年1月2日）

根据1920年的人口调查资料编成的俄国居民识字状况一书（《俄国识字状况》1922年莫斯科中央统计局国民教育统计处版）日前出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现将该书中1897年和1920年俄国居民识字状况表抄录如下：






	　
	每一千个男子中识字人数
	每一千个妇女中识字人数
	每一千人口中识字人数



	1897年
	1920年
	1897年
	1920年
	1897年
	1920年



	1、欧俄
	326
	422
	136
	255
	229
	330



	2、北高加索
	241
	357
	56
	215
	150
	281



	3、西伯利亚西部
	170
	307
	46
	134
	108
	218



	
共计

	318
	409
	131
	244
	223
	319







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这是对那些一直沉湎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幻想之中的人的一个严厉警告和责难。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还要进行多么繁重的工作，才能在我国无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真正达到稍高的文化水平。

我们不应当光讲这个不容争辩的但过于理论化的道理。应当在最近修改我国季度预算的时候，实际着手干起来。当然，首先应当削减的不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而是其他部门的经费，以便把削减下来的款项转用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在今年这个粮食供应还比较不错的年份，不要再舍不得增加教师的面包配给额了。

目前在国民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一般说来，范围并不算太窄。为了推动旧的教师们前进，吸引他们来执行新的任务，使他们注意教育学一些问题的新提法，注意宗教之类的问题，我们做了很不少的工作。

但是我们没有做主要的事情。我们没有关心或者远没有充分关心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而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我们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虽然我们有可能摆脱，因为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人民群众象我国的人民群众这样关心真正的文化；没有哪一个地方象我国这样把文化问题提得这样深刻，这样彻底；没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国家象我国那样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而大多数工人深知自己的——且不说在文化方面，而是在识字方面——不足；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工人阶级象我国工人阶级这样，为了改善自己在这方面的状况，情愿忍受并且正在忍受如此重大的牺牲。

使我们的整个国家预算首先去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这个工作我们还做得太少，做的还远远不够。甚至在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里也经常可以看到编制过分庞大的现象，一个国家出版总局的编制就大得不象话，而丝毫没有注意到国家首先要关心的不应是出版机构，而是有读书的人，有更多能阅读的人，使出版机构在未来的俄国有更大的政治影响。我们还是按照旧的（很坏的）习惯，用在出版机构这类技术问题上的时间和精力比用在国民识字这个一般的政治问题上的要多得多。

拿职业教育总局来说，我们深信，这儿也能发现有许多机构是多余的，这是由于从部门利益考虑而膨胀起来的，并不适应广泛的国民教育的需要。在职业教育总局里，远非一切都是从首先发展我国青工教育并使这种教育有具体方向这一合理愿望出发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仔细考察一下职业教育总局的编制，其中有很多是臃肿的和形同虚设的，应予撤销。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国家里，还有很多经费可以而且应当节省下来用以发展国民识字教育，办法就是把那些半贵族老爷式的玩意儿，那些在上述统计材料所表明的国民识字情况下可以不要、可以长期不要而且应当不要的机构一律撤销。

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为此，我们必须经常不断地坚持不懈地工作，既要振奋他们的精神，也要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全面修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应当不断地加强组织国民教师的工作，以便使他们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在无一例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一直是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以便通过他们去争取农民，使农民脱离同资产阶级的联盟而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

我想简短地指出，经常下农村的做法在这方面一定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这种工作我们已经在进行，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发展。对于下农村这类措施，不要舍不得花钱，我们常常在几乎完全属于旧历史时代的国家机关上白花钱。

我曾收集过一些材料，准备在1922年12月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城市工人支援农村居民的报告，但这个报告没有作成。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有些是霍多罗夫斯基同志给我提供的，既然我自己没有来得及研究这个问题并通过苏维埃代表大会来发表，现在就把它提出来请同志们研究。

这是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政治问题，对于我们的整个革命有决定的意义。资产阶级国家不断地极力愚弄城市工人，使国家、沙皇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出钱办的所有出版物配合这一目的，而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利用我们的政权使城市工人真正成为在农村无产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

说了“共产主义”这几个字，我要赶快声明一下，以免引起误会或过于机械的理解。决不能把这话理解为我们应当马上把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在我们农村中奠定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这样做对于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有害的，可以说是致命的。

不能这样做。应当从建立城乡间的交往开始，决不给自己提出向农村推行共产主义这种事先定下的目标。这种目标现在是达不到的。这种目标是不合时宜的。提出这种目标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可是，在城市工人与农村雇工之间建立交往，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他们之间可以很容易建立起来的友好互助形式，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执政的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为此就必须在工厂工人中组成许多以经常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党的、工会的、个人的）。

能不能做到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各农村支部，使每一个“分配”给相应的农村支部的工人支部经常注意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场合，来满足自己的兄弟支部的各种文化需求呢？或者还能找到其他联系形式？我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为的是引起同志们的注意，举出现有的西伯利亚西部的经验（这经验是霍多罗夫斯基同志告诉我的），并充分地把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大文化任务提出来。

除了我们的正式预算或正式联系，我们几乎没有为农村做任何事情。诚然，我国今天城乡的文化联系自然而然地、必然地具有另一种性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给予农村的是那些在政治、经济、道德、身体等等方面对农村起坏影响的东西。而我们的城市自然而然地开始给予农村的，正是相反的东西。可是这一切正是自然而然地、自发地进行的，如果使这个工作带有自觉性、计划性和系统性，这一切就可以加强起来（而且以后更会百倍地加强起来）。

只有当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工人团体（尽量防止它们官僚主义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并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前进（那时我们定能开始百倍迅速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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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记摘录》一文，看来列宁是分两次口授的。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着第一次口授的打字文本；这一文本中没有收入俄国识字状况表，以开头为“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那一段结束。列宁看了这次口授的文本，提出四点补充：“（1）补充1920年调查的识字人数，同1897年调查相对比，（2）补充关于城市工人支部对农村支部的支援，（3）补充说明，首先应当削减其他部门的开支以用于教育人民委员部，而不是削减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开支，（4）补充说明，需要加强组织国民教师的工作，增加经费，以便使他们成为苏维埃制度的可靠支柱，同资产阶级制度不同，在我们这里这是可以做到的（特别注意下农村以及为此所需的开支，以便利用暑假来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这四点均由秘书写在该打字文本上）。当天，1月2日，列宁口授了拟定的补充部分。打字稿上没有文章的标题。文章在《真理报》上发表时加了《日记摘录》这个标题。——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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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合作社

[242]




（1923年1月4日和6日）


一

我觉得我们对合作社注意得不够。未必每个人都理解，现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不管新经济政策如何（相反，在这方面应该说，正是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合作社在我国有了非常重大的意义。旧日合作社工作者的理想中有很多幻想。他们常常由于这种幻想而显得可笑。可是他们的幻想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这些人不懂得工人阶级为推翻剥削者统治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根本意义。现在，我国已经推翻了剥削者的统治，因此，旧日合作社工作者的理想中许多曾经是幻想的、甚至是浪漫主义的或庸俗的东西，正在成为不加任何粉饰的现实。

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中，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只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正确坚信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进行斗争等等的人们曾合理嘲笑、讥讽和蔑视过的那种社会主义，现在在居民最大限度合作化的情况下，自然就能达到目的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明了，俄国的合作化现在对我们有多么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情况确实如此，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我们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所估计不足的正是这一情况。在我国，人们还轻视合作社，还不了解：第一，在原则方面（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国家手中），第二，在采用尽可能使 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
 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而这又正是主要之点。幻想出种种工人联合体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学会实际建设这个社会主义，能让 所有
 小农都参加这项建设，则是另一回事。我们现在达到的就是这级台阶。毫无疑义，我们虽然达到了这级台阶，却绝少利用它。

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并不在于我们过分重视自由工商业的原则；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在于我们忘记了合作社，在于我们现在对合作社仍然估计不足，在于我们已经开始忘记合作社在上述两方面的巨大意义。

我现在想跟读者谈一谈，从这个“合作社”原则出发，立即在实践上可以而且应当做到的是些什么事情。立即可以而且应当用哪些手段来着手发挥这个“合作社”原则，使得人人明白这一原则的社会主义意义。

在政策上要这样对待合作社，就是不仅使它能一般地、经常地享受一定的优待，而且要使这种优待成为纯粹资财上的优待（如银行利息的高低等等）。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给重工业等部门的一样多。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不待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曾花了亿万卢布。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一种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而且必须付诸行动。但是支持合作社制度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支持，就是说，把这种支持仅仅理解为支持任何一种合作社的流转是不够的，而应该理解为支持 确实有真正的居民群众参加
 的合作社的流转。奖励参加合作社流转的农民，这种方式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应当检查农民参加的情况，检查参加的自觉性及其质量——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合作社工作者来到农村开设合作商店，严格地说，居民还完全没有参加这一工作，但同时出于个人得益的考虑，他们又会急于试试参加。

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为了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业务，并且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参加，我们还须要完成在一个“文明的”（首先是识字的）欧洲人看来并不很多的工作。说实在的，我们要做的事情“ 仅有
 ”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 仅有
 ”这一件事情而已。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可是为要完成这一“仅有”的事情，就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因此，我们的准则应该是尽量少卖弄聪明，尽量少耍花样。在这一方面，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进步，因为它适合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它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但是，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但这终究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如果不经过这一历史时代，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见识，没有充分教会居民读书看报，没有做到这一点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保障，如防备歉收、饥荒等等的保障——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现在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把我们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而且取得完全成功的革命气势、革命热情，同（这里我几乎要说）做一个有见识的和能写会算的商人的本领（有了这种本领就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结合起来。所谓做商人的本领，我指的是做文明商人的本领。这一点是俄国人，或者直截了当说是农民应该牢牢记住的，他们以为一个人既然做买卖，那就是说有本领做商人。这种想法是根本不对的。他虽然在做买卖，但这离有本领做个文明商人还远得很。他现在是按亚洲方式做买卖，但是要能成为一个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做买卖。他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整整一个时代。

现在结束我的话：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惠，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应该给予的支持。但这还只是一般地提出任务，因为在实践上这一任务的全部内容还是不清楚的，还没有详细规划出来，也就是说，应该善于找出我们对合作化的“奖励”方式（和奖励条件），找出我们能用来充分帮助合作社的奖励方式，找出我们能用来培养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奖励方式。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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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当我写到新经济政策问题时，我总要引我1918年那篇论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64—293页。——编者注］

 。这曾不止一次地使某些青年同志产生疑问。但他们的疑问主要是在抽象的政治方面。

他们觉得，生产资料属于工人阶级，国家政权也属于这工人阶级，这样的制度就不能叫作国家资本主义。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我所以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 第一
 ，是为了指明我们现在的立场同我在与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论战时的立场之间有历史联系，而且那时我就已证明过，国家资本主义要高于我国当前的经济；我很重视判明普通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我在帮助读者认识新经济政策时所说的那种特别的，甚至非常特别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继承性的联系。 第二
 ，我一向很重视实际目的。而我国新经济政策的实际目的就是实行租让；在我国条件下，租让无疑就是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类型。我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就是这样。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在谈这一方面时我们可能要涉及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说，至少要同国家资本主义作一对比。这就是合作社问题。

毫无疑问，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机构。同样毫无疑问，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现实中，当我们把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但必须是建立在公有土地上的，必须是处在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监督下的）同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无论生产资料或企业占用的土地以及整个企业都属于国家）连接起来的时候，这里也就出现了第三种企业的问题，即合作企业的问题，从原则意义上说，这种企业以前是没有起过独立作用的。在私人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前者是集体企业，后者是私人企业。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首先是私人企业，其次是集体企业。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

我们有些人在谈论合作社时，对于这一情况估计不足。他们常常忘记，由于我们国家制度的特点，合作社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把租让（顺便说一句，租让在我国并未得到多大的发展）单独划开，那么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

现在来说明我的看法。为什么说自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的旧日合作社工作者的计划都是幻想呢？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阶级的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而梦想用社会主义来和平改造现代社会。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种“合作”社会主义看作彻头彻尾的幻想，把以为只要实行居民合作化就能使阶级敌人变为阶级朋友、使阶级战争变为阶级和平（所谓国内和平）的梦想，看作浪漫主义的，甚至庸俗的东西。

毫无疑问，从当代的基本任务看来，我们是正确的，因为不进行争取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

但是你们看，现在国家政权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剥削者的政权既已推翻，全部生产资料（除工人国家暂时有条件地自愿租让给剥削者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外）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只有上述一点“小小的”例外）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真想说，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 
[243]

 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

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这种机关，我们在五年来的斗争中还来不及也不可能来得及认真加以改造。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

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


　　1923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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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论合作社》一文是1923年1月4—6日口授的。



列宁原打算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谈合作社问题（见本卷第325页）。1922年9月，他曾向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主席列·米·欣丘克索取关于合作社活动的资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1923年1月，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曾为列宁索取有关合作社的著作。给列宁送去了下列书籍：尼·美舍利亚科夫《合作社和社会主义》（文集）1920年莫斯科版；弗·施陶丁格尔《马克思主义和消费合作社》1919年莫斯科版；K．扎先《资本主义时代合作制理论的发展》1919年莫斯科版（这三本书藏于克里姆林宫列宁图书馆）；弗·施陶丁格尔《从舒尔采－德里奇到克罗伊茨纳赫》1919年莫斯科版；亚·恰扬诺夫《农民合作社的基本思想和组织形式》1919年莫斯科版；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合作社的社会基础》1916年莫斯科版；谢·尼·普罗柯波维奇《俄国的合作社运动，其理论和实践》1913年莫斯科版。



《论合作社》一文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1923年5月转交中央委员会。5月24日政治局通过下述决定：“认为必须以最快速度刊载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转交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文章，并在文后注明日期。”——361。





[243]

 文化主义是革命前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力图用单纯教育活动来代替为人民利益进行实际斗争的思潮。列宁在这里借用这个词以强调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性。——367。







《列宁全集》第43卷


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

[244]




（1923年1月16日和17日）


一

这几天我翻阅了一下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我国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一样迂腐。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过去的盲目模仿，至于他们非常怯懦，甚至其中的优秀人物一听说要稍微离开一下德国这个榜样，也要持保留态度，至于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整个革命中充分表现出来的这种特性，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 
[245]

 ，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例如，马克思在通信中（我记得是在1856年的通信中）曾表示希望能够造成一种革命局面的德国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246]

 ，就是对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象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怯懦的改良主义者，惟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满不在乎的空谈和大话来掩饰自己的怯懦。即使单从理论上来看，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根本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下述见解。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作某些修正（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来看，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当作榜样。


第一
 ，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势必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或者说正是由于战争而有所改变的一些特征，因为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样的战争。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最富有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之后还没有能调整好“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而我们的改良主义者，即硬充革命家的小资产者，却一直认为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是一个极限（不可逾越的极限），而且他们对于这种“正常”的理解是极其死板、极其狭隘的。


第二
 ，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

例如，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或象他们中间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作口头禅了。他们把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试问，既然特殊的环境把俄国卷入了西欧所有多少有些影响的国家也被卷入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其次使处于东方即将开始或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边缘的俄国，发展到有条件实现象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时曾作为一种可能的前途提出来的“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的联合，那该怎么办呢？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正在卷入和已经卷入世界历史总进程的每个国家的各基本阶级的基本相互关系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 然后
 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1923年1月16日


二

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

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　s’oengage　et　puis…　on　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象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

我们的苏汉诺夫们，更不必说那些比他们更右的社会民主党人了，做梦也没有想到，不这样就根本不能进行革命。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不用说，按考茨基思想编写的教科书在当时是很有益处的。不过现在毕竟是丢掉那种认为这种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的时候了。应该及时宣布，有这种想法的人简直就是傻瓜。


　　1923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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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论我国革命》一文是1923年1月16—17日口授的，评论了著名孟什维克尼·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一书第3卷和第4卷（1922年柏林—彼得堡—莫斯科格尔热宾出版社版）。《列宁值班秘书日志》有几次提到这件事（见本卷第463—464页）。文章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转交《真理报》编辑部，无标题。标题是报纸编辑部加的。——369。





[245]

 显然是指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巴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1页）和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中称赞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页）。——369。





[246]

 指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话：“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8页）——369。









《列宁全集》第43卷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

（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

[247]




（1923年1月23日）

毫无疑问，工农检查院对我们说来是一个大难题，而且这个难题至今没有解决。一些同志用否认工农检查院的好处或必要性来解决这个难题，我认为是不对的。但同时我并不否认，我们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所以，为了找到真正革新这些机关的办法，我觉得应该向我们国内战争的经验请教。

在国内战争比较危急的关头我们是怎样做的呢？

我们把党的优秀力量集中在红军里，我们动员了我国工人中的优秀分子，我们到我国专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发掘新的力量。

照我的看法，我们也应当按这个路子去寻找改组工农检查院的源泉。我建议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采纳下面这个以特殊方式扩大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为基础的改组计划。

我党中央全会已有发展成为党的一种最高代表会议的趋势。它现在平均每两月至多开会一次，至于日常工作，大家知道，则由我们的政治局、我们的组织局、我们的书记处等等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处理。我认为，我们应当走完这条已经走上的道路，把中央全会完全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每两月开会一次，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参加。而这个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根据下述条件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的基本部分结合起来。

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象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因为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

另一方面，应该把工农检查院的职员缩减到300—400人，这些职员要经过专门考查，看他们是否认真负责，是否了解我们的国家机关，同时还要经过专门考验，看他们是否了解科学组织劳动特别是管理、办公等方面劳动的原理。

据我看来，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结合起来，对于两个机关都有好处。一方面，工农检查院因此能获得很高的、至少不亚于我们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威信。另一方面，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起最终走上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的道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已经走上这条道路，而为了在以下两方面正确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它应当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一方面，使它的组织和工作有计划、有目的、有系统，另一方面，通过我国工农中的优秀分子同真正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

我预见到，那些使我们机关成为旧机关的人，也就是那些主张让我们机关照现在这样保留着革命前的糟糕透顶的状态的人，一定会直接或间接地提出反对意见（顺便说一句，我们现在得到了历史上很少有的机会，可以测定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所必需的期限，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 什么
 可以在5年内做到，什么需要更长的时期）。

这种反对意见认为我提出的改革只会造成混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们将在各机关游逛，不知道该到哪儿去，去干什么，去找谁，弄得到处一片混乱，打断职员们的日常工作，如此等等。

我觉得，这种反对意见是哪些居心险恶的人提出来的，十分明显，甚至用不着回答。自然，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及其部务委员会（相应的还有我们的中央书记处）来说，需要顽强地努力若干年，才能恰当地组织自己的人民委员部及其协同中央监察委员会进行的工作。我认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可以（而且应当）仍旧是人民委员，整个部务委员会也是一样，仍旧领导整个工农检查院的工作，包括所有“派来”听他调遣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工作。按照我的计划，工农检查院留下来的300—400个职员，一方面要在工农检查院其他委员和增派来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领导下做纯粹秘书性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应该是高度熟练、经过特别审查、非常可靠的人，同时要给他们很高的薪金，使他们完全摆脱目前工农检查院官员们的真正不幸的（如果不说得更重的话）处境。

我相信，把职员减少到我所说的那个数目，会使工农检查院工作人员的质量和整个工作的质量提高许多倍，同时也会使人民委员和部务委员有可能集中全力安排工作，有步骤地、不断地提高工作质量，而提高工作质量对于工农政权和我们苏维埃制度是绝对必要的。

另一方面，我还认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应设法把我们共和国现有的12个以上的劳动组织高级研究所（中央劳动研究所、科学劳动组织研究所等等）一部分合并，使另一部分的工作协调起来。过于雷同也好，因此而要求统统合并也好，都是有害的。恰恰相反，应该在把所有这些机构合并成一个和使它们在保持一定独立性的条件下适当分工这两者之间，找出一个合理的适当的折中办法。

由于这种改革，我们中央委员会本身所得到的好处无疑不会少于工农检查院，这个好处就是，中央委员会能增进同群众的联系，使它的工作更有条理、更扎实。那时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在准备政治局会议方面规定更严格更负责的制度。中央监察委员会应有一定人数的委员出席这种会议，其人数视某一时期或某一组织计划而定。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应协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们分一下工，或者根据他们是否必须出席政治局会议和检查送交政治局审理的各种文件，或者根据他们是否必须抽出工作时间来学习理论和研究科学组织劳动，或者根据他们是否必须实际参加监督和改善从上层国家机构到基层地方机构的我国国家机关的工作，等等。

经过这种改革，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能更好地了解情况，在政治局会议以前能更好地进行准备（凡与政治局会议有关的文件，一律应在会议前24小时送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各委员，刻不容缓的事情除外，这类事情要通过特别程序通知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加以解决）。我认为，除了上述政治上的好处以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纯粹个人因素和偶然情况的影响会减少，从而分裂的危险也会减少。

我们中央委员会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的和威信很高的集体，但是这个集体的工作条件还和它的威信不相称。我提出的改革必将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

当然，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内并不存在必然发生这种分裂的基础，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密切注视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并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对这两种结局，我们看得愈清楚，我国全体工人和农民了解得愈清楚，我们避免那种会使苏维埃共和国覆灭的分裂的可能就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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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同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有直接联系，它发展了信中的思想。1923年1月初，列宁着手写作此文；他先口授了文章的大纲，接着于1月9日和13日口授了文章的初稿《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见本卷第430—438页）。1月19、20、22、23日，列宁口授了文章的第二稿即定稿《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列宁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则又继续并发挥了这篇文章的思想。——373。







《列宁全集》第43卷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1923年3月2日）

在改善我们国家机关的问题上，我认为工农检查院不应当追求数量和急于求成。直到现在，我们还很少考虑和关心我们国家机关的质量，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关心特别认真地提高它的质量，把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优秀人才相比并不逊色的人才集中到工农检查院里来。当然，对社会主义共和国说来，这个要求是太低了。但是在头五年里，我们脑子里充满了不相信和怀疑。例如，对那些过多地、过于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我们就不禁要抱这种态度，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著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

因此，在国家机关问题上，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现在也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慢一些。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我在这里提出的正是文化问题，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而在我们这里，可以说，对社会制度中的精华没有仔细考虑，没有充分理解，没有深切感受，只是匆忙地抓过来，没有经过检验，没有经过考验，没有为经验所证实，没有固定下来，如此等等。当然，在革命时代，在五年之内就使我们从沙皇制度转到苏维埃制度这样令人眩晕的发展速度之下，也不能不是这样。

应当及时醒悟过来。应当采取的解救办法是对任何冒进和说大话等等一概不相信。应当想一想怎样检查我们每小时都在宣布，每分钟都在实行，尔后又每秒钟都在证明其不扎实、不可靠和未被理解的那些前进步骤。这里最有害的就是急躁。最有害的，就是自以为我们总还懂得一点什么，或者总还有不少人能用来建立真正新的机关，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如此等等。

其实不然，在我们这里，这样的机关，甚至这样的机关人员，是少得可笑的，所以我们必须记住，为了建立这样的机关，不应该舍不得时间，而应该花上许多许多年的时间。

我们有哪些人可以用来建立这种机关呢？只有两种人。第一，是一心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这些人受的教育是不够的。他们倒是想给我们建立优秀的机关。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他们无法办到。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文化修养。而做这件事情所必需的正是文化。在这里，蛮干或突击，机敏或毅力，以及人的任何优秀品质，都是无济于事的。第二，是有知识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而我国比起其他各国来这种人少得可笑。

在这里也不要忘记，我们往往太喜欢用热心和急于求成等等来弥补（或者以为可以弥补）没有知识这种缺陷。

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学而不用，或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无庸讳言，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是特别常见的）。总之，我们应该提出的不是西欧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而是向一个以发展成社会主义国家为宗旨的国家应该提出的恰如其分的要求。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当把作为改善我们机关的工具的工农检查院改造成真正的模范机关。

要想使工农检查院达到应有的水平，就必须遵守“七次量，一次裁”的准则。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非常慎重地、考虑周到地、熟悉情况地利用我们社会制度中真正的精华来建立新的人民委员部。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社会制度中所有的优秀分子，即第一，先进工人，第二，真正受过教育而且可以保证决不相信空话、决不说昧心话的分子，不怕承认任何困难，不怕为达到自己郑重提出的目的而进行任何斗争。

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我们已经瞎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瞎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无用的，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瞎忙使我们看来象是在工作，实际上却搅乱了我们的机关和我们的头脑。

这种状况终究应该改变了。

我们应该遵守一条准则：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我们应该遵守一条准则：与其匆忙从事而毫无希望得到优秀人才，倒不如再过两年甚至三年好些。

我知道，这条准则很难坚持，很难用于我们的实际生活。我知道，相反的准则会通过无数渠道在我们这里得到奉行。我知道，需要大力抵制，需要表现出无比坚韧的精神，这方面的工作至少在头几年内是极难收效的。然而我深信，我们只有通过这样的工作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而只有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才能建立名副其实是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以及其他等等。

许多读者也许认为我在前一篇文章 
［注：见本卷第373—377页。——编者注］

 中举出来做例子的数字太小了。我相信，可以用很多计算来证明这些数字是很不够的。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把真正合乎标准的质量这一点看得比一切计算更重要。

我认为，对我们国家机关来说，正是现在终于到了我们应该十分认真地好好地对它进行一番工作的时候了，对于这种工作，急躁几乎是最有害的。所以我要竭力防止扩大这些数字。相反地，依我看，在这里对数字要掌握得特别紧。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如果我们真正抱定目的要在几年后建成这样的机关：第一，它应当是模范的，第二，它应当得到大家绝对信任，第三，能向所有的人证明，我们所做的确实不愧为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一个高级机关所做的工作，那我们就必须牢记这一点。我认为，应该立即坚决冲破一般的职员编制标准。我们必须用完全特殊的办法，经过极严格的考核来挑选工农检查院的职员。一个人民委员部，如果工作马马虎虎，并且得不到任何信任，说话毫无威信，说实在的，那又何必设立它呢？我想，在进行我们现在所谈的改组工作时，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避免这种现象。

我们吸收来当中央监察委员的工人，应当是无可指责的共产党员，我想，为了使他们学会工作方法和胜任工作任务，还应该对他们进行长期的培养。其次，在这项工作中，应有一定数目的秘书人员做助手，在任用他们以前，必须再三审查。最后，凡是我们决定要破例立刻委派为工农检查院职员的公职人员，应符合下列条件：

第一，他们必须有几名共产党员推荐；

第二，他们必须通过关于我们国家机关知识的考试；

第三，他们必须通过有关我们国家机关问题的基本理论、管理科学、办文制度等等基础知识的考试；

第四，他们必须同中央监察委员和本院秘书处配合工作，使我们能够信赖整个机关的全部工作。

我知道，要达到这些要求还要有许许多多先决条件，所以我很担心工农检查院的大多数“实际工作者”会说这些要求是无法执行的，或者轻蔑地加以嘲笑。但我要问一问工农检查院任何一个现任领导人或与之有关的人，他能不能真心地告诉我，象工农检查院这样的人民委员部在实践上有什么必要？我想，这个问题会帮助他们掌握分寸。要么不值得去做改组工农检查院这样一件没有希望的工作（这类改组我们已经进行过许多次），要么应当真正给自己确定一个任务，用缓慢、艰难和非常的办法，经过多次检查，来建立一个真正模范的、不只是由于官衔和职位才受到大家尊敬的机关。

如果没有耐心，如果不准备花几年工夫来做这件事，那最好是根本不做。

我认为，应该从我们在高级劳动研究所等等方面已经搞起来的那些机构中挑出少数几个来，检查它们是否完全认真地工作，只有它们的工作确实符合现代科学的水平，并能使我们得到现代科学提供的一切成果，才能继续工作。这样，指望在几年之内建成一个能胜任工作的机关，就不是空想了；所谓胜任，就是能得到工人阶级、俄国共产党以及我们共和国全体居民的信任，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为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而工作。

现在就可以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如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同意这个改造计划，它现在就可以开始采取准备措施，以便有条不紊地工作到彻底完成，既不要急躁，也不要拒绝重做已经做过的事情。

在这里，任何不彻底的解决办法都是极其有害的。凡是根据其他任何考虑制定的工农检查院的编制，实质上都是根据旧官僚的考虑，根据旧的偏见，根据已经受到批判、引起大家讥笑等等的观点制定出来的。

实质上，这里的问题是这样的：

要么现在就表明，我们在国家建设方面真正学到了一些东西（五年里也该学到点东西了）；要么承认，我们还没有成熟到这个程度，那就不必动手去做。

我想，就我们现有的人才而论，认为我们学到的东西已经足以有条不紊地重建一个人民委员部了，这并不是不谦逊。不错，这一个人民委员部应能确定我们整个国家机关的面貌。

现在就发征稿启事，争取写出两本或更多的关于组织一般劳动、特别是管理方面的劳动的教科书。我们现有的叶尔曼斯基的那本书可以作为基础，附带说一句，虽然他很明显地同情孟什维主义，不适于编写适合苏维埃政权的教科书。其次，不久以前出版的克尔任采夫的那本书也可以作为基础；最后，在现有的专题参考书中还有一些可能有用。

派几个有学问的切实可靠的人到德国或英国去搜集图书和研究这个问题。我提出英国，是考虑到派人去美国或加拿大可能做不到。

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草拟工农检查院职员候选人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考试的初步纲要。

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作当然不会使人民委员为难，也不会使工农检查院部务委员会委员们或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为难。

同时还要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来物色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我相信，现在在各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中，在我们苏维埃学校的学员中，能担任这项职务的候选人是绰绰有余的。事先排除某一类人未必是正确的。最好是使这个机构有各种各样的人员，在这个机构里我们应当设法把多种素质和不同优点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得下功夫拟好候选人名单。举例来说，如果新的人民委员部是由一个模子出来的人组成的，假定是由官吏型的人组成的，或者排除鼓动员型的人，或者排除善于交际或深入他们不太熟悉的群众中去的人等等，那就糟糕透了。


※　　　　※　　　　※

　　我想，如果把我的计划和学院式的机关比较一下，那我的意思就表达得更清楚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经常检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同时他们应当恰当地分配自己做检查工作的时间，以便对我们的机关（从最小的分支机关到最高的国家机关）的办文制度进行检查。最后，他们的工作范围包括研究理论，即研究如何组织他们将要去做的工作的理论，也包括在老同志或劳动组织高级研究所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实习。但是我认为，他们决不能只限于做这类学院式的工作。除这些工作以外，他们还要学会做别的工作，这种工作，我可以不客气地说，虽然不是学会捉拿骗子，也是捉拿诸如此类的家伙，同时还要想出特别巧妙的办法来掩护自己的进攻、接近等等。

这样的建议在西欧国家机关中会引起空前的不满、道义上的愤慨等等，但我希望我们还没有官僚化到会采取这种态度的地步。在我们这里，新经济政策还没有被人尊重到如此地步，以至一想到可能捉人就恼怒起来。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还不很久，却已积了这样一堆形形色色的渣滓，未必会有人一想到要用某些巧计、有时要用寻根究源或迂回曲折的侦察方法来挖掘这些渣滓就恼怒起来，假如有，那也可以相信，我们大家都会痛快地嘲笑这种人的。

我们希望，我们新的工农检查院会丢掉法国人称之为pruderie的毛病，这种毛病我们可以把它叫作可笑的装腔作势或可笑的妄自尊大，它对我们的官僚，不论是苏维埃官僚还是党官僚最为合适。附带说一句，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

我在上面说，我们必须学习，到高级劳动组织研究所等机构去学习，但这决不是说，我把这种“学习”理解为有点象学校式的学习，或者我的想法仅仅限于学校式的学习。我希望，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会怀疑我，说我不承认这里所说的“学习”包含着某种半玩笑式的手法，某种巧计，某种花招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知道，在西欧庄重严肃的国家里，这种意见一定会使人大为震惊，任何一个体面的官员连讨论这个意见都不会容许。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没有官僚化到这种程度，在我们这里讨论这种意见只会使人感到愉快。

真的，为什么不把愉快和有益结合起来呢？为什么不能运用某种玩笑式的或半玩笑式的手法去暴露那些可笑的、有害的、半可笑半有害等等的现象呢？

我认为：如果我们的工农检查院把这些想法研究一下，那会获益匪浅；记载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或它在工农检查院工作的同事们取得过几次极其辉煌胜利的奇案录，将增添我们未来的“工农检查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不少奇遇，在那些古板正经的教科书不易提及的地方所发生的奇遇。


※　　　　※　　　　※

　　怎么可以把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结合起来呢？这里难道没有什么不可容许的东西吗？这个问题倒不是我要提出的。我在上面说过官僚主义者不仅在我们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我们党的机关里也有，这个问题是代表我这句话所暗指的那些人提出的。

真的，为了工作的利益，为什么不把两种机关结合起来呢？在外交人民委员部这样的人民委员部里，这种结合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并且从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这难道还有谁没有看到吗？为了挫败外国的计谋（姑且这样说吧），难道在政治局里没有从党的角度讨论过关于我们用什么“招数”来对付外国的“招数”这方面的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吗？难道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这种灵活的结合，不是我们政策的巨大力量的泉源吗？我想，在我们对外政策方面证明正确和确立起来的东西，已经成为惯例而在这个部门已毫无疑问的东西，对于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至少是同样适用的（而我认为是更为适用的）。工农检查院本来就是为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而设的，它的活动应毫无例外地涉及所有一切国家机构：地方的、中央的、商业的、纯公务的、教育的、档案的、戏剧的等等——总之，各机关一无例外。

对于活动范围这样广，又需要活动方式非常灵活的机关，为什么不能容许它用特殊的形式把党的监察机关同苏维埃的监察机关合并起来呢？

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障碍。而且我认为，这种结合是顺利工作的唯一保证。我认为，只有在我们国家机关的那些落满灰尘的角落里才会有人怀疑这一点，而对这种怀疑只有付之一笑。


※　　　　※　　　　※

　　还有些人怀疑：把学习和业务结合起来是否合适？我觉得不但合适，而且应该。一般说来，虽然我们对西欧的国家制度采取了革命的态度，但还是沾染上了它的许多最有害和最可笑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那些可爱的官僚有意使我们沾染上这类偏见的，他们有意一再在这类偏见的浑水中摸鱼；他们这种浑水摸鱼的勾当已经猖狂到如此地步，我们中间只有瞎子才看不见。在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所有领域中，我们是“极端”革命的。但在尊敬上司，遵守办文的形式和礼节上，我们的“革命性”往往被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取而代之了。在这里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极其有趣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的跃进和对极小的变革令人吃惊的畏怯两者兼而有之。

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迈出最勇敢的前进步伐的是早就成为理论研究对象的那个领域，是主要从理论上、甚至几乎完全从理论上耕耘过的那个领域。俄国人躲开令人厌恶的官僚制的现实，而在家里酝酿非常大胆的理论构想，因此这些非常大胆的理论构想在我们这里就具有非常大的片面性。在我们这里提出一般构想的理论勇气和在微不足道的办公制度改革上的惊人畏怯兼而有之。我们以举世无双的勇气进行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极其伟大的土地革命，但在极其次要的办公制度改革上却又缺乏想象力，缺乏把在一般问题上收到“辉煌”效果的一般原理运用到这种改革上去的想象力或耐心。

因此，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非凡的勇敢行动同对最微小变革的畏怯心理令人吃惊地同时并存。

我想，在任何真正伟大的革命中，也历来如此，因为真正伟大的革命是从旧事物同改造旧事物的意向和追求新事物（要新得连一丁点旧事物也没有）的抽象愿望这种矛盾中产生的。

这种革命来得愈猛，许多这样的矛盾就会存在愈久。


※　　　　※　　　　※

　　现在我们生活的一般特征是这样的：我们摧毁了资本主义工业，曾力求完全摧毁中世纪设施和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并在这个基础上培植出小农和极小农，他们由于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成果而跟着它走。但是我们靠这种信任一直支持到社会主义革命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获得胜利，那是不容易的，因为小农和极小农，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由于经济的必然性，还停留在极低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上。此外，国际环境也把俄国抛回到过去的水平，我国国民劳动生产率，整个说来，现在比战前低得多。西欧资本主义列强半自觉半自发地尽一切可能把我们抛回到过去的水平，利用俄国国内战争中的各种因素尽量破坏我国经济。当然正是这样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在它们看来是最有利的：即使我们推翻不了俄国的革命制度，至少也要使它难于向社会主义发展。——列强大致上就是这样考虑的，而且从它们的角度也不能不这样考虑。结果，它们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它们并没有推翻革命所创立的新制度，但是它们也不让新制度能够立刻大步前进，以证实社会主义者的预言，使他们能够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和发挥所有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潜力，并向所有的人直观地清楚地证明：社会主义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人类现在已经转入一个新的、有着光辉灿烂前途的发展阶段。国际关系体系现在已成为这样：欧洲的一个国家受着各战胜国的奴役，这就是德国。其次，一些国家，而且是西方一些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而能够利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毕竟在推迟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

同时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等，正是由于最近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而完全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轨。这些国家的发展已完全按照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在这些国家里开始出现整个欧洲的那种动荡。现在全世界都已清楚，这些国家已经卷入不能不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进程。

因此，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不过，这些国家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象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它们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将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显然应该采取这样的策略：为了保住我国的工人政权，为了保持工人政权在我国小农和极小农中间的威望和对他们的领导，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小心。现在全世界正进入一种必然引起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也有对我们不利的地方，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已把整个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而且因德国这个真正先进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现在很难抬起头来而使这种分裂更加复杂化。所谓西方的一切资本主义列强都在啄食它，不让它抬起头来。而另一方面，拥有亿万过着极端贫困生活的被剥削劳动人民的整个东方已陷入这样的境地：其体力、物力根本不能同西欧任何一个小得多的国家的体力、物力和军事力量相比。

我们能不能避免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未来发生冲突呢？过去西方和东方反革命营垒中的矛盾，东方和西方剥削者营垒中的矛盾，日本和美国营垒中的矛盾，曾使西欧反革命势力发动的援助俄国反革命势力的进攻遭到失败，现在能不能指望西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同东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冲突象过去那样，再给我们一次延缓我们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的机会呢？

我觉得，对这一问题应当这样来回答：这里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许许多多的情况；整个说来，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口终于在资本主义本身的训练和培养下起来斗争了这一点，才能预见到斗争的结局。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但是我们关心的并不是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这种必然性。我们关心的是我们俄国共产党，我们俄国苏维埃政权为阻止西欧反革命国家扼杀我们所应采取的策略。为了保证我们能存在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同东方那样落后的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的时候，这个大多数必须能赶得上建立文明。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策略，或者说，为了自救必须采取下面的政策。

我们应当努力建成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通过大力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

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厉行节约。我们应当把沙皇俄国及其资本主义官僚机关大量遗留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的一切浪费现象的痕迹铲除干净。

这岂不是会成为农民局限性的天下吗？

不会的。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靠大力节约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泥炭水力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如此等等。

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

在我的思想上，我就是这样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策略、我们的战略等等的总计划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的任务联系起来的。我们之所以应该对工农检查院特别关心、特别注意，把它的地位提得特别高，使它的领导具有中央委员会的权利等等，在我看来，理由就在这里。

这个理由是说，只有彻底清洗我们的机关，尽量削减机关非绝对必要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有十分把握地坚持下去。而且我们将能够不是在小农国家的水平上，不是在这种普遍的局限性的水平上坚持下去，而是在不断地前进、向着大机器工业前进的水平上坚持下去。

这就是我所向往的工农检查院的崇高任务。这就是我为了工农检查院而打算把一个最有威信的党的上层机关和一个“普通的”人民委员部合并起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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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材料

（1922年3月）


1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提纲



［注：报告见本卷第69—113页。——编者注］



（3月21—26日）


（1）

关于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提纲

全部阐述归结为三条主要结论。

1（A）热那亚。我们决不让自己受屈辱。

　　　我们未曾打败，将来也不会打败，而且也不会受骗。

2（B）共产国际。伟大俄国革命取得的世界历史性胜利的总结、结论和成果。

　α：资产阶级民主制400年来的积粪在4年内清除

　β：（用革命方法）退出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

　γ：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第一台机车不好！）

3（C）现在是可以用来进行 
日常

 工作的喘息时机。

　　　　　负责的共产党员从第一线后退！

　　　　　普通的店员——向前！

　　　　　以俄寸计。

　　　　　琐事。

　　　　　文化工作和经济工作。






	　　甜蜜的共产主义谎言（令人作呕）和乌斯特里亚洛夫的阶级真话。在报告年度（1921—1922年）内我们在新经济政策方面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挨揍。

“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




	　　我们不会管理：店员和负责的共产党员对比，举例（顿巴斯和皮达可夫）。










（2）

一年来政策的总结；一年来政策的教训——这就是题目。

按时间顺序：（1）新经济政策；（2）共产国际；（3）热那亚。

相反的顺序：

关于 
热那亚

 ——在我3月6日的讲话 
［注：见本卷第1—15页。——编者注］

 和大家都熟悉的托洛茨基同志的几次讲话以后，没有什么新东西了。

关于 
共产国际

 ——季诺维也夫同志的题目？全部删掉？


新经济政策：


对它的总的估计。1918年已经作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2—293页。——编者注］



“ 
国家资本主义

 ”的概念……

第一年。仅仅，仅仅是开端。（饥荒和其他）

在 
过渡

 和 接近
 的意义上适应农民。


停止
 退却。



为了取得

 社会主义的胜利 
已经够了

 。

文化程度问题。

财政危机，税收（（ 
预算和拉林

 ……？））。[248]


乌斯特里亚洛夫
 。

做生意的本领和管理的本领……



托多尔斯基

 ，引证他的话。

店员 和
 共产党员 对比
 。

热中于行政手段的人……[249]

　　 结尾
 ：

“链条”中的哪一个“环节”？1918年——苏维埃。1919—1920年——抵抗。

　　　　　　　　　　　　1921年——开始建设。饥荒。






	　
	
1922年：
 百废待兴和物质贫困及文化贫困之间的
脱节

 （鸿沟）。　　填平这条鸿沟。







	　　停止退却：对我们来说，无产阶级国家，减去向新经济政策

 所作的让步，所“取得的”东西已经足够（保证社会主义）。

成功是有保证的，如果
 够了的话？什么够了？文化
 ！！！

　


	

补充：


对报告的补充：迫切的实际措施：

瞿鲁巴“恢复青春”

+

李可夫：（1）就连威廉通过他的外科医生也有某种用处。

（2）切除了坏器官并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而把好的身体还给社会主义俄国。

（3）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稍稍”过头的集体管理制中解放出来的李可夫，任供给特派员时曾显露出他有行使个人权力的才能。







	　　《
路标转换

 》杂志中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文章是防治“甜蜜的共产主义谎言”的最灵验的抗毒素。


	



	　
	因祸得福：我居闲半年（1921年和1922年），“从旁”观察。[250]
注意
 ‖1922年1月底起就新的工作安排同瞿鲁巴的通信。

借此减轻政治局
 的负担，使它摆脱不恰当的事务，提高它的威信和工作能力（例如：托洛茨基负责的关于造纸工业总管理局的委员会。推广此类委员会）。












（3）






	　　因病，仅仅简短地谈谈主要的。必要时由别人来作补充。1．关于
热那亚

 ，重复3月6日讲过的。

2．关于
新经济政策

 。两个基本论点：（a）这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对于农民是比较方便的
 ，习惯的；大工业破坏的情况下唯一
 可行的道路。

　


	　　新经济政策＝（1）检验同农民经济的“结合
 ”。

（2）检验同资本主义的（既同商业的也同工业的）（既同俄国的，也同外国的）竞赛。
［注：这几点是列宁后来加上的。——俄文版编者注］



　









　　3．（b）“国家资本主义”。经院式的理解？不是。不是 资本主义
 下有过的那一种，而是 
新的

 概念，因为是新的现象。国家＝工人··阶级，它的先锋队，它凝结成的组织力量和文化力量。4．停止退却（1922年3月6日已经谈过）——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 
［注：见本卷第8—15页。——编者注］



进行了侦察；有了开端；合营公司已经开办。如果退却结束了，为了保持前景，任务是什么。 重新部署力量
 ；（从经济上）准备（向私人经济资本） 进攻
 。

5．是演变还是策略？乌斯特里亚洛夫在《 路标转换
 》杂志上的文章。比“甜蜜的共产主义谎言”要好。

6．谁将占上风？缺少什么？缺少文化。缺少管理（其中包括从事国营商业）的本领。

7．托多尔斯基（早在1918年就在韦谢贡斯克！）说过：用谁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

｛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文化水平。｝ 
［注：这些词句是列宁后来加上的。——俄文版编者注］



8．没有管理本领：“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本领＝认识的开始。

　 两个例子。

9．（a）莫斯科消费合作社怎样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官僚主义作斗争的？

〖这里缺少什么？ 缺少文化
 。〗

补充： 必须
 有 
预算

 （拉林）： 国营托拉斯
 （共产党员的作用）。

10．（b）一位有才干的共产党员如何“热中于行政手段”？

〖而在这里呢？缺少把行政手段同政治结合起来的本领。〗

11．以上论述和 
典型

 例子的总结：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基础
 的 
经济和政治

 手段足够了。

　　缺少什么？缺少文化，缺少本领。

12．拿白卫分子－孟什维克的评价来比较。

（（（400年的积粪在4年内清除）））

（α）资产阶级民主制？

是的！而你们呢？

（β）退出战争。（而现在呢？）

（γ）苏维埃国家。 
第一台
 蒸汽机车
 。

做了三件大事，取得了不可剥夺的成果。

第四件也是主要的一件事：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没有。

 要多次从头做起，我们能做成。

13．现在要抓住“链条”中的哪一个“环节”？

1917年——退出战争

1918年——苏维埃宪法同立宪会议对比

1919年和1920年——抵抗

1921年——有秩序地〗 
［注：“有秩序地〗”一词是列宁后来加上的。——俄文版编者注］

 退却（新经济政策）

1922年—— 
还有武装干涉

 ？ 财政危机
 ？喘息时机？

　　　　　　　考查人，检查实际执行情况。

关键：提出和业已开始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任务 
与

 物质贫困、 
文化

 贫困之间的 
脱节

 。

14．站在群众的前头（否则我们大家不过是沧海一粟）。

　　群众现在正是把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看作自己份内的事。

　　在革命的时刻，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非革命的间隙，应当会做文化工作。

15．不要滥用法令（“ 
用法令来进行宣传的阶段

 ” 已经过去了
 ），改组等等，等等。平凡的文化工作，文化经济工作。 检查执行情况！！！



补充
 ：1．人民委员会和 劳动国防委员会
 。

副主席。　 　2．党和 苏维埃工作
 对比　 　3．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指令草案将提出来。



注意



特别提一下



区域经济会议

 
［注：“
注意

 特别提一下
区域经济会议

 ”这些字样是列宁后来加上的。——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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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3月27日讲话提纲

1．关于 热那亚
 ，扼要重复1922年3月6日已谈过的。

＋代表团已组成。——指令不止一次两次仔细地讨论过了。——“ 
我们已准备好

 。”

2． 
新经济政策

 。这个“问题”的要点：

　 （a）检验同农民经济的“结合”。

3．（b）通过国营企业 和
 资本主义企业（ 商业的
 和 工业的
 ； 俄国的
 和 外国的
 ）的竞赛来检验。

4．（c）“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的经院式含义 和
 革命的、实际的含义。

（（（ 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 我们
 ”。）））

5．（d）停止退却。含义不是：“已经学会了”，而是：不要急躁，不要杜撰，而要在 
这个基础上

 学习，“重新部署力量和准备”＝当前的口号。准备 
向私人经济资本

 进攻＝口号。

侦察已经完成。 
合营公司

 。

6．“演变还是策略”？乌斯特里亚洛夫在《路标转换》杂志上的文章：比“甜蜜的共产主义谎言”有益。

7．谁将占上风？缺少什么？缺少文化，缺少 管理
 （其中包括从事国营商业） 的本领
 。

8． 
托多尔斯基，第62页，强调

 。早在1918年10月！

〖对比：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谁更有文化？莫斯科4700个负责的共产党员和莫斯科的官僚。〗


两个典型
 例子：

　　9．例一， 莫斯科消费合作社
 同 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
 的官僚主义作斗争。“白母牛案的状纸副本”。“他们”（在没有克拉辛和加米涅夫的情况下）缺少什么？缺少 文化
 。


（
关于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事件”的材料
 。
 ）

　　10．例二，“他”（和“他们”）怎样 热中于行政手段
 ？（在顿巴斯。）〖那里 
不

 完全会管理＋某些 政治
 错误。〗

11．“国营托拉斯”：例子……明年前！

（共产党员的作用： 糟！
 ）

12．结论：我们有足够的手段来取得 新经济政策
 的胜利，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问题“ 
仅仅

 ”在于 文化
 ！

13．白卫分子（其中包括 孟什维克
 和 社会革命党人
 及其一伙）把这看作有利于他们的 一种东西
 ！枉费心机！

概述已办到的和尚未办到的事是非常有益的：

　　（α）“他们”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他们相反（400年的积粪在4年内清除！）

　　（β）退出战争：用 革命方法
 退出反动战争。而他们呢？

　　（γ）苏维埃国家。世界上第一个。新时代：比 
第一台机车

 要糟！！

　　　　这三点是不可剥夺的。

　　　　第四点，也是 
主要的一点

 ，尚未办到：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要多次从头做起。

14．现在应当抓住“链条”中的哪一个“环节”？

1917年——退出战争。

1918年——苏维埃国家同立宪会议对比。

1919年和1920年——抵抗入侵。

1921年：经济上适应农民。 
探索经济
 政策
 。

1922年： 关键
 不在于机构，不在于改组，不在于新的法令，而在于 人才
 和 检查执行情况
 。挑选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

　　要有三个（3）条件：

　　　　（α）没有武装干涉。

　　　　　　 对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凡从事政治 宣传
 者即予以 枪毙
 。

　　　　（β）财政危机不过分严重（不很严重？清洗国营托拉斯）。

　　　　（γ）不犯 政治错误
 。

15．“当前的关键”（链条的环节）＝提出的任务之大不仅与物质贫困，而且与 
文化
 贫困
 之间的脱节。

16．应当站在群众的前头，否则我们不过是沧海一粟。

“ 用法令来进行宣传的阶段
 ” 已经过去了
 。群众理解并重视的 只是
 实实在在的实际工作，经济和文化工作的 
实际成

 就。

总结＝挑选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




补充：

1．党和苏维埃机关。（摆脱琐碎事务。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责任心。）

2．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的时间长一些。讨论仔细一些。检查认真一些。

3．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

我的副手（李可夫，以及威廉二世的好处），

1922年1月以来的通信。检查执行情况，督促， 
自上的清洗

 。

4．人民委员会。提高威信，摆脱琐碎事务。

5．劳动国防委员会。 
区域经济会议工作

 的开展和扩大。

6．小人民委员会。也要摆脱琐碎事务。

指令草案（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将提出来。





	第1、2、3方案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第4方案载于1926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4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409—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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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笔记

（4月2日）


谢多伊
 ：

（α）……矛盾，不正常，不彻底……

（β）“ 
极大的信任

 ”和！！？






　　（1）无根据地指责中央委员会迫害前 工人反对派
（2）拒绝有益的工作

（3）专心扮演反对派

（4）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行为

（5）代表大会后的行为

（6）在前 
工人反对派

 内部是否出现分化，使党把其中尽管观点不同但在党内忠诚工作的大多数同显然表现不忠诚的少数（甚至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少数）区别开来。





	载于1959年《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419页

















[248]看来是指1922年1月10日和13日《真理报》第6号和第9号发表的尤·拉林的文章《漫步于俄罗斯预算的田野》。——395。



[249]指格·列·皮达可夫。他曾任顿巴斯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395。



[250]列宁指的是自己因病休假，休假期间他住在哥尔克，只偶尔到莫斯科去。——397。







《列宁全集》第43卷


《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的材料



［注：决定见本卷第147—155页。——编者注］



（1922年4月）


1

决定的提纲

1922年4月4日


关于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1）十分之九的精力用于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十分之一的精力用于其他各部。

　　 
财政占首位

 。

（2）主要是检查执行情况。

（3）办事机关——办公厅。

　　不要过分扩大。

　　 
最小限度

 。

　　机关＋工农检查院。

（4）考查基层工作人员

　　　　　　（和改组共产党支部？）

（5）重新调配苏维埃职员中的共产党员，要使共产党员不受排挤，不成为小卒，而能 捕捉骗子
 并 
加速

 公文的处理。

（6）两位副主席都必须阅读《 经济生活报
 》。


＃
 　　应当把它办成经济管理、检查工作报告呈交情况等等的 
机关报

 。

（7） 中央统计局
 ，由学院式的机关转而帮助管理。

　　　　　　　　　　　　　　　　　　　（注意： 彼舍霍诺夫
 ）






	　╚（8）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　　 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

　　 全部机关改行

　　 奖励制度

　


	　　按贸易额＋利润额提成　





	　　（9）严厉清洗国营托拉斯和检查它们的敲诈勒索行为

 。　


	　　委员会＋省经济会议　





	　　（10）
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

 ？　


	　　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11）区域经济会议：召工作人员来？工作报告？＋ 
巡视各地



＋缩减编制

＋整顿和简化办文制度。

（12）阅读省经济会议的工作报告？

（13）要用速记记下〖各副主席的工作〗。

　　　第三节（第3页）。






关于副主席的工作


瞿鲁巴负责四节：一、任务（第一节，1—11）

　　　　　　　　二、工作方法（第二节，1—6）

　　　　　　　　三、联系（第三节，1—4）

　　　　　　　　四、分工（第四节，1—2，a—e）

　　　　　　　　（五）＋特殊问题。






三　节：


（A）总的任务。

（B）分管各人民委员部

（C）特殊问题（ 国内
 商业人民委员部； 
工作报告

 ）。



瞿鲁巴
 负责：

1．检查实际工作。

2．检查执行情况。

3．迫使具有独立自主精神和责任心。

4．建立个人负责制。

5．对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的和经常的切实监督。

6． 亲自
 了解工作人员。


42。补31。

　　7．反对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8．使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摆脱琐碎问题。

9．应当使小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 
办公会议

 不要扩充自己的工作。

10．使各特别重要的人民委员部进入战斗状态。

11．选定最重要的管理机构进行特别监督。列入 40
 。




（二）12．副主席要使自己摆脱琐碎事务。13．也要摆脱各种委员会。

14．努力设法撤销各种委员会。

15．避免亲自参加各种委员会。

16．利用 
工农检查院

 和 办公厅
 。

17．惩罚——行政处分和法院审判（威慑性审讯）。




（三）18．用副本（记录）互相通知。19．也要用报告摘要互相通知。

20．磋商。

21．避免交叉。




（四）22．按周轮流主持会议。23．分管各人民委员部。

24．——期限不要长。

25．——包括经济系统的和非经济系统的各人民委员部。

26．——划分各人民委员部。

27．——由列宁批准。

28．——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

29．小人民委员会。

30． 人民委员会
 办公厅。

31．区域经济会议。

补31。召工作人员来。

32．同苏维埃 
机构

 的联系。

　　第五节：

（五）33．十分之九的精力用于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

34．其中的十分之九用于 财政
 。

[ 补34：交通人民委员部

 。]

35．《经济生活报》。

36．中央统计局。

37．商业。％％。

（对外贸易。合作社。）

38．国内商业委员会。

39．国营托拉斯。

40．模范部门（办文制度）。

41．缩减编制。（注意）

　〖42．基层工作人员。（ 列入6
 ）〗

43．巡视。

44．在苏维埃机构内重新分配、重新安排共产党员。

45． 工作报告和阅读这些报告
 。

一　基本的：

1．检查〖1和2〗的实际执行情况；缩减编制；反对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7〗。

2．在其他机构中处理苏维埃的问题〖32属 
李可夫

 〗。

3． 人民委员会
 和 劳动国防委员会
 要摆脱琐碎事务〖第8条〗。

4．小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会议同上〖第9条〗。

5．迫使具有独立自主精神和责任心〖第3条〗。

6．建立个人负责制〖4〗（严格的和切实的监督：〖5〗）。

7．亲自了解 基层
 工作人员。

　 巡视。

〖6＋42＋补31＋43〗

8．〖第10条〗：使各特别重要的人民委员部或部门进入战斗状态（“时机”）（或者 特别监督
 ）。

二

9．十分之九的精力用于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33〗。

10．其中十分之九用于财政〖34〗。

10．特别重要——交通人民委员部 
［注：列宁在手稿上删去了这一条。——俄文版编者注］

 〖补34〗。

11． 奖励制度
 37。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普遍？奖励制度？）

12．国内商业委员会〖38。

13．国营托拉斯〖39〗。

14．2—4个模范部门〖40，41〗

　　缩减编制

　　编制定额

　　按缩减的程度给以奖励？

15．在苏维埃机构内重新调配共产党员〖44〗。

16．经济会议的工作报告45〗。

17．《经济生活报》〖35〗。

18．中央统计局〖36〗。

三　 工作方法
 。

19．〖12〗使自己摆脱琐碎事务和不必要的 接见


20．也要摆脱各种委员会〖13〗

21．撤销各种委员会〖14〗

22．避免亲自参加各种委员会〖15〗。

23． 工农检查院
 的

　　　　　　和办公厅的机关（最小限度）〖16〗。

24．惩罚——对个人的行政处分和法院审判〖17〗。

四　 联系
 。

25．用副本和记录通知〖18〗 
［注：列宁删去了这一条。——俄文版编者注本］



26．也用报告的摘要通知〖19〗。

27．磋商〖20〗

28．避免交叉〖21〗 
［注：列宁删去了这一条。——俄文版编者注本］

 。




　　五29．主持 人民委员会
 ——瞿鲁巴

　　　　劳动国防委员会—— 李可夫
 。

30．签署电话指示。

31．分管各人民委员部

　　 在监督机关
 和执行情况方面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420—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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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主要章节

（不晚于4月11日）

章节：

一、副主席总的和基本的任务。

二、和副主席工作有关的专门问题。

三、工作方法。办事机关。

四、副主席之间的联系。

五、副主席的分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426页











《列宁全集》第43卷


《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信提纲



［注：信见本卷第194—198页。——编者注］



（不晚于1922年5月20日）

（a）　　　（b）

双重领导和对法制的监督。

反对官僚主义集中制？——争取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反对对省执行委员会人员的傲慢态度？

认为法制不能有卡卢加省的法制，喀山省的法制，持这种观点是否就是傲慢态度呢？

双重领导——在那些需要考虑到差别的地方：

卡卢加省的和喀山省的农业、工业、 整个
 行政管理。法制只能有一个。否则既无文明，又无政治常识。

统一的法制——地方行政管理——和地方法院。检察机关不管理行政，也不决定任何事情。 
［注：手稿上前六段已被删去。——俄文版编者注］



它监视法制：不停止省执行委员会决定的执行，也不判断其是否适当（象工农检查院那样），而只维护统一的法制。

因此，极大的原则性错误——和根本错误地搬用双重领导的原则。

此外还有地方影响的问题。

无法纪的海洋和地方影响的危害。例如清党。是否能否认这一点或者从中看到有对省执行委员会人员的傲慢态度？

有10名或100名能够同地方影响作斗争的党员吗？

（αα）组织局＋政治局＋ 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央机关＝总检察长＋最高法庭＋司法人民委员部＋（αα）

A总结＝地方官僚加地方影响＝劳动人民与政权之Ａ间最有害的障碍

B法制和文明至少应是统一的，而不是“卡卢加省”的。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427—428页













《列宁全集》第43卷


《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上的讲话》提纲



［注：讲话见本卷第243—248页。——编者注］



（1922年10月25日以后）

（1） 符拉迪沃斯托克
 
［注：即海参崴。——编者注］

 ：远东共和国

　　　　　　　　　　日本帝国主义

　　　　　　　　　　战争和外交。

（2）法典：劳动法典。少吗？ 劳动生产率
 。

　　　　　　　　　　　 文化水平
 。

（3）——土地法典：巩固和完善，搜集经验。

（4）和（5）——民法典和法院组织（也要注意）。

（6）关于 地方苏维埃
 ，

省执行委员会等等｛我们整个宪法的基础｝

我不准备对你们的工作系统地评述下去，因为我认为，我已指出了主要的方面。

只谈谈 我们的国家机关

 。

不久前的调查统计（1922年10月1日）—— 243000
 对 231000
 （1920年8月28日）。 
［注：见本卷第247页。——编者注］




学习
 ， 
改善
 机关
 ，提高文化。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429页













《列宁全集》第43卷


关于稳定卢布的札记[251]


（1922年10月底—11月初）

（1）差不多保持了6个月（从5月至10月中）相对的 ＃稳定

 （成就——工作是值得的）

（2）在最近6个月内将要差一些，希望寄托在 
税收

 上。（ 
比去年可能要好一些

 ）（（ 10月，11月
 。））

（3）国家银行有 2000
 万金卢布可保证流通券

帮助工业

（α）

（β）对外贸易






　　＃整个国民经济和工业共同关心的事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430页

















[251]这篇札记中提出的问题，列宁在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塞姆提出的问题时和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作了阐述（见本卷第259—260、278—280页）。——421。







《列宁全集》第43卷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提纲



［注：报告见本卷第274—288页。——编者注］



（1922年11月10日和13日之间）


1

（11月13日以前）

1．不是报告人，而只能为讨论作一个 简短的引言
 （因病等等）。

2．题目：实践经验对 新经济政策
 的检验？（经验）肯定还是否定？

3．早在1918年就提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

4．摘自小册子的引文[252]。〖 第5页
 。〗‖〖“国家资本主义将是一个进步。”〗

5．引文：俄国经济的“五种成分”。

6．引文：哪一种成分占优势？

7． 新经济政策
 的计划或思想或实质是什么？

（α）国家掌握土地

（β） 也
 掌握 
生产资料

 方面的一切命脉（ 运输
 等等）

（γ）小生产领域中的贸易自由

（δ）在吸收 私人资本
 （租让和 合营公司
 ）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

8．结果是： 1918年
 的退却是有保障的。

9．五年中我们是孤立的；其他国家还没有革命；

　　　　　　　　　　　 战争和饥荒。灭亡？

10．稍稍 后退
 。后退了。 结果
 ？

11．1921年春至1922年秋。结果如何？

12． 卢布
 。卢布的稳定在1921年＜3个月

　　　　　　　　　　 在1922年＞5个月


　　　　　　　　　　我们在走出困境，孤立无援地。

　 　　　　　　　　　　（千万亿？是这样，但不久要划掉）

13．农民？ 
粮食税

 （ 
成功地

 征收了；几个亿）

14．轻工业？ 普遍的高涨
 ！

15．重工业？

　　情况很严重。

　　1921—1922年有好转，但很小

　　（ 国家银行的收入：2000万金卢布，帮助的可能性
 ）。

16．总结：就是说，能够取得成就，

　　 现在
 已取得成就。

　　　制度不是随意的，不是混乱的，

　　　经过实践考验的。

　　　 我们孤立无援地在走出困境
 。

17．困难 
很大，还要有好几年

 。

　　大量蠢事。是这样。道路是新的。

　　　　　　　　　　　没有任何外援，恰恰相反。

　　　　　　　　　　　机关是异己的。

我们的蠢事是2×2＝5。

“他们的”蠢事是2×2＝蜡烛。

　　　　　　　　　　（1）高尔察

　　　　　　　　　　（2）凡尔赛和约。

18．因此

　　前途是美好的。

　　 还会更好一些
 ，如果

　　我们在今后五年 主要
 抓学习，

　　 
共产国际

 也这样做，因为关于党的 组织结构的
 决议（1921年）

　　 是无法执行的


　　前途

　　　　……会更好一些。






标题：


“关于各国共产党组织建设”

“关于它们的工作方法和内容”

Organisatorischer Aufbau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en，

Methoden und Inhalt ihrer Arbeit． 
［注：从“标题”起这段文字已被列宁删去。——俄文版编者注］



1922年11月13日在共产国际的发言。





	载于1926年1月21日《真理报》第1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431—433页












2

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专政



斗争、 
战争

 和饥荒的五年（ 到
 1922年的 符拉迪沃斯托克
 
［注：即海参崴。——编者注］

 [253] 止
 ）。现在才进行和平建设。“ 
新经济政策

 ”。

农民，它的态度（1922年粮食税的征收）

工业，它的开始振兴

（a）消费品

（b）生产资料（重工业）

　　　　　　　　　　开始？？

　　　　　　　　　　困难

疯狂的仇恨

—　—　—起初（斗争的进程；胜利）

破坏—　—　—现在。战争的受害者。

学习〖与过去无联系吗？暂时孤立。从前也是低水平，而且 贫困


　　　＝有联系的两个因素〗

谁来领导？

（农民）资产阶级

　　还是无产阶级？

驱逐出境＝象是“驱散的手段”

　　两个俄国。


其他国家
 
［注：列宁划掉了以上一整页稿子，并在上面写道：“见背面。”这页背面是德文写的提纲。——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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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下提纲是用德文写的。——编者注］

1． 不是报告人
 （因病）。

　 只是简短的引言
 并且 只谈一个题目

 ：新经济政策带来的是 好的
 结果，还是不好的结果，或者不肯定的结果。

2．“新经济政策”是完全未预见到的，毫无准备的，还是事先预见到的？

3．我在1918年的说明（第5页）

（第一段引文）。

4．第二段引文：第 6
 页：五种 成分
 。

5．哪一种成分占优势？（引文）（ 
第6页

 ）。

6．因此？“新经济政策”＝

　　　（1） 经济命脉
 在我们手里

　　　（2）土地归国家所有

　　　（3）农民经济活动的自由

　　　（4）大工业（和大农业）在我们手里

　　　（5）私人资本主义——它有可能同 
国家资本主义

 竞争

　　　（6）国家资本主义是这样的：我们把私人资本吸收过来同 
我们的

 资本合在一起。

7．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事先考虑好的，但是从这些说明得出的结论是 
这样的

 ： 退却是有保障的
 。

　　实际上三个主要之点

　　　　　　　　　　　（1）小生产范围内的贸易自由。

　　　　　　　　　　　（2）全部经济命脉（大农业和大工业）在我们手中。

　　{{国家资本主义}＝ （3）合营“公司”＝“学习的保证”。

8．结果？1921年春天实行“新经济政策”。

　　　　 1922年底？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
 。

9． 卢布
 ？1921年稳定＜ 3个月


　　　　 1922年稳定＞ 5个月


　　　　（多余的零要划掉）。

　　　　 注意


10．农民？现在已有亿普特。

11．轻工业。普遍 高涨
 。

　　 
重工业

 ：

　　　　　（1）情况严重

　　　　　（2）比1921年 稍有
 改善

　　　　　（3）今后用来帮助的资金 
已经有了

 （ 2000万
 金卢布。国家银行）。

12． 对外贸易垄断
 。

13．总结＝初步成就 
已经取得

 。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

 债务。

　　　　　什么也没有支付

　　　　　没有任何稍许重大的租让合同。

14．这对于我足够了。

　　新的制度 不是
 随意的

　　　　　　 不是
 混乱的

　　　　　　不是“臆造”，不是“空想”，等等。

　　　　　　是经过实践 考验
 的。

15．还有很大的困难吗？绝对正确吗？

　　还会有无数蠢事吗？完全正确。

　　　　 但是
 ，蠢事的性质、类型？我们的？敌人的？

　　　　2×2＝5

　　　　2×2 得蜡烛


　　　　　两个证据：高尔察克

　　　　　　　　　　凡尔赛和约。

16．正因为如此，世界革命的前途是 美好的
 。

　　还会更好一些，如果我们继续学习的话

　　　　　（我向你们保证这点）

　　　　　（（国家机关　 是异己的
 ））

　　　　　　对于共产国际？

　　　　　　　　决议无法读完，无法执行。

　　注意‖‖如果纠正了这一点，那么在这方面 前途也是美好的
 。





	载于1959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433—436页

















[252]列宁这里指的是摘自他自己的文章《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的一段引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4页）。列宁显然是从小册子《当前的主要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年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出版）中引来的。——422。



[253]指1922年10月25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解放。——425。







《列宁全集》第43卷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材料



［注：文章见本卷第373—377页。——编者注］



（1923年1月）

口授


1

《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一文提纲

（不晚于1月9日）

1．——我们的国家机关整个说来受旧精神的束缚和浸染最严重。

我们通过这样的途径彻底革新它。

2．——这类同中央委员会直接联系着的机关有最大的机动性。

3．——它具有最高的威信。

4．——那么中央委员是否会过多？

5．——中央全会具有代表会议的性质，这在以往我们党的建设中已经形成了。

6．——可以作出关于限制中央委员出席最高政府机构（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等等）会议的决定。

7．——他们可以轮流出席这些会议。

8．——他们可以轮流出席工农检查院部务会议。

9．——一种可能出现的反对这个计划的意见：检查人员太多，监督太多，有权要求立即答复并打断职员本职工作的上司太多，等等。

10．——回答：我们要求的工农检查院的职员的组成不是通常那种类型的。　　11．——为什么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职员组成比较好？为了使工农检查院也成为同样经过革新的机关应具有什么样的条件？

12．——工农检查院应当根据五年的经验现在就开始按照新的方式安排工作。

13．——中央书记处的新的工作安排（组织新的中央委员学习管理的全部细节）。

14．——工作的进程就要求政治局会议作较大的整顿。

15．——增加中央委员人数的重大好处——减少在中央委员会决策时个人的和偶然的因素，等等。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442—443页












2

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

（1月9日）

毫无疑问，工农检查院对我们说来是一个大难题。工农检查院至今一事无成，连它的组建，甚至它是否可取，都仍然是个问题。

我认为怀疑工农检查院的必要性是不对的。但同时我并不否认，我们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遭到根本性的摧毁。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熨烫了一下。在其他方面，要使它们好好开动起来，符合工农国家而且是在全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的需要，过去和现在都要求把党员集中在各级国家机关里。

为了证明上面讲的话，只须回想一下，在国内战争的危急关头我们是怎样做的，我们是怎样把我们党的优秀力量集中在红军里的，我们又是怎样把先进的党员工人动员起来的。

因此，我认为，从我们所有改组工农检查院的尝试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即我们还有一项尝试没有做。这就是，我们没有尝试一下把这项工作交给我们的工人和农民，没有把他们作为中央委员放在我们党的领导地位。

我设想这样改组工农检查院：除其他中央委员外，再选出数十名（50至75名）在认真负责和忠诚方面完全信得过的工人和农民参加党的中央委员会。同时，工农检查院最终（最终！）要减到数百人。这数百人，一方面，在工农检查院各项工作中是最信得过的，也就是对我们机关进行普遍监督最内行，无论从对我们机关的了解、对机关的劳动组织问题的理论素养，还是对检查、侦查方法的掌握来说，都是非常熟练的专家；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纯秘书性的、辅助性的机关工作人员。

新的中央委员享有同其他中央委员完全相同的权力，他们的任务是：以长期的、顽强的工作来研究和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工农检查院所有其他职员的任务是在这方面协助他们，这些职员一部分是最熟悉这些机关和最熟悉工农检查院工作的人，另一部分是秘书性的职员。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仍旧是到目前为止那样的人民委员部。新的中央委员可以看作是临时派到那里工作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可以保留其职衔、地位和权力，其部务委员也是一样。

我们从这样的组织结构中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首先，我们将永远不会在对我们机关研究不够的情况下进行新的改组。其次，我们可以通过吸收中央委员参加这个人民委员部，并把该部的职员减少到几百人，从而立刻提高该部的威信。因为，我们可以使目前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成员通常靠被检查机关施舍过日子的状况立即转为另一种状况，使工农检查院职员的最大限度的独立性得到保障，办法是给以很高的薪金（这可以靠把职员人数缩减到几百名，只留下高度熟练并经过审查的高级职员来达到），或者是使他们成为纯粹秘书性的助手，接受上述中央委员和经过我们对人民委员部职员认真考核后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专家的经常监督和监察。

新的中央委员应承担对我们国家机关一切分支机构，附带也对国营托拉斯进行较为认真仔细的研究的任务。

这项工作不能一蹴而就。因此，不应对他们的任务规定任何固定的期限。另一方面，他们可以估计到会工作几年，办法是由一批中央委员替换另一批中央委员来担负同一任务，就是说我们将通过党的代表大会的决定来保证中央委员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若干年，然后返回自己原来的岗位。





	　　列宁
1923年1月9日











　　玛·沃·记录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

（续）

（1月13日）

我预见到，正是这样的计划必将引起一大堆反对意见，其中多半将是我们国家机关旧人员中那些确实依然如故、还同革命前一样的坏家伙发出来的居心险恶的嚎叫。他们会说，这会在工作中造成全面混乱。中央委员们由于不知道干什么，将在各人民委员部、各机关游逛，到处妨碍工作，要人作出解释，如此等等。

我觉得，这种反对意见的性质完全暴露了它来自何人，对这种反对意见甚至未必值得回答。自然，如果设想的是通常那种职员组成，那么，这种反对意见至少还可能部分成立。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恰好认为这个人民委员部的职员组成不能象通常那样，而是只吸收最优秀的工人，他们是经党代表大会的审查当之无愧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我觉得，这样做我们将能保证今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职员组成在质量上不低于我们最好的人民委员部，即外交人民委员部。为什么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职员组成较好呢？这是因为在那里，第一，留用的旧外交人员不能占稍许显眼的比重；第二，我们在那里新录用的同志们，是完全按照新的尺度，按照是否适应新任务这个尺度挑选出来的；第三，在外交人民委员部那里，不象其他人民委员部那样有大量不加选择地收罗来的、官吏旧习实质上完全未改的职员；第四，外交人民委员部是在我们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说实在的，这是我们人民委员部中唯一的这样一个部，它是我们彻底革新过的，真正为工农政权并按它的精神工作的，而不是仅仅口头上如此，实际却大多反对工农政权或者不按它的精神行事。

现在，为了使工农检查院也成为这样一个真正革新过的机关，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呢？第一个条件是用选举来充分保证它是认真负责的，第二个条件是工作人员在对事业的忠诚和办事的能力方面应是高质量的，第三个条件是他们应接近党的最高机关并同领导我们党及通过党领导我们整个国家机关的人享有相同的权利。

有人会说，任何认真负责的态度，任何党的威信，都不能代替当前主要的东西，即熟悉业务，了解我们国家机关并知道应如何改造它。

对此我的回答是：在我的建议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我们不期望新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很快就取得成果，我们事先就预计到这项工作将持续多年。那时的问题是新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安排问题了。

在这里我认为自己有根据推测，无论是我们党的工作者，还是我们现在的工农检查院的领导人，都积累了足够的经验、足够的知识、足够的才干和其他素质，能恰当地组织新中央委员学习，而且是在工作中学习，就是说使他们既了解我们国家机关的一切细节，又了解资产阶级国家的现代科学在使各类职员工作达到最佳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列宁
1923年1月13日











　　莉·福·记录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

（续二）

（1月13日）

我认为不言而喻的是：工农检查院根据五年的经验立即开始按新的方式安排工作；把新工作人员分成若干小组，有计划地给这些小组分配工作；这些小组中有的定期具体了解国外经验，有的从理论上研究现代科学组织一般劳动，特别是组织管理方面的劳动所取得的成果。工农检查院分配它的全体工作人员去完成各级机关不断委托他们做的工作，包括不同职能、不同管理部门、不同地区、各民族不同工作条件等等的工作。

总之，我认为，工农检查院的同志们在这五年中已经学会一些东西，能够把他们获得的知识运用于重新组织人民委员部。此外，不应当忘记，我们似乎有三个研究劳动组织的科学机构（中央劳动研究所，工农检查院和陆军人民委员部各有一个专门从事这种研究的小组）。不久前召开了这三个机构都参加的会议［254］，可以期望这三个机构的工作现在将比以往更加正常，更加协调，更加合理。

从我们中央书记处方面来说，我设想的新的工作安排是怎样的呢？当然，几十名中央委员需要有新的工作安排。但是，我应当指出，我们事实上已经转入按最高代表会议的规格来组织我们的中央全会。现在问题是要组织这些新中央委员学会整个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和熟悉最高国家机构的工作。如果我们耽误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不能履行我们的一项基本职责，即利用执政的机会教会劳动群众中的优秀分子懂得管理的一切细节。这样一些措施，如对我们政治局的会议作一番较大的整顿，规定政治局会议一周举行两次并缩短会议时间，更好地准备会议的一切文件，并更及时地把这些文件送交全体中央委员。现在整个工作进程就已提出并迫切需要采取这些措施，因此未必会有什么反对意见。当然，这要增加使用秘书性职员的开支，但是舍不得花这笔钱会是最不明智的。

此外，我不必向同志们隐瞒，我认为增加中央委员人数的重大好处在于减少中央委员会决策时的个人的、偶然的因素，为决策作更多的准备，更精细地检查在这些会议上作出的所有决定，从而使我们中央委员会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就是说，既能保持它的工作的继承性，又能防止在这个机构与群众联系不够的情况下可能引起的分裂。






	　　列宁
1923年1月13日











莉·福·记录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444—450页

















[254]看来是指1922年9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讨论管理正规化问题的会议。——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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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把出席热那亚会议的俄国代表团团长全权转授格·瓦·契切林的声明



［注：本篇原稿是法文。其影印件载于1962年4月24日《真理报》第114号。——编者注］



（1922年3月25日）

下面签名者、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出席欧洲会议的俄国代表团团长兹通知，由于国务繁忙，健康不佳，无法离俄远行，根据1922年1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决议，将俄国代表团团长的全部权力授予俄国代表团副团长格·瓦·契切林公民。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2年3月25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载于196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列宁思想是永存的和战无不胜的》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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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

1．姓、名、父名…… 乌里扬诺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注：用小号字排印的是玛·伊·乌里扬诺娃代填的。——俄文版编者注］



2．有发言权／表决权

3．代表证号码　No：

4．由何组织选派…… 莫斯科


5．年龄…… 52岁


6．民族…… 俄罗斯


7．教育程度…… 高等教育


8．属何种社会集团（工人，农民，职员）

9．从事何种职业及时间　著作家，28年

10．目前担任何种党的工作…… 俄共中央委员


11．目前担任何种苏维埃工作…… 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12．目前参加何种活动：

　　　　　（a）合作社

　　　　　（b）工会运动 　　｝都没参加

13．何时加入俄共…… 从建立之时起
 （1895年）

14．曾参加何种党派，何时……没有






	签名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2年3月27日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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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值班秘书日志[255]




列宁值班秘书日志

[255]




1922年11月21日—1923年3月6日

　　 11月21日，上午
 （娜·谢·阿利卢耶娃记）。上午，哥尔布诺夫来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里。定于11点半起会见加米涅夫；6点开会 
[256]

 。没有交办任何事情。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福季耶娃］那里有一份待表决 
［注：《执行情况》栏内注明：
 已表决。文件交政治局。已通知契切林和斯大林。沃洛季切娃］

 的文件 
[257]

 ；关于这份文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在5点和6点之间提醒他，以便同斯大林谈谈。但是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把文件拿走了，并说他想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说明，她会亲自告诉他，因此不必提醒他了，不过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会提醒的。加米涅夫10点1刻至10点3刻在这里。


11月21日，晚
 。

约定11月22日接见

哈斯克尔 
[258]

 ——11点半

斯大林——12点半 
［注：《执行情况》栏内注明：
 哈林克尔——通过加米涅夫。列尔斯——翻译。斯大林——已接见。两人都来过了。］



关于哈斯克尔和列尔斯（翻译），已给警卫队打了招呼。


11月22日，上午
 （娜·谢·阿利卢耶娃记）。

一、 上午
 没有交办任何事情。约定的人都接见了。

晚上约见基夫季洛和布罗多夫斯基（瓷器厂工人），6点钟 
［注：《执行情况》栏内注明：
 基夫季洛和布罗多夫斯，由扎克斯
[259]

 通知，关于他们的情况可以向扎克斯了解］

 ，接见将按以下程序进行：他们将于6点前来到哥尔布诺夫的办公室，哥尔布诺夫将同他们交谈并通知我们，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将到那里去一会儿。

关于进门问题，需要打个招呼（走特罗伊茨基大门）。

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让把关于哈斯克尔建议的绝密信分送给全体政治局委员和契切林，已送给纳扎列江 
[260]

 8份，由他分送表决 
［注：《执行情况》栏内注明：
 第8565号15点20分送出］

 。向布拉科娃 
[261]

 核查过——说已收到。

三、把哥尔布诺夫送来的给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文件 
［注：见本卷第303页。——编者注］

 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签署（签署后退哥尔布诺夫）。


11月23日，上午
 （娜·谢·阿利卢耶娃记）。

从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席政治局会议。暂时没有交办任何事情。

要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到给胡佛 
[262]

 的信，就说这一切全由契切林本人去办了。哈斯克尔将于今天7点20分动身。信将由兰德尔 
[263]

 转交（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的）。晚上尚未安排接见。


11月23日，晚
 （舒·姆·马努恰里扬茨记）。

5点40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办公室。索取在斯克良斯基那里的公文，问及政治局的记录什么时候能整理好，在技术上是怎样进行的。我问了斯克良斯基，他答应在11月24日上午把公文送来。

6点45分，给索柯里尼柯夫送去公文一件。

8点5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同斯大林谈话。而斯大林当时正在中央书记处开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晚上或者上午再谈，现在不必打扰他。”8点30分离去。

弗拉基米尔2伊里奇浏览了全部新书。我把季诺维也夫的公文 
[264]

 和扎克斯的材料交给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索取大人民委员会会议的议程，他让把一封俄文信译成英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0点5分离去。


11月24日，上午
 （娜·谢·阿利卢耶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接见迈斯纳（渔业和鱼品工业总管理局的），也许今天就接见，眼下还不知道。

今天晚上或者明天白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可能就造船计划问题接见斯克良斯基和潘岑占斯基 
[265]

 。 
［《执行情况》栏内注明：
 已接见斯克良斯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澳大利亚党的代表伊尔斯曼和哈尔登今天晚上保持通电话的距 
[266]

 离，从晚上5点到9点他们将在“柳克斯”294号等候，可以通过管理室进行联系。

布拉科娃来电话，请求把契切林就沃罗夫斯基关于海峡问题B的电报所提的建议提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决 
［注：《执行情况》栏内注明：
 已在晚上送交政治局。］

 
[267]

 。


11月24日，晚
 （舒·姆·马努恰里扬茨记）。

会前，加米涅夫曾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从6点到7点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席了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政治局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因格鲁吉亚党中央的声明而成立的委员会的组成问题表决 
[268]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参加表决。

交来关于海峡问题的表决，让送政治局。7点半至8点半斯克良斯基、然后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来住所。


11月25日，上午
 （娜·谢·阿利卢耶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体不适，在办公室只呆了5分钟，电话口授了三封信，希望稍后问一下答复。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说，什么事都不要去打扰他，如果他自己问到答复的事，就去问有关人员。没有任何接见，暂时没有交办任何事情。从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那里来了两件公文 
[269]

 ——在得到特别的吩咐和准许之前，别提这两件公文的事。


11月25日，晚。


6点来。打了几分钟电话。6点半到7点半，见亚·德·瞿鲁巴。随后就离去，走前要求把放在他桌子上那两个文件夹里的加米涅夫的全部文件交给瞿鲁巴，把关于厄克特租让合同的文章交给契切林 
[270]

 ，这些事已办。（但有一部分材料在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哥尔布诺夫]那里，或者在档案室里。）


契切林请求转告：他希望得到有关厄克特租让合同的亲自指示。
 他（契切林）将于明晚动身。应该在星期日一早就转告。（ 还没有转告。
 ）

8点半到8点3刻打电话。哥尔布诺夫请求把关于托拉斯的全部材料、拨款问题和加米涅夫秘书处的通报交给他，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他把这些材料送给瞿鲁巴看看。关于托拉斯的意见和加米涅夫那里的通报，我已经送给了瞿鲁巴——瞿鲁巴已经收到了这些材料，他要求把这些材料暂时放在他那里看一看。显然，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还给了他一些材料。

公文还没有送阅。但显然都很重要。关于此事应同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商量一下。


11月26日，星期日，上午
 （舒·姆·马努恰里扬茨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2点到来，打了电话，挑选了书籍，拿走了几本。1点半离开，带走了弗·米柳亭的报告 
[271]

 和其他文件。


11月26日，星期日，晚
 （舒·姆·马努恰里扬茨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6点50分到来，打了电话；7点30分瞿鲁巴来。8点30分瞿鲁巴离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走了。


11月27日，上午
 （娜·谢·阿利卢耶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中午12点左右来办公室，谁也没有找，很快就走了。通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索取有关对外贸易的全部材料，已全部送往住所。眼下没有交办任何事情，没有接见。也没有公文。


11月27日，晚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哥尔布诺夫请求说，如果可以的话，把季诺维也夫那里送来的与明岑贝格有关的那件公文（如果这件公文已经收到的话）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签署，并把有关对外贸易的材料交给他（哥尔布诺夫），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他把这些材料送给瞿鲁巴看看。但是今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把材料带来。材料在他的住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给任何指示
 。6点过后我通知警卫队放克拉梅尔 
[272]

 去住所。

公文相当多。其中有来自柏林的邮件。


11月28日，上午
 （娜·谢·阿利卢耶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来办公室，两次同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通电话。 
［注：《执行情况》栏内注明：
 见补充卡
[273]

 ］

 他要11月26日刊登在《经济生活报》上的索罗金写的关于159项指令的文章 
［注：《执行情况》栏内注明：
 文章已剪下，贴好并送往住所。］

 
[274]

 ，然后向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交办一些事情。眼下还没有交待晚上要办什么事情，我也没有留下公文。


11月28日，晚
 （舒·姆·马努恰里扬茨记）。

7点45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找阿瓦涅索夫 
[275]

 ，并让问一下阿瓦涅索夫能不能给他来个电话。第二次来电话，告诉自己的电话号码。我转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阿瓦涅索夫正在参加工农检查院部务委员会会议。“那就算了，明早我再给您打电话。”哥尔布诺夫那里送来一份需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签署的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文件，副本送波格丹诺夫和佛敏 
[276]

 ，内容是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审查关于把各枕木防腐工厂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划归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问题 
［注：见列宁《1922—1923年的论文和演说集》193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81页。——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签署了这个文件（在住所签署后，交给了秘书处）。


11月29日，上午
 （娜·谢·阿利卢耶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2点20分来办公室，叫来斯大林，斯大林一直呆到13点40分。没有交待晚上要办什么事情。眼下也没有公文。


11月29日，晚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政治局来通知（8812），关于加盟共和国的问题明天将在政治局讨论（送来文件不是备查，而是供审议）。 
[277]



5点半到6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电话。问斯大林的一份关于舰只修理计划的文件是否收到。同加米涅夫通了几分钟电话。电话口授了关于舰只修理计划的意见，要求把这些意见转给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已执行）。 
［注：见本卷第304—306页。——编者注］



询问给哈斯克尔的电报是否已发往伦敦。契切林办公室的值班秘书给了肯定的回答 
［注：《执行情况》栏内注明：
 电报副本已由李维诺夫签署发给哈斯克尔。11月30日收到。］

 。明天早晨他将送来书面答复。已转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7点50分至8点55分，阿瓦涅索夫在这里。他们在办公室里谈话。9点离去。在同阿瓦涅索夫谈话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知道，什么时候召开中央全会。这个问题明天政治局要讨论（和日程一起），上次中央全会曾经决定，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召开全会。这一点已经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278]




11月30日，上午
 （娜·谢·阿利卢耶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点10分来办公室，打电话让把10月13日《最新消息报》第763号给他，他想要报上彼舍霍诺夫的一篇文章 
[279]

 。我找出来送到了他的住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办公室呆了5分钟就回家去了。没有交办任何事情。眼下也没有任何公文。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请求登记一下（只是为了备查）：哈斯克尔和契切林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公文已交给加米涅夫。


11月30日，晚
 （舒·姆·马努恰里扬茨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6点45分来办公室，问有什么新消息，政治局会议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我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些新书；他叫拿给他。送回10月13日的《最新消息报》。

7点55分阿多拉茨基 
[280]

 来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里，呆到8点40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了电话。索取政治局记录，我给了他。弗拉基米尔A伊里奇要求把政治局的记录收藏起来。要求把恩格斯的《政治遗嘱》一书特别保存好。交回浏览过的新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9点离去。


12月1日，上午
 （娜·谢·阿利卢耶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1点20分打电话给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要求约莫洛托夫12点来。 
［注：《执行情况》栏内注明：
 约莫洛托夫12点来，他已来过。］



莫洛托夫和瑟尔佐夫 
[281]

 一起从12点呆到1点半。眼下还没有交待晚上要办的事情。也没有公文。


12月1日，晚
 （舒·姆·马努恰里扬茨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5点30分来，5点45分瞿鲁巴来。

伊尔斯曼、哈尔登和翻译沃伊京斯基于7点钟来，8点40分离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8点45分离去。


12月2日，上午
 （娜·谢·阿利卢耶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2点30分来，一共呆了10分钟左右。叫来莉迪娅A亚历山德罗夫娜。要她6点前把关于渔业和鱼品工业总管理局的材料找出来供会晤克尼波维奇 
[282]

 时用，并请求把会昭安排在晚上7点钟。材料在哥尔布诺夫那里，要注意在6点前把全部材料拿到我们这里。关于克尼波维奇，要通知所有门岗放行，因为他没有通行证。

上午，医生来看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了如下的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必须每两个月一次甚至两次外出休息几天。星期二还不允许他主持会议，星期四允许，但时间不能长，星期四以后必须离开休息几天。

哥尔布诺夫打来电话，要求一有可能就立即转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李可夫已于12月1日乘快车离开梯弗利斯，务必转告，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此极为关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8点约见加米涅夫（14点5分打来的电话）。

需要提醒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让她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清楚，他对瞿鲁巴讲的究竟是金的哪一篇文章 
[283]

 ，因为瞿鲁巴怎么也找不到这篇文章。


12月2日，晚。


从6点半起在办公室，7点至8点克尼波维奇来；8点至9点1刻——加米涅夫。

给了一封英文信并要求打听一下伊尔斯曼动身的日期。问了“柳克斯”的管理主任凯泽尔，凯泽尔说，伊尔斯曼今天大概不会动身，明天告知准确行期。 
［注：《执行情况》栏内注明：
 凯泽尔询问的结果是：伊尔斯曼自己也不知道行期，他在这里要呆很久，甚至可能呆几个月。］

 那时再把这一情况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把此信退给他。

签署了给明岑贝格的信 
［注：

《执行情况》栏内注明：


 信由哥尔布诺夫转交给明岑贝格。玛·沃洛季切娃。］

 
［注：见本卷第308—309页。——编者注］

 ，但有个保留，即他不认为信的开头部分是按规范的德文写的。他要求把副本（第8579号）留在他的秘书处。

给斯维杰尔斯基的信已送他签署，我们留了副本。如送来签署好的信，即发给收件人。 
[284]



哥尔布诺夫送来一些剪报 
［注：《执行情况》栏内注明：
 已放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办公桌上。］

 ：一个文件夹是最新材料，另一文件夹是较早的材料。这是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讲话用的材料，是他要求收集的。我想，要问一下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能不能在星期日送给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求向别连基 
[285]

 打听一下，李可夫和捷尔·任斯基何时（准确时间）到达。 
［注：《执行情况》栏内注明：
 别连基通知，捷尔任斯基约在12月8日离开梯弗利斯，途中将逗留以检查工作，大约12月13日到达莫斯科。李可夫已于12月2日离开梯弗利斯，将于12月4日晨到达。（关于李可夫的事他还要再核实一下并电话告知。）别连基第二次的电话说，李可夫将于今晚6点钟到达，他想再核实一下然后来电话。他问了铁路方面。］

 他对此极为关注。我还没问别连基。

已转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弗鲁姆金正在准备材料，星期一上午或星期日晚上他将送来这些材料。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次问哥尔布诺夫要米海洛夫斯基关于财政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应在娜嘉［阿利卢耶娃］那里：他请求将米海洛夫斯基的两份报告和克拉斯诺晓科夫的一份报告 
[286]

 在用毕后退给他。9点半离去。


12月3日，上午
 （C.A.弗拉克谢尔曼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2点来办公室。请求找来女速记员。沃洛季切娃不在家，所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不必找了，因为要写的东西不多，他可以手写。已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别连基关于李可夫和捷尔任斯基到达时间的答复，还有凯泽尔关于伊尔斯曼动身日期的答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求通过共产国际懂英语的沃伊京斯基打听一下，伊尔斯曼什么时候需要函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办公室呆了20分钟后离去。


12月3日，星期日，晚
 （C.A.弗拉克谢尔曼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晚6点来办公室。

别连基告诉说，据交通人民委员部答复，李可夫已于12月3日离开巴库，将于12月5日到达罗斯托夫。已给捷尔任斯基发电报核实。没有转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6点45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求转告阿瓦涅索夫，他的信已收阅，想先在电话中同他谈谈。明早转告。

晚7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离开办公室。


12月4日，上午
 （娜·谢·阿利卢耶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1点5分来到办公室。请求问明李可夫到达的准确日期 
［注：《执行情况》栏内注明：
 给别连基去了电话，请求再次把情况探询清楚。答应今晚回复。］

 。10点40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电话，请求约阿瓦涅索夫上午11点来。阿瓦涅索夫于11点15分到，12点10分离去，谈的是对外贸易问题。12点30分弗拉基米尔A伊里奇去哥尔布诺夫办公室，回来后就用电话向沃洛季切娃口授，2点回家。晚6点柯列加耶夫（电话174—14或通过托洛茨基的交换台）要来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李可夫到达时（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去别墅的话——他将在星期四去），要他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电话。 
［注：《执行情况》栏内注明：
 注意
 。］

 5点50分茹柯夫要来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0分钟。7点至8点是弗鲁姆金，8点15分至9点是瞿鲁巴（暂定，如果这个时间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方便，可改在明天上午11点或12点半）。


12月4日，晚
 （舒·姆·马努恰里扬茨记）。

5点30分弗拉基米尔A伊里奇向沃洛季切娃口授给李维诺夫的信和致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贺词。 
［注：见本卷第310页。——编者注］

 打来自动电话问我今天的安排，我告诉了要接见的人员及时间。5点50分柯列加耶夫来谈了关闭剧院的问题，至6点10分。紧接着茹柯夫和哥尔茨曼、拉甫连季耶夫来谈有关电力工业的问题，至6点50分。在他们之后，从6点50分到7点25分，弗鲁姆金来谈对外贸易问题。7点30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离开办公室，8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到办公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了李维诺夫答复的情况。问了哈斯克尔的电报。给了一本西班牙人塞萨尔·雷耶斯著的书，请求把此书的题词和目录译出 
[287]

 。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组成的委员会于12月4日（今天）晚开会，给该委员会（写布哈林的名字）送去一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国赴海牙代表团的任务的意见。 
［注：同上，第311—314页。——编者注］



9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离开办公室。


12月5日，上午
 （娜·谢·阿利卢耶娃记）。

李维诺夫告诉说，已经证实哈斯克尔通过我国代表团收到了电报，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0点45分来到办公室，问由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组成的委员会是否开过会，我回答说，昨夜已开过；1点40分离去。

6点捷克斯洛伐克工人（见名单） 
[288]

 将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处。须通知所有门岗放行，他们持有出入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15分钟）。已通知。

波波夫 
[289]

 将于7点钟来半个小时（已通知）。李维诺夫处应送来关于电报已交哈斯克尔的书面通知。


12月5日，晚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6点至6点45分几位捷克斯洛伐克人来访：约瑟夫A海斯、赫拉莫斯塔、弗兰涅克、李希特尔、哈贝拉，陪同的是安采洛维奇 
[290]

 。

7点至8点波波夫来（有关调查统计问题）。休息几分钟（回家）。8点20分在办公室——亚·德·瞿鲁巴来。9点25分离去。


12月6日，上午
 （娜·谢·阿利卢耶娃记）。

11点刚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到办公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照他的委托写几封信（给雅柯夫列娃、加米涅夫、瞿鲁巴）。请求接通他同斯大林的电话，同斯大林约定了会面的时间。12点40分斯大林来见他，呆到2点20分。他请求约请埃杜克 
[291]

 7点半来，多夫加列夫斯基 
[292]

 6点来，波格丹诺夫7点来。会见斯大林后，曾想同美舍利亚科夫谈谈。 
［注：《执行情况》栏内注明：
 没有谈，因为工作时间已太长了。］



2点25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家。加米涅夫来电话说，他将送来一份写明列宁同志收的公文，要直接交给他。 
［注：《执行情况》栏内注明：
 4点3刻收到，已放在办公室桌上。沃洛季切娃。］




12月6日，晚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6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加米涅夫的来信。

6点5分至6点30分波格丹诺夫来；6点55分至7点20分埃社克；7点25分以后是多夫加列夫斯基。

口授了15—20分钟回忆尼·叶·费多谢耶夫的文章 
［注：见本卷第316—317页。——编者注］

 。9点过后离去。根据他的要求，回忆文章已送交安娜A伊里尼奇娜［叶利扎罗娃］（见附信副本）。


12月7日，上午
 （娜·谢·阿利卢耶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0点55分来办公室；11点由加米涅夫主持开始政治局会议。弗拉基米尔2伊里奇出席了会议。2点20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离开会议返回住所。


12月7日，晚
 （舒·姆·马努恰里扬茨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5点30分来办公室，同斯大林及其他人通了电话，交待了要政治局和雅柯夫列娃办理的许多事情。6点15分带着日常处理文件去哥尔克。


12月8日，上午
 （娜·谢·阿利卢耶娃记）。

12点10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电话给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同她谈了政治局昨天的决议。

12点15分由别连基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去下列文件：（1）政治局第39号会议记录 
[293]

 ，（2）全俄级和州级负责工作人员名单（瑟尔佐夫处送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稍晚来电话口授些东西。


12月8日，晚
 （舒·姆·马努恰里扬茨记）。

5点35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电话，向沃洛季切娃作了口授，5点50分莉迪娅A亚历山德罗夫娜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话，他就政治局的三个问题投了票：1922年12月7日沃罗夫斯基、姆季瓦尼、契切林发来的电报，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审查委员会名单以及给全乌克兰代表大会的贺信 
［注：见本卷第323页。——编者注］

 。口授了政治局的议事规程。 
［注：同上，第319页。——编者注］

 同意全会延期。6点20分谈话结束。送去柏林寄来的药品。


12月9日，上午
 （娜·谢·阿利卢耶娃记）。

从昨晚起没有交办任何事情。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来电话转告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从5点3刻开始口授些东西，6点要同李可夫谈话，李可夫已经到达，现在家。没有交办任何事情。有公文。


12月9日，晚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6点5分来电话，交待了要办的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关于副主席工作的信 
［注：见本卷第320—322页。——编者注］

 已送发：李可夫、斯大林、瞿鲁巴和加米涅夫。

别连基将从加米涅夫处带来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文件。

苏瓦林今晚送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法文信。 
[294]



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他的关于副主席工作的信（原件、副本和原决议副本） 
［注：同上，第147—155页。——编者注］

 ，蔡特金的信和药品。


12月10日，上午。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交办任何事情。


12月10日，晚。


6点过后来电话，请求接通斯大林的电话。就基洛夫 
[295]

 、瓦西里耶夫和波卢扬发来的有关社会革命党人的电报投了票。 
[296]



一有机会就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去他用法文书写并经苏瓦林修改的给拉查理的信，信已交岗亭。8点3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求把一封信发给弗鲁姆金，信中征询弗鲁姆金对阿瓦涅索夫提纲的意见。信已发出。明早问一下弗鲁姆金，他什么时候寄来自己的意见。 
[297]



明天早上也问一下哥尔布诺夫（见第8605号和第8606号副本）。 
[298]



给拉查理的信无须专门寄送。有机会送发。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的。


12月11日，上午
 （娜·谢·阿利卢耶娃记）。

没有交办任何事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来过电话。检查一下，晚上办公室气温不能低于14度。


12月11日，晚
 （舒·姆·马努恰里扬茨记）。

没有交办任何事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来过电话。


12月12日，上午
 （娜·谢·阿利卢耶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1点回到莫斯科，11点15分来办公室，在办公室稍呆了一会，12点前回家。李可夫、加米涅夫、瞿鲁巴应在12点来见他。 
［注：《执行情况》栏内注明：
 已来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2点离开办公室，2点以前李可夫、加米涅夫、瞿鲁巴在他那里。

还没有交待晚上要办什么事情。


12月12日，晚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5点30分起在办公室。通了几分钟电话。要求发出给意大利人拉查理的信并请求特别注意一下带信人是谁（要由可靠的同志带去）。6点至6点45分捷尔任斯基来。

7点45分——斯托莫尼亚科夫（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

8点1刻离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拉查理的信已转交苏瓦林（“柳克斯”23号）。他将同一些可靠的同志商定，明天早上通知我们结果，而最好给他打电话。 
［注：《执行情况》栏内注明：
 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请求，要特别注意。已收到苏瓦林的亲笔收条。］




12月13日，上午
 （莉·亚·福季耶娃记）。

11点钟医生来过。医嘱：全体、离城。

12点左右把福季耶娃叫到住所去处理完事务。口授了几封信：就罗日柯夫问题致中央委员会，就对外贸易问题致弗鲁姆金、斯托莫尼亚科夫和托洛茨基，就分工问题致几位副主席 
［注：见本卷第326—327页。——编者注］

 。斯大林于12点30分来，2点35分离去。


12月13日，晚
 （莉·亚·福季耶娃记）。

5点55分叫去福季耶娃。已转告弗鲁姆金和托洛茨基的答复。定于12月14日12点会见克尔日扎诺夫斯基。7点30分至8点25分就对外贸易问题口授致中央委员会全会的信。 
［注：同上，第328—332页。——编者注］

 想会见弗鲁姆金，但取消了。情绪不坏，开着玩笑。只惦着把事务处理完。


12月14日，上午
 （莉·亚·福季耶娃记）。

11点钟来电话，同福季耶娃谈昨天关于对外贸易的信，要求不给任何人，因为还要补充。询问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来不来。11点10分再次来电话。

1点10分请求接通雅罗斯拉夫斯基的电话。因为没找到雅罗斯拉夫斯基，把谈话或会见推迟到晚上。2点25分叫去福季耶娃，给了一张随对外贸易问题的信一起送交阿瓦涅索夫的便条。吩咐收到退信后把信送交弗鲁姆金，也许晚上要接见他。得知政治局关于罗日柯夫、问题的决定后，很满意，笑着说这是一条很好的消息。 
[299]

 外表情绪很好，有说有笑。


12月14日，晚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5点45分来电话。问政治局的记录。说打算口授。请求接通雅罗斯拉夫斯基的电话（雅罗斯拉夫斯基曾去过他那里）。6点多钟医生来。弗鲁姆金来过，但没有见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8点多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他是否在这儿。请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明天12点钟提醒他关于弗鲁姆金的事，那时弗鲁姆金将在瞿鲁巴那儿。请求查明，是否把全部有关对外贸易垄断的材料寄给托洛茨基了。他把手头的材料给了我。这些材料要给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一下。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请求，已把他评布哈林信的信发给斯大林和托洛茨基。 
［注：《执行情况》栏内注明：
 是否要寄给弗鲁姆金？］

 他说，补充部分他将另写。

8点前对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将口授：（1）就罗日柯夫在普斯科夫的问题给季诺维也夫的信；（2）关于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给加米涅夫的信；（3）关于对外贸易的信的补充。

9点左右重申，保留10点钟以前打电话的权利。10点钟左右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来电话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今天不口授了。


12月15日，上午
 （莉·亚·福季耶娃记）。

11点50分来电话，询问昨天的信件副本。把福季耶娃叫到住所，给了一封他写给托洛茨基的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致列·达·托洛茨基》（1922年12月15日）。——编者注］

 嘱福季耶娃亲自打字寄出，副本密封后存入机要档案。他书写极困难，吩咐把原件销毁，但是原件同副本一起保存在机要档案内。

对有关书籍作了如下指示：把技术书籍、医学书籍等挑出来送回去，农业书籍交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有关生产宣传、劳动组织和教育方面的书籍交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文艺书籍留着备用，政论、政治著作、回忆录等等给他留着。

此外还吩咐把财政委员会的全部记录交给他，并附上秘书写的不太长也不太短的简述，使他能从中得出关于财政委员会工作的明确认识。情绪不太好，说自我感觉更坏了，一夜没睡。


12月15日，晚
 （莉·亚·福季耶娃记）。

8点30分来电话。口授（先是用电话，后叫到住所）给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信。给斯大林的信谈的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可能要作的讲话 
［注：见本卷第333—334页。——编者注］

 ，给托洛茨基的信谈的是坚决反对从全会议程上取消对外贸易问题，如果有这种打算的话。约9点钟结束。


12月16日，上午
 （莉·亚·福季耶娃记）。

11点至11点45分医生来过（克拉梅尔和科热夫尼科夫 
[300]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送来了给几位副主席的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致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2年12月16日）。——编者注］

 ，此信大概是昨晚或今天医生到来之前由她记录的。帕卡尔恩 
[301]

 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想去哥尔克，原因是乘摩托雪橇路上太累，而乘汽车又不行。帕卡尔恩说，每天9点半钟把狗（艾达）牵到他那儿去，他逗狗玩，很爱这条狗。费尔斯特 
[302]

 发来电报，确认在代表大会发表讲话前至少需全休7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来过电话，未作任何指示。


12月16日，晚
 （莉·亚·福季耶娃记）。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来电话，请求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名义通知斯大林，说他不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讲话了。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我感觉如何的问题，她回答说：一般，表面看来没什么，究竟如何难说。按照他的委托，她请求秘密打电话给雅罗斯拉夫斯基， 
[303]

 要他记下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而可能的话还有其他人在全会上关于对外贸易问题的发言。


12月18日，上午
 （娜·谢·阿利卢耶娃记）。

中央委员会全会开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出席，病了——没有交办什么事情，也没有作什么指示。


12月18日，晚。


全会开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出席。全会在晚上开会后结束。


12月23日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8点过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叫去住所。口授了4分钟。觉得身体不好。医生来过。口授前说：“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请记吧！”口授得很快，但他的病状仍感觉得出来。结束时问今天是几号。还问我为什么脸色这样苍白，为什么没有参加代表大会 
[304]

 ，对占了我本来可以出席代表大会的时间表示遗憾。此外我没有得到任何指示。


12月24日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第二天（12月24日）6点至8点之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叫我去。他提醒说，昨天（12月23日）和今天（12月24日）口授的东西是绝密的。不止一次地强调了这一点。要求把他口授的一切当作绝密文件保存在有专人负责的专门地方。当时又补充了一点指示。

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取来了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第3卷和第4卷。


12月29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过娜捷施·康斯坦丁诺夫娜请求给他开一个新书目录。医生们允许他看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读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第3卷和第4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文艺书籍不感兴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求把书目分类开列。


1923年1月5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索取1月3日起的新书目录和季特利诺夫的书《新教会》。


1月17日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6点至7点之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半小时。读了对苏汉诺夫论革命一书的评论并作了修改。用了10至15分钟的时间口授这篇评论的第二部分。 
［注：见本卷第369—372页。——编者注］



对新的支架很满意，这使他便于阅读书籍和他自己的手稿。

当口授到：“我们的苏汉诺夫们……”这句话时，在“……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几个字上停了下来，在考虑如何接下去的时候，开玩笑地说：“瞧这个记性！全忘了我想说什么！真见鬼！惊人的健忘！”他要求马上把评论重抄一遍交给他。

几天来我连续观察他口授时的情况，发现如果说到半句话时把他打断，他就很不高兴，因为这样他的思路就打断了。


1月18日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找过我。


1月19日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7点前后和8点刚过两次叫我去。口授关于工农检查院的第二稿（《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 
［注：同上，第373—377页和第430—438页。——编者注］

 约30分钟。他说想快点把它写完。


1月20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今天在12点和1点之间叫我去。看了自己的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作了补充和修改。

他说，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将给他一份和他的文章的一部分有关的材料，并让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确切地了解一下，我国现在有哪些研究科学组织劳动的机构，有多少，开过几次这方面的代表大会，哪些团体参加了这些大会。彼得格勒有些什么材料？（赫洛普良金 
[305]

 送来了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相同的材料，稍许详细一点。）

要一份完整的书目 
[306]

 。我在他那里呆了约30分钟。


1月21日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找过我。


1月22日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25分钟（从12点至12点25分）。对关于工农检查院的第二稿作了修改；最后决定采用这一稿。因为他的时间受限制，所以口授得很快。他请求把文章整理一下，打一遍，傍晚给他。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让我进去见他时说，他非法地多用了几分钟来审阅文章。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转告我说，护士（值班的）不想放我去见他。我离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到秘书处来转达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个请求：“如果我有些地方来不及记录，就把这些地方空出来。”她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觉得他口授得很快，记录很难跟得上。我让转告，全都记下来了，如果有疑问，就按他的要求办。


1月23日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2点和1点之间把我叫去。把上述文章很快地又看了一遍，作了一些不大的改动。请求把这些改动转到他那一份和我们那一份稿子上，然后把其中的一份交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供《真理报》用。文章作了修改，在3点钟以前给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他问：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回来没有？我们的节日过完没有？


1月30日
 （莉·亚·福季耶娃记）。

1月2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叫福季耶娃去，让她向捷尔任斯基或斯大林索取格鲁吉亚问题委员会的材料并详尽地研究这些材料。此事交福季耶娃、格利亚谢尔和哥尔布诺夫办。目的是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一个报告，供他到党代表大会上用。这个问题政治局正在处理，看来，他还不知道。他说：“我生病前夕，捷尔任斯基对我谈过委员会的工作和‘事件’，这对我有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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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1月25日，他问拿到材料没有。我回答说：捷尔任斯基要星期六才能来，因此我还无法问他。

星期六我问捷尔任斯基，他说材料在斯大林那里。我给斯大林去了一封信，但他不在莫斯科。昨天，1月29日，斯大林来电话，说未经政治局同意材料不能给。他问我是不是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了什么多余的话，他是从哪儿了解到日常事务的？例如他那篇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表明他知道某些情况。我回答说，我没有说，也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他了解日常事务。今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问回音，并说要为取得材料而斗争。

1月2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告诉瞿鲁巴、斯维杰尔斯基和阿瓦涅索夫，说如果他们同意他的文章的观点，就让他们在代表大会之前开几个会，讨论一下是否应该编写教科书的提要和纲要（显然是劳动规范化方面的教科书）。他们是否知道克尔任采夫和叶尔曼斯基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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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科学组织劳动的计划，工农检查院中有一个规范局。

今天他问瞿鲁巴怎么答复的，他、斯维杰尔斯基、阿瓦涅索夫、列斯克是否同意文章的观点？部务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意见如何？我说，这些我不清楚。他问，瞿鲁巴是否动摇了，他是否在设法拖延，他和我谈话是否开诚布公。我说，我还没机会和他谈话，只是把要办的事通知他。

1月2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先谈谈我们的‘秘密’事务：我知道，您在哄骗我。”我保证并非如此，对此他说：“关于这一点我有自己的看法。”

今天，1月30日，弗拉基米·伊里奇说，昨天他问能不能在3月30日的代表大会上讲话，医生作了否定的回答，但是许诺在此之前他将能起床，再过一个月可以允许他看报。当又谈起格鲁吉亚委员会问题时，他笑着说：“这又不是报纸，所以我现在也可以看。”看来情绪不坏。头上未敷压布。


2月1日
 （莉·亚·福季耶娃记）。

今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在6时半）。我告诉他，政治局批准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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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示要注意什么以至怎样去利用这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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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如果我现在自由的话（起先是口误，后来又笑着重复一遍说：如果我现在自由的话），这一切我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好。”估计研究这些材料要4个星期。

问及瞿鲁巴和其他人对他的文章的态度。我按照瞿鲁巴和斯维杰尔斯基的指示回答说，斯维杰尔斯基完全同意，瞿鲁巴赞成谈到吸收中央委员的那一部分，但对工农检查院在人数减到300—400人的情况下能否完成目前的全部职能表示怀疑。阿瓦涅索夫的观点我不清楚。明天部务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

他问中央委员会讨论过关于这篇文章的问题没有。我回答说，这一点我不清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告诉的这些情况表示满意。


2月2日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1点3刻把我叫去。口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 
［注：见本卷第378—392页。——编者注］

 。12点半结束。

他请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每隔一天上他那儿去一次。问他“几点钟去”，他说反正他现在是个闲人。顺便说了一句：只有2点钟到5点钟不能去他那儿；他说可以6点钟去或者和他的护士约一个时间。

1月23日以后就没见过他。从外表看病情大为好转，容光焕发，精神饱满。象平时一样口授得很好，没有停顿，在用词上极少发生困难，确切些说，他不是口授，而是打着手势讲话。头上未敷压布。


2月3日
 （莉·亚·福季耶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7点钟叫我去了几分钟。他问我们材料看过没有。我回答说，只是粗粗地看了看，材料并不象我们预计的那么多。他问这个问题提到政治局没有。我回答说，我无权谈此事。他问：“禁止您谈的正是专指这件事么？”“不，关于日常事务我一概无权谈论。”“就是说，这是日常事务？”我明白自己疏忽了。我重复说，我无权谈论。他说：“我还是从捷尔任斯基那里知道这件事的，是在生病之前。委员会向政治局作了报告吗？”“是的，作了。我记得，政治局大体上批准了委员会的决定。”他说：“好吧，我想您在三个星期内能把调查报告写出来，那时我再写信。”我回答说：“也许三个星期来不及。”医生来了（刚到达的费尔斯特，还有科热夫尼科夫和克拉梅尔），我就离开了。他看来很愉快，精神饱满，见到好久没有见面的费尔斯特，他好象有点激动。


2月4日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今天6点左右把我叫去。问我在假日也把我叫去有没有意见。（“您总得找个时间休息一下吧？”）

继续口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用了半个多小时。容光焕发，声音挺有精神。未敷压布。他最后说：“好吧！就到这里。我有点累了。”要我把速记译出，译完后打电话告诉他，大概是因为他今天还要继续口授这篇文章；他说，他有一个老习惯，写作时面前要放着手稿，没有稿子就总感到不习惯。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告诉我，德国医生（费尔斯特）来看过他，说了许多使他高兴的话，允许他做操，增加了口授文章的时间，所以弗拉基米尔A伊里奇非常满意。

8点钟又把我叫去。但没有口授，而是把写好的东西看了一遍，作了补充。结束后说，他打算在付印以前把文章拿给瞿鲁巴看看，也许还要给部务委员会的其他委员看看，他还想对自己的这些想法再作一些补充。口授的速度比往常慢一些。头上敷着压布。脸色苍白。看来他累了。


2月5日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今天12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我呆了三刻钟。口授速度缓慢。有一个地方，表达有点困难，他说：“我今天有点不顺畅， 不流利
 （他着重说了这几个字）。”要了他那篇《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的文章。默读了三四分钟。接着又继续口授了一会儿，决定结束，说今天4点、5点或许6点钟再叫我去。


2月5日，晚
 （玛·伊·格利亚谢尔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7点钟（差10分）叫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去，但因为她不舒服，就把我叫去了。

他问，我们是否已经着手研究格鲁吉亚委员会的材料，预计什么时候完成这项工作。我回答说，材料我们已经分了，已开始看，至于期限，我们打算按他给我们规定的，即三个星期。他问我们打算怎样看这些材料。我说，我们认为我们每人都必须把全部材料看一遍。“这是你们一致决定的吗？”“是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算了一下到代表大会还剩多少时间。当我说还有一个月零25天时，他说这个期限大概够了，但如果还需要补充材料，时间就显得紧些，况且还要考虑到往返高加索需要更多的时间。他问我们每个人干多少，并说必要时我们可以吸收沃洛季切娃和舒沙尼卡·马努恰里扬茨参加工作。随后他问我们这个决定（人人都要把全部材料看一遍）是否是正式的。我回答说，我们这个决定并没有成文，并问他，是不是不大赞成这样做。他说，他当然希望我们人人都看完全部材料，但我们这个小组的任务是极不确定的。一方面，他不想过于麻烦我们，但是，另一方面应当估计到，在工作过程中还会发现必须扩大任务。也许还要弄到补充材料。他问材料保存在什么地方，我们怎样使用这些材料，我们是否把全部材料作了摘要，并用打字机打出来（“这样做是否有困难？”）。最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定，我们要在下一周内确定，我们需要多少时间，用什么形式来研究这些材料，在研究的时候要想着必须就小组定出的问题以及在我们工作过程中他将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写出一个全部材料的概要。

随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吩咐问一下波波夫，中央统计局对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如果在哈尔科夫进行过调查的话）的调查统计材料研究情况如何，他预计什么时候能研究完这些材料，这些材料是否要发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在党的代表大会以前在报刊上看到这些材料；他认为，鉴于这次调查统计特别重要，材料应该发表，虽然前几次调查统计的材料没有发表，波波夫只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来表报。因此应该特别督促波波夫，先口头谈一下，然后正式向他函询。

我总共呆了20分钟。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卧病期间我第一次看到他。据我看，他看起来很好，很有精神，只是脸色比以前苍白一点。说话缓慢，用左手打手势，右手指头不断活动着。头上未敷压布。


2月6日，晚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7点和9点之间把我叫去。我呆了约一个半小时。他先把《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看了一遍。用红墨水作的修改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觉得很有趣（并不是修改本身，而是写上去的方式独特！）。根据他的请求，这篇文章原来没有重抄，只是在最初译出的稿子上加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审阅时所作的修改。但因为这些修改都不是按校对的方法改的，而是用一般的秘书的方法改的，这使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重新审阅时很不方便。他要求过后整个重抄一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阅读文章时曾数次停下来说他的老习惯是手写，而不是口授，现在他明白为什么速记员不使他满意（他说的是：“不曾使他满意”）；说他习惯眼前看着自己的手稿，不顺当时可以停下来，仔细推敲那些“卡壳”的地方，在房间里走一走，甚至干脆跑到什么地方去散散步；说他现在还常常想拿起铅笔来写或者自己动手修改。

他回忆说，还在1918年，他曾试过向托洛茨基的速记员口授文章，当他感到“卡壳”时，他十分为难，便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往下“赶”，结果弄得他不得不把全部稿子烧掉了，后来他就坐下来自己动手写，并且写出了他至今仍感到满意的《叛徒考茨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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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愉快地谈起这一切，发出他那有感染力的笑声。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有这样好的情绪。他继续口授了这篇文章的一部分。口授了15—20分钟。是自己停止口授的。


2月7日
 （莉·亚·福季耶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找去。讲了三个问题。

（1）关于调查统计的结果（让把关于调查统计的小册子的校样拿给他看。我说这件事需要得到斯大林的准许）。

（2）关于格鲁吉亚委员会。问工作情况如何，什么时候我们能把材料看完，什么时候碰头，等等。

（3）关于工农检查院。部务委员会现在是否打算作出什么决定，“采取具有国家意义的重大步骤”还是推迟到代表大会召开之时。他说，他正在写文章，但不顺手，不过还是打算把文章写完，并在付印之前给瞿鲁巴看一下。要我问一下瞿鲁巴，要不要把这篇文章赶出来。

今天科热夫尼科夫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大有好转。他的一只手能活动了，他本人开始相信，他将能使用这只手。


2月7日，上午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我12点半左右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他说他将口授各种各样的题目，其顺序以后再说。今天口授的题目是：（1）怎么可以把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结合起来呢？（2）把学习和业务结合起来是否合适？

在“这种革命来得愈猛……”这几个字上停了下来，把这几个字重复了几次，看来措辞有些困难，他请我帮他把前面的话再读一遍，笑着说：“看来我完全卡壳了，您给记上：在这个地方卡了壳！”

我说，我只是他短时期内躲不掉的灾星，因为他很快就能自己动手写了，他说：“嘿！这还不知什么时候呢！”声音有倦意，带着病人的声调。


2月7日，晚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7点和9点之间把我叫去。我呆了约一个半小时。他把昨天没写完的那句话结束了。他说：“我现在试一下谈下一个题目。”随即问起他早先已经拟定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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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题目后，他说，其中有一个题目他忘记了（关于职业教育总局同国民普通教育工作的关系问题）。口授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的总论部分。口授得快而流利，没遇到困难，还边说边打手势。

结束后说，以后他再设法把这一部分同整个文章揉在一起。他累了。晚上我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那里得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明天不口授；他准备看些东西。


2月9日
 （莉·亚·福季耶娃记）。

上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找去。他重申，他要把工农检查院的问题提交代表大会。至于调查统计一事，他关心统计表是否印得合乎要求。他同意我的建议：通过加米涅夫或者瞿鲁巴安排检查工作。检查的任务交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斯维杰尔斯基。情绪和气色非常好。说费尔斯特同意在允许他看报纸之前允许他会见。我说，这样做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似乎确实要好一点，他沉思了一下很严肃地回答说，在他看来，正是从医生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更不好，因为印刷品看过就完了，而会见就要交换意见。


2月9日，上午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2点多钟把我叫去。说重新抄过的那部分文章他比较满意。他看了昨天口授的那部分文章，几乎没有作任何修改。结束后说：“我这部分似乎很有条理。”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对文章的这一部分很满意。他要我写上结尾：“我就是这样把……联系起来的……”如此等等。我呆了约一个小时左右。


2月9日，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叫去。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要求把文章的总论部分给她，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让她把这一部分看一看。


2月10日
 （莉·亚·福季耶娃记）。

6点多钟把我叫去。让我把《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篇文章交给瞿鲁巴，要他尽可能在两天内看完。

按照书目要了一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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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样子很疲倦，说话很困难，有时忘了要说的话，有些颠三倒四。头上敷着压布。


2月12日
 （莉·亚·福季耶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健康变坏。头疼得厉害。叫我去了几分钟。据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说，医生们使他很不高兴，他气得连嘴唇都发抖了。费尔斯特头天晚上说，绝对禁止他看报、会见和听政治消息。问他怎么理解后一点，费尔斯特回答说：“呶，譬如说，您关心对苏维埃职员的调查统计问题。”看来，医生们这样消息灵通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不高兴。除此之外，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得到这样的印象：不是医生们给中央委员会指示，而是中央委员会给医生们下指令。

他同我谈的总是那三个问题，推说他头痛。我开玩笑说，我要用暗示疗法给他治疗，过两天头就会不痛了。


2月14日
 （莉·亚·福季耶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2点多钟把我叫去。头不痛了。说他完全健康了。说他的病是神经方面的，病症是有时候他十分健康，就是说头脑完全清醒，有时候他又感到不好。因此我们应当赶紧完成他交办的任务，因为他一定要向代表大会提出一些东西，并且期望能够做到。如果我们拖了，因而坏了事，那他会非常非常不满意的。医生们来了，谈话不得不中断。


2月14日，晚。


又把我叫去。说话困难，看来已经累了。又谈到他交办的三件事。特别详细地谈到最使他焦急不安的那件事，即格鲁吉亚问题。要求抓紧一些。给了一些指示。 
[314]




3月5日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2点左右把我叫去。请求记录两封信：一封给托洛茨基 
[315]

 ，另一封给斯大林 
[316]

 。嘱第一封信亲自用电话转告托洛茨基并要他尽快答复。第二封信他让先搁一下，说他今天不知怎么弄不好。感到不舒服。


3月6日
 （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问对第一封信的答复（电话答复已用速记记下）。他把第二封（给斯大林的）信看了一遍，嘱面交本人并亲手取得回信。口授了给姆季瓦尼等人的信。 
[317]

 他觉得身体不好。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请求不要把这封信交给斯大林，6日这一天照这么办了。但是7日我说，我应当执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吩咐。她同加米涅夫商量了一下，于是把信交给了斯大林和加米涅夫，随后也交给了从彼得格勒回来的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在接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以后当即给了回复（信是由我交给斯大林本人的，他向我口授了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回复）。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还未转交，因为他病了。 
[318]







	载于1963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455—486页

















[255]

 《列宁值班秘书日志》记载了1922年11月21日至1923年3月6日列宁交办的事务、接见来访者的情况以及其他事项，是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莉·亚·福季耶娃、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助理秘书玛·阿·沃洛季切娃、秘书娜·谢·阿利卢耶娃、玛·伊·格利亚谢尔、C.A.弗拉克谢尔曼和列宁的图书管理员舒·姆·马努恰里扬茨记的。



日志写在发文登记本上。本上有四栏：日期、值班人、交办事项、执行情况。扉页上写着：“请在本日志上记录所有交办事项、值班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注明交办事项的执行情况。1922年11月21日。”——441。





[256]

 指人民委员会会议，列宁主持了这次会议。——441。





[257]

 1922年11月2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对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提出的关于让俄罗斯联邦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瓦·瓦·沃罗夫斯基参加出席洛桑会议的代表团的建议进行了表决。——441。





[258]

 威·内·哈斯克尔是美国救济署驻苏俄代表。——441。





[259]

 贝·亨·扎克斯是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助理。——442。





[260]

 A.M.纳扎列江是俄共（布）中央书记助理。——442。





[261]

 玛·尼·布拉科娃是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事务秘书。——442。





[262]

 赫·克·胡佛是美国救济署署长。——442。





[263]

 卡·伊·兰德尔是苏俄政府派驻外国救济俄国饥民使团的全权代表。——442。





[264]

 送交列宁的是叶·瓦尔加起草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土地问题行动纲领草案》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请求审定草案的短信。列宁于11月25日早晨寄出了自己的意见。——443。





[265]

 爱·萨·潘岑占斯基是共和国海军司令员。——443。





[266]

 列宁不习惯让别人等候接见，因此在接见时间难以确定时常常请客人留在自己的住所，但必须能随时通过电话找到他，以便在接见时间确定后及时通知他。列宁把这叫作“保持通电话的距离”。——443。





[26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对格·瓦·契切林关于苏俄政府向洛桑会议组织者就苏俄代表团参加会议工作和苏俄代表参加海峡委员会工作问题发出照会的建议进行了表决。——444。





[268]

 11月24日，俄共（布）中央书记处决定任命一个由费·埃·捷尔任斯基（主席）、德·扎·曼努伊尔斯基和维·谢·米茨凯维奇－卡普苏卡斯组成的委员会，以紧急审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们10月22日提出的辞职声明，并提出确保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长期安定的措施。这里说的是就这一决定进行表决的问题。——444。





[269]

 看来是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请求接见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某些代表团而写给列宁的信和斯大林关于同非法收购白金作斗争的信。——444。





[270]

 显然是指发表在1923年2月2日《真理报》上的那些与苏联政府拒绝同英国工业家莱·尼克特签订租让合同有关的文章。——445。





[271]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巴·米柳亭就贸易、财政和工业等问题所作的报告是作为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报告的参考材料寄给列宁的。——445。





[272]

 瓦·瓦·克拉梅尔是神经病理学教授，为列宁治病的医生之一。——446。





[273]

 补充卡片上记的是：“除了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材料外，他要求补充列扎瓦主持的会议的记录等；还索取自动电话号码表。已全部送往住所。他委托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为对外贸易垄断的材料去找弗鲁姆金、列扎瓦和瞿鲁巴。同弗鲁姆金、哥尔布诺夫和其他一些人通了电话。查看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议程表。”这一天给列宁送来了10月13日劳动国防委员会所属国内商业委员会的会议记录。——446。





[274]

 指Ｍ．索罗金的《我们的工业指挥人员》一文，载于1922年11月26日《经济生活报》。日志中把日期错记成11月27日了。——446。





[275]

 瓦·亚·阿瓦涅索夫是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446。





[276]

 瓦·瓦·佛敏是副交通人民委员。——447。





[27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1月30日的会议上听取了中央全会任命的委员会关于“共和国联盟”的报告，并通过了苏联宪法的基本条款。——447。





[278]

 11月3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中央组织局11月20日作出的关于在12月15日召开中央全会的决定。——448。





[279]

 指《阿·瓦·彼舍霍诺夫访问记》一文。彼舍霍诺夫是俄国人民社会党领导人，白俄流亡分子。——448。





[280]

 弗·维·阿多拉茨基是中央档案管理局副局长。——448。





[281]

 谢·伊·瑟尔佐夫是俄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449。





[282]

 尼·米·克尼波维奇是鱼类学家。——449。





[283]

 见注223。——450。





[284]

 列宁于12月5日签署了给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的信。——451。





[285]

 阿·雅·别连基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451。





[286]

 指А.Г.米海洛夫斯基关于国家财经状况的报告以及副财政人民委员亚·米·克拉斯诺晓科夫关于工业拨款的提纲。——451。





[287]

 指塞萨尔·雷耶斯《新路与旧途》一书。此书于1922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将此书寄给列宁。12月7日此书被退回秘书处进行翻译（见《克里姆林宫的列宁图书馆》1961年俄文版第665页）。——453。





[288]

 按照名单，该代表团由下列人员组成：捷克斯洛伐克工会联合会主席约·海斯、公用事业工会主席赫拉莫斯塔、建筑工会会员弗拉涅克、运输工会会员李希特尔、煤气电力工业工会代表哈贝拉。代表团向列宁转达了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的问候。——454。





[289]

 帕·伊·波波夫是中央统计局局长。——454。





[290]

 瑙·马·安采洛维奇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负责工作人员。——454。





[291]

 亚·弗·埃杜克是地方经济工作人员。——455。





[292]

 瓦·萨·多夫加列夫斯基是邮电人民委员。——455。





[293]

 政治局12月7日会议记录是在列宁同莉·亚·福季耶娃谈话后送到的，在这以前福季耶娃向列宁汇报了他离开后政治局通过的决议的情况。——456。





[294]

 指1922年12月11日列宁给康·拉查理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波·苏瓦林是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他帮列宁翻译此信。——457。





[295]

 谢·米·基洛夫当时是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457。





[296]

 指对政治局关于巴库社会革命党人案件判决的决议（根据12月7日的电报）进行表决。列宁投赞成票。12月14日政治局通过决议：“不反对。”——457。





[297]

 莫·伊·弗鲁姆金对人民委员会所属委员会关于检查俄罗斯联邦驻外商务代表处工作的提纲的意见，于12月11日寄到，12月13日向列宁作了报告。——457。





[298]

 在收发文簿上列宁给莫·伊·弗鲁姆金的信的登记号是第8605号；第8606号是委托尼·彼·哥尔布诺夫在星期二（12月12日）以前为列宁准备好以下文集的校样：《在新的道路上。1921—1922年新经济政策总结》（第2编：财政。第3编，工业）由劳动国防委员会特设委员会编辑的报告书。莫斯科，劳动国防委员会1923年出版。——457。





[299]

 指12月14日政治局取消了它于12月7日作出的决议，并决定把尼·亚·罗日柯夫驱逐到普斯科夫，同时向他提出警告，如果再发表反苏维埃言论就马上把他驱逐出苏维埃俄国。罗日柯夫曾是布尔什维克，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取消派，当过孟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460。





[300]

 A.M.科热夫尼科夫是给列宁治病的神经病理学医生。——461。





[301]

 П.П.帕卡尔恩是列宁在哥尔克的警卫队长。——462。





[302]

 O.R.费尔斯特是德国神经病理学教授；他给列宁的医生们当顾问。——462。





[303]

 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是俄共（布）中央委员。——462。





[304]

 这时正在举行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2年12月23—27日）。——463。





[305]

 Ｍ.К.赫洛普良金是劳动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465。





[306]

 第二天（1月21日）玛·阿·沃洛季切娃要求给列宁送去以下杂志：《社会主义通报》杂志第1期、《现代纪事》杂志第13卷和《曙光》杂志第9、10期。——465。





[30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3年1月25日会议讨论了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报告，批准了委员会的建议。——466。





[308]

 列宁指的是下面两本书：普·米·克尔任采夫《组织原则》1922年彼得格勒版；奥·阿·叶尔曼斯基《科学组织劳动与泰罗制》1922年莫斯科版。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提到过这两本书（见本卷第378—392页）。关于叶尔曼斯基的这本书还可参看列宁没写完的书评《白璧微瑕》（见本卷第209—210页）。——467。





[30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2月1日允许提供捷尔任斯基委员会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材料。——467。





[310]

 莉·亚·福季耶娃记录了列宁的下述指示：“（1）为什么指控格鲁吉亚共产党原中央委员会犯了倾向主义。（2）指控它犯了破坏党纪的错误，是指什么。（3）为什么指控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压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4）肉体上的压制办法（‘生物力学’）。（5）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在时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时中央的路线。（6）委员会的态度。它只审查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的指控，还是也审查对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的指控？它是否审查了生物力学事件？（7）现状（选举运动、孟什维克、压制、民族纠纷）。”——467。





[311]

 指《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29—327页）。——472。





[312]

 见注234。——474。





[313]

 列宁要的书是：B.C.罗日岑《新科学和马克思主义》，1922年哈尔科夫版；谢·尤·谢姆柯夫斯基《作为课程的马克思主义。在全乌克兰教育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22年7月）》1922年哈尔科夫版；M.阿尔斯基《国内战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我国财政》1923年莫斯科版；С.И.法尔克涅尔《世界工业危机发展的转折》1922年莫斯科版；格·策彼罗维奇《我们自己干！（五年经济建设的总结）》1922年彼得格勒版；柳·阿克雪里罗得（正统派）《反对唯心主义。对某些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流派的批判。论文集》1922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阿·德雷夫斯《基督神话》1923年莫斯科版；帕·格·库尔洛夫《俄国沙皇制度的覆灭。前宪兵司令的回忆》1920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С.И.卡纳特奇科夫《当前问题（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几页）》1923年彼得格勒版；И.А.莫扎列夫斯基《无产阶级的神话创作（论当代无产阶级诗歌的思想倾向）》1922年塞米巴拉金斯克版。——475。





[314]

 莉·亚·福季耶娃记述如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示，向索尔茨（亚·亚·索尔茨是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编者注）示意，他（列宁。——编者注）站在被欺侮者一边。让被欺侮者知道，他站在他们一边。



三点：1．不能打人。2．需要让步。3．不能把大国同小国相提并论。



斯大林是否知道？为什么没有反应？



‘倾向分子’和‘沙文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倾向’这一称呼证明，这种倾向本身就在大国主义者身上。



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集报刊上的材料。”（见莉·亚·福季耶娃《回忆列宁（1922年12月—1923年3月）》1964年俄文版第74页）



《日志》中无2月15日到3月4日的记载。——476。





[315]

 在这封信里列宁请列·达·托洛茨基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托洛茨基说他因病不能承担这个责任。——476。





[316]

 给斯大林的这封信（副本送列·波·加米涅夫和格·叶·季诺维也夫）是列宁听说斯大林粗暴对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之后口授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



1922年12月18日中央全会决定由斯大林专门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12月21日克鲁普斯卡娅在医生的允许下记录了列宁口授的一封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给列·达·托洛茨基的短信。斯大林获悉后在电话中骂了克鲁普斯卡娅，说她违背医生禁令，并以诉诸监察委员会相威胁。列宁要求斯大林道歉，否则就跟他断绝关系。据后来玛·伊·乌里扬诺娃在一封信中说，斯大林已道歉。——476。





[317]

 弗·伊·列宁在信中对他们表示支持，说他正在就格鲁吉亚问题准备报告和讲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476。





[318]

 记录到此中断。



原文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请求……”起在《日志》中是用速记符号记的；这段记录于1956年7月14日由玛·阿·沃洛季切娃译出。——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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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43卷

年表

（1922年3月—1923年1月）


1922年


12月12日


上午11时，列宁从哥尔克回到莫斯科。


12月13日


上午，列宁发病。11时医生A.M.科热夫尼科夫和瓦·瓦·克拉梅尔给列宁看病，说服列宁不要在任何会议上发言，暂时要全休。


12月15日深夜至16日凌晨


列宁的病情突然恶化。


12月16日


上午11:00-11:45，医生瓦·瓦·克拉梅尔和A.M.科热夫尼科夫给列宁看病，他们建议列宁去哥尔克疗养，列宁没有同意，仍留在莫斯科。


12月18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专门决定，责成约·维·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


12月22日深夜至23日凌晨


列宁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右臂和右腿瘫痪。


12月23日


请求医生A.M.科热夫尼科夫允许向速记员口授5分钟，因为有一个问题使他焦虑不安；得到医生允许后，把玛·阿·沃洛季切娃叫到住所，向她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

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选举列宁为主席团成员，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国际歌》的歌声中，通过给列宁的致敬电。


12月24日


列宁请求允许他每天哪怕用很短的时间口授他的《日记》，否则他就完全拒绝治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医生研究后决定：第一，列宁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钟，但这不应该带有通信的性质。禁止会客。第二，无论朋友还是家属都不要向列宁报告任何政治生活中的事情，以免引起他的思索和激动。

晚上，把玛·阿·沃洛季切娃叫到住所，口授了10分钟《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二部分。

根据列宁的请求，给他取来了尼·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第3卷和第4卷。


12月25日


继续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二部分。


12月26日


向莉·亚·福季耶娃口授完《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最后一部分。


12月27日


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


12月27日或28日


口授一份札记，拟订了以后工作的题目：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以及从新经济政策观点来看它的意义、关于职业教育总局同国民的普遍教育工作之间的关系、关于民族问题和关于国际主义（从格鲁吉亚党内最近的冲突谈起）、关于1922年出版的一本国民教育统计的新书。


12月28日


向莉·亚·福季耶娃继续口授《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


12月29日


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完《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还口授了对《给代表大会的信》的补充意见——《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

医生允许列宁读书。列宁读尼·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第3卷和第4卷。


12月30日


被选为全苏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名誉主席，这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大会向列宁发了致敬电。列宁被选为第一届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鉴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列宁很关心各联合起来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将怎样建立的问题，开始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信。


12月31日


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完《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信。


12月


读中央统计局国民教育统计处为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编写的《俄国识字状况》小册子（1922年莫斯科版），在《日记摘录》中使用了这本小册子中的材料，认为这本小册子的出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923年


1月1日-2日


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日记摘录》一文。


1月4日


向莉·亚·福季耶娃口授对1922年12月24日《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二部分的补充。

开始向莉·亚·福季耶娃口授《论合作社》一文的第一部分。


1月5日


继续口授《论合作社》一文，重读口授记录。


1月6日


口授《论合作社》一文的第二部分。


不晚于1月9日


口授《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一文提纲。


1月9日


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一文，即《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一文的初稿。


1月11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列宁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


1月13日


两次召见莉·亚·福季耶娃，口授完《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一文，即《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一文的初稿。


1月16日


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一文；读速记记录稿。


1月17日


晚上6时和7时之间，把玛·阿·沃洛季切娃叫去，读自己昨天口授的对尼·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一书的评论的记录，并作修改；继续口授这篇评论的第二部分。

同医生谈话，请求医生允许他读报。


1月19日


晚上7时和9时，两次把玛·阿·沃洛季切娃叫去，口授关于工农检查院一文的第二稿《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

向医生A.M.科热夫尼科夫说，对今天的写作表示满意，感到十分疲倦。


1月20日


中午12时至下午1时之间，把玛·阿·沃洛季切娃叫去，补充和修改《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

委托莉·亚·福季耶娃确切地了解一下，俄国现在有哪些研究科学组织劳动的机构，开过几次这方面的代表大会，哪些团体参加了这些大会。





1月22日


中午12:00-12:25，把玛·阿·沃洛季切娃叫去，修改《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第二稿，最后决定采用这一稿。


1月23日


中午12时至下午1时之间，把玛·阿·沃洛季切娃叫去，重读《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作了稍许改动后送《真理报》。





1月24日


委托莉·亚·福季耶娃向费·埃·捷尔任斯基或约·维·斯大林索取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格鲁吉亚问题委员会的材料；委托莉·亚·福季耶娃、尼·彼·哥尔布诺夫和玛·伊·格利亚谢尔研究这些材料并提出书面报告，以供列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使用。


1月25日


列宁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一文在《真理报》上发表。


1月25日以后


听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讲述同瓦·尼·卡尤罗夫和基·尼·奥尔洛夫谈话的内容，他们两人是来询问列宁的健康状况的。克鲁普斯卡娅同他们谈话时没有询问他们是否读过和是否理解《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列宁对此表示遗憾。第二天列宁委托克鲁普斯卡娅再一次同卡尤罗夫和奥尔洛夫谈话，他们说他们对列宁文章的思想是理解的。


1月26日


委托莉·亚·福季耶娃转告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副人民委员瓦·亚·阿瓦涅索夫和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如果他们同意《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观点，就请召开几次会议，研究科学组织劳动的问题。


1月29日


列宁问医生，他能否在1923年3月30日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医生说不行，但说在此之前他将能起床，再过一个月可以看报。


1月30日


向莉·亚·福季耶娃了解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亚·德·瞿鲁巴、瓦·亚·阿瓦涅索夫和阿·伊·斯维杰尔斯基等领导干部对《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看法。


1月—12月


列宁在医生的监护下疗养。医生为恢复列宁的健康，采取了各种措施，定期给他会诊。医生认为，列宁在同疾病作斗争中表现出他是一位十分刚毅的人。


2月初


列宁健康状况明显好转。


2月1日


开始口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

晚上18:30，把莉·亚·福季耶娃叫去，指示应该怎样研究和利用格鲁吉亚问题委员会的材料，还询问了亚·德·瞿鲁巴等人对《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看法。


2月2日


上午11:45，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

委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他找来两本书：A.E.霍多罗夫的《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经济考察的尝试）》（1922年上海版）和米·巴·巴甫洛维奇的《苏维埃俄国和帝国主义日本》（1923年莫斯科版）。


2月3日


上午阅读，然后口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

晚上7时，同莉·亚·福季耶娃谈研究格鲁吉亚问题的材料一事。


2月4日


奥·费尔斯特教授来看望列宁，说列宁的健康状况有好转，允许他每天工作两个到两个半小时。

晚上6时左右，向玛·阿·沃洛季切娃继续口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晚上8时，又把沃洛季切娃叫去，审阅和修改该文的打字稿。


2月5日


中午12时，向玛·阿·沃洛季切娃继续口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口授速度缓慢，有的地方表达有些困难。

晚上18:50，同玛·伊·格利亚谢尔谈关于研究格鲁吉亚问题的材料一事；委托格利亚谢尔向中央统计局局长帕·伊·波波夫了解，中央统计局对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哈尔科夫苏维埃职员的调查统计材料研究得怎样，什么时候完成，是否准备发表。


2月6日


晚上7时和9时之间，向玛·伊·沃洛季切娃继续口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列宁的情绪很好，与沃洛季切娃一起工作了大约1小时30分钟。


2月7日


上午，把莉·亚·福季耶娃叫去，同她谈关于中央统计局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进行的苏维埃职员调查统计的结果、关于格鲁吉亚委员会、关于工农检查院等问题。

中午和晚上，两次把玛·阿·沃洛季切娃叫去，口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


2月9日


上午，把莉·亚·福季耶娃叫去，重申要把关于改组工农检查院的问题提交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担心职员调查统计表是否印得合乎要求；同意福季耶娃的建议：委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阿·伊·斯维杰尔斯基检查关于调查统计的小册子的出版工作。

中午12时多，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的结尾部分。


2月10日


委托莉·亚·福季耶娃把《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交给亚·德·瞿鲁巴，要他尽可能在两天内看完。


2月11日


由于列宁的健康状况恶化，医生奥·费尔斯特严禁列宁看报、会客和听政治消息。


2月12日


同莉·亚·福季耶娃谈出版调查统计结果的小册子、研究格鲁吉亚问题的材料、改组工农检查院等问题。


2月14日


中午12时，同莉·亚·福季耶娃谈话，要求赶紧完成他交办的任务，因为他一定要向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一些建议。

晚上再次同莉·亚·福季耶娃谈到他交办的三件事，特别详细地谈到最使他焦急不安的格鲁吉亚问题。


2月20日


晚上，列宁请求把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给他送来。


2月22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听取关于列宁健康状况的报告，全会决定必须经常向党中央委员和省委书记通报列宁的健康情况。


2月25日


晚上，阅读并向速记员口授一个多小时。


2月27日


再一次索要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以及尼·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第7卷。


2月


在同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的谈话中，多次谈到Ф.金发表在1922年9月3日《真理报》上的《“专家”（统计调查试验）》一文，要乌里扬诺娃同作者谈一谈，把列宁肯定这篇文章的意见转告给他，并了解他在哪里工作。


3月2日


晚上，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作补充和修改。经过最后审阅，将该文送去付印。


3月3日


收到莉·亚·福季耶娃、玛·伊·格利亚谢尔和尼·彼·哥尔布诺夫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格鲁吉亚问题委员会的材料的报告和结论意见。

看《真理报》编辑部寄来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的校样。


3月4日


在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谈话中，十分关心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工作。


不晚于3月5日


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那里得知，1922年12月22日，约·维·斯大林在给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时态度粗暴，并以诉诸中央监察委员会相威胁，因为她在医生奥·费尔斯特的允许下记录了列宁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口授给列·达·托洛茨基的一封信。


3月5日


中午12时左右，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给列·达·托洛茨基的信，信中认为约·维·斯大林和费·埃·捷尔任斯基不能秉公处理格鲁吉亚事件，请他出面在党中央全会上为这一事件进行辩护；口授给约·维·斯大林的信，信中要求他为态度粗暴一事向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道歉，否则就跟他断绝关系。


不晚于3月6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谈话，克鲁普斯卡娅告诉列宁，美国人提出要在1927年在美国消灭文盲。列宁说，1927年俄国革命十周年时，我们也能做到这一点。列宁希望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并建议克鲁普斯卡娅着手去写。

列宁读他让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的《文化的基础》一文，并建议对该文作些补充。


3月6日


向玛·阿·沃洛季切娃询问列·达·托洛茨基对他昨天口授的信的答复，得知托洛茨基以有病为由，拒绝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就格鲁吉亚问题发言。

口授给波·古·姆季瓦尼、菲·耶·马哈拉泽等人的信，对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粗暴态度以及约·维·斯大林和费·埃·捷尔任斯基的纵容姑息表示愤慨。


3月6日深夜和7日凌晨


列宁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3月10日


列宁的病再次发作，不能说话，右半边身体瘫痪加重。


3月11日


外科医生弗·尼·罗扎诺夫教授给列宁看病。


3月12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开始发布列宁的病情公报。


3月13日


《消息报》发表政府公报，公报中说，列宁的健康状况近来明显恶化。为此，政府认为有必要从即日起发布关于列宁健康状况的公报。


3月21日


下午2时，国内外医生给列宁会诊。经过全面和仔细研究，医生认为列宁主要是某些血管有毛病，现在采取的治疗措施是正确的，这种病几乎是完全可以治愈的，目前病情正在好转。


3月31日


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次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选举列宁为主席团名誉委员，并批准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关于必须建立列宁研究院的建议。


4月2日


莫斯科市卫生局局长弗·亚·奥布赫来看望列宁。


4月3日


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次代表会议选举列宁为出席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


4月16日


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信分送给俄共（布）中央各委员。


4月17日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这是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因病第一次没有出席的代表大会。大会听取了关于为帮助列宁战胜疾病所采取的措施的报告。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列宁为代表大会主席团委员。

第二次会议通过给列宁的致敬信。


4月18日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决定：在代表大会晚上会议结束以后，先在各代表团代表会议上，后在各代表团会议上宣读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信。


4月24日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一致选举列宁为党中央委员。


4月26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选举列宁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4月


全国许多组织、机关、企业和个人纷纷给列宁发来贺电，祝贺他诞辰53周年，祝愿他尽快恢复健康。


5月15日以前


列宁的健康状况开始好转。


5月15日


列宁在许多医生陪同下转到哥尔克疗养。


5月24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尽快发表列宁的《论合作社》和《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两篇文章。


5月26日和27日


列宁的《论合作社》一文在《真理报》上发表。


6月2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根据列宁的委托，把列宁1922年12月27日—29日口授的《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转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6月4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向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传达列宁的《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列宁的指示写进了俄共（布）第十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的决议。


6月12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宣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选举列宁为共产国际名誉主席的决定。


6月23日—7月上半月


列宁的病情又严重起来。


6月26日或27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讨论列宁的文章中新提出来的关于合作社的问题。


7月5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列宁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候选人。


7月6日


苏联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列宁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7月7日


第十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列宁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


7月12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列宁为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候选人。


7月17日


苏联人民委员会任命列宁为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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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05年9月30日）

·致米·安·雷斯涅尔（1905年10月4日）

·致阿·瓦·卢那察尔斯基（10月11日）

·致加·达·莱特伊仁（1905年10月23日于日内瓦）

·致格·瓦·普列汉诺夫（10月底）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05年10月8日）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0月18日）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05年10月16日）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05年10月25日）

·致社会党国际局（1905年10月27日于日内瓦）

·致加·达·莱特伊仁（11月初）


　 1906年


·致格·阿·库克林（1906年9月14日）


　 1907年


·致阿·马·高尔基（1907年8月14日）

·致卡·亚·布兰亭（10月18日以前）

·致米·谢·克德罗夫（11月23日和12月6日之间）


　 1908年


·致格·阿·阿列克辛斯基（1908年1月7日）

·致阿·瓦·卢那察尔斯基（1908年1月13日）

·致阿·马·高尔基和玛·费·安德列耶娃（1908年1月15日）

·致格·阿·阿列克辛斯基（1月14日和22日之间）

·致卡·胡斯曼（1908年1月27日）

·致费·阿·罗特施坦（1908年1月29日）

·致阿·马·高尔基（1908年2月2日）

·致卡·胡斯曼（1908年2月2日）

·致阿·马·高尔基（1908年2月7日）

·致阿·瓦·卢那察尔斯基（1908年2月13日）

·致阿·瓦·卢那察尔斯基（2月25日）

·致阿·马·高尔基（1908年2月25日）

·致阿·马·高尔基（3月1日和16日之间）

·致阿·马·高尔基（1908年3月16日）

·致阿·马·高尔基（1908年3月24日）

·致亚·亚·波格丹诺夫（3月底）

·致阿·马·高尔基（4月上半月）

·致阿·马·高尔基（1908年4月16日）

·致阿·马·高尔基（1908年4月19日）

·致卡·胡斯曼（5月16日）

·致瓦·瓦·沃罗夫斯基（7月1日）

·致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908年8月18日）

·致亚·亚·波格丹诺夫（10月27日或28日）

·致卡·胡斯曼（1908年11月7日）

·致维·康·塔拉图塔（1908年12月1日）


　 1909年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4月11日以前）

·致约·费·杜勃洛文斯基（1909年4月23日）

·致罗莎·卢森堡（1909年5月18日）

·致卡·胡斯曼（1909年7月30日）

·致阿·伊·柳比莫夫（8月18日）

·布尔什维克中央给卡普里学校委员会的信的草稿（8月25日和30日之间）

·致列·波·加米涅夫（8月27日）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8月27日）

·致阿·伊·柳比莫夫（9月3日和8日之间）

·致卡·胡斯曼（1909年9月11日）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9月17日）

·致卡·胡斯曼（1909年9月30日）

·给卡普里学校委员会的复信的草稿（不早于10月2日）

·致费·马·科伊根（1909年10月10日）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10月18日以前）

·致《无产者报》编辑部秘书（10月19日）

·致卡普里学校学员们（10月）

·☆致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秘书同志（11月4日）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09年11月14日）

·致阿·马·高尔基（1909年11月16日）

·致阿·马·高尔基（不早于11月20日）

·给各地方自治机关、市政机关和政府机关的统计工作者的吁请书（12月9日）


　 1910年


·致维·同志案件调查委员会（1月15日以后）

·给“保管人”的一封信的草稿（2月—3月初）

·致卡·胡斯曼（1910年3月21日）

·致尼·叶·维洛诺夫（1910年3月27日）

·致格·瓦·普列汉诺夫（1910年3月29日）

·致阿·伊·柳比莫夫（1910年4月10日）

·致阿·马·高尔基（1910年4月11日）

·致卡·胡斯曼（1910年6月6日）

·致Д.M.科特利亚连科（1910年8月1日）

·致Д.M.科特利亚连科（8月8日）

·致卡·胡斯曼（1910年8月10日）

·致米·韦·科别茨基（不晚于8月23日）

·致米·韦·科别茨基（8月12日和23日之间）

·致卡·伯·拉狄克（1910年9月30日）

·致尼·亚·谢马什柯（1910年10月4日）

·致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1910年10月7日）

·致格·李·什克洛夫斯基（10月14日）

·致卡·胡斯曼（1910年10月17日）

·致卡·胡斯曼（1910年11月6日）

·☆致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会议主席同志（11月7日）

·致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11月10日）



附录

·给奥·倍倍尔的贺信（1910年2月22日）

·☆致波兰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1910年4月10日）

·☆致中央委员会国外局（1910年10月26日）

·☆致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1909年5月26日于巴黎）

·《无产者报》编辑部声明（1908年6月23日和27日之间）

·致日内瓦的“读书协会”主席（1908年12月14日于日内瓦）

·给彼·阿·克拉西科夫的证明书（1905年1月31日）

·给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证明书（1905年7月31日）

·给达维德松的信的草稿（1905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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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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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1月21日以前）　

·55 致伊·费·阿尔曼德（1月24日）

·57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2月1日以前）

·59 致《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1915年2月9日)

·61 致雅·斯·加涅茨基（2月17日）

·63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2月20日以前）

·65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2月27日和3月4日之间）

·67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3月9日和23日之间）

·68 致戴·怀恩科普(1915年3月12日)

·83 致亚·米·柯伦泰（7月5日以前）

·84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7月5日以前）

·86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7月11日以前）

·88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7月11日以后）

·90 致卡·伯·拉狄克（7月12日和18日之间）

·91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7月13日以后）

·94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7月15日以后）

·95 致约翰奈斯·胡贝尔（7月18日以前）

·97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7月21日）

·98 致戴·怀恩科普(1915年7月22日)

·100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7月24日）

·102 致戴·怀恩科普（7月24日以后）

·103 致亚·米·柯伦泰（7月26日）

·105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7月26日以后）

·108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7月28日以后）

·110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7月28日和8月2日之间）

·112 致卡·伯·拉狄克（8月4日以前）

·114 致亚·米·柯伦泰（不早于8月4日）

·116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8月11日以前）

·118 致戴·怀恩科普（8月15日以后）

·120 致索·瑙·拉维奇（8月16日以后）

·122 致卡·伯·拉狄克（8月19日）

·125 致亚·米·柯伦泰（8月19日和9月5日之间）

·127 致扬·安·别尔津（8月20日）

·129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8月23日）

·131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8月23日以后）

·132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8月23日以后）

·135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8月26日和30日之间）

·137 致索·瑙·拉维奇（8月27日）

·138 致保·果雷(1915年8月28日)

·139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8月30日以前）

·141 同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一位代表互递的便条（9月5日）

·143 致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9月5日以后）

·145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9月8日以后）

·147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9月13日）

·149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9月16日以前）

·151 致卡·伯·拉狄克（9月19日）

·152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9月19日）

·155 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9月19日)

·157 致格·李·什克洛夫斯基（9月19日和24日之间）

·159 致卡·伯·拉狄克（9月21日以后）

·161 致格·李·什克洛夫斯基（9月26日）

·163 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9月26日以后）

·165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10月1日和6日之间）

·167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10月6日）

·169 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1915年10月10日）

·171 致格·李·什克洛夫斯基（11月9日以前）

·173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和索·瑙·拉维奇（11月20日以后）

·175 致亚·米·柯伦泰（1915年11月22日）

·177 致索·瑙·拉维奇（12月16日以前）

·179 致阿·马·高尔基(1916年1月11日)

·181 致伊·费·阿尔曼德(1916年1月15日)

·184 致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1月21日以后）

·186 致莫·马·哈里东诺夫（1月29日）

·188 致莫·马·哈里东诺夫(1月30日)

·190 致伊·费·阿尔曼德（2月初）

·192 致阿·马·高尔基（2月8日以前）

·194 致索·瑙·拉维奇（2月13日）

·195 致索·瑙·拉维奇（2月17日）

·198 致伊·费·阿尔曼德（2月26日）　

·201 致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1916年3月8日）

·203 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3月11日以后）

·205 致索·瑙·拉维奇（3月16日）

·207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3月19日以前）

·209 致亚·米·柯伦泰（1916年3月19日）

·211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不晚于3月20日）

·213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3月20日或21日）

·214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3月21日）

·218 致伊·费·阿尔曼德（3月31日）

·220 致亚·米·柯伦泰（4月4日）

·222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4月4日以后）

·223 致伊·费·阿尔曼德（4月7日）

·225 致达·波·梁赞诺夫（4月10日）

·226 致格·列·皮达可夫、叶·波·博什、尼·伊·布哈林（4月10日以后）

·230 致格·李·什克洛夫斯基（4月18日以后）

·233 同厄·格拉贝互递的便条（4月27日或28日）

·235 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5月6日和13日之间）

·236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和彼得堡委员会（5月7日以后）

·238 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1916年5月16日)

·240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5月17日）

·242 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5月19日）

·244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916年5月21日）

·247 致亚·米·柯伦泰（5月28日以后）

·249 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天（6月3日和6日之间）

·250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6月3日和6日之间）

·251 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6月3日和6日之间）

·253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和索·瑙·拉维奇（6月4日以后）

·255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6月6日）

·260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6月17日和25日之间）

·262 致伊·费·阿尔曼德（6月27日以前）

·264 致兹·约·利林娜（6月27日以后）

·265 致伊·费·阿尔曼德（6月30日）

·267 致伊·费·阿尔曼德（1916年7月2日）

·269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7月4日）

·271 致伊·费·阿尔曼德（7月14日）

·272 致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916年7月14日)

·274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7月21日）

·276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7月24日）

·279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7月24日以后）

·282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7月26日以后）

·284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7月30日以后）

·286 致伊·费·阿尔曼德（8月1日）

·288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8月2日和11日之间）

·289 致米·尼·波克罗夫斯基（8月5日）

·291 致米·尼·波克罗夫斯基（8月5日和31日之间）

·293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8月10日和20日之间）

·295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和索·瑙·拉维奇（8月18日）

·297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8月23日）

·298 给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信（8月23日）

·300 致格·李·什克洛夫斯基（8月31日以前）

·303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8月）

·306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8月）

·307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8月）

·309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8月）

·311 致尼·伊·布哈林（8月—9月初）

·313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8月—9月初）

·315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9月15日）

·318 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10月3日）

·320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0月5日以前）

·321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0月5日以前）

·324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不早于10月5日）

·326 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10月5日以后）

·328 致尼·伊·布哈林（1916年10月14日）

·331 致格·雅·别连基（10月26日）

·333 致伊·费·阿尔曼德（10月30日）

·335 致尼·达·基克纳泽（不早于10月）

·337 致伊·费·阿尔曼德（11月7日）

·339 致伊·费·阿尔曼德（11月25日）

·341 致伊·费·阿尔曼德（11月26日）

·343 致伊·费·阿尔曼德（11月30日）

·345 致阿·施米德（12月1日）

·347 致恩·诺布斯（不晚于12月10日）

·348 致尼·达·基克纳泽（12月14日以后）

·349 致伊·费·阿尔曼德（12月17日）

·351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12月20日）

·353 致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916年12月21日）

·355 致伊·费·阿尔曼德（12月25日）

·357 致格·李·什克洛夫斯基（12月26日以后）

·359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和索·瑙·拉维奇（12月31日）

·361 致伊·费·阿尔曼德（1月6日）

·363 致伊·费·阿尔曼德（1月8日）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1月8日）

·366 致某人（1月9日和13日之间）

·371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和索·瑙·拉维奇（1月15日）

·373 致戈·伯杰（1月16日）

·375 致伊·费·阿尔曼德（1月19日）

·376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1月19日）

·377 致伊·费·阿尔曼德（1月20日）

·379 致伊·费·阿尔曼德（1月22日）

·381 致伊·费·阿尔曼德（1月30日）

·383 致伊·费·阿尔曼德（2月2日）

·385 致卡·伯·拉狄克（2月3日）

·387 致索·瑙·拉维奇（2月12日以后）

·389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2月15日）

·390 致亚·米·柯伦泰（1917年2月17日）

·391 致伊·费·阿尔曼德（2月19日）

·393 致伊·费·阿尔曼德（2月25日）

·395 致索·瑙·拉维奇（3月4日）

·397 致伊·费·阿尔曼德（3月8日）

·399 致卡·伯·拉狄克（3月13日）

·401 致亚·米·柯伦泰(1917年3月16日)

·403 致伊·费·阿尔曼德（3月18日）

·404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3月19日）

·405 致伊·费·阿尔曼德（3月19日）

·407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3月21日）

·409 致瑞典《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3月22日）

·411 给雅·斯·加涅茨基的电报（3月23日）

·413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3月24日）

·415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3月25日）

·419 致索·瑙·拉维奇（3月27日）

·421 致雅·斯·加涅茨基（3月30日以前）

·423 致雅·斯·加涅茨基（1917年3月30日）

·425 致恩·诺布斯（3月31日）

·427 致维·阿·卡尔宾斯基（4月2日）

·429 致伊·费·阿尔曼德（4月4日以前）

·431 给雅·斯·加涅茨基的电报（4月5日）

·432 给昂·吉尔波的电报（4月6日）

·434 给维·阿·卡尔宾斯基的电报（4月6日）

·436 给维·阿·卡尔宾斯基的电报（4月6日）

·438 给雅·斯·加涅茨基的电报（4月7日）

·440 给莫·马·哈里东诺夫的电报（4月7日）

·442 致弗·米·卡斯帕罗夫（4月9日）

·444 给维·阿·卡尔宾斯基的电报（4月14日）

·446 给玛·伊·乌里扬诺娃和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电报（4月15日）

·447 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4月5日〔18日〕）

·449 致雅·斯·加涅茨基和卡·伯·拉狄克（1917年4月12日）

·451 致雅·斯·加涅茨基（4月21日〔5月4日〕）

·453 致伊·费·阿尔曼德（5月12日〔25日〕）

·455 致卡·伯·拉狄克(1917年5月29日)

·457 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电报（6月16日〔29日〕）

·459 致列·波·加米涅夫（7月5日和7日〔18日和20日〕之间）

·461 致中央委员会国外局(1917年8月17—30日)

·462 致古·罗维奥（9月27日〔10月10日〕以后）

·附录：1915年 1916年 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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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致德·彼·博哥列波夫和伊·埃·古科夫斯基

·147 致雷宾斯克各苏维埃组织和工人组织

·149 致小人民委员会

·151 ☆致土耳其斯坦边疆区苏维埃塔什干代表大会、土耳其斯坦边疆区人民委员会、伊布拉吉莫夫和克列夫列耶夫

·152 致格·瓦·契切林

·153 给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55 同伊·埃·古科夫斯基互递的便条

·157 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159 致人民委员会报刊局

·161 给赴库尔斯克的和谈代表团的直达电报

·163 给斯·格·邵武勉的电报

·165 致农业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陆军人民委员部及雅·米·斯维尔德洛夫

·166 致亚·德·瞿鲁巴

·167 给乌拉尔区域国有化企业管理局弗·尼·安德龙尼科夫的电报

·169 致俄共（布）中央

·171 致德·伊·库尔斯基

·173 致亚·德·瞿鲁巴

·175 给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77 致亚·德·瞿鲁巴

·179 致帕·彼·马林诺夫斯基

·181 致阿·伊·李可夫

·183 致美·亨·勃朗斯基

·185 ☆致最高军事委员会

·187 致阿·伊·李可夫

·189 同亚·德·矍鲁巴互递的便条

·191 致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193 致阿·阿·越飞和维·鲁·明仁斯基

·195 致斯·格·邵武勉

·197 致外交人员委员部

·199 同亚·德·瞿鲁巴互递的便条

·201 致阿·伊·李可夫

·203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205 致阿·伊·李可夫

·207 致阿·阿·越飞

·209 给瓦·卢·帕纽什金的电报

·211 同亚·德·瞿鲁巴的来往便条

·213 致亚·彼·斯米尔诺夫

·215 给约·维·斯大林的电报

·217 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电话

·219 致亚·德·瞿鲁巴

·221 对给阿·斯·雅库波夫、约·维·斯大林和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电报的补充

·223 致弗·巴·米柳亭、伊·埃·古科夫斯基和亚·德·瞿鲁巴

·225 致亚·格·普拉夫金

·227 给约·维·斯大林或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电报

·229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电报

·231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和阿·尼·博勃罗夫的电报

·233 致亚·德·瞿鲁巴

·235 同列·达·托洛茨基交换的意见

·237 致亚·德·瞿鲁巴

·239 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241 致阿·阿·越飞

·243 给缅泽林斯克苏维埃主席的电报

·245 致伊·埃·古科夫斯基

·247 致人民委员会秘书处

·249 给Ａ．М．尤里耶夫的直达电报

·251 同格·瓦·契切林互递的便条

·253 致斯·格·邵武勉

·255 给造币厂政治委员和管理处的指示

·257 致亚·德·瞿鲁巴

·259 给瓦·卢·帕纽什金的电报

·261 致阿·阿·越飞

·263 给Д．Е．伊瓦先科的电报

·265 给阿·阿·越飞的电报

·268 给约·维·斯大林的电报

·270 给莫斯科苏维埃的电话

·272 给谢·巴·纳察列努斯的电报

·274 致伊·埃·古科夫斯基

·276 给Г．К．戈连科的电报

·278 给秘书的指示

·279 给弗·巴·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的电报

·281 致陆军人民委员部

·283 给彼尔姆苏维埃的电报

·285 给费·伊·科列索夫的电报

·287 致格·瓦·契切林

·289 致谢·帕·谢列达

·291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米·米·拉舍维奇和叶·德·斯塔索娃

·293 给斯·格·邵武勉的电报

·295 给格·瑙·卡敏斯基的电报

·297 给谢·巴·纳察列努斯的电报

·299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直达电报

·301 同М．埃利奥维奇的来往直达电报

·303 给埃·阿·拉希亚的证明

·305 致尤·拉林

·307 给维·巴·诺根的直达电报

·309 致阿·阿·越飞

·311 致亚·德·瞿鲁巴

·313 给伊·阿·萨美尔和沙·祖·埃利亚瓦的电报

·314 致亚·德·瞿鲁巴和瓦·卢·帕纽什金

·316 给瓦·卢·帕纽什金的电报

·318 给谢·巴·纳察列努斯的电报

·320 致尼·巴·布留哈诺夫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其他部务委员

·321 致最高军事委员会

·323 致格·费多罗夫

·325 给奔萨省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327 致亚·德·瞿鲁巴

·329 ☆致最高军事委员会

·331 给沃洛格达省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333 给米·谢·克德罗夫的电报

·335 给亚·叶·敏金的电报

·337 给亚·叶·敏金的电报

·339 致弗里茨·普拉滕

·341 致军用汽油总库主任

·343 致亚·德·瞿鲁巴

·345 给谢·帕·谢列达的电报

·347 给谢·瓦·马雷舍夫的电报

·349 给尼·伊·穆拉洛夫的电话

·351 给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电报

·353 给亚·叶·敏金的直达电报

·355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电报

·356 致格·瓦·契切林

·359 致雅·米·斯维尔德洛夫

·361 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433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电报

·435 给阿·阿·越飞的电话

·437 致扬·安·别尔津

·439 致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

·441 致扬·安·别尔津

·443 致莱·约·别尔津

·445 ☆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电话

·447 给巴斯曼区肃反委员会的电话

·449 给伊万诺夫的电报

·451 致尼·巴·布留哈诺夫

·453 给约·约·瓦采季斯的电报

·456 给秘书的指示

·458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电报

·460 给秘书的指示

·461 给弗·米·吉季斯的电报

·463 致萨马拉肃反委员会主席

·465 致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467 同波·米·沃林的来往直达电报

·469 给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电报

·471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电报

·473 致扎钦托·塞拉蒂

·475 给萨马拉省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477 致尼·巴·布留哈诺夫

·479 致列·波·加米涅夫

·481 致伊·伊·拉德琴柯

·483 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

·485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电报

·487 致格·伊·彼得罗夫斯基

·489 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

·491 给苏兹达利县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493 致德·亚·布拉托夫

·495 给北方区域公社委员会的电报

·497 给弗拉基米尔省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499 致格·瓦·契切林

·501 给罗德尼基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503 给米·康·弗拉基米罗夫的电报

·505 致谢·帕·谢列达

·507 保护证书

·509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电报

·511 给索·瓦·阿赞切夫斯卡娅的证明

·513 给尤里耶韦茨县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516 ☆致韦谢贡斯克县执行委员会和特维尔省执行委员会

·517 致尼·巴·布留哈诺夫

·519 给库尔斯克肃反委员会的电报

·521 给谢·伊·古谢夫转乌法革命委员会的电报

·523 给里海—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

·525 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527 给加·达·莱特伊仁的电报

·530 给苏兹达利县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531 给秘书的指示

·533 给约·维·斯大林和费·埃·捷尔任斯基的电报

·535 同尼·巴·布留哈诺夫的来往便条

·537 ☆致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539 关于Л．Ｃ．施蒂赫搬家问题的指示

·541 致列·达·托洛茨基

·543 同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互递的便条

·545 致米·康·弗拉基米罗夫

·547 给瓦·尼·波德别尔斯基的批示

·549 致卡·伊·兰德尔

·551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电报

·553 对埃·马·斯克良斯基的质问

·555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电报

·557 致卡·伊·兰德尔

·559 致埃·马·斯克良斯基

·561 给克·格·拉柯夫斯基的电报

·563 致列·波·加米涅夫

·565 致弗·巴·米柳亭、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德·伊·库尔斯基

·567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电报

·569 给沃洛格达肃反委员会的电报

·571 致埃·马·斯克良斯基和瓦·尼·波德别尔斯基

·573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电报

·575 给坦波夫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电报

·577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579 致尼·巴·布留哈诺夫

·581 给马马德什县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583 给克·格·拉柯夫斯基的电报

·586 给谢·伊·古谢夫的电报

·587 给亚·德·瞿鲁巴的命令

·589 给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的批示

·591 致特维尔省教师

·593 给达尼洛夫纺织厂代表们的证明

·595 给米·康·弗拉基米罗夫的直达电报

·597 给И．Л．洛伦茨的证明

·600 给秘书的指示和给尼·巴·布留哈诺夫的便条

·601 致阿·伊·斯维杰尔斯基

·603 给埃·马·斯克良斯基的批示

·605 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607 致费·伊·加里宁

·609 给秘书的指示

·611 致列·波·加米涅夫

·614 给德·伊·库尔斯基的批示

·615 致列·波·克拉辛

·617 致亚·格·施利希特尔

·619 致瓦·亚·阿瓦涅索夫

·621 致费·埃·捷尔任斯基

·623 给瓦·尼·卡尤罗夫的电报

·625 给秘书的指示

·625 给切列波韦茨省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628 致Ｂ．巴赫瓦洛夫

·629 致埃·马·斯克良斯基

·631 给第10集团军司令的电报

·633 ☆致萨拉托夫各苏维埃机关（省粮食委员会、省执行委员会、市执行委员会等）

·637 致谢·帕·谢列达和亚·德·瞿鲁巴

·639 给库恩·贝拉的电报

·643 给莫萨利斯克县执行委员会的电

·645 给谢·康·米宁的电报

·647 给秘书的指示

·649 致伊·约·约诺夫

·651 给阿·马·高尔基的电报

·653 致叶·德·斯塔索娃

·655 致伊·捷·斯米尔加

·657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电报

·659 致费·埃·捷尔任斯基

·661 给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的电报

·663 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批示

·665 给约·约·瓦采季斯和谢·伊·阿拉洛夫的电报

·667 给叶列茨县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670 致埃·马·斯克良斯基

·671 给总司令和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

·673 给克·格·拉柯夫斯基、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列·波·加米涅夫的电报

·675 给克·格·拉柯夫斯基的电报

·677 致埃·马·斯克良斯基

·679 给谢·伊·古谢夫的电报

·681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684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685 致彼得格勒各级组织

·687 致玛·米·科斯捷洛夫斯卡娅

·689 ☆致乌克兰苏维埃第2集团军司令部及该集团军全体同志

·691 致埃·马·斯克良斯基

·693 给Ｏ．Ｂ．布哈诺娃的电报

·695 致阿·叶·巴达耶夫

·698 致Ｈ．Ｋ．叶梅利亚诺娃

·701 致莫斯科苏维埃或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

·703 给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和安·卢·柯列加耶夫的电报

·705 给德·伊·库尔斯基的批示

·707 给列·波·加米涅夫的电报

·709 给列·波·加米涅夫的指示

·711 致某人

·713 给米·瓦·伏龙芝的电报

·715 给库恩·贝拉的电报

·717 给И．В．利托林的电报

·719 给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的电报

·721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直达电报

·723 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726 给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的电报

·727 对给尼·巴·布留哈诺夫的委托书的补充

·729 致格·雅·索柯里尼柯夫

·731 给约·维·斯大林的电报

·733 给戈梅利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电报

·735 致瓦·亚·阿瓦涅索夫

·737 给埃·马·斯克良斯基的指示

·739 给安·卢·柯列加耶夫的电报

·741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电报

·743 给克·格·拉柯夫斯基的电报

·745 给坦波夫省军事委员会和沃罗涅日省军事委员会的电报

·747 给克·格·拉柯夫斯基的电报

·749 给约·维·斯大林的电报

·751 给克·格·拉柯夫斯基的电报

·754 给谢·伊·古谢夫、米·米·拉舍维奇、康·康·尤列涅夫的电报

·755 给多·伊·叶弗列莫夫的电报

·757 给瓦·伊·梅日劳克和克·叶·伏罗希洛夫的电报

·759 给阿·伊·李可夫的直达电报

·761 给约·维·斯大林的电报

·763 给瓦·伊·梅日劳克、克·叶·伏罗希洛夫、格·纳·梅利尼昌斯基、费·安·阿尔乔姆、格·瑙·卡敏斯基的电报

·765 给秘书的指示

·767 致列·米·卡拉汉

·769 给谢·伊·古谢夫、米·米·拉舍维奇、康·康·尤列涅夫的电报

·771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电报

·773 致格·瓦·契切林

·775 给谢·伊·古谢夫和米·米·拉舍维奇的电报

·777 给约·维·斯大林的电报

·779 给约·维·斯大林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电报

·783 给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的电报

·785 给谢·伊·古谢夫和米·米·拉舍维奇的电报

·787 致埃·马·斯克良斯基

·789 致埃·马·斯克良斯基

·791 给谢·伊·古谢夫和米·米·拉舍维奇的电报

·793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电报

·795 致Ｈ．Ｂ．彼得罗夫斯卡娅

·797 给约·维·斯大林的电报

·799 给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

·801 给克·格·拉柯夫斯基、亚·格·施利希特尔、尼·伊·波德沃伊斯基的电报

·803 致伊·捷·斯米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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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 致埃·马·斯克良斯基（7月11日和15日之间）

·507 致埃·马·斯克良斯基（7月12日或13日）　

·509 致费·阿·罗特施坦（1920年7月15日）

·511 给伊·捷·斯米尔加和约·维·斯大林的电报(1920年7月17日)

·513 致列·波·加米涅夫、米·马·格鲁津贝格和卡·伯·拉狄克（7月17日）

·516 致格·瓦·契切林（1920年7月22日）

·519 致扎·梅·塞拉蒂(7月25日）

·521 致伊·费·阿尔曼德（7月28日以前）

·523 给伊·尼·斯米尔诺夫的电报（8月2日）

·525 给约·维·斯大林的电报（8月3日）

·527 给约·维·斯大林的电报（8月4日）

·530 给约·维·斯大林的电报（8月7日）

·531 给秘书的批示（8月7日）

·533 给伊·捷·斯米尔加、费·埃·捷尔任斯基和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的电报（8月9日）

·535 致彼得格勒苏维埃(1920年8月10日)

·537 给亚·格·别洛博罗多夫的电报(1920年8月10日)

·539 给卡·克·达尼舍夫斯基的电报（8月11日）

·541 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1920年8月11日)

·543 致小人民委员会（不早于8月11日）

·545 致埃·马·斯克良斯基（8月12日）

·547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电报（8月13日）

·549 致阿·莫·阿尼克斯特（8月14日）

·551 ☆致高加索疗养地和疗养院管理局(1920年8月17日)

·553 ☆致全体人民委员和部务委员(1920年8月17日)

·555 给伊·捷·斯米尔加的电报（8月18日）

·559 给弗·彼·扎东斯基的电报（8月19日）

·561 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8月20日）

·563 给卡·伯·拉狄克、费·埃·捷尔任斯基和波兰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的电报

·565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920年8月20日)

·567 致约·维·斯大林（8月21日）

·569 给下诺夫哥罗德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电报（8月24日）

·572 致尼·伊·布哈林（不晚于8月27日）

·573 ☆致爱德华·马丁同志(1920年8月27日)

·575 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8月27日）

·577 致小人民委员会（8月31日）

·579 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1920年9月2日）

·581 致列·波·克拉辛（9月2日）

·583 在娜·阿·尼库林娜来信上的批示（不早于9月3日）

·586 致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9月7日）

·587 致列·达·托洛茨基（9月8日）

·589 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1920年9月9日)

·591 致阿·伊·李可夫和安·马·列扎瓦（9月10日）

·593 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9月11日）

·595 给阿塞拜疆革命委员会的电报（不晚于9月12日）

·597 给弗·雅·丘巴尔和弗·尼·克桑德罗夫的电报（9月10日和13日之间）

·600 致瓦·亚·阿瓦涅索夫（9月14日）

·603 给阿·阿·越飞的电报（9月16日）

·605 致А.П.普拉东诺夫（9月16日）

·607 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不早于9月17日）

·609 在华·万德利普来信上的批示（9月20日）

·613 在谢·谢·加米涅夫报告上作的标记和批示（9月23日）

·615 致格·瓦·契切林（不早于9月24日）

·617 致索·伊·吉列尔松（9月25日）

·619 给尼·亚·叶梅利扬诺夫的证明（1920年9月25日）

·621 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第5期公报上的批示（9月26日）

·623 致尼·巴·布留哈诺夫（1920年9月27日）

·625 致小人民委员会（9月29日）

·628 致尼·伊·布哈林（9月和12月之间）

·629 致列·达·托洛茨基(1920年10月1日)

·631.致列·达·托洛茨基 （10月2日）　

·665 致米·韦·科别茨基（10月18日）

·667 致谢·帕·谢列达

·669 致费·埃·捷尔任斯基（10月19日以后）

·670 ☆致图拉的同志们（10月20日）

·671 致安·马·列扎瓦和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0月21日）

·673 致尼·巴·布留哈诺夫（1920年10月21日）

·675 致国家出版社(1920年10月21日)

·677 给第1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10月24日）

·679 致格·瓦·契切林（10月25日）

·681 同亚·德·瞿鲁巴的来往便条（10月26日）

·684 ☆致俄共（布）监察委员会（10月27日）

·685 致阿·伊·李可夫和伊·伊·拉德琴柯（1920年10月28日）

·687 致小人民委员会（10月28日）

·689 给约·维·斯大林的电报（10月29日）

·691 致斯·伊·博京（10月）

·693 致瓦·亚·阿瓦涅索夫（11月1日）

·695 给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11月2日）

·698 致瓦·亚·阿瓦涅索夫（11月5日或6日）

·附录1：给克·格·拉柯夫斯基的电报（1919年7月5日）

·附录3 给恩·奥新斯基的电报（7月19日）

·附录5 给第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8月8日）

·附录7 给И.Н.马耶夫斯基、米·康·弗拉基米罗夫、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第1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10月8日）

·附录9 给辛比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和塞兹兰县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0月15日）

·附录11 给各铁路局政治委员的电报（12月30日）

·附录13 给约·维·斯大林的电报

·附录15 给各省党委、省执行委员会、省粮食委员会的电报（4月17日）

·附录17 给各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电报（4月23日）

·附录19 给列·波·克拉辛和马·马·李维诺夫的电报（5月8日）

·附录21 给索尔莫沃工厂管理委员会的电报（5月28日）

·附录23 给阿塞拜疆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电报（6月29日）

·附录25 给Б.И.托洛茨基的电报（7月30日）

·附录28 致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8月19日）

·附录29 致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8月19日）

·附录31 给伏尔加河流域各省执行委员会的电报（8月31日）

·附录33 致克·格·拉柯夫斯基（9月10日和13日之间）

·附录35 给伊·尼·斯米尔诺夫和П.К.科冈诺维奇的电报（10月8日和11日之间）

·附录37 ☆给西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南方面军、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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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

·1.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1920年11月6日

·4.致扬·埃·鲁祖塔克、阿·伊·李可夫、米·巴·托姆斯基　（11月8日）

·6.给叶卡捷琳堡省执行委员会、俄共（布）中央乌拉尔区域局、第1劳动军委员会的电报（11月10日）

·8.致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瓦·亚·阿瓦涅索夫　1920年11月11日

·10.给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　（11月12日）

·11.致尼·巴·布留哈诺夫、帕·伊·波波夫、瓦·亚·阿瓦涅索夫、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　（11月12日）

·13.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制革工业总管理局　（11月12日）

·15.给约·维·斯大林的电报　（11月13日）

·17.致谢·帕·谢列达　（11月15日）

·20.致谢·帕·谢列达和尼·巴·布留哈诺夫　1920年11月16日

·23.致格·瓦·契切林　（11月19日）

·24.给秘书的指示

·26.致莫斯科国民经济委员会电力局 11月20日

·28.致安·马·列扎瓦　（11月21日）

·32.致弗·巴·米柳亭　（11月23日和12月6日之间）

·34.致国家出版社　（11月26日）

·36.致谢·帕·谢列达　（11月28日）

·38.致格·瓦·契切林　（11月29日）

·40.致谢·叶·丘茨卡耶夫　（11月30日）

·42.致安·伊·叶利扎罗娃　（1920年秋）

·44.致克里姆林宫警卫局　（12月3日）

·46.致谢·帕·谢列达　1920年12月6日

·48.致亚·德·瞿鲁巴　（12月8日）

·51.致阿·梅·阿莫索夫　（12月11日）

·52.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　（12月13日）

·54.致亚·德·瞿鲁巴　1920年12月14日

·56.致亚·格·哥伊赫巴尔格　1920年12月14日

·58.给第1劳动军委员会、俄共（布）中央乌拉尔区域局、叶卡捷琳堡省执行委员会和乌拉尔大学的电报　（12月17日）

·60.致安·彼·基扎斯　（12月19日）

·66.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　（12月30日）

·68.给制造业电犁的企业的电报 （12月31日）

·70.给秘书的指示 （12月底）

·71.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12月）

·70.给秘书的指示 （12月）

·75.致埃·马·斯克良斯基　（1920年）

·76.致亚·德·瞿鲁巴　（1920年）

·79.给秘书的指示　（1920年底—1921年初）

·81.致谢·帕·谢列达 1921年1月1日



1921年

·83.致玛·伊·格利亚谢尔　（不晚于1月3日）

·83.致格·瓦·契切林　（不早于1月4日）

·86.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1月6日）

·89.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1月11日）

·90.致帕·伊·波波夫　（1月12日）

·93.给德·伊·乌里扬诺夫的电报　（1月13日）

·95.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1月16日和26日之间）

·97.致德·泽·什克洛夫斯卡娅　（1月18日）　.

·99.致《真理报》编辑部　（1月19日）

·101.致俄共（布）巴库雷乡组织　（1月21日）

·103.致秘书　（1月23日和25日之间）

·105.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1月26日）

·107.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1月26日）

·109.致弗·巴·米柳亭　1921年1月27日

·111.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1月27日）

·113.致舒·姆·马努恰里扬茨　（1月28日）

·115.给罗斯塔社莫斯科分社社长的电话　（1月28日）

·117.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1月29日）

·119.致亚·伊·古谢夫　（1月30日）

·123.致莫·伊·弗鲁姆金的电报 1921年1月31日

·125.给尼·尼·克列斯廷斯基的批示

·126.给尼·尼·克列斯廷斯基的批示 2月1日

·127.致达·波·梁赞诺夫 （2月2日以前）

·129.致达·波·梁赞诺夫 （2月2日）

·131.致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2月2日）

·133.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2月5日）

·135.致埃·马·斯克良斯基 1921年2月6日

·137.给秘书的指示　（2月6日）

·139.致列·波·克拉辛 （2月8日）

·141.致埃·马·斯克良斯基　1921年2月12日

·143.给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　（2月14日）

·145.致亚·格·哥伊赫巴尔格　（2月15日）

·147.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　（2月16日）

·149.致尼·伊·穆拉洛夫　（2月18日）

·151.致阿·伊·斯维杰尔斯基 （2月18日）

·153.致尼·巴·布留哈诺夫 （2月18日）

·155.致列·波·加米涅夫　　（不早于2月18日）

·157.致列·波·克拉辛　1921年2月19日

·159.致格·李·什克洛夫斯基　2月20日

·161.致格·瓦·契切林　（2月21日）

·163.致尤·拉林　（2月22日）

·165.克·格·拉柯夫斯基的电报 （2月24日）

·167.给克·格·拉柯夫斯基的电报 1921年2月25日

·169.致阿·巴·哈拉托夫　（2月26日）

·171.致亚·德·瞿鲁巴　（2月）

·173.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2月底—3月初）

·175.致尼·巴·布留哈诺夫 （3月1日）

·177.致瓦·瓦·佛敏　（3月1日）

·179.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　（3月2日）

·181.致小人民委员会　（3月3日）

·183.致埃·马·斯克良斯基　1921年3月3日

·191.致约·维·斯大林和烈·波·加米涅夫 3月10日

·193.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3月13日

·195.致亚·德·瞿鲁巴　（3月15日）

·197.给彼得格勒防卫委员会的电报　（3月17日）

·199.致阿·阿·越飞　1921年3月17日

·201.致费·埃·捷尔任斯基　（3月17日）

·202.给秘书的指示　（3月18日）

·204.致俄共（布）中央　（3月18日或19日）

·205.给列·达·托洛茨基的批示　（3月19日）

·208.给秘书的指示 3月20日

·209.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　（3月20日）

·211.致帕·伊·波波夫　1921年3月20日

·213.致亚·伊·叶姆沙诺夫　1921年3月21日

·215.给秘书的指示　（3月23日以前）

·217.致列·波·加米涅夫 1921年3月24日

·219.给秘书的指示　（3月24日或25日）

·221.致埃·马·斯克良斯基　1921年3月25日

·223.致亚·德·瞿鲁巴　（3月25日）

·225.致亚·德·瞿鲁巴　（3月27日）

·227.致叶·亚·利特肯斯　1921年3月27日

·229.致费·埃·捷尔任斯基　1921年3月27日

·231.致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3月27日

·233.致格·瓦·契切林　3月27日

·235.致列·达·托洛茨基　（3月28—29日）

·237.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的草稿及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就电报草稿的内容作出的表决意见　（3月29日）

·239.致劳动国防委员会　（3月30日）

·239.致劳动国防委员会　（3月30日）

·241.致尼·伊·布哈林　（3月30日）

·243.致格·瓦·契切林　（3月31日）

·245.给秘书的指示 （3月底）

·247.在安·马·列扎瓦来信上的批示和给秘书的指示　（4月1日）

·249.致瓦·弗·施米特、列·达·托洛茨基、亚·德·瞿鲁巴、阿·伊·李可夫、米·巴·托姆斯基、亚·加·施略普尼柯夫　1921年4月2日

·251.给亚·巴·谢列布罗夫斯基的电报 4月4日

·253.给列·波·克拉辛的电报 （不晚于4月5日）

·255.致阿·伊·李可夫 4月5日

·257.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4月5日或6日）

·259.致安·马·列扎瓦　（4月6日）

·261.致亚·德·瞿鲁巴　（不晚于4月7日）

·263.致阿·巴·哈拉托夫 （4月7日）

·265.致列·波·加米涅夫　（4月7日以后）

·267.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4月8日）

·271.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4月9日）

·273.致伊·伊·库图佐夫　1921年4月9日

·275.致维·米·莫洛托夫　（4月9日和21日之间）

·277.给德·伊·库尔斯基的批示　（4月11日）

·279.给秘书的指示　（4月11日）

·281.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批示　（4月11日和13日之间）

·283.致埃·马·斯克良斯基　（4月12日以后）

·285.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4月13日）

·287.致列·波·加米涅夫　4月14日

·289.致格·列·皮达可夫　4月14日

·291.同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互递的便条　（4月14日）

·293.给莫·伊·弗鲁姆金和亚·格·别洛博罗多夫的电报 （4月15日）

·295.致维·米·莫洛托夫 4月15日

·297.致伊·伊·拉德琴柯 1921年4月16日

·299.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4月17日

·301.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4月17日）

·303.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4月17日）

·305.致弗·巴·米柳亭和瓦·亚·阿瓦涅索夫 （4月18日）

·307.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批示和在阿·马·尼古拉耶夫的信上作的标记　（4月18日）

·309.致约·维·斯大林　（4月18日或19日）

·311.致安·马·列扎瓦　（4月19日）

·313.致瓦·亚·阿瓦涅索夫 1921年4月19日

·315.给秘书的指示　（4月19日）

·319.给莫·伊·弗鲁姆金的电报　（4月21日）

·321.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4月22日）

·323.致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全俄肃反委员会　（4月22日）

·325.给列·米·卡拉汉的批示和给维·列·柯普的电报　（4月23日）

·327.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4月24日

·329.致伊·阿·泰奥多罗维奇　1921年4月25日

·371.致粮食人民委员部　（4月20日）

·387.致维·巴·诺根和尼·巴·布留哈诺夫 5月19日

·389.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5月19日

·391.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 5月20日

·393.给秘书的指示　（5月20日和25日之间）

·395.致约·斯·温什利赫特 （5月21日）

·397.致伊·伊·拉德琴柯　（5月23日）

·399.致罗·爱·克拉松　（5月24日）

·401.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5月24日）

·413.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5月26日

·403.致尼·亚·谢马什柯（5月24日）

·405.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5月25日

·407.致尼·巴·布留哈诺夫 （5月25日）

·409.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5月25日）

·411.致阿·巴·哈拉托夫　1921年5月26日

·415.致维·米·莫洛托夫 5月26日

·417.致克拉拉·蔡特金　（5月26日）

·419.费·埃·捷尔任斯基的电报　（5月27日）

·421.致约·斯·温什利赫特　（5月27日）

·423.给“亚-恩巴工程”委员会的指令1921年5月28日

·425.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指示　（5月28日）

·427.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5月29日）

·429.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5月29日）

·431.致尤·赫·卢托维诺夫　5月30日

·432.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5月30日

·434.致阿·奥·阿尔斯基 5月30日

·435.给尼·巴·布留哈诺夫的电话 1921年5月30日

·437.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5月31日）

·439.致格·库·科罗廖夫　（5月31日）

·441.致邮电人民委员部　5月31日

·443.致伊·捷·斯米尔加 1921年5月31日

·444.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5月31日）

·446.给各人民委员部的命令　1921年5月31日

·448.致叶·亚·利特肯斯 （5月底）

·450.致瓦·亚·阿瓦涅索夫　（不早于5月）

·452.致维·米·莫洛托夫　（6月1日）

·454.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　（6月1日）

·456.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6月2日）

·458.给秘书的指示　（6月2日和4日之间）

·460.致埃·马·斯克良斯基

·462.致格·李·什克洛夫斯基　6月3日

·464.致格·李·什克洛夫斯基 6月4日

·466.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6月4日）

·468.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6月5日）

·473.致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6月5日）

·475.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6月5日或6日）

·477.致安·马·列扎瓦　（6月6日）

·479.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6月6日）

·481.致伊·伊·拉德琴柯　6月7日

·484.致维·米·莫洛托夫　（6月7日）

·486.致格·瓦·契切林　6月7日

·488.致维·米·莫洛托夫　（6月7日以后）

·490.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6月8日）

·492.致Я．M．尤罗夫斯基　（6月10日）

·494.致维·米·莫洛托夫　（6月10日）

·496.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6月11日）

·498.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6月11日

·500.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6月12日

·502.致叶·亚·利特肯斯　（6月14日）

·504.致尤·拉林　（6月14日和18日之间）

·506.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6月16日）

·508.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6月16日）

·510.给秘书的指示和给米·伊·加里宁、阿·萨·叶努基泽、德·伊·库尔斯基、费·埃·捷尔任斯基的信　6月17日

·512.给维·米·莫洛托夫的批示　（6月18日）

·514.致小人民委员会　（6月18日）

·515.给维·米·莫洛托夫的批示　（6月19日）

·516.给秘书的指示　（6月19日）

·520.致德·伊·库尔斯基　（6月20日）

·522.致莫·伊·弗鲁姆金　（6月21日）

·524.致阿·伊·李可夫 6月21日

·526.致伊·阿·泰奥多罗维奇　6月21日

·528.致路·卡·马尔滕斯　1921年6月22日

·530.致小人民委员会　（6月22日）

·532.致维·列·柯普　（6月23日）

·535.致维·鲁·明仁斯基　1921年6月24日

·537.致莫·伊·弗鲁姆金　6月25日

·539.致某人　（6月25日）

·541.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6月25日）

·543.给秘书的指示　6月25日夜11时

·544.给在伦敦的苏维埃贸易代表团的电报的草稿　（6月26日和7月2日之间）



附 录

1920年

·附录 1.给克里木各革命委员会的电报　（1920年11月19日）

·2.给各省执行委员会、省林业委员会、铁路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燃料特派员的电报　（11月24日）

·3.给各省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2月8日）

·4.给弗拉基高加索革命委员会的电报　（12月18日）

·5.☆给部队司令米·瓦·伏龙芝、康·阿·阿夫克森齐耶夫斯基、亚·米·波斯特尼柯夫，乌克兰各车站军事代表和各铁路区段军事代表，第4集团军、第6集团军和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基辅军区司令亚·伊·叶戈罗夫的电报　（12月25日）



1921年

·6．给穆斯塔法·基马尔的电报（1月7日）

·7．为路易丝·布赖恩特（里德）写的证明（1月12日）

·8．致瑞典红十字会总会（2月2日）

·9．给各省执行委员会、省革命委员会、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巴什基尔革命委员会、吉尔吉斯革命委员会、土耳其斯坦革命委员会、鞑靼革命委员会、阿塞拜疆革命委员会主席的电报（2月3日）

·10．给莫·伊·弗鲁姆金的电报（2月15日）

·11．给莫·伊·弗鲁姆金和谢·德·马尔柯夫的电报（2月16日）

·12．给п．K．卡冈诺维奇的电报（2月16日）

·13．给伊·捷·斯米尔加的电报（2月18日）

·14．给克·格·拉柯夫斯基的电报（2月23日）

·15．给楚瓦什自治州执行委员会的电报（2月24日）

·16．给维亚特卡省粮食委员会、省执行委员会、俄共（布）省委的电报（2月25日或26日）

·17．给克里木革命委员会的电报（2月26日）

·18．给乌法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电报（3月1日）

·19．给各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各省工会主席的电报（3月20日）

·20．给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业局的电报（3月21日）

·21．发往辛菲罗波尔的电报（3月24日）

·22．给阿斯特拉罕省劳动委员会的电报（3月25日）

·23．给各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各省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东南、乌拉尔劳动军委员会主席，巴什基尔、吉尔吉斯、鞑靼、哥里、乌克兰和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电报（4月1日）

·24．致M．I．达亨（4月9日）

·25．给各省播种委员会的电报（4月11日）

·26．给莫·伊·弗鲁姆金的电报（4月11日）

·27．致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汗（4月20日以后）

·28．致国家出版社（4月28日）

·29．给莫·伊·弗鲁姆金和西伯利亚粮食委员会的电报（4月28日）

·30．致各区域经济委员会（4月29日）

·31．给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4月29日）

·32．给各省经济会议的电报（5月4日）

·33．给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和西伯利亚粮食委员会的电报（5月4日）

·34．给伊·尼·斯米尔诺夫的电报（5月6日）

·35．给康·戈·马克西莫夫的电报（5月6日）

·36．给苏维埃政府代表团的电报（5月7日）

·37．给莫·伊·弗鲁姆金的电报（5月21日）

·38．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5月24日）

·39．给西伯利亚粮食委员会和塞米巴拉金斯克省粮食委员会的电报（5月27日）

·40．给各省执行委员会、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布哈拉革命委员会及各省粮食委员会、土耳其斯坦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电报（5月28日）

·41．给下诺夫哥罗德省经济会议的电报（6月2日）

·42．给各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电报（6月3日）

·43．给各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电报（6月4日）

·44．给下诺夫哥罗德省执行委员会的电报（6月8日）

·45．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的电报（6月13日）

·46．给阿·巴·哈拉托夫、瓦·瓦·佛敏、安·安·安德列耶夫、阿·奥·阿尔斯基的电话（6月14日）

·47．致尼·博·埃斯蒙特（6月24日）

·48．致劳动人民委员部（6月25日）

·注释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编入本版相应时期著作卷的信件、电报的索引



插图

·弗·伊·列宁像（1921年4月25日）

·1920年12月5日列宁给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信

·1921年3月17日列宁给华盛顿·万德利普的信的1页

·1921年4月25日列宁给伊·阿·泰奥多罗维奇的批示

·1921年5月16日列宁给M．ф．索柯洛夫的信的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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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

·1.给撒马尔罕共产党员的电报　（1921年6月27日）

·2.致全体人民委员或副人民委员　1921年6月27日

·3.致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　（6月27日）

·4.致邮电人民委员部　6月27日

·5.致维·米·莫洛托夫 （6月27日）

·6.给克·格·拉柯夫斯基、米·康·弗拉基米罗夫、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的电报　（6月28日）

·7.致伊·阿·泰奥多罗维奇　（6月28日）

·8.致鲁勉采夫博物院　（6月28日）

·9.同彼·拉·沃伊柯夫的来往便条和给秘书的指示　（6月28日）

·10.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6月29日上午11时10分

·11.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6月30日）

·12.致波·斯·斯托莫尼亚科夫　1921年6月30日

·13.给安·马·列扎瓦的电话　（6月30日）

·14.致全俄肃反委员会　（6月30日）

·15.致维·米·莫洛托夫　（不早于6月30日）

·16.致安·马·列扎瓦　（7月2日）

·17.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7月2日

·18.致约·斯·温什利赫特　（7月4日和7日之间）

·19.给莉·亚·福季耶娃的指示　（7月4日和9日之间）

·20.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7月4日）

·21.致托·Л·阿克雪里罗得　（7月4日）

·22.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7月5日）

·23.同埃·马·斯克良斯基的来往便条　（7月5日和9月2日之间）

·24.致Ｂ．Д．凯萨罗夫　（7月6日）

·25.同博胡米尔·什麦拉尔互递的便条　（7月6日）

·26.致格·瓦·契切林　（7月7日）

·27.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农检查院、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　1921年7月7日

·28.致维·米·莫洛托夫　1921年7月7日

·29.致阿·伊·李可夫和维·米·莫洛托夫　（7月7日）

·30.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策略委员会会议参加者　（7月7日）

·31.致格·瓦·契切林　（7月8日）

·32.致约瑟夫·法朗士 7月8日

·33.在韦谢贡斯克来电上作的标记和给秘书的批示　（7月8日）

·34.致莉·亚·福季耶娃 （7月8日）

·35.致瓦·萨·多夫加列夫斯基　1921年7月8日

·36.致彼·阿·波格丹诺夫 1921年7月8日

·39.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不早于7月9日）

·398.致达·波·梁赞诺夫　（9月23日）

·40.致格·瓦·契切林 （7月9日或10日）

·41.给秘书的指示　（7月10日）

·42.致尼·巴·布留哈诺夫 7月10日

·43.致伊·捷·斯米尔加　（7月10日）

·44.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7月10日

·45.致尼·巴·布留哈诺夫、安·马·列扎瓦和瓦·亚·阿瓦涅索夫　（7月11日）

·46.致伊·捷·斯米尔加　（7月11日）

·47.给维·米·莫洛托夫的批复　（7月11日）

·48.致费·阿·罗特施坦.1921年7月11日

·49.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7月11日）

·50.致米歇尔·克内勒　（7月11日）

·51.致阿·伊·李可夫　（7月12日）

·52.给秘书的指示　（7月12日）

·53.致P．A．彼得松　1921年7月12日

·54.致尼·亚·谢马什柯 （7月12日）

·55.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7月12日

·56.就尼·巴·布留哈诺夫的来信所作的批示　（7月12日）

·57.致莉·亚·福季耶娃　（7月12日）

·58.致亚·德·瞿鲁巴　（7月12日和16日之间）

·59.致亚·阿·科罗斯捷廖夫　　7月13日

·60.给莉·亚·福季耶娃的指示和给彼·阿·波格丹诺夫、伊·捷·斯米尔加、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阿·伊·李可夫的信　（7月13日）

·69.给莉·亚·福季耶娃的指示和给瓦·亚·阿瓦涅索夫、阿·萨·叶努基泽、阿·雅·别连基的电话　（7月13日）

·61.致莉·亚·福季耶娃　（7月13日）

·62.致米·马·鲍罗廷　（7月13日）

·63.给亚·格·施利希特尔的电话 7月13日

·64.给秘书的指示和给阿·萨·叶努基泽的批示　（7月13日）

·65.给阿·伊·李可夫和维·米·莫洛托夫的电话　（7月13日）

·66.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7月13日）

·67.致波·米·沃林 1921年7月13日

·68.致格·李·什克洛夫斯基 （7月13日和19日之间）

·70.致小人民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　（7月14日）

·71.给秘书的指示　（7月14日）

·72.给秘书的批示　（7月14日）

·73.致亚·阿·科罗斯捷廖夫　（7月15日）

·74.致小人民委员会主席　（7月15日）

·75.致费·埃·捷尔任斯基、约·斯·温什利赫特　（7月15日）

·76.致列·波·克拉辛　（7月15日）

·77.致格·瓦·契切林　（7月15日）

·78.致伊·捷·斯米尔加　（7月15日）

·79.对关于法朗士的信件的补充　（不早于7月15日）

·80.在安·马·列扎瓦来信上的批示　（7月16日）

·81.致列·波·克拉辛　（7月16日）

·82.致格·瓦·契切林 （7月16日）

·83.给秘书的指示　（7月17日）

·85.致彼·阿·波格丹诺夫　（7月17日）

·88.致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　（7月17日）

·90.致罗戈日－西蒙诺沃区苏维埃主席团　7月17日

·92.给辛比尔斯克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电报　（7月18日或19日）

·95.给秘书的指示和给列·格·列文的便条　（7月19日）

·98.致煤炭工业总管理局 （7月20日）

·96.对萨·加·赛德－加利耶夫来信的批复 （7月20日）

·99.致列·波·克拉辛和瓦·萨·多夫加列夫斯基（7月20日）

·100.致莫·伊·弗鲁姆金 （7月20日）

·102.致理查·弥勒和亨利希·马尔察恩 （1921年7月20日）

·106.致尤·米·斯切克洛夫、玛·伊·乌里扬诺娃、维·阿·卡尔宾斯基、加·伊·克鲁敏（1921年7月21日）

·107.致中央出版物发行处（7月21日）

·108.致米·伊·加里宁、阿·萨·叶努基泽、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7月21日）

·110.给阿·伊·李可夫的电话稿　（7月22日）

·111.致瓦·米·巴扎诺夫、谢·阿·格佐夫（7月22日）

·112.致阿·伊·李可夫和瓦·亚·阿瓦涅索夫 （7月22日）

·114.致米·Ａ．克鲁钦斯基　1921年7月23日

·115.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7月23日）

·117.给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的信和给莉·亚·福季耶娃的指示　（7月24日）

·118.在因扎市来电上作的标记和给尼·巴·布留哈诺夫、瓦·亚·阿瓦涅索夫、维·米·莫洛托夫的批示　（7月24日）

·119.致A．И．波嘉耶夫和瓦·亚·阿瓦涅索夫　（7月24日）

·120.致Ａ．И．波嘉耶夫（7月24日）

·123.致伊·彼·巴布金　（7月24日）

·126.致奥·奥新斯基 （7月24日以后）

·130.致尼·列·美舍利亚科夫 （7月25日）

·131.致格·瓦·契切林 （7月25日）

·132.致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　（7月25日）

·133.致格·瓦·契切林 （7月25日）

·134.致维·米·莫洛托夫　（7月25日）

·136.致格·瓦·契切林　（7月25日）

·137.致亚·阿·科罗斯捷廖夫 （7月26日）

·138.致米·马·鲍罗廷 （7月26日）

·139.致列·波·克拉辛 7月26日

·140.在Ｂ．Д．凯萨罗夫来信上作的标记和给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的批示 （7月26日）

·143.致约·斯·温什利赫特　1921年7月27日

·144.同米·康·弗拉基米罗夫和帕·伊·波波夫的来往直达电报　（7月28日）

·146.致中央统计局　（7月28日）

·147.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1921年7月28日

·148.致列·波·克拉辛　（7月28日）

·149.在南俄外国移民协会申请书上作的标记和给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的批示　（7月29日）

·150.致列·米·欣丘克　7月29日

·151.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7月29日）

·152.致亚·格·施利希特尔 7月29日

·154.致维·米·莫洛托夫　（7月29日）

·156.致阿·奥·阿尔斯基　（7月29日）

·158.致莫斯科省公社主席　（7月30日）

·161.致列·波·克拉辛　7月30日

·162.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7月30日）

·163.致费·埃·捷尔任斯基　（7月30日）

·164.致列·达·托洛茨基　（7月30日）

·165.在伊·叶·卡巴诺夫来信上作的批注和给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的指示　（7月30日）

·166.致尼·亚·列斯 7月31日

·167.致列·波·加米涅夫（7月底或8月初）

·169.致尼·尼·瓦什科夫 （8月1日）

·170.致Г.И.米雅斯尼科夫　8月1日

·171.致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 （8月1日）

·172.致弗·维·阿多拉茨基 8月2日

·173.致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8月2日）

·174.致路·卡·马尔滕斯　（8月2日）

·175.给莫·李·鲁希莫维奇的电报　（8月2日）

·177.致托·Л．阿克雪里罗得 （8月2日）

·178.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8月2日）

·179.致格·瓦·契切林 1921年8月3日

·180.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8月4日）

·180.致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1921年8月3日

·181.致莫·伊·弗鲁姆金 8月4日

·183.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8月4日）

·184.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话稿和给秘书的指示　（8月4日）

·186.给秘书的指示　（8月5日）

·187.致列·波·克拉辛　（8月5日）

·188.致Ａ．И．波嘉耶夫　（8月5日）

·189.致尼·米·克尼波维奇　（8月5日）

·190.致列·波·加米涅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8月5日）

·192.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8月5日）

·193.致费·埃·捷尔任斯基（8月5日）

·195.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并转劳动国防委员会各委员 8月5日

·196.致路·卡·马尔滕斯　（8月5日）

·197.致瓦·萨·多夫加列夫斯基　（8月6日）

·198.同米·康·弗拉基米罗夫的来往直达电报　（8月6日）

·203.致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出版社 8月7日

·205.致格·伊·萨法罗夫　8月7日

·206.给Н.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电话　（8月7日）

·207.给秘书的批示　（8月8日）

·208.致约·斯·温什利赫特 8月8日

·209.致小人民委员会

·211.致维·米·莫洛托夫　（8月11日）

·211.致格·伊·博基　1921年8月9日

·212.致阿·马·高尔基　1921年8月9日

·214.在波·斯·斯托莫尼亚科夫来电上写的批语和给秘书的指示　（8月11日）

·215.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8月11日

·217.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8月11日）

·218.致彼·阿·波格丹诺夫　（8月11日）

·219.致彼·阿·波格丹诺夫　（8月11日）

·222.致伊·阿·泰奥多罗维奇 8月12日

·223.给列·波·克拉辛的电话 （8月12日）

·224.给俄共（布）彼尔姆省委的电报　（8月12日）

·225.致格·瓦·契切林和列·波·加米涅夫　（8月13日）

·226.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　（8月13—16日）

·227.致费·阿·罗特施坦　8月13日

·228.致阿·谢·基谢廖夫　（8月13日）

·232.致莉·亚·福季耶娃　（8月15日）

·233.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8月16日

·234.致卡·伯·拉狄克　（8月16日）

·235.致《消息报》、《真理报》编辑部和弗·尼·伊帕季耶夫 （8月17日）

·236.致莫·伊·弗鲁姆金、瓦·亚·阿瓦涅索夫和约·维·斯大林　（8月17日）

·239.致秘书 8月17日

·240.给米·康·弗拉基米罗夫的电报（8月17日）

·242.致各省执行委员会并转电力局　（8月18日）

·243.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8月18日）

·244.给尼·彼·哥尔布诺夫和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9月3日）

·245.致莉·亚·福季耶娃　8月19日

·246.致约·斯·温什利赫特　（8月19日）

·247.致约·斯·温什利赫特　8月19日

·248.致列·波·加米涅夫　（8月19日）

·249.致帕·伊·波波夫　（8月20日）

·251.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电（8月22日）

·252.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8月22日）

·253.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8月22日）

·254.给伊·捷·斯米尔加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 8月22日

·255.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8月23日）

·256.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电话和给秘书的指示　（8月23日）

·257.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8月23日）

·258.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8月23日）

·259.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电话　1921年8月23日

·260.在尼·尼·雅柯夫列夫来信上写的批语和给约·斯·温什利赫特的批示　（8月23日）

·261.给莉·亚·福季耶娃的便条和给拉科西·马蒂亚斯、卡·伯·拉狄克、约·斯·温什利赫特、波·И．雷恩施坦的信　（8月23日）

·263.致约·维·斯大林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　（8月26日）

·264.致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8月26日）

·265.致米·尼·波克罗夫斯基　（8月26日）

·266.致布彭德拉纳特·达塔　（8月26日）

·267.致小人民委员会　1921年8月27日

·268.致俄共（布）中央组织局　1921年8月29日

·269.给瓦·尼·卡尤罗夫的电报　（8月30日）

·270.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8月30日）

·272.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1921年8月30日

·273.给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的指示　（8月30日）

·275.在罗·爱·克拉松来信上作的批注和给秘书的指示　1921年8月31日

·276.致罗·爱·克拉松　（8月31日）

·277.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8月31日）

·279.致弗·维·阿多拉茨基（8月31日）

·280.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31日）

·283.给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的便条和给彼·阿·波格丹诺夫的电话稿　（1921年9月1日）

·285.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9月1日）

·286.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9月1日）

·287.给阿·萨·叶努基泽的批示和给波斯手艺人的信　（9月1日）

·289.致格·瓦·契切林　（9月1日）

·290.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9月1日）

·291.致叶·萨·瓦尔加　（9月1日）

·292.在亨·奥·格拉夫季奥来信上作的批注和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批示　（9月2日）

·293.在尼·尼·克列斯廷斯基的报告上作的批注和给尼·彼·哥尔布诺夫 9月2日

·295.致亚·伊·多加多夫和瓦·弗·古比雪夫　（9月2日）

·296.给瓦·萨·多夫加列夫斯基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　（9月2日）

·297.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9月2日）

·299.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批示　（9月2日）

·301.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9月3日

·302.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　9月3日

·303.给尼·巴·布留哈诺夫的批示和给Ｘ．Г．佩斯通的电报　（9月3日）

·304.给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的便条和给尼·米·克尼波维奇的信　（9月3日）

·310.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9月4日）

·311.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9月4日）

·312.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9月4日）

·314.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9月4日）

·315.给维·米·莫洛托夫的批示和给秘书的指示　（9月4日）

·316.致维·米·莫洛托夫　（9月4日）

·319.致瓦·巴·奥博林　1921年9月4日

·320.致Ｅ．И．莫伊谢耶 （9月4日）

·321．给格·弗·策彼罗维奇和伊·伊·列普谢的电话（9月5日）

·322.致中央委员会统计局局长 H.И.索洛维约夫 9月5日

·323.致阿·奥·阿尔斯基 9月5日

·324.致雅·伊·维什尼亚克 9月5日

·325.致格·瓦·契切林　9月5日

·326.给亚·米·伊格纳季耶夫的电话　9月5日

·327.同伊·伊·库图佐夫的来往便条（9月5日以后）

·328.致阿·奥·阿尔斯基　9月7日

·329．致阿·马·尼古拉耶夫（9月7日）

·330.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9月7日

·331.致格·叶·季诺维也夫（9月8日）

·332.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9月8日

·333.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电话 （9月8日）

·334.给波·斯·斯托莫尼亚科夫的信　9月8日

·335.致维·米·莫洛托夫和格·瓦·契切林　（9月8日）

·337.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9月9日）

·339.给秘书的指示 （9月10日）

·341.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9月11日）

·344.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9月11日）

·345.给秘书的指示　（9月11日）

·348.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9月11日）

·350.在莫斯科苏维埃关于改由国家供应的企业和机关的材料上作的批注和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指示 9月11日

·351.给各区域和各省经济会议的电报　（9月12日）

·352.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电力局　（9月12日）

·353.致斯·斯·丹尼洛夫　9月12日

·354.致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9月12日

·356.致阿·阿·越飞　1921年9月13日

·357.给租让委员会的信和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指示　1921年9月13日

·358.致伊·色·色诺芬托夫　1921年9月13日

·359.给尤·弗·罗蒙诺索夫的电报　（9月13日）

·360.致埃·马·斯克良斯基　1921年9月13日

·362.致尼·亚·谢马什柯　9月13日

·363.致人民委员会办公厅 9月13日

·364.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9月13日）

·365.致恩·奥新斯基　（9月14日）

·367.致伊·伊·拉德琴柯　（9月15日）

·368.致马·马·李维诺夫　（9月15日）

·369.致阿·谢·基谢廖夫　（9月15日）

·373.致格·瓦·契切林　（9月16日和27日之间）

·374.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　（不晚于9月17日）

·375.致阿·伊·李可夫　9月17日

·378.致尼·彼·哥尔布诺夫（9月19日）

·379.致基尔萨诺夫县经济会议　（9月19日）

·380.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县经济会议　（9月19日）

·381.致尼·巴·布留哈诺夫　　9月19日

·382.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9月19日

·383.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9月19日

·385.致瓦·弗·古比雪夫　1921年9月19日

·386.致伊·伊·米罗什尼科夫　（9月19日）

·387.给各省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9月19日和21日之间）

·388.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1921年9月20日

·389.致弗·维·阿多拉茨基　（9月20日）

·390.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9月20日）

·391.致瓦·瓦·佛敏、尼·巴·布留哈诺夫和费利克斯。柯恩　（9月22日）

·392.致俄共（布）中央组织局　（9月22日）

·393.致维·鲁·明仁斯基　1921年9月22日

·394.致瓦·亚·阿瓦涅索夫　（9月23日）

·397.致格·康·奥尔忠尼启则　（9月23日）

·398.致达·波·梁赞诺夫

·399.致维·米·莫洛托夫　9月23日

·400.致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国外订货柏林临时委员会委员　（9月24日）

·401.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9月24日

·402.给伊·尼·斯米尔诺夫的电报　（9月24日）

·405.致瓦·萨·多夫加列夫斯（9月26日）

·406.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1921年9月29日

·406.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9月26日

·407.致卡·伯·拉狄克　（9月26日）

·408.在达·波·梁赞诺夫来信上写的批语 （9月26日）

·409.致伊·卡·叶若夫　1921年9月27日

·411.关于组织运送木柴三周突击运动的电报草稿和给秘书的指示　（9月27日）

·412.致尼·彼·哥尔布诺夫（9月27日）

·413.致莫·伊·弗鲁姆金　1921年9月27日

·416.致格·康·奥尔忠尼启则 9月26日

·416.致格·康·奥尔忠尼启则　1921年9月28日

·417.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1921年9月28日

·418.就答复格·叶·季诺维也夫的来电一事给俄共（布）中央的建议　（9月29日）

·419.致格·叶·季诺维也 （9月29日）

·420.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1921年9月29日

·423.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1921年9月30日

·424.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指示和给卡·克·达尼舍夫斯基、维·米·莫洛托夫及阿·谢·基谢廖夫的信　1921年9月30日

·426.致外文图书委员会 （9月30日）

·428.致彼·阿·克拉西科夫（9月30日）

·429.给乌拉尔工业局的电报 （9月30日）

·431.致列·达·托洛茨基　1921年9月30日

·432.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指示和给瓦·弗·古比雪夫的信　1921年9月30日

·434.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9月底）

·435.致莫·伊·弗鲁姆金　（9月）

·436.致列·达·托洛茨基（9月）

·438.致维·米·莫洛托夫　（10月2日）

·440.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1921年10月3日

·490.给秘书的指示　（10月14日和24日之间）

·442.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1921年10月3日

·443.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1921年10月3日

·445.致伊·尼·斯米尔诺夫（10月4日）

·446.致伊·米·古布金　1921年10月4日

·447.致阿·谢·基谢廖夫　（10月4日）

·448.查询播种运动进展情况的电报 10月4日

·449.致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10月4日）

·450.给亚·格·别洛博罗多夫的电话稿　（10月4日）

·452.致阿·谢·基谢廖夫　（10月5日）

·453.致克·格·拉柯夫斯基　（10月5日）

·455.给吉尔吉斯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吉尔吉斯工业局、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西伯利亚工业局和里杰尔、埃基巴斯图兹、济良诺夫斯克各矿务局的电报　（10月6日）

·456.致加·伊·克鲁敏　（不晚于10月7日）

·459.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登记管理局、全俄肃反委员会、陆军人民委员部、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10月7日）

·460.致咸海北部沿岸布贡区渔民和工人苏维埃　（10月7日）

·461.致彼·阿·克拉西科夫 （10月8日）

·463.同列·波·加米涅夫的来往便条　（10月8日）

·464.给A.И.波嘉耶夫的电报和给秘书的指示 （10月9日）

·466.给各省执行委员会、省党委、省工会理事会、省劳动委员会的电报　1921年10月10日

·467.给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电报 （10月10日）

·468.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10月10日

·470.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0月11日）

·471.致莫·李·鲁希莫维奇　10月11日

·472.致莫·李·鲁希莫维奇　10月12日

·473.在彼·阿·克拉西科夫来信上写的批语　（10月12日）

·474.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10月12日

·475.致玛·伊·格利亚谢尔　（10月12日）

·476.致瓦·弗·古比雪夫　1921年10月12日

·477.给各经济会议的电报　（10月12日）

·479.致列·达·托洛茨基并转政治局委员　（10月13日）

·480.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1921年10月13日

·482.致悉尼·希尔曼　1921年10月13日

·483.给各木柴采委会和省肃反委员会的电报 （10月13日）

·484.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1921年10月13日

·487.致路·卡·马尔滕斯　10月14日

·488.致俄共（布）中央委员　（10月14日）

·491.致瓦·亚·阿瓦涅索夫　10月15日

·492.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　10月15日

·493.致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　10月15日

·致路·卡·马尔滕斯　10月15日

·500.致格·瓦·契切林　10月16日

·501.致格·瓦·契切林　（10月16日以后）

·502.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10月17日

·503.致尼·尼·克列斯廷斯 10月17日

·504.致帕·伊·波波夫（10月17日）

·505.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10月17日

·508.在格·瓦·契切林来信上写的批语和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便条　（10月18日）

·509.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10月18日）

·511.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　（10月19日）

·512.给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0月19日）

·515.致路·卡·马尔滕斯 （10月19日）

·516.致路·卡·马尔滕斯　（10月19日）

·517.致伊·伊·拉德琴柯和弗·威·林格尼克 1921年10月19日

·518.致恩·奥新斯基 10月20日

·521.致莫斯科革命法庭　（10月20日）

·522.致约·维·斯大林　（10月20日）

·524.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10月20日）

·526.致亚·格·哥伊赫巴尔格　（10月20日）

·527.致季·伊·谢杰尔尼科夫　10月20日

·532.致阿·奥·阿尔斯基　10月21日

·535.给西伯利亚工业局的电报　10月21日

·536.致瓦·米·米哈伊洛夫　（10月21日）

·539.致亚·阿·诺维茨基　（10月22日）

·540.致列·谢·索斯诺夫斯基　10月22日

·541.致彼·阿·波格丹诺夫　1921年10月22日

·542.给波·斯·斯托莫尼亚科夫的电报和给伊·伊·拉德琴柯的便条 （10月22日）

·543.给各区域和各省经济会议的电报　（10月22日）

·544.致德·伊·库尔斯基　10月22日

·545.致恩·奥新斯基 10月22日

·546.在报告书上作的标记和给格·瓦·契切林的信　（10月22日）

·547.给各省粮食人民委员和省土地局的电报　（10月22日）

·548.致约·维·斯大林　（10月22日）

·549.致尼·亚·谢马什柯　1921年10月24日

·552.致瓦·弗·古比雪夫　（10月24日）

·552.致瓦·弗·古比雪夫　1921年10月24日

·554.致亚·李·舍印曼　10月24日

·555.致德·伊·库尔斯基　（10月25日）

·557.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便条和给秘书的指示　10月25日

·558.致约·维·斯大林　（10月25日）

·559.希望购置的书刊（德国的出版物）（10月25日）

·560.致尼·彼·哥尔布诺夫　（10月26日）

·562.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0月26日）

·563.致人民委员 10月26日

·564.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10月26日）

·566.致尤·弗·罗蒙诺索夫　1921年10月26日

·567.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和给秘书的指示　（10月26日）

·568.致路·卡·马尔滕斯 1921年10月27日

·569.致伊·伊·拉德琴柯　1921年10月27日

·571.致列·波·加米涅夫　1921年10月27日

·572.致彼·阿·波格丹诺夫　1921年10月28日

·573.致尤·弗·罗蒙诺索夫、马·马·李维诺夫和伊·伊·拉德琴柯 10月28日

·574.致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10月28日

·576.致瓦·米·米哈伊洛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0月28日

·578.致伊·伊·拉德琴柯　（10月28日）

·579.给瓦·瓦·斯塔尔科夫的电报　（10月28日）

·580.致小人民委员会　（10月31日）

·579.给瓦·瓦·斯塔尔科夫的电报　（10月31日）

·581.给秘书的指示和给尼·彼·布留哈诺夫的电话记录　（10月31日）

·583.致瓦·米·米哈伊洛夫　10月31日

·585.给秘书的指示（10月）

·586.尼·博·埃斯蒙特的便条上作的标记和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批示　（10月）

·587.致伊·伊·拉德琴柯　（10—11月）

·588.给波多利斯克弹药厂管理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俄共（布）支部的电话稿　（11月1日）

·590.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来往便条　（11月1—2日）

·591.致格·德·瞿鲁巴　（11月2日）

·592.致约·斯·温什利赫特（11月2日）

·593.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　（11月2日）

·594.致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11月3日以前）

·597.致德·伊·库尔斯基　1921年11月3日

·598.致小人民委员会主席　1921年11月3日

·599.致阿尔曼德·哈默　1921年11月3日

·602.致瓦·米·米哈伊洛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1月3日）

附 录

·1.致路·卡·马尔滕斯　（6月27日）

·2.致瓦·马·利哈乔夫　（6月27日）

·3.致莫斯科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　（6月27日）

·4.致瓦·弗·施米特　（7月2日）

·6.给农业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邮电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的电话　　（7月4日）

·7.给尼·亚·谢马什柯的电话　（7月15日）

·8.给各区域经济委员会的电报　（7月30日）

·9.致彼·阿·波格丹诺夫　（8月1日）

·10.给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革命委员会的直达电报　（8月5日）

·11.给燃料总管理局的电话　（8月8日）

·12.给橡胶工业总管理局的电话　（8月8日）

·13.给路·卡·马尔滕斯的电话　1921年8月10日

·14.给西伯利亚各领导机关的电报　（8月12日）

·15　给燃料总管理局的电话

·16.给尼·尼·瓦什科夫的电话　（8月16日）

·17.给亚·巴·谢列布罗夫斯基的电报　（8月18日）

·18.给尼·尼·瓦什科夫的电话　（8月22日）

·19.给乌克兰恢复顿巴斯特别委员会的电报　（8月26日）

·20.给Ｂ．И．弗里德贝格的电话　（9月2日）

·21.给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的电报　（9月4日）

·22.给燃料总管理局的电话　（9月6日）

·23.给科洛姆纳厂的电报　（9月7日）

·24.给列·波·加米涅夫的电话　（9月9日）

·25.给尼·巴·布留哈诺夫的电话　（9月12日）

·26.给尼·尼·瓦什科夫的电话　（9月12日）

·27.给费利克斯·柯恩的电话（9月19日）

·28.致克·格·拉柯夫斯基　（9月19日）

·29.给燃料总管理局的电话（9月27日）

·30.给阿·巴·哈拉托夫的电话　（9月30日）

·31.给波多利斯克工厂的电报　（9月30日）

·32.致辛比尔斯克弹药厂管理处　（9月30日）

·33.给图拉省粮食委员会的电报　（9月30日）

·34.告水运员工书　（9月底）

·35.给图拉、阿列克辛、塔鲁萨和科洛姆纳县劳动委员会的电报　（10月6日）

·36.关于采取措施完成征收粮食税任务的电报　（10月24日）

·37.给五金工会莫斯科省分会的电话　（11月3日）

·38.致列·纳·克里茨曼　（7月8日和13日之间）

·38.给尼·尼·瓦什科夫的信的提纲　（不早于7月10日）

·39.给图书管理员的便条和在进口图书目录上作的标记　（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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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为尼·亚·叶梅利亚诺夫写的介绍信（1921年11月19日）

·64.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指示（1921年11月19日）

·65.致克里姆林宫警卫长（1921年11月19日）

·66.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11月19日）

·67.致德·伊·库尔斯基（1921年11月19日）

·68.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11月19日）

·69.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1年11月19日）

·72.致维·米·莫洛托夫、克·格·拉柯夫斯基、伊·伊·施瓦尔茨、格·列·皮达可夫、莫·李·鲁希莫维奇（1921年11月21日）

·73.给瓦·瓦·斯塔尔科夫的电报（1921年11月21日）

·77.致斯·斯·皮利亚夫斯基（1921年11月22日）

·79.致约·维·斯大林和约·斯·温什利赫特（1921年11月22日）

·81.致国家计划委员会（1921年11月23日）

·82.致伊·伊·拉德琴柯（1921年11月23日）

·83.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1年11月23日）

·85.致克里姆林宫警卫长（1921年11月26日）

·86.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1年11月26日）

·87.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1年11月26日）

·88.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1921年11月26日）

·89.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1年11月27日）

·91.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11月28日）

·93.关于罚款的批示（1921年11月28日和12月14日之间）　

·94.致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21年11月29日）

·95.致列·波·加米涅夫（1921年11月29日）

·92.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11月28日）

·96.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1年11月29日）

·97.在阿·谢·基谢廖夫来信上写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批示（1921年11月29日）

·98.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1年11月29日）　

·99.致列·达·托洛茨基（1921年11月30日）

·100.致亚·杰·梅捷列夫（1921年11月30日）

·101.致Ａ.Ａ.别洛夫（1921年11月30日）

·102.关于利用委员会（1921年11月30日）

·104.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1年11月30日）

·105.致列·波·加米涅夫（1921年11月30日）

·106.致瓦·弗·古比雪夫（1921年11月底）

·107.致阿·萨·叶努基泽（1921年11月）

·108.致瓦·瓦·佛敏（1921年12月2日）

·109.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1年12月2日）

·110.给伊·捷·斯米尔加和瓦·瓦·佛敏的快邮代电（1921年12月2日）

·111.致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1921年12月2日）

·112.致外文图书委员会（1921年12月2日）

·113.致全俄肃反委员会（1921年12月2日）

·114.致列·波·加米涅夫（1921年12月2日）

·116.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1921年12月2日）

·117.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12月2日）

·118.致阿·伊·李可夫（1921年12月3日）

·119.致约·维·斯大林（1921年12月3日）

·120.致Г.Б.克拉斯诺晓科娃（1921年12月3日）

·121.致莫斯科省清党审查委员会（1921年12月3日）

·122.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12月4日）　

·123.致亚·德·瞿鲁巴（1921年12月5日）

·124.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1年12月5日）

·125.致亚·德·瞿鲁巴（1921年12月5日）

·126.致亚·德·瞿鲁巴（1921年12月5日）

·127.致安·马·列扎瓦（1921年12月5日）

·128.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12月5日）

·129.致巴利斯特同志和卡尔同志（1921年12月5日）

·130.致维·米·莫洛托夫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1921年12月5日）

·131.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12月5日）

·132.致格·李·什克洛夫斯基（1921年12月5日）

·133.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1年12月5日）

·134.给Б.Ａ.巴克的电报（1921年12月5日）

·137.致安·马·列扎瓦（1921年12月6日）

·135.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1年12月6日）

·138.给米·哈·波利亚科夫的电报（1921年12月6日）

·139.致阿·马·高尔基（1921年12月6日）

·140.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1年12月6日）

·141.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12月6日）

·142.同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来往便条（1921年12月6日）

·143.致米·格·茨哈卡雅（1921年12月6日）

·144.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1年12月6日）

·145.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1年12月7日）

·146.给费·阿·罗特施坦的电报（1921年12月7日）

·147.致格·瓦·契切林（1921年12月7日）

·148.给秘书的指示（1921年12月8日）

·149.致伊·伊·梅日劳克（1921年12月9日）

·150.致莉·亚·福季耶娃（1921年12月9日）

·151.致尼·亚·谢马什柯（1921年12月9日）　

·152.致约·维·斯大林（1921年12月9日）

·153.致莉·亚·福季耶娃、纳·斯·勒柏辛斯卡娅、玛·伊·格利亚谢尔（1921年12月11日）

·154.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1年12月11日）

·155.致瓦·亚·阿瓦涅索夫、德·伊·库尔斯基、亚·德·瞿鲁巴（1921年12月13日）

·156.致伊·捷·斯米尔加（1921年12月14日）

·157.致恩·奥新斯基（1921年12月15日）

·158.致列·波·加米涅夫（1921年12月15日）

·159.致列·波·加米涅夫（1921年12月17日）

·159.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12月15日）

·160.致Г.Б.克拉斯诺晓科娃（1921年12月15日）

·161.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12月16日）

·162.致叶·亚·利特肯斯（1921年12月16日）

·163.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1年12月17日）

·164.致约·维·斯大林（1921年12月17日）

·165.致约·斯·温什利赫特（1921年12月17日）

·166.为起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向各人民委员部提出的问题（1921年12月17日）

·167.致尼·巴·布留哈诺夫（1921年12月17日）

·169.致约·维·斯大林（1921年12月19日）

·170.致伊·阿·泰奥多罗维奇（1921年12月19日）

·171.致彼·安·扎卢茨基和亚·亚·索尔茨（1921年12月20日）

·172.致彼·安·扎卢茨基和亚·亚·索尔茨（1921年12月20日）

·173.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1921年12月21日）

·174.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12月21日）

·175.致维·米·莫洛托夫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1921年12月22日）

·176.致格·雅·索柯里尼柯夫（1921年12月22日）

·177.致彼·阿·波格丹诺夫（1921年12月23日）

·178.致小人民委员会主席（1921年12月23日）

·179.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1921年12月24日）

·180.致格·雅·索柯里尼柯夫（1921年12月24日）

·181.致列·波·加米涅夫（1921年12月24日）

·182.致维·米·莫洛托夫、阿·萨·叶努基泽、米·伊·加里宁（1921年12月24日）

·183.致格·伊·萨法罗夫（1921年12月24日）

·184.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12月24日）　

·185.致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1921年12月24日）

·186.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12月25日）

·187.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12月25日）

·188.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12月26日）

·190.致安·马·列扎瓦（1921年12月26日）　

·191.致维·米·莫洛托夫、安·马·列扎瓦、尼·亚·谢马什柯、彼·阿·波格丹诺夫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1921年12月26日）

·192.致格·康·奥尔忠尼启则（1921年12月26日）

·193.同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来往便条（1921年12月26日）　

·195.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1921年12月27日）

·196.致格·瓦·契切林（1921年12月27日）

·199.致库恩·贝拉（1921年12月29日）

·200.致扬·埃·鲁祖塔克、安·安·安德列耶夫和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1年12月30日）

·201.同亚·德·瞿鲁巴的来往便条（1921年12月31日）

·202.致各中央苏维埃机关领导人（12月）

·203.致彼·安·扎卢茨基（12月）

·207.致列·波·加米涅夫（1922年1月1日）

·209.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1922年1月3日）　

·210.致维·米·莫洛托夫（1922年1月3日）

·212.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2年1月4日）

·213.致亚·德·瞿鲁巴（1922年1月4日）

·214.致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22年1月4日）

·215.致亚·德·瞿鲁巴（1922年1月9日）

·216.致马·马·李维诺夫（1922年1月9日）

·217.致阿·萨·叶努基泽和列·波·加米涅夫（1922年1月9日）

·219.致维·米·莫洛托夫（1922年1月9日）　

·220.致约·维·斯大林（1922年1月12日）　

·221.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2年1月12日）

·222.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和政治局（1922年1月12日）

·223.给列·波·克拉辛的电报（1922年1月12日）

·224.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922年1月12日）

·225.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2年1月12日）

·226.致阿·萨·叶努基泽（1922年1月13日）

·228.给俄罗斯联邦各驻外商务代表处的电报（1922年1月14日）

·229.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2年2月6日）

·229.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2年1月14日）

·230.致约·维·斯大林和列·波·加米涅夫（1922年2月4日）

·230.致约·斯·温什利赫特和瓦·瓦·佛敏（1922年1月16日）

·231.致列·达·托洛茨基（1922年1月16日）

·232.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2年1月16日）

·233.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1922年1月16日）

·234.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2年1月16日）

·236.致维·米·莫洛托夫（1922年2月6日）

·236.致德·伊·库尔斯基（1922年1月17日）

·237.致德·伊·库尔斯基（1922年1月17日）

·238.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1922年1月17日）

·239.致国家出版社（1922年1月17日）

·240.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1922年1月17日）

·241.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书记处（1922年1月17日）

·242.致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1922年1月18日）

·245.致约·维·斯大林（1922年1月19日）

·246.致列·波·克拉辛（1922年1月19日）

·247.致瓦·瓦·佛敏（1922年1月19日）

·248.致瓦·亚·阿瓦涅索夫（1922年1月20日）

·249.致亚·德·瞿鲁巴（1922年1月21日）

·250.致列·达·托洛茨基（1922年1月21日）

·251.致格·雅·索柯里尼柯夫（1922年1月22日）

·255.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1922年1月22日）

·255.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月23日和24日）

·256.致舒·姆·马努恰里扬茨（1922年1月24日）

·257.致列·波·加米涅夫和约·维·斯大林（1922年1月25日）

·258.致安·马·列扎瓦（1922年1月26日）

·258.致安·马·列扎瓦（1922年1月23日）

·259.致格·雅·索柯里尼柯夫（1922年1月26日）

·261.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922年1月26日）

·260.致伊·捷·斯米尔加（1922年1月26日）

·262.致格·瓦·契切林（1922年1月26日）

·263.致玛·伊·格利亚谢尔（1922年1月26日）

·264.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2年1月26日）

·265.给秘书的指示（1922年1月26日）

·266.给维·阿·卡尔宾斯基（1922年1月26日）

·267.给亚·德·瞿鲁巴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1922年1月26日）

·268.给约·斯·温什利赫特的信的片断（1922年1月26日和31日之间）

·269.致尤·弗·罗蒙诺索夫（1922年1月27日）

·270.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1922年1月28日）

·271.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2年1月28日）

·272.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2年1月29日）

·273.对延误递送公文袋一事的结论的批示（1922年1月29日）

·274.致格·雅·索柯里尼柯夫（1922年1月30日）

·275.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2年1月30日）

·276.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2年1月30日）　

·279.致约·斯·温什利赫特（1922年1月31日）

·278.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922年1月31日）

·281.致亚·德·瞿鲁巴（1922年1月）

·282.致约·维·斯大林和列·波·加米涅夫

·283.致格·雅·索柯里尼柯夫（1922年2月1日）　

·287.致尼·伊·布哈林（1922年2月2日）

·288.给马·马·李维诺夫的便条和给Ｆ．Ｒ．麦克唐纳回信的草稿（1922年2月2日）　

·286.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2年2月2日）

·308.致格·雅·索柯里尼柯夫（1922年2月15日）

·309.致瓦·格·雅科温科（1922年2月15日）

·310.致德·伊·库尔斯基（1922年2月15日）

·314.给格·瓦·契切林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1922年2月16日）

·315.致叶·亚·利特肯斯（1922年2月16日）

·316.致尼·彼·哥尔布诺夫同志（1922年2月17日）

·317.致格·瓦·契切林（1922年2月18日）

·318.致阿·萨·叶努基泽（1922年2月18日）

·致亚·德·瞿鲁巴（1922年2月18日）

·320.致莉·亚·福季耶娃（1922年2月18日）

·336.致格·瓦·契切林（1922年2月25日）

·337.致社会主义科学院（1922年2月27日）

·338.给尼·巴·布留哈诺夫的便条和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指示（1922年2月27日）

·339.致亚·德·瞿鲁巴（1922年2月27日）

·343.给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的便条和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指示（1922年2月28日）

·345.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2年2月28日）

·346.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便条和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指示（1922年2月28日）　

·347.给约·维·斯大林的便条、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指示和在瓦·伊·雅洪托夫报告上的批注（1922年2月28日）

·348.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2月28日

·349.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2年2月28日）

·350.致亚·李·舍印曼（1922年2月28日）

·365.致阿·萨·叶努基泽（1922年3月6日）

·366.致维·米·莫洛托夫（1922年2月20日）

·367.致玛·伊·格利亚谢尔（1922年3月7日）

·368.致列·米·欣丘克（1922年3月7日）

·369.致叶·萨·瓦尔加（1922年3月8日）

·370.致格·瓦·契切林（1922年3月8日）

·371.致列·波·克拉辛（1922年3月10日）

·375.致阿·萨·叶努基泽（1922年3月13日）　

·376.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2年3月14日）

·377.致列·波·加米涅夫和约·维·斯大林（1922年3月15日）

·393.致列·波·加米涅夫（1922年3月22日）

·394.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2年3月22日）

·395.致列·米·欣丘克（1922年3月23日）

·396.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2年3月23日）

·399.致中央委员会书记处（1922年3月29日）

·400.致雅·斯·加涅茨基（1922年3月29日）

·401.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2年3月30日）

·402.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2年3月31日）

·403.致德·伊·库尔斯基（1922年3月31日）

·405.致德·伊·库尔斯基（1922年3月31日）

·420.致亚·德·瞿鲁巴（1922年4月6日）

·421.致格·康·奥尔忠尼启则（1922年4月7日）

·422.致阿·伊·李可夫（1922年4月8日）

·423.致格·康·奥尔忠尼启则（1922年4月8日或9日）

·424.致格·康·奥尔忠尼启则（1922年4月9日）

·425.致加·伊·克鲁敏、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帕·伊·波波夫、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1922年4月10日）

·426.致叶·萨·瓦尔加（1922年4月10日）

·429.致社会主义科学院主席团（1922年4月10日）

·431.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和在弗·维·阿多拉茨基来信上的批注（1922年4月10日）

·432.致恩·奥新斯基（1922年4月12日）

·433.致阿·伊·李可夫和亚·德·瞿鲁巴（1922年4月12日）

·448.致叶·萨·瓦尔加（1922年4月26日）

·449.致阿·伊·李可夫和亚·德·瞿鲁巴（1922年4月26日）

·450.致格·李·什克洛夫斯基（1922年4月27日）

·451.致中央书记处（1922年4月27日）

·453.给苏拉汉内油田工人和工程师的电报（1922年4月28日）

·454.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2年4月29日）

·455.致费·埃·捷尔任斯基（1922年5月2日）

·457.致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22年5月3日以前）

·461.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1922年5月5日）

·462.致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1922年5月9日）

·477.给约·维·斯大林、莫·伊·弗鲁姆金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1922年5月15日）　

·478.致阿·伊·李可夫和亚·德·瞿鲁巴（1922年5月15日）

·479.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1922年5月15日）

·480.致恩·奥新斯基（1922年5月16日）

·481.致阿·伊·李可夫（1922年5月17日）

·482.给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信和给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的指示（1922年5月17日）

·483.给阿·伊·李可夫的信和在他的电话的记录上作的标记（1922年5月18日）

·484.致Ｂ．Ａ．巴甫洛夫（1922年5月18日）

·488.致费·埃·捷尔任斯基（1922年5月19日）

·490.致值班秘书（1922年5月20日）

·505.致约·维·斯大林（1922年8月16日）

·507.致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2年8月21日）

·509.致阿·伊·斯维杰尔斯基（不早于1922年8月29日）

·510.致阿·伊·李可夫（1922年8月30日）

·511.致莉·亚·福季耶娃（1922年8月31日）

·513.致瓦·亚·阿瓦涅索夫（1922年9月1日）

·514.致约·维·斯大林（1922年9月5日）

·515.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不晚于1922年9月7日）

·516.致尼·伊·布哈林（1922年9月7日）

·517.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1922年9月7日）

·518.致米·巴·托姆斯基（1922年9月9日）

·534.致格·列·皮达可夫（1922年9月25日）

·535.致尼·瓦·克雷连柯（1922年9月25日）

·537.致阿·伊·李可夫（1922年9月25日）

·538.致尼·伊·布哈林（1922年9月27日）

·540.致列·波·克拉辛（1922年10月4日）

·541.致列·波·加米涅夫（1922年10月4日）

·546.致瓦·安·特里丰诺夫（1922年10月10日）

·548.致贝·亨·扎克斯（1922年10月10日以前）

·563.致列·波·加米涅夫（1922年10月30日）

·564.致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2年10月30日）

·565.致卡·伯·拉狄克（不晚于1922年10月）

·566.给费·埃·捷尔任斯基的电报（1922年11月1日）

·567.致财政委员会（1922年11月4日）

·568.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信上写的附言（1922年11月4日）

·569.致尼·巴·布留哈诺夫（1922年11月6日）

·570.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1922年11月6日）

·571.致国家政治保卫局（1922年11月6日）

·572 致格·瓦·契切林（不早于1922年11月8日）

·573 致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1922年11月15日）

·575 致列·波·加米涅夫（1922年11月21日）

·590.给康·拉查理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1922年12月11日）

·591.致列·达·托洛茨基（1922年12月12日）

·592.致列·达·托洛茨基（1922年12月13日）

·594.致列·达·托洛茨基（1922年12月15日）

·595.致列·达·托洛茨基（1922年12月15日）

·596.致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2年12月16日）

·597.致列·达·托洛茨基（1922年12月21日）

·598.致列·达·托洛茨基（1923年3月5日）

·599.致斯大林同志（1923年3月5日）

·600.致波·古·姆季瓦尼、菲·耶·马哈拉泽等同志（1923年3月6日）

·附录：1.给各省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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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致玛·亚·乌里扬诺娃（3月2日）

·126．致玛·亚·乌里扬诺娃（3月4日）

·127．致玛·亚·乌里扬诺娃（5月19日）

·128．致玛·伊·乌里扬诺娃（5月19日）

·129．致玛·亚·乌里扬诺娃（6月7日）

·130．致玛·亚·乌里扬诺娃（7月1日）

·131．致玛·亚·乌里扬诺娃（7月17日）

·132．致玛·亚·乌里扬诺娃（8月3日）

·133．致玛·亚·乌里扬诺娃（9月1日）

·134．致玛·亚·乌里扬诺娃（9月21日）


1902年


·135．致玛·亚·乌里扬诺娃（2月26日）

·136．致玛·亚·乌里扬诺娃（3月24日）

·137．致玛·亚·乌里扬诺娃（4月2日）

·138．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4月10日）

·139．致玛·亚·乌里扬诺娃（5月8日）

·140．致玛·亚·乌里扬诺娃（6月7日）

·141．致玛·亚·乌里扬诺娃（9月14日）

·142．致玛·亚·乌里扬诺娃（9月27日）

·143．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1月9日）

·144．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2月17日）

·145．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2月26日）


1903年


·146．致玛·亚·乌里扬诺娃（2月4日）

·147．致玛·亚·乌里扬诺娃（2月22日）

·148．致玛·亚·乌里扬诺娃（3月29日）


1904年


·149．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月8日）

·150．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月20日）

·151．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致玛·亚·乌里扬诺娃（7月2日）

·152．致玛·亚·乌里扬诺娃（7月7日或8日）

·153．致玛·亚·乌里扬诺娃和玛·伊·乌里扬诺娃（7月16日）

·154．致玛·亚·乌里扬诺娃（7月20日）

·155．致玛·亚·乌里扬诺娃（8月28日）


1907年


·156．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玛·亚·乌里扬诺娃（6月27日）

·157．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玛·伊·乌里扬诺娃（6月底）

·158．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0月15日）


1908年


·159．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月14日）

·160．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月22日）

·161．致玛·伊·乌里扬诺娃（2月7日）

·162．致玛·伊·乌里扬诺娃（2月14日）

·163．致玛·伊·乌里扬诺娃（2月17日）

·164．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3月10日）

·165．致玛·伊·乌里扬诺娃（4月19日和23日之间）

·166．致玛·亚·乌里扬诺娃（6月20日）

·167．致玛·伊·乌里扬诺娃（7月13日）

·168．致玛·伊·乌里扬诺娃（8月9日）

·169．致玛·亚·乌里扬诺娃（夏天）

·170．致玛·亚·乌里扬诺娃（9月30日）

·171．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10月27日）

·172．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11月8日）

·173．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1月17日）

·174．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11月26日）

·175．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2月10日）

·176．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12月19日）

·177．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12月24日）


1909年


·178．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2月6日）

·179．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2月16日或17日）

·180．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2月17日或18日）

·181．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2月23日）

·182．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3月2日）

·183．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3月9日）

·184．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3月12日）

·185．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3月21日和22日）

·186．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3月23日或24日）

·187．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3月26日）

·188．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4月5日）

·189．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4月6日）

·190．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4月8日）

·191．致玛·亚·乌里扬诺娃（5月21日）

·192．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5月26日）

·193．致德·伊·乌里扬诺夫（6月底或7月初）

·194．致玛·亚·乌里扬诺娃（7月19日）

·195．致玛·亚·乌里扬诺娃（8月24日）

·196．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0月25日）

·197．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1月4日）

·198．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2月3日或4日）

·199．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2月7日或8日）

·200．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2月10日或11日）


1910年


·201．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月2日）

·202．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月初）

·203．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月12日）

·204．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月30日或31日）

·205．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2月1日）

·206．致德·伊·乌里扬诺夫（2月13日）

·207．致玛·亚·乌里扬诺娃（2月13日）

·208．致德·伊·乌里扬诺夫（2月17日）

·209．致玛·亚·乌里扬诺娃（4月10日）

·210．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5月2日）

·211．致玛·亚·乌里扬诺娃（6月18日）

·212．致玛·伊·乌里扬诺娃（6月18日）

·213．致玛·亚·乌里扬诺娃（7月1日）

·214．致玛·伊·乌里扬诺娃（7月28日）

·215．致玛·亚·乌里扬诺娃（9月4日）


1911年


·216．致马·季·叶利扎罗夫（1月3日）

·217．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月19日）

·218．致玛·亚·乌里扬诺娃（4月8日）

·219．致玛·亚·乌里扬诺娃（8月20日）

·220．致玛·伊·乌里扬诺娃（8月20日）

·221．致玛·亚·乌里扬诺娃（9月28日）


1912年


·222．致玛·亚·乌里扬诺娃（3月8日或9日）

·223．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3月24日）

·224．致玛·亚·乌里扬诺娃（4月7日）

·225．致玛·亚·乌里扬诺娃（5月27日）

·226．致玛·亚·乌里扬诺娃（6月2日）

·227．致玛·亚·乌里扬诺娃（7月1日）

·228．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1月底）

·229．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秋天）

·230．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2月21日或22日）

·231．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2月24日或25日）

·232．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2月28日）


1913年


·233．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月3日）

·234．致玛·亚·乌里扬诺娃和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2月24日）

·235．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3月18日）

·236．致玛·伊·乌里扬诺娃（4月上半月）

·237．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致玛·亚·乌里扬诺娃（5月3日）

·238．致玛·伊·乌里扬诺娃（5月12日或13日）

·239．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致玛·亚·乌里扬诺娃（5月25日）

·240．致玛·伊·乌里扬诺娃（6月18日）

·241．致玛·亚·乌里扬诺娃（6月24日）

·242．致玛·亚·乌里扬诺娃（6月28日或29日）

·243．致玛·亚·乌里扬诺娃（7月26日）

·244．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1月12日或13日）

·245．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2月21日）

·246．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2月26日）


1914年


·247．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月7日）

·248．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2月11日）

·249．致玛·伊·乌里扬诺娃（2月16日）

·250．致玛·亚·乌里扬诺娃（2月21日）

·251．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致玛·亚·乌里扬诺娃（3月16日）

·252．致玛·亚·乌里扬诺娃（4月10日）

·253．致玛·伊·乌里扬诺娃（4月22日）

·254．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11月14日）

·255．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2月22日）


1915年


·256．致玛·伊·乌里扬诺娃（2月9日）

·257．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0月7日）


1916年


·258．致玛·伊·乌里扬诺娃（2月20日）

·259．致玛·亚·乌里扬诺娃（3月12日）

·260．致马·季·叶利扎罗夫（9月20日）

·261．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0月22日）

·262．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1月26日）


1917年


·263．致玛·伊·乌里扬诺娃（2月15日）

·264．致马·季·叶利扎罗夫（2月18日或19日）

·265．致玛·伊·乌里扬诺娃（8月）

·266．致玛·伊·乌里扬诺娃（8月底和9月之间）


1918年


·267．致玛·伊·乌里扬诺娃（2月底和3月8日之间）


1919年


·268．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电报（7月2日）

·269．致娜·康·克鲁普斯卡娅（7月9日）

·270．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电报（7月10日）

·271．致娜·康·克鲁普斯卡娅（7月15日）

·272．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1919年10月和1920年9月7日之间）

·273．致玛·伊·乌里扬诺娃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1919年或1920年）


1921年


·274．给德·伊·乌里扬诺夫的电报（4月）

·275．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921年）

·276．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921年）


1922年


·277．致玛·伊·乌里扬诺娃（夏天）

·278．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年底）

·279．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922年）

·附录

·一 列宁家书的摘录（摘自莫斯科宪兵局的案卷）

·二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书信479—545…


1898年


·1．致玛·亚·乌里扬诺娃和玛·伊·乌里扬诺娃（2月15日）

·2．致玛·伊·乌里扬诺娃（3月6日）

·3．致玛·亚·乌里扬诺娃（5月10日）

·4．致玛·亚·乌里扬诺娃（6月14日）

·5．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利扎罗娃（8月9日）

·6．致玛·亚·乌里扬诺娃（8月26日）

·7．致玛·伊·乌里扬诺娃（9月11日）

·8．致玛·亚·乌里扬诺娃（9月27日）

·9．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0月14日）

·10．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1月11日）

·11．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11月22日）


1899年


·12．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月10日）

·13．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月17日）

·14．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月24日）

·15．致玛·亚·乌里扬诺娃（4月4日）

·16．致玛·亚·乌里扬诺娃（6月20日）

·17．致玛·亚·乌里扬诺娃（7月3日）

·18．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0月17日）


1900年


·19．致玛·伊·乌里扬诺娃（3月28日）

·20．致玛·伊·乌里扬诺娃（3月30日）

·21．致玛·亚·乌里扬诺娃（7月26日）

·22．致玛·伊·乌里扬诺娃（7月26日）

·23．致玛·亚·乌里扬诺娃（8月26日）

·24．致玛·伊·乌里扬诺娃（9月11日）

·25．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0月1日）

·26．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1月8日）

·27．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2月2日）

·28．致玛·亚·乌里扬诺娃和玛·伊·乌里扬诺娃（12月22日）


1901年


·29．致玛·伊·乌里扬诺娃（2月2日）

·30．致玛·伊·乌里扬诺娃（2月12日）

·31．致玛·亚·乌里扬诺娃（6月11日）

·32．致玛·亚·乌里扬诺娃（7月16日）

·33．致玛·亚·乌里扬诺娃（8月2日）


1902年


·34．致玛·亚·乌里扬诺娃（9月27日）


1903年


·35．致玛·亚·乌里扬诺娃（3月4日）


1904年


·36．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月15日）

·37．致玛·亚·乌里扬诺娃（8月19日）


1909年


·38．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2月下旬）


1910年


·39．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8月24日）


1911年


·40．致玛·亚·乌里扬诺娃（8月26日）

·41．致风·伊·乌里扬诺娃（9月21日）


1912年


·42．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3月9日）

·43．致玛·亚·乌里扬诺娃（5月27日）


1913年


·44．致玛·亚·乌里扬诺娃和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1月4日）

·45．致玛·亚·乌里扬诺娃和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2月24日）

·46．致玛·亚·乌里扬诺娃（3月18日）

·47．致玛·伊·乌里扬诺娃（4月10日）


1914年


·48．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1月31日）

·49．致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2月11日）

·50．致玛·亚·乌里扬诺娃（4月15日）

·51．致玛·亚·乌里扬诺娃（6月8日）


1915年


·52．致玛·亚·乌里扬诺娃（4月17日）

·53．致玛·亚·乌里扬诺娃（9月24日）

·54．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0月11日）

·55．致玛·伊·乌里扬诺娃（12月14日）


1916年


·56．致玛·伊·乌里扬诺娃（2月8日）

·注释


插图

·弗·伊·列宁像（1897年）

·1939年我国出版的《列宁家书集》

·1899年2月3日列宁给玛·亚·乌里扬诺娃的信的第1页

·1908年10月27日列宁给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信的第1页

·1910年2月17日列宁给德·伊·乌里扬诺夫的信的第1页

·1912年6月2日列宁给玛·亚·乌里扬诺娃的信的第1页

·1915年2月9日列宁给玛·伊·乌里扬诺娃的明信片

·1919年7月9日列宁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信的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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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前言


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

（1915一1916年）

笔记“α”（“阿耳法”）

　　目录


论同“泥潭派”作斗争的文章的草稿（简评考茨基主义）

参考书目

拉维斯泰因论巴尔干问题

威纳尔论鲁尔采矿工业的集中

迈耶尔（投资）和参考书目

利夫曼论法兰克福的五金贸易

资产阶级学者论同帝国主义的斗争

莫里德。《公司及分公司》

参考书目

施尔德尔。《世界经济文汇》第5卷

《我们的言论报》摘录

参考书目

股份公司的资本总额

克斯特纳：《强迫加入组织》

维也纳《工人报》论维也纳的银行

《美国学院年刊》

参考书目

施蒂利希：《货币银行业》

利夫曼：《卡特尔与托拉斯》

《社会经济概论》摘录

- 笔记“β”(“贝塔”)



　　目录


迪策尔、熊彼特、福格尔施泰因

参考书目

《银行》杂志摘要

有价证券的统计

格伦采尔：《贸易差额、支付差额和经营差额》

希尔德布兰德：《……动摇》

保·塔弗尔：《北美托拉斯……》

评卡·考茨基论帝国主义

欧·阿加德：《大银行与世界市场》

巴洛德：统计

奥托：德国银行在海外

迪乌里奇：德国银行在国外的扩张

考夫曼：法国的银行

赫格曼：法国的银行

雅费：英国的银行

梅伦斯：法国的银行

瓦利希：德国银行的集中

措林格尔(国际对照表)和奈马尔克

泰罗：《企业的管理》

佐伊伯特：《泰罗制的实行情况》

吉尔布雷思：《对动作的研究》

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

施蒂利希和《世界经济》。短评

《银行》杂志摘录

几点看法((关于整个金融资本))

契尔施基：《卡特尔与托拉斯》

海曼：《混合企业》

关于帝国主义问题


笔记“γ”(“伽马”)


赫尼格尔：《德国军事的经济意义》

泰里：《欧洲经济》

评孟德斯鸠和埃斯泰夫的书及雷韦尔的文章

莱斯居尔：《法国储蓄业》

菱田政治：《日本作为强国的国际地位》

英国书籍和《康拉德年鉴》中的参考书目

帕图叶：《美国帝国主义》

帕图叶著作中关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参考书目

莫斯：《法国的信用机关和法英在国外的投资》

库兹涅佐夫：《中亚不同文明和语言的斗争》

《康拉德年鉴》的新参考书目

路·戈蒂埃：《国家—金融家》，巴黎，1910。

摘自《年鉴》(康拉德)上的图书目录

利西斯：《论反对法国的金融寡头》

评马克罗斯蒂、鲍姆加滕和梅斯勒尼以及伯格龙的书

贝拉尔：《英国与帝国主义》

莱尔：《德国帝国主义》

布里夫斯：《酒精卡特尔》

戈尔德施米特：《论德国煤炭工业的集中》

吕西埃：《大洋洲的瓜分》

福格尔施泰因：《现代大工业中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提纲

对该书提纲的补充

该书某些章的提纲

该书的总纲和几种不同的目录

通内拉：《德国在欧洲以外的扩张》

德里奥：《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科尔松：《经济机体和社会混乱》

雷德斯洛布：《附属国》

关于废除武装问题的札记

关于扎克的《俄国工业中的德国人和德国资本》一书

保尔·路易：《帝国主义概论》

希尔：《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外交史》

莫里斯：《殖民史》


笔记“δ”(“迭耳塔”)


施特芬：《世界大战和帝国主义》

奥本海默：《英国帝国主义》

1914年和1915年的考茨基

伊施哈尼安：《俄国国民经济中的外国成分》

潘涅库克：《国家支出的抵补问题和帝国主义》


笔记“ε”(“厄普西隆”)


国外投资

外国资本：阿恩特

参考书目

《经济学家》杂志论战争

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论据

《每日电讯》，1914年11月17日

交战国和非交战国的人口和面积

《经济学家》杂志论战争和《每日电讯》

图书札记和参考书目

煤和铁

工联的领袖


笔记“ζ”(“捷塔”)


哈尔姆斯：《世界经济》

关于《时报》上的文章和评论

相互责备

《社会党人与和平》

布劳尔论德国的所谓“失败主义者”

《美国的军火商人》一文

《每日电讯》，1915年4月22日和23日

《每日报》上胡戈·伯特格尔的文章

《经济学家》杂志上的文章《战争的目的》

《日内瓦日报》，1915年4月7日

劳合-乔治谈40亿英镑


笔记“η”(“厄塔”)


卡·考茨基：《民族国家……》

伦施：《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世界大战》

O．B．的文章：《“欧洲国家同盟”?》

在俄国的金融资本

巴伦论战争一书

伦茨论现代战争


笔记 “太塔”


希法亭：《金融资本》

电力托拉斯

证券发行的统计

里塞尔：《德国大银行及其集中》


笔记“ι”(“伊奥塔”)


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

《新时代》杂志，1911年(谈战争注意)和1912年(附带谈到欧洲联邦)

《金融文汇》：1915

证券发行的统计。埃根施维勒尔。克龙(关于阿根廷)

瓦尔特·措林格尔：《国际有价证券转移对照表》

佩什在《皇家统计学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1911年1月

米尔豪普特：《牛奶卡特尔》

资本家同盟论战争

克勒芒德：英国和德国

《欧洲的财政协定和军事债务》一文


笔记“κ”(“卡帕”)


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


笔记“λ”(“拉姆达”)


桑巴：《不是保障和平，就是产生国王》

舒尔采-格弗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一书摘录要目

舒尔采-格弗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


笔记“μ”(“谬”)


施瓦尔茨：《列强的财政体制》

《前进报》№103，1916年4月13日

《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

《世界贸易中的粮食》

铁路

《银行》杂志

关于铁路的统计


笔记“v”(“纽”)


《国际政治评论》

普伦：《世界政治》

韦格讷：《今日印度》

恩格斯：《欧洲能否裁军?》

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和恩格斯的序言

恩格斯：《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柏林，1894。

劳芬贝格：《组织、战争和批评》

维尔特：《世界现代史》

青年埃及派代表大会

塔迪厄：《法国和同盟》

《政治手册》

《德国和世界大战》

阿德勒：《帝国主义的社会政策》

西格弗里德：《新西兰》

霍奇：《俄国的土耳其斯坦》

社会主义在中国

纳阿斯：《埃及农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

《新时代》杂志，XXX，1


笔记“ξ”(“克西”)


报纸摘录

伯恩哈迪：《德国与即将到来的战争》

吕多费尔：《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要牲》

马凯：《中国，中华民国。它的问题和前途》

卢卡斯：《大罗马和大不列颠》

罗尔巴赫：《为什么这次战争是德国的战争!》

瓦尔特斯豪森：《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

亨尼希：《世界交通》

黑尔费里希：《德国的国民福利》

克罗美尔：《古代帝国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


笔记“o”(“奥米克隆”)


《施穆勒年鉴》，1915，第1编

马克思：1878年写的关于国际的文章。关于民族自决的意见

巴塞尔宣言和开姆尼茨决议

《平等》杂志，1914年8月5日

德尔布吕克：《政府和人民的意志》

《人民呼声报》(开姆尼茨)

《不来梅市民报》

关于民兵制的参考书目

伦施论民兵制(1912)

恩格斯论英国工人阶级

卡尔·毕尔克利：《我国军事的民主化》

1910年和1912年的考茨基

考茨基论宗教

美国的社会党人和黑人

参考书目

贝尔福特-巴克斯论帝国主义(1900)

关于德布兹

在瑞士的意大利工人和波兰工人

利沙加勒：《1871年公社史》

垄断和技术

伦施：《社会民主党，它的终结和成就》

佩兰·德·布萨克：《论殖民军》和《劳动书目》

开姆尼茨《人民呼声报》

加拿大的工人运动

《莱比锡人民报》

马克思论法兰西争取自由的战争(1871年1月)、论爱尔兰、论即将到来的战争(在1874年)

乌布利希：民族和帝国主义

近代史的“分期”

《斗争》杂志

恩格斯和马克思论英国工人

考茨基：《爱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民主党》

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格鲁姆巴赫：《齐美尔瓦尔德—昆塔尔的错误》

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信

《钟声》杂志

威·李卜克内西和马克思(1878年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

日本人与美国工人的沙文主义

格雷利希和《格留特利盟员报》

《瑞士五金工人报》

《新莱茵报》

圣西门的名言

笔记“o”(“奥米克隆”)注释

“布雷斯福德”笔记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笔记

“帝国主义”笔记

“埃格尔哈夫”笔记

“奥地利农业统计”笔记摘录及其他

关于波斯材料的笔记

单独的札记(1912—1916年)





《列宁全集》
 第55卷（笔记·1895年—1916年）

目录


·凡例

·前言



一、摘要和短文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

·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

·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阐发和批判》一书摘要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第2篇 现象

·第3篇 现实

·第4卷 第1部 客观逻辑

·第5卷 逻辑学。第2部、主观逻辑或概念论

·逻辑学 第5卷。第3篇 观念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

·哲学史导言。第13卷 哲学史第1卷 希腊哲学史

·第14卷 哲学史第2卷

·第15卷 哲学史第3卷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

·诺埃尔《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摘要 (1915年)

·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

·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

·谈谈辩证法问题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

·注释——[99]

·注释——[141]

·第6章 绝对的批判的批判或布鲁诺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二、关于书籍、论文和书评的札记

·弗·宇伯威格《哲学史概论》(1903年)

·弗·保尔森《哲学引论》(1903年)

·关于索邦图书馆中的自然科学和哲学书籍的札记

·《奥地利农业统计及其他》笔记本片段(1913年)

·《哲学笔记本》片段(1914—1915年)

·《帝国主义笔记本》片段(1915—1916年)


三、批　注

·约·狄慈根《短篇哲学著作集》一书批注

·格·瓦·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批注

·弗·舒利亚季科夫《西欧哲学(从笛卡儿到恩·马赫)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一书批注

·阿贝尔·莱伊《现代哲学》一书批注(1909年)

·阿·德波林《辩证唯物主义》一书批注(不早于1909年)

·格·瓦·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批注

·尤·米·斯切克洛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和活动(1828—1889)》一书批注




《列宁全集》
 第56卷（笔记·1901年—1915年）

目录


·凡例

·前言



一 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大纲和报告要点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书大纲 (1901年6一9月)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书目录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书第五章至第九章纲要

·对欧洲和俄国的土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土地纲领

·农民与社会民主党


二 对土地问题著作和农业统计资料的评析


·对谢·布尔加柯夫《资本主义和农业》(第1卷和第2卷，1900年版)一书的批注

·对布尔加柯夫著作批驳的大纲

·对谢·布尔加柯夫和弗·本辛格著作的批注

·对弗·赫茨《土地问题及其同社会主义的关系》一书的评析

·对奥·普林斯海姆《农业工场手工业和电气化农业》一文中的资料的分析

·对爱·大卫《农村的野蛮人》一文的批注

·对莫·黑希特《巴登哈尔特山区的三个村庄》一书中的资料的分析

·对胡·奥哈根《农业中的大生产和小生产》一文材料的分析

·对卡·克拉夫基《论农业小生产的竞争能力》一文的批注

·对卡·克拉夫基《论农业小生产的竞争能力》一文的批注

·对《德国小农地产中的私人贷款》和《奥地利小农地产中的私人贷款》两书的批注

·布拉瑟及其他

·威·贝尔《小地产研究》小册子札记

·对奥·苏雄《农民地产》一书的批注

·对费·莫里斯《农业和社会问题。法国的农业和土地状况》一书的批语

·阿·赫拉波沃—赫拉波夫斯基《19世纪的比利时农业》一书札记

·对巴登调查材料的批注

·对巴登调查中70份收支表的批注

·关于70份收支表中大农户、中等农户和小农户的比较统计材料摘录

·E．塞努雷《社会经济和农业经济论文集》一书札记

·德国农业统计摘录

·对《法国农业统计。1892年的十年调查的总结》一书中的资料的分析

·法国农业统计

·对丹·左拉《农业经济学论文集》和《土地问题的昨天和今天》两书的批注

·根据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调查汇编而成的关于德国、法国、比利时、英国、美国和丹麦的农户的综合资料(1901年6一9月)

·巴伐利亚调查

·巴伐利亚调查摘录

·1890年荷兰农业调查摘录

·评埃·施图姆普费的著作

·对古·费舍《机器在农业中的社会意义》一书的批注

·保·蒂罗《1866—1870年农业调查》一书札记

·昂·博德里亚尔《法国农业人口。第5辑。南部人口》一书札记

·埃·库莱的一本书的札记

·古·鲁阿内《论农业辛迪加的危险和未来》一文札记

·对诺西希书中资料的分析

·对爱·大卫《社会主义和农业》一书的批注

·《手工劳动和机器劳动》一书摘录

·阿·迪里厄《关于热尔省农民的专著》一书札记

·对莱·胡施克的资料的分析


三 欧美农业研究资料


·德国农业统计（1907年）

·整理1907年6月12日德国农业调查资料的提纲

·丹麦统计

·奥地利农业统计

·《符腾堡统计年鉴》和《巴伐利亚王国统计》两书的札记和摘录

·施梅尔茨勒《农业地产的分配及其对农业生产率和农业发展的影响》一文札记

·恩·劳尔《最近25年来瑞士农业发展的统计摘要》一书札记

·恩·耶尔迪《农业中的电动机》一书札记

·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1914-1915年)

·美国农业统计札记

·美国农业统计

·在《美国1910年第十三次人口普查报告。美国农业。农作物(附各州情况)概述》上所作的标记和计算

·在《美国1910年第十三次人口普查报告。美国农业。各州农场和农场财产概述》上所作的标记

·在《美国1910年第十三次人口普查报告。美国农业。农户和其他地方的牲畜概述》上所写的评语

·在《美国1910年第十三次人口普查报告。美国加工工业。各州、市和某些部门的加工工业统计概述》上所作的标记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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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准备材料



第一部分 在卡·马克思《资本论》各卷上作的有关批注


·《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

·《资本论》俄文版第1卷

·《资本论》德文版第2卷

·《资本论》俄文版第2卷

·《资本论》德文版第3卷上下册




第二部分 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和农民的分化


·在瓦·沃·(瓦·巴·沃龙佐夫)的书上作的批注

·在尼·亚·卡雷舍夫的书评上作的批注

·在尼·亚·卡雷舍夫的书上作的批注

·在C．卡普斯京的书上作的批注

·在尼·安·布拉戈维申斯基的汇编上作的计算和农户分类

·根据尼·安·布拉戈维申斯基汇编的资料作的关于农户按役畜分类和外出做零工情况的笔记

·在维·斯·普鲁加文的书上作的计算和批注

·根据维·斯·普鲁加文的著作作的关于农户分类的笔记

·塔夫利达省统计汇编中的农户统计和农户分类

·下诺夫哥罗德省统计汇编中的农户分类和计算

·波尔塔瓦省统计汇编中按播种和租地面积划分的农户类别

·在沃罗涅日省统计汇编上作的批注

·在特维尔省统计汇编上作的计算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县统计汇编上作的笔记

·在萨拉托夫省统计资料汇编上作的批注

·在萨拉托夫省统计资料汇集上作的批注

·在斯·费·鲁德涅夫《欧俄农民的副业》一文上作的计算

·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上作的关于商业性农业发展情况的笔记和计算

·根据1897年《工厂索引》对干酪制造厂和乳脂制造企业的数量作的统计(1897年9月和1899年1月30日〔2月11日〕之间)

·在尼·伊·捷贾科夫的报告上作的批注

·在彼·菲·库德里亚夫采夫的报告上作的批注和计算

·在《1893年和1894年军马调查》汇编上作的计算和评注

·在弗拉基米尔省农业概述上作的批注

·在《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论文集上作的批注和计算

·在潘·阿·维赫利亚耶夫的统计汇编上作的批注和计算

·在瓦·安·约诺夫的报告上作的批注

·在莫斯科省统计年鉴上作的批注

·在费·安·舍尔比纳的汇编上作的批注

·在《欧俄马铃薯的栽培》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计算

·在《耕作工具》一书上作的批注

·在B．Φ．阿尔诺德的书上作的批注和计算

·在涅列赫塔县的统计汇编上作的批注

·在《奔萨省估价统计调查总结》一书上作的批注




第三部分 资本主义在工业中的发展形式和阶段


·《军事统计汇编》资料分析

·在塞兹兰—维亚济马铁路概述上作的标记

·在Е．И．克拉斯诺彼罗夫的书上作的批注

·根据尼·费·安年斯基的报告就巴甫洛沃手工业经济情况调查作的笔记

·对下诺夫哥罗德省手工业资料的加工整理

·对谢·安·哈里佐勉诺夫的著作中关于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资料作的批注和整理

·在康·安·维尔涅尔《1890年莫斯科省博戈罗茨克县的手工业》一文上作的批注和计算

·根据彼·安·奥尔洛夫1879年的《一览表》对工业企业的资料作的分析

·在阿·克本论采矿和制盐工业的文章上作的批注

·在C．库利宾的采矿32业统计汇编上作的计算

·对德·尼·日班科夫书中关于斯摩棱斯克省工业统计资料作的整理

·在B．Ф．斯维尔斯基论弗拉基米尔省工业的书上作的批注和计算

·根据B．φ．阿尔诺德的调查资料作的农户分类笔记

·在Д．И．施什马廖夫论下诺夫哥罗德和舒亚—伊万诺沃铁路区域工业的书上作的批注

·在莫斯科省地方自治机关统计年鉴上作的计算和笔记

·在沃利斯克县统计汇编上作的批注

·在德·尼·日班科夫《1866—1883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一文上作的批注和计算

·在斯·费·鲁德涅夫的文章上作的批注和计算

·对雅罗斯拉夫尔省外出做零工资料作的批注和整理

·在卡卢加省外出做零工概述上作的批注和计算

·在E．N．克拉斯诺彼罗夫的报告上作的批注

·在根据1896年下诺夫哥罗德展览会资料对俄国工业的概述上作的批注

·对维·斯·普鲁加文的著作中关于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的资料作的整理

·在莫斯科省工业卫生调查总集上作的批注和计算

·在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资本在我国手工工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一文上作的批注

·对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按户调查资料作的批注和整理

·根据E.И.克拉斯诺彼罗夫的著作中的资料对彼尔姆省手工业状况作的分析

·关于维亚特卡省手工业的批注

·关于下诺夫哥罗德省外出做零工情况的笔记

·对统计年鉴中工厂统计资料的整理

·在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报告《俄国工业发展统计总结》讨论情况的报道上作的批注

·对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

·在尼·亚·卡雷舍夫论俄国工业的书上作的批注和计算

·根据1879年《工厂一览表》汇总的各行业大企业数目

·在论普斯科夫省手工业的书上作的批注和计算

·在特维尔省统计年鉴上作的批注

·对《财政部年鉴》中工厂统计资料的整理

·根据A.и.斯基布涅夫斯基的资料作的关于博戈罗茨克县工人住房情况的笔记

·在0.Э.施米特的书上作的批注

·关于巴甫洛沃的一本新书的笔记

·在г.и.罗斯托夫采夫的书上作的关于德米特罗夫县手工业者劳动和生活条件的笔记

·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计算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2版上作的批注和计算

·俄国某些省份工人人数总结资料摘录

·俄国某些省份和工业部门工人人数资料摘录

·其他批注



附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2版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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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1854年－1860年

·列宁作过标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一书节录。《通信集》提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年）》

·恩格斯，1854年6月10日

·马克思，1854年7月27日

·马克思，1854年10月17日

·马克思，1854年12月2日

·马克思，1854年12月15日

·马克思，1855年2月13日

·马克思，1855年3月8日

·马克思，1855年5月16日

·马克思，1855年6月15日

·马克思，1856年1月18日

·恩格斯，1856年2月7日

·马克思，1856年2月29日

·马克思，1856年3月5日

·恩格斯，1856年3月7日

·恩格斯，1856年4月14日

·马克思，1856年4月16日

·马克思，1856年5月8日

·恩格斯，1856年5月23日

·马克思，1856年9月26日

·马克思，1856年10月16日

·马克思，1856年10月30日

·马克思，1856年12月2日

·马克思，1857年1月20日

·恩格斯，1857年5月11日

·马克思，1857年8月15日

·马克思，1857年9月25日

·恩格斯，1857年11月15日

·马克思，1857年11月24日

·马克思，1857年12月8日

·恩格斯，1857年12月17日

·恩格斯，1858年1月7日

·马克思，1858年1月14日

·马克思，1858年2月1日

·恩格斯，1858年3月17日

·马克思，1858年4月2日

·恩格斯，1858年10月7日

·马克思，1858年10月8日

·恩格斯，1858年10月21日

·马克思，1858年11月24日

·马克思，1859年2月25日

·马克思，1859年2月25日

·马克思，1859年4月22日

·马克思，1859年5月18日

·马克思，1859年12月13日

·马克思，1860年1月11日

·马克思，1860年10月2日

·马克思，1860年12月19日



第四卷 1868年－1883年

·第四卷

·恩格斯，1868年1月16日

·恩格斯，1868年2月2日

·恩格斯，1868年4月10日

·马克思，1868年5月4日

·恩格斯，1868年5月6—7日

·恩格斯，1868年7月2日

·马克思，1868年7月7日

·恩格斯，1868年7月10日

·马克思，1868年7月29日

·马克思，1868年8月4日

·恩格斯，1868年8月6日

·马克思，1868年8月26日

·马克思，1868年9月16日

·马克思，1868年9月19日

·马克思，1868年9月23日

·恩格斯，1868年9月24日

·马克思，1868年9月26日

·马克思，1868年9月29日

·恩格斯，1868年9月30日

·马克思，1868年10月4日

·恩格斯，1868年10月8日

·马克思，1868年10月10日

·恩格斯，1868年10月22日

·恩格斯，1868年11月6日

·恩格斯，1868年11月18日

·恩格斯，1868年11月20日

·恩格斯，1868年12月18日

·恩格斯，1869年1月29日

·恩格斯，1869年3月3日

·马克思，1869年3月5日

·恩格斯，1869年3月21日

·恩格斯，1869年4月2日

·恩格斯，1869年4月7日

·恩格斯，1869年7月1日

·马克思，1869年7月3日

·恩格斯，1869年7月6日

·恩格斯，1869年7月21日

·马克思，1869年7月22日

·马克思，1869年8月10日

·马克思，1869年8月18日

·马克思，1869年9月25日

·恩格斯，1869年10月24日

·马克思，1869年10月30日

·恩格斯，1869年11月1日

·恩格斯，1869年11月9日

·马克思，1869年11月18日

·恩格斯，1869年11月19日

·马克思，1869年11月26日

·恩格斯。1869年11月29日

·马克思，1869年12月4日

·恩格斯，1869年12月9日

·马克思，1869年12月10日

·恩格斯，1869年12月16日

·恩格斯，1870年1月19日

·恩格斯，1870年2月1日

·马克思，1870年2月10日

·恩格斯，1870年2月11日

·马克思，1870年2月12日

·马克思，1870年4月14日

·恩格斯，1870年4月29日

·马克思，1870年5月7日

·马克思，1870年5月10日

·马克思，1870年5月18日

·马克思，1870年7月5日

·马克思，1870年7月20日

·马克思，1870年7月28日

·恩格斯，1870年8月10日

·恩格斯，1870年8月15日

·马克思，1870年8月17日

·恩格斯，1870年9月4日

·恩格斯，1870年9月7日

·马克思，1870年9月10日

·恩格斯，1870年9月12日

·恩格斯，1873年5月30日

·恩格斯，1874年9月21日

·恩格斯，1876年5月24日

·马克思，1876年5月25日

·恩格斯，1876年5月28日

·马克思，1877年7月18日

·马克思，1877年7月23日

·马克思，1877年8月1日

·恩格斯，1879年8月20日

·恩格斯，1879年8月25日

·恩格斯，1879年9月9日

·马克思，1879年9月10日

·恩格斯，1881年8月18日

·马克思，1882年1月5日

·恩格斯，1882年1月13日

·马克思，1882年4月8日

·马克思，1882年11月11日

·马克思，1882年11月22日

·恩格斯，1882年11月23日



第一卷 1844年－1853年

·第一卷

·恩格斯。1844年11月19日

·恩格斯，1845年1月20日

·恩格斯，1845年2月22—26日、3月7日

·恩格斯，1845年3月17日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致委员会的第二封信(1846年9月16日)

·恩格斯，1846年9月18日

·恩格斯，1846年10月18日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致委员会的第三封信(1846年10月23日)

·恩格斯，1846年10月23日左右

·恩格斯，1847年3月9日

·恩格斯，1847年9月28日

·恩格斯，1847年9月28—30日，星期四

·恩格斯，1847年10月26日

·恩格斯，1847年11月14—15日

·恩格斯，1847年11月23—24日

·马克思，1848年3月16日于巴黎

·马克思，1848年11月中

·马克思，1848年11月29日

·马克思，1849年6月7日于巴黎

·马克思，1849年8月17日

·马克思，1850年11月23日

·马克思，1851年1月7日

·马克思，1851年2月3日

·马克思，1851年2月11日

·马克思，1851年2月23日

·恩格斯，[1851年8月11日左右]

·马克思，1851年8月14日

·马克思，1851年8月25日

·马克思，1851年9月13日

·马克思，1851年9月23日

·恩格斯，1851年9月23日

·恩格斯，[1851年9月26日]

·马克思，1851年11月24日

·马克思，1851年12月1日

·马克思，1851年12月9日

·恩格斯，1852年2月17日

·马克思，1852年2月23日

·马克思，1852年2月27日

·恩格斯，1852年4月20日

·恩格斯，1852年8月24日

·马克思，1852年9月2日

·马克思，1852年9月8日

·恩格斯，1852年9月24日

·马克思，1852年10月25日

·马克思，1852年10月27日

·恩格斯，[1852年10月31日]

·马克思，1853年2月23日

·马克思，1853年3月22—23日

·恩格斯，1853年4月26日

·马克思，1853年6月2日

·恩格斯，1853年6月6日

·马克思，1853年6月14日

·马克思。1853年9月3日

·马克思，1853年9月7日



第三卷 1861年－1867年

·第三卷

·马克思，1861年1月18日

·马克思，1861年1月29日

·马克思，1861年2月27日

·马克思，1861年5月7日

·马克思，1861年6月19日

·马克思，1861年7月5日

·马克思，1861年9月28日

·马克思，1861年12月9日

·马克思，1862年2月25日

·马克思，1862年3月15日

·马克思，1862年5月27日

·马克思，1862年7月30日

·马克思，1862年8月2日

·马克思，1862年8月7日

·马克思，1862年8月9日

·马克思，1862年8月20日

·马克思，1862年9月10日

·马克思，1862年10月29日

·马克思，1862年11月17日

·马克思，1863年1月2日

·恩格斯，1863年1月7日

·马克思，1863年1月28日

·马克思，1863年2月13日

·马克思，1863年2月17日

·恩格斯，1863年2月17日

·马克思，1863年2月21日

·马克思，1863年3月24日

·恩格斯，1863年4月8日

·马克思，1863年4月9日

·恩格斯，1863年4月21日

·恩格斯，1863年5月20日

·恩格斯，1863年6月11日

·马克思，1863年6月12日

·恩格斯，1863年6月24日

·马克思，1863年7月6日

·马克思，1863年8月15日

·恩格斯，1863年12月3日

·马克思，1863年12月27日

·马克思，1863年9月12日

·恩格斯，1863年11月24日

·恩格斯，1864年1月3日

·恩格斯，1864年9月4日

·马克思，1864年9月7日

·马克思，1864年11月4日

·恩格斯，1864年11月7日

·恩格斯，1864年11月16日

·马克思，[1864年]11月18日

·马克思，1864年12月10日

·恩格斯，1865年1月27日

·马克思，1865年2月1日

·马克思，1865年2月3日

·恩格斯，1865年2月5日

·马克思，1865年2月6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1865年2月6日)声明

·马克思，1865年2月11日

·恩格斯，1865年2月13日

·马克思，1865年2月13日

·马克思，1865年2月18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

·马克思，1865年2月25日

·恩格斯，1865年3月11日

·马克思，1865年5月20日

·恩格斯，1866年1月4日

·马克思，1866年2月13日

·恩格斯，1866年3月5日

·马克思，1866年4月2日

·恩格斯，1866年4月2日

·马克思，1866年4月6日

·恩格斯，1866年4月13日

·恩格斯。1866年5月1日

·恩格斯，1866年5月16日

·马克思，1866年5月17日

·恩格斯，1866年5月25日

·马克思，1866年6月7日

·恩格斯，1866年6月11日

·马克思，1866年6月20日

·马克思，1866年7月7日

·恩格斯，1866年7月9日

·恩格斯，1866年7月25日

·马克思，1866年7月27日

·马克思，1866年8月7日

·恩格斯，1866年8月10日

·马克思，1866年8月13日

·恩格斯，1866年10月2日

·马克思，1866年10月3日

·恩格斯，1866年10月5日

·马克思，1866年11月10日

·恩格斯，1866年11月11日

·恩格斯，1866年12月14日

·恩格斯，1867年3月13日

·马克思，1867年4月24日于汉诺威

·恩格斯。1867年4月27日

·马克思，1867年5月7日

·马克思，1867年6月3日

·恩格斯，1867年6月16日

·马克思，1867年6月22日

·马克思，1867年8月16日

·马克思，1867年9月12日

·马克思，1867年9月11日

·恩格斯，1867年10月22日

·马克思，1867年11月2日

·马克思，1867年11月7日

·马克思，1867年11月14日

·恩格斯，1867年11月24日

·恩格斯，1867年11月28日

·马克思，1867年11月30日

·恩格斯，1867年12月6日

·马克思，1867年12月7日

·恩格斯，1867年12月12日

·马克思，1867年12月14日

·马克思，1867年12月17日

·恩格斯，1867年12月19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摘录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主题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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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1894年

·在卡·马克思《资本论》上作的批注(不早于1888年底)



1899年

·卡·考茨基《土地问题》一书提要(1899年1月26日和3月21日〔2月7日和4月2日〕之间)



1901年

·卡·考茨基《我的土地问题>的两位批判者》一文提要(1901年6—9月)

·关于批评维·切尔诺夫土地问题观点的材料(1901年6—9月)

·《德国农民状况》一书的摘录和批注(1901年6—9月)

·H．赖赫贝格文章的摘录和批注(1901年6—9月)

·《农民问题和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1893—1896)》一书的摘录和批注(1901年6—9月)

·威·李卜克内西《论土地问题》一书提要(1901年8—9月)

·阿·布亨贝格尔《农业与农业政策》一书的摘录和批注

·《新时代》杂志摘录(1901年底—1902年初)

1902 年

·卡·考茨基《福尔马尔和国家社会主义》一文的摘录和札记(不晚于1902年3月)



1903年

·弗·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一文摘录(1903年2月10日以前)

·卡·马克思《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和弗·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的摘录(1903年2月10日以前)

·罗·罗基尼《农业辛迪加及其活动》一书的提要和摘录(1903年2月10日以前)

·卡·考茨基《社会主义和农业》一文的摘要和批注(1903年3—4月)



1905年

·对米·奥里明斯基《当前的任务》一文的意见(1905年1月初)

·亚·波特列索夫《我们的厄运》一文的摘录和批注(1905年1月11日[24日]以前)

·《马克思论美国的“土地平分”》一文的材料(1905年4月7日以前)

·《莫斯科事变的教训》一文的材料(不早于1905年8月29日)



1906年

·在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上作的标记(1906年)

·在卡·马克思《历史著作集》一书(1906年圣彼得堡版)上作的批注(1906年和1908年之间)

·在弗·恩格斯《1871—1875年论文集》一书(1906年圣彼得堡版)上作的批注(不早于1906年)



1907年

·在《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一书(1906年斯图加特版)上作的批注(1907年4月6日[19日]以前)

·对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草案的意见。(1907年5月12—16日[25—29日])



1909年

·在阿—娃娅《现在需要什么?》一文上作的批注。(不早于1909年3月)

·对列·加米涅夫一篇文章的意见(1909年8月14日以前)

·在涅·切列万宁《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展望》一书上作的批注。(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以前)

·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危机》一文上作的批注。(1909年12月—1910年1月)

·在尼·哈利《幽灵》一文上作的批注(1909年12月—1910年1月)



1910年

·在关于合作社的比利时决议草案上作的批注(1910年8月16—19日[8月29日一9月1日])

·在亚·伊兹哥耶夫《走向复兴的路上》一文上作的批注(1910年8月29日和9月2日[9月11日和15日]之间)



1911年

·在格·普列汉诺夫《概念的混淆》一文上作的标记(1911年1月18日[31日]以后)

·在布尔什维克调和派传单上作的标记(1911年7月底和9月上半月之间)

1912 年

·在社会党国际局反战通告上作的批注(1912年10月5日〔18日〕以前)

·《民族问题(Ⅱ)》笔记(1912年12月1日〔14日〕以后)

·在安·潘涅库克《阶级斗争和民族》一书(1912年赖兴贝格版)上作的批注(1912年底—1913年初)

·对安·潘涅库克《阶级斗争和民族》一书的意见(1912年底—1913年初)

·奥·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书第7章提要(1912年)

·卡·拉狄克《德国帝国主义和工人阶级》一书的摘录和批注



1913年

·在罗·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一书上作的批注(1913年3月16日〔29日〕以前)

·评罗·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一书的文章的提纲草稿和素材(1913年3—4月)

·《现代国家的民族运动的形式》一书的摘录和批注(1913年5月)

·对伊·阿尔曼德《短评》的意见和补充(不早于1913年8月)



1914年

·《俄国社会民主党和民族问题》专题报告会上的讨论记录1914年3月21日

·《欧洲大战和欧洲社会主义》一书的材料(1914年8月底—9月)

·在1914年10月2日《新时代》杂志第1期上作的批注(1914年9月19日和28日〔10月2日和11日〕之间)

·在格·普列汉诺夫《论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专题报告会上作的笔记(1914年9月28日〔10月11日〕)

·在苏黎世作的《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专题报告的材料(不早于1914年10月14日〔27日〕)

·在威·李卜克内西《纪念卡尔·马克思》一书上作的批注(1914年11月1日〔14日〕以前)

·罗·卢森堡《论立宪会议和临时政府》一书的摘录和批注(1914—1916年)

·《“和平的条件”和民族问题》报告的材料(1914—1916年)

·恩格斯，1876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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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

·在彼·马斯洛夫《世界大战的经济原因》一书上作的批注（1月）

·有关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的法文报纸的摘录和批注（不早于2月20日）

·在亨·劳芬贝格和弗·沃尔弗海姆《民主与组织》一书上作的批注（不早于2月）

·在保尔·果雷《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和必将复兴的社会主义》一书上作的批注（3月和9月之间）

·在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与和平》一书上作的批注（不早于4月）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的摘录和批注（不晚于5月）

克劳塞维茨的简历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关于战争和用兵的遗著

　　《战争论》第1卷

　　《战争论》第2卷

　　《战争论》第3卷

·对格·季诺维也夫《和平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口号的不幸）》一文的修改意见（不晚于7月11日）

·对米·波克罗夫斯基《战争祸首》一文的意见和给波克罗夫斯基的信的草稿（6一8月）

·对亚·柯伦泰《谁需要战争?》一书的修改意见（9月18日和26日之间）

·帕·阿克雪里罗得《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和任务》一书的摘录和批注（9月19日以后）

·在尔·马尔托夫《战争和俄国无产阶级》一文上作的批注（11月30日和12月21日之间）

·茹尔·盖得《警惕!》一书和《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关于“李卜克内西案件”的材料》一书的摘录和批注（1915年底）

·对罕丽达·罗兰一霍尔斯特《民兵制还是裁军?》一文的评论（12月底）



1916年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问题和民族压迫问题的笔记（7月）

·关于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报纸的摘录和批注（不早于11月8日）

·关于瑞士工人运动问题的报纸的摘录和批注（11月底）

·关于在瑞士社会民主党战争问题的提纲和决议草案上作的修改和批注（11月底一12月初）

1.在罗·格里姆提纲上作的批注

2.对罗·格里姆提纲的意见

3.在弗·普拉滕决议草案上作的修改和批注

·保·伦施关于民族自决权和兼并的文章的摘录和批注（1916年）



1917年

·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向社会党提出的统一原则和形式的决议上作的批注（1月）


1918年

·在1918年1月8日（21日）党的会议上作的摘记

1.辩论摘记（1月8日〔21日〕）

2.对1918年1月8日（21日）党的会议上的辩论的归纳（1月8—11日[21—24日〕）

·关于拿破仑第一对德战争史的笔记（2月）

1.关于尼·卡列耶夫《西欧史》一书（第4卷第8章）的提纲式笔记（2月24日以前）

2.拿破仑第一对德战争史摘记（2月）

·尼·布哈林等人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发言的摘记（3月7日）

·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就合作社工作问题达成的协议草案上作的批注（3月21日或22日）

·对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草案的修改（4月10日）

·对惩治受贿的法令草案的修改（5月8日）

·在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上作的摘记（5月13日）

1.对尼·布哈林的补充报告的摘记和对格·索柯里尼柯夫的发言的摘记

2.辩论摘记

·对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的修改（6月8日）

·对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6月28日和7月3日之间）

·刘不容许亲属在苏维埃机关共同供职的法令草案的修改（7月20日）



1919年

·在阿·哥尔茨曼《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提纲上作的批注（4月25日）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文化部主任的来信上作的批注（不晚于8月1日）

·在《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土地纲领》上作的批注（7月以后）



1920年

·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熟问题的意见（1920年初）

·在《经济生活报》所载尤·拉林一篇文章上作的批注（3月20日）

·在谢·古谢夫《经济建设的当前问题》一书上作的批注（3月17日和29日之间）

·在奥托·鲍威尔《世界革命》一书上作的标记（不晚于4月27日）

·在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5月）

·在詹·麦克唐纳《议会与革命》一书上作的批注（不晚于7月18日）

·对娜·克鲁普斯卡娅所拟人民委员会《关于统一管理共和国图书馆事业》法令草案的补充和修改（7月15日和22日之间）

·在叶·瓦尔加《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政策问题》一书上作的批注（不晚于7月30口）

·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新版上作的批注（不早于9月26日）

·在库恩·贝拉（科洛日瓦里）《从革命走向革命》一书上作的批注（不早于1920年）

·在弗·恩格斯《政治遗教。选自未发表的书信》一书上作的批注（1920年和1921年2月2日之间）



1921年

·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改组方案上作的批注（2月18日）

·在亚·柯伦泰《工人反对派》一书上作的批注（3月},9日）

·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关于消费合作社法令草案的讨论记录上作的批注（4月4日或5日）

·在哈尔科夫省委书记关于实行粮食税的报告上作的批注（4月17日）

·在瓦·奥博林来信上作的批注（5月18日和26日之间）

·在叶·莫伊谢耶夫报告上作的批注（5月22日）

·在《革命进攻的策略和组织。三月行动的教训》一书上作的批注（6月10日和15日之间）

·在关于建立出口储备的报告上作的批注（6月22日）

·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提纲草案》上作的批注（7月16日）

·在伊·斯克沃尔佐夫一斯捷潘诺夫来信上作的批注（8月1日）

·在组织生产者联合会发起小组的报告上作的批注（9月4日）

·对阿·基谢廖夫关于工资问题的提纲的修改（9月4日）

·在格·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致我们的批评家》一文上作的批注（9月11日）

·在亚·舍印曼来信上作的批注（11月12日）

·在伊·彼特鲁什金来信上作的批示（11月23日）



1922年

·在伊·在列·科布连茨意见书上作的批注（2月15日）

·欣丘克《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一书上作的批注（9月18日以后）

·在瓦·普列特涅夫《在意识形态战线上》一文上作的批注（9月27日）

·在狄纳莫工厂工厂委员会来信上作的批注（10月21日）

·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典》草案上作的批注（10月31日以前）

·注释

·人名索引



插图

·1921年列宁在恩格斯《政治遗教。选自未发表的书信》一书封面上作的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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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政治的主要任务》一文提纲

（1905年9月18日〔10月1日〕以后）



社会主义政治的主要任务

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
 纲领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
 。

初次实际应用。

“立宪民主党”。它的（客观的）任务。参看9月18日《我们的生活报
 》：吸引人民，加强人民的信任，等等，等等。

参看同一报纸关于立宪民主党的成立以及《交易所新闻》[142]的反驳。

是破坏这种信任还是在一定的“条件
 ”下支持这种信任？

新火星派动摇不定（帕尔乌斯、切列万宁、马尔托夫：“选举坚定的拥护者”）。

无条件地同立宪民主党人作斗争。“妥协分子”。背叛的开始。

反驳意见：（1）“缺席主义”。诽谤。相反，最积极的鼓动。

（2）“支持革命的资产阶级”。这要看情况。在议会中？是的。在我们选举保守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是的。但是现在两者都不是，因为
还没有
 议会制
 。为争取议会制而斗争。斗争中的背叛。切实
［注：两种可能性：（1）国家杜马只发怨言。（2）国家杜马为建立资产阶级
 政府而斗争。（第三种情况没有提出来。国家杜马不可能始终不渝地
 为革命而斗争。）无论第一
 或第二
 种情况都要由起义来解决问题。补充第（2）点——方便的借口，仅此而已。彼特龙凯维奇之流执政的危险性。］

 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在目前就是进行革命斗争
 ，就是起义。在街头还是在议会中？（参看马克思关于赖德律－洛兰的话。1849。[143]）

利用合法的和半合法的手段？毫无疑问，是的。工人代表大会？——是的。集会？是的。但是利用某种相近的东西，并不意味着与之融合起来，使自己的面貌模糊不清。为了利用，应该是独立的、完整的、团结一致的。

新火星派策略的荒谬性：“妥协和支持”加上“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可能因素。”理由可能有1001条。

不。现在是另一种策略：（1）同立宪民主党的妥协分子作无情的斗争。（2）对他们参加杜马一事进行攻击。（3）在同立宪民主党人作斗争和利用国家杜马问题进行鼓动的基础上发展独立的社会民主党。（4）准备起义，起义即将到来，
当前

 局势的关键就在于起义，而不在于“议会制”。（5）利用一切半合法的和合法的手段来进行这种准备，来进行宣传鼓动。（6）集中在下列口号上：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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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交易所新闻》（《Виржевые　Ведомости》）别称《交易所小报》《Биржёв-ка》），是俄国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报纸，1880年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每周出两次，后来出四次，从1885年起改为日刊，1902年11月起每天出两次。这个报纸的特点是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没有原则。1905年该报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曾改用《自由人民报》和《人民自由报》的名称。从1906年起，它表面上是无党派的报纸，实际上继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1917年10月底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被查封。——274。



[143]指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125页）一书中多处讲到的关于亚·奥·赖德律－洛兰的话。——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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